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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相关




	






	
	


	

　　
 
作者简介：

 饶胜文，1969年生于湖北孝感，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执教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从事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及战略思想文化研究。读史论史，自溺于一种“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的趣味与情怀，留意兴亡大略，潜心治乱兴衰。



　　
 
内容简介：

 本书把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形势形象地概括为“棋盘型格局”。全书内容亦由此而展开。因有“棋盘型”，乃有“四角”的分析，即关中、河北、东南、四川；乃有“四边”的阐述，即山西、山东、湖北、汉中；乃有关于“合天下之全势”的中原的认识。全书从地理形势、军事成败入手，最后落实到政治局面的变化，即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成因及其类型。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是一本历史军事地理著作。什么是历史军事地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军事地理学研究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也是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对指导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古代的军事地理是更好地认识当代军事地理的重要条件，因此，历史军事地理又是历史地理学，也是军事地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谭其骧教授序》）饶胜文同志的这本书所论，是关于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虽然不是对古代军事地理作详细的考察，但其性质是历史军事地理著作，自无疑义。



　　出版时间： 2002-1-1



　　字　　数： 263000



　　版　　次： 1



　　页　　数： 316



　　印刷时间： 2002/01/01



　　开　　本：



　　印　　次：



　　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6541435



　　包　　装： 平装



　　阿修比 [扫描] 2002



　　江左、AleonnisarLee [OCR] 2003-2004



　　阿修比 [校对制作] 2003－2004


















	



	















	





	







	









 





	


	







	







	




	


书籍相关




	






	
	


	

　　
 
作者简介：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28年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随父母到了加拿大。1953年从加拿大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以后又为汉弗莱和麦戈文竞选总统时充当顾问。1977－1981年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1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同时担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内容简介：

 1997年已近岁尾时刻访问美国，有机会和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晤谈。我告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同行已将他的新著《大棋局》译成中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听后非常高兴，并希望向中国的读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布热津斯基博士一再强调发展美中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意义。当前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今后美中关系发展前景存在着分歧。克林顿政府为了对付国内的压力，一时难以制订长远的、全面的对华政策。但是美国多数决策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兴起的大国，反对遏制中国，主张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占有军事优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尖端科技领域地位领先，“美国文化”具有吸引力。不过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为了未雨绸缨，需要早作准备，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



　　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全球战略构想将欧亚大陆看作关健地区。他列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各五个，对它们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一一作出分析判断，并就美国对它们的政策提出建议，其中有关中国的评述占有较大篇幅。对于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各种看法，我相信中国的读者读过本书后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亦凡书库 [扫描] 1999



　　阿修比 [扫描] 2002



　　亦凡书库 [OCR] 1999



　　威斯塔朗特 [校对制作] 2002


















	



	















	





	







	









 





	


	







	







	




	


书籍相关




	






	
	


	

　　
 
书籍简介：

 国家战略体系中以军事战略为主的总体战略。它是西方国家使用的一种战略概念。



　　据1935年英国野战条令的解释，大战略是“为实现全国性目的而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采取外交措施，施加经济压力，与盟国签订有利的条约，动员全国的工业和部署现有的人力，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进行协同作战。”



　　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著有《大战略》一书，他把战略解释为：把国家战略中的全部军事战略和其它领域的战略（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心理等）中与国防直接有关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就构成大战略。该书除重点叙述美国的各派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外，还叙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与军事战略有关的地理、经济和科学技术等问题。



　　《大战略》一书作为作者多年研究美国军事战略的成果，其中一些观点有新颖和独到之处，对研究美国的军事战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有人使用大战略，通常是指比军事战略高一个层次的战略；有时也与国防战略、国防战略混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翻译]



　　佚名 [扫描]



　　cdhyy [OCR] 2008



　　cdhyy [校对制作] 2008


















	



	















	





	







	









 





	


	







	







	




	


书籍相关




	






	
	


	

　　
 
汉译本前言：

 这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战略的论著，篇幅虽然不大，但论述的问题却不小。按作者自己的说法，他在这本书中把光圈集中在“大战略”上。或者换个说法，作者在本书中论述的是美国总统为首的国家统帅部指导战争的总方针和总政策。



　　作者肯特·罗伯茨·格林菲尔德是最有条件写这样一本书的现代美国历史家之一。他早年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主任达十六年。他亲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从1946年起直到1958年退休为止，他担任美国陆军部历史主任，在此期间主编了美国最大的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并以此蜚声国际史坛。



　　格林菲尔德写这本书，不是企图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二次大战中的美国战略，而是针对史学界关于二次大战中美国战略的某些争论，特别是针对美国史学界对某些传统看法的挑战，阐明自己的立场，实质上是在新情况下再次探讨二次大战中的美国战略，因此本书副标题为“再思考”。



　　全书由四篇专论组成，每篇相对独立，合起来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第一章开宗明义列举了标志大战中美国战略演变进程的八项重大战略决策，由此引出一系列战略关系或矛盾，分别在以下各章中加以探讨。其中第二章专门探讨英美两国战略上的矛盾，核心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即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和规模问题。第三章专门探讨美国统帅部内部的矛盾，即总统与军方的关系，重点是罗斯福总统在制定美国战略方面的影响和作用问题。第四章专门探讨三军内部空军(当时为陆军航空兵)与陆海军的矛盾，核心是对德日战略轰炸的作用和空地协同问题。此外，某些段落也涉及英美与苏联的战略关系。



　　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作者发表了一些有趣的意见；这些意见虽是一家之言，但在美国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因而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作者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更不能说我们同意他的全部观点。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作者在分析战胜德国和日本的原因时，有时过份夸大美国(或者加上英国)的贡献，对于苏联及其他某些欧洲国家军民的作用则估计不足，对于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抗日军民的作用更是只字不提，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抹煞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原书有两个版本。这个译本所依据的是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63年版。正文全部照译。原书后面附有大量注释，对一般中国读者实际意义不大，故从略。读者如需引用本书译文，请核对原文。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国对二次大战史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日益深入。愿这个译本有助于我们对二次大战时期盟国战略的研究。



吴春秋 1985年春节



　　陈月娥 吴春秋 [翻译] 1985



　　投笔从戎 [扫描] 2003



　　fallsky [OCR] 2003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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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书籍简介：

 作者仔细研究17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多次海上战争和海战，并参照这一期间陆上重要战役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他的海军战略理论。马汉生活在美国历史上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当时的美国对欧洲实行门罗主义，拒绝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对亚洲推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企图与欧洲列强共同宰割亚洲国家。《海军战略》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产生，并为这种侵略扩张政治服务的。



　　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书籍相关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20多部及论文130多篇。他首次明确提出“海权”的概念，并成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海权理论对美国及人类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富兰克林称马汉为“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马汉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授的家庭，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后即在海军任职。曾参加过南北战争，担任过舰长，后在美国海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任教，主要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曾两度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



　　
 
内容简介：

 《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关注，美国、日本、德国与前苏联等国都先后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指导。由于海权理论的巨大影响，西方知识界将该书评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本著作之一。



　　马汉在这部著作中主张应该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他把产品、海运、殖民地归结为海权的三大环节，把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以及政府的特点和政策等作为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本书通过欧洲及美国的海上战争史的研究，揭示海权对国家及历史发展的影响。



　　中国当前严峻的海权形势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打破海上的枷锁，真正走向全球的广阔世界。制海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重新发现与认识《海权论》将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第1-4部、附录



　　黄金书屋 [扫描] 2000



　　黄金书屋 [OCR] 2000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2



　　第5部



　　安常容、成忠勤 [翻译] 1998



　　超星数字图书馆 [扫描]



　　mboat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书籍相关




	






	
	


	

　　
 
书籍简介：

 韦恩·休斯(Wayne P. Hughes Jr.)先生目前在位于加州蒙特利的海军研究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教授战术分析。自从1979年任教于海军研究院以来，休斯先生在海军作战领域的著作无数。



　　在31年的海军生涯中，休斯先生曾于叁个舰队担任作战分析官，并担任过扫雷艇及驱逐舰舰长。岸上的职务包括在美国海军官校担任教官，以及曾在五角大楼工作。1975年到1977年间，他曾担任海军教育及训练支援部门的主管。



　　本书内容结合了战术的历史演进、分析及舰队作战，实为欲学习海军如何作战并获胜者的入门书。此外，本书中亦包含许多有关飞弹时代作战的新资料，并反映出苏联瓦解后许多滨海作战战术的重新调整，实可提供决策者有关战斗规划与战术思考的良好基础。



　　作者韦恩·休斯(Wayne P. Hughes Jr.)先生在书中重提许多著名的战役，以说明战术在各个时代的演变情形，以及某些仍然维持不变的战法。他还论及陆上以海上的战术互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感测革命、秘密武器与海上奇袭、战斗中领导统御与士气的角色，以及飞机与战舰在全球舰队中的重要性。休斯先生认为，与地面战斗不同的是，海军战术以攻击为主；他并且作出结论说，最伟大的战术准则应该是：先行展开有效攻击。



　　原书名：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Second Edition)



　　作　者：Wayne P. Hughes Jr.



　　出版时间：2000年



　　出 版 者：Naval lnstitute Press



　　Copyright(c) 2000 by the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aryl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val Institue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翻译]



　　SANJYSAN [扫描]



　　SANJYSAN [OCR]



　　Mboat [校对制作] 2004-2005


















	



	















	





	







	









 





	


	







	







	




	


书籍相关




	






	
	


	

　　
 
作者简介：

 1895年，利德尔·哈特出生于法国巴黎，童年时即随家人回到英国定居。他自幼体弱多病，但是却喜欢参加各种带有战术趣味的竞争性活动，并有志加入海军。他从小对新鲜事物也很感兴趣，在1910-1914年期间写了不少有关飞机及其军事运用的笔记，并与《飞机》杂志的一位编辑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其中有几封信还被作为重要稿件发表在杂志上。



　　1913年秋天，刚满18岁的利德尔·哈特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近代史。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利德尔·哈特不顾父母反对报名参加了英国陆军，短暂的大学生活随之结束。1915年冬，利德尔·哈特随部队两次赴西线战场执行任务。1916年7月1日，他又参加了以规模浩大、伤亡惨重而著名的索姆河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利德尔·哈特三次负轻伤，后随部队撤离前线，不久便返回英国养伤。利德尔·哈特在索姆河会战前线虽然仅仅经历了18天，严酷的战争场面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16年9月，利德尔·哈特在养病期间撰写了一本名为《英军进攻索姆印象记》的小册子，对当时的英军将领和索姆河会战倍加颂扬。这本充满英雄崇拜色彩的小册子尽管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军事著作，但标志着利德尔·哈特著述生涯的开端。此外，这一次的伤病，尤其是毒气中毒对他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不得不退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中，利德尔·哈特在英国本土担任一支志愿部队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几本关于步兵训练的小册子，同时还对步兵战术，尤其是连以下分队战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时的利德尔·哈特虽然也主张各兵种的战斗配合，但是还没有摆脱以步兵为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当利德尔·哈特热衷于步兵战术的时候，倡导以坦克作为主要进攻力量的“机械化战争学派”在英国军事理论界崭露头角，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比他大17岁的J·F·C·富勒。



　　1920年夏天，利德尔·哈特受命参加编修《步兵训练手册》，他从战术训练的角度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战斗经验，提出了一个着眼于突破阵地防御的战术方案。同时由于这个工作，他结识了富勒并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书信上的辩论。最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而利德尔·哈特也完全接受了机械化战争学派的主张，成为这个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富勒和利德尔·哈特有着不同的个性。富勒思想敏锐，言语尖刻；而利德尔·哈特更为机智老练，更懂人情世故，更具有政治判断力。所以在所以在富勒由于和国防部官员关系恶劣，难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利德尔·哈特为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推广做了相当大的贡献。



　　1924年是利德尔·哈特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利德尔·哈特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出现役，此时他只是一个上尉军官，而且没有学位。但是他以自己军事理论上的出众才华战胜了包括几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在内的竞争者，被录用为英国《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与此同时，利德尔·哈特的军事思想也发生着转变，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理论的热衷逐渐取代了往日对步兵战术的兴趣。而且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步兵教程》中提出的脱胎于渗透战术的“泄洪”攻击法，在德国的反响远远超过英、法等国。德国主张装甲战的将领采用了他的理论，以至于以古德里安为首的一批装甲将领自认为是哈特的弟子。



　　更重要的是，哈特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指导。他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打成灾难性的消耗战，是由于战争双方都错误地把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争中必须彻底摧毁敌人军队的战略原则奉为金科玉律。在这个观点的支配下，利德尔·哈特开始悉心钻研战争史，以创制一个新的战略理论，抵消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通过对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思想逐步形成。192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帕里斯，或未来战争》的小册子，发表了战略研究成果。帕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他发现了战无不胜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借阿波罗神之助轻而易举地一箭射杀了阿喀琉斯。利德尔·哈特引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的基本战略主张，即战争的目的在于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瓦解敌人的斗争意志，而战略的任务则在于发现和利用敌人的致命弱点并施以打击。1926年和1927年哈特又相继出版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人》和《名将揭秘》两部研究军事历史人物的著作，继续从历史中寻找根据，并借历史人物的事迹宣扬自己的主张。历史研究的积累使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渐趋丰满。1929年，他出版了战略理论名著《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即《战略论》的蓝本），这标志着他的“间接路线”思想业已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利德尔·哈特孜孜不倦地研究军事并非完全出自纯粹的理论兴趣。事实上，他的研究工作始终同英国的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密切相关，他提出种种理论主张的目的在于为英国军政当局制订军事政策和战略战术提供依据。因此，一经在某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见解，利德尔·哈特总要运用它们去考察和分析英国的现实军事问题，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1932年出版的《英国式战争》一书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利德尔·哈特针对英国的情况具体地发挥了“间接路线”思想，认为英国在未来战争中应当坚持传统的以海上斗争为主的战略路线，扬长避短，确保打赢战争的“最后一仗”。1935年，利德尔·哈特离开任职十年的《每日电讯报》，转入久负盛名的《泰晤士报》任军事记者。在此前后，他与英军的一些资深将领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在1937年成为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私人军事顾问，这使其得以更广泛地了解英国的军事情况，并对军事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利德尔·哈特倡导的一些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的改革主张在英军得以实现，他的声望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二战开始后德国装甲部队的显赫战绩，也让哈特这位闪击战的倡导者声誉鹊起。



　　战后的最初十五年，即1945-1960年，是利德尔·哈特理论研究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战争历史方面，他广泛地走访参战的各个层面，甚至直入战俘营和古德里安交流坦克战术的心得，而且还把隆美尔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编辑整理，于1953年出版了《隆美尔文件》；这些工作都为他后来写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战争理论方面，利德尔·哈特发表了许多文章，数次修订了《战略论》，并出版了《战争的变革》（1946年）、《西方的防务》（1950年）和《威慑或防御》（1960年）等三部论文集，就核战争、有限战争、核时代的防务政策和战略等西方国家最为关注的军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在西方国家很有影响。



　　在整个60年代，利德尔·哈特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有关现实问题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倾注于撰写回忆录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65年，他出版了两卷本《回忆录》，记述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走过的人生历程。1970年辞世之前，他又完成了历时20余年才得以问世的历史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书被公认为从军事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权威的著作。



　　60年代是利德尔·哈特一生中享有最高荣誉的10年。1963年，他与富勒同被授予奖给对军事历史作出卓越贡献者的“切斯尼纪念奖章”。1965年利德尔·哈特70岁寿辰之际，按照英国的传统，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者米歇尔·霍华德为之主编出版了纪念文集《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撰稿人都是西方著名军事理论家，如法国的安德烈·博福尔、美国的亨利·基辛格以及伦敦战略研究所首任所长阿拉斯戴尔·布甘等。同年，利德尔·哈特还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特聘为客座教授。次年又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位。使利德尔·哈特感到最为欣慰的是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和剑桥大学荣誉校友的称号，因为当年由于战争的原因，他没有读完剑桥大学的课程，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



　　如果说战前欧洲将领只是从“间接路线”理论中吸取了一些新颖作战思想的话，那么战后以色列将领则是将其作为一整套符合以色列需要的战略纲领加以具体运用的。在以色列，“间接路线”思想起初仅被用于解决一些战术问题。曾历任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长、总参谋长的伊格尔·扬丁将军则注意到这个思想的战略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认为“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它提供了以军可以依靠的战略指南。这样，扬丁不仅有意识地运用“间接路线”思想解决以军的建军和作战问题，而且将《战略论》的部分重要章节译为希伯莱文供军官们学习，并向其他军政要人进行宣传，从而使这些人也成为“间接路线”的信奉者。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认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原则适合以色列国情，对于解决以色列的战略问题具有理论指导作用。伊加尔·沙龙等以军高级将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利德尔·哈特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利德尔·哈特是以色列的战略理论导师。1960年，利德尔·哈特作为政府的客人访问了以色列。受到热烈欢迎和赞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军事专家”、“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理论教皇”等。



　　哈特基于“间接路线”思想提出的关于核时代战略问题的见解，在西方国家也很有影响。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核武器的出现使利德尔·哈特深信，在核时代继续奉行总体战略将比以往更为荒谬，因为战争双方都将在战争中彻底毁灭。因此核时代的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是防止战争；另一方面则是在防止战争的措施失效后，以有限战争迅速地恢复和平。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利德尔·哈特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实行更为灵活、反应迅速的有限战争战略，并按照这个战略的要求建设军队。据此，利德尔·哈特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对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战略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核时代军事理论的先驱者。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在为利德尔·哈特《威慑或防御》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没有比利德尔哈特更值得尊敬的军事问题专家了。在过去20年里，表明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富有预见性。他的预言和警告都是正确的。”美国著名的核战略专家伯纳德·布罗迪则直截了当地自称是利德尔·哈特的追随者。



　　在他于1970年去世之前，利德尔·哈特在75年的生活中勤于笔耕，著作30余部，还有大量文章发表于报刊杂志、他能够广泛地观察现实提供的新鲜材料，敏锐地从中捕捉重要的理论课题，并总是力求把对现实的体验与对历史的了解贯通起来从而提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军事思想，成为当代西方军事理论先驱者之一。利德尔·哈特没有上完大学，没有学位却有很高的军事理论造诣，位卑言轻，却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终生获得的最高军衔只是上尉，却被许多统率大军征战四方的军中武将尊为导师。这样的军事学家，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投笔从戎 [扫描] 2000



　　投笔从戎 [OCR] 2000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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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进入80年代之前的几年里，人们广泛地认为，“战争经济动员”只不过是一个陈旧的概念。在核时代，应付对美国安全挑战所需要的战争准备，与经济动员好像无关。但是，80年代初期，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正在进行认真的反思。形成这种趋向的基础，是认识苏联具有巨大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其向全球更大范围内投送兵力和扩大影响的能力。这些观点对人们的下述认识产生了作用：国际危机有可能发展成为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持久武装冲突。这种认识取代了过去25年里盛行的关于核战争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认为核战争将是只持续几小时或几天的短时战争。正是这种已被许多人所认识的趋向，对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向目前的政治、军事因素中不断注入大规模动员准备所能提供的力量。



　　本书对上述问题只是介绍一下概念，并无详尽探讨的打算，而重点是研究工业动员准备。第一章集中探讨动员准备的一般含义和性质，分析美国人对待动员准备，特别是尚未察觉到危急情况时的工业动员准备的传统态度，并探讨80年代初期使美国人对这一概念恢复兴趣的条件。第二、三章则介绍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朝鲜和越南战争时代的动员准备计划和战时动员的经验，重点是国家工业动员的情况。其余几章则对美国80年代改进工业动员准备状况的努力中遇到的实质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一些评论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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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内容提要：

 本书介绍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论述了地理与战略、战术的关系以及现代技术发展对地理因素的评价和对军事地理学本身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王启昌 黄用仪 [翻译] 1988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PowerCJ、投笔从戎 [OCR] 2005-2006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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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是目前见到的西方最早的开拓性后勤理论专著，作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乔治·赛勒斯·索普，于1917年出版。西方的军事和后勤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甚高。英国1980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该书提出“战略、战术、后勤三位一体的结构”强调“后勤当然的职能就是提供战争的一切手段，即人力手段和物力手段”，打破传统的后勤狭窄概念，使后勤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战争财政、舰船建造、军备生产，以及战争经济的其他方面在内”，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后勤理论的重要发展。美国著名后勤学家亨利·艾克尔斯在《国防后勤学》(1959年版)一书中称索普这本“写得很出色的小册子”，是“研究后勤理论和原则的首次尝试”，并指出：直到194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图书馆中发现此书五本之前，它几乎或甚至完全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该院的几位学员读完这本书后很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索普的意见能及时地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可以(在战争中)节约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遗憾的是，此书已经绝版”。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共十二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一章，主要依据以往战争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三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拿破仑征俄之战，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从理论上探讨后勤在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战略、战术同后勤的相互关系；军队与后勤的组织体制及其领导，管理方法；和平时期后勤的战争准备和国家的战时生产准备及其动员。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如何适应战争需要，加强后勤官兵训练教育问题。



　　索普在这本书中反复论述的基本观点是：后勤与战略、战术一起构成战争科学的三大分支，现代战争的准备和实施必须有相应的后勤保障(包括国家动员全部资源)、后勤保障制约着战略、战术目标的达成，关系着战争的进退与胜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进步引起了作战手段、战争规模及其物质需求与消耗的变化，由此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后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战争已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后勤必须象商业部门那样，建立合理分工协作的组织体制，采用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培养有知识的专业人才，精打细算，注重效率，避免重复和浪费。如他认为，“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它虽然默默无闻，但为成功的演出所必不可少，就战争而言，“任何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都要从后勤的角度加以解决”，忽视后勤的结果，付出的代价更高。他强调后勤“应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并批评只谈战争科学而“闭口不谈后勤”的军事家是对战争的实际和后勤“一无所知”。在他看来，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一大独立方面”，没有组织好后勤协调工作，也是后勤的一大失败。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都是后勤组织得较好的一方。他强调战争“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要把国家的各种资源转化为作战手段，以保障战争的准备和实施，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它就成了一个武装的民族——每个人不是直接投入战斗就是参与保障作战”，经济因素和后勤因素以及国家战时动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越来越大。“战争中，交战国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看来只有最能经济地使用其资源的一方，也就是谁最能从其资源的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最善于选择最经济的武器等等，谁才能赢得战争”。他预言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哪一方拥有最后的后备人力和最后的财力，哪一方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反复说明，“现代战争已丧失神秘性和骑士精神，而与商业性及工业化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因之而使商业性方法适用于战争”；为此，他十分重视军队和后勤的组织体制、实行“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原则，精确分工、密切协调、发挥下级和下属人员的主动性，加强各项工作的科学管理和通过正规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等问题，强调“研究理论后勤不能不探讨后勤组织的各个部分怎样才能有效工作的理论，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都要有效率”，“有知识，才能有效率”，“基础教育，对复杂的现代战争中的士兵来说，是发挥他们的最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他还以商业部门和现代工业生产的经验为依据，提出“联合是很大的节约”，陆、海两个军种(当时还无空军军种)的通用武器装备要实行标准化，统一组织生产、供应，在其它方面，也要实行联合和统一管理，如军服生产的合并，医院与卫生机构的合并等等。



　　索普的这本后勤理论专著距今已近七十年，尽管战争与后勤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中论述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历史分析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特别对于研究后勤理论的发展历史有较大的价值，特全文翻译出版，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索普是资产阶级后勤学家，他在书中的不少观点，如战争观问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另外，该书在学术理论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后勤相互关系的论述缺乏深入的科学分析等等，望读者阅读时注意研究和鉴别批判。



　　还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书名，过去有的译为《纯后勤——战争准备的科学》。考虑到索普在此书前言中的解释，“理论后勤”(“纯后勤”)指的是对后勤的理论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与“应用后勤”相对应，故采用了现在的译名。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页码：145 页



　　·出版日期：2005年



　　·ISBN：7506509067



　　·条形码：9787506509060



　　·版本：2005-01-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丛书名：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



　　张焱 [翻译] 1986



　　投笔从戎 [扫描] 2003



　　正版松鼠妖 [OCR] 2003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3


















	



	















	





	







	









 





	


	







	







	




	


书籍相关




	






	
	


	

　　
 
书籍简介：

 这里讲的是欧洲战争的历史，也说明历史可以解释战争，战争更可以解释历史。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似乎从未断过。穿盔甲的骑士之战在当时是一种贵族生活方式，骑士对神职人员的模仿使之具有神秘性；待有了王权的诸侯之后，独立的最高权威们有了雇佣军，便有了雇佣军之战；欧洲的宗教之争导致财富之争，这使欧陆人士要冒险向海外扩张，抵达目的地后便要以武力征服之，一时间，战争、探险、贸易几成互换的字眼，这便有了商业战争。专业化和爱国性使欧陆有了专业军人的战争，专业军人从衣着、生活习惯到职能和权利都与他人不同。在此之后欧洲出现的革命战争、国家间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巨大的民族能量。这不是瞬间的能量释放，而是根本的转变，尤其是政治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战争时期的武器也不断进化，参加的人数相对少了，战争的影响却大了。



　　阿修比 [扫描] 2001



　　ronin21 [OCR] 2002



　　阿修比 [校对制作] 2002














	



	















	





	







	









 





	


	







	







	




	


书籍相关




	






	
	


	

　　
 
书籍简介

 ：“战争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强大杠杆，一个国家、民族或阶级的兴衰存亡往往就取决于一次战争的胜负。战争通常是由多次战役组成的，战争的胜负往往是由一两次对战争的趋势或结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战役的结果所决定的。”



　　“一般来说，导致战役胜负的因素有很多，然而，当我们脱离一般的抽象理论，将考察的目光集中在每一具体的战例上时，我们便会突出地感到某一种或几种因素对该战役的胜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威廉·西摩的著作《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汇集了历史上重要的20次决定性战役，它们或者导致一个国家的诞生或崩溃，或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或结束，或者决定了一次战争的转折或终结。作者详细剖析了这些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如何对战斗结果产生了影响，同时读者也可以从这些战例中看到一场战役的胜负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一段历史的。



　　——投笔从戎



　　书名：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作者：[英国]威廉·西 摩著



　　ISBN：7-80021-486-9



　　价格：8.20



　　发行地：北京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2



　　一般附注：据西奇威克与杰克逊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版译出



　　投笔从戎 [扫描] 2000



　　投笔从戎 [OCR] 2000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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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在本书中，“战争初期”和“战争开始阶段”是作为两个同义词使用的。我对他们下的定义是，“从战争爆发到完成对作战部队的动员、集中和战略展开所需要的那段时间。”在现代，由于侵略者通常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完成了对其作战部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所以“战争初期”这个概念目前一般仅适用于被侵略者。



　　书名：苏联闪击战



　　作者：( 英)P.H. 维戈尔著



　　ISBN号：



　　价格：0.85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军事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5.1



　　页数：206 页



　　开本：32开



　　glight [校对制作] 2005














	



	















	





	







	









 





	


	







	







	




	


书籍相关




	






	
	


	


原书出版者的话




　　德国装甲坦克兵的创造者古德里安上将期望编写一本能归纳他本人对于坦克战斗运用的看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的书。古德里安想在这本书里记述德国坦克兵的战绩，并把德国以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战争经验传授给新建的德军装甲坦克兵的士兵们。遗憾的是，早亡使他停笔，没有能写完这部著作。



　　为能完成这部著作，并以此满足亡者的夙愿，“西尔德·费尔拉格”出版社特请已退休的奥斯卡·门泽尔少将协助将古德里安的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出版。门泽尔少将同大多数的坦克兵将领一样，也出身于骑兵。他从排长到师长，走过了漫长的途程。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他经常同古德里安接触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战争期间，他曾任温斯道夫·贝尔根坦克学校的校长，并长期掌管装甲坦克兵的军官训练。战后，他被聘为埃及政府的装甲坦克兵顾问。出版社考虑到，门泽尔少将具有多方面的经验，并与古德里安上将有密切的个人来往，认为他最能胜任此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本书以坦克兵常用的口令“坦克—前进！”命名，能更好地表明坦克适用于进攻的特点。其实在防御中，坦克也是以进攻性行动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我们相信，年轻的坦克兵会从本书中获得有益的东西，以使本书能起到促进德军坦克兵迅速复兴起来的作用。



　　投笔从戎 [扫描]



　　牛头怪 [OCR] 2004



　　牛头怪 [校对制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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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贝文·亚历山大是一位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朝鲜战争中，他指挥了第5战史小分队。他的战场研究被记录在美国国家档案中，著作包括《朝鲜战争：我们打输的第一场战争》、《丧失的胜利：“石壁”杰克逊的军事天才》和《奇怪的联系：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1944——1972》。



　　
 
书籍简介：

 纵观历史，高明的将帅们都做了其敌人最没有料到的事情。他们没有发动直接的、预料之中的袭击——而是使往往由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指挥的、占据优势的军队中计、被包围、被智取和被战胜。



　　本书搜集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将帅们的战例，其中包括汉尼拔、成吉思汗、拿破仑、“石壁”杰克逊、谢尔曼、隆美尔等等；他们在历史上各自的时期，显示了对决胜所至关重要的战略和战术天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优点对本书组织者来说并非天生具有，因为情况往往是正统的、思维方式狭隘的军人超越其考虑比较周全的、诡计多端的同行而获得提升。而当后者获得控制权时，结果可能是惊人的。



　　贝文·亚历山大分析了把一位真正高明的将帅与平庸者相区别的心态：出其不意、高瞻远瞩、领导人的魅力和心理战能力。中国著名战略家孙子于公元前200年写道：“兵者，诡道也”；《统帅决胜之道》一书向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领导人是如何理解这一点的，以及它为什么在今天仍旧是真理。



　　尹宏义、荣守俊 [翻译] 1995



　　阿修比、投笔从戎 [扫描] 2001-2003



　　阿修比 [OCR] 2001-2004



　　威斯塔朗特、阿修比 [校对制作] 20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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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岩岛久夫 1926年生于京城。原籍，岐阜县。1945年毕业于海军学校(第74期)，195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1953年-1955年在东京大学学院专修美国政治外交史。曾经担任过国际基督教大学助教和任职于防卫厅。1966年为防卫研修所研究员。1976年至今，任该所第一战史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作为富布赖特及福特研究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现为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特邀教授，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特邀教授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译著有：《心理战争》(讲谈社出版)、《说服劝导的科学》(潮出版社出版)、《尼克松精神的分析》(萨伊玛尔出版会出版)、《美国与战争》(萨伊玛尔出版会出版)、《论美国的战略思想》(读卖新闻社出版)、《美国国防和军事政策史》(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等等。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论述突然袭击的专著。作者通过对九个突然袭击事件的分析研究，得出“所有战争都是从突然袭击开始”的结论，同时对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成功的条件、被袭击一方应该采取的措施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引用的九个事例，虽在史料中屡见不鲜，但并非过程的简单陈述，而是有分析，有见解，资料丰富翔实，有的尚不多见，这对进一步研究突然袭击问题，特别是情报在突然袭击中的重大作用，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由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组织翻译和校对。



　　张健、贺小铭、姜培善 [翻译] 1987



　　AleonnisarLee、投笔从戎 [OCR] 2004-2006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2006


















	



	















	





	







	









 





	


	







	







	




	


书籍相关




	






	
	


	

　　
 
书籍简介：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些构成了本著作的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



　　本书是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所著。作者从2500年前古希腊长予、弓箭作战，一直写到现代的坦克、飞机、导弹战，记述、评析了有史以来西方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所有主要事件，内容极为丰富。它不像一般军事历史著作那样仅重视史实的描述，而是更注重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重大军事行动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比较研究。作者重视对基本作战样式的研究，以其观点而论，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武器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作战方法的某些方面则变化甚微，无非是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已。古代的长矛战与当今的担克战，古代的弓箭作战与今天的导弹战也毫无区别。作者兼容并蓄，不仅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等西方军事大师的思想，而且还吸收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本书是当今美国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理论性最强、最有代表性的军事历史巨著之一。



　　刘克俭、刘卫国[翻译]2001



　　投笔从戎[扫描]2004



　　正版松鼠妖[OCR]2005



　　投笔从戎[校对制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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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的姊妹篇。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达成“迅速制敌”目标的理念、特点、部队编成、使用的技术以及这一理念将要面临的政治、预算和社会等方面的反应。该书认为，“迅速制敌”理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行理念的国防理念，而且由此所产生的“迅速制敌”部队也完全不同于现有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对力量”型的部队。如果说《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是对“震慑论”的初步探讨，偏重于“震慑与畏惧”的话，那么《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则更偏重于具体方法的研究，偏重于“迅速制敌”之道的论证。作者提出，他们的用意就是要给国家决策者提供一整套能够快速应付危机。打赢大规模地区战争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工具包”，提供一种“革命性”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路。两部著作构成了“震慑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美国现行的国家安全战略(“先发制人”)和作战思想(“速胜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哈伦·厄尔曼 小詹姆士·韦德 [美国]



　　阿修比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m1963 [校对制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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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T·N·杜普伊 [美国]



　　超星数字图书馆 [扫描]



　　ronin21 [OCR] 2003



　　投笔从戎 ronin21 [文本校对制作] 2003


















	



	















	





	







	









 





	


	







	







	




	


书籍相关




	






	
	


	

　　陈才兴 [翻译]



　　阿修比 [扫描] 2001



　　NMY [OCR] 2003



　　阿修比 [校对制作] 2003-2004














	



	















	





	







	









 





	


	







	







	




	


书籍相关




	






	
	


	

　　
 
书籍简介：

 在当代，没有一个撰写战略专著的人，具有比博福尔将军更为丰富的实际经验。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对这个问题曾写过如此全面而出色的理论研究专著。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35年，他那时是在法国总参谋部供职的一个最年轻的军官。但是他敏锐的洞察力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记下了那一次访问法国我遇到4位最有希望的军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4个人当中有3个还活着，都在法国陆军中升到了高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安德烈·博福尔已经是法国第1集团军的作战处长。



　　当我在1950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倏，他是西欧地面部队的副参谋长，后来去远东，当了越南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元帅的副手。回到欧洲后，他又被派去领导盟军战术研究小组。我在巴特诺因阿尔他的总部访问他时，了解到在这个研究小组他对如何应付苏联入侵西德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新概念。以后他又接任法国第2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他成功地研究出一种新的五群制，那就是我早已提倡的概念，而在法国陆军则是首次试行。1955年，他奉派前往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战区，次年又被选派指挥在苏伊士参战的法军。此后升为驻德法军副司令。1958年，又调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主管后勤及行政。两年后又前往华盛顿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中的法国代表。



　　这些非凡的经验，给这位好学深思的军人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和机会，使他能在实际情况下和作战中研究战略的计划和应用。最近，当他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令人惋惜地退休了。他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个深远的主题上著书立说，这足以实现其经验的最大潜在价值。



　　杨蔼仪 [翻译] 1989年9月



　　阿修比 [扫描] 2002



　　阿修比 [OCR] 2002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2


















	



	















	





	







	









 





	


	







	







	




	


书籍相关




	






	
	


	


撰稿人简介简介




　　罗伯特·奥尼尔 1971年以来任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主任。自1977年起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级研究员。曾于1955—1958年在澳大利亚陆军中供职。著有《德国军队与纳粹党》（1966年，伦敦）、《越南任务》（1968年，墨尔本）、《武元甲将军：政治家兼战略家》（1969年，纽约）、《1951—1953年朝鲜战争中的澳大利亚》第一卷《战略与外交》（1981年，堪培拉）、第二卷，《战斗行动》（即将出版）、《战略核均势》（编著）（1974年，堪培拉）、《不安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武器扩散》（1978年，堪培拉）。



　　西奥多·罗普 自1938年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教授欧洲史、海军史、军事历史和技术发展史。也曾在哈佛大学，美国陆、海军军事院校，美国军事学院，新加坡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军事学院任教。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涉及英语世界中一大政治问题的军事征兵史。在他和唐纳德·M·舒曼对E·M·厄尔的《现代战略的创始人》（1941年）一书进行补充与述评后，即将对他自己的最著名的一部著作《现代世界中的战争》（1959年）作修订。



　　赫德利·布尔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巴利奥尔学院研究员。1955—1964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1964一1967年任英国外交部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室主任，1967—1977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著有：《军备竞赛的控制》（1961年，伦敦）、《亚洲和西太平洋：走向新的国际秩序》（编著）（1975年，墨尔本）、《混乱的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1977年，伦敦）。



　　沃纳·希林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兼该校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在美国战略方针的分析方面有广泛的著述。著有《战略、政治与防务预算》（与波尔·Y·哈蒙德和格伦·H·斯奈德合著）（1962年，纽约）、《欧洲安全与大西洋系统》（与威廉姆·T·R·福克斯合编）（1973年，纽约）、《美国的军备与变化中的欧洲》（与威廉姆·T·R·福克斯、凯瑟琳·M·凯莱赫和唐纳德·J·普恰拉合著）（1973年，纽约）。



　　杰弗里·朱克斯 自1972年以来一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的高级研究员。在1967年参加该系之前，于1953年—1967年期间曾在英国国防部和外交部供职。他在苏联的军事历史、海军政策、外交政策和同第三世界（包括印度洋在内）的关系等方面著述甚广。著有《1945年以来苏联战略思想的发展》（1972年，堪培拉）、《苏联海军政策中的印度洋》（1972年，伦敦）和《苏联在亚洲》（1973年，洛杉矶）。



　　罗曼·科尔克维茨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兼任该校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61—1966年在兰德公司和1966—1970年在防务研究所当过研究工作人员。著有《苏联军事与共产党》（1967年，普林斯顿）、《苏联与军备控制》（1970年，约翰·霍浦金斯），并在《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1970年，普林斯顿）、《军事实力在政治上的使用》（1980年，伦敦）、《常规战问题：苏联的例子》（1980年，纽约）等书中均有文章发表。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 挪威王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967—1976年任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主任，于1976—1979年任国防部国务秘书。著有《为什么谈反弹道导弹导弹？导弹防御争论中的政策问题》（编著）（1969年，纽约）、《安全、秩序和炸弹》（编著）（1972年，奥斯陆）、《通向北欧安全的五条道路》（编著）（1973年，奥斯陆）、《统治海洋的新时代》（编著）（1976年，纽约）、《北大西洋的新的战略因素》（编著）（1977年，奥斯陆）、《超越核威慑：新武器、新目的》（编著）（1977年，纽约）。



　　肯尼斯·亨特准将 英国大西洋委员会主任。曾任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任陆军军官约30年。现在是萨里大学的客座教授和下院特别防务委员会专职顾问。著有《没有法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6年，伦敦）、《防务、技术与西方联盟》第5卷、《70年代军事技术的需要》（1967年，伦敦）、《用更少的人力进行防御》（1973年，伦敦）、《第三次世界大战》（合著）（1978年，伦敦）、《亚洲的安全》（1979年，东京）。



　　超星数字图书馆 [扫描]



　　牛头怪 [OCR] 2004



　　牛头怪 [校对制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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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钮先钟，江西九江人，1913年生，于2004年2月7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金陵大学理学士。曾任《台湾民生报》总编辑，《军事译粹》杂志社总编辑，我国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曾任淡江大学及三军大学荣誉教授。



　　
 
内容简介：

 战略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其内涵和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本书作者以其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试图提出和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何谓战略和战略研究，二是怎样从事战略研究，三是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就全书设计而言，重点放在怎样从事战略研究这个问题上。诚如已故的法国将军博弗尔所言，战略就是思想方法，战略研究的意义是深谋远虑。本书不仅可以为有志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子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而且对于各行各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说也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佚名 [扫描]



　　cdhyy [OCR] 2008



　　cdhyy [校对制作] 2008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7563340890



　　·条形码：9787563340897



　　·版本：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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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内容简介：

 拉丁语中有句反映古罗马人聪明才智的格言：“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至今这句话还被祟尚武力的人们经常引用。它告诉我们，软弱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才有可能使敌人却步，从而制止战争。反过来看，做好战争准备可以确保和平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弱者在强者面前会不战而降，故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如果说1914年以前有人会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今天则不会有人再这么做了。



　　阿修比 [扫描] 2005



　　m1963 [OCR] 2006



　　m1963 [校对制作]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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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家和评论家都强调地理因素在决定战争结局中的重要性。它涉及认真利用地形特征。在实际情形中，地理上的运用技能一直被认为是取胜的关键。1759年，戴热内指出，游击队首领“应掌握能够为部队绘制正确的行进路线、设营地及有待侦察地区的计划”。1970年，马利盖勒告诫城市游击队，“要了解一些地形测量知识，要能使用仪器和掌握的其它手段确定自己的位置，计算距离，绘制地图和计划，根据比例尺……”。



　　显然，若要分析了解这种战争形式，必须具备高度的地理知识和对地形的熟识。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1698年写道：“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形之妙，亦莫如孙子”。冯·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游击战争时引用了五条取胜的条件：



　　1、须在国内进行游击战争；



　　2、最后结局不能以某一次战斗而定；



　　3、应把战区向大面积扩展；



　　4、整个国家支持游击战争；



　　5、国家地理情况不规则，非常复杂，例如：山地，森林地或沼泽地，或者因为是农业国而造成这种状况。



　　以上几点中、除了第二点外，其余都是地理条件。



　　阿修比 [扫描] 2002



　　阿修比 [OCR] 2002



　　投笔从戎 [文本校对制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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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780年6月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十二岁时在波茨坦的一个步兵团中充当士官生。1793年，当普鲁士同革命后的法国作战时，他曾参加围攻美因兹城等战斗。1795年升为少尉。



　　1801年秋，他被送入柏林军官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校长香霍斯特的赏识。香霍斯特是以后普鲁土军事改革的倡导者，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以后的活动受他的影响很大。



　　
 
内容简介：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进行观察、研究和分析的结晶，是世界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它既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不仅奠定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基础，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向人们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作者认为战争应属于社会生活领域，它绝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从属于政治的。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了一样。克劳塞维茨就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一句至理名言，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因此战争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中人的因素提到了一个突出地位。他指出：“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同时还涉及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所谓精神力量，即人的能力和内在的力量，包括勇气和坚韧精神、理智和活动力、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民族精神等等。他认为精神力量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在双方的物质损失相等时)起决定性作用。



　　克劳塞维茨还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直接参战的作用。他认为，战争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就已由过去的皇室战争(即由各国皇室雇佣军队打仗)转变为民众战争(即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战争)。战争性质的变化使“战争要素已经从一切因循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因而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必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



　　《战争论》全面探讨了战术和战略，进攻和防御，战争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克劳塞维茨十分重视实践对军事理论的检验作用。在《战争论》中，他把战争理论看成是一种“经验科学”，并一再警告人们不要陷于任何教条。《战争论》所引起的反响，实现了克劳塞维茨所期望的：“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就被人遗忘，而是对此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作为资产阶级战争理论的奠基之作，《战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战争理论的发展。



　　它不仅对资产阶级军事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近现代以来，世界上许多著名军事家都对《战争论》推崇有加。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战争指导”条目指出，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伟大的战略学家，是现代战略学研究的鼻祖，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为全面研究军事学术的最佳理论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著作是战略学的“圣经”。



　　《战争论》在20世纪所起到的最重要作用，也许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理论形成过程的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高度评价了《战争论》的学术价值，毛泽东不仅对《战争论》做过专门研究，而且“ 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书；1938年初，他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在写《论持久战》时，他对《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目的论及战争“概然性”理论等作了批判、改造和发展，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



　　杨小芬 雷默 江左 [扫描] 2002



　　杨小芬 雷默 江左 [OCR] 2002



　　阿修比 土拨鼠 [校对制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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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补给战——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史》，1977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博士，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美、英、日等国军史学界都对本书有较高的评价，日本并于1980年将其全文翻译出版。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几次重大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重要战局的后勤保障进行了分析研究，着重探讨后勤对战略和作战的影响、后勤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现根据总后勤部司令部的安排，全文翻译出版。本书译者是胡正梁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



1981年10月



　　胡正梁 [翻译] 198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6



　　正版松鼠妖 [OCR] 2006



　　投笔从戎 [文本校对制作]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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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 —1966） 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三十多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很多著作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战争指导》是富勒晚年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内容简介：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减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注意到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战争的指导却还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更糟糕的是，在本世纪中，战争又回到了野蛮的摧毁和残杀的形式。



　　这本书不是1789年以来的战争史，也不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指导，而是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太长，我不打算检查所有的发展，只是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例。在探讨第一具体战争的章节中，我也不准备详细地讨论这些战争，只是想从中选出一些侧面，以便较好地说明他们的指导，而且更多的是错误指导。



　　阿修比 [扫描] 2002



　　阿修比 [OCR] 2002



　　威斯塔朗特 [校对制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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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黑1869年5月30日，杜黑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以北23公里处一个名叫卡塞塔的小镇。他出身于军人世家，家中几代都为萨伏依王室服务。由于受家庭熏陶，杜黑自幼立志继承父业，从军习武。他先是进入都灵军事工程学校学习，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888年毕业时，被直接授予炮兵中尉军衔，时年19岁。后来，杜黑又进入陆军大学学习，研究有关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战争中的后勤问题。毕业后，他被派到陆军许多岗位上工作。无论在哪里，他都致力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应用相结合。深厚的科技知识和军事知识功底，使他工作成绩十分突出，很快就晋升为上尉，并调到陆军参谋部工作。20世纪初，他受命参加研究意大利军队的机械化问题，预见到飞机在军事上将有重大的作用，从此走上了一条探索研究空军理论的坎坷人生之路。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首次驾驶一架有动力的飞机升空成功。这一成就达到了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征服天空的高峰。飞机的前身是气球和飞艇。飞机同气球和飞艇相比，具有操纵方便、速度快、机动性好等优点，因此，欧洲各国都迅速加强对飞机的研究，竞相提高飞机性能。但是各国军事当局，在一战前，尤其是1911-1912年的意土战争前，并没有看到飞机的军事用途及其发展前景，认为飞机的高速度是不适于投掷爆炸物的。当时，意大利航空界对飞机也知之甚少，他们仅对轻于空气的航空器感兴趣。意大利自19世纪末开始的航空活动只限于气球飞行和对飞艇的试验。由于当时没有独立空军，初期的航空活动都是在意大利陆军部的领导下进行的，由陆军内一个专门从事技术工作的特种大队负责，负责人是毛里齐奥·莫里斯少校。1900年，为了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在特种大队内设置了一个航空科，专门负责陆军的航空事务。对飞艇的浓厚兴趣使意大利军界许多人对飞机这种新的航空器抱有偏见。负责航空事务的莫里斯少校也认为飞机不适用于军事，并决定将航空科的全部经费都用于轻于空气的航空器的试验工作。他在意大利航空界的权威和声望使他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1920年初，意大利军事法庭开庭审议杜黑的上诉，很快做出判决，完全免除杜黑先前的罪名，为其公开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此后，杜黑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总结一战的经验教训，创立空军战略理论的研究工作之中。1921年，在意大利陆军司令迪亚斯和陆海军部的支持下，他的第一部著作《制空权》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标志着杜黑为之奋斗多年的空军战略理论终于创立了。杜黑很快就被重新邀请回到军队，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1922年，杜黑参加了墨索里尼组织的“向罗马进军”的行动，成为参加此次行动的三将军之一。墨索里尼夺得政权后，邀请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由于不愿为政务缠身而妨碍自己自由发表见解，几个月后，杜黑退出军职，专事空军理论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扼要的重复》、《一九××年的战争》等有关空军建设和运用的论著，在与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他所创立的空军战略学说。



　　1930年2月15日，空军理论巨匠、空军战略学说的创始人——杜黑因病在罗马悄然离开人世，享年61岁。



　　
 
内容简介：

 在《制空权》这本主要著作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空中战争理论。其主要观点是：



　　一、飞机在战争舞台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面貌。未来战争将出现一个与陆上战场、海上战场并列的空中战场。空中战争的胜负将决定战争的结局，空军的作用将超过海军和陆军，因此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



　　二、在未来战争中，夺取制空权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丧失制空权就意味着失败。夺取制空权只能依靠空军，而空军也应当将其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作战任务。



　　三、空军在未来战争中要作为一支进攻性力量来使用，要集中大量飞机对敌人的军事目标、后方城市、居民中心实施战略轰炸，从物质和精神上摧毁其抵抗，迫使其屈服。



　　四、空军应当统一指挥，集中使用，而不应将其力量分散。为了抓好和平时期的空军建设，应当发展民用商业航空事业，作为空军的后备。建立强大先进的航空工业，使本国航空技术始终保持先进水平。



　　杜黑在世时，世界各国空军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他的理论许多是带有预测性的。后来这本奠定制空权理论基础的著作风行于世界，引起各国对空军建设的关注。比他小十岁的美国航空兵军官米切尔更是与杜黑遥相呼应，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战略轰炸理论，主张美国应当建立独立的空军，并将文章和汇编成书，取名《空中战争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军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mboat [OCR] 2003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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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失误而战败的角度重新审研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技术性”细节及其影响，评述了战败者失利的前因后果，并分析了胜利者在成功光环下掩盖的比比皆是的失误，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



　　书名：致命的失误



　　ISBN：7800271765



　　作者：麦卡西 肯奈斯 著



　　出版社：北京 ： 军事译文出版社



　　年份：1992.2



　　页数和开本： 215页 ； 19cm



　　Young Gung [扫描] 1998



　　Young Gung，ronin21 [OCR] 1998



　　ronin21 [校对制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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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 —1966） 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三十多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很多著作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战争指导》是富勒晚年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富勒(J·F·C·Fuller)系英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史学家、装甲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远征军赴法参战，任坦克军参谋长.战后曾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英帝国总参谋长军事助理和从事历史研究.



　　此书于1932年在英国首次出版.作者写这本书的背景是，当时英国陆军的现行条令《野战条令(二)》没有着重论述机械化部队作战问题，因此想在下一本条令《野战条令(三)》中着重反映一下机械化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战术.作者写的这本《野战条令(三)》讲义，实际上就是《野战条令(三)》的蓝本.书名“装甲战”是《讲义》出版时，出版者加的.1943年美国再版此书时，作者根据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对原书的一些内容以注释的方式作了补充说明.这是一部完整叙述机械化部队作战的书，而且对军队指挥和一些军事原则，以及装甲兵在各种战斗中的运用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我军指战员来说，阅读此书，可以开阔军事视野，增长军事知识.此书曾在不少国家出版，并作为一些国家军事院校的基本教材.



　　阿修比 [扫描] 2002



　　m1963 [OCR] 2003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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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再版前言




　　这本《作战理论入门》，多年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不胜荣幸。此次再版，进行了增补修订，使内容更加充实，谨献给诸位同仁。



　　勿庸赘言，作战的原理和原则绝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能力．我们只有结合各种战史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通过应用战术和实兵指挥的锻炼。才能把这些原理和原则变成自己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则可在任何时侯和任何情况下，为完成本职任务做出准确的判断，制定出有创见的方策。而作战理论是各项作战原则的基础，弄懂这些理论是提高战术能力的起点。然而，迄今尚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文献。



　　1967年，当时的干部学校校长原陆军中将梅泽治雄痛感亟需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帮助青年军官学习提高。根据他的倡议，在当时的教育部长原陆军中将山田积昭的主持下，开始了这项研究。研究工作是以鬼泽、野副、山之内和富泽等教官为主过行的，并得到了学被其他教官的协助。为使这一成果供更多的干部研修使用，1969年田中书店出版了这本《作战理论入门》。这是一部系统的理论著述，自出版以来，博得很多读者的好评。书中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战争理论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并结合对古今兵书的研究，总结了战史上的经验教训。



　　当时，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仅仅罗列了一些史战例，作为立论的根据，准备将来找机会予以增补和修订。这次，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实现了这项夙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对每个主要项目都适当地增写了有代表性的战例，同时对正文也部分地进行了修改。这样，本书在论述上较之第一版更加深入浅出，对于从事战略、战术研究的青年军官来说，这是一本颇有价值地理想的参考书。



　　在战争理论方面有待于今后研究的课题还很多，诸如必须增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理论等等。肯请各方面予以批评指正。



　　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修亲会



　　会 长 陆军中将田中象二



　　阿修比 [扫描] 2001



　　Gaspard [OCR] 2002－2003



　　阿修比 [校对制作] 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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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不在险”




	







	

 



	


	


（代前言）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在一本专门讨论军事地理的著作中，对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的地位，自然会将其单独突现出来，作专门的强调。但这很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开始我们的探讨之前，我先引述吴起的这番话。归根结底，“在德不在险”。决定政治兴哀和军事成败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军事本身上的积极进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



　　潼关虽险，毕竟项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刘裕曾入之，安史叛军亦曾入之。



　　瞿塘虽险，毕竟岑彭曾入之，桓温曾入之，朱龄石曾入之，刘光义曾入之，汤和曾入之。



　　剑阁虽险，毕竟邢峦曾入之，尉迟迥曾入之，郭崇韬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长江虽险，毕竟晋师曾渡之，隋师曾渡之，宋师曾渡之，元师又曾渡之。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国古人对于地理险要与政治兴亡的关系其实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态度。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若不修德，则一舟之人尽为敌国。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险之不可恃是在战略乃至政略层面上的，险之可恃是战术层面上的。



　　在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避免读音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形成“地理决定论”的印象，特于开篇垂悬下先贤的这一明训：“在德不在险”。这是本书所有讨论及所有结论的总前提。














	

 






	















	





	







	









 





	


	







	








	




	


第一章 棋盘型军事地理格局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其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 注：转引自《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集解 ]



　　—— 桓谭《新论》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 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孙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蒙古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层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一节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




　　一 关中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 注：《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 ] 司马迁的观点是对他之前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的演变仍在证明着这个观点的有效。



　　用兴自关中，会盟天下诸侯以灭商，代商而为天下共主，迄四百余年。周室东迁后，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秦居关中形胜之地，与东方大国争霸，秦穆公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战国兼并战争兴起，秦列名“战国七雄”，东逼六国。苏秦在组织合纵之前，先持连横之策到秦国游说秦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秦以刚诛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苏秦之策，苏秦才东走六国，策划合纵。到秦昭襄王时，范雎入秦，游说秦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秦用范雎，采其远交近攻之策，东侵六国，依次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自秦以关中为基础，凭武力兼并天下，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中的地位为经营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统治不久即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韩生建议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 项羽未从，还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据有关中，遂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以争天下。历时五年，卒灭项羽。刘邦统一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分析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刘邦遂定都长安。刘邦计擒韩信后，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届高屋之上建领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两汉之际的混乱使关中破坏较大，故东汉、曹魏、西晋都洛阳而未都长安。但东汉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西晋晋武帝则作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亦可见对关中的重视。在两晋末年，匈奴刘汉大将刘曜入攻关中，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徙移关中，定都长安。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后赵统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关，建立前秦，定都长安。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统一北方。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羌人姚苌略定关中，建立后秦，定都长安，改名常安。后秦覆亡后，关中又为赫连夏所据。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河阴之变？”后，北魏陷入动荡，高欢继尔朱荣崛起，欲召关西大行台贺拔岳？关中。贺拔岳部下薛孝通劝岳不赴召，说：“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于人！”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 贺拔岳从其计，遂与宇文泰抚定关陇。后来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关中，建立西魏，定都长安，与高欢建立的东魏对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长安。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长安。隋灭陈，统一天下。隋末杨玄感起兵，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个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 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 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 李渊从其计，西行入关，建立唐朝，平定关陇，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定都长安，开创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北宋初，赵匡胤西巡洛阳，隐然有迁都洛阳之意，群臣不同意。赵匡胤叹息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 注：《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九年 ] 看重的仍是关中优越的山河形势。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掳徽、钦二帝北去。赵构重建宋室社稷，在选择巡幸之所时，李纲建议道：“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李纲辅政 ] 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张波经略关陕 ] 经营关中藉以恢复中原成为当时主战派的一种共识，亦可见自唐以后，政治重心虽已不在关中，但中原纷乱之际，关中对于中原局势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兴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直到明情之际，言天下大势者，亦无不极言关中形胜。清代华湛恩曾言：“雍州势居黄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称天府，亦天下之大都会也。” [ 注：清代 华湛恩《天下形势考》 ]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见图2－1－1）






关中山河形势图（图2－1－1）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关中为古雍州之地。《禹贡》中称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汉又都曾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的开凿即是其表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比较发达，《汉书》中称其“畜牧为天下饶。”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关中物产丰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古代社会，铜铁、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重要战略物资。历代建都关中之时，出于强干弱枝的考虑，又常迁徙人口以充实关中，故关中之地人口殷实。司马迁描述当时关中的富裕，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周人营关中，关中道路畅通无阻。《诗经》中称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 注：《诗经》小雅 大东 ] 秦统一后，还大治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秦汉时屡治栈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汉中、巴蜀。立足关中的政权都曾利用渭水、黄河河道，经营漕运，转输东部地区的物资供给关中。唐代统治基础扩大，关中粮食需要量大增，对于漕运的经营尤为倚重。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又能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汉书》中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商鞅变法后，秦人以耕战为本，努力事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国，尚战足以强兵。遗风流披，影响深远，遂使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将关中民风与关中地利并提，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士民之众，兵法之教”，认为“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的泰国百姓称之为“王者之民”。秦汉时期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汉书》中有类似说法“山东出相，山西出将” ] 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中历史地位的社会基础。



　　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自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关中地位始渐衰落。关中地位的衰落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在秦汉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首翘。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禹贡》中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杨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与之相对应的是，北方经济因战乱频仍而有所倒退。



　　两汉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大。隋唐统治基础扩大后，作为政治重心的长安物资需求也急剧扩大，仅靠关中地区早已不能保障供给，必须靠东部地区转输以保障供给。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唐代，漕运在其经济牛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潼关附近黄河拐弯处），冉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 注：《新唐书》卷五十三 食货志三 ] 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又很不稳定，这条转输线屡被阻断，一旦转输线被阻断，关中的供给便很成问题。



　　其次，关中地位的衰落跟关陇集团的衰落也有很大的关系。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曾致力于打击门阀士族，特别是唐代，关陇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东地区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安禄山戍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安禄山的叛乱虽被平息，其归降的部将却摇身而为河北藩镇，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河北藩镇最为嚣张。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 历代州域形势六 ] 唐中后期重用蕃将，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这些蕃将拥兵自重，骄悍难制。继唐之后的五代政权的兴衰都与这种势力有关。



　　第三，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自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因素，中国政治重心遂渐渐东移，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的相对衰落。



　　二 关中四塞



　　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但地位重要者，则确为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这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一点也不过分。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五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秦末，刘邦率军西伐关中，不从正面攻函谷关，而绕道入武关，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函谷关天险的顾虑。东汉初，天水的隗嚣谋割据陇西，部将王芫献策：“请以一泥丸，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达列传 ] 欲恃函谷之险，割据关陇。东汉末，凉州诸将称雄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讨汉中张鲁，凉州诸将以疑惧而反。马超率众十万扼守潼关，曹操顿兵关前，久攻不克。后来曹军北渡黄河，从上游南渡出马超军后，历尽艰险，才击破马超，略定关中。



　　东晋末，刘裕北伐后秦，取潼关、武关、蒲坂三路攻势，后秦以重兵阻潼关。晋军经过苦战，才攻下关中，灭掉后秦。其后，刘裕留其子义真镇守关中，自回南方谋代晋。赫连勃勃欲趁此机会夺取关中，其谋士王买德建议说：“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赫连勃勃依计而行，遂得关中。东、西魏对峙初期，东魏采取战略攻势，西魏只得闭关守险。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以猛将窦泰攻潼关，另以军攻武关，自率主力从蒲坂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锐击破攻潼关的窦泰军。攻潼关之军败，高欢只得全线退兵。



　　李渊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后，当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关以备东方之兵，自己从容经营关陇，开创大唐基业。“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铁骑自范阳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唐洛阳守将封常清败走陕城（今河南陕县），对守陕城的唐将高仙芝说：“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二 ] 高仙芝从其计，合兵守潼关。叛军进至潼关，久攻不克。叛军对关中的攻势暂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关，也一再挫败叛军的进攻。但唐玄宗急于求成，诏令哥舒翰主动出关寻战。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军作战，大败，潼关亦随之失守，叛军遂得以侵入关中，玄宗被迫幸蜀。



　　纵观战史，东、西方争战，无不以潼关为争夺的急所。潼关作为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咽喉，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潼关为关中所守，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失之则关中必危。故历代经营关中者，无不重视潼关的守备。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春秋时期，陕东一带均属晋国。秦穆公之世，秦向东扩展，将晋逐出陕东，并与楚争夺商洛一带。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迁，武关遂为秦有。此后，武关便成了泰国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其合纵计划时游说楚威王说：“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指出了秦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之世，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楚汉中、南阳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诱楚怀王至武关，怀王到后，秦闭武关，劫怀王至咸阳，胁怀王割地。次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阳地区）。秦亡后，楚汉相争，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以重兵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有辕生建议刘邦由出武关，屯军宛、叶，以分楚军之势。刘邦采其议，南出武关，项羽南北弄走，渐至衰困。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刘邦西伐关中，为避潼关之险，绕道南阳攻占武关，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降，秦遂亡。刘邦自武关入秦开辟了入攻关中的一条路子。“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将田禄伯献计：“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 惜刘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亚夫则为避叛军刺客在函谷关一带狙击，率军自武关而出。两汉末，关中形势混乱，武关常为各路军阀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汉攻陷洛阳，西晋大臣阎鼎即奉秦王司马邺自武关入关中，重建西晋行台。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恒温北伐前秦，自武关进至灞上，兵压长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黄河西进作正面攻击外，另遣大将沈田子、付弘之趋武关作侧翼进攻，当晋军主力还在潼关之外苦战时，沈田子早已攻入武关，进至青泥（今陕西蓝田），牵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东、西魏对峙，高欢以三路攻关中，除潼关、蒲坂两路外，另遣大将高敖曹自武关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关的高敖曹取得一定胜利。



　　唐后期，藩镇割据，东南粟帛转输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荆襄，由武关入关中，成为唐王朝延喘的一条命脉。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还定三秦，即出散关出陈仓，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据有关中。东汉初，蜀中公孙述欲图关中，遣将李育出散关，被东汉大将冯异击破。东汉末，曹操讨汉中张鲁，大军由散关南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率军出散关，进围陈仓。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与刘宋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北魏遣占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南进、皮豹子督关中诸军出散关西进，会攻仇池。宋军不敌，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陇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萧绎、萧纪兄弟内讧，萧纪从益州攻萧绎，萧绎请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出散关攻梁之益州，益州遂为西魏所占。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入关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伐蜀，率军由宝鸡入散关。郭崇韬见散关周围地势险要，指着山峰对大军说：“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 [ 注：《旧五代史》卷五十七 郭崇韬传 ] 以兵入绝地激励将士。后唐军入蜀后，蜀军望风溃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张浚在关陕以五路兵攻金失败后，集重兵扼守散关，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宝鸡，以防南宋再出散关图关中。后来，大散关成为金与南宋的分界线。蒙古攻金时，为避开金人重兵把守的潼关，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经汉中、安康东出，趋金汴京。宋蒙对峙时，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军每自散关进军。明初，徐达略定关中后，分军取蜀，亦自凤翔出散关。



　　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详见汉中部分）。但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如曹操在与刘备争汉中不利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历代兵家轻易不敢出此。这样，作为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必经之地，散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时主要是西夏党项。萧关为关中抗击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萧关，袭扰北地等郡，致使关中震动。汉武帝时，国力增强，重视北边国防。汉武帝曾两次出萧关，巡视西北边境，耀兵塞上，威慑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外，中原政权频受其扰。唐武则天时，曾任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统重兵镇守萧关，以备突厥。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雄西北。在宋夏之间近百年的对抗中，萧关一带为双方对峙前沿。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战国初期，魏国占有山西西南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成为泰国向东发展的一大阻碍。商鞅便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指出了魏对秦霸业的阻碍，他建议秦孝公伐魏，迫魏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经过长朗的战争，秦国终于迫魏国东迁大梁，尽占晋西南之地，为秦向中原的扩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西晋末，匈奴刘汉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南下攻略中原。开始时蒲坂为西晋所守，刘汉势力尚不能侵入关中。后来，蒲坂守将赵染以蒲坂降刘汉，刘汉大将刘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关中。晋建兴四年（316年），刘耀攻破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双方在潼关陷入僵局。后来曹军北渡黄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关军后，才大破凉州诸军。北魏长孙稚讨关中萧宝寅时，又将曹操的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称帝，引兵围冯翊。魏主遣长孙稚率军讨之。长孙稚率军至恒农（今河南灵宝），部下杨侃建议说：“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漳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 长孙稚从其议，遂克蒲坂、潼关，平定关中。



　　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 陕西二 西安府 ] 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三 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三 周纪三 ]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42 ]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秦灭六国统一战争示意图（图2－1－2）



　　秦在取得统一天下有利形势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孝公时主要是在左侧翼山西方向打开局面，秦惠王时主要是在右侧翼汉中、巴、蜀方向打开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时期则在中原方向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政策倾向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中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机会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的。那么，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凭借关中的地理条件。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弯月的内外两侧的边线上。如燕山山脉的山海关、居庸关，太行山一线的，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广成、轘辕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内侧边缘线上；陇山北端的萧关、南端的阴平关，四川盆地北部的阳平关、剑门关，巫山丛中的江关等，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外侧边缘线上。（见图2－l－3）






弯月形战略枢纽地带（图2－1－3）



　　这个弯月形地带内侧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控制东部平原地区方面；外侧的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防御少数民族入侵方面。在这个弯月型地带的内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确保内部联系。



　　这片弯月形地带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却是以关中为基础的，可以说是经营好关中地理形势所辐射出的一种势能。这片地域无论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还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枢纽性地位。



　　四 关中与西北



　　关中在中国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将眼光向西北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天地对于关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地理梯级地势的特征非常明显。自东往西，地势渐高。关中往西，又可分为几个层次，地势更是一级比一级高。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西地区，历史上或称陇右，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



　　陇西再往西，祁连山以北、黄河以西，有河西地区，大体包括今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南，还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势都高于陇西；在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还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关中西北的这种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也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一）关中西北高地与关陇军事局势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



　　这一带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关中腹地的几条主要河流如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这里，而呈向心状汇流至关中平原腹地。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区与关中腹地之间的通道。经历代经营，形成一些军事重镇，比较重要的有庆阳、平凉、固原、泾州（今泾川）、陇西、天水、陇州（今陇县）。这些军事重镇一方面在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关中的压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关中局势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响。



　　庆阳、平凉、固原地处泾水流域上游黄土高原，从这里经泾水河谷下趋关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汉至宋、明，这里一直是抵御关中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重地。西汉时，这里俱属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关中的安定系于此地。《读史方舆纪要》称庆阳“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夫庆阳有警，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 陕西六 ] 称平凉“山川险阻，控扼边陲，屹为要会。”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称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岭北有事，州实为孔道。“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在群雄争夺关中的过程中，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州和天水夹陇山东、西两侧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陇山之路。陇山本是关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种势力自陇西东逼关中，则关中形势不利，所以陇州和天水对于陇山形势的控制意义重大。《读史方舆纪要》称陇州“扼陇底之险，控秦、凤之冲，为关中重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 陕西四 ] 称天水“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虞允文曰：关中，大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陇山以西，陇西（今陇西市）为一大重心。陇西在秦汉时为陇西郡，明代为巩昌府。《读史方舆纪要》称其“翼蔽秦陇，控扼羌戎。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今武都）、成（成县），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兰州）、会（今会宁），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也。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关中的正北方向，其防护的屏障有两重，自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西接宁夏，东界黄河而接山西，此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区而阻黄河，此为第二重。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即秦汉时的上郡地区。秦、汉抗御匈奴、北宋抗御西夏、明抗御鞑靼，这里都是防卫重地。



　　上面是关中西北外围地理形势的大致情况。这一带均为高原山地地形，地势高峻，为关陇军事重心，对于关中的安全、关陇军事局势的控制意义重大。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精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精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欲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汉建武六年（30年），刘秀初步扫平东方群雄，兴兵西讨，以图陇、蜀。这时陇西的隗嚣己背汉自立，其部将王元东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扼守陇山险要，以拒汉军。东汉诸将仰攻陇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陇分守关中各重镇，改取守势。次年，东汉将领来歙潜师袭据陇西战略要点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随即率军全力反扑，来争略阳，攻打数月，未能成功；汉军这才透入陇上。不久，汉军又攻克陇上重镇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并与河西窦融的军队会师，隗嚣军溃败，关陇局势遂定。从这场战事的前后两个阶段看，陇山险要的控制实为关键。（见图2－1－4）






东汉刘秀平陇之战经过示意图（图2－1－4）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关陇地区也不例外。前秦统一北方的时候，曾将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数民族迁徙至关中。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坚自立，被迁关中的十余万鲜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领导下起兵反前秦，屯驻华阴。苻坚派其子苻叡领兵征讨，以羌人姚苌为其司马。时慕容泓闻秦兵来攻，已作计出奔关东，恃勇轻敌的苻叡却决心拦截打击。姚苌劝阻道：“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但可鸣鼓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 晋纪二十七 ] 苻叡不听，结果兵败被杀。鲜卑人反过来围攻长安。姚苌因受苻坚之责，逃往渭北，被当地羌人豪族推为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后秦。



　　姚苌建立政权后，部下们都建议“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姚苌却说：“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园，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苌载记 ] 岭北即今庆阳、平凉地区。姚苌对关中的局势和取长安的时机作了准确的判断。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策略与当年的邓禹颇有些类似。秦、燕相争，如同两虎争斗，自己避实就虚，移兵岭北，屯粮养兵，蓄精养锐，坐待秦人困弊、燕人东归的局面出现，冉轻轻松松地取下长安。局势变化果如姚苌所料，燕人东归，苻坚也被姚苌擒杀，姚苌坐取长安，略定关中。



　　前秦的残余势力在苻坚孙子苻登的领导下，仍在陇西活动。对此，姚苌以长安、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战略支撑体系：以太子姚兴镇守长安；让勇猛善战的姚硕德前出上邽，根据形势变化以窥进取；以安定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以此撑开全局，控制陇上形势。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后秦军频遭失利，大局却丝毫未受影响，正是得力于这种战略布局。几年的时间内，姚苌及其子姚兴逐次消灭了苻登、西秦和后凉，平定了关陇。



　　前秦瓦解后，从前秦控制下脱颖而出的还有匈奴人。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建国大夏，攻掠关中西北地区，占领高平（今固原）。部下们建议他建都高平，守险自固。赫连勃勃不从，他说：“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 此后，赫连勃勃不断兴兵扰掠后秦安定、平凉、卜邽等地。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消灭后秦。随后，留兵镇守关中，自己回南方谋代晋。刘裕刚刚东归，一直雄据陇上、虎视关中的赫连勃勃采用谋士王买德之谋，攻取长安，占有关中。



　　赫连勃勃占领关中之后，群臣们建议他建都长安，勃勃又不从，他说：“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东晋）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东面的北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统万，在今陕西横山）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 赫连勃勃仍都统万，固筑城墙。他将统万城的南门名为“朝宋门”，东门名为“招魏门”，西门名为“服凉门”，北门名为“平朔门”，大有坐制形胜之地雄视四方之意。赫连勃勃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关中频经战乱，长安残破，关中之重已不在长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连勃勃始终以统万为都城，而以安定、平凉、上邽为重镇。后来北魏伐夏时，取长安。未能动摇夏的基业；破统万，夏犹有安定、上邽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凉等重镇，夏人才被迫西走，为吐谷浑所灭。北魏控制整个关陇地区。



　　北魏收拾十六国的混乱局面，统一北方。北魏后期，六镇流民起义；关陇地区也爆发起义。尔朱荣击灭葛荣后，派尔朱天光、贺拔岳、宇文泰等前往关陇镇压。尔朱天光奇袭安定，击破平凉，击败起义军主力，大体控制关陇局势。



　　尔朱荣死后，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留其弟尔朱显寿及贺拔岳守关中。宇文泰见天下将乱，建议贺拔岳说：“今灵夏、河西，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氏、羌，北抚沙漠，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贺拔岳接受宇文泰的建议，引军上陇，西屯平凉。果然，陇上各州郡纷纷来附，受贺拔岳节度。



　　不久，贺拔岳在高平被侯莫陈悦刺死，部众散还平凉。候莫陈悦没有乘势进兵平凉，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肃庄浪附近）。贺拔岳手下共推宇文泰继统贺拔岳军。时宇文泰在夏州（今横山），僚属们建议宇文泰“留以观变”。宇文泰说：“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还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遂星夜驰赴平凉，安集部众，进兵击灭侯莫陈悦。然后，入据上邽，遣诸将分镇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陇西）、秦州（天水），征诸州之粟以给军用，遂得以安集秦、陇，抚定关中。



　　宇文泰先是建议贺拔岳西屯平凉，扼守要害，招附陇上各州郡；贺拔岳死后，他又急据平凉，分遣诸将镇守陇上各重镇，遂得以控制关陇，成就大业。故而史称“宇文霸业，集于平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北宋时期，西夏割据宁夏，不断侵扰北宋关陇地区。宋夏之间时战时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陕西为四路以拒西夏，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县一带）、环庆路（今环县－庆阳一带）、泾原路（今泾川－镇原一带）、秦凤路（今天水－扶风一带），置为重镇，围堵西夏。



　　这四路基本上是关中西北黄土高原及陇山一线的战略要点，足以扼守西夏下冲关中之路。庆历初年，朝廷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总四路之事。范仲淹曾上书请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以韩琦兼领秦凤路，自己兼领环庆路。泾原有警，则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经原之师为援。韩、范二人在泾州选将练兵，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边。当时边地之民传诵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范二人经营四路的时期，是北宋对西夏战争中形势比较好的一段时期。



　　（二）陇西、河西与关中



　　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实际上，陇西不仅仅是据关中之上游，它对汉中、四川也拥有上游之势。



　　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经过关中；白龙江南流，经过四川；西汉水东流汉中。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四川之间的往来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和四川，自关中、汉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却较易。



　　因此，对于关中、汉中和四川来说，无论哪一方，如能取得陇西，便取得了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三国时蜀魏在陇西的角逐、南北朝时刘宋与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都是出于上述思路。（详见汉中部分）



　　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以关中而欲图陇西，可以联结河西，利用河西对陇西的地理优势，制陇西之后，夹击陇西。刘秀之结好窦融、李渊之结好李轨，就是出于这种策略。



　　东汉初，两方主要有三支势力：陇西的隗嚣、河西的窦融和益州的公孙述。隗嚣表面事汉，实谋割据一方。其部将王元曾建议他说：“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蓄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 注：66 ] 窦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风俗人情。更始初立，窦融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因，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遂求出凉州。窦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过是自保之计，但他在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很得人心，东方流民避难者，归之不绝，遂为河西诸郡所推，而据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孙述则恃益州地势之险，在益州帝制自为。



　　刘秀专心对付关东群雄之时，对于西方的处理策略是以陇制蜀。当他洞察隗嚣的真实意图后，转而结好河西的窦融。与此同时，隗嚣也在试图拉拢窦融。隗嚣派辩士张玄去窦融处游说，宣扬其保境割据之谋：“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纵，高可为六国，下不失为尉佗。”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窦融与其部下倾向于刘秀，遣使至洛阳试探。刘秀礼遇来使，并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气概，赐书窦融，指明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述），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纵，亦宜以时定。”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窦融等为刘秀的气度、明见和诚意所感动，遂专心事汉。刘秀授窦融为凉州牧，专制河西。



　　刘秀略定中原后，兴兵西讨。窦融则率河西五郡太守，厉兵秣马，耀兵河上，给隗嚣很大压力；后又亲率步骑数万，与刘秀会师于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嚣。隗嚣穷蹙无计，投靠公孙述，不久败亡。



　　在刘秀取陇定蜀的过程中，河西的窦融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诸将初攻陇西之时，隗嚣部将王元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诸将仰攻陇坻，大败而还，不得已改取守势。足见陇西在地理上对关中所据有的优势。这也正是刘秀倾心结好窦融的原因所在。窦融拥河西归汉，遂改变了东汉面对陇西的战略态势。



　　东汉时期，利用河西与关中、陇西的这种地理关系以安定西北的史实还有东汉中期平定羌乱过程中虞诩关于凉州的战略策划。



　　东汉中期，陇西的羌人爆发起义。汉军镇压不利，羌族豪右乘胜深入关中、益州，进击河东、河内，汉廷震恐。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打算“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放弃凉州。



　　郎中虞诩听说放弃凉州之议后，力反此议。他对太尉张禹说：“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兵所以推锋执锐、蒙石矢于行阵、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日：‘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同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挡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者三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虞诩反对放弃凉州，战略上的考虑是：若放弃凉州，则必以关中为西部前沿，以关中御陇西，形势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弃凉州很可能引起凉州的反叛，以“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的凉州，起而反汉，利用羌、胡鼓行而东，则关中亦必非东汉所有。以虞诩之意，不但不能放弃凉州，相反，还可利用凉州，以制陇西。他进一步建议：“收罗凉土豪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在张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诩之议，安抚凉州。经过苦战，东汉王朝终于平定羌人，保持了国家西部边陲的完整。



　　西晋未，张轨统制下的河西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张轨在晋末“以时方多难”，怀着与窦融一样的动机，“阴图据河西”，于永宁初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到河西后，讨平了鲜卑的反叛势力和各地的寇盗，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乱”时，北方纷乱。东羌校尉韩稚袭杀秦州（治天水）刺史张辅，欲以割据陇西。张轨自河西遣军讨之，韩稚被迫归降。事后，张轨遣使报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司马模甚悦，以晋帝所赐之剑赠张轨，并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 [ 注：《晋书》卷八十六 张轨传 ]



　　洛阳陷没后，秦王司马邺入关，重建西晋行台，张轨遣宋配将步骑二万至长安护驾。这时，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又据险断使，欲割据陇西。张轨再命宋配率军讨破之。在西晋末年北方纷乱的局面中，关陇一带稍稍安定，河西凉州更是流民避乱的一个乐土，其中，张轨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纷乱时，关陇局势又与东汉初年略略相似。李渊初入关中时，陇西有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河西有李轨建立的凉政权。李渊刚克长安，薛举亦急谋东进以争关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亲率大军在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击败李世民所率唐军主力。唐军与战不利，被迫改取守势。



　　李渊为挽救颓势以图强敌，也采取了跟刘秀一样的策略，以河西制陇西。他遣使潜赴凉州，谋与李轨共图秦陇。唐、凉联袂，对西秦形成夹击之势。不久，西秦的临洮（今甘肃临潭）、枹罕（今甘肃临夏）、饶河（今甘肃临夏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对陇西的包围态势。唐军反攻，在浅水原大破西秦军，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灭亡，关陇遂定。



　　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面说过，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



　　秦在其东进的过程中，仍未忘拓边西北，巩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尽并义渠之地为二十五县，置为北地和陇西二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加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陇西。



　　秦末天下纷乱，著名的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首次统一，称雄塞北。西汉初年，国力尚弱，只得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和亲政策只是缓和而未消除边患。匈奴仍不时攻掠西汉边地。



　　到武帝之世，西汉已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达到鼎盛，遂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出击。汉武帝前期的几次大的战役，除寻机直捣匈奴单于本部外，均以廓清关中西北外围为重点。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军予匈奴以歼灭性打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余部降汉。这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之筹边者，均以汉置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四郡的设置加强了西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使关中西北安全得到进一步巩固。（见图2－1－5）






汉击匈奴河西战役示意图（图2－1－5）



　　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又推进至西域。还是在大举击匈奴之前，汉武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以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其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到汉宣帝时，汉廷派遣官员，监护鄯善以西数国。起初，西汉还只监护西域南道，未能尽并北道，匈奴形势已处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单于降汉，汉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降，汉廷“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这便是西域都护的源起。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开经营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东汉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明代设立哈密卫、清前期平定葛尔丹叛乱、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设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以保障西北边疆的永久安全。














	

 






	















	







	







	









 





	


	







	








	




	


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二节 上游之势，临驭六合——河北




　　一 山川形势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趋势是自西往东移动，其中也经历过一段摇摆。秦、西汉定都关中，西汉末年的动荡致使关中残破，于是，东汉、曹 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间较长的北魏后来也迁都洛阳。隋唐再度统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关中。唐末的动荡又 使关中破坏很大，于是，五代、北宋定都开封（惟后唐定都洛阳）。直到元朝重新统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续下来。长安 、洛阳、开封、北京遂成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长安为建瓴之势，建都洛阳、开封为宅中图大之势，建都北京则为挈裘之势。 [ 注：华湛恩《天下形势考》 ] 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 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为提衣挈领之意。建都北京，是顾祖禹所 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故称挈裘之势。《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 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



　　北京地处河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之所以也称“据上游之势”，不缘于它本身的地势，而缘于它跟周围地区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 在整个中国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河北境内的几条主要的河 流均发源于这两条山脉，切穿山岭，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险要关隘。（见图2－2－1）






河北山河形势图（图2－2－1）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 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 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 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荆关（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北四十里）等关隘扼 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北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北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 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 ）、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北京）、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 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 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战 ] 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 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 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 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 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 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 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 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 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 、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 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 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 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 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 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 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 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 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色。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 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 丝、声色”，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 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 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 真番之利。”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与河北作为中原与 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前面说过，建立于河北的政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个个都是天生的战 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都宜于征战。那些能够入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 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 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是中原汉人所难与争锋的。



　　他们建立的政权入据中原之后，往往又会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是否 成功，常常决定着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久。



　　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自战国时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碰 撞频繁的地带，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西汉初，陈豨将赴河北， 韩信欲结陈豨以反汉，遂向陈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 [ 注：《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 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自立，耿渰（无水旁？）、吴汉发 渔阳、上谷铁骑以佐刘秀，渔阳、上谷铁骑乃汉军精锐。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风，据班固记载，赵、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蓟一带“其俗愚悍少 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 注：《汉书》卷十八 地理志下 ] 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北南部诸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 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 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北部诸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 [ 注：《隋书》卷三十 地理志中 ]



　　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 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操在 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 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 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 历代州域形势六 ] 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 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北京（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北京），抵御 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北京，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 ，亦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北京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性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 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 ，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 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 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 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 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 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 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 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 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 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 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 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 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 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



　　二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 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 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 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 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 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 ，号称天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 直隶二 ] 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 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 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 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 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 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 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 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 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 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 ”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 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 直隶五 ] 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 幽平之患未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 直隶四 ] 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燕攻后赵，中山（今定州）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 、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 、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 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与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太原。太原不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陉将太原盆地与河北中部 地区连通起来。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两侧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一方，只要顺利穿越井陉，便可进入对方腹地，而收执其 中枢之效。相对而言，井陉对于河北的重要性有过于对于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 西穿越井陉东下却较易。



　　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山西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 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太原）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 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陉进攻山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 朱兆，均曾由井陉作辅助性进攻，配合由滏口进兵的主力部队。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宋时期在邢台、大 名。《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 直隶六 ] 称邺城：“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彰德府 ] 称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 。”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 直隶六 ] 称大名“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 直隶七 ] 重心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凭藉的地利却大体相 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脉，南阻卫、漳等大河，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



　　与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长治盆地。长治盆地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要据点。从长治东 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滏口。滏口为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山岭高深，为太行山南端险隘。



　　当河北政权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控制对河北的意义尤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断太行道，切断了韩上党 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 山西全境，为日后东下太行两路夹击赵都邯郸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六国时，前燕立都邺城，西恃太行山为其屏障，壶关是其在太行山西侧的重 镇。面对前泰的压力，前燕大臣们提醒燕主加强壶关方面的守备，燕主未从；王猛伐前燕，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 以西的军事据点，又在潞川击破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北魏末，葛荣合并河北多支义军，围攻北魏相州（即邺城）。尔朱 荣率军自晋阳前往镇压，他迅速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葛荣猝不及防，被尔朱荣击破。北周灭北齐，也是先击破北齐在山西的军事据点，然后 自滏口东下，攻破齐都邺城。这几起战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来敌消灭河北南部的政权（或势力）而告终，尤其是象赵、前燕、北齐这样的政 权，立都于河北南部，长治盆地正俯临其地，因此，发生在长治地区的战役都产生了决定性效果。



　　河北地区在其角逐过程中呈现出上述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这三个层次在攻守之势中显示出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内地政权（或割据 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 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的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



　　概要地讲，主要还是从门户到中枢之间的争夺。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这样，邯郸、邢 台一带是其门户；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这样，幽、蓟一带所控燕山险阻是其门户。南 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南而不对北；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北而不对南。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间一线都居枢纽性地位。这种地位一方 面缘于它适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缘于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对应关系。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陉东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 的。



　　从内地入争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门户，又控河北中枢，则北部幽、蓟虽险，也只是边隅之地；塞外游牧民族若既控幽蓟北面门户，又控中枢之 地，则南部一马平川，难挡其铁骑冲贯。



　　对于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显示出的意义，我们可从历代战争中去具体地探寻。



　　三 河北战事的两种类型及其攻守形势



　　发生在河北的战争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类 型不同，攻守形势会有所不同，河北的三个层次所显示出的意义自然也不一样。



　　（一）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不外自两个方向而来：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来者重在争门户，自山西方 向而来者重在争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来敌之患为剧，因太行屏障一失，则门户、中枢尽失。



　　邯郸、邢台一带为河北的南面门户，前临黄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来之敌，即使越过黄河、漳水等险阻，但若不攻克这些重 要据点，也不敢继续深入；不过，一旦攻克这些据点，便可渐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间一带为河北中枢，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间具 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太行山既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几处通道对于河北的安危至关重要。要确保太行屏障的稳固，重点在于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而要 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却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如上党、太原等地。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 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控制了邯郸、邢台一带，即控制着河北门户；控制了真定、河间一线，则控制了河北中枢；而对太行山形势的控制对于上述两个层次中无论哪个层次的争夺又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和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于对山西太行山形势的控制。秦在发起统一战争前即已夺占魏之安邑、赵之太原、韩之上党，尽 控山西全境；南翼则已占领河内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区。在秦灭赵之战中，秦发两军以攻赵，一军下井陉，攻邯郸之北；一军出河内，攻邯郸之 南。灭赵之后，秦军北上，兵临易水。易水一战，大破燕代联军。燕残余势力退至辽东。整个河北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西汉略定河北则赖韩 信率军北上入山西灭魏、平代，并在井陉击破陈馀所率赵军主力，遂得以东下太行，平定赵国，迫降燕国。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取措施消除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也多以疑惧而反。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陈豨在河北起兵反汉。刘邦自 将樊哙、灌婴等将击陈豨、大兵未集，刘邦即率诸将驰至邯郸，见陈豨不守邯郸、阻漳水以扼河北门户，大喜道：“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 知其无能为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二 汉纪四 ] 遂在邯郸征赵民从军，并以重金招降陈豨部将，然后进击。陈豨败走代北，被樊哙追斩，河北遂定。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对手是割据河北的袁绍。官渡一战，曹操击破袁绍主力。后又利用袁绍死后诸子相残的时机，再攻河北，击破邺城，河北门户遂开。此后，曹操更逐渐深入幽蓟之地，完全控制河北。



　　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刘汉，在刘汉攻西晋诸战役中，一再率军东下太行，攻略河北，为刘汉灭晋立下很大功劳，他自身的 势力也壮大起来。



　　晋室既乱，各地群雄各谋保境割据，屯兵淮南的石勒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抉择。谋士张宾建议石勒：“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 ，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晋纪十 ] 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率军北上，长驱至邺。



　　当时，河北邺城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之弟刘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则暗怀称帝的野心。石勒诸将皆欲径攻邺城。张宾见邺城险固，不易猝拔， 建议石勒先建立一个根据地。他说：“（刘）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拨，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王浚）、刘 越石（刘琨），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刘）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 不若择便地而据之，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晋纪十 ] 石勒从之，遂领兵先占 据襄国（今邢台），作为根据地，建立后赵。（见图2－2－2）






石勒据襄国攻占幽冀并青四州示意图（图2－2－2）



　　石勒刚在襄国站稳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鲜卑的人马来攻。石勒采用“突门”之计，大破鲜卑兵，生擒鲜卑猛将段末柸。但为瓦解 王浚与鲜卑的联盟，孤立王浚，石勒义释段末柸。其后，石勒又用张宾之谋，卑辞厚礼，骗得王浚信任，然后轻骑北上，袭擒王浚， 占领幽州。在随后的几年里，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先后击破并州的刘琨、蓟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尽占幽、冀、并、青之地，统一北方。



　　后赵分崩后，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关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对峙。前秦在苻坚、王猛的领导下，国势蒸蒸 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坏。面对前秦的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 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 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慕容垂投奔前秦后，前燕形势更趋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强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备 。王猛统兵伐燕，先于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率大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 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王猛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今山西潞城西），再战而破晋阳（今太原），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 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今浊漳水）东下太行，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苻坚也亲自率军经河内 从南翼直趋邺城，与王猛合力攻破邺城。前燕灭亡。前秦统一北方。（见图2－2－3）






前秦统一北方示意图（图2－2－3）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面临瓦解。当时河北有苻坚之子苻邳镇守邺城，信都、常山、中山亦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抚河北为名回到邺城。丁 零人翟斌围攻洛阳时，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阳，慕容垂遂正式脱离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马，在荣阳称燕王，建立后燕。他考虑到“洛阳四面受 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 慕客垂载记 ]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渡河直驰邺城。苻邳坚守邺城，甚至不惜向东晋请求援兵。慕容垂想尽办法 几度强攻邺城，但都未能破城。邺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区亦不能定。苻邳坚守邺城近两年，一直到苻坚死后，苻邳谋归关中，率众西走晋阳， 邺城才为后燕有。邺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后期，河北、关陇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葛荣所率河北起义军围攻邺城，声势浩大。尔朱荣率军前往镇压。尔朱荣自晋阳率精骑七千，信 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直逼邺城。葛荣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尔朱荣大破葛荣部，生擒葛荣，槛送洛阳。尔朱荣部将侯渊又击败在幽州一带 活动的起义军余部，河北起义遂被镇压。



　　尔朱荣死后，高欢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以就食为名屯驻壶关。在 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自滏口进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开举起反尔朱氏的大旗，率军攻占邺城，又在邺城外的韩陵大败尔朱集团主力，并乘 胜进兵洛阳，消灭了尔朱残余势力。其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拥立东魏，定都邺城。



　　东、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齐与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经过苦战，北周攻克北齐在山西的重镇平阳（今临汾），又进克晋阳，然后自 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邺城。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



　　北周末，杨坚谋代周自立。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在邺城起兵反杨坚，河北地区也纷纷响应。杨坚派大将韦孝宽率军讨尉迟迥。韦孝宽自 河内进军，逼近邺城，在邺城外击破尉迟迥主力，乘胜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遣兵分讨，其它各地亦悉数平定。平定尉迟迥之后 ，杨坚为根除东方之患，下令夷毁邺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势，削弱邺城的战略地位。自汉末以来，数百年间 ，邺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区的一方重镇，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乱”前期，安禄山自范阳（今北京）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占领洛阳，欲西攻潼关，深入关中。这期间，发生在河北境内的两场战 事对于打击叛军乃至最终平定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场战事是颜杲卿据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禄山。安禄山南下时，颜杲卿假装归顺。安禄山攻占洛阳，将趋关中。平原（今山东乐陵）太 守颜真卿使人告颜杲卿说：“速起兵断贼归路，可以缓贼西进之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 颜杲卿遂西连太原尹王承业，东连颜真卿，起兵反安禄山。一时， 河北境内响应者凡十七郡，皆归朝廷。附叛军者仅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安禄山正欲西攻潼关，督率诸军已至新安，闻常山 有变，赶忙回洛阳，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颜杲卿起兵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的确起到了“缓贼西进之谋”的作用。颜杲卿起兵之 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此举属仗义讨逆，故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另一方面在于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处河北中枢，联络南、北，依 傍太行，西接井陉而连通太原。据此地起兵，确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第二场战事是李光弼、郭子仪东下井陉之战。史思明攻陷常山后，又压服其它各郡，独饶阳太守坚守不下。唐廷遂议派良将一人分兵出井陉以 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东出井陉，逼近常山。常山团练兵执叛军守将以迎光弼。李光弼据常山，以逸待劳，伺机打击叛军，与史思明在常 山一带相持。后来，郭子仪率朔方精兵与李光弼合军以攻史思明，大破叛军。唐军声势大震，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将而归朝廷。叛军交通线 又告断绝，叛军家在范阳者无不摇心。安禄山大怯，议弃洛阳而还范阳。不过，就在这时，哥舒翰兵败潼关，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战局突变，郭李二人乃放弃河北，引兵还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战果虽因局势突变而前功尽弃，但此举的意义已为唐最高决策层所认识。李泌在向唐肃宗陈平贼之策时说：“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 山者，独承庆耳。愿郭子仪勿取华阴（今华阴），使两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凤，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 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可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 矣。”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概括地说，李泌的平贼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让李光粥出井陉，郭子仪出河东，分击其首尾，使叛军来回疲于奔命，以拖跨、削 弱叛军；第二阶段，让李光弼出井陉，建宁王李倓迂回塞北，合击范阳，先覆其巢穴，然后，大军四合，聚歼叛军。在两个阶段中 ，李光弼出井陉这着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能贯彻执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战多拖了几年，而且，最终也未彻底肃 清反叛势力，导致了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见图2－2－4）






李泌的战略反攻方案示意图（图2－2－4）



　　上述诸战中，决定性的争夺都发生在邯郸、邢台至真定一带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中自河南方向而来进取河北的有五起：刘邦据邯郸而平陈 豨，曹操克邺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据襄国而图王浚，慕容垂下邺城而逐苻氏，韦孝宽破邺城而灭尉迟迥。在这类战争中，邯郸、邺城、邢台 等地的确显示出了它们的门户地位。这些地方一经平定，河北其它地区均随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东下太行进取河北的战争共有七起：王翦、韩信均以出井陉而定赵、燕，李光弼、郭子仪出井陉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灭前燕 ，尔朱荣出滏口而破葛荣，高欢出滏口而据信都，北周出滏口而灭北齐。在这类战争中，太行山关隘的得失是关键。这七起战争中，以关中政 权而兼并河北政权的有四起：秦、西汉灭赵、燕，前秦灭前燕，北周灭北齐。对于这四次战争，差不多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河北的政权 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山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太行山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 行山，以临河北，而战事发展到此阶段，河北便可谓大势已去。



　　（二）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塞外游牧民族一直给中国北疆以很大的军事压力。中原政权强盛之时，尚能主动出击，如两汉击匈奴，隋唐击突厥，明 初讨蒙古残余势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穷追猛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险要，阻挡游牧民族的铁骑，基本上也能 将游牧民族的铁骑拒之于长城一线所扼山地险要之外，偶尔渗透进来，也无关大局。若是中原政权衰弱，局势动荡，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便有 机会透过这些山地险要，扰掠内地，甚至建立政权，入主中原。



　　塞外游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脉一线遂成为中原政权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带。



　　前面讲过，在燕山山脉的外围，又有两个最主要的来路：一个是辽西走廊，通辽河流域；一个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通蒙古草原。几处 重要的关隘便是扼守这些来路。山海关扼辽西方向的来路，居庸关、紫荆关扼大同方向的来路。以这些关隘所扼险要为依托，在这些关隘的内 外两侧，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作为纵深，如大同、宣化、怀来、万全、张家口、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中原政权凭借燕山山脉为险阻，扼守一些重要关隘，并以内侧的重镇作为纵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线。秦 汉时期经营渔阳、上谷、右北平，隋唐经营范阳、卢龙，明代经营蓟镇、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要。若燕山山脉诸关隘被突破，则坚守北 京犹可作第二阶段的抵御；北京不下，则这些游牧民族即使进入河北，也难站稳脚跟。契丹曾突入塞内，扰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稳 足跟；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后，契丹遂在河北站稳足跟，并以此为基地，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两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只得邀 利退兵；金弃中都南迁，蒙古遂克中都，据有河北，进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军、俘明帝，却未能克明都，最终只得撤兵而去 。后金（清）军五度迂回入边，但既未打通辽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稳足跟；待到吴三桂举山海关降清，李自成弃北京而 走，清才占据河北，南定中原。若游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险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稳足跟，中原政权就只能在河间、真定 一线作被动的防御；若是连这一线也守不住，则中原政权便可谓大势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局 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控制了幽、蓟，即已控制了燕山险阻；控制真定、河间一线，即已控制了河北中枢。这一点可一一 验诸战史。



　　塞外游牧民族凭武力突破燕山险阻，入据河北，慕容鲜卑是其首例。慕容鲜卑在辽东崛起时，中原正值西晋末年的混乱局面。慕容鲜卑统一辽 东，建立前燕。后赵一度统一北方。后赵主石虎死后，诸子相残，局势很不稳定，前燕遂谋伐后赵。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后赵：慕容霸（即后之慕容垂）率兵由东道出徒河（今辽宁锦县）；慕舆？于自 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关）；慕容俊亲率主力自中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西北）。燕军突破燕山险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领蓟城，又南 击后赵军至清梁（今河北蠡县）一带。前燕将都城迁至蓟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举攻占河北中部重镇中山（今定州）。不久，后赵大 将冉闵代后赵自立，建立魏国，率众游食于常山、中山诸郡，前燕大将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台用铁索连马为方阵，大破魏军，擒执冉闵，并 乘胜进围邺城。围攻数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将都城迁至邺城。是后，前燕又略取山东、山西之地，进图河南，与关中的前秦、江南的东晋 三足鼎立。（见图2－2－5）






前燕入据河北示意图（图2－2－5）



　　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一战而克蓟城，据燕蓟之地；再战而克中山，执河北中枢；三战而克邺城，拥河北全境。南进层次非常清晰。



　　前燕后来亡于前秦。前秦瓦解后，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定都中山。后燕灭掉山西的西燕后，与代北的北魏发生冲突。后燕攻北魏，大败于 参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亲征北魏，却病死于出征途中。北魏从此转入反攻。这年，北魏拓跋珪大举伐燕，兵分两路：一路从东道出军 都（今居庸关）以袭幽州；一路出马邑、逾勾注山，以袭晋阳。东路军攻占渔阳（今密云），南路军攻占晋阳。十月，魏军自晋阳开韩信故道 出井陉，直趋燕都中山。魏军攻占常山（今正定）后，河北诸郡县纷纷降魏，惟中山、邺城、信都三城为后燕所守。经过近两年的围攻，北魏 攻克此三城。后燕主慕容宝率残余势力逃往辽西故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河北遂为魏有。



　　北魏灭后燕之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枢，常山一占而其它郡县纷纷降魏，后燕孤守三城，实是如鱼在网，攻克只是一 个时间的问题。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政权更迭频繁。此时，契丹已在辽东崛起，统一辽东，建立契丹国。契丹见中原衰乱，遂积极谋求南进，连年袭扰 平州（今河北卢龙）、镇州（正定）、定州（定州）、云州（大同）等地，但屡为后唐军击还。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后唐，以称臣及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条件，乞援于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雁门 ，援助石敬塘，大败后唐军。后唐灭亡。石敬塘自立为晋帝，契丹则尽占幽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国号为辽，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云州 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国北方国防屏障尽失。



　　契丹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尽夺河北北部险要，占据有利的地理形势，己能随心所欲地兴兵南下。后晋开运三年（946年），辽、晋交恶。辽发军 南下，攻陷汴梁，消灭后晋，并深入河南，纵兵肆掠。此后，辽一再地兴兵大举南侵。后周世宗时，辽主昏庸，周世宗遂谋恢复幽燕之地，但 未获成功。



　　北宋代后周后，亦积极谋求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汉之后，挥师东下井陉，自镇州（今正定）北上攻辽 幽州城。辽将耶律沙率军驰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宋军溃败。其后，辽人乘战胜之势，先后三次发兵分山西、河北两路进攻北 宋，前锋抵雁门、雄州一带。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举攻辽，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趋幽州；田重进率军出定州，趋飞狐口；潘美、杨 业等率军出雁门，攻云（今大同）、应（今应县）诸州。大军临发，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说：“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 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而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 注：《续资治通鉴》宋太宗雍熙三年 ]



　　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面吸引、牵制辽军主力，以潘美之师从左翼实施战略迂回，攻取云、应诸州后，再自大同盆地东出，打 击幽州的侧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战，重兵虽集于幽州正面，作战的重点却在于自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诸战略据点的攻取，以便控制太行 山、燕山险要。执行此方略的要点是曹彬等幽州正面之军持重缓行，成功地牵制住辽军主力。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曹彬违背了这一点。他 贪功冒进，连太宗都“颇讶其进军之速”。辽援军到达后，在岐沟关（今啄州西南拒马河北）大败曹彬军。正面之师惨败，宋军全线溃退。（ 见图2－2－6）






北宋第二次征辽之战示意图（图2－2－6）



　　北宋经此惨败，从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复幽云之地，对辽转取守势。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带自镇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 沽口）的漫长战线上沿滹沱河一线建立河防体系，以缓冲辽人铁骑的冲力；山西方向则阻雁门诸险，以御辽军。而辽人自此以后，先后六次大 举南侵，有时，前锋直达邢州（今邢台）、德州、大名，逼近东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战事才暂告停 息。



　　在宋、辽之战中，宋一直处于被动境地，是有其军事体制及将帅自身的问题，地理形势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辽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已 控制燕山及太行险要；幽州以南，为平原旷野。这样，辽人在形势不利时，扼险坚守，以待援军；形势有利时，铁骑南侵，驰骋于旷野，宋人 难于争锋。



　　后来，金人联宋灭辽。灭辽后，金将燕京及所属六州（顺、涿、易、蓟、景、檀）洗劫一空，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而河北的平、营、滦诸州 及山西的云、应、朔、蔚等州则不交还。实际上，只有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险要的关键。这样，北宋虽然得到了它多年来一直梦想收复 的燕蓟之地，但燕蓟所凭恃的地理险要却并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继长期受制于辽之后，再次受制于金。



　　辽灭亡后，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对峙局面。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间、中山（宋徽宗时将定州升为中山府，瀛州升为河间府）为重镇，以 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县）、保州（今保定）为前沿据点，控守河北中部一线；在山两以太原为重镇，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灵 丘）、代州（今代县）、岚州（今岚县）为据点，控守雁门险阻一线；以此建立起北部国防防线。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两路南下侵宋：西路自云州下太原，东路自平州入燕蓟。金兵长驱直入。很快，东路 军便已抵汴梁，西路军已抵太原。金兵围攻汴梁。李纲负责指挥抗战。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谈和，要求北宋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



　　宋钦宗打算接受。李纲反对，他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宋钦宗及李邦彦为排除投降障碍，罢李纲之官，派使臣往金营 答应金人所提条件。太学生陈东上书痛陈割地之非：“邦彦等必欲割地，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 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和谈成后，杨时上疏：“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 之，一旦弃之北人，使敌骑疾驱，贯吾心腹，不数日可至京师。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当时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认识到了河北三镇对于北宋国防的意义。北宋虽失幽云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托三镇，联络太原，犹可重建雁门、三 关防御体系。割让三镇，则三镇以南，一马平川，金兵铁骑可以长驱直入。苟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镇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软 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两路，分别自保州、云州大举南下攻宋。在这次进攻下，北宋灭亡。（见图2－2－7）






金灭宋之战示意图（图2－2－7）



　　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在江淮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来，金建北京为中都，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开封为南京，大定（今内蒙古宁城）为 北京，统治重心逐渐移向中原。此时，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不断向外扩张。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后率军东进，进逼宣德（今河北宣化），游骑入居庸关至金中都城 下。两年后，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关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关外，自率大军出紫荆关，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 攻居庸关的背后。破关之后，会合关外蒙古兵，围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坚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军为三道，大掠河北、 山西、山东，连破金国九十余郡。三路大军会合后，又自大口进逼中都。金人纳赂请和，蒙古军才出居庸关退走。



　　经此掠扰，金主打算迁都汴梁。有人反对，认为一旦迁都汴梁，则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敌，亦非长远之计；辽东乃金人故地，依山负海 ，其险足恃，要迁都也应迁回辽东。金主不从，执意南迁汴梁。



　　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 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木华黎攻占东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经营山东，以逼金国。



　　金迁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关，戍守黄河，众建城戍，专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经大散关、汉中，出南阳而趋汴京。金黄河防线遂被突破 。金主又自汴京迁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联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弃中都南迁，是其灭亡的开始。金主若能听臣下之言，凭借燕山险要，“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或许还能勉力与蒙古抗衡。燕京一弃 ，河北门户大开，沿黄河守河南狭长一线，夹在蒙占与南宋之间，岂是长久立国之道！



　　蒙古灭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举行了成功的北伐， 将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时常扰掠明朝北边。



　　在朱元璋的时代，明朝北方国防采取的是塞前歼敌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长城一线，依托塞前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 旗东闪电河北岸）等据点，以逸待劳，聚歼来敌于塞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击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亲征，寻歼敌主力 。明中期后，边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长城一线的九座重镇作消极的防御，号称“九边”。“九边”中，在北京外围扼燕山险要的重镇是蓟镇、 宣府和大同。（见图2－2－8）






明朝“九边”形势示意图（图2－2－8）



　　明初，燕山外围本来还有大宁、开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等重镇作为燕山防线外围藩篱。“靖难之役”时，朱棣将大宁故地并给兀良哈 ，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大宁内迁，东胜孤悬难守，不久也迁于内地。宣德年间，又将开平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这样，燕山外围 藩篱尽失，北京外围只有燕山长城一线单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一战，击溃明朝五十万大军，俘明英宗朱祁镇，随后又 以送还英宗为名大举进攻北京：一部经宣府趋居庸关，一部经古北口趋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荆关，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进逼北京。明军在 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刺的这次入侵却给了明廷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了明朝国防的脆弱。



　　明后期，鞑靼兴起。张居正秉政时，厉行改革，整顿国防。对鞑靼“外示羁糜，内修战备”，在西线以和议安抚鞑靼，在东线则分别以名将戚 继光、李成梁为蓟镇、辽东二镇的总兵，重点防守。其中，在燕山内侧的蓟镇以守为主，在燕山外侧的辽东则以攻为守。明朝北疆形势遂得稍 缓。



　　不过，这期间塞外的形势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统 治发起挑战。经过抚顺、萨尔浒两战，后金取得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又经过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尽夺明朝在辽东的军事据点。明朝 只能靠扼守山海关及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几处据点控制辽西走廊。（见图2－2－9）






皇太极嗣位时战略形势及战略企图示意图（图2－2－9）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鲜，又征、抚兼施，消火察哈尔部，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臂，保障了自身两翼的安全。然后 ，皇太极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他避实击虚，迂回入边，四次透过燕山山脉险要，攻入明朝腹地。



　　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到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先后四次率军攻明。他避开明朝以重兵坚守的辽西 走廊，从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关、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 墙子岭（今密云东）等处取得突破，毁墙入边，大掠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但攻克北京和从山海关背后打通辽西走廊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从这四次入边作战来看，明军只要坚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 稳足跟。所以，这四次战役之后，明、清双方都加强了以锦州、山海关一带的争夺。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两军主力在 松山会战，洪承畴所率明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迂回入边，突入长城，大掠河北。这次入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 动摇了明王朝的根本，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创造了条件。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急率大军西进，争夺北京。他打算避开仍由明军坚守的山海关，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 直趋北京。这时，形势急变。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 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关中。清军占领北京 后，以进攻大顺军为重点，迫击大顺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清军又击灭 南明政权及起义军余部，统一了全国。



　　满清入主中原，决定性的一步当数山海关的打开。清兴自辽东，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虽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频频败北，但凭 借山海关及宁远、锦州等据点，始终控制着辽西走廊。清军虽然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但效果主要是扰掠性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及时 处理好对吴三桂的安抚和山海关的防御等问题，吴三桂举关降清，使清军争夺了几十年梦想打开的辽西走廊通道为之洞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 入。农民军无法抵挡清兵之锋锐，一再败退，中原遂落满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 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 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 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 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 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 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 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 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 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 ，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 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














	

 






	















	







	







	









 





	


	







	








	




	


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三节 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




　　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注：《隋书》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二 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 江南二 ] 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江淮防线示意图（图2－3－1）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书》卷七十八 刘延孙列传 ] 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 [ 注：《宋书》卷七十四 臧质传 ] 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根本，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以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国都，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富饶，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所有，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春至广陵，欲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最终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疑，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所有。隋统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从左翼包围建康。隋统一全国，为加强南北联系，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附近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经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割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激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建都临安，江淮防线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根本，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军突破荆襄防线，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据守扬州。文天祥犹寄希望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之后，以图恢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形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系、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春、凤阳以南，巢湖当其要冲；巢湖以西，地形复杂，不利大军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大军通行，北方势力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未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叛乱，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线



　　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 江南三 ] 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 [ 注：《汉书》卷四十五 伍被传 ] 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春挡南北之冲，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 注：《晋书》卷二十六 食货志 ] 东晋立足江东，但仍以收复中原为号召，故经营寿春，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形势相呼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招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援，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春，收复寿春。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 [ 注：《晋书》卷九十二 伏滔传 ] 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附近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收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 [ 注：《晋书》卷十四 地理志上 ] 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前进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出发。刘宋时期，无论是北伐还是北伐失败后收拾残局，寿阳都显示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地位。萧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发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春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 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北魏发兵接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乱，收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收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 [ 注：《陈书》卷九 吴明彻传 ] 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整个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形势极其不利。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来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风靡。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之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春俱入于东魏。宋金对峙，金人立刘豫于中原，欲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七 ] 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分别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键。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议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晋纪三 ]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镇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代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先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足平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 晋纪一十六 ] 苻坚从之，遂发兵攻淮阳、盱眙。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经过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经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形势已很不利。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切断了陈军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屏蔽东南，山阳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屏蔽淮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民起义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 [ 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董博霄传 ]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 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 [ 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晋穆帝永和七年 ]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 晋纪二十三 ]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一）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 ]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战争指导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理形势缺乏整体的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河南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比较典型。这两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理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见图2－3－2）






刘义隆第二次北伐示意图（图2－3－2）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 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见图2－3－3）






刘裕北伐中原示意图（图2－3－3）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见图2－3－4）






朱元璋北伐示意图（图2－3－4）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四节 山川险固，天府之土——四川




　　一 山川形势



　　长江、黄河分别流贯中国南方和北方。四川和关中在南、北方都据上游之势。诚如前人所论：“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黄河以北之地）、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 ]



　　在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无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脉东西延绵，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横亘其北，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巫山分布于其东；折向西南，经大娄山而与云贵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羁縻之地；东、北两面是其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方向。（见图2－4－l）






四川山河形势图（图2－4－1）



　　四川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境内，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四川地区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偅，西近邛、笮马旄牛。”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常璩也曾记载过蜀地的物产，称“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犛、犀、象、毡、牦、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 [ 注：《华阳国志》蜀志 ] 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



　　四川的开发比较早。战国时，秦蜀守李冰营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秦汉时期，蜀地富商闻名天下。东汉初，中原饥谨，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诸葛亮隆中对策之时，称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唐宋时期，益州富裕与扬州相埒，赋税为天下最。



　　昔人常称蜀道艰难，实际上，这主要是说四川与外部之间的交通条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谓“浮水转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长江及其支流建立起来的江河水运系统。长江下通东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则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岷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沱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三水皆为成都与重庆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庆是这个水运系统的两大枢纽，分居其上下游。



　　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两个方向的往来通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



　　由重庆东出，经三峡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节。《读史方舆纪要》称夔州“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 四川四 ] 夔州扼守江关，为四川的东面门户；从东面入川，不下夔州，便无可能；一下夔州，便已过三峡之险，而夺蜀之东面门户。故王应麟称夔州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 [ 注：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 ]



　　战国时，巴楚相攻，楚置捍关以拒巴。东汉初，公孙述割据益州，遣将军任满下江州（今重庆），东据捍关，后又遣田戎出江关以攻夷陵；东汉大将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关，益州东面门户遂开。三国初，刘备为收复荆州，率大军出川攻吴，在夷陵惨败之后，退屯白帝，扼守江关；刘备死后，李严屯白帝城，以备东方。西晋灭吴，王濬楼船之师自益州东下白帝，以攻吴之西陵。东晋时，恒温讨李势、朱龄石平焦纵，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刘宋为控御三峡一带的蛮夷，特设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确保益州与东南联系的畅通。隋灭陈，杨素益州之师，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萧铣，李靖率军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时，王建、孟知祥先后割据四川，也都以夔州为其东面门户。北宋平蜀，刘光义由归州进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据蜀，傅友德从北面进攻，汤和从东面进攻，蜀军固守翟塘，汤和百计攻之，才下夔州，遂与傅友德合围成都。



　　川东地区虽以夔州为门户，其形势之重却归于重庆。三峡上下，两岸皆崇山峻岭，长江水道在这一带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东出宜昌，西出重庆，地势才稍稍平坦，重庆便处在这个细长瓶颈的西端。在夔州与重庆之间，长江两岸的山脉大体与长江平行，这样，从四川经三峡东出，要想绕过重庆是很困难的。重庆一带众水汇集，北面的涪江、嘉陵江、渠江会合后，在重庆汇入长江，南面还有綦江、赤水河等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艰难的四川，江河运输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这样，重庆在川东地区实居枢纽地位。



　　从三峡入川，到重庆后，可分几个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绵阳而出成都之北，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合州（今之合川）为其重要据点；从重庆溯长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嘉定（今之乐山）为其重要据点；另由重庆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趋成都，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沪州为其重要据点。



　　东汉岑彭讨公孙述，在江州（重庆）兵分两路，遣臧宫行内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刘备入成都，取道内水；东晋时，恒温平李势，取道外水；刘裕遣刘敬宣讨焦纵，刘敬宣先从外水进攻，不利，后刘裕再遣朱龄石攻焦纵，密赦朱龄石以疑兵从内水进攻，仍以主力从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从中水取广汉。



　　内、外水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通道，内水涪江尤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绵阳、合川分处其上、下游。绵阳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夺成都之险。合川即古合州，三江汇集，“凭高据深，屹为险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 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传卷十四 王全斌传 ] 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 [ 注：《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 蒋琬传 ] 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阴平道可通陇上。阴平道以地居岷山之东摩天岭之阴（北麓）而得名。由阴平（在今甘肃文县）而南，经龙安、江油至绵阳，可出成都之北。在阴平东南有桥跨白龙江上，即所谓阴平桥头。阴平道极险峻，平时惟樵猎可通。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平定阴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后因“流马”小船发明，白龙江水运频繁，因而开发成为川、陇之间的一条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时，屯田沓中的姜维闻讯提醒后主亟遣兵守护阴平桥头，后主却未在意。姜维迅速回军扼守剑阁，扼钟会大军于剑门之外。邓艾向司马昭请示从阴平道进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钟）会可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昭从之。邓艾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出剑阁姜维军后，先登至江油，击破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刘禅震惊，自缚出降。



　　自邓艾以后，阴平遂成为取蜀之一捷径，据蜀者亦多注重对阴平道的防御。五代时，石敬塘攻两川，西川帅孟知祥一面遣军争剑阁，一面派军趋龙州（今龙安），扼守要害，以备阴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军欲从阴平道进兵，因西川兵有备，败还。明初傅友德伐蜀，扬言出金牛道，而潜引大军循邓艾阴平故道而趋成都。



　　这是川北的几条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进出最为便捷，故金牛道为川北要冲，剑阁为其门户，为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视。阴平道则以地形偏僻险恶、易被忽视而更隐蔽，由此进袭成都往往能收出奇制胜之效。从米仓道南下巴中可趋重庆，南北对峙之际，由米仓道进军可威胁川中与东南之间的交通线。



　　这是四川东、北两个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点的大致情况。前人有言“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 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



　　相比较而言，汉中对于四川的意义又有过于江陵。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汉中对四川拥有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关中则只是共享秦岭之险。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的归属关系到南北均势能否维持。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而越大巴山南进则相对容易。若汉中归北方，双方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故守汉中是守四川之上游。而江陵居四川之下游，自江陵入翟塘，须逆江流而上。历代攻蜀，从汉中入剑阁灭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 四川一 ]



　　北守汉中，东据江陵，这种态势不但守险稳固，以进取而言，亦较积极。据江陵可以东临荆楚，守汉中可以北窥秦陇，且藉汉水东下，还可呼应两路以出中原。历史上，以公孙述全盛时期和刘备跨有荆、益、汉中之时为历代据蜀者最好态势，而以荆邯对公孙述的建议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经营四川的最好策划。



　　二 四川在南北分合中的地位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我们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见图2－4－2）






西晋灭吴之战示意图（图2－4－2）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 晋纪二十六 ] 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陈军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势论 ]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峦传 ] 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



　　三 试析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的原因



　　在分处四角的几个区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闭，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治乱交替之际，四川总会产生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四川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25年－36年）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221年－263年）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304年－347年）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又为焦纵所割据（405年－413年）；五代时，四川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907年－925年）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934年－965年）所割据；元未，四川又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1362年－1371年）所割据。



　　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么多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尝试着作一些探讨，提出几个在我看来很有关联也很重要的因素，并尝试着作一些分析。



　　首先，当与一种跟险峻的四川盆地很难说没有关系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态”有关。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



　　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广义地讲，德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积极进取，险可代表其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兴盛强大。四川天府之国，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这本是据蜀者可以凭恃的有利条件，但历代据蜀者几乎一无例外地未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



　　公孙述据蜀，惑于图谶，帝制自为，却“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摆皇帝派头，“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他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况，以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也是大摆礼仪。马援当时即对其随行者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归报魄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史载公孙述“又立其两子为王。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惟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本来公孙述初起事时，“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川外那些失败的豪杰也纷纷投奔公孙述，但公孙述的这种作派搞得他外则被群雄所孤立，内则为士庶所离心，所以刘秀在削平东方群雄之后，举兵临蜀，蜀便不能幸免于灭亡的命运。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刘备本以匡扶汉室为号召，与汉室的关系是他的政治资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谋称汉中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为号召，力图摆脱偏霸局面；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但以刘禅之昏庸，姜维最后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祸。



　　公孙述和刘备在历代据蜀者中还算是较有作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人了。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顾祖禹对此总结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 注：《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序 ]



　　其次，在四川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与四川本土势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内部的力量。



　　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跟古代四川的民风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汉书》地理志载，四川“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隋书》地理志也记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风：“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 [ 注：《隋书》卷二十九 地理上 ] 《汉书》和《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少可以代表东汉和唐朝时期对四川民风的一种总结性描述，从这些描述中似可一窥蜀人不乐仕、不热心政治的性格。



　　当然，蜀人不乐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关。宋人郭允蹈曾论及对蜀人的这种排抑政策：“自晋永和而元温始平李氏，讫梁承圣而蜀乃尽入于周，跨历四代，咸抚而有。虽苻坚之侵陷，焦纵之盗窃，声教暂阻而旋即讨平，其职贡于江东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显者，岂果无人！当两汉之际，蜀人文章节义足以冠冕海内、柱石帝京，夫岂足用于两汉而无用于晋宋齐梁者，失在于不能招徕也。” [ 注：郭允蹈《蜀鉴》卷六 ] 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原王朝尚能奖掖蜀人外（如西晋灭蜀之后为招徕吴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东南政权为确保上游之势，对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轻于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历代据蜀者中，除割据时间很短的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蜀者并非蜀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与四川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每逢动荡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流民，涌入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流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身于异地他乡，内部也比较团结。这些流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出兵后，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欲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种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子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乱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刘焉入川时，适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强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 [ 注：《后汉书》卷七十五 刘焉传 ] 这次叛乱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马超为凉州人。刘备入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纳益州士人参入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巴氐人，东汉末迁于略阳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阳、天水等六郡百姓数万家流离迁徙，就食汉中、巴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流民的涌入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处置流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种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流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流民拥戴，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四 晋纪六 ] 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食。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流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子李雄等领导流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乱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乱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物。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乱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毛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巴西人侯晖等遂谋作乱，强胁巴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毛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毛氏之间矛盾，担心毛修之入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深。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夏的建立者明玉珍本随州人（今湖北随州），为红巾起义首领徐寿辉别将，跟随倪文俊入略蜀地，因而据之。



　　第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历代割据者中，公孙述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谋士对于蜀地经营的策划也基本上成了后来据蜀者的一种模式。我们就以公孙述所建成家政权的兴衰为例来看四川地理环境的这种双重特性。



　　王莽代汉自立，绿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杰亦纷纷起兵。时扶风茂陵人公孙述为导江卒正（王莽时多改地名官名，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对公孙述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建议公孙述称帝。公孙述遂自立为天子，并置文武百官，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汉中；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这期间，东方群雄混战正激烈，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此前在汉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关中起兵的吕鲔都于此时投奔公孙述，公孙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以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以取荆州，但都被东汉击还。此时，东汉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31年），刘秀大致削平东方群雄，将图陇、蜀。这年，陇西隗嚣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部下荆邯见东方将平，建议公孙述说：“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述遂停出兵之议。次年，隗嚣败亡，蜀中震恐。公孙述这才按荆邯的建议采取行动，遣魄嚣部将王元与领军环安引兵上陇，拒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外部环境已很不利，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因而蜀军的行动没有取得荆邯所预期的效果。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刘秀遣岑彭率荆州诸军从东道由荆门西进；遣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道钳击，会攻成都。东路岑彭军强攻荆门，经过苦战，攻拔荆门，并长驱入江关。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重庆）。北路汉军则因公孙述派刺客暗杀来歙而止。刘秀又陆续遣吴汉、刘尚率军增援岑彭。岑彭进至江州，留军一部围困江州，自引大军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遂重点防御东路汉军。岑彭留臧宫率军一部在垫江一带与蜀军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长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宫所部也击溃蜀军，进抵平阳（今绵竹），从北面直压成都。这时，公孙述又派刺客刺杀了岑彭。吴汉受命指挥作战。这年十一月，臧宫与吴汉会师于成都。城下一战，公孙述重伤身亡，蜀地遂平。（见图2－4－3）






东汉平公孙述之战示意图（图2－4－3）



　　李熊对公孙述所建议的“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是为公孙述起兵的第一阶段的事，即完成割据，这一点公孙述做到了；至于第二阶段，“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则是要谋求向外扩张，出兵的时机是“见利”。设使公孙述能及早就北与隗嚣连衡，东面结好秦丰，那么趁东汉尚未在关中和荆州站稳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而发展到争雄天下的阶段。但公孙述大举发兵向外攻略时，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为双方所共，故公孙述所遣北上攻关中之军每为冯异等击还，东出攻荆州之军每为岑彭等击还。公孙述采用荆邯的建议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种较好的防守态势。



　　以公孙述所建成家政权为典型，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则又反过来为四川的地理环境所限制。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但又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一节 河东都会，用武之地——山西




　　一 山川形势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居枢纽性地位。顾祖禹在论山西形势时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 ]



　　山西的这种地位得益于它在关中、河南与河北三者之间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势。山西外有太行山、吕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条等山构成其外围屏障，西面还有黄河环绕；内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错分布，构成其内圈险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呈放射状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间冲积，形成了一系列珠状盆地。



　　在山西的东、南面，太行山延绵千里。由于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历史上所称的太行八陉。太行八陉分别是：第一轵关陉（在今济源县西北）、第二太行陉（即天井关）、第三白陉（在今辉县西北）、第四滏陉（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在今河北蔚县南）、第七蒲阴陉（即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即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陉为山西与河北、河南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则有管涔山、吕梁山等层峦叠嶂，西南方有黄河渡口蒲津，是山西与关中之间往来必经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形势有利，可以三面出击，不利则可凭险而守。(见图3—1—1)






山西山河形势图（图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了几个珠状盆地，构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面向不同的方向，从而使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一)大同与飞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河北。这样，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旦进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河北，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北京作为都城时，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西汉初，冒顿单于即曾率匈奴大军由此涌入，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采掠山)。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在北方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曾在此地屯兵，东连渔阳、上谷，西接云中、五原，屏护北方。



　　东汉衰微，代北之地渐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涌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乱”时，西晋并州牧刘琨为讨匈奴刘渊，请兵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以功被封为代王。拓跋猗卢后更向刘琨求得代北之地，并建都于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渐强盛。十六国时，拓跋部所建代国虽一度被前秦所灭，但前秦瓦解后，拓跋珪很快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东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北方。



　　此后，称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屡屡由此地入侵。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国防压力很大。唐末，代北又为沙陀贵族李克用所据，李克用后更据有整个河东。朱温称雄北方，面对河东却无可奈何。



　　在五代频繁的嬗代中，对中国北部国防造成深远影响的却是石敬塘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与幽燕之地一并归于契丹，中国北方国防险要丧失。由于丧失了地理上的险要，后周、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北宋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险要。



　　辽和金先后入据幽燕，以幽州为南京，而以大同为西京。他们都崛起于塞外，南迁之后，又为塞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河北，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



　　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大同更成京师肩背之地。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



　　从大同进入河北，还可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大同与河北之间交通孔道的争夺在东、西方之间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为刘邦策划重整东西对峙的战略态势，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其意图是堵塞太行山诸关隘及黄河、嵩山一带诸通道，以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飞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飞狐道，以防匈奴对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后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即居庸关)，袭后燕幽州。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议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 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与雁门关



　　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雁门、宁武、偏头)，咽喉全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别是代州，扼雁门关，阻勾注之险，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险要在《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晋《地道记》则将其列为“分别内外”的北方险要之首。这种评价可代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用以分别“华夷”的一个决定性的界线。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此时，勾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很重要；少数民族若再透过勾注险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则以防御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将发兵，屯勾注，治雁门之险，以阻匈奴南侵。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夕，也曾经营雁门，将这里建成出击匈奴的一个前进基地。东汉末，代北之地渐成荒外，曹魏、西晋均以勾注为山西北部国防险阻。从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北，每每发兵逾勾注南侵，北齐、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据太原叛后唐，引契丹兵入援，后唐发兵进剿，却未重视雁门险要，扼险阻截，契丹兵遂得长驱直入，击破后唐兵。是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塘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觇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



　　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响极其深远。从此，大同盆地成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个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们进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这里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权在北方的国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复幽云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务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以忻、代为据点，北阻雁门。在北宋对契丹的战争中，名将杨业的英名与雁门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代京师西北的防务，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其中紫荆、倒马与飞狐内外夹峙，忻、代与雁门为唇齿之势。



　　(三)蒲州与蒲津关



　　蒲州位于运城盆地，濒临黄河。蒲津关就在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扼蒲津渡口，为关中与山西之间的重要通道。从山西方向来说，它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一个跳板；从关中方面来说，它又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一个桥头堡；另外，经由蒲津和轵关，蒲坂在关中与河内、河北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往来通道。



　　战国时，这一带为魏国所有，魏国最早置关于蒲津。魏国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险，成为秦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指的就是这种态势。秦经过长期的战争，夺占魏国河西及晋西南之地，迫魏东迁大梁，为以后秦的东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秦昭襄王时期，秦在东方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攻势。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桥，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



　　楚汉之际，蒲州一带为魏王豹所据。刘邦还定三秦，然后率兵东进，东向以争天下。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亲率曹参、灌婴等自临晋关(即蒲津关)渡河，迫降魏王豹，兼并其军队，又进兵河内，击虏殷王卬，再南下洛阳，组织对彭城的进攻。刘邦自彭城败归后，魏王豹叛汉，刘邦又遣韩信率军击魏。时魏王豹盛兵蒲坂，以阻塞蒲津渡口；韩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黄河，奔袭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南)，俘魏王豹，悉定河东。



　　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刘汉政权，进据平阳(今临汾)，不断遣兵东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时，蒲坂尚为西晋所守，所以关中还未受侵扰。晋永嘉五年(3l1年)，西晋蒲坂守将赵染率众降汉，汉主刘聪遂遣大将刘曜等与赵染由蒲坂攻关中，镇守关中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关中遂为匈奴刘汉所据。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政权，迁都长安。刘曜一直致力于肃清陇西，屡率大军征战于陇上，而以蒲坂为重镇，镇御东方。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石虎率军自轵关西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刘曜闻讯，发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亲自率领，驰援蒲坂。石虎大怯，率军引退。刘曜不惜倾国出动，增援蒲坂，可见蒲坂对于关中的重要性。



　　后赵崩溃后，被迁河北枋头的氐族人兵分两路，西行入关，一路经由潼关，一路经由轵关、蒲津。氐人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蒲坂、陕城并为东方重镇，俱遣宗室亲王坐镇。苻坚发动政变，废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怀疑惧，遂于晋太和二年(367年)分据蒲坂、陕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坚急遣兵分讨，以王猛、邓羌率军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这期间，前燕国内有援蒲坂、陕城并乘势取关中之议，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继前秦之后，先后又有后秦和赫连夏割据关中。后秦和赫连夏均以重兵屯蒲坂，与潼关配合，戍守东方。刘裕伐后秦，部将沈林子、檀道济引军攻蒲坂，欲以迂回出潼关之后，但后秦在蒲坂经营已久，城垣坚固，兵多粮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力强攻潼关。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连夏，遣大将奚斤攻蒲坂，夏蒲坂守将风闻夏都统万已破，乃弃城西奔，奚斤遂克蒲坂，并乘势进克长安。次年，夏人复据长安，太武帝又遣将急戌蒲坂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将南镇蒲坂，以逼长安，自率军大军从北翼奔袭平凉、安定。夏长安孤悬，其守将驱众西奔，关中遂入于北魏。



　　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两度率大军攻西魏关中，主力均自蒲坂而入，还在浦津架设浮桥，以利大军通行。西魏大统三年(537年)，高欢大败干沙苑，退回东方。东魏秦州(治蒲坂)别驾薛善斩关献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军迎降，遂据蒲坂。此后蒲坂便成了宇文泰攻略东魏山西纷、绛地区的—个前进基地。自此以后，西魏屡屡东出，攻略河南、山西，变战略守势为攻势。



　　隋代在蒲津架河桥以通河中，河北诸州租调转输关中的线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寿四年(604年)，汉王杨谅在太原起兵时，部下裴文安自请为前锋，直入蒲津，并建议“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灞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 后来杨谅改变主意，只断河桥，遣军守蒲州。杨素潜军渡河，遂拔蒲州，进讨杨谅。



　　唐初李渊自太原西行入关，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桥，以通河东。“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河北、河南、关中，山西却始终在唐军的控制之下，监控着叛军从范阳至长安的漫长战线。在李泌谋划的战略反攻计划中即充分利用了这一态势：“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人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具四将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河东郡治就在蒲州，自长安至洛阳经由崤函之险的狭长通道即处在河东的监控之下；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于唐至德二年(756年)率军攻占河东，并一度袭占潼关，威胁叛军长安与洛阳、范阳之间的交通线。唐大历年间，在宰相元载等人的提议下，唐廷一度将蒲州建为中都。



　　唐末朱温崛起，纵横于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势，惟河东李克用是其最大劲敌，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碍。朱温屡兴大兵强攻河东。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温发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坂)，截断河东与长安之间的联络，以困弊河东，乃召诸将谋曰：“我今断长蛇之腰，诸将为我以一绳缚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 朱温一面遣军围攻河中，一面亲自率军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闻喜县)，袭取晋、绛，派兵扼守，阻断李克用自太原派来的援兵。河中遂陷，河东势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关中，也都依托河中。金攻关中时，金将完颜讹可说：“河中背负关陕，南阻大河，此战守之要资也。” [ 注：《金史》完颜讹可传 ]



　　蒙古攻金时，大将石天应说：“(河中)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中可克期而定；关中既定，长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应传 ]



　　若从中原方向来看，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潼关依托崤函，地形险要，易于固守；蒲州与关中却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经营已久，否则不易固守。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找到机会。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东汉末曹操击马超、韩遂之战和北魏长孙稚讨萧宝寅之战中，便采取了这种策略(详见关中部分)。所以，欲固关中之险，亦必加强对蒲坂的控制。



　　(四)长治与滏口、天井关



　　长治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镇。从长治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太行第四陉滏口；由下河内之路有太行第二陉天井关，秦汉时期也称太行道。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



　　河北恃太行山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处在长治盆地的俯瞰之下，当河北政权的重心处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坚的指示“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克壶关、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击破前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绍提醒燕主加强壶关的守备(详见河北部分)，但燕主未从。



　　北魏尔朱荣自晋阳前往河北镇压葛荣起义军，率军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进攻在邺城外的葛荣起义军，葛荣猝不及防，准备不足，被尔朱荣击破。北周攻北齐，先破平阳(今临汾)，继克晋阳，然后自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齐都邺城，北齐灭亡。



　　在山西与河南之间的争夺中，太行道是必争之地，也是攻守的要点。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韩之南阳(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阳)，断太行道，截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通道，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白起歼灭赵军四十余万，又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秦占领河内、上党地区，遂“折天下脊” [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 。



　　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为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建议刘邦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关。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遣寇恂、冯异同守河内。冯异与更始帝所遣洛阳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更始政权覆灭后，更始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东汉。刘秀藉以争雄天下的根据地——河内地区遂得稳固。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刘渊攻西晋洛阳、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而制北魏洛阳，遣兵南攻之时，大军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窦建德：“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则郑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其用意在于取河内、入天井关、攻上党，以略李唐河东地区。建德不用，结果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朱温与李克用角逐时，天井关是双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温围攻沧州之机，袭占潞州(今山西长治)，大破梁军的反扑，牢牢控制上党地区。潞州(今长治)的攻占遂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晋(后唐)的势力基本上被遏制在山西以内，而自此以后，晋(后唐)完全控制了太行山，从而可以根据形势随时东出以攻后梁，东向而争河北。



　　赵匡胤代后周而建北宋，后周昭仪节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议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李筠未采纳，赵匡胤遣石守信等进击李筠，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赵匡胤的部署可谓洞见双方攻守的要点。石守信遂引兵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五)太原与井陉关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侧是吕梁山的层峦叠嶂，吕梁山外侧更有黄河环绕，外部势力从这个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东面是太行山，有井陉关连通河北中部，却极尽险峻，由河北仰攻殊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则有其它区域及其重镇作为屏蔽：北面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门险要；西南是临汾(古平阳之地)和蒲州，外有龙门和蒲津险要；东南有上党，外有天井关和滏口等重要关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护，同时又足以应接四面，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势形胜，依山临水，攻之不易。历史上，智伯攻赵襄子于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杨安攻前燕晋阳(即太原)，强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后王猛引兵来援，掘地道潜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赵匡胤攻北汉，三次率军强攻太原，也采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类的强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经营好太原，可以坐制山西，进而控制北方形势。诚如顾祖禹所论：“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据有太原。赵立都邯郸，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这种态势在后来对抗秦的侵逼时尤具意义。后来，秦夺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夺太行屏障，尽占山西之地，赵之战略形势才渐趋不利；到秦发起统一战争时，秦之攻赵，常起两军：一路出河内而逼漳水，攻邯郸之南；一路出井陉而下太行，攻邯郸之北。



　　楚汉相争，刘邦能够改变双方战略态势，亦赖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控制河东、太原，而后东下井陉，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最早藉太原而坐制整个北方形势的却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长尔朱荣。尔朱荣趁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崛起于开州，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燕蓟，西面平定关陇。他在晋阳(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后以柱国大将军、大丞相的身份，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政局。



　　尔朱荣死后，代尔朱荣而起的是高欢。高欢消灭尔朱集团后，也以晋阳四塞之地，山川险固，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以邺城为国都，与西魏、北周对峙，但是从高欢到高澄、高洋，都以晋阳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晋阳的地位不啻为陪都。



　　隋朝仁寿年间，汉王杨谅在晋阳起兵，遣兵四略，给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响。隋末，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西入关中，开建大唐基业。李渊入关不久，刘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占太原，占据山西大部。李渊欲弃河东，李世民反对。他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 李渊遂遣李世民率军入山西，击败刘武周，收复河东。后来唐行五都之制．以太原为北都。



　　太原“国之根本”的意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叛军初起，连陷河北、河南，但对山西的进攻却被郭子仪、李光弼挫败。郭、李二人以太原为根据地，屡屡率军东出井陉，袭扰叛军后路，使叛军疲于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黄巢之功，得以专制河东，割据山西，成为朱温代唐的最大障碍：李克用以太原为根本，充分发挥山西内线作战的地位，对抗朱温的优势兵力。朱温屡兴大兵围攻河东，但终不能一举击灭河东。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凭藉山西而与朱温所建后梁争霸，并终于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建太原为陪都，号为北京。



　　后唐末年，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据太原起兵，并以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代价，乞援于契丹。在契丹兵的帮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击破后唐兵，进入洛阳，代后唐而建后晋。



　　后晋失和于契丹，很快便为契丹所灭。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后汉。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时后汉宗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位刘崇镇守太原。郭威代后汉，刘崇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屡兴军旅，进攻北汉，却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时，宋军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汉。



　　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太原与真定、中山、河间并称四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国防重镇。金人以武力威胁要求割让三镇，李纲、张所等人以太原“国之屏蔽”、“国之根本”，坚决反对。



　　元末，元将扩廓帖木尔与元室不和，盘据太原，拥兵自重，割据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后，才攻打太原，驱逐扩廓。



　　自太原藉井陉通道可出河北中部，执河北之中枢。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吕氏春秋》称“天下九塞，井陉其一”。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形势至关重要。相比较而言，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而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太行却较易。历史上，自山西出井陉攻河北的成功战例居多。王翦、韩信攻赵、拓跋珪伐后燕，主力均自井陉东出；“安史之乱”时，郭、李之军亦屡东出井陉，打击叛军后路。而在那些从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战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主力均自滏口进兵，只从井陉发起牵制性进攻。



　　二 山西在北方的枢纽地位



　　山西的几个盆地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有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地势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又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关进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则属仰攻，易被阻扼，这都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础。



　　历史上，据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这种地理形势而充分发挥其内线作战的优势。其中，以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的兴亡和五代的迭兴比较典型。



　　西晋时，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其侍中刘殷、王育建议说：“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 [ 注：《晋书》卷一百零一 刘元海载记 ] 刘汉打败西晋派来镇压的军队，然后遣将四略，东出井陉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经蒲津以攻关中，扫荡河南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直至最后灭亡西晋。刘汉攻西晋的战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势。



　　北魏前期以山西为根本，纵横四出，东平后燕和北燕，西灭赫连夏和北凉，北创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并在与南朝的对峙中始终占据优势。北魏末年，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高欢与北魏朝廷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李克用割据山西，与朱温争雄于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内线作战的方式，朱温则采取典型的外线作战的方式。山西与其外部联系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曾是双力角逐的战场。朱温攻河北，李克用遣兵东下太行，与朱温大战于邢、洛、磁一带；朱温攻关中，李克用则南下汾、绛，胁其归路。朱温多次发大兵进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发兵六路，分别自天井关(今晋城南)、滏口、井陉、飞狐口、马岭关(今山西昔阳东南百里与邢台接界处)、阴地关(今灵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进兵，分进合击，会攻晋阳，试图一举消灭李克用。朱温大军一度合围了晋阳，但以补给不继而退兵，显示出面对山西地理形势时外线作战的不利。直到朱温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称晋王。晋转入战略攻势后，凭借河东的地理优势，根据形势变化随时东出以攻后梁。晋大将周德威或东出井陉，以攻赵州(今赵县)，或北出飞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后唐政权最终灭掉了后梁，大体统一北方。



　　后唐凭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灭亡。后唐灭后梁后，迁都洛阳。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以疑惧而反，据太原起兵，建立后晋，并引契丹入援。后唐军进讨不利，兵败国亡。



　　继后唐、后晋之后据山西而崛起的还有后汉。后晋亡于契丹后，后晋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号令四方，率军南下，收拾中原残局。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郭威代后汉时，镇守太原的原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刘崇在太原称帝，建守北汉。北汉割据山西，抗衡后周、北宋数十年。



　　纵观五代迭兴，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显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们以北魏的兴亡为例，简述其兴亡的全过程，进一步考察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东汉南匈奴内迁后，鲜卑拓跋部自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时，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应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之请，出兵相助。刘琨遂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并向刘琨求陉北之地(今山西宁武、代州一线以北)。刘琨欲倚之为援，遂将陉北之民内迁，将代北之地尽与猗卢，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渐繁盛。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晋廷进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十六国时，代国为前秦所灭。



　　前秦瓦解后的北方局势更加混乱，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山西一度为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据。拓跋珪在塞北复国，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在塞北复国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进图中原。慕容垂消灭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与后燕交恶。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远征北魏。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大破后燕军主力。次年，拓跋珪大举伐后燕，遣军一路由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后燕幽州一带，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攻后燕都城中山。经过近两年的围攻，中山、邺城、信都等后燕重镇被攻破，后燕残余势力一部分北逃辽东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东建立南燕。后燕灭亡，河北纳入北魏版图。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时，北魏趁南朝刘裕新丧之机，发兵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一面西攻关中的赫连夏，一面与刘宋在河南相持，并多次远征漠北，重创柔然。拓跋焘四次发军攻夏，先后攻破夏长安、统万、安定、平凉。夏残余势力逃往陇西，亡于吐谷浑，关中俱入于北魏。后来，北魏还消灭了辽东的北燕、河西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刘宋为争夺河南之地，曾两度大规模北伐，但都被北魏击败，北魏在反击刘宋的第二次北伐时，还乘势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威震江南。在与刘宋的对峙中，北魏始终占据着优势。(见图3—1—2)






北魏统一北方诸战示意图（图3－1－2）



　　这样，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为基础，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东征西讨，东灭后燕、北燕，西平赫连夏、北凉，南夺刘宋之河南，北创柔然，终于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北魏的兴起可谓山西在北方枢纽性地位的显示。我们从曾辅佐过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时期战略决策时的议论中可见其一斑。



　　明元帝时，代北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魏主迁都河北邺城，崔浩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迁都之后)旧都守兵既少，屈丐(赫连夏)、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护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 他反对迁都邺城，实际上是反对以一时的灾荒放弃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刘裕北伐后秦，北魏群臣担心刘裕名为西进，实欲北上，建议发兵阻击。崔浩又反对。他判断刘裕志在灭后秦，发兵阻击只会交恶于刘裕，对北魏诸多不利。最后，他针对群臣们的担心，断言：“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谋划远征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北进，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断刘宋的意图只不过是想保住淮北。他针对群臣们的顾虑，又断言：“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



　　崔浩的判断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样的断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据的地理形势。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据河北，右拥关中，虎视中原，居高临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统一北方半个多世纪之后，到孝文帝时，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举本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对鲜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孝文帝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也留下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孝文帝死后，由这些问题演变出的动荡遂构成北魏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镇的问题。



　　还是在立都平城的时代，北魏为防备柔然，在沿北方边境一线设守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座军镇，恃为藩卫，镇御北方。那时六镇的地位很重要，镇守者皆近宗勋臣贵戚，待遇优厚。迁都洛阳后，国家的重心改变，偃武修文，对外战争减少，并且主要是针对南方，六镇地位渐渐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时，六镇已形同流放之地，镇民的地位更是悲惨。



　　北魏是以消灭北方的其它少数民族政权而统一北方的，国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关系本来就比较复杂。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境内的民族矛盾遂渐趋尖锐。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终于由破六韩拔陵首倡，引发了六镇军民起义，进而引发了河北和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乱不堪。这种混乱的局势却给山西秀容酋长尔朱荣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尔朱荣的先祖尔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后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余里)周围三百里地封之。尔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为业。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时，秀容川牲畜兴旺，马匹以色别分群，漫山遍野，不可胜数。大量的马匹在那个时代无疑是重要战略资源。尔朱荣继承他父亲的位置时，也继承了这笔雄厚的资源。这时，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已经爆发，尔朱荣见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阴图大事。



　　北魏镇压北方各族人民起义不利，尔朱荣却趁机在山西迅速扩充其势力，兵势强盛，令朝廷惮之。尔朱荣上表朝廷，自请率兵赴河北镇压起义，被朝廷抑制。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鸩杀魏主元诩，先诈立一女子为帝，又改立一名三岁的小孩，图谋继续控制朝政。尔朱荣闻讯大怒，遂与其从弟尔朱世隆、并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谋兴兵入洛。这年二月，尔朱荣率铁骑南下洛阳，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并在黄河南岸聚杀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其后，尔朱荣将自己的心腹亲信安置在洛阳朝中，自回晋阳，以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遥控朝廷。



　　这时，河北的葛荣兼并其他义军，声势浩大，正围攻邺城。尔朱荣亲率精骑七千前往镇压。他倍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趋邺城。在邺城外，葛荣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被尔朱荣击破。尔朱荣生擒葛荣，槛送洛阳。自己复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晋阳坐镇，继续遥控朝廷。



　　“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遂于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转战北上，进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拥魏主进兵洛阳。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加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仍回晋阳，遥制朝廷。



　　其间，尔朱荣还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平定蓟城的河北起义军余部韩楼；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平定关中万俟丑奴、萧宝寅。河北、关陇悉定。这样，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尔朱荣在晋阳，一面遥制朝廷，一面以围猎训练士卒。尔朱荣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从他在晋阳练兵时谈其志向来看，大有澄清海内、统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尔朱荣控制，设计诱尔朱荣入洛。尔朱荣在缺乏戒备的情况下被杀死。



　　尔朱荣帐下汇集了当时北力最优秀的将才，如高欢、贺拔岳、宇文泰之属。尔朱荣死后，这些人遂从其翼下脱颖而出。



　　尔朱荣曾称高欢是惟一可代他统领其众的人。尔朱荣死后，尔朱家族与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尔朱集团叛魏，合兵攻洛阳，高欢遂谋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然后，以就食为名，东出滏口，来到河北信都。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欢举起了反尔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韩陵一战，高欢以少胜多，击破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改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在朝中安置亲信，控制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由滏口、井陉两道进兵，会攻晋阳。尔朱兆大掠晋阳后，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欢袭破。



　　高欢见晋阳四塞之地，尔朱荣凭此而控制北魏朝政，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



　　贺拔岳、宇文泰等则控制了关陇地区。贺拔岳初随尔朱天光征讨关陇，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贺拔岳在宇文泰的建议下，安抚关陇。贺拔岳死后，部下共推宇文泰为首，宇文泰遂据关陇。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对高欢不满，联络朝中斛斯椿、关中贺拔岳及荆州贺拔胜等文武大臣，欲图高欢。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为名，征集河南诸州兵马，准备讨高欢；高欢将计就计，兴兵二十余万分道南下，向洛阳挺进。孝武帝见势不妙，率诸王西奔关中。高欢进入洛阳，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自此分为东魏与西魏。北魏灭亡。



　　从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看，其兴、其亡均与山西息息相关。北魏在前秦瓦解后北方群雄割据、南与东晋南朝对峙的纷乱局面中，以山西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西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南夺刘宋河南之地，北创塞外的柔然，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开创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最兴盛的局面，显示出了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中，由六镇起义引发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狂澜席卷了河北、关陇，迁都河南后的北魏朝廷风雨飘摇。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并逼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从而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再次显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三 北方统一进程中的山西



　　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乱局面中，关中和河北二地易于建立起局部的秩序。争雄北方的势力大多起于这两个地区。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面向中原。无论是哪一方，要想兼并对方，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天下，都必须首先取得对山西的控制权，否则不可能打开局面。能否取得对山西高原山地险要的控制对于双方都是存亡攸关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西东西两侧的山脉分别构成河北和关中的屏障。东侧太行山脉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侧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自关中东出之路不外三条：蒲津、潼关和武关。其中，经由潼关、蒲津的路线处在山西的监控之下。因此，对于关中来说，无论是出关进取，还是闭关自守，都须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个层次与山西的三个主要盆地之间平行对应，藉太行通道而相联系，这样，山西的这几个盆地连同太行山共同构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侧翼的安全。



　　关中险要和河北形胜都须以对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为前提。当河北与关中对峙之际，双方极易在山西陷入争持的僵局。双方决定性的争夺往往发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胜败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秦、西汉均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其统一进程都是从山西打开局面的。战国前期，山西为三晋诸侯所控制。魏据安邑，控制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秦欲出关争利，归路处在魏的监控之下。这一态势早在春秋时的秦、晋崤之战中已表现得很明显。在那决战役中，秦军以在崤山险地中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商鞅在策划秦的霸业时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魏……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议，令商鞅主持对魏的战争。秦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到秦惠王时，秦已尽夺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时，又在沿黄河及太行山脊岭一线发起猛烈攻势，夺魏之安邑、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尽占山西之地，为以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极有利的战略态势。



　　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辙。刘邦还定三秦，率诸侯联军袭楚之彭城。自彭城败归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带与项羽相持，却另派韩信率军渡黄河入山西，灭魏、平代，然后东下太行，破赵、降燕、下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使楚汉对峙形势彻底改变，为西汉在楚汉最后决战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十六国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后赵石虎因争前赵在河东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刘曜一战被擒而兵败国亡。立足河北的后赵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统一。



　　后赵的统一瓦解后，前秦据关中，前燕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决定双方国运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坚统治时国势日盛。面对前秦的军事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苻坚利用前燕朝政日坏的有利时机，派王猛率兵攻前燕。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次率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后又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灭亡。前秦又次第扫平其它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后的混乱局面中，鲜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国纷乱的局面，统—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统一维持了半个世纪。北魏后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等一系列的冲击而分裂。高欢拥东魏据河北，宇文泰拥西魏据关山，东、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对峙之局。高欢有鉴于自尔朱荣以来山西在北方局势中的地位，遂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指挥对西魏的战争。在高欢执政的年代，东魏拥有战略上优势。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后执政，二人亦以晋阳为重镇，亲自坐守。



　　随着东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齐所代、西魏被宇文觉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齐和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北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国势日盛；而北齐主高洋在其统治后期沉溺于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乱，自此以后，政局一官不稳，国势日渐衰落。



　　北周武帝时，北周开始兴兵伐北齐，多次在河南鏖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大臣赵爽、鲍宏建议周主改变攻北齐的战略方向。赵爽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鲍宏也说：“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次年，北周再度兴兵攻北齐。这一次，北周将战略进攻的重点选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对群臣说：“前出河外，直(只)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山西素为高齐根本，经营已久。平阳在高欢的时代便是东魏与西魏对峙的前沿重要据点，后更建为北齐在晋西南的重镇。北齐大臣卢叔虎曾建议齐主经营平阳以逼北周。他说：“宜守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彼若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资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往来，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 这的确是以山西逼促关中的一项良策。齐主颇采纳之。



　　这次北周将进攻重点选在山西，平阳是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据点。北周军进攻平阳，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夺战，才攻占平阳。是后，北齐帝高纬试图夺回平阳，被北周军击败，只得退回晋阳。北周军又乘势攻破晋阳，然后，挥师东出滏口，下太行，包围齐都邺城。高纬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见图3—1—3)






北周灭北齐之战示意图（图3－1－3）



　　从以上几场战争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统一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几起战争都是以关中的势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战胜河北的势力，进而兼并河北，统一北方。



　　这几场战争，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步骤：河北地区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经太行山下河北的几座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据，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尽失，可谓大势已去。



　　当关中的势力与河北势力在山西对峙之时，以关中图河北易，而以河北图关中则较难。关中和河北都须藉山西以屏护侧翼。但河北藉以屏护右侧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谷道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较多。可以由上党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陉而出河北中部，还可以由大同出飞狐口、经桑干河谷趋居庸关而临幽燕。而关中的东面，南有崤函之险，北有吕梁山和黄河双重蔽护，通行不易，不利于大规模进兵，只有蒲坂至龙门一段利于进兵。



　　这样，关中、河北虽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关中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一，其势较专，对来犯者的战略意图容易判断；而河北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多，其势较分，不易判断来犯者的战略意图。



　　前、后赵在北方对峙时，后赵大将石虎自轵关入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前赵主刘曜当即亲率大军，倾国出动，驰援蒲坂，击败石虎。此战在当时实已造成乘胜追击并直捣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态势。只是刘曜在此战之后决策失误，未能利用此战对后赵所造成的震荡性效果，直捣襄国，而转锋南攻洛阳，致使贻误战机，才铸就了自己的失败。前秦与前燕对峙时，前秦宗室苻柳等据蒲坂、陕城反苻坚，并向前燕请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并乘势攻前秦的建议，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时机加以利用，符坚却迅速部署平定叛乱，稳定了东部局势。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三次亲统大军入攻关中，都是受挫而还；后来，又攻西魏在晋西南的军事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顿兵坚城之下，苦战五十余日，不能破城，最后高欢智、力皆困，以致发病，不久死去。此后西魏即转入战略攻势。



　　另外，山西对于河北的屏障作用与对关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换言之，河北与关中对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对于河北的屏障意义可谓存亡攸关。以河北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稳固，必须保障对太行山特别是穿越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对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却又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尤其是上党、太原；上党、太原地势较高，均居高临下，俯临河北中、南部。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所以，对于河北来说，若失去在山西的军事据点，则太行山的形势便迅速转入西方：自上党东下滏口足以夺其门户，自太原东出井陉足以执其中枢，自大同出居庸、飞狐足以倾幽蓟根本。



　　而对关中来说，山西只是其外围屏障，即使丢失了在山西的据点，犹有大河可以凭恃，还可作第二阶段的守御。山西对于关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关中对它的依赖程度远不及河北。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河北的势力欲图关中，比较困难，而关中的势力欲图河北则比较容易。因此，历史上关中与河北的政权在山西的对峙，以关中兼并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并关中的居少。



　　以上所谈主要是山西在起自关中或河北的政权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的地位。至于本身就是建立于山西的政权，则更能利用山西内线作战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东灭后燕、北燕，西灭赫连夏、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北魏末年尔朱荣也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体统一北方，它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二节 依山凭河，战守之冲——山东




　　一 山川形势



　　在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上，自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幽燕以南，江淮以北，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是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在这片大平原的东部，分布着一片低山丘陵地带，是为鲁中南低山丘陵。这片低山丘陵的北，西、南三面都是平原，东面是山东半岛，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鲁中南低山丘陵由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组成，构成山东地形的主体。黄河从这片低山丘陵的北侧东流入海(黄河改道时则从其南侧东流入海)，泗水则从这片低山丘陵的西侧南流入淮。



　　山东的一些战略要点，大多位于这片低山丘陵的四侧，依山临水，其形成即以这种山河形势为基础。(见图3—2—1)






山东山河形势图（图3－2－1）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北侧有济南。济南南依泰山，北阻黄河。前人论济南地位，称“齐州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争衡于阿鄄。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常为战守之冲。” [ 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历史上著名的历下城即在济南城西。战国时，诸侯攻齐，每每战于历下。秦灭魏之后，挥师东进，屯兵历下，兵压齐境，齐王不战而降。楚汉战争时，辩士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附汉，使齐罢历下之戍，韩信遂得以透入齐境，略定三齐。南朝刘宋孝建年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移镇历城，垣护之为此解释说：“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刘宋泰始年间，宋室内乱，北魏乘机南下攻宋，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东阳诈降。魏军司马郦范说：“东阳未可轻也，不若先取历城，克般阳(今淄川)，下梁邹、平乐陵。然后按兵徐进，不患其不服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 慕容白曜从其汁，渐次攻破历城、东阳(今青州)，略取刘宋山东青、冀二州。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南侧有兖州、济宁，依山临河，控守一方。济宁城南即古之所谓亢父之险，苏秦曾称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古代南北水运交通动脉大运河即处在其监控之下。自此外出四略，地势便利。“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屯昌邑(今金乡)，遣轻骑扰略，绝叛军淮泗水道。明初，徐达统军北伐元朝，攻略山东，先以偏师攻下济宁，切断元军自河南方向入援之路。“靖难之役”时，南北军在山东形成对峙，朱棣一度派奇兵袭破济宁，切断屯驻德州的南军运河饷道。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南侧是沂河和沭河二水冲积形成的河谷低地，夹在沂山、蒙山与琅琊山、五莲山之间。这片河谷低地为山东腹地与江淮之间往来通道。春秋时，吴曾由此以侵齐、伐鲁。越灭吴之后，称雄中原，也曾由此出琅邪以觊觎山东。刘裕和徐达北伐，都由此路入攻山东。沂州位于这片河谷低地的南部，南连淮泗，北接三齐，为山东南面门户。南北相争，沂州为必争之地。穆陵关在临朐县东南百里的沂山主岭上，山势高峻，路径险恶，为齐南天险。穆陵关立关极早，管仲伐楚时即有“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 之语。刘裕伐南燕，南燕公孙五楼建议燕主慕容超：“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南燕太尉幕容镇也强调“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都不听。大岘关隘即穆陵关。刘裕军过大岘，见燕兵不出，大喜道：“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宋初，北魏大将叔孙建攻刘宋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部下刁雍知刘宋檀道济自彭城驰援东阳，建议叔孙建扼守穆陵关，阻檀道济入援之路：“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请据险邀之，破之必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 ] 叔孙建不听；檀道济越险进至临朐，叔孙建烧营而遁。唐末藩镇割据，李道古以淄、青拒命，屡屡引兵出穆陵关扰掠淮北。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北侧有青州，附近即古临淄，齐之国都。在山东诸要地中．论防护之固，无如临淄。顾祖禹称：“自太公建国以来，齐往往称雄于天下，历汉及晋，未始不以临淄为三齐根本。”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 山东六 ] 临淄东北对海，西北阻河，背靠山地，濒临淄水，有山川之险，有鱼盐之利。苏秦组织合纵时，在临淄对齐宣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司马迁也称“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十六国后期，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残军一部南走，谋取一地作根据地，尚书潘聪建议：“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城曹嶷所筑，地形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既得其地，然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慕容德采其策，遂据有山东，建立南燕。



　　山东低山丘陵以泰山为最高，其下有泰安。《读史方舆纪要》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泰安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均成高屋建瓴之势。



　　以山东为交点，有两条河道，分别呈东西和南北向流过。它们在古代分别是东西部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山东地位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渭河自陇山下流，流经关中，汇入黄河；黄河向东，穿越河南，经山东低山丘陵的边缘东流入海。渭河-黄河在古代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转输关中的漕运系统必须凭借这条线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大动脉。山东和关中分处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关中山川环抱，诚为形胜之地；自关中东出，历崤函、嵩山之险，便可下临东部平原地带，无关山之阻；若再往东，便是山东低山丘陵，这是东部平原地带少有的可以凭恃的地利。古代称关中为“百二之地”，山东为“十二之地”，当有这方面的原因。



　　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为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在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本来就发挥着沟通南北的作用。泗水在黄河改道以前自山东南流，汇入淮河，稍加开凿，便能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西晋时，杜预曾鼓励王濬直捣建康，一举灭吴，然后率大军“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 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山东所处的位置，正好监控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



　　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三国时，孙吴联络辽东的公孙渊，便经由此地。刘宋时，被北魏俘虏的朱修之取道辽东，泛海经东莱而逃回扛南。隋、唐伐高丽，从海路发起的进攻都是以这里为前进基地。元代经营海运，转输东南财赋供给京师，这里又是其一大中转地。明代统制东北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于山东布政司，海路是其往来的重要通道。



　　关于山东地形的战略意义，顾祖禹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 注：《读史方舆纪要》 山东方舆纪要序 ]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它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天下纷乱之际，山东易成割据之地。如秦末的田儋、楚汉之际的田荣、田横、王莽以后的张步、董宪、东汉末的刘岱、西晋末的曹嶷、段龛、十六国时期的幕容德、唐末的李道古、元末的田丰等，均曾割据山东。但上述诸人割据山东，都未能有所作为。一旦山东周围局势底定，这些割据势力很快便灰飞烟灭。



　　战国时，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之战尤能典型地反映出山东地形的这种弱点。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师以伐齐。齐悉发国中之众以拒之，与联军战于济西。齐师大败。是后，乐毅分遣魏国之师南略宋地，遣赵国之师北收河间，自率燕军深入山东腹地，齐人大乱。燕军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攻克齐都临淄。占领临淄之后，乐毅分兵五路，攻取全齐：遣左军渡胶水(今胶莱河)攻略胶东、东莱(胶东半岛地区)；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取琅邪；右军循黄河、济水，进屯阿(今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与魏军配合作战；后军沿北海攻取千乘(今高青东北)；中军镇守齐都临淄。这种部署可谓切中山东地形的要点。燕军势如破竹，六月之间，连下齐城七十余座，皆置为郡县。齐仅剩即墨、莒城，齐国危在旦夕。(见图3—2—2)






乐毅伐齐之战形势图（图3－2－2）



　　山东的地位只能放在东部大平原的背景上才能体现出来。山东低山丘陵的四周都是平原，不利于守，却利于四出以攻人。以此为根据地，纵横四出，足以有所作为。东汉末，曹操便是以充州为根据地，崛起于群雄之中，最终扫平群雄，统一北方。



　　山东既然处在监控南北之间的水路运输线上，其地形地势在东部大平原上又足以作为凭恃，因而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河北南面门户须依托山东，东南淮泗上游也须藉山东为屏蔽。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这种形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比较典型。东晋末，刘裕灭南燕，收复山东，既屏护了南方江淮防御体系，又保障了由江入淮、由淮入泗、由泗入河这样一条连通南北的运输线路的畅通，为他以后经略中原、北伐后秦打下基础。刘宋与北魏对峙，刘宋置四镇以守黄河，其中山东境内有碻磝(今荏平)。南北交兵，必在四镇展开激烈的争夺。山东若为北方所据，则南方江淮防线将承受很大压力。南燕据山东时，便经常扰掠东晋淮北诸州。刘宋泰始年间，北魏趁刘宋内乱，攻取山东，后更进逼淮泗，南方形势遂渐趋不利。



　　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山东处在监控连通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动脉大运河的位置上，所以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明初朱元璋从金陵北伐攻大都，山东为大都的南面屏障；“靖难之役”中，朱棣从北平南下攻金陵，山东为金陵的北面屏障。朱元璋以攻占山东打开大都门户；朱棣则以越过山东而直趋金陵。这两次战争，一次以南图北，一次以北图南，山东都是其关键之地，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二 山东在东西关系中的地位



　　战国秦汉时期，东西关系问题比较突出。自战国中期始，秦的东进成为东方诸侯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从那时起，历秦的兼并战争、诸侯反秦战争、楚汉战争及汉初中央政权处理与东方诸侯王国的关系，数百年间，东西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著的一幕。在东西关系中，山东地位举足轻重。



　　(一)春秋战国时齐的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些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变法自强的诸侯国常能称霸诸侯。



　　那些能从诸侯之中脱颖而出的强国，除政治上变法自强外，还须有地理上条件。“春秋五霸”中，齐据山东，晋据山西，秦据关中，楚据江汉，都有地利上的凭恃。“战国七雄”中，东齐西秦，南楚北燕，分立四方。山东低山丘陵东部的大平原上足以作为凭恃，所以，历春秋、战国之世，齐一直是东方强国。



　　山东在春秋时为齐、鲁之地。大抵泰山、沂山以北属齐，西南属鲁。召陵之盟上，管仲对楚国代表说：“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 指出了齐国四境，也暗示出了齐国的地利。齐桓公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戎夷蛮狄侵入中原。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改革。齐国兵强卒练，国威大振。齐桓公遂以实力为后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会盟诸侯，北服戎狄，南威荆楚，尊奉周室，称霸渚侯。齐桓公的霸业开“春秋五霸”之先，也奠定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趋激烈。田氏篡齐后，也积极谋求向外发展。周显王十二年(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以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加强武备，齐渐成东方强国。差不多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深刻的变革，渐成西方强国。



　　战国初，魏为中原霸主。齐秦两强崛起，对魏国的霸业构成挑战。齐国迫使原来向魏国朝贡的泗上小诸侯向齐朝贡；秦则争魏河西之地。魏国在齐秦两强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又与齐发生矛盾。魏因攻赵、攻韩而两度与齐发生战争。齐军在田忌、孙膑的率领下，先后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午)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南)之战和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战中大败魏军。西方的秦国也连年对魏展开进攻，魏军连连败绩。魏的霸业从此衰落。



　　魏国衰落后，齐、秦两强东西对峙。齐国滨诲，有鱼盐之利，故其经济实力雄厚；其山川形势足可为其军事上的凭恃。苏秦策划合纵时对齐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道出了齐作为一个强国的地理基础。



　　这时期，中原局势更加复杂，各国之间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地处中原的韩、赵、魏夹在齐、秦两强之间，有地缘上的弱点，只好采取合纵的策略，北连燕、南联楚，而后，或东联齐而西抗秦，或西联秦而东抗齐。



　　秦在兼并义渠、巴蜀之后，东进意图已非常明显。但齐的地利和实力却使秦的东进不能不有所顾忌。秦先是为攻楚而设法拆散齐、楚联盟；又为攻韩、魏而拆散齐与韩、魏的合纵；后又为图赵而试图加强齐的联盟，派人赴齐尊立齐湣王为东帝，自立为西帝，显示出对齐国实力的顾忌。



　　但是，当齐因灭宋而成为众矢之的时，秦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出面组织合纵以攻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之师攻齐，半年之内，下齐七十余城。齐国只剩即墨和莒两地。后虽有田单破燕复国，齐国却从此元气大伤，在战国末年仅能靠恭谨奉秦以图幸存。



　　齐的衰落使秦兼并六园的进程为之加快。当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时代，六国合纵抗秦，强大的齐国实为其他五国坚强的后盾，所以秦攻楚、攻韩魏、攻赵时，每次都以拆散齐与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来创造条件。但齐在它强大的时候，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目标，且齐不与秦接壤，对秦的威胁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齐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一再让秦国得逞。前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有这样的评价：“韩、魏、楚、赵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专心一志以逆秦，三国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楚、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之者过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 历代州域形势一 ]



　　换个角度来看，山东的地理形势虽然提供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但反过来也构成了齐发展的限度。作为当时的东、西两强，秦据关中四塞之地，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每一次军事胜利之后，都能夺地或威胁诸侯割地，故能愈胜愈强；齐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周围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屏障来巩固其略地，自身也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而且齐地近中原，与其他诸侯国的利害关系过于胶着，任何鲸吞蚕食的意图都容易遭到其他诸侯国的反对，故齐强盛之时，虽有战胜之名，却未能略地拓境，后来灭一宋国，还遭到诸侯联军的围攻，差点亡国。



　　(二)楚汉战争时期的齐地



　　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却以统治暴虐而很快败亡。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主持分封。他将战国时的齐和秦这东、西两强都予以分割，分齐地为三齐：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田都为齐王，都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博平)。分关中为三秦，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徙刘邦为汉王，王汉中；项羽自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分封堵侯，留下了许多矛盾。分封刚定，齐地即首先发难。



　　最先在山东起兵反秦的齐王田儋之弟田荣因未得封地，起兵反楚。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发兵击走齐王田都，又追杀胶东王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占有三齐之地；他还指使彭越袭扰楚地，帮助陈馀逼走常山王张耳。



　　田荣在齐地反楚，打破了项羽的分封秩序，且齐地邻近楚都彭城，对项羽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项羽遂率军北击田荣。



　　项羽北征齐地，给了刘邦以东出的机会。这年八月，刘邦出陈仓，还定三秦。次年春，项羽在阳城(今山东鄄城北)大破齐军，田荣败死。但楚军烧杀掳掠，引起齐民群起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散兵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占据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继续与楚军相抗。(见图3-2—3)






楚汉战争前期示意图（图3－2－3）



　　项羽陷入齐人长期抗战不能自拔之际，刘邦又乘机自关中杀出，扩张势力。这年四月，刘邦率诸侯联军五十六万袭据彭城。项羽获悉彭城失陷，亲率三万精锐骑兵疾驰南下。联军措不及防，大败。但此时项羽主力尚被牵制在齐地，未能将这次战役性胜利扩展成战略性胜利。刘邦突出重围后，沿途收集散卒。双方战事转入相持阶段，两军在荥阳、成皋一带对峙。经彭城一战，项羽亦谋自齐地脱身。田横进攻项羽所立齐王田假，田假亡走楚。项羽杀田假而与田横达成停战。



　　彭城之战后，彭越退兵河上，活动于定陶、阳城一带为游兵，袭扰楚军后方，截楚军辎重。彭越的游击战使项羽面临两线作战，来回奔走，减轻了汉军在荥阳、成皋一带的压力，使相持之局得以维持，亦使汉军得以腾出手来，谋求从南北两面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汉王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韩信率军北上，灭魏、平代、破赵、降燕；南方的九江王英布则在随何的劝诱下，背楚归汉。



　　这时，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方今燕、赵已定，惟齐未下。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于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刘邦遂遣郦食其往齐地游说。齐王田广听信郦食其之言，遣使与汉连和，放松守备。韩信本已兵临齐境，闻郦食其已说齐归汉，打算停止进兵。辩士蒯彻对韩信说，将军身经百战才下赵地五十城，郦食其只是摇摇舌头便下齐七十余城，为将数年，功劳不及一儒生。韩信遂引兵渡河，袭破齐历下(今济南历城)之军，进至临淄；齐向楚求援，项羽派龙且率军援齐。韩信在潍水(今潍坊)击破齐楚联军，乘胜追击残敌，虏齐王田广，尽定齐地。



　　韩信定齐后，派人对刘邦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在张良、陈平的建议下，刘邦遂立韩信为齐王。



　　此时的韩信已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形势，东有齐，西有汉，楚居中间，三方大致势均力敌，所以韩信的去就完全可以左右天下局势。项羽派人游说韩信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以刘邦对自己信重而婉辞之；辩士蒯彻也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四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愿足下熟虑之。”这一次，韩信不能说没有一点动心，但终以刘邦对自己的信重和“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接受蒯彻之计 [ 注：《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 。



　　楚汉相约以鸿沟为界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则从张良、陈平之计，引兵东击楚。韩信、彭越等都引军合击项羽，围项羽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



　　楚汉相争之际，山东的局势刘楚汉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山东靠近楚都城彭城，那里的任何变故都可能影响西楚，所以项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山东用兵，而这为刘邦还定三秦、出关东向以争天下创造了机会。项羽击田荣，刘邦乘机还定三秦；项羽击田横，刘邦得以出关中袭彭城；楚汉相持阶段，彭越背靠山东，袭扰楚军后方；决战前夕，韩信定齐地，从北翼完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面对关中和齐地，一直处于两线作战，来回奔走，渐至困弱，终至灭亡。



　　(三)汉初政局中的齐地



　　项羽败亡后，刘邦马上夺了齐王韩信手中的兵权，并将韩信徒为楚王；次年十月，又用陈平之计擒执韩信。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者。”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时天下初定，刘邦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遂大封同姓诸侯王以镇抚天下，同时设法铲除战争期间所封异姓诸侯王。关中和山东均为形胜之地，项羽分封时曾将此二地分割，都一分为三。现在关中已成汉室政治重心，对于“十二之地”的山东自然也不能授之于人。所以，刘邦击灭项羽之后，马上夺韩信之兵，将其徙为楚王，将齐地七十二县封于其子刘肥为齐王，并规定：“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擒韩信之后，刘邦又降韩信为淮阴侯，将其封地分为两国，以淮东五十三县封从兄刘贾为荆王，以淮北三十六县封弟刘交为楚王。



　　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以齐为最大。齐在西汉初期的政局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齐王刘肥入朝，与惠帝亲密无间。吕后不满，有杀齐王之意。齐王割让城阳郡，才脱身归国。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三 汉纪五 ] 的规定，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诸吕用事，权倾一时。



　　齐王刘肥死后，其子刘襄继立，襄弟朱虚侯刘章宿卫京师。吕后死后，吕产、吕禄专兵秉政，阴谋作乱。刘章获知后，暗中派人告其兄齐王刘襄，约齐起兵西向长安，自己作内应，诛灭诸吕，事成之后立齐王为帝，刘襄遂尽起齐国之兵攻吕国济南，同时遣使致书其它诸侯王，宣讨诸吕之罪。诸吕闻齐起兵，遣灌婴将兵击之。灌婴率兵至荥阳，反与齐王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诛之。此时，长安城中，周勃、陈平设计捕杀诸吕，吕氏之乱遂定，齐亦罢兵。刘汉政权转危为安。



　　西汉前期，大国诸侯已构成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文帝、景帝之世，刘邦当年所封同姓诸侯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削藩之议由此而起。贾谊上《治安策》，将诸侯王强悍难制置为内忧之首；晁错亦上书请求削藩。



　　齐国在诸侯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在讨诸吕时，刘章曾有立齐王刘襄之议，这也很使文帝心存忌惮。文帝遂采削藩之议，将齐地分为六国：齐、济北、甾川、胶东、胶西和济南。文帝还按贾谊的建议，增强自己两个儿子的封地，将淮南之地尽封淮阳王刘参、将淮北至于泰山之地尽封梁王刘武，以制东方诸侯。根据贾谊的设想，这样可使“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文帝的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齐被分割以后，吴成了东方大诸侯国。吴王刘濞“铸山煮海，国用富饶。”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汉廷谋削吴，吴王刘濞遂发兵反汉。齐地的六国马上响应吴王刘濞。后来齐王悔约，济北王被部下劫持，不得发兵，齐地实际发兵的有胶东、胶西、甾川、济南四国，并吴、赵、楚而为七国，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为这次起兵首领，他未采田禄伯出奇兵入武关之策，也未用青年将领桓将军建议的“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 [ 注：《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列传 ] 之计，自统大军攻城略地而进。汉廷令大将军窦婴率重兵屯于荥阳，另遣周亚夫率军击吴、楚。周亚夫临行时请示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 景帝同意，这一点遂成周亚夫攻叛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周亚夫率兵出武关，而后北走昌邑（今山东金乡），坚壁不出。吴军西进，攻梁都雎阳（今河南商丘）不下，遂留军围攻之，大军滞留不进。梁王一再告急，周亚夫仍坚壁不出，只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断其粮道。吴楚军粮绝退兵，周亚夫这才遣精兵追击，大破叛军。（见图3-2-4）






汉廷平“七国之乱”示意图（图3－2－4）



　　齐地叛乱的四国，合兵围攻悔约的齐王，顿兵临淄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汉军击破吴、楚军后，进击齐地，四王兵败。汉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叛乱。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继续推行削藩，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告解除。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后，仍都关中。隋唐两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而且都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也与山东在整个东部地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三 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



　　山东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山东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是山东处在监控南北之间水路运输线的位置上，因而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如能占据山东，便取得了很有利的态势。对于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问鼎中原，北临幽燕，退可以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于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南逼江淮，退可以翼蔽河北。



　　(一)刘裕北伐与宋魏对峙



　　山东和湖北犹如东南的两翼。以南方而进取北方，出江淮正面，不如出两翼。从江淮正面北出，出淮河一线太远，其攻守便失去依托：而出两翼则有比较有利的山河形势可以凭恃。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荆襄上游对于东南的意义，自孙吴时起便为建康方面所重视，而经营山东以固东南、并藉以进取中原，则自刘裕始。



　　东晋末年，山东为后燕灭亡后慕容鲜卑残余势力建立的南燕所占据。南燕建都广固(今山东青州)。桓玄篡晋之时，南燕国中有乘乱南进之议，谓纵不能廓清吴会，亦可尽占江北之地。南燕虽未大举南卜，却也频频侵扰淮北之地。



　　刘裕在消灭桓玄之后，崛起于东晋。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以南燕频频侵扰东晋兖、徐二州，上表北伐南燕。这年四月，刘裕率军北伐，大军自淮入泗，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后，留舰船、辎重，率军徒步取道琅琊(今临沂北)北进。



　　南燕主慕容超闻晋军来攻，召群臣计议。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提出御敌三策：“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敌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公孙五楼的意见的确很有见地。他提出的上、中二策，晋军方面已有人考虑到了，并深感忧虑。晋军进军途中，有人对刘裕说：“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刘裕料定燕军“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正如刘裕所断言的，慕容超未听取公孙五楼的建议。南燕太尉慕容镇也对慕容超说：“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就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仍不听。刘裕军过大岘，大喜道：“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虞，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裕取道琅琊进军广固的捷径须越大岘山险。大岘山即沂山。山势险要，为齐南天险；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并轨。因此，对于刘裕而言，突破大岘是其关键。对于南燕而言，抵御晋军之策，实不出公孙五楼上、中二策，尤其是上策，深得山东地形的要点：正面坚守大岘险要，阻击晋军；派轻骑循海南下，从东侧翼袭击晋军粮道；以兖州(南燕兖州治梁父，在今泰安南六十里)之军沿蒙山东出，袭击晋军之西侧背。此策的关键也是扼守大岘。慕容超却没有听取公孙五楼等人的意见，放弃大岘险要，洞开门户，纵敌入门。南燕覆亡的种子也就由此而埋下。



　　刘裕率晋军越过大岘以后，在临朐击破南燕主力，占领临朐，乘胜进围广固，尽锐攻城。次年二月，广固城破，南燕灭亡。山东遂纳入东晋版图。(见图3—2—5)






刘裕伐南燕之战示意图（图3－2－5）



　　刘裕灭南燕后，欲留镇下邳，筹备西击后秦，却因国内局势变化而推迟了几年。此后，他先后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灭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讨平了割据益州的谯纵。东晋政局相对稳定，事权归一，刘裕遂谋进一步北伐。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阳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路线，是为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补给的运输线路；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得以顺利展开。



　　刘裕从北伐南燕到灭后秦，收复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是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历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刘裕一战而平南燕，收山东之地，改变了江南政权面向中原的态势。攻取山东，开创了恢复中原、进取关中、河北的有利局面。开山东巨野泽，将泗水与黄河连结起来，使江南的人力、物力能够便利地投送到北方地区，故山东一路对于此次北伐的意义尤其重大。



　　刘裕灭后秦后，急回南方，代晋建宋。刘裕南归后不久，关中便被赫连勃勃夺占。这样，刘宋与北魏在东部大致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之局。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并频频扰掠刘宋在山东的青、兖二州。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有恢复河南之志。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举北伐，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经过洋见前面有关章节)元嘉北伐，声势浩大，却以惨败告终，每令后人扼腕长叹。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只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当时北魏太武帝刚死，国内不安定，宋军进兵时机也有利。此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孝武帝时期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孝建三年(456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今青州)移往历城。开始大家不同意，垣护之为此解释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敌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东阳和历城地形都很险要，但在宋魏对峙的形势下，东阳位置相对较偏，并非双方对峙的正面；移镇历城，可直接抵御魏军来犯；北魏攻山东，每次必由碻磝一带渡河；渡河而攻山东，必趋历城；且历城靠近河北，便于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镇历城，是取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态势。



　　孝武帝以后，刘宋内乱频频。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发以宋明帝为首的孝武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之间的一次大火并。宋明帝虽平定了这次内乱，但善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机大举南进。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连破历城、东阳等重镇。刘宋在山东的青、冀二州遂连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尽失于北魏。



　　泰始年间的这次内乱及其引发的北魏南进之战，在刘宋乃至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山东及淮北之地的丢失，不仅使南朝国力锐减，而且使淮河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冲击之下。从此，北魏南下，与南方直接战于淮河一线。是后，南朝境况愈下，到陈代时，仅能守长江一线。随着北方的再次统一，长江天堑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隋灭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朱元璋北伐与“靖难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暴虐，爆发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大起义。元的统治在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朱元璋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他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崛起于东南，东平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在扫平南方群雄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东经过刘福通起义军的打击，社会秩序混乱，武备不振。元朝的地方将领们却各谋保境割据，不服元室调遣。扩廓帖木尔盘据山西，李思济、张良弼诸将拥兵关中，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乘虚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广大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面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护大都。对于元朝而言，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自金陵北攻大都，战线很长，直趋大都，有孤军深入的危险，故宜先取山东、河南，以“撒其屏蔽”。



　　明军北伐的序幕遂自山东拉开。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荆襄方面的防御之后，即令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进攻山东。



　　进军途中，朱元璋曾写信给徐达，讨论具体进军路线问题。徐达占领沂州后，朱元璋遣使谕徐达曰：“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要冲，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益都(今青州)是徐达攻山东之战的重心，元朝在那里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掌理山东各路军政。从南面攻益都，进军路线不外两途：一是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进，是为刘裕攻广固(今青州)之战的故辙；一是沿泗水经鲁西南北上，绕道泰山北麓再东进，是为朱元璋所说的进军路线。因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先已对明军输诚，故徐达采取了第一条进军路线。



　　徐达虽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济宁、济南之策，但对自己左侧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军抵达下邳(今邳县)后，即命部将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济宁、东平；占领沂州后，又派部将韩政分兵扼黄河(元末黄河决口，在开封以东向南流经苏北注入东海)，韩政又分兵北略攻占滕县(今滕州)。这样，徐达以两路偏师切断了元朝鲁西及河南方向的援军，掩护明军的左侧翼，确保了大军后路及粮草补给上的安全，同时消灭鲁西之敌，为日后进军河南作准备。徐达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顺利直进。



　　十一月底，明军攻占益都，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等地。十二月初，徐达遣使招降乐安(今惠民)守将俞胜，以保大军北侧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进。沿途各县皆望风款附。与此同时，张兴祖在鲁西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十二月八日，徐达引兵至济南，元守将以城降，附近各县亦纷纷降附。是后，徐达遣军略定胶东半岛。山东各地遂为明军所有。其间，元廷诏陕西张良弼、李思济等东援，但张、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后的进军大都之战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开。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自山东临清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天下。



　　朱元璋北伐，创下了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起自东南而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夺取政权的一幕，这就是“靖难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见图3—2—6)






靖难之役示意图（图3－2－6）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














	

 






	















	







	







	









 





	


	







	








	




	


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三节 枢纽江汉，砥柱江南——湖北




　　一 山川形势



　　在整个南方地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长江。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图3-3-1)






湖北山河形势图（图3－3－1）



　　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



　　若是上、下游之间对立，则湖北还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四川据湖北上游，自四川东出是为顺流之势，在湖北境内尚有险可扼，若其越湖北而东，则江面渐宽，其势难与争锋。在四川与湖北之间出现对峙时，据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关(亦称捍关)，据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险要。历代战争中，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陆逊、陆抗父子。陆逊在夷陵(今宜昌东)击败刘备，其后置立重镇，以备蜀汉。陆逊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孙吴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 [ 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 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 ] 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抗衡北方，东南政权要恃荆襄上游为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下游建康方面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如东晋时期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时期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萧齐时期的萧衍，梁末的王琳等等。这使得江南政权对荆襄上游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和复杂的倾向。



　　在湖北境内，就与北方的关系而言，汉水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江。南北对峙，南方联系的纽带是长江，其防守也主要是依托长江，但长江防线的稳固却有赖于江北的一系列山河为其屏障。东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中部湖北地段则主要是以大别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线的山脉为其屏障。在大别山和桐柏山的连接带有武胜关、平靖关和黄岘关(三关在湖北广水和河南信阳交界处)可为往来通道。但三关两侧地形险恶，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争三关最激烈的是北魏与南朝的齐、梁。但这一时期对三关的争夺对双方都未产生决定性影响。



　　为历代南北往来要冲的是汉水河谷低地，其枢纽即为南阳盆地。这里，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沿汉水主干下行，由襄阳经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河谷低地可至江汉平原，并可进入长江；沿汉水主干向西上行可至汉中，直抵甘肃东南边缘；汉水支流丹江穿切秦岭，成为关中与南阳盆地之间的通道，“关中四塞”中的武关即设在此通道上；循淅川等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其它支流如唐河、白河则伸向河南腹地。这样，由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南阳盆地，成了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任何一方势力到达这里后均可纵横四出。



　　汉水和长江把东西三、四千里长的地域连缀起来，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位于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来争南阳，以保障新都的安全。但是，当孝文帝取得南阳后继续向南深入，来争襄阳时，便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击，因为这已触及到了南朝在荆襄上游的整个防御体系。



　　讲湖北的地理形势，不能不讲湖南。从地形上讲，湖北与湖南天然地连为一体。湖北的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开，湖南的东、南、西三面是山地，北面敞开，两省地形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两省境内的大小河流，均成向心状汇入长江。但在历史上，湖南的地位只能是对湖北地位的一种补充。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湖南的开发相对较晚；二是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



　　战国、秦汉时期，湖南为贬黜放逐之地。西汉初年，刘邦所封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其他的都被削除。长沙王得以保存的原因主要是“地小力弱”，不足以对汉王朝构成威胁。英布起兵反汉时，故楚令尹薛公在回答刘邦问策时将英布“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 归入下策。后来英布果因取下策而败。



　　就其与其它战略要地的关系而言，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其周围的山川形势亦妨碍其纵横四出，左右伸缩。南朝刘宋初年，朝廷为解除荆州上游强藩巨镇对建康的威胁，曾分割荆州置立湘州，治长沙，欲以制衡荆州。但首任湘州刺史张邵上任之初即对湘州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表示过怀疑，他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 [ 注：《宋书》卷四十六 张邵传 ] 东晋南朝置立湘州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强对岭南的控制。这一目的也未见得能达到。东晋末年，卢循、徐道覆自广东进攻建康，分遣一军攻长沙，主力则取道江西，沿赣江、入长江，顺流而下，前锋直抵建康附近的淮口。由岭南进军建康，取道江西更为便捷，那么藉湘州控制岭南的作用便要大打折扣了。



　　直到五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湖南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以湖南的位置，在南北关系中，地位仍不如湖北。南宋吕祉曾说过：“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欲以湖南介入全局，无论是北出，还是东下，其便捷的通道都须经山湖北，其出入咽喉如岳阳等处都易被阻扼。蒙古攻南宋时，曾试图自四川、云贵迂回湖南，欲以出南宋荆襄防线之后。但蒙古兵经此迂回，兵势已成强弩之末，未能产生决定性效果，最后撤兵北返还是忽必烈从湖北遣兵至岳州接应。清初，吴三桂起兵反清，自云贵进兵湖南，但自始至终吴军未能北出湖南一步，未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致命的威胁。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湖南的地位就无足轻重。湖南对湖北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有了湖南，湖北的形势才是完整的。湘东、湘西山地将江西、四川与两湖隔开，湖北在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枢纽地位才突显出来。另外，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湖南对于控制两广、云贵等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湘江、资水上游穿越五岭，沅江等河流上溯云贵高原，是两广和云贵地区与内地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路。近代以后，中国国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湖北的三个重心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缘于历代的经营，而历代的经营是以地理形势为基础的。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这三个重心分别面向三个主要的方向。对于进取来说，存在一个前进基地的问题；对于退守来说，存在一个门户的问题，以进以退，都应经营好这几大要地。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南方还是对于北方，襄阳的归属与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襄阳战区可在东、西战区之间左右伸缩，配合呼应，协同作战。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对于北方来说、控制襄阳则可获得两个决定性的效果：一举截断南方漫长的防线；控制长江上游之势。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操、苻坚、拓跋宏也都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就湖北与东南的关系而言，则武昌是一大关键。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武昌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



　　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上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东南地区必须倚荆襄上游为屏障，荆襄地区对东南却具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对抗北方时，荆襄地区常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势变化，这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构成对下游地区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萧衍甚至自襄阳举兵东下，取南齐而代之。荆襄地区地位的这种双重的特性遂决定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力图在对荆襄地区的政策上体现出双重的意图：既要使其发挥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将其威胁下游的消极意义降至最低。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是其最终宗旨。



　　在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以实现这一双重意图上，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的势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后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决于它对武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孙策击败黄祖于沙羡(今武汉市西南)，势力才延伸到湖北东南部，才有了日后的赤壁之战和袭关羽、据荆州。孙吴为巩固上游，两度迁都武昌(今鄂州)。刘宋元嘉年间，荆、湘二州时分时合，便是试图在这二个意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宋孝建年间，干脆分割上游的荆、湘、江、豫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汉市汉口)，确保对上游的监控。



　　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国中精兵，遣将东出，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刘表初到荆州，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分析荆州的地位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这种分析在一千年后的南宋仍得到回应。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书中说：“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两湖地区的中心地位。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势也有关。湖北地域形状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于湖北腹地，将湖北分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襄阳、武昌、江陵分处这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往来通道上分布着几处军事要点。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钟祥、荆门扼其咽喉。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随州处其襟要。武昌与江陵之间则以长江为往来通道，巴陵(今湖南岳阳)是其咽喉，另可沿汉水一线往来，则天门、沔阳(今湖北仙桃)处于俯瞰这条线路的位置。



　　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智取石城(今钟祥)，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孙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却未能获利。“侯景之乱”时，侯景军占领郢州后，逆江西上，欲攻荆州，萧绎急派王僧辨率军戍守巴陵，扼守武昌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侯景攻巴陵不下，只得引军东还，梁军则乘势东下以平侯景。显示出这三条通道上诸军事要点的地位。



　　在经营湖北时，对这三个区域及控扼其往来通道的军事要点予以全盘考虑的典刑例证是刘宋孝建年间郢州的设立。刘宋孝武帝为控制荆湘上游，分割上游诸州，置立郢州，治夏门(今汉口)。孝建初年的郢州八郡包括原荆州的江夏、竟陵(即钟祥)、随(即随州)、武陵、天门，原湘州的巴陵(即岳阳)，原州的武昌，原豫州的西阳。其中，竟陵、随、天门、巴陵即处于监控这几条通道的位置。襄阳、武昌、江陵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所以顾祖禹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中说：“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故诸葛亮以谓荆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以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转输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游者也。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吴大帝常都于此，而东晋、宋、齐、梁、陈之际号称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溢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晋之所谓寻阳北抚群蛮，西连荆、郢，亦藩任之要者也。



　　今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



　　吕祉所言，是着眼于南宋与金对峙的形势。他建议宋廷经营江陵、襄阳、武昌和江西九江，以固长江上游之势，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其经营规划可谓充分认识到了湖北的这几大重心在上游的战略地位。



　　不同历史时期，天下大势不同，控制湖北的势力在湖北经营的重点也不一样，致使这三个重心的轻重关系亦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三 历代在湖北的经营



　　最早藉湖北而有所作为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楚立足鄢郢，北恃汉水、方城山等山川险要，抗衡北方诸侯，参与中原争霸战争。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上，楚大夫屈完在答齐桓公的武力威胁时说：“君若以德绥堵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 注：《左传》僖公四年 ] 显示出楚国对自己国力和所凭地利的自信。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楚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楚的霸业达到顶峰，楚庄王因此得列“春秋五霸”之一。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楚又得列“战国七雄”之一。苏秦策划合纵时对楚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业之资也。”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楚拥有的实力和地利的确可为“霸业之资”，无论是在“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中，楚国一直是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但战国后期的楚国政治却再也没有显示出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势头，致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一再受挫。自张仪以连横破合纵之策、秦两诳楚怀王并乘势取楚汉水上游及黔中、巫郡之地后，楚国赖以立国的国防险要丧失，最终为秦所灭。



　　(一)三国鼎立与荆州的争夺



　　东汉王朝经历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皇权旁落，中国大地纷乱再起，逐渐演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割据的群雄中，刘表据有荆州。



　　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后，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等人协助下，迅速平定当地宗贼，然后将荆州治所移往襄阳，镇抚郡县，悉定荆州八郡。蒯越曾建议刘表说：“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



　　刘表本是汉末“党锢之祸”期间的“八俊”之一，很有清誉，加之北方纷乱而荆州相对稳定，因此北方流民及学士归之者甚众。但刘表只是清议政治中的名士，并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不见事变，多疑少决。” [ 注：《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 袁绍与曹操在北方对峙，刘表与袁绍结盟，但袁、曹大战，刘表却未能趁机有所作为。刘备在北方战败，投奔刘表，刘表有利用刘备之意，却又心怀猜忌。故刘表虽拥荆襄形胜之地，但其志望不过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 [ 注：《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 刘表既无用荆州之志，又无用荆州之才，觊觎荆州者却大有人在。



　　在司马徽、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于襄阳隆中。诸葛亮感念刘备的谦逊和诚意，遂向刘备阐述了当时天下形势和今后的立国大计。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非惟天时，亦抑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 注：《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 ]



　　诸葛亮建议刘备先取“用武之国”的荆州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日后进取天下的基础。等到时机成熟，以荆州之军趋宛、洛，益州之军趋关中，进图中原，统一天下。刘备后来的发展基本上循着这条思路展开。



　　差不多与此同时，巴郡人甘宁投奔孙权，建议孙权夺取荆州：“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晚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 甘宁之议，是欲趁刘表懦弱，先取荆州，屏护江东上游，然后进图巴、蜀。鲁肃初辅孙权之时，就对孙权说过：“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于是孙权在初定江东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西面的荆州。



　　这时，曹操已初步扫平北方群雄，也把眼光投向了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邺城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为进军江南作准备。



　　这年五月，孙权率军西上，击斩刘表所置江夏太守黄祖，占据沔口(今武汉市汉口)。曹操闻讯，即率大军南伐，直取荆州。这时，刘表病死，次子刘琮继位。刘琮幼弱，僚属们慑于曹军声势，皆言降曹。于是刘琮举襄阳迎降曹操。曹操在当阳击败刘备，乘胜占领江陵，打算顺江而下，席卷江东。在鲁肃、诸葛亮等人的谋划下，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用火攻大破曹军。曹操留兵一部戍守襄阳、樊城，自己退回北方。（图3-3-2）






孙刘曹三家荆州争夺示意图（图3－3－2）



　　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原荆州八郡为三家所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孙、刘两家在有关荆州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差点兵戎相见。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孙权把南郡（治江陵）交给了刘备，刘备则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二郡交给孙权。



　　这样，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荆州北部，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曹操籍襄阳、南阳以屏护中原许、洛之地；孙权欲以荆州翼蔽东南；刘备则按隆中对策时的既定方针，打算把荆州作为日后北伐中原的一个策源地。



　　三家中以孙权方面对这种现状最不满意。周瑜、吕蒙等人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上游。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利用孙、曹两家在淮南发生冲突、曹操诸州兵马东调之机，留部分兵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阳、樊城。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水淹曹军，乘胜围攻樊城、襄阳。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谏阻道：“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孙、曹开始暗中勾通，荆州局势亦由此出现转折。(见图3—3—2)



　　关羽主力北进，吕蒙即认为这是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推荐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以麻痹关羽，自己却在暗中做好了袭取江陵的准备。这年十月，吕蒙率军西上，袭占公安、江陵。关羽闻江陵失陷，即撤军南走。十二月，关羽在西归益州的途中被吴军擒杀。



　　这样，原来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遂为孙权所有，荆州由原来三家分据的局面遂改为孙、曹两家所分据。刘备试图武力夺回荆州，发大军东进，被陆逊击败于夷陵。其后，陆逊、陆抗父子先后镇守荆州，与曹魏对峙，直至三国末期。



　　对孙权袭荆州之战，历来评说很多。我认为孙权袭据荆州的做法是符合孙吴的实际情况的。孙刘两家虽曰联盟，但联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时势变易，各方的利害关系和战略意图都会随之而变。从双方的战略意图看，刘备至少是声称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孙吴的意图则是保据江东，因此，要想孙、刘双方长期共享荆州相安无事是很困难的。关羽北攻襄、樊时的形势也不同于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时的形势。关羽若攻取襄阳、樊城，蜀汉大举击吴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后蜀汉打一场有限战争、据有荆州全境的可能性却不能说没有。若蜀汉据有荆州全境，则孙吴在江东立国的基础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孙吴将处于东面受制于曹魏，西面受制于蜀汉的被动境地。荆州对于孙、刘双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荆州对于蜀汉今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存亡攸关，对于孙吴则可以说是存亡攸关了。无荆州，孙吴几不可以立国。袭关羽、据荆州，这样可以“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这对于孙吴保据江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孙吴此后屡争襄阳而未得，致使荆州上游形势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图吴下游的机会。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失荆州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究其根源，则不得不归咎于关羽擅启兵衅。刘备初入川时，诸葛壳及关、张、赵诸将都留守荆州，对荆州的守备不可谓不重视。后来，形势变化，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也统兵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以当时形势，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维持一种小三足鼎立的静态对峙的局面，谁先打破这种静态的对峙，谁就会陷于不利境地。曹操南进只会加固孙刘联盟，曹操本人深谙“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 的谋略，不会再轻易南进；孙权所据荆州部分在地势上相对不利，不足特别有利的时机也不敢轻易打破僵局；刘备势力最弱且最不稳定，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势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这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安定益州和汉中，待益州和汉中安定好了之后，再才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荆州作其它打算。关羽本当慎之又慎，并处理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守住荆州，为蜀汉以后的北伐保留一个重要的基地。而他处理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如同敌国关系，让孙吴感到了下游的威胁，从而汲汲以袭荆州全据长江为念；他擅启兵衅，也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时所说的条件。关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完全只是见利而动。这一动轻率地大破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面，从而置刘备集团于不利境地，致使刘备集团丢失了荆州。丢失荆州，使蜀汉政治打上了偏处一隅的底色，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时的既定规划，使蜀汉后来的北伐变得更加艰难。



　　孙权袭取荆州后，当然重视对荆州的经营，恃为上游屏障，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孙权正式称帝后，定都建业(今南京)，但派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蜀汉灭亡后，上游形势严峻，孙吴又一度迁都武昌。吴、魏在荆州一带互有攻伐，但彼此得失都不大。直到西晋初年，羊祜、杜预经营襄阳。



　　西晋泰始五年(269年)二月，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为攻吴作准备。羊祜至襄阳后，抚怀百姓，很得人心；对吴人布以信义；他减省巡守边境的士兵，用以屯田，垦田八百余顷。他刚上任时，军无百日之粮，经过几年的经营，军中已有十年之积。与此同时，王濬在益州造舟舰器杖，训练水师。



　　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吴西陵督步阐以疑惧降晋。晋军马上策应迎降。吴镇军人将军陆抗急令西陵诸军筑垒围攻西陵，并自率大军亲赴西陵。他的顾虑是：“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晋纪一 ] 在陆抗的指挥下，吴军攻拔四陵，平定了步阐之叛。



　　步阐西陵之叛给了陆抗很大刺激，他对荆州上游的防御形势忧心忡忡。两年后，陆抗病逝。他在病逝的前夕上疏吴主说：“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抗在上疏中着意强调了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弱点，建议吴主加强那里的守备，但并未引起吴主的重视。吴建平太守吾彦侦知晋有攻吴之计，也请求吴主增兵防备，吴主仍未从，吾彦乃造铁锁横断江路。



　　果然，陆抗死后两年，羊枯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羊祜伐吴方略，是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



　　羊祜之议，深得晋武帝赞许。但朝中重臣支持伐吴者惟杜预和张华二人。晋咸宁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还朝，再次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十一月，羊枯病死。根据羊祜举荐，晋武帝以足智多谋、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继续经营襄阳。次年四月，杜预上书晋武帝，吁请即刻伐吴。他说：“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晋武帝遂决计伐吴。(见图2—4—2)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晋军开始部署伐吴，基本上按照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展开，东西齐举，上下呼应。其中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是：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南)出武昌(今湖北鄂州)；平安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出夏口(今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以贾充为大都督，驻节襄阳节度诸军。



　　次年正月，伐吴之战拉开序幕。二月，王濬的水师自益州东出，顺流而下，破坏了吴人在长江要害位置所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连下西陵、荆门、夷道等城。与此同时，杜预派兵奇袭乐乡(今松滋县东)，乘胜攻克江陵；胡奋部则攻占公安。于是，沅、湘以南各郡县望风降附。杜预杖节称诏，绥抚新附。此后，晋军调整部署。杜预、王戎、胡备分军配合王濬攻克夏口(今汉门)、武昌(今鄂州)。至此，晋军略定荆州。是后，王濬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顺流长驱而下，直抵建业，吴主孙皓面缚舆榇，赴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吴国的灭亡，首先应归结于它政治上的腐败。孙吴末年，吴王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又兼嫡庶争立，宗室、大臣也是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吴国上下离心离德，所以，吴虽有长江天堑，却再也不能如孙权时那样，令北方“武骑千群，无所用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这也是前人立国明训“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的又一例证。



　　若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西晋巴蜀之军东出、襄阳之师南下，孙吴荆州上游的防御顷刻为之崩溃。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无险可扼。



　　(二)东晋南朝在荆襄地区的经营



　　西晋统一不久，即遭“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灭亡。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分裂时期，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



　　这段时期，南方面临的矛盾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权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大背景下，居建康上游的荆州地区无论是在南北关系还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北方军事压力比较大时，建康方面要倚重荆襄上游，对抗北方，防止“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局面重演；而一旦南北关系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上升时，荆襄上游又每每给建康方面造成很大压力，甚至举兵东下，直压建康。



　　因此，对于江南政权来说，荆襄地区在不同矛盾关系中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但其地位之重要却自始自终不容忽视。



　　东晋



　　东晋时期，荆襄上游抗击过北方大的入侵一次，即前秦苻坚伐晋之战。苻坚伐东晋的设想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计划东自淮河、中自荆襄、西自巴蜀，三路齐举。作为前奏，苻坚遣其子苻丕率军攻占襄阳。此前东晋方面感到了前秦统一北方后给南方造成的压力，开始调整部署，防备前秦进攻。晋太元元年(376年)，晋孝武帝任命谢安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负责长江下游及淮水前线的防御；任命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负责长江中游及汉水方面的防御。晋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苻坚大举伐晋前夕，桓冲率众十万攻襄阳，企图收复襄阳，重建襄汉上游防御体系。苻坚遣兵援救。桓冲怯于秦军声势，只得退还。这年八月，前秦大举伐晋。荆襄方面，慕容垂率军自襄阳东下攻郧城(今安陆)。十月，攻拔郧城。这时，局势突变，苻坚在淝水大败，诸军溃散。慕容垂只得率军北返。东晋乘机收复失地。东晋荆襄上游防线遂重新得以完整。



　　北方只有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举南侵。但在那个时代，统一的条件尚未成熟，北方通常在一次短暂的统一之后陷入更加混乱的分裂状态。当时的东晋尚以恢复中原为号召，北方统一崩溃后的混乱局面给东晋以北伐的大好时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北伐是在桓温和刘裕主持下进行的。



　　桓温于晋永和，七年(345年)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那年，前任荆州刺史庾翼病死。庾翼死前上表朝廷请以其子继其位。朝议中，中书监何充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虽然有人担心桓温难制，桓温还是得以出镇荆州。



　　桓温果然不负所望。在他出镇荆州的第二年十一月便自江陵率兵入川，消灭了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使益州回到东晋的版图，也使荆州地区的上游获得屏护。晋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关中震恐，三辅郡县纷纷来降。后晋军以乏食而退兵。晋永和十二年(356年)八月，桓温又率军自江陵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迫降割据洛阳的叛将周成，收复旧都洛阳。(见图3—3—3)






晋桓温“北伐”示意图（图3－3－3）



　　杭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只是桓温北伐的用意，似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等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东晋自荆襄发起的另两次北伐是刘裕主持的。刘裕在晋义熙八年(412午)消灭荆州刘毅后，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益州回到东晋的版图。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采取三路进攻的部署：山东、淮河和荆襄。其中，自荆襄北上之军分两路：朱超石、胡藩率部从南面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部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沈田子、傅弘之的行动后来被证明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率先攻人关中，牵制了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刘裕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东晋政治是为典型的门阀政治。门阀士族把持朝政，他们或入主中枢，或出为外藩，或内外呼应，保持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在这种背景之下，据建康上游的荆州(晋初荆州所辖范围很大，包括整个两湖及河南南阳盆地。)势必为他们所瞩目。东晋时，出镇荆州上游者常被誉为居“分陕之任”，由此可见建康方面对荆州上游的倚重和荆州地区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力。



　　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屡屡迁移，从此中似可一窥历任荆州刺史据荆州时的意图。荆州治所本在江陵，晋室南迁后，治所迁徙不定。“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后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 [ 注：《宋书》卷三十七 州郡志 ] 王敦意在控制建康，故治武昌，王敦后来还举兵东下；陶侃意图微妙，故先治沔阳(今湖北仙桃)，后治武昌；庾亮出任荆州刺史时，正值庾、王两家相争，庾亮图制下游的王导，故移治武昌。



　　在门阀士族谋求家族权力的过程中，荆、扬二州形成对峙格局。一般情况下，这种对峙并不体现为刀光剑影。但矛盾如果发展到不可调和，则仍不免诉诸武力。晋永昌元年(322年)的王敦之乱便属这种情况。桓玄起兵则干脆取司马氏而代之。



　　桓玄自江陵举兵东下建康，逼晋安帝禅位于己。刘裕、刘毅等人在京口起兵，平定了桓玄之乱。刘裕以此开建大功，他又北灭南燕，南平卢循起义，威权日重。与刘裕同举义兵的刘毅对刘裕不满。晋义熙八年(412年)，刘毅出任荆州刺史，欲藉荆州上游以图刘裕。这年九月，刘裕先发制人，率军西上，击灭刘毅。此后，刘裕分割荆州十郡，置立湘州，以分荆州之势，防止他人再藉荆州对抗下游。



　　尽管刘裕在荆州采取了此类措施，但继刘毅之后出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颇得荆州民心，又为刘裕所忌。晋义熙十一年(415年)二月，司马休之起兵拒刘裕。雍州刺史(寄治襄阳)鲁宗之与其子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鲁轨起兵响应休之。刘裕发兵西上，攻占江陵，休之兵败，逃奔后秦。刘裕驱除司马休之后，以其弟刘道怜为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控制荆州上游。至此，刘裕已基本扫清代晋道路上的障碍。宋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刘裕逼晋恭帝禅位于己，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宋



　　刘宋建立后，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但刘宋在荆州问题上面临的矛盾处境并没有多少改观。刘宋时期，上游建置几度变迁，便是这种矛盾在政策上的具体体现。



　　刘裕有鉴于东晋时期荆、扬对立的格局，遂采取措施，削弱荆州上游。刘裕代晋前就已分割荆州，置立湘州；宋永初二年(421年)三月，他下诏“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 [ 注：《宋书》卷三 武帝下 ] 刘裕死前，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 [ 注：《宋书》卷六十八 武二王传 ]



　　刘裕的这些措施并没起多少实际的作用。刘裕死后，奉遗诏辅政的徐羡之、谢晦等人废黜少主，另立刘义隆为帝，即宋文帝。为保住自身，徐羡之违背刘裕遗诏，以谢晦为荆州刺史，“令居外为援。” [ 注：《宋书》卷四十四 谢晦传 ] 宋文帝为巩固皇权，杀徐羡之等权臣，并发兵西征荆州，讨灭谢晦。上、下游之间再次兵戎相见。



　　元嘉七年(430年)，刘义隆因北伐失败，北方压力大增，于是，将刘裕分立的湘州撤除，合并入荆州，以加强荆州上游力量；元嘉中期，发生刘义隆与刘义康之间的“主相之争”，于是刘义隆于元嘉十七年(440午)再次分割荆州，复置湘州，并以其次子刘濬出任刺史。加强对荆州上游的控制。



　　刘宋孝武帝时，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在江州刺史臧质的煽动下起兵反孝武帝。孝武帝在平定这次起兵之后，对荆州上游采取了大的措施。他“分荆、湘、江、豫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汉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置立郢州，主要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是为制衡荆州，控制上游。孝武帝为制衡荆州采取的另一措施表现在上游方镇的安排上是轻荆州而重雍州(元嘉后期，刘宋授雍州以实土，治襄阳)。孝武帝一改此前以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的惯例，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以雍、郢二州联合制衡荆州。此后十年之中，荆州刺史再未兼过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之职。刘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安排对于制衡荆州确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宋升明元年(477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为反对秉政的萧道成，在江陵起兵。此前，萧道成已安排其子萧赜为郢州长史，行郢州事，暗中防备沈攸之；另以亲信张敬儿出任雍州刺史，制荆州之后。沈攸之率大军东下，没有听从部下“顺流长驱、直指建康” [ 注：《宋书》卷七十四 沈攸之传 ] 的建议，而尽锐攻郢城，顿兵坚城之下，三十余日不拔，致令大军溃败；雍州方向，张敬儿乘虚南下，袭据江陵城，攸之败无所归，自杀身亡。自设郢州，荆州的地位便大大降低了。后来，上游的雍、荆、江等州均为萧道成的势力所控制，成为他代宋的一个步骤。



　　刘宋政治的另一个主题是北伐。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宋文帝为收复河南，搞了几次北伐。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时，采取东西齐举的战略，东路由淮、泗北进，西路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由襄阳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此前，宋文帝为筹备这次北伐，采取措施加强襄阳方面的实力。史载：“(刘义隆)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台租税，悉给襄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这次北伐，东路军大败，西路军却进展顺利。柳元景等将攻占了弘农、陕城、潼关，关中豪杰纷纷响应。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又将湘州并入荆州，以加强上游。这年，北魏太武帝被刺身亡，宋文帝遂谋乘丧北伐。这次北伐，西路仍由襄阳北上以趋潼关。只是这次北伐准备仓促，又值新败之余，故未能成功。次年，宋文帝被太子所杀。随着北魏太武帝和宋文帝的相继去世，南北战事暂时告以段落，双方内部矛盾上升，刘宋再未举行过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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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统治时间较短，但这期间，正值北魏迁都洛阳，北魏为保障新都的安全，遂致力于肃清与中原比较接近的淮、汉上游地区的南方势力，南进势头很猛。双方在汉水上游和淮河流域展开过激烈的争夺。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义帝刚刚迁都洛阳，便以南齐萧鸾废海陵王自立为借口，率大军南进，攻南齐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钟离(今安徽蚌埠)、南郑(今陕西汉中)等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又亲率二十万大军南攻。这次南攻的重点是襄阳方向。北魏军强攻南齐赭阳(今河南叶县)、宛(今河南南阳)、新野等城。次年正月，北魏军攻占新野，于是沔北动摇。南齐湖阳、赭阳、舞阳、南乡等地守将相继南逃。二月，攻克宛城。三月，又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今河南邓县)，乘胜围攻樊城。这时，齐将裴叔业在东线发起进攻，北魏不得不将大批军队东调。南齐在襄阳方向的压力才稍有缓解。七月，齐明帝病死，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下令退兵。



　　齐永元元年(499年)正月，齐试图收复雍州诸郡，恢复襄汉上游防线，遣太尉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军击北魏。齐军屡破北魏军，并北上攻北魏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三月，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救援。他一面遣骑兵五千往救顺阳，一面遣军南下断均门(丹江与汉水的交汇口)，截齐军归路。齐军败退，北魏军追至汉水而还。



　　这年四月，孝文帝病死，北魏南进步伐暂停。双方在襄汉上游仍维持对峙状态，南方则因内部矛盾演至改朝换代。



　　南齐在齐明帝死后，善后不当，留下很多矛盾。在南齐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先后有会稽太守王敬则、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反齐，豫州刺史裴叔业降北魏。这时，萧衍在襄阳崛起。萧衍见南齐政局动荡，遂萌异志。



　　时萧衍为雍州刺史，其兄萧懿掌郢州。萧衍派张弘策往郢州对萧懿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张宏策进一步对萧懿说： “以卿兄弟英武，天下无敌，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为反掌，此桓、文之业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 萧懿不从。后齐帝萧宝卷以疑忌而杀萧懿，并遣军西上，拟合荆州之军以袭萧衍。萧衍遂与荆州长史萧颖胄合谋，举兵讨萧宝卷。齐中兴元年(501年)三月，萧衍拥荆州刺史萧宝融为帝，歼灭萧宝卷所派齐军，击降郢城，乘胜东下建康。次年，萧衍在建康自立为帝，改国号梁。



　　值得一提的是，萧衍举兵东下时，北魏将帅有乘虚南下之议。北魏镇军将军元英上书魏主：“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惟有孤城，更无重卫，此乃皇天授我之口，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北魏扬州治寿阳，徐州治彭城)声言俱举，建邺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 自请率军攻占襄阳，进拔江陵，然后东下建康，平定江南。车骑大将军源怀也上书建议：“东西齐举，廓清江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 只是北魏正处于孝文帝死后政局不稳的状态之中，二将之议未被采纳，北魏失去了一个南进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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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在稳定内部局势之后，也举行过北伐。双方在淮河南北展开激烈的争夺，互有得失。其后，北魏发生内乱，分裂为东、西魏，后来，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方的动荡给南方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北齐代东魏的前夕，东魏大将侯景叛魏附梁。梁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梁，史称“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期间，坐镇上游荆、雍、湘、郢诸州的梁室诸王却各怀异心，相互火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借口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不从讨侯景，发军击湘州，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则自襄阳率军攻江陵以救湘州。萧绎一面急攻长沙，一面派大将柳仲礼进逼襄阳。萧詧退还襄阳，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西魏宇文泰正欲经略江、汉，遂以杨忠率军援萧詧。杨忠攻拔义阳、随郡(今湖北随州)，进围安陆，并击败柳仲礼军，于是汉水以东之地落入西魏之手。萧绎被迫送子为质，向西魏求和。大宝元年(550年)四月，萧绎攻克长沙，执斩萧誉，又逼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阻止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出兵东援建康，欲以专平乱之功。



　　梁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这年，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梁朝经此—乱，元气大伤。侯景乱梁期间，西魏攻占汉中及湖北境内汉水以东之地，北齐则尽略长江以北之地。



　　“侯景之乱”刚平，萧绎、萧纪兄弟之争又起。萧纪已于这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并遣兵东下，欲图萧绎。萧绎军主力尚在下游，闻萧纪东下，甚怯，又请兵于西魏，西魏宇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入蜀。萧纪两面受敌，兵败被乐，西魏占领益州。



　　梁元帝萧绎坐稳了皇位，决定留都江陵，不还建康，只遣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议都之初，武昌太守朱买臣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但萧绎群臣多荆州人，眷念本土，萧绎本人也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遂决定定都江陵。



　　萧绎此时都江陵而不还建康实为失策。西魏已先据汉北之地，又夺占汉中、益州，且襄阳还有附庸于西魏的萧詧，江陵两面受敌，如何能为一国之都？承圣三年(554年)五月，散骑郎庾季才还提醒萧绎说：“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萧绎也已意识到了江陵所处形势不利，却未采取行动。



　　西魏宇文泰久有图梁之意，并为攻梁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年十月，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梁。长孙俭问于谨：“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于谨说：“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 杨(东还建康)，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于谨推断萧绎只会采取下策。



　　西魏军渡汉水后，于谨派精骑先据江津，断梁朝东面援军来路及萧绎东归之路，然后合围江陵。梁朝能征善战之将如王僧辩、陈霸先已出镇下游，王琳被迁于广州。萧绎下诏征兵勤王，但勤王之兵未至，西魏军便急攻江陵。江陵城不支，梁元帝萧绎在绝望之中出降。西魏杀萧绎，而立萧詧为梁帝，以荆州三百里地给萧詧，并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詧。次年，萧詧称帝于江陵，为西魏藩属，史称后梁。下游方面则有北齐介入，王僧辩与陈霸先为立新帝发生矛盾，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击退北齐兵。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梁帝自立，梁朝灭亡。



　　梁朝灭亡，在地理经营上应归因于萧绎一手造成的两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为争权而失上游险要。萧绎与萧誉、萧詧相争，失襄阳及汉北之地；萧绎与萧纪相争，又失益州。襄阳居江陵的陆路上游，益州居江陵的水路上游。失此二地，荆州形势实已残破，由此而生产了萧绎造就的第二个失误。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不图深根固本，谋国家之长治久安，却怀苟安之心，定都江陵。在江陵外围险要俱失的形势下定都江陵，无异于委身虎口，西魏发兵南下，萧绎便束手无策，坐取灭亡。而下游地区经过“侯景之乱”的破坏后，民生凋弊，又无宗室重镇，所以一旦萧绎败亡，梁室便不能振，陈霸先所为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陈



　　陈的实力和版图处于东晋南朝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一时期北方变故频仍，陈亦积极谋求北进，但到杨坚建立隋朝时为止，陈的疆域北境仍不得不以长江为界。陈以长江为界，缘江戍守，战略上极其不利。昔日南方与北方抗衡，大体上虽说是依托长江，但那时长江下游有淮河作为屏障，上游有荆襄作为屏障。现在江北屏障尽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于北方。北方据有巴蜀、荆襄，也可建立水师，且资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长江之势反倒是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了。



　　隋代北周的当年，杨坚便有吞并江南之志，群臣亦争相进献平陈方略，隋遂为灭陈积极准备。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和益州三个方向同时进攻。(见图3—3—4)






隋灭陈示意图（图3－3－4）



　　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地的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上游陈军与建康之间的联系；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南趋豫章(今江西南昌)。杨素、杨俊将下游陈军悉数牵制，贺若弼、韩擒虎率军分别自瓜洲渡、采石渡强渡长江，击破京口、姑熟(今安徽当涂)，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自晋室南迁以来，南北双方经历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对峙。其间，南北双方力量消长不一，彼此攻伐，互有得失。隋灭陈成为南北对峙的终结。大致说来，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这次内乱使南方失去了山东、淮北及淮西豫州之地，打破了南北双方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南方尚有实力和机会问鼎中原，而在此之后，南方便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机会了。第二个转折点是“侯景之乱”及其带来的梁室内乱。这次动乱使南方失去了巴蜀、襄汉上游及淮南之地。在此之前，南方尚能凭借地利维持偏安之局，而在此之后，南方连偏安之局都难以维持了。南方之所以又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主要是北方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故未谋求进一步南进。北方经历了北周代西魏、北周与北齐激战、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等一系列巨变。陈的偏安局面是在这种背景下才维持住的。一旦北方统一，兵锋南指，南方便既无对抗的实力，又无凭恃的地利，其败亡之迅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三)荆襄地区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



　　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一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



　　陈亮上此书时，南宋建立已有五十余年，金兵大举南侵的势头已过，宋金之间的军事对抗在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这一线稳定下来。时南宋君臣大都习于偏安之局，而陈亮慨然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志存恢复。他建议经营荆襄以图中原。



　　在另一篇上书中，他详论了具体经营之道。从南宋的角度看，齐、秦二地犹如南宋之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后，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后；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二 中兴论 ]



　　陈亮本人一直没有北伐中原的机会，但他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却是至为透彻，对荆襄地区地位的分析和经营荆襄的建议，亦可谓独具慧眼。



　　南宋社稷重建之初，有识之士们便根据当时形势对南宋国防的重建提出过积极合理的建议。李纲建议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使金人难于选择战略目标；张浚也言“中兴当自关陕始，如金人先入陕、寇蜀，则东南不可保。”汪若海则言：“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张浚经略关陕 ]



　　这些建议都是针对当时军事形势而提出的比较积极的方案。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陈亮《中兴论》中所言进取之策即是充分利用襄阳的这种势能。在宋金对峙中，利用这种势能经营襄阳较善者有二人，一为岳飞，一为吴拱。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及邓州、唐州、信阳等地，遂将襄阳经营为上游重镇。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颍昌(今许吕)、淮宁(今淮阳)、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河东、河北人民大受鼓舞，纷纷响应，袭扰金军后路。这时，宋高宗与秦桧正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以向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辱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相安尤事近二十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是为金海陵帝。海陵帝自立后不久，便谋大举南侵。



　　宋廷闻金人有意败盟南侵，亦谋战守之策。归朝官李宗闵上书建议三策，其中第一条曰“严守备”，建议加强襄阳的防御：“方今天下根本在吴、蜀，其势若手足之相应，荆州据其中，为心腹之地，襄阳扼荆州之冲，又足以为荆州重轻。今重兵皆驻武昌，而荆襄之间，所以自卫者未固。且襄阳在今为极边，去荆州四百五十里，无重山峻岭长江大河之险，敌人驰轻骑，不两日至城下。万一荆州为其所据，吴、蜀首尾不能救。朝廷虽以刘琦镇荆州，然无兵以自固。至襄阳之兵，不过干余人，又皆疲懦，不能以备缓急。宜令刘琦将二万人，分屯荆州要害，使久历战阵之田晟以副之。更令不断召募，日夜训习，张声势，严斥堠。襄阳则遣一智勇兼备之将，分武昌之兵万人，比岁更其戍守。襄既有备，吴、蜀乃可安枕。”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 宋高宗颇采其议，从四川调吴拱戍守襄阳。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在江淮、荆襄、川陕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向荆襄方向进攻的金兵连陷蒋州(今河南潢川)、信阳、罗山。宋廷传令：如襄阳不可保则退守长江。吴拱急上书朝廷：“荆南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流，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自撤具藩篱电。况襄阳依山阻汉，沃壤千里。设若侵略，据山以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阳为捍守之计。”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 ] 朝廷遂准吴拱固守襄阳之计。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它去。此间，金海陵帝亲自率领的东路军已经渡过淮河。宋廷遂急命湖北诸军亟取攻势，以牵制渡淮之金兵。宋军发动反攻，连复荆州、新蔡、蔡州、邓州。十一月中，金兵实施反牵制作战，向襄阳趋进，亦被宋军挫败。这时，金海陵帝被杀，主事者与宋议和退兵。两年后，和议达成，史称“隆兴和议”。此后，宋金之间未再发生大的战事。



　　在宋、金之间时和时战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并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国势日趋衰微，先是齐燕京而迁都于汴梁，后又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一线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一线西北之地属蒙古。宋金对峙遂一变而为宋蒙对峙。



　　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联金攻辽已有所不同，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防备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由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来之前，蒙古大军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宋军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



　　进攻荆襄的蒙古军山窝阔台三子阔出统率。蒙古军在钟祥、京山、安陆一线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宋左司谏李宗勉上书言：“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 这年，蒙古军连陷随州、郢州(今钟祥)、枣阳、德安(今安陆)，并围攻江陵，大有席卷江汉之势。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回，在黄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则沿江列炬，以示宋军声势之盛。尔后，遣军出战，连破蒙古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江陵之围遂解。次年，蒙古东路军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攻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守臣皆弃城走。孟珙率军还救，击退蒙军。



　　由于孟珙智勇善战，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宋廷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复郢州、荆门，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宋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孟珙率军反攻，三战皆捷，遂复信阳、樊城、襄阳。



　　是后，孟珙上书朝廷，建议加强襄阳地区的守备力量：“取襄阳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系于事力之不给耳！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 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事也。”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 在盂珙的主持下，襄樊地区的守备得到了加强。他派兵焚烧了蒙古军在顺阳(今河南淅川)、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的造船木材和屯粮，破坏蒙古军的攻势准备。他还在京湖地区大兴屯田：选壮士杂于官军教之，百姓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以战。由于盂珙经营有方，南宋荆襄战区遂得巩固，还能不断抽调兵力配合四川和江淮方面的作战。盂珙经营荆襄的成就不仅显示于当时，在此后，荆襄地区几乎成了南宋延续国脉的支柱。



　　蒙古蒙哥汗时，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乃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迂回战略，命兀良哈台进军云贵，征服大理，欲以迂回由宋长江防线之后。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三路大军攻宋：西路由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计划先攻占四川，然后出夔门；中路由忽必烈率领，南下襄、鄂；南路命兀良哈台从广西引兵北上。三路大军合击荆襄，会师鄂州，再东下攻取临安。这次蒙古大军南攻，在宋廷引起极大恐慌。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死后，西路军北撤，中路军攻鄂州、下东南的计划也因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受阻。忽必烈顾虑北方的形势和蒙古汗位的争夺，引兵北还，遣兵一部南下岳州接应兀良哈台军北撤。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移都燕京，积极谋求南进。忽必烈有鉴于蒙军前几次南下都是分兵过广而未能一举灭宋，且双方交战的三大战区中四川地势险远、江淮河道纵横，均不利于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



　　忽必烈的谋士们多主张从荆襄寻求突破。杜瑛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 注：《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杜瑛传 ] 郭侃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郭侃传 ] 忽必烈所信重的南宋降将刘整献伐宋方略曰：“襄阳吾故物，弃而勿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由汉入江，再取荆楚，定江淮而迫临安，以亡宋室，掩有华夏。” [ 注：《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刘整传 ] 于是，忽必烈将进攻重点选在襄阳方面。作为准备，忽必烈遣使于宋，开榷场于樊城，并筑土城于襄阳南，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置军戍守，遏宋军南北之援。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督率诸路兵马，攻略襄阳；另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阻四川宋军东援。蒙、宋双方遂在襄阳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于双方都可谓艰昔卓绝的攻守战。(见图3—3—5)






元灭南宋战略企图示意图（图3－3－5）



　　战争的前四年，蒙古军主要致力于对襄阳的围困和阻截宋军对襄阳的援救。蒙古军截断了进入襄阳的所有水陆通道。襄阳被围，宋廷方面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宋廷本应从宋金、蒙宋之间的前几次交兵中认识到襄刚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阳被围三年，宋廷方面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仅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救援。当权的贾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隐瞒实情，谎称“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万里、起居郎王应麟都屡请增兵援襄阳，但都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一方面欺瞒朝廷，另一方面为私心所使，只让其婿范文虎统兵援襄。范文虎两度率军援襄阳，但都大败而归。其间，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阳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阳，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围，进入襄阳；但自襄阳接应郢州(今湖北钟祥)方向援军的计划则被蒙军挫败。至此，襄阳待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 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传 ] 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 [ 注：《癸辛杂识》别集下 ] 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四节 南北胶着，东西伸展——汉中




　　一 山川形势



　　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区，则是汉水上游。通常是，当汉中地区为南方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



　　汉中作为南北双方的一个中间地带，它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关中为北方地区的上游，秦岭为关中的南面屏障；四川为南方地区的上游，大巴山脉为四川的北面屏障。汉中就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这样，处在两个上游地区之间的汉中所体现着的南北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汉中地区则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淮河一线一时的得失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见图3—4—1)






汉中山河形势图（图3－4－1）



　　形成汉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横亘，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截断成差异明显的南北两部分。秦岭西抵陇山，东连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一般称任河以西为米仓山，以东为大山。秦岭高峻险拔，足以为关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浑厚绵长，足以为四川北面屏障。几条谷道穿越山岭，成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两关详细情况见关中部分)，另有三条谷道穿越秦岭中部，可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今陕西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三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七十里。战国时，司马错攻蜀，即由此道进兵。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占汉中，曹操统兵来争，即由斜谷进临汉中，与刘备相持数月，后以补给困难而退兵。蜀魏在关陇一带对峙，双方都曾由褒斜道进兵。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陇西，而以赵云率偏师，扬言出斜谷取郿，牵制曹魏关中之军；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统大军出斜谷，屯兵渭南。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蜀，也曾由斜谷进兵；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统兵伐蜀，大军由褒斜、傥骆、子午诸道并进。后来，北魏攻南齐、唐平四川之叛、后梁攻前蜀，均曾由斜谷进兵。五代以后，斜谷作为一条军事通道渐被废弃，南北往来均以散关为要冲。



　　褒斜道主要是沿褒水和斜水河谷而行。河谷深险，悬崖壁立，通行不易。故历代多治栈道于褒斜道。秦治栈道于褒斜，以通汉中、巴蜀。刘邦就封南郑时曾烧毁；后又予以修复。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退兵时，赵云又烧毁一段；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出斜谷，又曾修复；诸葛亮死后，又被魏延烧断。此后或修或毁，增损不定。



　　傥骆道南口曰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越秦岭主峰一段，盘山路曲折回旋八十余里，共八十四盘，行军不易，易受阻塞。三国后期，魏蜀双方都曾试图由骆谷道进兵，但均为对方守险所扼止。钟会伐蜀时，骆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唐武德年间，复开傥骆道，以通汉中、巴蜀。唐后期，关中变故频仍，唐帝每幸汉中、巴蜀以避难，骆谷道是其往来通道之一。五代后，骆谷亦渐荒废。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今陕西洋县东一百六十里，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处，谷道全长六百六十里。王莽时修通子午道，东汉时废子午道而通褒斜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自请率奇兵五千出子午谷以袭长安，诸葛亮未准。后来钟会攻蜀，子午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入武关伐前秦，另遣司马勋出子午道袭长安。宋金对峙时，南宋除了在散关屯戍重兵外，还在子午谷口置立堡塞，以备金人进袭。



　　三条谷道连通关中与汉中。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曹操在争汉中而未得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利用这些谷道出奇兵还可以，大规模进兵则不利。南北交争之际，多以散关为要冲。



　　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南端咽喉。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尉迟迥取梁益州、郭崇韬攻前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



　　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汉中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汉中。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今四川渠县)，被张飞击还。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亲自率军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



　　就汉中与四川的关系而言，因四川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四川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重庆，可威胁四川与东南的交通线。



　　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见图3—4—2)






曹魏灭蜀之战示意图（图3－4－2）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 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南北朝对峙的结束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亦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汉中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只是此战略因蒙哥之死中断。



　　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当在汉中地区。



　　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四川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四川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四川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四川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汉中则对四川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汉中对四川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汉中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东南政权无论是恃四川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汉中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汉中地区。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汉中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汉中、陇西尚处二线，四川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四川、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汉中。他上疏宋高宗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 陕西四 ]



　　张浚对汉中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汉中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汉中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四川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汉中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汉中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三 汉中地区东西伸展的特点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汉中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魏纪三 ] 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氐人成为陇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今汉中地区)、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汉中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汉中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汉中。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



　　自汉中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注：《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 ]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 [ 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 拖雷传 ] 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见图3—4—3)






蒙古攻金之战示意图（图3－4－3）



　　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汉中市)，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汉中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汉中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四川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四川，又攻取楚汉中六百里地，置为汉中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这是自汉中下汉水与自四川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第四章 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一节 合天下之全势




　　自古兴衰更替，天下之全势必取决于中原。进取天下，中原为必争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天下统—，形势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势分散于四方。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治乱兴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决定，但在地理上体现出的轨迹却是这样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处四方之中，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但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天下纷乱之时，中原每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鹿虽在中原，但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累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在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



　　秦、西汉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数世的积累，到昭襄王时，已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秦屡攻齐、楚，而获利不大。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传 ] 秦用范睢之谋，大大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韩为“折天下脊” [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 。西汉统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而决战在中原。唐起于河东，先入据关巾，抚定关陇之后，即出关攻王世充，争河南。李世民攻洛阳之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支势力，北方粗定。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东平张步、董宪，南定秦丰、田戎，西灭隗嚣、公孙述，北扫彭宠、卢芳，统一天下。



　　西晋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统一天下，他们所凭的基业却都因袭了前代的成资。西晋灭吴而统一天下，其基业因袭了曹魏时期积累下来的成资。曹操据中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统一北方，为西晋日后统一天下打下基础。隋灭陈而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却可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文泰在东魏高欢两攻关中不利之后，即反守为攻，出关争河南，双方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后又趁侯景叛东魏之机，夺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时，双方又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进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卷河南，直抵潼关，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进取天下之日，中原为必争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决于对中原的经营。我们可从历代都城的建置来看它们对于中原的重视。



　　西汉立都关中，却以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俱属司隶校尉部。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汉文帝时，又按贾谊的策划，增强地处中原的梁和淮阳两大封国，以备东方同姓诸侯王。按贾谊之议，“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亳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陪都，与洛阳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镇，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魏纪四 ]



　　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时，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 注：《隋书》卷三 炀帝纪 ] 唐代陪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设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仁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



　　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一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 河南一 ]



　　经营中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射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阳和祁山为重镇。



　　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一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几代政权并未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稳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便一直是朱温在北方的最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梁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而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时，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














	

 






	















	







	







	









 





	


	







	








	




	


第四章 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中原山河形势图（图4－2－1）



　　一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足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成王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东汉末洛阳外围设防八关概要图（图4－2－2）



　　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议秦武王伐韩：“……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这一观念对秦武王的影响很大。张仪死后，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则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三川河谷处长安与开封之间，洛阳位于其中，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籍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故秦观言“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以歼强敌的典型战例是刘秀击降赤眉军之战。时东汉已定都洛阳，并已先后遣邓禹、冯异入争关中；赤眉军先已入据关中，有众二十余万，邓、冯二人历经苦战，亦不能定；但赤眉无粮，刘秀料其必将东出，遂在三川地区作好将其歼灭的部署，并戒邓禹等勿与赤眉争锋。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刘秀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以截击赤眉东出之路。刘秀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 [ 注：《资治通鉴》卷四十 汉纪三十二 ] 关中的冯异领悟刘秀这一部署的要点，他对邓禹说：“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 [ 注：《后汉书》卷十七 冯异传 ] 冯异在崤山底下挫败赤眉军，驱其东走。赤眉军东走宜阳，忽见汉军严阵以待，惊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 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处于秦岭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间，由汉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冲积形成。



　　南阳盆地象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李纲辅政 ] 李纲所论是着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深。



　　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入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军往往自南阳而下荆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时间攻襄阳，以动摇南宋国防根本。



　　前面章节中也已说过，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在南北之争还是在东西之争中，南阳都处在其对抗的前沿。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南阳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与南朝在南阳与襄阳之间的角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南阳盆地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



　　在东西之争中，南阳盆地又是关中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交争之地。潼关地势险要，犹如关中的正门，武关之险不及潼关，且距长安路途偏远，犹如关中的侧门，山三川河谷入攻潼关较难，而由南阳盆地入攻武关较易，故东部势力入攻关中，多不忽视由南阳入武关这条途径。由关中东出，出潼关即进入三川河谷，出武关即进入南阳盆地，三川河谷空间较小，易于陷入胶着的对峙，而南阳盆地空间较大，可以纵横四出，而鲜有陷入僵局者。因此，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三 淮河上游



　　河南东南部地区为平地地形，比较松散，其所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又经邗沟而通长江，因而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战守之资，双方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



　　南方在这些河流下游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如颍口、涡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这些重镇既是南方赖以抗击北方的据点，又是进图北方的前进基地。北方在这些河流的上游也形成了一些重镇。自北向南，依次有开封、商丘，分据汴水之上下游；亳州，据涡河上游；项城、淮阳，分据颍河南北；汝南，据汝河上游；信阳，既据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



　　古代汴水河道变迁颇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这一个方向是不成问题的。西晋时，王濬率楼船自益州东下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邺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邺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体统一南北，立都开封，对开封周围包括汴水在内的河渠运输系统的经营尤其重视。宋室南迁之后，汴河水道才渐渐荒废。黄河改道南流后，汴河水道遂不复存其旧貌。



　　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楚汉间，郦食其说汉王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开封成为定都之地，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它便利的河渠运输系统。开封地近黄河、汴水，周围又多人工河渠，建都于开封的王朝，又都很重视开封周围河渠的疏浚，南宋以前，开封一直是南北水运系统的中心。



　　商丘在战国时为宋国，两汉时为梁之封国，唐以后，又称归德府或宋州。汉文帝时增强梁和淮阳二国，广其封地，使“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七国之乱，梁王坚守睢阳（即商丘），牵制叛军西行，使周亚夫得以袭其后路，击破叛军。“安史之乱”时，唐张巡、许远守睢阳之战也显示出睢阳在南北大局中的地位。叛军南下河南后，主力西进，另遣一部围攻睢阳。张巡、许远力战死守，守城极为艰难，左右谋弃城而去。二人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 时北方残破，唐廷及平叛诸军的补给都依赖江南地区，张巡、许远守睢阳，阻遏了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了江南的完整。



　　自汴、泗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自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在涡水、颍水上游，有亳州、睢阳、项城等军事重镇、曹魏黄初五年（224年）八月，魏主曹丕亲御龙舟，率水军自许昌循蔡水、颍水，入淮水至寿春，九月，至广陵，临长江，将以伐吴；次年，曹丕又亲率大军自涡水入淮而至广陵。曹魏正始四年（243年），司马懿为巩固江淮防线，以为攻守之资，欲广田蓄谷杨、豫间，使邓艾行视淮河南北。邓艾巡视陈（淮阳）、项（项城）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懿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还根据邓艾的建议，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且每逢东南有战事，大军泛船达江淮，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前秦苻坚伐东晋，苻坚亲至项城以督军，苻融率前锋径抵颖口而临寿阳。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惟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拒命，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次年，淮西帅李希烈叛，又绝汴渠饷道，于是东南转输之路皆不敢由汴渠而改道蔡水西上。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廷为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设淮颍水运使，运载东南米粟自淮阴溯淮水入颖水，至项城入殷水，输于郾城，以供馈讨伐淮西的诸路大军。五代时，后周攻南唐，遣水军自闵水沿颍水入淮河，唐人震恐；后又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颍水漕运。北宋对于大梁附近的汴、蔡、闵、颍等河道运输的经营也非常重视。



　　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颍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人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自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改变双方态势。



　　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一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颍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唐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淮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阳（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 信阳州 ] 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 [ 注：《魏书》卷六十一 田益宗传 ] 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四 河内地区



　　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届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门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



　　范雎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传 ]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逃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门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天下知所归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邢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永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而慕齐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由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初，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从事阊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至上也！”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石守信遂自孟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孟津即周武王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孟津是其必由之路。



　　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阳，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孟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孟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孟津关在旧孟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孟津县）。



　　四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孟津渡门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孟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孟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荣闻讯自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朵。尔朱朵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唐肃宗乾元二年 ] 乃率军退守河阳（今孟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孟津为双方所必争。














	

 






	















	







	







	









 





	


	







	








	




	


第四章 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三节 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与经营的得失




　　高明的战略家，其战略眼光无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的发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



　　治乱交替之际，中原总是一个独特的舞台，一批批英雄在这里崛起，一批批英雄在这里败亡。其成败兴衰均与其在中原经营措置的得失相关，而经营中原的得失又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密切相关。



　　中原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势造成的。中原四战之地，四面均能受敌，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时，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此时，则须走出四角，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天下。



　　这是逐鹿中原的一条规律。



　　对于历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败的英雄，我们都可在这条规律下检讨其成败得失之由。下面，我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败的英雄们中间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们在中原经营的成败得失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以使我们对中原地理形势及其战略地位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西汉再度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欲定都洛阳，手下群臣多山东人，主张立都洛阳，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这时，齐人娄敬谒见刘邦，说，陛下欲都洛阳而与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与周室不同，周积善累德十有余世，国人争随之，诸侯自归之，遂以灭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势弱也。”而汉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战，天下伤痍至今未复，不能与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关中。“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认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支持娄敬立都关中的建议。刘邦遂未都洛阳而入都关中。此时天下实已粗定，娄敬、张良等人对中原洛阳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纷乱，则中原更不足恃。



　　西汉的统一后来果然受到前期异姓诸侯王、中期同姓诸侯王的挑战，西汉政权均能转危为安。从西汉几次平叛的情况来看，西汉都关中，的确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的效果。



　　东汉末，四方群雄割据，曹操据中原。曹操立足中原，东有吕布、陶谦，西有马超、韩遂，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张绣、袁术、刘表、孙权。实赖曹操纵横捭阖之才，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历尽艰险，苦心经营，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据中原以经略四方，着实不易，与他同时代的诸葛亮就曾经说过：“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 [ 注：《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引注 ]



　　自西晋的统一瓦解后，历史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其间，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长、政权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战，都会波及中原地区。这期间，北方地区也完成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但每一次的统一瓦解之后，局势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动荡。



　　灭亡西晋的是匈奴刘汉。晋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刘汉攻克洛阳。刘汉大将王弥率先进入洛阳，他对后到的始安王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 [ 注：《晋书》卷一百 王弥传 ] 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遂不用王弥之策，焚洛阳宫室而去。刘曜不赞成王弥徙都洛阳的建议，固然有他与王弥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确出于他对中原形势的判断，后来他代刘汉而建前赵，即徙都关中。王弥不知此，骂刘曜：“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邪？” [ 注：《晋书》卷一百 王弥传 ] 他本人屯兵项关(今河南项城附近)，盘桓中原，欲以“徐观天下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不多久便被石勒兼并。



　　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一次统一。后赵的统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区又发生动荡。后赵强盛时曾将陇西的氐、羌十余万户迁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据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据滠头(今河北枣强东)。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晋永和六年(350年)苻洪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姚襄，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他对博士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二 苻洪传 ] 苻洪军师将军、原后赵降将麻秋对苻洪说：“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众，趁饮宴之机鸩杀苻洪。苻洪中毒将死，对其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苻洪死前对于中原局势的判断对于以后前秦的发展很有意义。当时，在后赵纷乱的残局上，冉闵和石祗正殊死拼杀；在北方，鲜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积极谋求南进；南方的东晋也正谋北伐，收复中原；西部关陇地区也有脱离后赵后图谋割据一方的势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我死，汝急入关”，抢先占据相对薄弱的关中。苻健遵父所嘱，西行入关，击败割据长安的杜洪，据有关中，建立前秦。前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北方。



　　同样被迁于河北的羌人则错失时机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嘱其子姚襄归附东晋，姚襄附晋后却为东晋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袭败殷浩，屯兵淮南，后进占许昌，欲以经略中原。姚襄率军围攻洛阳，攻城数月，未能破城；其长史王亮谏襄曰：“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姚襄却说：“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襄载记 ] 未采王亮之议，继续围攻洛阳。不久，桓温北伐；与姚襄战于伊水北，姚襄大败，洛阳被东晋收复。此时，前燕已在河北站稳足跟，前秦已在关中站稳足跟，南方的东晋正值枭雄桓温主政，屡屡北伐。姚襄既已无法立足于中原，环顾四周，这才决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机西争关中。姚襄入关中后，在三原兵败被杀，其弟姚苌率余众降于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败，均与其对中原地区的局势判断有关，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抢先入据关中；而姚襄却在中原盘桓数年，以至坐失时机，一无所成。



　　从后赵统一瓦解到前秦统一前夕的十余年时间内，洛阳城数易其主。后赵瓦解后，洛阳先是被周成所据；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阳被东晋桓温收复；晋兴宁三年(365年)，洛阳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晋太和五年(370年)，洛阳又被前秦王猛攻占。从这段时间内洛阳归属的频繁更易，我们也可窥见中原局势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同时期北方的第二次统一，但统一时间也不长。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苌据关中建后秦，慕容垂据河北建后燕。



　　慕容垂正式脱离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进援洛阳之时。时丁零人翟斌正聚众欲攻洛阳的苻晖，慕容垂受命自邺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杀掉了监视他的苻飞龙，正式自立。翟斌见慕容垂来攻，即率众降垂，并劝垂称帝。慕容垂考虑到苻晖仍据守洛阳，且“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 慕容垂载记 ]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而东。他在荥阳称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长驱向邺。经过几年征战，后燕终于在河北站稳足跟，恢复了前燕旧疆。



　　慕容垂能够复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前秦虽然瓦解，但残余势力犹存，关中还有鲜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鲜卑拓跋部也正谋复国，东晋则乘势北上，谋求收复中原；力量相对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认为“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断和进兵河北的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前秦统一瓦解到北魏统一前夕的几十年时间内，洛阳城又是数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晖弃洛阳西归，东晋乘胜北上，收复洛阳(384年)；其间，西燕、后秦曾争洛阳而未果；后秦在姚兴时向东扩展，夺占洛阳(399年)；刘裕北伐，又收复洛阳(416年)；刘裕死后，北魏趁丧南侵，夺洛阳及河南之地(423年)；刘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阳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夺回。



　　隋统一时间不长，即因农民起义而崩溃，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势。杨玄感起兵于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长驱入蓟，中策西行入关，至于“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将攻洛阳列为下策。杨玄感却说：“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玄感未用李密之计，而尽锐攻东都洛阳，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见攻洛阳之策不能奏效，这才寻思入关，却为追兵所及，遂败。



　　李密后又依翟让起兵，击败张须陀，取兴洛仓，在中原又兴起燎原之势。隋将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来攻，与李密战于洛阳一带。王世充后来在洛阳自立，称郑王，与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奋战多年，但迟迟未能打开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议李密先取关中作为基础，再东向以争天下，李密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纵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李密后期兵势屡败，遂率余众入关降唐。



　　杨玄感、李密二人均兴于中原，也败于中原。二人之兴与败皆与所据之地为中原有关。隋都关中，但隋炀帝亲率大兵远征高丽，中原空虚，故杨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响，招附士众；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时的特定形势，天下虽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强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声势之后，获取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杨玄感有勇无谋，视李密下计为上策，尽锐攻隋经营已久的东都洛阳，经久不拔，使隋远在辽东的大军得以回撤，形势遂由有利转为不利；形势不利之后，再求入关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杨玄感起事时，能看清形势，但到他自己起事时，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处境。虽然他所凭藉的力量与杨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顾虑；但这是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的。他与王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渊得以入关，从容经营关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再东出以争中原。














	

 






	















	







	







	









 





	


	







	








	




	


第四章 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四节 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




　　中原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原的攻守形势。中原的不利之处在于其四战之地，最易受到来自周围地域的侵扰和挑战。不利既来自外围，经营中原时，亦当从其外围着手。我们可以洛阳城的攻取为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攻守的要点。



　　历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其中，以匈奴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比较典型，其成功之处也颇有相通的地方。



　　西晋末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然后遣将四略。晋永嘉三年(309年)十月，刘渊遣刘聪、刘曜、王弥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卒继之。汉军强攻月余，未能破城。刘渊遂改变战略，召刘聪还平阳，而以王弥侵掠兖、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图再举；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扫荡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



　　次年，刘聪继立汉主之位，十月，刘聪再遣刘粲、刘曜及王弥、石勒等将率众四万攻洛阳。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战略，命刘粲出轘辕，掠梁、陈、汝、颍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后更攻陷宛、襄阳，横行江汉间；王弥侵掠襄城诸县。中原经此扰掠，洛阳饥困日甚。



　　时西晋军队的主力为东海王司马越所部。司马越见洛阳困弊，欲自保实力，乃率部出许昌而转项城。司马越后以忧疾而卒，所部为石勒所歼。



　　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再遣大将军呼延晏率军攻洛阳，并令刘曜、王弥、石勒俱引兵会之，围攻洛阳。六月，汉军攻破洛阳，俘晋怀帝。(见图4—4—1)






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示意图（图4－4－1）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比较成功。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均能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司马越所率西晋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实已成孤城一座，既无力戍守，外援又绝，犹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势力：唐据关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郑政权据中原，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据河北。



　　唐武德三年(620年)，唐准备进取中原，攻洛阳。王世充闻之，也开始准备洛阳的防守，遣宗室诸王分镇洛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他遣魏王王弘烈镇襄阳；荆王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王泰镇怀州；另以太子与其它诸王共守洛阳诸城，并选诸州镇骁勇者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将战兵总三万人以备唐。



　　这年七月，李渊诏令李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至新安，即部署对洛阳的围困。他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自率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洛阳。郑军出战，均被击还，洛阳与外部的联系遂被切断。



　　这年九月，郑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夏、陈、随、许、颖、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唐；次年正月，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二月，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洛阳形势更趋不利。唐军加紧了对洛阳的围困。



　　围困洛阳的行动耗时较长，唐军将士俱感疲弊，有思归之意，刘弘基等请求还师，唐廷亦有班师之议。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城孤，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 决计围攻洛阳。



　　王世充被困洛阳，遂请援于窦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窦建德率大军西进援王世充。唐诸将皆请避其锋锐。郭孝恪建议“宜据武(虎)牢之险以拒之，伺机而动，破之必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薛收也建议“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将与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趋武牢，以拒窦建德。这年四月，窦建德战败被擒，世充无计可施，遂降。(见图4—4—2)






唐击王世充、窦建德洛阳之战示意图（图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后两阶段的布势，都可谓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前期围困洛阳城的同时，分兵扼洛阳外围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求战不得，外援无望，所据州郡遂纷纷降唐，洛阳顿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军入洛阳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战败被擒，洛阳更是势孤。李世民攻洛阳之战，用兵布势，蔚然可观，为历代攻洛阳之战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



　　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刚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论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



　　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



　　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于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此时，洛阳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第四章 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这是中国地理的基本形势所决定的。



　　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同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一 东西之争



　　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的，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



　　在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上有一些重要隘口，为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争夺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线，有飞狐口、井陉关、天井关，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在洛阳附近还有黄河重要渡口孟津，扼东西方往来通道。



　　东、西关系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突出。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兼并战争兴起。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经过历次改革，发展成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东进意图日益明显，当时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但所谓合纵，主要是东方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南阳、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 [ 注：《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 这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灭六国，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出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王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 注：《史记》卷一百零六 吴王濞列传 ]



　　桓将军所言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的形成。形成这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皋一带的山川之险，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 [ 注：《汉书》卷四十五 伍被列传 ]



　　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的失策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



　　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 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和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援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四 晋纪十六 ] 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派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方对峙，大体上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由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都只不过是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河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



　　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撇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足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山东；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南方遂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而只能恃长江作被动的防守。



　　不过，南方在中原地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在中原地区，南北形势虽是南不如北，但东西形势却是西足以制东。河南地形的特点是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东部平原地带利于北方骑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带却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西部山地地区又可分为南北两部，都具有枢纽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南部南阳盆地则在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



　　这样，由南阳盆地北出遂成为南方进图中原的一个机会。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本是南方恃以屏护江汉上游的一大重镇。自襄阳北上，循淅川等汉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而后，或东取洛阳，或西攻关中，都可扬长避短而有所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几次比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桓温北伐，由襄阳北上，出伊川，败姚襄，执周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攻洛阳之战，也曾派兵从襄阳经南阳盆地北上，攻洛阳的南翼；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却取得很大进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将连克弘农、陕城、潼关，并取得关中豪杰和百姓的响应与支持。



　　在南北之争中，南方争河南若只是想以黄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则终难改其劣势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为进一步经营天下的凭资。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为南方经营河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详见东南部分)毕竟中原四战之地，不利于防守，却利于作为进取的凭资。














	

 






	















	







	







	









 





	


	







	








	




	


第五章 统一与分裂




	







	

 



	


	



第一节 统一与分裂：政治与地理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首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 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第二节 统一与分裂：问题的转换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速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速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历史上，那些率先起来反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够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新统一天下。



　　秦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四方豪杰起而亡秦。秦亡之后，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才刚刚开始。王莽统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来反王莽的是绿林、赤眉起义，四方豪杰继之而起。王莽灭亡，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又才刚刚开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向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发起挑战，黄巾起义未能覆灭东汉王朝。黄巾刚平，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才刚刚开始。西晋以“八王之乱”而衰，率先起来反晋的是匈奴刘渊，刘渊所建立的刘汉政权消灭了西晋。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的序幕才刚刚拉开。隋末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隋的是王薄等农民起义和杨玄感起兵，各地豪杰也纷纷起而反隋。隋朝灭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刚刚开始。唐后期社会矛盾积累深重，黄巢起义向唐的统治发起挑战，这次起义未能灭掉唐朝，还加剧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唐不亡于起义，而亡于尾大不掉的藩镇。元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元的是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起义。红巾大起义确曾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但灭掉元朝并统一天下的却是从起义军中蜕变出来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起来反抗明的腐朽统治，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但统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关外进来的满清。



　　治乱交替之际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现象，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通常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天下的纷乱和争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激化，后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消弭。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问题的重心是绝然不同的。



　　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这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首先起事者为了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秩序，必须凭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



　　一旦旧的王朝最终灭亡，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这样，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这才是第二阶段问题的症结。



　　广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对旧秩序者们的凭资，却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统一局面的凭资。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了达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应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种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第二阶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有时，即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纠正实际上是由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在推动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渊本欲效法汉高祖，灭司马氏政权后一统天下，所以他很注意处理胡汉关系。他建立政权都是打着汉家的旗号。刘渊遣大将刘景率军攻洛阳，刘景驱杀汉族百姓三万余人沉于黄河，刘渊闻讯大怒，曰：“景何面目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显示出他的确有一种包容天下的胸怀，很想化解胡、汉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汉矛盾。然而，数百年积累下的矛盾，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设立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让历史积淀下的矛盾在历史中去化解。



　　历史的运动错综复杂，它要求运动的参与者要有多方面的素质。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旧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念，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



　　可通常的情况却是，旧的社会秩序一经解体，社会中潜藏的各种能量都被释放出来，参加运动的人素质参差不齐。有多少人能够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呢？如凭借绿林起义而崛起的更始诸将，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疮痍未复，便耽于个人享乐，贪欲恣肆，全不以苍生疾苦为念。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情怀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会有兼济天下、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推翻旧的统治秩序，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同样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缓和、消弭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重新整合天下。做到这两者都需要雄才大略。



　　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我们以秦汉之际的分合变化为例，来看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



　　当历史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之后，统一确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趋势也可能走一些曲折。



　　秦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个统一的帝国却是跟它的暴虐统治、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秦始皇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但天下之人欲反秦、裂秦者仍不在少数。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陨石坠于东方，有人就在那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秦始皇三十六年 ] 足见反秦、亡秦、裂秦的暗火已在地下燃烧。这些人中既有像张良、项梁那样的前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也有像陈胜、吴广那样对秦暴虐统治不满的下层民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能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即是当时广泛矛盾的显现。陈胜、吴广遂利用了这种潜在的力量，迅速扩大其影响。



　　陈胜占据了陈之后，打算自己称王。张耳、陈馀曾劝其不要急于称王，而应利用六国后裔渴望报仇、复国的愿望，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以便增强反秦阵营的力量。张耳、陈馀对陈胜说：“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勿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二世元年 ] 陈胜不听，依旧率先称王。但他并未能够阻止别人自立为王的趋势。他遣武臣略地河北，武臣羽翼已丰后，便脱离陈胜自称赵王；武臣再遣韩广略地，韩广羽翼丰满后，又脱离武臣自立为燕王。



　　陈胜败亡后，在江东起兵的项梁脱颖而出。范增怀着同样的认识建议项梁说：“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 二世二年 ] 项梁遂为楚国拥立怀王，又采张良之议扶立韩王，后又立魏豹为魏王。这样，项梁所拥立的楚国成了反秦的中坚，在陈胜败亡之后，掀起了反秦斗争的又一个高潮。



　　对秦的仇恨乃是东方诸侯反秦的一大动力，张耳、陈馀、范增等人建议的策略都是旨在推动当时矛盾的普遍激化，扩大反秦阵营，从而达到迅速灭亡秦朝的目的。



　　秦亡之后，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东方人对秦人的仇怨却并未马上消失。这种仇怨影响了秦亡之后的天下形势。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仇怨的产物。那些在秦强盛时受尽秦人欺凌的东方人现在终于可以反过来报复秦人了。项羽入关后，诛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拍手称快的绝非项羽一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连同它暴虐的统治一起被埋葬了。反秦之时，天下之人亡秦、裂秦的呼声构成反秦的主要动力，主导人心者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趋势。可是，当秦亡之后，要重新统一天下，又凭什么来整合天下？这是秦亡之后产生的新的问题的症结。



　　秦亡之后的天下局面以项羽主持下的分封诸侯而收场。项羽凭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而被尊为诸侯霸主。项羽行分封制在后来受到不少指责，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也受到后世的不少批评。



　　实际上，项羽行分封制在当时恐怕是不得不行之的一条办法。他分封的原则，有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意图，如徙刘邦王汉中、将战国时的东西二强齐国和秦国都分割为三部分等等；另外，还力图以在反秦战争中的功劳大小为原则。尽管如此，他在当时就遭到韩信、田荣、陈馀等人的不满。韩信说项羽“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田荣、陈馀等人更是以未获封王而首先举兵反项羽。这些人反项羽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未获分封。



　　至于项羽不都关中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项羽所率领的军队是反秦战争中的主力。战争往往会使仇恨加剧，使矛盾更加尖锐。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卒更是加剧而不是消弭了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即令项羽立都关中，关中也不会是他的天府之国，而只会是他的肘腋之患。



　　以这层认识为背景，我们才好理解刘邦入关后与秦人约法三章的积极意义。刘邦入关后，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这三条约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战乱之后的社会秩序，保境安民，更重要的是防止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因为，以当时形势，最有可能出现的恰好是那些怀着复仇心理入关后的东方人趁机烧杀掳掠，报复秦人。刘邦此举深得秦人之心，为他以后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



　　在暴秦已经灭亡之后，当项羽还在加剧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时，刘邦却已在注意化解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了。



　　刘邦在后来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几处大手笔，都可谓切中当时问题的症结。首先是他还定三秦的时机。刘邦被徙封汉中时，萧何建议他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觉得首先应该蓄精养锐，整军经武，积累力量，然后再出争天下。但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像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出兵还定三秦。仅凭这一点，刘邦就收到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时机上的好处。所谓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将成定局。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资格率中原诸侯反击冒顿的惟有项羽。那时，不管项羽个人是否有意，都会产生进一步整合中原社会的需要；何况“攘夷”历来就是中原霸业的一面有力旗帜。项羽若只做诸侯霸主，凭他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就够了，若要进一步整合天下，则须凭借新的政治资本，而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匈奴正好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本，藉以进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则天下之势必将重归项羽，那时刘邦再出争天下，形势就很不利了；即令能争，以当时岳峙之群雄十数辈，逐一扫平，事亦难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东方去的动力。这就是韩信所说的“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刘邦的大手笔之二是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刘邦东出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刘邦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二年 ]



　　义帝即项梁拥立的怀王，本是复立的楚国之后，在秦亡后被尊为义帝，已可算是当时名义上的、比较松散意义上的天下诸侯的“共主”。项羽本可以挟此“共主”作为招牌以号令天下，但他连这块招牌也扔掉了。刘邦捡起了这块招牌。尽管义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个活着的“共主”来’号令天下，却借这个死掉的“共主”而为天下人树起了一个“共敌”。为义帝发丧旨在为自己“正名”，同时树项羽为天下人之“共敌”，“明其为贼”，再借此“共敌”以抟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也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他为敌，其他诸侯王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而为义帝发丧这一策略则把自己统一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



　　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起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把原本复杂的形势、矛盾和问题都变得简单化了。



　　后来，楚汉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刘邦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郦食其建议刘邦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为楚国增加敌人。张良听说这事后，大叫“陛下事去矣！”，连论此议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郦食其的建议很像当初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实际上，二者所面临的形势和最终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



　　陈胜起兵，志在灭秦。陈胜初起时，秦国还很强大，派人复立六国之后，可以利用前六国对秦的仇恨和复国的愿望，迅速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而此时，刘邦已经联合了大部分的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势，此时复立六国之后只会造成潜在的分裂势力，这跟重新统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刘邦还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到了项羽阵营的内部，先是策反英布，后又反间钟离昧、亚父，项羽更加孤立。



　　后来，郦食其又建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高帝三年 ]



　　这却是一个建立在地理大势基础上的恰当的战略策划。在基本上以善和恶为标准把自己跟项羽在天下人面前区分开来之后，再造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确实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归”的效果。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通过树项羽这一“共敌”而使天下之视线聚于一，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



　　秦与西汉交替之际的纷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反秦战争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灭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趋向于激化，所以，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范增对项梁的建议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动矛盾的激化，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楚汉战争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重新统一天下是目的，为这一目的，应该缓和、消弭各种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所以，郦食其复立六国之后的建议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而为义帝发丧、布项羽十大罪等策略则把本应非常复杂、分散的矛盾加以简化，使问题变得简单，从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统一天下的进程。




第三节 分裂的类型




　　王夫之曾论及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崩，一种是瓦解。他说：“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势以异。瓦解者，无以施其补葺，而坐视其尽；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数年而社稷夷、宗枝斩，亡不以渐，盖瓦解也。栋本不固，榱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以坠，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盖当其瓦合之时，已无有相浃而相维之势矣。隋、元亦犹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汉之屡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师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见夺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沉于海。此则土崩也。或支庶犹起于遐方，或孤臣犹守其邱陇，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而啮蚀亦历日月而深，无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 [ 注：《读通鉴论》卷三 武帝之八 ]



　　王夫之描述了两种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现出的特征。大体说来，瓦解意味着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持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通常也比较快；土崩则意味着在整体的秩序崩溃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秦、新、隋和元的灭亡便属于瓦解，东汉、西晋、唐和宋的衰亡则属于土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下面，我试着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



　　一般说来，那种专制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专制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八 汉纪十 ] 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发，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专制，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而那种专制程度不高、或是其专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力作为政治上的离心力，若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起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东汉、西晋和唐的衰亡就属于这种情况。东汉的皇权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冲击之后，权移州牧、刺史。后来割据四方的军阀大多便是这些州牧、刺史。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晋惩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乱”中，导致西晋衰乱的是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乱”中，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的也是这些藩王，重建司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晋的统一“土崩”之后，出现的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



　　唐经“安史之乱”后，权移藩镇，渐渐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唐室衰弱的是这些藩镇，最终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镇；但在唐最终灭亡之前，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统治在“安史之乱”后衰而不亡又得以维系了百余年的也是这些藩镇。唐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实际上也是这种势力的演变。



　　作为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无迹可寻；而土崩尚存局部的秩序，有迹可寻。



　　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通常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在一起，遂使土崩型的局面易于趋向分裂的局面。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分裂的局面又表现出以下几种类型：有南北对峙或东西对抗(二分型)、有三足鼎立(三分型)、有四分五裂(四分型乃至更广泛的分裂)。



　　一 南北对峙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南、北方内部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均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西晋衰亡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长于骑兵野战，这使他们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以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于水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和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半参。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在黄淮一带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



　　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形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相对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南方势力若是越过淮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成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控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方社会，并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二 东西之争



　　二分型的大型对抗除了南北对峙外，还有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典型。秦的兼并及统一战争、楚汉战争、西汉时东方诸侯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挑战、东汉末关东州郡讨董卓之战，都是一种东西之争的态势。不过，东西之争作为一种二分型的分裂，通常只是一种临时状态，既不持久，也不稳定。



　　东西之争一般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而以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为对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山脉上有一些山地隘口，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孔道。在燕山山脉有居庸关，沿太行山一线，自北向南，依次有飞狐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天井关等关隘，在嵩山山脉周围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隘，扼守东、西方往来通道；在洛阳附近还有孟津，为黄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线为双方争夺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在东西对抗线的中轴线上。



　　从中国地势的大体形势上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控制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控制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三 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一般人自然都会想到魏、蜀、吴三国鼎立。实际上，这只是三足鼎立的一种类型，但不是最典型的一种类型。



　　魏、蜀、吴三足鼎立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这三地之间的鼎立。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实际上是南方的蜀、吴二国结成联盟，合力对抗北方的曹魏；若真是这三地构成单纯的三足鼎立，那么，这种鼎立是不均衡的，北方在实力和地利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的)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这种类型，也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三地之间的鼎立。



　　在中国地理格局中，最典型的三足鼎立应是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



　　若以秦岭至淮河一线划分南北，那么，北方在地利和实力上占有优势。南方的政权只有在北方分裂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存。北方的分裂和对峙要能稳定并持续长久，则北方的分裂和对峙又必须是势均力敌的。北方经常出现的分裂和对峙是关中与河北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关中地利上较优，而河北实力稍胜。综合起来看，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基本上构成一种大体的均衡。



　　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历史上出现得最多的三足鼎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除去上面说到的那两次是北方、四川与东南三者之间的鼎立外，其它四次都是关中、河北与江南之间的鼎立。他们是：前秦、前燕与东晋，后秦、后燕与东晋，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



　　四 四分五裂



　　天下四分是三足鼎立的延伸。在关中、河北与江南三地鼎足而立的基础上，若是四川出现了单独的割据政权，便成了天下四分。这也正是中国地理上棋盘型格局中的四角之间的分峙：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



　　如十六国东晋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东晋据东南，成汉据四川。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因尔朱氏之乱而分裂成东、西魏，南朝也因萧绎、萧纪内讧而分裂，遂出现西魏据关中、东魏据河北、萧绎据东南、萧纪据四川的局面。



　　不过，这种天下四分的局面一般并不稳定，维持时间也不长。十六国时期的四分很快就因后赵兼并前赵、东晋消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南北朝时期的四分也因西魏趁利南进兼并萧纪而演变成三足鼎立。



　　在三足鼎立或天下四分的基础上，若是周边外围地区也建立起了其它割据政权，那就变成了五分乃至更广泛的分裂。通常陇西地区、河西走廊和辽西地区容易脱离中原而建立起割据政权，如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足鼎立时，河西存在前凉政权，辽东的鲜卑慕容部就脱离东晋建立起了前燕政权。



　　战国时，七雄并列，这也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分裂。战国七雄从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并立时间也较长久，这是有其地理上的基础的。战国七雄中，秦据关中“百二之地”，齐据山东“十二之地”，楚据方城、汉水，并有着辽阔的疆域，燕据河北北部，南阻易水。四雄分峙东、西、南、北四方，背靠边角，有着稳固的后方，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韩、赵、魏三晋诸侯国处于中央，分隔四雄，他们的强大来自他们之间的团结，合则强，分则弱。等到秦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东方六国感到其威胁，这才出现合纵。不过，这已经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了。




第四节 统一的轨迹




　　历史由治趋乱、由合趋分有其自身的逻辑；同样，由乱趋治、由分趋合也有其自身的逻辑。若从地理的角度看，地理形势在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由乱趋治、由分趋合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分裂到重建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在普遍的动荡和混乱中往往先澄淀出局部的秩序，再经由这些局部的秩序而趋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长时期的分裂基本上都是土崩型局面的结果。在三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在这短暂的震荡中呈现出的基本上是一种瓦解的局面，即社会秩序的全面解体。



　　分裂与统一交替变迁。分裂的类型不同，统一的类型也随之而有所不同。



　　一 土崩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在土崩型的分裂中，比较复杂的分裂局面往往先趋向比较简单的分裂格局。



　　三足鼎立是土崩型分裂中经常出现的局面。上面说到，关中、河北与江南三者之间的鼎立，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这种三足鼎立通常是结束四分五裂乃至更广泛的分裂局面的结果。关中的政权强盛时，往往能控制陇西、河西；河北的势力则往往控制华北大平原，并常常延伸至辽西；四川则通常并于东南。



　　每一次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都演变成了南北对峙。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的局面，六次三足鼎立最终都归结于南北对峙。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以曹魏灭蜀、西晋代曹魏而演变成了西晋与孙吴之间的南北对峙。十六国时期后赵、成汉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以东晋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前秦、前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也以前秦灭前燕统一北方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后秦、后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则因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刘宋取代东晋而演变成了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南北对峙，并一直持续到北魏分裂的前夕。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这两次三足鼎立，在经历了各自内部的演变之后最终以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隋代北周而演变成了隋与陈之间的南北对峙。北宋、夏、辽并存，就其政治、军事上的关系而言，也算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当时在西南还有大理政权，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它与中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利害关系远无上述三国紧密。三国鼎立的时间比较长，最终也因蒙古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而演变成了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南北对峙。



　　二分型的对抗乃是新的统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即东西对抗或南北对峙。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秦汉、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结束长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统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种二分型对抗的格局。



　　秦以兼并六国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在秦统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在秦汉与隋唐之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以隋与陈的对峙而走到尽头。在隋唐与元明清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分裂又以南宋与蒙古(元)的对峙而走到尽头。



　　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这样的大型对抗中，论地理上的优势，是东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统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势上的优势，秦以此而兼并东方六国。每次南北对峙则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统一天下。西晋与孙吴的对峙以北方的西晋消灭南方的孙吴而归于统一。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以北方的隋消灭南方的陈而归于统一。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以元灭南宋而归于统一。



　　上述几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布势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西齐举，上、下游并进；但局面的打开则都是从上游着手的。西晋灭吴，以王濬下益州，杜预等下荆襄；隋灭陈，以杨素下益州，杨俊等下汉水；蒙古则以攻克襄阳而取得上游之势。这是由南北对峙的基本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南方赖以对抗北方的依托和联络内部的交通线主要是长江，长江上下游之势在战略上表现出的利弊非常鲜明，北方夺上游之势即足以控制长江形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二 瓦解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至于瓦解型的局面，虽因形势的复杂而难寻其迹，却也看得出地理条件在重建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棋盘型地理格局中，几大战略要地都有其独特的山河形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一种政治势力若能植根于这些因素之中，以之为基础，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像关中、河北、东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就因其优越的地理形势而容易首先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这种力量中心对周围地区辐射出一定的控制力。陇西、河西地区大都因其割据政权被关中的政权所灭而纳入关中的控制范围，如十六国时期的前凉被前秦所灭，后凉被后秦所灭，南凉亡于西秦，而西秦则被赫连夏所灭，唐初陇西的西秦政权和河西的凉政权也都被唐所灭。河北的政权则往往能控制整个华北平原，有时还延伸至辽西。东南政权则通常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则通常跟汉中连成一体。



　　在天下纷乱之初的混乱局面中，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秦亡之后，群雄逐鹿，刘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王莽败亡之后，逐鹿的群雄数以十计，刘秀以河北为基础统一天下；隋亡之后，逐鹿的群雄也是数以十计，李渊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元亡之后，逐鹿的群雄又是数以十计，朱元璋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



　　上述几代重建统一的进程，虽都以四角之地为基础，但还有所区别。秦、西汉和隋、唐都是既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作为统治天下的基础。东汉虽以河北为墓础统一天下，但统一完成之后政治重心却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虽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们统一天下的基础与统治天下的基础并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汉和隋、唐朝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基础是重合的，其基础都是在关中。因此，在众多的统一形式中，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的统一有其独特的特点，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之时，关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条件确为进取的凭资。关中的山河形势使其具备相当的势能，它犹如一只巨鹰，舒展两翼，左翼席卷山西，右翼席卷汉中、巴蜀，两翼展开，即足以包卷中原，进取天下。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诚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北起燕山山脉，向南循太行山脉、经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别山——呈南北向横亘。这一线即用来“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位于这一线上，如太行山一线的居庸、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今洛阳龙门)、广成(今临汝西)、轘辕(今巩义西南)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隋唐时期，“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防御线已向东有所推进，如隋炀帝掘长堑，已圈至河南东部，这是因为这时的政治重心也已向东有所推进，而不仅仅是关中。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呈东西向纵贯。这一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当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对于这条交通线都曾着力加以经营，作为漕运动脉，转输东部地区的财赋以供给关中。



　　河北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三个全国性政权的政治重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局面的统治重心。明虽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权建立后不久即迁至河北，元和清两代都起自塞外，他们入据中原都是从河北打开局面的。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我将其称之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对于像元、清这样的由塞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对于明朝这样的由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来说，所呈现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也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一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明代迁都北京，在长城一线特设“九边”重镇，“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这一线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接触带。塞外游牧民族往往以越过这一线而扰掠中原，历代中原政权都曾经营这一线，建为军事防御线。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西行逆黄河——渭水而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京杭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转输线路。明代因袭元代，经营运河，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来说，作为全国性的政权，他们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长城一线的意义就不大了。这样，运河一线画到河北北部后，不是垂直折成东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继续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为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能够确保中原与塞外之间联系的稳固。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元、清两代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固有心态的一种流露。














	

 






	















	







	







	









 





	


	







	








	




	


后记




	







	

 



	


	


　　入门读史，便一直膺服司马迁关于治史宗旨的那段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自己的资质，“究天人之际”的事大概做不了，“通古今之变”或可勉力一为。因此，十余年读史，我便一直带着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认为读史至少须通两个方面作为基本功：天下大势和历代兴亡。历代兴亡更替之际，往往群雄辈出。他们兴衰起落，或成或败，看似风云变幻，又似有迹可寻。探寻决定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那点“踪迹”，对我构成一种持久的牵引。这也正是历史学不衰的魅力所在。



　　我选择军事地理作为楔入点，是因为军事战略、军事地理与我所认为的治史基本功的那两个方面实有相通之处。战略运筹不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发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对天下大势的洞察是制定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的前提。当然，对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考察，也是考察历史兴衰大势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历代兴衰交替之际的攻取大略颇为留意，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兴起的种种势力所采取的战略及其与他们所处时势之间的关系，多所揣摩。些许心得，便是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



　　我确信这个课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曾说过，“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历史上的一幕幕兴衰成败的大剧都是跟这个舞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现历代战争，虽曰时势不同，但地理形势所蕴含着的攻守要点作为最基本的形势却是发挥着一以贯之的作用。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不懂天下大势，虽称雄一时，而终归于失败。



　　这个课题在当代的更积极的意义应体现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洞察中国地理大势，通过加强国土整治，克服地理上的天然限隔，加强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消弭潜在的离心因素，弭患于未萌，从而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



　　本书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历史考察之上的。我相信，历史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能为战略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便都是建立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理论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况且，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就重视对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总结。



　　历史学给人最大的收益莫过于历史感的养成。历史感就像下围棋者的棋感，与其说是一种学问，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它是基于对历史这一凝重、雄浑而又巨大的动态过程力求作一种动态的把握而磨砺出的一种眼光。它直观、深厚而又犀利，能透过纷纭的表象把握历史大势，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中把握转瞬即逝的时机。而战略运筹的核心，实无出于此。



　　不过，这里面还须有一种至深的用世情怀。有用世的情怀，有用世的抱负，视史事若时事，视人之事若己之事，身在宁静的书房，心系历史的风云；与古人同历其难，共谋其事，才能与古人斟酌成败得失，商议治乱兴衰。如此反复揣摩，沉吟把玩，才能达于历史之智慧，然后才可以谈谋略；含此而谈谋略，必落下乘。



　　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本书的写作也只是在把握某种势的东西方面作一次尝试。现在，这本书就要出来了，我心中却不免有些惶恐。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学养来谈这个话题肯定是不够格的。我只有拿两点理由来鼓励自己，这也是我写此书的两个主要的动机：一是就算它招致全面的非议，我也将视为对三年劳动的肯定。因为写此书本来就是想引起这方面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写作本书的动因是我觉得这本应是中国古代军事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而当代对这一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似嫌不足，在这方面尚未见专门的和系统的论著面世。所以才撇开自身水平的顾虑，将自己未尽成熟的想法公诸同好。二是我相信前贤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把某个问题搞透，最好是为此写一本书。”三年来，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史籍之中，神游于广袤的神州大地，思越千年，神驰万里，让沉寂的史籍说话，让大地的意义凸显，对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认识，比当初构想时的确有所深入。写作过程本身达到了我练历史学基本功的目的。



　　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琳国先生。跟随先生读书数年，情同家人，日受熏陶，获益良多。那些对谈移时、纵论古今的日子，亦良足追忆。其次要感谢北师大史学所的瞿林东先生。先生对历史学的执著、对后辈不遗余力的奖掖和缘自深厚的治史功底而表现出的自信对我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还要感谢解放军出版社的陈济康先生。当初，我以一个在校学生的身份与陈先生谈我对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先生当即从学术上充分肯定本书的价值，亦成为写作本书的直接契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教益和激励，我才敢以一种“小子何敢让焉”的勇气，在上研期间即开始本书的写作。



饶胜文



2001年7月于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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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已近岁尾时刻访问美国，有机会和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晤谈。我告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同行已将他的新著《大棋局》译成中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听后非常高兴，并希望向中国的读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布热津斯基博士一再强调发展美中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意义。当前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今后美中关系发展前景存在着分歧。克林顿政府为了对付国内的压力，一时难以制订长远的、全面的对华政策。但是美国多数决策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兴起的大国，反对遏制中国，主张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占有军事优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尖端科技领域地位领先，“美国文化”具有吸引力。不过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为了未雨绸缪，需要早作准备，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



　　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全球战略构想将欧亚大陆看作关健地区。他列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各五个，对它们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一一作出分析判断，并就美国对它们的政策提出建议，其中有关中国的评述占有较大篇幅。对于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各种看法，我相信中国的读者读过本书后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杨成绪



1998年1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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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热津斯基博士1997年夏给我寄来他的新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的校样本，读后觉得这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战略的重要著作。作为美国的一位主要战略思想家并曾担任过民主党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美国提供一整套可供选用的战略构想。布热津斯基博士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独到见解，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使美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这部著作为注意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人们提出了许多很有参考价值和可能引起争议的看法。



　　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大棋局》，是因为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布提出：美国作为不同于过去所有帝国的一种新型霸权，就是要在法、德、俄、中、印这五个地缘战略国家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这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间纵横摔阂，以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实现领导。为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要依靠西头的大欧洲民主桥头堡和东头“必将成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大中华。在内外因素制约下，美国对外不宜抱过高姿态，而应主要同五个地缘战略国家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增进或建立盟友或伙伴关系。



　　下面就两个重要问题做些评述。



　　一、中国问题



　　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到2020年会成为“地区主导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一个势力范围或受别国敬服的范围，而不可能成为在各个主要领域都富于竞争力的全球性大国，尽管中国可能有此抱负。他反对过高估计中国的竞争力和据此得出美国应该采取遏制中国政策的结论。他认为，对美国的中长期欧亚地缘战略来说，同中国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固然希望中国能走向所谓“民主化”和“自由市场化”，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他并不以此为中美合作的前提，而是更重视中国的对外行为。他认为美国应接受中国的影响和威信在亚太地区必然上升这一前景，还应看到美中在东北亚和中亚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他说，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希望看到美国因在亚太力量减弱而需要以中国为伙伴和盟友，其实中国也应该把留在亚太的美国看成天然盟友。他认为美中关系恶化会对整个亚太地区和美国的欧亚战略产生严重后果，因而应该尽力避免这一前景。



　　总的看来，他对中国的有些估计和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和分析还是比较现实的。但书中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看法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中国一定会发展壮大，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不管中国多么强大，它都不会去争夺所谓主导权，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全球的，因此势力范围的概念是和它套不上的。当然，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事务中势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同周边国家也会不断增进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如果说中国因此进一步受到邻国的尊重，那倒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国与国间的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一国对别国不够尊重肯定换不来别国对自己的更多尊重。在亚太地区，中国追求的是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无意于经营什么影响范围。其实，在各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只是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和雅尔塔体制下的观念和实践，理应随着时代的变化遭到彻底的摒弃。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绝不称霸，这一立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不会像一些外国评论家所认定或担心的那样，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独断专行和咄咄逼人。



　　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寻求合作。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这些看法无可非议。但是他的关于中美可能发生冲突以及导致冲突的原因等分析判断，就大可商榷了。他说，中国所以“把美国视为敌手”，同美国对中国的国内政治有所保留以及美国和台湾有紧密的联系相关。其实，中国只是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和阻挠中国统一，主张平等相处，互利合作，并没有把美国视为敌手，更不认为中美有必然发生冲突的根源。中国不干涉美国的内政，不认为美国的政体发生什么变化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寻求在亚太地区损害美国的合法利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是增强还是减弱，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政策是否有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应该是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的。当然，如果美国视台湾为它的势力范围，要长期保持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阻挠中国的统一，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



　　布热津斯基博士认为，美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美国霸权是新型的，不同于过去一切帝国那样是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建立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模式，其实现主要是借助美国价值观和制度对其他国家的间接影响；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多元社会和社会思潮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继续相对下降的趋势，它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对外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他认为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是要防止在这里出现一个能够主导欧洲或亚洲从而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大国，还要防止欧亚主要国家相互间形成排斥美国的联合；美国应使欧亚的力量均衡，有利于保持美国政治仲裁者的地位。



　　这些看法不兔使人产生两点疑问和感想。



　　首先，像美国许多现实主义学者一样，布热津斯基博士也看到美国内部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内部有许多令他们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同他认为美国所应有的全球抱负有着很大的矛盾。他在另一部著作《失控——21世纪前夜的全球动荡》中，就已经谈到美国社会解体的危险和所存在的精神危机，指出连成熟的民主社会也蕴育着自己的抗体，美国社会不能成为世界楷模，道义上经济上都是如此。在《大棋局》一书中他又提到：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主导文化已日益为个人享乐主义和（对社会责任的）逃避主义所主宰；美国已越来越难以为长期保持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在国内取得必要的政治共识。这种发展显然与美国在国外持续行使霸权不大合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要通过美国设计的全球性体系得到实现，而这一设计反映的则是美国国内的经验。既然看到美国的国内经验并不完美，他对于建立起美国期望看到的全球性体系的信心大概也不会很强。鉴于他认为在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任何力量中心会对美国的全球抱负构成重大挑战，那么，这段时期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否主要来自内部呢？若然，这种担心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美国同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和其他国家相互之间增进关系以至联合有什么矛盾？布热津斯基说，中、俄和伊朗的反霸联合是最危险的；中日联合的潜在影响更大；在遥远的未来，欧洲在大分化大改组中出现德俄勾结或法俄和解也不无可能。不过他认为这些情景在近期内都不致出现。



　　很明显，这些担心都是以美国要领导世界和维护全球霸权为出发点的。这才能得出反霸就是反美，也就是对美国的威胁这样的结论。其实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应该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不应再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如果一个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的内政和指挥别国的对外活动，那自然会遭到别国的反对。正是美国自身的霸权行为必然激发对这种行为的挑战。可以预期，随着多极化的迅速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声势和规模会越来越大，霸权主义会越来越孤立。这应被看作国际社会进步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表现。



　　另外还应看到，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国家关系已不再是零和游戏，也不再是非此即彼——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就是大国关系，也有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两面。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合作，对其他大国既有制约作用，更可能促进同它们两方关系的发展。如果抱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不放，大国之间加强和扩大针对特定对象的军事同盟，那只能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如果各国都采取明智作法，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展倒是有可能导致一种双赢、多赢以至普遍赢局面的出现。



　　上面就中国和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两个问题谈到的一些看法，当然不能涵盖全书的主要内容。《大棋局》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更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读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收获和理解。作者作为美国的政治家，其不少观点是我们所难以苟同的。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发行后，肯定会在中国读者中受到重视，引起更多的讨论。



　　中文译本能够比较及时地出版发行，应该归功于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昕社长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杨成绪所长。没有他们的组织领导，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在出版社和研究所的沟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金君降、潘同文、叶正佳、王海涵、元简、董漫远、李碧建、荣鹰等同志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外分担了翻译工作，最后由副所长周兴宝研究员审校定稿。感谢他们为中译本付出的辛勤劳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宋以敏














	

 






	















	







	







	









 





	


	







	








	




	


引言 超级大国政治




	







	

 



	


	


　　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当一些个别的欧亚大陆国家取得特殊地位并且享受身为世界首要国家的特权时，居住在欧亚大陆上的一些民族——虽然大多是居住在这一大陆的西欧周边的民族——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渗入和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



　　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除了培育力量的各种新领域（技术、通讯、信息以及贸易和金融）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



　　这样，欧亚大陆就成了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这一斗争中包含着地缘战略——即对地缘政治利益作战略上的掌管。值得注意的是，近在1940年，两个渴望获得全球性力量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在那年11月的秘密谈判中）达成明确的协议：美国应被排除在欧亚大陆之外。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美国力量注入欧亚大陆将会阻止他们征服全球的野心。他们两人都同意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而谁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控制了世界这一假定。半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已有了新的含义：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能否持续下去和美国的首要地位会为何目的而使用？



　　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是本书的目的。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97年4月














	

 






	















	







	







	









 





	


	







	








	




	


第一章 新型的霸权




	







	

 



	


	


　　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通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捷径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图1）。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图1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 注：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 ]




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 “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图2）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图2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 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



　　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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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 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图4）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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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图5）






图5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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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图7）






图7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的全球体系




　　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命”，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 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



　　△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



　　△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



　　△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 [ 注：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














	

 






	















	







	







	









 





	


	







	








	




	


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 [ 注：塞绍尔·亨廷顿：《国际首要地位为什么重要？》，《国际安全》，1993年春季号，第83页。 ]



　　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图8）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 ％。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图9）






图8






图9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图10）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 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图10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




　　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我们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掘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国的途径。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国”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各国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 “大粮仓”和其他斯拉夫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日本人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仍坚持认为必须继续控制车臣人。后者不是俄罗斯人，但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他们居住的地区通过。俄国的理由是：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



　　但对于多数民族国家来说，领土占有问题的重要性近来已有所下降。虽然领土争端仍是决定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争端更多地表现为据说被剥夺了加入“祖国”的权利的民族兄弟对不能实行自决的不满，或少数民族由于他们所称的受到邻居的粗暴对待而产生的怨恨，而不是一种通过领土扩张提高民族地位的要求。



　　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来越认识到，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经济才能及其向技术发明的转换也可以是一种判断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日本是个极好的例子。尽管如此，地理位置往往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近期优先目标。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强，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盖面也就越大。



　　直到最近为止，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分析家们还在争论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欧亚大陆的哪个具体地区对控制整个大陆最为关键。最有名的分析家之一哈罗德·麦克金德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先驱。他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一些相连的欧亚“支轴地区”（据说包括全部西伯利亚和大部分中亚地区）概念，稍后又提出中东欧“中心地带”概念。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取得欧亚大陆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带概念通过以下著名格言得到广泛传播：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



　　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



　　一些著名的德国政治地理学家也用地缘政治学为他们国家的“Dragna chOsten”——向东进军政策辩护，特别是卡尔·豪斯霍费尔根据德国的战略需要调整了麦克金德的概念。阿道夫·希特勒在强调德国人民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时，也使用了这个概念的一种粗俗化说法。在本世纪的前半时，另一些欧洲思想家曾预料地缘政治重心将向东转移，而太平洋地区，具体地说是美国和日本，将取代日益衰落的欧洲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为了防止重心东移的发生，法国政治地理学家保罗·德芒戎和其他一些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倡欧洲国家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的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或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随着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成为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目前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拥有世界的首要地位，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的三个周边地区，并从那里对处于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因此，在为长期掌管美国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制定美国的地缘战略时，出发点必须是特别注意最重要的赛手并恰当地评估这一地区的情势。



　　为此需要采取两个基本步骤：



　　首先，认明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配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确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欧亚国家是哪些，这类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或存在的本身，对更活跃的地缘战略国家或对地区的状况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制订美国的具体政策，抗衡上述国家的影响，有选择地吸收它们加入联盟，和／或控制它们，以便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形成更全面的地缘战略概念，在全球范围把较为具体的美国政策互相联结起来。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地缘战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两种利益：在近期保持美国独特的全球力量，将来逐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机制化的全球合作。用古老帝国统治下更蛮横的时代流行的话来说，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为了民族的荣耀、意识形态的成就、宗教上对救世主的信念，或经济扩张，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全球地位。它们的动机有很深的根基，并且十分复杂。罗伯特·布郎宁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一个人应该去抓取他抓不着的东西，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些国家仔细地估量美国的力量，确定它们的利益同美国一致或矛盾的程度，并制订它们自己较为有限的欧亚大陆目标。这些目标有时同美国的政策相符，有时同美国的政策冲突。美国对有这种动机的欧亚国家必须特别注意。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一开始还应注意到，尽管所有的地缘战略棋手往往都是重要和强大的国家，但并非所有重要和强大的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是地缘战略棋手。因此，虽然认明地缘战略棋手比较容易，但将一些显然重要的国家置于棋手名单之外可能要求更多的理由来解释。



　　在目前的全球情况下，在欧亚大陆新政治地图上至少可认明五个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后者中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资格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较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地缘战略方面也相当活跃。以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每个国家的情况。



　　在目前阶段，说欧亚大陆西端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法国和德国就足够了。尽管它们对于在欧洲一体化之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保持同美国的联系看法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它们都有一些要改变欧洲现状的有新意的大胆构想。法国更是有自己的欧洲地缘战略观念，这种观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美国的观念不同。尽管法国依靠法—德联盟来弥补自身相对的弱点，但它的战略概念倾向于通过策略运作使俄罗斯与美国以及英国与德国相互对立起来。



　　另外，法国和德国都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发挥影响。法国不仅谋求在统一欧洲中起主要的政治作用，还把自己视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地中海—北非国家群体的核心。德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新的欧洲联盟（欧盟）领导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认为自己对于新解放的中欧有特别的责任，这种想法同过去那种由德国领导的中欧的概念有含糊的近似之处。另外，德国和法国都认为它们有权代表欧洲的利益同俄罗斯打交道。德国甚至认为，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仍可作出同俄罗斯发展某种特殊的双边协调的重要选择，起码在理论上是如此。



　　相反，英国不是一个地缘战略棋手。它没有那么多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雄心勃勃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起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



　　曾任英国驻欧洲委员会高级官员的罗伊·登曼爵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早在1955年举行的讨论建立欧洲联盟的墨西拿会议上，英国的官方发言人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与会的未来欧洲设计师们：



　　你们正在讨论的未来条约不可能得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也不可能得到实施。即使得到实施，英国也将认为它完全不可接受……祝你们成功！再见吧。 [ 注：罗伊·登曼：《失去的机会》《伦敦：卡斯尔出版社，1996年》。 ]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上述声明仍然是英国对于建立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的基本态度。英国对参加订于1999年1月启动的（经济货币联盟）犹豫不决，这反映英国不愿把自己的前途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英国的这种立场在九十年代初就概括得很明确：



　　●英国不接受政治一体化的目标。



　　●英国赞成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实现某种模式的经济一体化。



　　●英国主张在欧共体（欧洲共同体）框架之外进行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协调。



　　●英国极少谋求在欧共体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 [ 注：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大不列颠和新欧洲》，见《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一书，戴维·卡莱奥和菲利普·戈登主编（阿林顿，弗吉尼亚州1992年），第145页。 ]



　　当然英国对美国仍然十分重要，它仍能通过英联邦发挥某种全球性的影响。但英国既不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主要大国，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构想的驱使。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十分忠实的盟国、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和极重要情报活动中的一个亲密伙伴。美国仍需培植同英国的友谊，但不需时刻注视英国的政策。英国是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本不再参与由法国和德国为主角的大欧洲事业。



　　其他中等欧洲国家多数为北约和／或欧盟的成员。它们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就是默默跟在德国或法国的后面。它们的政策没有更广泛的地区影响，它们也没有能力改变本身的结盟状况。目前它们既不是地缘战略棋手，也不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波兰这个可能参加北约和欧盟的最重要的中欧国家也是如此。波兰还太弱，不能成为地缘战略棋手。它只有一个选择：融入西方。另外，由于旧俄罗斯帝国的消失，也由于波兰不断加深同大西洋联盟和新欧洲的关系，波兰越来越享有史无前例的安全，这也限制了它战略选择的范围。



　　毋庸置疑，虽然俄罗斯国力已受削弱，并可能长期面临困境，但它仍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它的存在本身就能对在前苏联境内广阔欧亚地带出现的新独立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有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目标，并越来越公开地宣扬这些目标。一旦它恢复了元气，它还将对其西部和东部的邻国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俄罗斯尚未在对美关系方面作出根本的地缘战略选择：美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它很可能认为自己在欧亚大陆有就这个问题作出选择的很大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国内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它将成为一个欧洲民主国家，还是重新成为一个欧亚帝国。无论如何，尽管俄罗斯在欧亚棋局中已丢失了一些 “棋子”和关键的地盘，它仍是一个参赛棋手。



　　同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它还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大中华”的兴起将使台湾问题结束冬眠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苏联的解体导致在中国的西面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将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影响。



　　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存在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显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大国。美日联盟通常，也应当，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显然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但日本无意使用这种资本，它不谋求成为地区的主导，而是更愿意在美国的保护下行事。同英国在欧洲一样，日本宁愿不参与亚洲大陆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其他亚洲人仍然厌恶日本谋求在地区发挥显要的政治作用。



　　日本在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姿态给美国在远东发挥主要安全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棋手，尽管它显然有在短期内成为这种棋手的潜力，在中国或美国突然改变现有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的这种潜力要求美国必须特别精心地培育美日关系。美国无需密切注视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应非常细致巧妙地鼓励日本实行自我约束。美日政治关系的任何重大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稳定。



　　为何不把印度尼西亚列为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这比较容易解释。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即使在这个地区，它发挥重要影响的能力也有限，原因包括：印尼经济相对的欠发达状态，国内政局持续不稳定，是个分散的群岛，又易受种族冲突的困扰。华人少数民族在国内金融事务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使这种冲突变得更为重要。印度尼西亚将来某个时候可能成为中国向南谋求实现其抱负的主要障碍。澳大利亚已看到了这种前景。它曾担心印尼谋求扩张，但最近已开始主张在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对印尼来说，要成为能在区域起重要作用的国家，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巩固和继续保持成功的经济发展。



　　与印尼不同，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印度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这种看法恐怕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长远能力，但印度无疑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地区的霸主。印度还是一个半公开的核国家。它拥有核武器不仅是为了威吓巴基斯坦，更是为了抗衡中国的核武库。印度对其地区作用的地缘战略构想不仅涉及其邻国，也涉及印度洋。但印度目前的图谋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没有重要冲突。因此，作为地缘战略棋手，印度不会，至少不会在与俄罗斯或中国同样的程度上成为产生地缘政治问题的根源。



　　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觉醒了的中亚人的冲突而付出沉重代价。那时中亚人将对失去新获得的独立感到愤怒，而且他们将得到南面伊斯兰兄弟国家的支持。中国也可能反对俄罗斯重新统治中亚，因为它对中亚新独立国家越来越感兴趣。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乌克兰丧失独立将立即影响到中欧，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阿塞拜疆虽然面积有限，人口不多，但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十分重要。它是装满了里海盆地和中亚的财富的大瓶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一个独立的、由不穿过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的石油管道同西方市场连结在一起的阿塞拜疆还将提供一条重要通道，使经济发达的石油消费国能进入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几乎同乌克兰一样，阿塞拜疆和中亚的前途对于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有重要影响。



　　乘俄罗斯力量减弱之际，土耳其和伊朗正在里海—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某种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地缘战略棋手。但这两个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它们影响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能力有限。它们又互为对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对方的影响。例如在阿塞拜疆，土耳其已取得有影响的地位，伊朗的政策（出发点是担心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族人可能闹事）对俄国人更有利。



　　然而土耳其和伊朗基本上属于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尽管伊朗对阿塞拜疆的态度不明朗，但伊朗同样能为中亚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伊朗控制着波斯湾的东海岸。尽管伊朗目前仍敌视美国，但伊朗的独立能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



　　最后，韩国也是个远东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它同美国的密切联系使美国能够不在日本本土过多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 都必然极大地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也改变日本的作用。此外，韩国越来越强的经济力量也使它本身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空间”，控制这块空间越来越有价值。



　　以上开列的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名单并不是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有时必须增加或删除一些国家。当然，从某些方面考虑也可将泰国、巴基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但目前就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列入名单，理由似乎还不充足。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地位发生变化都是重大事件，并将引起力量分布的变化，但其触发的影响未必十分广泛。台湾问题值得重视，如果把它同中国分开来看的话。即使这样，只有一种情况才能使台湾真的发生问题，即：中国能成功地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大规模使用武力统一这个岛屿，从而更广泛威胁美国在远东的政治信誉。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美国在制订对中国的政策时仍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重要的选择和潜在的挑战




　　认明主要棋手和关键的支轴国家有助于界定美国面临的重大政策难题和预测美国在欧亚大陆面临的潜在重要挑战。这些将在后几章中更详细地讨论，现在可先把这些归结为以下五个大问题：



　　●美国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怎样促使它成为现实？



　　●什么样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为此做些什么和做到什么程度？



　　●在欧亚大陆中部出现一个新“巴尔干”的可能性如何，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尽量减小由此引起的危险？



　　●应鼓励中国在远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美国和日本意味着什么？



　　●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欧亚国家联盟，其中哪种对美国的利益威胁最大和需要采取何种预防措施？



　　美国历来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事业。从肯尼迪政府开始，标准的提法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官方一直表示希望看到欧洲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一起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和负担。



　　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惯用的辞令。然而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既没有这样清楚，也没有如此一贯。华盛顿真的希望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成为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还是更喜欢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举例来说，美国是否愿意同欧洲分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欧洲不但离这个地区比美国近得多，而且其中一些欧洲国家在那里一向有自己的长期利益。以色列问题也是个现成的例子。另外，美国也没有把美欧之间在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作平等伙伴之间的问题，而是看作欧洲不服从美国的领导。



　　美国的含糊立场不仅涉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还涉及应如何界定欧洲的一体化，特别是如果需要的话应由哪个国家来领导统一的欧洲。华盛顿没有规劝伦敦放弃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裂性立场，尽管华盛顿已清楚地表明它更愿意看到德国，而不是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鉴于法国政策的传统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选择也已产生鼓励法英有时采取战术性联合以挫伤德国的锐气的效果，并导致法国不时与莫斯科拉关系以抗衡美德联盟。



　　为了实现真正的欧洲联合，特别是如果这一联合要在美国的建设性支持下实现，就必须对北约联盟这个连结美国和欧洲的主要纽带进行结构和程序方面的重大变革。北约不仅是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主要途径，还为美国在西欧保持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但是，欧洲的统一将要求调整这个结构以适应新的现实，即建立在两个基本平等的伙伴的基础之上的联盟，而不是那种传统术语所称的由一个霸主和数个附庸国组成的联盟。尽管在 1996年曾采取了一些有节制的步骤增进西欧联盟（WEU）这个西欧国家的军事联盟在北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迄今基本被回避了。因此，如果真的选择支持欧洲联合，就必须对北约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美国在联盟中的首要地位。



　　总之，美国对欧洲的长期地缘战略不能在欧洲一体化和同欧洲结成真正伙伴关系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美国如果真的赞成欧洲实现一体化并因此变得更加独立，就应当全力支持正致力于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那些欧洲力量。这种战略还将意昧着消除曾一度被神圣化的美英特殊关系的最后痕迹。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还要面对——尽管是同欧洲人一起——如何确定欧洲的地理范围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欧洲联盟应向东伸展多远？欧盟的东部界限是否应同北约的东部前沿一致？前一个问题主要应由欧洲国家来决定，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北约的决定。后一个问题涉及美国，美国在北约仍有决定性的发言权。鉴于有关接受中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国家将来的地位，可能也包括乌克兰将来的地位。



　　上述欧洲难题同有关俄罗斯的第二个难题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前途的问题时，声称支持一个民主的、同欧洲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并不难。可以设想，一个民主的俄罗斯将更能接受美国和欧洲共有的价值观，并因此更可能在营造一个比较稳定与比较合作的欧亚大陆中成为一个小伙伴。但俄罗斯可能不满足于仅仅被承认是一个民主国家并得到尊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圈子（基本由原苏联官员组成）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愿望，要在欧亚大陆发挥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将导致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国重新归顺莫斯科。



　　因此，在俄罗斯决策集团一些有影响的成员眼中，连西方对俄友善的政策，目的也在于拒绝满足俄罗斯获得全球性地位的正当要求。正如两名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



　　美国和北约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不伤害俄罗斯的自尊，但同时却在坚决和持续不断地破坏使俄罗斯至少在理论上有希望得到世界政治中第二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基础。前苏联曾经享有过这种地位。



　　此外，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执行这样一种政策：



　　西方正在重组欧洲。欧洲新结构的根本基础是在世界这一地区支持新成立的、较小和较弱的民族国家的主张。支持的办法是让它们同北约、欧共体等组织建立较密切的关系。 [ 注：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独立报》1996年6月28日。 ]



　　这些话虽然含有一些敌意，但准确地描述了美国面临的难题。美国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到什么地步？这种帮助必定会加强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应给予新独立的国家多大的帮助来保卫和巩固它们的独立？俄罗斯能否同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俄罗斯重新变得强大，它是否会谋求重获失去的帝国领地？到那时俄国能同时成为一个帝国和一个民主国家吗？



　　美国对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政策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美国因此面临策略平衡和战略目标方面的困难选择。俄罗斯国内情况的好转是其民主化和最终欧洲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其帝国潜力的恢复又将妨碍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另外，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欧盟和北约扩大之际更是如此。是否应考虑最终接受俄罗斯加入这两个机构中的一个？对乌克兰又该怎么办？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代价可能是很高的——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上形成一个能自行实现的预言。但不管是稀释欧盟还是北约，其后果也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稳定。



　　在欧亚大陆中部地缘政治关系不固定的广阔地区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土耳其－伊朗支轴的潜在脆弱性极大地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向东经过俄罗斯南部的新边界一直延伸到中国的新疆，向南到印度洋，向西到红海，再向北到东地中海并回到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地区大约有四亿人口，分布在约二十五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多种民族和宗教，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正在获取核武器。



　　这个广阔的地区经受着爆炸性仇恨的冲击，又处于相互竞争的强大邻国的包围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战场，在这里可能爆发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可能爆发长期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冲突。印度是起约束作用还是利用某种机会将其意志强加给巴基斯坦，对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的范围大小将有很大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内部的紧张局势不仅可能恶化，还可能严重削弱它们在这个爆炸性区域起稳定作用的能力。这种情势将使吸收新中亚国家加入国际社会更为困难，也将对美国控制下的波斯湾地区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美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个地区可能遇到的挑战可能比近年来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危机严重得多。



　　这一不稳定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通过煽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宗教仇恨和利用阿－以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削弱一些亲西方的中东国家政府并最终损害美国的地区利益，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但是，由于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也由于不存在一个真正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将缺乏地缘政治核心，因此更可能通过扩散暴力行为表现出来。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但如果中国不走民主化的道路而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却继续壮大又怎么办？不管周边邻国的愿望如何，也不管它们如何分析算计，“大中华”可能已在形成之中。任何阻止其出现的做法都会导致同中国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会严重损害美日关系，因为远不能肯定日本是否会愿意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这种冲突还可能彻底改变东京对日本的地区作用的规定，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远东的存在的终止。



　　但迁就中国也要付出代价。承认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不只是像赞成一个口号那么简单。这种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必然会有实质性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成功地接纳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应当同意中国有多大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在哪儿？作为一种让步，会不得不容许哪些目前在中国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地方落入重新崛起的天朝的范围？



　　因此，美国保持在韩国的存在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撤离韩国，很难设想美日防务安排目前的形式不会改变，因为日本将不得不在军事上更加自立。但朝鲜统一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打乱美国继续在韩驻军的基础。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选择不要美国提供长期军事保护，这确实可能是中国用其决定性影响帮助半岛实现统一的要价。总之，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必将直接影响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的稳定。



　　最后还应简要地谈谈未来的政治结盟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个问题在相关的章节中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过去，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区联盟。这种图谋威胁到美国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但是，是否会出现这种向美国挑战的联盟实际上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处理这里谈到的重大难题。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在规模和范围方面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尽管这次当头的可能是中国，而俄罗斯是随从。虽然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中－日轴心可能会带来一种在地理上比较有限、但潜在后果却更为深远的挑战。这个轴心可能在美国失去在远东的地位和日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出现。联盟将把两个有非常巨大的生产能力的民族连结在一起，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但鉴于两国的近代历史经历，中国和日本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成联盟。有远见的美国远东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联盟的出现。



　　另一种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的情况是出现大欧洲联盟——不管是德－俄联盟还是法－俄联盟。两种联盟都有明确的历史先例。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止或欧美关系严重恶化，这两种联盟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出现。如果欧美关系恶化，确实不难想象欧洲和俄罗斯互相妥协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目前各种联盟看来都不可能出现，它们只有在美国的欧洲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和欧洲主要国家急剧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不管将来会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将受动乱或至少是零星暴力行动的冲击。美国的首要地位在新的挑战面前可能是脆弱的。这种挑战或者来自地区竞争者，或者来自新的联盟。美国的首要地位受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指导，它应以和谐协调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基础，后者可由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连在一起。只有在存在这种美国首要地位的地方，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全球体系——一种“没有公开的战争威胁”的体系——才可能获得稳定。














	

 






	















	







	







	









 





	


	







	








	




	


第三章 民主桥头堡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带头通过一体化把民族国家组成共同的超国家经济联盟，最终组成政治联盟。在此同时，它也为超越民族主义时代狭隘观点和破坏性情感而建立的国家消亡之后更大的组织形式指明了道路。欧洲已经是当今世界组织上多边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图11）政治上统一的成功，将在欧洲创造出一个生活在民主屋顶之下，享有与美国相当的生活水准，且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单一实体。这样的欧洲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图11



　　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它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与欧洲基本文明的范围差不多。这个范围被称为“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其版图是由起源于基督教西派教会的欧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传统确定的。这样的欧洲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就一度存在过，在欧洲分裂成为美国和前苏联分别控制的两个部分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样一个大欧洲将对那些位于更远的东部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建立起关系网络，使它们参与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并使它们转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则。它将最终成为美国所倡导的大欧亚大陆安全合作架构的关键支柱之一。



　　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与美日之间的联系不一样，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目前阶段，欧洲盟国仍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相反，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那样，美国对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达到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



　　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欧洲”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憧憬、观念和目标，还不是现实。西欧已经是一个共同市场，但还远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政治上的一个欧洲尚未出现。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波斯尼亚危机已痛苦地证明欧洲仍然并不存在。严酷的现实是，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中欧也越来越是如此。美国的这些盟国使人们想起在古代的仆从国和附庸国。这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各国来说都未必是好事。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连正在露头的欧洲人格意识，都显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创造性的势头丧失殆尽，且在世界的一些大问题面前采取孤立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内向态度。绝大多数欧洲人是否想让欧洲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以及他们是否准备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连目前已大为减弱的残留的欧洲反美主义情绪也有些玩世不恭：欧洲人对美国的“霸权”耿耿于怀，但他们却又乐于受美国“霸权”的庇护。



　　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对经济复兴的渴望以及前苏联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曾经是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势头的三个主要动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这三个动力已经消失。经济复兴已基本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负担过于沉重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耗尽经济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制正使欧洲政治注意力内向。前苏联的威胁是消失了，而一些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影响而独立的愿望却并未转化成促进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欧洲一体化的事业越来越依靠由欧洲共同体及其继承者欧洲联盟这种庞大机制所产生的官僚机构本身的势头来支撑。一体化的思想虽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热情和使命感，这种支持趋于冷淡。一般说来，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尽管生活舒适却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



　　尽管如此，法国与德国这欧洲两大主要国家的政治精英大体上仍然承诺要实现把欧洲变成真正的欧洲的目标。因此，他们是欧洲的主要设计师。若齐心协力，他们能建立起一个无愧于欧洲的历史和潜力的欧洲。然而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建设的看法和意图却又不尽相同，而且两者都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主张。



　　这种状况便为美国的决定性干预提供了特殊机会。这使美国以维护欧洲团结名义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为不这样做欧洲的一体化就将陷于停顿，甚至逐渐发生逆转。但美国对欧洲建设的任何有效参与都必须以美国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明确思想为指导：一是美国希望看到并愿意促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一个平等的伙伴还是一个小盟友；二是欧盟和北约的最终范围应该有多大。此外，美国还必须谨慎处理它与欧洲两个主要设计师的关系。




辉煌与救赎




　　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是理解并确定法德对欧洲的不同设计内容的深层原因。



　　对法国来说，欧洲是恢复其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法国严肃的国际问题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对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而忧心忡忡。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这种担忧变成了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统治西方的愤懑，更不用说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美国化”的蔑视了。创造一个查尔斯·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欧洲，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欧洲，由于将由法国领导，将为法国重新找回其辉煌。法国人至今感到这种辉煌仍然是法国的特定命运。



　　在德国看来，投身欧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因此，德国认为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救赎＋安全＝欧洲＋美国。这个公式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国成为一名欧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时是美国在欧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国人寻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将冒被其他欧洲人所孤立的风险。而若德国人致力于促进欧洲的共同利益，则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和尊重。



　　在冷战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上，法国是一个忠诚、有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盟友。每当关键时刻，法国总是与美国并肩战斗。无论是对柏林的两次封锁，还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法国从未动摇过。但是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单独的政治人格，并维护法国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未来问题时的行动自由，这又减弱了法国对北约的支持。



　　法国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观念，这实在有点荒谬。1995年5 月阿兰·朱佩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重申历届前任总理的思想并宣布：“法国能够也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天命”，议会厅立即响起了自发的鼓掌声。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其主要动机是法国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使自己在美国做出有关西方联盟整体安全的生死悠关的决定时获得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法国谋求提高自身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对付前苏联，因为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也只能对前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巴黎倒是觉得自己拥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战中最高级别和最危险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国认为拥有核武器不仅加强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国的主张，而且还使自己拥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发言权。这也加强了法国作为五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的地位。这五个成员统统是核大国。在法国看来，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仅仅是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英国遵守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承诺并在建设独立欧洲的努力中往往弃权。（法国核力量的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人却认为这对法国的战略考虑没有任何影响。）在法国的心目中，法国的核威慑力量还加强了它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大国所具有的领导地位，而且法国是唯一拥有这种地位的真正的欧洲国家。



　　法国的全球抱负也表现为，它坚定地致力于在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继续维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国在长期作战后失去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放弃了法帝国范围更广的地盘，尽管现实情况是法国基本上只是后帝国时期的一个中等欧洲国家，这种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国继续控制着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为法国有争议的核试验提供了场所）的事实，使法国的精英更加坚定地认为法国确实发挥着全球性作用。



　　所有这些一直使法国要求继承欧洲的领导地位。英国已使自己成为次要角色并基本上依附于美国的力量。而德国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又处于分裂状态并仍然为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可以拿欧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扬自己是欧洲概念的代表，把欧洲的概念说成与法国的观念一致。法国这个最先发明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并把民族主义变成民众信仰的国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和联合的欧洲的化身。法国在这样看待自己时所抱的热情，与它当年一度对“国家”概念所抱的热情一样地炽烈。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辉煌也就成了法国辉煌。



　　这种由深刻的历史责任所产生并由独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强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法国必须保留一块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主要的地缘政治地域，或者说保留一块至少也要防止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国家出来主宰的地域。这块地域在地图上可以划为一个半圆形。它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从德国到中东欧的广大地区。（图12）它不仅是法国安全的最底限度辐射范围，而且也是法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确保南欧国家以及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由法国领导的统一独立的欧洲的目标方能实现。但很明显，在法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轨道内，一个日益更加强大的德国必将成为法国最难对付的国家。






图12



　　在法国看来，通过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同时结合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地位逐渐下降，就可以实现独立统一的欧洲这一重要目标。但若法国要营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国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而这将导致法国陷入双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断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 法国仍然承认这一承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国领导欧洲的同时，使法德伙伴关系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发动机。



　　如果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全球性大国，那么摆脱这些困境并实现其主要目标也许并不困难。除德国外，欧洲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怀有法国那样的抱负及被同样的使命感所驱使。就连德国也可能受到诱惑而在统一但是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中接受法国的领导，但这只有在德国认为法国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且可以像美国那样为欧洲提供德国无法提供的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国明白法国实力确实有限。法国在经济上远比德国弱，而它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够（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法国的军事力量足以平息发生在其非洲卫星国内部的军事政变，但却既无力保护欧洲，也无力向远离欧洲的地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法国不大不小正好是个中等的欧洲大国。因此，为了建设欧洲，德国还是愿意纵容法国的自大。但是为了真正维护欧洲的安全，德国却不愿意盲目地追随法国的领导。因此，德国一直坚持美国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这个对法国的自尊心来说颇为痛苦的现实，在德国统一后变得更为明显了。而在这之前，法德和解确实表现为法国依靠德国的经济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领导地位。这种看法事实上对双方都是合适的。因为这一方面缓解了欧洲传统上对德国的担心，另一方面通过造成欧洲建设由法国领导而得到经济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这一印象起了加强和满足法国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对法德和解有些错觉，法德和解在欧洲形势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它为艰难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提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础。因此，它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促进欧洲跨国合作的承诺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败对欧洲将是一个致命的倒退，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



　　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可能。而德国的统一又增加了法国把德国束缚在有约束力的欧洲框架之内的动因。因此，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在1990 年12月6日承诺将致力于实现欧洲联邦的目标。十天后，在罗马举行的讨论欧洲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尽管英国持保留态度——明确责成欧共体十二国外长拟订一项政治联盟条约的草案。



　　然而，德国的统一也急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实际形势。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法国都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败。统一的德国不仅不再是法国的政治小伙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首要大国，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尤其因为德国是支持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出资国 [ 注：例如在下列组织的总预算中，德国出资的比例分别为：欧盟28．5％；北约22．8％；联合国8．93％。此外，它还是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 ] 。新的现实使法德都不再对法德关系抱多少幻想。因为德国现在能够也愿意说明并公开地推进它自己对欧洲未来的设想。虽然德国仍然是法国的伙伴，它却不再是受法国保护的对象。



　　法国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已对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响。法国不得不在北约内重新获取更大的影响——为抗议美国的控制，法国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北约——并通过更多的外交运作来弥补自己的相对弱点。重返北约也许可使法国对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不时地拉拢莫斯科或伦敦则可从外部对美国和德国施压。



　　结果是法国重返了北约的指挥系统。不过这只是法国的政策策略运用而并非真要重返后去争些什么。到1994年，法国又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而到 1995年末，法国外交和国防部长也开始定期出席北约的会议。但法国为此提出了要价：一旦完全重返北约，法国重申决心对联盟结构进行改革，以使美国的领导与欧洲国家的参与之间更为平衡。法国人希望欧洲集体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法国外长德沙雷特 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法国来说，（与联盟和解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联盟内维护运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见的欧洲特性。”



　　与此同时，法国毫不犹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来制约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在凡是有用的时候就重温它从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抵消德国在欧洲不断加强的首要地位。法国外长1996年8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俄国外长随即对此做了回应：“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中，法国人是在同俄罗斯关系中最接近采取建设性态度的。” [ 注：转引自1996年8月12日《观察家报》。 ]



　　法国起初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不冷不热——其实是对北约东扩是否可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取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于美德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对法国最适宜的才是采取冷淡态度，有保留地行事，为北约东扩对俄国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从而扮演欧洲与俄罗斯的最合适的对话者的角色。法国人甚至给一些中欧人这样的印象，即法国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在东欧有一个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打俄罗斯牌不仅牵制了美国并向德国传达了一个并不十分隐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美国认真考虑法国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



　　北约的扩大归根结蒂需要16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许在达成一致中将举足轻重，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阻力，法国的实际支持是必须的。因此，法国毫不隐讳其意图，就是把它对北约扩大的支持作为抵押品，要挟美国最终接受法国改变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及其根本组织结构的决心。



　　法国原先在支持欧盟扩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进程主要由德国带头。美国也给予支持，但没有像介入北约扩大那么深。尽管法国在北约内往往争辩说欧盟的扩大将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提供更为合适的保护伞，但当德国开始力争更迅速地把欧盟向中欧扩大的时候，法国却立即开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并要求欧盟对欧洲南部不受保护的地中海一翼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脑会晤时已经出现）。法国强调后者还收到了赢得北约南部成员的支持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筹码。但法国这样做的代价是扩大了法德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观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国最终同意波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才部分地缩小了法德间的这一分歧。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法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认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欧洲西半部建设一个欧洲大家庭所必需的。这种和解对德国恢复历史名誉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国为此付出接受法国的领导这一代价还算公平。与此同时，前苏联对脆弱的西德持续的威胁又使忠于美国成为德国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连法国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苏联崩溃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再从属于法国就既无必要也无好处了。统一的德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所以平等的法德伙伴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法国没有其他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德国更愿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护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联系这个事实。



　　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系对德国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从前它既使德国避免了外来直接威胁的侵害，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德国的统一，德国与美国的联系现在又为德国提供了保护伞。在这一保护伞之下，德国可以更公开地在中欧起领导作用，同时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这种同美国的关系提供的不仅仅是德国行为端正的证明书，它还向德国的邻国保证，若它们同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就意昧着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德国更容易比较公开地阐明自己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



　　德国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欧洲。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得见的军事存在又使它变得无害而可靠。因此德国现在可以力促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国家融入欧洲框架。这将不再是旧时德帝国主义的中欧，而是一个在德国的投资及贸易带动下经济复兴并更为友善的大家庭。德国还将扮演赞助者的角色，最终把这个新的中欧正式纳入欧盟和北约。由于法德联盟为德国扮演更具决定性的地区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国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轨道内表现自己时羞羞答答了。



　　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特殊利益区域可用一个长方形来表示，在西部当然包括法国，在东部则覆盖中欧新获得解放的原共产党国家，还包括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区域与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建设性文化影响范围相一致。这个范围是由德国城市和农业殖民者于前民族主义时期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区域内营造出来的。他们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已被扫除干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国（前面已有论述）和德国特别关注的地区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图中进行观察的话，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勾画出了东欧与西欧的界限，而两个地区的重叠部分则突出了法德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欧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标志着德国在中欧扮演更为公开自信的角色的关键性突破。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统一的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式承认了奥得－尼斯河为它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此举又消除了波兰与德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碍。在双方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谅解的姿态以后，德波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双边贸易迅猛发展（1995年波兰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德国在东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德国成了波兰加入欧盟最主要的支持者，还与美国一起成了波兰加入北约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德国的影响可以通过波兰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诸国，向东可以到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波德和解的范围通过波兰不时地参与法德关于欧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扩大。所谓的魏玛三角（由于第一次法、德、波三边高级磋商在德国城市魏玛举行而得名，这一磋商后来定期举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和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一方面它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作用又因波兰和法国参加三方对话而有所抵消。



　　德国对欧洲主要组织东扩十分明确的承诺使中欧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对那些较小的中欧国家来说更其如此。德国作出这样的承诺就使自己肩负起了与根深蒂固的西欧观念很不相同的历史使命。按照西欧那种观念，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以东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欧洲所应关注的范围。早在18世纪初博林布鲁克勋爵 [ 注：参阅他所著《欧洲史：从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 ] 就明确声称，东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会对西欧人带来任何影响。这种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时又重新出现。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亚冲突期间，英国与法国也再次采取了令人悲叹的态度。在目前有关欧洲未来的辩论中，这种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与此相反，在德国真正引起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北约和欧盟哪一个应该先扩大。国防部长支持北约先扩大，而外交部长则主张欧盟先扩大。结果是德国成了建立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无可争辩的倡导者。德国总理曾经把2000年定为欧盟实现第一次东扩的目标，德国国防部长也最先提议把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实现北约东扩的有象征意义的适当时间。这样，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就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别：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美国的总目标




　　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广褒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上扫一眼，即可感受到欧洲桥头堡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地域上的相对狭小。维护该桥头堡并使它作为民主的跳板而扩大与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对稳定和与之相关的民主传播所怀有的全球关注与欧洲表面上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尽管法国自诩拥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之间存在着鸿沟，需要填平。只有当欧洲越来越更加具备邦联特性时，这一鸿沟才能变窄。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因为欧洲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都很顽固。但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实体，通过共同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价值观的普及中明确自身的利益，并对欧亚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



　　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如果这种氛围大肆泛滥，就可能对民主和欧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损害。就欧洲面临的新问题而论，民主和欧洲概念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暂且不提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致引起政治动乱的改革这一需要，所有的新问题，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力，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欧洲，即一个在促进民主和广泛地改变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无需唤起对德俄单独互相迁就的旧有恐惧，也无需夸大法国与莫斯科策略上调情的后果，只要欧洲仍在进行联合的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事实上可能使欧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法。这肯定会为俄国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不过，如果欧洲现代史上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当。



　　当前，德国的利益与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后两者的利益中得以净化。甚至绿党左翼联盟发言人也主张扩大北约和欧盟。但是，如果欧洲的统一和扩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论，将会出现一个更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有关欧洲“秩序”观的诠释，从而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潜在的损害。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科尔总理可能的继任者沃尔夫冈·绍伯勒在说下面这番话时就反映出这种思想状态。他说，德国不再是“反对东方的西方堡垒；我们已变为欧洲的中心”，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在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德国曾被卷入创立欧洲秩序” [ 注：1996年8月2日，黑体是引用者所加。 ] 。按照这一思路，中欧地区会成为确立德国明显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地区和德国对东方和西方进一步实施单方面政策的基础，而不再是德国仅仅占据经济优势的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到那时就不再是美国力量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向欧亚大陆扩展全球民主体系的跳板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欧洲统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体的支持必须维持不变的原因。尽管在欧洲经济恢复时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内美国频繁表示支持欧洲统一及欧洲的跨国合作，但在行动上美国好像更喜欢与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与欧盟打交道，来处理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在欧洲决策过程中偶而地固执己见，似乎强化了欧洲的疑虑：当欧洲服从美国领导时美国就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而当欧洲制定自己的欧洲政策时美国就不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不应传播的错误信息。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



　　未来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种现实可能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尽管犹豫不决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欧洲大陆统一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僵持的欧洲，其一体化的程度和地理范围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状况，而中欧则继续处于地缘政治真空；或者是作为僵持状态的可能后续，出现一个恢复旧时的强权角逐且逐渐走向分裂的欧洲。如果出现一个僵持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那种自我认同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种如果要实现就需要美国全力支持的选择。



　　在欧洲建设犹豫不决的当前阶段，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介入诸如以下复杂问题的争论：欧盟是否应以多数赞成制（一个得到德国特别支持的立场）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欧洲议会是否应该获得立法决策权及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是否应成为事实上的欧洲行政当局，实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协议的时间表是否应适当松动，欧洲最终是否应成为一个涵盖广阔的邦联或者成为一个以联邦实体为内核加上较为松散的外围周边地带的多层次实体。这些问题都应由欧洲人自己去研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很可能不平衡，会停停走走，而且最终只能靠复杂的妥协被推动前进。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在2000年以前应运而生，最初可能由欧盟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的六至十个成员国组成。这将加速欧洲在货币领域之外的经济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于是，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进程，一个拥有更为一体化的内核和较松散的外围的单一欧洲将会出现并日渐成为欧亚棋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棋手。



　　无论怎样，美国都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更喜欢一个尽管包括的地域更广内涵却含糊不清的欧洲联合。美国应该通过言辞和行动重申，它最终愿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并与之打交道，而不仅仅把欧盟视为由通过北约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共同市场。为使这一承诺更可信并超越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美国可以建议并启动在新的跨大西洋双边决策机制中与欧盟的联袂规划。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北约。维系北约对跨大西洋的联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意见极为一致。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约确保欧洲的安全并为寻求欧洲统一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这便是北约对欧洲具有历史性至关重要意义的依据。



　　然而，随着欧洲在犹豫中逐步走向联合，北约的内部结构和进程将不得不作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是有点道理的。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十五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 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但是这种进展必须在现有的联盟安排中得到体现，否则，缺少这种调整本身就会使进一步进展受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联盟决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由此设想到以联盟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系统为基础，进行某种纯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如果愿进一步迁就法国关于增大西欧联盟在北约内的作用，特别是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将表明美国对欧洲统一更真诚的支持并有助于缩小美法之间在欧洲最终自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



　　从更长远看，西欧联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于种种地缘政治或历史原因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的欧盟国家入盟。属于这类国家的可能有芬兰或瑞典，甚至还可能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都已在西欧联盟内获得观察员地位。 [ 注：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瑞典具有影响的舆论都已开始讨论与北约结盟的可能性。 1996年5月，瑞典媒体报道，芬兰国防部队司令员提出了北约在北欧领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在一项表明要逐步与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决定中建议瑞典加入只有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西欧军备集团（WEAG）。 ] 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谋求与西欧联盟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最终加入北约的预备性步骤。西欧联盟在处理与欧盟未来成员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仿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的做法。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正式范围之外编织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合作网。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大和更统一的欧洲出现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样一个欧洲也不会很快出现），美国必须与法国和德国通力协作，共同促进这样一个更统一和更大的欧洲的出现。因此，美国关于法国的主要政策难题，仍将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德联系的情况下诱使法国更紧密地参与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而关于德国的主要政策难题，则仍将是美国如何既可以依赖德国在大西洋主义欧洲的领导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发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



　　美国在联盟未来结构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会，有助于最终争取法国对北约东扩的更大支持。从长远看，使德国的两边同处于一个一体化的北约军事安全区之内可以把德国更牢固地定位在一个多边框架内。这对法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联盟的扩大还将使 “魏玛三角”（由德国、法国、波兰构成）变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之微妙手段这种可能性增大。尽管波兰加入联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波兰对法国在联盟扩展问题上态度暖昧颇为不满），然而一旦波兰入盟以后，更可能出现的却是法国与波兰在地缘政治上持共同观点。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法国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伙伴，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法国作这样的介入有充分的国内原因：约500万穆斯林现在居住在法国。因而北非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对法国利害攸关。然而这种利益又能给欧洲安全带来广泛的好处。若没有法国的使命感，欧洲南翼将更不稳定和更具威胁性。整个南欧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威胁正越来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国对整个地中海地区事态的强烈关注同北约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并非无关。美国在偶尔不得不应付法国关于其特殊领袖地位的过分要求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德国另当别论。德国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在公开赞同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时却必须谨慎行事。这种领导作用可能会对某些欧洲国家暂时有利，比如那些赞赏德国为欧洲东扩采取主动行动的中欧国家。西欧人对此也可以容忍，只要这种领导作用被置于美国的首要地位之下。但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关于北约扩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与欧洲自身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如果欧盟将成为一个地理上幅员更广大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法德领导核心加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围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这样一个欧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筑在与美国继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欧，就自然不能被明显地排斥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欧洲其他部分之外。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意见一致。在美国和德国看来，扩大的动因是政治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推动扩大的不是对俄国的仇恨，也不是对俄国的惧怕，更不是孤立俄国的愿望。



　　因此，美国须特别紧密地与德国携手合作推动欧洲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德国联袂鼓励其他北约盟友同意欧洲东扩并且在俄罗斯愿意妥协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有效地谈判相互迁就方案(见第四章)，或者两国在建设欧洲的任务不能从属于莫斯科的反对意见这种正确信念的指引下采取果断行动，则东扩就会成为现实。为获得所需的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需要美国与德国联合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于获得这种一致意见，任何北约成员国都没有能力予以阻挠。



　　说到底，与上述努力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果美国业已启动的扩展北约的努力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 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在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指导欧洲渐进扩展的底线必须是这样的主张：现有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否决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加入欧洲体系并进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都不应最终被先验地排除在欧盟或北约之外，尤其是极易遭受武力攻击且日益符合条件的波罗的海国家有权知道它们最终也可以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有权知道，它们即使不去迎合扩展中的欧洲及其美国伙伴的利益，它们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威胁。



　　实质上，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必须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1996年5月15日在亚琛十分雄辩地提出的问题：



　　我知道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均不能一夜之间向所有渴望加入它们的国家敞开大门。这两个机构毫无疑问能够做的和在为时太晚之前应该做的是：向被视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地区的整个欧洲明确保证欧盟与北约都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二者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和详尽的渐进扩展政策。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还有对这个时间表内在逻辑的解释。




欧洲的历史性时间表




　　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甚至仅仅对地图14扫一眼便可确信，现在的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欧洲。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个能对双方产生吸引作用的无安全保障的地区，并必然导致紧张和角逐的欧洲。






图14



　　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仅限于西欧）在冷战期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义，但这样的欧洲现在却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日渐统一的欧洲除了是一种文明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不受种族和领土争端困扰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欧洲，目前在正式组织上范围要比其实际潜力小得多。几个较为先进、政治上稳定的中欧国家均属西方彼得的欧洲传统。主要有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可能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们已明显具备了资格也渴望成为“欧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成员。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约看来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实行扩展而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这一初步但却重要的步骤之后，北约的任何后续扩展可能将与欧盟的扩展同步或紧接其后进行。欧盟扩展涉及更复杂的程序。这既表现在取得资格要分若干阶段，又表现在入盟必须达到的要求上（图13）。因此，即使是接纳首批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也不可能早于2002年，或许还要晚一些。然而，当北约首批三个新成员加入欧盟后，欧盟和北约都必然会把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最终还可能有乌克兰）的问题提上日程。






图13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入盟的前景已在对未来的成员国的情况和行为发生建设性影响。意识到欧盟或北约均不希望被成员国之间在少数民族权益或领土要求方面的更多冲突所困扰（士耳其与希腊的争端已经够麻烦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到必要推动，力争达成符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的妥协。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资格入盟这一更为笼统的原则，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作用。要求不被遗弃在北约和欧盟的外面的愿望，正在对新兴的民主国家产生着有力的重要影响。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



　　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方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别是在防务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成为任何扩大了的欧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这一安全安排最终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进来。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 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一德国一波兰一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图15）






图15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还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出现，事关重大。应不断地向俄罗斯作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就像最终加入扩大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和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新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一样。为使这些保证言而有信，应有意识地推进俄罗斯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内的各种合作联系。（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及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倘若欧洲在统一和扩展方面以及俄罗斯与此同时在巩固民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则俄罗斯在某个时候也可以有资格与欧洲结成更牢固的关系。这又将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与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最终合并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提出俄罗斯正式入盟的问题。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的话，这恰恰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对俄国关闭各种大门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欧洲分裂状态的结束不应成为将欧洲推回到众多民族国家争吵不休的状态的一个步骤，而应是一个出发点，营造一个因北约扩大而得以加强、因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安全关系而更加安全且幅员更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因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第四章 黑洞




	







	

 



	


	


　　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1991年末的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新形势给美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可以理解，美国的紧迫任务当然是减小这个正在分崩离析却仍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陷入政治混乱或重新成为敌对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的长期任务则依然是：如何促进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同时避免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阻碍美国实现建立一个能把俄国稳定安全地联在一起的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一地缘战略目标。




俄国的新地缘政治环境




　　苏联的垮台是庞大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逐步分裂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集团曾在短时间内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地域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后者。但这个存在年代较近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寿命却很短。铁托的南斯拉夫反对和毛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 10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年。



　　但更具地缘政治意义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莫斯科统治下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这个帝国的解体缘于苏联体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总失败，虽然由于其一贯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许多弊端几乎到最后垮台时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苏联看起来十分迅速的自我灭亡惊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苏联先是由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们公然宣布解散，然后正式被一个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外包括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内的称作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含糊不清的实体所取代。苏联总统无可奈何地辞职引退，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落。最后，一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有1．5 亿人口的俄罗斯联邦成为前苏联事实上的继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亿人口的其他共和国则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独立的主权。



　　前苏联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仅仅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俄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主人，总体说来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比外界更无思想准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伊斯兰的潜在挑战忧心仲仲。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沙皇帝国占据、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则由俄罗斯主导的苏联占据的地盘上，现在出现了12个国家。除俄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真正的主权毫无准备。这些国家从有5290万人口的乌克兰到仅有350万人口的亚美尼亚，大小不等。它们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确定，莫斯科是否愿意永远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同样不可预测。2000万左右说俄语的人现在成了外国居民，更加重了俄国人受到的历史震撼。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精英们统治。在经受了几十年来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后，他们决心要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特性。



　　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不仅新独立国家虚弱不堪，十分混乱，俄国本身也因为动荡，特别是因为在政治动荡的同时企图抛弃旧的苏联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机。俄国因担心穆斯林在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进行了军事介入，使民族问题更趋严重。对车臣政治经济上付出高昂代价的可悲的残酷干预，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虽然仍拥有庞大但越来越陈旧的核武库，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俄国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



　　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扩大了地缘政治真空。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劲最足的人被杀害或死于古拉格劳动营，人数达数百万。另外，在本世纪内，俄国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一场长期内战中的死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和破坏。俄国政权推行压制性的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断绝了俄国与世界的联系。俄国经济政策对生态问题完全漠然视之，环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据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至90年代中，仅约40％的新生儿是健康的；约五分之一的俄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问题。男子平均寿命下降至57．3岁。俄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国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对本世纪俄国人民遭受的恐惧和苦难，无论描述得如何严重也不为过。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会影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机会过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年的俄日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



　　——1905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



　　——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伤几百万人，经济陷入极度混乱；



　　——1918－1921年内战，再次造成几百万人丧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



　　——1919－1920年，俄波战争，以俄战败而终；



　　——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劳动营，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杀戮和大规模逃离俄国；



　　——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造成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饥荒和几百万人死亡；



　　——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几百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00多万人被枪决，几百万人死于虐待；



　　——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伤亡人数达数百万，经济破坏惨重；



　　——40年代晚期再次实施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从而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逮捕和频繁的处决；



　　——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长达40年的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社会贫困；



　　——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为把苏联的力量扩展到加勒比、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耗尽财力；



　　——1979－1989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



　　——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动荡，痛苦的经济危机，血腥而又耻辱的车臣战争。



　　俄国的内部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丧失令人苦恼和不安，对俄国的政治精英来说尤其如此。俄国地缘政治形势也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西部，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国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缘政治影响的范围大大缩小（图16）。自18世纪以来，俄国一直控制着波罗的海诸国。现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国进出波罗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冻港之苦。虽然俄国总算对在形式上新获独立但高度俄罗斯化的白俄罗斯保住了政治主导地位，但也难保蔓延的民族主义最终不会在那儿占上风。在原苏联疆域之外，华抄条约组织的崩溃意味着以波兰为代表的前中欧卫星国正迅速倒向北约和欧盟。






图16



　　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 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口。而这些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国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奥德萨是俄国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与距离更远的国家贸易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更加日趋亚洲化。



　　丢掉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乌克兰1991年 12月宣布独立以及在贝拉维扎的关键性谈判中坚持由一个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尤其是乌克兰采取政变式的突然行动，强行夺取驻乌的苏军部队的指挥权，才使独联体没有成为仅是一个更加邦联化的苏联的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自决使莫斯科目瞪口呆，并成为一个榜样，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虽然开始时仍较胆怯，然后均纷纷仿效。



　　俄国失掉其在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仅由于乌克兰独立，也是因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些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为土耳其恢复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区的影响增加了机会。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国海军力量进入地中海的出发点；到90年代中，俄国在黑海仅剩一小条狭长的沿岸地带。为苏联黑海舰队的残余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亚的基地，俄国同乌克兰仍争执不休。俄国眼睁睁地恼怒地看着北约－乌克兰联合进行海军和登陆演习，土耳其在黑海地区影响不断扩大。俄国还怀疑土耳其向车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远的东南部，地缘政治的动荡同样极大改变了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的总的地位。苏联解体之前，里海实际上是一个俄国的湖，仅南部一小部分属于伊朗。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阿塞拜疆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资者又加强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样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这一切使俄国现在仅是里海盆地财富的五个争夺者之一。俄国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它能够自行处理这些财富。



　　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国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几乎可以肯定，不仅那些国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后它们的老百姓，民族主义情绪也将越来越强烈，可能会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更趋伊斯兰化。哈萨克斯坦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其近2000万人口中，哈萨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数基本相当，语言和民族纠纷极易激化。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2500万，民族要单一得多，领导人喜欢强调历史上的辉煌岁月。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日益自信地强调本地区在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地位。土库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着哈萨克斯坦而与俄国没有直接联系。为减少以前为进入世界市场在通讯方面对俄国的依赖，土库曼斯坦正积极开拓与伊朗的新联系。



　　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来支持，中亚各国并不像许多俄罗斯人继续希望的那样，愿意用它们的新政治主权来换取能带来实惠的与俄国的经济一体化。至少它们与俄国之间的某种紧张和敌对是不可避免的，而车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说明，不能完全排除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对俄国人来说，与在其整个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总共有3亿多人口）的各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严重的不安。



　　最后，俄罗斯帝国解体之时，虽然远东地区并未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俄国在该地区也面临不祥的地缘政治新形势。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比俄国弱，也比俄国落后。每个关注俄国国家前途和对十年来急剧变化感到困惑的俄国人，都无法忽视中国正逐步变得比俄国更先进，更具活力，更成功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



　　这个令人惊诧的新现实定将影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感和在中亚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缘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超过丧失乌克兰对俄国的影响。俄国后共产主义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又担任俄国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季米尔·卢金充分阐述了其中的战略意义：



　　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从那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 [ 注：《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页。 ] 。



　　总之，俄国直到最近仍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的缔造者，并领导着一个从欧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一批卫星国组成的意识形态集团，现在却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与邻国爆发会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




地缘战略的种种幻景




　　后帝国的俄国出现一段历史和战略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惊的苏联垮台，特别是大俄罗斯帝国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体，在俄国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就俄国在当前历史中应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讨论。人们公开和私下激烈地争论多数大国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



　　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问题的任何答复均蕴含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俄国是一个纯粹由俄罗斯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还是俄国从定义上讲范围要更广（就如同不列颠比英格兰要广一样），因此注定要成为一个帝国？从历史、战略、种族的角度看，俄国恰当的边界在哪儿？如果从这样的历史、战略和种族角度看，乌克兰的独立是否仅是暂时出了偏差（许多俄国人都愿这样想）？俄国人是否必须在种族上是俄罗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国人，但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是“Russyanin”，相当于“英国人”却不是“英格兰人”）？例如，叶利钦和一些俄国人认为，车臣人确实也可以和应该被认为是俄国人（这种说法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苏联垮台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国末日来临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国民族主义者曾绝望地断言：



　　倘若这个对俄国人民来说不可想象的可怕灾难真的来临，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千年历史中深受贫困和欺骗的人民突然最后变得孤独无援，他们不久前的 “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驶离正在倾覆的航船，——那么，我们是无处可去的……



　　体现着政治、经济、精神的“俄罗斯思想”的俄罗斯国家将要重建。它将汇集已一下子突然化为乌有的1000年王国史和70年苏联史的全部精华 [ 注：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中央集权主义的悲剧》，载于《俄罗斯文学月刊》， 1990年1月号，第4－5页。 ] 。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找到一个能为俄国人民接受又切合现实的答案很难。俄国国家自身的历史性危机更使其难上加难。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是，国家既是领土扩张又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个国家也从未刻意地按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语赋予“俄罗斯思想” 以不同的解释。现在这个使命突然遭到摒弃，因为国家的疆域已缩小到主要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



　　此外，俄罗斯国家（可以说是其“本质”意义上的国家）的后苏联危机的加重，不仅由于俄罗斯面对其帝国传教士使命突然被剥夺的挑战，而且由于：为了缩小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与欧亚大陆较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俄国国内的现代化派（及其西方顾问们）正逼迫国家不再扮演社会财富的指导者、所有者和安排者这一传统的经济角色。这要求对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作用进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这严重破坏了俄国国内生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的模式，给俄国政治精英带来了因在地缘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何去何从和什么是俄国” 的问题立即引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后帝国和后共产主义俄国首任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试图确定新俄国在国际舞台应如何为人处世时，有一次就重新确认了这种思维模式。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取代意识形态”。 [ 注：1992年1月12日《俄罗斯报》刊登的专访。 ]



　　总的说来，苏联解体后，可以说有三大派地缘战略设想在俄国应运而生。三种设想相互有部分重复，但最终每种都与俄国最关心的相对于美国的俄国地位问题有关，每种也都包含着一些内部的变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归纳如下：



　　1．优先考虑与美国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赞成这一主张的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共同统治全球的代名词。



　　2．强调“近邻外国”是俄国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些人主张建立某种莫斯科主导的经济联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终恢复某种程度的帝国控制，并以此建立一个能与美欧抗衡的大国。



　　3．反联盟，即建立某种反美的欧亚联盟来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



　　虽然第一种设想开始时在叶利钦的新执政班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设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叶利钦的地缘政治的政策重点。第三种设想出现得稍晚一些，大约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苏联以后的俄国地缘战略模糊不清和屡屡失败之后作出的反应。从历史角度看，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从对俄国当前国力、国际潜力和国外利益看法的种种幻景中派生出来的。



　　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叶利钦十分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1990年11月19日，叶利钦在基辅以乌克兰人和车臣人可随后用来反对他的言辞雄辩地宣称：



　　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国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俄国从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是俄国更自由了吗？更富有了吗？更幸福了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国外交政策部门中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国新领导的亲美倾向，也诱使俄国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国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国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



　　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国因此将不仅是前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国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国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这种幻想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想法：中欧将仍然是甚至将自愿地成为在政治上对俄国有特殊亲近感的地区。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将不会导致其前成员国倒向北约，甚至也不会仅仅倒向欧盟。



　　与此同时，西方援助将使俄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让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并使民主机构得以巩固。然后，俄国的经济复兴、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国巨大的吸引力，会鼓励最近才独立的新独联体国家，与俄国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因而也会扩大俄国的范围，增强俄国的实力。独联体国家因为俄国不再对它们构成威胁而谢天谢地，并会逐步意识到，与俄国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会收到实惠。



　　问题是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国际现实，也不符合国内实际。“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虽然好听但却靠不住。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华盛顿看来，德国、日本和中国至少也与俄国同等重要和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中东、远东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国的目标大相径庭。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政治实力、财政力量、技术创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感到这个说法只是故意造出来欺骗俄国的。



　　如果美国在早些时候，在美俄蜜月时期就开始着手北约的扩大，并同时向俄国提出一项 “难以拒绝的交易”，即在俄国与北约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俄国的失望感或许可以消除。如果美国明确和坚决地奉行北约扩大的设想，并保证俄国将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也许俄国后来对“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宫内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太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调子变了，对于在美国已经出现但飘忽不定的有意扩大北约的迹象越来越敌视。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因此，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俄国关于北约扩大的担忧都毫无道理，或出于恶意。的确有些反对派，特别是俄国军方人士带着冷战思维，认为北约的扩大并非欧洲自身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领导的一个仍然敌视俄国的联盟对俄国的进逼。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前苏联官员，坚持他们长期形成的地缘战略观点，认为美国无权插足欧亚大陆，而北约扩大主要的动因就是美国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反对者怀有这样的期望，即一个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中欧，在俄国一旦恢复元气之后，将再一次回归俄国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



　　但俄国许多民主派也担心北约扩大将意味着俄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国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孤立俄国政策的顶峰，使俄国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其多种敌人的攻击。此外，俄国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欧人对莫斯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们对加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期望有多高。



　　总的说来，俄国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难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新的俄国精英内部分歧严重，而总统和外长又都不能在地缘战略方面提供始终一贯的领导，他们没有能力清楚地说明新俄国在欧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现实地评估俄国的虚弱所带来的实际局限。莫斯科政治上准备战斗的民主派无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个民主的俄国不反对这个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扩大，而且俄国愿意与之结交。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难放弃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前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在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前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国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国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国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前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 “加入”苏联的。



　　后苏联的俄国精英显然也曾期望西方会帮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国在后苏联空间重新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他们对西方愿意帮助新独立的后苏联各国巩固其独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愤懑。俄国一些资深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尽管警告说“与美国对抗……是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但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正力图“在整个欧亚大陆重组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个大陆上不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是有许多中等、较稳定、相当强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整体的实力均不能超过美国。” [ 注：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两人均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所著《美国人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载1996年6月28日《独立报》。 ]



　　在这方面，乌克兰至关重要。特别是到了1994年，美国越来越重视美乌关系并帮助乌克兰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倾向，使许多俄国人甚至俄国的“西化派”都感到，这是一项针对俄国把乌克兰最终重新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乌克兰最终将以某种形式与俄国“重新一体化”是许多俄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坚定信念 [ 注：例如，据国际文传（1996年11月20日）报道，连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都把乌克兰视为一种“临时现象”。《大众报》（1996年12月10日）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可能在乌克兰东部遇到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导致提出由俄罗斯来接管该地区的请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会支持这种计划。”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在晚间天气预报节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尔列为俄罗斯城市的那种挑衅性做法，当然无助于减少西方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 ] 。结果，俄国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国的观点迎头相撞。



　　此外，纯粹的国内原因也证明两个“民主国家”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现实的。俄国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而且后苏联俄国只是部分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民主派”领袖人物，即使对苏联的过去已真正幻灭者也不仅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而且是原先统治集团精英中的高级成员。他们不像波兰、捷克的领导人那样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前苏联的重要权力机构，虽然已被削弱，士气低落，腐败不堪，却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国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俄国因此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寄予厚望。这些援助，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援助数量确实逐渐增大，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俄国经济很快恢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评家的鼓噪之声越来越大。他们声称，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俄国。



　　总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们想与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或者叫共同统治，在独联体内比较随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欧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但他们对前苏联的历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们对充当全球性大国的想法不切合实际，俄国国内经济危机深重，他们又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切使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作为平等伙伴关系概念中应有之义的稳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国。俄国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成为对亲西方政策选择的主要批评和初步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选择就不足为怪了。该主张认为“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忽略了对俄国最重要的东西，即俄国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邻外国”成为重点强调需要在前苏联曾占据的地缘政治地区内重新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决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张的略称。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重点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成果太少，代价太大。那种政策只会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



　　但是，“近邻外国”学派之下又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它不仅包括认为独联体会转变为由莫斯科领导的欧盟式组织的那些经济机能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经济一体化看成仅是恢复帝国的工具之一的人。这样的经济一体化既可在独联体框架下进行，也可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进行。它还包括主张成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欧亚主义这种有点玄妙的概念定为俄国的长期历史使命的人。



　　“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最狭义的表达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场，那就是俄国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搞好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苏联有意加强它们相互间经济依存关系的政策下，事实上它们仍与俄国联系在一起。这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忽视俄国新一代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现实。合作，甚至某种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因此，为扭转前苏联政治上的解体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四分五裂状态，加强独联体的联合机构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对一些俄国人来说，推动经济一体化是对已发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人们经常把后苏联俄国的形势与欧盟作类比是有道理的。主张经济一体化的温和派明确反对恢复俄罗斯帝国。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有影响的报告中，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作为建立后苏联“共同经济空间”的恰当计划。



　　但是强调“近邻外国”并不仅仅是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学说。其地缘政治内容带有帝国味道。甚至较为温和的1992年报告也谈到恢复了元气的俄国将最终与西方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并宣称在这一关系中俄国应起“调控东欧、中亚和远东形势”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邻外国”优先的人则更直言不讳。他们明确谈到俄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独特作用”，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议会外事委员会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论调虽并不极端却很典型。阿是 “伙伴关系”优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开宣称前苏联空间是俄国独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994年1月，阿的论调得到了此前积极主张亲西方政策的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的响应。科称俄国“必须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 1994年4月8日《消息报》称，俄国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国在加里宁格勒、摩尔多瓦、克里米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用线联起来，实际上大体与前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图17）






图17



　　1995年9月，叶利钦总统发表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国的目标概括为：



　　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



　　人们应注意到该文件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努力，强调地提到一个单一实体及“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强调俄国在这个新实体中的主导作用。在强调这些时，莫斯科还坚持俄国必须加强与新成立的独联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军事指挥体系；独联体各国的武装部队必须通过一项正式的条约联结在一起；独联体的“外部”边界必须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国军队必须在独联体内的任何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独联体内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机构必须设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国总统主持独联体首脑会议。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称：



　　应保证俄国电视台和电台在近邻外国的广播，俄国新闻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得到支持，俄应为独联体各国培训民族干部。



　　考虑到有必要以与俄国友好关系的精神来教育独联体各国的年轻一代，应特别注意恢复俄国作为苏联以后的地盘内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气氛下，1996年初，俄国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同年春天，俄国与独联体中较随和的成员国签署了两个协议，密切相互间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关系。其中一个大张旗鼓地签署的协议实际上是规定要在新的“主权国家共同体”（俄语缩写为SSR，是对前苏联缩写USSR的十足怀旧）范围内建立俄国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另一个由俄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协议要求在远期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 egratedStates）”。两个协定均表明俄国对独联体内部一体化进展的缓慢已不耐烦，并决心坚持推动这一进程。



　　“近邻外国”政策强调加强独联体的中央机制，因此把客观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中的一些成份与很强的建立帝国的主观决心结合了起来，但却并没有从更高的哲学高度或地缘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真正的使命和恰当的范围是什么？”



　　同样强调“近邻外国”且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欧亚主义思想，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这个以颇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术语阐明的主义，所指方向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前提：从地缘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国既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完全是亚洲的，因此，俄国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欧亚特性。这种特性是俄国对从中亚到太平洋海岸辽阔土地的独特控制所遗留下来的，是莫斯科四个多世纪向东扩张所建立的帝国的遗产。俄国通过扩张，把一大批非俄罗斯人和非欧洲人纳入俄罗斯，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欧亚政治文化特点。



　　作为一种学说，欧亚主义并非在后苏联时期才出现。它始于19世纪。但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明确的替代物和对所谓西方堕落的反应，兴盛于20世纪。俄国流亡者积极宣传这一学说以取代苏维埃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前苏联内部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需要一种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学说。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也会导致古老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瓦解。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欧亚主义的倡导者恩·思·特鲁别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主义，旨在破坏俄罗斯生活的精神基础和民族独特性，宣扬实际统治欧美的唯物主义观点……



　　我们的任务是当俄国不再是欧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时，当俄国再次回归自我成为俄罗斯－欧亚，自觉地继承和维护成吉思汗的伟大遗产时，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不同于欧洲文明的我们自己的文化 [ 注：恩·思·特鲁别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遗产》，《逆流》1990年第9期第68页。 ] 。



　　在后苏联的混乱情况下，这种观点大有市场。一方面，共产主义被指责为背叛了俄国正统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罗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认为是腐败的。文化上反俄罗斯的，意在剥夺俄国在历史和地理上对欧亚大陆独有的、渊源很深的控制权。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史学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给欧亚主义作了学术上解释。他的《中世纪的俄罗斯和大草原》、《欧亚节奏》以及《历史上的人种地理》等书，有力地阐述了欧亚大陆是俄罗斯人民的独特“人种”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罗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历史上共生的结果，从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诫说，适应西方，对俄国人民来说只能意味着失掉自己的“人种和灵魂”。



　　这些观点得到俄国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更为直觉的响应。例如，叶利钦的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 [ 注：罗马《咖啡店报》的专访，1994年7月15日。 ] 。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的共产党竞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尽管是搞马列主义的，但也推崇欧亚主义对俄国人民在欧亚大陆广褒土地上特殊的传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强调。久加诺夫争辩说，俄国有独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来充当全球的领导。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努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也提出一种更稳重实用的欧亚主义思想。纳在国内面临着人数几乎相等的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同时也为了寻找减轻莫斯科要求政治一体化压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欧亚联盟”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独联体。虽然他的想法没有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的玄妙内容，当然也并不赋予俄国人充当欧亚领导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地理范围与前苏联相当的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必须有政治的含义。



　　在某种程度上，俄国地缘政治思想把“近邻外国”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安全和经济角度看，在后帝国的俄国和新独立的国家间实现某种秩序和妥协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讨论具有一种超现实色彩的是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观念：从某些方面来看，不管前帝国的政治“一体化”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自动实现，还是作为俄国最终恢复所丧失的力量的结果而实现（且不用说是作为俄国特殊的欧亚或斯拉夫使命而实现），这种“一体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与欧盟作比较，但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欧盟，即使考虑到德国的特殊影响，也不是由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国家主导的；欧盟也不是一个民族帝国的继承者，其获得解放的成员也不深深怀疑“一体化”就是重新被统治的代名词。即使如此，若德国像前面提到的俄国于1995年 9月那样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强和扩大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人们也不难想象欧洲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



　　与欧盟作比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放的和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已为民主的一体化作好了准备，而且大多数西欧人看到了这种一体化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西欧的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也能从中得到大量的补贴。相反，新独立的国家则把俄国看作政治上不稳定却仍然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并且在经济上是它们参与世界经济、获得急需的外资的障碍。



　　乌克兰特别强烈地反对莫斯科的“一体化”思想。乌克兰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这样的 “一体化”，特别是在俄国对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最终将会导致乌的民族主权的丧失。而且俄国对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采取的高压政策——不愿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权利提出疑问并坚持俄国对塞瓦斯托波尔港独享治外法权的控制，使乌克兰已经觉醒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反俄倾向。在一个新国家历史成形的关键阶段，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位因此从传统的反波兰或反罗马尼亚的方向，转为集中反对俄国提出的任何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独联体或斯拉夫共同体（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或欧亚联盟等建议，把这些建议都看成是俄罗斯为重建帝国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励了乌克兰维护其独立的决心。虽然开始时西方特别是美国迟迟不承认分立的乌克兰国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均已成为基辅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国防部长宣称，“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9月，德国总理虽然坚定地支持叶利钦总统，却也进一步宣称“乌克兰在欧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谁也不能再对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提出争议”。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把美乌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故意用与描述美俄关系同样的词语来描述美乌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没有乌克兰，以独联体或以欧亚主义为基础重建帝国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而且，欧亚主义对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亚人热心于与莫斯科结成新的联盟。乌兹别克斯坦特别坚决地支持乌克兰反对俄国把独联体提升为超国家实体，反对俄国意在加强独联体的倡议。



　　其他独联体国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图，倾向于团结在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周围反对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压力。同时，几乎所有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识地谴责过去对莫斯科的顺从是殖民主义，努力消除其各种影响。因此，甚至在民族问题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一道废除了西里尔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时候改造过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实际上，到90年代中，为阻止俄国用独联体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工具，由乌克兰悄悄挑头，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时也包括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组成的集团。



　　乌克兰坚持有限的、以经济为主的一体化，进一步使“斯拉夫联盟”这一概念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个由一些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培育起来的，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时的主张，一旦被乌克兰拒绝就自动失去了其地缘政治含义。“斯拉夫联盟”仅剩白俄罗斯一国与俄国在一起。由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可能成为该联盟的一部分， “斯拉夫联盟”还有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分裂。这种可能性当然不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统治者感到放心，而只会激化反俄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白俄罗斯，一个没有乌克兰的斯拉夫联盟只能意味着白俄罗斯被俄国兼并。这也将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不满情绪。



　　“近邻外国”政策的这些外部障碍，因俄国人民的情绪这个重要的内部制约而大大增强。尽管政治精英之间就俄罗斯在前帝国范围内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噪不止，可能是由于厌倦了，也可能仅仅出于常识，俄国人对恢复帝国的任何宏伟计划几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他们赞成开放边界，开放贸易，人员自由流动以及俄语的特殊地位，但对政治一体化，特别是这个一体化牵涉到经济代价和流血牺牲时并不热心。“联盟”的解体令人遗憾，恢复令人高兴。但公众对车臣战争的反应表明，任何超出运用经济影响或政治压力的政策均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总之，“近邻外国”优先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国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还无力把其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也无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新的国家。俄国的压力只会使它们更多地寻求与外部的联系，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与西方的联系，但有时也会寻求发展与中国和南部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当俄国针对北约的扩大扬言要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时，它回避了“与谁’’的问题，而且它还回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与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独立的国家，因为担心潜在的政治后果，对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与俄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也越来越不信任。与此同时，关于俄国所称的欧亚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传的性质的思想，也只是进一步使俄国远离欧洲和整个西方而孤立起来，加深后苏联时期的危机，并延缓俄国社会按照基马尔·阿塔托克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实现急待进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邻外国”政策没有给俄国提供地缘政治的解决方法，相反只带来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幻想。



　　如果与美国共同统治行不通，“近邻外国”政策又不灵，那么俄国还有什么地缘战略可选择呢？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未能实现建立一个在全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国”的理想，这使民主派大为沮丧。“民主俄国”只成了一个口号，而与现实无缘。在不得不承认老帝国的“重新一体化”最多也仅是个遥远可能性的情况下，又使一些俄国的地缘政治家玩弄起某种针对美国在欧亚大陆霸主地位的反联盟主张。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的职务，以更有经验但正统的前共产党国际问题专家，长期来一直对伊朗和中国感兴趣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代之。一些俄国评论家猜测，普里马科夫的倾向可能会促成一个以三个在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首要地位问题上有最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为核心的新的“反霸”联盟。普里马科夫上台伊始的几次出访及讲话加深了这一印象。而且现有的中国与伊朗的武器贸易关系，以及俄国愿与伊朗合作加快其获得核能源的倾向，与更紧密的政治对话和最终的结盟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国、世界上最好战的伊斯兰大国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强的亚洲大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要搞这种反联盟，首先必须恢复中俄双边关系，并利用两国政治精英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不满。1996年初，叶利钦去了北京，签署了一项宣言，明确批评了全球性 “霸权主义”倾向。这也就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同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回访，两国不仅重申反对“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同意加强现有的关系。俄国评论家们欢迎这一发展，并把这视为全球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积极变化和对美国推动的北约扩大的恰当反应。有些人甚至高兴地说中俄联盟将对美国实施它应得的惩罚。



　　但是，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视政策时，把俄国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这样的结局当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国的所作所为看来几乎就在贯彻要同时与德黑兰和北京敌对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国却都不准备把战略赌注下在既不稳定又虚弱的俄国身上。两国都意识到这种联盟一旦超出了某种偶尔为之的策略协调范围，就会危及它们各自与较为先进的世界的关系，而只有这个先进世界才有能力向它们投资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俄国却没有什么可向它们提供，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反霸联盟的伙伴。



　　实际上，并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仅是在“反霸”情绪下结成的任何联盟基本上将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对第一世界的最先进部分的联盟。它的各个成员都不会有多少收获，中国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资流入的危险。正如一位持批评态度的俄国地缘政治学者指出的，对俄国来说也是如此，“俄中联盟的幽灵……将大大增加俄国再次被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拒之于门外的可能性”。 [ 注：阿列克赛·博加图罗夫：《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载《独立报》 1996年6月18日。 ] 不管它是由三国还是两国组成，这种联盟最终会使所有的参加者长期地孤立，共同落后。



　　另外，中国将在任何俄国认真努力拼凑的这类“反霸”联盟中成为老大。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于开拓，生气勃勃，对俄国还有某些潜在的领土要求，将必然使俄国沦为一个小伙计。而同时中国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帮助俄国克服其落后状态。俄国因此将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最后，俄国一些外交问题专家仍然企盼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包括西方内部对北约未来前景发生分歧，认为这至少也许最终会给俄国创造一些策略性机会与德国或法国拉拉关系，来破坏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这种观点其实毫无新意。整个冷战时期，莫斯科都在过一段时间就试图打德国牌或法国牌。不过某些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学家也不无理由地认定，欧洲事务的停滞会提供可资利用的策略机会，而对美国造成不利。



　　但是能够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纯属策略上的机会而已。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可能放弃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不能排除特别是俄国有时在一些小问题上会拉拢法国，但只有欧洲事务中出现大的动乱，欧洲统一事业和跨大西洋联系的垮台，联盟在地缘政治上才会逆转。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欧洲国家也不会谋求与迷失了方向的俄国发展真正全面的地缘政治联盟。



　　因此，说到底，没有一种反联盟政策是可行的选择。摆脱俄国新的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反联盟，也不在于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幻想，更不在于在前苏联范围内建立某种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体系。所有的政策都回避了对俄国来说实际上唯一可行的选择。




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并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正如本书第三章已阐述的那样，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如果美国不培育出一种环境使俄国人相信与跨大西洋的欧洲越来越结成有机的联系是俄国的最好选择，俄国就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俄中、俄伊（朗）长期战略联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显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应避免使俄国偏离其所需的地缘政治抉择。因此，美国在制定与中国和伊朗关系的政策时，应尽可能把它们对俄国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考虑在内。坚持庞大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幻想，只会延误俄国为结束其深刻危机所必须作出的历史挟择。



　　只有一个愿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接受欧洲新现实的俄国，才能从横跨大陆的商业、通讯、投资、教育等广大领域的欧洲合作中获益。因此，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是方向十分正确的步骤。这是新俄国与正在扩大的欧洲间进一步建立机制性联系的尝试。这也意味着俄国若要走这条路，除了最后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现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能给俄国带来的实惠，是任何其他选择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俄国是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欧洲和美国就不对俄国构成威胁；它们与俄国之间也不存在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危险的边界，而俄国与其以南的穆斯林国家却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领土上都界线不清，因而肯定有潜在冲突的危险。相反，对欧美来说，一个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国正是它们地缘政治上所期望的实体，是动荡复杂的欧亚大陆稳定的一个源泉。



　　俄国因此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为了得到实惠，作倾向欧、美的抉择，那么首先就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第二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第一个要求意昧着俄国应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排斥以过去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模式进行的经济合作，但不能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主权进行限制。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愿意受这种限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存在，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和独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个要求可能更难接受。不能把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真正合作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即仅仅因为俄国不愿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体之外。这个共同体的扩大无需匆忙，当然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但这一扩大不能，也不应被一纸只能反映一种过时的欧洲安全关系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挡不前。一个扩大的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可能在开头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解决。这需要用政治意志采取一个大动作，可能还需要一个杰出的领袖有能力作出抉择，并表现出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现代的、欧洲的俄国的远见。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发生。克服共产主义和后帝国的困难不仅需要比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转变更长的时间，而且也需要一个有远见的、稳定的政治领导。目前俄国的基马尔·阿塔托克尚未出现。但俄国人最终将认识到俄国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 [ 注：1996年初，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国的消亡抑或俄国的重生》，载1996年4月26日《今日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 。他们必须承认叶利钦1990年在基辅关于俄国将来不应成为一个帝国的讲话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个真正非帝国的俄国仍将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迄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强大国家。



　　不管怎么说，对“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也许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坚决的姿态。美国和欧洲必须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应让俄国与北约签订一个特殊的条约或宪章，而且也应着手与俄国一起探索建立一个远远超过松散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的最终横跨大陆的安全和合作体系。如果俄国国内民主体制得到巩固，并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不应排除俄国与北约和欧盟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应实行使俄国这一抉择的两难困境一直持续下去的政策。后苏联的新国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是使俄国有必要进行历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后苏联的新国家，在前苏联地区内实现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必须是吸引俄国毫不含糊地作出欧洲抉择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中，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尤其重要。



　　独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为西方进入能源丰富的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着中亚将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于俄国要求重新实现一体化的压力。从民族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亚国家，也是俄国重新控制该地区的主要障碍。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对中亚其他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于俄国的压力。



　　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随着欧盟和北约扩大，乌克兰最终将有资格选择它是否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乌克兰为加强其独立地位，一旦这两个组织与其边界接壤而其内部变革又使它开始达到加入的标准，乌克兰很可能会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虽然这还要一段时间，但西方在进一步加强与基辅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的同时，现在就开始把2005－2015年定为乌克兰逐步加入两组织的合理的时间表，以减少它担心欧洲扩大会在波乌边界上止步的担忧，为时已并不太早了。



　　俄国尽管抗议北约扩大，但可能到1999年会默认北约吸收几个中欧国家，因为俄国与中欧的文化和社会差距在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已扩大了许多。倒是俄国要默认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困难得多，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乌克兰的命运不再与俄国的命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乌克兰要以独立的国家生存，就必须成为中欧而不是欧亚的一部分；如果乌克兰要成为中欧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须充分参与中欧与北约和欧盟的联系。俄国接受了这些联系将说明俄国自身也决定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俄国拒绝这样做，就等于拒绝欧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欧亚”身份和存在。



　　必须记住的关键问题是：若乌克兰不属于欧洲，俄国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国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假如俄国决定把赌注押在欧洲，那么乌克兰被纳入扩大的欧洲体系最终将符合俄国自身的利益。的确，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可以成为俄国自身发展的转折点。但这也意味着确定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乌克兰决定倒向欧洲将使俄国在对它下一阶段历史作出决策时陷入危机——或者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欧亚的一个弃儿，既不真正属于欧洲，又不真正属于亚洲，在同它的“近邻外国”的冲突中一筹莫展。



　　人们希望，扩大的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从正式的双边关系发展到更有机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下个世纪头二十年中，俄国会逐步成为包括乌克兰并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地区的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与欧洲和跨大西洋体系发生联系，甚或形成某种形式的成员关系，又将为迫切希望发展与欧洲关系的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敞开大门。



　　无法预料这个进程会有多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动俄国走向这一方向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形成，同时排除了其他诱惑，那么这个进程会发展得更快。俄国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会越早由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缘政治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问题。














	

 






	















	







	







	









 





	


	







	








	




	


第五章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在欧洲，“巴尔干”这个词使人联想到种族冲突和大国的地区性争夺。欧亚大陆也有它的“巴尔干”，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也更大。它位于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个标出全球主要不稳定地区的长方形地理区域之内，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构成了这个巨大的长方形区域的内核，而且它在一个独特的方面有别于其外围区域：这是一个力量真空地带。在波斯湾和中东地区，虽然大多数国家也不稳定，但美国的力量是那个地区的最后裁决者。所以这个不稳定地区的外围区域是一个单一的大国霸权地区，并受这个霸权的调节。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国家的确令人想起那些更加古老而熟悉的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它们不仅政体不稳定，而且还吸引和诱使较强大的邻国的入侵，而入侵的每个大国又都决心反对任何一个其他大国主宰这个地区。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力量真空和对外界力量吸引的结合才使它们名正言顺地有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称号。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世界能源消费在未来20或30年内必然会急剧增加。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从1993年到 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加50％以上，而消费增长最大的将是远东。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产生巨大压力，促进了新的能源产地的勘探和开发。中亚地区和里海盆地被认为蕴藏着大大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或北海的天然气和石油。



　　得到其资源并分享其潜在的财富成了各方寻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发了集团的兴趣，重新挑起历史上关于归属的争端，唤起了帝国的理想，同时也激化了国际的争夺。由于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力量真空而且内部也不稳定，局势就变得愈加变化无常。每一个国家都有严重的内部困难。所有国家的边境不是与邻国有主权争议，就是存在着种族仇恨，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陷于领土、种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冲突之中。




种族的大熔炉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九个以某种方式符合上述描述的国家，另外还有两个国家被视为潜在的候补成员。这九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它们都曾是已垮台的苏联的一部分——还有阿富汗。可能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有活力，也都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范围内积极争取地区影响，所以两者都是本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同时，两国都很容易受到内部种族冲突的打击。如果它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出现动荡，本地区的内部问题就将变得无法控制，任何抑制俄罗斯对该地区控制的努力甚至都可能变得徒劳无功。



　　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可以说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民族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的民族主义往往广泛而强烈，而外部冲突成了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相比之下，五个新的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国家建设阶段，仍有很强的部落和种族意识，所以内部纠纷成为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被它们的更强大的、有帝国意识的邻国所利用。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就像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镶嵌画。（表1、图19）其中各国的边界都是在二十世纪 20和30年代各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成立时由苏联的地图绘制员们主观划定的（阿富汗由于从来就不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例外）。它们的边界主要是以种族为标准划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意图，那就是保持俄罗斯帝国南部地区内部的分裂以使其更加俯首帖耳。



 






图19



　　所以，莫斯科拒绝了中亚民族主义者建议的把中亚各个民族（其中大多尚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称为“土耳其斯坦”——的方案，而宁愿建立五个单独的“共和国”。它们都有自己的新的名称和犬牙交错的边界。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克里姆林宫放弃了建立单一的高加索联邦的计划。所以，在苏联瓦解以后，无论是三个高加索国家还是五个中亚国家对它们的新独立地位和必要的地区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高加索地区，人口不到400万的亚美尼亚和有800多万人口的阿塞拜疆很快就陷入一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公开战争。纳－卡地区在阿塞拜疆境内，但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冲突引起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成千上万的难民和被驱逐的居民双向逃亡。鉴于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这场战争还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两个国家更难巩固自身的稳定和独立。亚美尼亚被迫更加依赖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俄罗斯，而阿塞拜疆取得的独立地位和内部稳定则因失去了纳－卡而大受损害。



　　阿塞拜疆的脆弱性对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的位置使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支轴。它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油气管道从这里通向在种族上与它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支持它的土耳其。独立的、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使俄罗斯不能独霸进入该地区的通道，这样也就剥夺了俄国对中亚国家政策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阿塞拜疆极易受到来自北方强大的俄罗斯和南方伊朗的压力。在伊朗西北部生活着人数两倍于阿本土的阿塞拜疆人——有人估算为2千万。这一现实使伊朗担心它的阿塞拜疆人中间的潜在分离主义倾向，于是就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态，虽然两国都信奉伊斯兰教。结果是，阿塞拜疆同时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压力，限制其与西方的交往。



　　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种族非常单一的情况不同的是，格鲁吉亚600万人口中约有30％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小的群体在组织和特性上还有相当程度的部落特点，而且一直对格鲁吉亚人的统治非常反感；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就借格鲁吉亚内部政治争斗之机试图分离出去。俄罗斯对此暗中支持，以便压格鲁吉亚向俄国让步而留在独联体之内（格鲁吉亚起初曾想完全摆脱独联体），并且使格鲁吉亚同意俄国在其土地上保持军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向该地区的渗透。



　　在中亚，内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势不稳定的更重要原因。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有四个是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波斯语系，而不属前苏联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图以及波斯等种族的大杂烩。这六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相反，不同的种族构成却使它们很易受内外冲突的打击。这些冲突积累起来又往往吸引更为强大的邻国的入侵。



　　在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最重要的两个。哈萨克斯坦是本地区的屏障，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本地区多样化的民族觉醒的灵魂。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和地理位置保护了其他国家免于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实际压力，因为只有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接壤。然而，在它的1800万人口中有约35％的俄罗斯人（全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在逐渐下降），另外还有20％也是非哈萨克人。这种情况就使新的哈萨克族统治者更难以在民族和语言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统治者自己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但他们却只代表了全国大约一半的人口。



　　在这个新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自然对哈萨克领导充满忿恨，他们作为过去的殖民统治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地位比较优越，所以害伯失去特权。而且，他们往往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文化上的鄙视看待新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哈东北和西北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如果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就会面对领土被肢解的危险。同时，有几十万的哈萨克人居住在哈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北部，而哈萨克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与他们争夺中亚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



　　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虽然在面积上和自然资源上都逊于哈萨克斯坦，但它有更多人口（将近2500万），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人口构成远比哈萨克斯坦单一。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更高，而且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逐渐迁离，不久其人口的75％将是乌兹别克人，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留下来，主要居住在首都塔什干。



　　另外，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新国家说成是中世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336－1404年）的直接继承国。曾是帖木儿帝国首都的撤马尔罕成了本地区著名的宗教、天文学和艺术的研究中心。这一联系给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注入了比其邻国更深的历史继承感和地区使命感。一些乌兹别克领导人的确认为乌是一个单一的中亚实体的国家核心，并认为塔什干应成为这一实体的首都。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已经越来越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观素质，并决心不论国内有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再回到殖民地状态。他们的这种意识比任何其他中亚国家都更加强烈。



　　这种情况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培育一种后种族的（POST－ETHNIC）现代民族主义的领袖，同时也使其邻国对其感到某种不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在国家建设和主张促进地区自给自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但这个国家相对更大的民族同一性和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其与相邻的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的统治者担心乌兹别克的地区领导地位会演变为对地区的统治。这种担心制约了新的主权国家之间地区合作的发展——俄罗斯本来就不鼓励这种合作——也使这个地区的脆弱性永久化。



　　然而，与其他国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完全没有种族矛盾。乌南方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撤马尔罕和布哈拉周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塔吉克人。他们对莫斯科划定的边界仍然十分不满。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重地费尔干纳谷地（这里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流血的种族冲突）有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必说在阿富汗北部还居住着乌兹别克人，



　　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下倔起的其他三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只有土库曼斯坦在种族上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土450万人口中大约有75％是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各占不到10％。土库曼斯坦受天然屏障保护的地理位置使它离俄罗斯相对遥远，而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却在地缘政治上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关系。一旦通向这个地区的管道建设起来，土库曼斯坦真正巨大的天然气蕴藏就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展现出一个繁荣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的500万人口则复杂得多。吉尔吉斯人占总人口约55％。乌兹别克人大约占13％。俄罗斯人最近从20％以上降至略高于15％。独立前，俄罗斯人是该国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阶层的主要部分，而他们的离去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损害。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富于矿产资源，而且因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一些人把这个国家称为中亚的瑞士（从而成为一个潜在的新的旅游胜地），但它夹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中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独立地位严重地取决于哈萨克斯坦成功地保持自身独立的程度。



　　塔吉克斯坦在种族上仅比吉尔吉斯斯坦略为单一。在其650万人口中，塔吉克人不到三分之二，占25％多一些的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对他们有一些敌意），仍留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只占大约3％。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也以部落为单位相互尖锐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现代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政治精英之中。结果是，独立不仅带来了国内的争斗，而且给俄罗斯继续在这个国家驻扎军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由于大量塔吉克人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的种族形势就更加复杂。实际上，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几乎与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一样多，这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又一个因素。



　　阿富汗虽然不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其目前的混乱状况同样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由于苏联的占领和长时间的抗苏游击战争使阿富汗四分五裂，其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反对俄罗斯占领者的圣战已使宗教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方面，在本已非常尖锐的政治分歧中又注入了教义的狂热。所以阿富汗不仅必须被看作是中亚种族难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政治上更完全是欧亚大陆巴尔干的一部分。



　　虽然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的人口主要都是穆斯林，它们的政治精英大多仍然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非宗教的。这些国家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然而，随着他们的人口从主要站在传统的宗族和部落立场上转而表现出更加现代的民族自觉，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可能会不断加强。实际上，伊斯兰的复兴已经不仅得到伊朗而且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部支持，很可能成为不断蔓延的各种新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决心反对俄罗斯控制下的因而也是异教徒控制下的——任何形式的重新一体化。



　　诚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他们大约有2000万人，比留在独立的中亚国家受外国人统治而没被感染的俄罗斯人（大约950万）多一倍以上。这样，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约占到俄国人口的13％。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在要求维护自己独特宗教和政治特性的权利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即使这种要求不像在车臣那样以要求实现完全独立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将加重俄罗斯由于最近一次帝国式的卷入和在新独立国家中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存在而在中亚面临的困境。



　　使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更加不稳定并使局势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都在本地区有帝国、文化、宗教和经济利益的两个相邻的主要民族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本身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就变化无常而且内部也蕴含着脆弱性。如果这两个国家出现不稳定，很可能整个地区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使正在发生的种族和领土冲突失去控制，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将被严重破坏。所以，土耳其和伊朗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它们本身的国内局势对本地区的命运有关键的重要性。两者都是中等大小的强国，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然而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地缘政治取向甚至其民族的凝聚力都仍然是不确定的。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轴心。自从基马尔主义革命以来，它们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使土耳其的地区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而且，土耳其本身也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民族冲突的牺牲品。尽管其大约 6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其中约80％属突厥语系（也包括切尔卡西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等不同人种），然而多达20％或许更多的是库尔德人。集中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已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由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发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土耳其内部发生的任何涉及这个国家总体方向的紧张局势都无疑会鼓励库尔德人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以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



　　伊朗的未来取向更是问题很多。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的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革命可能正进入其“热月”阶段，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一方面，无神论苏联的崩溃为伊朗北方新独立的邻国改变宗教信仰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由于伊朗担心阿塞拜疆新取得的独立会对其内聚力产生影响，这种态度更加坚定。



　　这种担心来自伊朗面对种族矛盾时的脆弱性。这个国家6500万（与土耳其人口数量相似）人口中，只有略高于一半的人是波斯人。大约四分之一是阿塞拜疆人，其余的人口包括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和其他部族。除了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外，其他的种族都没有能力威胁伊朗的国家完整，特别是由于在波斯人中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甚至帝国的意识。然而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特别是一旦伊朗政治中发生新的政治危机，就更加如此。



　　而且，有两个事实对伊朗的库尔德人以及所有其他少数民族发生感染作用，一是目前本地区已存在着几个新独立的“斯坦”，二是连100万车臣人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很可能愈发坚定地忠于建立一个更大的阿塞拜疆的理想。这样德黑兰政治的不稳定和分裂状态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




多重竞赛




　　传统的欧洲巴尔干牵涉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三者间面对面的争夺。还有三个间接的参与者，它们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会因某一个主角的胜利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德国惧怕俄罗斯的强大，法国反对奥匈帝国，英国则更希望由一个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愿看到其他两个主要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巴尔干。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些大国成功地遏制了巴尔干的冲突且并未损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 年，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给所有各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展开直接争夺的同样有三个相邻大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尽管中国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主要角色。比较远距离地参与竞争的还有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遥远的美国。三个主要的最直接的竞争者都不仅受到未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也都受到很强的历史推动力的驱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某个时期是本地区政治或文化上的主导国家。每一个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其他几个。虽然它们之间发生迎头相撞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们在外部争斗的影响积累起来会给本地区造成混乱。



　　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敌视态度近乎过分。俄罗斯的媒体将土耳其人描述成一心想控制这个地区并煽动当地力量反对俄罗斯（车臣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的阴谋家，并认为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与土耳其实际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威胁。土耳其人则针锋相对，认为自己担当的是解放者的角色，目的是把教友们从俄罗斯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波斯人）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的竞争者，这种竞争近年来又重新抬头，土耳其树立了一种现代的和世俗的形象，以取代伊朗观念下的伊斯兰社会。



　　虽然可以说这三者至少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情况则是：莫斯科的野心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对其帝国统治相对来说还记忆犹新，在这个地区还有几百万俄罗斯人，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渴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声明已经表明，它将整个前苏联空间看作是克里姆林宫有特殊地缘战略利益的区域，并且认为应当把任何外来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排除出这一地区。



　　相比之下，虽然土耳其获得地区影响的愿望带有一些尽管是更加陈旧的、过去的帝国的影子（奥斯曼帝国的额峰是在1590年征服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时候，虽然当时其版图并不包括中亚），这种愿望似更深地植根于与本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图20）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认同感。鉴于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更为有限，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势力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






图20



　　伊朗的意图就更加含糊，但从长远看对俄罗斯的野心同样构成威胁。波斯帝国是一个更加遥远的记忆。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它的领土曾包括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高加索国家以及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虽然伊朗目前的地缘政治抱负没有土耳其那样大，主要着眼于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但本地区的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在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相互竞争的利益在地图21上得到了说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扩张用两个向南直指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箭头表示；土耳其是一个向东穿过阿塞拜疆和里海指向中亚的箭头；伊朗则是两个箭头，一个向北指向阿塞拜疆，另一个向东北指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这些箭头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可能相互碰撞。






图21



　　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生的国家至少可以充当一种缓冲，但中国同时也担心其新疆境内的突厥少数民族可能把中亚新独立国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已在谋求哈萨克斯坦保证压制跨边境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行动。从长远看，北京对本地区的能源资源必定会有特殊的兴趣。直接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标。这样，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就会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冲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



　　对乌克兰来说，主要问题是独联体未来的性质，以及能否更自由地获得能源资源，以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这方面，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基辅十分重要。乌克兰对那些更有独立意识的国家的支持是加强它自身对莫斯科的独立的努力的延长。同样，乌克兰支持格鲁吉亚成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影响，并支持土耳其为将石油从中亚直接输送到土耳其终端的努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为遥远了，但它们对新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过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获得地缘战略的纵深，不让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发挥政治影响，并最终从连接中亚和阿拉伯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中获益。印度为了对巴基斯坦作出反应，同时也出于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的担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更多的存在。



　　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出现在背景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也许是间接的棋手。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竞争特别集中在能否进入该地区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通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希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谁控制或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最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油气管道问题成为影响里海盆地和中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如果连接这一地区的主要的管道继续穿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即使俄国不公开地炫耀实力，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也会自然地显现出来。这个地区仍将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国，而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该地区的新财富问题上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过来，如果另有一条管道穿过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经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或者还有一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了。



　　麻烦的现实是，俄国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为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完全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的话，他们宁愿让该地区的资源根本得不到开发。如果外国投资可能导致外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在该地区更直接的存在，俄国宁愿仍然对这里的财富不加开发。这种财富拥有者的心态有历史根源，改变它需要时间和外部的压力。



　　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持续进行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但俄帝国最近的终结却突然得让人吃惊。随着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向南沿着里海海岸向波斯推进。它在 1556年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统治的领地，并于1670年到达波斯。它在1774到1784年间征服了克里米亚，然后于1801年占领格鲁吉亚王国，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部落（车臣曾进行了殊死抵抗），在1878年完全占领了亚美尼亚。



　　对中亚的征服主要不是压倒了一个对抗的帝国，而是降伏了一个个基本上相互分离的半部落性质的封建可汗统治地和酋长国。它们只有能力进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在1801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后被占领的，而土库曼斯坦是在1873 到1886年的长期战争中被打败和兼并的。然而，到1850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已基本结束，尽管零星爆发的地方抵抗运动即使到前苏联时期也仍然时有发生。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戏剧性的历史逆转。1991年12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地盘突然缩小了约20％，俄国在亚洲控制的人口从7500万减少到大约3000万。另外，高加索的1800万居民也脱离了俄国。这种逆转使俄国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正成为外国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些利益集团拥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资、开发和开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国才能获得的资源。



　　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特别是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在从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间重新兴起时，俄国在阿富汗和车臣的经历可能再现于从黑海到蒙古的整个边界线上。



　　所以俄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适应后帝国时期的新现实。它试图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向俄国的主要对手靠近，阻挠中亚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地区合作，并限制美国在新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重建帝国的问题。重建帝国代价太高而且会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新独立国家的新关系网并保持俄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的工具主要是独联体，不过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样维护了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响，力图使新国家最大限度地顺从其建立越来越一体化的“共同体”的想法，并大力推动对独联体外部边界实施集中指挥的控制体系；寻求在共同对外政策框架中实现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原苏联的）油气管道网，并且不让铺设任何能绕开俄国的新管道。俄国的战略分析已公开表示莫斯科把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里姆林宫一直寻求在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上保持俄国的军事存在，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俄国地缘政治意图的线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兹的分离运动取得了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它利用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中需要支持这一机会，使俄国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俄还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俄的军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使前苏联军队得以继续留在那里。



　　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指挥中心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不鼓励新国家创建其自己单独的军队和推广使用其各自的语言（他们在逐渐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也不鼓励它们与外界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反对它们铺设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这一政策获成功，俄国就能控制它们的对外关系并决定如何分享收入。



　　在寻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发言人，如本书第四章所示，经常援引欧洲联盟的例子。然而实际上，俄国对中亚国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语区——由法国军队和财政补贴来决定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政策。



　　俄国的总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巩固独联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机制。但看来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使其政治反攻获得成功，莫斯科必须不仅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且要对其地理屏障进行渗透。



　　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为此，俄在类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钻探区块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策略性地与伊朗合作将有利于俄国实现其重要目标——迫使巴库向莫斯科的愿望让步。一个顺从的阿塞拜疆也将有助于俄巩固它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主导地位。



　　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首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在种族问题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公开对抗中不可能占上风。哈的逐渐屈从将产生一个地缘政治效果，那就是几乎自动把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围，同时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压力之下



　　然而，俄罗斯的战略与位于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抱负都背道而驰。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不会自愿让出他们从独立中获得的权力和好处。随着当地的俄罗斯人逐渐让出他们原有的特权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扩展他们在主权方面的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社会感染力的进程。而且，曾经在政治上很消极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其他各国人民也更加重视他们的伊斯兰特性。



　　就外交来讲，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虽然亚美尼亚依靠俄国的支持与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资源富饶的中亚国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国领土上吸纳美国、欧洲、日本，后来还有韩国的资本，以大大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巩固各自的独立。为此，他们也欢迎土耳其和伊朗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桥梁。



　　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拒绝了俄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违抗俄国关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条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选择了一个双重解决办法，要再修建一条通过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国禁止为与伊朗进行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由一家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一条向南通过伊朗的管道的计划已不得不放弃）。1995 年，在一片鼓噪声中，一条连接土库曼和伊朗的新铁路开通了。这使欧洲通过铁路运输与中亚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并完全将俄国撇在了一边。这条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俄国再也无法将欧洲与亚洲分开了。



　　乌兹别克斯坦在反对俄国的“一体化”努力方面也越来越自信。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1996年8月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建立独联体超国家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可能被当作实现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已经受到俄国报界言辞激烈的谴责：



　　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上强调向西方倾斜，对独联体内一体化条约大肆诽谤，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关税联盟，还有计划地实行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关闭使用俄语的幼儿园）。……对正在亚洲地区推行弱化俄国政策的美国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立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 注：《明天》28期（1996年6月）。 ]



　　即使是哈萨克斯坦也对俄国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它也主张应再有一条不通过俄罗斯的辅助性对外通道。正如哈总统顾问尤米尔西里克·卡西诺夫所说：



　　实际上，是俄国自己的行动促使哈萨克斯坦想寻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国限制哈石油运往新罗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运往帕夫洛达尔的炼油厂。土库曼斯坦推动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只为其天然气支付国际价格的60％的钱或根本不付钱。 [ 注：《俄国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希望得到什么》，载《独立报》，1995中1月24日。 ]



　　土库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积极研究建造一条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时还在大力修建北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铁路线。哈萨克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设想了一个从中亚到中国海的管道工程（图22），并就此举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讨性会谈。西方已承诺对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作长期投资，总数达130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则大大超过200亿美元（1996年数字）。由于全球经济的压力而俄国在财力上又办法有限，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显然正在破除之中。






图22



　　对俄国的恐惧还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地区合作。1993年1月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起初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逐渐活跃起来。即使是原来明确倡导建立一个新“欧亚联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逐步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将里海和哈萨克石油通过土耳其运出去的努力，并主张共同反对俄国和伊朗企图阻止在里海沿岸国家间分段划分里海大陆架和矿产资源的作法。



　　鉴于该地区各国政府有高度集权的倾向，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解也许关系更为重大。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并不十分相互欣赏（这一点他们对外国客人都说得非常坦率）。他们个人之间的敌视起初使克里姆林宫比较容易拉拢一个来反对另外两个。到90年代中叶，这三个领导人都已意识到，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对于维护他们新赢得的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高度注意公开表现他们之间据称是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今后要协调他们的对外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独联体内部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它由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的”而非“一体化”的联合体。为此，乌克兰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1996年9月，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还非常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此后独联体首脑会议不再由俄罗斯总统主持而是由各国轮流担任主席。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树立的榜样，即使是对那些更顺从于莫斯科主要意图的领导人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当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6年9月宣布如果“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将脱离独联体时，克里姆林宫听到一定非常恼怒。在更大的范围里，作为独联体的抗衡力量；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们在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活动水平。这个组织是这一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经济和交通运输联系。莫斯科已经在公开批评这些倡议和行动，并且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正在弱化有关国家的独联体成员国属性。



　　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一地区的国家稳步加强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加强了与伊朗的联系。土耳其提出为新的民族军官团提供军事培训，并热情欢迎大约一万名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对此，这些突厥语国家都欣然接受。1996年10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开第四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与土耳其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增加贸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标准和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一直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积极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从而直接影响广大的观众。



　　199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一次仪式特别有象征意义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认同这一地区的新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在哈独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土耳其总统苏莱伊曼·德米雷尔站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旁边，为一座28米高的金色纪念碑揭幕，碑顶上是一位骑在类似狮身鹰首的野兽身上的传说中哈萨克—突厥勇士的塑像。当时，哈萨克斯坦赞扬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站在哈萨克斯坦的一边”。而作为回报，土耳其在大约1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之外又给了哈萨克斯坦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土耳其和伊朗都无法排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却一直在加强新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与北方邻国和旧主人的重新一体化。而这样做必然有助于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景更加开放。




既不统治也不排他




　　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参与对它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罗斯过于虚弱，既不能恢复对这一地区的帝国统治，也无法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但因为离得太近又十分强大，俄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发挥影响，但它们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这一地区无力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和地区内部的冲突。中国太强太大，不能不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担心，但正是中国的存在及其经济活力有助于中亚寻求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因此，必须反对俄国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的努力，因为这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然而，把俄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煽动该地区新国家敌视俄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实际上，俄国在该地区发展中积极的经济参与对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让俄国成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结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稳定性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还直接有助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并会给独联体所标榜的“联合体”增添一些实际的意义。存在着某些野心更大、历史上过时、令人痛苦地联想起原先的巴尔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想法，合作性选择才会成为俄罗斯的政策。



　　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基辅的作用确实使人们更加坚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国家。同时，鉴于其面积、经济潜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得到审慎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持续的经济援助。到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有助于弥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使这个中亚地区的“屏障”在俄罗斯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脆弱。



　　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与稳定的、亲西方的土耳其，而且与伊朗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将极大地增加全世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更具体的是，会减小对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和这一地区的独立给它带来的政治利益也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更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进入土库曼斯坦，从而有助于加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万一变得不稳定的话）。



　　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尤其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吸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前景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为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选择去适应俄国的意图这条路了。那时，它们的未来将随着俄国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坏。



　　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问题。它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前，伊朗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阿塞拜疆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是伊朗采取诸如使土库曼斯坦对世界开放等积极步骤，以及目前它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却助长着中亚人本身的传统宗教意识，情况也会这样。



　　最后，中亚的未来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综合影响。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有关地缘战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国统治或一国垄断地区事务作为追求目标。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与出现种族冲突、政治分裂、在俄国南部边境甚至可能发生的公开敌对行为之间做出基本选择。这种微妙的平衡会使该地区逐步进入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去，并使地区各国得到巩固，还可能获得较为明显的伊斯兰特性。建立和加强这样一种地区平衡，必须成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第六章 远东之锚




	







	

 



	


	


　　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项有效政策必须具有一只远东的锚。然而，如果美国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大陆之外，那么这一需要就将无法实现。就美国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必要，但要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的影响，因为目前美、中、日三个主要大国在远东的相互作用，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带有危险性的难题，这几乎肯定将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



　　就中国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美国对亚洲大陆不抱图谋，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反对日本和俄国对孱弱的中国的蚕食。中国人把日本视为最近一个世纪的主要敌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不信任俄国，在中文里，俄国即“饿乡”。现在印度也成为潜在对手。这样一来，“我的邻居的邻居是我的盟友”这一原则就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了。



　　然而，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对手，美国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美国同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也很紧密。美国对目前中国政权的内部性质在理论上持保留态度，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不仅在寻求全球的举足轻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寻求地区的主导地位方面，都视美国为主要障碍。那么，美中是否必然迎头相撞呢？



　　对日本来说，美国一直如同是一把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从毁灭性的战败中恢复过来，重获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国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这把保护伞强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是被保护国的矛盾状况。在日本要充当世界领袖的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是其重要的伙伴，但同时美国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最重要且又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问题将界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的作用：



　　1．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发展成主导的地区大国的可能性以及其寻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方面，可行的定义和可接受的范围是什么？



　　2．在日本力图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时，它对作为美国保护国地位的默认程度必然减小，美国应怎样应付由此而在本地区产生的后果？



　　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



　　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



　　然而，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之外，亚洲还是世界的潜在政治火山。亚洲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超过欧洲，但是在地区的政治发展方面却存在着突出的缺陷。亚洲缺乏欧洲已有的合作性多边结构。这种结构在欧洲的政治形势中占着主导地位，并对欧洲那些较为传统的领土、种族和民族冲突加以淡化、缓解和遏制。亚洲没有类似欧洲联盟或北约的组织。亚洲的三个区域性组织，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对话的亚洲地区论坛，抑或亚太经合组织，都根本无法同将欧洲联成一片的多边区域合作联系网络相比拟，



　　与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煽动起来，是因为亚洲国家突然可以接触大众通讯工具。而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活跃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亚洲国家扩充军备的规模使得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不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95年这一地区超过欧洲和中东，成为世界上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



　　简而言之，东亚地区充满了活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正将这种活力引导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个时候，一旦某些突发事件，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释放，安全阀就有可能被冲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很容易被人煽动和利用，从而可能是爆炸性的：



　　●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以及日益繁荣的台湾开始玩弄一个民族国家正式的分离地位，中国对台湾这种势态的不满日趋强烈。



　　●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互为对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此问题看法却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朝鲜的分裂以及北朝鲜内在的不稳定——北朝鲜寻求拥有核能力的努力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构成了朝鲜半岛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吞没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把美国也卷进去，并使日本间接地介入。



　　●苏联在1945年单方面占领了千岛群岛的最南端部分。这一问题使俄罗斯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并继续毒化两国关系。



　　●其他潜在的领土和种族冲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韩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边界的争议。



　　在这一地区，各国力量的分布也不均衡。中国拥有核武库和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它显然是主导的军事大国。（表2）中国的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今后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屿链以内海域”。这一海域是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以肯定，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在增长。就日本的军备质量而言，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装部队并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延伸。






　　中国的崛起已促使其东南亚邻国愈益对中国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敬服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小小的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进行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封锁了台湾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国调动海军，显示其力量），泰国外交部长匆忙表示，这种封锁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亚外长则表示，这完全是中国的事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宣布对此问题采取中立的政策。



　　近些年来，这一地区缺乏力量均势的状况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协调。这两个国家毫不掩饰它们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军事主宰的较长远前景以及对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安全保证者的持久力的担忧。这一担忧也使得新加坡着手同这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实上，在整个地区，战略家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



　　民族主义的日益加剧、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愈来愈膨胀的期望值、还有相互交叉的权势欲望——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中，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



　　●日本正在探索着发挥一种更为明确的自主的政治作用。



　　●俄罗斯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原本由俄罗斯主宰的中亚已成为国际争夺的对象。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恐难持续，这使得朝鲜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其主要邻国日益关注的地缘战略问题。



　　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




　　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辉煌的历史。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使中国的精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事实上，中文的“中国”两字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并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其影响力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因此，作为中心的中国希望他人对它敬服。



　　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这种屈辱必须洗雪，作恶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要的作恶者是英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的作恶程度不一：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及事后还厚颜无耻地贬低中国；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但日本对此仍无悔悟；俄罗斯不断地侵吞中国北方领土，斯大林又颐指气使，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自尊心；最后还有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对日本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对外抱负的障碍。



　　中国认为，上述四大国中已有两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英国已不再是个帝国，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结束了那令人特别痛苦的一章。俄罗斯虽仍是邻国，但其地位和声誉已经锐降，领土也大为缩小。因此，对中国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中国将根据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来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区作用和全球作用。



　　然而，这种界定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预测，总的来说是有希望的，虽然并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据这两方面的统计数字作出的通常预测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规模将使其所有的邻国担惊受伯，就连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却反对中国发展的国家也会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以及台湾或许最终与大陆重新统一，这一切将进一步使中国得以加强，随之出现的大中华，将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但是，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



　　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据西方某些人的估计，在九十年代中，中国的军费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可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就如同苏联试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失败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影响那样。除此之外，中国在扩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应地走上扩军之路，这就抵消了中国逐步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部分政治好处。人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核力量，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无力向其地区范围之外投送军事力量。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大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



　　因此，民主化的问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除非中国突然作出其在1474年曾作出的同样的决定：像现在的朝鲜那样与世隔绝。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召回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七万多留学生，驱赶外商，关闭所有的电脑，并拆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安装的卫星天线。这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使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或许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权力斗争，掌权的但其力量又是日趋衰落的中共教条主义派可能会试图仿效朝鲜，但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更可能的是，这会导致经济停滞，然后引发政治爆炸。



　　无论如何，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在地区坐大也办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触，对中国来说利益太重大了。与1474年时的世界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以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民主化会越来越缠绕着中国。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即目前一代统治者向年轻班子的权力交接，以及处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对中国可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使中国能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中国能设法在25年里维持其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说来也仍将是很贫穷的国家，况且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两点还大有疑问。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两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仍然很穷 [ 注：据中国计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1996年发表的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较乐观的报告估计，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约737美元，仅比世界银行界定的低收入国家高出30美元不到一点。 ] 。中国人均占有电话、汽车和电脑的相对排位非常靠后，人均占有消费品的情况就更差了。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国的帝国影响的范围仍然遍及整个东南亚，一直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缅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和尼泊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整个蒙古，还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尔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称为俄罗斯远东省的地区（见第一章的地图3）。这些地区要么是在中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要么对中国俯首称臣。1885年至1895年间，法－英的殖民扩张把中国的影响逐出了东南亚，而俄罗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两项条约强加给中国，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北丧失了领土。1895 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又丧失了台湾。



　　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和地理将使中国人越来越坚持——甚至是充满强烈感情地坚持—— 台湾最终必须与大陆重新统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国成功地保持经济进步并进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否则，即便一个在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仍然可能缺乏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国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使中美关系变得麻烦起来。



　　地理也是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使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以及间接成为日本）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最起码也会坚持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中国还希望朝鲜对日本的历史积怨会自然而然地把朝鲜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目前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最有利。



　　经济考虑也必将影响中国地区雄心的施展。在这方面，对新能源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海底资源的地区性开发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中国已经开始对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的独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99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边界和安全问题联合协议；同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据说中方保证中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越来越卷入中亚的地缘政治。



　　历史以及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还促使一个在地区内更为强大的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兴趣加浓。自从中俄有了一条正式的共同边界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已经大量渗入俄罗斯地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推进日本和朝鲜也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在这一合作中，俄罗斯现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同蒙古的关系中，类似的经济力量也在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性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应把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力，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然而势力范围涵盖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特别尊重地区性主导国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应。简而言之，中国的势力范围——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受敬服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在这个范围内各国首都在处理任何特定问题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北京对此持何看法？”



　　尽管有已经提到的那些内外障碍，但是，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会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参见本章注释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 [ 注：据1994年9月25日的《亚洲周刊》，东南亚500家最大的华人拥有的公司的资产合计约为5400亿美元。其他的估计数更高：1996年11／12月号《国际经济》报道说，5000万海外华人的年收入约与上述数字相同，因而，大约与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据说，海外华人控制了90％的印尼经济，75％泰国经济，50％－60％的马来西亚经济，以及新加坡的全部经济，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一个前印尼驻日本大使甚至因此公开警告说，“中国正在本地区进行经济干预”，这不仅可能利用中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而且甚至会导致出现中国出资支持的“傀儡政府”（见1996年9月23日（东京）《朝日新闻》）。 ] ，还会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而使其势力大致可恢复到150年前中华帝国开始衰落时的范围。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甚至还会扩大。随着中国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华人可能会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雄心壮志。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正在越来越这样做。 [ 注：1997年3月31日曼谷的英文报纸《民族报》发表的有关差瓦立总理访问北京的报道反映了这方面的苗头。这次访问的目的被称为是与“大中华”建立牢固的战略同盟。据称，泰国领导已“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作用的超级大国”，并表示泰国愿意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桥梁”。新加坡在强调与中国认同方面走得更远。 ] 同样，新的中亚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大国，而且它们的独立以及它们在中俄之间的缓冲作用对中国的利益极为重要。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范围最可能向南部纵深大大扩张，于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得不适应中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上的一支主导力量这一现实。这样的中国将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顾美国的态度。在西部，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坚决抵御俄罗斯侵吞其原帝国领地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赞同与中国建立抵消俄罗斯影响的联盟关系，土库曼斯坦可能也会那样；中国或许会在因内部民族分裂而使国家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势。真正成了政治和经济巨人的中国也许还会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施加更为公开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会支持在它主导下的朝鲜的统一。



　　但是，这样一个得意洋洋的中国，也很可能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强烈反对。在西部，俄罗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结成联盟，来共同抵挡中国的挑战。俄印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主要集中于它们的利益受中国威胁最大的中亚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支持之下）。在东部，对于中国一切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因为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存在降格为只在日本的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地区单独栖息。



　　两种情景完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存在。如果美国脱离这一地区，那么第二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种情景全面实现，那也需要美国采取某种迁就态度和自我克制。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而中国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于影响美国的行动，特别是影响美日间的关键性关系。中国在策略上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都会考虑到这一战略上的关注。



　　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异议，同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关系不大，中国反对的是美国目前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在中国看来，美国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以其在日本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而在本地区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研究机构的一位分析家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寻求霸权，它不能容忍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 [ 注：见宋以敏发表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问题研究》（英文版－译注）1996年第6－8期的文章《对冷战后世界力量分化组合的讨论》第10页。她对美国的这一分析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发行量很大的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日报》1996 年4月29日发表了这一分析的简述。 ] 。因此，仅仅由于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呆在什么地方，美国无意中就成为了中国的对手，而不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国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去和平地挫败美国的霸权，同时还不要引发日本对地区的潜在欲望。这种政策符合中国古代孙子的战略思想。为此，正如邓小平在 1994年8月拐弯抹角地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同时寻求两大目标：“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小心地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将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第二个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实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国家中对目前世界上的权势等级制度的不满。美国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得到欧洲（或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中国的第二个目标促使北京寻求一种力求避免同与它接壤的邻国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战略，虽然中国在继续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的策略性改善尤为适时，特别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已弱于中国。1997年4月，中俄两国一起谴责“霸权主义”，并宣称北约的扩大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不可能认真考虑同俄罗斯结成长期、全面的联盟来对付美国，因为那会导致美日联盟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希望美日联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罗斯结盟还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



　　正如中俄关系那样，即使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应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鉴于印度针对现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怀有某种反西方意向，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也是符合中国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点。



　　同样的考虑，一般而言，也适用于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单方面声称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他们又加强同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关系（除了历史上敌对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表达出来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反西方情绪。中国人尤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



　　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施加坚韧的压力看来是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严肃性甚至不借有意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如1996年3月），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也认识到他们暂时仍然缺乏强行取得满意结局的实力。他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时依赖武力解决只会加速同美国发生使自己失败的冲突，并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确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还认识到，中国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中华崛起的前景。



　　中国同韩国关系中已出现的相互协调，也是巩固侧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实现主要目标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绪，中韩媾和本身就有助于削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潜在作用，同时也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或许是统一的或许仍处分裂状态的）之间重新建立传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由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降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目标，在短期内，中国将设法防止美日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对于1996年初美日暗中将安全合作的范围从狭义的“远东”扩大到更大范围的 “亚太”尤为警惕。中国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并且会由此发展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在这一安全体系中，日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 [ 注：王纯殷于1996年2月在《国际展望》上发表的文章《展望21世纪之初的亚太》，对美国据称欲建立这种反华亚洲体系的意图作出详尽的分析。中国的另一位评论家争辩说，美日安全安排已经从遏制苏联势力的“防御之盾”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之矛”（见1996年6月20日《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杨伯江的文章《“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199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军事联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章。文章把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再定义斥为“危险的举动”。 ] ，发挥着冷战时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认为，美日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日本最终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也许会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单独依靠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或海洋争端。因此，中国有可能下大气力煽动亚洲国家中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强烈害怕情绪，以便牵制美国和恐吓日本。



　　然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持久。虽然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军方人士，往往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死敌，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于美国过分地依赖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会更加孤立，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但同时美日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心也会加深。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美日之间纵横捭阖，如同中国早些时候在美苏之间所作的那样。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到那时美国将意识到，要继续作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它在亚洲大陆的天然伙伴中国。




日本：并非地区性而是国际性的国家




　　因此，美日关系如何演变是中国地缘政治前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一直以日本为基础。起初日本只是美国占领军的驻地。后来，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盟国。然而，日本又是一个在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中国的兴起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地区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日密切关系是否能够持久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一个反华联盟中，日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国的崛起甚至在导致降低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得到某种形式的容纳的话，那么日本的作用又将如何呢？



　　日本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国家。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遵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日本开始时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办法加以维护。后来，在十九世纪受到世界冲击时，日本又向欧洲的各个帝国学习，力图在亚洲大陆创建一个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复经济这个单一的目标之上，但这样做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



　　美国目前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对日本的偏执狂。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仅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断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级国家” 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日本不仅会把美国拉下马（甚至把美国买下来！），而且会把某种 “日本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样的预言曾经成为美国评论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但是，从事这种家庭手工业的，不仅仅限于美国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热心地模仿起来，在日本炮制了一系列畅销书。他们提出种种理论，日本将在高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不久后日本将成为全球“信息帝国”的中心，而美国则据说由于历史疲劳症和社会的自我放荡而正走向衰落。



　　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气蓬勃和经济上强大的，但同时在本地区又是孤立的。由于在安全上依赖强大的盟国，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个强大的盟国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赖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主要对手。



　　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经济动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这种地位不大可能继续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们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耻辱感。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但它也意识到，在地区范围内有用的（而对它的亚洲邻国来说则是令人宽慰的）对美安全依赖，阻碍了对它的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



　　此外，中国在亚洲大陆上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的影响不久后可能辐射到对日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对自己地缘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着与中国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作为亚洲人的共同潜意识。有些日本人还可能感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出现，具有提高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权宜效果，因为美国在本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传统的对手、昔日的敌人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使日本同美国的安全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诚然，由于对日本政治和军事独立的令人烦恼的制约，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



　　处于欧亚大陆远东的日本的形势与处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德国的形势，在表面上有类似之处。两国都是美国主要的地区盟国。说实在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与这两个国家的紧密结盟。两国都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两国在下述方面却又都不能独立自主。德国因在军事上被纳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受制约，而日本要受自己的（虽是美国设计的）宪法条款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限制。日本和德国都是贸易和财政上的动力源，都在本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两国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国，而两国都为由于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而焦躁不安。



　　但是，日本和德国各自地缘政治条件的不同，孕育着可能是重大的后果。德国同北约的实际关系使其同主要的欧洲盟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根据北约，德国与美国承担着正式的对等的防务义务。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的义务，但并未规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这一条约实际上规定了一种保护性的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德国早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过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邻国现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胁，反而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上值得欢迎的伙伴。有些邻国甚至还把德国看作善良的地区大国，而欢迎可能出现的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日本的亚洲邻国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它们仍怀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的敌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邻国对日本不满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仅引起强烈的抱怨，而且还阻碍了日本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与中国的和解，它们对日本的巨额长期债务中有30％是以日元结算的。



　　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毋庸讳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的强烈吸引，或许还夹杂着某种负咎感。但是，这种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双方互不信任，也都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地区领导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而且同这一邻国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为现实。韩国，尤其在它最终实现了和北朝鲜的统一之后，或许能成为日本的波兰。但是，韩国人对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这阻碍了任何社会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韩关系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 [ 注：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报道，根据一次政府主办的民意测验，只有36％的日本人对韩国怀有友好感情。 ] 最后，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比德俄关系冷淡得多。俄国仍然以武力占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取的千岛群岛的南部，从而冻结了俄日关系。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则并不孤立。



　　此外，德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民主原则，欧洲还广泛存在着基督教传统。德国还谋求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实体和事业即“欧罗巴”中获得认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并不存在可与之相比拟的“亚细亚”。说实在的，尽管近些年来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亚洲国家里出现，日本过去的岛国状况，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分离。许多亚洲国家认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而且过分地模仿西方，且不愿和亚洲国家一起对西方的人权观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因此，尽管西方有时怀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许多亚洲人却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



　　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个真正的地区性抉择，即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且其基础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导下而是在日本的宽厚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看来也不可行。尤为甚者，日本仍然依赖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国际支持。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那时，日本唯一的出路将是，或者接受中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或者诉诸大规模的重新武装计划。这后一选择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十分危险。



　　不难理解，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个准全球性大国，同时在安全上却又是个被保护国。但是，能够取代现存安排的戏剧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说，尽管中国战略家们在具体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见解，中国的国家目标却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地缘政治抱负在本地区的指向也相对地可以预测，那么，日本的地缘政治观则比较朦胧，日本公众的情绪也更加难以捉摸。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识到，对路线作重大而突然的战略性改变可能是危险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对象而中国正作为地区的举足轻重大国崛起的地区里，日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吗？日本应该干脆默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吗？日本能够（在各个方面）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国而不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区内激起对日本的更大敌对情绪吗？美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长期地留驻亚洲吗？如果会的话，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迄今为止给予美日关系的优先地位？在冷战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战略问题，并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热烈的争论。



　　自从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战后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吉田主义规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经济；②日本的武装应该是低水平的，应避免卷入国际冲突；③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④日本的外交应该摒除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可是，由于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卷入冷战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时还虚构了半中立的概念。迟至1981年，伊东正义外相还因为在描述美日关系时使用了“同盟” 一词而被迫辞职。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日本正在恢复，中国搞自我孤立，而欧亚大陆则发生了两极分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现已意识到，一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又不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再说，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相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回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承认（例如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近些年来，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机构撰写的种种专门研究文章和报告，纷纷出笼。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们阐述日本在后冷战时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争论，但大量出版而泛滥于世。 [ 注：比如，首相顾问班子通口委员会1994年夏天发表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强调美日安保关系的首要性，也主张进行亚洲多边安全对话；1994年的小泽委员会报告“新日本的蓝图”；1995年5月《读卖新闻》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点，其中提出要在海外为维和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经理协会在富士银行思想库的协助下撰写的报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务体制应该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 月日本国际事务论坛向首相提出的题为“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报告；还有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争辩，提出的建议也更加极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报告得到西方传媒更广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将军编的书竟敢推断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无力庇护日本，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防能力。此书引起报刊广泛评论。（见康广森野将军编的“下一代的地面自卫部队”和1996年3月4日《产经新闻》的评论“美国来援救我们的神话”) ] 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许多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进行了推测，并主张日本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或者在地区内发挥更加有力的军事作用。如果从政府间对话的情况来判断美日关系状况的话，那么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关系到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并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尽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 “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



　　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系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系。他们认为，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



　　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系。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平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并由此去保护台湾和韩国。这样，日本能够不受牵制地进一步发展同大陆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是，在现有的政治现实中，全球重商主义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武装部队提供并不大的预算开支（仍然不过多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他们并不热心于使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区性含义。



　　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



　　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



　　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



　　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 [ 注：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湾特殊关系设想的诱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议员协会，以推进这个目标。中国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敌对反应。 ] 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



　　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




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




　　美国政策的任务应为：确保日本作出上述选择，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妨碍东亚力量的稳定三角平衡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消除过去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上升会导致所谓威胁的成见和消除对中国的政治能量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给必须奠基于仔细的战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静的现实主义。这种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纳入国际方向和如何把中国的力量引入区域性妥协。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形成相当于欧洲在欧亚西端的一个协调的地缘政治结构，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地区力量结构。可是，同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东部大陆不会很快出现民主的桥头堡。相反，美国同日本重新确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在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之间实行妥协的基础。



　　从本章前两节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地缘战略结论：



　　有关中国是下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对中国的偏执狂，并在中国内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中国将肯定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恐惧，往好处说是为时过早，往坏处说，则可能会成为自行实现的预言。因此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根据这一情况，美国应该不再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这种努力只会妨碍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出现，同时还会使日本在本地区进一步陷于孤立。



　　但是，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的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特别是既然俄罗斯已被邀请参加，就更应让中国参加。



　　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并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中国同一个不稳定而且贫困的俄罗斯结盟，是不可能拓宽自己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前景的（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将意味着从属于中国）。即使玩这种主意对中、俄双方都有点儿策略上的诱惑力，但这毕竟不是一项可行的地缘战略选择。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直接的地区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以此作为认真谋取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出发点。如果中国感觉到，美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挠其实现民族的或地区的抱负的话，那么组织 “反霸”联盟可能成为最后的抉择。但是，那将是个穷困国家的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将继续一起贫困下去。



　　大中华作为地区主导大国正在崛起。既然如此，这个大中华可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而这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或者大中华也许会沿袭昔日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而满足于较为间接地施展其影响。将来出现的是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还是较模糊的受敬服的范围，部分地要取决于中国政权专断的程度，也部分地取决于起关键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大中华的出现作出反应的方式。简单的绥靖政策会怂恿中国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姿态，但仅仅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政策，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采取（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或许能够避免发生上述两种极端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大中华可能发挥同美国在一个稳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欧亚大陆方面的大地缘战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中国对中亚日益增加的兴趣，势必会限制俄罗斯谋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体化的行动自由。与此相关，在有关波斯湾的问题上，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将在保持自由进入产油地区以及产油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同样，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图使巴基斯坦从属于印度的野心，并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最后，中国和日本参与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应该通过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探索这些共同利益 [ 作者注：我在1996年同中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最高级官员会晤中，认清了如下一些作为这种对话基础的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时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①一个和平的东南亚；② 在解决近海问题中不使用武力；③和平统一中国；④朝鲜的稳定；⑤中亚的独立自主；⑥印巴间之均势；⑦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国际上善良的日本；⑧一个稳定但是不太强大的俄罗斯。 ] 。



　　也有一些中国的雄心可能同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如果将使用历史上更惯用的强硬策略去实现这些雄心的话。这点特别适用于东南亚、台湾和朝鲜。



　　东南亚从其潜力来看，是太富有了，地理上也太辽阔了，总而言之是太大了，因此，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易使东南亚屈从于己。但是，东南亚又太软弱、政治上也过于四分五裂，因此，不能不成为一个至少是敬服中国的地区。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中国的地区性影响势必增长。虽然许多事情取决于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但直接反对中国或者卷入像南中国海争端一类的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特殊利益尚不清楚。中国人在微妙地处理不对称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肯定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那种恐惧心理可能导致产生一个地区性的反华联盟（在印尼和澳大利亚间刚开始的军事合作中，这种倾向已经初露端倪），而这种联盟很可能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寻求支持。



　　一个大中华，特别在收复了香港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更加起劲地寻求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充分认识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从来没有默认过台湾的无限期分离。因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个问题会酿成美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冲突。其后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非常有破坏性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将受挫；美日关系将十分紧张；美国在欧亚大陆东部建立稳定的力量均势的努力将翻车。



　　相应地，在这个问题上对等地取得并维持最大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还缺乏有效胁迫台湾的手段，北京仍然必须懂得并信服，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事实上，美国官方的立场一直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可能触犯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台湾问题也给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问题提供了合法理由，中国没有道理指控美国干涉其内政。完全可以向北京重申，只有在中国更加繁荣发达和更加民主之后才能实现统一。不管如何，为了台湾而更加尊重人权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美国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人权问题也是恰当的。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信守对中国的许诺，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在九十年代，美台间的某些官方接触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在心照不宣地开始把台湾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对待。中国对此表示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台湾官员加紧争取国际上承认台湾分离地位的活动表示不满，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美国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影响。再者，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也将有助于在中国国内制造扩大民主化的压力，同时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



　　地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韩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中美争执的根源，而且它的前途也将直接影响美日关系。只要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下去，而且在不稳定的北方和日益富裕的南方之间继续存在着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美军就必须继续留驻在朝鲜半岛。美国单方面撤军不仅可能引发新的战争，而且很可能标志着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的结束。在美国抛弃了韩国之后，很难设想日本人会继续依靠部署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最可能的后果将是，日本将迅速地重新武装，并因此导致整个地区的广泛动荡。



　　不过朝鲜的重新统一也可能会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困境。如果美军将继续留驻在统一后的朝鲜，就不可避免地会被中国人看作是针对中国的。事实上，中国人是否会默认这种情况下的朝鲜统一是个大疑问。如果统一分阶段进行的话，包括所谓的软着陆，中国会从政治上进行阻挠并支持朝鲜那些仍然反对统一的人。如果朝鲜是在北方“强行着陆”的情况下通过暴力统一的，那么，甚至不能排除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在统一不同时成为美国力量（由日本在背后作为跳板）的直接延伸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统一才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一个统一的、没有美军驻扎在其领土之上的朝鲜很可能首先在中、日之间搞某种形式的中立，然后，部分地受虽是残存却仍强烈的反日情绪的驱动而逐渐地倾向中国，或者被置于中国的政治影响范围之下，或者进入某种更加微妙的敬服中国的范围。到那时将出现这样的问题：日本是否仍然愿意充当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唯一基地。至少这个问题将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引起最严重的分裂。因此而造成的美国远东军事活动范围的任何收缩，都将使维持稳定的欧亚大陆力量均势更加困难。上述种种考虑，加强了美日在朝鲜维持现状的利益（诚然各自出发点略有不同）。若现状就是得改变，也得非常缓慢地分阶段前进，最好是在深化美中地区妥协的环境下进行。



　　与此同时，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为朝鲜的任何最终统一提供更为稳定的地区环境而作出重要贡献。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缓解由于朝鲜重新一体化所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并导致在两国间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质和约束力的政治关系。美国在促进这一和解方面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许多首先被用于推进德－法和解，后来又被用于推进德国和波兰和解的具体步骤（例如，从提出联合大学方案直到建立联合军团）也可在这里适用。全面且有利于地区稳定的日韩伙伴关系，反过来也许使美国甚至在朝鲜统一之后也更容易在远东继续存在下去。



　　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符合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利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是否成为美国的附庸、对手或者伙伴，则取决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更加明确地阐述两国应寻求的共同国际目标，和更加清楚地划分美国在远东的地缘战略使命和日本所希望扮演的全球角色之间的界线。对于日本来说，尽管国内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争论，但同美国的关系依然是主导它的国际方向感的主要灯塔。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或者单独同中国搞妥协，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寿终正寝，并将排除美、日、中在地区内稳定的三角安排出现的可能性。这也将排除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由美国安排的政治均势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一个迷失方向的日本，犹如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鲸鱼：无助地四处拍打，十分危险。这将破坏亚洲的稳定，却不能提供可以取代所需的美日中稳定均势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美国只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构筑一种错综复杂的三方相互适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美国的全球力量，中国在地区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日本的国际领导地位。



　　根据前述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削减美军在日本（并由此延伸到韩国）存在的现有水平是不可取的。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在重要意义上扩大日本军事努力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实际规模，也是不可取的。在令人不安地迷失战略方向的情况下，美国大规模撤军很可能引起日本推出大规模武装计划，而美国要日本担当更大的军事作用只能损害地区稳定的前景，阻碍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同大中华达成妥协，导致日本不再承担更具建设性的国际使命，并因此使得在整个欧亚大陆推进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还有一条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如果日本不再面向亚洲而是面向全世界的话，必须给它有意义的鼓励和某种特殊的地位，以较好地照顾日本的民族利益。中国可以首先成为地区大国，而后再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它可以用回避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办法来赢得全球性影响。但是，这使日本更有必要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全球使命中的特殊伙伴。而这一全球使命使日本在政治上感到满足，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为此目的，美国应考虑缔结一项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以开创美日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步骤把美日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正式固定下来，并为美国在远东的继续存在和日本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提供地缘政治基础 [ 注：库尔特·董发表在1996－1997年冬季号《外交政策》季刊的文章《使美国对日政策革命化》为这一计划作出了有力的论述，其中指出了这一计划在经济上的互利性。 ] 。



　　结论：对美国来说，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渗透性的全球合作体制中，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重要伙伴；而在以向中国举足轻重的地区地位挑战为目标的任何地区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发挥作用。实际上，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性伙伴，地区内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力量均势。在这个方面欧亚大陆东部的大中华与欧亚大陆西部日益扩大的欧洲，作用同等重要。














	

 






	















	







	







	









 





	


	







	








	




	


第七章 结论




	







	

 



	


	


　　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潜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




　　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①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②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③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 [ 注：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 ] 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淡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 注：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惕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 ‘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 ]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兴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项使中国参与认真的战略对话的政策，最终也许还要使中国参与到包括日本的三方努力之中。这种和解将反映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还应消除关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出现恶化。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通过收回香港成功地证明这样一个原则：甚至一个大中华也能容忍和保障更为多样性的国内政治安排。



　　尽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阐述的那样，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想要结成的任何反美联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种临时的、策略性的姿态，但美国仍应重视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在任何这类“反霸权”的联盟中，中国都将起关键作用。作为最强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员，中国将成为这种联盟的领袖。这种联盟只会围绕着一个不满、失望和有敌意的中国出现。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财力成为这种联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因此。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对话。两国都不愿看到这些领域被其他有霸权野心的大国所主导。但为了取得进展，对话必须是持续和认真的。在这种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就有关台湾、甚至人权等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具说服力。确实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中国国内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朝民主化方向前进和繁荣的中国才有可能吸引台湾接受和平统一。任何试图以强制手段实现统一的作法都将不仅使美中关系受到损害，而且必然会削弱中国吸引外资和维持发展的能力。中国寻求区域性首要位置和全球性地位的抱负也将因此不能实现。



　　尽管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地区性主导大国，但（由于在第六章中已阐述的理由）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外界对中国成为全球大国表现出的多疑的恐惧正在使中国变得妄自尊大，并可能促使有关美中关系更加敌对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对中国既不应遏制，也不应抚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和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得到尊重。中国不仅可能在远东，而且可能在整个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首脑每年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参加已使这个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就更应吸收中国参加了。



　　由于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并因此越来越无法也不愿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谋取其地区的首要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历史上与中国一向有利益关系的地区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受敬服的范围，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统一后的朝鲜是否会摆向这一范围，主要将取决于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国对此应给予更积极的鼓励）。但不管如何，没有中国的认可，朝鲜的统一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出于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都应该把美国视为天然盟友。美国从未像俄罗斯和日本那样企图夺取中国领土，也从未像英国那样羞辱过中国。另外，如果没有同美国的经得起考验的战略共识，中国就不大可能不断吸引大量外资，以保证其经济增长并取得地区性的举足轻重地位。同样，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



　　但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东方大陆近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民主的桥头堡。这就使美国更有必要把对与中国不断加深的战略关系的培育建立在这样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一个民主的和经济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伙伴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伙伴。鉴于地区其他国家对它有强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亚洲地区大国，它却可以成为领头的国际性大国之一。但是东京如果能在可称之为全球问题新议事日程方面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时又不去为成为地区性大国进行徒劳和可能事与愿违的努力，那么，日本将能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有影响的角色。因此美国政治才能的任务应是引导日本向这一方向发展。美日达成一项创立共同经济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能加强两国关系和促进上述目标。因此两国应共同仔细考虑这样一个协定的效用。



　　通过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美国将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面适应中国在本地区的抱负，同时又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成一种集美国的全球性力量、中国的地区性举足轻重地位和日本的国际性领头作用为一体的复杂的三方协作关系。但是，不明智地扩大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则可能破坏这种广泛的地缘战略协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应是美国在远东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应是美国主要的亚洲军事伙伴或潜在的亚洲地区性大国。错误地引导日本谋求发挥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美国脱离亚洲大陆，损害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的前景，并因此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加强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




　　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叶的某个时候会最终产生一个跨欧亚安全体系。它将加强欧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稳定性，而排除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出现。这样一个跨洲际的安全协议将包括扩大了的北约——它以一个合作宪章与俄罗斯相连——以及中国和日本（日本仍将以双边安全条约与美国相连）。为此，北约首先必须扩大，同时将俄国纳入一个更大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国人与日本人必须紧密磋商和协作，以在远东地区启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与安全三角对话。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会谈最终可能吸收更多的亚洲国家参加，然后发展到由这些国家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又可以为所有欧亚国家参加的一系列会议铺平道路，从而开始一个跨洲际安全体系的机制化进程。



　　到时候，一个更加正式的架构即可开始成型，从而促使一个第一次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出现。一旦前面提出的政策为此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体系的形成——通过界定其内容然后使其机制化——可能成为下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筑起新架构的创举。为了加强跨欧亚安全体系在事关全球稳定的问题上增进有效合作的能力，这一广泛的跨洲际安全框架还可有一个由欧亚大陆各主要实体组成的常设的安全委员会。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一个结成邦联的俄罗斯以及印度，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可以共同成为这样一个更加机制化的跨洲际体系的核心。跨欧亚安全体系的最终出现可逐步使美国摆脱某些负担，虽然美国作为欧亚稳定剂和仲裁者的决定性作用仍会长期保持下去。




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 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 [ 注：《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 ]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



　　“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 [ 注：汉斯·科恩《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 ]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



　　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OCR后记




	







	

 



	


	


　　因校对而重读《大棋局》，竟有一年前初读时未曾有过的感想。大约是由于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多少印证了布热金斯基的论断吧。



　　纵观人类文明史，平等之呼声不绝于耳，却从未有过部落间、民族间、国家间的真正平等。远的不说，当今世界上小自世界杯决赛圈的名额分配，大到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表决权，无一不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



　　当犹太民族的苦难终于赢得世人同情，联合国在巴勒斯坦划出很小的一块土地给他们安身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却发誓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平等精神何在？经过四十年战争，当初视犹太人为草菅的阿拉伯人终于明白，经两千年磨砺的犹太民族不但强大得不可战胜，再战下去就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也变得很成问题时，平等之声大振。



　　就拿平等喊得最多最响的中国政府来说，可以认可两个朝鲜同为联合国成员，并同时与两个朝鲜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然而，为了防止台湾的独立，中国在安理会以否决维和案为手段，威胁让危地马拉内战不止，以示惩戒。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当一个国家孱弱时，高喊的一定是平等。一旦强大起来，平等就再也听不见了。争取平等其实是在争取超出国家实力基础的国际权利。



　　布热金斯基坦率地承认这种不平等，却没有给人以霸道的感觉，除非读者本身就很霸道。因为他认识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建立一个“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体系，美国的政策应以这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偌大个中国内患外辱从未间断。直到二十年前邓小平执政使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为止，历代仁人志士先后提出过无数治国方略，其中只有少数被当政者采纳，更多的则湮没在历史长河里。被采纳的少数中的多数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原因固然有许多，究其要者不外乎：



　　其一，国力衰弱。中国的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而对其发明者自身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中国人用指南针确定坟地和宅基之时，盎格鲁萨克逊人、法兰西人、日尔曼人、日本人等蛮夷，在指南针的指引下，万里迢迢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用中国人粉饰太平的火药，轰开了天朝的高墙坚垣。更不可思意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孔孟圣道怎么也抵挡不住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载来的爱琴海“文明”。全中国上自圣徒下至小民，惶惶然无所措于手足。



　　其二，统治者总是把家族或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放在民族或国家利益之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宣称天下为公器，但骨子里却以天下为私产。开国者创的是私业，守成者守的是私产，苟延者图的是延缓革命以谋中兴。以抗战为例，半壁江山沦丧，剿共反成了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显示中国人抗战信心和决心的百团大战，因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倒成了彭德怀的罪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搞得民心背离。每当国难当头时汉奸蜂拥，就是明证。



　　其三，军事和外交手段落后。两军对垒勇者胜是中国人的信条，然而英勇无比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却全军覆没。震惊侵华联军之余，就只有依靠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烧教堂砸使馆的能耐了。而这竟始于禁止一切与“英夷”的通商。清室惹不起拥有坚船利炮的“洋鬼子”，就创造出以夷制夷之法，而制夷的奖赏却是中国的领土和中国百姓的白银。



　　要中择要是利益冲突。无论是以一人治天下还是以天下奉一人，统治者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越逢国难就越带有根本性。



　　清皇朝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有许多根本性冲突。清室统治者深知，“保中华”要以 “不保大清”为代价，于是乎异常理智地选择了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朝廷再小也比一无所有强无穷倍。北洋军阀、蒋氏家族甚至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不一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蒋介石要先安内而后攘外，乃是置党于国之上的典型。五十年代与苏联结盟，六十年代与苏联交恶，七十年代联美反苏，考虑的全都不是民族国家之根本利益。



　　以国家利益为政策的出发点是现实世界的必然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者无不遭到历史的惩罚。对中国的惩罚就是持续的衰败。最近二十年来，邓小平以两个有利为标准制定的国家政策，才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重现中华帝国昔日辉煌的欲望也随之抬头。于是，远比中国强大的美国的海外利益与这种欲望发生严重冲突。



　　任何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利益在其领土以外。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如此。



　　朝鲜半岛的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东部边界的安宁，也关系到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稳定和繁荣。无论谁执掌中国政权都会设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与蒙古的关系历来都是中国统治者的心病。病因是蒙古草原上的民族矛盾和地下的宝藏。



　　随着中国现代化且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原材料的获取（石油、粮食等）和产品的销售必然使中国更加关心产销地的局势、运输通道的安全。



　　考虑到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领土纠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越来越事关民族的命运。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强烈的传统欲望交织在一起，困惑着中国的政策。反对霸权和谋求霸权同样令人费解。



　　二战以后，世界各地都响着反美的声音，或低或高，或强或弱，始终没有间断过。理由是美国拥有而且使用霸权。美国的霸权真的那么可怕吗？美国放弃霸权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地球上有二百来个大小不等、种族各异、信仰不同、利益冲突的国家，亟需世界警察来维持秩序。不妨试想，萨达姆先吞并科威特，再陆续把沙特、阿曼、阿联酋、也门、叙利亚，甚至土耳其和伊朗置于其掌中以后，建立起拥有石油武器的巴比伦帝国，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再试想，俄罗斯重新控制中亚，万一影响中国今后的石油供应，挑起中国西部穆斯林的分裂，鼓励了印度在南亚称霸的野心，中国将如何是好？



　　冷战后的世界霸权似乎更像春秋时代的霸权。在全世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夙求。高喊“反霸”不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样的国际秩序是否符合中国的眼前和长远利益而后决定相应的对策。



　　鉴于美国对现有版图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有领土要求，美国的历史中也从未有过象在奥斯威辛或南京发生过的大屠杀，让美国出任世界警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霸权是一种罪恶，美国的霸权就是现实世界的必要罪恶。



　　历史上没有一个象样的民族或国家是由于外部力量的打击而灭亡的。强势民族的衰亡都能在其内部找出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世界上一切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绝不是美国人刻意谋得的，而是欧亚大陆上各个民族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拱手送给美国的。



　　由于百年衰落，央央中华本已逐渐淡漠的霸权意识，自1949年中国大部统一后逐渐抬头。拿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助金日成、胡志明统一；花数十亿人民币帮霍查独裁；处理与铁托、卡斯特罗、戴高乐、苏加诺等的关系等，无一不用中华民族的利益来谋取霸权，直把中国带到了崩溃边缘。



　　读书人以书为鉴。我们这些人常对学生讲，学习什么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美国高层“知识分子”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心平气和地把政治、民族、经济问题当作学术研讨。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事情。有的中国人还没有吃饱穿暖，有的中国的孩子没有书读，中国的国土还没有完全统一，同志仍需努力。即使中国真正富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还有待升华。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人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中国仍然很穷很落后，正所谓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只有经过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方能上不辜负先祖，下不愧对后人。中国人民的福祉不能作为反霸的牺牲，更不允许作为谋取霸权的赌注。



　　凡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凡是有益于增强综合国力的，各位仁人志士共勉之。



陈维连



一九九九年春节














	

 






	















	







	







	









 





	


	







	








	




	


译者的话




	







	

 



	


	


　　《大战略》一书是美国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美国战略问题的著作。作者约翰·柯林斯，是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书中除重点叙述了当代美国的各派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外，还叙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与军事战略有关的地理、经济和科学技术等问题，对于研究美国的军事战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作者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战略理论家”，他对当代世界上许多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看法，更是反动的。希望读者批判地阅读。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国防科委和军政大学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前言




	







	

 



	


	


　　以可接受的代价换取可靠的国防，是每个珍惜行动自由的独立国家的根本大计。在这充满斗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对内或对外规划，如果没有可靠的后盾，就不能长期顺利地执行。



　　而卓有成效的国防措施又依赖于完善的战略。一个国家没有必要承受膨胀的国防预算和造成沉重负担的庞大的武装部队。除非它们关系到把政治目标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和军事目的紧密结合起来的总计划。



　　正如我们有时看到的那样，美国的决策者、他们的顾问、评论家和观察家，为了寻找一本完整的战略指南而搜遍图书馆的所有书架，但一无所获。结果他们不得不翻阅数不清的出版物，其中许多出版物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而收获却极为有限。



　　因此，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有四：



　　1．引起人们对战略的广泛兴趣；



　　2．提出一个关于战略原则、应考虑的问题和技术等方面的简明纲要，供有抱负的战略家使用；



　　3．概述战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4．让关心防务问题的各阶层人民充分掌握战略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他们对防务问题有较好的理解，使全国人民对战略能有更多的了解。



　　本书以《战略思想的演变》代替序言。第一部分在承认存在威胁的前提下，探讨大战略整个领域与国家安全利益、目标、政策以及国家力量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这一部分还评述了各种基本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第二部分集中叙述当代的战略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引起的各种战略问题。第三部分概述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反应。第四部分叙述各种需要特殊考虑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但不包括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是穿插在全书里叙述的。第五部分谈到成功的战略革新者的各种特点，介绍发现、动员、鼓励和指导军内外有才干的人的方法。第六部分试用以前各章提供的分析方法对越南战争中双方使用的战略作个评价，并以此结束全书。



　　本书有许多段落可以扩大成章，而每一章也可以扩大成书。但是本作者对各种事实、意见、问题、争论、倾向和相互对立的各派思想作了压缩，以便读者能一目了然地抓住要点。除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外，本作者并无支持任何观点之意。支持什么观点，反对什么观点，读者去做结论。这样他才能对未知的战略领域进行探索。



　　本书是出自喜好而写的，它是集体的成果。了解此点的莫过于我。本书是我个人的看法与别人已经发表或尚未发表的见解结合而成的。书中用了大量的引语，目的是使读者领略一下权威性著作的风味并强调不同的观点。这些引语的来源都尽可能地在书中加以说明，然而由于引语数量过多或过于零碎，难于注明全部出处。



　　此外，我应对军内外许多同事表示深切的谢意。前美国国防大学校长陆军中将约翰·凯利(已退休)任命我作他的军事战略研究室主任时播下了使我写作此书的最早的种子。他对我的这一任命，使我打开了新兴趣的广阔领域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目标。继任校长空军中将约翰·麦克弗森(已退休)，孜孜不倦地研究以更好的方法和手段引导有高度才华的新人对战略发生兴趣，这也使我下决心编写此书。国防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乔治·斯坦斯菲尔德先生和卡罗尔·希利尔、乔·西姆柯以及图书馆的其他许多工作人员帮助我挑出有关的原始资料，编辑了有关材料的参考书目，使我的研究工作大大简化了。国防大学特选了部分学员，教员和十几位官员审查了本书的原稿。此外，国务院、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门、联合参谋部的三局和五局以及各军种负责计划和作战的参谋部门的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人士，为了材料的准确性和政策上的含义对本书第一稿作了检查。他们提出了许多实质性的和编排方面的宝贵意见，对本书的出版大有裨益。还有许多秘书，特别是格洛里亚·埃金、克莱尔·皮尔斯以及卡罗尔·麦克莱恩等人尽义务把我的潦草难认的手稿变成清晰的文字，省却了我用一个指头在打字机键盘上边找边打的大量时间。我那久病的妻子(愿上帝保佑她)在四年的大部时间里为本书日夜操劳。她是我的得力助手，她对我多方鼓励，帮我打字、校订，并为全书编出索引。我要永远感谢世界上最高明的推销员，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波，他为本书找到了出版商。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向杰出的评论家玛丽·薇罗尼加·阿莫斯致敬，她把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变成了真正的英文，删去了华而不实的词句，对一些论点的前提提出了异议而且抑制了我的自高自大，因为她总是对的。



　　这样，我的书就成了介绍大战略的一部著作。如果本书能激起哪怕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想象力，能启发一种真正具有独创的见解，那就很好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约翰·M·柯林斯



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城


















	

 






	















	







	







	









 





	


	







	








	




	


代序 战略思想的演变




	







	

 



	


	


　　对战争进行广泛的研究，其客观意义不限于探索新的、真正的学说。但广泛的研究是任何战争理论的必要基础，因此它对于寻求开阔自己的眼界和提高判断力的普通……研究人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他对战争的认识就会象倒立的金字塔一样，岌岌可危地竖立在细小的塔尖上。



利德尔－哈特：《战略》



　　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人打过仗，但是几千年间，在战略方面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却如凤毛麟角。许多被认为有创见的人，不论是教育家还是实践家，不过是模仿其前辈，在旧思想上加一点新花样罢了。十九世纪以前，只有极少数的创新者在理论上有所著述。大多数人却把写作任务留给了事隔很久才动笔的历史学家，而在这些历史学家关于编制、武器、战役、战斗和战术的冗长的著述中，只隐含着一鳞半爪的战略学知识。



　　古代环境的特点



　　权威人士通常一致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在一切可能想象的情况下满足国家安全目标的需要——在古代是稀有的东西。这种见解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在古代的中国、希腊、波斯、迦太基和罗马，战略环境是极为简单的。



　　当时没有民族国家 [ 译者注：通常指欧洲十六世纪后由封建社会解体而形成的以民族为单位的、统一的国家。 ] ，因而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是不存在的。政治结构也不复杂。只有少数国家能对较大地区造成威胁。



　　当时贸易虽然重要，但大多数国家基本上能自给自足。象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工业是没有的。没有外国投资或国际货币制度。没有复杂的援外计划。财政是以现金而不是以国债为基础的。经济战尚处于低级阶段。



　　那时和现在一样，军事力量在战略诸因素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军队仍然是原始的，大多数军队基本上是为实施地面作战而编成的，即使是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一战 [ 译者注：古波斯帝国国王泽尔士一世于公元前四八○年率舰队远征希腊，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为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希腊海军所败。 ] 获胜的希腊海军，也不过是一支支援国内外地面作战的海岸部队。罗马舰队也是如此。



　　人力和密集队形是主要的。对部队的指挥和控制不成为大问题。军队经常是集中的——原始的通信工具和粗略的地图不利于使用松散的队形。指挥官有严密的警卫，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他们战死，一切就都完了。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尚未发明。当时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依靠体力的冷兵器。只有象石弩那样的攻城器才是利用机械的，而其有效射程则极为有限。大部分军队的武器和装备差不多。今天，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些国家有核武器，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然而当时的战略家却从未为此苦恼过。因此军事力量和人员数量的关系是相当直接的。



　　战略机动和战术机动实际上是一回事。时间——距离是极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对后勤工作有决定性的意义。部队携带少量行装并惯于就地取食。由于缺乏迅速与随意机动的能力，往往造成“只有双方同意才进行战斗”的局面。任何一方，如果觉得条件对己不利，都可以拒绝作战。



　　法律——道德——伦理的准则是原始的。没有相当于海牙公约或日内瓦公约的东西。军备控制是不存在的。人们习惯于总体战。以有意识自我克制为特征的有限战争概念尚未创造出来。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多少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虽然颠覆到处都有，而且有一些游击活动)。冷战还未成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是马基雅维里 [ 译者注：尼科罗·马基雅维里(1469－1519)是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甚至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 在十六世纪开创的。



　　然而，现代战略的基本观点在古代全部都有了。集体安全、灵活反应、大规模报复和谈判都以不同形式流行过。世界上第一个威慑战略是以“罗马和平” [ 译者注：指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 ] 的形式出现的。



　　公认的战略创新者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古人中另一个伟大的人物是无与伦比的亚历山大(前356－323)，他是西方战略家的典范。他的建立世界大帝国的梦想深入许多后人之心，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提出同样深刻的战略思想。亚历山大显然认为战争总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物质的，二是心理的。前者解决物质问题，后者解决思想问题。他所指挥的战役充分体现了每一条作战原则，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是运用作战原则的大师。



　　这两位先驱都有一些著名的继承人。一个是汉尼拔(前249－183)，他使用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引起了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 [ 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迦太基系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因罗马人称腓尼基为布匿，故名。布匿战争共三次，第二次以汉尼拔率步兵九万、骑兵一万二千，使用大象四十只翻越阿尔卑斯山远征罗马开始。 ] 。他的主要对手是西庇阿·阿弗里卡纳斯(前236－184)。汉尼拔和西庇阿都是在军事上运用间接法 [ 译者注：作者给间接法所下的定义是：(1)强调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上，而不是从军事上对敌人施加压力的大战略；(2)设法在与敌主力部队交战前将其打败的军事战略。 ] 的大师。他们都是卓越的战略家。朱利叶斯·恺撒(前100－44)也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



　　在黑暗时代 [ 译者注：指欧洲中世纪。 ] ，战略思想的发展曾一度中断。知识之灯在其它领域还微弱地闪烁着，但在战略方面，这盏灯实际上熄灭了，而且一直熄灭了一千多年。唯一的光辉例外是在拜占庭帝国，在那里，象贝利撒留、那锡士和贤王利奥 [ 译者注：指利奥六世，公元八八六－九一二年期间的拜占庭皇帝。 ] 这样的人在掌权。不论野蛮人的迁徙、早期回教徒和蒙古人的征伐以及中世纪的大多数战争(特别是十字军东征)，都没有产生有意识设计的战略。



　　最后，到了十六世纪，贤哲们终于开始把战略和战术正式区分开来，把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大量地联系起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紧接着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出现了两位战略巨匠：一位是尼科罗·马基雅维里(1469－1519)，他是一位政治军事理论家，他对力量的源泉、使用及其局限性的论述特别给后世的独裁者以启发；另一位是腓特烈大帝(1712－1786)，他可能由于提出“内线战略”而为人们所永志不忘。



　　奇怪的是，被誉为历史上的伟大战略家之一的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先驱者。他的长处在于利用法国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巨大人力，发展已有的理论并加以熟练的运用，然而除了一百一十五条格言外，他没有留下关于战略和哲学思想的著作，而这一百一十五条格言，又都是些军事上的陈辞滥调。因此，世人是通过别人的看法来评论他在战略方面的贡献的。最重要的阐述者是安东尼·亨利·约米尼(1779－1869)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正如爱德华·米德·厄尔在其《现代战略的制订者》一书中恰当地指出的那样：



　　约米尼将军在试图阐述拿破仑的事业时，对当代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确，对战争的研究并非从他开始，但对这一课题以现代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确是从他开始的，而这种研究方式一直保留至今。可以说约米尼和比他稍后的克劳塞维茨一道在研究战争方面作出了类似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约米尼所做的实际上是科学上的先驱工作——不是首次对一个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而是第一次为研究这个领域勾划了十分良好的蓝图。



　　克劳塞维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战略。约米尼力求想出赢得战斗的理论体系，而克劳塞维茨则注意战争的基本性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是要绝对避免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所接受的泛泛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而是对此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他出乎本人意料之外地成功了，他给后世战略家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甚至在今天，凡是第一次阅读他的不朽著作《战争论》的人，都会对该书所涉及的广度和多样性有深刻的印象。这部理论巨著至今仍被认为是在已出版的有关战略的著作中最引起争论和最有影响的。虽然该书的某些部分被否定了，因而必须根据改变了的战略环境加以修改，但其大部内容都可成功地应用于解决现代问题。



　　同早些时期的情况相反，自从一八三一年克劳塞维茨逝世以来，战略的演变主要不是由个人而是由事件支配的。甚至在拿破仑时代结束前，工业革命就在解放生产力了，这种生产力最终将使进行全球范围的总体战成为可能。新的推进系统促进了灵活的战略机动。与此同时，通信工具的革新扩大了控制的手段。部队的大范围疏开与有效而集中的指挥相结合，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出现了管理革命，这是渴望组织、训练、装备和调动军事力量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保卫本土或向海外展开兵力的任何国家的实际需要。在创建职业军官队之前，特别需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伴随而来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习惯以及摆布人类命运的方式。卡尔·马克思在现代战略领域里播下了极为重要的哲学种子。



　　美国的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是检验尚未成熟的战略思想的最初两场大战。这种思想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正在缩短的时间－距离关系的意义。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改进是由李将军、格兰特、谢尔曼和毛奇在战场上取得而由象杜皮克和德尔布吕克这样的大师，写下来的。



　　在这个时期，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成了中心人物。在战略理论方面马汉也许是美国第一个理所当然的杰出人物。正如路易斯·哈克所指出的，马汉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马汉所著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93)》一书，由于译成了所有重要的现代文字，立即传遍了全球，每个伟大的政府首脑和海军将领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该书并加以认真的研究；它形成了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政策；它支持了英国的见解，即英国的伟大在于它那辽阔的帝国；它使美国再次把精力转向那些直到一八六○年它还拥有势力的海洋，而这些海洋，由于美国一心致力于征服美洲大陆，却在一八六○年以后被放弃了。



　　没有任何一本书比马汉这部著作对海上战略的影响更大了。



　　恰巧在马汉逝世那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二十世纪几次大集团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于幼稚无知的挑衅，发展成双方皆无现实目标的盲目作战，不久就沦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僵持不下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劫。也许历史上再没有任何战争能象这次大战这样清楚地说明战略思想典型地落后于技术了。军事和政治领袖们都低估了加强了的火力对公认的战略思想的影响。乔治·克里孟梭尖刻地声称：“什么事也不能托付给将军们去做——甚至是战争。”(此话译成英语时住往被译为“战争这个问题太重大了，不能托付给将军们。”)他对将军们的不信任似乎是颇有道理的。



　　1914－1918年的悲剧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停战期间的战略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的极端保守分子把战略和防御等同起来。在法国，构筑马其诺防线的思想开始形成。英国和美国则钻进了孤立主义的硬壳中。然而，照例还是出现了少数几个先进的思想家。



　　文官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邱吉尔、希特勒、列宁、斯大林都大量地研究了战略问题。军事界的哲人包括吉里阿·杜黑(其名著《制空权》于一九二一年出版)在内，为现代战略轰炸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夏尔·戴高乐、海因茨·古德里安和富勒是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先驱。比利·米切尔坚持说，岸基航空兵可以向海上舰队挑战。英国人利德尔－哈特的著述最初在德国比在其本国流传更广，但后来却对盟军的战略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上述富于想象力人物的试验场。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总体战思想把外交活动、经济战、心理战、颠覆活动、地缘政治学、科学和军事行动融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使战争与和平失去了明显的区别。集体安全作为战略的组成部分盛行起来了。



　　一九四五年以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各种新型推进器的出现，加之有了大大改进的指挥、控制和通信手段，使得战略思想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新的情况需要采用全新的战略。现代最优秀的战略家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解决办法，他们包括毛泽东、武元甲、索科洛夫斯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



　　以上只是略举数人，当然，他们仅仅是代表人物。然而下面一个事实则是明显的：原子战争产生了若干美国的战略思想先驱者，而在这以前，在美国海军大学象牙之塔里工作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则被认为是唯一达到国际水平的美国战略理论家和有独到见解的美国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还可以研究，然而美国的创新者确实不多。



　　历史的教训



　　美国在战术创新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军事技术上是出类拔萃的。他向全世界提供了可互换零件的步枪、机枪、降落伞、潜艇和飞机。它采用成批生产的技术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有人断言，在这些年中，美国军界人士及其文职同僚没有做大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被指责是“赢得了”战斗但“输掉了”战争，“赢得了”战争但由于忽视历史教训而未能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以致重犯了过去的错误。



　　这些指责既不新鲜也非美国所固有，现在要为它们提供论据就和在塔特王时代一样困难。这些指责本身就含糊不清。古代格言，哪些适用于核时代，哪些已过时了，这主要是看法问题。有些格言，如比洛的老一套的作战方法、福煦的一成不变的进攻信念以及潘勒韦的死板教条都已受到广泛的否定。其它的似乎还是正确的。这样，评论者就可能各取所需，他们可以从前人的格言中仔细选出适合自己观点的话以“证明”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和相应的战略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紧要的。



　　负责的美国公民很少指责我国宪法所体现的广泛的国家安全利益：“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并谋“今后国民永久享乐自由之幸福”。除非是极端愚蠢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必须维护美国的独立、自由、捍卫其基本制度和社会准则，同时又保持适当的行动自由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大部分争论是由特定的目标、政策和相应的战略引起的。例如，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一个海上强国。可是我们现在却让苏联超过了我们的水面舰艇，尽管地米斯托克利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明智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一切”。随后约翰·保罗·琼斯又告诫说：“要是没有一支令人敬畏的海军——美国的前途就可悲了！”不过上述信念的强烈反对者却支持那位热情提倡空军的比利·米切尔。米切尔曾预言，飞机肯定会胜过。水面舰艇这种“挨揍的活靶子”。他的战略继承者坚信，装有核弹头的导弹使得水面舰队过时了。



　　下面谈谈第二个例子。如果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 译者注：1540？－1596年，英国航海家及将军。 ] 还活着，他是会反对全面核战争的第三次打击战略的。他曾说过，“我认为，与其报复太晚，不如及时阻止侵略，这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基督教精神的。”科尔马尔·冯·德·戈尔茨在替布尔人把战争强加在英国头上的做法辩解时，看法更为激烈：“如果一个政治家知道本国已作好战争准备而且看到战争不可避免，还迟疑不敢抢先动手，那他就是对自己的国家犯罪。”可是，俾斯麦却对威廉一世进谏说：“我决不会仅仅因为看到我们的敌人最近可能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而劝陛下立刻宣战。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料上帝是怎样安排的。”他的话似乎很适合美国的道德观。



　　严肃的大战略研究者认为要弄清克劳塞维茨哪些话最适用于美国的有限战争思想是困难的。当然，他认识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必须认真权衡利害得失，但是他又告诫说：



　　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它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如果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这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因此，他又说，)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这些话是否适用于美国在东南亚的问题，很可能要一直争论到下一个世纪。



　　总之，在历史上有关战略问题的无穷意见中，没有几条教训是明确的。我们的任务在于了解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及其来龙去脉，以便使经验能够巧妙地应用于未来。正如桑塔亚纳所说：“忘记过去的人必然会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 大战略的结构




	







	

 



	


	



第01章 目的与手段




　　她有点羞怯地问道，……



　　“柴郡猫，请你告诉我，



　　打这里，我该走哪条道？”



　　猫儿答道：“这主要看你想到哪里去喽。”



　　刘易斯·卡罗尔：《艾丽斯漫游奇境记》



　　柴郡猫说得完全正确。一切有意义的计划、纲领和行动必须以明确的目的为基础。这是一个基本观念，但是人们往往不认识或不重视这一点。



　　国家安全的利益



　　从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国家利益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利益有时难以识别，因为它往往是不明确的。然而，各种国家利益又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例如，几乎每种国家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安全有关，但是，如果你去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雇员，国防问题是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将回答说“否”。研究大战略的人有必要找出那些与国家安全特别有关的利益。



　　最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的利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损害。如果一个国家作为主权实体被消灭了，其它一切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为了求得国家的生存，冒任何风险都是值得的。而且，国家生存根据其发展前途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德国是较好的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和社会准则被毁灭了，领土被分割了。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生存下来了，而今天西德已成为自由欧洲一个突出的强国。对比之下，铁幕后的一些卫星国，只不过是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僵尸而生存着。大部分美国人在除去那些“宁愿赤化也不愿死去”的人而外，都认为在那种方式下的生存是“无法接受的”。



　　各种从属的利益，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地区性的还是世界性的，都服从于求生存这个最根本的利益。这些从属的利益基本上都是具体的，可按轻重缓急予以安排。各国负责的领导人都愿为那些涉及国家存亡的重大事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为了不让苏联插足加勒比地区，不惜冒国家存亡的风险。朝鲜战争期间，我们没有那样果断，因为不值得这样做。按次序排列在后面的利益是那些有吸引力但不紧迫的利益，没有一个明智的领导人愿意以流血或消耗大量金钱来换取这种利益。要维护这种利益，可能需要施以间接压力，但不值得进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判断哪种利益属于上述的哪种范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极权国家，解决的办法比较简单，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舆论的制约。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当统治集团内部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也会发生危机。在开放的社会，想取得一致的意见要困难得多。意见上的分歧最后由国家领袖(在我们美国是总统)来解决。而国家领袖是根据其个人的性格和经验、顾问的意见以及国民的情绪来作出决定的。



　　国家安全的利益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各国人民对此不是赞成就是反对。真正持中立态度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每一个成功的国际安全联盟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利益一致，合作就继续下去；合作一旦终止联盟也就垮台。世界上几乎所有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都起源于利益的冲突，而利益的冲突则导致思想的对立，有时甚至引起战争。



　　当国家安全的利益要求改变现状时，它特别容易引起局势的不稳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党对“生存空间”的追求，使欧洲陷入一片混乱。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人渴望建立一个“无犹太人的圣地”，引起了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骚乱。但是，即使是那些与人无损的利益，如美国对世界和平的爱好，也能引起麻烦。出于维护世界和平利益的考虑，我们目前希望在中东保持稳定的局面，而这一点却使我们同克里姆林宫直接竞争起来了。



　　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但就连这句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国家的生存才是永久的利益。一九四七年我们帮助日本制定了一部宪法，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与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久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力。”可是现在美国许多评论家却因日本不承担对东亚防务的合理负担而烦恼。同样，有些人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未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足够的军事义务而担忧。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利益显然有了变化。遗憾的是，在决策者明确意识到这种变化之前，各种问题可能已经出现了。






图1　大战略的结构



　　国家安全的目标



　　不管对国家安全的利益多么难以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国家安全的利益是制订指明国家努力方向的正确目标的依据。这些目标可以是短期的、中期的或长期的，其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周、几个月直至十年或十年以上。如图1所示，国家安全的目标与国家安全的利益一样，可细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各种类别。



　　利德尔－哈特非常恰当地指出，目标这个词，在用于国家安全方面时，常常使人误解。他写道：



　　“目标”虽然是一个通用的词，但不是一个完善的词。它具有一种物质的和地理的含义，因而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论述政策意图时，最好用“目的”这个词，而在论述如何使用武器为政策服务时，最好用“军事目的”这个词。



　　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一个比战前好一些的和平状态——即使只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历史告诉我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达到了政策上的目的。但是……有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即看不到国家的基本目标，而把它与军事目的看成是一回事。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政策往往受军事目的的支配。这样，军事目的本身就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把它看作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这些中肯的论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当时美国一心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未来的政治后果。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美国目光短浅的让步(在波茨坦会议上让步较小)使苏联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帮助斯大林在东欧扎下根来，并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意图进入了冷战时期。在另一些战争中，以其它形式出现的政治目的与军事目的的脱节也使我们遭受了损失。



　　由于政治空想家、煽动家和独裁者喜欢作宣传，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内在的有利的条件，可以摸清敌人的长期目标。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写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共产主义的基础。继之而起的是列宁。希特勒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我的奋斗》中明确地概述了他的目标。毛泽东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只有国家决策者阅读这些警告性的作品、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才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对比之下，自由世界的目标却变化无常。民主政权人事更迭频繁，而“新班子”往往好标新立异而另搞一套。而且，自由世界的政治家们要经常不断地把握住群众的情绪，以便了解是否能赢得个人竞争的胜利。他们的言行往往是不一致的。由此产生的摇摆不定倒也未必完全不好。我方目标的变化莫测势必使共产党的判断工作大大地复杂化。



　　明确的目标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重心”是直接相关的。这一点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国防大学的学员们最近用这个原则研究了越南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南越的战略重心始终是人民。重要的不是战场上的兵力多寡，而是人心的向背。美国领导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就美国来说，关键是国民的意志。敌人早已发现了这一点，并不断施加压力。没有人能确定北越的战略重心。北越的战略重心甚至可能不在本国而在另外某个国家。这就是我们难以确定决定性目标的一个原因。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维护全国统一是压到一切的目标，而在越南惨败的各个阶段中，我们的目标则是混乱不定的。两相对照，就可看出，这两种战略计划的依据是迥然不同的。



　　国家安全的政策



　　国家安全的政策只不过是一套方针原则。从各种标准来衡量，政治上的政策占主导地位。



　　象利益和目标一样，政策也是错综复杂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当共产党奉行“扩张”政策时，我们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遏制”政策。这种政策不是将敌人推回，而是遏制敌人。双方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性政策。我们决心在世界各地而不是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同赤色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我们决定与盟国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单干。在那个时期，尽管我们有彻底消灭敌人的力量，但不管敌人怎么挑衅，我们也不首先动手。当时只有我们拥有核武器。



　　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即使利益丝毫未变，政策象目标一样，也可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维护国家威望成了美国在越南的最高利益。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位总统都预言，如果美国不履行其义务，它将在全世界失去信任。但是，尽管他们二人要维护的利益完全相同，可是采取的政策却大不一样——一个要求美国大规模地军事卷入，另一个则要求实现越南化。



　　国家安全的义务



　　政策的范围很广。而义务，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则要求有关方面保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采取特定的行动。美国的集体安全政策仅仅体现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同其它有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国家集团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但是，我们与四十二个伙伴签订的八个共同防御条约并与另外三十多个国家达成了一般性协定，使美国承担了义务。



　　很明显，我们在防务方面承担的各种义务是大不一样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承担了繁重的义务，而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就不是这样。一旦以色列遭到侵略，不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美国都没有支持他们的义务。我们支持他们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一项政策，但不是一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特定行动的义务。



　　国家力量的地位



　　国家安全的利益、目标、政策和义务构成了“目的”或达成这些目的的指导原则。广义来说，“手段”是指国家力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盟国拥有的人力、物力；影响国内外人民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力量；地理上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经济力量，特别是自然资源、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人民，包括人数、分布情况、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科学和技术基础；军队，包括现役和后备役部队；和起统一作用的因素——领导。如果一个国家均衡地拥有上述部分，它就能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施加影响。



　　奇怪的是，军事力量可作为达到经济目的的主要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是靠不断施加军事压力来维持其帝国主义经济的。同样，心理力量也可用来达到军事目的。许多国家，在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时，却因受诱骗而放下武器。当能用政治、经济或心理力量达到目的时，通常可以减少对军事力量的需要。如果美国能设法使克里姆林宫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亚洲，那么我们驻欧洲的兵力就可大大削减而不致导致严重后果。然而，究竟选择哪种力量来达到目的，往往是不容易下决心的。当时间成为关键因素时，武力就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目的与手段的结合



　　目的(我们指的是利益和目标)和手段(现有的各种力量)的脱节会产生难以估计的风险。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成功的把握究竟有多大。如果成功的机会为百分之六十的话，打牌的人就可能冒险一试。但是核战略家可不能这样干。代价太大了。



　　风险到底有多大，主要是个判断问题。当苏联在不断加强兵力的时候，美国却在削减兵力。这里面包含有多大的风险呢？即使所有的判断者都掌握同样的情报，他们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的性格、脾气、爱好、经历、经验和直觉是各不相同的。



　　估计错误可导致风险。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对方，或以不可靠的假设为依据，都是常犯的错误。经过慎重考虑的冒险则是自己有意识干的。不管哪一种冒险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安德烈·博弗尔上将在其引起争论的《战略序论》一书中概述了关于使目的与手段相结合的五种各有特点，的方法，现简述如下：



　　1、 目的有限，手段充足 　在我方力量强大又不危及敌人重大利益的情况下，仅仅以武力相威胁就可达到目标。这种方法与美国以进行全面核战争相威胁的威慑战略有关。我们国家的目标中没有一个危及苏联或中共的生存，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制止侵略。



　　2、 目的和手段都有限 　如果现有力量不足以构成对敌人的严重威胁，或敌人的威慑无效，而我们的目的有限或似乎是有限的，那么使用政治、经济或心理的压力就可能有效地代替武力。当军事上的行动自由受到束缚时，使用这种方法最为恰当。苏联相当精于此道。



　　3、 目的重要，手段有限 　在目标重要，但力量有限又缺乏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采取直接压力与间接压力同有控制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蚕食的方法可能有效。这种方法适用于处于强大防御地位而又满足于逐步取得进展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4、 目的多种，手段缺乏 　当行动上有充分的自由而手段不足以取得决定性战果时，采取军事上低水平的持久斗争也许就够了。这种方法要求有强烈的动机、持久高昂的士气和全国高度的团结一致。这种方法在革命战争中已显示出优越性，在这种战争中，结局如何，对这一方比对另一方重要得多。



　　5、 目的重要，手段强大 　当目标非常重要而军事力量强大时，在战场上获取全胜是可能的。即使对敌人的利益关系重大，有时甚至必须占领敌人的领土，但是只要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也许就够了。不幸的是，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代价巨大的僵持局面可能造成只有经过长期消耗才取得的得不偿失的结果。



　　除上述五种典型方法外，还有许多其它方法作为补充，每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不论选择哪种方法，如果发现可能引起的风险多于估计可得的利益，决策者就必须加以调整。下面列举七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1、决策者可以杜绝浪费，不论构成浪费的原因在哪个方面——制度、编制、程序、文化或其它方面。



　　2、决策者可以压缩目标，如朝鲜战争中，当赤色中国进行干涉时，联合国就是这样做的。



　　3、决策者可以调整战略，如六十年代，当我们制止了苏联人的武装侵略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4、决策者可以增加可供使用的手段，如美国公开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就是这样做的。



　　5、决策者可以降低目的要求，增加手段。我们在印度支那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取得了微小的成功。



　　6、决策者可以采取讹诈手段。一九三六年希特勒以其弱小的陆军进入莱茵区，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就是这样做的。



　　7、决策者可以作出目标已不值得争取的决定，采取忍痛撤退的办法。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就是这样做的。



　　曾在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任职的海军陆战队查尔斯·F·邦内耳上校提出了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现扼要重述如下：



　　在压缩军队庞大编制时，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可能损害各种组织的力量结构、战备程度和现代化。有得必然有失，压缩了编制必然会削弱军队当前的战斗力或限制今后的选择能力。



　　对战略作些修补可能很有吸引力。新的战略究竟比新的武器系统要花费少些，而且改变战略引起政治风暴的可能性要比改变国家目标来得小。在外交或技术上有所突破时，此种做法似乎最为有效，但是其效果则通常是短暂的。



　　压缩目标如不谨慎，会产生恶果。必须牢记一九五○年美国把南朝鲜划在美国防御圈外所产生的后果。利益很少会因决策者调整其目标而消失。



　　最后，对任何一种特定的战略所需的军事力量持过分乐观态度是危险的。国家可以取消对所选战略无直接作用的一切力量，美国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几乎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做法会损害灵活性。恐龙，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凶猛的巨兽，就是因为过分特殊化而被淘汰了。现在只有它的遗骸陈列在博物馆内。



　　战略要素的相互关系



　　把上述不同的战略要素联系起来，就可看出：



　　利益和目标确定了战略要求。



　　政策提供了满足这些战略要求的准则。



　　现有的人力物力提供了达成战略要求的手段。



　　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大战略的结构。正确的战略就象在拼板游戏中拼接拼板那样，很好地综合运用了各种要素。如果考虑适当，这些要素有助于战略家把现实的目的与适当的手段结合起来，在实施过程中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然而，战略不象单人纸牌游戏那样，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必须经常了解敌人的行动和反应。因此下一章将概述对威胁的估计问题及其对制订战略的影响。














	

 






	















	







	







	









 





	


	







	








	




	


第一部分 大战略的结构




	







	

 



	


	



第02章 对威胁的估计问题




　　缺乏情报等于在拳击场上被蒙上了眼睛。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戴维·M·肖普上将



　　国家安全的利益、目标和政策只有在与国内外各种威胁联系起来考虑，才有意义。对抗的性质往往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对威胁的识别



　　基本的威胁是军事威胁。这种威胁最易认别，从许多方面来说，也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军事威胁是直接的，公开的，而且有关各方均可较好地掌握相互的情况。然而，采取纵容和强迫手段的间接形式的威胁同样有效而且较难对付。在“特洛伊木马” [ 译者注：古希腊人在攻打特洛伊城时，将精兵埋伏于大木马内，诱使特洛伊人将木马放进城，夜间伏兵跳出，里应外合，攻下此城。 ] 以前很久，历史上早就出现过使用诡计的事例。《旧约全书》充满了颠覆活动的事例，这些事例使人想起二十世纪法西斯的渗透和共产党的阴谋活动。运用政治、经济和心理战的手段如同使用武力一样，可以准确地损害敌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



　　仅仅要求认清谁是最直接的敌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最好的情报机关伤透脑筋。当俄国的旧日盟友纳粹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突然向俄国西部大举进攻时，斯大林才认识到这一点。西班牙的共和派以全力对付军事威胁，但那时最大的危险实际上是以著名的“第五纵队”形式出现的颠覆活动。此外，随着情况的变化，演员扮演的角色也变了。二十五年前，美国和德国是冤家对头，今天它们都成了好朋友。而且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或假想的敌人，那它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当出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时，战略家必须确定主次，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最大的威胁。



　　能力、企图和弱点



　　对威胁进行估计时，首先必须考虑下列三个基本方面：



　　1、 能力 　敌人能采取什么行动？



　　2、 企图 　敌人将采取什么行动？



　　3、 弱点 　敌人突出的弱点是什么？



　　战略能力与企图不同，它是一个特定国家在平时和战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用以达成其目的或阻挠其它国家实现目的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使这个国家在不过分损害其社会经济结构或重要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其预定的行动方案。战略能力是国家力量(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心理、道德和地理等方面)与有效地使用此力量的手段相结合的统一体。



　　战略能力比较稳定，不易迅速改变。对这种能力可以客观地进行比较、分析并用数量表明。因此，战略能力为制订计划提供了相当可靠的依据。但必须谨慎从事。象法国在奠边府惨败那样的重大挫折、政治动荡(包括政变)等等，由于改变了现有的领导、士气或其它有关因素，可以导致战略能力发生突然变化。



　　企图是指一个国家实行某种计划的决心。企图通常不如能力那样好捉摸，因为企图是一种主观的思想状态，易于隐蔽而又多变。企图由利益、目标、政策、原则和义务所构成。有些企图过去从未表明过，将来也不会表明。因此，捉摸敌人企图的问题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特别是军人他们宁愿置之不理。



　　然而，捉摸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对于制订有意义的战略是十分必要的。单纯依赖对敌人能力的估计，或单纯依赖对敌人企图的估计，都是危险的做法。精明的战略家总是把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他们认为最说明企图的往往不是人们的言论，而是人们的行动。



　　弱点就是一个国家或军队经受不起对方以任何手段，采取任何行动打击的薄弱点。这一打击可能削弱这个国家或军队的战争潜力或战斗力，挫伤其斗志。根据战略家的观点，弱点必须是具体明确的，而且最好是要害处。例如，战略地区集中的国家，就有遭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袭击而立刻被消灭的危险。像以色列那样人口很少的国家，通常不能与人口众多的敌国进行持久的常规战，因为战争的消耗很快就会成为致命的因素。因内乱而造成的弱点则容易引起颠覆活动。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在对威胁进行估计的每一阶段，错误的幅度是很大的。战略家从来不可能全部掌握有关敌人的能力、企图和弱点方面的正确情况，甚至自认为正确的情况也不可能全部掌握。像拼板游戏一样在拼成图案时，有些板只是大致适合，有些需要的则又往往找不到。战略家的任务是，在承认对威胁的估计存在着局限性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手段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情报工作程序



　　要对有关问题作出恰当的估计，必须以察觉到的或经过合理分析的情况作为出发点。这个问题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有关敌情、时间、地点、手段和其它各种可变因素的假设情况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模糊不清。此外，由于敌我双方对情况的估计可能完全不同，双方很可能根据完全错误的看法行动。



　　一、对情报工作的要求



　　对于手头掌握的情报资料所存在的空白点，不论是决策者明确指出的或是情报机关推断的，必须加以仔细研究，以确定采用何种方法最可能填补这些空白。这就要求能提出恰当的问题，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一门艺术。谢尔曼·肯特所著的《制订美国世界政策所需的战略情报》一书，可算是这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在该书中，他强调了正确指导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



　　除非情报机关了解其工作的目的，工作成果的预计用途以及准备使用何种手段来采取何种行动，否则对实质性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适当方案就要受到相当的损失。



　　二、情报的搜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资料——从基本背景资料到专题资料——的要求问题。



　　大批已编纂的原始情报资料和已加工整理的情报通常是分类归档的。事实上，情报材料的庞大数量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利因素。对各个大国来说，要掌握大量的反映当前动向的多种多样资料，即使有计算机的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困难。此外，要事先预料到所有的意外事件，也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公开的、隐蔽的和秘密的情报搜集机构必须不断适应当前对扩大情报范围的需要。积累有关敌人企图的情报资料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即使像詹姆斯·邦德——007号 [ 译者注：詹姆斯·邦德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所著一系列间谍小说小的英雄人物。詹姆斯·邦德在英网谍报机关中的代号是007号，故名。 ] 那样的谍报工作老手，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谢尔曼·肯特以一九五○年朝鲜战争为例所说的那样，他指出：



　　假如苏联可以接触我们极端机密的档案材料的话，他们是否会发现我们将打这场战争的文件呢？如果有这个文件的话，它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件。但是他们决不可能找到这个文件，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打这场战争是杜鲁门先生决定的而且是他在苏联支持的进攻发动之后，立即决定的。由此可见假如了解对方的企图要靠阅读对方的密件，并根据个人发现的情况来决定政策，那么，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足以证明这种政策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情报的处理



　　获取情报以后，必须对情报的适用性、准确性、有效性及其来源的可靠性进行鉴定。这些情报来源可能有各种情况，其中有的是完全可靠的，有的是不可靠或出处不明的。如果一个可靠的机关提供的情报能得到其它来源的情报资料的印证，那么计划制订者通常能有较足的信心来处理这些情报，如果计划制订者得到的情报是一些来源可疑和未经证实的零星资料，那么他们处理这些情报的信心就会不足。当然，情况也不一定完全如此。情报分析者必须经常警惕“骗局”。即使是那些直接从敌方严加保管、分发有限的档案中搞来的文件，也是可以怀疑的。下面这段文章指明了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苏联秘密情报机构中的(亚历山大)奥洛夫将军的继承者已命令窃取大量的秘密文件。但是他们把这些秘密文件弄到手后又怎么办呢？难道每一个文件的封面上都会声明：“我不是一个职位很高但反复无常的顾问所提出的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建议，我不是一份来自上级机关仅作为讨论参考的草案；我不是一份这样的决议记录，即本决议次日就会在口头上废除，或将束之高阁被人忘却，或被不赞成的执行者一点一点地否定掉。我是一份货真价实的文件，我是一份官方的站得住脚的文件，我代表已得到批准的企图而且现在仍然有效。”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弄清原始情报资料是什么意思。要得到这个答案，就要对情报资料进行判读。这是情报程序中一个关键性的步骤。情报工作程序将分析、假设和演绎推理等结合在一起进行。



　　要判读已鉴定过的情报资料，就要根据总的形势，己方的目标和对敌情(包括敌人的理论或过去的实践)的了解，对资料进行精选和分类。战略情报研究人员、美国陆军准将华盛顿·普拉特(已退休)把这种情报的处理方法比作积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表明：“把足够多的无穷小量加在一起就得到一个确定的值”。他进一步指出：表面上无关的零乱材料，尽管就每件材料本身来说并无意义，但如果恰当地把它们拼凑起来，就会成为有意义的材料。他指出：



　　即使用最简单的代用密码来加密，如果只有很少几个字，也不可能破译。但如果用这种密码在一整页材料上加密，就能很快地判读出来。……



　　很明显，反情报工作就是运用这种综合零散材料的办法。保密措施总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往往很麻烦。对于某项特定的限制措施，我们常常问道：“这么一点情况会对敌人有什么帮助？”回答是：“如果仅限于这么一点情况，是不会对敌人有什么帮助的。”但是，如上所示，这么一点几乎完全无害的情况，如果与其它许多几乎完全无害的情况综合起来，往往会对敌人有很大的帮助。



　　把零星的资料综合成合乎逻辑的格式，必然要提出各种假设。这就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是天资聪明、训练有素、富于想象力和虚心好学的人。这是一项需要高度思维的工作，即使是探索一些枯燥无味的问题，如“苏联在印度洋的目标是什么？”或“可能引起中共干涉印度支那的因素是什么？”也是如此。如果从现有的情报资料中推测出一件可怕的但人们并不了解的情况，而对于这种情况分析家用尽其知识和经验也难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么情报的处理工作就变得十分困难。希特勒在佩内明德的关于V－1和V－2火箭的秘密武器计划，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情报工作所遇到的那样一种情况。在这个谜最后解开之前，英国的空中照相判读员曾被显示在体视镜上的这种特殊的火箭发射架迷惑了好几个月。类似这种一时难以解开的谜，今后还会继续出现。



　　判读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得出各种假设。如果有情报工作的专长(再加上一点运气)，那么统计数字和事件所反映的全部意义应能看得出来。否则，依据对情报的研究结果而行事的战略家就会深深陷入困境。



　　对情报的判断



　　从经过鉴定、判读而形成情报的大量原始材料中，可以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作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判断。有些威胁危及本国或盟国的生存；另一些威胁只侵犯次要利益。



　　在预报敌人的企图(这是判断情报的首要目的)方面，战略情报专家比战术情报专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因为一般来说战略情报专家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情况，得出关于敌人的能力、局限性、具体的弱点、习性及需求等方面的结论。然而，判断情报是一项冒险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具备主要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渊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有关情报工作程序方面的知识；洞察敌方领导人考虑问题的方法和他们个性的能力以及从实践中得到的智慧和成熟的判断力。不管如何努力想做到客观，每个情报判断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到个人经历和偏见的限制。



　　同样应看到，情报判断者也是人，有时会感情用事。明明根据细心研究和一般常识已讲不通，有些人仍要坚持己见。例如，当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一种“比预料要大的威胁”不可能存在的时候，仍企图推销这种看法，就会使情报部门和轻信并使用这种情报的单位失去信誉。这种行为难以发观，更难用文字来说明。为了防止此种行为，通常的做法是，让几个人或几个单位都来分析同样的基本资料，尽管这种做法会产生重复劳动和耗费更多的金钱。但即使采取了这种措施，战略家还应看到，最好的情报判断者也会出差错，因此，战略家必须订出万一判断错误仍然可行的方案。



　　不管采取何种情报处理方法，也不管情报整理人员有多大的本事，如果研究的成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给急需此种情报的单位，那么整个艰苦的努力就会失去意义。因此，极其重要的材料有时必须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甚至不惜牺牲一定的质量以换取速度。幸运的是，假如使用情报的单位有点预见，而且情报判断者在这方面做了基本的准备工作，那么，这种迫不得已的做法就会减到最低限度。



　　反情报工作



　　反情报工作和情报工作一样，也制约着对威胁进行估计的过程。



　　首先，必须给反情报工作下个定义。通常称为“CI”的反情报工作，就是通过采取防止敌方间谍窃取己方情报的手段，来削弱敌性国家情报机关活动的效果。反情报工作削弱了敌人有效使用其力量的能力，从而减少了危险性，防备了突然性。反情报工作还要对付国内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威胁。



　　反情报活动一般应力求达到下列两个要求：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保卫国家的机密。反情报活动包括下列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制订掩护和欺骗计划；采取电子反措施；限制外国人旅行；控制国内社会活动；进行政治监视；对某些机密情报资料实施特殊管理以及保卫工厂等。封闭的社会擅长于反情报活动，因其反情报机构遍布于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尤其是能手。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从中国边境所能搜集到的确实情报资料实在是微乎其微。相反，美国迷恋于公开讨论国家安全事务，不能容忍对通信采取保密限制措施，并提倡一种便于敌方特务活动的国家生活方式。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给美国带来的惩罚是，其反情报屏障比其它任何第一流强国的更易被突破。上述两种情况对制订战略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



　　结束语



　　总之，在对威胁进行估计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充满着障碍。决策者受到的经常和主要的限制在于战略情报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被迫分析研究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极端缺乏材料，仅有一点点线索。上述两种情况到底有多大差别，通常是很难说清楚的。














	

 






	















	







	







	









 





	


	







	








	




	


第一部分 大战略的结构




	







	

 



	


	



第03章　战略的实质




　　战略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制订的一种行动计划，是一个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美国海军少将怀利：《军事战略》



　　战略的定义众说纷纭。外行们认为战略这个词的含义最不严谨，可作各种各样的解释。甚至上面那位专家的看法也存在着缺点，因为这种看法认为，战略实质上是个行动问题。事实上，战略包括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方面，即抽象方面和具体方面。前者是战略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活动领域；后者则是实际制订计划者的工作范围。



　　国家战略、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区别



　　战略这个词的原意是“统率艺术”，但是现在这个词的含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战略不再单纯地指军事，也不仅仅限于武装斗争。目前，不但有军人，而且有非军人在国家一级研究战略问题。



　　国家战略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按照这种观点，战略可分为应付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全面政治战略；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战略以及国家军事战略等等。每一种战略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国家的安全。



　　本章着重介绍有直接关系的各种“国家安全”战略。这些战略汇集起来便构成“大战略”，即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有联系，但绝不是同义词。军事战略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它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大战略如果运用成功的话，将减少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同样重要的是，大战略所寻求的远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军事战略主要是将军们的事，而大战略则主要是政治家们的事。大战略支配着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只是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包括威胁、谈判、经济诈骗和心理战等内容的大战略，否定了自克劳塞维茨时代以来人们普遍的一种看法，即战略仅仅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相反，大战略的含义与利德尔－哈特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他说：“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战略形势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即便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再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性的效果。”也许有人认为，这不完全是个新观点。孙子早已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译者注：意即不战而使人屈服，才是高明中之最高明的。 ]






图2　战略方法



　　战略方面的几种基本方法



　　根据强制性的目标、现有的手段和威胁程度等条件，战略家们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



　　一、连续战略和积累战略



　　海军少将怀利在他所著的《军事战略》这本小书中论证了两个基本的、也许不能再细分的战略。这两种战略他定名为“连续战略”和“积累战略”。



　　正如他所说的，连续战略是为达成最终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连续步骤。在进攻敌人本土前，先打击其士气、使之在盟国中孤立、切断其外部补给以及破坏其国内交通线等一系列措施，就是一种典型的连续战略。



　　相反，积累战略由许多单独的、偶然的、最终产生决定性效果的行动所组成。战略轰炸和破坏敌人航运的海军活动是这方面主要的例子。苏联人在四十年代以不同方式运用了积累战略。当时他们逐个地将九个国家置于铁幕之后。丢掉哪一个国家似乎都没有引起自由世界的震惊。但是，(自由世界似乎)突然发现，克里姆林宫已经统治了整个东欧。



　　连续战略和积累战略绝不是矛盾的，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为说明这一点，怀利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对日本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战略。他说：



　　我们使用了连续战略，我们的进攻横越太平洋直达亚洲沿岸，并抵达日本帝国的海岸。除此之外，显然我们还采用了主要目的在于破坏日本经济的积累战略(通过空中和海上封锁)。这两种战略最终是相互配合的，但在日常活动中又基本上是独立进行的。



　　二、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



　　博弗尔将军从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更高的角度来研究战略，他提醒读者注意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各种不同组合的方案。他说：



　　战略可以象音乐一样使用两种“调子”。大调就是以武力为主要因素的直接战略。小调就是以心理战和计谋而不是以武力为主要因素的间接战略。当然，任何一种战略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这两种调子，因此就出现了很多“样式”的战略。……



　　接着他以如下的看法评述了他的观点：虽然直接战略与间接战略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目标——挫伤或粉碎敌人的意志。他写道：



　　它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争取行动自由。……每种战略都是经过选择的一系列行动的(特别)组合。之所以选择这些行动，或者是因为最适合自己现有的能力，或者是因为最适合利用所要打击之敌的弱点。选择最理想的行动也许是战略的最重要的职能；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提出建议到实际摧毁目标。只有战略才有可能对付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且只有战略才往往能使弱者获胜。



　　自从凯恩杀死艾贝尔 [ 译者注：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农夫凯恩与牧人艾贝尔系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艾贝尔将其所牧牛羊生下的第一胎小畜献给了上帝，凯恩出于嫉妒，一怒之下杀死其弟。这是人类第一次出现的杀戮事件。 ] 以来，赤裸裸地使用直接和破坏性的暴力一直在战略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只有象亚历山大、马基雅维里、列宁、利德尔－哈特和毛泽东少数战略先驱，才制订出以智谋代替暴力的新战略。



　　三、威慑战略和实战战略



　　第三套基本战略方法是威慑战略和实战战略的配合。前者的目的是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规模，后者的目的是一旦战争爆发就投入战争。



　　一九四五年以来，世界上某些最有头脑的人已在设法解决如何遏制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他们的劳动成果将在第六、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介绍。伟大的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关心遏制激烈程度较低的冲突问题。某些权威人士认为，革命战争可能防止不了，因为叛乱者知道，他们在人力和武器上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并准备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但另一些权威人士并不如此悲观。他们认为，新一代的战略家最终将会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之前，在真正的“零个战争”战略能够问世之前(如果没有敌方的合作，这是不容易实现的)，实战战略势必继续流行。



　　四、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



　　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两种主要用于全面核战争的专门战略，即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



　　一部分人赞成打击社会财富战略(有时称为打击城市战略)。这种战略要求对敌人的居民和生产基地造成一种无法承受的威胁。其目的是建立一种稳定的“恐怖均势”，从而避免打一场核战争。



　　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一切努力将适得其反，实际上威慑可能失败。因此，他们提出了旨在解除敌人武装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为掌握主动权而实施的预防性行动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可能采取的抉择。同样，也可能采取限制损伤的措施。



　　纯粹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可能在实践中行不通，尽管坚持这两种战略的人否认这种看法。因此，出现了若干种折衷方案。其中有的是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变种，主张避免附带打击社会财富；有的则把对社会财富的附带打击看成是值得欢迎的副产品。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家们都在利用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但重视的程度不同。



　　战略思想的主要学派



　　在连续战略和积累战略、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威慑战略和实战战略以及其它各种相对立的战略的广泛范围中，存在着三种相互冲突的“传统的”军事思想学派，即大陆学派、海洋学派和航天学派。这三派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是相同的。例如，所有这三派最终都要依靠陆地基地，然而，每个学派通常是从不同的地理条件来考虑问题的，因此解决战略问题的方法也就截然不同。为了突出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本作者对各学派的简介有意识地加以高度概括。



　　一、大陆学派



　　强调陆上力量的人，即克劳塞维茨战略的直接继承者，倾向于将全球分成若干单独的战区。他们认为，摧毁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海军和空军的主要任务只是将部队输送到战场，尔后对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提供支援。而陆上力量则以武力夺取决定性的战果，即对敌人实行长期控制，必要时可以实际占领敌人的领土。



　　二、海洋学派



　　以上那些理论对海洋学派是格格不入的。海洋学派只强调控制被大陆分割的全球水域。他们赞成马汉和科贝特提出的理论，即只要能控制住七大海洋就能决定陆地上的事务。其目的是控制影响海上力量行动的海上重要交通线和咽喉要地。然后，使用包括封锁在内的间接压力，或者有选择地向内陆派遣部队，以便牢牢掌握住陆地。



　　三、航天学派



　　航天学派的奠基人是杜黑，他有许多信徒 [ 作者注：提倡弹道导弹潜艇的人与航天学派的密切关系至少不亚于与海洋学派的关系。 ] 。此派的基本理论是：第一，空军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能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如能放手让空军自由行事，就不会再有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三，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制空权和破坏敌人的战争潜力(主要指人口中心和工业基地)。对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只是空军的次要任务。



　　四、革命学派



　　第四种学派在性质上是“非传统的”，是不久前才形成的一种学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和武元甲等人，对这种学派的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大陆学派、海洋学派和航天学派侧重军事方面，而革命战争学派则把重点放在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革命战争学派运用的是间接方法和积累战略而不是连续战略。革命战争很少出现象克劳塞维茨所论述的那种大战役。奠边府战役、一九六八年武元甲发动的春节攻势和一九七二年河内对南越的入侵，都是例外情况。领土不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战场是在人们的头脑里。



　　五、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学派



　　怀利海军少将认为，以上四种现代战略思想学派都不完善。他这样说是正确的。大陆、海洋、航天这三种军事学派没有一个提到大战略。革命学派与大战略比较接近，但这也只是就某种特定的范围而言。需要有一种统一的认识，以便领导人能运用各种形式的国家力量，掌握战略重心，从而能够最有利地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我们国家应该比敌方先达到这个智慧的顶峰。



　　战略抉择



　　在各种利益、目标、理论、概念和思想学派的结构中，可以构想出无数的战略组合。为便于比较，现将部分典型的战略成对地排列如下：



　　进攻性战争或防御性战争



　　先发制人战争或第二次打击



　　大规模报复战略或灵活反应战略



　　现有部队或迅速动员



　　区域性战争或全球性战争



　　闪击战或消耗战



　　武装斗争或颠覆活动



　　消极抵抗或积极反应



　　孤立主义或集体安全



　　打击军事力量或打击社会财富



　　有控制的升级或盲目的进攻



　　争夺势力范围或全面对抗



　　美国是争夺世界霸权的头等强国。它同时推行看全球战略和区域性战略，我们有四种战略：第一是欧洲战略；第二是中东战略；第三是东亚和西太平洋战略；第四是全球核战争战略。为了适应具体情况，每种战略在推行过程中要进行调整。其它国家则视自己的特殊需要与情况而选择战略。僻静的瑞典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把命运押在中立上，而且都成功了，因为谁也不想要它的领土。壁垒森严的比利时是地处交通要道的国家，却没有瑞典那样的运气。以色列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依赖于第一次打击战略，其特点是进行快速动员和速决战。对一个既无力维持大规模常备军，又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的国家，这种办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如果阿拉伯国家警惕性更高些，组织得更好些，那么这种办法也不那么有吸引力。



　　每种战略都必须根据特定需要进行修改。法国于一九四○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时它企图仍旧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如果未经仔细研究上个时期以来各种情况的变化，那就不能将一个时期的战略原封不动地搬到另一个时期。同样地，一个地区的战略也不宜照搬到另一个地区，除非前一地区的情况与后一地区的情况差不多。例如，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许多正确的做法，搬到欧洲就行不通了。



　　总之，战略是一门进行抉择的艺术和科学。有些抉择对某个领导人或国家来说是正确的，而对另一个领导人或国家来说就可能完全不合适。正如很难设想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直率的人一样，也很难设想象哈里·杜鲁门或特迪·罗斯福 [ 译者注：指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 这样急躁的人会采用狡猾的、难以捉摸的或守势的战略。美国人容易冲动，不喜欢采用似乎适合于能克制感情的东方人使用的持久战略。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是个没有偏见的观察家，他在谈及越南战争的问题时，字斟句酌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美国人性格上的弱点是起了作用的。其中最大的弱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急躁。……这一弱点，连同必然带来的挫败，是导致希望速胜的主要因素。而这种愿望，在一场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武力的战争中是实现不了的。



　　战略上的各种限制因素



　　尽管所有的战略家都有其哲学上的信念，但是他们无不受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和技术等一系列限制因素的束缚。某些限制因素，例如民族意志和世界舆论，是无形的。人道主义和骑士精神以及伦理学和法律规定也都起着限制作用。虽然习惯法规定了定义明确、众所公认的战争规则，但那些规则有时却受其它条件的影响而被抵消了。例如，所谓军事需要的原则，就是要求使用一切必要的压力以最小的时间、生命和金钱的代价来挫伤或粉碎敌人的意志。



　　许多大战略家们还必须同民族神话和传统作斗争。在美国，类似下列的原则是绝对不许违反的：



　　决不先动手。



　　根据“规则”“公平合理”地打。



　　支持弱者。



　　不搞秘密联盟或协议。



　　将一切重大的战略决定提交公众批准。



　　平时维持最低限度的部队，战时再动员。



　　上述这些原则曾在不同的时候被违反过，但是每次违反几乎总要引起全国人民的内疚。



　　由于种种不同的战争引起种种不同的问题，因而也决定了种种不同的战略。有全面核战争、有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以及包括叛乱和冷战在内的各种各样激烈程度较低的战争。各种战争的起因，实施的特点和结局在许多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世界大国的领导人，主要是美苏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必须理解这一点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因为在一些情况下看来有效的战略，在其它情况下未必一定有效。



　　设想的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迅速审查一下各种设想。不管怎样，这些设想构成几乎所有战略决策的基础，而且这些设想本身包含着成功或失败的因素。



　　某些“一厢情愿的人”对困难往往视而不见。而悲观的战略家们则又把情况估计得过糟，因而使费用不必要地猛增。这两种极端的态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战略。以下十五种对立的设想说明了美国当代战略大辩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



　　1．以武力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已经过时还是没有过时。



　　2．美国需要成为“第一号”强国还是不需要。



　　3．满足国内需要应该优先于防务还是不应该。



　　4．缓和确实反映了苏联的意愿还是不反映。



　　5．中苏分裂是永久性的还是非永久性的。



　　6．美国核优势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



　　7．有控制的核战争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



　　8．联盟比单独防御可取还是不可取。



　　9．美国应该成为世界“警察”还是不应该。



　　10．亚洲应该在美国区域性战略中占主要地位还是不应该。



　　11．美国应该仅限于对民主政府的支援还是不应该。



　　12．在任何意识形态斗争中，时间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13．预算方面的考虑应该左右战略还是不应该。



　　14．后备役部队是必不可少的还是无足轻重的。



　　15．水面舰队已经过时还是没有过时。



　　其它许多设想(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是没有根据的)还可以补充进去。每种设想都在其特殊的方面影响着战略。对这些设想，应该经常加以审查，以便在计划中的设想变为真实情况和真正威胁时，使原来的假设尽可能地接近事实。



　　战略上的挑战



　　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的实质作了很好的概括，他写道：



　　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在最高范围)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即战术)的影响要大些。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














	

 






	















	







	







	









 





	


	







	








	




	


第一部分 大战略的结构




	







	

 



	


	



第04章 作战原则




　　在战争中死守教条的指挥官必败。



　　尤利塞斯·格兰特：《个人回忆录》



　　战略家和战术家都是从事一种难以捉摸和难以估量的工作。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们都以作战原则为指导。这些作战原则是多少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基本经验。



　　作战原则的起源



　　根据拿破仑的看法，作战原则就是“指导那些功绩已经载入史册的伟大将领们的原则。他们是：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达夫·阿道夫 [ 译者注：古斯达夫·阿道夫，即古斯达夫二世，1611－1632年瑞典国王，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曾与丹麦、波兰和俄国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屡败天主教联盟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 ] 、蒂雷纳 [ 译者注：蒂雷纳，1611－1675年法国著名元帅。 ] 、欧根亲王 [ 译者注：欧根亲王，1663－1736年奥地利元帅。在奥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屡建战功。 ] 和腓特烈大帝。他们指挥的历次战役如果作了详细记载的话，就是一部完整的论述战争艺术的著作；进攻战和防御战所应遵循的原则就会自然地从中产生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期的战略家虽然尊重那些原则，但没有将它们有条理地记载下来。因此，对他们每个人贡献大小的评价，随着传记作者们的偏见而有很大差异。



　　提出明确作战原则的似乎开始于克劳塞维茨。他在一八一二年为普鲁士王太子所写的备忘录中阐明了五条原则。这些原则最初作为他所著《战争论》的附录问世的。至少还有三条原则是作为《战争论》第三卷的“组成部分”发表的。继克劳塞维茨之后，提出作战原则的有麦金德、马汉、福煦、杜黑和列宁等人。富勒显然是美国现代作战原则的先驱。他提出的原则最早出现于陆军部一九二一年颁布的训练条令(10－5)中。



　　各国的作战原则不同。例如，英国规定了十条 [ 译者注：表上只有九条。 ] ，俄国只有它的一半(见附表)。此外，各国的作战原则还在不断地变化。如一九四七年美国空军从陆军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军种后，陆军就将“协同原则”改为“统一指挥原则”，而珍视独立性的空军则仍保留原来的“协同原则”。尽管如此，许多原则仍保持着相当的稳定。只有少数原则明显地不一致。如赤色中国主张的“歼灭战”，在大多数其它国家的作战原则中是没有的。



 



　　作战原则的效能



　　对任何作战原则效能的看法，长期以来就是有争论的。有些权威人士怀疑作战原则的价值，其中包括利德尔－哈特(虽然他本人对其中几条表示认可)。他说：



　　现在的倾向是寻求能用一个词来表达的作战原则，然而需要用千言万语加以解释。即使这样，这些“原则”仍然太抽象，以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它们的价值还要看各人对战争的理解而定。人们越是不断追求这种万能的抽象的东西，就越糊涂。这些东西，除了作为一种智力练习外，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既达不到，也没有用处。



　　确实，没有一条作战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就象物理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某些定律一样，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产生一定的结果。作战原则也不是那些稍有违犯就要罚款的严格规定。不是每条原则都适合各种情况，而且有些原则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然而，作战原则如果运用得当，就能作为一种依据，帮助那些制定和鉴定战略理论、方针和计划的人进行正确的判断。只不过使用原则的人应该认识到，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情况，因此，要根据具体条件运用原则。



　　多年来，作战原则主要由军事战术家来解释。而研究大战略的人则需要站在国家的高度对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作特别的解释，除武装力量而外还要考虑许多别的方面。现从国内外一些常见的作战原则中选出十二条稍加修改，排列如下。除前四条外，其他各条没有按特定的次序排列：



　　1　目　的　　　　 7　突然性



　　2　主动权　　　　 8　扩张战果



　　3　灵活性　　　　 9　安　全



　　4　集　中　　　　10　简　明



　　5　节　约　　　　11　统一指挥



　　6　机　动　　　　12　士　气



　　对作战原则的逐条探讨



　　一、目的



　　大多数国家的作战原则都是从目标原则开始的。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目标这个词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将目标原则改为目的原则较为妥当。目的原则是政治目的加上军事目的。



　　明确的和可以达到的目的决定了任务，而战略则是完成这种任务的行动方针。为了能收到成效，每项计划和行动都必须有助于达成各种现实的目的。次要目的决不应影响主要目的。



　　最终目的往往是以武力、经济、心理或其它手段对敌方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控制的形式、期限和强度的范围很广，从使敌人作较小的让步，到无条件投降或被彻底消灭。和平时期规定的目的到了战争时期很容易改变，因为在战争时期人们往往以感情代替理智，战略家应当随时准备调整目的。



　　二、主动权



　　进攻行动是赢得并保持主动权和行动自由以实现既定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进攻行动能使指挥官按照他所希望的样式，在他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敌人作战。防御战略应是在伺机夺取或恢复主动权时才主动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大战略不仅重视斗力，而且重视斗智。积极探求革新思想、发动外交攻势、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和竭力争取人心，这些只不过是少数可供选择的、可用以代替激烈战斗的方法。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看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方法。既可以退为进，也可以进为退，时而可以采取进攻性的防御，时而可以采取防御性的进攻。



　　无论战略的范围有多大，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能迫使敌人被动应付，无法主动行事。正如亨利·哈勒克将军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忠告那样，他说，进攻战



　　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实际的或比喻的)进行的，因此损害不到进攻的国家，进攻战增加了己方的资源，同时却减少了敌人的资源；进攻提高了己方(人民)的士气，而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三、灵活性



　　灵活性原则承认，目的、政策、计划和程序不可避免地会有变化。这就导致了怀利海军少将提出的基本前提：谁也不可能肯定地预言战争将以何种样式进行。



　　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根据其性质、迫切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只有一种战略的一方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它的对手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弱点而采取对策。必须有一系列灵活而机动的战略，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应付预料不到的情况。为不确定的情况制订计划并不象看起来那样危险；军事毕竟象人类的其它事务那样，也有某些规律可循。但是，死守着固定的情况制订计划倒是一切……错误中最大的错误。



　　令人遗憾的是，物质上的能力同智力上的计划相比，前者发挥灵活性的余地不如后者大。把物质的重点放在哪里是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必须按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确定。不管最后怎样决定，这种决定应该是富于想象力的。战略上的墨守成规等于犯了第八条大罪。 [ 译者注：天主教中有七大罪，即骄傲、贪婪、好色、发怒、贪食，妒忌、懒惰。作者在这里将墨守成规看成是与这七大罪同样严重的一大罪。 ]



　　四、集中



　　为了达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是平时和战时顺利进行国家安全事务所必不可少的。总的数量上的优势，或者甚至质量上的优势，并非先决条件。正确的集中可以使劣势一方获胜。



　　首要的重点必须放在最优先的计划和最严重的外来或内在的威胁上，这样才能集中己方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拥有主动权的一方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它能集中力量于已知的目标，而对方必须为准备应付紧急情况而分散力量。



　　五、节约



　　可使用的现有力量，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决不是无限的。因此，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使用力量，意味着必须在其它方面节约使用力量。



　　有节制地使用力量大体上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在次要方向上使用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其二是从经过选择的某些的主要地区转移力量，但这要冒一定的风险。前者是最常用的办法，但对两种方法都要反复权衡。



　　在与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领导人宣布自己的目的和有关政策时，必须掌握分寸，这样才能既保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防止出现或者浪费或者无效的两种极端现象。常有可能仅仅以不“败”而勉强取“胜”。



　　六、机动



　　机动是实现集中的手段。机动是与思想上的僵化或物质上的静态相对立的。它意味着将战略重点迅速从一种方式转到另一种方式的能力，这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调整部署一样重要。



　　孙子在许多世纪前就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 译者注：这句话的大意是：在战斗中，攻击方法不外直接与间接两种；二者结合起来就引起机动方面的无穷变化。 ] 根据计划、压力或意料不到的时机等情况，机动性不仅是军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无论如何，聪明的战略家应尽量依靠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方法，避免实施要付出重大代价的正面攻击，力求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部署毁灭性的力量，以求迅速达成重要的目的。正确地计划和实施运动，直接有助于获得行动自由、扩张战果、避免失败和减少弱点。



　　七、突然性



　　突然性如能与秘密的、快速的、欺骗性的、创造性的和大胆的行动相结合，就能决定性地改变力量对比，为以极小代价换取极大胜利创造条件。没有必要完全出敌不意，只要使敌人看不到我们行动的全部重大意义，以致来不及采取有效的对策就行了。



　　达成战略突然性可以有许多形势。在军事上达成突然性的传统手段，包括易于识别的各种部队和众所周知的各种程序，可能是防御者最不担心的。达成突然性的其它手段，如果条件成熟，能收到更大的战略效果。西哈努克被废黜，使印度支那战争的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可算是在政治上达成突然性的典范。珍珠港事件前，由于美国突然禁运废钢铁在经济上达成的突然性使日本不知所措。一九六八年河内发动的春节攻势在心理上达成的突然性导致约翰逊总统下台，并使和平主义席卷美国。在技术上达成突然性同样能起极大的作用。如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战略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众所公认，达成突然性不会带来胜利，但它大大增加了胜利的可能性。



　　八、扩张战果



　　扩张战果可以加强锐势。它可使己方部队扩大与巩固战果，使敌人乱了阵脚而处于守势。聪明的战略家选择通向重要目标而抵抗最弱的路线，在敌人动摇时猛施压力，扩张战果，从而避免失败。



　　战略上的扩张战果远远不限于利用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它还同样地利用政治、经济或心理上的优势以及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九、安全



　　安全可以保存力量，并可减少敌人采用直接或间接的行动严重侵犯或干扰我方重大利益、财产、计划或行动的可能性。安全措施可以减少己方的弱点，从而可以增加行动的自由。



　　物质上的安全是指保护国家实体的重要部分(居民、机关、设施、资源和武装力量)不受国内外任何暴力的破坏。反情报活动通过准确地发现可能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以及制止敌人的间谍活动，有助于达成上述目的。执行积极的情报计划可以获得有关敌人能力和企图的重要情报，从而可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安全原则绝不意味着过分的谨慎，或者避免风险。好的进攻往往就是最好的防御。夺取并保持主动权能够破坏敌人的行动。



　　十、简明



　　简明的思想和明确而扼要的命令可以减少误解和由此造成的混乱。非常复杂的理论和任务通常能变为通俗易懂的词句。不论要求是什么，解决的办法总是越简明越好。



　　十一、统一指挥



　　不恰当地集中力量能妨碍基本目的的实现。统一指挥原则包括目的、行动和指挥的一致。它集中全部精力、手段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活动，以求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参战的全部文职人员和军人自愿合作，就能达成较好的协同。然而，由于人们通常具有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性，因此只有将必要的职责和权力赋予指挥部门，才能较好地保证良好的协作。



　　十二、士气



　　最后的一条原则，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士气。归根结底，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最终都要成为一场对意志的考验，不仅是对武装部队的考验，而且是对全体人民的考验。竞争的强烈欲望一旦消失，一切就都完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三一学院演讲时，把士气说成是



　　一种精神状态。它是坚强性、勇气和希望。它是信心、热情和忠诚。它是锐气、团结精神和决心。它是毅力，坚持到底的精神——必胜的意志。有了它，一切都可能办到；没有它，计划、准备、生产等一切的一切都等于零。



　　领导、纪律、友谊、自尊心和对事业的无限信心，都有助于提高士气。奇怪的是，痛苦和贫困也可能起相同的效果。心理上的攻势可为武力铺平道路，但反之却不行。拿破仑深信：“战时，士气与武器成三与一之比。”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大，但是，精神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作战原则的含义



　　以上简略的探讨可以归结到一点：成功的战略家决不会故意违反作战原则，除非他们事先对风险和代价进行过估计。用这个观点来衡量历史上任何一次冲突或国际紧张局势的读者，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有人会提出异议)：这些作战原则是实用的，而且的确是有意义的。历史证明：胜者基本上都重视作战原则，而败者(不包括那些纯粹由于人力和物力原因而被击败的)则基本上不重视作战原则。














	

 






	















	







	







	









 





	


	







	








	




	


第二部分 战略环境




	







	

 



	


	



第05章 全面战争的性质




　　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艰难还是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温斯顿·丘吉尔：《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当选首相后在下议院的演说》



　　温斯顿爵士这些豪言壮语，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已消逝的那个时代的回音。甚至那些仍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胜利”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从全面战争这个角度来看，韦氏大辞典对于胜利这个含糊的词所下的定义需要进行专门的解释。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定义说，全面战争是“大国之间投入全部资源的并危及一个主要交战国生存的武装冲突”。这个定义有两点不准确。第一，象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区域性大国之间的战争绝不是“全面的”。第二，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痉挛式冲突，在全部资源投入之前就可能结束了。因此，实际上，全面战争这个词通常指美国和苏联之间一次灭绝种族的摊牌，由于广泛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可能危及整个地球的安全。在其它国家拥有类似的能力之前，这种狭义的解释将继续适用。



　　全面战争的效用



　　全面战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问题。使全球毁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这场战争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相比，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技术竞争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战略上几乎不容许有一点错误。因此，现在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防止战争(全面战争)方面，较之进行一场战争要花费更多的脑筋。



　　的确，有人深信，武力已不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适当的手段了。他们反映了一九五五年签署梅瑙宣言的五十二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发表的意见：“所有国家必须决心摒弃以武力作为政策的最后手段。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他们将自取灭亡。”



　　人们可以提出各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这个论点，但是不能使所有的人都信服。有人认为，如果发生全面战争，毁灭不一定会随之而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威廉·金特纳教授于一九七○年初向国防部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他说：



　　认为核武器的出现结束了五千年的历史，并开创了历史“新”纪元的观点是不对的。权力斗争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但它还是同样的权力斗争。……危险越来越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如能巧妙地利用对方对这些危险的理解，它就能获得战略上的优势。所渭核僵局既没有制止武力的使用，也没有使传统的战略原理失效。相反，正如武力从来都可用来达到政治目标那样，现在使用审慎的武力升级也可达到政治目标。



　　但是，要慎重行事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赫尔曼·康恩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 作者注：本书第六、十一、十二和十三章大量引用了赫尔曼·康恩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许多别的作者也论述过热核战争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作者如此简练地．从如此多的角度讲清如此多的问题。 ] ：



　　一场热核战争，对防御一方来说，很可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热核战争对进攻一方和某些中立国来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空前的灾难，这要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而定。但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可能同一场“无限”的灾难大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冷静研究的结果表明，灾难的大小似乎同准备程度以及战争开始和进行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全面战争的潜在原因



　　没有一位战略家能很好地解决全面战争方面的问题，除非他对各种潜在原因有深刻的理解。全面战争的潜在原因主要有如下六种：



　　蓄意发动；



　　由意外事件触发；



　　对情况估计错误；



　　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会；



　　第三者的催化作用；



　　无理性的行动。



　　对以上六种潜在原因有必要作简短的探讨。



　　一、蓄意发动



　　除非出于绝望挣扎或过于自信，否则大概没有一个头脑清醒、懂得全面战争含义的人会蓄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例如，如果一位领导人认为他的国家将被无法避免的进攻所灭亡，那么他就有可能认为：先发制人对他来说将毫无所失。如果这个国家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例如发明了一种防止有效报复的严密的防空和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他就会认为先发制人的好处将大大超过可能冒的风险。甚至还可能制订出将暂时的自信和迫在眉睫的绝望处境结合起来的行动方案。



　　但是，正如康恩在他的《论热核战争》一书中所说的，不论你提出什么理由，只要是蓄意挑起全面战争，你就会受到最严厉的良心上的谴责。要想在这样一场冲突中保持生存(更不用说从中受益了)，国家决策者们必须确信他们的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心理和技术问题。例如：战时的工作效能；大量放射性回降物的影响；战时的求生和战后的医治创伤；保持经济发展势头；长期的恢复元气；战后的医疗以及遗传畸变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就会抵消其余方面的成就。



　　因此，只要可能受害的国家保持一种可靠的威慑态势，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二、由意外事件触发



　　尽管有着象《费尔萨夫》和《斯特兰奇洛夫博士》这类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是美苏之间爆发一场偶发性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比蓄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小。事实上，防止机械失灵和人为过失、以及防止未经许可任意摆弄核运载系统的安全措施，是非常可靠的。当然，如果核武器扩散到那些轻率的或不太负责任的国家，情况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三、对情况估计错误



　　对情况错误估计比上述两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都更加令人不安。甚至最无关紧要的令人烦恼的行动都可能由于对方判断错误或失去控制而升级到全面战争。复杂的政治－军事的“懦夫”游戏(即一个国家或联盟企图讹诈或恐吓另一个国家或联盟，被吓倒的一方即为“懦夫”)，也属此类。参与这场游戏的哪一方都不希望迎头相撞，但是如果谁也不让步，迎头相撞就不可避免。美苏在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期曾经短暂地玩弄过“边缘政策”，但是自此以后他们就试图尽量避免以直接的军事对抗来达到期求的目的。



　　四、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会



　　误会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危险，它能引起由于假警报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为了防止由于通信上的故障而使准确、清晰的电报得不到及时传递，两个超级大国采用了多种联系方式，包括用户通用电路，华盛顿－莫斯科“热线”这种专线设备，例行的外交关系以及首脑之间的会谈。此外，国家之间还时常采用战略信号来阐明意图，作为书面和口头交换意见的补充。例如，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曾派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沿苏联周围进行盘旋，这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决心。



　　五、第三者的催化作用



　　催化性冲突是由第三国或联盟蓄意挑起的冲突。这种冲突过去出现过，将来还可能出现。潜在的动机很多，其中包括野心、绝望挣扎和报复。象美国和苏联所保持的那些集体安全体系，为这种催化作用提供了机会。美国、苏联和中共之间的三角关系，会诱使其中任何一国去离间其它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坐收渔人之利。



　　六、无理性的行动



　　最后，决不能忽视通常认真负责的人们采取无理性行动的可能性。但是要预料反常行动是很困难的，因为“理性”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在十分珍视人类生命的美国人看来完全不现实的行动方式，可能完全适用于那些“鲁莽的”、“不道德的”或“不太文明的”好战分子所追求的目标。此外，正如马克斯·勒纳所指出的，不符合逻辑的分析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因和果。他说：



　　当人们说“无理性的行动”损害威慑作用时，他们指的是(或应该指的是)特定的无理性行动。领导人可能无理性地冲动。也可能无理性地无动于衷；他可能无法容忍忧郁不决，也可能优柔寡断。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可能难以威慑住，因为他是“无理性的”；而一个张伯伦式的人物同样是无理性的，但却特别容易威慑住。……尽管当我们碰到反常的疯狂情况时，感到很棘手，但是这个理论还是可以说清楚的。



　　战略抉择



　　全面战争的战略抉择范围反映出人们从绝望到乐观之间的各种反应。这个范围的一端是姑息主义，另一端是预防性战争。



　　一、对威慑的看法



　　威慑的目的是防止战争。它是威胁、进行威胁的能力和必要时进行威胁的意志的混合物。成功地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迫使受威慑的一方看到要取得其预期的利益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可以防止对己不利的侵略。最终达到局势的稳定。



　　可信性是关键。哈卡比在他的《核战争和核和平》一书中概括了下面这些“规则”：为达到威慑目的而进行的威胁必须是可信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可信的威胁都能达到威慑目的。这种威胁必须具有足够的份量。随着威胁份量的增加，威慑的作用也增大，但是只能增大到某种特定的程度。这时，实现威胁的可能性开始下降，同时可信性也开始下降。



　　有两个学派对于可信的威慑进行了探索，他们提出的战略概念和为实现这种概念而要保持的军事态势是迥然不同的。一派毫不含糊地确信，一场大屠杀所带来的恐怖本身就足以保证实现绝对的威慑，因而必然造成局势的稳定。另一派则不相信这一点。



　　“自相残杀”学派的成员认为没有打一场核战争的必要。他们只重视对居民和工业构成直接威胁的打击社会财富的武器，其明确目的是造成一种“恐怖均势”。他们认为，比较小的核武库就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任何减轻核战争引起的灾难的措施都将削弱威慑的效果。因此，类似防空、反弹道导弹或民防等可能削弱敌方摧毁能力的措施都是与这种理论背道而驰的。



　　不可知论者对威慑的可靠性不那么有信心。他们认为，尽管作了很大努力，预防措施仍可能失败。他们不是以毁灭来威胁敌方，而是采取一种利用若干抑制因素的办法(恐惧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同时在万一威慑失灵时提供应付紧急事件的能力。用以解除敌人武装而不杀伤敌方居民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武器，起着突出的作用。无论其目的是速胜，还是打一场消耗战，对军事力量的要求和随之而来的预算费用都是很高的，因为优越的技术和大量可运载的核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纯粹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代表着两个极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拥护上述两种战略的人们认为折衷方案不起作用，但是，现在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认为，希望遏制全面战争的那些国家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一系列别的方案。



　　二、进行实战的方式



　　如果威慑被放弃或失灵，则应有多种进行实战的方式供选择。下列诸例(没有按照严格的对应关系排列)显示出实战方式的多样性。两个纵行说明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差别，但是有不少地方是重叠的。



　　进攻　　　　　　　　　　　防御



　　有预谋的第一次打击　　　　遭打击前先行投降



　　先发制人的进攻　　　　　　和解



　　突然袭击　　　　　　　　　获得警报后的报复性打击



　　发出最后通牒后的进攻　　　有计划的第二次打击



　　无情的(痉挛式)进攻　　　　大规模报复



　　有控制的进攻　　　　　　　灵活反应



　　惩罚性的进攻　　　　　　　针锋相对的反应



　　战争中间的讹诈　　　　　　战争中间的威慑



　　进攻一方和防御一方所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挑起战争的一方几乎总是能指望占优势。战争可以在他所选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爆发。如果他想达成突然性，则他在战斗准备、扩充兵力和调整进攻部队的部署方面，甚至在疏散城市方面的能力都远远超过对方。遭受第一次打击的防御一方只能使用在协同和控制方面都遭到破坏的残存部队实施反击。他将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之中作战。这时，核效应(冲击波、热辐射和光辐射)可能严重削弱原来预计的能力。赫尔曼·康恩认为，在遭到攻击后才进行作战的全面战争环境，就象是在赤道地带进行训练，然后把这支不完整的部队开到北极地区作战。要求这样的部队立即胜任所期望于他们的任务，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全面战争的目标



　　如同国与国之间一切其它样式的冲突一样，全面战争的战略是根据国家安全的目标来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目标有：消除不可容忍的威胁，恢复力量均势，获得领土，取得物质财富或传播一种意识形态。波索尼和波尔内利两人都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他们说：



　　政治目标是决定一国政府愿意付出什么代价的因素，而这些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目标是统治全世界，那么只要侵略国的统治者们能够幸存下来并继续掌握统治权，又使所有其它国家丧失了战斗力，那么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算高。相反，如果战争的可能结果是自己的统治机构被推翻，那么不管付出的生命财产的代价多么小，这样的胜利也不值得去争取。



　　如果威慑失灵，那么象防止全面战争这样和平时期的首要目标就必须由其它目标所代替。毫无疑问，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限制损伤。进攻一方与防御一方所定的目标可能有明显的差别，也可能基本相同，这取决于冲突的起因和进行实战的理论。



　　例如，战争究竟是蓄意发动的，还是由于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会而引起的？这一点对尔后的事态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社会财富这两个学派的目的也不同。前者力求“赢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或虽未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但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势”，或仅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后者由于缺乏强大的进行实战的能力，只能指望通过对敌方居民进行惩罚性打击，迫使敌方领导人要求停战，以恢复局势的稳定。



　　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社会财富方面的考虑



　　打击军事力量战略通常与进攻联系在一起，打击社会财富战略则通常与防御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老框框会引起误解。例如，第一次打击可能针对城市，以便瓦解敌人的士气，并为以后的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此外，这两种战略既可单独运用，也可结合起来运用。前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提出了以下几种情况：



　　“纯粹”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意味着摧毁敌人的全部战略部队，而不考虑由于对目标的攻击而对附近的工业或居民造成附带损伤。换言之，如果敌人的机场在城市里，那么不管会给城市带来多大的破坏，我们也要将机场摧毁。……



　　(纯粹的打击社会财富战略则与此相反。)



　　打击军事力量加避免附带损伤的战略……是企图示意敌人，我们无意伤害他的居民，希望他也不要打击我国的这类目标。在这里，由于决不攻击附近的非军事目标，由于采取一种较低的摧毁概率和以较少量或较小型武器进行攻击，由于攻击的目标离开居民中心，因此，虽然摧毁敌人核力量仍是首要目的，但破坏程度已有所减轻。……打击军事力量加附带损伤的战略与打击军事力量加避免附带损伤的战略正好相反，它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时引起的对居民的杀伤，对于在战争中进行威慑或报复是理想的。



　　对力量的要求



　　打全面战争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有些专家估计战争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就可见分晓。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专为打核战争而建立的现役部队上面。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有可能打持久战。他们强调建立一支包括常规陆、海、空军在内的有多种作战能力的军队，以便保护既得利益或击退入侵者。



　　然而，有一点是没有争论的。那就是必须具备在核战争中能保存下来的、从国家最高一级起直到各级政治——军事机构的一整套有效的指挥与控制系统。这就需要在安全地区建立起精心配置、互相衔接的预备司令部系统，并要有充足的通信器材。一旦上级机关不再存在或不能按既定方式进行工作，某些个人或机关就应按标准程序自动出来担任指挥工作。



　　对于力量在数量上的要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部分人极力主张在数量上保持优势。另一部分人认为数量相等就够了。还有一部分人却主张保持“充足的”力量。事实上，建立一支可信的威慑力量或打一场核战争，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是不清楚的。在某些情况下，在运载系统、弹头或当量总数上占优势，可能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对等就可满足要求了。有时候甚至劣势也够了。



　　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进攻一方或防御一方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达不到优势(或甚至表面上的优势)就可能破坏威慑力量的可信性。同样，总数量也可能影响盟国和非盟国的信心。因此，归根到底，在确定全面战争对力量的数量要求时，对政治和心理上的考虑至少应象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同样重视。



　　全面战争计划的制订



　　无论是为了实施威慑还是为了进行实战而制订的全面战争计划，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必须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赫尔曼，康恩再一次指出：



　　以前，作战计划参谋人员没有必要在事先就考虑到战争的许多步骤，因为战争进展缓慢，他们完全可以在问题出现时临时处置。今天，这种做法再也行不通了。现代战争之所以会有巨大的破坏性，其理由之一就是由于战争进展迅猛，除非战前就为对情况的估计、谈判和作战灵活性作好准备，否则无法靠掌握战争的实际进程来改进对作战的指挥。……今天，这些可能性必须事先考虑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力求考虑到战争的全过程。



　　战争的结束问题



　　全面核战争可能突然爆发并自动地平息下来。但是托姆·谢林认为，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可能要比停止这场战争容易得多。他说：



　　通过讨价还价必将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或暂时停火，进而逐步达到停战。这种讨价还价起初主要以行动示意，而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但迟早必须明确提出。……此外，战争的结束阶段也许必须尽快开始，很可能在第一批核弹头到达目标之前就开始。



　　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无疑是与有权威的、有能力的和愿意采取适当行动的敌方代表保持联系。这样才能很好地促使双方避免对对方的首都和政府预备所在地进行破坏，从而保证掌权的人不仅活着，而且仍能使用为结束战争进行对话所必需的有效通信手段。这样还可以有理由说服双方避免摧毁其它人口中心，以防止由于情绪过分激动而采取惩罚性的报复行动。



　　谢林认为以下六点是讨价还价的内容：战争的实施；停火或停战；与敌方当局哪些人谈判；“附带问题”或全面战争范围内的地区性冲突；长期裁军协定以及最后的政治解决。



　　在对结束全面战争的办法进行谈判时，有两种严重的危险：



　　一种危险是敌人可能进行了欺骗而未被察觉；另一种危险是敌人可能没有进行欺骗，但看起来象是在进行欺骗，以致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督而使谈判破裂。设想一下，如果停战刚实现了一小时有若干枚核武器射向我国，那么敌人是恢复战争了呢(几分钟后我们就会弄明白)，还是在试探我们，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重新开战呢？是偷偷发射几颗核弹进行报复呢，还是试图削弱我们战后的军事能力呢？是一艘潜艇或几架轰炸机没有得到停战命令呢，还是对指示领会错了呢？……还是由主要敌人的一个没有包括在停战范围内的盟国或卫星国干的呢？敌人是否知道停战后还有些武器击中了我们呢？如果我们发射少量武器作为报复以便使敌人老实些，他是否会认为我们又在采取新的行动恢复战争呢？……



　　如果能够回答这类问题，那是因为这些问题事先已经提出和考虑过，在实行停火或达成协议时已注意到，甚至在设计武器和制订战争计划时就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



　　趋势



　　随着新的概念的演变，全面战争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全面核交锋的前景虽然正在消逝，但是，情况却越来越复杂。核扩散很可能抑制不住。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将更加复杂。局势的稳定将不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报复力量和居民能否经得住第一次打击将成为更可怕的问题，对于采用第二次打击战略的美国来说，尤其是这样。



　　铁幕两边的军政官员、民间合同机构以及科研单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武器试验、各种演习、理论研究和分析，为判断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某些手段，但是仍存在着大量不能肯定的问题。实战经验毕竟仅限于在不会有报复的条件下使用的两颗原子弹。本书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将着重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以加深对问题的探讨。














	

 






	















	







	







	









 





	


	







	








	




	


第二部分 战略环境




	







	

 



	


	



第06章 有限战争的性质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全面战争的危险，而我并不准备这样做。



　　哈里·杜鲁门



　　有限战争的定义



　　在全面战争与冷战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常规战争，笼统地称为有限战争。对于制订战略来说，这个范围有点过于广泛，因为它把即使在局部地区也是无足轻重的冲突与濒于全球性灾难的严重对抗混在一起了。所以，本章专门论述不包括偶然事件在内的武装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一个或几个大国，或其代理人国家，自愿地采取各种方式和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来防止战争突然加剧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因此，今天的有限战争与以往时代的有限战争有明显的区别。过去几乎没有听说过为了避免难以接受的战争升级而有意地控制冲突的事。布罗迪指出，那时的战争



　　之所以是有限战争，主要因为可动员的国家经济资源有限，而且造成破坏的能力也较小。而今天……我们谈有限战争，是说有意地约束已经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高度的效能，其目的仅在于诱使敌人把他自己也约束在同样的限度内。



　　限制战争的方法



　　战争的范围可以在政治目标、军事目的、武器的选择(特别是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目标的选择、参战部队的种类以及地域范围等方面加以限制。对战争的限制很少是由正式协定规定下来的，而通常是双方“默契”的产物。因此，对“比赛规则”的解释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但是，自从核时代开始以来，“铁幕”和“竹幕”两边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争取既达成互相对立的国际目标，又避免造成那种赖活不如好死的局面。



　　一、有限的目标



　　一般说来，有限战争是与有限目标相联系的，但并非必然如此。通常主要是限制战争的手段而不是限制战争的目标。美国即使被迫放弃重新统一朝鲜这个次要目标，它在朝鲜的关键性国家安全目标方面，即遏制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妥协过。一九六七年克里姆林宫拒绝增援与以色列进行“六天战争”的它的阿拉伯保护国，它忍受了一次丢脸的挫折。但是，这种对当前目标的临时调整，决不意味着苏联已降低了它在中东的长远目标。



　　如果敌人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选择目标就应小心谨慎。诀窍就是要避免直接威胁或看起来象威胁敌人生命攸关的或不容忽视的利益。明确了这些标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现代国家的首脑坚持扮演排长的角色 [ 注：作者的意思是，为了防止有限战争变为全面战争，国家首脑对军事问题必须非常慎重，有些本来是排长处理的事，首脑也要亲自掌握。——译音 ] ，尽管人们并没有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利多弊少的做法。罗伯特·麦克林托克在《有限战争的意义》一书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导弹时代的和平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某权威人士称之为“无法挽救的”危险。于是，我们找到了一种限制有限战争的新的特殊办法——即使是最小的战术上的决策，也要由美国总统本人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亲自决定。这种做法开始于杜鲁门总统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以后肯尼迪在古巴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互相瞪着眼睛”的对抗中继续使用过，约翰逊总统以“特混舰队司令”的身份亲自过问东京湾事件以及美国在圣多明各登陆时都使用过。在过去的战争中，政府首脑只是给军事指挥官下达要达成的军事目标，并让他去完成。而在现在的有限战争中，政府首脑必须慎重地审定军事目标，以防有限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同时必须将政治目标明确地铭记在心，使军事指挥官成为在决策问题上无实权的具体执行者。



　　二、武器方面的限制



　　关于核武器在有限战争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家几乎一致认为，必须避免对敌人本土、特别是人口集中的地区进行战略核轰炸，但对核武器的其它用法则意见分歧。



　　例如，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核武器一经使用，不管当量多大，都会自动地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从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所著《军事战略》一书的一九六二年版来看，有一个时期苏联人曾含蓄地赞同过这种观点，虽然后来他们改变了看法。



　　第二部分人不接受有限核战争的概念，但其理由却不相同。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只要使用核武器就会引起战争升级。对于这个问题，桑顿·里德作了如下阐述：



　　有些人认为，由于核武器比常规武器更有效，所以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核武器。他们并进而假定说，一旦爆发核战争，双方将满足于只使用威力最小的核武器。这种说法难免前后矛盾。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核战争之所以受限制，仅仅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遭受全面战争的灾难。这种论点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存在着一种逐步导向全面战争的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强大的压力迫使人们向前再迈一小步，那末一场最骇人的灾难就会发生。



　　第三种学派赞同阿兰·恩索文的“防火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核战争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因此核武器必须留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使用。……拥有强大常规部队的一方很可能在一切非重大的问题上为所欲为”。



　　尽管恩索文这种使人感兴趣的见解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但贬低这种见解的也确有人在，其中包括某些苏联人。以伯纳德·布罗迪为代表的怀疑论者指出，苏联人不赞同这种观点，



　　这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危机中，俄国人如此迅速而彻底地屈服。显然，他们害怕事态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一艘驱逐舰会向他们的一艘运输舰舰首开炮。很清楚，他们完全不想打，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感到任何战斗都是极端危险的……



　　否则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古巴危机的发展导致了柏林紧张局势的立即缓和。……很明显，俄国人在柏林及其周围地区拥有局部的常规兵力优势，但是他们似乎丝毫也不准备按照恩索文那种理论来利用这种优势。法国著名的政论家雷蒙·阿隆曾多次指出，美国和苏联似乎都赞成更适合于对方部队的战略观点；并指出，俄国似乎不准备接受在美国相当流行的那些特殊的战略观点，这一点对西方是非常有利的。



　　核武器绝对禁用派的对立面是“鹰”派，他们认为在有限战争中可以而且应该使用核武器。内森·特文宁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是“鹰”派的积极代言人。他说：



　　我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个结论：在某种有限战争情况下，有选择地慎重地使用战术核武器确实是符合人道和文明的最大利益的。我认为，这些武器如果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目标上使用一两次，能制止当前的侵略，而且能在未来的……有限战争开始以前就将其制止住。



　　任何一种抉择的效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心理状态。如果美苏都坚信使用一枚小当量的核弹必然会引起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毫无疑问它真会引起一场全面战争。如果世界的领袖们确实认为自一九四五年以后谁再首次使用核武器就是一桩极其重大的事件，那么这种核爆炸的意义就会大大超出它的破坏力和杀伤力的范围。如果他们的看法相反，那么核武器的使用就不会导致全面核战争。



　　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如果真的用上了核武器，那么不管是为了支撑一种摇摇欲坠的地位而偶然使用，还是经严肃考虑后为了达到用其它手段无法实现的目的而使用，在有限战争中控制核武器的问题都会大大增加。必须有一整套新的具体规定来取代绝对禁用核武器。核武器应在进攻中使用呢，还是应在防御中使用呢，还是两种情况下都应使用呢？对核武器的当量和投掷手段是否应有某种限制呢？是否应宣布地面爆炸为非法行为呢？如何才能有效地监督这些限制的执行呢？这些协议很难达成，更难贯彻执行。



　　化学战和生物战对研究有限战争理论的战略家们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三、目标方面的限制



　　目标的选择如同武器的选择一样，在限制战争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方面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无穷无尽的组合中，显然可以有各种可供选择的目标，其中包括下面各对目标：



　　要害的——非要害的



　　战术的——战略的



　　有生命的——无生命的



　　军事的——非军事的



　　作战的——非作战的



　　机动的——固定的



　　立即生效的——延期生效的



　　在这一方面，越南战争提供了极好的例子。



　　美国对北越实施的空中遮断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限制。正如前第七航空队副司令吉尔伯特·迈耶斯少将向国会作证时所说的：



　　一九六五年四月当我到达越南战场时，我们从太平洋总部司令那里受领我们的﹝固定﹞目标，每周安排一次，每次确定一两个自标。二……在那个阶段，我们受领的目标位于紧靠非军事区北部的锅柄形侠长地区。……我在越南任职期间，我们受领的目标逐步北移，当然，最后我们受领了位于河内地区的目标。



　　初期的目击者曾指出，在一九六六年，对卡车、火车、部队和水上运输工具等临时目标进行的武装侦察任务占主要地位。在那一年出动的全部飞机架次中，用来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的九十七个最优先攻击的固定目标(港口、桥梁、渡口、火车停车场以及其它重要设施)的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河内以及沿中共边境的缓冲地区(包括东北部的大部分铁路线)、堤坝和红河三角洲某些选定的机场等，是列为禁区的。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发射场只有在证实确已配置导弹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攻击。使美国军人最沮丧的是禁止攻击海防港。由于没有封锁海防港，我们的空军就处于“不去关闭楼上的水龙头，却要擦干楼底下的水”这样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有限战争的角度考虑而施加的限制，以免造成美国与赤色中国或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的局面。



　　战术核武器本来是能够在印度支那战场得到有效使用的，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在那里没有合适的目标。事实上，在远离居民点的许多孤立的地区存在着吸引人的核武器打击目标。战术核武器本来可以用来封锁胡志明小道，摧毁非军事区内或其附近的地下设施或消灭越共地下基地。在限制这场战争规模的努力中，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的限制措施起了主导作用。



　　四、兵力方面的限制：



　　限制参战部队的兵种、数量、任务和来源也能限制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防御部队、支援部队和顾问人员对敌人的刺激性小于前线战斗部队。代理人国家之间的对抗引起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往往较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小。世界性组织派出的部队受到的谴责比各国单独派出的部队少。使用常规空军或海军力量所冒的风险通常比地面入侵小。



　　近期的三次战争有助于说明这些观点。



　　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二十多个自由世界国家和美国一起参与了朝鲜战争。这些国家的参战使得这场后来实际上发展为美国与赤色中国之间的斗争的界线变得模糊了。而中国方面也始终坚持他们在鸭绿江以南的部队纯属“志愿人员”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苏联虽然在幕后施加了决定性的政治军事影响，但它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正规部队，只是向其共产党伙伴输送了补给品并提供了技术援助。



　　二十年后，印度支那战争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胡志明及其继承人都从未承认，他们有任何部队渗透到十七度线以南地区，更不用说是几个师的兵力了。在几年的时间内，美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介入仅限于提供后勤支援和顾问人员。它的地面战斗部队除一次外从未在南越以外使用过。那一次例外是，一九七○年美国侵入了柬埔寨的浅近纵深，但在时间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到一九七二年，所有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都撤离了战场，只留下空、海军作为影响未来行动的唯一的美国军事手段。



　　苏联也和美国一样，力图限制战争。在阿以争端中，勃列日涅夫在支持阿联这个伙伴时很谨慎。苏联的训练人员、勤务部队、防空导弹人员和截击机驾驶员等(所有这些都是非战斗性或防御性的)，曾一度充斥尼罗河三角洲，用以保护俄国在军援方面的大量投资。但是，在埃及的进攻部队一直纯粹是阿拉伯人。



　　五、地理方面的限制



　　在每次有限战争中，地理方面的限制都是很严格的。朝鲜战争局限于一个小小的半岛上。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军事行动(不包括美国和苏联国内为全面战争所作的戒备)，集中在加勒比海地区。越南战争的军事行动也是区域性的。美国海军关于远离居民点的“海上战争”思想就是一种特殊的地理限制。



　　遵守地理方面的限制在西欧也许较难做到。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在他的《有限战争》一书中所指出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某些高度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当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的核心地区)，即使是有限的军事入侵对我们安全利益也会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而且这种入侵如此难以在纯局部范围内加以制止)，以至于我们无法把我们的抵抗局限于直接的战斗地区。即使地形、工业和运输系统以及其它自然特征使得战争在理论上能够加以限制，但是上述情况仍然可能发生。



　　有限战争中庇护所的概念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产生的，并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得到强调的。但当尼克松总统决定要清除共产党在北越飞老挝和柬埔寨的避难所时，这个概念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基本规律也许是：对别人构成严重威胁的庇护所，只有在对它们进行破坏有可能得不偿失时，才能保存下来。



　　逐步升级问题



　　实施有限战争(需要采取包括上述措施在内的各种限制措施)是一场冒风险、比决心和较量局部力量的斗争。通常，如果一方拒绝增加赌注，那么另一方只要通过某种方式增加压力就能“取胜”。赫尔曼·康恩认为：



　　打算逐步升级的一方至少有下列三种办法可以加强或威胁着要加强他的行动：增加战争的激烈程度，扩大作战地区或进行复合升级。……﹝第三种办法﹞可以包括对主要对手的一个盟国或保护国进行攻击，当然也包括对主要对手的在地理上位于中央庇护所﹝本土﹞以外的军队或殖民地进行攻击。



　　因此，在任何逐步升级过程中，有两组基本因素经常互起作用。一组是围绕着这场冲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另一组是这场冲突本身的激烈程度和刺激性。……双方都可以使用的战略基本上﹝也﹞有两类。一类战略是利用某种双方都同意的、为取得优势而发动的战争 [ 译者注：指有限战争。 ] 的特点。另一类战略是利用这种战争的逐步升级和突然加剧的危险和威胁。



　　因此，逐步升级是比较复杂的现象。不是简简单单地排一下次序就行的。然而，为了某些目的，即使有些地方不符合真实情况，我们还是打算在这里排列一下。在一次危机或战争的任何特定时刻，逐步升级的程度也许可以很粗略地用下列项目来衡量；



　　1．明确地接近全面战争



　　2．有突然加剧的可能性



　　3．带有挑衅性



　　4．打破了先例



　　5．表明要承担义务﹝显示出坚定性和(或)不顾后果﹞



　　6．已经或正在造成损害



　　7．作出努力(程度、范围或激烈程度)



　　8．己方打算施加威胁或已觉察到对方施加的威胁



　　对战略家的告诫



　　自相矛盾的是，为了避免发生全面战争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如果过多地破坏了战略抉择，反而会增加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基辛格博士十年前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描述了这种危险性。他说：



　　根据有限战争的定义，它并没有使敌对双方投入一切力量，因此很容易“证明”战争是怎样扩大的。没有人能够知道是否有一方会认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分强调逐步升级的主张会引起什么后果。对于一个准备宁可冒共同毁灭的危险也不愿放弃机会以达到它的目标的国家来说，只有使它投降才能把它遏制住。……



　　当侵略者确信他想攻击的对象不愿意冒任何危险的时候，这肯定会鼓励他发出最可怕的威胁。一个由于害怕对侵略进行任何规模的抵抗会引起全面战争而不愿冒有限战争危险的国家，在摊牌的时候，除了投降以外，别无他途。



　　因此，有限战争战略的目的首先是加强威慑作用；其次，如果威慑失灵，则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如果我们用有限战争来抵抗侵略，那么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大不了也就是投降或打一场全面战争而已。














	

 






	















	







	







	









 





	


	







	








	




	


第二部分 战略环境




	







	

 



	


	



第07章 革命战争的性质




　　一切群众运动都在其信徒中唤起一种随时准备献身的精神和采取联合行动的倾向；一切群众运动，不管其宣传的学说和制定的纲领如何，都培养狂热、激情、热望、憎恨和不能容忍等特性；一切群众运动都能在生活的某些领域里激发出强大的活力；一切群众运动都要求盲目的信仰和无限的忠诚。



　　埃里克·霍弗：《忠实的信徒》



　　革命战争在冲突的光谱中占有独立的、突出的地位。革命战争这个词的含义是：用自觉的努力，通过非法的强制手段去夺取政权，在此过程中摧毁政府的现行制度和社会结构。按照革命战争推行者的观点，革命是“总体战争”。只要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无需对“仁慈、正义和道德，有什么愚蠢的顾虑”。 [ 译者注：作者未说明出处，可能引自《论持久战》一文中的一段语录：“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



　　革命战争的区分



　　革命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样式。查默斯·约翰逊在他的《革命与社会制度》一书中，按照革命的起因、倡导者、目的和对象，把革命战争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大多数类型的革命战争对战略家来说只具有学术意义，因为它们几乎是瞬息即逝的，或者一开始就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以致不可能对之采取有效的反措施。例如，密谋的政变可能需要由骨干集团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但是政变的实施却是突如其来的，并且从来不牵涉许多人。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一次突然的、短暂的而又无计划的爆炸性剧变。当列宁还在瑞士的时候，群众就自发地行动起来了。



　　本文只探讨被称之为“群众性武装起义”或“叛乱”这一类的革命。这种革命战争在性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是一场需要有巨大耐心的持久斗争。这种革命战争如不加以制止，就会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通过实现一个接一个的具体目标，直至最后对现行制度造成灾难。没有一件事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领导先站出来，然后再操纵群众。



　　主要的理论家



　　现代的革命战争一般都是——尽管有个别例外情况——由共产党鼓动和领导的。典型的就是过去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间在新兴的亚非国家中蓬勃发展的所谓“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战争”。各色各样的空想家虽在学说上有所贡献，但是正如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指出的那样：



　　且不谈共产党在特定的革命战争中卷入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从那些公开自命为共产党人那里寻找这种新战争形式的主要特点：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斗争的原始概念；从列宁那里寻找党的建设；从毛泽东那里寻找革命战争在一个农民社会中的运用；从他的确定继承人林彪元帅那里寻找革命战争在世界革命中的运用；从长征和武元甲将军那里寻找革命战争的技巧在越南的提高；从格瓦拉那里寻找革命战争对西方知识青年产生的精神上的号召力。这些人就是革命战争的发明者、倡导者、鼓吹者和主要实践者。



　　革命战争和正规战争的比较



　　革命战争和正规战争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对叛乱问题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戴维·加鲁拉曾着重指出，在革命爆发之初，敌对双方具有显然不对称的特点。他说：



　　只要对革命战争开始时双方的力量作一番估量，就可看出反叛乱者在有形资产方面占压倒优势。由于一个公认的政府通常享有许多国内外特权，所以它实际上掌握着一切——如外交上的承认，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中的合法权力，对政府和警察的控制，各种财政收入，国内的和随时可以从国外得到的工农业资源，运输和通信设施，新闻和宣传工具的使用和控制，对军队的掌握以及扩编军队的可能性等等。反叛乱者处于在朝地位，而叛乱者由于处于在野地位，所以就没有或几乎没有这些有形的资产。



　　但是在无形资产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叛乱者有一种巨大的资产，那就是作为他行动依据的革命事业的思想力量。反叛乱一方有个沉重的负担，即它有责任维持全国的秩序。叛乱者的战略必然是要把自己的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而反叛乱者的战略则在于防止自己的无形负担消耗掉自己的有形资产。



　　这样，叛乱者就必须在战争过程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否则就要失败。随着叛乱者逐步取得胜利，反叛乱者将由大变小，由强变弱。



　　革命战争的特点之所以与正规战争大不相同，盖出于这个最初的不对称状况。



　　正规战争通常都是突然爆发的，因为策动者要利用突然性带来的好处；而在发生叛乱的情况下，从和平过渡到战争几乎是无法察觉的。在开始阶段，革命者只投入极少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因而他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登上舞台。



　　正规战争比较模式化和死板，而革命战争则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也很少有大规模的决战。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同正规战争相反，革命战争首先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军事行动。不幸的是，戏剧性的、有新闻价值的伏击战和街垒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而那些不显眼的然而非常重要的秘密工作却被人们所忽略了。



　　在正规战争中，敌我分明。而在革命战争中，叛乱者和执政的政府都力图控制同一部分居民，以获得和保持力量。因此，整个社会都成了革命活动的场所；同时，控制社会也就成了目标。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不论多么吸引人，都是次要的和辅助的。武力仅仅是整个工具箱中的一件工具而已。



　　从本质上来说，这类革命战争是持久的。正规战争则不然，尽管常常有长期相持的局面。叛乱者准备接受时间的考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战略最终将产生战胜一切的力量。



　　革命的先决条件



　　一、环境



　　各种革命所赖以发生和发展的条件是如此繁多而且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不满)，因此很难把这些条件概括起来。有些革命主要在城市，另一些则主要在农村。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有些革命是“坏的”，另一些也可能是“好的”。这些革命通常发生在不发达国家里，但也有些是在若干很先进的地区发生的。



　　引起叛乱的条件是极其相似的。革命很少在赤贫和绝望的环境中产生。狂热分子最常出现在由日益强烈的期待而变得无法忍耐的社会中。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青年和老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种族和宗教的派系之间的难以忍受的磨擦，常常因缺乏联系而复杂化。由此而产生的对抗就会被蛊惑人心的政客巧妙地加以利用。对传统的破坏——这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常常是引起叛乱的因素之一。那些转而效忠革命理想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有意无意地助了一臂之力。如果这种情况与臭名昭著的经济的或社会的不公正现象结合在一起，不管这种不公正现象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那末革命的形势便成熟了。



　　二、事业



　　任何一场革命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要有一种能激发感情的事业，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奋斗目标，这种事业必须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并须含糊不清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解释。它无需是现实的或者可以达到的。诸如自由、人权、殖民压迫、机会均等和自决权等抽象的主题，就是这种能启发人们想象力的事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号召力最大的一直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三、组织



　　没有指导的理想当然是无用的。无论事业是什么，它必须要由聪明的、善于动员和操纵人民的、并能集中当地群众的智慧才能使之发挥力量的领导人来促进。它的最初目标是建立一个“双重政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颠覆性的影子政府与合法当局争夺控制权。它的特工人员一方面破坏当权的政府，另一方面肃清革命组织中的反对势力。关键在于有健全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人士、尼克松总统的前顾问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把基础结构看作是“革命战争最关紧要的部分”。他说：



　　﹝基础结构﹞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群众中的地下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通过被称为“串连”的办法建立起遍布全国城乡的基层组织。……从总体来说，这种地下组织的主要作用是为第二部分……即武装的游击队提供一个支援基地。如果一支军队没有一个能够提供补给品和兵员的根据地，它就无法组建和维持下去。……



　　到这时，理解组织和事业之间的关系就十分重要了。……﹝随着战争的发展﹞由于大多数人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庭的生存问题，因而原来的事业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而且将会出现一种支持看来可能得胜的一方的倾向。正是在这个时刻，作为加速政府和现存结构崩溃的一种手段，闹革命的一方将能更好地利用任何社会中的一切矛盾。……



　　因此，在研究任何革命战争时，必须判明关键的因素是它的组织呢，还是表面上的事业(这种事业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因为这将决定对付革命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如果组织是关键因素，那么就不能用旨在诋毁其事业的改革办法去击败革命运动，而只能用建立更优越的组织和采取旨在破坏革命组织的措施去击败它。……



　　通常可以说，如果事业和组织都好，那么革命运动就会胜利，也许在早期就能胜利。如果组织是好的但事业不够有力，那么就会形成旷日持久的斗争。



　　一个对传染病缺乏抵抗力的孱弱的政府常常预示着一场成功的叛乱。一个政权如果缺乏举国一致，犹豫不决，在对付革命战略战术方面一窍不通，在政治、行政或者军事方面缺乏有效的控制机构，那它就是在自取灭亡。



　　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



　　著名的革命战争三阶段战略是毛泽东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一九三八年阐明的，它概括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轮廓，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叛乱组织所采用并加以修改以适应各自的特殊情况。



　　一、第一阶段(组建、巩固和维持) [ 注 ]



　　第一阶段是用来组建、巩固和维持早期的叛乱机构。它为以后的扩展奠定了政治和心理基础。



　　最初的步骤是：调查社会阶级结构，弄清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搜集必要的情报作为制定斗争计划和确定有关的宣传目标的基础，以便赢得热情与自愿的支持。还必须征集和训练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干部，并建立地下活动组织。



　　干练的革命者往往利用人性中的一种突出的癖性：人是一种与其说是个人主义的还不如说是随大流的社会动物。他紧紧地依附于象家庭、朋友、同学和同事这样一些基本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订立和遵守自己的准则，在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以及进行表扬与批评。这些小团体可能象步兵班那样组织得十分严密，也可能松散得象合伙使用一辆汽车的伙伴关系。控制这些小团体是必然优先加以考虑的事。凡不接受控制的就清除掉。在没有有效的小团体的地方就建立新的小团体，并让所有这些新的小团体都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这项任务是十分宏伟的，因为它需要把整个社会阶层作一次重新组合，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值得为之作出努力的。革命分子利用刚才介绍的方法，就能渗透到下述群众组织，的决策机构中去；新闻机构、工会、学校、合作社、各种协会、军队、警察乃至政府本身。任何机构，不管它是多么显眼或无名，只要能提供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机会，都不放过。



　　这一着如果成功，就能大体上把广大群众掌握在手中。在发展中国家里，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公路网、铁路网和电信网都很简陋，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难以互相沟通，而且统治集团又常常缺乏与城市工人或农民心理上的密切联系。



　　最后，公开的斗争开始，其中包括零零星星的、激烈程度较低的军事行动在内。革命在使人们日常生活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和行政混乱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罢工、骚乱、破坏、黑市、阴险谣言攻势以及在少数民族中的煽动工作……这些都是颠覆分子挑起冲突的典型手段。制造这些事端费钱并不多，但要防止这些事端却需要大量的经费。政府在金钱、人力、物力方面的开支可能为叛乱分子的二十倍或更多。如对上述活动不加制止，而任其继续下去，社会的分裂状态最终将变得十分严重，以至除了同意以革命者的政治纲领来代替混乱局面而外，别无他法。革命者的整个安排是完全灵活的。强迫和利诱两手并用。各种活动通常是反复进行的，甚至在革命者控制很牢固的地区也是如此。



　　二、第二阶段(逐步扩展)



　　第二阶段就是逐步扩展。它有两个基本的动机：巩固群众的支持和向敌人施加压力。这是一个充满恐怖、破坏和活跃的游击战的时期。叛乱者开始着重依靠袭击和伏击作为取得武器、弹药、药品和无线电台的主要来源。他们从老百姓那里寻求食物、衣着、庇护、情报和安全。他们组织自卫队或民兵担负当地的警戒并作为预备队。



　　能掩护革命者并能阻挡敌人的有利地形，在第二阶段是至关紧要的。丛林、沼泽、山地和市区看来最适合于进行游击战。几乎没有藏身之处的开阔地带显然是不利的。



　　在第二阶段，由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渴望得到武装斗争所需的装备，因此地理上与某个友好的强国接壤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常常起关键性的作用，如今天在巴勒斯坦和东南亚就是这样。有时它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孤立的叛乱分子常常会陷入困境，在过去二十年中，安哥拉、菲律宾和马来亚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情况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古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外。道义上的支持，包括外交姿态在内，可能比外界的物质援助更有成效。除此以外，叛乱的支持者有时还提供领导人、组织者、干部、顾问、资金和训练设施。



　　如果叛乱运动已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主要成员已出来公开活动，生存和成功便大大地取决于能否源源不断地获得关于政府的能力、意图、活动以及各种计划等方面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情报机构必须由有效的反情报网辅助。在第二阶段，如果以上两项要求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导致灾难。



　　主要针对当地老百姓和革命力量进行的日益加强的宣传运动，目的在于谋求从群众那里得到支持和安全保障。对政府的口诛笔伐使其威望下降，不让人民同情政府，并且告知人民，尽管叛乱分子受到暂时的挫折和牺牲，最终必将取胜。当情况需要时，则用恐吓战术来辅助说服工作：当说理和劝诱不起作用时，威胁、恫吓、强制手段、精神和感情上的压力都有助于造就一批归顺者。革命宣传具有一种十分有利的条件，因为人们是按照叛乱者的诺言而不是根据其行动的结果来评价他们的。而肩负重任的政府官员却只能凭自己的政绩来争取人心。



　　三、第三阶段(决定阶段)



　　在第三阶段，叛乱者将扩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在战场上以正规部队打败敌人。这个阶段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举行强有力的谈判，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地位，使对手精疲力尽和灰心丧气，并影响世界舆论。让步的情况是很少的，除非是为了进一步贯彻叛乱者的战略意图。在第三阶段，对抗几乎从来也不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正规战争。即使在高峰阶段，领土对革命者来说也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人民。



　　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可以把整个顺序固定下来。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里，在同一个时间内，不同的地区可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战略形势有利，可以设想第一阶段可能直接发展到第三阶段，而当革命者遇到不曾料到的有效抵抗时，他们也会面对现实收缩力量，从第三阶段退回到第二阶段，如有必要甚至退到第一阶段，以待他日重整旗鼓。



　　战略上面临的挑战



　　革命战争，不管如何进行，总会给现政府带来一些棘手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必须防止革命蓬勃发展。完成这项任务的最好办法，是在革命的迹象出现以前，就根除引起叛乱的原因。一大批严肃的学者认为，叛乱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有效地将它遏制住——叛乱者知道他们开始时的地位是软弱的，但是他们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并决心坚持自己的道路。所以说，反威胁措施通常是不可靠的。



　　关于如何对付正在进行的叛乱的具体想法，将在本书第十九章中概述。战略上面临的挑战是相当大的。尽管革命并不具有象全面核战争那样使这个星球遭受真正的核破坏的潜力，但是，以叛乱的方式进行蚕食的、协调一致的共产党战略，可以象全面核战争一样确定无疑地和同样有效地危害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














	

 






	















	







	







	









 





	


	







	








	




	


第二部分 战略环境




	







	

 



	


	



第08章 冷战的性质




　　在战争年代，说话就是行动。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冷战的定义



　　冷战是冲突光谱下端的国际紧张局势的一种活跃状态。在冷战中，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除持续的武装冲突而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心理的、准军事的及军事的措施都被协调一致地使用起来。策略和诈骗手段代替了暴力。压力是多种多样的，除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外，从暂时缓和时期的彬彬有礼的外交手段到肆无忌惮的大吵大闹样样俱全。然而，大多数冷战权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是间接方法的集中体现。



　　早在孙子之前，人们就力图用威胁或劝诱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基雅维里在大约五百年前就提出了许多行动准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以极大的气魄把该理论付诸实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剽窃了纳粹的手法，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开始使之更加完善。过去二十年中，特别是共产党的学者已经将这种方法中一些属于假设性的成分去掉，而这种方法直到不久以前基本上还是智慧、直觉和运气的一种偶然的混合物。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索和新方法的出现，斗争肯定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自由世界的那些总的来说成绩不佳的、老老实实的战略家们，应当集中精力去研究冷战，了解它能起什么作用，有哪些局限性以及如何应用。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知道如何去应付局势。



　　为了简明起见，关于颠覆、讹诈、破坏和间谍活动等地下活动将在其它章节叙述，本章将着重讨论各种合法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有时名声也不好，但大体上是法律所许可的。



　　冷战的目标



　　罗伯特·拜菲尔德在他的小册子《第五种武器》中指出，苏联有两个基本的冷战目标。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两个目标可以作为一般规律提出来，因为如果加以适当的修改，它们能适用于其它国家，也包括我们国家。



　　第一个目标，拜菲尔德称之为“截肢”，它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削弱敌人。它有以下六个从属的目标(不一定按优先次序排列)：



　　1．切断敌人从国外得到的原料供应。



　　2．破坏敌人工业产品的国外市场。



　　3．通过国有化、社会化、没收性的税收、苛刻的规章制度等来缩小或消除敌人的海外资产。



　　4．阻止敌人的资本输出。



　　5．离间敌人的朋友和盟国。



　　6．诱使敌人不顾报酬递减律 [ 译者注：作者此处指一个国家为了取得政治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而在其它国家花大量金钱，但结果并不是花钱越多，效果越好，有时可能钱花多了效果反而不好。 ] 对强权政治和心理的影响，到处慷慨解囊，从而在经济上削弱了他自己。



　　第二个基本目标是“自我瘫痪”，即力图在敌国内部制造使其分崩离析的国内问题。凡是增加国家债务、使货币贬值、妨碍工业生产、引起高额税收、动摇对国家机构的信任、阻碍革新、制造内部冲突等手段都属于这一范畴。理想的效果是在敌人阵营中造成混乱、漠不关心和恐惧情绪。



　　读者无疑可以在每个基本目标方面再添上十多条内容，但对初学者来说以上这些广泛的目标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冷战的战术



　　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达成冷战的目的。这里列出九种方法，并用便于记忆的代号来表示。这九种方法以无数的组合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其中大部分既适用于热战，也适用于冷战。



　　蚕食 　这种策略用一口一口吃的办法来取得成功，每一口都很小，以不致引起严重的敌意为限。



　　特洛伊木马 　用传统的“第五纵队”从内部来搞垮敌人。渗透进去、扩大影响以及控制政治经济的活动都是重要手段。准军事性的暴动常常成为这类活动的高潮。



　　马拉松式的讨论 　故意妨碍议案通过，拖延耽搁，合法地破坏正常程序，在议事程序上大做文章，无休止地进行辩论和中断会议等等——综合运用所有这些手法来破坏国际讨论会、法律的制定和议会机构。



　　政策突变 　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先让对方抱有希望，然后又使希望破灭，使对方产生惊恐、沮丧和消沉情绪。政党在路线上的突变也能带来同样的压力。



　　施行骗术 　这种手法强调制造“弥天大谎”，其目的是使受害者不得不消耗过多的精力去同破坏性的谣言作斗争并加以驳斥，从而搞得精疲力尽。



　　神灵的光环和魔鬼的犄角 　使用这种手法的人把自己打扮成圣人，把对方描绘成罪人。“我们是进步的，他们是反动的”就是一种常用的题材。



　　饵钩 　毫无道理的自吹自擂可以用来哄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使之支持他们本来会害怕的那些纲领。苏联的宪法就是一种饵钩式的骗局，它虚假地允许它的信奉者享有言论、出版、信仰和集会等自由。



　　楔子 　这种伎俩可以造成或加剧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消费者和生产者、劳方和资方、城市和乡村、“鹰派”和“鸽派”等等之间的“阶级冲突”。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国际上的同盟也同样有效。



　　玩弄文字游戏 　可以通过阴险地篡改字义、文字和符号来加强政治力量。此种手法可以不顾事实而把美好的东西说成是丑恶的东西，或者把丑恶的东西说成是美好的东西，以达到控制对方心理的目的。



　　心理战



　　对实现冷战目的来说，用途最广的工具是心理战。其运用方法五花八门。



　　从实质上说，心理战就是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工具，必要时辅之以其它手段，对己方、敌方或中立方面的舆论、感情、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以利于达成既定的目标。然而，正如保罗·莱因巴格对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哲理分析时指出的，不同的人对这个简单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他说：



　　按照美国的用法，心理战一词的意思是使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来补充正常的军事行动；按照纳粹的解释，该词是指在经过仔细研究的心理基础上，制订和实施政治与军事战略。对美国人来说，心理战是通过有效地、大量地运用一种新武器来变更传统战争；而对德国人来说，它意味着改变战争本身的过程。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对之进行专门的探讨。



　　一、宣传的分类



　　宣传是心理战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一切经过周密计划的手段，以形成、操纵或改变群众的观点，使之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宣传者。冷战宣传一般针对国内，针对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包括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针对中立者和动摇不定分子。



　　战略宣传可用三种方式进行，三者各有其突出的优缺点。



　　白色宣传 　白色宣传来自官方，它对宣传政府的政策、计划、意图、活动和其它重要事项最为理想，但是必须谨慎从事。这种宣传必须真实，即使对自己不利也须如此，否则就会很快影响信誉。如果宣传对象是怀有敌意的人或是对消息来源存有偏见的人，宣传效果就要大大减低。同时，由于任何人都能收听广播，因而使一部分人感到快慰的内容很可能会激怒另一部分人。



　　灰色宣传 　灰色宣传可以解决上述宣传中的某些难处，因为它的消息来源是不公开的。在国内、在盟国或中立国可能不适于宣传的一些耸人听闻的题材，在不公开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也可以宣传。用灰色宣传气球，作为试探也是很理想的。可惜由于进行灰色宣传常需第三者的协助，所以很难做到既保持它的权威性又把消息来源掩盖起来。



　　黑色宣传 　黑色宣传蓄意伪造消息来源。它不必考虑声誉问题。它可以在没有矛盾的地方制造矛盾。只要．消息来源能保密，一般来说对其采用反措施是无效的。如果宣传者必须在敌国或中立国的领土上开展活动，采取黑色宣传尤为合适。但是，可以预料，黑色宣传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宣传的准备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以防泄密。此外，黑色宣传难以控制。它的工作机构必须分散；而一旦这些机构被发现，它们所传播的内容也就很容易不为人所信。最重要的是，由公开团体的成员进行黑色宣传要严格限制。



　　宣传还可用其它几种方法来分类。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的或间接的，进攻的或防御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点、巩固既得成果或制造分裂。直接宣传的目的是明显的，“忠于共产主义，谴责资本主义”就是常见的例子。间接宣传(包括各种潜在意识宣传)的意图是秘而不宣的。其它几种宣传方式是可以顾名思义的。



　　宣传的手段可以象舞台演出那样格式化，也可以象传谣那样无固定形式。利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如无线电广播飞电视、报纸、期刊等等)，可以把消息基本上在顷刻之间传到广大群众那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口头的传播也能具有同样巨大的效果。象征性的行动常常能起特殊作用。例如1970年12月，美国为了夺回战俘，对河内郊区的山西战俘营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袭击。它在军事上是失败的，但是却对北越人的心理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感到，北越的心脏地区是易受攻击的。



　　二、心理战战术



　　霍尔特和范·德·维尔德将心理战战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他们称之为“欺骗与开导”。他们说这种战术：



　　从物质世界与外观世界的关系来解释，最能说明问题。欺骗战术的企图，是使群众逐步形成一种与实际环境不同的心理环境。用感觉心理学方面的术语来说，欺骗战术力求促成非真实的知觉，而开导战术则试图使某种被歪曲了的感性认识与实际一致起来。



　　这种战术通常必须符合三条标准：欺骗宣传必须合乎情理；必须加以伪装，使受骗者难以弄清事实真相；必须不使将来可能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受到怀疑。下面列举几种欺骗手法，以便了解这种战术的全貌：



　　假标签 　这种颠倒黑白的方式歪曲一些词的含义。比如，在共产党的行话中，人民民主这个词汇被用来代替极权主义。



　　侏儒与巨人 　用精心设计的对比来歪曲事实和数字的意义。这种做法能够使非常老练的宣传对象也糊涂起来。(普通人站在巨人身旁显得很矮小，但是同侏儒相比却又显得很高大。)



　　连体双胞胎 　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联结在一起的办法，能够使它们看起来象是同一事物。如共产党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赶时髦 　骗子手可以利用人们有赶时髦的癖性，欺诈地暗示“大家都在这么干”。



　　信天翁 　将一个肮脏的形容词加在清白的名词上，是使某些人、某些思想或某些行为丧失名誉的一种方便办法。象“肮脏的美元”和“傀儡政客”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 译者注：信天翁的典故出自英国诗人塞缪尔·科尔里奇(1772－1834)的长诗《老水手之歌》。诗中叙述一个老水手在参加某人婚礼的宴席上畅谈自己航海中的奇遇。其中一节谈到信天翁的故事。水手们对信天翁都怀敬畏之心，认为是神鸟，冒犯不得。一个水手无意中射杀一只信天翁，为了表示忏悔，把死鸟挂在脖子上以赎罪。但这样做并未得到宽恕，结果海船遇到风暴，舟覆人亡。作者此处将信天翁比喻为丑恶的形容词，一旦加在身上便要倒霉起来。 ]



　　孤树 　从林海般的统计材料中单独抽出一件事情来加以强调，这种做法能使事实走样。只有部分真实性的欺人报导和断章取义的摘录是特别常用的手法。



　　审判室 　在要求改变审判地点时，甚至犯罪分子都能够成功地运用诽谤战术来诬蔑审判官、陪审团和审判制度。



　　时间幻想机 　打乱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前后次序，可以混淆因果关系。聪明的宣传者有时将早已解决的人们不满意的事情，说成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 译者注：时间幻想机是一种假想的装置，具有使人重新回到以往的岁月或使人进入将来的时代的办法。 ]



　　ABC 　用过于简单化的办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很有利于用作口号。“禁止原子弹”、“权力归于人民”以及“从越南滚出去”等口号，具有典型的腐蚀作用。



　　欺骗与开导战术的另一部分通常被人们称作“真理战略”。这种战略之所以有效，“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如果发现他所理解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大不相同，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而从技术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多了。用事实进行开导，需要“对于已知其信仰、态度和处境的宣传对象作透彻的分析，估计他对事实会怎样理解，以及如何将理解变为行动……。﹝因为﹞将事实真相广为传播所造成的后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恰好与预期的结果完全相反”。



　　心理战战术的第二大类被霍尔特和范·德·维尔德称为“恐吓与宽慰”。他们认为，纯粹的恐吓是大多数威慑战略的一个首要组成部分。例如，爱好和平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所采取的大规模报复政策，就是主要建立在苏联恐惧的基础上的。与之相对照，宽慰则是为了消除怀疑。



　　三、心理战的各种限制



　　在自由世界进行心理战活动会遇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所没有的种种限制，因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准则多少有所不同。莱因巴格在《心理战》一书中指出：



　　谁愿意鼓吹美国使用神经战就让他鼓吹去吧！他是干不出多大名堂的，因为在他干得正起劲的时候，评论家就会公布他的绝密时间表；议员们就会就国际道德问题很正当地对他进行质问；他自己组织内的成员也会把他们的回忆录或他们之间的争论公布于众。他原想吓唬敌人，结果反为敌人所嘲笑。心理战在我们的军事和政治体系中占有它的地位，但这种地位是有限的。……



　　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道德旗手，尤其受到几个方面的严格限制。美国不能把任何意图强加于人类，也不能规定一条对盟国都有约束力的政党路线。美国想进行秘密活动的任何企图往往会被揭露出来，并会被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宣扬出去。预算分配是变化无常的。传统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然而，心理战这个领域尽管不是十分公开的，对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来说，还是大有作为的。



　　经济战



　　经济战同政治战一样，可以产生强大的心理影响。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它比心理战似乎更合乎道德一些。从不太严格的定义上说，凡是靠损害敌人来维护或扩大本国及其盟国经济的手段，以及用来破坏或削弱对方经济能力和潜力的一切手段，都包括在经济战的范围之内。经济战的成功可以使许多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



　　本章开头列举的“截肢”和“自我瘫痪”这两个基本冷战目标，根据情况的需要作些修改和补充，同样适用于经济战。对外国进行渗透以扩大影响和进行控制，争取与中立国合作或使之放弃中立以及利用地区性的不满情绪等等都是从属的目标。



　　一、经济战战术



　　吴元理著的《经济战》是一本标准的参考书，书中提出了对选择经济战战术有影响的几个有说服力的因素：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发动经济战的国家和对象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的对比(把一个经济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变成经济卫星国是不大可能的)，国际政治阵线的性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质量和数量对有关各方的重要性，敌方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等等)的情况，双方最近的经济情况(包括通货膨胀、大规模土改和信贷状况等)以及双方在经济战这个领域里的特长。该章指出，“如果行动建立在精确地估量敌我双方所受的限制的基础之上，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在当前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共处时代，各国已经使用了许多巧妙手段，其中有些是双边的，有些是多边的。然而，几乎所有这些手段的可取性和有效程度都是有争议的。



　　经济制裁 　旨在使敌人得不到战略物资的制裁，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首先，关于“战略物资”的定义就几乎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一派认为，战略物资应该只包括具有明显的军事价值的项目，如石油和石油制品，武器、弹药、某些矿物，(每个国家都缺少某些几乎无法用合成制品或代用品来代替的战略物资)，等等。另一派则认为，每样东西都是重要的，因为敌人势必用自己的资源和劳力去生产人家不给他的东西。在这两派之间还有好几种折衷意见。吴元理认为，不管是不是“战略物资”，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有理由用来同敌人进行贸易：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情况是，由于进行贸易而向敌人索取的货物或其它支付手段，“从军事观点来看，对敌人来说比他进口的这种东西甚至更有价值”；第二种情况是，进行贸易对本国的战略利益大于敌人由此得到的战略利益。



　　显然，制裁还会有一些其它的缺陷。除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国家基本上能垄断禁运的产品，否则必须要有盟国以及中立国的广泛合作。令人遗憾的是，“欺诈”是常见的现象，因为中立者、消息不灵通者和无赖之徒都为了自身利益而倾向于同敌人做交易。尽管如此，禁运仍具有相当的损害作用，并能构成相当严重威胁。



　　外援 　外援能够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战武器。缺乏警惕的受援国，受到低利率和表面上很吸引人的刺激因素的引诱，是容易上钩的。长期贷款比起馈赠来，更能保证相互关系的持续。军事和(或)技术援助计划能确保进行最大限度的政治渗透。外援的关键性目标是使受援国长期过分依赖援助国。苏联在中东对这些手段运用得特别成功，尽管有时也受到一些挫折。



　　操纵货币 　旨在动摇对敌人货币的信任和破坏敌人的信誉而施展的财政和金融压力，是实行经济战的大有作为的领域。这里举一个不寻常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托马斯·史密斯是一位在经济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美国外交官，曾一度担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对国际货币制度和大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认为“一种可行的国际货币制度既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国家战略的一个目标。……﹝的确﹞对这种货币制度施加影响借以取得或保持某些战略利益，或者把某些其它战略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是可能的”。具体目标也许是削弱敌人的下述能力：



　　一接到通知就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能力；



　　维持一个有效的联盟机构的能力；



　　完成有效的对外投资和援助计划的能力。



　　总之，国际金融领域里的战略潜力至今还未很好地加以挖掘，为了冷战的目的，值得对这种潜力进行研究。



　　大商业 　操纵市场、实行定额分配制、开黑名单、抢购、冻结和清算敌人资产、控制工艺方面的成就(特别是控制专利权)等等，都是经济战在商业界施加压力的表现。



　　美国空军上校、前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鲍恩对于在跨国公司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何运用上述手段的问题曾进行过探讨。跨国公司的增多是一种对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显著倾向。美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占全世界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三。它们的总销售额等于世界第三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此而产生的潜在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共产党阵营里没有任何可与之比拟的东西。问题是：能不能使这种力量转化为战略上的有利条件？



　　鲍恩认为是能够的，但必须巧妙地进行。用笨拙的直接方法也许能取得短期的利益，“但这样做我们将付出重大的代价，即在我们的盟国以及在我们想渗透并与之竞争的敌国中造成政治上的紧张状态”。除非发生在严重危机的时期并有利于集体安全，否则“这样做显然会起相反的作用”。然而，鲍恩认为，“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到处渗透的跨国公司的活动，能够成为旨在维护和宣传我国社会准则的间接战略的首要因素”。



　　二、对经济战利弊的权衡



　　取得任何战略利益，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要付出代价。懂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切断敌人与世界经济界的联系，将迫使他独立自主。而且总会有自食其果的危险。吴元理把选择问题交代得很清楚。他说：“在考虑经济战的效果时……和在协调经济措施与其它作战手段时，把准备付出的代价和预期的结果作一番比较，是合乎道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任何国家，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经受不起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盲目行动。”



　　冷战的前途



　　总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这种冷战，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消失的话，那么最终必将消失。但是，冷战作为冲突光谱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因此，冷战就成为一个特殊的战略问题，必须下大功夫加以研究。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战略革新家们必须找到能使政治战、经济战和心理战同军事压力互相紧密配合的新途径，以期达成国家安全目标而又不冒大动乱的危险。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09章 对美国安全的外来威胁




　　不管是谁，如果不了解敌人，怎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呢？



　　约米尼：《论战争艺术》



　　历史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看来是很清楚的。在美国领导人或美国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毫无疑问几乎一致认为莫斯科的歹徒们所组织、武装和指挥的国际共产主义是头号威胁。敌人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清楚的：



　　利益：全球共产主义。



　　目标：统治世界。



　　政策：逐步扩张。



　　战略：世界革命。



　　证据看来是确凿的。共产党的目标是列宁制定的。斯大林则予以实现。他在短暂的时间里吞并了大部分东欧，然后拉下了铁幕。毛泽东在苏联的支持下接管了蒋介石的中国。从希腊到菲律宾，到处蔓延着共产党煽动的暴乱。赤色军队蹂躏着朝鲜。欺诈和破坏活动猖獗一时。许多迹象都说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总的行动计划。



　　到了六十年代，在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分裂以后，这种对于威胁的简单化的看法消失了。几乎没有人再相信有什么由克里姆林宫统筹安排的、深谋远虑的、统一的共产党阴谋。今天对美国安全的唯一严重威胁来自苏联。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军事能力或其它能力可以在国际上同我国抗衡或危害我国本土安全的国家。然而，人们对于潜在危险的紧迫性和严重程度还缺乏一致的认识。



　　苏联的威胁



　　一、战略指导方针概况



　　美国和苏联具有若干相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保证国家的生存，保证各自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准则永世长存，保证繁荣，可能还有维护“和平”(对于“和平”一词各有各的解释)。其它方面的利益显然是互相冲突的，尽管分歧程度和结果还有待研究。苏联的具体目标也是如此。但是，有一点是始终明确的：自一九六二年以来，两国都不想冒发动一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



　　至于在七十年代苏联究竟想如何实现它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威廉·金特纳和小罗伯特·福尔兹格拉夫在他们合著的《苏联的军事趋势：对美国安全的影响》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苏联可能实行的三种政策。



　　由于苏联对直接同美国对抗犹豫不决而产生的共同统治政策，已经推行了整整十年。显然出现了相当多的妥协和互相迁就的情况。在某些领域中还同时实行了谨慎政策。这项政策也是在苏联不愿冒严重危险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映出苏联比较愿意与美国展开竞争，但又小心谨慎地避免涉及美国的极其重要或不容侵犯的利益。如果莫斯科因美国力量的衰退而增强了信心，那么苏联就可能采取第三种政策，即等待时机政策。这样，苏联就可能情不自禁地在与美国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地区，如中东，增加压力。正如金特纳和福尔兹格拉夫所指山的：



　　苏联未必有把对抗升级到实际军事行动的意图。事实上，苏联的意图很可能是想避免在任何情况下发生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对抗……是一个过程，它的各个阶段的时间长短、数量多少取决于对它运用的巧妙程度。对抗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主政权一方越可能趋向于让步，而不会同一个它觉得在战略上占优势的国家发生战争。



　　这三种设想的政策当然远不是界限分明的。在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下，除非有争议的问题具有紧迫的和巨大的重要意义，否则苏联领导人一般可望采取慎重的政策——经验表明，苏联统治集团的成员们，虽有革命的传统，但实质上是保守的。民族性格，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坚信时间对他们有利等等，都约束着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因一时的冲动而去冒毫无把握的风险。



　　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苏联的大战略已转而采取间接方法。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和技术的竞争已经取代了赤裸裸的暴力，成为主要的手段，但军事力量仍是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后盾。



　　二、苏联的军事能力



　　历史上的先例



　　当然，莫斯科的潜在力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五十多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直到今天仍然基本上不考虑他们的个人福利)，竭力提高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无论是斯大林的逝世，或者以后的历次内部变动，都没有使这个宗旨发生变化。这个宗旨一直占着首要地位，这反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坚定不移地为迅速增强国力而促进生产以及疏散工业以加强战时的安全等方面。此外，苏联已经建立起必要的科学技术基础，只要它的领导人确定拨出必要的资源，就可以在军事研究、发展、试验或工程等任何方面向美国挑战。



　　直到前不久，苏联的武装部队主要还是一支庞大的陆军，其编制、训练和装备，都是为了保卫苏联本土和在苏联边界地区采取行动。当苏联开始突破其本土范围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时，它在军事力量方面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整。随着出现了一支多样化的现代化军队。它的各个方面都在充实和(或)提高。(参阅美苏部分作战部队实力比较表。)



 



　　战略部队



　　苏联把防止和在必要时实施全面核战争所需的力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直到一九六五年前后，美国在战略进攻武器方面对苏联一直占有明显的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以后，我们的领先地位消失了。我们在核运载系统(包括舰载的和海外基地上的战术飞机)的数量方面同苏联保持着适当的均势。但苏联拥有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不久将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方面超过我们，而且在总的当量方面苏联已拥有三比一的优势。我们只是在(核)炸弹和弹头的总数上保持领先。美国领导人认为，主要由于我们执行了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这种优势可望达到三比一。



　　莫斯科当前拥有的军事力量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因为苏联进行全面战争的打击力量数量很多，不易被摧毁，完全能够经受住任何世界强国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还能保存足够的力量实施反击，使对方遭受难以忍受的损害。然而，在苏联的武库中拥有大量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武器，包括数百万吨当量的SS－9型洲际弹道导弹(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能与之相匹敌的武器)。这意味着苏联的战略除了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进行威慑之外，还具有进行实战的一面。全面的防空体系，加上有限的反导弹系统，构成了苏联一整套的战略核力量。



　　一般任务部队



　　苏联的战略进攻和防御部队居于无可争议的首要地位，但是今天苏联已获改善的全面战争态势使它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一般任务部队上面。下面可能是促使他们重新强调一般任务部队的几个因素：美国的军事结构，北约的战术核能力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



　　苏联庞大的地面部队得到最现代化的战术空军、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远程运输机、数量日增的大型直升飞机和中等规模的两栖舰队的支援。这些部队的主要部分仍部署在西线，针对着北约组织，但沿中苏边境已集结了相当数量的陆军和空军部队。



　　华约组织加强了莫斯科在东欧的军事机器。华约组织的陆军和空军是维持卫星国国内安全的重要因素，并且已被用于国境之外执行镇压任务。一九六八年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各卫星国军事能力的强弱程度，同它们在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一样，悬殊很大。它们在进攻北约组织时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还很难说。



　　目前，苏联通过按比例、有计划地加速发展它的海军部队、商船队，加强专业远洋训练和研究工作，正在从许多世纪以来被禁锢在大陆上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美苏两国海军的任务有显著的差别。正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小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所指出的：



　　两国海军的任务都是部分地为了实施核威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任务与他们是相同的。但是，除此之外，美国海军的任务还有：支援远在海外的美国部队；以及为了根据尼克松主义在必要时支援当地的盟国军队，因而需要进行前沿防御、控制海洋和实施登陆作战。……此外，还有大量的后勤补给任务。



　　对比之下，苏联海军……主要是用来阻止美国海军执行任务。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在日益广泛地使用海军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苏联海军的舰艇在设计时尽量使其具有强大的首次打击力量，而再装弹能力和续航力都比较有限。因此每艘舰艇的吨位不大，不大需要采用核动力装置。除潜艇部队外，可以料想苏联海军是在距离本土不远的范围内活动的。……



　　他们建造了对付我们舰队的配备着巡航导弹的潜艇和水面舰艇。我们则建造了航空母舰，以便控制海上交通线和从灵活机动的空军基地上向海外派出战术空军力量。……



　　由此可见，苏联海军已经是世界上第二支最庞大的海军。尽管缺乏作战经验，但它已经构成对美国的严重挑战。如果按目前的进程发展下去(相当多的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会继续下去的)，苏联就会迫使我们或者大大加强海上力量，或者从根本上修改我们的海军战略。但是，对于这种迹象的含义是有不同看法的，最后的结果如何还很难说。



　　一点估计



　　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卓有成效地发展成为一种政策工具，它不仅提供基本安全保障，而且使苏联在处理世界事务时有所恃而不恐。对此，苏联领导人看来是感到满意的。它往往能使苏联在困难的情况下同难于驾驭的伙伴和多疑的邻邦顺利地进行政治交易。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保持这种势头。实际上，他们决定和美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见第二十二章)这件事，可能就已反映出他们对下述问题的日益担心：如不进行会谈，仅仅为了保持(更不用说提高)他们目前的战略地位，可能就得执行一些昂贵的新防务计划，而他们目前的这种战略地位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努力才取得的。



　　三、对苏联威胁的两种对立的看法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苏联的态势是威胁性的呢，还是为了使自己放心的呢？



　　美国很大一部分舆论认为没有严重的威胁，对苏联的似乎预示着缓和的每一个表面上的政策变化都表示欢迎，而且并不因为出现令人失望的事情而沮丧。持这种观点的人说，你应当为克里姆林宫设身处地想一想，美国的军事基地包围了俄国四周，而且还建立了一支历史上最可怕的导弹打击力量。对于持续的紧张局势，我们至少应负一半责任。如果美国能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困难就会消失。



　　保守的一派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争辩说，苏联根本没有放弃统治世界的最终目标。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仍力图在国外扩大其影响，孤立美国，抵消我们的威慑力量并破坏我们的国际地位。



　　这两种对威胁的估计所包含的战略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哪一种观点都没有完全占上风。因此，常常出现折衷的方案，对此后面的几章将予以说明。



　　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一、对中共军事态势的回顾



　　相比之下，官方机关和学术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几乎普遍认为：赤色中国尽管大得可怕，但却是目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的一只“纸老虎”。它的危险主要是在将来。今天中国这条恐龙只是在疆界之内，或直接与它接壤的边缘地区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



　　事实上，共产党中国不时宣布的非常好战的政策和战略，总的看来同它的实际行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中共气势汹汹地要恢复昔日的雄心壮志，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中国的所有领土上重建霸业(特别是在台湾、外蒙古、沿印度边境的几块地方、苏联中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和西伯利亚东南部)，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除非发生意外事件或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否则这种情况似乎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至少在中共渡过目前的内部调整和巩固时期以前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共不能发动重大的国际性侵略行动。



　　二、中共的战略思想



　　与此同时，赤色中国推行一种两面战略，一面是进攻性的，另一面是防御性的，即革命战争和保卫大陆中国的理论。这两个方面都说明毛泽东对动员起来的和受到思想灌输的群众的信任，已达到几乎不可思议的程度。他强调战争的政治目的，并毫不动摇地坚信，在一场消耗性与歼灭性的持久战中，人最终将战胜机器，因为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起主导作用。虽然中国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接着在一九六七年春又开始爆炸了几个数百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但是，北京还没有制订出成熟的核战略，而且恐怕在毛泽东退出舞台之前也不会制订出来。



　　看来中国统治集团当前最担心的是苏联的侵略。



　　据认为，中共的抵抗是以纵深防御为基础的，它利用中国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闻名的恢复能力以及用空间来换取时间的能力。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人民解放军必须“敢于诱敌深入”，使敌人陷入连续不断的战斗和“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早在一九六一年，当美国还是它的主要的假想敌时，中共的计划中就要求改进防空和通信系统，广泛构筑防御工事以及疏散、伪装和加固军事设施。毛泽东认为，在持久战中，当敌人遇到觉醒的群众和政治目的明确、不怕死、象机器人似的军队抵抗时，现代化的远程武器，包括原子弹，将无能为力和不起作用。



　　当然，这整个战略是以下面这种不可靠的设想为基础的，即任何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都要在实施核轰击以后继之进行地面作战。不过，由于中国迄今还没有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北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由此产生的困境很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缓和了仇视外国人的政策，并以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北京同亨利·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为起点，对美国的建议作出了响应。



　　关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理论，第七章已作了概括的叙述，但有一、两点还有必要在这里详加阐述。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苏联的想法显然不同。马克思规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则号召由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举行暴动。



　　利用农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已经推行到全球范围了。林彪的著作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看作是征服作为城市的欧洲和美国的跳板。如此设想的这个计划确定了一个最后目标，它没有时间限制，但有近期和中期的具体安排。一个明显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亲北京的政权。另一个目标是同时进行多起颠覆性暴动来对抗自由世界，从而削弱自由世界，并使之疲于奔命。在这些方面，中共至今极少有成功的例子，但这种企图是值得重视的。



　　令人注意的是，北京不直接插手支援“人民战争”，如越南战争。它答应向世界上的革命者提供指导、支持和“精神原子弹”，但不派部队。毛泽东说，革命必须由本国人民去进行和夺取胜利——这个哲学在许多方面与尼克松主义相同，但比它早了许多年。



　　三、中共的能力



　　共产党中国虽有野心，但几乎没有在它边界以外公开进行过任何正规军事行动。这是不足为奇的。总的说来，苏联军事力量是强大的，而中共方面尽管近年来军事力量有所发展，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国有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和一支过时的空军。它在国际上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虽然中共最近部署了少量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但目前还谈不上对俄国欧洲部分或西欧实施进攻性的导弹打击。然而它即将部署的有限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却能打击阿拉斯加或者苏联的腹地。目前它正在发展的一种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将能打击我国国内的任何战略目标，但即使是最充分的估计，这一导弹系统在一九七五年或一九七六年之前是不可能服役的。到那时，我们的战略将发生变化。甚至少量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会使中国具有确保摧毁美国的能力。那时美国将考虑新的战略方案。



　　当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包括发展有效的运载工具)成熟时，它的战略可能也会跟着发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从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玩弄政治手腕起，直到核讹诈，尤其是对亚洲小国更会玩弄这些手腕。至于中共具体将采取哪种方针，现在还不能肯定。



　　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的过分控制压抑了它的军事能力。人民解放军不仅负有正常的国防任务，而且它首先还要把精力消耗在维持国内治安、参加工农业生产以及在全国进行思想灌输和教育等方面。



　　总之，赤色中国存在着许多削弱战斗力的军事缺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服。它同北朝鲜和北越的结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它在东亚周围的地位。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三国有可能建立类似华约组织那样的联盟。尽管如此，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仍是小心翼翼的，避免同中国人发生任何直接对抗，而且如果朝鲜局势再次白热化，美国无疑也会遵循类似的基本原则。



　　趋势



　　曾被描绘成铁板一块的中苏集团的瓦解，在六十年代给美国计划人员带来了一系列崭新的战略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共产党的分裂产生了许多有利因素，它削弱了我们的两个最强大敌人的联合力量，转移了他们原来集中于破坏自由世界的部分注意力，但是，情况变得大为复杂了。以前曾是比较简单、毫不含糊的战略问题，现在增添了微妙的色彩，并在美国领导人中间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



　　上面非常简单的分析，着重指出了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军事思想和能力，但是，比较不引人注目的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危险，可能更加严重。这一点将在后面予以阐述。我们务必时刻注意不放一枪就决定“胜负”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力量运用得好不好。思想能象子弹一样地致人于死地。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0章 美国大战略的概貌




　　战略不能是一种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原则。战略是一种思维方法，其目的是把重大事件加以整理，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排列，然后选定最有效的行动方针。每一种情况都有适合于它的一个特殊的战略。任何一个特定的战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最好的，而在其它情况下则可能是最坏的。



　　安德烈·博弗尔上将：《战略学概论》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



　　正确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是制定有效战略的关键。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行政部门都没有明文记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目标，因此美国在这方面碰到了一些难办的问题。结果，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不得不从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和总统私下与公开的言论中，从总统在国会里的演说和向国会提出的文件中以及从美国政府其它有影响的官员们的个人言论中，来识别、解释和各自制订一套国家安全利益与目标。这种“各行其是”的方式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材料很多是互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容易产生互相抵触的解释，这些材料一经折衷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



　　尼克松总统正在弥补这种缺陷，如果还不能说是正在消除这种缺陷的话。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虽然尚未在公开的文件中明确提出来，但是恢复了元气、再度活跃起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 作者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紧急战备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出席所有会议．并指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事人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以观察员和顾问身份列席会议。其他高级官员，如财政部长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他们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时应邀参加会议。 ] 已定期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类问题，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从官方发表的声明中推断出它的许多结论。



　　一、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国的国家利益是理想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和一切有关活动的基础，是与我们国家创始人大约二百年前在宪法序言中所概括的六点非常一致的。这六点是：建设更完美之合众国，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国民永久乐享自由之幸福。



　　压倒一切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永远是使我国在维护独立、领土完整、基本制度和荣誉，同时又在维持高度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活力的条件下保持生存。由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的利益就是普遍和平。尼克松总统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愿望：“当我们谈到美国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时，居于首位的必须永远是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这个基本愿望后来成了他向国会提出的年度报告的主题。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激动人心的梦想”，“不是靠一时的冲动而采取的冒险行动所能实现的，而是靠一步步的耐心、细致、具体和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次要的安全利益则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项至少可追溯到三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就是保持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行动自由。其它有些利益是带有地区性的。一个有活力的、友好的或至少是中立的、在商业上与我们合作的日本，在目前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洲和中东地区稳定的均势也是如此。从公开的来源中读者可以搜集到相当广泛的各种安全利益，并可按轻重缓急大致列出它们的先后次序。



　　二、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



　　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对我国的一般利益作了概括，他指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目标”是“防止战争”。从总统的一些公开声明中可以推论出许多次要的目标，以下四点具有代表性：



　　1．阻止他国对美国或对我们认为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地区发动武装进攻。



　　2．如威慑失灵则有效地对付侵犯者。



　　3．援助选定的盟国防止或粉碎暴乱。



　　4．保证自由世界国家在国际水域、空域和外层空间畅通无阻的通行权利。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包括达到上述这些目标的指导方针。经过修改的这些方针，公开发表在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的题为《七十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年度报告中。这些打破先例的方案无疑应成为所有研究美国大战略的人的必读物。从该报告的第一卷(发表于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中摘录的以下六段，说明这些文件所涉及的政策范围很广：



　　﹝关于战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真正抉择是什么，而不仅仅是知道官方接受了何种折衷方案。必须一视同仁地听取每种观点和每个选择方案。



　　﹝关于力量态势﹞美国力量薄弱会引起可能的侵略者作出危险的错误估计。



　　﹝关于地区重点﹞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必须成为持久和平结构的基石。



　　﹝关于集体安全﹞我们不可能指望美国军队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付盟国或可能的盟国所面临的所有各种威胁。



　　﹝关于军备控制﹞我们和苏联(以及其它国家)再也没有比在达成军备控制协定方面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了。



　　﹝关于战略对话﹞美国和共产党国家必须就有分歧的问题举行谈判……。



　　总起来看，总统的声明肯定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仍然是防御性的，保护本土理所当然地仍占首位。我们现在的军事态势不是基于“优势”，而是基于故意含糊其词的“充足”，即(希望)足以使我们能在整个战争光谱中有多种抉择，同时又避免投入过多的力量。



　　一七八三至一九六八年期间的美国大战略



　　亨利·基辛格，这个二十世纪的塔力兰 [ 译者注：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1754－1838。 ] ，很快就推翻了认为尼克松总统的文件是一本政治－军事“烹调书”的看法。这些文件开出了一张总的菜单，但没有具体的烹调方法。尽管如此，其中提出的总的概念为美国实行某种战略奠定了基础。关于这种战略的背景，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上将曾作过精彩的阐述。他的主要想法是值得研究的。



　　在他看来，美国从建国起到一九六八年，相继采用过三种不同的大战略，每一种都是为了适应具体的需要而制订的。



　　一、西半球防御



　　第一个大战略是根据避免卷入纠缠不清的联盟的政策而制订的，从一七八三年巴黎和约 [ 译者注：指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与英国在巴黎签订的和约。 ] 起，到十九世纪末为止，持续了一百一十五年。这个战略为我们赢得了发展壮大的时间。惠勒将军强调指出，把这个战略说成是孤立主义，那是错误的。制订这个战略的人们精明地估计了形势，并断定：欧洲当时的均势，加上英国皇家海军的制海权，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惠勒写道，“我早就这样认为，国外的力量均势使我们得以及早宣布门罗主义 [ 译者注：门罗主义于一八二三年由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故名。其主要内容：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其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帝在西半球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 。”



　　二、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



　　第二个大战略是“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大约在一八九八年 [ 译者注：一八九八年美国发动对西班牙战争，夺取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等地。 ] 开始出现，持续了五十年。它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已转变为主张美国直接参与世界事务。美－西战争后，我们在远东获得了资产，增加了利益，同时仍保持着对欧洲的传统关心。要使美国国旗在全世界飘扬，并对付已经开始向不列颠海军霸权挑战的外国海上力量，明显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因此，着重依靠我们现在称之为单一“武器系统”的美国海军，数十年来在太平洋上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致使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未能及时地在欧洲使用美国的作战力量。



　　三、遏制共产主义



　　第三个大战略是根据遏制共产主义和实现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政策而制订的。这个战略在第二届杜鲁门政府期间形成，经历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而趋于完善。惠勒将军对这个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了以下的概括：



　　首先，我们﹝不得不﹞准备更直接和更有力地参加在欧洲发生的任何平衡力量的活动。



　　第二，我们﹝是﹞能够向太平洋地区派出兵力去影响那里事态发展的主要西方国家。



　　最后，如果要问由谁来制止二次大战后共产主义势力粗暴的(或后来形式上更狡猾的)扩张，那么这个“谁”﹝只能是﹞我们。



　　这个大战略有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大规模报复阶段和灵活反应阶段。



　　大规模报复



　　大规模报复的初期包括整个五十年代。它起先依靠美国的核垄断，后来依靠压倒的核优势，来威吓共产主义侵略者和减少外部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行了不光彩的复员，尔后又重建了一支规模甚小的一般任务部队，部署在尽量靠近前沿的一线。它主要起“绊索”作用，如果碰了它，就会引起我们战略空军的摧毁性的报复。整个自由世界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的和双边的联盟。它们都受美国控制，并得到费用浩大的军事援助计划的支持。常规力量在整个战略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因素无疑是核威慑力量。这支核威慑力量以使敌人遭受难以忍受的摧毁性反击相威胁，阻止敌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国采取敌对行动。



　　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有助于维持一种不牢靠的均势，但只有在最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种手段。尽管如此，惠勒将军还是以战略家的眼光对它备加赞赏。他说：“从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处的时期和目的来看，这个战略发挥了作用。它阻止了大战的爆发。”即使在今天，当苏联的核力量和美国的核力量接近于相等(有人说超过美国)时，大规模报复仍然是我们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全面战争战略的一个重要抉择。



　　不幸的是，核摧毁的幽灵未能阻止五十年代沿亚洲边缘(从马来亚到朝鲜)由共产党煽起的较小规模的战争。对战略采取过分死板的态度和过分相信某种单一“武器系统”(这次是过分相信不可思议的空中火力)，再次证明是不可取的。这就象用榴弹炮武装警察一样。



　　灵活反应



　　因此，美国的大战略在肯尼迪政府初期就作了修改，以应付各种规模的侵略行动。这样就开始了这个战略的第二阶段，即“灵活反应”时代。为约翰逊总统所沿用的这一战略，设想首先需要有能力在各类战争中，在我们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决定性地使用有控制的军事力量，使敌人无法应付。



　　这个战略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个新的战略思想是以进行全面战争的报复力量为基础的，一旦共产党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这支力量能实施“确保摧毁”的打击。第二，在核保护伞下，责成美国军事机构保持能同时在欧亚两洲对付大战的能力，同时掌握足够的预备力量来对付其它地区的较小规模的意外事件(即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最后，我们认识到了镇压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并在这方面作出了越来越大的努力。集体安全方面的工作继续在进行，重点放在盟国的训练计划上面。但是，美国随之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世界警察”的责任，从理论上讲，各国可以召唤它来解决一切纠纷。随着计划承担的或正在承担的这些野心勃勃的义务不断增加，灵活反应很快就变成费用浩大的买卖了。一支基准部队建立起来了，国防预算扩大了，但目的与手段到底是否相适应是有争论的。三军参谋长计算时间和兵力的方法和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不同。他们争辩说，国防部长赖以履行其准备承担的军事义务的现役部队太小了。他们还认为，指望靠迅速动员和展开后备役师作后盾是不现实的。美国的战略经常处在争论之中，其原因并不在于缺乏手段，而在于无法以美国公众愿意付出的代价来获得这些手段。因此，一般任务部队应有的最低水平从未达到过。



　　当代美国的战略思想



　　一、战略环境的变化



　　尼克松政府正在设法解决上述难题。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仍同过去相似，但我们被迫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在全球同共产主义对抗的压力已经减轻了。所以，我国的战略家们计划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我国突出的利益有关的地区。关于战略环境的变化对我们的做法的影响，总统本人作了最好的说明。他说：



　　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年代里，我们凭借美国的资源和用美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的友邦业已复兴，并日益自力更生，而美国国内舆论却为二十五年之久的全球性义务所束缚。美国如果不利用其它国家增长了的力量，则可能使他们受到抑制，又把我们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过去一直只是在理论上需要的伙伴关系，现在却在实际上和心理上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在美国军事力量占压倒优势的年代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可以依赖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已经改变了军事上的平衡。如不适应这种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对抗，从而迫使我们在束手无策和大屠杀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在我们具有相对优势时期曾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力量，在相对均势时期必须赋予新的内容才能维护和平。



　　在共产党团结一致的年代里，我们对共产党国家采取了不加区别的谈判态度。在新的时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多极化的共户主义，其标志就是他们对待世界其余部分的态度各不相同。如不适应这个变化，就会忽视改善关系的新机会。和不同的共产党国家就不同的具体问题举行谈判，可以带来较多的成功的希望。



　　最后，在新的时代里，史无前例的挑战要求各个国家把思想上的分歧放在一边，而把精力集中在共同的议事日程上。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可以促进为世界利益而不是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工作的习惯。



　　二、制订战略计划的指导原则



　　国防部长莱尔德宣称，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制订美国国家安全计划必须符合下列准则：



　　美国保持一支充足的战略核力量，作为自由世界的核威慑力量的基石。



　　发展和(或)继续维持自由世界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旦威慑失灵而必须动用战略核力量的可能性。



　　推行一项国际安全援助计划，以加强整个自由世界的有战斗力的自卫力量，并在与外交和其它行动相配合的情况下鼓励在我们的朋友和盟国间达成区域性安全协定。



　　三、美国战略的显著特征



　　实力、伙伴关系、谈判和现实威慑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新结构。“可信赖的威慑”、“集体安全”和“灵活反应”等老口号所体现的力量依然存在，但解释不一样了。



　　七十年代的美国战略强调需要具备以下七个突出的特征：



　　1．主张建立一支充足的战略力量。



　　2．建立一支强大的常规力量，并说服自由世界其它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提高其防御能力以支持这支力量。



　　3．在和平时期保持足够的一般任务部队，以便同时在欧洲或亚洲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威胁和应付其它地区的意外事件。



　　4．保持一支规模较小的美国现役部队，重点放在加强战备和提高作战效能(包括现代化)方面。



　　5．再次强调保持和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



　　6．扩大国际安全援助，以适应自由世界其它国家的防务需要，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7．采用一种解决美国兵员的新办法：力争取消征兵制，建立一支全部由志愿兵组成的现役部队，在此基础上，更多地依靠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后备队。根据这个新的结构，许多具体的战略形成了，它们的内容和重点经常变化，以应付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发生的不同规模的战争。全面核战争和较小规模的对抗各有自己的战略原则。有些主要是针对苏联和赤色中国的，另一些则是针对欧洲、中东、东亚、西太平洋、印度洋、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



　　国防部长莱尔德确切地区别了对付北约组织地区和对付东方的方针，他说：



　　在北约组织(欧洲)地区，七十年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包括如下目标：在西欧，包括它的南北两翼在内，保持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以对付苏联和华约组织可能发动的、除战略核交锋之外的各种各样的进攻。这些进攻可能包括多种行动，从侵犯边界和以军事为后盾的政治威胁，到包括海战在内的大规模常规进攻，或战术核攻击。



　　在亚洲，我们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的核优势，这大大有助于遏制中国对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核进攻或常规进攻。通过建立一个能有效地对付小规模进攻的区域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优势能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是，我们的亚洲朋友和盟国必须加强他们自己的常规部队，以防御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进攻，并通过区域性的联合建立起使共产党中国更不敢贸然发动战争的防御能力。同时我们要保持足够的部队来履行我们在亚洲的义务。



　　继续存在的意见分歧



　　每一种战略不管内容怎样，或是怎样制订的，都会有人提出批评。他们会问：这个战略是什么意思？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有哪些优缺点？一旦出了问题如何挽救？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如此。真诚关心国家安全的那些献身于事业的有识之士所作的评价，与抱着个人目的或政治上、经济上别有企图的那些不怀好意或不负责任的人提出的意见混在一起。但不管怎样，严厉的批评终究是一种有益的副产品，它迫使制订政策和计划的人以及具体执行的人都向指责者证明，而且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向他们自己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正确的。



　　在美国有各色各样的批评者，从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到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之间产生争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对国家利益和目标的看法上，在对威胁的估计上，在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安排上，在愿意冒风险的程度上以及在个人的哲学观点上，各不相同。所有这一切决定着他们对待战略的态度。



　　有些评论涉及的面较窄，有些则很广泛。受人尊敬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副主任塞缪尔·亨廷顿最近发表的一篇简短而透彻的分析文章，就是属于后一类的评论。



　　据他估计，衰退中的美国实力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我们的全球霸权正在崩溃。他说，在新的环境中，“决定美国是否﹝在海外﹞卷入的准则……不是谁蒙受侵略之害的问题，而是谁从中得利的问题。总的目标不是遏制侵略，而是保持力量均势﹝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在这种均势中，没有哪个国家或集团能够行使普遍的宗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可以垮台，边界可以改变，而对美国的利益几乎没有破坏性的影响”。这句话的含义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亨廷顿坚决认为，军事力量越来越成为谈判的工具——“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概念已经广泛地运用了。因此，如果“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就不再是充足的了。同对方﹝至少﹞保持均势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反暴乱的概念已经过时。反干涉的概念和能力在维持力量均势方面将变得更加重要。



　　这类主张和其它类似的论点，值得慎重考虑。本书第三部分的其余各章将剖析美国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并着重叙述某些突出的抉择方案。读者必须自己去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疑问的，以及我国应当遵循哪些方针。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1章 威慑的概念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生死之间作出抉择。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在新的原子时代的不祥之兆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希望，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个希望，我们就能得到拯救，否则我们就会终身处于恐惧之中。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必须在世界和平与世界毁灭之间作出抉择。



　　伯纳德·巴鲁克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在联合国的演说



　　自有战争以来就有威慑这个概念，但它成为现代国家的大战略的一个突出的组成部分，却是在全面核战争的含义深入人心之后。威慑不是为了进行战争的战略，而是为了争取和平的战略，其目的在于使对方确信：侵略是最不可取的抉择方案。威慑不是从行动上去遏制敌人，而是从心理上去遏制敌人。



　　应考虑的主要问题



　　一、威慑的范畴



　　在冲突的煽动者预期风险会小于获益的时候，就会发生国际冲突。一时的冲动也会引起国际冲突。有效的威慑必须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第一、第二或第三类威慑手段，分别对付直接进攻、极端的挑衅行动(如对盟国的袭击)和肆无忌惮的冒险行为，从而制止一切战争的爆发。本章集中讨论应最优先考虑的两类，即第一类和第二类威慑手段。



　　为了充分理解整个威慑的过程，战略家们应当经常牢记下列一系列问题：



　　谁对谁进行威慑……使其不敢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抉择方案)？在什么形势和条件下用什么样的威胁和反行动来进行威慑？是面对着什么样的反威胁和反行动而进行威慑的？……为什么要进行威慑？



　　首先，实施威慑可以是积极的(声称要给予惩罚)，也可以是消极的(使其知道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不论是哪一种情形，威慑总是以赤裸裸的威胁为基础的(如果对打算造成的结果秘而不宣，就无威慑可言)，并以保证在必要时采取决定性的、自动的、无情的行动作为后盾。对敌人的警告无须仅仅限于军事方面。有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其它的制裁手段就足够了，这些手段也可用以加强军事手段。最后，如果不给对方留下体面的可供选择的出路，受威慑者可能被迫作困兽之斗。



　　威慑的目的是促成局势稳定，即促使敌对双方在面临战争的可能性时谨慎从事的一种稳定状态。稳定并不意味着敌对双方都有使对方遭受同样损害的能力。它只表明，如果威慑失灵，他们都有能力使对方受到难以忍受的惩罚。因此局势稳定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任何一方都不会因选择了第一次打击而占到便宜。



　　二、可信性的要素



　　空洞的威胁不能持久地起威慑作用。威胁必须具有可信性，即威胁者清楚地表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决心说到做到。虚张声势，非但不能起威慑作用，而且一旦受威慑者要求摊牌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遏制全面战争所需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核武器的数量和类型，比较不易摧毁的运载系统，符合专业要求的战备程度以及反应灵敏的指挥与控制机构。军事力量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它经常随着战略形势，特别是随着有关训练、技术和数量的充足程度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缓慢的，但有时也可能是突然的。军事力量不完全是有形的，但仍能相当客观地予以确定。



　　对于仅属心理状态的意图，则必须主观地进行估量。受威慑者在试图判断威胁的真伪时，应将对方的利益和目标同对方的脾气和意志加以认真的权衡。民族的特点、领导人的个性、他们过去的习惯做法以及公众对他们的支持程度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如果威慑涉及到对方生死存亡的利益，这种威慑往往能收效，但如果威慑者胆小怕事、优柔寡断而且内部意见分歧，威慑就不可能收到效果。



　　或许最重要的是，如果威慑者希望受威慑者相信他是说话算数的，他自己必须相信，他不仅有力量而且有运用这支力量的决心。



　　三、警告



　　对敌人的能力和意图的估计从来不可能做到精确无误。因此，至少有三种现象使核威慑的威胁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信性，即使常理表明将这种威胁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种现象赫尔曼·康恩称之为“战争的余悸”。他认为，在可能发生全面核战争的条件下，人们很可能不按纯粹的常理去思考问题，而老是想着威胁可能真的会成为现实。



　　第二种是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提出的“由于心中无数所造成的威慑”，即对任何进攻的结局与进攻可能引起的反应的疑虑。不同程度地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过低估计敌人的能力，错误地理解敌人的意图等，都是导致疑虑的因素。而预料中的侵略者可能会因此而不敢冒险。



　　第三种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整整写了一章的“带有某种程度碰运气的威胁”，是指尽管双方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可能产生预见不到的复杂情况。第三者的干预和作决定时考虑不周，就是造成这类不测事件的典型例子。这类不测事件能造成与所期望或要求很不一致的后果。



　　总之，不管是概然率法则，还是数学上的计算，都不能“证明”威慑的可信性。无法预计和计算的限制因素实在太多了。



　　四、相互威慑



　　威慑是一条双方都可使用的“双行道”，其手段包括威胁、反威胁、冒险竞赛和神经战。这些手段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遏制住一方或双方，也可能双方都遏制不住。关于这个问题。哈卡比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



　　威慑性的威胁﹝有时﹞是一种要坚持干到底的表示。这就是所谓边缘政策，即一种故意将危机推到战争边缘以迫使对方后退的艺术。……正因为意识到对方在理性上不打算进行战争，所以双方都可能过分使用威慑手段而导致战争爆发。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下面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结论：战争的危险恰好在于双方都确信对方将不会发动一场核屠杀。



　　赫尔曼·康恩所描述的“不合理性的合理性”有时会在这种壮观的斗争中起作用。精明的谈判者装出有点疯狂的样子，可能宣布要采取一项不可改变的行动，期望对方作出让步。尽管只有疯子才会执行这项行动，但是如果威胁能起到作用，那它就是合理的。不幸的是，如果双方都使用这种战略，那么这场斗争就会以灾难告终。然而，正象伯特兰·罗素所说的，如果一方愿意冒发动全面战争的危险，而另一方不愿意，那么前者将会在所有谈判中取胜，而最终把对方削弱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他预言，“没有哪一个有自尊心的国家将会长久地默认这样一种受屈辱的地位。因此，我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战争边缘政策和投降之间进行选择。”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它强调了相互威慑的复杂性。



　　几种威慑理论



　　有两派战略思想，一派断言威慑是永恒的，另一派断言威慑是不稳定的，从而构成了最低限度威慑和最大限度威慑两种理论(关于其基本哲理，参阅第五章)。下面扼要叙述和比较一下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理论以及最著名的折衷方案，以说明各种可供选择的手段。



　　一、最低限度威慑论



　　最低限度威慑论所依据的前提是，全面核战争最终会给有关各方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因此，甚至只拥有少量单一型号的热核武器对准城市目标，就足以保证局势永远稳定。五十枚核弹头就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他们认为，“超杀”能力会造成财力枯竭，而且也不需要大当量的或高度准确的核弹头，因为城市都是软的区域目标。持这种见解的人情愿接受武器数量、技术水平和摧毁能力上的劣势，坚信他们的方案——天真无知的典型——会成功。



　　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许多鼓吹这种理论的人承认，在双方都想遏制全面战争时，事实上会助长打有限战争。因此，他们承认需要有相当的能力来对付规模较小的冲突。



　　在贬低最低限度威慑论的人看来，这种理论是完全不现实的。他们谴责热衷于这种理论的人把“惊人的天真”同“炽烈的传教士式的虔诚”混在一起，成了一种最坏的混合物。蔑视这种理论的人们声称，最低限度威慑论者习惯于低估或者忽视战略环境中可以推翻他们结论的复杂因素。这些复杂因素是：发生人为或机械差错的可能性：运载系统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生存能力；警报网的质量；积极与消极防御的范围以及戒备部队的状态。



　　在贬低这种理论的人看来，五十至一百枚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几乎等于零。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一次突然的第一次打击，就能把它们毁掉。即使运载系统实际上是不能摧毁的(如进入阵位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些核武器也可能发射失败，中途被击毁，或打不中目标，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完不成任务。这样一小批核武器，也永远不能被指望能突破敌人的防空和反导弹防御系统。此外，最低限度威慑论不可能提供任何进行实战的能力。因此，任何国家如采用这种战略，都会被迫永久放弃主动权。在针锋相对的互相袭击城市的战争升级中，敌人会拥有全部王牌，能够坚持下去直到防御者彻底崩溃为止，并且仍然保持巨大的令人害怕的后备力量，可用于未来的斗争。



　　二、最大限度威慑论



　　最大限度威慑是依据“壮观的”第一次打击态势和最低限度的一般任务部队而设想的。它的前提是：最低限度威慑论者提出的假设是错误的。核武器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局势的隐定。无法精确地预计敌人可以忍受的摧毁程度。进行实战的能力是绝对必需的。因此，提倡最大限度威慑论的人要求对下列几点能得到确实的保证：能解除敌人的武装；能减少本国遭受的损伤；能在紧急情况下取得主动权；能保持尔后的行动自由。



　　为达到这些目标，最大限度威慑论者提出要拥有数量上和技术上的压倒优势；拥有当量和精度足以对硬目标进行核攻击的多样化的进攻性武器系统以及健全的防御体系。但是，说来奇怪，持这种主张的极端主义者自己也同最低限度威慑论者一样死板——他们全盘反对建立打有限战争的能力，而依赖以压倒的核优势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威胁来制止小规模和大规模的挑衅。



　　尽管如此，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威慑力量一类的东西。报酬递减律在这里是起作用的。关于这一点，伯纳德·布罗迪说得好：



　　威慑效果的增长程度在比例上要小于摧毁潜力的增长程度，这是一种合理的推测。……人们只能想象到一定限度的痛苦、烦恼和恐怖。超过这一限度，将这种感觉加重数倍，对一般人来说很可能只起麻木作用。……



　　有人会说，政府不象一般人那样思考问题，并且人们总得承认，要用报复性损伤的威胁来取得最大限度的威慑，就一定要有这样一种力量：它保证不仅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可以完全击败对方。……﹝然而﹞，比最大限度威慑论者所设想的轻得多的报复性摧毁，其威慑效果很可能只稍差一点。



　　基于政治上、军事上和预算上的原因，最大限度威慑论受到了指责。不相信这种理论的人认为，稳定的局势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第一次打击能力可能促使悲观的对手先发制人。由于双方都力争保持一支能经得住突然袭击的部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阿瑟·瓦斯科十年前在他的著作中曾预言，“制造武器系统和构筑掩蔽部来支持这样一种战略，会使我们保证支持的自由社会的形象受到歪曲。”最后，由于缺乏对付小规模挑衅的现实办法，会破坏任何威胁的可信性，结果不是导致局部战争扩散(任何一种局部战争都可能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就是导致不负责任地使用武力，而这样做最终将使使用武力者处于不利的境地。



　　三、折衷方案



　　在最大限度威慑论和最低限度威慑论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可行的方案。它们从一极或两极中取出某些特点，并加进新的内容。下面是按照威慑强度逐步升高的次序列出的四种方案。许多权威人士对此已作过详尽的阐述，赫尔曼·康恩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有限威慑战略



　　与最低限度威慑论相比较，有限威慑战略具有更好的缓冲作用。它也具有反击战略和打击城市目标的特征，但力求拥有更令人信服的打击能力。因此，有限威慑战略适用于多种意外事件(这类事件大大增加了对于可运载武器的需要量)。为保证核充足力量，大致需要五百到一千枚核弹头才足以进行一次有力的打击。最纯粹形式的有限威慑战略常常强调军备控制，注意考虑政治、财政、社会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它是非侵略性的，并且仍然是比较简单的。为了使彼此不至于互相遭到突然袭击(这时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侵略企图)，有限威慑论者故意降低防御的重要意义，并谨慎地避免积累进行实战的力量。



　　主要有限威慑战略



　　主要有限威慑战略在有限威慑战略的基础上增加了适应能力。它扩充了随时可供调遣的报复部队，并指定相当一部分部队负责保护居民和财产。如果威慑失灵，可以采用针锋相对的战略或其它有控制战争的战略，并能避免由于实施打击军事力量的攻击而造成“过度的”附带损伤。即使打击社会财富的武器和思想仍占上风，对付某个潜在敌人的主要有限威慑力量，也可以成为对付其它敌人的可靠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这类威慑战略的最高级形式与一种更有力的态势(有时称为“部分限制损伤”能力)混成一体了。



　　以打击军事力量作保证战略



　　以打击军事力量作保证战略显著地提高了灵活性。它可以打击多种目标；它更便于对付暴发户国家 [ 译者注：指刚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 的“小规模的”核挑衅和核讹诈；它加强了积极的限制损伤措施；并且提供了进行有节制的报复和更可靠的逐步升级威胁的机会，从而加强了两次战争中间的威慑作用。肯定无疑的是，以打击军事力量作保证战略带来了最低限度威慑战略、有限威慑战略、主要有限威慑战略或部分限制损伤战略所不可能有的真正进行实战的能力。



　　可靠的第一次打击战略



　　可靠的第一次打击的各种形式接近于威慑光谱的上端，但低于最大限度威慑，其中包括有预谋的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每种形式都利用各式各样的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进攻性的，防御性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等等。除用以对付力量相差极为悬殊的弱小对手外，任何第一次打击的抉择是否值得认真考虑，已经有人提出疑问。大多数现实的第一次打击思想的根据是：几乎肯定能同时摧毁或压制敌人的全部或大部分报复力量。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超级大国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核战争理论先驱伯纳德·布罗迪有把握地预言，不会很快出现容易的解决办法。他说：



　　人们直到前不久还认为发动战略突袭的一方会得到的那种好处(即可望几乎不受损害地消灭对方的报复力量)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在象美国和苏联这些力量基本相等的对手之间再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



　　美国过去的威慑战略



　　从一九四六年起，美国对威慑看法的争论就激烈地展开了。当时杜鲁门总统提出：“原子弹的威力……可用作对付侵略和轻举妄动的战争的最有影响的力量。”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于把核武器用作威胁手段的想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是尔后挑起争论的那些人中的代表人物。



　　问题起初似乎并不复杂。起先，美国拥有对核武器的绝对垄断。在一九五○年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对美国本土构成重大的威胁。到了五十年代，苏联先爆炸了一枚数百万吨当量的热核炸弹，接着透露了他们正在建立一支直到当时还不存在的远程空中打击力量，并且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前他们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具有制造洲际弹道导弹所需的技术能力。但即使在那时，也只有苏联能造成打全面战争的威胁。双方都只有一种运载系统，即远程轰炸机。如果使用核武器，其后果似乎不可避免地将引起巨大的灾难。复杂的战略思想还没有产生。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尔教授写的《微妙的恐怖平衡》一书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出版，该书第一次引起人们注意各种各样的威慑和实战的可能性。



　　在那最初的年代里，美国是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摸索前进的，它对威慑力量极其重视。大概在最初十年间，美国已具备进行可靠的第一次打击所必需的一切先决条件。但是，为了继承我们的传统，我国没有利用这种优势，而选用了第二次打击战略，并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方针。美国人民在当时和现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治上，可能都没有发动预防性或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准备，不管这些方案是多么地吸引人。



　　一九五四年一月，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式将当时流行的思想定名为“大规模报复”。根据这个思想，任何侵犯者都会“立即在我们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手段”受到惩罚 [ 作者注：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明确地说，大规模报复决不是要“把每一个局部战争都变为全面战争”，只是应当有一种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他强调能力一词)。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作出了同样的保证：“我们的计划并不体现这种想法，即实施大规模原子报复的能力本身就足以满足我们全部的安全需要。说我们只依赖一种武器或一个军种，或者说我们只准备打一种战争，那是不正确的。我相信，如果我国除了实施大规模原子攻击的能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能力，那么我国就会成为自己的军事态势的俘虏。”然而，不管用意何在，我们的一般任务部队在执行灵活的任务方面的准备是很不够的。 ] 。支持这种理论的力量结构是：既能使对方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又能限制对方给美国造成损害的双重能力。主要的威胁指向苏联的居民和工业生产基地。但是，美国在核作战力量上的明显优势，也使那种“以打击军事力量作保证”的战略具有在威慑失灵时赢得全面战争的能力。



　　肯尼迪总统就职时，重点急剧地转向打击军事力量的一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安阿伯市的著名演说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在发生由于大规模进攻而引起的核战争时，……主要的军事目标应当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居民。……我们正在给一个可能的对手以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强烈的警告，使它不敢贸然打击我们自己的城市。



　　那个时期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比较简单，这一特点不久就消失了，因为美苏双方都有了更巨大、更多样化的打击力量，并采取了多种消极防御措施。当麦克纳马拉看到消灭敌人全部或大部分进攻力量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时，他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立场。一九六四年，就在他的安阿伯市演说发表两年之后，他接受了有限威慑思想。新的目标是“确保单个地或整体地摧毁苏联、共产党中国以及共产党卫星国，使之不能作为国家而存在”。他的立场不久就坚定下来了。到一九六八年，国防部的年度军事态势报告毫不含糊地宣称，其目标是：



　　通过不断保持高度可靠的力量来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蓄意发动的核进攻。这种力量即使在遭受突然的第一次打击之后，也能在战略核交锋中随时使任何侵略者或侵略集团遭到难以忍受的损伤。



　　……我们的一切手段必须优先用于确保摧毁的能力方面，并且不论成本多高，困难多大，也必须拥有这种能力。限制损伤的计划，不论花多少钱，都永远不能代替确保摧毁的能力在威慑方面的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是我们摧毁进攻者(一个在二十世纪能保持生存的国家)的能力，而不是我们部分地限制我们自己遭受损伤的能力。﹝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自此之后，美国保持着打击许多军事目标的可靠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目标中不包括诸如敌人的导弹发射井、潜入海中的弹道导弹潜艇和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等硬设施)，但是若干年来其重点在极大程度上已经转向打击敌人的社会财富；而打击军事力量的思想则已不为人所重视了。



　　严格的有限威慑战略为主要有限威慑战略所取代。到了六十年代末期，约翰逊总统决定部署一个薄弱的防弹道导弹区域防御体系，于是主要有限威慑战略开始与一种部分限制损伤的态势融合在一起了。到了一九七二年五月，由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果，美国和苏联同意把各自的反弹道导弹的部署限制为每一方只建立两个发射场时，这种趋势就停止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详见第二十二章)。



　　当前美国的威慑战略



　　一九六九年美国威慑战略的僵硬性使尼克松总统就职后不久就提出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若干反问：



　　如果遭到核攻击，在面临着肯定要遭到敌人大规模屠杀美国人的情况下，总统是否只能有下令大规模毁灭敌方平民这样一种抉择？有无必要给确保摧毁的思想下一个狭隘的定义？确保摧毁是否应当成为衡量我们遏制可能受到的各种威胁的能力的唯一尺度？



　　尼克松总统试图以增加抉择方案来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所作的最明显的努力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采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在某些方面似乎很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是彻底的改变还有待于在使美国反潜战部队能发现、追踪和摧毁敌人弹道导弹潜艇方面的技术突破，或者在使“民兵”Ⅲ型导弹和“海神”式导弹具有摧毁硬目标能力方面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虽然不一定理想)使美国再度以打击军事力量作保证的战略来实施威慑。这两方面的发展都会促使我国采取可靠的第一次打击的抉择方案。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2章 战略报复的概念




　　如果你捅马蜂窝的话，可要当心马蜂。



　　阿里斯托芬：《来西斯特拉塔》



　　威慑只构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打仗要靠行动。战略能力和战略思想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起作用。它们既可使威慑具有可信性，又可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打仗上。



　　美国第二次打击战略的基本要点



　　一、报复的时机



　　美国只有在受到武装侵略之后才能实施打全面核战争的第二次打击战略。不过在时机上我们的决策者仍有两种选择：核报复行动可以在敌方核武器在我领土上爆炸之前开始，也可以在这之后开始。



　　第一种选择方案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实施，执行了约四年时间。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首次使大量的轰炸机进入戒备状态。我们所有的报复部队都是敌人可打击的“软”目标(到一九六一年我们才把洲际弹道导弹置于地下发射井内)，看来我们极其容易遭受第一次核突袭的破坏。关于莫斯科导弹部队的规模、部署、技术性能及其日常活动，我们缺乏可靠的情报。对其有效负荷和精度方面的了解尤为模糊。如果我们等到第一批蘑菇状烟云开始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空军基地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上空升起的时候，大规模报复可能就无法实施了。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美国主张采用一种接到警报立即进行报复的战略。



　　然而，接到警报立即进行报复，在当时有一个很可能判断错误的问题。因为美国当时的警报系统是很原始的(尚无警戒卫星)，而信息有时又含糊不清。无论是总统还是国民，都不想不必要地摧毁苏联的城市。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经过审议后，美国又重新回到了真正的第二次打击战略上来，尽管这对美国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二、多样化的力量：三位一体



　　多样化的运载手段是提高报复力量生存能力的一种较好的办法。这会迫使敌人制订极为复杂的攻、防计划，而且可使我国不易受到敌人在技术上出乎意料的突破所造成的冲击——敌人必须在研制方面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才能对我方性能上有显著差别的多种武器系统占有第一次打击的优势。



　　美国的战略报复力量采取了三位一体的方针，由洲际弹道导弹、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组成。如果再加上巡航导弹潜艇(这一建议目前正在辩论中)，报复力量最终将成为一支四位一体的力量。每一种武器在可靠性、射程、命中精度、突防能力、发射前后的生存能力、简单性、适应性、反应能力、控制方法、研制前景以及成本等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点。当然，每种武器各有其缺点，但是三种武器结合起来，就能很好地取长补短。



　　洲际弹道导弹



　　我们有五十四枚“大力神”导弹和一千枚“民兵”导弹，其中大部分一直处于戒备状态。这些导弹的长处在于反应迅速(几秒钟)，加上飞行速度快，能在决定发射后的三十分钟内击中苏联或赤色中国境内的目标。不幸的是，导弹的命中精度取决于目标测量数据的精确程度；导弹一经发出即无法收回；攻击目标之后还须进行侦察以确定弹头是否命中目标。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前的生存能力目前被认为是好的，但是苏联装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重型”导弹可能很快就会构成对我们的严重威胁。



　　有人驾驶轰炸机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四百架B－52型轰炸机和六十架FB－111型轰炸机，是空军作战中队的基本装备 [ 作者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B－52型轰炸机在北越上空遭到的重大损失，使美国拥有的B－52型轰炸机总数减少了，但是分配给作战中队的飞机数并没有减少。 ] ，能够变换战术、高度、攻击轴线和突防路线，并能有意识地避开已证实的或可疑的敌方防御系统。只有有人驾驶轰炸机才能找到那些具体位置还不清楚的目标，判断它们是否已被摧毁，如有必要就对其实施攻击。轰炸机最大的优点在于一接到警报就能出动，因为它有一套可靠的召回程序。然而，飞机也有缺点。它们的飞行时间不是以分钟而是以小时来计算的。地面机场和尚未起飞的轰炸机都是“软”目标，特别容易遭到苏联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轰击。此外，苏联还拥有一套复杂的防空网。



　　陆基和舰载战术飞机加强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远程轰炸机的力量，尽管这些飞机严格说来并不属于三位一体的报复力量 [ 注：“战略”(对“战术”而言，武器系统包括核炸弹、弹头、运载工具、辅助设备等，专门用在全面战争中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或使这种能力削弱到足以使敌人垮台的地步。战术飞机虽非专门为此而购置的，然而被指定执行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的战水飞机，却是以苏联本土为攻占目标的。 ] 。这些飞机部署的地理位置，从受领任务到飞临目标上空的反应时间以及作战性能，都与重型轰炸机截然不同，因而明显地增加了可供选择的手段。此外，战术飞机还是攻击机动导弹，雷达以及临时目标的理想武器。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是在水下从不断改变位置的潜艇上发射的。它们是业已发明的最隐蔽的武器系统，因此最不容易遭到攻击。按目前的技术水平，这些在海上的导弹成了几乎无法准确捕捉的目标。美国当前有四十一艘核潜艇担任此项任务，每艘装备十六枚导弹(总共六百五十六枚)。其中三十一艘潜艇最终将装备“海神”导弹。“海神”导弹是代替“北极星”导弹的新一代导弹，装有多弹头。三位一体报复力量中的这一力量由于其生存能力强，近年来已变得越发重要了。但是，“北极星”导弹潜艇也是有各种弱点的。在任何时候，最多也只能有一半潜艇在阵位上。至少有四分之一阵在港内，这就很容易成为挨打的目标。其余的潜艇则在返回或驶离驻地的途中，不大可能立即作出反应。“三叉戟”导弹潜艇(以前称作水下远程导弹系统)有希望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但该种潜艇按计划要在一九七八年后才能部署。



　　三位一体报复力量的生存能力



　　三种武器结合在一起，使潜在的侵略者在制订计划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问题。



　　例如，假设敌人计划用低当量的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付美国易受攻击的机场，用高当量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我国加固的导弹发射井。苏联这一代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在七百五十到一千七百五十哩之间，因而必须在靠近我海岸附近的地方发射。这些导弹的飞行时间大致需要六至十分钟左右。这取决于发射区到目标之间距离的远近。而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大约为半小时。



　　如果敌人所有的导弹同时发射，我们的警报系统就会很晚才发现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以致无法拯救我们的轰炸机(在跑道上戒备的轰炸机要十五分钟后才能起飞)。但这离敌洲际弹道导弹击中目标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这样，只要战略空军司令部接到发射的信号，“民兵”和“大力砷”导弹将有充裕的时间发射。另一方面，敌人如果提前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使它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同时飞临美国的目标，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使轰炸机升空，如果警报证实是错误的，还可将轰炸机召回。



　　不管敌人作出何种攻击计划，我“北极星－海神”导弹潜艇部队大部分将不受其影响。



　　三、报复力量的能力



　　自从约翰逊政府初期决定采用一种以确保摧毁为基础的打击社会财富的战略以后，美国的战略报复力量作了相应的改变，主要用以阻止而不是发动核战争。结果，我们制造的洲际弹道导弹或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都不是专门用来打击那些能承受大量核冲击波、热辐射和光辐射的“硬”目标。“大力神”Ⅱ型导弹携带的弹头大，但命中精度却不高。“民兵”导弹命中精度较高，但当量较小。“北极星”和“海神”导弹都没有足够强大的打击力。而“海神”导弹和装有多弹头的“民兵”Ⅲ型导弹一样，只不过是增加了打击目标的数量，提高了对高级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突防能力而已。



　　尼克松总统自一九六九年就职以来，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最近，国防部提出了二千万美元的申请，用以支付研制当量更大、命中精度更高的核弹头的费用。这些弹头将使“民兵”和“海神”导弹具有摧毁“硬”目标的能力。这一申请虽遭否决，但人们仍在继续注意此事。



　　政府正致力于获得一种打击在海上潜航的弹道导弹潜艇的能力。说来也怪，这种努力却从未遭到国内评论家们的许多反对。国防部正在全力研究反潜作战计划。为此，国会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已拨款约达十九亿美元。



　　增加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对局势的稳定会产生多大影响虽然难以肯定，但至少会在下列三个方面增加美国的灵活性。



　　减少损失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避免破坏虽是不可能的事，但如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行动，通过先发制人或第二次打击的方式削弱敌人的现有火力，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能减少损失的。赫尔曼·康恩简明地阐述了这种看法。他说：



　　人们在仔细研究热核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时，会注意到战后确有许多应该加以区分的国家……很敏感的人和很迟钝的人应该都能区分这样两类国家。一类国家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还拥有(比如说)一亿五千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为三千亿美元：另一类国家经过战争只剩下五千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为一百亿美元。前者(仍将是个富强的国家)……能把社会适当地恢复成战前的样子；后者则将是一种劫后余生、满目凄凉的局面，找不到多少战前生活方式的痕迹。



　　限制升级



　　战略核武器除用于大规模全面战争而外，还可用以实施象征性的和惩戒性的攻击，攻击敌人的盟国而不攻击其本土以及实施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攻击等。在上述几种情况下，打击军事目标可能比打击城市所引起的仇恨要小些，因而看来有更大的可能控制冲突的规模。



　　对付新兴的核国家



　　核武器已开始在美苏以外的一些国家扩散。这种扩散是否将继续发展下去还不得而知。由此引起的多边问题与美苏双边关系引起的问题大不相同。例如，在慑止或对付象赤色中国这样的潜在侵略者方面，确保摧毁的方针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中国占优势的农村人口居住得非常分散。彻底解除这类国家武装的能力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对付核讹诈的唯一手段。



　　四、报复力量的规模



　　第二次打击战略是一种很费钱的战略。这种战略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去积聚足够的报复力量，使之在遭到大规模突袭后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予敌以重创。关键问题是：积聚多少才够？



　　基本考虑



　　赞成或反对数量上的优势、均势或“充足”的各种议论，如果不从正确的角度加以观察，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甲”方与其对手相比，“甲”方的运载工具多一倍，弹头多两倍或总当量多三倍。这一事实对某一种战略来讲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对其它战略来讲则又毫无意义。



　　由于六十年代美国一心致力于推行有限威慑战略，当时所作的一些决定使得美国洲际弹道导弹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几年来除作了微小的变动外，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水平。而我们的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还下降了。



　　这些决定是由下列四种因素决定的：打击社会财富战略；确保摧毁政策；威胁及现有运载系统的性能。



　　打击社会财富战略



　　正如前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在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报复概念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一九六五年二月以前，即他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国防态势报告前，美国全面战争战略的基点是“制止对美国及其盟国蓄意发动核攻击”。当时美国的领导人认为，美苏都拥有“相互摧毁”的能力，如果发生战争，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了以重点打击社会财富为目标的规定，从而限制了我们力量的发展。



　　确保摧毁的政策



　　为达成既定的威慑目标而对确保摧毁能力提出的要求，几年来一直在变动。最后，麦克纳马拉断定，能摧毁苏联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人口及其一半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够了。



　　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所需的力量应有多大规模，首先取决于对苏联境内需要攻击的目标的数量、类型和位置，以及与其有关的防御能力。人们认为，美国运载工具的数量远不如那些能分导的、合用的、准确的、可靠的弹头的数量重要。这种估量使得美国采用了使现有导弹多弹头化的办法，而不靠增加轰炸机和导弹的数目，以对付苏联日益发展的进攻能力。此外，人们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敌我双方的绝对实力，而不是相对力量。“过多”力量(超杀能力)则被认为是既不必要也不可取的。



　　威胁



　　我方力量的水平与对敌人的威胁的估计也有密切的关系。估计时要将对美国报复力量进行第一次突然打击的程度、分量及其大致效力等等考虑进去。这种估计从来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但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要作出这些估计并不是办不到的。”他说：



　　参照各种乐观的和悲观的假设(在这方面往往是有很多争论的)，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推算中进行合理的修正……例如，我们在分析中，对敌人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最大数量和最小数量都要进行估计。这样，我们就能估计出敌方在弹头当量、命中精度和可靠性方面的大致水平。



　　运载系统



　　对威胁而言，每个运载系统都有各自的弱点，这样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力量要求。例如，防御一方部署的陆基导弹数目与摧毁这些导弹所需的武器数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所有其它因素都相等(其实并非如此)，其比例关系将是一对一，即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对付敌人一个发射井。实际上，可能不得不用几件武器打一个目标以保证达到预期的命中率和摧毁程度；而与此相反，一件核武器发出的电磁波可以同时捕捉几个目标。一个多弹头的运载工具就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敌对双方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之间仍有一种直接关系。对在海上潜航的潜艇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生存能力并不取决于敌方核打击力量的规模大小。



　　争论



　　出自各种不同的原因，对美国战略报复力量的水平提出疑问的既有其制订者又有其反对者。



　　一九六八年，麦克纳马拉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



　　我们目前在数量上对苏联的优势……既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计划，又超过了我们的需要。从安全的更大范围来看，我们的优势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苏联现有的力量即使遭受了美国第一次打击的全部压力，仍能有效地摧毁美国。



　　四年后，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虽然难以立即确定要有多大的核力量才能满足威慑的需要，但关于核力量的规模至少应有一个合乎常理的最高限额……那就是值得攻击的目标数目。



　　就苏联而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和百分之六十二的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在二百个城市，我们用同样数量的百万吨级核弹头就可几乎全部将其摧毁。如把可投掷的弹头数目增加一倍，也只不过使其人口伤亡数增加百分之六，使工业生产能力遭受破坏的程度增加百分之十而已。



　　(对赤色中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计算。)



　　所以，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断定，只要确实保证能把二百个百万吨级的弹头分别打到苏联和中国境内各个目标上，美国就能收到或接近收到威慑战略所希望收到的最大成效……甚至在扣除了那些可能失灵的或因遭初次攻击而被摧毁的武器之后，当前美国所保持的力量也明显地比实际的最大威慑所需要的力量大许多倍。



　　不相信确保摧毁战略的人，主张采用更加灵活的战略。美国在数量上对苏联的绝对优势已逐渐走向均势，某些方面已走向劣势。对此，他们感到痛惜。尼克松总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对于正在改变的战略均势一再表示关切。这种担心促使他在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作了认真的努力，通过谈判来取得一项为期五年的协议，禁止苏联继续增加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非常清楚的，正如美国代表团所说的：“五年内(截至一九七七年)，如果达不成一项比较全面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就有可能危及美国的最高利益”。



　　五、统一计划：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



　　要把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很好地变成具体的计划，把现有的力量成功地组织起来，就必须精心制订计划。



　　一九六○年以前，美国拥有战略核能力的各大总部都是各自制订自己的报复计划，根本不考虑其它司令部拟订的目标方案。这无疑会造成时机选择上的冲突，武器分配上的不当，人力、物力上的浪费以及给友军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因此，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命令，所有全面战争的打击计划应统一制订。为完成这项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由于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确定核突击目标方面最有专长，并拥有拟定战略报复计划的必要机构，因此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就和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设在一起，而且还任命战略空军司令担任战略目标计划处的当然的主任。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全面核战争计划问题上，直接与这个单一的联络机构打交道。



　　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有自己的专业情报机构，指导情报的搜集程序以确保情报的及时性，并负责进行技术分析工作，包括确定设想的爆心投影点(见图3)。所有这些活动最终形成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即美国进行全面核战争的攻击计划，但这一计划只是在威慑失灵时才实施。






图3　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



　　来自负责武器分配的各司令部的代表，自始至终参加制订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的工作。另外，还有两个单独的研究小组予以协助。战略研究组系该计划参谋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研究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的战术和战略问题。这个组调查研究未来的目标，新武器系统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最合适的使用方案。另一个是科学顾问小组，由军职和文职科学家组成，致力于一些诸如核爆炸现象、武器效能、某些外国武器的特点之类的专业性问题的研究。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国务院、国防部和美国情报机关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助于制订协调一致的最后的作战计划。



　　马克·马里斯卡写的一篇关于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的最生动的论文，现已公开发行。据他说，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需经常修改，并在多种条件下进行分析和演习。由此产生的应急计划，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审定后，可以使美国具备作出灵活和迅速反应的能力。他说：



　　从某些方面看，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就象外科手术那样精确。计划的准备工作必然是复杂而乏味的，但是执行起来却明确简单。不管该计划开始执行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它都可以给总统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当然，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只适用于全面核战争条件下事先计划好的军事行动。而该计划实施后的行动实际上是无法准备的。



　　六、积极的控制



　　对美国战略报复力量实施积极的控制，始终是美国的官方政策。



　　战略控制



　　在战前局势处于危急状态时，控制问题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在遭受核攻击期间和之后，控制问题则可能是，个关键。那时，总统(或他的正式继承人)必须在巨大的压力下，于几分钟之内搞清楚谁在什么情况下干了什么事，估计破坏的程度，选定最恰当的反应方式，向有关单位下达命令，并开始采取下一步行动。



　　全国军事指挥系统协助全国最高指挥当局 [ 作者注：按参谋长联席会议出版的《美国国防部军事与有关术语词典》的解释，全国最高指挥当局的成员有总统、国防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及其指定的代理人。国防部第五一○○·三○号训令详细介绍了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工作程序，并说明“全国最高指挥当局只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或继承人”。应以后一个文件为准。当然，全国军事指挥系统在为全国最高指挥当局服务的同时，确实也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务。而且，今后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也将是这样。 ] 完成这些紧迫的任务。全国军事指挥系统最终将并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该系统将更好地为更多的机构服务。



　　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设在五角大楼，昼夜工作，是全国军事指挥系统的核心。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与白宫情况分析室、国务院作战中心、中央情报局情况显示室、美国情报署情况显示中心、联合国军事使团、全国警报中心紧急战备办公室以及其他要害部门直接发生联系。因此，该指挥中心最能搜集、估价和分发那些处理危机或进行核战争所需的资料。然而，由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是个“软”目标，所以另设了固定的和流动的备用指挥所，为全国最高指挥当局服务。这些指挥所有补充性的设施，但规模较小。



　　正常的指挥系统是由最高行政长官 [ 译者注：指美国总统。 ] 到国防部长，然后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到美国本土和海外的各联合军种总部和单一军种总部的司令官。然而，对于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之类的时间性很强的作战命令，则由全国最高指挥当局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位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直接下达给“执行司令官”。“执行司令官”并非专指哪一类司令官。如情况允许，命令可能会下达给负责控制“民兵”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战略空军司令，以及下达给负责指挥执行全面战争任务的“北极星－海神”导弹和战术飞机的大西洋总部司令和太平洋总部司令。在紧急情况下，全国最高指挥当局可与具体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弹道导弹潜艇和轰炸机基地进行联系。通信网连成一片，四通八达，如果部分通信系统为核攻击所摧毁，各种文电仍可经迂回线路传送。



　　战术控制



　　对指示作出误解或恶意伪造命令都可能导致一场不需要的战争。为杜绝任何这类事情的发生，我们正在继续改进对程序和技术的控制。



　　前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尔空军上将曾解释过对战略飞机采取的某些约束措施。他说，在飞抵敌国境外的积极控制点后，



　　轰炸机如果没有接到继续飞向目标的口述密语指令，则要返回基地。只有接到总统的直接命令后才能下达这种“前进！”的口述密语指令，而且还必须由各级部队的军官以及轰炸机机组两个以上的成员对此加以证实。接到“前进！”的口述密语指令，并加以证实之后，还需要由机组的几个成员一起装载核武器。



　　导弹系统的安全措施在早期是很简单的。当时，火箭助推器和燃料是分开存放的。准备时间很长，所以发生意外的发射或未获批准的发射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是，“大力神”Ⅱ型导弹和“民兵”导弹一瞬间就能发射出去，而且一旦升空就不能召回，只能在飞行中加以摧毁。乔尔·拉鲁斯在《核武器与共同防御》一书中描述了“民兵”导弹的预防措施。每个发射控制官及其副手，位于与地下发射井分开的控制中心，负责控制十枚导弹的发射与飞行。他们必须打开两个相距至少十呎的电门，才能完成发射前的计数程序，而一个人是无法同时转动两把钥匙的。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空军要对控制、操作或接近核武器系统的人员进行甄别、选择和鉴定，(尽可能地)不让精神病患者、容易冲动的人和其他极不可靠的不称职人员充当此任。对“大力神”导弹和“北极星－海神”导弹的发射也采取了类似的安全措施。



　　美国报复概念的继续演变



　　尼克松总统在向国会作的一九七二年年度报告中把战略核部队放在美国国防计划的首位。该部队必须成为能制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的主要威慑力量，必须能使侵略者确信重大的挑衅行动会造成不堪忍受的升级的危险，而且必须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敌人进行恐吓或采取高压手段的机会。



　　美国当代的战略概念是否能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仍是政府内外进行争论的主要课题。第二次打击战略、对确保摧毁战略及有关武器的强调、三位一体的报复力量以及对报复力量提出的各种要求、计划和控制程序等等，都是尖锐批评的目标。只有在决定取消“接到警报立即发射”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才比较一致。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3章 战略防御的概念




　　在战争中，进行防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进攻能更加自由地行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一九一一年关于海军战略的演说》



　　原子时代改变了进攻和防御的传统关系。因此，马汉上述的直截了当的论断，今天已不大符合时代特点了。譬如，防御传统地被描绘成为非挑衅性的行动，但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防御却可能成为使局势严重动荡的行动。严密的防御，即使只有并不引人注目的进攻能力的配合，也可以构成可靠的第一次打击能力。此外，防御在威慑中的作用与它在实战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核防御方面的不同观点



　　战略防御是否可取，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十多年。其结果(如图4所示)真是复杂得令人迷惑不解。有些人认为，防御是维护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防御会带来有利的后果。而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则认为，防御只会带来灾难。



　　波索尼和波尔内利在其《技术战略》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反对战略防御的两个主要论点，每个论点都涉及到理论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写道：



　　反对防御的基本论据是：防御能起作用。正是由于防御能减少核战争所造成的伤亡，这就使核战争更加“合理”或更加可能发生了。……按照这种理论，美国和苏联的居民彼此都成了人质，而且理应如此。……



　　反对防御的第二个论据(往往就是持第一个论据的人提出的)是：防御系统起不了作用﹝异体字是作者用的﹞。相反，所有各种防御系统所能起的作用，正好是迫使每个国家都去建立能够突破敌人防御的战略进攻部队。……



　　主要的技术——经济论点是，第一，一种完美无缺的防御系统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要建成一个有效的防御系统，我们根本就担负不起这笔费用。……第二派意见认为，这个论点也许是正确的。即使不正确，如果我们用这笔钱来建立新的战略进攻部队，我们的处境也会更好些。因为侵略者如果估计自己会遭到歼灭而不仅仅是进攻失败，那么我们就能较容易地制止侵略。



　　不相信战略防御的人，把全部信心寄托在威慑上。他们依靠的是相互都能确保报复对方这样一种威胁。其他的人则持不同的见解。赫德森研究所的唐纳德·布伦南博士为相互确保摧毁创造了一个缩写词“MAD” [ 译者注：取英文中“相互”、“确保”、“摧毁”等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MAD，而MAD恰好是另一英文词，是“发疯”的意思。 ] ，因为他认为相互确保摧毁“几乎就是发疯”。故意制订一种在威慑失灵的情况下使千百万无辜居民丧失生命的战略，这就是发疯。






图4　战略防御论点树状图



　　波索尼和波尔内利根据理性上、技术上、预算上和道义上的理由，反对不设防的主张。他们认为，存心拖延“恐怖平衡”的时间，是违背犹太－基督教的伦理的，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承认，无隙可乘的防御系统也许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即便是可以突破的防御系统，只要能给国家提供部分的保护也总比没有防御系统好得多。这些防御系统至少可使敌人的战略和战术复杂化。更大的好处是，对于遭受小规模的、偶然的、未经批准的、惩戒性或扰乱性的攻击的担心，可以得到减轻或消除。继续执行战略防御领域内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有助于我国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这正是为保持生存而进行的任何长期努力所必需的。甚至连悲观主义者所预言的军备竞赛，也会带来某些积极的后果：由于各自的进攻武器的增加，毁灭的前景很可能使全面核战争在逻辑上不大可能发生。事实上，战略进攻武器费用的急剧升级，应使常规军备的竞赛降级。如果这种费用“不是真的大得使常规军备的竞赛降级的话，那么这种费用就是被夸大了”。反之，如果这种费用真的大得使常规军备的竞赛降级了，那么美国比苏联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来进行竞争。



　　在辩论到底要不要防御的时候，又加上了另外一个争论，即保护什么？是军事力量呢？还是社会财富呢？或二者都要保护呢？如果保护了陆基导弹和轰炸机而没有保护居民，就意味着采取第二次打击的威慑战略，因而可能使局势稳定。这样，报复能力是加强了，但是国家的命脉仍旧没有保障。反之，保护了城市而没有保护报复力量，则可能被认为是挑衅性的。因为用于侵略目的的武器是无须保护的。如果是既保护战略进攻武器，又保护居民，则明显地意味着有意积聚可靠的第一次打击能力。



　　美国的战略防御理论



　　美国的战略防御措施，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有两个目的，二者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则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目的是：保存进行猛烈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保护居民、生产基地和国家机关。



　　五十年代，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是唯一的洲际核威胁。当时，在战略防御方面没有提出什么理论问题。美苏双方都是直接用传统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来对付这种威胁。然而，五十年代还没有结束，弹道导弹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的威慑战略制订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战略防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指出，我们不能抱这样的幻想，即认为限制损伤的办法，不论其范围多么广泛，都能防止美苏相互消灭对方。在他看来，从代价上考虑，改善了的进攻能力总是能够胜过防御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态度略有改变。他承认，保护居民，使之免受第二流核大国(如赤色中国)的袭击看来是可行的。如果苏联的威胁比预料的要大，防御也可以“部分地代替我方进攻力量的进一步扩大”。然而，有一点他始终坚持不变，即防止苏联对我们城市发动进攻的全面防御，会“无谓地浪费我们的资源”。



　　尼克松总统在仔细审查了前届政府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之后，同意了后一条结论。此外，约翰逊总统曾决定为美国城市建立一种薄弱的区域防御，这种防御经修改后，就可用来保护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尼克松却把重点颠倒过来了。四年后，他还致力于同苏联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实际上取消了我们日后对城市中心的大部分保护。简言之，尽管最近官方的说法不一样，但相互确保摧毁的思想至今已为连续三届政府所接受了。这种趋势在当代美国战略防御的态势中得到了反映。



　　美国的战略防御态势



　　一、积极防御



　　防空



　　在五十年代，我们同北方邻国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防空系统。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一个紧密配合的联合机构实施计划和管理。这个机构名为北美防空司令部，由一名美国人任司令，一名加拿大人任副司令。它把格兰德河以北的整个大陆划分为若干防区，并对全部有关部队实行作战控制。



　　据此而建立的部署，包括一个综合的对空监视网，加上要点防御和区域防御。由于敌人接近我方唯一危险的通道是在北方，所以阿拉斯加各雷达站和远程早期警报线布置在从阿留申群岛到冰岛之间，作为一条外围警戒线。中加拿大线和松树线 [ 译者注：松树线是一条远程早期警报雷达线，西起美国的西雅图，向东沿美加边界至苏必利尔湖，再向东北入加拿大境内至圣劳伦斯河口。 ] 位置较近，得到下列设施的加强：大量的盲区填补雷达、沿海的海军雷达哨舰艇、美国空军的早期警报和控制飞机以及得克萨斯天线塔。有人驾驶的飞机负责用肉眼或电子设备确实识别国籍不明的飞机。截击机提供前沿地区的防御，迎击并歼灭被证实了的入侵之敌。这些截击机得到部署在我国东北各州和加拿大东南的“鲍马克”巡航导弹的支援。重要城市和工业目标的要点防御，开始由“奈基”导弹连来担任，随后，由具有低空截击能力的“霍克”导弹加以补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却让这个防空系统的情况恶化下去。在过去的十年中，远程早期警报线已大为削减。同一时期，在美国本土的搜索雷达几乎减少了一半。盲区填补雷达也没有了。雷达哨舰艇和飞机，除了在古巴与佛罗里达州之间进行小规模巡逻外，实际上已不再巡逻了。剩下的雷达的搜索范围，仅在我们的东、西海岸和沿加拿大的边境构成了一道薄弱的屏幕，几乎没有什么纵深。在密西西比河口与科罗拉多河口之间的辽阔地域，根本没有电子警戒设备。截击机的戒备率已经降低，五个“鲍马克”导弹中队已经淘汰。使装备现代化的措施也跟不上来。总之，美国的防空思想似乎很健全，但缺乏武器装备。



　　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威胁的普遍看法。据官方估计，苏联仅有一百四十架重型轰炸机，它们已经过时，并正在逐步淘汰。它们最终可能被苏联新型的“逆火式”轰炸机所取代，但也不一定。许多有影响的观察家普遍怀疑如下说法：克里姆林宫为了进行补救，将让它的八百架中型轰炸机去执行洲际轰炸任务，甚至采取中途加油的办法。



　　其他的权威人士，包括大陆防空司令部司令，对威胁看得严重一些。负责情报事务的空军助理参谋长支持他们的看法，他预言，“苏联人肯定已经决定要保持一种针对美国大陆的可靠的空中打击手段。”然而，这种估计至少暂时已经不受重视，而且为改进美国防空部队所提供的经费也越来越少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



　　美国防御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发射的导弹的措施，至今只有一个警戒网。



　　弹道导弹早期警报系统只有三个站，一个在阿拉斯加，另一个在格陵兰，第三个在英格兰。这个警报系统的监视范围控制了所有经过北极的通道。根据来袭导弹的不同发射角、弹道和目标弹着区，它可在任何来自苏联的弹道导弹在美国领土上爆炸之前十五到二十分钟发出警报。它必须在雷达荧光屏上区别出象敌人突防辅助手段这样的目标和普通的杂波干扰，然后在几秒钟之内计算出弹头的射程、航向和弹着点。配置在欧洲和远东的超视距雷达进一步加强了上述这些能力。这些超视距雷达目前能探测到中－苏大陆上任何地点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的474N型雷达能提前六至十分钟报告海上发射的导弹攻击。但是，这样短暂的预警时间是不充裕的。



　　然而，一种新的卫星传感系统，在对付敌人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包括低于轨道速度的轰炸系统的袭击方面，“现在使美国具有充分的把握，实际上可以得到瞬时警报”。同北美防空司令部有密切联系的美国空军航天跟踪设备和海军航天监视系统，能识别与跟踪航天飞行器。而航天防御中心则连续不断地将材料加以分类整理。



　　美国至今没有一个反弹道导弹基地可供使用。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内，原则上都强烈反对积极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他对军界、国会和新闻界里指控他玩弄美元政治的反对派颇为恼怒，并设法消除这种指责。他说：



　　有人断言，我们反对部署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因为不舍得花四百亿美元的巨款。让我说清楚，四百亿美元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如果我们真能建成并部署一个真正不可突破的屏障，……我们情愿花费……几倍于这笔数目的钱。



　　由于战略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在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上勉强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当赤色中国开始以一个核大国的面貌出现的时候，麦克纳马拉突然改变了立场，并于一九六七年晚些时候承认有“最起码的理由”建立一个规模不大的反弹道导弹的屏幕，以预防毛泽东的“估计错误”或“无理性行为”。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一种要求把“针对中国的、轻型而可靠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扩大“成为针对苏联的、重型的……系统”的强大压力将会产生，并警告说，“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引诱”。



　　麦克纳马拉提出了一个设置十七个发射场的“哨兵”计划，但尼克松总统就职后不久，就将该计划搁置起来，留待以后讨论。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尼克松宣布，他打算搞一个“经过修改的‘哨兵’系统”，以后又重新命名为“卫兵”系统。根据每年对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威胁的重新估计，计划分阶段建立十二个发射场，如图5所示。



　　“卫兵”系统具有三重目标：



　　1．保卫美国的陆基报复力量，使之免受苏联的直接攻击。



　　2．保卫美国人民，使之免受赤色中国在七十年代中期或末期所能进行的那种核攻击。



　　3．保护美国，使之免受来自任何国家的意外攻击。



　　尼克松总统进一步对“卫兵”系统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将对选定的民兵导弹发射场提供局部防御，并对轰炸机基地以及指挥和控制机构提供区域防御。此外，这个新系统还将保护美国本土，使之免受意外的袭击，并提供一种有力的保护以防﹝赤色中国﹞……这种部署不需要我们把导弹和雷达设在主要城市附近﹝而“哨兵”计划则要这样做，以致引起公众的惊恐﹞。






图5　“卫兵”计划原定的阶段及可供选择的方案



　　“卫兵”计划第一期工程在参议院以极微弱的多数勉强通过后开始施工。这期工程包括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和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上的设施。计划完成日期分别为一九七四年十月和一九七六年初。国会随后又批准了位于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和怀俄明州沃伦空军基地工程的准备工作。



　　作为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果，美苏签订了一项反弹道导弹条约，于是除在大福克斯的工程以外，其余工程都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停下来了。美苏双方都永远放弃在本土建立区域防御的权力，并同意把地区防御限制在两个至少相距八百英里的发射场，一个集中保护国家首都，另一个集中保护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结果，马姆斯特罗姆的反导弹设施被拆除了。最终是否会有一个反弹道导弹基地来保护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全国最高指挥当局和有关的安全机构，至今仍未决定下来。不管怎样，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停留在最低的水平上。



　　二、消极防御



　　对报复力量的消极保护



　　对敌人要打击的美国军事目标的消极防御，主要由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北极星”导弹潜艇主要靠其机动能力来减少遭受打击的可能性。



　　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已单独地或综合地采用了许多方法。建立多个疏散的发射场是基本方法。加固也是一项基本措施，不但要加固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还要加固指挥、控制和通信等各种中心，例如，位于马里兰州里奇堡的全国最高指挥当局的地下设施和深藏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附近夏延山花岗岩里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中心。然而，由于苏联现在拥有当量大、命中精度高的SS－9型导弹，加固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想在基岩上钻出足够深的发射井或浇注足够厚的钢筋混凝土，来保护“民兵”导弹，使之在遭到直接命中或接近命中时不被损坏，其费用是十分昂贵的。



　　因而，目前正在研究，到底利用公路车、火车或越野车辆实施机动是否可以成为洲际导弹保持生存的关键。结果出现了一种所谓“掩蔽基地”的想法，即准备为每枚“民兵”导弹修建多个发射场，并经常移动导弹。这样就可以玩弄一种大规模的“骗人的打赌游戏”，迫使敌人使用若干枚核武器才能保证命中一个目标。某些战略家提出完全放弃陆基导弹而采用舰载武器的办法。但是。即使只是为了节约经费这一理由，这种意见也不可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把洲际导弹放在飞机上发射的建议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缺点。



　　在飞机的消极防御方面，方针就不同了。为了增加可靠性，战略空军司令部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一种迅速反应的态势。通常有百分之四十的分布在许多地点的B－52型轰炸机、FB－111型战斗轰炸机和加油机，一直处于地面待机状态。一九七○年，通过使用包括民用机场在内的所谓“卫星基地”，增加了飞机在紧急状态下的疏散能力，缩短了升空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从而提高了飞机的生存能力。此外，在紧急状态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部分(数字保密)轰炸机和加油机，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地连续执行升空警戒。北美防空司令部所属各中队也有疏散计划。



　　通过机动实施消极防御，也是全国最高指挥当局可以采用的一种办法。该指挥当局所属的全国紧急空中指挥所，就是设置在停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跑道上处于一级战备的三架C－135型飞机 [ 作者注：不久即将改用改装的波音－747型飞机，作为前进空中指挥所。 ] 上。



　　民防



　　对于敌人要打击的社会财富目标(主要是城市)的消极防御，属于民防的范围。在这方面有以下四种可供选择的基本方案：起码的防回降物掩蔽所计划，保护部分居民；全面的防回降物掩蔽所计划，保护全体居民；防回降物掩蔽所加上城市防冲击波措施；接到核警报后，在居民稠密区进行大规模疏散。



　　甚至在十年前的民防全盛时期，也只有第一种方案曾经受到重视。当时，由于美苏在柏林的对抗，肯尼迪总统曾短暂地加速过防回降物掩蔽所的建造。惊慌失措的准备工作大约持续了两年。想尽快发财的掩蔽所承包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官方的宣传大大推动了这项计划，但做得不很聪明，正如阿瑟·施莱辛格回忆时所指出的：



　　国防部对这个问题的最初设想是，各家挖各家的掩蔽所。为了推进这一工作，五角大楼雇请麦迪逊大街 [ 译者注：麦迪逊大街是纽约市的一条街，为美国广告业中心。 ] 的专家编写了一份掩蔽所建造说明书，打算分发给每个户主。……﹝不幸的是﹞，这本小册子似乎专为那些拥有带花园或地下室的住宅的中上阶层编写的，而关于住经济公寓的人该怎么办却只字不提。……而且，这本小册子把保护居民的事都委托给私人企业了。



　　这种“各挖各的”家庭掩蔽所的建议，成了一场灾难。不久，国防部重写了一本小册子，开始实施一项联邦政府的计划，辅之以各州和地方的努力，标出城市地区现有的掩蔽所，并在这些掩蔽所内储备应急物资。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据报道，在首都华盛顿的符合防回降物掩蔽所规定标准的一千零八十三所大楼中，只有五所备有食物和急救用品。随后的努力使这种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尽管民防工作人员竭力想说服国会和公众，使他们相信防回降物掩蔽所是防止令人致死或致残的放射线的一种廉价的安全保障方式(见图6)，整个工作仍然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势头。






图6：防回降物掩蔽所的效益



　　建造每平方吋承受大于二百五十磅超压的防冲击波掩蔽所是可能的，但其造价大约是防回降物掩蔽所的十倍，令人不敢问津。如果保证有充足的警报时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从理论上讲，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可以把主要的城市撤空，只留下一些看守人员。然而，实际问题却十分复杂。试想一下，不但要做好成百万身体健康的市民(且不说有病的市民)的动员和转移工作，无限期地供应他们食物和住房，给以各种照顾，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得给他们解决在新地点定居下来的问题。



　　关于民防，已经从政治上、军事上、道义上、技术上、心理上和哲理上提出了各种各样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但是，归根结底，民防也象防空一样，毫无生气，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公众看不出有任何直接的威胁。这种态度在国会里已有反映。对于把大量的金钱用于防止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国会已越来越不感兴趣。美国一九六三财政年度给民防的拨款仅仅是前一年的一半。从那时以来，这一半又被削减了将近三分之一，这还不算美元因贬值而造成的购买力降低的影响。



　　战略问题辩论总结



　　有关全面核战争的各种主张、相反的主张、文字上的花招、逻辑上的圈套以及其他故意的含糊其词等造成的混乱状态，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澄清这些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大部分对战略问题的重新考虑，其依据至少都是十年以前的理论。当前有抱负的战略家的任务，就是要权衡各种不同的情况，分清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积极创新，提出一些富于想象力的新的战略思想。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4章 灵活反应——美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聪明人今天活着是为了明天，而不冒险去孤注一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灵活反应的起源



　　灵活反应思想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基础。它第一次出现于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制订的“国家军事计划”中。该计划经陆军部长威尔伯·布鲁克批准，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作为官方文件发表。泰勒提出这一思想是出于如下考虑：



　　大规模报复作为一种指导性的战略思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急需对其重新估价……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能为我们的领导人提供两种选择，即发动全面核战争，或妥协退却。从开始执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对这种思想的正确性提出了疑问，并暴露了它的荒谬性。朝鲜战争是在美国握有原子垄断时打的一场有限常规战争，它明显地证明大规模报复并非万能。一九四五年以来发生的许多其它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和老挝等地的战争，仅举这数例——都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虽然防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并没有保住“小的和平”，所谓“小的和平”就是说不发生那些仅比全面战争的灾难小一点的动乱……



　　我要提出来取代大规模报复的那种战略思想叫做……灵活反应战略。顾名思义，这种战略需要具有一种能对一切可能的挑战(从全面战争到渗透)作出反应的能力。……这种新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打赢有限战争和遏制全面战争同样必要。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打赢有限战争，就可能一点一点地消耗掉我们的力量，或者会把我们卷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还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大家都想避免的全面战争。



　　这个文件强调要有多种选择，而不强调依靠单一武器系统、单一战略思想或盟国的配合。这在今天听起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却很不入耳，容易引起争论。就是现在也还遭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在那个时期，一些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也有类似的主张，但在武装部队中(陆军除外)支持者却寥寥无几。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战略问题时对泰勒的这一建议进行了表决，结果该建议被否决了。



　　挫折是暂时的。泰勒将军作为陆军参谋长于一九五九年任职期满退役。但两年后又被约翰·肯尼迪召回服现役，担任总统的私人军事顾问，不久升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最高军事职务。灵活反应战略就行时起来了。



　　反对灵活反应战略的论点



　　反对灵活反应战略的意见固然反映了各军种各有自己的打算，斤斤计较于本单位的狭隘利益，但也牵涉到对国防政策和战略的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从预算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



　　国防预算是引起各军种之间彼此竞争的根源，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各军种的作用和任务(见第二十一章)。正如泰勒将军所指出的：



　　从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九财政年度，三军预算分配的比例一直是空军约占百分之四十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陆军约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余的归国防部自己。购置新装备的经费决定着部队现代化的速度。在这个重要的方面，空军在此期间一直获得经费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得百分之三十，而陆军约得百分之十。



　　他据此得出结论说：



　　由此产生的军事计划不仅由于太庞大因而难于更改，而且军界和经济界的强大势力坚持要维持这些军事计划的现状。我确信，继续强调大规模报复和全面战争的要求，既出自真正相信这种传统战略的正确性，也出自在克服习惯势力和外界势力方面的实际困难。



　　从当时的预算来看，空军显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可从现状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出所料，空军领导人反对有可能减少空军经费的新战略。然而，在拼命争夺军费这个问题上，哪一个军种也不干净。有人断言，灵活反应战略虽然表面上是利他主义的，其实不过是陆军为了改善其力量状况的一个骗局。汤姆·谢林十年后追忆往事时，想起了当时对此问题所抱的那种态度。他说：



　　五十年代末期，海军意识到，按大规模报复战略，拨给空军的经费多，因而空军能办到的事情，海军却因武器不行而办不到。因此，海军必须琢磨出一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改变战略对整个国家有更大的好处——于是，他们看中了陆军新提出的灵活反应战略。就陆军而言，它之所以提出这种战略，是因为它不得不提出一种有限战争的理论，否则就只好关门停业。



　　二、从概念上提出的反对意见



　　从逻辑上提出的不同意灵活反应的理由，要比上述从预算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更贴切些。



　　大多数主张灵活反应战略的人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敌对双方均不具备不易摧毁的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情况下，人们难以想象进行全面核战争是一项审慎的决策，除非生存受到了威胁，或者当时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选择。基于这种认识，就出现了所谓“防火带概念”。这个概念假定，发生有限常规战争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将大大增加，因为对于小规模的侵略行动不需要作出大规模的核反应。但是，核门槛的确切高度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将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斯韦尔·泰勒关于大规模报复只为美国决策人提供“要么进行全面核战争，要么妥协退却”这种抉择的结论，引起了象内森·特文宁上将一类人物的嘲笑。他说：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种论调……说美国不是要受屈辱，就是要被毁灭。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论调。这种论调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其理由有二：第一，这种论调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二，说美国会面临毁灭反映了一种谁也无法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失败主义态度。如果敌人认为美国持有那种面临被毁灭的看法，他就自然会把我国逼向绝境。



　　(敌人)并不持有那种谁也无法在核战争中取胜的看法，这一点你可以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打赌。可是这种看法正是他们想要美国相信的。他们可不相信这一点，他们倒是在准备打赢一场核战争。



　　支持大规模报复的人所持的信念同样具有说服力。他们认为美国用于有限战争的力量，应在决定性的地方使用，而不应在非决定性的行动中浪费掉。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讲演时，非常恰当地阐明了这种观点。他说：



　　局部防御始终是重要的。但是仅有局部防御，决不能抑制共产主义世界强大的地面力量，局部防御还必须以大规模报复这个更大的威慑力量为后盾。潜在的侵略者必须了解，不能总是由他来规定对他有利的作战条件。



　　简言之，大规模报复学派的成员认为，美国进行有限战争的最好方法是直接、果断地同主要敌人交战，而不要与其代理人交战。当然，这种立场意味着甘愿去冒一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而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继任者认为，为了达到有限战争的目的而使用这种核手段，是没有多少理由的。



　　最后，主张大规模报复的人认为，灵活反应战略的依据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美国多年来一直掌握着多种多样的能力。特文宁的话又一次代表了这种观点。他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具有灵活反应的能力。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决不会用牛刀去杀鸡。我国也不必要这样干。我国有时所缺少的倒是使用她掌握的手段的政治勇气。



　　正如我以前讲过的那样，现在我确信，我们确实需要加强我们在前沿地区的陆军和海军的数量，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强我们打赢一场非核战争的能力，而是为了在出事地点履行我们的义务以维持美国的威信。这些概念是迥然不同的﹝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待灵活反应战略的，特别是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们是把灵活反应战略当作美国军事战略的支柱来推行的，并辅之以可靠的威慑力量和集体安全措施。



　　灵活反应这个词虽在尼克松－莱尔德的辞典中删掉了，但是这种思想仍在起作用，并且仍然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去应付各种程度和各种规模的战争。灵活反应虽然通常是与有限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全面核战争，而大规模报复仍是进行全面战争的一种可能的选择。



　　对力量的要求



　　为实施灵活反应战略，泰勒将军建议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军事态势。作为优先考虑的第一条，他建议采取步骤“使原子威慑力量现代化，并加以保护”，同时加强“我们从事有限战争、反消耗战的部队，以抵消……苏联地面部队的优势”。其次，他要求“在精心选择的基础上，为大陆防空、总动员的需求以及在核威慑失灵时为生存而采取的措施等方面作好保障”。在威慑力量和常规力量的数量和种类方面，在部队装备的性能和数量方面，在国内外部署兵力的特点方面，在作出反应的时间方面(这与战略机动手段有关)以及在持续作战的能力方面，都必须作出相应的变更。这样，灵活反应理论才会有意义，才会有实质性的内容。



　　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实现了这个转化过程。他说：



　　一九六一年我进入国防部，当时有几个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即使我们重新考虑战略核力量在力量均势中所处的地位，我们也必须加强这种力量，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强调我们的常规力量……



　　作为开端，我们增加了常规武器、弹药和装备的采购量，扩大了海军舰艇的保养计划，签订了建造更多两栖输送工具的合同，以及改进了空军的战术战斗机以提高其常规打击能力。此外，我们还加快了训练工作的步伐，开始整顿陆军后备队，增加了陆军及其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及其后备队的人员，加强了空运能力，以及加强了非核的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等。



　　一、应付偶然事件的行动带来的影响



　　兵力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在应付偶然事件的行动方面所盛行的理论原则。麦克纳马拉对肯尼迪－约翰逊的观点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对一般任务部队的总要求和保卫我们自己领土的关系，当然不如和支持我们履行对其它国家所承担义务的关系那样大。每一项义务都要求我们必须为发生偶然事件制订对策。这并不是说，我们将同时碰到四十多个南越问题。然而……我们固然休想能同时对付所有的偶然事件，我们的对手也休想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政策一贯是规定一般任务部队的规模，以便能同时对付几个可能性较大的偶然事件。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得出了一个“打两个半战争的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拥有能在欧亚两洲同时反击重大挑战的能力，并保持足够的预备队来扑灭其它地区出现的灌木林火式的小战。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那种不切实际而界限又始终模糊不清的目标却从未达到。



　　二、兵力部署带来的影响



　　究竟应该如何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偶然事件，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麦克纳马拉对官方的决定作了如下的说明。他说：



　　当然，中心问题是，我们能否迅速采取行动对付预计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威胁。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两个。第一，保持很庞大的常规部队，驻扎在靠近世界上所有可能产生麻烦的地区；第二，保持一支较小的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中央预备队，并得到充分机动手段的支援，能迅速开往可能需要的地点。……在过去十年中，第二种办法相对说来要更加可行和更加合乎理想。



　　第一种选择方案，就是在前沿地区部署大量部队。这种作法如果运用到“所有可能产生麻烦的地区”，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来说，代价都是很高的。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位于能迅速作出反应的地点的部队，要比远处的预备队具有更大的威慑和实战价值。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消防队”办法，虽降低了总兵力方面的要求，但也降低了作出反应的能力。战区的条件，特别是在敌人的初期行动打掉了我方港口和机场的情况下，会使得我们不能及时投入增援部队。此外，以美国本土为基地的预备队，必须主要依靠预先放置在海外的补给品和备份装备，这些东西既很费钱，又难保养，还容易被敌人缴获或摧毁。



　　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这两种选择方案都是不理想的极端方案，不但没有提高灵活性，反而降低了灵活性。而折中方案则可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即在选定的要害地区前沿，部署有限的兵力，同时保留大规模的以美国本土为基地的预备队。这种安排，在必要时既能增援，又可应付较小的意外事件。



　　越战的冲击



　　随着越南战争的发展，美国的灵活性就开始缩小了。



　　大概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一九六五年我们投入越战的部队，是美国在一场战争开始时所曾投入战场作战的最好的一般任务部队。这支部队几年来一直保持了这种特点，但付出的代价极大。例如，麦克纳马拉部长曾得意洋洋地说，“在那个时期我们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兵员人数一直是稳定的，这一点充分表明我们所显示的灵活性”。



　　但事实上，为了满足越战的需要，美国第七集团军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被抽调一空。由于奉行“照常营业”的防御政策(见第二十九章)，在欧洲，以前连队都由老练的上尉指挥，现在却由初出茅庐的中尉来指挥了；部队极端缺乏有经验的军士，兵员长期不足；装备器材现代化的进程放慢了，有时竟停滞不前。例如，直升飞机的生产，几乎都是为了供越战使用。在欧洲，陆军的士气、训练和战斗力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海军和空军也遭到了同样的挫折。轮换制度实际上受到了破坏，已经没有现成的预备队。如果当时我们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再遇到别的严重的事件——特别是中东地区，在那个时期是个火药桶，我们除了以打核战争相威胁外，几乎没有什么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事件。



　　实际上，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正好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只能在屈辱和严酷得不合情理的核反应之间进行选择的境地，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发生在北朝鲜沿海的“普韦布洛号”和“EC－121”事件说明，即使发生了诸如美国船只和飞机在国际海域或空域受到武装攻击这样的严重挑衅事件，也可能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军事报复。其原因之一是，如果当时的局势引起另一场有限战争，我们是根本无法应付的。



　　灵活反应战略的现状



　　一、不利方面



　　日益缩减的国防预算，严重地束缚了美国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随地灵活使用军队去支持其全球战略的能力：



　　我们缺乏足够的一般任务部队去实施我们有节制的“一个半战争”的战略。



　　我们大幅度地裁减了军队，但是没有使保留下来的部队现代化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我们愈来愈依赖中央战略预备队，但却缺乏迅速部署它们的手段。



　　我们强调盟国共同分担义务，但却继续削减用作军援的经费。



　　我们的地区性战略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上航行的自由，但是必须控制海洋的海军却每况愈下。



　　我们应付偶然事件的行动要靠现役部队和后备役部队协同配合，但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师还没有作好战备。



　　灵活反应战略还遇到了和预算无关的其它困难。如果威慑失灵，我们进行全面战争的确保摧毁战略相当死板地限制了对作战手段的选择。进行有限战争时，“逐级反应”和“灵活反应”还被认为是可以互相代替的。李梅将军提到了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他说：



　　这种理论听起来很好，但用起来则不然。这种反应是“逐级的”，但是“不灵活”。其所以是逐级的，是因为用以对付敌人的兵力是逐级增加的，这样做兵力总不足以完成任务。其所以“不灵活”，是因为我们未能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地点和时间与敌较量。



　　二、有利方面



　　经费不足，理论运用又往往不当，使灵活反应战略在军事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幸而有一种能“对各种挑战作出反应的能力”，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而军事倒不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同心协力，为重新获得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战略灵活性作了长期的努力。美国同苏联、共产党中国和其它敌对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国所进行的对话证明了这点。尼克松总统认为，此项努力已经收到某些效果。他说：



　　1．苏联 　我们通过一系列触及我们两国紧张关系根源的具体协议，成功地为两国建立更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个前景增添了新的动力……



　　……我们商定了一项禁止在海底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



　　……我们打破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出现的僵局……



　　……我们商定了一项禁止生产或拥有生物武器和毒剂(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



　　……我们和英、法两个盟国一起同苏联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减少柏林再度成为国际上剧烈的、危险的对抗焦点的危险。



　　……我们商定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一条更可靠的“热线”联系，并商定了为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进行通知和磋商的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结束了二十五年来两国抱不共戴天的敌视态度的时期，这种态度是当时两国政策中的主要特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实现的和解虽然还很不巩固，但对后代来说要比我们(最近)采取的其它任何措施都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将标志着向建立牢固的世界和平的结构迈出了必要而巨大的一步。



　　尼克松总统还列举了与盟国关系中的一些“突破”，其中包括缓和了经济上对团结的威胁，以及促进了我们的伙伴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更大的自主性。



　　然而，军事和非军事的灵活性之间如何保持更好的平衡还有待解决。归根结底，无论在“冷战”或“热战”的情况下，都必须综合使用直接和间接的方法，“通过威胁、武力……外交、策略手腕和其它富于想象力的方法，对敌人实施理想程度和理想方式的控制”。只有我们最巧妙地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灵活反应概念才能为国家安全作出最有成效的贡献。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5章 美国关于集体安全的概念




　　让每一个国家一一不管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一一都知道，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迎着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生存和赢得自由。



　　约翰，肯尼迪总统：一九六一年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为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制订全部方案，拟出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和承担全部防务。



　　里查德·尼克松总统：



　　一九七○年向国会提出的世情咨文



　　经典的和现行的定义



　　对集体安全的不同看法是由于对该词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而引起的。



　　讲究语言纯洁性的人，把集体安全解释为“经所有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一致同意，对任何非法破坏和平的国家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全球性的安全体系” ﹝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根据上述相当狭义的解释，“现代世界上只建立过两个集体安全体系，即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奥根斯基对这一概念作了如下的阐述：



　　整个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些正确的设想之上的：力量的优势是确保和平的最好手段；除了一个侵略国之外的其它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以构成这种力量优势；侵略国面对这种压倒的优势很可能在进行侵略前就放弃其侵略意图了。



　　不幸的是，这种义务性的联合阵线在关键时刻几乎总是难以形成，主要是因为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总是互相冲突的。由于存在着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和道德上的压力，因此，在确定谁是侵略者以及到底应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除了最坚决地致力于建立全球性警察部队这一不切实际的做法的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无法弥合的。



　　因此，美国官方(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前对集体安全一词下的定义比较符合韦氏大词典所下的定义，即集体安全是“通过共同行动谋求国家联盟中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国家联盟”既可以包括许多国家，也可以仅限于两个国家，这样，双边协定也符合这一定义。



　　困难所在



　　任何集体安全条约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力量。这个目的有时能达到，有时就达不到。前海军作战部长阿雷·伯克海军上将在美国国防大学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首先，任何联盟都不如将各成员国联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那样有力。但这样的结合是脆弱的，而且容易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一国或数国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而其它国家却安然无恙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不太需要帮助的时候，盟国倒往往来帮助了，而当极需帮助的时候，盟国的援助却往往太少，而且来得太迟，或者根本没有。这种现象有时来源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 [ 译者注：马基雅维里认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北择手段。 ]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人类本性的反映。当力量的均势看来很不稳定时，只要还有选择的余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冒风险去站在失利的一边。动荡与不安的迹象有时很早就可预见到，但也非经常如此。因此，审慎的决策者从不过多地依赖外人去为自己火中取栗。



　　尽管谨慎小心，联盟有时还会把它的一些不是心甘情愿的参加者卷入一些与其本国利益相违背的极大的冒险中去。例如，在一九六七年，约旦本来是没有能力向以色列开战的，但由于它和埃及有结盟关系，所以当纳赛尔从西奈半岛发起进攻时，它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更糟的是，共同的盟约还可能被那些卑鄙无耻的同伙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苏联就一贯把其盟友当作猫爪子 [ 译者注：在《伊索寓言》中，猴子诱骗猫为它火中取栗，故“猫爪子”即“受人利用之工具”。一一译者 ] 、缓冲器和马前卒来使用。为了达到本国的目的或挫败其对手的野心，苏联领导人在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时是从未表现过任何内疚的。



　　公认的好处



　　老资格的怀疑论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盟国在危急情况下总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联合又有什么用呢？”



　　集体安全的协议要求确定共同的战略思想，制订共同的计划以及共同进行战备工作，作为采取协同行动反对共同敌人的基础。集体安全可能带来的好处很多，包括象友好和谅解之类的无形的好处和象提供机动地带、基地、领空飞越权、情报支援以及使用当地劳力等具体的好处。当然，有所得必有所失。历史告诫我们，要使协议起作用，最好的办法是国家领导人只承担真正可以履行的义务，而尽可能多做一点实际的贡献。所有的盟国应该从一开始就弄清楚条约各项条款的含义(不管是明文规定的还是内含的)，这样，在关键性时刻，就很少有作其它解释的余地。



　　历史的回顾



　　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厌恶与外国结盟的，这种态度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略有改变，当时我们与英法携手合作以“拯救世界民主”。此后，在廿年代和卅年代我们又向北美庇护所撤退。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在追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时，讥讽而幽默地提到许多高级人士一九三九年在陆军军事学院的讲话。那些人在讲坛上鼓吹：“如果我们不得不再打一场战争的话，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盟军，还是单干吧！”而全国有影响的政界人士都普遍附和这种偏见。



　　然而，恰恰在第二年我们就陷入一场全球规模的、双方都结了盟的战争中去了。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集体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为英国、中国和苏联提供物质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可是，一旦我们积极地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制订共同战略的问题就立即变得十分突出了。制订这种战略绝非轻而易举的，因为各个有主权的盟国的政治目标、哲学观点和国防态势都截然不同。常常要委曲求全，这是许多美国人讨厌的作法。这种“强迫婚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是我们从中却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教益。



　　此后的二十五年中，集体安全一直是美国大战略的支柱。这种政策首次经受的考验是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不久，当时苏联已经开始对其南部周围地区和东欧不断地迅速施加压力。当苏联使用了一系列否决权使安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瘫痪状态时，那种认为联合国能保持战后世界和平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到一九四七年，英国已显然不能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充任其传统的角色，美国才出来填补这个空白。



　　杜鲁门主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作了阐述并于同年五月廿二日通过)是专门处理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可是它为以后在广泛的范围内采取的集体安全行动奠定了基础：



　　……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略而强加在自由人民头上的极权主义政权，危害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美国的安全。……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对他们的征服。



　　美国目前所承担的防御义务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我们与四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八个双边或多边的共同防御条约(见附表)。



　　一九五一年我们与日本签订的防御条约已为一九六○年签订的条约所代替。美国虽然不是由英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但同意与该组织合作。此外，我们还与大约三十个国家签署了防御协定。



　　由此形成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使我们有义务保护拉丁美洲以及与中、苏两国毗邻的几乎每一个非共产党国家。有的有正式文件，对各方的义务作了十分详尽的具体规定，有的只是对所承担的义务作了暗示。在特定条件下，其差别可能只是学术性的。



　　附表：



　　美国当前承担的防御义务



　　一、条约



　　多边条约



　　1．美洲联防条约(即一九四七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



　　条约国为：美国、阿根廷、玻利维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 [ 注：一九六二年古巴被开除出里约热内卢条约。 ]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特立尼达、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2．北大西洋公约(一九四九年)



　　条约国为：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联合王国、希腊(一九五二年加入)、土耳其(一九五二年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九五五年加入)。



　　3．美澳新安全条约(一九五一年)



　　成员国为：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4．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



　　成员国为：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联合王国、南越、柬埔寨、老挝 [ 注：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不时东南亚条约的签字国．但在条约的议定书中它们都被包括在条约防御条款之内。柬埔寨拒绝接受东南亚条约的保护。老挝在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中立的日内瓦宣言”中．宣布它将不“承认包括东南亚条约在内的任何联盟或军事同盟的保护”。美国和其它国家在日内瓦宣言中也同意“尊重……老挝不承认包括东南亚条约在内的任何联盟或军事同盟的保护这一愿望”。 ] 。



　　双边条约



　　1．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一年)



　　2．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三年)



　　3．美中(台湾)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



　　4．美日共同安全合作条约(一九六○年)



　　二、国会决议



　　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先后共有五项国会决议。每一次都是在外交政策发生危机时总统要求国会给以支持时通过的。该五项决议如下。联合决议的日期为签字生效的日期。众议院第570号决议的日期为国会批准日期。该决议并不要求总统签字，所以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1．福摩萨 [ 译者注：福摩萨，指我国台湾省。 ] 问题决议(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众议院第159号联合决议)是为了保护福摩萨(国民党中国)和皮斯卡多里斯群岛 [ 译者注：皮斯卡多里斯群岛，指我国澎湖列岛。 ] 不受共产党中国的“武装进攻”。



　　2．中东问题决议(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众议院第117号联合决议)是为了宣布美国保卫中东国家“不受任何由国际共产主义操纵的国家的侵略”的政策。



　　3．古巴问题决议(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参议院第230号联合决议)是为了保卫拉丁美洲不受古巴的侵略或颠覆并反对苏联在古巴部署能危及美国安全的武器。



　　4．柏林问题决议(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众议院第570号决议)是为了重申美国决心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保卫西柏林及西方国家出入西柏林的权利。



　　5．越南问题决议(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众议院第1145号联合决议)即“东京湾决议”，是为了授权美国总统使用武力击退对美国武装力量的进攻，并表明美国决心保卫任何要求援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或该条约议定书中包括的国家(包括越南)。



　　三、行政协定 [ 注 ]



　　美国通过行政协定对下列国家承担了防御义务：



　　丹　麦　　1951年　　　　伊　朗　　1959年



　　冰　岛　　1951年　　　　土耳其　　1959年



　　西班牙　　1953年　　　　巴基斯坦　1959年



　　加拿大　　1958年　　　　菲律宾　　1959，1965年



　　利比里亚　1959年



　　四、政策声明和公报



　　国务院一九六九年汇编的美国承担的义务包括与外国政府联合发表的三十四个政府政策声明和公报。这些保证包括下列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门罗主义)、柏林、伊朗、印度、约旦、以色列、泰国、南越、中华民国和菲律宾。除印度外，这些政策声明和公报还包括那些根据条约、行政协定或国会决议接受了美国保证的国家。一九五四年印度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里得到保证，美国将采取行动，防止巴基斯坦使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反对印度。



　　材料来源：经《国会季刊》同意，摘自《全球防御：一九六九年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军事义务》一文。



　　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



　　从一九四七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执行许多军事援助计划，以支持盟国的军事能力。



　　开始，这些计划所提供的援助大多是无偿赠送的，包括免费的武器、装备、训练和劳务等等，以支援沿苏联边界的那些所谓“前沿防御国家”。希腊和土耳其是第一批受援国。紧接着就是著名的、具有军事内容的“马歇尔计划”。然而，随着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了元气，其它国家已提高了自立能力，我们在许多情况下就逐渐用直接销售和信贷的办法来替代无偿的赠予，从而把赠送计划改变为财政收入的来源，这有助于缓和支付平衡的矛盾。还有三十多个国家接受无偿赠送，但金额都不太大，并且大多限于训练方面。南朝鲜、土耳其和柬埔寨是目前接受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越南和老挝除外，对它们的援助被列入国防部预算的特殊项目之中)。



　　在北约组织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刺激下，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对真正的、假想的与潜在的盟国的军事援助有了很大的增长。结果，军事援助的范围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与美国国家安全关系甚小或没有关系。一九五三财政年度一年的军援费用猛增到四十亿美元，但不久就急剧下降了。不过，那几年的累计数是巨大的(从一九五○年起，单是无偿援助这一项就超过了三百五十亿美元)，几年来整个援助活动受到了国会越来越尖锐的批评。



　　这种批评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九日达到了高潮。当时参议院拒绝批准新的拨款，因而暂时中断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外援计划。尼克松总统马上采取了一项补救措施。对于他的反攻是否认真负责这个问题虽然尚有争议，但十一月四日的修正案规定，在对原有的军援计划进行全面审查之前，继续拨给足够的款项以满足现有义务的要求。



　　与此同时，军事援助继续成为美国集体安全计划的重要一环。



　　国务卿威廉·罗杰斯阐述了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



　　在一个以谈判和日益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美国来承担各自的防御责任为特点的时代，美国继续承担对安全援助的义务是必要的。这种义务有助于我们的朋友保持并增强他们自己的安全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别国可能要求我们承担条约义务的门槛……



　　我们的安全援助大部分集中在我们有直接安全利益和责任的两个区域一一东亚和中东。



　　这种计划反映了尼克松主义强调各国对其自身的安全负主要责任的实质。所以，第一个主要目的……是在调整期间提供一种稳定的基础。这种调整在东亚国家中最大……



　　第二个主要目的……是在中东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



　　第三个目的……是在苏联增强其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军事力量的时刻，加强北约的南翼。



　　当前对集体安全的批评



　　在本章开头引用的两段政策性声明之间所经历的十年里，美国的国民情绪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今天美国对集体安全的整个概念也随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摆脱孤立状态以来，政府部门、国会、军界领袖、新闻界、学术界、独立的“专家”们以及美国公众都积极地卷入了一场最根本的、最激烈的有关国家战略的辩论中。《国会季刊》对争论的关键性问题作了如下的归纳：



　　国家安全是否需要美国在海外保持大量的军事人员？我们是否必须保留大量的国外基地？那些主要是在五十年代设计和建造的设施与七十年代的防务需要有多大的关系？



　　国家安全是否一定要美国纳税人支持一项庞大的国防预算？这个预算较之仅次于美国的十七个国防开支最大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共产党中国、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的国防预算总和还大。



　　美国签订的防御条约……确实有助于保障美国的安全呢，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把美国卷入那些并不会危及美国利益但代价很大的战争中去呢？



　　在世界范围承担防御义务所花的费用，是否妨碍美国把经济资源用于解决贫困、种族关系、健康、污染以及大规模的运输工具等国内问题？



　　美国在承担防御义务方面付出的代价及其在国外的开支，在引起美国在支付平衡方面出现问题以及对作为国防货币的美元的稳定性造成威胁上起了什么作用？更概括地说，美国在国外承担的义务是否使整个国防金融体系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是否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支付问题需要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美国武器的输出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输出，在多大程度上使彼此本来只能用手头上的武器来交战的国家竟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来进行战争呢？世界上有多少独裁者使用了美国的武器来镇压他们自己的人民的合法要求？在这些交易中到底有哪些美国的防御利益受到了威胁？



　　全球的军事规划和秘密情报活动方面的要求，是否从国会的那些由选举产生的、负有责任的代表们手中夺走了就有关和平与战争问题作出决定的权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了哪些国家或政府的利益，美国应当准备参战以实践其在防御方面的诺言？



　　无数有影响的人士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严厉地指责集体安全浪费了时间和金钱。他们认为，我们的大多数盟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使得美国的物力、财力消耗殆尽。日本一一世界上第三个最大的工业巨人——就作为臭名昭著的例子遭到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还严厉指责英国人在东方和中东制造了实力真空；谴责法国不支持北约组织；对无能的国民党中国则嗤之以鼻。他们嘲笑南越在接受了美国十多年的援助之后目前仍在为自立而拼命挣扎，他们认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弱不禁风的野草，他们还怀疑与澳大利亚达成的安全协定是否有成效。极端主义者甚至提出摆脱对盟国的所有义务，退到“美国堡垒”中去。



　　尼克松主义



　　总统对事情的见解与众略有不同。他把“单干”政策斥之为轻率鲁莽。一九六九年六月他在空军军官学校阐明了他的理由。他说：



　　如果美国的一位总统靠附和新孤立主义者来笼络人心，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提请你们注意，这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将是灾难性的。……因此，让我们不要在到底是履行我们在国外的义务，还是满足国内人民的要求之间作出错误的选择。我们应该两者都满足，否则就会两头落空。



　　一九六九年八月公布并在此后加以发挥的尼克松主义清楚地说明了七十年代业已修改了的集体安全政策：



　　首先，美国将继续承担其所有条约的义务。我们要尊重我们所继承的义务——既因为它们有其内在的优点，又因为突然改变做法会给地区的或世界的稳定带来冲击。抛弃那些投靠我们的人必然会引起混乱和招致侵略。然而，将各种保证看成是不断变化的，这是符合每个人(包括那些与我们有条约联系的人)的利益的。要始终不渝地履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就需要把条约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如部队的部署和财政支援等，与改变着的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在考虑新的义务时，我们要采取严格的标准。我们国家的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威胁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卷入会起什么作用？我们并不排除承担新的义务，但我们要把这些义务与我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



　　其次，如果一个核大国威胁某个与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某个我们认为其生存与我国的安全息息相关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为之提供核盾牌。核力量是安全的要素，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无法提供这种东西，或者必须经过巨大而带有破坏性的努力才能办到。因此，我们对那些无核国家就负有特殊的义务。如果我们听任他们在核讹诈或以核力量为后盾的常规侵略面前无力抵抗，他们的忧虑就会大大增加。能够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就有可能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核扩散就势必打破稳定的局面而大大增加了冲突升级为灾难性的核交锋的机会……。



　　第三，在发生其它形式的侵略时我们将根据我们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对方提出要求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我们将争取让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在为他自己的防御提供人力方面负主要责任。没有一个总统能够保证在未来的冲突中决不让美国的人员卷入一一但在有些地区要提高卷入的门槛，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很可能不卷入……。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国家能力和利益继续提供相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全球的安全和发展主要是美国的责任，再也不是自然的和可能的了。其他国家的防御和进步，首先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其次是该地区的责任。



　　在阐述了上述一些准则之后，总统概述了下面一些暂时的困难：



　　政策只有在变成计划和行动的过程中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在这一过程中，尼克松主义力图反映连贯性的需要，同时又反映变革的要求。这里我们同时面临两个挑战：



　　——执行我们的新政策以保持外国对我们的信任。



　　——对美国人民阐明我们的新政策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由我们承担主要负担转为号召和支持别人作出努力这一过渡是困难的和微妙的。……



　　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减少我们在国外的力量，重新分摊我们的负担，或者改变我们的做法，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让别国对我们的目标产生怀疑……



　　要从越南战争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但是，不能得出这样的教训：对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卷入，唯一的矫正办法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撤退。



　　总之，尼克松主义立足于向朋友们提供大量的援助，以便他们能承担起我们摆脱了的义务，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这些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说来也怪：减少我们在海外的驻军，美国的国际影响反而会增长；与盟国政府的关系反而会得到改善；盟国的领导人一旦开始在更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不会象以前那样神经过敏；最大的好处还在于(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他们反而不大会随便制定一些不负责任的政策、发表不负责任的声明和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一一而这些情况是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时经常发生的。



　　集体安全的发展趋势



　　谁也不能期望在调整时期会万事大吉。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美国将来在欧亚两洲的战略。这些战略将在本书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分别加以探讨。假如我们在那些地区的驻军大大减少，最可能填补真空的国家将分别为德国和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担当此任所需的人力、教育水平、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经济、技术、经验和干劲。它们是否愿意承担不断增加的地区安全的责任，以及它们的伙伴愿不愿意让它们这样干，这在不太远的将来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何含义尚不清楚，但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是：这对地区的和世界的稳定会产生何种影响？共产党国家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的盟友会采取何种态度以及经过改组了的联盟具有何种战斗力？



　　不管美国在战略上转向何方，看来可以有把握地说，集体安全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收缩，但很难想象美国会采取完全放弃世界领导权的脱离现实的做法。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6章 美国对欧洲的战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常以计划代替目的，以希望代替现实。



　　汉森，鲍德温：《明天的战略》



　　欧洲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包罗各种冲突的全面战略问题。它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区域性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本章拟集中论述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部地区的军事战略。这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对欧洲的潜在威胁也极为严重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中部地区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联合王国。第六舰队是我们在地中海海域唯一的重要军事力量。它的实力是既根据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地区的利益，也根据我们在中东，北非和全世界的利益而确定的。美国在斯堪的纳维亚侧翼没有驻军，因为那个地区的利益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 。



　　美国在中欧西部的利益



　　中欧西部与我们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联系，在自由世界各个地区中，其战略地位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我国领导人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安全与我们自己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美国在欧洲的大部分利益与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侧重点不同。例如，来自铁幕后的苏联突击会直接危及欧洲的生存和独立，但对我们则不然。因此，某些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可以考虑的选择方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它国家则无考虑的余地。这种情况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制订一致同意的战略方面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日益发展的核打击力量使得西欧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愿意冒打一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来确保那些并非生命攸关的利益。如果莫斯科真是对美国的决心持同样的怀疑态度，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信誉就要扫地了。



　　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潜在军事威胁



　　对美国在欧洲利益的唯一军事威胁来自华沙条约。



　　一、华沙条约的能力



　　苏联在其华沙条约的盟国的配合下，能悄悄地施展下述军事能力：使用战略核武器使美国本土遭到严重破坏，作为欧洲战争的序幕，使用目前驻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入侵西欧，使用战术核武器，包括中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袭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机场、港口、指挥与控制设施、补给基地以及其它资产，以支援常规作战，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争夺西欧的空中优势，并与之争夺控制空中和海上的洲际航线，以严重阻碍美国的增援和后续补给。苏联还可迅速从苏联欧洲部分，波兰和匈牙利增调待机部队，或动员它的后备役部队来加强上述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



　　二、苏联的意图



　　上述种种能力概要地说明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地区的潜在威胁，但苏联的意图却减轻了这些威胁。



　　只要克里姆林宫缺乏可靠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对美国进行预谋的攻击就似乎不大可能。苏联人认为，“欧洲对立集团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将造成严重的(无法控制的)升级危险”。这种信念使苏联深入进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土的前景几乎同打一场全面核战争一样难以置信。即使以进行有限目标的入侵为形式的冒险行径，看来也是不大可能的，其原因与上面相同，即与预期的得益相权衡，所冒的风险太大了。除上述情况而外，看来，在危机时期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将是对欧洲和平最可能的军事威胁。



　　三、苏联的区域性战争理论



　　苏联的军事理论认为，如果一场大战爆发，华沙条约将有三个主要目标：消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部队，迅速占领西欧；切断欧洲与美国的联系。



　　一般的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关于欧战的理论强调尽早使用核武器，以便在整个战场上支援装甲兵和空降作战。苏联由于在武器装备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因而很可能拼命追求打核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强调使用大量近程和小当量的武器去攻击各个孤立的军事目标，而莫斯科却强调使用射程较远、当量较大的机动导弹系统，这种导弹更适合攻击诸如机场和后勤设施等易受攻击的区域性目标。实际上，苏联的军事组织深深怀疑：如果苏联真想打仗的话，是否能打一场有限核战争，一场使附带破坏以及平民伤亡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小型核战争。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方针



　　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目标



　　如果劝阻无效，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将不顾任何潜在威胁，设法慑止华沙条约组织发动从侵犯到全面战争的各种形式的侵略，并保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土免遭严重损失或破坏。



　　西欧的战略家甚至比我们更加强调威慑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土地上发生广泛的敌对行动，在美国看来或许是“有限的”，但对我们的伙伴来说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战争爆发了，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使美国免遭破坏，而他们的目标则是保卫自由欧洲。



　　在防御重点上的意见分歧造成了对立的学派。它们的分歧点是：哪种态势最能确保威慑作用；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这场战争。



　　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政策



　　现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军事计划所依据的基本政策归纳如下：



　　威慑与 　　　　　　　　　　　　 任务分配



　　有限战争　　　　　　　　　　　美国提供：



　　第二次打击　　　　　　　　　　　主要的核力量



　　遏制(不是击退)　　　　　　　　　绝大部分的海军



　　灵活反应　　　　　　　　　　　　大量的空军



　　前沿防御　　　　　　　　　　　　相当数量的陆军



　　高核门槛　　　　　　　　　　　欧洲提供：



　　最低限度的平民伤亡　　　　　　　绝大部分的陆军



　　最低限度的附带破坏　　　　　　　有限的核力量



　　集中控制　　　　　　　　　　　　有限的海军



　　非挑衅性的态势　　　　　　　　　大量的空军



　　综合能力　　　　　　　　　　　　各种设施



　　最低限度的可靠兵力



　　着重依靠：



　　驻美国本土的预备队



　　动员



　　正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在政策和目标之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种政策之间、在官方政策与西欧民心之间以及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与苏联军事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各种矛盾。因此，战略上的妥协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战略的纲要



　　具有可靠摧毁能力的美国战略报复力量，是慑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之间的全面核战争的主要威慑力量，在发生区域性战争的情况下，还可望用以阻止敌人任意升级。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在欧洲战场进行有限战争的战略，要求建立强大的前沿防御，以便立即击退入侵者或把敌人遏制在尽可能靠近铁幕的地方。这种战略思想要求以多种作战能力，采用最恰当的战争规模来抗击侵略者并在必要时有严格控制地进行升级。核武器留作预备队，决策人声令下随时随地都可以投入战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成功地执行它的战略，还必须夺取并保持在西欧的空中优势，以及控制选定的海域。如果发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备兵力不足，即由后备役部队予以加强。



　　总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竭尽全力不让苏联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除非苏联大举进攻，致使美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并且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战争升级的巨大危险。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种战略。



　　大规模报复的让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原先的依据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向西欧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以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只要美国的核能力明显地超过莫斯科，有这种简单又较省钱的战略就行了。但是，随着苏联实力的加强，大规模报复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已逐渐不可靠了。更糟糕的是，威慑如果彻底失灵，大规模报复就必然会导致一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取胜”的全面核战争。



　　因此，六十年代中期便开始了对战略进行全面的重新审定。过分依靠常规防御很快被认为花费太大；过分依靠战术核防御又被认为太不可靠。这两种方针均不能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终于统一了认识，认为那对选择性差、可靠程度低、风险又大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轻率的。因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大西洋公约联盟便采纳了复杂而耗费巨大的灵活反应战略。这种战略能可靠地加强威慑作用，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还能为实战提供更多的选择。(参阅对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旧战略的附表)



 



　　灵活反应的要点



　　防御思想既有利于作战，又能加强威慑作用。所以灵活反应起到了双重作用。



　　一、常规反应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敌人进攻开始前部署兵力的方式是很关键的。如果为了打常规战争而将部队集中起来，则在敌人发动核战争的情况下就会遭到空前的伤亡。如果为了躲避核武器的杀伤而将部队部署得很分散，又应付不了常规战争。如果采取折中方案，则对哪一种情况都不适合。



　　据推测，如果战争由于估计错误而爆发，苏联将不会在初期阶段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推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为打常规战争部署了部队。目前已部署好的部队将对抗突然袭击，并尽可能击退敌人。现有部队如果不足以阻挡敌人的进攻，必须拼命争取时间，以待北约组织的增援，做出经过认真考虑的升级决定，或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为了完成这些使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防御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奥地利边界的直线距离长达五百哩的防线(见附图)。



　　华沙条约组织可以利用三条具有战略意义的进攻路线。最北面的一条以汉堡为终点，纵深不大，但很有利。最危险的入侵路线横贯宽广的德意志北部平原(该平原是切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段的长达一千哩的俄法走廊的一部分)。第三条进攻路线在南面，沿着从图林根到来因河之间崎岖山地的富耳达山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针对这三条进攻路线作了相应的部署。这些大受抨击的部署所依据的是历史事件，而不是战略意图。这种部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英、法、美占领区基本一致。联邦国防军现在分担了英国和低地国军队承担的防御最重要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责任，而强大的美国仍在南翼保卫着最易防御的地区。为了调整这种不合理的部署而把美国部队调往北线，或留作机动预备队，也许具有军事意义，但调防费用巨大，还可能在外交上引起忍受不了的麻烦。当前，尚无此种行动的迹象。



　　前沿防御的做法原先只是为了确保西德全力参加防卫的一项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因为西德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任意分割德国领土的任何主张。因此，前沿防御的目标一直是阻击大规模的进攻，并迅速稳定局势。



　　执行这项任务是很困难的。目前的接触线很难防守，尤其沿平坦的北部平原一线更难防守。在不能进行阻滞战斗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尽管如此，自从戴高乐一九六七年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从法国赶出去以来，前沿防御就成为军事上一项必要的措施了。苏联的首次强攻将切断我方的补给线(目前这些补给线从不来梅港、鹿特丹和安特卫普向四周辐射，然后沿未来的前线或紧靠前线伸展出去)。机场也有可能遭到破坏。



　　即使前沿阵地证明是易于攻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不再能进行纵深防御了。以前，大西洋联盟的防御纵深必要时可沿已建立的补给线和交通线直抵比利牛斯山脉。现在，在西德的腰部，战场仅有一百三十哩宽，还不及从洛杉矶至旧金山距离的三分之一。机动范围对军队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和设施都极为拥挤。每个有价值的军事目标，象指挥和控制中心、空军基地、港口和补给站，均在苏联中远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敌人的突破会迫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穿过比利时向敦克尔克撤退，或向南撤到阿尔卑斯山。即使在紧急情况下法国请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部队来支援，也不会增加多少好处，因为那里的军事设施不是损坏了，就是拆除了。



　　在目前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选择的自由明显地缩小了，作出决定的时间也减少了。大西洋联盟在铁幕前面能支持多久将取决于许多可变的因素，包括(但不仅限于)战争的性质(核战争或非核战争)、苏联进攻的规模(广泛的或有限目标的)、预警时间的长短(几小时，几天，还是几周)、双方兵力的对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志以及天候条件等。如果强大的敌人突破前沿，那么除非我军在无法徒涉的来因河(这是通往后方的第一主要易于防守的地形)的后方重新集结，否则，我们的主要抵抗线就会被包围。



　　二、战术核反应



　　如果纯粹的常规防御崩溃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磋商后，就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是，大西洋联盟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动用核武器却故意含糊其词，使敌人难于制订计划。



　　一个低核门槛将能提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强大的前沿防御的能力，但有若干理由证明，一个高核门槛是有利的。



　　大量使用战术核武器，就难以避免使平民遭受严重伤亡和造成附带破坏。由于搜索目标的能力有限，要准确地击中固定目标，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击中运动中的部队了。况且，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攻击“可疑的”目标又有极大的诱惑力。即使双方都同意避免实施地面爆炸，意外的放射性回降物也会造成大量的死亡。



　　进行控制充其量也只能是一般的。核武器只能非常有选择地使用——只能用于防御目的；只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土上使用；只能攻击军事目标；只能实施空中爆炸或用作原子炸药包；只能使用小当量的弹头。但是，所有这些限制都不象核战争与常规战争之间的“防火带”那样易于被对方识别。哪一方先突破这些严格的限制，哪一方就可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所以要求升级的压力必然是很大的。



　　战术核战争对人力的要求可能要超过常规战争的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沿防御部队必须足够强大，以迫使敌人集结部队。否则苏联的突击部队就很难成为对我有利的攻击目标。当然，我方的部队也有可能遭到核袭击，其消耗将是很大的。因此，拥有大量物资储备和训练有素的后备兵员的一方，就可能取得最后的优势。



　　三、增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几乎没有现成的预备队。所有主要的地面作战部队都在“第一线”。现有的战斗机中队的数量据判断是不足以完成指定任务的。所以，在紧急时刻务必及早加强目前已展开的部队。



　　我国的空中——地面增援部队分为三类：驻守美国但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的双重基地部队；被指定在紧急状态下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的其它现役部队；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后备队中精选的部队。



　　这些部队的战备程度很不一样。例如，某些战术战斗机、侦察机和空运部队几乎可以立即派往欧洲，其它部队可在十天之内启程。而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各个师则需要长得多的预警时间，以补充人员和装备，完成合练以及展开部队。如果战争在九十天内结束，那只能指望那些在战争结束以前早早就作好动员并部署好的部队起作用，而其余的部队，不管它们在纸上多么令人注目，统统都是没有用的。



　　驻美国的增援部队较之驻欧洲的增援部队不易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这些增援部队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开赴战区，这就提高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心的信誉。然而，远方的预备队远不及当地现有的部队，因为他们不熟悉任务和地形。同样重要的是，在局势紧张的时候，进行增援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利的。这种措施只能引起战争，而不能防止战争。



　　四、大规模报复



　　如果其它所有的措施看来都不适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可对苏联本土进行大规模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首先关心的不再是对欧洲盟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将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附加的要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灵活反应战略依赖于在大规模报复战略风靡一时情况下被贬低了的一些能力：制空权，海上控制权，战略机动力(空运和海运能力)以及指挥区域性战争的指挥与控制机构。



　　一、制空权



　　地面的行动自由要求取得空中优势。怎样才能最好地赢得制空权，这是一个难题。攻击东德境内的空军基地就是端了敌人的老窝，但是敌人的防空部队必然会使我们蒙受重大的损失，并要冒使战争迅速升级的危险。使空战局限于西德上空虽能控制战争的规模，但却在敌人面前丧失了主动权，还会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境内平民的伤亡和建筑物的破坏。



　　空战持续的时间影响到消耗的大小。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对埃及机场的攻击表明，短暂的常规战争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而在核战争中，尤其当苏联的弹道导弹攻击我们的设施时，损失将大幅度地增加。空战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剩下的可使用的飞机数量将大大影响地面战斗的进程。



　　二、海上控制权



　　增援与补给是目前优先考虑的项目，要求从西欧到北美和中东的交通运输线安全畅通。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认为，盟国的运输船只如果没有武装护航，要蒙受“重大损失”，这种损失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由于苏联潜水艇在加勒比海和非洲西海岸进行的遮断行动而开始。因此，必须粉碎“苏联海军大规模的遮断行动”，以确保这些主要航道永远畅通无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由于各种油料和其它后勤补给品的匮乏，而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崩溃，即使想通过地面战斗来稳定战局也无济于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首先打一场持久的反潜战，才能把损失减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控制整个大西洋水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施了纵深防御。在战争期间，它的舰队将利用地理上的“咽喉要地”，例如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之间的通道、土耳其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波罗的海的狭窄海道等，以限制敌人海军的活动。



　　三、战略机动力



　　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能源源不断地把大量的兵员和物资从美国运往欧洲。



　　如果西欧的设备未受破坏，那么美国和西欧的港口和机场的吞吐能力相当够了。和平时期的航空港在危机时可由适于运输机起落的其它军用机场予以补充，必要时，也可动用民用设施——但必须注意政治影响和作战形势的要求。目前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的海港在战时仍可继续使用。无论是鹿特丹或是安特卫普，都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美国的需要。



　　我们的空运手段足以完成预定的任务。如果战争突然爆发，我们将只有部分军用飞机能够立即供使用，对当前空运活动和飞机每天的平均出勤能力进行的分析表明，战争初期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空军的全部运输力量都要用上，预计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真有问题的是在海运方面。海军陆战师、少部分陆军部队以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补给品和装备都必须靠船舶运输。



　　现有的海运手段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适应这样繁重的任务。在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政府所拥有的战略运输力量和长期租用的干货船将只限于三艘自动装卸船。为了满足战时的需要，我们几乎只能依靠美国的商船队(根据总统的命令可以征用商船)。然而，即使全部商船积极应召，但由于这些船只通常分布得很广，把所需要的船只集中起来也颇费时间。况且，我们的很多商船都临近整批报废，不适合军用。散装货船和干货船正在被新型的集装箱货船所取代。集装箱货船又大又快，但不适于运输坦克、自行火炮、载货卡车和其它大型设备。我们可以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那里得到一些援助，但匮乏现象仍然很严重。



　　四、指挥和控制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灵活反应战略的特点是有一套复杂的指挥和控制机构，该机构拥有制订计划、进行指挥、协调和控制军队及作战行动所必需的人员、装备、通信工具、设施和指挥程序。备用的指挥所和充裕的通信工具可以提高该机构的生存能力，可是这个系统中的很多部分却构成了核战争中极易被摧毁的“软”目标。



　　大西洋联盟的多国性，加之成员国在危机时必须相互磋商，带来了另外一些弱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指挥机构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它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也是不同的。目前有效的指挥程序将来是否有效尚有争议。这一点至关紧要。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跨越核门槛的时刻到来时，它能否迅速行动起来是能不能生存的关键。



　　与战略有关的部队



　　灵活反应比大规模报复需要更多的常规部队。可是自从北大西洋联盟采取了建立一支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部队的方针以来，其军队数量已明显地减少了。法国一度曾经提供过占总兵力的百分之廿左右的军队，但在一九六七年却让它的军队摆脱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控制。美国也一再削减它的兵力，今后可能还要削减。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目前提供的兵力比六年前多。



　　由于美国削减了兵力，损害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力量。我们的伙伴正在少量地加强他们的兵力，如果开支使用得当，还可保持更多兵力。但这一切似乎代替不了强大的美军在欧洲的存在。美国驻欧洲的军队比之盟国较小的军队更受尊重，而且比远在美国本土的预备队给人的印象更深。美军除了起到实际的作用之外，还起到象征作用。只有联邦国防军能够适当地替代美军的作用，但是加强了的德国军国主义会引起铁幕两边的局势不稳定。因而，在相互均衡裁军的范围之外，美国进一步削减军队就会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于缺少现实主义的选择方案而重新采用大规模报复战略。即使在目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力量也没有建立在牢靠的军事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颇不稳定的因素之上。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态势并不比它的威慑力量好一些。它的部队部署得非常分散。驻美国防区的四又三分之一个师，在两个装甲骑兵团的协助下，防御二百五十公里(一百五十五哩)长的防线，大约等于理想长度的两倍。我们根本没有作为预备队的师。美国空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是不那么容易估计的，但根据军事演习、计算机以及其它技术的测算表明，“我们的整个兵力”是不充裕的。因此，要达成某些基本目标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现有兵力不能胜任的。



　　归根结底，能否成功地保卫自由欧洲有赖于及早投入美国的空中－地面增援部队。但是，这些部队的战备程度很成问题，而且战略机动力方面的问题反过来也影响他们及时投入战斗。如果兵力不足的状况不予纠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灵活反应战略就不足信。



　　政治影响



　　军事结论往往必须受到政治考虑的制约。在写本文的时候，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都不相信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我们未来的军事态势将恰当地反映出美国决策人对美国在欧洲安全利益的看法，他们对变化着的威胁的关切程度以及他们愿意冒风险的程度。准确地判断苏联的意图显然是绝对必要的。苏联的意图瞬息之间就能改变，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能力却不能。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7章 美国对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西部战略边界位于美洲海岸线，加上从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和关岛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群岛这样一个由岛屿构成的暴露的突出部分。事实证明，这个突出部分不是一个有力的前哨，而是敌人能够并且确曾沿此发动进攻的一条薄弱的通道……。我们在太平洋的胜利改变了这一切。此后，我们的战略边界即包括了整个太平洋，而太平洋也就成了保卫我们的巨大护城河，……通过由我们和我们的自由盟国控制的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构成的弧形岛屿锁链，我们对这一边界的控制直达亚洲海岸。从这一岛屿锁链，我们可以用海上和空中力量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 ] 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港口，并制止任何敌人进入太平洋。



　　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历史的回顾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八年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美国的战略思想几乎全部集中在预料日本要侵犯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和领土而可能引起的冲突上面。实际上，那时确实没有其它迫在眉睫的危险。德皇刚被打败和废黜。共产主义的威胁虽已初露头角，但布尔什维克还无力进攻美国。



　　自从那时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就不再是如此简单而明确了，也许今后永远也不会是这样的了。在此后的岁月里，全球性的威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形成了战略重点离开东方的局面，只有在我们把精力倾注于东南亚问题，特别是越南问题的时期是例外。(见附图)



　　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尽管如此，美国在太平洋水域及其附近的亚洲还保持着重大的国家利害关系。全人类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与这个最大的海洋相连接的陆地上。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赤色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日本的经济在世界上占第三位。我国有四个州位于太平洋的东部边缘。夏威夷州位于太平洋的中部。美属萨摩亚岛、关岛、威克岛、约翰逊岛和中途岛，加上豪兰岛、贝克岛和贾维斯岛都是美国的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为联合国代管的太平洋托管地共有三百多万平方哩。此外，我们还和许多东亚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联系，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感情或传统性的联系，另一些则是以条约形式定下来的(见十五章)。



　　不管怎样，制订战略之前必须对美国的利益，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长期研究远东问题并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博士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要论证美国目前在亚洲就存在着重大的利益，的确是困难的……。美国和中国在地理上不相接壤，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不相干；我们同亚洲(即使是同日本)的贸易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生命线不在亚洲；我们离亚洲很远；而且我们比整个亚洲要强大许多倍。显然，我们并不存在什么立即会受到亚洲人直接威胁的重大国家利益。



　　那么，我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什么呢？我们在亚洲的第一个利益在于亚洲是当今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我们正试图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和平、稳定和繁荣。……我们的第二个重大利益在于亚洲的未来。有朝一日，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洲人拥有的力量，有可能比今天强大得多。……我们同这一未来的亚洲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它远远超过我们同今天的亚洲的利害关系。……我们在亚洲还有第三个利益，这就是我们自己在道义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要求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赖肖尔看来，这些利益以及从这些利益引伸出来的各项目标都不是紧迫的，他建议：



　　因此，在对待亚洲问题方面，我们与其它所有国家相比，应该最为从容不迫，因而也最能表现出忍耐性、宽容精神和长远的预见性。



　　美国战略的结构



　　根据上述的见解，我们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在亚洲，美国采取一种间接的战略方法是对的，这种方法比我们前一时期推行的战略较少地依赖直接的军事介入。



　　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政治上的多样化、地理上的差别以及威胁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比我们在欧洲所遇到的还要复杂得多的局面。例如，根本没有一个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能赖以开展工作的尚属团结的机构。在沿着把共产主义国家同我们的盟国和第三世界划分开的漫长的边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容易识别的敌人可能选定的进攻方向。在此边界的南面，颠覆和暴乱远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土上更为普遍。但幸运的是，印度支那或菲律宾的小块地区上的动荡，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台湾、朝鲜或日本的命运，而如果在西德发生类似的动乱，则将影响自由欧洲的其他国家。因此，这里不存在相连的常规防御防线。要制订统一的、完整的、适用于整个地区的战略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针对各个地区，如东南亚、菲律宾、台湾、日本和朝鲜，分别制订美国的地区战略。



　　尼克松主义的应用



　　然而，某些基本指导方针还是适用的。



　　关岛主义(现称尼克松主义)概括了当前美国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共同防务准则。它的主要论点承认：这个地区的新兴力量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我们与之进行对抗的那种力量。



　　二次世界大战的宿怨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战后时期的旧的依赖关系也是如此。……



　　亚洲国家较前强大了，它们能够而且决心在建立它们这个地区的国际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它们正在按地区结构联合起来，这就使它们更加不为大国的政策所左右，并能对大国的政策施加更多的影响。



　　太平洋地区的几个主要强国(日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东亚的新现实方面，都面临着困难的抉择。……



　　然而，亚洲的新兴力量是一个事实，它要求美国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更为克制的态度，以鼓励和支持亚洲的区域主义、亚洲的自力更生精神以及亚洲的主动精神。



　　在以上述的现实为基础制订对东方的新战略时，尼克松总统注意到有必要作出审慎的平衡。他说：



　　如果我们在帮助﹝我们的亚洲伙伴﹞方面做得太少，因而削弱了他们对我们履行义务的信心，他们就可能丧失进行自卫的必要意志。……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太多，以致美国的部队做了当地部队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而不是独立自主的精神。……然而，我们的软弱要比继续保持我们的实力更容易引起事端，因为这可能鼓励别人采取危险的冒险行动，并产生认为军事冒险主义可能得逞的幻想。



　　人们普遍认为，尼克松主义意味着“不再出现越南事件”。但事实上，尼克松主义故意在概念上说得含糊不清，以便引起记者、政治家、共产党的发言人、甚至总统自己班子里的人员对此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在这项声明中，没有一处说明对太平洋诸岛的政策和对亚洲大陆政策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一处明确规定哪一种威胁会引起美国在军事上作出反应。在正式的条约和其它形式的同盟之间，或在各种类型的美援之间，都没有明确地加以区别。因此，对尼克松主义这个概念的解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不仅使敌方捉摸不定，而且由于它有意将含义搞得模棱两可，致使有关的友好国家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最明显的是，尼克松主义回避划定一条界线。而许多人认为，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则不一样，他于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所作的重要演说中，曾划过一条明确的界线。当时，他画了一条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和琉球群岛至菲律宾群岛的岛屿防御圈，而把福摩萨 [ 译者注：指中国的台湾省。 ] 和亚洲大陆上的所有前哨阵地排除在外。他说：“就太平洋的其它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没有一个人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攻击，这一点必须明确。”这一透露究竟是否鼓励了克里姆林宫及其北朝鲜傀儡搞冒险主义，可能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仅仅六个月以后，共产党的部队就涌向南半部，越过三八线向汉城进犯，看来也太巧合了。



　　条约义务



　　我国在亚洲承担的大部分条约义务，就象尼克松主义一样含糊不清。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不一样，北约协议里坚持认为，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入侵，“将被认为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进攻”(必要时将以武力回击)，东南亚条约组织协议只规定每一个成员国“根据本国的宪法程序来对付共同的危险”。任何侵略如果没有达到公开进攻的程度，要求各成员国采取的行动最多也只是磋商磋商而已。



　　美国对于根据这些协议所承担的义务的解释，自从麦克阿瑟将军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对国会发表告别讲话以来，显然已经有了变化。这位将军尽管经常发表议论，但毕竟不是国家的决策人。他在告别讲话中提出了下列论断：



　　……在任何情况下，福摩萨都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立刻威胁到菲律宾的自由，而日本也有丢失的危险，这就很可能迫使我们的西部边界后退到加利福尼亚、俄勒岗和华盛顿州的海岸﹝异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美国在七十年代对承担保卫福摩萨的义务的态度同在麦克阿瑟时代一样坚决。赤色中国通过大规模进犯来夺取这个岛屿的任何企图，几乎肯定会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反击。然而还存在一些其它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即使国民党中国最终可能“落入共产党之手”，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也是不合适的。



　　南朝鲜在它本国的防务方面，也正在担负着比过去大得多的责任。这对它的邻国日本的安全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战略改变的结果，美国常驻大韩民国的部队数量正在削减。正如尼克松总统所指出的：



　　美国在朝鲜驻军的规模已被视为我们履行义务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象征作用已经变得比实际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制止了人们对威胁和当地部队应付威胁的能力进行严格的审查。然而，明显的是，自从一九五四年作出在这里常驻两个作战师的决定以来，朝鲜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能够引起美国为保护亚洲任何一个盟国而动用武力的最可能的意外事件，将是共产党中国发动的难以接受的军事挑战。然而，这种可能性很小。中国共产党人当前正在全神贯注于在和苏联接壤的漫长的北部边界的所谓严重威胁。向邻近的自由世界国家发动武装侵略，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有利的。此外，他们和我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初步交往，在保持地区性的力量平衡方面，可能起非常实际的作用。——有什么理由在早期就破坏这种可能性呢？



　　前沿部署问题



　　在对整个东亚和西太平洋履行义务的过程中，美国仍然必须依靠在前沿地区部署精选的陆、海、空军部队，以保持必要的反应能力。这就需要有一个海外基地网，供驻军及作战用。为了在各种情况下支援美国及其盟国各军种的一般任务部队，还需要有补给、保养、医疗和其它设施。



　　然而，自从麦克阿瑟描绘边界线(本章开始时已作过介绍)以来，战略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准确的远程弹道导弹的出现，苏联海上力量的崛起，赤色中国的日益壮大，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变化等(这些仅仅是新近发展中的几件事)，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九五一年时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目前正在研究这些基地的位置)作用以及与之有关的部队的规模。同时我们也在研究需要这些基地和部队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



　　不管研究的结果怎样，某些设施大概将证明是必不可少的，而另一些则显然是不必要的。若干重要基地的地位问题，诸如横须贺海军基地，日本的机场群，冲绳的重要设施，以及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设施，都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我国要在亚洲的安全事务中继续发挥显著的作用，那些在越南战争中作过重大贡献的设施，在未来也将会证明同样是有用的。令人遗憾的是，东道国的反对派常常施加强大的压力，想把我们撵走。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调整美国和盟国的利益，是我们的大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朝鲜、台湾和泰国的设施，至今没有在这些国家引起剧烈的争论，但在我们国内，却遭到了那些主张大量削减美国在海外驻军的集团的抨击。正如尼克松政府所宣布的，几乎可以肯定，许多设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予以放弃。



　　因此，为了弄清在太平洋上逐步东撤的影响，正在进行紧急的研究。如果研究的结果证明收缩是必要的，那么关岛将在战略计划中起更大的作用；那些设置在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基地也同样如此。从上述托管地收缩对我们说来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位于战略要地而又对美国友好的澳大利亚，在未来的美国战略计划中的地位可能显得更为重要。珍珠港固然有极好的设施，但距亚洲太远了。



　　无论我们把我们的前沿部队和设施部署在哪里，第一和第七舰队都要负责保卫海上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在金门 [ 译者注：金门位于美国旧金山湾的湾口。 ] 以西任何地区进行有效作战所必不可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海军在这方面的努力几乎没有碰到过任何障碍，但随着苏联的或许以后还有中共的海军力量的不断加强，竞争可能会日益加剧。



　　大国之间的关系



　　在今后的十年中，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对美国的战略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日本在自由亚洲防务方面和谁结盟以及起什么作用的问题。究竟这个潜在的强国是作为一个羽毛丰满的伙伴与美国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呢，还是当赤色中国力量得到加强时选择严格的中立路线呢，还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与美国疏远呢，还是和共产党人积极合作呢，各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是大不相同的。



　　人们必然要关心美国和赤色中国之间今后的关系。尼克松总统对此提出了如下的指导方针：



　　我们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



　　——相信一个和平和繁荣昌盛的中国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反映。



　　——确信亚洲的和平以及亚洲和世界的最大进步和稳定，需要中国作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一样，不会牺牲它的原则。



　　——深信我们只有表明无论在和我们的朋友还是和中国的关系方面是可信赖的，才能与中国建立永久的关系。



　　——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相应的态度制订对我们的政策……。



　　我们愿意谋求各种方法来开始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愿意探索某些共同点，以建立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开端。



　　经过一段更长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能看到究竟这两个国家——尽管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它们前不久还彼此完全隔离，它们的意识形态互不相容，它们对未来的设想截然不同——是否能从对抗转向交流，并进而达到谅解。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我在就职演说中确定了对待所有潜在对手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对抗以后，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



　　“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我们的对话线路是开放着的。我们谋求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开放，商品和人员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无论是大国的还是小国的)生活在仇恨的隔绝状态之中。”“我们不能指望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争取不使任何人成为我们的敌人。”



　　当我谈到这些指导方针时，我脑子里深深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本着这种态度制订的……。我也是本着这一精神作北京之行的。



　　在这一方面，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证明是决定性的。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不大可能重新建成一个团结的集团。甚至中苏之间进行积极合作的可能性目前也似乎很渺茫。中苏之间如果爆发严重的敌对行动，将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战略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对美国和苏联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作出估计，因为苏联确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大国。我国官方对苏联作用的估计认为：



　　苏联希望看到我们的影响削弱，但又担心这种削弱会使中国的影响得以扩大。与此同时，苏联不能不考虑到美国影响的削弱可能有助于我们和大陆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从而容许和鼓励中国集中精力对付苏联，而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为了对这些相互影响作出反应，美国的战略家们正谋求在这一地区实现以美国、苏联、赤色中国和日本为四角的四方力量的稳定平衡。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8章 美国对中东的战略




　　越南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然而，它并不是最危险的问题。中东的局势才具有这种可怕的特征。在那里，苏联和我们的政策卷入一场也许难以控制的冲突中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理查德，尼克松：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演说》



　　历史的回顾



　　美国同欧洲的战略联系可追溯到十六世纪。自海军准将佩里 [ 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1794－1858)于1853年率领四艘军舰开入日本蒲贺湾，强迫幕府开港，从此打破了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 ] 时代以来，我们一直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对比之下，我们卷入中东则完全是现代的事情。



　　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法国、俄国一直在争夺中东地区。然而，在一九四六年以前，美国在中东一直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总统的强硬路线迫使斯大林从伊朗北部后退。这是一段最顺利的时期。所有的争夺者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而美国却骑着白马，打着大旗，进入了中东地区，不仅受到了伊朗，而且也受到了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广泛的赞赏和尊敬。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我国在这里的主要利益有三项，这些利益在过去或现在是不是重大的，仍然是可以争论的问题。



　　第一项利益是，我们寻求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中东。这项利益影响着其它两项利益。当时，这种愿望又与美国的下述根本国家安全目标有直接关系：通过遏制共产主义以保持力量均衡。这一目标现在仍然是高于一切的，正如尼克松总统在下述政策声明中所指出的：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在世界的利益)在于不允许世界和平的大厦在这里坍塌。……任何大国旨在谋求统治地位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加剧当地的争端，影响欧洲的安全，并增加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不谋求这种地位；我们也不能容许别国在这里建立这种地位。



　　第二项利益是使中东的石油不断提供给自由世界。这不仅因为中东石油是一项赚钱的买卖并是我国石油的辅助来源，而且也因为我们北约组织的盟国和日本都十分依赖中东的石油。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期间，中东的石油产量由每天的七十万桶激增至一百七十五万桶，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六，而所有其它地区的年增长率则不到百分之七。在其后的十五年里，中东石油工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一九六五年就超过了美国而在石油产量上占世界第一位。目前，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几乎占全球已知总蕴藏量的三分之二。



　　第三项利益在于苏伊士运河。由于中东的绝大部分石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甚至在全部输油管安装好以后，中东石油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通过该运河运输的，因此我们迫切希望运河控制在友好国家的手中。经济和军事上的其它考虑，使得这项利益更加重要了。



　　以色列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由于我国是成立以色列的发起国之一，这就使我们在中东的良好前景遭到了破坏，得罪了从马斯喀特到马拉喀什的一亿友好的阿拉伯人，还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我们的三项关键性利益和其它有关目标。我不打算评论美国的这一决定对与不对，但可以公正地说，在制订这项对外政策时，感情和道义上的义务感代替了深思熟虑的理智。这项对外政策至今还决定着我们对这个被冲突搞得四分五裂的地区的战略。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犹太民族主义领导人宣告了新以色列的成立。几分钟之内，杜鲁门总统就承认本古里安的临时政府为“事实上的政权”。三天以后，爱挑剔的克里姆林宫也仿效美国，出于多少有些不同的原因，给以色列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认。英国对该地区的托管于当天午夜宣告结束。五月十五日拂晓，来自埃及、外约旦和伊拉克的正规部队就入侵了新诞生的以色列。从此以后，地中海东部诸国就不曾有过片刻的真正和平。



　　目前的战略环境



　　大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区象中东那样由于经常发生代理人战争而更可能把全球引向毁灭。由于美苏之间在欧洲有一条严格划定的界线，因此美苏竞争就涌向了中东。在这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造成了一些令人十分头痛的问题。尼克松总统说得好：



　　阿以冲突使苏联和美国同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联系搞得非常密切，这就给世界和平带来各种危险。



　　阿以冲突使美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关系遭到了破坏。而这一点又使阿拉伯国家更加依赖苏联的援助了，因而也就使这些国家更易受苏联影响的伤害了。



　　总统继续解释说，他的政府面临着一个令人沮丧的抉择。



　　我们本来可以选择不卷入的办法……其理论根据是，我们的外交干涉只会使一个已经十分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们拒绝了这种做法。我们这样做有三个理由。首先，这里所牵涉到的利害得失关系太大了，以至于我们不能消极被动。第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克制态度会收到什么效果，它只能使局势不断恶化直至发生公开的战争。第三，如果让我们自己对全球和平以及同苏联保持更加稳定关系的愿望从属于中东局部的(即使是严重的)敌对行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本届政府——对存在的困难或风险不抱任何幻想——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了重大和持久的努力。



　　我们要打的这条九头蛇 [ 译者注：九头蛇出自希腊神话，现指多源的，难以一举根绝的祸害。 ] 有一个头是“阿以冲突”；另一个头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分歧”，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引起的那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分歧；还有一个头是“美苏之间的对抗利益”。只有砍掉这些头，我们才能实现尼克松总统制订的目标。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



　　旨在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而制订的美国战略与我们对欧洲或东亚的战略迥然不同。



　　一、美国的集体安全政策



　　苏联一直企图把集体安全用作在中东的进攻武器。而美国的集体安全措施则完全是防御性的。



　　在欧洲和东方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许多双边条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除了通过北约组织同土耳其有联系(服务于欧洲目的)以外，在中东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承担条约义务。



　　在中东，我们有史以来最接近于安全保证的东西就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签署为法律并很快被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众议院一百一十七号联合决议。该决议宣称：



　　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美国就准备使用武装部队援助那些请求援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以抗击任何来自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的武装侵略，但武力的使用应符合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美国的宪法。



　　为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决议里没有提到明确的区域界限或受援国家的名单。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黎巴嫩危机期间曾运用过，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实行过了。



　　然而，众议院第一百一十七号联合决议确为三项双边行政协定奠定了基础。一项是同土耳其，一项是同伊朗，还有一项是同巴基斯坦签订的。这些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在德黑兰签订的、文字完全一样的文件，符合中央条约组织的宗旨。该组织是一个在文件上看起来比实际上好得多的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些协定泛泛地责成美国在任何缔约国遭受侵略时“采取适当的行动”。



　　此外，在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英、法三国发表声明以后，我国政府部门同以色列、约旦、伊朗的官员共同发表了一些政策声明。这些声明重申(有时是增补)了上述正式的书面协议。威廉·富布赖特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其它成员反对用这种办法使承担的义务“升级”。一九六七年，他们专门质问国务院：如果以色列或任何阿拉伯国家一旦受到外来侵略或国内颠覆的危害，美国政府是否真的要在军事上或经济上承担支持这些国家的义务。同年八月，即“六天战争”的两个月后，国务院所作的书面回答宣称：



　　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前三任总统已经阐明了美国对于支持近东国家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项政策性的声明，而不是承担在特定情况下必须采取特定行动的义务。……﹝异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二、间接战略方法



　　美国和苏联都谨慎地避免在中东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到目前为止，军事力量只用于政治的和威慑的目的。美国在阿拉伯国家或以色列都没有任何形式的驻军。我们在土耳其的三个空军设施都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全部军队只是少量特种支援部队。除了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之外，我们在中东没有别的作战部队。苏联的武装力量也主要是在海上。苏联曾一度在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之间配置过一些防空部队，主要是战斗截击机中队和“萨姆Ⅲ”型导弹发射场，但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已在一九七二年夏把他们驱逐出去了。这样，间接战略方法就成为主要方法了。



　　萨达特关于减少苏联在埃及驻军的决定，使莫斯科的野心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克里姆林官仍继续通过当地的代理人来追求它在中东的长远目标。看来这些目标仍然是不断增加政治的、经济的，也许还有军事的影响，以达到对整个中东地区及其邻近水域的支配和控制。苏联政治局大概不会真的想消灭以色列，因为没有以色列就不会有什么使阿拉伯人听命于苏联的诱因，而将中东的紧张局势保持下去对莫斯科才是有利的。



　　三、军事援助的影响



　　结果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局面。苏联首先打破了力量的平衡，美国则力图恢复平衡。我们的大多数军事援助给了以色列，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有助于我们在战略平衡中的利益的条件下，我们也有选择地援助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如一九五四年援助了伊拉克；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及一九七○年多次援助了约旦；而对沙特阿拉伯的援助则从来没有间断过(由一个常驻军事代表团来办理)；对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也给予了象征性的援助。所有运往以色列的物资，包括F－4战斗机，都是以色列购买的——以色列从来没有接受过美国的赠予性的援助。莫斯科把主要努力花在埃及身上，而供应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器数量较少，种类较少，而且质量也较差。



　　应该从最广泛的角度来估计双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所造成的影响，仅靠统计数字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由于以色列在领导水平、教育程度、组织能力和方法运用等方面都胜过阿拉伯国家，所以，以色列运用现代武器、战术和技术的能力要大得多。以色列有统一的目的、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指挥，这是阿拉伯世界无法比拟的。阿拉伯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怀有强烈的仇恨，但却未能使他们团结起来，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



　　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影响



　　显然，美国和苏联解决阿以僵局的战略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他们的成败一般要取决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取决于地中海、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情况的发展。苏联在这三个地区的欺骗，英国从苏伊士以东的撤退，中国共产党人在边缘地区的颠覆活动，以及我们自己今后在这些地区的作用，都是有影响的。



　　地中海，特别是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这条生命线，美国在推行其中东政策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能力将微乎其微。不幸的是，保障这条要道的安全，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却越来越成为问题了。正如汉森·鲍德温在他的有洞察力的著作《明天的战略》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在东地中海，苏联的主要优势是它在毗邻诸国中日益增强的地位。



　　俄国人的军舰，在许多主要港口是受欢迎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对俄国军舰的定期来访表示欢迎，并对苏联外交政策上的许多(虽非全部)行动予以协助和支持。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意大利和希腊两个国家可以保证美国第六舰队进行比较平静的访问……。渐渐地，这个区域的港口都对美国军舰关上了大门……。



　　俄国人经营管理看亚历山大港的一个船坞，苏联海军舰只经常在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进行大修和加油。



　　土耳其长期以来是我们最坚定的盟国之一，也是控制着苏联舰只从黑海驶往地中海的出口的两个重要海峡的守卫者。但近年来，它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变得又爱又恨了。结果，土耳其同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同美国的关系却日趋疏远了。这决不是说，土耳其人会沦入苏联之手，但是，一旦阿以危机爆发，他们同我国的合作关系就不再可靠了。



　　当前，英国人正在撤出这一地区，因此，波斯湾局势的动荡就为苏联提供了在这一重要地区加强活动的机会。俄国人一直在努力对整个印度洋进行渗透，并特别注意亚丁、南也门和索马里，因为这些国家有可能为俄国人提供理想的基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基地控制从欧洲经苏伊士运河到南亚和东亚的一切活动。苏联人正企图利用亚丁和也门人民共和国作为跳板，颠覆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小规模的竞争。他们还在前麦什哈特阿曼地区各国寻求立足点，这些国家已组成一个联邦，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难怪许多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看出，苏联正在搞一个大包围圈，如果这个企图得以实现，最终将会把整个中东圈进去。汉森·鲍德温在他的著作中反映了这种见解。他写道：



　　简言之，苏联对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共产主义渗透是利用当地的冲突进行的。但它的计划是长期的、明确的和深思熟虑的。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说的：“俄国人在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推行的是积极的扩张主义政策，而英国人正在撤出该地区，美国人则无所作为。”



　　不说别的，仅仅考虑下面这些原因，继续关闭苏伊士运河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从军事上看，关闭运河对我们有利，因为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面临着严重的支援问题。自由出入地中海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在沿东非和南亚边缘地区建立起前进基地，克里姆林宫总是可以在今后几年里弥补这些缺陷的，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作出外交上的安排和进行大量的建设工程。



　　从经济上看，关闭运河似乎对苏联有利。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自由世界已相当好地适应了运河停运这种情况，但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由世界国家希望有一条较近的航线，不仅用以运输石油，而且还用以运输干货。



　　从政治上看，关闭运河对达成可能导致全面解决阿以问题的外交协议是个重要的障碍。如果开放这条水道，最终将能促成一项公正的最后解决办法。这样做尽管在战略上对美国不利，但对美国安全利益可能大有好处。



　　寻求和平



　　尼克松总统扼要地阐述了美国为稳定一九七○年的中东局势所作的努力，当时“﹝阿以﹞冲突……已到达十分危急的地步”。沿苏伊士运河两岸的炮战成了家常便饭；以色列空军的袭击深入到埃及的内地；阿拉伯突击队员的袭击激起了以色列人更加大胆的报复；而莫斯科一直在火上加油。总统说，“显然，中东局势将再次陷入无法控制的局面。”他还说：



　　因此，美国于﹝同年﹞六月十九日提出一项倡议以促进双方：



　　——恢复停火。



　　——在阿以停火线两侧双方同意的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



　　——就若干原则达成谅解，以此作为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大使主持下进行阿以谈判的基本起点。



　　美国的建议是为了使双方停火并开始谈判，它体现了美国对中东的大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即谈判。我们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人或他们的阿拉伯盟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合作。虽然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开宣布：“任何一方都不得利用停火期间加强其军事地位”，苏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却轻蔑地无视这项规定。他们先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集结了大规模的防空部队，然后才同意执行规定。虽然一场武装冲突是避免了，但中东的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



　　随后埃及同苏联关系的疏远——但决不是彻底破裂——使中东的局势多少得以改善，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莫斯科在阿拉伯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中的信誉动摇了。克里姆林宫对中东的军事战略的一根支柱倾斜了。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直接摊牌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在一九七三年萨达特开始再次发怒之前，虽然中东或许没有比过去离和平更近一些，但离公开的战争似乎更远了。



　　一些不担任公职的空想战略家们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抛弃以色列，我们的困难就会消失。有一种论点说，不管怎样，在情况表明我们在越南呆下去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时，我们终究还是从越南撤出来了，而美国在越南的利益要比在以色列的利益大得多。



　　这些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显然不会采取任何这样的方针。厄尔·惠勒上将在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对政府的立场作了极好的说明，他说：



　　我向你们保证，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会将不动产、人口和石油储量加起来的……这种通过计算来放弃以色列的做法是不证自明的。但美国的战略从来就不是一道纯粹的算术题。



　　他的这段话是符合美国的战略观点的。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




	







	

 



	


	



第19章 反暴乱的战略思想




　　我只听说过两种类型的战争：运动战和阵地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革命战争。



　　伯纳德·福尔：《没有欢乐的街道》一书中所引戴高乐将军的话



　　夏尔·戴高乐这段尖刻的评论，据说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法国在奠边府大败之前发表的。它表明一些国家的决策人不懂得革命战争的独特性质。



　　反暴乱方面存在的问题



　　暴乱与其它形式的冲突不一样，它主要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行动，早在军事行动表面化之前，它就构成了战争。因此，需要有一种用非常特殊的方式把武力和劝说结合起来的对付方法。即使是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见第七章)，以夺取重要地形和以战斗打败敌人整营整营的军队为中心的正规反暴乱作战，也暴露出严重的弱点。捉摸不定的敌人随时准备放弃地盘，只有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他们才打算死守硬拼。各国政府需要有一个发挥自己长处、利用敌人短处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心理的统一计划。



　　显然，不存在一种能对付一切革命“最好”办法。由于情况千变万化，因此，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必须适应具体的情况。然而，过去的一些成功的办法还是有某些普遍意义的。



　　第一阶段的反措施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防微杜渐”的说法。革命象癌症一样，若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效果最好。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暴乱分子最初的骚扰往往是采取低调进行的。那些混在有社会地位的人物中的激进分子不容易辨认出来。他们的活动往往被人们误解，而一旦被识破，昏庸的官吏们又可能故意装作不知道。通常只有警察和少数政治家才意识到这种威胁。再者，由于早期阶段显示出来的危险几乎总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值得使用人们建议采取的对付手段。因此，要想使普通老百姓感觉形势危急，就要费点力气。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在早期有选择地采取一些严厉的反措施，颠覆活动一般可以被扑灭。不过，这个政权就要冒被人指责为“野蛮镇压”的风险，从而损害它在国内外的声誉，甚至可能导致它的垮台。此外，除非认真地努力消除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否则革命运动几乎肯定会在以后的某一天以更加剧烈的形式复活。如果听任颠覆活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暴乱，然后再进行无情的反击，虽然理由终于充分了，但到那时国家的生存已处于危险之中。



　　已退役的法国陆军军官达维德·加吕拉几年前在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写的文章，描述了在各种暴乱潜伏阶段可采取的几种主要的行动方针。



　　一、直接行动



　　对叛乱的领导人采取直接行动，是最明显的措施，如果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悄悄地进行，就可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法律往往遭到破坏，即使在一些尊重民权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对待恐怖分子和游击队的问题上，即便是最民主的政府也借口例行手续太麻烦，宪法的保证条款不适用，来回避法律上那些不必要的虚饰的规定。局部程序修正过程之缓慢，往往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禁止美国共产党活动的程序提出了近十年之久才付诸实施)。这种情况加剧了不顾现行法律而自由行事的倾向。



　　按这种倾向行事的官员们几乎总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大规模逮捕、预防性拘留、对私藏武器的人处以死刑、轻刑重判、暂时剥夺人身保护权以及对其它民权的诋毁等，必然会遭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反对。因此，受压迫的暴乱分子指望得到那些本意良好但轻率鲁莽的狂热者自发的支持，他们试图把法庭变成宣传革命事业的讲坛。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采取的措施，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镇压。如果真的这样干了，政府人员几乎肯定将使他们努力支持的国家机器失去信誉，同时，还会鼓励他们的选民无法无天。



　　二、反颠覆行动



　　可以派遣可靠的特工人员打入暴乱组织，报告该组织的活动情况，并在其核心机构中散布不和的种子。联邦调查局在与国内的共产党、“德－美同盟”和黑豹党这类组织的斗争中，绝妙地运用了渗透技术。这种办法在早期最为有效，因为这时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是正在招募“新兵”的未来的“将军”。当恶性肿瘤 [ 译者注：这里指所谓的“暴乱”。 ] 扩散以后，反颠覆就愈来愈困难了。



　　三、间接行动



　　旨在削弱或消除革命赖以发展的条件的间接行动，提供了另外一些可行的办法。如果能使暴乱分子的事业信誉扫地，或由政府把他们的事业接过来，那危机就会消失。不幸的是，此种成功的例子甚少。同样不幸的是，也很少有一个政权能执行及时而有效的计划，以加强自身地位，消除腐化行为，加强官僚政治，充实警察和军队，最重要的是建立基层政治机器。在五十年代，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赛赛在吕宋岛上于得极为出色。当时，他镇压了胡克巴拉赫普运动 [ 译者注：指人民抗日军。 ] ，并把他们的口号接了过来。但是，没有几个国家领导人具有他这样的聪明才智。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过分热衷于维持现状。



　　如果暴乱分子获得支援的来源在地理上与暴乱活动地区是隔开的，则切断其外援的努力很有希望使反暴乱行动获得成功。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刚果的情况就是如此。将增援及补给封锁在来源地，是最令人满意的方法，但这样做的一个条件是不致引起不友好的大国作出敌对性的反应。沿着象胡志明小道这样的后勤供应线采取临时的措施效果较差，但多少也起些作用。



　　四、及早取胜的先决条件



　　上述几种方法如果单独运用，恐怕哪一种也难以奏效。如果结合起来运用，则成功的希望就大得多。不管选择哪种结合方式，都必须坚定不移，积极行动。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提出了下列五项基本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是取胜的先决条件：



　　第一条，需要确定明确的国家目标，其实质：必须是“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稳定的和有生命力的。……可以优先考虑暴乱问题，但不能孤立地加以对待”。



　　第二条，政府必须有一个能够迫使革命分子处于被动地位而不是主动地位的全面计划。关键在于灵活性。在所有有关的机构之间，必须有密切的和不间断的协作。否则，关键性的问题就有可能由于“有漏洞而告失败”。



　　第三条，必须以革命的基础机构作为打击的首要目标。“如果能消灭甲地的颠覆性政治组织，则乙地和丙地的游击队由于缺乏补给、兵员和情报，就会因逐渐消耗而不断削弱。”(见图7)



　　第四条，罗伯特爵士说，当冲突开始激化起来时，政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保卫那些最发达的地区。这是指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和经济基地。控制了这些地区，有助于限制暴乱分子扩充力量，阻止他们迅速发展。



　　最后一条，如前所述，反暴乱行动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图7　革命关系



　　[ 注：在C区不一定都驻有部队，但可以将部队调来加强B区，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斜线表示人口稠密区的颠覆分子与农村游击队是隔开的。 ]



　　[ 注：本图根据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所著《打败共产党的暴乱》一书之附图改制。该书于1966年由普雷格出版公司出版。 ]



　　第二、三阶段的反措施



　　在革命战争中，一旦武力成为主要手段时，整个斗争形式就发生变化。正如加吕拉所说的：



　　﹝到那时﹞暴乱分子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他指挥着一个由精悍分子组成的、领导着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党，或领导着与暴乱目标紧密结合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虽然除颠覆以外他的行动是公开的，但他是秘密地进行工作的。



　　这个国家的地图上可能展现出三种区域：“红”区，代表暴乱分子有效地控制着居民并进行游击战争的地区。



　　“粉红”区，代表暴乱分子企图扩大势力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他们在组织群众和开展游击活动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



　　“白”区，代表尚未受到影响但已受到威胁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暴乱分子很容易进行颠覆活动，但一切似乎都很平静。



　　反暴乱的阵营内一片混乱。已经意识到紧急情况的存在，但危机感在政府人员中比在白区甚至粉红区的居民中传播得更为广泛。每一个公民是否真正忠诚都值得怀疑。



　　如果要挽救局面，政府在此刻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现将加吕拉提出的解决办法概述如下：



　　以重新取得对人民的控制和赢得他们的自愿支持作为目标。采取军事行动把有组织的游击队从关键地区驱逐出去，这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但不让游击队进入关键地区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除非有群众的合作，否则不会有持久的成果。为此，国家领导人应力求团结少数的忠诚分子，争取多数中间分子，然后利用他们来反对叛乱分子。这种方针只有在反暴乱部队比叛乱分子具有更好的前景时才行得通。



　　然而，除非人民绝对相信政府有办法、有胆量打赢，否则少数忠诚分子绝不会给以积极的支持，中间分子也不可能争取过来。“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光凭宣传是不能打动他的……在暴乱分子还控制着居民的情况下，不管提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其它改革多么为人们所希望和欢迎，都是不起作用的。”



　　因此，政府部队(警察、准军事部队、久经锻炼的常备军)，必须保护人民不受暴乱的军队、游击队、或“打手队”的各种暴行的危害，诸如枪杀地方领导人，强迫年轻人加入革命部队，征税而不给补偿，强占民房以及囊括已经少得可怜的食物，等等。一旦人民认识到现政权会保护他们，并关心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通常就会开始为反暴乱部队提供及时而准确的情报，这是对敌人基础机构和军事部队采取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



　　最重要的也许是，反暴乱部队必须时刻牢记：罗马城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野心过大的计划会招致失败和挫折，从而使人们丧失信心和继续战斗的意志。罗伯特·汤普森强调指出：



　　一种完全有条不紊的解决办法，虽然可能显得缓慢，但却给人一种稳妥可靠的感觉，使人们对最后的胜利产生信心。作好长期打算的准备，政府就有可能取得比预期更为迅速的胜利。如果企图在暴乱分子控制的地区很快取得军事胜利，那就肯定会卷入一场政府和人民都无准备的长期战争中去。



　　反暴乱人员如何才能综合研究各种因素制订出切合实际的规划呢？



　　学究式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的。但加吕拉提出的在“红”区与猖獗的暴乱作斗争的战略，是一个有用的样板：



　　1．消灭或驱逐暴乱的武装部队。



　　2．对已肃清了敌人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以维持治安。



　　3．采取控制居民的措施。



　　4．摧毁暴乱的基础机构。



　　5．举行地方选举。



　　6．考查由此产生的领导，清除不中用的人。



　　7．组织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8．争取或肃清残余暴乱分子。



　　显然，有些步骤可以同时进行，另一些步骤在“粉红”区或“白”区可以不必进行。加吕拉承认，上述战略思想如果过分呆板地应用于某一特定情况，很可能没有效果。但这些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出发点。



　　美国的反暴乱战略思想



　　本章谈到的上述内容，体现了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提出的思想，当时，美国在越南尚未深深卷入。一九六三年，美国陆军特种战争中心根据类似的材料，出版了一本题为《反暴乱计划指南》的书。书中的章节标题包罗了从利益和目标到扫荡——占领行动、情报活动、组织编制方面的要求、心理战、国家的发展和民事活动等所有的问题。



　　然而，在迄今我们唯一与人民革命战争打交道的越南战场上，当我们把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美国的决策人未能很好地区分哪些行动和命令适用于受攻击的政府，哪些适用于支援国。这样，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就被曲解了。由于过分强调反游击战和有魄力的“绿色贝雷帽” [ 译者注：指美国的“特种部队”。 ] ，多年来美国的战略理论在社会－政治方面留下了一个几乎是致命的盲区。为打正规战而组织、训练和装备的注重实干的美国人很晚才认识到：外来人决不可能打赢一场革命战争；精神可以胜过物质；有形的成果未必是决定性的；简单的办法有时可以胜过科学和技术；如果缺乏适当的战略，不管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胜利。最后一点，但肯定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制度上存在着惰性，因此对变化的情况反应迟钝。



　　结果，经过了许多冒失的开端和犹豫不决的插曲之后，正在萌芽的美国反暴乱理论才慢慢地开始形成。幸运的是，少数几次灾难有助于澄清模糊的认识。



　　一、取得的教训



　　美国卷入的标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由约翰逊总统颁布的“美国对重点国家内部防御的政策”，规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确定了重点，并把原来由美国承担的对付革命战争的主要责任交给了被围攻的政府。次年七月十日，尼克松政府重申了该项政策，并由国务院进行了如下概述：



　　总统已经明确指出，我国对于受内部颠覆威胁的国家的援助性质，今后将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在某些情况下，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和政治也许就够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也许需要在训练和装备方面给予援助。但战场上的反暴乱行动则必须由有关政府运用人民对它的支持，运用它自己的资源和人力去进行。来自外国的大规模干涉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必须从美国人民的整个义务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在“美国对重点国家内部防御的政策”发表之后不久，华盛顿给各战区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美国卷入反暴乱行动的标准。首先，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必须是重要的(不一定是生死攸关的)。必须有危及该项利益的真正威胁。有关国家必须准备、愿意而且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并接受美国的援助。有关国家从其它来源(如过去的母国)得不到适当的援助。这一标准与尼克松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个政策的广泛范围内，很可能形成统一的威慑、防御和发展等各项理论。



　　组织上的调整



　　有一个时期，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活像一个马戏团在三个场地表演，军事行动在中心场地表演，国家建设和绥靖工作处于从属地位和零零星星的状态。美国的机构象兔子繁殖那样迅速增加，谁都负责，可谁都不负责。缺乏协调的现象十分惊人。必须进行一次组织上的大整顿。



　　罗伯特·科默，一九六七－一九七○年越南绥靖计划的制订人和在越南的“民事活动和革命发展支援活动”的第一任领导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也许从越南战争中在组织方面可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正规的政府机器(包括美国的和越南的)想要灵活地解决非正规的暴乱问题，其能力是有限的。统一处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冲突，无论在制订政策的地方还是在战场上，都会产生最好的效果。在必须对付大规模的活跃的暴乱活动的地方，专门的特别机构……应该及早建立起来﹝异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这些观点已完全为人们所接受了。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从东道国的中央政府起，各级实行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在印度支那，最高级职务是由一名将官担任的，如有必要，也可由一位文官担任。在越南，从中央到地区、省、县，有一个统一的民政－军事指挥系统。在美国顾问的协助下，当地官员是各级主要的计划执行者。这种制度看来相当有效，经修改后，也可适用于其它不同的情况。



　　行动方针



　　当代美国的反暴乱方针一般地说与汤普森、加吕拉的学说以及类似的战略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及时的行动`可实现的目标、对指挥的强调、持久的治安以及对革命采取治本而不是治标的办法等，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最终认识到：在越南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有“另一个战争”，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行动，都是向一个统一行动的一部分。这个启示在其它地方对我们也应该是很有用处的。



　　一般的平庸的办法已经过时，人们看到了适应变化的必要性。在这里科默又一次给我们以启示，他说：



　　尽管乔治·桑塔亚纳的格言说，凡不从历史上吸取教训的人必定要重蹈覆辙，但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过了头，就意味着我们会按着同一格式去准备下一次战争。……例如，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下一次“革命战争”。也许不是象在越南那样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战争，而是基本上以城市为根据地的战争。



　　应该从越南吸取有关行动方面的主要教训，也许就是绝对需要灵活适应具体情况。虽然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二、没有吸取的教训



　　谈判的作用



　　在革命环境中，谈判具有特殊的意义。罗伯特·汤普森扼要地论述了谈判的意义，他说：



　　看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可能﹝只﹞准备在下列三种情况下进行谈判：为了获得国际上对它的胜利的承认；为了防止全面失败；为了开石丰另一条战线。……



　　当一个国家处于防御地位，而且只是为了自己的继续存在和生存而战斗时，……就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了。……



　　在这种性质的战争中，不能获胜就意味着失败，因为让步一次就自动破坏了下一次不让步的基础，以致最后造成或是在一个要害问题上作出让步……或是抵抗的意志就此瓦解的后果。无论是北越还是南越都很懂得这一点，因此双方都决不妥协。



　　愿意谈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根支柱。但是，我们的外交史正如我们在越南战争以前的军事经验一样，主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的记录。因此，我们通过谈判来解决东南亚革命战争的尝试一再令人失望，或许还拖长了战争的时间。



　　一九七三年我们提出谈判是否对我们有利，还有待证明，不过，许多研究反暴乱的人对此是悲观的。河内政治局大概欢迎从一九七二年秋天开始的谈判。那时的和平谈判掩盖了他们军事上的失败，给了革命分子一个非常需要的喘息时间和重开其它战线的机会。当农村的争夺还在白热化的时候，这种没有西贡直接参加的历时十个月的空谈，并未能为政治解决作出明确的规定。结果它危及了我们伙伴的重大利益。要说明按照协议条件达成的和平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现在还为时太早，但不管出现什么结果，在那种情况下进行谈判总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军政机构的反复无常



　　甚至在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结束以前，我们官方对反暴乱工作的关心就已淡薄了。革命战争不再是时髦的了。美国政府和军事机构把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到了更为熟悉的问题上去了。美国陆军上校哈里·拉赫萨姆(已退役)，在他还在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工作时，探索了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他的研究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为对付反暴乱行动而设立的机构已经解散，或即将撤销。我们的两个负责制订方针、计划和进行协调工作的高级机构——超内阁特别小组(反暴乱)和国家部际讨论会——被解散了。负责监督“美国对重点国家内部防御的政策”的国务院，公开表示对反暴乱问题不感兴趣；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内部的反暴乱组织缩小了，而且现在主要忙于别的事务；设在北卡罗莱纳州布雷格堡的研究特种战争的陆军的肯尼迪中心已改名为军事援助中心；反暴乱曾被列为美国所有军校的必修课，现在是可有可无的了。理论上的分歧仍未解决。反暴乱的作用和任务迫切需要澄清。无论是对军人或非军人的反暴乱训练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除非扭转这种趋势，否则，我们在这个下了功夫的、十分重要的领域中所取得的一些初步经验将化为乌有，而以鲜血和国家财富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也将付诸东流。














	

 






	















	







	







	









 





	


	







	








	




	


第四部分　特殊考虑事项




	







	

 



	


	



第20章 地理的影响




　　地理知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犹如步枪之对于步兵，数学公式之对于几何学家一样重要。他如对地理一无所知，非铸成大错不可。



　　腓特烈大帝：《给将军们的训词》



　　那些误解、误用或忽视地理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重大影响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战略家，往往在国家的威望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才痛苦地吸取教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有：邱吉尔，他在意大利的加利波利陡峭的海岸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希特勒，他后期在俄罗斯的严冬中蛮干，结果败下阵来了；赫鲁晓夫，由于坚持要染指难以进入的古巴，结果搞得声名狼藉。



　　战略大师们善于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趋利避害，既承认受其制约，又尽量使大自然为自己服务。



　　地理因素



　　韦氏大辞典给地理学下的定义是，“研究地球及地球上生物的一门科学，专门描述陆地、海洋、空中的状况，包括人类及其生产活动在内的动植物的分布，以及这些不同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为了运用方便起见，战略家可以把这个包罗万象的科学定义压缩为十个基本方面。这十个方面如理解得当，便能使战略家们对于地理环境对战争的计划和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判断。



　　1．空间关系　　　　　　┐



　　2．主要的陆地形态　　　├──自然地理



　　3．气候　　　　　　　　│



　　4．天然植被　　　　　　┘



　　5．资源(包括农业与森林资源)　　┐



　　6．工业　　　　　　　　　　　　│



　　7．人口数量和分布　　　　　　　├──经济与人文地理



　　8．重要部门的分布　　　　　　　│



　　9．交通网　　　　　　　　　　　│



　　10．通信网　　　　　　　　　　 ┘



　　关于局部地区的地形、江河流域、气候以及城市集中情况等，本书涉及较少，因为通常战术家比战略家更关心这些问题。战略家主要抓大问题，而不关心这些细微末节的问题。



　　上述诸因素构成了加强国家力量的地理成份。它影响到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其它各种形式的力量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要充分了解上述诸因素的意义，就必须按其在全球的、区域的以及当地的情况来加以分析。



　　全球战略观点



　　海洋学派、大陆学派和航天学派(参阅第三章)等三种传统的战略思想，对地理环境的看法迥然不同。这三派的早期代表马汉、麦金德和德塞维尔斯基提出的看法，仍可说明各派学说的继承者之间的基本分歧，尽管他们的继承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情况已将三人原来阐述的细节作了改动。



　　一、海洋学派



　　大力鼓吹依靠军事力量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水域上，即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海洋上。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他坚持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其力量如果足以控制公海，就能控制世界的财富，从而统治全世界。他认为，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并有庞大商船队作为辅助的强大海军，是取得世界霸权的主要先决条件。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马汉的学说是立足于他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的几个要素之上的。他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地处中心的战略地位，这个地位既具有安全可靠的陆地边界，又有可进入一个或数个公海的通道，这些基本的地理条件还必须加上拥有深水港和利于防守的海岸线。其次，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海洋没有感情，对经商缺乏才能，就不能大力推行海洋战略。最后，政府的政策必须积极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促进海上力量的发展。



　　二、大陆学派



　　继马汉之后不多几年，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了与海洋学派相对立的学说，强调大陆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在一九○四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认为欧亚大陆中部是世界中枢(见附图)。最初的枢纽地区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俄国的亚洲部分。人们公认，这一地区能为地面部队实施机动提供广阔的范围，但从人口数量和物质财富等条件来考虑，它还不能作为力量的基地。因此，麦金德最终把东欧的大部分加进枢纽地区，并改称为心脏地区。他最后划定的范围包括的陆地能使机动范围与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欧洲和亚洲的其余地区构成“内部的或边缘的新月形”地区，有时亦称为“边缘地带”。美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澳洲以及象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大岛，则构成“外部的或岛屿的新月形”地区。随着这个概念的演变，欧亚大陆和非洲合起来被称为“世界之岛”。麦金德从这个总的理论中引出了他的基本设想：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区。



　　谁统治了心脏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之岛。



　　谁统治了世界之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三、航天学派



　　空军的出现开辟了第三个领域。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学说。他所依据的前提是，取得全面的空中优势而不只是局部的或暂时的空中优势是可能的。他于一九五○年在洲际弹道导弹问世之前所写的《空军：生存的关键》一书。就对海外基地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它们是“防守不住的”；他贬低海上战斗和地面战斗的重要性；并且毫不含糊地指出，“美国的命运显然是在天空”。他从以北极投影为基础的地球观出发，设想东西方的对抗将越过北冰洋，而不是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见附图)。他以当代轰炸机五千哩的活动半径为半径，以美国为同心，划了一个蓝圈。又以苏联为圆心，用同样的半径，划了一个黄圈。这两个圆圈在决定性地区重叠。他指出：



　　在这个决定性地区内，将展开争夺整个制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为保证在战时取得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而在黄圈内进行的任何投资，都是纯粹的浪费。苏联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在我们的蓝圈内进行的投资，同样是不现实的。常识要求我们把经济上的准备，只放到我们能够成功地保卫的地区内。






　　认识需要统一



　　问题的真相是，上面谈到的几种战略，没有一种是万应灵药，尽管一些有影响的战略家仍然坚持一种而排斥其它。例如，海洋战略对于在广阔的区域里扩张国家势力来说是很理想的，就象今天苏联人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但它不大可能削弱象美国和赤色中国这样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无论谁统治了心脏地区(任何心脏地区，不一定是麦金德所描绘的那个心脏地区)，如果他缺乏在特定的大陆以外进行有力打击的能力，他就不能控制世界的其他地区。航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陆上的基地。象阿基米德 [ 译者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古希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冢。他在一篇力学论文中讲过这样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世界搬动。” ] 一样，飞行员们要想搬动世界首先需要有一个立足点。要取得现代大国的地位，就需要在海、陆、空三个领域都有积极活动的能力。



　　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形



　　战略家们，不管属于哪一学派，都发现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为基础的任何战略，几乎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环境上。



　　进攻战略寻求控制或摧毁对方极端重要的资产。这些资产通常可以标在地图上。甚至象国民意志和士气这种无形的东西，也可以和人口密度联系起来。防御战略则旨在保护这些国家资产。



　　大多数重要资产，包括称之为“主要活动机构”的国家机构和武装力量，都属于本章开头所列举的经济与人文范畴之内。象工业设施、交通枢纽、指挥与控制中心这样的重要地物，构成未来的打击目标。战略家通常把这些地物综合起来组成核心地区。例如，欧洲包含一个由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组成的大陆核心。东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政治、军事、工业、商业、财政、交通、电信和文化等中心，就在这个核心地区之内。每个国家包含一个或数个次要核心，其数量、范围和组成不大相同。象美国和苏联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就拥有好几个极不相同的次要核心。苏联的主要核心由列宁格勒－敖德萨－库兹涅茨克这一三角地区组成，它本身又可以分成六个左右的次要核心：如莫斯科、乌拉尔南部和整个顿涅茨盆地等。巴库油田、贝加尔开发区和苏联的远东部分，则是主要核心周围的一些卫星地区。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象新加坡这样只包括一个战略地区的小国。



　　象直布罗陀和苏伊士港这样一些咽喉要地，仅仅由于其战略地位而具有重要性。其它的重要地物只有暂时的价值。象美国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开始的横跨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越岛作战中提供方便条件的那些平时毫无价值的小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来就没有听到过布干维尔、布纳米森或比阿克，但是这些岛屿的名字都已载入史册，因为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提供了方便的地理位置。相比之下，城市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价值。城市在战略计划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并且被当作战争的抵押品，这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首都更是真正的财产。以哥本哈根或哈瓦那为例，二者都占其本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是国家整体的主要部分。如果脑袋被砍掉了，躯体必定死亡。



　　空间关系



　　空间关系涉及到大陆和海洋的位置、范围和形状，它把大陆和海洋看作是去掉了一切自然特征的光滑的表面。距离、直接接触、边界和分散状态等，都与核心地区是否易于被敌人所接近以及是否易于遭受敌人打击有密切关系。



　　一、距离



　　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距离仍然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现在，美国本土不象在十八世纪时那样容易受到武力的入侵，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支敌军能有效地跨越将我们和潜在的侵略者隔开的海洋。赤色中国是亚洲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大国，对于在远东的苏军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是中国军队不会马上去侵犯遥远的俄国心脏地带。只有当我们谈到飞机和导弹时，距离的屏障效用才开始消失。



　　二、直接接触



　　是否易于被敌人接近以及是否易于遭受敌人打击，既取决于距离的远近，也取决于进攻部队和目标地区之间的直接接触。每当我们设想在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或者柏林作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与赤色的偏净天 [ 译者注：印度神话中的一位大力神，这里指苏联。 ] 相比，我们有很多不利条件。苏联能在决定性时刻，迅速投入部队，并能通过短距离的内线维持这支部队。因此，如果双方部队从东、西方对抗的地区撤出，则前景将是暗淡的。共产党人在欧洲或亚洲从陆上只后撤数哩就够了，但他们能够在几小时内再返回来。美国则不得不长途跋涉撤退到北美洲，或者撤退到由空中或海上距离危机地区数千哩之外的遥远的基地上去。



　　当然，这些困难不仅美国一方有，苏联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也有。因此，他们至今既没有在与铁幕或竹幕不相邻的任何地区打过仗，也没有在控制那些地区方面取得多大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在古巴、刚果和其它麻烦的地区，共产党已经让步。甚至他们对“人民战争”和“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也遭到了挫折。他们取胜的地方主要是在赤色边缘区的周围，因为在那里颠覆和暴乱分子容易得到补给和增援。



　　三、边界



　　人为的边界对于敌人能否接近也是有影响的。享受特权的庇护所，是现代有限战争的奇怪的副产品，它使处于劣势的敌人能按照古代格言行事，即“打了就走者，改日可以回来再打”。在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期间，满洲 [ 译者注：指我国的东北。 ] 、老挝、北越和柬埔寨都曾一度成为共产党的安全避难所。美国任何时候想向这些恼人的疖子开刀都很容易，仅有的障碍就是政治上的限制和地图上的界线。



　　四、分散状况



　　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分散状况，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包括它在边界以外所占有的土地。但是，领土面积并不总是一个精确的指数。细长的智利长两千六百五十哩，而没有一处宽度超过二百五十哩。就土地面积而论，智利是圆形的乌拉圭的四倍，但是乌拉圭从东到西的宽度却是智利的两倍，或三倍。六个幅员广大的民族国家(苏联、加拿大、赤色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几乎占世界土地面积(除冰封的南极洲以外)的一半。但是，除了两个国家之外，其余各国的核心地区都非常集中。如果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做的那样，为弥补这种情况而重新安排国家力量的基本组成部分，将是既费钱又费时的事情。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做到。



　　地形



　　自然地理方面的考虑在决定敌人是否易于接近时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使空间关系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



　　地面形状是各种露天戏剧进行表演的基本舞台。高山峻岭，丘陵溪谷，高原与低地平原都随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邦维尔 [ 译者注：位于美国犹他州。 ] 的盐碱地和奥凯费诺基 [ 译者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 ] 的沼泽地，可能基本上都在同一等高线上，但是它们的表面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性质。同样地，撒哈拉和邻近的西奈半岛上的沙丘，与雨水充沛的内华达山脉上被红杉覆盖的山坡相似之处也微乎其微。这些区别的军事含义显然大不一样。



　　地形可构成战略障碍，也可构成战略走廊，这主要取决于地面的形状和看问题的角度。



　　例如，苏联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西部的核心地区，其北部和东部有绵亘的针叶树林做防护，而其南部和西部，则有崎岖的山脉、沙漠和内海遮断了通道。最理想的入侵路线(希特勒和拿破仑曾采用过)是从波兰长驱直入，但是即使这条路线也还必须绕过以平斯克城 [ 译者注：位于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境内。 ] 为中心的四万平方哩的荒芜的沼泽地。总之，从防御角度来看，除了要对付来自空中的袭击外，苏联的地理位置差不多可以说是很理想的。



　　这种条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守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地区被一条包括德国北部平原、比利时和整个法国西部在内的明显的走廊分割开了。



　　交通线



　　研究交通线时，必须区分哪些是天然的，哪些是人为的。公路、铁路、内河航道、机场和深水港口，无论是其中一种或数种结合在一起，都是现代军事力量必不可少的。交通能力的不足，会引起种种不利的后果。在远隔万哩供应不足的越南，我们因未能迅速集结物资而受挫，就是一例。稀疏的公路和铁路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将其军队以及有关的物资沿他们的边境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苏联不得不依靠象一根带子似的、极易遭到破坏的西伯利亚大铁道作为它迅速向远东增援或补给的主要交通线。空中航线在某些情况下能弥补陆上或海上交通的不足。但是，在进行战线很长、持续时间很久的作战时，空中航线是不能用来代替陆海交通的。



　　气候



　　在我们指出了空间关系和自然条件对于敌人是否易于接近以及是否易于遭受敌人打击的关系之后，我们还必须提一下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在北极地区、沙漠、热带和温带作战，要求有不同的作战方式。



　　酷热、严寒和狂风，特别是暴雨对军事行动的时机、实施和支援，都有重大的战略影响。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军队陷入没膝深的泥泞之中，舰队被吹离航道，轰炸机象呆笨的大海鸟一样被暴风或大雾困在地面上。以下两例足以说明气候的影响。



　　南北走向的山脉贯穿越南全境。由此而造成的气候条件制约着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计划。十月中旬到三月初，东北季风袭击安南海滩，将沿海平原变成一片沼泽，这时，柬埔寨和老挝却是旱季。五月到九月刮西南季风，情况正好相反。因此，作战计划必须根据这些情况来制订。



　　在地球另一面的俄国，天气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九四一年六月，执行巴巴罗萨计划 [ 译者注：巴巴罗萨计划是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军事计划的代号。 ] 的趾高气扬的德国先头部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很快遭遇到泥泞和严寒。到十一月，残缺不全的卡车和履带车车队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圣诞节前，轻兵器、润滑油和汽车上的水箱都冻得结结实实。屠宰刀剁在硬得象石头般的马肉上立刻弹了回来。奶油要用锯子锯开。这些细节似乎是战术性的，但在战略上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核战争象常规战争一样，对天气条件也很敏感。尤其是受风影响的放射性回降微粒，可能招致战略上灾难性的后果。



　　在地下、地面和低空爆炸核武器时，大量碎片被卷进蘑菇云的烟柱。颗粒最大、沾染最严重的放射性灰尘在爆炸后几分钟就降落在爆心投影点附近。但是，高空风把致命的放射性灰尘吹送到几百哩甚至几千哩以外，然后才降落到地面。由此造成的放射性回降微粒的数量、形状和杀伤力，随风速和风向的不同而悬殊极大。由于地形的掩蔽、侧风或当地降雨的影响，在各个扇形扩散面上会不规则地出现放射性最强之处和最弱之处。



　　图8是博尔特兹曼和特克两枚核试验弹爆炸后记录下来的微粒回降图。这两枚核弹是在不同时间从内华达沙漠的同一个试验塔上进行爆炸的。一枚核弹的回降微粒大体上集中在东北方向，另一枚的则集中在西北方向。博尔特兹曼核弹图显示出在离爆心投影点约七十哩处有一个每小时五百毫伦琴的放射性最强的地区，它几乎位于每小时一毫伦琴的等高线的顶上；而特克核弹则没有那样大的偏差。






图8 回降微粒与风力的关系



　　能否推算出这些不稳定的回降微粒的散布图，取决于能否取得从地平面到同温层之间各层风力结构的数据。因此气象预报员必须估计到在不同高度上风向飞风力和剪切力的变化。但是，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预测也容易产生重大的误差。



　　自然资源



　　最后，如果不略微提一下自然资源——动植物和矿物资源，那么对地理的制约作用的叙述就不够全面了。



　　在二十世纪，国家力量取决于多种经济基础。但不幸的是，世界上的人类社会却不公平地分成了“富国”和“穷国”。每个国家都缺少一些资源。但是，有些国家的情况比另一些国家更为严重。许多国家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和平地增加他们的财富。有些国家则企图用强制手段弥补其短缺，它们造成了严重的战略问题。



　　粮食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其次是原料以及将原料加工成成品的手段等。汉斯·摩根索在他写的《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尽管(一个国家)拥有国家力量中的其它种种成份，……但是，长期地缺乏粮食，将迫使它在外交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不是强有力的地位。……



　　粮食是如此，那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尤其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重要自然资源当然也是如此。……



　　今天，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现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方面，几乎完全能自给自足，而且至少控制着取得它们本身不生产的那些原料来源的途径，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对国家力量所需的原料进行控制的绝对重要性，已随着战争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了，所以某些原料在重要性方面超过了其它一些原料。……仅仅在几年前，能否控制铀矿对于一个国家的力量全然无关。……



　　然而，铀的例子却说明了国家力量中的另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即工业能力。刚果拥有大量的优质铀矿。这一事实提高了该国作为战利品的价值，因而从军事战略观点来看，也提高了它的身价。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这并没有增强刚果的力量，因为刚果没有使这些铀矿能用于工业和军事方面的工厂……



　　由于现代化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公路、铁路、卡车、舰艇、飞机、坦克，以及从蚊帐和自动步枪到氧气面罩和导弹等各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各国之间的实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生产更大、更好和更多的武器装备的竞争。



　　因此，主要的工业国家必然是强国，而工业水平的变化，不论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必然会引起实力方面的相应变化。



　　日本近来已跃为世界第三工业大国，在许多人心目中，它也是世界上第三个超级大国。但日本表现出一种很有趣的反常情况：这个国家既有平时的巨大实力，又有战时不可克服的弱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上的虚弱实际上支配了日本的战略——东条首相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可以发起进攻，以及他可以打多久。在过去三十五年里，情况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事实上，日本对于外贸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了。结果，在四十年代导致日本在军事上失败的致命弱点仍然存在，就是说日本本国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也缺乏诸如动力燃料，铁与有色金属，石墨，钾碱，棉花和盐等原料。



　　总之，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拥有庞大军事力量所需的经济潜力和国家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进行革命性的技术变革。



　　变化的观点



　　再进一言。与一般的荒诞说法相反，地理总是随着季节性的、周期性的和偶然性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位战略家能够一劳永逸地完成一项分析，签署“批准”字样，然后束之高阁。国家利益、目标、政策、局势或当代技术方面的变化，会引起一系列新的地理上的相应变化。














	

 






	















	







	







	









 





	


	







	








	




	


第四部分　特殊考虑事项




	







	

 



	


	



第21章 武装部队的特点




　　一个国家完全依仗实力、技术和智谋，就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也就能保住它已占有的东西……一个国家用武力能够击退和驱逐敌人，突破和占领敌人的国土，夺取目标，消灭敌人，解除敌人的武装，使其失去战斗力，限制其活动，封锁其前进道路，并且直接挫败敌人的入侵或进攻。换言之，一个国家如拥有“足够”的实力，就能够做到这一切。“足够”的标准取决于敌人有多大的实力。



　　托马斯·谢林：《军备与影响》



　　决策者们如果滥用现有的兵力，就会使其国家陷入严重的困境。因此，专业人员在制订计划时，必须仔细考虑本国武装部队(现有的和计划中的，现役的和后备役的)的能力与局限性。此外，他们还须估计敌人和盟国的兵力。



　　正确的判断要求对军事机器有广泛的、切合实际的了解：其组成、编制和平衡；地位与任务；兵员实力；训练状况；武器与装备；后勤系统；驻地与部署；机动手段；协同、指挥与控制。



　　组成、编制与平衡



　　任何国家要想充分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必须使其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编制与平衡适应特定的需要。每个军种都有独特的作用。任何军种都不能单独负担全部任务。因此，军队数量不足或质量不高的国家，就处于劣势地位。



　　小学生们听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瑞士海军的笑话时哄然大笑，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笑话，瑞士的国家力量中确实缺少一个重要成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目前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但如果在它的武库中不增加洲际弹道导弹，它最多只能构成地区性的威胁。日本缺少许多装备。在现代军事强国中，只有美国部署了多样化的陆、海、空战斗部队。这些部队能在各种环境中有效地执行任务，而且拥有能在遥远的战区为他们提供支援的后勤系统。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主要对手在武装部队的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而限制了他们进行战略抉择的范围。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力量发展庞大的陆军，损及了空军、远洋海军、机动工具和后勤支援机构的发展。因此，他们只能沿边界施加常规压力。甚至苏联，虽然它拥有一支陆海空三军齐全的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但它仍缺乏为夺取海外大块滩头阵地所需的舰载机和两栖作战能力，并缺少在远离欧亚大陆进行大规模地面作战所必需的后勤支援能力。



　　地位与任务



　　任何军种的结构当然都必须视其地位与任务而定。



　　一、基韦斯特会议



　　一九四八年三月，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召开了著名的基韦斯特会议。在四天的会议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确定了主要的和次要的职能。国防部长的目的是要解决各军种之间旷日持久、精疲力尽的竞争，消除徒劳无益的工作重叠，建立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基韦斯特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是否四个军种都允许有各自单独的航空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发展到六个师、拥有四十七万八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是否应成为第二支陆军？”“究竟还要不要海军陆战队？”“牵涉到陆军和空军的美国防空任务，到底应由谁来负责？”“谁来负责研究确定有关空降作战的联合作战原则、装备和程序？”



　　经过那次激烈的争论以及同年八月在罗得岛新港举行的不怎么大肆宣扬的续会之后，通过了一些广泛的、基本的决定。例如，空军承认海军有权发展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空中武器系统以及攻击影响海上作战的内陆目标。空军还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海军参加全面的空战是有好处的。作为交换条件，双方同意空军在战略轰炸范围内享有独有的特权。陆军则保留其传统地位，重点是进行持久的地面作战。



　　基韦斯特协议充其量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海军部后来建成一支有陆海空军部队的平衡的、完整的武装力量，其编制装备可以适应海上作战的需要。一般说来，海军是个心满意足的、坚定的现状维持派。只有一个重大的争论问题尚未解决，即核武器仍是空军独家使用的武器。这个问题涉及到战略进攻和大战略的范围。陆军则更加忿忿不平，用福雷斯特尔的话说，陆军成了“拣破烂的，专揽人家不愿干的和不吸引人的活”。



　　后来，对基韦斯特会议的决定作了一些澄清，消除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和引起争吵的地方。随着国家安全目标、政策、战略、战术以及技术上的变化，继续不断地出现令人恼火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军种统一的无休止的辩论；陆军航空兵的规模；以及关于所谓国防部侵占或重复军种的职能的种种疑虑等。每解决一个问题，团结就紧密一步。



　　尽管存在着分歧，四个军种基本上还是相互支持的，而不是相互倾轧的。下面简单讨论一下各军种所特有的能力和局限性以资说明。



　　二、陆军的地位和任务



　　我国陆军的主要职责是在陆地上实施迅速而持久的作战行动，其目的是使敌方居民和领土长期服从于我国的意志。它特别用来迫近和打败敌人的主要地面部队；夺取、占领、防守以及在必要时管辖战略地区。它可应兄弟军种的要求，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后勤和行政支援。此外，情况需要时，陆军还可协助维持美国国内的治安。但是，陆军有很大的缺陷。它依靠空军和海军为它提供大部分空中火力、远距离侦察和防空能力，以及全部战略机动力。



　　三、海军的地位与任务



　　美国的海军显然主宰着一个专门的领域。没有别的军种如此适合于在海上持续作战，寻歼敌人的海上力量，从海上封锁敌人的贸易、控制重要海域和保护美国的海上交通线。也没有别的军种能把通常靠海运的大量物资运往海外。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中力量对敌人来说，是一个位置不断变动的目标。它利用其独特的有利地位，为美国争取主动权。海军最明显的局限性恐怕是，它最终还得依靠陆上的军事设施(当然它还有许多别的缺点和弱点)，而且如果不使用飞机和导弹，它就无法在对方内陆深处运用武力。



　　四、空军的地位和任务



　　空军在四个军种中是个后来者，同样在一个独特的领域中活动。它虽不再垄断进行全面战争的打击力量，但仍然是以战略空战为主要职能的唯一军种。而且，它的战术空军部队不同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术空军部队，它显然是专为夺取和保持全面制空权、对内陆地区施加影响以及实施近战、遮断行动、空运和给陆军提供空中后勤支援等而建立起来的。同样重要的是，我国空军最适宜于解决美国本土的防空问题，当然在完成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方面，它得到了陆军和海军十分宝贵的援助。空军的突出缺点是：它依赖固定的作战基地；在后勤支援的很多方面，它严重地依赖其它军种。



　　五、海军陆战队的地位和任务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作为一支精锐的空中－地面部队而组织、训练、装备起来的并作好思想准备的部队，它最擅长于两栖作战。海军陆战队的特点是：适应性强和反应灵活。例如，在黎巴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危机期间，活动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营登陆队使美国能够迅速将地面部队投入关键性的地点。列入各舰队序列的海军陆战队，最适宜于在海外显示武力，夺取与(或)防守前沿海军基地，以及在对于海上战役十分重要的沿海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但是，他们在执行深入敌区的任务或执行长期任务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 译者注：原文如此，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误。 ]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那样，就要极大地依赖于陆军的支援。



　　六、军种力量的平衡



　　一个军种对其它军种的相对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局势和国家的战略。在大规模报复时代，美国强调空中核力量。后来在灵活反应时代，则强调一般任务部队。目前，强调的重点还在不断变化之中。



　　人员



　　一、数量问题



　　乔治·华盛顿和莫里斯·德萨克斯 [ 译者注：莫里斯·德萨克斯系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将领，1744年晋升为元帅。 ] 都曾发表过如下独特的见解：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而不是庞大的军队。这一见解至今仍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超过限度就会变成谬误，因为一个强壮的大个子几乎总是能够打败一个同样强壮的小个子。而且小部队往往缺乏灵活性，展开后很快就显得兵力太单薄。但如果反过来，又可能把军队搞得过于庞大。臃肿的军队会耗尽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结果将是削弱而不是增强国家的安全。



　　虽然某些战略(尤其是与全面核战争有关的战略)主要依靠现有的部队，但动员潜力可以加强现有的部队。各国的“圣诞节补助” [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增加一点兵力。 ] 的效果有很大差别，这取决于各国的后备役部队和征召制度。以色列和瑞士都只维持着一支很小的常备军，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训练有素的后备队送到前线，因此受到了国际上的羡慕。当然，这两个国家如果被迫从国民经济部门不断抽调老百姓长期服役，将会遭到严重的损失。有些组织不甚完善的国家，缺乏在危急情况下迅速扩大兵员的机构。一九三五年，埃塞俄比亚人民在墨索里尼侵犯时对皇帝的敕令表现出的勇敢而又混乱的反应，就是一个例证。该敕令说：



　　现在，人人都要动员起来，凡年龄足以扛起长矛的男人都要送往亚的斯亚贝巴。已婚男子要带着妻子去运送粮秣和做饭，无配偶的男子则带上一个无配偶的女子。哺婴的妇女不必去。盲人、行动不便者或因故不能扛长矛者免役。接到此令后违抗者将处以绞刑。



　　二、质量问题



　　未经训练的兵员数字往往令人误解。人员的实效是同样重要的。国家的传统和习性(好战的、爱好和平的、中立的或冷漠的)是一种指数。纪律性、忠诚、进取心以及包括对服兵役的态度在内的一般的士气，则是另一种指数。天资、教育、年龄、体格、精力、耐劳精神、适应性、进取心、紧张时刻的表现，还有最重要的领导能力，就是使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不同于另一个国家的典型特征。祖鲁人 [ 译者注：非洲东南部的一个民族，系班图族的一支。 ] 的那种十分好斗的精神，在古代腓尼基人中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后裔中仍然缺乏这种精神。



　　训练和作战经验可造就出不同的人材。例如，现在美国海军中几乎所有的海军将官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这次大战是各主要大国在战斗条件下(包括舰队在大洋中的作战活动)检验各种海军作战思想的最后一次大战。二十五年来，这些人一直在台湾、朝鲜、地中海东部、越南沿海和在加勒比海执行任务。有些人认为，他们同正在崛起的苏联海军中初出茅庐的舰长们相比，这是一大有利条件。而另一些人对于我们拥有的明显的有利条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加以贬低，并说我们是在积累错误的经验。



　　火力



　　现有的现役部队和后备役部队的刀刃是火力。为了发挥最大的效能，并避免过多地投入己方部队，战略家们必须了解整个武器系统(即破坏力与运载工具和控制手段的结合)的相对能力、局限性和弱点。 [ 作者注：许多现代武器系统是十分复杂的。例如，我国的“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就是把核弹头与在大气层内执行拦截任务的近程高速度“短跑”导弹结合在一起的。远程“斯巴达人”反弹道导弹系统则用以拦截大气层外的目标。环视搜索雷达用以探测远距离来袭的洲际导弹。多用途相控阵雷达执行中程跟踪任务。最后，导弹发射场雷达在辅助设备的配合下计算拦截点，根据具体情况发射“斯巴达人”或“短跑”导弹，并引导它们击中目标。 ]



　　概括地说，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火力，能使数量较少的部队压倒数量较大但装备较差的部队。但是，在使用这种武器时。总是有所顾忌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某些化学武器的杀伤力如此巨大，它们带来的全部反应又是如此难以预料，以致有理智的人即使在看来非使用不可的时候也不敢贸然使用。至于次要的局限性，那就更多了。



　　持久力



　　陆上、空中或海上的火力，是体现一个国家军事态势的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没有一套稳定的行政机构和牢靠的后勤支援系统使它具有持久力，这种火力就不能发挥作用。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后勤供应不足，前线部队受到严重的削弱，因而每次大规模攻势的时间都坚持不了几天。越共和北越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战略也受到类似的限制。相反，经常遭到国会和报界抨击的十分显眼的美国后勤“尾巴”，却提供了一切生活必需品(还有大量奢侈品)。但是，仅就它的臃肿和复杂而言，有时它造成的战略问题的严重性，几乎不亚于因为后勤供应不足而产生的困难。



　　上述种种困难几乎都与战略机动力有关。美国远离大多数海外目标地区，必须极大地依赖空运和远洋运输，以便迅速、经济而有效地将必需的大量人员、物资和补给品从美国运往战区，或从这一战区运往另一个战区。



　　目前，军队和最急需的物资几乎全靠空运，因为空运具备反应迅速、机动灵活以及速度快等优点。军事空运司令部保持着一个综合体系，它拥有多用途飞机，一个由出发基地、中途基地和降落基地组成的基地网，多条航线，空中加油能力和战备物资的储备等等。这个综合系统使空运司令部能最有效地满足经常性的需要和应付紧急情况。其重要的补充力量则来自签订合同的民用运输机和定期与现役部队一起行动的后备役部队。但是，在目前技术水平下，由于空运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而且不能运输大吨位和体积过大的物资，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派出部队与敌作战，但又不能支持它，这就播下了灾难的种子。



　　因此，美国运往欧洲或东方的大批军用物资(包括军事空运司令部的航空燃料)，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海上运去的。一支由文职人员担任船员的“现役”核心舰队(只有我国海军有这样的舰队)，在平时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但在国家处于紧急情况时，将成为扩充军事海运力量的基础。美国商船队历来能提供支援力量，但目前它那些过时的船只面临着“整批报废”的前景，因而担不起这个任务了。结果我们只好依赖那些所有权属于美国、但由私人经营的商船。这些船上悬挂着外国旗子，船员是外国人，他们没有效忠于我国的义务。因此，依赖这种商船必然带来严重的战略缺陷。



　　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军事行动至今还只局限于欧亚大陆及其相邻的水域，他们主要是根据火车和汽车运输情况来确定其战略机动的需要。飞机起着重要的、但只是第二位的作用。和美国一样，这两个国家都有弱点。陆上交通线至少和海上或空中交通线一样容易被切断，因为终点站是固定的，终点站之间的线路又缺乏灵活性。



　　指挥、控制与通信联络



　　一个国家武装部队的作战效能取决于协调一致的行动。如果不能将各种军事力量融合在一起，就会造成可悲的后果。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某些国家(如加拿大)已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军种。另一些国家仿效普鲁士的方式，十分重视专职总参谋部的作用。



　　美国各军种根据各自的特定作战任务，编组、装备和训练部队，并根据需要与其它军种取得协同。这意味着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制订各自的战术和技术原则。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的联合作战原则，由国防部长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派专人制订。



　　为推行美国大战略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战斗行动，由担负地区任务的六个联合军种总部 [ 作者注：联合军种总部系美国最高级作战指挥机构，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组成，担负区域性或职能性责任。联合军种总部系由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助下、通过国防部长设置的，负责执行广泛的、连续性任务。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由总统建立的联合军种总部司令官可以在其权限内成立一个或数个属于联合军种总部的联合军种司令部。 ] [ 注：单一军种总部系美国最高级作战指挥机构，通常由一个军种组成，担负区域性或职能性责任。单一军种总部系由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助下，通过国防部长设置的，负责执行广泛的、连续性任务。 ] [ 注：进击司令部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为战备司令部所代替。战备司令部与其它联合军种总部不同，它没有专门辖区，也没有直接指挥作战的责任。 ] 来执行。这六个联合军种总部是：阿拉斯加总部；大西洋总部；欧洲总部(其责任范围包括整个北约组织地区、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太平洋总部(在制订计划时，它考虑的范围从我国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包括亚洲大部分地区)；南方总部，负责南美地区。大陆防空司令部，既是一个职能单位，又是一个区域性单位，整个美国都在其责任范围之内。每个联合军种总部的部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军种联合组成。战略空军司令部是唯一的单一军种总部，它是职能单位，人员几乎全部是空军。在一切情况下，指挥系统都是：从担任总司令的总统到国防部长，然后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到联合军种总部和单一军种总部。



　　每一种指挥和控制系统都有其本身的特点，我们的系统也不例外。战略家们在制订计划时应谨防组织编制上的隐患。联盟最容易出问题，而且出了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效果，就要求取得最大限度的协同。例如，东条和希特勒的同盟由于缺乏紧密的配合而受害颇大。他们从来没有联合作过战，没有共同的计划，没有值得一提的补给品的交换，也没有统一的参谋部。相隔太远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如果配合得好，关系肯定可以密切一些。美国和南越没有一个联合的指挥机构，也造成了严重的缺陷。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美联合参谋部和朝鲜战争时的多国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则较为成功。



　　组织机构仅仅是指挥与控制的一个方面。一度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的罗伯特·辛克曾俏皮地谈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一切！”缺乏通信联络的大人物，只能指挥他们的助手。



　　根据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沉痛教训，通信联络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反应快，打不断和安全保密。当时美国成功地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使日本秘密行动的能力大为削弱，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取得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



　　幸运的(或某些人认为不幸的)是，美国拥有和使用着世界上最好的通信网。高级决策人和国内外主要指挥官之间通常可以立即取得联系。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利之处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上级往往控制不住自己，而喜欢直接插手下级事务，这样做有时就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对军事力量的展望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克劳斯·诺尔很好地概括了本章的要点。他说：



　　衡量、比较以及-准确地预测……不同国家的战斗力，既无理论指导原则，也无实验的仪器。已知的唯一准确的测试方法，就是通过战争来检验。当然，可以对步兵师、空军联队、海军舰艇、导弹发射架和军事人员进行数量上的比较……。但是，如果对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部队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很可能根本无法估计一九六七年阿以战争的结局。……主要原因是：由于质量因素的存在，使得数量上的比较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越南事件发生之前，要对北越正规部队和在非军事区以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力进行比较，同样也是困难的。



　　说得多么好啊！战斗力是诸因素的总和，其中有些因素能精确地计算出来，有些则不可能。所以，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制订战略都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第四部分　特殊考虑事项




	







	

 



	


	



第22章 军备控制的影响




　　军备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保卫我们国家安全的一种方法。同样地，军备控制是达成同一目标的另一种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方法也许要胜过另一种方法。



　　马克·史密斯第三和小克劳德·约翰斯合著《美国的防御政策》



　　军备控制措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乃至我们的生死存亡有直接关系，因而对战略有影响。如何完善地进行限制军备的工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章拟指出军备控制的机会和隐患，以便读者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军备控制概述



　　大多数相信军备控制的人，不同于主张全面和彻底裁军的人，他们都较注重实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战争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下令禁止一切战争工具，在目前不仅做不到，而且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类必须找出途径，来减少或消除我们这个星球或其大部分居民为武力毁灭的可能性。



　　军备控制措施一般采用下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限制办法：防止和禁止核扩散；强调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武器系统和战略；限制军火生产和军火交易；限制核试验；禁止把武器送入轨道；减少核储存；运用缓和紧张局势的手段，如减少对峙的部队和建立无核区。



　　目前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



　　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松总统在给国会作报告时，对目前美国关于军备控制的立场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说：



　　我们和苏联——以及其它国家——在任何领域内的共同利益，都没有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利益那么大。



　　主要通过军事力量来谋求安全的传统办法，在一个战略武器急剧增加的世界上引起了不少的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使得任何平衡都极不稳定，并促使双方向更高更复杂的水平作新的努力。



　　这样的军备竞赛消耗了资源、才能和精力。



　　竞争越激烈，就越无法捉摸对方的意图。



　　武器装备的水平越高，一旦威慑失灵，暴力和破坏也就越激烈。



　　鉴于这些原因，我在本届政府初期就决定：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力争通过与其它国家的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大的把握和尽可能小的代价和潜在暴力，来维护我们的安全。



　　核军备控制措施



　　自从第一颗火球在广岛上空爆炸以来，核武器一直是我们注意的主要问题。从那时起，我国一贯强调在全面战争中采取严格的防御态势，限制核武器的类型和核弹头的储存数目，大大减少试验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武器系统的次数，以及限制我们使用核武器的时机。



　　一、核试验



　　不受视察的暂停试验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不受视察的暂停核试验，并未列为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内森·特文宁空军上将(已退休)就曾这样表示过：



　　在一九五八年的默契之后，﹝美国﹞上了圈套，陷入了与苏联无休止的会议。……除了带回一个美国在下一轮谈判中的妥协、软弱的地位外，我们始终一无所获。



　　一九六一年，俄国以单方面的行动废弃了“君子协定”……。它完成了一系列十分复杂的、技术水平很高的以及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核试验……。



　　而我国却未能恢复一个有效的、复杂的核武器试验计划……。在这个停试期间，我们丧失了进行核试验的太平洋基地，丧失了训练有素的核武器试验班子，丧失了在核试验方面的动力以及丧失了制订有意义的和最新的计划能力。因此，我坚持认为，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决定接受不受视察的暂停核试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今天，许多消息灵通人士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然而，即使那些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人也普遍认为，苏联两面派手法早该料到，所以美国由于麻痹大意而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部分禁试条约



　　我们另一个重大的经历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签订的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内、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爆炸。幸而我们这时已吸取了过去的一些教训。肯尼迪总统在彻底弄清以下四个问题之后才支持这个条约：



　　1．如果签订这个条约，苏联是否会拥有或能够获得一个美国无法超越的重大军事优势？



　　2．苏联的秘密试验是否会对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3．如果苏联不遵守条约或我们的利益受到危害，美国能否适时地挽回损失？



　　4．如果头两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不利，我们能否用其它办法得到充分的补偿？



　　大家确认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结论认为：条约将防止核扩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助于实现美国武装部队的根本目标，即制止战争和维护光荣的和平”。这些好处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足以抵消可以预见到的某些技术上的不利之处。



　　然而，有些评论家仍持保留意见。作为有限禁试条约的直接结果，美国目前奉行着一种建立在从未经实际检验的核武器之上的全面战争战略。使用假弹头来试验运载工具，结果一直是令人满意的。对于核武器，则进行连续不断的地下试验。在进行模拟爆炸时，每一个部件都达到了严格的标准。但是，整体系统尚有待于在真实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此外，诸如由于空中核爆炸引起的无线电通信中断等许多意外影响，尚未很好探索过。负责的官员们认为，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险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的结论必然是根据不完全的证据得出的。



　　二、防止核扩散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不存在核扩散问题。在那个期间美国人垄断了可投掷的核武器。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的全面战争战略完全关注于唯一能构成核威胁的苏联。一九六四年十月，这种局面改变了，赤色中国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装置。接着，北京又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爆炸了一颗百万吨级的热核装置，并对发展运载系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法国和英国也拥有了自己的核能力，但幸运的是，它们是站在美国一边的。随着其它国家取得核武器，我们显然将面临一个与今天迥然不同的战略计划问题，如果这些国家是一些公开的敌人或者一些行动反复无常的国家，情况尤为如此。



　　防止核扩散条约



　　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生效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有九十七个国家签了字。其中已有七十个国家同意或批准了该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象以色列、印度和巴西这些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有能力加入“核俱乐部”的国家并不是签字国。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条约上签了字，但是尚未批准该条约。两个超级大国以及英国都公开保证，在条约参加国中任何一个无核武器国家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侵略威胁时，将根据联合国宪章，谋求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向该国提供援助。然而，如果国家领导人认为国家利益要求获得核能力，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不去获得这个能力。



　　多边核力量



　　为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同时也为了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国家在防务上能有一点表面上的平等伙伴关系，美国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多边核力量的建议。这个建议引起了两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盟国中哪一个国家有权使用核武器？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各盟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情，使这个计划一开始就破产了。德国使用核武器的前景，在西欧引起的惊恐几乎与在苏联引起的惊恐一样强烈。由于存在这种态度，再加上美国不愿放弃对核武器的控制，就带来了过多的严格限制，以致原先追求的平等地位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们，从来没有机会获得美国提供的、并能在危机时刻实现它们决心的核能力。多边核力量非但远没有产生合作的感情，反而滋生了相互怀疑和不满的情绪，进而损伤了欧洲人对美国的信心——即相信美国在其自己的生存并没有受到明显威胁的情况下，会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来确保他们的安全。



　　三、无核区



　　“无核区”是个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根据国际协定禁止使用核武器。在一段时间内，只有南极洲、外层空间和海底是被指定为无核区的。第一次郑重其事地企图把这个原则用于有人居住的地区是在一九五七年，当时波兰的总理 [ 译者注：原文如此，系外交部长之误。 ] 亚当·腊帕斯基曾建议，应该宣布中欧为无核区。但他没有成功，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战略都是部分地以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没有一方愿牺牲这种灵活性。



　　由于世界各国战略上的不一致和国家利益的不同，后来有关其它地区的一些建议也都遭到了拒绝。例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反对把非洲作为一个无核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色列在亚洲，这样它就可以不受约束。迄今，只有拉丁美洲(那里看来不大可能使用核武器)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地区被确定为无核区的——一九六七年签订了这种条约。然而条约上签字的都是拉丁美洲国家，只有美国和联合王国在附加议定书上签了字。该议定书“要求核大国承认这个条约，并同意不对条约签字国使用核武器或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



　　一九五○年美国在朝鲜并没有遵守什么国际协定，但创造了一个事实上的无核区。当时虽然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杜鲁门总统拒绝向中国人投掷原子弹。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在印度支那沿用了这个决定。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抉择都影响到美国打有限战争的战略概念。



　　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当前，美国和苏联都把军备控制的最大重点放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尼克松总统在其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对外政策声明中概括了美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首先提出了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可能达成的几个协定草案。



　　我们既对这些草案作了相互比较，又对照考虑了在没有这样一个协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局面。



　　﹝我们﹞全面调查了我们监督对方遵守各种武器系统限制的情报能力；调查了为保持对限制措施的效力有信心而必须加以限制的具体活动；也调查了限制措施对美苏战略武器发展计划的影响。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廿六日结束。当时美苏两国公布了一个条约和一个临时协定。条约对双方现有的核计划中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作了限制；临时协定则规定对选定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水平实行为期五年的冻结(见附表)。只要不采用新的技术发明(如激光)，双方均可改善规定数量范围内武器的质量。如“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各方都有权退出这个条约和临时协定，而且我们已经表明，如果在这五年冻结期间还不能缔结全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美国的最高利益就可能受到危及”﹝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



　　美国和苏联都只许可设置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一个保卫国家首都，另一个保卫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每个发射场不得超过一百台反弹道导弹发射架，每台发射架上只限装一枚截击导弹。雷达辅助设备要受严格限制。限额外正在建造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必须拆除或销毁。



　　美国将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保留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并计划于一九七五年中期开始使用。在蒙大拿州的马姆斯特罗姆和密苏里州的怀特曼建造发射场的准备工作已经停止。是否以华盛顿特区为中心建立一个发射场，还没有作出决定。苏联目前以六十四枚反弹道导弹保卫莫斯科。如果苏联人想要建立一个相应的发射场来保卫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那么它必须设在距他们首都八百哩以外的地方——可能要设在乌拉尔山脉以东。



　　海上或空中发射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均被禁止。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快速重装反弹道导弹和分导多弹头反弹道导弹，也在禁止之列。防空导弹系统不得改装成反弹道导弹系统。最后，美苏两国均不得把反弹道导弹的组成部分移交给盟国，也不得将反弹道导弹部队部署在本国领土以外。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



　　1． 洲际弹道导弹 　临时协议(其具体规定由附加议定书进一步说明)规定，两国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以后不得新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一九六四年以前部署的轻型或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不得改装成能够发射一九六四年以后部署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架。



　　上述限制不会影响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报复能力，因为我国没有新式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也没有在一九七二年年中到一九七七年年中这段时间内扩充陆基导弹力量的计划。而苏联，估计正以每年二百五十枚的速度生产洲际弹道导弹。如不冻结，到一九七七年，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数量就会达到约二千八百七十枚，而美国只有一千枚“民兵”和五十四枚“大力神”导弹。



　　2． 弹道导弹潜艇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新型弹道导弹潜艇(以美国的“北极星”和苏联的Y级潜艇为代表)，必须以一九七二年五月廿六日以前已编入现役或正在建造的为限。一九六四年以前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陈旧的苏联G级和H级潜艇上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可在一对一的基础上改装成新型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可拥有不超过七百一十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四十四艘新型潜艇；苏联可拥有不超过九百五十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六十二艘新型潜艇。装在任何类型潜艇上的弹道导弹均算在此类导弹的总数中。



　　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的情况一样，美国在冻结期间没有扩充其弹道导弹潜艇力量的计划。然而苏联却每年要建造八至九艘新型潜艇。如不冻结，到一九七七年苏联的新型潜艇很可能会是我们的两倍以上。



　　3． 其它武器系统 　临时协定并没有对远程轰炸机、负有战略任务的陆基和舰载战术飞机或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作出明文规定。有关这类武器系统的问题，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讨论。



　　双方同意的解释和单方面的说明



　　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临时协定，都有一些容易引起不同解释的条款，其中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有三条。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轻型洲际弹道导弹两个词没有定义。美国把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解释为与苏联SS－9相类似的导弹，虽然美国在其单方面发表的声明中并未加以确切的区分。



　　如果我们的欧洲盟国继续建造潜艇，使北约组织的潜艇总数超过五十艘或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超过八百枚，那么，莫斯科将保留“相应地”增加其新型弹道导弹潜艇总数的权利。美国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人主张取消所有美国在海外的弹道导弹潜艇基地。我国反对。在苏格兰的霍利湾、西班牙的罗塔和关岛的前沿基地，能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有约半数的潜艇在阵位上。如果大大低于这个百分比，目前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会谈的主要成果



　　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会谈的双方，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不是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在双方公开的私利基础上，”找到了在核武器竞赛中相互限制的办法，承认了双方易受攻击的弱点。



　　即使苏联人在冻结期间开始部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美国在核炸弹和核弹头的总数上显然仍对苏联保持三比一的优势。俄国人主要由于拥有SS－9导弹，因此在总当量上占有三比一的优势。如将美国负有战略任务的战术飞机计算在内，则双方运载工具的总数大体相等。



　　在那样的条件下，我国的战略力量能否继续维持“够用”的标准，还很难说。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严重地打击了我们的威慑态势，而且如果威慑失灵，对我们打全面核大战的能力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制订协定的人们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会谈创造了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非常有利的战略形势，这个形势比如果没有协定时好得多。只有时间才能判断哪种推断最为准确。



　　在非核武器控制方面的努力



　　目前在非核武器控制方面的努力不象上述那些重要措施那样引人注目。但这方面的许多措施，如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联系，及对外层空间和海底的和平利用等，也具有广泛的战略影响。国际间常规军火(这是打有限战争的主要支柱)的交易令人不安，但这个问题一直被置于相当次要的地位。此外，我国对于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前景极为关注。它已单方面放弃使用生物武器和毒剂，并已销毁了全部库存。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美、苏两国都在国际细菌战公约上签了字。该公约之目的与上述目的类似，并要求签字国寻求控制化学武器的相应办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欧的相互均衡裁军问题。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布鲁塞尔讲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年来，北约组织一直在认真研究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使维持欧洲安全的军备平衡由目前的高水平降低到较低的水平上去。自从一九六八年六月以来，北约组织已一再明确地声明，它相信相互裁军可大大有助于紧张局势的缓和。



　　尼克松总统给美方谈判人员的指导方针是：小心谨慎。从他关于美国对外政策讲话中摘出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主要的目标应当是在减少军队和军费的情况下谋求较为稳定的军事均势。因此，裁减应该起到加强防御能力的作用，从而减少对进攻部队的要求。即使防御能力实际上没有得到改善，但至少军队的裁减不应让进攻行动拥有比目前更有利的条件。：然而，这样的裁减还是会加强进攻能力的，因为进攻部队可以集中使用，而裁减了的防御部队却不得不在既定的防线上广泛展开。



　　上述目标一直极难实现。例如，如按规定百分比裁减美苏兵力，将有利于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欧洲战场的军队人数、飞机和师的数量大大超过我们。裁减得越多，就越不平衡。由于美国的兵力必须回到北美，它在危机时刻就很难立即投入战斗。苏联部队只要在陆上后撤几哩就可回到俄国西部。监督和检验问题尚待解决。最后，有些倡议，如建议美国单方面减少驻欧军事力量的曼斯菲尔德决议，会使相互均衡裁军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真想取得一点实际的进展，显然此类僵局必须打破。但前途是悲观的。



　　对军备控制的展望



　　官方人士或普通公民中很少有人在谈到军备控制问题时是不偏不倚或心乎气和的。一触及这个问题，就会情绪激昂。有些评论家认为美国强调军备控制太过分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强调得太不够了。除了极个别的人而外，说话负责的人一致认为，双边的、有可靠监督的措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应在国防战略中起重要作用。目前的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部分　特殊考虑事项




	







	

 



	


	



第23章 经济与财政方面的制约




　　求求你，给点钱吧！



　　——经济萧条时期乞丐的乞求语



　　理想的情况是，根据国家安全利益提出目标，这些目标在政策方针指导下确定战略，而大战略又提出对军事力量的需求。然后，国家分配人力和物力以满足这种需求。



　　为获得资源而竞争



　　上述那种空想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罕见的。国家安全利益对财力、人力、物力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同国内外的其它需求和愿望相冲突。在确定分配这些资源的优先顺序时，强调的重点不断地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除了在非常紧急的时期而外，自由世界国家总是掩饰或忽视许多潜在的威胁，以便把它们的战略和实施战略的部队尽可能裁减到最低的水平。这种手法好比在国防开支过多和过少这两者之间走钢丝。过多，就要削减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计划；过少，就要直接危及国家安全。



　　防务对经济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国防开支不断迅猛增长，加上造成购买力降低的通货膨胀(近几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每年都在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之间，这已成为规律)的影响，使情况更加恶化了。根据最新出版的《世界军费开支》一书，一九七○年世界各国的军费开支总额为二千零八十亿美元，创了新记录。一九七一年，这种费用预计要高达二千一百六十亿美元。



　　美国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辆M－4型坦克要花费纳税人大约七万美元，而现在一辆有争议的“主战坦克”(在研制阶段就被取消了)的造价要比这个数目大十倍。轰炸广岛的那种B－29型轰炸机每架造价为六十四万美元，而未来的那种B－1型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每架造价至少要四千万美元。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包括所载飞机在内)估计价格为十五亿美元。而且，这些数字仅为采购费。如果把研制、使用和维修费都算进去，费用就不知要贵多少了 [ 作者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讲了一件与此有关的有趣轶事。他在追忆他任海军少尉时说：“(在一九三三年)除了别的东西而外，我们还有一种飞机，叫做F－4型战斗机，价格约为三万美元。……今天我们也有一种F－4型战斗机，海空军都在使用，其单机的重量和造价竟超过了那时整整一个F－4型战斗机中队。而且，今天的F－4型战斗机垂直爬高的速度比老式的F－4型战斗机俯冲的速度还要快！” ] 。



　　经济力量基础



　　负责提供必要资金的经济力量基础，系由工业、商业、贸易、金融和自然资源(包括与能源有关的自然资源)组成的综合系统。而技术人员和组织机构则负责提供方针、技术和推动力。



　　仅仅估计一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目前和今后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数量和质量要求生产出规定的产品，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表面性的指标。例如，许多国家宁可生产大炮而不生产牛油。投资额和生产资料的产量的增长率，同样也能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造船厂和家具厂对武装力量的潜力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电力、石油和钢的生产，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同样如此。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滕宁可根据下列情况作出估计：“用于今后发展整个经济的资源的分配情况；对国防十分重要的工业的特殊增长情况；军队使用物资的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考虑。



　　目的与手段



　　如何最有效地分配经济这块馅儿饼一直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使美国这个国民生产总值高达万亿美元的经济巨人，也要碰到各种实际限制。正如詹姆斯·罗赫蒂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决定》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技术以空前规模飞速发展的现象，也许使一些人认为，资源不足是一种假象。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决策者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一方面技术可提供多种选择，另一方面资源又不足。这样，只好在被经济束缚了手脚的情况下进行选择。



　　美国防务管理部门里不少人(关于他们的观点罗赫蒂在下面作了详细说明)坚决主张，国家安全目标以及为此而制订的战略必须与货币的支出相适应：



　　选择最好的方案(可能只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而已)要以经济标准为依据。战略仅仅是使用资源的方法，而技术则告诉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样的战略。但是，经济并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受进一步检验的第三十因素。经济就是这种检验；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希契(查尔斯·希契是麦克纳马拉的审计长)一直坚持认为，“在……选择各种方案进行比较以及在逃择经济标准方面，判断力总是极端重要的”，但这始终只是个选择最合适的经济标准的问题而已。



　　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认为，上述那种制订战略的方法是本末倒置的。他们承认，必须用严格的标准去衡量每个美元最终使用得是否得当。但他们却宣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金钱的使用问题。他们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我们将大约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用于国防需要方面，并未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而近几年的国防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或百分之九。毫无疑问，在必要时我们可在长时期内采取折中的办法来对付严重的威胁。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引用了麦克纳马拉的话。麦克纳马拉是“效费比” [ 译者注：指费用与效率之比，即要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效。 ] 的倡导者，但他欣然承认：“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需要用多少钱，就完全可以用多少。”



　　汉斯·摩根索剖析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他说：



　　好的政府一开始就必须做两件不同的费脑子的工作。首先，它必须选定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方法。作出这种决定时，必须考虑到能最有把握地以现有力量保证其实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抱负，放弃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执行的对外政策，就等于放弃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一个国家也可能野心太大，执行了用现有力量无法圆满实现的政策，美国在一九一九年的和谈中就犯过这种错误。正如劳埃德·乔治 [ 译者注：劳埃德·乔治(1863－1945)，英国政客，在1916－1922年期间任英国首相。 ] 所说的：“美国人看来好象负起了‘十诫’ [ 译者注：十诫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诫律，如信教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等等，共十条。 ] 的唯一监护人的责任和负起了‘基督登山训众’ [ 译者注：基督登山训众，指基督向他的信徒说教，讲授怎么按十诫做人。 ] 的责任。但是，一涉及到实际的援助和责任问题时，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一个国家如不具备能发挥大国作用的先决条件而试图去充当大国角色，那就会招致灾难，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就是这样的。另一种情况是，本身是一个大国，因而推行一种不加限制的征服政策，以致力不从心；希特勒之流的世界征服者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使现实的目的与现有的手段相适应的工作，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商人是用元和分来估计盈亏的。国防决策人可没有这种便利条件，他们必须用客观的费用去衡量主观的价值。



　　请问，某种特定的国家利益值多少钱？人的生命又值多少钱？谁也无法准确地回答这类问题。“结果”，奥斯卡·摩根斯滕争辩说，“光钱数就把国会和人民(更不用说预算局了！)弄得昏昏沉沉，一到要对用来保卫国家的武器系统的价值作实际估计时，就更茫然不知所措了。”在某一位天才设计出一种更好的衡量标准以前，这种情况可能还得继续下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年美国资源的分配程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预算方面显然有两种学派，——“传统”学派和“积极管理”学派。两派的出发点是相同的：总统向国会提出他所订的国防预算方案，国会根据宪法第一条第八项行使权力，拨出它认为是合适的款项以“招募陆军并供给陆军军需……装备海军并供给海军军需……(以及)规定民团之组织、武装与训练”。然而两个学派在按上述程序办事时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



　　传统学派



　　国防预算的制订



　　阿兰·思索文和韦恩·史密斯在他们合著的《多少钱才够？》一书中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起作用的传统学派作了如下的描述：



　　当时的国防预算不是根据有关战略、军事需要和武器系统的决定作出的，而基本上是预先武断地规定的最高限额。在预算周期开始时，总统就向国防部长下达指示，规定下一财政年度他认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确实可行的国防预算数字。问题是，这个数字通常是这样得出来的：首先对政府的总岁入作个估计，然后扣除固定的支付款项(如支付国债的利息和付给退伍军人的款项)、国内各项计划的预计开支及援外费用等，最后“剩下多少钱就给军队多少钱”。这些预算方针对战略有什么影响并没有明确而系统地加以考虑。一旦总统就可行的国防预算作出决定，国防部长就在各军种之间确定一种固定的分配百分比，并按此比例分配款额。主要由于每年国防预算方针规定的分配比例是从上一年国防预算的分配比例中推算出来的，所以一九四五到一九六一年的分配比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各军种又根据其内部的习惯势力以及自己对国家战略和优先顺序的方针的解释，来确定下属各单位的分配额。(国家战略和优先顺序的方针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名叫“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文件中提出的。)



　　这种预算制度存在着一些可以预料到的缺点。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参与预算的编制工作，因为国防部长没有给他们规定任何明确的任务。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当时曾撰文描述过如下情况：



　　各军种互不联系，各自制订自己的预算。虽然国防部长、陆海空军各部部长和各军种参谋长之间曾就三军的共同需求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但据我所知，从未把三个军种的预算方案放在一起研究过，也从未对该预算所能支持的总兵力的战斗力进行过估价。编造预算的这种所谓“纵向”法(而不是“横向”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至今无法制订出一个理想的预算方案，能使财政上的重点同军事上的优先顺序协调一致起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谁都不知道我们具体的预算究竟要买些什么东西。



　　由于在财政方面缺乏严格的制度，加上各军种有本位主义，致使预算中发生了许多荒谬的事情。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就职后不久的讲话，证实了当时那种明争暗斗的情况。他说：



　　象“紧要的”、“必不可少的”和“绝对的最低数量”这类字眼成了肆意滥用的词句。有的军人可以为一定数量的飞机争得面红耳赤，说这是“绝对的最低数量”；而另一些军人则一本正经地鼓吹，在舰只、坦克、火箭、导弹或大炮方面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总是把每项需求的数量说成是“最低数量”的，在争论中各派都竭力鼓吹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显然不可能都对。



　　许多夸大的估计可以追溯到各军种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上去，这种保守主义极力主张保卫国家安全的卫士们要留一手，以防意外的情况。因此，他们在作估计时往往不适当地认为“威胁比预料的要大得多”，把敌人描绘成高达十尺的巨人。结果就夸大了需求。



　　更糟糕的是，军种的狭隘利益与周密考虑过的轻重缓急计划往往是毫不相干。当国会指示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在陆军的“奈基Ⅱ”型导弹和空军的“鲍马克”导弹之间选择一种作为大陆防空用的导弹时，他征求了三军的意见。结果不出所料，陆军选择了“奈基Ⅱ”型导弹，并辅以截击机，不要“鲍马克”导弹；空军则选择了截击机和“鲍马克”导弹；而海军得出的结论则是，既不要“奈基Ⅱ”型导弹，也不要“鲍马克”导弹。



　　因此，无怪乎漫无边际的需求年年都和固定的经费发生矛盾。在各军种对如何分配那笔经费没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国防部长和他的工作班子就“把多余的部分砍掉”，这种“多余的部分”必然是那些人人都知道在预定的预算限额内无法满足的那些项目。



　　对制订防务计划的影响



　　上述情况对于制订合理的计划有很坏的影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后来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



　　我们可以想象到美国必须准备打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战争，但是决不会有陆军离开海军单独作战、或海军离开空军单独作战的那种战争。十分明显，即使从纯军事的观点出发，将四个军种的计划制订工作协调起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幸的是，)三个军种各自为政，各自提出自己的需求。其结果可以恰如其分地用“混乱”两个字来形容。例如：陆军制订计划主要是以长期消耗战为依据的；空军主要则以核轰炸这种短期战争为根据。因此，陆军要求储备几个月(即使不是几年)的作战补给品，以准备应付一场相当规模的常规战争。空军要求为核战争储备的补给品则以日来计算，而且日数不很多。如果始终坚持采取其中某一种办法，也许还有点意义，但是，将两种办法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协调一致的战略，它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以现有的军事手段确实可以实现的。



　　同样重要的是，战略计划是长期的，而防务预算却是短期的，一次只管一年。那种零敲碎打地提供资金的办法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害处很大。由于从来不知道一项计划的全部费用(使用与维修费用，加上与研制和采购有关的费用)需要多少钱，所以就无法事先估计预算对于决定计划会有什么影响。许多计划在开始实施时就没有完成的真正把握。计划过大会导致取消或拖延某些项目，从而造成很大的浪费，而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通过制订长期的财经计划而避免的。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八年美国资源的分配程序



　　积极管理学派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传统”学派为“积极管理”学派所取代，后者把国家安全利益、目标、政策、战略、力量态势和防务预算等几方面结合得紧密一些了。恩索文和史密斯对这方面的情况也作了如下的描述：



　　鉴于五十年代采用的预算制度已告失败，肯尼迪总统决定在防务预算上不强行规定最高限额。总统给麦克纳马拉的两项重要指示是：“建立我国军事需求所必需的力量结构，不必考虑强行规定的最高预算限额”；“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建成并使用这支力量”。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是：应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军事战略、武装部队和防务预算进行综合考虑，对于各军种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应根据其利弊逐条加以考虑。



　　麦克纳马拉的改革



　　麦克纳马拉主持国防部工作期间，决心将权力集中，发挥决策人的积极作用，而不去充当法官、裁判员或仲裁者。国防部文职人员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制订战略的过程，以致他们常常受到指责，说他们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墙脚。



　　这时候开始采用一项正式的“计划－规划－预算制度”。国防部长第一次得以作出综合性的决定，也是头一次能够专门确定钱将花在什么地方。因为防务需求是由各军种的下属单位提出的，可按其作用进一步分为两类。这两类里均有研制、发展和军事援助三项内容：



　　甲类：战略部队



　　一般任务部队



　　情报与通信



　　空运与海运



　　国民警卫队与后备队



　　中央补给与维修



　　训练、医疗等



　　行政及有关机构



　　军人退休金



　　乙类：军事人员



　　使用与保养



　　采购



　　军事工程



　　军人家属住房



　　其它



　　这时候开始实行一项“五年防务规划”以综合国防部各单位业已获得批准的计划。这是一个连续性的长期规划，对部队来说可管八年，对资源来说可管五年。这样就把收入额和支出额、力量态势和战略彼此联系起来了。



　　对“系统分析”的剖析



　　麦克纳马拉提出的系统分析这一革新，遭到的诽谤最为厉害。主张系统分析的人把它称为“解决决策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这种方法运用了各门学科的原理，主要是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有的人将其誉之为一种用科学代替“凭直感作判断”的绝妙的工具。有的人则骂它是一种试图用数量来表示无法计量的东西的点金术。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对。系统分析不过是用着重提出多种选择方案的方法，将相互关联的事实、合乎逻辑的主张和各种假设分离开来，并加以分析。这样，决策人就可以作出明智的判断，使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完善起来。



　　系统分析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在费用和效率之间尽可能作出最好的权衡。图9是有关武器采购的一个典型例子。






图9　“效费比”曲线图



　　如果某一武器系统座标落在A点上，那就表明不是所追求的目标过大就是需要更多的钱。如果该系统的座标落在B点上，则再增加一点费用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D点表示最好的目标，因为如果超过这一点，上升的效费比曲线就逐渐成水平线。如果该系统的座标落在E点上，则效率开始递减。此曲线图还能确定效率相差的幅度。在A点或E点上，经费稍有变化，不会对效率产生多大影响，但在C点上，增加或减少少量的钱，就会大大提高或降低效率。



　　这种研究的成果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要取决于分析者的智力、教育程度、经验和有无偏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谚语在这里完全适用。错误的假设只能得出完全歪曲事实的结论。尽管如此，系统分析同“计划－规划－预算制度”一起使用，已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很有发展前途。



　　当前美国资源的分配程序



　　尼克松－莱尔德班子执政时，对整个“计划－规划－预算制度”作了彻底的修订。现在，国防部长在预算周期开始时，先对三军各部和国防部所属其它机构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和支援项目发出初步的财政指导方针，然后才确定各种力量的需求量。修订的指导方针根据需要在以后颁发。



　　此外，还成立了防务计划审查委员会，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基辛格，成员有副国务卿和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预算和管理署署长，还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该机构最重要的职能也许是解决有关资源分配的问题。用这种办法来综合研究三军各部的方案，证明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其它国家显然有别的办法。但是，不管今天的战略家们如何对待财政经济方面的束缚，他们都必须保持行动和选择的自由，才能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除极少数的情况而外，使用武装部队是各种选择中代价最大的一种。因此，具有远见的计划人员，应充分利用那些以运用间接方法推行战略为特色的其它方案。



　　一九六九年六月，尼克松总统在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的讲话，可作为本章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他说：



　　我所要求的只是那些计划和开支，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保证我国安全和履行我们的义务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并不认为我的建议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如果我犯了错误，但愿我只是犯了求之过多而不是求之过少的错误。如果我们提得过多，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金钱；如果我们提得过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的生命。














	

 






	















	







	







	









 





	


	







	








	




	


第四部分　特殊考虑事项




	







	

 



	


	



第24章 科学、技术与战略




　　在长期冲突中，技术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技术战的胜利能给其它各方面造成绝对优势……参战的一方如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致使对手无法赶上，它就能在技术战中获胜。失败者或许知道他已失败，甚至老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对此却无能为力。



　　斯蒂芬·波桑尼与波尔内利合著：《技术战略》



　　技术战不是在各类战争中都能制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甚至在美苏长期斗争中，技术战也不一定是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没有优势的科学与技术，就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败北。



　　利用技术革命



　　在整个二十世纪，科学和技术对军事战略和战略态势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技方面的第一个高潮是，出现了军用飞机和大规模使用潜艇。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新的高潮，出现了喷气发动机、火箭、雷达和核武器。从那时起，具有战略使用价值的奇迹相继出现，包括毫微秒计算机及数据处理装置。两者都离不开信息储存、搜索和控制等工作的革命性变革。此外尚有卫星通信、轨道式航天侦察站以及携带热核弹头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当代的技术革命具有扩散、累积与加速等特点，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能自动继续下去的。人类的任务是利用和引导科技力量，把思想转化为物质，转化的速度要足以保证国家在面对最强大威胁的情况下能享有持久的安全。这就需要才干、时间和金钱，并需全力以赴。事实上，由于这些要求很高，只有世界上最富最强的美苏两国才有能力进行全面的竞争。



　　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得如此复杂，以致既不能明确区分学科，也无法武断地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截然分开，这就使得最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问题更为复杂了。物理学渗入化学，两者又直接与生物学相连，然后又渗入遗传学，并延伸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研究学等领域。科学与技术不断相辅相成，就会引出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发现。这样，在制订预算时，有些决策人想要在深奥的探索和实用产品之间划出明显界限，就产生了麻烦。



　　基础研究的地位



　　进行纯科学研究是否有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美国有些方面的人士非常反对把纳税人的钱用于这类工作，同时提出这样的责难：这些经费被象牙塔中的科学家、大学和议员选区为个人争名夺利而白白浪费掉了。另外一些人则把抽象的科学作为防务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诚然，献身于这类工作的优秀人物在探索基本原理时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但这些人在测定和预见各种物质和力量的性能时所用的种种方法，给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了无法估量的知识，从而大大增加了产生许多意外的但又十分有用的战略成果的可能性。财务管理人员伤透脑筋的是，这项工作缺乏指导方向，因而注定要出现某种程度的“轮子空转”现象 [ 译者注：指白费劲的意思。 ] 。但是，从长远观点看来，自由发挥创造性能够弥补这种缺陷。赫尔曼·康恩与安东尼·威纳在其合著的《公元二千年》一书中指出：



　　相互影响的作用之所以日趋重要，不仅在于一个领域的进展与其它领域的进展彼此关联或相互促进，而且各个单项的进展往往会使得许多问题意外地获得解决；或者由各单项进展组合起来所构成的新的统一体比原来各个单项进展的总和还大；或者导致其它意外的发明。



　　科学的发展一般是渐进的，是许多持不同看法的人辛勤劳动积累的成果。即使是偶尔得出的一条真正重要的定理，弄清其全部含义也需靠多方面的解释。例如，在一九一五年就没人预见到爱因斯坦 [ 译者注：爱因斯坦，德国物理学家(1897－1955)，在物理学的许多部门中都有极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结大量实验事实而建立的“狭义相对论”。 ] 的狭义相对论在军事上有何巨大意义。马克斯韦尔 [ 译者注：马克斯韦尔，英国物理学家(183l－1879)，经典电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 关于存在电磁波的假设，以及赫兹 [ 译者注：赫兹，德国物理学家(1857－1894)，于1887年首先发表了电磁波的发生和接收的实验论文，验明了马克斯韦尔关于光是一种电磁波的理论。 ] 最终发现电磁波，不仅可应用于一个方面，而且确实可以运用于几千个方面，以致引起通信革命。



　　应用技术的地位



　　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对象是具体的目标，而基础研究则不然。应用科学与技术面临的棘手问题是：



　　1．有哪些需求？



　　2．有哪些困难？



　　3．计划所需的时间与投资是多少？



　　4．财政上能负担多少项目？



　　5．这些项目研究成功之后是否会过时？



　　6．在实战中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是否比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更为合算？



　　7．在军事战略和(或)军事结构方面可能会引起哪些重大的变化？



　　8．我们能否接受这些变化？



　　对技术方面的展望



　　要寻找正确的答案，就要对未来某个特定时期的技术进行展望。这种展望不是根据特殊的洞察力，而是根据对未来需求的现实估价以及可以达到的技术能力这两方面的考虑而作出的。这样才能得出结论，使国家领导人作出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决策。



　　凡从事此项工作的人都知道，这种展望工作是一门很不精确的艺术。康恩和威纳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指出：



　　往往只有回顾过去似乎才能看清各种关系；我们的估计和展望常常是零星的、折中的、不系统的而且是极其不完整的。因此，一九三七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不但完全没有提到计算机，而且连原子能、抗生素、雷达和喷气推进装置也没有提到。几乎所有这些东西当时只是提到了原理，一项也没有进行研制……



　　(他们继续说)现以“北极星”导弹系统为例。第一艘“北极星”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是一九六○年下水的。最后的第四十一艘是一九六七年试航的。在五十年代初至少在讲究实际的和熟悉科学的人们面前，几乎不可能论证清楚我们能在十年之内成功地生产这样的武器系统。这至少要具备六项技术革新或技术突破。所有这六个项目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很快地实现从而可靠地运用于六十年代初的武器系统方面。这六个项目是：(1)核动力推进系统……；(2)导弹的固体燃料；(3)(精确的)潜艇导航系统；(4)重量轻、准确可靠的弹载惯性制导系统；(5)体积小(而威力大)的核弹头……；(6)成功地设计、采购和装配上千万个零件，其中许多是复杂的而且是未经试验的。



　　一、对需求的展望



　　展望未来的需求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必须适应预计的国家安全目标以及预计的威胁，而这两者均可能出现突如其来的重大变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重大的意外收获，有时会推翻预计的设想，从而在某些新的方面提出一些从前不存在的迫切需求。三十年代的战略家谁也不会冒失地提出要制造一种破坏力超过常规高爆炸药百万倍的炸弹。曼哈顿计划 [ 译者注：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第一个工程计划。 ] 产生于铀裂变的发现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二、能力的展望



　　试图展望未来的能力就象展望需求一样令人苦恼。对能力的展望要求我们仔细分析技术水平的发展趋势(说来也怪，技术水平也许是人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因素)，而技术水平又是和高等院校培养的学者的数质量状况、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影响的情况以及国家进行竞争的意志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些特殊问题



　　一、教育方面的不满情绪



　　教育问题值得专门一提，因为科技方面毕业生的数量、种类和工作能力，对于未来的防务能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在这方面正在经历一个不利的时期。政治——军事方面情况的发展，特别是越南战争，使得重要的学术机构与军界疏远了，从而带来了长期的有害影响。国防技术领域内的一些重要支柱，如麻省理工学院(其高级的德雷珀实验室曾研制出“海神”导弹的制导系统)、斯坦福、威斯康星和康纳利等大学，屈服于反战压力集团，大幅度削减了国防科研项目。如果听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受“反对防务”教育熏陶的整个一代有抱负的年轻科学家就可能不愿为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此情况下，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所享有的技术优势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就会丧失殆尽。



　　二、工业方面的不满情绪



　　工业部门显然存在着类似的趋势。仅举贝尔电话公司为例，该公司二十五年来一直是承担导弹防御工程方面的关键单位，现在却拒绝进一步接受任何反导弹系统方面的合同。这种情况对美国未来战略能力的潜在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正如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一九七一年讲话中所暗示的那样：



　　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我国的人力和生产潜力。但是，大家必须明白，我们不能同样在一夜之间就提高我们的技术基础。只有现在就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财富加以维护、鼓励和珍惜，才能在需要时刻得以利用。最近在技术领域方面的削弱，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保持必要的技术领先地位的能力。



　　三、官方的冷漠态度



　　然而，即使我国继续保持着科学方面的优势，这种有利条件也未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坚强意志去运用能力，能力也就毫无用处。这里，美国再次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趋势，典型地表现在不愿在可能成功关键的领域中进行竞争。国会决定停止为发展超音速运输机提供资金就是一例。辩论中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问题不在于超音速运输机能不能制造或应不应该制造，而在于由谁来制造，从而获得这一技术专长。其它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例子比较一般，不在此赘述。



　　四、先后顺序问题



　　如果要避免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出现难以接受的浪费，就必须按先后顺序使现有手段与可能达到的目的相适应，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今后的需求和能力要求。乔治城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特别研究报告探讨了这一问题：



　　紧跟在敌人后面将敌人能获得的每一个有希望的科技理论或发明创造应用于军事方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仅局限于搞那些我们认为对潜在敌人有吸引力的项目，则会冒太大的风险。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策人必须优先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内研究周期长的项目，并要审慎地考虑到拖延与作出错误决定的危险性。同时，他必须继续建立日益扩大的技术基础，这种基础不仅能提高发展新武器系统的能力，而且当敌人武库中真地出现新武器时，还可以缩短我们作出反应的时间。他必须经常寻求将潜在敌人尚认识不到或无法继续搞下去的科技项目应用于军事方面。对于所有这些方面的投资和在新情报系统(这些新情报系统能提早发出有关对方进展情况的警报)方面的其它投资的预期收益加以权衡。



　　保守主义与科学



　　克劳斯·克诺尔和奥斯卡·摩根斯滕提出和论述了经济、习惯势力、官僚政治和理论四个方面的制约。这些制约导致了人们始终只能“从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的一系列大胆的新设想里”作出相当保守的选择。



　　一、经济方面的制约



　　前一章讨论了经济方面的制约，但还有一、两点需要加以详述。众所周知，革新是费钱的。负责财政的部长们是不愿把用于正在执行的、有把握的计划的经费转用于虽有发展前途但未经证实的替代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淘汰过时的和重复的项目就成了痛苦的缓慢的过程。此外，至少在美国，对效费比的应用象“急刹车”一样，挫伤了有创造性的天才。因为衡量具有重大改革设想的尺度很不精确，以致作出的判断往往误差很大。



　　二、习惯势力方面的制约



　　习惯势力与经济限制紧密结合，制约着创造性的发挥。现有武器系统和有关辅助设施有国会与工业界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后台，他们主张维持现状。其后果对事业的自由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三、官僚政治方面的制约



　　来自官僚政治方面的障碍是以因循守旧为特征的，“因此——自然而然地——给创新带来不恰当的阻力。墨守成规保险，支持新生事物则有犯错误的危险”。在官僚政治机构内部，只有各级都一致同意才有可能进行变革。即使所要考虑的计划是很紧迫的，这种集体批准的过程也照例非常缓慢。至于非正统的或大胆的建议，则可能得不到必要的支持。



　　四、理论方面的制约



　　理论方面的制约与战略有关，正如克诺尔与摩根斯滕所指出的那样：



　　流行的战略总是偏爱那些与之相适应的创造发明，而抵制与其相冲突并要求修改这种战略的各种设想。人们常常以旧框框来估价新的主张。获得通过的往往不是那些可能动摇强大学术基础的设想。



　　无怪乎人们经常指责国家领导人是在准备再打一场二次大战式的战争——科学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地压制了，而战略思想较之行动决定又更落后了一大步。



　　管理方法



　　即使是最宏伟的发明创造和革新，也需要得到有远见卓识、充沛精力、组织才能并与政治——军事界都有联系的人物的支持。



　　一九○三年十二月，赖特兄弟在奇蒂霍克证明了利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作加力飞行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美国当时无人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不得不依赖外国制造的作战飞机。戈达德博士是二十到三十年代火箭学领域里的先驱，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造性地将他的以及其他人的类似理论用之于实际试验的却不是美国人，而是德国人。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但当时如果没有莱斯利·格罗夫斯这样一个会出谋划策的人，曼哈顿计划决不会这样快就获得成果。



　　把研究与制造结合在一起的管理专家不必是具有创造性的天才——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天才。象维尔纳·冯·布劳恩这一类人则是突出的例外。管理专家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是：理解“宏图”的能力；完成进度与费用指标的决心以及吸引、鼓励和协调高级天才以便把他们的全部力量纳入生产轨道的本领。



　　与威胁有关的技术竞争



　　在当前美国与其它大国的竞争中，科学与技术对它具有什么战略意义呢？



　　落后的巨大的危险在于敌人在技术上的突破，特别是在冲突光谱上端部分的技术突破(例如空间活动、核武器、崭新的动力与推进系统、生物战或细菌战、计算机方面的新成就、气象控制、激光应用等)，可能使世界力量的对比立即发生惊人的变化。敌人的另外一些虽不甚显著、但却出乎意料的技术革新也可能限制我们的力量发挥作用。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增加我们预见这些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如果先走一步，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搞出来，就能比较容易地精确预计敌人的研制活动。如果我们的敌人所能达到的技术远景完全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可靠的预测。



　　因此，许多负责的美国官员担心，我们大概不能再在技术战中取胜了。五角大楼的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小福斯特博士说：“一贯认为我们在防务方面占技术优势的美国人士虽然会感到惊讶，但如果听任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几年内美国就将落后于苏联……如果在三、四年内丧失这种领先地位(国防部长莱尔德承认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即使想要在一九八五年以前重新获得这种地位，我们也将面临一项极为昂贵、或许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乔治城大学的战略研究小组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指出：



　　一旦美国承认苏联的优势，就会使苏联得以推行一项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要求美国在许多争论已久的问题上作出让步，阻碍美国抵制共产党煽起的或利用的解放战争，分裂西方联盟，……并从不结盟的第三世界获得更大的支持……



　　如果苏联在战略武器系统方面确实取得了优势，那么美国威慑力量的可信性在政治、军事和心理上均将遭到削弱或者化为乌有。技术斗争的这种后果表明，如果听任当前和预期的趋势发展下去，其前景就必然是苏联的技术挑战发展成为美国最紧迫的长期为之担忧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看法的。反对上述论断的人，从表示冷淡到表示不相信的都有。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舆论，认为美国的科技优势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直接助长了武器竞赛的日益加剧。持这种看法的人声称，美国如继续保持优势，将促使苏联怀疑和不信任美国，将妨碍两国间政治桥梁的架设，从而将增加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的人则主张，为了进一步增强苏美之间的感情和谅解美国应对与军事力量有关的技术发展采取单方面的限制措施。



　　不管哪派意见最终占上风，关键在于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我们国家的生存正处在危急之中，这样说并不过分。














	

 






	















	







	







	









 





	


	







	








	




	


第四部分　特殊考虑事项




	







	

 



	


	



第25章 民族特性及其态度




　　当守信用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或要求守信用的种种理由已不复存在时，一个审慎的统治者就不应该守信用。如果人人都是好人，上述格言就不是好格言；可是，既然他们都是坏蛋，不会跟你讲信用，那你就不必跟他们讲信用。



　　尼科罗·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马基雅维里的对立面是加拉哈德爵士 [ 注：加拉哈德系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公元5－6世纪)圆桌团骑士之一，是所谓的“高洁之士”。——译者。 ] ，他曾吹嘘说：“因为我心地纯洁，我的力量能以一当十”。这位勇敢的武士也许是言过其实，但不管怎样，行为和情绪方面的特点的确不仅对于个人的能力而且对于民族的能力都有直接的影响。至于影响有多大，影响的方式又如何，那是战略家考虑的问题，他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利用民族力量中的这些难以捉摸的因素。



　　本章只简略地论述民族特性、意志和伦理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单独地或结合在一起，都决定着每个民族对战争的态度。



　　民族特性对战略的影响



　　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民族特性，对一个民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起多大作用，有着“永久性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他说：



　　民族特性不能不对民族力量产生影响，因为那些在平时和战时代表该国行事的人，制订、执行和支持该国政策的人，选民和当选者，左右公众舆论的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有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构成民族特性的那些德、智方面的品质。俄国人的“粗野和固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英国人的通情达理，德国人的纪律性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就是这类品质的一部分。这类品质不管好坏如何，都会在一个民族的成员所参与的一切个人或集体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例如，由于民族特性存在着差异，德国和俄国政府奉行的外交政策是美国和英国政府所不可能推行的，反之亦然。反对军国主义，厌恶常备军和征兵制，是美国和英国民族特性中一贯的特征。然而这种军国主义的体制和活动，几个世纪以来在普鲁士民族的社会准则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其声誉从普鲁士传遍整个德国。在俄国，服从政府权威和恐惧外国的传统心理，使庞大的永久性的军事体制成为国民能够接受的东西。



　　因此，民族特性使得德国和俄国在争霸的斗争中一开始就取得优势，因为他们能在和平时期将国家较大部分的资源转变为战争工具。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和英国人，除非他们的国家明显处于紧急状态，否则他们就不愿考虑作出这种转变，特别是不愿考虑那种规模很大而且牵涉到人力的转变。这就给美国和英国的对外政策造成严重的不利条件。军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策划、准备和发动战争，特别是他们可以在自认为最有利的时机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而和平主义国家的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政府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在这方面的处境就困难得多，行动的自由也小得多。



　　著名学者奥根斯基却对民族特性的决定性作用表示强烈的怀疑，许多社会学学者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上述种种理论是以如下三条站不住脚的假设为基础的：



　　(1)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都具有区别于他国公民的共同心理特征、个性或社会准则；(2)这种民族特性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而无重大变化；(3)个人的特性与民族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渊源的关系……只要这三条假设中的任何一条与事实不符，整个理论就可推翻。



　　关于第一个假设，他嘲笑那些流行的分析，认为这些分析缺乏科学根据。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特性是好是坏或不好不坏，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每个国家在看待民族特性问题时都有倾向性，看自己的民族特性时是带着偏爱情绪的，看盟友的民族特性时是不带什么敌意的，而看敌人的民族特性时则显然是不客气的。”对于民族特性(要是确实有的话)是一成不变的说法他表示怀疑，并举例加以说明：过去永不满足的北欧海盗已转变为今天安于现状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更近的例子是，拿破仑当时的追随者生气勃勃，而五代之后，他们的后裔却是失败主义者，在纳粹面前一败涂地，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外，他怀疑所谓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目标之间是否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有人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发动肆无忌惮的侵略，是由谋求世界大家庭的承认这一强烈愿望所驱使的。奥根斯基认为，这种看法是可以商榷的。因为日本人发动侵略失败后，同样的愿望却使他们推行了和平的政策，其特点是根本不愿武装起来。总之，奥根斯基警告说，战略家如想利用民族特性作为一个实际因素，就会自冒风险。



　　不管赞同那一派的看法，人们在区分模棱两可的善恶时必须审慎。特别要注意亚文化 [ 译者注：亚文化系社会文化中在政治、经济、伦理观念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支派。 ] (它只是有时反映主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反映主流)，着眼于弄清它们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真正意义。



　　变化无常的态度所起的作用



　　变化无常的态度(与持久的民族特性相对而言)，代表着群众的情绪。从开明到保守，从鹰派到鸽派，从感情用事到凭理智办事，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合乎情理到违背情理，如此等等，变化无常。之所以常常出现摇摆现象，是因为大部分中间派时时受到两种极端主义者的影响。下列情况就是证明：六十年代初大部分美国人冷漠地看待越南战争：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支持积极卷入这场战争；六十年代后期他们却由于幻想破灭而愤怒；七十年代初，美国地面部队撤出南越后他们又转而对越战漠不关心。



　　一、民族意志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情绪可能会转化为民族意志或士气。多数权威人士认为，意志或士气是战略诸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勇猛的竞争者如果意志坚决而肉体虚弱固然会有被打垮的危险，但是二流国家有时能打垮缺乏民族韧性的大国。德萨克斯元帅在他的《对战争艺术的幻想》一书中探讨胜败的神秘原因时得出结论说：“答案在于人心，应到那里去找。”一百年之后，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著作《战争论》一书的《精神要素》一章中说：“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结果，而且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的确，如果每一场战争，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只是两种对抗意志之间的斗争，那么，每个参与者的最终目的必定是摧毁对方的斗志，或者使其屈从己方的意图，使武装冲突不致发生，或者即使发生，敌方也会很快投降。列宁告诫说：“战争中最好的战略就是推迟(军事)行动，直到敌人的士气瓦解到我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对其进行一次致命的打击时才开始。”共产党的战略家一般遵循这一忠告，而一般说来西方的战略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家，通常不遵循这一忠告。



　　二、民族意志的运用



　　摧毁敌人抵抗的决心比削弱敌人的物质能力远为重要。在某些情况下，暴力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暴力和瓦解民族意志相比，暴力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于原因和结果所作的研究往往证明：如果暴力不能彻底摧毁敌人，结果不仅不能削弱敌方人民抵抗的决心，反而会增强这种决心。一九四○年的不列颠之战就增强了英国人的意志，德国的暴行使苏联人在第二年的抵抗意志更加坚决，在乌克兰最为明显。法国的武力在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战胜物质力量处于劣势的敌人。美国六十年代对北越的轰炸反而增强了北越人的决心。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可以举出一些。



　　因此，成功的战略家在考虑抉择时，总是把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压力结合起来，以补充或取代单纯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如果说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目的在于使敌人恐惧从而削弱或摧毁其意志，那么，间接方法的目的则在于发挥其诱惑人心的作用。讨价还价的做法尤为有效。行赏，也许再结合惩罚，可“收买”受赏者，使之改变其利益、目标和行动方针，因为贪婪心有着强大的刺激作用。心理战如使用得当，可以播下严重怀疑的种子，或者使专心作战的敌人相信自己错了。更新奇的措施或许不久就会出现：



　　如果总战略的最终目的在于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那么使人产生幻觉的麻醉药(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大麻、佩欧蒂 [ 译者注：佩欧蒂系一种兴奋剂，从无刺仙人掌里提制而成。 ] 等等)可作为主要的武器。军力、经济力、劝说力等等毕竟只能间接地打击对方的意志，而“大麻叶”却能直接打击对方的意志。有什么人比一个过了瘾的吸毒者更为昏昏沉沉呢？……除麻醉品作为战略手段外，遗传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制人手段的突破可能会出自这些领域……在战略上使用幻觉剂和能使人吐露真情的麻醉品，以及进行人工遗传变种，可以使一个暴君成为世界的主宰。一九八四年的那种世界 [ 译者注：近年来，美国军界有一种看法，认为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到一九八四年，世界将被严重的战争危机所笼罩。 ] 会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临近了。



　　这样说岂不离奇吗？其实不然。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美国武装部队在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程度稍轻一些)陷入了吸毒的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是共产党人制造的，但如果说他们未曾利用美军的这一弱点，那是他们坐失良机。



　　在靠挫败敌人士气来解决问题的一切办法中，强制是最难产生持久效果的。压迫可以暂时使敌人屈从，但留下了潜伏的仇恨。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一场战争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场战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可用毁灭敌方的办法来避免这种缺陷，如古代尼尼微 [ 译者注：尼尼微系亚速帝国的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公元前612年被毁。 ] 和迦太基 [ 译者注：迦太基系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发展为西地中海强国。布匿战争(公元前264－146)后，沦为罗马的一个省。 ] 的情况那样，但即使在当时这类做法是否有利也是值得怀疑的。两千年前波利毕斯 [ 译者注：波利毕斯(公元前203？－120)，希腊历史学家。 ] 就提到：“摧毁战争所求之物似为狂愚之举。”战略总应力求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敌人的意志心甘情愿地顺从自己的意志。这样做的额外好处在于有时可使以前的敌人变成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我们死敌的德国和日本，现在却成了我们的重要盟国。



　　法律上和伦理上的制约



　　在战略家试图制订理想的、也是人民所能接受的行动方针时，道德、习俗和法律方面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严重地制约着他们。这种制约在自由社会中最为明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国家领导人如果得不到公众的赞同(或至少是消极的默许)，就很难有效地推行其政策。



　　根本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或联盟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一个国家或联盟身上时，哪些手段是容许的，哪些手段是应该禁止的？



　　一、不断演变的伦理准则



　　在古代很少存在或根本不存在伦理方面的制约。当时，凡效忠敌国首领或在敌国境内居住的任何人，不论男女老少，战斗人员或非战斗人员，皆属“敌人”之列。在欧洲遭受“三十年战争” [ 译者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初为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皇帝之间的内战，后来演变为欧洲的国际战争。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遭受严重的破坏，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 ] 的破坏之后，这种观念开始改变。此后，国际冲突就被看成是两个对抗的武装部队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对抗。避免给无辜的非战斗人员或战俘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最终成为由条约规定的法律上和伦理上的义务。一八九九年和一九○七年在海牙召开的“地面战争法律和惯例会议”以及一八六四、一九○六、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对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几乎每一个文明国家，即使实际上并不执行，在原则上都是遵守这些协议的。由于大家相信，战争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应当加以控制，如有可能还应宣布为非法，因而就产生了国联、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 译者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非战公约”，亦称“巴黎公约”。由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于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比、德、波、意、捷、日等国在巴黎签订。苏联于1928年9月加入该公约，至1933年入约国达63个。公约禁止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该公约本身缺乏防止战争的具体措施，实际上不起作用。 ] 以及联合国。



　　二、正义战争的概念



　　“正义战争”这个中世纪的概念已根本改变了原来的面目。“正义战争”原意是一项合理的报复行动。“无可指责的自卫”只是这许许多多可以容许的行动之一。如果抱有“正当意图”的合法当局认为只有侵略才是维持或恢复秩序的唯一理想的办法，那么发动侵略是许可的。旨在报仇伸冤、伸张正义、防止敌人发动进攻而采取预防性的或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容许的。因此，“正义战争”被看成是防御性的，因为它捍卫了“正义”，但对“正义”一词却从未下过定义。在十五世纪，人性和美德未能一致起来，到了二十世纪依然如旧。因此，当前对“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种批评对古典的“正义战争”的许多特点同样适用。



　　“正义战争”这个词现在的含义与中世纪时期那个含义不一样。当代国际法不容许以任何借口为报仇伸冤而采取进攻战；侵略也不再被认为是改变现状的合法行动。武力只有在保卫本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者支持国家主权受到危害的盟国时才被允许作为一种最后手段来使用。



　　三、现代战争与伦理学



　　现代战争性质的变化，特别是全面核战争和大规模军事暴乱的出现，使传统的伦理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全面战争



　　以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为主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结合总体战这种概念，在伦理上带来了复杂的难以肯定的新因素。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是否使用这些武器是个可怕的问题。迈克尔·霍华德在其《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一书中写道：



　　是使用核武器呢，还是由于政治上投降或遭到核摧毁而冒本国文比被消灭的风险呢？在这两者之间作出简单的选择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这一选择本身并不一定能轻易作出。问题在于要在下面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且仅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能作出这样的选择)：仅仅为了防止自己受到核攻击就要拥有核武库，并确有决心使用核武器呢，还是不顾敌对国家的计划与态度如何决心自己不搞核武器呢？实际上，潜在的敌对国家很可能不管你准备不准备搞核武器，他自己是一定要搞的。前一种做法可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还可能有朝一日导致一场核浩劫。后一种做法则在那些不放弃搞核武器的国家面前，甚至在正常情况下也很可能使自己处于劣势地位；而在发生极严重冲突的形势下还可能使自己处于一种致命的劣势地位。



　　有限战争



　　大规模毁灭战的风险在某些方面确实增加了人们对道德方面的关注。而另一方面，在较低级的冲突中，人们对大规模屠杀的内疚却已淡薄。本世纪初对屠杀所加的那些极为明显的限制已经放宽了。例如，汉斯·摩根索就说过：“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普通人一样，在他们良心上的那些制约已愈来愈淡薄，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可能。”他还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直接干涉(如空中轰炸)的办法成为摧毁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有了大规模摧毁平民生命和财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了实施这种摧毁的能力，这两者的结合是现代世界的道德观念所难以抗拒的。……



　　华沙和鹿特丹、伦敦和考文垂、科隆和纽伦堡、广岛和长崎，不但在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现代战争道德观念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踏脚石的作用。



　　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为了替下择手段的行为作辩解，就说目的是正当的。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宗教战争期间，也是用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煽起同样的战争热忱的。摩根索在谈另一个问题时提出的看法，最适用于所谓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他指出，在这类战争中，一个公民不再为



　　君主的荣誉或国家的团结和伟大而战斗，而是为了某种“理想”、某些“原则”、某种“生活方式”而“象十字军那样”进行征战。他声称只有他才有真理和美德。因此，他要跟那些坚持另一种错误与邪恶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的人战斗到死，或者战斗到对方“无条件投降”。由于他所反对的是这种与己不同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管这种“理想”和“生活方式”体现在什么人身上)，所以他首先要区分谁代表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谁代表错误的。至于这些人能否作战，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无关紧要。于是，不伤害伤病的、投降的和非武装的敌人，尊重其人格，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就不再考虑了，反而认为从地球上消灭一切有邪恶思想和行动的人是自己在道义上的责任。



　　四、相互冲突的各派伦理观念



　　处在由现代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代道德环境下，解决战略问题的途径显然是多种多样的。



　　马基雅维里这位意大利人的才华，四百多年来有意无意地指导着那些肆无忌惮的人的行动。他将个人的行为准则和官方的行为准则区别开来，并鼓吹官方做事可以不择手段。而如果平民这样干的话，就会受到鄙视。掌权的党派如果认为对完成任务有必要就可以撒谎、欺骗或盗窃。按他的信条，强权就是公理，善恶没有区别，唯一的标准就看哪个能解决问题。让“群众去评定所得的结果(成就)，而不是去评定所使用的手段”。他宣称，说到底，“用实力去取得荣誉是容易的，但用荣誉去取得实力却很困难”。



　　一个信守诺言的君主，靠光明磊落而不靠阴谋诡计来实行统治是如何值得钦佩，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言而无信而又善于以诡计搅乱人心的君主却终成大业，而且最后击败了那些信守诺言的君主。



　　和平主义者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按另一个道德标准办事。他们相信，不管要达到什么目的，都不允许造成苦难和死亡。他们认为，不管后果如何，总应按昆斯伯里侯爵规则 [ 译者注：昆斯伯里侯爵规则是英国的昆斯伯里侯爵于1867年制订的拳击规则，主张按规则公平地进行比赛。 ] 来办事。



　　美国因为信奉犹太基督教伦理，因而选择了中间立场，以非常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方法使可信的目的与文明的手段结合起来。迈克尔·霍华德对这种做法简述如下：



　　凡带有道德含义的，都可能是既复杂又模糊的。战略家难得有这样的好运气能在明显是“好”的、无害的或明显是坏的行动方针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他很可能总是要在两个都是坏的行动方针之间作出选择。对于现代大国中掌握最终的指挥和决定大权的人来说，他们所作的决定具有极大的影响，不仅影响自己的人民及其后代，而且影响整个世界。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特性和民族态度对安全事务的执行有重大的影响。在每一转变的关头，战略家应该考虑在这方面是否存在有利的因素，对模棱两可的因素和发生变比的可能性也要充分重视。人民的情绪虽然难以捉摸，却是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第五部分 通往战略优势的道路




	







	

 



	


	



第26章 成功的战略家的特征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



　　有创见的思想家，不管他从事于农业、天文学、还是表演艺术，都是“特殊的人物”。有革新思想的战略家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一条共同的线贯穿着他们各不相同的社会背景、性格、学历和专业经验的话，这条线就是个性。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各有各的特点。



　　对几位具有革新思想的战略家的比较



　　对五位活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并创造了不同战略风格的战略理论家作一个简略的介绍，就可以充分证明以上这一论点。



　　一、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名的典范。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十二岁加入普鲁士军队，几个月内便擢升为军官。此后，他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军事生涯。由于勤奋学习，他终于获准进入柏林军官学校，成了以改革普鲁士军队而闻名的沙恩霍斯特的门生。十七年后，由于担任参谋军官成绩优异，克劳塞维茨少将回到了柏林军官学校任校长，并致力于思考和著述。他孜孜不倦，终于写成名著《战争论》。



　　二、康恩



　　具有外倾性格的赫尔曼·康恩是个文人，他的个性和职业背景都与腼腆而敏感的军人克劳塞维茨迥然不同。康恩在陆军里当过三年兵，退伍时是个军士。他受教育的时间较长，重点攻读数学和物理学。这对一个政治军事理论家来说，是一个奇特的起点。康恩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成名。在那里，他写了一些引起了广泛兴趣和争论的名著，特别是关于全面核战争的著作。



　　三、列宁



　　列宁也和职业军人克劳塞维茨截然不同。他既没有当过一天兵，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如果说康恩一直是个学者，那么列宁则是在喀山被开除出大学的人。然而这个卓越的布尔什维克人经过四年的自修，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了圣彼得堡大学的考试而获得法律学位。他精通马克思、马基雅维里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把他们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同俄国的革命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哲学，并以此为工具，发动了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



　　四、毛泽东



　　毛泽东与上述三人都不相同，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场指挥官。幼年时，他就反抗传统的中国教育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迟至二十五岁才从师范学校毕业。他没有把精力集中在通常的经典著作上，而是重点攻读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文学和战史，着重社会研究，并强调政治思想。在他献身于“斗争”之前，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并在湖南当过短时期的教师。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用自己制订的战略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并且坚信他提出的原则一定会成为信条。



　　五、杜黑



　　吉里阿·杜黑是卡塞塔 [ 译者注：卡塞塔系意大利的一个地方。 ] 的预言家。在赖特兄弟作了第一次空中飞行后不到五年，他就开始对空中力量的前途作出预吉。当他的非正统激进观点与意大利总参谋部的保守分子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被屈辱地禁止飞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判处监禁，并且由于他继续提出批评而被解职。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的惨败证明了他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此后，杜黑被召回服现役，这对于鼓吹空中力量的人来说是件幸事。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战略家，既不是靠教育，也不是靠经验。他完全是个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



　　共同特征



　　尽管这五个人的出身、教育、才能、兴趣、性格、种族、信仰和肤色各不相同，但在他们身上仍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象历史上其他战略大师一样，他们一般都有以下特征：



　　多 智 慧　　有 理 性　　敢 怀 疑　　有 耐 心



　　博学多才　　擅长分析　　虚心好学　　有自信心



　　能够钻研　　富有想象　　尊重客观　　善于表达



　　选拔合格的战略“智囊人物”是不容易的。进行这一工作的人们必须懂得：不一定每个可以入选的人都需具备所有这些品德，但如果不具备其中的多数品德那也不行。



　　如何识别这些无形的品德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学术论文、个人履历、军事人员“考绩”报告或其他个人的档案资料等，都很少能反映出这些品德。它们是无法从文字上看出来的。发现这些品德的最好办法是亲自面谈，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无误。应当采取试用的办法来挑选。



　　现在对战略家必须具备的品德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才智



　　天赋的卓越才智是一系列理想品德中最重要的一条。这里没有可靠的统计材料，但可以举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从天才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几乎每一个战略大师都是天才。他们同托马斯·爱迪生 [ 译者注：爱迪生(1817－1931)，美国发明家，早年曾制定双工式和四工式电报系统，发明了自动电报机。1877－1879年发明了留声机，实验并改进了白炽灯和电话。 ] 或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 译者注：贝尔(1817－1922)，美国发明家，1876年发明了电话。 ] 一样，每人都有其独特的创见，虽然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象爱迪生和贝尔的成果那样看得见摸得着。



　　上面五个人的传略表明，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智力是和正规教育密切联系的。毕业学位和高等军事学校的文凭只能说明某某人有较高的智力商数 [ 译者注：智力商数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儿童、学生进行智力测验，表示智力高下的术语。 ] 、有文化以及参加过研究工作而已。



　　二、智力的主动性



　　一个人天生的智力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发挥，主要取决于他本人的态度和习惯，世上的智慧多半是始终没有得到发挥或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白白浪费了。几乎每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战略家都是既有好奇心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



　　利德尔－哈特曾讥讽地说过：“比向军人灌输新思想唯一更难办的事就是消除他的旧思想。”这种说法对于文职战略家也同样适用。自由思想家则与众不同。他们对根本真理的追求，总是带有开明的怀疑主义的特征，这种怀疑主义引导他们向一切假设的前提挑战，向所有的陈词滥调进攻，寻求变革，探索新路。雷马斯大叔 [ 译者注：雷马斯大叔是美国作家乔尔·哈里斯(1848－1908)著作的主人公，是一个种植园的老黑奴。 ] 的告诫是正确的。他说：“使你倒霉的不是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倒是那些你自以为很了解而实际上又不是那回事的事情！”



　　客观的战略家在系统地吸取他人的智慧，包括那些走极端的人的智慧时，从不以感情代替理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古怪透顶的观点里往往有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可资利用。需要做的是加以考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敏锐的分析能力



　　仅有原始的事实材料是不够的。而对这些事实作出解释才具有战略上的意义，正如爱德华·柯林斯在他的《战争、政治和力量》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



　　﹝克劳塞维茨﹞与其说有一个创造性的头脑，莫如说有一个爱寻根究底的批判的头脑；他分析、理解和整理别人创造的战争方法。通过这样做，他完成了一项极有创造性的工作，因为他发现并向别人揭示了当代事件的深远意义，从而变革了未来。



　　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战略家都有象棋手那样把问题想透的脾气。他预测对手的动向和自己相应的行动。判断力从来就是重要的，而在对待象“多少才算够？”、“有多大风险？”这类无法用数字回答的问题时，判断力就更加成为关键性的了。在对待这类问题上，识别能力往往有天壤之别。



　　当然，想象力是创造性思想的灵魂。自从亚历山大解开戈蒂恩难结 [ 译者注：戈蒂恩难结出自古典神话。戈蒂亚斯王系了一道难解的结，声称能解开此结的人即可统治小亚细亚。但一直无人能解此结。后亚历山大大帝闻讯，拔剑将此结砍成两段。 ] 以来，一些不平凡的人一直在不断地解决看起来不能解决的问题。拿杜黑来说，他没有先例可循，却能发现一些途径来避开为霞飞和黑格 [ 译者注：霞飞和黑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的两个名将。 ] 所顶礼膜拜的那些不中用的战略。杜黑宣传如何通过对流层把军事力量投向敌人的心脏地带。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象他这样探索过第三空间。杜黑的后代迟早会提出类似的概念来利用外层空间，或许他们还会探索其它空间。



　　四、坚韧性



　　灵感是一种独立的瞬息即逝的东西。它不是呼之即来的。卓越的思想可能马上出现，也可能姗姗来迟或者也许根本就不出现。由于合乎理想的结果往往不是来自一时的想象，而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因此还需具有另外三个特征：耐心、信心和厚脸皮。大部分提出好主意的人，为了获得一两个有价值的想法，往往经多次失败后才能成功。那些害怕讽刺和嘲笑的人是不大可能坚持到底而获得成功的。



　　五、能言善辩



　　最后，提出新思想的战略思想家，如果想要改变那些当权人物的认识，还须有超级掮客的本领。表达能力十分重要。本章开头介绍的五个人物不一定都是第一流的演说家，但象多数著名的前辈战略家一样，无一不是善于写作的。也许曾经有过一些天才，他们本来是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但却因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被埋没了。



　　六、开阔的眼界



　　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里，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战略。科学家是沿着相当狭窄的途径探索知识领域的，而战略理论家则不然，他们需要有尽可能广泛的基础知识。如果需要某些特殊领域里非常专门的知识，可以从各专门学科的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如果赫尔曼·康恩继续专攻数学和物理学，他在战略上即使能有所成就，也只能是在某些狭窄的题目上做点文章，譬如“博弈论” [ 译者注：“博弈沦”亦称“对策论”，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它是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的活动中是否存在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以及如何找出这些策略等问题。“博弈论”在军事斗争和人与自然的斗争中部有一定的应用。 ] 。事实上，他花了二十五年多的时间在社会科学方面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对各级战略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七、有预见性



　　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想提醒读者，制订先进的战略，从定义上讲，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战略家特征一览表里如果没有这一点，它就不能算是完整的。行家从一开始就能理解本章所介绍的那些先天和后天的品质是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但想要取得持久的成功，还要有预见性、先知先觉、天启神谕、直觉能力、首创精神以及丰富的常识才行。














	

 






	















	







	







	









 





	


	







	








	




	


第五部分 通往战略优势的道路




	







	

 



	


	



第27章 培养创造性的思想




　　高级官员长期忙于过多的紧急事务，而往往牺牲了重要的事情。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



　　通观历史，凡是杰出的战略理论家几乎总是享有前面一章中未加讨论的两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进行思考的时间和有助于发挥创造性的环境。



　　历史上的先例



　　马基雅维里被美弟奇家族 [ 译者注：美弟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一个大家族，十五、十六世纪时期享有富贵和权势。 ] 免职并放逐到圣加西亚诺附近的家族农场去以后，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写出了《君主论》和《罗马古史谈》等作品。



　　马汉的许多巨著是他隐居在海军军事学院六年期间写成的。在此期间，他摆脱了平时的海军活动而获得了一个宁静的环境。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长征结束后，在陕西的窑洞里形成的。当时他的红军正进行改编、补充兵员、重新补给和重新训练，而没有战争的干扰。



　　对民间团体和官方机构的比较



　　一、民间团体



　　当代美国民间团体向那些对战略研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提供的环境，比上述三人所处的环境远为令人鼓舞。学术界、与政府签定合同的机构、私人研究机构和工业界，为战略研究提供了经费、设施和讨论场所，从而为战略研究者创造了先前的理论家完全无法得到的有利条件。下边仅就某些重要的有关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探讨。



　　经费



　　金钱也许是万恶之源，但它也是一个宝贝。大多数致力于战略思想研究的主要民间人士，都曾经得到过或者至今仍得到联邦财政机构或私人慈善事业的全部或部分资助。吉恩·莱昂斯和路易斯·莫顿在他们的著作《各派战略思想》一书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



　　对于大学研究中心和各研究所来说，基金会的支持对确立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支持，研究计划就很少能够产生或进行下去，因为，除去仅有的一个重大例外，所有这些研究机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个或几个基金会的资助，……(主要是)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政府对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的支持一直大部分集中于各军种建立的专门研究机构，如空军的“兰德公司”、几乎专为陆军工作的“研究分析公司”、海军的“作战鉴定组”以及国防部的“国防分析研究所”等。但是，政府也和一些民间研究机构签定合同进行专门军事项目的研究……。(例如，已经签定合同并给以经费的)有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者，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和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所属的研究小组，赫德森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等私人研究机关，以及本迪克斯公司和阿瑟·利特尔公司等企业部门。



　　这些基金为没有基本研究条件的单位提供这种条件，而对于已有这种条件的单位则改善了条件。这些基金还以别的形式资助研究，如工资和酬金、奖学金、研究员薪金等。这些基金还资助专门的研究计划，为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捐款，并为有关的旅行提供资金。这些物质利益把美国和海外各方面的卓越人才都吸引过来了。



　　学术自由



　　金钱的效能还须伴之以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才能得以保持。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有极为超脱的观点，这在学术界尤为如此，因为学术界不直接参与实际事务工作，且不受官方责任的束缚。学术研究本来就容许有失败。如果今天证明某些概念是不切实际的，那么明天就试试别的概念。



　　民间人士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发表他们的意见，宪法保证这种权利。他们通过出版物享有与美国总统及其最受信任的顾问进行联系的直接渠道。学术界中几乎每个有权威的战略理论家都是在非机密的研究项目上获得声誉的。不受约束的民间“智囊”人物也同样如此。



　　既有行动自由，又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加之没有任何必要去捍卫、支持、适应官方政策或为之辩护，这样就可以激发出奔放的想象力，导致创造性的发挥。



　　连贯性



　　许多在五十年代被吸引到国家安全事务领域来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用全部时间从事战略研究。有一些人，如伯纳德·布罗迪，在这一领域里享有国际声誉已近三十年。



　　在这样一个小圈子内经常不断地进行既令人兴奋又能引起争论的意见交换，标志着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多数过去的大师是独自冥思苦想取得成就的，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可以那么舒服地进行战略研究。今天，知识的范围是这样的包罗万象，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几乎每一个大名鼎鼎的智囊人物，包括基辛格、康恩和谢林在内，在成名的道路上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并且至今还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而工作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批美国民间战略理论家在专业方面已经成熟起来。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核战争方面，这些有远见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引起争论的概念，这些概念激发了想象力，并且迫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自己不同意的道理想透。仅仅这一项贡献就是不可估量的。



　　二、官方机构



　　相比之下，擅长于处理危机的官方机构，在大战略的领域里却大大地落后了。



　　原因何在？



　　因为官方机构所处的环境不利于创造性思想的发挥。



　　狂热的活动



　　首先，五角大楼和雾谷 [ 译者注：指美国国务院。 ] 的战略计划制订人通常极少有机会进行思考。他们被许多紧迫的问题搞得无暇他顾。日常工作的压力时常妨碍着他们进行更多的抽象思维或制订理论。



　　确有时间的少数红人又往往滥用时间，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曲解了社会准则。高级职业军官往往把日以继夜的工作当作是自己的献身精神和忠于职守的表现，而全然不顾周围的环境如何。那些苦干的人自吹他们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放弃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官员们如果不是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就会象是犯了罪一样感到内疚。他们期望自己的部下也具有同样的狂热。这样，就很少有机会停息一会儿，喘一口气，来观察一下整个森林而不是单株树木。不间断的枯燥工作会导致智力的迟钝。



　　于是，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一切计划放在仓促速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扼杀创造性思想的做法。贝多芬自己也不可能担保他能在某天下午十五时三十分以前谱出一首杰出的乐曲，即便是为哈普斯堡皇室作曲也不行。战略理论家也是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表来提出新的战略理论的。



　　不平坦的晋升道路



　　缺乏连贯性还限制了成功的机会。在美国的军人和外交家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任职一两期以上参与高级计划或活动(这是他们最接近于思考战略问题的时机)，而且即使少数人能干两期以上，也很少是连续担任的。因此他们能接触战略研究的全部机会是有限的。



　　如果希望扭转上述倾向，必须首先改变人事政策。然而，实际情况是，具有十五年至二十年军令的军官都在积累个人的资历。例如，在武装部队里，晋升为将军所需要的资历是：担任过各级指挥职务，最好是战斗中的指挥职务；高级参谋职务，特别是五角大楼的参谋职务；以及高等军事院校的文凭等。在争取获得赏识的奋斗中，默默无闻就会遭到淘汰。如果想置身于潮流之外去安静地思考问题，那他就要倒霉。



　　这种情况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在美国国防大学就表现得十分清楚。当时该校校长想从学员中物色一批军人和文职人员自愿参加刚成立的战略研究所第一年的创建工作。当时大家的共同回答是：“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令人鼓舞的倡议，但是这个事我可不愿意干！”他们的理由是很清楚的。象这样一种试验性计划(即使是十分可靠的计划)，既没有军种司令的支持，又不具备公认的地位，就很难被看作是取得大使职位或将军头衔的进身阶梯。这一计划的许多最热心的支持者都遗憾地不肯去冒因为改行——即便是为期十二个月——而毁掉自己前程的风险。



　　专制制度的限制



　　专制制度的限制进一步束缚了官方机构的创造性。



　　军人和政府雇员是为官僚政治制度服务的。这个制度几乎是本能地抵制那些“制造麻烦的”或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意见。由于组织上层次繁多，做具体工作的军官(不论是哪一级)通常不易接近有批准权的领导人，只有为数极少的革新性建议才能冲破重重障碍到达有批准权的领导人手中。而这些建议往往又被一些人武断地加以修改和折中，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甚至不屑于与倡议人商量一下。



　　那些终于在官方机构内获得承认的能引起争论的思想，也很少能得到大力宣传。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革新性的意见应该交给具有战略知识的人员，由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加以评论、修改和提高。不幸的是，一些制度规定，如果未经政治审查，即使是非机密的意见也不得公开发表。“不合适的”意见通常要遭受查禁或删改。结果，倡导变革的人极少能够在退休以前出版自己的著作。因而在现役军人中，就找不到象加文、李梅、肖普、泰勒和特文宁等将军那样的战略家·



　　发挥创造性的先决条件



　　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研究环境(前者能鼓励创见，后者不能)的简单比较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条基本原则，供那些努力使创造性不断得到发挥的人应用。



　　一、毫无拘束的制度



　　有思考的时间，不受干扰，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时间不应有严格的规定。官僚机构独具的按规定时间发表研究成果和按时作息的制度扼杀创新思想。对某人合适的工作制度，对另一个人就很可能是不合理的。



　　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那些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的人，他们按常规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天从八点工作到五点。在这种限制性的制度下，很少有卓越的思想家能够有效地工作。按照这种制度工作的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没完没了地钉在办公桌旁，其疲惫不堪的智力表明，长期的严格束缚和承担过量的工作，效果是不好的。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再努力也不会得到灵感。



　　适合个人习惯的高度无拘无束，无论对上述哪一个极端的人来说，都是十分可取的。有所发明的天才人物通常都是或多或少连续不断地沉浸于他们的工作之中的。他们利用零星休息时间接触先进思想，譬如在寝室或浴室内、在早餐时、在公共汽车上或在当地酒吧间。日复一日，他们可以比他们有严密组织的同事挤出更多的工作时间，但要调节工作的张弛。



　　然而，无限制的随意行动显然是不合适的。某些压力是必需的。甚至永动机也得推动一下才能启动。那些最有献身精神、最守纪律的人，如果没有督促，也可能拖延时间或迂腐地过于注意细节。



　　二、不受束缚的研究



　　建立战略理论与拟定战略计划的关系，犹如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关系一样。以创新而不是以解决日常问题为使命的有创见的思想家，比那些处理危机的人需要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思考。规定在什么条件下要做什么，这是“爱之反害之”。如果按照专心考虑“实际”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来进行研究，那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至今也不会问世的。



　　三、不落俗套的研究方式



　　不墨守成规应该得到奖励，而不应受到惩罚。监督人对战略思想家的控制不应过紧，对打破老一套的实验应予鼓励，在研究中允许发生错误。害怕失败的先驱者很容易变成极端的保守派。



　　在任何一种战略思想的孕育阶段，不能不采用召集同行们进行严格鉴定的办法。但是，用强制手段取得妥协和靠委员会解决问题，准会象施加惩罚那样扼杀创造性。因此召开评论会最好只是各抒己见、暴露论据中的弱点和使思想明朗化，要让参加讨论的人有采纳或拒绝所有批评的自由。最后的成品到底是应当接受，拒绝或修改，只有由最高的权威裁决。



　　四、广泛的接触



　　具有革新思想的战略家从无拘束的意见交换中可以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如具有下列条件，就能最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能公开发表研究成果；能以小组讨论会的成员、研究讨论会的成员或战略研究论文报告人的身份积极参加学术讲座；自己是某专业团体的会员。在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以及战略家个人之间不断地进行联系，可以全面地改进工作，从而为国家带来很大益处。



　　五、在专业上获得成就的道路



　　最后，持续不断地累积经验是很必要的。只有有事业心的人才能在这一复杂的努力中出人头地。想在战略理论领域中获得名利的人，应当定期地修正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借以开阔看待周围世界的眼界，明辨各种问题和扩大知识领域。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不应该走得太远。



　　若干注意事项



　　经费和方便条件显然是重要的，但不应过高地估计它们在形成战略理论方面的作用。计算机和其它复杂昂贵装备的用途是有限的，只有兵棋演习和作战分析研究是突出的例外。秘密情报(对制订计划的人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非但不能促进反而会妨碍创造性思想的发挥。富于想象的、目的明确的、不受拘束的智力才是珍贵有用的东西。














	

 






	















	







	







	









 





	


	







	








	




	


第五部分 通往战略优势的道路




	







	

 



	


	



第28章 怎么办？




　　阿尔卖的不是托辞……



　　阿尔卖的是威士忌。



　　引自阿尔冯索·卡波尼 [ 注 ] 的“执法人”弗兰克·尼蒂的话



　　写到这里，有一点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了，即战略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引人入胜的、有教育意义的、并在智力方面能使人振奋的游戏。业余爱好者是出于兴趣，而专业人员则是为了谋利(包括国家的利益)，只要他们机敏就行。不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际家，是专家还是一般实际工作者，在这个领域里都可以大显身手。



　　战略问题



　　怎么办？



　　第一步，就是确定哪些可能是关键问题，以便有才智的人们能对之进行思考。然后，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意义作出估计，选择、分析和比较各种行动方案，并决定在特定的环境下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这些过程是主观的，正如尼克松政府中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人士曾经承认的那样：



　　在我担任公职以前，我认为最讨厌的事，事实上也是最令人愤怒的事，莫过于一个高级官员在会见局外人士时对他们说，一切可供选择的方案都已经考虑过了，现在贯彻执行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并说，只要这些局外人士都象他那样了解情况的话，他们自然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现在，轮到我在这里来告诉诸位了：一切可供选择的方案都已经考虑过了，我们选择了尽可能好的方案，只要你们都象我一样了解情况，我们就可以省去质疑的时间啦！



　　当然，这些话是他开着玩笑说的。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在审查美国的大战略方面已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但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政策估计人员，也是凡人，他们可能忽视了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且在大多数决定上他们肯定被迫实行过妥协。因此，本书几乎每一章都列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战略思想的修正或提出新的战略思想来加以解决。



　　影响未来战略的若干趋势



　　一个战略家如果指望取得一点成就，他就必须看清地区性的和世界范围的主要趋势对事件进程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加以利用。下表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趋势，其中每一种趋势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将该表再增加四倍。



　　政治方面



　　中苏分裂



　　国家增多



　　名国间相互依存关系增强



　　主权概念不断变化



　　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不断变化



　　经济方面



　　农业革命



　　富国和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美元在世界市场上贬值



　　日本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兴起



　　重要的自然资源枯竭



　　军事方面



　　更加强调军备控制



　　革命战争流行



　　苏联海上力量兴起



　　武器费用日益增加



　　多方限制对武力的使用



　　社会方面



　　人口激增



　　对未来的期望正在增长



　　对人权的关心加强



　　对生态学的关心加强



　　都市化



　　科技方面



　　快速的全球通信出现



　　计算机的使用日益广泛



　　激光技术出现



　　能源危机



　　空间技术的发展



　　许多表面上看来同国家安全没有明显联系的趋势，正在由各种专家从各个方向加以探索。但是，这些专家在研究时很少将这些趋势同战略问题联系起来。因此，战略家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



　　试以城市日益扩展问题为例。这会不会改变当代各派的战略思想呢？如果会，又如何改变呢？当欧洲的城市不断扩展、使机动的地面部队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显然，近代的施利芬 [ 译者注：施利芬(1833－1913)德国元帅。1891－1905年任德国总参谋长。《施利芬计划》主张在战线翼侧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术包围．力求速战速决；认为正面突破不是制胜的战法，他的观点对第一、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军事学说影响很大。 ] 计划将是十分不切实际的。在我国百分之九十的人住在城市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战略重心放在提供食物的农村地区好呢？还是放在特大的城市好呢？对战略轰炸的理论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都市化破坏了以农村为主的亚洲革命的力量基础，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各部门都须相互依赖的社会会带来哪些新的弱点呢？对这些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应怎样利用？对于其不利条件我们又应怎样克服？



　　美国陆军上校罗伯特·利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在一篇题为《用其它手段进行的战争：力量概念的扩大》的专题论文中谈到了上述问题。他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



　　爱因斯坦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现在，一切都变了，但人们脑海中对于世界的印象还没有变。”客观现实与人类各种机构力图达到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很可能就是造成未来的巨大困难的根本原因。



　　冲突的机会将会增加，因为，由于对环境的接触和对环境的担心而采取的行动，很容易使各国的目标发生严重的抵触。想避免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潜在的对手会被他们自认为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那些事情所驱使；这些事情很容易为本国公民所理解；而且这些事情本身往往是一清二楚的……



　　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中，……两国在利用这个新出现的环境问题上的技巧各不相同，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美国在解决由于繁荣而引起的生态学问题的努力中，侧重于美学和清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者的眼光跳出了当前的混乱环境之外，看到了人们的渴望、担忧、不平等、冲突以及环境问题方面内在的矛盾。通过以长期体验为基础的实践，他们学会了把这些感情上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象搭起一座浮桥一样，以便打开另一条通向长远目标的道路。……



　　只要苏联把﹝环境问题﹞看成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在同声称﹝环境问题﹞是一个卫生问题的对手进行较量时，就会很容易地占到便宜。……种种迹象表明，苏联的宣传人员将会象他们利用“和平”、“民主”这类西方国家所关心的事情那样，利用这个问题，并加以改头换面，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定义和目的。



　　对于当前的事件，几乎可以作出各种各样富有想象力的解释。一些最不可能有结果的课题，也许能导致不寻常的发现，如同利德的新发现所表明的那样。



　　战略家玩的游戏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战略是世界上赌注最大的一种游戏。实际上，这种游戏之中还有游戏，而且所有的各种游戏都是互相关联的。每一种游戏都是在同一个大棋盘上同时进行的。参加游戏的人数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单个地参加游戏，也可以编组参加，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分组，谁在哪一边总是不清楚的。各人在开始时的布局各不相同。同样重要的是，不论是自己的棋子，伙伴的棋子，还是对手的棋子，每个人对这些棋子都给以不同的价值。各人所使用的规则也互不一样。不是一次只能走一个棋子，而是整堆的棋子可以突然走向任何方向。谁也不需要等着轮到他才走动棋子。参加游戏的人数、棋子、价值、对手和规则，常常会发生突然的变化。当然，这样的游戏也永远不会完结。



　　记住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出，战略可以是一种谁都能玩的游戏，但是，它不是一种谁都能玩得好的游戏。只有最有天赋的人，才有较多的机会取胜，正如博弗尔将军所忠告的那样：



　　战略家不能依靠先例，手边也没有一把永恒不变的尺子。战略思想必须不间断地考虑变化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可预见的将来的变化，而且要考虑许多年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具有可靠根据的客观推论的过程，它必须依靠假设来进行，通过真正有创见的思维，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战略问题这一方面的特点，直到最近几年，几乎一直没有被人们所掌握。长期以来，进展是如此缓慢，以致根据以往的经验来作出决定也似乎合情合理。……现在，战略研究已被迫回到依靠假设来进行了，它必须象现在对待空间因素那样来对待时间因素。它必须抛弃类似近来某些理论那样的僵化而危险的假设，……这些理论是以对很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数学计算为基础的。相反它必须以全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为基础，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来保证对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断加以审查；以便及时将那些正在发展的和正在变为现实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



　　为了对付某种预计中的未来局势，在运用新的或者重新改造过的工具来拟定一个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独创能力，那是不可能有任何规定的。至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照章办事。……﹝毕竟﹞从来就没有一个画家是按照一整套理论规定画出图画来的。他有时可能做的，最多只不过是根据某些规定来检查他的作品，以保证它﹝在技术上是正确的﹞。



　　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给人们提供一点帮助。这里并不想告诉有抱负的战略家，在研究大战略时应该考虑些什么。前面各章仅仅向他们提出应该怎样去考虑。现成的答案和学究式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只有一些战略研究的工具，而这些工具现在已在每个读者手中了。














	

 






	















	







	







	









 





	


	







	








	




	


第六部分 战略的运用




	







	

 



	


	



第29章 越南战争：对大战略的一个实例研究




　　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的管理与战争》



　　长期的越南战争在美国人的头脑里记忆犹新，它为分析、阐明和比较美国与盟国以及美国与敌人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现成的材料。



　　在本实例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对战争双方的各个基本战略要素分别加以考察，着重说明每一要素对其它要素的影响，然后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样式。如果当初美国的决策人在处理越南问题时也采用这样的方法，那么，那些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就可能在事前而不是在事后更加突出出来了。



　　下文主要叙述八幅条形图。这些图标明从一九五○年开始(越南于一九五○年宣布成立国家)的二十二年里，美国、南越、北越和越共的安全利益、目标、政策和战略。有关苏联和中共在印度支那的影响的确切资料仍是寥寥无几。因此，苏、中两国的作用在需要澄清事实时才予以说明，但不作深入的探讨。



　　前十五年压缩成每五年一格，其余七年为每年一格。虚线表示发展的起始或衰落阶段。由于越南共和国根据日内瓦协议于一九五四年才告成立，因此图内有关该国的最早材料从这一年开始。



　　每张图都是根据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元首及其文职幕僚和重要军事顾问在内，在当时所作的公开声明绘制的。因此，一般的事后认识在本研究中只起次要作用。



　　我方战略的结构



　　一、美国的利益



　　是什么利益把美国拖进了越南呢？又是什么利益使我们在那里呆下去呢？



　　关于这个问题，著作浩瀚，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利他主义，有的说是贪婪，还有一些十分玄妙的解释，诸如为“消灭饥饿、愚昧和疾病”所迫等等。图10提出的是较为现实的看法。






图10　我方的利益



　　和平



　　普遍的和平，至少三十年来，一直是压倒一切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尼克松总统在第一次国情咨文里肯定了这一点，并且在他每年给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多次重申了这一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一切主动倡议，不论是单方的、双方的或多方的，也不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从一九六八年暂停轰炸，到逐步撤军，直到谋求全面停火，追根溯源，无不出自美国方面寻求和平这个夙愿。



　　国家安全



　　在五十年代，当国际共产主义日益增强的蚕食在吞噬自由世界的时候，实现和平的迫切要求具有殊特的意义。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这个进程不加以制止，美国的生存最终将岌岌可危。



　　在随后的十年里，我们对于威胁的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消失了。到了一九六二年，那种精心策划、紧密配合、并由克里姆林宫从中协调的所谓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阴谋集团寿终正寝了。古巴导弹危机是俄国以迫在眉睫的武装侵略威胁一个自由世界国家的最后一次行动。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表明，严重的中国战争恫吓已告结束。此后，先是由于国内的混乱，继则由于同苏联的纠纷，毛泽东就无暇他顾了。



　　现实和认识之间总是隔着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到一九六五年，事态的发展趋势及其基本细节，对大多数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已经清楚了。此时在越南的国家安全利益无疑是正当的，但并不是生命攸关的。



　　说来也怪，国家安全利益既使我们陷入越南，以后又迫使我们大大地减少我们的卷入。到一九六八年年中，直接由东南亚战争引起的国内分歧意见，把美国搞得四分五裂。因此，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年就任后，选择的余地就变得极为有限了。为了对付国内持不同意见的势力，他着手把美国参加地面战斗的范围缩小到只担负局部警戒任务。到一九七二年初，美国人死于敌对行动的数字几乎降到了零。



　　民主理想



　　民主理想，作为美国在越南的一项国家利益，是和我们关于政治自决权的传统信念交织在一起的。选择的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这个理论上、道德上和意识上的信念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我们渴望有民主的盟友、而不要独裁者，这种想法即来自民主理想。



　　经济利益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物质利益常常与它在东南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时认为那个地区的原料和农产品对自由世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自那个时期以后，就很少有人认为这是“生命攸关的”经济利益了，因为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上述资源可以在别的地方取得，或者由别的东西代替。



　　国家信誉



　　最后是国家的荣誉和威信问题。一九五五年，当美国从法国人手里接过向南越提供政治、经济、训练和道义等各方面支援的责任时，对国家信誉的影响是不大的，但随后就逐步增强了。一九六五年我们派出武装部队后，美国的信誉才真正“面临考验”。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结果，它将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对外政策和结盟制度。约翰逊总统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那年夏末他说：“如果我们被赶出越南，没有一个国家再会相信美国的诺言或美国的保护。我们要在越南坚持下去。”在他执政期间，这一想法始终没有改变。



　　四年之后，尼克松总统对越南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说，今后在越南和其它地方，“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所继承的义务……。﹝但是，﹞为了全面地履行义务，需要把承担义务的具体形式，如兵力部署、财政支出等，与变化的情况联系起来”。因此，他不想按以往的规模去耗费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然而他又清楚地表明，他宁愿只做“一任总统”，也不愿看到“美国变成第二流国家，以及……让这个有一百九十年光荣历史的国家接受第一次失败”。



　　军事和地理上的利益



　　当我们开始在越南卷入时，美国在那里没有重大的军事利益，所以，图上没有标出任何符号。我们在那里既没有基地，也没有直接结盟的盟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只不过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议定书伙伴 [ 译者注：老挝、柬埔寨、越南不是东南亚条约的签字国，但在条约的议定书中规定，条约中关于军事、经济措施的条款也可适用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南部。 ] 。曾经有人热心地试图以地理上的利益为理由替美国的卷入辩护，其中心是强调好战的共产主义有能力封锁自由世界在南亚周围的海上航线。但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印尼封锁这一航线最为有利，而不是从越南。因此，地理上的利益决不是非考虑不可的。



　　二、南越的利益



　　我们的保护国和盟邦南越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南越的历届政府都关心和平与繁荣，但另外两项利益是压倒一切的，即生存和独立。这两项利益既不能降低标准，也没有商讨的余地。人民之所以不屈不挠，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虽然经历了死亡、蹂躏和混乱，经过十九年的颠覆、恐怖和战争，他们仍然无所畏惧。我们的利益在程度上没有哪一点可以与他们的利益相提并论，因此在双方都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双方的宗旨和政策就互不协调了。



　　三、美国的目标



　　上述利益产生了图11所列各项目标。这些目标清楚地说明我们想干什么。



　　现在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观察一下变化不定的美国目标。从下图可以看出，只有一个目标是贯彻始终的。罗伯特·沙普伦在他的论文《失去控制的时间》中指出：“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如果过多地追求灵活性，如果它无助于制订一个方案或实现一个确有把握的目标，那么，结果它无异于动摇不定。”






图11　我方的目标



　　制止共产主义侵略



　　抗击共产主义侵略这个目标，曾经支持过美国在“和平”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的利益，但这两个方面早已失去重大的意义了。可是，这一目标却有助于实现越南共和国的两项利益：生存和独立。



　　抗击共产主义侵略，最初是与多米诺骨牌理论 [ 译者注：指一个倒下必然引起全部倒下的理论。 ] 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理论是由艾森豪威尔所推广的，但其盛行则是在他执政前后。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后来刊登在五角大楼文件集中)曾推测，如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里不能遏制住共产主义潮流，那么，自由世界在中东的骨牌就会倒下，最终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以及我们“在太平洋沿岸岛屿锁链上的地位”，并将“严重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



　　不管那个估计正确与否，如果我们想赢得时间，不仅在越南，而且在东南亚大陆和东南亚半岛上建设国家，我们就必须遏制共产主义侵略。几个曾经亲自到东南亚考察过的权威人士报告说：这一地区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新近独立的国家要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地理上的缓冲区。如果越南倒下去，他们将不得不对他们的政策进行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米诺骨牌理论对他们是起作用的。



　　不管怎样，一九六九年过后不久，制止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暴乱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是美国至高无上的坚定信念了。它仍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但已不足以成为美国地面部队继续在那里承担义务的依据了。然而，镇压正规的共产主义侵略仍然是美国确定不移的目标。



　　维持力量均势



　　在面对中苏团结和赤色中国玩弄实力的情况下，维持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力量均势始终是美国的一个真正的目标。此后，我们的看法起了变化。虽然美国仍倾向于建成一个巴尔干化的东南亚，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享有霸权，但是该地区的力量均势看来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了。



　　建设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南越



　　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和有生存能力的南越，与美国的每一项利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个目标是我们全部行动的关键，它在图中所占的突出地位表明，美国的领导人对这一点一直是很清楚的，尽管有时不是很有意识的。如果在这个方面失败，我们的对手就令通过颠覆活动和阴谋手段最后占上风。除非能够完满地建立或重新整顿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除非能够根除引起革命的基本原因，除非将敌人的基础结构连根铲除，否则在自由世界取得明显的胜利后，越共仍能大规模地卷土重来。



　　尽管这个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但好多年来，我们的其它目标与它的配合看来是很糟糕的。此外，我们的方法也往往是成问题的。比如美国为谋求建立一个强盛的南越而作的努力，受到我们在民主理想方面的利益的不好的影响。罗伯特·汤普森正确地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



　　有人曾认为，有了选择的自由，民主机构和民主秩序就会生气勃勃地建立起来，少数人就会毫无疑问地愿意容忍多数人的统治……。现在看来，在当时情况下美国的目的太野心勃勃了。



　　自一九六九年以来，美国在帮助南越建设国家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前几年相比，取得了更多的成绩。但只要西贡还不能够独自稳固地站住脚跟，而且还在担心由于内部压力或近邻的入侵而垮台，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击败革命思想



　　“击败革命思想”作为美国的一项目标，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的一九六一年提出来的。当时，赫鲁晓夫宣称支持“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共产主义的“神圣义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正在广泛传播。三年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在越南的对抗是一个“试验的实例”。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也赞同这个看法。



　　当我们在东南亚抗击共产主义的决心开始减弱时，这个目标的重要性也就缩小了。确实，这仍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已不是突出的重点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哪一个有权威的官员公开宣称美国非击败革命思想不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曾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失败，我国的形象在﹝远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就会受到损害。”现在已很少有人象泰勒将军那样，把我们在南越的成败同多米诺骨牌理论联系在一起了。



　　至今也不清楚我们当时是否真的急需击败革命思想，尽管美国政治－军事光谱中从极右到极左的宠儿们对此作了种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他们出于不同的理由都宣称：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是否确实如此还有待今后的事实来证明。如果越南战争遏制了赤色中国和苏联在世界其它地方煽动、策划和支持革命战争(不论其原因何在)，那么即使南越最终垮台了，我们确实总会有一天将击败革命思想。否则，我们的努力就会是某种程度的失败。



　　体面的撤退



　　体面的撤退这个目标既无补于、也无助于美国的其它目标。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我们确实希望建设一个自立的南越，就完全有必要减少美国的卷入和影响。而这样做确实正好与我们的大部分利益相吻合，虽然看起来好象与越南共和国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



　　四、南越的目标



　　美国同南越在目标上的分歧，播下了灾难的种子。越南共和国的所有四个目标都是毫不含糊的；从产生这些目标的基本利益来看，理应如此。由于我们对南越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少，敌人就乘机大加利用由此产生的矛盾。而且，如果说我们缩减了的目标终于使我们自己得到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而我们的盟邦在这方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五、美国的政策



　　政策为我们提供了能达到目的的、有系统的、协调一致的办法，但只有在明智地运用政策、使目的与手段相适应、所得与所失相称的情况下才是如此。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二年期间，美国颁布了为数过多的政策。图12只显示了与战略(不是战术)的形成有关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连贯性，而连贯性是有助于逐步地、决定性地达到建设一个稳定的南越这样一个最主要的目标的。“愚蠢的坚定性”也许是“庸碌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牧师们所崇拜的小人物的胡思乱想”，但是埃默森 [ 译者注：美国十九世纪中期的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 ] 却可能第一个承认：明智的坚定性能够在这些情况下创造出奇迹来。



　　遏制共产主义



　　当美国开始卷入时，美国的主要政策是遏制。不幸的是，这样一个防御性的策略竟以军事内容为主，这对进行一场成功的反对革命的战争是不利的。但是，即使有这样的缺陷，遏制政策却又成为一个令人欣慰的政策，因为它恰巧有助于限制冲突的规模。除了受空中和海上的轰炸外，北越是不受侵犯的。它的生存从来就不成问题。一九六六年，在联合国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阿瑟·戈德堡大使对其他高级官员早先的发言作补充时，着重说明了这个政策：“我们不谋求推翻北越政府。……我们并不要求北越政府无条件投降，或者交出属于它的任何东西”。美国政府尔后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立场。






图12　我方的政策



　　靠自己干



　　我们早先的“靠自己干”的政策，如果运用得当，可能已经使南越成为胜利者了。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路子基本上是对的。约翰·肯尼迪继续执行了这个善意的政策，他的办法是“把吴庭艳为打赢他自己的战争﹝所需要的﹞东西交给他”。可是，在这三届政府期间，执行机关出了毛病。



　　在越南轮流服役的时间短，一开始就成了严重的缺陷。除少数将官和文职人员外，在战场上的平均执勤时间为十二个月到十八个月。正如沙普伦所说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能使“任何人对那个地方和人民有足够的了解，并下功夫研究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应如何行动或美国在那里应如何行动的问题”。他把美国的“走马灯式外交思想”与英国在马来亚的活动进行了对比，对前者非常不满。在马来亚，连贯性是以若干年计算的，在某些情况下，紧急状态一下就持续一年。因此按通常习惯来计算年月就会发生错误。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常常议论说：“美国没有在越南取得二十年的经验。它在许多方面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二十次。”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援助政策和计划由于情况了解不全面，又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因而遭到失败。当南越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时，吴庭艳曾要求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并且得到了美国的保证。但是，由于艾森豪威尔强调“通过军事手段”来加强南越抵抗革命压力的能力，这就使援助发生了不幸的偏向。所以，早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我们就没有抓住要害。罗伯特·汤普森指出：“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当时国会对非军事性的外援又施加了种种限制，以及剩余军事物资随时可以动用，结果美国的援助就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了。甚至经济援助也是为了供养一支庞大的南越军队。”



　　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也吸取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经验，而这两次战争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正规战争。这样一种背景促成了完全摆错重点的做法。



　　从五十年代初期起，亟需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地方治安，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警察部门、附属的准军事机构和统一的情报工作。可是我们却建立了一支正规的南越军队去打正规战争。当时确有必要同越共主力以及后来的北越正规军作战。但是，缺乏对基层的不间断的控制，几乎成了致命的弱点。



　　美国积极参战



　　如果美国的“靠自己干”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我们也许就根本不会被迫在投入作战部队或承认失败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了。实际情况是，我们反暴乱的努力在一九六五年就破产了。那时，主战的美国人松了一口气。经过十年消极的于预后，山姆大叔的“强硬分子们”终于能“进行战争了”。



　　“美国化计划”，作为权宜之计也许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个战略性的灾难。它使“军事战争”取得并保持绝对的优先地位；把我们盟国的武装部队毫不客气地撇在一边；有关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几乎无人过问；而且老百姓遭了殃，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大概再没有别的政策能象美国化计划那样肯定地妨碍我们取得成功了。



　　有限战争



　　约翰逊总统的口号是：“我们不想打规模更大的战争。”他有意识地对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等方面施加种种限制，主要是为了避免苏联或赤色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但常常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由于革命战争实质上是个政治性很强的行动，因此几乎不可能从政治上对冲突加以限制。全球范围的外交活动通常是对我们不利的。



　　“一切照常办理”的做法，也同样行不通。为了平息主战派的议论和过激情绪，美国领导人决定：不宣战；不动员联邦后备队、国民警卫队或工业力量；不强制实行新闻检查、日用品配给等任何特别的控制措施；在预算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继续履行美国所承担的其它防御义务；并批准大批人缓征入伍。结果，争取公众支持的一切努力都是软弱无力的，战争的重担落在“不幸的”少数人身上，有影响的宣传机构的一些人的不负责任的报导接踵而来，我们的国内收支出现了赤字，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我们在越南以外各地的安全态势遭到了破坏。



　　我们试图在地理范围上施加限制，同样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允许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享有庇护所(这类庇护所有些从来没有遭到过侵犯)。在整个战争中，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北越进行地面作战。但是，从政治上和心理影响上来说，我们的轰炸活动已把战区扩大到了远远超过东南亚的范围。



　　“逐级反应”(有时也叫做“零敲碎打”)的做法。使美国在投入军事力量时走一步、看一步。其目的是想避免使人觉得美国在对一个弱小的对手滥用武力，同时力量仍足以促使共产党相信，出路在会议桌上。但是，“逐级反应”的做法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首先，国内外公众舆论都把强大的美国看作一个暴徒，认为它在野蛮地欺侮一个勇敢而又弱小的对手。其次，“逐级反应”实际上增强了敌人的决心。北越学会了在逐步加码的惩罚下生活，犹如一个癌症病人懂得如何忍受痛苦一样。这种痛苦如果集中在一次发作起来，是会使人无法忍受的。



　　事实上有人说过，轰炸把我们自己、而不是把河内带到判桌上，准备接受某种低于我们既定目标的解决办法。



　　寻求外交解决



　　作为一项政策，寻求外交解决渊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共产党人在越南精心设置了陷阱来对付愿意谈判的反对革命的人们。敌人把我们急于召开一次会议的心情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因而延长了这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此外，它还极大地削弱了我们严阵以待的盟国(南越)的士气。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南越的生存和独立似乎是可以牺牲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可望通过谈判而实现的目标，便只有体面的撤军了，而且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是有问题的。



　　越南化计划



　　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由于重点放在军事行动上，绥靖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进展缓慢，这说明它们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只有越南化计划才适合南越和我们必须实现的目标。



　　这项政策已经用其它的名称实行了许多年，但收效甚微。一九六七年，威斯特摩兰将军进一步推行了这一政策，他指示他的新任副手艾布拉姆斯将军加速提高越南军队的质量。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政府组成后，越南化计划扩大了，因此越南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能够担当起更多的责任，并行使更大的职权。



　　这些变化表明，随着尼克松主义的推行，美国又逐渐回到了“靠自己干”的政策上来了。尼克松主义规定，我们的盟国必须



　　完全参与提出计划和制订规划。各盟国必须明确他们自己的安全的性质和决定自己的前进道路。……我们在收到请求时，将根据我们的条约义务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我们希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能够担负起为其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就懂得这个原则。他们答应给自己的越南伙伴出主意、给援助和“精神原子弹”，但不派援兵。毛泽东曾经说过，进行革命战争和取得革命胜利要靠本国力量。



　　随着越南化计划的进展，越南共和国的政策开始具有更多的独立性，而且变得不轻易采取以美国参战为基础的危险的冒险行动。(越南共和国曾多次要求向北进军，是过去那些没有头脑的建议的最好说明。)越南化也为美国从军事上脱身铺平了道路。有许多理由说明我们必须摆脱出来，但不幸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如此匆忙地催促撤军，以致西贡来不及改善它的安全态势。



　　不干涉主义



　　当美国积极参与的地面作战在一九七一年逐渐减少时，一个减少美国卷入的新政策出现了。根据尼克松主义，我们扩大了对南越的“援助”，以对抗共产党邻国的公然入侵，尽管很难设想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重新投入地面部队。越南共和国必须主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暴乱。



　　六、南越的政策



　　南越的政策，一般说是和美国的政策并行不悖的，但要简单一些，坚定得多。例如，他们的遏制政策反映了他们在生存和独立方面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以几乎无选择余地的明确目标为后盾的。被称为“让美国去干”的越南共和国政策，表现了任何个人或国家的天然倾向：让心甘情愿的合作者去干那些对受益者最有利的肮脏工作。



　　七、美国的战略



　　克劳塞维茨曾经总结说：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革命战争并不是人们经常臆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有限战争。它是在冲突光谱中占有自己位置的总体战的一种形式。革命战争这个词的含义是：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去夺取政权的自觉行动，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摧毁现行的政府制度和社会结构。通常的解救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因此，美国的正规的、不统一的、而且主要是军事的反措施就很不适用(见图13)。






图13　我方的战略



　　正规的概念



　　直到前不久，美国政府和军队中大多数高级官员在反对革命事务方面都是十足的外行。许多人至今仍然如此。这并不是轻视他们。他们在战争问题上的素养和经验，主要是军事方面的和正规的。他们穷于应付危机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抽不出时间去研究非正规的革命问题。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一点是可以预见到的。正如罗伯特·汤普森所说的那样：



　　……在作战中，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战争概念……曾多次在战场上打败越共和北越部队，给以重大的杀伤。但胜利是……不牢靠的，……因为美国人没有按照人民革命战争的概念，﹝在战略上﹞打败敌人。



　　总之，美国的战略家们患了德·萨克斯元帅早在二百年前就指出的一种病症。他描述这种病的症状是：“在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干自己知道的事情。”



　　不统一的计划和行动



　　在美国开始撤军以前，显然并没有一个总的美越联合计划，也迟迟没有一个适当的政治－军事机构来协调计划和行动。因此，虽然我们试验了反暴乱的战术，但是支离破碎的战略计划却成了托普赛 [ 译者注：托普赛是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一个小黑奴。她父母双亡，无人照顾。她解决生活的办法是“我希望我长大”。此处指美国没有人认真制订反暴乱计划，现有的计划不过是临时拼凑而成的，听其自生自灭，没有人管。 ] 。



　　早在一九六六年，沙普伦就曾透露：“当美国人谋求改进农村发展计划时，……试图改革和造福农村并给农村以一定程度安全的越南团体或机构就不下三十九个之多”。我们的组织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空战由驻夏威夷的太平洋战区总司令负责。地面战争由设在越南的美国军援司令部司令负责。外交事务则由我国驻西贡大使处理。在情报的搜集、处理和分发，军援和经援以及后勤等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由于协调不当而造成日起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无能、怠惰、重叠等现象泛滥成灾。负全责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南越总统。



　　组织上无政府状态的弊病，怎么说也是不能原谅的。在一场革命战争中，当支援国和被支援国的利益和目标有重大的分歧时，组织上的无政府状态更是不能容忍的。



　　战略上的防御



　　驻越美军在战术上几乎不间断地打了一连串漂亮的胜仗，但在战略上却始终处于守势。



　　这里再引用罗伯特·汤普森的一段话：



　　﹝一九六九年以前﹞从来没有人懂得，国家建设才是旨在加强政府力量和消除薄弱环节的进攻性的建设性计划，而旨在限制并从而削弱敌方军力的军事行动则是防御性的和破坏性的。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是绥靖计划……。这三项计划，就其与目标以及与战略的关系而言，在安排和重视程度上都正好颠倒了先后次序﹝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实际上，许多美国官员是懂得这些道理的，但他们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重点主要是在军事方面



　　有几年，我们打着两场互不相关的战争：一场是军事的，另一场是政治的。罗伯特·科默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期间，实际上是约翰逊总统手下负责越南“另一场战争”的特别助理。



　　请别搞错了。一九六五年，美国是被迫去保护越南的。这是使我们能够挽回局势并保障建设性的计划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是，突出的问题是，我们过于片面了。我们过分依靠使用正规的军事手段，致使我们忽略了本该同时运用的美国实力中的其它的有效手段。



　　孙子说：“上兵伐谋。” [ 译者注：意指领导战争的上策，是在总的计谋上战胜敌人。 ] 在越南战争情况下，“谋”即指革命战略。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的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估计了我方的能力，过低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是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于是，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又一次脱节了，使我们蒙受了损害。即使我们象一些极端分子所主张的那样，“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把越共打得无处藏身，我们可望做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公开宣布的停战，从而可能为国家建设和绥靖赢得时间。在我们使用武装的努力处于高峰时，国家建设和绥靖几乎一点也得不到重视。在铲除敌人活动的起因和组织的同时，如不能辅以在国家建设和绥靖两个方面的活动以扩大我方的力量，我们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革命未受损失，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高，以致对局面完全失去了控制。



　　美国的“寻歼”战略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有二：第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第二，战场上的火力和消耗根本无助于我们重新取得对人民的控制和得到人民自发的支援。“清剿并据守”行动倒更合适一些。但是，我们很久之后才懂得这个基本事实。



　　被歪曲了的目标



　　由于基本目标受到忽视，我国宪法序言所列之各项美国根本利益几乎都受到了损害，更不用说图10所列举的那些具体利益了。



　　通向真正的进攻性战略的道路，当然是国家建设。艾森豪威尔总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政府的、独立的越南”。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对此也是一致赞同的。但是，早先的战略没有一个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一九六九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持新见解的新领导人开始对此作了通盘考虑。我们的利益、目标、政策和战略开始一致起来了。虽然晚了十四年，但是，晚一点总比没有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开始出现一些不显著的、然而是积极的成果。



　　八、南越的战略



　　如图13所显示的，越南共和国的战略和我们的战略相似。他们很少有选择的余地。



　　敌人的战略结构



　　关于敌人的战略结构，我们可以很快地概括出来，因为它简明扼要，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贯的。对方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们握有主动权，而且一直到前不久他们配合得都很好。



　　一、敌人的利益



　　受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等精神因素所鼓舞的北越人的利益(见图14)，如磐石一般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制订战略时，从这些利益出发提出的纲领，要比缠住美国的那些含糊不清的动机所能提出的要好得多。图14所列前三项利益在北越领导人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后两项也是必需的。






图14　敌人的利益



　　一九五四年胡志明把法国人赶走以后，独立方面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此后，首要的利益一直是政权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于争夺整个印度支那的宗主权的斗争中。全世界注视着的是一场决定谁来继承殖民统治的战争。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小规模的新帝国主义。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越南南北方人民对统一的渴望以及对于湄公河粮仓和红河三角洲的物质财富合并后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强烈要求等等，都是无需更多解释的。



　　越共的利益从来都是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一致的。只有一个例外：自一九五七年形势激化以来，越共的行动总是直接同争取生存相关联的。



　　二、敌人的目标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每一项目标(见图15)最终都有助于满足那些极为重要的利益。






图15　敌人的目标



　　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并使之共产主义化，一直是敌人压倒一切的目标。伦敦大学越南问题讲师、有名的越南问题权威，帕特里克·霍尼引证了法国人一九五二年缴获的一份越南劳动党文件，认为它“最清楚地说明”北越人的长期目标：“在整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共产党政权”。所以，在一九五四年以后，重新统一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北越和越共的目标总的方面是一致的，虽然在重新统一的迫切性上强调程度不一。一些派别主张必须统一，另一些派别则代表南方分裂主义的牢固传统。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国的一位在国外服役的军官、一位研究越共政策和实践的学者，道格拉斯·派克就看出了越共内部的三种不同态度。他说：



　　有些人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重新统一；有些人原则上赞成重新统一，但认为不可能实现；还有些人则表示反对，理由是重新统一意味着被北方人融化。……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分歧变得日益明显，当时解放电台的调子一直是“美国人撤走，建立一个中立国家”，而河内电台的调子则总是“美国人撤走．举行谈判和重新统一”。



　　但是，由河内建立的、作为民族解放阵线内坚强的“金字塔式核心力量”的人民革命党，有效地控制着那种孤立主义思想，使它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事实上，这种分裂主义并没有为我方的心理战专家和宣传家们在战略性的探讨方面提供多大的活动余地。



　　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发布的劳动党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决议，提出了集结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兵力并在战场上打败盟军的计划。河内负责南越事务的中央办公厅于一九六八年发布第六号决议，号召迅速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共产党的高级指挥部成员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无疑懂得，用武力来决定性地打败美国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他们把精力集中于旨在使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付出重大代价的行动上，并且甘愿忍受由此而带来的严重损伤。因此，和美国的较量成了一场对意志的检验，而不是对实力的考验。



　　罗伯特·汤普森认为，即便如此，有一个次要的目标仍然是与“证明革命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次要目标就是，从一九六五年起，“单是美国败北还不够，美国必须败得声名狼藉才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对美国不满，使他们对美国所作的安全保证的信心大大地动摇。看来派克证实了这一点。敌人的战略重点，就是综合运用武装侵略和心理战，无情地打击美国和越南共和国的决心。



　　三、敌人的政策



　　敌人的政策(见图16)显然是与其目的相一致的。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定后的日子里，看来有可能通过公民投票实现重新统一。日内瓦协议规定：最迟不超过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应举行全国选举。对于这个前景共产党是非常中意的，因为他们在操纵政治的能力方面看来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当普选时刻来临时，吴庭艳总统变了卦，因为他害怕越共在基层拥有的优势会阻挠正当的公民投票，尽管他们作出了动听的关于公平监督投票的各种保证。






图16　敌人的政策



　　当政治上的阴谋显然失败，通过武力实现重新统一就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越共对此予以默认，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多年来反复讲的公式化语言中得到证明：“这场革命只有也必须以革命行动和群众的力量打败敌人才能解决。靠条约和协定是绝对不行的。”但仍保留欺骗手段作为辅助手段。



　　这种暴力政策无疑有时使莫斯科感到尴尬，因为这是重复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而不是苏联人的路线，苏联人一般喜欢用较温和的手段。但是，实际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巧妙地玩弄了脚踏两只船的手法，而且颇为成功。由于苏中一直在互相竞争，而且双方在把美国赶出越南这点上都有既得利益，因此两国谁也不急于用断绝援助的办法作为影响河内态度的手段。



　　只要在南越存在着革命形势，这些政策对北越人就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他们的生存和独立从来没有受到威胁，而且如果压力太大，他们可以随时停止战斗。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军事形势的逆转，这将使他们从革命战争的第三阶段退到第二阶段乃至第一阶段。只有越共是处于真正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转入地下，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



　　四、敌人的战略



　　多年来，敌人的战略(见图17)有恰当的目标作为基础，并且由基本上是开明的政策来推行，因此具有我们的战略不具备的一切特点：统一性、多样化(而不是军事方面占支配地位)和富有生气。






图17　敌人的战略



　　一九五○年－一九七一年的战略样式



　　在五十年代，革命的谋士们取得了政治上、心理上和军事上的战略主动权，并且不打算放弃它。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大多数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抗的时机和地点从来都是由共产党人选择的。他们通过运用多种样式的力量，享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在巴黎、在联合国以及在国内与美国的斗争中都显著地胜过美国。他们在一九六八年春节时获得的那种战略性奇袭的效果，是美国或南越从来都得不到的(入侵柬埔寨主要是战术性的)。共产党人还经常利用我们对革命战争的无知而得到好处。



　　结果，一个小国在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至少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始终能智胜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超级大国，从而创造了一个战略典范。



　　春节攻势是一个转折点。共产党人在美国取得了心理上的巨大胜利，但越共的基层机构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西贡的意志却加强了。次年，各项富有成果的美－越计划便纷纷出现了。



　　一九六九年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优势削弱了。美国和南越与过去不一样，做对的事情较多，做错的事情较少，并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越南化计划在许多方面有了进展——军事上的进展只不过是最明显的方面而已。阮文绍总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到一九七一年底，显然“人民的战争，人民的胜利”的理论终于受到了怀疑。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的战略变化



　　作为对策，北越在越共极小的支援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攻势。这次非正统的做法至少在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革命的先例。第一，传统的理论认为，当地的居民应该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主要的力量源泉。第二，事件的进展应分阶段，各阶段应与交战双方力量的强弱情况相适应。打算在条件成熟时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的准备工作是做了，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打算一直不停地打到对手屈膝投降为止的那种决定性的消耗战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做好。



　　这个“全力以赴”的企图，在时机选择上是无懈可击的：入侵时间选在一九七二年复活节期间，正好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已经撤出之后，西贡的军队完全作好准备之前。但共产党的计划制订人对他们对手的脾气和形势发展的判断却完全错了。开始时成绩很大，但是很快一切都出了毛病：南越陆军溃退了，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并进行了反攻；空军力量粉碎了北越的先头部队，破坏北越的后勤供应；美国对海防港的布雷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些省会虽然乱了，但仍掌握在友军手里；在南越，许多北越的支持者觉悟过来了，抛弃了共产主义事业；而且与敌人的愿望相反，美国公众的态度坚定不变。经过这场斗争，阮文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了。越南化计划证明是正确的。



　　到一九七二年初秋，越南民主共和国不顾一切地投入人力和物力的结果落得一场空。北越在战场上受挫，同它的盟友苏联和中国分离了，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嘲笑，并且在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政治上、军事上和心理上的主动权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手中。在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共产党已经失败了。



　　在那个黑暗的时刻，河内的四巨头重新打开了一条沉寂的政治战线，从而挽救了局势。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北越在巴黎伸出了橄榄枝。



　　进行心理战的条件接近于完善的程度。我们过于自信，因而被打得措手不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利用我们爱好和平和乐于谈判的倾向，提出了立即结束无休止的苦难并交换战俘的前景。尼克松及其战略顾问们急于在十一月大选前或者晚到圣诞节前赠给美国人民一件礼物。我们的主要谈判人基辛格在一项声明中表现出很高的乐观情绪。他说：



　　北越人第一次……使我们能够加快谈判的步伐。……他们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放弃了否决现政府(越南共和国政府)人选和机构的要求。……他们第一次同意一项同时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



　　打下了心理攻势的基础之后，河内突然宣布说已经达成了一项协定，并且即将予以确认。全世界在听到河内下面这篇广播时深为震惊：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已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二日就“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协议”全文，以及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卅一日正式签字的日程安排取得了一致意见。



　　接着他们又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在紧接着的广播中，北越使美国承担了不迟于下个星期(按共产党的条件)缔结一项条约的责任：



　　但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三日日，美国方面违反了自己的保证，又一次……要求继续会谈以解决新的问题。……美国方面的这一举动招致了危及签订协议的严重局势。



　　美国，而不是南越，一头栽进了河内的圈套。我们没有洞察这个谣言，相反却放松了一切压力，并且宣布“和平在望。……剩下要做的事情可以在另一次……不超过三、四天的谈判会议上解决”。



　　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到处兴高采烈。在以后的会议期间，谈判桌上充满了希望。报纸上通栏大标题写着：“总统对和平有信心”、“巴黎的乐观气氛增强”等等。被关在“河内的希尔顿” [ 译者注：希尔顿系美国著名的大旅馆，这里謔指战俘营。 ] 里的美国战俘充当了人质。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没有达成和解，沮丧代替了快慰。基辛格激怒地解释说：“和平总是(看起来)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但当我们试图抓住它的时候，却总是被拉走了。”十二月十四日，和谈破裂。双方互相指责。四天后，大规模的轰炸又重新开始，美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敌方善于嘲弄的才智之士又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战略打击。世界舆论再一次使美国蒙受耻辱：反战情绪在美国又抬了头，新的推动力驱使国会采取行动削减用于越战的经费，并剥夺总统的战争发动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同赤色中国和苏联的缓和好象是动摇了。



　　最后，我们终于重新稳定了局势，但靠的是暴力而不是计谋，基本上未求助于大战略。敌人默然同意撤出美国军事力量而留下他们自己力量的条件，于是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脆弱的停火开始了。革命战争的第三阶段十九年来第二次宣告结束，但战争仍在继续，尽管美国报纸声称“和平协定”已经签字。



　　哈里·里森纳在当天主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专题评论节目中，发表了对我们在越南的战略经验颇为确切的结束语：



　　“我们的心是好的。”



　　对美国战略的评价



　　一、战略上成功的地方



　　尽管有人提出批评，但在越南的卷入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来说，是有战略利益的。



　　在南越我们帮助镇压了颠覆活动，稳定了政治局势，阻止了外来的侵略，使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得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大大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且可能确实已打破了民族解放战争在外部的大力支援下必定胜利的神话。我们为其邻国提供了整顿家园的机会(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印度尼西亚至今一直没有遭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这说明在这个方面是有成绩的。北京和莫斯科都看到，由外国控制的革命战争可能走上有时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的道路，向游击队提供给养可能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巨大的胁迫之下不惜付出可怕的付价，履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教训，我们希望无论是我们的盟友或者我们的敌人都不要忘记。



　　二、战略上失败的地方



　　不幸，我们在战略上的支出远远地超过了收入。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在一九五五年我们从法国人手里接过火炬的时候制订了一个有效的战略，那么在我们四万六千名死亡人员中的大多数就不至于死亡，无数受伤人员不至于受伤，几十亿美元不至于“付诸东流”以及国内外关系也不至于搞坏。



　　即便这一点没有做到，如果我们对我们在东南亚的利益作一番审查，我们仍有可能使损失保持在低水平上。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向越南投入武装力量之前，任何认为南越的生存和经济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有重大关系的说法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了。但是，我们的领导人缺乏解决战略问题所需的系统的工作方法，不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开头的一阵激动和冒险精神过去之后，象和平、民主的理想、自尊心、威望等这些无形的利益，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美国人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这就是美国国内不和以及美国的决心软弱无力的根源所在。



　　这是否说美国不应当干预越南事务呢？



　　不一定。因为我们在越南仍有重要的利益。但这一点只是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本应更仔细地考虑美国所承担义务的性质，本应每走一步都要更审慎地权衡利害得失。



　　当我们介入那场危险的冲突之后，我们又继续用正规的战略去对付一个非正规的敌人，结果除了尸体数目之外，我们处处屈居第二位。有一句古老的军事格言说：“不要给败兵增援。”但是十四年来，美国大多数的决策人由于对反暴乱缺乏经验，因而不知道他们正在失败。许多军人至今仍然相信，如果不受人为的约束，单凭武力就能够“打赢”革命战争。事实上，如果没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战、经济战、社会战和心理战等的配合，军队是不能取胜的。



　　三、可供选择的其它战略方案



　　有可供选择的其它合适的战略方案吗？当然有。



　　制订正确原则的基础，以及美国和南越成功地进行反暴乱作战的各种因素，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存在。我们和南越至少有一些利益在当时看来是必需研究的。这些利益不尽相同，但并不相互矛盾。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确定一个明智的共同目标，把重点放在旨在根除或者缓和革命起因的国家建设计划上。请记住，那时候公开的暴乱活动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的。绥靖还不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吴庭艳仍拒绝合作(这绝不是注定会发生的事，因为他的利益关系到生死存亡问题)，那么我们手里就会有足够的基本情报资料和充裕的时间去重新估价我们的利益、目标、政策和战略，重新研究随之而来的危险(使用本书所介绍的技术手段)，然后在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之前就改变方法或脱身出来。



　　如果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削弱越共的基层机构并支持南越在生存和独立方面的利益，也许在北越部队向南进军之前，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这些身在“外国”土地上的北越部队只得到不太强大的越共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就可能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美国如在必要时进行武装反击，将会得到自由世界各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北越的参战并不是全国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就会有更有利的机会，利用我们的长处——半正规战，以合算的代价把北越部队打败。这样做对我们较为有利，北越人就会被迫玩一场战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中的美国式游戏。



　　全局观点



　　到目前为止，这个实例研究只是把越南冲突作为一种地区现象来考察的。要领会它的全部意义，我们还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卷入问题。



　　作战原则是评价战略行为的方便手段。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如下：



　　一、目的



　　由于美国对越南采取了无利可得的战略，结果使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至少暂时丧失了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目的感。



　　二、主动权



　　保守的美国战略把主动权让给了敌人，并给美国公众提供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的前景。结果削弱了我们的信心和民族意志，从而影响了我们外交政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三、灵活性



　　由于对美国的全球义务缺乏认识而对预算横加限制，破坏了我国武装力量的灵活反应能力，但越南地区除外。



　　四、集中



　　美国领导人由于专心致志于越南问题而不能高瞻远瞩。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次序被搞乱了，以致在应该集中精力的关键地区，如欧洲和中东，我们却未能集中精力。



　　五、经济



　　由于在越南把重点错放在军事上而带来的可怕的财政负担，使得美国在国内计划上过分节约，从而带来了长期的损害。



　　六、策略



　　在巴黎、联合国以及美国国内，美国在政治上、心理上总是败于对方的谋略。因此，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行动自由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七、突然性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要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总是困难的。美国高级官员和报界人士之间在越南问题上的那场大吵大闹中互相影响，竟成为一种不幸的习惯，这就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



　　八、利用机会



　　在越南的痛苦经历减弱了我们在国际上进行竞争的推动力，抑制了政府利用世界上各种情况以满足真正的美国安全利益的努力。



　　九、安全



　　关于对新闻报导不进行检查或者不作其它规定的决定对美国的安全是有害的。恶意歪曲的新闻报导妨碍了我们的行动方针，破坏了盟国对我们的信任，疏远了我们与那些未承担义务的国家的关系，帮助了敌人并给敌人以快慰，而且还促使一位美国总统下台。



　　十、简明



　　关于越南冲突，从来没有用简单明了和直率易懂的语言向美国人民作过解释。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信用差距，这对外交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十一、团结



　　美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象我们在越南的战略错误那样的事，把这个国家搞得如此四分五裂。我们的总统、国会里的强大派系以及有影响的社会集团公开地分道扬镳这样一种场面，使敌人增强了勇气，使朋友失去了信心。



　　十二、士气



　　美国国内低落的士气——典型地表现在和平主义的活动、喧嚣的意见分歧、群众性的抗议示威、暴力行为和通敌勾当等——降低了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领域内的信誉。



　　结束语



　　越南，对未来的战略家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那里有美国合法的利益和目的。我们在那里也付出了生命和金钱的合法代价。不幸的是，使我们卷入这场战争的设计师们从未使我们做到得失相当。这不是因为他们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缺乏锐利的工具。坚持基本原则不一定是一种万应灵药，但它本可使我们能采用一种更合理的办法而又不致打乱国家目标的先后次序。



　　借用克劳塞维茨的一句格言来说，运用本实例研究所介绍的方法，可能是简单的，但未必是容易的。理查德·史迪威中将在审阅本章的初稿时说得好：



　　任何解决战略问题的方法本身都有一个难办的地方，这就是认识问题。认识是主观的估量，而这种主观估量往往是凭手头上有限的情报作出的，并且需要通过变化不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才能成为政策。战略计划，象我们社会里的其它主要政策一样，并不是那些计划专家们的产物，他们为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按照常理来确定应采取哪些行动。战略计划是利益不同、观点相异的集团之间争论、磋商和讨价还价的产物。这种过程充满着可变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因而，我觉得，恐怕很难说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正常的过程，也不易于对之进行确能使人接受的、有根有据的分析。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理由和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这个过程才值得认真研究﹝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当重视基本原则。许多关心国家事务的公民感到，同诸如“利益”、“目标”、“政策”、“原则”等枯燥的抽象概念打交道的缺乏感情的战略家们，对于他们深思熟虑过的想法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痛苦是完全无动于衷的。这些提出批评指责的人声称，制订战略这项工作，不管从精神上说还是从地理上说，都已同战争造成的成堆的腐尸、残废的幸存者以及灾难和废墟大大脱离了。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从长远来看，用感情代替理智、或者仅仅“胡乱应付过去”的大战略家杀死的人，比他们拯救的人要多得多。国家利益，从定义上来看，是为人民的要求和希望服务的。谨慎考虑过的目标、政策和战略是通向不断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我国的领导人无疑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但是，如果没有能使他们把这种认识明确起来的方法，即便是最内行的专家有时也下免陷入恶习。有这么一个故事，在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散会后，与会的官员们匆匆忙忙地向自己的小轿车奔去。基辛格把大笔记本往腋下一夹。从大厅走了出来。“有点事情使他感到烦恼，”讲这件事的人说，“只见他半对自己嘟嘟嚷嚷地说：‘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提到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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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小书，是根据1962年10月28-30日我有幸在孟菲斯州立大学J·P·扬美国史讲座上所作的第十轮学术报告写成的。J·P·扬讲座是伊诺克·米切尔教授为主任的该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报告人也是由历史系指定的。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1946-1958年间我担任陆军部历史主任时，和我一道编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的历史家同事们。我要特别感谢理查·莱顿博士，他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且让我在撰写第二、第三两章时，看到了未经发表的资料；还有威廉·埃默逊教授，他对第三、第四章的修改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本书全文能以现在的形式出现，应大大归功于约翰·斯内尔教授和路易斯·摩尔顿教授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学术界朋友中的任何人对于我的见解都不应承担责任，但他们的见解却使我获得很大教益。



　　我还要感激设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馆长伊丽莎白·德鲁丽小姐和她的工作人员；是他们从罗斯福文件中查找罗斯福亲手作的笔记，这些笔记可能进一步展示他的思想。



　　……[下略两段关于本书注释的说明。]……



　　由学术报告发展而成的这本书的目的是综合和解释。只有第四章中阐述空地合作的几个部分使用了经过作者研究的未经发表的资料。



肯特·格林菲尔德 1963年5月














	

 






	















	





	







	









 





	


	







	








	




	


引言




	







	

 



	


	


　　战略的制定是战争过程中公众极感兴趣的题目，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因为战略的运用之妙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猜测领域。当有关战略制定的事实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之时，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迷人的题目，至少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类意志和智慧的最高努力；这种努力是为了主宰战争所唤起的奔腾咆哮的力量洪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导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和日本的联盟战略，有其独特的趣味，因为它产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映和形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仅规模最庞大，而且使用得非常有效的军事力量。



　　与这次大战中西方盟国战略决策有关的基本事实，在战争结束后令人惊讶地迅速地为人们所知晓。掩盖秘密的帷幕从没有象这样及时地揭开，档案从没有象这样及时地为研究而公开。人们已经了解事实本身，但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则是众说纷纭，随着子孙后代带着新的问题和各种不同偏见来考察这些事实，众说纷纭的状态还将继续下去。



　　本书的几篇研究文章，如果意在全面阐述二次大战中美国战略的历史，那势必招致严厉的批评。然而，这几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此，而在于提出一些解释、评论、更正和问题。无疑，这几篇文章会使人感到提出了为现有知识所不能回答的更多的问题。



　　本书对各种解释的评述，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和讨论学者们已经发表的观点(包括某些最新观点)；这些学者深入研究了现有的丰富资料，而且力图对基于这些资料的互相冲突的论断作持平之论。



　　我把这几篇研究文章的光圈集中在大战略上，也就是集中在从最高层看问题和作决策的战略上。因此，本书只是偶尔涉及战役或野战战略；即使象艾森豪威尔、尼米兹或麦克阿瑟这样的大战区司令官对所属部队的使用，在本书中也只是偶尔涉及，尽管这是二次大战历史上美国所从事的战争的十分重大的问题。更有进者，以“我方”战略即反对三国轴心的各大盟国的战略为中心的这些论述，其重点是放在美国大战略的演变上的。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姑且不谈其它理由)英国战略的面貌至今仍然不够完整，至于我们那个神秘而庞大的战时同盟者苏联的战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章 联盟战略的要素




	







	

 



	


	


　　当今的一些重大事件，早已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从那些即使是亲身经历过大战的成年人的脑海中排挤出去了，更不用说第二次大战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历史的那些读者们了。有鉴于此，对第二次大战中盟国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作一回顾看来是适宜的。本书挑选出来供回顾的决策，不是为了表明熟悉情况的历史学家们一致公认哪些决策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回顾这些决策仅仅是为了引出我下面所要说的话。



　　美国战略赖以制定的基础之一，早在美国参战前就已经凝结为国家的决心了。这一决心就是：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大不列颠的生存和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后行动自由。它体现在从1940年6月法国灭亡直到1941年12月7日这段时间内逐步把全国团结起来的总统的政策之中。这自始至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的基础。



　　八条战略决策



　　第一，关于联盟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彻底打败它的敌人的决策。(英、美、苏)三个主要盟国不打败敌人决不停止战斗。这意味着，它们决心进行(按现在流行的术语)不受限制的，或者“全面”的战争。这一决策从未引起过争论。这自始至终正是大不列颠和苏联的目标；这两个国家正在还击野蛮地进攻和残酷地蹂躏他们国土的那个敌人。至于我们美国人，这一点甚至包含在1939-1941年时拟定的计划和战争准备之中，尽管当时我们公开宣布的国策仍然是保卫西半球。1941年12月，紧接着我们参战之后，我们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同英国人会晤时，就宣布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以无条件投降为目标。从那以后，关于我们宣布以德日无条件投降为战争目标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曾引起过很大不安和辩论，但是，战争期间，这一目标作为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未遭到过强烈的反对，甚至也未引起过激烈的辩论。诚然，盟国曾与意大利的巴多利奥余孽政府达成过妥协(当时墨索里尼虽已被推翻，尚未在它们掌握之中)，但是，这一妥协是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征服处于轴心国罗网中心的那只蜘蛛。他们允许日本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天皇，但只有当日本人屈膝时他们才这样做。全面胜利——这个反映坚定决心的共同目标，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从没有作过重大妥协，直到1945年完全实现为止。



　　第二，关于美国以德国为头号敌人的决策。这意味着联盟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对德作战，直至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对于正在为生存而艰苦战斗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这一正确的战略观点是理所当然的结论。美国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美国人在确保打败德国之前，对伤害了他们的日本人只能局限于进行牵制和袭扰。因此，美国人采取这一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在美国参战的前一年，美国军事当局就采取了这一决策。他们把它看成与确保英国生存相符的唯一战略。



　　第三，关于1942年7月英美进攻北非的决策。11月8日实施的这一决策，把欧洲的这两个西方盟国所拥有的部队主力集结到地中海去，这一行动直到1944年春为止。这一决策导致北非地中海沿岸(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征服，1943年5月在突尼斯的二十七万五千名轴心国部队的投降，两个月后西西里的征服，墨索里尼的倒台和1943年9月意大利政府的投降，以及持续到1945年5月意大利全国解放的意大利战役。随着西西里的征服，西方盟国取得了地中海的制空权，并且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这一条海上运输通道。在进攻意大利半岛的同时，他们还迅速取得了可对德国实施双向轰炸的基地。1942-1943年的冬春两季，由于盟军在非洲由东西两面进军直捣突尼斯的胜利，加上苏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开始反攻，同盟国阵营已开始取得，而轴心国则开始丧失欧洲的战略主动权。



　　第四，关于西方盟国决定优先动用他们1943年的共同资源对德国的要害目标实施联合轰炸的决策。这一决策是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1月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制定1943年所应遵循的行动方针。美国参加的这次联合轰炸攻势，在1943年时没有产生如同空中战争热心者们所预言的那种效果。但是它承担这次联合轰炸的义务这一点和1943年内看来很可能取得的效果，构成了决定把美国地面战斗实力限制到89个师的重要因素。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下列事实：为进行1944年的决定性战役而组建的美国陆军拥有一个远距离的、重型的、强大的空中拳头和一个虽然强有力但是相对而言较小的地面拳头，这也势必影响联盟的最后战略。1945年春，尽管美国人在胜利地追击德国人，但是他们无法在欧洲部署足够的地面战斗部队，以便不冒巨大风险地采纳邱吉尔先生的建议，去坚决阻挡滚滚而来的俄国人；即使罗斯福先生确信采取公开反对俄国人的立场是明智的，他也无法这样做。在亚洲，如果我们在1944-1945年间有更多的师可供使用，那么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有必要祈求俄国军队的积极支援来牵制在满洲的日本陆军。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那两年中，我们没有手段来遏制，或者有效地反对中国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



　　第五，关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太平洋战区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将军发动有限攻势，以便迅速利用1942年6月美国海军中途岛大捷的决策。这是美国人脱离英美基本战略协议的第一步。这个战略协议早在1941年就达成了，而且经过“阿卡迪亚”会议的批准，它规定盟国的战略仅仅是牵制日本直到他们有把握打败德国为止。到1943年2月时，尼米兹海军上将属下的指挥官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得了瓜达卡纳尔岛，麦克阿瑟将军属下的指挥官们则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新几内亚的东端。紧接着美国人在他们对主要战区欧洲轴心国的战争中转入进攻并开始夺取主动权之后，他们立即在次要战区太平洋上也转入进攻，开始夺取主动权。同样，由于1942年7月，美国对日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加上1944年前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前景暗淡，因而美国陆军在1942年底用于对日作战的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比用于欧洲战区的还要多。



　　第六，关于1943年8月，即进攻瓜达卡纳尔岛之后不足一年，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批准的如下决策：允许尼米兹海军上将在1944年发动一场穿过中太平洋的两栖进攻，同时允许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向菲律宾挺进。这意味着在1944年将有两个强大的攻势指向同一个目标——吕宋岛-福摩萨(台湾)-中国沿海三角地带。到1944年10月，当盟军仍在猛攻欧洲的齐格菲防线时，上述两大攻势已进至菲律宾海；而穿过中太平洋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攻势，把陆军航空部队的B-29超级轰炸机带到了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



　　第七，关于一项用不着强调其重要性的决策，即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对德国腹地实施诸兵种合成进攻的协议。这次进攻和苏联军队的大规模攻势，于1945年4月在德国腹地会合。这种打败德国的战略模式是在1943年11月-12月间三个盟国的德黑兰-开罗会议(或“六分仪”-“尤利卡”会议)上定下来的。到这次会议为止，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的决策经过长期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了。



　　与此相反，打败日本的战略模式直到决定投掷原子弹，即战争的最后一刻才终于定下来。在对日战争中，事态发展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不象在对德战争中那样可以准确地预见，而且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正式的战略决策(如同西方盟国把欧战的结局押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之上的战略决策那样)更多地取决于其他行动的结果如何。最后的模式将视海军封锁的效果、美国穿越太平洋的两路进攻和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的结果而定。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到1943年底才定下来，它包括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在德国投降后十八个月打败日本。



　　下面将要提到的决策之八，直到投掷原子弹之前一直是上述那个形成中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列举这一决策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它从来未付诸实施。



　　第八，关于把进攻日本本土，实施封锁和轰炸均纳入盟国的战略，以确保打败日本的决策。这一决策就其政治、军事后果而言都是重要的。它导致了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鼓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且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也产生了影响。



　　上述清单中没有包括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的如下决策：西方盟国的战争目的是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之所以省略了这一点，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突然地宣布这个决策，首先是一个政治行动。我没有找到任何一条说明这一决策军事效果的结论性的论据，或者证据。这项决策作为战略的一个侧面，正如早就公开宣布的，是盟国以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为首要战争目标这一决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剩下的唯一问题是，罗斯福先生宣布这一决策时所使用的无条件投降公式的措词，以及他顽强地坚持这一公式，是否得策。



　　基本原则



　　探讨这个问题就得回到上述第一条决策：盟国决心把彻底打败它们的敌人作为它们的战略目标。这是欧洲三个盟国已宣布的目标，也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作战的目标。正如上文指出的，这意味着它们想进行一场无限战争，而且它们确实这样做了。早在我们参战之前，当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时，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虽然不包括罗斯福先生)就把这一点作为他们战略打算的基础。一旦我们参战，罗斯福先生就采纳他们的计划。我们行动的原则是：“除了胜利，别无其它选择。”



　　这是一个大胆的承诺。1941年12月，英国和俄国正作困兽之斗，而美国只作了一半的准备，它那唯一严阵以待的武器在夏威夷和菲律宾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铁。英国和美国立即组成一个联锁董事会，动员他们的资源，把他们所能抽出的一切供给正在苦战的俄国人使用，并且立即开始协调世界范围的进攻计划。这场进攻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的，即使在他们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之前，俄国垮台了，他们也能够打败轴心国和日本。要想勾画出二次大战战略的特征，再没有什么比指出下列几点更为重要的了：西方盟国采纳上述目标的决心，联盟遵循这一目标的坚定性，盟国坚定不移地牢记这个目标去计划、发展和运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所表现出的远见和彻底性。



　　关于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这个基本决心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大有文章可作，而且已经做过了。这个战略对日本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日本政府曾经周密地计划同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鉴于我们没有作好准备和对欧洲的种种忧虑，以及德国的毒牙正咬住俄国的咽喉这一事实，日本人相信他们可以实现确保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霸权的目标，而我们将会承认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许早就得逞了。他们指望我们接受在太平洋打有限战争。我们初期的战略决策，即在确保打败德国以前，我们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性的作战，似乎意味着日本人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很快就迎头撞上我们不按他们的条件来打这场战争的决心。一旦1942年5、6月间的珊湖海和中途岛战役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开始执行以彻底打败他们为目标的战略。我之所以提到1942年7月2日在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岛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其原因在此。到1943年9月，当我们逼近他们在拉包尔的空海基地堡垒，并已决定放手让尼米兹海军上将发动穿越中太平洋的进攻时，他们看到了我们具备消灭他们这个军事大国的手段和决心。正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伤心地承认的(他的话曾引起许多的误解)，如果我们选择打无限战争，那么，他们只有入侵美国本土，而且在白宫把他们的条件强加于我们，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至于打败德国，西方盟国战略的关键是决定把它们的主要力量投入横渡海峡进攻法国，目标是打进德国腹地，即“霸王”计划。这个计划以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而最后完成。这一决策是在大战期间英美两国之间最漫长、最激烈的战略辩论之后达成的。尽管事实上渡海进攻已经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然而每一本关于战略的新书都对这场战略辩论提出新的看法。这场辩论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辩论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对所有战略问题都按各自的价值尺度加以衡量。



　　在这场辩论中，英美战略最重要的特征，是直到这两个西方盟国确信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进攻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做最后的决定。



　　横渡海峡进攻的建议是1942年4月美国人提出来的。理由是他们所看到的形势的三项要求：太平洋战争的强大牵引力(这一点使他们有分散当时他们的有限资源的危险)；他们需要一项计划，以便把这些资源集中到可以有效使用的地方；他们渴望尽早打败德国。因此1942年4月，他们建议盟国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兵力集结于英国，以便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围歼”计划)，与此同时，如有必要则于1942年秋准备发动一场较小的进攻(“大锤”计划)。为了说明他们的大胆计划是正确的，他们援引经典的“战争原则”：集中兵力，进攻，从美国最短补给线终端的安全基地实施进攻。英国人急于把美国的兵力用于欧洲，并且立即集中于英国，因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们很快就肯定美国提出的立即进攻的(“大锤”)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鲁莽的，于是开始为他们所表示的同意提出条件，然后就收回他们的同意。7月，罗斯福先生插手干预，压制了他的军事顾问们，支持了英国的建议：盟国使用他们做好准备的部队进攻北非。这就扼杀了1943年“围歼”计划的可能性。



　　既然欧洲盟国的部队已集中在地中海，那么，只要这些部队无法用于其它地方，把它们用于地中海也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于是它们被用来重新打开地中海通道，并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美国人只好满足于把联合轰炸攻势作为1943年直接打击德国人的唯一手段。对他们来说，地中海不是决定性的战区，随着忧虑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他们迫使英国人同意在1944年春实施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的进攻。最后，在德黑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求之不得的援助，美国人达到目的了。



　　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推行的是一种原则上不可靠的战略，并且怀疑他们是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英国人则认为美国人在战略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死板的”。事实上，在罗斯福先生作出“火炬”决策以后，两个盟国的军事首脑们对下一步的行动总的说来没有严重分歧，在基本原则上也没有真正的分歧。双方都承认德国是头号敌人。他们完全同意采取持续而猛烈的进攻行动。两国都同意最后实施致命的打击是必要的，而且这个打击应该从英国出发通过法国。他们同意这一打击应在下列情况下实施：德国被围困、空袭和苏联的猛攻所削弱，或者用斗牛场的语言，直到公牛的力气被斗牛士及其助手们所耗竭。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何时实施这一集中力量的打击，以及需要集中到什么程度。



　　总而言之，直到西方盟国一致认为“霸王”行动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决定把这一行动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任务。在辩论过程中，纯军事考虑以外的其他考虑影响了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双方的军事首脑们所持的立场，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他们坚持其立场的固执性。但是每一回合，他们的立场都在军事权宜之计的基础上最终或者被拒绝，或者被接受。上述其他战略决策也可作如是观。在他们所有的战略决策中都可以找到政治因素，且不说其他非军事因素。但这一点被掩盖了。政治考虑对辩论是有影响的，但对辩论的结果却影响不大。上述八大决策，除一项以外，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英美军事首脑们所一致同意的：每项决策都意味着盟国当时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军事资源以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即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



　　进攻北非的决策，即“火炬”行动是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推翻了他的参谋长们和陆军部长的军事判断，指示他们使用我们的部队进攻北非。这一行动是邱吉尔先生和英军参谋长们所需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强烈反对的。英国人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出于军事动机。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的参谋长们在内都是这样想的。至于罗斯福先生，他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可以实现他作为美国战时领袖的愿望——在1942年让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在欧洲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但是，如果说他是受到种种非军事考虑的驱使，那么，他采取的行动在军事上是十分精明的，至少因为它打破了英美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个危险的僵局。这一行动也符合一有机会就使用准备好的部队转入进攻，只要能够因此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军事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先生决定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为英国人恢复他们的帝国服务。



　　军事考虑与政治考虑之比较



　　三个主要盟国的共同战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邱吉尔先生多次表示失望，因为盟国所同意的战略并不符合他心目中的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政治利益，到头来也不符合他所设想的(今天看来似乎是正确的设想)西方民主国家对待苏联威胁的共同政治利益。罗斯福先生则肯定，让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占上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这些军事顾问们总是一致赞成符合于军事目标的决定，反对那些不符合军事目标的决定。斯大林知道他具体地需要什么，而他都得到了。但是他取得所需的政治优势并不背弃他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这些义务是他的盟国完全认为是必要的。西方盟国按照他们的设想行动，即认为服从他们始终一贯同意的目标——从军事上彻底打败他们的敌人——最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明智还是不明智，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它反映了联盟战略所固有的优势，在美、英、苏这样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强大盟国之间，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明智的高峰了。



　　在联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员们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且仍然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达到他们远大的战略目标时，一种不是把一切都服从于军事考虑的战略，的确是冒险的。1944年中期，显然他们已经拥有可以相当迅速地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手段。即使到那时，允许他们的一些军事决定脱离严格的军事路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在西方盟国之间造成任何严重的分歧。



　　关于邱吉尔先生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夙愿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罗斯福是斩钉截铁地反对这种想法的，指出巴尔干是美国舆论不允许他使用美国部队的地方。吹得更为振振有词的是邱吉尔先生渴望出动一支盟国部队，在铁托的非正规部队支援下，穿过伊斯特拉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间隙向维也纳进军。这一行动可能使我们的部队先于俄国人进入维也纳。但是1944年11月，俄国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们是否应当不同意盟军执行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进军的计划(这项计划如果成功，将使他们处于向维也纳挺进的地位)，而坚持要他们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德黑兰，斯大林挺身而出，强烈支持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一年以后，他却建议从伊斯特拉向维也纳推进，“支援通过匈牙利前进的红军”。



　　西方盟国在联合使用他们的部队方面是否应当服从于政治考虑，这个问题在战争末期变得严重起来。直到苏军席卷波兰以及介于苏联和苏军与盟军在德国腹地的会合点之间的其他国家时，才出现这个问题。斯大林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他在不背离大家都同意的战略的情况下，正在利用这一战略赋予他的军事力量把这些国家一劳永逸地变成共产主义卫星国。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书中，十分清醒而透彻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据。……邱吉尔先生通过盟国之间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伟大朋友”罗斯福先生的磋商发出警报，而且调子愈来愈紧急。他首先试图说服罗斯福先生，在他们两人间和他们同斯大林之间，就划分解放了的欧洲的政治军事势力范围达成一项工作协议。罗斯福先生表示拒绝。他的行动所依据的设想是，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苏联都能够在东欧和中欧拿到它所想要的东西。无法使他(罗斯福)相信：我们只有靠军事上不合作的威胁，才可望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东西，是值得冒俄国在军事上同我们疏远的危险的。这样，纯军事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最后，在1945年4、5月间，这时忧心忡忡的邱吉尔先生鼓吹英、美、法军队迅速突入德国，与俄国人会师，并且必须等到斯大林放松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时，才撤退到预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领区。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先生认为，这样做将会失去让苏联坐到联合国里来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对美国人来说，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是盟国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联盟再也没有共同危险这条钢铁纽带把它维系在一起，那时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胜利，而是什么时候胜利，因此，这个时期联盟的成员国看来可以比较放心地争夺战后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国却全力以赴地反对西方盟国背离军事战略，直到取得完全胜利。到这时，罗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的总统继任者杜鲁门先生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两人都坚持一项政策，即竭尽所能反对对他们的任何一个盟国承担政治义务，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当时，美国人正享有英国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对抗的权力。两位总统始终一贯地为他们的军事参谋长们开绿灯，而他们的参谋长们则始终一贯地拒绝那些不是以军事效果为根据的决定。1945年4月底，当邱吉尔先生鼓吹在俄国人到达以前，抢先解放布拉格，解放尽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时，马歇尔将军(他肯定是三军参谋长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后勤，战术和战略的考虑之外，我不愿意为纯政治目的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



　　无论是当时的三军参谋长或是两位总统，都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政治冒险，但他们都同样确信美国的政治气质和利益要求他们一举打倒破坏和平的暴徒，让美国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园。这种信念在美国的传统和思维习惯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实可行的。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确信，而且显然他们已经确信了，这种政治上超脱的政策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美国的看法占了上风，因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份量已经占压倒优势。英国的动员、生产和军事力量到1943年达到了顶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横渡海峡进攻时，英美两国所部署的部队大致不相上下。此后，英国人在军事上的贡献保持原来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军事贡献则有增无已。到1945年，美国所能投入战略决策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是决定性的了。



　　进攻日本本土的决策说明，在上述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战胜日本的军事计划，从1943年制定计划开始就包含着一项准备工作，即在战胜德国之后，从欧洲抽调部队进攻日本本土。计划者们希望说服苏联从中国大陆上打击日本军队，以此减轻美国的负担。当1943年10月和稍后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计划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感到欣慰。1944年，随着“霸王”行动的开始和顺利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德国投降之后，他们将有多少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这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便收拾日本。他们确信进攻日本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一场持久而流血的作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势大好：我们已到达可以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海军已经把日本舰队打瘫痪了，并且切断了日本的所有补给线；麦克阿瑟比原定计划提前踏上菲律宾海岸。但是，我们的战略家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可以避免一场将以美国人的生命作可怕代价的进攻。因此，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诺言，并且明确了日期和计划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一保证表示欢迎。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提出了应由中国付出代价的政治条件。这就令人不安地背离了三个盟国在欧洲所遵循的原则：把政治义务推迟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实现以后。罗斯福先生接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同时，答应付给斯大林所要求的代价。



　　此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明显，斯大林不顾盟国的抗议，一心要在欧洲和东方胜利之前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两位美国总统为了决定是否听从邱吉尔先生日益紧迫的恳求并对斯大林采取强硬立场，不仅要衡量他们会拿联合国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风险，还要衡量他们的陆军参谋长和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的司令官们的如下意见：为了减轻进攻日本时克服疯狂保卫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顽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需要俄国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处伸手已变得如此明显而难以对付，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打败日本的前景是如此乐观，以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利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放弃了需要苏联援助的看法。但是，马歇尔将军和陆军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苏联的援助，进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国的伤亡也不会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总统在同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时，是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行事的。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上的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全貌，比如，中-缅-印战区盟军的战略就没有包括在内，尽管这项战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么的复杂和曲折，而且这个问题同英美两国根据不同政治利益制定的战略纠缠到一起，再加上美国投入的兵力不足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从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主要战区的战略决策可以有力地支持关于西方盟国大见成效的战略的某些一般定理。现在，一位历史学家(本书作者)有理由指出这些定理。



　　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指导英美战略的各项决策中军事考虑总是占上风。它们在激烈的辩论中占上风，是因为在彻底打败几个敌人的强大同盟这一既定目标之下，严格的军事考虑看来也许是唯一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联盟在实现其宏伟目标之前可以团结到一起。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美国集中力量夺取军事胜利的决心，加上它在西方联盟中日益增长的军事份量，也是促使这种观点占上风的原因。



　　可以提出的第二点看法是第一点看法的另一面和必然结果，那就是：如果说在盟国战略决心中，政治考虑只起到消极的作用，那是因为(如果说没有其它原因)盟国对二次大战的战略指导是这样一个典范的模式——以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制定者为自己规定的艰巨目标的模式。














	

 






	















	







	







	









 





	


	







	








	




	


第二章 英美两国的战略分歧有多大




	







	

 



	


	


　　一般认为，二次大战中的英美联盟是历史上两个大国在战争中能够建立的最亲密、最有效的伙伴关系。他们的战略是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协议演变而来的；这些协议事关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夺取军事优势而协调下一步需要采取或者希望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些协议总是伴随着分歧。分歧的核心是盟国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参战后的六个月中，这场分歧就爆发了，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进攻法国之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这场分歧之激烈，有时看来行将危及英美联盟，而且至今仍在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继续打笔墨官司。



　　理查德·M·莱顿博士最近根据他对美国陆军二次大战史后勤和战略的研究所写的论著中，唤起了对这场分歧的注意。他的结论是，挑起分歧的假设，特别是美国人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人怀疑美国的动机和企图，比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的动机和企图更有充分的理由。简言之，他批驳了在美国关于战时盟国战略的想法中已成为老一套的那种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美英两国之间在作出决策之前的激烈辩论，来自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概念。美国人相信尽可能早地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决定性的地点，对敌人的腹腔实施打击。英国人则相信正确的战略是：从外围包围圈积极而更谨慎的行动(海上力量和俄国人的抵抗使盟国能够从外围逼近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为俄国人提供补给使之继续战斗；以炸弹破坏并烧毁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鼓励和武装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只要有机会就从包围圈出击，不断紧缩包围圈，直到把敌人困锁和消耗到如此地步，以致于最后的攻势只需要实施致命的一击。



　　谈到这个问题时，美国作者们一致地把“霸王”行动(1944年发动的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成是美国观点对英国观点的胜利。他们坚持说，尽管英国原则上一再表示接受一次决定性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回避或推迟其执行；坚持说邱吉尔先生既然说服了罗斯福先生把我国部队的主力于1942年11月投入地中海，于是英国人一心要把这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在那里；坚持说美国人仅仅由于固执的争辩和压力，加上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决定性支持，才最终得以把盟国战略拉回正确的轨道。其结果是，英国人进一步地表示某些勉强之后，支持横渡海峡向德国腹地进攻，并取得了辉煌胜利。在美国的著作中，一般都把这一点说成是美国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战略方针是强加到不乐意接受的英国人头上的。



　　莱顿博士尖锐地批驳了如下看法：英国人力图回避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仅仅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支持这次进攻的。除了美国人的怀疑以外，他找不到这种回避的证据。他的结论是，确定英美战略方针的一系列协议是受种种实际考虑所支配的，其中在1942-1943年，最紧迫的是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资源。两个盟国不得不根据这些实际要求来调整他们的路线、利益和愿望。到头来，他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其说符合1942年3月以后美国人一贯表示满意的战略方针，不如说更加符合英国人稳健的战略方针。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莱顿博士提醒我们，紧随着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卷入战争，英美两个盟国原则上同意它们将要遵循的战略。它们在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召开的，它把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英美两国参谋长们聚集到了华盛顿。会议同意的战略如下：



　　1．首先打败德国，同时遏制日本。



　　2．在轴心国占领的地区外围形成一道包围圈，借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一旦盟国的资源允许，即紧缩包围圈。



　　3．准备采取的手段：海上封锁；全力支援俄国人；战略轰炸；加紧扶植纳粹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在可以有效地使用当地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特别是在装甲方面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的那些地点，以机动部队实施有限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施最后的致命打击。



　　当时看来不可能设想一项进攻德国腹地的计划，也没有制定这样一项计划。



　　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美国人就提出了这样一项计划，如果采纳这项计划，那就会根本背离“阿卡迪亚”协议。他们建议盟军立即发动一场迫使德国退出战争的进攻。一项代号为“波列罗-围歼”的计划，要求把当时盟国所能获得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联合王国(“波列罗”)。这项计划将立即付诸实施，并且有权优先得到盟国全部新的人力、物力，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围歼”)。为此需要四十八个师，其中包括三十个美国师约一百余万人，其余部队由英国提供。同时，美国还得提供一支强大的空军部队，与英国空军协同行动，支援这次进攻。进攻突击的正面从勒阿弗尔到布洛涅将部署六个师七万七千人，一万八千台汽车，二千二百五十辆坦克。



　　除了这个总计划外，美国人还有一项附加的计划，即“大锤”计划。这项计划就是为1942年9月横渡海峡准备一支突击部队。到那时，在英国只有三个半美国师。只有可供输送两个师突击上陆所需的登陆艇。“大锤”计划只有在两种紧急情况下才准备实施：(1)如果俄国人濒于崩溃，则实施牵制，使他们不致于屈服；(2)或者在德国人陷于土崩瓦解这种未必可能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小规模进攻就足以使他们完蛋。



　　“波列罗-围歼”计划最初是由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制定的。对这个处来说，它解决了一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被珍珠港事件抛入防御地位，尽管进行了初步动员，它还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眼看着它那些未组建完成的部队和器材被分散，零敲碎打地用去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增援要求。谁也看不到这种消耗的尽头。12月15日，马歇尔将军把年轻的艾森豪威尔上校带进他的作战计划处，2月份任命他为处长。1月，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为了制定一项有关各方都同意的共同战略方针的斗争，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每个人都一头钻进自己的琐事堆中。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打仗，必须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费资源。”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艾森豪威尔那个处制定了1943年横渡海峡，经法国进攻德国的计划。这项计划是如此美好地合乎逻辑，如此全面地体现了作战原则，而且如此完善的满足了美国人停止分散其力量，把力量动员起来尽早结束欧洲战争的需要，以致于包括雄心勃勃的年轻的美国航空兵在内的陆军部都爱上了这项计划，同时也为海军所接受。罗斯福批准了这项计划，而且在4月间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对英国人进行游说。



　　使美国人感到欣慰和欢欣鼓舞的是英国人接受了这项计划。艾森豪威尔在笔记中写道：“……终于……我们都接受了统一的作战方针！现在……我们不需要在黑暗中彷徨了。”美国人立即实施在联合王国集结部队的“波列罗”计划。但是，英国人很快就开始表示对“大锤”计划的不安，最终肯定那是一个轻率的、行不通的任务。“大锤”计划本来是美国方针的次要组成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执行这项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必须由英国人提供。但是，美国人拒绝放弃这一计划。6月，当美英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大锤”问题上陷于僵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去见罗斯福先生，建议美国停止对整个“波列罗-围歼”计划的支持，全力转到太平洋去打日本。总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样做有点象发出威胁，“端起你的碟子回家去”。7月，他派遣哈里·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到伦敦去，并且严令他们同英国人商定某种计划，以便在年底前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的作战。



　　结果便是“火炬”计划和1942年11月对北非的进攻。



　　紧缩包围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势



　　“火炬”决策使美军参谋长们深感失望。在作出这项决策的当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天“很可能作为‘最黑暗的日子’载入史册”。它打乱了美国人精心安排的计划。他们看到自己可用的全部力量，包括根据“波列罗”计划早已集结在联合王国的部队、装备、飞机和登陆舰艇被拖进地中海。陆军参谋长们肯定“火炬”计划将使1943年的“围歼”不可能实现，这就再次陷入了没有总计划来指导他们的军事和生产力量动员的状态了。对美军参谋长们来说，“火炬”计划意味着盟国战略已经背离了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而走进了根本无法对德国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死胡同。



　　1月间，当邱吉尔、罗斯福和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1943年的行动时，双方都衷心同意他们这一年的三项主要任务：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竭尽所能援助俄国，集中两国空中力量轰炸德国。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地中海干什么。“火炬”计划宣布的目标是占领北非，重新打开经地中海到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使用在北非的胜利之师进攻西西里，不仅确保这条交通线的安全，而且作为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一个步骤。邱吉尔先生运用他那不幸的花言巧语说，这一着将“打中轴心国的下腹部”。



　　美国人别无它法，只好同意进攻西西里。显然，这一行动的军事意义在于使仅有的与德军保持接触的英美部队可以充分用来消耗敌人，直到可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目标。美军参谋部和参谋长们从正在展开的前景不安地看到，地面部队和两栖输送部队逐渐陷入地中海，将使英国人可能成功地反对甚至在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因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使他们更加深信英国人坚持执行一种边缘战略，一名被激怒的美国军官称之为“边缘蚕食”，史汀生部长后来称之为“针刺作战”。当英国人为一项“灵活”的战略而争辩，同时反对对1944年的“围歼”计划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时，美国人早就根深蒂固地怀疑他们存心巩固他们在地中海的帝国利益。



　　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那严厉而不妥胁的头脑中，怀疑变成了坚信。他曾极力支持“波列罗-围歼”计划，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尽快地结束欧洲战争。1943年春，他轻而易举地就从他的美国同僚们那儿赢得了“扩大”和“保持”对日本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的权力。这是背离盟国关于进行战争的基本协议的。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似乎在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坚持把我们在欧洲的力量投入对你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起次要作用的战场，那么，我们就坚持保留我们不断增长的资源的大部分，以便用于对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战场。”



　　美国陆军参谋人员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确信他们上了英国人的当，参加那次会议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顾问魏德迈将军写到：“……我们输得精光……我们来了，我们听着，我们被征服了。”他们决心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从5月份召开的与英国人的又一次会议(“三叉戟”会议)开始，美方参谋人员去参加与英国人举行的一系列最高级会议——8月魁北克会议(“象限仪”会议)、11月至12月的开罗-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预见英国人一切可能想象出的论据，采取对抗措施，并拥有一批专家作后盾；这些专家的公文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各种研究报告和统计数字。美军参谋人员还致力于说服罗斯福先生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把自己不断增长的说服力和聪明才智，集中用于促使英国人承担一项不可避免的义务——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



　　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吗



　　在每一次会议上，英国人都乐于同意接受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作为盟国的一项主要目标。但他们拒绝对一项有明确日期的决定承担义务，直到他们能够预见到保证届时的作战行动有成功把握的条件。他们郑重其事地争辩说，唯一正确的战略是保持灵活机动，即直到最后一刻还有采取变通办法的自由。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灵活性与组织、集结和装备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并及时提供装备以满足其多种专业需要这一复杂任务是不相容的。英国人为他们表示的同意所附加的条件，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英国人意在回避或者无限期地推迟通过法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而热衷于推行边缘战略和没完没了的机会主义。美国人对于他们心目中邱吉尔先生的癖性有某种理由感到不安，他们甚至担心英国人会力图拉他们去进攻巴尔干。使他们深感宽慰的是，斯大林在德黑兰站在他们一边，坚持让“霸王”计划(现在的代号)和对法国南部的辅助进攻(“铁砧”计划)优先动用盟国的全部资源。英国人对此未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现在算是破釜沉舟了。



　　即使是这样，甚至在“霸王”计划开始后，美国人仍然怀疑英国人希望把美国部队用于地中海，因而加紧敦促对法国南部发动进攻，而这次进攻一再被推迟，直到8月15日才最后登陆。到这时，美国人已打破了英国人的最后要求——需要若干个美国师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强有力的突击。的确，英美双方在地中海的利害冲突就是在这种争吵中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的。美国人第一次不顾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参谋长们一致的军事判断，而一意孤行，让他们感觉到(正如邱吉尔先生希望华盛顿知道的那样)：我们受到了虐待，并感到愤慨。



　　莱顿博士在上述著作中振振有词地争辩说，如果说1943年英国人不情愿为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而牺牲在欧洲的其它计划，那么，他们怀疑美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样充分。如果更仔细地考虑配套的问题，或者说得更庄重些，考虑战略的后勤保障问题，那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为，美国人所坚持的对法国沿海发动强大突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登陆舰艇，而这些舰艇只有美国人才能提供。



　　在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登陆舰艇问题，首先是坦克登陆舰(LST)问题，作为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计划的关键因素而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一项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规模与他们1943年的“围歼”计划大体相同。英国专家们立即表示反对，并推翻了美国人的如下设想：届时将获得足够的为实施他们所建议的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各型登陆舰艇。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更多的登陆舰艇，那么，盟国的最大希望就是在1944年春对武装设防的法国沿海以三个师实施首次突击，同时在海上保持两个师作为后续梯队。据估计，而且有理由这样估计：1944年的突击部队不需要象1943年的那样大，因为现在看来，联合轰炸攻势到1944年5月时将把德国空军驱逐出法国上空。但是，以五个师进攻“欧洲堡垒”和盟军准备在1943年7月以八个师发动对防御薄弱的西西里沿海进攻相比，前者的初期突击力较弱，兵力几乎比后者少一半。面对这些事实，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以如此薄弱的兵力，加上两个空降师实施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当时一共只有二十九个师，包括集结于联合王国准备投入滩点占领区的那些师。盟国进攻部队就是准备从这二十九个师抽调部队组成。



　　显然，这种规模的进攻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必须具备很有利的条件。一是盟国的空中优势，二是在法国只有少量的德国师抵抗进攻。既然如此，英国为了力争把德国陆军师从法国引开，盟军应在地中海对德国人施加更大压力(当时，在该地区的德军正被打得节节败退)。美国人则继续争辩说，这就违背了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兵力的原则。他们至少搞成了一项联合宣言，指出在地中海一切未来的作战行动都应该纳入为横渡海峡的进攻铺平道路的计划。



　　困境：如何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



　　在“三叉戟”会议上已经十分清楚的是，限制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前景的关键性的一项装备是坦克登陆舰。这一点使美国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坦克登陆舰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1943年时只有美国人拥有生产所需数量的坦克登陆舰或其它大型登陆舰艇的设备。坦克登陆舰与小型登陆舰不同的是，只有生产海军大型舰艇的造船厂才能建造。更有甚者，美国参谋长们曾经同意把建造坦克登陆舰作为美国的责任，但是他们已让合格的造船厂全力生产其它类型的舰艇了。海军造船厂的生产能力已首先用于建造护卫航空母舰和驱逐护卫舰，以消除潜艇的威胁。这一点被认为是正确而适宜的，因为，英美两国参谋长们在1月份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确定反潜作战可以优先地动用盟国一切资源。到3月，海军造船厂生产上述两种舰艇的高峰已过。但是与之争夺优先权的是这一艰巨任务，即建造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美国舰队以取代在珍珠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那支舰队，同时为海军提供装备，以便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当轮到生产坦克登陆舰时，金海军上将肯定会要求把大部分这种舰只用去实施太平洋作战(他根据“三叉戟”会议上对他的授权，正在和尼米兹海军上将计划这场作战)，发展海军对日本人的攻势。



　　英国人清楚地觉察到所有这些事。这一点使他们得以想到(并且说出来)：“如果我们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你们是如此坚持这一进攻有权优先动用我们两国的共同实力——那么只有你们美国人能够提供保障进攻胜利所必需的工具。”



　　与此同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一项实际的步骤，这一步骤比当时所能预见的任何步骤都更为重要。那就是建立一个在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领导下的小型司令部，此人被任命为COSSAC，即(未来的)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在“三叉戟”会议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拨给摩根将军一支按当时预测所同意的兵力，指示他在这一兵力范围内制定一项1944年5月1日发动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并且估计为保障其成功所需的条件。然后他将呈报这项计划，以便审议盟国是否能够确有把握地采纳这项计划。



　　摩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为执行这项复杂、艰巨而令人困惑的任务，显示了卓越的远见和目标的专一性。从一开始，摩根将军就指示他的参谋人员不要作为计划者去思考和行动，而要作为未来的最高统帅部的前身去思考和行动。当盟国领导人8月间在魁北克再度会晤时，他的计划即准备上报。在这次会议上，盟国首脑——罗斯福先生、邱吉尔先生和两国参谋长们，采纳了这项计划。现在他们授权摩根将军经他们的批准，可下达必要的命令，以便集结兵力，并进行他的计划规定的各项准备活动。



　　“霸王”行动已经从规划阶段进入到按批准的具体计划进行准备的阶段了。但是，对它的前景谁也不乐观。它的执行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三叉戟”会议上赋予的有限兵力(即五个师的海上登陆突击，加上两个空降师的支援)为转移。盟国已把实施这项计划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目标，但是规定了将要使用的兵力的最高限额，从而严格限制了它们1944年的这项主要作战对它们资源的要求，而它们的其它计划则占用了美国生产的成果。现在美国所生产的弹药和补给品的数量之大开始超过人们的预计。



　　英美两国陆军参谋部，对批准的进攻规模不大这一点都不满意。邱吉尔先生要求把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如果组建一支更加庞大的进攻部队而没有拿到足够登陆舰艇去运送他们的合理希望，那么，增加兵力是没有意义的。登陆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仍然是问题的焦点。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在美国人手里，具体地说，在顶住总统干预的金海军上将手里。



　　魁北克会议后一个月，海军下令建造登陆舰艇。10月，美国造船厂开始以每月大约下水二十艘的速度建造坦克登陆舰。但是金海军上将声称，除留下三个月的产品以外，其余全部产品都是穿过中太平洋实施大规模两栖进攻所需要的，而这一进攻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发动的。罗斯福先生对他的这一要求没有表示明确的拒绝。只有11月、12月和1月这三个月所生产的坦克登陆舰被分配给“霸王”计划。稍后摩根将军指出，答应给他的新造坦克登陆舰，加上从地中海调去的坦克登陆舰，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计划所规定的“霸王”行动的最低要求。11月5日，金海军上将从分配给他的坦克登陆舰中拨出二十一艘奉送。对此，莱顿博士指出，这很难说是“一份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些登陆舰是超过了他原先需求估计的多余产品，而且他所提供的这些额外登陆舰在5月1日发动“霸王”行动时不能全部及时送到。这一行动(距今不足六个月了)仍然严重地缺少登陆舰艇。如果执行“霸王”计划，那很明显，缺少的登陆舰艇，或者要从美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太平洋抽调，或者从英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地中海抽调。1943年11月、12月开罗-德黑兰“摊牌”会议前夕的形势就是如此。英国人曾发出通知，他们将要求重新审查地中海作战和“霸王”计划的关系。因此美国人为英国人将要采取的立场而怀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前去赴会，意识到只有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坚决支持才能挽救“霸王”计划。



　　事实证明英国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后返回开罗，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规定盟国的资源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必须服从1944年5月的“霸王”计划。这就是美国人从“三叉戟”会议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结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却是美国人做出的让步，因为，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太平洋的登陆舰艇作为“霸王”行动的后备。而这些舰艇是那位对英国人的意图持顽固的怀疑态度的金海军上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甚至不允许同英国人讨论这件事。



　　围绕冬季和春季在地中海作战的手段问题还将有一次激烈争吵；开罗-德黑兰协议认为，地中海的作战行动是求之不得的。随着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于1月间开始抓“霸王”计划，他们要求对诺曼底的进攻要大力加强，这就对登陆舰艇又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如何满足这一要求，而同时又能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输送三个师在法国南部登陆(美国人坚持与“霸王”行动同时开始发动的“铁砧”行动)？在意大利，1月间对安其奥的两栖进攻遭到了令人沮丧的失败。邱吉尔先生说：“我本来希望，我们抛上岸的[部队]是一只野猫，但结果却成了一条搁浅的鲸鱼。”现在安其奥的滩头需要设防和加强。弄到足够的坦克登陆舰和其它登陆舰艇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才智和气质的极度考验。但是通过“犹豫和转向”，调整和重新估计，通过推迟“铁砧”行动，为大大扩展了的“霸王”行动凑集了登陆舰艇。历史上一支最大的登陆部队于6月6日越过海峡；这支部队受领的目标是向德国腹地进军。谁也不怀疑英国人为使这次进攻成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回首往事，人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英国人就采取了大量实际的措施，为进攻法国的成功铺平道路。如果说他们拒绝了“大锤”行动的话，他们并没有回避早在1942年8月单独承担越过海峡，对迪埃普实施的那次伤亡惨重的偷袭。那是一次失败。但是，英国人认真地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促成“霸王”行动的成功是有价值的。正是英国人发明并首先设计了战争工具——坦克登陆舰，有了这种工具，抢渡英吉利海峡就成了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正是邱吉尔先生设想出，他的工程师们大胆地独创性地建造成必不可少的沿海人工港，1944年整个夏秋，盟国远征军才得以靠这些人工港从海滩获得补给。摩根将军是一名英国军官，他完全忠实于横渡海峡的思想，他有一名能干的美国副手和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但是自始至终，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合作和支持比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更为积极。正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把一个模糊的计划推进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而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促成贯彻执行“霸王”行动的坚定协议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英国人1942年迫切要求我们进入地中海；1943年春，该地区的英美两国军队把非洲的轴心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接着盟军进攻西西里，从而促使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导致巴多里奥的意大利投降。盟军随即在意大利本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牵制、疲惫了巴多里奥投降后希特勒派驻意大利的德国师，通过武装和补给铁托的游击队不断消耗希特勒派驻巴尔干地区的德国师。采取的这些措施符合英国人的论点。英国人的这些论点也许出于他们本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论点是有军事意义的。“象限仪”会议以后，不是美国人，而正是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强调实施一项更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必要性，而且肯定地说，他们全力以赴地保证了海洋运输，并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集结兵力，促使这次进攻成为决定性的行动。早在1943年5月，英国人就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为这次进攻制定具体计划。与此相反，美国人在10月份以前并没有作类似的准备。总之，可以雄辩地说，“霸王”行动之所以能确保成功，应归功于英国人(还有罗斯福先生)的现实主义态度。



　　二次大战中，英美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相互怀疑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由于除了美国人的疑心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而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从来不信守他们对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一再保证，总是提出这样的先决条件：当进攻日期临近时，形势必须是大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先决条件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无可否认，英国人对待“围歼”计划和“霸王”计划的态度比美国人更为谨慎。鉴于英国人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在1943年的处境，这是不足为奇的。



　　1942年，英国人为所遭受的新的、可怕的创伤而痛苦，这使他们对德国人的力量比我们更敏感。1942年春，美军参谋长们坚持“大锤”计划，这一点无疑地证实了英国人的这种印象：美国人在军事方面既鲁莽，又缺乏经验。一年后，马歇尔将军承认，“大锤”计划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尽管英国人对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怀有真诚的敬佩之情，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他们两人在实战中连一个团都没指挥过。自然，他们确信自己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智慧的优势，并且倾向于把美国人看作聪明但固执得象令人讨厌的孩子。他们也不能消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可怕回忆。那次大战中，他们第一次把一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大陆，并且看到整个一代年轻的英国人被毁掉了。“英美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了海峡之水，海滩上布满了他们的尸体”——这一想法萦绕在邱吉尔的脑海中，当美国人炫耀他们有强大无敌的资源可以作为横渡海峡进攻的后盾时，英国人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美国人所作的同样的，但除了人力之外，并没有兑现的保证。这一次我们加倍兑现了。到1944年，我们在决定性的地点按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器材。但是，1943年时，英国人面临的事实是，美国人为1944年5月1日横渡海峡进攻提供了仅够一场规模不大的进攻所需的坦克登陆舰。



　　随着“霸王”行动开始时刻的逼近，英国人盘算着“霸王”行动将使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的基本实力遭到多大损失，这是他们持慎重态度的一个重大理由。他们面临的事实是，到1943年秋，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人力已动员到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他们的损失要比美国人大得多。一场大规模的“霸王”行动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即使成功，他们也无法弥补所受的损失。他们的国力同美国相比不仅将相对地衰落，而且将绝对地衰落，将使大不列颠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这次进攻的失败将意味着，即使不是毁灭，那也是战争的延续。完全可以肯定，英国将无力支持下去。1943年秋，英国人深思熟虑地权衡了这种前景，并以他们特有的现实主义和勇气接受了这种前景，作出了对“霸王”行动的最后承诺。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英国人责怪美国人的军事思想僵硬，这是不公道的。邱吉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总统(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他还通过一次著名的大发脾气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感到如何遭受“美国人斩钉截铁的、合乎逻辑的、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的思想方式”的压迫。看来英国人对美国人工业生产体系的能力或限制条件都没有充分理解。美军参谋长们之所以坚持在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很久，就应制定有目标日期的计划，这是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无法为一次大规模进攻准备好用复杂的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这些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整个战时经济提前安排，而把它们输送到遥远的海岸，则需要准备和编组一支拥有各型舰艇的舰队，更不用说这一切需要互相协调了。鉴于我们成批生产复杂而多样化的现代战争工具的体制是高度分散的，有理由认为美军参谋长们远不是僵硬的理论家，而是在求实精神的指导下，坚持严格遵循总的、有明确日期的目标。当邱吉尔先生把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1944年春的某一天为横渡海峡进攻日期描绘成是美国人成批生产思想方法的典型时，正如戈登·哈里森指出的，这就等于谴责美国人拥有成批生产的经济。英国人思想的必然结果是灵活性，一有机会就抓住它，把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便利用敌人的弱点。“火炬”行动的经验应该足以表明，一旦一支大部队投入战斗，同时大规模的海外基地和通信体系建立起来，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这一事实是邱吉尔先生那无止境的想象力似乎从来不理解的。



　　最后，必须对美国人说一句公道话：当罗斯福先生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放手大干，从而使英国人深感焦虑时，他无异赞同一种更适合于全球性两线作战的战略，而不是严格遵循德国第一的方针。



　　分歧的解决



　　在关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和地中海作战的辩论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固执地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们激烈的有时是白热化的辩论给他们的战略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的辩论总是以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妥协而告终。我认为有两种力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一是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的决心：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高于一切。二是常识，或者换一个更合适的说法，那就是理智地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这种能力感到自豪，把它作为法理学和事务管理方面的两国共同的传统品质。由于他们决心相依为命，每走一步都必须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实际执行的战略反映了双方的思想。他们在整个1943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美国人所向往的集中兵力进行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这种逐步的前进也容许英国人所相信的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他们所执行的计划中，双方都在合理的程度上赢得了他们所争取的东西。敌人控制下的地区周围的包围圈已经收紧了，直到变成绞索。敌人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和烧毁。他们的空军已被逐出法国上空。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抵抗力量已经武装和组织起来。“它的军队已被分散，受到俄国和盟国向心进攻的牵制和消耗，直到它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预备队实施反攻。就这点来说，英国人鼓吹的战略占了上风，大见成效。” [ 原作者注：《横渡海峡进攻》一书作者戈登·哈里逊语。 ] 假若美国人如愿以偿，1943年就发动“围歼”行动，那会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搞错了，就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难免导致英国人所害怕的一场大屠杀。另一方面，“霸王”行动到来时，“它是美国人所一贯为之奋斗的力量竞赛，盟国把打进德国腹地所需要的力量作为这一竞赛的后盾。” [ 原作者注：《横渡海峡进攻》一书作者戈登·哈里逊语。 ]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随着事件的展开，美国人在欧洲逐步推行的战略，而且他们认为是明智的战略，更接近于1941年12月“阿卡迪亚”会议上英国人提出的、美国人当时接受了的战略，而偏离了1942年春美国人提出的、并为之大吹大擂奋斗了一年多的战略。














	

 






	















	







	







	









 





	


	







	








	




	


第三章 作为总司令的福兰克林·罗斯福




	







	

 



	


	


　　作为1939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战时领袖的罗斯福总统，运用他个人和官方权力的程度没有人提出问题。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是他主宰局面。这一点，当时和现在都被他的朋友和敌人、崇拜者和诋毁者所承认，未来的历史家也不大可能提出异议。



　　下面将要研究的主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对美国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军事方面的影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按照宪法使用他的权威的问题。美国总统的这种权威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从来也不可能把它同总统的其他权力加以明显地区别。但是，本章的主题是可以明确规定的。正是罗斯福先生在决策中运用了这种权力，无论这些决策出于何种动机，它们对于决定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资源都是有明显影响的。



　　互相冲突的几种印象



　　关于罗斯福先生如何使用他的权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1948年，罗伯特·舍伍德在他所写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这本权威而宝贵的著作中提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他说：“整个战争时期，他(罗斯福先生)压制他的参谋长们这样的事不超过两次。”



　　英国官方二战史《大战略》多卷集中两卷的作者，明智而敏感的约翰·埃尔曼采纳了上述舍伍德的看法。他写道，马歇尔将军“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构思美国战略”。他还接受了史汀生先生1945年告别演说的结论：“他的(马歇尔的)看法自始至终指导着罗斯福先生。在美国陆军关于横渡海峡进攻的那本历史著作中，戈登·哈里逊写道：“他(罗斯福)倾向于只就充分阐明的各种方针作出重大的抉择……总统通常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的捍卫者的姿态出席盟国会议”。陆军关于战略计划的两卷集著作的作者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也持同样的看法。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子爵毫不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1942年6月26日“事后追记”的日记中写道：“总统没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意识到这一事实，因而依靠马歇尔，并听取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在制止总统可能提出的任何稍为荒唐的计划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现在让我们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总统私人参谋长利希海军上将的意见。他说，他几乎每天都要见到总统。“主要战局的计划是在总统的密切合作下制定的。我们(参谋长们)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还说：“邱吉尔和罗斯福是真正在指挥战争……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各自的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概略蓝图设计战略方案的手艺匠而已。”



　　威廉·埃默逊教授最近写的关于总统战争权力的专著中坚持说，罗斯福先生对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方针的影响被他所特有的迂回手法掩盖了，并得出结论说，他不仅坚持他自己关于战略的想法，而且在决定应以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些想法时，“毫不犹疑地否定或拒绝”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



　　有关罗斯福先生的评论中引用的“战略”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果把战略理解为总目标和实现总目标计划的蓝图，那么上述陆军历史家们对罗斯福先生所起作用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而利希海军上将的说法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是，战略领域中历史家最关心的是结局，最终采取并付诸执行的行动方针及其军事后果。如果这样来理解战略，那么罗斯福先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就突出起来了。



　　仅仅从现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就可以计算出罗斯福先生有二十多次压制了他的负责的军事参谋长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用他自己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代替他们的，或者用他自己认为形势所需要的战略思想代替他们的战略。此外，还可以加上十二个其他例子来表明(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是罗斯福主动地采取重大军事措施的。



　　罗斯福先生抓住缰绳驾驭军事



　　早在1939年7月，罗斯福先生就下达了一项军事命令，把陆海军的联合委员会(协调两军种战略计划的机构)、陆海军弹药局(控制它们采购计划的机构)同负责当时军工生产的文官办公室合并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这是当时新成立的一个机构，也是本届政府的一条显著特征。这项命令规定作为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成员的参谋长们直接向总统负责。再没有比这更明显地表明，罗斯福先生想亲手行使军权，而不是通过陆海军的部长们行使。正如亨利·史汀生先生(陆军部长)曾告诉我们的，他在战争期间，除了起到积极的顾问和尊敬的政界元老的作用外，对战略很少起作用；诺克斯(海军)部长更是等而下之。从1939年下达这项军事命令之日起到珍珠港事件止，罗斯福所作的有关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所有重大决策，或者是在没有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参与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或者是反对了他们的意见和压制了他们的抗议之后作出的；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决定了美国将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将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打这场战争。



　　试举数例即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1．1938年11月，他下令建设年产一万架作战飞机的生产能力，到1940年5月德国闪击法国期间，他又把这一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他这样做是压制了陆海军参谋长们的抗议的；陆海军参谋长们认为这两项命令将使他们军种的重新武装极端地不平衡。



　　2．1940年6月，他下令竭尽全力给予英国军事援助。陆海两军当时认为英国注定要失败。抗议说，这项政策将会使美国失去它可能被迫独立作战所需要的武器。他们提出的代替办法是，对盟国不再提供战争物资，在太平洋采取防御政策，为保卫西半球而实施动员。罗斯福先生否定了他们的抗议，如同他否定他们1941年反对对苏联和中国实行租借法案的类似抗议一样。



　　3．1941年7月，他反对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达克将军的意见，决定加强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保卫和增援菲律宾，尽管陆军部的所有计划都假定菲律宾是无法保卫的。



　　4．同年春夏，他不顾马歇尔将军和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斯坦利·恩比克中将的意见，决定在大西洋西部驻军，并实行护航。



　　上述各项决策都是合法履行总统的宪法职责。如果我们假定(我认为必须这样假定)在这个时期，总统的政策不是让国家作好打一场战争的准备，而是寻求一条战争以外的出路，那么，他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他牺牲我们自己的军事装备，给予英国、中国和苏联除参战以外的全面援助，其公开宣布的目的就在于此。他所企求的，而且是急于企求的首先不是重整军备，而是显示他的决心：动员和使用美国巨大的战争潜力，以图拯救英国，威慑日本，使战争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尽管他否定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有关重整军备和立即使用它们薄弱的兵力的判断，他还是指示它们通过同英国人的秘密会谈制定各项战争计划；如果威慑失败，那么陆海军将不得不打这场战争。他研究了这些战略计划，将它们束之高阁，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尽管他后来把这些战略计划的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他以显示力量进行威慑的政策，是一场代价很大的赌博。这场赌博输掉了，1941年12月7日，我们陷入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军事专家们曾经警告过罗斯福先生，我们没有做好打这样一场战争的准备。但是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我们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在参加战争时有这样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同样由于他的主动精神，陆军和海军在1941年秋就制定了战时生产计划，即所谓“胜利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使美国和英国即使在苏俄被迫退出战争的情况下也能够打垮轴心国和日本，迫使它们投降。“霓虹5”计划——1941年12月7日付诸执行的陆海军战略计划——以卓越的预见性拟定出战略计划的大纲，后来同盟国按照这一计划把战争进行到了最后胜利。而“胜利计划”则估量了将用于支持这项计划的美国工业的庞大生产能力。



　　战争时期



　　可以这么说，那些研究罗斯福先生的学者们强调他不愿意干预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指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宣战以后的时期，即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半。乍看起来，这个时期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似乎罗斯福先生不曾插手军事机器，而且肯定地说，他对制定美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远不如邱吉尔先生对制定英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那么大，从而对盟国战略的影响也是如此。



　　与邱吉尔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美国的参战，罗斯福先生似乎满足于让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遵照他的一般指导和批准，放手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而他只在极少的场合才出面干预，这种场合他就作为对立观点的调停者出现。邱吉尔先生与此不同，他以著名的口才积极地为他的战略方针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为他的战术方针、武器、装备以及英国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的其它每一个方面辩护，并且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把这一切强加给他的政府同僚和战场指挥官们。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这样对比很容易过头，因为这种对比与记录在案的事实不尽一致。在罗斯福压制他的参谋长们的二十多次(而不是舍伍德所说的两次)事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1942、1943和1944年。这一估计还不包括如下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于知道不会得到罗斯福先生的支持，因而主动放弃向他呈报某项代表他们最佳军事判断的计划。



　　如果说罗斯福先生比人们直接看到的更积极地控制战争的实施，那么主要是在1942年和1943年，这样说是真实的。1944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一次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10月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就1944年到1945年来说，也仅仅是就这个时期来说，人们可以同意埃尔曼教授的看法：“白宫形成的美国战略，同以前五角大楼形成的美国战略如出一辙。”



　　1942年到1943年期间，罗斯福先生曾在四项重大决策上推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



　　1．1942年7月的“火炬”决策；



　　2．1943年3月，罗斯福决定把一批美国舰艇拨给英国，以支持它每年以二千七百万吨的速度从海外进口非军事物资；



　　3．他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出面干预，以缩小横渡海峡进攻的规模；



　　4．1943年11月，他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取消“海盗”计划(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进攻)，以支持1944年的缅甸战役。



　　1942年7月，罗斯福先生关于“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美国当时所有的军队，包括4月以来陆军部为1943年进攻欧洲大陆而海运到英格兰去的部队，都用来进攻北非。这项决策改变了美国军事政策原定的方针，并且确定了1943年期间必须制定的美国战略的轮廓。



　　1942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打败德国，提出了把盟军部队集结于英格兰，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罗斯福先生采纳了这项计划。同年4月，英国也采纳了这项计划，并开始准备。但是，这项计划还包括一项附加计划，即“大锤”计划，对此，英国人立即表示怀疑和不安。“大锤”计划是盟军预定于1942年9月发动的一次武装袭击。这次袭击预定在出现下列两个重要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实施：(1)如果俄国人行将崩溃；(2)万一德国人出现崩溃的种种迹象。英国人断定“大锤”计划是盟军经受不起的一次冒险，并且收回了对这一附加计划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为拿去冒险的大部分部队将由英国人提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而结果是陷入僵局。7月，罗斯福先生打开了这个僵局。他派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指示他们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或者按“大锤”计划行动，或者按某个其它计划让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于1942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他在这些指示上的署名是：“总司令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大锤”计划(英美关于战略的协议在这个计划的岩石上碰得粉碎)是美国计划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所要求的，首先是1943年春对德国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进攻。英国人毫无保留地承担了这项义务。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坚持“大锤”计划是必要的呢？看来明显地是由于罗斯福先生早在1941年12月就已表明，并一再重申，他想要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而除了“大锤”计划以外，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不出可以接受的其它方案，以满足罗斯福先生的要求。“火炬”计划是英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不是美国战略家们所能接受的。罗斯福先生却下令采纳这项计划。不久就发现，他这样做是挖了1943年“围歼”计划和“大锤”计划的墙脚。



　　这是否意味着总统是半心半意地(如果不是虚情假意的话)支持美国的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赞同邱吉尔先生的地中海战略，而不赞成1943年从英国发动进攻呢？史汀生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他写道，这(地中海战略)是总统“心爱的私生子”，而且他暗示说，是邱吉尔先生把它搁到罗斯福先生门口的。但是除了史汀生先生的说法以外，缺乏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没有理由认为罗斯福先生是虚情假意地表示支持“围歼”计划。他曾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利·霍普金斯于4月份到英国去说服邱吉尔接受这项计划，同时他在国内放手发挥他的权威，把在英国集结部队一事置于优先地位。



　　罗斯福先生公开表示的立场是：如果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主力在欧洲的进攻行动，与为在1943年发动攻势而集结部队这两个目标互相冲突，那么前者应处于优先地位。必须记住，在1942年的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坚持这一点是关系到美国人曾保证忠实执行的联盟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德国是头号敌人。罗斯福先生身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42年对日战争是美国公众同仇敌忾的战争。只有当美国部队在欧洲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才能指望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得到民众的强烈支持。



　　在五角大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罗斯福先生用英国人的思想来代替美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点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他接受了一种非决定性的包围战略，摒弃了从英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的战略。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甚至在这以后，美军参谋长们感到他们必须重新赢得总统对直接打击战略的支持，进而确保他的支持坚定不移。但是要说他曾经背离过这项战略，只有参谋长们的忧虑是唯一的证据。当1943年这一战略具备了成功的条件时，他运用其影响来支持在1944年春付诸执行。而他的军事顾问们却及时认识到了推迟执行的好处。1943年春，英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而推迟执行则有助于制定一项更加适合全球性两线作战的美国战略，后来这项战略几乎导致了对日本和德国的同时胜利。



　　罗斯福先生用他自己的战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战略，最著名的一例是“火炬”计划。他拒绝他们的判断，决定克服英国人的进口危机，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尽人皆知，战时和平时，英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有赖于源源不断的进口。1942年时，德国潜艇把这极端重要的进口量从战前年平均五千万吨降到二千三百万吨。英国人看到自己濒于灾难的边缘，尽管他们对国内的消费和劳务实行了严格的限制。1942年11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为了共同作战的利益，借给足够的船只，以便在1943年把进口量提高到他们为维持生存和战斗力所必需的最低标准。他们估计这个最低标准为二千七百万吨。总统立即答应以美国船只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指示海运委员会主席兰德将军负责提供。11月30日，他向邱吉尔先生保证“不经他亲自批准”，美国船只不得挪作它用。



　　到1942年底，情况比英国人在11月间所预期的甚至更坏。为了支援北非战局需要更多的货船，而这些货船被潜艇击沉者超过了原先的估计。1942年最后一个季度，英国的年进口量不是二千三百万吨，而仅仅是二千万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直到12月后期才获悉总统对邱吉尔先生的承诺，而且仅仅是“非官方地、私下地”通过英国驻华盛顿参谋团得知的。他们似乎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此事。一个月后，在卡萨布兰卡的盟国会议上，他们同意英国参谋长们关于1943年的作战行动，这一行动还需要追加六百万吨货船，这批货船除非牺牲英国的进口计划才能得到。但是，英国人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认定总统的保证不会食言。



　　直到近七周之后的3月份，误解的迷雾才消散到足以使有关各方面看清他们是在走向冲突之路，而这时船舶危机已发展到濒于灾难的程度。2月，隆美尔突破了突尼斯的美军防御；3月，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新的危险高峰。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总统在下列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眼看着经他同意正在进行的1943年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要么削减英国的进口。4月10日，他们正式地向他提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迟误了两周。3月中旬，邱吉尔先生派遣他的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到华盛顿去达成了一项谅解并采取行动。总统未经与军方磋商，就指示哈里·霍普金斯和军事海运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去凑集足够的船舶，以兑现他的保证。道格拉斯确信军队正在浪费它们控制的船舶吨位(同时与霍普金斯一样对军队的反英态度感到不安)，向罗斯福先生建议说，他的指示可以实现，而不致打乱军队的战略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取得这一结果，部分地由于罗斯福先生洋洋自得的信念——人们在必要时，能够做到比他们认为可能做到的更多——得到证实；部分地由于4月间盟国反潜战的突然胜利，及时证明了罗斯福先生乐观的赌博是正当的。3月以后，船舶损失急剧下降，而新造船舶数量开始超过人们的预料。当盟国首脑于8月间在魁北克会晤时，船舶赤字已成往事。同时在5月份，罗斯福先生指示今后十个月内，每月向英国移交十五至二十艘船只，从而慷慨地实现了他对邱吉尔的保证。



　　这件事可以说明美国的战争努力协调得不够紧密，这正是罗斯福先生作为行政领导者的特色。但是他的保证意味着，关于使用美国军事资源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而他不顾军事顾问们的抗议执行这一保证，表明他决心使美国的军事努力忠实地服从于我们对英国人的战略义务。



　　在处理“火炬”决策时，罗斯福先生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把事实摆在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面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他的决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在1943年5月盟国会议(“三叉戟”)上的干预，表明他在使用另一种手法把他的战略观点加诸别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正如他们自己感到的那样，在1月份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在英国人面前“输得精光”；5月份去参加“三叉戟”会议时，他们深思熟虑地准备好迫使英国人执行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据我们所知，他们在会前向罗斯福先生作了汇报，他们一定会通知他：他们将坚持相当于“围歼”计划规模的强大进攻。他是否同他们进行过争辩，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不可能不冒同英国人破裂的危险(这种破裂肯定是他受不了的)而去支持他们，或者违背海军的意志，命令它为欧洲生产坦克登陆舰；金海军上将需要这些登陆舰，以便在1944年发动他的穿过中太平洋的攻势，并把航空兵带到可以轰炸日本的距离之内。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他也许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更重视战时生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同战时生产局关于“可行性”辩论的结果不久前透露出来的。无论如何，他在“三叉戟”会议开幕词中所做的是宣布他的如下意见：盟国也许不得不在1943年春按“大锤”计划的规模，而不是按“围歼”计划的规模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至于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估计更为现实。美国人研究了英国人提出的数字(英国人带去一项甚至比美国人建议的规模更大的登陆进攻计划)后不再怀疑，除非能够提供更多的登陆舰，否则翌年春只能出动一支不大的登陆突击部队。美军参谋长们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他们希望英国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登陆突击所需要的各型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而他们是很不情愿做出这些保证的。罗斯福总统让他们扶着拐杖走路，而这根拐杖支持不了他们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实际出发，接受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开始制定一项规模较小的突击计划，作为当时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步骤，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围锤”ROUND HAMMER)，马歇尔将军称之为：“大于‘大锤’，小于‘围歼’的某种东西”，再加上英国的一项保证：同意1943年11月从地中海抽调七个师到英国。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取消“海盗”计划的决策。这项决策是继英美两国首脑在德黑兰同斯大林会谈以后，罗斯福先生于1943年12月5日在开罗作出的。这次行动是为把蒋介石的地面部队投入缅甸，重新打开缅甸公路的苦心经营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是抱着拯救盟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的一线希望制定出这项计划的；罗斯福先生一再把这项军事政策抓在自己手里，而不顾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坚定而坦率的劝告。英国人不喜欢这项进攻缅甸的计划，但是美军参谋长们劝他们接受它。这项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使用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蒋介石在开罗同意合作，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答应：盟军在进攻缅甸的同时，发动一次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进攻。这就是“海盗”计划。在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讨论战略以前，在开罗与蒋介石欢谈的时刻，罗斯福先生曾对蒋介石答应了这项“海盗”计划。



　　战争时期，总统的所作所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伤脑筋的了。未经与美军参谋长们商量，他就对蒋介石作了保证，甚至没有直接把此事通知他们，他们是通过“小道”得知的。只有动用本来不多的、宝贵的坦克登陆舰中的十五艘才能实施“海盗”行动，而这些坦克登陆舰是执行春季“霸王”行动所必需的。一周以后，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又答应执行5月的“霸王”行动，这项计划是他们的战略的最心爱的目标。这一点使美军参谋长们在英国人面前处于难堪的地位：为了从职责上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他们不得不顽强地支持“海盗”计划，即使他们和英国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使“霸王”行动在春季无法实施，也可能在1944年内任何时候都无法实施。直到最后一刻，罗斯福先生才勉强让步，如同美军参谋长们(除金上将外)所希望的那样，收回了他对蒋介石所作的保证。



　　但是，在处理“海盗”计划这个问题上，他是最后一次与参谋长们分道扬镳。从1944年1月起到他去世为止，除了上文提到的召回史迪威这件事以外，他不但让他们指挥这场战争，而且运用他的权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甚至不惜同英国人作对。



　　美军参谋长们以沮丧的、毫无掩饰的不满心情接受的“火炬”决策，搭起了将演完美国的欧洲战略和太平洋战略这幕大戏的舞台。谁也不会怀疑这座舞台是罗斯福搭起来的。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他完成了这件事之后，就让美军参谋长们同英国人一起放手大干。从“三叉戟”会议开始，他就坚定地支持他们，只有“海盗”计划是例外。他在上述“三叉戟”会议上的行动是对这种看法的挑战。确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论断：与美军参谋长们不断为之同英国人斗争的那种战略不同，1943年期间美国战略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形式是罗斯福先生一手确定的。



　　实际的美国战略是什么呢？



　　美国战略及其决定性因素



　　1943年1月的形势迫使英美两个盟国承担两项任务，它们毫不犹疑地为这两项任务优先分配他们的共同资源。一项是消除德国潜艇威胁，重新控制英美之间以及它们同俄国之间的交通线的战役；另一项是给俄国人以慷慨援助，让他们继续同德国人厮杀。同时美国人愿意(陆军航空队更是求之不得)派出他们的重型轰炸机到英格兰去同皇家空军一起轰炸、烧毁轴心国战争经济的要害目标，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直到1944年4月，这次联合轰炸攻势才转而夺取欧洲的制空权，把它作为1944年5月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先决条件。这一进攻也是盟国同意的，尽管还只是原则上同意。



　　至于地中海，1943年1月时，盟军在突尼斯处于守势，美国人正在执行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赶出北非这一任务中他们承担的那一部分。5月，盟军完成了这项任务。美国人在卡萨布兰卡曾同意：上述任务一完成，就参加下一步必要的作战行动，诸如打通地中海通往同中东、俄国(取道波斯湾)和远东的交通线。为此目的，美国人同意7月进攻西西里。这一着震撼了意大利政府，使它开始试探投降之路。美国人为了确保使意大利投降，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导致快速占领意大利，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于是承担了进攻意大利本土的义务。当纳粹突然决定扼守意大利，并投入一支部队坚守他们在那里的阵地时，美军参谋长们愿意参加一场对德军的大战役。理由是这样做可以牵制并消耗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同时盟国可以集结足够的兵力于英国，以便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对英国人持续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来限制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进行的其他作战，以利于在英国集结力量。



　　美国人同英国人一道执行这些决定，表明美国人正回到盟国原来的协议，即他们初期的战略应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外缘形成一道包围圈，并且不断收紧，直到他们作好准备，一举击中德国人的腹腔，把它打倒。美国战略明显背离盟国原定战略的地区是太平洋。在盟国原来的战略计划中，它们同意在盟国打败轴心国以前对日本只进行箝制。但是1943年时，美国看到在1944年以前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毫无希望，甚至连可能性都成问题，于是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只通知英国人说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后，他们为夺取日本人在拉包尔建立的强大海空堡垒而战。在年底以前，金上将和尼米兹上将正在为穿过中太平洋的强大进攻准备部队。同时，美军参谋长们坚持(虽然是徒劳的)要在缅甸发动一次地面战役，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缅甸公路。



　　关键性的1943年中的美国战略，简要说来就是如此。这一战略除上述头三项——反潜艇战、援助俄国和轰炸机攻势以外，并不是美军参谋长们(金海军上将除外)所想要的那个战略。负责欧洲战略的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力图实现的是对1944年春横渡海峡进攻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一旦地中海作为交通线被打通，他们首先将把地中海战区置于看守地位，把该地部队主力调到英格兰去。他们曾同意(虽然是有条件的)把地中海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那时他们看到这样做有利于支援“霸王”计划。



　　但是，这一战略，除了上述那三项例外，也不是按照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参谋长们的愿望制定的。他们怀着焦急和怀疑的心情注视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攻势。他们表示不满，并且反对为了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而强加于地中海作战的严格限制。



　　盟国的战略是在1943年时通过部署它们的军事资源定下来的。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或者英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那么这个战略就会面目全非了。这个战略是美军参谋长与英军参谋长之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陆，海、空三军之间，通过针对情况的变化进行的一连串现实主义的调整，从而达成妥协的结晶。但达成妥协的时机和照顾平衡是由罗斯福先生掌握的。



　　试举例以说明之。



　　1943年1月，当盟国会晤于卡萨布兰卡以决定他们当年的任务时，美军参谋长们还没有克服因“火炬”行动打乱了他们的希望和计划，而造成的失望和混乱状态，他们内部还没有就新的计划达成协议。于是罗斯福先生出面定调子。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总是乐意做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参谋长们想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不要忽略这一事实：早在1942年11月，盟军在非洲沿海一登陆，正是罗斯福先生主动燃起邱吉尔在地中海集中兵力的美好希望，建议让盟国参谋联席会议探索“指向撒丁、西西里、意大利、希腊及其它巴尔干[请注意‘巴尔干’]地区的下一步进攻行动”的可能性，“包括为通过黑海进攻德国侧翼而谋求土耳其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军参谋长们通知英国人说，美国必须对日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给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动的宏伟计划泼了一瓢冷水。这就偏离了一致同意的在打败德国以前，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的战略。英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表示抗议，但他们还是默认了。如果他们不知道罗斯福先生是赞成这种偏离的，他们很可能不会这样做。



　　罗斯福先生在下一次盟国会议——1943年5月的“三叉戟”会议上插手干预，把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提出的“围歼”行动规模削减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这一点上文已经叙述过了。



　　三个月后，即将在魁北克再次同英国人会谈时，美陆军参谋长们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竣地要求英国人毫不含糊地承诺把1944年5月1日横渡海峡的进攻，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但是，马歇尔将军也许想起了“三叉戟”会议，在开会以前，采取了预防措施，派他的主要计划制定者汉迪将军从魁北克飞往华盛顿晋见罗斯福先生。据一位官方历史家说，“当罗斯福总统第二天到达魁北克时，一项早就明朗的妥协正在酝酿中，美军参谋部接受了次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的东西”。英美两国参谋长们经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批准所做的决定是：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提出的计划，把“霸王”行动从计划阶段过渡到具体准备阶段，但是没有取消该计划原定的条件，也没有授权实施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尽管邱吉尔先生现在希望把进攻的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甚至12月间，为确定1944年的行动，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的摊牌会议上，罗斯福先生显然认为“霸王”计划可以而且应该在春季实施，而美军参谋长们拿不准英国人是否愿意把这项计划坚持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表态以前，罗斯福先生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他在与斯大林和英国人会谈的全过程中，在进攻的具体时间问题上，甚至在地中海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上，抱着比他的参谋长们更为虚心和灵活的态度。



　　太平洋、横渡海峡进攻与罗斯福先生



　　1942-1943年间，罗斯福先生处理的战略问题(他处理这一问题时，对时机和平衡给予了最密切的注意)，是地中海和太平洋两战区互相矛盾的要求。1942年夏，当英国人收回对“大锤”计划的支持时，金上将就确信他们再不会支持一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他和马歇尔将军去见罗斯福，建议美国在太平洋放手大干。罗斯福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把他们克了一通。他们必须坚持德国是头号敌人的原则；那时和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正当的理由来怀疑这一点，罗斯福先生同他们一样确信要打败德国，必须发动一场直接的、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他让金上将通报说，美国必须对日本转入进攻，随着美国资源的更加丰富，罗斯福先生允许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太平洋。



　　不管这一政策使我们同英国人的关系多么紧张，也不管它使陆军部多么不安，罗斯福先生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他从那张列举1943年战争生产“必须”完成的项目的著名清单中，删去了登陆舰艇，当时删去这个项目使金上将很高兴，因为他不希望别的任务来妨碍他的造船厂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去压倒西太平洋的日本人。1943年3月，英国人迫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建造坦克登陆舰，因为没有坦克登陆舰就不可能实施1944年的“围歼”计划。当时，他们的这项请求遭到了怀疑，金上将奉命挡驾。在“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先生允许金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政策写入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甚至在“象限仪”会议上，当“霸王”行动所能得到的坦克登陆舰成为紧迫问题时，尽管罗斯福先生出面强烈支持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但他并未采取明显的行动来增加坦克登陆舰的生产，或者事后改变原定的分配方案；该方案允许金上将优先得到海军造船厂从10月开始下水的坦克登陆舰。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罗斯福)放弃了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或者不再认为横渡海峡的直接进攻是必要的。他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得到加紧对日进攻的手段，但他把制动器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当金上将接着1942年6月的“火炬”决策之后，立即强烈要求加强太平洋地区时，罗斯福先生支持陆军部反对这样的要求，至少在肯定“火炬”将使1943年的“围歼”计划告吹之前是如此。1942年10月24日，他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瓜达卡纳尔，即使这样做会耽误其它许诺(包括对英国人所做的许诺)的实现，也再所不惜。这一决定使阿诺德将军感到紧张，当时，他正在为阻止把他的重型轰炸机从英格兰转移到太平洋而与海军进行斗争。他指出，这样做“可能完全改变我们对德国的战略作战计划”。但是，在这同时，罗斯福先生指示，欧洲战争所需产品的原定最优先项目，仍然继续有效。有些二战史家们谈到罗斯福先生迟迟才转向“波列罗”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但是，我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需要实行这种转变，或者说明他曾经放弃过1942年7月13日对哈利·霍普金斯指示中所采取的那种立场；当时，他即将派遣霍普金斯到英国去谋求1942年在欧洲采取行动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我希望‘波列罗’和‘围歼’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目标，即使中途不得不间断也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有明确日期的大举进攻还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将军和他的计划者们越来越感到忧虑，因为他们确信“霸王”计划所需要的弹药和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错综复杂的军事工业体系提前安排，某些特殊产品的时间提前量长达十八个月。罗斯福先生肯定知道这一点，然而，他冷静地推行他的政策，并承担风险，他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只能猜测。鉴于他只是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才开始比较明确地赞成1944年的“霸王”计划，可以看出，那时已经具备了两个条件：(1)德国潜艇已被赶出大西洋交通线；(2)现已充分动员起来的美国战争经济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各类器材，其产量之丰富，超过了最乐观的期望。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硬是在1943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那么盟军的战略将会把一切都押在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上。到1943年夏，盟国跨进了一个物资丰富的时期，他们可以下大赌注而又有更大的成功把握。



　　罗斯福先生是个不按乐谱演奏的人。但是，可以这样认为，他对美国的战略指导所依据的思想是：美国的作用是自始至终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对胜利应做的贡献是以迅速增长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美国的敌人望尘莫及的)同敌人相对抗，然后用这种力量去摧毁他们，同时尽可能减少人员的伤亡。罗斯福先生逐渐把行动方针转变到更坚定地支持他的军事顾问们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霸王”计划的实施上，这可以证实上述的猜测。



　　早在1941年1月，当他的军事参谋人员即将同英国参谋人员举行秘密的“ABC”会谈时，他为他们规定了两条指导原则：(1)“……我们的军事方针必须是很保守的，直到我们的实力[已经]壮大为止”；(2)“……我们必须准备好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行动。”只有当军事力量的优势建立起来时，才有把握制定明确的战略。直到1943年底，“许多类别的军工产品才赶上需求”。但是，到1943年夏，军工产品的丰收已经在望。当丰收实现的时候，还得谨慎地将现已生产出的弹药和装备适应战略计划。但时至今日，由于军工生产正开足马力，我们在弹药和船舶方面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决定性地用于不止一条主要战线。坚定不移地提前制定所需各型武器和装备的计划问题，仍然使美军参谋长们伤脑筋，并且继续使英国人对他们抱有一个坏印象，认为他们是“僵硬的”计划制定者。但这个问题已不是那么紧急了。罗斯福先生在1943年11月于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以前，并没有最后授权他的参谋长们把这种潜力集中用于对德作战。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1943年春夏他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全力以赴地横渡海峡进攻，是因为他知道他将获得的力量足以使这次进攻收到决定性的效果，同时不影响实现其他的重要目标。如果说他对仍然十分短缺的一项补给晶——“霸王”行动所需的突击登陆舰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那么，这一点与他多次表示的信心是一致的，他确信：如果军人真正需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能搞到手。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迂回和一贯



　　这个问题，如同罗斯福其他许多行动和动机一样，还需要我们去猜测，因为他有一种独特的偏爱：用迂回的手法办事。他很少公开他的动机，而且不象邱吉尔那样同自己的顾问们研究问题。他不喜欢、并且避免同他们争论，而喜欢用极不规律的、个人的方式工作。马歇尔和金可以直接去见他，无论什么时候他感到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就把他们叫到白宫去(有时他还在床上)。但是，只有当他作抉择时，他才听取意见，而且只是偶尔为之。马歇尔将军似乎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顾问。1944年1月，他对马歇尔解释他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的决定时说：“你不在国内，我晚上睡不好觉。”但有一次在战争正紧张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告诉阿兰·布鲁克，说他已有两周未见到总统了。罗斯福先生为了建立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经常联系，采取了一项措施，即任命利希海军上将为总统参谋长，兼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就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有用的但并不完善的联系。总统的心腹好友哈利·霍普金斯的影响要大得多。此人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幕后成员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成员。但是，很明显，罗斯福先生对美国战略实行决定性控制的1942-1943年这一阶段的末期，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没有预见到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是消极的，正如埃默森教授所指出的，他从自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学会了一种决定问题的方式，即无为而治。一般地说，罗斯福先生相信事物的必然逻辑胜于相信事先的周密计划。当他看到某些事情可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的时候，他有意地听其自然而不下达命令。每当专家们把一项军事目标同公开声言的手段不足的矛盾摆在他面前时，他爽快地命令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和生产负责人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他总是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比他们宣布可以做到的要多。当他没有下定决心时，他是不露声色的。但是，一旦他下定了决心，那就雷打不动。利希海军上将曾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向罗斯福先生汇报了参谋长们同罗斯福先生有分歧的意见后，罗斯福先生对他说：“比尔，我是个顽固分子，这个问题我已下定了决心。我们就这样干下去，你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鉴于罗斯福先生处理问题的方式，加上没有象邱吉尔先生那样的回忆录可供查考，历史家们几乎象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罗斯福先生的决策同样地难以追踪他对美国战争的军事指导所给予的影响。但是，根据现有记录，肯定地不能说他因为拒绝或者不理睬他的军事专家们的建议而感到后悔，也不能同意邱吉尔先生的说法：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



　　罗斯福先生作为美国战时领袖所遵循的原则和他坚持这些原则的决心，是他早就明确表示过的。如果说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他将责成他们如何实际运用，那么，他们对于下面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那就是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措施，只要罗斯福认为是同这些原则相冲突的，就会遭到他的拒绝。这些原则可以归纳如下：



　　1．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维护，这既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要求大不列颠的存在和它在战后享有作为大国的行动自由。



　　2．纳粹德国是头号敌人，必须尽早将它打败和消灭。



　　3．必须给予苏俄以慷慨的援助，使它打到底。



　　4．必须强迫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5．必须使中国继续打下去，以便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战后世界。



　　6．战后世界中美国的利益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这个组织要站得住，首先必须得到胜利的盟国——美国、大不列颠和英联邦、苏联和中国坚强的指导。



　　这些既是政治目标，也是军事目标。把罗斯福先生作为总司令来研究，重要的是他为达到这些目标所作出的决定具有军事意义，只有中国是明显的例外。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总是用他自己的判断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和英国人的判断。他为那个战区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以惨败而告终。



　　他所制定的美国和盟国在欧洲打败轴心国，在太平洋打败日本的战略则是成功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同意美国的主要力量必须首先用于打败德国，这一点必须完成。但是，如何完成呢？没有证据可以怀疑，1942年春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围歼”计划时，罗斯福先生是半信半疑地表示支持，或者在“火炬”行动之后，他才被争取过来，认识到有必要用一支诸军种合成部队从英国对德国实施致命的打击。实际上，重要的问题是打击的时机和最大限度地、积极地利用当时我们所拥有的手段，直到我们聚积起足够的力量去实施致命的一击。这个问题，罗斯福先生比他的军事顾问们认识得更早、更清楚。1943年期间，当我们终于快要拥有这种力量时，罗斯福先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赞成1944年春实施的这次打击。他推迟这一打击的时间，保持了我们同英国人的一致，打通了地中海的交通线，推翻了墨索里尼，迫使意大利投降，迫使德国转入防御，开始打烂了他们的空军和战争工业，并且使我们有了一支经过锻炼的部队和指挥官。与此同时，这样做也使罗斯福先生得以让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放手打败日本人，而盟军也增强了实力，保证“霸王”行动具有成功的把握。总之，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发挥了他的军事权威，美国才制定了适合于全球范围的两线作战的战略，这一战略导致日本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当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我们的部队时，就被迫投降。



　　本章附录



　　(一)罗斯福不顾其军事顾问的劝告或抗议所作的决策：



　　1938-1941年



　　1938年11月，下令两年之内生产一万架飞机，并建立年产一万架飞机的生产能力，后来又把这个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



　　1940年6月，下令给予英国除参战以外的各种援助，包括提供弹药、装备和补给品；陆海军认为这些物资是美国重整军备所必需的。



　　1940年6月，下令把B-17型飞机调到英国。



　　1940年6月，命令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威慑日本人。



　　1941年5月，下令对中国实行租借法案。



　　1941年5-6月，下令在大西洋西部驻军。



　　1941年7月，下令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1941年7-8月，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陆军司令)，并下令加强菲律宾防务。



　　1941年11月，批准赫尔对日十点最后通牒。



　　1942年



　　3月，指示全面执行对苏租借法案，并谈判第二个议定书。



　　5月，不顾马歇尔将军的反对，(实际上)向莫洛托夫保证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6月，拒绝了马歇尔和金上将在太平洋放手大干的建议。



　　7月，决策执行“火炬”计划。



　　8月，压制马歇尔及其参谋部关于在高加索建立一支航空队的建议。



　　12月，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改变了自己对“海盗”计划的态度，并且压制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



　　1944年



　　10月，在从中国召回史迪威的问题上，拒绝了陆军部和利希海军上将的判断。



　　(二)显然是总统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



　　1941年



　　1月，就英美参谋人员秘密会谈(ABC会谈)中应遵循的原则，向陆海军参谋人员下达指示。



　　7月，指示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为打败轴心国和日本所需的生产量。



　　1942年



　　1月，杜利特尔于4月间执行的对东京的轰炸，是罗斯福建议的吗？



　　3月，划分美英战略责任地区。



　　4月，命令海军派出别动队到印度洋去支援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派“华盛顿”号和“瓦斯普”号开往斯卡帕湾。



　　8月，命令陆军航空队提出为取得对轴心国和日本的全面空中优势所需飞机数字的估计。



　　11月，答应向邱吉尔提供美国船舶，以保证1943年英国进口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



　　11月，向邱吉尔建议，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突尼斯取得胜利后，拟定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1943年



　　1月，建议由他和邱吉尔谋求斯大林明确同意参加对日战争。



　　1月，宣布以无条件投降为同盟国战争目标。



　　3月，命令给麦克阿瑟更多的飞机，以支援他打到拉包尔。



　　8月，把他关于在地中海的下一步作战计划交给马歇尔，要求他提出具体落实方案，而不是提出评论。



　　10-11月，指示陆军部，并要求邱吉尔加强阿萨姆的空运，同时(11月10日)亲自出面要求邱吉尔和蒋介石以“马特霍恩”(从中国境内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予以支援。














	

 






	















	







	







	









 





	


	







	








	




	


第四章 空中力量和战略




	







	

 



	


	


　　在战略的演变中，如同人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所作的决策及其效果主要受可行性制约，即受那些在特定时间内，以现有力量看来可能做什么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制约；同时也受现有力量的效能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家们掌握了一种新的力量因素——空中力量，它在大战中上升到同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且改变了所有的战略估计。



　　对空中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很难保持客观性，在美国尤其如此。空中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美国航空兵领袖们大胆的、未经考验的种种要求引起了严肃的担心，造成了军种之间激烈的竞争气氛。要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美国航空兵领袖们保持客观性是困难的，甚至要使象我这样的战时曾分别参加某一个军种的历史观察家们保持客观性也是同样困难的。但是战后空军的历史家们在美国和在英国都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和判断的基础，以便更公正地评价作为设计和执行战略的一个因素的空中力量。



　　从为了执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而建立起来的部队这个方面来考察美国战略，应该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战争期间，美国作战部队所显示的出人意外的规模。海军的扩充和力量是不足为奇的，而地面部队和航空兵的相对规模则是令人惊奇的。1944-1945年进行决战时出现的美国战斗部队，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一个坚实而强有力的，但又是较小的地面战斗拳头。在1941年的“胜利计划”中，陆军部估计，为打败轴心国和日本，陆军需要二百一十五个师。但是，1943年当这个数目达到九十个时，马歇尔将军决定停止建立这些师。到欧洲胜利日(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日)，只建立起八十九个师。然而，1943年中盟军的战略，正如我们看到的，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打败德国，需要对欧洲大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1944年6月发动这样一次进攻后，它就成了盟国的主要努力。



　　这是事实的考虑。还有一种判断的考虑，这种考虑对于用公正的目光看待盟国为进行战斗所作的努力，是一种基本的考虑。硬说空中力量在战胜德国和日本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空中力量与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按新的方式结合使用并且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成为打败德日的首要因素，则是无可争辩的。在欧洲进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专家们(他们审慎地保持客观态度)持这种看法：即使盟军不跨过莱茵河，盟军战略轰炸部队在几个月内也会迫使德国投降。对太平洋空中力量的平行调查，在对日战略轰炸的效果这个问题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需要调查的，那就是：美国航空兵与海上力量的结合，迫使日本在陆军还没有进攻它的本土之前就投降了。



　　美国的航空兵部队赖以对胜利作出这些决定性贡献的威力是怎样取得和怎样使用的呢？



　　一个巨人的迅速成长



　　我们参战后的三个月，陆军航空兵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巨人，在美国军事组织和盟国军事会议的高桌旁，同陆军和海军并肩就座了。它以飞快的步伐达到了这样的地位。三年前，它只不过是一支特种兵，与陆军通信兵，或陆军工程兵平行。三年后，航空兵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空中力量。



　　这支强大的力量，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陆军通信兵的一个分支。1926年，这支空中勤务部队变成了一个兵种。但是，到1938年以前，它仍然只是陆军部的一个后娘儿。在这些年头中，美国航空兵可以说主要作为一种酵母，存在于曾在一次大战中飞上蓝天的一群年轻的陆军军官脑海中。这种酵母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将军耸人听闻的鼓动，是很难引起公众注意的。



　　这些年轻的航空兵军人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战略轰炸。他们在1941-1942年间制定了一套学说和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证明以轰炸为基础的独立空中战争的信念是正确的。到了1936年，他们顶住了海军的反对，并得到陆军部勉强的同意，将四引擎的远程轰炸机B-17“飞行堡垒”投入生产。他们相信用这种轰炸机能够实现他们的要求。



　　他们讲的战略轰炸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需要下定义，因为它不确切。它包含着一种雄心壮志(如果说不算吹牛皮的话)。它意味着它所指的那种空中进攻是唯一真正的战略性进攻。这个词按照二次大战时期的用法，实际上意味着大规模地、系统地轰炸敌人的战争经济，破坏敌人居民的抵抗意志。这种进攻可以在地面和海上部队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实施，并且不需要它们及时的、直接的合作和支援。



　　“战略轰炸”这个词被用来指这种空前的作战样式，因为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现成的术语。



　　有一件事曾经打破了束缚航空兵的保守的镣铐，那就是上述罗斯福先生战前采取的主动措施之一。这件事包含在总统1938年11月和1940年5月分别下达的两项命令中。第一项命令指示航空兵每年生产一万架飞机。第二项命令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陆军部小航空兵的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后来说：“在四十五分钟内我就得到了十五亿美元，让我建立一支航空兵。”



　　上述第一道命令下达后，阿诺德将军就被提升为主管航空兵的陆军副参谋长。1941年春，罗斯福先生的新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象总统一样确信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空中战争”。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位能干的主管航空兵的陆军助理部长罗伯特·洛维特，照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1941年6月21日，陆军部建立了“陆军航空队”，其下设参谋部，并以亨利·阿诺德中将为参谋长。这些调整，也反映了1939年起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的看法和愿望。



　　随着战争的逼近，在新闻界、国会中的航空兵热心者们和航空队中有影响的军官们，凭他们同陆军和海军打交道的经验确信，不独立就无法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于是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这一行动遭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反对。如果让阿诺德将军的参谋部和部队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么，连他也是反对的。斗争的结果是休战，体现在1942年3月3日总统的命令中，这项命令规定陆军航空队和陆军地面部队作为陆军的两支主要作战部队。因此，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航空兵不象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航空兵那样独立，在名义上仍然是陆军的一部分。但是，在12月至翌年1月的盟军首次“最高”级会议上，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三个成员之一的阿诺德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一起，同三位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平起平坐，共同指导英美为战争所做的努力。



　　同时，阿诺德将军授权将他的部队由二十四个大队扩编到五十四个大队，然后又从八十四个扩编到一百一十五个，到1942年底以前要扩编到二百七十三个大队。其中，一百一十五个大队必须于1942年12月31日以前作好准备；到1943年12月31日以前应有二百二十四个大队作好准备。



　　一个兵种按这样的比例扩大，在战争史上是破天荒的。在陆军航空兵的扩大过程中，由于它受到总统强有力的支持，陆军部为它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现在财源实际上是无限制的。在与其他军种争夺稀有资源的竞争中，航空队享有最大的优先权，当他们对军工产品的要求与海军发生冲突时，总统总是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他们被允许在选征兵役制以外征召高级的志愿兵充当飞行员和地面技术人员，并获准挑选陆军等级测验得分最高的应征者。1943年，他们吸收了陆军新兵中最高合格等级人员的百分之四十。



　　1942-1944年：一个长期推迟的希望



　　当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公开参战时，航空部队的轰炸机是唯一准备好向德国首先发起进攻的兵器。为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内使这样一次进攻有效，陆军航空队授权优先使用国家资源来建立和训练一支战略航空部队。



　　尽管存在这些有利于实现美国航空兵领袖们最热衷的理想的方便条件，直到1944年最后几个月，他们才有机会对独立空中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进行充分的、公正的检验。



　　1942年，美国战略轰炸机得以在欧洲上空实施轰炸以前，皇家空军早已对德国进行了猛烈的战略轰炸。5月，哈利斯将军的轰炸机部队已经能够出动一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夜袭。



　　3月，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围歼”计划时，阿诺德将军热心地表示支持。虽然这项计划让他的航空队在为进攻大陆铺平道路方面只起次要作用。他之所以欢迎这个计划，是因为这个计划使他能够抵制其它战区的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对飞机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并且可把他的重型轰炸机集中在欧洲。这就使他有机会在英国建立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基础，于是第八航空队匆匆的集结和训练，并已经开始海运。



　　7月间，罗斯福先生作出了“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盟国所有准备好的部队都调到北非去。“火炬”行动耗尽了这支新建立的第八航空队的实力。正如阿诺德将军所说的，它意味着“甚至在我们真正拥有这支力量之前，就把它分散了”。第八航空队和它的剩余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袭击在布列塔尼沿岸的潜艇基地，对法国的工业目标进行小规模的练习性攻击。1943年1月4日，邱吉尔先生在他的一篇“会议记录”中写道，“我注意到美国人连一枚炸弹也没有扔到德国领土上”。



　　但是，后来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统帅部让战略轰炸在1943年英美进攻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统帅部批准进行一场联合轰炸攻势，除了潜艇战和对俄国援助之外，这场攻势可以优先动用英美两国共同的资源。皇家空军将继续进行夜间地域轰炸，而第八航空队则将对选定的工业目标实施昼间轰炸。这样，德国将遭受昼夜不停的战略轰炸。



　　陆军航空队如此急于想要进行的这种战争，突然获准。1942年年底以前，有两支航空部队，即艾拉·埃克少将指挥的第八航空队和詹姆斯·杜利特尔少将指挥的第十五航空队全部投入战略轰炸；前者以英国为基地，后者以意大利为基地，两者都能达到德国境内的所有目标。



　　但是，1943年是陆军航空队很失望的一年。由于力量继续转移到其它方面，陆军航空兵没有达到他们的扩军目的。在卡萨布兰卡，美国人说服了以邱吉尔先生为首的英国人，使他们放弃对美国人使用重型轰炸机实施昼间精确轰炸的反对。他们赢得了这一分。但是，当他们的B-17型轰炸机开始轰炸德国境内的敏感目标时，德国的防空力量(姑且不谈天候条件)使得他们的轰炸极不精确。更糟的是，一旦他们飞出了战斗机护航的距离时，“飞行堡垒”就不是无懈可击的了，也并不足以自卫。被德国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和飞行人员有增无已。最后，8月和10月对在德国的施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工业和飞机工业的两次大轰炸中，尽管轰炸是有效的，但飞机损失的比重是无法容忍的。美国战略部队不得不从德国上空撤出。正如英国空军历史家们说过的，这简直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



　　美国实现了一次非凡的复苏。他们终于达到了扩军的指标，并且，按照一项紧急计划，他们得到了护航战斗机，先是P-47“雷霆”式战斗机，然后是P-51“野马”式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都带有可甩掉的油箱，能护送轰炸机到达他们的目标上空，并且有效地同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较量。



　　现在距离横渡海峡的进攻时间不到六个月了，如果不把德国空军从法国上空赶出去，就休想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想有效地轰炸德国的目标，必须首先摧毁德国的战斗机部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是单干的，这就是2月23日开始的“伟大的一周”。这件事刚刚完成(正是在关键时刻完成的)，英美战略部队就转归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而且奉命把保护和支援进攻法国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陆军航空队已在欧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同时恢复了对战略目标的轰炸。直到1944年9月，当盟军部队到达德国边境时，它们才完全装备起来，终于能自由地显示独立的空中战争有什么作为。当时，陆军航空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显示空中战争的威力：在欧洲是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在对日作战中是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



　　这样长期推迟的原因从上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原因之一是1942年美国部队的应急部署。陆军和海军不得不把他们的部队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弥补盟军防御中的漏洞。陆军航空队既然是可以最快地用到危险地点的战备部队，那它就是首当其冲的。现在人人都大声疾呼要求陆军航空队拿出他们的宝贝，即远程轰炸机，而这正是陆军航空队本身战略计划的关键武器。陆军部只是勉强地让航空队拥有自己的远程轰炸机，而且近在1938年时，它还在海军的要求下禁止陆军航空队飞机的航程超过海岸线一百英里以上。当战争爆发时，重型轰炸机一出厂就被送去保卫西海岸，并守卫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之间的重要岛屿锁链。现在重型轰炸机正飞到或海运到中东去支持严阵以待的英国人，在埃及的大门口和苏伊士运河击退隆美尔。新产品必须同海军分享；海军正在迅速发展它自己的舰队航空兵，包括陆军航空队生产的岸基飞机。在整个1942年中，陆军航空队飞机的生产受到扩军延期的干扰。在美国战时经济正投入全面生产的那个时期，关键设施的梗阻和短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3年)，使得享有种种优先权的陆军航空队也身受其害。陆军航空队同其它军种争夺优先地位的尖锐斗争，受到陆军部的支持，并有总统作为强大的后盾。总统不顾海军的强烈抗议，宣称1943年生产八万二千架作战飞机的指标是“必须”完成的。但是，陆军航空队经过批准的扩军目标却不可避免地推迟了。



　　对制定一项独立的空中战略的限制始终存在，而且很严格，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一条限制就是盟军的大战略。这种大战略要求空中力量除了用于对德国的直接轰炸之外，还要用于其它的战略目标：配合海军的岸基轰炸机压制德国潜艇在1942至1943年间所构成的致命威胁；保护和支援地中海的盟军部队的作战行动(首先是在突尼斯，尔后是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是充分使用空中力量保证1944年的“霸王”计划——伟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胜利。



　　空军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同意的，并且忠诚地支持。英美两国某些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空军领导人，包括美国陆军航空队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和后来成为驻欧美国战略航空队司令的卡尔·斯帕茨中将都相信，并且争辩说，如果盟国集中力量实施战略空袭，那么，他们不需要一场陆上进攻就可以很快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但这是对从未干过的事进行的一场赌博。既然手中已有装备起来、接近做好战斗准备的大批地面部队，那么，这也是一场不必要的赌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去干。官方的二次大战空军历史家们都一致同意，让战略轰炸服从于1944年大规模的空-地进攻的决策是正确而明智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有两个主题要特别加以考虑：一是陆军航空队与其它军种的合作，因为三年来陆军航空队通过与其它军种的密切合作，对胜利做了重要的贡献；二是战略轰炸，因为这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



　　航空兵的学说和军种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美国航空队参谋长们的抱负是打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他们并不怀疑他们履行航空队协同使命的义务，既包括传统的使命，也包括盟国在新形势下要求紧急执行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这些义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采用自己的作战方式，按照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制定的空中作战学说来履行这些义务。由此产生的学说体系可以公正的被称为军事神学，因为它迄今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



　　这种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假设：飞机已达到的航程和速度与潜在的准确性和破坏性相结合，将空间、威力和灵活性引进了空中作战，这一点促使与其他军种合作的传统思想成为过时。



　　除了年轻的美国航空队要打一场它自己的战争的雄心外，它那一套关于与其它两个老军种的部队合作的学说主张，就足以使它卷入与其它两个老军种之间激烈的纷争。1942至1943年，它曾同陆军司令官们为航空兵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的作用及指挥权发生争执。同期，它为岸基轰炸机在制服大西洋德国潜艇之战中的指挥权和使用权，同海军进行过激烈斗争。这两次分歧都是通过妥协解决的，事后看来，妥协的原则比人们预想的要合理得多。这两次分歧都是围绕航空队指挥学说进行的。



　　陆军航空队坚持航空兵只能由航空队的军官们指挥和使用。由各兵种训练的军官指挥相应的特种部队，即一个炮兵指挥官指挥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指挥官指挥一个工兵团，这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些特种兵军官们要接受他们所隶属的或配属的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的指挥，而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步兵将官。使人感到新奇或震动的是新建立的航空兵领导者们愿意听从其指挥的唯一高级司令部。他们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承认其它军种的指挥官对航空队下达命令的权利，那就是：下达命令的必须是战区司令官，或者是一支大规模特遣队的司令官。即使这样，他只能给航空兵指挥官下达战略计划规定的任务，而且不要去管它如何执行。简言之，航空队从陆军部以师、军和集团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诸兵种合成部队中超脱了出来。



　　对于海军航空兵司令官们和陆军野战军司令官们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危险的学说。这种学说爆炸性地打中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两个信念：一是只有一名野战军的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陆军，只有一名老海军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海军；二是只有能自由地在陆上和海上运用“指挥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这条原则时，他才能有效地使用他的部队。



　　没有一个人比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对他的信念更加坚信不疑。金上将(空军中将斯莱塞曾把他描写成“倔强而无情的战士”，莫里森教授则把他描写为“一个铁石心肠的汉子”)是一个热心航空事业的海军将领，但他铁面无情地反对陆军航空队的学说和它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他不相信陆军的重型轰炸机能够击中一个目标(B-17型飞机在1942年6月中途岛的关键性战斗中无所作为的表现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他对战略轰炸毫无信心。对于他自己的海军航空兵，他采用的是在舰队指挥下，航空兵与水面舰艇部队严格地统一行动的学说。



　　这支不断扩大的舰队航空兵拥有岸基飞机，包括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但是，当邓尼茨海军上将的德国潜艇于1月间立即开始攻击美国在大西洋沿岸出现的舰艇时，海军感到束手无策，不得不请求陆军航空兵助一臂之力。这是1942年的事。当时，阿诺德将军急如星火地需要用他的每架轰炸机来对他的飞行员进行作战训练，并在英国建立第八航空队。为了节约他的轰炸机，并确保按他认为有效的方式加以使用，他创建了一个陆军航空队反潜司令部。这可能是模仿英国著名的海岸司令部，这个反潜司令部是处在英国海军部总的控制之下的。但是，美国海军不顾航空兵的学说，坚持对战术和兵力分配实施控制，一直控制到作战部队一级。



　　1942年春，英国驻华盛顿使团团长约翰·迪尔将军曾说，他不能确定他的使命是什么，但是，“他至少可以提供让美国陆军和海军互相会合的中立地带”。后来在7月间，金上将采取了一项行动，使军种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让美国一支大规模的航空队承担支援“大锤-围歼”计划的义务，从而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希望和雄心——在联合王国发展一支可用于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部队。但是，7月份当“火炬”计划取代了“大锤”计划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十五个被指定用于“波列罗”的航空大队，包括三个重型轰炸机大队，现在已超过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需要。金上将立即开始强烈要求把这十五个航空大队分配给在太平洋作战的海军。阿诺德上将和航空队的参谋部，从这个建议里看出了他们在欧洲加强战略空中作战的梦想所受到的致命威胁。



　　金上将对年轻的陆军航空队最敏感的神经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这两个军种在他们兄弟阋于墙的斗争中走向一场险象环生的危机。阿诺德将军确信金上将的目的是控制他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反潜战役中的一场新的危机把两个军种间的对立行动引导到爆发点。1943年早春，邓尼茨海军上将把他的潜艇编成若干个狼群，指挥它们对英美之间大西洋中部的空白海域护航线实施了成功的袭击。这个海域是英美两国的空中护航队都掩护不了的。当金上将要求更多的航空队远程轰炸机掩护这块空白海域时，阿诺德将军却把这些远程轰炸机派往纽芬兰，并指示航空兵司令官们，不接受掩护护航的命令。一位海军历史家曾指出，这“是压断骆驼背的稻草”。受到罗斯福先生支持的马歇尔将军现正置身于两个强大的、怒气冲冲的对手之间，劝他们接受停战。一旦这两个军种的部队能脱离接触，海军就得单独承担反潜作战的任务。陆军航空队的反潜司令部打算把专为反潜作战装备的一百八十七架重型轰炸机交给海军；作为交换条件，海军要把自己同样数量的“解放者”式飞机交给陆军航空队。今后陆军航空队将单独控制它自己的轰炸部队。



　　陆军的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首脑们与陆军中的老大哥(地面部队)之间的分歧则有所不同，也许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航空队仍在陆军部之内，并受它的约束。



　　在航空兵学说体系中，航空队的最高目标和任务是战略轰炸。它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任务按其轻重缓急重新确定为下列三条：第一条是摧毁敌空军，并且夺取制空权。第二条是大范围地孤立战斗地域。采用的手段，是对战斗地域的敌人接近地及其向该地域输送的部队和补给品实施轰炸扫射。第三条是战场上的直接支援。只有严格遵守这个先后顺序，一支现代化的航空部队才能发挥它在机动和速度上的优越性，节约它的兵力，有效地与地面部队协同。



　　这种协同的思想与陆军空中力量的传统学说相抵触。传统学说赋予航空兵的任务是：为与敌交战的每支地面部队撑起保护伞，充当它们的眼睛，使之能看得很远，同时打瞎敌人的眼睛。新建立的航空队承认这几点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建议把它的保护伞扩展到整个战区上空，而不是分别为每个师、军或集团军提供保护伞。航空队飞机的速度与机动性，必要时可以充当局部地区的保护伞。新的航空队的领导者们把这种直接支援的任务放在最次要的地位。他们把这一任务看成是困难的、浪费的、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陆军航空队的领导者们虽然没有实现空军的独立，但是他们的部队学说为1942年4月陆军部颁布的FM31-35野战条令中的一本所承认。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因为这本条令规定空中部队可以派去支援地面部队，目标的先后顺序要受支援部队的指挥官最后决定。很不幸，为了保护空中指挥官的权威，FM31-35野战条令会使得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战斗中几乎不可能相互对话。它给每一支大的地面部队都配备一名空中联络官。如果地面指挥官要求空中支援，他只能通过这个联络官得到，这个联络官可以通过他自己的通信网向最近的飞机场报告他的要求。空中指挥部要决定是否同意支援，如果同意，则派出轰炸机或战斗机飞往现场，而这时，它们往往成了毫无用处的马后炮。当它们到达时，飞行员们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与他们所要支援的部队联络。地面部队不得不利用简陋的器材，如有色烟雾和红色信号布板同它们联络。



　　1942年3月，陆军部改组时担任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的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属于最早欢迎新兴的年轻航空队加入美国各兵种大家庭的人之一。但是他的知识与聪明的非凡结合，加上他富有远见的虚怀若谷的态度和求实的慧眼，使他对于航空队首脑们的要求和学说仍然持怀疑态度，直到他看到这些要求和学说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止。在他的1942年训练计划中，他竭尽全力提供这样一次试验，相信这次试验不仅对建立正确的学说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使地面部队接受逼真的战斗训练这一艰巨任务也同样重要。在整个1942年中，他耐心地设法使航空兵部队与他的地面部队共同训练，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陆军航空队没有提供训练部队。在作战飞机奇缺的情况下，陆军航空队担负着训练自己飞行员的艰巨任务，它竭尽最大努力，为进行战斗而准备好一支有效的战略轰炸部队。这不仅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1942年和1943年的战略所需要的。结果，甚至在1944年投入战斗的师，也只有很少数能够看到天空有美国飞机，这些师仅仅在军校里学过如何与航空队协同。这两个兵种除了高层领导以外，简直成了陌路人。



　　1942年11月在地中海投入“火炬”行动的美国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航空队的将军们只有一支匆忙拼凑的数量不足的部队，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克服了德国空军的优势，攻击德、意投入突尼斯的援军。地面指挥官们痛心地抱怨说，他们很少看见美国飞机，而当他们看见美国飞机时，他们的美国大兵经常把它们打下来。美国的空勤人员经常轰炸和扫射他们在地面上的同胞。指挥美国第二军的劳埃德·弗雷登达尔少将自然力图按照FM31-35野战条令所允许的条款，获得配属给他的航空掩护部队。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双方关系变得紧张而又相互不满。



　　一把空中保护伞(对战斗地域目标的轰炸)，无论战斗中的地面部队看来是多么需要，并不是与地面战斗部队的任务关系最密切的支援形式。空中侦察和观测，即所谓“千里眼”，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提供的深受陆军喜爱的勤务。二次大战中，这种支援作用的发挥，极大地受航空队的新学说、利益和编制的影响。



　　1941年，陆军航空队提供了一支“观测大队”，由各型飞机中队组成，分配给每一个陆军军使用。但是，1943年，陆军航空队鉴于现代化飞机高度的机动性，加之集中控制和灵活性学说，取消了这些大队，而代之以给每个军和每个装甲师各配一个高速战斗机编组的飞机侦察中队。这些中队将遂行地面指挥官所要求的侦察和照相制图任务。但是，它们完全处于航空队的控制之下；它们的任务受航空部队的轻重缓急学说所支配；它们的装备也首先是为满足航空队自己的侦察需要而设计的。它们拍摄的大型照相地图没有地面指挥官迫切需要的近距离精确情报，照片由航空队情报军官在遥远的基地冲洗和解释，而情报所使用的词汇使地面军官难以从中获得所需的信息。在突尼斯战役中，飞机的装备只能从空中倾斜拍照，而不是地面部队所要求的垂直拍照。地面指挥官抱怨传送给他们的情报不仅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而且是马后炮。1943年7月，麦克奈尔将军在研究了北非战役的报告后得出结论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师和师以下部队在北非战斗中没有空中观测。相对而言，尽管经常存在对附近地域进行空中观测的必要，然而，我们的部队还是盲目地进攻。”



　　对地面战斗部队来说，密切的、至关重要的其它空中观测勤务，是给炮兵指示目标和校正炮兵火力。甚至在战前，陆军领导人们对这项职能就感到迫不及待，他们寄希望于航空队自己发展的，而且是独家生产的高速侦察机。这些快速飞机可以有效地为军和集团军远程炮兵服务。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对于射程较近的炮兵则无用，而师和团经常地、大量地依靠这种炮兵扫清他们前进的道路。1941年，陆军炮兵为弥补这个空白采用了自己创造的权宜之计(地面部队依靠这种权宜之计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没有武器的双座小型单翼飞机(Piper cub)。一名炮兵军官可以把这种飞机当做空中观察哨，航空队从民间制造商采购了这种便宜的“蚱蜢”式小飞机，由陆军炮兵学校训练观测员，而航空队则教他们飞行。每个炮兵营、每个师和旅的炮兵指挥部，都装备了几架这种小型飞机(陆军称之为“L-4”)。



　　这样，陆军地面部队就设计并取得了它们自己的微型航空队。1943年下半年，海外地面部队一有这种航空队，就拿到实战中去充分考验，结果大得人心。这种小小的“空中吉普”(人们给它取了许多亲热的外号)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起飞着陆，它们总是随叫随到，可以在地面指挥部认为适合使用它们的任何情况下使用。它们的炮兵飞行员完全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它们成了地面部队的一种吉祥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



　　从一开始，陆军航空队就用嫉妒的眼光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并一再设法把它纳入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之下。陆军部最后明文规定，如果陆军地面部队让它那个小崽子航空兵的规模超过原来的规定，那就同意把它纳入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之下。这种威胁在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之间造成了一个痛点，并且，越来越成为激怒的源泉。对于战斗中的地面部队而言，很快发现它们那小小的“蚱蜢”式飞机可以用于多种目的：作为各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工具——“飞行吉普”、近距离地图照相、夜间飞行、紧急再补给、飞行救护车，甚至用作火箭弹和轻型炸弹的运载工具。他们不仅迫切要求更多的这种飞机，而且要求对它加以改进，成为一种改进型的飞机。但是，每当麦克奈尔将军提出一项修改建议时，五角大楼内警惕的空军军官们都会发出上述威胁。地面部队的这种“轻型航空兵”必须以机灵和热情取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功，并且以它现有的家当对付过去。



　　1943-1945年与地面部队的协同



　　1943年中期，当时在欧洲美国部队中的空-地协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到1944年中期，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到1945年3月，按照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特尔·史密斯中将的判断，“空中和地面部队的战术协同已变成一部精确的机器”。



　　情况的改善，部分是由于到1944年夏，陆军航空队手中终于有了可以执行各种任务的待机部队。航空队的发言人们倾向于把这种改善的大部功劳，归之于航空队领导人取得的胜利：1943年7月21日，当航空队和海军的斗争达到高潮时，陆军部颁布了陆军野战条令FM100-20《空中力量的指挥与运用》。在这部陆军的圣经中，对空军领导人的雄心壮志和学说作了使他们满意的阐述。这一点是用大写字母标出的，原文如下：“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是平等的、相互依赖的部队，无主次之分。”同时还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顺序规定了航空兵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三项任务。这篇“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怀着对他们同行中英国先行者特有的尊重，引证了蒙哥马利将军所写的《战时统帅笔记》作为他们的立场的坚实基础。蒙哥马利的这本笔记，是根据他率领英国第八集团军从阿拉曼到马雷特一线胜利进军的经验写成的。航空队的历史家们遵循笔记的思想，把它的重大的影响归功于蒙哥马利将军，宣称要使陆军指挥官更加尊重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的空军学说。



　　英国和美国航空部队在非洲的经验，当然与1943年地中海战区航空部队的改组有很大关系。这些经验之复杂，可谓一言难尽。对我们的主题来说，重要的是改组的结果出现了一支战术航空部队——第十二航空队，它同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第十五航空队在意大利并肩作战。战术航空队原先主要是为航空队的各种需要服务的。但是，战术航空队把各级部队和最适合于支援地面部队的各型飞机纳入一个司令部指挥之下，这些飞机如果不需要用于特定时间内被认为是更重要的空战，则用于支援地面部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更有利于空-地协同的结构。



　　然而，任何一位历史家来试图阐述意大利战役中开始出现，诺曼底登陆后在欧洲取得如此圆满结果的空-地协同的改进，未必对组织的变化和高层制定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看得过重。十分明显，实质性的改进是从基层发展起来的，来自那些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军官们的善意和努力，这些军官在意大利战役的激烈战斗中使雄心、学说和偏见服从于解决战斗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任务。他们就是马克·克拉克中将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和奉命与之协同作战的战术航空部队——戈登·萨维尔准将指挥的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队的军官们。



　　他们创造的办法是简单而实用的。办法之一是将集团军司令部和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队指挥部设在一处，以便参谋人员和指挥官们不断地了解彼此的计划和程序。另一个办法是地面部队指挥官受权派出联络官到机场说明他们部队的问题，向派去支援他们的飞行员介绍情况，根据航空队供它自己使用的航空照片推断眼前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地面部队的空中联络官，即现在所谓飞机引航员或“流浪汉”(人们给他取各种各样的外号，如“流浪汉乔”、“流浪汉皮特”、“流浪汉约翰”等等)，可以乘坐装备有高频无线电台的吉普前进，通过无线电向飞行员指示有利的目标，或者乘一架小型炮兵飞机(外号为“马蝇”)将飞行员引向目标。空中和地面部队终于被允许在战斗中相互对话，并拥有相应的设备了。



　　这些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意大利战场上的空-地协同，但是，执行得如此顺利，以致“霸王”计划的制定者们研究了这些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改进后，把它们纳入横渡海峡进攻的空中计划之中。陆军航空队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战术”航空队——第九战术航空队，与进攻欧洲大陆北部的美国各集团军协同，分别给美国的三个集团军各配一支战术航空部队。甚至战略航空部队也置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以便必要时进行支援，如同7月25日在圣洛那样：当时，战略航空部队被召唤到诺曼底上空猛烈轰炸，为美国第一集团军的突破打开了一个缺口。地面指挥官们停止了抱怨，并开始赞扬航空队。8月6日，当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全速向赛纳河挺进时，他把暴露的南翼的安全交给了第十九战术航空队掩护。8月突破期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项发展就是空-坦部队，在这种部队中，一名飞机引航员同一个装甲营的指挥官一起坐在装备高频无线电台的“先头”坦克中，与上空的飞机互通要求、警报和情报，以便给装甲部队提供掩护和“武装侦察”。这是一幕令人激动和壮观的战争情景。当然，让飞机同快速运动的坦克纵队搭配，比同在地上爬涉的步兵搭配容易一些，在欧洲战场上的空-地协同方面，空中和坦克成员的协同是一大成功。这两个军种终于学会了如何共同行动。如果部队和飞行员预先受过训练，这种新的作法可能运用得更早、更好。但是，年轻的美国人学得快。通过每天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空-地协同日益密切。航空兵指挥官，以及飞行员满腔热情地、精力充沛地促使这种新的安排切实可行。与巴顿的第三集团军配搭的战术航空部队指挥官埃尔伍德·奎萨达少将(外号“皮特”)，听到布莱德雷将军感谢他的出色支援时感到不安，说：“我们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干这个的。”谈到奎萨达，布莱德雷将军写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富于想象力的人参加这次战争，他在战术航空兵的使用问题上不受他的如此众多的上级的偏见和学说的束缚。对于奎萨达来说，战斗机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是一种具有广阔的未知的可能性的、为人们不大熟悉的武器。”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上，陆军航空队、陆军和海军三者之间的十分有效的协同也正在发展。在摧毁日军在拉包尔修筑的大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战役中，空军、海军和两栖登陆部队从瓜达卡纳尔岛爬上所罗门群岛的台阶时，互相配合，实施协调一致的突击。陆军航空队的岸基战斗机和轰炸机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紧密协同，以瘫痪拉包尔。一旦把拉包尔孤立起来，陆军轰炸机就持续不断地实施压制。在一名海军将领担任司令官的南太平洋战区，忠实而圆满地执行了这两项任务。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际上是陆军处于主导地位的一个战区，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政治家才能和他的航空兵指挥官乔治·肯尼将军的干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最真诚，最有效的空-地伙伴关系。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是利用陆基飞机掩护他向新几内亚北岸和菲律宾的蛙跳。这只需要很少的近距离的支援。地-空伙伴各自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最多的东西。陆军蛙跳得到掩护和延伸。陆军航空队则得到岛上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去夺取空中优势，并且迅速前进以便为它的轰炸机取得轰炸日本的基地。



　　1944-1945年的重型轰炸机攻势



　　1944年春，当美国战略轰炸部队在关键时刻摧毁了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时，我们停止了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尽管当时美国战略轰炸部队几乎立即被置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但是，他们在以现有力量继续轰炸德国的同时，支援进攻欧陆。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开始狠狠打击德国合成石油工业。



　　这两支战略部队(英国的夜间轰炸部队，美国的昼间轰炸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以不断增加的兵力持续地、猛烈地轰炸德国。他们摧毁并烧毁了许多大城市，如同早在1943年7月对汉堡实施的猛烈火攻那样。他们的炸弹摧毁了生产这场战争所最必需的产品的建筑物，如同美国人1943年8月和10月对施韦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厂和飞机厂进行的代价重大的攻击那样。



　　然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于1945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1944年夏季以前，战略轰炸这一巨大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比原来想象的差得多。



　　1943年夏季以前，总的来说，战略轰炸对弹药生产或国民经济都“无明显效果”。直到1944年7月，德国军备总产量还是稳步上升。直至1944年9月底，飞机的月产量还从1月份的二千四百四十五架跃进到四千架以上。轰炸减缓了生产速度——1944年第一季度减少多达百分之十。调查委员会总结说，1943年战略轰炸所造成的产量总的损失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轰炸部队在进攻日(D-Day)后发动对石油生产的系统轰炸，和9月起对运输系统的轰炸，才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尽管三十万零五千德国平民被炸死，七十万人受伤，五百万人不得不疏散，但是，德国平民的士气并没有被摧垮。直到1944年年底，政府还能做到使幸存者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没有下降。德国人对待轰炸的态度是泰然处之，如同1940和1941年英国人对待轰炸的态度一样。这使人想起乔治·梅雷迪思描写暴风雨中海浪冲击洋岸的诗句：



　　巨雷滚滚，象一群狂奔的战马，



　　卷起一溜无力的波涛，扑打着岸崖。



　　如果说德国经济的崩溃迟迟未能实现，那么，这并不是由于空中打击缺乏不断提高的摧毁性和精确性，而是由于战略轰炸总的计划是建立在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上的。和英美的战争经济不同，德国战争经济直到1943年还没有为进行战争而全面动员起来。后来才发现德国人拥有备份机床和原料，一直到战争结束还能满足火炮，弹药、军用车辆、飞机、发动机制造的需要。并且，他们还拥有足够的动力资源(除战争结束时的石油以外)来推进他们的飞机和其他军用机器，同时保持他们的工厂不断开工。当一种战争工业被击中，他们还有足够的未经使用的工厂厂房和人力去进行分散生产。他们从来没有全部动员他们的后备人员。妇女还没有如同在英国和美国那样被动员起来。甚至，当施佩尔以他过人的才能实现了1943-1944年战争生产的合理化，并且加快了速度时，也很少让工厂实行两班制，然而产量却持续上升。



　　但是，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毫不怀疑，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轰炸部队从1944午9月起到1945年4月(当他们炸完了目标时)为止，最终能够进行的独立空中战争，促使德国进行战争的能力遭到了破坏和瘫痪。它们收到这种效果不是由于精确轰炸，而是由于更加合理地选择目标，提高了轰炸威力。



　　战略航空部队远不是他们原先想要充当的精确轰炸的工具。



　　1941年，英国人已放弃没有希望的昼间精确轰炸，转而实行夜间区域轰炸。



　　年轻的美国航空部队一直相信用它的诺登轰炸瞄准具和它那坚固的B-17型飞机，就可使有选择的轰炸取得决定性的成功。美国航空队“恋恋不舍”昼间精确轰炸的政策。



　　1941年皇家空军转而实施夜间轰炸后，又遭到代价重大的，惨重的挫折。他们的轰炸机对付不了烟雾弥漫的高射炮火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探照灯光，它们甚至常常找不到要轰炸的城市。后来，到1942年，担任英国轰炸部队司令的英国爵士阿瑟·哈里斯将军，把这支部队变成了一支非常有效的部队。他不是把区域轰炸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他把这种轰炸奉为理想。他公开嘲笑精确轰炸的拥护者们是贩卖“万应灵药”。与此同时，为使他的区域轰炸行之有效，他创造了一些方法，诸如利用无线电定向波束导航；雷达瞄准；导航部队用照明弹和燃烧弹照亮目标城市。1943年1月，当邱吉尔力图在卡萨布兰卡动摇缺乏经验的美国人对“目标系统”的精确轰炸的信心，拉他们参加英国轰炸部队对德国人的士气进行最后一轮夜间攻击战役(这是一次真正的“联合轰炸攻势”)时，他可以拿出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哈里斯于5月间从轰炸科隆开始的“千机”大轰炸，顺利地摧毁了德国的许多城市。



　　美国人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英美两支轰炸部队各行其是。1943年，昼间轰炸把美国战略航空队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但是，当配备护航战斗机的美国战略航空部队1944年春恢复了战略轰炸时，它们的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坚持昼间对重要的“目标系统”进行有选择的轰炸，以实现美国迫使德国人投降的目标。美国人不仅相信这种做法更有效，而且他们反对对居民的大规模轰炸。1月，支持斯帕茨反对轰炸居民的埃克将军写道：“……你和鲍勃·洛维特是对的，我们决不应当让这次战争的历史谴责我们轰炸普通老百姓。”然而瞄准失误“漏掉的”的炸弹，还是在设有或靠近“军事”目标的居民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了克服欧洲天候造成的轰炸中断，美国人采用了皇家空军在云层上投弹的技术。这是一种盲目轰炸，几乎同夜间区域轰炸一样的不分青红皂白。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有选择地轰炸和区域轰炸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消失。一方面，哈里斯将军受命违心地参加了轰炸石油和运输目标；他的部队现在的装备和训练可以有效地轰炸这类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司令官们尽管是勉强地，但他们还是奉命从事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1945年1月，盟国空军领导者们在马耳他与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晤，获准对柏林以及德国东中部未遭轰炸的城市进行一系列这样的攻击。马歇尔将军支持这个建议；尽管阿诺德一再反对士气轰炸，也表示了同意。这些攻击的军事目的是以牵制德国对东线的增援来援助俄国人，但同时也是企图增加这些城市的混乱和惊慌；这些城市本来就被苏联军队的推进吓坏了，难民蜂拥而至。2月3日，美国人以大约一千架重型轰炸机猛炸柏林，炸死约二千五百人。2月26日和3月18日又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摧毁性轰炸。与此同时，在2月13-14日夜间，英国人轰炸了德累斯顿，该市街头上挤满了逃避苏军的难民。第二天早晨，当遭到英国人轰炸的这座城市的浓烟升到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时，美国人又进行了一次摧毁性的轰炸。美国指挥官们在他们下达的轰炸指令中，列出了具体的军事目标。然而，这仍然是恐怖轰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新鲜的表现。战争的无情逻辑把战争从负责指导战争的人们手中夺了过去。



　　战略合作



　　如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航空队费了许多精力，实际上是大部分精力，谋求与地面和海上部队各种形式的协同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德国战略轰炸最有效的工作大都是航空队与地面部队合作时完成的。他们勉强地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去执行轰炸法国运输系统的任务，以便为横渡海峡进攻铺平道路，从中懂得了轰炸运输系统的功效。正是越过法国，并进入各低地国家的各集团军的快速前进，打乱了敌人的无线电防空警报网(过去敌人就是依靠这个警报网指示他们的战斗机截击川流不息地飞往德国境内目标的轰炸机)，从而使最后的大轰炸得以产生致命的效果。再者，1945年3月，对德国运输网和鲁尔区城市的空袭，据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发现，在打乱德国战争经济方面是同对石油工业的轰炸同样重要的；对这两个系统的轰炸都是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要求实施的，目的是为加速他指挥的各集团军向德国本土进军。必须记住，当盟军战略航空队对德国经济和士气施加致命打击的时候，苏联和盟军地面部队已把德军封闭在他们的本土，并且从东面打击了它的要害。不管怎么样，1945年4月德国的彻底失败，是诸军种联合作战的胜利。



　　在对日作战方面，陆军航空队于1944年11月从马里亚纳群岛发动了对日本的战略空中战争，这个群岛是前一年3月尼米兹上将的舰队和地面部队攻克的。对日轰炸是由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执行的，这支部队装备有B-29型超级轰炸机，并且在战役的决定性阶段，由一名厉害的、冷酷无情的年轻的航空队将军柯蒂斯·李梅指挥(他现在任空军参谋长)。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隶属于第二十航空队。该航空队是由阿诺德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的，因此不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控制。



　　李梅将军把他的前任开始发动的对日本战争经济某些挑选出来的目标实施的高空攻击，继续到1945年3月。结果招致失败，保卫这些目标的日本战斗机是有效的；轰炸不准确，B-29型轰炸机和宝贵的空勤人员损失激增。3月，他决定执行一项新计划，即派出他的装备有凝固汽油燃烧弹的超级轰炸机，夜间低空进入，飞到防御薄弱的日本城市上空，把它们烧毁。空勤人员经过专门训练，懂得如何寻找人口最密集、建筑物最易燃烧的居民区。



　　李梅将军直到他的计划开始执行的前一天，即3月9日夜间才向阿诺德将军报告。他的第一次打击指向东京，取得了出奇的成功，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名男女和儿童化为“一堆灰烬”，四万零九百一十八人伤残，一百万八千零五人无家可归。十五平方英里以上的面积被烧光。火暴造成的高温使那座城市里运河的水都沸腾了。此次突击，只损失了十五架B-29型轰炸机。



　　在华盛顿航空队总部的帮助下，李梅将军现在标出了要摧毁的三十三个城市。总共有六十六个日本城市遭火攻；三十三万居民死亡，八百五十万人的家园遭破坏。在他8月6日奉命对广岛和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之前，他已经摧毁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空中战役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致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看法，即使不投掷原子弹，日本也会在几个月内投降。李梅将军可以满意了，他已经显示了独立的空中战争的威力。



　　但是，仅仅是在海上、空中和地面进攻使日本本土诸岛进入了B-29型轰炸机航程之内，剥夺了它的新帝国，打败了它的海军和空军之后，仅仅在潜艇和海上封锁已经扼杀了它的海上运输和战争经济之后，对日本的战略轰炸才变得有效的。



　　回顾



　　当年，德日两国的失败是盟国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联合作战促成的。



　　在欧洲，盟国战略的核心是发动一场诸军种的联合登陆进攻。在登陆进攻之后的阶段，地面作战在把德国推向灾难的边缘这一点上同空中作战一样是决定性的。尽管战略轰炸对德国地面作战部队没有来得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纳粹政府就投降了，但是可以公正地说，欧洲战略轰炸是加速了德国内部的崩溃的。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队对日本的联合打击是如此有效，以至没有必要进攻其本土了。这在战争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是，空中战争的梦想和最后目标是以空中力量迫使对方投降，只是偶尔需要其它军种给予援助。1945年，这一梦想未能实现。更有进者，事实证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是一根大头棒，它发挥威力靠逐步增加力量和大规模的毁伤，而不是象它原来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靠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行动就行了。



　　战略空中战争作为一种最卓越的进攻形式，是英国和美国空中力量的先驱者们和领导人们的希望和目标，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了美国人建立的庞大航空部队的形式及其使用学说。美国战略航空部队在金钱、技能和稀有资源(除人员外)方面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工具。战争结束前的短暂期间内，当这些部队可以相对独立地使用时，战略轰炸发展了一种不加选择的破坏的可怕能力。除了加速战争的结束，顺便说还有为最初的两枚原子弹提供运载工具以外，战略轰炸机并没有证明它有决定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对纳粹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实施包围与封锁，并使之受到海上、地面和空中攻击的海空力量，空中支援部队以及在德国腹地和日本大门会师的各路地面部队，都是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无可辩驳的是：二次大战中，美国人和英国人使用空中力量的方式，对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未来的战争和战略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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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战略》一书，是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海军少将、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所著，是作者于1887年至1911年间在美国海军学院讲授海军战略和多年研究而形成的著作，它是作者关于海军战略理论著作的代表作之一，是世界上第一部海军战略理论专著。马汉仔细研究17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多次海上战争和海战，并参照这一期间陆上重要战役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他的海军战略理论。马汉生活在美国历史上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当时的美国对欧洲实行门罗主义，拒绝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对亚洲推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企图与欧洲列强共同宰割亚洲国家。《海军战略》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产生，并为这种侵略扩张政治服务的。



　　本书分为十五章，有三个主题：一是史例述评；二是基本原理；三是原理的应用。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海权论的海军战略理论。认为海洋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从战略角度看，对海洋的利用，其商业航运价值与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为确保商业航运的利益(而现在则不止于此了)，应该获得海上航行自由，应该掌握制海权。而制海权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即使是英国在自诩为“日不落的国家”的时代，其制海能力也未能控制全部海洋；而且，制海权更不可能永远操之于一国之手。因此，掌握局部海域的、暂时的制海权是完全可能的。若欲确保本国应享的海上权益，要想维护国际关系的协调，就须依靠强大的海军。



　　第二，强调海军战略的四要素。这些要素是：(一)集中和达到集中的方法；(二)中心线或中心位置；(三)由中心位置所表现出的内线运动；(四)海上交通对于军事供应与胜利的关系。马汉反复论述这四个要素的重要性。认为“集中的方法是海军战略的入门”；认为“威力的方程式是力量加位置”，占据中心位置就便于舰队实施内线机动，赶在敌方舰队之前展开于有利海区；认为海上交通线是支持海上作战舰艇的生命线，能否保持稳定的交通运输，对海战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第三，马汉根据美国当时陆海军实力尚不够强的情况，特别重视弱势海军作战的研究。一方面，他认为弱势海军应当尽力避免同优势之敌过早决战；应当寻找敌方的空隙，对敌方脆弱目标，集中兵力造成优于当面之敌的态势，进行战斗。这样既可以削弱敌方兵力，又可迫使敌方分散兵力，为打歼灭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从战争全局的利益着想，当需要同敌方硬拼时，又要敢拼。马汉不止一次地赞扬纳尔逊1805年在追击自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的法国舰队时所下的决心，即或一对一地拼掉，那时法国所余的海军力量，已不足以危害英国本土了。他认为纳尔逊在这一作战指挥上，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



　　第四，在海岸防御战中正确地运用海军兵力。马汉认为海军舰队是海上作战的野战军，是海上进攻战的主力，应充分发挥它具有机动性强的优势。他极力抨击那种使用海军舰队担任直接防御海岸(基地、要塞)正面地段的做法；同时，也反对那种认为基地、要塞与舰队无关紧要的观点，严厉地批判“要塞舰队”和“绿水学派”的战略思想。他列举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旅顺口之战中，俄国太平洋舰队固守旅顺口的愚蠢行为，主张海军舰队应避开海岸(基地、要塞)防御的正面，跳到圈子外面，根据作战能力，或驱逐敌方舰队远离海岸线，或袭击敌方其他较弱部队，诱使敌方舰队离开它攻击的海岸线。他认为海军舰队在海上的积极作战行动，是最好的支援海岸防御作战的战法。



　　第五，关于海军基地的性质。马汉认为海军基地是海军舰队这支海洋野战军生存的根据地，又是舰队实施海上攻击的出发地，所以它是支援海上攻势作战必不可少的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军基地是具有攻势属性的。海军基地防御，同海岸要塞一样属于海防线上的要地防御，是陆军、海军(现代条件下，还有空军)协同的重要战场作战。参战部队应确立作战的整体观念，陆军负有保障基地安全的责任；海军舰队则应在海上实施机动作战，支援配合陆军在岸上和陆上作战。



　　第六，阐明海战的攻防性质。马汉认为海战是以其作战目的而区分进攻和防御的。在海战中，不论战役性质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舰队总是以攻击行动去达成战役目的的。即使在保护海上交通线或对运输舰队担任直接掩护的行动中，虽然属纯粹防御战，舰队仍应以驱逐敌方舰队远离交通线，或采取进攻战斗以攻击企图攻击己方运输舰队的敌方舰队为主。所以，海上攻击是海军舰队在攻防战役中的基本作战方式。



　　马汉的这些理论观点，是他考察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情况，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各个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各次战争的主要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比较符合海军建设和海上作战的实际。《海军战略》首次出版后，即很快为列强军政要员所瞩目，并引以为建设各自海军的理论指导，这并非是偶然的。我国是濒临太平洋的社会主义大国，有连绵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我们正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国际贸易，商船队日益兴旺发达，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蓬勃兴起，海洋权益对于我国的国计民生至关重要。在这种形势下，在国家经济技术实力可能的前提下加强海军建设，确保中国海权之不受侵犯，保障西太平洋的区域和平和世界和平，已是不容忽视的课题。阅读《海军战略》一书，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将会对我们加强海权观念和加强海军建设有所裨益。



　　蔡鸿幹先生早年即从事海军理论研究。1945年曾将所译《海军战略》一书出版发行。现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与田常吉同志重译此书，并与读者见面。本书的重译出版，为我们深入研究海军战略理论，在当代新条件下发展海军战略理论，是一份可贵的贡献。



朱军 1991年4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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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战略》一书，是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晚年完成的一部海军战略理论专著，是世界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海军战略理论著作。它是马汉将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海军战略的讲稿纂修成书，并于1911年11月正式出版的。此书出版后，首先受到英国人的推崇，他们认为此书在朱利安·S.科贝特的著作《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之上。



　　马汉于1840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授的家庭。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后，即在美国海军部队任职。1862-1864年，调海军学院任教。1877年，调任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军械和射击系主任。1886年，再调海军学院任教，主要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1886-1889、1892-1893年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



　　马汉的海军理论研究约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他撰写了第一篇论文《海军军官教育》。在这篇论文中，马汉提出如下的论点：“历史不赞成这种观点，即坚信和平就是保证战争不会发生。”1880年，当马汉获悉法国的一个公司准备修筑巴拿马运河时，抱怨美国对此“袖手旁观”，认为当时居于世界第12位的美国海军，仅仅是一支“防御力量”，而“对付敌海岸线，则需要一支进攻的力量”，“为了控制(中美)地峡，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1887年，马汉发表了《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未来战略》，提出“一个国家的商业(按，即商品输出)和海军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论点。这时，马汉个人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完成向帝国主义(立场)的转化。”他的海军战略思想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他阐明“一国海军优势，对陆上和海上的大角逐都有巨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战争的全局方面，海军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1889年，马汉写成《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一书，并于1890年出版。这部著作是马汉海权论第一部成功之作，是马汉海权论三部曲的第一部。同时开始撰写海权论的续篇《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至1892年出版，从而完成海权论三部曲的第二部。在此期间，马汉还发表《美国向外看》一文，公开主张美国应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为此须建立一支具有机动作战能力的庞大海军，并在国外拥有足够的加煤基地。主张美国向太平洋扩张，夺取萨摩亚、夏威夷，控制巴拿马地峡。1893年，马汉发表《夏威夷与我们未来的战略》一文，公开鼓吹“黄祸”论，为美国向亚洲地区扩张侵略制造舆论。1897年，马汉在《美国与海权的利害关系》一文中，进一步宣扬他的上述论点，并主张美国与英国联合控制海洋。英国《星期六评论》指出，马汉是“在宣扬军备的真理和侵略的需要”。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马汉向海军部长西奥多·罗斯福献集中兵力作战之策，被人们讥讽为“理论上的巨人，实践上的矮子”。在美西战争中，马汉竭力主张美国要占领夏威夷、萨摩亚，控制关岛、马尼拉，侵占中国的舟山群岛和三沙湾(三都澳)，宣扬门户开放政策适用于中国一切地方，从而成为侵略中国的激进鼓动人物。随后，又极力赞扬美国对菲律宾人民的血腥屠杀和镇压。西奥多·罗斯福在任美国海军部长、尤其是在任美国总统期间，大力推行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使美国海军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海军。马汉于1905年完成海权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



　　马汉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和论文130多篇。1911年出版的《海军战略》一书，是他海军理论最后的一部著作，是他从1879年以来30多年间研究的主要成果——海权论理论体系，在海军建设和作战全局上的运用。马汉此人，在政治立场上是帝国主义的，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忠诚服务的；在哲学思想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自认为自己对“海权”的“顿悟”，是上帝的赐予，“原则是永恒的”。但是，事实上，海权并不是产生于马汉的个人“顿悟”，更不是并不存在的上帝的“赐予”。马汉自己在并非自觉地去探寻规律性的东西的过程中，他不能不去追寻历史的痕迹，不能不去追溯理论观念的先河。他并非是在上帝的驱使下去仔细研究从1660年至20世纪初的多次战争史、海军史和海战史，阅读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世纪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远征记》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编》，考察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关于控制海洋的思想，阅读和研究《罗马史》、《罗马帝国史》、《法国海军史》、《海战》以及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与《1792-1801年革命时期的军事批评史》等大量的战争史和战争理论著作。有了上述这些探索和思维活动，马汉才“终于悟出了对海洋的控制是一个历史要素”，初步得出“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的结论。在随后的长期的实践和逐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直至写成《海军战略》的过程中，马汉才得以揭示出来关于海权论、关于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理论的许多大体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在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体系中，不失为“合理的内核”。



　　马汉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关于海军建设问题，认为海军舰队是海洋上的野战军，在海洋上的机动性和攻击性是其力量的所在；主张建立优势的、能够在海洋上积极进攻的机动作战的舰队；他反对单纯防御的“要塞舰队”(即把舰队作为要塞防御的手段)的思想，也反对绿水学派“存在舰队”(即认为舰队可不要基地、要塞而存在)的思想。关于海军作战问题，他主张在同一个时期或阶段只能有一个作战方向，并集中兵力作战；反对同时有两个作战方向和分散兵力作战。强调舰队决战思想，以优势舰队歼灭对方舰队，或对对方实行有效的海上封锁，以剥夺对方的主动权。认为集中海上力量以确保海权，是战争和作战指导的中心；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就能赢得海上战役战斗的胜利，就能达到控制海权的目的。为了便于随时集中兵力作战，他认为舰队应配置在“中央位置”，以保证能够迅速地向主要作战方向的机动。他认为海上力量是一国的海军、商船队、基地和海外殖民地等的总和，是一国征服和使用海洋的整体力量。为了保障海军的作战，从而保障海权的控制和海上贸易(商品输出)的利益，他认为必须建立和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海外基地。



　　应当指出，马汉经历的年代，是美国海军正由风帆舰队刚跨入蒸汽舰队初期，他所指挥过的最大军舰是1885年建成的蒸汽巡洋舰“芝加哥”号。老的东西在他的思想观念中是较深的。他不赞成建造战列舰；对新出现的潜艇是轻视的；认为集中兵力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作战对象都是一律适用的。



　　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后起的列强之一的美国，完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走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的时代。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自然适应了当时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海洋政策的重要依据；并受到其他列强英、德、日、俄等国的尊崇。但是，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毕竟是不能不在历史的、阶级的和思想的局限中产生和形成的理论。马汉所宣称的“永恒”的东西，并不永恒。



　　海权论和海军战略理论，并非是美国的、西方的专利品。它是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战争、战争扩展到海洋领域以后，就逐步从战争实践中萌发出来的。历史的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而理论又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趋于更高阶段。马汉的时代，海洋观念，主要是视海洋为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海上通道看待的，是较窄的涵义。而当代的海洋观念，早已突破资产阶级的局限，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海洋，不仅仅是洲际贸易和交往的通途，而且是人类日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宝库；海洋国土、海洋权益等新时代的海洋观念，已完全更新了旧的海洋观念，海洋霸主的皇冠，早已一个接一个地飘落为历史的陈迹。争得国家海权，保卫国家海权，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观念和斗争艺术，已经被广大的海洋国家和民族所觉悟所掌握。海权观念正经历着新的世纪。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时候，《海军战略》中文本的重译出版，实在是有重要意义的。本书的重译，是由商务印书馆约稿，由海军司令部原研究室承办的。在重译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与译者蔡鸿幹、田常吉同志的合作，值得称赞；重译的初稿，曾请陈书麟、安常容同志校阅，在此书出版之际，特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志本 1991年4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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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成稿以来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的变化



　　变化并不影响战略原理，但却影响其运用



　　初稿以来的三次海战



　　有关正确评价海军战略的总的发展情况



　　说明原理的永恒性的实例



　　历史实例或亲身经验乃是确切理解原理的必要条件



　　引用拿破仑和纳尔逊的名言为证



　　沃尔夫记载实例的习惯



　　吴士礼勋爵的名言



　　以1904年俄国舰队分开配置这一实例责难美国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



　　历史乃是实例的记录



　　海军战略思想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发展



　　以当前海军实际说明其发展



　　并以海军著作说明其发展



　　达里厄著《海上战争》



　　达夫吕伊著《海军战略研究》



　　科贝特著《英国在地中海》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



　　谢尔曼的向海岸进军同美国海军学院创立的关系



　　论述战略的各种方法



　　原理与实例的相互作用



　　国家政策同军事准备之间的关系。实例说明



第二章 史例述评



　　考虑战场时的首要要求



　　实例说明：奥地利查理大公对多瑙河地区的研究



　　1796年查理大公抗击儒尔当和莫罗的战役



　　集中、中央位置、内线和交通线的重要性



　　实例说明：1. 纯陆战；2. 陆、海军混合或联合态势；3. 纯海战



　　1630至1660年期间法国同奥属西班牙和日耳曼之间的斗争



　　法国的中央位置



　　西班牙至中部日耳曼的交通线



　　西班牙海军于英吉利海峡无法对抗荷兰海军



　　地中海交通线对于通达热那亚、米兰和阿尔卑斯山要隘的极端重要性



　　结合所述条件运用中央位置、内线和交通线



　　同日耳曼境内多瑙河一线比较



　　对此种态势的综合研讨



　　“战争就是处置位置”



　　靠近乃是位置的首要因素



　　以迂回路线——隐蔽航线进行规避



　　公众的恐惧对军事部署的灾难性影响



　　法国参加三十年战争



　　法国海军由大西洋调至地中海



第三章 史例述评(续)



　　黎塞留对战争的错误指挥



　　纳尔逊的名言：集中兵力乃是第一需要



　　将这一原理运用于军舰设计



　　运用于边境进攻，运用于战术



　　1796年拿破仑于意大利。类似查理大公同年于日耳曼



　　选定侧翼实施攻击及其理由



　　纳尔逊的方式和理由



　　法拉格特于莫比尔之战



　　日本海海战



　　集中乃是战略和战术的共同根本原理



　　运用于海岸防御和海岸进攻的原理



　　1812年战争



　　军事线可考虑分成三个部分



　　运用于美国海岸线



　　佛罗里达半岛同朝鲜半岛相似



　　对中央位置所固有的有利条件的特性的分析



　　一支实力的标准，两支实力的标准



　　“假如”和“但是”



　　拿破仑于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前



　　东乡于对马海战之前



　　查理大公于1796年



　　查理大公的名言



　　针对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建议运用这一名言



　　对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所具有的价值的评价



第四章 史例述评(续)



　　1642年黎塞留逝世时期的史实叙述



　　马扎然的政策。军事特色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法西两国继续对抗



　　克伦威尔统治下英国的出现



　　英国海军的改组



　　克伦威尔的政策



　　荷兰和英国两个共和政体试图实行政治集中



　　英荷战争



　　贸易保护



　　地中海的海军事件



　　英吉利海峡的海军事件



　　英国人认识到集中的必要性



　　英国通过控制海峡和通商导致荷兰萧条



　　英荷媾和



　　关于集中的原理必须从其精神实质上而不是仅从其字面涵义上予以运用



　　以日俄战争为实例予以说明



　　运用于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



第五章 史例述评(续)



　　海军必须拥有永久位置才能实施有效的作战活动



　　1654至1689年期间，即第一次英荷战争和欧洲大混战之间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事件的简述



　　1650年以前法国海军于地中海的活动



　　1654年英国海军进入地中海所产生的作用



　　旅顺口对日俄战争的影响



　　克伦威尔对西属西印度群岛的攻击



　　随之与法国媾和并同西班牙开战



　　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1659年法、西签订比利牛斯和约



　　西班牙长期衰落



　　克伦威尔政策对英国在欧洲的地位的作用



　　斯图亚特王朝后来的政策



　　对克伦威尔政策的正确评价



　　今日的类似情况



　　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英国在国际上的软弱无力



　　国家的内部统一是对外施加影响的基础



　　以路易十四的权势为例说明只有国内牢固统一才能应付国外纠纷



　　1689至1713年期间地中海的特定军事重要性



　　以地中海为例说明必须拥有永久位置



　　欧洲反法联盟



　　法国的军事计划



　　1689至1713年期间地中海对联盟的重要意义



　　上述情况同地中海往昔作用的对照



　　1690至1696年期间的海军事件



　　联盟迫切需要在地中海拥有永久位置



　　威廉三世的战略洞察能力



　　盟军舰队遵照命令于加的斯过冬而不返回本土



　　这一措施对萨伏依和法国于加泰罗尼亚的作战活动的影响



　　路易十四以入侵英国为威胁采取反抗活动



　　英国的公众恐惧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由于盟军舰队不在地中海导致巴塞罗那陷落和萨伏依背盟



　　盟军舰队进驻地中海两年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法国精疲力竭



　　军事位置在强制延缓中的战略作用：1776年美国海军分舰队在尚普兰湖；1796年的曼图亚；1800年的热那亚；1899年的莱迪史密斯城；1904年的旅顺口



　　法国同反法联盟缔结和约



　　1702年再次爆发战争



　　1702至1713年新战争的不断的影响



　　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



　　马尔伯勒继威廉之后指挥战争



　　马尔伯勒的计划



　　事件概述



　　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确立了英国在地中海所获取的位置



　　1812至1814年美国各大湖的类似作用



第六章 基础与原理



　　当这部讲稿最初写成时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利益



　　巴拿马地峡类似于多瑙河河谷并类似于瓦尔泰利纳隘路。加勒比海类似于地中海



　　美西战争对美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欧洲政治对于美国的战略研究人员并非无关



　　1897年以来欧洲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



　　这些情况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德国海军日益增强的广泛重要意义



　　门罗主义的发展



　　组建国家舰队乃是一个战略问题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大不列颠的影响



　　在现时竞争中德国和日本的有利条件



　　美国保护其海岸和对外政策的能力主要依靠海军力量



　　最近三十年来有关海权思想的成长



　　新兴的海军大国乃是美国、德国和日本



　　海军著作的发展同对海权的认识相一致



　　这种发展不外是将以前已被认识的真理予以系统阐述



　　海军历史和人物传记为系统阐述战略原理提供素材



　　海军战略的论述发展迟缓的原因



　　蒸汽机的影响



　　例证的评价与讨论：1652年英荷海军的分散；1904年俄国舰队的分散；拿破仑对英国布勒斯特舰队的分散的批评



　　蒸汽机增强了“交通线”对海军的重要意义



　　海军学院的特殊目的



　　在任何战略问题中须要考虑的决定性问题通常是不多的



　　以律师业务为例予以说明



　　海军战略既适用于和平时期又适用于战争时期。其理由



　　以实例说明和平时期的战略



　　海军作战的广大地理范围



　　各国海军最近改变部署的方法



　　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其原因



　　“战争就是处置位置”



　　运用这一真理必须慎重



　　古巴的位置



　　英国舰队在各次对法战争中的位置



　　由于当前同德国的竞争从而影响到英国舰队的位置



　　得以确保安全的前进位置所具有的有利条件



　　不列颠诸岛相对于德国的态势乃是前进位置的一个实例



　　袭击战同切断“交通线”并不等同



　　于适宜位置进行集中所具有的鲜明作用



　　为陆地相连的海军前进位置所具有的有利条件



　　选定位置必须考虑其固有价值和前进态势



第七章 基础与原理(续)



　　影响任何位置战略价值的三个主要条件：资源、位置、力量



　　以舰队司令罗德尼的信函为例予以说明



　　态势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陆上战略和海上战略的根本不同点



　　历史实例



　　具有控制能力的战略位置海上较陆上为少



　　战略位置主要决定于道路，尤其是决定于交叉路口



　　以西印度群岛为例予以说明



　　位置的力量



　　分析与研究守势力量



　　海岸防守舰



　　海上和陆上边境设防组成的防御体系所起的有效作用



　　在海战中，海军就是广阔战场的野战军



　　防御乃是基础；进攻则是建筑



　　公众恐慌的影响



　　依赖海军防守海港必然导致要求为数众多的小型舰船



　　将海军只用于防御的每项建议均属错误及其原因



　　海军乃是防御工具的真实意义



　　海军并非海港防御的适当工具的理由摘要



　　分析与研究海港的攻势力量



　　布设水雷的效能



　　战术条件同战略的关系



　　港外舰队的适宜位置



　　拥有两处出口的海港所具有的优越性



　　支援舰队进行远程作战的能力乃是海港攻势力量的一个要素



　　船坞乃是最为重要的需要



　　以日俄战争为例予以说明



　　资源乃是海港力量的一个要素



第八章 基础与原理(续)



　　战略线的各种不同特性



　　在开阔的海面上有极多的航线可供舰船使用



　　交通线的重要性



　　双条退却线或双条交通线的价值



　　美国的大西洋海军基地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



　　一条海上边境同其诸港口便是一条战略线



　　港口之间的运动很少可能在岸线后面进行



　　鱼雷艇对内陆水域的使用



　　舰队分散于数处港口时的集结问题



　　遥远海外属地的战略问题



　　其中战斗舰队具有首要作用



　　所有海外位置都要依赖舰队



　　大英帝国联邦的军事问题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战争期间的大不列颠的类似形势



　　引述基钦纳勋爵的论点



　　这一论点适用于美国海岸



　　英国海军的过去和现在的战略部署



　　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类似



　　以攻势夺得海外位置之后，继之便需采取守势



　　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同其1796年意大利战役类似



　　日俄战争也同样相似



　　海上较之陆上更为适宜长途远征



　　但决定性作用较小，而且坚持比较困难



　　初战胜利所需的条件



　　陆上的野战军和海上的舰队较之设防位置更为有效



　　设防基地仍然需要



　　选择这种基地的原则



　　海军场站的基本军事要求



　　这类海军场站的适当数量和特性



　　太平洋对于美国具有国家重要意义



　　加勒比海为门罗主义的中心所在



　　维持任一海外设防港口体系必须依赖海军



　　海军的真正目标乃是敌方的海军



第九章 基础与原理——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



　　远程作战需拥有战区附近的海军基地



　　这种基地的特征



　　日俄战争中双方的基地



　　确定基地的选择必须进行研究



　　作战行动的目的和目标



　　控制海域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种远距离地区的作战乃是一般军事行动的特殊实例



　　这种远程作战的特性



　　基地、目标和作战线的选择



　　以英国、奥地利、俄国和美国的基地为例予以说明



　　作战线和交通线



　　大规模海上远征的近代实例



　　这种海上远征有赖于海军优势



　　护航队乃是海军进行区域防护的实例



　　位于作战线或交通线附近的敌方军工厂的作用



　　防护这样的作战线和交通线的两种方法



　　拥有一条以上交通线所具有的优点



　　就强固位置所起的控制作用而言，看陆战和海战之间的差异



　　理由、例外和例证



　　确保远距离海上基地的安全必需拥有海军优势



　　实例：拿破仑于埃及和马耳他；日本和俄国于满洲



　　随之很可能必需一战



　　关于大规模海上远征中海军舰队同陆军部队应当一起同行还是相继而行问题的研究



　　渡海洋同渡江河相类似



　　主力战和牵制战



　　防御舰队应当选择何种位置同航途中的入侵者进行交战



　　历史例证



　　入侵的海军兵力必需保持集中。以拿破仑的批示为例予以说明



　　远征目标完成之后，陆军和海军任务的改变



　　雅典远征叙拉古的分析与研究



　　同1898年的圣地亚哥和1904年的旅顺口类似



　　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分析与研究



　　法军于埃及基本居于守势地位



　　海军劣势的影响



　　劣势海军于这种条件下的使用



　　尼罗河之战对英国海军部署产生的有利影响



　　前面讨论的两次海上远征同陆战某些情况的对照



　　翼侧位置的影响不在于其工事，而在于其守备部队或隐蔽于其中的舰队



第十章 基础与原理——作战行动



　　远距离海上位置征服后，海军兵力的战略运用



　　以陆战为例予以说明。1812年拿破仑对马尔蒙的训令



　　1804年拿破仑计划的大规模海军钳制



　　同1798年远征埃及的情况相对照



　　海军同本土防御的关系



　　海岸要塞的职能首先是攻势；而非守势



　　以1812年罗杰斯指挥的美国海军分舰队为例予以说明



　　确定正式组建一支国家海军。德国的定义



　　前进作战“正面”的有利条件



　　举例说明：1793至1815年的英国海军；1796年拿破仑于阿迪杰河



　　上述两例中被占据的强固据点



　　运用于加勒比海



　　前往苏伊士地峡与巴拿马地峡的英国的强固据点线



　　海战的作战方向决定于敌方的舰队和海军基地的位置



　　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乃是作战的首要目标



　　现代英国海军的常年保持巨大优势乃是海军战略例证数量缺乏的原因



　　1793至1798年历次地中海战役期间的动荡



　　历次地中海战役证实需要拥有当地基地



　　叙弗朗于东印度群岛所进行的战役同样如此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国海军兵力的均势



　　进攻设防海军基地必需在海上建立优势



　　距离的影响。因而远程作战必需拥有前进基地



　　对敌方基地实施攻击可能是对自己本身的当地权益的最佳防御



　　补给舰船的在场会对战斗舰队造成麻烦



　　对于退却之敌必需进行坚持不懈的追击



　　对马海战之前日俄舰队关系概述



　　敌人消失于追逐视野之外时的追击行动



　　攻击设防基地在于迫使敌方舰队交战



　　直布罗陀和亭可马里



　　面对位置适中和设防适当的两处敌对港口会对攻击舰队造成麻烦



　　一处港口拥有两处相隔很远的入口，则相当于两处港口。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



　　作战的理想位置



　　优势海军面对两处相隔很远的敌对基地所采用的传统做法



　　获胜后随之因交通线延伸而损及优势的海军所采取的传统做法



　　作战线如有可能便应向前推进



　　实例：1796年拿破仑于阿迪杰河；1794至1796年英国于科西嘉



　　阻敌前进：如何实施



　　转取守势的舰队所采取的传统做法



　　关于“防御乃是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的探讨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塞韦拉的冒险行动属于攻势



　　认真防御的重要因素



　　必须予以防御的位置靠近所属国所具有的有利条件



　　坚强要地在防御战役中的作用



　　既定区域内的设防位置既不应过多，但也不应太少



　　特别需要保持国家对遥远海域的控制



　　防护不应依赖海军



　　舰队负责掩护重要而未设防的位置所遇到的麻烦。举例说明



　　1796年的拿破仑与曼图亚。海外海上战场与此类似



　　以曼图亚和拿破仑分别为例说明守势作战和攻势作战的方式和方法



　　对强固要地进行控制时，陆、海军运动的差异。交通问题



　　拿破仑于曼图亚同纳尔逊于哥本哈根相对照



　　在战场上野战军的退却和追击的运动



　　在海上作战中纳尔逊的经历与此类似



　　在一支向前推进的优势敌军面前，劣势舰队的运动



　　舰队和设防港口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依托设防港口防卫海域的劣势舰队的运用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舰队所采取的方法则是采取攻势



　　以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为例予以说明



　　敌方的交通线和海外权益则是这种作战的目标



　　引述达夫吕伊的论述



　　变劣势为优势的问题



　　经验对于运用原理的价值



　　真正的经验不只限于个人经验



　　引述查理大公和拿破仑的论述



　　战争指挥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



　　战争的准则。引述若米尼的论述



　　拿破仑的名言



第十一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



　　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这一研究以敌对双方兵力相等为假定



　　因此，研究只涉及位置



　　然后，还必须考虑确定战场范围的那些理由



　　密西西比河河口和巴拿马地峡乃是两处首要权益据点



　　影响局势的政治事件



　　国际政治中的通商问题



　　关于战场边界的研讨



　　各海峡和其他水道的军事重要性



　　牙买加的军事控制位置



　　尤卡坦和密西西比河河口以西的墨西哥湾相对而言并无重要军事意义



　　为准备研究而画的基准线



　　列举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据点



　　美西战争后美国所获得的据点



　　这些据点的军事作用



　　研讨所列举的各个战略据点就其位置而言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佛罗里达半岛的作用



　　基韦斯特的位置价值



　　美国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类似情况



　　长岛和长岛湾的位置影响



　　继续研讨所列举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各战略位置的位置价值



　　古巴和海地对航船通行构成连续障碍



　　因而向风水道这一缺口便具有军事重要性



　　以一支胜任的海军依托附近基地以确保对这种水道的控制



　　一支对向风水道进行如此控制的海军对于企图在巴拿马地峡作战的敌对兵力的影响



　　控制向风水道的最佳位置。圣地亚哥、关塔那摩和牙买加在这一方面的对比



　　交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代海战中对所需煤炭的重要性



　　关于古巴和海地所具有的位置军事作用的分析



　　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军事影响会因拥有同等海军兵力的敌人占有古巴而消失



　　由此推论美国海军所需的规模



　　基韦斯特、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对这支海军所能给予的支援



　　哈瓦那的位置在控制上优于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



　　哈瓦那和圣地亚哥可以借助陆上交通进行互相支援



　　海港的战略特性和战术特性



　　位于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之间古巴南北两岸的隐蔽港口



　　关于西恩富戈斯港的战略和战术考虑



　　西恩富戈斯附近的暗礁海域为鱼雷艇和潜艇实施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



　　赫尔果兰的战略价值及战术配置



　　互相紧靠的港口应包括在同一防御计划之内



　　关于巴哈马浅滩和水道的战略考虑



　　1762年英国使用巴哈马水道进攻哈瓦那



第十二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续)



　　对以海军实力将古巴影响伸展至加勒比海的考虑



　　加勒比海的三处主要作战中心



　　设若拥有充足的海军力量，单只占据古巴便可将控制予以延伸



　　将控制延伸至莫纳海峡所需的措施



　　以1898年美西战争中对向风海峡未加戒备所造成的影响为例予以说明



　　无线电报的战略效能



　　适于对莫纳海峡实施控制的位置



　　海上交通线不应过长



　　由于取得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而对交通问题产生的影响



　　由此而产生的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区域优势



　　获取遥远海军场站的政策。香港，胶州湾，旅顺口，直布罗陀



　　美国对海地各港的可靠军事政策。以马耳他和旅顺口为实例



　　古巴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作用的概括



　　在加勒比海应予控制的三项主要目标：1. 入口；2. 商业或军事的主要目的地；3. 入口至目的地的通路



　　对大洋和狭窄海域中的通路问题的一般研讨



　　以史例予以说明。纳尔逊，东乡



　　英国所采取的方式对拿破仑联合行动的影响



　　附近海港对交通线的影响



　　在这方面牙买加同古巴相比



　　同小安的列斯群岛相比



　　古巴同安的列斯群岛相比



　　牙买加的优势位置价值



　　由于远离支援，这一价值便受到削弱



　　在这方面古巴拥有优势



　　这些不利条件对牙买加所造成的结果



　　从两处远隔位置出发的兵力试图会合随时都会遭到危险



　　以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为例



　　古巴对其交通线拥有战略优势



　　牙买加则相应处于劣势



　　牙买加提供了关于美国关注欧洲国际局势的例证



　　对小安的列斯群岛作为加勒比海作战基地的价值的估计



　　古巴、牙买加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战略价值对比结论



　　关于加勒比海战略特点一般讨论的结束



　　海军战略原理具体运用于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权益



　　战略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



　　1887年和1911年国际形势同海军形势之间的对照



　　1887年和1911年美国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所拥有的位置的对照



　　基韦斯特的位置重要性



　　1887年所述的美国墨西哥湾基地的弱点



　　当时指出的补救方法



　　1887年以来的种种变化对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势力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基韦斯特在此期间的发展



　　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二者优势的对比



　　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支援关系和影响作战的攻势和守势关系



　　以关塔那摩为依托中心并取得基韦斯特和库莱布拉支援的舰队所发挥的战略作用



　　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奇袭效果均属有限



　　过去二十年来加勒比地区占有权的变迁结果的概括



　　蒸汽机的采用对海军作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以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为例证说明现代海军战略的要求



　　地峡和运河同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岸相互支援的关系



　　加勒比海乃是通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锁钥



第十三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



　　本章课题对海军战略的价值



　　运用资料来阐明原理



　　首先选定俄国对战争的指挥予以研讨



　　“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



　　处理两种相反概念的正确方法



　　就军舰设计和战役计划，研讨“折中”和“协调”



　　以山地和江河的两种相反防御配系为例予以说明



　　装甲巡洋舰乃是折中的实例



　　“要塞舰队”乃是俄国概念



　　以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例子以说明



　　这一观念对俄国实践的总影响



　　俄罗斯民族对防御的偏见



　　“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分别代表防御思想和进攻思想



　　俄国概念对以下方式的特殊影响：



　　舰队集结于远东的方式



　　集结后又行分散的方式



　　对美国战斗舰队分散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提出警告



　　日俄战争中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战略价值的对比



　　俄国旅顺口舰队的守势姿态和守势活动的特征



　　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表明攻势目的



　　“存在舰队”理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活动可能受其影响



　　日本人的总方针表明，他们不接受“存在舰队”理论



　　军事“安全”与和平时期的安全并不相同



　　就军事意义而言，“可能”并不等于“现实”



　　奇袭成功并不等于切断交通



　　日本的攻城辎重在海上被俘获



　　拿破仑于阿克城下遭到类似不幸



　　俄国的要塞舰队概念对部署旅顺分舰队的影响



　　以1904年8月10日旅顺分舰队试图由旅顺脱逃为例，对该分舰队的指挥进行研讨



　　纳尔逊的名言适用于这种情况



　　俄国的行动乃是逃与战的思想的折中



　　8月14日上村同俄国巡洋舰的战斗



　　关于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正确部署的研讨



第十四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续)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其分舰队的指挥



　　统一的概念乃是衡量的准则



　　进入海战的战略战场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困惑



　　西蒙诺夫：《惩罚》“Rasplata”的陈述



　　踏上最后航程时携载煤量的问题



　　来自圣彼得堡的警告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影响



　　由此得出的普遍军事教训



　　投降问题；何时投降才能被证明有理



　　控制海洋乃是这次战争的决定性统一考虑



　　因而，罗日杰斯文斯基面临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俄国旅顺口舰队面临的问题



　　由这一考虑出发推断应当采取的适当步骤



　　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基本要求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采取的步骤方针



　　缺乏目的专一



　　迹象



　　同兰克关于英格兰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的情况的评论相对照



　　具体运用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面临的问题



　　补给船问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方针的研讨



　　引用朗弗雷对拿破仑的评语作为例证



　　日本的海军战略



　　在总体战役计划中便已担有风险



　　以数量居于劣势的海军控制海洋的措施



　　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目的专一。此为首要措施



　　随之采取的步骤表明了同样的统一概念



　　为保证达到控制敌方舰队这一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战术措施



　　这些措施挫败了俄国舰队逃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而取得战略成功



　　上村于对马海峡占据位置的战略原因及其他原因



　　日本人所采取的步骤就总体而言是正确的



　　日本人的步骤阐明“存在舰队”理论



　　冒险是必要的



　　拿破仑的名言



　　纳尔逊的名言



第十五章 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



　　海岸要塞位于陆军与海军的分界线上



　　故而不可避免会发生意见冲突



　　对海军同陆军联合作战中舰队和要塞的职能的分析



　　海岸要塞在联合作战中由于舰队驻泊其中，故其职能基本上是攻势的



　　故需于陆上一侧进行设防



　　军舰同要塞对抗处于不利条件



　　甚至最大的海军强国亦需于遥远海域拥有海岸要塞



　　直布罗陀，亚历山大，马耳他



　　于同一海岸线上拥有数处港口的战略效用



　　美国需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拥有海岸要塞



　　基地的安全对于舰队运动的影响



　　旅顺口对于日俄战争的决定性影响



　　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类似使用可能构成的战略条件



　　旅顺口所造成的形势



　　依据错误的原理，舰队于旅顺口成为要塞的附属



　　俄国人无意进行海军攻势作战



　　日本迫切需要于增援兵力到达之前将俄国旅顺口舰队摧毁



　　这一需要对陆上战役的影响



　　俄国的陆上战役计划



　　同拿破仑对查理大公于1797年的作战活动的评论相对照



　　固守旅顺口乃是俄国计划的主要特征



　　尽管旅顺口终于陷落，但却取得了重要的延缓作用



　　同1800年的热那亚相对照



　　俄国的计划应是真正的联合：兵力呈为二，但行动却为一。失败的原因



　　在对外贸易中拥有少量航运的国家亦需拥有海军。俄国和美国



　　对外权益并不限于贸易和航海



　　在代议制的政府中，海上权益为海军提供立法支持



　　美国的海外权益和问题














	

 






	















	







	







	









 





	


	







	








	




	


原书前言




	







	

 



	


	


　　本书内封书名——同陆战原理相互比较和对照的海军战略——已将本书主题点明：本书实际上即是自1887至1911年期间的各个不同时期于海军学院所讲授的讲稿。



　　原讲稿只是相当于有条理的论述，而且颇为简短，包括连续的七章，即从第六章至第十二章。这七章的细节已做了某些修改，主要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引起了情况发生变化；但在大体轮廓上和设计上仍然沿用最初的结构。



　　承蒙海陆军联合杂志(伦敦)的主事人和编辑允许将1893年发表于该杂志的一篇论文重印收入本书，特此致谢。这篇论文便是本书222至224页 [ 译者注：系原书页码。 ] 的内容。



　　海军学院院长罗杰斯海军少将和学院院部的麦卡蒂·利特尔海军上校不断提供方便和给予协助，亦应一并致以谢意。



A.T.马汉 1911年10月














	

 






	















	







	







	









 





	


	







	








	




	


第一章 绪论




	







	

 



	


	


　　这部即将于本届(1909年)海军学院学术会议期间向诸位宣读的经过修订和增补的海军战略讲稿，最初于1887年写成；当年秋季开学后曾在海军学院学术例会上使用过，并于1888年再次使用。随之，作为独立机构的海军学院便被海军部长惠特尼解散；然而，不论是在海军学院同鱼雷场站暂时合并期间，还是在海军部长特雷西于1892年恢复海军学院使成为其单独建制后，这部讲稿或是由我本人亲自讲授，或是由其他军官代为宣讲，年复一年一直沿用至今。



　　在此期间，尽管对讲稿内容有时也增加过有实质性的资料，但从未试图要对讲稿要旨进行改写。其结构仍同初稿一样，旨在阐述原理。其中所做的增补或改动主要是引证历史实例或重新考虑当代的政治条件以阐明原理。所有这些修改都出于偶然，甚至出于凑巧。过去每当一个适当想法出现，我便随笔将其记下；但从未做过有条理的修订，只是由于海军学院创始人卢斯海军少将和海军学院院长梅里尔海军少将于1908年先后提出建议，我才开始着手修订。



　　因此，从最初成稿到正式修订共历时二十一年；这就是从诞生到成年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讲稿所增添的内容，只限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凑巧的发挥。在此期间，各种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战争的指挥，现在要想进行系统修订，就自然会促使我们对这些变化有所考虑。



　　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些变化，对海军战略这一课题本身来说，乃是外在的；而且必然会如此。这些变化对海军战略影响颇深；但它们是从外部施加影响。因为海军战略以基本事实为基础，基本事实一旦得到正确而有系统的阐述，即被称为原理；这些真理一旦得到确定，其本身便不再更改；但决不是说不可通过解释和重新陈述或凭战争经验以新的见解来阐明这些原理，并引进新的方法，来运用这些原理，这就必将有所发展；即在海军战略的实践中和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海军战略法则和原理的阐述中都有所发展。自然科学对此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类似情况。支配自然科学的法则，就以电学为例，是永久不变的；但在运用这些法则中，一代人的时间能证明，可能会有多大的修改和进步。这些修改和进步是经过众多有才智的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和通过已经完成的无数实验才成为可能进行以及得以实现；而在我们的战争专业中，类似的修改和进步则是通过作战经验才能得以实现。



　　对此，只须顺便提及战争所用武器的某些变化，似乎就合适当说明。特别应当指出，在战术中曾占重要地位的撞角战法现已无人过问；而在另一方面，潜艇却已取得进展，自动鱼雷的射程已经显著增大，无线电报已经发明问世。1887年，鱼雷的有效射程稍微超过五百码，长期构思的潜艇虽已获得明显进展，但尚未成为实用要素；而无线电报至少对公众来说，更是闻所未闻。当我1886年于海军学院初次授课时，即在对现有这些事物开始探讨以前，我就曾作为一种可能性谈到，一支封锁美国海岸的舰队，比如说在纽约、特拉华河和切萨皮克湾前方的各个分遣舰队，可以通过海底电缆保持联络 [ 注：见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第85页。 ] 。这在当时或许可行；然而，如今利用无线电便可确保更加迅速、更加容易、更加可靠地达到同样目的。



　　另一方面，潜艇和射程较大的鱼雷，给封锁者带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并迫使他们不得不保持更远的距离。这些成果并不会改变战略原理，但它们却能影响其运用。现举例对此予以说明，日本战列舰于远离旅顺口六十海里的长山列岛水域占据位置对该港进行监视，而且即便在那里也还采取了精心制定的预防鱼雷攻击的措施；同时又采取了其他措施，以保证一旦敌人出港便能及时赶到现场。由于无线电的作用，东乡便可在他选定的地方进行锚泊静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因为无线电可以确保东乡取捷径到达拦截点。如果单独依靠使用旗语和灯语传递情报的侦察方法，即使这一方法本身十分完善，东乡要想获悉敌人的动向，便也不得不靠近敌人的航线，而停留在海上可能相当不利的境地。但这对于公认的、古老的、关于内线作战价值的战略原理并未有所影响；然而，对于这一原理的运用确实产生了重大的修正，这就使我更加坚信若米尼的名言：武器的变化只影响实践，而不影响原理。



　　在这二十一年中，不论是战争经验，还是专职著作家们对战争的论述，现在都可直接将其作为促进海军战略发展的贡献予以考虑。就经验而论已有过三次战争：这就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04至19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海军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英国同非洲的布尔人的诸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从表面看来并不尽同，但仍可作为显著实例予以引用。英国海军虽是海军却未曾开过一炮；但在当时明显的欧洲形势之中，英国海军对于任何可能的联合反英力量所拥有的决定性优势，确保了对海洋的控制，从而使对方毫无机会对所必要的兵力的运输进行截击。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最近显现的德国海军所取得的发展及其对于英国情绪的影响，便可知道为何英国从那时起的几年中便如战争即将临头那样焦虑不安，以及为何德国当时要将其海军发展到如此程度。海军战略正处于阐明和发展之中；然而海军战略何时才会过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自从这部讲稿最初成稿以来，各国海军的配置便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海军战略还处于生气昂然的初始阶段，而且是初始阶段的早期。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座各位想必还没有年轻到无法回忆此事——二十一年前我们自己舰队的配置情况：当时有欧洲中队，亚洲中队和太平洋中队。这并非美国的独创，当时所有的大型海军无不如此。这在当时被称为是在执行警察勤务，这种说法十分确切；因为这种配置确属警察式的配置，而非军事组织为军事用途而实施的配置。美国军舰和其他各国军舰都是以单舰分布于世界各分散港口；像警察那样沿着一条规定的路线进行巡逻。



　　现在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一定的完全的集中——军事上的集中——已经完全取代了分散，坚持集中已不必要。这是海军战略适应条件变化的结果；然而，还应当指出，在着眼于这一变化时，必须重申海军战略的各项原理并未改变。只是依据经验和通过思考对原理予以进一步说明而已。人们的思想已经转到——更确切地说，又已回到——我们祖辈十分熟悉的那些想法和做法，这就是从战争本身中学习战争；然而，这些想法和做法由于缺乏杰出的指导者予以指导，已经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产生这种复旧现象的原因，部分是出自于我们所提到的历次战争；部分是出自于国际关系的显著变化；但大部分无疑还是出自于对海洋和控制海洋在战时产生的后果的估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考——深思熟虑——如何有效地使用海军力量，即出自于对海军价值的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持续思想演变过程。



　　这样运用海军力量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便是海军战略；而对海军战略展开系统的研究则是在海军学院这里开始的。以前，也有过种种海军战略；因为，在战争中有人运用常识，有人凭借才智都能察觉到也能正确运用达成目的各种手段；而且，海军战略如同海军战术一样，归根结底不外是正确运用手段以达成目的。但在和平时期，即在无事之时，这类问题便会被遗忘，除非为了把这些问题一直仔细观察而做出系统规定。为此才创设了这所海军学院。只要能使海军军官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分散作战舰队是愚蠢的，即使别无其他成就，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海军学院的存在和其所支付的经费是完全必要的。众所周知，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 [ 译者注：原文The General Board，或译作参谋本部，海军咨询委员会。 ] 曾经做出决议，认为将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两个大洋是不明智的，这一决议主要是受海军学院历次演习所获经验的影响而做出的。我是从已故海军上将斯佩里那里得知此事的，海军对他最近逝世深感痛惜。必须时时记住，美国参议院曾于1909年通过了向总统的建议，将现有的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如此配置，则位于每一大洋的海军分舰队对于存在于该大洋的一支外国舰队，便势必处于绝对劣势；如两支海军分舰队联合一起，便会对这支外国舰队形成均势或优势。我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实例能够使人确信，政治家和民众都需懂得一些海军战略的基础知识；而集中这一原理便是海军战略的ABC。正如希腊文的AB两个字母可以概括代表希腊文和英文中的所有字母一样，集中则概括了战争中的军事成效的所有其他因素，即其全部字母。拿破仑在其名言中用另一种说法将这一思想表述为：“目的的专一乃是获取巨大成功的秘诀。”目的的专一意味将意愿集中于一个目标而舍弃其余。于是便产生了思想观点和精神信念的集中，决心的集中，而在现实中便有部署兵力的物质集中；当一个军人怀有预先形成的这一精神信念时，则物质集中便随之而来，正如有其因必有其果一样。



　　可以引述三次事件作为实例来说明考虑之事物对海军战略的持久影响，考虑之事物与其说是原理，不如说是产生原理之源由，二者的关系有如果实结自果树，这些事件尽管在发生时间上相隔甚远，而在表面条件上又截然不同，但通过一条适合于它们的共同原理却可将它们紧密地贯联起来。



　　一、百余年前，当纳尔逊最后一次回到英国时，公众正对考尔德所率之英国舰队即将同优势之敌开战一事深感不安，而纳尔逊却说：“我敢断言，当他们将考尔德击败时，他们在今年之内将不会再为英国制造麻烦。”纳尔逊的意思是，敌人和考尔德都将退出战场，而英国的后备力量则仍将控制局势。



　　二、约在九十年之后，我在1892年海军学院学术例会开幕式上谈及关于战舰报废问题时，曾有机会引述那时的当代看法，我确信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引语如下：外国海军人员对待这些所谓废舰所表示的最新意见是，在战争进入后期，当最新的军舰已经破损并已在修理，当时能够启用最多的后备旧舰只的国家将赢得胜利。



　　三、以过去的先例直接对照当代的现例，从纳尔逊的74门火炮的军舰直到今日的无畏战舰，一脉相承，可引出一系列富有教益的引人注目的历史例证。1909年3月，在英国议会关于德国海军竞争问题的激烈辩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三年之后德国无畏战舰的数量必将接近英国。面对这一威胁现实，尽管对细节的估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识却完全一致。然而，当辩论即将结束时，首相却宣称(依我看，这一宣称是正确的)，单就无畏战舰而言，兵力在数量上可能是岌岌近于相等，但英国的二线军舰的巨大优势，仍然将保证对海洋的控制。因为，当双方的无畏舰队同归于尽时，不论胜利属谁，它们都将同1805年的考尔德和维尔纳夫一样，暂时——即纳尔逊所说的“今年之内”——退出战场，而后备力量便将发挥作用。



　　从上述三个时代的史例所得出的相同结论中，可以引出一条原理，这就是在决定性之点上保持一支优势兵力；通俗的说法，就是以最多的兵力先敌到达该点。这又是集中，适时的集中；战略的ABC扩展到DEF。在前面所引述的三项判断中，后备力量的价值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你能在数量上和位置上正确选定一支后备力量，你便能在紧急关头先敌握有一支最大的兵力；在战斗或战役的决定性阶段得以集中。这是保证数量优势的许多方法之中的一种，而每种方法的采用都应同其特定的时机相适应。出于对后备力量的考虑，从而使过早“报废”旧舰受到明智的限制，这一思想演变过程就其对战役的影响而言，则具有战略性质。假如俄国人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能适当地把握住后备力量的性能并加以运用，假如俄国海军自己的推理方法还未曾受到盛行的“要塞舰队”理论的彻底破坏，则他们在旅顺口也定会像纳尔逊于1805年那样做出判断：要是在东乡已经将旅顺口海军分舰队歼灭了时，东乡在一定时间内也就再无条件继续为害了，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便能安然前进。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任务是极为明确的，就是孤注一掷寻敌交战，为后备力量扫清战场。日本并无后备力量；而俄国却有。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已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而又将其抛入海中，那么俄国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便正是如此干的；这里所指的俄国并非无能为力并无职责的民众，而是那些在俄国政府中与今天仍然在位的美国政府中某些负责同样的事务的人。应由这些人对俄国的失败负责；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地利吞并，也是由于俄国无能，自身难保。俄国的软弱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对海军的治理不力，致使德国得以在其东部边境从俄国的威胁中解脱出来，这就促进了德国海军的成长，于是便导致东西两半球的国际形势大事改观。



　　这说来也不新鲜：简单的汇总原理，对于老手尚属有用，他们遇有疑难或困惑可用其坚定信心；但对于新手却无裨益，他们还不会从自身经验中引出例证来阐述原理；或是如前面所举实例那样从历史中，即从所记载的以备我们使用的他人经验中引出例证来阐述原理。对于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来说，原理无论如何正确，只不过是根据客观的权威所做出的论述而已，而他的内在的信念和鉴别对于这些论述的正确性尚未予以证实，而只有内在的信念和鉴别才能在需要的时刻产生力量。纳尔逊曾经写道，哥本哈根之战的形势，在战争新手看来，较其实际情况更为可怕。这是一篇运用自身经验分析当前情况和问题而写成的论述和说明。这是一篇以实践所赋予的直观能力估计形势而写成的综合性论述。法国人将此称为一目了然 [ 译者注：原文法文Coup d‘oeil，军事术语，意为能看清局势的眼力。 ] 。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战场上，绝妙的灵感——又是一目了然——往往不外是回忆而已。这就证实了历史例证，即单纯记载的经验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不论是对某一他人行动的回忆，还是对亲自目睹的某一事件的回忆，都是依赖于往事。而且，这也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具体地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回忆，由于这一情况恰好熟悉，故一目便能了然。



　　下述两种论点彼此相辅相成。纳尔逊肯定经验的价值——经验乃是正在形成的历史——主张发挥迅速而确切地判断情况的能力。拿破仑重视历史的价值——历史乃是已经记载的经验——主张提供能够具体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先例。一个着眼于一般，另一个则着眼于特殊。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我热心地向大家推荐此书)，特别提到魁北克的征服者沃尔夫对他当时身为下属时所参加的那些军事活动所做的详细评论；保存自身经验的记录使他在未来担任统帅的成功事业中获益匪浅。然而，凡是这样记载自身观察资料的人，亦有从历史中搜集观察资料的爱好；这是研究人员的爱好。1864年，当波特的船队因水位下降受阻于红河瀑布上游时，幸赖其手下有些人曾经有过类似情况下的经验，才得以脱险。筑堤救船并非出自灵感，而是得助于经验和回忆。



　　原理同例证相互发生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明二者不可偏废。掌握原理的人，对于例证一目了然；并能正确评价其价值。卢斯海军少将在一篇由我们的海军学会发表的关于海军战略的论文中，引述了吴士礼勋爵论述美国南北战争的一段话：“综观这一时期的那些小规模作战的全程，我深为那些提供规律性的例证所激动，这一规律性使那些古老的战争原理得以维护其最高权威”；他详细地分析了两个实例之后说道：“两次失败都可能预先料到。”另一方面，掌握原理的人，当其初次遭遇战争事件时便能领会例证的作用，从而便会更加坚定地坚持原理；因为他对原理有了更好的理解。一个被火灼伤的孩子，在其接受了被火灼伤这一例证之后，对于火能灼人这一原理便有了更好的理解；而一个成年人只需通过观察他人被灼伤的结果，便可从中获得教益，这说明理智地注意其周围所发生的事物的重要性。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眼见别人遭难，甚至走向毁灭，而你却未能使自己更加明智，因为你并未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你之所以未能理解，或是由于你对他所违背的原理一无所知，或是由于你没有运用原理来分析他的情况，因而你也必定重蹈覆辙。



　　现举实例说明：当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决定将我们的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时，距俄国舰队被日本舰队所歼灭的时间尚不足四年，俄国舰队覆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分开配置于波罗的海和亚洲的俄国沿岸。俄国人鲁莽地违背了集中这一原理；俄国的兵力总和尽管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是最后并以最少的兵力到达战场。对于精通战略原理并熟悉其过去历史例证的人，就无需再举此例对其说明俄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看来这是低估敌人而造成的失误，因为就其所暴露的问题来看，与其说是出于无知，不如说是可能出于大意；然而，对于不熟悉原理的人，新的例证也是毫无用处。他们目睹邻居失火，却丝毫不去考虑其发生的原因；而且，就像一个未曾被火灼伤过的孩童一样，掉以轻心地将他们的国家推向同样的险途。



　　因此，切勿陷入低估军事研究的错误；研究不外是对于各种事变和事件进行理智的观察，并从中引出我们称之为原理的结论。这就是科学所进行的工作；而且，我们的例证——观察——的数量愈多，我们的论断就愈加可靠。过去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例证。我们所说的历史已经将例证记载下来，并从那些例证中形成了原理，以备我们使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继往开来；根据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将其运用到行动中去；并将自己或他人遵行或违背这些原理而产生的结果予以记载下来。



　　自从这份讲稿初次写成以来，在海军军官中主动关注当前事件和既往事件的兴趣大为增长。结果，便搜集到大量的过去未经系统阐述和整理的材料。请允许我再次引用1892年海军学院在新校舍重新开学时我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对这一进步的例证。当时我说：“自1886至1888年我实际居留此地期间以及其后的四年中，我一直向国内外主要的陆、海军军事图书销售商索取图书目录，并仔细查阅其内容。只要发现任何涉及海战艺术的书籍，我便为学院图书馆订购下来；结果，你们可以看到在楼下矮书架中单独有一架摆满了以海军战术为主题的书籍；而且其中将近半数是关于从保罗·霍斯特到肖帕尔时期帆船战术的杰作。”在这一讲话中我毫未涉及海军战略；因为，除了1890年出版的科洛姆所著的《海战》一书之外，尚无正式论著，只是偶尔有些论述文章散见于报刊之上。于是就只好完全借助于研究陆上战略的著作来推论海军战略原理了。



　　不用我说，在这二十一年中，精心撰著的有关海军战略的规范论述的出版，取得了一定进展，出书之多就是明证。陆上战略的规范论述尽管成书较早；但数量并未大增，仍是屈指可数。而且，普遍公认堪称为蓝本者仍然寥寥无几。然而，除了出版著述之外，还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各国对研究工作倍加关注，研究工作的潜移默化作用亦愈加显著。各国舰队的配置本身便证明比较正确的思想已经占据优势；而且其他各国也已认识到开展正规研究的必要，并开设了类似我们海军学院的课程。海军战略在各国司令部里以及相当于我国海军部的机构里，正在引起更大的注意。英国海军部根据1904年8月会议的决议对职权的重新调整，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决议所规定的集中于海军大臣手中的那些职权，在本质上则具有战略性质。



　　不少著作足以证明，广泛的兴趣已被唤起。仅就我所熟悉的法语和英语两个语种而言，像法国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或英国朱利安·科贝特的历史著作——我特别提出他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这两本书——在三十年之前是无法写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恰到好处。这些著作那时无法写成；不是由于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料并不存在，也不是由于缺乏使用资料的人才，而是因为尚且缺乏将人才同资料结合起来使之产生成果的普遍兴趣。从德国的军事科学发展中，另外还通过寄赠给我的著作，我深切感到德国海军思想在这一方面颇为活跃，或许已经领先。我不懂德语，无法于我有生之年，从这一源泉中汲取专业教益，对此我一直深感遗憾。



　　海军学院在创设这一专业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假如我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则以此作用为线索溯流寻源找出创设这一专业的若干根源中的任何一个，便会深受启迪。你们大家都知道，海军学院的创立归功于卢斯海军少将向海军部提出的恳切要求。推动他提出并坚持这项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通过亲身经历痛感在当时指挥南北战争的海军部这一机构中缺乏一目了然的军事洞察能力。由陆军和浅水炮舰(其中一艘曾为卢斯所指挥)耗费数月时间、数百生命和数百万美元对查尔斯顿港展开直接正面攻击，其结果同其他事件一样，不外是将萨姆特要塞夷为废墟；城市虽为炮火摧毁，但仍巍然屹立，南部联邦的旗帜毫不示弱地飘扬于这堆瓦砾之上。当谢尔曼的部队由亚特兰大开抵萨凡纳之时，情景即是如此。



　　现将卢斯海军少将的描述直接引述于下：



　　“我从‘楠塔基特’号(浅水炮舰)调至‘庞蒂亚克’号担任舰长，并于1865年1月5日奉命到萨凡纳城向谢尔曼将军报到，接受在萨凡纳河同陆军协同作战的任务。”



　　“在司令部报到时，谢尔曼将军短短数语，简明扼要，并利用地图指明了他从萨凡纳向北推进的作战计划。斯洛克姆将军指挥左翼陆军部队预定向位于该城上游约40英里的姊妹渡口开进，并架设浮桥渡过萨凡纳河进入南卡罗来纳。‘庞蒂亚克’号炮舰的任务是，驶抵渡口上游保护浮桥，以防南部联邦部队从奥古斯塔城方向进行搔扰。‘当我立足于坚实的地面时，’他说(因为当时那一地区的许多地方均为水所淹)，‘那个家伙就只好滚蛋了！’随之他又用他同海军军官们谈话时常用的那种令人愉快的诙谐语调说道：‘你们海军弟兄们在查尔斯顿港外零打碎敲已有三年了。等着吧，一旦我进入南卡罗来纳我便切断其交通线，查尔斯顿港就会像一只熟透的梨子落到你们手中。’果然其经过情况正是如此。”



　　“在听取了谢尔曼将军对军事形势的清晰剖析后，我的眼界豁然开朗，我心中暗忖：‘这才是一位精通本身专业的军人！’我这才开始懂得，军事行动是有某些基本原理可循的，对其必须细加研究；这些原理可以普遍运用，无论是对于陆战还是海战均皆适用。”



　　“谢尔曼将军离开波卡塔利戈指挥部队向哥伦比亚挺进，轻而易举便占据该城。这就迫使敌军于1864年2月17日立即撤出查尔斯顿港，这距离攻占罗亚尔港刚好不久将满三年。罗亚尔港曾是海军在南卡罗来纳水域的前进基地，对查尔斯顿港的直接正面进攻便是以该港为依托。”



　　结合修订这部讲稿，除其他资料外，我选出四部著作——两部法语的和两部英语的——进行精读，这就是我前面向诸位提到的那些著作，这些著作是三十年来海军思想发生引人注目变化的确切例证。达里厄和达夫吕伊都喜欢大量引用实例进行说明，同时又严谨地、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系统地采用了直到现在才出版的我的这部讲稿中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他们首先提出经过他们研究讨论而创立的原理；然后引证阐明这些原理的实例，使原理披上衣服成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活人，而非一具僵尸。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推动那些业经阐明的原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说明方式同法国人的清晰思路和确切语言非常协调，同时，他们还沿用达夫吕伊特别喜爱的研究史学的方法。达夫吕伊说：“历史是经验的记录，只要精心研究，完全可以找出渗入战争中的变动不定的因素；因为尽管历史不能完整无缺，但决不会将变动不定的因素全部遗漏。历史乃是真实的写照；反之，也是一个推理方法。”——这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真理基础时，他便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必再受历史检验的自己的体系，“这一推理方法具有选择倾向。”简言之，历史为你提供所有的限定性因素，而推理则以其偏爱弃粗取精这一特性而易于忽略那些足以修改这些因素的成分。谢尔曼将军也曾一度以某种程度与此类似的思想向我表示，他对摹拟战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你无法掌握那些能够使人发生变化的因素，诸如恐惧和其他各种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精神作用。



　　忠实的历史为你提供历史的整体全貌；假如你能认真地运用历史，你便能从中受到影响并获得教益。假如你预先便握有业经阐明的原理所给你的这盏明灯，当你探讨历史时你便具有能够对其所提供的情况做出正确评价的能力。你便能依据准则来研究历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认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就其业已经受住检验而言还有我自己的这部讲稿，已成为研究我所提及的诸如科贝特的那些著作的必要的参考资料。科贝特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他善于运用业经阐述清楚的原理，来探讨他提出的课题，他所运用的那些原理，都是他从优秀的军事著作家的著作中不断地提炼出来的。就我亲身经验而言，我就是将历史当成军事记录来加以研究。我就是依据若米尼所著的《战争艺术》(这是一部堪与达夫吕伊著作相媲美的严谨论著)并补充以他所著的《法国革命战争史》，着手编写历史教程这部讲稿，后来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书名而出版。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随之对海军战略的原理展开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都包括在这部讲稿之中，现在原稿经过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在这里宣讲的这部讲稿。其中的修订和增补主要都是新的例证和一些重新阐述；原理没有任何更新，只是在运用上可能有些更新。



　　我想将上述评论作为《海军战略》这部讲稿的序言，我相信通过上述评论我已将原理同历史例证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阐述清楚。二者都只能分别在一个侧面作为我们的师长，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全面的良师。二者之中，历史本身较之系统阐明的原理本身更为可靠；因为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记述行动，它起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的作用。它是实际经验的叙述。但愿我们大家已摆脱习惯想法，这种习惯想法认为，只有实践，只有亲身经验才是首屈一指的准则，它高于业经原理所阐明的、已为知识所提高的、经过多人从众多方面所发展的实践。请掌握你们的原理，然后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反复说明使别人接受这些原理。



　　在结束绪论时，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科贝特著作中的一个论点。我想在适当的地方从他的著作中引用若干作为例证的政治性事件；我在这里引用的这一论点，乃是海军战略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去这一论点不仅常被忽视，而且还竟然遭到怀疑和诋毁。我所指的就是，在制定一切军事计划中必须正确估计国际形势，将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引证一个我们当前所见的实例。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造舰速度并扩充造船工厂，否则正式通过的德国海军造舰规划所规定的军舰一旦建成，德国便将拥有一支远远优于美国的海军。到那时，门罗主义将以何为依托？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又将赖何来保证？二者都以舰队为后盾。



　　这个问题，如果只牵涉到军事力量，那就简单了：如果优势幅度充分，当然优势舰队主宰一切。但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关系的问题，可能引出许多复杂因素；一个在政府中供职的军事顾问，必须熟悉形势并善于权衡形势，能够恰当地判断数量劣势的程度，并能从其他方面考虑如何可能对敌人施加压力来扭转这一劣势，否则便不能称职。每个海军军官都要研究并注意当前的国内外事件，而且还要考虑到可能有朝一日会担任政府顾问，并可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根据其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对事件施加有利影响。



　　上面我提出了一条原理，就是在军事计划中必须包括政治——国际——关系。现以德国和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关系为例来补充说明这一原理。例如：德、奥两国最近配合默契，由德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其置英、法两国立场于不顾而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当然，对于德国这一行为的整个意图，现在我还无法做出详尽的分析，但是我可以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假如德国试图派遣其舰队横渡大西洋进行冒险，它同其他欧洲各国的关系将会允许它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呢？假如我们没有舰队，毫无疑问，德国就会敢于一试。假如我们的军舰数量同其形成九对十之比，那它大概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抵抗，无论其结局如何，将会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失去舰队而面对欧洲。另一方面，假如我国太平洋沿岸的民众突然使我们陷入同日本交战的状态或者甚至只是陷入关系紧张状态，那么对我们所施加的压力就会增强德国舰队的力量。在我们同英国围绕门罗主义展开的长期争议中，我们不断取得进展，终于签订了十年之前的海-庞斯福特条约。这是门罗主义的一个胜利，但对于门罗主义只是在上月份(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才明确表示接受。在整个这一期间，我们的海军同英国相比，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有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劣势。我们终于胜利了。这一胜利是如何获得的呢？在同新兴海军强国进行可能的竞争中，我们是否还会处于类似的有利地位呢？假如我们同德国发生纠纷，英国会抱什么态度呢？反之，假如英国同德国发生纠纷，我们应抱什么态度呢？



　　科贝特的论点是，在七年战争中，英国的行动之所以强而有力，就在于海军、陆军还有外交等这些因素都掌握在老皮特这个大人物一人手中。他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进行统一权衡并将它们协调于共同行动之中，使它们相互支持对共同行动发挥最大的作用。这种令人向往的效果应当引起我们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这样的效果在我国决不是通过一个人，而是只有经过数人的合作才能获得。这数人包括政治家、陆军军人和海军军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其他的每一个人所掌握的情况，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合作卓有成效。这里所坚持的这条原理，受到最近(1911年)举行的大英帝国会议的极大重视，当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部长们同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共同参加的这次秘密会议上，英国政府向各位部长们解释了涉及帝国共同权益的大英帝国的形势和国际形势。在这些共同权益中帝国防务居于首位；而组织帝国防务确定无疑地则须依赖对国际关系的一致认识。过去陆、海军协同作战往往失利，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相互猜忌，不如说是由于缺乏相互了解；要想恰如其分地做好战争准备和制定战争计划，陆、海军军官就必须充分掌握有关国际关系的知识。正是这些关系影响着各个对手可能在各个不同地区部署的兵力数量。达里厄说得好：“海军的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同大国的关系，又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是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就这一连结关系，他引用了德国冯·德·戈尔茨所说的一段话：“不论何人撰写战略和战术，在他的理论中都不应忽视本国民众的观点。他应为我们提供一部民族战略，一部民族战术。”



　　现在，门罗主义已是美国公众的一个观点；任何战略规划——诸如舰队的数目和编成——如果忽略这一观点而不予考虑，便不可能稳固可靠。



　　现就绪论所谈及的论点，向诸位进最后一言，那就是必须掌握并跟踪当代历史的重大现行事件。正确理解其意义。对于你们自己的业务，即在军事方面，当然应当首先给予最密切的注意；但你们大家都要抽出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军事史，正确理解其教导，这样你们才能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达到这样的程度时，一旦你们身居要职，你们的目光——再次引用法国的那句成语，你们的一目了然能力——不论是在当前的还是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中，都能迅速洞察你们国家的权益的全貌。用纳尔逊的话来说，你们将不再是新手了；你们不再是新手，因为你们在你们的事业中，恰如纳尔逊在他的事业中一样，将能一直不断地运用你们经过专门训练而养成的判断能力。还要牢记纳尔逊的另一句话：“一个军官应当具备政治勇气。”要想使政治勇气具有良好的基础，就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学识。要想更有成效地将精力集中于这一必需的学识上，你就要避免使精力分散于国家的内部问题；诸如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等。惟有海军的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紧密相联。你们必须立志达到既是政治家又是海军军人这一目标。我们的海军人物传记和海军历史必将载有二者兼备的赫赫人物。我相信在我们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中，这样的人物定会相继辈出。














	

 






	















	







	







	









 





	


	







	








	




	


第二章 史例述评（1）




	







	

 



	


	


　　在考虑任何一处实际的或可能的战区，或是一处想定的战场时，首要的问题乃是确定哪一处位置或哪一系列位置能以其固有的天然有利条件控制该战区或该战场的大部。一个研究者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在以后传授他人，就应该清楚地了解，对于战区或战场具有这种控制的种种缘由。



　　因此，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在研究自莱茵河向东直至波希米亚、自瑞士和蒂罗尔河向北直至美因河及其稍远地区的日耳曼广大战区时(见图5)指出，从乌尔姆至雷根斯堡这段多瑙河，不论由于武器发展或战术如何变化，二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控制该国的军事要地。牢牢控制住这段地域的一方在争夺控制整个地区的斗争中总是成为胜利者。查理大公列举数起历史实例来证明这一论述。这段多瑙河对于整个战区具有这样的决定性影响，其理由如下：这条河流就其特点而言，每处都是对军队自由运动的一大障碍——渡越困难；由于两岸陡峭，构成峡谷，特别是乌尔姆至雷根斯堡一段更为难渡。这段河流又居于全河的中央，它不仅居于战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之间，而且又居于敌对两军基地的东部和西部战线正面之间。乌尔姆距莱茵河同雷根斯堡距波希米亚相差无几。所以两军对垒，谁控制住能够保证自由横渡位于该战区中央的这一障碍的手段，谁就对对方拥有决定性优势，不论对方位于该河的哪一岸，都无法渡河到达另一岸；如其兵力位于两岸，也就难于会合。除自然条件所赋予的这一有利优势外，在这段多瑙河上还筑有大量桥梁，其中有些桥梁结构坚固并加重设防。各点之间，均有沿河道路直接相连，同时又有道路贯通南北各点。换句话说，这个国家的交通联络，军队及其辎重队所必经的路线，都是通过这些桥梁交汇贯通。三百年来，从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至查理大公和拿破仑时代，分布于这些地区的日耳曼诸邦都是法国和奥地利两国为了这种或那种权益而力图控制的对象，而这些政治角逐往往演变成为战争。因此，这一战区曾是众多经验的现场。



　　我们不会忘记，查理大公乃是拿破仑时代杰出的奥地利将领，他的才华在他那个时代可谓登峰造极堪与大皇帝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却未能同拿破仑并驾齐驱。不过，1809年，经过一场苦战败北后，他还是屈服于拿破仑的卓越天才而光荣隐退了。1796年，他曾驰骋于这一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由于他英明果断地进行调动，击败了分别由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两支法军，儒尔当和莫罗都是杰出的将领，两支法军的兵力总和远远超过奥军，他们按预定作战计划行动：一支向多瑙河以北进军，另一支向多瑙河以南进军，而查理大公本人却引兵后退，并扼守住决定性的要隘。于是敌人便被分割开来，而查理大公却由于控制着多瑙河，利用多瑙河赋予他的一切方便，急速引兵进击北路敌军(儒尔当)，并沿着和越过美因河将敌军迅速再逐回莱茵河。此时，南路法军(莫罗)发现查理已位于其翼侧和后方而且对他这支孤军占有优势，也只好便被迫撤退，莫罗不敢像进军时那样取道黑林山以北，而是穿过黑林山，而且不敢取道斯特拉斯堡而是分别在于南格和布赖萨赫两地渡过莱茵河，他进军时是从斯特拉斯堡出发的，但撤退时却未能返回原地。



　　1809年，查理大公再次在这一地区指挥作战(此次是同拿破仑本人直接交锋)，在此之前，多瑙河流域曾经两次成为法军所进行的重大战役的战场：一次是由莫罗指挥的有名的霍恩林登之战；另一次是在此稍后不久的1805年由拿破仑指挥的战果更为辉煌的奥斯特利茨之战。两次战役，奥地利军队都遭到覆灭性的惨败。由于这一战场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及其对奥地利命运的影响，所以引起查理大公对该战场格外重视。查理大公的军事才能，这一战场对他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他通过亲身指挥和履行职责所获得的真知卓识，他对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不管是他的敌人的还是他的部属的)失策所进行的非凡公正的评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这历史上著名的战场为根据，通过例证说明他所阐述的战略是有研究价值的。他战略研究的价值被这位著名军事著作家和评论家若米尼很有鉴别力地认识到之后，声价倍增，若米尼编译了他的著作并加了注释，有些注释表明他对查理大公的见解是完全赞同的。



　　以前我在这课堂上曾以详细例证来描绘1796年战役中军事上的运动；通过图解指明战役紧要时刻几支军队先后所处的位置和数量。现在看来，不须进行如此详细的阐述，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只要在图上用线条标出每支法军的前进距离，并标明当北路法军被逐撤退时双方各个部队的相对应的分布位置，就可不言自明。在北路法军撤退之后，如图所示，南路法军仍在继续向前推进，直到莫罗获悉他的伙伴已撤退以及意识到从那时起他自己所取得的进展正在将他自己引入陷阱，这才停止。显而易见，儒尔当不退到莱茵河便停止后撤；而其军队由于战败和后撤而士气沮丧，一时之间也无法牵制查理大公向南运动，对莫罗实施截击。于是莫罗也急忙开始后撤；然而在他回到莱茵河之前，奥地利军在莱茵河上游所施加的压力已很可怕，致使法军不得不回师向南，只能在布赖萨赫渡河以免遭到截击，而无法重返原来的出发地斯特拉斯堡。



　　现在我向大家提出一些历史实例来说明下列四点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一，集中；二，诸如多瑙河流域的中央线或中央位置，此为实现集中的方法；三，这样的位置所提供的军队运动的内线；四，交通线对军事占领及其成败的影响，前面所提莫罗被迫撤退便是一例。我将从较之1796年之战还要早百余年的战争中引出实例，以达到进一步详尽阐述的目的；这一实例较之查理大公所取得的脍炙人口的成就具有更为突出的优点，通过这一实例不仅可将陆军运动和海军运动加以对照比较使它们互为佐证，而且还可揭示出它们的实际协同作战。就其明显特色而言，其态势既具有陆军特色又具有海军特色。完全可以称为取决于陆、海军双方条件而构成的联合态势；因此，这些战役可称为联合作战活动，尽管这种联合表面看来并不如此明确，以致不加仔细分析便无法看出。随之，并将简略述叙1652至1654年发生于英荷两国之间的纯海战作为结束，这次海战本身足以详细阐明诸如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等这些课题。



　　这些实例的顺序如下：第一是前已提过的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的纯陆战；第二是1635至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之战所造成的陆、海军混合或联合态势，在这一态势中，中央位置表现为从西班牙经地中海至热那亚再经米兰至莱茵河流域这条重要交通线(见图8)；第三是1652至1654年英荷之间的纯海上冲突，这次冲突发生于法国与奥地利战争之后不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奥战争的产物(见图6和图7)。



　　多蒙科贝特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上述后两个实例提供了许多资料还提了几点建议；扩而大之，还必须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著作为海军史并通过海军史为通史增添了极有价值的一章。科贝特在这部著作中，通篇连续不断地介绍导致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偶发事件，并由于把其海军以地中海为稳固的基地而使英国成为地中海的强国；同时进而又说明了英国优势海军力量于地中海的存在，必然有助于陆军在陆上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事件的总体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一书所涉及的年代大约自1600至1713年；大略相当于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之死至安妮女王之死，或至乌得勒支和约为止。总的说来，我们将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数起事变；但我们论述的主要部分则是1630至1660年这三十年。直至这一时期的1640年为止，英国由于国王同议会发生内战已被削弱而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的力量由于黎塞留的努力而增强；法国同奥地利皇室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这一斗争一直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奥地利不仅统治着我们至今仍在沿用这一名称的日耳曼地区，而且还统治着西班牙。



　　波旁皇室同奥地利皇室之间的斗争是上起自1618年终于1648年的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历史的一部分，波及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这次战争就其起源和特征而言，主要属于宗教性质，然而，归根结底仍不外是上述两姓皇朝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双方都虔信罗马旧教，他们的对抗起因于奥属日耳曼在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指使下不断加强大部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力量的大集中依靠受奥地利皇室控制的西班牙的金钱和依然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前一世纪，在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手操纵之下，也曾出现过这样的联合。于是，防止这种局势的重演便成为法国的国策，这一国策由亨利四世制定并为黎塞留所接受。为此目的，法国便同北欧的新教诸强国荷兰、瑞典以及为数众多的地理上仍属北欧的独立但又较小的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同盟国家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因为它们标志着从曾经主宰过前一个世纪——宗教改革世纪——的宗教目的向一直延续到其后二百年的纯政治联合的转变。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于1650至1658年巩固了英国政权得以从事对外活动，他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带有宗教目的的色彩，而且深受宗教影响。



　　就两个附属于奥地利的国家而言，法国居于中央位置，而且其国力较二者之中的任何一方都强。因而，法国必须将它们隔离开来使它们无法相互增援。这种军事局面对于军事研究人员是屡见不鲜的，一旦出现又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所有这样的实例中，基本原理是永恒不变的；但其运用则会因环境而异，故其例证也会是新颖多样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法国形势，尽管环境有所不同，但在原理上仍不外是前面谈及的1796年查理大公位于儒尔当和莫罗之间的那种局面的重现；而且这一军事形势也有其多瑙河天险，这就是热那亚、米兰和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等一系列位置。起自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虽系从属于这些位置，但却同样地重要；从西班牙一方面可通达热那亚；另一方面可通达尼德兰。



　　西班牙如与法国为敌，你甚至不需查看地图便可知道，西班牙的部队和物资只有通过海路才能运抵奥属日耳曼。从比利牛斯山脉至莱茵河的法国全境横亘于它们之间；法国东部边境大体上——并不精确——以莱茵河为界，在其东部边境以外，奥属西班牙在北海控制着当时称为西属尼德兰的比利时，在北意大利又控制着米兰大公国。法国要想到达米兰，必须通过当时同西班牙结盟的热那亚。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在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中，谈及这些条件时写道：“一边是尼德兰同西班牙的联合；另一边是南意大利和米兰同西班牙的联合，这就是1500至1700年间主要左右国际政策的因素。”这是当时奥地利查理五世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所造成的结果。他从母系方面继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又从父系方面继承了荷兰和比利时。在我们现在所提及的1630至1650年这一时期里，荷兰实际上已取得独立，但尚未得到承认，而比利时则仍属西班牙。



　　由此看来，如海路畅通无阻，从西班牙一方面可以通达尼德兰，另一方面可以通达热那亚，继而从陆上进至，实际已曾多次进至日耳曼境内的任一中间据点。生于20世纪的人们，听到西班牙军队会在莱茵河中部作战，而且得知这些部队系来自比利时，定会感到十分诧异。当时英国海军因内乱而陷于瘫痪。直到内乱达到高潮时为止，查理一世尽管依然犹豫不决，而其政策却完全有利于西班牙；但荷兰海军却同西班牙为敌而且难以应付。它堵住了通过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抵达尼德兰继而进入日耳曼的通路。西班牙海军并非荷兰的对手。1639年西班牙试图循此水路输送一万名陆军部队，致使其护航舰队为寻觅英国的庇护，到了碇泊处唐斯时，遭到荷兰的攻击而惨败。



　　在地中海，情况就不同了。法国在那里没有保持一支像荷兰在北海那样的海军；于是西班牙便拥有一条畅达热那亚的通道，继而由此经米兰和蒂罗尔进入日耳曼内地。这条独特的路线根据当时的环境或战争的转折而不断变换；但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取道热那亚、米兰，继而经阿尔卑斯山要隘进入莱茵河流域或进入多瑙河流域。莱茵河是一条较近而又更为适用的航线，但当法国于此设防时，就只好取道较远的外线向东通过日耳曼心脏地带。



　　于是，多瑙河介于该河南北两地之间的这种条件，又出现在意大利领地和地中海海岸，它们一边毗连比利时和日耳曼，另一边毗连西班牙。西班牙的部队和财物只有通过地中海才能运抵热那亚。因此，西班牙必须控制这条狭长水域，而法国则必须将西班牙或是逐离这一水域，或是逐离意大利诸省，或是从以上两处一并将其逐出；因为这些水陆通道正像多瑙河上的桥梁一样，为奥地利军队从一岸渡至另一岸提供方便，从而得以迅速集中形成局部优势，而这正是一切军事联合所要达成的基本目的。假如这些战略要点，为法国所掌握，它就能集中一支足够的相对兵力以防止敌方的集中。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英国时期，即在英国国力尚未被内部纠纷削弱之前，正当斯图亚特的政策正在“亲西班牙”和“反西班牙”之间摇摆不定之时，沃尔特·雷利勋爵于1617年就曾建议组建一支远征军攻打热那亚。1624年，这项方案又再次提出交付讨论，但两次均无结果。这项方案如能成功地付诸实施，那么在热那亚被占领期间，西班牙的交通线就会遭到封锁。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也是一个同样关系重大的环节。



　　法国同其这一时期的两个对手西班牙和奥地利所形成的相对局面，正是我经常所提的战略三要素的一个例证，我们最好就在这里为这三个要素确定名称和确立定义，并举例向诸位说明。



　　1. 中央位置。以法国为例来说明：法国的国家力量和控制力量在陆地上横亘在其敌人之间。假如法国海岸配置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那就不仅在陆地上横亘在其敌人之间，而且法国舰队也横插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港口之间。多瑙河也同样是中央位置的一个例证。



　　2. 内线。内线的特征是中央位置向一个或更多的方向延伸，借此便可有利于在敌人的各个分散集团之间保持插入位置；继而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一路，同时以可能的明显的劣势兵力牵制其另一路。内线可设想为一个中央位置的延伸，或一系列中央位置的彼此贯联，恰似一条几何线是一连串的几何点的贯联。“内线”一词的含义表现为，一方能以快于对方的速度从中央位置将兵力集结于方向相反的两条战线中的任何一处，以此达到更有效地使用兵力。苏伊士运河同好望角相比，巴拿马运河同麦哲伦海峡相比，前者均为内线，这就是海上内线的特例。基尔运河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较之取道于环绕丹麦或通过丹麦各岛之间的天然海峡——厄勒海峡和大、小贝尔特海峡，也是一条内线 [ 注：这是促使德国海军各方面采取齐头并进、平行发展的方法和预先有过盘算的一个引入注目的实例。从下面事实可以看出：建造的三艘无畏战舰到1911年完工，加上这几艘大约将于1914年编成两个完整的无畏战舰中队(每个中队八艘)之时，基尔运河也将扩建完毕，供其通航。到那时将有一支拥有三十八艘战列舰的舰队中，包括这十六艘无畏战舰在内，其中八艘部署在北海，八艘在波罗的海，靠中央运河联系起来相互支援。这是一项不断用现在的无畏战舰替换以前的无畏战舰的精密预想方案。 ] 。这些有关“内线”的实例，使人想起少年时代所学的一条几何定理，在三角形内的一点向两个角划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均短于其相应的三角形的边。简而言之，内线就是较敌人能够使用的路线在时间上更短的路线。就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法国为例，法国出兵二万挺进莱茵河或比利牛斯山或向其中一处输送所需的补给，较之西班牙向莱茵河或奥地利向比利牛斯山派遣同样数量的军队(甚至假定海路对其军舰畅通)，费时要少得多。



　　3. 交通线。可用法国同日耳曼和西班牙所处的相对位置为例予以说明。“交通线”乃是军事集团、陆军部队或海军舰队赖以同国家实力保持生存联系的运动路线的通称。这是交通线的首要特征，因此，交通线基本上可视为守势作战线；而内线在性质上多为攻势作战线，它能使得利于交通线的交战一方对其对方战线的一个部分先于对方对其增援之前发起进攻，因为攻击一方较之其对方的伙伴更为靠近。前面提过的西班牙于1639年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从科鲁尼亚向多佛尔海峡输送援军所遭到的惨败，便是一个具体的实例。西班牙之所以采取此策，是由于恰在特定时刻法国的胜利使它控制了部分莱茵河流域，封闭了来自米兰的西班牙军队的通道；与此同时，由此稍东通过日耳曼的路线又为瑞典切断，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同法国结盟。于是只有英吉利海峡便仍是当时由西班牙至尼德兰的惟一通道，成为它们之间的交通线。即使西班牙的试图得以成功，其所循的路线仍不外是一条外线；因为万一军队以同等的运动速度由法国中部出发必将先到战场。



　　因此，法国所处的中央位置具有能攻能守二者兼备的有利条件。这一位置使法国拥有赖以出击的内线：一条较近的路线，又拥有位于战线后面受到前线陆军掩护的通向任一战线的交通线；换言之，同敌人从一条战线增援另一条战线所能使用的路线相比，法国所拥有的内线不仅较近，而且还有良好的防御。此外，法国位于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的各港，凭借其位置，又威胁着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



　　当前，德、奥-匈作为三国同盟的成员国在对抗俄、法、英三国协约，也拥有有利的集中的中央位置。



　　现在，请大家把注意力再转回到当时的战场多瑙河地区；在我们现在所谈及的时期里，这一地区，恰如1796年一样，战端迭起，接连不断。例如，1634年西班牙和南日耳曼诸邦对抗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战于讷德林根，就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战役。直到这次战役，大部法国海军一直集结在大西洋各港。在这种情况下，同热那亚和米兰的海上交通线便畅通无阻，正是通过来自米兰的西班牙部队同已在战场的日耳曼部队的会合，这次战役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此之后，西班牙部队便转移到尼德兰。前面已经讲过，一旦奥法之间爆发战争(过去屡有发生)，谁控制了多瑙河，谁就掌握了这一地区的中央位置。控制就是用兵力予以占领，这支兵力乃是一支进攻力量，可以全部用于向北或向南出击，较之南、北两方联合对其实施攻击，真是轻而易举；因为它距离每一方远比两方之任一方对其另一方要近得多(见图1)。假如北军想派大部队增援南军，它无法渡越被敌人控制的那段多瑙河，而必须绕道于该河的上游或下游；恰如1640年从西班牙向莱茵河开进的援军不得不绕过法国。在这样的陆上行军中，由于道路不允许多人并肩列成横队通过，只得列成长长的纵队。援军队形实际上日复一日沿途拉成一条直线；而且又是始终以侧面向敌，围绕敌人运动前进，敌人的位置恰在运动的翼侧，构成明显的威胁。不论行军路线是直线还是曲线，情况不会有所不同；构成威胁的原因在于队伍的延伸，因为路线本身过于单薄，到处都是弱点，其整体中的相对弱小部分易于遭受攻击。其交通线是暴露的，而敌人则拥有内线。






图1 中央位置的优越性图解



　　在抗击拿破仑的奥斯特利茨之战中，俄奥同盟军一方的特遣部队，提供了类似图1中的战术运动实例；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昌斯劳斯维尔战役中，斯通华尔·杰克逊所指挥的南部联邦特遣部队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战术运动。前者在拿破仑的监视之下运动，当运动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拿破仑则对敌人两翼之间的交通线发起集中的攻击，将敌方彻底击败。杰克逊的运动虽然亦同奥斯特利茨之战的同盟军一样冒险，但却成功了，因为联军总司令未能识破敌人的企图，以致没有意识到在他面前的敌军已经分兵为二，可以集中兵力将其分割开来。他只是注意到自己的右翼和后方所受到的威胁。



　　当时的态势如下：特遣部队，不论其大小，如果说是从北方开始运动，当离开时，其同主力部队之间的空间便立即变成一条交通线。日复一日不断运动，这条交通线也就愈来愈长。即使拥有足够的给养，但因交通线暴露，增援依然不易，只能依靠自立；这种情况将一直延续到进入南方支援可及的范围为止。在运动期间，全军(北军和南军)当时被一分为三；其中之一的特遣部队至少没有筑垒阵地可为依托，不可能像其两支主力部队那样，更不能像敌人那样可依托河流本身进行防御，还可于桥上设防。



　　居于中央位置就不会有这些不足之处。从一处向另一处进军就无暴露之虞。这并不意味着敌人不可能进行攻击，而是不会由于这种进军而增加暴露。一条被占据的线，可设想为一处位置，它并不见得薄弱；由于它是固定的，必须循其道路进军，这就不会发生紧急情况，而且还可根据互相支援这条惟一目的来配置部队。这就是中央位置所具有的防御力量；其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是安全的；没有缺口，也没有薄弱环节。要想发挥攻势力量则有内线存在。中央距离南北两方总比南北两方之任一方距离另一方要近；可在两方联合进行防御之前，投入全力攻击其一方；而且，在我们曾经研究过的那样的运动情况下，如果打算重新配置兵力以便改善总的态势，中央还可掌握时机对一分为三的敌军的一部分在其他两部可能赴援之前给以打击。



　　这是对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这一名言的一个有力例证。上述讨论全部都是围绕位置进行的；诸如中央、北方和南方的常规的、半永久性的位置；特遣部队沿交通线运动在交通线上所占据的连续位置。这是以个别实例来说明位置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决不仅限于此。要想充分了解，就必需研究陆军和海军的历史；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以及中央位置、内线和交通线的定义。



　　现以1877年俄土战争中土耳其所占据的普莱夫纳 [ 译者注：原文Plevna，有译“普列文”。 ] 这一位置为例，这是当代未老之人所熟知的一个实例。这个位置阻止俄国人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达五个月。原因何在？因为假如他们继续前进，则普莱夫纳就会接近他们的交通线，对于他们的前线部队和后方部队或多瑙河后面的地区就会居于中央位置(见图2)。这一位置非常之近，假如敌军前进很远，普莱夫纳的守备部队就会开赴位于锡斯托瓦横跨多瑙河的惟一桥梁，并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将其破坏；这就是说，普莱夫纳拥有通达极为重要之点的内线。在这样的环境中，仅只普莱夫纳就牵制了俄国的整个运动。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见图3)，旅顺口的舰队同样威胁着从日本至满洲的日本交通线，从而影响到战争全局。它对日本和辽阳或奉天来说，就居于中央位置。广泛列举例证说明各种不同环境中位置的作用，用以研究这样的条件，对于加深认识大有益处。






图2 普莱夫纳态势图






图3 日俄海战图



　　现在让我们从查理大公和多瑙河及其中央、北方和南方，回到西班牙海岸与日耳曼境内的奥地利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上来。假如奥地利皇室控制的西班牙要想取道意大利向多瑙河或莱茵河派遣大批援军，只要控制了海路而法国又未动摇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控制，便能如愿以偿。这样的条件就构成了畅通安全的交通线。但若不能确保对海洋的控制，又如土伦的法国海军的实力与其邻近的西班牙海军相等，就会有受挫的危险；假如法国海军有局部优势，就会有巨大危险，甚至会成为一场严重的灾难。在那样的情况下，法国海军或土伦军港便会从翼侧威胁西班牙的交通线；这又是一个位置的实例。就位置而言，土伦相当于普莱夫纳和旅顺口。这一实例说明，正如旅顺口的情况引人注目那样，位置的价值不单纯在于位置本身，而在于对它的使用。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恰如人所拥有的智力和财富的价值在于人对它们的运用。假如法国海军对西班牙海军在这一局部处于决定性劣势，则土伦就会丧失其本身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处位置，它仍然是有利的，但却未能加以使用。这样就成为一笔闲置未用的财产。在普莱夫纳，情况也是如此，假如守备部队少到不能进行野战，则该地就可能被占领或受到特遣部队的监视，而俄军主力则可继续向前推进。在旅顺口，俄国海军未能发挥作用，致使日军有机可乘。日军以陆军和海军监视该地，而继续向满洲进军。尽管如此，位置的固有威胁仍然迫使敌人抽出一支巨大的特遣部队对其进行围困，从而大大削弱了作战的主力部队。



　　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土伦，如同普莱夫纳一样，靠近交通线才构成威胁；从该港开辟一条通达交通线的航线，便形成一条距离短而又便于奇袭或强攻的内线。出于同样的理由，加的斯也曾一度成为具有威胁作用的位置，今日的直布罗陀、马耳他、牙买加、关塔那摩湾都是这样的位置；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威胁着往返于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牙买加和关塔那摩则威胁着往返于巴拿马地峡的船只。假如西班牙能绕道撒丁岛以南，然后转而向北输送援军，则土伦就将丧失其大部价值。只有当这条航线靠近热那亚时，土伦才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对其进行控制；这就是说，在较小的范围内和在较短的时间里予以控制。这种实际采用的迂回路线，拿破仑称之为隐蔽航线，它在弱小一方所采取的战略中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最便利的商船航线在战略上并不一定就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例如，1798年拿破仑从马耳他驶往埃及就并未采取直线航行，他先是直驶克里特岛，然后再转向埃及。正是因为这样，纳尔逊在追击中让法国舰队逃脱了，因为纳尔逊是自然地按直线航行。



　　如果西班牙海军在大西洋沿岸威胁法国的港口和贸易，诱使法国将其全部或部分海军保留在这一地区，从而减弱其在土伦的兵力，则土伦虽居于有利位置，但却无足够的进攻力量，这样一来，同样可以收到相同的有利效果，即一条迂回路线所能发挥的等同保护作用。这就是直到1634年的实际情况，就在这一年，西班牙部队从意大利出发增援日耳曼境内的皇室军队，遂在讷德林根大破法国的同盟军，迫使法国对西班牙公开宣战，并将其舰队调至地中海。1898年在美国也产生过同样的效果；但并不是由于凡事只尚空谈而无所作为的西班牙海军所致，而是由于美国公众惊恐不安所致，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在汉普顿锚地保持一支所谓机动分遣舰队，而不向可能战场靠拢。根据这样的部署，假如西班牙的塞韦拉分遣舰队想要发挥其效能，它就应当进入西恩富戈斯，而不是驶入圣地亚哥；因为西恩富戈斯是一颗十分坚硬难啃的坚果，它有通往哈瓦那的铁路交通线并同西班牙驻在古巴的大部队相联。如今又是由于那种莫明其妙的惊恐不安要求将一半作战舰队派往太平洋。这种作法只能完全符合敌人的愿望，或使美国舰队更加瘫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这支作战舰队应该或是集中于太平洋，或是集中于大西洋。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海军也曾重演过我所描述的北部军队派出一支特遣部队绕道渡越多瑙河同南部军队会合的运动。“俄勒冈”号军舰就是一支特遣部队，它受命冒着同西班牙舰队遭遇的危险驶抵西印度群岛同美国舰队会合。该舰于5月18日抵达巴巴多斯；正是塞韦拉分舰队驶入圣地亚哥的前一天，也是他驶离马提尼克岛的第六天，马提尼克岛距巴巴多斯只有100海里。正是由于西班牙海军的十足无能，致使我们没有看出“俄勒冈”号所冒的风险，但该舰舰长却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风险。还有两位前任海军部长十分关怀当时的险情，也曾向我表示过他们的担心。尽管有此经验，而今仍然有人要使我们重蹈覆辙，将舰队一半部署于大西洋，另一半部署于太平洋；恰如儒尔当和莫罗当年的情况一样。一旦同欧洲的一个国家或同日本发生战争，任何一方的敌人就能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两支分队之间取得多瑙河位置，犹如东乡在旅顺口和波罗的海分舰队之间所曾做到的那样。



　　在1630至1660年法国同西班牙和日耳曼帝国的斗争中，由于西班牙至热那亚的交通线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致使法国改变了其海军的总体部署并着手扩充海军，这可以做为一条经验。黎塞留(死于1642年)一度改组并加强了海军舰队；他被许多法国人视为法国海军的真正奠基人。然而，他的最初部署仍然还是依据大西洋的形势。大西洋和地中海使法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如今大西洋和太平洋则使美国陷入同样困境。黎塞留最初在大西洋，即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配置了三个分遣舰队；在地中海的利翁湾只配置了一个分舰队，而且还是大桨船队，并非风帆船队。他重新变换海军部署的最初动机，只是为了一般的保护贸易和海岸。随着奥地利皇室的威势与日俱增，致使法国同奥地利的两个支系西班牙和日耳曼日益对立，于是法国除上述任务外，还必须封锁西班牙同日耳曼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特别是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交通线。



　　法国于1635年5月公开参加三十年战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法国通过资助和袒护奥地利的敌人间接反对奥地利；1634年8月27日法国的盟国、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在讷德林根惨遭失败，这是促使法国采取积极行动的直接原因。经此一战，西班牙人沿莱茵河挺进直达比利时——他们的尼德兰。由于大批援军增强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军事力量，致使西班牙在随后的数年中屡获胜利并曾一度(1636年)威胁巴黎本身。



　　在黎塞留的政治远见中，早就形成谋取莱茵河做为法国东部边界的计划；但在当时，他的特定军事目的却是切断从意大利经由奥地利势力控制的日耳曼南部至尼德兰的交通线，他打算把进攻西班牙的重点放在攻克尼德兰上，攻克之后，拟与荷兰共同瓜分。为达到切断交通线这一目的，他早在1633年就夺取了靠近莱茵河西岸的洛林，当时它是一个日耳曼的独立邦，曾经一度援助过奥地利皇帝。从这里法军又攻入了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这样一来，法国就把通过莱茵河流域的交通线给截断了；随之而来的以讷德林根之战为高潮的一系列事件，却为西班牙开辟了另一条通过莱茵河流域的交通线，这是一条内线，虽然较长，但却适用。



　　这是一条遥遥深入日耳曼的内线，对于法国来说当时是无法达到的；因而必须对西班牙东海岸至热那亚这条漫长的海上交通线的一部分进行攻击。为此，黎塞留于1636年下令将大西洋的几个分遣舰队调到土伦。情况往往如此，黎塞留做出这样的调动，其原因可能不只此一个。对这一时期深有研究的近代历史学家加德纳推测，法国海军撤离的动机在于同英国脱离接触；因为英王查理一世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却在英吉利海峡援助西班牙。英国战舰护送满载兵员、补给和财物的西班牙运输舰船一直抵达敦刻尔克港；该港现属法国，当时曾是西属尼德兰的军港。黎塞留不愿同英国决裂，避免决裂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军舰调开。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当时英王对法国创建海军深怀妒意，恰如今天英国对德国海军的成长深怀疑惧一样。当时，西班牙海军久已存在，已成事实，对其存在和同其作战，英国都习以为常；而法国海军新兴初建，是一个新增加的威胁。再者，西班牙离英国较远；而法国如同今日的德国一样，同英国只有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一水之隔。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法国海军于1636年撤离大西洋集结于土伦已成既定事实，当时土伦的一部分已发展成为兵工厂，专供装备大桨舰船之用。其间，西班牙为保卫其海上交通线，夺取了土伦与热那亚之间的勒兰群岛并一直在那里设防。这一位置为西班牙提供一处基地，依托这一基地，既可采取攻势以阻碍法国的沿岸贸易；又可采取守势以支援自己本身通达热那亚的交通线。科贝特认为，西班牙的这一行动是造成法国海军集结于土伦的具体原因；果真如此，则法国海军的这种调动就难以列为军事远见和英明决策，只不过是囿于当时形势而已。此后不久，西班牙人自己大为失策，竟削减其守备勒兰群岛的兵力，致使法国得以于1637年收复该群岛。于是土伦又恢复了其位置优势。














	

 






	















	







	







	









 





	


	







	








	




	


第三章 史例述评（2）




	







	

 



	


	


　　黎塞留在其指挥的反对奥地利皇室的整个战争中，屡战受挫，看来都是由于同样原因；他不是集中兵力于某一个或某两个地区造成决定性优势，而是同时谋求达成过多的目的。依托法国所拥有的中央位置和内线，他曾有过许多良好机会可以集中兵力。他可以随意或在比利时，或在莱茵河，或在意大利，或向西班牙运用其强大的兵力。此外，法国还拥有自然集中这一初步的有利条件：即一个国家对抗两个及那些在空间上彼此不相连的国家。人人都知，各联盟国家的弱点在于集中的力量居于劣势。假如同样的兵力总数分为二处决不如一处更为有力，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完全集中。联盟各方通常都各有其特定的目的，于是在行动上就会各行其是。当任何一个作战方案摆在你的面前时，你必须首先自问：它是否符合集中的要求？千万不要脚踩两只船，同时去做两件事，除非你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双管齐下而绰绰有余。



　　在我们的职业中，从来也没有人能比纳尔逊更勇于进取，更善于用兵。因此，必须永远牢记，当纳尔逊派遣两艘巡洋舰进行远征时，他指示他的舰长们说：



　　“假如你们遇到两艘敌舰，千万不要各攻其一。必须联合共同攻击其中之一；你们一定要把它彻底解决掉；然后再去解决另一艘；不管第二艘能否逃掉，你们的国家将获得一次胜利，赢得一艘军舰。”



　　这种见解同样适用于军舰的设计。你不可能做到样样俱备。如果你想样样俱备，势必将样样落空；我的意思是说，军舰不会具有你们一心想要的那种效能。在一定的吨位内——一定的造舰吨位相当于陆军部队或海军舰队的一定规模——不可能做到既有最快的速度，又有最强的火炮，又有最厚的装甲，又有最远的续航力，在这些目标中吨位只能达到其中的一种。如果你定要一试，你就必将重犯黎塞留的错误，他就是曾经试图在四条战线上进行进攻战。他想一举四得。在尼德兰他想征服它；在莱茵河他想控制西班牙的交通线，如有可能也想征服它；在意大利他想控制交通线；最后在西班牙他支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叛乱，以便将该省并归法国。这场战争从爆发到他去世，已经持续了七年。幸亏由于环境的压力，法国的海军能一直集中在地中海。其部分原因是亲西班牙的英国舰队受到英王同议会之间日益加剧的争论的束缚而不能采取进攻行动；但主要原因则是荷兰当时同法国结盟。荷兰舰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需法国的援助，不顾英王查理对西班牙的友好态度，而将西班牙舰队阻止在英吉利海峡；因为英王担心过于积极反对荷兰会引起战争，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召集议会筹措战费。



　　我一直十分赞许在军事上运用比拟的方法。我的意思是说，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在表面看来似乎多种多样的情况中，揭示出潜存于其中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原理。仅以黎塞留用兵所及的这条漫长边境线为例，它包括尼德兰，莱茵河流域，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从土伦至热那亚这段地中海中央海岸，最后还有西班牙。正确的方针不应是同时夺取一切，而应是尽可能快速地、隐蔽地将巨大的优势兵力集结于一方面，同时在其他各个方面则基本上采取守势，然而这样的真相必须通过显示力量将其隐蔽起来；正如俗语所说：大放烟幕。如今，这条集中法则同样可以明确地运用于战场的较短战线上。这就是说，这一法则既适用于有限的战术战场，也适用于更为广泛的战略战场。假定交战双方实力相近，每一方的目的不应是平分兵力于整个战线，而应是将重兵投于一处，同时在其他各处，或是采取佯攻，或是实行避战。避战在军事上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保存部分实力，但避战所作的佯动却可能看起来是极为认真而有力。



　　在陆战中，通常依据地形条件来确定对敌实施攻击的部位；因为依托地形条件加上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才能达到在位置上逼敌处于劣势，从而对自己增强优势。例如，敌人的一翼依河配置；而河难以渡过，又缺乏足够的桥梁。如你攻其另一翼，你便可将其逼入背水之地；如其被击败，显然便会处于覆灭危险之中。或者，依河的一翼被逐后退，你便可将其全线压成直角，迫使其离开位于其背后的那条赖以进行补给的道路——切断其交通线。这正是威灵顿以为拿破仑为了要切断英国的海路在滑铁卢战役中努力要做的事。或者，地形条件的某些方面有利于对敌实施中央突破；假如突破成功，你便可运用已经取得的特殊位置的有利条件，对一半敌军实施牵制，而将大量部队投向另一半敌军(见图4)。例如，拿破仑在意大利就曾利用中央位置成功地打击了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敌军犯了类似儒尔当和莫罗的错误，向加尔达湖两侧的外线进军，于是加尔达湖连同其出口明乔河就成为敌军的多瑙河流域。敌军的指挥官被促使根据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有理的想法按照这个分兵的原则行事；他亲自率优势兵力正面向东进攻以逐退法军；与此同时，西部兵团则应在后方活动以切断法军同米兰和热那亚的交通线。当时，拿破仑一直占据着维罗纳并对曼图亚进行围攻。他放弃了这两处位置，向明乔河退却并退至其西岸。他扼守此地，以少量兵力借助河流，予以加强抗击东路奥军，并以拖延赢得了时间，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扑向位于洛纳托的西路敌军。各位只要精心研读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一书，特别是关于1796年拿破仑于意大利一节，便会找到有关利用地形的教导。这次战役要求特别注意运用位置，因为拿破仑在兵力数量上经常处于劣势。






图4 拿破仑1796年在卡斯特廖内的中央位置



　　一般说来，在陆战中对于敌人的战线，总是倾向于攻其一翼，除非在自然地形上具有强有力的相反理由。按我的理解，其原因主要是：其一翼距离另一翼较之其任一翼距离中央要远。因而，每翼或两翼对中央进行支援，较之两翼互相支援更为容易。简单说来，这是一个距离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时间问题。再以黎塞留的战线为例，不难看出，假如他强攻尼德兰一翼，则西班牙援军从意大利赶往尼德兰增援，较之他攻击中央时赶往莱茵河增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海军战术中，如同在陆地战场一样，通常也是依据同样的考虑来确定攻击的性质。但也有例外。在圣维森特角之战中，英国海军将领就曾对敌人的中央实施攻击；其原因是敌人的中央过于脆弱——实际上已暴露无遗——致使英国舰队得以插入其两翼之间并只同其两翼之一交锋，恰如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对敌人中央实施突破一样。



　　海军的战斗队形一直是战列线式；舰船一艘接一艘地鱼贯航驶，故称为纵队更为确切。然而从火炮的排列来看，从前队到后队，确实是面向敌人成一线展开。在规范海战中，对付这种战列线，总是攻其一翼，这已成为一条定律。正如通常口语所说，攻其前队或攻其后队，正因为舰船编成纵队，所以实际上是侧翼攻击；而且不管选定那一翼，对另一翼的攻击基本上必须放弃，因为用于另一翼的舰船数量不足，无法将攻击坚持到底。帆船时代的最高典范特拉法尔加海战，就是严格运用战列线队形进行的。纳尔逊集中其舰队主力，形成一支优势兵力攻敌之左翼，恰为敌军后队；而对付敌人右翼他只派少量舰船。他对这支较小的部队确实未曾下达不去攻击或避战的具体的命令。他一向没有这种做法。而且他还故意亲自指挥这支较小部队进行这次攻击，并根据环境以至环境的演变相机行事；结果正如事实所表明，敌军右翼的大部得以逃脱，如果他们机动得法，全部都可能幸免。敌方左翼和中央却遭到损失；这一战果正是纳尔逊企图以他的方式和他的队形所要取得的结果。他把集中攻击交由他的副手实施；他如实说：“我嘛，要做到使敌人的另一翼不致干扰。”虽然情况改变了他的行动；但那是他的计划，根据特殊的情况，尽管他确实突破敌人中央，但依然按原定计划行事，对原定的一翼进行不断的攻击，与此同时对另一翼则由纳尔逊自己所率的分队的后队舰船予以牵制。这些舰船由于成纵队前进而横插入敌人的前队战列线；当敌人前队抢风转向欲向其后队或另一翼靠拢时，它们便挡住了敌人前队接近航线，直到为时已晚赴援无效。



　　纳尔逊是一位深谋果敢的战术家，曾就双方舰队本身所处的不同情况，说明了为何攻此翼而不攻彼翼的理由；一般说来，攻击后队较为有利，因为前队无法支援后队，即便进行支援，也不能像后队支援前队那样迅速赶到。因为，首先它必须掉转航向；而在掉转航向之前，其指挥官必须定下决心，而很少有人能够迅速定下这种决心，除非他们预先业已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时间。此外，攻击者要拦截敌方前队的新的运动航线，较之拦截沿原来前进航线趋前支援的后队更为容易。然而，主张攻击前队仍有其若干理由。纳尔逊于1801年曾经说过，一旦同俄国舰队遭遇，他必将攻其前队，因为前队受损势必使其队形陷入混乱，而俄国人却不善于进行运动恢复队形。这是一种特殊理由，而非普遍理由。这是出于对特殊环境的考虑，就如陆上将领对待特殊地区一样。当法拉格特通过莫尔比河要塞时，他的前队陷入混乱，大家都知道，当时情况是何等紧急。不管如何，一旦发生混乱，或多或少必将产生影响。



　　在日本海海战中，也是攻击一翼，而恰恰是前队。这是否就是日本人的预定目的，抑或是仅仅出于当时他们本身所处的条件，我不得而知；但其意图无疑是要引起混乱。我不想在此论证战术问题。我的主题是战略，我引用战术仅仅只是为了举例说明，无论在何地，在一切条件下，从事物的本质出发，都必须突出集中这条重大原理；并在部署自己兵力的具体方法上，也要在一个地区对敌形成优势，同时在另一地区则尽量延长牵制敌人的时间，以便使你的主攻获得圆满战果。其所需要的时间，在一处战场上可能是半个小时，在一次战役中可能以日计、周计或更长的时间。



　　现在，我想进一步通过例证将同样的原理和方法用于海岸的防御和进攻。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它的全部边境和对方的全部边境都是进攻的对象。这就构成边境的守势方面。而边境所及的整个范围又可用为进攻的出发点。这就是此方与彼方边境的攻势方面。在陆战中，如1870年法德两国之间的战争，或如我们曾经讲过的黎塞留所进行的历次战争，其共同之点就是交战双方彼此毗邻，其政治边境不仅是共有的，而且是同一的，即双方拥有一条边界线。这种状况其实并非总是如此。最近的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比利时曾是有名的争端迭起的战场，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些争端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不管怎样，军事边境，即两条战线正面之间的这条界线，实际上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共有的。在海战中情况则迥然不同。在这里，海洋构成双方的政治边境，海洋尽管是共有的，但其宽度却不一致。隔在双方之间的海洋与其说是一条线，毋宁说是一个位置，它居于二者中央，将二者彼此分隔开来，这无疑是多瑙河特点的再现。这就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真正控制了海洋，英国就曾多次达到这一目的，就会真正拥有多瑙河的有利条件；就能将优势兵力或是投入防御方向，或是投入进攻方向。



　　1812年英国同美国之间的战争提供了两种边境范例。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是陆上边境；美国还有海洋边境，英国对海洋边境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控制了海洋这个介于美国同英国诸岛之间的中央位置。在我著的《1812年战争》一书中，我已经论述了两种边境所包含的总体态势，并且还论述了每种边境的特殊条件，指出美国应在何处采取攻势，应在何处采取守势；显而易见，并非所有部位都同样有利于攻势行动，何况国家尚不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到处作战。我之所以提起这些论述，是因为不管我自己的判断是否精确，都是为了举例说明，在任何边境线上，或在任何战略作战正面上，或在任何战斗线上，进攻的力量可能而且应当集中于一个部位，而不应沿全线配置。若米尼用简便的表达方式将这种可能表述为便于记忆的警句，它概括涉及任何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考虑；这一考虑不管是对于战役中的战略作战正面，或是对于战斗中的战术队形，或是对于边境，都一律适用。若米尼说，每一种这样的态势，严格说来，都可被视为一条线；而每条线在逻辑上和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中央和两端或两翼。



　　当然，你们要防止将其想像为三个相等部分。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数学，而是讨论军事概念。让我们立即将其运用于今日的美国，以观其实践效果。美国拥有一条漫长的海洋边境，到墨西哥则被横亘于其间的陆地所遮断，正如法国的海洋边境到比利牛斯山脉便被遮断一样；但这些海岸线，法国亦然，却具有一定的海洋连贯性，正是由于这样的连贯性，舰船才能通过海洋由一端通达另一端。这样一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洋边境是连贯的。现时，美国拥有一条水陆衔接、紧密连贯的边境，即从缅因州海岸到里奥格兰德河。按自然划分，它有三个主要部分：大西洋、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海峡。我不否认，为了研究起见，还可进一步细分；但不妨肯定分成这样三个基本的主要部分是完全清楚的。它们的长度各自不等，从军事观点来看其重要性也不尽一致；佛罗里达半岛在美国产业利益方面虽然地位不高，但一支优势的敌对舰队一旦牢固地立足于佛罗里达海峡，即能有效地控制住两翼之间的水路交通。它将据有中央位置；并依托这一中央位置，不需对整个美国海军形成优势，即能将其分隔在中央位置的两侧。居于这样位置的假想敌人，只需对位于任何一侧的美国海军分舰队形成决定性的优势；反之，如美国海军的这两支分舰队连结成一体，则就必须对整个美国海军形成优势。正是这种条件使古巴在美国立国的第一个世纪里，就在美国的国际关系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它位于美国贸易交通线和军事交通线的侧面。我们知道，在我国确实不乏贤明之士，他们对待地理为我们造成的这种态势，就像两个孩子对待一个苹果一样。这就是将舰队分成两半，分别配置于两边海岸，并声称这对两边都公平合理；因为两边设防是理所当然的，或是行之有据的。不消说，这样做肯定没有集中，也无成效。



　　在继续讲述之前，应当指出，佛罗里达半岛同朝鲜半岛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东乡进驻马山浦，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人，恰如一支敌对舰队驻泊于佛罗里达海峡之对于墨西哥湾和汉普顿锚地的两支美国海军分舰队一样。东乡和上村早在战争初期就以相同方式分开活动于内线，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艘性能良好的战舰同旅顺口分舰队隔绝开来。



　　然而，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作为美国边境，甚至具有更为重要之态势。就以法国为例可以证实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通过水路确实可从其一端通达另一端，这就是说海上边境是连贯的；而且在过去的数年中作战舰队已经证实这一事实。如此说来，美国就有一条海上边境，从缅因州的东港至皮吉特海峡；而且如同其他军事线一样，它立即可以明显地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大西洋海岸，太平洋海岸和二者之间的航线。但当这条航线经过巴拿马而不是经过麦哲伦海峡时，这一概括就不再确切了，也不再值得考虑了；但这一概括却将更加清晰醒目。到那时很容易便能看出，就像现在可以确切地看出一样，这条漫长边境线的重要部分，现在和将来依然是其中央，因为它能保证和阻止有效地从一端通达另一端；保证和阻止兵力的调动；简言之，依然还是交通线。这又是多瑙河位置的再现，也是从热那亚到比利时的一系列西班牙位置的再现。这次又是我们以前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所曾遇到过的中央位置；但是巴拿马这一中央位置较之我们现在赖以通航的麦哲伦海峡却具有内线优势，将现在的航线同未来的航线加以对照，二者的悬殊差别就为这两条航线的优劣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



　　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必须重新提起前面所作的说明。中央位置的优势何在？在这一位置本身吗？不是的，不管它如何强固有力；而是在于对它的使用。中央位置是有点作用的，但不是主要作用；它是态势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甚至也不是首要的因素。假如两侧的敌人都比你强大，虽然据有中央位置也无济于事。简言之，正是力量加位置才能对无位置的力量形成优势；或者更有启发性地说，实力的平衡是力量同位置的不同程度的组合，一方有余可以补偿另一方的不足。假如野战部队或海军这样的机动兵力，强大到足以单独自立于战场的任何部分，或边境的任何地域，那么它就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不管它可能位于何处便都能保有中央位置。假如美国舰队强大到足以从一侧海岸强行航达另一侧海岸，则其凭借自身力量便能据有中央位置。一旦巴拿马运河设防，其水闸得以确保安全，则美国舰队便将拥有力量加位置的威力，而且是一个设防的位置。在此之前，舰队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独自控制该线的中央，保证自由运动于两翼之间，从大西洋至太平洋，或相反。只要舰队的力量足以胜任，能够对付任何具体敌人，则边境的中央就会安全无虑，从而交通线也就安全可靠。因此，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每一翼都应当强大到足以顶住攻击，直到舰队来增援为止。这就是说要有充分的设防，广义说来，它包括港口工事、火炮、守备部队以及鱼雷装备等；而且还必须拥有一支陆上部队能够防止敌方陆军攻占某一决定性位置建立坚不可摧的控制。



　　由此可见，一旦位置的安全得以确保，便可确定所需兵力的比例，有可能只需要较少的兵力。然而，假如美国在大西洋方面有一个敌人并在太平洋方面也有一个敌人，则不论位置如何有利，美国都不免要拥有一支强于任何单独一方敌人的舰队。这就是一支实力的标准，这是美国最低限度的需要。1909年7月份英刊《全国评论》刊载一篇题为《海军与帝国》的文章，其中提出一条定义，我认为是正确的：“两支实力的标准必定意味着保持两支舰队，其一支必须在一切武备方面优于在力量顺序上次一位的外国舰队，”即次于英国的最强的外国舰队，“而另一支则必须在一切武备方面优于在力量顺序上再次一位的外国舰队。”我在这里不是说美国需要两支实力的标准，像英国可能需要那样；然而，假如英国照此去做，那么这一标准的定义便是正确的。就欧洲当前局势和当前海军造舰规划而言，两支实力的标准要求英国必须在本土水域拥有一支明显优于德国的舰队；而且还要在地中海能够同时配置一支同样优于奥意两国联合舰队的舰队。



　　内线位置能使你尽快到达战场，但其优势亦仅此而已。它不会为你提供所需要的“最多的兵力”来实现众所周知的那句格言。位置本身不能增大兵力；而且充其量只能对隐蔽地、补给基地和交通线起到防卫作用。它不能作为一支增援部队派往战场。但是，假如你在大西洋方面有一个敌人，并在太平洋方面也有一个敌人，而你只对一方的敌人占有优势，但并不优于两方的联合，则中央位置可为你提供一次机会以单独的决定性攻击对付一方；防止它们会合形成一支你难以抵挡的力量。东乡正是利用俄国人的错误部署，先后相继击破了旅顺口分舰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和波罗的海分舰队。



　　可以说这里有许多“假如”和“但是”。的确如此；当你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战争问题时，你总会发现“假如”和“但是”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假如”和“但是”对指挥官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们得以解决和克服，它们就将使你获得荣誉称号。不妨研究一下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前紧紧缠住拿破仑的那些“假如”和“但是”。它们以既方便而又简明的方式出现在罗普斯所著的有关这位皇帝的生平传记中。还需记住，在这十年内，你们亲眼看到的恰好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场发生在你们眼前的搏斗。日本东乡拥有中央位置，内线和一支优于敌人两支分舰队中任何一支的优势兵力，即波罗的海分舰队和远东分舰队，它们位于东乡的两侧。这两支敌军集团之间相隔的距离，稍近于汉普顿锚地经麦哲伦海峡至旧金山；较之航经巴拿马运河则要远得多。两支俄国舰队联合起来，其所形成的巨大优势定将使东乡在战争初期是否能够应战都会成为问题；假如他能够，那恐怕是出自于其卓越的内在本能，而不是出自于兵力相等。难道能够设想在他向舰队发出“帝国存亡赖此一战”的信号之前的连续数月之内，没有许多“假如”和“但是”吗？



　　我们确信，情况确是如此；从开始起，日本人就因其数量处于劣势，必须节制使用战列舰而受到束缚，而当旅顺口出乎意料实行坚守拖延时日之时，则引起了极大的焦虑，甚至惊恐，因为当时舰队急需撤离和重新修整以待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假定当时发出的信号标示着实际情况，假如旅顺口分舰队的情况依然同前一年夏季一样，或者，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早到十个月，实际情况会大不相同，形势则将非常难以确定。但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得太迟了；但是，当他到来之时，旅顺口分舰队早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东乡大将仍然受到许多“假如”和“但是”的烦扰。舰队司令部的一名日本参谋记述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来之前的情况：



　　“我们感到极大不安的时刻是临战前的两三天。我们曾经预计俄国舰队应于5月23日或至迟于5月25日就会被我们布置在最南面的舰船发现；但它们没有发来报告，而我们也没有从任何来源获得任何有关俄国舰队的情报。于是我们对于敌人是否已经进入太平洋并已绕道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开始疑虑不定。我们对敌人所采取的航线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最受考验的时刻。就连坚信敌人必然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当时似乎也感到某种不安。”



　　现在设想一下查理大公于1796年那次战役中所面对的那些“假如”和“但是”，这次战役在开始论述战略时曾被用为例证。他的这一作战活动时期，大体上同拿破仑于同年在不朽的意大利战役中获得辉煌成就的时间相合——他的战绩本身曾对奥地利人的深思熟虑构成巨大的假如。假如大公的两个直接对手儒尔当和莫罗联合起来，则大公所处的劣势就会对大公本人引来无数的特有的假如和但是。他所遇到的这一切终于都被克服，其原因就是以集中对付分散；就是凭借多瑙河的强有力的优越自然条件，巧妙地运用其所占据的中央位置和其所使用的内线。他利用这条河流及其南部支流，正如拿破仑于同一季节中在意大利利用加尔达湖的出口较小的明乔河一样。大公挥师北上扑向儒尔当，将其决定性优势兵力投向前进的法军全军的左翼，也可以认为他自己本军的右翼。他自己的左翼，多瑙河南部，则实行避战。即以劣势兵力对付多瑙河南面的莫罗，他训示指挥这次作战的部属，必须逐条河流进行争夺，但不得转入阵地战；相反，必须节节退却以保存实力。在谈及这些命令时，他以富于启迪的表达方式着重说明拿破仑所颂扬和身体力行的目的的专一性；这就是精力的专注和力量的集中，一个伟大的指挥官正是依此抓住一件需办的事情不放，来解决他的许多假如和但是。疑虑可能很多；但真理只有一个。大公说：“只要我在此期间粉碎了儒尔当，即使莫罗打到维也纳也无关紧要。”






图5 日耳曼战役 1796年6-10月



　　我们可以用这一决心，来回答那些主张将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人们。假如大公将兵力分开，以一半对抗儒尔当，一半对抗莫罗，一旦莫罗到达维也纳，形势就会有关紧要，因为北面的奥军也是劣势，势必被迫不断退却，儒尔当便会轻而易举地同其友军会师。事实却是，当莫罗逼近维也纳时，儒尔当已经迅速败退至莱茵河；于是莫罗除急速撤退之外，别无他策，否则就会遭到优于自己的敌军的分割，在他的交通线上遭到迎击和拦截。简言之，这种态势正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面临的那种态势，而且必将同其一样导致惨重程度不尽一致的不幸结局。



　　即使维也纳陷落，其结局也仍会如此。莫斯科于1812年曾经陷落，其结局是尽人皆知的。欧洲中央的控制者拿破仑，曾经试图从其中央位置同时向两翼对俄国和西班牙进攻；尽管他当时拥有巨大的实力，但也力不从心，在他下达给马尔蒙的一些训令中指明，他想将他在半岛的兵力约束在发挥守势作用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拥有充分的理由将我们的舰队或是部署在太平洋，或是部署在大西洋，而却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将舰队分开配置于两洋。必须选定一翼做为舰队采取攻势行动的依托，攻势行动是舰队应当而且必须采取的行动；而在另一翼当涉及到海军行动时则实行避战，保持守势。用大公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舰队能摧垮其对手，那么在保持守势的一翼不论出现何种情况都无关紧要。”你们要懂得，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麻烦的事件，不会发生灾祸；若是让莫罗抵达维也纳，那对奥地利人来说确是极为麻烦的事件。1898年机动分舰队曾被布置在汉普顿锚地，主要是为了保障北部海岸不致产生麻烦事件。不使战争伤害一人，这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就军事意义而言，假如一处海岸遭到袭击、封锁、炮轰或占领，只要与此同时敌人的舰队遭到摧毁，那它对于国家的最后安全和最后胜利的影响就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取得这样的战果，国家遭到的每种其他损失便都可得到补偿，尽管国家事先无意进行军事准备，但只要证实它愿意承受这一重担，做出必要的努力切断入侵者的交通线和退路，便可迫其投降。一支陆军部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或许仍能生存于国外，汉尼拔便是一例；然而，假如其兵员和补给系来自海上，则惟一的结局便是消耗殆尽坐以待毙。侵入一个国家或许容易，但要想撤离这个国家却很困难。海洋曾是威灵顿的安全保障，不久之前对于日本更是如此，而汉尼拔和1798至1801年期间在埃及的法国人则都是由于失去海洋一筹莫展而横遭覆灭。



　　由此可见，关于中央位置、内线和集中兵力，并非只备其一或如东乡那样三者齐备，便可安全无虑或必然胜利。三者齐备，其结果不外是可以据有明显的有利条件；在力量的方程式中，将三者加在这一方或另一方，其分量并不为零或很微小，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分量；要想克服它，另一方的力量必须大大增加。我们假设俄国海军的总兵力较之日本强大25%，如其全部集拢，必将对日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分成两半，则每一支兵力只及敌军的62.5%，敌人据有中央位置，可以沿较短的航线向任何一方运动，而俄国海军的一方则须经过较长的航程才能航抵另一方。单就数学计算来看，这支劣势兵力一旦同敌人交锋，要使己方获胜，则须重创这支优势敌军，使其兵力不只减到而且要低于62.5%。不管最终结局如何，即使有某些侥幸可言，则如此劣势的第一支兵力能否给予敌人以如此重创，至少值得怀疑。假如不能，则集中兵力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它之获得成功，则是得力于其内线和其中央位置以及虽居劣势但却集中。待其迎击第二支敌军时，其优势已于第一次交锋中大大削弱，或许削弱到彼此相等；但它现在却拥有它的新对手所缺少的巨大精神因素，这种巨大的精神因素会使斗志倍增，拿破仑曾经说过这种精神因素支配着战争，这是由于胜利而使信心激增。














	

 






	















	







	







	









 





	


	







	








	




	


第四章 史例述评（3）




	







	

 



	


	


　　当我们即将在本章继续讲述黎塞留统治的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史实时，我想提醒诸位回顾讲座开始部分所谈及的内容，即查理大公在多瑙河流域所进行的战役，只是从陆战方面说明关于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的原理；而法国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却提供了既有陆上力量又有海上力量参加的战例，关于法奥战争以后还要研究，有待进一步论述；随之便将论述克伦威尔同荷兰所进行的海军战争的实例，关于这次海军战争则限于以实例说明海军战役。这最后部分正是现在讲的专题。



　　在此之前，我们曾以法国的位置及其在黎塞留和马扎然当政时期同奥地利皇室的两个支系日耳曼和西班牙的争夺作为史例，来说明战略的某些原理。在叙述这段史实中，我们大致是在黎塞留逝世的那一时期，即1642年12月停下来；在那一时期停下来是为了使用在此之前的战争教训，将其运用于阐明一般原理。在进行这种运用的时候，为了达到说明的目的，容许随意引述其它历史上的事例；因为，必须坚持从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军事情况中探索原理的一致性是一件合乎需要的事情。我认为，一个人如能领悟到，集中这条军事原理也可用于设计舰船，组建舰队或在和平时期部署海军，而且会像将其用于计划战役或制定作战程序那样富有成效，他就会获益匪浅。



　　现在我从黎塞留逝世开始继续讲述历史；目的依然只是提供大量的叙述，用以说明事件发展的背景，并指出军事上的教训。黎塞留死后，法国的大权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落入马扎然手中，他直接奉行恢复亨利四世和黎塞留的总体对外政策。欧洲局势仍然一如既往，法国同奥地利皇室的两个支系继续抗衡；但在战争初期，由于事件迭起，交战对手众多，各自目的错综复杂，致使情况混乱，难以找出连贯性或明显的特征，——后来才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概括起来，现在可以说，同法国结盟的有荷兰、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而站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一边的则有巴伐利亚及全部南日耳曼诸邦。开始时，这是一场属于宗教性质的战争，后来变为以政治目的为主。法国的力量越来越集中于其敌人的右翼，自己的左翼；即集中于日耳曼，特别是集中于比利时，当时称为西属尼德兰，它在意大利则是犹豫不决，而且在得到叛民支持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是如此。法国的内部叛乱已被黎塞留镇压。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集中并得到加强，得以努力对外。它已培养出一批军事将领，而且正在不断赢得一连串胜利。而西班牙则相反，国力日益衰落，由于加泰罗尼亚以及葡萄牙的叛乱而不能自拔，葡萄牙于1640年重新获得于1580年被西班牙所剥夺的独立。加泰罗尼亚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于是，法国日趋强盛，西班牙和奥地利却日益衰落。1646年法国和瑞典侵入巴伐利亚向其勒派军税，并通过这种手段使其脱离奥地利。随后法国又背弃了正在日耳曼作战的盟国瑞典，并将重兵投向尼德兰，在尼德兰它得到了荷兰的援助，但不久便遭冷落。各同盟国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妒忌。在它们之间集中力量已不再成为可能，因为它们各自仍害怕看到对方过于强大。荷兰对此尤为显著，其力量主要限于海军力量，因受条件限制，它不可能在陆上力量或扩充领土方面同法国争雄。荷兰对于法国通过其尼德兰新领地将其边界推向自己这边，岂能坐视而不管。



　　其结果便是荷兰在一段时间里态度暧昧，无所行动，于1648年早期便背弃法国同西班牙单独媾和；同年晚期十月间，日耳曼皇帝和巴伐利亚将其盟国西班牙排除在外，同法国和瑞典以及它们的盟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笔交易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西班牙拒绝接受条款，继续同法国单独对抗，双方都没有盟国。法国当时仅从日耳曼有所获得。它得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阿尔萨斯地区，这一地区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为止一直归法国所有。这样，法国就将其边界向前推进一百英里到达了莱茵河；并依托割让来的菲利普斯堡和布赖萨赫两座要塞加强了对莱茵河的控制，这两座要塞位于该河日耳曼一侧，恰恰位于阿尔萨斯边界的两端。将这两座要塞的位置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进行对照(见图8)，定会有所启发，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确定了在葡萄牙的英军和在西班牙的法军之间的作战正面。交战一方占据了它们便能巩固其后方的领土，并为其进行攻势运动提供前进基地。1812年威灵顿占领了上述两地，作为重要的出发点，随后即向前进军将法国逐出了西班牙。



　　在威斯特伐利亚媾和之后，法西两国依然继续交战达十年之久，与此同时，欧洲舞台上出现了一支新兴力量。这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克伦威尔运用铁腕和军事力量整顿了国内秩序，这就使他能在对外政策上施加影响，而这恰是斯图亚特诸王从未能够做到的，因为斯图亚特诸王一直同议会议员们意见不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个月，即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斩首处决；此后将近十年，也就是法西两国继续交战的时期，正是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的绝对权威存在的时期。新政府所采取的首要步骤之一，就是重建海军，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当时的英国陆军已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精锐军队。这次海军改组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用专为国家和战争而建造的舰船组成一支正规的常备海军，以代替过去根据形势需要依靠征用大量商船而组成的大部分非正规兵力；二，是将这支兵力交付军人，即陆军的将校们对其在纪律、战术和战略方面进行训练和管理，由他们将其组成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当时海员的传统习惯使他们不能适应新创立的这种军事状态；他们必须经由曾是陆军战士转成海员的陆军军人加以训练。结果便产生了一支具有上述独特意义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化的海军。



　　由于拥有这样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它以具有同等效能的陆军为后盾，并受到六年战争的锻炼和屡战屡胜的鼓舞，于是这个岛国便放眼于欧洲，但眼光并不友善。做为一个强烈信奉新教的共和政体，它看到两个天主教王国正在交战。做为一个海洋和贸易国家，它隔海看到荷兰乃是其竞争对手，荷兰信奉新教又是共和政体，两国本应互相同情团结，然而旧恨未消，又因在航海和贸易事务中存在不平等而重结新怨。回顾五十年前，荷兰得到英国的援助，逐渐摆脱西班牙的奴役获得了自由，而如今却一直利用廉价的船只和工资进行竞争，暗中损害英国的航运，致使英国的运输业务大部落入荷兰之手。



　　对于内心支持克伦威尔制定政策的动机，一直是不清楚，也存在争议，因为其政策本身在许多方面隐晦莫测，充满欺骗。可是我认为，其中奥秘在于他在政策上如同他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首先是一名宗教信徒。这就是说，除了毫无疑问的他的个人虔诚之外，他将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发展都看做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他能领悟上帝的意图并同上帝合作。克伦威尔自认为是一个肯定无疑的完人，他和他的亲信掌握着真理并受到上帝的指引，这种信念极为危险，它可以导致肆无忌惮，任意非为，这是一种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信念。当时的政治家们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只要目的是需要的，手段是否正确而毋需予以考虑。



　　新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理会教派，他们都认为是同上帝的意愿合而为一的，新教在教义上属极端的加尔文派，而在教会管理上则属于独立派。在国内和在欧洲大陆确立新教就是奉行上帝的意愿；而要实现这一意愿，就要仰仗外交和武力，二者都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工具。从世界局势来看，问题则在于军事。这是一个联合与力量的问题；英国的岛国位置和组织严密的陆、海军，使克伦威尔在两个天主教国家相互交战之时一直拥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握有决定性的表决权，这种情况一直贯穿于克伦威尔的终生。法国和西班牙不久便意识到在它们中间站着一个能使天平发生变化的信仰新教的狂热者。



　　克伦威尔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将所有新教力量在政治上集中起来。除向其他新教国家提议外，还曾向荷兰提议进行合作；但不是乞求结盟，而是对两个共和政体实行政治联合。荷兰对此当然反对，当时荷兰控制了世界航运贸易的大部；而且暂时对它的危险的邻国法国还放心。此外，英国的过去历史和当时的力量都表明，对于荷兰这样的较弱伙伴说来，联合如果不是吞并，就意味着屈从。提议彻底失败了；但不要忘记，四十年之后当荷兰王子威廉三世登上英国国王宝座之时，这主张又重新提出并被实际接受。正是克伦威尔求之未得的这种集中，终于将路易十四的权势从其顶峰上拉了下来；但荷兰也随之降至二等地位，这都是它的那个君临英国鼓吹欧洲联合的统治者所一手造成的。



　　英国航海条例就是对荷兰拒绝联合的答复，其矛头指向荷兰控制航运贸易的霸权，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一条例于1651年10月通过，而于1652年5月战端便已开始。条例并不见得就是挑起战争的决定性原因。它只不过是一个有所作用的因素；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当时国际关系纠缠不清的原因，而是研究战争的进程，不是研究战争的起因。随之这两个共和政体进行了两年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集中这一课题提供了某些恰当的教益，同时又启示我们亲自去思虑当前的国际局势。



　　在克伦威尔政府之前，英国海军只是偶而例外地在地中海出现。在那里进行贸易的商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们知道，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以及在大西洋同法、西两国进行贸易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行了护航制度，但这种护航制度却未扩展到地中海。那里的贸易由一家名为地中海利范特公司 [ 译者注：原文Levent Company，或译东方公司。 ] 的特许公司经营；其所使用的船只为了自卫按当时的标准规定拥有一定的体积和武装，很少用于进行其他方面的贸易。地中海贸易在英国的贸易利益中居于次要地位，英国在地中海的商船和海军舰只一直都遭到荷兰的排挤。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初几代国王的统治下，直到克伦威尔当权为止，不可能实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因为要想坚持这样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召开议会筹措经费，为此则须对议会做出相应的让步，而国王却不愿让步。因而海军数量不足，只得任凭海盗横行。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船只甚至成群结队地云集于英国近海；届于1651年为止的六年间，就有一百五十艘英国船只遭到他们的劫掠。法西两国的私掠船，在克伦威尔执政以前的时期里，对英国船只同样也是随意掠夺。



　　克伦威尔的共和政体改变了这一切。国家有计划地自身担负起由海军保护贸易的责任，其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科贝特指出，这就必然在海军思想中提出一种新的战略观念，即必须控制贸易航线。控制贸易航线必须具备两个战略要素：(1)一支机动的海军；(2)靠近航线的港口，用为作战基地供海军驻泊。海军初次到达没有本国港口的海域时，只得依赖友好国家的港口，如杜威于1898年寄泊于香港直到宣战为止；但这种依赖既不方便又不稳定，这就导致必须直接获取港口。为了保护英国航运，英国海军进入地中海，经过数年之久几经辗转到达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地；最终又到达苏伊士、亚丁及其以远地区。顺便提一下英国还曾一度占领了丹吉尔；后来又一度占领了科西嘉；并几度长期占领了梅诺卡岛。



　　于是，当1652年战争爆发时，荷兰同英国除在本土海域驻有主力舰队外，双方在地中海都驻有海军分舰队。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部设在托斯卡纳的主要港口里窝那；托斯卡纳大公认为，他的领地成为英国贸易的商场和中心有利于他的统治。战争开始时，地中海的荷兰海军大部集中于土伦港外，其原因直至今日我们还无法确知。英国对待法西两个交战国，表面上保持和平相处，但在他们之间克伦威尔当时的政策却倾向于西班牙；这就成为促成西班牙属地厄尔巴岛的隆贡港对英国友好开放的原因。马扎然统治的法国就不像西班牙当时那样乐于承认将其国王斩首的那样一个共和政体。但不久两国都开始企图得到克伦威尔的支援。



　　有一点大家必须特别注意，那就是在当时条件下地中海和北海所产生的问题，今日又在这些条件下再次出现在英国面前，而且就其要求的一致性而言，这也正是美国所面临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问题。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英国海军将其85%以上的战列舰恰好集中在克伦威尔执政初期英国海军必须坚守的地方；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靠近英国本土海岸兴起了一个新的海洋强国。1566年以前，构成今日荷兰的各省全都是西班牙的属地。在其后的四十年里，即伊丽莎白统治的整个时期，它们进行斗争获得独立，主要是由于英国的援助，在斗争过程中其贸易和海军实力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克伦威尔就任护国公时，荷兰商船的数量已大大超过英国，这两支海军在开战之初，实际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这些情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支海军的暂时部署，对于1652至1654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的冲突进程具有重要影响，这次战争恰好发生在法西战争的同时。这些虽然不是惟一的因素，但却是首要的因素。荷兰共和政体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松散的各怀猜忌的省际联盟，这同军事效率所需的行政和组织的统一相互抵触，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强烈军事观念却使英国海军在精神上和形式上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组织。然而，战争总是降福于奉行集中的一方。



　　冲突开始时，荷兰在地中海的兵力总数处于优势。英国的总兵力处于劣势而又分散。一部分随其指挥官驻泊于里窝那港；另一分舰队则远在地中海东部担任护航。我不想一一详细指出数支英国分遣队的运动。我们只要说荷兰指挥官恰好置身于它们之间，就足以说明问题；他首先对里窝那港(见图6，形势1，a)实行监视，或通常称为封锁；然后在内线进行明智的运动借以隐蔽其位置和意图，同时却又总是保持其中央位置，即位于两支英国分遣队之间。结果，按惯例得到若干艘较强商船增援的英国地中海东部分遣队，被迫于厄尔巴岛之外接受战斗(见图6，形势1，b)。由于处于明显劣势，该分遣队遭到痛击而避入隆贡港，损失军舰一艘；这艘军舰后来于里窝那的中立海域又被驻泊在该处的英舰夺回，并在隆贡港重新归队。这次战斗发生于1652年8月28日。






图6 地中海英荷海战形势图 1652-53年



　　荷兰舰队继续游弋于厄尔巴岛与里窝那之间，保持其位置优势。然而，两名英国指挥官仍能互通消息并做出安排，一定要设法会合，待厄尔巴岛的舰船修复之后再战。英政府对里窝那的指挥官不满，而将指挥权移交给厄尔巴岛的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对于他所能预料的每一意外事件都一一作了慎重的指示。然而，不论是兵力和位置的对比形势都对他不利；而其对手又是荷兰的优秀海员并据有中央位置。未能预料的事情——偶然事件终于发生了，最终的结局是里窝那的分舰队被迫单独作战遭到痛击，全队除一艘军舰外全部被俘(见图6，形势2，c)。此事发生于1653年3月初，即首次战斗之后的六个月。于是新任总司令除率领厄尔巴岛的舰船退出海峡之外别无他策。他只得如此(图6，形势2，d)，英国放弃了地中海，从此在战争期间再也未能返回。



　　当时，即在第一次战斗之后，有关的两名英国军官和共和政体派驻在里窝那的外交代表，为了坚守和维护国家荣誉都曾写信迫切要求本国政府派遣援军；政府曾经同意照办。北海和海峡的早期战争事件，总的看来对英国有利，当时英国兵力雄厚；但在1652年8月于普利茅斯港外的一次遭遇战时，在条件相同情况下，大体上双方兵力相等，结果对双方舰队来说不分胜负(图7，形势1，a)。事实上，荷兰舰队司令勒伊特在这次战斗中未损失一艘军舰和商船，成功地率领一支护航队为其打开了一条通路；而英国人则退入港内再未出动，胜利可以说是属于荷兰。勒伊特目睹其所护送的船队全部进入大西洋，而后率领一些返航的商船驶回海峡，同舰队司令德威思所统率的主力舰队会合(见图7，形势1，b)。会合之后，随之于1652年9月28日发生了肯特之战(图7，形势1，c)。荷兰人在舰船数量和质量上均处于劣势；然而，双方力量为六十八对六十四，接近相等，这就不由使人想起，荷兰人在地中海的巨大优势乃是处其在决定性中央战场于劣势这一高昂代价而换得的。






图7 荷兰英国北海及海峡 1652-53年



　　英国人赢得了明显的胜利。英国政府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认为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加上季节已晚，荷兰人不会再大举出动，于是就将舰队分散去担负不只一项任务(图7，形势2，a，a，a，a)。在其余的一些任务中，来自地中海的呼声引起了重视；一支二十艘帆船组成的中队被派前往并已启航出发。然而，荷兰人并未气馁。他们派出一支三百艘商船组成的船队，由当时的海军名将特朗普率领七十三艘舰船护航驶往大西洋。由布莱克率领的英国主力舰队，由于兵力分散被减少至三十七艘舰船，于11月30日一战遭到惨败(图7，形势2，b)。驶往地中海的分舰队于是被召回(图7，形势2，c)重归舰队。由于惨败，海峡在数周内充斥了荷兰巡洋舰，对此英国已无兵力可遏制。当此消息传至里窝那时，大公曾因其海域的中立地位遭到侵犯而震怒，于是也改变政策，不再容许交战国使用其港口。如前所述，这就迫使英国在地中海的军官只好放弃实行会合而后一战这毫无希望的企图。



　　当时，在精神上已彻底军事化，在行动上已有抵抗力的英国政府，在海军事务上吸取了这些教训，遂将全部海军集中于本土海域。十周之后，于1653年2月，特朗普率领一支护航队由大西洋返航，他所率领的七十艘舰船同八十艘英国舰船相遇，于是发生了一场驶向海峡的边打边走的战斗(图7，形势2，d)。船队成为累赘，当然更加不利于荷兰人，而且其舰船数量又处于劣势。英国人牢记三个月之前的惨败，以及荷兰人善于在一切不利条件下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主要依靠英国舰队的集中取得了战果。荷兰战舰有四、五艘被击沉，四艘被俘，约三十五艘商船被掠走。



　　恰在此时，陆军将领蒙克调至海军服役，他是一名经过尼德兰战争和最近内战锻炼的战士，数年之后又成为查理二世复辟的主要人物。他指挥一支分舰队参加上述战斗，时值1653年2月18日。在他的影响下，不容许进一步分散只够应付当前任务的兵力。英国的位置对于经过海峡或北海通往荷兰的商船航线较之当时的敌人据有战略优势，恰如今日其位置对德国据有优势一样。然而，如前所述，位置的优势，不论它如何真实和如何巨大，全在于对它的利用。今日德国扩充海军至少部分应归因于对其所处位置的劣势的认识，而英国将其战列舰兵力集中于本土海域，正是对德国扩充海军的反应。两国的措施全都合乎逻辑，都是各种力量——战略的、贸易的和经济的——依据民众的权益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1653年之中及其之后的英国海军的集中以及其舰队的良好军事组织和政府的明智军事远见，对这次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过十八个月对通往荷兰的航线实行控制之后，使荷兰的贸易陷于停顿。一千五百艘荷兰商船被俘。据说，这一数目相当于当时英国商船的两倍，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以及英国制定航海条例的动机。荷兰已经税源枯竭，工厂倒闭，工作停顿。须德海桅樯林立，国内乞丐遍地，街头杂草丛生，阿姆斯特丹有一千五百幢房屋无人租赁。这并非战斗的结果，而是对主要贸易航线实行战略控制的结果。



　　克伦威尔于1654年同意的媾和条件，较其所能苛求的远为宽容。毁灭一个新教国家并非他的政策组成部分，蒙克是个军人，只看到当前的军事目的，对此大为不满；政治家克伦威尔却意识到在当时的欧洲局势中，英国需要一个强盛的而不是衰败的荷兰。和解和合作更适合于他的政策，在欧洲和其他大陆他的政策正在转向外部总体局势。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他决定要使英国和新教能从当时的法西战争中捞到好处。他的政策曾有一段时间在这两国之间犹豫不定，这在某种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一直使历史家们有些困惑不解。



　　在结束我们课题的这一部分之前，必须说清，我无意教条地坚持直接接触式的密集集中。对于集中，正如对待每一正确原理一样，必须从精神实质上，而不是仅从字面涵义上予以坚持和运用；必须结合理解，而不是仅从文字上进行实践。相互支援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思想；不论当时全部兵力如何配置，都必须做到使其每一部分都能由其他各个部分减轻其部分负担；而这一部分同样也要为其他各个部分减轻负担；同时，部署在固定驻地的兵力也要便于及时集中成密集队形。在空间上保持很大间隔的部署，也应做到能够进行这样的互相支援。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和上村在旅顺口陷落之前，出于必要的原因，曾是互相分离的；但他们凭借位于敌人两支主要分舰队之间的位置——中央，彼此互相支援。每一方都通过对其当面敌人实行控制来支援另一方。中央位置也要便于会合或增援——兵力转移——方能符合实用；例如1904年8月10日之战，当时上村曾经横越黄海海口趋前配合，但由于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结果配合已不再需要。今日的间隔较之过去可以更加增大，因为蒸汽和电气已使运动较之过去更加可靠并使通讯联络更加迅速；然而，这种变化毫不影响根本要求，即部署数支分舰队时必须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援，并在敌人通过联合以期吃掉其中任何一支分舰队之前，即能实际接触联合起来。这种想法，依我看来，绝不容许将现有的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两处主要海岸。只有当每处的兵力都优于任何可能敌人之时，就如东乡优于旅顺口分舰队和上村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或是牢固据有中央位置使它们能够及时会合形成统一集团之时，方可如此分开配置。














	

 






	















	







	







	









 





	


	







	








	




	


第五章 史例述评（4）




	







	

 



	


	


　　在开始今天的讲授之前，为使教学富有成效，我想围绕讲授的课题做一说明，在进一步举例论证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等的内在战略优势的同时，我认为必须予以着重强调的主要教训乃是，当一支海军出现在远离本土的战区时，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在那一地区取得些永久性位置，这样一些位置是保证海军进行有效活动所不可缺少的。



　　为使大家充分掌握我们课程中的连续性历史背景，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两次战争——即1652年至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及1689年开始的欧洲全面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在欧洲全面战争中英荷两国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完成了联合，终于实现了克伦威尔所想望的力量集中。在此期间，有两次战争与本题无关，故未提及。两国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实现了1688至1702年的短期联合，当时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同时又是荷兰执政官并兼任荷兰陆海军总司令。两国的暂时联合使两支海军在一个指挥官的统率下实现了集中；虽说路易十四的势不可挡的力量始终乃是促成这一局面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如若不是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这种局面实难在这一短暂时期内实现得如此完美。正是这一原因促进了这一紧密联盟的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他死时为止，这一联盟同时也是出于迫切需要。克伦威尔也曾想望过这一联盟，但未成功。因而他不得不打击荷兰，使这个无法成为其盟国而予以控制的对手陷于瘫痪以达到他所想望的集中。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在克伦威尔统治下这支集中起来的海军力量的行动和效果；然后再了解一下在一个首脑威廉三世的统治下的统一集中和在其直接继承者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联盟集中的行动和效果。



　　尽管荷兰海军在我们前述的战争中得以幸存，但这支海军和荷兰这个国家由于遭受惨重损失已无意直接继续战斗。其结果是，只有英国海军凌驾于欧洲任何一支海军之上，实际上不是通过同荷兰结盟而是通过消除荷兰，海军力量才集中于克伦威尔之手；特别是西法两国只要继续交战，它们之间的海上力量就等于互相抵销。马扎然总结了关于法国海军破坏西班牙至意大利之间的交通线的卓有成效的经验，于1642年黎塞留死后，发展了他的海军政策，就是那种通常遵循的政策：派遣一支舰队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他曾寻求法国海军能够牢固立足的地中海的前进基地，在基地上扩大其活动和游弋范围，从而扩展法国的政治势力。他首先于1646年占领了厄尔巴岛和厄尔巴对面的位于意大利的皮翁比诺港；随之又力图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当然是对法友好的政权(见图8)。这一继续向前推进的企图只获得了一时的成功。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克伦威尔执政之前的1646至1648年之间。



　　荷兰战争结束之后，英国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内的最初出现和影响，即使在才能超群、果敢过人的克伦威尔的统治下，也如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地缺少基地。虽说也曾产生过一些巨大影响，但这些影响却是瞬息间的；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而这些影响之所以令人瞩目，与其说是由于舰队的行动所致，不如说是单单由于舰队的存在所致。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举棋不定，并非由于对英国舰队已经发挥的作用考虑较少，而是由于对英国舰队一旦投向某一方而可能发挥的作用考虑过多。这一例证充分说明军备本身甚至不需流血即可具备决定性的影响；而其影响则极为深远，最近以及现在的局势仍然可以提供一些实例。很有可能正是这种沉默无声的行动妨碍了克伦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当舰队司令布莱克所率的舰队于1654年11月，即同荷兰媾和后六个月，到达当时仍是西班牙港口的直布罗陀之时，单只这支英国舰队的存在就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压力。正当此时，法国的远征军已在那不勒斯登陆，再次试图使那不勒斯脱离西班牙。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当时法国由于国内的投石党运动，使西班牙得以重新夺回厄尔巴岛和皮翁比诺，从而更加难以确保对海洋的控制。位于直布罗陀的布莱克恰好横插在地中海的当时正在那不勒斯的法国海军和已从布勒斯特出发正在航途之中的一支巨大增援部队之间。



　　布勒斯特分舰队的迟迟不前使布莱克得以取得直布罗陀这个中央位置，并在该地受到盛情款待；因为当时英国虽然形式上既未同法国也未同西班牙开战，但众所公认，由于法国巡洋舰曾经捕捉过英国商船，按当时的报复规定，法国处于不利状态，法舰一旦同英舰相遇即会遭到直接攻击。两年之前，即1652年，布莱克就曾在海峡对法国驶往敦刻尔克的增援部队进行过这样的攻击，直接造成当时属于法国的该港为西班牙人所夺取。如今，在那不勒斯无人不知，又是那个布莱克正在直布罗陀；而法国的另一支分舰队还仍在大西洋，它位于何处，情况如何，全不清楚。实际上它已停于里斯本，无意前进。正当布莱克按照他自己的命令等候有关这支分舰队的消息时，那不勒斯的舰队还有时间可以逃往土伦，其代价是放弃其所担负的任务。假如布莱克立即跟进，很有可能将其摧毁；事实是布莱克仅仅依靠位置便将法国舰队逼走。虽然未曾交战，但却取得决定性效果。






图8 中欧及西欧 1630-1713年战役图



　　科贝特公正地指出，这样的结果，我称之为“消极性”结果，易被忽视，或至少没能引起人们注意到其对未来行动的影响。例如，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旅顺口的陷落可当作日本人的胜利；但却无人注意到，旅顺口在陷落之前，其所牵制的满洲主力日军的数量比俄军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还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到达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波罗的海舰队没有在那段时间之内到达，并不能归咎于旅顺口的陷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实例中，克伦威尔没有注意到布莱克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假如他曾经注意到，但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影响，使其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大西洋和美洲转向地中海，他只知秉承伊丽莎白、德雷克和雷利的传统，仍将大西洋和美洲作为英国海军争雄的主要目标。



　　这一民族思潮的倾向同英国人的固执保守特点是同一的，同时这一民族思潮也被其它同样强烈的新教传统所强调，新教传统把包括法国在内的北欧国家联合在一起，对抗天主教的典型政治代表西班牙和奥地利。克伦威尔具体体现了这种思潮倾向甚至达到狂热程度。他仍然认为地中海是小事一桩。科贝特对此深感遗憾，因为地中海是他研究的主题。我自己则认为，单就政策而论，克伦威尔是对的；但我对他的作法并不谅解，尽管当时的外交手段多以欺诈为特征。



　　且看他的所为，正当布莱克在直布罗陀为法国制造麻烦以支援西班牙之时，一支袭击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军却已悄悄整装出发。这支远征军启航于1654年12月，即同荷兰缔结和约的同一年，当时布莱克正在直布罗陀受到西班牙的殷勤款待，由于他的存在使法国放弃了觊觎西属领地那不勒斯的企图。西印度群岛远征军在圣多明各失败之后，于1655年5月夺取了牙买加；从此该地即为英国占有。



　　此事发生后的六个月，即1655年11月，英法正式媾和，以往存在的报复关系遂告结束，随之于1656年2月西班牙便向英国宣战。一年之后，即1657年3月，英法结成攻势联盟对付西班牙。联盟条款规定，由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多佛尔海峡的敦刻尔克和马戴克并将它们让与英国，以酬谢英国舰队和六千辅助部队的援助。获得这两处港口，不仅使素为英国贸易之患的私掠船失去了一个司令部，而且还为克伦威尔支援北欧新教国家提供了一个登陆欧洲大陆的桥头堡。这两处港口取代了其邻港加来曾经一度发挥的作用。马扎然对此当然不满；但联盟可以使其在尼德兰获得援助，在那里他要从西班牙人手中谋求利益，而且他还想欺骗克伦威尔为法国谋利。但他在这位摄政者身上却碰到了对手，克伦威尔坚持要将佛兰芒人的这两处港口拿到手；而它们终于在1658年7月，即克伦威尔去世前三个月为英国占有。西班牙遭到两强联合的强力反对，已经筋疲力竭，又加内部腐败，一年之后，即于1659年，只得同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法国在尼德兰接收了阿图瓦省和比利牛斯山东面的鲁西永；此外，还向外扩展了其东部边界，这是其野心的主要目标。西班牙同英法联盟的这次战争，终于使曾煊赫一时的西班牙王国一蹶不振。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西班牙已明显地从其主宰欧洲的地位上永远跌落下来。



　　克伦威尔的下一代责怪他援助法国，使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拥有了巨大势力，成为主宰和威胁欧洲的国家。全面探讨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要想做出普遍能够接受的论证以结束这一争论，更是毫无希望。既有赞同又有反对，在二者之间作出定论，不是调合折中便是固执偏见，难以找出真正的原因。从军事观点来看，不言自明，克伦威尔已为英国奠定了牢固的国内基础，使英国拥有一支一流的海军和一支相应的陆军，获得了两处港口为一旦需要干预欧洲大陆，提供了有利的通道。一旦欧洲发生意外，当时很有可能发生，这就确保英国据有军事位置；同时，对于海外世界，在美洲和东方，其未来则取决于欧洲的实力均势，特别是海军舰队实力均势。对于这些海外属地来说，欧洲各国则是作战基地。要想在海外有所得，必须先在欧洲取得决定性优势。



　　在即将到来的同路易十四的巨大角逐中，英国海军已不再居于首位，而是通过同荷兰结盟获得支援；英国陆军也是如此。查理二世复位不久即放弃了敦刻尔克桥头堡，将其归还法国，于是荷兰的港口遂就成为当时英国的桥头堡；同荷兰的结盟得力于强烈的民族和宗教的偏爱，这种偏爱曾经诱使克伦威尔将英国的活动集中于北欧而忽略了地中海，认为在地中海活动的时刻尚未到来。由此可见，他拒绝过分削弱荷兰是具有正当理由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是不会言过其实的，自从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以来，其经历充分证明克伦威尔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当面对手不同，但态势却无差别，活动轮廓也大致类同，即陆军在北欧洲作战，海军根据形势需要或在海峡或在地中海。克伦威尔的政策是以其在世时赖以立足的陆海军实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其无法预料的未来的斯图亚特诸王的方针为依据。是他们——斯图亚特诸王，而不是他——克伦威尔，助长了路易十四的势力。



　　难道还需我向大家提起，建立一支能够担负对外作战任务的一流海军和一支相应的陆军以及在北欧据有牢固的位置，不正是今日英国正在努力达到的既定要求吗？而其海外属地的命运难道不正是需要依赖本土水域的巩固吗？但加拿大可能不在此范围之内。美国绝不能坐视加拿大遭受外国干涉而不顾。此时的法国、俄国和英国恰好代表着威廉三世时代的英国、荷兰和日耳曼；而舰队集中于北海又是荷兰国王统治时期的局势的再现。不过，今日的令人生畏的敌人不是法国而是德国。



　　从克伦威尔去世到驱逐詹姆斯二世的革命，即从1658至1688年，恰好整三十年。我将这一时期略过不谈。这一时期的英国政策，无论是对外政策还是军事政策都无法生效而陷于瘫痪，这是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代国王决意维持王权而不肯向民众让步。欲达此目的便需摆脱议会而独立，他们通过挑拨议会同路易十四互相斗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这种独立；然而，军事行动需要军费，而军费只能由议会拨给。因而，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都同路易十四保持有金钱和个人关系，结果便造成对他的依赖。于是，法国得以继续侵犯欧洲，而英国只好缄默不言；尽管英国民众对此并非漠不关心。在海峡敦刻尔克和马戴克已被让与法国，在地中海丹吉尔已被放弃，这都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已变得软弱无力和踌躇不决；凡是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不论是发生在地方集团之间，如十五年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还是发生在民众和统治者之间，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斯图亚特王朝自始至终的实例，都无法制定卓有成效的对外政策。



　　当代法国海军著作家达夫吕伊海军中校说得既正确又有力：



　　“一个民族只要尚未巩固其统一，其所有的资源就只能够应付其国内所需。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未同苏格兰合并之前，就无法奠定殖民帝国的基础。这就是法国海军应从路易十四时期算起的原因 [ 注：更正确地说应从黎塞留算起，是他巩固了法国的统一。 ]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海军应从德意志帝国成立之日算起。”



　　当代有一件值得深思和牢记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德国海军的年度经费已从对法战争之后1875年的不足一千万美元，增至1905年的五千万美元而有余；而在其后的十年里，其预算每年超过一亿美元。还可补充一点，在奴隶问题尚未获得解决之前，在过大的州权时期以及南北战争以后对南部调整尚未结束之前，美国无法考虑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扬威于海外。假如1898年达到顶峰的美西纠纷问题发生于退出联邦的战争 [ 译者注：原文为The War of Secession。 ] 之前，北方这个政治共同体就会将战争仅仅视为只是企图夺取古巴以扩大奴隶制度的领域，因为尽人皆知这是南方首脑最为喜爱的计划。



　　关于巩固内部对于对外行动的影响，我们可从前面讲过的各个时期中，简明扼要地予以说明。1610年亨利四世逝世之后，经过十二年大空位的虚弱时期，于1622年黎塞留成为法国的统治者。1624年，他全力以赴实现他控制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诸险隘以达到将奥地利和西班牙隔离开来的计划，他夺取了科莫湖以东的瓦尔泰利纳地区，通过该区三条主要隘路可以通达上莱茵河和因河。其间由于胡格诺派叛乱而演成内战。于是他不得不于1626年放弃瓦尔泰利纳地区，而将兵力集中于王国领域之内；我们在大仲马的《三剑客》一书中所熟悉的拉罗谢尔之围，就是一次突出的决定性事件，由于英国曾经威胁要进行干涉，这使黎塞留认识到法国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628年10月，拉罗谢尔陷落，这标志着新教这个对法国的危险因素的最后终结。六个月之后，黎塞留重返意大利，于1629年3月夺取卡萨莱，以此控制皮埃蒙特来对抗西班牙。两年之后，即1631年，他资助瑞典，加强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来反对奥地利。1633年，他占领了洛林，又从洛林进占了阿尔萨斯，拦截了奥西两国沿莱茵河流域的运动，以利于法国入侵日耳曼。1634年，瑞典在讷德林根遭到惨败，他便同瑞典和荷兰这两个新教国家结成正式联盟，并于1635年同西班牙宣战。1636年，为了加强控制西班牙至北意大利的交通线，法国海军集中于地中海，一直在那里称霸，直至1655年布莱克率领英国舰队进驻地中海为止，从此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些连贯性的对外措施，表明其统一内部所取得的进展，而内部统一则是黎塞留赖以制定对外政策的宏伟规划的基础。



　　由于黎塞留的这些活动，法国开始稳步前进，以至威震全欧，这在路易十四亲理朝政的最初三十年里更为突出。从拉罗谢尔陷落直到英王詹姆斯二世被逐为止这一时期，即1628至1688年，恰好六十年。法国三大统治者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所推行的连贯性政策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只是在马扎然的统治下中断了四年，即1649至1653年，当时内部发生了投石党运动，对外活动再次被削弱。法国实力的巨大增长实出于多种原因；但可将其归结为主要两点：法国内部的牢固统一和欧洲的令人绝望的分崩离析。造成这种分崩离析的原因，主要是英国诸王推行漠视欧洲大陆权益的方针。尽管英王无法强力采取有违国家意愿的行动，但他仍然拥有阻挠实施国家政策的权力。法国实力过分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十分清楚；但由于英王的宽容，未能采取相应的反对政策。



　　在论述路易十四所进行的最后几次战争中，涉及到1688至1713年这一时期，早在二十年前于此地讲授已经编印成书的题名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门课程时，我就着手探讨这一时期。科贝特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也是论述这一时期，但他的目的不同。我着意于指出海军同整个斗争结局的关系；他则强调地中海在冲突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冲突就其作战所及范围来看，其主要战场是在法国的东部和东北部边境。现将历次激战和围攻发生的地点列举如下：弗勒吕斯，蒙斯，那慕尔，施泰因刻克，兰登，布莱尼姆，拉米伊，奥德纳尔德，马尔普拉奎特，其中激烈的战斗主要发生于低地国家和莱茵河，而其对全局所产生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尤金在北意大利和彼得伯勒在西班牙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在拿破仑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战争结局主要不是取决于武装冲突，而是取决于海军大部在地中海所施加的无声压力。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在这一讲中所特别关注和在下面即将专门讲述的问题，就是永久位置(术语称为基地)同作战的关系；以及一旦国家政策迫使海军开赴新的活动区域，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趋势，即出于需要，必须逐步取得一些这样的基地。这种位置就其永久性来说，不同于陆军或海军在战役中随时占有的位置，而类似于建立在国家边境上的永久要塞。在考虑中央位置，内线以及对交通线的影响时，对于暂时位置和永久位置来说，其要求都是共同的，一处可用为永久基地的位置，同样也能用于在战场上进行攻势作战或实施攻势战役；然而，新的作战基地长期拥有的自然条件还会引起一些其他考虑，这些考虑可从当前所论述的历史实例中举例予以说明。多瑙河的位置、总的流向和河床的自然特点形成了多瑙河的重要性，据此则导致在一些关键据点上建立一些设防阵地，即建立一些要塞，这些要塞既是当地的作战基地又可用以控制河流的通路。地中海的重要性同样也是由于它同周围国家的相对位置而形成的，这就需要据有一些设防港，这些港口既是舰队的基地同时还起到控制海上交通线的作用。海军基地同海军场站二者就意义而言并不相同。



　　首先，必须指出，整个地中海，特别是从意大利半岛至西班牙之间的地中海西部海盆本身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无比重要的军事位置(见图8)。总之，这是科贝特的论题，他对这一论题的阐述可谓详尽至极。优势的海军力量在这里对巨大的争端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然而，想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握有永久基地。结果便出现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及非主要的梅诺卡等基地；法国的土伦，阿尔及尔，比塞大等基地也是这样产生的。你们之中会有某些人活着看到一些德国港口列入基地名单上。而且除的里雅斯特和阜姆(即克罗地亚的里耶卡)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奥地利港口会成为基地。我们现在研究的课题，可以追溯至1688年詹姆斯二世垮台以后的这一发展情况。



　　政治态势从而也是军事态势的关键所在，乃是法国的实力经过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努力得到了巩固，并使法国以所拥有的中央位置和资源，得以称霸于欧洲。当时对外国资助军费的财主乃是法国，而不是英国。法国肆无忌惮地运用其实力不断进行侵略和扩张。这种普遍的危险促成了广泛的联盟，以便进行共同防御。英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和萨伏依王室统治的北意大利——波兰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全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在始于1689年一直延续到1697年的这场战争中，尽管敌手众多，从各方进逼，但由于法国强大而又居于中央，联盟则如众所周知始终是软弱无力的。法国的领土野心在于夺取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和莱茵河；它想通过征服向这两个方向扩充版图。因此，它的主要目的是以自己的左翼和偏左的中央攻击盟军的右翼，与此同时，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右翼则实行避战。依我看来，它的行动就是在上述两地实施佯动进行威胁，迫使反法联盟的成员只顾保卫自己，不再进行支援来妨碍它在东部和东北部的行动，但这并非其目的的全部。恰如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使用较小的兵力于其避战的一翼一样，比投入主要行动的兵力相对减少，但应能达成目的；然而，一旦被攻国家为佯动——即威胁所慑服，便可能退出联盟。这样一来，全部佯动兵力便可抽出去参加东北部和东部的主攻，就如旅顺口要塞投降之后，围攻兵力开赴满洲一样。



　　切实可行的主张可能是，正因为法国决意以其左翼在尼德兰和日耳曼作战，盟国就应迫使它在右翼作战；这样一来，地中海这一要素就会像既往那样，而今后仍将如此，发挥其作用。兰克说道：“如今再次出现了过去两个世纪期间主要是国际政策支配策略方针的那种情况——即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同南意大利和米兰的联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一政治联系是以地中海的占有期久暂而定。对于西班牙本身和其属国那不勒斯和米兰以及当时的结盟者萨伏依来说，地中海则是一个辽阔的中央位置。因为受到法国直接威胁的国家，西边的加泰罗尼亚和东边的皮埃蒙特(萨伏依)都同地中海毗连或接触，控制住这一水域，支援它们和反对它们的军事行动就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假如反法联盟能以一支强大舰队控制住西地中海，则这一水域便成为一个中央位置，一旦情况需要，由此即可对两侧实施支援，即支援西班牙或意大利。盟军在尼德兰的指挥官马尔伯勒同在意大利的指挥官尤金亲王在来往信函中屡次提到这一便利条件及其意义。利用海军实施控制，这在较早的国际环境中曾经有力地解决了西班牙同日耳曼之间的交通问题，如今又为两个方向上的行动提供了有利的中央位置以抗击在加泰罗尼亚和皮埃蒙特两个不相连的地区作战的敌人，敌人则会由于交通线漫长而且又困难而无法联合。再进一步说，法国的作战战线从尼德兰延伸至加泰罗尼亚，而地中海就其相对位置来看，恰好压在该线的一翼，而法国却意欲将其重兵投向相反的一翼。这一位置便于对最外翼施加压力，即进行翼侧突击，假如适当利用这一形势就能有助于削弱法军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这就是地中海在1689至1697年和1702至1714年这两次大战中相继表现出来的更为特别突出的影响。



　　盟国的海军国家英国和荷兰，其基本海军力量优于法国；但要发挥它们的能力则需要时间，第一次战争开始之时，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由于内乱导致詹姆斯二世被逐下台而出现危急局势，其舰队不得不羁留于英国诸岛附近。在英国战舰队于地中海绝迹期间，法国便在那里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在战争的最初两年中，法国从这支兵力中抽出数支强大的分遣部队派在英吉利海峡，继续保持其在海峡的舰船数目多于盟军。1690年比奇岬之战，法国舰船以七十八艘对敌舰船六十艘；法国海军虽然控制了海洋，但在南方的海军没有采取行动，致使陆上形势未能得到海上支援而有所影响，如法国运用这支力量，形势就会迥然不同。相反，数支分遣部队每年继续驶往大西洋，直到拉乌格之战为止；这一战役失利的部分原因是盟军趁土伦分舰队未到即行发起猛攻。1692年的这一胜利，使盟国将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建立起英国至欧洲大陆的交通线。法国舰队，共有帆船七十一艘，于1693年返回地中海，准备于1694年再战，1694年又编入一个拥有二十二艘舰船的兵力集团。然而，显然并非所有舰船都能适用于作战。



　　由于法国迟迟未在地中海使用力量，故地中海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定。于是在盟军恢复其与欧洲大陆的交通从而将尼德兰确定为主要战场之后，这便成为法国力量不断陷入分散的根源。在此之前的数年间，盟军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巩固威廉三世在不列颠诸岛的统治并在本土水域建立海军优势。显而易见，路易十四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持久力，结果造成负担过重，于是便决定加强在地中海沿海地区的作战以便可能诱使西班牙和萨伏依议和，使法国兵力得以撤离这些地区，转而用于尼德兰和日耳曼。这就是法国舰队在当时法国海军名将图维尔的统率下突然调往土伦的目的。它开赴海上支援正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地区威胁巴塞罗那的法国陆军。与此同时，法国仍继续致力于迫使萨伏依退出联盟。



　　盟国所采取的对策，确切地说，即威廉三世的政策，是极为明确的，实践证明，也是不可抗拒的。其主力舰队在拉乌格之战的胜利者的指挥下追击敌人；它虽然到达战场较迟，但并不太晚。用熟悉的俗话来说，法国舰队首先到达战场，但人数并不是最多；这是一次舰船速度和作战能力的相对较量。由于处于劣势，它不得不仓猝退至土伦设防；法国陆军的作战行动也由于舰队的撤退而告结束；盟国的英荷海军的出现，使萨伏依深受鼓舞，它决意继续坚持下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利用这一举足轻重的砝码进行讨价还价的良好时机。



　　基地这个问题就是在此时此地提出来的。在当时以及其后的五十年间，众所公认，由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于每年10月之后，便不敢停留在比斯开湾。在1702年第二次战争开始之时，当时的总司令写道：“我们的巨舰所做出的任何贡献都无法弥补它们于冬季必须返回本土所造成的危害。”为了及时返回本土港口，必须不迟于8月离开地中海。这就使拥有土伦的敌人得以利用当年以及翌年春天英国人到来之前的良好时机在岸上恢复作战行动。显然，舰队为何必须撤离战场，其原因并不重要。而撤离本身，即兵力转移，才是关键所在。一支舰队不论是由于风浪危险，还是由于缺煤而被迫转移，其结果毫无不同。对于每种情况的补救办法，就是在当地获取基地。在我们面对的这一实例中，假如英荷舰队撤离地中海，则巴塞罗那就可能陷落，西班牙就可能被迫媾和，萨伏依就可能在威胁和允诺兼施之下而退出联盟，于是在这些地区的全部法国陆军便可抽调出来去增援各方所公认的主要战场——尼德兰和莱茵河地区。



　　当时，1694年，大不列颠在地中海没有自己的港口。在查理二世结婚之时，由葡萄牙作为妆奁的一部分赠给英国的丹吉尔港，恰在1685年这位国王去世之前已被放弃。缺少永久港口就必然意味着缺少海军基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即安全防卫设施和资源；所有这些都必须预先准备就绪，但在尚未取得位置之前，这种准备就无从进行。在威廉三世当时所制定的决策中，就已经包含有直到十年之后才攫取到手的直布罗陀。科贝尔将这一决策公正地评价为海军史中最勇敢，也是最重要和最果断的行动之一。麦考莱曾经指出(虽然与此并无直接关系)，就其在战场上的洞察能力而言，威廉三世并非一流将领，但在战争的所有转折点上，他却具有伟大政治家的无比精确的眼光。他具有战略家的本能，他深知要想使法国不在低地国家调集压倒的优势兵力，就必须使萨伏依和西班牙忠于联盟；而要想保住它们，惟一的办法便是继续维持盟军舰队在地中海的影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舰队必须留在该地和该地附近；于是，威廉这个不被信任的外国人，面对一切传统观念，不顾海军人员在专业上的反对，又没有英国内阁的支持，由他个人负责下令舰队于加的斯过冬。这样一来，舰队就能坚持活动到秋季作战的最后时刻，而冬季期间舰队就在近处，春季伊始即可返回。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盟军海军的大部分停驻在地中海，于是保持在海峡的兵力就减少到相对次要的地位，有朝一日，美国也可能被迫作出恰好与此一致的选择；即根据危险的性质，将舰队的全部力量或是调集于大西洋或是调集于太平洋，而使被放弃的海岸处于守势状态。在当前对威廉三世的决策进行初步讨论中，提出三个要素予以探讨，是会有所收益的，在以后的各章中还将以这些要素作为分类标题，对海军基地的必备条件进行系统阐述。这三个要素即是，(1)位置，或称态势更为贴切；(2)兵力；(3)资源。威廉最初不外是要求舰队留在外面。这遭到总司令的强烈反对。那里没有港口；再加上如果舰队不返回本土，由于舰队不在就会导致大不列颠为入侵洞开门户。这后一观点，又是主张将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论点。在港口方面，英国政府曾经建议舰队司令使用那不勒斯、墨西那和马翁港。他的答复是，那不勒斯尚未设防，就是说缺少力量；墨西那太小；马翁港不能提供给养。这就是说它缺少资源，如同墨西那缺少锚地一样。决定使用加的斯，不仅部分地满足了关于兵力和资源的要求，而且在态势上还据有优势，但仍然遭到舰队司令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导致英国诸岛的暴露。加的斯几乎同直布罗陀一样，可以对海峡进行监视；对于法国海军在土伦的分遣队及其留在大西洋的分遣队，又居于中央；对于向土伦方面和海峡方面进行运动，也是居于中央。加的斯拥有良好的交通线；来自英国的补给可以运达此地，充分弥补该港资源的不足。在其他方面也是应有尽有；锚地既宽阔又安全。



　　此时，法国海军处于劣势，加的斯的位置迫使土伦的海军不敢有所行动；海军的这种无所行动导致法国陆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陆上作战陷于瘫痪，同时并坚定了萨伏依依附联盟的信心。英国舰队于1695年期间留在地中海并返回加的斯过冬。于是，绝望的局势激起了路易采取反佯动。他在加来集结了一支兵力进行威胁，扬言要入侵英国。这种恐惧一直继续到以后的1779，1781，1799，1801和1805年，并激起了一种喧嚣，要求将原定派往加的斯替换回国待修舰船的海军分舰队保留在英国。于是在国内编成的这支舰队在1696年便停留在唐斯。由于丧失战斗力的舰船返回本国，而替换它们的舰船又被扣在国内，致使加的斯的舰队在舰船数量上居于劣势，于是地中海便门户洞开。土伦舰队的战列舰乘机逃至布勒斯特，那里的兵力集中引起了英荷舰队的类似的地区集中。这是一个失策，因为，盟国就其综合优势而言，完全可以在两个地区都形成有效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则是，留在土伦的舰船业已开走，巴塞罗那已经陷落，萨伏依也已媾和。民众的喧嚣形成了一股干扰力量，打乱了合理的军事部署。惊慌失措同愚蠢行事有很多相通之处。



　　然而，英国舰队留在加的斯这一位置上却赢得了两年时间，起到了促使法国衰竭的作用。你们可能还记得，1776年美国分舰队在尚普兰湖，仅以其存在便控制了这一水域，从而延滞了英军的前进，遂使美国在当年冬天仍能保住泰孔德罗加。翌年春天，英方集结了压倒的优势海军力量，美国分舰队被摧毁了，泰孔德罗加也随之陷落；然而赢得的延缓时间却使美军得以在萨拉托加站稳脚跟，导致1777年英国在伯戈因战役中遭到失败，随即全军投降。赢得时间是防御的巨大收益。利用这一方法，正如1796年曼图亚保卫奥地利挡住拿破仑的进军一样，英国舰队在加的斯则保卫了加泰罗尼亚、萨伏依和意大利。由此所赢得的时间，将路易十四弄得精疲力竭，终于制止了当时法国的胜利进展。上述三个实例都是关于军事位置具有战略作用的极好例证。与此类似的赢得时间的实例还有：1800年热那亚的法国守备部队为使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计划得以充分施展所坚持的长期抵抗；1899年莱迪史密斯城所起到的阻止布尔人前进的作用；1904年旅顺口所进行的抵抗。



　　法国同反法联盟于1697年缔结和约。详细阐述始于1702年的下一场战争的发生，并非我当前研究的对象。其政治联合同前次战争大致相同；只是西班牙同法国结成联盟，目的是使一位波旁亲王继承奥地利最近的一位国王去世所空缺的西班牙王位。此事本身无关紧要，只是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民众感情，同拿破仑时期一样，拥戴他们所选定的国王。在日耳曼，巴伐利亚当时已同法国站在一起。萨伏依起初采取中立，但倾向法国，比较友好，然而不久(1703年10月)，由于法国的蛮横要求而一变友好态度转而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这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深远影响，在于它稳定了欧洲局势，这一局势又酿成了以后长达百年的殖民战争这一争端。1713年缔结的乌得勒支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划定了这个世纪的特有的欧洲领土归属，建立了欧洲基地并依靠这些基地进行作战，终于将法国逐出了美洲和东印度群岛，奠定了大不列颠取代法国的地位。因此，国外的殖民地有赖于国内的巩固，国内的巩固先于国外的扩张。



　　鉴于对法国南部施加压力就会影响法国东部和东北部战线的作战，威廉三世决定发动新的战争来夺取如今已不再是联盟的加的斯，以便将其用为基地供活动于地中海的舰队使用。这一尝试于1702年虽已失败；但在1704年英国却夺得了直布罗陀，进而并将其永久占有，而对加的斯英国却未能如愿以偿。



　　正当此时，威廉逝世，由马尔伯勒接替他担任陆海全面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他严守威廉对地中海的观点。简单说来，尽管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西班牙未来的统治权，阻止法国将一位法国亲王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支持奥地利对继承王位的要求，但马尔伯勒却将西班牙半岛的战争视为枝节问题，作为一种牵制；而盟军的海军则对巴塞罗那至热那亚的海岸地区施加压力，支援萨伏依封闭波河流域通往法国的道路，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条可以同多瑙河流域互相替换的向奥地利进军的道路。封闭对于法国来说也就意味着为奥地利陆军开辟一条进攻土伦的畅通道路。攻克土伦才是在地中海的真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将使盟军获得一处令人生畏的港口，一处直接位于海上作战现场的能够保证继续进行当前战争的永久性的战略位置；同时，法国海军则会由于失去土伦而局部地陷于瘫痪；而且土伦还将成为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桥头堡，盟军登陆的威胁必将迫使法国从增援尼德兰或日耳曼战线的法军中截留一定数量的部队。



　　这就是1704年海上战役明显的主要目的，直布罗陀就是在这次战役中陷落的。战役失败了，其原因过于复杂，难以在此细述；但舰队对萨伏依，即对法国的这一侧翼施加压力所产生的影响，却使日耳曼和上莱茵河主要战场发生有利的变化。保持萨伏依反法有赖于盟国舰队的支援和联军陆军部队的增援。这样一来，就使在意大利担任指挥的尤金亲王得以在1704年，即于萨伏依背离法国之后的那一年，于多瑙河流域同率领部队自尼德兰南部开来的马尔伯勒会师，形成这次的兵力集中；结果便取得了布伦海姆战役的大捷，法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次胜利反转过来同时又解除了对萨伏依所施加的压力，这正是马尔伯勒采取大规模翼侧进军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战争中各个事件相互影响的一个有趣实例。



　　马尔伯勒和尤金亲王坚持要达到攻克土伦这一目的，终于在1707年试图直接攻取土伦。这次又告失败；但盟国海军同陆军协同配合进行翼侧攻击所产生的影响，引起法国部队在该地区的大量集中，削弱了法国在其他地区的力量以致无法行动。这年之后，法国放弃了意大利。马尔伯勒在攻取土伦受挫之后，于1708年对英国内阁认为舰队冬季难以留在地中海的看法表示遗憾，他说：“我坚信除非舰队留下来，否则你们在西班牙就将一事无成。”除直布罗陀外，还须有一处基地，这一要求由于当年取得梅诺卡岛而得以满足。该岛同直布罗陀一样，是根据和约割让予英国的。这样占有梅诺卡岛较之获取土伦更为有利，就像占有直布罗陀较之获取加的斯更为值得一样；这是因为它们是通过割让占有的，是永久性的占有，但对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处港口却都无法达到永久性的占有。



　　这样一来，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获得了固定的海军基地，成为英国海军永久掌握住的地中海的战略位置，英国海军得以利用其机动能力，以难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快速，沿海岸线到处耀武扬威。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的领土分布特点，两国都需拥有一支像英国那样的优势海军，来承担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贸易和军事需要，就像查理大公曾经活动于多瑙河那样，活动于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海洋本身对于能以足够兵力将其占有的海军来说，就是一个链环，一座桥梁，一条公路，一处中央位置。它能提供内线，中央位置以及军事上保险的交通线；而要想控制它则需要拥有我们正在讨论的那种固定的基地，即要塞。与此相似，1812至1814年，所有类似优势的取得都是由于控制了美国的湖泊，这些湖泊本身就是地中海。威灵顿公爵曾经写道：“没有海军控制那些湖泊，则在该处边境上的陆战就无法取胜。”














	

 






	















	







	







	









 





	


	







	








	




	


第六章 基础与原理（1）




	







	

 



	


	


　　这部讲稿最初的构想是打算先对海军战略的各种要素作一概括论述，以此作为导言，并进而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特点展开研讨。引自查理大公著作中关于多瑙河战略重要性的论述，就是这一导言的主旨；此外，作为附加例证，还讲述了从热那亚经米兰延伸至莱茵河流域的这条位置线和被视为军事位置的地中海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历次战争所产生的类似作用。这些实例不只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央位置和内线的价值；与此同时，还研讨了克伦威尔时代海上战争对于这一战略课题以及集中这个重要战略要素所提供的宝贵教益。



　　这部讲稿于1887年开始讲授，而美国从杰弗逊总统时期起，即从19世纪的最初几年，就已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表示关注。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美国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由于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被推翻和独立社会代之而起，随之又宣布了门罗主义，其关注程度更加增大，但其目的却无改变。美国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进一步防止欧洲人推行殖民主义或全面控制，尽可能地防止欧洲人的干涉。扩充美国控制范围的主要目的，就是排除欧洲势力，其手段就是抢先占领地盘；对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占领就是相继实施这种抢先占领的实例。这种传统做法曾经推广到古巴；美国绝不能默许古巴转到一个海军强国之手。甚至就连反对可能导致海军设防的任何获取方式的杰弗逊总统，也认为将古巴列入美国的扩充规划是符合需要的。他肯定地说，在古巴之外，我们不应再期望前进。



　　然而，环境的力量将美国的现行权益推广到古巴以外的巴拿马地峡。这是由于从墨西哥手中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并在该地发现金矿从而加速了太平洋沿岸的发展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巴拿马地峡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在两大洋沿岸都有领土的国家来说，当然从一开始就是极为明显的。巴拿马地峡过去对于西班牙也具有极为明显的重要性，当时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领土分布曾经影响过西班牙及其敌方的政策；当美国在两大洋海岸拥有政治和贸易权益时，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更加清楚。随着这些权益的发展，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也就成比例地与日递增。从那时起，以1851年签订的又于1887年续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为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明显分界线，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日益关注通航问题，而且还关注可能影响这一通航的一些位置问题，因为这些位置可以影响一些交通线，特别是影响这些交通线的那些特殊的极为重要的环节——巴拿马海峡。



　　可以看出，巴拿马地峡就其本身所特有的状况来看，简直是多瑙河得以控制其流域所具备的全部情况的再现；也是本讲稿开始时作为主题所提到的瓦尔泰利纳隘路对于由西班牙经意大利和日耳曼而至尼德兰这条交通线的控制的重演。加勒比海就是地中海这一中央位置的再现。即使没有立即要修一条运河的计划时，即使问题像1887年那样仅是陆路运输问题；以及像现在的情况，虽则运河现在已接近完成了，上述情况确实如此。一旦运河建成，水路交通可联接起来，它同其他实例类似之处必将更加确切无误；为便于海军在美国的东西两侧沿岸进行活动，对运河进行控制就必将成为绝对的需要。到那时，地峡将像位于各国之间的多瑙河障碍那样，横梗于两侧海岸之间；运河则将成为桥梁，要想保证通过就必须将其占有。丧失控制就是失去向任何一个方向进行集中的方便，多瑙河在日耳曼曾为一位将领提供过这种方便，瓦尔泰利纳地区在16和17世纪都曾为西班牙人提供过这种方便。这样一些条件便使巴拿马地峡既具有国际重要性，又对美国具有国家重要性；但美国的权益极为特殊而且至高无上，理所当然可以期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自从这部讲稿初成之时起，整整过去了二十年，甚至从对其进行部分修订的1897年算起也已经历了十年，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全面改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至1898年美西战争之时仍在生效；直到1901年才被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所代替。就对欧洲的关系而言，后一条约确认美国可在巴拿马自由行动；在这一问题上仅对英国负有外交义务。然而，这一条约的缔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涉方告完成；由于美国关注其在地峡的至高无上的权益已经发展成为强烈的感情，故条约的结果十分苛刻。



　　美西战争导致门罗主义获胜，而这一战却又将美国推入欧洲各国所关切的事务之中，其程度是我们的先辈从未预料到的，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讽刺。我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因此就受到了纯属欧洲纠纷的影响；而我是说，由于美西战争的结果，我们的对外关系已经有所改变和扩展，因而欧洲各国的相对力量，即我们所说的实力均势，会随时而且出其不意地同我们发生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注视这一均势的变动，它就像钟摆那样不断地摆动，但并没有规律。



　　因此，我决意修改我在1897年所发表的已经不再能站得住脚的、但绝不是从来都未能站得住脚的意见，即没有必要将欧洲的政局列为美国海军学院课程的一部分。在早些时候，对这一提法确曾做过注释，加以谨慎限制，其注释是，欧洲各国当时致力于并在一段时间早就已经致力于殖民地的扩张，这种扩张所表示的精神可能使这些国家同美国的门罗主义声明发生冲突；由于所有这样的活动都要依赖于海权，所以学员在研究海军战略时必须予以注意。但现在的情况较之当时都要更加突出，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活动已经扩大了范围，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欧洲本身的内部关系及其对亚洲的关系正在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动则会大大影响到一些欧洲国家意欲在美洲或亚洲反对或支持任一具体政治路线而实行干预的能力，特别是会大大影响到与其相关的海权。



　　十二年以前以及在此之前的欧洲对外活动，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被欧洲内部本身的敌对竞争所代替。然而，这些敌对竞争又是它们以前对外活动的结果，归根到底又决定于德国贸易的发展。德国的贸易发展促使德意志帝国制定出一个庞大的海军发展规划，这就影响到整个欧洲并可能影响到美国。1897年我把欧洲形势归结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法德对立各拥有其盟国而形成均势；一是英国不再主动参与欧洲大陆事务。当时，奥、德、意三国同盟对抗法、俄两国同盟；英国则袖手旁观，但对法、俄却深怀敌意，而对日耳曼诸君主和意大利却并不反对。这种敌意完全来自欧洲以外的情况——即在印度反对俄国，在非洲反对法国。后来，由于俄国被日本击败以及国内动乱而陷于瘫痪。一时只剩下法国独撑局面；在此期间，德国由于无陆上攻击之虞，得以拨出大批款项发展海军，以便保护其日趋繁盛的贸易。结果便出现了一支计划中的庞大的德国海军，随之德、法两国因摩洛哥事务发生摩擦；种种事件促使英国意识到所发生的海军危机，并促使它同法、俄取得些谅解——不管其谅解程度如何——终于结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三国协约。简单说来，英国放弃了二十年前的孤立，站在两国同盟一边，结成了一个三国协约。



　　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在门罗主义所涉及的问题上一度曾是我们主要对手的大不列颠，后来由于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再坚持反对立场，转而于1898年实际支持我们对抗欧洲，并终于承认了关于巴拿马的处理，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现在，大不列颠在海军问题上，已不再像它过去那样，能够左右整个世界了，这对美国和日本来说，大不列颠由于内部事务缠身，除受相互负有义务的条约的约束之外，即使想要支持美国或支持日本，都将难能为力。英国同日本之间互相负有这样的具体义务。英国同美国却无这种义务；因而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英美两国是否打算互相支援，假如互相支援，那么这种支援将达到何种程度，或者一旦日美之间产生异议，英国将采取何种立场，这些都是直接影响海军战略的问题。 [ 注：自从这段内容写成以来，英日双方于1911年7月13日签订了一项新的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其条款中规定，任何一方均可同第三方签订像英美之间所签订的那种一般性仲裁条约，并将不再对另一方负有针对第三方的军事义务。 ]



　　大不列颠的确暂时还能钳制住德意志帝国，使其只能照顾其欧洲权益；然而，一旦一场海军灾难落到英国身上，使德国得以左右海军局势，世界上就将再度出现一支以优势陆军为后盾的优势海军，这支海军不是握在像英国那样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国家手中，而是握在一个进入世界较迟未能拥有任何巨大价值的殖民地的国家手中。狭隘的世俗观念看不到像现在德国正在创建的这支海军，除当前直接目的之外，还有其他远大目的。这样一支海军的存在对当前政局乃是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它所起的作用将依环境而定，并非总是可以预见的。德国的殖民野心尽管一时受到制约，但其欲望并未泯灭，仍然存在，依然想在国外获得属地以扩张其领土，建立海外基地以支持其贸易或政治权益，建立像当时有助于构成大不列颠帝国那样的同文同种社会，为移民建造家园，为工业寻求市场，为工业所需的原料开辟供应来源。



　　所有这样的情况和野心都是全面考虑过的战略必须予以论述的事件。通过不断地阐明门罗主义，美国担起了不使美洲一寸土地落入现在占领者以外的非美洲国家手中的责任。所有外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胜利、购买、交换或合并(这并非不可能发生，荷兰同德国便是一例)，都不得成为转移美洲土地的借口。门罗主义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契约；这一契约的唯一保证就是一支胜任的海军，因而，应对“胜任”一词下个定义。胜任并不单单依赖于现存的实力均势，例如当前英德海军相互牵制，致使门罗主义一时得以保证实行。还必须考虑到妄图打乱这种均势的富有明显威胁性的政策，例如德国正式宣称，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这样实力的舰队，即使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要想同德国交战就势必要甘冒有损其最高权益的危险”。这至少意味着，大不列颠从此以后不会再像1898年那样冒险支持美国反对欧洲的干涉；也不在摩洛哥支持法国；也不同日本结成同盟反对德国。这对海军战略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果，致使多年来一直同美国不和主要是反对门罗主义主张的大不列颠也终于不得不采取实质上同美国一致的观点，尽管它对此并未发表正式声明。 [ 注：自从此段写成后，英国内阁阁员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已于1911年5月23日发表了这样的正式声明(见1911年5月24日《邮报》)。 ]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家的利害关系，是国际政策问题；但海军和陆军的战略家也必须将这些关系列为必须予以考虑的资料，因为这些关系同其他要素一起决定着本国舰队的建立和规模。



　　我以赞同的态度在这里引述法国战略家达里厄的一段话：“在战略思想所引起的复杂问题中，再也没有比建立舰队更为重要的了；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到同大国的国际关系以及本国资源所限定的物资极限，就会建立在脆弱而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我还要重复一下冯·德·戈尔茨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拥有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战术。”我要彻底否定我曾经说过的一句不够郑重的话，这句话所反映的风气曾经一度成为海军的传统，以致可能成为一句专业行话，这句话就是“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家而与军人无关。”我在我的旧的讲稿中发现了我说的这些话，但我很快就从我的军事益友若米尼那里得到了教益；我相信在我的今后出版的著作中，我不再赞成对外政策同军人专业无关的这种论点了。



　　遵循这一改变了的看法，我于1895年，又于1897年，按照我的设想对欧洲局势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的突出特点是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实质性的平衡，形成了所谓实力均势；随着这种稳定的局面兴起了一场巨大的殖民运动，实际上所有的强国都已被卷入其中。我曾经指出，海军的战略家对此应该予以注意，因为美洲大陆的有些部分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会被这一运动所吸引，而置门罗主义于不顾。



　　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明显特征就是德国工业、贸易和海军力量所有这三者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其陆军优势也一直领先，尽管这一优势由于法国陆军的改进或多或少受到限制，就如德国海军的发展曾受到英国海上优势力量的限制一样。与德国发展的同时，俄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趋于衰落；法国的人口已经停滞不前，而德国的人口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德奥两国日益接近，其原因不单纯是由于条约对它们的约束，更多地是由于控制力量的增强。其结果是今日的中欧，即奥地利和德国，实质上形成了一个同一体，它在海上从北海扩展到亚得利亚海，在陆上则拥有一支欧洲联合起来都难以抵御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假如我对这些情况和相对于这个中央集团的其他各国的分散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实力均势就已不复存在了。



　　这种形势同英国贸易对新兴德国工业的妒忌以及英国对德国海军发展规划所怀的戒备恰好一致，从而使英国放弃了过去实力均势曾经允许的孤立态度。它参加协约就是试图纠正均势的失调；然而，尽管它们朝此方向努力，但却无力取得所期望的完满结果。均势依然难以稳定，致使欧洲的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的局势，而不再能像二十年前那样集中于殖民运动。德国甚至通过其驻美大使之口正式向美国否认它有殖民野心，并由其外交部长予以证实，尽管这种野心于十二年之前即已众目昭彰。正如许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殖民运动，的确可以说，已经进入稳定平衡时刻，而欧洲内部却极不稳定。



　　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之点则是蒸蒸日上的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德国的国家效能作为有机实体已经大大超过大不列颠，而且可以证明，也已超过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各自拥有的财富较之德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如能共同行动，其优势必将更加显著。但两国运用资源的效能都无法同德国相比；而且又缺少明显的机会或公认的动机促使它们共同合作，就像德奥如今在欧洲合作那样。其结果致使德国可以依次一个一个地对付，其效果远远超过德奥单独任一方当时愿意考虑到的；因此，只要奥地利站在德国一边，欧洲就无力影响这一结局，德国也就十分清楚它可以为所欲为。



　　正是这一推理方式指明，德国的海军实力对于美国来说乃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除英国海军之外，在欧洲没有能够制约德国的实力；假如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如他们那时所希望的继续发展下去，则英国海军就相对力量而言很可能也将衰落下去，以致不敢冒险就广泛的政策路线抵挡德国，而只能在直接涉及到最狭隘意义的英国权益中来抗拒德国。甚至就连这种情况有可能也会消失，因为大不列颠的国家生命力正在日益衰退，与此同时而德国的国家生命力却在蒸蒸日上。其实际情况是，德国按其两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已经继承了一种国家控制的体制，这一体制不仅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而且民众也已对其趋于习惯，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因素；这一因素处在个人受社会即受国家控制的时代，正在日益增长已成为时代的特征。在这方面德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日本也大致如此。



　　当想起美国也像大不列颠和日本一样只有从海上才能接近时，我们就不难看出，最重要的是要在海上拥有一支力量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和支持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的对外政策现时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关于门罗主义，塔夫脱总统在其第一次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到门罗主义时曾经说过，它已明显地接近普遍接受；而要保持门罗主义未来的地位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心了。欧洲已经承认这种局势，欧洲之所以向门罗主义让步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欧洲的竞争限制了欧洲的干涉能力——这是一个可能突然发生变化的条件，就如十年来俄国的实力业已发生变化一样——尽管如此，但门户开放显然仍同门罗主义一样确实而且同样直接地依然需要海军实力做为后盾。由于门户开放的斗争舞台是在太平洋，于是巴拿马地峡便成为美国通向太平洋的门户，而通向地峡的交通线则经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因而，现在对这一海域的关注比起我二十多年前最初对其进行战略研讨时就更为深切。它对门罗主义和普遍商业权益所具有的重要性，即使已有改变，但却依然存在。



　　当我第一次试图对加勒比海进行这种研讨并以其为例来阐述有关海军战略的某些原理时，欧美舆论对于海权以及海军战略所研讨的海权运用方法，几乎毫无任何明确的认识。这种对于海洋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可在俾斯麦身上找到明显的例证，虽则他是当时欧洲最有创见的政治家。在对法战争结束和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之后，他将德国说成是一个满足于领土扩张的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德国已经达到了俾斯麦为其所规定的野心极限；从此俾斯麦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发展，这一发展必将使国家协调一致并确保俾斯麦为德国所赢得的统一和权力。俾斯麦的对外关系规划并未伸展到欧洲以外。当时他已经年迈，无法改变其固有观念，尽管他并未忽略要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民众要求。



　　俾斯麦对于海洋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同德国现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意志帝国则是这种转变的最显著的例证，而帝国所取得的现代伟大成就首先则应归功于俾斯麦。自1887年以来，世界上新兴的强大海军就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时至今日，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权益，因而也是自己本国的关注，应当是在其他大陆之上。欧洲在其相对稳定的局势下，实际上在为冒险性的事业和决定性的事件提供行动基地，而行动的地点则在那些政治和经济的落后必须让位于进步的国家里，而这种进步几乎都带有革命的色彩。这些行动很少不经过动荡即能达成，而平定动荡就势必依靠武力。一个欧洲国家——只有俄国除外，在较少程度上奥地利也可能除外——只有通过海军才能动用武力。



　　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未来取决于海权，因而以这种关系为课题的著作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这已成为海军事务中一个新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著的大部，如果说不是全部，所论述的资料以前不曾为人所知和未受到赏识。而是意味着在使其系统化方面进行着一种新的尝试；即对资料进行整理，指出其重要意义，从中引出教益，将其系统地阐述成原理或定义，运用这些原理或定义便能更易于理解战略问题。对于某些已被认识的战争原理，普及的常识早已将其简要阐明，而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天才人物又将其进一步推向发展并另外又有所发现；然而，将这些原理融会贯通使之系统化，通过实例对其进行论证，将其确立为众所公认的理论法规，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尽管其运用尚不够完美，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最近几年才刚刚得以做到。在古往今来的海军军人函件中，在政治家的活动和交往中，在海军通史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实例来了解这些特殊要素本身所拥有的价值，以及它们同近期的和远期的权益的相互关系。



　　海军战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用为阐述战争原理的例证，意味深长的是，那些最能引人入胜和以军事卓识而称著的海军战役，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乃是其指挥者往往是陆军军人多于海军军人。克伦威尔的海军在这方面对陆军的倚重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就连改组舰队也委托给三名陆军上校，他们成为所谓的海上的陆军将军。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对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的海军和战略进行彻底的改造。其深远目的在于按照当时欧洲最为精锐的共和政体的陆军体制来改组海军；一切军事行动统由陆军军人操纵控制，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罗伯特·布莱克。他死之后，一位富有才干的陆军军人和战略家蒙克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些情况尽管有所改变，但却一直延续到威廉三世。在威廉三世的领导下，海军才在业务上彻底同陆军截然分开。然而，不仅威廉国王而且其军事继承人地面部队总司令马尔伯勒将军都曾系统地阐述过舰队的战略运动；他们认为陆军和海军都是构成整体所必需的要素，在这两位杰出的陆军军人相继指挥的一些战争中，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实施了一些巨大的合同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在法国一方，自始至终都是拿破仑在掌握；科贝特曾经告诉我们，拿破仑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却是由四十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制定而成的。在老皮特的领导下，这种协同作战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尽管他也曾用过专业顾问，但最后的战略决策仍然由他做出。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的历次战争中像罗德尼、圣文森特和纳尔逊都成了杰出的战略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英方的战役部署完全符合战略要求而且正确合理。



　　在前述各次战争的记载中，在同这些战争有关的函件中，甚至在较早的海军历史和人物传记中，都可以找到丰富的素材，从中推出“海战艺术”；但那是未经消化尚待加工的原料。这些素材本身虽然很丰富，但并不能提供艺术，正如砖头数量再多也不会给我们提供房屋一样。大概由于帆船的动力很不稳定，致使战争艺术在海军中的运用处于落后状态。一位海军将领不可能将其航程换算成需要的日数，而一位陆军将领却可将其里程换算成行军的日数。纳尔逊在追击敌人中，同西风拼力搏斗，而维尔纳夫在距二百海里之处却趁一阵突起的偏东风加速驶过直布罗陀而逃之夭夭。陆战虽然也变化莫测，但不像这样总是把握不定。航程受风水流速影响如此之大，致使战略配合乃至战术配合令人沮丧地难以掌握。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风使纳尔逊无法以其既定方式来实施其计划，尽管他成功地保持了基本态势。由于欧洲的一流海军热心于舰船操纵，而对其本身的军事业务却冷漠视之，致使无意于系统研究的风气大为增长。



　　回想起来，当这部讲稿最初写成之时，尚未出现过使用蒸汽舰队的海军战役。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出现舰队对抗；因为只有一方拥有舰队，但就海权的影响而言，却取得了丰富的教益。1870年的普法战争，1877年的俄土战争，也都同样在这方面取得了教益。自从这部讲稿完成以来，1894年发生了中日战争，1898年发生了美西战争，1904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对于其中的日俄战争，以后我们将进行专题研究；然而，尽管例证是引自这次战争，但绝大部分历史经验的研讨仍以风帆舰队为依据。



　　蒸汽使舰队的运动获得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今，顶风和逆流只不过如同道路的泥泞和崎岖一样，都可以估算出来。计算螺旋桨的转数较之计算士兵两腿的运动，甚至可能更为容易。因此，海战艺术才有可能形成；而且也已成为刻不容缓，因为武器的迅速和多方面的发展引起了一场思想混乱，如有可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结束这场混乱。再者，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信念坚定，我们便可以对公众的认识产生一定的极为需要的影响；因为在美西战争期间，明智的人士却发出了无知的喧闹，后来又提出了要求要把舰队分开配置。只要可能，我们就应抓住那些经历过一切变化考验而仍不失其为海战基础的原理；亦即抓住那些极为显著的主要原则，这些主要原则可用次要细则加以充实，而这些次要细则又是从这些主要原则中推出来的；遵循这些原理便可对这种或那种貌似有理的主张进行判断，视其同已经确立的真理是互相一致还是相互冲突，而断定其正确还是荒谬。



　　这样一来，当有人极力主张将我们的战斗舰队平均分开配置于我们的两洋海岸时，这种主张过去有过，将来一定还会有，我们就能确有把握地指出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如1652至1654年，荷兰和英国就曾如此分兵于北海和地中海，两个半世纪以后俄国也将其舰队分别配置于波罗的海和旅顺口。我们还可以引述拿破仑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的历史事件所持的意见，当时，康华里拥有内线位置和三十四艘舰船，而他却将其分为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方十六艘，另一方十八艘，就像今天要求我们要做的那样；这种做法可使任何人都能预见到，一旦敌人发现其中一方，就必将居于显著的优势。



　　[科贝特在其最近发表的《特拉法尔加之战》这部著作中，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拿破仑对此的批评并为康华里的分兵辩护，康华里必须对付同盟国在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此外还要对付在布勒斯特的二十一艘，他将他的三十四艘舰船分为两个集团，十八艘部署于费罗尔港外，十六艘部署于布勒斯特港外。根据我的理解，科贝特辩护的理由是，费罗尔的舰船可能开赴地中海，并在那里对英国政府为谋求同俄奥两国结成联盟而正在努力创建的态势进行遏制。



　　任何困难的军事形势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毫不武断地指出，拿破仑的判断大体上是对的，而科贝特的判断大体上却是错的。当时在费罗尔的同盟国分舰队于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有意地放弃了地中海而开赴西印度群岛。返航时，它们并未采取较易的航线驶往地中海，而是避易就难进入费罗尔同该港的援军会合。与此同时，恰巧布勒斯特的法国分舰队驶入外层锚地，在重炮掩护之下，准备尽一切可能配合费罗尔分舰队的开进。当时的地中海总司令纳尔逊曾经追踪过现已集结于费罗尔的土伦和加的斯分舰队一直到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发现它们，于是他就率舰队返回地中海；因为这是他的特定职责，在没有获得确实根据确信地中海安全无虞并有必要开赴他处之前，他有责任预防万一。在接到直布罗陀所获取的土伦分舰队确已北上的情报后，他获得了这一根据。遂即他便率舰北上并同已经位于布勒斯特港外的舰队会合。所有这一切都可表明，纳尔逊已经认为危险已在北方，地中海已暂时安全无虞。这一总的结论得到了科林伍德的赞同，科林伍德只率为数很少的舰船留在加的斯港外，并继续负责兼管纳尔逊留在地中海的一支较小的巡洋舰部队。



　　其结果是，当康华里将其舰队分为两部，一为十八艘，一为十六艘，两部相距三百余海里之时，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早已开赴海上，到达费罗尔的西-北西二百五十海里之处，就如俗称无形的罗什福尔中队那样占据了有利于在任何方向上作战的位置，于此关键时刻它正漂泊在附近海上而未被发现。而康华里指挥的分舰队处于此种态势之下，很有可能不是十八艘就是十六艘舰船，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与同盟国的二十九艘舰船相遇；如在布勒斯特港外遭遇，那里的法国舰船还可能进行配合。



　　其结果毫无疑问会是一场英国海军技艺加勇敢的出色表演；还可能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但正如纳尔逊所说，英国在令人厌烦地等待了两年之后，需要的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全歼敌人。“惟有数量才能达到全歼。”他的另一句名言也同样正确，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实态势，“假如考尔德以其十八艘舰船正面对抗二十七艘或二十八艘敌舰，即使敌人将我们的舰队打垮，但他在本年内再也不会对我们为害了。”然而，指出对态势抱适当的乐观态度是一回事，而赞许不顾后果的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十八艘英国舰船抗击二十九艘同盟国舰船，双方可能同归于尽，其留下的均势恰好仍同原来一样；而三十四艘英舰对付这一数量的敌舰就会全歼敌人。二十九对十八的差额，差不多正是纳尔逊不久之前曾经对他自己的分舰队所预期的同一差额，二十对十二；虽则他声明，他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奋起一战，但他声明的言辞是很谨慎的，采取种种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表明了他对执行这一声明的严肃看法。]



　　探索和创立主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往往没有几条——围绕这些原理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将其归纳分类，将会减少模糊观念所造成的混乱，使思维达到既简明扼要又方向明确，从而收到简明的理解效果。必须指出，蒸汽机简便了海军的一切运动，不管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还为交通这一要素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交通对陆上战略可能具有最为重要的控制作用；恰如陆军必须依赖于交通一样，蒸汽舰船则有赖于不断补充其有限的储煤量，相比之下，风帆舰船的动力却勿需依赖于供应。可能还必须指出，在长途航行中，总的看来，风力对于双方对手都是机会均等的，所以在风帆时代，就不会由于是否拥有足够的供煤站或战场是否同本土靠近而造成不平衡。煤炭可能比陆军在急行军中所能携带的给养延续的时日将较长一些，但在令人担心这一点上，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们的动力分别是粮食和煤炭，而不是人的腿和发动机。



　　舰队无风即停的时代，诚然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装载可供四、五个月之需的粮食和淡水即可不停地追踪敌人直到世界的另一端的日子也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纳尔逊于1803至1805年之间，经常在舰上备有三个月的粮食和淡水，并曾力求备足五个月所需之量；这就是说，力求达到将近五个月不依靠交通运输。如果要想减轻战略上的困难而多载煤炭，则吃水就会增大从而造成战术上的障碍，致使航速降低，操纵不便；或则如不增大吨位，就势必牺牲装甲和舰炮，这就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现在依然使人记忆犹新并受益匪浅。他的困难在于补给，主要是煤炭，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其最后航程仅余一千海里之时，他却毫无必要地下令各舰满装煤炭，这种轻率的举动造成的后果十分惊人。他之所以有此举动，只能归因于缺煤的困难对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因为他明知战斗不可避免，而这一失策的举动必将使其舰船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境地，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由于蒸汽机既提供了动力又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必须对海上战争艺术进行更全面而有系统的论述，并创建明确的原理以为依据。开展这项工作乃是海军学院创办目的中的特殊要求。战争艺术的原理虽然没有几条，却包含不少要点，所以海军学院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研究战争艺术并阐明其原理。就如人体一样，脊椎骨只有一根，而肋骨却有许多。一旦这些原理或多或少地得以顺理成章，则更加清晰地理解海军历史的途径便被打开了。于是就能更加准确地洞察历次海军战役的成败原因。充分掌握原理，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海军战略家从专业实践中汲取精确的教益，就如一个已经掌握了原理的律师从专业实践中汲取精确的教益一样。广泛研究案例，可以增强了解，加深领会，开阔眼界，增进对任何案件的关键特点的领会能力和理解速度，不为相对的非关紧要的细节所迷误。



　　当我还是一名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时，一位深有造诣的军官，已故戈尔兹伯勒海军上将，对我谈及他在法庭上旁听著名律师对一起疑难案件的辩论所感到的迷惑。当天晚些时候，他遇到了主持开庭的法官，他就对他说：“的确，我真不理解您何以能够从双方提出的貌似有理的巧言的迷宫中找出自己的出路。”法官答道：“在这类争论中，只有很少的，可能只有一件或两件事实或原则真正值得对其进行决定性的思考。将它们牢牢记住，而把其余论据当成枝节问题或无关重要之谈抛开，于是便可轻而易举地做出裁决。”这就是领会原理之后通过研究而形成的习惯见解所具有的优点。这样的决定性思考基本上符合于构成军事态势“钥匙”的主导特点或特点。 [ 注：克劳塞维茨曾以不无取笑的口吻提及战场或军事态势“钥匙”一词；这个词说起来或写起来都很容易，但其本身的释义却好像一部百科全书那样包罗万象。然而，这个词在其他方面的类似使用，证明将其运用于军事环境也是正确的。按这位著作家的评价，使用这个词具有特殊的优点，有助于掌握合乎需要的印象，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军事态势或军事问题中总有一个居于首位的主导特点，它可从许多细节中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依据这一中心思想可使目的和部署集中起来，从而达到计划的统一。 ] 大量令人迷惑的事件聚集在一定的决定性思考周围，紧紧抓住这一决定性思考，你不仅能够更加容易地了解到特定实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能使你越来越善于判断展现在你面前的任何军事实例；而且还是以通常所说的处置紧急军情所需的快速来进行判断。



　　从下面情况可以看出陆战对于海军研究人员所具有的价值。首先，陆战拥有更多的范围广泛的记述各个阶段的资料，因为陆战远比海战为多；而且还可能由于这些大量的资料经过很多努力，作了有条理的分析之后，已经从中引出了基础原理。再者，随着动力由不稳定发展到稳定，海军运动同陆军运动之间的差别也随之消失。因而，除非准备抛弃我们先人已经取得的学识将其视为无用之物，否则我们定能在研究杰出的军事著作家中找到最为充实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之上创立新的结构。且勿做徒劳之事，因为那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应在坚实的地基之上开始劳动，接受已经完成的明显成果去着手创立。既不怀疑，也不畏惧，我们定会找到充分的差异；当新的建筑建成之后，谁也不会将新房误认为旧屋；不过二者将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其极为鲜明的对照将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二者共有的强烈特点。



　　按通常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战略一词的运用仅限于军事联合，这种军事联合包含一个或更多的战场，这些战场或是各自独立，或是相互依赖，但总是真实的或直接的战争场所。这在陆上固属如此，而一位法国著作家却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军战略实在过于狭隘，这一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说：“海军战略不同于陆军战略之处在于，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需要海军战略。确实如此，海军战略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购买和缔约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在战争时期可能难以获得的优势位置，而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它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于岸上选点立足，由最初暂驻成为最后的占领。”



　　海军战略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殊区别，乃是由于海军能够到达领属关系未定或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而陆军却只有依靠海军才能到达这样的地区，如果陆军要想在这样的地区作战，还须依靠海军控制海洋。假如一个国家要想对这种领属关系未定的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它必须占有位置合适的基地；而且和平时期的贸易需要往往要求拥有这样的属地，正如这位法国著作家所说，一旦时机成熟便将其占有。



　　在欧洲，如今各国的强大陆军妨碍这种占有，除非以战争为代价；尽管面对最近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之被吞并，这种说法很难再维持下去。的确在东南欧由于土耳其的衰落，这种绝大部分只能发生在海军才能到达的比较偏辟地区的情况，却出现在欧洲的后门之处；当时土耳其政局动荡，为奥地利提供了机会和借口采取行动，在战略位置上加强其力量，至少可以说，使其得以将力量推进到爱琴海，这是奥地利未来贸易所需要的目的地。还可以回顾一些更为久远的历史实例，英国在十年和平时期之内以表面上暂时性的条款和条件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对于塞浦路斯终于达到了正式割让，对于埃及则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尚未撤离该国。英国在那里一直是占有者，谚语说占有者在诉讼中总是占上风，尽管法国和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满，但最后终于表面上做出了让步。



　　同样，近年以来，法国占有了突尼斯的领土和港口比塞大，该港被特别推荐有作为海军场站的可能，其主要水文特点优于阿尔及尔，而且又靠近地中海的狭窄部分；即接近于直布罗陀海峡至苏伊士运河之间的交通线，这是欧洲至远东，至印度以及至澳大利亚航线上的紧要环节。还有德国从中国手中租借了胶州湾这一位置，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当时宣称，出于贸易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即出于海军方面的原因——长久以来即已预见到在远东需有一处基地。恰好时机适宜，于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便得以获取到手。自从这部讲稿最初完稿以来，德国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及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这些都是这位法国著作家所引述的证实这一真理的例证，他说：“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就是既在和平时期也在战争时期奠定、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海权。”我怀疑，这一道理到底是否就不适用于陆上战略；然而，陆上战略所关注的位置——陆战地域——已为众所熟悉，而且依据长期以来的传统法定权利已被稳固占据，除非付出战争代价，通常是无法易手的。外交官们无非是在军人取胜之后照例于条约上签署而已。而大部分海上战略据点，情况却不如此。这些位置却是在和平时期未经冲突而占有的。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也是如此，这项任务直到这部讲稿写成之后好久方告完成。这样一些属地之所以往往不需经过实际战争即可占有，是因为其第一个拥有者由于衰弱而无法进行可能成为战争的抵抗；或是由于衰弱而感到需要同海军强国建立政治联系。



　　遵循这一观点可以联想到，海上作战所依托的位置即通过上述方法而占有的位置，总是远离占有这些位置的国家，所以海上作战的地理范围同陆上作战相比极为广阔。当已故谢尔曼将军为我审阅这部讲稿的初稿时，曾对这一情况惊诧不已。与国家整个海岸同时并存的基地，通往同样遥远的目标的长达数百海里的交通线，每日达数百海里速度的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雄伟的海上进军的想像画面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当前各国海军部署的调整，可以见到和平时期的海军战略另一实例，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有关的战略中心之间相隔很大距离而定的，例如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战略中心，或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战略中心，便是如此。这种情况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条件而造成，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而造成，在何种程度上则是由于现在的海军军人同墨守成规的老一代相比对于战略原理和战略要求更为深入注意和理解而造成，对造成这些情况的这些原因做出估计，将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集中的必要性现在之所以得到确认，应归因于研究工作的进步，归因于对于原理有了明智的正确的理解和对于一个国家于和平时期将兵力分散配置于许多地区这种过去做法在军事上的不合理和危险性做出了明智的正确评价；然而，这种正确评价得以通过特定方式表达出来，却是国际局势的变化的结果。英国舰队现在集中于本土水域就是一例。这是德国海军发展的直接反应。增强查塔姆造船厂的重要作用和在罗赛斯创建新的基地就是舰队部署变动的必然结果，两者都是和平时期建立或发展战略位置的例证。



　　美国战斗舰队集中于单一指挥和集中成单一整体，这是具有更大分析价值的另一实例。此事不仅说明简明原理对于海军领导人的见解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指导价值；因为国际关系尚未迫使集中必须达到地区化，或是集中于大西洋，或是集中于太平洋，就如英国舰队业已集中于本土水域那样。这一集中纯属于对原理的认识，而不是为环境压力所迫。在海军中众所周知，这一认识是在海军学院举行的演习作业过程中首先形成的。美国舰队当前集中于大西洋，纯属出于遵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欧洲这一传统观念。如今可能仍然如此，也可能已不再如此；环境，即国际关系的发展，将随时决定集中的地点，如同英国那样。循此思路可以看出，在战斗舰队进行环球游弋时，曾经一度体现政府总体海军政策的小型中队和分散舰船已不再出现，这是特别令人注意的。



　　海军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集中，这是海上战略不同于陆上战略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表明海军具有陆军无法比拟的机动能力，这是因为二者是在完全不同的平面上进行运动。一支配置得当的舰队，能以陆上无法比拟的快速驶至所需要的战略位置。这在另一方面就要求做好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最低限度应能达到既迅速而又集中地到达目的地。所有这些都属于动员范畴；陆上和海上的行进过程无异具有共同性，二者的差异在于二者所及的范围和所行进的速度有所不同。海军的海上行进过程很简单，这又意味着海军能够达到迅速。而复杂则意味着多费时间。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陆军的平时配置必须直接参酌战时的需要，但由于另一方动员困难，故陆上允许分散兵力，而海军分散兵力就会失策。在动员陆军上，军事上所理解的集中如同动员海军一样，也是首要的目的；但却是第二步，即在局部活动动员若干军团之后才随之集中。而对海军来说，集中却是第一步，不论如何出乎意料之外，都应抢在战争爆发瞬息之前。其次就是辎重问题，即运输队问题，这是构成陆军运动的一个重大要素，但对海军来说却微不足道；海上运输队实际上同战舰具有同样的机动能力，因为开阔的海面能比陆上的道路提供更为广阔的方便。所有这些在机动能力上的有利条件在时间上便意味着快速；而这种运动所需时间的减少则意味着所行距离的增大，这就便于压倒兵力分散或毫无戒备之敌。就如当日本的鱼雷艇在旅顺口外对毫无准备的俄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之时，它们是在远离出发地点数百海里之外挑起战端的。



　　查理大公说：“对战略据点的占有决定着作战的成功。”拿破仑则用“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说法来表达这一意思。然而，必须警惕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在人们的思想上对于海军问题似乎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偏见。正是通过读书我才逐步地、信服地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其结果正如我刚才所说，在弄通原理之后，通过博览群书而获得教益。若米尼关于占据很多的战略据点是可能的主张，我很久以前就已知道并在几次讲座中曾经引用过；然而只是通过读书以后我才认识到，每占据一处港口就会增加海军力量这种看法是何等的普遍。海军力量理所当然包括对战略据点的占有，但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却是机动的海军。假如由于拥有许多港口而使你将兵力分散在各个港口之中，还不如不用这些港口为好。对此还应加上另一段话，也是若米尼说的，假如你没有把握控制整个战场，那么最好是占据能使你控制战场大部的那些据点。应当依靠已经取得的各个战略据点或由陆、海军强行占领的位置，将你能够坚守得住的位置向敌人方向推进，愈深入愈好；但在推进中延伸你的交通线时，应保证你在前进位置上的兵力不致遭到危险。



　　关于这种前进位置的好处，古巴岛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例证，美国能否有效地控制墨西哥湾，取决于美国能否在该岛占有一处位置。当古巴还属于西班牙时，美国不得不以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作为海军作战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同欧洲的一个国家交战，而古巴严守中立，敌人将舰队冒险开入墨西哥湾，则其后方和交通线绝不会像今天这样暴露于以设防严密的关塔那摩为基地的美国巡洋舰的攻击之下。当交战双方兵力相等时，一旦敌对舰队想要驻泊于墨西哥湾内或进入加勒比海向巴拿马地峡推进，则这处前进位置就会使其占有者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为其提供便利去干扰和切断对方补给，特别是煤炭补给。单就墨西哥湾海岸来说，基韦斯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关塔那摩的作用。二者结合起来就对海湾地区形成一个整体防御，这较之在这一地区的特定各点建立局部的陆上防御更为强而有力。如就对运河地区的影响而言，则关塔那摩在态势上显而易见优于基韦斯特。这种位置对舰队的威慑作用同对单艘快速巡洋舰或小分舰队的威慑作用，在程度上并不能等同一致，因为敌人可能会甘冒损失数艘巡洋舰的风险而进行骚扰。



　　在过去年代里，英国对法国各个港口的封锁，则是关于海军前进位置的极为重要的实例，由于封锁，英国贸易的安全才得以保证，对大举入侵不列颠诸岛才得以制止。当前英国战斗舰队集中于本土水域，其部署与上述封锁十分相似，显而易见，其目的在于以直接有效的集中对抗北海的德国舰队。一旦发生战争，无论可能采取何种特殊措施，该处总有一支明显优于德国的舰队，可以有效地掩护来自大西洋的所有英国交通线；实际上即连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线，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系可能除外。这一部署又切断了除同波罗的海联系以外的所有德国海上交通线。同时还掩护了不列颠诸岛不致遭受大举入侵。



　　通过这些实例，可以明显地看出占有这种前进位置的全部理由。这样一来，你的舰队在背后既有可靠的位置可供依托，又有防护严密的交通线可同本土紧密相联，于是贸易、运输和补给等各种活动均可自由进行。当敌对双方兵力大约相等时，对方是不会冒险进入这样的海域，就如上述实例中德国不敢进入大西洋或美国的敌人不敢进入墨西哥湾一样，因为就在其进行冒险活动之中，其交通线就已暴露，而且一旦撤离时，它又远远离开了本土港口。古巴虽然掩护着墨西哥湾，但在抗击对北大西洋海岸的入侵中，则无法起到同样的实质性作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对法国的封锁，恰好相反，一直推进到靠近法国海岸，从而掩护了整个大西洋和通向不列颠诸岛的所有水道。由于这种推进，在保持封锁期间，英国本土得以确保安全，免遭入侵，从而使联合王国的贸易避免了实质性的损失，其损失率每年在百分之三以下。



　　今天，仅就不列颠诸岛的地理态势而言，其本身对于德国来说就居于前进位置；其对北海的控制俨然就如古巴对墨西哥湾的控制，其对本土交通线的防御价值也相同。就连德国的巡洋舰——贸易破坏舰——要想到达英国的贸易交通线，就必须冲过北海的防卫，并在远离其作战基地从而造成煤炭补给不稳的情况下进行活动。我们知道，对后方及其交通线进行防卫，并不能完全使补给船或贸易船完全免遭贸易破坏舰的攻击。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陆军的侧翼和后方经常遭到这样的袭击。对于这样的袭击，使用轻型舰或使用与对方进行这种袭击所使用的相同的巡洋舰只能予以遏制，但不能完全制止。



　　若米尼的经验较之美国南北战争还早半个世纪，他说：“出色的袭击部队总能打乱护航队，不论其所取路线的方向如何，即使其方向是一条来自基地中心至作战前线中心的垂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最少遭受敌人攻击。”



　　然而，这种损害一般不应同切断或威胁交通线混为一谈。这只不过是战役中的轻伤，而不是致命打击；它令人伤透脑筋，但并不十分严重。它同在靠近交通线的巩固港口中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完全不同。



　　破坏贸易或破坏敌人交通线的袭击战，可以从遥远的殖民地位置上来进行。在过去的历次战争中，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就曾被法国巡洋舰用为基地来袭击英国的贸易船和供应船。防备这些袭击，当时不能，现在依然不能依靠遥远的本土。必须在当地配置兵力予以解决。这样一些位置本身乃是前进位置的特殊例证，它们能起到特定的，尽管是有限的控制作用。例如，德属西南非洲，只就其态势而言，这样去骚扰英国与好望角以及沿此航线的以远地区的交通往来就方便得多。应付这种情况，同样也须在当地进行防备。英国舰队集中于北海在这一方面确实能起到作用，但这一作用却是间接的。存在的问题是，这种战前组成的特遣舰队到底能同德国在北海的总体作战计划，协调一致到何等程度；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由于特遣舰队的补给通过英国巡洋舰在北海和海峡设立的巡逻线非常困难，其作战效率到底能够维持到何等程度。



　　假如一系列前进位置被陆地连贯起来并且伸展很广，则它们的作用就会得到明显而巨大的加强。古巴岛上的各个港口就是如此，它们较之每个港口更有各自优势，这些港口不仅为陆地所贯通，而且这一陆地屏障长达九百海里，形成一个使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样，不列颠诸岛对北海贸易的影响作用之所以大大增强，也是由于由多佛尔海峡至苏格兰北端有陆地连贯其间。



　　由此可见，在海上区域内，例如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或是在太平洋这两处美国极为关注的海域内，确定战略据点时，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如下选择，首先应选出对于控制战场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那些点；其次选出最能充当最前进位置的那些点。一旦战争不幸爆发，美国即能将它们牢固占有，并通过中间位置或交通线将它们连结起来，共同形成一个结合完善的紧密配系，除非一支巨大的优势兵力，否则任何力量都无法将美国逐离这一配系。














	

 






	















	







	







	









 





	


	







	








	




	


第七章 基础与原理（2）




	







	

 



	


	


　　一、战略位置



　　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 它的位置，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态势。一个地方可能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其所居的位置就战略线而言，却不值得予以占领。



　　2. 它的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一个地方可能居于适宜位置，并拥有巨大资源，但由于脆弱而很少具有战略价值。它虽然是天然的不坚固，但另一方面却可赖人工加强其防御力量。“设防”一词意即予以加强。



　　3. 它的资源，本身的资源及其周围附近的资源。资源的丰富与贫乏的利与弊，尽人皆知，毋需赘言。直布罗陀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它攻守兼宜，位置极好，只是缺乏天然资源。英国过去全凭控制地中海才保持它的这个前哨。缺乏天然资源，可赖人工为之补充，而现在较之过去补充范围更为扩大。马耳他和梅诺卡岛，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及，一般说来，对于海上战略据点，其周围的友好地区愈小，资源愈少，其力量也就愈弱。1798至1800年，法国在瓦莱塔的守备部队，遭到英国所支持的马耳他岛岛民的群起反抗，从而断绝了对马耳他岛资源的利用；而海上又遭到严密封锁，故其抵抗终以精疲力竭而告终。由此可见，大小两岛，其他条件相同，小岛的战略价值小于大岛；因而像基韦斯特那样的据点，位于狭长的通路受到限制的半岛顶端，其价值远不及彭萨科拉；假如古巴是个繁盛的国家，也许还不及哈瓦那或西恩富戈斯。



　　为举例说明一个大岛比一个小岛或一些小岛优越，我愿为大家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份官方备忘录中读一下著名舰队司令罗德尼的意见。他曾长期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双重经验。“波多黎各掌握在大不列颠手中，必将产生无限的重大影响，它比所有加勒比岛屿合在一起还要有价值——该岛易于防守，而且防守所需的费用又比那些岛屿低廉；防守那些岛屿就要分散兵力，倘遇敌人攻击则易被征服，而该岛既能牵制法国又能牵制西班牙，还能使他们的圣多明各岛永远处于危险之中，该岛掌握在大不列颠手中还能切断欧洲至圣多明各、墨西哥、古巴或拉丁美洲大陆的所有供应线；假如英国移民于该岛，还可迅速援助牙买加；而且一旦得到开发，则可雇到比整个向风群岛所能雇到的船只和海员还要多。”



　　我以前曾经说过，海军历史可为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员提供丰富的资料，上述那一段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有关战略据点的全部有利条件，这里均已罗列无遗，尽管不像军事学术论文的目的那样完全条理化和系统化：关于态势，指出了该岛同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其他西班牙属地的相对关系；关于守势力量，指出了由于它的集中可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分散相比较；关于攻势力量，指出了它对西班牙同其殖民地的交通线的影响；关于资源，指出了该岛为数众多的英国臣民及其事业以及所拥有的英国船只和海员。



　　一个地方同时具备态势、内在力量和丰富资源这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当然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必须记住，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尽管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考虑是次要的，但它们却会提高一处港口的重要价值，甚至还是战略价值；例如该港是一处巨大商埠，一旦它遭到打击就会影响该国的繁荣；或是一国首都，一旦沦陷，不但有其他重要意义，还有政治影响。



　　在三个基本条件之中，态势最为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然而，一个港口如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则其态势是人力无法予以改变的。



　　一般说来，态势的价值取决于其接近海上航道的程度；取决于接近那些贸易航线的程度，当这些贸易航线被画在海域上时便成为海图上假想的相似之线，但这些线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有用。假如这处位置同时位于两条航道之上，那就是说，它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其价值就会更加增大。一处交叉路口基本上就是一处中央位置，它便于向各个方向进行活动，而且有多少条通路便有多少个方向。凡是熟悉陆战艺术著作的人，都承认这种相似的比拟。如果限于地形，通路变得很窄，则其价值也就变得更为显著，诸如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以及狭窄程度较小的佛罗里达海峡。每处入海口几乎都是狭窄的，贸易经过入海口进入并扩散到全国各地；诸如密西西比河河口，荷兰和德国的各条河流的河口，纽约港的入口等等。然而，对海来说，港口或江河的河口则是终点或货物集散地，货物在远运之前于此装船转运。倘若通路窄成一条运河或一处河口，则船只必须到达之处几乎就要缩小成为几何学定义中的一个点，于是其附近的一些位置就会具有巨大的控制力。苏伊士今天就是这种情况，巴拿马不久也将如此。



　　由此类推，狭窄海域中的位置比起那些大洋中的位置更为重要，因为很少有可能迂回绕过它们。假如这些海域不只是旅程的目的地——“终点”——而是连续航程的“公路”的一部分；就是说，假如贸易船只不只是到达此处，而是途经该处驶往以外的其他各地，则过往船只的数量必然增加，从而各控制据点的战略价值也必增大。这里不妨以地中海为例，来阐明我所附加的“终点”和“公路”这些词的含义。在苏伊士运河凿通之前，地中海东岸和地峡均属终点。船只不能通过，货物有待转运。自从运河通航以来，地中海东岸就成为公路上的一个点，而其海域也成为贸易公路，而不再只是终点。当然，美洲的地峡及其未来的运河也是同样如此。如以百慕大同直布罗陀甚至同马耳他相比，仅就其位置而言，则可立即看出后二者所具有的优势，并可以此为例来说明有关狭窄海域的论点；因为船只必须紧靠它们通过，而百慕大做为一处补给站，尽管也具有优势，其所居态势有利于对通常的贸易航线实施攻势活动，但毕竟可以绕道将其避开，尽管有所不便和延缓时间，但仍然可能做到。



　　构成陆上战略和海上战略条件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陆上充满天然障碍，需靠人们的双手来排除和克服这些障碍，才能打开交通和道路。就天然条件而言，陆上几乎是障碍重重，而海上则几乎是坦途一片。因此，可供陆军通行的道路数量有限，而且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有利条件通常已尽人皆知；而舰船在海上从一点至另一点可能通过的路线却数量无限，尤其是蒸汽舰船还可绕道迂回。风向和水流等条件必然同所选取的短近距离一起将舰船束缚在一定的通用航线上，但在这些航线范围之内，仍有很多巧妙办法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如罗德尼在其呈送英国海军部关于一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本土的护航队的紧急信函中曾做了说明，这支护航队将不采取直接航线，而是航抵英吉利海峡以西至少六百海里的同一纬度之处，然后向东转航以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知护航队的位置，同时并使英国海军部能够确有把握地对护航舰船进行增援。在其后的一次场合中他曾写道：“我曾严令指挥官不要试图驶向英吉利海峡，而是取克利尔角的纬度向西至少九百海里，再行继续向前航行。”拿破仑曾以精炼的语言说过，海军作战的决定性要素即是“采取隐蔽航线使敌人丧失时机”。



　　1789年纳尔逊对拿破仑远征军的追击，便是一个极为贴切的史例。法军总司令离开马耳他之后，并未驶向埃及，而是先向克里特岛航行。纳尔逊满足于已知敌人的目的地，便心安理得地直奔埃及。不幸他缺少一艘快速舰用于监视嘹望，结果其航线错过了法军的航线而丢失了目标；两支舰队的航线在同一天夜里确曾交叉过，但薄雾将它们彼此遮蔽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在数次大战中必需在法国港口的入口处进行严密监视，虽然并非进行封锁，于是这些港口便成为战略据点；因为，一旦港内舰队驶离港口消失在视野之外，则英国指挥官便只能推测敌人的大概活动航线，别无他策。



　　将1905年东乡大将的疑虑同1798年纳尔逊的疑虑加以对照，便可从中找出深受当代发展条件限制的基本类似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例证。纳尔逊并不知道法国舰队已开往何处；他只能依靠推断，依据种种迹象和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进行推断。东乡也不知道俄国舰队的可能意图，是打还是逃，虽则其最终目的地只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对其可能采取的航线却只能求助于推断，在推断中气候条件起很大作用。二位将领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情报，他们都经历了焦虑不安、犹疑不决的时刻。东乡大将的一个参谋写道：“就连确切断定敌人必将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当敌人预期到达的时日已过而并未出现时，也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东乡把无线电的作用都算在内，但直到日本侦察船发现敌人为止，他也并未先于纳尔逊得知敌人的位置和活动。如其说他失掉了接触，无宁说他从未得到过接触。只是别的船只，而并非他自己的舰船，非正式地提供过一般的情况。恰如纳尔逊在尼罗河一样，东乡在看到敌人之前，也是毫无把握；前者是从战列舰的桅顶进行嘹望，后者是派出一艘侦察船在距离旗舰一百海里之处进行监视。二者所处的困境，都是由于不能在敌人的出发港口或在其航线的某一必经之点对敌人监视。对这一失策是否应予责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未能将侦察活动推进到足够的远处。



　　由于开阔的海洋可以提供许多机会来避开被认为是危险的位置，所以在一定区域内一等战略据点在海上要少于陆上——这一实际情况自然便提高了现有的这些战略据点的价值。例如，夏威夷在太平洋的总体方案中，就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战略据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运动中心，一处无价的中途站；又是一处具有巨大天然攻势力量的前进位置，适于用做作战和补给维修基地；但在对贸易的控制方面，其作用却因海面广阔，便于舰船对其避开而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它是美国的属地，敌人无法将其用于战争或贸易，这就使该点除攻势价值之外，又具有守势价值。海洋的确如实体现了查理大公所想像的情景，他说：“在开阔地区，到处可以通行，敌人在这里不会遇到障碍，可向各个方向运动，这里或是没有战略据点，或是虽有而不多；反之，在起伏不平的地区，却可遇到众多的战略据点，这里天然条件构成的道路不可改变，非循其而行不可。”



　　恰如一艘舰船从欧洲驶往中美洲，它首先通过一片完全开阔的地区直至西印度群岛为止；在那里它进入起伏不平的一处，到处充满了价值大小不一的战略据点。



　　成为问题是过往贸易的数量，还有港口靠近航线的程度。这两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影响到位置的价值。正是德国工业、商业和航运的巨大增长，才使大不列颠由于拥有不列颠诸岛这一战略位置而成为德国的眼中钉。德国贸易的增长同大不列颠的战略位置结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与此类似，巴拿马运河这一新的商业条件，也将改变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港口和太平洋许多港口的战略价值，这是由于途经这条航路的贸易增长所致。试想，一旦苏伊士运河重新关闭永不再开，则好望角的各个港口和地中海的那些港口都要受到影响。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威尼斯和热那亚命运的影响，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拥有的历史明证。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则沿着最为方便的航路前进；随之而来，军事控制又促进并保护着贸易。海洋除了用为连结国与国的公路系统之外，别无可用。海或水乃是天然形成的流通媒介，恰如金钱被人用来交换产品一样。其流通方向或流通数量，二者之一一旦发生变化，人类的政治关系和实业关系也必随之改变。



　　通常，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有用的战略据点总是位于公路经过之处，尤其是位于公路交叉或汇聚之处；最为重要的则是位于种种障碍迫使平行道路汇聚一起并使用一条隘路之处，就如必须通过桥梁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固然比陆地开阔，障碍较少，可是一旦遇有障碍就会确实更无法逾越。舰船无法从障碍的上方越过或从其中间穿过，只有迂回绕过它们。历史事绩，诸如拿破仑通过小圣伯纳德，麦克唐纳通过施普吕根以及1877年俄国人通过巴尔干山脉等，都似乎表明，没有步兵不能逾越的地方；但现代舰船却不能像古代划艇那样能够拖过旱地。因此，在陆上有时扼守的似乎可能是惟一可以通行之路，也可能意想不到地被敌人绕过，例如波斯人通过山间小路在德摩比利进入希腊的后方，而舰船确实只能循已知的航路。凡是航道众多的地方，如向风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诸多航道，每条航道上各个港口的位置价值则与航道数量成比例地降低。



　　举例说明，马提尼克岛的洛亚尔港和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港本属优良战略据点，假如有一条连绵不断的陆地从海地岛东端通过向风群岛直到中美洲，其间仅在上述两岛之间断开，就会大大影响到两岛的价值。这样一来，两岛的影响就可与直布罗陀并驾齐驱。正因为它们是现在这种样子，所以它们只能同夏威夷和百慕大并列；而且还有所不及，因为它们的位置虽然优越，但却不如夏威夷和百慕大那样独一无二。它们在各自区域内均有其竞争对手，而夏威夷和百慕大却没有。毫无疑问，不论向风群岛有无内在军事力量，敌人的舰船和补给船只都可绕道迂回驶向地峡，故其位置价值显著降低。一旦巴拿马运河建成，牙买加就无法避开，奇里基礁湖尤其不能避开，科隆则完全无法避开。英法战争期间，驶往地峡的舰船，要想避开从圣卢西亚岛附近通过，就可通过阿内加达海峡或莫纳航道；实际上法国人往往成功地取道这条航道以避开罗德尼的警戒线。



　　二、军事力量



　　现在，我们来开始研究任何一处位置的战略价值的第二个要素，即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



　　不妨设想有一个点，其位置虽好但实际上却无法防守，因为防御工事的耗资可能高于该地设防后的价值。如有一处更为强固的地点，尽管稍远一些，则宁可舍近而求远。



　　一处港口的强固和脆弱取决于许多有利的和不利的要素所构成的特点，所有这些要素可以分别归入两个范畴，即守势力量和攻势力量。



　　1. 守势力量



　　海港的防御，同其攻势用途不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防御来自海上的攻击；即军舰的攻击。(2)防御来自陆上的攻击；即部队的攻击，部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可能于海港的某一接近点登陆并进入要塞的后方。



　　海港设防是为了便于发挥攻势作用，设防海港的攻势作用总是派出军舰向海上出击，海可以恰当地被称为这种港口的前线，而陆地一侧则为后方。



　　最近对旅顺口的围攻战，恰好为刚刚提出的课题提供了例证。旅顺口针对海上攻击和陆上攻击于前线和后方都进行了设防，而攻击也是来自两个方面。这次围攻战又为另一课题提供了例证，即这部讲稿最初的草稿所提出的就“防御”一词的狭义而言，港口防御主要属于陆军份内之事。俄国海军对防御的贡献微不足道。假如它拥有较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并有效地予以利用，它本来是可以通过攻势作战，即通过出击和骚扰敌人为坚守该港做出极为切实的贡献。在任何总体战略计划中，坚守能力乃是守势力量的主要要素。防御的巨大收益，就该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就是拖延时间。旅顺口的防御为俄国人赢得了时间；防御愈顽强，赢得的时间就会愈长。当时，它已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而且无人能够说出，到底拖延多长时间才能有助于陆上战役的延长，因为只要俄国人能够顽强地坚守住，陆上战役就会使日本人一筹莫展，难能为力。



　　在这次战争中，俄国海军在海上俘获了一艘日本运输船，该船装有进攻旅顺口所需的大部分攻城大炮，这是海军通过这种性质的作战活动为防御，即为拖延时间而做出贡献的一个例证。这就明显地延长了围攻时间。这是一次对围攻者的交通线的攻击。这种性质的攻击，除使敌人遭到实际损失外，还会迫使敌人煞费苦心加以提防，这就明显地拖延了这场决战的时间。然而，这种活动，就其结果而言，属于防御性质，但就其方法而言，却并非如此。因此，完全可以称为攻势防御，它对任何防御计划都是绝对必需的。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单纯依靠防御，如果没有准备进攻的措施，或虽有而不用，则任何位置都无法持久坚守。对敌人必须不断地加以扰乱，否则他就会获胜。在战争史上曾有一个时期，这一真理极为清楚，人人都能领会，而对消极抵抗的外界状况也已有了如此彻底的了解，因此，假如不谋求解围，则被围要塞的坚守能力几乎能像数学演算那样予以准确地计算出来。在配合密切的海岸防御配系中，这些反击、骚扰，即攻势防御，均由海军承担。



　　狭义的海岸防御，当其活动仅限于击退直接的攻击时，则主要是由陆军负责；因此，这种防御的准备规划基本上也属于陆军。正因为如此，用不着海军军官分派陆军各个勤务部门进行准备工作；但必须指出，依照公认的传统，计划防御工事及监督其施工的任务统由工兵负责。



　　还必须指出，诸如外线用以掩护一个地方的对陆防御工事所需的范围，以及随之而来的为保证维持这些工事所需的守备部队的数量等这类战术考虑，均属于专门的陆军军事学识问题。当海军的需要在以后的处理中发展时，这一点则更为明显，即有关在国内和海外选择海军场站的问题，必须经过陆海军共同协商做出稳妥的决定。实际上，凡是涉及到海岸作战的每个问题和每项准备，都体现出陆海军共同联合以达成同一目的这一特征。



　　在所有这类协同配合中，总是存在着相互抵触的状况，正如在绝大部分战役计划中和在用于进行战斗的一些位置上一样，不是这里强，就是那里弱。战争在其所有的各个方面不断提出困难和有利以供选择。指挥官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在于突出相应的优势使其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在于只要切实可行即应置各种困难于不顾。那种力求避开危险或对危险过分胆怯的态度是最为令人沮丧的。



　　旅顺口围攻战证实了另一条将被普遍运用的真理；即海岸要塞遭受陆上攻击而被占领的危险性大于海上攻击。圣地亚哥也是如此，尽管其对海防御并不完善。原因极为明显：舰船和浮动设施无法安装陆上工事所能安装的等重大炮和同样装甲。除这一劣势之外，现代战争对于舰船来说还增加了水雷危险，它对舰船运动的可能影响，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如此频繁和如此惊人的证实。而对陆上要塞来说，这种类似的危险却毫不存在。简单说来，在炮台的所及范围内舰船并非炮台的对手，恰如骑兵和步兵在其各自特定的范围内各有所长一样。一艘舰船无法对抗一座与其造价相同的海岸炮台，而海岸炮台也无法同舰船赛跑。前者的特点在于以其笨重来发挥其巨大的守势力量；而后者的特点则在于灵活机动。



　　四周皆水的国家或其陆地边界同军事力量较弱国家接壤的国家，如大不列颠和美国，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只针对来自海上的攻击来防守自己的港口。这适用于只做商用并非海军活动必不可少的港口；因为可以用于海岸设防的经费总是有限。然而，海军的任何活动，如同一切陆上作战一样，都要依托基地。基地实为不可缺少的基础，攻势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重要的海军场站应能确保不受来自陆上和海上的攻击。伍德将军最近于波士顿附近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其目的就是证明这一事实，该城的轻易陷落充分表明需有陆上防御。纯商业城市的设防必须充分考虑到下述情况：只有当敌方想取得充分战果，取得决定性的军事收获时，如摧毁一处重要的海军基地时，才会动用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而小股登陆部队，尽管它也可能想要夺取一处商港，但只能依靠出其不意的奇袭才能达到，就其效果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突然袭击，它易于遭到截击，而且绝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888年8月英国举行的对抗演习，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证明了兵力封锁无法防止个别一些军舰逃逸。当它们逃逸之后，恰好证实，首先，封锁部队无法得知其逃向何方；其次，海港防御单独依靠海军是难以奏效的。当逃逸的巡洋舰出现在英国的六处港口面前时，这些港口由于没有设防只得马上承认无能为力并不得不缴纳赎金。



　　自1888年以来，随着水下定位水雷的发展，港外的敌人布设这种水雷，便更加易于进行封锁，使封锁更加名符其实。这种水雷对于巡洋舰，甚至对于中型巡洋舰，尤其是对于一支战列舰舰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可能造成实际损伤，还在于会被人硬拖延时间。这种时间的延误就其最为严格的意义而言，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因素。恰如日俄战争所证实，位于港外的舰队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选择其位置；而位于港内的舰队要确定一条安全的水道作为航线，则不可避免地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尽管确实如此，但并非绝对如此。



　　在各个时代和各种条件下，技艺和警戒总是能够使一方或另一方获得较好的成果；尤其是位于港内的一方。我设想简单运用三点法来确定一条通过推测雷区的直线水道，其办法是于夜间设置三个信号灯以供观察；这样的水道既可在夜间也可在白昼予以清扫；清扫之后，进行适当的巡逻，以防敌人再次布雷。指示灯指明已经扫清的水道，为舰船导航。然而，这种方法尽管可能行之有效，但其实际运用及其繁多的要求都表明二十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显而易见，位于港外的一方也必然想方设法以求制止这种活动，结果必将引起陆军称之为“前哨”战的大量战斗。



　　1888年遭到巡洋舰勒索赎金，否则便将遭受炮击，这就证明：商业港口需要对海设防；而在对陆一侧无需设置工事。巡洋舰无法抗击即使寥寥无几的几座重炮，也没有兵力可以试图登陆。对于一支舰队或一支登陆大军来说，一处单纯的商港作为对象实在太小，正如法国人所说，“得不偿失”。这种远征的直接目的是攻取海军基地。如今，炮轰不设防的海港已为国际公约所禁止，问题仍然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设防政策能够允许敌方船只不声不响的占用其方便港口到何种程度，例如进行加煤、修理和要求补给等。不消说，对这类船只的任何干扰就是战争行动，随之而来必将立即剥夺掉该港的不设防资格。



　　关于岸防舰今天较之过去已很少听到，现就这一问题略谈数语。浮动防御只限于守势防御，这就是说，只有当敌人认为应该进攻时，它才能发挥其攻势威力，而其攻势威力又不及同等的岸上炮台，其原因有：(1)它不能承载陆上工事所能承载的同等重量；(2)它暴露于各种样式的攻击之下，如鱼雷攻击和撞击等，而陆上工事则无此虞；(3)它的主要优点是机动，而这又恰好是它的弱点，因为仅仅为了对其进行操纵就需占用大部人员或警卫部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尽管这一点在别处我尚未见到，但我认为却很重要，这就是主要依靠军舰的海岸防御配系，往往易于使军舰集结于敌人真正目标以外之点，从而使被攻击的目标失去掩护。陆上工事却可避免这种错误。1801年，纳尔逊在制定防御东南海岸特别是泰晤士河的总体计划中，曾起草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证实了他的全面的军事天才同其所取得的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份文件中，他特别强调，他们曾称其为封锁舰的岸防舰，决不得以明显的情况危急不得已为由擅自移动。它们的泊位是经过周密考虑而仔细审慎选定的，不应受轻率的意见的影响就加以改变。永久工事是在稳定时期根据正确原理建立起来的，其优点是无论受到何种惊慌都不能移动。美西战争期间，美国舰队的配置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即公众的恐慌对军事部署的影响，对于这样的问题，历史可以提供出许多实例。



　　稍加思索，就可看出由海军使用鱼雷艇和潜艇对海岸实施的防御模式，现在大为人所注意，其活动严格说来并非属于守势，而是属于攻势。对于海港防御，鱼雷艇的作用几乎完全限于攻势，即攻势防御，因为一支舰队对一处港口的攻击通常均在白昼实施，而鱼雷艇在港口总体防御计划中主要限于在夜间发挥其作用。鱼雷艇的主要作用是对试图停泊立足于港口附近的敌方舰队实施攻击。



　　自从这部讲稿成稿以来，鱼雷艇的巨大推广和发展，仅就其经验而言，似乎并未影响这里所阐述的总的原理；在实战中同二十年前研究人员所掌握的结论也并无任何矛盾。鱼雷艇在靠其本身力量单独行动时，总是于夜间实施攻击。白昼它们只是进一步完成战列舰实际上已经造成的破坏；而这一任务只有在一支舰队对要塞实施严厉攻击的特殊情况下，或许才可能由鱼雷艇来担负。那时，它们对那些受创的、特别是落在其友舰后面的敌舰施以最后一击。鱼雷艇的规模的增大已超过了开始时的一、二级，正如当时曾经预期的那样，它们得以装载火炮装备；而敌对双方鱼雷艇之间的炮战，恰如陆上围攻战的散兵交接一样，在旅顺口之战中曾常见到。假如俄国的防御任务由日本担负，无疑对港外舰队定会实施更多的鱼雷攻击，进行攻势防御。日本在航道上沉船，毫无顾忌地试图堵塞港口，这使人确信，如果日俄双方调换位置，则试图在港口附近坚守阵地的舰船定会遭到同样强力的攻击。



　　掩护海岸要塞这类战略据点的防御设施，不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在一切战争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防御设施所提供的对进攻者的这种被动抵抗使防守者能够以较小的兵力阻挡一支较大的兵力，其被动力量可以变为相当于一定数量的兵力，并可使坚守一方抽出恰好相当于这一数量的兵力参加机动野战部队。旅顺口的得利于地势条件的防御，迫使围攻一方在围攻中不得不动用较多兵力来对付坚守一方的较少兵力。这就清楚表明，俄军参加野战多出很多的兵力，恰好是日军用于野战所少的兵力。这样坚守的地点可以达到很多目的，在某种范围内，它们是控制任何战场所绝对需要的。这些地点无论是对海作战或是对陆作战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从有利于达成作战目的来看，应该承认，它们不及野战部队。现根据归谬法举一极为罕见的情况为例，假如一个国家此类哨所过多，以致其守备部队占去该国的整个陆军，显而易见，不是放弃其中的若干哨所，就是任凭敌人纵横无阻，二者必居其一。因此，若米尼指出：“当一个国家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其强固地点，它就接近于毁灭。”这在日俄战争中就得到了证实。俄国将其舰队藏在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出来；而且不知是出于选择还是由于需要，并坚持这一方针，这就预示着它在战争开始时对日本所拥有的实际海军优势的消失。



　　在海战区域中，海军相当于陆地战场上的野战军；而设防的战略海港在舰队战斗或战败之后则成为赖其实施避战的港口，供修理和补充供给使用，实际上它们相当于梅斯、施特拉斯堡和乌尔姆等这类要塞，军事著作家认为对于这类要地必须根据战场的战略性质有系统地予以占领，并以其作为基础建起国家的防御。但基础绝不能当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上层建筑而存在。在战争中防御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进攻能够随意进行。在海战中进攻由海军承担；假如防御也由海军承担，则无疑是将其部分训练有素的人员锁闭在要塞之中，而这种防御完全可以由没有独特技艺的部队承担。对于这样一种重要主张，我必须加以推论；设若为数众多的港口的防御交由海军承担，经验证明，在这些港口之中的海军势必将一再被分散，因而其效能必将陷于瘫痪。前述那次英国夏季军事演习在英国引起的惊恐，作为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使我深感兴趣，同时并深受启迪，某些报章对此已有所提及并提出了补救办法。由于数处海港暴露在一支小分舰队炮击之下，并随之而被勒索赎金，所以极力主张，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向每处港口派遣一支小型分遣队的强大海军。假如将海军分割到如此程度，那海军还有何用处？然而公众的呼声，往往会淹没掉军事经验的声音。



　　公众对军事部署的不安，其影响在美西战争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众所周知，公众的不安是通过国会议员表达出来的，从而打乱了舰队的部署，使舰队无法对敌方港口进行必要的封锁。如果打乱了部署的舰队面对着的是一较强干的劲敌，定会让这股西班牙分舰队可能进入西恩富戈斯港。在那里西班牙分舰队会获得西班牙陆军主力的支援。加之美国当时正规军极为弱小，疾病流行季节又已开始，这样一来，局面就会和孤立圣地亚哥的结局完全不同。



　　这种思想方法还要有所发展。在战争开始时惊慌失措、无缘无故惶恐不安的人，往往正是和平时期反对进行合理准备的那些人。如果不是我所得到的消息不正确的话，有一位赢得了顽固反对发展海军的一些地区大为赞同的参议员，却又同那些叫喊最凶的人们一起主张派出海军兵力对他自己的毫无危险的那个州进行地区防御。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其影响都要导致缺乏理性的结果。很久以前一位英国海军将领曾经说过：“与其等到来年夏天法国舰队进入海峡之时，才被吓得惊慌失措，倒不如现在就惊恐不安，我们反倒会有时间进行准备。”这一说法比起他那常被引用的“存在舰队”理论更为值得永记不忘。



　　凡将海军用于单纯防御，随之就必然要求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舰船，这就是炮舰政策，道理极为简单，一旦吨位用于建造大舰，就无法将其再行化为小舰。美国早期单炮塔低舷装甲舰，由于其舰体小、造价相对的低廉，故可大量建造。它们颇能适用于配置广泛的单纯防御方案；这是现在已被唾弃的陆军警戒线政策在海军的类似产物，这一政策乃是将可用的兵力配置在为数众多的易受攻击之点，以此来试图保卫陆上边境，而不是将其集中于中央位置。时至今日，这种低舷装甲舰，因其适合于海军总体政策，所以仍有人对其寄予信赖，这同在每处港口分散配置一至二艘舰船的主张是密切相关的。距今数年之前，我恰好曾读过一份精心制定的保卫我们大西洋海岸的方案；它主张按各个港口的重要程度，对每处港口分别配置一艘、二艘乃至三艘单炮塔低舷装甲舰；而这一方案竟然出自一位训练有素的海军军官之手。幸而近二十年来，已经可以看到，海军“只用于防御”的观念已经让位于对海军的作用较为正确的军事理解；这种对海军在进攻活动中的正当功能的理解，必然导致对战列舰的肯定，恰如防御主张对小型舰船的肯定。



　　关于将海军作为单纯消极防御工具使用的每项建议，经过详尽细致的检验，即可发现它是错误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结果，都产生于一个基本事实，即海军兵力的突出特征乃是机动性，而消极防御的突出特征则是固定性。我所知道的惟一例外，就是有待保卫的水域既广且深而无法修筑永久性工事，即固定工事来控制其外围。曾经有人提出在切萨皮克湾的入口处修筑人工岛进行设防，我想以此为例予以说明。这一设想完全出自于两处海角相隔太远，无法对入口进行控制。情况确如以上所述，我认为使用岸防舰以代替人工岛将是一个错误；然而，一旦水深达到四十英寻，如有可能便要不可避免地求助于确能抵御水下攻击的浮动防御，因为舍此则别无他策。



　　这一例外使这一法则显得更为重要。一处港口的严密防御力量取决于永久工事，但对这些工事的准备则非海军军官份内之事。海军之所以对其关心，乃是因为当这些工事发生效能时，海军便可解脱掉对这处港口的任何担心；从而由守势活动转入攻势活动，这是海军的正当职能。



　　还有将海军视为守势力量的另一种见解；即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通过其对海洋的控制，便可防止入侵。这非常明显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且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职能；但这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海港和战略据点的守势力量完全不同。因此，现在暂不涉及，但要提防这样一种观点，即既然海军可以担负防御，就无需再对战略港口进行区域防御；也就是说，无需设防了。这种观点断然认为，陆军兵力能够永远地、在一切环境中，都无需安全的作战基地；换句话说，也就是它永远都能避开而绝不会遭到突然而来的灾祸。



　　现在，我已经向诸位陈述了种种理由，来批驳那种认为在狭义上海军总的说来就是海岸防御的适当工具的观点，这一观点将海军限于防守港口。将上述各种理由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以下四条原理：



　　(1)以同等攻击能力而论，浮动炮台或机动能力很小的船只在抗击海军攻击方面的防御能力不如陆上工事那样强而有力。



　　(2)将身强力壮以航海为业的人员用于防御港口，就等于将攻势力量禁锢在低级的，即防御的岗位上。



　　(3)使海军人员从事防御并脱离海洋，必将损伤其士气和技艺。这在过去的历史上已不乏其例。



　　(4)使海军放弃进攻，就等于使其放弃正当的、也是最为有效的职能。



　　2. 攻势力量



　　一处海港，如不考虑其战略态势及其自然的和后来获得的资源不计之外，则其攻势力量存在于其本身的下述能力之中：



　　(1)能够集结并掌握一支既有战舰又有运输舰船的庞大兵力。



　　(2)能够将这支兵力安全而顺利地投送到深海。



　　(3)能够给这支兵力以不间断的支援直至战役结束。在这类支援中，提供坞修方便总是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支援。



　　可能有人具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不间断的支援既要依靠该港的战略态势及其资源，同样也要依靠其力量。对此的答复应当是：这决不意味对于构成一处港口总价值的各种不同要素，可以明确而绝对地加以区分。将不同要素分别列成标题，只是为了便于分类和更为明确地抓住这一主题。某些必要条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力量、位置和资源所有这三个方面，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标题之下。



　　(1)集结。可以看出，入口处的水深和可供大型舰船使用的锚地范围，都是攻势力量的要素。水深不足，最大的战舰便无法进出，没有广阔的水面，所需的舰队便无法集结。然而，深水可能成为防御上的弱点，因为敌方的重型舰船也能驶入。对于次要的仅仅适于用作破坏贸易基地的港口，如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港，其入口处的深度很大，不仅不能增强攻势力量，反而会丧失守势力量。



　　在海岸上应具有合适的地点以便建立船坞和仓库，供舰船维护、修理和补给之用，这是攻势力量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这种地点应位于不致遭到敌方毁坏的隐蔽之外，这是守势力量的一个条件，对于上述锚地的要求也是如此。适于陆军设营和驻扎部队等等的地点，理所当然可以包括在攻势和守势的军事力量的诸要素之中。当在皮吉特海峡取得了建设海军造船厂的厂址时，曾为远征军建立这种性质的营地提供了机会，这是一个特殊实例。原来的委员会以此为由曾建议取得一处广阔地面；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2)投送。将一支兵力安全而顺利地投送到深海，这就意味着，这支兵力一旦准备就绪，借助于能够允许进行必要机动而不受干扰的外部水道条件，或是依靠港口的防御能力来掩护舰队，便能不受干扰地立即出航并在敌前列成战斗队形。当然，舰队完全可以而且能够以其自身的能力来保证其自身的机动自由；但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所花费的这段时间，总是危急时刻，而这种机动又必须在敌人到达之前完成。为了完善该处的攻势力量，应使其能够以其自身手段来掩护舰队进行这种队形变换；超出这一范围，港口的攻势力量再也无法达成这一目的。



　　这种情况类似于陆军通过隘路——隘路过后，必须确保有展开的余地。假如出口狭隘，舰队必须先开出港外才能进行机动。在这种情况下，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的两种条件再次发生冲突，因为入口狭隘曲折则易于防守。1887年当这部讲稿写成时，一种广泛的、或许甚至是一种占据优势的海军意见坚持认为，撞击在海战中仍将起最为重要的作用，对此进行回忆，令人颇感兴趣。由此可以断定，双方舰队势必舰首彼此相向进行接近，而其展开也必定意味着组成横队，使各舰舰首朝向敌人。当时在我写成刚刚读过的这一段落时，我心目中首先想到的正是这一展开方式。经验和进步使火炮恢复了其主宰地位；由于舰身的长度大于宽度许多倍，所以舷侧火炮的数量大大超过纵向火炮的数量。小型的单炮塔低舷装甲舰则不在此例。随之而来，展开也就意味着以驶向敌人的纵队来改变航向，使所有舰船的全部舷炮列成一条战列线，将所有火炮对准敌人。



　　设若一支舰队能以横队驶出港口，当其接近敌人时一齐转向，便能实现这种展开；但港口的航道对于这种队形一般是过于狭隘。舰队通常必须成纵队驶出港外，并经过逐步运动形成横队。港外敌人正等待着这样的行驶出港，势必伺机展开，横阻于水道出口之处，位于炮台射程之外，但在出口范围之内，以便能够集中火力攻击纵队的各个先头舰船，使后续舰船无法展开其炮火进行支援。



　　这一方或另一方所布设的水雷区，就如日俄双方曾经大量布设的那样，都会影响到天然所构成的条件。布设水雷可以说是创造人工的水道条件。港内一方布设水雷的目的，在于使敌方由于惧怕水雷而与其保持远距离，不在其展开地点范围之外，而且其效果还可借助于大力使用鱼雷艇和潜艇予以加强。在旅顺口，俄国的水雷和担心鱼雷攻击确实迫使日本舰队固定停泊在长山列岛，因而俄国舰队出港展开时并未遭到干扰。



　　另一方面，港外的舰队则希望以布设水雷来阻止出港的舰队使其在驶出岸炮能支援的范围之前无法实施展开。日本人当时确实并未试图如此部署；因为其三分之一的战舰兵力于开战之初即被打掉，这种危急情况导致他们宁可寻求设有水上栅栏防护的安全锚地，而不愿为了取得对敌人纵队先头各舰的集中优势而持续地接近港口使其装甲舰暴露于鱼雷攻击之下。日本人的水雷区威胁着出口，迫使敌方舰队延缓时间，以便自己的舰队能在敌人脱逃之前赶到；然而，这种战略上的优势却未能伴之以战术上的优势，即在敌人实施展开的紧急时刻将优势集中于敌人的先头各舰。



　　设置水上栅栏锚地，布设水雷区，集中攻击敌方的先头各舰，所有这些部署均属战术范围。而我的主题却是战略。恕我明显离题，原因是海军作战基地的力量影响整个战场，属于战略考虑范畴。战术上的有利和不利是强或弱的要素，因而对于这些要素进行综合考虑，又理应归于战略范畴。在最近战争中运用水雷区所开创的新条件，对于海军基本攻势力量这一要素，亦即众所公认的顺利而安全地向深海投送海军兵力的能力，已经产生了影响。



　　这些战术上的考虑，还同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连带关系；即对于一支兵力大略相等的以牵制港内敌人运动为任务的港外舰队，究竟应该占据何种位置方为适宜。霍克和圣文森特在他们的时代里即已做出答复：靠近港口本身。纳尔逊则更加倾向于冒险，他说：远离港口，足够让给他们以出港机会；要使他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是战斗。其不同之处在于细节，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截击敌人，只是采取的方法不同。不妨顺便提起，纳尔逊是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以致在一段时期里不免要因失去同敌人的接触而陷于极度痛苦的疑虑不安之中。



　　战略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恰同历史经验所做的答复同样确切可信。担负截击的舰队必须逼近港口的出口，使敌人无法出航。按照纳尔逊的办法，一出航就可能被截回，但也许截不回，所以还是不要冒险为好。无线电大大有助于重获敌踪；但只有在发现敌人时，无线电才能发出有关敌踪的消息。日本人在旅顺口是将其主力舰队配置于内长山列岛，这一解决办法获得了成功，因为俄国人既无魄力又乏机智。假设日本人株守于内长山列岛，如俄国舰队利用夜间扫清航道并设置适当的指示灯标，再稍加发扬“鱼雷何所惧”的精神，乘夜突围，完全有可能转移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困难并未超过从前曾经时常克服过的那些困难，但其战略态势却可大为好转。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会是一个明显的挫折。在敌人位于内长山列岛和港口本身前面这样两种假定情况下，关于使俄国舰队如何开出旅顺口的战术问题，会为战术研究提供有趣的题材，并可从中得出有益的战略结论。



　　假如一处港口有两个相距很远的出口，则其攻势威力必将随之增强，因为敌人没有能力同时在两个出口配置足够的兵力。纽约港便是具备这种优势的明显实例。假如两处出口，一靠海峡，一临海洋，并都适当设防，则敌人不将其舰队一分为二配置于无法互相支援的距离之上，就无法接近两处出口。一支敌方的联合舰队无法控制纽约港的两处水道，除非它恰好位于纽约城的正面，即两条水道汇合之处。皮吉特海峡的奥查德港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程度稍差一些，并受到委员会的重视，将其选为建设海军造船厂的厂址。法国的布勒斯特港也是如此，在帆船时代，其特点尤为突出。无线电通讯可以使敌人很容易地从一处入口或从中央位置运动到另一处入口；但其所取得的超过帆船时代的效果，却比原来设想的要低。纳尔逊在距离加的斯五十海里之外，通过一系列信号船，经过两个半小时之后获悉敌人已经出航。他对敌人进行截击的机会，却与位于类似位置的蒸汽舰队利用无线电所获得的机会相同，甚至或许更好一些。以蒸汽为动力的突围舰队的速度完全可以抵销港外舰队迅速获取情报的速度，或许还可能超过抵销。同盟舰队驶离加的斯港航至特拉法尔加港外曾经花费了二十四小时以上。



　　只有两处出口之间的相隔距离，能使敌人在港内舰队预示有意出航之时起直至在港外编成战斗队形为止这段时间里不能集中于该港的一处出口之前时，则这两处出口才能充分发挥上述攻势优势。对于蒸汽舰队来说，具有如此有利条件的港口几乎没有；帆船对风向和风力的依赖，形成了战术和战略要素，如今对于这些要素已毋需再予以考虑。圣文森特勋爵曾经一度写道：“赶快前进，因为我们知道在东南偏南的南风之下，一艘战列舰也别想离开布勒斯特港。”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通过布雷即能为出航造成这种类似的延缓。



　　构成战略港口攻势力量的第三个要素，如前所述，乃是在掩护一支海军兵力出航之后，随之在预定行动的整个过程中给以不断支援的能力。



　　显而易见，任何特定港口的这种支援主动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取决于军事行动的场所和性质。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各个造船厂既是舰船进行装备和补给，又是舰员进行休整和舰船进行修理的场所。它们就是这样紧跟着为舰队服务；充当其后盾。俄国本土的港口只能派出舰船，但却无力在战场上对其进行支援。一支在旧金山装备起来的舰队开赴远东作战，就必然要求拥有一处较之该港更为靠近的港口对其进行支援。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于一个世纪以前直到今天仍是英国在海峡的巨大造船厂；但英国的两位最有才能的指挥官霍克和圣文森特却不许他们的舰船于此两港的任何一处寻求支援。为了进行补给，安排舰员休整以恢复精力，清理船体和翻修动力等等，舰船一律须去托贝港。



　　所有这些不外是重申，对于海港来说，位置，即态势，在战略价值诸要素中就其重要性而言居于首位。这再次证明了拿破仑的说法：“战争就是处置位置。”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的舰船是在北方各个造船厂装备起来的，但在作战中，却由洛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等较近的基地对其进行支援。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的确，随着海军作战范围的扩大，这种情况就会愈加习以为常。如有可能，最好是将最初的装备和随后的支援二者结合在一地，置于同一防护之下。由于太平洋问题的危急程度日益增进和巴拿马运河接近完成，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因而，对于北方的各个海军造船厂能否适应现在正在讨论的可能发生的这种紧急情况，必须予以仔细调查清楚，此实为当务之急。



　　伴随舰队所进行的支援，主要意味着完成下述两件事：(1)使补给源源不断地运送出去；(2)使返港维修的舰船迅速恢复原状。



　　“补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它包括大量的不断消耗的各种物品，而这些物品又必须定期派出补给舰船方能得到补充。它还包括通过轮换舰员的制度来保持舰队的现状。这就包含后备力量，以便不仅能用新的舰船更替长期航行在外并已用旧的舰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并能更新舰员。在这种更替和更新能力中，干船坞则是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要素，因为它必不可少，而且准备又费时较久。



　　历史实例具有实际力量，值得反复论述。不论日本船坞的能力是否足够，在旅顺口陷落之后，日本政府感到最为紧要的大事就是使其所有装甲舰一律入坞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全部修复。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颇为令人焦虑不安的任务；从东乡发出的“帝国安危全赖今日之战果”这一信号来看，可以想见其不安的程度了。决定当日战果的要素之一，便是这些船坞应在俄国人尚且犹豫不决的这段延缓时间里，将其所派出的舰船全部坞修完毕。这样一来，日本舰队的这些旧舰经过整修又重新恢复了原状汇集在一起。假如各个船坞在整个战争中，能够经常接受二艘装甲舰入坞和其舰员进行休整，形成一支后备力量，以替换其他舰船而且在紧急关头还可扩充舰队总的实力，则情况可能更好。同时整修所有舰船绝非良策；而日本的装甲舰为数不多，前线经常需要，被迫出此，殊非得已。一支这样的舰船后备力量相当于工程师所掌握的安全系数。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支持舰队作战的能力列入资源这一项目更为确切，关于影响海港战略价值的诸多要素前已作了概括，资源则为三大项目的最后一项。诚然，这种能力是资源的一种，然而，当其作为攻势力量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时，其价值就更为显著。假如将船坞的能力归类于资源这一项目之中，则战争的攻击力有赖于这一能力的事实，就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一个单一的主题不能细分为互不相关的项目。细分本身并非目的。它不过是进行正确思考和更为透彻地考虑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只有这样，思维才能更有系统。全面概括列成标题，还有助于确保在专门确定或选择位置中，不致忽略应予考虑的项目。



　　三、资源



　　海军的需要既多且杂，一一罗列，颇费时间。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天然的和人工的。后者又可相应而确切地再仔细分为人们在从事和平职业中为国家的需要所开发的资源，以及人们直接而专门地为维持战争所创造的资源。



　　在其他方面均皆等同的情况下，最为有利的条件则是丰富的天然资源同便于进行贸易的优良位置相结合，从而吸引人们于此定居并开发其周围地区。一处港口的现有资源如纯属人造并专供战争使用，则其价值远远不及从事普通职业的人们提供所需资源的港口。用我们的主题术语来说，一处海港虽有良好的战略态势和巨大的军事力量，但其所需的资源必须从远道运来，则其较之拥有富裕而发达的友好地区为其后盾的类似港口就要差得多了。直布罗陀和一些小岛上的港口，如圣卢西亚和马提尼克，与英、法、美的港口比较都有这些缺陷；假如古巴已被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开发起来的话，甚至还不及像古巴这样的大岛。从一个国家的海军所需的资源来看，商业和海军的相互依赖关系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和平贸易和航运。和平贸易和航运同单纯军事性质的海军相比，前者是自然成长，后者为强制助长。



　　在各种资源中，干船坞居于首要地位：(1)因为它们的建造需时最长；(2)因为它们便于进行各种修理；(3)因为它们具有同时对数艘舰船清洁船体和进行修理使其迅即归队的能力，以保持舰队的攻击力。



　　干船坞是战略海港的缩影，代表着战略海港的三种要求。在位置上它们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战场。力量则由数量来代表，船坞愈多，港口的攻势力量就愈大。就资源而言，更是一目了然；船坞乃是一项重大的资源。在仔细考虑选定海军造船厂厂址时，只要便于开凿船坞，便具备了天然资源，而随后的建造则属于人工范围。显然，一处商港在紧急情况时将以其用于维持商业的船坞来补充这些资源，这就足以证明前已说过的关于一国民众在其从事平时职业中所开发的资源可能提供的广阔基础。














	

 






	















	







	







	









 





	


	







	








	




	


第八章 基础与原理（3）




	







	

 



	


	


　　——战略线



　　一定战场的各个战略据点不应被视为仅仅是隔绝的和不相联系的。根据对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的考查确定它们的各自价值之后，就应考虑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方位、距离和最佳航线。



　　军事著作家们将联结各个战略据点的线称为战略线。在陆上，可能有数条线，即实用道路，连结两处战略据点；其中任何一条线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内会有不同的名称，以表示其当时的特殊用途，如作战线、退却线、交通线等等。在海上，其他情况也都等同，只是舰队所选定的这条线按其通过该线所需的时间计算应当最短；然而，这一近乎自明之理的明显论述，却时常由于环境特殊而屡屡有所改变。



　　不久之前，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离开法属交趾支那，或更为严密地说，离开马鞍群岛最后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挺进时，其情况就是一个可供说明的例证。首先，问题是采取直接航线从台湾和大陆之间通过，还是取道台湾岛外侧。最后决定取道后者。离开马鞍群岛之后取道日本海，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最短航线；然而还可取道日本以东通过津轻海峡，尽管这难免会有拖延更长时间的危险，但显然却会获得有利时机，应当予以仔细权衡。东乡大将所占据的位置是经过审慎选择的，在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线截击敌人都是方便的；但东乡却经历了三十六个小时的极度焦虑不安，因为俄国人并未出现，也未获得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一情况表明，局势发展会有几种可能。东乡深信俄国舰队必经对马海峡，设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决定取道另一航线，则东乡的自信力便会成为有利于俄国人的因素。有些人的气质使他不会很快就放弃其信念，也有些人的气质难以忍受焦虑不安。



　　在地球表面连结两处海港的线可能发现有无数条，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些是横越公海；一些是沿循海岸。只要一看墨西哥湾的海图便可证实我的这一说法，从密西西比河河口或从彭萨科拉到基韦斯特就有两条可供采用的航线。利用公海通常总是捷径，但需有军事力量控制海洋；当尚未握有这种控制时，舰船便要被迫通常是在夜间顺岸航行，并利用海岸构造所提供的港口进行隐蔽或取得其他支援。拿破仑一世企图入侵英国时所用的船队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组成这支船队的大批舰船是在许多不同地方建成的。它们为了到达集结点布洛涅港，曾不得不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巡洋舰所组成的交叉火网。尽管遭到一定的损失，但由于紧靠海岸使敌人无法安然跟踪，同时又有精心布设的固定岸炮和流动岸炮为其提供岸上掩护，故这次集结得以顺利完成。在1812年的战争中，美国的沿岸贸易也是被迫采取同样的规避方法才得以幸存下来，但却没有那样的支援。在纳尔逊时代，沿着尼斯与热那亚的里维埃拉(今利古里亚)一线，同样采取这种方法也获得了成功。只要公海为敌方所控制，就得求助于这种通常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方法；因为，陆上交通尽管比从前更为发达可靠，但仍不能取代沿岸贸易。只要看看从美国的特拉华到纽约和东部各州在海上煤炭运输就可以理解，它绝不会轻易地让位于铁路或为其所取代，从而使社会遭到重大损失，工业受到重大干扰。



　　中立国的沿岸海域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用为向交战国港口挺进的部分路线，如这一路线因靠近敌人而受到威胁时，例如，设若英国同德国发生战争，在英国海军控制北海的情况下，德国舰船一旦驶抵法国或挪威沿岸海域，便可在规定的3海里限度之内安全航行。



　　战略线中最关重要的是涉及交通运输的那些线。交通支配战争。这在陆上尤其如此，因为陆军一刻也离不开常需更新的补给。它对交通的短暂中断的忍受力远远不如舰队，因为舰船自身的船舱可携载大量需由交通输送的物资。当舰队在海上与敌人周旋时，交通在实质上不会成为地理线，像陆军必须循其而行的道路一样，然而，舰船却无法携载超出其船舱限度以外的必需品和补给品。首先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则是食品。由于水运较之陆运方便，这些必需品可以伴随舰队一起运动，而陆军的辎重队却无法做到，辎重队只能跟进，而不能陪伴随行，因为陆路狭隘难行；而海路却宽阔畅通。



　　总而言之，所有的军事组织，陆上的或海上的，终归都需依赖畅通的交通才能同本国的实力基础取得联系；交通线具有双重价值，因为它通常还是退却线。退却是依赖本土基地的最终表现。就交通而言，补给自由和退却畅通乃是保证陆军或舰队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拿破仑于1800年在马伦戈又于1805年在乌尔姆曾将自己的部队成功地配置于奥军的交通退却线上，其兵力足以阻止敌方从其基地向前输送补给或其军队退回到基地。在马伦戈曾发生过战斗，而在乌尔姆却无战斗；但每处的结局都是取决于同一条件，即交通线为敌方所控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当法拉格特的舰队从密西西比河上游掌握了交通线之后，密西西比河的各个炮台立即被征服。1796年的曼图亚也是如此，当拿破仑将其军队配置于该城守军的退却线上之后也立即被征服。它整整坚守了六个月之久；但战役的其余部分都是外围的奥军竭力要将法军逐离退却线，以便增援守军或使其得以撤退。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运动，实质上是向本土基地撤退。日本人则堵在其交通退却线上拥有足以将其击败的兵力，就如拿破仑在马伦戈对付奥军那样。我认为在美西战争中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由于他深信或担心在西恩富戈斯港外，即在其退却线上会遇到一支就他的舰队现状而言他无望取胜的兵力。情况并不像他所猜测的那样，这是美国安排海军的耻辱，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远远超出海军当局以外。西班牙海军部长在西班牙议会上声称，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因为他除此之外再也无处可去。据闻桑普森已守候在波多黎各。这一实例说明在同一边境上拥有两处港口的优越性——此处系指古巴南岸——同时又说明一支敌对兵力位于交通线上所造成的影响。



　　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说明拥有两处退却港口的有利条件；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则经历了仅有一处退却港口的有利条件。对于一支以既定海岸为基地进行攻势作战的舰队，在该海岸拥有两处港口还可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不利于交通：一，敌人的袭击舰船无法集中于一条交通线上，必须一分为二，其威胁也就随之而减半；二，两处港口必然不会像一处港口那样拥挤。这一问题同对舰炮的补给极为相似；一批补给究竟能够供应多少门舰炮？拿破仑发表过下述定义：战争艺术在于为维持生活而分散兵力，为遂行战斗而适当重视集中。准备两处或更多的补给港口，就是分散维持生活的手段而无损于舰队的集中。



　　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还可加上哈瓦那，因为它与这两处港口同位于一条紧密贯通的海岸线上并有陆上交通同它们相联——可以说明，一条拥有数处适宜港口的海岸线实质上就是一处相互衔接的漫长基地。利用配置于其中的鱼雷艇和巡洋舰，便可或多或少地防护其附近海岸免遭敌方巡洋舰的骚扰。这样的海岸线便是一条拥有数处战略据点的战略线。位于紧靠战场的海上边境的数处据点，出于战略原因，必为一国所占领，这是屡见不鲜的。一旦需要进行大规模作战时，便可在不只一点之上进行准备。当拿破仑于1798年远征埃及时，法国在地中海沿岸只有一处堪称军港的土伦；但其分遣舰队却是在法国所控制的数处其他港口之中做好准备才参加主力舰队出航。其他原因也可能造成类似的分散活动。再者，海军的补给或修理如单靠一处兵工厂实在冒险，敌人的封锁或攻击一旦奏效，则依靠该港的一切作战活动就会陷入瘫痪，而对于一支败退的舰队，如只能向一点撤退，则其更易于遭到截击。一支舰队在遭受决定性惨败之后，必受丧失战斗力的舰船的拖累，如其只能向一处港口撤退，则其困窘处境实难想像。这就可以形成一条基本原理，即每条海上边境应当至少有两处充分设防的安全港口能够承担任何或全部修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摆脱敌人，超出其视野，则敌人的追击就会受到挫折；但若只有一处港口，则敌人就会知道你驶往何处。例如，尽管东乡无法确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究竟是取道朝鲜海峡还是津轻海峡(见附图3)，但他知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定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假如两处港口靠近的距离适当，则情况就会更好，因为敌人当时根据少量迹象无法断定退却舰队的目的地。



　　切萨皮克湾和纽约是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处主要天然补给基地，也是主要兵工厂的所在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还是战斗失利时可供退却的适宜港口，故应在该处积储各种物资；而且由于既适于补给又适于避战，故而无论是对陆还是对海都应设防。在该海岸上的其他港口，如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以及其他等地，可供临时进行分散补给和准备之用；但由于它们在被用于对舰队补给中居于次要地位，故将它们做为商港来进行防卫就足以满足需要了。为了节省物资和经费，除极为必需外，不许增多海上要塞；而且查理大公的见解看来可能切实可行，他认为对于陆上边境只要有一处一级要塞和一处二级要塞就足以满足需要，这对于海上要塞来说依然正确。至于陆上如何处置，这不在我所要论述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出，纽约港因其具有天然优势较之诺福克更有发展前途；因为它有两处入口，又因纳拉甘西特湾可以包括在纽约总体防御计划之内。这对舰队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三处入口或出口。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为这一主题提供了例证，尽管它们的态势由于有朝鲜半岛横亘其间而大为复杂。就其态势而言，它们的相互关系，恰如美国大西洋同墨西哥湾海岸港口之间横亘有佛罗里达半岛一样；或者更为明显，有如旧金山之对诺福克。就最后一例而言，其间距离更为遥远，俄国波罗的海同其远东诸港的间隔距离也是如此；但其效果却仍类同。这些港口之间的水上交通由于有陆地突出于其间而更加困难，这块突出于其间的陆地不仅增大了其间距离，而且还提供了一处明显的战略位置——这些战略位置，以第一例而言，靠近于朝鲜半岛尖端，以第二例而言，靠近于佛罗里达半岛尖端，以美国大西洋同太平洋海岸而言，则靠近于巴拿马运河——当敌方舰队确信逃敌必将经此附近之时，便可集中兵力于此待机。在所有的沿岸作战中无不如此；故海角正如突出部一样被公认为危险之点。但长岛对于纽约则明显不同，反而产生了有利影响。其大陆的凹入部分恰为长岛所遮蔽，就像一道土堤一样。这样便使防御一方能于出航之前进行集中并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定堵截两处出口的那一处为好。



　　位于同一海上边境的所有设防港口，都是构成作战基地的组成部分，作战基地本身可以恰当地称为战略线。在这些港口之间，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交通既安全而又迅速；因为分散乃是迅速准备的需要，而集中则是有力实施的根本。



　　海上边境的设防港口之间需有安全而迅速的交通以便行动时刻一到便能集中兵力，这一论述完全符合于我们曾经提到的陆上作战基地必需具备的条件之一，这就是在实际战线后面应能保证部队和补给能自由调动和输送。莱茵河便是一个例证。一旦法国意欲入侵德国，这在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法国的军队总是配置于莱茵河西侧，而他们对于桥梁可能加以控制，也可能不予控制。无论情况如何，法国总是能够在莱茵河后面调动其分散于临时营地的部队，并将其集中于所欲集中的地方，而不为敌人所察觉，除非通过间谍或发生背叛。而强行侦察又很困难，或无法实施。在这种调动中，莱茵河曾经形象地被称为帷幕，它像帷幕一样遮住了视线。长岛海峡，若其东端设防，也可为舰队的作战活动提供类似方便。按照前已提出的建议，纳拉甘西特湾应包括在设防基地范围之内，于是，就自然特征而言，长岛则居于中央。



　　然而，这一条件对于舰队的舰船通常并不实用。它们从一处港口向另一处港口运动通常总是在外海，即在基地正面进行；根据对所经海域的控制程度，或是直接或是沿岸进行运动。南方各州海岛后面的内线航行，确实使人联想到一条理想的边境，在这里最大吃水的舰船可在基地后面从一处港口运动至另一处港口，就如航行于为横亘的陆地所掩蔽而不会受到攻击的港口的两个入口之间一样；但这只不过是理想而已。然而，这种内线航行仍可有效地加以利用，它便于轻型舰船——其中以鱼雷艇和潜艇最为适宜——以迫使敌人不敢冒然接近的数量优势进行集中和出击，从而在外海保持一条畅通无阻的水路。日本人吸取两次严重灾难的教训，被迫小心翼翼地将其战列舰移至远处以防水下攻击，其根据乃是坚信利用鱼雷战能为单舰和小分队从受威胁海岸的一港航至另一港确保一条具有军事意义的通路。1898年美国舰队于圣地亚哥港外的部署再也不可能重演。



　　沿岸的浅水区可为鱼雷艇的作战活动提供类似方便；其原因或是由于通过这些浅水区的航道错综复杂，或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使重型舰船处处都无法通过。尚德卢尔群岛和一些浅水区连贯形成的岛链成为密西西比湾的边界。为小型鱼雷艇建起了由渡口至莫比尔的连贯航道体系。部分古巴海岸也具有类似特点。假如密西西比和莫比尔是美国在墨西哥湾的作战基地的两个据点，在海域为敌所控不容许采取直线航线的情况下，则连结这两处据点的海岸线——由于保持有为数众多的鱼雷艇活动于该区——便会成为一条相当安全的战略交通线。在莫比尔以东，这种起伏不平的地面已不复存在；然而，由于莫比尔靠近彭萨科拉，这就使同样性质的防御有可能延伸到彭萨科拉。



　　一条拥有两处或更多的重要战略据点的海岸线，可被视为一个整体单位，即一条战略线，舰队具有种种理由可以不必经常集中，这种情况显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最近的一些实例总是发人深省。那是由于俄国人被分开在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处，俄国舰队才可能被最初估计错误而被分开配置。舰队可能是由于准备仓促，修理未毕，正在坞修，或是由于战争意外的爆发而被分开配置。丧失战斗能力的军舰，只能进入其所能投奔的港口。8月10日交战之后，俄国舰队依然如此分开配置。大部舰船返回旅顺；一艘战列舰驶往胶州湾。日本海海战之后，俄国舰船便四处溃散。战败舰船的这种溃散，乃是巨大胜利的通常结果，恰如在陆上取得真正巨大胜利之后，崩溃即会随之而来，胜利者的责任就在于乘胜追击，进而使散乱之敌军土崩瓦解。这种各处溃散情况的再现是战争的永久特征，战略和战术必须根据各个时代的特点对此进行研究。各个时代的作战方法因其所用工具性质的不同而各异。帆船和汽船具有完全不同的效能；但在同一时代里，掌握在敌对双方手中的因素，则是或应当是相同的。帆船不会同汽船对抗，因为它们不会共存于同一时代，帆船总是只对帆船，汽船总是只对汽船。



　　由此看来，关于将一支已经分散的舰队重新集结起来或是使一艘失散的舰船安全归队的问题，还会重新提起；因而，提出利用当时的手段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决非一种枯燥的学究式的趣味。尽管作战异常艰难，结局甚为难以料定，也决不能认为这一考虑无法实现而将其束之高阁。努力排除不可能性往往就能获得成功。当一艘装甲舰或一支小分队必须驶往另一处港口同主力舰队会合时，应当集结一定数量的鱼雷艇伴随航行，这种航行通常总是在夜间进行；因为阴暗乃是有利于弱者的帷幕。熟悉当地条件较之根据海图掌握当地情况，也是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因素，尤其是在夜间。这一点，再加时间选择得当——简言之，所有因素——总是有利于当地海军采取这种措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毋需冒险了。没有冒险就不成其为战争。就使用鱼雷艇部队而言，全部历史，包括日俄战争在内，都已证实小艇能够轻而易举地沿着受到外海敌方兵力威胁的本国海岸前进，虽然有时也曾被擒。



　　海岸附近有碍航行的障碍物，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并可被视为外围工事：一般说来，它们属于防御价值这一标题范畴。它们与其说是能够挡住敌人，不如说是便于实施攻击。荷兰海岸附近的障碍物，在往昔历次英荷战争中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但随着舰船尺度的增大，防御上的优势已不能补偿攻击威力上的损失，荷兰的战舰由于必须在本国的浅水区活动，故同法英两国军舰相比，其尺度较小，抗风浪能力也较弱。因而，荷兰的战线在任何一点上总是弱于其敌人对其攻击的力量。由此可见，对于荷兰海军来说，浅水区的战略价值反而成为其战术弱点。



　　在此之前，只是就具体战场对海战战场的战略据点进行了研究，即研究它们的固有重要性，它们的相互之间关系及它们对舰队的关系。但如不进一步研究宗主国同殖民属地或海外权益的相隔距离，以及对占有者来说这一距离对其殖民属地的或海外权益的价值的影响，则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述就还不够完整。这是该主题的一个分支，它专门对照陆战来研究海战。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几乎都位于欧洲大陆，设立了很牢固的边界，在大陆战争中它们所防守的或所攻击的任何一点的距离，至少在最初都不很远。当海成为边界的一部分时，海就成为所有国家的公共场所，而在大陆上却找不到与此相应之地。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一旦越过其陆上边境，不是进入中立国家，就是进入敌对国家的领土。如果是一个中立国家，未获其同意就不能前进；如果是一个敌对国家，则进军就须逐步渐进并审慎从事，除非拥有压倒的军事优势，或立即获得大捷。假如最后目标还很遥远，则其间必有一个或更多的中间目标应予夺取并加以固守，将其作为向目的地迈进的连续步骤；而这样的中间目标总是障碍重重，必为防御一方顽抗之地。



　　毫不顾及这样的障碍及其对交通线和退却线的威胁而长驱直入，这就要求准确了解敌情，正确判断自己的部队向既定的远方目标挺进的能力以及在敌人能够动用其资源之前克服其抵抗的能力。这就是说，你必须深知敌人在力量上还暂时远远处于劣势，并确有把握在敌人准备试用拳脚和武器之前，就一举击中其心脏。攻击其力量中心，必须先截断其军事组织的力量的来源，攻占其内线交通枢纽，阻止其协同行动，这种大胆而适时的运动可能迫使敌人屈服。这就是现代战争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了迅速动员的巨大重要性。



　　在海战中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或是由于击败了敌人有组织的兵力，即其战斗舰队，或是由于攻取了位置，二者相比，前者居多。假如舰队由于突然出现一支优势兵力而陷于无法活动境地，则同样的局势也必随之产生，尽管这种局势并非定局，也难以持久；但如决定性的失败随之相继而至，就会使局势成为定局。如前所述，不论是海上的还是陆上的任何位置的价值纵然极为真实，但却全赖于对其加以利用；即全赖于武装力量为了防御和进攻而将其占有。海上并非没有值得占取的有利位置；只是较之陆上却独具特色，有组织的兵力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一断言在海上更为适用。舰队本身可以说就是位置。舰队的覆灭或其在敌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管这种失败发生在哪处位置，都意味着整个殖民体系和其他属地的立即瓦解。假如英国海军在北海被德国击败，则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都将暴露于攻击之下，并使它们同宗主国之间无法联合力量互相支援。除非英国海军得以重新恢复，否则，帝国的任何海岸位置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和敌人的努力与否的问题而已。到那时，既无接防援兵，也无野战部队。每一不相连的位置都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资源加以维持，一旦资源耗尽，就只得屈服，就如旅顺口一样；又如1780年的直布罗陀，如不是得力于英国海军，也会如此，英国的海军就是它的野战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英国舰队能够在北海和不列颠诸岛周围保持优势，则整个帝国体系就会屹立无恙。全局的关键掌握在舰队手中。



　　这并不是说，一支具有威力而尽管处于劣势的海军，就不能以巧妙的规避并随之以突然的袭击在世界的遥远地方攻取一处或更多的位置，而且，譬如说，就地设防自固，以待对方遭受失败和国内形势达到最后明显好转。而位于遥远地区的当地作战基地的重要性，例如近年来胶州湾对于德国的重要性，可能激起这样的尝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优势海军国家是否甘心情愿容忍持久较量来驱逐入侵者。格兰特将军于1863年春天曾经担心过，如果他从维克斯堡周围的作战中退向孟菲斯，并按照谢尔曼将军紧急提出的行动方向采取一条新的进击路线，则美国民众就会因之失望而趋于停战。这是战争的诸多问题之一，即对时机的深谋熟虑。拿破仑曾经说过，战争的艺术在于争取最多的有利于己的时机。优势的舰队握有最强的一组牌，但最强的一组牌并不一定总能取胜。同你对立的对手的特点和技艺则是重要的因素。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必须将战争的普遍原理同特定地区的具体情况二者结合起来，对时机进行探索；这样才能使一个指挥官适于在可能发生的特定危急时刻进行广泛的思考和迅速定下决心。



　　行动上的充分准备和迅速果断，对于这样的尝试当然大有好处，就在其他军事行动中也是如此；而在人生处事中亦复如是。然而，一个大国的兵力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一处相距数百或数千海里的遥远而隔绝的属地的能力(不论该属地如何强固)，同其支援其国内的或本土边境的类似防地的能力相比(不论这些防地是位于海上还是位于陆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公认的差异。例如，直布罗陀假如位于英国海岸，则其防守必将比较容易。魁北克陷落于七年战争之中，但就在这同一时期，法国的国内要塞却未发生过这样的不幸事件。假如英军更为迅速果断，敢于冒险，罗什福尔的确有可能于1757年即已陷落；而这样的结局必然要经过成功的奇袭才能取得，而不会像魁北克那样经过持久作战才得以永久占领。



　　在其他方面均皆相等的情况下，距离愈远，防御和攻击的难度也就愈大；凡是拥有许多这类据点的地方，其防御难度则同其距离、数量和分散程度成比例而增加。一个有这样负担的国家，其势态不管如何避免不了，都要违背集中和保持交通紧凑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正确的战争部署的必要条件。英国海军大臣于1780年告诫罗德尼，海军不能到处分兵。有些据点由于舰队不能即时到场而必须放弃；在这种环境中，只要敌人手中握有舰船便能以迅雷之势夺取一点并站稳脚跟而无法将其赶走。梅诺卡岛就是这样于1756年从英国人手中被夺走，英国舰队在宾的指挥下未能在守备部队投降之前将敌人舰队赶走；而法国在持续的七年战争期间却一直掌握着该岛，尽管英国海军一直处于优势。在英国舰队完全恢复运动自由之后，英国舰队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恢复了运动自由，如果它认为值得，该地无论如何是可以用武力予以收复的。由于英国攻占了法国大西洋沿岸海面上的贝尔岛，在媾和时便以此岛换回了梅诺卡岛，取得这样的结局双方都感到稳当又很便宜。1798年马耳他以同样的方式为拿破仑所占有；而且，尽管法国没有海军驻在地中海，但马耳他和埃及为法国所控制达两年以上，后来，英国人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才将法国人赶走。



　　一个国家由于占有遥远的海洋区域或海军场站，就其整体而言，必然会感到力量虚弱难以顾及以及远近难于协调一致，当然其海外属地也必有适当程度的感受；而一个国家如其前哨各基地靠近本土而又不甚分散，则其所控制的等同的属地必将较为安全。前者与后者相比，往往被迫于海上采取守势作战，因为前者所失较多，而后者却所得较多；由于采取守势，它在主动性上又失去优势，而主动性则是攻势作战的特征。这种情况构成了英帝国联邦的主要军事问题，数年以来，一直深使英帝国焦虑不安。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加拿大均为联合王国的自治领地。它们各自都感到，有如当日的梅诺卡和马耳他一样，单靠自己无法独自在海上应付大不列颠的若干可能敌人。若以正式独立代替现有的自治，就势必使其各自依靠其自身独有的资源来对付这些敌人中的任何一个；与此同时，对方想要完全征服，即夺取并永久占领，尽管或许可能发生，但这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尝试，而强求割让一处特定港口或地区，或索取其他商业的或海军的特权做为媾和代价，这确是可能的。



　　大不列颠和法国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并非想要取得该地。它们之所以围攻该地是因为这样可使俄国在交通方面同它们相比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迫使俄国去防守一处远离其国家实力中心的海上要塞；其遥远程度堪与最近发生的满洲战争相比，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赢得胜利之后，它们便将该地归还给俄国，但却强求以不同性质的条件做为回报。美国并不曾为了取得古巴而入侵该岛，而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在古巴的地位，这是用其他方法无从得到的。假如美国同日本发生纠纷，一旦美国海军被击败，日本不会谋求吞并美国太平洋海岸的任何部分；但会要求夏威夷，或要求让其劳工向该岛自由移民，或二者兼而有之。香港、胶州湾、旅顺口、台湾都是类似这种强取的实例；美国占有关塔那摩港，虽未同样引起反感，但却以实例说明，海军战略应善于利用形势获取有利位置。为取得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租借地，于是，英国的殖民地就会遭受攻击，受到战争的骚扰。在可能发生的若干意外情况下，敌方的分舰队不仅可在英国海军追击之前到达这些殖民地的海岸，而且英国可能也会感到对其进行追击并不完全有利，惟恐派出分遣队会削弱本土舰队，而使不列颠诸岛本身的安全发生问题。这是一个数量对比和安全系数的问题。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早期战争中以至现在，英国的形势一直如此。虽然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它们的殖民帝国的幅员和分布较之过去大为扩增，从而其易受攻击的地点也成倍增长，但它们的属地一般没有什么经济发展，其中没有几处能像英国的一些自治领、殖民地和海军场站那样，具有商业价值或者具有国家的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英国的属地为数众多而又遍布各地，尽管过去和现在它们在促进贸易和为战争活动提供基地方面为英国带来好处，但它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危险的根源、防御措施紊乱的根源，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脆弱的根源。何时何地可能遭受打击，实难确定。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在谈到大不列颠海军的巨大发展与其易遭攻击之点分布很广同时并存这一情况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满握财富，却为贫穷所困。”纳尔逊时期的辉煌胜利——尼罗河之战，圣维森特之战，特拉法尔加之战——彻底摧毁了敌方的海军，但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不论英国的动机如何，每次战争就其军事性质而言都是防御性的，而对法国来说，尽管其海上地位脆弱，但却拥有进攻优势。列阵于法国海岸之外的英国海军，站在防御的第一线；等待和渴望战机，确实如此，因为英国人深知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找到最好的时机摧毁威胁其本土或其殖民地的那些舰队。但在攻击之中，英国海军仍然只是保卫国家的海上和海外权益。然而，它为保护整个帝国所取得的胜利，却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舰队的优势在于其本身所占有的决定性位置。



　　现将基钦纳爵士于1910年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在其致当地政府的备忘录中所写的一段话引述于下。“帝国的生存主要依赖于保持一支胜任而又有效的海军力量，这是英国政府坚守的信条。只要这一条件得以实现，只要英国确保其海上优势，那么英国的自治领就不会被有组织的海外入侵顺利而永久地征服，这是一条众所公认的原理。”



　　然而，在将这一原理应用于澳大拉西亚之时，他却强调不能忽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考虑。他指出，海军有可能被迫将其兵力集中于某一战场；而在另一些海域(即集中战场以外的海域)，英国的海军力量同敌人相比，可能暂时继续处于劣势，并且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确实控制这些其余的海域。因此，他认为所有自治领均有义务建立一支能迅速果断地应付企图入侵的军事力量，从而确保本区的安全和坚定公众的信心 [ 注：《邮报》1910年4月18日。 ] 。其整个论点也同样有效地适用于美国联邦的各个自治州社会，在那里，且不说应予负责的外围地区，单是其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就相距遥远；同英国与澳大拉西亚之间的距离十分相近。



　　可以看出，英国已往战略的成功，就在于其舰队派出足能胜任的分舰队驻泊于敌人海军船坞港口之外。安特卫普、布勒斯特、罗什福尔、土伦以及同西班牙战争时有关的西班牙港口，形成了一条作战战略线，该线被英国海军占有起到了双重作用。占有了这条战略线就阻止了若干港口的敌人分舰队的汇合；这样便制止了它们的集中，集中乃是影响战争的重大因素。这一结果对于当时存在的整个不列颠帝国，即对于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来说，则属于守势。就攻势而言，这些主要位置对封锁敌方海岸则起着掩护和支援的作用。我向诸位重新提起这些易于理解的情况，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下述事实，即如今德国已经取代了法国和西班牙而成为危险的海军强国，而同样的情况确实还会重现。英国舰队集中于北海。它在那里捍卫着英国的全部权益，即捍卫着不列颠诸岛、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地；就攻势而言，则控制着德国商业的海上通道。



　　拿破仑远征埃及，突然占领了这一重要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定实例，它作为许多进攻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行动的一个典型，确实恰当其分，我们以其为例便可立即看到，法国处于攻势，而英国则处于守势，尽管英国在尼罗河进行了出色的攻击并赢得了全胜；可以说是海军战史上的最大全胜。拿破仑对其陆军提出的警言是，“士兵们，你们是英格兰陆军的一个侧翼，”——即指最后侵入并攻陷英格兰的那支陆军，这一警言含有实情；因而，其进军印度这一意图的现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否则，便是曾经有过军事成功的良好时机。



　　他既经指定了决定性之据点，在确有把握的时刻，即在敌人尚未做好对其实施拦截准备之前便能到达并夺取其目标的时刻，并直接向该点挺进，这与他的大胆的作战方式是完全一致。当他扬帆起航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英国部队之所以陷入兵力匮乏的境地，是由于法国有西班牙与其联合，而并非孤军一支。驻泊在地中海的法西联合舰队在数量上居于优势，迫使英国舰队撤离，并往大西洋集中；于是便造成基钦纳爵士当时所指出的类似态势，其随之而来的最后结果，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预言的那样，当英国海军于大西洋确定了控制之后，便又返回地中海。假如奥地利在对英战争中能同德国订立攻势同盟，那种情况则又会重演。我之所以提起此点，是由于人们倾向于认为拥有蒸汽机、无线电和所有现代发明之后，已往的基本特征就不会重现；我们全都承认在细节上是不会重现的。自1793至1795年，西班牙曾同英国结盟；自1796至1800年，西班牙又成为英国的敌人。如今，奥地利并非英国所担心的主要敌人；但奥地利却关心能够看到英国撤离地中海，因为它渴望在地中海谋得一席之地。奥地利同德国还不能说它们抱有共同目的；但它们有互相支援的共同利益，而它们的特定目的将会在世界策略的相互配合中得到最大的推进。



　　埃及的地理位置一直使其拥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它在1798年的政治形势，从各个方面都造成它有被顺利攻占的可能。它位于许多道路——水路和陆路的交叉之处，经地中海可达欧洲，经红海可达印度洋，稍加思索便可看出，埃及所处位置对东西方来说，恰如奥法战场上的多瑙河隘路或17世纪西班牙经日耳曼至尼德兰这条交通线上的瓦尔泰利纳要隘；一句话，一个西欧国家要想控制东方，就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埃及。立即直接进攻印度本身，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埃及去攻占一处前已提到的中间目标却是可能的，待在那里立足已稳之后才能继续推进。恰如查理大公从波希米亚出发，首先巩固多瑙河流域，然后再向莱茵河挺进，法国进军印度也是如此，它必须首先夺取埃及，然后再向东方推进。在埃及与法国之间，还有另一处重要据点，一处中间目标，这就是马耳他；尽管拿破仑需要急速进军，但为了夺取该岛，他还是中途停顿下来。这次远征的最后失败，决不能抹杀法国正在对大不列颠采取进攻这一事实，而英国则对法国的远征目标捉摸不定，并因拥有众多的据点需要掩护而分散兵力，致使法国在两处最为重要的据点上，即在埃及和马耳他成功地建立起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住控制权。



　　在这里或许还要提及，尽管地中海海域狭窄，但英国总司令圣文森特勋爵和纳尔逊以及英国海军部均在信函中表明，他们对法国的远征目的地都十分迷惑不解。拿不勒斯或西西里被认为是最为可能的目标；纳尔逊在其一封信中写道：“马耳他是通往西西里的直接道路，”这就说明它必将成为一处最为有用的中间基地。



　　法国攻取大不列颠的最大而又最远的属地印度这一企图，到此为止已获得成效。然而，从此以后，法国的冒险却开始遇到困难。本来只要港口得以清理，敌人已被肃清，便可能继续前进，实现在望的目的；但当这一切都业已完成之时，英国并未受到致命损伤，而进攻英国的法国却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要想进一步取得有效的进展，就必须巩固住征服的成果，并建立起同本土的交通联系。拿破仑对陆上战线的谋划深有远见；但在条件不同于陆战的点上，却遭到了失败。一位法国著作家说，拿破仑从未达到“确切领悟海上困难”的境地。陆军已经进入敌境；并攻取了第一个目标；但打击并未致命，而其自身的交通联系却陷入了致命的危险之中。他无法投送轮换部队进行补充和增援，恰如二十年前直布罗陀的处境一样，因为敌方海军控制了海洋这一中间区域。由于天才和幸运相结合，法国已将陆军力量越过海洋投送到遥远的距离之上，并在一条长长的公路上夺取两处遥远的没有防御力的海军场站。法国能否保住它们呢？我们知道它没有保住；就趋势而言，它无法保住；但只要它仍然保住它们，就证明其企图并未放弃。在埃及和马耳他，法军曾经一度经历了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过程。位于这两处前哨的部队变成了守备部队，但战场上却无野战部队。两地之间以及它们同本土之间的交通联系已被阻塞；不论占领能够维持多久，除牵制敌人兵力之外，便别无其他成果可言，除非敌人对于斗争感到厌倦，而英国一度确曾如此。虽然尼罗河之战促进了并清楚地预示出不幸的结局，但从英法两支海军的各自条件来看，这种结局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拿破仑未能领悟罢了。整个战役自始至终都可作为证实基钦纳爵士评论当代形势的例证。由于最近数年之间战事所造成的当时陆海军情况，英国海军被迫撤离地中海，但当优势的英国海军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之后，损失惨重的最终结局便立即降临法国。



　　拿破仑远征埃及同其两年之前即1796年在意大利所获得的陆战大捷，具有发人深省的相似之处。1796年，他从热那亚的海岸以类似速度挺进一百二十英里到达阿迪杰河一线，控制了维罗纳要塞，并于两个月之内巩固了该地。从若干条件来看，主要是地形条件，此处毋需列举，阿迪杰同其桥头堡维罗纳构成了一处战略中心，位于拿破仑的出发地热那亚的海岸同其最终目的地维也纳之间。它对战役的关系，恰如马耳他之对埃及；但这一位置的有利天然条件，却受到曼图亚要塞所构成的人为条件的限制，曼图亚要塞位于阿迪杰河以西，即在其后方，为庞大的奥军守备部队所占有。只要曼图亚要塞得以守住，则拿破仑对阿迪杰地区的占领就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巩固的。由于必须拿下曼图亚，他的进军就必须停顿下来，就像在马耳他一样，曼图亚从翼侧威胁着他向奥地利进军的路线，恰如马耳他从翼侧威胁着通往埃及的路线一样。曼图亚将其阻留了八个月，但他在战场上保持了一支富有控制能力的陆军，就如大不列颠在后期于地中海拥有一支富有控制能力的海军一样；这样的机动兵力都在各自的情况下确保了交通的畅通。曼图亚陷落之后，他便继续前进，恰如攻取了马耳他之后继续其航程一样；虽然他随之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他自己却部分地将其归因于奥地利的优柔寡断，而英国对待埃及却并未如此，即或某些英国代表也确曾犹豫不决。拿破仑曾经说过：“假如奥地利人不是求和而是继续后撤，他们可能将我的部队拖垮。”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马耳他的情况。法国军队在那里就被拖垮了。



　　自从这几次讲稿写好以来，日俄战争又提供了一个类似例证。旅顺口就是俄国的马耳他和日本的曼图亚。俄国人按其和平时期战略，将其国家兵力投送到远离其国家力量中心的旅顺口，并在那里建立起基地。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就像法国人在马耳他一样，无法保持其陆上或海上的交通。于是，该地终于陷落；此外，港内舰队威胁着日本同满洲之间的交通，故需攻陷这座要塞，为此日本不得不从其能够用于对付北面俄军主力的兵力中抽调极为庞大的部队来攻取该地。战争开始时，日军进展迅速直达辽阳，但于该处被阻达六个月之久，只前进了三十五英里，主要原因是由于围攻旅顺口。旅顺口攻克之后他们做好了继续前进的准备，恰如拿破仑攻克曼图亚一样；但俄军意在退却，他们收拢兵力，向其基地撤退。于此紧要关头，调停开始了。日本人面临的困难正如拿破仑向维也纳进军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样；但日本人并未像他那样虚张声势，而是采取了像他劝告执政团那样的行动，即“切勿超越条件伸手过长。”



　　法国未能保住已为其征服的埃及和马耳他以及战前就已为其所控制的其他遥远据点而遭致失败，而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也无力维持其殖民地；不仅是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西印度群岛，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印度和非洲，以及经过六个月围攻之后而陷落的梅诺卡等殖民地；两国情况相互雷同。这一失败是由于各个位置距离太远，位置数目过多，分布很广，从而导致兵力分散。失败还由于下述事实，即英国虽然拥有一支优质海军，但却错误地认为法西联合海军对其来说过于强大。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所遭受损失的范围表明，一处战略位置所具有的力量，按其同本土相距的遥远甚至对最近战场的影响，都会有很大的折扣。从位置本身以及这些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靠近本土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这就是日本在最近日俄战争中对俄国所拥有的巨大优越性，现在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中较之所有其他国家仍然拥有这一优越性。在我们所说的远东，日本的国家实力中心靠近于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地方。假如奥地利成功地将其政治占领通过西巴尔干半岛推至萨洛尼卡及其周围地区，就像俄国经过西伯利亚和满洲推进到旅顺口一样，那它在地中海就会拥有这样的优越性，这必将引起意大利和俄国的担心，两国君主在拉科尼吉的会谈表明，他们对这种前景深怀戒备。



　　进行快速长途远征，海上较之陆上更为适宜，因为海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但就效果而言，其决定性作用却不如进攻其宗主国或制服其舰队所取得的同等胜利，因为这种打击只是触及其四肢，而并未击中其心脏。坚持这种远征较之其实施更为艰难。尽管在已有海底电缆和无线电的时代里很难做到对攻击目标进行突然袭击，然而远征军一旦出发离港，只要保密得当，还是可以有希望做到使追击舰队迷失方向。但当远征的直接目的得到实现时，袭击一方便由攻势转入守势而惶恐不安；而且为了保持其征服成果，必须控制住交通线，即控制住海洋。



　　还须指出，这种长途海上远征，只有在登陆点上不会遇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才有希望获得初战胜利，初战胜利乃是最后胜利的基础；而最终胜利则取决于登陆之后敌方舰队不会前来干扰。塞瓦斯托波尔和旅顺口的情况就是明证。两处登陆均未遇到适当抵抗，登陆之后敌方舰队对于围攻一方的交通也未进行骚扰。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从英国手中夺取了许多小岛以及相距很远的力量又薄弱的彭萨科拉，但它们对于牙买加或直布罗陀的攻取却未得手。在梅诺卡，结果却不相同；尽管攻克该岛曾费时六个月之久，原因是英国无法抽调舰队派往该处，以致未能做到像在牙买加那样截住敌人的远征，或像在直布罗陀那样对围攻进行骚扰。牙买加之所以得救，是由于罗德尼在法国舰队出航之时便遭到袭击，结果不能有什么登陆企图了。在直布罗陀，由于敌方控制了陆地，无法抵制其在陆上建立战线；但英国舰队通过投送补给不断干预，遂使围攻未获成功。



　　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于国外水域确立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基本条件，便是拥有一支优于任何可能对手的舰队。这只不过是再次肯定陆战原理，即决定性战争的有效工具乃是野战军，而不是守备队。占领港口，军事上加以固守，固然确有价值，甚至必要，但对舰队来说，却居于次要地位。占据遥远地区的战略据点，这是一个使我们现在很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对它进行考虑时，只要完全遵循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格言，我们便能为自己确有把握地创造一条战略警言，即在海战中舰队本身就是全局的关键位置。关于这一警言，可用下例予以证实。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最初将舰队的大量补给物资储存于其在长山列岛的设防的永久基地，但后来为了便于管理便将其大部保管在船上。载有补给物资的舰船可以伴随舰队活动，于是舰队便自身携有基地，并可占领一处方便的港口，尽管这处港口并未设防，但舰队本身的力量便可暂时提供必要的防护。因此，必须集中精力于提高舰队的海上军事效率；但在坚持这一正确专业思想的同时，我们必须避开绿水学派的极端偏见并牢牢记住，一支还要兼顾其基地安全的舰队，其有效活动必然要受到削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要受到削弱。



　　一支舰队，如同一支陆军一样，需要拥有设防的作战基地，但必须遵循一定的明确原理对其进行选择和准备。



　　首先，应当尽量减少必须认真地坚守的战略据点的数量，以便尽可能少地消耗宗主国的国力，使其得以集中用于那些要害之地；而在其他各地，只有用大炮对着海面试试它们的运气。假如敌人明智，便不会在这些地方浪费时间和力量。另一方面，对要害各点必须极其认真地加强力量，严加守卫。假如敌人是针对整个配系对其采取攻势，则每处被攻之点，必须做好准备坚守到在其天然优势允许的最长时间。坚守一天便为共同防御赢得一天时间。1862年当美国南北战争处于十分严重时期，假如位于新奥尔良下方的杰克逊和圣菲利普要塞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坚守下去，则对于联盟军和整个战役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由于日军必须动用必要数量的部队围攻旅顺口，故旅顺口的抵抗曾经严重地削弱了日军主力的推进，从而为俄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赢得了兵力和时间。假如其最初阶段的抵抗能更为成功地将围攻一方阻拦于远距离之外，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很可能还会发现其旅顺口的舰队依然存在。1800年热那亚的法国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的坚忍顽强却为拿破仑赢得了时间，使他得以将其部队配置于奥军通往其本土的交通线所经之地。在布尔战争中，莱迪史密斯的坚守，在较小范围内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拥有大量分散的海上位置的国家，必须仔细研究，它能够维护多少位置，并应当维护哪些位置；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认为必须在特定地区建立其权力或准备将来对其进行维护时，它就必须进行孜孜不倦的调查，明确应当努力的方向，以便固守那些在战略上应予坚守而又能守得住的港口。例如，德国最近对胶州湾和美国对夏威夷和关塔那摩所采取的措施，都可对此作为例证。



　　其次，构成特定国家海上配系的各种港口，都按其重要程度而具有明显的顺序。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本土港口居于首位；因为一个国家采取守势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自卫不仅是国家的第一需要，而且还是个基础，只有在自卫的基础上才能有国外的活动，不论是去远方还是近处。一个国家的政权在本国尚不稳固，便无从进行扩张活动。只有确保自卫，才能维护国策，这就是二者之间的极为重要的相互关系。由于国家政策因时代而改变，故港口的价值也随之而不同。不过，在任何特定时代里都有或多或少比较明确规定的国策；遥远港口乃是舰队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将它们同本土港口视为一个整体，一个配系，而不应仅仅将其看成是孤立的位置。



　　现以现代史上的主要海洋国家英国为例。当英国踏上海军强国的征途时，其敌人是荷兰，其大的造船厂设在查塔姆港。如今德国已成为同英国相竞争的海军强国，于是新的位置罗赛斯便同查塔姆的作用相对应。英荷对抗之后，继之两国便结成同盟，全面联合对抗路易十四。于是，军事政策将英国引至地中海，在此之前，商业权益已经将其海军吸引至地中海支援其商船。对丹吉尔的占领和通过设防和筑堤对其进行的开发，乃是英国权益在这一水域所取得的但却遭到夭折的第一个成果；当其在本土水域确立自卫之后，相继取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卡，马耳他，于是，地中海便成为英国国策的第一目标。上述三地严格说来都是要塞。



　　进入18世纪以来，英国在地中海的权益依然如故，但同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相比，则已退居第二位。通常被人称为旧式“土耳其商人”的生意，已退居西印度群岛的糖业、美洲大陆的谷物和烟草，加拿大的毛皮和纽芬兰的渔业之后。依我看来，牙买加在加勒比海是最有控制力的位置，从1782年同盟国家为征服该地所进行的准备的规模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地设防和守备的强固程度。法国已经变成敌人，并在整个世纪中一直如此。这一情况在英国国内突出表现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这两处船坞港口的重要地位正在日益增长；而英国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包括现在的美国在内，却似乎只拥有海岸防御。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它们就其人口而言已经强盛，就其范围而言相当遥远，只要英国海军在海上于其所到之处继续保持优势，外国就无法征服它们。法国对路易斯堡和魁北克进行设防和守备以对付围攻，正是由于加拿大人口稀少和法国海军处于劣势，不论是从陆上和海上都无法确保其安全。它们的陷落突出表明，在设防中还有一项考虑太容易被忽视；即一处设防的地方一旦落入敌人之手，不仅位置的优势，而且工事所具有的力量优势，都将转为敌人所有。一处殖民地港口假如一旦陷落，总是希望它不致提供直接的人造防护工事来抵御从陆上对其进行收复；例如，1760年魁北克便是如此，随之在冬天便取得了沃尔夫大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应予设防的地方，工事和守备部队二者都应能充分胜任应付一切可能事变。



　　在上面提到的各个时期里，英国的国策是同其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同步发展的。因此，设防场站的规划都是未经研究而产生的；这同英国宪法的产生极其相似。美国很少发生战争，其对外政策的发展未受军事气氛的影响，而军事气氛往往促成不知不觉的准备。为了说明情况在变化，回忆可能会发人深省，当构成这一论述主体的这部讲稿刚写成时，美国、德国和日本尚未拥有装甲舰队；当时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仍属西班牙，而夏威夷则系一独立社会。还可补充一点，不论是美国海军总部，还是陆海军联合作战部，都尚未建立。



　　在这里详细讨论美国港口的设防规划，当然不够妥当，原因极为明显，上面提到的那些部门毫无疑问正在处理这一问题，这里无法提供准确详情。但却可将某些总的战略考虑归纳如下。



　　首先，一处海军场站到底应该具备哪些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显而易见，它对战争应当有用。近来，建造和装备一艘战列舰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由此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出，海军造船厂不能将建造舰船做为首要的军事目的。假如一处海军造船厂建造的舰船质优价廉，而且建造速度很快，这些都是良好的工业或经济的依据条件；但它们都不是军事的依据条件。海军造船厂的最高职能乃是在战争中维护舰队的效能；特别是能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因日常勤务或战斗而遭受损伤的舰船。和平时期的功用并不能补偿战争中的需要。为使选定的特定地点符合这一目的，必须考虑到其战时的使用效能；进行这种考虑时，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可从位置、力量和资源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资源方面，首要的就是供应丰富，能保证迅速完成坞修；符合这一要求的地点，较之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地点，更为适宜，尽管后者或许可能在位置或天然资源方面拥有某些优势。显而易见，这三项必需条件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存在，这就会使决心趋于复杂，如从建造舰船加以考虑，则毋需也不至趋于复杂。



　　这一原则适用于不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外的所有主要海军场站。在本土，每条海岸边境应有两处这样的海军场站；一处可能是主要的，另一处则是次要的，正在发展之中。关于本土以外的海军场站的数量和选定，则依国策而定。假如国策集中于本土附近的权益，如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则这一地区的海军场站的发展，可以近似于本土港口的条件为依据。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都曾是海军场站，但发展十分有限。那次战争的特点是对方没有舰队，舰船可派往北方船坞进行修理，前线的兵力则是通过轮换予以保持。



　　对于每一支部队都需有一定的轮换制度；但应当认识到，坞修地点应尽可能位于由莫比尔至诺福克或至纽约的距离之内，这种设施只要能够达到，便应予以保证。美国南北战争中，多数舰船均属中型，很少类同，除偶尔几次战斗之外，基本上未曾集中过；作战时间则由拥有海军的一方审慎选定。在舰队对舰队的场合，每方的大舰数量有限，一艘或数艘舰船如需修理，这将是非常紧迫的，则不应驶往很远距离和等待很长时间。



　　当这部讲稿刚写完时，美国只有一项堪称为政策的对外政策，即“门罗主义”。现在，则有两项，第二项即“门户开放”。毫无疑问，对外关系会带来许多各类问题，而政府则是依据一定的既定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大部分。这些原则既明确又固定，故可称之为政策；但它们只适用于特殊的和偶发的事件，故对上述两项政策不会产生连续不断的影响。这两项政策都是依据坚定而又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态度以及国民的基本福利而制定的，因而具有制造舆论的作用，并能持续不断地影响外交。门户开放按惯例系指商业机会均等，它同亚洲向美洲移民这一问题具有地区性的密切联系。亚洲移民又同门罗主义紧密相关，因为，极其明显，亚洲人不同于欧洲人，他们在社会中不与人混杂。他们虽然比邻而居，但却自成社会，不同广大人口结成一体。这样一来，在一定地区一旦亚洲人占据优势，便成为一种真正的吞并，这种吞并较之政治吞并更为有效，门罗主义正是针对这种吞并而制定的。夏威夷便是一个恰当的实例；日本反对夏威夷政治上归属美国，如非更为迫切的问题转移了其注意力，无疑其反对会更为强烈。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广人稀，如任亚洲人自由移入，其结果必将意味着为亚洲人所占领，即亚洲在美洲开拓殖民地。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太平洋各州对此强烈反对，别无其他原因。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国家政策，导致美国于太平洋设置海军场站，恰如地中海进入英国权益范围迫使其在那里逐渐获取海军场站一样。门罗主义是美国惟一的积极对外政策，它同避免与外国卷入纠纷的消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家权益业已逐渐而迅速地集中于加勒比海，因为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道穿过这一区域，而巴拿马地峡正是门罗主义的焦点所在。这就是本讲稿最初写成时的情况。当时，太平洋问题及其特有的国际意义尚未显露端倪，很少引人注目。现在，由于上述若干原因，太平洋已具有现实的直接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种兴趣转移的情况，可同18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家们所评价的从加拿大至委内瑞拉的西大西洋的地位已超过地中海的情况相提并论。地中海并不因此而不再重要；它只是丧失了领先地位。同样，加勒比海仍然重要；甚至尚未完全丧失领先地位，而是同太平洋并驾齐驱。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在这两个方向上选定的港口足能而且应当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其中每个部分的设施和持久能力都应按其对整体的关系而占有一定比例。



　　最后，维持任一设防海军场站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海上优势，即依赖海军。一处完全孤立的强固哨所，尽管能将其陷落时日延缓很久，但陷落终将难免。自1779至1782年，持续三年之久的著名直布罗陀围攻战就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实例。对直布罗陀所施行的一切攻击均告粉碎；它一定会陷落；只是依靠英国海军输送补给的能力和技术，方使其得以幸免。我们可以说，只有活跃在战场上的野战部队才能解救被围的堡垒。



　　在战争中，海军的固有的主要目标乃是敌方的海军，这是对这一结论性论述的直接推论。由于敌方海军必须在其分散的各个战略据点之间保持联系，因而，对舰队的打击就是对其各个战略据点的最实在的打击。往往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惋惜的情况，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面对位于其所及范围之内的敌人，却将其力量用于无关紧要的陆上海军场站。如1778年和1779年期间，法国舰队在德埃斯坦的指挥下于西印度群岛的活动便是如此；或者甚至攻击如直布罗陀那样的重要海军场站，却置敌方舰队于不顾。舰队和港口彼此相互为用；但除本土港口之外，港口需要舰队更甚于舰队需要港口。因此，舰队应当攻击敌方海上的有组织的兵力，从而切断其与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














	

 






	















	







	







	









 





	


	







	








	




	


第九章 基础与原理（4）




	







	

 



	


	


——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



　　尽管遥远又分散的属地很难保持，但一个要想对任何重要海域确保其控制的国家，不在该海域谋求若干战略据点便无从立足。按其相对位置而妥善选定的这样一些战略据点便形成一处基地；这样的基地对于本土来说是次要的，而对于临近区域来说却是主要的。



　　一支陆军部队远离本土赴外出征时，必须在战地附近按照建立第一基地所遵循的同一原理建立第二基地，二者之间要有可靠的交通联系起来，这是军事著作家们所制定的一条原理，它在这里仍然适用；只是应当记住，安全的海上交通意味着海军优势，尤其是当本土同前进基地相距很远时，更是如此。这样的一些次要基地同本土边境的那些基地一样，都应按照同一原理建立；即为了方便起见，必须有两处设防港口，其中只有一处需要居于头等地位。它们必须互相靠近以便能互相支援，但其靠近程度又应不致使敌人毋需分散其主力舰队便能有效地监视两处港口。1803至1805年期间，英国舰队在纳尔逊的指挥下对土伦实行监视时，曾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供其使用。它们不仅分担了支援舰队的任务，而且互相支援并分担了保卫英吉利海峡至东地中海这条漫长商业交通线的责任。假如俄国这次战前便将其整个舰队派到远东，便会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并能立足于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日本拥有濑户内海和多处出口这一有利条件，便于采取出敌不意的联合运动 [ 注：见图3。 ] 。吴港位于濑户内海，拥有两处或更多的相距很远的出口，这样的港口拥有两处港口的优势，而又具有将活动集中于一处港口的有利条件。正如在这些实例中，当拥有两处港口时，作战基地便包含两处或更多的据点，这样的基地便可被视为一条线，就如本土的海岸边境一样。理想的条件乃是这些港口应当具有水陆交通之便。位于古巴、海地、牙买加诸大岛上的港口，例如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哈瓦那都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何一岛上的两处港口却都相距太近。它们实际上就是一处港口。



　　假如海战的想定战场范围很广并含有许多可供战略使用的据点，则对这些据点的选择也就关系重大。假如据点居于中央，其影响所及就更为平衡，由此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战场的所有部分；然而，假如其影响并不能延伸到该区的边缘，则其同本土的交通联系便将处于危险之中。譬如牙买加，就其中央位置而言，它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最为重要据点中的一个，但若英国力量仅局限于牙买加，则其来自本土的交通联系，势必要通过被其他国家所控制的航道，于是安全便无保障。1798年，埃及同法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假如没有马耳他或一处与其相应的据点，尽管埃及对欧洲和印度来说居于中央位置，也必然会产生上述牙买加同样的结果；实际上，尽管英国不时地控制着埃及这一位置中，但它对其同埃及的交通联系一直深感不安，尽管它握有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二者都能确保抗御奇袭并能对舰队提供隐蔽所。在海外位置中，那些距宗主国最近的位置按顺序居于第一位；只有这些位置安全可靠，才能由此及远。例如直布罗陀可视为通向埃及所必需的第一步；圣卢西亚岛至少可视为通向牙买加的一个方便中途站。中央位置按顺序居于第二位，尽管它们在特定区域内就其重要性而言居于第一位，例如马耳他之于地中海和牙买加之于加勒比海。那些距离有关国家最远的位置，无论如何重要，总是最为暴露，例如埃及和巴拿马，这就必须注意通过中间据点来加强其同本土的交通联系。英国便拥有一系列这样的据点通达印度。



　　从上述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当一国政府认识到特定地区的国家权益可能成为诉诸军事行动的特征时，就应组织一些有资格的人士对该地域进行详细研究，待搜集到必要的资料之后，便确定哪些据点具有战略价值，占据其中哪些据点最为有利。当这样一些位置已被占领时，现在占有者的占有权通常便应受到尊重，至于在何种条件之下可将这种占有权利置之不理，这需由政治家们来决定而与军人无关。然而，可以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其认为极为重要的权益，可能行使其战争权利；而对海域的控制可能成为战争需要，即使并非其主要目的。一旦形势如此，则所谓的“战争行动”便将随之而来。该国的目的可能在于取得控制或是扩张其已有的控制；或者，另一方面，可能只是企图制止对其逼近的威胁，以保卫其现在占有的地区。



　　假如目的在于取得尚未得到的控制，则这样的战争就其目的而言属于攻势，而且在作战上也必然如此。然而，军事行动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想要取得的目标。可能在敌人更为重视的另外某一点上，同时也是对敌人更易于实施攻击之点；而向该点进军较之直接攻击可能更有把握地到达真正目标。这里，问题涉及到整个作战实施。对于挑起战争的政府来说，也如同总司令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要想将敌人逐出某一位置，面对这一位置，存在着正面攻击还是迂回夺取的问题。正面攻击需要更多的力量，迂回夺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曾经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直布罗陀便是一个例证。对直布罗陀——英国属地中最为强固的军事要地——曾施以直接攻击，结果遭到失败。假如将同样的兵力灵活地用于直接攻击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海岸，在当时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强行索回直布罗陀而不致失败。战争中的征服地往往只是在结束战争签订和约中做为交换手段才具有价值。在拿破仑一世的信函中，充满了关于这种意图的指令。



　　因而，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仅是军事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领土，而是为了获得曾遭拒绝的优惠或权利；或是为了结束已经强加给宣战一方的错误行为。尽管如此，对对方某处属地的攻击仍有可能成为作战计划的一个部分。



　　摆在我们面前的例证受我们主题的限制，只涉及到对海域的控制，控制以环境为转移，可以部分控制亦可全部控制。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方能进行这样的战争并取得预期的战果：第一，边境相当安全可靠，不致遭受致命损伤；第二，海军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同敌方海军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边境或海岸，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乃是整个战争的根据地，以其为基础进行防御，相当于较小范围的作战基地，由此发动单一的作战活动。海军乃是实施进攻的主要武装；但在防御中则起次要作用，在攻势海战中它居于领先地位。甚至在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活动中，舰船仍起着主要作用；只有在敌方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舰船才无用武之地，如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即是如此。当时有两条交通线通往战场：一条是陆上交通线，完全处于俄国实力范围之内，另一条是海上交通线，完全控制在同盟国家手中，敌人将其舰船上的装备拆除之后便将舰船沉掉。因此，这一战便成为对一座巨大要塞的围攻战，而围攻一方的交通线丝毫不会受到干扰。在1779至1782年的直布罗陀之战中，进攻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同盟国家的海军软弱无能所致；如其海军称职，则英国舰队便无法投送补给。



　　在超出本土直接相邻地区范围的海域进行战争的问题，只不过是一般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事例。这一事例便是海上远征。远征的国家在遥远的水域可能已经拥有也可能尚未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目的的位置；然而，不管它处于那种情况，都要采取攻势运动，以便占有或至少控制敌方的领土。即使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防御最好仍是以进攻活动来达成。



　　这种作战行动不同于其他，它具有独自的特点，表现在搭乘舰船的陆军分队在海上期间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其安全完全依赖于本国海军对海洋的控制。不论这支分队是大是小，士气如何高昂，纪律如何严格，技能如何高超，但在航渡期间则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行有效活动。这一期间的危险性以及随之而来交通线所承担的风险，而交通线则始终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所有这些都是考虑这一主题时必须牢记的突出因素。



　　首先，仅就这种远征的主要特点概括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然后，扼要地叙述两项历史实例并加以讨论作为例证。



　　本土边境相当安全可靠，海军足能同敌人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这两条基本要求前面已经阐明，其次就是制定最佳的特定作战计划来达成你的目的。这包括选定一处基地，一个目标和一条作战线，这三项对于每一作战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在你要想控制的海域以外的其他区域攻击敌人的问题，由于涉及范围过广，暂搁一边。这里所指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对于总的态势可能具有最为重要影响的位置、线或区域；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关键或要害。假如你所指向的特定区域明显地距离你的一处海上边境较之距离其它处海上边境更为靠近，则作战计划的基地便应设在靠近的海上边境，除非另有重要原因，如缺乏良港或现成的船厂。正是由于德国如今已经成为具有威胁性的海军强国，所以大不列颠除已在查塔姆拥有船厂外，又在北海的罗赛斯另设船厂——一处出色的坞修船厂。这显然是为了在北海作战对德国海岸进行攻击，英国基地已从以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为界限的海峡转移至北海。同样，奥地利和俄国已将其海疆推向地中海，因为它们的其他出海口都分别远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和黑海，由于过于遥远而且其通往海上的交通在军事上又过于暴露，故不适于充当作战基地。



　　另一方面，美国在其墨西哥湾海岸拥有一条基地线，这条基地线较之诺福克和纽约这两处位于大西洋海岸的主要天然海军场站，明显地靠近地峡和加勒比海西半部。然而，随着战列舰尺度的急剧增大，又加在密西西比河坞修困难，墨西哥湾各处港口能否与大西洋各港同样地提供主要的作战基地，实在值得怀疑；由于它们的位置靠近，用于物资补给还有价值，但不适于进行较大的修理，因而能否构成中间前进港口也确实值得怀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在为指向地峡的作战中，由于位置靠近并能互相支援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以致即使它们只有二等的坞修设备，也能高度符合需要并且极为方便。这当然要承担某些军事上的风险；例如，大不列颠设在直布罗陀的船坞，情况便是如此，在现代条件下该船坞便位于阿尔赫西拉斯海岸射程之内。



　　大型海军船厂标示着基地线的位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标示着其长度。这些船厂所建造的鱼雷艇和潜艇作为当地资源，有助于防护它们之间的海岸线及其两端的稍远地区免受敌人攻击。关于从这种固定基地出发向选定目标运动的问题，则涉及到对作战线的选择。在开阔的海面上，最直接的航线就是最天然的航线，如其他情况都等同，也是最佳的航线；然而，会有许多情况可能影响到决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同对方海军力量相比的己方的海军力量，这一力量不仅取决于总吨位或金属重量，而且还取决于总吨位在各级舰船之间的分配和取决于每级舰船在武备、装甲、速度和煤炭续航力等方面的特点。所有这些质量都关系到战略实力要素，有时它们是互相矛盾的；而且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整可能就会严重地影响到战略计算。这就说明，国家舰队的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战略问题。在已知交战国家的各自海军实力及其与争夺目标的相对距离的情况下，假定双方——防御的一方和进攻的另一方——争夺同一目标，它们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选择，因为有待保卫的交通线的长度实质上会影响到对抗双方的力量。正是在这些线上或长条海域里，特别是快速巡洋舰更能干扰作战行动，迫使对方从舰队中抽调巨大比例的兵力来制止它们的活动。这些线愈短愈多，距敌港愈远，敌人的任务也就愈重，而这些线很可能就会更加安全。



　　我们即将展开广泛讨论的大规模海上远征——一批战舰护送一支搭乘运输舰船的陆军部队——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好像是一场空谈，过去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可能发生，然而，请记住，它确实在近代最伟大的将领的指挥下曾于1798年发生过，而且这次远征受到一代海军名将纳尔逊所指挥的同等规模的舰队的追击；现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也一定是拿破仑和纳尔逊二人当时所曾经仔细思考过的主题。要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度发生，那就必须认识到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的未来明显的重要性，它们是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路，而且通过巴拿马地峡延伸到太平洋各地；还要认识到加勒比海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就其航渡时间而言都很短。还需记住，加勒比海的海域较小，其长度仅及地中海的一半，因此，一旦环境特别有利于这种冒险时，大规模的远征便有可能发生。



　　当己方的海军力量大大超过对方时，这样的大部队渡海远征，便能够或是全部或是部分获得安全保障。在拿破仑所进行的历次战争期间，英国就曾不断地以陆军部队，往往是庞大的部队进行海上远征。美国在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中也是如此。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尔以及英法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实例中，安全几乎毫未成为军事问题；但当双方兵力接近相等，甚或一方明显而突出地居于优势时，情况便有所不同。在拿破仑时代，尽管英国海军大大超过法国，但其任务繁多而又艰巨，换言之，它无法到处分兵把口，这就经常为对方分舰队造成同其重要运输船队遭遇的机会。因此，须对运输船队进行直接保护，这就是说，必须有一支武装舰船伴随其活动，这些武装舰船的力量要同航运事业的重要性相互对称。在我们的时代里，仍需记住，这样的运输船队往返时都要像这样有武装舰船保护防卫；而绿水学派或存在舰队学派则主张，当敌方舰队存在于必经航线附近之时，这种运输船队就不应出航。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抗双方的海军力量实质上相等，交战双方都曾派出过这样的运输船队。



　　在除掉确保作战线全长安全所需兵力之后，如仍拥有一支大大超过对方的海军时，则不妨对渴望夺取的目标立即实施攻击；愈快愈好。假如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中，你经过一处为敌人所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港口——一处可使敌人具有某种截击你方煤炭或弹药补给可能性的位置——则对这一位置必须严加注意，务必使其不足为害。



　　例如，牙买加和圣地亚哥紧靠向风海峡，该海峡是美国大西洋各港口至巴拿马地峡的直接航道；加的斯和直布罗陀紧靠所有航船自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的必经航道。这样一些位置的军事特点是，“它们从侧翼威胁着航道。”假如他们把战舰藏在港内，则航线就须用兵力予以防护，这支兵力的组成及其驻泊地点靠近该港的程度，应以能够阻止港内舰船的活动为准。当敌方在蒸汽行驶航程范围之内任何一地拥有一支优于这种分遣队的舰队时，则这支分遣队就会暴露在组成这支舰队的舰船面前。例如，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突然出现在地中海时，英国海军却分散为若干部分，其中可能不止一个部分连续不断地有效地被逐个击破。分遣队还会削弱主力部队的实力；但并不一定，也不会总是削弱到妨碍向目标挺进的那种程度。英国由于拥有各式各样的重要权益，有军事上的也有商业上的，而且又分布很广，故以前就曾感到其海上航线在许多地方受到许多港口，诸如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土伦以及一些稍远一点的海港，从侧面的威胁。它必须在每处港口前面配置同港内兵力相称的分遣队以对付这一困难。这种连续不断的兵力部署及其在阻止敌方数支分舰队联合起来进行攻势行动之中所发挥的更为重要的军事作用，往往会掩盖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这些不同的海上位置就是这样地遭到监视和钳制；恰如一位陆军将领在陆上保卫其进军路线以防来自一座要塞的威胁一样，如果不能将这座要塞攻克，则其位置就会威胁他的交通。



　　近来有一种倾向，对于翼侧位置对交通线的作用产生怀疑，认为不如对交通线的目的地点进行集中设防更为有效。存在的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因而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对比。马耳他对于来自在埃及作战的西地中海国家的一支远征军的交通线能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位于埃及本地的机动的或设防的军事力量的价值。1813年威灵顿于葡萄牙控制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处坚不可摧的设防位置以抵御陆上攻击，确保其在里斯本的海上基地的安全；而活动于菲尼斯特雷角外的微不足道的美国私掠船竟能严重地扰乱其同英国诸岛的交通联系。



　　假如有这样一处据点，它位于或靠近于你的作战线，如今这条作战线又成为交通线——即在该线上你的战斗舰队可以安全通过，而对于运输舰船却不安全——但通过迂回航线却可避开该点，完全摆脱敌方的搜索并获得相对安全，则你便可能改变你的交通线。也可根据该港的特点或港内战舰的已知数量，派遣一支大型分遣队护送运输舰船通过该线全部比较暴露的部分，不时地启用该线。例如在1779至1782年这段很长时间里，英国就是以大型护航船队在战斗舰队的保护之下对直布罗陀进行救援。



　　对舰队进行补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单独由补给舰船伺机通过他们自己的海军巡逻所控制的航线输送补给；另一种是由一支大型护航船队在一队武装舰船的直接保护之下进行输送。可能两种方式均能使用；主要补给则须依赖护航体制，并偶尔单独由运输船予以补充。护航船队必须严加防护，因为敌人必将监视其航行并试图将其摧毁，这是敌方的次要的正规作战方式之一；因此，为了护航船队的安全打一仗，将被视为当然。单独的补给舰船则须仰赖其速度，仰赖对避险航线的选择，仰赖巡洋舰级的军舰进行海上全面警戒。不论采取哪种特定方式，如能拥有两条或更多的补给线通往目的地或通往舰队所在的位置，则总是有利；此外，连续使用单艘舰船进行补给比起使用大型护航船队也更为方便，因为大型护航船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保护，这样就会削弱作战兵力。美国正准备在巴拿马地峡设防并派兵警卫这处要塞。显而易见，一旦发生冲突，便能极为便当地既可从海湾，又可从大西洋，还可从太平洋进行补给。



　　一支舰队离本土前往相当远处作战时，不应只靠一条补给线。总的说来，对于作战兵力或战斗准备来说，集中乃是正常部署，但补给体制，如果能够避免，却不应集中于单线。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梯也尔引用拿破仑下述简明精辟名言而予以运用：“战争的艺术在于巧妙地实行分散便于生存，并在这种方式之中你又可能迅速地实行集中以便进行战斗。”



　　假如由于监视中途港口必须削弱兵力，并因而形成敌我兵力相等；或是所余兵力虽然仍居优势，但在适当的援兵到达之前却不能利用战机制服目标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兵力则不应分散。而应当或是夺取这一途中的港口，或是，如你认为现有的补给足以维持到决定性活动完成为止，则你便可继续前进，暂时放弃你的交通线，恰如俗语所说，断绝同你的基地的联系，使敌方的翼侧港口无从遂行其意愿。当然，如此重大的步骤，除非燃料这一重要必需品确实不会短缺，就决不应采取。一艘舰船没有军火，可以逃跑，只有一半口粮，人们还可活命，但如没有煤炭，则这艘舰船既不能战又不能逃。



　　如果，恰如假设那样，目标乃是陆地的一部分，即敌人控制的一处港口或一座岛屿，则征服之后未必就能像夺取陆上要地之后那样，立即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控制作用；因为必需而有限的陆上交通线往往聚集在通往一处陆上地区的要冲，占据这要冲便掌握了绝对控制权，而在海上却几乎没有完全类似的要冲。这是由于前已粗略提到海洋极为开阔，可以采取多条航线航行，以避免于特定的战略位置近傍通过。一处陆上战略位置所具有的许多重要性在于陆军被迫须循一定的道路而行，如果改取其他道路，便会招致过分的不利。诚然，如今海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要地；例如直布罗陀。如果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达达尼尔海峡，便可绝对地钳制住黑海的俄国海军；而且不难想像，假如有一个海上强国控制了北海两岸，同时另一个大体相等的海上强国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线，则掌握多佛尔海峡的一方便能严重地阻止另一方的活动。像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也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据点。



　　然而，以上数例实属罕见；海上区域的要冲的威力同陆上战场的要冲相似，只是程度有所不及。前面所举的史例，如拿破仑占领埃及和马耳他，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法国掌握了西方控制东方的钥匙，但却未能加以利用；最后反被其敌国的海军从其手中夺走。掌握住道路的交叉点，确实是件好事，但如你本身既不能利用这些道路，又不能阻止敌人利用它们，则又有何益？



　　由此看来，假如你先发制敌得以攻占你所要取得的目标——或是由于战争准备比较充分，或是由于行动比较迅速，或是由于比较靠近战场——则在你尚未建立起海军优势从而控制住你与本土相联的通路以及你刚刚攻占的位置附近的那些具有重要性的通路之前，你还不能认为你的征服已经稳固。诚然，征服本身使敌人失去一处必需的基地或许还损失一大部分舰船，这才有可能建立起这种优势；更为常见的则是，由于你的舰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优于对方从而出现这种优势。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即已掌握的位置，也是如此；例如巴拿马运河地区和夏威夷，惟有依赖舰队的力量，才能最后保持住它们。必须记住，门罗主义并非军事力量，只不过是一项政治宣言而已。



　　假如决定性的海军优势并不存在，那你就应当做好准备打一场海战，这一战的结局将决定你新取得的位置的最后命运；就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初战告捷，但随之尼罗河一战法国舰队全军覆没，于是初战胜利便被断送。东乡大将对其位于对马海峡之外的舰队所发出的信号，“帝国兴亡全赖今日一战”，尽管主要是激励爱国热忱，但最终仍不外是这里所阐明的一般军事真理的特殊运用。日本人由于预先有准备，技能熟练，迅速果断，抢在俄国人行动之前，恰如拿破仑抢在英国人之前那样，将本国的部队派至海外。日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巩固的立足点并夺取了旅顺口，恰如法国夺取了埃及和马耳他一样。左右局势的位置钥匙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若东乡舰队战败，则必前功尽弃，就如布吕埃斯败于纳尔逊从而断送了拿破仑的战绩一样。相反，俄国人也同时派出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以相同的方式迫近其渴望取得的位置，为了远程作战，俄国舰队满载煤炭并伴有护航船队同行；然而，在其接近到达点的航程中必须首先不惜一战，在这一战斗中俄国舰队、煤炭和护航船队全都同归于尽。



　　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如能在位置陷落之前而不是在位置陷落之后进行，则情况的确可能会非常之好。假如你方远征队向着脆弱无力、并越来越糟的陆上防御进攻，而敌方舰队同你方舰队大体相等，则敌方舰队必将在离港口的一定距离之处向你发动进攻，而你由于在这样的远征中必须照管运输和补给舰船而受到拖累。假如敌方舰队是向本土港口移动，而你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阻拦，如东乡对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那样，那就会更多地出现上述情况。



　　假如1798年纳尔逊追上了拿破仑，他就应当并定会在海上发动进攻，因为他早已为此做好了系统的准备；而且，假如他对战舰的突击获得成功，他便能有效地制止拿破仑的远征。1759年当法国已经做好大举入侵英国的准备时，以及1795年当提出建议从土伦派遣一万八千人的部队再度征伐科西嘉岛时，法国当局经过争论认为法国舰队应当首先同英国舰队会战，这正是因为敌方舰队同己方相等，必须将其除掉才能确保航道安全。不过，必须看到，法国人的技能总的说来居于劣势，尤其是法国的海军将领更是如此，这就是促使法国海军部长如此极力主张上述做法的基本原因。



　　在这样的联合远征中，究竟舰队和护航船队应当同行，还是须待制海权解决之后护航船队再行活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与其做出硬性的教条式的定论，倒不如反复思考再提出看法为好。显而易见，问题主要取决于目标的距离。1759年法国和1803至1805年拿破仑都试图入侵英国，现在德国也在经常设想入侵英国，在这样的入侵中，由于目标和预期的海战地点都距离很近，能够迅速获悉战果，不会丧失宝贵时间，便可随即运送陆上部队乘胜追击。敌方将无时机重新组织抵抗。因而，没有什么适当的理由事先把陆军暴露出来，使其共同遭受一旦舰队不是战胜而是战败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拿破仑于1805年将其陆军部队控制在布洛涅，就是等待其舰队出现在海峡，以便在海峡取得他希望的六个小时的制海权。据说，1759年也是采取这样的做法。



　　但如目标相距遥远，如埃及之距离法国，或巴拿马之距离美国或欧洲，或夏威夷之距离太平洋海岸的每一个部分，则在海战胜利之后，应随即迅速登陆，以免敌人利用部队到达所需的这段很长时间获得喘息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登陆是必然相连的行动，对于适当地乘胜追击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必然相连的行动；说进行这样的追击的工具应当近在手旁，看来是完全符合所有一般原理的。这就是说，护航船队，即陆军部队应当跟随舰队，而其数量至少应能保证攻占一处位置并加以固守以待援兵到达。这同敌前强渡江河的方法完全一致。渡海不外是渡江规模的扩大而已。其随行陆军部队的数量比例只要同固守位置以待援兵这一当前任务相称；但数量比例主要属于细节问题，并非原则问题，而且将受到许多其他细节的影响。当然，决定性的细节应当是不使过多的部队暴露，以免战舰战败时而被俘。



　　其次，近距离入侵可分为大规模的主力战和具有佯攻性质的牵制战。后者按其规模，较之大规模作战可能承担风险，自然可以承担较大比例的风险；因为总体危险并不那么大，即使失败也不会那么惨。对于用一艘艇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宜动用一艘舰，对于用一艘舰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应轻率地动用一支舰队。从战略上看，牵制战的胜利对于战争的胜利尽管可能具有突出的作用，但却不如大规模的主力进军所获得的胜利那样极为重要。大规模远征，即大举入侵，应具有牢固持久的特点，既要速战速决，又要稳步推进，其配系必须严谨，每走一步要把其它的各方面都加以衔接，从整体来看，乃是一次持久的连续作战，就如1870年德国入侵法国那样。牵制战，尤其是海上牵制战，假定仅是一场瞬间战斗，或者，最多是一场根据情况所发生的变化而进行的战斗。因而，实施牵制战的一切作战手段必须随时都能使用，以便到达目的点之时，全军可以即时展开；这就意味着陆军部队必须伴随舰队同行。在英国的传统做法中，陆军部队伴随舰队的实例多不胜举。诸如多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1762年对哈瓦那的远征，法国革命战争中的其他远征以及1801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都属这类远征。这些远征，规模虽然大小不一，但都是海军同陆军一起航行。



　　然而，从英国的实际战例中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海军并未拥有那样的优势，则其战绩也不会那样辉煌。1796年杰出的陆军将领奥什远征爱尔兰的作战行动更具有说服力。他的部队曾定为两万人，但出发时却未足此数。他们希望以这支部队构成爱尔兰人全面叛乱的骨干；也就是说，其最后步骤取决于爱尔兰内部情况的转变。无论其影响如何，这只不过是一场牵制战；而要使这场牵制战获得成功，就应在舰队抛锚之后，陆军部队立即随之登陆，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690年法国企图入侵英国。这只能是一场牵制战，因为它期望发生一场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叛乱。舰队没有携载陆军同行。在比奇岬一战取得巨大胜利，迫使英荷联合舰队退出海峡；但由于陆军不在手边，以致无从扩大战果。



　　通常，如果海军在适当时期内还不居于优势，那就不应试图进行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其理由前面已经讲过，即在战争中，主力行动的每一步骤必须相互紧密衔接，如果海军不能控制海洋，也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有希望的牵制战，即使海军处于劣势，也是可以允许进行的，但必须仔细考虑，权衡得失，看看是否得多于失。当双方海军接近相等时，如1690年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具体作法一般都是双方毫不犹豫地在适当的护航之下派出小量的陆军部队。



　　防御一方的舰队选择何处位置用以进行搜索来发现和打击途中的远征军，这是属于战略范畴的问题。1805年纳尔逊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时，对其下属舰长们宣称，假如遇到他所追踪的同盟舰队时，当时敌舰二十艘对他的十二艘，他定要同敌交战；但他又说，不接近欧洲，他就不会交战，除非机会过于诱人不可抗拒。我并不确切知道，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选定这一地点的任何理由。据我推测，面对这样的差距，他必定追随敌人观察战机；然而，如果毫无有利战机，他无论如何也会进行交战，因为在此之后和在此之前，他都曾说过：“当敌人将我彻底战败时，在这一年里，他对英国就再也不能为害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如入侵部队被束缚在一条或有数的几条航线上，则选择何地进行交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掌握在防御一方的手中，取决于其对入侵一方动向的了解。



　　举例说明：假如纳尔逊于1798年尼罗河之战之前就已确知法国舰队的航行去向并选择他的攻击地点的话，那么最好是选在靠近埃及之处；因为假如法国人战败，在离法国这么远地方纳尔逊则能比较彻底地摧毁敌人；反之，假如他被打败，亦由于远离英国而不致使本土物质上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导致一方希望在某一位置进行交战的理由确有依据，则这一理由也会促使另一方，如有可能，力求避免在该处应战。总的说来，迫使入侵者应战的地点，应当距离其本土基地愈远愈好；但须记住，在目的地附近取得小胜或部分胜利，并不一定就能阻止远征军的登陆。假设从古巴出发对圣卢西亚进行远征。在这种假设情况下，防御一方的舰队很可能采取攻势行动，力图对远征军进行中途拦载并在其航线上进行骚扰，这种战法可使防御一方在自由机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它没有运输舰船需要照顾。这种骚扰和等待时机正是纳尔逊所倡导的战法，他还主张在距离敌人目的港足够远的点上发动坚决的攻击，一举结束会战。而攻击方式则属于战术范畴。



　　假如海军决定性的优势尚未存在，则在攻占目标之前或之后，必须进行一次会战；假如存在这种优势，就应充分加以利用，于所到之处将残存敌舰悉数摧毁。至于海军处于劣势方面的问题，就毋需讨论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虑，面对优势舰队，除非只是牵制战，这样的长途远征根本没有理由的。当拿破仑于1798年以十三艘战列舰驶向埃及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纳尔逊在援兵到来之后，采取主动仍然得以追上并超过远征军。即便这样，英国舰队的兵力仍然稍逊于法国。另一方面，法国在同年和1796年对爱尔兰的远征都遭到彻底失败；尽管原因很多，但实际上终究还是归因于海军处于劣势，正是由于处于劣势才迫使他们选在一年之中风暴最大的时间远征，以为这对规避最为有利，不料却因此使他们陷入灾难之中。假如选在较好季节，则英国海军的控制作用会就更为直接，更为显著。切勿将此评论理解为对于特殊行动含有谴责之意。这种特殊行动只是为牵制战而设计的，显然它是经过严密构思并能经受前所提及的标准的检验；即预期所获得的利益明显地超过失败所遭致的可能损失。



　　因此，这样一支远征军在途中应尽可能集结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它毋需为交通而担心，因为急需的补给伴随其一起航行。于是，担心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即如何保护运输船队的问题，以及一旦同敌人遭遇面对敌人如何进行机动的问题。其警戒和通讯由轻巡洋舰担任；战斗序列中的重型舰船则保持在舰队司令及护航船队进行支援的所及范围之内。



　　战斗舰船的这种持久集中，乃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条件。尽管可能出现需要另行分兵的情况，或者派出分遣队可能有利，这些战斗舰船都不应再行分散。1796年法国远征爱尔兰时，假如其陆、海军指挥官坚持同战列舰在一起而不脱离战斗兵力，本来很可能会像两年之后拿破仑在埃及那样确有把握地完成登陆。拿破仑可能接受了这次教训，他始终同舰队司令坚持在一艘最大的战列舰上。运载陆军部队开赴埃及的护航船队是从几个港口出发在途中集结起来的。当奇维塔韦基亚已经在望时，法国舰队司令曾向拿破仑呈送一份书面命令，请求派出四艘战列舰和三艘护航舰前往保护来自该港的船队，直至其同远征军主力会合为止。拿破仑在此命令上批示：“假如在这次分兵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现十艘英国战列舰，而我将只有九艘而不是十三艘。”法国舰队司令对此无言可答。这一事件对于意图和目的必须集中这一论点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例证；或者用拿破仑的名言：“目的的专一”亦即兵力的集中是一样的。法国舰队司令的观点是，通过分兵他既能保护主力船队，又能保护即将到达的分遣队。拿破仑则看到，对二者进行防护，二者都有可能暴露而遭受覆灭之灾；因为，假如分遣队同英军遭遇，其对比将为十三比四；若主力同其遭遇则将为十三比九。即使分遣队拥有九艘舰船，也不见得就比拥有四艘更为安全，主队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支较小的船队在暂时无法避免隔绝的时刻里，就只好任其冒险。这一实例恰同建议将我们的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完全一致；同俄国在最近这次战争中的错误部署，性质也完全相似。



　　只要陆军部队仍在海上，护航舰队就以护卫该部队为中心进行部署，这在性质上属于战术范围，其所依循的法则同每支陆军部队在行军中准备同敌遭遇所遵行的法则是一致的；但当目的地已经到达并已获得胜利时，陆军部队便自保安全，舰队为护卫陆军部队而进行的战术部署便告解除，随之而来的便是有关陆军交通联系，控制海洋以及舰队如何部署以确保最好地达成这些目的战略问题。像马耳他这样的位于交通线翼侧的中途敌港，到时便可能牵制舰队的全部、至少是相应的力量。



　　上面我们就一般原理对当前的主题进行了论述，间或附以例证。现在我们将较为详细地列举两个远征史例予以讨论。两个史例相隔两千年，但它们所提供的共同教训有力地说明了重大的普遍的战略原理具有永久性。



　　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其所著的《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一书中，将公元前415年雅典人远征叙拉古 [ 译者注：今西西里的锡拉库萨。 ] 的失败列入这些战役之中(见图9)。姑且不论这一特殊主张是否得当，但这一事件对于研究军事历史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肯定很有价值，因为它表明在物质或机械发展的一切条件下，战略问题尽管受到每个时代战术上的困难的影响，但却依然如故。






图9 雅典人远征叙拉古公元前415年



　　问题所涉及的时代是罗马同迦太基大战(史称布匿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雅典拥有当时世界上极大的压倒优势的海权。其海上权力延伸至爱琴海诸岛并控制了其资源，并以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和现在我们称之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陆为巩固基地，由此雅典的贸易推进到黑海当时和今日的产麦中心克里米亚。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雅典曾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今之摩里亚)半岛的诸联邦进行战争。雅典由于缺少像英国那样的既有力量同时又安全的岛国位置，眼看着阿提卡城下的小片领土被敌人的巨大优势陆军毁坏殆尽；但它依靠庞大的海军和商业财富，换言之，即依靠其海权，一直傲然固守。它依靠海权在敌方海岸上控制了两处遥远的前进哨所；一处位于皮洛斯角，今之纳瓦里诺湾，即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的统率下摧毁土耳其海军之处；另一处在纳夫帕克托斯，位于科林斯湾入口。两处哨所都是颇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既可用于入侵敌国领土，又可用以切断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贸易，该岛居民是同斯巴达有血缘关系的希腊人。此外，克基拉岛，今之科孚岛，同雅典结成紧密联盟；古时，从希腊开往西西里岛的桨帆船的航线就是沿岸航行至科孚岛，然后越海至艾厄皮吉恩角，今之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由此沿意大利海岸前进，该岛对其控制者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被选为运输船的集合点；然而，能将所有这些力量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乃是雅典的海军。



　　这就是将近公元前413年雅典决定征服西西里岛首府叙拉古作为攻取全岛前奏时的形势。在导致雅典采取这一郑重步骤的许多动机中，其中包括谋求海上的势力范围，这就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企图，我们在这里只关心军事；对于其他动机只是附带提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次远征本身，而不在于整个战争。



　　在攻击西西里岛的军事原因中，首先是由于岛上的希腊城邦中的大部分是一个对雅典怀有敌意的种族的殖民地，所以就担心岛上的希腊城邦会连同其舰队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假如这一担心很有根据，则正确的军事政策不但能证明趁其准备尚未就绪即发起攻击是应该的，而且还会要求这样做。因为，假如联合得以实现，势必使赖以维持雅典安全的制海权遭到严重损害。这一形势很像1807年英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俘获丹麦舰队的情况，当时英政府得知拿破仑同沙皇达成默契，打算在其海军总体政策中迫使丹麦海军同其合作。第二个原因则是，当时历年来富饶的西西里供给了敌人小麦，正如雅典从黑海获得了粮食补给一样。假如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并控制住主要港口，则上述两点共同证明，这一计划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切实可行的；但雅典入侵军的统帅对当时的海上困难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我对此做出权衡之后，仍然相信雅典的海权力量足能胜任这一任务。



　　关于总体的军事政策，就叙述到此为止。现在研究一下这次远征的特定战场的种种条件。



　　雅典在希腊诸邦中距离西西里最远。对手的领土伯罗奔尼撒半岛恰在西西里和雅典之间。雅典拥有位于该半岛南端外海的基西拉岛(凯里戈岛)和位于西面的克基拉岛，同时它依靠其海权力量还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其它岛屿并占领了纳夫帕克托斯和皮洛斯两港。沿雅典舰队经常过往的意大利南岸直到墨西拿海峡，每一座城邦都怀有敌意或持不友好态度；而位于该线两端的塔兰托和洛克里，一个位于意大利靴跟，另一个位于意大利靴尖，更是怀有强烈的敌意。位于墨西拿海峡的墨西拿，由于政权更迭，如今已站在反对雅典的一边。接着便是西西里东岸的三个友好城邦，再过去便到达第一个目标叙拉古。关于这次不幸的远征，再也不能做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设想了。



　　选定叙拉古做为目标完全正确。它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的对雅典形成整整一系列危险的前线和中心，基地和柱石。假如雅典的海上兵力确如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强大，则对叙拉古实施直接攻击便是正确的。在具体实施中，远征军必须在一些能够掩蔽敌人舰队的敌方的战略据点近旁通过；但雅典领导人确有理由估计，这些战略据点如果没有援助，就不取采取反对行动。这一估计是对的；它们对雅典怀有猜疑，除供应淡水和允许抛锚外，拒绝给以援助，但没有一个沿海城邦敢于举起手来反对这支海上力量。同其基地相隔绝的雅典人拥有一支在援助到达之前即能挫败叙拉古的兵力，他们确有理由依靠其对海洋的控制就能吓倒靠近其交通线的那些敌对城邦。实际上，这些敌对港口，除塔兰托之外，终于允许围攻叙拉古的雅典人从他们市场上获得补给，并成为雅典人的新的供应和资源基地。



　　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关于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位叙拉古人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中，进行了令人惊佩的阐述，叙拉古拥有一支虽居劣势但却相当可观的舰队，其所处的战略条件对于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远征军增添了许多难以摆脱的战术困难。此人名叫赫摩克拉底，他建议主动利用位于雅典作战线翼侧的战略据点塔兰托，向那里派遣一支舰队威胁敌人的交通，阻止其前进，或者，如其继续前进，则一旦时机成熟，即纳尔逊所说的不可抗拒的过于诱人的时机，便对其采取攻势行动。赫摩克拉底的演说词如下：



　　“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比所有其余各点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尽管由于你们过惯悠闲的生活，可能不会获得你们的赞同，但我还是要大胆地提出来。如果我们西西里岛全体居民，或者至少我们叙拉古人，同其它能够援助我们的人们，立即将所有准备好的舰船开赴海上；携带足供两个月之用的粮食，如果我们能在塔兰托或艾厄皮吉恩角迎击这些雅典人，在那里使他们确信，在他们进入征服西西里战争之前，他们必须打开通过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应当以极端的恐怖措施来打击他们。我们要无限制地使他们迷惑，使他们感到我们会从友好港口冲向前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工事，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而敌人则要随同他们的笨重运输船通过广阔的海域，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这样一来，其进程必然缓慢，只能力求在前进中确保其队形，于是我们便有成千的机会对其实施攻击。如果他们迎战而一齐冲向我们，他们就必须用力划桨，待他们力气耗尽时，我们就向他们进攻； [ 注：雅典海员是最精练的，他们的战术方式是依赖其高超的技能，以自己的船首去撞击敌人的船舷，以己船最强的部分对付敌船最弱的部分。进行这种机动，桨手们必须全力以赴，精力充沛。叙拉古人把他们的大划船的船首增强到不正常的程度，以船首对船首，就像两只鸡蛋硬碰硬一样。叙拉古人技能低劣，假如雅典桨手以充沛的精力操纵其较易操纵的战船，则他们就无法保证进行这种特殊的撞击。而罗马人一旦同敌人接触，却不会因桨手疲劳而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将敌船拴住，由精力充沛的战斗人员冲上敌船。所有这些特点均属战术范围；其中每一项，恰如1800至1812年美国海军以二十四磅炮取代十八磅炮一样，都有其真实的战术上的根源。 ] 或者，一旦情况不利于战斗，我们总是能够设法退入塔兰托港内。



　　“这样一来，雅典人在海上就经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带有小部分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假如他们决定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补给站”即留在科孚岛，“他们就会不可幸免地被封锁在那里；假如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要不可避免地将其驳船和供应船留下，”因为在当时的战斗中它们会造成战术困难，“而且由于无法保证能够受到海岸各城邦的热情接待，他们必然会极度惊慌，”为其交通而担心，“我坚决认为，在这些阻碍所造成的巨大思想混乱中，他们绝不敢从科孚岛出航；或者，至少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而派出监视船查明我方舰船数量和位置时，这一年中的季节也就拖延到冬天了。”



　　从这篇演说中可以明显地推断出在战略以至战术范围内影响海上作战的更深一层的细节；那就是，古代舰队如打算使自己要在海上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如在这一史例中从科孚岛直航叙拉古，就不得不装载大量的粮食和淡水，这就会使战船加大吃水，造成机动迟缓而又困难。换句话说，关于选择航线所进行的战略考虑，即选择较短的航线还是沿着友好海岸前进，也涉及到舰队效能这一战术问题，其中速度和旋回能力最为重要。这样的思考也适用于在敌人战术所及范围之内，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实行过的超载装煤。还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划桨极度劳累，必需为桨手提供充足的营养品，而热天又特别需要饮料。



　　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具有以下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特点：(1)肯定位于敌人必经航线翼侧的塔兰托的战略价值，其作用与牙买加、直布罗陀、马耳他相同；(2)他建议利用塔兰托，迅速动员叙拉古或西西里的舰队并将其集结在雅典进军路线翼侧的一处可以免遭攻击的位置上。这就意味着，首先，形成一种不容敌人忽视的威胁；其次，以一支劣势海军随时准备采取攻势行动以打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而又最为致命的环节。



　　从赫摩克拉底的建议中，我们得到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尽管由于战术条件而受到限制，这种战略思想是在二千年前由一个从未听说过学术上所使用的“战略”或“战术”这类术语的人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并未试图将这些法则有系统地表达出来。然而，假如有人想从这位不教自会的天才的正确卓识中有意作出臆断，认为将战争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是毫无用处的话，那么这篇演说所受到的冷遇和侮辱以及一名反对派演说者所发出的保持过分的民族自信的狂妄自大的呼吁，就会将其臆断迅速纠正过来；反对派的这种希腊式的投人所好的“讨好演说”，可在修昔底德所著的史书中读到。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结果造成雅典人得以长驱直入，继而导致叙拉古被围、受难、险遭不测，前面提到的与它友好的意大利-希腊各城邦也改变了态度。不管叙拉古公众集会的动机如何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但只要懂得战争原理，就会为正确的策略提供一次机会；使这座城邦免于濒临毁灭，只是由于雅典将领无能，这座城邦才未被推翻。



　　然而，还必须补充一点，尽管赫摩克拉底的计划不仅正确而且极其符合当时情况，但并不一定就能确保叙拉古的安全，因为其力量过于弱小。这一计划极为巧妙；其所能获得的机会也最多；然而，假如雅典人的技能能够胜任，则较强者终将获胜。实际上，赫摩克拉底所提出的将叙拉古的舰队调往塔兰托，恰好说明一支“存在舰队”既有力量又有其局限性，关于“存在舰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谈论不休。塔兰托定能吸引住雅典的攻击，因为对方海军恰好在此；就像旅顺口曾经吸引住日本的注意力和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地亚哥曾经吸引住美国的注意力一样。舰队定能使叙拉古得救，至少可以迟滞至塔兰托陷落为止。叙拉古的暂时安全，则将说明一支“存在舰队”的影响；而其在塔兰托陷落后被征服，则将表明这样一支明显居于劣势的舰队的局限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这段插曲，尽管就其结局而言只能如此，但却为我们指出了任何时代渡海远征的所有情况。现将其列举如下：雅典为本土基地；克基拉和其他各点为前进中途基地，它们对于雅典所起的作用，如同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海外加煤站过去曾经和现在仍然所起的作用一样；叙拉古为目的地；横渡爱奥尼亚海或沿意大利海岸前进所必经的国家，有的保持中立，有的态度不明，有的心怀敌意；塔兰托和其他姊妹城邦为敌方前进据点；雅典的海军力量较强；叙拉古的舰队虽然较小，但数量相当可观；交通困难；供应船队成为战术上的累赘；舰船长途超载航行造成战术上的困难，这在今天依然存在；因桨手疲劳而造成战术上的困难，这种困难现已消失；于中途迎击敌人阻其前进是明智的；于本土采取守势待敌是危险的；应将攻势理解为海军的真正职能。所有这些概括性的要点及其许多较小的细节，都可在这次雅典远征中找到，其中大部分还包括今天应用的一些原理。实际上，将这次古代桨船远征放在显微镜下，则每种海上入侵的主要特征就会一目了然。



　　在这次战役中，雅典人的企图尽管遭到惨败，但还是具有其正确依据，因为他们拥有强大得多的海军实力，因而有可能横渡其所控制的海洋进行作战。



　　而对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却不能下同样的断言(见图11)。姑且不去分析这位法国将领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动机，很可能他深受其性格的影响，深信战争的机遇，在此次战役之前和之后，长期以来他经常如此，从未失策。而且，当远征军离开土伦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尽管它们存在，但他可以置之不理。因而，这是一次极为合理的良机，远征军在阻击兵力到达之前便可完成登陆任务。一旦登上海岸，他便可依靠被征服国家的资源及他本人卓绝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求得进展，这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似乎还有一个可信的理由，假如其舰队采取类似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便可大大增加英国舰队司令的困惑，从而增加自己获胜的机会。



　　当拿破仑在埃及立足已稳时，他已达成了第一个目的，至此其攻势目的已经达到，随之便需以其劣势海军转而对英国采取守势。其所处的位置恰同叙拉古相对于雅典的位置，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使用其舰队”这一问题。身为陆海军统帅的拿破仑对此深感忧虑。许多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考虑，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产生影响；但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他的决策显然考虑到最坏的可能。



　　同本土保持畅通的交通联系，不仅是他获取最后胜利所需要，而且也是法国陆军在埃及维持生存所必需。毫无疑问，他有能力击败埃及的抵抗；然而，由于战斗和疾病必然要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前进，而前进则是必然的，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分散兵力，损失就会更大。这就需要不断补充兵员。而诸如战争所需要的各种弹药和装备等这样的补给又须从本土运来，更不用说由于陆军部队发觉已经失去返回法国的任何可能希望而产生的精神影响。舰队在有利的环境下，也还能同陆军合作；事实确是如此，巡洋舰在几个月之后的对叙利亚的远征中，就同陆军进行过合作。



　　英国舰队是威胁这一切的危险。假如任凭这支舰队毫不受阻地到处游弋，则沿线的一处或数处港口，例如掌握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便无法保持交通畅通。尽管法国舰队司令一直满怀乐观，深信其力量能够抵御英国舰队，但众所周知，当时英法两国的舰队在数量上不相上下。



　　事后的评论总是高明的，评论责备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企图如同雅典远征叙拉古一样是一种妄想。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考虑之后，我认为尽管失败的可能性多于成功，但确实存在着对其有利的时机，这足以证明这一企图是有其道理的。许多军事评论只责难已遭失败的冒险。作为一名军事研究人员，首先必须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夸大“存在舰队”的论点及其对敌人的威胁作用，实质上就是假定战争只能在而且一定要在没有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格兰特将军不顾谢尔曼的真诚规劝而经维克斯堡南下时，他是冒了何等的风险，还有法拉格特，当他经过各个要塞南下新奥尔良而任凭这些要塞控制其背后的河流时，他又是冒了何等的风险。



　　拿破仑的命令既清楚又明确，如果亚历山大旧港港口的沙洲水够深的话，他要求战舰定要驶入该港；假如水不够深，便开赴当时法国占据的科孚岛或土伦。这些命令首先是舰队的安全；其次如有可能则将舰队置于拿破仑亲自控制之下。将舰队保持在亚历山大港，实有两点不当：第一点属于战术范围，舰队虽然获得了毋容置疑的安全，但却容易遭到敌人的封锁，而且面对积极主动的敌人很难出港并进行编队；第二点则是战略上的不便，舰队出现在该处便会将英国舰队恰好吸引到来自法国的运输舰和补给船的会聚点。法国海军占据这一位置，便完全抛弃了海军固有的特点，即机动和攻势——赫摩克拉底则非常注意保证这一特点——而且无法达到同本土保持交通畅通这一目的，尼罗河之战以后所形成的局面即是如此。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出口困难，一支劣势兵力便可将驻泊在亚历山大港的舰队堵在港内，当舰队以纵队驶出狭隘入口时，其先头舰船便要遭到这支劣势兵力的痛击。



　　法国舰队司令违背了这些命令，于是情况更加恶化。他锚泊于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一处开阔锚地，除水道有利以外，可使敌人毫无困难地实施攻击；而其所采取的加强防御的部署既迟缓又欠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舰队是在行进中还是在锚泊中迎敌的问题，会上决定抛锚待敌；其停泊线就是根据这一观点设置的。必须指明，这一决定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而且违背了拿破仑在其战略部署中关于海军实际任务的命令。在战术上，法国舰队被其指挥官置于被动的守势地位，抛弃了其运动、机动和攻击的能力。在战略上，拿破仑这次则是依赖“存在舰队”的威慑作用以对付土耳其。



　　然而，众所公认，战略失误比之战术失误，其影响更为深远，假如战略部署不当，则战术成功便无从发挥其充分作用。因此我们可将注意力集中于战略错误。即使尼罗河之战的结局有利于法国，其舰队在此役之后能按拿破仑的命令撤离，进入亚历山大港，也无助于埃及远征取得积极效果。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法国舰队如能对孤立的英国分遣队加以打击使其遭受一定损失，甚或使其丧失战斗能力，便能对英国海军取得优势；但拿破仑将法国舰队保持在亚历山大港的目的，在于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必然要使胜利成为徒劳无益，因为法国舰队不论位于何处，都会像磁石一样将一支兵力相当的英国分遣队吸引在该处，这样一支分遣队位于亚历山大港外，恰好占据了最为有利的位置，以截击来自法国的补给。



　　假设拟定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那么应当如何使用海军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白而坚定地坚持原理，则会获益匪浅。将“原理”一词仅限于精神活动，则是狭隘的理解，恰如道德原理有助于完善人生一样，正确的军事原理则有益于军事行动。同时还须承认，将原理运用于特定事例，不论是用于战争还是用于修身，往往颇为困难。



　　假如采纳，哪管是无意识地采纳赫摩克拉底所遵循的原理，使担负守势作战的那部分海军做好准备随时承担攻势活动，实施威胁，那么便可立即看到，这一规定只着眼于舰队的安全而压制舰队的运动能力，就如将舰队封闭于亚历山大港内，很可能是错误。如在该处被英国舰队发现，便会像被老虎钳夹住一样。



　　舰队如不驻在亚历山大港，那又该开赴何处呢？拿破仑提出了两处可供选择的港口，科孚岛和土伦。在这两处港口中，(1)舰队不致像在亚历山大港那样，轻而易举地即被封闭在港内；(2)敌人如要封锁则需一支较大的兵力；(3)舰队既用于封锁，便较少可能阻拦法国同埃及的交通联系。不错，在土伦，英国舰队恰好位于法国起运大部补给的战略据点；但驶出较驶入被封锁的港口总是更为容易，同时，为了封锁一支庞大的舰队，冬天敌人很难坚持在土伦港附近。



　　科孚岛是拿破仑可供选择的第三个港口，其位置较之土伦具有极为明显的决定性优势。英国舰队如对该岛进行监视，就势必要远离土伦和埃及之间的直接航线达三百海里以上，帆船至少要航行两天，更不用说还有接受情报的困难。一支处于守势地位的海军的职责，就如位于埃及的法国海军相对于英国海军那样，乃是采取行动或以采取行动相威胁，依靠攻势来保持交通畅通。只有发挥舰队在广阔海面上的运动能力，遇有机会便量力采取主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主动乃是采取攻势一方的特有权利。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保持交通畅通，其手段不外是将敌人引离或逐离该线。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敌人逐离，则应试图进行牵制，即在其他地方并尽可能从许多方面威胁其利益，利用战争所熟知的一切诱敌手段使敌人不断误入歧途。正如通常就战争而言，这就是处置位置，因此，对于一支要想发挥这种影响的兵力来说，为其选定一处主要的海军场站乃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科孚岛并非没有缺陷，但较之任何一处法国当时所控制的港口，却具有更好的条件，因为，只要有一支法国分舰队存在于该处，就会将敌方的舰队远远拖离生命攸关的交通线。相反，马耳他却同土伦一样，会将敌人的舰队恰好拴在需要保持畅通的航路上。



　　引离或牵制敌人，意味着己方力量较之敌方处于劣势，就如同当时法国海军同英国海军就整体而言所处的相对地位那样。然而，尽管你在总体上较弱，但当你同某一分遣队相遇时，假如你较强，那就应在对方获得增援之前立即进行攻击。这种力量薄弱的分遣队往往是由于敌人担心其已经暴露之点而派出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拿破仑的舰队司令布吕埃斯曾经想从其主力舰队中派出一支分遣队，因为他担心来自奇维塔韦基亚的部队的安全。因此，弱方的目的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保持制海权；决不分散其战列舰，而应将其集结在一起机动，出没无常，造成草木皆兵之势，引起敌人对许多方向产生忧虑，这样诱使敌人派出分遣队；简言之，就是要造成达夫吕伊所说的不利于对方的“兵力转移”。如果对方一旦失误，不是其各个分遣队将逐个遭到攻击，便是其主力如被过分削弱便会遭到攻击。



　　这些运动均带有战略性质或战略目的。如果这些运动导致同敌人兵力的一部分相遭遇——假定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二比三——则取得了战略优势。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就要力求增加这一数量优势，集中成二对一，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敌人一部分军舰形成优势。但这属于战术范围，确切地说，属于大战术范围。



　　现在让我们将这些原理运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中。实际情况如下：纳尔逊是在1798年6月28日第一次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外，先于拿破仑三天。在那里他没有发现法国舰队，以为弄错了目的地并急速赶回墨西拿海峡，因为他极其担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假如在7月间正当纳尔逊回航之际，法国舰队按前述主张起航，则当纳尔逊重返亚历山大港时，便会发现如下情况：法国陆军携其给养已经登陆，无法截击；其运输船和巡洋舰已在亚历山大港内，无法接近；敌方舰队已经离去，其所担负使命有多大的危害已无法可知。若以全部兵力留在该处，则毫无用武之地。以全部兵力进行追踪不论按什么准则都是正确的；不过，如果他去追踪，就会使亚历山大港成了不设防港，留下一支分遣队进行封锁，譬如说留下两艘战列舰(当时纳尔逊没有巡洋舰)，这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然而，亚历山大港并非法国势力范围内惟一的港口，它同法国控制地中海的整个体系相联。就在此时，法国还牢固握有土伦和马耳他；而且也抓紧了科孚岛，后来该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曾经抵抗过土耳其和俄国的联合海军分遣舰队的攻击。法国竟然不去加强其在马耳他和科孚岛的力量，这对它的敌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英国对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和科孚岛所有这四处据点，都需予以注意；然而，纳尔逊如不分散其舰队，就不能对所有这些据点进行有效的监视，也就无法切断它们同埃及的交通，如果分兵，则势必使每支兵力脆弱至无望的程度。一年之后，于1799年，就出现了这样的实例，前面曾经提过，当时布勒斯特舰队进入地中海导致英国分兵。 [ 注：见《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一书，第一卷第304页。 ] 法国握有能使英国分兵的能力，而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这些英国的盟邦和友邦又毫无防卫条件；全都暴露于海上攻击之下。简言之，法国舰队由于拥有数处具有适宜空间和良好位置的可供隐蔽的安全港口，在其未被逼入绝地之前，便于实施其可能采取的任何作战行动；此外，还拥有巨大力量对站在英国一边的国家加以危害并向它们勒索资助和给养。仅在六年之前，拉图什·特雷韦尔率领的法国海军分遣舰队就曾以炮击相威胁迫使那不勒斯王国一度屈服。



　　由此看来，只要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支十三艘——即尼罗河之战的法方的舰船数目——战列舰组成的随时可战斗的实体，这是一支除巡洋舰外略优于纳尔逊舰队的兵力，则纳尔逊的舰队就须对数个不同的、但却都是重要的目标加以注意。这些目标是，上述的四处敌方港口，敌方通往埃及的交通线，需要英国予以防卫的盟邦。除这些目标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法国舰队。毫无疑问，纳尔逊的才能定会引导他扑向敌方舰队，这是在这样战略形势下的关键所在。但并非每位舰队司令都是纳尔逊；即使是纳尔逊，在他尚未找到和击溃敌方舰队之前，也无法有效地阻止敌人的交通联系。尼罗河之战以后，纳尔逊的军舰分散了：有些开到那不勒斯，有些开到马耳他，有些开到直布罗陀，有些则在亚历山大港外。这样的分散配置充分表明总体形势非常危急，但设若此刻法国的十三艘战列舰集结于科孚岛，则这样的分散配置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由于敌人的舰队已不足为虑，所以上述每支英国小型分遣队均在后来选定的位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全都安然无恙。



　　然而，一旦法国舰队既不在地中海海面又不在科孚岛港内，而是确实安全地停泊于亚历山大港内，则纳尔逊的任务当然也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对该港实施封锁便能切断法国的交通联系，并使其毋需再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命运而担忧。英国舰队这样配置于法国可能派出的任何增援的必经之路，则土伦便失去其大部重要作用；而纳尔逊便可从其十四艘军舰中毫无危险地抽出两艘，而不是三艘，来封锁马耳他，这一任务还可由巡洋舰予以完成。必须记住，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必须通过狭窄的航道才能驶出，而且只有在水深足够时才能通过，这就使其在战术上处于不利条件，而港外一方，在夏季则可借助顺风进行逼近。换言之，法国舰队必须以纵队冲出，面对强敌只有使其舰船越过队首才能展开，故其先头舰船会被逐个击破。



　　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认为法国舰队的素质如此低劣，即或根据建议将其用为游弋分舰队，其结局也只能是灾难。这种看法还有些依据；正如众所公认，而且还有政治上和执行上的理由。假如是对拿破仑统率下的法国海军的管理全盘进行批评，则对于这些考虑理应加以强调。但这里只是将这一事例引为例证来阐明战略，故而对于这些考虑可以不予理会；就如在研究抽象的军事问题时，可以假定实际的等同是以数量的等同为依据。只有不可救药的空谈理论的人，才会否认环境可以有力地修正那些对于极为可靠的一般原理的运用；然而，只有从众多的事例中除掉每一事件的特殊条件，才能引出原理，而使属于所有事例的共同真理变得清楚明了。



　　如像这里所主张的那样来使用法国海军，可能会对纳尔逊产生特殊影响。必须记住，我们如今观察事物仍不外是美国俗语所说的“事后聪明”，纳尔逊确曾一度晕头转向，“狼狈不堪”，那就是当他第一次赶到亚历山大而未发现法国舰队的时候；当这一切都已过去之后，他曾极其忧郁地谈起他的健康情况，并将其病源归咎于其所度过的“焦虑热”。如今我们可将这里提到的意外事件轻轻地一笔带过；但这位伟大的海军军人对这意外事件却深感有压力也深知其分量。此外，也可以这样说，假如纳尔逊搜寻法国舰队两次落空，或者费时数周之久，他就会被解除指挥权，他的第一次失败就已闹得人言籍籍；而当时几乎没有另一名海军将领能同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进行决定性的周旋。内皮尔曾经估计过，拿破仑在战场上可以抵得上三万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全面对付敌人舰队方面，纳尔逊抵得上三艘战列舰的增援部队。法国舰队只要能够成功地避开追击并造成恐惧，就可能使英国付出失去其极为能干的海上指挥官的代价。



　　我们还可以怀着更大的兴趣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曾经提出法国海军采取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而这一方针的原理与某些著名的陆战战例完全相同。1794年，奥地利、英国、荷兰三国联军，面对法军的胜利挺进，经比利时后撤，在到达某一点之后，便各自分兵；英荷军队退向荷兰，妄想以直接阻拦掩护荷兰，而奥地利则取道日耳曼。若米尼在《共和国之战》一书中指出，假如他们不进行这种愚蠢的分兵，而是将其全部兵力集结于慎重选定的位置上，来掩护其通往日耳曼的交通并向通往荷兰一线的那侧靠拢，因为荷兰是法国的目标，则法军便不敢擅越该点而将其交通暴露于攻击之下。法军在其触及荷兰之前，就应当被挡住并在其敌人选定的战场上进行一次决战。



　　1800年，这一原理又一次支配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将一支守备重兵投入热那亚。在这支守备部队位于奥军交通线翼侧期间，奥军不敢越过它，不敢以全力沿里维埃拉河前进对法国南部实施攻击。奥军被迫动用一支庞大的分遣队对该地实施阻拦，由于从主力部队中抽出这支分遣队，致使这次战役受到严重影响。1808年，约翰·穆尔爵士从葡萄牙向西班牙的萨阿贡的著名进军(见图10)，再一次真实地体现了这一原理。法国交通所受到的威胁阻止了拿破仑的进军，延缓了对西班牙的迫不及待的征服，为奥军做好准备而赢得了时间，致使这位皇帝并未迅速实现其征服，而是陷入了持久的消耗的半岛之战，这对拿破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最后影响。内皮尔机敏地指出，假如穆尔无此一举，则其个人历史可能永无动笔之日。



　　应当永远记住，这种部署之所以有力量，不单是依赖于固定的要塞，更多地则是依赖于具有活力的士兵、军队或海员，要塞则有助于促使人们达成其目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战争就是处置位置”，但位置本身的作用不如使用位置的人们的作用那样大。1798至1800年期间，马耳他对法国毫无用处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从翼侧威胁着从西方至地中海东部的交通；但因港内没有配置舰队，这一位置便毫无用处，充其量不外吸引住英国的一支小小封锁兵力而已。














	

 






	















	







	







	









 





	


	







	








	




	


第十章 基础与原理（5）




	







	

 



	


	


——作战行动



　　前讲开始就海上远征这一课题做了概括的论述，并随之列举了这种远征的两个特殊史例加以说明。鉴于例证说明过于琐细，深感应当提醒大家注意下述主要问题：当一处海域的要地或这种海域的任何一处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前进位置已被一支联合远征军夺取之后，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地从战略上使用海军兵力呢？其答案是，当取得这样的成功之后，这支远征军的下一步任务应当是保卫和维持已经取得的成果，从其出发以来所采取的攻势转入守势，在这种守势中海军所担负的真正职责则是攻势防御。当第一个目标已被占取之后，到此为止为远征军所束缚的海军便被解脱出来，而由陆军担负起对征服地的防御或继续进行征服，舰队则负责保卫交通，并担负起其固有的海上职责。但海军只有将敌人的海上兵力逐离或引离争夺区域或战役的要害据点，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假如力量较强，便应求战，一有可能便逼敌交战；假如力量较弱，便应力求将敌人引开，并对其他战略据点或重大权益实施威胁以使敌人分散其兵力。必须指出，假如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迫依赖海军进行防御，则这恰好正是海军防守本土海岸线所应发挥的作用。



　　1812年初，拿破仑皇帝在其下达给马尔蒙元帅的训令函件中，曾经讨论过有关陆战中的某种类似态势，当时马尔蒙元帅在西班牙指挥驻扎在萨拉曼卡周围同罗德里戈城要塞相对峙的那部分法军部队(见图10)。这一要塞尽管曾经强固有力，但却被威灵顿指挥的英军一举迅速攻克，其速度之快类似于奇袭而非围攻。毗连葡萄牙的西班牙西部地区已被法国占领，而英军则想从这一地区将其赶走；因为在此期间，由于对俄战争逼近致使拿破仑皇帝将大量精锐部队集中部署于大举远征俄国，故法国在西班牙被迫采取守势。



　　这样一来，葡西两国的边疆就相当于我们的海洋区域：它既不属于此方也不属于彼方，既为一方所占据，又为另一方所觊觎。该区有两座主要要塞，相当于设防港口，一是位于北部的罗德里戈城，一是位于南部的巴达霍斯，二者都已被法军占领。有权使用这两座要塞，取决于控制这一地区。如上所述，罗德里戈城已被英军迅速攻克。巴达霍斯也已受到威胁；它是边境的两把钥匙之一，如今只有这一把仍为法军握有。在罗德里戈城被占领之前，巴达霍斯已有一段时期处于被威灵顿包围的状态了，威灵顿利用了法军的惨败，于前一年即1811年撤离葡萄牙，乘军力虚弱这一有利时机。



　　在巴达霍斯被围和罗德里戈城陷落之前，马尔蒙就已继任了司令官。他集结起他的机动兵力野战军，相当于海战中的海军，便向巴达霍斯开进。威灵顿无法一面围攻一面迎战，于是便解除围攻，退入葡萄牙，并从那里向塔古斯河以北进军到达阿尔梅达，面对罗德里戈城并对其进行监视。马尔蒙也回师北上到达萨拉曼卡，假如马尔蒙仍然以集中防御待敌，做好准备，一旦需要便转入攻势行动，则其所握有的兵力定能将威灵顿的兵力吸引住；但他却想出了主意，要派出部队支援正在东部围攻巴伦西亚的絮歇元帅。当他南下向塔古斯河运动时，英国人起初以为他想要从巴达霍斯入侵南部葡萄牙；但当他派出五千人的部队向东挺进时，威灵顿便认识到南部葡萄牙不会受到威胁。他还看到法军在北部西班牙暂时已无有力的法国部队，因为马尔蒙已将其大部炮兵和骑兵随同分遣队一起派遣出去了。于是，英军便猛扑罗德里戈城并在野战军——相当于海军——到来支援之前将其攻克并加以固守。战机紧迫，就工程技术标准而论，未待时机成熟，该地便遭猛攻。威灵顿的命令宣称：“罗德里戈城今夜必须迅速攻占；其部队深深懂得，这预示着法国的回援部队已经逼近，要求他们必须奋勇争先。”



　　拿破仑的训令函件正是针对从此以后所发生的总的态势，他对马尔蒙写道：



　　“你的部队如今已很强大，重新装备了攻城炮，士气和数量都已恢复，为了保护巴达霍斯已毋需再向该地开进。你应将部队以师为单位分布在萨拉曼卡外围，为了维持生存应充分向外延伸，但要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在两次行军之中将全军集结起来；”即在两日之内。“你的全部部署应能使敌人相信，你正在准备采取攻势并以前哨战不断保持佯动。在这样的态势之中，英军的一切运动便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假如威灵顿向巴达霍斯进军，可任其所为；你则立即集中部队直扑阿尔梅达，你可以确信他一定会迅速回师对你进行抗击。但他精通军事业务，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在这里，法国野战军乃是一支相当于海军的机动部队，它通过牵制敌方的野战军来保护其已得的据点巴达霍斯；即将其引开去或使其继续远离其所要想取得的位置。在第一例中，巴达霍斯由于马尔蒙部队逼近将威灵顿逐离从而得救。在第二例中，罗德里戈城由于马尔蒙指挥失误和分散兵力而失陷；致使英国野战军夺走一处重要位置。在第三例中，巴达霍斯之所以能够保住，不是由于直接守卫，而是由于持续的牵制威胁英国不容忽视的权益而获得间接效果所致。






图10 西班牙和葡萄牙1812年形势



　　1804年和1805年，拿破仑皇帝同样曾大规模采用这种牵制攻击方法，当时他想将英国舰队的大部引离欧洲，并趁其不在欧洲之际而将自己的海军集中于英吉利海峡，以掩护其对英国的突然袭击。必须记住，在此期间，法国为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按其预定计划，土伦、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的舰队全部驶离其港口到西印度群岛会齐，而后整体返回海峡。预期英国海军将会跟踪，但却苦于不明法国海军的目的，于是法国海军便可先期返回欧洲，将海峡控制一段时间。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于土伦港外待敌的英国舰队总司令纳尔逊，确曾追随土伦舰队到达西印度群岛；尽管英国舰队起航较法方迟一个月，但其素质较好，同拿破仑的计算相反，却先期返回欧洲。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纳尔逊在安提瓜便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推测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已返欧洲；纳尔逊驶离直布罗陀海峡虽较同盟舰队晚三十一天，但他返回那里却只比同盟舰队晚到四天，并在它们进入费罗尔前一周便返回英国。



　　还可加以补充，拿破仑除以其集结在西印度群岛的舰队进行主要牵制以外，在他的那一时期的信函中充满了关于诱使英国分舰队驶离比斯开湾和海峡的种种策略。



　　可以看到，法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驶往西印度群岛要想产生而且已确实产生了的效果，恰好正是前讲中所讨论过的法国舰队驶往科孚岛对于地中海局势所能产生的效果。英国舰队被引离追往西印度群岛；也就是说，远远离开了拿破仑计划的战略中心，战役要害点多佛尔海峡，恰如科孚岛远离亚历山大港和该港通往法国的交通线一样。假如纳尔逊是一名普通指挥官，他定会留在西印度群岛直到获得确实证据证明法国舰队确已离开该群岛。这并非臆测。许多人强烈要求他留下来；舆论对他施加压力；但他具有无限的远见，尽管缺乏确切证据，但通过对论据的权衡对比，他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假如他在可靠的情报到手之前一直留在那里，其结果将有二十艘盟国军舰在欧洲支援拿破仑的集中，而英国的集中却会因缺少纳尔逊的十二艘军舰而遭到削弱——总的差额将达三十艘战列舰。



　　这里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在这一实例中拿破仑的计划显然源出于1762年当时法国首相精心制定的方案，两者极其相似。 [ 注：见科贝特著：《七年战争》，第二卷302-307页。 ] 拿破仑可能是从法国档案中得知这一方案；但纳尔逊却未必知情。



　　对于上述两种方针，海军必须择一而行，或是逐离，或是引离，但需再次指出，就总体作战而言，海军是采取守势，而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则是采取攻势。还可进一步指出，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命令正是如此。他写道：“欧洲的总局势已经发生转折，迫使朕不得不放弃今年对葡萄牙的远征，”也就是说，不得不放弃一次攻势战役。因而，他规定了总的防御态势，但保留一处攻势威胁；以此来保卫巴达霍斯和护卫萨拉曼卡所掩护的从法国至马德里的交通线，但萨拉曼卡在三年前就遭到约翰·穆尔爵士的威胁，严重地影响了拿破仑的计划，以致在成败的关键时刻，他被引离其战略中心，战役要害点。



　　当时，就实际的或设想的征服而言，这样的形势恰好还说明海军同本土防御的关系。在上述两例中，一个国家一旦实际占有属地，便处于守势；然而，假如由于需要或由于方针错误，而将其海军保持在港内或紧靠于港口也使其处于守势，那就是将其商业及其同海外的交通联系放弃给敌人。这就是美国在1812年，除贸易破坏舰外，没有海军可以派往海外，故不得已曾这样行事。这样的放弃不一定就会导致毁灭，尤其是，如果国家很大，因而可以依赖内部资源，或其陆地边境同一些中立国家毗连，则可以通过它们进行迂回贸易。如其海岸线过长，敌人无法进行有效封锁，则可由中立国货船载运而不致使商业完全遭受损失；但要承受屈辱和物资上的损失，而一个大国则不应冒此风险。任何本土海岸防御方案达到真正的全都齐备，海军就须强大到或是能将敌方舰队逐离本土海岸，或是通过对敌方权益实施适当威胁将其引离。只有如此运用海军，才能使海军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岸防御的最佳手段。



　　在这一方面，我想介绍一种论点，因其在这里完全适用，这一论点将在下讲中予以详细展开；即海岸要塞不应像通常那样被认为在职能上主要是担负防御。海岸工事，其作用限于迫使敌方舰船对己方海岸保持一定距离，但其对陆一侧却是暴露的，可能仅是防御性的；一处能够保证海军安全的正规设防港口，只有当其作为一处要塞时，才只具有防御性质，就如梅斯或美因茨一样，而当其驻有一支能够进行野战的陆军时，便能迫使敌人保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分遣队同其对峙，以阻止守备部队可能发起的任一攻势行动。



　　甚至在我们的不太成功的1812年的战争中，也有例证可以说明，能够掩蔽海军分舰队的港口具有这种进攻性质。驻泊在纽约港的约翰·罗杰斯指挥的海军分舰队，就是一支能够进行攻势活动的守备部队；而且这支分舰队也确实进行过攻势活动。英国人得知它已集结出航，但却不知其意图何在。结果，由于他们在美国沿岸的海军分舰队很小，只得将其军舰集结在一起，以免单艘军舰同美国海军分舰队遭遇。这种被强制的集中再加上英国还需保护其自己的贸易，致使英国只好放松对美国港口的监视，以致大部返美商船得以安全抵达。这种预期的防御效果的取得，归因于罗杰斯的攻势游弋，其构思和实施完全归功于罗杰斯。这种持续不断的攻势活动，有赖于能够保护舰队的港口。否则，舰队就会像在旅顺口那样被摧毁；或像在圣地亚哥那样被逐离。



　　循此方向，我们还可以就海军究竟应该具备何等规模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支海军的力量及其动员和维持供应的能力，应能使外国在考虑诉诸武力时，由于这支海军或对其本土，或对其属地，或对其商业所构成的直接威胁而深感忧虑。这样的影响将会遏制战争；而遏制则无非是以另一种形式实施牵制。德国政府在其1900年所正式通过的海军规划中，曾就军事意义简明扼要地宣布其出自官方的目的：“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具有这样力量的海军，甚至对于最为强大的海军强国来说，同德国交战就会使其陷入危及其自身霸权的冒险之中。”不幸，这一旨在针对英国的目的会使美国作为海军国家远远落后于德国。



　　具有控制能力的据点或据点配系——按众所熟悉的说法就是态势要地——会成为任一攻势活动的目标，这已被认为是一条适用于任一战场的战略原理。这一战略原理还可用以下说法予以论述，即向前推进，或作战正面，自始至终都应尽量前靠，并在其所有部分之间均有交通紧密相连以形成完整的配系。这是因为在这种配系范围之内的所有一切，即位于这种作战正面后方的所有一切，都处于你的控制之中，因而对你较之对敌更为有用；对敌较之对你更为危险。这会暂时为你增加资源；假如媾和时仍为你占有，你就会在随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之中，即在通常委婉地称为“和平谈判”之中，处于优势地位。



　　1793至1815年法国革命和帝国战争期间，英国对法国及西班牙各港口的封锁是海战为这样的前进作战正面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实例。部署在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和土伦诸港外面的英国舰队，通过主要是由巡洋舰编成的中间分舰队互相联系，对较小的出口实行监视并在附近海面进行搜索，实际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作战线或作战正面。英国本岛及其殖民地和海上贸易得以保证安全，就体现了这种控制的功效。整个海洋，即位于这一作战正面后方的区域，除奇袭之外，在所有方面都可确保安全。这可由英国商业的损失甚微(不及船运的百分之三)和敌人的所有入侵企图均告失败得到证实。



　　舰队在海上所保持的这种前进正面，相当于陆军在陆上凭借其优势所保持的正面。显而易见，如能握有附近的设防地域，则这种优势便会有所增强。例如，1796年拿破仑在其向奥地利进军中，发现自己受到位于其前进路线翼侧的曼图亚要塞的阻挡，于是他便将阿迪杰河一线连同横跨该河的维罗纳要塞作为其作战正面。维罗纳有能力经受住围攻；它能由相对少量的兵力进行防御便可守住；在那里可以妥善保藏储存的补给；它能使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并能保证部队通过该河，由一侧转至另一侧。所有这些都能增强法国陆军本身的力量。因而，在阿科拉之战中，拿破仑冒险以一支很小的守备部队守卫维罗纳，与此同时，而以其主力乘夜渡过阿迪杰河下游，并对挺进维罗纳的奥军的后方发起攻击。这次战役充满了冒险和谲诈；但拿破仑却获得了成功，他之所以能成功只不过是因为他利用了要塞。这座设防要塞为其陆军所需要，同样，一处设防要港则为一支在攻势防御活动中敢于出击的海军所需要。拿破仑占据了这一位置，利用阿迪杰河和维罗纳得以增强力量，借助阿迪杰河近旁的加尔达湖得以向北伸展，从而便控制了其后面的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南部的全部资源；恰如英国沿法国海岸线配置其舰队从而控制了海洋一样。



　　这条海洋线同样可以借助强固要地予以加强；即借助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等本土港口以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马翁等海外港口予以加强。这些港口都不像维罗纳那样暴露，易遭受攻击；并可就地提供补给、维修和改装等支援。一旦遭到在逃的敌人分舰队的突然侵袭，这些港口还可提供掩蔽。单艘军舰和劣势分舰队可在这些港内获得安全。除这种防御用途之外，这样的位置还具有攻势能力，因为它们靠近大的交通线，从而可以对其进行翼侧威胁。例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可对经过地中海的所有航线，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可对通过海峡的所有航线，牙买加可对通过加勒比海的所有航线，进行翼侧威胁。同样，布勒斯特、加的斯以及其他港口可对英国的南航诸线进行翼侧威胁；除此之外，还由于其他原因，英国必须对它们进行遏制，恰如拿破仑必须遏制曼图亚一样。



　　现对加勒比海地区加以全面阐述，这是美国可能有机会要求权势并运用权势的一个地区，而且假设所有岛屿开始即被敌人占有，如果古巴能够转入我们手中，我们便将控制一处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位置；但依此还远远不能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假设对方海军兵力最初开始时与我接近相等，恐怕我们也无能为力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正面应尽可能向前推进。例如，美国可能希望占领萨马纳湾并控制莫纳海峡；或者，如有足够力量，我们可以希望将我们的作战正面，即由战斗舰队所保持的战线向南和向东推进，以便不断袭扰敌人并保护经向风海峡通往地峡的汽轮航线，这些航线由于我方作战正面的推进，将位于我方舰队的后方。



　　假定古巴现在归我们所有，它便能掩护我方通向墨西哥湾的后方，而墨西哥湾则是国内作战基地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假定敌人的基地可能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并假定双方海军兵力相等，则双方之间的海域必将成为必争之地，或是时常易手难以稳定。敌方舰队及其基地的位置，将指明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敌人不论是由于战争运气，还是由于原本就未占领而失却了古巴，但仍然可以占据牙买加以及向风群岛的某些港口。英国的实际情况便是如此，它占据着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在这种局势下，战争的主要利害关系必将暂时集中于古巴和牙买加周围，它们必将成为战役要害点。英国、圣卢西亚、牙买加、巴拿马地峡这一系列据点，几乎是现存的英国、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地峡另一线的准确翻版。假如驻泊在牙买加的舰队较之驻泊在古巴的舰队处于劣势，则古巴舰队占据牙买加前方的位置，便能切断其同向风群岛的交通和来自该群岛的增援，又能掩护自己本身同古巴和美国的交通以及汽轮航线，并通过上述行动迫使港内对方舰队出战，以消除这些对己不利的条件。这一实例如同其他实例一样，表明敌方舰队的位置及其海军基地标示着作战方向；就如旅顺口决定了日本的海军作战方向及其陆军在陆上的艰苦攻击，以及1898年圣地亚哥决定了美国舰队和陆军的行动方向。日本人和美国人随之所采取的行动，在前一例中是迫使俄国人出战，在后一例中是迫使西班牙人出战，俄国人和西班牙人二者都仅仅由于认为舰队会自取灭亡而力求避战。



　　因此，在占据要地之后，不应停止作战。必须不屈不挠地继续打下去；这一论证亦适用于后续作战，即为了确保要地，应当对敌方舰队实施追击并予以歼灭。作战目标不只是地理上的点，而是敌人的有组织的兵力，这在海上比在陆上可能更为确切。像埃及和多瑙河隘口那样的位置之所以重要，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那里便于放置大量的无生命的物体，而是因为从那里大量的训练有素的战士或武装舰船利用这种方便能够在不同的方向上作战，所以它们较之数量较多的较为不利的位置更有价值。任何人工设防的地点也是如此；其主要价值在于机动部队便于运动。因此，随着占有这样的位置而拥有这种便利条件，便有义务对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军事著作家们对此问题都有明确无疑的答案。若米尼说，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即其在战场上积极主动作战的野战军，则是拿破仑的喜欢找的目标。



　　假设你已占有一处这样的战略位置，在经过若干次战斗之后已将敌方舰队从你的后方和直接正面的战场上驱逐出去。这就意味着，除遭到突然袭击之外，你的本土交通是安全的，你的海军已建起暂时优势。假如敌方舰船仍以有组织的集团而并非以零散的巡洋舰继续留在你的现在位置之前的一定战场范围之内，这一定是因为它们还有支援供应点可为依托以维持生存，并需对这些点进行防御。否则，这些舰只还能保持在一个有限的水域范围之内便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像加煤和补给这样的活动，如不受干扰，尽管也可在海上实施，但如敌方优势舰队就在附近并能通过监视侦察船和无线电报获悉情报，则便无法进行。因此，这样的补给点或基地必然存在，它们标示着你的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在我们记忆犹新的海洋历史时期，一向具有很大优势的英国海军阻碍了海军战略产生出众多的恰当例证，不然有关的实例就可能已经产生。这一优势对敌方基地同其所欲取得的任何目标之间的交通加以长期控制，这一控制断绝了施展战略的所有其他来源，因为，就其全部含义而言，交通支配着战争。交通这一战略要素淹没了其他一切要素。这种一强独霸的优势，成为一句不甚确切的法国谚语的来源：“海洋只容纳一位霸主。” [ 译者注：法文原文：“La Mer ne comporte qu‘une seule maitresse.” ] 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理；但如理解为：这意味着对海洋的控制从来就是毫无争议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就未曾认真争夺过，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对海洋的控制甚至就其总体情况而言，尤其是在特定的有限区域之内，都曾不时地和长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平不时地不是倾向于这一边就是倾向于那一边。斗争双方的海军不断地巡航于其水域，相互进行挑衅。这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显现象；而在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例如，1759年对魁北克的攻击和随之而来的加拿大全境的陷落，就是以1758年夺得位于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这一要塞作为第一步。以前曾以密集队形或大型分遣队的形式往返于法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法国舰队，从此便失掉了一处不可缺少的能够影响圣劳伦斯河交通的作战基地。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英国在大部时间内曾是海上的唯一霸主；可是1796年它却被迫撤离地中海。地中海这一有限海域自1793至1798年，曾是均势不断发生变化的长期海战战场，最后，尼罗河一战才确立了英国的霸权(见图11)。因此，探索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是颇为值得的，因为这些事件为我们一直正在研究的事物及其正确处理的必要步骤提供了例证：这就证明我们的研究并非空谈而是出自事物的本质。






图11 地中海海军争夺战图解



　　1793年英国舰队会同其西班牙盟军进入地中海。由于法国南部不肯效忠于革命政府，从而产生了夺取土伦及其舰队的机会；这就确定了盟军的最初目标和作战线。你们一定记得将近九十年之前马尔伯勒公爵对于夺取土伦十分重视，以及1707年尤金亲王曾费尽全力试图达到这一目的，但却遭到失败。(参见第5章)土伦一经占领，则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一切活动必将从根本上陷入瘫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活动的意大利北部和沿里维埃拉 [ 译者注：今称利古里亚。 ] 一带的陆上各战役也必将陷入瘫痪。1793年土伦之所以得以解救，是由于盟军内讧；盟军舰队进入港内，盟军陆军占领了该港外围各线。英国舰队司令想立即夺取或摧毁港内的法国海军分舰队，于是便要打击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但却遭到其西班牙同僚的反对，这位同僚参加过以往的历次战争，他充分认识英国海军的优势，并对之深怀妒意，这支法国海军分舰队如被摧毁，则英国海军的优势必将增大。英国舰队司令不敢冒此危险，惟恐同盟破裂；于是这一政治考虑便使法国舰船得救，其中大部舰船，后来参加了尼罗河之战。如果没有这些舰船，拿破仑就无法发起对埃及的远征。



　　法国政府不久便对土伦发起围攻。拿破仑观察战术态势清楚看到，只要夺得一处位置便可以重炮控制锚泊的舰队。盟军果然撤离了土伦。西班牙人撤回到自己的港口；英国人由于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不得不采取通常所走的第一步。他们必须取得一处前进位置，以供改装、修理和储备给养之用，一句话，即取得一处当地基地，从那里控制土伦并支援奥军在里维埃拉一线作战。只要遇有机会将土伦控制在他们手中，便能摆脱当前的处境。他们曾经短时地在靠近土伦的耶尔湾取得了一处位置；但该地过于靠近大陆，过于暴露，惟恐重蹈被驱离土伦的覆辙。因而，随即将其前进基地移至圣菲奥朗佐湾，这是科西嘉岛北部的一处港口。由于岛民对法国的暂时不满，英国人得以占据该岛以及该岛的其他港口。



　　他们占据了这一前进位置并加以守卫，只要岛民同他们站在一起，派去的兵力足以胜任的。科西嘉、土伦和热那亚之间的水域已成为必争之地，英国在该处居于优势，但其控制并不能说已达到不可争夺的程度。这一附近海域可能只有一位霸主，但这位霸主并非没有对手。这种情况恰如我们所设想的两支舰队，一支驻泊于古巴，另一支驻泊于圣卢西亚或马提尼克。1795年，英国舰队同土伦军舰交战两次，但都未获决定性战果。从圣菲奥朗佐湾基地出发，沿着里维埃拉这一作战最终目标坚持作战，以支援奥军对法国的进军；但也未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从1794年起到包括1796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法方以土伦为依托，英方则以直布罗陀及其在圣菲奥朗佐湾所夺得的前进基地为依托。关于这一时期，纳尔逊在几年之后曾经断言，假如英国舰队司令得力，法国便无法像他们所做到的那样保持其前方的位置。假如这一断言正确，那就意味着拿破仑于1796年4月接管在意大利的陆军部队指挥权之时，就一定会发现奥军已经向前挺进，英国海军已经控制从尼斯到热那亚的海岸线，从而他的战役计划定会不同。他的第一步运动，可能的插入奥军及其皮埃蒙特盟军之间断然将它们分开来，只是由于英奥军队忽略了机会，才使拿破仑于一开始便得以立足于萨伏依，远远超过尼斯。然而，尽管如此，拿破仑的交通联系，即无论是增援部队还是补给及军火的输送，仍须依赖十分困难的陆上运输，只能沿着极坏的陆路行进，而无法利用受法国重炮掩护的便利的沿岸水路。



　　你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最终目标是意大利北部和里维埃拉，英国的盟国占领了它们就会危及土伦；你们还可以看到，中间目标是圣菲奥朗佐湾，它对于维持英国海军作战极为重要。纳尔逊断言这些这样构成的作战活动，只要领导胜任必定能够获得成功。时间极为充裕，共有两年之久。正当此时，拿破仑来到了。他运用已掌握在他手中的有利条件并通过他自己的巧妙部署，经过两个月便赶走了奥军而置身于阿迪杰河并进入维罗纳。在此位置以西和以南的所有反对拿破仑的抵抗都被粉碎。意大利北部的全部海岸线都为法国占有；无数的法国别动队通过这一带的各个港口乘小船航渡到科西嘉，以加强那里早已开始的反英情绪。与此同时，西班牙慑于拿破仑所取得的胜利，转而同法国结成同盟。随之两国舰队便结合起来。他们将其有组织的海军兵力联合在一起，其中在土伦得以幸免的法国分遣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这一形势，英国被迫放弃其前进位置，将其舰队撤至直布罗陀，后又从那里再退至里斯本。



　　英国海军的有组织的兵力所进行的这一运动，并未遭到盟国舰队的骚扰，此后不久盟国舰队便各自分散；西班牙舰队驶往卡塔赫纳，法国舰队返回土伦。西班牙人随之又试图将其军舰开往加的斯。英国舰队司令率舰出航同西班牙人相遇于圣文森特角外海。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深知其军舰在质量上却处于优势。据闻他曾说：“英国极需打一次胜仗”；而西班牙人却为其提供了一次战术“机会”，他奋勇战斗并痛击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退入加的斯湾，英国人施行封锁将其封闭在那里，英国本土大力增援加强了封锁兵力，以便能从其中抽出一支分遣队以对付谣传的正在土伦进行准备的远征。这支分遣队委托给纳尔逊指挥，他在埃及海岸附近发现十三艘法国军舰，并经尼罗河一战将其一举歼灭，时为1798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有组织的海军兵力，当其称霸于地中海北部之时，不善于利用时机，竟自分为两部，致遭各个击破，从而在这次战争的其余时间里，整个地中海转为英国控制。拿破仑于1797年即已迫使奥地利媾和，于是再也没有能由英国舰队给予支援的任何奥军作战行动了；但英国舰队自己的作战正面却由于时机的需要从直布罗陀驶往梅诺卡岛，该岛是由直布罗陀驻军总司令在获悉尼罗河大捷消息之后而予以占领的，所以又驶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进而又取道仍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继续推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东部，当时拿破仑就在该处。



　　从这一简要概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海上独霸的局面过去从未有过，即使在英国全盛时期也未有过，控制的争夺不一定采取以盛衰为标志的连续作战的方式。事实上，就在尼罗河大捷之后的翌年，一支由二十五艘战列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便突入地中海，打乱了英国的整个部署，最后会同十五或二十艘西班牙军舰集中成一个拥有四十余艘军舰的集团，驶达布勒斯特。假如地中海有一处港口能够容纳这样一个军舰集团，它们可能便会留在那里；这样一来，形势如不发生逆转，也会逐渐改变。事实上，甚至在布勒斯特，他们也因缺乏给养而挨饿；这种结局恰好表明需要拥有具有适当设备的基地，同时还表明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并未能达到不可动摇的程度。当时英国在海上比过去任何战争中都更为强大。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经历了类似的控制海洋的争夺；在此时期，絮弗昂 [ 译者注：法国海军军官，全名为Pierre Andr’e de Suffren de Saint-Tropez。 ] 在东印度群岛所进行的战役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



　　从地中海这一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一支海军兵力在远程或前进作战中，需要拥有设施适当和位置适中的当地基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类似实例，只是规模较小。1782年和1783年，法英两国在东印度群岛的海军分舰队，实力大体相等。当时的战场为科罗曼德尔海岸，即印度斯坦的东侧，该战场受到当地海岸条件的限制。自11月至次年3月这一期间，该处东北季风强烈吹向海岸，海军无法实施协同作战。在此季节里，英国人撤至拥有修船设施的孟买。法国人除毛里求斯之外再无更近的类似港口，而且他们以前所进行的所有战役之所以均遭失败，都是由于他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或其附近缺少一处前进基地。恰在此时，当时拥有锡兰的荷兰于1781年加入对英战争，英国人曾从他们手中夺去了位于锡兰东北海岸的亭可马里港；也就是说已将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南延伸。不过，他们未能有足够的时间为该港正式设防，或许，更可能的是，忽略了设防时机；于是法国舰队司令絮弗昂便以巧妙而又神速的动作一举占领了该港。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前进位置，当冬季来临之时，他便退入该港进行修整，从而得以紧靠战场，这对岸上的法国的盟国具有颇为重要的政治影响。英国舰队驶往孟买，实际上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脱离该地。假如英国保住亭可马里，则法国舰队便只得开往毛里求斯，不然就得抛锚于危险的避风海岸附近，而同这样的海岸几乎无法保持交通联系。结果，絮弗昂于下一季节，较之英国人提前两个月出现在战场上，假如没有和平调停，他可能还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到，兵力接近相等的双方之间的海上战争，可能采取旷日持久的连续作战的形式，这就为战略结合提供了广大活动范围。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絮弗昂战役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插曲，在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海域就曾出现过海军兵力均势的类似例证；天平不时地不是倾向于这一边就是倾向于另一边，直到1781年发生约克敦决定性结局为止，1782年罗德尼的胜利才标志着这两个地区斗争的结束。甚至当一支舰队对另一支舰队拥有明显优势之时，也可产生同样的普遍结果，尽管程度不甚显著。作为夺取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魄力和快速，也取决于是否在当地拥有作战基地，这也是极为清楚的。这就是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俄国所拥有的一大有利条件。但也有可能，敌方的当地基地设防过于坚固难以攻击，或者攻击一方的力量过于薄弱难以迅速攻克，例如旅顺口所发生的情况。



　　就经验而言，当地基地如果适当设防，便很少会遭受攻击，除非对方在海上建立起优势。1760至1762年，英国曾经从法国手中夺得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1794年和1810年又重新将其占领；然而，在这一时期中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对此两岛并未试图占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陆军忙于在美洲大陆作战；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不愿冒险在这些岛上屯驻庞大的陆军分遣队，惟恐一旦海军失利，就如1779年在格林纳达那样，便会导致岛上陆军投降。他们确曾夺得圣卢西亚；但这发生在1778年战事刚刚开始之际，原因是他们自己在巴巴多斯的当地基地于法国完成其防御准备之前便获得了增援。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在同样的情况下，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至1782年他们在加勒比海拥有优势兵力为止，确实未曾企图夺取牙买加。随着罗德尼战胜法国舰队，这一企图便行告吹；这就是说同盟已被各个击破。他们兵力的一部分(法国人)的失败使西班牙人也就无足为害了。



　　从你自己的最为靠前的位置到你想要攻击的位置的距离，可能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因素。从古巴进攻向风群岛，比如说进攻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二岛以其位置控制着加勒比海的门户，极为明显，这一进攻实施起来远比从古巴对牙买加实施类似的攻击更为复杂。假如波多黎各岛有一处港口可以充分防御大举进攻，则该港按其所处位置作为进攻向风群岛的作战基地较之古巴岛任何一处作战基地都要更为方便。我认为圣托马斯就适于建立这种防御；而其位置也比波多黎各为好。



　　当一支舰队由于其第一次前进以及需要保护其第一条交通线，如从美国港口至古巴，而在数量上已经受到削弱时，假如敌人仍然相当活跃，那它对于第二条漫长的交通线，即从古巴至向风群岛或至巴拿马地峡，就是一件须认真考虑到的事实。对第二条前进线的保护可能会使舰队的力量降低到同敌人相等，敌人拥有在其自己基地附近作战这一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舰队无法在自己的船舱中装载定量以外的补给，应由补给站补足——假如有这样的补给站提供补足的话——补给站设在第一次装载前往的位置前方某一距离上。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便可用为这样的中间补给站，即前进补给站；它们相当于前述的圣菲奥朗佐湾，或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或相当于美国进攻圣地亚哥中的关塔那摩。这样的补给站只要不遭袭击便可保证安全，因为可以设想，只要对敌人的运动进行充分的监视，便可防止其对补给站的突然大举进攻；而己方舰队由于已经前进则已位于敌方舰队及其基地面前。假如这样的前进据点或中间据点不止一处，就应在其中进行仔细选择；不但要看到它们固有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要看到它们与舰队的可能运动以及第一条和第二条交通线的相对关系，因为这些交通线必须由舰队抽调兵力加以保卫，而舰队则应尽可能避免分散。



　　我们曾经提到巴拿马运河的防御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加勒比海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和控制地峡，与其对地峡本身进行直接防御，无论是仅仅设防进行消极防御，还是派出舰队驻防于设防的地峡进行积极防御，都不如对敌方的一处基地，比如说对马提尼克或圣卢西亚采取进攻措施更为有效。因为，如果这些岛中的一岛——假设该岛为敌方基地——遭到联合远征部队的进攻，则这样的进攻只要拥有充足的兵力，便能使战场远离运河，并能保护战场以西的全部交通。这样与积极进攻的精神结合便构成一个前进作战正面。这样的进攻即使最终遭到失败，但在其进行期间，还是会产生上述效果；假如一旦成功，敌人便被夺去一处必要的基地，如要收复这处基地，便要卷入不断的军事行动，这样便会收到夺取该基地时所起到的那种同样的保护性效果。



　　假如在你第一次占领的位置同敌方基地之间只是一片毫无障碍的水域(如古巴同马提尼克之间，假如萨马纳湾不能利用)，则可派一批运输船伴随舰队，最主要的是运煤船；特别是当你的优势可以允许抽出一定比例的军舰陆续供给煤炭，而不致减少参战军舰的数量使其低于敌方力量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纳尔逊就是这样将每六艘军舰编为一组轮流派往得土安装水。由于一支这样的分队不在战场，致使纳尔逊在战斗之日只拥有二十七艘军舰，而不是三十三艘。假如他能在海上补充淡水，从而将其舰船集结在一起，则战果定会更为显著。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就因在关塔那摩加煤而失去参战机会。



　　必须记住，在战斗之日，运输船队总是战术上的一个弱点，而且不免要使一些强大的战舰的速度减慢。假如敌人所期待的增援部队不能在已知时间之内到达，那么在这样的前进中，速度问题便居于次要地位；而且，鉴于趁敌人仍然处于劣势之际加以攻击，这在战术上更为需要。因此，在即将交战之时，就毋需再顾及运煤船及其他累赘船只的安全。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计算中，更多的是要看双方舰队的各自实力。对于运输船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对敌人进行攻击，使其无法应付，恰如对地峡的最好防御就是攻击敌方基地。这是历史上老一套的打法。1782年，法国远征牙买加时，德格拉斯发现罗德尼对其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他便将其运输船送到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各港，而后才投入战斗。



　　从你的新基地进一步向前推进时，可以不必因考虑距离太远而有所顾虑。需要采取的下一航程有可能是短程，就如从古巴至牙买加；或则有可能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在这种情况下，它便成为巨大的目标，现在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可能是由于正从你已经占领的位置向其远方基地撤退；或是因为自知已处于劣势，或是因为遭到一次或大或小的决定性的失败。这就需要迅速行动，以切断其退往打算要去港口的归路。假如确有根据坚信你能以优势兵力赶上并超过它，就应尽一切努力以求实现。对敌人的退却方向必须清楚无误，否则便应查明，而且必须记住，敌人正在退往的基地同其舰队是一支力量的两个已被分离的部分，必须防止已被分离的二者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常以部队疲劳、道路崎岖等为借口缓慢地在陆上追击，这决不适用。失去战斗力的战舰必遭舍弃，或令其跟随运煤船同行。这样的追击对于追踪的舰队来说只有一点不利，这就是追踪的舰队正在远离自己的供煤基地，而被追踪的舰队则正在接近其供煤基地；在计算准确的情况下，这就会给追踪的舰队司令带来巨大的忧虑。这种忧虑则是对于将才的考验和磨炼。在这种情况下，将失败归咎于缺煤，则应严加追查；并公正处理。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则必须确实拥有优势，因为没有其他条件便无法进行这种艰险的追击。追击的目的在于获得巨大胜利，而胜利通常总是同优势成正比，不论这种优势是固有的，还是取得的。纳尔逊曾经说过：“国家的需要就是歼灭敌人。唯有数量才能保证歼灭。”



　　假如这样的追击发生在战斗之后，则几乎总是弱方——退却一方——因舰船失去战斗力而感到苦恼，他可能不是被迫舍弃失去战斗力的舰船，就是被迫进行战斗。因此，战斗之后需要毫不松弛地奋力追击，就如在战斗中需要勇敢一样，都是绝对必要的。巨大的政治成就往往来自正确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事实，任一军事指挥官都不容忽视。对于那些政治成果，他可以不必很好理解；只要知道那些后果可能发生也就足够了，但他如果丧失了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的，那就不能宽恕了。若米尼指出，1796年法军将领让其部队休息了两个小时，以致未能切断奥军的一个师与曼图亚城之间的通路，当时奥军的这个师正谋求进入该诚避战，由于他的疏忽，奥军得以避入该城。拿破仑对此从未宽恕。1690年，法国舰队司令图维尔在比奇岬战役之后没有奋力追击战败的荷英舰队，致使那次胜利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反而有助于把英国的王冠加在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人物荷兰国王的头上。因而，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松弛，便会对整个战争结局不论是在陆上的还是在海上的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事实证明，表面肯定“存在舰队”的理论，对于海军战略艺术是有害的。阻止对英国入侵的并非战败和失去战斗力的英荷两国的“存在舰队”。而是由于图维尔的软弱无力和迟钝或是法国运输舰船的毫无准备。



　　同样，1795年舰队司令霍瑟姆拒绝猛追惨败的法国舰队，这无疑不仅使当年的战役未获决定性战果，而且还使拿破仑得以于1796年遂行意大利战役，他的全部发迹历史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便是由此开始的。正当他以压倒之势进军西班牙占领其首都致使其庞大计划似乎已成功在望之时，他的这煊赫发迹史却遭到突然的致命一击，一位更有胆略的英国领导人约翰·穆尔爵士已将其一支小小的陆军开至位于法国同马德里之间的拿破仑交通线翼侧的萨阿贡。穆尔遭到反击，就像被一阵旋风卷到拉科鲁尼阿，并被赶入海中；但西班牙却得救了。拿破仑皇帝已无法挽回他失去的时间和机会。他已不能亲自重返马德里，只得将只有他这位至高无上的天才方能胜任的任务委托给几个部属。从军事观点来看，他的没落就始于那一天。威灵顿通往滑铁卢大捷的全部发迹历史便孕育于穆尔的大胆构想之中。内皮尔写道，如其不然，意大利半岛之战，历史学家便无从写起了。



　　一位海军将领可能不一定能预见到他作战所造成的遥远结局，但他却能确有把握地采用纳尔逊在上述实例中所表达的原理，当纳尔逊听到他的舰队司令霍瑟姆谈到他们干得十分出色之后便说：“即使十一艘军舰已有十艘被俘获，如果我们还能俘获其第十一艘，我将永远不说干得出色。”



　　在对马海峡遭遇之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同东乡舰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酷似被追击舰队同追击舰队之间的关系。俄国舰队在旅顺口分舰队屈服之前便已出发，旅顺口事件之后，其所处地位恰如一支惨遭失败首先必须尽力逃入自己港口的舰队。这种局势十分明显，以致许多人感到只有退回波罗的海才是惟一出路；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却断然认为，在日本人忙于修理舰船，清理船底和补充舰员而尚未获得对其实施截击的最佳条件之前，他必须迅速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俄国政府却未下达这样的命令，反而决定令其停留于贝岛(马达加斯加岛北部)，等待涅博加托夫率领的增援部队。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可以说都有某些道理；但考虑到增援部队系由各式各样的不同舰船组成，质量低劣，俄国人的首要目的不是战斗而是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且，尤其是日本人又渴望利用俄国舰队所耽搁的时间以实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担心的目的，这样看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或许便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他从1月9日起在贝岛一直耽搁到3月16日；后来又在法属交趾支那的金兰湾从4月14日耽搁到5月9日，此时才同涅博加托夫会合。这表明除去加煤和整修的时间之外，总共耽搁达六十天至七十天之久；从贝岛到对马海峡实际只航行四十五天。由此看来，如果不是由于等待涅博加托夫，俄国分舰队本来可以提早两个月，或约于3月20日到达对马海峡。



　　东乡勿需同一支快速舰队争先，由于得力于位置，他已经占先；但他却需选择最佳位置以便实施截击，而且还要确定他的总体行动方针：例如，是否需要前进迎敌；是否需要以其优势的鱼雷艇兵力对敌人进行骚扰，以击伤或消灭一定数量的敌方舰船，进一步削弱其已处于劣势的兵力；还有关于他可使用的侦察舰的方向及其行动。他的行动可以视为他对这些课题所表示的意见。他没有前进；他没有在遭遇之前试图进行骚扰；他将其全部作战兵力集中于他所预期的敌人必然沿其前进的航线上；而他对敌人的活动却一无所知，只是在交战当天的早晨才获得情报。这样，他做得已经够好的了，但要说他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也不为过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拥有这次海战胜利的大部条件，其中主要之点同我们的课题有关，必须加以注意。他们首先通过一次奇袭使敌方舰队遭到严重损伤，这就为他们在敌方舰队被迫无法活动期间赢得了充裕时间和机会。随之，他们便攻陷敌方两处海军基地中的一处，并消灭了隐藏在其内的分舰队。这样他们便开始了对敌人进行各个击破，并使日益接近的增援舰队只有一处港口可以投奔。



　　假如一支快速舰队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而且只有一处隐蔽港口可以投奔，理所当然，追击应当直接指向该港；假如港口不只一处，则追击舰队司令就须决定将其舰队指向何处，并要向不同方向派出通讯船去发现敌人和传递情报。承担这种任务的巡洋舰应当使其了解舰队想要或可能进行的运动，当实际可能时并应成双派出；因为，尽管有了无线电报，已无必要派回一艘巡洋舰传递消息并留下另一艘巡洋舰同敌人保持接触，但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对于如此重要的情报，似乎仍以加倍谨慎为要。这同重要函件必须一式两份完全一样；因为无线电在获得消息之前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而要获得消息就必须看到目标。还须记住，无线电发送的消息可能会被截获，而对发信者造成严重的不利。虽然派船传递消息较之无线电波传送更为安全，但很有可能会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因而，在理论上，为了取得圆满战果——譬如说为了俘获纳尔逊所说的第十一艘军舰——作战的目的应当是在整个战场上将敌人逐离其每个立足点，尤其是应当将其舰队摧毁或加以封锁。在掌握了决定性位置从而完成了大部分任务之后，进一步的努力应当指向——可能不须直接攻击——那些仍能为敌人用作基地的据点。这样做时，绝不要分散你的舰队，除非拥有压倒的优势，而且绝不要将交通线伸延到你的保护能力范围之外，除非进行一次持续时间有限的突击。



　　如果被迫在敌方设防港口及其舰队之间进行选择，则舰队会被视为真正的目标；但对港口实行封锁或加以攻击，则可能是诱使敌舰进入攻击可及范围之内的最为可靠的手段。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对直布罗陀的围攻，就迫使英国舰队不只一次地进入敌方封锁舰队作战所及范围之内，以便输送补给。而同盟军却并未实施攻击，只有一次除外，那是没有吸取教训。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宾 [ 译者注：宾(John Byng 1707-1757年)英国海军将领。 ] 在那次值得庆贺的失败中，以身殉职，假如他能转移到附近海湾去攻击法国运输舰船，则法国舰队司令就必定不得不进行攻击，其结果可能会对英国较为有利。这样的运动主要是打击敌方的交通，假如达成这一目的不致使你自己的交通过分承担风险，那就完全符合已被确认的战略原理。对敌方主要基地实施有效的军事封锁，则会迫使其舰队或是进行交战，或是放弃这一战场。因此，恰如前面所曾指出的那样，在絮弗昂于印度海域所进行的战役中，只要亭可马里为英国所占有，则施以威胁便可迫使英国人出战，尽管那不是他们的主要基地。海军一旦放弃战场，则基地港口会由于物资匮乏而终于陷落，例如直布罗陀，假如不是英国舰队按期返回对其进行补给，那它必定陷落。不过，这样的结果总不如对敌方海军取得一次胜利那样完满，这样的胜利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是既对敌舰又对港口所取得的双重胜利。



　　假如敌人在战场上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补给港口共同组成其基地，而且这些据点都能满足前面所提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不应互相靠近，致使一支舰队便能对两处港口实施监视，那么任务就会变得更加艰巨。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处最为重要的海军场站诺福克与纽约，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二者相距二百五十海里；如果一支美国舰队正在退却，则纽约的第二入口，即经由长岛湾的入口，连同纳拉甘西特湾一起便会对追击之敌进一步造成困难，而有利于美国舰队逃脱。一处港口拥有两处相隔很远的入口，其优点接近于两处港口所具备的条件，这就为失去接触的敌人造成巨大麻烦。东乡司令官恰好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道共有三条，彼此相互远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前方有一处位置可以密切监视三条航道；但万一机遇不佳，恰逢大雾，俄国舰队便有可能溜走，不消再走多远便能进入港口，此外还要担心，即使俄国舰队战败，其漏网之舰仍可逃入港口，这样一来，便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斗之后的翌日，找到一些漏网的俄舰，假如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便有可能逃入该港。



　　在前面曾提到的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训令中，根据其兵力部署，估计到各种不同的时机，认为可在萨拉曼卡附近展开战斗。他写道，但愿能够如愿，因为，一旦英军在离海如此远的地方遭到失败，就会全军覆没，从而葡萄牙就会被征服。英军离海的距离就是距其隐蔽所的距离。约翰·穆尔爵士的功绩就在于他在拿破仑的猛追之下，避开了决战，将其部队带到海边；尽管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但却得以免遭于难。必须记住，在最近的对马海战这一实例中，日本人在临战之前业已失去同敌人的接触。在东乡之前一个多世纪，罗德尼截击驶往马提尼克岛的法舰，却屡遭失败，因为法国人选取了向风群岛之间的许多水道中的一条进入加勒比海，从而得以躲开侦察，待到发觉为时已晚，已无法进行截击。即使在马提尼克岛前方进行游弋也无济于事，因为法国人在瓜德罗普岛还有另外数处隐蔽所可供使用；此外，频繁不断的贸易风和其间的平静无风，使实施封锁的帆船常处于下风——无法保持其阵位。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其指导原理则是，你的兵力不应分散，除非它已强大到足以到处都能对敌人构成优势，而且你的目的应是将敌方基地削弱成为单独的据点，敌人便有可能通过正规作战或由于敌人的疲惫不堪在那时被逐离该点；或者，如果敌方舰队要想向该点输送补给，或到该点进行隐蔽，则至少必须接受战斗。例如，1794年以及1808至1810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二岛，使法国失去了在西印度群岛的所有立足之地，从而使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商业得到了安全保证。由于正规作战一般说来较之袭击所需时间要多，如果有一处以上的基地港口，则最好是先强攻夺取其较弱的一处，其最强的一处成为前面所指出的单独据点，留待以后通过正规作战这一危险较小的手段使其陷落。1798至1800年，法国在地中海占有马耳他和埃及。马耳他的设防力量是众所周知的；而埃及却无法与其相比。埃及经过长期封锁之后，才由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以强大的联合袭击将其攻陷。马耳他是由于它的交通被切断陷入困境而屈服。旅顺则是通过强攻被攻克。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经战斗而能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战争就将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可能会满足于封锁该港，依靠其舰队确保其后面的海区，以保证其满洲陆军的交通安全。



　　我们继续从比较简单的情况深入到较难的情况，现在研究当你在某处的力量并未强大到使你当前就有把握将敌人逐离战场这一情况。这就是继明显的攻势行动之后所采取的具有一般守势性质的态势。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你应设法占据一处同你的交通相关连的尽可能前进的位置。这样的前进位置不一定就是位于陆上的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有可能位于海上。例如，不妨设想，假如古巴属于美国，舰队便应设法控制莫纳海峡航道，其所能依托的基地最为靠近者则为古巴东部诸港。或者，由该基地出发的舰队可以试图于加勒比海南部保持一个巡航区域，以扰乱敌人的贸易或保护自己本国的权益。还可在前进位置上静待预期的敌方攻击——可能敌人会试图收复已被占领的位置——此时舰队的任务则是阻滞、扰乱和最后对敌施以攻击，正如前面在谈及敌人对你的推进采取行动时所建议的那样。



　　现在正在讨论的这样的前进位置，其作用在于掩护其后方的陆区或海域，对付和阻碍敌人的前进。因此，必须严格依据战略考虑仔细加以选择；只要情况未变，就不必考虑继续不断向前推进。所以，选定位置既要考虑到位于其后面的交通线，又要考虑到来自敌人方面的交通线；即既要考虑到它所掩护的那些交通线，又要考虑到它所威胁的那些交通线。1796年，拿破仑将阿迪杰河一线作为其防御正面，以掩护其后方的全部陆区，并赖此对其部队进行补给。同样，1794至1796年，驻泊在科西嘉岛圣菲奥朗佐湾的英国舰队，依托该湾作为基地，并由此处将其作战正面推至土伦港的门口。这样就将强有力的法国舰队封锁在港内，从而对通往直布罗陀的交通加以掩护，并保证了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安全。



　　如果不致过分冒险，则应将作战正面向前推进到临近的交叉点或狭窄航道并将它们包括在内。尽管辽阔的海面并无天然战略据点，然而，最佳通商航线的交叉点及强烈的逆风和逆流障碍，都会使某些点和线较之其他点和线更为重要。强固港口、浅水海域或其他航行障碍的存在，都会对预定的作战正面产生影响。例如，一支前进到莫纳海峡水道的舰队，除古巴的那些港口之外，再无更近的设防港口可为依托，然而，可以大胆地在萨马纳湾设立一处储煤仓库，这样就会有助于舰队留驻于该地，即使作战失利丢掉这处煤库，也不致造成致命损失。敌人的前进一旦出现，则一切阻滞或妨害其进一步前进的措施便都会发挥作用。必须不厌其烦地指出，舰队在海战中乃是主要的力量因素；然而，拥有强固据点作支持的舰队则比其它什么都没有的舰队更为强而有力。



　　现在，我们已经使我们的远征舰队从目前为止的攻势和推进中转入停顿状态。由于已经取得战果，由于战斗或延伸战线需要抽出分遣队从而使舰队蒙受损失，以及由于在作战正面上遇到困难，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某些因素，都会使舰队需要暂时停顿下来，就如拿破仑在我前面刚刚讲过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这种停顿，目的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远征战果；在于加强新基地中的补给港口，以便将其防务可以交由陆上部队承担，从而使海军分遣队从这一防务中解脱出来；在于在这些港口中储备足够数量的补给，使其能够长时间独立而毋需依赖本土和同本土相连的第一条交通线。当拿破仑已经立足于维罗纳和阿迪杰河时，除了被围的曼图亚要塞外，他不仅有效地控制了这一位置以南和以西的整个意大利地区；而且他还使其交通线紧靠法国而远离敌人以免遭到截击，因而毋需再派出分遣队对其进行警卫。这些交通线如同位于法国国内一样。



　　这些过程总合起来便形成对被征服位置的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使被征服地在军事上同本土联成一体；以便使大部海军得以从其初时对被征服港口所必须担负的直接防务中解脱出来。由于建立起这样的前进位置，从而得以降低对最初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减轻对这些交通线进行防御所承受的负担。而分遣队则得以解脱出来并加入舰队，并同本土派来的其他增援部队一起，使舰队的力量增大到能够再度担负直接攻势活动；完成转入直接攻势这一步骤所依据的一般战略原理，同前已阐明的最初推进所遵循的原理完全相同。



　　有关防御的原理有待于更加详细地进行探讨，这些原理在谈及对方在你推进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时，曾不时提到过。



　　关于防御方面的建议，不可能像关于进攻方面的建议那样令人满意，至少要肤浅一些，因为防御不外是在于善处逆境；其所为并非所愿，而是在不得已的环境之下，尽力而为。



　　但在某些方面，防御确实有优势，其所拥有优势甚至可以通过已被喻为战争准则的以下说法予以证实：“防御乃是较之进攻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我对这一说法确实并不喜欢，因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防御姿态的决定性特性的误解；但如加以适当限制，却也能说得通。这一说法意味着，在特定的作战中，或甚至在总体计划中，防御一方由于暂时并不向前运动，便能加强准备，进行深思熟虑和采取持久部署；而进攻一方由于处于不断运动之中，便易于失误而使防御者有机可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进攻者都不得不接受对其不利的条件，这已成为其所面临问题的组成部分，即当其正在进军之中，防御者则正在加倍准备。这种准备的极端实例就是建立持久性的设防阵地；而其类似的实例则是在仔细选定的地形有利的战场上待机出击，并将军舰按严格的序列布成横队使舷炮得以展开以待敌人，敌人则须以纵队接近，因而不利于发扬舷炮火力。仅就这一点而言，防御者所采取的方式较之进攻者当时所采取的方式更为有力。



　　你们只要仔细加以深思便可认识到，在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处于守势，因为其目的在于制止、阻挠俄国舰队的企图。实质上，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战术方法，都是意在将其舷炮于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道上横向展开以待敌人。俄国舰队则处于攻势，我们还不习惯于这样来看待俄国舰队；他们如有可能，便要冲向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如有可能，便须保持通往该地的航向，并冲过日本舰队的拦截。总之，他们处于攻势，其接敌方式只能是舰首朝前的纵队队形，这是一种较弱的队形，一当到达开火距离，便须在战术上放弃这一队形。



　　在美西战争期间，塞韦拉在抵达圣地亚哥港之前的运动也具有攻势性质，而美国则取守势姿态；这就是说，他在设法实现其目的，而美国海军却在防止其达成目的。西班牙拥有三处主要港口，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我们不能肯定西班牙舰队奔向何港，我们必须将兵力布置于两处港口之前，敌人企图入港就须不惜一战。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样的部署。因此，应予拦截的两处港口，显然应当是哈瓦那和西恩富戈斯。为了防御我们北部海岸这一设想的需要，而将西恩富戈斯开放。假如塞韦拉驶往该港，则他便会在美国快速舰队到达之前抵达该港。因而，将快速舰队保持在汉普顿锚地仅是假想的需要，但这依然足以说明海岸防御不强会对国家军事计划产生影响。



　　我将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的论述(该书第1卷第29页)引述于下，而科贝特却是引用一流权威之一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并对其加以直接限制，这一论述是：



　　“当我们说防御乃是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之时，指的是，如果计划得当，它只需要一支较小的兵力，当然，我们只是仅就只有一条一定的作战线而言。假如我们对于敌人将要攻击的大体作战线确实一无所知，我们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兵力集结于该线，于是防御就会脆弱，因为我们被迫分散兵力，以便能在敌人可能选择的任何一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



　　然而，显而易见，一支强大到足能在数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的兵力，就应以其所拥有的优势采取攻势。在上述实例中，面对塞韦拉的逼近，美国的真正集中方针却不得不让位于分散，即分兵于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不是在一处位置上发挥其决定性的优势，而是在两处位置上维持勉强的均势。假设敌人的技能和训练水平同我相等，其结果可能是或胜或败；其唯一的补偿便是敌人会被打得溃不成军，以致按纳尔逊的说法他在当年的季节里再也无能为害了，而另一支美国分舰队便会控制海域，就如1904年8月10日以后东乡所做的那样。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深感遗憾，西班牙人和俄国人所表现的军事才能是如比低劣。



　　防御的根本不利条件极为明显。它不仅是弱方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态势，而且当作战线不只一条之时，这是常有之事，防御方还会苦于难以进一步确定敌人可能在何处发起攻击。这样便会导致倾向于需要分散兵力。防御的有利条件前已充分阐明，主要是可以从容准备，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当你采取守势之时，必须认识到你自己本身已无持续向前推进的可能性，而敌人却具有以优势数量的兵力出现于你的正面之前的能力；除非你能于中途对其进行骚扰，造成足够的损失，以缩小悬殊的兵力差别。一俟这一悬殊不复存在，你便应采取攻势。另一方面，采取守势时，理所当然，你应握有一支虽属劣势但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斗舰队，而且还要拥有海上边境，在这一边境上据有一定数量的非经正规作战便无法夺取的港口，以便武装舰船在这里进行备战并作为基地退入其中进行休整。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



　　然而，这里当前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关于本土海岸的防御，而是关于全部或部分为我所控制的海域的防御。除非这一区域紧靠本土，则国家权力就不会像在本土那样获得全面发展和巩固。加勒比海靠近美国，故美国在该处合法取得的各个地区，诸如巴拿马运河区、波多黎各和关塔那摩，同欧洲各国拥有的同样地区相比，便具有特殊的价值。又如日本在远东所拥有的位置，使其在维持和巩固权力以及继续作战方面，较之每一个欧洲或美洲国家具有极为明显的有利条件。然而，在相隔距离非常接近相等的地方，位于两个远隔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我们当前所设想的海域，便会成为必争之地，如同从前的日耳曼诸邦和多瑙河流域处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那样。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期间，包括西印度群岛和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在内的这一地区，其情况便是如此。群岛和大陆连同其间的海域，乃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战场，它们距交战列强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距离实际上相等。在陆上，控制如此遥远的区域须依赖两个要素：掌握一些据点作为基地，以及拥有一支机动的野战军；然而，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却要取决于其野战军同敌人相比是强还是弱。海军则是海域中的野战军。



　　在防御中，强固要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一支陆军以优势兵力向前推进时，那些属于它的强固要地，便都将处于其后面，即位于其后方。于是，它们便成为集结补给、辎重和增援部队的安全据点。如果严加守卫并确保其同野战军的交通安全，则野战军便可自由机动。



　　查理大公在更加详尽地论述作战基地时曾经指出，这一论述也适用于中间据点，他说：“这些据点必须严加设防，使其能够独立，而不致担心设在那里的弹药仓库会有丢失之虞，也不致被迫抽调分遣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往往产生削弱野战军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合乎需要。一位总司令首先被迫掩护其弹药仓库并留下部队对其进行警卫，他就决不会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就好像他已具备了才能能从弹药仓库退出一阵后，又肯定仍会发现依旧完整无损。”



　　任何海军作战基地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也会同样如此；而且它对舰队来说更为有用，更加需要，当其未加防御之时，就可能使舰队暴露，海军的行动就会受到更大的妨碍。



　　查理大公的论述来自沉痛的经验；如果不是他个人的亲身经验，至少是他国家的陆军的经验。或许由于奥地利人属于日耳曼血统，他们作战所及的各个国家均与其有着血族关系，因此没有像当时法国人那样以肆无忌惮的手段依赖当地国家以求生存。于是他们需要大量仓库，而且并非总有设防城镇可以安置这些仓库。因而，他们或者不得不留下大量军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削弱主力；或者就要试图以主力对其进行掩护从而严重损害主力的行动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端鼓吹将海军用于海岸防御的人，却对设防大肆诋毁，这就会使海军陷入类似的困境。



　　切勿由此推论，认为设防最强的要地就不需要守备部队予以警卫；然而，城垒的威力相当于众多的部队，而且可由素质不适于野战的部队对其工事进行警卫。对于海港也是如此；如果海港并未充分设防，则海军便须承担大部防务；如果设防充分，则海军便不需派出分遣队承担此项任务，其防务则由不适于海上勤务的陆军部队承担。这样的要地是进攻一方所依托的最好基点；在永久属于一国统辖的地区里选择这样的要地；应当参照其固有的适合性和相对的位置，以便使每处要地都能发挥其威力，共同构成一个战略配系。它们的数量不宜过少；但也不宜太多，多则就需从机动的陆军部队中，即从野战军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兵力对其进行防护和警卫。因此，当要塞数量超出需要时，野战军不是被加强，而是被削弱。若米尼说：“法国拥有的设防要地过多，而日耳曼却过少；而且后者的要地普遍低劣，”(就是说脆弱)“而其位置又不适宜。”在上述条件下，由于各自的经验不同，对于设防据点的价值，无怪乎法国军官将其贬低，而日耳曼大公却又将其夸大。



　　设防的支援据点，既是补给仓库，一旦需要又可充当临时隐蔽所，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即对于控制国外的海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野战军则更加同海军相似。陆军部队通常仅限于守卫这些位置，即采取守势；就他们而论，远征行动即攻势行动则是例外。由舰队负责防守这样的基地，不论该基地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都会束缚舰队的行动，同样，又使舰队处于错误的位置上。当前突出的实例，便是英国对德国入侵的担心。这是由于英国本岛的陆军大大低于德国陆军。英国本岛的守备不够充分；他们单纯依靠舰队进行防御；于是舰队便被束缚于英国水域。假如英军能在其本土以同等的数量和训练水平的兵力迎战德军，则舰队便能获得相对的行动自由。例如，抽出一支分遣队派往地中海或中国；而在本土只保留一支拥有适当优势的兵力以对付可能的敌人。而实际情况却是一切全都依赖舰队，故舰队必须拥有更为宽阔的安全幅度，即无坚不摧的优势；这就是说，舰队的行动自由和作战范围会大大受到限制，因为舰队必须将其他情况下可以抽出的军舰也同其保持在一起。



　　一支海军由于被迫掩护两处或两处以上没有适当设防或没有陆军适当守备的据点，就会在特定区域内于总体作战活动中陷入不利的守势之中。例如，1799年二十五艘法国战列舰突然进入地中海，致使形势急转直下，如此众多的据点需要加以防护，由于没有适当的守备部队守卫，故只能由海军来承担防务；这恰是英国本岛现时困境的较小规模缩影。英国舰队司令深感梅诺卡岛是个负担；他对该岛所发出的感叹之言值得存在舰队理论和绿水学派的拥护者们深思猛省。他说：“情况太严重了，我无法找到这些流浪者，”即指法国舰队，“而且又被这座毫无防御的海岛捆住手脚。”发出此言的人并非一流指挥官；但他却是一位高于一般水准的军官，其能力大大超出一般水平，他在这里表达了常人常有的心境。如不是需要对位置进行防护，英国舰队本来可以集中起来，随意自由行动，而且还可以对敌人进行大举进攻。而当时的情况却是，他对敌人的目的一无所知，于是舰队便分为主要两部，每部都不能同整个法国舰队兵力等同。一部为主力，掩护梅诺卡并多少有点漫无目的地游弋于巴塞罗那、土伦和梅诺卡所形成的三角地带；另一部由纳尔逊统率，掩护通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航道。正当英国舰队苦于单独防护数处据点而陷入困惑之中，法国舰队尽管仓促，却得以安全行动，毫未遭到骚扰便已撤走；使一大批西班牙军舰随同其一起撤离卡塔赫纳，这些西班牙军舰后被留在布勒斯特，成为法国同西班牙结盟的抵押品。



　　只有在采取守势之时，强固要地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就顺序而言，防御方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赢得时间。因此，应在极为重要的防御据点的正面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阻击敌人，这样才能有利。拿破仑在1796年的著名意大利战役中，以其灵活的战略和大胆的战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掩护从热那亚正西的萨伏依推进到曼图亚。而该地的要塞却将其阻止达九个月之久。请注意，波河流域的伦巴第当时是奥地利的属地，它对奥地利来说恰好是一处境外海域，就像加勒比海对于美国这一海洋国家来说就是一处境外海域。奥地利纵然失去该地，但很长时间以来却从未甘心与地中海隔绝，如今它似乎正在谋求在巴尔干开辟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曼图亚对它来说是一处前进哨所，它具有阻拦入侵者向前推进的效用，不仅可以防护其所在的地区，而且还可防护其背后的本国国土。该地强而有力的守备部队恰如海港中的一支舰队，除非法国有能力箝制住这支守备部队，否则当法军登上阿尔卑斯山向奥地利本土推进时，它便可威胁法国的交通，拿破仑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抗守备部队并在同时向前运动。他不能分兵，便只得停顿下来；而在这九个月的耽搁时间中，奥地利集结并陆续派出不少于三个军团的兵力对抗拿破仑，而拿破仑只是以其独有的雄才、胆略和魄力才将其击退。曼图亚失陷之后两个月，他便长驱直入挺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求和。



　　像曼图亚这样的要塞，于上述情况中，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证实了防御乃是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并也说明了于本国国土前方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抗击逼近的敌人所具有的优越性。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实例。然而，自始至终，拿破仑却一直都在表明进攻在精神上和效果上是何等更为强而有力；他固守其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的位置，这是他的防御基地，正是由于他以这些位置为依托采取迅速的攻势运动才得以挫败敌人，其敌人则由于不断遭到法军的主动的突然袭击，而被迫采取守势，最后则不得不退却。攻势既有主动之优越性，也有主动之危险性；主动的特殊的价值在于其本身便是目的，这一目的既单一而又集中。防御方由于不知敌人的目的，以致被迫去顺应敌方的部署，从而会感到危险方向不只一处。这样就会趋向于分散，就如进攻方趋向于集中一样。



　　应当看到，类似曼图亚这样的条件，对于舰队的运动并不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为许多需依赖交通运给陆军的补给，舰队却可随船携载。例如，1801年，经哥本哈根战役丹麦舰队被摧毁之后，纳尔逊曾想立即向波罗的海挺进，以攻击驻泊在雷瓦尔港 [ 译者注：今之塔林。 ] 的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分遣队；但其总司令却不想向前推进而将仍怀敌意尚未屈服的丹麦留在其后方。这只能意味着对交通的敏感，这种敏感对于这样的胆略来说实属迂腐，因为英国舰队往返一次并不就能耗尽其物力，而摧毁俄国海军分舰队却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纳尔逊承认这是冒险，但为了更高的需要他却极力主张冒这次险。他的意见遭到压制，俄国人则得以逃脱。这样的快速冲刺在某些方面具有突然袭击的性质，突然袭击的特点则是置交通于不顾。假如不是这样的突然攻击，而是以长期作战为目的——比如进行封锁，就像当年坚持在法国港口前方那样——则运给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的补给，就必须在丹麦炮台射程范围之内通过，因此，必须攻克丹麦炮台。假如，除炮台之外，那里还有一支丹麦海军分舰队，那就也需有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同其抗衡。



　　假如雷瓦尔和哥本哈根两处海军兵力合在一起等于或超过英舰数量，则分兵便为失策；必须首先制服哥本哈根，就如拿破仑必须首先攻克曼图亚一样。现代舰队迫切需要重新装煤，因而情况就更加严重。



　　一支野战军当其对敌处于劣势之时，便须后退，并应尽可能做到寸土必争，直到退至前进设防战略据点线为止。当这支野战军通过该线时，必须根据这些据点的需要、其本身的现有兵力以及可能期望得到的增援，按比例加强这些据点。将自己密藏在一座要塞之中，就像麦克之于乌尔姆、麦克马洪之于色当和巴赞之于梅斯，就其态势而言不论是否合理，而就这支野战军而言，这却是一项绝望的计划。总体军事态势有可能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但这是自取其祸。当追击的敌人追至设防哨所线时，其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拿下这一据点再行前进，还是只留足够的兵力以阻止该地的守备部队袭击己方的交通？”



　　如果决定围攻，则要丧失时间；如果继续前进，追击的军队较之被追击的军队相对来说则会遭到削弱。随着对每一要地进行监视，如此便形成这一削弱的过程，但追击者较之被追击者，在承受这一削弱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能力。一支劣势兵力位于要塞之外，如不想进行围攻，则可以适当地牵制一支分布于两处或两处以上要地的优势兵力，因为各个分遣队无法协同其活动，而劣势一方则拥有中央位置和内线这一有利条件。何况，追击者必定拥有优势，可能还是巨大的优势；而且当其经过时，便要危及或摧毁该地的补给线，从而该地的失陷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考虑既表明了设防各据点的价值，又表明了其局限性。其消极防御力量无论如何巨大，也决不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军以其机动能力可能取得的效果。



　　海上作战看来不会出现极其类似一支劣势陆军面对优势陆军而退却的局面，劣势陆军可以不断地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以阻止优势陆军的推进，这就使人认为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就是防御。然而，我们也有类似的史例，它们至少可以具有启发性。这就是纳尔逊1799年于西西里外海以不足十二艘的战列舰，期待着先以为拥有十九艘，而实际却拥有二十五艘战舰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他宁愿战斗，也不肯让其占领他所防御的要地；又一次是在1805年，他率领十二艘战舰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并期待着同拥有十八艘至二十艘战舰的敌人遭遇。前后两次，他为同一目的所鼓舞，他表示：“待到他们将我的分舰队击败之时，他们今年就再也不会制造麻烦了。”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在英国海军的整个活动中，他的任务是对敌人实行逐个击破过程中的一个枝节；而由其余的英国海军兵力来收拾敌人的残余部队。这同1796年查理大公的南路奥军的活动基本一致，该路奥军分担的任务是在每个防御据点上展开战斗，以退却吸引住莫罗，而大公自己却率北路奥军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扑向儒尔当。



　　毫无疑义，在第一个实例中，纳尔逊心中已经有了他在第二个实例中所明确指出的同一意图：“非到最后时刻，我决不作战，除非他们给我的时机非常有利，使我不能不动手。”这是指十分短暂的有利条件。有利条件就是有利条件，不论是对方提供的，还是自己取得的；不管是由于敌人失误，还是由于地形有利，这在陆战中作用很大；不论是根据哪种要素，机智的防御者总是谨慎地既根据敌人的错误也根据其他条件，为自己寻找时机。据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当其急于得到一个明显的时机时，曾经说过：“先生们，当敌人犯错误之时，我们切勿过早阻拦他。”在纳尔逊时期的各次战争中，英国海军的总体任务是防御，而在广阔的战线上却仿效拿破仑的习惯作法；就是说，其部署便于构成最初的有利条件，一旦机会来临便能立即采取攻势，而当时机成熟之时，便以有利条件展开战斗。当1805年初纳尔逊离开地中海驶往西印度群岛追击法国舰队之时，即是如此，他曾经与一支支援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相会合，这是一项防御措施。尽管他的时间紧迫，但他却一直等候到这支护航运输队安全抵达的所有安排都已就绪。当他身负攻势任务之时，他仍然注意照顾其所防御的基地。



　　在海上如同在陆上一样，也需有设防哨所。其重要程度或许甚至更大，因为双方舰队活动所在的战场很少能够提供位置——由于地表外形——以便劣势兵力赖以依托并通过战术部署以缩小对其不利的差距。而对隐蔽所的需要和保证资源安全的需要，其程度较之陆上则更大。风力是旧时的有利条件，它表现为更大的速度，舰数较小的舰队比舰数较多的舰队可能具有更高的舰队速度。一支舰队的舰数愈多，就愈能发现在它们之中既有最快的军舰也有最慢的军舰这样两种兵力；而舰队速度并非平均速度，而是最慢的军舰的速度。因此，舰数愈多的舰队，其舰队速度很有可能较低。这一考虑表明一支退却的舰队可能没有必要向其所支援的港口快速飞奔，特别是，当这支追赶而来的海军护送着载有陆军部队的运输舰时，这种情况确有可能。



　　还要考虑到战场的广阔性，可以说，一支退却舰队假如大大居于劣势，就不应让攻击者进入攻击距离之内。似乎有理由这样说，它应当后退，按追击者的速度调整自身的速度，使用快速巡洋舰断后以监视敌人并同主力建立联系。当然，敌人的轻型舰必将试图对它们进行驱逐，但敌人的轻型舰并不能追随它们进入它们的舰队之中，也不能阻止它们返回。假如双方速度相同，则追击舰队的巡洋舰便无法赶上。它们只能在追击舰队主力以外同退却舰队的这些巡洋舰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有利条件便会削弱，因为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暴露出它们的主力就在附近。退却的巡洋舰不应交战，除非条件特别有利；因为，一旦丧失战斗力，便将落入逼近的敌人之手。因此，自不待言，对于一支较弱的采取守势的舰队来说，在这种境遇之下，应以最大可能尽量同入侵者保持近距离，伺机抓住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有利条件。如何抓住这样的有利条件则属于战术领域；实际上整个退却行动都属于战术领域。假定起初双方的速度和专业技能就相等，则舰数较少的舰队一般说来比舰数较多的舰队，运动速度更为迅速，而且操纵也更容易。舰数较多者应如何运动，编成何种队形，如何护卫其护航运输队；舰数较少者应如何实施退却，有无可能在现代条件下进行骚扰攻击，以及如何采取最佳方法实施骚扰攻击——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属于战略领域，不如说是属于大战术领域。



　　当退却舰队到达其设防港口的外线时，即第一条防御线，防御者的两部分力量，其舰队和港口，便结合在一起。于是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使用舰队。可以设想，逼近的敌人在海上居于优势；在陆上也必居于优势，因为，对于这一特定目标，他至少必须予以首先考虑。假如防御者只有单独一处港口，则情况便非常严重，煤炭补给便会靠不住。假如这处单独港口设防很弱，难以坚守到所期望的时间，则这一特定地区的局势便几乎是陷于绝境。



　　然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讨论陷于绝境的情况，而只是讨论那些劣势不大、而其技能和能动性可以部分弥补其差距的情况，我们不妨设想有两处或两处以上适当设防的港口，在位置上可以彼此相互支援，但并未靠近到敌人不用分散其舰队便能对它们同时进行监视的程度。防御者的舰队——较弱的舰队——的目的有三：战列舰必须集结在一起；它们必须尽力设法不被封闭在任何一处港口之内；战斗舰队应当不使自己被优势兵力所迫而同其交战，除非环境有利。假如敌人第一个指向的据点尚不明确，则应占据最为有利的位置，以便于抵达任一港口并等待迹象进一步发展。例如，纳尔逊当其无法肯定法国舰队从土伦消失之后驶往埃及抑或驶往大西洋时写道：“在我尚未获悉某些真实情况之前，我既不驶往西西里以东，也不驶往撒丁以西。”东乡在马山浦提供了另一例证；但较少引人注目，因为疑虑的成分较少。



　　一支防御舰队在选择其当地作战基地时，即选择为实施总体防御所需的集中据点时，由于防御舰队本身乃是总体防御的主要要素，故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定要认真考虑，何处港口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岸上作战目标；因为，假如该点得以肯定，则另外某处位置就可能对舰队更为合适。譬如说，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测日本人将选在旅顺口附近登陆，并对该地进行攻击。因而，假如俄国舰队意在推迟交战或不愿交战，则以驻泊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好；因为占据旅顺口这一位置，可使敌人、甚至诱使敌人将舰队和陆军都集中于一点，于是该点便成为战略中央位置，尽管并非几何学上的中央位置，这样就无法诱使日本人分散其活动。而俄国战斗舰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不可避免地会将日本的主力舰队吸引到那里，这就为俄国巡洋舰分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对日本陆军的交通进行袭击。而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两处出口，这又增加了一个理由。



　　假如第一个目标十分强固，必须延长作战时间方能将其攻克，则敌方舰队必将全部或部分被拴在该点。敌方舰队即使不参加直接攻击，也须掩护其陆军通往到达点的交通，这是陆军同本土联系的链条中最关紧要的环节，而且还须封锁防御一方的舰船可能用作加煤站或补给站的港口。惟有攻克该地，攻击一方的舰队方能全部解脱出来。因此，它负有两项任务：一是支援陆上攻击；二是监视防御一方的海军的任何危害。假设防御方机智而又主动，则攻击一方的舰队不进行某种分兵便无法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在这种假定情况下，尽管达到这一目的方法可能提得很多，因为其目的只有一个，防御方的舰队司令享有主动这一有利条件，他之所以享有这一有利条件，是因为尽管其国家处于守势，因而其舰队也处于守势，但在总体防御计划中，舰队的特定职责却是对敌方的交通采取攻势，或对其分遣队采取攻势，如其已经编成；总之，就是对敌人实行牵制和迷惑。为了对付这些牵制和惊扰，攻击方舰队则不得不进行防御。因此，它必须对付两个必要的目标，即敌对的舰队和敌方的港口，除非防御一方自投罗网，让其舰队于被包围的港口之内任遭俘获，就如俄国舰队在旅顺口那样。



　　现在让我们以假设为例予以说明，假如一支美国舰队以大西洋海岸为防御线，拥有诺福克和纽约这两处设防良好的港口，而美国海军虽居劣势，但依然强大。假如纽约港因其商业重要性而使敌人决定对其实施攻击，则美国舰队位于诺福克便会对敌方海军构成两个目标并强行使其进行分兵；另外，美国海军可以自由活动，可对敌方的贸易、交通、殖民地其中的任何一项权益展开攻击。假如纽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只有一处入口，依我之见，如将舰队摆在那里，便会酿成错误；拥有两处入口，便可使敌人强行分兵。由于采用无线电通信，这些考虑将会有所修正；而在气象条件以及随同主动而来的总体有利条件方面，即时间、地点和方式都是由出航舰队选定，故无线电通信只能修正这些条件，却不能将其取消。



　　应当不厌其烦地经常重复，当一个国家由于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时，舰队的有效作用则是采取攻势。因而，在这一讲的其他部分中，我曾经说过，海岸要塞就其性质而言，主要不是居于守势，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居于攻势；因为它们保卫着采取攻势的海军。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这一实例，虽然规模如此之小，但却十分切题。当时美国几乎是既无海军又无陆军，因而处于守势；而罗杰斯分舰队的出航却是攻击英国贸易及其海军分遣队的总体攻势中的一个步骤。其结果迫使英国各个分遣队不得不进行集中，因为每支分遣队都弱于罗杰斯的整个中队；于是美国各港对于返航的商船依然畅通无阻。俄国错误部署其舰队的主导因素，就是忘记和忽视了这一考虑。一个国家不论是最初就采取守势，如上述两例中的俄国和美国，或是由于海上战败并向本土水域退却而采取守势，这都无关紧要。一旦退却完成，骚扰前进敌人的时机也就成为过去，不管对这一时机利用得好还是坏，于是防御方舰队除将煤舱装满之外，便别无其他牵挂；应当承认，这是蒸汽机的一个额外负担。而没有其他忧虑，不受其他任务的束缚，这依然是一件大事。



　　假定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都已适当设防，它们在一定时间之内有能力自顾自身。则防御方舰队司令的任务便是攻击敌方的交通；在每一可能方向上通过攻击或威胁去骚扰敌人并扰乱其企图；利用自身所采取的攻势来支援总体的守势。舰队司令或负责这一作战方向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水平将表现在对这些攻击目标的选择上，攻击应能最有力地调动敌人。正确的军事原理往往由于政治考虑或感情用事，由于舰队和陆军的指挥官缺乏军事技能，或者由于缺少承担重任的勇气，而遭到践踏，这样的实例在战争史上不胜枚举。防御的目的在于运用人类本能的弱点，着眼于使攻击一方分散其兵力。像力图保卫每一据点这样的冲动，同其他天生弱点一样，只有坚持正确的原理才能予以克服。在同西班牙对抗期间，美国海军部被众多的海岸据点要求给予区域保护而困扰。将机动分舰队禁锢在汉普顿锚地，以及将一支本来可以很好地用于封锁和承担派出任务的巡逻兵力禁锢在北大西洋海岸，都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惊恐的迁就。这些部署肯定同正确的军事原理不相符合。



　　防御一方的海军这种作战所追求的结果，曾被现代法国海军战略著作家达夫吕伊海军中校称之为“兵力转移”。在我看来，这一短语既恰当贴切又富有启发性。他的意思是说，假定敌人遵循正确的军事原理部署其兵力，则防御方便应对敌人或是刺激、或是诱惑、或是威胁，使其改变部署，转移其兵力。在诱敌转移中，过分自信同过分谨慎一样，都是有害的。假如敌方军舰是适当地集中，则可诱使其分散；假如敌舰配置正确，则使其转移到较坏的位置。英舰“军人”号之所以被美舰“宪法”号捕获，就是由于英国兵力转移所致。罗杰斯分舰队出航，迫使英国海军进行集中，而且由于同一原因，英国海军又护送一支重要的西印度群岛船队向东进入大西洋数百海里。到达那里之后，认为已经安全，遂派“军人”号驶往哈利法克斯。中途同“宪法”号相遇。



　　现从达夫吕伊的著作中引述数段于下：



　　“无论从何种观点来看，在海上采取守势只会陷于不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绝不应自愿采用。不论是居于这一方还是居于另一方，我们都要选取攻势；就是说要寻敌求战。但双方进行的方法却不会相同。”



　　“较强者急于和敌人的不同分舰队会战，以便在它们还没有时间为害之前将其摧毁。较弱者”——我称其为防御一方——“首先要设法同敌人脱离接触，使敌人无法肯定受其威胁的据点，从而诱使敌人转移兵力，并促使出敌意外的情况发生；遂之尽力将敌人引至一处能使自己的较弱兵力得以有利地发挥作用的战场。只要这一阶段持续下去，而且直到决定性战斗使天平发生明确倾斜为止，则战争直接目的的达成就要拖延到必需在有利条件下同敌进行首次交战之时。在这一角逐中，更为主动、更为机智、更为坚毅和装备更为精良的一方将赢得胜利。”



　　“特别是在战争开始之初，攻击一方会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如果通过猛烈攻击得以成功地预先察明敌人的方案，则总体作战便取得预先定下的方向，这就会形成一种态势，它能使敌人所有期待的事物都遭到破坏并使其瘫痪，除非他能赢得一次胜利得以扭转其处境。迫使敌人处于其意料之外的态势，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敌人居于劣势地位并阻止其不得恢复，与此同时，你自身的兵力便能得到更好的运用。”



　　日俄战争中，由于日本海军对俄国海军实施的首次袭击获得成功，故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攻势的特点乃是实施攻击而不接受攻击；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海军胜利都是在敌方海岸取得的。”



　　假如在战争冲击中，双方在一切方面力量都相等，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存在不相等，弱者便只好屈服于强者。战争科学，更确切地说，战争艺术，其使命就在于在既定之点上改变不相等，或变劣势为优势。为战争艺术所遵循并为我们所确信的出自卓越权威之手的原理，总是为数不多，而且极为简明；这些原理又被归纳成一条重大原理，就是要在决定性之点上对敌居于优势，且不管双方在整体上的相对力量如何。例如，俄国海军在总体上较之日本海军拥有很大的优势，但由于兵力分散，故在直接战场上同敌人相比则居于劣势；而且这一劣势在决定性之点上，又由于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即实行突然袭击而加剧。



　　当正确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战争的具体问题时，便会产生困难，原理寥寥无几，情况却多种多样，而较小的细节更是数不胜数。这里还牵涉到经验——经验又称为实验，乃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取得经验呢？即使经常处于战争之中，任何一个人，具体地说，一名陆军中尉或一名海军舰长又怎能亲自体验所有的或大部的数不胜数的可能和定能发生的情况呢？没有人敢于回答说他能；假如有人胆敢断言他能，那我就引用一些名将的名言予以答复。查理大公写道：



　　“一个人只有拥有研究的热情和长期的经验，才能成为一员名将。只有个人的所见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在其一生所经历的事件中无论如何富有成果，都不足以提供包罗万象的经验；而谁又能在出任要职之前，就有机会先能体验到担任将领的难以掌握的艺术呢？因此，就要利用他人的知识来扩充自己的学识，对前人的结论进行衡量，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辉煌的军事成就和取得巨大成果的事件作为对比的依据，这样才能驾轻就熟。”



　　拿破仑一世也有类似的说法：



　　“要像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夫、蒂雷纳、尤金亲王、腓特烈大帝那样进行攻势战争；熟读他们的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名将和掌握战争艺术奥妙的惟一方法。这样一来，你就会受到启发，从而抛弃那些同这些伟大人物的准则相对立的东西。……将这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予以详细阐述，就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战争艺术的教材；攻势战争和守势战争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原理就会从其中，如同从一处源泉中一样，不断地源源流出。”



　　他又说：



　　“战术、机动、工兵和炮兵学科都可在教材中学到，就像学习几何学一样；但大规模作战的学问，却需从经验中，从研究战史和名将的作战中才能获得。”



　　建议人们研究名将们的战役，还含有另一更为深刻的考虑。这就不单是将他们所做过的事情编成先例一览表，当特定情况发生时，可从其中查询储存完好的回忆资料，以便做出决定。这种机械般地利用这些资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用于撰写论文，并能有效地向那些别无他法学习的人们讲授。但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军官通过拿破仑所告诫的勤奋研究便能同这些名将息息相通，不单是吸取他们的枯燥的实践经验，而是要吸取他们身上所充满的并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的精神气魄和理解能力。这就是说，既要具有伟大良师的精神，又要熟悉其准则。作为学生确实应当具备同老师气质相通的某种东西，才能获得灵感，即学习的悟性；然而，除具有独创性的天才之外，这种悟性只有同生活的烈火接触，才能使其点燃。



　　毫无疑问，上述的某种东西，就是拿破仑所指的战争艺术的初级部分——战术、位置变换等——不同于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他认为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唯有从经验和研究历史中才能学会。拿破仑在另外地方曾经提出告诫，反对教条地对待这类问题：



　　“这类问题，即使请教蒂雷纳、维拉尔、或请教尤金亲王、亚历山大、汉尼拔或凯撒，也会使他们难以对答。将你尚未实践过的东西作为教条来推崇，这是无知的特点；这就好像你自以为能用二次方程式来解算超级几何学问题一样，殊不知就连拉格兰奇和拉普拉斯这样的大师也会被其难倒。”



　　若米尼完全赞同这两位首领关于研究历史的意见，他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成功地指挥战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科学在未经证实之前是不足确信的；虽然如此，但科学的目的在于确立绝对的确实性，即确立学说，通过无数实验，它始终向着这一目的迈进。科学真理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很严密精确，不容歪曲，其因果关系乃是定律，而不是原理；乃是不可改变的硬性方针，而不是具有生命的种子。科学发现真理并传播真理，但却无力改变真理；艺术则是从其所探索的素材中脱颖而出，以永无止境的变化创造新的形态。它并不像无生命的自然物，只要以机械式的复制便可收到类似效果，而是渗入自由的人类思想并扎根于其中。艺术承认原理，甚至规则；但这些原理甚至规则并非强使艺术正确行动的镣铐，而是当其行动有误时便发出告诫的向导。从这一生动意义来看，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它以人的思想为源泉，处理各式各样的情况，承认一定的原理；但除此之外，随着艺术家的天才及其所处理的素材的性质的不同，它却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艰难的尝试，教条式的照抄显然是不适宜的；即使最好的规则，运用起来也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予以自由发挥，这就是原理不同于纯粹规则的区别所在。



　　因此，战争的准则并非明确的规则，而是为数不多的一般原理的发挥和运用。这些准则，与其说好像是有时迫使幼苗屈服使其无法自由成长的坚硬框架，倒不如说好像是有生命的种子发出的幼芽，其形态总在不断变化，而其本质却依然如故。但这并不因此便可认为，这种准则并不存在，或者说它们没有多少肯定性，没有多少价值。若米尼说得好：



　　“当名将们运用一条规则，按此规则进行机动并取得上百次胜利，是否因其偶然失利，便有充分理由全盘否定其价值并怀疑研究战争艺术所获得的效果呢？假如一项理论由于只有总数四分之三的成功率，是否就可宣称它是荒谬的呢？”



　　不能如此；准则本身置根于原理，在一定条件下构成规则时通常是正确的；但老师必须承认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点——就像人的面孔总是各自不同一样——这一特点对规则的运用会有所影响，甚至有时会使其完全不能适用。战争艺术家的技艺就在于将原理和规则正确地运用于每种情况。



　　唯其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向我们提倡的所有战争规则。假如老师没有经过大量实践检验便胆敢将其作为教条进行说教，便会将自己置身于拿破仑的谴责之中。但另一方面，那些蓄意拖延时间直到行动之日方才形成自己见解的人们，那些期望以瞬息灵感便想取得通常只有通过研究与思考才能获得的成果的人们，那些对于致胜规则一无所知却想赢得胜利的人们，他们更为愚蠢，甚至应负有罪责，因为他们无视人类过去所有的一切经验。



　　我引用查理大公一段贴切的话作为结束：



　　“一位将领往往直到必须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之时，才得以熟悉其据以作出决定的情况。继而，他被迫迅速进行判断，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要求具有一目了然地便能将三者抓住的习惯，要求能够洞察不同作战方式所能提供的结果，并要求能同时选出最佳实施方案。然而，这种一目了然地便能洞悉一切的洞察力，只有通过深刻研究已经摸清战争本质的人，只有对规则已经精通的人，即是说，只有已将自己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人，方能具备。当机立断和确信无疑的才能，只有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已知准则的真实性做过验证并已掌握其应用方式的人，才能具有；一句话，只有在自己的积极学习中预先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的人，才能独有。”“巨大的成果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方能获得。”



　　伟大的拿破仑说：“在战场上，最为巧妙的灵感往往不外只是回忆而已。”














	

 






	















	







	







	









 





	


	







	








	




	


第十一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1）




	







	

 



	


	


　　现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作为一处可能发生海战的战场加以研究，这一研究并未考虑任何一方现在或任何时候为占有领土可能投入的相对武装力量；而是依然同前一样，假定敌对双方的海军力量彼此相等。



　　因此，这一研究只涉及到战略的一个方面，即位置；即研究位置在军事和商业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在海上战略中，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这里不妨回忆一下拿破仑为战争所下的定义，他说，除其他事情以外，战争就是“处理位置”。他的这一说法在其所写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例证或应用；他联系1799年对叙利亚的亲自远征谈到沙漠中的军事行动时指出，在一般无水的国家里，水井的位置就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要素。



　　在开始研究任一陆战战场时，第一步必须对战场范围加以明确限定；第二步必须对那些对于战略计划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自然特点进行全面而又不过于烦琐的考察。第一步是硬性规定，而且为了方便起见，教员和学员都应当知道他们必须考虑什么；第二步则是实质问题，产生于事物的本质。同样的程序，出自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海上战略战场的研究。有志于研究的学员，不管怎样，第一步都要熟悉战场，以便能够准确判定，何者同战场直接有关，何者同战场无关；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出其所担负的任务的范围。因此，我请大家同我一起检验为我们现在的研究规定范围的那些道理。



　　大量的贸易和航运进入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其中大部不再继续前进，而是经由各个岛屿和海岸各地分散开来。但也有许多驶往以外地区；当人改变了自然，尤其是中美洲地峡的运河一旦通航，墨西哥湾，尤其是加勒比海便会具有并且必将更为突出地显示出，其为贸易公路而非航运终点的特点，情况必然如此。



　　各国的海上权益几乎全是贸易权益，即货运权益。海产虽然贵重，但其数量同陆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海洋对人类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在各国之间提供最为广阔的交通和运输手段；往往是惟一的手段。众所公认和按国际法规定，海洋为公共财富，它是一片具有许多公路穿行其间为公共享用的大平原。所有国家对这一财富的所有方面都拥有共同权益；然而，在有许多公路相会亦即相分的点上，这一权益当然最为重要，这是有其理由的。



　　在我们所提出的加以研究的这一特定战场上，有两处这样的会聚点即分散点：一是密西西比河河口，一是中美洲地峡。当这几次讲座的讲稿初次完成之时，通过地峡的运河是选择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作为最佳地段，世界舆论尚在犹豫不决。这一问题，由于选定巴拿马，现已获得最后解决，科隆乃是巴拿马铁路终点的所在地，很久以来即已被确认为，今后仍将继续成为经由加勒比海通往太平洋的贸易航线的惟一会聚点。



　　这两处会合点即交叉路口很久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是全人类的最高权益所在。在其中一点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所有公路，即这条大河的所有大小支流，均会聚于此，并由此分散开来。在另一点上，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所有公路全都集中交叉于此。密西西比河流域人口的日益增长和经济的日益发展与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必将相互作用，促使这一国际权益在未来与其成比例地增长。在世界各大强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对这一发展如此极端关注；因为这两处中心之一的密西西比河河口及其后方的广大国土属于美国所有，而在地理上美国又与另一点靠近。因地理上靠近而自然和必然形成的这一特殊权益，由于推行门罗主义这一众所周知的国策，便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由于门罗主义所产生的具体效果，解决了巴拿马运河区这一地峡地带的控制权、行政管理权和军事保护权。最近获得并付诸实施的这一特殊职权，其本身不外是同哥伦比亚共和国签订的有关保证转运安全的旧条约关系的延续；依据这一条约，美国于1885年武装占领了巴拿马铁路所横贯的领土，以便维持和确保该铁路用于和平运输。



　　在加勒比海大部地区——即未被美国或某一欧洲国家所占有或控制的几乎所有地区——其在政治上逐次的发展过去一直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不稳，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严重的扰乱因素；这必然会对未来的军事上或战略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便是例证：委内瑞拉同英国之间发生边界争端，导致美国强行干预；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于委内瑞拉进行武力示威；美国同哥伦比亚之间产生异议，导致巴拿马共和国宣告独立；以及美国同委内瑞拉之间发生争议。美国同英国关于巴拿马地峡及其运河的长期争论，同样与此有关，最终由于签订《海-庞斯福特条约》方告解决。



　　将最近的这些实例同七十年以前历史上最早的实例加以对照，毫无疑问，正是门罗主义制止了外国对大部分的加勒比海国家的染指，使它们免遭北非各国的恶运，如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已被法国兼并，埃及实际上已被英国控制。摩洛哥也成为争夺的对象，几乎酿成战争，因为那里没有像在美洲的美国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有关大国推行类似门罗主义那样的政策并取得承认。目前，以满洲为中心围绕其铁路开发而对远东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安全保障产生疑虑不安，也是由于同一原因所致；即由于中国这一主权国家政治软弱和外国推行侵略政策所致；不管这些政策是属于竞争性质，就像迄今为止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还是演成“共同分享”的局面，据说俄国同日本之间目前情况就是那样。



　　这样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在商业和政治上都居于重要地位，但政治上却不稳定，引起更多的强国的注意和妒忌。稳定而又统治巩固的国家，其权利会得到承认；假如这些国家行使这些权利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它国家承担义务，这种负担通常会得到默许并忍受到通过条约或其它和平调解方式使其得以减轻为止。但是当一国政府统治无力而且可能难以持久时，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和即将发生的变动会给其他各国的国民福利和政治安全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成为其他这些国家的重要大事。1878年，英国帮助奥地利取得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管理权；奥地利则对英国货物施行前所未有的特殊税率作为报酬，自此以后，奥地利便利用当时所取得的有利地位在政治上将这两个省份并入其领土，而置英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不过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其方式就是将民族权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国家权益混为一谈，利用某些国家的现时统治者由于政治上无能而有可能丧失政治控制之机，以达到将来支配这些国家的目的。军事上和战略上的条件比起这种经济效果可能更为引人注意，但却不会取得更大成果。竞争国家之间的相互妒忌，往往会使一国政府得以延续其寿命，否则便早已屈服于竞争者的一方，过去的土耳其和现时的摩洛哥就是众所周知的实例。



　　自从以上几行讲稿写成以来，日本吞并了朝鲜，这又提供了另一例证；日本保证十年之内不改变关税，这恰好证明到期之时，其他贸易民族的权益便将由日本所取代，由其进行裁定。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特派记者报道说 [ 注：见《邮报》(即《泰晤士报》三周刊)，1910年3月28日。 ] ：“俄国和日本利用其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控制了辽阔的满洲。目前的事态清楚表明，日本势力从铁路沿线不断向日益扩大的活动范围扩张；”他继续谈到，而且由于中国政府软弱并随之产生倾向于日本的“经济吸引力”从而疏远其他商业国家，结果致使满洲缓慢地但又确实地正在脱离清帝国。



　　查理·迪尔克爵士说：“有一种论调认为，可在巴尔干倡导一项反俄政策，这对约翰牛 [ 译者注：指英国。 ] 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量。这是一种重利论调。每个已被俄国兼并或实际已被兼并的国家，一向都是对我们的贸易课以保护性的重税实行闭关政策。”他又说：“由于俄国占领了土耳其的其余领土而造成一种英国政府从未甘心容忍的损失。这就是贸易损失。在最近这次土耳其战争结束时，在俄国所获得的亚洲各省中，英国过去一直拥有大量的贸易，如今已一无所存；因为它已被保护性的关税所扼杀。俄国盘踞于君士坦丁堡，便意味着除来自俄国的小麦贸易之外，我们已被排斥于黑海贸易之外。我们在小亚细亚的商业权益十分巨大，只要俄国继续前进都会使其遭到危害。”



　　虽然迪尔克的这些话写于将近三十年以前，但却毫未失效；因为从那时起，世界各国的保护政策便日益盛行。现时我们已经面临国际妒忌和竞争的类似局面，“门户开放”一词已经成为这种局面的公认的表达形式。商业问题发生变化，战略问题也随之改变；但做为基础的原理却始终如故。



　　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共同构成一处内陆海或“地中海”。其边界线一侧是以佛罗里达半岛、古巴、海地和小安的列斯群岛或向风群岛为界；另一侧则以从美国至委内瑞拉包括二者在内的美洲大陆各国为界。在这现有的两条界线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同地中海的另一类似情况：一方是真正的或相对的强而稳定的欧洲式传统国家；另一方就政治成效而言则处于发展状态，其水平同北非各国不相上下。



　　从大西洋进入美洲的这一内陆海，只有在其北侧和东侧才有入口，计有以下许多航道：佛罗里达海峡、向风海峡、莫纳海峡等等，东侧则有穿行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的为数众多的航道。西侧则是连绵不断的大陆，不通水运；而且又普遍缺少可以通航的河流或其它适当的内陆交通工具，只能让这些国家的东边靠海的坡地只能从这些海上获得补给。运往中美洲和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的货物，必须通过巴拿马地峡转运。在北岸和南岸，密西西比河、马格达莱纳河和奥里诺科河等大江大河流域，全部或部分地消除了这一不便。



　　进入上述海域的不同航道具有不同的价值，但所有的航道都有一定的价值，因而我们必须将所有的航道都包括在内加以考察。其价值可能而且一般说来必将受到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考虑的影响，而且，任何全面考察中这两个因素都须予以充分衡量。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条航道其商业价值很小，但在军事上却很重要，或者相反。一条对一国家贸易极为重要的航道，从军事控制观点来看，固然不能忽视；然而，极欲对其进行控制的国家，很可能力不能及，在这种情况下，在战时，商业上的便利必然被迫受到该国军事力量的限制。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进入加勒比海的许多入口中，西侧的一些最为重要，而且其价值由佛罗里达海峡向小安的列斯群岛依次递减。这些入口不单是由于其对美国的相对距离，而且还因为这些航道本身的位置、性质及其周围环境，因而对美国确实最为重要。这些航道和峡道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们的宽度、长度和通行难度。一处海峡就是一处战略据点，其价值如同其他据点一样取决于：(1)位置；(2)力量，即在攻方的途中可能构成障碍，从而为守方造成有利条件，换言之，即通行难度；(3)资源或有利条件，诸如便于占有者到达某一点，或经由一港到达另一港，以及缩短其距离等等。



　　在确定任一航道的价值时，还有一项重要考虑，就是在其附近是否还有另一航道可以用于同一目的。假如一处航道，其位置能使交战一方无法对其使用而必须远程迂回，则该航道的价值便增大；假如该航道为两处水域或两处海军场站之间的惟一沟通环节，如达达尼尔或直布罗陀海峡，则其价值就更大。至于航道的力量，即其通行难度，则由多种条件造成，如水道条件，水面或水下存有妨碍航行的障碍物，迫使舰船必须循一定航线航行，并能为守卫该航道的舰队提供方便的集合点，使舰队便于行驶，以利于迎击来自任一方向的敌人。这样的天然特点显然同陆上哨所得力于地势因而具有力量是相互一致的。一看地图便可发现，佛罗里达海峡和向风海峡所同时兼有的狭度、长度和难度这三个条件，已经达到最高程度；同时，位于濒临北大西洋的古巴的后方稍居右翼的牙买加及其金斯敦港的船坞，其位置对于向风海峡和尤卡坦海峡来说，恰好符合一处位置能够同时警卫两条峡道的要求；由于其位于后方，故便于全部兵力向其中任一方向运动。这些航道的狭度都不及东部岛群小安的列斯群岛两岛之间的任一具体航道；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每一条航道较为狭窄。这是同海地至特立尼达这一整个水域相比，这一水域有许多地方可以穿越，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连成一片的水域。



　　牙买加对尤卡坦海峡的控制本来最弱，但由于途中的洪都拉斯沿岸的浅滩和珊瑚礁迫使过往舰船必须沿东侧航行，致使这些舰船更加深入到牙买加巡洋舰的威力距离之内，从而增强了牙买加对尤卡坦海峡的控制。总而言之，牙买加的有利位置可使其监视经由尤卡坦海峡和向风海峡驶往地峡的通道。因此，牙买加以其位置警戒着由卡托切角至海地中部长达九百海里的前沿，以对付来自大西洋的入侵。在这一线上只有两处缺口可以通航，即尤卡坦海峡和向风海峡。至于东侧的下一处峡道莫纳海峡，其距离牙买加和设在圣卢西亚岛的另一处英国海军场站则同为五百海里，目前只须提一下便已足矣。



　　巴哈马浅滩和群岛从佛罗里达海岸附近起，沿古巴和海地北岸，几乎延伸至海地的东端经度为止，这对于接近西部诸航道影响很大，必须将其列入总的研究范围之内。除巴哈马群岛之外，似乎没有理由再将这一地区的北部界线推至波多黎各外侧海岸；在东部，界线也不必超越包括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在内的这些较小岛屿。在这一线和佛罗里达半岛以内，无一例外，所有据点都须加以考虑，而且对于显示出有利条件的所有据点的相对使用问题的研究，尤须达到详尽无遗的程度；同时并应牢记前已简述过的海军战略的一般原理。



　　然而，有一个大的项目可以立即略而不议。墨西哥湾的海岸线，从密西西比河河口起向西直至卡托切角止，没有一处港口对于警卫加勒比海地区具有有利条件从而使其拥有战略价值；而且这一线海岸的位置较之力量和资源兼备的许多其他港口，距离军事和商业权益中心较远。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不妨将密西西比河河口至卡托切角西部一线所构成的墨西哥湾略去不议。由于墨西哥并非强国从而其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均势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从这一事实出发，这一略去不议便显得更加有理；而且墨西哥的政局相当稳定，从而使人抱有不致引起外国干涉的希望。 [ 注：最近的一些事件或多或少地动摇了这希望，但并没使这希望破灭。 ] 此外，墨西哥的东岸贸易并不能因其成为对太平洋海岸供应短缺物资的中转地而有所增进。这就意味着墨西哥东岸商业的重要性只能依靠于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它并不会成为一处集散中心而获益；一旦巴拿马运河通航，则墨西哥的整个西岸就会受到商业刺激，就像现在预期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太平洋海岸的情况一样。



　　上述海域略去之后，其所余区域同任何正规的几何图形都无相似之处。即使从密西西比河河口至卡托切角画一条想像的分界线，除该线外，其轮廓依然极不规整。不过经过仔细研究，仍可用几条任意线将我们所思考的区域勾画出一个清晰的整体；这就便于在此范围之内找出各式各样的不同据点，并在其间找出所有的主要战略据点，很少例外(见图12)。



　　第一条线，由密西西比河南口画起经尤卡坦海峡中部直至科隆。卡托切角和穆赫雷斯岛、洪都拉斯湾和莫斯基托湾、伯利兹和奇里基环礁湖等均在线外；可能除伯利兹之外，离线都不很远，很容易即可找到。



　　第二条线，由彭萨科拉画起经过阿内加达海峡入口处的松布雷罗灯塔，将坦帕湾和巴哈马群岛全都包括在内，线外则别无重要战略据点。



　　第三条线，由科隆画起经过圣卢西亚和马提尼克两岛之间的水道——两岛的海军场站分别属于英国和法国——线外已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之点，如有就是巴巴多斯，但该岛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该线经过卡塔赫纳、委内瑞拉湾和荷属库腊索岛。圣卢西亚以南的英属诸岛可以确有把握地被视为正在降为低于二流战略价值的岛屿。



　　这样画出的三条线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需要之时则将使用这一术语。



　　首先要牢记下述一些距离：



　　由密西西比河南口至科隆为1500海里。



　　由彭萨科拉至阿内加达海峡直线计算(墨卡托坐标)为1700海里。



　　由科隆至马提尼克岛的罗亚尔港为1300海里。



　　由彭萨科拉至密西西比河南口为150海里。



　　科隆所在之角略大于90°。



　　现将位置、力量和资源三者兼备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主要据点一一列出。这里并不打算讨论选定的理由和细述任何一港的有利条件。这些据点是：密西西比河河口、彭萨科拉、基韦斯特、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圣地亚哥港、金斯敦、奇里基环礁湖、科隆；圣卢西亚岛、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萨马纳湾、坦帕。



　　除此之外，以下各点尽管居于次要地位，也可将其列入其中：尤卡坦航道西侧的穆赫雷斯岛；阿内加达航道的圣托马斯岛、维尔京果尔达岛或库莱布拉岛。其中只有最后一处可以放弃；因为，不管这一航道如何有利，但就其控制能力而言，往往可以轻易地利用其他航道将这一位置避开。



　　将这些位置选为最重要之点，并不意味着此外再无其他之点，或是只对其中任何一处加以全面正确评价便不需再对其周围的一切进行研究；即研究那些能够对其发起进攻和可能削弱其影响之点。上述各点作为小的战略影响范围之内的中心而被一一列出，各点本身同正在考察的较大的战略影响范围都具有相应的关系。圣卢西亚代表着其以南和以东的整个岛群——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等等；基韦斯特包括德赖托图加斯和坦帕湾；哈瓦那包括马坦萨斯及其以西各港；圣地亚哥包括关塔那摩；而科隆则是地峡的代表港口，包括地峡两侧的奇里基环礁湖和卡塔赫纳。



　　自从上述内容写成以来，美西战争已使美国在政治上据有库莱布拉岛，并拥有对古巴关塔那摩港的使用权。获得这些地方所产生的战略作用，就其位置而言，就是一旦需要，美国便可将其基地线由墨西哥湾海岸向前推至加勒比海的北部边缘。这就使美国能够通过正常发展将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装备成战争所需的海军场站，以代替新奥尔良和彭萨科拉。所谓“装备”，意即予以适当设防和配置警卫部队，储备煤炭和所有其他物资，最为重要的则是建立坞修设施。充足的煤炭和相应的坞修设施是舰队战时的两项主要需求。最近十年以来，战列舰体积急剧增大，这在海军港口需要具备的各条件之中对于入口处水深度的要求，较之过去更为严格，而有关的潮流和水道障碍则应尽可能地便于舰船操纵。就这些要求和位置来看，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的价值，同过去二十年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在概要归纳海上位置的战略价值的诸要素时，我们可以说，在位置和天然的攻防力量要素方面，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绝对优于美国墨西哥湾海岸各港的任何组合；在战争最为需要的人工资源方面，它们可以达到同其他港口等同，尽管在天然资源方面，它们同位于大陆海岸的位置相比依然处于劣势，因为后者可以毫无限制地依赖本国国土取得天然资源。简言之，就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而言，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对于美国犹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对于英国在地中海和苏伊士的权益那样重要；由于它们距离美国本土各港较之上述位置距离英国更近，故使用起来更为便利。



　　这时在争辩的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同美国总体战略态势的关系，尚未获得明确的立法承认。因而，讨论将仍按二十年前尚未取得这些地方时的界线为准。考察上述港口就会发现，首先，除了牙买加和基韦斯特之外，凡是一流强国所掌握的位置都在这一区域的两端。美国握有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英国和法国则在小安的列斯群岛设有海军场站；英国设站于圣卢西亚和其他小岛；法国设站于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岛。关于这些位置各自所具有的力量，就已经确定的海军战略的一般原理而论，那些远离祖国三千海里的小岛上的位置，无法同那些位于大国海岸在其背后拥有一切资源的位置相比。然而，英法两国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位置比起美国墨西哥湾基地的各点，其到达巴拿马地峡的距离要近一、二百海里不等；而潮流也对其有利，故距离更加缩短。



　　其次，可以看到有两处前进位置为一流强国所占有，即牙买加和基韦斯特。牙买加距圣卢西亚九百三十海里、基韦斯特距彭萨科拉仅四百六十海里。就基地易于支援而言，基韦斯特则具有有利条件；其不利之处在于该岛很小，缺乏天然资源。作为前进哨所，牙买加本身甚为优越；其距离巨大权益中心所在的巴拿马地峡，仅为基韦斯特至巴拿马地峡距离的一半。牙买加以其中央位置，可对整个加勒比海实施有效的控制。前面已经提过，对于警戒尤卡坦和向风海峡，牙买加的位置极为优越。就目前的占有权而论，与其将牙买加列为守势力量，倒不如将其列为攻势要素，因为那些航道对于美国较之对于英国更为有用。基韦斯特则相反，其位置既具有攻势价值，又具有守势价值，要控制佛罗里达海峡，必须以其为中心。



　　佛罗里达半岛以及将其同古巴和巴哈马浅滩分隔开来的诸水道，具有引人注目的军事特点，必须予以详细研究。假设将这一条长、低而又较窄的陆地全部移掉；或者假设在其地峡通过一条很深的，可通行的水道而使其成为一处岛屿，则其对美国海上权益的效果就会最好地实现。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对这一水道的两处入口当然应当确保安全，但至少可使航运不再被迫通过一条又长又窄而其一侧又同外国并有可能同敌对的各国的边界相毗连的航道。一旦同英国交战，佛罗里达水道很可能要受到以巴哈马为基地的敌对巡洋舰的侵扰；这为商业破坏战提供了最好条件。美国为了对使用这一水道的船只进行保护而需付出的努力，较之使用海峡或假设佛罗里达半岛并不存在的情况所需付出的努力更为巨大。由于佛罗里达半岛横梗其间，致使大西洋海岸为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航线向南推移三百海里，并需对此海峡施行绝对控制；同时，由于几乎完全没有可用港口而使情况更为恶劣。在最为暴露的大西洋海岸一侧没有一处可用港口；在墨西哥湾一侧，由基韦斯特至坦帕湾的一百七十五海里之间没有一处港口，因而，坦帕湾受到重视并非由于其力量和资源，而是由于其所居位置。美国对于连通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运河所拥有的权益，确实同对于沟通大西洋海岸与墨西哥湾海岸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佛罗里达海峡所拥有的权益完全一致。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基韦斯特及其属地托图加斯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这一线上惟一的有力军事据点；由于其本身缺乏天然力量或资源，故在这一地区积储人工资源就更为重要。



　　从而，基韦斯特对于美国则具有双重价值；首先，也是主要的，它将大西洋配系和墨西哥湾配系连成一体，保护着与其说是外部的、倒不如说是内部的交通线。其次，它是一处前进哨所，就其军事力量而言绝非一流哨所，然而，当为了确保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充分的控制进而控制巴拿马地峡和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交通线而采取任何必要的前进步骤之时，基韦斯特仍具有无法估计的作用。尽管除位置之外，其他方面都不如牙买加，但它对于美国较之牙买加对于英国更为重要。



　　这些1887年的预言，于1898年全都一一应验了，基韦斯特已成为美国海军作战的前进基地；此外，其位置还掩护着能由铁路抵达的坦帕这一陆军部队的主要集结点。美西战争的结果之一，便是使美国获得了进一步推向加勒比海最大战略中心、即推向地峡运河的位置。即使库莱布拉和关塔那摩得到适当的发展，获得了这二处也不会剥夺基韦斯特最接近美国在佛罗里达海峡重要交通枢纽这惟一位置的价值；然而，由于我们的作战正面向前推进上述两处位置得以发展，将对基韦斯特起到掩护、加强和提高其控制能力的作用；换言之，将使其能以少量的军舰而发挥同样的控制能力。



　　我原想在结束之前就海军战略总体做一概括论述，现在就将这一论述插在此处则更为适宜。我的目的就是对这一主题进行全面论述，通过例证，主要是通过历史实例，部分地则是通过假设情况引出原理。正如开始之时所说，讲课者所讲授的都是通过例证而引出并应予以遵行的一般原理。当然，最佳的战略例证则是，而且肯定地应当是历史实例；即那些规模巨大的重大军事行动所提供的实例，如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和雅典人对叙拉古的入侵，这些行动在当时都具有极大的规模。这样的行动把要实施的原理十分鲜明地摆了出来，这些原理不论是在巨大规模之中或是在较小范围之内都是一致的。



　　我们现将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可能发生海战的特定地区，即运用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附带指出，依据同一原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也可充分看到类似的详细情况，并可进而作为例证。原理可运用于一切情况；尽管这些原理都是从前面详细引用或偶而提及的最佳的历史实例中引证出来并以这些实例为例证，但它们同时也是经过对地理条件的考察才得到充分的证实。因为地理是战略的基础；这一说法本身不外是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这一名言的运用。在对比我国三条海岸线地理条件之时，可用另外两条海岸线为例来加强对它们之中的任何一条所做出的推论；与此同时，对每条海岸线的情况具有更为敏锐的感性知识，则可使我们加深对一般原理的领会。例如：



　　1. 在大西洋，美国拥有两处适于用作主要海上基地的港口：诺福克和纽约。对于这些主要基地，还需相应拥有某些其他位置，充当前进基地，就如，1794至1796年期间，英国于地中海以科西嘉为前进基地；1714至1782年期间，以梅诺卡为前进基地；而今则以马耳他为前进基地。对于纽约来说，类似的前进位置则是新伦敦和纳拉甘西特湾；对于诺福克来说，则是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此外，新伦敦和纳拉甘西特湾可对以其为基地的舰队提供可以经常进行威胁的位置：即对设想的由美国的诺福克港延伸至纽约港的敌方一线的翼侧进行威胁。新伦敦同基韦斯特相比，前者属于大陆位置，故在防御和资源方面拥有有利条件。



　　2. 在墨西哥湾，美国拥有新奥尔良和彭萨科拉。就其作为基地而言，遗憾的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处都不及纽约或诺福克，但由于其位置距欧洲较远，故欧洲敌人来攻击，就较为安全。这种相对的安全，并非单单由于距敌较远，而且还因为一旦敌人出现在这些港口面前，其交通线，不管是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是尤卡坦海峡，都要比其出现在大西洋各港面前更为暴露。这种暴露的产生是由于基韦斯特和佛罗里达半岛的突出所致，因而，对美国来说，基韦斯特和佛罗里达半岛具有攻势价值，但前面已经指出，对美国航运来说，它们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对于墨西哥湾各港而言，基韦斯特则提供了一处前进基地；而且由于它能兼顾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故其重要性与价值倍增。



　　3. 在太平洋，此时美国拥有旧金山和皮吉特海峡，两处业已建成海军场站；这些海军场站以夏威夷为前进基地，如今夏威夷已获得确定无疑的公认，并已开始进行适当的开发。巴拿马运河区一旦完成预定设防，则又提供一处前进基地；同时又兼顾大西洋和太平洋，就如基韦斯特兼顾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一样。



　　通过对比进行这样的考察，还可以富有启发地观察到，如若长岛海峡入口适当设防，则长岛即可把敌舰推到一定距离之外，从而起到类似佛罗里达半岛迫使敌舰进行危险迂回的作用。因此，长岛不仅对美国具有守势作用，而且还对敌人具有攻势作用。



　　一般说来，对拥有两处或更多的海上基地海岸进行防御时，海军的最佳部署应当是将战列舰集结于对其出动进行攻势作战最为有利的港口；而利用其它海岸港口来破坏敌方的贸易或交通，以便导致敌人分散其兵力，从而使其暴露于攻击之下。只有拥有压倒优势的敌人，才会分散其兵力或许忽略其某些据点。以美国大西洋海岸为例，纽约似乎极为清楚地可以作为战斗舰队的集结点，这不单单是因为它靠近国家的工业活动中心而拥有大量资源，而且主要是由于通过长岛湾而同新伦敦和纳拉甘西特湾相连，从而在战术上拥有极大便利，既能迷惑敌人又能确保舰队出动。在其他实例中，例如俄国人由于拥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其集结点必须对所有条件进行全面考虑之后再行确定；但绝对没有理由违反总的基本原理，即交战中的较弱一方的装甲舰队不应分散。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所研究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一直接主题，并对其进行仔细考虑。前面首先是对基地，其次是对一流国家的前进哨所都已做了说明，现在观察一下西起价值较低的穆赫雷斯岛直至阿内加达海峡的圣托马斯一线上的所有有价值的和一些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



　　这里选出了六个点，其中两个端点，价值较低。穆赫雷斯岛虽然位置优越，但缺乏资源；作为一处锚地尚且勉强可用，但却无法进行一流的防御。另一方面，圣托马斯或阿内加达海峡的任何其他港口，都不具备战略态势，因而无法弥补其为小岛而缺乏资源和军事力量这一缺陷。这些要求对于该线上的其他四个点，不论是绝对地还是相对地也都是正确的，而尤卡坦海峡对美国的重要性，使美国必须取得穆赫雷斯岛并不惜花费必要的经费，为其提供可能的力量和资源，除此之外，别无良策。该岛距密西西比河南口五百海里，距牙买加六百海里，距基韦斯特三百四十五海里，距哈瓦那约三百海里。该岛紧靠尤卡坦海峡，该处水道宽一百海里。



　　为了有助于将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考虑，穆赫雷斯岛仍须有所提及，但美国由于取得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故对其曾经一度关注的这一位置已不再发生兴趣。圣托马斯岛也是如此，但远远尚未达到此种程度。它仍是美国渴望获得的位置。假如数年之前同丹麦的谈判导致将该岛划归美国所有，则势必产生必须予以严肃考虑的问题，即该岛或库莱布拉岛，作为第二位的从属于关塔那摩的前进基地，或者更为有利。我对二者的研究虽然尚不详尽，但我确切认为，依据地形条件就位置和防御能力而言，圣托马斯更为可取。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攻势价值，即由于水道条件更便于操纵一支战斗舰队，而且出航也更为安全。由于美国尚无取得圣托马斯岛的希望，故这些意见有用之处只是有助于集中同行的注意，以便发挥智慧去获取该岛。



　　四个内侧位置，古巴的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以及海地的萨马纳湾，分布在自古巴西端至海地东端(从圣安东尼奥角至莫纳海峡)长达一千一百海里的陆线上；其间只有一处缺口，即位于海地和古巴之间的向风海峡，其宽度略超过五十海里。将会合于向风海峡的许多通路视为一个整体，正式称之为向风水道，其宽度窄于海峡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此三角形中心不远之处，有一绵延长达千余海里的巨大障碍，其间除一处水道之外，舰船无法通过。假如这条水道被争夺双方的一方所牢牢掌握，则另一方的舰队如处于劣势，或一支想同位于这一障碍另一侧的主力相会合的分遣队，就将被迫向两翼中的一翼迂回，而其所有的煤船和补给船亦将经受这一不便。



　　具有类似向风海峡所处位置的水道，恰如一座跨越江河的桥梁一样，除非极为狭窄可用永久工事固守外，否则就需有一支机动兵力对其进行防守；因为通过设防无法将其封闭。举例说明，假定古巴和海地之间的向风海峡宽为两海里，并具有锚泊深度，则以炮台和鱼雷来对付一切普通的攻击或通行便可使其坚不可摧。具有这种性质的天然水上桥梁极为罕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就是明显实例，它如被强国掌握，便无法强行通过。在波罗的海入口之处，也有类似的结构，但其较短，故亦较弱；另外，此处又不只一处入口。人工水道，即运河，必须在宽度和深度上加以限制。所以，这些水道易于进行有力控制，阻止敌人通过；但它们又极易因袭击或突然攻击而遭受损坏，一旦受损就会使其拥有者长时间无法使用。因此，要想既保持其为己方所用的利益，又剥夺对方使用的权利，就要以重兵对其扼守。



　　当这样的人工水道完全位于一个强国境内之时，则可采取这样强有力的控制。举例说明，一条通过佛罗里达半岛地峡的运河，定将被美国所控制，所有舰船航达此处都将受阻；而我们自己的舰队则拥有极大的战略便利条件，可以通过这一运河进行集中，以对付其舰队分散于墨西哥湾和大西洋，在通过佛罗里达海峡又受到限制的敌人。如敌我兵力相等，则敌人必不敢进行这样的分兵，而势必被迫放弃这一或另一海域。德国的基尔运河就是引人注目的具有极大战略重要性的实例。它可使德国舰队密集而安全地随意通过，由波罗的海驶入北海，而分兵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敌人要想联合，就必须绕航丹麦半岛。但当一条运河位于一个遥远的国家境内之时，不言而喻，必须派驻一支足够的兵力以确保安全通过，这就需要拥有一支极为强大的海军以保护其同本国的交通。苏伊士运河和建成之后的中美洲运河，可以正确地称之为桥梁，前者沟通地中海与东方的海洋，后者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但它们都位于遥远的弱国境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对其进行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不为敌所用，除非在当地派驻一支强大的陆军，这支陆军至少在一侧应拥有一条有安全保证的它与本国的交通线，这就需有一支优于对方的海军以对付其对该交通线的破坏。控制住两大洋之间的唯一交通线，便可排斥敌人，逼其进行远程绕航，如绕航好望角或通过麦哲伦海峡，而你则可在内线运动，这是巨大的有利条件；然而，为了保持这一有利条件，必须动用巨大的兵力。



　　任何一处既定战场的入口虽然狭窄，但如过宽，以致其两侧或中央位置的防御工事依然无法对其掩护，这就需要依赖一支机动兵力依靠附近的强固位置对其进行控制。在海上战场，则由海军这支机动兵力依托强固海港来实现这种控制。向风海峡类似于查理大公所设置的战场；即多瑙河穿过波希米亚山地的这一地区。查理大公曾想将作战基地的主要要塞设在此处，并将控制整个战场的防御工事配系同其连结起来。他承认还有另一条道路跨越山地向北可以通达该基地的中央部位布德韦斯 [ 译者注：今捷克布迭约维策。 ] ，他甚至介绍以特殊理由认为对入侵者那是一条较好的作战线；但他宁愿选择恩斯作为强固的主要据点，因为该地位于前曾提及的狭隘的通道，乃是通往多瑙河两岸的锁钥，可使掌握者随意由这一巨大障碍的一侧通往另一侧；而且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即它控制着大部分国家的资源，而且位于基地线的一端，对于作战来说，其位置更为有利。这就是说，它具有可为守备部队或驻防陆军用以进行侧击的位置；新伦敦或纳拉甘西特湾为美国舰队提供了类似的有利条件，以对付企图控制由诺福克至纽约一线海岸的敌人。



　　除向风海峡外，加勒比海还有许多其他入口，但这些入口没有一处能够摆脱远程的麻烦的绕航，而向风海峡较其他任何一处入口都更接近巴拿马地峡。因此，凡能以一支适当的海军舰队做为手段依托附近的强固海港控制住这一海峡的国家，便位于任何一支来自海外的可能于地峡作战的兵力的后方，并从侧面威胁着这支兵力的交通线。对美国来说，向风海峡尚有另一价值，它是纽约至地峡的直接航线；而对控制这一海峡的欧洲国家来说，其所有的航运都可在该点汇聚，由此便可获得一条通往巴拿马和中美洲的最短和最少暴露从而也最易防护的通路。一个国家一旦控制住向风海峡，它不须过分分散其兵力或暴露其已经在前进的分遣队和主力之间的交通，便能延伸至海地东端的萨马纳湾，从而也控制住莫纳海峡，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莫纳海峡毫无障碍，如果未加守卫，则不必绕航波多黎各。但须指出，这些交通线如此延伸便会很长；而在海地和圣多明各北侧还有许多港口从侧面威胁着这些交通线，而且就其位置而言，很可能为敌方巡洋舰用来对补给船等等进行骚扰。在目前政治占有的情况下，这样使用海地的各港口，对于占优势的海权这个总体问题来说，只不过是小事一件。这些港口均未设防，既不能为交战国提供当地基地，也不能提供资源。



　　用以控制向风海峡的最佳海军位置，无容置疑位于古巴岛的东端；因为它靠近该海峡的最窄部分，而且古巴是个大岛，可望以其资源有力地支援防御和维持海军场站。在这一地区的圣地亚哥则是可以用为这种据点的最佳港口；但在美国的考虑之中，它却被关塔那摩所代替，关塔那摩也是一处极为优越的位置和港口。位于古巴北侧同一经度的尼佩湾也有质量极为优越的港口，但不像圣地亚哥那样已有人殖民。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更靠近巴拿马地峡，就其位置来看，它们斜对牙买加可对该岛的金斯敦港进行牵制，因而具有特殊的可取之处。



　　金斯敦和圣地亚哥 [ 注：记住在讨论概念中，关塔那摩这一位置包括在圣地亚哥之内。 ] 这两处据点，就其态势而言，都能控制向风海峡。但须指出，尽管圣地亚哥由于靠近这海峡，最适于阻拦敌人通过，但牙买加的位置以非武装船只或劣势兵力从古巴夺走了将海峡完全用作驶往巴拿马地峡的直通的航线。从欧洲驶往古巴南侧的船只可以受到圣地亚哥的保护，就像沿岸航船受到保护一样。假如英国同占有古巴的国家发生战争，如双方兵力相等，古巴可以对其敌人封锁向风水道，而自己则保有一条内部交通线；但其商船和补给船却不能沿此线航达巴拿马地峡，除非有强大的护航队护航，因为牙买加从侧面威胁着这一航线。另一方面，英国的两个主要海军场站百慕大同牙买加的交通线则只能通过莫纳海峡——这条航线较之通过向风海峡要长三百海里——或是通过其东的更远的航路；如果波多黎各为敌人的兵力所掌握，而双方兵力又假设相等，则通往牙买加的所有交通线，特别是来自哈利法克斯和百慕大的交通线，必将受到严重威胁。因而，在拥有牙买加的英国同掌握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国家之间，位置优势则属于圣地亚哥的占有者。



　　自从这几次讲座的讲稿成稿以来，当时曾为西班牙所掌握的圣地亚哥和波多黎各这一联合位置，由于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已为美国占有，从而已转入美国手中。如再频频提及交通便可能被视为空谈；然而，假如驻泊于牙买加的巨大舰队同其古巴的对手兵力相等，而敌方可通过古巴同美国的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保持交通，其交通线只能受到那些得不到附近港口支援的巡洋舰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只要用半个小时对这支驻泊于牙买加的巨大舰队的焦虑情况及其供煤船所受到的威胁加以考虑，便定会得出结论，“交通”一词在现代海上战争中仍具有其意义。



　　现在让我们不仅从美国的目前情况而且还就其未来的可能变动情况来看，对美国控制向风海峡的有利条件加以讨论。我们已经注意到佛罗里达半岛对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之间的交通所起的影响作用，以及随之而来必须对佛罗里达海峡进行控制。现在又观察到古巴岛将墨西哥湾的进出口封锁起来，留下两处宽度几乎相等的入口，佛罗里达海峡和尤卡坦海峡；而哈瓦那则以其优于基韦斯特的天然力量赢得了控制权。古巴岛自墨西哥湾向东延伸五百海里，自哈瓦那至近西角，形成恰如佛罗里达半岛之势，但比其稍长稍窄；于是，古巴岛便以其全长将大西洋同加勒比海隔开来，恰如佛罗里达半岛将大西洋同墨西哥湾隔开来一样，同时并以哈瓦那为中央位置对墨西哥湾的两处入口实行监视。



　　从军事观点来看，古巴和海地是佛罗里达半岛的延伸，而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都可一一被视为佛罗里达海峡来予以考虑。它们的情况不只是相似，简直是相同。但在向风海峡以远的一侧，其政治情况一旦发生变动，即会影响军事问题。而古巴的情况却足以保证一个有组织的文明政体存在，该岛现时同美国的政治关系已使这一政体更加巩固，海地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并不能使人期望会有任何稳固的陆军或海军力量在那里兴起，同时门罗主义又禁止外国在那里攫取海军场站，除非以同美国发生冲突为代价。然而，当同美国发生战争之时，这样的位置仍有可能被暂时占领。



　　在一个社会不发达、政治上半开化的国家里设置军港，其弱点就如在很小的岛上设置军港一样，会受到同样的非难；这样的军港没有富足繁荣的地区为其后盾并提供资源，因而必须经由水路从本土取得支援。



　　因而，尽管我们再度发现，向风海峡相当于佛罗里达海峡，古巴的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相当于基韦斯特；但我们在对岸海地却无法找到哈瓦那。而向风海峡的哈瓦那却在牙买加的金斯敦。从圣安东尼奥角来看，也是如此；穆赫雷斯岛的价值对于哈瓦那的拥有者来说，如果有也是微不足道，但他不愿看到其被另一强国占有。



　　古巴的西端以其优势的位置控制着进入墨西哥湾的两条水道，从而控制了墨西哥湾的整个入口。这一控制以哈瓦那为中心，故哈瓦那便成为通往墨西哥湾的锁钥，尽管易遭基韦斯特的挑战。古巴岛的伸展，使哈瓦那这一力量向东延伸，该岛以其全长将大西洋同加勒比海分隔开来；就其位置而言，它又将向风海峡控制起来。在强者手中，这一力量可以通过一支依托于圣地亚哥的舰队跨越其间的水域延伸至海地，以阻止敌方通过海峡。由于海地横梗其间迫使敌人只好向东通过莫纳海峡保持交通。换言之，占有古巴这一位置，便可在一侧控制住墨西哥湾；并在另一侧控制住海地的水域以及同其毗连的海峡和水道。



　　为了说明古巴这一位置的控制能力，我们不妨假设位于墨西哥湾两处入口的两处最为适宜的港口——基韦斯特和穆赫雷斯岛——为一个强国所握有，哈瓦那则属于敌方，而双方兵力又都相等。占有这两处据点的国家必须将其舰船分在两地，这就使其留在每地的兵力都劣于哈瓦那之敌；或则将其舰队保持在一地，这就必须放弃对这一或另一海峡的控制。简言之，哈瓦那具有中央位置通常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具有以密集兵力向任一方向运动的能力，并随之达到对这一方向的控制；而假想的敌人则须或是选择哈瓦那的这一侧，或是选择另一侧，不然便要冒分散他兵力的危险。



　　在分散兵力这一问题上，无疑无线电报有助于同一支舰队内的各部分之间沟通情报，从而有助于它们相互会合；然而，无线电报尽管可以影响期望的会合，但却不能使这一会合实现。它不能使敌方的搜索丧失效能，同样，敌方也能使用无线电；而且敌方尽管不能破译密码内容，但利用无线电也会听到有某种信号在空中传送，并向其主力舰队报告，主力舰队便会寻找位置插入两支分舰队之间。无线电可能会增大进行适当搜索的必要性，这就是说，搜索乃是保持警惕的表现；因为消息必须经过目睹予以查实才能发出。然而，分兵不应超出可靠的相互支援的范围，这一原理仍须坚持毫不动摇，尽管它在应用上会有所变动。



　　自从这几次讲座的讲稿写成以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一旦美国同古巴占有者发生战争时哈瓦那以及整个古巴对美国同巴拿马地峡的交通的影响，已毋需再像当时那样考虑。当时曾经指出，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争行动，从美国最近的也是天然的基地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出发的交通必须经过哈瓦那咫尺所及的尤卡坦海峡；恰如来自大西洋海岸的船只必须经过圣地亚哥所及范围一样，除非同意放弃它们的最短航线，即通过向风海峡。假定双方的陆、海军力量相等，而古巴和波多黎各又像当时那样握在一国手中，则美国在战时如想在军事上进抵巴拿马地峡，就得进行最大的绕航，至少要绕航通过阿内加达海峡；在此之后，驶往巴拿马地峡的剩余航路自始至终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两岛位置的侧面威胁。简言之，一个拥有同美国相等海军兵力的敌人，占有古巴和波多黎各或对它们施以军事控制，或者甚至只占有古巴或对其施以军事控制，这对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影响会是一个绝对的障碍。



　　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而巴拿马地峡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又是如此之大，因而，勿需赘言，除大不列颠之外，美国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的海军力量对它有所超越而占有优势；因为，要想有效地控制住古巴和波多黎各所形成的障碍，不仅需要依靠占有位置，而且还需要依靠海军优势。不列颠帝国总的军事和经济情况，它同美国的商业往来，它的国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军政策的总的趋势，都明显地表现在其舰队部署的变动上，这就保证它同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不管将来发生任何情况；这一和平比之它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海军强国之间的和平都更为可靠。因而，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必要在海军力量上同英国竞争，如想以此将英国推入筋疲力竭的境地，那将是错误的政策；而英国对海军的依赖则是必不可缺的，这是它不容忽视的。



　　假如美国同一个欧洲国家发生关于争夺巴拿马地峡控制权的斗争，则占有基韦斯特、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及其所属的库莱布拉，便构成一条难以克服的控制线，可为大西洋至巴拿马地峡和运河区的航线提供巨大的支援和保护，并对来自墨西哥湾各港的航线几乎完全可以确保其安全。此外，加之古巴还可能采取善意的中立，从而，可以获得从陆上向关塔那摩输送物资的便利。



　　总而言之，在现存的国际关系之下，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优势权益还不致立即发生问题，它在加勒比海的地位也不致遭到危害，最为重要的是，军人们对于自阿内加达海峡至尤卡坦海峡长长的一系列位置同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控制问题的战略关系，应当突出地、全面地、详尽地予以关注和考虑。这些位置即是该区的多瑙河流域。



　　古巴的圣地亚哥的位置已经部分地讨论过，对于靠近它的诸水道来说，其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恰如哈瓦那一样。对于向风海峡以及牙买加同古巴之间的水道来说，圣地亚哥则拥有中央位置，介于可能为对方占据的任何两处港口之间；而且向风海峡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圣地亚哥尽管在其本身所控制的区域之内堪同哈瓦那相提并论，但在两个方面却不及哈瓦那。其一，还有许多其他水道可以进入加勒比海通达巴拿马地峡，而进入墨西哥湾却只有两处入口，两者又同受哈瓦那的监视。而向风海峡及其要塞圣地亚哥却可以避开；尽管有所不便、丧失时间和可能发生危险，情况确实如此，但仍然可以做到。其二，以墨西哥湾为中心的商业权益非常重大，比向风海峡的权益还大，这主要是由于，当然不是全部由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范围和财富所致。这一地区的物产不通过哈瓦那所防卫的大门，便无从畅通无阻地运往外洋。



　　经过上述所有推论之后，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以及哈瓦那仍然应当被视为头等重要的战略据点而加以考虑。将二者合在一起来看，假如拥有这两处港口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同敌人相等，则两港便具备海军战略为大岛港口所规定的有利条件，即拥有两条互相联系线；它们可从陆上和海上相互沟通。两港之间的陆上直接距离为四百一十英里。从海上绕航古巴西侧通过尤卡坦海峡，其距离为七百二十海里；绕航古巴东侧和旧巴哈马水道为六百四十五海里。由于这些海上距离过长，其间必须设有设防的中间港口，这些港口并不一定需要具有头等力量。这样的港口之所需要，不只是为了支援担负海岸巡逻的巡洋舰，而且还为了保卫海岸本身。古巴岛地幅狭窄，还可能突遭登陆，从而其铁路系统有被切断的危险；然而，古巴南北两岸附近的广阔浅滩，对于登陆倒不失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个国家要想充分获得古巴这一位置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就必须改进其所拥有的攻势和守势两方面的天然力量，并开发其资源。做到这一步，则该岛在很大程度上便具备了位置、力量和资源这三大战略要素。要想充分发挥其控制能力，则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两港便需适当加以设防，以使陆军和海军的兵力能够进行坚守；而且两港之间应有中间港口使它们得以连结起来，这些中间港口只须对海设防，构成海岸防御和海上进攻的完整配系。这种配系的细节有待于进行长时间的专题研究，此处不做论述。



　　这里不妨附带地适当地插入一段我在别处所做的评论：即在考虑特定区域的数处港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同共同战场的关系之时，势必涉及战役性质的一般作战行动，因而这一考虑便具有战略性质；而特定港口的设防和开发，要分别地考虑当地的设施能否使一支舰队从港口外出活动或对港口进行攻击，这都类似于战场配置，故均属于战术范围。这一主张，在讨论圣文森特勋爵1800年为封锁布勒斯特港的部署时，曾经稍微详细地论述过。 [ 注：见《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第十一章。 ] 这里还可以适当地引用一位俄国海军将领的陈述，俄国政府曾经执意要使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这两处俄帝国最为重要的军港每处都驻有一支具有相应实力的舰队。假如这仅仅意味着平时部署，那就只不过是行政管理问题，就像最近法国政府声称将其地中海舰队一部分置于土伦，另一部分置于比塞大一样。这种部署可能不致引起评论；但若这是指实施于战时，这便是战略部署，其实质则是将舰队分置于两处港口以便作战，而不是将两处港口予以适当设防用为基地，使每处港口在需要时能按战役的紧急情况为其集结的舰队服务。舰队的集结和分散，舰队为港口服务或港口为舰队服务，这些观念均属战略范畴；而旨在保证舰队能够进行任何守势或攻势运动和出港或入港运动的每一港口的设施，只同直接地点有关，故属战术范畴。从俄国的传统政策和其对最近这次战争的指挥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其分兵的目的源出于“要塞舰队”这一理论。



　　在古巴海岸线上，港口数目如此之多，毫无疑问，可以找到在各个方面都适于用为中间港口、隐蔽所或供小型巡洋舰使用的港口。在其南侧就有良港西恩富戈斯，该港海上距圣地亚哥三百三十五海里，距哈瓦那四百五十海里，但陆上距前者却比距后者要远一倍。它同圣地亚哥一起为古巴提供了位于同一海岸线上的一处基地的两个理想据点，可备向南作战之用。西恩富戈斯本身具有头等军港的要素，但其位置却远远不及其余两港。它不能像其余两港那样直接控制任何狭隘水道或海上交叉点；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从侧面威胁着通过尤卡坦海峡或古巴以南航道，但由于距离过远，以致其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同其本身所固有的力量成正比。换言之，就是其位置缺乏攻势能力。另一方面，它大略处于圣安东尼奥角和圣地亚哥的中间，因而便成为巡洋舰的天然作战中心，由此既可向牙买加方向又可向尤卡坦海峡方向作战，其距上述两点的距离几乎相等。在西恩富戈斯两侧的很长距离上，还有广阔的暗礁浅滩体系，这立即使人联想到，这是各种轻型舰艇、特别是鱼雷艇和潜艇的根据地和隐蔽港；重型军舰和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外来舰船在那里无法追逐这些轻型舰艇。对刚才所讨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便可看出，这些天然特征与其将其划入战略关系之列，倒不如将其列为港口的战术方便条件。一支以西恩富戈斯为基地的轻型舰艇编队，对于逼近海岸的敌人将永远是一个威胁。



　　饶有兴趣和富有启发的是，自然条件迥异的赫耳果兰岛在德国海岸防御计划中有着同样的效用和功能。赫耳果兰岛是一座陡峭岛屿，其附近没有浅滩网，岸上峭壁高达一百英尺至一百七十五英尺，向外伸延的一些礁脉形成锚地，但并非港口。该岛以重炮和臼炮进行设防，构成永久性的鱼雷艇和潜艇基地。它同流入北海的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这三条德国大河的河口，距离大略相等，约为五十海里，早在德国海军竞争加剧之前的1890年，该岛已由英国让与德国，德国人深信，取得赫耳果兰岛之后，要想封锁德国海岸就极端地危险。不难看出，在这一见解之中，赫耳果兰岛关系到德国整个海岸防御计划，关系到德国海军及其可能敌人的整个作战计划。这属于战略范畴；而该岛的防务安排，例如防御炮台，只局限于当地，则属于战术范围。类似于西恩富戈斯附近的浅滩和古巴海岸的许多其他浅滩，如小型舰船可以航行，则就毋需设防。



　　西恩富戈斯附近的这一复杂地形向东一直延伸至克鲁斯角，并在该处同圣地亚哥的势力半径相交；向西延伸至圣安东尼奥角的皮诺斯岛(松树岛)为中心的六十海里范围之内。正是这一独特的广阔的难于航行的地形，加之又处于偏僻之处，致使古巴南侧成为昔日海盗啸聚之所。正是由于西恩富戈斯所拥有的这种防御属性及其中间位置和固有价值，才使其毫无疑问地居于二流军港的前列；但却未必能被选为古巴岛的一级攻势作战基地。单凭其海上有利条件，似乎尚不足以诱使古巴的敌人试图对其实施仅属海军的占领，因此毋需对其设置重防。它在陆上同哈瓦那和该岛狭窄处的铁路网接近，这就可能使其位置有利于远征军登陆实施征服，尽管铁路亦能便于古巴陆军加速集中。1898年，西恩富戈斯曾被自然地预想为塞韦拉的目的港，因其既便于接受和输入补给，又易于同西班牙的陆军主力配合；而且，除非是我误闻，据传美国军事会议至少也曾设想在那里登陆以进攻哈瓦那。



　　古巴北侧有一群以尼佩湾为中心的良港，尤以尼佩湾为最佳。哈瓦那以西也有一些良好的港口；而在南侧，靠近圣地亚哥则有关塔那摩湾。关于这些港口的总体运用，我们只大胆地提出一个方案：当有数处港口紧靠在一起之时，它们应当包括在同一防御计划之内，如同纽约、新伦敦、纳拉甘西特湾所形成的状况；然而，既不需要也不要求对它们等同看待。例如，关塔那摩湾对于圣地亚哥的占有者并无价值；但敌人却可能利用它，就如1740年英国曾经一度将其用为作战基地以进攻圣地亚哥，因而，必须注意防止敌人进占。哈瓦那及其附近地区也是如此，余者类推。



　　在古巴北侧，旧巴哈马水道的狭窄部分，一旦出现敌人想要对其利用的任何可能迹象，即应尽可能对其加以控制。这种控制将迫使敌人绕航于巴哈马浅滩之外，否则就要通过古巴岛南侧。例如，1898年当美国运输船队通过这段狭窄水道时，假如一支强大的鱼雷艇部队占据着毗连巴哈马水道古巴一侧的复杂浅水海域，就必然会成为极为严重的威胁，并可能成为威慑因素。在运输舰船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常常会不期而然地易于产生惊慌失措；当时桑普森的参谋长查德威克海军少将曾经证实，当运输舰船到达目的港外之时，许多船长精神极度紧张并产生错误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惊慌失措，便须加倍小心。



　　在1762年英国舰队同陆军对哈瓦那的成功攻击中，英国舰队司令鉴于季节已晚，不愿丧失时间向南绕航，遂通过这一水道实施远征。其间，他只是遇到水道上的困难，并未遭到敌人的抵抗；然而，一支巨大的风帆运输舰队毫无损失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功绩实足赞佩。整个巴哈马浅滩系统错综复杂，靠近古巴如此之近，重型舰船无法通过，而轻型舰船却可隐蔽其间，这就必然拥有战略价值，其价值如何尽管一时尚难断定。它们恰好相当于陆上的险阻，某类部队无法对其使用，而另一类部队却可对其利用，在其后面或以其为依托，敌对双方的一方便可将其正面或侧翼隐蔽起来。巴哈马水道古巴一侧的长长的一连串暗礁和浅滩以及该岛西端附近的科罗拉多暗礁，都已一一提到，这样一来，主要的水道特点就已指明。这样的海域有利于开展一种游击海战。它们的战略价值类似于美国墨西哥湾海岸善德卢尔和密西西比海湾，或则类似于大西洋海岸南部各州的海上岛屿水道。



　　有关古巴岛本身的强弱因素的讨论，到此已告结束，其同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其他部分的战略关系将另行研究。














	

 






	















	







	







	









 





	


	







	








	




	


第十二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2）




	







	

 



	


	


　　到此为止，我们只就古巴岛本身所固有的长处和弱点进行了讨论。现在，尚需考虑借助海军实力这一手段可能将其影响向其周围水域延伸多远。据此，我们将相当详尽地将加勒比海区域的各个主要作战中心加以对照。这些重要中心，或称基地，可以说共有三处，即东部的安的列斯群岛——既指集聚的岛群也指单个岛屿——古巴和牙买加。



　　前曾说过，假如古巴岛的保有者认为其力量足以占领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以此达到并控制莫纳海峡，他便应当这样做。设若拥有充足的海军力量，则单只占据古巴便可控制尤卡坦海峡和向风海峡，由此再通过海地这一不动的障碍，将控制延伸至通向加勒比海的所有北部入口，直至莫纳海峡；但莫纳海峡并不包括在内。要将莫纳海峡一并加以控制，则需在其附近占取一处前进哨所。这一哨所应当强固有力，当敌方优势兵力出现时，足能掩蔽活动于海峡的巡洋舰，并拥有足够的煤炭储备以供巡洋舰使用。这里所说的控制只是封闭水道，不是用主力舰队而是用巡洋舰来阻止敌方的交通和贸易，并保证己方的航运能够安全使用这一航道。除非敌方舰队竟然出现在莫纳海峡附近，否则就不值得远从古巴基地派出战列舰；因为封锁莫纳海峡只能将航运向东推移二百五十海里至阿内加达海峡，如使用波多黎各和圣托马斯之间的可以通航的诸航道，则这一距离还可缩短。迫使来自百慕大或大西洋沿岸的舰船进行这样的较远绕航，确有一定益处；但这一益处并未大到足以据此分散战斗舰队或将整个舰队远自古巴和更为重要的中央位置调开。向风海峡至莫纳海峡的距离为三百五十海里，当向风海峡未加掩护时，敌方舰队便可能悄悄偷渡。一支前往莫纳海峡的巡洋舰分舰队犹如一支骑兵在陆军正面对村庄进行搜索；但主力部队如此前进，除非为了特殊目的，否则就会牺牲圣地亚哥的中央位置，并削弱其对牙买加和尤卡坦海峡的作用。



　　1898年美西战争曾为这里所指出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其原因是由于将向风海峡这一战争的真正中央位置遗弃而任其畅通无阻所致。桑普森舰队司令指挥的美国舰队于5月12日炮击圣胡安港。假如美国舰队当时守候于向风海峡，而不是守候于莫纳海峡之外，则有关塞韦拉舰队出现于马提尼克附近的消息，应在次日即5月13日上午便可为其收到。双方舰队相对位置所构成的态势应当是，塞韦拉须航行一千海里而桑普森只须航行一百海里便能抵达圣地亚哥；或者前者须航行一千二百海里而后者只须航行四百海里便能抵达西恩富戈斯。在两支实力和速度均皆相当的舰队之间，这种态势对于希望避战而驶往古巴港口的一方，并非全然无望；但其不利条件，正如握有中央位置的另一舰队的有利条件一样，则是极为明显的。



　　另外，假如当时所谓机动分舰队亦和桑普森一起或在附近，而不是驻泊于汉普顿锚地这一偏离中央的位置，则美国舰队司令便可拥有足够的军舰供其指挥，足能将一支装甲分舰队派至哈瓦那前方，而自己又能保有足以与敌相等的兵力或在圣地亚哥或在西恩富戈斯的前方迎击敌人。由于进入哈瓦那的通路已被封锁，这一部署便能使主力离开向风海峡，而在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之间占据一个位置。在那里通过组织得当的搜索配系，便能万无一失地及时收到有关敌人航向的消息，从而在敌人选定的两港之一的港外对其进行截击。由于没有机动分舰队，桑普森就不能分兵；而且，假如他像这里假设的那样位于向风海峡，依我判断，他不会冒险离开海峡，给敌人以通过海峡的机会从而驶往哈瓦那。问题还是在于搜索，但由于向风海峡到西恩富戈斯的距离，其搜索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位于向风海峡，美国舰队便能确有把握地干预敌人接近古巴北侧的任何企图；假如敌人从马提尼克南面开始，企图通过尤卡坦海峡，则机动分舰队即使从汉普顿出发也能先敌到达哈瓦那港外。



　　反对这样封闭古巴各港通路的最为充分的论据是，这样做就势必要以听任波多黎各畅通无阻为代价方能取得。答案是，美国没有足够的军舰足以封闭所有的港口，而且敌人到达圣胡安港较之到达一处古巴港口，对于美国来说，为害不大，而对于西班牙来说，好处也不多；而一支舰队在那里锚泊则会更加暴露于攻击之下。由于该地当然要受到美国监视舰的严密监视，消息就可以随即传到，美国舰队在西班牙舰队尚在装煤而未离开之前可能便已赶到现场。从圣胡安港到向风海峡只有五百海里。



　　恰如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样，当西班牙舰队抵达马提尼克岛时，美国舰队便已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港的前方。在当时存在的通信条件下，敌人如果果断，便会得到良好的机会以获得有利条件使其得以到达古巴南岸诸港中的一处港口；或到达向风海峡，这就会使其在驶往哈瓦那的竞赛之中领先到达。



　　搜索问题在利用情报上由于使用无线电而与前大不相同。1898年一艘位于圣胡安港前方的巡洋舰必须航行四百或五百海里方能将消息传至向风海峡，而舰队也要航行同样距离才能到达战场。如今，巡洋舰不必为此目的而离开哨位，从而节省了用于航行的时间；这就意味着舰队只须用一半时间便可到达。而且，对于重要的中心，已毋需再配置两艘监视舰，即一艘用于保持同敌接触；另一艘用于传送消息。现只要配置一艘监视舰船，便可同时用无线电发送消息。然而，必须记住，有些场合可能配置两艘监视舰船确为方便。这恰是在紧急情况之下易被忽略的事情之一，除非这已成为一名军官的习惯想法的一个部分。处于军事突发事件之中，思想宝库也难以提供应付所有一切可能偶发事件的对策。



　　萨马纳湾和波多黎各北岸的圣胡安港这两处据点，还有属于波多黎各的库莱布拉港，都适于用作控制莫纳海峡的前进哨所。一个掌握古巴并对其拥有牢固的政治占有权的一流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铁路系统和强大的陆、海军，可以稳稳当当地向外伸展并占领这两处据点中的一处或两处一并占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孤立的前进海军场站同古巴的关系，恰与基韦斯特同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的关系相同；它们乃是并未处于本土可及范围之外的前进哨所。然而，如果没有像古巴所提供的这样一处中间位置，这样的哨所便无法牢固地掌握在美国手中，除非美国拥有一支压倒敌人的强大优势海军。在海洋战场，海军是无比重要的要素，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在几次讲座中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然而，目前，海军同陆军一样，并不能将其交通线从强固的外延基地延伸过远。要想确保其交通安全，或则依赖对海洋的压倒之势的控制，使其就像位于本国国土一样；或则依赖距离本土适当距离的相互紧密连结的一些据点所形成的据点线予以保护。



　　当这几次讲座的讲稿初次成稿时，美国拥有了基韦斯特和大西洋海岸诸港。依我判断，仅仅依赖这些港口是无法确有把握地将萨马纳湾据为已有；但若握有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则情况定将大不相同。从那时以后，美国就已取得了波多黎各及其邻近的一些小岛，如著名的库莱布拉。这才明确地开始考虑在加勒比海设立前进海军场站，而在1898年以前的年代里，这种考虑是毫无可能的；而后来又占有关塔那摩，便消除了当时对此的责难，即距离美国太远以及缺少中间支援，影响了美国对萨马纳湾、圣托马斯或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这样一些位置占有。假如同一支强大的海军争夺对海洋的控制，则美国现已拥有一些距离适宜的位置可对其海军作战给以支援。要想确保这些位置，除其已有的位置即态势要素之外，还要具有其他两项战略力量要素，即防御力量和所需资源，如备用品及进行修船和坞修所需的设备。



　　在这里——指现在拥有的各哨所形成的一条连续哨所线——同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西印度群岛则拥有永久优势，而欧洲国家则须横渡漫长而无掩蔽的大西洋才能到达其在加勒比海的最近位置。在远距离的可能战场上，确保诸如英国的香港或德国的胶州湾这样的一些遥远的据点，遇有机会再填补其间的空隙，这作为和平时期海军战略的一项活动，可能是明智的；但对欧洲国家来说，正如1898年以前美国于加勒比海一样，这样漫长的交通线便意味着具有失去位置的巨大危险，否则便须拥有一支具有决定性优势的海军以应付他们的一切国际政治纠纷。当前英国的海军部署告诉我们，英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以及英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深深影响到他们对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西印度群岛的利害关系；而且历史已经表明，直布罗陀曾经数度成为英国的负担。旅顺口又对俄国重演了同样的历史；对欧洲和远东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加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便可认识到菲律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前曾提到靠近莫纳海峡的两处据点，萨马纳湾则是较好的一处，这是一处极好的港口；然而，前曾说过，该岛所有的港口都必须依靠其自身力量并且只能依靠来自海上的支援。该岛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使其不能指望从周围国家获得援助；而其本身又无资源。自从1898年情况发生变化以来，美国的坚定军事政策决不予其它国家以借口，为军事上的目的占领这一位置，不论是通过它自己掠夺取得的，还是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马耳他只是在法国先夺取之后才转为英国所有；而现在由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口也是直接从先前占有者俄国人手中转来的。



　　从前面展开的讨论中，可将古巴的作用概括为：(1)其位置对墨西哥湾和向风海峡所构成的控制力量；(2)由于其幅员和良港所构成的固有力量；(3)由于靠近美国而得以扩大的巨大潜在资源；(4)其所具有的能够有效地达到莫纳海峡和波多黎各的能力。由位置、力量和资源所构成的强而有力的组合整体，使古巴毫无疑问地在我们所考虑的整个海上战场占据独一无二的最为重要的地形。必须记住，对古巴必须进行控制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因素，便是海地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所造成的，价值不高却还是一个受人摆布的障碍。由于该岛在短期之内不会出现任何稳固的国家组织，古巴或任何一个在古巴拥有重大权益的大国都会自然地主张海地中立，同时并反对将其任何港口让与外国；例如造成类似现在美国握有关塔那摩那样的情况。现在，波多黎各已为美国所拥有，这就更加不能容忍外国在海地设置海军基地而横梗于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之间。



　　那么，古巴——以此名称代表该岛影响所能触及的由墨西哥湾至波多黎各的整个区域——是否可以成为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一海上权益区域的锁钥呢？在假定敌对双方海军力量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了解到古巴的影响可以延伸到何等之远；其影响是如此巨大，如能予以充分发挥，它就能控制这些海域的全部或大部并包括巴拿马地峡在内，难道不是如此吗？



　　对于墨西哥湾来说，答案只有一个，而且可以立即答复。假如双方实力相等，而且只要这种均势继续存在，如果古巴为敌方掌握，则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物产便不得不通过陆路运抵大西洋。古巴确实是通往墨西哥湾的关键，恰如直布罗陀之于地中海一样。



　　关于加勒比海，答案则稍欠明确，尚待仔细考虑。



　　古巴所具有的控制能力，至少可使其成为控制整个加勒比海的作战基地。正如前曾提过，多瑙河隘路和埃及乃是特定地区的地理上的锁钥，其重要性不只是来自其天生力量或仅只由于其位置优越，而是由于军事力量从这里才可以得到发挥，从而确能优于拥有相等兵力而缺少同样位置优势的敌人。那么，在加勒比海应当对哪些目标即据点加以控制呢？除古巴之外，还有哪些其他基地可以据以发挥这种控制能力呢？这些基地作为目标来看，同古巴相比在效用上又将如何呢？



　　在回答这一最后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能够制约战略据点的三项要素，即位置、力量和资源。



　　在加勒比海应予控制的目标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经由各条水道进入加勒比海的入口。



　　第二类，位于加勒比海之内的主要商业中心，即目的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现以科隆为中心的巴拿马地峡。



　　第三类，入口与目的地之间的交通线。



　　1. 由阿内加达海峡向南经小安的列斯群岛东部有许多入口，以致只掌握一处能够控制其中任何一处或两处入口的地理位置便想在这一线阻止通往加勒比海的通路，这是不可能。一支拥有巨大优势的海军，毫无疑问，经过适当部署便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海峡的全部或大部；然而，本题则是明确地以假定双方兵力相等为前提。另一方面，众所承认的古巴的影响，虽不能达到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一水道，但却可控制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对于来自北美洲所有大西洋海岸各港的航运，其中既包括美国诸港也包括英国在百慕大和哈利法克斯的海军场站，这些海峡最为方便。而对于尤卡坦海峡这条由密西西比河流域至巴拿马地峡的天然而又确是唯一的直达航线来说，古巴的影响则更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对于入口来说，古巴的控制能力已达到独一无二的程度。



　　2. 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主要的商业目标都位于巴拿马地峡周围附近。假如我们将马格达雷那河流域的贸易也包括在巴拿马地峡之内，我们就毋需再考虑其它地方了。当然，沿整个海岸，由穆赫雷斯岛起至帕里亚湾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贸易；但这些贸易是分散的，而且海岸背后的这些国家实难指望在近期之内会有这种需求，从而创造新的重要的贸易中心。奥里诺科河河口不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因而，我们可将巴拿马地峡考虑为商业权益的巨大中心，这是不会发生严重错误的；它不仅是加勒比海的最大商业中心，而且不久还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商业中心之一。



　　除了商业中心之外，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还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其中有三处最为重要，即牙买加、奇里基环礁湖和科隆；科隆既是商业中心又是战略据点。除这些主要据点之外，还有数处具有二等或三等价值的其他据点。荷属库腊索岛有一良港，而又位于巴拿马地峡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中途，其位置距地峡与东部诸岛的轮船航线的一侧不足一百海里，从而从翼侧威胁它们的交通线。因此该岛如让予任何一个强国，恐怕都要遭到其他强国的反对。哥伦比亚合众国的卡塔赫纳市拥有拉丁美洲大陆的最佳港口。该港距科隆只有三百海里，而距轮船航线只有一百海里，来自加勒比海每处入口的航线均会聚于此；其位置或许还有资源，都优于库腊索岛。卡塔赫纳如同库拉索一样，也从翼侧威胁着由阿内加达海峡向南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线；二者比关塔那摩都更为靠近科隆，尽管其中库拉索岛在这一方面的优势较之关塔那摩极为微小。



　　尤卡坦半岛上的英国属地伯利兹港条件优越，可用为锚地和加煤站，又由于没有引水员便难以驶近，从而具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力量；但其任何攻势力量只能指向墨西哥湾和经由尤卡坦海峡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这条贸易航线。由于牙买加所处的位置既能攻又能守，看来，伯利兹未必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海军场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该地尚无白人居民，也无海军所需的资源。一支以牙买加为基地的战斗舰队恐怕定会沿该岛至伯利兹一线配置快速巡洋舰和监视舰；而位于该线远方一端的舰船则可依靠伯利兹补充煤炭和某些补给品。再则，当这支舰队出于某种原因而前出至尤卡坦海峡或进入墨西哥湾时，在其保持这一位置期间，伯利兹则会受其保护；而且由于舰队靠近伯利兹，在此期间可将其煤炭基地转至该地。除了这两种情况和对中美洲或尤卡坦进行广泛作战这种不甚可能发生的纯属次要的情况之外，伯利兹对于占有牙买加的强国，便不会再有重大的军事价值。



　　我们也可以说，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国的加勒比海海岸，对于占有古巴或牙买加的国家来说，那里没有一处据点是有战略价值的。这两国所拥有的港口，一般来说都无关紧要，既无军事力量，又缺乏资源。散在洪都拉斯湾内及其以南的一些小岛，情况亦大同小异。对于能够控制这一海域的国家来说，即在这一海域拥有决定性优势的国家，这些小岛可能被其用为临时的加煤站；但它们并不值得予以设防，只要经常有武装舰船在场，便能防护它们免遭袭击。既然要有武装舰船在场，就必然要分散成小股，不言而喻，这支舰队所拥有的优势必须足以派出强大的分遣队而不致使主力过分冒险，而这里的讨论都是假定以双方海军兵力等同为前提，故这种情况不在此列。



　　当然，对于任何军事区域进行全面探讨，必然会有各种不同兵力以及等同兵力的假设；然而，实际上，军事问题包括许多变量，故在任何讨论之中，必须将某些变值定为常数，才能进行特定讨论。由于这里讨论的是位置问题，故假定双方兵力固定等同。



　　因此，我们可以确有根据地说，在中美洲海岸，由卡托切角或穆赫雷斯岛起直至奇里基环礁湖止，现时，甚至连一处二流的战略据点都没有；而在巴拿马地峡以东，南部加勒比海的许多港口，则可由卡塔赫纳和库腊索岛这两处最好的港口作为名符其实的代表。这两处据点相隔不足五百海里。第二个据点由于距巴拿马地峡更远，故其重要性也较差。卡塔赫纳港，从其位置和其所拥有的良好港口以及其接纳资源能力来看，即使资源不能自给，同牙买加和科隆相比也相差无几，并不低于二者的水平。它特别适于用作一处攻击巴拿马地峡的前进作战基地。事实上，它属于巴拿马地峡自身的战略范围之内，并成为其重要的因素。奇里基环礁湖由于更靠近科隆，因而较其更为优越。



　　这样一来，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军事和商业目标，便减少到两处，即牙买加和巴拿马地峡，它们不同于加勒比海外缘的一些据点，其中巴拿马地峡一词如前所述，其所包括的范围在这里已经延伸扩大。



　　3. 在加勒比海必须予以控制的第三个对象，则是位于该海域之内的通路，即该海域边缘一侧的入口与不同目标之间的交通线。这些目标已经归纳为两处，牙买加和巴拿马地峡；后者包括卡塔赫纳还有其周围地区。伯利兹，假如一定要加以考虑，则将其列入牙买加范围之内，因为一艘舰船在其驶抵牙买加之后，其旅程的大部分困难便已克服。卡塔赫纳虽然位于拉丁美洲大陆，但在战略上却属于巴拿马地峡同一范围之内。



　　现在谈谈通路问题。大洋中，两点之间的通路可能很多，并且彼此分散。在像地中海和加勒比海这样有限的海域之内，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一艘从阿内加达海峡驶往巴拿马地峡的舰船，其舰长可按其对危险的判断，或取直线航行，或沿北侧或沿南侧航行一定距离，再向其港口前进。



　　不过，假如到达点和出发点都已为人所知，所有的航路都汇聚于这两点，于是攻方便可按其力量及其所在港口的位置，在到达点或出发点前方占取一处位置，确保在这样的战略位置上敌人的舰船一定会进入其所及范围之内。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到达点较之出发点更适于对交通进行截击，因为进入一处被封锁的港口较之从其中出来更为困难；然而，要想截击或“制止”一支远征军，如果不知其目的地何在，通常而且总是选择其出发点。



　　例如，在现在所讨论的战场上，假如已知一支任一规模的远征军正在古巴、牙买加和安的列斯群岛这三处基地之中的一处进行装备，其对方如有可能做到，则应以充足的兵力在其附近设立前哨。这样做不论是对付武装的远征军还是对付大型的护航队，都是适宜的。但如敌方对一处目标已经动手，例如已对巴拿马地峡动手，并依靠川流不息的补给舰船为其支援，对方则应本着努力集中的精神，务必慎重地靠近于其到达点。假如出发点为多处，而到达点只有一处或寥寥几处，这样做则会更为正确；例如，从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诸港出发驶往巴拿马地峡，或者驶往古巴的某一港口。一支截击兵力位于敌方补给到达点附近，不仅能居于切断交通的最佳位置，而且还握有另外的有利条件，即一旦遇到有利时机，随时可对其海军实施攻击。这支兵力当然应有一处最佳位置作为自己的设防港口；这样的位置，便是卡塔赫纳、库腊索岛或者甚至还有牙买加。



　　英法两国在更为广阔的战场上所进行的多次海战，可以作为实例予以讲述，并可证实认真研究史例大有益处，尽管帆船海战的一些特殊条件已经过时。英国虽然在海上拥有很大优势，但由于其权益分散于世界各地，以致在很多方向处于暴露状态。对于当时法国的屡次装备齐整的远征军，英国常不知其到着点，即目的地，从而非常正确地想出在法国所有海军兵工厂外面配置重型舰队以阻止其出航。例如，1798年英国探明法国正在土伦装备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于是派纳尔逊由加的斯进入地中海，在明显是法军出发点的港口外面进行监视；然而，在其到达之前得知敌人已经离去；于是纳尔逊便根据所能搜集到的情报，将敌人最为可能的目的地作为其下一个点。结果证明，其所选定的第二个目标，相对来说仍然不够确切；虽然今天同样的不够确切不会产生于同样原因，但它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应在预料之中的敌方出发点附近占据适当位置，假如这一出发点能够确定的话。尽管东乡拥有无线电报这一便利手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航向仍一无所知。在西蒙诺夫海军上校所著《对马之战》一书中，有一段饶有兴趣的记载，说俄国舰队的电台曾经截获日本侦察舰之间相互传递的电讯，但他们并不懂其密码。但从其简短的定时通讯中，俄国人推断，这不过只是它们之间的通讯——可以说是他们相互保持接触，并不表明某艘侦察舰已经看到敌人。俄国人仍然希望能在浓雾中不被发现而溜走；因为无线电不能看见，只能报告。



　　保持风帆舰船靠近危险的海岸所具有的困难，常常导致英国舰队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使舰船的使用强度和人员的精力消耗达到极限；但在独一无二的一个实例中，拿破仑精心制定的预想入侵英国的计划，却由于布勒斯特遭到严密封锁而被打破。二、三支分舰队已经启航，预计在安的列斯群岛会合进行编队；但二十余艘战列舰却被“阻留”在布勒斯特，而无法前往同另一支分遣队会合。假如英国的权益并不分散，只有西印度群岛一地，则最好的方法便是以其优势的海军，除一部分担负本土防御之外，派驻一支大型舰队于西印度群岛，将其配置于既便于截击驶往法属诸岛的舰船又便于保护己方舰船的最佳位置之上。一艘通讯舰艇过去总是能够而现在仍然可以比敌方舰队抢先早到数日，因为单舰较之舰队航行速度更快。因此，假如一支法国舰队启航之后只能驶向一处可能的目的地，则英国的通讯舰定能在其之前到达目的地。但拿破仑却利用英国拥有较多暴露据点之虞，使其陷入迷惘；而英国则认识到这一事实，便对其所有的出发点进行监视设法剥夺其主动性。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些航线在其航程之中，必须在距敌方港口一定距离范围之内通过，于是该港便如前述的位于航线上的狭窄水道一样，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该港便对这些航线构成翼侧威胁。假如在纳尔逊时期英国并无权益可使其海军被吸引在地中海之内，则直布罗陀便可对法国土伦舰队严加监视。牙买加对于所有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线以及当地最强的国家古巴便具有这种特殊优势。军舰从牙买加出发，几乎不需超出视界之外，尤其是不必超出其基地的支援之外，便可对由古巴这一更大岛屿至巴拿马地峡的两侧航路进行战斗巡弋。牙买加除威胁两侧的航路之外，加之更加靠近西班牙大陆美洲 [ 译者注：原文Spanish Main，今通译为南美洲北岸，即指南美北东部加勒比海沿岸一带。 ] ，较之关塔那摩要近一百五十海里，从而往返于这一线海域可节省三百海里航程的煤炭，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由加勒比海边缘至包括巴拿马地峡在内的目的地的交通线中，牙买加较之古巴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两岛都从侧面威胁着来自东面的安的列斯群岛的航线；但牙买加更为靠近。



　　同小安的列斯群岛相比，牙买加则具有有利条件，它距离主要目的地巴拿马地峡只有一半距离；但牙买加距离库拉索岛却比小安的列斯群岛稍远一些。假如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正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之中的一处岛屿进行装备，则牙买加就其位置而言，对该远征军实施监视，诚然不如小安的列斯群岛之中的另一岛屿；但若同样的远征军以牙买加为基地，则难以从安的列斯群岛对其进行制止，由此看来，各有利弊，得失相当。



　　在控制通路方面，在确保安全进入加勒比海的情况下，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其位置可对其东半部进行控制；牙买加可对其西半部进行控制；然而，西半部更为重要，因为它包括位于主要目的地上的到达点。此外，来自欧洲通往巴拿马地峡的每条交通线，必然要从牙买加近旁通过，却不一定必须经过东部群岛之中的任何一座特定岛屿。



　　古巴同安的列斯群岛相比，假如牙买加中立，则古巴的控制作用就会更大。假如将牙买加除外，古巴便可以其优越位置对来自向风海峡驶往巴拿马地峡的整个交通线进行守势控制，并对加勒比海西半部进行攻势控制。而那些小岛凭其位置只能对通往巴拿马地峡的东半部通路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假如古巴中立，而牙买加同小安的列斯群岛敌对，则牙买加便对该群岛拥有类同古巴的优势。三者相比，假如其他条件相等，仅以其位置对通路的控制而言，则牙买加居于首位，古巴次之，小安的列斯群岛居于末位。



　　确认这些关于控制通路的结论之后，现在我们回到最为主要的问题上来，同这一问题相比，其他一切探讨都已退居次要地位。这就是，在加勒比海三处作战基地之中——即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处，牙买加或古巴及其影响范围——哪处基地对于加勒比海的各主要目标据点进行军事控制最为有力？这些主要目标便是牙买加和巴拿马地峡；就其相对重要性而言，可以看到，巴拿马地峡从本质上来看涉及到世界的普遍权益，实属更为重要，而牙买加这一位置却可控制通往巴拿马地峡的所有通路，因而从军事意义来看，对于加勒比海的控制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要素。牙买加是中央位置的一个突出实例，它拥有内线这一便利条件，可在其所属的战场范围之内向每一方向进行作战。



　　军事控制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即位置和机动军事力量。我们已经假定军事力量始终相等，故现在只须将战场上其他国家所掌握的那些位置同古巴占领者的位置加以对照进行探讨。这一探讨还是要限于对这些目标据点实施攻击的能力；或者相反，限于对这些目标据点进行防御的能力，如果这些目标据点已为自己本身或一个盟国所掌握；至于通路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



　　借助位置对国土以外的据点进行控制，取决于在时间上对该据点的靠近程度，取决于是否存在会延迟或阻止你向据点接近的障碍。



　　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和西恩富戈斯同已经选定的位于加勒比海边缘的一流战略据点(包括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在内)中的任何其它一处相比，更为靠近巴拿马地峡。它们较之英属圣卢西亚岛和法属马提尼克岛至巴拿马地峡的距离，略微超过其一半。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牙买加这座难以攻克的岛屿和军事要塞，较之关塔那摩至地峡要近一百五十海里，较之西恩富戈斯还要近得更多。



　　仅从态势考虑，牙买加对于控制加勒比海乃是一处极好的位置。它距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均相等。它同关塔那摩和圣地亚哥共同控制着向风海峡和古巴的南部海岸；而且只要向外稍加伸展，便可到达由墨西哥湾至巴拿马地峡的各条航线。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古巴来说，它阻塞了古巴通往巴拿马地峡之路，致使从古巴染指巴拿马地峡的任何企图都必须首先估计到牙买加的陆、海军力量。



　　然而，牙买加的力量却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古巴却不会受此影响。姑且不谈大英帝国因其殖民体系庞大而又非常分散，常被迫采取守势，从而引起其舰队的分散，使其大批据点暴露于攻击之下，仅就我们严加注意的战场而言，可以看出，在英国的作战计划中，如前所述，牙买加主要是一处前进哨所；其位置非常之好，确实如此，但其交通线却漫长而又困难。它同可能的中间补给基地安提瓜岛的距离超过九百海里；同英国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主要海军场站圣卢西亚岛相距一千多海里，最快的航行也不少于三日。假如英国同占有古巴的国家作战，则向风海峡将被关塔那摩封闭，墨西哥湾将被哈瓦那封闭，英国将被封闭在向风海峡和墨西哥湾之外。莫纳海峡虽然不一定遭到封闭，但却过于危险，也无法依赖。基于上述原因，为了保持同牙买加的交通联系，则迫切需要一处像圣卢西亚这样的中间位置和补给场站。来自百慕大、哈利法克斯或英国的补给，大体上先聚集于此或安提瓜岛，然后由此可以比较安全地但仍处于暴露状态之下抵达金斯敦港。古巴和海地的北部海岸必须视为实际上已处于古巴舰队的控制之下，从而向风海峡也被其以优越的位置所控制。



　　相反，古巴的占有者却以其所处位置，同墨西哥湾保有畅通的交通联系，这就是说，通过密西西比河流域，它可以拥有美国的一切资源供其支配。来自牙买加的巡洋舰要想切断这一贸易，同其以哈瓦那为依托的敌人相比，必须处于大为不利的条件之下，尤其是在煤炭消耗上，来自哈瓦那的巡洋舰可以少消耗或甚至不消耗便能到达其巡航区域，从而能够逗留更长时间，结果等于增加军舰数量。另一方面，来自圣地亚哥的巡洋舰，几乎可以毫不受阻地活动于海地的北侧直至莫纳海峡，而在超出这一范围时，除同与其大小相等的战斗舰船遭遇之外，则别无其他危险。假如这些巡洋舰将其活动推至阿内加达海峡，则同来自圣卢西亚的巡洋舰相对而言，它们就会感到处于如同牙买加巡洋舰在墨西哥湾同哈瓦那巡洋舰相比所经受的不利条件之下；但若将航向稍加偏北，驶至Q点(见图12)或于该点周围，则它们在该处同关塔那摩和圣卢西亚的距离便相等，于是便同圣卢西亚处于同等地位，与此同时又居于可以严重危及来自北美洲任何据点的补给的位置之上。假如有人认为，位于Q点上的这些巡洋舰可由百慕大予以对付，则答案极为简单：在假定双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那就只有缩减圣卢西亚的兵力才能做到。简言之，在同百慕大、哈利法克斯和圣卢西亚的战略相对关系方面，古巴同牙买加相比则拥有中央位置、内线交通这样的巨大优势，从而可以收到集中兵力的效果。






图12 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



　　面对这些困难，假定在这一战场上双方兵力相等，在牙买加同古巴相比处于大为不利的条件之下，很难看出，英国如何才能避免分散其舰队。古巴确实不仅拥有前已指出的位置优势，而且相对于敌人的位置而言，还拥有中央位置的优势；而更为重要的恐怕则是，古巴在其基地各点之间拥有安全的内陆交通来保证补给和供煤，同时又能掩护其后方的墨西哥湾的海上交通线。关塔那摩和圣地亚哥有铁路同哈瓦那相通，而该岛本身又掩护着由哈瓦那至墨西哥湾美国海岸的交通线；牙买加则完全依赖海上交通，而其海上交通又几乎都得不到很好的掩蔽。



　　同古巴对比，前曾不止一次说过，牙买加只能是一处逼近敌方的强固的前进哨所，其面积和资源同敌方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因此必须依赖其自身坚守能力来维持生存，而置海上交通的不可靠和可能暂时中断于不顾。其状况同梅诺卡、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相似，一旦海上联系被切断，则其陷落便计日可待。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并非单纯防御坚守，这样必将陷入瘫痪。假如古巴能够迫使牙买加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则牙买加控制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的要素便将消失，于是古巴在利用其靠近巴拿马地峡这一优势上，中间便不再存在障碍。假如古巴能够造成金斯敦港缺煤，则它便取得了战略优势；一旦发生煤荒，则敌人的战斗舰队就势必撤走，很可能撤至小安的列斯群岛。



　　同古巴相比，牙买加的状况适用于加勒比海东、南、西、北各边缘上的所有战略据点。牙买加虽处于边缘之内，但几乎就在边缘之上，它在靠近程度、位置、面积和资源上，较之海地或较小海岛的任一港口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如牙买加同古巴相比处于劣势，则边缘上的其余每处据点，而且还可以说，所有这些据点全都合在一起同古巴相比也都处于劣势。例如，圣卢西亚对牙买加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来自英国的舰船从未直驶牙买加对这一较大海岛进行补给；必需拥有一处中间补给站，驻泊于牙买加的舰队必须确保其安全供煤的距离不能远过这些小岛。否则，一旦舰队缺煤，便无法在其位置上坚持下去。但是，假定双方海军兵力相等，则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决无法相互配合。一支远征军从如此远隔的据点无法安全联合；它必须首先集结于一点或另一点，而后才能启航执行任务。法属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假定它们符合要求，便可各自准备一半兵力，并可望在战斗之前将其合而为一；而牙买加却必须独自准备。从圣卢西亚这一较小海岛出发驶往牙买加的战斗舰队必须结成整体，而随在其后的毫不间断的补给——交通——则要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圣卢西亚无法援助牙买加，只能充当中途站和补给站。



　　假如来自牙买加和圣卢西亚的两支兵力试图在海上联合对巴拿马地峡实施攻击，假定同古巴交战而双方的总兵力又假定几乎相等，则这两支兵力必将陷入相继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前面曾讲过，1796年日耳曼战役就曾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同年在意大利战役中奥军的配置也提供了数个例证，拿破仑巧妙地利用奥军坚持分散兵力，相互不能支援这一弱点而一战成名。在最近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对于分兵再一次提供了训诫，当时俄国海军的最终会合不得不在敌人能够达得到的范围之内实行。



　　恰好由此可以看出，位于墨西哥湾湾口的古巴岛的战略地位具有巨大的优势。假如美国容许同该岛的贸易继续畅通无阻，则古巴不必冒很大危险便能获得各种补给甚至军火，这样一来便使该岛成为一处强固的作战基地，能够装备一支任何规模的不必分散的远征军，并保证其舰队发挥效能而不必担心其交通。例如，从彭萨科拉或基韦斯特至哈瓦那再由此经铁路至西恩富戈斯或圣地亚哥的交通线，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有关古巴和牙买加的这一讨论，正如有关海军战略总论的大部分的讨论一样，都是以双方海军兵力相等为前提而进行的。只要这一前提继续不变，则英国同古巴占有者双方之间相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也将如前所述继续不变。当前(1911年)欧洲政局错综复杂，从我们的课题来看，其显著特点是，德国海军对于英国是长久的威胁；反之，英国海军对于德国也是如此。显而易见，这两支欧洲的主要海军都无法抽出一支超过美国可能保持的兵力横渡大西洋进行作战，除非美国在其他地方发生战事。因而，关于在加勒比海双方兵力相等这一假定，是既合理又有益。在这一假定之下，英国对于牙买加只能是采取二者择一的办法；一是分散其舰队，抽出一支足够的兵力保持其同牙买加的交通畅通；一是放弃牙买加，任其依赖本岛资源，赖其主要港口的设防工事和该岛的常备警卫部队进行坚守，直至英国海军经过成功的战斗活动得以建起优势，能以足够的战舰驻防牙买加，并有足够的余力保证其补给线获得适当的安全为止。“安全”一词的含义系就军事而言。



　　所谓二者择一，或是分散舰队或是放弃岛屿，这意味着只要一支相等的海军以古巴为基地，则牙买加所拥有的一切位置优势便无从发挥；因为，牙买加的位置较之古巴虽然更能控制巴拿马地峡，但古巴却能控制牙买加，使其无法充分发挥其攻势力量，因为其交通受到威胁。



　　对位置的这一正确评论，不应就此结束，还应举例说明设防港口的价值。牙买加加以设防便能自力坚守相当时间；甚至战斗舰队可以集中于此进行攻势活动，只要其所储备的物资能够维持。当其所储备的物资接近耗尽时，特别是煤炭，战斗舰队便应及时离开；到那时，牙买加只能像直布罗陀所曾经历的那样以及旅顺口或圣地亚哥在相当时间内所曾坚持的那样独立自卫，它不仅不能再加以使用，舰队不在必然如此，而且还会陷落，古巴则将取代牙买加而控制加勒比海。而先前曾以牙买加为依托的舰队则必须从更远的基地进行作战。



　　对牙买加价值的这一正确评价，又可说明美国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实际关注。德国如在海战中将英国击败，就可能要求以转让牙买加作为媾和条件；西印度群岛在英国的估价中就会不再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英国的欧洲关系已迫使其海军集中于本国水域并承认门罗主义。如同英国已经割舍的赫耳果兰岛一样，牙买加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商业上都不再能为大英帝国所用。1910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在调查帝国同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的报告中披露，牙买加的贸易权益倾向美国甚于倾向加拿大。出让牙买加，除却有损脸面之外，别无遗憾。因此，在战败情况下进行这场交易中，决定性的因素不应是英国的反对，而是美国的对抗。这种假定情况下的对抗，完全要看美国所拥有的海军兵力而定。在当前条件下，英国同德国对立，故均支持门罗主义；一旦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支持即告崩溃，而惟一的支持只能是美国的战斗舰队。



　　关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在将其视为控制加勒比海其他目标的作战基地之时，我们将暂时抛开这些岛屿并非全部都属于一个强国这一事实，即其大部属于英国，相反，而其最有价值的马提尼克却属于法国这一事实，我们将以整个群岛的全线力量，即以其位置、力量和资源为根据，来评价任何一点的战略价值。



　　就位置即态势而言，小安的列斯群岛控制着东部的所有入口，即海峡，包括阿内加达海峡在内。另外一种实用的提法：这些岛屿控制着来自欧洲的航道；而古巴则控制着来自北美的航道。北美连同其资源与古巴距离较近，受到古巴较好的掩护，而欧洲距离向风群岛则较远，其所受到向风群岛的屏蔽也较差，因而，优势则属于古巴基地。莫纳海峡可以视为欧洲和美国两个势力圈的接触点。单以位置控制巴拿马地峡而论，这些小岛距巴拿马地峡为古巴的双倍之远，这就意味着交通线也是双倍之长，保护交通线的军舰也需双倍之数，其所消耗的煤炭也是双倍之多。



　　就力量而言，小安的列斯群岛拥有数处优越的战略港口。最好的港口则是位于群岛全线中央的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由于这一位置为法国据有，而多米尼加岛又缺乏隐蔽港口，于是英国便确定将圣卢西亚作为基地。罗德尼在其1782年的著名大捷之前，曾从圣卢西亚对法国舰队进行监视。往昔帆船时代，巴巴多斯曾因风向之利而具有战略优势，但如今已无用处。安提瓜岛的重要性对于英国来说仅次于圣卢西亚；而法国则在瓜德罗普岛及其属地拥有比安提瓜岛更好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法属岛屿彼此互相衔接，并将英属的两处最好岛屿分隔开来。



　　让我们如前所述那样仍然假定这些岛屿为一国所控制，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为了发挥攻势力量，如敌人不对这些岛屿直接进行攻击，这就便于分散在不同港口进行准备；由于不是单纯依靠一处港口，故一旦受挫，安全也会有所保证；这些港口之间的交通既近又易。从这些方面来看，其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使古巴大为逊色；然而，一旦敌人发动攻击，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舰队如遭到决定性失败，便势必退入一处港口，由于海洋为敌所控，该舰队便会陷于孤立。假如这支战斗舰队分散退入数处港口，则形势必将更加恶化。小岛同大岛相比，其弱点便立即暴露出来。古巴在同样的海战受挫条件之下，却可退入一处港口，其余港口仍可保持畅通并通过陆路拥有自由交通。敌方舰队如欲封锁其余港口，则势必面对已经退入港内的古巴舰船而分散并削弱其舰队。对这些条件予以公正衡量之后，毫无疑问，古巴同一些较小岛屿的任何组合相比都要明显地更为强而有力。



　　就资源而言，西印度群岛所有岛屿的战备资源主要依赖其所属政府的政策和准备。除古巴外，其余岛屿都缺乏业已适当开发的自然资源。除政府所采取的直接措施之外，古巴单就人口较多而言，便可为军队和守备部队获得更多的补给和提供更多的物资。现时，前已指出，美国的资源实际上也是古巴的资源。



　　对于试图控制加勒比海来说，在这三处可能基地之中，毫无疑问，古巴力量最强，牙买加次之，小安的列斯群岛最差。除非古巴压制其较小的对手牙买加的攻势力量，即使不能使其无能为力，至少也已实质上将其削弱，否则牙买加所居位置便使古巴无法发挥其攻击巴拿马地峡或破坏加勒比海之内的运输线的能力。在假定双方舰队相等的情况之下，如果古巴舰队进攻巴拿马地峡或进入加勒比海，它便无法掩护其交通线；如果想要掩护这些交通线，它就必须分散其兵力。牙买加恰好符合本书第九章所假设的情况： [ 译者注：参见本书原文第209页。 ] “在你向所渴望夺取的目标运动之中，假如你经过一处为敌人所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战略据点，即一处敌人可能用以截击你方煤炭或弹药补给的据点，则该据点的势力圈便应引起你的注意并将削弱你的兵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前已断言，假如你不将舰队减弱至劣于敌人舰队的程度便无法监视该港，则你便不应分散舰队；或则应当先行夺取中间据点，或则，如你认为以舰载的补给便能达成特定目的，则不妨脱开你同基地的联系，放弃你的交通线。毫无疑问，假如牙买加舰队不顾古巴舰队仍在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港内而驶离母港，则它也会感到同样的困难；但二者之中，牙买加却拥有内线之便。假如单以小安的列斯群岛为基地进行作战直指巴拿马地峡或加勒比海西部任一位置而同古巴为敌，则情况便不会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线便会拉长到极为严重的相当不利程度。



　　综上所述，牙买加虽不及古巴强而有力，但看来仍然堪称为“加勒比海之锁钥”。古巴只有控制了它，才能对加勒比海诸要地加以有效的控制。但是，如果牙买加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锁钥，古巴则握有能够把锁钥拧开的钳子。由于古巴自身的交通线位于后方墨西哥湾，故安全有所保障，它可以利用敌人拥有漫长而又难以保障安全的交通线这一弱点，使敌人最终难以对其防守。首先使敌人缺煤，继之使其挨饿，最后则迫使牙买加舰队撤至可能达到的加煤站。我相信这便是依靠地理条件，即依靠位置解决加勒比海军事问题的答案；关于位置，拿破仑曾说：“战争就是处置位置”。当古巴舰队对牙买加舰队取得决定性优势之时，它便取得一处位置，能够立即掩护通向该岛的诸航道和向风海峡，同时并以其掌握在手中的全部舰船切断敌人的补给和增援。反之，当牙买加舰队取得暂时优势之时，情况却不会如此，因为古巴南部港口可以从墨西哥湾经哈瓦那通过陆运取得补给。



　　关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战略特点的一般讨论就到此结束；但对于主题的论述尚未完成，尚需联系已经做出的结论就美国在所探讨的区域之内进行海军作战活动所需的各种设施，进一步做某些具体探讨。



　　海军战略原理对美国的这一具体运用，绝非这部著作的最不重要部分，而是这部著作所从事的研究的根本动机。为了这一运用，前已提出最为令人满意的方法：(1)重申二十年前即1887年实际写成的那些结论，只对已经认识到的当时所犯的错误予以改正；(2)同时并指明在此期间的变化及其对总体战略态势的影响。



　　采取这种将两个政治时代加以对照的方法，还有其进一步的理由，这就是有助于促进对国际关系进行连贯的研究；因为国际关系同海军战略密切相关，已成为海军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唤起海军军官们的注意，使他们密切关注和考虑世界上的国际关系。从这一点来看，重新回忆二十四年前当这部讲稿初次成稿之时的国际形势，并将其同现在的形势加以对照，将会大有益处。



　　1887年及其以后的十年间，美国对于其在巴拿马地峡的特殊权益的关注与日俱增，对于三十五年前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束缚更加无法容忍。然而，除却1846年同哥伦比亚签订的条约之中许诺美国为了确保通行安全可以进行干预这一条款之外，美国在巴拿马地峡别无确实的权利。为了按这一条约为哥伦比亚保证通行安全，这一许诺是完全必要的。保证和许诺是互相关联的条款。必须记住，正是根据这些条款，当1885年巴拿马周围发生革命运动危及铁路的使用时，美国从大西洋各港派出一支海军陆战队于巴拿马地峡登陆，控制了为保护铁路和保证铁路畅通所需要的地域。



　　当时我也在场并记得发生的两件事，每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时在巴拿马没有美国舰船，我记得在科隆也没有，当时，英国海军军官已派遣一支分遣队登陆并占领了巴拿马铁路的终点，正在此时我所指挥的军舰恰好到达那里。我依然可以回忆起当我们从英国海军军官手中接过任务时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他感到无法确定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政府能够准许他干预到何种程度。另一件事则是驻防于太平洋海岸的法国舰队司令稍迟一些时候来到巴拿马，表示要协助维持秩序；但遭到美国舰队司令朱厄特的拒绝，尽管法国的运河开凿工程仍在施工之中。我清楚地看到他在遭到拒绝时的不快神情；然而发生的这两件事都饶有兴趣，这表明美国对于欧洲干预巴拿马地峡的态度，已经引起欧洲各国政府与日俱增的认真对待。



　　除去对付巴拿马铁路周围发生地区混乱的应急干预权利之外，美国于1887年在加勒比海并无立足之点。它也没有海军。由三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所谓白色中队刚刚开始服役。英法两国仍然是两个主要海军国家，而且两国在加勒比海都拥有其现在所拥有的属地。西班牙仍然据有其不知何年所取得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德国海军同美国海军一样，实质上并不存在。它刚刚开始组建；但不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意图上都还不是世界上的巨大海军之一。德国威廉一世直至1888年才逝世；俾斯麦的权力并未动摇；而这两位政治家的经验都倾向于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将欧洲作为德国外交的舞台，并将陆军而不是将海军作为发扬德国威力的工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德国海军的发展，犹如日本的军事突起，当时甚至毫无可疑迹象。从那时起，俄国就像今天一样在国际上陷于瘫痪，这就使德国得以从畏惧法俄联盟的忧虑之中解脱出来，促使庞大的德国海军军费达到今日的程度。1887年俄国尚未瘫痪。尽管其衰落已极为明显，但俄国的专制制度尚未因其内部纠纷而动摇；由于俄国的位置，俄国的军事力量在德国的估算之中仍是一个巨大的传统因素。主要由于俄国被日本击败，随之革命运动在俄国勃起，这才有助于德国扩充其海军以致超过美国。假如确实如此，我确信事实确是如此，则国际均势的改变，无论其发生在如何遥远之处，海军战略家都不能不予以关注。



　　1887年在国际上，关于美国同英国共同分享巴拿马地峡运河的控制权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 译者注：美国国务卿克莱顿与英国驻美公使布尔沃于1850年签署此条约。 ] 仍然束缚着美国。两国曾共同保证任何运河的中立，在1850年，运河如果定要建造，似乎会由美国公司承建。自1887年这部讲稿写成以来，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已为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所取代，后一条约使运河的建造和保证其中立全由美国单独承担。在加勒比海原无属地的美国，如今却拥有运河地区的政治控制权，但在科隆和巴拿马两城却例外有所限制。运河地区必须加以设防，此外，美国已取得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及其邻近的库莱布拉港。美国现已拥有一支海军，这支海军一年以前已居于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迄今，美国海军居于第二位，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自然的；而且这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英国不是依据正式的文件而是依据明显的效果，才完全放弃了同美国于加勒比海争夺优先权和控制权的一切斗争。



　　倡导海权和帝国开发运动的英国统一派的觉醒在其宣言中声称：“依靠同日本的联盟，依靠印度帝国，依靠对埃及的占领， 依靠对门罗主义的支持 ，英国的海权在最近数年之内一再地使兰开夏的工业收益获得保障。” [ 注：见1910年10月19日《邮报》三周刊。 ] 其中由我加有重点的“依靠对门罗主义的支持”一语表明，这一政策同所列其他三项居于同等地位已获得普遍承认。



　　英国政策的改变大部是由于——如果不是决定性或甚至唯一的话——德国海军的突起；因此，最终——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则是由于俄国被英国的盟国日本所击败。正是由于远东战争，才导致德国海军这一巨大要素的充分发展，如今德国海军既有实际力量而又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而且仍将继续是超越美国海军。就美国政府的意图而论，就其计划和经费来看，依然是容许德国保持其现已拥有的领先地位，并在未来还可继续增进。自1887年以来法国在海军国家的序列中已由第二位降至第四位或第五位。



　　海军力量这一演变的主要特征是：它同国家实力的增长相适应，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则表明人口与财富的基本情况，自1879年，德国工商业开始目前的革新以来，国家实力已获得增长。这一革新已将德国推入同英国的激烈竞争之中。如今在欧洲国家之中，在海上贸易方面，一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强大工业但却很少拥有可用的海外属地的国家已经居于第二位；而过去拥有现在依然拥有充足属地的法国，却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海军强国的地位。德国商业和海军的发展同其所拥有的相对狭小而又贫困的海外属地，便成为今日国际关系中的普遍要素之一。众所公认，这会促成民族冲动，这一冲动如同其他力量一样，将侵犯最少抵抗之地；而在该地尚未明确肯定之前，它可能出现于世界的任何地方。于是，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战略形势特点则是，除英国海军之外，德国海军优于其它每支海军。



　　关于1887年和1911年的国际形势对照问题，就到此为止，我们现将美国在这两个时期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所拥有的位置加以对照。



　　1887年美国在上述水域所掌握的位置有如下述：



　　“美国于中美洲巴拿马地峡和运河的权益，已为所有阶层人士所承认。关于军事准备问题，由于远远超出我们讨论的题材范围，故不涉及，现就美国战略态势叙述如下：



　　“在墨西哥湾有两处一级战略据点，即密西西比河河口和彭萨科拉。它们有其弱点，必须予以加强或‘设防’；但它们能够成为强固的据点。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远；而且鱼雷艇和潜艇可利用沿两点之间海岸线的有利水道条件进行作战，两港可以保持有效的海上交通并共同形成一处基地。



　　“基韦斯特是位于极关重要位置上的一处前进哨所。它须依赖海上交通；但对于一支并非毫无希望地劣于敌人的舰队，它能成为一处保证供煤和维修的安全港口。位于其二百海里范围以内的坦帕湾，是一处铁路终点和良港。将通向基韦斯特的西北航道计算在内，尽管它不适于巨舰航行，基韦斯特则拥有两条截然分开的补给线，一条来自大西洋，一条来自墨西哥湾。这佛罗里达群岛 [ 译者注：此处原文为the Keys。国外地图为the Florida Keys，现按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应为佛罗里达群岛。 ] 向西突延伸三十海里，迫使其敌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其舰船以对这两条补给线进行监视。该港向东有一段一定距离的起伏不平的海底，这有助于轻型舰船进行活动和熟知当地水道情况的守方输送补给。



　　“将基韦斯特的所有优点尽行说明之后，它依然不能列为一级军港，因其缺乏天然力量又毫无自然资源，而且其锚地又暴露于海上炮火之下。其在佛罗里达海峡的位置，使其对美国具有头等重要性，它在该处是独一无二的，它地处狭长突出部的尽端，没有完全可靠的水陆交通线，基韦斯特作为一处如此暴露的哨所并不具备像直布罗陀过去曾经具有而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依然具有的内在力量。一支美国舰队同力量相等但却拥有较好基地的敌人于佛罗里达海峡作战，决不会置基韦斯特于不顾，这样就会使其丧失机动的自由。假如想要进行一次大胆的为时一周或十天的攻势出击，则总是不免要担心在舰队离开期间敌人可能乘虚而入。



　　“由于基韦斯特具有这样的弱点并难以维持其补给，故我认为保有德赖托图加斯是有其道理的，此港我曾一度认为无甚用处。保有两处补给点，可使敌人更难以切断其中任何一处同大陆之间的交通，并可使以它们为依托的舰队获得更多的机动自由。渴求交战的敌人，只有当其置身于对方舰队及其加煤站之间，才能如愿以偿，因为一支舰队犹如一支陆军部队一样，一旦其交通陷于危险之中，便不得不开始交战；因此，在任何作战边界上，必须拥有一处以上的加煤站。假如只有基韦斯特一处，则敌人便能迫使我舰队或则交战或则撤至彭萨科拉。德赖托图加斯濒临海峡，如果能够将其掌握住，便可在一个以上的方向拥有出口，而且它同基韦斯特的距离足以迷惑敌人；当然，毫无疑义，距离更远则会更好。



　　“佛罗里达海峡是美国大西洋海岸与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唯一的海上交通；否则就要绕道古巴以南，经向风海峡，通过尤卡坦海峡进入墨西哥湾，就像荷兰舰队感到英吉利海峡过于危险而曾经一度绕道英国诸岛以北那样。一支拥有十二艘军舰的舰队，如以哈瓦那为基地，则在海峡之中便能以其有利条件对抗一支数量较其更大的分散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的舰队。这支舰队依靠其位置并配以适当的侦察配系，便能阻止，比如说从彭萨科拉和诺福克出发的两支美国海军分舰队的会合；便能分别对这两支分舰队进行迎击；而且，尽管现有蒸汽机和无线电报可供它们这样的联合行动利用。在同上述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如基韦斯特设防充分，一支美国舰队以其为依托也能防止稍占优势的敌人将其兵力分散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而且确能迫使敌人将其军舰集结起来，因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和在任何方向上，甚至于一处海岸进行分兵，都可能遭到各个击破。这种保持集结在一起的需要，大大限制了攻势作战的范围，使其只能指向位于一处海岸的敌人。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墨西哥湾和大西洋同时采取行动；但这仅仅是集中于中央位置的集团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最好例证。



　　“这些考虑表明，基韦斯特由于其位置而在军事上具有不可剥夺的重要性，而位置则是战略价值的首要要求。在海岸作战中，所有的海角都具有这类重要性，不过在程度上要大得多；突出部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将一条水道或一处位置向外推出使其朝向敌人，这是它们所具有的天然弱点。正因为如此，它们一方面是非常暴露的据点，从而必须设防，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控制能力。这两方面的原因构成了它们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有时异常突出，就如佛罗里达半岛和朝鲜半岛，即使绕航也无法将它们避开。佛罗里达海峡在商业上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新奥尔良城在美国出口方面居第二位；在进口方面居第五位。它拥有通往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出口，而两处出口均可由佛罗里达海峡予以控制；如果说大西洋经由铁路尚可通达，尽管有所损失和不便，但通往巴拿马地峡却无法利用陆路。”



　　从所有这些考虑中，其中有些是1887年所做概括的引申，可以看出，基韦斯特就其位置而言，当时曾是而且现在仍是不可剥夺的极为重要的要地；然而，当时曾经缺乏而且现在依然缺乏任何军港所极为需要的自然资源和天然防御力量，这对于因突出而如此暴露的军港极为重要。



　　1887年对基韦斯特所做的结论如下：



　　“显而易见，由于美国在墨西哥湾的基地过于脆弱，而在加勒比海又无强固的属地，故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不仅对于维护其在巴拿马地峡的影响大为不利，而且仅就维护其现有的本土权益而言，美国也暴露于严重的直接损害之下，因为这一权益有赖于经由佛罗里达和尤卡坦海峡自由进入大西洋和加勒比海。



　　“如果承认这些缺陷确实存在，采取办法弥补这些缺陷，则属于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活动范围。但采取任何弥补办法首先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采取弥补办法实质上则是在于医治军事上的缺陷，因而必须根据军事上的考虑再行决定。”



　　这就是说，陆军和海军军人能够以他们的智能和学识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的最为得力的顾问，善于向他们指出哪些位置最利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获得，例如赫耳果兰、塞浦路斯、香港、夏威夷、胶州湾以及其它等地；或是作为战争的胜利果实来获得，例如马耳他、直布罗陀、关塔那摩、库莱布拉和菲律宾。只有经过事前周密准备、熟知历史先例，而且像这里所实行的那样进行研究，才能做到依据准确理解的原理提出建议。进而言之，必须重申前已说过的话，即要持久地熟悉当代的国际关系并且还要在历史角度上熟知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历史，这些都是担任此项职务的军官所必需的修养。



　　最后予以简明概括，1887年总的结论是，同其他国家所掌握的用以控制加勒比海和控制对美国来说极为重要的巴拿马地峡的诸位置相比较，当时由密西西比河河口、彭萨科拉和前进哨所基韦斯特所构成的美国于墨西哥湾的基地是比较脆弱的。此外，还曾既慎重而又明确地指出过，像古巴和波多黎各这样一些位置——即指对于控制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能够给予支援的一些港口——对于美国建立所需要的位置优势是必不可缺的。要想加强对上述海峡的控制，必须将重点放在由古巴和海地所构成的这一长条障碍上；而且还须拥有一支可以经常依赖的足以胜任的海军，没有这样的海军单凭位置是虚有其名而无济于事的。基韦斯特虽然具有强而有力的攻势态势，但其守势弱点却极为突出，故需对其它位置予以加强；而且极为明显，尽管按传统主张对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一直有所偏爱，但它们同牙买加和古巴南岸相比，由于距离巴拿马地峡遥远而处于不利地位。墨西哥湾诸港事实上同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至巴拿马地峡的距离实际相等；但同大洋相隔更远；其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道更靠近古巴势力所及范围。这里不妨插入一句，由于战列舰的体积日益增大，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同大西洋诸港和关塔那摩相比，其有利条件几乎丧失殆尽；因为前者水道复杂困难，再加舰体增大不可避免吃水也随之增大。我无法确切断言，这些变化可能对上述港口产生何种确切影响；而且，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更多地超出对主题的直接考虑，并将这些港口同关塔那摩在前述问题方面进行仔细比较，以确定是否适于设置船坞等。



　　自1887年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使美国取得了一些足能控制上述海峡的港口。从此，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的延伸线所构成的巨大障碍即屏障便握在美国手中，唯一的要求就是须有一支巨大的舰队以便确保控制。过去所说的有关古巴及其控制范围的所有设想，除该岛本身及其资源尤其是铁路的实际利用之外，都已由美国付诸实现。前曾断言占有萨马纳湾便能控制莫纳海峡，如今所达到的远不只此，而是进以延伸到将库莱布拉一并占有。就位置而言，正如前所分析的那样，古巴的影响范围现已为美国握有；而且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基韦斯特对佛罗里达海峡的控制可与哈瓦那等同。从基韦斯特的交通和人工资源在此期间的实际发展和远景发展来看，这种情况就更为确实。有关这些情况，可在1908年6月份《海军学会会刊》刊登的比勒海军准将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详细论述，他对当时情况的了解既是第一手的，又是极为准确的。 [ 注：比勒海军准将后来还为《海军学会会刊》投稿，进一步讨论基韦斯特的价值。 ] 而关于设防的问题以及由于没有中间陆地提供掩蔽致使锚地暴露的问题，乃至没有高地修筑炮台等，时至今日尚未予以充分认识和加以全部解决。



　　为了有助于制定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总体设防规划，并通过设防使当地所储备的物资得到掩蔽——特别是对于一些船坞，这是舰队在战时所需要的最为重要的资源——这就需要考虑并决定在位置、力量和资源方面是关塔那摩还是基韦斯特更适于充作美国舰队战时活动的支点，其目的就是控制加勒比海，以便从而保持对巴拿马地峡的控制。这种性质的适当准备有助于防止战争。



　　所有这样一些问题由于条件互相矛盾而变得错综复杂，按某些条件某一港口较为可取，而按另一些条件则另一港口更为适宜。首先，基韦斯特位于美国本土；一旦铁路建成，它便同本国内地建起水、陆交通。我可以引用比勒的文章予以指明，要想排除铁路遭受海上袭击的危险，可以使用小型舰船活动于接近铁路的浅水区域，在这样的水域航行，守方较之攻方具有大得多的把握。相反，关塔那摩类似直布罗陀，同美国的水上距离很远；因而也同直布罗陀一样，必需为担负坚守的兵力储备大量资源，而且最终还需依赖海上交通，因而必须不时地派出巨大的护航队予以保证；因为资源如不加以补充，是不会用之不竭的。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控制地中海这一特殊水域，英国本土的海军场站没有一处堪与直布罗陀相比。海军学院所讲授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如无永久性位置，便无法有效地在该处停留。于是，便占领了直布罗陀；并在同一次战争中占领了梅诺卡。后来又取得了马耳他；因为纳尔逊远在苏伊士运河设计之前很久就曾说过，“马耳他对于控制印度具有重要意义。”在往昔的大战中，英国的地中海舰队便是依赖在此位置上为此目的所储备，的当地资源才得以直接发挥其效能。舰队必须依赖当地的基地才能活动，而本土则只是川流不息地为这些基地提供补给和资源。



　　在当地作战必须在当地拥有中心。而要想在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之间确定孰优孰劣这类问题，则必须依据最能有助于达成目的的作战战场和作战性质而定，必须依据最能适于进行攻防的作战战场和作战性质而定。假如攻防价值不能兼备，则应着眼于攻势使用。最后，这样的问题不仅包括两港——指基韦斯特和关塔那摩——各自的单独适合性，而且还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甲港对乙港及其特定的影响地区所起的防御作用在较大程度上是否超过乙港对甲港反过来所起的防御作用？当一港是这样的防御时，是否能为另一港实施进攻活动，即最佳防御方法提供较好机会？



　　在一场把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卷入的战争中，美国将有轮廓清楚的守势侧面，即由于商业的需要，将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出入口佛罗里达海峡进行守势控制。战争的攻势侧面将是对巴拿马地峡采取攻势控制。诚然，现在对巴拿马地峡的占领已使这样的控制具有守势样式；然而，巴拿马地峡已成为最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心，远远胜过佛罗里达海峡，故巴拿马地峡又代表攻势。因而，关塔那摩所拥有的能够影响巴拿马地峡的优势力量便成为攻势力量，而且现在具有更大的价值。进而言之，仅就防御墨西哥湾及其诸航道而言，关塔那摩代表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所构成的前进作战线并为该线的中心；该线的两翼为基韦斯特和库莱布拉。这样一条由舰队适当控制的前进作战线，就像我们在其它历史实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能够掩护位于其后方的一切，包括基韦斯特和整个墨西哥湾，使其除奇袭之外不受骚扰。奇袭的可能性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再者，奇袭虽能起到骚扰作用，但很少造成致命危害。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奇袭实例是英国舰队司令肯彭费尔特于1781年12月俘获十二艘在护航之下开往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运输船。尽管这次奇袭战绩可观，但却未能阻止1782年4月法国对牙买加的远征，英国所俘获的这些船只曾是这次远征所需补给的一部分。这次远征的失败不是由于奇袭，而是由于罗德尼战胜了法国战斗舰队。



　　对巴拿马地峡的攻势力量和对墨西哥湾的守势力量于关塔那摩会合。我们在刚刚进行的讨论中曾经指出，关塔那摩事实上可以代表古巴；尽管占有一处单一港口远非占有全岛那样有效。反之，正如前已指出，牙买加可以控制关塔那摩，就通往巴拿马地峡而言，它可以控制古巴全岛。牙买加从翼侧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它同样也威胁着基韦斯特通往巴拿马地峡的所有交通线，因为这些交通线必须沿循由古巴诸港出发的同一航线。在这一点上，基韦斯特并不比关塔那摩优越；而关塔那摩却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该港的战斗舰队可以控制世界各地通往牙买加的每条航线。在初期的讲稿中曾经指明，在假设兵力相等的条件下，圣地亚哥能使牙买加陷于瘫痪。在今天业已改变的条件下，就位置而言，我们只须将圣地亚哥代之以关塔那摩。就力量和资源特别是船坞设施而言，依我看来，关塔那摩对于修筑防御工事则拥有明显的优越性。在这两处地方，对于资源都要有所预见并加以储备。



　　过去二十年来因战争和外交所引起的变迁，结果使美国得以趁机控制在早期研究中业已指明的对陆、海军于加勒比海作战最为有效的作战线。



　　这是一系列讲稿中的最后一稿，它是按着这样一个信念写成的，就是确信蒸汽机一方面提高了舰队运动的准确性和速度；另一方面由于需要不时补充燃料又给舰队戴上了镣铐，于是海军的行动已不再像过去一度那样敢于长驱直入，而必须遵循陆军向来所依据的法则和条件。陆上入侵只能渐进；进至一定距离，根据变化不定的条件便须求得立足稳固，再行采取新的步骤，而且整个前进线必须环环相接，紧密相衔。但在海上却并非总是如此。受人嘲笑的帆船却能承担时间很长距离很远的作战活动，因为确实可以相信，只要是绝对需要的东西，无论远在何处，帆船也能到达那里将其找到。偶而遇有缺粮缺水困难，将定量减半，船员也可忍受度过。使用煤炭，便出现了交通问题；而交通则意味着一环扣紧一环，不管链环有多长，远征部队都须同作为其基地的本国相连。



　　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为海军战略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例证，它说明各个军事位置之间以及这些位置同野战军——即海军——之间必须能够进行密切配合和相互支援。因而，这对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来说，乃是一项必须予以掌握的头等重要的课题，而且需用一系列的讲座方能将其比较充分详细地予以说明，对于这一课题与其说应当试图做出详尽的论述，倒不如说应当提出思考的线索。巴拿马地峡及其未来运河对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相互支援的密切关系，对于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来说，乃是必须予以倍加关注的课题。这种关注还将进一步增强，因为像运河这样的据点对于商业具有普遍的重要国际意义，这就可能成为对其占领的条件和引起国际争议和交涉的根源，这种争议和交涉常常成为另一种形式下的战争；也就是说，甚至需要依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来加以解决。除商业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赖于占有巴拿马地峡才能解决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要想充分了解这些问题，必须经常研读当前的综合时事论述并加以深思。



　　确实如此：加勒比海乃是通达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即通达美国主要海上边境的战略锁钥所在。














	

 






	















	







	







	









 





	


	







	








	




	


第十三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1）




	







	

 



	


	


　　日俄战争发生的时间如此之近，以致一些海上和陆上的主要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研讨，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对海军读者依然记忆犹新。因此，这样早就来重新论述这些历史事件似乎显得一定程度的自以为是，而且许多已经论述过这些事件的人们也会有这种看法。看来，这么多的观点必定已经把这个课题阐述得详尽无遗并揭示出这个课题的可能被考虑到的所有方面。



　　这一课题对于海军战略论述的发展具有如此显著的价值，以致使我感到不仅应当遇有机会便以其为例予以阐明，而且还应进行某种正式的叙述和评论；包括陈述有关原理；并尽我所能充分地从中引出这次战争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教训。我个人理所当然对于在讲授海军战略的连续讲座中以其作为今后的例证深感兴趣，而修订讲稿则是我于海军学院担任现职的目的。所谓例证，不仅意味着肯定那些早期讲座所提出的意见，而且还要对错误或不足之处予以修正。



　　在一次同海军战略没有直接联系的场合之中，我深受启发从而领悟到，以错误和缺点为例较之以成功为例更能清楚地阐明原理。正是从失败一方所提供的书面证据中，我们才能最有把握地引出教训。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战败的陆、海军将领必须对其民众或许还要对其政府为自身进行申辩。海军对于战败的舰长或司令官实行军事法庭审讯，这就为论述历史和战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所需资料。即使没有经过法庭，对于战败也必然大声疾呼要求其做出解释；而成功则如慈善事业一样，往往掩盖着累累罪恶。直至今日，马伦戈一战的胜利属于拿破仑，而不属于德塞；而法军冒险延伸战线导致首战受挫一事，却在最后胜利之中多半都不记得了。失败者出于他自己的动机或摆脱对其失败的责难，会自动地将所有实情和盘托出。而胜利者却很少受到质询；即使自知有错，却不妨秘而不宣。可以发现对库罗帕特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批评总是多于对他们的困难和功绩的承认。甚至在这里的海军听众之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或注意到，在“初濑”号和“八岛”号这两艘日本战列舰被俄国水雷炸沉的前日，竟然看不到一艘日本侦察舰，以致未能发觉布放水雷的俄舰，从而造成如此惨重的后果。就在当日这次作战活动之中，旅顺口的监视哨也未看到日本舰船。



　　基于上述理由，我首先而且更多地是特意以俄国海军的活动作为说明原理的例证，而不论其指挥是正确还是错误；这里我首先举出两条这样的原理或又称准则，它们一直都是俄国人所遵行的基本原理，而依我看来基本上却是错误的。这些原理都属于思想观念，其中第一个思想观念，如前所述，支配着俄国人的计划并影响着俄国人的军事思想；而第二个思想观念，可以从推理上来断定，却产生过很大影响。第一个思想观念名为“要塞舰队”论，它纯属俄国观念；也就是说，它见之于俄国的理论和实践，尽管在其它国家的军事思想中并非毫无表现。第二个思想观念就是著名的“存在舰队”论；从其论述和起源来看，它纯属英国观念，同第一个观念一样，尽管在其他国家的海军界也有所反映。我不想此时对“存在舰队”论这一观念下定义。我将试图以后指明其表现方式对其进行阐述；更多的阐述要有更多的篇幅，这里无法提供，因为进行全面阐述必须举出各式各样的含义，对“存在舰队”这一术语提出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各有歧异，而提出含义之人却又都自称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



　　这里不妨指出，概括成为“要塞舰队”论和“存在舰队”论的这两大理论，即原理，是彼此各走极端，相互对立的。可以说，它们代表着两极化的海军思想或军事思想。一个将全部重点都放在要塞上，使舰队成为要塞的附庸，除协助要塞之外别无存在理由。另一个则完全抛开要塞，将要塞视为只是供舰队诸舰进行加煤、修理和人员休整的临时庇护所。一个是单独依靠设防工事对国家海岸线进行防御；另一个则是独自依靠舰队进行实际防御。在每种情况之下，舰队和海岸工事这两种武备之间的配合则是以褒此贬彼为特征，从而表现为互相排斥。我则认为二者协作才能得以适当解决，但这种说法几乎无人提起，故不存在。因而二者的关系只是隶属而非协作。



　　在讨论这两项原理对俄国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的战争命运结局之前，我向大家提出一个需加思考的问题，依我看来，这就是在人生中做出一切决定时，必须具有能够适应两种相反现实的优点。



　　面对这样的相反情况，并非立即寻求我们称之为折中的中间道路便能找到真理，做出正确决定。真理——即正确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唯有通过掌握作为两种相反论述基础的双方思想才能获得；所谓掌握双方思想，我是指掌握它们所表达的全部确切意义，甚至它们的极端实质和最终效果，即用两种措辞来表达。只有当它们的影响充分展现在你的心目中时，你才能随之确定每一要素——海岸要塞和舰队——在制定关于陆、海军方针的国家计划中应占的适当分量和对其应当给予的适当考虑。毫无疑问，其结果一定不会是也不应当是接受一方而排斥另一方，就像两派学说互不相容那样。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将是二者之间的某一点，但未必就是它们之间的中点；于是，对于这二者之间，便会有人认为依照我所建议的这种办法，归根结底仍然不外是达成“折中”而已，而我则乐于将其称之为(“协调”)，这个词同折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just”这一音节，即法语的juste，它含有正确之意。在规定两种相反因素的适当分量中，首先必须摸清二者的全部分量，随之在按比例对一方的重要性进行考虑时，并要经常而又适当地看到另一方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思考过程，才能达到这种正确，即精确性。一开始就存心折中的人，不会预先注意到要受两种思考的左右，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开始便持有偏见；对于一方持有倾向性，便不会继续想起另一方而受到适当制约。



　　折中和协调二者都是以同一条件进行考虑；但它们却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且是以根本不同的精神为特征。它们代表着相反的观念；词典没有将折中列为协调的同义词。折中的标志并非集中，而是让步；让步在实践中意味着分散于若干目的之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目的调整于一个中心思想之中，这才是真正的集中。折中的目的不是断然地放弃一些合乎需要的、尚非完全不可调和的事物之中的任何一种。它企图将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但并非囊括在一个统一的观念之中，而是囊括成一个具体的混合成果；这一成果可能是一艘业已完工的战舰，也可能是一次主动实施的战役。这是以到处让步而产生的一种成果。



　　对于建造一艘军舰或指挥一次战役，在进行时都有一个先行的智力活动过程，通常称之为观念的形成。对于一艘军舰，具体称之为设计；对于一次战役则称之为计划。这种设计或计划必须指明所有这些合乎需要的，却又难以调和的特性；然而要想收到效果，应当一开始便认识到，不可能包罗一切，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为主，而其余各项都实实在在地、完完全全地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思想态度，拿破仑称之为“目的专一”；因此，在采用他的这一主张作为基本原则时，我认为它是折中的对立面，因而我建议应以“协调”一词来取代“折中”这一常用之词，以改进我们的海军词汇。一个人一旦达到拿破仑如此赞赏从而成为著名范例的这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境界，他便能真正做到在一艘军舰的数种性能之中确定一种性能；在一次战役的数条战线之中确定一条战线；凡不是绝对必须舍弃的便毫不舍弃；同时，凡是可以舍弃而无损的便毫不保留；凡是这样产生的设计或计划可能还会有错误，但其发展却处于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目的专一和我们所说的折中都是思想和性格的表现；它们是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体现，不管这种状态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养成的，都必定要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之中，就像人的自然气质和智能一定要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样。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不单纯是思想观念；它们还是贯彻于行动之中的心理特征。



　　按我理解，目的专一就是自始至终承认对立物就是对立物，因此，一个人不管如何想要达到兼而有之，他却不可能通过各方均有所得、各方均有所舍而收到二者兼有的效果，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一无所获。在战略上与此非常类似之例就是对拥有数条通路的山地边境或对拥有数处渡口的河流进行防御(见图13)，敌人可能进攻任何一处；但愿对所有各处都能进行防御。然而防御兵力如同通路或渡口的数量一样，却是一个有限的固定常数；这里的固定兵力相当于一艘军舰所配置的吨位，以及通路的数量相当于军舰所要具备的数种性能，如攻击能力、防御能力、速度、煤炭续航力等。在边境防御中有两种配系。一是警戒线配系(见图13图(1))，即将兵力分布于所要防御的全线，不愿让任何一条通路不受到防护，结果将一定的兵力分散于所有各处。这就是折中。这样各处都有所得，也就削弱了必须予以充分防御之处，故而所有各处都无法得到充分防御；这样一来，没有一处可以得到有效的防护，其余各处也无法做到对其进行支援。






图13 两种防御部署图：图(1)兵力平均部署，图(2)兵力集中部署



　　二是集中防御配系(见图13图(2))，这是现时获得普遍承认的正确配系，它明显地体现出目的专一。这就是说，它具有一个突出的想法，就是将可用的兵力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于这样一处位置之上，当任何一处通路或渡口受到威胁时，全部兵力便能迅速向该处机动。显而易见，这种目的专一表现在组成一支优势的中央兵力，它不仅要适应于，而且还必须拥有能使兵力以最快速度抵达最受威胁之点的手段，而且当这支兵力抵达之时还应能获得对其有利的战机。从属于这一原则的部署，我冒昧地称其为协调，而不叫折中。它不是折中，因为它一时一刻从未有过要想放弃业已集中起来的中央兵力这一念头。这就说明，它并非折中。而其余的所有配置则都是着眼于提高其机动能力和为其抵达时创造有利条件，以此来加强这支兵力。例如，对数条通路都须派出巡逻队，以便能够尽早通报敌人逼近。显而易见，假如在任一通路上有这样一处位置，其地形可以大大提高抵抗能力——这一抵抗能力相当于为守方增加一定数量的兵力——则中央兵力一旦抵达便应将其控制在手，这也是极明显的。对这一通路配以足够的兵力来达成这些目的，这同编成这支中央兵力所体现的单纯的目的专一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协调的整个进程受一个无比精确的思想所支配，因而实质上则是一种结合。



　　“结合”一词提出的思想和告诫，或许可以使你从中看到一个著作家的风格。研究战争如同研究其他每项课题一样，不应对措词有所忽视，也不应对其含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漠不关心。我敢说，有关折中和协调的这一谈论，可能似乎近于无稽之谈或烦琐分析；然而，应当确信，一个思路清晰的人总是希望能够说清楚，用精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愿望实乃常见之事。假如所用词语可能有两种含义，则听者就有可能取二者之中的错误一种，切记，结合一词并不单纯意味着将二种或更多的事物放在一起，不问这些事物的性质或作用如何。结合意味着将事物放在一起之后，它们便不再意味着两种事物，即不再是混合成果，而是一件事物，一种单一成果。其不同之处多少有如火药和硝化甘油之间的差别；一个是化学混合物，一个是化学化合物；从而便产生出不同的力量。将一支兵力大体上等同地分散于数处通路，这不是结合，因为没有产生单一成果。将同一支兵力配置于中央，以较小的分队如前所述配置于数处通路，这才是结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各个部分不是仅位于其所处的一个部分之中，而是数个部分互相关连，都从属于一个单一的首领，它们实际上、本质上成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折中一词是否真正不会在你心目中产生如下印象：当你开始设计一艘战舰之时，你便打算使每种性能都有所舍，以便使其余每种性能都有所得。我不想否认，在实际上可能只有使数种性能之中的每一种都有所舍才能保证其效能，假如如此，那就会处于前面提到的对待中央防御兵力的那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按照将兵力分散于数处通路的精神，而不是按照确认中央观念使所有其余各处都从属于它的精神来处理问题，那就会毫无成果可言。试以装甲巡洋舰为例；对我来说，我承认此乃流行一时之物。它既要装有装甲，又应是一艘巡洋舰；试问，你会得到一艘什么样的军舰呢？是一艘像我们先辈所常说的“参加战列线”的军舰吗？既不是，却又是；那就是说，它可以用于危急情况，但其承受的风险却超过其所具有的能力。是一艘巡洋舰吗？既是，却又不是；因为，为了给它装上不适于参加战列线的装甲和武备，你却使其吨位超过巡洋舰应有的速度和煤炭续航力所需的吨位。由于将一些吨位用于装甲和武备，你就要减少其余用途所需的吨位；既无法增加其速度和续航力，又无法将其装备成一艘巡洋舰。你在这艘军舰上的所得，一方面多于你应得到的巡洋舰，而少于装甲舰；另一方面，则少于巡洋舰，而多于装甲舰。我不能将此称之为结合，毫无疑问，这是折中。尽管你已将二者放在一起，但它们仍是二者，并未成为一体；就以吨位而言，你既未得到装甲舰那样的吨位，也未得到你应拥有的巡洋舰那样的吨位。我并不是说你得到一艘无用的军舰。我是说，按吨位论，你所得到的并非你应得到的那样一艘有用的军舰。一个普通的人持有这种观点，不管是对还是错，都无关紧要；而一位军官却须以恰当的思想方法对这些课题进行综合考虑，并以恰当的手段予以表达；也就是说，应当运用正确的原理和正确的措辞。



　　我在这里引为例证的“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这两个术语，本身便证明它们对俄国人的实践和原理所产生的根本影响。要塞舰队是俄国陆、海军思想中的统治观念。我以某种保留态度引用一份日报 [ 注：神户《纪事报》，1904年2月25日。这是日本用英文发行的报纸。 ] 的一段话，这段话大体上是准确的，而且的确是俄国理论的特点，现将其引述如下：“在离开比塞大港驶往苏伊士运河之前，俄国海军分舰队司令威伦纽斯曾经指出，俄国的计划是使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帝国的两处最为重要的军港，每处都配有一支具有相应力量的舰队，”——即同要塞相应——“依托要塞作为基地。”其部署必然是面对位于中央的可能敌人日本而将兵力分散，因为这种计划主要是着眼于要塞，而不是着眼于海军的效能。这一观念并非全部错误；假如全错，则会已被查觉。它含有部分真理，故其危害最大；即一半或四分之一真理所造成的危害。一支舰队能够发挥其作用保证海岸要塞的安全；当要塞位于外国所辖土地之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存在舰队理论也有一部分真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清楚地如此长时间地摆在海军界面前，俄国人岂有不知之理。它已众所周知并备受称赞。追随者不乏其人。俄国海军总参谋部高喊控制海洋；而这一思想对政府的影响，即对负责的领导者和国策的制定者的影响，并未具有应有的分量。对此我尚未充分掌握，究竟是出于疏忽，抑或是要塞舰队这一对立因素业已深入人心，致使控制海洋这一思想从未能见诸于国家计划之中。可能曾经采取过折中；存在舰队和要塞舰队二者都曾试行过；但却未曾做过协调。要塞彻底贬低了舰队，使舰队在国家观念之中微不足道。其结果是，在旅顺口俄国既无要塞舰队，因为除拆除舰炮供要塞使用之外，舰队对要塞的防御毫未发挥作用；也无存在舰队，因为舰队从未被这样使用过。



　　值得玩味的是，要塞舰队这一支配观念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气质，即民族特点，民族偏见。试问，要塞舰队象征什么？象征防御思想。存在舰队象征什么？象征进攻思想。俄国自身在何种战争中最为引人注目、卓越杰出呢？是在防御战中。毫无疑问，俄国有过它的苏沃洛夫；然而，在1812年，在克里米亚，如今又在1904-1905年，俄国所倾向的则是防御。它自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可以任凭敌人捶打，由于人多便能幸存。在军事上，俄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进取心可言。俄国对于防御已经偏爱至麻木不仁的程度。它并未领会到进攻乃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决策，作为深受防御思想之苦的民族，并未矫正其对防御的这种天生癖好，并在国家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对防御和进攻予以适当协调。



　　在流行的“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这两个著名术语之中，我们发现我们本身面对着两种旧式的战争分类——防御和进攻。我们可以期待这两位老相识能将其众所周知的性质及其行动的局限性展示出来；然而，要想能在新的外衣之下将它们识别出来，我们还须就其外衣进行思考，并不直接谈论进攻和防御，而是谈论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首先尽力追溯它们对俄国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战争伊始，俄国人在远东集结海军兵力所采用的方法极不明确，带有尝试性质，这表明其观念不当，而对舰队的使用，则表明其意图不当。他们决定其行动的推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恐怕全世界也永远无法知晓。如同在其它情况之下一样，从行动必能推知动机；而俄国人的行动，从集结、配置和使用舰队来看，全都表明他们缺乏将舰队用于进攻目的；而是以不惜将舰队用于支援要塞为目的。因为，假如将舰队用于进攻，假如这一动机清楚明确并明显地居于支配地位，那就会坚决集结一支优于日本的兵力；俄国人是有能力办到的，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军舰。当然，随意行事的方法曾使两艘军舰在中途离开，这种方法可能仅仅是由于疏忽而造成；假如目的在于采取进攻行动，则这种情况定会很少发生。假如其首要目的是寻求同敌方舰队交战，便不会忽视需要拥有一支优势兵力；而且，将其随后的海军行动全部联系起来，便可公正地推知其舰队缺乏进攻意图。



　　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奥利维埃上尉曾在一篇深受法国海军协会表彰的论文中十分公正地指出，这篇论文使我深受启迪。他说：“假如预见到必须集中一支常备兵力以备战争之用，则这种集中在和平还在延续之时，便应予以实施。”这同古老的战略准则完全一致，集中就是将一些集团配置在确能相互进行支援的位置之上，其地点应位于敌方兵力可能将其各个击破的范围之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军和平时期的部署定要适合发生战争时最大可能的需要。下面是重述若米尼对两个军团分途运动，以便在接近敌人之前实施会合的详尽计划所作的评论：“为实现最后会合所做的努力，在开始时便应精确地付诸实施并在整个运动中贯彻始终。”俄国人由于拥有两处要塞，在他们的要塞舰队观念的影响之下，将其战斗舰队分为两个集团；其中较小的集团，若米尼称之为一支大的分遣队并认为最好也不过是(即必定要造成的)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随即要求两部联合，结果造成1904年8月10日和14日的两次灾难；而面对前车之鉴，美国却仍有人主张将舰队分散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有助于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从人类的普遍经验来看，原理对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结果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出现，便应对出现在该处的结果给以某种注意，以便寻根求源，找出其错误原理的由来。不正确的原理，或者说对正确原理的无视，在这场战争中使一个较强的国家败于一个较弱的国家之手。对战争指挥的低能出自于对原理掌握的欠缺。



　　自从这段文字写成以来，我已经发现近于结论性的证据，证明俄国人曾经预见到在这一水域里需有一支舰队，并早在1896年，即在俄国占据旅顺口(1898年3月27日)两年之前，便已提请俄国海军部加以注意。1910年5月份的《双周评论》第819页刊登了一篇文章《俄国为何同日本交战》，其作者显然是一位深知俄国内幕的人物，该文写道：



　　“1896年亚历山大·米哈依罗维奇大公曾呈递一份长篇备忘录，指出急需在太平洋水域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其理由是，除非我们保持住对海洋的控制，否则我们便无法期望继续持久地保持西伯利亚铁路[一直]通达海洋。这一文献曾经指出，按拟定的计划，日本海军应于1906年完成准备；显然日本正在做好对俄国开战的准备，而我们则应于1903年之前便具备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的条件。这一陈述并未在海军最高领导层中引起共鸣响应。”



　　上述引语充分证明并使人深信海军军官熟悉当代政治文献，更确切地说，熟悉国际文献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这篇主要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文章中，这一附带评论表明，俄国政府对于必需创造一支海军并需及时将一支海军从国家的一处海岸调至另一处海岸完全熟视无睹，这支海军兵力理应予以如此扩充并加以如此调动。这不仅使人们了解到历史和俄国人的做法，而且还告诫全体军人如果他们要想成为得力的顾问，就必须熟悉国际关系并精通军事原理。



　　“要塞舰队”一词所表达的十分错误的观念，不单使舰队的集结在数量上具有防御的特点，而且在支援深受爱护的宝贵要塞的思想支配之下，还会导致将舰队配置于错误的位置之上。我发现我自己必须正视我过去所做的错误结论，假如我曾经参加过俄国的军事会议，我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样一来我便不会相信，但我确曾相信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冬季期间会毫无希望地被冰冻封闭，从而使舰队的运动陷于瘫痪。情况并非如此；俄国的破冰船是能确保出口畅通。我既不了解这种情况，而又主张舰队必须用于进攻，我仍然如此主张，因而依我看来，选定旅顺口则是正确的；因为，舰队能从那里出来，而且附带着还可有助于防御而无损于进攻作用，真是获益匪浅。然而，实际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对于一支专以进攻为职能的舰队来说，就其所居位置、拥有两处出口及其一般导航设施而言，它拥有独特的有利条件。



　　为何当时将舰队配置于旅顺口呢？因为，俄国当局预计日军将对旅顺口实施攻击，其意图不是将舰队用于进攻敌方的海军，而是将其用为要塞舰队进行防御；以防御活动来保卫要塞，等待攻击，而不是进行攻击。这就是说，要塞的职能主要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现今，我想指出，海岸要塞的目的，即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其本身的攻势作用；因为，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隐蔽和保持舰队使其能够进行攻势活动。而俄国人使用舰队的观念，即舰队只能为防御而活动的观念，必然导致舰队甚至无法完成防御领域中的活动，只要指出这一点，则上述论点便可暂不论及。旅顺分舰队实际上从未进行过甚至是局部的攻势活动。一位在场的观察家说道：“在部署他们的驱逐舰方面，当局似乎并未打算给它们以行动自由，或准许它们去寻求任何战机。”又说：“鱼雷艇从未派出过对日本军舰或运输船进行攻击。如果说它们也曾出去过，遭到攻击之后也曾应战过，但它们出去的目的不是进行攻击，而是掩护陆军侧翼。”上述两种行动表明，这恰是“要塞舰队”这一术语所确定的作用。日本人深为惊异，俄方从未怀有对日本海军基地进行侦察的意图，而日方的海军基地恰又是日本陆军的登岸场所；5月15日尽管从旅顺口可以看到日方两艘战列舰触雷沉没，而俄方却未做任何努力抓住这一成功时机，趁敌人士气沮丧，扩大战果；尽管俄国在旅顺口泊有二十一艘驱逐舰；其中十六艘已经升火并位于港外。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该舰队仍然坚持其防御作用；只有当其遭到炮击已经受损之时方才驶出港外，但那不是为了交战，而是为了脱逃。



　　这是对这次作战过程的精细评述，迄今为止，凡是经我过目的任何记述文字都表明，该舰队对于要塞的防御，除将舰炮拆至陆上以外别无贡献，直到最后垂死挣扎之时，舰队方用炮火来支援要塞炮火；即使是最为极端的理论家也无法将这样的结局辩解为保持舰队的目的。这些炮火倒不如干脆装在岸上为好。如果目的只在于防御，则俄国的旅顺舰队完全可以始终部署于喀琅施塔得。这样部署确实还要好些；因为，这样一来，它便能伴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而形成数量上的集中。而且，整个俄国海军集结于喀琅施塔得在兵力上形成优势，这对于日本控制海洋定将是一种威胁；对于加强旅顺口的防御较之部分舰队存在于旅顺口本港也会更为有效。



　　在远东的俄国舰队，其主力集结于旅顺口，仅就其所宣称的情况来看，舰队存在于旅顺口只是为了服务于要塞，即舰队附属于要塞。如果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向战场的一侧集中，从翼侧威胁敌人通往主要战场的交通线，这样便清楚表明，要塞附属于舰队；要塞在国家军事计划中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舰队进行掩护，承担维修，一句话，就是维持一支能够出击作战并抱有明确目的的有效兵力集团。据我发现，在对马那场毁灭性的战斗之前，运气不佳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声称：只要有二十艘军舰在他指挥之下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方的交通线必将遭到严重的威胁。这是明显的地地道道的“存在舰队”理论；因为其所表示的最终观点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甚至是居于劣势的兵力存在于战场附近，便能对敌人的行动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一极端学派甚至认为这样便可阻止敌人的远征；或者，敌人如若明智，则定会停止远征。多年以来，我就同这一观点展开了斗争，认为它是荒谬的；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支居于劣势的“存在舰队”在普通情况下，敌人不会将其视为充分的威慑因素予以对待。过去未曾如此对待过，而日本人也未如此对待。俄国存在于旅顺口的“存在舰队”并未能阻止日方的运输；而日方已认识到来自这支舰队的危险并始终尽其所能采取措施予以抵销。他们的活动始终坚持不懈地以此为目的。最初以鱼雷攻击取得部分战果；随又试图以沉船封锁港口；实施远距离炮击；进行港外布雷；实施并坚持早就开始的围困——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消灭存在于其内的舰队；然而，面对这一切，俄国舰队却并未俘获过日本陆军的运输船。



　　置存在舰队于不顾而继续运送部队，同时又想方设法将其摧毁或予以抵销，这样两种同时并行的活动可以作为例证来说明我称之为在两种相反思考之间所进行的协调。既要看到来自存在舰队的危险，又要看到延迟发动陆上战役的危险。存在舰队学派宣称，只要旅顺口舰队存在，便不宜进行运输。实际上该学派确实如此宣称过。当时和现在都深受这一学派影响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六个星期，曾发表其陆、海军通讯员关于局势的简要述评，其中有如下一段论述：“由于旅顺口炮台后面存在一支敌对舰队，日本人可能不敢冒险将部队派往黄海。”四个星期之后，重又写道：“显而易见，除非俄国军舰被击沉、被俘获或被封闭于其港内造成有翼难飞之势，则远征兵力的海上交通便无安全可言。”存在舰队理论认为劣势兵力对于进攻可以产生威慑影响，这些论述恰好可以作为存在舰队理论所固有的夸大其作用的鲜明例证，而俄国海军的作战指挥则可作为要塞舰队理论所潜藏的使其毫无作为的鲜明例证。



　　假如安全系指和平时期的安全，则“存在舰队”论的这些论述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军事安全则完全不同；而且我们知道，就在第一次鱼雷攻击的同时，当其结果尚未判明之前，日本部队便已进入黄海到达仁川，而且其增援部队迅速增多，约达五、六万人。在满洲的冒险，在鸭绿江口以西的登陆，确曾推迟一段时间——两个月左右。推迟的原因以及确定开始时间的依据，我确实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知道，上述行动的完成不仅面对着旅顺口港内存有四艘俄国战列舰，而且还面对着由于第一次鱼雷攻击时遭损的军舰业已修复其数目已经增至六艘这一事实。早在5月31日东京方面就已获悉受损军舰差不多已经做好出击准备，6月23日它们确曾出击过。



　　毫无疑问，可以坦率地说，虽然日本人曾经冒此风险，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必须指出，日本人已经完全注意到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从最初起便对其战列舰倍加注意，深知他们的陆军的交通线有赖于这些战列舰。战争初期在场的观察员便已注意到这一事实。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俄国的旅顺口舰队还有波罗的海舰队在所有各种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威胁，以及对他们的交通线的危害。然而，明知来自敌对的“存在舰队”的这些危险，他们还是甘愿冒此风险。



　　约在3月中旬，即开战后的六个星期，据报告，旅顺口军舰已于3月11日趁大风雪逃逸，日本当局对此半信半疑。据报，部队的全部运输因之中断约达十日之久。这可以使我们记起，在美西战争中，来自不同的而可信的两位目击者的极其类似的报告，曾使沙夫特的陆军部队直到报告得以证实才敢驶离基韦斯特。日本人所处的境遇同我们自己所处的境遇一样，都说明来自“存在舰队”的可能危险。两份报告之中，没有一份明显地断定危险不可能发生。一旦报告被证实，显而易见，交通线便会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然而危险归危险，冒险却仍须冒险。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受到监视的港内敌方舰队所具有的可能出港为害的条件，同其已经出港这一事实完全不同。可能性不应构成中断运输的充分理由；面对现实情况，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调整部署使之适应新的情况，就如我们自己和日本人在那种情况之下所做的那样。假如敌人拥有一支实力相等或居于优势的舰队，则情况便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样一来，他便完全握有行动自由，不需再躲躲藏藏便可开赴海上，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线便处于危险之中，不仅是处于不时的骚扰之下，而且是处于永久性的毁灭之中。对此毋需特别提醒便可不言自明；而“存在舰队”学派却坚决认为一支劣势舰队可以产生陷敌于瘫痪的作用。



　　就我研究海军历史的经验而言，对此主张实不敢苟同，这一主张确实违反陆战实践。在陆上，一位将领总是满足于用一支足以胜任的分遣队对威胁其交通的要塞进行单纯的监视，这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我相信，日本人在他们行动方针上之所以完全正确，并非由于他们取得了最后成功；而是由于他们能够正视其所面临的真实条件。他们依照条件来协调行动；既不忽视存在舰队，也不放弃入侵，而是对该舰队实施监视以取得适当的——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使该舰队不致做出任何致命的危害。交通无法做到毫无损失；也无此必要，但必须安全。若米尼说：“一支精良的游击队总是对交通制造麻烦，即使是其所处的位置最为有利；”居于劣势的存在舰队有赖于突然地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来取得成效，其作战活动不外是游击队的突然袭击而已。



　　日本人曾经有过这样一类极不愉快的经历。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分舰队，你们一定记得它只有三艘装甲巡洋舰，在日本海的一次袭击中曾俘获两、三艘运输船，其中一艘载有攻城炮兵一行。这次损失据信曾经推迟了围攻旅顺口的时间；这样也就拖长了日本人的焦虑不安的日子，深怕在这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可能到达，但它却并未到达。1799年拿破仑围攻阿克城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拖延以致失败，恰好也是由于全部攻城辎重队为一艘英国巡洋舰所俘获；于是只好用野战炮进行攻城。然而，切不可因此便认为，直至敌方劣势的存在舰队被消灭为止，这些不顺利的意外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成为中断运输的理由。假若如此，拿破仑则应在埃及一直等到确如其攻城辎重队已运抵阿克城下为止，日本人便须限制为攻陷旅顺口所需要的运输，因为那是碰上或可能碰上敌方的舰队的惟一途径。



　　我已经通过推论详尽地指出“要塞舰队”这一术语所概括的错误原理对俄国政府所产生的影响，该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舰队集结于远东的方式；(2)舰队集结点的选定，亦即舰队驻泊位置的选定，更确切地说其集结点并非一处。这两项行动可以作为部分证据，由于缺乏更多的明确证据，局外人只能据此来推断俄国政府的担任要职的负责人赖以指导其实际行动的动机和原理。这种从行动推断意图、从指挥推断原理的方法，是完全合乎道理的；特别是在握有强有力的确实证据证明这一普通原理现在或过去确实盛行于俄国的情况下，尽管对这一原理在思考特定情况中的影响如何，我们尚未获得同样的确实认识。



　　然而，在上述两个情况中，却都未能找到足以证实俄国当局总目的以及实现此目的的海军习惯思想的最为令人信服的物证。但其集结舰队的方法，集结军舰的数量以及集结的位置、站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错误军事原理的有力佐证。即使我们别无其他证据，仅仅据此便足以做出定论；而旅顺口舰队的使用方法则是值得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据此便可对这一错误基础观念做出结论，而其余两个方面的结论不管如何有力，也只能是对这一结论的附加重复。



　　开战伊始，俄国海军暴露于鱼雷突然袭击之下，终于两艘战列舰直接遭损，长时间无法使用，我当然略而不谈了。因为尽管可将此指责为疏忽大意，但却证明与其意图无关。这场灾祸之后，由于俄国人立即查明受损军舰还是可修复重新归队，故而直至它们重新做好准备为止并不求战，这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有利的交战时间常常还取决于种种考虑；而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来说，没有必要去考虑恰在何时为好。早几周迟几周可能都很好；但我们必须看到，俄国却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确定意图，可以从其中找到这样的时刻——那就是打仗的时间。结果，舰队驶离旅顺口，就其表面看来，仅是由于锚地显然很快便将难以守住。这就是说，只要可能，舰队便将紧紧地被束缚于要塞，而对要塞可成为支援舰队的隐蔽所却模糊不清，显而易见，俄国要塞舰队毫无采取攻势行动对近在港外的日本“存在舰队”实施攻击的思想，而战争的结局却取决于这支存在舰队的活动效能。



　　事情并不就此为止。事态发展日益明朗，当舰队已无法停留于旅顺口以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停留便会带来灭亡，这场毁灭确实终于降临，其所做的决定却极为简单，显然有点糊里糊涂地便将舰队调往另一要塞。请注意，我并不责难开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明确做出的决定；因为，在接受战斗之前，理应同该港的由三艘精良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强大分遣队会合，这是完全必要的。假如会合能够达成，则其司令官的职责便是避免战斗，直至其全部兵力完成会合为止；因此，抓住甚至是仅有的机会使主力无损地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于会合之后投入战斗，这是正确的。根据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曾奉命向朝鲜海峡运动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其意图在于会合。鉴于当时已知由四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日本分舰队已在朝鲜海峡，故而对于这一从属运动是否明智，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我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支分舰队极少可能避免战斗，故而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则以仍留本港为好，这样一来，如果旅顺口分舰队突围成功，而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却又能免遭损害。两支分舰队都能避免战斗并于海上会合，如能实现，当然非常之好，而我却感到，这种罕见的机会过于渺茫，无甚可能，故实难证明这一企图是正确的。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事后得知，机会的确极少，两支分舰队都被迫各自应战，而且相距甚远。



　　因此，我认为将旅顺分舰队转移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施这一企图之中却表明，并未按真实条件协调目的，这些真实条件可概括为一支具有某种优势的日本舰队确实存在并在眼前，这支舰队乃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中心因素。假如要我寻找合适的例证来说明折中同我称之为协调之间的二者区别，则我必取俄国人的这一运动为例。旅顺分舰队司令面临着以下两种结果，两种条件，两者都具有吸引力，又都具有可能性，而两者却又相互对立，但两者又都能有助于达成战争目的；即有助于达到成功，最后的成功。(1)分舰队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于是指挥便得以集中，并可利用该港的设施使其处于可能的最佳迎战状态。(2)与此相反，分舰队可能遭到阻扰——恰如军舰所要求的速度遭到其所需要的武备的阻扰一样——而且应将这一阻扰列入任一行动计划之中，这一阻扰便是一支据信具有优势的敌方舰队，根据经验确知，必定就在近旁。一旦同其遭遇，便应予以重创，尽可能将其效能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俄国的后备海军创造可能的最佳机会，这显然是应尽的职责。



　　突围计划应当清楚地包括两种可能性，即脱逃成功和遭遇战斗，应将二者清楚地加以区别，弄清其各自的不同要求，并针对这些可以预见得到的可能性，按每种可能性的要求分别为其制定出行动方式。假如事态为脱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不致遭受损伤，则交战自可避免。一旦战斗不可避免，例如一艘军舰受伤无法跟进，则应放弃整个脱逃想法，而将整个舰队结成一体扑向敌人，下定决心，即使战败，也应使胜利者无法再战。



　　纳尔逊尽管很少使用令人激动的词语，但他却同拿破仑一样留下了丰富的名言警句，他有两句名言恰好适用于俄国人的处境。第一句名言是他每逢期待同优势舰队遭遇时常说的：“假如我们得以靠近敌舰，当他们将我方舰队彻底击败之时，他们在今年之内便将无法为害了。”将其译成俄语便是：“当日本人击败旅顺口舰队之时，他们在六个月之内便将不具备伤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条件。”纳尔逊的第二句名言更是为众人所熟知：“在无法弄清信号的情况下，使己舰同敌舰舷舷相靠的舰长是不会犯大错的。”你们可以看到，为俄国人提出的两条相反的行动方针具有一个动机，就是摧毁日本舰队。在逃与战之间没有既非此又非彼的折中；即半逃半战；即要每个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做出让步。惟一的动机就是摧毁敌人；然而，由于强而有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的存在，因而可以予以协调。如果能在战斗之前实现联合，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则战斗便应具有孤注一掷的特点，只当会合已经完成。既有部分打，又有部分逃，这决不是协调，而是赤裸裸的折中；因为得以幸免的部分已不适于同敌人进行抗争，从而也未能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扫清道路。



　　假如俄国舰队司令在其训令中对于这些考虑予以阐述清楚并对行动做出明确规定，便有可能使实际曾经发生的情况不致发生，即使出现旗舰丧失战斗力同时司令官又阵亡这种罕见而又严重的意外事件。假如第二指挥官和舰长们都已收到他们理应收到的明确训令，使他们明白不战便无法逃脱，战争结局——引用东乡在对马的口号——在此一战，我不相信他们便会缩回自己的要塞，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于是便无人会将俄国人视为懦夫；然而，也无人预先便会想像到海军的职能竟会遭到如此彻底的错误曲解。我自己就怀疑，假如俄国舰队司令活着，旗舰也未丧失战斗力，则其结果是否就会有本质的不同。一位头脑清晰、意志坚定的司令官，其精神不会随同其肉体的死亡而立即消失。假如俄国舰队，直至每艘军舰，都为贯彻这样的企图而遭到覆没，则满洲可能丧失；但这一损失会使俄国海军在士气上赢得无价之宝，而更为直接的效果则是日本舰队遭到损失使其至少暂时无能为力。



　　我将8月14日日本上村分舰队的四艘装甲巡洋舰同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艘俄国装甲巡洋舰之间的战斗活动略而不谈。这三艘俄国军舰在以摧毁日本舰队为惟一目的的总战略运动之中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应当随同旅顺主力的活动而予以协调。我已经表明，我倾向于将它们保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会合。会合乃是重要大事。要实现会合，旅顺舰队就不得不冒风险；但却没有充分理由迫使一支较小的兵力去冒类似危险。它同上村的兵力并不相等，而且很少可能越过上村而不被发现；更少可能同己方舰队会合。气象条件对双方应当同样有利；因而，尽管可能侥幸得以不同敌人相互遭遇，但却同样很有可能要同友军相互错过。因此，会合失败的可能性就等于同上村遭遇的可能性加上同友军错过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假定日俄双方在旅顺口的兵力相等，即近似数量每方大约为六艘，则可简单计算如下：假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单独同上村相遇，事实便是如此，其比数为4对3，于俄方不利；反之，假如得以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实现会合，则两支兵力会合之后双方总兵力的比数则为10对9，这就接近于相等；两支兵力会合之后，双方主力数目愈大，其差距便愈小。就概略计算来看，我认为一切都表明符拉迪沃斯托克乃是实现联合的地点；这同古已有之的准则是相互一致的，即对于两支相互隔离的兵力集团来说，在敌人的作战线之内寻求集中点是不明智的。














	

 






	















	







	







	









 





	


	







	








	




	


第十四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2）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其所指挥的俄国敢死舰队引向最后作战历程时，对于这位俄国舰队司令的指挥和活动，同样应当依据曾对旅顺口舰队行动所用的同一观点，即目的专一这一观点来对待。这一要求，即观念和目的的专一，乃是衡量其航程最后阶段的各种部署细节的准则；在自上海附近的嵊泗列岛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段航程之中，就其自身的选择而言，同敌人遭遇的可能即将到来。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各舰锚泊于扬子江口附近的嵊泗列岛之时(见本书第38页图3)，可以说该舰队便已进入交战的战略区域之内。诚然，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他们确曾采取过一定的预防措施，诸如派出观察中队甚至远达新加坡，并于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周围布设水雷。然而，东乡却决定将其装甲舰集中于朝鲜海峡，而且在俄国舰队到达该点之前没有任何骚扰企图，而是恰当地将思考限定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锚泊嵊泗列岛以后的航程之内，嵊泗列岛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蒸气航行易达范围之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里，可以说，正位于战场的一侧，其所预定到达的港口则位于战场的另一侧。



　　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对于这位不幸的俄国舰队司令的所为，自会做出更为宽容的定论；既不减轻其在最后四天的无可置疑的指挥错误；又承认在此之前其所完成的艰巨任务，尤其是还要承认因其深受俄国思想意识熏陶而形成的智力偏见，由于从波罗的海启航开始他便处于长途航行紧急状态之中从而形成长期过度紧张劳累，致使这一偏见愈益强化。在此期间，他别无资源可以依赖，除其它的国家善意中立之外，而这种善意只能囿于国际义务范围之内。除这一令人忧虑的负担之外，他深知自己这支分舰队的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东方除符拉迪沃斯托克尚有两艘残存装甲巡洋舰之外，则别无增援力量。



　　对于这些因素须要进行综合回忆是公正的评定所要求的，假如我对其指挥的评价是正确的，则其后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便是情有可原的；即便犯有错误，但在衡量这些错误时，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他部队的传统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除上述推理思考之外，还须加上俄国海军的西蒙诺夫海军上校在其所著《惩罚》 [ 译者注：原文Rasplata。 ] 一书中所做的直率的可以确信的陈述。



　　首先：由于运输舰船伴随舰队同行，故同敌人遭遇时它们便位于现场，这种情况必然在战术上造成困难，西蒙诺夫写道：



　　“由于接到[在离开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之前]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令人焦虑的警告，以致引起并非不值得考虑的困难；我们不应成为设施简陋和武备不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负担，而且不要寄希望于依赖西伯利亚铁路进行补给。一方面，最基本的战术准则告诫我们，进入战斗应尽可能减少拖累，理所当然，任何能够妨碍我们自由运动的补给船队都不应伴随我们同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些深表关切的电文。



　　“于是不得已而采取折中。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战舰应尽其容量所能装载和储备各种必需品。三艘最大最好的辅助轮船应以最大的可能数量装载最为需要的物品。这三艘轮船和‘堪察加’号伴随舰队同行并在实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企图之中同舰队共命运。”



　　其次：关于战舰装载煤炭的数量，西蒙诺夫叙述如下：



　　“1905年5月23日。上午5时30分停机开始装煤。各舰接到通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装煤。因此，我们必须尽力做到使煤舱直到5月26日上午仍能保有正常储量。”



　　对于这段文字，他附有如下注释：“那些指责战斗期间各舰装煤过载的人，真是谎言连篇，厚颜无耻。”



　　上述引文中的陈述，其用意无非是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携载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决定开脱部分责任；煤炭便是其中的一项。然而，来自圣彼得堡的命令并未强制他携带运输舰船随舰队同行。政府规定目的，而达成这一目的方法则有待于司令官确定；事实正是如此，所动用的运输舰船的具体数量以及不论是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还是在同敌人遭遇之时这些运输舰船同其舰队的相对位置，确实都是由其依据自己的判断而确定的。



　　关于战舰装载煤炭问题，按西蒙诺夫的陈述，它们并未超载，这同所有其余记述恰好相反，故我致函询问海军情报部。情报部在复函中从涅博加托夫司令于军事法庭受审时的辩护词中引述了两段话。这里没有必要予以全部引述。这两段话进一步证实了业已公布的资料。其中一段话是：“按我们的估计，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所拥有的煤量足供三千海里航程之需，而经对马海峡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距离尚不足九百海里。”看来确有理由相信西蒙诺夫的陈述并不完全确切。从那时以后他便已去世，但令人关注的就是他作为一个确切的见证人是否可信，而并不涉及其个人是否诚实。



　　对于身居要职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这种责备，无疑是同其所负职责相称的，因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人品黯然失色；而对于这次作战的某些批评与其说是针对俄国舰队司令的，倒不如说是针对俄国的。对于任何国防规划或任何作战计划中所存在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密切联系，必须严加注意，这是切合实际的。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一支装甲舰队同其运输舰船历尽艰辛成功地绕航好望角之时——这比我们的战斗舰队绕航麦哲伦海峡还要早三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发展却不相适应，而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错误部署却又正在为其准备着于嵊泗列岛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对于负有指挥责任的军官，在任何地方，不论是指挥一艘军舰还是指挥一支最小的水兵分遣队，最为重要的是要记住，由于自己对总体态势注意不够或行动不力，往往会对较大的权益造成致命的危害。



　　在美西战争期间，有一次美国海军部由于无法确定一艘迫切需要的巡洋舰位于何处而深感烦恼，而该舰舰长一味沉迷于完成孤立的单舰活动，而对于总体作战行动所要求的应付意外事件的预防措施却置之不顾。



　　对于投降也应进行同样的考虑。除绝对无力抵抗之外，任何极端事件都不能成为投降的遁词，除非其他权益确实不致遭受损害；但这种情况从未有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于8月10日在旅顺口港外由于旅顺口海军分舰队作战不力便已被击败，尽管并非最后战败，而真正的最后战败则是在九个月之后于对马海峡。



　　现在，继续评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本身的行动：从战争开始直至他抵达嵊泗列岛，决定性的因素并未改变，尽管在运用这些因素中曾有某些变动。一切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对海洋的控制惟有摧毁敌方舰队方能赢得。而摧毁又惟有通过战斗才能达到；即通过大炮，即应在对求战一方最为有利的环境之中将舰队投入战斗。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指挥的俄国舰队来说，这种有利条件意味着如有可能首先便应进到一处海军船坞，以便每艘军舰的战术性能、其速度和机动能力连同赖以决定这些性能的主机、锅炉和洁净船体等所有这些要素，都能得到最大可能的恢复。而日本人却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俄国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应受罚的错误做法并未使日本人遭到足以丧失战斗力的损失。因此，毫无疑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首要目的便是不战而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便以后能够取得最为有利的战机进行战斗。此外，他还能同那里幸存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会合；对他那些匆匆组合的军舰来说，这无异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增援力量。



　　因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面临的问题，就其特征而言，恰同九个月之前即8月10日旅顺口海军分舰队面临的问题一样；而他在其面前却有前车之鉴，这是为其判定采取何种方针可资借鉴的又一因素。如有机会，能逃便逃；如须战斗，便应立即应战；但决不可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以致像旅顺口海军分舰队那样犹豫不决而产生折中思想。两种可能性——逃与战——都有可能出现，因此在计划中对两方面都应有所准备；然而，统一观念曾要求旅顺分舰队必须明确其目的，如果必须战斗，便应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使敌人遭受最大可能的损失，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领的即将到来的后援舰队扫清战场；因此，同样的统一观念也要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明确其目的，如果无法逃脱，如果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必须战斗，则其军舰在交战之时必须在战术上处于最佳条件之下，他理应保证做到，至少不应使敌人事先知道其部署。如今已无后援舰队；俄国的全部命运都操在他的手中。



　　当战争形势已经到了非进行战斗便无法解决之时，便应在战术上对你最为有利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强行战斗，以此作为战略目的。面对如此精确而清楚的真理，而且仅有一千海里的航程，司令官却令其军舰拼命装煤；据说甚至司令官的住舱都装有煤炭。不消说，这种做法必然不利于脱逃，这样一来，实际上速度和机动能力便要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战术效能便要下降。更有甚者，这使军舰在战斗之日又增加了不利因素；因为这样便使因设计错误而过低的装甲带更加深入水中，同时由于上甲板堆满易燃物品而增大了引起火灾的危险。一位法国著作家断言，这次战斗失败是由于日方中等口径火炮击中煤炭而引起火灾所致。在如此众多的原因之中，应否将结果只归于一种原因，我对此尚有怀疑；但其倾向的确如上所述。



　　司令官的目的应当始终是以不浪费，即以最低限度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来取得成果；然而，如同处于两种相反思考的所有情况之中一样，不应企图采取平衡、折中的态度，妄想使两种思考——成果和经济都能令人满意。如其目的不值得消耗，便丝毫不应消耗。如果值得消耗，而且尚能以较小的消耗取得相等的成果，便应设法节省；假如必须达到目的，否则便可能遭到失败，或者甚至为了取得最为圆满的成功，便应不惜任何代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为了对付同敌遭遇而进行的作战准备，依我看来，全部都是极其错误的，因而使我不得不做出结论，他对战略问题从未进行过清晰的思考，从而做出了一相情愿的决定。过量备煤一事足以证明他为了节省物资消耗却减少了获胜的机会，而获取胜利却是首要的最为根本的目的。他完全为补给问题和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事迷住了心窍，以致不论是脱逃还是战斗都未能在他心目之中清楚地占据统治地位。更确切地说，逃与战二者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使其基本上成为一个怀有双重心事的人，甚至当一切脱逃希望都已成泡影之时依然如此。



　　依我看来，这种分歧的意见，不仅是由于受到要塞舰队论这一民族偏见的影响，这一理论不能不影响到每个普通军官，即或其本人甚至尚未持有这一论点，而且还由于受到被夸大作用的存在舰队论的影响。假如舰队的一部分得以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大有所获——拥有一支存在舰队。结果，决一死战的决心——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局——便同脱逃思想发生冲突并被这一思想所冲淡。假如确是如此，则又是节省物资的思想在作怪，在本例中便是节省数艘军舰，这一用意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但这却妨碍和阻挡了承担巨大任务和取得巨大的胜利所需要的专一；其结果不外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折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战斗前数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他深信只要其舰队的一部分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对日本的交通形成严重的控制，从而影响总的战局。可是显而易见，这支已被削弱的兵力并不能改变局势，虽然可能部分地影响其进程——促使敌人增强戒备；然而，除非整个舰队得以逃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本身获得增援，并于日后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否则俄国海军便无法对战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假如俄国舰队必须一战——迟早必须一战——便不会看重脱逃和储备未来所需的补给而忽略战斗的时机和结果。毫无疑问，当时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然而，除非坚决抛开各种想法，只专注于摧毁敌方舰队，否则便毫无成功可言。



　　上述评论是从行动推断意图的又一例证；综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的各个不同方面便可看出，他的想像力完全被一支劣势的存在舰队的夸大的影响作用所左右，这一推断几乎是无法推翻的。除了过量装煤之外，他还随带一批运输舰，尽人皆知，这些运输舰在战斗中是制造战术困难的根源，当然，毫无疑问，假如能将这些运输舰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便同样也会成为重新修整的源泉；而且毫无迹象可以表明他曾经有过在自己前方派出前进侦察舰和驱逐(他可以做到)曾经出现的日本侦察舰的任何企图；结果致使东乡掌握了他的几乎全部部署，而且直到看到敌人主力之前，他却对东乡的部署一无所知。



　　现在我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面临敌人时的失当措施，因之也是低劣的战术，而低劣的战术则来源于战略的错误；而战略上的错误则起因于缺乏统一的观念，即缺乏目的的专一，而这正是战略的精髓，它使一切其它因素和思考全都服从于并将它们协调于一个专一的目的。当我在撰写这几页内容时，偶然读到德国著名哲学历史学家兰克在其伟大巨著之一《十七世纪的英国》一书中的几行话。这些话说的是政略，而政略和战略则是孪生兄弟。请允许我将其引述于下：



　　“为何威廉三世在爱尔兰比詹姆斯二世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因为他能在围绕他的众多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总是将一个远大的理想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在任何时候所发表的决策，都是基于他所持有的唯一的一个目的，而这一目的则是依据事物的常理而定出的。”



　　现在运用这一观点来分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按事物常理他应达成的目的便是摧毁日本舰队，日本人为了战争用其所能搜集到的每艘装甲舰组成了这支舰队。东乡在战斗之前所发出的信号体现了这一目的，为何其对手却未能同样理解这一目的。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假如能够实现，便会使俄国处于可能是最佳的条件之下进行作战。但这决不能取代战斗这一必要的目的。而且更不能延缓这一目的，这是必须立即予以考虑和进行准备的事情；因为，尽管有可能得以逃脱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并无确实把握。在所有的条件之下，这甚至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当每项预想和愿望都旨在脱逃之时，假如有此可能，便应随之做出如下明确决定，一旦被迫必须进行战斗，就应胜任战斗不再想脱逃；而且舰队，应像一艘已经做好战斗轻装的军舰一样，从离开嵊泗列岛时起，便应除掉一切有碍舰队行动的累赘。一支舰队在进入战斗之时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战斗以外的某些其他事情，则这支舰队便已处于半败状态。



　　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于这些事实应有的重要性和应占的比率有所认识，确信战斗乃是他的一个目的，以及确信至少存在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即他不可能将战斗推延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依我看来，他定会进行如下的推论：我必须备有足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所需的足够煤量，这一煤量可按航行距离和军舰消耗合理算出；距离和消耗二者都是已知数。除这一数量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安全限度。为了遇有可能便能脱逃这一目的，必须按这一总量进行装载；或许还要增加在战斗中足以维持的数量，以补战斗中烟囱被击破之后的消耗，这是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再则，每艘军舰都有适合其运动需要的最佳吃水。敌人很可能或在比较狭窄的海域，或在其海军船厂附近进行待机。由于朝鲜海峡有一处位置兼有二者之长，所以，一旦非如此不可，我可能必须在该处进行战斗。因此，舰队启航前所装载的煤量应尽可能算准，使其到达这一海峡时恰好消耗至能使军舰保持最佳战术吃水差。这样一来，驶低符拉迪沃斯托克所需的煤量便调整到符合战斗的要求。



　　其次是关于运输舰问题。当前，在决定命运的最后一段航程中，运输舰对于结局毫无影响可言。应按作战目的对这些运输舰进行调整，将它们从心目中和现场中除掉。如果战败，丧失这些运输舰对俄国来说其后果将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获胜，则可将它们从指定会合点召回，而且那时可以极其顺利地将它们护送至目的地。一位奥地利军官曾经主张，假如整个兵力集团同时启航，于夜里分散，补给舰在护航之下取道日本以东，便有可能逃脱而不被发现；或者，设若被发现，这一报告可能使东乡困惑不解，而不会使其有所领悟。对于这一主张，我不加评论，这倒不失为补给舰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一种办法。



　　当时，紧迫的战机理所当然地必将而且确实已将日本的全部作战兵力吸引在朝鲜海峡，这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须予以考虑的一个因素。据西蒙诺夫记载，补给轮船“捷列克”号和“库班”号曾被派往日本东海岸，特意吸引对方的注意，但并无所遇，它们的出现日本人并不知道。



　　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怀疑，假如俄国分舰队得以避开东乡，而且假如分开行驶的补给舰船遭到截击，这对战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整修必将造成困难。我更不怀疑，在逃脱成功的情况下，甲板上装载的余煤对于未来的作战行动必将很有价值。那些令人分心的考虑，恰如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的那些考虑一样，愈是真实，而且愈是重要，就愈是应当摆脱掉这种重要，亦即这种需要，使这些考虑服从于一件必要的事情，即尽最大可能为战斗之日做好准备。这也说明，在军事部署上采取折中，对某一事物处处让步，便会误入歧途；以致脚踏两只船，既要逃又要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方针是折中，是逃与战的混合；他一开始便在战略上犯了大错，他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进程所清楚表明的一项必要事物之上，于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巨大错误，这些错误可以综合称为战术上的巨大错误。所有这些巨大错误都是精神状态所造成的结果；超载装煤，从而增大发生火灾的危险，造成装甲带下沉，引起速度和战术性能下降，忽视侦察，随带运输舰同行——其中每一项都是战术上的错误——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没有遵守这样的考虑，即在这次战争中在战略上惟一的主要考虑应当是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海战。这是旅顺口分舰队错误的重演。当有可能迫不得已在非自己所愿的不利条件下交战之时，这种危急情况已清楚表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但有关原理却并未改变。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原理当然会要求船厂在最短的可能时间内提供最充分的准备，使舰艇处于最适应于战斗的状态。而在嵊泗列岛，同样的适应却要求从有关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在那里进行补给的全部思想活动的影响之中解脱出来，因为这样的思想可能改变为可能发生的战斗所进行的准备。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其考虑欠妥的思想的形成，看来极为可能是：由于他全神贯注于其所担心的对出航说来并非主要需要的补给问题，他欠当的思想就更加强烈和有增无已。其精神和信念已经扭曲，成了固定倾向，已经无法恢复。



　　让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位怀有敌意的评论家朗弗雷对伟大战略家拿破仑于埃斯灵惨败和瓦格拉姆大捷之间这段时间里的指挥所做的赞语作为结束：



　　“舍末求本这一准则在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中提供了如此众多的令人钦佩的实例，这一准则在每种艺术中都是正确的，而拿破仑却将其运用得更为活跃和更加得体。他最为担心的一些复杂情况”——让我插一句，这些就是威廉三世所遇到的困惑局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关心的补给问题——“对他来说，好像当时确实并未存在过。任何一项次要事件都休想将他引离为他自己原已确定的重大任务。”



　　简而言之，你们可以看到，在指挥上必须目的集中，而在行动上则须数量集中。



　　就总体而言，在这场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海军战略的特点是，判断准确，目的集中，指挥坚定，而其对手却令人吃惊地缺少这一切。我想只对比较显著的特征稍加评论，并以此试图着重指出日本人所处的错综复杂而又令人焦虑的环境，正是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他们却能牢牢坚持正确观念，不顾一切诱惑，毫不动摇。所以，尤须指出他们的困难，因为，在像他们所取得的这样一系列胜利之中，我们往往易于将一切归于几乎是超人所具有的非凡素质，以致在含糊不清的颂词之中却对有用而平凡的教诲视而不见。在过去五年来的许多评论之中，曾将其归功于日本军人远较其它国家军人杰出，甚至抹杀了原应属于他们的领导者的某些功绩。在这几次讲座中，我曾经近于开玩笑似地提起《圣经)中关于古时类似印象的一些话：“如今埃及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马也是动物，而不是精灵。”



　　在最初的一些评论中，一位战争伊始便在现场的观察者所做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日本人由于必须保护其战列舰而担心到了极点。”这句话是在“初濑”号和“八岛”号触雷沉没前两个月的同一天所说。不难想像，日本人丧失这两艘军舰之后，定会深感忧虑，这一损失无法用同型军舰弥补，而购自意大利的两艘装甲巡洋舰只能起到部分替代作用。所幸当时日本已同英国结成同盟，致使日本领导者得以解除其对任何其他国家海军的顾虑而专心对付俄国。它不再担心任何欧洲国家会同其发生争执；而在美西战争中，展现在美国眼前的一些不祥事件可能酿成意外事件。



　　日本在开战之初，便已认识到俄国海军的总体物质实力远远超过日本。而要实现其目的，就须渡海进行入侵实施大规模攻势运动，这就有赖于控制海洋，不仅为了夺取首战胜利而且在战争中始终都须控制海洋。在这一攻势目的中，日本人始终未曾像俄国人那样偏爱要塞舰队论，从而未受任何偏见的阻挠。我完全找不到这一观念的任何痕迹。反之，日本似乎充分掌握了海军的目的就是控制海洋这一原理，并依此原理进行活动；由此便可直接推论出其目标则是敌方海军，即其有组织的海上兵力。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原理的理解。首先，他们听任俄国将其军舰集结于远东，直到他们的整个海军一分为二为止。其次，他们在战役中的主要特点是对暴露在其面前的那一半敌方舰队实施攻击。我想指出，他们不仅对港外的敌舰实施成功的鱼雷攻击以挑起战端，而且还通过炮击、布雷、以沉船封闭水道等手段连续两个月不断地打击港内和港外的残存俄舰。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遵循一个原理：摧毁或压制敌方舰队。



　　当俄国要塞的重炮有所改进时，同一原理或同样需要迫使日本人对其装甲舰更加爱护。他们逐渐增大其炮击射程，并更加注意选择死角。在这一具体行动中，注意自身的安全胜于毁伤港内的敌舰；因为控制海洋必须依靠这些装甲舰，而其总的海军兵力却又处于劣势，故炮击可能所得的并不能等同于不幸被击中时的可能所失的。冒险已成为得不偿失；然而，保护己方军舰和攻击敌方军舰都是出自一个原理，即控制海洋。有关海军炮击的作用，我驻旅顺口海军武官曾报告说，物质损毁微不足道，但日本人持续不断的攻势行动在早期对俄国舰队的士气便已产生明显而渐进的恶化影响，特别是对于高级军官尤其为甚。这一报告的内容必定来自其他来源，因为这位武官于5月8日才到任。最后则是由于陆上炮击才迫使俄国人撤出其船厂的机器设备，从而促使其做出于8月10日将其舰队撤离的决定。



　　当所有这些手段——炮击、布雷和封锁水道——全都证明无效之时，日本人还是以同样的目的观念，并观察兰克所说的“事物进程所产生的情况”来确定其下一步的行动。于是，便将主力舰队从旅顺口附近撤至远离鱼雷攻击的位置；撤至距离旅顺口六十海里的长山列岛。他们在那里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防护水栅，这水栅不仅掩护了通往该岛的水道，而且一直延伸至大陆，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安全。借助这一手段既可防护运输舰船的锚地，又可掩护预定担负攻击要塞的陆军部队在半岛上的登陆地点。这一办法堪称为旅顺口前面的海军作战的防御基础；其目的在于促进对海洋的控制，就是说保护己方舰船和补给不受损害。长山列岛附近的这一人工防护水域已成为陆军和海军作战的前进基地，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如能实现便将陆、海军集中于一点进行作战，确实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优越性方面，它堪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所控制的里斯本这一英国位置相比，当时该地既是陆军也是海军的军事基地。



　　由于围攻战日益奏效使旅顺口这一位置难以防守，导致俄国舰队失去隐蔽所而不得不采取攻势出海作战，不仅如此；而且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以长山列岛为基地经过精心部署已控制了周围水域使俄国舰队受到有力钳制，以致不经战斗便无法逃脱。这些当地部署与其说是战略的，毋宁说是战术的，故不在我的具体探讨范围之内。我之所以仍然将其提出，其部分原因是，就全局而论，建立一处次要基地并以其为依托展开作战，在原理上则是属于战略范畴，尽管其细节属于战术范畴；另一部分原因是，整个行动证明，俄国人从未掌握统一的根本的战略观念，或者即使掌握但却从未运用；这一观念即是，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使敌方舰队的运动瘫痪或将其摧毁。



　　一位日本军官，据我所知他是东乡的幕僚，将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部署概括为“栅栏”配置。第一道栅栏是围绕旅顺口入港处按同心圆布设的数列水雷，并由设在辽东半岛高地上的瞭望塔远远地对其进行日夜监视，当时辽东半岛已经渐次沦入日本陆军之手。紧靠这些水雷外层由鱼雷艇和驱逐舰组成第二道栅栏，并得到由二、三级巡洋舰组成的第三道栅栏的支援。第四道栅栏则是驻泊于长山列岛的主力舰队。这些接近中心的栅栏线相当于陆军的前哨，前卫，中卫，其共同任务就是防止攻击迅速发展成为突袭。其所布水雷毫无疑问在于使敌舰一旦触及便会沉没；但其主要战术价值却在于逼敌务必清扫水道，以此延缓敌人。当敌扫雷时，日本舰队接获侦察舰警报便可从容赶到，如1904年6月23日和8月10日两次紧急时刻便是如此。我建议将这些部署同1800-1801年英国封锁布勒斯特的那些部署予以对照，对战术进行比较研讨，定会收到双重教益，因为就海军时代而论，二者相隔甚远；就物质基础而言，帆船同蒸汽舰和鱼雷迥然不同。关于对布勒斯特的封锁，我在《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一书中已经做过分析。



　　预计旅顺口舰队的运动目的在于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故采取这些部署予以抵制。冬季已过，该港的巨大障碍，冰冻已不复存在；日本人深知一旦敌方舰队抵达该港，对他们必将成为更大的祸患。当然，这是出自于战略考虑：防止敌人取得有利位置。因而，8月10日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这一结果，被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视为战略上的成就。于是一位能够领会其长官意图的日本军官曾向报界撰稿写道：



　　“假如俄国人于8月10日突围成功，其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得以抵达未遭长期围困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则日本海军和国家便会在第二作战阶段期间，即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后这一期间，在战略上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上村的装甲巡洋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外转移到朝鲜海峡——或对马海峡，其部分原因便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在该处一方面可对旅顺口分舰队更加直接地实施截击，假如其部分兵力得以逃脱；另一方面还可对战列舰分舰队进行增援，假如开始于旅顺口港外的战斗发展成为追击战。简言之，上村可以随时配合，并成为我所引述的那位军官所说的第五道栅栏。日本的这两支装甲舰分舰队尽管相互分离，但它们相对于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地而言，却都居于内线位置；因而它们居于便于相互支援的地位，以对付任何一股敌人，或对付二者的联合。实际情况正是如此，8月10日俄国人突围时，上村确曾由对马驶至黄海南部——约达二百海里。在该处他确能最有把握地挡住脱逃中的俄舰的去路；因为它们可能南下而不绕航朝鲜半岛。“俄国皇太子”号驶往德国占据的胶州湾避难，当然确实并未进入该分舰队所及范围之内；该分舰队得知大部俄舰再次退回旅顺口之后，便又返回对马的原来位置，结果在该处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舰相遇，并将装甲巡洋舰“留里克”号击毁。



　　这里还可以指出，除内线位置这一有利条件之外，在当时和在此之前，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带正处浓雾季节，在该港附近区域对港内分舰队的真正危险活动进行牵制，就位置而言殊不及对马海峡有利。这些军舰对日本人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们对于日本本土至长山列岛的交通线的危害。该线最为暴露之处就在对马所在的朝鲜海峡。符拉迪沃斯托克当地的浓雾，可使敌舰悄悄驶离而不被发现，从而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舰曾于7月间就在上村的严密监视之下匆匆闯出，使重要攻城辎重遭到损失，从而延长了对旅顺口的围攻。



　　就刚才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日本人所采取的方针虽然极为正确，但也不外是严格遵循众所公认的原理而已，除顽强地坚持正确原理之外，并无特殊功绩；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危急时刻能够贯彻实行实属不易。举例说明，当战争伊始尚未取得战果之时，实施炮击以显示威力的愿望确实十分强烈。这不单是意在取悦公众——投其所好。而是由于渴望求战，有所作为，故不问其有何根据。由此可见必须掌握一定的原理，否则，只有当你所拥有的军舰遭到烧毁之时，才能认识到军舰对抗炮台确实难以胜任。日方曾想冒一大险，后来部分有所收敛；但他们却一直谨慎从事，不久便停止冒险，但这却是在“朝日”号这艘军舰侥幸得以逃脱，从而证实所承担任务的危险。在这一方面他们并未显示出特殊的独创性，只是遵循公认的法规。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对于海军战略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存在舰队理论的夸大性。他们确实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一系列引入注目的持续胜利便可证明一切。诚然，由于俄国人在运用舰队上是如此无能，从而使这一证明有所局限。



　　存在舰队学派就其基本观念而言，实质上同绿水学派完全一致，认为海军兵力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同其他因素无关，依我看来，这是夸大。例如，它忽视要塞或过于低估要塞对于国防和海战的作用。这一思想路线就其现代形式而言，来源于已故英国海军将领科洛姆。尽管他无法对其追随者的每项极端言论负责，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公正的，即他过高地估计了一支强而有力但处于劣势的海军兵力对于阻止敌方渡海作战所起的应有威慑作用。例如，他在其所著《海战》一书中谈到存在舰队这一术语的杜撰者托林顿 [ 译者注：托林顿(Torrington)子爵，名乔治·宾(Geoige Byng)，曾任英海军大臣(1727-1733年)。 ] 于1690年所采取的方针时写道：



　　“一支存在舰队即使已经丧失作用(即已被击败)而处于劣势并被封闭在未设航标的沙洲的后面，但仍不失为一支监视力量，可使一支明显取得胜利的舰队无论是对海还是对岸都无力采取行动。这就是比奇角海战中值得主要予以注意的部分。” [ 注：见科洛姆：《海战》，1890年版，第122页。 ]



　　他在1899年该书第三版中，又一次将上述论点作为自己的明确主张并增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海战中，在进一步采取攻击敌方领土的行动之前，必须先将海上守方的军舰或分舰队清除干净。”



　　他的某些追随者认为，只要手中握有一支强而有力即使处于劣势的舰队，在适当的距离范围之内，便能制止敌方想要进行的渡海作战，直至这支舰队被摧毁为止。这一结论可能得到而且确已得到一些历史实例的证明，在这些史例中确曾产生过这样的作用。然而，指出某一方针曾经屡屡被人们所遵循，但这并不表明这一方针就一定正确；恰如日本人在最近这次战争之中反传统做法而行之，虽然获得成功，但这并不能最后并在任何时候证明像他们那样行动都是对的。环境可以改变情况；但就总体而言，我认为存在舰队的教义与众不同，它认为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其主张的真理性。



　　日本人所遵循的方针同存在舰队学派所坚持的主张，不同之处，就总体而言，就在于日本人是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合理的深谋熟虑之后，尽管就在近旁存在一支强而有力的敌对舰队，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必定导致取得成果的步骤；他们并未试想不经冒险便可取胜，而只是遵循拿破仑的名言，就是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战机。假如他们终于失败，这一具体错误或其它错误便可能会归咎于他们；但就主要部分而言，他们的正确性并不少于胜利业已证实的正确性。假如日本人坚持只有摧毁旅顺口舰队之后才能输送自己的部队，则旅顺口舰队时至今日还会依然是一支存在舰队。它只要停在港内便可达到这一目的。简而言之，依照存在舰队论倡导者的说法，这样一支舰队仅以其自身的存在，只要它本身坚持死守在港内，便可影响敌人使其不敢行动，陷于瘫痪，而无法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则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假如日本人接受这一理论，便会将登陆作战无限期地推延下去，而听命于敌人是否愿意进行海战。这一论证并不言过其实，在我曾经引证的一些评论中便可找到。可以公正地说，有些人赞成这一海军思想路线，但他们提出的结论却较有节制。例如，长期担任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乔治·克拉克爵士曾经写道：“一支有效的舰队”假定是劣势舰队“对于海战尤其是对于渡海输送陆军部队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对于这一论述当然无可争议；而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指明这一极端论点的危险性，对于全部因素不加仔细考虑即将军事术语公式化的人便会陷入极端的危险。



　　自我读过科洛姆的《海战》以来，至今已经十五年有余。因此，我对它的记忆并不犹新；为了在此提供参考，我在笔记中找到了我当时写出的下面一段话：“依我看来，科洛姆的主张过于武断，他认为仅仅依靠一支海军兵力——不需优势的兵力——甚至是相等的或较小的兵力造成威胁，便可迫使敌方放弃联合远征。”在为证明这一理论所列举的历史实例中，有人确曾由于这样一支存在舰队而放弃冒险，而我则认为，在一些实例中，假如采取不同的行动，其结果显然定会获得成功。将这一主张对我所形成的总的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它忽视了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这一名言同上面所引述的他的另一名言互相关联，即战争按照准确的表达，就是在于取得最为有利的时机。



　　这些准则不仅承认冒险是必要的，而且还承认失败较之成功有可能具有更可信的价值这一论点是正确的；因为失败有可能是产生于最为精确的计算和激烈的战斗行动之后，而成功则有可能是由于侥幸或仅仅是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结果。在采取冒险行动之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为这一目的是否值得冒险？是否已经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成功？纳尔逊在提议进攻里窝那时，曾同拿破仑的准则不谋而合；实际上，纳尔逊的这一准则早已写成。他所提议的并非单纯的冒险，而是在对各种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之后，他才明确断言必需接受冒险。纳尔逊写道：



　　“有些事情必须等待时机。我们的唯一考虑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是否值得冒险？假如值得，就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去干吧！”在另一场合他又写道：“当我在不论何处发现法国护航队时，只要有可能对其实施攻击，我的分舰队必将冒险或是将其俘获或是将其摧毁，而我的分舰队的建立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用于冒险。”














	

 






	















	







	







	









 





	


	







	








	




	


第十五章 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




	







	

 



	


	


　　日俄战争对许多课题都深有教益，但我理解在现实问题方面莫过于最后到我们现在面前讨论的问题更有教益，即海岸设防同海军兵力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并不探讨细节，虽然细节也有其价值，而是论述产生正确或错误国家政策的概括性的普遍原理。绿水学派是存在舰队学派的第二代正统继承者。这两个学派一脉相承，相继提出例证说明其原理由于发展必能结出应有的果实。二者对陆上作战同海军舰队的关系都特别关注。在这一关系中，同在所有军事估计中一样，稳妥的解决办法便是充分认识每一方在我们称之为协同的共同行动中所担负的职能，并以此为依据在二者之间达成精确的协调；从而使二者的行动合为一体。海岸设防，海岸要塞，处于两类截然不同的战争行动，即海战和陆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思想分界线上；因为海岸要塞乃是恰好位于大自然在海军和陆军各自活动领域之间所画的天然分界线上的强有力的据点。因此，在这一争议场所产生争议并不足奇。



　　当战争发生于两个被海洋隔离的国家之间，显然，入侵别国所占领地的国家必采取攻势，而进攻的工具则是遂行入侵时的武器，这就是陆军。海军则负责维护和确保陆军交通的安全。即使海军可能单独入侵，但却难以使其成为入侵兵力。即使它可能单独发动攻势，但却无法使其成为攻势武装。即使它本身的活动方式具有攻势性质，但却未必能使其在协同作战中构成攻势因素。在联合行动中它采取攻势。在遂行守势任务中，遇有摧毁敌舰的机会，它便不断采取攻势行动，这样并不改变它作战的基本性质。在它的炮火所及范围之处，它以攻势行动进行防御；但它确是在进行防御。这就是日本海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所担负的职能。



　　再者，假如发生入侵，则被入侵国家的海岸要塞同战争的关系如何？海岸要塞应担负何种职能？初略看来，显然应采取守势；但对此问题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这一明显看法是否确切可靠？恰好相反，海军的作战方式是攻势的，而其职能却是守势的，而海岸要塞的作战方式则是守势的，其职能却是攻势的。海岸要塞非但不能保卫国家，而且其本身并不能抗阻入侵，除非只有要塞，而无海岸线；但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存在。登陆总是能在要塞所及范围以外实施。旅顺口本身对于围攻部队远在六十英里以外登陆并未产生丝毫影响。在这段作战期间，旅顺口对其自身都无法保卫，更谈不上保卫国家了。



　　要塞，无论是海岸要塞还是内陆要塞，都是只靠保持在其壁垒后面的攻势力量进行防御。海岸要塞主要是以其所隐蔽的舰队来保卫其所属于的国家。要塞的工事和守卫这些工事的部队则为舰队提供补给，保证修理并于危急之时为其提供隐蔽场所，以此来支持舰队的活动。情况确是如此，非常清楚，被入侵国家的海岸要塞实际上就是攻势工具，尽管该国本身单就被入侵这一事实而言是在进行守势作战。要塞的具体特性只是细节问题；其基本职能是采取攻势，因为它只能通过促成进攻以达成防御。这正是要塞同陆上边境的关系。其对国家的防卫职能不能延伸至其火炮射程范围以外；确实如此，通常不能达到如此之远。这是因为它能隐蔽守备部队，如这支部队足够强大，便可对该要塞所抗御的入侵陆军的交通线采取危害活动。守备部队如位于敌方交通线的翼侧，便可以威胁敌人的生存，并通过阻止敌人向前推进从而实现防卫。所以，发挥作用的正是要塞的攻势力量；而并非其守势力量。



　　在陆战中，极为明显，要塞必须依靠自然或人工力量确保各方都能安全。设防便是依靠人工力量以补天然防护之不足，在暴露的海岸边境上，情况也同样如此，但并不如此明显。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海岸设防完全视为对抗舰队的守势措施，而我却一直主张要塞乃是攻势工具，这一正确观念大部已被忽视。其结果便可能像日军于旅顺口地区登陆那样，由一支陆军于一定距离之外登陆，从而剥夺我们的舰队对这一或那一重要海军基地的使用；我只怕夺取美国海军基地还更为容易些，因为我怀疑我们的任何一处海军基地在陆地一侧的防卫会像旅顺口那样强固。



　　假如结局确实如此，依我看来，倒不失为一个足以说明一项错误原理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有趣例证。有人开始认为：海岸要塞只是用于防御。继而认为：海军担负防御较之任何要塞可能都好。最后则得出结论：经费用于要塞实属浪费，而应用于舰队。简言之，这就是绿水学派的三段论法。前提设定之后，结论便随之而来；但其前提却是错误的。就战略而言，海岸要塞并非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其所隐蔽和供养的那支兵力乃是抗击入侵者的攻势武装；这便是海军。由此可见，海岸要塞必须在海陆两个方面同时发展，以防敌人以突然袭击(Coup de main)或持久围攻将其攻陷，就像旅顺口那样。综观上述全部情况，圣地亚哥可以说是由于突然袭击而被攻陷，而旅顺口则是由于围攻而被攻陷。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都是舰队被夺去了基地。这是其结局的基本特点；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舰队也随之同时被毁，尽管这极为令人满意，但这也只不过是附带发生的事件而已。假如舰队得以逃脱至另一处要塞，逃至哈瓦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其所逃离的港口的得和失，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便都无关紧要，因为该地的攻势力量已经逃离，并将于别处投入使用。



　　在海边一侧进行防御，抗击海军直接攻击，比较容易；因为在那一边无法设置围攻工事，只有军舰可以用为攻击手段，但以军舰攻击炮台，通常均认为不利。有人对此表示异议；然而，日本人可谓大胆，但也并未长时间将其军舰暴露于俄国炮台之下。在炮击期间，他们曾将射程增大以保安全；尽管如此，其一艘军舰“朝日”号险遭不测，侥幸得以逃脱。因此，是在海岸要塞的陆地一边最需要确保安全，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尽合要塞的要求。



　　这些原理都是一般原理，当然必须予以变动，加以协调，才能适应每种情况的要求。即使像英国过去所拥有的那样一支最为强大的海军，也还须有海岸要塞；因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国家的海军，过去从未做到，今后也无法做到单靠其自身便能处处阻止入侵。正如桑威奇致函罗德尼所说，海军并不能控制所有地方。过去，英国海军曾经确保了不列颠诸岛的安全；但在其它海域，它却需要拥有直布罗陀和其它类似的位置。各个不同位置的设防要求也各不相同，须视可能敌人使用何种手段方能抵达这一位置而定。甚至就以不列颠诸岛本身而论，不论今昔，即使陆地一侧不加设防，要想入侵成功，勿庸置疑，也必须以夺取和摧毁其船坞做为首要目的。我们大家全都熟悉直布罗陀的经历。它正是依靠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力量才得以屹立无恙，这是人所共知的；还可以1798年的马耳他和埃及为例。它们并非英国的属地；但却是英国的巨大权益所在。假如亚历山大港是英国的要塞并配有适当的守备部队，则拿破仑在埃及的作战行动所遭遇的抗击，定会较之后来对该港的封锁更为严厉，拿破仑则势必需要将其攻克，就像他后来曾经必须攻克阿克一样，阿克未能攻克；这一失败迫使拿破仑放弃了对叙利亚的冒险计划。马耳他假如适当设防，也定会较长时间阻住拿破仑。英国人曾用两年时间经过围攻和封锁才将其重新夺回，这一事实便是明证；而且纳尔逊迫切渴望完成这一任务，由此又可充分证明这一任务是何等必要。



　　在决定对一处作为海军基地的海岸要塞加强力量时，除却由于距离和周围环境对敌人攻克该处要塞可能造成的困难之外，一项重要的考虑便是在一段具体海岸上可供使用港口的数量。现以我们的太平洋海岸为例。适于舰队驻泊的商港的数量，同大西洋海岸相比是有限的。因此，失去一处最好的港口便是一场较大的灾难。假定将我们的战斗舰队集中于这一或另一大洋，显而易见，假如集中于大西洋，而战争需要将舰队转移至太平洋，如在舰队到达之前失去一处海军场站，则形势较之在相反情况之下会更为严重；因为在太平洋可以替代的港口为数很少。



　　虽则这种灾难在任一事件中对舰队来说都是极为严重的，但看来敌人却极少有可能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一举攻占所有的可用位置，致使美国舰队到达之时却无处可投，并无法补充作为战斗基础的必需补给。敌人本身也须集中。因此，其战斗舰队在长达两千英里的海岸线上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且还无法像东乡那样选定其位置，东乡确知其敌人只有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处港口可去，而将其舰队安置于马山浦。



　　假如俄国人仍然拥有两处港口，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则东乡所面临的问题便会更加困难；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会大大得助于朝鲜半岛的突出部，它同佛罗里达半岛极其相似。就态势而言，基韦斯特相当于马山浦，二者惊人地相似；但两个海峡的宽窄却大不相同，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成功的可能性要小于驶往美国东海岸的美国舰队司令。驶往东海岸的舰队假如企图在这里规避对方，则会比较容易；而对方进行截击则比较困难。此外，马山浦实际上是日本的属地；与其类同的基韦斯特，我们希望——尽管这一希望可能过于乐观——将会得到充分设防以抵御军舰的攻击。万一我们的首要军港纽约落入敌人之手，对于驶往该处海岸的美国舰队来说，还有波士顿、诺福克、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可供使用。



　　从上述条件中可以做出推论，在我们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迫切需要建立最为安全型的海军要塞；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岸，因为它在构成海权的诸要素方面比较薄弱。在任何有关太平洋海岸防御的规划中，夏威夷群岛自然应当予以重点考虑。我认为我们的“存在舰队”——我指的并非习惯上所说的那样一支劣势舰队，而是一支除英国之外，至少同任何现代国家的舰队在固有效能和数量上相等的舰队——需要设防港口，以保证其作战；这些港口在陆上一侧应当充分设防，并配有守备部队，其数量、效能以及其所储资源，至少在舰队从一处海岸转移至另处海岸这段时间之内，能够顶住一次围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舰队可以满怀信心地活动，因为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为进行有力攻势行动所需的各项支援；这一使人深信无疑的尽人皆知的事实，将成为国际上考虑媾和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所具有的分量，较之一支舰队到达一段遭受威胁的海岸之时，却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遭遇的那样发现其主要海军场站已落入敌人手中所具有的分量，具有双倍的价值。经验证明，在战场上不适于同正规军交锋的部队，往往可以固守设防的战线；杰克逊于新奥尔良，固守邦克山，便是美国人可以立即忆起的实例。我们无法期望将我们的普通居民组成一支很快便能适于在战场上同陆军强国的野战军交锋的陆军部队；但却可能为海军港口组成防御体系，使其成为旅顺口式的要塞，由民兵对其加以固守；假如居民心甘情愿，便可以保乡卫国为号召，对他们施以比较简短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对正规的守备部队进行有效的支援。



　　总而言之，在日俄战争整个过程中，发人深省的莫过于旅顺口所起的作用。它之所以如此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澄清了先是“存在舰队”学派继而是“绿水”学派这一特殊思潮所一直争执的令人疑虑的问题。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从未有过怀疑，因而，我并未获得特殊的教益。我的主张毫未改变，而是更加坚定。由于各种条件仍同战争伊始一样，故整个结局要看海岸要塞；要看这一方或另一方掌握要塞。假如俄国舰队最初便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问题在原理上不会有所改变，只是在运用方式上会有所不同。每处港口都有其有利的方面；但只要拥有有效的破冰船，则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更加有利。我认为从陆上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更为困难，其作战规模定会更大，时间拖得必将更长，尽管我对此无法断言，因为它已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看来困难会更多。



　　然而，从海上作战来看，这一问题极为清楚，假如俄国的整个远东装甲舰队当时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可能做到的，则其定会像在旅顺口那样被围困于该港；而且，假如该港能够坚守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鉴于只是俄国最近才攫取到手的旅顺口尚且坚持如此之久，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更有可能做到)，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便有两处港口可供选择，而不是只有一处。只有马山浦这样的位置，才能使东乡有效地阻拦两支俄国分舰队。就这一设想的可能性而言，东乡完全可能不是默许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入旅顺口进行清理和修整舰艇再行作战；便是为了要阻拦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入旅顺口，就得放弃其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监视，这样一来，港内舰队便可驶出，两支俄国兵力集团便有可能会合成一体。假如会合得以实现，则俄国舰队不仅在数量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由于联合得以成功及由此而造成的明显优势所产生的精神作用，必将增大取胜的机会。假如由于日本海军坚持监视这一或另一港口而使会合受挫，则日本海军至少必须不停地相继同两支敌军作战，而每支敌军在物质力量上均同其相等；即使不能全然相等，也是接近相等。对一支较弱的舰队来说，这种相继同两支敌军交战，较之两支敌军会合之后再同其交战，可以提供较好的获胜机会。然而，形势依然严重；而且日本人无法获得供其进行全面重新整修的宝贵时机，即无法获得从旅顺口陷落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这样长的间歇时间。



　　如再进一步假设，假定俄国远东舰队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便须同时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否则，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时便有两处港口可自由出入，而且俄国的东方海军分舰队依然存在，从而便会对日本人构成难以应付的局面。俄国人从最初开始便有可能构成这种使日本人进退维谷的局面，这就很可能形成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为激烈的争夺。俄国舰队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到日本分散的各要害据点，而迫使日本趋向于分散其兵力。波罗的海分舰队不在现场，这就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时机，日本人便巧妙地抓住了这一时机。由于俄国人将旅顺口和其舰队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而这两个目标又紧紧靠近于日本人预期入侵朝鲜和满洲的起点，这就进一步有利于日本人。暂时居于劣势而采取守势的俄国人，不是诱使其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而是以其自身的部署迫使敌人将其兵力集中于对其自身危害最大之点。这样一来，俄国人便将其自身限制于一个区域中，在这区域内日本人定能发挥全力，而完全不必顾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已被俄国自身将其排除在外，故在战斗之中毫未发挥支援作用。俄国人之所以如此行动，可以完全肯定，是由于他们希望保住旅顺口，以及出自于错误的要塞舰队论；他们不是使要塞从属于舰队，而是使舰队从属于要塞。从目击者对旅顺口舰队行动的评论之中可以看出，除广泛布设固定水雷以外，旅顺口舰队从来没有过利用海上有利战机的部署；即利用可以毁伤日本舰船的战机。他们从未采取过使用舰队的部署，而是使舰队束缚于要塞。



　　按照正常观念来看，略居劣势但在后来的8月10日已经证实并非居于决定性劣势的俄国舰队，假如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日本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日本人像对待旅顺口那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围攻和封锁。根据日本人当时的真实行动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俄国舰队，不论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位于旅顺口，不仅不会，依我看来，也不应将日本人吓住使其将部队的运输中断一天。当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战争之时，他们明若观火地看得清楚，在波罗的海舰队启航之前这段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夺取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定能获胜，尽管较弱，但有良好的战机。日本人最初也曾预计旅顺口的陷落会比实际时间要早得多，并同时将其舰队俘获，这支舰队实际上对于日本人确实具有真正的决定性作用。获得这一胜利之后，日本人便可满怀胜利的期望继续战斗。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已被发现之时，尽管旅顺口的陷落和俄国海军半数的被歼都已成为既定事实，但从东乡对其舰队所发出的信号来看，便可进一步证实，他对这支舰队时刻记在心中。众所周知，当时日本政府对波罗的海舰队极为担心，甚至满怀焦虑，而且该舰队的到达时间长期延缓，从而使日本人得以重新整修其舰船，在这段时间之内一直如此。



　　假如俄国舰队曾经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同样的战略推理也可用于日本。这就必然迫使日本人对该港进行围攻和封锁。假如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理由，日本人同时也对旅顺口进行围攻和封锁，则这两项作战行动就会从进军满洲的陆军部队中占去十五万人；除此之外，同时围攻两处港口必将使军费无限增加，而使日本逐渐耗尽财源，毫无疑问，这必将成为导致日本求和的主要因素。接近东乡的一个日本军官事后曾就8月10日的试图未成的脱逃写成材料予以公布：“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大部分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本人在其后的战争中必将困难重重，来自波罗的海分舰队的危险必将大大增加。”由此看来，毫无怀疑理由，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开始便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亦必随之产生同样的结局。



　　俄国对强大的旅顺口分舰队的滥用，更加富有启发性，并以其自身实例说明这一悲惨的结局产生于存在舰队论这一错误的原理，因为最初开始俄国人曾制定了总体战役计划并付诸实施；对于暂时较弱、最后则较强的俄国来说，这一计划是正确的。驻泊于牛庄的一艘美舰的情报官于开战伊始曾经报告，那里的俄国军官之间的谈论中谈到，他们不能守住旅顺口所在的辽东半岛，也不能守住南部满洲；他们应当保卫旅顺口，准备遭受围攻，而其野战军则在能够防御的位置上进行抵抗，实行边战边退，逐步退至辽阳和沈阳，直至哈尔滨。退至哈尔滨后，他们便可稳住阵脚，利用退却期间集聚在该地的部队和物资进行增援，当其继续坚守该地时，还可根据需要进一步予以加强。之后，当一切准备就绪之时，他们便以足以压倒一切反抗力量的兵力转入攻势。这样便轮到哈尔滨以其自身为实例来说明要塞的功用。



　　这种谈论来自两个来源之一；也可能来自两个来源。或是由于高级人士泄密，或是作为正确方针，这确是一条正确方针，予以明文规定对军官进行教育。库罗帕特金所面临的形势与1797年查理大公于法军面前退却的形势完全相同；1797年正是查理大公于多瑙河流域获得大捷的翌年，前已予以充分引证。关于1797年的形势，拿破仑曾致函其政府写道：



　　“假如敌人做出要等待我军的蠢事，则我定将予以痛击；但若他们继续退却，同其来自莱茵河的部分部队会合而形成压倒我军之势，那时我军退却便会困难重重，而且意大利陆军的失败便可能会给共和国带来失败。”



　　库罗帕特金的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当日本表明愿意谈判之时，其退却尚未超越沈阳。



　　在俄国人的计划中，旅顺口具有重要作用。它诱使日本人自始至终从其先遣主力中分出一支数量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 注：大英帝国总参谋长W·尼科尔森爵士在其为W·里奇蒙·史密斯所著《旅顺口的围攻与陷落》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估计日本用于夺取旅顺口的兵力总计不下十五万人(参见《美国历史评论》1911年4月号第521页)。日军在围攻战中的损失估计为五万九千人(参见《皇家炮兵》杂志1905年10月号第322页)。 ] 他们被迫采取此策，并非由于1895年俄、法、德三国对日本的错误干涉，迫其归还辽东而造成的民族积怨——尽管可以将此包含在内——而是由于必须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将港内的俄国海军分舰队击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赢得的喘息时间尽管充分，但并不太富裕；而且我们还知道，要塞司令官由于过早投降而被判处死刑。因此，俄国固守旅顺口并非由于国家荣誉或军事犹豫而采取的折中。而是根据俄国条件的特点从战争全局出发所进行的正确协调；它从属于主体计划，并有助于其获得成功。俄国的陆军主力由于派出守备部队而被削弱；但为了战胜守备部队，日本却不得不抽出数量相当于守备部队两倍乃至三倍的部队而削弱其兵力。



　　这一卓越的部署还有助于延缓时间，这正是俄国人的首要目的。旅顺口在此所起的作用，在性质上与1800年马伦戈战役中热那亚港的效用完全相同，而在程度上也大体相近。对热那亚的围攻拖住了奥军将领梅拉斯，而拿破仑此时却越过了圣伯纳德，并将其部队集结于伦巴第而切断了奥军的交通线；恰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一样，假如旅顺口及其舰队仍然屹立无恙，则便能威胁日本人的交通。热那亚使拿破仑获得了所需的延缓时间；其守备部队虽已绝粮挨饿但仍未放弃抵抗。似乎没有充分理由可以怀疑，如果旅顺口顽强抵抗，也会取得同样结果；只是俄国将领斯托塞尔无法同法国将领马塞纳相比。在8月10日突围之前，我自己全凭公开发表的资料作为写作依据，当时曾有机会注意到日本海军极欲迅速攻克旅顺口的迫切心情，以及对该港和尚在远方的波罗的海舰队同时并存所造成的潜在危险的担心。日本海军省高呼“迅速攻克！”，而俄国海岸要塞则答以“延缓固守的时间！”。



　　因此，在俄国计划中的两部兵力应当做到真正联合，在联合中兵力虽为两部，但行动却应一致，双方应当密切配合，各尽其职；但要塞司令官却不称职，而要塞的舰队不管如何对其进行鼓励依然无所作为。时间虽已得到延缓，机会已经提供；但如果得到的延缓时间不够充足，则毫无用处，如果提供的机会不予抓住，也就毫无价值。假如你最终必须出战，则延长不幸的时间便毫无意义。然而，尽管旅顺口的抵抗所得到的延缓时间并未使俄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在和平谈判中却对日本讨价还价的权力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权力必须以军队的进展程度和总的有利形势为基础。



　　从日俄战争中还可引出一个结论，这一结论同以前的总体观念有所矛盾，这一观念我自己也曾有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曾经传播过。这一观念便是海军依赖于海上贸易而存在，这是海军存在的起源和正当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这是正确的；而且，正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故其结论也就更加误人。由于部分正确，它便被当成绝对真理而接受。俄国的海上贸易很少，至少很少依靠本国货轮；其商船旗帜极为罕见；其所拥有的海岸具有极大缺陷；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海洋国家。但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俄国海军却成为主角；这次战争未能获胜，不是由于海军不够强大，而是由于对海军运用不当。或许还由于先天不足——素质太差；部队低能，将领也低能。其悲惨结局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真理，即尽管俄国很少海上航运，却依然绝对需要一支海军。



　　这里，我对于确定贸易同海军的关系并未怀有特殊的兴趣。看来确有道理，凡是贸易航运存在的地方，逻辑上便必然促进称之为海军的这种保护方式的发展；但就具体实例而言，却又极其明显，在没有航运的地方可能也需要一支海军。今日的俄国和美国便是这方面的实例。不管各国海军的历史起源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日益清楚，海军的职能具有独特的军事性质和国际性质。就以美国海军为例，其兴起纯属出于贸易考虑。但对外权益并非仅限于贸易权益。这些权益可能既是政治性的又是贸易性的；可能是由于贸易而成为政治性的，例如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权利；可能是由于军事而成为政治性的，主要是涉及到国家防务，如巴拿马运河和夏威夷；可能是由于民族偏见和同情、种族同情，诸如存在于欧洲的此类情况，或由于门罗主义这样的传统而成为政治性的。门罗主义在开始之时，部分是商业权益的一种表现，旨在防止西班牙重新恢复其在殖民制度中的垄断；它部分地是军事性的，旨在抵制欧洲的侵略和危险的接近；部分地是政治性的，同情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社会。



　　以海上贸易权益和航运作为广阔基础，毫无疑问必将从物资和人员的储备和补充上有助于提高海军的效能。在代议制的政府中，没有广泛深入的民众权益为后盾，例如贸易航运为我们提供的后盾，军事权益便不免会遭受损害。



　　在和平时期作战时准备，对于重商主义的代议制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众通常对于军事需要或国际问题不会予以充分注意，不易感到必须做好准备的紧迫性。海军军官所能做到的便是使自己深切领会，贸易航运不外是国家的多种对外关系中的一种，并使这一领会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对外问题有：门罗主义，巴拿马运河，夏威夷群岛，中国市场，我还可以加上太平洋海岸的暴露，及其人口稀少，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和对待亚洲人的某种狂暴态度。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只求维持其公开宣布的政策，其民众随时准备为此而战，尽管不愿进行准备，但仍需拥有一支既有数量又有效能的海军，即使不再有一艘商船悬挂美国旗帜。假如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和领会这些真理，而且深信不疑，我们便能影响那些左右立法的人们。对于一切事件都坚持这样做，绝不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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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汉的《海军战略》于20世纪初期问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个海军国家竞相传译而风行。由于作者在这部书中根据对军事发展史上许多事实的归纳，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国际战争中，凡是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必将是最后胜利之获得者。这个理论，不独由英国海军发展史提供了许多例证，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更是明显的例证。



　　据我所知，这本风行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海军战略》，在我们的国家里，却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海权思想长期未能提高到应有高度的状况。



　　(一)



　　马汉的《海军战略》第一章绪论的中译文，刊登于1941年后出版的、由我主编的《海军建设月刊》第二卷某期。(译者王师复，系原海军编译处成员，《海军建设月刊》编委之一。)其后，因原译者脱离海军而他就，所以《海军战略》的翻译就中断了。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重庆以后，在军事论坛上有人提出了“海军无用”论的观点。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海军建设月刊》奉命停刊。在这期间，我仍然留心观察太平洋战局的进展，并不时以我所理解的马汉海军战略原理来对其某一战役形势试作论述。这些文章，先后在重庆《大公报》的专栏上发表。这样一来，广大读者的兴趣被引发起来，而在军事论坛上也造成刮目相看的势头。一系列的专论见报之后，据我观察，曾逐渐收到两个方面的效果：(1)“海军无用论”不那么吃香了；(2)海军战略理论权威艾·塞·马汉的名字，逐渐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象。于是我便向海军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建议：由我将《海军战略》一书全文译出，再由海军印刷厂印行。曾国晟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建议。



　　第一版的《海军战略》中文译本于1945年春季出版。据说邓兆祥上校奉命赴英接舰时，在出发前他自己掏腰包一次购买50本《海军战略》以分赠同袍。这一消息，曾给我以巨大鼓舞。



　　马汉的《海军战略》中文译本第一版出版经过，略如上述。下面让我谈谈我第二次重译此书的动机。



　　(二)



　　80年代初期，我获悉有人从世界各国古今文献中推荐世界巨著，并将16本巨著评价为：具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其中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见立论者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这一套巨著的次序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其第12本就是艾·塞·马汉的《海军战略》。此时，我想除《海军战略》一书外，其他各巨著，对国内文化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说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难道马汉的《海军战略》一书，也能相提并论么？果然，不久，上海《文汇报》刊载一篇文章，证明我的上述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文章作者的着眼点在于指出有哪几本书在中国已经有了译本以及译者和出版家等等。有关《海军战略》一书的译本，文中却一字不曾提起。对于《海军战略》译本之被冷落，我一点也不感到诧异。这正好说明该书当年发行面太窄，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未因此感到泄气。我想，假如我向海军司令部提议，由我将此书重译出版，岂不是很有意义吗？海军司令部对于我的提议立即积极反映，并恰有商务印书馆约稿之洽谈；随后又将马汉《海军战略》原著的复印本邮寄给我，以便开始工作。



　　以上便是马汉《海军战略》一书重行翻译之来龙来脉。但是为什么不把第一次译本作为第二版印行，而要从头翻译呢？这是因为我希望一切从头做起，以期使旧译本中欠妥之处，得到改正，并希望译文质量尽可能地有所提高。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第二次译稿几乎经历了十年的周折。由于我远在榕城家乡，无法就近效力，对于我的译稿之定稿及审校工作，乃由海军司令部百科编审室的杨志本同志予以安排，又委托田常吉同志对译稿从头至尾进行加工。对此我表示衷心谢意。



　　(三)



　　我初译马汉《海军战略》，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了。我重译此书，从脱稿至今，10个年头又匆匆流逝。很难设想，在我耄耋之年，竟还有机会为此书的出版来写《译后记》，真不简单呀！于是我自问：这部书的重译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才问世，是不是太迟了呢？我的回答是：不。一点也不迟！而且我以为还算及时。为什么？因为10年前虽然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出来了，但毕竟只是指明方向的远大目标；经过10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之实施与收效，“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以及小康时代相继进入实践阶段，四个现代化中的国防现代化也要进入同步发展的阶段，这部《海军战略》的译本恰于此时出版，不正符合“有的放矢”的涵义么？因此我以为此书在此时出版是十分及时的。我自己，作为曾经为此书两次翻译效过微力的一分子，在我为新译本写这篇《译后记》时，衷心地感到快慰。



蔡鸿幹 1991年5月于福州














	

 






	















	







	







	









 





	


	







	








	




	


第一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引论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



　　利益的冲突，以及由相互对立的试图瓜分更大商业好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远方归属待定之商业地区的举措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将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纷飞战火，在其方式和本质上，已经根据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本书将主要讨论----尽管并非唯一讨论----的内容。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中点出了有必要为胸怀大志的军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在众多的职业研究人员中，如今存在有一种重大的共识，即：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却有某些教义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同样的原因，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动力源，但通过对海上决战一般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因此，很有必要批判地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因为，尽管目前不难找到可资应用的教训和价值，但蒸汽时代的海军还没有在其教义上书写可以被概括为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在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因此，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尽管通过殚精竭虑地思考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浆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舰队----已有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之间的大同小异，各种试图使这些理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努力业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证实之前，仅以这种类比还是不能完全使人们满足的。的确，两种舰队的相似性远非表面上的，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征是其均具备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而自由驰骋于大海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得这些级别的船只与普通大帆船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后者在海风吹起之时，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息，它们肯定是一动不动的。尽管注意观察看来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寻找事物的不同其实也不失为智慧。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最初觉察到的相似之点迷惑住时----这是精神追求里最具兴奋力的一点----十分容易对在其新近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差异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视或拒绝承认它们。所以，尽管发展不尽平衡，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但是至少有两点它们不尽相同。在重温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差异性与相似性一样必须牢牢地铭刻在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在使用过程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驱动力必然会迅速地减弱，因为单凭人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精疲力竭的举动，结果，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两种条件几乎必然导致相互碰撞，然而，这里并非没有一些灵巧的举措，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一种现今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海军方面的意见，是认识到了现代海上武器装备的必然结果----一种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斗史所显示的，很难分辨清楚敌人与朋友。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这种意见至高无上的价值，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并且能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钻物而无论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实，是不能宣布其能成为一种历史性依据的。迄今，这种意见还仅仅只是一种假设，直到由实战的经验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之前，基于此基础上的最终判断或许还会大相径庭。直到那时，才会出现容纳相对立观点的空间，即，在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格斗，其中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已被减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强大的当代武器的条件下，并非最佳选择。海军指挥部越是自信，它的舰队战术技巧训练越纯熟，它的舰长们越称职，它就必然越不愿意与数量相等的对手展开一场白刃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在同等条件下，它的舰队将与一队以前从未协同作战过的战船同流合污。历史按顺序已留有何时能进行混战，何时则不能如此的警训。



　　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却相去甚远，这些特征并非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于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与更为现代的舰船之间的差异，其相似之处尽管存在且易于发现，却并不明显，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过了解到大帆船与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彻头彻尾的弱点----由于它必须依赖于风----这种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这一点，就如前面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搏杀一般，战术上的教训就能站得住脚了。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来也没有在静风的条件下，被贬低到毫无战斗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这却有点错位。直到蒸汽机被开发出来利用时，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能够从很大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没有使得船员们精疲力竭，能够把更大部分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桨等等。大帆船与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在寻找相似性时，存在有一种不仅忽略差异之处而且夸大相似之处的趋势----这显得有些可笑。或许能够基于下列考虑指出，由于大帆船装备有远程大炮，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射程短但却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有效，然后，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辈，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然而，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战术考虑，必然影响着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布署；这种类比是现实的，而不是凭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于两者而言，这都是它们各自最为困难的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风的方向，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这或许可说是那个时代水手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初看起来，由于这对于蒸汽船已成了一件无关痛痒的事物，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类比，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因而也就一钱不值。但如果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直接涉及他们的本质特征并忽略次要的细节，就会表明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在某一海况中相对位置的明显特征是其能够赋予某方随心所欲地发动或逃避战斗的力量，结果，在选择进攻方式时，就具有了一种进攻型态势所通常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有某些弊端伴随其后，诸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牺牲部分或全部可用于进攻的炮击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如果并不希望退却，那么其行动只可能局限于防御地位，并且按照敌人的条件迎接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的相对缓解，以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是能够得以补偿的。在历史上，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这些有益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防御方，只要其仍旧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穿透与之相伴随的并不太多的细枝末节的乌云，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也就昭示于天下了。前者通常为英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就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保存他们的战舰。



　　法国人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当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不仅仅是用以进攻，也要集中起绝对优势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线时，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变了战术。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这并不是用于进攻，相反而是高挂免战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条件行动。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因此，这并不如同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为训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于且不如一项原则更有价值，前者或许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星转物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后者则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其应用如何千姿百态，依然成其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战争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的存在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历史能够显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们依旧如故。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可以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一类或成功地运用其它类，就必须对在战场战术或由在战略名义下构成的更为广泛的战争行动的持续性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



　　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之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他就不会让最初随他征战的六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掉三万三千名。



　　就在汉尼拔进行其危险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其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根。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帅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到二百二十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并且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他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它们的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是推论的结果。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端之时，他倾其所有，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



　　所以，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用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的时刻，却一兵未发。西班牙又如何呢？



　　西班牙是汉尼拔之父和汉尼拔本人赖以发动他们计划中的向意大利进攻的根据之地。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们用了十八年时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在其即将远征之际，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其弟弟哈兹德鲁拔（Hasdrubal）。其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罗马人的支持时，他们却也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的抵抗。汉尼拔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根，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Scipio）亲率二万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增援力量之间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由于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一万二千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送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这种方式最为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拔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故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然而，这两兄弟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一万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帅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才如梦方醒，情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就被认为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总结如下：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所以，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加以连接，以及海洋；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其中，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它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也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征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军事局势本应被立即承认，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的言辞都不会过份。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由此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有可能甚至于时常截击护送队伍。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大行其道，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这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相符合----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在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下，海军扮演了对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当它作用于一种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当其成员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并且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阶层对此皆一窍不通，那么，海上力量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正如同隐晦地宣称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响一样，最终将海上力量从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样错误的。



　　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要么在本书所专论的时期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而起到了阐释主题的内在利害关系以及历史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究现在已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当代蒸汽舰队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运作能量，精心策划，巧妙构思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而在单层甲板船与大帆船的时代里它则可能仅仅因为老天的作弄而化为泡影，现在，这一困难已几乎不见踪迹。指导大型海上军事行动的规则能够在所有时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它们就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出----然而，运作它们的力量与天气几乎没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发展。



　　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上战略，过份狭隘。“海上战略，”他说，“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时期正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确实，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采取购买或条约的手段，通过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通过战争都几乎不能取得的。要学会通过在海岸的某些选定之地站稳脚跟的所有机遇来获得好处，还要学会给最初只是仅作短暂用途之地予以确定性的占据。”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在十年时间内目睹了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暂驻的条件，然而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样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这一评论：这种暂驻确实可以从那种暗地里楔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海上强国取得了它们的人民和战舰渗透进的不同海域一处又一处的要冲，尽管比起塞浦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太那么引人注目或不太那么值得注目。“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对它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关具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承担有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那些要么对于一个濒海国家至关重要，要么能够极大地塑造其伟大成就的一般条件，现在将要得到检验。在此之后，对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各种欧洲领海国家的更为专门的考查----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将会起到阐释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














	

 






	















	





	







	









 





	


	







	








	




	


第一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2·海权之要素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民众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一、地理位置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聪明的威胁时，正如同其时常所为那样，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就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从而影响其与盟国的联合。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这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然而，后来，蒸汽与其港口的改进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这一点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坏商业的名声，法国人称之为“游击行动”。这一战争行动，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出发，进退有据。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然而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在美国，公众舆论对于针对敌手的贸易始终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须记住这个共和国并无十分接近海外商贸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对于成功地进行商业破袭战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够在一位盟友那里找到合适的港口。



　　除了有利于进攻之外，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而与此同时，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十分明显，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这再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所处的位置，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因为大帆船总是紧贴着英国海岸而动。进而言之，这类北方贸易对于海上霸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影响，因为正如通常它们所被称呼的那样：海军的仓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除了丢失直布罗陀以外，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来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汇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只要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并不涉及其它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因为它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然而，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在法国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这样被抵销了。从种族血缘关系与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岛屿对于意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罗陀对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航道的话，意大利的位置本来是可以更具影响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这些缺憾，再加上有损于海上权力全面而又平稳成长的其他原因，使得意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强国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虑重重。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完全彻底的争论，而仅仅只是通过没释，试图显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其对于海洋的作为。目前有关这一课题的分歧可以不予理会；进一步展露出的重要性的例子在历史场合中还会持续不断地重演，然而，这两种言论，在这里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它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比其花费在其他领域的同等努力来说，都是更具启发意义的。并且目前，它在许多方面与加勒比海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相似----一旦巴拿马运河航道得以完成，其相似性就更为接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条件的一项研究----这已得到充分的解释，将成为对加勒比海进行同样研究的一个极好的开端，相比之下，这块海域尚无多少历史可言。



　　第二种言论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相对于一条中美洲运河的地理位置。如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或在最好的条件下，一条拙劣的、并不完全的旅游线，正如它目前的状况那样，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它强国----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们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如果真想如此，再要如同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有关影响及对于它的控制，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坦率地说，它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比起其他强国更为接近得多，目前或以后为他们在岛屿或大陆上所占据的地点，无论多么强大，都绝不会成为他们实力的桥头堡。尽管，在军事实力上的原材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然而，在众所公认的对于战争毫无准备方面，它又是脆弱的；并且，在地理上临近于这块竞相角逐之地。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利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而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能够试图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个部分----从而使其失去了部分价值。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纵深，新奥尔良的邻近，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等着眼，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那条河谷，以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尽管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过于缺乏深水，并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要大打折扣。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少，却仍然可观，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于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于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于现场。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的要塞，并且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简言之，已进行了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二、形态构成



　　墨西哥湾沿岸的显著特征----刚才已暗示过----可以典型地列于国家的形态构成这一标题之下。在影响海洋霸权成长诸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可说位居第二。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通过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年，荷兰人在一场获胜的战争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the Scheldt）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其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他们还是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于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入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部分的英国海军。而几年后，英法联合舰队在试图登陆荷兰时，遭遇到了可与荷兰舰队的勇猛相提并论的来自于海岸的麻烦。1778年，能够无可争议地控制哈得逊河的纽约港，由于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差一点就落入处于劣势的英国人手中。掌握其控制权后，新英格兰本来是可以恢复与纽约、新泽西与宾西法尼亚紧密与安全的交通线的。这一打击，紧随着前一年格尼大败之后，本来也是有可能使得英国人更早地与我们缔结和约。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密西西比河是一个财富与力量的强劲来源，然而，其出入口脆弱的防御及其渗透于美国的支流数目却使得其成为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南部同盟灾难的根源。最后，1814年，切萨皮克的被占以及华盛顿的毁灭留下了一个穿越这些水道而引发危险的深刻教训，如果对这些通道不加防御的话。这一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足以能够轻易地回忆起，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状况看，这仿佛已是为人们所遗忘。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环境以及攻防细节已得以修正，在这些岁月里正如同以往那样，基本的条件仍然始终如一。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及其过程中，法国并无港口可供布列斯特以东的战列舰使用。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优势，在相等的范围内就具有两个巨大的军火中心，分别位于普利茅斯和普茨茅斯，这其中还不包括其它的庇护与供给港口。这一形体构成上的缺陷自此直至在瑟堡的工程才得以弥补。



　　除了海岸轮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导致人们走向海洋或使他们与海洋隔绝的种种条件，还有其他物质因素。尽管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缺乏，然而，除了地中海外，它还在那里和大西洋都拥有深水良港，其所处位置十分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大江大河的出海口处，对于促进内部贸易与沟通大有裨益。然而，当黎塞留结束了内战，法国人并没有以英国人与荷兰人的那种热切与成功投身于海洋。在物质条件中，表面上可以找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条件使得法兰西成了一片乐土，具有宜人温和的气候，国内生产始终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英国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赐予却微乎其微，并且直至其生产能力被开发出来之前，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他们的众多需求，加上他们不知疲倦的活动与其他适宜于从事海洋事业的条件，驱使其人民向海外不断扩展；他们发现的岛屿比他们自己的故乡更加迷人与富有。他们的追求与天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商业与殖民者，随后又成为制造者与生产者。在产品与殖民地之间，航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他们的海上实力日渐看涨。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荷兰却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荣光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估计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式的发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还能用以出口的物质，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以及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他们成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所有欧洲的中转生意。小麦与波罗的海沿岸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两百年以前更多，然而，都是用荷兰船队加以运输。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甚至在当时都用荷兰船完成的。这并不是试图在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这一切繁荣仅仅只是来源于荷兰自然资源的贫乏。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其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们对于航运行业的精湛艺术与他们船队的规模，通过紧随着美洲与环绕好望角航线的大发现而来的探索精神与商业的急速膨胀，他们处在于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因素，然而他们整个繁荣却奠基于由他们的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海洋权力之上。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用以制造与装配船只（他们制造了几乎与整个欧洲一样多的船只）的木材与大麻绞索等都得进口。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据称“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它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对于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到，就海上霸权而言----起源于土地的范围、适宜度与富裕----法国的结局在美国又被复制出来了。最初，他们的先辈们只有一小块临近于海洋的土地，尽管几乎未曾开发，但总算部分土地还是富绕多产的。在那里，港口众多，并且接近于多产的渔区。这些物质条件加上与生俱来的对于海洋的热爱，英国人的血液中至今仍在他们的脉管中跳跃的冲动，使得一个健康的海上强国所依赖的趋势与追求，能够一直富有生机。最为原始的殖民地中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濒临大海或位于一大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一片海岸。对于海洋的兴趣以及对于它在公共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智赏识轻松而又广泛地在民众中流传。一种比关注公众利益更具影响力的动机也十分活跃，因为拥有丰富的造船物质和需要相对较少的其他投资，航运业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私人行当。



　　但权力的中心不再立足于海边。各种书籍、报刊竞相描述内陆地区辉煌的发展以及仍有待于开发的财富，资本在那里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资对象，利用其最大的开发机会。海疆地区则被忽略了，在政治上毫无生机，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沿岸的确就是这样，大西洋海岸则相对接近于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当航运业财源滚滚再度崛起的日子来临之时，当三大海疆发觉它们不仅在军事上不堪一击，并因缺乏国家航运业而更趋贫困之时，它们齐心协力或许有助于再度奠定我们的海上霸权的基石。直到那时，以前那些因法兰西业绩而无视海上实力局限性的人们或许会产生一些反省，不能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就忽视了开拓海洋的意义。



　　在各种限制性自然状况中，或许可以注意到类似于意大利的那种形式----一个长长的半岛，中央山脉将其一分为两条狭长的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只有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因为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然而，只要在中央部分驻扎一支足够份量的海上力量，就能指望在被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于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可能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或许将事关重大，十分容易遭受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状况。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他们却能发现这点并做出富有勇气与眼光的努力，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他们甚至认为，一旦拥有一支决定性地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其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半岛交通线的不稳定，必将十分严重地使一支为对立民众所包围且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的入侵军队陷入困境。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还不如说类似于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从中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几近与联合的英荷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到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它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二十五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发发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进攻对手交通线的举措严格而言是战略性的，而它对于目前的英国所具有的危险性，仍与1690年相同。



　　同一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而付出了发人深省的教训。当时，它仍握有----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更不用说起其在新大陆所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1648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致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十分明显”，他接着说，“西印度群岛作为西班牙的软腹部（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从中榨取），必须要由一支海上力量才能与西班牙之头脑连结起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两支胳膊，他们不可能为西班牙卖命效力，因此，除了以航运的方式外，也将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在和平时期皆能为我们的船队轻而易举地做到。在战争时期我们则能以此相挠”。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作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于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致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在得不到国内的援助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竭尽所能地躲藏在城堡后进行自我保护；在地中海，他们得以免受屈辱与伤害，主要是由于荷兰人的漠不关心，因为法国人与英国人还没有为那里的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与牙买加，在此一时或彼一时，从这个并不拥有航运力的帝国纷纷易手。简而言之，尽管西班牙在海洋上的无能或许本应当主要成为其全面衰落的一个征兆，然而，它却成为了促使其跌入这个至今它还没有完全冒出头来的深渊的明显因素。



　　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没有一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到达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通过水路时，成本低廉；通过铁路时，快速敏捷。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则距离潜在敌手中最具危险性的攻击手段十分遥远得多。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我们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这是一位法国军官对于作者表述的想法。然而，一旦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份额的人。



　　三、领土范围



　　最后一个影响国家作为海上强国而崛起，并就国家而言，自别于居住在那里的民众的条件，这就是领土范围。用相对较少的寥寥数语，或许就能将其打发了。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它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数众多就如同其好战一般，有一支能够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拥有为数众多的港湾本来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然而，如果南方人口更多且是全民皆海员的话，本来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所说的那样，这里所要显示的并非这样一项封锁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而是只有在一群不仅不习惯于水性，而且为数甚少的民众面前，这一封锁才是可能的。那些能回想起封锁如何得以保持，以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参与封锁舰船等级的人，深知这一计划，在那时具体的环境中尚属行得通，然而，在一支真正的海军面前却不可能得以执行。合众国的舰船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相互无法支援，它们单独或一小组地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的着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线络，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据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落落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攸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贯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的专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给予了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人物----财政大臣柯尔伯特。他曾与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够对于他的思想与政策加以融汇贯通。他以一种完全法国式的精神去实现他的目标。万事万物均必得到组织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汇集于这位重臣的内阁之中，“要将制造业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服从于一项富有活力与明智健全的指导方针之下，以使通过命令与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兰西赢得一场工业上的大捷。通过向所有工人强行灌输为富有才干的杰出人物所认定为最佳方案的工序以获得最好的产品----为了把海员与远在天边的商业活动纳入诸如制造业与国内贸易这样庞大的体系，并作为对于法兰西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持，创造一支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的海军以及一种迄今为止尚无从知晓的力量”。这些----我们被告知----就是柯尔伯特有关海上霸权链条三个环节当中的两个环节的目标所在。政府同样的指令与组织明显地涉及到第三个环节，即远在天际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为法兰西政府已开始从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这些被视为纯粹、绝对而又无法控制的权力，在其手中，正被收拢为指导国家进程的缰绳，以便成就一个了不起的海洋强国。



　　深入探讨柯尔伯特行为的细节已不在我们的初衷之内。注意到政府在造就国家的海上力量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意识到这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并没有只注意任何海上霸权所依赖的一个基础原因而排斥其他，而是在其英明而又富于远见卓识的政府中兼容并包，这就已经足够了。农业，能够增加土地的产品产量；制造业，能够使人类工业的产出成倍地增长；国内贸易渠道与规章制度，通过它们，从国内到国外的产品交换就能变得比较容易；旨在将转运贸易置于法兰西人之手的航运业以及关税调节制度，与由此鼓励航运业在法兰西的逢勃发展，据此，本土与殖民地的产品就能够来回穿梭运输了；殖民地管理与发展，据此，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市场有可能持续成长为国内贸易所垄断；与外国政府所缔造的有利于法兰西贸易的条约，以及旨在压垮敌对国家的对于外国船舶与产品所征收的关税----所有这些手段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细节，被运用来为法兰西建立：（1）产品；（2）航运；（3）殖民地与市场----一言以蔽之----海上霸权。比起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政府机构里缓慢地倘佯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中，这样一种研究工作由一个人来加以完成，并依照一定的逻辑过程加以展开，就要简单和容易一些了。



　　在柯尔伯特政府的一些岁月里，可以发现整套海权理论都以一种系统的、中央集权的法国方式加以付诸实施。而在英格兰与荷兰的历史中，对于同样理论的阐释却分散于好几代人之中。然而，诸如此类的发展只是强加的，完全依赖于对它进行关注的那个绝对力量的持续性。柯尔伯特并不是国王，他的控制地位仅仅延续到失去国王的恩宠之前，然而，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他为政府活动而辛勤劳作的合适领域----海军。在1661年，当他上台执政时，法兰西只有三十艘战舰，其中只有三艘有六十门以上的大炮。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七十艘战舰，其中五十艘是战列舰，二十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七十艘的数量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六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一百零七艘战舰，其中二十四艘拥有一百二十门大炮，十二艘装载有七十六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在船坞码头引进法令与制度使得它们的效率远较英国为高。一位英国舰长作为囚犯正在法兰西的监狱中服刑，而当时柯尔伯特工程的长远影响正在其儿子的手里得以延续。他写道：



　　当我最初从那边投入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病，我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一躺就是四个月。然而，在那里，我惊异于他们对于远征战舰的控制与装备，这一点直至那时之前，我还一直认为除了英格兰以外，别处并无法做到。比起法兰西，在英格兰，我们拥有十倍以上的船舶，相应地拥有十倍以上的海员。在布列斯特，我看到了二十艘大帆船，每只船大约都有六十门火炮，并且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能整装待发；它们被开了进来，水手们四散开去，一旦接到巴黎的命令，战船们便被倾斜修整，理正船体、安放缆索、补充给养、配备人员，在预定的时间内以不可思议的极大轻松再度出航。同样，我还发现了配备百门大炮的战舰，它能够在四或五个钟头的时间内使其所有的大炮严阵以待。这一点我认为英格兰连二十四小时内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而他们能够做得颇为轻松，比起英格兰国内来也并不那么具有风险。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看到的情况。



　　一位法兰西海军史学家曾经引用了一些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成就，例如，四点钟时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被安置完毕，九点钟时它就全付武装地离港而去。用那位英国军官更为严肃认真的话语来说，这些传统可以被接受为指出了法兰西体制与命令以及随处可见的工作设施的非同寻常的程度。



　　然而这一奇迹般地崛起完全是由政府的行为强加的，当失去了政府的恩宠之后，就如同先知约拿的葫芦一样萎缩了。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允许它的根系挣扎着深入到国家的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黎塞留政策的内在延续，曾经一度看起来这一行为的过程将会得以坚持，使得法兰西能够在大洋之上威风八面，正如同在陆地上不可一世一样。由于尚无需弄个水落石出的原因，路易逐渐对荷兰怀有了深深的敌意。当查尔斯二世也同有此感时，这两位君主下定决心要消灭联合省。这场于1672年爆发的战争，对于英格兰来说，尽管更多地有悖于天然的情感，然而，对于它却并不比法兰西而更成其为一项政治上的失策，尤其是就海上霸权而言。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可能----必定也是不可或缺的盟友；英格兰正在为自己摧毁其海上的最大对手----在此时，确实还是其商业上的优势敌人，而充当协助者的角色。当路易登上法兰西的王位时，那个国家还在债务和对于其财政状况的一筹莫展中徘徊挣扎。在柯尔伯特的改革下，法国已有某种令人兴奋的结局，在1672年时正好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场燃烧了六年的战火，使柯尔伯特所作努力的很大一部分顿时化为乌有。实业阶级、制造业、商业以及殖民地皆遭此重创。柯尔伯特的体制一蹶不振，他在财政体制中所创立的法令被一举推翻。路易的行动----他一个人就是法兰西的督导政府，破坏了其海上强权的根基，使它与最佳的海上盟友反目为仇。法兰西的领土与军事力量上升了，然而，商业与和平航运业的活力却在这一过程中精疲力尽。并且，尽管法兰西海军在一些岁月里还保持住了荣耀与效率，然而它不久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统治末年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至于海洋，同样错误的政策为其长达五十四年统治的其余时间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战舰以外，路易顽固地背离了法兰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于和平目的的航运与工业----这正是它们得以支撑的----一败涂地的话，他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情愿看到前者毫无用武之地且前途未卜。路易的政策旨在通过军事力量与领土扩张，瞄准欧洲的统治力量，这就驱使英格兰与荷兰携起手来，成为战时盟国。如前所述，这种联盟直接地将法兰西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间接地由此又使荷兰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尔伯特的海军殒落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法兰西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海军投入大海，尽管战争依然是连绵不断，绝对君主制形式上的单一性就此强有力地显示出政府对于海上权力的兴衰成败会有多么之大的影响。



　　路易在其生命的后半部分亲眼目睹了那种使自己的根基随着法兰西商业的削弱以及由这种削弱所带来的财富的衰落而渐趋动摇的力量。随后接任的法兰西政府，就如同绝对制政府一样，在英格兰精心摆弄和明确的要求之下，居然放弃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地进行战斗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于，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王当时对于西班牙国王抱有深深的敌意，为了动摇其地位并且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与英格兰同流合污，结成了盟国。为此，他在损及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协助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兰西的宿敌，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起了支配地位，并与英格兰并肩作战，击跨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造舰设施。在这里，再度可以看到一位无视法兰西的海上力量的统治者，他毁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并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无意识地促成了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当1726年，那位摄政王去世之后，这一政策上短暂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从那时直至1760年，法兰西政府继续无视其海洋利益。据说，确实由于其财政法规的某种明智的变动，主要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并由于罗，一位苏格兰血统的大臣），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奇迹般地上升了，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岛亦充足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法兰西海军一蹶不振，因此当战争降临时，它的商业与殖民地只好听任英格兰去加以处置了。1756年，当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时，法兰西才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格兰此时却拥有将近130艘战列舰，并且当打算对这45艘战舰加以武装与配备时，却发现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缆绳，更没有补给用品，甚至还没有火炮。这当然还不是全部。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国著作者曾说，“滋生了冷漠与无动于衷，开启了通向无序与目无纪律的大门。不公正的提升从来也没有如此频繁，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广泛的怨声载道。金钱与诡计取代了别的所有一切，相应地导致了命令与权力。对于首都具有影响力且能让港口城市自给自足的贵族与暴发户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对于国家财政的浪费与港口码头的废弃不计其数。荣誉与谦逊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仿佛这些邪恶看起来还不够大，内阁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只是免于一般毁灭的过去的英雄般传统。在法院的一纸命令之下，王朝继承的难解难分的打斗变成了一件‘谨慎从事的事情’；一些战舰成了被保存的废弃材料，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这一令人沮丧的原则看，我们注定要被动挨打，其对于敌人的好处正如同为我们民众的才干不相称一样，这种在敌人面前的谨小慎微----通过命令为我们所设置的----从长远来看，出卖了法兰西的民族特性。对于这种制度的大肆滥用，滋生出了众多倍受斥责的目无法纪与胡作非为，而在上一个世纪，想要找出仅仅一个这样的事例都几乎不可能。”



　　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储备，并且极其有害。由于使其商业与殖民地处于无法设防的境地，法兰西使其最大的财富来源易于为敌国所拦腰截断。正如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冒然出海的小股海军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消灭殆尽，商业性航运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马丁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纷纷落入英格兰之手。如果不是会占去太多篇幅的话，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显示法兰西----一个抛弃了海洋的国家，英格兰不断增加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其牺牲与付出之上的----这场可怕的灾难。一位当代的著作者这样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兰西政策的观点：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德意志的战争，法兰西将其如此多的注意力与资金从其海军身上挪走，以致于我们可以对它的海上力量进行一击，使其或许永远也不能够恢复。它对德意志战争的投入同样使它不能对其殖民地设防，这就意味着我们占据了一些为它所拥有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卷入战争使它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结果被完全摧毁了。而在意义极为深远的和平中，英格兰从来也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状况里。就这样，由于跻身于德意志战争，目前就其与英格兰特别而又直接的冲突而言，法兰西已自作自受了。



　　在那场七年战争中，法兰西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是一支比在帆船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里的美国海军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位法兰西历史学家在论及同样一场战争时如此说，“英格兰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法兰西，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而法兰西却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它仅仅只是由于其政府的优越性而进行征服。”是的，然而这是能够运用其海上强权----这是对于执着地朝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励----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优越性。



　　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在1760年至1763年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1763年缔结了和约。在我们这个商业与海军颓废时期，其对于合众国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教训，使我们免受了它的那种耻辱，并企盼能从它随后的事例中获益。在同一时期内（1760年和1763年）法兰西民众揭竿而起，正如随后在1793年那样，明确宣布他们需要一支海军，“公众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导，人云亦云地对法兰西头头脑脑们进言：‘必须重振海军’。城市、团体及私人认购者献出舰船的礼物，那些直至最近还死寂一片的港口铺张豪华的活动层出不穷，到处都在建造或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得到了延续；后勤仓库得到了补足，各类物质都被置于令人感到满意的堆积场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调整，一万名训练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训与维持。



　　此时海军军官们的语调与行动都迅即感受到了公众的这种激情，确实，在他们之中某些高尚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象当时一样可以发现法国海军军官们心底的激情与职业的素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军官写道：



　　由于对军官们关闭了大胆创业与战场取胜的光荣职业的大门，路易十五统治下海军的糟糕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他们从研究当中获取了几年之后就要加以验证的知识，将孟德斯鸠的精辟格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付诸实践。1769年时，法兰西海军军官的活动足迹遍及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在他们的著作与调查中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们群星灿烂，耀眼夺目，于1752年成立的海军学院此时得以重组。



　　学院的前任院长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纳秀斯的前海军舰长，他写出了一篇构思精巧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第一篇优秀作品，而且它还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纳秀斯肯定早在法兰西尚无舰队，在其宿敌接连进逼而尚无法在海上崭露头脚的岁月里，即研究和构思了其在战术方面的问题。在同一时期里，英格兰还没有类似的作品。1762年，一位英军中尉才着手翻译赫斯提大作的一部分，并且还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将近20年之后，克拉克，一位苏格兰籍的无官职绅士，公开出版了有关海军战术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兰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兰西的体制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毫无创造见地、组织拙劣的进攻战术。“法兰西海军学院的研究，以及它对于军官们的劳作所带来的富有活力的冲击，并不是----正如我们后来所希望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处于美国战争之初的海军的相对繁荣的状况产生过影响。”



　　已经指出过，对于英国人来说，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与其传统战略方针相去甚远，他们被迫去从事一场与本土相距甚远的地面战争，而其强劲的敌手正在企盼着从海上对它发动进攻的机会，正如同处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战争中的法兰西，随后处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由于不切实际地过份自信，英格兰将盟友变成为敌人，使其霸权的真实根基去接受残酷的考验。另一方面，法兰西绕开了它曾频繁跌进的陷井，转而依赖于存在着中立可能性以及与西班牙结为盟友的确定性的欧洲大陆。法兰西以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一个光彩照人----尽管或许有点相对经验不足的军官团，投入到这场角逐之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赢得了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持，还得到了自己或盟国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大陆上的港口的协作。这项政策的明智之处，法兰西政府这一行动对其海上实力的有益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场战争的细节并不属于主题的这一部分之内，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主要兴趣只有在陆地上才能找到；对于海军军官而言，这种兴趣只能来自于海洋，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二十年智慧与系统性的努力终于能够结出了应得的果实，因为尽管大海之上的战斗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然而，法兰西与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地消耗了英格兰的实力，剥夺了其殖民地，在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务与战役中，总体上而言，法兰西的名望得到了维护。



　　考虑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与英格兰人相比较，法兰西水手们的稚嫩；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法兰西军官团所表现出的猜忌的狭隘精神；以及至关重要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法兰西那种可悲的传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着法兰西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蒙克曾说过，统治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确定了基调。如果法兰西政策的教义当中持之以恒地吸收着同样的思想，1778年的战争本来是要比实际结束得更早，并且结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评一个我们认为其诞生并不能说成是一种失策的军种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得体，然而其本国著作却在层出不穷地反映出这种批评的精神。一位曾在这次战争期间服役于海上的军官在其一本充满着冷静与明智口气的著作当中说道：



　　当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这些军官无功而返时，他们对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抵达罗得岛的人，会存有何种看法呢？



　　另外一名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军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谈及美国革命战争时，为这种思想进行了辩护：



　　有必要摆脱掉摄政时期与路易十五时代那种令人忧郁的偏见；然而，这其中充斥的不幸历历在目，以致于难以为我们的部长们所忘却。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震惊英格兰的舰队，减额到了令人觉得寒伦的地步。内阁小器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维持一支舰队所必需的经费的过度开支，必须下令海军统帅部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似乎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也不会招致灾难。因此，下达给我们编队指挥官的命令也要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不要去进行有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舰船损失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海军统帅们的指挥艺术以及我们的舰长们的勇气光彩夺目的不止一次的大捷，最终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的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制度，使得他们在抗衡敌军时就有了预先确定“承受而不是发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力量以节省物质资源的制度，肯定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令人伤感的制度是缺乏组织纪律与存在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缺陷----这在路易十六、（第一）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时代打下深深的烙印的原因之一。



　　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海上战争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怀疑，这些灾难性的冲击，以及那些光彩夺目的繁荣，现在是否还会重演？正如在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所能看到的那样，在它对于海洋稳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兰对中立国强加了无法容忍的束缚，米字旗包容货物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化。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因此由中立国的船只安全地运载，至于后者，可以肯定也同样如此。除开保护其港口，使之免遭占领或征税的问题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徒有虚名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实际可行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合众国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业甚至于今日还在由他人托运。一旦拥有，为什么它的民众希望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加以维护，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经济学性质的，并不在这一著作的范围之内。然而，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与损失的条件却直接与此相关联，假定合众国的进进出出的对外贸易，是运载于敌人不能轻易碰及的甲板船上----除了船只驶向一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何种因素将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封锁呢？目前的定义是，它能够达到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这是极其富于弹性的。许多人都还能记起美国内战时期，在对查尔斯顿外的合众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之后，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载有几名外国顾问的汽船，这些顾问们认定了尚未发现任何封锁船只，便发表了一纸内容大致相似的声明。有关这一声明的力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领宣称从技术上来说，封锁已经破产了，并且没有新的通知，在技术上也是不能重新确立的。为了对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实际的威胁，封锁舰队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视野以内呢？六艘在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且离岸二十英里游弋的快速汽船将对寻求通过纽约主入口进出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类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捕获商船，而且还准备抵制打破封锁的军事企图，它们无需暴露于视野之内，也不必处于一个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在距离特拉法加战役还有两天时，纳尔逊舰队的主力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有五十英里之遥，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队抵近观察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舰队于上午七时开始出发，而纳尔逊甚至在那种时代的条件下，于九时三十分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在那个距离上的英格兰舰队对其敌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在还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处于岸滩或岸滩之外的封锁部队，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似乎有可能沿着合众国的整个海岸线相互进行电报联系，迅速给予相互支持。通过某种颇为走运的军事协同，如果一支先遣队遭受攻击，它就能向其他部队发警告，并撤向他们。假如有朝一日对于某一港口的封锁以参加封锁的舰只被赶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确立封锁的安民告示可能还要电传至全球各地。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封锁，必须有一支水上军事力量，它能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封锁舰队，使其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其阵地。除了那些携带有战争违禁品者以外，中立国舰船可以自由来往，维持该国与海外世界的商业关系。



　　可以认为，具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对其全线的封锁是无法得以有效地维持的。对于那些尚能回忆起光是保持对南部海岸的封锁就如何头疼的军官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为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美国海军目前的状况下，试图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诸巨大的进出口中心，将不致要求海洋大国的行动规模宏大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强大的舰队编队的情况下，英格兰就曾同时封锁过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地斯。可以正确地认为，中立国船只的商业往来还能够进入除了那些叫得上号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国港湾。然而，美国货运交通的错位，时常供需品的短缺，经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船坞码头、驳船以及仓储等手段的不足，将会出现在这一强制性地更换进出港口之中随之而来的，将不会出现金钱损失、人身伤亡吗？在付出极大的痛楚与代价之后，当这些弊端部分得以医治之时，敌人或许就能被吸引到封锁新的出入口的方面来，正如同他们封锁原有的港口那样。合众国的民众肯定不会产生饥荒，然而他们可能要深受其害，关于战时违禁品的供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道没有理由担心合众国将被迫放弃我行我素、傲然独立吗？



　　十分明显，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眼光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远离了大洋。这样一种政策以及与之相反政策的结局在法兰西与英格兰的事例中赫然醒目。这倒不是力图在合众国与两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种狭隘的对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确证其确实有必要如此。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并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支商业航运队应如何加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是值得怀疑的。将它与其他大国分隔开来的距离，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陷井。促成合众国海军诞生的驱动力，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目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峡加速运转。让我们期盼它的诞生并不会来得太迟。



　　对于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讨论，至此就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他们的自然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这种讨论尽管无疑包含着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然而却主要位居于战略的范围以内，明显有别于战术。它们当中所包含的考虑与原则属于事物无法改变的安排，其因果关系虽历经沧桑却始终未变。事实是，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稳定性随处可闻。而战术作为人类的工具，运用的是人类制造的武器，并随着人类历经新陈代谢的世代进步而变化。时不时战术的上层结构被加以改变或整个地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战略的古老根基却依然未变，仿佛被置于一块磐石之上。后面将要对欧洲与美国的一般历史进行一番考查，并特别关注海上力量在其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那段历史以及民众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情况允许时，还要运用特别的阐述经常提醒与强化那种已经加以举证的普遍教义的目标，即：“就其目标而言，海军战略在战争时期正如和平时期一样，在于奠定、支持与增加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在特定的战役方面，尽管可以坦荡地承认细节的变化使得其教义的大部分已显过时，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应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哪些举动将是可取的，即，从它们与最杰出的军官的姓名相关联中，可以假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军种中获取恰当的战术构想。在古代与当代武器装备的类比浮现于表面的地方，在没有对那些相似之处施加不恰当的压力的情况下，从中吸取为它们所提供的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必须牢记，除去各种风云变幻之外，人之本性依旧根深蒂固，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在特定状况中，在量与质方面尚无法确定，然而，却总能发现观察上的个人误差。














	

 






	















	







	







	









 





	


	







	








	




	


第一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3·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目标直指英国：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的海权



　　大不列颠与波旁王朝在1778年的战争，与美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战。不仅结为盟友的王朝政权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在大陆上的纠葛----根据其以前的政策，这正是英格兰所竭力引发的，而且自从图维尔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在海上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趋势在两方角逐者之间出现了。这场角逐的场所，进行战争的或战争准备达到的目标，绝大部分远离欧洲，没有一个在这场大陆之上，直布罗陀只是唯一的例外。直布罗陀位于一个地势崎岖且十分难于接近的突出部的极端之地，其中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国完全将其与中立国分割开来，它们间的厮杀角逐从未将那些与其利害攸关国家以外的其他各方卷入其中。



　　在路易十四的逊位与拿破仑的垮台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其统治时期，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兰西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英格兰与荷兰的时期，然而，这位君主的政策与雄心总是直接针对着大陆扩张。结果，他的那支基础并不太稳固的海军就成了昙花一现。在十八世纪之初开始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遏制。尽管其对当今问题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缺阵却使得英格兰的海军活动在军事教义上所获甚微。在随后的法兰西共和政府与帝国的战争中，由于某些在此并无需详细述及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兰西军官与水兵们的士气低落，使得表面上在战舰数量与火炮吨位上的旗鼓相当成为了一种假象。在经历过了数年勇气倍增但却徒劳无益的努力后，特拉法加的巨大灾难向全世界宣告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在职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为纳尔逊及其同僚的敏锐眼光所捕获，并且形成了成其为对待他们的态度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付他们的战术的特征的傲慢信心。从那以后，皇帝“将眼光从那唯一的一块命运已对其失去信心的战场之地挪开，并决定在除海洋以外的其他任何地点与英格兰展开角逐。尽管他同意重组其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其在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拼杀中为其保留任何份额……一直到帝国末日，他还拒绝赐予他的那支业已重振旗鼓且充满激情与信心的海军以任何与敌人一比高低的机会”。大不列颠继续保持住了其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的旧有地位。



　　海军战记的学者们指望能够在参予这场大搏杀的各方的军事计划与方式当中寻求获得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在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这场战争中某些较大且定义清晰的部分的一般性行为那里。同样，在注入或本应该自始至终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注入的连续性战略意图方面，在影响一段时期命运好坏的战略部署中，他们也指望找到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还不太可能宣称，特定的战役完完全全地不具有战术的训导意义----这正是在以前部分所提及的目标之一。然而，毫无疑问正确的是，正如同历史的所有战术体系，它们有辉煌的鼎盛时期，它们对于学者们现时的益处，与其说是提供刻意仿效的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训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战术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为着波澜壮阔的战役先期准备和预备的部署，或通过技高一筹、积极主动的组合，那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却战果辉煌的行动，取决于比那个时代的武器更为永恒的因素。这倒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具有持久价值的原则。



　　在为着任何一个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即使那个目标是占领一场特定的土地或一个特定的阵地，从军事上的观点看，对于所追求的这块地区进行直接进攻并不是获取它的最佳方式。因此，军事行动的目标应该有别于参战国政府指望达到的目的，从而冠以一个自己的名称----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的严肃思考中，首先有必要在将每一参战方所企求达到的目标一目了然地置于研究者的眼前；其次，有必要认真考虑在获取胜利的情况下，所选定的进攻目标是否最有可能实现那些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最后，有必要研讨进攻目的得以实现的各种军事行动的优劣长短。进行这样一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将会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工作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无需为细枝末节所纠缠而仅仅是突显主要轮廓的构架大纲，通常这都有助于提纲挚领，当主线被完全掌握之后，各种细节就能轻而易举地涉及到，并且各得其所。



　　在这里，本书所做的努力将会局限在从本书的范围出发，勾勒这样一个大纲。



　　1778年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一方面是大不列颠，另一方面是控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大王国的波旁家族。此时已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的北美殖民地，对于这个对他们是如此重要的事件自然是欢呼雀跃；尽管稍后荷兰被英格兰下意识地驱赶进入了一场它自己一无所获且满盘皆失的战争。美国人的目标十分简单----将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的手中摆脱解放出来。除去一些骚扰敌人商业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具有战斗力的海上力量方面的缺乏，肯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局限在了地面战方面。这就确实构成了一个有利于盟国的强有力的箝制，极大地消耗了大不列颠的有生力量。然而，放弃这场角逐并且立即停战，这是英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荷兰免除了来自陆地上的进攻，却在同盟国海军的帮助下，除了尽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损失以外，并没有表露出多少试图有所做为的愿望。因此，这两个小角色的目标可说只是中止战争，而主要参战者从其连续性看，其目标却是希图状况有所改变。



　　大不列颠的战争目标也十分简单，由于卷入到一场与其最有希望的殖民地一场可悲的分歧中去，这种争吵逐步升温，直至它受到了失去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的臣服者离自己而去之时，就必须维持暴力控制了，于是它拿起了刀剑来对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些海外领地的分离。在那一代人的眼中，它的辉煌正是与这些海外领地紧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兰西与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陆上反殖民事业的积极赞助者身份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而无论它本应承担的进攻目标出现了何种变化。由于法、西等国加入到其敌人的行列，英国人不仅丧失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同时也遭受到了丢失其他有价值领地的威胁。这一点不久就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简言之，英格兰就其战争目标而言，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的；它担心丢失的东西太多，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指望看住为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然而，通过驱使荷兰卷入战争，它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在没有增加其对手力量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但却疏于防备的军事与商业据地为其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兰西与西班牙的观点和目标更为复杂，传统的敌意和为尚不久远的过去报仇雪恨的愿望无疑占有很大的份量，正如在法兰西也存在沙龙与哲学家对于殖民地民众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一样。然而，尽管情感上的考虑对于国家的行为影响甚大，但只有在满足它们的有形手段足可称述与计算之时，法兰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领地能够失而复得。然而，当时仍健在的那一代殖民者却对于昔日的博杀有着过于深刻的个人回忆，他们无法默认任何加诸加拿大之上的这种企图。革命时期美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点在法国人给予了有效的同情与援助之时，被极大地忽略掉了。不过，当时可以理解且为法兰西人所感知到的是，法国人如果重提昔日旧梦有可能会在只是最近才反目为仇的同一种族的英美两群民众之间，通过正当的让步而导致重归于好----这一点正是一部分有权势、高尚的英格兰人从未停止倡导过的。因此，法国并没有承认，或许还并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个目标。相反，它正式宣布放弃了对当时或最近才置于不列颠君王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要求，同时声称在占领与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礁时将行动自由；当然，大不列颠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可随其进攻。因此，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落入英格兰之手的印度控制权，以及在他们造成了一种足够有效的箝制之后，在适当的时间内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由于那一代所持有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丧失这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削弱了英格兰的繁荣所依赖的商业成就----使英格兰衰落，使法兰西壮大。事实上，这场应该更趋声势浩大的角逐可被说成是成为了赋予法兰西以生命力的动机所在。所有的目标用它们所希冀实现的最高目的来加以总结就是：在海上与政治上压倒英格兰。



　　与法兰西一道超过英格兰也是同样寒伦且不太那么具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的目标。然而，它所遭受到的伤害有其明确性，为它所特别追逐的目标在其盟友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并不那么容易发现，尽管当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西班牙人可以回忆起西班牙国旗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迎风飘扬的情景，然而，时间的流逝却并没有使这个自傲与固执的民族甘心于他们的损失。就美国人来说，也没有放弃对于西班牙试图重新复活其在两个佛罗里达的主权的传统性反对。



　　这就是该两国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整个格局。毋庸置疑，除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外，它们决不会承认投入战争只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颇有见地的英国舆论就正确地提到了法兰西宣言中以下字句，以寥寥数语生动地勾画出了联合一致的波旁王朝行为的真正根据所在：“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在海上的权力。”一言以蔽之，关于战争的目标，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则被推到了防御的位置上。



　　英格兰被指控的横行于海上的那个专制帝国----并不是不公正地----取决于它的不可一世的海上力量，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的；取决于它的商业和武装起来的航运业，以及遍及于世界各个部分的商业设施、殖民地与海军基地。直至此时，慈爱的情感，出于与宗主国紧密的商业往来和那种由于它的优势海军持续存在而赋予的保护所产生的更为强烈的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些纽带将它与其遍及五湖四海的殖民地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起义，其海上力量所依赖的坚固港口的网状结构中出现了裂痕，尽管在他们与西印度群岛之间存在着数不清的贸易往来----已为随之而来的敌对状况所削弱----也趋向于分化这些岛屿的同情心。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它包含着具有第一重要性的军事问题----遍及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连结起来，并得到欣欣向荣的海洋性民众支持的海军基地之环链，是否仍然还能掌握在英国手中。迄今为止，它以持续、坚定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在取得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成功的情况下，摆弄着其史无前例的海上力量。



　　尽管大不列颠对保住其所握有的海军基地----这是其海上实力中的防御性成分----的麻烦深感困惑，它的进攻性海上力量，它的舰队，却受到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增长的挑战。以一支有组织的具有旗鼓相当或更为优越的物质实力的军事力量的方式，在一个它所宣称为己所有的领域，现在与它短兵相接了。时机已十分有利于对这个因其从海上获取的财富而变得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发动进攻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将主要力量迅速用于主要目标之上，至于次要进攻目标，其防御应被扰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弹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的必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将是一个持续的弱势。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它们期盼着美国的最终独立----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份。通过影响对它的救援，如果对于合众国的好处成为了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迄今还无法有助于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获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维持起义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理应进行的抵抗。因此，十三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产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不妨说，它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增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满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的且弱小的国家赢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于海洋的控制，以致于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为合适的目标。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他们使得留守部队成为了囚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然而便撤退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因此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撑之地的援助，仅仅对于其他地点的占领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取决于舰队的数量与质量。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获得海上的优势就成为了第一需要。这并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盖着战争的整个领域，否则，占领就是不稳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存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了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作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1782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直至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看法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地位。占领亭可马里（Trincomalee），尽管对于并无其他基地的法兰西海上编队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于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渡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了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它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是海滨地区，军事行动正是从那里得以展开；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是海军舰队，其规模与素质应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称。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在每个这样的遥远之地都需要有能适用于航运的安全港口，以作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性的基地。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间，必须存在着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它则取决于对中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而必需的供给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地，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对于沿途适当分布却又为数不至过多的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燃料补充更加频繁。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在这一领域三个分支的每一方面，欧洲、美洲与印度，出于条理清晰的考虑，已分别加以了阐叙；对于海洋的控制已被坚持视为决定性因素；敌军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本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普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尚不能抽调出任何一支持遣部队前来地中海。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为一支与其使命相称的舰队的基地的话，直布罗陀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或增援力量；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对于其守备部队坚守下去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在那时根本就无足轻重，直至战争后期以前，根本就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只是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它陷落了；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生死攸关的，从战争之初，就吸引住了同盟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攻火力，形成了有利于英格兰的颇具价值的箝制态势。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即成为了局部性基地。当时，前两者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1779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本来都对时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然而，出入口的宽度，缺乏保护濒临海边的海军基地和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由于试图占据众多的地区而导致的地面部队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内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的战役规划中无法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他们未能考虑到，即使是那里的大多数人平静地选择了自由，这种素质也会使得他们不致起而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格兰人的理论，他们正是遭受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格兰人的这一遥远，并就其最终结局而言是十分不幸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其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这次战争的又一区域性基地，首先英格兰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十八个月后，它于1780年5月落入到英军手中。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通过前面所述已为人所知，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顺风而下一千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也并非无关紧要的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困难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向的岛屿既成为了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了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之点。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其中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除非在一处侧翼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1762年，当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它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1779年到1782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与法兰西对于向风群岛的占据实际上使自己能够与英格兰分庭抗礼。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因此，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就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大陆角逐的关键之点实际上从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适合于进攻性行动，而且防守困难，一支大型舰队都能接近于它，甚至于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要加以牢记的是，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然而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以偿。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弗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尤其适合于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一百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视着罗伊堡的敌军。



　　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或者说，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可成为战场。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因为那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从秋分至春分季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刮而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掀起涛天巨浪拍打着岸边，使得登陆十分困难；然而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9至10月份的“季风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都是不明智的。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的问题就变得十分迫切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英格兰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距离过于遥远，并不能被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联的交通线上的港口之列。



　　这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那些海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质，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Nanagansett），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于本土供应，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倍受关注的目标中，动用主力或通过逃避敌人搜捕的方式保护补给舰船，需要政府与海军指挥官调遣手头可用的战舰与特遣编队的高超技巧。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让一度通过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而抵销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对于在各章节已分别加以考察的总体战的维持也具有相同的影响。它们是将整个战场连为一体的纽带，而被视为交战双方的恰当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要，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除了与敌遭遇时，它总是可能的，即要么就返回欧洲，要么就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比克顿于2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9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3月启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通常被称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质材料时，几乎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的。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正如同所说的那样----好几处港口，它们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它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1778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份的巩固。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于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防御，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如果有一处的话，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派调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如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确实，由于当时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情报信息传送特征的缓慢迟钝与不确定性，面对一场攻势，使敌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比起那些只是略加粉饰的少许防范来说无疑是更为有效的防守依凭了。



　　有用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正如所说的那样，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构架，作为将整个战争联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海军，已被指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攻进目标，为达到进攻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战争行为则仍有待于思考。



　　在进行讨论之前，务必简要地提及对于海洋尤为特别且影响随后讨论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舰队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之上，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他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它们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它们的穿行，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或许对于被追逐者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越过谈判地点同样也许只是几天或数小时之前。近来，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从，并对他的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1778年时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确的数据。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被经常加以放弃，目的在于避开追捕或埋伏。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于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其进攻普拉亚港与奔向他们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却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他们即将来临，甚至在抵达地点都已得知时，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启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的迹象，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他无从知道究竟会在何处遭受威胁，而进攻方却对自己的目标心中有数，如果他能迷惑其对手的话。假如远征船队不意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这是一种当某一单独船厂的设施不足以在允许的时间内整修如此众多的船只，或在现在所提及的这场战争中，当盟国提供各自的特遣舰队时，十分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围堵这样一次远征的重要意义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阻止这些特遣舰队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别必要性的事情。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更准备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这样的策略。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们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汇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存在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致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个方面的主要状况----军事的，道义的，经济的----之后，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1778年英格兰肯定接受了防御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颠海军应该与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却是前一时期英格兰最称职的海军当权者霍克与其同僚们的至理名言。这样一种状况，即具有更好的人员素质与可加吸纳的更庞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将赋予一种真正的力量优势。只是，这一预防性措施近来却看不到了。对于这样一场讨论来说，失败是不是由于内阁的低效率----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控的那样，或是由于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经常指导的错了位的经济，这已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尽管有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之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对于战略效果来说，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战争的第二要义方面，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它甘拜下风。因此，仍然有待于游刃有余、气贯长虹地调动这支处于劣势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抢在敌人的组合之前，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以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狭路相逢，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联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得以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最终溃败----不是由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粮尽弹绝----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够从同盟国海军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它就能将这种力量用以对付美国人；如果它能取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确定性的优势，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道义与士气上的，正如二十年后它所取得的那样，那么，它就会获得这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其财政状况早已不堪其负的联盟王朝肯定就将功败垂成地退出这场置英格兰于劣势地位的角逐。然而，这样一种优势只能通过战斗才能取得；通过表明这一优势，尽管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是，其海员的技能，财富的来源，通过合理地使用这些力量，却能使其政府在战争的决定性环节拥有实际存在的优势。如果将它的战列舰指派到整个世界，在试图保护这个松散帝国的各个濒于暴露的阵地的同时，使它们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就永远也不会取得。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正如它所证明的那样，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更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他的斗志；而它自己的军官与海员却被艰难的游航磨练得能够十分迅捷地响应每一征战的号召。“我们没有理由，”维尔纳夫海军上将重复着那位皇帝的话语声称道，“害怕看见英国的特遣舰队，他们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还没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游弋已使得他们精疲力竭了。”但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写道：“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凛凛，舰员们衣装整齐，训练有素；然而，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风暴的锻炼。”



　　“皇帝”，纳尔逊说，“现在才发现，如果皇帝们得知真相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一年所遭受的损失还多----这些高贵的绅士们无从适应于狂风暴雨，而我们却在未损失一桅一坞的情况下英勇地与之搏斗了二十四个月。”然而，必须加以承认的是，对于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十分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我几乎无从知道一个睡眠之夜居然是这两个月，”他又写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豪勋爵的高度职业化的意见也对这种做法大唱反调。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现在我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科林伍德写道，“然而却感到要阻止他们升锚启航并不那么切实可行。然而，如果他们从我身边溜走的话，我应倍感耻辱。……唯一能防止他们启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不知道我们究竟精确地位居何处的情况下，不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尽管如此，当时过份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修缮；一名军官倒下了，或在其岗位上精疲力竭，马上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很久以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捱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止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特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1805年的战舰本质上与1780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迹痕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帅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致严重地影响到海军的质量，海员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有必要支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会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得以启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就是在欧洲。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监视塔兰舰队时----这是他为其众多战舰特别糟糕的状况能供进一步驱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五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关于使用手中的战舰，现在将1778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格兰内阁使得他们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驻外分遣舰队与敌军旗鼓相当。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相当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于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被遣往那里的舰船停驻了下来，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却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可谓自立门户。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块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了战争中的控制性因素，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至关重要的地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仅只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纽约与纳拉甘西待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事情。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1799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1778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丁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派出一支特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有众多的机会，却从未寻找到以攻击那支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力量的简单方式来解开这个疙瘩。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压倒性的力量换取了一场毫无军事价值的胜利。在欧洲，英格兰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年复一年地处于无望的境地。然而，盟国所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没有打算要摧毁那支力量。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当德比舰队的三十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四十九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时，战争内阁的结论却是不发一枪一弹，仅此就完全浓缩了同盟国海军战争行动的本质特征！进一步使他们在欧洲行动步履维艰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顽固地坚持将其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公海，沉重地打击英格兰海军是削弱这座堡垒的最可靠之路径。当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敌濒临饥荒。



　　在他们的攻击性战争行为中，结盟的王朝象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为双方在采取行动的意见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头烂额。西班牙的战争行动看起来自私自利，几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兰西却更为诚实可信，因此在军事上也更为稳健。要为对付一个作出了明智选择的共同进攻目标而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本应该最好提出双方共有的目标。有些迹象显示出了同盟国方面在管理与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国方面的人员素质还低劣于英格兰。然而，战争准备与管理的问题，尽管在军事上令人深感兴趣并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与同盟国在选择与攻击他们的进攻目标，从而完成战争目的方面所采纳的战略计划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考查不仅不明智地扩大了这一争论，而且也由于堆积起与主题并无瓜葛的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这一战略问题。



　　有关这一战略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词包含了那一海军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军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因为通过使他们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标上面不能自拔，他们粗枝大叶地从那条导向目标的道路上穿过，愿望急切地扑在自己狭隘的目的之上----或扑在他们得以构成他们的目的的部分的优势之上，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独自肯定能够加以获取的方式却视而不见。因此，作为战争的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在作出总结之前，有必要再度进行引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着各自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英格兰宣称有权控制海洋的专制帝国”。他们做出的报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一无是处。那一代人认为，通过使美国获取自由解放，他们已痛击了英格兰；然而，他们却未纠正他们在直市罗陀与牙买加的错误。英格兰舰队从未遭受过会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烦，北方各国的武装中立无结果而返。不久，英格兰的海洋帝国就变得同样专横，并比以前更加绝对化了。



　　除了准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外，与英格兰人相比，同盟国舰队的作战素质如何，只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数量优势的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可明白。在同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处于守势时，面对英格兰海军，同盟国军队却习惯上处于守势，作为战争的军事行为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真严肃地打算动用数量上占优势的力量击溃敌军舰队的小股力量，使得数量上的差异变得更为悬殊，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方式，摧毁这个海上帝国。但这一点既没有在同盟国更大的战略配合上，也没有在战场上显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辉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国海军多在回避或者干脆承受对方的行动；他们从未打算要发起这样的进攻。只要大英帝国海军能得以不受打击地在大海之上称王称霸，不仅同盟国各自的如意算盘得不到兑现，而且内于某种幸运的机会，英国人通过赢得一场重要的胜利，从而恢复与对人实力均衡的可能性也会永远存在。不这样做，作为一个错误，应归咎于英国内阁。但是，如果英格兰在允许其欧洲舰队如此逊色于同盟国舰队方面犯有错误，那么，后者更应因未能从这一错误中赚取好处而受到指责。采取攻势的较强一方不可能理解由于不得不关注于众多地区的防御而在调配力量上面临的复杂性，尽管他们并没有进行辩解。



　　法兰西国民的偏见，在这里的行为轨迹中可以再度找到表达，并且上次已进行过抨击，看起来，这种偏见又为今日的法兰西政府和军官所共同享有。对于法兰西海军的历史进程而言，这是关键所在；并且依照作者的意见，也是法兰西未能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结果的关键。正如这里显示出的一种固有的传统会对民众的心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一群极具才干且胆略超人的海员为了他们崇高的事业，显然在毫无怨言的情况下，接受了如此卑微的角色，这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这些评论正确的话，它也带来了一个警示，即流行的观点和似是而非的看法总应进行彻底的检验。因为如果真是错误的话，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就会导致失败，甚至于灾难。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于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在合众国更是广为传播。“在我看来，对付英格兰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就是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往来，对一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对之加以抛弃。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在民众的代表们面前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外表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正如大不列颠过去和现在那样----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并不会危及根本生命的情况下，它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并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的，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两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比其他国家，它的财富在战争时期正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一度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的权利。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权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拒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还全力以赴地维持其海军，毫无疑问，未来将重复历史的教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是由大不列颠与美国特派代表两个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为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Negapatan）。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两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最终和约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














	

 






	















	







	







	









 





	


	







	








	




	


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




	







	

 



	


	



1·协约与同盟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间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享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1815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1908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还肯定地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有什么国内的麻烦或对外的企图，由于和德国的邻近、自身实力的差强人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和德国有着利益的一致，它必定要跟着德国跑，就如月亮必定要围绕着地球并且和它构成了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组合一样。不少国家则和德奥相对立，它们有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近的事件表明了俄国在国际上的虚弱，其国内根源即使对于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一清二楚。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二国同盟之内。不过意大利的亲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倾向来自于两国历史上的相互间好感以及意大利的海洋国家身份。另外，从前互相疏远的意大利和法国近来也日益接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利益和奥地利的野心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歧，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以及此前的事态已表露了这点。一份敏锐地预计到了这次合并的奥地利杂志最近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儿座落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支援我国陆军的行动、保护我国主要商业港口不受敌人的海上行动的侵犯并防止我们在奥特兰托海峡被锁住咽喉。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舰队的实力必须至少和我们可能的敌人的大致力量持平。如果我们在发展我国的海军方面拖拖拉拉，意大利就会占据上风并使我们再也无法超越它。和其他方面相比，在海军方面止步不前更是一种退却，而退却就等于放弃奥地利的历史使命。”奥地利的无畏舰正在建造之中，而上述文字令人们可对三国同盟内的平衡关系略知一二。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站在德国一边。



　　这样，通过分析当前欧洲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方有着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则是已存在三十年的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意大利的倾向尽管可以根据当前局势对它的压力以及它的正式同盟关系来判断，但仍然是令人迷惑的。形势的焦点看来还是在为德、奥这两个中欧军事君主国家所反对的三国协约身上。将这两方的力量作比较，前者在除海军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在地理上，德、奥紧靠在一起，从而易于在必要之时相互支援。不过这种支援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纯粹的防御态势也不可能成功地得以保持，德奥至少已在进攻方面做好了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1908年在巴尔干的兼并行动已明显表明德奥集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考虑到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手段，显然它们的进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为它们的工业获得至少说得过去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奥地利朝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这个性质。另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德国也越来越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了一个工业国，这样它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面对上述众多需要，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组织的有力而实力大增的德国开始了它的航程；然而同时它也发现，其边界之外世界的市场和原料产区相当程度上已被其他国家抢先占据或控制。在取得了实现国家统一这项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德国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大型商业船队，目前这支船队在运载德国的工业产品、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方面正持续地积极发挥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船队，有商业活动，但就交换过程的第三环节，也就是由于本国国内消费不足而必不可少的国外市场而言，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努力进行贸易竞争。而在各国都为其国内经济挂上保护主义标签的时代，他国的随心所欲的规定使这种竞争十分吃力。德国能有效控制的唯一一块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在其疆界之内。另外，自德国加入围绕着领土的角逐以来，迄今它也握有了丁点殖民地，但这看来也并不足以大大减轻德国在市场方面的压力。



　　于是德国在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它看来，近在咫尺、令其历历在目的争斗将对它的种种不利暴露无遗；也就是说，距离上的接近使德国人有一种活生生的被束缚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会有这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的确如此。在诸如国家和个人间关系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官方认识，这些认识所体现的不同的国民特性常常加强各国间的误解与厌恶。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府体制在其他国家受人欢迎，而德国的政体则非如此。在德国我们有着一个辅之以一个民主议会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府，它比在英国让人习以为常的、不断换马的政党执政制度要好。德国的兵役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在实践中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坚信这些连同今天德国的欣欣向荣都和将严格的秩序和自由结合了起来的政府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其他国家更青睐相对宽松、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的英国制度。因此，英国的统治范围和影响的扩展比德国权力的上升更让人乐意接受。”一位长期乘坐德国轮船的官员曾拿德国人作比较，向我谈及了在和乘客说话的方式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礼貌程度。在德国的倚仗军事味的政府干预对个人行为的紧密控制所发散出的不容置疑的味道中，德国人的上述不同可找到并不牵强的解释。尽管如此，德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大可无情地一较高低。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他们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他们热情不倦而且还有着政府的英明支持。这些优点必将和英国已有的优势相交锋并将其消磨殆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固然拥有上述优点，但对于工商业地区、对于贸易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实际拥有以及更不公平的对于大片可用于居住和开发的地带的政治控制使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在这些地区大显身手。不过德国的个人倒可以前往这些地区并在那受到欢迎。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还可能喜爱上更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任何比他们所脱离的制度有着更少的干预内容的社会体制，尽管他们或许依然热爱着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母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促进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的发展，德国本土上的人们建立一个“大德国”的心愿也仍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实现的可能，而且双方正日益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当前，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人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



　　德国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对于德国也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的所有内陆河道----它们已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互间有运河沟通，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水运系统----都是以这两个海洋中的一个为入海口所在，因而这些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的进出通道，德国的全部对外商业也都集中于这些地区。如果沿着敌国军舰的巡游路线，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六十英里多点；波罗的海海岸要长得多，但从大西洋抵达这里必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到一百英里。战时德国商船可以在中立的区域之内贴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很大危险，因为从德国通往大西洋和其他大洋的所有航线都经由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这两个海峡的一侧完全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四百英里宽，有些地方只有三百英里。在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依照现今的国际法，没有任何德国船只可以经由上述水域而不被劫获，而对于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成功封锁会使德国开展的和中立国对德国开展的贸易都陷入停顿。对英国而言，只需以离德国不到四百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对德国，包括它的两个主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在波罗的海进行封锁则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就清楚了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了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借助这条运河，军用或商用船只可以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海域而不暴露于敌，德国海军也可以进行集结以对付敢于将其舰队一分为二的敌人。另外，虽然基尔运河不能使德国商船在北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它能使由于封锁不能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船只驶往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它们的货物可通过运河系统转运至许多目的地；而连成一片的水道使得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再在途中将这些货物另行装船。基尔运河在防御上的巨大意义在于，在某敌国海军的规模只是德国海军的两倍不到的情形下，它使前者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它这样做，和因基尔运河而得以集中的德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相比，它一分为二后的任一部分都处于劣势，这样它就只能后撤；而根据既定的国际法，这样的后撤使封锁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封锁得以再次确立，牢牢扎下根基之前，封锁国不可劫获中立国的船只，而且中立国还需有一定的时间以被通报变动后的决定某个航行非法与否的封锁局面。不过，虽然封锁的松缓使中立国船只能出入北海或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德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也还是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在今天的世界商船吨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英德开战，中立国的吨位根本不足以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且和德国舰队的壮大是同步的。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做着系统的准备，这很大程度上使德国既显得伟大，又令人害怕。不过，发展威廉港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二十多英里长的、近海多沙洲的危险海岸将它与易北河口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削弱了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保险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优点。另外，上述海岸的外围有着战略地位重要的赫尔果兰岛的拱卫。作为和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的交换，该岛于1890年由英国让给德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鱼雷艇基地。不过和海岸仅三十海里的赫尔果兰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于鱼雷防御上。



　　尽管诸如基尔运河之类防御上的准备意义重大且值得赞赏，但由此获得的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古巴曾具有的对于我国对外政策之意义记忆犹新的美国人不会不明白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德国商业意味着什么。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一百英里海岸都囊括于其中，这种情形使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海军强国将古巴岛据为已有。不过，古巴政治归属状况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已使美国曾有的担心化为历史；古巴的重要性依在，但至少此时已不再有古巴被某个国家用作海军基地的可能。不列颠群岛的对德国重要性和政治归属状况都是长期性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今天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首屈一指，保持这种局面更是英国两大政党的明确目标。



　　提出这个目标是合理和必要的。虽然和德国同为商业国家，但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原材料、粮食和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因而英国在用以支持军事力量的人力资源方面居于劣势，尽管英国也有着较大的人口比例，单靠自己的土地也不易养活它的人口。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四百多人，而德国只有三百。另外，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是绝对的，它不象德国有着能使其得到物资的大陆边界。德国还有着莱茵河，它通过和德国友好的荷兰入海，是德国腹地的一条大运量运输要道，而且根本不可能被英国切断。在另一个方向的边界上，德国和俄国接壤，后者是世界的一大粮仓。1909年的俄国小麦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是二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六英担。美国排在第二位，为一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英担。



　　就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缘由而言，英国在保全自己方面有着更大的需要。它绝不能放弃海上主宰地位，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另外，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而且，由于不列颠群岛的地位，英国在欧洲海域保持海军优势可以对德国商业施以长期的潜在控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加强了集结，而从前它多少更具分散性。以往英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对该地区多少有些放弃，这也颇具意义。



　　无疑，上述集结是出于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和德国陆军世所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考虑。拿破仑就曾梦想将英国舰队诱开，然后再迅即入侵英国，这也是当年英国人怕见到的情景。当然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还不仅仅以微弱的劣势。不过，即使在蒸汽时代之前，入侵英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尤曾尝试过。今天，蒸汽轮船的运用使跨越英吉利海峡远不象过去那样困难，可以在完全不受风向和天气影响的情形下特别迅速地向英国运送军队。当然，调集船只和载运部队并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在英国登陆是一件包含众多细节的行动，没有仔细、适时的考虑就不会成功。英国人对昔日英国为防止奥地利或法国的入侵而作的动员以及导致这些措施的精明政策还有着记忆。不过一些持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也确实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支足以粉碎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军队在英国突然登陆，而他们面对的其实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英国要把其海军集结于本土周围，而这也促使德国努力发展它的海军，不仅增加军舰的数量，还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以具备大规模的制造和维修海军装备的能力。这些计划总体上看深刻地体现了德国非同一般的进行静悄悄的周密准备的能力。德国并未正式表述过它发展海军的目的，不过或许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这个意图不会有错：壮大德国海军的力量，以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敢对德国冒然挑衅。德尔布吕克也写道：“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政策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施以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由着英国依靠本国的地理位置对德国的贸易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德国的计划是建立一支规模比英国海军还要大的海军，英国不能不和德国展开一场造舰竞赛，以维护它在海军上的领先地位。



　　很明显，英国海军的强大也是对德国在陆军上的优势的抵销。如果英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它不可能指望拥有一支足以和德国陆军一争高低的陆军。相反，德国在已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期望拥有一支无故的海军。尽管英国比德国要富有，但英国政府不可能象德国政府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个人自由也许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本性。它使在英国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绝不可能；这个特征是多少代人造就的，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和殖民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自由合作的结果；这种局面今天依然未变，由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仍是其中的规范。在英国，进步的动机来自个人；在德国本质上则是集体行动决定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尽管该计划以德国的作法为蓝本，但其执行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经验和把握全局能力的不足。和在德国一样，根据该计划，个体雇佣者或受雇佣者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所有的养老金负担都是由国家承受。不过该计划没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认真的调节，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简单地将养老金福利一古脑地推向社会。它所依靠的税收政策既不会激励进取精神，也不能促使人们奉行节约。因为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财富中的过多一部分将作为税收被抽走；而即使大手大脚，也能从国家多少得到补助。在采取政府行动方面简单地模仿德国并不能使英国取得德国人经过精心筹划才取得的那种进步。



　　这类进步更加强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和德国对抗；如果某两个或所有的大陆国家连成一气对付德国，它们也不容易解决协调行动的问题，何况无论欧洲强国如何分化组合，奥匈帝国肯定都会站在德国一边。因此英国海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能让德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力量。而英德两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又是和相互间的工商业竞争掺杂在一起的，这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左右着两国人民体现在需要和收入方面的福利状况。不时见诸于报端的频繁外交访问正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德国眼中，从这些访问中凸现而出的是一种孤立和限制德国的企图；而这些访问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则是这样一个共识：应该压制那看来过度膨胀而又甚具侵略性的德国的野心。无论人们有什么看法，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














	

 






	















	







	







	









 





	


	







	








	




	


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




	







	

 



	


	



2·德国的崛起




　　德国的目标是求得这样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认识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状况。奥地利在去年采取的兼并行动，1905年摩洛哥争端的或长期存在、或转瞬即逝的事态等都不时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它们也会导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应。这种重要性的大小由有关的政府所估测，但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些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决定。当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它是从前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德尔布吕克还写道，“英国和德国这两大国之间的角逐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可能被消除。不过，这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至多竭力进行的军备建设使两国保持相互间的力量均等，谁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对这种平衡产生影响。



　　德尔布吕克的思路适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一个其他国家，也适于被用来分析包括英德之间的争执在内的每一个纠纷背后的原因。战争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地理状况，但战争的根源可能远在他处，今天尤其如此。如今，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越来越必须在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寻找原材料，并为它们的工业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说，从今没有任何欧洲问题会激起欧洲国家间的尖锐冲突。不过他又指出，非洲的刚果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可能造成欧洲国家间的麻烦；这些麻烦和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问题----指奥地利的兼并行动，对此各国迟至1909年4月才明确给予承认----相比，后者只是儿戏而已。德尔布吕克又写道：“德国给自己规定的明确目标不是获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这样的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无人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面对上述声明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正炫示于其面前；不能不记住德尔布吕克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文字：战争常常并不发端于明确的目标而是受促于偶然的事由，而强者通常在这些事由中占据上风。而且，冲突中的双方能很快就什么是“条件的平等”达成共识么？在整个世界已经确信德国有关武力上的优势而且企图倚仗这种优势去谋求控制的情形下，它还会为德国鼓吹它有着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欣慰么？世界上的国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着与德国有关的竞争，当然门罗主义使南美的情况更为复杂；二是德国海军很快就会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强大。如果英国保持了它现有的在海军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海军就可以钳制德国；但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有谁还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了。由于英国有着非常自由的体制且因此军事组织不甚发达，另外对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满足，它没有足够的进行侵略的动机，何况如今它也没有很高的组织效率。就此而言，德国才是当今最适合不过的；无可比拟的典型。



　　如果上述正确，那么在当前由于所有在工业技术和资本拥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国际紧张日益加剧的时刻，英国明显地是国际局势的关键所在。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它们还体现着实实在在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决定着大众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满足的程度。所以，当前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如果哪个国家在政府体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实力为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股军事化的、组织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结成联盟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海军，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将国际形势的钥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过就武力竞争而言，英国在组织效率与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逊于德国。这样，对所有德国之外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或机会对自己极为重要，它们就有必要考虑应抱着怎样的思想态度、持着对现实的怎样理解、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如果某一国的强大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和从前一样，平衡只有通过弱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合才能得以保持。



　　顺便还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数的工业竞争场合中，海洋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欧洲形势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俄国趋于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东方，德国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德国海军能够，或者说很快就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此外只有英国海军可以这样做。一旦英国丧失了这种地位，就当前状况估计，德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军国家以及欧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海军的行动不牵涉英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又未保证在与上相反的形势下给予英国相应的支持，能期望英国行使它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代，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尽管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军力量一样可以让人不屑一顾，但英国这个当时有着比今天还相对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将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对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欢迎，而且两国还通过它们的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从欧洲运送军队跨越大海去干预美洲的争端的建议。当时，利益的契合使美国和英国相互间给予了支持。



　　另外，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时，一位在英国极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向英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它参加一个国际联合以约束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建议，英国在答复中不仅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而且还保证将积极地反对建立这种联合的尝试。而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就迫使日本----另一个非欧洲国家----放弃对旅顺的占有。我认为英国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于利益动机，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利益。我不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情感，情感尽管在国家生活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却是极为靠不住的东西，变动无常。当前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中，英美两国鉴于利益的共同性，在什么领域更可能进行相互支持？当然，英美之间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也使两国相互间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在今天和在华盛顿时代同样地正确、而且将一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动机持续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完全是徒劳的。这个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信念已被德国直言不讳地作为国家政策的根据。从这个信念出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全面正取决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察；为此，他们需要对眼前现实有着广泛的了解，还应具有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一个要在世界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国家来说，这些了解和分析能力也应为其一般大众普遍拥有。只有这样，原先只有着短浅眼光的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国家的长远需要，国家也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美国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欧洲政治对于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当前，德国决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正公开地计划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将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海军还要优越的海上力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正行使着它的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它也必须为它的行动负责。无论就某个地区的防御、还是就在涉及德国的争端----无论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哪个地区----而言，德国的所作所为已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德国力量造成的压制。于是，对美国来说，当前正迅速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它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门罗主义的提出到南北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一致。



　　因此，如果上述形势完全形成，它也不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显地多了几分不祥之兆，因为现今的国家间竞争远比1860年以前激烈。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造成的。今天的敌对和以前一样，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国及其他海上国家的边疆。这个世界久已习惯于由一个海军强国起着支配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将这个国家和英国这个名称连在了一起；它还注意到，海上霸权总是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相维系的。今天，争夺这个优势的斗争正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














	

 






	















	







	







	









 





	


	







	








	




	


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




	







	

 



	


	



3·东方和西方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1783年至1789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1814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1812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谴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为其海军力量所支持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僵持于北海的情形下，协约国控制地中海的任务可能落在法国的头上，这自然也会引起意大利的严重不安。据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些现有协定中包含着对于西地中海地区的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会象门罗主义那样趋于强化，而有关国家也会从其出发决定如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否应采取一些将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状况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在北海严阵以待的情况下，一支能够在地中海发号施令的舰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快速纵队，它处于核心位置，有助于针对其他地区采取持续的具体行动。上述的几国海军各有分工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尽管它不免表现出同盟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不可行的。



　　这些叙述自然都是估测性的，但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它们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们的思考。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1902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这样，在1895年，当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干预以迫使日本作出牺牲之时，英国本可以抵制这样的行动，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令其有所顾虑。可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作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当前的海军竞赛继续发展，上述的干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还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它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但到了1904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届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前文曾言及，在1898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而当前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既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也可通过推迟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或期待有足以扭转局面的事件的发生。



　　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1905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作好军事准备----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而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又在陆上和后者周旋。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予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更显突出，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它们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现代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故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的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晰。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今天，涉及西班牙的争论已成为过去；不过即使在看问题最肤浅的人看来，很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既和美国、也和整个欧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让我们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德国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一般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种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1870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1879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1881年是二十二万，如今只有两万了。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一位德国撰稿人最近甚至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今天，受英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而诞生的德国海军联盟已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成员。要知道，英国比其他国家对海洋有着更多的依赖，不仅为了自身的繁荣，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一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怪异之处；无论德国的议会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之小，它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愿。另外，再补充一句，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一百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我们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1812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能带来明显经济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一个关税同盟----先于德意志政治同盟出现并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尽管如此，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以前的多个世纪的分裂使德意志一直处于虚弱状态，承受着外来干涉和压迫给自己带来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并且集中地体现为德国的自我激励精神。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实在是由于初登今日这样的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其他人不会象我们自己那样子我们以充分的估价，从而也不会给我们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出于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自我保护需要，可是在他国眼中或许就超出了防御的范围而有政治及军事意义上的“冒犯”之嫌。门罗主义实践的早期历史的确呈现出这种局面；不过，今天各国已经习惯、容忍了美国的主张。在此必须指出，美国巨大的潜在实力使他国不能不对它谨慎有加。



　　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得到适当的调配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财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物力的具体表现；勿庸赘言，一个国家也可能象一个人那样滥用其财富，因照顾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费或因使用不当而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



　　尽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交议题，但是对于表现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力量抗衡的欧洲体系，我们关心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两项主要对外方针的影响。就这种平衡关系眼下的状况而言，门罗主义不象门户开放原则那样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未来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为一些主权国家所拥有，而它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定，不可被随意侵犯。中国自然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这招致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频繁干涉，它的主权也因此不断地遭到侵害，尽管就人口和资源而言，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局面降低了中国所享有之权利的有效价值，它们在实质上已沦若无物，即便在字面上尚非如此。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利益交锋。这种状况也适用于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这场革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所知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些情形产生于当地的土耳其统治的不稳定。在土耳其境内，出人意外的事态一直层出不穷，正如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所表明的。克里特岛也是一个难题所在；在这里，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愿受到了几个保护国的政策的抑制。克里特的状况由几个强国共同保证是由土耳其当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后者如今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只能予以默认；换言之，它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现状。这些情形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来地变得十分强烈。



　　和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原则目前还停留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地步，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然它可以被写入某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有约束力，不过它能否得到实际的遵循还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能要求一个不同意门户开放的国家也服从于这个原则，相反它尽可以置之不顾，除非迫于压力不得不遵从之。和美国的其他政策----尤其是门罗主义----相似，门户开放原则也是形势的必然产物；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瓜熟蒂落之时。这两项政策的提出表明，若干长期不受阻碍的过程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对它们说，只应走这么远，不能再远了。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作此告诫，直到后者不再对其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则对更远地区的扩张活动作类似的警示。这种扩张以政治或军事干涉为手段，借助于吞并或以实力为后盾的影响----这简而言之也是对领土的实质性侵占，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以谋求对东方市场----广义上包括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的外来控制。



　　借助吞并或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地盘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市场为外来者所把握的状况已沿续了三个世纪。今天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呈现这般情形。昔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与它们也并无二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顺应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不管其程度如何不易为人所察----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就在太平洋的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座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海军的威胁之下，而英国海军正是这样针对着德国。可是，英国的困难在于它必须用海军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而海军对于作为一个一流国家的英国的自身生存又必不可少。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出于它与巴拿马运河地区及远东较近，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当今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假如美国能在其太平洋海岸做好必要的长期性准备，必要时它的舰队就能被很快地部署于此，以弥补美国舰队先前的远在他处所导致的损失。这要求美国将其战列舰集结到一处----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是对它们的唯一适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规模如何，只要它被调配得当，再加上距东方较近不仅便于美国采取行动，而且减少了其派出分遣舰队的必要。它就能够具备某些优势。



　　德国海军的近来发展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八年之前，也就是在英国和日本达成第一次同盟条约前不久及日俄战争前两年，我写了一篇论述各国海军的趋向的文章，探讨了相互对立的英日同盟及法俄同盟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其中，地中海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及其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弱点自然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当时，俄国在远东部署了一支精锐舰队，不过其后对它的使用却令人可悲。如果那时发生了一场不仅仅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就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向或动作而言，当时的德国舰队不会被认为将对力量平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那时英国还成功地保持着海军的两强标准，而且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它既能控制多条交通线，也能予其盟友以相当的援助，假如需要它做的不仅仅是在欧洲水域抑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述都是八年前的情形。今天的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其实力很快就会仅次于英国海军，而比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他国海军高出一大截。这种局面将使英国海军被锁缚于本土水域。面对这种状况，如英国目前正在做的，它只能在将其海军主力集结于本土周围的情形下在前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后的地带，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间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作为一种军事举措，这样做完全正确。只要这点依然存在，而英国海军又不会为灾祸或懈怠所削弱，这种处置对于英国的防御及旨在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的进攻行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英国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必须维持这种作用，如果它在本土水域及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战列舰，其命运不会出人所料。奥地利在1866年和法国在1870年的遭遇都表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1910年3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也许会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战列舰舰队毋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1910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7月4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1895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1895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了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




	







	

 



	


	



1·三强俄、英、美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一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型。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人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观察并持续地追溯英俄间的长期竞争，这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前的复杂，并在两个对手之间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维持的那种协调。借助于这种协调，英国和俄国的各自权力----不管各自的组成是怎样的----在大小与性质上都应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它们间的摩擦应被尽力减少。假如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从其中就很难再萌生出破坏和平的企图了。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销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因为铁路运输快得多的速度给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们容易忘记铁路运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说物资交换----的好坏不只是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被稳妥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固有优势可能会使它在促进所讨论地区的发展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不过，如前所说，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




	







	

 



	


	



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而这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现在，让我们再考察一下俄国侧翼的形势：首先，由于它们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大家对其都心有属意；其次，各国根据其在该地区的地缘状况，或是推进或是阻止他国的推进，并由此根据自身力量发挥作用。



　　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它们将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散乱无章。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它们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有着一致的要求。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决定这些前景的是各强国施于该地区人民身上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指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互相毗邻，其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起不到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它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几至波斯湾。由于没有铁路，该地带从现代角度来看商业比较落后。其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是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当于纽约至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修建一条铁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湾顶点连接起来，再另建一条铁路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样一条干线得以投入运营，它自然会随后得到扩展。



　　在上述地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地安于现状，不知道也不期望发展进步。因此，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进步国家确实需要处理它们时再说。不过，现在针对中国而言，鉴于各国对问题的迫切有着现实的认识，且都在为从中国获得一块用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地盘而努力，它们已经十分重视关系到自身将来的需要了。不管各国想建树什么影响，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求获得某种优势，实实在在地据有某些权力和地盘。这就是一些亚洲本地人所认为的强国想要得到某种特许权的唯一原因。假如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这种动机十分强烈，它显然会左右各国的行为。当然，完全用不着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利，这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象在埃及那样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的政府进行鞭策，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对它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千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




	







	

 



	


	



3·以中国为中心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














	

 






	















	







	







	









 





	


	







	








	




	


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




	







	

 



	


	



4·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二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缺乏这一点即使不表明衰败业已开始，也预兆着它的即将到来。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最能增进其幸福的条件方面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和适当的法律约束相结合就能够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的使其接纳性与大陆上的亚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个性的演进。在同样的环境中，还可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已经采纳并从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的发展中学到很多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只有岛国地位带来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而这比其他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更具影响。不应将个性强等同于僵滞不前，更不能将坚定和偏执混为一谈。但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倾向则是消极有害的。石头尽管可以是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趋于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用开花结果，但侵蚀却使它们处于自我变化之中。



　　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 ] 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间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的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 [ 译者注：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 ] 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竟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1·美国向外看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



　　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想法与政策正逐渐发生变化，这方面的种种迹象不难以找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为国内工业保持住国内市场，这成功地在各种投票活动中得到了肯定并规范了政府的航向。雇主们和工人都同样被引导着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看待各种被提出的经济措施，对任何有利于外国生产者向他们自身领地渗透的步骤持敌视态度。在思想和目光在任何时候都被绝对地集中在某个方面的情形下，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就是在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中遭到损失的危险和保持优势的前景被忽视了。尽管美国的丰富资源使它的出口额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这种令人得意的局面存在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大自然对美国的极为丰富的馈赠而不是其他国家对于我们那被保护的制造业的特别要求。



　　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保护，以致于这种实践已化为了一个传统，落入了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些工业就像近代的铁甲舰，虽有着厚厚的装甲，但引擎和火炮低劣；能很好地进行防御，但攻击力薄弱。在美国内部，国内市场得到很好的保护，但在其外，在宽阔的大洋彼岸，还有着世界市场，只有通过生气勃勃的竞争才能进入和占有它们，而诉诸法令以求保护的习惯是不会增进竞争能力的。



　　不过，归根结底，美国人民的性情本质上和这种懒怠的态度并不匹配。不管对于保护主义有什么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完全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认识到了在国外获利的机会，美国的企业就会披荆斩棘以获取它们。从此说开去，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位著名的、颇有影响力的保护政策的鼓吹者，也是支持保护主义派别的一位领头人和对时代的特征和舆论的转变的一位敏锐观察者，已经转而支持了一种旨在调整关税以使美国的企业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政策。各种派别的人们都能够就布莱思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出的下述言词达成共识：“对于象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食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天安排。”面对着如此精明能干的知名人物的这些话语，即使近来的关税立法的极端之处也可以反映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使人想到了著名的大陆体系----我们自己的安排和其相似。当初拿破仑竭力维持这一封闭体系，直至帝国的结构在重压之下崩溃。



　　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因为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些道理，难道我们不是可以大谈特谈？不过，我们不会更深地认识这些道理，除非认识到美国的独特位置和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世界相望，美国的海岸与大洋相濒临。不管这些大洋与哪条海岸相邻，它们对美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的政策出现变化迹象的同时，世界也处于某种即使不是预示着危险，也具有深刻意义的动荡之中。我们不想为欧洲的内部事务劳神费力。即使欧洲出现动乱，其对我们的影响也只是部分的和间接的。可是，欧洲的海上强国并不只是一心一意地提防着它们的陆上对手，它们也怀有进行商业扩张、殖民和在远方加强影响的意愿。这将使它们而且已经使它们卷入与我们自己的冲撞之中，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推行放开手脚的政策。关于萨摩亚群岛的事件表面上看来不值一提，但清楚地反映出了欧洲国家的雄心。由此美国也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了与其未来密切相关的利益。当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内部麻烦正愈演愈烈，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决心。在整个世界上，德国的商业和殖民推进正和其他国家发生碰撞，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和英国在新几内亚划分问题上的纠纷；最近德英两国关于在非洲的利益分配的谈判----法国对此深具猜忌；萨摩亚事务；德国和美国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的冲突；以及所谓的德国在中南美影响的扩大都是确凿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的、尚武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德国的扩张被确切地认为更多地产生于德国的国民性格而不是其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德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不是引导而是顺应国民的情绪。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情形。



　　此外，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超出欧洲控制之外的世界已进入持久的和平。动荡不定的政局，如在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在夏威夷群岛，所存在的，和大部分这类地区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性相结合，滋生着各种危险的争吵。对此未雨绸缪才是稳妥明智之举。无疑，和旧时相比，各国总的趋向是更加厌恶战争。即使不比我们的先辈更少些自私与贪婪，我们也似乎更不愿见到由和平的丧失所带来的艰辛与痛苦。不过，为了拥有珍贵的闲适和悠然自得地享有商业带来的好处，必须坚持具备和对手同等的力量。是敌国的戒备有加而不是对现状的默认使欧洲各国军队的规模受到一定抑制。



　　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法上的规定还是基于某个公理的裁决都不能被指望用来求得对争执的公平解决，如果它们和一方的强烈的政治需要相冲突，而另一方又处于相对的弱势。就依然悬而未决的关于白令海海域海豹的猎捕的争端而言，不管如何看待我国的主张，根据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无疑我们的意见是合理、公正、符合世界的总体利益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主张化为现实时，我们不仅和我们自己也强烈地具有的对于国旗的尊严的民族主义的敏感相抵触，也和一个为某种强有力的需要所驾驭且在我们特别薄弱和缺乏保护的方面极为强大的国家相冲突。不仅仅是英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我们的海岸漫长且缺乏防御，英国的较大的殖民地----首当其冲是加拿大----还认为宗主国的力量是它们需要和可以指望的东西，这对英国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商业和政治优势。有关的争端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而不是美国和英国之间，可是后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争端来促进它和其殖民地之间在感情上的亲密。仅就英国而言，它可以和美国方便地达成一项对双方利益都有所增进的平等安排；可是加拿大渔民的纯属地方性的和过于自私的要求规定了英国的政策，出于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海上利益的最重要一个环节的缘故。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形下，英国海军可能无力保持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航线的畅通。但是，英国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拥有了一条替代性的交通线。这条线路比前者以及经由好望角的第三条航线在避免受到海上攻击方面要好得多，而且两大基地对于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活动和海军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上述争端最终如何得以处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立场只可能在加拿大和其他大殖民地造成对母国的依附情感和信赖的强化。这类的同为一体且相互依赖的意识提供了这么一种鲜活的精神；没有它，出现不久的帝国联邦体制只能是死气沉沉的、呆板的玩意。这些意识也影响着对于诸如买进卖出、贸易路线这些事宜的通常非情绪化的考虑。



　　上述争端看来无足轻重实则十分重要，来得突然而且涉及的是超出其自身之外的其他考虑。它有助于我们确信存在着许多伴随着通过中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开凿而来的对西半球和平的潜在和尚未被预见的危险。一般说来，显而易见的是，这条运河会改变贸易路线的走向，从而会导致商业活动和通过加勒比海的航运量的巨大增加；而如今相对冷清的这一海域将成为象红海那样的航运要道，前所未有地勾起海洋国家的兴趣和雄心。这片海域的每一个地点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会上升，而运河自身将成为最为举足轻重的战略中心。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运河将把两大洋连接起来；不过，和前者不同的是，除非为条约所详细保障，否则它会完全为凭借海军力量控制海洋的好战国家所拥有。在战时，美国无疑应控制加拿大铁路，即使与我们相敌对的他国海军会对我们的海岸施以威慑性行动；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比之于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美国将无力控制中美洲运河。军事上，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和海军准备而言，在欧洲国家卷入的情形下，地峡的凿通对美国只能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海岸尤为危险。我国的一方海岸的日益缺乏保护会对整个军事形势造成不利的影响。



　　尽管地理上的邻近和丰富的资源赋予了我们某些固有的巨大优势----用其他话讲，这些优势来自于我们天然的禀赋而不是睿智的准备，无论就事实还是意图而言，美国还是可悲地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和其在该地区的利益规模相匹配的影响。我们没有，而且更糟的是，我们并不愿意拥有将在和那些其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在该地区冲突的国家的争端中举足轻重的海军。我们没有，似乎也不急于安排将使我们的海军更放心地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岸防御。在加勒比海之内及其四周，我们没有如许多其他强国所拥有的地盘，它们不仅对于控制该海域具有巨大的天然优势，而且由于筑垒和武装已具备或正具备人为的力量，这使它们实际上变得坚不可摧。与此相反，我们在墨西哥湾甚至都没有开始构筑一个海军码头以作为我们的行动基地。不过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遗憾我们缺乏建立和欧洲大陆国家各主要海军同等强大的海军的办法。我认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就是尽管我们的国家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也不关心如何使自己的海洋边界得到保护，并使自己的海军拥有凭借我们地理上的优势足以在不可回避的争执----比如我们最近碰上的关于萨摩亚和白令海的争端以及在某个时刻可能在加勒比海或中美运河地区出现的争端萌发之时发挥重要作用所属的力量。是否美国准备让德国获取位于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是否美国准备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我们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是否美国默许一个外国将保护权施于夏威夷群岛----这是太平洋的中心据点，至旧金山、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的距离相等，并是我们至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或者是否可以认为，假如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政策和权利坚如磐石，以至于对方会马上收回自己的迫切要求并体面地后退？在萨摩亚是这样么？白令海呢？



　　当估量我们进行军事准备的需要时，考虑到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离我们海岸的遥远以及在如此长的距离之内采取行动的困难是充分合理的。同样合适的是在形成我们的政策时，考虑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猜忌、它们随之对于引发一个象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的敌意的顾虑、它们对于我们将来的报复的担心、它们在既分遣出一支力量至我们海岸而又不过多地损失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方面的无能为力。实际上，认真判断英国或法国在不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或者不使它们的殖民地和商业缺乏适当保护的情形下会动用多大力量对我们的海岸采取行动正是对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进行估价的起点。如果后者超过了对付英法用以反对我们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海岸得到了防护以至于我们的海军能自由地打击它想打击的目标，我们就能够保持住我们的权利：不仅是国际法承认的以及国家间的道德感支持的权利，而且有那些同样实际的权利----它们不由法律所赋予，但有赖于对利益的清晰考察、有赖于执行明显必要的政策、有赖于自我保护。如果我们在军事力量方面居于有利地位，我们就能够充分维护我们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这不是因为我们可在大洋上截获他国船只，而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的城市受到保护，不受海上攻击；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使我们能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以及这个自治领的边境地区任意采取行动。不过，外交家们不会当着对方的面炫耀这类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他们要找的是妥协之策，并且一定能够找到。



　　虽然我们在西半球的地理优势以及某个欧洲国家在对我们采取行动时要对付的种种不利是不可否认的，且是政治家的思维中的固有因素，但如果认为单是它们即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显得天真幼稚了。需要把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才能使其朝向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倾斜。上述因素仅是防御性的，而且还只是部分地。尽管路程遥远，我们的海岸还是可以被抵及；它们未设防御，只能在短时间阻遏前来攻击的力量。如欧洲可能出现三个月的和平，没有哪个海上强国会不敢动用相当多的舰只来支持它的要求----不过它确实不会愿意这些舰只出航达一年之久。



　　不过，倘若我们海岸的牢固程度和它今日的薄弱程度一样高，在贸易或战争方面的消极防御就只可能是一项可怜的政策，只要世界依然充溢着斗争与盛衰兴亡。我们周围处处是争斗。“生存竞争”、“生活的竞赛”这些词语如此令人熟悉以至于我们并不体味其意义，除非我们停下来思考它们。在任何地方，一个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怀有戒心，我们自己也并不比他国特殊。除了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我们的保护性安排指的又是什么呢？的确，我们只能运用某些今天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属于国家权力的合法使用的程序，即使这些会对它们造成伤害----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愿做的事是正当的。我们的人民难道是如此地温顺以至于他们在其利益系于受到争议的权利之时不可能独行其事？或者是如此地麻木以至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人向那些他们长期认为自己的影响应占上风的地区的侵入渗透？



　　我们自己造成的在市场方面的孤立闭塞以及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航运方面利益的减少与我们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生活的遥远特别地吻合。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幅北部和南部大西洋地图，它显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的走向及所承载的运输量的比重。有趣的是，我注意到相对比较冷清的地区是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邻近的国家与岛屿。一条宽广的运输带从我国的北大西洋海岸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同样宽阔的另外一条从不列颠群岛通往东方，经过地中海和红海。这条运输带溢出了红海的边界以表示贸易规模。通过好望角和合恩角的运输带的宽度是红海地带的四分之一，它们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中线上的近赤道处交会。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标示着当前英国和一个在拿破仑战争中曾容纳了英帝国整个贸易额的四分之一的地区的贸易量。其意义是千真万确的：欧洲目前在加勒比海只有很少的商业利益。



　　一旦地峡被凿通，该地区在商业上的孤立连同其他国家对其的忽视就会一去不复返。任何使用运河的船只不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都必经加勒比地区。不管随海上活动而来的大量需求会对毗邻的大陆与岛屿产生什么影响，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将集聚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中心周围。为了保护并发展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都会在一个美国历来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有着颇具戒心的敏感的地区寻求支撑点和影响方式。大部分美国人对于门罗主义的准确内涵只有着非常粗浅的理解，可是这个为人熟知的词语已导致了一种举国上下的敏感，它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能引发战争。另外，对于这种情绪造成的争端而言，国际法及其公认原则的道义权威并没有发挥息事宁人的作用，因为争端主要系于政策和利益，而不是所承认的权利。法国和英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所掌握的港口的地位，虽然它们当前的重要性还有限。这两个国家关注的是不久的将来。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和大陆上，有许多目前由弱小或不稳定的国家所掌握的意义重大的要点。难道美国乐意看到它们被卖给某个强大的对手？可是美国又能诉诸怎样的权利来反对这种转让呢？它只能求助于一件东西，那就是由它的力量所支持的合理的政策。



　　不管美国人乐意与否，他们如今必须开始注意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么做。一种日益壮大的公众情绪也要求这样。美国处于两个旧世界和两个大洋之间的位置也导致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很快会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的通道的出现而强化。这种趋势还会因太平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的增加、日本的不断进步以及有着不断推动国家进步的进取精神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各州而被保持和加强。某项生气勃勃的对外政策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支持都不会象在落基山脉以西的民众中得到的支持那么多。



　　前面提到，在当前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是给太平洋沿岸地区。一旦运河修成，大西洋海岸并不会比今天更加暴露，它只会和它所在的国家一起承受更多的外来干预的危险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们。而太平洋海岸则会由于它和欧洲之间的路线因经由一条能为更强大的海洋国家所控制的通道而大大缩短，从而蒙受更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从欧洲派遣一支敌对的舰队，也在于某个欧洲强国能够在太平洋沿岸保有一支比先前更为强大的海军，因为这支舰队在需要之时可以被迅速得多地召回国内。不过，如果太平洋港口的巨大弱点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明智处理，我们在那一地区的海军优势就能得到保障。由于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主要的中心不可能为鱼雷艇有效地保护；随之而来的是舰队总是能经由一条毫无阻碍的通道通过炮台。因此仅仅依靠堡垒工事并不能给这两处地点带来充分的安全。尽管这些设施对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还应另外派驻海岸防御舰队，它将和炮台相互配合以反击敌人。这些舰只的行动范围不应被允许超出为它们指定的港口之外很远，它们是该港口的防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限度之内，这些舰船永远可以在战争形势使该港口成为敌对的焦点之时给在海洋上行动的海军以有力的支持。通过舍去进行长距离航行的能力，海岸防御船只相应地可以在装甲和火力方面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具备更强的防御和攻击力量，从而增加了它对于在某一时刻将与之共同行动的舰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除了英国，没有哪个外国拥有非常接近我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其纳入它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且值得疑问的是是否英国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这样的舰队。一旦加拿大太平洋海岸交通被截断----美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也就失去了它对英国的主要价值。这时，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牙买加的所有者会通过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压来保卫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就目前我国的海岸防御状况而言，英国绝对可以这么做。和我们的易受攻击的大城市相比，整个的加拿大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即使我国的海岸得到了加强，英国还是可以那么做，如果我们的海军还不象如今所规划的那么强大的话。我们对加拿大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至于它可与我国的海岸贸易的被切断，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和切沙比克湾的被封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拟？依据多少有些含糊的国际法上的规定，英国的确可以使上述封锁在技术上十分有效，而中立国也会对其照样接受。



　　太平洋沿岸各州军事需要以及它们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极度重要性还只是一个将来的问题，不过这个将来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应该立即为之筹划。要想估量一下上述重要性，就考虑一下一个仅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国家在弥集着由现今居住在那里以及正大量涌入的人们所组成的，控制着象旧金山、普吉湾和哥伦比亚河这样的海上交通枢纽的人口之时会在太平洋地区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因为这些人和东部的社会由血缘和紧密的政治联盟纽带的维系就小看这种作用？不过这样的作用若想毫无阻碍地得到发挥，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军事准备之上，正如谚语所说，“天鹅绒的手套里面要有一只铁掌”。要做到这点，三件事不可缺少：第一，凭借筑垒和建立海岸防御舰队来保护主要的港口。这将增强这些港口之内的团体的防御力量、给他们带来安全，并为一切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基地。第二，壮大海军力量。这会使进攻性力量如虎添翼，单是它自己就使一个国家能够向外扩展影响。第三，我国的政策应表明这样的不可违背的决心；今后没有哪个外国将会在离旧金山三千英里之内获得加煤站----这个距离之内包括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中美洲海岸。燃料是现代海战的生命，是舰船的粮食，没有它，现代的深海庞然大物就会寸步难行，毫无作为。所以，一些最重要的海军战略考虑是以燃料问题为中心的。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我们面对的是许多外国的燃煤补给站，这促使我们要坚决地拥有武力，甚至是象迦太基促使罗马那样，我们不能再默许由于他国在北太平洋先发制人而增加我们的危险，进一步分散我们的力量。



　　总而言之，在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的情形下，必须格外提及的是，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这两个国家无疑要谋求各自的优势，但两者又受发自同一源泉且深深扎根于自己天性之中的法律和正义观念的支配。无论出现什么一时的偏差，一种向共同的权利标准的回归必定会接踵而来。英美两国缔结正式的同盟是不可能的，但对双方在禀性和观念上的相似予以坦诚的承认将激发亲近感，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如果两者不再那么习惯于相互间的大惊小怪，一种更稳定的情感就会有力地生成。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2·夏威夷的意义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独享一个关键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



　　在夏威夷长期存在的麻烦突然地----至少或迄今就一般的公众反映而言----达到了顶峰，那儿的革命政府----我国在当地的代表已将其正式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取得的进展经报道已为美国国内所知晓。历史已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件，如今又多了一例。正处盛年的人可能骤逝，沐浴于太平盛世之中的国家也可能发现自己正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其后果或可能是战争，或可能是为躲避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来放弃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国家利益。在没有事先的筹划，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虽都是对人们的行动亦步亦趋但也并没有有意识地照应到当前的危机的情形下，美国发现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决定。这个问题和当初罗马元老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其重要性也不逊色----当时执政官邀请罗马占领墨西拿，结果后者从此放弃了传统的将罗马的扩张范围限制在意大利半岛的政策。让我们一定注意，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必须回答该问题，我们必须作出该决定。这不能被回避。在这个场合下，决定按兵不动和决定采取最积极的行动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可以前进；如我们不进反退，世界上的情形会按其自身的逻辑变化。形势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后果。



　　其实，目前并不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时刻。和刚才引用的历史事例不同，其利益如今已发生联系的英国和美国在所继承的传统、思维习惯及权利观方面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一方要认识另一方在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地区所受到的伤害，并不需要自己也居于对方所处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涌入美国的移民形形色色，但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依然是英国式的----道格拉斯·坎贝尔先生愿意说是荷兰式的，即便如此，血缘还是一样的。虽然嘴里塞满了不一定对自己口味的食物，我们的政治消化系统仍然竭力地试图吸纳它一直无力拒绝的大量不同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同化努力还时时不完美，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在本质上还会是英国式的。我们为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利的类似观念所浸润，而且的确不比大海那头的同胞更少些进步性，在精心维护我们基本的法则方面甚至比英国人更富保守精神。从真实的自由精神中我们吸取了关于权利和法制的观念，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两者而不只是其中之一。不仅我们固有的传统浸润于这种精神之中；而且，一步一步地，如同罗马将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吸纳进来一样，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这一根本原则----说句对英国表示尊敬的话，英国在其历史进程中也一直维护了这个原则----在每个地区都得到了传播与保持。如今，在南方，一个和我们毫无相同之处的种族的权利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在北方，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存在着和我们同样的传统、其选择其归属的自由应为我们所尊重的州。与此同时，我们正迈向海洋。在我国的幼年时期，我们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期的我国把疆界拓展至了墨西哥湾；今天，正处盛年的我国已与太平洋相邻。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或不需要在任何方向上迈得更远？难道对我们来说在海平面的那边就不存在要求我们具备某种政策以赋予我们某些权利的关键性利益或显而易见的危险？



　　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就闪现于未来的边缘，如今它们已迅即地融入了现实之中。夏威夷发生的事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从根本上讲是小小的一部分。不过，就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这个部分又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如前所说，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自身就立不住脚，而且还会在原则和事实上导致全线的后退。在我们合乎天性的、必要的、不带欺压性的扩张中，我们已走到了与另一个伟大民族的前进发生接触的地步；它的生存法则业已赋予了它一条已经过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还不时地得到表露和昭示的发展原则。在这个原则的作用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了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链条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恰到好处以至于每一派别的政治家都发现，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为某种没有哪个个人能抵御或极大改变的趋势所驱使。并不确切的传闻和欠谨慎的个人言论表明格莱斯顿先生急不可耐地想使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对于政治生活的长期脱离结束的同时，是在埃及的英国占领力量的增加使他的回归愈发引人注目。另外，对于刚才说的那条链条，可以不无稗益地注意到，它的两个端点是最先为英国所获取的----首先是印度，其次是直布罗陀，然后是马耳他、亚丁、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且，毫无例外地，英国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有一个对手在一旁气恼不已。西班牙从未停止过为直布罗陀而悲伤。拿破仑也说：“我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高地，也不愿看到他们出现在马耳他。”法国对于埃及的所思所想也是众人皆知的东西，甚至未经掩饰；再加上我国的警告，得不到机会的恶劣感觉更使法国气恼。



　　这儿还想仅仅提及一下英国在海洋上拥有的另一根链条：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它强化了英国人对于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地位就不那么令其满意了。相比于太平洋西岸地区，东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晚时候的事，而且仍欠完善。在西太平洋地区首次对欧洲的冒险家敞开大门时，这里已有着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大量奇异的、华贵的产品吸引着受美好的获利期望所驱使的商人们。美洲的西海岸----就其由野蛮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则提供不了什么，除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在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期间，连这些东西也为并非一个商业国家的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离英国极为遥远且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不能吸引英国的进取心。对这个国家的水手的主要的和为人推祟的诱惑是获利的希望，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在其所渗入的地区之内，在通向远方的航线之上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和吞并据点。由于只有借助于绕过合恩角的漫长、危险的航行或更为艰辛的危险的横穿大陆才能抵达，北美的西部海岸是地球上最晚为白人所占据的中等富饶的海岸中的一个。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并作为第一人通过将英属美洲大陆与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分离开来的海峡时，美国业已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国家了。事情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后来的东北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展，英国又一次发觉它正掌握着一条线的两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这两端之间获得一些中继点。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应该获得它们，如不考虑另一个民族----我们自己----有着超越一切的、更紧迫的、更关键的需要。在这些连接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固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它在海洋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有利地位。



　　一个海军据点的军事或战略意义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具备的力量和资源状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天然决定的；而后两个方面无论有何欠缺，总是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工事可消除一个据点的薄弱；如果大自然没有赋予该地区多少资源，凭借长远的眼光，可以事先进行囤积。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据点的地理位置则不是人力可以变动的。注意在评估一个可能成为战场所在的地区时拿破仑一世如何首先考察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然后算度控制要点、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相对的位置----或者按照航海方面的术语，它们的“方位”，以及每一点能为战事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是颇有教益的。这些做法能提供基本的方案和构想，它们不受令人迷惑的次要的考虑的干扰，从中可以清楚地估量决定性的要点。这种要点的多少依有关地区的特点而变动：在一个多山的、地形破碎的乡间，也许会有很多；在一块缺乏天然障碍的平原，可能就没有几个或根本没有，如不算人为的造化的话。如果只有很少一些，每一个的价值自然要比有着很多的情况下的要大；如果只有一个，衡量于受其单独影响的该地区的大小，它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达到了极致。



　　在观念上，靠近陆地的海洋和一大块不为什么阻碍所割断的平原是相同的。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意思是说大海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支配并常常束缚将军们的行动方向。可是在平原上，不管它是如何平坦和地势单一，各种原因还是要使人们集中居住于一些城镇与村庄之中并使道路的出现基于各中心之间的必要联系。拥有了道路的交会之处也就拥有了支配力量，其大小取决于汇集于此的道路的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在海上也是如此。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海洋对一只航船不构成什么阻碍，它可以沿着众多路线中的一条来跨越两点之间的地球表面，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风向方面的情况还是给它规定了某些常走的线路。如这些路线经过某个海洋中的据点，而后者进而又有使用价值，它就具备了对这些航线的影响力。在多条航线穿过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变得极大，足以统驭一切。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考虑用于夏威夷群岛身上。对任何一位观察一幅显示了连同两岸在内的太平洋全景的人来说，两个显著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即可发现位于一大片浩渤海洋之上的夏威夷群岛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它构成了一个其半径大致等同于从檀香山至旧金山的距离的大圆圈的中心。如果不是懒得将一个指南针放在地图上度量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圆圈的圆周在西方和南方经过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东北方向的美洲大陆延伸的一系列群岛的外缘。在这个圆圈之内散布着一些荒芜、无足轻重的小岛，它们的存在看来只是为了强调大自然在跨越将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岛屿分离开来的间隔方面的失败。不过，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在近些年内已为英国所占有。从旧金山至檀香山有二千一百英里，轮船很容易跨越；这段距离几与檀香山至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社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相同。除了我国对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的萨摩亚，其他群岛都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们----附带地同样还有商业家们----的注意：独享一个关键的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在此之外还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位置特殊的岛屿与对于穿越太平洋的较重要的商业航线的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对于那些已处于实际运用之中、颇具意义的航线，也对于那些肯定将从未来的情势中脱胎而出的航线----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周勾勒出了其间必然有着交通联系的一些中心点；此外，所有人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察觉到----不管如何地不清晰----一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海洋航线并导致新航线的生成的崭新的、重要的中心即将出现。中美地峡运河究竟最终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对眼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和考虑过这一点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相信它必定会位于后者。不管会是哪一点，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集聚于此必然会导致一个跨洋的商业中心的产生。世界上的其他商业中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它还要优越。各国将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连接这一中心的路线，它与由航线相连的太平洋地区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必定会得到详细地考察。此类对于商业航线及其与夏威夷群岛的关系的研究，连同先前的其他战略考虑，全面提供了决定该群岛能在商业和海洋控制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基本情况。



　　再一次参阅地图，可看到尽管从地峡通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通往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和夏威夷并不发生什么可能的联系或者说不受来自于它的影响，但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还是要或经由该群岛或从近旁伸过。从中美洲开往北美港口的船只自然处于我方海岸的影响范围之内。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的、得到承认的太平洋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国际上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确切的势力范围的默认。英国、德国和荷兰业已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以避免该地区各自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上述相互承认在形式上是人为的，但它建筑于完全客观的和无可争议的形势之上。



　　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各国或地区之中，美国的人口多得多、利益大得多、力量也强得多。夏威夷群岛和美国间的联系自然也会----实际上也是----比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间的联系更密切频繁和重要。尽管----有着同样自然而然的愿望的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太走运----在一条未来的运河尚未修通的前提下，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笔直航线如前面说的那些航线一样要经过夏威夷群岛附近。这条重要航线也靠近夏威夷的事实更加强和突出了该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只是这并未改变上述的论断，即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超过了英国的利益。这建立于一个天然的理由之上，那就是邻近，它一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发挥影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期望和它依赖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商业和军事运输来说，美国横在它与南太平洋之间且是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无疑不是件幸运的事。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对于我国在太平洋的作用如此至关重要的点上，我国六千五百万人的利益比之于加拿大六百万人的利益，当然应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从上述考察可以推导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据点，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地理而言美国有着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上和军事上的支配状况。这就是夏威夷的主要优点，也就是说它能直接促进我国的商业安全和对海洋的控制。再对从反面来看的好处稍作提及：获得夏威夷防止了另外某个强国占有该群岛从而给我国造成不利和威胁的局面的出现。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点为某个可能的敌人所掌握的情形下我国的太平洋海岸和太平洋贸易所遭受的严重威胁在报章上已被时常提及，不时地被公诸于众的外交文件也反映出了对其的考虑。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而海军军官比一般大众对其要更为敏感，那就是某个海上敌国在离从普吉湾至墨西哥的我国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点二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加煤站对我们造成的巨大不利。不过，可建立这么一个加煤站的地点只有一个。如果有许多的话，我们会发现难以让它们都不为他国所利用。如被拒之于可作为一加煤站所在的夏威夷群岛之外，敌人就只能到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里之外的远处去求取燃料，来回就是七千至八千英里，这样的不便使持续性的海上行动几乎不可能。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对于此论断是一个限制；可是，一旦需要，我们至少可以希望从陆上一侧对其施以打击。对于针对着一条海岸的攻防如此重要的因素竟集聚于某一个地点上，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这更使我们必须要掌握住它，如果我们确实能做到的话。



　　我还希望我们不要片面地看待给予我们的机会，好像它只关系到我国的一个地区或我国的对外贸易或影响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具体行动的问题----采取这种行动的合适机会可能目前尚不存在；也是一个关于会导致未来的许多行动的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在我国已取得了充分的进步的情况下，确定这项原则或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项原则的可否接受只以它是否给予了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合理的关切----眼下讨论的举措对此毫无违背----以正当、坦诚的注意为条件。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第一项成果，是美国随其发展已认识到了将其生命力----生活于美国的影响之下的人们所享受到的幸福----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我承认广受赞誉的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天赋和才智不会被强加于那些不想要它们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希望来到我国的人们的权利与睿智的否认。宗教上的比较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是否也可能这样呢？无疑，英国的光荣业绩主要源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被追溯至英国刚刚驶向深海大洋的时代。当时，英国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或者说它只是预见到了它的星宿所指向的未来，顺应了在一个国家的幼年时代即已规定了尔后更富理性的动机的天性。让我们也从英国的经历中学些什么。英国不是霎那间就成为了今天这样的海上强国；一步一步地，利用着被赋予的机会，英国才登上了世界范围内的至尊地位。如今，这种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和源于英国的制度的普及上。倘若当初英国人一味地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种态度今天会使我们拒绝在我们海岸之外的每一步推进，世界不知又要贫穷多少倍！此外，难道有谁会怀疑，如果英美这两个主要的立于英格兰传统之上的国家能达成诚挚的谅解，相互间不带猜忌并相互支持地自由扩展，难道不会大大增加世界上福祉的总量？



　　不过，如果对世界福祉的呼唤看来令人怀疑得就象是对国家自身利益的掩饰，倒不如如实地将后者直率地认定为全部的动机所在。我们不要回避这一事实，即广泛的自身利益和我们会因故受限于其间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我国濒临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三大海岸的地理位置内在地要求我们经由地峡运河拓展那些日趋繁荣的公用海洋。陆上运输一直有所受限，结果老是慢悠悠的；伤透脑筋、费尽艰辛，往往还是令人失望地前进不了多少。想用陆路取代大自然自己创造的通衢大道简直是徒劳。尽管一个团体能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军队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力量就在于此，集团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抵制住只模糊地意识到其需要的大众的缺乏组织的抗争，但不管一时遭到怎样的反对和打击，后者终究会象自然中不受控制的力量那样克服存在于其既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所以，地峡运河对于美国的未来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针对运河政策----其具体内容尚不能被准确预见----的客观实施的结果密不可分。但是，因为现今还不能肯定地预知或可能是偶然或可能是必然的未来的具体行动，确定在时机来临时有助于指导行动的原则更为合理。我们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如果采纳了这条原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获取那些位于通向地峡的路线之上、系于其身之上的利益使我们自然要谋取它们的要点。它们为数不少。夏威夷的当前事态就体现了这个原则的运用。



　　但是，从军事观点看，还得注意一件事：世界还没有到了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坚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经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可是，政府对于自己海军力量的迷信和对于自己港口防御以及舰队的需要满足程度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有理由担心某些推进行动的后果。有着较好认知力的拿破仑还曾在言语中犯过这类错误，他写道：“圣彼得罗岛、科孚岛和马耳他岛将使我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傲气十足的吹牛！科孚岛在一年之内，马耳他岛在二年之内，就被从不能用舰船保护它们的法国身上割离出去了。英国人内伊还指出：“假如波拿巴没把后一个据点从其堕落但无甚害处的政府手中拿走，这个地中海的要塞也许----很可能----永不会落到他的主要敌人的手中。”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教训。



　　从认识到足够的海军力量对于在周边获得附属地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下子跳跃到得出美国为此需要一支和当今最强大的海军平起平坐的海军的结论似乎毫无逻辑可言。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外国海军基地的国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望距离可以对于欧洲列强运用其海军力量能施加某些限制。不过，在没有以经过仔细权衡的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将那种距离看成是一层防护装甲，认为在其庇护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肆意趾高气扬，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估计多大的海军力量对我国来说才够用时，将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瞩目所在与那些对欧洲国家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利益重心分离开来的令人欣慰的间隔会被恰当地考虑到。如果此外我们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我国合理的势力范围应是怎样的，在处理该范围内的外国利益时显示了坦诚的公正，我们在那里的支配地位就不会碰到多少问题。



　　尤其应该期望，我们和外部国家中的那个我国是从其脱胎而来的伟大国家 [ 译者注：指英国。 ] 之间的关系一年比一年热诚。潜存于我们表面上的政策差异之下的极为一致的精神必定将使我们更为接近，如果我们并不反对一种将使我们这一种族主导世界的海洋的趋势的话。要强使我们达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是明智的。无疑，期望实现之并通过倡扬非常恰当的行为举止来消除相互间的阻碍----它由我们明确的利益所导致且是包含着进攻性与傲慢的----是一个崇高的、伴之以不可胜数的益处的目标。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3·地峡和海权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



　　在四百多年以来的时间中，人们的心中一直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尽管就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兆示性而言，它只是那些具有指明某种必然使命的根本性观念中的一个，但它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思想中最早地迅速化为了活生生的东西。在透过其时代贫乏而又欠准确的知识所模糊地看到的视野中，哥伦布勾拟出了一个借助于海洋的、紧密而方便的联络线，一条国家间的巨大纽带。它以两个古老而又不同的文明为端点：其一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是欧洲的商业、精华和文化的源泉；另一以遥远的东方海岸为中心，大海在这里拍击着大汗的领地并将富饶的群岛置于其胸膛之上。至今为止，一大片花几年时间才能历经艰辛、冒着危险地走完的土地还将这两地分割开来。不时地，某位旅行者也许从一处跋涉至了另一处。不过早年在这两地之间并不可能通过陆地保持持续的影响和利益的交流。而正是这些----尽管规模有限----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人民的长处，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当年的这个被陆地围绕的海洋之上的微观世界就是后来的更大的国家社会的缩影。从古至今，这些国家被这个广阔的、开放的海洋一个接一个地维系在共同的利益纽带之上，大海的阻隔反过来只把它们编织着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尽管处于一个向外看不到什么的玻璃杯中，哥伦布还是以其极具洞察力的眼光，看见了、信服了并接受了某种确定的东西。当这位勇敢的冒险者依据信念而不是眼前所见前行，在日益来临的、今天尚未结束的伟大进步中迈出第一步时，他几乎没有梦想沿着他的航线跋涉于一个未知地区的具体所为将被后世视为其荣誉的主要所在。这只会淡化他的伟大思想的不折不扣的光芒并妨碍将其应用于极为遥远的未来。



　　有关哥伦布的实际业绩的故事各位读者已知道得足够多了，在此不需重复。尽管在他首次返航所带来的短暂的胜利者的光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笼罩着其后半生的大量失望和屈辱，但哥伦布并没有痛苦地认识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和许多他之前的预言家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当时的思想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是可预知的、但在安逸者那儿只会受到无视而沦若无物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一块由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所居住的荒芜之地加入到了已知的世界中来的事实并没有怎么使他从对于惠及他人的荣耀及长期吸引着他的黄金之梦中醒来。他所发现的西方的土地实际上成为了航船朝着他希冀已久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障碍，象亚洲的众多山脊和剧烈起伏的地势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所幸这一切并未进入他的眼界。哥伦布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希望通过的难以发现的“秘密的海峡”因其迟迟不露面而对他极具吸引力，使他一直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希望和思维上的活跃。假如他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或许这些也就衰减下去了。



　　在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中，这个伟大的冒险家抵近了美洲大陆，沿着它的海岸进行考察。海峡的真实秘密就隐藏在这个地带，人们的努力也许会让它从梦中走进现实。1502年秋天，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和厄运之后，贴着古巴的南岸而行的哥伦布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除了他本人的无以解释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换一个方向航行。不过，经过一些思考，哥伦布相信他要寻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不是北方。于是他转而东进，虽然这是逆风。在与风向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抗争之后，他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发现海岸的走势终于可以让他沿着他希望的航向顺风前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考察了远至波托韦洛的海岸，发现并探测了陆上的几个迄今一直有着历史重要性的入口，以及包括圣胡安河河口和奇里基泻湖----它的一个主要部分海军上将湾的名称仍使人想起哥伦布的来访----的其他地点。哥伦布还从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有人从特里尼达去过那儿的地点。因此，这位探索者确切地认为，从上述地点至尤卡坦的坚实的海岸没有断点。正是这条海岸挡住了他通往亚洲的道路。



　　这样，在哥伦布于1504年去世前不久，他已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着跨洋水道的地点。直至十年之后，当巴尔博亚依照当地人的叙述，得到了成为第一个看到南海----这在长时间里模糊地指太平洋，出于它针对其发现者所处的方位的缘故----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何之窄，地貌赋予的穿透它的显著便利又是如何地诱人。在这些早期的年代中，我们今天叫做中美洲的地区的历史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西班牙首领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斗；对此，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本国政府不是制止反而是火上加油。不过，另一方面，历史也展示了不间断的冒险的探索，激发上述内部争端的躁动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表露。在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带领着一些弱不经风的三桅帆船从巴拿马出发，沿太平洋海岸北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其名称来自于住在该湖岸边的一位叫尼加拉瓜或尼加劳的酋长。五年之后，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探察海岸余下的未知部分，他来到了尼加拉瓜湖并环行一圈，发现其出口就是圣胡安河。这时离哥伦布到达这条河的入海口才四分之一世纪。



　　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进而有着数一数二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古今皆是如此----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掌握了它们，就象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这左右着国家的福祉与尊严----的斗争施以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习性和情势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欲的流露；有时它潜存于一种仅具戒心的态度之中；有时则受国家思虑的驱使，化为实际的行动，并散溢于外交争斗或敌对的碰撞之中。



　　顺理成章地，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是如果不受消极的阻碍，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就必然会倾移至此的天然的中心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基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日益变得对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单是这点就使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决定那场严酷冲突的结果的关键因素。另外，在几个世纪中，庞大但衰颓的西班牙军事王国的有力作为所依赖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首先被送到地峡集中并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贡物汇合，再被装在大帆船里运至伊比里亚半岛上的港口。当上述对于欧洲政治有着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处于非常状态时，相互竞争的国家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公开的战争状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跃跃欲试，一展鸿图；而从未平息的围绕主宰权的斗争是随着对水域的控制而跌宕起伏的。在任何一处海洋上，这种控制必然是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地取决于对于那些关键要点的掌握。在这个方面，拿破仑曾说“战争是一项围绕要点的活动”。地峡就是这些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曾说道：“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在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一度也是政治构架----之基石和根本的几个重要世纪中，它的政治家和国民的行动自由根本不曾受限于一种让人不得劲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天资与才智是与人为的、自我设置的制约相冲突的意识。凭着一股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有力和有前冲性的活力与主动性，英国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一个最伟大的自由国家就脱颖于此，他们没有发现也从未发现，占有和统治未开化的、半文明的或无甚活力的热带族群和在其母国之内维护政治自由是不一致的。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的使命，推行它的法则。总之，没有什么人工的镣铐被打造出来束缚英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阻碍国家成长的政治麻醉剂被注入英国的体内。



　　在眼下正涉及的这个地区，英国是在一种处于很大劣势的情况下介入竞争的。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英国看清了其真正的伟大之处时，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象征的英国在海洋和殖民方面进取精神光芒四射地迸发了。不过，和它相对峙的是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此时的西班牙显然还未走下坡路，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数重要地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声言有权将他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众所周知，这种宣称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如果先前对于英国人也有众多这样的不满的话，把英国从造就了其未来地位的航线上推开就会是一种必然的吁求。同样的论点今天被用来阻止我国取得那些本应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好处。假如英国的海洋政策在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组成英国力量核心的若干岛屿的当前需要所决定，那么，别人任何这样的需要都不会促使英国要求分享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以及国家间宏大戏剧中的角色。它也不会出于这样的缘由展开一番也许是人类进行的最卓越的奋斗。而且我们还可以拿英国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来对它们说，“为什么要跑到你自己边界的外边去呢？在你的边界之内你已有了足够满足你的以及你的人民的需求的东西。你们还有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弊病需要改正，形形色色的悲苦需要抚慰。就让外面的世界由它而去吧。如果你受到了进犯，就防卫好了，不过千万小心使你的准备尽量远离有欠谨慎的境地。什么‘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作用’、‘国家威望’，根本不存在这些玩意；即使或许有，也不值得为之而战。”如果英国这样探究的话，它会成为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只可猜测的问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世界将会更加穷困了。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衰减之时，以大反叛为高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住了英国人的精力的国内纷乱也使英国放慢了对外经营。德雷克、雷利及他们的同辈造就的前进势头没有了，随西班牙这个主要敌人的衰竭而来的时机也白白地失去了。不过，尽管暂时受到了抑制，英国的趋向未变；而且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混乱，它又很快地找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干练的治国之才以及他的国内政策的迫切需要使英国对海洋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不仅为了赢得外界的尊重----这是克伦威尔强烈需要的，也为了使英国对于疆界之外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克伦威尔充满豪情的号召作了迅捷的反应，重新拾得了自此从未衰减过的迈上朝向海权之路的激情。对克伦威尔而言，他的使世界上的航运贸易掌握于英国之手的举措是正确的。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或许在经济上不能说是最英明的，但从他所处时代的形势看则再合理不过了。



　　从克伦威尔的短暂统治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才作为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树立了它的威荣；也正是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五年通过占领了牙买加这个从军事观点看是加勒比海中对于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而为他的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是英国将领在实现克伦威尔的更紧要的目标----一夺取圣多明各上的失败才导致了针对牙买加的尝试的成功，----所以这些具体的、给英国人带来好运的事件的发生实是随机的，但这件事情只有助于更有力地表明，如果一项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总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合理的原则而正确选择的，偶然的厄运或落空并不能对于一般的构想造成多大的损害。促使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的明智的、有远见的动机是向后者的垄断这一富饶地带的要求提出挑战。他将英国在这一群岛地区的扩张仅仅看成是对邻近的大陆进行控制的前奏。



　　对于英国崛起于国家之林并如此长久地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们往往一无所知。对此的一个不同一般的评论是，那些相互间就象荷马和后来的J·R·格林这样在生活的时代和特点上都相差甚远的作家都应从克伦威尔这位“护国主”的意义深远的作为中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般愚钝的认识，认为他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在他们看来，“一位有着睿智的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将集中其目光于法国的日益上升的力量，“并察觉到”在路易十四统领下进行的“求取霸权的重大斗争的开始”。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比它的大陆对手实际上受到的要大。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这位护国主的伟大目标随其不是时候的去世而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他的死去或许相当程度上使英国对地峡的实际占领受阻；在其强有力的手腕下，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他的意图依然在英国人民的目标中居于显著的位置。在其中，可以体察到英国对外软弱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对劫掠者们的侵夺活动产生的影响。随着奥兰治的威廉登临英国王位，英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高涨起来，劫掠者们杂乱无章的活动也被集中归整于明确的国家政策之下。尽管暂时的事态有时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偏离轨道，但它还是被清晰地归纳进了英国于1702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表明的坚定目标中。从结束战争的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缔结之时起，同样的计划得到了英国紧锣密鼓的推行，取得了稳步的成功，而且逐渐和控制借路于地峡的两大洋之间交通的设想相融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当时还仅是一位舰长的纳尔逊在1780年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和陆上力量相配合，以求占据圣胡安河河道，从而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既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正确地意识到了该地区重要性的西班牙人在湖泊与大海之间修建了不少于十二个的一系列牢固的工事。



　　如纳尔逊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妨碍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推进。尽管英国明知且在意实际的拥有带来的好处，它在其他地区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西班牙立足已久的占领使它不能运用它非常想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真正用过的手段获取控制。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使英国终于成为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键在于它的海权。英国是伟大的贸易者、供应的源泉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流的中介。英国强大的海军保护并维系着交通的资本和航运。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这支海军完全有能力承担它的任务。因此，虽然英国人不能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使用、调配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和西班牙人僵化的、狭隘的统治造成的可能一样，英国也可以牢牢地利用各类商业交易，从中获益。这个事实令人启发，因为今天的形势和一个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无二致。占据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于各国、各种族之间，后者还未获得不赖他国他物地开发利用自然禀赋的才能。控制权仍然由那些其船只、资本、商人支撑了某地区的工业体系的国家系于一身，如果这些因素还获得了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局面的需要的海军力量支持的话。对任何一个外部国家来说，对中美地峡的控制就是指海军控制，指海军的支配地位。对此，陆地的占有最多只是辅助因素。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直至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08年至1810年间开始瓦解以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废弃而萎缩之时的总的情形。这两个决定性事件的共同发生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模糊不清很快使地峡及朝向它的通道沦落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而其中那些岛屿的地位至今也尚未恢复。地峡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不过，它的重要性由自然秩序中更为长久的缘由所决定，而不维系于可对于地峡的占有者施加某种影响的那些岛屿身上。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地不为人重视的时期后，随着美国朝向太平洋的扩展而使我国在两大海岸之间建立便捷、安全的交通联系的问题提上日程之时，地峡又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而变得引人注目。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的获得、那里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起的开掘狂潮加剧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由于美国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状况，这对于它有着绝对的利害关系。但是，尽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完全全地只与美国相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利益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关键。不过，只要商业和政治之间还有着逻辑上的差别，可以说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利益既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其他国家的利益几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那种使英国曾在所有关系到海洋的重要问题上都成为主要竞争者----和荷兰在地中海、和法国在东印度、和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国家特性今天同样使它对于我国针对地峡的坚定利益要求持反对态度。克伦威尔首倡的对加勒比地区进行有条不紊的侵渗以及扩充、整训海军的政策导致的局面是英国在该海域的海军据点的状况和它的海军力量的强大程度并不相配。此外，由于英国作为一个海运大国和每一条用于商业的新航路的开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天然利益联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带着戒心审察每一个要求改变现有安排的意见。在问题只能诉诸于最后的解决时，英国知道要动用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不过，尽管就构成其国民福祉之根本的英国殖民地的性质和英国权力的特征而言，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明显地对于英国有着较大的实际利害关系.英国背地里还是认识到了----我们是公开强调的----所有关于地峡交通的问题对于我国的进步、安全和荣誉的影响比对它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紧要。英国明显已经有了这样的体会，这从它面对着我们坚决的反对，在表明了对地峡的控制显然是它的行动目标的情况下的行为举止上可以看出。运河的建成开通的形势将赋予我国以优越的利益，只要这方面的变化完全是商业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英国不利，因为其结果将是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比现在离太平洋更近，比英国离太平洋上的许多地点更近。大致说一下----读者面前没有地图也能容易地理解这些，目前利物浦和纽约离从瓦尔帕莱索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上的所有地点的水路距离是相等的。这是因为这个事实：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绕行麦哲伦海峡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假如有尼加拉瓜运河，从纽约出发的船只经过这条运河，而从利物浦出发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从这两个城市至太平洋，大致经过横滨、上海、香港和墨尔本或沿着日本、中国和东澳大利亚海岸的航线将长度相等。简而言之，不再是太平洋东岸，而是其西岸离利物浦和纽约的航行距离相同；而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将离纽约比离利物浦更近。



　　一位当代的英国撰稿人估计，基于这些情形之上的竞争将对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活动的大约八分之一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局面会引起英国的关注，就商业上的繁荣或艰辛对一个国家当代历史的影响而言，它只具有政治上的、也就是间接的意义。它并不会严重地关系到那些决定着英帝国的完整或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构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是组成部分都位于那些以苏伊士运河为相互间联系纽带和最短的交通线必经之处的地区。在英国的属地中，位于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是最少和最不重要的，而地峡运河只可能对东太平洋地区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与我们自己的联系产生最大的影响。



　　地峡运河造成的主要的政治结果将是使我国的太平洋海岸离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变得更近，并且更容易为欧洲的主要海军力量所抵达。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运输能带来商业好处，而且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了一家显然支持横跨大陆的陆上运输的重要杂志的尖刻评论中----它最近提出怪论，即水上运输相比于陆上运输已不合时宜，但从军事观点看运河也是一个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弱点的因素。除了对于那些坚信人类本性的完善会使战争作为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而遭摒弃的乐观主义者，这些考虑必然会引致对于美国将采取的政策的严肃思考。



　　迄今为此，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只是外交上的安排和讨论，而且可以预计这个限度可能一直不会被突破。不过，随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而来的一系列误解和引人注目的争执以及仍然存在于我国许多人士身上的对于该条约当前执行状况的不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以一些明确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应得到普遍的恪守以至于不会因政府的简单更换或公众意愿的无常变化而被搁置一边。有助于澄清和明确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事务的意见的合理讨论永远都不能是有欠全面的。



　　从门罗主义还仅仅停留于形式与头脑之中的时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有关问题具体的和多少有着现实性的体现是跨地峡的航路针对于外来干涉的安全。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1850年4月19日，后人常提及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订立了。那时，英国正掌握着一些大陆上的据点和一些外围岛屿。这些地盘不仅有利于军事上的控制，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干涉。英国获得它们是依赖于----实际上是源于----对牙买加的占有，由此可证明克伦威尔的预想是合理的。在这些地盘中，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一条二百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离地峡是如此之远，从而不可能和运河问题发生什么关连，以至于美国的谈判者在当时愿意不把英国对它的占有当成一个问题所在，对于英国在那里的权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伯利兹由英国劫掠者首先占领，他们在牙买加落入英国手中之后几年进入了这一地区并且不再撤出。他们在那砍里伐原木，并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没让西班牙驱逐他们的努力得逞。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砍伐树木的权利为条约所承认。在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订之后，通过1859年危地马拉缔结的一个协定，英国在伯利兹的“居民点”就成为了它的一块“保有地”。再往后，在1862年，经过皇室的批准，这个昔日的“居民点”和最近的“保有地”成为了受牙买加当局管辖的一块正式的殖民地。在存在有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情形下，这构成了中美洲的英国领地的显著扩展，而这是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规定不符的。



　　英国更重要的一个要求是指向莫斯基托海岸保护地。据英国人理解，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就其根据而言，英国要求的权利没有怎么超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达成的许多类似的交易的范围。在1687年，也就是英国获得牙买加岛二十年之后，住在上述地区的原始人的一位首领被带到了牙买加。他接受了一些廉价的小礼物，然后同意了英国对当地的保护。在西班牙对该地区的控制延续期间，这两国之间不时有一些争吵和战斗。当后来问题被提至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时，后者拒绝承认英国所谓的保护。在它看来，该保护权是建立在和当时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的不充分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前者的权利在尼加拉瓜取得了独立之后应被认为转给了尼加拉瓜。由于莫斯基托海岸离未来的运河极近，因此它的归属绝对不会被视作鸡毛蒜皮的小事。针对着海湾群岛、努阿坦群岛我们也应具有类似的考虑。它们分布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控制，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之间可以凭借它们取得联络。当时，美国主张这些正由英国占据的岛屿完全属于洪都拉斯。



　　面对着实际的英国占领状况，当时迫切想使争议地区转让给说西班牙语的各美洲共和国的美国谈判者看来对于有关议题对未来的影响注意甚少。在那时，人们的思想和今天一样----尽管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有用的经历，受那种憎恶对外领土兼并的共和国创建者确立的传统信念的支配，结果，在考虑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利而且实际上只给其制造了争端的地区退出时，我们和英国人一样，无条件地承担了不在中美洲谋取领土，并为拟议中的运河及任何其他可能被修建的运河的中立提供保证的义务。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列入了条约之中。这个第八款清晰地声明，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后来的情形是，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宜受到了很大的耽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冗长的讨论和严重的误解。后者扣住条约的字眼，声称它只是不被允许在条约订立之后再在中美洲获得领土；而我国政府强调并一贯地向其代表说明：美国的理解是协定确定了对任何现在和将来的占有局面的放弃。如果看了条约的第一款，不能不叫人感到，虽然实践可能不是那么讲究情理，但条约的措词既可以支持英国的立场也可以为美国谈判者纯真的信心提供根据。这个印象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一方----从除道义之外的任何方面看，它的主张都相对缺乏力度----的迫切，另一方----实际的占有和海军力量赋予了它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明显优势----的谨慎。不过，到了1860年，上述地区还是被归还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这以后仍然是一项规定着在地峡问题上我们和英国间的关系的国际协定。



　　对于随后那些围绕着这个倒霉条约的争执，没必要详细地叙述。对于任何约束了我们对于美洲的大陆及海洋的影响与控制力的正式规定。以及在1850年过于性急地作出的以求得到当时我们的弱小地位尚无法争取来的好处的原则上的让步，我们的国家只能抱以遗憾和怨恨。今天，当我们比昔日在潜在的意义上要强大得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需要令我们焦躁不安。和以前一样，条约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有好处。只要美国还不无所虑地反对任何对地峡地区的外部干涉，同时也不采取步骤以制定一项政策或发展一种能力，从而赋予它自己的主张以条理与力量，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地位，它的海军力量和它的无处不在的资本，仍将长期地把握对于任何可能的事态的绝对控制力。



　　在这里，英国方面最近的一份对于集中反映在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的英国的地峡政策的非官方的评价可能令人感兴趣。它讲道，“美国被认为是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个崭露头角的可怕对手。面对着所估计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欧洲贸易尤其是英国的贸易的不利因素，站在中美洲运河的角度上，看到自己控制最可能的运河所在地（尼加拉瓜）的最后尝试归于失败的英国政治家已实现了符合英国的贸易利益的下一个最佳目标。他们把修建运河的担子抛给另一个国家；它（美国）将从运河的修建中得到最多的利益且必定会希望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但同时它又极不可能在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土之外成年累月地进行如此浩大的一项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达成一项旨在使运河的中立在其建成之后得到尊重的共同保证，娴熟地将那个国家束缚住以顺应英国对海权的需要。这样，既能使运河的开凿被无限推迟，但又不至于使对于建立有利于英国航运贸易的有效海洋控制必不可少的实质性好处有所损失。”



　　这一段文字是否确实表露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尚可疑问，但它却是对于实际情形的准确、充分的评述，只要我国继续其高谈阔论却又无所作为的政策的话。我们要别人出去，自己却又拒绝进来。无疑，我们在中立方面做得够好的了，因为我们将自己中立了起来，另一方面却让其他强国任其需要而大展身手。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政策就是公众的意志。公众意志和一般的流行观念极为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与那种不时得到冲动表达的脆弱情绪不同的豪情壮志。就其被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意义而言，门罗主义是一种十分含糊不清的流行观念。在地峡问题上，它几乎沦落到了黯然无光的地步。对于那些关注着地峡的人来说，站在哥伦布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希冀中望去，地峡那儿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令哥伦布魂牵梦绕的海峡的展现将把东西方拉入更紧密的联系之中。不过，时间已经引入了另一个哥伦布未曾想到的、和海峡相关的因素----一个位于他所知道的西方和他所寻找的东方之间的伟大国家，它伸展于他无意识地发现的大陆之上，东西方在此相聚合。对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它自己的人民；可是它的人民就这样做了。也许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此不要忘记这点：在一个有利的时刻，无所作为与采取最有力的积极行动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合理，但也是有着同样实际的影响的行为。



　　一贯且协调得当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合理的、将体现在一项健全、始终如一的国家政策之中的信念必定来源于参照过去经验的对于当前形势的细致思考。在这里，对于历史教训的真实意义和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方式，一开始无疑会出现相当的意见分歧。不过对于这些不同不必觉得遗憾，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所引起的关注；一旦讨论变得广泛和充满活力，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一种健康的、与现实相合拍的公众情绪的逐渐形成。令人反感和担忧的是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对于正在走近的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任意地置之不理，对于摆脱在时机来临之时可能对我们抓住机会有所妨碍的那些束缚----如果在我们的宪法或传统偏见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漫不经心、磨磨蹭蹭。不管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包含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关于它的讨论显示了那些障碍因素的存在，即将这样的情形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对于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警示。有两种意见并不是坏事，极为糟糕的是长时间地游移于其间。



　　有一种意见----毋须说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未和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形下，许多年已经过去，因此历史教导我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事实上，我们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方面越弱，就越容易会被我们的对手接受我们的观点。与此种看法紧密相关的是对于任何本能地要求将我们的武装力量投射到围绕我国海岸的水域之外的政治行动的顽固排斥。不过，因为在地峡地区发挥我国的决定性影响的合理、天然的要求迄今已引起了关注，可以认定没有什么情况能使我们断然否认这一要求。



　　在笔者看来，事情的真实状况更接近于如下所说：自从我国在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除了在1850年左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悸动，我们一直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仅是潜在的、隐而未发的。但是，尽管这种重要性一时不是那么鲜明，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还是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因而只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机成熟而发生时才变得具体。如今，这种变化的迹象一眼可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至少使人注意到了两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增强了太平洋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及其在三个方向上向海洋的抵及促使它必然要寻求朝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在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到来但显然正在到来的形势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不用强调的。它将使我国的大西洋海岸有能力在平等的、涉及到距离的条件下，针对着东亚的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将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缩短三分之二，至瓦尔帕莱索的航路缩短一半。



　　从这些情况下可以察觉到，运河肯定会被开辟。不过，一旦修成，运河不会只对我们自己有利，虽然主要是对我们有好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会使欧洲和东方的贸易继续依托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但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地区来说，地峡运河将为它的一类占相当份量的贸易提供一条短得多、便利得多的通道。在此的另一项重要的考虑是和一场将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使用的战争对英国海运的影响相关的。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海员经过思考，十分怀疑英国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至红海的漫长航道，他们赞同在战时依赖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不过，经由尼加拉瓜前往许多东方港口的航线将比经由好望角的更短；而且，比起通过地中海，在较近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港口的航线，加勒比海的航线在防范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攻击方面要容易得多。



　　面对着地峡上升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放心地认为在过去甚为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我国要求的简单承认在将来还会持续。已经很明显的是，欧洲列强正显示出对加勒比海据点的价值更为重视的迹象，而且正加强它们对于那些如今在其手中的地盘的控制。今天，道义上的考虑比之以前无疑有了更多的份量，国家也更不愿意进入战争。但是，国家的政策依然由利益的平衡状况所决定，我们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将是怎样，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优势以便谈判的天平倾向我们一边，使事态的总体发展方向对我们有利。



　　如果国家依从那一类思想，即认为我们越弱，我们就越能有路可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控制一片海域，首先需要有一支海军，其次需要掌握一些经过适当的选择、相互间分布得当、海军以其为基地并发挥作用的据点。目前，加勒比海中的要点由外部强国所占据。（不管如何想要得到）我们不可以以不公正的手段来获取这种地盘。不过，一旦公众舆论确信我们需要它们而且不应在它们朝我们迎面而来时极其天真地避开，我们就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如果宪法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宪法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条消除这些阻碍的途径。不过，可能会有人反对对宪法的这种认识。就其所受的各种制约而言，宪法是自由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牢牢地设置了一些由简单的头脑所炮制的枷锁。



　　同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我们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对此，大众的观点是只需要一支跛脚的力量，而这限制了我们应付某种并不完美的形势的各种需要的潜力。“只为了防御”是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如果人们认识到我们有三条海岸，其中一条与另两条的水路联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取决于一个离我们与其最近的港湾密西西比河口几百英里远的战略地点，他们将看到“防御”这个词----对它的理解过于狭窄----可应用于远离我们自己的海岸的地点。



　　军事力量的组建会挑起战事的说法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为任何年代的经验所驳斥的谬论。欧洲存在着庞大的军备；但是，借助于它们所促成的各国相互间的尊重与小心谨慎成了对于普遍的军事建设时代之前频繁的、破坏性的战争的一种廉价的取代----当然这或许在经济上还是可悲的。我们的不受伤害不是由于我们的弱小，而是由于和我们的对手在其家门口的更紧要的利益相比，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端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随着因运河问题而来的变化的发生，这种不同将会消失。我们也会被卷入国际大家庭的事务之中并将承受相应的负担。所幸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外强国，从而能够从那些海洋是其哺育母亲的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上佳的借鉴之处。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4·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最具实质性意义。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又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



　　地球表面某些部分的绝对和相对的重要件随着它们对于人们的利益关系而不时地变化着。在很多年中，那些早期文明----我们自己的文明即来源于此----是环绕着地中海这个中心来发挥影响和发展的。在这些文明的衰落与我们当今时代曙光的来临之间的争斗不断的动荡岁月中，地中海地区由于古老传统与文化在此的集聚，依然保持着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尽管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在阿尔卑斯山之外以及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逐渐形成的、更年轻、更有生气和更有战斗精神的国家的挑战并最终丧失。直至中世纪的结束，地中海一直是东方和西方保持商业联系的纽带所在。因为从利凡特向东去开展贸易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陆上行程，越过高山和沙漠荒原，而地中海提供了唯一的水路联络。好望角通道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与此同时，新世界的发现又将新奇的奢华之物和可施展抱负的全新领域展露在旧世界面前。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只有其自身的创造性资源可资利用，在东面受到无可救药地粗蛮的土耳其人的影响，在西边受制于西班牙颓废的专制统治，在这两者之间又为许多无力采取一致有力之行动的小国所分割，于是就沦为了一个对世界的前进重要性影响较小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英国的生存和与此相关的战事的胜负都取决于英国商业的活力，可当时英国的商船几乎都被赶出了地中海，这一时期英国大大上升的贸易额中只有百分之二来自于这个地区。至于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和东方问题的发展如何改变了这种状况，那就不必多说了。不过，纵贯地中海相对不甚重要的时期，地中海和东方及西方之间的关系还是使它对整个世界都具备着某种政治意义，这使它一直是一个上演伟大的政治抱负和军事上的进取心的场所。自从两个世纪之前英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地中海地区以来，它在任何时刻都绝不愿意放弃其成为地中海上的主要强权的要求，尽管它在那儿占据之地只具有纯粹的军事上的----更应说是海军上的----价值。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搁在一起，构成了一片陆间海和一片多岛海。它们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显现在了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之中的命运的变迁。对于许多代人，主要是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说，对新世界----上面的两片海域以及其中的岛屿、邻近的大陆----的发现和征服的第一幕就象是来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黄金国----一片其新来的主人用最少的劳动能换来最多、最丰富的产出的土地。自然资源的富足、气候条件的宜人、再加上大部分当地居民的温顺性格----这将他们纳入了奴隶制度之下，保证了那些人们一旦喜欢就如同对于东方的丝绸和香料那样感到不可缺少的物品的廉价、大量的产出。在墨西哥和秘鲁，早期西班牙探险者贪婪地寻求的金矿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一条短而艰险的热带航程使西海岸的财富经由地峡被送至了同时洗拂着旧西班牙和新西班牙的海岸的广阔大洋的两边。当时，尽管其对手先发制人，未让英国得到最多、最富足的土地，但英国在其处于紧张的时期还是从加勒比海获取了其商业总额的将近百分之二十五，而此时地中海地区只贡献了百分之二。



　　但是，这些美好的地区也曾为一种疫病所侵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一种在它所统治的人民的性情或政治才能中间未碰到任何反对力量及任何能使他们在将来得到解放的因素的专制主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就其所行之事而言是个专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也是个专制君主。但在前者的臣民身上，清楚地存在着一种不仅要反抗压迫，而且要构建自由的意愿和力量，在后者的臣民那儿就见不到这些。在不断取得了许多不大的胜利之后，这种意愿和力量在美国革命中得到了极至的体现。英国一直未忘记这场革命所给予的教导；因为英国自己在多个世纪所教授的也是它，这样它的人民和政治家也就容易地领会了。自从这个教导被给予以来----不仅给英国，也给予整个世界，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今天，面对着英国和西班牙两国对照鲜明的殖民体系，我们在其中一个身上看到的是政治上的才智，在另一个那儿看到的是无可挽回的政治上的愚钝和落后。



　　其中的原因表面上看十分不同，实则一样，它们都产生于并且取决于当地的政治能力的缺乏与否。这些原因使当今时代的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都被视为大量利益的所在。不管这两片水域就其自身还是就其周边而言有什么固有的价值，也不管今天它们对于人类的繁荣或文化有什么意义，它们如今明显的特征是它们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和它们相邻的国家，也和整个世界相关。两者都是由陆地围绕的海域；都是东西方间交通链条上的环节，而且链条在此为地峡所分断；和大洋相比在范围上都属有限。而且，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集中地体现出了影响到海权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长处和缺点。这个结论对地中海来说明显是正确的，它的历史已表明了这点。对加勒比海来说更是合理不过，这既是因为它不象多半岛的地中海，其海岸的外形使陆地上的力量不能那么远地、那么强有力地楔入海洋；也是因为鉴于前面提到的历史情形、最早的殖民者的特点、和这片土地为文明人所居住的时间的不长。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不算美国----根本不存在某个能和欧洲的那些倚重于陆军远胜于海军的大陆强国相比拟的陆上强国。只要那种和政治家们的谨慎考虑明显不同的国民感情倾向能被辨清，那么不难看到，在今天的地中海，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海上强国正与德国、奥地利、俄国这些陆上强国对峙，而后者居于主动。这种情形在不久的将来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加勒比海。如前面一篇文章所肯定的，加勒比海主要是海上强国的领地。在此，我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考察这一地区。对我们来说，过去两年中突然被唤醒的担忧使它具有了曾为我们的先辈所认识的那种政治重要性，迫使我们要给以足够关注。



　　或许应要求读者将此铭记在心：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虽然像那对暹罗孪生子那样连在一起，但仍是不同的地理单元。英国的一家主要期刊曾指责笔者出于不愿将其他某个国家的名字和一片他自己的国家要求对其有支配权的水域相联系而将墨西哥湾也叫做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的范围由北起佛罗里达半岛、南至尤卡坦半岛的投影线所清晰界定。在这两点之间，两百英里的距离由古巴岛所嵌入，它在一边留下了一条指向大西洋的大约一百英里宽的通道----佛罗里达海峡，在另一侧则是通向加勒比海的、稍宽的尤卡坦海峡。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考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从密西西比河口往西至卡托切角----尤卡坦半岛的顶点，不存在任何能被认为完全符合大型战舰需要的港口，在眼下正被讨论的这一地区的其他部分屡见不鲜的这样的港湾在这一条长长的海岸上是找不到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个有着军事上的重要性的因素。



　　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两片水域中的每一处，都存在着一个有着突出的商业意义的地点。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经由水路的进口和出口货物的会合之所。不管这些货物来于何方或去往何地，它们就象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那样汇聚于此，或者说就象一个帝国的通途大道在大都市相交汇一样。无论密西西比河及其众多漫长的附属河道作为遥远的内陆和世界海洋通途之间的便利的交通媒介对于美国有什么价值，所有进出密西西比河的货物都得集聚于这条河的河口。那些小的然而重要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莫比尔、加尔维斯顿或者是墨西哥的港市----的存在没有降低密西西比河口的重要性，反使其在相比之下更显突出。这些城市也具有意义，它们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尤卡坦海峡同样地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同样地，在加勒比海，众多重要港口的存在和对于生长于本地区的热带产品的繁忙运输使那个被普遍地然而至今依然有欠清晰地叫做地峡的地点的绝对重要性更加引入注目。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也还是道路的交汇。这种情形不论是天然的----如前面的个例，还是简单的人为倾向所导致的，都是决定着一个地点的商业和战略意义的首要因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存在着陆上运输和货物转运这些不足，自首批探险者的时代起，在其后的多个世纪中，地峡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线上的重要环节，虽然重要程度依时而变化。而且，一旦地峡为一条运河所贯穿，它将造就一个可与密西西比河口相比的海上中心。不过这两者也会有不同。就后者而言，那些在一侧相汇集的水道位于一个大国之内，载运的是这个国家的财富；而在地峡，在其两侧会合的道路完全位于为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海洋之上。所以，对地峡的控制或取决于对地峡本身的控制，或间接地取决于对通向它的道路的控制，或取决于拥有一支实力超群的海军。在海洋事务中，后者一向是支配性的因素，完全就象在陆地上机动的陆军必定会决定堡垒的得失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关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军事探讨的中心。这两片水域合在一起，控制或影响着一侧通往这两个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而也就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意义的中心的道路。在这里，另外一侧的道路，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内陆航线和交汇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航线，和我们并无多少关系。道路在军事学上叫做“交通线”。交通线也许是战略、军事或海洋方面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字面上讲，它们是最具根本性的，因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交通线，就象一株植物的果实离不开和根之间的联系一样。于是，我们在地图将上述两个中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通线路画出来。这些线路体现了这些中心和外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凭借着它们，两者相辅相成；一旦它们被截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中所有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有无正取决于它们对于这些交通线的潜在影响。



　　对此不可能预先给予或伴之以一番从海军战略的技术角度进行的探讨。如果需用这方面的解释，那么它的使用应是替代性的、随机的和严格的。所以，这里只想简要提一下的是，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2.它的力量（固有的或后天的）；3.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



　　基于这些考虑，在仔细研究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和海岸固有的优点之后，在地图上用黑色方块显示的一些地点被选择了出来。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具备各种长处，或者说所考察的这个地区的各种战略就已一无所漏地体现在了这些地点上。在特定状况下，它们的价值大小程度受具体的环境制约；而且还必须予政治状况以一定的注意，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一些地点中立化。一些地点之所以未被考察是因为它们和离它们非常接近、处于实际上能将它们纳入自己影响之下的强有力地位的其它地点相比黯然失色。另外，战略上的常识是：被动的地点、需受保护的地方不管如何具有力量，即使是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支持所在，也不应占得太多。这样做会浪费力量。类似地，在对某个海上行动的场所的研究中，有关的地点----它们对于全局相对的和整体性的影响是考察的目标----的数目应该通过一个逐渐消减的过程被缩小至仅包括那些明显地至关重要、有代表性的地点。将更多的包括进来只会干扰注意力，浪费思维并阻碍正确认识的形成。在可允许的、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一些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量的细节只会对此有害，就如繁多的图形或角色只会让人对于一部美术作品或小说最终什么印象也留不下来。要形成思想，一开始是要进行贴近的、细致的考察；但在此之后，客观地选择那些最重要的、被一些点、线最生动地表现的地方才能让人最有把握地得到对于一个军事行动场所中的本质联系的理解。



　　在美国，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中可选一地作为建立海军基地的位置，一个被专门建立的小组最近作出的决定主张选用后者。尽管笔者完全同意这一决定，但它根本不意味着前者毫无可以利用之处。这两地合在一起能很好地满足战略----海洋战略和陆上战略的需要。以国家的海岸边界为基地的行动不应只依赖于某一单独的地点。虽然和所希望的理想状态相比，这两地过于接近以至于一个敌国用不着分散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它们进行监视----诺福克和纽约就不是这样。但是，考虑到重型舰只的吃水深度，它们仍是那条海岸上我们所能选择的最佳地点。另外，基韦斯特，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之外的岛屿，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佛罗里达海峡中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优良的和可防守的锚地，合理地控制它对于战时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交通联络必不可少。当战争在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情况下，依照现在的情形，基韦斯特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远点。如果这里有着足够的防御工事，我们的舰队就可以以其为依托；而该岛若被如此使用，它就将把敌人的力量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有效地引开。然而，它永不可能成为彭萨科技和新奥尔良所能成为的那种主要行动基地，因为它只是一个岛，而且没有资源，甚至淡水也没有。不过它还是可以被加以改造从而十分有效地为一支舰队提供日常的需要，如煤、弹药等等。在基韦斯特以西六十英里处还有着一座位于德赖托图加斯岛上的古老堡垒。它能够被作为基韦斯特的一个有用的补充，只是在目前它几乎还不能被考虑。基韦斯特距密西西比河口五百五十英里远，距地峡一千二百英里。



　　在地图上圣卢西亚岛和马丁尼克之所以被挑了出来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在所讨论的这片广泛区域外围上的主要据点。出于已经说到的原因，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加和其他靠近上述两岛的英属岛屿未被考虑，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由于我们相信它们可以被足够能代表它们的圣卢西亚岛所涵盖。如果英国在这一区域还需要一个供辅助之用的据点，那它就会在安提瓜了。这个岛对圣卢西亚的作用就象彭萨科拉对密西西比河口的作用。同样地，法属瓜德罗普岛对马丁尼克岛也具有意义。这些地点的固有的重要性在于这个事实：它们是英法两国所占有的岛屿中离母国最近的，而且在它们与母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得不从其旁通过的危险点。但是，它们也有其缺点：它们都是很小的岛屿，因而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易于被全面封锁。这样，它们在战争中的用处在本质上仍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彭萨科拉或新奥尔良却均不是这样，它们有大陆为其后盾。



　　正是在这个方面，西班牙所属的古巴岛展示了它的卓越的自身优点，英属牙买加也是如此，但比于前者还是逊色不少。古巴岛虽然全岛呈狭窄状，但从圣安东尼奥角至迈西角的长度超过了六百英里。简而言之，古巴岛比其他的岛屿更象一块大陆，而且在有着适当的发展的背景下，包含着可以使其自给自足的丰富资源。古巴岛的面积是爱尔兰的一半，但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它的长度超过了爱尔兰的两倍。所以，古巴岛的海岸线是极长的。在军事上衡量，它的许多天然港口可集中为三大块，其代表是西边的哈瓦那、东边的圣地亚哥和靠近南部海岸中间的西恩富戈斯，其中任何两个港口之间最短的水路距离是从西恩富戈斯至圣地亚哥的三百三十五英里。走水路从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要跋涉四百五十英里，而且要折过古巴岛的西端；不过两者间在陆地上只为稍稍超过一百英里的十分易走的乡间路程所隔开。所以，如古巴被看成一个海军行动基地所在，一个舰队的供给来源，那么在与古巴同样归属于----它也是所有岛屿中唯一的这样一个----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诸岛屿中，它的情况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幅员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它很大程度上可做到自给自足，或是通过利用自身的产品，或者通过积聚在一个大的、繁荣的海上共同体中容易得到的外来必需品。它的另一个独一无二之处是，物资可以根据舰队的需要通过内陆道路从一点运至另一点，无须冒在海上被截获的危险。另外，海岸线的漫长、港口的众多以及航路走向的多样使古巴岛遭到彻底封锁的危险降至最低点。这样的情形本身颇具优点，对于一支劣于对手的海军尤是如此，因为它们使得力量可以随着行动的转移从一侧被调至另一侧，而且使得在任何方向上都可找到庇护所和供应来源。



　　牙买加只有古巴岛的十分之一大、五分之一长，无论是作为一个供应来源还是一个从其采取直接行动的中心，都不具备后者的内在优点。不过，如果它是由一个在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强国所拥有----就如今天它为英国所掌握，那么关于供应、封锁和行动方向上的便利的几个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原先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也就仅仅是一个令人感到有些头疼、需要关注和谨慎处理但根本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了。从长远来看，任何地点上的优势都不能抵销在有组织的机动力量----野战陆军，尤其是海军方面的根本劣势。假如西班牙卷入了和英国的战争----就如它以前常做的那样，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具有的一个有利之处是，他们和美国尤其是墨西哥湾港口间的交通线将处于较好的保护之下。不过这不是说沿这些路线开往古巴的船只将不会遭到袭击，平平安安。没有什么交通线----海洋上的或陆地上的----能免受攻击。我的意思是，相比于攻击这些交通线，保护它们更为省力；相比于防御方，进攻方必须积极得多，必须采取多得多的行动，因为它更为远离基地。故而，攻击的成效还取决于英国能从其他战场----西班牙不可能只和英国焦着于一点----抽出多少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位置上的优势不会只仅仅起到弥补在当地的力量上的小小劣势的作用。拿破仑曾说，“战争就是关于要点的事情”。这位闪电般的快速运动方面的大师肯定是指战争就是获取要点并守住它。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凭借机动力量对一处要点的运用，就如一只棋子的效力取决于它的自身价值与相对位置。所以，尽管在力量和位置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力量在本质上更具价值，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使力量上的较小劣势变得不必忧虑永远是可能的，一加五可能比二加三要大。古巴岛的位置价值就是极大的。



　　如果将其完全看成一个海上要点而不考虑以其为基地的力量，牙买加岛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远逊于古巴岛，虽然在牙买加岛上的金斯敦有着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只是对于地峡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勒比海当地的问题，牙买加岛才具备着某种优越性，稍后要涉及这个方面。首先应做的还是完成对用方块标出的地点的介绍，这对于解释为什么要挑出它们是必要的。



　　在这些地点中，在地峡地区的三处彼此靠得很近。根据前面采取的规则，它们本应被适当删减至仅余一个有代表性的地点。但是，由于这些地点如此挨近地峡这个加勒比地区巨大的利益中心，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又由不同的、特定的原因所构成，单独地和总体地简要提及它们对于全面地说明加勒比海的战略状况至关重要。这些地点是：港口小镇科隆----有时称为科隆往东三百公里处的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和科隆以西一百五十公里处的奇里基湖，一个很大的封闭海湾，沿岸几乎无人定居，它附带的许多岛屿提供了优良的、多种多样的锚地。科隆是巴拿马铁路在加勒比海一侧的端点，也是计划中的而且已部分开挖的运河的端点。这个港口虽然易于遭到一些风暴的侵袭，但还是一个不错的港口，它自然地成为了横贯地峡的交通起始点。这里不打算介入关于巴拿马运河计划和尼加拉瓜运河计划的相对优缺点的争论，但完全可以说的是，如果前者建成了，科隆必是其一侧的出入口。至于卡塔赫纳城，它是地峡邻近地区最大和最繁荣的城市，也有一个良港。由于有着这些条件，卡塔赫纳的优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公理性原则：如果其他方面几近相同，一个商业集中的地方就比在这方面逊色于它的其他一个地方具有较多的战略意义。后者的情形就体现在了奇里基湖。奇里基湖这片宝贵的水域----它曾被哥伦布造访过并以它的一个内湾海军上将湾的名称记录了这个事实----具有建立一个纯粹的海军基地所需要的全部自然条件，但对于商业活动而言就不那么适合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需要从头建设。而且离不开外部持续的支持。奇里基湖位于科隆和圣胡安河河口，即已被选定为设想中的尼加拉瓜运河的出入口之间。因此，奇里基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折射出了地峡问题在目前所处的悬而未决的阶段。尽管在奇里基湖地区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可能，但当前除了指出对这个湖的存在和特点的基本了解对于充分认识地峡的环境至关重要，其他的也不能说出多少了。



　　荷兰拥有的库拉索岛也被做了标记，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自然特点使人不能不考虑它。不过如今它属于----可以期望它会无限期地如此----那些据认为已为政治环境中立化的地点之列。库拉索岛有着一个良好的、可以被改造得难以攻克的港口；另外，它天然地靠近任何开往地峡和经由牙买加岛东侧的船只所要走的航线。这些情形构成了库拉索岛在军事上的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是，荷兰是一个小国，不可能再次参与一次全面的战争。实际上，正在泛起的一种担忧是，正谋求殖民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依然占有大片殖民地而企图吞并它。这也许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和普遍相信是由德意志帝国的支配性影响导致的欧洲棋盘上近来的神秘举动相比，又不能说完全让人难以理解。对于这些举动，我们这些疑惑的美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试图弄个明白，但一无所获。



　　应该承认同样的中立可能也会体现在剩下的被标出的地点上。它们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其中的第一个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上，属于墨西哥----这个国家在地峡问题上也有着十分切实的利益，因为它和美国一样，有着绵延的、既濒临太平洋也濒临大西洋（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不过，座落于尤卡坦海峡这个从任何墨西哥湾港口至加勒比和地峡的必经之路上的岛屿除了其位置并无其他可提供的了。它的驻泊条件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丁点资源，只有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的费用才能给其配备上防御能力。另外，把该岛看成一个有前途的军事要点只会更加突出这个最肤浅地瞄上一眼也会让人铭记于心的事实：就位置而言，古巴岛在对于尤卡坦海峡的控制上没有任何可能的对手，正如对于控制连接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它也是无与伦比一样。



　　萨马纳湾位于圣多明各的东北角，是那个其土地为分别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黑人共和国所分据的大岛上几个良好的泊地之一。决定它能被择入我们的研讨而不是和其他一些地点一起被排除在外的是它的位置以及这个事实：我们寻求给予加勒比海的全景而不仅仅是其特定的区域一个通观。举个例子，鉴于接近向风海峡----从北美大西洋海岸至地峡的最短航线经过于此----的古巴圣地亚哥和牙买加罗亚尔港这两大海军港口的存在，可以不由自主地想到，就在海峡边上的莫勒圣尼古拉提供了一个在需要之时可用来钳制其他港口的地点。可是，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寻求的不是扼制某个东西或某些人，而是简单地从整体上考察一下一个海上区域的天然的战略特点并顺便注意一下这个美国对其有着特殊兴趣的地区的政治状况。如业已评论过的，一个地方的政治状况对于它的军事价值有着无法避免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考察是广泛性的。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之所以在这儿被赋予了突出地位是因为它们更充分地、比其他任何地点更好地体现出了对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两个主要海峡的控制意义。萨马纳湾所处的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岛之间的莫纳海峡尤其适合由北而来的帆船航行，因为在这儿不存在什么对航行的危险。当然，在今天的蒸汽时代，这一点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不过，莫纳海峡在军事上还是有其价值，因为它可以作为对向风海峡或在东面的其他海峡的替代，如果其中某一处为敌人所控制的话。圣托马斯岛濒临阿内加达海峡，这个海峡实际上已被大量使用，比其他任何海峡都更多地为从欧洲至地峡的航线所穿过，就如向风海峡更多地为从北美大西洋港口至地峡的航行所经过一样。这两个地点都不能说具备着相当的天然力量或资源。圣托马斯是一个有着提及过的所有内在弱点的小岛；至于萨马纳湾，尽管它所在的岛屿面积较大，物产较丰富，但它目前不具备，也没有希望具备使资源和力量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这两个地方还都需要相当地发展它们的防御设施以迎合一个海军港口的需要。不过，尽管这两地有着这些缺陷，它们与海峡相邻的位置还是使对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一个全面性的研究要给予它们突出的考虑。它们在潜在的意义上关系着对于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控制，就象金斯敦和圣地亚哥关系着对向风海峡的控制。



　　地峡是加勒比地区决定性的商业和军事利益所在，并吸引着那些其领土濒临两大洋、如今为地峡断开但有朝一日将合为一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特殊关注。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加勒比海的入口及穿越加勒比海直至地峡的交通线，对于地峡发挥其作用乃是主要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在战时，控制这两个因素就成为在重要性上不次于控制地峡的军事目标，而前面所考察的众多地点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也需被顾及----首要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然后是在总体的意义上。



　　在这里既无时间也无篇幅来详尽地进行第一阶段的个体考察。不过，选择前面提到的那些地点的原因已经被尽可能简要地作出了说明。现在让我们注视着地图，将这幅用图形展现出来的图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如暂时将地峡地区的要点----它们更多地是目的所在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在----搁至一边，我们此时就看到位于所考察地区的端线上的多个要点是为一流的强国所掌握----马丁尼克和圣卢西亚分归法国和英国，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则属美国。



　　另外，那些一流国家还掌握了两个远离它们最靠前的力量基地的前方要点，也就是离彭萨科拉四百六十英里的基韦斯特和距圣卢西亚九百三十英里的牙买加。这两地至地峡的距离分别是一千二百英里和五百英里。



　　从尤卡坦至圣托马斯的一系列地点分布于上述的主要基地和前方要点之间，将其分割开来。不考虑机动力量因素，完全就位置而言，这些地点体现了对于控制加勒比海的北部入口----最重要的入口----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其中没有一个属于任何一个被普遍地认为具有一流力量的强国。



　　远至但不含阿内加达海峡的加勒比海北部各入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这种情况向来使价值上升；离地峡是如此之近；而且尤其对美国来说，除非以绕一个大圈子为代价，它们是自己与地峡以及所有位于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



　　在一个非常原则的意义上，加勒比海是一个陆间海；不过一旦相比于旧世界的地中海或墨西哥湾，这个修饰词就显得有限了。墨西哥湾和外洋只通过极少的海峡相连，这使得容易从一个靠近的地点对它进行监视。另外。在地中海和墨西哥湾都存在着极具力量的地点；对前者而言是直布罗陀和其他一些地点，对后者来说只有哈瓦那。与这两片海域相反，加勒比海的东缘为一系列小岛所封，而这些小岛之间的通道尽管实际上不比直布罗陀海峡宽，但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加勒比海在这个方向上的入口可以正确地讲伸延至了近四百英里。的确，这些岛屿构成了许多能从其为控制入口从而实施军事行动的地点----虽然一些条件较好，一些较差；不过，它们的数目之多使这种影响不能集中地、有把握地得到发挥，而以直布罗陀或哈瓦那为基地的充分的力量就可能实现这点。



　　加勒比海北侧的情形则十分不同。从古巴岛的西端至波多黎各岛的东头伸展着一条一千二百英里----在加勒比海东侧是四百英里----长的陆地阻隔带，其间只为两条海峡所断。每个海峡宽五十英里，一只中等马力的汽轮能在二个或四个小时之内从这一岸驶至另一岸。这种自然环境对通往地峡的道路的影响几乎是爱尔兰岛对于英国的战略影响的最大限度的翻版。爱尔兰岛这个英国的陆地阻隔长二百英里，居于彭特兰湾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正中位置，也就是说，它为大西洋朝向英国的所有道路所围绕。这情形给予了一支有着相当力量的海军在爱尔兰南北两端或其中一端侧击和骚扰英国的特殊能力。现今的政治形势和其他状况无疑使上述两处阻隔之地对于受其影响的国家有着相对不同的重要性。与大西洋的交通的畅通对英国生死攸关，而与地峡的交通直至今日对美国也不是如此。然而，在“生死攸关”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程度上的重要性。考虑到加勒比海的一千二百英里的阻隔地带中有六百英里在古巴土地上，接下来是五十英里宽的向风海峡。其次是三百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无可辩驳的是，一支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优势海军可以给予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以非常严重的干扰。



　　与此相联系，也应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和将其与巴哈马及古巴分离开来的海峡的狭窄对于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商业上和海军上的交通联系的影响。如果能想象佛罗里达半岛这个长但是不宽的地带被完全移走或为一条贯穿其颈部的海峡分为一个岛屿将会导致什么情景，它对于我们的海上利益的作用就能够被最好不过地认识到。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必须确保对于海峡的两个入口的控制，但我们的运输也不会被迫经由一条狭长的、在其一侧与他国----可能也是敌国----的领土相邻的海峡。在我国与英国或西班牙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条海峡或许会受到离己方基地不远的敌国巡洋舰的骚扰，不过我们在如今的状况下保护我们的商业将比在有着那条假设的海峡或者佛罗里达半岛不存在的情形下付出多得多的努力。这个半岛的作用是将我们从大西洋至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二百英里，从而使得我们必须为控制佛罗里达海峡而拥有一个基地。然而，我们差不多完全缺乏有用的港口这点又将事情弄得更糟。在大西洋海岸这个最暴露的一侧，不存在这样的港口；在墨西哥湾，没有哪个港口能比离基韦斯特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坦帕湾离前者更近。



　　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在地峡运河上的利益并不能说些什么，目前这样的一条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尚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前者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而后者连接的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在这里还可附上一句：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连同其海峡的影响也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以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整个地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它对于加勒比海的战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其中的海峡为敌人所控制，这一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湾推至绝对孤立的境地。



　　牙买加岛对于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组成的大阻隔带是这么一种关系：它是一块天然的起跳石，借助于它，我们就从对入口的考虑过渡到了对于一直为我们所关注的、从入口至地峡的交通的考虑。下边我们就必须探讨这个话题。



　　在涉及加勒比海的入口以及该海域的内部控制的问题上，牙买加处于一个突出的中心地位。它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相同，都是五百英里；与南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加伊纳斯角及中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的距离更短，都是四百五十英里。另外，牙买加岛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它对后者的控制力一点不比圣地亚哥差。任何一个军人读者都几乎不会不注意到，牙买加岛作为一支大型舰队的基地会象一个将只在几个点上可以出入的一条边界线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那样发挥作用。如从牙买加岛向每个方向上派出一支相对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能予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以及时的注意。即使船只是在其他地点上出入加勒比海，以牙买加岛为基地，可抵至加伊纳斯和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的机动力量也可以将交通状况置于自己观察之下，以便运输任务能不受干扰地得以完成。



　　由于拥有位置上的优势以及一个可以被令人满意地发展为一支大型舰队的海上基地的港口，牙买加无疑是加勒比海中间最重要的地点。如果一个人回想起牙买加岛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偶然地落到了英国手中，当时英国首要的征服对象是圣多明各；回想起自那时起的两个半世纪中，牙买加岛的那些如今隐现于其上的优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回想起基于各种可能性，在美国革命战争中牙买加岛都应被西班牙重新占有；回想起同样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也曾存在于英国对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两个地中海中的关键地点的征服和保有上，他就不禁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隔如此之开、但又增进了同一个目标----英国的海上霸权的事件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仅是一种作用于整个历史、自觉一贯地遵从于某个尚未为人所辨出的目标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可是，和古巴相比，牙买加还不能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最具决定意义的地点。一个地点的军事价值既是数量意义上的，也是质量意义上的。不论一个地点的位置多么优良，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充分地弥补力量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固有力量的代名词，但它的狭小、孤立和资源的贫瘠构成了对于它的进攻性力量、甚至对于它的坚不可摧性的限制，这些对军人来说不难理解。牙买加由于其位置，为从古巴至地峡的航线----实际上为所有从大西洋、墨西哥湾至地峡的航线所围绕；但作为一个军事存在，它与古巴这个再清晰不过地座落于它面前的大岛相比就完全地相形见绌了。即使如前所说，牙买加的位置截断了古巴至地峡的路线，但它与北美大陆----这一直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的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的、天然的供应来源----之间的交通也为其大邻居所切。在战时，即使美国保持友好与中立，位置和面积赋予古巴的优势根本不是供应来源可被有效掐断的牙买加的长处可比拟的。再考虑到牙买加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欧洲的交通，它的劣势地位丝毫未被改善。牙买加离这些地点以及圣卢西亚----来自欧洲方面的支持牙买加的资源可以说集中于此----的距离使它处于一个极为孤立的境地。这种状况还因下列事实而愈显突出：无论百慕大还是圣卢西亚，都依赖于外部提供经由它们运至牙买加的任何东西。而古巴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及产业规模则使它自然地积聚起了一个大的商业社会必须具备的资源。这些连同古巴与美国的邻近和它的其他位置优势几乎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岛屿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可在军事意义上与古巴媲美的地点。只要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古巴就不可能被孤立。



　　任何这类的探讨的目标都应是通过逐步缩减所考察的众多因素从而使余下的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变得更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树才会越来越细，战略图景的特点才能日益显现。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在前面已经进行。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一是两个决定性的中心：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二是四条主要的将这两地与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航线。它们分别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峡和北美海岸（经由向风海峡）；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地峡和欧洲（经由阿内加达海峡）。三是所讨论的地区的主要的军事要点以及它们独自的和相对的重要性。



　　基于有关的讨论，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交通线”是战略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些所处位置决定性地影响着数量众多的或很大范围之内的交通线的地点是最重要的。在上述的四大交通线中，三个经过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并在实质上为它们控制，它们也就是从密西西比河口经尤卡坦海峡至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佛罗里达海峡至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从地峡经向风海峡至北美大西洋海岸的航线。从地峡至欧洲的第四条航线与牙买加岛比与古巴岛更为贴近，不过这两个岛还是比该地区岛屿中的任何其他岛对它更具控制力，因为其他岛屿相比于牙买加或古巴更容易为这条航线所避开。



　　所以，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最具实质性的意义。此外，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都具作用的战略中心是在向风海峡，因为在这里古巴和牙买加两岛屿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的相对大小得到了最终的检验。如前所说，在一场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要点，也不主要是要点，而是机动力量。对于任何情形的充分说明都存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就位置而言，古巴岛是比牙买加更具优势的要点，原因前面已经给出。在掌握着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双方机动力量的相对大小将为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所检验，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与美国海岸、与哈利法克斯、与百慕大进行联系的最短、最佳路线必经之处，为此它对牙买加来说必须保持开放。如果牙买加的力量未强大到足以强行使该海峡保持开放，它就只好通过规避、通过采取隐蔽的手段来维持基本的供应，因为它无力在海峡方向上充分显示力量，无力在任何方向上从靠近它的古巴的影响之中摆脱出来。在这种状况下，放弃最佳道路意味着受孤立；这种情形一旦是长时间的，那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了。



　　于是，最终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相比于牙买加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要使牙买加和古巴平起平坐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需要有一支能够使向风海峡一直开放----不仅是暂时地或在任何一段可计的时间内，而且是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机动力量。在目前的政治归属状况下，如果发生一场仅包括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英国在机动力量方面不会存在问题；可是，在一场几个海上强国参加的全面战争中，这方面就不太好说了。在1778年的战争中，一度英国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继续控制向风海峡，保有牙买加。但千真万确的是，后来敌人方面的大失误和不走运揉合在一起拯救了牙买加。



　　可以想象，曾经出现的可能也许会再次来临。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5·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亲缘关系”和“同盟”两个词表达的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意思；就其中包含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而言，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根本不同。前者指一种自然的联系，后者则纯粹是后天的，即使它可能产生于随前者而来的情感、共同利益和对于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意识。相应地，在“同盟”的词源学意义中，可以找到一种受制于一条人为的纽带的感觉；这纽带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带来忧烦。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对应物就是婚姻纽带。当它存在于从人性中升华出了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状况下，无疑是所有纽带中最强有力的；不过，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当爱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图的萌生而凋谢，只剩下冷冰冰的义务时，婚姻就成为同样最令人伤神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和美国间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最近的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和亚瑟·席尔瓦·怀特先生在《北美评论》上的文章令人高兴地表明了这点----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他们曾相互争吵并疏远，但后来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种复活的情感或许会吸引那些观察着世界问题之生成的人们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驾驭着世界。如果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外，我们还未忘记在两国相当不同的政治形式之下存在着共同的、世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每一国人民的政治发展受着同样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两国逐渐走向行动的协调一致的可能就会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在分布于欧洲与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没有什么能象两个根本的但却是对立的因素----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尊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仅有的两个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国家，一种求得两者间恰当平衡的方法已经形成了。象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在双方间摆动，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会过多地偏出正常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这两国身上皆存在的、并使它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行动方针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为欧洲文明所沐浴的国家中，这两国是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所有存在的敌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得以免承庞大陆军重负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它们必须以海洋为主要渠道和与它们国家的福祉相关的国家相交往。对于地理上的孤立对于英国的历史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有充分的了解。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为它安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诸有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将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鸿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但是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出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的艰辛都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梦想。但是，我们能得到这些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为痴恋所在么？幸运的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尽可以对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芸芸众生视而不见。他们如今是虚弱的，因为我们有着更高的物质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也是前者的主要财富的纠纠武夫精神。不过，即使我们无视他们，从内部产生的解体的危险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动摇，而唯一的安全之策只能是对它时刻予以警惕，在国家间的争斗中，在各种分歧的凸现中，在各类抱负之间的交锋中，聚存着尚武之气。单凭它就能够万无一失地对付隐现于多个世纪之中的外在或内在的破坏力量。



　　美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强国且怀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导致的需要所规定的明确的对外打算并不是对于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证，未来可能存在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同源同种的国家之间的诚挚合作同样也不是。包含于欧洲文明命运之中的整个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于对于不间断的和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能象海洋那样为必不可少的交换提供便利。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的基本事实是它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象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象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控制海洋也会象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这个社会的一体性不体现在各种情形的简单雷同上，而在于道义和思维上的共同标准。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盟真地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6·未来和美国海军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地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1812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我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我们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其中的每一点所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程度，而不是性质。我们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我们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我们的孤立状态，而孤立政策对我们来说也切实可行。它符合我们一时的需要，当时我们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实际上也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今天一些人用来反对我国在本国之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在以前用来反对我们的对外商业活动也同样合适。总之，让我们呆在家里吧，否则我们将会惹麻烦。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象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我们自己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作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1807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不再象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难道是更为谨慎的作法么？不仅我们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我们、引不起我们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我们的门前，并给予我们以密切的影响。接近，如前所说，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我们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米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所导出，但它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毫无关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从那个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萌现并于1778年由我们----尽管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和法国结盟----提出的法国不应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条件所体现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踪。不过，这种意识在1783年并没有被我们延伸至佛罗里达身上，这块地区很快被英国让给了西班牙；对于我们的盟国对一些英属西印度岛屿的征服，我们也清楚地给予了默认。从当时直至1815年，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土地从一个交战国转到另一个交战国手中，我们未表示任何异议。即使有关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重要性，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几乎不会出现，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于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阐述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门罗主义，这又会对我国政治影响的必要范围究竟应如何定义诸问题显然是一位海军军官的职业领域之外的事。不过，将门罗主义的提出看成一个事实、认识到它体现的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大众对于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够了。如果门罗主义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它无疑将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转瞬即会被人忘却的东西。完全基于同情之上的声明从来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们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所触动；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的情感从未转化为行动从而也就只存在于霎那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能少受华盛顿所阐述的这个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后的法美同盟令人颇有苦涩之感的功用将它烙入华盛顿的意识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动机行事是荒谬的。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达着我国人民对于大海那头土地上的各种事件的本能关注，是因为它表述了一项关于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在其初生之时针对的是为人们所担心的欧洲对美洲的可能干涉。当时这种可能不仅取决于欧洲方面系于有关地区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纯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本身是当时垂死的殖民主义观念的体现。因此，当门罗主义被首次运用之时，它表明了美国人承认确实存在着欧洲卷入的危险，虽然和今天的局势相比，当时的局势中并不包含多少对欧洲的切实利益的刺激因素。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何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普遍经验是，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紧急的局面、对行动的呼唤经常会突如其来，而国家也会因此处于争论之中。可以高兴地承认，对于国家间的紧张，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正常的外交讨论和相互让步来进行处理。但近期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同样勿庸置疑的认识是，这种倾向并不总能保证和平解决的达成。大众的情绪一旦被相当地鼓动起来，会置任何冷静的思考于不顾，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另外，如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也无疑会相当地影响对于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决定。



　　如同每个男人和女人，今天每个国家都不是生存于政治上的与世隔绝之中。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那种很长时间内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愿意与否，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我们在种族上所属的欧洲大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相互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并随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在海权作用着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动力的使用使交通更为便捷，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地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们相关。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我们能无限期地置身于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外的看法几乎站不住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虽然不可能预见上述过程将造成怎样的结局，但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国家间的摩擦不时地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时事发之地如此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为大众的情绪所支配。如果有人将此视为一个教训，要求我国不要卷入类似的冒险之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这种警示：不仅主动的冒犯在某个预见不到的时刻会导致一场将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对抗，而且在海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对我们避免在任何角落采取行动和干涉的意愿提出挑战的氛围----除非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或者采取主动。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作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我们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作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打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保证美洲的弱小国家拥有不受大陆之外的国家干涉，沿着自己的道路、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行政治发展的权利。美国人民应普遍地认识到，这是美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来源，不是政治上的乐善好施精神，而是与外来干涉相关的我国的切身利益。列强之所以未对我们的要求给予多少刁难，既是由于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它们并不是至关重要，也是由于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或莫斯基托海岸问题等这些并不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的立场。的确，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让了步，虽然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不过，同样没错的是，它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们的海军，予我国以重创。之所以英国未这样做，是因为有关的问题从长远看并不重要，而且它也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尽管我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认，但将来的情形是否会一直如此还需拭目以待。倘若我们要保护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在政局的稳定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和当初一样脆弱的话，这就更难断定了。可以保险地讲，如果一个不属于美洲的国家在西半球试图进行英国在埃及所进行的那种活动，我们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绝不会听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强大无可疑问，我们主张的道义力度也许会多少被削弱。



　　我国的整个历史以及我国人民的性情表明，我们会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华盛顿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常为我们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极容易为人们所忘记。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7·如何准备海战




　　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所支持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限，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装甲地下水----英国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舰只方面的才华。不过在这以后还是有装置火力系统以及其他许多对于军舰能在海洋上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细节工作要做。对我们自己来说，即使尽最大努力，在这些方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到哪去。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在这样的预见中蕴含着取得最佳解决的最大希望。最佳的解决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尚属冷静，不负责任的报章----它们的发行量越大，公众的忧愤情绪就会被挑拔得越高----的煽动性言论还没有造成一场狂热的危机之时，通过正常的外交行动、通过及时缔结协议来维护和平。但是，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如果他只能动用武力，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其额前移至战士的头上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有着道理可言，它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比为了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的正义观念还是要好。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令人感到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谬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并不正确，那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或者应该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的一项最终的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这个决定只有着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对其提出的最大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或陆军力量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目光来评判哪支陆军或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而是考察世界上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它们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文人政府的权力。



　　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敌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打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虑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为我们的外交思维所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自豪之处是它不从其他国家的不幸中榨取不能为严格的正义标准所支持的好处或让步。不过，尽管这是事实，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没少经历与其他国家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尽管美国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的程度，但另一方看起来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争执主要围绕着领土的归属，是西半球在走到今天的政治局面之前所经历的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对于它们的立场即使后来得到了认同，在一开始并未被争端中的另一方所接受。所幸的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和英国。在我们自己和这个伟大的、给世界带来诸多益处的殖民国家之间有着一种其程度比任何一方所承认的还要深厚的亲情，它基于共同的关于法律和正义的基本观念之上，一直存在至今。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是这种情谊最新的但不是唯一的证明。有时英国被说成是最不受人喜爱的欧洲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对于英国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反映出一点点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这种态度支配着我们对英国的情感，相反，是后者决定着前者。



　　大体上和我们曾经历的那些争端相类似的问题在将来还可能出现，这不难看清。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我们能指望从那些并不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所熏陶、因而也不太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国家那儿得到对于我们观点的根本合理性的承认？英国已给予了这种承认，而且发现自己足以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长期、紧密的接触以及利益上的交错，也基于我们在国家特性和体制上的根本相似。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英国政府广泛地体会到了远方地区对于它自己的利益、它的人民及商业的利益及它的政治威望的至关重要性，这使它能够理解和体谅为什么美国决不允许一种将在未来引发麻烦的事态出现和延续。一个处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所具有的地位的国家几乎不可能不体会到我国对于中美洲地峡以及太平洋的关注；同样，一个关心着地中海地区并不安地注视着他国对于地中海南岸的逐渐占领的国家用不着费多大劲就会理解我们对于加勒比地区的心情。我们不愿看到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起这一地区我们那些局势相对平静的邻国的主意，或使冲突蔓延于其身上，从而干扰现存的力量分布和领土归属状况。也许尚不能确定什么是我们未来的利益要求，但是，很难认为英国政治家们会怀疑我们把消除任何可能的麻烦视为自己明确的利益所在。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英国也曾经历过，这使它能更容易地和我们达成谅解。另外一个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对于和平有着热诚的期望，它不愿意承受战争强加于其的负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好勇斗狠的战争观念之所以为它们所排斥，是因为它妨碍它们倾力去从事它们最重视的活动，而且和它们的思想传统相逆。不过，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



　　今天，美国已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在其已占有的美洲大陆上的地盘之外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对于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表示它坚持把它们提交国际仲裁。如果英国将这种立场视为美国一项合理的政策的体现，它就能够如实接受它，而不会节外生枝地宣称必要时为抵制美国的政策不惜一战，进而影响到公众舆论，造成麻烦。如果需要的话，英国自然会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那么，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就不应说同样的话呢？维系着一个国家之荣誉的不是它是否愿意进行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正当。这种认识根本不是“军国主义”的，甚至和它毫无关系。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任何士兵或以武力为政策后盾的国家都不想让人感到他或它无力或不愿以硬碰硬。陆军的生命力就在于战斗精神；一旦这种精神让人看来在一种威胁面前萎缩了，它就会元气大伤，而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也会受损。不过，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英国或美国，因为它们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海军，而海军从来不是一支象陆军那样的进攻性力量。



　　如今，美国已宣布它将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后者可能使美国与那些由于其利益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即使面对威胁也不太愿意妥协的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假如这么一个国家为反对我们的要求而决心不惜一战，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同样毫不退缩的我们又有必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呢？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包括“种类”和“程度”两个方面。当确定准备应达到什么程度时，需要估计最强大的潜在敌国在战时会动用多大力量对付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负担会给它的总体力量打多大的折扣。这种估价既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考虑是支配性的。



　　就“种类”而言，准备可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前者主要是为后者而存在。有了防御性的安排，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进攻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海上战争中，海岸防御是防御性因素，而海军是进攻性的。如果海岸防御充分可靠，海军统帅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的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是安全的。他和他的政府还可以因为主要商业中心已得到较好的防卫而不必去顾虑它们，从而得以减轻负担并极其充分地发挥进攻性力量的作用。



　　海岸防御的存在意味着海岸可能遭到袭击。海岸易遭到怎样的袭击呢？主要有两种：封锁和炮击。后者比前者严厉，而且通常包括前者。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对于炮击的必要防范措施是设置海岸炮火。由于这种炮火的威力和射程，一支舰队常常不能进抵至可对海岸进行炮击之处。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将炮火带从有关的城市大大向前方推移，从而使敌人舰队如果想对海岸进行炮击，除了进入上述炮火的射程之内别无他法。不过，也有情况表明，一支舰队由于其运行的快速，可以不受多大损失地通过炮火区域。这样，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滞舰队的前进就十分必要了。对此，今天的一般作法是运用水雷，这种武器单在精神上就能对一支快速通过的舰队起到震慑作用。不过，一旦这支舰队成功地穿越了过去，它就会抵至防御带的末梢并和有关的城市近在咫尺，而后者这时也只能为其所摆布了。



　　所以，海岸防御就意味着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不过，只有在商业上或军事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才有必要受到如此的保护。现代舰队不可能浪费弹药来轰击那些无足轻重的城镇，至少是在它远离本方基地----比如说靠近我国海岸----的时候。那样做与其说会浪费钱财，不如说会消耗战斗力，而这种损失不是一支舰队愿意承受的。



　　虽然海岸防御本质上是被动的，但海岸防御力量的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力量。它和进攻性的海军不同，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但另一方面又是前者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要对敌方的海上浮动力量采取攻势，其自身必须也是浮动性的，也就是说活动于海洋之上。海岸防御中的进攻性成分体现在鱼雷艇上。必须在观念上将其与远洋舰船相区别，尽管这两者可以协调行动。对于狭义意义上的海峡防御，一支区域性的、由小型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是必需的。它的活动将使一支外来的敌对力量感到生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位已经故去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曾说，他相信在当今的战时紧张状态下，一支封锁舰队中一半的舰长会精神崩溃。当然，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将承受的精神压力的强度。由于鱼雷艇舰队中的每一艘艇都很小，整支舰队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复杂，所以海军志愿者最适合在这样的舰队中服务，他们能相对容易地学会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不过，需切记的是，这样的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偶而才能被用来执行纯粹的进攻任务。



　　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是海岸防御的主要构成。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会处于轰击之下；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将被敌人随意地封锁，除非得到远洋舰队的救助。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前提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应适当地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出于对规则的看重，不如讲是出了对人性和公平的照顾。由于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成了一个紧密、复杂的网络，所以，对于某个全国性中心的炮击和封锁所打击的不仅是事发地点，也包括有关国家的各个角落。



　　前面说到，在海上战争中，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大小和用途不尽相同的巡洋舰，还有能够对一支舰队起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其中的任何舰只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备良好的适海性且能以适当的速度前进。不过，海军的中坚或根本力量所在还应是那些攻守能力平衡、既能经受得起严重打击也能予敌以重创的舰只。所有其他的舰艇只是它们的陪衬，只为它们而存在。要问这种舰只的强劲有力应表现在何处，答案是它必须强大得足以驾驭海洋，足以和它可能碰到的最强大的敌对力量作战并有相当的获胜机会。



　　我们一直申明----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美国厌恶侵略，不愿凭借战争来扩张领土或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衡量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否充分可用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扩军计划，而是其他国家反对我们自认为合理的政策的意向。如果其他国家和我们作对，它们会使用什么力量来对付我们呢？肯定是海军。因为我国土地上不存在某个敌国可从陆上对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暴露之点。所以，我们应担心的是与我们敌对的海军力量。那么，它的规模会是多大？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大的一支海军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如此之多的大型舰只、如此之多的火炮和如此之多的弹药----一句话，如此之多的海军装备。



　　我们当前最需要进行的战争准备就是为海上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的建设提供物质支持。我们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以保卫海岸，还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我们面对潜在的敌手，能将海洋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缺乏这些，因而主动权还为在海军力量上强过我们的国家所把持。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将敌人拒于海岸之外，至少对我们的封锁是可能得逞的。倘若我们甚至连鱼雷艇也缺乏，封锁更是轻而易举之事了。此外，如果我们无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对海岸的炮击就可能发生，甚至完全可行。一旦战火燃起，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物质上的准备通常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战备工作的最薄弱之处，因为这种准备只是一个主要涉及金钱和生产的问题。如果资金充裕可得，再加上认识对头，所需要的物资不久就会到手，而且此种情形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装备老损造成的损失、各项开支或新的扩充需要，可以预先作出合理的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安排。物质准备相对容易进行，因为装备一旦准备就绪，不会因不立即被投入实战而丧失对国家的用处。可以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象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由。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8·回顾与展望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们知晓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身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知晓这种进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那么，在十九世纪即将走至尽头，二十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时代从何处而启？已经走了多远？又往何处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对于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基本历史要给予一番浓缩的介绍，而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杂志文章或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范围----这么一个处于必要的限度之内的范围也几乎是不可驾驭的----不包括国家内部的情形。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的注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唯一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角度予以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对于欧洲国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对重要性也同样引入注目。笔者正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前面提出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指它的对外关系。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要关注由业已开始并处于进展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今还不易分辨的各种趋势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来。这些运动或趋势如果不遭到什么抵制，将使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的福利的政治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



　　展开主题的一个简便的方式似乎可说是十八世纪以来浩大的殖民运动被美国革命推至了一个中止点。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紧随这场革命而来的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的破坏性的战争迫使欧洲将其注意力从外部的诱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对此，十九世纪之初美国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是一个重重的句号，因为这实际上将北美大陆从可作为对外殖民对象的荒芜之地的清单上勾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发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义，然后出现了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的声明。这些声明通过制止欧洲的干涉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美国人民从此时起对门罗总统的立场的一贯坚定维护和门罗主义在以后得到的发展则使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在同等程度上从另外的欧洲殖民可能中摆脱了出来。



　　十九世纪就是这样被拉开了帷幕。无疑，人们仍然还积极地在海外寻找活动空间，不过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开发利用业已在政治上有所归属的土地。但是，总体而言，甚至这种活动也只是附属性的。从十九世纪的开端至其结束，这个世纪的主要活动在于认识和研究自然力量并应用其成果以满足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需要。当时，那些为人们所掌握的手段----它们在刚被发明出来时是如此令人惊奇，在今天却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运用于各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当时，到处都是新生的土地，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方人们都不可能做到了对大自然之所赐的充分利用；到处都有着干劲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数不胜数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然，大的战争不乏存在，但国家间的和平一直是这个发展时代的一般特征。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致力于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来改变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生产的增加----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所以，这种开放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此时，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在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平静。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但是，是否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体现了出来。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方文明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对此，我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当时，我认识作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运河返国。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罗得斯先生的掠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病人”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之下么？严格地根据法律，难道土耳其无权存在、无权保有其所拥有的东西、无权以它认为是正当的手段来治理是它的合法属民的人们？不过人们还是太容易忘记这点：法律维护的是公正，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近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是“缓冲国”，处于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多少也让人联想起了至今为止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分离，存在于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正相互靠近，这不仅体现在地理上，也表现为双方都看重物质上的优势。这两极不是发自同一源泉但目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分支，它们源于极为不同的观念，从始至今循着两条截然不一的道路演进。要使它们相互间产生共同语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转化，而不再是独自发展泾渭分明。



　　什么是今日的基督教国家在未来的主导性精神观念，这几乎不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问题。不管人们的信仰在趋向或程度上发生什么变化，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的短促时间内，它不可能经历激烈的变革。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影响无疑将继续存在。一种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渐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东方国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那么后者也会逐渐地认同那些对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强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则。另一方面，如今日许多人所说，如果我们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更高尚的东西来促使人们自我约束和公正行事，战争也只可能在利益的权衡使人们不必诉诸暴力时才是荒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只是在有着合法的机会时才去谋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单单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想得到什么或他们有能力得到什么这类事实就会促使其去攫取。欧洲世界知道这种情形，不过公众舆论日益增长的神圣性及其对于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响只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其中解脱出来。东方世界不知道赋予西方以权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根源，但它正对这两者明显地表露出钦羡之意；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得到它们的念头。



　　在法国革命使作为十八世纪一大特点的对外殖民扩张陷入长期停顿的同时，各国将其热情明显地倾注到了另一方面，即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是法国革命在对人权的阐发之外传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经过不断的完善，到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这表现在了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诸方面。不过，经济学家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怨责庞大军备的存在，要求予以废除。在十九世纪，自由得到了发展和强化，而陆军也是如此。那么，这件十九世纪的奇特产品是否如许多人坚信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变异结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特征？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以至于根本不必在这儿重复。但是，难道庞大陆军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受到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人走进一所大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律、勇敢和刚毅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难道就没有一点价值？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对于既有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之中难道没有一点意义？看一看才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新兵的表情和举止，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对于让人学会去积极的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为浪费时间。各国间对于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变故真地到来，它也会迅即地过去，而事态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对此难道可视而不见？今天，战争不仅更少地发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时的过火行为，从过火到恢复正常也是轻而易举的过程；而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战争还是一种时常发作的疾病。另外，在今天，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准备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决心更加普遍地为人所拥有，而以前人们仅仅受雇当兵。如今，军事力量服务于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国王效劳。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表现为基础的：在法国革命到来之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于了停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欧洲国家全身心地投到一场全面战争中去。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成为了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最后，在十九世纪末，政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进势头，不过这回它无疑受到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旧殖民地上的人们的有力鼓动。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逐渐发展而成；另一方面，东方也进入了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完全由人驱使的被动者，它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力量虽未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仍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以前暮气沉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区，如今出现了无可置疑的生机，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印度，尽管不存在再次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希望印度自身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由于这股潮流对西方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优点与长处持欣赏态度，因此眼下它不会比从前的暴动更具威胁性，但它的未来影响却要让人不安得多。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对这些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还正在迅速增长。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让我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的组织与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是短视的。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二代人之前的先辈们看得全面。后者未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因是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人们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为其思想本质上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所驾驭。这样，一个国家行为的连续性会相对较少地甚至不会被打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又会使人们看不到时代的精神，因为其统治者说出的是过去年代的声音，并依据它来行事。在写这篇文字的同时，一家美国杂志将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克里特问题上的作法和格莱斯顿先生对于大国协调的失败的生动论述作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事实上，虽然这两位英国政治家分属于传统上相对立的党派，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观念所浸润和支配，将平静局面的被打破视为最大的祸端。假如格莱斯顿先生正在当政，很难相信在他的眼中还会有别的什么目标在重要性上能和维持和平相比拟。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无疑是同情希腊人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无疑也会如此，但他还是会愿意保持大国在克里特问题上的协调，只要他相信单是这样做就可避免战争。



　　同样的氛围也主宰着内战以后的美国。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反对英国的斗争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迫使我国人民----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将其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在一股激情的驱动下将其心智集中于一场国内的冲突上：在其中，一方为获取独立的愿望所激励，而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不过，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的是即使在当时也正在逝去的时代。这些人在青年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又找回了昔日的声势，并且体现在了拿破仑三世从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美国关于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的谈判上。不论后来的这些举动如何明智，它们独特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老一代传统的复活。不过这种传统和紧接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权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就被弃置一边了。



　　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渐隐退，新的后继者填补了他们的位置。那么，在他们的政策演变为固定不变的方针并在将来的许多年中决定着人民的福祉之前，他们是否应该注意外部世界形势中的某些现象并承认其影响，然后依此来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将给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来，经过世事沉浮，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给予这个或许已被长期搁延的问题一个确定的回答：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十九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俱增地施加压力的历史。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望，在每个地方都可看到一种躁动，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很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却是真实的；虽然迄今并未显示出什么条理，但已足使人意识到，粗暴地打断了他们多个世纪的迷梦的力量至少对他们具有两大优势，即力量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



　　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并不掌握可供揣测的材料。但是，观察当前的形势并作出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或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应如何行事，而我们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具积极意义的那种文明或许也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在人类变化着的历史中，力量已创造出了一些最伟大的积极成果。当处于不同的思想层面、没有共同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危险的紊乱时，只能由力量对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从我们自己中间缺失，如果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方向是作为其基础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显真切了。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虽然应该承认后者的观念和我们的并无一致之处。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于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种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对任何敌视和他不属同一种族的其他人类的行径。不过，也无必要为了表明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对人类有着积极意义而怨恨后者。今天的我们和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凯撒感激不尽。在布匿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大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大大地增扩、巩固了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国工事。这样，当罗马的权力在外来征服者的打击下而收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防御安排将罗马最终崩溃的时间推延了若干世纪。另外，在开始对罗马进行袭扰时尚是野蛮人的那些部族在接过罗马帝国的遗产之时也不再和罗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们已经深谙罗马思想的精华，接受了罗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说道：“……应联系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今为法国的地区的征服以及它与今属德国和英国的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结果，后者的积极作用比它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还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的侵渗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意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耳曼部族中感觉到了对于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极防御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了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了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逝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从我们身边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地区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不时地借助于象恺撤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更经常的情形是，深远的历史潮流发自于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动机，虽然人们可以看清连续不断的变化步骤并阐述其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是被这股潮流推拥向前，他们最多是民众的代表者而非驾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之后，如今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仅要占据地球上所有荒芜之地，还要将一直把他们和那些古老的国家分离开来的缓冲地带握在手中。但是，谁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象恺撒这样的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体现呢？不管将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它的承担者不是某个个人。只要大众觉察到了某种必要，他们就会随之行动。不过，人们不象动物那样缺乏认知力，他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往何处去？我们的目标应是什么？当前的潮流是否会将我们引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裁军和永久性的仲裁条约的订立？它是否是相对立的传统和生活与思维方式将互予理解和承认的前奏？这种承认今天是否会出现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撞击的地区？这种接触是否预示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迅速消亡，并决定着那种放弃目前由它们所体现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地带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实际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



　　生活于其他文明之中的人类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而且是由颇具能量的基本单位所构成。只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才能的明显缺乏使他们未能凝为一体。和我们相比，他们在物质发展方面居于劣势的原因主要在于此。不过，他们不拥有或无法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并不意味他们对其就不那么感兴趣。如果一个群体对什么有所需要却又无力用使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得到它，它就会诉诸武力，除非他们也为武力所制。在世界历史上。外族冲破由象恺撒这样有着睿智的长远眼光的人针对他们设立的屏障并蜂拥而入的景象并非没有先例。这种情形更容易发生，如果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为那些早巳失去尚武精神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



　　不过，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地理上的要点，恰当地将边界向外推展，还是可以赢得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灾难的到来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这样，及时地确定有关地点有什么实际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了。今天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向外拓展活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在于此。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这些活动正将我们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并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阵线。



　　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区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牵挂、我们的希望和忧虑的欧洲文明就象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如同在商业和军事方面一样，这个最高级的文明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这归功于它的子孙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种种手段，使我们的繁荣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并同样地拉大了我们和既无机会也无才智来使用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质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装的呼声出现了，似乎我们这个种族业已融为一体，而且普遍和平不仅已经实现，更是不可逆转。但是，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疆界之内，难道情况确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可以欣然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力量？



　　尽管欧洲大陆上还有着内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欧洲大家庭的一致性还是体现在了上述广泛开展的伟大运动中。它最终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置疑的，这已为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对于这种统治，武力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这种积极意义的两个最鲜明的例证所在；不过，这种意义是基于握在开明与公正之手中的宝剑的威力。当然，纠缠于不时出现的一些缺陷和错误的细节有可能令人对这个结论感到疑惑，并使问题的真正症结模糊不清。不过，若广泛地留意一下结果，那么，无可辩驳的就是，上述地区不仅发生了巨大进步，而且这是以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持续存在与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欧洲世界针对着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识地体现在了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经过许多挫折和反复，这种思想已在英国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维之中牢固地扎下根来。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两国之间的情谊并将这两个国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意向，巴尔福先生曾作用“种族亲情”这个词来形容。无疑，这个词用在英语大家庭的身上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被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其当代文明产生于同一久远的源泉的种族。在笔者看来，将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都蕴藏于这个词之中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对于英国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狭隘观念，习惯于眼睛向内，看不到自己担有什么责任。如果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能找到共同语言，它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在一个其政治活动遍布全世界的国家和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的内部政治纠纷的国家之间，怎么会有真挚的亲情呢？当我们真正开始放眼世界并且为履行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而辛劳之时，我们应和英国携起手来，而且不能不认识到这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英语种族之间心与心的联合之中。



　　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之时，地理上的远近是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依据所在。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家庭与世界未来的联系最鲜明地体现在了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两侧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所毗邻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将那些由同一母亲所生的子女：希腊或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后来的条顿征服者们分割开来，而只能将其联系到一起。今天，相比于现代轮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时间，一列快速火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横穿大陆，将一些旅客从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过，若要进行相对效益更高的大宗运输，海运还是比陆运具有优势。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东部的联系为沙漠或山峦所阻，但在这儿有着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为此，欧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自己的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将从东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来予以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考虑地峡问题就不免会涉及该地区----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而非纯粹的商业好处。无论将来的运河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国的疆界----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且将身处欧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国家体系编织得更为紧凑。这样的一条海上要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天然来源，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为基地一样。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发挥的是亚丁或马耳他对于苏伊士运河、或这条运河开通之前马耳他对于印度所起的作用。欧洲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就在于加勒比海的岛链之上。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岛屿目前正处于那些从未给予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前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仅关系到简单的利益得失。当前的一代人应对其后代负责，无所作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着对这种责任的无视。在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住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如果我们及时地预见到它们，由其而生的血与泪的代价或许能被避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预防措施其实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而且，如我们从土耳其身上观察到的，靠投机取巧或怯懦的躲避并不能无限期地阻止颓势发展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体的福祉，情形只会越来越糟。今天，虽然欧洲正在遥远的地方大举推进，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许将使其血液流干的创伤，仍然允许一些在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为那些时间的流逝已日益证明毫无希望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制度所统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将来这些地区或许会成为蛮族对我们进行外来占领的前哨基地。



　　我们还应凭着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目光来注意这样的事实：处于不同的物质繁荣和进步程度之上、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种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拢。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将此视为对于自己所属种族的责任的一部分的时候。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抑制并且后来退缩了回去，原因就在于其所面对的民族虽然由于内部不和与冲突而陷于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满了战斗精神，甘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甚至为其献身。凭借着上帝的安排，当今时代，在欧洲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又产生出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被人们贬称为“军国主义”的平衡物，正是它将欧洲变为了一个由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在这种背景下，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的裁军呼吁实属不合时宜，它和各国的所作所为相对立。而后者恰恰能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且表现为对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的危险的不自觉的准备。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开拓热情确保了他们的后代将世代相续，直至对维护捍卫欧洲文明的障碍之物最终消失。在海洋方面，则没有哪个欧洲文明国家比美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务上，我国人民对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侵渗活动的本能的反对如此地无力以至于都引发不起争端。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以调配得当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大陆国家相互间的疑忌促使它们要保持庞大的陆军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个地区将其他国家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就承担起了在该地区维护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责任。地峡和加勒比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地峡连同将来的运河以及在两个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在这方面，美国已坚决表明它有着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国尽可以坚持它的立场，但它只能通过创建对于在加勒比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从而在未来履行它的职责。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止。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



　　愚昧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物质的繁荣，甚至不在于政治发展，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发芽之前，我们必须借用物质力量来防范财富使我们沉迷于安乐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们的文明也是未开化的东西。那些只知在物质上效仿我们却不汲取我们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体更乃愚昧之人。



　　我们可以希冀和平，这是人类必然期待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象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前的形势，或者通过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惊忧和恐惧进行片面的对比来夸大宁静、繁荣和舒适的魅力，和平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人类永远不会屈从或信服纯粹的功利主义考虑，它的信仰也永远不会为和平所支配，如果后者仅表现为股票市场的保护神的话。无论二十世纪将带给我们什么，十九世纪思想中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忍精神----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将成为传统中最崇高最有价值的财富。














	

 






	















	







	







	









 





	


	







	








	




	


附录 译后




	







	

 



	


	


　　《海权论》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海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即著名的马汉主义，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从而以海军的“圣经”之誉，跻身于影响人类进程的十六部经典之列。



　　该书编选自马汉的四部重要著作，力图使读者观其全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译自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8)；



　　“欧洲的冲突”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0)；



　　“亚洲的问题”译自The Problem of As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mpany Limited；1900)；



　　“美国的利益”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1)。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萧伟中翻译，梅然校；其余部分由梅然翻译，萧伟中校。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九七年于北京大学














	

 






	















	







	







	









 





	


	







	








	




	


第五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译者的话




安常容、成忠勤 [中国]



　　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授家庭。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即在海军任职。他参加过南北战争，担任过舰长，后来曾在美国海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任教，主要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



　　马汉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二十多部和论文130多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是1890年出版的，它是马汉海权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海权论三部曲之第一部，也是马汉海权论的奠基之作。后两部著作是《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1892年出版）；《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1905年出版）。



　　马汉在这本书里主张应该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他把产品、海运、殖民地归结为海权的三大环节，并提出了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他通过讲述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特别是海上战争史，揭示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在美国再版32次，几乎被所有欧洲国家翻译出版。英国的评论家把这本书看作为他们的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应遵循的原则的说明。德国皇帝命令将此书的译本放在他的新海军的每条舰船的舱室里供军官阅读。日本政府特别命令将本书的译本分发给陆、海军军官、政治领袖和学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美国的军事院校和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均把本书列为必修的课程。因此，海权论不仅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的海军建设和海军战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争得国家海权、保卫国家海权、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观念和斗争艺术已被广大的海洋国家所认同。海权观念即将经历新的世纪的检验。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马汉在这本书里片面地过分夸大了海上力量和舰队决战的作用，但是它的基本观点仍将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与学术价值。



　　中国是一个有着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濒海大国，历史上她有过震撼世界的辉煌，也曾由于丧失海权而流过屈辱的血泪。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了。中国决不步帝国主义者的后尘夺取海权去欺压和奴役其它国家和民族。但是为了保卫我国辽阔的海疆，维护我们祖国神圣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强海权观念，确保国家海权。



　　本书应解放军出版社之约翻译出版。其中绪论，第1-11章由安常容翻译，第12-14章由成忠勤翻译，全书由张志云、卜允德统校。原书目录中章题之下的文字并非节题，而是内容概述，有主题词索引的作用，请读者阅读时注意，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谬误之处，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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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杨志本 [中国]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一书的中文译本，首次问世，这是译者安常容和成忠勤同志的辛勤劳动与解放军出版社鼎力合作的成果。这一成果，对于海军军事学术研究乃至全国的军事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一书的作者，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该书于1890年由波士顿的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出版之后，首先受到英国当局的赞赏，接着德文、日文、俄文等译本相继问世。马汉在该书中所阐明的海权理论观点，被西方评价为“经典性的”。



　　1840年9月27日，马汉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授的家庭。1859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美国海军服役，至1907年7月退役。退役以后，被授于海军少将军衔。马汉在美国海军服役47年，其最高职务为海军学院院长、巡洋舰舰长。他倾注精力阅读、研究海军史和海上战争史，从1879年开始撰写论文，至1914年的36年间，共有137篇（部）论文问世，其中有专著20部。1887年，马汉在第一次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时，讲授并发表《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未来海军战略》论文，该文清楚的表明，马汉的政治立场、观点“已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转化”。马汉著作始终贯穿一个共同主题是，通过对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两个半世纪中的海军史、海上战争史以及海洋区域战略形势的综述，阐发海权理论，为美国的海洋政策、海军战略作理论准备，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服务。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被称为马汉海权论三部曲的第一部。可以说它是马汉海权论的奠基之作。后两部著作是：《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1891），《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1905）。《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分为绪论、第一至第十四章。1890年5月，马汉在表述他撰写这部著作的思想动因时说道：“当我首次应邀在海军学院讲授海军史的时候，我随即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如何总结以往的木帆炮舰的作战经验，使之适用于当今的海军？’一个答案是，‘要说明海权以各种方式对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个答案是，‘要说明以往的海军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主要原则’。”从总结历史上风帆舰队海军进行海上战争的经验，揭示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海权理论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与意义，这就是马汉撰写这一部著作要达到的目标。在该书的绪论中，马汉指出，该书是一部海权史，提出“海权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的命题。他甚至将其研究上溯至古罗马舰队与迦太基舰队在布匿战争中的海上战场，总结出“海权”是战争“决定性的因素”，从而得出结论，“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关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海军战略，就是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持续地建立与加强国家的海权地位。马汉的这些论点，在人类历史与现实斗争实践中，都被证明是正确之论。



　　在该书第一章“海权要素的探讨”里，马汉从资本主义“商业（即商品输出）立国”出发，认为海军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业”，即保护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因此，他主张发展殖民地和海上战略据点，认为这具有“商业”和军事的双重意义。他将国内产品（即资本主义商品）——海洋运输——殖民地这三者归结为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提出海上力量（海军、商船队）、殖民地与海上基地、海上交通线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马汉认为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有六个，它们是：（1）地理位置；（2）自然结构；（3）领土范围；（4）人口；（5）民族特点；（6）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该书出版以后，西方评论界认为，该书的绪论与第一章，即约占全部文字六分之一的部分，是涉及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部分；而且，他们认为，从马汉在这一部分中的概括性论断中，可以看出马汉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成为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该书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约占全部文字的六分之五。评论界认为这些文字“是直接讲述历史，并侧重讲述海上战争史，企图为海权在历史上所起的‘支配作用’，提供使人们理解的资料”。在这些章节里，马汉综述以下战争，并着重综述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法国、丹麦于1666年2月与荷兰结成同盟，共同对英作战）；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英国与法国组成联合舰队对荷兰作战）；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法国支援被英国国会废黜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而引发的英法海上战争）；1701-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15-1739年英国西班牙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1779-1782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等等；并在第十四章中，专门对1778年的海战进行评述，认为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所以能够称霸于海洋，是依靠它实际拥有的和潜在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依靠它的海上“贸易”（即商品与鸦片输出）和海上“武装运输队”，依靠它的海外殖民地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军站（海军基地）；马汉还认为：“这些国内外据点的联合及其间的交通线，可称之为总的军事形势的战略特点”，“作为海上交通线卫士的海军，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是在古代随着海上武装力量在海上战场的武装斗争的发生、发展而萌生并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战略概念，是海上战争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任何人的头脑的天赋创造。海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集团，都可以运用这一战略范畴去进行海洋上的竞争与斗争；而它们在运用这一战略范畴时，都不可避免赋予这一战略范畴以不同的形态与内容，从而使之形成具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集团的历史时代特征与阶级属性的海权理论。



　　马汉，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垄断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维护者，通过对古代、重点是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80年代海上战争史的研究而提出的海权理论，在形态与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特征与属性。这一特征与属性，突出的表现就是，同广大殖民地的、被侵略的、被掠夺的民族与国家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正义斗争，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这是对海权的历史扭曲。这一扭曲，甚至使海权这一战略范畴中所包涵的与海上战争实践相符合的规律性的科学相形见绌，以致使人们误以为海权完全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略范畴，而被忽视或摒弃。这种历史的扭曲，必将在新的世纪里，在民族的、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中得到矫正。



199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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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地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研究有关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象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



　　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看起来这两个例子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英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其强大更多地应归功于海洋。一位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特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机构进行斗争。但是，每一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 [ 译者注：汉尼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 ] 与罗马斗争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是在扎马结束的；拿破仑的斗争是在滑铁卢告终的。”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这本著作时，补充说道：“但是对两次斗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的迦太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 [ 译者注：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 ] ，和最后彻底推翻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是异常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担任高级重要指挥者多年，但是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是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的。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斗士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几乎所有的敌军处于次要地位的将军。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在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战争恢复了信心，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所选中的敌军指挥官和所选中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之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的和危险的战争。”



　　上述这两位英国作家都没有提到这种更惊人的巧合，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过高卢 [ 译者注：高卢，历史地名，领有今意大利北部、法、比、荷等国，属古罗马帝国一部。 ] 进行那种远距离的危险行军。行军途中，一多半的老战士变得很虚弱，从而使当时从罗讷河向西班牙派兵的老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大西庇阿”。按此处提到的应为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当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在西班牙战败被杀；他是在扎马最终击败汉尼拔的那位西庇阿（也叫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来尊称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一般习惯称为“老西庇阿”。 ] ，能够截击汉尼拔的交通线，又能够返回本土，并且能够在特雷比亚对付入侵者。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来往于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在梅陶鲁斯河的决定性战役中，相对于哈司德鲁巴尔和汉尼拔的军队来说，罗马人的部队处于内线位置，按理说这种态势原本应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但是由于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不能从海上，而只能经高卢从陆路运送援兵，最终让罗马军团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此后，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大军在狭长的意大利被分开了，其中一支被两位罗马将军的联合行动摧毁了。



　　另一方面，海军历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所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的题目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单纯编撰海军事件的编年史上。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不是这样；天才的有教养的法国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调查取得异常结果的原因，调查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就我本人所知，还不曾有一部著作曾经讲授过我们这里所探讨的这种特定的题目，即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至于其它一些论述各国的战争、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历史，也只是偶尔、一般冷漠地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总的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相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的。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



　　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从有独特特点的帆船时代开始的1660年，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虽然在这本书里以一系列海上事件为基础的通史的连贯性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本书已经尽力提供一个准确的、清晰的提纲。作为一名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海军军官，我在撰写本书时毫不犹豫、毫不拘束地离题论述了海军政策、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问题；我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



A·T·马汉 18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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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国家间的竞争和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不均衡的海上贸易利益，或是采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的贸易，或是当这些办法都失败时，便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来尽力排除外国人的贸易。这种各不相让的夺取欲望，即或不能占有全部，至少也要占有大部贸易利益，和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了战争。另一方面，由其它原因引起的战争，其实施方法和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是否控制海洋所制约。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因此，在下面的章节里，虽然不是全部的，但是主要是叙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物曾告诫过，应该我们像这样去研究过去的军事历史，这种研究对于纠正我们的思想，对于巧妙地从事未来的战争都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军事家，他从他所研究的战役中列举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实施的战役。但是，这些人还不知道黑色火药。于是在专职作家中似乎成了一项重要的默契，即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随着武器的发展有了变化，但是在历史学中有一些正确的学说被保留了下来，现在继续存在，因而成为普遍适用的学说，而且可以上升为总的原则。同样的理由，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进步和采用了蒸汽作为动力，使海军武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研究过去的海战史，通过它来说明海战的总的原则，将是很有教益的。



　　像我们这样有鉴别地研究帆船时代的历史和海战经验，是有双重必要性的。因为，这种研究能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蒸汽舰队海军的历史还较短，尚未能够形成明确的学说。对于帆船，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实践经验；而对蒸汽舰船，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因此，有关未来海战的理论几乎全部都是推断的；尽管我们曾试图通过详细研究蒸汽舰队与历史悠久的、闻名的靠桨航行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舰队之间的相似点，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未来的海战在还没有完全经过验证之前，海战的理论一定不能过多地依赖蒸汽舰船与桨帆战船之间的这种相似点，尽管这种相似决不只是表面的。蒸汽舰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具有不依靠风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的能力。可是蒸汽动力，又使这些不同级别的蒸汽舰船同帆船有了根本的区别；至于帆船，有风时只能向有限的几个方向航行，无风时必然是寸步难行。但是人们既要懂得观察事物的相似点，同时也应善于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因为当人们的想象热衷于所发现的相似点时——这是精神追求的一种最愉快的事情——容易对新发现的相似物中的不同之处产生厌恶情绪，因此便会忽略或拒绝承认这种不同点。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虽然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并且都具有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它们至少又有两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给蒸汽战舰提供有关的教训时，必须牢记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动力，使用时必然会迅速衰减，这是因为人的体力不能长期维持这种消耗。其结果是虽然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可以进行战术运动，但是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 [ 原作者注：因此，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叙拉古（今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的赫莫克拉蒂斯主张，勇敢地阻击进攻叙拉古的雅典远征军（公元前413年），和坚守在敌进攻线侧翼的这种策略。他说：“因为他们前进的速度一定是很慢的，所以我们有无数次机会去进攻他们；如果他们的战船倾巢而出，并一起迅速地向我们袭来，他们必须拚命地划桨，而当他们精疲力竭时，我们可以进攻他们。” ] 其次，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期的攻击武器不仅是短距离的，而且战斗几乎全部都是短兵相接。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这两个条件必然导致交战双方进行短距离的快速突击。当然，并不排除双方在进行短兵相接之前，企图巧妙地对敌舰实施包抄或迂回。根据这种快速突击和混战，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很盛行的、比较一致的、甚至是很著名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武器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必将进行一种大混战，在这种混战中，正如其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将很难分辨敌友。不管怎样证明这种意见是有价值的，但是，决不能单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在船艏都装配有撞角，和都可以随时直接驶向敌人的事实作为这种意见的历史根据，而不顾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意见还只是一种推断，所以最好要经过实战检验，有待这种战法的优劣进一步明朗化，才可以做出最后的判断。即或这种战法获得肯定的判断，人们也会提出不同的见解——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实施混战，战术和技术就是无足轻重的了。在现代，海军装备有复杂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实施混战不是其最佳的选择。如果一位舰队司令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其舰队战术展开较好，他的舰长们也都很出色，他必然不愿意与同等兵力的敌人展开一场混战。因为在这种混战中，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将不能充分利用，而运气将起最重要的作用，并且等于把他的舰队看作是一伙过去从没有在一起活动的舰艇凑集成的乌合之众。 [ 原作者注：作者必须谨慎用词，以避免似乎提倡复杂的战术运动而造成无意义的争论。他深信一支舰队为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必须接近敌人，但是不能等到取得了某些有利条件之后再去交战。这种有利条件一般是通过机动来获得的，所以训练有素和管理得当的舰队是能取得这些有利条件的。事实上，无结果的战斗是由于轻率地短兵相接和最没有信心的轻率的战术行动所造成的。 ] 至于什么时候混战是适宜的，什么时候不适宜，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的教训。



　　当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只有一点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蒸汽舰船；而在其它方面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因为这些不同之处不是一目了然，所以很少受到重视。相反，就帆船而言，其显著的特点正是它与现代蒸汽舰船的不同之点；所以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尽管存在也容易看到，但是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因此不大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蒸汽舰船相比，由于意识到了帆船要依赖于风的这种严重的弱点，加深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的印象。除去这一点，帆船与帆船作战时，其战术运用方面的教训还是很有教益的。鉴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不会因为无风而使其丧失战斗能力，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战术运用应该比帆船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事实是帆船取代了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并且在使用蒸汽舰船之前，它一直是最好的舰船。帆船具有能从很远的地方去攻击敌人的能力，而且这种机动不管需要实施多长时间都不会使人员精疲力竭，这样就可以使大部分船员都去操纵武器投入进攻，而无需耗费精力去操纵桨橹。这些正是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如果从战术角度考虑，这些能力至少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在无风或顶风运动时的能力一样重要。



　　人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不仅有一种容易忽视不同点的倾向，而且还容易根据自己想象把相同点进行夸大。可以这样去考虑，我们指出了帆船有穿透力较强，射程较远的舰炮和射程较近但破坏力很大的臼炮时，也指出了现代蒸汽舰船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是在有限的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使敌舰造成损坏，而舰炮与过去一样其目的是穿透敌舰。虽然这些只是从战术角度去考虑的，但是无疑它们必然会影响舰队司令和舰长们的计划；这种相似是实际的，不是勉强的。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希望与敌军实施舰对舰地直接交锋，帆船通过强行登上敌舰将其俘获，蒸汽舰船通过撞角将其击沉；但是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要完成这种任务困难是很大的，因为为了有效地达成这种任务，必须使舰船航行到战场的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而抛射武器却不是这样，它可以从广阔海域的许多点上实施射击。



　　依据风向而定的两艘帆船或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涉及最重要的战术问题，并且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海军将领们最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在现在条件下，它对蒸汽舰船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能比较认真地考虑一下下风和上风“相对位置” [ 原作者注：这是说一艘舰占据了上风位置，或能利用风的“有利条件”。风能使这艘舰驶向它的对手，而不允许对手直接驶向它。风正直地从一方吹向另一方的情况是极罕见的；但是，在这条线的两边仍然有很大的范围适用于“上风”这个名词。如果把处于下风的舰作为圆的中心，有将近八分之三的区域，处于和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上风优势。下风与上风是相对的。 ] 的显著特点，主要是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而不去考虑其它的枝节，就会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舰艇占据上风位置的显著优点是能随意进行战斗和撤出战斗，随后又能在选择攻击方法时形成有利的进攻态势。但是这种优势又会带来某些弊端。例如，往往会打乱战斗队形，会暴露于敌纵射炮火之下，并使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全部舰炮失去作用。这些都是在向敌人逼近时常出现的情况。占据下风的舰艇或舰队不能进攻，如果不想撤退，其战斗只能局限于防御，并且只能按照敌人的意图进行战斗。但是如能镇定自若，那就能较容易地保持战斗队形，而且可在敌舰无法还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对其实施舰炮攻击，这样便能弥补上述不利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特点，在所有各个时代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中都是极其相似的。进攻者为接近和消灭敌人，要担一些风险和遭到一些损失；但是防御者，一直是这样，不愿意冒险前进，严密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并且还可以利用攻击者的自我暴露。透过一些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风和下风之间的这些根本区别。英国人常常喜欢占领上风位置，因为英国人的一贯政策是袭击消灭他们的敌人；而法国人通常都习惯于占领下风位置，因为这样做常常使他们在敌人逼近时，能够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并且可以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从而可以保存自己舰队的实力。法国人几乎总是一贯地把海军作战服从于其它军事考虑，他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海军身上，并且力求节省海军开支，使其保持防御态势，并将其作用限制在击退敌人的攻击上。为了贯彻这种方针，只要敌人是为了显示武力，而不是为了进行作战，法国人就会欣然采用这种运用娴熟的下风战法。但是，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不但为了进攻，而且表明要利用上风，在敌战线的某一部分大量集中兵力时，他的谨慎的对手法军舰队司令戴吉尚便改变了战术。罗德尼与戴吉尚进行过三次交战，在第一次交战中，法军占领了下风；但是当戴吉尚意识到了罗德尼的目的之后，便向顺风方向移动，不去进攻，而是撤退，除非条件对他有利时，他才去进攻。现在采取攻势或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是否具有较快的速度。在一支舰队里，这种速度不仅只依赖于每艘单舰的速度，而且还要依赖于他们的战术行动的统一。从今以后，具有较快速度的舰艇将能够占有有利位置。



　　因此，我们从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用的教训，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徒劳的期望。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有与现代舰艇相同的地方，也都有与现代舰艇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使我们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战术先例。但是一个先例的作用不同于并小于一条原则的作用。一个先例可能本来就是错误的，或者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而原则反映事物的本质，尽管随情况变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们仍然是一个准则，按照这一准则去进行战斗，必然会取得胜利。战争确有这样一些原则，它们是通过对过去多次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研究而确立的，是永远不变的。情况和武器都会有所改变，但是为了妥善地应付情况或成功地使用武器，就必须遵循那些永恒的历史教导，在战场上采取正确的战术，或者正确地实施大规模作战活动，也即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但是，在包括整个战场的这些大规模作战中，和可能涉及地球大部分的海上竞争中，历史的教训具有比较明显和比较经久的作用，因为许多条件是较长时期不变的。战区可能大些或小些，其困难可能明显或不明显，敌对两军可能强或弱，必要的调动可能难或易，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随着野蛮被现代文明取而代之，随着通信手段倍增，道路畅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和食物来源不断增加，作战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容易、迅速、广泛，但是作战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变。当用汽车运送部队代替徒步行军时，当火车代替汽车时，作战距离增加了，或者也可以说缩短了作战时间；但是诸如决定部队应当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要进攻的敌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等，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在海上也是这样，从提心吊胆地由一个港口缓慢地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可以大胆地航行到天涯海角的帆船，又从帆船发展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舰船，海军作战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舰艇的速度也加快了，但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却无需改变。因此，前面所引用的2300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讲话中包涵有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当时一样，现在也适用。在交战双方的陆军或舰队进入“接触”之前（用“接触”这个词可能比其它的词更好，它指出了战术和战略之间的界限），有许多问题需要指挥员做出决定，其中包括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中的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建立燃料和各种补给的仓库；保持这些仓库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还包括研究作为一种决定性或辅助性的作战活动——破坏贸易的军事价值；以及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方法：采用分散巡航或者是采用重兵把守商船所必经的一些重要交通枢纽。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记载。最近在英国海军界展开了一种有意义的讨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两位有名的舰队司令，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在同法国作战时，对英国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的功过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完全属于战略问题，而不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当前极其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依据的原则，现在和当时一样没有变。圣文森特的部署方针挽救了英国，使其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将军和他的同事手中把英国直接引入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所以，在海军战略方面，过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说，其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少。这些重要学说的作用，不仅可以用来阐释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作为先例。当从战略角度考虑需要使舰队在某一地点投入战斗时，但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十分正确。人类在不断进步，武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武器的变化，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不断变化，即部队或舰艇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的变化。于是在与海上事件有许多联系的部门内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不会得到什么教益，并且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尽管出现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完全看不见导致各国把舰队部署于海上的那些广泛的战略意图，甚至对战术的看法也是狭隘的和片面的。舰队已经表明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并且舰队已经如此改变了，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过去一些战斗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些战斗是否能贯彻作战原则。因此海军若仔细地研究这些战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仅会发现而且会逐渐领会这些原则，还会不断学会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他那个时代所使用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中去。他还会看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变化之后，而且武器的变化必然的会引起战术的改变。人们还会看到武器和战术的两次变化之间的间隔时间是相当长的。其原因多半是武器的改进是通过一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改变战术原则必须战胜保守阶层的习惯势力，而这种习惯势力非常顽固。只有真正承认每种变化，认真研究新舰或新武器的威力和局限性，继而采用适应于它的特点的战术，才能够纠正这种习惯势力。历史已经表明，希望军人们都普遍努力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人能承认这种变化，那么对于作战将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教训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一位法国战术家莫罗盖的见解，他在125年前这样写道：“海军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基础之上的，引起这些条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武器，武器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武器的变化反过来必然引起舰艇构造的变化，操纵舰艇方法的变化，最后引起舰队部署和舰队指挥的变化。”莫罗盖进一步阐述：“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绝对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更易于受到批评。更确切地说这些战术原则的运用要依据武器的变化而变化。无疑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不时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此比较容易承认战略的基本原则。上面的阐述对于我们要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些说明这个题目的例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英国舰队不仅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法国舰队，而且对摧毁法国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大战术树立了最光辉的典范，它被誉之为“战斗之前和战斗进行期间进行很好结合的艺术”。当时所进行的特定的战术配合取决于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条件，即一支锚泊的舰队的下风舰船，在舰队的上风舰船被摧毁之前，无法前去支援它们；但是构成这种战术配合的一些原则，即选择敌队形里最不易得到援助的部分，和用优势兵力去攻击它，这些都还不曾过时。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用15艘舰战胜了27艘敌舰，尽管这次敌人不是在锚泊，而是在航行途中，但是他也是按照上面所讲的那些原则进行的。然而，人们有时对各种稍纵即逝的情况的印象，似乎比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永恒性的原则的印象更深。相反，对纳尔逊的胜利在战争进程中起到了战略作用所包含的一些原则，不仅较容易予以承认，而且已经看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在埃及的冒险性活动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海军能否保持其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畅通。尼罗河之战的胜利使英国摧毁了唯一能确保交通安全的法国海军，并因此决定了法国最终失败的命运；人们不仅很快看到了这种打击是按照打击敌交通线的原则进行的，而且还会看到这种原则现在也是正确的，并且不论是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还是在帆船时代或蒸汽舰船时代，也一样都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轻视过去的错误看法，认为那些都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之人们生来的惰性，甚至视而不见海军历史中蕴藏着那些长期有效的战略教训。例如，有多少人不是把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把纳尔逊获得的荣誉及其天赋和才能看成是一件异常伟大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向他们自己提出这个战略问题，即“舰船是怎样恰好到达的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延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性戏剧的最后一幕呢？在这场戏剧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拿破仑和纳尔逊在相互较量。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失败者不是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获胜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被挽救的英国；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联合行动失败了，而纳尔逊的直觉知识和能动性使英国舰队继续不断地追踪敌人，并使其在决定性时刻赶到了。 [ 原作者注：请看本章结尾的评论。 ] 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战术，尽管细节尚有待评论，但是其主要的特点是符合战争原则的，并且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已被当时的紧急情况和海战的结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英国人在备战效率、实施过程中的活动能力和干劲、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思想方法和观察方法等方面的一些主要教训都是战略教训，并且至今仍然是很重要的。



　　在尼罗河之战和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战争都取得了合乎规律的、决定性的结果。现在可以引用第三个战例，在这个战例中，因为没有取得上两次战斗中所取得的那种明确的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应该做些什么展开争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于1799年结成联盟反对英国。联合舰队三次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其中一次帆船战舰总数竟达66艘，由于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迫使其不得不躲在港内。当时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收复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进攻直布罗陀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法国和西班牙从海上和陆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可是这些攻击都是无效的，因此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纯属海军战略问题，即：法国和西班牙用控制英吉利海峡，用攻击英国港口里的舰队，用破坏贸易和入侵本土来威胁英国，是否会比竭尽全力直接攻击英帝国的这个远距离的、非常坚固的前哨基地会更有把握呢？长期没有遭到入侵的英国人对于入侵恐惧万分，如果突然使英国人动摇了对其舰队的充分信任，也会相对地使他们失去勇气。不管最后怎样决定，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当时的一位法国军官提出了另一种方式，他赞成直接大举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可以用来与直布罗陀交换的岛。但是英国人不可能放弃能控制地中海的要隘，去换取其它任何海外领地，尽管英国可能为挽救其家园和首都会放弃这块领地。拿破仑曾经宣称他要在维斯瓦河畔 [ 译者注：维斯瓦河，为波兰境内河流。 ] 重新夺回本地治理 [ 译者注：本地治里，为印度东南部联邦政府直辖区。十八世纪曾多次为英、法两国争夺的对象。 ] 那样的地方。如果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像联合舰队于1779年曾短期控制它那样，对他在英国海岸上能够占领直布罗陀那样的地方还会产生怀疑吗？



　　为了更牢记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战略研究的材料，又能够通过史实来说明战争原则这一事实，再举两个例子，其发生的时间，比本书所涉及的起始的时间还要早。一次是在东西方强国之间在地中海进行的两次大较量期间，其中一次使闻名世界的帝国处于危急之中。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两次大较量中，敌对舰队怎样碰巧都是在彼此相距这样近的亚克兴和勒班陀相遇的呢？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或者是由于已经重复出现和可能再一次出现的情况呢？ [ 原作者注：1827年土耳其和西方强国之间的纳瓦里诺之战也是在这附近进行的。 ] 如果是后者，研究出这种情况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再次出现一个像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上强国，它们的战略问题将是类似的。目前看来，海权的中心确实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并且是以压倒之势存在在于西方。但是如果出现某种机会，俄国除控制它现在已经控制的黑海低地外，还占领了地中海的入口处，那么，目前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可能会完全改变。现在，如果西方一致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会立刻停止对抗，像1854年那样，他们一起到黎凡特地区 [ 译者注：黎凡特地区指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广义包括自希腊经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至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狭义只包括上述地区中的亚洲部分地区。 ] 去，或像英国于1878年单独去一样；一旦出现所提出的这种变化，东方会像从前两次一样，在半路上与西方对抗。






图1 地中海



　　在世界历史一段非常惹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以供详细研究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 [ 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共三次。战争结果罗马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因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而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Poeni），故历史上把这三次战争称作布匿战争。 ] 结局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所遗留下的一些迹象。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只依据所掌握的一直留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构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为像往常一样，人们已经轻蔑地忽略了海军学会的一些会议记录；为了从很少的迹象中，依据对于一些著名历史时期的可能了解，得出一些正确的推断，有必要去熟悉全部海军历史的详细情况。控制海洋不管实施的怎样有效，并不意味着敌人的单舰或小型分舰队不能溜出港口，不能经常横渡汪洋大海，不能骚扰、袭击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点，不能进入被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不管双方海军实力相差多么悬殊，较弱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可能逃避这种封锁和控制的。所以这与罗马舰队全面控制海洋或控制其关键的部分是不矛盾的，迦太基海军将军伯米尔难道不是在战争的第四年在坎尼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成功地使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了吗？在战争的第七年，伯米尔卡又突然躲开了位于锡拉库萨外海的罗马舰队，再一次出现在当时由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而汉尼拔也向迦太基多次派遣了传递公文的舰船。甚至最后汉尼拔与他的残余部队又安全地撤到了非洲。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迦太基政府可能不断给予汉尼拔以支援。实际上，汉尼拔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但是，上述这些事实自然会造成迦太基政府已经支援了汉尼拔的印象。所以还有必要通过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来很好地证实有关罗马海上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会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蒙森 [ 译者注：蒙森，威廉·蒙森爵士（1568-1643年）英国海军军官，以所著《海军短文集》驰名于世。 ] 说，战争开始时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原本不是一个海运国家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已经超过以航海为业的对手迦太基人，建立起海上优势，并继续保持了这种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没有重要的海战，但是从这种情况的本身和其它已经查明的与其有很多联系的事实，可以看出罗马具有类似于其它时期已经具有的这种海上优势。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经过高卢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行危险的、几乎是毁灭性的远征。不过可以肯定，位于西班牙沿海的汉尼拔舰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罗马舰队对抗。如果汉尼拔的舰队真的很强大，但是有种种原因影响他，使他可能仍然会沿着他所选定的路线前进；如果他经海路进行远征的话，就不会使与他一起出征的6万名老战士损失了3.3万人。



　　正当汉尼拔进行这种危险的远征时，罗马人把其舰队的一部分派到了西班牙。罗马舰队在两名年龄较大的西庇阿 [ 译者注：西庇阿是古罗马科尔内利乌斯贵族家系之一。不少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出身于这个家族。 ] [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老西庇阿兄弟俩。 ] 率领下，运送一支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此次航行没有遭到严重损失，并且使部队安全地驻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另一个罗马分舰队与另一名执政官指挥的一支陆军被派到了西西里。两个分舰队总共有220艘舰船。每一个分舰队都在各自的阵位上，与一支迦太基分舰队较量，最后是罗马人轻而易举地将迦太基分舰队击败，这些都可以从很少的战斗记载中推断出来，并且可以说明罗马舰队是真正强大的。



　　第二年之后的战况如下：汉尼拔已经从北部进入意大利，在接连获胜之后，已绕过罗马向南进军，并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就地征收给养，这样促使其与当地人民产生矛盾，特别当他依靠罗马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系统征收给养时矛盾就更加尖锐。所以汉尼拔首先急需的，就是要与某一可靠的能够不断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基地建立联系，按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也即建立交通线。有三个友好的地区：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可以把其中一个或三个看成是这样的基地。而他与前两个基地之间的交通，只能经海路。汉尼拔可以从西班牙得到最有力的支援，如果没有敌军封锁通道，他既可经陆路又可经海路抵达那里，而经海路其路程短且又安全。



　　战争的最初几年，罗马人依仗其海上力量，完全控制了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撒丁海。从埃布罗河至台泊河沿岸的居民几乎对罗马人都是友好的。但是坎尼战争之后的第四年，叙拉古 [ 译者注：古希腊移民城市，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锡拉库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势力强盛，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抵抗罗马侵略。公元前212年为罗马所灭。 ] 放弃了与罗马联盟，反叛行为蔓延至整个西西里；并且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签订了攻守同盟。这些变化必然不断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部署呢？这种部署怎样影响这场战争呢？



　　迹象清楚地表明罗马人从未放松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这可以从罗马舰队能不受干扰地从意大利驶到了西班牙得以证实。而在西班牙沿海地区，直到小西庇阿 [ 译者注：小西庇阿即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约公元前185-前129年），老西庇阿长子的养子，罗马统帅、执政官，公元前146年攻陷并毁坏迦太基城，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 [ 投笔从戎注：此处似有误，这里应指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小西庇阿的养父。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暂时遣散驻西班牙半岛的罗马分舰队。 ] 看出了在适于暂时停止使用舰队之前，罗马人在此一直享有充分的控制权。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部署了一个分舰队并建有一个海军站以控制马其顿，他们忠于职守，从未让马其顿的一个方阵士兵进入意大利。蒙森说：“由于腓力 [ 译者注：这里的腓力是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公元前238-前179），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与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结盟反对罗马。 ] 缺少一支战斗舰队，使他没有能力去进行各种调动。”这里海权的作用不再只是一种推断，而是明显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是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交战于此，但是优势显然属于罗马人，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曾几次成功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了补给品，可是他们避免与罗马舰队作战。由于罗马舰队控制了利利巴厄姆（今马尔萨拉）、巴勒莫和墨西拿，使它能在该岛北岸建立起牢固的基地。位于南部的通道对迦太基人是开放的，因此他们还能坚持反抗。



　　总观这些事实，这种推断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是以全部历史进程为依据的，即当时的罗马海上力量控制了北部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到西西里两端的利利巴厄姆，由此绕过该岛北端经墨西拿海峡，向南到叙拉古，再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的广大海域。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控制没有被动摇过，并且一直持续着。诚如前面所述，这种控制不能完全制止迦太基人规模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但是这种控制确实阻止了汉尼拔所急需的那种持续可靠的交通线。



　　另一方面，似乎同样很清楚，战争的头10年，罗马舰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进行长期作战。的确罗马舰队也不能超出所限定的南部界限，到较远的地方去活动。汉尼拔一起程，他便派出一些舰船保护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打算袭扰这些交通线。



　　所以，罗马舰队完全放弃了在马其顿的战争。罗马舰队也没能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所遂行的多次有效的、骚扰性牵制活动；但是这支舰队确实妨碍了迦太基人向当时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运送最急需的部队。至于西班牙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本人曾把西班牙地区，作为他们企图入侵意大利的基地。在此次战争开始之前的18年，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且非常有远见地扩大和巩固了他们在这里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父子俩已经召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在当地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当时一支很有经验的部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政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忠诚于他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从迦太基本土可恶的宗派斗争中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一起程，迦太基人便在西班牙取得了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的使用权。尽管居住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一些部落对罗马人都很友好，但是当罗马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抵御汉尼拔。汉尼拔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后，留下1.1万名士兵由汉诺指挥，对这个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以防罗马人进驻和袭扰汉尼拔与他的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同一年克纳斯·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的弟弟。 ] 率领2万名罗马士兵经海路抵达那里，打败了汉诺，并且占领了沿海地带和埃布罗河以北的内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完全切断汉尼拔与哈司德鲁巴尔之间的相互支援，并且还可以从这里攻击迦太基驻扎在西班牙的部队；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的水上交通又可以使其得到自己舰队的保护。罗马人把塔拉戈纳作为海军基地，与哈司德鲁巴尔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对抗，然后入侵迦太基领地。罗马在西班牙的战争是在有经验的西庇阿兄弟俩 [ 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兄弟俩。 ] 指挥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次要的战争，七年来双方各有胜负；战争结束时哈司德鲁巴尔给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俩被杀，迦太基人也几乎成功地通过比利牛斯山去增援汉尼拔。但是这种袭击暂时受挫，当准备再次开始袭击之前，卡普阿陷落了，围攻该城的1.2万名罗马老战士，在卓越的指挥官克劳迪亚斯·尼罗指挥下被调到了西班牙。这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这位罗马将军所做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调动。这种来自海上的及时增援，再次确保了罗马人对哈司德鲁巴尔行军路线的控制，对迦太基来说一条既快又方便的通道，已被罗马海军截断了。



　　两年之后，后来获“阿非利加西庇阿”称号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为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 ] ，接任在西班牙的指挥，采用陆海联合进攻，占领了卡塔赫纳；但是此后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解散了舰队，并把舰上人员调至岸上充当陆军。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指大西庇阿。 ] 不满足于只作为一支“牵制” [ 原作者注：牵制部队，是指在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派去执行遏制和阻滞敌某一部分向前推进的部队，而部队的主要力量或主力部队则用在另一个方向上。 ] 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脉的要隘来对抗哈司德鲁巴尔。他向前推进，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河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非决定性战役；战后哈司德鲁巴尔悄悄溜走，匆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的西端通过，向意大利奋进。那时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日趋困难，部队的自然减员没有得到补充。



　　当哈司德鲁巴尔途中仅遭受轻微损失进入意大利北部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假如哈司德鲁巴尔带来的部队能安全地与汉尼拔会合，战争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为罗马本身也已疲惫不堪；把罗马与其殖民地和盟邦连接起来的铁链的抗拉强度已经到了极限，有些早就断裂了。但是汉尼拔兄弟俩在军事上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在梅陶鲁斯河畔，另一个在阿普利亚，相距200英里，各自要对付一支优势的敌军，而罗马的两支大军位于其对手之间。造成这种困难局面以及哈司德鲁巴尔姗姗来迟，都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整个战争期间，由于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使汉尼拔和哈司德鲁巴尔兄弟俩的相互支援被限制在绕经高卢的这条陆路上。正当哈司德鲁巴尔经陆路进行远距离危险的绕行时，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大西庇阿。 ] 已从西班牙派出了1.1万名士兵经海路去增援与哈司德鲁巴尔对抗的罗马陆军。结果是哈司德鲁巴尔给汉尼拔送信的传令兵不得不通过广大的敌占区，落入了指挥南部罗马部队的克劳迪亚斯·尼罗之手，使其得知哈司德鲁巴尔准备采取的路线。尼罗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且避开了汉尼拔的监视，率领8000名最精锐部队快速前进与北方部队会师。这种有效的会合，使罗马的两位执政官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哈司德鲁巴尔，并将其部队全歼，哈司德鲁巴尔本人阵亡。关于这场灾难，汉尼拔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抛进他营房里的他弟弟的脑袋。据说他曾大声疾呼，罗马将是当时的世界霸主；所以梅陶鲁斯河战役一般被看成是罗马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决定性战役。



　　最后导致梅陶鲁斯河之战和罗马胜利的军事形势，可总结为如下几点：为了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迦太基人必须进攻罗马在意大利的力量中心，并破坏以罗马为首的牢固的联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迦太基人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活动基地和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前者已由天才的巴卡 [ 译者注：汉尼拔·巴卡是迦太基大家族的姓。公元前237年汉尼拔之父哈米卡率军远征伊比利亚半岛，夺取了西班牙西南沿海地区，得名“巴卡”（“闪电”之意），便以此作为家族的姓。 ] 大家族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后者迦太基人却从没有得到过。对迦太基人来说可能有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直接经海路，另一条是经高卢绕行。第一条被罗马人的海上力量封锁住了；第二条处境危险，并且最后由于罗马陆军占领了西班牙北部也被截断了。罗马陆军所以能够占领西班牙北部，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中心位置：罗马本土和西班牙北部，两者靠一条安全可靠的内部交通线——海洋来连接，靠这条交通线不断进行相互支援。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撒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它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用赘述了。此外还会看到敌方武装部队，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也会突然侵犯或袭击罗马所占领的地方，可能会烧毁一个村庄或毁坏数英里边疆领土，甚至可能会不时地中断一支护航运输船队，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并没有对交通线形成任何威胁。这种掠夺性作战活动，古往今来，海上交战较弱的一方都曾进行过，但是决不能据此做出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立的推论，即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到非洲沿海去巡视，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意大利外海”，就说“罗马或者迦太基根本没有控制海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海军在这片假定的沙漠地带起到了一支特殊部队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作家对这支部队所起的作用不甚了解，因为这支部队的成员从远古以来就是一批与众不同的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宣扬者，他们既不宣扬自己，也不宣扬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支部队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都被忽视了。如果上述论点是正确的，从产生这种结果的诸主要因素中删去海权，那么这种剖析就是不完全的，如果把海权断言为唯一起作用的，那也是不合理的。



　　上面所举的例子，相隔时间甚远，有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之前的，也有之后的，但是这些例子都是用来说明本题目所固有的重要性，和从历史中所必须吸取的教训。正如前面已经注意到的，这些例子多半属于战略范畴，多与指导战役实施有关，而属于指导战斗的战术范畴的较少，因此具有较永久性的价值。有关这一点可以引用一位权威人士若米尼的话，他说：“1851年底，在巴黎偶然我很荣幸受到一位知名人士的咨询，他问我最近火器的改进，是否会在作战方式上引起重大的变化。我回答说火器的改进可能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规模较大的战略性战役和大的联合作战中，现在和过去一样，仍要运用那些曾使古今伟大的将军们如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和拿破仑等获得胜利的原则。”对海军来说，进行这种研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现代蒸汽舰船具有巨大的、可靠的航行能力。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和帆船时代，指挥员设想出的最佳方案，有时迫于恶劣的天气可能招致失败，但是现在这个难题几乎不复存在了。古往今来适用于指导大规模海军联合行动的原则是从历史中推断出来的；但是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不必过多地考虑天候条件，只是最近的收获。



　　通常给“战略”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把它局限在包括一个，或几个完全独立或相互依赖的战场的联合军事行动上，总是注目于战争中现实的或当时的几场战斗。不过这可能是指岸上战略，最近一位法国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定义对海军战略来说范围太窄了。他说：“海军战略区别于军事战略，在于平时和战时，都十分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实际上，平时通过收买或签订条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占领有时甚至难以用战争手段取得的最好的据点，从而获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战略会指导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在某海岸上一些选定的地点驻足，起初只是暂时占领，然后明确提出占有这些地方。”有一代人会欣然接受这位作者的意见，他们已经看到英国在10年之内，以一些貌似暂时的条款和条件相继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但是这些条款和条件迄今没能使之放弃所占领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海上强国都坚持不懈地把他们的人民和舰艇，渗透到各海洋中去，寻找那些远不如塞浦路斯和埃及著称和有价值的一个又一个的战略要地，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海军战略就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要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的海权。”因此，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本书中，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个依赖海洋强大起来的国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其强大的一般条件；然后，我们将较多地专门思考17世纪中叶，本书开始其历史评述时欧洲几个海洋国家的情况，这将有益于说明这个总的题目，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评论：纳尔逊光辉的名字，的确会使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人的名字黯然失色。英国人对他是绝对信服的，并且把他看成是唯一能够把英国从拿破仑的阴谋计划中拯救出来的人；当然也不应该掩盖纳尔逊只是或者只能活动在整个战场的某一部分的这一事实。在以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结束的那次战役中，拿破仑原来的目的是使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土伦舰队和罗什福尔舰队，与西班牙的庞大的舰队在西印度群岛汇合，组成一支他所需要的绝对优势的部队；并使之一起返回英吉利海峡，掩护法国陆军通过海峡。拿破仑当然期望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英国，由于不了解法国各分舰队的确切目的，会造成慌乱和精力分散，使英国海军离开他所要攻击的目标。赋予纳尔逊指挥的战场位于地中海，其任务是监视法国在土伦的大军火库，和通往东部和大西洋的交通干线，所以他的任务不比别人的轻松。而在纳尔逊的心目中，由于坚信拿破仑会再次执行进攻埃及的计划，因此感到自己的任务显得更重要。由于持有这种看法，纳尔逊第一步棋就走错了，他耽误了及时追踪维尔纳夫指挥的法国土伦舰队。土伦舰队得利于持续的顺风，而英国舰队是在逆风中航行。尽管所有这些都是实情，尽管拿破仑联合行动的失败必须归因于英国严密封锁住布雷斯特外海，归因于纳尔逊有力追击向西印度群岛逃窜和再次匆忙返回欧洲的土伦舰队，但是历史还是给了土伦舰队应有的荣誉；本文也维护了它的声誉。纳尔逊的确没有看穿拿破仑的意图。正如某些人所说的，这可能是由于缺少洞察力；但是可以更简单地归因于防御的一方在敌军来袭之前通常都存在不清楚何处会遭到攻击的问题。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决定形势的关键性问题上是很有见识的；纳尔逊完全看到了决定形势的关键是法国舰队，不是军港。所以他的作战活动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这就是怎样坚持自己的目的，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够弥补最初的过失，进而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纳尔逊在他地中海的辖区内要遂行的任务很多，并且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照管；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要消灭法国的土伦舰队，土伦舰队也是拿破仑皇帝进行海上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尔逊的注意力毫不动摇地死盯住这支舰队，以至于他把这支法国舰队称之为“他的舰队”，这种称呼使敏感的法国评论家感到十分恼火。纳尔逊对军事形势准确无误的分析，使他更大胆地下定决心，承担了放弃军港的重大责任，以便跟踪“他的舰队”。他之所以能极其明智地进行坚决的跟踪追击，应该归功于伟大的决心。尽管由于情报不准确，和没有判明敌人运动之目的，曾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延误，但是纳尔逊如此精力旺盛地进行追踪以至当他返抵加的斯时，比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还早一个星期。这种孜孜不倦的追踪热情，使他能及时地把他的舰船从加的斯派至布雷斯特，即便维尔纳夫坚持其计划驶抵附近港口，位于那里的英国舰队照样会优于维尔纳夫舰队。英国舰队在舰船总数上少于联合舰队，但由于及时增加了8艘富有战斗经验的战舰，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最佳位置。以后我们在论述美国独立战争时，我们还会谈到与此相似的情况。英国海军在比斯开湾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位于布雷斯特和费罗尔两个法国分舰队之间，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超过任何一个法国分舰队，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在另一个分舰队赶来之前，与这个分舰队相对抗。这是英国当局多方面有才能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最重要的是纳尔逊一心一意地追踪他所称之为的“他的舰队”。



　　这种有趣的一系列战略调动是于8月14日结束的，这一天维尔纳夫绝望地驶抵布雷斯特，然后又转向驶至加的斯并于20日锚泊在那里。拿破仑听到这个消息，对舰队司令大发脾气之后，又立刻下令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进行一系列调动，结果使拿破仑决定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 [ 投笔从戎注：此处译文有误，按此时拿破仑获悉集中联合舰队的计划失败，放弃入侵英国，将大军团调离英吉利海峡沿岸，向东行军指向中欧，投入到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中。 ] 时经两个月的大规模追踪运动，最后的结果是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抛开这些追踪运动，就时间而论，它仍然是纳尔逊天才的标志，并在他不久之前所做的辉煌成就中得以体现。尽管当时拿破仑皇帝已经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打算，但是英国确实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得救的。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联合舰队的毁灭，确定了英国战略性的胜利，并已不声不响地挫败了拿破仑进攻英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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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的海军政策必须能仔细考量战争中所应使用的战术。



—— 美海军中校布莱德雷·费斯克(Bradley A Fiske)，1905年



针对飞弹时代所发行的第二版



　　自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后，10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战略业经更新，国防花费已大为减缩，联合作战与联军作战之重要性大增，而国防部现今最流行的一个名词为「军事事务革命」。当苏联政权倾颓时，即有人预言通往和平之路将出现重大突破，殊不知，一个大国的瓦解，很少会导致其他国家步上安和乐利的康庄大道。接下来的倒可能是：在美、苏两极对立所形成的约束力瓦解后，许多国家长期受压抑的怨气随之爆发开来而致冲突四起。



　　美国的决策圈中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海军作战将随之出现重大改变。无疑地，就任务与方针而言，迄今为止，海军作战的确出现了重大改变。然而，更恰当的说法应是，海军的作战焦点只不过是回复到其原本之根源，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世界各处的近岸水域罢了。现今的作战（作业）型态形形色色，如最近解救科威特的战争、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阻绝船运的行动、出兵稳定巴拿马与海地等国家的情势、以及在加勒比海中阻绝毒品走私与非法移民的行动等等，皆发生于滨海水域。美国在一项称为「联合滨海作战」的构想中充分说明了其政策走向；此一构想预见美军的联合指挥官将于全球各「狭窄海域」遂行广泛的协同作战。



　　就更深层的意涵而言，美国海军从来就没有扬弃过滨海作战构想。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理论上是为了与苏联对抗而建立的一支远洋海军，实际上是一直在执行上述的各类应变作战。1996年美国海军与中共部队的对峙事件，只不过是40年以来一系列此类状况的最近事例罢了，今我们不禁回想起当年美国海军在台海巡弋的景况。我们可以从许多有关海战的著述，如潘瑟尔(Helmut Pemsel)的《海战史》(A History of War at Sea)中，了解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海战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发生于滨临陆地的水域。法兰克·邬利格(Frank Uhlig)在他那本名著《海军作战之道》(How Navies Fight)中指出，在美国海军的整个历史上，也存在着此一现象。在「英国支配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的全盛 时代中，有位英国海军军官查理·柯威尔(Charles E. Callwell)曾经详细地描述滨海水域的事件直接影响海军及受海军影响的程度。他的著作《军事作战与海上优势》(Military Operations and Maritime Preponderance)于1905年出版，而美国海军研究院出版社因为这本书对现今美国海军作战极有价值，而于近日重新发行此书。现今的作家可使用柯威尔书中所提到的距今约一世纪的海军作战议题，并举出1950年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海军于世界各地所参与的作战实例，即可写出有关现今滨海作战的详尽论述。



　　《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一书是写来供人遵循的，在新版本中，有关战术部分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大幅改变。在新版本中，对「根本的目的是在陆地上」的观点表达得十分透彻，而且依然将此一观点视为一重要的基础。第五章中所描述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罗门群岛夜战的战术，是美国海军的战术家在为期一年的战役中所发展出来的；而此一战役正是作战领域中一种被认为是新现象的联合滨海作战之完美展现。书内第十一章有关现代舰队对岸作战一节，与其说是适合描述以往那种针对俄罗斯、中国或伊朗的近岸堡垒的作战，不如说是适合描述现今的状况。第一版中指出，马汉所称的「战术中颠扑不破的原则与常数比战略中少」是错误的。自第一版出版后世界的局势变化证明了此点：重大的改变都是出现在政策与战略中。最令人震惊的「军事事务革命」不是产生自科技的潜力，而是产生自新的、突然出现的、不可逆的重大政治现实。



　　此点并不表示战术是不变的，而只是表示，现今的飞弹作战时代可以单独地从政治场景中加以预见，可以单独产生自政治场景中。本书的第一版中，已经预测到飞弹将成为海军战术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以往却未对飞弹在滨海作战中所应有的重要性加以重视。在海战史上，除了一次事件属例外 [ 原注：1982年5月，阿根廷以飞鱼飞弹攻击大西洋运输者号4Atlantic Conveyer)的事件。 ] ，其他所有飞弹攻击商船与军舰的事例全都发生在滨海水域。1991年2月沙漠风暴作战的空中战役之胜利，海基的战斧巡弋飞弹居功甚伟。在此之前，船舰早就面临了来自陆上的飞弹攻击。1982年6月在南大西洋的战争中，英国海军格拉摩根号(Glamorgan)驱逐舰遭一枚飞鱼飞弹攻击而丧失行动能力达36小时并造成30人伤亡的事例，乃为此种威胁肆虐的一个里程碑。



　　狭隘水域中出现飞弹作战一事，乃为本书适时推出修订版的主要原因。陆基飞弹的攻击，加上原本已经非常普遍的飞机对海上之攻击及来自海上之攻击，使得海上作战与陆上作战之间的战术区别变得十分模糊。现今为争夺近岸区域的海军作战型态中，最具启发性者为以飞弹为主要武器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或许世界各国海军都不应该再提「海军」战术一词。我们应以军舰的滨海作战战术的角度来思考，才比较合理。



　　此点确实是一项改变。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舰于近岸水域遂行作战之特性与战术，乃为本版中新增的第六章之讨论主题。这一章以充分的事例来检讨「飞弹时代」中海军作战战术的历史。自1967年首批飞弹对以色列的艾拉特号(Eilat)驱逐舰发动攻击以来，迄今曾遭攻船巡弋飞弹(ASCM)攻击的船舰已多达450艘以上。此一统计数字极其散发性。近年来，水雷的破坏力与潜舰的影响力普遍引起大家的重视，两者都对海军作战的参战军舰数量与所造成的战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甚至于还看到飞弹对军舰投弹的老式战法。尽管如此，从陆、海、空及水下所发射（就某种意义上，还有从太空中发射）的各式各样飞弹已经宰制了海上作战一事，乃是不争的事实。就算不考量核、生、化弹头的因素，我们也确实身处飞弹时代中。



　　资讯时代呢？



　　商界与军方的刊物都热烈地讨论「资讯时代」正在改变文明以及战争的型态一事。我们对此一现象的简单看法是，「对世界各国的海军而言，资讯时代并不是新鲜事」。1930年代，空中搜索与无线电通信结合成一体后，资讯（侦察）开始扮演有用的角色。资讯战争与资讯作战确实随着科技的进展而演变，但其大部分面向乃为本书第五章内容的延伸，我们只对第一版的相关内容作了微幅的改变。我们在海军的战术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武器瞄准精确、射程远的飞弹；而飞弹充分利用了感测与通信科技，反之亦然。



　　无可否认的，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战术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可称之为「自动操控机器的时代」(age of robotics)无人驾驶的空中、水面与水下载具在作战中的功能无可限量，虽然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为了解其潜在发展，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来的无人驾驶战斗空中载具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及现今的精准导引战斧攻陆载具与只能作大略瞄准的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之V-1巡弋飞弹等之间的相对关系。或者我们可以想象，经设定活动模式的未来无人飞行载具，乃为今天相当精密但导引方式较为简单的飞鱼飞弹的发展极致。本书并不对未来作预测，但军事事务中最可能发生革命者不在于资讯之获取、转移与处理，因为起码就海军战术而言，此方面的发展早在50年前就已展开。军事军务革命将致力于发展无人操作、能自行遂行搜索与射击的自动操控式机器。



　　今天的科学家、工程师与海军军官将会在廿一世纪中叶之前为我们带来机器人的时代。致力于发展科技潜力的海军将成为此方面的领导者。但是，今天海军尚未到达此一阶段；海军现正处于飞弹时代。本书的第十一章将对飞弹作战的战术结果进行比第一版更深入的探讨。我们现在拥有相关的战斗资料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订定方向



　　美国上一本讨论海军战术的书籍写于六十多年前。这本历史性的著作是由海军少将罗比森(S. S. Robison)与他的夫人合着的。若要了解美国对战术这门艺术与科学的研究，我们该回到上个世纪交替之际那段海军军官热烈讨论战术的时期。当时美国海军研究院1905年的得奖论文，也就是布莱德雷·费斯克(Bradley Fiske)中校所写的《美国海军政策》(American Naval Policy)一文，该文共有23页，其中有8页专门讨论战术问题。当时的海军军官极力主张政策与战略并非只是种愿望，而是从对战术的成功机会加以精算而得出的严谨计画。诚如某位法国军官对于法国政府未能对德皇的海军建军作为有所回应，沮丧之余所写下的感想，「让我们力求节约但也让我们诚实无欺……我们要客观——也就是我们要考量可能的敌人——并据此来平衡我们的军备……假如我们没有海军对政策的评估，那么，就让我们拥有有关海军评估的政策。」 [ 原注：Baudey，pp.16-17. ] 这番话将成为廿一世纪美国海军的格言。美国人在享有了50年的海上优势后，已经习惯于拥有一支无所不能的海军，我们只有对现代的战术以及舰队打赢战争的方法加以深入了解，方能有助于避免一种轻率的假设：即美国的海军部队比实际的情形还强大。



　　廿世纪的到来，也是战术家支配战舰科技发展方向的开始，当时美国与苏联最起码都有一位作家把科技纳入战术的定义中。当时的战术家所关切的议题有火炮的口径与部署方式、装甲的位置与厚度、指挥塔与信号桥的位置等。当时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的得奖论文大多为战术论述。美国海军资深军官的「整体委员会」(General Board)在审议海军造舰计画时，将战略、战术与新型军舰的特性等因素结合起来考量，并使用海军战争学院的兵棋推演设施来作为解决军舰设计争议的主要工具。侯恩(Tom Hone)、弗莱曼(Norman Friedman)、与孟德尔斯(Mark Mandeles)三人合着的《1914～1941年美国与英国航空母舰的发展概况》一书，详细地说明了美国是如何结合兵棋推演、舰队演习与「整体委员会」及「航空局」(Bureau of Aeronautics)的心力来发展美国海军的航空兵力。



　　世界各国海军在这一段战术思想的黄金时代中所进行的热烈讨论在一次世界大战时开花结果。马汉认为，战略原则是「建立在磐石上」 [ Mboat注：即变化很少之意，“From time to time the superstructure of tactics has to be altered or wholly torn down； but the old foundations of strategy so far remain， as though laid upon a rock.” ——From A.T. Mahan‘s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 ，而战术原则比较晦暗不明，因为战术建立在科技上，而科技是会改变的。他显然未看出战略也会受到新武器的影响。相形之下，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有用的原则比较常应用到战术上，而此等原则也比战略原则更容易转化成准则。 [ 原注：Clausewitz，pp.147，152-154. ]



　　本书对于作战原则并没有太多新见解，其内容集中于战术程序、趋势、常数及环境。虽然这四项要素的意义是本书所讨论的主题，但读者或许可以推测，在从事战略研究时，若也同样追求程序、趋势、常数与环境等要素，将会比只依赖原则更能获致丰硕的成果。最大规模的军事事务革命随着苏联的瓦解而展开。和此一重大事件相较之下，所有的科技与战术改变都相形见绌。美国海军的所有计画与作战都受到它的影响；今天，所有海军战术都必须重新调整以利因应滨海作战。



　　何为舰队战术？



　　战术一词源自希腊文taktika，意指「与安排有关的事务」(matter spertaining to arrangement)。战术的传统定义为考量友军部队与敌军部队的状况而部署或运动本身部队，以及将此等部队运用于战斗中的艺术或科学。本书中，则将战术当成是「在战斗中处理部队」。战术并非学问，而是技术；战术不是艺术或科学，而是人在战斗中的行为。因此，战略家负责「计画」，战术家负责「行动」。



　　这种有关战术的定义是故意将之模糊化。其中的关键字为「处理」、「部队」与「战斗」。本书内将会对此等名词的意义加以澄清。有人说，战术乃为部署兵力打赢战争的方法。但是对劣势兵力的战术而言，此一目标未免遥不可及。此外，并非所有海军任务均狭隘地以获致战场胜利为目标。妥善的战术，其目的是在让部队发挥所有的潜能。



　　在许多研究论述中，「舰队战术」与「海军战术」系同义词。举例而言在罗比森与斐拉凡佐(Fioravanzo)的著作中，这两个名词都是指对军舰与飞机及相关感测系统进行协调，以利作战之遂行。有时候，单一机舰的战术也会被讨论，但只附属于舰队战术的讨论中。在地面战斗的术语中，舰队战术与「联合兵种战术」、「大战术」、及「空陆作战」的意义均类似。



　　或许海军军官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再为文讨论战术，其原因在于他们将战术与运动联想在一起。1950年代当我们还是初阶军官时即对战术训练感到纳闷：作500码的转向虽然是令人与奋的操练，但此种操练却与海战没有什么关联，就像陆地上的阅兵与陆上作战扯不上关系一样。当时所安排的战术课目，其实施是运动课目，而非战斗操练。此种作法乃为当时之特色，因为当时军舰的运动乃为作战的重心。1972年约翰·克瑞斯威尔(John Creswell)在他所著的《十八世纪的海军将领》一书的序文中写道，「舰队战术的时代，也就是敌对舰队中的大型军舰之运动影响了海战战果的时代，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 [ 原注：Creswell，p.7. ] 克瑞斯威尔提到，日德兰战役(Battle of Jutland)结束了此一时代。然而因为战术乃为部队在战斗中的运用之道，故不论部队是否运动，战术都是存在的。虽然克瑞斯威尔认为运动已经丧失了其于武器投射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部队与敌人的相对位置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战术因素，而运动也仍然是获取有效攻击位置的一项重要手段。



　　另一项造成我们困惑的根源为，现代舰队的兵力中有相当大部分是陆基兵力。苏联海军兵力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以长程轰炸机的型态存在；此等轰炸机在于摧毁美国的军队与船运。北约会员国的舰队也从陆上机场操作海上巡逻机。舰队战术攸关海上作战，换句话说，与制海及掌控海洋的作战有密切关系。某些滨海国家的海军，其感测仪与武器几乎全部署于岸上，故其舰队的战力几乎是隐而不见的。于此种情形下，远洋海军的舰队若进入近岸的作战空间将是件极其危险的事。



　　海军作战的战术



　　在第一版中，「舰队战术」一词并未包含两栖作战的特殊战术，也就是海军以空中打击与飞弹攻击来支援地面作战的战术。由于世界上无一舰队有能力挑战美国海军的优势，只有在敌沿岸水域，美海军才可能面对威胁。因此，在这一版中，我们有必要对近岸作战与在滨海水域作战的特殊危险等议题，加以探讨。第一版中仔细地说明了海军战斗的目的系在于掌控海上空间，俾其他部队能安全地遂行任务。这些「其他部队」包含一支负责清除敌近岸船运与渔船队的近岸舰队；扫雷舰艇；两栖部队（在战斗舰队的保护下得以安全地从海上向登陆地点挺进）；负责提供增援与补给的商船队（从海上至港口一路受到保护而得以免遭空中、水面与水下攻击）；以及对海上交通线遂行游击战并与反潜部队对抗的潜舰部队等。



　　第一版中的讨论重点在于如何达成面对敌人舰队时之优势，故其判定成败之标准非常简单：以军舰所遭受的伤亡及双方军舰、火炮、与人员丧失战力的数量为判定之依据。夺取或丧失领土为战役阶层之重要考量，但当舰队之间展开战斗时则是战力的较劲；而使敌军舰丧失战力乃为作战的目的，也是判定作战成效的最佳依据。



　　但是当舰队的角色变成是在影响陆上的战略时——此乃为当今舰队的任务重点，也是其存在的理由——则上述判定作战成效的简单方法已失去意义，我们需要有量度作战成效的新方法。战役中的战术与作战已混合在一起。欲对海军作战进行完备的处理需要有书籍的协助——有诸如哥伦伯(Philip Colomb)的《海军作战》、伯诺提(Romeo Bernotti)的《海军战略基本原则》或卡尔威尔(Callwell)的《军事作战与海上优势》等经典著作的现代版本。这些一个世纪之前写成的巨著明确地叙述了战役之计画与遂行，如伯诺提的大作事实上是在讨论作战而非战略。此等书籍讨论了所应采取的行动，而且即使在一世纪之前，即已强调获得资讯优势的重要性——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优势战场觉知能力」(dominant battlefield awareness)。作战与战术侦察发生于陆、海、空等领域。在有远见的战术家的心目中，于资讯战场上，我们必须加以宰制的领域含包密码学、行动电话、电脑、电子邮件、及全球性的电脑网路。



　　海军的用途为何？



　　舰队战演术与滨海作战存在于所有海军作战的矩阵(matrix)中；我们可以称此一矩阵乃为海军四种功能的结合。海军的目标在于处理海上的运动、运输与勤务；相形之下，陆军则是在获取与拥有「不动产」(real estate)。因此，海军从事的是点的连结工作；陆军从事的是点的占领工作。从此一观点视之，海军只不过是在从事以下四种任务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任务。此等作务为：



　　在海上，（１）确保我们的运输与勤务的安全



　　（２）使敌人的运输与勤务难以确保安全



　　从海上，（３）确保对陆上的运输与勤务的安全



　　（４）阻止敌人对陆上的运输作业。



　　我们之所以说海军不像陆军那样要「获取与拥有不动产」，乃是在强调海军系达成掌控陆上敌人之目的的一种手段。战争的重心很少是在海上或空中的。海权的最大贡献在于在公海上有效地将「货物与服务，运送到友邦或敌人的领土上。事实上，上述的海军任务几乎与柯白(Julian Corbett)的主张完全相同，只不过柯白还提到保护或阻止海上贸易的议题。



　　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认为其任务在于制海、武力投射、吓阻与武力展示。这些在冷战期间可适切描述美国海军任务的用词（除了曾有位海军军令部部长否认「武力展示」系一项任务以外），现在已经显得太特殊化而不适用。上述两组相互对称的用词可应用于所有状况及各种不同规模的海军，而不仅仅适用于像美国这样的海上强权。一支近岸型海军不必成为一支海上强权也能在其控制领域内有所作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海军都强调第四种任务，也就是阻止敌人的海上运输（运送士兵、陆战队队员、及他们的装备）与勤务（从海上发动飞弹与空中攻击）。在近岸水域内，一支小规模的海军或许无法瘫痪一支强大的海军，但却可使后者的海上运输任务成为一项重大的负担。



　　制海通常必须在大洋与一支战力一流的敌人展开舰队作战。在苏联瓦解后，许多人问道，「美国海军除了遂行空中打击外还能干什么？空中打击作战由空军来担任岂不更有效率？」我们的回答是，空中打击只是海军任务中的一小部分。对大规模的海军而言，比较有价值的任务是在于阻止滨海国家使用其滨海水域，并保护我们的运输与勤务伸入敌人水域。



　　一支舰队可能会在消灭敌人海上舰队后才发现，其海上航运线仍遭到敌后方游击作战之威胁。发生于海上的作战概属非线性作战。威胁船运安全的潜舰会遭到所使用的战术迥异于舰队战术的反潜部队的反制。在整个海战历史中，法国人所称的「追击作战」(guerre de course)早先系由水面舰所遂行者，后来才有潜舰与战机加入此种作战模式。进行追击的一方藉匿踪以保安全，并以军舰或小队军舰遂行作战而逐次腐蚀敌人战力。在「追击作战」中，攻击者与防御者所采用的战术与舰队战术之差异程度，可比拟决定性的陆上作战之战术与敌人后方的游击战战术之间的差异。



　　美国海军娴熟于反潜战术、两栖作战、空中打击、飞弹攻击等战法，但却不习惯在滨海水域中遂行防御作战。此外，我们在撰写本书时也从波斯湾与与亚得利亚海的经验中重新学到了一项教训，即海上封锁与海上检查是极耗人力、极耗时间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在第六章中，我们会将此等任务的重要特色纳入舰队战术中讨论。这一章将介绍一种量度作战效能的新方法：也就是一支兵力于其战斗寿期中的战斗力净投射量。此一方法明确地指出，一艘军舰的战力——飞弹、飞机、陆战队队员或战车必须能熬过敌人的攻击并作有效的投射，否则将一文不值。当舰队的作战目的不再限于击沉敌舰队后，以往那种以计算敌军舰残骸来判定作战成效的纯粹、简单的方法已失去意义。第十一章将会详细讨论第一章中所介绍的第六项战术基础，也就是那句有名的格言：「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所有的近岸作战都必须正视此一真理，在现代的岸上堡垒已能发射长程空中与飞弹攻击后，此一真理益显得颠扑不破。然而美国海军为了执行任务，有时除了冒着遭岸上敌人攻击的危险外别无其他选择。



　　其他术语



　　本人所使用的最重要术语之一为「侦搜」(scouting)。依本人看法，此一名词指的就是侦察(reconnaissance)、监视与向指挥官与他的部队确认与报告战术资讯的所有作为。俄语中的razvedka指的就是同一件事。「屏卫」(screening)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其意义与侦搜非常相似，但却包含了对具威胁性的敌人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今天普遍为人使用的「资讯战争」(IW)与「资讯作战」(IO)两个名词则因为包合的意义太广而丧失了其精确度。这两个名词早期曾一度指的是侦搜与反侦搜的行动。后来，资讯作战只狭隘地指削弱敌方应用资讯的手段。现今，资讯战争与资讯作战则包含了作战、战术与战略作为。



　　反侦搜系指阻碍敌侦搜行动的一切措施，俾保护负责伴随与防卫重要单位的机舰，使其免遭敌武器之攻击。护航是一种反制敌部队的手段。反潜作战屏卫则在保护船团或本身没有充足防御能力的军舰。但负责屏卫任务的机舰藉由对敌潜舰构成威胁以及阻碍敌潜舰接近与瞄准受护航的兵力，而得以反制敌潜舰的搜索作业，并在侦测到敌潜舰后，警告其离开受屏卫的单位。



　　指挥与管制(C2)一词系用以泛指指挥；指挥、管制、通信；C3与情报(C3I)；以及其他相关作为。明确言之，C2系指比对侦搜行动所获得之资讯；指挥官的决策行为；及指挥官将其命令分送所属部队的情形。本人使用「指挥与管制」一词来涵括所有以资讯为基础的支援系统及其他指挥支援系统，合所有传达命令的方法，但本人排除了侦搜系统与侦搜程序。「指管反制措施」(C2CM)乃用以阻碍敌指挥管制效能的作为。「信号战」是一个跨越侦搜、反侦搜、指挥与管制、指管反制措施等之间界线的重要、有用的术语。信号战是一种不像上述其他作为一样含有种暴力摧毁性质的资讯作战。



　　此处有关指挥与管制的定义并未普遍被接受，但已经是愈来愈常用的一种定义。此一定义有许多优点。其中一项优点是其未狭隘地只限制于硬体方面。另一项优点是其排除了对C3I的过份广泛描述；对C3I之过份描述将很容易会涵括超越一对一作战范畴的战术行动。指挥与管制不只是指对侦搜资讯的运用，还指对侦搜资源的分配进行指导与发挥影响。因此，指挥与管制程序指导了搜索作业：其方向、深度、强度与持续时间。由于战术中一项很重要的常数是，侦察能力向来都有所不足，因此上述的指导项目成了战术指挥官的最重要决定。近来，战术指挥官已体会到，指导搜索作业一事，可能会非常困难而且费时。



　　「战略武器」此一不甚恰当的名词并未出现在我们这几页的讨论中。战略作战与战略轰炸的观念，以及此等观念的转移至洲际弹道飞弹的领域一事，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此等观念却并不完全具有一致性。本书中说明了长程核子武器所具备的战术特性。假如要使用此种武器的话，则在全球性、跨洲际的战场上处理运用此种武器相关事宜，将需要特殊的战术技巧。在这种恐怖的战争中，国家指挥当局将扮演起战术指挥官的角色，由其负责协调空中、陆基、与海基武器之运用。我们可能因为现今发生全面核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感宽心，但我们却不能忘记，潜在敌人于区域内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已然增加。本人认为，海军战斗的基本模式（强调摧毁敌人）似乎比陆上战斗的基本模式（强调位置与运动）更了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相关战术。



　　读者



　　在此一新版本中，我们有几件事要告诉读者。就像前一个版本一样，本书最重要的读者为美国的海军军官。笔者了解美国海军军官对战术的浓厚兴趣，因为本人在美国海军研究院为初阶军官授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海军军官的时间被报告、核阅与有关时事的课程所占满了，而这些活动甚么都碰触到了，就是没有触及如何作战的议题。本人想提供他们一本书，让他们在承平时期能与这些令人分心的事务对抗。美国海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实战验证的战术被写入了舰队准则中；亲自参与海战的将领们心中也牢记了这些战术。这些准则与这批将领均已不复存在。转眼间，美国海军已经半个世纪没有遂行过舰队作战了。现在美国军舰若驶近敌海岸可能会面对敌方强有力的陆、海、空兵力的攻击而遭到重创。我们有适切的军舰与作战准则可用以对付专门训练用来在其本土水域遂行作战的敌舰队吗？或者我们将会像1942年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样，自认为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即可获胜，因而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日本海军采用优异的战术所遂行的舰队作战之震撼，却迟迟无法作出调适？



　　本人是美国海军的一员，但《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这本书也是写给其他国家的读者看的。即使美国海军能持续称霸海上，能将其影响力伸入近岸水域及陆地上而无人能加以阻挡，但现今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海军都有此能耐的。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发生过好几次舰队作战，依美国的标准而言，此等舰队作战属「小规模」作战，但对于参与作战的各方而言，却是货真价实的舰队作战。参与以阿战争、南大西洋战争与印巴战争的敌对双方舰艇吨位都不大，甚至于偏小，但此等作战却事关紧要，所用的战术也极具重要性。这本书也是为这几个国家所写的。日前，阿根廷、巴西、与意大利已经购得本书的翻译权。此点非事出偶然，因为在最近的几次海战中，这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海军能力均有所欠缺。每个人都会犯错，而且都能从错误中学到教训，但是打了败仗的陆军与海军最急切想得知他们是犯了什么错。下次海战中，阿根廷海军将没那么好对付了。意大利海军拥有某些世界上最佳的战术思想，而其军舰设计足能使其未来成为威力强大的对手。



　　已过世的学者兼作家刘易士(C. S. Lewis； [ 译注：1898-1936，英国作家，著述多在宣传基督教教义 ] )曾经自称是神学事务方面的门外汉。同样地，今天也有一位海军事务的门外汉想要谈谈海军的事。他谈起来比海军正统的理论家更头头是道，而且更能提出明智、超然的深刻见解。但是，假如他要扮演具有建设性的角色，则他必须比一般人具备更佳的海军战术素养。这本书不是对所有现代海军作战教训的完备指南，但任何人加以详细研读后将更能对现代的海战作出明智的结论。举例而言，有些海军作战的门外汉在观察过南大西洋战争中多艘英国与阿根廷的军舰被击沉后，曾经预测，未来水面舰的前途堪忧。此乃因为他们忘记了以往所有海战的那种致命性。在第六章中，本人将外行人缺乏依据的意见与本人认为比较了解海军作战与战术的人所学到的教训并列陈述。



　　本书的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读者为13岁左右的少年。日德兰海战的指挥官杰立可(John Jellicoe)将军早先就是在这个年纪，以一个身高才4呎6吋的少年，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登上老旧的木造军舰「大不列颠」号向他的长官报到。数学、音乐及其他领域中的天才都在很小的年龄就展露才华，因此本人想推出这本书，以填补我们战术论述方面的真空，俾能激发年轻读者对战术的兴趣。由于现今已有那么多由电脑模拟的逼真海战兵棋推演，我们起码要有一本书来向未来的尼米兹或史普鲁恩斯说明，为什么他的战术能成功或为什么会失败。



　　笔者小时候，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第359区及940.5区内，举凡罗维持(Lee J. Lovette)、普拉特(Fletcher Pratt)、布洛迪(Bernard Brodie)、福雷斯特(C. S. Forester)等人的著作都是本人汲取战术知识的来源。逢雨天，本人会找来玩伴，用玩具船当军舰，在家中玩起了舰队作战。我们把家俱当陆地，把房门当海峡，就这样打起了「滨海作战」，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有此一作战构想。由于我没有那么多钱买玩具船来组成一支舰队——当时一艘玩具驱逐舰要5分钱，巡洋舰要10分钱，所以我们以一片片硬纸板上面粘上牙签来当军舰，并写上舰名，并赋与其所有的作战性能。在阴雨连绵的星期六，玩这种游戏倒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若有机会，我愿意拿所有的玩具军舰来换一本像本书一样的书籍，假如那时候有这样的书的话，因为这本书是写给专业人员看的。本人还曾经拿了祖父所给的21美元去「马歇尔场」(Marshall Field)买了一本1944年版的《詹氏战舰年鉴》(Jane’S Fighting Ships)。当天，海神已经预见本人的海军生涯。



　　今天的青少年拥有令人着迷的精密电子装备，比起当年我们玩一艘10分钱的模型军舰，可说要幸运得多，而且他们看起来也比我们灵光得多。但是除非这一辈电子时代的年轻人能好好利用他们的优势，否则的话，我们要提出一点警语。家庭电视游乐器的萤幕上所显现的优异战术，并不比美国海战院的兵棋室中所演练的战术更能代表一个人在战场上的能力。战术所处理的概皆为必要、但却非充分的事务。在战场上遂行战术是与领导统御有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重点在于掌握水手的心理与思想。爱迪生提到发明天才时所讲的那句话——成功是1分灵感加上99分努力的结果——也可以适用到战场上。



　　本书编排方式



　　本书的第二版尽可能遵循第一版的编排方式：



　　第一章：以具有永恒价值的尼罗河之役来说明战术的六项基础；尼罗河之役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研究案例，可让我们充分了解对岸上作战的海战战术。



　　第二章到第五章：这几章描述海战历史的演进，为其后各章的讨论奠下基础，并让了解海战历史或自认为了解海战历史的读者有机会将他们对战术发展状况的看法与笔者的观点作一比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章将（一）第一线作战军舰、（二）主力舰，以及（三）航空母舰等遂行运动、管制、战术侦搜、尤其是兵力集中等所使用的方法加以比较。这三种不同型态的作战模式将有助于读者了解海军作战的动态以及其中所发生的变化。



　　新增的第六章：本章讨论飞弹时代的舰队战术：内容包含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海战遂行的方式，并置重点于海、陆互动关系，尤其是有关南大西洋战争的战术，并指出为何胜利是属于对联合滨海作战有最佳准备与最佳装备的一方。



　　第七、八、九及十章：与第一版同，这几章也是在讨论战术的趋势、不变的原则与环境（或变数）。我们将历史教训加以整理后与应用，并描述海军作战的重要程序：火力、运动、侦搜与指挥管制。其中还添加了有关陆、海互动关系之讨论。



　　新增的第十一章：本章以旧版本的第十章为基础，对现代的战术进行讨论，但增加7有关联合作战的部分。本章并应用了飞弹时代的新「齐射」(salvo)战斗模式来讨论某些战术发展。



　　第十二章：结尾的这一章与旧版本的最后一章有相同的旨趣，只不过将旧版本中美军于未来与苏联展开「第二次尼罗河之役」的想定改成与另一个新的敌人之间所爆发的「爱琴海之役」的想定，俾有更丰富的素材可用以讨论战役与战役中之舰队战术的关系。














	

 






	















	





	







	









 





	


	







	








	




	


第01章　战术的六项基础




	







	

 



	


	



前言




　　我们和布律耶斯(Francois Paul Brueys d‘ Aiguilliers)中将一起待在他的旗舰东方号(Orient)上；该舰锚泊于埃及的阿布卡湾(Aboukir Bay)。将近10年前，当我们革命党消灭了国王海军的领导阶层时，布律耶斯还只是个中尉。现在他可是拿破仑将军的亲信。布律耶斯中将擅长组织，曾经达成了护航400艘运输船的辉煌任务，共将36，000名法国步兵、骑兵与炮兵运抵埃及。然而，若是今天，也就是1798年8月1日有什么危险状况出现的话，我们将会非常担心。



　　布律耶斯已获得拿破仑的信心，但现在要达成拿破仑的期望就有困难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因经验不足而内心十分紧张：他曾拒绝进入亚历山卓港(Alexandria)；此一港口距离他锚泊的地方才10哩远，因他担心他的军舰会搁浅；时间一晃已经数星期。拿破仑已经扫除所有障碍而成为埃及的主宰者，但布律耶斯仍在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将他统率的13艘第一线战舰投入战斗还是使此等军舰继续锚泊在平坦的阿布卡海岸西侧的半月形水域中。法国舰队恐终将与英国舰队一战，因为那位穷凶极恶的纳尔逊正在地中海乱钻，到处找寻我们的下落。布律耶斯已作出了某种决定（我们猜想）：他要让舰队在锚泊的情形下对敌作战。这个主意太好了。但我们为什么不强化位在我们北方的阿布卡岛的防御能力呢？岛上6门用来发射6磅重炮弹的火炮将无济于事的。当我们紧标着岸边与敌人作战时，是有必要建立岸上的坚强炮兵能力。依我们的状况，以岸炮来强化我们舰队的前锋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我们的指挥官把战力最强的军舰摆在纵队的尾端。或者，应该说是摆在锚泊舰队纵队的南端。英国军舰或许会夹击我方纵队的后端部分，我们不了解此种论点，因为我们的舰队是停滞不动的。或者，在这一年最炎热的季节里，吹向岸上的盛行风(prevailing wind)会把纳尔逊的军舰带向我方舰队的尾部，也就是纵队的最南端？






图1-1　阿布卡湾



　　有些意见虽然大家已有共识，但仍未付诸实行：各舰使用尾锚俾使右舱火炮能连成一线悉数指向海上；在各舰之间拉起钢缆以防敌舰突破我方纵队并在突穿过程中对我方舰首与舰尾施以炮击；缩紧锚泊距离，因为我们各舰之间相距150公尺，此一距离并未小于航行时之间距，虽然舰身随浪摇摆时可确保安全而且利于操作小艇，但对于要以锚泊方式与敌舰作战，此一间距太大了些。我们的参谋长甘提米(Ganteaume)担心粮食与饮用水的问题，而我们目前尚不至于有所匮乏，但是我们却有许多水手到岸上找寻粮食——我们听说有3，000人之多——如此一来，没有人还能有精神去准备上述的备战工作（而且，天气又酷热难耐！）。最后，我们仍然没有要启航的迹象：布律耶斯说，战争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我们永远要保持行事的弹性——但是，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收锚启航，找寻一处粮食比较充裕的地方？假如我们启航了，还可以一路上练习舰船操纵技术。我们怎么会搞得这么糟？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懂得航海术的都查拉(Du Chayla)说，我们应该在航行中与敌舰接战。但各舰舰长都排斥此一说法：他们都太嫩了而且训练不足。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舰队锚泊一个月了，官兵都已营养不良，而且已渐渐忘掉了所有的训练课目，只学会了去偷埃及人的骆驼肉。



　　少抱怨了？是啊，一切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纳尔逊的舰队比不上我们的舰队。我们所搭乘的这艘东方号就配备了120门炮。她是只大怪兽。没有一艘英国军舰可经得起我方舰队15分钟的攻击。我们前方都查拉将军所指挥的富兰克林号配备了80门炮，东边的雷鸣号(Le Tonnant)也配备了80门炮。纳尔逊的军舰只配备70门炮，而且军舰数量比我们少。



　　注意！赫瑞克斯号(Heureux)打出旗号，表示已发现12艘敌舰。这些英国军舰在亚历山卓港东方沿着海岸线前进。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些敌舰了，他们的位置在西北方。嗯，很好！我们现在要看看怎么打这场仗。我们现在精神抖撇。我方军舰挂起了要求那些上岸找寻粮食的水手即刻返舰的旗号；这些水手们大部分会在隔天清晨前返回，备便作战。什么？只有一边舷侧能遂行作战？因为另一舷侧的所有水手都还在岸上。所有人员离开右舷？你昏了头，左舷面对的是陆地啊！我们或许不能和英国佬在海上航行中交战，但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什么时候？明天，当第一道曙光露出来后我们就开战，轰轰烈烈地打它一整天。



　　布律耶斯在后甲板镀步。下午的值更班已经鸣放六击钟(six bells)，而纳尔逊的舰队仍未通过阿布卡岛。这些敌舰为何不撤退呢？午后的微风异常凉快，而水手在天黑前希望能看到海面上空无一物。英方前锋号(Vanguard)军舰挂起了旗号。显然纳尔逊这个狂人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强大海上军舰纵队，他将会回避我们。他或许会展开海上封锁。果真如此，布律耶斯将会陷入困境。到时候我们将得启航前往与敌人战斗，而我们将会像生手般在海上航行。但是，纳尔逊没有耐性。明天我们将展开战斗。今晚，大家都没办法好好睡了。



　　请仔细听！英国舰队中带头的「热忱号」(Zealous)驶进海湾内绕行。英方在试探敌情。纳尔逊的舰队即将乘着午后的微风前来。我们看着布律耶斯。他大声叫道，「不可能！」他是个战斗员，但他并不是不够沉着。有多少水手已经从那令人厌烦的沙漠返回舰上？钢缆在那里？后锚呢？现在阿布卡岛上的可怜火炮开始对敌射击了。这些火炮可真是不管用。



　　这下子我们要遂行夜间作战了。没有人曾参加过夜间作战。航行中的军舰在夜战中将会陷入一团混乱。而我们的军舰是处于锚泊状态中。夜间作战是种疯狂的行动，但英国的疯子专作疯狂的事。纳尔逊的纵队绕过了小岛，右舱迎风，几乎朝着西向前进。前锋！纳尔逊是针对着我方舰队的前锋而不是尾部而来。我方舰队尾部战力薄弱。纳尔逊是不会停下来的；他现在正顺风而下。为什么英国舰队没有陷入一团混乱？纳尔逊率领的这些海上怪物对航海可真有一套。英国军舰逼近2O0公尺内，其炮门周边的黄色线条清晰可见，其火炮配置有两到三层，黑色舰体的两侧各有35门炮。英舰愈来愈靠近了，我们紧张得汗毛直竖，在午后海上的热风吹拂下，竟让人感到丝丝寒意。英国佬在齐声喊叫，声音在海湾内传送达3哩之远。英舰先锋号又挂起了信号旗。接着巨人号(Goliath)超越热忱号，抢到了上风位置，她的主帆涨满，接着上桅帆也涨满，只有在最后冲刺时才会使用战斗帆，现在，巨人号成了先头部队。



　　我们的战士号(Guerrier)与征服者号(Conquerant)的右舨火炮开始射击。太棒了！我方军舰已就攻击位置，但是双方相距还有半哩远呢？我们瞄了一下布律耶斯，只见他双手紧握舷侧栏杆，抬头挺胸。他摇摇头，并太声叫道，「不行！不行！还太早，还太早！」



　　英方的巨人号与热忱号以及尾随其后的10艘其他英国军舰愈来愈接近我方了。我们舰队前锋的作为将可降低大家的恐惧。此时，舰上根本无处可藏身；舰长在作战，你也要跟着作战。我们必须要挺住，虽然我们也不免因害怕而发抖，因为死神在向我们招手。这是多么壮观、残酷而又恐怖的场景啊。为何英国人的决心不曾动摇？我们舰队的火炮数量比他们的舰队多啊！哦！我知道为何会如此了。我们的舰队无法全力投入战斗，只有为首的六艘军舰能发挥战力。纳尔逊在执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集中兵力攻击我舰队前锋。他是傻人行大运，他靠的只是运气，我们的舰在完成战备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受困于海上这道莫明其妙的风。



　　巨人号几乎要撞上我方的战士号。这艘英国军舰必定会绕到我方舰队的左舷，然后以其右舷排炮对我展开反击。接下来纳尔逊的舰队将从我方舰队的前方向我舰队后方前进，并一路上与我方交火。在夜黑中，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只能任由12艘英国军舰各以一舷侧排炮对我方进行射击。这样的火力将十分猛烈，不过我方的东方号军舰每一舷侧各有60门炮，必可将英国军舰轰得粉碎。愚蠢的纳尔逊，这下子可中了我们的圈套了。



　　那究竟是什么？我们看不到巨人号的右舷火炮，但该舰的左舷火炮却瞄准了我们！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望着布律耶斯。他脸色惨白，只手紧握栏杆，他的眼睛冒火，状甚可怕。这位令人惧怕的战将自己也害怕了吗？他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声「糟了！」也因之道出了我们的命运。巨人号现在通过了战士号的前方，在靠近岸边的方向，在20码外发动攻击。巨人号以左舷火炮展开射击了！英国军舰将会对我方舰队的前锋展开夹击，并逐一摧毁我方军舰。我们可以感觉到那凄惨的哀嚎、到处血迹斑斑、前锋部位陷入绝望，现在，我们看到死亡已降临到舰队上，军舰一艘艘被消……



　　布律耶斯在死前还将遭受到进一步的战术羞辱。纳尔逊所统率的军舰并非一直维持着航行状态。每一艘英国军舰均以下后锚的方式与敌舰并排停泊，构成两艘英国军舰包夹一艘法国军舰的态势。从后方接续前来的英国军舰将从前方英舰未与法方交火的一侧接近下一艘法舰，并下后锚与此艘法舰并排停泊，如此将有4艘英舰进入法舰没有防卫能力的面向陆地的一侧。英国军舰依此方式由上而下逐次消灭法国军舰，而且总是以两艘以上军舰的火力来攻击一艘法国军舰。



　　法国舰队因受到拿破仑的鼓舞而投入了尼罗河之役。法国旗舰东方号对英舰贝勒洛芬号(Bellerophen)与庄严号(Majestic)施以猛烈射击，贝勒洛芬号割断锚索漂流海上，庄严号主桅折断，舰长阵亡。但另一方面英舰亚历山大号巧妙地溜进了东方号与雷鸣号之间——这两艘法舰在阿布卡湾中的锚泊位置相距太远而无法提供火力支援以阻止英舰突破其纵队队形。接着亚历山大号从接近陆地的位置对东方号展开猛烈的射击，几乎未遭到该舰的抵抗。东方号受创起火，火势延烧到弹药库。夜里10时，这艘法国的旗舰发生大爆炸，曾经亲眼目睹此一令人惊心动魄的恐布景像的人都在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法国舰队纵队尾端的5艘军舰因仍处于锚泊状态而未能加入战斗。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明白，这几艘军舰究竟是在等待布律耶斯发出「投入战斗」的旗号（在浓烟与夜暗中没有人看到过此一旗号），或是因为维尔纳夫少将(Pierrede Wlleneuve)没有时间割断锚索，设法克服困难取得上风位置，并加入战斗。我们只能从他后来所写的报告中一窥究竟。他在报告中问道，他所率的军舰「下了两大锚、一个小锚、加上四条缆绳，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可能在其他军舰遭攻击并受创瘫痪的10分钟过程内，完成起锚，争取上风位置，进入射程，并投入战斗等等行动。」维尔纳夫的前途并没有因为这场败仗而断送掉，他后来担任了特拉法加海战中法西联合舰队的指挥官。不过有人说，他的战斗意志受到了「恐怖的尼罗河之役」的严重打击，以致于后来他和他所统率的舰队在第二次面对纳尔逊的舰队时，尚未对其发射第一波舷侧火炮之前心理上已先被纳尔逊打败了。



　　最重要的一点，纳尔逊做了布律耶斯所没有做的事：他在海上航行的两个月期间，不只努力对部队实施训练，还不断地与幕僚针对作战问题进行讨论及研拟相关计画。他手下的舰长都深知他欲采包夹战术以集中火力。实际的作战行动则视状况而定：法国军舰是处于锚泊状态或机动状态，假如处于机动状态，是在上风位置或下风位置等，皆为其考量因素。纳尔逊在特拉法加之役前曾写道，「有些事情是要靠运气的，但我们能事先预见的状况，必须悉数作好准备，不能稍有遗漏。」纳尔逊的舰队准备在与敌人遭遇时，迅即展开攻击。在尼罗河之役期间，布律耶斯的舰队中有三、四千名水手待在岸上一事，着实今他大感意外。纳尔逊事先不晓得此状况，也不知道他率领的备便一到战场立即展开作战的舰队，能从此一状况中获得什么益处，但他的所有部属都深信，在作战中时间是至为宝贵的。



　　在尼罗河之役中，法国舰队战备不佳一事，让英方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法国舰队除了因人员短缺，故只能拼命设法单独使用右舷火炮与敌接战外，许多法国军舰只有靠艏锚停泊海上。我们不确定是纳尔逊或巨人号舰长弗利(Foley)首先看出一点，即只靠搪艏停泊的军舰势必会留有供舰身左右摆动的空间，而英国军舰将可穿越此一空间进入靠近海岸的水域。不论是谁先发现了此一情形，总之，英国军舰是基于纳尔逊强调要达成兵力集中的原则，而采取了此种行动。纳尔逊原先计画由两艘英舰分别对锚泊的法舰艏艉部分展开攻击。英国军舰的舰长则采行了比较传统的航行中与敌接战的方法，将军舰分从两侧驶近法国舰队的前锋，与其并排航行并展开攻击。



　　此外，我们还认为，纳尔逊之所以一抵战场迅即发起攻击，系因为他当时能利用午后吹起的海风，而他了解在接近黄昏时海风将会停歇下来。接下来，他在无法进行快速攻击也没有风力可资利用后，将只得接受与敌进行夜战。纳尔逊事先计画好在英舰的帆索具上挂上一系列横向排列的灯笼以作为敌我识别之用，并决定让英方军舰下后锚停泊，而不在海进上行机动航行。他的作战计画中很高明的一项战术是改变军舰接敌的顺序，由带头的两艘英舰攻击位于最北方的锚泊法舰；接下来的两艘英舰则攻击由最北方算来第二艘锚泊法舰，依此类推，逐次向南攻击所有法国军舰，因为他了解，攻击锚泊的敌舰队与向运动中的敌舰队逼进，是完全不同的。纳尔逊麾下的每位舰长都将上述战法牢记在心中。然而有些舰长认为此一战法难以遂行。他们指出，假如以两艘军舰包夹一般敌舰，则此两艘军舰将会相互遮掩对方的火力。但纳尔逊愿意承担此种风险，并靠演练来克服此一问题。加上，纳尔逊挟其所具备的丰富船艺知识，而得以劝服那些抗拒此一战法的舰长。






图1-2　尼罗河战役中英国军舰运动态势



　　诚如图1-2所示，纳尔逊的作战计画在实际的遂行中已被扭曲的难以辩认。此乃为作战的常态。但纳尔逊麾下的舰长从未违背过他的意图。一份好的作战计画，其内容应力求简单，应预留修正的空间，俾对复杂、精微的考量作出调适，并使其在落实的过程中有犯错与采取主动的空间。



　　以上我们想象中的法国人在描述此次战役刚开始的情况时，并没有夸大法国舰队的能力与作战意志。尼罗河之役中，法国人是带着不习惯于战败的人所具有的热忱投入战斗的。他们虽然缺乏船艺，但能以舷侧火炮射击敌人。1798年这场海战，法国人面对的是第一流的战士；海战中，战术创造了胜利的环境，而意志力量与战斗技术将潜力转化成事实。猛烈的战斗（猛烈是适当的形容词）持续了整个晚上一直到黎明时分才终止。英方伤亡近1，000人；法方则有3，000人伤亡，另有3，000人被俘。




战术的六项基础




　　尼罗河之役显示了海战中的六项要点；此六项要点对于海军战术有重大的影响：



　　领导统御、士气、训练、实体与心理状态、意志力量及耐力，乃为作战中的最重要因素。我们若没有军事物资的质与量上的充足条件，以及适切的战术得以有效运用武器以对付敌人，是无法打胜仗的，但是，人的因素最重要——面对具有竞争力的敌人时此点尤其重要。在尼罗河之役中，纳尔逊在一开始就建立了战术优势，但是他的部队仍然是在经过一番苦战后才获致胜利的。适切的战术、充分的训练、与详细的计画，加上有坚定的杀敌决心及有接受战损的心理准备，必可为我们带来光荣的胜利。



　　准则是良好的领导统御的要素。准则是训练的基础，也是训练的所有意涵，如凝聚力、在战斗中的可靠度、相互了解与支援等之基础。尤有甚者，准则是所有战术求新求变的跳板与基准。形式上，准则乃作战方法的标准。但准则有别于教条。纳尔逊最出名的一点是，他随时都准备将英国海军从准则中的僵化作战教含中解放出来。纳尔逊总是有一套自己的作战计画，非常完备的作战计画。他总是将作战计画详细告知各舰舰长并加以不断演练，俾所有舰长都能了解他的意图。基本上而言，一套完备的、经演练过的作战计画，就是一套作战准则。妥善的准则可使部队在混乱的情势中维持凝聚力。因此，虽然就某种意义而言，尼罗河之役的遂行完全脱离了事先的计画（读者从图1-2中将可发现作战计画与作战的实际遂行状况完全不相吻合），但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此次作战的遂行可说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作战计画的精神。十九世纪普鲁士军队的领导人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曾说，「与敌人一接触后，所有的计画都失去了意义。」纳尔逊和所有的人一样，他深知准则能将好的战术结合起来。



　　战术与科技的发展，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乃为何马汉（轻易地）否定了战术的不变原则而却倡议战略的原则。尼罗河之役发生于帆船时代接近尾声之际。纳尔逊没有机会针对新的作战装备来采行他的战术，不像拿破仑那样，可采行机动火炮战术，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可采行战车战术。就此点而言，纳尔逊的成就比他们更了不起：纳尔逊据以发挥战术的是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的老式武器系统，但他所展现的精湛海战战术可说无人能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他是因毕生纵横于海上才能发展出这种战术造谙。克劳塞维茨认为一位战略生手是可能因一时的灵感而想出甚佳的战略，但有效的战术却是毕生努力下的产物。我们要懂战术，就必须了解武器。



　　虽然把摧毁敌人的舰队当成是我方舰队的最高目标应属恰当，但除了此一直接的目标外，我们通常还有更远大的目标。「海战的目的在于陆地上。」此乃尼罗河之役成为如此重要案例的另一项原因。该次战役和许多其他具决定性的海战一样，都是在近岸水域遂行的，而且战场几乎就在港口内；其中一支舰队完全处于锚泊状态，另一支舰队则处于半锚泊状态；岸炮在战役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而且，原本应该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这场战役使拿破仑的野心遭受到挫折，如果换成意志不若拿破仑坚强的人，可能会就此崩溃。这场战役几乎让一支法国舰队全军覆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摧毁了法国陆军的海上交通线。



　　虽然「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这句话，可能不是纳尔逊首先想到的，但一般人均将此一舰队作战的基本原则当成是纳尔逊的主张。纳尔逊可能是在1798年8月1日带领他的舰队绕过阿布卡岛时，心中产生了此一想法：当时若布律耶斯够聪明的话，应在岛上部署威力强大的火炮。当纳尔逊发现他的舰队所行经的岛屿上没有强大的火炮时，心里顿时宽松了不少，当他得悉英舰库勒丁号(Cullodin)在该岛附近搁浅后并未遭岛上火炮击得粉碎，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岛上纵然部署了火炮，也无法削弱纳尔逊的决心。阿布卡岛上就是设置了防御火力，也无法和纳尔逊以往所遭遇的强大防御武力相比拟。1794年在卡尔维(Calvi)要塞附近水域作战时，一只眼睛受伤而致失明；1797年他在进攻加那利岛(Canary Islands)的圣塔克鲁兹(Santa Curz)的防卫兵力俾迫击西班牙的运银船时，遭炸断了一条手臂；1801年他在哥本哈根港出口处的特勒克朗(Trekonen)要塞的强大火力威胁下，第二度在攻击敌锚泊舰队的作战中获胜。纳尔逊在哥本哈根海战中的胜利——据他说是他打过的最艰苦的一仗——是他充分的准备与过人的胆识所造成的结果。他获胜的原因之一是他避开了岸上要塞的攻击，而绕道攻击了锚泊的丹麦舰队。纳尔逊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敌人在近岸水域遂行战斗，他的作战模式显现于他的一句名言中：军舰应竭尽所能地避免与岸上的要塞交火，但军舰在近岸水域作战是不可能不面对岸上向海上所发射的武器。



　　适合应用于所有海战的一则战术格言为：「先行展开有效攻击」。此一格言表示，战斗的首要目标在于以集中火力攻击敌人，同时阻止敌人作出反应。我们对此一海战中之第一要务只点到为止，因为稍后我们将加以详尽讨论。不用说，纳尔逊自己的兵力具有高度的战备，而他决定即刻加以运用以利用法军战备不佳的弱点，如此一来，他可以说是贯彻了此一格言的精神。但是诚如我们所将见到的，此一格言的意涵不仅只包含奇袭要素、心理与物质上的战备期能迅即投入战斗、或攻击精神而已。




人乃为最重要因素




　　作战是种你死我活的战斗。作为战斗策略的战术是由此种暴力行为的实体与隐喻上的中心所构思与遂行的。战术之完美境界比政策、战略、作战艺术或后勤等，都更具有本能的性质。战争之遂行究竟是一种科学或艺术，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议题。辩论的双方都了解，所谓的领导魅力在作战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若阅读早期的作战论述将会觉得领导的魅力乃为作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此点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吗？科学与艺术乃心理的活动；两者都未能反映战斗本身的实况，都未能超越下述议题的重要性：意志与耐力，以及战斗领导人将此等特质教授给他的部队的能力。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讨论领导特质，而是在讨论战术这项心理活动。但在道理的表象下隐藏着热情与死亡的危险。若未能了解暴力的本质，则根本无法了解作战。我们军人是不可能具备诗人那种丰富的想象力。假如我们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恐怕会发疯。有人说福雷斯特(C. S. Forester)笔下的英雄霍恩布洛尔(Horatio Hornblower)假如真活在世界上的话，可能会因为胃出血而被送至岸上救治。派翠克·欧布莱恩 (Patrick O’Brian)笔下那位坚毅的老水手杰克·奥布雷(Jack Aubrey)则更像一位帆船作战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的典型舰长。本人希望，本人对尼罗河之役的描述能让读者感觉到作战中之人的要素、极端亢奋的情绪，以及控制下的暴力与混乱情势充斥的环境，对战术计画与战场决策的影响情形。



　　本人无法判定拿破仑那句名言「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强度比为3比1」是否正确。但不论怎么样的比例才是正确的，在陆上作战与海上作战中，此一比例可能没那么大，因为军舰在海上巡弋时，水手们是跟着舰长行动。在研拟海战计画时，最好假设双方在智慧、勇气与坚忍精神等方面都势均力敌。这样的假设非常重要。在耶苏降生前三个世纪，孙子就在他所着的《孙子兵法》中提到，最伟大的战场指挥要以智取胜，要藉运动来击败敌人，甚至于要让敌人有后路可退，俾促成敌人弃战并脱离战场。李德·哈特(Liddle Hart)这位提倡机动作战不遗余力的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血腥的僵持战局后认为，最佳的战术在于运用智慧，以避免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消耗战。然而，虽然他的间接路线作战理念可应用于陆上作战，但海上指挥官对此一理念却不以为然。海战之遂行异常艰苦且极具毁灭性。然而在依赖机器所遂行的战斗中是有可能夸大勇气与士气的重要性。上一个世纪交替之际，法国人鲍德利(Ambroise Baudry)所写的有关于海军战术的论文中即存在此种现象。无疑地，他是受到他的陆军袍择的影响；当时法国陆军对作战中的「锐气」(elan)异常重视，直到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才发现陆上作战的攻势思想可能过于泛滥。在海上，我们对于战术巧思有不当的信心，则情形更加危险。假如敌人的士气或智慧均不如我方，当然很好；但把战术胜利寄托在要以智慧、运动与战力来胜过第一流的敌人，则可说愚蠢之至。战术家会竭尽所能让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处于有利环境，但他也愿意面对情势逆转的可能性。甚至于在陆上的作战中，像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与英国的海格将军General Douglas Haig)都曾被指控为军方的创子手，而敌人——对前者而言，指的是南军部队；对后者而言，指的是德军——反倒被认为是由其有高度战术技巧的将领所统率的坚强部队。这些部队是经过浴血战斗才被击败的。优异的战术或许能改变战局，但是此等优异战术所需的智慧与巧思，在长期战争的末期阶段将不如勇气来得重要。



　　在海上，消耗战远较机动战重要，此点为全书的基本主题。部队在海上不会因受包围而瓦解；部队因受摧毁而瓦解。海军战略家向来在将部队投入海战时总是小心翼翼，因为海战的摧毁性质令人畏惧。与陆上作战相较之下，重大海战发生的次数不多，且彼此间隔的时间很少。其部份原因为，在海上要评估物质方面的优越性比在陆地上容易得多，因此，劣势海军的战略家常常会避战，直到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投入战场。只具备些微兵力优势的优势海军，就某种程度而言，常常可以不必诉诸作战即遏制并瘫痪一个强大的敌人而达成诸多战略目标。考量海战所可能造成的死亡与破坏，或许我们可以说，海战本身所具备的决定性效果，乃为造成大家避免投入海战的原因所在，有关此点，想必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会感到欣慰。




准则乃结合战术的粘着剂




　　海军战术的第二个基础为准则。准则乃遂行军事行动前，指挥官所写下的管制其部队的方法。准则中详细说明了支配作战行动的政策与程度。广义而言，准则被说成是「正确的行为」——雅纳尔(Harry E. Yarnell)将军曾写道，准则乃「在没有接到命今的情形下，我们采取自发的行动以达成任务时所依据的规画。」 [ 原注：Quoted in Robison and Robison， p. 827. ] 而严格地说，准则责成「正确行为」的展现；准则之成功系于服从，除非服从会导致舰队在作战中的失败。总之，指挥高层希望政策有其一贯性以利遂行管制，而战术阶层则希望有明确程序以利进行合作。这只是重点应置于何处的问题。准则有两点我们必须牢记不忘：一是准则极为重要；一是准则不能沦为教条。



　　舰队准则可以被想成是指挥官的完备作战计画——他的标准作战命令。（纳尔逊的作战命今就是一个例子。）每一层级的战斗指挥单位都有其本身的战斗计画。现今美国海军组织中所存在的一个反常现象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虽然制订了一套完备的准则——他的一系列海战教范，但他本人却不在作战指挥体系内。



　　准则也可以被想成是有助于统一目的的所有行动。准则并不只是书中所写的文字而已；准则乃是战士所深信并据以采取行动的规则。克劳塞维茨说，「准则有点像行动手册。」 [ 原注：Clausewitz， p. 141. ] 准则优于战术，因为准则含括了指挥架构与通信；准则不如战术，因为准则只在于建立程序，俾利战术选择方案在战场上之遂行。



　　我们在遂行优良的准则时，常面临了要完全遵从准则或应有创新作为的两难问题。任何优秀的海军领导人，不论资深或资浅，只要谈起他们在海上作战的经验时，都会立即指出，他们认为上级长官所颁下来的作战计画内容太僵化。他会告诉你，他在海上的运动非常灵活，对敌人的射击非常准确，此等作为均超过准则的要求。接下来，他还会告诉你，当他开始遂行指挥时，他底下的单位是如何井然有序地展开行动。他会信誓旦旦地表示，他麾下的所有舰长都确知自己要采取什么行动，就像篮球队的队员那样，可以从他队友的身体语言中得知那位队友要切入。 [ 原注：此一比喻出自美国空军库胥曼(John Cushman)中将（已退伍），渠乃最擅长写有关指挥管制论述的作家之一。但是使用运动来作比喻的人很多。本人所知的以运动来比喻战术的第一个人是西姆斯(W. S. Sims)；他将作战训练比喻成打橄榄球（而第一个以伊顿[Eton]运动场来说明战斗精神的人是艾隆爵士[IronDuke]）。 ] 他在高谈阔论之余，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说词是否前后一致。大家一致认为，一位强势的军事领导人将希望上级长官让他有自行发挥的自由，而希望他的部属能靠得住。一位能干的指挥官将能有效运用准则而达成上述两种目的。所有的准则都含有某种数量的熵(entrophy) [ 译注：在热力学中，「熵」表示一个系统的乱度；资讯理论中的「熵」也可以视为乱度的量度 ] 。熵的含量太低，准则中将只有命令与知识；熵的含量太高，则只有创造力与改变，其他因素一无所有。



　　我们不太可能达到最佳境界，若我们势必会犯错，则宁愿因「准则过多」而犯错，而非因「准则太少」而犯错。准则的不足，表示怠惰、犹豫不决或不确定。准则不足的最明显现象是有太多的沟通作为存在——无数的命令及指令，而在计画阶段，这些命令与指令只不过是笼统的观念及训诫的言论罢了，而其存在只会迟滞决策的时间。要善的准则能够减少热战方酣时所需的指挥决策，因为届时即使头脑冷静的人也会受到情绪激动的影响，而使得精神与体力很快就耗竭。



　　今天，美国海军军官对于准则有所「提防」——我们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来加以描述。这点并非新鲜事。准则的真确性以及其内容的过与不及，均已成为我们战术讨论的一部分，以致于罗比森(Robison)的《海军战术史》都可以改名为「海军准则史」；他们讨论的重点在于系统或命今、指挥与信号。他们详述了当美国舰队规模十分庞大。在战斗中对舰队进行管制乃大事一桩时，就已经开始的热烈辩论。当时与现在一样，准则的意义常常是使用者所想要的意义。罗宾逊少将试图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仲裁与解释，而不是想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他曾一度表露他的态度：「准则一词已渐渐扔弃置不用（大约在1915年）。假如先前除了信号手册外，还有『作战指令』一词存在，则『准则』一词可能不会成为海军术语。」 [ 原注：Roblson and Roblson， p. 827. ] 1981年，里昂斯(James A. Lyons)上将在担任第二舰队司令时，曾在其舰队中颁布作战指令。接任他职务的麦特卡夫(Joseph Metcalf)中将非常有兴趣地进一步发展此一作战指令。1920年至1930年期间，舰队的战术教范扩大成为战斗准则。对于此一准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效能的分析很少对外公布。大部份的评论（诚如事实发生后我们可预期的各种观察）都在批评其缺点，但显然此等教范都获得大家的认同并据以采取行动，此点乃成为准则的必要条件。此等教范提供了训练的基础，并成为战术发展的起始点。 [ 原注：麦基尔尼(McKearney)曾对舰队战术准则及其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效应作过详尽的评估。 ] 最近几年来，美国海军对于准则的「提防之心」因为联参所颁布的联战准则而更形严重。海军可能为了对此事作出回应，而成立了海军准则司令部，设法自行处理准则问题，但其成效却不明显。大部分的海军军官对准则司令部的表现均不以为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一个军种一开始就划地自限，则失败是必然的结果。不论是联战准则或海军准则刊物系列都未能提供能在作战时有效统合一支舰队的战术准则。本人愿在此说明有效的战术准则所应达成的效果。



　　准则乃训练之基础，也是用以量度训练成效的基础。一方面，准则是对战术指挥官的一种保证，因其能使一个新的战斗单位在向一作战部队报到时，即已具备了指挥官所需要的某些战斗技能。另一方面，准则也是对新单位舰长的一种保证，因其能使他的军舰迅速融入新的作战部队，使得他和他的部属不必在战斗前夕还得去适应许多奇奇怪怪的信号与程序。当舰长调职或阵亡时，准则可确保作战的连贯性。



　　准则提供了指挥官的参谋对敌我兵力进行比较的基础。进行兵力评估必须将武器与战术合并考量，当然任何评估都不只是在对战斗序列进行比较而已，但假如不进行此方面的比较——在苏联的术语中，称为兵力对比(correlation of forces)——则将无法评估战果；一旦不能作战果评估，则无法研拟战略；而没有战略，则国防政策无异是建立在沙质的地基上。 [ 原注：有人认为是国家政策决定了国防政策，国防政策接着决定了战略与战术。此种看法是处埋有关未来战略的兵力获取问题时的一种合理方法，但现行政策，如战时的目的，则仍应依赖现今的方法。 ]



　　战术准则乃具有创意的指挥官在对战斗中的危急状况作出调适时所使用的标准作业程序。舰长依据此一程序采取行动以利用某一机会时，心中十分笃定他的部属会依可预测的方式行事；虽然，在当时的状况下，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是可以预测的。矛盾的是，准则会产生主动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部属可看出主动作为能达成何种成果及无法达成何种结果，而且和在圣文森角(Cape St. Vincent)之役的纳尔逊一样，知道如何挽救颓势。



　　准则是战术家可从中提出改变意见的一种程序，也是战术分析家用以评估新作为与旧作为时所依据的标准。准则描述了现行武器的运用方式，使我们能对此等武器与新武器的效能进行比较，换句话说，可使我们了解伴随着新武器的新战术；使我们了解更佳的武器效能所带来的益处，训练新战技的困难之处，以及从旧的武器准则过渡到新的武器准则所承受的负担。



　　总之，准则必须完整、确实，但不能沦为教条。准则必须让天才人物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因为他们可能左右下一次的战争。但准则不能放弃其管制功能，因管制乃为进行协同作战的必要条件。虽然研拟准则的人可能会发现，在最困难的作战环境中，光靠管制是无法打胜仗的，但是管制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战斗中，其重要性胜过灵感。




要了解战术，就必须了解科技




　　大家一致认定的两件事为：科技的进步使得武器的型态不断在改变中；以及战术必须能与当代的武器能力相结合。美国海军特别迷恋硬体装备，特别重视技术能力，而且倾向于寻求工程上的改进来解决其战术缺失。事实上，美国海军是有些军官在承平时期视官方有关采购某一项新硬体装备的声明，乃为他们改进现今某项作战缺失的责任之终结。这是种误导人的陷阱。前大西洋舰队司令纪德(Issac Kidd Jr.)上将向来主张我们有必要准备好以现有装备来遂行作战。此点不足为怪：因为他的父亲便是于珍珠港的亚历桑纳号舰上对敌作战时阵亡。



　　战术家藉由对武器系统的了解而得以确保战备。技术方面的能力，如优秀的领导统御与妥善的准则乃为本书所欲讨论的第三项战术基础。我们向伟大的科技之神俯首称臣，并视它为存有嫉妒之心的神，它会摧毁所有背叛它的人。



　　我们最能干的海军军官都是熟悉科技的战术家：例如能运用持续瞄准火力的西姆斯(William S. Sims)；获得一系列专利，而且在飞机都还无能力携带鱼雷之前即发明了飞机的鱼雷投射架之布莱德雷·费斯克(Bradley Fiske)；以及莫非特(William A. Moffett)及其他早期的飞行员们，他们很早就看出海军的战机将成为军舰的克星，并协助发展更大型的飞机引擎、导航装备与航舰上的飞机拦截索等等可以实现他们愿景的所有机具装备。



　　美国内战期间的伟大史学家傅利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将作战的十诫浓缩成三诫：「了解你的装备；当个男子汉；照顾你的伙伴。」 [ 原注：傅利曼于1949年5月11日的演讲内容刊载于《海战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1979年3-4月号3-10页。 ] 他的第一诫主要系指对战斗战术与野战装备的了解。但在陆上作战时那种「机器为人服务」的现象，在海上作战那种「人为机器服务」的状况中，就更加明显了。




海战的目的在于陆地上




　　本书以传统的方式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舰队作战上。此一做法是正确而且适切的。现在已经包含了对水面、水下与水面上空空城之掌握的制海(command of the sea)构想，仍然是有效运用海权的必要条件。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中，美国海军可能将制海视为理性当然的事，而且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善用制海权将我们的海上影响力向陆地上投射。本书的日的是在探讨并强调舰队对舰队作战的战术，但在一开始，本人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此表明海上战斗的目的并不只在于战斗本身。



　　首先，我们研究海战历史将会发现，舰队作战毕竟不常见；反倒是登陆作战、支援岸上作战、对船运之保护才是运用海军的最常见方式。值得在此一提者，遂行两栖作战、扫雷或对船团施以护航等都不是简单的任务，都各自需要特别的战术技巧。



　　再者，更重要的一点，舰队与舰队之间所发生的重大决定性海战大部份都与岸上的战事有关，而且都是有直接、立即与明显的关系。这种关系属于战略层次的事务，因此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然而，本人会探讨战术与任务及战略目的之间的关系，俾显示承平时期的战术发展是源自预期中的战时角色之事实。有关我们海军在战时的角色为何一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在承平时期难以确知战事发生的地点、敌人为何，以及任务为何。此点使得研拟战术成为非常棘手的一件事。现今直接发挥海上影响力的方法有：



　　以潜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传统弹头的巡弋飞弹、空中投放的炸弹或海军舰炮遂行直接的攻击。



　　以空袭与飞弹攻击、海军舰炮射击或河川作战来支援陆上作战。



　　以海上封锁、攻击船运、或攻势水雷作战来孤立敌人。



　　以两栖突击作战来展开陆上作战。



　　保护军方增援部队与补给作业。



　　保护具有经济价值的海上交通线。



　　承平时期对船运的保护和战时同样重要。若爆发了重大战争，则现有海上贸易航线将会被扭曲得难以辨识，而且很可能无法恢复战前的旧观。



　　为执行和平维持任务而进行兵力展示或发挥「吓阻」功能。兵力展示只有在我们有明显的动武意愿时才能发挥效用，兵力展示不只具有军事与政治价值，还因可促进商业活动与投资而具备经济价值。



　　海军向来有一条金科玉律，即欲有效展现海军影响力，必须先达成「充足」的制海。达成制海的传统方法在于击败敌方争取制海的手段、敌方的主力、或敌人的舰队。今天，陆、海之间发生战术互动，包含飞机、飞弹与长程感测仪之互动，其可能性甚高。海军武力的面对面作战已经不一定是军舰与军舰的对抗。过去50年来，陆基飞机的航程与飞弹的射程都已大幅增加，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解释何为「海军」部队。因此，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思维以辨明我们的作战目的为何，因为作战地点可能在陆上，可能在海上，或同时在陆上与海上。是故，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究系要从海上进行武力投射（表示要有掌控陆地的措施）亦或要掌控海上（表示有来自陆上的攻击威胁）。



　　「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



　　一支舰队不应该与防卫严密的岸上火炮阵地面对面作战，其中的道理艾力森(John Ericsson)这位铁甲军舰「监视者号」(Moniror)的设计人说得最清楚：「一发炮弹就可以击沉一艘军舰，而对岸上的要塞发射上百发炮弹都无法压制其火力。」今天，岸上的要塞就是机场或飞弹发射阵地，两者在受战损后都可很快就修复或重建，但军舰受重创后，则无法恢复战力。由于较之往昔，现今陆上与海上的互动可能性大增，我们如何解释本项海战的基本原则呢？现今进入敌人近岸水域与其展开战斗已成为无法避免的事。由于战术指挥官，包含说过本节标题那句话的纳尔逊，都未在要塞前方与敌人作战，故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在遂行机动，俾使固定不动的要塞无法阻止他们的作战行动，或欲阻止他们的作战行动将付出很大代价。我们很重视在现代作战中能不要与要塞对抗而赢得胜利，或找到要塞的弱点而加以击溃。欲达此一目的必须利用舰队的机动特性与岸上要塞固定不动的缺点，而就算陆上的飞弹发射架可进行机动，但其机动的灵活性仍远比不上军舰。让我们看看以往的相关战史，俾了解为何现今的军舰必须与陆基的飞机及飞弹、岸上火炮、水雷及潜舰进行对抗。



　　当陆上的火炮射程很短时，一支舰队可以冒险对付此等火炮，假如承受短射程火炮的打击仍然划得来的话。美国内战期间有太多军舰与要塞作战的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北军舰队与南方沿岸及西部河流沿岸的要塞进行作战的经过显示，此类型的战争胜利得来不易，但胜利是取决于妥善的事前准备、时机的选择、良好的作战协调，而且几乎都必须要与陆地上的友军进行合作。



　　奇怪的是，在火炮的射程大幅增加以后，配备长射程火炮的要塞反倒不再是军舰最害怕的对手。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皇家海军系受制于鱼雷快艇、雷区与潜舰。而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伦海峡与北海之内的狭隘水域中，成了许多小型军舰舰队的天下。这种小型军舰舰队冒险出击，但却无法阻止近岸船运之航行，只能运送谍报人员与突击队员及搜救跳伞落海的飞行员。



　　夺取一个防卫严密的港口，最常用的方法是从其后方下手。日俄战争时，旅顺港内的舰队；美西战争时圣地牙哥港内的舰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时新加坡港内的舰队都遭到来自港口后方的攻击。此类的登陆作战避开了重心——也就是港口，而从防御薄弱的地方下手，俾从陆地上包围港口，虽然此种作战型态可能会造成士兵的大量伤亡，而且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完成包围作战。美国海军将陆战队员送至适当地点，让我们能步行登陆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而非图拉吉岛[Tulagi])，因为当地的机场尚不能使用。日本是在美军已经登陆后才开始展开炮击。英国人在研拟夺取福克兰群岛的登陆作战计画时，就看出该岛的地形足以让英军从远处的史坦利港(Stanley)登陆，并可利用海军的机动力来发动奇袭。



　　上述的案例有海上作战的目的。两栖登陆常常是用来支援陆上作战的。军舰的机动力可用以发动奇袭以夺取据点。接下来将如何，则端视岸上指挥官的智慧。加利波利(Gallipoli)战役遭致惨败；安齐奥(Anzio)战役也以失败收场，但美军在北非、在西西里岛、沙来诺(Salerno)、法国南部所遂行的登陆作战，以及在诺曼第所展开的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中，均有优异的表现。



　　我们仍旧继续讨论军舰不应与岸上要塞作战的主题，美国海军陆战队对吉尔伯特岛(Gilbert)、马里亚纳岛(Marianas)与硫黄岛所逐行的两栖登陆作战，就两方面而言，与上述的原则形成了对照。当他们对珊瑚礁上的目标发起攻击时，他们除了冒着敌人的跑火往前冲外，可说别无选择。而当敌方抵抗的火力渐弱而陆战队员的攻势也后继无力时，尼米兹乃利用海军的机动力，从远距外对日本守军发动攻击，俾让日军无暇强化其防卫能力。其次，为削弱日军的抵抗，美军将日本守军孤立起来使其无法得到增援。因此，在此次战役中，美国海军并未承担风险，而其所发射的炮弹对削弱日军的抵抗力有甚大之助益。然而在1944年6月美军对马里亚纳岛发动两栖登陆作战期间，美国海军在与敌人交手时则面对了截然不同的状况。其后，在冲绳岛之役时，美国海军每天最少有一艘军舰毁于日本自杀飞机的攻击，而美海军舰队在被迫必须对岸上的士兵与陆战队员提供火力支援时，也明确感受到敌人的陆基攻击优势。



　　麦克阿瑟对纽几内亚海岸的攻势，因其作战机动的技巧而受称道；而他在仁川的登陆作战没有遭到敌人的强烈抵抗一事，也是种空前的两栖作战杰作。此乃从海上遂行作战机动的精髓及现代舰对岸运动的典范。于沙漠风暴作战期间，科威特长达100哩的海岸线，若要对其发起两栖登路并夺取岸上阵地而又不遭受伤亡，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美方主力舰密苏里号对岸的炮轰以及陆战两栖部队大张旗鼓地向科威特海岸挺进等动作，成为将伊拉克防卫部队诱离联军主力进攻地点的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



　　至于成功的打击、突击或打带跑攻击，其基本的共通要素则为匿踪、迅速与奇袭。遂行攻击的军舰在此三项要素上有所疏失，将难以达成任务。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想到要用战斗巡洋舰来轰击英国的港口，并偶尔获致不错的成效。二次世界大战时，航空母舰所具备的空中打击能力大为强化了海军从海上发起攻击的能力。1940年英军对大兰多(Taranto)港口内的意大利舰队的攻击，以及日军摧毁了珍珠港内美国的主力舰之后，在战争的末期换成美国的空中武力发挥雷霆万钧的攻击。美国航空母舰对太平洋中的特鲁克(Truk)与拉布尔(Rabaul)等岛屿所进行的空中攻击成效非可观，因为航母舰队可在夜暗的掩护下以25节的速率对固定货不动且未提高警觉的防卫者遂行有效的奇袭。但是一直到了1944年10月美国的第三舰队与第五舰队才有足够的能力对台湾与日本本土的大规模机场设施遂行「进进出出」的攻击。此等目标称得上是陆地上的要塞。当美国舰队在支援菲律宾与冲绳岛的登陆作战与长时期的陆上作战时，又再度经历了「军舰与岸上要塞作战」的惨痛教训（这次是遭到日本自杀飞机的攻击），将来军舰仍将和以往一样，再度于此类作战型态中遭敌痛击。



　　当登陆部队除了遂行直接攻击外别无其他选择时（因为权衡所承受战损和所能获致的战果之后，进攻仍属划算），也会遂行类似的作战。早期此方面最辉煌的两个实例是英军于1758年7月夺取路易斯堡(Louisbourg)与次年夏季夺取魁北克的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英军在敌人的猛烈炮火射击下，展开浴血作战，数千名英国正规军终得以夺取所望据点。在第二个战役中，优秀的伍尔夫(Wolf)将军虽然在魁北克投降之际阵亡，但他已夺取了半个北美洲的土地。在路易斯堡之役中，支援作战行动的军舰多达157艘，而在魁北克之役也动用了相同数量的军舰！ [ 原注：战略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但这两场战役是发生于1756-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当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所构思的战略被许多后来的海军历史学家，如柯白(Corbett)、马汉、哥伦伯(Colomb)与卡尔威尔(Callwell)等人推崇为一项落实得最完美的全球性海战战略的范例；英国人当时面对的是法国人强而有力的抵抗而犹能有效落实此一战略，更显示此一战略非浪得虚名。 ] 幻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塔拉瓦(Tarawa)之役、贝里琉(Pelehu，帛琉群岛南端的一个小岛)之役与硫黄岛之役，美军的直接攻击，其战况均极惨烈。因为此等岛屿太小，没有机会对岛上的防卫兵力展开欺敌与奇袭作为。此等登陆作战之胜利，系因为美军在发起攻击前遂行了大规模的作战机动，而日军虽有强固的防御工事，但兵力太少，与美军相去极为悬殊。



　　现今的作战计画人员如何「击败」由陆基战机与飞弹组成，又有能侦测海上动态的太空与陆基感测仪之支援的「要塞」呢？一支舰队如何能继续在滨海作战中遂行任务，并击溃岸基敌人而又不至于与其进行激烈的交火呢？其关键在于善用海上机动的优势，使得岸基敌人来不及反应且无法有效发挥其火力效能。此点既是战术问题也是作战问题，但却是联合滨海作战中的重要议题。



　　军舰应掌握一项原则，即应从岸上要塞火力鞭长莫及之处对要塞展开攻击。假如要塞的防卫能力薄弱（不论其兵力组成为何），则应摧毁之。假如要塞的防卫能力强大，则应避之。假如要塞本身为敌之重心而且其防御太强固，无法从海上瘫痪其战力（此等要塞如敌之基地、感测设施与指挥管制系统），则应利用军舰的作战机动能力夺取岸上据点，再由陆战队员或特战部队绕经敌之后方以夺取此等要塞。假如此等选择方案均不可行，而此一要塞又是值得作出牺牲加以夺取者，则应集结压倒性的大规模兵力强行夺取之，并准备面对惨重的伤亡。毅然攻击要塞！即使此一作为愚不可及。




先行展开有效攻击




　　我们提出前四项海战的基本原则（有别于海军战术）部分原因是在避免以后要不断地作无谓的辩解。



　　没错，人是宰制战场的要素。



　　没错，准则虽然不等同于战术，但准则必须周延合理，以利战术之发挥效能。



　　没错，武器对战术有深远的影响。



　　没错，决定性的海战，其本身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五项基本原则就不同了：此一原则乃贯穿全书的战术主题。最重要的海军战术格言：「先行展开有效攻击」，其意义不仅只在于攻势原则而已，而应该是海战中获致胜利的战术行动之精髓。



　　五十年前，罗比森夫妇在对战术历史作了详尽的讨论后，作出结论指出，最重要的一则格言为：「攻击」。此一结论有些怪异，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战术的基本目标在于兵力乏其中。我们已经了解，法国因盲目相信「锐气」以及陆上作战中的攻势作为而招致悲惨的下场。我们也知道克劳塞维茨对防卫态势至为重视。我们应该同意罗比森的结论是隐含智慧的，并注意到我们所讨论的乃舰队战术，而非其他主题，且应承认战斗地点与时间之选定将对攻击者有诸多好处，但日前我们暂且接受罗比森的主张：「攻击」。



　　一九一四年兰彻斯特(Frederick W. Lanchester)提出了用以显示于现代战争中兵力集中之后果的著名公式。 [ 原注：兰彻斯特是英国的一位成功的车辆工程师，他的兴趣广泛，对流体动力学、金融与经济政策、相对论理论，以及军事学等都有涉猎。 ] 他以量化的公式指出兵力集中所产生的平方效应。他将此等结果与支配两支无法遂行兵力集中的部队之线性定律（后来其他作者曾加以修正）加以比较。



　　兵力集中之效应极为显著。兰彻斯特提到，在「古老的条件」（线性条件）下，在武器射程与部队机动力都有限的情形下，作战有如一连串的个人对个人的决斗。假如双方每个战士的战斗能力相当，则1，000名战士与1，000名敌人作战，将会打成乎手，而使战事陷入僵局；但假如1，000名战士集中起来与750名敌人遂行殊死战，则在敌人遭消灭殆尽后，兵力较大的一方将剩余250人。有效的兵力集中可导致胜利，但除掉心理效应之外，兵力规模较大的一方将和兵力规模较小的一方遭受同样程度的伤亡。然而，在「现代的条件」下，兵力规模较大的一方将拥有一项新的优势。当双方都有能力互相以火炮瞄准对方时，人数较多的一方将拥有一种扩大的、累积的优势。在战斗中的任一时刻，我方加诸敌方的伤亡率与我们尚存的部队人数成正比，而兵力对比的状况将一直都有利于一开始人数较多的一方。以最简单的方式而言，假如A部队的人员消耗率与B部队尚余兵力大小成正比，则我们可获致以下的人员消耗率方程式及我们姑且忽略杀伤率的因素，俾使方程式中双方人员的战斗效能相等。则上述方程式的解为：



　　其中 与 为双方各自的初期兵力，而 与 为后来之兵力。假如A部队有1，000名战士，B部队有750名战士，且双方战士的作战能力相当，则战斗遂行至B部队遭歼时，A部队将剩余660人，而非250人。



　　兰彻斯特接下来问道，假如某一方部队的战斗力优于另一方的部队时，结果为何？他指出，就有效的瞄准火力而言，战斗单位的数量比战斗能力更有价值。指挥官拥有两倍兵力将比拥有两倍火力效能为佳。 [ 原注：兰彻斯特的巧思在于以更简单的形式来表达先前由布莱德雷·费斯克等人加以量化的集中作为之数学效应。费斯克还认为集体战斗力量比个别战斗力量更重要。被称为是当今的兰彻斯特的俄国人欧希普夫(M. Osipov)曾在1915年发表了类似的公式，并探讨了将此等公式应用于陆上战斗的可行性。 ]



　　某些不明就里的作家在应用兰彻斯特的公式时作出了过度的延伸。批评家有理由可指出这些过度的延伸太缺乏想象力、太肤浅。此点有讽刺意味存在，因为公式中的平方法则只触及均衡火力的动态物理效应。兰彻斯特完全忽略了综效作用(synergism)的可能性。 [ 原注：综效作用系指以适切的方法统合运用武器，使其整体所发挥的效应高于个别武器效应的总和，或以数学方法表示，乃为：[A+B]集合＞[A]集合+[B]集合。 ] 兰彻斯特未对此点加以着墨，也未提到通常数量的优势所产生的那种令人感到踏实的心理优势。



　　兰彻斯特的公式常被应用于对陆上作战的分析上，但却很少被应用于海战的分析上。此乃因为参与陆上作战的部队规模较大，除非使用简单化、整体性的方法，否则难对其进行分析。本人认为，若经过适当的修正俾让军舰可以在承受攻击后仍持续进行战斗，则兰彻斯特所指称的累积优势其实与海战的关系比与陆战的关系更密切，因为在海上更容易达成他所明确叙述的火力集中。陆上作战的特性在于位置、运动，以及对领土的终极考量。或许对于陆上的指挥官而言，最重要的格言不是「先行展开有效攻击」，而是弗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所说的，「要经常以最多的部队首先抵达战场」，其中的微妙差别就像象棋中的兵吃卒与兵吃将的差别一样。



　　在海上达成此种兵力集中的可能性比陆地上大。海上没有凸起的高地，没有河流构成的障碍、也没有森林可供掩蔽。依一般的法则，在陆地上要攻击一处已有防御准备的阵地，需要有三倍于该阵地的兵力。诚如某些人所言，海上的战斗与在空旷的沙漠中所进行的战斗，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太阳、风向及海象，都会影响海战的战术，但其影响的程度比不上地形对陆上战斗的影响程度。基于此一原因，在海上遂行攻击的效果将优于陆上。有更以来，海军战术的中心议题一直都是在于遂行有效的攻击，也就是说，要能将所有部队的火力同时投入战斗中。



　　海军战术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次要的目标，是在于集中所有的力量攻击敌人的某一部位，期能将敌人彻底击溃。对劣势海军而言，此一战法实属必要。对优势兵力与劣势兵力双方而言，在集结兵力面对敌人时，都会觉得对方心存狡诈，此时优势兵力的指挥官通常会拒绝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而劣势兵力的指挥官则倾向于拒绝战斗或设法瘫痪敌人，俾能趁机撤退。但是很显然，集中兵力先行打击敌人某一部位的做法，既是一种应加以利用的机会，也是一种要加以避免的危险。



　　在帆船以火炮遂行作战的时代，战术家藉运动来找寻达成决定性先制攻击的方法，而科技专家则藉武器的射程与军舰的运动能力来达成对敌人的先制攻击。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率先攻击的重要性大增。于日间，飞机比火炮更具价值，因飞机的航程远比火炮的射程要远。作战时机之选定，其重要性达到了顶点。1942年时，由于敌我双方的舰载战机之作战航程相当，故具有较佳的侦察与情报能力的一方，将能先行发动有效的攻击。当时，陆基的侦察与攻击兵力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轰轰烈烈的太平洋航空母舰作战期间，航母舰队指挥官最了解先行对敌发动协同攻击所具备的重大优势。



　　有效发动攻击（以优势的集中兵力遂行之）及先下手为强（运用长射程武器及机动优势，或依据有效的侦察情资而选定巧妙的时机），向来都是所有海军战术之基本原则。其他的要素，如运动、掩护与欺敌、计画、及指挥/管制/通信等，其目的都在促成此种攻击行动。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了解为何罗比森要将他的智慧浓缩成「攻击」一词，虽然我们也许会加以排斥并认真地思考我们自己所奉为圭皋的格言。



　　「先行展开有效攻击」就像一般通用的道理一样，在特殊的情形下，可能将无济于事。作为一则海军的格言，其最有用之处不在于所陈述的内容，而在于其所排除在外、所未言及的部分。所有以防卫战术为基础的舰队作战（但不是所有的防卫部队）都有作战构想上的缺陷。一项成功的海军防卫战略须包含兵力的集中与成功的战术攻击。 [ 原注：此处未提海上追逐战(guerre de course)是不恰当的，我们将于第十章中讨论此种战法。 ] 对侦察、监视与情资进行有效的融合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能和火力的投射一样受到重视。同样地，藉掩蔽、欺敌、混淆、与扰乱等作为来阻止敌人的侦察行动，也应受到极大的重视，因为有效的侦察与屏卫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讲求适切时机的事。



　　假如我们不了解海军作战的两面特性，就不算真正了解海军作战。此两面特性彼此之间会相互影响对方。我方的武器射程与敌人的武器射程构成一种相对关系。而武器射程的重要之处在于有效的射程——亦即，可望击中目标的所有武器之射程。对一支战斗部队而言，具有重要性的武器射程乃为足够数量的武器能有效击中目标的射程。



　　我们此处所提到的格言不能被简化成攻势原则。守势兵力与守势作战乃为作战计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仅靠旺盛的攻击企图心并无法阻止敌人的胜利。事实上，一支舰队在达成制海之后的首要任务在于防卫此一海上空间，同时将其影响力扩大到陆地上。有时候，敌人的战术指术官可能拥有遂行长程攻击的手段。果若如此，则我方的目标应在于确保敌人无法如愿对我进行有效攻击而导致我方无力还击。



　　先行攻击的精神若不受节制，将会一点一点地浪费掉我们的武器；攻势作战的精神若不受节制，则会将我们的大量武器集合起来当成火葬用的木材。认为使用轻巧的长剑就能所向无敌的人，将会败给使用坚固盾牌与战斧的敌人。



　　求速成的目的并具有最长远眼光的人，会把错误的战术教给天份不如他的人；敌人自然会有他们自己的德瑞克(Drake)、萨弗兰(Suffrn)或田中(Tanaka)；战术理论必须先拿来教导性情稳定的读者，因为天才自有他的办法。














	

 






	















	







	







	









 





	


	







	








	




	


第02章　帆船时代的战术演进：1650-1815年




	







	

 



	


	



概述




　　在被称为帆船作战时代的二个半世纪期间，亦是海军将士们将战场做为战术实验场的年代。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检视英军近百年的战术僵化怪象；然后探讨当时各类教令、准则、指挥与管制、一成不变的作战指导等，对于海军作战人员所造成的束缚；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海军将领因战术、教令及通信各方面的僵化，而遭致挫败的情形。



　　在十八世纪的海战中，舰艇系以直线序列发扬、集中火力，而前后编队是火力协调合作最实用的队形。如同许多海军作家所言，帆船本以舷侧火力接战，所以编成纵队是符合战术逻辑的。编成纵队时，后方舰艇甚难对旗舰发出的旗号进行识别与通信，所以将旗舰置于纵队中心可以便于作战管制。虽然这样不能移动大型舰队，但却能使指挥混淆的机率及通信数量降低。此外，风向、风速、敌人的方位与距离等，皆系指挥官决定舰队运动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他在敌人眼睁睁的注视下进行部署，有时在战斗前甚至还先供应早餐，其目的在使全军上下一心，能够同时完成序列并且紧密编队 [ 原注：The felicitous words of Crcswell， p. 178. ] ，不保留预备队，全军奋勇歼敌。藉训练及精湛船艺，舰队司令可将纵队紧密地沿着敌军残破的阵线部署，以集中的火力使敌军散落、重叠、相互遮蔽射界，或者将敌军逼出射程外使其脱离编队，而获致胜利。




舰艇直线序列：火力集中方法




　　即使两艘友舰同时对单一敌舰作战，亦需要精湛船艺方能集中发扬火力。火炮有效射程约300码左右，最大射程约800或900码；在此距离外火炮要命中敌舰和贯穿舰体机率相当渺茫。舰艇舷侧射击弧角受限于正横前、后各约25度，必须利用舰艇运动来协助火炮瞄准目标，而不采用费时而笨拙地移动火炮瞄准目标。于是，鲜有两艘接连成纵队的友舰对单一敌舰作战时，能同时且充分有效地进行射击。图2-1所示，系在最大有效射程——约500码处，仅可供两艘紧密编成纵队的友舰同时攻击一艘在松散纵队中的敌舰。



　　另一增加火力密度的方式系在垂直面上增加火炮数量，因此衍生出双层与三层炮舰，这也是海战中集中火力的最有效方法。十七世纪末期，常见的三层炮舰是海军领导者认为具有相当实用性的发明。1697年，备受推崇的法国人保罗·侯斯特(Paul Hoste)指出大型舰艇对舰队战力具重大贡献的两个理由：其一系大型舰艇可装配数量更多且口径更大的火炮，其二则为相同长度的纵队，大型舰艇舰队（小型舰艇编队则更为密集）拥有更多且更大的火炮 [ 原注：Robison and Robison，p. 220. ] 。单层甚至双层炮舰，在直线序列中的火力密度太低，所以十八世纪末期仅能勉强将其纳入编队序列。






图2-1　纵队舰艇的有效及平射射距



　　１．舰艇紧密编队，前后距离200码。



　　２．在300码的平射射距，纵队各舰恰可形成一连续的舷侧火线，用以反击欲阻挠纵队编队的舰艇。



　　３．在500码合理有效的射距内，前后相邻舰艇仍可进行少许集火射击（如阴影区）。



　　我们可以假设某些时候，双层炮舰对单层炮舰的作战胜算比大于2，这是因为双层炮舰在火力上较单层炮舰享有较大优势。侯斯特提到了大型舰的木料具防御力，但他了解这只是次要的优势。在海上作战的两艘舰艇就如同两组有轮子的围栏一样，以木墙来保护火炮及炮手。除非幸运地直接命中弹药库，否则炮战后立即沉船的例子不多（虽然炮战后可能因舰体受损沉没）。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系火炮损坏、炮手伤亡及士气、战斗意志遭敌击溃所致，这些原因将使舰艇不是被俘就是沉没。英国舰队有许多被俘后修复的法国舰艇，原因系英军以作战见长，法国则以船艺优良著称。



　　若两舰配备有相同数量的火炮与人力，其有相同射速与射击精度，穿透力将决定双方的胜负。另一方面，拥有74门（每舷36门）火炮的双层炮舰与拥有38门（每舷18门）火炮的巡防舰作战，依“平方定律效应”，巡防舰在炮舰的优势火力攻击下，将逐渐损毁，即使有通天的本领，亦无法挽救巡防舰的颓败命运。经估算后，在双方交火且无船体强度优势下，双层炮舰可能损失5门火炮，但巡防舰接战舷侧的18门火炮将悉数遭到摧毁。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在巡防舰接战舷侧火炮遭到彻底摧毁前，巡防舰舰长可能早已投降。一艘双层五门、或更少炮的船舰在火炮受损不大、遭受些许伤亡及结构小幅损坏的情况下，就可造成一艘配有38门火炮及300名水手的巡防舰毁损。



　　若要探讨一艘配备74门火炮的双层炮舰与配备100门火炮的三层炮舰交战，我们可依前例采用相同的假设与模式进行估算。在三层炮舰损失20门火炮前，双层炮舰可能已高举白旗。在北海及英吉利海峡海战中，可发现这种累积优势的效应。这个想法与假设系由军事法庭中吹毛求疵的双层炮舰舰长和没有加官封侯的三层炮舰舰长透露出来的。




纵队：管制方法




　　当时，舰队司令很自然地将纵队视为管制部队的主要方法，其次才是把纵队当成火力集中的方法，这是舰队司合在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普遍认知。事实上，纵队指挥的概念在十七世纪前半期建立后，当时已有为数不少的双层炮舰在役。舰队司今明了即使仅有三个船身距离，紧邻舰艇间的相互支援，甚至作战指令传达都很困难。 [ 原注：编队距离系以绳索标记（长240码）。英荷战争期间，舰艇长度约50码，在作战指令中即明定编队距离为半条绳索长度。稍后，使用绳索长度描述编队距离成为常事。Robison and Robison，pp. 153，361. ] 数十艘舰艇以近距离编成纵队需要相当高超的船艺，尤其必须避免部位超前以及阻挡他舰射击。保持部位相当困难，单独使用“作战帆”－中帆（顶帆），可以每分钟约300呎的缓慢速度前进，这将使部位保持变得简单容易。作战行动中，凝聚向心、作战管制及火力发扬的价值是远高于速度要求的。



　　保持紧密编队的第二个理由是防止敌舰突穿纵队，然后利用任一舷侧由舱至娓的全部舰炮对我进行攻击。此外，有种可能就是部分敌舰自上风处突穿纵队后半部，被突穿部分的舰艇即会遭到敌舰围攻，这个过程称为夹击（图2-2）。



　　夹击是为了取得下列态势：






图2-2　夹击



　　两个舰队均在稳当的操纵与同速前进的情况下。夹击舰队必须短暂分散，冒着敌舰队反制舰艇集结并接近其中一部的危险。因此，编成夹击队形是很困难的。英国名将纳尔逊于尼罗河之役时，在某些状况配合下，成功而幸运地夹击法国锚泊中的舰队。






　　敌舰队后半部的夹击由以下描述可知其困难处。图中，舰队B迎风向右航行接近舰队A，而夹击舰队A在上风处火炮射程外严阵以待。






　　下图中，当舰队A前半部舰艇航行落后至与舰队B后半部舰艇成正横位置时，舰队A前半部舰艇驶近进行交战，舰队A后半部舰艇则顺风成梯队航行至舰队B的纵队后方。






　　当舰队A前半部舰艇与舰队B后半部舰艇近战时，舰队A后半部舰艇处于下风处并迎风向上风方向接近。交战中的舰队B后半部舰艇可设想其航速趋缓，以利下风处舰队A的舰艇迎风航近就夹击位置。舰队B前半部未接战的舰艇必须回转，如果回转太久、太慢，其将无法致胜。






　　即使迟钝的舰队B都可能具有“迅速回转舰艇、破坏夹击计谋或顺风疾驶、脱离舰队A在上风处的交战舰艇并使舰队A企图绕到下风处的舰艇行动受挫”的能耐，此点就算不是十八世纪的水手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敌舰队前半部实施夹击是不适合的，因为舰队B后半部未接战的舰艇，即使未获命令亦很自然地冲向前方应战。



　　最后，编成紧密纵队乃是对抗敌人的有效方法。因为即使敌军计划或意外地突穿纵队，我方需以整个舰队对抗纵队中部分舰艇时，通常在纵队前半部下风处未交战的舰艇必须尽快地迎风反击，此时，距离的远近决定就位时间的快慢。



　　在火炮有效射程少于500码的年代中，无论指挥军舰或纵队舰艇，如何集中火力是近三个世纪的主要战术课题。形成阵线、在不超前部位的前提下，紧密编队与在垂直面上增强火力，系指挥及管制作为上的解决之道。我们可以简单回顾帆船作战的战术发展，便于了解英国海军将领如何质疑纵队作战战力。




创建阶段




　　我们首先探讨纵队指挥协同作战如何融入英军舰队司合的作战指令。十七世纪后半期，英荷两国除了贸易竞争外，尚发生了三次血腥的战争。在第一次为期两年战争期间（1652-53年），英荷两国发生了不下六次的大型海战。原因之一系许多战役具有战略意涵，此部份稍后会加以说明。原因之二则是工艺。战争初期，战舰兼做商船，因此可迅速建造与修护。由于舰队巡弋队形成群、作战行动常因战术迟疑不决而结束，诸多战争诠释通常系以战术因素进行考量。船舰大小、外型、航行性能以及舰长指挥皆系考量因素。由于初期船只数目过多，缺乏足够管制作为，兼做商人的舰长常不遵守编队的纪律。击退敌人系在争取战争胜利，非在计较击沉或掳获敌舰数目。战争例证显示，当发现敌舰在旗舰指挥下编成松散纵队时，一旦接战仍会出现混乱景象。在靠近波特兰(Portland)附近所发生的第三次浑沌不明的战役后，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遂派遣麾下三位大将：布雷克(Robert Blake)、狄恩(Richard Deane)和蒙克(George Monck)出海作战。依据指令，他们将纵队当成基本队形，并且在各自的旗舰下分开编成数个纵队。



　　除非作战管制需要，否则并无证据显示集中火力是初始阶段的行动方案。我们必须知道战争刚开始时，并不是由专业的海军在作战，而是一群武装商船及具爱国心和海盗心态的舰长们在作战。由于旗号官未在海上执勤，编成纵队可能是当时最易执行的作战管制方式。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将未经训练的部队编成紧密纵队的作战计画极其愚蠢，而且要在航行中的短纵队内保持间距，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就某种程度言，只要能维持这样的队形，战术就可以获得成功。此种队形的优点有四：



　　将领使用少量信号指挥部队，每个信号皆代表指挥官的一项命令，并能与其下属的技能与训练水平相结合。



　　避免因火炮烟硝的混淆而导致部队陷入混战或是误击友舰的危险。此一危险的排除，如同无人愿意耗费时间等到烟消云散方才发现敌人，两者同等重要。



　　排除避战者。作战指令第七章中警告，意图违反舰队队型的舰长将接受严厉的惩处。吾人应使下属相信这项指令绝非戏言。



　　至少有三组指挥得当的纵队，并且保证所有舰艇均能接受指挥，可在最短时间加入战斗。不保留支援的备用舰艇；一艘距离战场遥远的舰艇并不是危急时刻或海域作战的支援兵力，因其只会被视为系火力的浪费。




作战指令成熟阶段




　　在帆船作战的早期年代中，舰队司令深切了解紧密纵队可以集中火力。英国皇家海军将航行、演练及战斗融入日常训练之中，成为一支海上作战专业武力。火力可藉提高发射率、发扬高超船艺与保持紧密编队等方式予以强化。在英荷第一次战争的第六场战役，亦是最后一场海战中，荷军被迫编成纵队。由于荷军的加入战斗，使得谢文宁根之役(Battle of Scheveningen)极其血腥且具决定性；这场战役致使英荷的第一次战争结束。



　　第二、三次英荷战争期间，单纵队变成了舰队的标准编队队形，但舰队运动则视状况而定。由于双方均具侵略性且熟练编队技巧，占领上风位置可以顺风而下进行接敌作战，亦可藉由风势之助脱离战场，因此，英国舰队惯常编成军列纵队，期能藉由运动技巧占取上风优势位置。虽然，英国越来越喜欢单纵队作战，但上风处聚集更多敌人的可能性，则是不争事实。



　　但不久后英国人就认为单一纵队，或称舰队，是种太过份的队行，是为初学者所设计的。在新一代海军专家发展完整指管战斗指令前，单纵队成为一种僵化的准则。无可置疑的，舰队司令指挥舰队运动完成紧密纵队，可达成局部的兵力集中。但当舰队总数达数百艘舰艇，要求如军舰运动时，结果形成一个薄弱的火力线，绵延达数哩长，但任一般侧深度通常不及500码。若后半部舰艇欲到达纵队的最前部位，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更糟的是，因为风向缘故，纵队前半部舰艇可能无法支援后半部舰艇作战。




英军战术僵化时期




　　十八世纪初期，由于舰队规模过大，一个单纵队的火力如同丝带般的薄弱，要以头对头、中间对中间、尾对尾方式对付顽强的敌人，几乎是不可能。十八世纪初期，对英军而言，法军系一个顽强的对手。法军的行动方案就是避免与英国决战。换言之，法军的成功系强调射击精准而非火力大小。此外，法军配备了更多长射程的火炮，便于在下风处作战。他们攻击英军战舰帆索，瘫痪英军行动，迫使其脱离战场并削弱其战力。但是，法军避战的成功因素，系因1740年英海军部以制式作战指令取代舰队司令自订指令，指挥官仅允许对制式指令进行微幅补充，指挥官会不顾伤亡地遵循部颁作战指令，而不愿对其有些许违背。



　　如同海军战争学院哈登道夫(John Hattendorf)教授指称，克瑞斯威尔(John Creswell)提出最新资料证实，在1799年以前，此一作战指令并非英国海军部的指令，此点与马汉(Mahan)和柯白(Sir Julian Corbett)归纳出的共同认知相反。克瑞斯威尔强调皇家海军的战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就某种程度而言，此亦强化了作者认为需要协调一致、具实用性准则的论点。姑且不论《英国皇家海军的航行暨战斗指令》(Sailing and Fighting In Structions for His Maiesty‘s Fleet)文件是否已发布、背书或未获得海军部的注意，线性列队与尽可能占取上风位置的概念已深植舰队指挥官心中。皇家海军延伸阵线的作战方式，使其在近一个世纪的战役中未获致决定性结果，反而造成了相当大的挫折。



　　一成不变的作战指令，不仅系准则亦是教条。如同改良管制舰队的方式一样，他们规定了各种信号，俾利管制舰队运动。舰队几乎不曾想到创造性的战术，更不要说有符合创造性战术的各项做法。未经训练的各项作为，在作战中即不可能执行。在敌舰队后半部集结、突穿敌阵线或在敌之一部进行夹击都是致胜契机，舰队司令却不运用。更确切地说，在作战指令这本宝典中，由于未将这些作为排除在外，所以他们可能根本未曾想到，随着十八世纪走入历史，此种指挥与管制作为不仅扼杀了战术，同样地亦阻扼了研发战术的创造力。




海军战术再生阶段




　　我们尊敬纳尔逊未打破作战指令的僵化形式主义一事；罗德尼(George Rodney，1782)、贺威(Richard Howe，1794)与邓肯(Adam Duncan，1797)则打破了此一指令的僵化形式主义。杰维斯(John Jervis)在1797年的圣文森角战役(Batte of Cape St. Vincent)中，分享了纳尔逊的战术才华及其带来的荣耀。就纳尔逊的成就而言，可将其视为一个无与伦比的战术家，因为他知道如何运用皇家海军新近才有的战术自由。柯白向海军少将康本斐尔特(Rjchard Kempenfelt)保证，制颁新的命令及信号可使舰队运动如同1780年早期般的灵活与弹性。罗比森(Robison， p. 346)指出，过度讲求形式主义已被广泛讨论，相关解决方案已在酝酿当中。一般而言，法国在战术理论上的成就远远超过英国，其战略家的著作公认较英国人的作品更具散发性。印度洋海战结束迄今历经了两个世纪，我们仍对法军舰队司令萨弗兰(Pierre Suffren)在海战中的战术作为钦佩不已。这位在军旅生涯中表现杰出的法国人，奋发进取并实践新战术，他是一位少见的创造者。我们推崇先贤，因为他们独具慧眼、智勇双全，并能剑及履及地使战术发展日益茁壮。



　　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战使得英国将领纳尔逊名留青史。特拉法加海战是十八世纪最大规模的舰队作战，纳尔逊的功绩非靠历史偶然事件有以致之，他为人所不能为，而且消灭了敌人舰队。由于他的丰功伟业，此后舰队作战不再，确立了英国海军长达百年的海上霸权。众人皆知，特拉法加海战不是幸运获胜的，纳尔逊运用其在尼罗河及哥本哈根的作战经验，掌握集中和速决原则。托人可于其在作战前对舰长们颁布的作战指令中发现上述各项原则。有关这场战役及对纳尔逊的分析，法人鲍德利(Ambroise Baudry)所为的透彻分析无人能及 [ 原注：Baudry， pp. 218-36. ] 。鲍德利直接点出时间与运动要素以及纳尔逊的应变计画，系这场战役的成功要素。他亦指出，虽然法军舰队司今维尔纳夫(Villeneuve)几乎完全掌握了纳尔逊的行动，但仍不知如何去阻挡纳尔逊的行动。维尔纳夫完全无法反制纳尔逊的作为。



　　即使纳尔逊以27艘舰艇的劣势兵力，对抗法将维尔纳夫所统领的33艘舰艇优势兵力，纳尔逊仍有信心赢得胜利。特拉法加海战中，纳尔逊摧毁法国及西班牙的舰队达成了英国十年来的战略目标，他亦完成了百年来任何将军无法企及的目标。



　　纳尔逊采取近战并紧咬敌军不放。敌舰进入致命的300码射程时，他的舰长将会给予法军迎头痛击。纳尔逊选择正确的战术，击败特定敌人以达成国家特定战略目标。当纳尔逊有所计划时，即使已在执行中，他会沟通、说明，结果证实正确可行。他的舰队在近距离内快速开火，他的计画符合训练需求。他善用每一机会向舰长们说明所采取的战术作为，舰长知道为所当为，且不会误解计画本身内容。在几乎没有任何信号提示情况下，计画仍贯彻地执行。1805年，航海命今即战斗指令的概念系一个惊人创举，亦系说明现代化舰队的贴切标题。



　　我们可能从特拉法加海战中学到错误的教训，纳尔逊用来对付川普(Marten Tromp)、卢义德(Michielde Ruyter)与萨弗兰等人的战术可能会造成灾难。纳尔逊的舰队在10月份的微风中每一艘军舰都曾曝露在敌人眩侧火力射程内三至四次，假如敌人有一流的战技，纳尔逊必败无疑。纳尔逊的舰艇在到达有效射击范围前，可能近半数已瘫痪无法战斗；纳尔逊本人或许亦明了此点。我们提出此等警语或许是肤浅的。或许纳尔逊的胜利是因为他遂行了大胆攻击，能力不如他的指挥官若未谨慎的观察、评估敌人，贸然模仿纳尔逊向敌人火力冲进作为，将会造成整个舰队溃败。我们不知道纳尔逊若在1688年对荷兰作战及在1916年对德国的作战中，会采用什么战法。然而，我们确信纳尔逊的战术对于战略目标的达成、武器火力发扬以及兵力集结运用而言是正确的。




战略的影响




　　为能明了英国、荷兰，特别是法国等国的战术发展，必须对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与战略进行简要地说明。战术及战略会相互影响。战术指挥官务必了解战斗目的，战斗目的常堂不仅于击溃敌人舰队而已。



　　在三次的英荷战争中，双方的战争目标是夺取海洋控制权，因此发生了多次海战。这些战役的战略目的，可以蒙克(Monck)被询及引发二次英荷战争原因的答复词做为说明。他指出：荷兰的贸易过盛……英国下定决心自其手中夺回贸易 [ 原注：Quoted in Lewis(1948)，P. 89. ] 。这是一场贸易战争，祇在海上争战，没有侵略问题。对荷兰而言，英吉利海峡的交易就是其生存的问题。能生存国家就可以兴盛，无法生存国家就会雕零。双方为达各自目的，战争系无可避免的。因此，筹建海军或追求和平，就是其必须进行的选项。由于战争目标的局限性，赢家可得到财政上的净利益，输家将蒙受财政损失与国家动荡。因此，双方都为胜利而战。彼此都知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可以终结一场战争；一直到新的舰队筹建完成后，才会再发起另一场新的战争。



　　法国的战略目标则是避免决定性战役。然而，英军的优势即是赢得决定性战役并掌控海洋。英国与骠悍的荷兰作战时，学到了不少战术教训，但这些战术用来对付顽强的法军时就失灵了。对法国而言，虽然决定进行海洋作战，他们认为海洋仅是侧翼，战场在陆上出现后，法国通常会自两个战略中采取当中的一个予以实践。他们会保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牵制英国海军（不常成功）并且寻求作战机会，或是采行游击战以低成本获致适当利益。



　　在此，我们无意讨论法国海军战略是否明智，就其战术而言，可对下列事项进行必要观察：



　　总体而论，在纳尔逊完成英国战略目标前，法国战略的实践较英国战术的发展来得成功。



　　即使入侵英国或决定性战役可使法国获得极大利益，但是法军根本上做不到，因其战略上的积习已深。



　　当英国皇家海军习得如何近接及打一场决定性战役时，避战的法军在战术上已被摧毁，战略上亦遭受严厉打击。




结语




　　帆船作战年代，由于武器射程有限，所以系以舰对舰战术进行交战。到了这个时代末期，藉由增加舷侧火力、提高射击率或加强射击精度来有效地集中火力，英国系以提高射击率来强化火力，法国则藉加强射击精确度来达成这个目标。



　　1650年，发明了线性指挥序列作战，此种战术便于协调（队形中以最少的通信达成舰队迅速的运动）与合作（近接编队中避免误射友舰及防止避战者）。很快地，指挥官发现了多路纵队亦可集中火力：各舰间藉相互支援，可将整个舰队火力予以集中。



　　舰队编成军列纵队比较简单，故较其吸引力。十八世纪初期，英国海军的教令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教条。除了偶有例外，指挥官必须保持僵化的纵队作战，此举扼杀了战术奇袭以及集中舰队形成局部优势俾对敌之一部进行夹击的可能性。不幸的，作战指令局限了指挥官与顽强对手对抗时的近战及击败敌人能力，此见于敌人火力较弱或为满足战略要求而冒战术危险进行交战时。十八世纪中期，帆船作战时期的最后五十年间，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司令致力于摆脱教今束缚，并在近战中击败劣势敌人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当舰队指挥官摆脱单纵队作战栓桔后，他们发现了其他使舰队兵力集中的方式，以防止敌舰窜逃；纳尔逊就曾如此做。在特拉法加海战的最后一击中，他消灭了敌人，其战术运用的成功包含下列几点：



　　纵队间及纵队各舰间相互支援，直至战斗及无法避免的混战开始。



　　简单而明确的计画作为，保有执行上的弹性。



　　少量的通信指挥。舰长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知道纳尔逊的意图。



　　占取上风位置时主动攻击，但也注意接敌时处于下风位置的可能性。



　　充分掌握舰队海上运动与距离间的关系期能达成对敌全军进行战术奇袭或集结舰队优势兵力。



　　为战而训，训以备战。



　　遇强敌有高风险存在，但如已知敌手的炮术及队形管制能力较弱，其风险性较低。



　　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术目标，通常系在摧毁敌人舰队，这亦符合大英帝国战略目标。法国系英国的主要对手，其对英国海军形成相当制约，法国舰队规模不大，亦未接受与敌正面对决的训练。法国的战术作为皆系依据战略目标与其相对弱势的兵力来进行调整，此种做法经常获得成功。然而，就长期而言，此一方式使得法国本身的舰队战术、能力与作战意志，越来越禁不起考验。














	

 






	















	







	







	









 





	


	







	








	




	


第03章　承平时期的战术发展：1865-1914年




	







	

 



	


	



战术思想的黄金年代




　　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与吾人当前所处年代，这两段和平时期就科技发展的快速程度来说是相当的。相对于帆船战斗年代有许多机会可供吾人学习，十九世纪下半叶却是只有少数的舰队作为可以当作学习探讨的对象，此时期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打败所有的海军对手，“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声势如日中天。战术、科技及指挥方面的问题不能单靠战场予以解决，蒸气推进的意涵以及其对灵活度产生的影响、装甲及武器装备的进步、鱼雷、大船与小船、无线电及飞机都成为相当重要的讨论焦点。



　　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在战术发展上可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年代。新的武器装备、装甲与机动模式皆对战术发展形成深远影响。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不合时宜的战术观念已被扬弃，并且加入了一些崭新的战术；新型战舰的产生亦使吾人对于一次大战期间，海军战术或战舰表现上的重大改变不致产生太大震惊。战后对于战术及领导技巧方面所为的评论，让吾人对战前所做的分析更加深信不疑。



　　当再次读到这个时期有关战术方面的作品时，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应用了相当多的数学。工程逻辑技术大量地运用在机器设计与海军战术领域。研读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的许多著作，例如鲍德利(Ambroise Baudry)、费斯克(Bradley Fiske)、伯诺提(Romeo Bernotti)、班布里基-郝夫(WiIliam Bainbridge-Hoff)与马卡洛夫(S.O. Makarov)等人的著述，或阅读海军期刊与研讨会发表的重要资料时，皆可感受到可观的科技与战术创新。 [ 原注：此一时期，美国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征文比赛获奖作品计有：Richard Wainwright少校的“Tactical Problems in Naval Warfare”(1895年1月)、R.A.Niblack上尉的“The Tactics of Ships in the Line of Battle”(1896年1月)，R.H.Jackson上尉的“Torpedo Craft Types and Employment”(1900年1月)、R. Alger教授的“Gunnery in Our Navy”(1903年1月)、Bradley Fiske中校的“American Naval Policy”(1905年1月)、W.S.Pye Jr.上尉的“The Elements of Fleet Tactics”(1906年1月)。Clark Reynolds在战略方面的研究更是这个时期海军学术的上乘之作。他认为俄国系第一个出版海军专业期刊的国家，这份首创的期刊名为Worskoi Sbornik，系在1848年创刊。意大利的Rivista Marittima则是一次大战前海军领域最好的期刊。 ] 更确切地说，虽然有些令人惊讶之处，但此时期稍早若干科技与战术的分析可说荒诞不经，其存在于以下两个面向：其一系过分高估了速度；其二是没有预想到不良视线对舰队主要任务产生的影响。这些有识之士皆系海军军官，虽然他们很快地从理论中中和了偏激的战术观念，却无法将这些观含付诸实践。




先驱者




　　工业革命在拿破仑战争后如火如荼地展开，欧洲海军亦感受到这股浪潮所带来的冲击。除现代化的射控系统与自动鱼雷外，拿破仑战争与美国内战期间，海军从帆船战斗演进至蒸气船舰，新兴的装备包括蒸气推进与螺旋推进器、铁制船壳与装甲、大口径炮管与集中火力的大型火炮（开始时，这些大炮有更大的射程、越来越强的装甲能力，惟射程增加并没有使效率随之增加）、后膛线枪炮、具战斗力的炮弹及配件、来福枪以及火炮炮塔。



　　有着如此多的发明，接下来争议的焦点便集中于如何使用这些崭新装备。明显地，这些发明会在短期内使木造船的生产线及战斗线过时。虽然，英国人比较晚才采用铁制船舰，1860年他们建造9，000吨的巨大战舰勇士号(HMS Warrior)，此后英国即不再制造木制船舰。全面使用铁壳船舰系由英国皇家海军首开其端，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必须配合海军工艺发展予以适当调整。蒸气推进的发明，世界各国开始寻找新的煤矿，加速了殖民主义的扩张。强化堡垒不再适用海军基地；引擎及枪炮维修的需求，使得舰队基地数量变少。帆船到蒸气船的转变，限制了战斗舰队的续航力与持久性，对于海上封锁形式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欧洲各国海军将领，并未忽视这些转变衍生出的各项战术限制。以“现代”的英国海军而言，其在1880年代仍在制造帆船，俾能在必要时遂行战略机动。



　　另一方面，蒸气推进带来的崭新战术，使得海军战术家大放异彩。这不仅使优势舰队可以逆风进行进攻，同时亦可在微风下接近敌人，并以过去二或三倍速度攻击敌人。这些优点在1866年的利萨战役(Battle of Lissa)前还未展现在世人眼前。然而，在1840年代的战术讨论中，已对相接纵队战术的结束以及冲撞攻击(ram bows)的有效性进行深入讨论。 [ 原注：参见Robison and Robison，pp.579-90. ] 在此时期的科技发展，强调的系装甲防护而非武器装备，冲撞攻击被认为系与战术机动和舰艇动能息息相关。至于如何接近敌人，使其进入射程以及开火射击速度，与舰艇的速度并无任何关连。



　　此期间印证科技的最佳场所即是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虽然在此战役中，后勤与战略机动（并非战术）受到特别注意，参战国家却深信蒸气动力在包围作战方面的巨大价值。铁壳船在海上不具太大价值，但在抵抗要塞堡垒及陆地炮台时却展现出它们的用处。1853年的辛诺普战役(Battle of Sinope)，证明了爆炸炮弹的威力。在薄雾中，6艘俄国大型舰艇袭击了7艘运气欠佳的土耳其驱逐舰，悉数将其摧毁。此战役中，共有近3，000名土耳其人伤亡，俄国方面仅有266名人员伤亡。 [ 原注：Woodward(1965)，P.g9. ] 俄国这支舰队中有3艘舰艇配备了新型的大炮，欧洲各国海军皆都对此型火炮的效率深感惊讶。这场战役对船舰装甲及铁壳制造的促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亦使各国加速进行炮弹研发，此点被视为木造船只必然面对的恶果。



　　然而，我们对于外界反应可能还会感到讶异，并且怀疑炮弹究竟可以影响战争何种结果。一个简单兰彻斯特(Lanchester)模式几乎可以显现所有结论。倘若我们相信俄国舰队6艘舰艇任一舷侧平均共有55门火炮，其两艘巡洋舰的任一舷侧平均有15门火炮，对手土耳其的7艘驱逐舰每一舷侧共有15门火炮；那么当土耳其舰艇舷侧火炮数量被摧毁殆尽时，俄国的8艘舰艇平均每艘船只仅会损失两门火炮。 [ 原注：这三艘船可以携行发射68磅之炮弹，每艘船的三层甲板合计有120门火炮。为了简化问题，笔者将一艘土耳其巡防舰逃脱的事件，忽略不计。 ] 这是俄国船只数量上的优势，可说与其船体建材好坏无关。此外，俄国采取突袭亦是致胜的另一个原因。




美国内战后：1865-1885年




　　在美国内战中，几乎没有舰队与舰队间的战争。若以当前眼光而论，美国内战中的舰队作战应称“滨海作战”(littoral operation)。作战目标旨在控制海港、港口与河流；军事目标则是堡垒。“舰队”作战仅见于南部联邦(Confederates)以装甲舰对海岸炮台实施补给时。这些舰艇实际作用如同装甲坚实与武装良好的海上活动堡垒，南部联邦舰艇虽然很有效率，但其美好时光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北方政府(Union)经常运用压倒性的兵力用来压制打击对手。南方政府无法集中舰队来与北方政府一较长短，他们无法对抗北方海军，他们的目标不曾逾越追击战(guerre de course)，或是局部封锁北方政府，他们只有期望英国皇家海军进行干预。



　　因此，1866年的利萨海战成为吾人研究当时舰队作战唯一案例。以下系由这场战役所获得的若干战术教训：



　　蒸气推进给予攻击舰队新的选项。



　　冲撞攻击成为海军作战的有效武器。



　　单一纵队运用集中火力方式可能遭致失败。






图3-1　冲撞攻击的运用说明



　　本图系1886年7月20的利萨战役概图。奥地利击败意大利的主要原因，系其采用肩并肩的方式来对抗意大利的纵队。奥地利的特葛郝夫(Tegetthoff)少将只有7艘铁壳船，面对的是意大利普尔萨诺(Persano)上将率领的12艘船舰。特葛郝夫少将利用蒸气舰艇的机动性，以V字契型队型直接冲入意大利的纵队。奥地利在意大利纵队无效的火力射击中进行突穿，将意大利的舰艇队型打乱，使得普尔萨诺上将及其部属阵脚大乱。虽然意国仅有两艘舰艇遭到冲撞攻击，事后各界咸认奥国的冲撞攻击是获得胜利的主因，此点影响了往后30年的舰艇设计。



　　海军战术家开始研究假设性的舰队作战是值得注意的。1870与1880年代的文章，对冲撞攻击方式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装甲钢板抵抗枪炮与早期炮弹的优势皆相当短暂，致使，我们轻忽了冲撞攻击的效应。二十五年后，蒸气舰艇的机动性使其至多在半哩内能集结有效火力，快速冲击舰队可在二分钟或更短时间内航行800码，消灭一支配备火炮的舰艇纵队。此外，他还可以逆风航行。一支防御纵队若能集中火力，愈可能被冲撞攻击击破；一个舰队如编成的单一纵队越大，则其纵队越长，则遂行冲撞攻击的舰队愈容易将攻势集中在单一部位。图3-1显示的即系利萨战役简图，该图充份地显现上述的说法。



　　一八八六年后，战术的讨论已将传统的纵队拋弃，但对于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仍然争辩不休。解决方式系将长纵队变成短纵队，有人认为这样彼此可以互相支援，有人认为舰队可以并肩作战，另外有人认为由二至五艘军舰所组成的单位可以彼此支援战斗，当舰队指挥官进行指挥时可以将其聚集一处，其阵式如同二次大战的圆形编队，或像英国步兵的方阵编队。每种作战构想的合理逻辑显现的却是一团混乱，战术家对找出一支训练良好海军，能在执行战术时获取最大优势，不抱太大希望。诸多作战计画是比照陆上作战而拟定的。由于若干战术人员不够专业，会将攻击者对抗防卫舰队的行动视为对抗陆地的防御部队般，将其固定在不变的阵线上。



　　战术家与雇用此等人员的舰队指挥官可说非常幸运，因为在战争来到前，新兴科技可以解救他们。无庸置疑的，这种情况充斥着各种混乱。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新方法不适用而已。这些新方法绝不会让目标消失不见，因为其可集中所有的兵力与方法来找寻目标，这可藉由蒸气推进将战场可用的移动兵力加以集中。他们不会忘记冲撞攻击的重要性。信号和观念系指挥官初始时具有的优势：战场本身被认为系被不明状况所掩蔽。倘若获致部份胜利系靠运气的话，那么全胜应该是舰长必须具备勇气方能达到。



　　冲撞攻击做为主要战术的年代结束前，1877年与1879年，在南美西部海岸发生了几场海战(虽然称不上是舰队作战)。在一或两艘装甲舰艇与其他战舰参与的四场冗长战争中，出现许多冲撞攻击场景，几乎所有攻击行动都未成功。假如当时存有舰队作战的话，那么结果将有利于进行冲撞攻击。发生在南美的这些战事，显现攻击移动中的目标的困难度被低估了。



　　郝斯卡号(Huascar)战舰曾参与这四次战役，其曾在秘鲁革命期间对抗英国，后来亦曾参与对抗智利行动。该舰曾在近距离内被相当多炮弹击中(第一场战役中被60发炮弹击中)，惟其船身未被贯穿。郝斯卡号曾经炮轰堡垒，然后全身而退。这个阶段中，战术家看对了一件事，此即大炮效率已经式微，短期内主宰战场的将是防御科技。



　　1894年九月的鸭绿江战役，正式宣告了冲撞攻击时代的结束。中国方面根据当时的估计，采用肩并肩方式运用两艘战舰试图采取冲撞攻击，这两艘舰艇系中国方面的战斗主力 [ 原注：Marble，pp.479-99. ] 。日本方面保持两个纵队并将中国军舰团团围住。由于射距甚短，大部分的损伤都是中口径大炮在200码左右距离造成的。此战役中，双方发射了很多的炮弹，炮火渐增的破坏效果是惊人的。根据估计，两艘中国战舰共被击中了320发炮弹。由于两艘战舰的装甲未被贯穿，故其能够存活下来。由于双方使用不同战术的系相同类型军舰，故甚难对此次战役进行分析。虽然不曾运用冲撞攻击，冲撞攻击功用仍在，但仅有在战术辩论时，方被有识之士提出。




大型火炮的胜利1900-1916年




　　当前许多人认为枪炮已经取代了冲撞攻击，有人认为冲撞攻击根本不是一种有效战法。较佳的结论则是，鱼雷取代了冲撞攻击。白头(Whitehead)鱼雷系一种有效的冲撞武器。若被鱼雷这种长距离冲撞武器击中的话，其有相当的致命性。对攻击者而言，使用鱼雷可说相当安全。对重炮的研究与对反制鱼雷快艇与如何贯穿舰艇装甲的研究同样令人着迷。十九世纪时，一般人对于大炮、鱼雷及冲撞攻击的研究深感兴趣，但冲撞攻击很快地消失不见。



　　二十世纪初期，大炮成为海军舰艇主要武器，装甲舰艇亦成为了舰队主要骨干。海军战术家对舰队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证明了炮弹具有贯穿钢板的可能性。但是，两国海军很少能够击中移动中的目标。史考特(Perry Scott)与西姆斯(William S. Sims)等优秀海军军官，曾领导小组对火炮射控进行改良工作，期能有效提高火炮的准确性。 [ 原注：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视察一次炮火试射，主力舰在2，800码距离对一艘征用的轻型船舶射击了200发炮弹，结果仅有2发命中目标。 ] 由于确切掌握时机，当时30节的鱼雷快艇与鱼雷快艇驱逐舰(torpedo boat destroyer)能藉副炮对主要舰艇构成潜在性威胁。依战术家估算，一个均衡舰队应包括数量庞大的鱼雷快艇。理论上，驱逐舰可使用快速短程武器先发制人，但是火炮必须准确，海上指挥官会对本身没有驱逐舰与轻型巡洋舰保护战斗舰的不利态势，感到忧心忡忡



　　下表系一位战术家在1910年时，采用距离做为函数所评估的武器效能：






　　赞同在所有舰艇配备大型火炮的人(无畏舰[Dreadnought]构想)，并未完成他们所持构想，小型及中型口径火炮却已具备了相当的准确度与较高的发射率。费斯克(Bradley Fiske)指出了下列三项一般性法则：



　　6吋炮的射速是12吋炮的八倍。



　　12吋炮发射的炮弹，其能量是六吋炮炮弹的八倍。



　　12吋炮重量系6吋炮重量的八倍。 [ 注 ]



　　就相同舰艇配置言，6吋炮可发射相当于12吋炮发射炮弹能量的八倍。炮弹重量产生的炮口能量及炮口速度是计算大炮能量的方法。装甲穿透的计算系射程、目标角度、炮弹俯射角度三者形成的函数。高射速的达成必须藉由不断研发；6吋口径的火炮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其100磅的炮弹是人体可以搬动的最大重量。1910年时，6吋炮的射速是每分钟12发，看起来是相当快的。倘若大型火炮的长射程并非藉由改进准确率来达成，这些火炮贯穿装甲的机率不会太大。小型及中型火炮在近距离极易杀伤敌人，最佳例证即是1905年日本在对马海战中展现的战果。当时大炮的射程完全掌握在日本手中，其距离系保持在4，000至6，000码。为了掌握战场，大型(10或12吋)火炮必须要有准确的射控系统，而且位在中型(4或6吋)火炮射程之外。



　　假若我们认清武器射程的增加乃战争的重要趋势之一，则最后的结果还是可以预测的。1910年左右，当可对连续目标开火及主导控制取代局部大炮部署后，所有的大型火炮船舰必定可以掌控。美国海军密西根号(Michigan)建造时，其时间就已落在英国海军的无畏号之后。因此，美国对外国宣称建造大型火炮战斗舰相当仇视，甚至包括超级炮塔部署 [ 原注：Mitchell，p.139.他指出从1901年以来，激进的海军军官都强烈要求使用中口径的大炮。西姆斯相当赞成战舰全部配备大型火炮，此和马汉观点相左。西姆斯的看法，参见“The lnherent Qualities of All-Big-Gun，One-Cahber Battleships of High Speed， Large Displacement， and Gun Power，” 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906年12月)。另对火炮较受欢迎的观点可以参见E.E. Morison，Admiral Sims. ] 。所有讨论都集中于大型火炮舰艇议题。从1905年(美国海军密西根号问世)到1912年(美国海军宾夕法尼亚号问世)之间，大型战舰部署数量增加两倍。炮塔配置及装甲、速度与持久性的配套问题均已宣告解决。重大结果系建造了无敌号(Invincible)与却敌号(Repulse)两艘战斗巡洋舰，此系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中具有强大火力、极高速度与少量防护的战斗舰艇。



　　一次大战发生前，亦是对马海战发生后的十年，大型火炮(12吋至15吋)是舰艇的主要武器，这些大炮可在晴天时重复射击至8哩外或更远的地方。火炮射控的电脑研发，一直在秘密与甚少被注意的情形下持续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系在增加火炮射程。做为舰艇副炮的5或6吋炮则是用来防护鱼雷攻击，舰队司令们都希望尽可能地不以副炮用来防范鱼雷攻击，但是鱼雷威胁仍必须加以考量。关于这点，伟大的俄国海军将领马卡洛夫(S.O. Makarov)曾以滑稽语气写道：



　　截至目前为止，掌控海上意味舰队掌控海洋，此系累积而来的结果。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被击败的敌人不敢再出港应战。这种情形当前如何？对战胜者的建议则是，避免受到敌人鱼雷快艇夜间攻击。……一些水手已经习惯于反常事物，但假若是生手，则仍会受到惊吓。或许他会疑问，他是否了解一个胜利的舰队应该保护自己，以免遭到被打败的敌人的残存兵力之攻击。



　　马卡洛夫的战术已对马汉和柯白的权威形成巨大挑战。就理论与实务言，火炮皆系舰队作战的主要武器。不少敏锐的战术家认为过于简洁的海上指挥观念，内容范围过于空泛而无法被人真正了解。




战斗纵队队形重现




　　虽然存有鱼雷威胁，舰队作战的所有战术观念还是适当的。冲撞攻击不再适用；战舰上的大型火炮变成重要武器。战舰的火炮越大越稳以及拥有良好的装甲与武器，战舰的作战能力则越强。然而，这样仍然不能保护自己免于敌人鱼雷攻击。轻型巡洋舰与驱逐舰则是为对付鱼雷而设计的舰艇，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于敌人驱逐舰与鱼雷艇的攻击。直到飞机与飞船提供更大的保障前，侦察巡洋舰是舰队的眼睛。受到陆地战斗影响，战斗巡洋舰在十九世纪末系用以支援侦察任务的重型武器。就理论而言，其战力超过其他任何舰艇。水雷在浅水系一具潜伏威胁的武器，大部分做防御用途，需要藉助水面船只布放。潜舰像水雷般，然其在深海中其有攻击能力。更确切地说，潜舰好比一个魔鬼。无线电系一个崭新的指挥工具，在战术上可以增加侦察结果之产生速度。



　　战术队形的纵队参见图3-2。将1，500码当成良好视距下有效射程时，16艘战舰的纵队所属火炮可对中线9，000码距离内的目标进行接战。半数以上火炮至少位于纵队首末舰30度夹角内。为了进行比较，图3-2标示同样角度时纵队有31艘过去风帆战舰的情况。






图3-2　1750年与1910年火炮有效射距比较图



　　基本上，兵力对抗兵力的关联性是由相对纵队开始。至少三位战术作家(查斯[J.V. Chase]、费斯克与鲍德利)曾皆指出，在下列方法中集中优势火力会产生渐增效果。 [ 原注：除了兰彻斯特发明的著名方程式外，其余三位海军作家皆使用片段时间做为分析工具，因为他们咸认时间可和齐射进行交换。兰彻斯特使用的是二次微分方程式，此种比较清晰与快速的方法可以得出相同点数。今日现代的数据电脑可以更片段的时间进行微分，这些时间段落可以自选。笔者希望让大家了解火力的效率并不是和武器的效率(譬如距离、准确度或者发射速率)成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而是和武器数量的平方成一个比例。罗比森(Robison)称这种关系为N平方定律(N-square law)。舰队中大家对这种关系耳熟能详。 ] 倘若对手每艘战舰在敌人不其有效反制火力情况下具有20分钟的持续战力。攻击能力保存(火炮与射控系统)系与持续战力成比例的。若其他因素皆系相等，战役结果将会不分胜负。这样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双方攻击能力同时降低。



　　若A方较B方先发射4分钟，如同鲍德利所为的 [ 原注：Baudwgpp.116-17. ] ，则表3-1所示即为双方剩余火力及持续战力。原本会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战斗，晚开火四分钟的一方将遭致对手彻底毁灭。较晚开火，将损失20%的战斗力。A方以26分钟瓦解对方的战力。此仅比B方未还手的情形多花了六分钟。另外，我们观察到赢的一方在战役后残存的战斗力仅有先前的57%。



表3-1　剩余火力与持续战力






　　费斯克做了同样的表格来显示兵力优势的渐增效果。让A方的两艘战舰集中对付B方的一艘战舰，如果双方火力及持续战力和前述条件并无差异时，剩余的战斗力则和表3-2所示数据接近。



表3-2　剩余战力






　　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兰彻斯特方程式，读者对较弱一方兵力削减后，优势一方仍保有16.5个单位(83%)的战力无须过于惊讶。假如使用连续火力的兰彻斯特模式进行分析，兵力优势一方残余战力还会稍多一点而成为17.3个单位。两者差异源自齐射模式，弱势一方的消耗会在开火两分钟而犹未能造成敌方战损后显现。



　　这四位理论家都是成功且讲求实际的人。查斯、费斯克与鲍德利都是海军军官，兰彻斯特则是车辆工程师。他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设计出不同的影响组合。费斯克在量的方面描述出更多装甲的影响(火力增加10%，火力比增加10%，持续战力增加更多)、更佳的火力射控、更小的有效目标区域(为弥补50%的火力劣势，被击中的有效次数必须降低至75%)，以及首先集中较多或较少的兵力是否会影响理论上的战斗结果(没有影响)。



　　费斯克认为这些战术参数系决定舰艇设计的基本因素。1905年，美国海军密西根号批准建造后，费斯克利用自己的方法，推论该型舰艇系未来军舰基本构型的说法。虽然，当时马汉的战术理论未完全建立，因为科技随时将会改变战术。费斯克系使用抽象的战术模式将未来科技纳入考量，并且藉此改变海军战术。




T字战法




　　帆船年代与火炮年代，各国的海战构想相似，因而隐藏了主要改变可藉集中火力达成的意涵。虽然纵队是将军们在这两个年代普遍使用的战术队形，但帆船火力必须集中在船上，因为其大施的射程较短。当大炮主宰战场时，武器射程形成的“阻止T字战法”(capping the T)的战术就相当具有优势；舰队不是以单一船只就射击位置，而是整个舰队可以集中火力来对付敌人的前头部队。



　　对马海峡战役后，一般人确定纵队乃为有效指挥与集中火力的最佳战斗编队。如同大家周知的，整个纵队的前面与后面是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是前面在移动时更是如此。战术上的讨论是集中在如何“阻止T字战法”。在桌上的战术讨论中，藉由移动来达成集中火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速度，速度加上装甲与武器则是相当重要的战术与科技讨论主题。 [ 原注：美国海军进行了长期与激烈的辩论，由于受到马汉的影响，遂以重装甲与装甲防护取代了舰艇的速度。 ] 随着事情的演变，桌面的讨论极可能造成众人误解。



　　赞成纵队的决定简化了战术的思考，而且直到二次大战时，战斗纵队才丧失其意义，而战术的讨论主要系集中在：



　　火力如何分布。以理论上最好的方式(举例来说，即不让任何一艘舰艇暴露在火线T)并解决有关如何完成火力分布的难题。舰队指挥官无法在战场下达命令；方法必须是准则或者利用简单信号做为通信的一部份。在实务上，直到水面火炮年代结束前，未实施火力分布是主要的战术缺陷。



　　如何采T字战法对付移动中的敌人，而只获致部分成功是否有其价值。



　　如何藉由一大群驱逐舰遂行或阻止鱼雷攻击。



　　旗舰应摆在舰队的哪个位置？



　　如何从巡航队形转变成战斗队形？



　　侦察的新重要性与保护侦察队形安全的方法。



　　巡航编队与战术侦察



　　武器效能及射程大幅增加，对于侦察的需要也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型舰队的指挥官必须在看到敌人之前先掌握敌军动向。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役中，主张航行命令就是战场命令，因而失去了作战弹性。基于凝聚效果、通讯及静止、反潜掩护、任何方向的快速部署等考量，需要有成为一系列短纵队的巡航编组，而此等短纵队彼此要并排而行。为了战役而成为单一纵队是主要及不变的保证。纵队间的距离要能够使每一纵队在形成战斗纵队时能适切地排入纵队内(图3-3所示)。战舰舰队编成为最后队形，在移动前后保持接近距离是重要的；所有可能的速度亦是重要的，相对于航海时代，战斗航行意味着以最小航速航行。然而，新型战斗舰队的速度不会比纵队中最慢船舰之速度快过二至三节，大约只快20%，而可使后面船只保持静止。倘若航线是靠近的，为使船只避免碰撞与挡住另艘舰船的炮台，航海技术与人员的训练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纵队容易编成，亦是最简单的方式，但要使其接近、转向，并且在风中(烟雾模糊不清)及海上(转动的船不能把大炮对准)应付敌人的话，则需长时间的学习方能有以致之。






图3-3　从巡航队形发展至战斗队形



　　理论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实际在海上操作时却需要有成熟的技巧。舰长及军官们获得赞誉或辱骂，必须看他们对于密集队形的技巧是否熟练而定。当中最著名的海事灾难系1893年皇家海军维多利亚号(Victoria)与地中海分遣舰队旗舰坎柏当号(Camperdown)相撞事件。这次相撞肇因于以无战术过失闻名的军官，在下令进行一次不可能的运动时，未有人加以阻拦。



　　侦察计画同样重要。舰队也利用相当资源来进行这项工作。在日德兰(Jutland)战役中，大英帝国舰队与德国公海舰队各投入了20%至25%的重火力，以及35%至45%的巡洋舰与驱逐舰支援侦察任务，相关部署参见图3-4。






图3-4　巡航部署



　　为了保持侦察线上的舰艇安全，这些侦察舰艇可在敌舰发现或受到威胁时退回航行最快的战斗巡洋舰支援阵队中。整个侦察兵力可以在行动时加入整个战斗主体用以增加整个战斗航行队伍规模。但是无人确定是否真可以如此做。涵括战队两侧各约35度角的侦察足以涵盖相当广阔的海域，而使舰队不致于进入未侦察之航路。只要舰队系慢慢地向前航行的话，则任何敌人皆无法对付整个侦察舰队。这样的部署需重新设定轴线，此对于每一位海军军官及舰长来说皆是一个重要且需时间经验的作为。 [ 原注：虽然飞机当时已配备有无线电，而且被视为是未来侦察的趋势。但其仍不被充分信赖。在口德兰战役中，比提就从Engadine这条船上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任务，但此架飞机飞错方向，最后当他飞下云层时看到若干希普率领的舰艇，飞行员却报告说他看到了己方的舰艇。不管比提或是杰立可，他们的首次海上空中侦察行动，就战术而言，并未获得任何其体成果。 ]




指挥与管制




　　武器射程与火炮效能的增加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指挥舰的部位。一旦火炮射程达到的话，战役便能很快决定胜负。虽然对外行人而言，以17节速度航行的船舰，似乎不可能不犯错，或在行动中延迟。经过鸭绿江以及对马海战的观察与实验后，合理的结论是旗舰必须在前锋，指挥官能够不用信号，而能以单纯的“跟着我”动作来指挥一个纵队行动。相反地，同时转向必须正确进行，然后必须花时间打信号。简单及速度是最重要的东西。巡洋舰的追逐与反追逐在日德兰战役中系相当重要的。当伊凡—汤玛士(Hugh Evan-Thomas)从比提(David Beaty)处接收讯号后虽仅延误了短短几分钟，但当比提损失了两艘巡洋舰后，伊凡—汤玛士亦随即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然而，杰立可(John Jellicoe)上将与席尔上将(Reinhard Scheer)在日德兰战役中各有28艘及22艘战舰，这么长的舰队要以首舰进行指挥并非易事。一个领导船队的舰队指挥官不能期望知道在他的船尾六或八哩远的尾舰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舰队指挥官最好是放在中间的位置，虽然这可能影响机动，但中间位置是控制、指挥整个行动的最好位置。杰立可知道如果他能以火力压制对方的话，就可弥补其暂时处于不利位置的因素。谢尔的舰队作战概念是简单的，他想引诱英国舰队的较弱部分，而非要与整个大英帝国海军舰队作战。



　　大型舰队指挥官面临的两难困境，可从谢尔在日德兰战役的战术位置得知一二。倘若谢尔站在舰队的最前面就可以预知或避免极度不利位置。另一方面，假若他站在最前头，即无法执行他最有名的同时转向，这可以使他消失在薄雾中两次，可使他的舰队免除危机。



　　如何进行指挥方面已经获得很大进步。过去帆船作战年代，信号与作战教今——也就是战斗准则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信号是指挥官表达心中想法的一种通信方式，经由不断地对信号练习，然后可在必要行动时准确地传送信号。这意味着对于信号系统缺乏讨论。二次大战结束前，美国海军的信号本已经变成一个结合智慧与令人信赖的战术指导手册，而且经过物理学的测试。它是具效能、简明、清晰的宝库，这是今日所有阶层海军指挥官必须再去发掘的。



　　信号本身仅是战术通信系统的一部分，无线电通信的时代业已到来。无线电使侦察线变得有弹性，更遑论舰队的战斗部署与巡航编队。无线电已经成为截听及海上交通分析的课题。无线电是英国与德国想要用以欺骗与引诱对方的一种方式。一次大战初期，英国人取得俄国人获自一艘沉在波罗的海德国巡洋舰上的密码簿，其在比提以五艘巡洋舰对抗希普(Hipper)领导的战斗巡洋舰时，发挥了重要的角色。1915年元月，假如希普未曾收到比提两个令人困惑的战术讯号，他的部队在多格滩(Dogger Bank)外的行动不致惨败。信号战及密码术已经来到，这两种战术在以前是没有见到的。



　　历史书籍中有关古代航海人员的故事都不见有迟延及误解通讯例子。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事例呢？就战术理论而言，这是必须如此做的。第一，战术指挥官的意图最好利用经验学习(协调合作是将许多工作视为一体)；第二，全军练习良好信号，这是解决模糊与误解的次佳方法；第三，通讯将会持续中断、延迟及误解(没有任何人以为系统可以消除通讯错误，他们希望能尽量将其限制在战术准则方面)；第四，如果在准则及作战上能越早计划的话，计画会越单纯，且在行动中发生错误的机会就会越少。随着二十一世纪通信能力，如通讯宽频及电脑能力之增加，以及指挥管制越来越有发展潜力的情况下，这些对于战术家而言，都可以好好运用以导正过去发生的各种教训。



　　曾有人指出，一次大战期间很少发生通讯错误情事，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做有用分析则要将所有的战术信号和重要信号(有重大影响的)与实际上遗失、延迟及误解的信号相互比较。一次大战中此类情事的比率虽然不高，但是比提那样的错误却是相当严重的。




驱逐舰屏卫及鱼雷的威胁




　　驱逐舰及舰队的领导舰的部位，通常系安排在船队的前头及交战面的背后， [ 原注：普拉特(Fletcher Pratt)在其有关所罗门战役的著述(Night Work)中，鲜少以图示方式显现日本与美国巡洋舰与驱逐舰的编队队形。二次大战前，他是一位热衷海军战术的学生，普拉特和他的同学在纽约公寓中玩着海军兵棋游戏；他的构想很少实现。虽然，他在书中用着生动的文字与图画，表示如何在1942年与1943年的夜间战斗进行指挥，但这对于战术并无任何助益。 ] 其目的主要是用来影响事件发生，迫使敌人转向，或者敌人未转向时使用鱼雷进行攻击。在战场中，驱逐舰被当成是驱逐舰队指挥官所控制的恶犬。舰队指挥官实际控制驱逐舰的命令仅为“去”与“来”。这些驱逐舰的角色可能的话，应是组成一个紧密的队形，然后扼住敌主力舰的喉咙，跳近对敌人的恶犬咆啸。倘若驱逐舰不是敌主力舰船头的强大火力之对手并遭击沉，则几乎不能对战舰的效能形成妨碍。倘若处在交叉火力中的话，一艘驱逐舰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分队的驱逐舰将是非常恐怖的威胁。一个分队驱逐舰的指挥官可以用类似命令般的战斗，受友军忽略而自陷混乱之中，并在敌阵中尽自己力量散布混乱。



　　承平时期的战术家对于驱逐舰的想法如图3-5。






图3-5　承平时期的计画：战斗队形




世代交替的理论与实践




　　倘若所有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武器效率的精准数学计算是好的吗？这个答案系取决于舰队指挥官是否要知道在射程与击中率之间的粗略关系(举例来说，一个可以发射鱼雷的载具是个威胁)，以及是否知道射程是如何得出的。关于这些主题精细分析意见与想法似乎已经在意大利海军学院做过研究，这可在伯诺提(Romeo Bernotii)及斐拉凡佐(Guiseppe Fioravanzo)的文章中看到。伯诺提计算鱼雷在战场中的效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精明的战术量化理论及实际考量是从1890年至1915年演进而来。伯诺提详细研究一枚速度31节、射程6，500公尺的鱼雷，而其最大速度是50节。 [ 原注：Bernotti，pp.13-25 and 161-71。伯诺提上尉(后来成为上将)当时系意大利皇家海军学院的教师。 ] 为了避免发生错误，直接攻击的前进距离是相当重要的战术参数。伯诺提得出12页有关鱼雷效率的精确、简明、分析、几何及可靠度计算；这和俄国的实验结果相似。从不同方向对200公尺远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来计算单一鱼雷的有效射程，伯诺提显示出对目标船头加以攻击的有利数学条件。接下来他计算五枚鱼雷对抗单一目标及对付一个战斗船舰群的威胁。他的结论认为虽然存有危险，但从防御的观点来看，3，500公尺以外(射程的一半距离)没有很大问题；从攻击的观点来看则是完全不用牺牲有效的火炮部署。他承认在战争中要执行联合攻击是有困难的，但也显示连续的单一船舰攻击获致个别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伯诺提的观点以今日有关现代飞弹攻击的战术思维来说是令人困扰的。“一种武器重复使用的间隔时间甚长且其供应是有限的，则此种武器只能在成功公算甚高的情形下才能加以使用。”今日的飞弹作战，其重点在于使得敌人对其攻击之目标与位置无法确认。一旦飞弹发射后无法收回时，空的弹药库很快地变成一种可怕的事实。



　　有效的飞弹射程会比飞弹本身的最大射程短吗？从1973年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经验可知这个问题的真正本质。埃及战舰的飞弹比以色列战舰的飞弹射程要远。以色列引诱埃及船舰飞弹进行无效射击，然后以军再包围埃军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日德兰战役




　　就像其他复杂战役的战斗资料一样，日德兰战争的资料也很难加以评析。射程、火炮准确度、相对运动与位置、通信传输与接收的速度、即时执行(战术家最重视的部分)，这些都是很难对250条战舰逐一加以追踪的部分。当这些资料是从较小的行动中传回时，将比较容易筛选并与控制的测试与实验资料作比较。



　　对于英国战术指挥官杰立可来说，并不缺少事后评论。大量分析文章讨论其在日德兰战役的各项作为。其原因不祇是日德兰战役系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海战(如同特拉法加海战)，而且这场战争在极少改变的情况下，被马汉及柯白视为决定性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是二次大战前，各国海军分析重点所在。杰立可并没有接续摧毁德国的公海舰队，其原因留待后世的评论。杰立可失败之处正是纳尔逊成功之处。为什么杰立可较占优势的舰队以及对谢尔奇袭的做法，却使他的舰队不具攻击性呢？他不攻击绝望的德国驱逐舰，他对于单一纵队的坚强信念与其他的保守做法都可以解释他的基本战术。我们看到的是，战役的战术都由参与交战国家的海军战略专家所掌控。



　　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杰立可缺乏如纳尔逊般的求胜意志。这些分析得到的结论，可以和他的舰队品质与其较德国舰队为差的火力相较，有些作者甚至认为谢尔有获胜的机会 [ 原注：Fioravanzo，p.154；or Hough(1983)，P. 122. ] 。不管杰立可是否保留唯一的力量，或者事实上他可能已经丧失优势。杰立可有获胜的本钱是不容置疑的，谢尔逃离了战场，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呢？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倘若我们接受此一假想情况，就战略观点而言，杰立可在战役中失败不会比赢得战争来得重要，合理的战术估计就是他不能失败，这只有透过舰队的结合来保持攻势集中。杰立可在大型舰艇上享有3：2的优势，可以保证达成英国战略目标。德国较好的火炮及舰艇的持续战力无法抵销大英帝国在舰队数量上享有的优势。如果将品质因素纳入考虑的话，英德两国的相对军力比可能缩小到4：3甚至5：4。假如战术位置已经改变，而且英国舰队的T字战法已然失败，这种情况可使德国公海舰队集中火力并在10分钟内获胜。



　　倘若舰队的位置如同当年5月底那天下午的位置一样，杰立可最大的危险系可能面临敌驱逐舰的攻击，此风险却不若其本身的错误认知来得可怕。 [ 原注：笔者已修正个人意见认为杰立可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和弗洛斯特(Frost)与其他诸多评论家的看法存有差异。这个结论系由瓜达康纳尔(Guadalcanal)的夜间战役中使用大量鱼雷造成的毁灭性结果而来。 ] 我们必须记得，他曾经宣布在某些情况下会如此做，不只对海军部，对他的舰长们亦是如此，他必须率领自己训练的舰队战斗。他朝向鱼雷而非远离鱼雷，原因系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场景，当杰立可下令转向时，他的部队才会转向。



　　就英国驱逐舰攻击而言，杰立可本身没有这个机会。他最好的战术是使用主力舰攻击，并且使用驱逐舰来作掩护。驱逐舰攻击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战术。使用较弱兵力必须进行冒险，杰立可的舰队并未如此做。此外，他的战术对战斗线的掌握是完美的，但对驱逐舰的攻击却形成相当的制约。



　　对杰立可而言，并无战术上的方法可和纳尔逊的攻击精神相提并论。理论上，很难想象1916年武器的特性。当比提假装在战役后18个月从杰立可处获得命令时，所有可能教训已可被外界所理解。虽然海军上将引入的战术改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未看到任何改变纳尔逊式之利用分遣舰队进行战斗的事件，亦未看到1920年代与1930年代战场基本战术发生改变。在战场实践理论性战术的可能性不大，当前祇有那些其有神奇力量，可以在银幕上利用按钮移动整个舰队的人可以实现如此不熟练的运动。一个舰队的司今不能利用还未熟练的战术来找寻机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杰立可与谢尔都晓得这个原理。假使这样，解释杰立可行动的原因之一，即系他未曾将谢尔的舰艇性能优异的事实公诸于世，杰立可仅系在舰艇数量上取得了些许优势罢了。若无集中的话就无法想象结果会是怎样了。杰立可无法像纳尔逊一样的战斗，因为他面对的敌人并非像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杰立可面对的是拥有优异武器与训练优良的强大敌手。




观念与现实




　　倘若战术理论家曾低估了大型舰艇的烟雾与混乱，明显地，杰立可在日德兰战役中并没有如此做。就战术而言，杰立可执行的系其认知属于他的任务部分，亦即围困德国公海舰队，在数量上尽可能地赢过敌人，并且避免因为本身的疏忽、敌人的智慧、与不好的运气所造成的损失。杰立可为避免躁进而发生的错误，系英国海军战略经过计算、计画、准则及完全预测下的结果。事实上，抵抗公海舰队并且打败之，仅是事先没有预想的战略惊奇。同样重要的，潜舰对英国产生的威胁呈现在以下几个面向：海上交通、战略封锁以及水雷战对各式海军作战所带来的影响。新型武器出现不但改变了战术与战略，甚至亦改变了后勤计画。



　　战术计画很有用，因为大量的基本思想及作品已经实践，而且实行这些计画的海军军官亦开始讨论这些议题。但是若干战术问题依然存在，当中最显著者系一次大战前几乎不曾受重视的伪装之重要性。发生于北海的战役都在吸引对手注意；双方知悉数量上的优势与数量平方定律。一旦数量仅超过对手一点，没有一方想要战斗，诡计与反制诡计成为作战手段。这种计画多半是失败的，在口德兰战役亦如此。



　　假若藉由陷阱来达成奇袭的成效不佳，则因侦察失败而遭敌奇袭的情形就更多了。比提、杰立可、谢尔与史比(Graf von Spee)(福克兰战役中)都曾因为侦察不足而遭遇奇袭。在口德兰战役中，主要特征则是视线不良，其原因在于火炮与250条舰艇产生的引擎黑烟。显示幕上出现的东西可能迷惑了战术计画人员，使其忘记外在环境会缩短视距与改变战场特性。不像1930年代的战役，1942至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战斗皆在夜间进行，而且通常是在近距离内与敌交火。美国海军习惯在大海巡弋，因此今日可能已忘掉海岸防卫工作的范围是延伸至不见陆地以外好几哩之处。除了潜舰之外，在狭窄的海域中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玩躲迷藏的游戏。假如历史具有引导作用的话，奇袭计画可藉舰队达成，没有预期的奇袭总在眼前不远处。



　　提到速度，战前的作者的想法是对的，亦就是兵力在有效射程内，火炮能很快地发挥效用。因此，他们认为精心计划的调动是到达有利位置的方式。在实务上来说，过去用来获得战术优势的速度通常不会得到什么具体结果。舰队的速度系由其中最慢船舰的速度所决定，日本在对马海战中获得的优势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使用短射程火炮进行冲撞攻击，系表示长程火炮的优势逐渐消褪。此外，战前的许多作者忽视了一些指挥官在处理受损船只时必然会减低速度的问题。马汉就很明白的指出：“真正的战争速度是种浪费时间的不间断能量。” [ 原注：摘自Hughes(1953)，p.193.在这篇论文中，马汉所说的系在这些永恒词句之后：“一个舰队战争的最美好结果，系不用追赶，不用逃跑，但需控制海洋……不是速度，攻击力量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军力不是存在机动之中，但机动是为了军力；除非敌人接着也抵达战场，否则首先到达战场是无益的，你有较多军队与较强大的火力……真正的战争速度不是贸然的行动，而是没有浪费时间的不间断能量。” ] 未能进行有效的通信与清楚了解战场形势，是无法掌握住机会的。与速度有关的是决策范围；决策必须很快决定，然后转成简单与正确的行动。



　　何谓简单化呢？即当一些琐碎之事发生时，舰队指挥官必须选择简单模式与保持控制。东乡元帅为了获得明确迅速的运动，他领头以简单方式控制并指挥他的纵队，我们相信也领导的那支单纯纵队，可使他那由12条船组成的战斗队伍能以他的意志进行运动。




结语




　　直到一次大战开打前，战场上还很少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冲击。1865年至1916年这段期间，可说是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案例研究。这段期间是过度思索的年代，但在战术思想上却处于一个极高峰的时代，这也结合了今日我们所称的作战分析。大部分的战术假设前提都由海军军官加以改进，其讨论则是刊登在专业杂志上。



　　这些战术研究都被作战领导者善加运用。这些战斗舰队以外界所预期的方式进行战斗。战术上的若干争辩，肇因于不曾对下列因素进行检视：纵队、侦搜、集中火力、领导阶层、训练、斗志、或指挥管制的重要性；欺敌、奇袭及船舰速度的有限益处则被低估与误解。



　　在此期间的最后阶段，众人均将焦点集中在长射程及大口径火炮。优势集中是藉集中与运动予以达成。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舰队彼此相互窥探，然后在进入敌方有效射程前迅速展开运动；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前，他们还是必须在视距外开始部署船舰部位，战术侦察于是成为重要工作，而且耗费若干资源。



　　指挥的优劣对于快速运动来说系一主要因素，讲求简单的主张与准则主宰了战术程序。



　　在此时期，其他的趋势计有：



　　长距离及摧毁性武器的增加



　　强调武器装备与装甲防护，两种观念相互激荡



　　战场武器系统灵活度的增加（虽然蒸气推进使战术灵活度增加，但同时牺牲了战略的机动性）



　　武器射程及船速越来越大时，战术侦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由于科技因素，最让人惊讶的还是战略。枪炮、鱼雷、水雷及各型船舰的战术角色都在预料之中。不管哪一方皆未预测到近距离封锁的结束、潜舰的战略成功，以及两栖作战的陷阱。这些系相当重要的改变。














	

 






	















	







	







	









 





	


	







	








	




	


第04章　二次大战的武器革命




	







	

 



	


	



惊讶或剧变？




　　二次大战期间，海军战术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许多人直称已经预见战术革命即将来临，空权的狂热者则认为此一革命迫在眉睫。偷袭珍珠港与珊瑚海战役将此转变推至顶峰。促成这项改变的动力，早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业已建立。当我们论及航舰作战战术时，对于与其相关事件的回顾就变得深具价值。吾人仅须阅读布洛迪(Bernard Brodie)1942年出版的《海军战略初学者导读》(A Layman’s Guide to Naval Strategy)，即可知悉战争爆发后三年间的各家不同想法。 [ 原注：参见本书第八章与第九章。布洛迪的著作“机器时代的海权”(Sea Power in the Machine Age)(1943年出版)，亦系一本深具洞察力的著作。 ]



　　布洛迪的说法并未让人失望，一本有关北欧海岸与地中海水域的海军作战读物，除引导并论定空权的优越性外，亦使吾人对枪炮与飞机间的激烈竞争有所了解。例如：1940年，两艘德国战舰在开阔洋面上捕获并击沉了英国海军航空母舰光荣号(Glorious)。1944年左右，由于美国舰队防空密不可透，日本逐放弃了轰炸攻击，并且中止了神风特攻队的攻击任务。陆基水平轰炸机对战舰的攻击行动，系B-17轰炸机的原始任务，惟其效果不彰。 [ 原注：可以轻易地以几何方式解释此一现象，相关议题的基础分析参见Fioravanzo，pp.177-78.此外，吾人必须增加高空轰炸机与低空攻击机的相互协调，如此方能对缺乏防护的商船进行有效攻击，俾斯麦海战役(Battle of the Bismarck Sea)即证明了此一论点。 ] 鱼雷轰炸机成功地执行了对舰攻击任务，其可视为“无意识”的神风特攻式攻击。最后俯冲轰炸机才展现出不同的战法。如往常般，海上空权的愿景日渐成形，但是战术专家与技术专家并未携手合作，对达此目标的各项细节进行研究。



　　“主力舰司令”(battleship admirals)的重要性不若往昔，下列事件即系明证，1920年代初期，美国曾以主力舰进行空中轰炸测试，参与测试的战舰包括了老式的军舰如印第安那号(Indiana)、纽泽西号(New Jersey)与维吉尼亚号(Virginia)以及新式但未完成的华盛顿号(Washington)战舰。米契尔(Billy Mitchell)曾在试验中，用飞机投弹的方式将一艘老旧的德国军舰东佛里斯兰号(Ostfriesland)击沉。这项试验除了证明重型炸弹可将军舰击沉外，亦显示飞机在昼间击沉一艘在运动中、防御良好与整装待发的战舰困难重重。另一方面，1920年代亦系海军强力支持发展海上空权的重要关键时刻。1922年至1929年间，海军航空部队的预算稳定地维持在1，450万美元，当时海军的总预算删减幅度高达25%。1923年至1929年间，美国航空部队的人数增加了6，750人，此段时期的海军总体人力需求减少了1，500人，前者尚不包括勒星敦(Lexington)与萨拉托加(Saratoga)两艘航舰的众多人力需求。 [ 原注：Melhorn，pp.93，94，and l54. ]



　　一九二一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与意大利五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华盛顿裁军条约(Washington Disarmament Treaty)，这项条约对五个签署国拥有的航空母舰总吨位进行了规范，依序分别为135，000吨；135，000吨；81，000吨；60，000吨；60，000吨。在此同时，各签约国的其他海军舰艇不得挪用航舰的允许吨位。服勤与建造的航舰必须依照经验予以分类，但是无须说明吨位……此条约严格地限制了各国主力舰的发展，但未明文干涉各国对航空母舰的发展 [ 原注：Melhorn，p.83. ] 。1921年至1935年，在条约效力所及期间内，各国拥有的航舰总吨位约略为该国拥有战舰总吨位的三分之一。此期间内，日本与美国建造了条约所允许的最大吨位的航空母舰。就此而论，华盛顿条约不但未对海军空权的发展形成制约，尚且为其提供相当助力。



　　西姆斯(William Sims)、费斯克(Bradley Fiske)、莫非特(William Moffett)、金(Ernest King)、里维斯(Joseph Reeves)与哈特(Thomas Hart)等海军水面舰艇军官，他们很早即明了海军航空部队的重要性，并且鼓励马斯汀(Henry Mustin)、怀汀(Kenneth Whiting)、陶尔斯(John Towers)与麦茨契尔(Marc Mitscher)等飞行军官，加速进行海航兵力的发展。就海航兵力发展而言，美国居于领导地位，并将目光移向开阔的太平洋，日本紧追其后。英国海航兵力发展相对落后，地中海行动的挫败即可说明此点。即令如此，没有海军国家能够预测航空母舰的优越性。两次大战期间，技术发展可说停滞不前，这种情形至1939年战争爆发时方有所改变。尽管如此，这项议题令人拿捏不定。吾人可以考量艾伦(Charles Allen)对技术与战术间的深刻说明：



　　在细腻微妙的相互作用平衡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战舰对抗航舰的议题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则是近来引进的雷达科技。倘若雷达指挥防空火炮被证明是有效用的（或者如其他人所表示，近接引信不久后被引进），那么战术打击战机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影响。倘若早期预警与战机指挥效力降低，航舰的脆弱性就大至无法忍受。就上述任一例子而言，舰队至1945年时已发生了重大改变。 [ 原注：Allen，p.77. ]



　　各个强国均已或多或少预见到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角色。飞机系搜索作业所必需的工具，这项工作并非凭空眺望，在雷达发明前，飞机执行这项任务时必须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由于其对战斗兵力如此有用，一且失去空中掩护时，地面部队将会手足无措。倘若航舰的位置过于接近战斗线，其将暴露于敌军的攻击火力之下。早在1930年代，一位航空中队（搜索舰队）的指挥官曾写道：在战略水域受到阻挡的航舰，如同手持利刃但目标显著的盲人般，极易遭到敌方的突袭。 [ 原注：1984年5月，侯恩博士(Dr. Thomas C. Hone)曾以书信将此论点告知作者。当时，侯恩系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他曾对1929年至1939年间，美国海军舰队生存的相关历史档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在两次大战期间，劣势海军国家，如与美国作战的日本，或是与英国作战的德国，皆会期盼运用飞机削弱或迟滞敌人的攻击。陆基飞机与海基飞机孰优孰劣的争辩存于许多国家，但获得舰队周遭空域的制空权应是各国普遍的共识，战机将在此项任务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30年代左右，美国与日本飞行员知悉本身拥有的潜力，但是却苦无机会验证本身的论点。日本海军已进行航舰打击演练，美国海军官员已认知到此系未来的主要威胁来源。吾人认为海军情报的重点应在于对航舰而非战舰的追踪，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并未能够掌握日军航舰行踪。



　　吾人应如何进行战斗，应采取何种战术进行战斗？1941年时，上述问题甚难解答，这种情形甚至延续至两年后的北海、大西洋与地中海等战役。



　　上述情形与一次大战时的情景不同，当时的技术优势已被纳于舰队战术之中。然而，二次大战开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战术的运用却未能掌握其巨大的潜力。以飞机为例，其可快速通过洋面并对水面舰艇进行扫荡的技术显然并未成熟，此点激发保守者的热情，造成彼等仍坚持着舰队优势的固有观念。很大程度而言，除了飞机与激烈的空中缠斗外，二次大战的舰队战术仍系先前战术的再次重复而已。此种情形存在各国海军之中。战术家在战争中期采用的各项战术，到了战争末期得到若干扩张，战舰战术并未改变，增加的系扫雷战术。战舰与航舰的打击与支援角色互换；重巡洋舰设计做为舰队搜索之用，但其几乎可以执行各项任务；轻巡洋舰设计做为驱逐舰的旗舰，担负航舰防空护航任务；驱逐舰可防止敌驱逐舰由主战部队前后方发起鱼雷攻击，同时担任反潜与防空等任务；潜舰设计用以执行前进侦察以及攻击敌方军舰之用，必要时亦可对航线上的商船进行攻击。二次大战结束时，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战术的剧变，战术问题必须得到适当解决。



　　下文中将说明海基空权的发展对美国海军战术演进形成的局限性。最近一份研究，曾对日本在战时的相关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评估。与此主题相关的专书则系伊凡斯(David Evans)与皮亚提(Mark Peattie)合着的《1887-1941年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与科技》(Kaigun： Strategy， Ta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一书。这本书对日本海军在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限制下，如何与美国海军竞争做了详尽的描述（这项条约规定日本与美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总排水量比为3：5）。日本海军的解决之道，系在主力舰、海航飞机与潜舰等领域寻求“质的优势”，用以削弱美国海军在巡洋舰与驱逐舰上拥有的“量的优势”。此时，日本海军发展出一套复杂但连贯的战术作为，可在西太平洋与美军进行决定性战斗前，削弱美军主战兵力之战力。尤其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对武士道精神深信不疑，并将此精神贯注于军舰与飞机的服勤官兵身上。



　　日本海军航舰与舰载飞机的技术演进并不相同，但同样地机敏与成功。伊凡斯与皮亚提认为，美国积极研发的不同型式航舰战术，大部份可以视为日本海军航舰战术的翻版。侯恩(Thomas Hone)数项可信的作品肯定了上述的评估。弗莱曼(Norman Friedman)与孟德尔斯(Mark Mandeles)合作研究并获得推论如下：美日两国对于航舰战机的发展投入了相当精力与金钱，英国海军却因经费短绌与强调皇家空军的重要性，从而丧失取得海航领域主导地位的机会。 [ 原注：侯恩系两次大战期间有关世界主要海军国家演进方面的权威人士，他着有两篇极短的佳作：“Spending Patter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1921-1941”Armed Forces and Soclery(Spring1982)与(Mark Mandeles系共同的作者)“Interwar Innovation in Three Navies： U.S.Navy， Royal Navy，Imperial Japanese Navy， “Naval War Collcge Review (Spring1987)。侯恩、弗莱曼与孟德尔斯等人，曾对美国与英国航舰及战机之发展进行了全面性比较。 ]



　　一九二九年的舰队演练中，萨拉托加号航舰进行了夜间防御舰队操演，并对巴拿马运河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空中打击。此次攻击显示航舰战机已成为海军的一支打击力量，但其后续发展却衍生成两种不同途径。萨拉托加号发起攻击后，即“三度”遭到水面舰艇、潜舰与勒星敦号航舰上的战机发现并予击沉。如此一来，舰艇遭受空中攻击的脆弱性遂成为二次大战的关切重点所在，当中最显著的威胁即系来自航舰的舰载飞机。




五个崭新的战术课题




　　美日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着诸多战术问题，当中最显著者计有五项，由于其彼此关联，解决起来甚为不易。



　　１．战术编队：



　　受惠于战前的经验，美日两国飞行员皆知圆形编队系防御航舰的最佳队形。对美国而言，由于雷达系多层部署，部位保持较为容易。在执行攻势任务时，在无线电静默期间，队形必须能同时机动转向并且保持完整。在进行防御任务时，圆形系最佳的编队队形，因其可防止敌机寻找我方屏卫破隙并予运用。问题在于每艘航舰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屏卫，用以加大本身行动弹性，或是二或三艘航舰应有一个单一与强有力的屏卫以进行护航。此外，必须对潜舰反制进行必要考量。就反制潜舰而言，“折线”屏卫(”bentline“ screen)较圆形屏卫为佳，但其无法与航舰战斗群行动配合。当时，由于柴电潜舰速率甚慢，速度成为反制鱼雷的最安全方法。伴随而生的一项政策，则是避免舰艇再次航经相同水域。



　　空中攻击与防御的效用引发了诸多的争辩。日本海军发展出两套不同的航舰作战队形，其一系舰队运动初期使用，其二系在缺乏护航兵力时使用。在美国海军，这项争议似乎不太明显。在东所罗门战役后，这项争议在资深飞行员间达于顶峰。当时指挥官所面对的一项难题即是，萨拉托加号是否应该脱离战场保存战力，其距离严重受损的企业号有10或15哩之遥。牺牲一艘航舰较好呢？抑或为了拯救另一艘航舰，而有可能在敌人集中攻击下牺牲两艘航舰呢？各自分开进行空中行动的被动防御，抑或队形紧密的空防行动，两种选项何者较佳？



　　２．分散或集结？



　　攻击战机由两艘以上航舰发起攻击时，其飞行距离可能有百哩之遥。实际上，无线电静止会对此编队方式形成阻碍，美国海军对此并未进行考量。美国战术家认为航舰的队形必须各自分离，但是必须使战机能够提供空中防御。换言之，两者队形必须使战斗空中巡逻(combat air patrol，CAP)能保护整个航舰兵力。对美国海军而言，集中与分散系一同义词。



　　日本倾向将航舰各自分离，此种作法招致了诸多批评。波特(E.B. Potter)曾指出，高木(TakeoTakagi)期盼在珊瑚海战役(Battleof the Coral Sea)时，能够藉由钳形运动捕捉美海军的航空母舰 [ 原注：Potter，p.664. ] 。1942年，山本五十六(Yama-moto)在拟订东所罗门战斗计画时，他将轻型航舰龙骧(Ryujo)号置于两艘重型航舰前做为诱饵。战役结果，这艘航舰遭到美军击沉，日军抱怨将其航舰兵力分离之作法。美国解释日本此一举动，批评其系卑鄙鬼祟，同时指出日本具有发起奇袭传统。无可置疑地，奇袭系一极具效力的攻击行动。若日本意欲发起奇袭，何以将航舰兵力分离？在珊瑚海战役中，打击舰队受惠于气象条件，加上美国陆基飞机无法对其前进路线进行搜索，日军航舰战机就甚难为美方发现。对于熟悉与善于运用航舰兵力的山本五十六而言，钳形运动系极其荒谬的。我们毋须对日军的怪异部署寻求合理解释，答案是日军对于成功空中攻击具有的优势过于自信。



　　３．攻势火力对守势火力：



　　战术指挥官必须依其配置与选项和敌军进行战斗。在其发起的攻击中，其可将重点置于战机护航或空中战斗巡逻。他可增加战机保护航空母舰，亦可决定仅携行少量的轰炸机与鱼雷机，反之亦然。战术指挥官可运用大部份的搜索轰炸机执行搜索任务，或是经计算风险后节约运用此型飞机，俾利发起一次猛烈攻击。他可将战舰结合形成航舰屏卫，用以遂行防空作战，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常如此做。此外，战术指挥官可将战舰分离以遂行后续攻势行动，日本海军经常采取此一模式。这些决策必须能对攻势能力进行估算，方能正确下达指令。雷诺(Clark G. Reynolds)如同诸多评论家般，他无法忍受史普鲁恩斯(Raymond Spruance)1944年时将其航舰兵力做过于冒险的运用 [ 原注：Reynolds(1968)，pp.l81-205. ] 。日军的航舰兵力是否真的威胁到美国的目标？史普鲁恩斯系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最优秀的战术指挥官。为何他不像日军般，留下少数兵力用以掩护两栖作战兵力，反而在日军航舰离开时，派遣其快速航舰对日军施以打击呢？



　　４．日间战术与夜间战术：



　　航舰在日间战斗居于支配性地位，夜间则成为炮火打击的活靶。若在夜幕低垂前进行任务派遣，一艘战斗舰或重巡洋舰可在夜间行进200浬之遥。关于此点，战术指挥官应铭记在心。由于空中攻击可达200浬距离，航舰兵力应能远离此等威胁，除非其愿意承担本身瘫痪的风险或在敌人的攻击下进行撤退。唯恐损及美国在珍珠港的战斗线，1942年时，对于相距200浬的两个航舰部队，美国通常不会派遣兵力进行增援。 [ 原注：珊瑚海战役时，进行此种行动具有实际的可行性，马里亚纳海战时则不具行动的可能性。当然，雷伊泰湾海战的情况则又完全不同前述两次海战。 ] 1942年时，日本系侵略者，曾三次派遣兵力猎杀美国航空母舰。1942年，美国海军面对的主要战术问题，系在黑夜冒险对日本进行追击并且歼灭敌军，抑或让日本的战舰与入侵部队安全撤离。1944年时，这个战术问题成为使用快速战舰遂行攻势行动（如同日军模式），抑或运用此型舰艇保护航舰兵力？美军基本战术决策为何？



　　５．双重目标：



　　依据美国战前的战术计画作为，当美国的战斗舰队驶向关岛与菲律宾时，在遭遇日本战斗舰队时，双方极可能发生决定性会战。果真如此，必须将后勤纳入考量，一个简单的战斗典范，即系美军需要海外基地与强化舰队训练。但是，保卫基地与逐退入侵者并未纳入考量，舰队战术家对此甚感忧虑。



　　飞机改变了此一论点。直到海军的战略攻势被视为入侵威胁，力量薄弱而采取守势的舰队已可诱导战斗的进行。入侵部队必须保护两栖突击舰船，且使飞机能在较远海面出现，从而引发新的战术问题。飞机能够对运输舰艇与攻击兵力提供必要掩护。在太平洋的六次航舰作战中，攻击发起者的主要或次要任务皆在攻击与摧毁敌人的舰队。两栖作战的例子亦有飞机牵扯在内。明显地，攻击者不愿意暴露其运输船团的位置。对1942年的日本海军与1944年的美国海军而言，此双重目标系无可避免的。战术计画与决策必须能处理战略攻势衍生的各项问题，分配兵力保护船团即属一例。在飞机的年代中，战术指挥官必须解决敌人由远距外发起攻击的诸多战术问题。




航舰作战的战术模式




　　太平洋航舰作战衍生的五项主要争议，可以一个简单模式进行说明，此有助吾人对本书其后之飞弹作战章节有深入的了解。航舰作战模式与兰彻斯特-费斯克(Lanchester-Fiske)的火炮模式存有诸多差异。费斯克模式将海战视为双方的一次相互齐射攻击，对于双方的残存战力未曾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他的目的在显现以下数项论点：优势火力的累积效果；倘若配合机动，火力效果将更加地明显；弱势兵力若能有效运用火力，将不成比例地造成对手损伤；指挥官如何进行战术管理等。对费斯克而言，火炮的射程并非十分地重要，因为双方考量的火炮射程相等。然而，他忽略了任一方火炮射程较远所拥有的优势，无论如何这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当双方距离拉近时，战斗的步调将加速，但是最后的损失率不会改变。费斯克模式在说明持续战力——舰艇的存活时，符合当代的相关评估。当前，若要一艘现代化的战舰失去作战能力，仅须以较大口径的火炮在其射程内对目标轰击二十分钟即可达成。



　　火炮模式的战力同时消耗假设，不适用于二次大战的航舰攻势作战。航舰的火力系在战机抵达目标时做一次最大限度的释放。一般而言，当另一艘航舰发现了发起首击的航舰时，它将会展开攻击并将火力投射至该艘航舰。若被攻击的航舰未及时发现首击航舰时，将遭到首击航舰战机猛烈攻击。此时此一航舰应已发现首击航舰，且将以任何残留的攻击能力对敌施予必要打击。



　　计算空中攻击的损害效果时，必须能对防御者的反制能力进行计算，此包括了主动防御（战机与防空战力）与被动防御（编队机动性与航舰生存力）。太平洋战争期间，有效的航舰空中攻击发起距离约在200至250浬之间，双方皆在对方战机打击范围之内。对航舰作战而言，搜索效能与净打击力系影响其成败的重要因素。搜索效能来自下列数项因素：初始搜索能力，包括组织与陆基空中侦察；潜舰哨戒：不同种类各式情报；敌人躲避侦测作为以及不可轻忽的指挥官与所属参谋的计画能力。净打击力系由下列资产组成：攻击轰炸机与护航战斗机数量，敌人主动与被动防御程度，以及敌我双方的物资与人员相对素质。



　　就当前目的而论，搜索效能取决于谁先发起攻击或是两者攻击是否同时发起。至于打击效能——施加于敌人之损害，航舰战机打击能力居于关键地位。当然，攻击战机用于遂行搜索或攻击，抑或执行护航或战斗空中巡逻，仍有相当大的讨论与妥协空间。上述问题系空军参谋必须处理的议题，本书对此不冉细述。



　　现在，本人将假设（并非不当，至少本人如此地认为）1942年时，一个海军航空联队可以击沉或瘫痪一艘航舰，同时其打击能力系与航空联队数量成正比的。此即两个海军航空联队可使两艘航舰沉没或瘫痪，其效能系一个海军航空联队的两倍。一个首击的基本结果涵盖下列三种情形：（一）相等兵力或优势兵力A首先发起攻击；（二）劣势兵力B首先发起攻击；（三）A与B同时发起攻击（参见表4-1）。倘若认可首先发起攻击者具较大的存活率，同时奇袭兵力A不进行反击时，最后结果即是：






　　吾人可由当时海军飞行员的观点推得如下论点：他们认为一个海军航空联队平均可以击沉一艘以上的航空母舰。美国海军飞行员认为，战争初期36架俯冲轰炸机(dive-bombers)与18架鱼雷轰炸机组成了海军航空联队，在一次全部动员打击行动中，可使数艘航舰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达成火力杀伤[firepower kill]）。他们认为敌人亦具此种能力。他们为敌人的先制攻击困扰不已，亦无法接受自己首先发起攻击的过度乐观估计。



　　对B而言，此结果系相当有趣的，同时亦相当地令人玩味。倘若双方同时发起攻击，劣势兵力B无法赢得胜利。相较于费斯克的连续火力模式，其结果皆系敌人必须付出惨重代价方能赢得战役胜利。对B而言，成功发起首击后，仍面对1：2的劣势，此点与费克斯连续火力模式中的B不同，而倘若B能够安全攻击与撤退，则仍能在未来与对方势均力敌。假如A方承受第一击后进行反击，B方将面对2：3的劣势。显然地，这是相当重要地，下文中将以此做为基础对五个相关的战术议题进行说明。



表4-1　先发打击的残存兵力(A/B)






　　在进行这项工作前，我们可以粗略地对1942年四起航舰作战的攻击者效能做一估算。其后，再将其结果与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Battle of the Marianas)进行比对。



　　对1942年（非其后来），我们可以如下假设：



　　敌我双方的航舰战力旗鼓相当。



　　双方每艘航舰的防御能力与护航兵力相当。



　　日本航舰通常各自分散部署，刻意为之或非故意地使用若干航舰做为诱饵，吸引美军注意与舰载战机的攻击。



　　本人指出攻击者的主要兵力；为了计算理论结果，本人也列出了所有攻击的战果，包括牵制行动及其后续影响。虽然航舰战机的最初与残存兵力未列入计算，但也将之列举出来。




一九四二年的珊瑚海战役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美军部队（约克镇与勒星敦两艘航舰）派遣了一支主要打击部队，对兵力劣势的日军入侵部队（小型航舰翔凤号[Shoho]）进行打击，击沉日军一艘航空母舰。5月8日，美军与日军打击部队（翔鹤号[Sokaka]与瑞鹤号[Zuikaku]两艘航舰）同时发起攻击，勒星敦号遭日军击沉，约克镇号受到轻微损伤。日本海军航舰翔鹤号严重受损，瑞鹤号由于未被美军战机发现，得以全身而退。由于美日双方搜索能力薄弱，战斗中的战术作为混乱。






　　日本小型航舰翔凤号系以1/2艘航舰计量。



　　翔贺号遭到严重战损，不列入残存兵力。



　　美舰约克镇号受创，仍列为残存兵力，不久后该舰又参与中途岛海战。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岛海战




　　六月四日，美军部队（企业号、大黄蜂号与约克镇号三艘航舰）成功地对日军打击部队（加贺[Kaga]、赤城[Akagi]、苍龙[Soryu]与飞龙[Hiryu]四艘航舰）进行奇袭。战斗的大部份情景众人耳熟能详，但是中途岛做为主要诱饵的情节较少为外界知悉。在美军成功地进行奇袭后，日本方面亦进行了反击，其后美军残存兵力再度对日军进行了一次攻击。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东所罗门战役




　　八月二十四日，美军（企业号与萨拉脱加号两艘航舰）对日军小型航舰龙骧号与其三艘护航舰艇进行攻击，后者位于日军打击部队前方。龙骧号航舰遭到美军击沉。在此战役后期间，美军利用诱饵引诱日军，但遭日军打击部队（翔鹤与瑞鹤两艘航舰）奇袭。由于美军部队未能掌握日军精确位置，因此无法遂行反击。






　　龙骧号航舰与其携行的37架战机，系以1/2艘航舰计量。



　　企业号严重受损，不列入残存兵力。



　　经过日军奇袭，美军无法掌握日军精确位置进行反击。虽然，美军拥有空中搜索雷达预警以及为数53架的战机，仍然徒然无功。此次战役中，美军战机损失轻微，因为企业号航舰上的战机能在瓜达康纳尔岛上的韩德森(Henderson)机场降落。



　　攻击者的优势逐渐式微。美军航舰在日军奇袭下得以幸存，此可解释为美军的战斗训练与领导统御优良，或是美军防御能力日增。 [ 原注：Polmar(P.253)，此场战役可视为美军的一场胜利。 ]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圣塔克鲁兹岛战役




　　十月二十六日，美军部队（大黄蜂号与修复后的企业号航舰）与日军打击部队（翔鹤号与瑞鹤号两艘大型航舰与一艘小型航舰瑞凤号([Zuiho]）遭遇，双方同时发起打击。小型航舰集鹰号(Junyo)（可携行55架战机）虽被派遣担任支援掩护瓜岛增援部队任务，但仍可对美军航舰进行攻击。战役结束时，美舰大黄蜂号沉没，日本航舰翔鹤号与瑞凤号受到重创。






　　两艘小型航舰均以1/2艘计算。



　　美舰企业号遭到日军三枚炸弹击中，但其能够回收大黄蜂号与其本身舰载战机，故其列入残存兵力。



　　日本与美国分别损失了100架与74架战机。



　　在圣塔克鲁兹岛海战(Battle of the Santa Cruz Islands)后，美日双方皆减少了航舰单独行动，双方的海军航空部队皆承受了严重的伤亡。1943年，当所罗门战役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美日两国都尽可能地减少航舰兵力的运用。为了降低航舰损失，日本于是迅速地运用部署于所罗门与拉布尔(Rabaul)机场的新型海航战机。无可避免地，1944年这两个机场遭到攻击时，日本损失了大批飞行员，日本海军于是岌岌可危。



　　在此同时，美国航舰部队选择适当空中战术、增加防空作战舰艇与武器，并且组建了15艘快速航舰任务支队（较战争爆发时增加了两倍余）。日本后续组建了9艘航舰兵力（1942年1月，日本拥有10艘航空母舰），就质量而言，日本军舰较美方为优。




一九四四年六月的菲律宾海战役




　　六月十九日，小泽(Jisaburo Ozawa)上将率领日本海军的全部9艘航舰，在距离400浬外，对美军15艘航舰发起攻击。依据他的计画，先以航程优于美机的战机对美航舰进行首波攻击，其后再运用驻扎关岛的陆基战机对美航舰进行第二波攻击。在此同时，史普鲁恩斯无法在塞班岛(Saipan)附近水域滞留，当时他正对一项延伸至日本的两栖突击进行支援。他选择在滩头附近滞留，并对日军部队发起首波攻击，美军的攻击极具摧毁性。当天晚上，史普鲁恩斯批准米契尔(Mitscher)对日军进行远距离攻击，他以216架战机在300浬外对日军发起攻击。在此同时，美军潜舰击沉了两艘日军大型航舰。由于，美军的空中攻击系长距离发起的，因此仅击沉了日本小型航舰飞鹰号[Hiyo]并重创了瑞鹤号航舰。在这次攻击行动中，美军损失了不少飞机，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在夜间返航的长途飞行中油料耗尽而坠海。






　　米契尔在傍晚时以216架飞机对日本发起攻击，其相当于3艘航舰的舰载飞机数目。根据我们估算，此次攻击行动美军使得日本3艘航舰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事实上，美军击沉了2艘的日本航舰，潜舰则另外击沉了日本2艘航舰。



　　除日本航舰战机遭到严重损失外，日本战斗舰与巡洋舰的侦察飞机亦有些许损失，另外较大损失系日本驻扎关岛的陆基飞机。



　　美军并非所有航舰均系大型航空母舰，表中航舰并未进行明显区分，亦未对其做曲解的比较。这些数字系为人耳熟能详的。



　　美军损失了129架飞机，米契尔夜间对日反击动用的飞机约100架。



　　菲律宾海战役不再是一场搜索与攻击的激烈战斗。在这场战役中，防御压倒攻击。一年后，在一次罕见公开说明中，史普鲁恩斯表示较喜爱离开滩头进行攻击，然而他的任务却是保护滩头阵地。不论系高瞻远瞩或刻意轻忽，他的防御战术似乎真的见效。小泽的计画仰赖海基与陆基飞机联合运用予以达成。史普鲁恩斯接近塞班岛准备迎战日本舰队，藉此可以解除日本陆基飞机威胁，在航舰战斗时取得战机数量的优势。小泽的穿梭战术注定失败，此因美军战机对驻扎关岛或前往该处的日本飞机进行攻击。由于滞留附近水域，史普鲁恩斯得能控制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当美军在该处迎击日本舰队时，得能运用所有战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史普鲁恩斯的15艘航舰上共携行了470架战斗机，约占全部战机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军在舰载战机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



　　由于美军强大的防御能力与日军的飞行员素质欠佳，日本战机遭到美军战机迎头痛击。战果或多或少归因于此因素，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不大。祇要美国舰队保持有效战斗集中，是否意味着此即足以保证美军获得战斗胜利，战术集中已成为史普鲁恩斯的注册商标，甚至日将小泽都预期会如此。



　　若换成是1942年，史普鲁恩斯可能会追击日本舰队。当时攻势压倒守势，首击遂成为美日双方期待的有效攻击手段。美国四分之三的海军航空部队系由攻击战机组成。1944年时，环境已经大不相同。集中的美海军航舰战斗舰队，已展现有效进行自卫的巨大潜力。为了强化防御能力，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的战机比率由25%增至65%。日本海军的航空兵力以攻击战机为主，总数三分之二的战机系俯冲轰炸机与鱼雷轰炸机。我们推测直至马里亚纳海战前夕，日本海军仍紧抱着奇袭的期望与攻势的信念。这场战役之后至二次大战结束，日本航舰兵力几乎损失殆尽，雷伊泰湾海战时航舰仅做为诱饵之用。



　　一九四四年时，越来越多的战机被当做攻击护航战机之用。1942年，击沉航舰的战斗逐渐成为摧毁战机的战斗。1944年6月起，美日的战斗遂成为日本陆基战机与美国航舰战机的战斗。



　　我们无法彻底明了海军评论家对此转变的不同看法。甚至报告指出，连史普鲁恩斯都认为此种转变系本能发生的，海尔赛(Halsey)则不同意这种说法。尼米兹对史普鲁恩斯因为其主要任务在于保卫滩头而致未能击沉日舰深感失望，而在雷伊泰湾海战时改变了优先次序而要求海尔赛以摧毁日本舰队为其主要任务。对海尔赛而言，他过度急切地要执行这项任务。在雷伊泰湾海战中，当日本运用航舰与战舰做为诱饵时，他匆忙地向北追击日本舰队，而脱离了雷伊泰湾的主要战斗。




战术问题的解决




　　进行了粗略与现成的比较后，吾人如何看待这五个重要的战术问题？



　　１．战术编队。首要问题在于每艘航舰应有各自屏卫抑或多艘航舰可以共用一个屏卫。珊瑚海战役时，日本系采航舰单舰编队队形。 [ 原注：WiIImott，p.260. ] 中途岛战役时，由于护航兵力不足，日军航舰采用重叠屏卫（1942年时，山本五十六仍认为航舰必须保护主力舰，而非主力舰提供航舰防御）。1944年时，由于巡洋舰与驱逐舰的大量沉没，日本航舰遂采重叠屏卫战术。在此同时，美国海军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航舰屏卫舰艇数量多寡问题。美国的15艘航舰通常以3艘与4舰的方式编成一个队，用以凝聚战力、强化管制与遂行对空防御。



　　较合理的推论为，1942年时最佳的屏卫方式应是每艘航舰应有各自屏卫队形。航舰有了自己的屏卫，航舰战机的起降具有较高效率，发起首击系其主要目标。每艘航舰相距10哩或20哩，如此可以回避攻击，如同瑚珊海战役的日舰瑞鹤号与东所罗门战役的美舰萨拉托加号。 [ 原注：5月8日，佛莱契尔(Frank Jack Fletcher)领军的两艘航舰约克镇号与勒星敦号，在珊瑚海遭到日本猛烈空中攻击，当时这两艘航舰位于12艘巡洋舰与驱逐舰组成的单一屏卫内。其后，这两艘军舰以30节的航速各自逃入了两个受屏卫的不同特遣支队中。 ] 1944年时，攻势的有效性使得美军放弃了紧密的防空编队，此一编队包括3或4艘航舰，整个部署相当接近，如此航舰编队皆在空中战斗巡逻涵盖范围之内。两艘以上航舰是否编成一个屏卫，端视防御效能而定。



　　２．散布或集中。第二个战术性问题即是，相互支援是否必须分散兵力，如此有可能损失一部份兵力，或削弱部队的作战能力。1942年时，这个问题一百困扰着日本的指挥官，在四场主要航舰作战中，他们必须对日本的入侵部队或增援部队进行掩护。他们的动机极为复杂，对于日本而言，他们希望引诱并击败美国舰队。尼米兹明了本身系处于劣势，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他不会贸然和日本决战。四场航舰作战的环境各自不同，山本五十六以不同方式部署舰队，一个特殊例子（东所罗门战役）系以航舰做为诱饵，似乎仅有一个推论可以对此进行说明：做为海军航空的前导者，山本五十六如美日两国的海军飞行员般地认为，两艘大型航舰之航空联队所发起的一次成功的奇袭，可摧毁远较上述兵力为多的敌人舰艇，一艘航舰可在一次攻击中击沉敌人二或三艘航舰，然而集结二或三艘航舰攻击敌人一艘航舰，有时可能无法获得任何战果。若此系山本五十六所持的理由，那么他将十分狼狈。密码破译使美军获得了许多战略情报，空中搜索雷达则提供了美军的早期预警。明显地，航舰战机的毁灭性打击力量不足以证明其具有二对一的潜在效能。



　　我们留下两个推论：其一，攻势火力的集中足以赢得一次的打击，通常这是含人满意的。原则上，此可运用长程飞机或飞弹予以达成。其二，集结决策的下达取决于强化防御能力或协同发起首击，倘若集结失败，分散可能较集结为优。在遽下结论前，由于现代飞弹其有多对一的攻势能力，隐匿与分散系正确的。若干有远见的分析家认为，搜索过程系首要的，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说明此一命题。



　　３．攻势火力与守势火力。第三项战术性问题则是，能否编成完美的队形用以进行防御与攻击，这个问题在二次大战的解答，意味着必须先行解决前述两项战术性问题。战争进行期间，美国海军不断强化其航舰的防御能力。首先，增加战机数量用以取代轰炸机。其二，防空火炮稳定地增加；亚特兰大(Atlanta)级防空巡洋舰加入舰队；东所罗门战役时，高速战舰整合纳入航舰屏卫。第三，舰艇的损害管制获得重视与改善。此外，防御成为战斗主要考量，飞机性能一日千里，其重要性远较航舰的摧毁力重要。



　　一九四四年，简单但精致的航舰战斗模式显然已经失效。1942年，倘若能够发现敌方航舰，一个航空联队即可击沉敌方一艘航舰。在菲律宾海战役时，防御作为曾被考量。1942年的航舰作战模式过于简单，输入项必须做若干修正，方能得到正确结果。然而，我们在撰写下列方程式时，可以轻易地将防御要素列入：



　　失去行动能力的航舰＝＜遂行攻击的战机联队数目＞-＜航舰战机挫败攻击战机联队数目＞



　　不同于1942年，这些统计数字不具太大意义，因为我们必须考量太多参数。即令如此，若将实际数据输入新的模式，可得菲律宾海战役结果如下：



　　美国海军失去行动能力的航舰＝＜日本海军航空联队＞-＜15艘美国海军航舰×1/2日本海军航空联队÷美国海军航舰＞＝小于零（换言之，没有损失）



　　日本海军失去行动能力的航舰＝＜3个美国海军航空联队＞-＜7艘日本海军航舰×1/7美国海军航空联队÷日本海军航舰＞＝2艘日军航舰



　　美军的防御非常强大，因为所有战机都用于防御第五舰队。此外，1944年时，美军巡洋舰与驱逐舰的防空能力更有效能。日本防御相当脆弱，日本战机在先前的美日海战几乎损失殆尽，因此无法有效降低美机攻击效能。此外，日本水面舰艇防御能力不若美国。



　　4．日间战斗与夜间战斗。第四项战术性问题则是，炮火在夜间海战中具有的支配性。珊瑚海战役前，日本试图进行一次夜间空中攻击，最后仍以进行夜间水面作战为主。1942年四起航舰作战中的三起，日本海军分遣部队皆发现了美军航舰行踪。由于美军的谨慎或是幸运，日军并未成功地与美军接战。若对1942年所罗门战役进行评论，这场战役大体而言系失败的。其后，当美国海军采全面攻势时，日本海军巧妙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编组，其将快速战舰由航舰编队中抽离，组成一个水面作战的战斗线。夜幕低垂后，火炮在海战中扮演重要角色，雷伊泰湾海战中此种情形则达于顶峰。在这场大规模战斗中，日军对进入其射程的目标，遂行最后的拼命攻击。对美军而言，最后与最有效的防御则是水面舰艇的火炮。



　　5．双重目标。第五个战术性问题则是，攻击发起者应如何区隔作战目标。1944年，当美国舰队一年内由夏威夷跨洋横扫至菲律宾时，由于其军力强大并能配合两栖部队作战，对于日军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美军在航舰数量上享有2：1优势，此点具有决定性，若将飞行员与屏卫舰艇素质纳入考量，此一优势将更形扩大。尤有甚者，如此一来美军无须发起首击，而集结与整体行动系有效运用兵力的关键因素。战斗胜利并非一个争议议题，问题症结系在最少损失与最短时间内达成目标。



　　一九四二年，日本面对的战术问题并不单纯。战略命令驱策着山本五十六的战术。何以在珊瑚海战役中，日本几乎投入了两个航舰的打击兵力？由于山本五十六相当急迫，他的航舰兵力于是调度频仍。在四个月内日军兵力不断向各个方向伸张，向南系日本原油的供应地；向西南日军占领了新加坡并保护西部的东印度群岛；向东南日军夺取了拉布尔，并可保护东部的印度群岛。1942年11月与1943年1月，日军攻陷菲律宾与关岛后，山本五十六取得了日本至东印度群岛的海上交通线。他略过威克岛(Wake Island)直接向中途岛扑进。不同于美国，山本五十六通常将海基飞机与陆基飞机视为是互补的。



　　直到珊瑚海战役前，日军的前进并未受到太大的阻碍。其后，由于山本五十六的过度自信，日本海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山本五十六选择将日本帝国海军10艘航舰打击兵力集结，并将航舰兵力向南移动，这支兵力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但是移动速度缓慢。毕竟，美国海军拥有7艘大型航舰，其拥有战机数量较日方为多，他们很快就会到来。



　　然而，当山本五十六巩固其空军基地网络时，他迫切需要诱使美军与其进行决战。1942年，他仅能以入侵威胁达此目标，相同情形亦见于1944年美军诱使日军与其进行决战。珊瑚海战役显现了山本五十六战术选项的优先顺序。1942年4月间的各项行动，山本五十六意图在图拉吉(Tulagi)与莫斯比港(Port Moresby)建立前进基地，用以屏卫拉布尔，并对美国与澳大利亚进行威胁。然而，当美国两艘航舰出现并与日军接战时，山本五十六迅速派出井上(Shigeyoshi Inouye)中将担任战术指挥官，命令其调回入侵莫斯比港的入侵部队，同时亦将残存的航舰兵力调回。山本五十六命令瑞鹤号航舰执行追击约克镇号的任务，此系徒劳无功的。在这个阶段中，美国海军领导阶层并不比山本五十六有智慧。美国海军有两艘航舰正忙于协助杜立德(Doolittle)空袭日本东京，使得美军可用兵力唯约克镇与勒星敦号而已（萨拉托加号遭到日本潜舰鱼雷攻击而行动瘫痪）。



　　在中途岛战役中，山本五十六将其航舰分开运用，他的行动匆促，动机复杂。中途岛与吉斯卡岛/阿图(Kiska/Attu)系山本五十六的两个攻略目标，他必须能够掩护攻略这两地的入侵部队。由于入侵吉斯卡岛/阿图的部队系属牵制性兵力，入侵中途岛的兵力则在诱使美军与其决战。山本五十六将航舰打击兵力置于入侵部队之前，此种做法系正确的。山本五十六认为战舰系战场的最后决定者，除非能够建立空权，否则舰艇极易暴露行踪。事实上，山本五十六无须将兵力浪费在阿留申(Aleutian)附近水域，用以诱引美军两艘小型航舰。无论如何，他是正确的，他并未等到美军损坏的航舰修理完成投入战场后，再行与其进行决战。藉由合理估算，山本五十六必须面对的美军作战兵力，包括了两艘航舰与驻扎中途岛的陆基飞机。若多等一个月，约克镇号航舰已经修复，萨拉托加号航舰亦可加入战斗。再多等一个月，大黄蜂号航舰可由大西洋调至大平洋支援作战。



　　历史已对山本五十六的决策有所评论，他之所以在中途岛战役失败的原因计有以下几点：



　　美军获得日军行动战略情报。



　　南云忠一(Chuichi Nagumo)中将并未配备空中搜索雷达。



　　日本搜索能力不佳，南云忠一的空中搜索行动效力不彰。由于日本的空中侦察仰赖陆基飞机协助，其提供的协助有限。此外，山本五十六的潜舰部队就哨戒位置时间过晚。



　　史普鲁恩斯的战术娴熟。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英勇善战。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运气较佳。



　　若将上述六项因素之一剔除，那么日本很可能摧毁美国航舰并且占领中途岛。倘若运气可以左右战局结果，那么战果即无法成为计画者的指标。历史学者不能仅由战术家的聪明才智，评估其可能对战争结果产生的影响。



　　珊瑚海战役使得山本五十六采取行动时更为审慎，俾能确保作战计画达成目标。对山本五十六而言，中途岛战役的主要目标在诱引美军舰队与其决战。因此，他将两艘小型航舰派至阿留申群岛水域系一错误。随着日本防御范围的战略延伸，相关战术能力无法与其配合。日本海军战略指导值得商榷，因其所欲达成目标过多。



　　尽管我们无法使太平洋战争场景重现，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一个战术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即具劣势兵力的指挥官会拒绝与敌接战。攻击陆上目标系引诱劣势敌军的一种手段，对陆攻击列为计画目标并不困难，但是其更大的目标常被遗忘，亦即摧毁敌人在海上航行中的兵力。




结语




　　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已成为海军的主要日间作战武器，此因其具有较远的航程与完整的能力，可以执行搜索、目标导引与协调攻击。并不是所有飞机皆可执行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对战斗损失率进行考量，非仅考量飞行员的伤亡而已。



　　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于飞机打击战舰效能的看法不是过份高估就是过份低估，这种两极化的看法导致了战争期间的非预期结果。其后，战术指挥官明了飞机系昼间打击敌方战舰的有效工具，同时亦学习其可能出现的限制。此外，我们演绎出一个航空联队可以击沉一艘以上航舰的论点，此一推论改变了航舰作战相关战术。



　　在此同时，随着战争的进行，由最初的偏爱空中攻击逐渐地移转至注重舰艇防御，两者获得平衡，众人亦明了此问题在战术上的重要性。空中攻击与舰艇防御系一重要的战术议题。倘若一艘航舰可在一次有效攻击中将两或三艘航舰击沉，那么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集结，否则极易在敌方攻击中全部损失殆尽。即令如此，集结两或三艘航舰（或重复的航舰打击）能够击沉敌方一艘航舰，集结足够兵力仍是相当重要（倘若分离兵力无法藉由指管进行协调，集结兵力就是唯一之途）。随着战争的进行，第三项战术性问题则是，两或三艘航舰火力近距离的集结是否可以产生较佳效应。攻势行动的兵力集结可获得相当优势，同时亦可解决分离兵力的协调问题。集结兵力主要用以防御，如此可以不必对匿踪、欺敌与分散兵力等进行考量。



　　战争初期，日本攻击行动相当有效。在美日双方承受相同战损情况下，长期而言，对日本相当不利。因此，日本海军在计算风险后，试图藉由匿踪、欺敌与分散兵力等作为回避此一不利态势。日军相信一艘航舰可以击沉敌方两艘航舰，此系一种赌博。即令是错误的，1942年初这种想法即是一种赌博，1942年末这种情形更加恶化。



　　吾人认为许多原因使得防御作为再度复活，防空机炮单独即可导出此种结果，然而最终与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美国成功的防御作为，因为日本无法将雷达与密码分析纳入早期预警计画。除了不列颠战役外，没有任何战役如太平洋航舰战斗般，雷达是如此具有决定性的。美军运用密码分析，使得日军几无可能发起奇袭。若踪与欺敌重要性日增，这种情况下，日军仅能依靠集结兵力方有机会打败美军，1942年时尤然，因为当时日军享有数量优势，而且双方战斗人员素质不相上下。1944年时，情况完全改观，无论在马里亚纳外海与行动谨慎的史普鲁恩斯作战，或是在雷伊泰湾与鲁莽冲撞的海尔赛交手，日军都无法取得任何优势。美军坚强的防御能力，使其能够长期存活并能伺机进行反击，美军的攻势优势则使日军遭致败亡的命运。














	

 






	















	







	







	









 





	


	







	








	




	


第05章　二次大战的感测革命




	







	

 



	


	



搜索方法与反制措施




　　许多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检讨报告指出，战争期间感测系统较诸武器（如飞机等）对海军战术的革新更具影响力。将感测器、武器与战术分离系人为的，此三者的联合运用方能有效进行战斗。为了理解战争期间新型感测器对战术与武器性能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讨论架构。其次，我们必须能将焦点置于雷达，因其系所有新型搜索装备中最重要者。在1942年与1943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雷达充份地显现其在夜间海战中的巨大战术价值。然而，美军巡洋舰与驱逐舰在一连串的行动中并未要为利用雷达进行战斗。此外，二次大战期间，通信情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可对大西洋战役的潜舰作战进行概要回顾，盟国藉由感测器的运用而得以击败德国舰艇，在这场类似资讯战争的潜舰作战中，感测器实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密码学(cryptology)对于搜索方法与反制措施的重要性，可以藉由最近解密的资料知悉，这些资料清楚地说明了二次大战期间的密码破译事例。



　　感测器战争系一场竞争激烈的决斗。由于武器所能企及的距离日增，电磁科学的竞争亦朝相同方向发展，诸多的长距离侦测与通讯方法被引进。在此同时，反制措施对新兴电磁技术的运用形成相当阻碍，电磁信号对部队战斗效能的提升，呈现在以下两个不同的面向：协助侦测、追踪与定位（亦即搜索）及执行指挥官的战斗计画（亦即控制）。在此同时，我方部队应试图降低敌方的搜索与控制能力。



　　一般而言，反制措施可以分成下列不同技术种类：摧毁、阻断、欺敌、排拒与利用敌方信号等。表5-1所列的可能反制行动甚难完全涵盖所有反制措施的技术分类。



　　表5-1系一静态显示，我们无法藉此判明信号运用的步调与时机，或争取时机干扰敌人的行动。除潜意识外，军方人员无法理解如何运用表5-1所列的各种分类方式，以处理敌我双方特殊装备与指挥架构可能发生的事件。表5-2所列系信号运用的各种事例，以协助进行一次有效的攻击。



　　明显地，若干的搜索系统能够执行数项不同的功能。举例来说：侦察通信卫星能够执行表5-2所列的战略侦测(A)、战术侦测(B1)、追踪(B2)与定位(B3)等数项功能。航空器的一项优点，即是其可在一次飞行中，执行追踪、定位、攻击与损害评估等多项任务。相对的，搜索来袭的攻船飞弹必须在其攻击前，执行战略侦测(A)、战术侦测与追踪等多项工作，为能有效执行这些任务，彻底搜索系必要条件，为能击中敌人航空母舰，攻击者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精确位置，尚须知道敌人的海上航行编队形式。此外，我方必须知悉敌人有攻船飞弹部署在航舰外的其他舰艇上，可对我进行惩罚性的反击，



表5-1　反制敌人信号的各项反制作为






　　a．对航舰艇而言，攻击其武器系统通常意味着攻击其信号系统。由此衍生出的措施，包括攻击舰艇外之指挥系统、人造卫星、陆基超地平线雷达与其他相关的战术作为等。



　　b．干扰搜索系统系在争取距离，千扰控制系统则在获取时间，两者皆在追求位置优势。



　　c．欺敌亦可用以反制敌人武器。雷达干扰片可用以对敌方飞弹进行反制，噪音器可反制敌人的音响归向鱼雷，此等皆系最佳例证。



　　d．以目视、雷达与红外线甚难侦得潜舰，有时，潜舰还可以借着保持安静的方式来避免遭被动声纳侦测。



　　e．此系一种非对称的反制方式。秘密信号，如低拦截率(low-probability of intercept，LPI)无线电传输，可使敌人采用的主要反制措施如拦截与利用失效。因本表篇幅有限，无法进一步地探索这个问题的逻辑。



　　f．“利用”可能系此表所列的最重要反制措施，吾人应正视下列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亦即敌人比我方更早运用搜索系统。无线电传输可被截听与解密。此外，当敌人预期其无线电传递会遭到截听时，他将实施电子反反制相关作为。如此一来，他将散布错误讯息，小心防范本身受到欺骗。长期以来，军事更上充斥着诸多涉及一个以上谍报单位利用通讯进行的战略欺敌作为。然而，这并非本文关切的重点。有关此一议题的出色严谨著述，参见丹尼尔(Daniel)与贺比格(Herbig)合着的《战略军事欺敌》(Strategic Military Deception)一书。



　　原则上，攻击行动采取的一连串措施，任何时刻皆可能被一项反制措施中断。一项成功的反制措施，可以有效地挫败、延迟或降低攻击者的任一作为。然而，在本文中，我们无意对感测手段与反制措施进行细部讨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任何一方皆试图藉由重复配置、掩蔽、隐蔽、密匿通信与强大的电磁权等作为，迫使敌人无法执行表5-2所列的A至C各项作为。感测战争的目标，在于缩短本身执行表5-2各项作为时间，同时拉长敌方执行相关作为时间。表5-3系由表5-2修正而得，该表强调的系成功反制措施的相对重要性。



表5-2　有效攻击所必需的各项作为






　　我们可以看到，表5-3中并未将“利用”之反制措施列入。根本原因在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同于摧毁、阻断、欺敌或排拒。《利用》提升了战术侦测、追踪、定位与攻击等一种或多种手段的效力。前者构成了我方发起攻击的要素。《利用》具有本身的动态性，其系描绘战术景象的最佳方式，此可参见本书第十一章中现代战争的兵力对抗模式。



表5-3　成功反制措施的效应






　　为能目睹新型感测器在二次大战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其对资讯战争的强力支持。下文中，我们将观察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信号战争”(signal warfare)的动态过程。




雷达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雷达与雷达反制系最重要的感测工具。在我们对此进行的相关讨论中，应涵括近发引信（一个抗爆震的袖珍雷达）与其对武器效能的提升。海军使用五吋高平两用炮防御敌机攻击，近发引信不仅使射控散布误差(dispersion error)的容许度增加了二或三倍，同时亦将三度空间的射控解算简化成二度空间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家即已提出运用脉冲无线电波侦测舰艇与飞机的可能性。1930年代，数个国家已秘密地进行此项研究。1935年12月，英国在英格兰东海岸建立了五座雷达站。虽然，在不列颠空战时，雷达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装备，但它不似密码分析般地被视为秘密武器。换言之，雷达仅被敌方视为一种未知武器。雷达的出现与其重要性，很快地即被交战各国了解。雷达与雷达反制成为快速发展的科技竞赛，它吸引了大量科学资源，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辐射实验室，编列人员扩充了百倍之多。 [ 原注：该实验室人数由40人扩编至4，000人，Brodie and Brodie，p.209. ]



　　做为一种战争工具，雷达是无所不在的。1939年结束时，舰载雷达原型已测试完成，测试项目包括了对飞机的长程侦测、防空射控与水面追踪等。1940年起，在英美两国合作下，雷达的研发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942年，公分波长(centimeter-wavelength)的雷达已备便生产，其精确度足以应用于对单飞飞机之侦测、战机的昼夜指挥，以及水面与防空作战的精确枪炮定位。1943年前后，雷达已配备在为数甚多的侦察机上，其主要影响表现在对水面舰艇的搜索与攻击。此外，当为数甚多的反潜巡逻机加入战斗后，使大西洋的对德潜舰作战形势逆转。1940年起，雷达成为战机防御地面炮火的重要工具。诺曼第登陆前，雷达更成为协助战机与轰炸机清扫地面的最具效力装备。就对空防御言，雷达在海上的重要性甚于陆地。



　　雷达很快地成为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导航工具，亦使得狭窄水域的高速水面作战成为可能。由于舰艇对于雷达的仰赖甚殷，一旦其在夜间出现雷达故障时，对舰艇实体与人员心理皆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做为战争的一种更直接工具，1943年时雷达开始协助导引轰炸机，对德国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罗远(Loran [ 译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远距离导航系统 ] )被用做舰艇与飞机的导航协助，在全球各地的运用日广。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日本等国家，皆不遗余力地进行雷达研发。飞机的攻势与守势作战越来越仰赖雷达，如何对其进行反制就成为战术上的重要问题。首次亦是最重要的感测器战争出现于欧洲天空，特别是从不列颠战役至1945年的这段期间。这段史实提供吾人研究搜索与武器投掷手段、反制与反反制的最佳个案研究素材（北越战的史实更具研究价值，因为分析家迄今未能获得北越的战术作为相关资料。）



　　在太平洋的天空，吾人见识到美国拥有的巨大雷达优势。在东所罗门岛战斗中，美国运用雷达进行空中搜索，而得以侦测88哩外来袭的日本飞机，此一距离足以让美军53架战机有时间加满油后升空应战。在雷达侦测日机来袭后，美国能有足够时间派出空中拦截机，美军战机悉数朝向来袭日机，无须忧虑其他日机对其进行奇袭。



　　日本在雷达的研发上落后美国，致使美国舰队在1943年后拥有甚多机会，运用雷达对日本水面舰队进行搜索。甚至直到战争结束，美国在此领域仍遥遥领先日本。在所罗门群岛，日本飞机与战舰接近该岛时，长程巡逻机与海岸监视雷达给予美军早期预警（当日本海军密码完成变更后，密码分析在战略侦测上的重要性不再）。



　　由于昼间日本水面舰艇的行径暴露于美军的空中搜索之下，美军得以知悉日军几个小时之内即将抵达。1942年8月至1943年11月间，美国与日本进行了11场大型战斗，美国运用雷达对日本来犯水面舰艇进行侦测、追踪与定位，并能在其发现美军前，使用舰炮与鱼雷对其进行攻击。然而，美国海军却缺乏一项认识，即雷达固然提供了美军诸多的机会，但是仍然需要崭新战术与其配合才行。在此同时，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日本海军拥有一项秘密武器——长矛(Long Lance)鱼雷，美国海军战术指挥官业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罗门战役的水面舰艇夜间行动




　　夜间战斗战术的竞争存在于美日双方各自运用的新型战争工具之间，即美国的雷达与日本的长程鱼雷。1942年8月至11月间，美日进行了五次的战斗，日本帝国海军备便对美进行报复。在所罗门战役前，日本帝国海军业已发展出一套具连贯性的夜间战术，并积极勤奋地进行了这项战术的演练。夜间行动系日本海军设计用以削弱美军舰队的一种手段，使用时机通常在双方进行决战前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演练，通常系在昼间进行，方式则是将主力舰艇编成纵队进行接战。美军战术概念系在寻求有利态势，能够利于（或至少不妨碍）“阻止T字战法”的战术。所罗门战役中，显示美军的战术训练造成了反效果。



　　就战略背景言，所罗门战役自始至终可视为陆基飞机与舰载飞机的激烈竞争，双方主要目的皆在寻求控制机场与航舰周遭空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的最初六个月间，战役主要集中于瓜达康纳尔。美军在昼间可以掌控韩德森(Handerson)机场周遭空域，日本则控制了新不列颠群岛的拉布尔(Rabaul)机场，该处位于韩德森机场西北600哩处。当夜幕低垂时，空中兵力无由发挥，水面舰艇的战斗则悄悄地揭开序幕。每到夜晚时，日本战舰经常穿越所罗门群岛间的史拉特(Slot)狭窄水域南下。对美国人而言，敌人的战舰被视为恐怖的东京快递(Tokyo Express)，其可将增援部队运至瓜岛或是对韩德森机场进行猛烈炮火袭击。无论何时，只要美国军舰试图阻止日本行动，双方即在夜晚展开致命性的战斗。



　　美日双方的海军战斗，通常在任一方将焦点移转至巩固滩头或进行护航时，方会停歇较长时间。所罗门战役的各次夜间海战，其目的皆系为陆上目标进行战斗。最早的萨沃岛(Savo Island)海战，美军的主要目的在防御瓜达康纳尔的滩头阵地。在其后的各次夜间海战中，美日在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 Augusta Bay)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美军的目的系在保卫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在美日进行战斗时，日本方面始终面对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当试图在所罗门群岛周边增援或撤离时，皆必须与美军接战。美军曾将两个航舰战斗群部署于束所罗门群岛与圣塔克鲁兹群岛(Santa CruzIslands)，试图完全地攻略瓜达康纳尔。由于错误的战略，使得所罗门的日本部队零星四散，日军战术指挥官面临了极大的挑战。日军甚难对瓜岛驻军进行增援，因为日本舰艇仅能在夜间活动，无法在该处停留一段较长时间。对日本而言，应是处于相当不利地位的。然而，美国战术家却未曾利用此种优势。



　　在早期战斗中(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日本获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过于轻敌，此点表现在以下数个面向：



　　美国对于日本之致命武器，例如鱼雷，疏于了解。



　　美国缺乏适用于夜间近距战斗的相关战术。



　　美国学习速度过慢，而由于战术指挥官的快速补充，战斗进行的步调又超过美国人的认知。



　　特别是，美国并未运用雷达具有的潜在性优势，而雷达是可先期侦测与追踪敌方水面舰艇，同时亦可对其进行定位与射控解算。尽管并不是所有舰艇都能藉由雷达取得优势，但是雷达装备具有甚佳的运用价值。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美国海军承受了上述四项缺点的恶果。1943年8月至11月的水面战斗期间，美军运用崭新并能与雷达配合的战术，因而享有运用雷达的巨大利益。



　　阶段一：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最初，日本战术系采短距、多纵队的方式接近，所有的舰艇可以立即行动；并借机动以反制来袭鱼雷。有时驱逐舰位于舰队前方担任哨戒任务，防止舰队遭到伏击。当侦测发现敌人踪迹时，这些舰艇将接近、旋轴，并在发射鱼雷后脱离战场。有些时候，日本舰艇甚至不曾发射一枚炮弹。



　　美国海军采取的战术，系将舰艇以长距、单纵队与紧密间隔进行编队。海军期待能够尽早发现敌踪，试图建立纵队。如此一来，各舰的舰炮均能对接近的敌舰进行攻击，交错形成T字型。倘若敌人的纵队保持完整，那么与其相距10，000码系最佳的距离。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敌人鱼雷攻击，同时有相我方舰炮火力发扬。若果真如此，战斗将以舰炮而非鱼雷揭开序幕（倘若运用鱼雷，推估最有效的距离应不超过5，000码）。



　　由于双方接近速度过快，日本舰艇并非停止不动，其鱼雷极具破坏性。战役最初阶段，美军的战术指挥官不愿在配备雷达的旗舰上进行指挥，因此下达的指令系暧昧与迟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系在近距离进行，甚至出现混乱的场面。其后，美军指挥官明了日本运用大量鱼雷进行攻击，将对其长距与紧密间隔纵队造成致命威胁。由于美日舰艇相隔距离甚近，并非其期待或需要的，但他们不曾了解日本长予鱼雷的有效距离，与美军巡洋舰和驱逐舰的舰炮有效距离相当。 [ 原注：一个鱼雷迅速发射实例：日本对着美舰炮火的闪光（有时系探照灯）处径行发射鱼雷。8艘舰艇的纵队编队大约4，000码长度，在距离敌舰4，000至8，000码发射时，鱼雷较易进入美舰纵队编队进行攻击。舰艇通常长度超过100码，间距约为500码至600码，如此每发射6枚鱼雷应该命中一艘军舰。若使用30枚鱼雷进行攻击，无须预测或是怀疑，将可对美军舰队形成致命性打击。因为仅须击中一艘巡洋舰或驱逐舰，通常即可达成火力杀伤。麦基尔尼(McKearney)的研究（1985）发现，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鱼雷的平均射程为8，500码，其攻击美军编队的平均航程为7，000码至7，500码(P.154)。他推得的结论，日军鱼雷接战的平均命中率为0.06。塔萨弗隆加与库拉湾(Kula Gulf)两个战役中，日军的鱼雷命中率接近0.20(搜录于附录A，pp.188-246)。美军的纵列并非皆以8艘舰艇编成，日军的鱼雷并非全都具有可靠的性能。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美国海军人员藉由理论估计，其有能力对日军的鱼雷航迹进行追踪。 ]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美军在瓜达康纳尔北端的艾比蓝角(Cape Esperance)夜战中，首次运用兵力对抗经由该岛南下的日本海军舰队，此次海战发生于美军于萨沃岛溃败五个星期之后。下文中将说明美日双方在第一阶段采取的战术，以及双方在此次战役的行动节奏。美军编成了一支包含9艘舰艇的纵队，部署于日本纵队轴向的垂直方位。日重的纵列中包括3艘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美军所处的位置极其优异。美军4艘巡洋舰的间距为600码，5艘驱逐舰的间距为500码。美军轻巡洋舰海伦娜号(Helena)与波夕号(Boise)配备有SG型水面搜索雷达。史考特(Norman Scott)将军的旗舰旧金山号(San Francisco)的雷达无法运作，因其系属旧式的长波雷达，极易遭受日军的侦测截断。下文中将对此战役的相关事件进行扼要说明（参见图5-1）。






图5-1　艾比蓝角海战节奏图



　　2325时，海伦娜号侦测到14海里外的空中飞行回迹，经仔细研判后，向上级报告并无任何发现，此事件历时七分钟。



　　2332时，史考特基于战术考量，将舰队航向掉转180度。他并不知道日舰正以每分钟1/2哩的速率接近美舰，由于其在机动过程中下达的信号过于模糊，使得前导的3艘驱逐舰进入巡洋舰的接战舷侧，双方争夺进入风向有利位置，此事件历时十分钟。



　　2342时，海伦娜号舰长发现日舰在美军纵队右舷6哩方位处；此系进行火炮射击的理想位置。由于雷达故障，史考特未能发现己方3艘驱逐舰的行踪。史考特陷入困境，他询问驱逐舰分队指挥官，3艘驱逐舰的位置何在。托宾上校(Captain Robert G. Tobin)表示，他觉得这3艘驱逐舰应在巡洋舰右舷的右翼或中间部位。其后，他修正了2艘驱逐舰的位置，另一艘驱逐舰邓肯号(Duncan)未在船艉方位。雷达幕上显现敌人已在4哩之外，史考特相信托宾能指挥管制这3艘驱逐舰。邓肯号航向日舰，日军并无登陆该岛企图。此事件历时三分钟。



　　2345时，5艘日本军舰尚不知本身已陷入险境之中，当接近至21/2哩时，日视发现美舰海伦娜号。藉由雷达接触，方知自己过于大意。舰长请求准予对日舰进行射击。由于信号模糊，史考特以为海伦娜号是在询问他是否收到另一信文，故回称“确定”， [ 原注：带疑问性的“收到”系一充满模糊意义的信号用语。 ] 没想到接下来海伦娜号遂以其15门6英寸炮与4门5英寸炮对日舰进行轰击。此事件历时一分钟。



　　2346时，美军的炮击使得日本目瞪口呆，直至美军出现时，日军方才恍然大悟，然其处境已如美军在萨弗战役般的狼狙不堪。在发射5枚鱼雷攻击美军失败时，日军立即转向180度脱离。 [ 原注：corpen系指尾随旗舰机动，corpen-18意指向右舨方位转向180度。 ] 事件发生时，美日舰艇相距2哩，系属近距发射。此事件历时一分钟。



　　2347时，史考特下令旗舰以外的其他舰艇停止射击。这项命令没有特别原因，由于法伦侯特号(Farenholt)与邓肯号两舰位于射线上，战斗进行中将迟缓美军各舰左舷6吋炮与5吋炮的射击动作。此事件历时四分钟。



　　2351时，史考特再下令开火，由于大部分的美舰并未停止对日舰的射击。美军舰艇并未拥有火力分配计画，各舰火力系朝所见日舰集中，两艘驱逐舰受损并起火燃烧，火力分配系一个不曾寻求解决的战术难题。



　　日本舰艇开始逃窜，没有任何舰艇热切投入战斗。美军4艘巡洋舰与5艘驱逐舰，对日本3艘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施予奇袭。美军2艘驱逐舰与1艘巡洋舰遭日本击沉或重创；另有2艘驱逐舰与1艘巡洋舰系自行凿沉或陷入瘫痪。许多损害系己方误击，邓肯号的沉没即系美军舰炮所造成的。



　　美国海军将艾比蓝角战役视为一次胜利，在美军的强大炮火与主动精神协助下，日军遭到彻底歼灭。在感测革命的早期年代中，美国运用的工具计有雷达、无线电、电子反制与笨拙的信号书。在艾比蓝角战役中，美军并未使用鱼雷。由于日军疏于准备，亦未备便进行反击，因此，日军并未使用致命性的武器——鱼雷。



　　美国海军兵力系现成的，摩里逊(Morison)指出，除炮火纵队(gun-column)计画外，美军并无其他战斗计画。此外，在雷达首次接触日军与美军下达攻击指令间，决策步调相当紊乱。最遭糕的是，由于艾比蓝角战役被视为一次胜利，导致美国在塔萨弗隆加(Tassafaronga)与日后的战役中，采取相同战术。



　　六个星期后的塔萨弗隆加战役，充份显露美军各项缺点，计有拼凑的团队、无经验的领导、与过时且紧密间距的单一纵队。再次，美国以5艘巡洋舰与6艘驱逐舰的压倒性兵力，用以对抗日军的8艘驱逐舰，这些舰艇当中的6艘系装载补给品之用的。这8艘驱逐舰的动向很早即被美军侦得，时间长到足以对其发动奇袭。配合雷达射控，舰炮的理想开火距离是8000码至10，000码。由于定时不够精准、鱼雷太晚发射，加上美军认为本身远在日军鱼雷攻击射程之外，这些因素交互影响，造成了美军在此次战役中的惨败。在这次交战中，日军指挥官为田中(Raizo Tanaka)少将，1941年起他即长期从事驱逐舰部队的训练。田中使用长矛鱼雷对美舰进行猛烈攻击，造成了美军5艘巡洋舰中的4艘沉没或重创，日军方面仅损失了一艘哨戒驱逐舰。此次战役，美军的指挥官系赖特(Carleton Wright)，作战计画并非由其拟定，而系战役前两天由其他人处获得这份计画。当尼米兹接到战役结果报告时，他指出此次战役给予美军的教训是：“训练、训练再训练！”但是，美军似乎并未从中获得任何教训。



　　阶段二：1943年7月至11月



　　萨弗战役届满一年后，美军在经历二次战斗后，终于夺下了瓜达康纳尔。日军如往常般地与美军进行激烈战斗。但是，其较以往更为专业，并能利用较佳搜索方式侦测美军，例如夜间空中侦察、雷达电子反制与基型搜索雷达等。美军面对日军顽强抵抗，但其战斗技能益趋成熟。首先，美军拥有训练良好的战斗部队。其次，美军拥有健全的战术作为。鱼雷由3或4艘驱逐舰组成的小型、紧密分队发射，两个分队用以执行这项任务，一个分队发射鱼雷后立即转向；另一分队冉行发射鱼雷，最后再以舰炮进行扫荡。巡洋舰出现后，其与日舰至少保持10，000码距离，避免遭到日军鱼雷致命性的攻击。然而，最佳方式则系让驱逐舰来攻击敌方，因为驱逐舰配备有杀伤性武器。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至七日，美目双方发生了维拉湾(Vella Gulf)战斗，美军将各项战术予以结合用于这次战斗。美国海军预知日本将对瓜岛进行整补，故派遣穆斯布拉格(Frederick Moosbrugger)担任指挥官率舰拦截日军，此次参战兵力由驱逐舰单独组成，美军得以将任务、火力与搜索三项优势融入战斗之中。根据波特(E.B. Potter)的说法，穆斯布拉格采用了勃克(Arleigh Burke)拟定的战斗计画 [ 原注：Potter，p.313. ] 。这份计画充分地显现勃克的锐利目光，计画精要参见图5-2。在这次战役中，美军编成两个单位，各由3艘训练良好的驱逐舰组成，其在战术遂行上系由雷达提供协助，得以精确进行机动。第一分队由穆斯布拉格指挥，携行了44枚鱼雷，将尽可能地对日舰进行鱼雷攻击。第二分队的3艘驱逐舰由辛普森(Rodger Simpson)中校指挥，由于各舰防空炮台较重，仅携行了24枚鱼雷。两个分队对着敌人舰船前进，其后转向并发射鱼雷。和日军的战术一样，美军采隐匿方式进行且未使用舰炮。鱼雷发射完毕后，美军使用舰炮对日本舰艇进行攻击，这个阶段驱逐舰应小心防范，避免遭到敌方攻击而损伤。



　　八月六日的热带暴雨，使得美军舰艇的SG型雷达功能混乱。柯隆班加拉(Kolombangara)与维拉拉维拉(Vella Lavellaj四周岛屿造成雷达回迹混乱，致使军事行动益形复杂。由于先前美军的夜间搜索飞机为日军发现，日本方面于是提高警觉。日军主要任务在对柯隆班加拉驻军增援，4艘驱逐舰担任人员运输任务。由于日军对美军的兵力比处于2：3不利态势，这项缺陷极可能使其在战斗初期遭到挫败。 [ 原注：无论如何，双方在战斗前，皆未精确地估计对方的兵力。 ]






图5-2　1943年8月6-7日维拉湾海战作战计画图



　　1．侦测距离：19，000码。　时间：0



　　2．第一艘军舰射出所有鱼雷。　时间：+6分钟



　　3．第二艘军舰接近、回转，并发射鱼雷。首批鱼雷命中。　时间：+12分钟



　　4．第二枚鱼雷命中：对敌展开追击并以火炮射击之。注意敌之鱼雷攻击！



　　穆斯布拉格在19，000码外侦得日本舰艇动向，他将这项讯息立即通报所属各舰。他藉由两次转向将航向右移了30度，并以左舷对左舷方式向日舰进行攻击。在敌舰非采固定航向与速率前进时，枪炮与鱼雷射控解算需快速进行。七分钟后，美日双方相距4哩。在如此的夜色中，瞭望的目视距离仅能及于2哩，因此反应时间甚短。穆斯布拉格下达开火命令，简单而明确，各单位皆能采同步行动接敌。三艘军舰舷边的24枚鱼雷皆已发射，鱼雷射程为6，300码，接敌距离为4，000码，设定良好，此乃众人期盼之事。一分钟后，穆斯布拉格下达转向90度命令，第一分队遂转向90度，双列纵队的左舷部分已无美方任何舰艇，此举乃在因应日军可能的鱼雷反击。在此同时，辛普森指挥的分队向左转向，并且接近日舰。



　　三艘日本驱逐舰的官兵，甚少人知悉其系遭到何人攻击，美方人员情绪已相当紧绷，特别在其备便进行扫荡，不由得忆起先前惨败情景时尤然。这个夜晚则不然。海军各次的成功战役，皆来自一份弹性的计画，其能将人员的训练、良好的搜索与致命的武器三者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战术。日本4艘驱逐舰中的3艘遭到美军击沉，美方付出的代价仅是一名炮弹装填手遭到机器辗伤。如同纳尔逊般，穆斯布拉格使得健全战术看似相当容易。



　　美国海军发现此一战术能与其具有的雷达优势有效结合，并能削弱日军拥有的鱼雷优势。如此一来，即能运用本身较优越之武器化解日本鱼雷攻击。良好的感测器与搜索方法，可以克服火力优势，美国战胜日本的主要原因，系其携行了数量庞大的武器。夜间作战中，驱逐舰的鱼雷较巡洋舰的枪炮更具支配力。命中与运动即是答案，而非T字战法，单位必须能够快速移动，而非采取固定与紧密的自杀式纵队。



　　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至七日，美军在维拉拉维拉战役遭到挫败。这次战役系指挥官缺乏经验与运用拼凑部队战斗的典型例子。美军参战兵力号称6艘，实则只有3艘，日军则是号称9艘，实则祇有6艘（驱逐舰）。美军指挥官为渥克(Frank Walker)上校，他选择以3艘驱逐舰与日军舰艇接战，而非等待十哩外的另外3艘舰艇加入战斗序列后再接战。渥克上校拥有雷达优势，他在距日舰7，000码距离处发射了14枚鱼雷，当鱼雷发射完毕后，他开始运用舰炮攻击日舰并将兵力后撤。由于停留在日舰舷侧，美军的3艘军舰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两艘遭到鱼雷击沉，第三艘则与受创两艘军舰的其中一艘碰撞。美军3艘军舰丧失作战能力，换得的是一艘日舰沉没，其遭美军击中而宣告沉没。



　　其后，接着发生的主要战役系奥古斯塔皇后湾与圣乔治角(Cape St. George)战役，这两场战役的指挥官是战术涵养甚佳的梅利尔(Stanton “Tip” Merril1)与勃克。在此，无须对此两场战役的细节进行说明。奥古斯塔皇后湾战役（1943年11月2日）看来似乎较实际缺乏决定性，日本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各一艘遭到美军击沉，一艘重巡洋舰与一艘美军驱逐舰碰撞，双方分别受到损伤。梅利尔的任务在防御布干维尔岛的登陆滩头。他指挥的兵力包括了4艘轻巡洋舰与8艘驱逐舰，与其对抗的日军舰队包括了两艘重巡洋舰与总计8艘的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双方兵力约略相等。梅利尔的战术计画系将巡洋舰以间距16，000码编队，当美舰位于日舰与滩头之间时，执行180度转向以扰乱日本舰队的鱼雷射控解算。为了执行这项战术，必须牺牲舰炮效用。由于距离过近，其6吋炮发射距离过短，美舰极可能遭到日舰鱼雷攻击而失去行动自由。纵队首4艘驱逐舰由勃克指挥，后4艘驱逐舰由奥斯汀(Bernard “Count” Austin)指挥，如此在美舰遭受鱼雷攻击时可以各自脱离。



　　三个各自分离的编队，使得战争结果变得极其复杂。勃克指挥的4艘驱逐舰队形溃散，他必须重行将其集中。在此同时，奥斯汀指挥的4艘驱逐舰开始以5吋炮对日舰进行射击。梅利尔将其属舰（4艘轻巡洋舰）以密集队形编队，俾能远离日本鱼雷攻击。他率领的巡洋舰对日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攻击，当日军舰艇装填炮弹进行射击时，遭到美军攻击而受到轻微损害。美军的攻击使得日军相当迷惑，他们转向并脱离战场，放弃了应执行的任务。这次战役中，日军舰艇并未发挥战力。美军舰艇已学会了在计画进行中维持本身生存。美军的炮火显然效用不足，根据摩里逊估计，美军发射了4，600枚6吋炮弹，仅有20枚击中日本军舰。夜间弹着修正相当困难，日军事后指称美军的炮弹经常出现弹着偏差现象。梅利尔拒绝对日军进行追击，因为黎明将即，若对日军进行追击，势将面对拉布尔机场日军陆基飞机的攻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日双方发生了圣乔治角战役，勃克有机会运用其独创的“先打左后打右”战术对付日军。勃克指挥5艘驱逐舰，并将其分为两个分队，第一分队由3艘驱逐舰组成，第二分队则由2艘驱逐舰组成，两者相距5，000码俾利相互支援。日军参战兵力则有2艘新型的驱逐舰与3艘运输驱逐舰(destroyer transport)，两者前后相距13，000码(约23分钟航程)。日军舰艇并未配备雷达，实因其系次要兵力，仅能提供保护而非相互支援。对日军而言，勃克的兵力具致命性。勃克运用雷达在11浬外侦得日舰动向，并且调整舰艇航向。13分钟后，勃克指挥的3艘驱逐舰与日舰相距3浬，他下令对日舰发射了15枚鱼雷，由于日军并未发现其前导的两艘驱逐舰遭到美军重创。其后，勃克对尾随在后的3艘运输驱逐舰进行攻击。美军舰艇转而驶向日舰，经过两个小时的追逐与回避日军鱼雷攻击后，美军击沉了一艘日本运输驱逐。勃克认为穆斯布拉格的战术适当，加上个人独创战术作为，而得以终结所罗门战役的夜间海战。




所罗门战役的一个结论




　　当吾人重行审视为期一年半的所罗门战役夜间战斗后，何者系整个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雷达系一新型的感测器，其必须与战术进行整合，夜间提供了雷达运用的最佳机会，黑夜系雷达操作的重要因素，给予了美军决定性的优势。



　　在所罗门战役的各次战斗中，穿越敌纵队进行攻击（T字战法）的情况甚少出现，最佳的战术系以前沿接近、转向（短纵队并列朝同方向前进）、进入射距发射鱼雷、再背向敌舰艉方向脱离。美国人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即遗忘了战斗系双方的竞争。纵队战术奠基于舷侧火力的基础上，其火力系为单舷接敌时火力的两倍。此战术却忽略了一项事实，当运用并列纵队转向敌人或脱离战场时，将使本身船腹暴露于敌方鱼雷攻击的机率较平时多出十倍。就兵力对抗的计算而言，美国海军采行此种战术必须面对的风险系采用纵队队形的五倍。



　　若五哩内没有巡洋舰支援，吾人甚难进行登陆作战。依据传统估算，藉由密集发射鱼雷，数量不多的小型舰艇仍可摧毁数量庞大或战力远较其强大的敌舰。在瓦尔哈拉(Valhalla)战役中，杰立可忽视了鱼雷在夜战中的巨大价值，造成束手无策的窘境，令人摇头叹息！1916年时，美国已由当中习得若干教训。



　　在战争最初阶段中，由于部队系杂乱拼凑的，未经良好训练即将其集合一处，加上水面舰艇军官实际经验有限，战斗纵队即成为唯一的舰队战术。或许最初阶段，美国海军仅有能力执行纵队战术。揆其原因，不仅来自日本海军威胁，尚因夜间高速运动与大部分于岛屿作战，才会导致此种结果。



　　此种印象仍然深植吾人脑海，早期的战术指挥官并不了解雷达的重要性与长距纵队的危险。尤其特别地，在早期战斗中，当敌人以高速向其接近时，战术指挥官似乎不具维持控制步调的判断力。战术指挥官有时在开火前，尚不断地调动所属舰艇，直至其与敌舰可能发生碰撞时始停止。日本海军则无此种问题。观察日军，吾人可以看到他们转轴与发射鱼雷，战术系连贯一致的。战事爆发前夕，日本人将鱼雷装至巡洋舰上，在此同时，美国人却认为现代海战系在鱼雷射程外以舰炮方式进行。



　　战争进行初期，日本战术指挥官通常系在最前部位，亦即进驻首舰进行指挥，东乡(Togo)元帅之后皆系如此。美国海军战术指挥官通常位于巡洋舰的旗舰上，该舰系在纵队后方（美日两次交战，其位置甚至在第六艘军舰上）。当需要快速行动时，由纵队中间部位进行机动缺乏效用。艾比蓝角战役的混乱不堪，应是此问题引发的结果。将旗舰置于中央部位系一良好的战术见解，但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此乃为传统的指挥方式漠视崭新战术环境的一个事例。1943年的最后五场战斗中，包括奥古斯塔皇后湾战役，梅利尔在此战役后将驱逐舰的间距扩大，美军战术指挥官亦将部位移至纵队前方，结果证明这是有用的。承平时期，日本即已从事夜战训练，官兵亦知初战之后应该如何战斗。明显地，对美国人而言，此系后见之明。



　　当我重读这些战役细节之际，我期盼能够发现美军指挥官藉由工作与训练，从中学习提升战力之道。在史拉特(Slot)的激烈军事行动中，读者可能将重点置于主要战斗的重大缺失，看到舰艇在夜战、巡逻、追踪与岸轰中逐一消失。在1943年间，这些事实有助于教育美军的领导干部与所属士兵，但我们并未发现任何一位美军战术指挥官，曾参与两次夜间战斗，并以其经验改善舰队的战术。此系舰艇与人员快速轮替所导致的结果。以怀特与穆斯布拉格为例，他们担任战斗指挥官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海尔赛(William F. Halsey)上将，从来不放过任何进行战斗的机会，因而一直都在搜寻军舰，特别是驱逐舰。没有指挥官领导过两次以上的战斗，亦无指挥官统率过相同的一批舰艇。勃克系唯一参与两次战斗的指挥官，并能将其经验用于改善舰队战斗。即令如此，在奥古斯塔皇后湾战斗中，他并不曾全程进行指挥。我们不禁会想，倘若勃克或梅利尔参与战斗的次数如同纳尔逊一般多，将会是何种光景？勃克系最有眼光的战术家，却始终未有机会与日本最顶尖的指挥官田中交手。 [ 原注：我们必须公平指出，日本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并未协同作战。然而，其准则的完整性与诸多实作的经验，使其维持相当的凝聚力。 ]



　　在所罗门战役中，兵力集结的旧有思维存在着诸多疑问。一支小型兵力可在近距离内享有优势，击败势力强大的敌人，并维持自身的生存。美国人遵循的战争胜利原则，即是藉由集结优势攻势兵力予以达成。我们再次检讨所罗门战役胜利的要素，即当小型舰艇配备诸多武装时，其其有的火力甚至可以超越敌方大型舰艇。



　　在此部分，我们可藉观察所罗门战役中的战略，特别系战役其有的战略重要性，推得一个适当结论。我们发现有一种趋势，亦即日军放弃优越据点（如珍珠港、珊瑚海、萨沃岛与沙玛[Samar]），顽固地追寻失败的作为（如瓜达康纳尔战役、田中不顾一切地增援瓜岛，以及菲律宾海战役）。1942年，日本成功的夜战战术系“打带跑”(hit and run)战术 [ 原注：日本停止拯救战役幸存者的做法，无损其勇气与胆量，盖因此种作为存有相当大的风险。日本的战术肯定了战前削弱美军舰队规模的战略考量。 ] 。1943年，美军成功的战术作为则系“打击、脱离与再打击”(hit and duck and hit again)。由于美军在战场的滞留，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其不时受到严重损伤。然而，有时成本昂贵的战术代价系在取得较佳的战略利益，




雷达与防空




　　奥古斯塔皇后湾战斗的终曲，即是1943年时，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已具使用雷达反制日军空中攻击能力。在此战役结束后，梅利尔已经进入拉布尔基地的打击范围内。他明了日军的全面空中攻击将在清晨展开，就像日军由瓜达康纳尔的韩德森机场撤出时，美国对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空中攻击一样。



　　梅利尔将他的4艘轻巡洋舰与4艘驱逐舰编成密集的防空队形。攻击发起时，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舰队，由于兵力集中与易于操控，故能对空中攻击进行有效反制。梅利尔的舰艇不断地发射防空炮火进行空中防御。4艘巡洋舰共发射了1，000发的五吋炮弹与超过13，000发的40厘米与20厘米炮弹。美舰遭到两枚日军炸弹击中受到些许损伤，此役日军损失了17架飞机。整个过程历时七分钟，此意味着美军巡洋舰每秒大约发射735枚炮弹，用以形成了严密的防空火网 [ 原注：S.E.Morison，vo1.4，p.321.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巡洋舰对每一架日机发射了超过800枚的炮弹。 ] 。雷达提供了梅利尔早期预警、陆基战机飞航指引与（本人猜测）近发引信，后者可使五吋高乎两用炮弹在战斗中发挥较佳杀伤效能。



　　三天后，亦即1943年11月2日，海军少将薛尔曼(Frederick C.“Ted” Sherman)率领由海尔赛支援的萨拉托加与普林斯顿两艘航舰，对日军占据的拉布尔进行攻击。于是，拉布尔成为恐怖的战线。日军在该处驻有至少70架的战机，以及港口附近部署绵密的火炮，加上7艘以上的重巡洋舰与为数甚多的轻型战舰，日军在该处的防御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对该处进行大规模扫荡，海尔赛在没有重巡洋舰进行夜战情况下，他必须冒险对该岛进行空中攻击。海尔赛将45架攻击机与52架战斗机交薛尔曼运用，以执行空袭拉布尔的行动。 [ 原注：当海尔赛下达命令时，薛尔曼将所有战机派出，他的航空母舰推测系在陆基飞机涵盖范围之内。 ] 日军侦察机未发现美军，加上拉布尔没有雷达提供先期预警，美军的行动完全系一奇袭。美军以甚少损失获得了巨大利益，除了损失10架飞机外，投入兵力几乎全身而退。在此战役中，日军4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遭到美军重创，日军放弃了从布干维尔岛发起另一次夜间攻击。



　　此次战役见证了雷达的重要性，此装备彻底改变了机舰的固有态势与任务。美军飞行员较日军飞行员优异，但我们不应忘记，美国战舰加速了此一流程的开展，雷达更是早期预警与防空作战的有效工具。




潜舰与感测器




　　本书并未有太多篇幅对潜舰作战进行说明。两栖作战与空中打击必须由水面舰艇提供支援，因为舰队行动提供了控制海洋的最佳机会。潜舰可以用于遂行制海作战，但是无法用于遂行海洋控制。除了核子战争外，潜舰系一掠夺者，当前此种情形依然，其意图在此行动中扮演要角。



　　潜舰的角色有二：其一系支援舰队作战：其二系以各种不同海上游击模式对敌人的航运进行攻击。就支援作战而言，潜舰可对敌舰艇进行搜索，使其无法进行攻击，并可削弱敌军作战能力。潜舰曾在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与美国海军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四四年六月的菲律宾海战役，如同其他战役般，充份显现了潜舰在支援舰队作战时的重要效用。潜舰首先发现日军踪迹，并向上级报告其大略的兵力组成。在战斗结束前，美国潜舰击沉了两艘日本大型航舰，战果远甚于米契尔的航空部队。倘若将大型、轻型与护航航空母舰一并纳入计算，二次世界大战各国飞机共击沉了20艘航舰，总排水量342，000吨，潜舰共击沉了15艘航舰，总排水量306，000吨。（在中途岛战役中，瘫痪无法行动的美航舰约克镇号，系遭日本潜舰I-168号击中。但是，本人确信该舰系遭到日本战机摧毁）。水面舰艇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总吨位30，000吨。



　　潜舰用于海上游击战，打击敌方海上航运，表现在以下三个面向：德国在大西洋战役的作为；英国阻止德国对北非进行再补给；以及美国潜舰对日本进行的海上封锁（日本无法获得原油与其他的物资）。无论以何种标准而论，潜舰在上述各项行动中的表现相当成功。德国U型潜舰在大西洋战役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战果。苏联海军元师高希可夫(Gorshkov)指出，由于U型潜舰对同盟国造成了巨大与不成比例的损伤，致使盟国必须投入远较德国为多的人力与物力去反制德国U型潜舰，此点可视为德国在战略目的成功。由于当时同盟国的反潜作战缺乏效率，他们对德国潜舰束手无策。德国肆无忌惮地运用潜舰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同盟国须对海洋表面进行控制。



　　潜舰近来力被运用于行之多年的海上袭击行动。在极有价值的海上游击战年代中，德瑞克(Francis Drake)与霍金斯(John Hawkins)与当代（伊莉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得到下列两项利益：其一，捕获敌国商船，排拒了他们获得航运利益的机会；其二，所有战利品归英国所有。其后，美国南部联邦的阿拉巴马号(Alabama)舰长经常将商船摧毁而非拿捕他们以取得战利品。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密码分析、空中监视与雷达搜索，使得水面袭击者如史比号(Graf Spee)与俾斯麦号等海上掠劫者注定失败。为了逃避敌人追击，二十世纪的袭击者必须能够消失于水下。在整个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潜舰系在水面进行袭击，逃避攻击时则潜入水中。飞机可以迫使潜舰下沉（在距护航船团甚远处），而使其无法有效发挥战力。1943年中期，当潜舰每年潜藏水中的平均天数达104天时，飞机侦监潜舰的行动更是达于顶峰。同盟国赢得大西洋战役的主要原因，系能将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攻势空中巡逻与护航行动的守势空中巡逻结合。飞机配合雷达的运用，先是延缓了德国U型潜舰的航行速度，接下来使其在运输船团周围的活动大幅缩减。



　　对同盟国行动而言，雷达系不可或缺的要素，搜索雷达促成了侦察领域中的首次手段与反制的大规模斗争。我们无法在此说明英国如何藉由改变频率而让德军的侦测装置顿时落伍，这是一个极具教育性的故事。英国作战研究学者学到了搜集资料以研判德国潜舰动向的方法，即令U型潜舰并未与同盟国的雷达构成频率接触。 [ 原注：Blackett，pp.222-23.有关电子对抗的数个说明中，最佳与最简洁的著作参见Tidman，pp.75-80. ] 事实上，如此的分析绝非必要的，同盟国指挥高层业已因英国破解了德国的密码而得知实情。 [ 原注：1943年左右，美国作业分析家已能掌握德国潜舰的动向。如同泰德曼(Tidman)的报告所指出者，史坦哈德(Jay Steinhardt)即以无线电测向方法(radio direction finding，RDF)估算出德国潜舰的可能位置，此较英国人指称其应在何处出现，在精度上高出了十倍。他将此一令人困扰的事告知莫尔斯(Philip Morse)，也就是美国海军反潜作战分析小组的领导人，他将史坦哈德资料呈交海军当局。秘密已为人知晓，起码莫尔斯与史坦哈德都被告知了这个事实，但未有任何有关此机密的传闻在大量的作业分析相关文献中出现。 ]



　　U型潜舰使用的密码被列为极机密，此系大西洋战役感测战争中的最重要武器。杜尼兹(Donitz)在岸上指挥U型潜舰，1942年时，狼群(wolfpack)战术用以搜索与集中兵力对同盟国船团进行攻击。由于U型潜舰并不能自由地通信，柏林当局就成了重要的战术协调者，此点给予敌人削弱其所有战术信号的绝佳机会。1941年5月，英国由德国U-l10潜舰上取得了一部密码机，开始进行间歇性地解读敌人信号的工作。此外，同盟国亦藉由三点无线电测向技术定出德国潜舰的粗略位置，用以协助密码分析。德国潜舰人员认为短暂、技术复杂的点放讯号传输，绝无可能被三点无线电测向定位所利用，德国潜舰人员犯了错而不自知。



　　当然，解读出的密码信又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情报精确地指出U型潜舰的位置，无论系大西洋的战斗序列抑或在波罗的海的试航训练。密码破译机提供了同盟国有关德国U型潜舰与狼群运动的大量资料，指令系来自数千哩外的德国首都柏林。



　　由于能够读取“海蛇”(Hydra)信文（U型潜舰作战行动时使用的密码），因此获得了无以计数的好处。由于破解了德国的密码，吾人可以了解U型潜舰如何作战，甚至可以了解杜尼兹的作战构想。此外，明了了U型潜舰的指挥模式后，亦可知悉其前进与巡航的平均速度、各型U型潜舰的持续力、指挥官的特性、偏爱的巡逻线型式、视觉通信的精确意义，以及天候与位置报告等。 [ 原注：Beesly，p.116. ]



　　无疑地，美国一本顶尖的战术研究著述《二次大战的反潜作战》(ASW in World War II)，即曾对破解德国U型潜舱密码做了详尽的描述。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当时系属机密文件，该书内容丰富，名为“德国的王牌”(German Aces)的密码信文亦被纳入讨论 [ 原注：Sternhell and Thorndike，pp.4，10，11，2O，and 81. ]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的这些极机密文件保存得如此完整。在这本官方文件中，实际提到的密码破译事件仅有一起，此即1944年6月德国U-505号潜舰遭同盟国俘掳。作者认为历经此事件后，同盟国获得了许多的德国密码资讯。当时，美舰瓜达康纳尔号与其护卫舰艇能在一连串行动中猎杀4艘德国U型潜舰，当中包括U-505号潜舰，实因同盟国早已破解德国U型潜舰使用的密码，并能将资料送至猎杀群指挥官葛乐利(Daniel Gallery)上将处。



　　当吾人明了密码破译对大西洋与太平洋战事的影响后，可以做出下列合理推论：



　　海上游击战——现代的航运破坏战——若无掩护必将失败，现代的监视能力较以往大为进步。



　　由于高层的过份自信，讯号由陆向海传递，脆弱性相当高。当指挥官处于远方进行战术指挥时，战斗资讯的传送需要特别的信号纪律。




陆上与海上兵力间的战术互动




　　接下来我们将对有关感测器、搜索与反制措施以外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探讨。如同第一章中所强调的，陆上与海上事件的战略互动，主要取决于事件发生的场景、海战的规模以及敌人的目标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术互动性的重要性日增，此归功于飞机在战场上的崭新角色。在本节中，将对感测器革命的效应进行考量，此打开了诸多的可能性，影响范围涵盖资讯战争与海军指挥。



　　吾人首次目睹海军战术指挥官如何在岸上下达指令，山本五十六、杜尼兹、尼米兹与海尔赛均曾或多或少地参与所属部队的战斗调度。根据记录，海尔赛曾在诺米亚(Noumea)的岸上指挥所，对南太平洋的作战行动进行指挥，要求部队在特定时间至精确位置进行接战。战术指挥若以现在说法，可以称为作战艺术，可由陆上指挥机构进行。如此一来，海上的舰艇与飞机可以保持无线电静止，直至其被敌人发现为止。当密码分析与无线电测向无法使用时，信号数量传输分析仍可显现军事行动征兆，即令在内文无法破译时，标题仍能显示指挥单位与舰艇番号为何。



　　美日两国皆曾使用陆基侦察飞机，用以协助隐匿海上舰艇与舰载战机位置，因为陆基飞机其有较长的航程与较久的持续力。日本较美国更常运用外部侦察方式(external reconnaissance)，此可节约航舰战机兵力，用于遂行攻击任务。在地中海，由于未能妥善运用陆基空中侦察，意大利海军的信心与士气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此，无须对海基飞机对陆上目标的攻击再加赘述。相反地，必须对陆基飞机对海上目标的攻击特别留意。意大利与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应该都在于对海上的舰艇进行攻击。大体而言，他们系失败的。在意国领袖墨索里尼(Mussolini)的反对下，意国海军舰队没有部署飞机，侦察任务则由空军支援。由于支援不力，这项任务几乎陷入瘫痪。相反地，日本海军却成功地运用了陆基飞机，当中最着例子，即是以配备鱼雷的陆基飞机，击沉了英国海军却敌号(Repulse)与威尔斯亲王号(Prince of Wales)两艘军舰。运用陆基飞机攻击海上舰艇本身并无不妥，只要飞机的训练与配备系用以执行这项任务即可。二次世界大战时，缺乏机动性与兵力无法集结的两项战术限制，削弱了陆基飞机的打击效能。指挥架构不健全与缺乏特殊的训练，亦是陆基飞机打击水面机动舰艇失败的主要（而非合理）原因。



　　对于反制潜舰而言，陆基海洋巡逻机被证明系具有高度效用的，因其能进行长程、安全的单独巡逻任务。因此，陆基海洋巡逻机的机体较大且航速较慢，英国甚晚始发现陆基海洋巡逻机的巨大价值。英国军舰果敢号(Courageous)在战争爆发第一个星期，即被德国U-29号潜舰击沉。然而，英国海军未能利用陆基飞机的优越性能，反制德国U型潜舰对其进行的攻击。卑至三年半后，英国始改变此种想法，大西洋战事的迫切需要使得英国必须正视陆基海洋巡逻机的巨大价值。1943年初可视为转折点，英国将轰炸机指挥中队移交海岸指挥部管辖。在此同时，英国说服罗斯福总统拨专款生产新的“解放者”(Liberator)巡逻机，其后英美两国合作生产了数量庞大的反潜巡逻机，此种巡逻机为性能极佳的长程飞机。 [ 原注：Blackett，p.227. ]



　　纳粹德国错失在海上运用陆基飞机的绝佳机会。在攻陷法国后，德国空军的数次突击行动充份显示其拥有的中程轰炸机，可对同盟国的船团进行有效攻击。但是，德国空军元帅戈林(Goring)倾向将飞机做为攻击陆上目标之用，从而排除了以飞机做为攻击航运手段的可能性。这种情形一直到德国忧虑英国海军在海上所造成的因扰后，始起了根本性的改变。



　　应该由另一本专书来对两栖作战的前景进行讨论，两栖作战的战略意涵曾被深入研究过。无疑地，武器的射速与射距以及舰艇与飞机的机动性，彻底改变了拿破仑战争与二次世界大战间的两栖作战性质，这些基本改变绝非言过其实。二次大战的两栖登陆，显现日益增多的陆海兵力互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崭新两栖战术。对此，我们可以回忆下列事件：仁川登陆；因敌人布放水雷延滞的元山(Wonson)登陆；英国驱逐舰格拉摩根号(Glamorgan)遭阿根廷束福克兰群岛发射的岸防飞弹击中受损；美国运用飞机与战舰的机动性迅速占领格瑞那达；以及沙漠风暴期间美国的两栖佯动与突击科威特的威胁。



　　陆基与海基兵力彼此对抗潜力的多面向发展值得吾人加以审慎研究，目前此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对于搜索、通信、兵力控制与反制手段不应过份轻视，这些手段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感测器革命系引发上述变革的原因。陆海战术互动增加与感测器的技术进步，系未来海军战术两个重大发展趋势。














	

 






	















	







	







	









 





	


	







	








	




	


第06章　飞弹时代的战术演进




	







	

 



	


	



核子弹头与长程飞弹




　　二次大战接近尾声时，德国率先使用V-1与V-2进行飞弹作战，前者可视为巡弋飞弹的原型，后者则系无导引的火箭。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间，超过25，000枚的V-1与V-Z射向伦敦与安特卫普(Antwerp)。战争即将结束时，原子弹的发明如同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预示着战争面貌将出现重大改变，此种发展令人无法想象。一枚原子弹即可分别摧毁广岛与长崎，加上美国海军的飞弹研发计画——前有狮子座飞弹(Regulus)，后有北极星飞弹(Polaris)——使得此种变化益形加剧，这两型飞弹可将核子弹头精确地投掷至远处地域。吾人将其称为“战略武器”，如同战略轰炸机般，此等武器系用来摧毁敌人的战争资产。



　　二次大战结束之际，美国系全球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飞机系投掷此等武器的唯一载具(战略轰炸机)。在这种情况下，空军与海军发生激烈的对立，空军主张应由其担任战略轰炸任务，海军则持反对意见，后者认为跨洲执行轰炸任务相当困难，空军并隐瞒了将轰炸机部署至前进基地所需的钜额成本。海军主张应将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部署于航舰，如此航舰的机动性将使部署其上的轰炸机处于有利态势。不久后(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美俄两国在战略武器上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外，对于美俄总体战争的战术分析方法益趋复杂，并出现了争论不休情形。



　　其后，苏联发展了用以投掷核子弹头的弹道飞弹，吓阻全面核战即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考量。因此，以非战争的手段来制约苏联的野心，或起码影响苏联的野心，成为非常重要的事。藉资源投入与先进科技的协助，1950年代美国海军研发并部署了携有北极星飞弹的核子动力潜舰，此型潜舰由于难以侦测并对其进行攻击，遂成为美国最安全与存活率最高的战略资产，确保了美国核子吓阻的稳定性。诸多战术研究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检讨：潜舰的可侦测性、下达攻击的指挥系统与防止非预期或全面性攻击的控制系统。1960年代，苏联部着了海基式战略核武系统，当美苏完成“陆基”与“海基”飞弹系统发展后，“存活”与“投掷”的战术变得更为匀称，总体战争的战术亦变得极端复杂。于是，跨洲战场的分析变得更加风格化，预想的真实战争场景如此恐怖，吓阻于是成为相关研究的基本目标。1960年代，美苏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咸认透过相互保证毁灭与渐次升级的回应，将足以维持美苏的战略核武稳定。




核武对于舰队战术与军舰特性的效应




　　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全面核战战术绝非海军舰队战术。然而，为维持稳固的核武吓阻，无疑会将舰队战术发展与海军作战决策涵括在内。在柯白(Corbett)所处的年代中，海权国家海军的首要任务，在保障海上贸易与航路畅通，当核子武器部署于航空母舰与弹道飞弹潜舰后，海军的功能必须扩大，例如平时与战时保护部署于海上的战略兵力即系一例。



　　核于飞弹的发展，主要效应显现在舰队战术面向。若干早期的苏联飞弹，系配备核子弹头的巡弋飞弹，其可部署于潜舰、水面舰艇与长程陆基飞机，用以打击美军水面舰艇，尤以航空母舰为然。核子武器在舰艇周围引爆时，将可轻易地摧毁该艘舰艇，即令藉由装甲、舱间分隔、损害管制等而保有动力，或是加大排水吨位承受战损，都不具太大意义。倘若核子武器设计系在被击中时引爆，那么就算防空机炮击落来袭飞弹，恐怕亦为时已晚。防空飞弹的发展，系在远距离摧毁来袭的飞弹或轰炸机，用以保障舰艇生存。擎天神(Talos)、梗犬(Terrier)与鞑靼(Tartar)等型防空飞弹，系美国海军首代采用的防空飞弹技术。



　　二次世界大战时，舰艇采用的密集防御队形不再适用，原因在于原子武器产生的强大爆炸与致命辐射，使得相距甚近的舰艇失去行动能力。吾人甚难寄望防空飞弹涵盖范围可以涵盖数舰。就二次大战期间的战术而言，本舰自卫亦能提供邻舰防御。就当前而言，防空飞弹造价昂贵，一艘军舰可携行的防空飞弹数量有限。由于此型飞弹相当准确，无须如二次世界大战般，使用20厘米或40厘米机炮在天空以数百枚炮弹形成弹幕，遂行防空作战。为了反制来袭的战机或飞弹，防空飞弹必须进行配置区分，将各舰的目标标定协调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



　　因此，舰队的队形必须能及时地疏散，使各舰具有更大的展开空间。例如发展“干草堆”(haystack)部署构想，以保护航空母舰，此系藉商船给予的诸多雷达接触，使轰炸机无法轻易地对航空母舰定位。如此一来，舰队的主要目标将在茫茫大海消失，如稻草堆中的针般。二次大战结束与整个韩战期间，藉由疏散维持舰队存活已非战术主流思想，当时为了建立有效的空中防御，必须仰赖紧密队形与防空炮火相互支援，如此方能形成弹幕，提供舰艇必要保护。




战略作战思想的三项战术传承




　　现代化的美国海军将成为过时核战略思想的受害者。至今，大部分的舰艇持续战力不足，若遭到一或二枚现代化攻船飞弹(飞鱼或鱼叉飞弹)攻击，将使大部分的舰艇丧失行动能力。为了提高被攻击后的存活率，保有持续执行任务的能力，美国海军舰艇很大程度上仰赖降低舰艇易感性(susceptibility)来达成此一目的。如此，可防止舰艇为来袭的敌飞弹击中。



　　直到最近，美国海军仍仰赖防空飞弹保护在其射程范围内的各型舰艇。1970年代，点防御武器的发展初具雏型，北约的海麻雀飞弹(短程飞弹)与近迫武器系统(一种高射速的连发机炮)即系例证。但是，美国海军对于点防御系统及软杀武器(如雷达干扰丝与电子反制措施)的追求，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军那么积极。



　　核子武器的第三项遗绪，使得紧密队形提供相互支援的战术为人忽视。越战期间，美国海军的编队得以加大，因为战舰能够在远距外投射武器。对其而言，施加敌人的攻击行动，相对较为安全。事实上，美国具有的海洋优势，甚少敌人胆敢在海上对美国舰艇进行攻击。美国海军在海上不受敌人阻挡地遂行兵力投射，此种作为脱离了力量对抗的海军战术典范。当然在敌境作战的海军飞行员与陆战队队员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过去五十年间，美国海军在大部分时间享有海上自由机动的优势。在此种有利情况下，美国海军舰队战术存在着一种矛盾，即原本舰队战术的主要考量，系在苏联攻击后维持远洋舰艇的存活，但我们却在黄海、日本海、台湾海峡、东京湾、东地中海与近来经常部署的波斯湾等限制水域(confined water)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中展现我们的海上打击力。其结果是，美国海军已习惯于单独运用作战舰艇，或运用强调攻势作战能力的组织松散的小型编队。



　　现在，曾被美国海军视为庇护所的海洋已经不再安全。长程陆基飞弹配合新式定位系统运用，可对在航舰艇形成严重威胁。联合滨海作战的遂行，使得舰艇必须在近岸水域作战。如此一来，舰艇必须面对陆上不同载台发射的巡弋与弹道飞弹、陆基飞机与小型水面舰艇的不同威胁，相关论点将在本书第十一章深入讨论。




飞弹在海军作战中的角色




　　我们不难发现攻船飞弹在世界各国海军的运用。此系对海军战术重塑最具影响力的武器。首先，我们很快地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度运用巡弋飞弹攻击海上商船，以及其与另类武器间的关系进行概略说明。在海军史上，运用巡弋飞弹攻击油轮与商船的事件出现于波斯湾水域。1981年5月，商船于波斯湾水域首次遭到攻击，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1988年中期，美军介入并对商船进行护航，这种情形才告完全终止。



　　两伊运用飞弹与火箭攻击商船的数据，可参见那比亚斯(Navias)与胡顿(Hooton)两人编辑的“油轮战争”(Tanker Wars)一书 [ 原注：Navias and Hooton. ] 。伊拉克运用法国军售该国的空射飞鱼飞弹，对航行商船进行攻击。两伊战争期间，波斯湾水域商船遭飞弹攻击的事件约在257次至261次之间，其中的80%系伊拉克所为。伊朗的飞弹性能不若伊拉克般精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横跨荷姆兹海峡(Straitof Hormuz)并位于波斯湾的上方，故其得以运用水雷、舰炮、舰载飞机与火箭榴弹(Rocket-Propelled Grenade)等武器，对207艘中立国家商船进行攻击。伊朗发射79枚蚕式飞弹，至少击中了两艘中立国的商船。伊朗与伊拉克对商船所作的攻击中，半数以上系以攻船飞弹进行，倘若以施加的损害做为指标，巡弋飞弹的重要性日增，因为渠等系造成商船损失的主要原因。



　　伊朗与伊拉克两国进行了两场主要、同时进行的混合战役。超过400艘的商船遭到相同形式的攻击，根据那比亚斯与胡顿的统计，共有411艘商船遭到飞弹攻击。遭到两伊攻击的商船，约有60%系油轮，其余40%则包括了货柜轮、散装货轮、通用货轮与小型的原料船。遭到攻击的船舶中仅有四分之一毁损，因为大型油轮较为坚固，大部分皆能很快地修复。



　　所谓的油轮战争系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船团的最大规模战役。在大西洋战役中，德国运用U艇击沉了同盟国2，828艘商船。此外，尚有数百艘商船遭鱼雷击中但未沉没 [ 原注：Roskill，p.447，and Valle. ] 。二次大战期间，平均一艘德国U艇击沉的盟国商船总吨位为5，000吨，相当于现代商船吨位的五分之一，对于油轮而言，这个差异相对更大。就运载量言，波斯湾水域的战役更令人感受触目惊心。根据估算，仅1986年受损而必须修理的船舶吨位总和，已超过二次大战同盟国被击沉船舶总吨位的20% [ 原注：Navias and Hooton，p.129. ] 。那比亚斯与胡顿估计，每月在波斯湾水域遭飞弹攻击的商船数量，不及航经该水域800至1，000艘商船的百分之一 [ 原注：Ibid.，p.130. ] 。这个比例与大西洋战役盟国商船的损失相当，远不及大西洋战役情况最坏时的27%损失率。如同大西洋战役般，航经波斯湾水域的商船损失逐渐增加，直到美国回应中立国要求，并对易帜的科威特油轮提供护航，这种情况始告改善。




油轮战争的战役观点




　　类似运用鱼雷攻击商船的直接与立即，战术飞弹如同鱼雷，其系设想并发展用以攻击战舰之用。摧毁商船并非力对力的战斗，而系单方面的、掠夺者捕食(Predator-prey)式的作战。如同潜舰追踪并以鱼雷攻击商船，伊朗与伊拉克使用飞弹或其他方式对无武装的商船进行攻击。两次不同时间进行的军舰护航存在着一个差异，但这并非决定性的，美军在波斯湾水域的护航作业旨在防范空中与水面攻击，避免在护航商船遭到敌方飞弹攻击。然而，对海军史进行回顾，在二十世纪中，护航作战最令人引以为傲的，系其保护商船在公海航行时免于遭到潜舰的掠夺攻击。



　　两伊在波湾水域对商船进行飞弹攻击，显现战术与作战已出现重叠。在滨海作战中，我们必须同时处理战术与作战的问题。就战役观点论，美国海军在西南亚的主要功能，系在维护海上交通畅通。美国海军航舰兵力无法提供航向波斯湾的油轮直接保护，仅有护航舰艇能够对抗伊朗舰队所为的攻击，后者使用的攻击载具包括了陆基飞机与小型近岸舰艇。护航舰艇必须得到空中掩护，就目前或未来言，这批战机来自美国驻泊于荷姆兹海峡外的海军航空母舰。



　　不要忘记！安全通航必须仰赖水雷清扫。波斯湾水域的水雷清除工作，大部分系由欧洲国家负责。1980年代中期，透过多国的共同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在北约组织中，水雷清除系一个国际性的任务。当时，欧洲国家具有较美国为优的水雷清扫装备。



　　滨海环境下的飞弹作战已经模糊了一支海军与一支“舰队”的区别；前者由军舰与飞机所组成；而后者之目的是在掌控海岸地区，俾能从陆上与海上发动攻击。这种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的说法应该加以修正，因为如要影响陆上的事务，军舰必须能设法摧毁敌人从陆上基地以飞机及飞弹攻击近岸海域目标的潜力。为了影响陆上事件发展，海洋国家必须能将战争资源横越狭窄水域投射至岸上，滨海水域不仅是混乱的所在地，也是要塞的所在地。




舰队间的飞弹战斗记录




　　二次大战后，除了美国海军经验外，其他国家的海军战术仍系以力对力做为典范。战后发生了大量的战斗，全部出现于滨海水域，若欲明了飞弹在这些战斗中的重要性，可研读修尔特(John Schulte)上尉的相关研究 [ 原注：Schulte，pp.3-14.不像那比亚斯与胡顿般，他们编辑了数量甚多商船遭到定位攻击的资料。修尔特则搜集了许多运用攻船飞弹攻击商船的报告，并由攻击者的观点讨论决定攻船飞弹效力的各项因素。他搜集的飞弹攻击商船数据比较狭隘，年份集中于1981年至1984年。 ] 。首次使用攻船飞弹击沉舰艇的事件发生于1967年，当年的以阿战争中，担任哨戒任务的以色列驱逐舰艾拉特号(Eilat)为埃及发射的攻船飞弹击沉，艾拉特号在埃及齐射4枚俄制冥河(Styx)飞弹后受创沉没。1970年，埃及进行了一次冥河飞弹实弹射击演练，该型飞弹可对小于驱逐舰的目标进行归向攻击。在发射74枚飞弹后，成功地将以色列渔船奥利特号(Orit)击沉。”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印度海军发射了9枚冥河飞弹，成功地击中了巴国数艘的军舰与商船，当中有若干船舶系停泊于港口之内的。



　　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战争，系研究飞弹作战的另一最佳例证。在五场战斗中，共发射了总数101枚的冥河飞弹与加百列(Gabriel)飞弹，结果造成了叙利亚与埃及海军舰队的严重毁损，以色列却不曾受到任何损伤。1982年发生于南大西洋的英阿福克兰战争，藉由空射飞鱼飞弹的运用达成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岸射飞弹亦在福克兰战争中首次运用，此一事件较不为人知。另外，皇家海军直升机以海贼雕(Sea Skua)飞弹攻击了两艘阿根廷巡逻艇，击沉了其中一艘，并使另一艘严重毁损 [ 原注：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巡洋舰与圣大菲号(Sante Fe)潜舰遭到英国海军水下武器攻击。 ] 。1991年2月，波斯湾战争期间，2枚蚕式飞弹由科威特的地面基地发射，目标为密苏里号(USS Missouri)，该舰拥有16吋主炮，当时系在执行对伊拉克阵地的岸轰任务。由于这两枚蚕式飞弹发生故障，因此并未对密苏里号舰造成任何损伤，但值得注意的，此乃为首次亦系海战史上仅有的一次以面对空飞弹击落攻船巡弋飞弹的例子，而创下此一光荣纪录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格洛斯特(Gloucester)号军舰所发射的海镖(Sea Dart)防空飞弹。运用飞弹攻击军舰的其他例子，尚有雪特拉湾事件(1986年；6枚鱼叉飞弹)，美舰史塔克号遇袭(1987年；2枚飞鱼飞弹)，油轮战争尾声时的“祁祷膛螂”(Praying Mantis)行动(1988年；11枚鱼叉飞弹与5枚面对面模式的标准飞弹，伊朗发射的1枚鱼叉飞弹)。总体而论，修尔特记录了155枚飞弹攻击军舰实例。无论就事件多寡、造成损伤的情形如何、攻击目标的武器类型 [ 原注：吾人应谨慎地进行射击。福克兰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曾对阿根廷一艘潜舰进行了超过两百次的反潜攻击，使用的则是造价昂贵的鱼雷。1969年，美国海军驱逐舰摩顿(Morton)号，在越南战场曾发射了15，000枚炮弹，这个数字绝非最高记录。大部分的骚乱与阻绝火力，系用以对可能存在的地下碉堡进行攻击。 ] 、或弹药耗费成本等因素而论，飞弹与飞弹作战在现代海战中都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



　　在本书的第十一章中，我们将仔细地考量命中机率的问题。简单地说，飞弹对于大型无防卫能力的商船进行攻击，拥有较高的命中率，然其所造成的损害却非致命性的。由于军舰具有相当防御能力，因此飞弹对于军舰的攻击，命中机率相对较低。然而，其所造成的损害却相对地较为严重。或许令人感兴趣与心生警惕的，应系攻船飞弹曾成功地击中了防护良好的作战舰艇，英国皇家海军雪菲尔号(HMS Sheffield)遇袭即为一例，根本原因在于该舰未能有效进行自卫。



　　另一起战术失败的例子，则是大西洋运输者号(Atlantic Conveyer)在福克兰战争中遭飞鱼飞弹击中并且沉没。阿根廷的两架超级军旗(Super Etendard)战机各以一枚飞鱼飞弹射向皇家海军伏击者号(Ambuscade)军舰，当时该舰位于福克兰群岛东边水域，系皇家海军编队的屏卫舰艇之一。伏击者发现飞弹来袭后，立即施放雷达干扰片，使得来袭的两枚攻船飞弹转向，免于遭到攻击。然而，在穿过雷达干扰片形成的干扰云后，这两枚飞鱼飞弹搜索并攻击另一目标。最后，这两枚飞弹发现了大西洋运输者号，摧毁了这艘船只与其上携行的各项重要物资。伏击者号成功救了自己，但却未能有效保护编队中的其他舰艇，屏卫任务完全失败。更讽刺的是，阿根廷飞行员希望能一举击中荷姆斯号(Hermes)航舰，并摧毁该舰飞行甲板上的海猎鹰(Harrier)战机。虽然，先进的感测器与精确导引武器业已问世，廿一世纪的海军作战仍旧充斥着混乱与奇袭。 [ 原注：See Woodward，pp.293-96 and elsewhere.他的著作“福克兰战斗群指挥官的回忆录”(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一书，系海军作战指挥官对现代海军战术真实描述的最佳著作。该书对飞弹威胁加诸其身的额外重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




福克兰战争的教训




　　当海军进入了崭新飞弹时代之际，并非表示其他的武器业已失去了他们的能力 [ 注 ] 。概略地说，英阿两国为争夺福克兰主权进行的激烈海战，我们不仅目睹到日益严重的飞弹威胁，同时见证到许多旧有的海军战术必须予以更新 [ 注 ] 。当战争达于顶峰时，若干观察家对双方军事行动做出了以下不甚准确的解释：



　　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遭到击沉，证明了核子潜舰令人惊讶的致命性。



　　英国军舰雪菲尔号的沉没，以及其后数天中英国水面舰艇的相继受创与损失，验证了水面舰艇在空中打击下其有的脆弱性。



　　水面舰艇是陈旧过时的，特别是大型与高价的水面舰艇。



　　致命攻击通常系在无预警情况下发生的。



　　假设核子武器运用于该次战争中，将使舰艇成为更容易打击的目标。



　　海军战斗变得越来越具致命性。



　　若对海军战史进行深入了解，可对上述事件提出较为合理的推论：



　　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系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舰艇，该舰遭击沉再次显示进行现代化战争必须拥有现代化武器。由于英国海军远较阿根廷海军为优，特别系以英国拥有核子潜舰为然。在开阔的洋面上，一支居于劣势的战斗舰队通常会为较强的舰队击败，后者通常不会出现太大损伤。由于意识到本身处于劣势，阿根廷海军于是后退至领海内，这是相当正确的做法。如此一来，居于劣势的阿国海军不致卷入战争。潜舰系具有强大战力的舰艇，其能攻击水面任何舰艇，此并非新鲜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潜舰一共击沉了1，300艘日本船舶，其中包括1艘战斗舰，8艘航空母舰与11艘巡洋舰。核子动力强化了潜舰作战能力。



　　雪菲尔号与其他3艘英国护卫舰在执勤时受创沉没，但其圆满地达成保护航舰与运输船的任务。由于自1945年以降，美国人不曾参与过舰队作战。因此，吾人忘记了海军战斗系快节奏、具致命性与决定性的。若欲从福克兰战争中抽离出新的教训，则此一教训不在于战舰在飞弹攻击下具脆弱性，而是在于轰炸机无法与配备先进防御系统的战舰对抗。阿国空军在三天英勇与密集的攻击中击沉了6艘英舰，但本身的战力也几乎被摧毁殆尽。6艘被击沉战舰中的4艘，沉没位置系在福克兰群岛附近。当皇家海军执行一项两栖行动时，舰队为了保护滩头堡，暂时失去了机动的战术优势。因为，敌人的搜索问题获得解决，舰队处于相当脆弱状态，必须仰赖本身的主动防御以化解敌方攻击。



　　美国不允许其水面舰艇变得陈旧过时。美国仰赖商船在海上的安全航行，以及运用海洋保护其在海外利益，当情况需要时，则将进行两栖登陆作战。若无水面舰艇，则无法执行上述的任务。大型与保护良好的舰艇如主力舰甚具价值，因其可以进行攻击与持续战斗。英国于圣卡罗斯湾(San Carlos Sound)遂行两栖登陆前。英国舰队的机动性使其能在福克兰群岛以东的水域安全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来自海上的支援，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部队名副其实地与大陆隔绝，阿根廷空军由于福岛距离本土遥远，无法提供决定性的协助。



　　在现代的海军战斗中，有效的侦察系有效投射武器的关键因素。英国与阿根廷的部队，皆因侦察能力不足致使行动受阻。阿根廷的空军与唯一的一艘潜舰，皆需要良好的侦察能力以遂行追踪，甚或更重要的，对英国主要舰艇进行定位。英国则需要可靠的战术预警，用以阻止阿国对其进行攻击。虽然英国的潜舰可以做为早期预警兵力，但是至少两艘英国水面舰艇系在执行雷达哨戒(也就是侦察)任务时遭攻击，当时他们与舰队编队主体距离遥远。我们很难获得飞弹攻击的预警，现代海战中由于双方舰艇均配备有飞弹，故在武器发射前，能否有效地执行搜索与屏卫对于战局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福克兰战争未给予吾人任何有关核子战争的学习课题。即令如此，我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用，将使陆上固定目标的脆弱性甚于海上舰艇，后者由于机动性高得以回避敌人攻击。



　　对参与者而言，海上战斗通常其有较高的致命性。然而，福克兰战争却证实了每艘受瘫痪的舰艇上的伤亡人数有逐渐降低的趋势，现代的陆战与海战对于武器装备具有愈来愈大的毁灭性，对人则不然。




海上伤亡




　　布拉得(Blood)等人汇编的数据，使吾人明确地知悉海战中人员伤亡比率有逐渐降低趋势。 [ 原注：Blood et al.，pp.124-34. ]




战争中的人员伤亡




　　福克兰战争期间，一共发生了23起英国军舰与辅助舰艇遭到战损事件。每次攻击事件平均造成5至8人死亡，8.3人受伤。此一数据，可与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的伤亡人数进行比较，美国海军驱逐舰(含)以上的舰艇在513次战损中，平均每次38人死亡，35人受伤；两栖舰艇与辅助舰艇在355次战损中，每次11人死亡，16人受伤。换言之，英国在福克兰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约略等于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伤亡人数的20%至25%。若将阿根廷损失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纳入计算，伤亡人数比率将会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海军战舰胡德号(Hood)遭德国战舰俾斯麦号(Bismark)击沉，全舰官兵罹难人数高达1，421人。此外，英舰光荣号(Glorious)遭德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与格列森瑙号(Gneisenan)火炮击沉时，死亡1，204人，此系英国海军的重大伤亡案例。




舰艇伤亡比率




　　对英国皇家海军而言，福克兰战争系高强度具危险性的，其派遣了36艘战舰与23艘辅助船只参与此次战役。1982年4月30日至6月16日间，布拉得等人记录了整个战役计1，723舰艇天(ship-days)，英国舰艇承受了23次战损攻击。换言之，每100舰艇天，遭到攻击的次数为1.34次。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其受袭比率远较前者为低，其值约为每100舰艇天遭到0.32次攻击。但是，1942年至43年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由于战况惨烈，美国海军受袭比例甚高。在1942年8月的瓜达康纳尔-吐拉齐(Guadalcanal-Tulagi)登陆作战中，美国海军每100舰即有6.36艘军舰遭到攻击。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冲绳战役，美国海军舰艇在日本神风特攻队攻击下损失惨重(二个月内，290艘舰艇遭到攻击)。然而，此次战役中美国海军舰艇每100舰艇天的受袭比率仅有0.44舰，揆其原因在于美国参与该次战役的舰艇数量庞大。伤亡率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当战斗激烈时，许多舰艇将会沉没或受损。我们可以如此推论，一支舰队的行动并非必须进行激烈战斗，除非其行动发展至必须与敌方舰队或陆上兵力作战时，方会出现前述场景。




形成损害的兵器数量




　　在本书第一版中，业已搜集了攻击次数与损伤程度相关的各项数据 [ 原注：资料主要来自毕尔、韩福瑞与修尔特三人。 ] 。这些数据来自二次大战期间的沉没与受创军舰，此等军舰系排水量较驱逐舰(含)为大的各式舰艇，第一版中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运用相同的资料来源，韩福瑞(Richard Humphrey)与毕尔(Thomas Beall)两人进行了不同的课题研究 [ 原注：Brzozosky与Memmesheimer，1988年6月17日。他们先后被指派至Souchard进行机密研究。 ] ，前者的研究共搜集了49起遭炸弹毁损案例；30起因炸弹沉没案例；49起因鱼雷重创案例与48起因鱼雷沉没案例。这些受损与沉没的军舰，涵括了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与美国的战舰。不似韩福瑞的研究，毕尔的研究尚将炮弹对舰艇的损伤列入考量。另一方面，他将研究重点置于舰艇失去行动能力层面之分析。他们两人采取不同途径分析这些数据，获得相似结果，足以强化对方论点。表6-1所示的，系造成不同大小舰艇损害无法行动所需的平均兵器数量。



表6-1　二次世界大战达成火力杀伤所需的兵器数量






　　毕尔计算出平均所需的炸弹或鱼雷数目，韩福瑞则以炮火对特定数量目标形成的损伤说明研究成果。为了获得最佳比较效果，本人采用韩福瑞的50%炮火杀伤率对两者结果进行比较。毕尔认为就相同的炸药量而言，炮弹齐射产生的破坏力是炸弹效力的2.5倍，此因炮弹具有较大的动能与穿透力。然而，若干数量的炮弹才能累积到与1，000磅炸弹同样的杀伤效果，后者所含炸药量为660磅。



　　韩福瑞计算出击沉军舰所需的炮弹数量 [ 原注：毕尔仅对火力杀伤感到兴趣，因为他的目的系在证明本书第一、四章提出的火力方程式。 ] ，表6-2显示的即是在80%击沉机率(Probability of sinking)时，所需炸弹或鱼雷数目。



表6-2　二次世界大战达成80%军舰击沉机率所需的弹药需求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击沉一艘军舰所需的火力远甚于使一艘军舰失去行动能力所需的火力。对表6-1与6-2比较后，可知击沉一艘军舰所需1，000磅炸弹的平均数量系使其失去动力的5倍；鱼雷则需2至3倍。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已近五十年，若换成先进的舰艇与武器将会如何？对任何特定弹药施以的攻击，当前军舰的存活性不若往昔，因为持续战力并非现代舰艇之造舰重点所在。相较于二次大战期间，战后选取做为样本的军舰吨位较小，韩福瑞编辑并分析了38起各类武器所造成的军舰受损与沉没案例。他对二次大战前后获得的各项数据进行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他明了无法对其导出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正。他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战后遭击沉的现代舰艇吨位过小，老旧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巡洋舰排水量13，000吨，此系被击沉的最大吨位军舰；美国海军的里波里号(USS Tripoli)排水量18，000吨，此系军舰遭击中丧失行动能力最大吨位者，大部分重创或沉没的战斗舰艇吨位多在5，000吨以下。



　　同时，韩福瑞特别提及小型舰艇甚难为敌击中一事。在战时各类武器对于战舰的击中机率较高，对于小型舰艇则否。长期以来，此种情形一直困扰着攻击者，但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海军战术的不变道理已然发生改变。除了运用鱼雷与飞弹攻击无武装商船外，命中率很大程度上系与平时的训练程度一致。大型现代化商船与油轮极易被击中，但其不似小型现代化战舰或两次大战期间被击中的小吨位商船那么容易沉没。



　　另外，修尔特曾对30次成功的攻船飞弹攻击行动进行分析。他认为巡弋飞弹的动能与残余燃料的重要性，应与弹头承载不相上下。他选择下列三项尺度做分析，它们分别是弹头炸药重量(飞鱼飞弹为250磅)、飞弹总重量(1，439磅)与整个飞弹具有的动能(0.93马赫)，他得到一个符合飞弹动能的最佳函数。



　　截至目前为止，本人未提到击毁一艘军舰所需弹药总量的数值极端离散的情况，图6-1则显示出此一状况，该图系依修尔特研究所得所描绘出的概图，该图并未充分显示对于特定结果的预测功能。工程上的细部分析，可以计算出不同程度飞弹攻击造成的损害，但我们无法知悉舰艇遭到攻击时的实际部位何在。表6．1中较低的一条曲线，系使军舰失去行动能力所需的飞鱼飞弹数量，其系舰艇排水量的函数。较高的一条曲线，系击沉相同吨位军舰所需飞鱼飞弹数量的平均值，散布于区线四周的圆点与方块，代表前述不同数值，修尔特所绘曲线到60，000吨满载排水量即告停止。揆其原因，超过此等吨位的受损军舰资料相当稀少。






图6-1　以飞鱼飞弹击沉与瘫痪不同满载排水量的船只所需飞弹数量曲线图



　　由图6．1可知，对于小型的现代化战舰而言，击沉一艘军舰需要的弹药数量仅为使其失去动力所需弹药数量的两倍。这或许是因为，仅需飞鱼飞弹携行弹药的一部分，即足以使舰艇丧失行动能力。以埃及击沉以色列渔船奥利特号经验为例，埃及对该船发射了4枚大型的冥河飞弹，无一击中，飞弹仅与该渔船在近距离内擦身而过(近似击中)。即令如此，该艘渔船不仅失去动力尚且重创沉没。冥河飞弹系设计用以对付大型舰艇，它的弹头重达700磅，几乎是飞鱼飞弹弹头酬载的三倍。由于冥河飞弹的弹体重量高达5，000磅，飞行速率0.7马赫，因此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动能。



　　任何欲藉历史数据查明击中与损伤关系的作为，必须与“超量杀伤”(over kill)这个问题进行争战。出现于图6-1两条曲线上方的击中事件，显示击沉该艘舰艇所需的弹药数量远超过平均值。另一较小问题则是“低量杀伤”(under kill)，对舰艇丧失行动能力曲线下方的方形而言，其代表舰艇完全失去行动能力，问题是，此种状况会维持多久？



　　若将修尔特所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将见到与毕尔与韩福瑞相似的曲线。吾人可以推得如下结论：当我们试图预测事件结果时，可将直线做进一步切割细分。另一方面，修尔特提出的概略计算方式，可对第四章航舰作战年代相似议题进行分析，同样方式亦将运用在本书第十一章飞弹时代相关问题之探讨。




损害与军舰大小及装甲之关系




　　上述的分析，除了军舰的排水量外，并未反映军舰的任何其他设计考量。在此，诸多特定因素，如装甲、弹药库与其他各项特性是否必须进行考量？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曾对舰艇进行了极精细的脆弱性分析。其进行的定量分析系属机密性质，得出的概括性推论是，美国战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者，在攻船飞弹攻击下其有较低的脆弱性。



　　一九八五年十月，美国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巡弋飞弹战争”(Cruise Missile Warfare)的文章(Pp.97-101.)，其系一篇非机密等级的评估报告。本篇报告由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提出，其认为飞弹击中军舰导致其失去行动能力的主要因素系军舰的长度。毕尔的推论认为，军舰的脆弱性系与排水量的立方根成正比的。由于排水量系与船长、船宽与吃水三个尺度成正比的，其立方根于是成为一维尺度。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指出，一枚大型弹头的攻船飞弹可使一艘300呎长的现代战舰失去行动能力，舰艇的长度每增加100呎，则需要增加一枚相同型式的攻船飞弹，方能达成与先前相同的效果。因此，美国海军学会月刊推论如下：杀伤(而非击沉)-艘航空母舰需要七枚飞弹，击伤d艘神盾级巡洋舰需要三枚飞弹，击伤一艘巡防舰需要一或二枚飞弹，但击伤一艘巡逻艇，一枚飞弹即已绰绰有余。



　　海军水面作战中心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军舰脆弱性分析，系由模式进行，大部分的损害模式均甚难反映火灾与泛水的渐进效应。1944年5月，海军舰政署署长(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奉海军军令郡长金上将(Admiral E. J. King)指示，完成了空中攻击对于舰艇脆弱性估计的细部研究，评估的空中武器种类包括了炸弹与鱼雷。此外，并对近似命中效应进行分析。这项报告系以战略而非战术观点考量，海军军令部长仅问及需要以多少空中武器命中(或近似命中)一艘军舰，方能将之击沉。舰政署搜集的资料不若韩福瑞的数据广泛。因此，这份报告仅系理论计算与判断的形式，并以战时实际资料予以补强 [ 原注：被纳入研究的仅有美国军舰。对战斗舰艇言，4起事故肇因于鱼雷攻击，在遭受攻击后，2艘幸存，2艘沉没。7起事故肇因于空中(轰炸)攻击，事件发生筏，5艘存活，2艘沉没，后者系来自于珍珠港遭日本袭击，韩福瑞搜集了22起战斗舰艇事故，这些舰艇皆系处于损害管制备便良好的状况。 ] 。舰政署对如何计算脆弱性进行了广泛讨论。此外，弹药库的脆弱性与保护措施亦系讨论重点。穿甲弹、半穿甲弹与通用炸弹的战术选择，亦被详加讨论。虽然空射鱼雷系讨论的重点，舰政署仍将潜舰与水面舰艇的鱼雷攻击纳入，增加了取样样本的大小。因此，美国小型的13号(Mark XIII)空投鱼雷被视为与日本长予鱼雷其有相同攻击效应。舰政署将驱逐舰至主力舰的八种不同等级军舰列成表格，表中显示特定数量命中(近似命中)机率。表6-3显示的是舰政署与韩福瑞各自搜集的资料，系在命中率80%机率下计算而得，本书亦将修尔特搜集的资料纳入，由该表可知一枚飞鱼飞弹产生的效应如同一枚1，000磅的炸弹。



　　这项结果使战术家揣揣不安，因为他们描绘出的杀伤曲线系平坦的。事实上，舰政署的资料显示，击沉战斗舰或航空母舰的命中次数略多于重巡洋舰。现代的舰船设计能否有效反制巡弋飞弹与弹道飞弹攻击，确保舰艇行动能力？先前曾提及，1990年代，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曾对此一议题进行研究，推论出许多措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惟这些做法将大幅提升舰艇的建造成本 [ 原注：Hansen and Gray. ] 。姑且不论是否如此做，美国海军主要资产系大型舰艇，此等舰艇具有强大的攻势能力，但其存活则仰赖降低易感性，此可藉战机巡逻，防空飞弹与软、硬杀等点防御系统构成多层保护。或许更重要的，美国军舰的存活仰赖向外侦察追踪敌人，此不仅具有效力，同时具有决定性。这些战术适用于舰队于开阔洋面行动，在滨海水域作战却失去其原有效能。



表6-3　过去与现在击沉一艘军舰所需弹药的粗略比较



(以炸弹、鱼雷与飞鱼飞弹的数量表示)







持续战力的战术考量




　　我不希望读者将上述结果视为决定性的。当然，数据搜集是负责任的，统计分析亦符科学方式。资料系历史事件的精确体现，但是损害评估却是言人人殊，某些数字对战术讨画或未来设计具有决定性。战术家的这些作为，使我联想到戴蒙·朗勇(Damon Runyon)提出的赛马赌徒哲学，赛马通常不是快速进行的，亦非所有的竞赛部是激烈的，此即赌徒之道。依此推论，若干做法无疑地将未来美国海军战舰持续战力置于赌博险局之中。



　　倘若军舰的装甲、舱间区隔或其他保护措施不足，仅需一或二枚飞弹击中该舰，即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击中一艘大型舰艇所需的弹药，远较使其失去动力为多。然而，击沉一艘舰船所需弹药数量系使其失去动力的5倍的说法，值得怀疑。根据个人判断，对小型舰艇而言，其比值应为2：1，对于大型保护良好的舰艇而言，这项比值应系4：1。先前说法部分肇因于过度杀伤的作为。在第五章中，我们目睹攻击者具有某种倾向。即对一艘明显受损的舰艇进行欲罢不能的攻击，直到此艘军舰沉没为止，却让敌人的其他舰艇有机会继续与我战斗。鱼雷与大型飞弹可在一次攻击中击沉巡逻艇与巡防舰。因其携有的弹药威力远远超过击伤该舰所需的装药数量。



　　在滨海作战中，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将吸引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就像以往配备鱼雷的驱逐舰、潜舰与鱼雷快艇，将可对主力舰与巡洋舰形成巨大威胁一样。在现代海战中，数量众多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将使大型舰艇耗费大量弹药对其进行攻击。 [ 原注：美国海军通常将鱼雷快艇视为具危险性的牛仔(dangerous cowboys)，其对美国人形成的风险甚至远远超过敌人。由于其可以隐匿方式对敌进行攻击，于是被视为对大型舰艇形成致命威胁。 ] 由于小型舰艇拥有如此强大的打击力，将会造成大型昂贵舰艇的损伤，后者自然会集中火力攻击此等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战术规则的首要考量，即系让贝威胁的敌舰船失去行动能力，其后，再从容不迫地将其逐一击沉。火力杀伤系一有效的战术作为，击沉敌舰则系一适切的战役目标。



　　据我看来，美国海军舰政署的研究报告不具太大参考价值，主要原因在其搜集的样本数目过少。但对美国海军而言，这份报告却是项好消息，因其显示，一艘舰艇若较重巡洋舰排水量大出三或四倍时，其抵抗沉没的能力仅高出重巡洋舰些许。为了保有持续战力，韩福瑞以过去战舰为例指出：如俾斯麦号、沙恩霍斯特号、大和号(Yamato)与武藏号(Musashi)等，均有自身保护设计，如此在其沉没前，方能承受较多攻击。




滨海作战的成效检讨




　　评估舰艇设计性能时，美国的系统分析家几乎不变地以可以投送的战斗潜能做为决策标准。在相同的总成本下，大型舰艇享有经济优势，揆其原因在于其可携行较小型舰艇为多的油料、弹药、飞机或陆战队队员。分析得出的结论，则是舰艇愈大愈好。大型舰艇的最大缺点即是必须承受“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风险。但我们观察毕尔、韩福瑞与修尔特与美海军舰政署的不同研究报告，不难发现建造大型舰艇系不经济的。假使一艘60，000吨舰艇携行的负载系3，000吨舰艇的20倍，但是敌方仅须以击中小型舰艇所需弹药的3至4倍，即可使大型舰艇失去行动能力，此种不利态势抵销了其拥有的高承载优点。



　　对舰艇筹购而言，较战斗潜力为佳的一个分析指标应是：尽可能增加舰艇战斗时的净投送战斗力。此必须对舰艇执行任务期间，舰艇失去行动能力的可能性进行考量。



　　由于舰艇的功能不同，应根据任务需求，将数艘舰艇编成一个任务支队，相互支援，俾能有效执行任务。单一型式的舰艇应配合其他型式舰艇共同行动，俾能藉由联合运用，达成协调互补目的。对作战计画言，最佳评估标准应是：在舰艇纳编任务支队期间，使其净投送战斗力达到最大程度。



　　做为一个战术因素，具大负载的大型舰艇应受到小型屏卫舰艇保护，后者的损失系可被接受的。藉防御火力与软杀作为，降低因易感性导致的敌方攻击事件，惟相关作为在滨海水域仍嫌不同。在此等水域行动，突如其来与相对短距的攻击事件频率甚高。滨海水域将成为现代化舰队竞技的场所。




滨海战役




　　滨海作战具有两种不同类型，且皆充斥着诸多变数。小国与陆权国家的海军，主要任务在保护该国的海岸活动并防止敌人在此水际活动。此等国家海军战略的主要考量，系排拒敌人海上入侵，或以飞弹或飞机对敌方舰艇施以打击。海岸型的海军通常使用陆基设施进行搜索与攻击，此乃为比运用大型舰艇更安全、价廉与弹性的做法。这些国家的战舰排水量小但武装强，其仰赖成功的匿踪攻击与向外搜索对敌发动奇袭。他们拥有的舰艇不具良好的适居性(habitability)，因为此等国家海军执行的系短距任务。邻国经常被视为主要敌人，至少对舰队设计与计画者而言系如此，例如：台湾与中共、南韩北韩、波罗的海国家、秘鲁与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



　　最近有两篇文章，对海岸型海军的战略与战术做了详尽地描述，一是篇名为“滨海国家之海权”(The Seapower of the Coastal State)的论文，该文刊于1994年3月出版的“战略研究期刊”(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作者系挪威籍的薄连生(Jacob Borrensen)。在这篇论文中，薄连生将海岸防御的作战目标置于整体战略环境中进行考量：一个海岸型海军的国家，无须试图击败一个海洋国家的远洋海军，她祇须具备足够能力对其施以打击即可。如此，海洋国家几经考量后可能认为不值得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较近的另一篇作品，则是标题为“美海军之滨海作战：2000年与其后”(United States Navy Operations in Littoral Waters， 20OO and Beyond)的论文，这篇文章刊于1998年春季号的“美国海军战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作者系荷兰皇家海军中校裘金生(Tim Sloth Joergensen)。道篇文章对滨海作战的战术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作者提出警告：美国海军缺乏执行滨海作战的兵力组成或实际作为，因此无法在损失甚低的情况下，击毁一支海岸型海军。这两篇文章皆暗示着，一个非属高科技的海洋防御型海军，仍能对高科技的远洋海军造成严重损害。



　　海洋强权则可执行另一形式的滨海作战。即令无法各处兼顾，美国海军的主要责任系在尽可能地维护全球海洋安全。换言之，美国海军的任务在阻断敌人的航运并防止敌人将海洋做为战争工具。当前述任务圆满达成时，后者的执行就相当容易。若忽视这两项任务，将促使其他国家建立一支远洋海军，用以填补权力真空。藉由维持数量与品质的优势，进入廿一世纪时，美国海军在公海上并未遭到其他国家挑战。最坏的情况，则是可能面对他国运用潜舰或长程飞机进行海上袭扰。当海洋得以确保安全时，美国海军才能在全球滨海水域行动，确保战时的运输畅通与沿海区域的繁荣和平。



　　国家利益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其可简单地一分为二。南美各国海军、印尼海军(必须执行13，000个岛屿的巡逻任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各因战略考量不同被赋予不同的任务。对英国与阿根廷双方部队而言，福克兰战争出现了意想不到与充满困境的战斗环境。为了对战斗有所贡献，阿根廷海军必须在离岸400哩或更远处进行战斗。英国海军必须执行远洋护航，同时并重组了1945年以来的首支战斗舰队。



　　对海洋强国美国而言，其在滨海水域的主要任务，乃在传达或显示其有能力将战斗部队横越海洋送至敌人境内。远洋海军通常运用飞弹与飞机对陆地施以打击，其可在海岸外甚远距离处发起打击，藉由防御纵深保护本身安全。此外，藉防空飞弹、点防御、软杀措施、诱标及未经实战验证的新兴科技运用，后者如低观察度(low-observable)与匿踪技术，将可大幅地降低被攻击时的易感性。



　　在此同时，美国海军将在滨海水域以内活动，俾能将战争资产安全地送抵驻地国的港口或以两栖作战强行进入。此外，美国海军亦希望能摧毁敌人的近岸航运与渔船队。当远洋舰队与近岸舰队于近岸水域遭遇时，双方采取各自不同的行动与战术。更确切地说，海岸型海军的母港将成为双方海战的战场。过去诸多经验显示滨海作战系充满挑战的，这些战役发生在圣地牙哥、旅顺、加里波里、挪威、瓜达康纳尔、新几内亚、北非、琉球与仁川。这种远洋海军与近岸海军或海防要塞对抗的作战是有其巨大风险与报酬的。




结语




　　飞弹作战成为海军迈入崭新战术年代的一项特征，巡弋飞弹、战区弹道飞弹、防御飞弹与空对空飞弹等，构成了一个什锦盘，它的构成要素庞杂，并且将会成长得更巨大。



　　海岸区域将成为美国海军的行动场所。事实上，滨海水域充斥着友邦、敌人与中立国的海岸贸易以及渔船，钻油平台、小岛、频繁的空中交通、大型商船与复杂纠结的电磁发射。这些现象创造了一个混乱的环境，使得敌人能在我方无预警情况下，猝然发起匿踪攻击。



　　除美国海军外，飞弹时代的舰队战斗悉数发生于海岸水域。此类型战斗具有快速、猛烈与决定性等特点。飞弹的运用支配了海军战术发展，战斗行动多于夜间进行，或运用飞机进行战斗。



　　记得！次佳的武器通常会造成最大的损害。事实上，水雷即可证明此一说法，战后发生于美国海军的18起军舰受创事件，14起肇因于水雷攻击。即令如此，仍无法改变飞弹在滨海作战中的支配性地位。



　　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大量使用攻船飞弹攻击商船，空射攻船飞弹系最具效力的武器。这场战役使得护航船团再生，战斗舰队必须提供商船必要掩护。



　　对滨海作战而言，舰队的定义可能不再是一组战舰，因为陆基系统在此类型作战中扮演着日益显著角色。舰载外的陆基感测器，被用以执行侦测、追踪与定位等任务。飞弹在陆地与海上间穿梭进行攻击，海军战斗成为一连串持续行动的致命性攻击。因此，双方接战情形甚少出现，此种情形较像战场延伸的福克兰战争，而非进行短距离激战的中途岛战役。



　　冲绳外海的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系海军作战的一个转捩点，其隐约地标示着飞弹时代的来临。在这次战役中，美国舰队名义上取得了制海权，但是遭到陆基发起的自杀攻击而损伤严重。



　　舰队的战术目标，乃在藉由摧毁敌人舰队，取得当地水域的制海权。舰队的主要任务在保障我方货物与部队的海上自由运动，同时排拒敌人获得此种利益。当预期舰队作战不会发生时，拥有海洋优势的舰队，将可运用战机与飞弹对陆攻击，直接支援陆上战斗。此际，一般用以量度舰队性能、遭摧毁的敌人舰艇与飞机的方法不再适用，较佳的量度指标系海上兵力的战斗力投射能力 [ 原注：由于战斗舰队本身无法运输诸多战力要素，一个较宽广的看法，应包括运送保护良好且有组织的战斗人员。无论如何，就实用目的而言，吾人甚难对舰队效能进行足够量度。 ] 。舰艇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时，将无法投射任何战力。因此，舰艇或部队的攻击、防御与持续战力等，必须纳入一并进行考量。对于此点，吾人可以藉由估算舰艇或部队在战斗期间的净投射战斗力予以达成。














	

 






	















	







	







	









 





	


	







	








	




	


第07章　大趋势




	







	

 



	


	



论战争原则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诸多著称的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战术架构往往因时而制宜，但战略的基础却如扎根于罄石之上，迄今屹立不摇。”马汉认为，与战术原则相较，战略原则较易由历史习得，因前者系“以人类制造之武器为工具，推动战术之变革与进步。” [ 原注：Mahan，pp.8，88-89. ]



　　无论前述是否为真，军事原则——马汉或其他学者之理论——与衍生之行动间存有明显区别。包括战术原则研究在内，战术之变革并非意味战略原则恒久不变，设若真有战略原则。战略与战术皆受到“人类制造之武器”所影响。马汉未能预见未来武器如何影响战略或许情可原，但事实上渠在著述之时武器的改变已影响了战略。当军舰的动力由风帆转型为蒸汽时，所有之封锁战略作为即已改变。帆船部署时间可长达数月，汽船续航力低、极度依赖加煤站，而争夺加煤站一事，本身即对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智慧架构包括了认识论学者(epistemologist)认为存在却无法确定之“真理”(Truth)，吾人用以诠释真理之“原则”，以原则为基础统合行动之计画——“政策与准则”，以及政策与准则指导之个别行动——“战略与战术决心”。每一个环节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错误。马汉以自己所秉持的原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偏狭的战略预判，此点说明任何事情皆可能发生错误。



　　陆军对原则之研究向来较海军积极，马汉对此感到难过，但这种情形迄今并未改善多少。军事史学者引用战争原则时，皆避免将战略与战术原则(以及相关后勤)分别处理。渠等寻找真理的努力累积了许多著作，在兰德斯门上校(Captain S. D. Landersman)一份未出刊的报告中列出23项作战原则，部份为海军军官的创见。 [ 原注：所列项目见附录二。 ]



　　有原则必有例外，战争原则之例外情形至关紧要。李德·哈特(Liddel Hart [ 译注：1985-1970，英国军史学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倡导机械化战争，鼓吹战车作战与空中优势 ] )说过：“战争中，任何问题与原则如铜板般，皆有一体两面之特性。这是无可避免之结果，因为战争是牵涉两方之事务，有攻就有守。” [ 原注：Liddel Hart，p.329 ] 克劳塞维茨并未提出任何原则，但他本人就是原则的始祖，渠提出之命题与变数，其中部份为反命题，混淆了读者。他鼓舞了实践家，却使理论家受挫。渠就兵力战略集中所作的一小段讨论文字，于此全文照录如下：



　　最高明的战略是，常能保持强大，先在全般态势方面，次在决战点。因此，除了兵力整备的努力外(而此多非统帅之职掌)，战略最高明且最简单的法则莫过于：集中控制其兵力。除因迫切目的将兵力他派外，任何部队不应脱离其主体。吾人须坚‘于此项原则并奉为圭臭。在研析过程中，吾人应了解何种状况下得以分散兵力。此外，鉴于目的与手段之不同，兵力集中在每一场战争中未必获致相同结果。



　　乍听之下或许过于荒诞，但指挥官墨守成规，并无明确理由即行分割兵力之情事无以计数。



　　设若兵力集中成为常规，则任何兵力分割皆应视为例外，须有合理解释，如此方能全然避免愚行，而吾人将不会因未尽周延之理由提议分散兵力。 [ 原注：Clausewitz，p.204 ]



　　战争原则必有重大例外，此系肇因于大部分之原则皆相互冲突，少有原则以优先顺序排列。这正是应有之情形。原则冲突(集中与节约、安全与突袭)产生一种张力，亦即单一可靠之信念对抗全然之墨守成规，优先顺序之阙如使吾人得以选择适当之原则。各项原则有助降低战争之乱度(entropy)。但其风险在于吾人误将原则奉为圭枭，继而忽略内涵之研究。高阶军官对年轻军官最大的伤害就是教授各项原则条文而已，而未就原则之内涵详加说明。



　　战争原则的第二项缺点就是被简化成单字，例如“集中”。一个单字不代表一项原则，原则是事实之陈述。“集中兵力”一词是价值最小的最短陈述。“集结优势兵力打击敌部份兵力”则较具体，价值较高。“于决定性之地点与时间集中战斗力量摧毁敌军，但不可过度集结部队，避免遭敌火攻击”则更具体，但即使这项原则适用于今日，并不代表以往亦然。苏联亦有相同之说法：“在决定性之地点与时间集中主力，创造优于敌军之兵力与方法。”是否这就是吾人所言？一项战争原则如欲发挥功效，起码必须符合当时环境，而且相当周延，能清楚地说明应采取何种行动。



　　战争原则之第三项缺点系未对战略与战术(或作战艺术)予以明确定义，两者混淆不清。吾人可赋予定义，但从笼统转换到具体的过程却容易产生错误。苏联军方战争法与“法律规范模式”(law-governed patterns)立论明确，但仍相当抽象。苏联兵学体系最为严谨：相信理论与信仰决定论系吾人解读苏联军事计画与预测苏联军事行动之重要凭借。



　　战争原则的另一个问题系未能将陆战与海战明确区别。尽管地面与海上部队在战术上朝向密切互动的趋势发展，加上双方在战略上相互影响的事实早已存在，但在战斗中，地面与海上行动间存在明显之区别。下表中左栏系陆战之陈述，取材自杜普易(T. N. Dupuy)之著作“了解战争”(Undersanding War)第一章“永恒不变的战斗真理”(Timeless Verities of Combat)。右栏系笔者认为杜普易所言之海上作战版本。



 



　　尽管杜普易所言并不全然适用于海战，但笔者无须对此多所着墨。战争原则正如同所有良好之理论，有助于厘清为何(实际作业则有关何时、何地与如何)。由于原则无法使人获致任何结论，最后令人感到失望。如将博学权威人士之理论一一过滤。试图找出完美理论，最后结果恐怕只是走入死胡同。或许原则对作战的贡献就是使吾人能战胜敌人。了解战斗程序系认识战术之良方。程序如果是导航科学与艺术，原则就是航行时协助定向之北极星。




战斗程序




　　战术研究之成果系于吾人是否了解战斗是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发生。战斗行动，或称战斗动能(dynamics)，系认识战斗之源泉。动能代表时间模式之推移，亦即战斗程序之描述。大体而言，模式系程序之影像，但居体而言则属于数学模式、模拟、与兵棋推演等之实验，然后再加人更多因素，直到战场最后成为吾人了解其功效的实验室。有了通用的作战辞汇，就能适当地研究战场动能。能力、潜力、能量、压力、质量、动力与力量皆为战斗人员在战斗程序中应用之实体动能。



　　吾人详细了解基本程序，即可重新检视历史，并在趋势、不变之原则、科技以及战场环境等方面获致某些结论。吾人将可了解，每项科技带动之变革如何影响每个环节。例如，吾人已目睹第一阶段，亦即火力投射之改变。帆船时代被巨炮时代取代，后来空中武力独领风骚。科技改变了武器投射之方式，集中火力之方式亦随之改变。趋势显示未来将成为飞弹主宰的时代。



　　从掉落的苹果就可以归纳出万有引力的存在，社会现象如同物理现象一般，但不能因为看到某些事情的表面就率然论断，下列论点并非自历史经验归纳而得。



　　海军战术植基于五项命题之上，每一项皆为一个程序：



　　海上作战以消耗战为中心。消耗战有赖火力投射之遂行。



　　侦搜，亦即确定敌军位置，俾有效执行火力投射，为战术程序重要之一环。



　　指挥管制系将火力和侦搜能力与战斗部队面临之状况结合。



　　无论是在对峙或交火状态，海战系两军对垒，双方皆互有损耗。如欲赢得胜利，须能有效先发攻击，故采取行动以干扰敌军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程序亦相当重要。



　　运动系战术程序之一环。事实上，战斗运动曾是战术之定义。运动系指挥管制单位将部队移动至适当位置实施侦搜与攻击。战斗运动之重要性不可忽视，但在下列讨论中其地位无关紧要。



　　吾人可将火力投射、侦搜与指挥管制排除在战术程序之外，而将其视为海军部队作业要素，亦即归类为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等系统。任一系统皆有其反制方式，包括反制武力、皮侦搜、以及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等系统。




火力与反制武力




　　火力系摧毁敌运用兵力之能力；反制武力系降低敌火力之效果。海战是非攻即守，但保留小部份的反击武力对防御的一方而言，将能对敌军火力采取因应行动。海军以往对火力的因应之道是强化战舰结构，藉以提升存活力——在16吋炮的时代称为持续战力，但此种作法今日已不普遍。




侦搜与反侦搜




　　侦搜藉由各种方式搜集情报，包括侦察、监视、破码以及情报作战之各种方式。侦搜作业须待战术指挥官获得情报方始完成，内容包括敌军位置、移动情形、弱点、强点与意图。反侦搜旨在瓦解、干扰或迟滞敌侦搜作业。笔者倾向于将此种干扰称为屏卫(screening)，然屏卫之意涵包括反侦搜与反制武力(亦即反潜与防空作战均着重于反制敌之攻击，同时降低其情报效能)。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体系




　　指挥决定部队需求，管制则将需求转化为行动，这就是程序。指挥管制体系之定义为，执行程序之装备与组织。指挥功能体现于指挥官、参谋以及渠等拥有之资源如战术决策辅助系统与情报显示面板等。管制功能则有赖通信系统、作战命令、舰队准则与信号书。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系限制敌人决策(指挥)与下达决策(管制)之能力，使用装备包括用以摧毁指挥中心与旗舰之飞弹，最普遍者为通信干扰系统；最隐密之方式系以情报人员植入假情报与假目标(目的在混淆战术人员之决心，而非分散火力)。然情报人员亦可执行侦搜作业，讯号截取(例如运用无线电定向仪)亦为侦搜之一环。



　　战术指挥官运用指挥管制系统分配兵力，执行四项任务：火力投射、反制武力投射、侦搜及反侦搜；敌指挥官亦然。许多武器系统皆具备这四项功能。就舰队指挥官之观点，其主要战术责任系指派任务予辖下兵力，同时结合不隶属之系统，例如国家侦察卫星、陆军防空武器，以及在其舰队与敌机场间之空军战机等。



　　吾人首先须检视有那些历史上的趋势改变了作战程序之特性，这些改变衍生了那些战术。本章着重于战术变革之因果关系。下一章则将探讨历史上恒久不变的要素——那些战术未曾改变？或那些战术之功能仍然可靠，例如奇袭？就笔者目前观察所得，对趋势与不变原则之了解同等重要。



　　然而若将作战程序之环节分别研究则会造成误导。统合之行动才会赢得胜利。战术指挥官须密切协调每个过程，如同乐团指挥结合各种乐器一般。在此同时，敌指挥官亦就其兵力运用与攻击时机下达决心，双方逐步推向战斗高峰与结果。除非战斗之结果早已注定，否则能团结一致，寻求有效先发攻击良机之舰队将赢得胜利。




运动




　　运动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透过运动，各单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进驻有利位置，当所有单位进入执行任务之适当位置后，将胜利在望。在海上，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尽管舰队部份单位属岸置单位) [ 原注：陆战则不然，先取得防御阵地者较具优势。 ] 。敌舰队位置与我方处于相对关系，当我方实施运动时，敌亦改变其位置。双方彼此之间在距离与方位上的关系在海战中系首要战术考量。而双方的同步运动持续在改变此一关系。舰队各舰相对位置亦极为重要，有时队形难以维持。



　　帆船以紧密纵队维持队形，并在敌上风或下风处找寻有利位置。战舰运动系对敌采T字战法(cross the enemy’s T) [ 译注：此种战术系己方战斗线穿越敌航线，并集中火力射击敌先遣分队 ] )。哨戒潜舰则先期部署于敌可能行经之水域，进行侦搜与攻击行动。飞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CAP)，俾随时接受导引或自行运动至适当位置进行攻击。甲板上之待命机处于战备状态，俾能立即进入攻击位置。上述作为皆着重于兵力之适时部署，俾取得优势，执行侦搜与攻击。运动系一种方式，先达到中程目标——取得有利相对位，进而完成终极目标——遂行火力投射 [ 原注：至于地面战斗或战术则不然。 ] 。尤其在现代海战中，武器射程与感测器侦测范围主导了舰船，甚至飞机之运动，亦即变换位置之能力，故战术人员检视其部署与时程计画时，应将运动列为重要之考量因素。



　　此外，舰船、飞机与武器之速度常与下达决心和落实决心的速度混为一谈，但去除其间之模糊地带却可能使人无法认清其相互关系。孙子相当重视速度与乘敌不备，两者皆与机动有关。如欲乘敌不备，须快速移动至对敌不利之地区。马汉的格言：“战争的真正速度是不浪费时间，决不懈怠之精神。”尽管这句话系有关战线推进之速度，但仍不够明确。马汉和其他人一般，均了解适时集中火力需要结合所有因素：制定决心与决心下达、战略集结、战术部署及快速精准之火力。



　　运动(maneuver)与机动(mobility)两个名词有时可互用。吾人将机动视为战略、作战艺术、或大战术之要素。当马汉视机动为“海军战力之主要特性”时，即在表达一项战略真理。机动之内涵如下：



　　能独立进行长距离运动。机动后勤支援部队使这项能力得以实现。



　　地面部队移动，或新机场及岸置飞弹基地之建立时，能配合实施适当运动。



　　能长时作业达数月之久。海军基地与机动后勤部队使这项能力得以达成。



　　为达成机动力，舰船在没有机动后勤支援部队协助下须具备相当之独立持续作业能力。核动力水面舰具战略特性，但潜舰之核动力则提供机动、有效战术运动以及匿踪等性能。



　　运动系战术速度与敏捷度。舰队运动须采集体、协调之方式进行，故指挥管制与决心速度须相提并论。吾人可在侦察、了解情报、决策、下达命令、运动及发射有效火力等行动所需时间之间取得平衡。载台——舰船与飞机——之速度与灵活度系快速行动之两项要素。作战人员皆希望能取得运动优势，俾弥补其他缺失。



　　今日之运动出现两种趋势。第一系重心已由载台速度转变至武器速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舰队运动系战术重心，期间飞机速度取代了舰船速度的重要性。但战后飞弹之速度与射程产生了新的战术环境，舰船无须改变位置亦可发射武器。飞弹之速度与灵活性甚至使飞机之灵活性能无用武之地。战斗飞行员承认，飞弹之运动主导空战，一如飞机主导了舰船战术运动。



　　第二项趋势系第一项之必然结果。舰船运动之重要性日趋式微，并为侦搜所取代。斐拉凡佐(Guiseppe Fioravanzo)写道：“基本战术位置不再是两军间的几何关系，而是一项作战要素：早期侦知敌军所在位置。” [ 原注：Fioravazo，p.209 ] 此种发展之重要性在于，当海上部队分散部署时，可于更远的射程外集中火力。这些发展皆为朱瓦特(Elmo Zumwalt)、贝格利(Worth Bagley)以及特那(Stansneld Turner)等上将当年所强调者 [ 原注：渠等系1970年代初期出色之海军将领。朱瓦特自1970至1974年担任军令部长，贝格利在这段期间为其首席副手。特那在1972至1974年担任海军战院校长时对海军的影响最大。渠等极其创造力与想象力，但对保守的海军而言，渠等违反了传统。 ] 。由于指挥管制需要集中火力，但又无须集结兵力，故笔者将于本章适当部份再予详细讨论。笔者已略微提到长程武器衍生出之新研究领域。兵力移动至战场(战略机动)与移动至适当位置进行攻击并赢得胜利(战术运动)两者之间，吾人已难加以区别。鉴于战斗可在远距外发生，故机动之价值可能降低，起码已有所改变；而机动部队快速运动至现场之战略能力，亦因飞弹之射程与力量而丧失作用。然而另一方面，长程投射系统使速度有了新的战术意涵，舰船可藉此脱离敌军长程飞弹之瞄准范围。



　　从历史经验得知，运动之目的有三：



　　取得优势，集中兵力进行攻击或防卫。除战略因素外，舰队运动之重要性已降低。



　　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攻击。这项要素之重要性永远不变，但舰船与飞机速度之重要性相对降低。



　　闪避武器以达防护功能。在这方面速度的重要性增加。灵活度仍然重要，但难以和以往相提并论。




火力




　　战争史上最为著称的发展是武器射程之大幅增加。帆船时代约为2哩，大炮时代为15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达300哩，今日更高达600哩以上。由于配备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射程达到半个地球，吾人已达到作战的高原：核战发生时，全球就是战术战场。



　　尽管这种趋势存在，最大射程却不是战术人员关心的事务，有效射程才是重点。帆船时代，舰炮有效射程不过300码，白炮(carronade)射程更短。大约在1900年时，亦即追瞄尚未问世时，一艘战舰在2，500码的射程约需50分钟方能瘫痪一艘敌舰。到了1914年(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在1万码射程内只需10分钟即可使敌舰丧失行动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口径舰炮之效能见图7-1(须具备以下条件：能见度良好、海象尚可、运用视觉测距仪)，当时火力管制系关键所在。其数据系约略估算，并未将烟幕掩护列入考量。在科罗奈耳海战(Battle of Coronel)、福克兰海战(Battle of the Falklands，1914年)、或在日德兰(Jutland)战斗巡洋舰的作战中，如能见度良好，万码之外即可分出胜负。能见度不佳时，舰队可效法德国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迅速将队形展开，避面陷入险境。






图7-1　战舰舰炮命中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达的涵盖距离改变了此种情形。舰炮搭配改良射控系统后，精确度大幅提升，即使中口径炮如5吋、6吋、8吋炮等，最大距离射击亦可精确命中目标。 [ 原注：吾人须切记，第五章所提，在所罗门群岛时舰炮效能之问题可能还会发生。 ] 从1889年到1948年的50年间，舰炮有效射程增加了十倍。



　　日益提升的舰炮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却因飞机角色的崛起而逊色。但飞机本身亦有武器投射最大距离与有效距离之别。1930年代，陆基B-17轰炸机旨在攻击航程内之战舰，然效果不彰。轰炸机难以获得远距离之海上目标，且无论在任何距离皆难以命中目标。航程短之海军战机反而在攻击战舰上最具效能。






图7-2　换算八吋炮后之发射率与射程



　　美海军研究院(Naval PostgIaduate Schoo1)之华胥本(A. R. Washburn)在一份未出版的短篇研究报告中就海航机与舰炮加以比较。渠将战舰与航母之火力换算为八吋炮，就火力与射程比较，见图7．2。美战舰爱荷华号(USS Iowa)与日本战舰大和号(Yamato)主炮射速每分钟分别为二发与一发，而舰载机的重出任务整备时间需要一小时。故企业号(Enterprise)航空母舰“主炮”(意指飞机)之射速与战舰相较之下微不足道。舰载机火力强大，与敌航空母舰作战时，航程远近攸关战果，起码在1942年与1943年时情况的确如此。在大战之前，战术人员的想法与华胥本相同。拥护战舰人士质疑空中武力是否对战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将防卫作战纳入考量时。然拥护航空母舰的一派认为，就轰炸机攻击周波而言，其威力是图7-2的60倍。一支空中联队对战力有决定性之影响。华胥本亦将1939年美国舰队之火力予以总合，见图7-3。由此吾人可得知何以在第二世界大战前，航空母舰兵力是否具备决定战果之潜力会引起诸多争议。






图7-3　1939年全美国舰队发射率



　　弹道飞弹与巡弋飞弹推进系统的问世将武器射程推的更远，精密射控与归向系统亦使有效射程大幅提升。杀伤力之重要性与射程不相上下，武器毁灭性愈来愈大。杜普易已就陆战武器进行系统性研究，渠有关武器杀伤力提升之研究见图7-4 [ 原注：Dupuy(1979).See especially p.7 and chapters 1 and 2. ] 。垂直标度系对数。杜普易将核武威力纳入考量后所得结论为，从十六世纪中期迄今，武器杀伤力已增加10万倍。渠亦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武器威力虽然提升，但一个时间单位内之人员伤亡率反而降低。原因为何？主因系部队在战场上散布的范围愈趋广泛。






图7-4　从古至今武器威力之成长



　　悬在人类文明之上的是达摩克利斯之核武之剑(Damocles sword of nuclear weaponry； [ 译注：达摩克利斯系暴君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西元前430？-367)之诸臣，曾于宴会上以一根发丝悬剑于其头部上方，展现惊栗之乐趣，取悦狄奥尼西奥斯。 ] )北美与亚洲跨洲交火的时代已为恐怖分子以核生化武器攻击之威胁所取代。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苏联时代末期，美、苏两国核武之射程与威力已达某个颠峰。由于这些武器从未实际运用，故就战术角度言之，其有效射程是否具有洲际性尚未可知。准确度低的武器将使人类文明承受严重后果，而战术人员在规划时亦须考量武器投射的效果不彰所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故能飞行数千里，误差不过数公尺的弹道或巡弋飞弹是最好的选择。



　　如第六章所述，核武威胁能产生无以计数的实际挑战。武器有效射程的增加，包括非核武，将产生下列影响：



　　防卫模式改变。本章稍后将探讨。



　　陆战与海战更难以区分，详见第十章。此处重点在于地面与海上兵力交战的可能性大增，这是亡项重要的战术趋势，凸显陆上与海上兵力之纠葛关系，前者恢复能力较高，旦后者因机动性高，较不易被锁定。



　　对无限度战争而言，这是战术与战略的结合。以下将作简短探讨。



　　由于洲际战争之可怕，加上众人对核子防护伞吓阻能力之信任，少有人思考洲际战争如何进行。战略武器品词有其矛盾之处：一旦核战全面爆发，整个世界实际上成为战术战场，由高司单位之指挥官与参谋主导。故战术人员应注意这个领域。



　　1960与70年代之核战模式如下：总统按下“红色按钮”(Red Button)，数千枚义勇兵与北极星飞弹齐发。吾人无须因此种不甚健全而且过时之想法而认为，在廿世纪末，吾人须建构更有效之指挥管制方式。在这种毁灭性的战争中，指挥管制中心将遭到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各指挥官与参谋，包括统一与特设司令部司令官，将位于战术指挥部执行全球性作战，选择目标、搜集情报以及下达发射命令。这群指挥官与参谋承担所有战术责任，包括作战计画、作战部队通信、适时下达移动与发射命令、取得侦搜情报，以及模拟战斗之战术训练。即令四星上将的太平洋总司令亦可能无暇单独思考战略与后勤问题。当他掌握目标并下令发射武器后，无论核武与否，他就是广大战场上的战术指挥官。




反制武力




　　就防御而言，趋势显然已由藉甲板厚度、隔舱、大体积与损害管制以提高存活力，转为掩护、欺敌与疏散队形。讨论防御时，吾人须区别“傻瓜”(dumb)武器——枪弹、炮弹以及炸弹——与“智慧”(smart)武器——有人飞机与导引飞弹。就分析角度言之，飞机与飞弹并无二致，差别在于飞机可重复使用。



　　在炮弹、鱼雷与炸弹主宰战争的时代，战舰之防护能力皆有可能大幅提升。当时之海战皆于视距内进行，故掩护与欺敌之方式有限。烟幕屏卫系当时最常用之作为。陆基轰炸机通常容易被闪躲，多舰反潜亦可发生短暂效果。



　　鱼雷反制措施系现代飞弹防御之滥伤。鱼雷威力强大，最佳防御之道莫过于加以回避，潜舰则以鱼雷扇形齐射因应。潜舰总是试图在近距离施放鱼雷，水面舰则协调作业，以最多次数同步攻击潜舰。由于鱼雷施放后无法回收，故在每次交战中，潜舰会尽可能接近目标。鱼雷与飞弹作战间有诸多雷同之处。



　　当甲板厚度与舰体强度提供之安全防护，被视为不如地下碉堡时，厚甲板之功能在于延长存活时间，抵挡敌火力，俾等待己方攻击发生效果。当时各国对火力、防护力与动力占用排水量的多寡问题有诸多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皆发展出其特有模式：美国牺牲速度，换取舰炮、厚甲板以及作战半径；德国选择防护力；意大利着重速率；英国(类似今日的美国)在大型军舰上将居住的舒适性纳入舰船设计，俾利在全球各地行动。



　　战舰时代进行之兵棋推演中，无畏舰(dreadnaught)约能承受20枚大口径炮弹攻击，更早期的战舰约能承受12枚。火力与机动力之丧失被视为遭击数量之非线性函数。在美国的兵棋推演中，无畏舰如被命中十发，将丧失半数以上之火力与速率。



　　一九二0年代，海军战院兵棋推演专家认为，如将火力与防护力结合，应可估算出战斗线(battle line)之效能。图7-5系在能见度良好，双方皆可进行侧舷齐射的情形下，对两支并行的敌对舰队之战斗线的比较。图上显示，太平洋舰队(蓝军)系由10艘战舰组成，其武力与装甲厚度均优于日军(橙军)的6艘主力舰与四艘战斗巡洋舰。两军在距离15，000码交火三分钟后，日军原始作战寿期(original life)损失20%，美军损失15%。日军相对战力急遽减弱。日军如欲赢得胜利，须在距离缩短前凭借速率优势采行T字战法；或者将双方战斗线距离维持在较具优势之25，000码(如图所示)。






图7-5　美海军战院两军战斗线比较图，1926年



　　如第四章所言，1920年代时美军与日军对这种情形知之甚详。美军最担心日本的下列优势：战斗线速度(日军23节、美军18节)、奇袭可能性，以及美军消灭日军后本身亦损失惨重(在兵棋推演中系以解放菲律宾为想定)。日军则希望以潜舰造成美军初期损伤，再以飞机和长矛(Long Lance)鱼雷重创，最后再以秘密加装八吋炮之最上级(Mogami)巡洋舰展开攻击，扩大战斗线。吾人皆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双方皆曾因对方奇袭而伤亡惨重。如今再次检视双方计画缜密性、美军对可能意外状况之重视，以及决策之迅速等议题，对吾人会有所助益。笔者所示之兵力比较图系常用之图表，而兵棋推演则是在类似图7-5的图表上加入各种因素。兵棋推演显示之快速破坏力实际上鲜少发生的如此快速，但仍极为惨重。故吾人可相信，战争的损耗并未因战前规划的辅助措施之运用而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防卫性武器之重要地位前所未见。1942年，军舰装配了新型防空武器，配有雷达感测器、近发引信以及性能优异之射控系统，能追瞄并射击快速目标。1944年时，进袭之飞机必须面对严密火网。到了大战最后一年，水面舰又重拾地位，与海航飞机相较之下不再逊色。



　　但这项优势为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问世，厚甲板毫无用武之地。掩护、欺敌以及先发制人之重要性大增。拦截机、防空飞弹及反潜武器之重要性大不如前。由于海军不可能展开先发攻击，更不可能发动核武攻击，故美国整个防卫态势显得更加诡异。如何争取足够时间对陆上发动大规模攻击系当时之战术重点。从苏联海军致力反制美国航母特遣部队之情形言之，美国在这方面作得相当成功，但亦付出相当代价：当一切以核战为中心时，舰船的设计忽略了面对传统炮弹时之存活力，所有重心皆置于长程防卫武器——拦截机与飞弹，漠视舰炮及现代近距离防御之需求。渠等亦未重视新型软杀(soft kill)与短程系统之发展。英国皇家海军亦忽略损害管制与近距离防御之重要性，故在福克兰战役中面对传统炮弹时承受了严重后果。相较之下，以色列军舰配备了软杀防御系统，在1973年战争中有效反制叙利亚与埃及武器系统，使得所有军舰都毫发未伤。



　　笔者在讨论火力时曾提到杜普易所言之矛盾现象：自十六世纪以来，武器威力虽已提升10万倍，但人员伤亡率反而降低。第六章之资料亦显示，海战伤亡率亦有降低之情形。武器威力愈强，但人员伤亡率反而下降，原因何在？



　　第一，战场上每个单兵使用高效能武器之数量降低；战车、战斗轰炸机与重炮系造成人员伤亡之主要武器。在现代作战中，许多伤亡并非由最具效能之武器所致：当火炮之射双杀伤力剧增后，步兵的小型武器反而造成更多伤亡。性能次佳之武器往往发挥更大效能，这是因为敌人竭尽所能避免最佳武器之攻击。 [ 原注：福克兰战争即发生此种情形。阿根廷空军面对英军最昂贵之防空系统海镖(Sea Dart)飞弹时，仅损失8或10%之战机。阿根廷空军飞行员深知，只要贴海飞行即能使海镖飞弹无法发挥功效，而英军击落之战机大多为近距离武器所致。尽管如此，但“效果不彰”的防空飞弹却限制了阿根廷空军飞行员活动的空间，使得英军近距离武器得以发挥效果，并迫使阿国飞行员于近距离内施放炸弹，部份命中之炸弹还因距离太近致使飞行员过于仓促而未完成此等炸弹的备炸状态。 ]



　　第二，以往在地面战斗时，如目标采取掩护措施，武器根本无法瞄准，从而性能无法发挥。当武器射程增加，精确度亦大幅降低，区域火力或可打散敌集中兵力并压制敌火力，但对敌军的伤亡效果不大。



　　第三，为求存活，部队间距逐渐加大。杜普易估计，从拿破仑时代到1973年以阿战争时，战场部队密度减少了200倍 [ 原注：Dupuy(1979)，figure 2-4，p.28. ] 。硬体装备，尤其是战车，被击毁之比率超过了人员伤亡率，此种情形对海战极具参考价值。愈危险之武器愈易遭受攻击，但由于这些装备不会产生人员密集之情形，故伤亡率并不大。



　　地面部队在战场上采群集但不均匀之方式分布。一排人员系小型之部队，战车系大型部队，海上军舰无论就火力、人力与价值而言，规模更大。采疏散部着的最小单位为一艘军舰。当舰队疏散系重要之防御手段时，小型军舰与火力分配系一项优势。目前许多有关军舰大小之争论，多落于小型军舰采疏散部署(敌人难以瞄准)与大型军舰兵力集中(击溃敌军)间何者为优。太平洋航母作战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些许资料。当时系依据防卫力决定应采集中队形或疏散部署。今日，舰队如配属拥有强大防卫能力之大型军舰，指挥官将会集中兵力攻击敌军。如为小型军舰且防卫能力薄弱，则采疏散队形。无论那一种情形，指挥官皆须争取足够时间执行任务，但这并非意味到处游走，等待被击沉。如防御无法换取足够时间发动攻势，舰队则应迂回至他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所参与之行动皆为传统性作战，而美军舰执行任务时皆在安全范围内，亦即在敌射程之外，除非与能力相差甚远之敌军(如北韩、北越与伊拉克)作战。美海军从事这种无聊的任务已达卅年，此种情形可能对战斗产生自满心态，但战斗永远不是一方的事情。这种心态将影响美海军对防御、损害管制、造舰与存活力之态度。



　　美海军现行来自海上之作战机动准则有矛盾之处。由于敌人武器精准，故其重点多置于规模不大且灵活度高之登陆部队，对于部署于敌外海，支援地面作战之舰船面临敌精确武器之威胁则着墨不多。



　　吾人须谨记，存活力系争取时间进行攻击不可或缺之要素。批评人士谈论到水面舰的缺点时，忽略了这点。其中认识不深的人士认为，昂贵的军舰应能在作战中永远屹立不摇；见多识广之士则认为大型军舰不值得投注如此庞大经费，如未来有更好之装备能投射更优势的兵力时，则渠等所言实属正确。



　　如欲了解相关讨论，须了解舰队战术人与如何看待防御兵力。防御系统之集体行动类似一过滤器(并非一面墙或马其诺防线)，可以吸引某些数量之飞机与飞弹。如计画顺利，每艘军舰皆可承受攻击，俾使战舰在干扰因素减少的情况下遂行攻势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之防空武器击落若干来袭飞机，同时运用火网干扰与他飞机。现代之软、硬杀防御功能亦然，在某个时刻，防御一方会承受高密度攻击。如攻击密度高且协调周密，防空系统在某个时刻会达到防御饱和点，大部分的飞弹与飞机在饱和点后会穿越防空网。现代密集之飞机与飞弹攻击旨在超越防御饱和点。



　　另有两项趋势值得注意。第一是战术无人地带(tactical no man‘s land)的增加，此一区域系双方军队无法在此运用其主力部队，而哨戒载具(飞机、潜舰、小型水面飞弹舰艇)则在此会有猛烈的小型战斗，俾创造敌人弱点或搜集情报。这块无人地带存在的原因在于防御需要空间。就传统战争而言，战斗空间旨在取得回应攻击的时间。但在飞弹作战时，没有任何防御方式能足以因应，而空间之需求旨在远离敌人可及范围，或使敌人难以瞄准移动中之军舰。较小之无人地带早已存在，以往的白昼水面作战距离不会少于2，000码：任何行动接近这个距离时，容易失败。两军战斗不会在距离10，000码时发生，这个距离系驱逐舰埋伏所在。航空母舰希望与其他战舰维持100浬之距离，避免误判或一个逆风就使自己处于敌军射程内，只要15分钟战果立见分晓。英国光荣号(Glorious)军舰发现了这点；栗田(Kurita)如果不过度紧张，并维持其绝对优势之水面舰队于原处，许多美海军位于菲律宾沙玛岛(Samar)外海之小型航母则可能陷入雷伊泰湾海战。



　　第二点系在港舰艇遭袭机会增加。对优势或劣势海军而言，港口向来是安全处所。尽管少有港口能提供完全免于攻击的环境，但海军实力较弱的国家认为，舰队留驻港内安全性较高。但这种情形已改观，港口安全性降低。珍珠港即为此一转变之象征，另有其他数件较不为人知之攻击港口事件。1940年11月11日，几架由英舰辉煌号(Illustrious)起飞之鱼雷机，偷袭意大利大兰多港(Taranto)内受到严密防护的舰队，使意大利六艘战舰中，三艘受到重创，无法执行任务长达六个月，另有一艘被击毁，意大利舰队仓皇逃至那不勒斯(Naples) [ 原注：Roskill(1960)，pp.110-14. ] 。1943年11月薛尔曼将军(Sherman)之航空母舰攻击拉布尔后，日本海军大为震惊，迅速撤退至特鲁克岛(Truk)。不久后，亦即1944年，航母突破了特鲁克岛的防御，由于日海军无力反击，加上美军战力强大，能集中庞大空中武力打击任何岛屿，日军只好退守至西太平洋。半世纪后的今天，舰艇在海上比在港内安全。




侦搜




　　侦搜之目的在于将目标置于武器射程内予以瞄准。侦搜作为系搜集与回报情报。侦搜发展之主要趋势在于搜寻能力以及侦察、监测与情报搜集范围之扩大。其理由显而易见：长程武器有此需求。较不显著的理由为，武器可向任何方向发射，侦搜作业之因应并不容易。图7-1至7-5显示的是火力。现在吾人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之侦察作业，其搜索区域如图7-6所示，为扇形区域。将敌人攻击距离增加两倍时，其搜索范围将增加四倍。阻栅搜索(barrier search)——一种侦搜线——可涵盖搜索范围之周边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发明，用以侦测航母前方之折线屏卫(bent-line screen)即为一例。然侦搜线仍无法满足战术指挥官之需求，因为侦搜线容易为敌所穿透：潜舰可潜航接近并发射飞弹，只要在飞弹射程内，这项威胁会在任何方向出现。另外，搜索永远无法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夜间无法进行侦察作业，故日军或美军负责战术支援之侦察或巡逻机于清晨出发时，对敌军所在毫无概念。






图7-6　搜索范围说明



　　现今大多数指挥官会追踪任何可能产生威胁之舰船或飞机。当武器射程增加时，搜索范围增加为武器射程之平方，这种范围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已为其侦察能力之极限，美军水面侦测能力亦受到挑战，问题不在于发现目标，而是在于如何辨别目标是否为敌目标，有无威胁性；在杂波密布的滨海水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另有一项发展会影响侦搜。首先让吾人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大舰队(Grand Fleet)使用之侦搜线。其重点并不在于舰炮射程，而是将讯号透过无线电转发给舰队司令杰立可(Jellicoe； [ 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英国舰队赢得日德兰战役 ] )所需时间，再加上二十分钟，俾利舰队在敌军进入射程之前，能从巡弋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如前所述，作战时空等于反应时间。当今飞弹的速度已达两倍音速甚或更快，反应时间短，故侦搜线须将飞弹射程与吾人因应飞机、舰船与潜舰所需时间纳入考量。某些权威人士用三层同心圆或扇形说明这个问题：最内层为管制区，此范围内之敌军务须摧毁；中间为影响或竞争区(region of influence or competition)，类似前述之无人地带；最外层系利害区(region of interest)，这个区域内之敌人，吾人须准备因应。内层之侦搜作业重点为取得瞄准资料；中间层为追踪；最外层为侦测。武器射程与速度的增加所产生之效应，不仅增加了武器可发射之范围，亦扩大战场范围，涵盖了整个侦搜区域以及初期运动所需之范围。



　　战场垂直空间亦已增加：深度更深，高度更高，以致使得战术人员须思考更复杂之事物，同时处理三种作战，而每一种作战皆有各种射程不同之武器、限制因素与侦搜能力需求。弹道飞弹无法转向，鱼雷有水阻问题，空对空飞弹则有G力限制。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战术决策与三个作战空间结合。潜舰自然是以鱼雷攻击水面舰，但当潜舰或水面舰发射飞弹时，状况转为空中威胁。战术指挥官并非同时玩三盘棋，而是一盘棋在三个棋盘上玩，棋子可能从这个棋盘跳至另一棋盘。



　　作战空间已延向第四个行动的空间——太空。就战术言之，地面与空中不同，而空中与太空亦不同。无人知晓太空战术与战斗将如何发展，但吾人可确定，太空作战势将发生。邓尼根(James Dunnigan)在其“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写道：“空中行动以情报搜集为中心；以往如此，如今亦然。” [ 原注：Dunnigan，p.98。身为优良兵棋推演创始人以及不良战术的批评家，邓尼根堪称当代之佛列德·甄(Fred T.Jane，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普拉特(FIetcher Pratt，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邓尼根之研究与甄和普拉特水准相当，则其所言之75%皆为正确，还不算坏。 ] 飞机初期之战时角色为侦搜。由于飞机在这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从而产生反侦搜系统——驱逐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的其他功能与侦搜相较微不足道。这种情形亦将发生于太空领域。太空卫星对地面监测极为重要，其侦搜能力无与伦比。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防空炮火般，地面发射之反卫星系统并非最佳之反制系统，而目前之掩蔽与欺敌措施亦然。正如同侦搜所衍生之结果般，太空中之“驱逐”系统亦将产生，俾摧毁监测卫星。太空炸弹未来亦将随之问世。吾人可从过去的经验得知，则未来将会有一个杜黑(Giulio Douhet)预言，地面战斗将因太空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而结束；在廿一世纪时，则会有另一个米契尔(Billy Mitchell)预测，战舰将遭太空火力之攻击。




反侦搜




　　在大炮问世之前，海上的唯一掩护是炮火烟幕或偶而发生的雾气。大炮时代来临后，闪躲武器被视为作战之重要作为。水面舰闪避或延迟敌火力之主要方式为烟幕屏卫、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chasing salvo)、或搜寻鱼雷尾迹 [ 原注：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之理念如后：敌如发现落点过近，下一轮齐放时将增加射程，我军如接近原落点处，则敌下一轮齐放射程将过远。 ] 。这些作为系反瞄准措施，增加敌人投射武器之困难度。



　　武器威力与射程日增，闪避火力的方式减少，故重点置于降低敌侦搜效能。由于武器射程增加，侦搜距离亦增加，反侦搜方可能成真。掩蔽、欺敌与闪避等反侦搜作为旨在限制敌侦测、追踪与瞄准。 [ 原注：其他辞汇包括：匿踪以产生掩护，失真与假情报以达成欺敌，以干扰或诱标混淆敌人俾达到闪避效果。掩蔽能防止敌侦知我军所在；欺敌将使敌军误判我军所在，将其火力引至他处；闪避则是摧毁或延迟敌攻击。卡柏斯(Ervin Kapos)喜欢用C与D分别代表干扰(confusion)与过滤(dilution)。美陆军将掩蔽定义为防护，故其单兵掩蔽方式系挖掘散兵坑或躲避于岩石后方。 ]



　　潜舰以潜航躲避侦测与攻击。航母特遣部队指挥官则极力避免被侦测，并先发攻击敌航母。史普鲁恩斯(Spruance)认为日军将采包围策略，决定防卫塞班与关岛海滩。日军运用天候作为掩护，并利用夜间以高速航母攻击机场。陆基飞机胜于航母，但基地却固定不变。



　　雷达系优异之侦搜系统，但被动侦测雷达侦测距离较远，对战术极为重要。雷达反制措施能提供预警，但无法提供反制敌瞄准之资料。德国U型潜舰如欲躲避英国飞机，被动侦测已足够。对所罗门群岛之日军而言，早期预警相当重要，但无法提供武力投射所需之瞄准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信反制措施之重要性与搜索和瞄准不相上下。无线电定向仪与破码解密技术能找出敌人位置，利于集中攻击。另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例子说明密码分析之重要性。1941年时，德国水面突击舰、商用突击舰及绵密网络之补给舰与加油舰位置，因舰船间通信被破译而暴露，继而被歼灭。 [ 原注：Bessly，pp.g1-97；Hughes and Costello，pp.153-55 ]



　　搜索与通信反制措施自然会导致反反制措施的产生。在艾斯比蓝角(Cape Esperance)史考特(Scott)为防范敌人有所警觉而关闭雷达，但在战术上付出重大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整个通信架构植基于一项理论：你说话时，敌人在听。故在大战期间众皆认为，明语会使敌人了解内容，密语则使敌人心生警觉，虽可能泄漏我方位置，但起码敌无法侦知我方意图。但如今吾人已知，密语的风险不仅如此。另外，当速度与精确度至关紧要时，加密与解密所需时间、传送时之错误与误解等因素均会大幅影响指挥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六个月，美军战术人员因低估通信安全而造成干扰与消耗等问题。



　　认为自动加密与解密措施即解决上述问题之人士应再三思。除了情报可能被窃之外，装备造价，不相容装备于错误时间开启，如格瑞纳达行动期间发生之事情，凡此种种皆是问题。从表面看来，超长程作战的种种可能性预示，反侦搜的机会与侦搜之限制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然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必然之势。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在第一版的结论中笔者提到，指挥管制之重要性不如战争原则中不变之原则。这或许仍然正确，但一般人皆认为资讯作战系新的革命性作为。本部份已受到重视，原因在于科技专家预期，未来战术指挥官将可拥有清晰而立即之战场图像。另一项可预期但相当矛盾的趋势为，未来的作战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在飞弹作战中不稳定状况将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之问题。现代战术指挥官大多忙于处理有关敌军之电子信息(以及本身部队之电子信息)。帆船时代的指挥官能亲眼目睹战事的进行，而当今指挥官大多依赖电子信号，却仍无法看尽一切。杰立可与谢尔(Scheer； [ 译注：1863-1928，德国海军司令 ] )、史普鲁恩斯与南云(Nagumo)、田中(Tanak)与勃克(Burke)等皆曾无法取得重要情报，只好在黑暗中改变战术。以前情报阙如系战术上必然发生之事，故此种情形之发生并非意外。但从海军历史观之，未来战场将有许多意外之事。由于优异侦搜能力，敌人飞弹可于任何时间来袭，这种速度在帆船时代难以想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偶有出现。海上指挥官面对的是廿四小时战争。1798年尼罗河夜战在当时难得一见，在现代战争中，夜间行动是家常便饭。



　　卫雷(Bauton Whaley)的研究支持一项论点：奇袭重要性日益增高。渠在其著作“谋略：战争中之欺敌与奇袭”(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s in War)中，分析了从1914至1953年间发生的86场地面战。后来研究年代延长至1973年，增加了25场战役 [ 原注：是项著作于1969年完成。另外卫雷与谢尔曼(Ronald Sherman)又予以补充，见Daneil and Herbig，pp.177-94。卫雷着重于战略欺敌，而佛利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Van Vleet)对于地面作战则重视战术奇袭与欺敌。佛利特还收录获致战场胜利最普遍的方法。 ] 。卫雷之结论如下：近年来为达成奇袭目的，欺敌作为之使用日益增加；如无欺敌，奇袭难以达成。同样地，欺敌在海上之重要性日益提升。今日由于性能优异之监测系统，使舰队无法在敌毫无警觉下协调攻击行动。但由于侦搜系统之侦测距离、复杂性与多重备用装置，加上各系统结合作业的复杂程序，使得战术人员面对敌军采欺敌作为时仍有可趁之机。



　　战术人员将持续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哪种战斗领导人适合此种新环境？充满活力、毅力、体力的年轻人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全天候战场的另一个结果是，舰船在任何战备等级中都可能进行猛烈的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战备等级二、三 [ 原注：两者之战备状况低于全面战备——前者维持二分之一人员于战斗部位，后者为三分之一。 ] 到全面备战仅有一点时间。保持人员精力成为舰长在作战时最重要的事情，此种情形尤以冲绳海战为最。面临数日神风特攻队的威胁与持续压力，是项战役系吾人观察现代战场心理效应之最佳实验室。舰长与舰上官兵一般，均承受无情而令人衰颓之压力。战争持续之紧张关系系属新的现象。官兵无聊的时间渐少，恐惧的时间增多。的确，美国军舰在开阔海域有安全之空间，但在接近敌岸时，必须时时警觉，并须作出一连串毫无瑕疵的决定，这简直是难以摆脱的苦恼。因时时可能遭受奇袭的威胁，官兵将承受持续而痛苦的紧张情绪。史塔克号(Stark)与文森斯号(Vincennes)指挥管制能力不足适足以说明，即令敌人之攻击未经仔细计画，亦可造成严重危险。对近海海军而言，军舰只要出港即面临此种压力。当今海军舰船在设计与人员配置上，愈来愈多是针对战备状况二与三之需求而定。所有战术指挥官与舰长均应灌输下属越级思考之观念，因为战事可能在舰长到达部位以前已结束，无论输赢，负责之军官会问自己：“如果是舰长，会怎么作？”



　　现代奇袭作战之威力可用数据表示。当两方实力为2：3，并进行交火时，实力较低的一方并不容易靠奇袭扭转劣势。以费斯克(Bradley Fiske)之齐放交火模式为例，居于劣势的一方(简称B)如欲取得平衡，须先发射10分钟，而A毫无还击。如双方同时交火，十分钟大约是A歼灭B所需时间的60%。B如欲取得2：1的优势，须在A开火前射击20分钟。1807年时，美洲豹号(Leopard)即运用此方式取得军力平衡，使毫无准备的切萨皮克号(Chesapeake)丧失优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航母作战相较，如B有两艘航空母舰，而A有三艘，B可透过奇袭一次击沉两艘，立即取得优势。现代飞弹之协调攻击亦可对舰队发挥相同效果。如此规模之奇袭攸关现代海战之战果。武器射程增加了侦搜距离之需求，而武器速度将此需求更进一步提升。



　　未来密切协调之奇袭行动增加的可能性愈来愈高，而这也是必然趋势，指挥管制与对敌指挥管制之反制措施之重要性将愈来愈高。



　　战术人员将需要快速精确之情报处理与显示系统，方能与趋势齐头并进。武器射程增加时，感测器搜索之范围为射程之平方。而武器速度增加将缩短指挥管制反应时间，例如一马赫的巡弋飞弹与三至四马赫的弹道飞弹间就有相当差异；大型飞弹弹头与动能武器迫使吾人毫无犯错的空间。战术上日趋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与指挥上的干扰是否会因科技的提升而改善，并使指挥官能在战前与作战期间了解其处境？这种情形以前从未发生，未来则有待下一次的海战方可知晓。明智的指挥官会怀疑，大量资料是否有助状况的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效先发制人之重要性更甚以往，这有赖了解战场状况，取得优势。



　　现代指挥官对火力规画与投射所花精神较少，较着重侦搜计画与执行，并以反侦搜与指管反制措施来阻止敌方遂行同一作为。何以会有这种情形？因现代之火炮射控解算需要侦察与监测系统。未来战术之发展将使舰队指挥官与参谋获益匪浅，能以指挥管制因应致命性之奇袭。














	

 






	















	







	







	









 





	


	







	








	




	


第08章　不变的原则




	







	

 



	


	



机动




　　作战理论有个问题，如何界定作战的开始与结束。致命性武力(火力)的交互攻击是否为作战的开始？维纳(Norbert Wiener； [ 译注：1864-1928，美国数学家，建立平稳时间序列预测理论和控制论科学 ] )在其著作“控制论”(Cybernetics)中提到眼镜蛇与蒙(mongoose)的故事。蒙具备特殊能力，相当敏捷，能处于眼镜蛇攻击的距离之外；在适当时机，蒙会攻击眼镜蛇头部后方，战斗随即结束。这场战斗是否从蒙的一跳开始呢？当然不是。同样地，第一炮也不是作战的开始。孙子、李德哈特与薄依德(John Boyd)皆认为，作战不仅在于火力运用而已，笔者亦认同此观点。还包括为达成日标而在初期实施之运动(不包括战略机动)。如马汉所言，战术是“作战前与作战时，能有效地结合各种作为之艺术。” [ 原注：Mahan，p.10 ]



　　历史显示，运动之目的在于取得优势，斐拉凡佐(Fioravanzo)提出一项联系过去与现代部队运动间不变的法则。渠认为重要战术位置系能对敌及早集中更大火力之相对位置 [ 原注：Fioravanzo，p.209. ] 。代表动能之速度与时间转换成位置时就成为静止状态。在帆船时代，海军将领们皆了解进入射程前运动之重要性，以及受损而丧失速度之严重性。大炮时代，战舰的高速度却因大炮会使战事快速结束而无用武之地，因此运动仅在开火之前方能发挥功能。而今日的情势是：由于战场广大，加上武器速度快，军舰无论多灵活，运动速度相对之下却如牛步般缓慢，但仍须寻求有利位置。有利位置有赖速度与时间，战术指挥官须有远见。总而言之，现代战术指挥官切不可因距离的长远而被蒙蔽，渠等所采取之战略移动可能只是战术运动；且须谨记，有利位置为其目标，速度与时间为其达成目标之方法。



　　吾人平时过于高估战舰速度在作战时之优势。高速的代价是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并牺牲排水量与空间。计画人员平时并未考量到，舰队编队行动时系以速度最慢之军舰为考量。战术人员平时讨论时忽略了受损舰艇对整个舰队速度的影响。勃克(Arleigh Burke)担任第23驱逐战队长时曾向整个战队表示，决不会拋下任何受损之战舰，任其自生自灭。但事后渠却承认当时所言系出于感性而非理性。费斯克(Fiske)极为重视速度，并在其1905年海军学会获奖论文(Naval Institute Prize Essay)中将速度之重要性列为第一，后两项分别为管理性(manageability，亦即指挥与管制[C2])与火力。马汉则持不同看法，渠所提之“均衡速度”(homogeneous spee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当局战舰造舰决策，即牺牲速度，着重武器与装甲。鲍德利(Baudry)对着重速度的装甲巡洋舰嗤之以鼻，并不认为这种军舰能与陆军的骑兵比拟。在陆军，与步兵相较之下，骑兵是一支高级部队。鲍德利认为装甲巡洋舰不过是廉价的战争机器，渠写道：“有谁听过骑兵中队的成员是由小孩拿着木棍组成的？” [ 原注：Baudry，p.47. ] 战斗巡洋舰的致命缺点是遭受短暂炮击后容易爆炸，费雪(Jackie Fisher)，亦即战斗巡洋舰之父，如能注意到鲍德利对速度的负面看法时，将会作得更为成功。丘吉尔重视速度，也在意装甲，如此方能在作战舰队前方支援侦搜线作业。



　　现代海军分析家并无法证明速度之效益何在，充其量是在防御性战术运动时有所助益。水翼船或气垫船亦未能证明效能及高速能有多少益处。新型攻击潜舰之高速率则是依据不切实际的理论的一种自圆其说。 [ 原注：单独行动的兵力，如潜舰或执行低空突穿任务的单一战机，其速度本身就是一项有待分析的问题。某一兵力是否能维持均衡的速率以及受损的军舰应如何自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依定义，单独行动的兵力是种不集中的兵力，而一个“不集中”的单位欲长期存活下去，必须保持不被敌人发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速率通常是我们保持行踪隐密的大敌。 ]



　　“海军作战之道”(How Navies Fight)一书作者邬利格(Frank Uhlig)认为航空母舰须具备高速度，俾利飞机作业。若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何种速度最适合航母。由于未来可能广泛使用短场垂直起降飞机，问题将更形复杂。其有垂直起飞能力(短场垂直起降飞机之最大优点)的飞机虽造价高昂，却可使航母舰队整体之动力需求减少50%，从而大幅降低造舰经费。军舰动力虽减少50%，但速度仍可维持原来之80%。高速还有另一个缺点，在水里会产生噪音而遭致潜舰攻击；航母能以低速率——甚至锚泊时——使飞机作业在某些时候极具价值。但笔者有不同看法；例如当部队前往印度洋时，战略速度仍是宝贵之能力。就战术闪避与反制瞄准而言，速度仍具相当之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卡罗莱纳级、阿拉巴马级以及爱荷华级(North Carolina，Alabama and Iowa classes)等军舰在速度上，系唯一能与航空母舰比拟之战舰。至于其他防空作战舰是否能在快速战舰上扮演更好的角色，似乎毫无意义。如科技能在没有牺牲其他能力的前提下提供更快之速度，吾人则应加以采用。如速率之获得必须牺牲其他能力，吾人则应三思。历史显示，吾人向来不遗余力地希望能使军舰速度快些，飞机除了速度要更快，还要更灵活；但五十年来在这方面并未有何进展。




火力




　　海上战术之成功遂行有赖有效地先行发挥攻势武力。如我方武器射程大于敌军，则战术目标系能处于敌射程外，集中火力摧毁敌军。如敌军射程大于我方，则战术目标应为遭击后仍能作战，并充分发挥剩余火力遂行任务。



　　对当今战术指挥官而言更重要的是，能集中并投射充分之有效火力，在敌发挥火力前遂行任务。反之则不应与敌交锋，因胜算极微，且对敌军无法造成损害。攻击的第二个不变原则是：当一切条件均相当时，战斗力上的些许优势将对战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且能产生累积性之效果。如能预知敌人将首先发动攻击，却不会产生决定性效果时，则吾人所拥有之优势会逐渐加大。在地面作战上，劣势兵力无法占据有利防御位置，并造成敌军重大伤亡。而劣势舰队必须承担风险，寻找有利时机率先发动攻击，否则应避开作战，采取闪躲、存活与蚕食策略，而遂行此等行为有赖运气与精湛之技术。



　　在前面几章中的部份理论或经验基础已获致此项结论。美海军战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举行之某些兵棋推演亦获致相同结果；两支分遣队交战结果系由下列衡量标准得知：两军相对战力(并非仅指军舰数量)如为2：1时，劣势兵力会被歼灭。如为3：2时，劣势者损失一半战力。4：3时，优势兵力将击败敌军，但其后在兵棋推演的剩余时间内将无法执行大型任务。 [ 原注：McHugh，PP.4-28及4-29. ]



　　笔者认为海战相对战力为4：3时，足以决定战果，但若劣势兵力先发攻击时则不然。3：2时，敌军将遭歼灭。某些国家曾试图取得5：3或2：1之优势，但这个数字大多基于战略，而非战术考量。 [ 原注：美国在华盛顿条约的谈判中，基于其在太平洋与大西洋都有战略责任的事实，而主张其主力舰兵力相对于日本主力舰兵力，应具有5：3的优势。而于本世纪初，英国担心会有一个“两强联盟”对其构成威胁，因此主张“两强标准”，也就是其海军兵力应大于实力在其后的两个强国海军的兵力之总和。 ]



　　另一项一再出现的现象由于过于普遍，故可称为不变之原则；亦即在战前高估武器效能。美西战争时，舰炮效能之低落出乎意料之外。到了1915年，射控问题多获解决后，能持续10至20分钟之精确火力即可决定战果。但在口德兰海战中，由于英军作战线灵活度不足，德军舰队运动敏捷，加上烟幕使作战现场能见度不佳等因素，使公海舰队逃过被歼灭的命运。太平洋战争前，航母指挥官对空中武力过于乐观。由于火力效能未如预期，舰队夜间行动杂乱无章，并未如兵棋推演时所示，产生简洁与决定性之效果。吾人须谨记这条规则：注意战争的“迷雾”，切勿低估敌可能躲过我方火力之可能性。下一场海战中，军舰发射飞弹后仅剩下空无一物的弹舱，看不出那些武器能对战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位仅存的战术家勃克将军被问到，对以其命名之新型驱逐舰勃克级(USS Arleigh Burke)会作何改变时表示，渠将在舰上添置一对水手使用之短弯刀（以御敌）。



　　决定性战果之可能性仍然未明。吾人观察到有些时候，攻击效能会因不良战术(墨守作战准则)，以及良好的装甲却配上低劣的射击与运动能力而大受影响(利萨海战[The Battle of Lissa]后)。但大体而言，攻击者较防御者更占优势；比提元帅(David Beatty； [ 译注：1871-1936，英国海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日德兰海战中指挥英国舰队。 ] )对于在五分钟失去两艘巡洋舰大感震惊；但相较之下吾人面对福克兰战役中，阿根廷折损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与英军折损雪菲尔号(Sheffield)就没那么寰惊。下列情况也不足为奇：英舰胡德号(HMS Hood)猎杀能力显得非常脆弱；中途岛战役时，日本海军的战力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就被摧毁；美海军舰队占有绝对优势，但于血腥的冲绳岛之役面对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每日折损一艘军舰以上。在现代战争中，军舰与飞机之折损率将极为骇人。但在武器威力上吾人发觉并未有多大进展。未来海战之决定性与毁灭性特质仍将如以往一般。



　　武器性能被高估，以及海战血腥四溢并快速结束，这两种说法间是否存有矛盾？中庸说法为：尽管战术人员未来所需之攻击能力远超过其所预期，但攻击力中之高威力与决定性效果仍然重要。杜威(George Dewey； [ 译注：1837-1917，美海军上将，美西战争时在马尼拉湾指挥美海军击败西班牙舰队，美国因而夺得菲律宾。 ] )与桑普森(William Sampson； [ 译注：1840-1902，美海军上将 ] )以优势火力赢得作战。日德兰海战就战术言之或许未分出高下，但科罗奈耳与福克兰群岛海战则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结果未明的战役，其实都已几近分出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航母空中武力足以横扫太平洋，但在1942年历经四次大战役后，几乎伤亡殆尽。当时对战机效能预期过高，影响飞机之战术部署，但就太平洋战区战略专家而言，此点并无关紧要。




反制武力




　　尽管防御敌炮火之成功机率涨落互见，且如今正处于衰退状态，但降低或摧毁敌攻势火力之重要性仍然不减。反制武力的不变原则如下：



　　除短期或特殊状况外，在海战中，防御从未如克劳塞维茨或其他陆战专家所言，能优于攻击。海战中决定性攻击之潜力尚未完全发挥。 [ 注 ]



　　防御展现了无比的弹性。防御的功能大多系争取时间，俾利攻击。然防御需求并不太大时，面临新威胁时可采其他方式因应。



　　由于攻击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故防御有时能发挥出更大效能。



　　战争肇始时，攻击与防御系摸索运用，但在战争初期，攻击效果较为显著。



　　海上作战另一项不变的原则是——海军是重要资产，难以取代。故以往舰队不会与配备相同数量火炮之陆地碉堡交火，战舰不会贸然进入适合布雷之水域，航空母舰不会攻击战机数量相同之机场。然而，如舰队在对岸上作战方面居于优势，以及掌握制海权时，则可能采取此类行动。1915年加利波利(Gallipoli)之役显示，海上兵力必须具备绝对优势，以及在适合布雷水域与岸置火力交战的风险性相当高的事实。三艘法国与英国主力舰，以及一艘英国战斗巡洋舰被击沉或受重创，而舰队突破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es)的行动功败垂成。



　　航空母舰对机场的作战亦有相同之风险。机场受损能立即修复，但受损之航母则不然。在传统战争中，在陆地之隐匿性、存活力与复原力均优于海上。军舰之优点在于机动力与兵力集中之特性。



　　核战发生时则不然。由于水面舰能透过战略运动远离威胁，透过战术运动可闪避飞弹攻击，持续战力较地面部队为强。潜射弹道飞弹之隐匿性优于陆基洲际弹道飞弹，故存活率较大。核战亦改变了一项原则：海上武力与陆基系统相较，前者较不容易进行战力补充，但在核战中，并不存在核弹头的补充问题，故这项原则不再适用。




侦搜




　　孙子写道：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 原注：SunTzu，pp.144-45. ]



　　此段出于“用间篇”，孙子如见到当今之破码技术与侦察卫星时，吾人可想见其兴奋之情。



　　海军指挥官向来希望其进行有效侦搜的距离能与其武器的射程相配合，亦即在相当远的距离搜集敌军情报(谨记前述之时间与运动之关系，吾人提到要“够快”)，俾利采取适当之攻击与防御行动。情报内容还须包括己方部队资料。一般人很难想象了解己方兵力动态之困难。在演习中，指挥官将所属部队列为攻击目标的情形时有所闻。任何专业人员均应谨记误击友军之风险性，初学者应详读摩里逊(Morison)有关所罗门夜战之著述，包括艾比蓝角战役(The Battle of Cape Esperance)。选择战术时应考量部队对战术了解与运用之娴熟度，在现代战争中，舰队如未事先演练而采疏散部署时，反而可能以长程飞弹误击友军。据称全球定位系统能避免友军误击，若果真如此，全球定位系统将改写海战的历史。



　　侦搜作业上不变的原则似乎是：情报永远不足。在帆船时代，巡防舰队在前方负责战略搜索(当时海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海上发现敌军)。当时并无多少方法能得知敌战略目标或位置。如同现代之卫星与超地平线雷达般，风帆巡防舰亦负责战术搜索，当时战略与战术搜索并无明显区别。发现目标后，巡防舰立即驶回至可互通旗号之距离，舰队方有足够时间编成纵队。如无足够之巡防舰，舰队可能在编队未完成时为敌所乘。圣文森角海战(The Battle of St. Vincent)即法国与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中的一个此类窘境的例子。海军指挥官极力要求提供更多巡防舰，但却不能如愿。



　　第三章指出侦搜作业上投注之庞大兵力。杰立可将军与谢尔将军投注25%之重型兵力用于从事侦搜作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侦搜部队包括更多舰艇与飞机。双方更极力运用信号情报(笔者认为，侦搜包括情报之发送——研析除外)。吾人现今已难以想象，如没有无线通信，舰队如何处理侦搜之问题；无线电通信有助舰队运动，系遂行侦搜作业之要素。



　　在两次大战之间，飞机成为主要之侦搜系统，执行欺敌、追踪与弹着观测——协助舰队火力瞄准。法国贝罗将军(Raymond de Belot)在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中海海战的描述中提到，意大利海军持续向空军请求侦搜机协助作业，如要求未果则士气大幅滑落。 [ 原注：Belot，pp.41-44，67-68，71-72， and 86. ] 美、日均派出潜舰、陆基飞机与舰载机执行早期预警与战略侦搜。美国航母舰队大量使用侦察轰炸两用机执行战术侦察，成果显著。日军使用航母舰载机执行侦搜起步较晚，多仰赖巡洋舰搭载之水上飞机，并尽可能使用陆基飞机。由于舍不得将飞机用于侦察作业，日军付出惨痛代价。优秀的指挥官会为了发现并标定目标，不惜牺牲其战斗力，将舰船与飞机应用于侦搜作业。战史中或许过于忽略空中搜索雷达在侦测与目标定位上对美军战术的贡献。在所罗门夜战行动之初期，雷达虽被误用，但太平洋战场上优异的空中与雷达搜索能力让吾人难以低估其效能。



　　当今战术指挥官仍将认为，侦搜作为永远不足。依据搜索距离、中心方位与散布角来配置侦搜装备将是指挥官最重要之战术决心。史普鲁恩斯、米契尔、海尔赛等人运用轰炸机执行侦察任务，杰立可将军运用快速战舰实施侦搜作业，而现代指挥官有时亦必须牺牲部份兵力进行情报侦搜作业。如洲际弹道飞弹或潜射弹道飞弹造成全球核战时，战术侦搜之角色仍将维持不变。太空与地面系统将成为瞄准、损害评估以及评估剩余兵力之必要装备。科技在下一场战争中会替吾人带来新的“雷达”吗？吾人是否能善加利用此一新装备，抑或如所罗门海战中依据过时的计画而弃之不用。最有可能的系统是小型无人载具，尤其是空中系统。吾人切不可低估将此系统纳入侦搜网络之困难度。



　　侦搜系战争中不变的重要原则，此一说法似乎过于平淡无奇。或许较好的说法是：胜利者在欺敌、追踪与瞄准等侦搜能力上优于敌人。就海战而言，良好的侦搜能力——比机动力重要，和武器射程同样重要，且通常和任何作战要素一样重要，因其不仅决定了何者可有效攻击，更决定了何者可首先发挥决定性之一击。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退休前仍担任海军电子系统指挥部(Naval Electronics Systems Command)首席科学家之劳森博士(Dr. J.S. Lawson)使用指挥管制一词代表指挥官运用职权，指挥部队达成任务之程序。大约在1977年，劳森博士与海军研究院慕斯教授(Professor Paul Moose)共同设计如图8-1所示之决策周期。 [ 原注：无独有偶地，欧洲盟军统帅部技术中心(SHAPE Technical Center)柯以尔博士(Dr.Geoffrey Coyle)也提出类似论点。苏联有关控制论的科学研究中亦有证据显示，早在1960年代苏联即已提出类似之指挥管制模式。见Abchuk等以及Ivanov等所着之作品，两者分别为1964年与1971年版之修订版。James Taylor(Pp.36-41)对苏联指挥管制之研究提供有助益之论点。 ] 内容包括决心(decision，指挥之一环)、感测(sensing，侦搜之一环)及行动(acting，透过通信进行管制之部份作为)，以及所有之战术程序。劳森、慕斯及其同僚将“感测”与“行动”纳入指挥管制程序中并置于回馈环路中，扩大指挥管制的内涵。渠等并研究指挥管制对火力投射与侦搜产生之效能，例如火力发射率或监侦情报品质(对战术相当重要)。有了指挥管制流程图后，吾人可检视整个战术环境与指挥管制之效能，观察火力投射、侦搜，以及指挥管制的每个步骤。战术分析人员可用其中两项为依据，仔细检视第三项。例如，分析人员假定双方之战术侦搜与武力投射计画后，即可专注于旗舰战情中心如何取得情报，以及这些情报如何在内部，流通(属指挥程序)。另外渠亦可研究命含在通信网络上之流程，例如将敌潜舰定位后实施攻击，并将重点置于运动路线以及完成攻击所需时间(管制程序)。






图8-1　劳森指挥管制流程



　　劳森1977年提出之指挥管制模式最显著的缺点之一为，将管制视为单方面之程序。劳森现今认为其模式应纳入敌管制流程，此一流程系依据作战环境与我军兵力运作。 [ 原注：取自1985年冬季于加州蒙特利(Monterey，Ca[ifornia)与劳森之谈话。 ] 图8-2显示敌我双方之指挥管制流程。图表看似清楚明了，却未显示引进敌管制流程后衍生的复杂分析问题。假设我军管制流程效能优于敌军20%，这是否代表吾人在战场控制权上取得些许优势、20%优势或全面优势？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无标准答案，但吾人面临之具体战术问题仍须加以解决。依据此流程而进行作业者，尚无人能区别具备回馈特性并管制“自然”(nature)之工程流程，以及两军依据各自目标而进行之管制流程之间有何基本差异。






图8-2　敌我军于相同环境同时实施指挥管制之流程



　　劳森强调之指挥管制系一种程序，亦即如何处理事情，其指挥模式系依时间作业之抽象概念，并无具体战术内涵。笔者着重指挥，亦即应完成何事。指挥攸关兵力分配——亦即战斗力之分配。战力分配系指挥管制之内涵。透过指挥进行之兵力分配系依时空为条件，此外考量因素还包括功能(例如依据侦搜与攻击，或攻击与防御需求分配兵力)与组织(就水平组织而言，兵力分配予下属指挥官，就垂直组织而言是分配予电战参谋官)。



　　战术内涵与劳森之“所欲状况”相近，亦即指挥所欲达成之目标。作战初期，所欲状况大多系于任务分配与兵力位置，并运用指挥管制反制措施影响敌行动。之后指挥管制所欲之状况是率先对敌实施有效的射击。



　　除非准则相当周延，或海上状况能准确预期，否则指挥管制计画作为应就全盘状况考量战术内涵(所欲状况)。谨就此点加以说明。有一种地面作战系沿一条阵线进行，各单位负责一个区段，达成赋予之目标亦即其所欲状况。增援部队负责支援战事困难之区段，待所有区段均达成目标后方可言获胜，此种胜利的关键在于侧翼不能暴露出来。另一种方式系在行动成功之处强化战果，使胜利如雪球般愈滚愈大，这有赖突破敌军后继续扩张战果。海战时，战斗群如愈遂行防御行动，须适时强化空中、水面与水下之攻击。最适合击落来袭飞弹的屏卫编队并不适合侦测、吓阻、与摧毁来袭潜舰或小型快艇。进行攻击行动时，舰艇之机动力有两项优点：能在许多位置对敌产生威胁，以及发现敌人弱点时能加以运用。



　　大体而言，什么时候实施防御，并扩大敌军弱点，什么时候采取攻击，强化战果？今日吾人如何运用此项战术原则。就攻击而言，现代网络架构能使分散各地之部队在重要时间与地点发挥协调攻击。经初步损害评估并精细计算后，再度攻击，俾获致初步战果。此系美军所谓之优势战场觉知与精准打击(Dominant Battlefleld Awareness and Precision Strike)。就防御而言——吾人应加以注意此点，当敌军掌握主动优势时，舰艇编队与指挥管制程序应利于各舰在面临威胁时，能立即自行采取行动因应。在此防御原则下，面对空中、水面、水下、太空与陆地威胁时，应采何种编队与那些措施皆应于事前制定，包括自由射击区与回避区。面临攻击时，防御部队指挥官则负责填补敌军打开之砖隙，并协助孤立无援之受损军舰。勃克中校在一项行动检讨报告中提到：“作战时无暇下达命令，各员在开赴战场前应了解各自之任务。” [ 原注：取自Callo，p.64. ] 。



　　指挥官与其参谋汇整情报，决策辅助系统如能使相关作业更有效率，则应采用之。现代之地图或数字显示器亦能协助情报整合。人工情报系统亦具有颁布过程与(当超越此过程时)自动决策之功能。但在军事指挥决策辅助中，没有任何系统能比人类作出更好的决策；但有许多系统能使决策的某个部份作得更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有些射控系统能依据威胁程度对目标设定优先顺序，分配武器，并发射飞弹，完全无须人工介入。神盾系统虽仍可由人介入操作，但其运作系依预置之战术计画执行。



　　管制系一种执行决策之作为。声音、视觉与电子通信系管制之重要工具。有效之规画与训练系管制之基石。指挥管制之效能可透过持续实施之时间加以评估。另一项衡量标准系改变计画时所需之通信量。



　　时间与时机系重要因素。时间系持续之长度，时机则是指挥官谨慎下达战术命令之时间点。时间系吾人所欲节省之量；时机则是抉择之时刻。



　　压缩信号并运用通信网络以更快速度处理与下达命令可节省时间，决策辅助系统亦可节省时间；另一项节省时间之利器系团队合作，这有赖训练与准则规范方能达成。懒散、迷糊、体力衰竭与士气低落系时间浪费之主因。笔者怀疑，许多导致后果惨重之战术决策系由精神耗乏，体力衰竭之指挥官与战斗人员所制定者。美海军更上最严重之挫败——萨沃岛(Savo Island)战役，无疑地系导因于体力衰竭。美军于是役在兵力调配上仓促拙劣，而哨戒舰亦未能察觉三川(Mikasa)之巡洋舰队。



　　时机系战胜之关键。古希腊人有kairon lavien一词，代表掌握机会之绝佳时机。战术人员永远在一个问题上打转，渠是否已获得充分情报，俾能遂行攻击，而敌人亦搜集情报以找寻有利攻击时机。两军兵力相当时，完整之情报亦不能保证胜利操之在我。以下棋为比方，双方对一切了若指掌，并能有效管制其部队，胜者并非取决于战术情报。良好之时机除依赖情报外，还有赖本能与经验。



　　就其他方面言之，以棋赛比拟作战并不恰当，因相关问题在于主事者之智能对抗。未纳入的因素包括迷雾、威胁、降低人员精神张力，以及时机与攻击等问题。吾人曾数度引用勃克所言，优秀与拙劣领导者间仅有10秒钟的差异。指挥官应时时将时间与时机谨记在心。优劣领导者间之另一项差异在于渠等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以及传达了什么。



　　指挥官之首要目标系维持命令——即保持管制，或如班布里基-郝夫(Bainbridge-Hoff)所言：“尽可能避面混乱状态。” [ 原注：Bainbridge-Hoff(1894)，p.86. ] 。如果这只是开始，那么这也是战术规画开始之处。布雷克(Blake)与其他将领出海后立即将所有兵力编成纵队，命令下达后兵力随之集中。笔者敢言，美海军在所罗门夜战中之所以编成纵队，部份原因系除了维持管制，指挥官也不敢期望舰队能发挥何种功能。后来勃克以小队编组实施连续攻击，但渠充其量一次仅能协调两支小队之行动。在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 Augusta Bay)，梅利尔(Tip Merrill)以巡洋舰纵队为参考点，两支驱逐舰战队分别于纵队两端展开部署。这种三种编队的战术除了造成场面混乱外，对敌造成之损害不大。勃克下令舰队分别行动，勃克打转了一个多小时后试图集结兵力，结果完全失去管制能力。



　　美空军备役少将贾斯柏韦尔契(Jasper A. Welch)曾提到其个人对“完美指、管、通、情体系”之标准，依重要性顺序排列：



　　保持命令畅达与部队团结。



　　管制作战步调，避免致命错误(此两项标准系韦尔契所言之“避免失败之前提”)



　　确保行动不会发生零功效的结果。(韦尔契认为这是胜利的第一个前提)。



　　充分发挥兵力调配、战略或部队各单位之功能——有效能之指挥管制。(韦尔契认为就重要性而言，此标准应列于第17项)。 [ 注 ]



　　美陆军备役中将库贺曼(JohnCushman)亦就通信提出类似观点。



　　假设一种用来衡量指挥官对通信之满意度的方法分为100个刻度，0代表毫无通信设备，100代表完美。假设指挥官仅有勉强可用之基本通信装备，满意度可达50，有了完善的系统后，满意度不过是增加一倍。 [ 原注：Cushman，pp.6-111. ]



　　战术过于复杂化是平时容易产生之毛病，一旦情势由和平转为战争时，战术随即明显地简单化。战术理论家们低估了战事紧张时，实施复杂军事行动之困难度；熟于军事史者又过于急躁，亟欲找出从未被加以运用之机会。海军领导者在平时亦有此种倾向。复杂高超之运动最适合军舰作业，可透过高度训练达成，例如潜舰或小型单位。其他特殊例子如公海舰队可在作战期间实施180度转向，但这需要明确之准则与严密之训练，且条件是军舰数量不多。由于敌军亦可能了解己方经常训练之项目，因此复杂之舰队战术须在敌人了解的前提下仍能奏效。由于未来将使用性能更好之通信与决策辅助系统，故以精密系统执行复杂战术之潮流势不可挡。然而复杂之作为应在审慎考量与高度训练后方可实施。



　　攻击与防御兵力之集中相当复杂，但吾人却容易高估敌人这方面的能力。低估敌人后果堪虞，但依最坏状况制定计画并据以实施并不足够。有时候，我们被教导要以敌人能力作为吾人行动之依据，这是错误的观念。行动应反映出吾人对敌能力已作全面考量。了解博奕理论(game theory)的人都知道，此一做法类似指挥官正式之“状况判断”(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将各个数值纳入考量。依据博奕理论，吾人考量双方所有行动选项后，针对敌军最佳选项，制定我方最佳因应之道。但如同所有计画般，状况判断在实际作业中未必适用。判断属静态作业，作战系动态作为，时间与时机之不同会增加或减少替代方案之需求。(1862年5月至6月的申南多亚谷[Shenandoah Valley]战役中，杰克森[Stonewall Jackson]只不过比敌军更早制定替代方案，行动更快。)另一方面，情势的演变会造成许多事前未见之紧急情况。作战计画应考量到主要攻击开始前，军力平衡丕变之应变作为，这类状况并无法事先预判。举菲律宾海战为例，日军意图以航母战机执行长程攻击的计画，早在实施前即注定失败。因史普鲁恩斯早已摧毁日军陆基空中兵力，且其战机已掌控日军海航机预定降落之塞班岛与关岛机场。



　　状况判断虽有局限性，对劣势兵力指挥官而言，此点最为明显。最坏状况的因应计画并无法赢得胜利。状况判断系用以发觉敌对我最不利的行动方案，并设法消除敌人落实此一方案的可能性。具体的做法包括侦搜、欺敌、或快速猛烈之打击。对优势兵力指挥官而言，如计画面面俱到，意图打一场毫无风险的战争，反而会丧失诸多大好良机，浪费宝贵时间；时间对战略而言相当于战术上之兵力。海尔赛将军行事冲动，虽多次失利，但人们总是记得他对战略(担任西南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时)与战术(担任第三舰队指挥官时)两者间运用自如。但如将历史上战术指挥官排列名次，海尔赛洛于史普鲁恩斯之后。史普鲁恩斯作战时颁布细密，行事果敢。



　　状况判断之功能永远不变。状况判断对战术决心之影响力依然重要，但绝非决心制定之依据。劣势兵力在作战时难以避免地会面临诸多风险，对指挥官而言，状况判断之重要性在于提供依据，俾能承担风险。



　　以下探讨之主题相当重要，笔者之态度将较1986年时更加审慎。许多因素加速了金融、交通、商务资讯之流通，决策亦然。新知识产生之契机与竞争优势，以及大趋势与大进步等言论充斥于耳。美军亦拥抱商业网路科技的果实，俾使决策能快速精确地传达至遍布四处之部队，无论在时间、地点或网界(亦即电子资讯之管道与节点)上均需达到精确性。然商业竞争取决于资讯交换合作，资讯作战则在摧毁敌军资讯。资讯科技的确影响了美军战略：CNN效应只是一项结果。就平衡观点而言，两军交战时，指挥管制仍将面临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之制衡。故就战术言之，未来指挥决策与以往相较并无多大进步。



　　作战时，舰队指挥官须将决心制定之速度与执行决心之可靠性谨记在心。克里维德(Martinvan Creveld)在其“战争中之指挥”(Command in War)一书中，研究了从古至今地面战之指挥。渠指出不确定性系指挥体系必须因应之重要问题。但渠在文中写道：“本项研究最重要之结论为，科技决定论事实上在吾人面临不确定因素时，从未主导因应方式之选择。”从烟号到电报，以及从无线电到通信卫星，对识见不明之军事组织而言，科技反而是种陷阱。故吾人应如克里维德所言，“了解科技之限制，从而找出遂行任务之方法” [ 原注：Creveld，pp.268 and 274-75. ] ，而不是依据可用之科技制定相对之行动。



　　以往解读旗号与灯号再据以行动所需之时间，是否与今日部署范围广泛之机舰作同样动作所需时间相当？吾人是否还记得，帆船时代作战时产生之烟雾影响信号解读能力？VHF无线电只因通信室与驾驶台间线路出了问题而无法操作？反潜飞机因少了UHF晶体或正确之通信计画而无法进行通联？吾人须谨记海军战术资料系统(Naval Tactical Data System)之经验，电子邮件与其他电子传输方式亦时有失效，敌人亦可干扰通信或对电脑网路散布病毒。与潜舰通信并不容易。武器射程与威力使编队间距大幅增加，而开阔之编队亟须仰赖通信卫星，但可靠度并非百分之百。故结论如下：尽管通信之速度与容量有大幅进展，但战时指挥与管制部队之能力可能未有多大改变。



　　此点有何重要性？此点攸关决策时机与命令下达。以往曾有指挥官因低估通信所需时间与品质，打乱了完善的作战计画。例如在瓜达康纳尔海战(The Battle of Guadalcanal)中，13艘军舰组成之纵队灵活度不足，柯拉汉(Dan Collaghan)难以管制；在艾比蓝角战役中，史考特所属舰队在运动时杂乱无章，射击命令更是含糊不清。为满足指挥管制系统之需求，吾人应在科技提升上不断努力。现代指挥官在作战步调与面临困难时，可参考历史上宝贵之经验。



　　作战步调之维持有赖指挥官及其参谋周延地制定计画。计画旨在将各种不同的部队结合成一支特遣部队。为使各单位能充分合作，特遣部队指挥官之所有参谋应可独力负责计划所有行动。空中、水面、水下与两栖兵力之派遣，以及攻击行动的实施等，参谋的角色是领导者，而非仲裁者。作战期间侦搜统合行动之规画与执行，包括电子发射之管制，均为该参谋之责任，且不可授权他人负责，这并非剥夺下层指挥官之职权。笔者认为，舰队如欲遂行任务，指挥官与其参谋对作战的各个层面应驾轻就熟。自从战舰、巡洋舰与驱逐舰的时代开启后，指挥官即全权指挥所有单位并协调部队之行动。



　　准则之发展亦为指挥管制之一环。滨海作战计画人员开始相信，只要有配套之实际通用作战准则与战斗教令，加上舰队实际勤训演练后，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将可充分发挥潜力。战时优异之战术有赖平时对战术之精研，娴熟演练有赖完善准则，完善准则有赖周延之战术思想，周延之战术思想有赖坚实之战术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战术无出人意料之发展，应可归因于廿世纪初大量战术著作出版之故。令人意外的是，战事肇始之际，相关战术与准则作为与科技之进步并无多大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海军作战时运用飞机，比夜战时运用大炮的成效更佳。战术效能与刊物中战术文章之品质有关。海军作战刊物之品质应就严整性、探讨主题及读者人数，与以往之舰队战术刊物比较。美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内容应与1900年至1910年般，以战术文章为主。海军战院之课程则应如1930年代般，着重于海军作战。兵棋推演不应将重点置于训练与增加经验，而应如1920至1930年代一般，从每一次的推演结果中学习。吾人之当代战术著作应与世界上一流的著作比较。海华德上将(Admiral Thomas Hayward)担任军令部长时兴起之战术思想复兴的风气逐渐式微。吾人对海洋战术相当纯熟，但在滨海作战与相关教令上仍有待努力。滨海作战爆发时可能之战术能力可从相关著述之品质观之——比平日之演习更具代表性。截至今日，相关著作大多在提醒人们应多注意滨海作战，却未提出相关战术因应之道。事实上，三篇有关滨海作战之最佳著作之作者均为外国人：挪威人薄连生着“滨海国家之海权”(The Seapower of the Coastal State by Jacob Borreson)、丹麦海军中校裘金生着“美海军之滨海作战：2000年与其后”(“US. Navy Operations in Littoral Waters：20OO and Beyond”， by Commander Tim Sloth Joergensen)、英国海军少校更塔克着“不干预：滨海环境中行动之局限性”(“Non-lntervention：Llmlted Operations in the Llttoral Envlronment，by Lieutenant Commander Jeremy Stocker)。 [ 原注：Stocker，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utumn1998). ]



　　在没有任何干扰因素下，平时指挥的各项不变原则中何者最为重要？笔者看法与本书所述的其他观点不同，但却无任何事例可资证明。陆军上将库贺曼却有充分证明支持其观点。渠认为在战时，指挥之首要之务为遂行任务，平时则为战备整备， [ 原注：Cushman，pp.4-13. ] 此言或许言之有理。克劳塞维茨说过：“习惯会孕育出无价之性格与沉静”，这是否代表没有参与作战时，习惯必须由训练而得，究竟何者为重？还是指挥上最重要的是知己、知敌？这些观点皆均有相当价值。但笔者认为，指挥官平时最重要的是尽其所能发掘作战领导者，赋予这些人舰职，任职时间须比美海军现行之规定还长。每一个舰职指挥官之首要之务就是找出两个能力更好的军官，并竭尽所能协助渠等从事战备，如此方能发挥提纲挚领之功能，使其他事务进入常轨。




战术趋势与不变原则总结




　　海战史趋势



　　武器(鱼雷、飞机、飞弹)速度之增加较投射载台之速度(舰船或岸置单位)为快。



　　载台速度重要性次于武器速度，发射速度有赖侦搜与指挥管制之程序，以及武器本身之速度。



　　运动性对兵力集中与优先打击之重要性降低，但对闪避敌人武器而言，重要性不减反增。



　　武器有效射程之重要性超越了武器之威力。



　　武器威力大幅增加，特别是攻船武器。



　　武器射程与威力扩大了敌我双方舰队间之无人地带，此一地区之主要活动为侦搜与屏卫。



　　武器射程与威力增加亦提升陆地与海上之互动，岸置部队参与海战之程度逐渐增加。



　　防御之发展逐渐以防御力(火力与软杀)为重心，而非以往之持续战力(承受打击之能力)。



　　造舰工程师对前一观点的接受度过快。建造主要军舰时，仍应将持续战力纳入设计。



　　未来部队散布范围广大，有赖指挥管制集中火力。



　　在港舰与地面飞机容易遭受攻击。港口不再是安全的庇护所。



　　侦搜系统之搜索范围必须与武器射程齐头并进。



　　侦搜范围就垂直面而言已大幅增加。由于许多武器其有三度空间作战功能，故空中、水面与水下侦搜逐渐相互为用。



　　太空侦搜系统将导致太空作战。



　　武器、感测器与通信射程或距离增加，而反侦搜效能亦将随之提升。



　　海战史中不变之原则



　　依据预期战况实施运动仍是作战重要之一环，如今其实施之规模更大。



　　运动之目的系取得相对于敌人之优势位置，地面战中强调某些地点具绝对优势，在海战中不见得适用。但特定地点可能对战略结果有所影响。



　　吾人平时对军舰之机动力过于夸大，其战术价值须依据机动力的取得牺牲了哪些能力方能衡量。



　　首先发挥有效武力永远是首要之战术目标。



　　如双方持续交火，只需些微之优势即可产生决定性效果，甚而在未受相当损害情形下赢得胜利。



　　劣势兵力如具备优异侦搜与指挥管制能力，并一次发挥庞大火力(如齐射)，将可战胜。故劣势的一方须具备充足火力。



　　火力效果未如平时预期，然投射决定性火力之可能性普遍存在。



　　自有海战以来，作战中表现最佳之舰队不会保留战术后备部队。



　　反制武力、反侦搜以及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等旨在迟滞或降低敌军火力，待我军火力发挥效果。



　　防御无法主导海战，充其量能发挥迟滞功效。



　　防御在因应或抑制新武器效能上具有惊人的弹性。例如，当装甲成功地防御炮弹，而导致反装甲火箭问世时；当美军防空系统有效摧毁敌战机，而导致神风特攻队的出现时。



　　与陆军部队相较，海军部队较难以补充战力。由于海战中攻击具有绝对地位，因此高层较不愿置海军部队于险境。



　　战术指挥官一向希望其侦搜能力能与武器射程与发射速度相当。



　　侦搜能力似乎永远不足。



　　反侦搜成为压制敌人侦搜之主要利器。



　　战术奇袭之可能性增加。敌我皆可能发动奇袭。



　　由于两军皆有可能发动突然猛烈之攻击，故遭奇袭后，损伤愈益严重。



　　欺敌(亦即隐藏我火力、迟滞敌侦搜作业、干扰敌指挥)愈益重要，且攸关舰队战术成功与否。



　　指挥管制能力提升，但永远无法满足需求。汇整侦搜情报之现代决策辅助系统能改善决策时机，减少决策所需时间。



　　现代作战使战场处处充满危险。事实上，由于先行从事远距离部署在今日变成相当重要，故吾人难以界定现代作战于何时开始。



　　战术指挥官必须集中更多注意力在侦搜作业上，而非火力投射。



　　过去廿年来，感测器与通信网路之范畴与复杂性以极快之速度增加。



　　作战的趋势与机器系统有关。



　　战术指挥官应时时准备重新分配部队任务，牺牲火力从事侦搜与屏卫作业。



　　时间与时机系指挥管制与反制敌指挥管制之主要考量因素。



　　指挥首要之务系维持管制，管制系战胜之前提。



　　状况评估、对敌状况评估与博奕理论等皆为指挥管制不可或缺之工具。



　　运用状况评估或其他规画过程时，劣势兵力指挥官必须承担风险方可赢得胜利。



　　舰队管制之步调从古至今并未有多大变化。计画、准则、训练与战斗经验等，能降低指挥官因作战节律而不知所措的可能性。



　　复杂战术系平时之假定，一旦战事爆发后，一切战术变得极为简单。



　　作战的不变原则都与人有关。














	

 






	















	







	







	









 





	


	







	








	




	


第09章　科技的趋势与不变原则




	







	

 



	


	



科技进展与战术变革




　　本章系战术趋势与不变原则之补充。科技向来以改变战术著称，科技能促成战术的新发展，却无法影响战术不变之原则。事实上，科技的进展以及其时时改变战术的特质亦为作战不变之重要原则。重要的是，今日科学进步快速是否亦相对地影响军事发展。科技影响所及是否不限于战术？此种影响是否愈来愈大？



　　科技发展之速度是否亦加速了革命性武器与侦测器问世的可能？了解这个问题后，方能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新科技之效能须在一系列作战中运用多少次方足以影响战争之结果？亦即，新科技需要多少的使用频率与多大的规模？



　　新科技出现时，吾人如何看待，方能将之运用于作战？



　　杜普易(Trevor Dupuy)在其许多未出版之研究中搜罗多事例证明，在地面战中，新武器对战果的影响通常有其局限性，且效果短暂。渠认为，突飞猛进的科技本身从未有助于赢得战争，但衍生之战术革命则不然。拿破仑机动运用大炮的战术系革命性作为，然野战炮在当时并非新发明。英国发明战车，法国的战车性能优异且数量庞大，但德国却能以闪电战术充分运用战车赢得胜利。上例中大炮与战车在当时并非秘密武器，却以新的方式运用达到相当效果。战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新武器，英国在坎布累(Cambrai； [ 译注：位于法国，曾于1917年、1918年发生战事 ] 战役中大量使用，虽获致初步胜利，但未能将战果扩大。因此有人认为，在相关战术成熟之前，英国糟踢了战车科技。此点衍生一个问题，吾人是否可能在战时秘密且大量地发展某种武器以及相关战术与训练，俾掌握战局？抑或新武器之影响仅具有局部而短暂之功能？




秘密武器与战时出敌不意之效果




　　由于大型海战不多，故新科技对决策的影响较大。破码技术大幅提升同盟国的侦搜能力，历史上有一项秘密武器的重要性可与之相提并论：韩国海军将领李舜臣(Li Sun-Sin)发明之“龟船”(kwi-suns)于1592年在笔山与黄海打败日军。



　　另一项秘密武器系日本之长矛(Long Lance)鱼雷。即使到了1943年夏季，美军还无法确定这是何种武器，为何其效果卓著？长矛鱼雷于1930年代研发，日本巡洋舰与驱逐舰官兵均曾密集从事相关训练。美军在太平洋战争肇始之时脾睨日本科技，其过度自信之程度，与德国和日本认为其密码无懈可击时一般。



　　另一项秘密武器是原子弹。原子弹并非海军武器，亦不能视为战术性武器。1945年，原子弹对日本造成致命一击。是项科技研发历时四年，仅有两枚制成。在平时，吾人是否有可能将这个“终极武器”之研发列为机密？事实证明不太可能，尤其在美国。评多美国人认为秘密武器应公诸于世。桑默斯上校(Colonel Harry Summers)在其“战略论”(On Strategy)中提到，国家如未考量人民反应，将无法有效地长久作战。吾人如阅读过苏联战争律(Soviet Union laws of war)以及马汉、克劳塞维茨、甚至孙子等人之著作，即可了解森姆思所言并非新理论。人民、社会与政府的自由观将决定秘密武器之发展能维持在何种机密程度。读者亦应参阅35年前布希(Vannevar Bush)所着之“现代武器与自由人民”(Modern Arms and Free Men)。布希在结论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讯交流程度较高的国家与法西斯封闭国家如德国与意大利相较，对科技运用之程度较高。 [ 原注：Bush，pp.193-232. ] 诚然，吾人如欲赢得科技战争，须拥有较好之科技或保密度，两者皆不可逊于敌人。



　　然新武器所欲效果往往未尽人意，以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实例，大多为海军武器：



　　磁性感应水雷：德国用以封锁英伦三岛港口，功效良好，但由于过早使用，易遭反制。



　　美制鱼雷磁性引爆器：于战前研发，效果不彰，影响美军作战。短距离作战时，还可能造成美军严重伤亡。英军与德军之精密鱼雷早期亦产生若干问题。



　　近发引信：大战期间大多禁止于任何水域上空使用，避免德国人拾获，从而汲取相关科技来对付美国战略轰炸机。



　　夜间战斗机：功效优异，但数量太少，无法决定战果。



　　潜舰：功能强大，但其作为反制战舰之功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众所周知(并非秘密)。



　　声纳：反制潜舰之利器，发展时相当保密，但不足以消除潜舰威胁。



　　雷达干扰丝(window)：丝状铝箔，用以干扰敌战机侦测雷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已拥有干扰丝，但迟至盟军于1943年7月轰炸汉堡时方使用。双方皆认为雷达干扰丝系对战争助益极大之利器。



　　喷射机、V-1与V-2飞弹，以及呼吸管潜舰：大战末期方问世，对战局影响有限。



　　以下皆为新武器秘密或公开何以未能发挥功效之原因：



　　生产受限，例如磁性水雷。



　　测试受限，例如鱼雷引爆器。



　　复杂性高，作业人员须技术纯熟，并能结合至舰队战术中，例如雷达与夜间战斗机。



　　过于简单，可能为敌人所用，例如雷达干扰丝。



　　采用后失败之可能性，例如美国磁性鱼雷。



　　期望过高，如声纳。



　　长期研发期间保持机密之代价，如德国纳粹之秘密武器。



　　吾人因此可知，战时海军的新武器并不易发挥所欲效果。也因此战时新研发之武器可继续发展，直至相关数量、战术与训练皆已齐备。而指挥官在战时就是希望能用尽一切武器，也是未可厚非。对面临新武器威胁的一方而言，笔者认为无须恐惧，仅需戒慎即可。




平时之渐进式与革命性研发




　　平时之状况则与前述呈鲜明对比。敌人可在平时有充裕时间发现吾人之新武器科技，并在战争来临之前采取因应作为。但平时研发之新武器，吾人是否能在战时充分发挥其战术影响力？吾人如低估敌发展之新武器，未能投注经费研发反制措施，忽略因应之战术与训练，势将自尝苦果。显然地对战术人员而言，他的职责在于发挥现有武器功能：采分散部署、闪躲？还是采先制攻击？是否无视受损系统，将所余武器以更新或更好之方法加以运用？他事前如未发现新威胁并妥为准备加以因应，则平时发展且众所周知之新武器，在战时亦可能发挥秘密武器之效果。这才是真正的危险。现在这些武器有哪些呢？化武、太空系统、雷射、匿踪系统、无人载具以及水雷作战皆有可能。吾人是否已察觉其意涵？



　　一九九二年沙漠风暴行动即为一例，美军科技与战术出乎伊拉克的预期。自该次战争以来，各界对战争结果、美军武器、感测器，以及指挥管制系统等有诸多不同看法。仍有人批评各种武器系统之统合运用未尽完善。对一个海军理论家而言，并不适合就相关说法提出评论，但沙漠风暴正好说明笔者所欲表达之意念。攻击者成功机率与防御者之战备程度呈反比，即令防御的一方完全了解面对何种新科技，例如隐形战机、巡弋飞弹及侦察卫星。防御者完全无法想象，当这些武器系统统合运用时，会产生何种高度威力。除伊拉克震慑于美国庞大威力外，俄国也对美国陆、空军发挥了前所未见之战术优势而感到惊讶。



　　现在将话题转到较次要之事务，科技研究进步快速。无疑地，这种速度可称为趋势。但未有事例证明，科技研发之速度能相对地以更快的速度研发出更好的武器。美国在军舰、战机、武器与感测系统发展上棺当缓慢。在英荷战争期间，整个舰队军舰仅需一至二年即可建造完成。英国或荷兰只要有新武器问世，就能立即投入战事。如今美国从构思新型军舰、寻求支援、获得预算到制造第一艘原型需时15年。如果科技的进展决定了现代战争，何以吾人军舰服役期高达卅年，而战机与攻击机亦长达15年？俄国运用新武器之速度较美国快，但何以仍长期维持大量老旧军舰与战机？科技快速进步似乎对作战不会发挥快速的影响。科技愈精密，愈难以于短期内运用。



　　尽管如此，容吾人假设某种新武器的确能改变作战之步调。海军于1950年代与1960年代末分别对潜射巡弋飞弹与深海归向鱼雷进行试验。海军深切了解这两项科技之潜力，问题在于如何将其结合至实际作业；答案为逐步引进，而非以革命性的方式一次采用。在自由国家，逐步采用的方式可以运作。但由于美国对计画中之舰船、飞机与感测系统是否需要重新设计争论不休。鉴于巡弋飞弹未有任何有效之瞄准系统，海军决定将该计画延续卅年。先发展武器，瞄准系统随之应运而生。事实上，西姆斯(W.S. Sims)亦会主张应先发展大口径火炮，以待其射控系统能发挥功能。



　　美海军依据条约制造之巡洋舰系逐步发展之成功例子。两次大战之间海军军备条约对巡洋舰之限制为，标准排水量1万吨，主炮为8吋炮。因此其设计以排水量为主要考量，而成本效益不被重视 [ 原注：俄国海军少将史塔波(RearAdmiralStalbo)在俄国海军刊物Morskoy Sbornik中写道，即令现代，排水量仍是造舰之重要标准。见Stalbo，no，5.p.25. ] 。两艘潘萨科拉级(Pensacola)系依重量而设计，被戏称为笨狗，体型庞大装甲却不足。海军在潘萨科拉级建造时汲取经验，并运用于新型巡洋舰，每隔几年就有新型巡洋舰获授准建造，几经改良的结果造就出四型巡洋舰，最后也是最优异的是亚斯托立亚级(Astoria)，计有七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潘萨科拉级与亚斯托立亚级并肩作战，孰优孰劣却难分轩轻。潘萨科拉级虽为原型舰，不完美但却极具效能，并在战时促成一项突破——重型巡洋舰的问世，包括巴尔的摩级(Baltimore)、奥勒冈市级(Oregon City)、新港新闻级(Newport News)，均配备防空武器、搜索与射控雷达及半自动8吋炮。



　　诸多事例证明，单从武器外观无法了解其中有何隐藏性改良。例如枪管膛线、战舰之射控系统、电脑能力或密码技术之提升等皆无法从外部观之，太空侦搜系统起码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不易观测。罗滕石拉格(Karl Lautenschlager)博士表示，苏联奥斯卡级(Oscar)潜舰之特性不在于体积，而是其飞弹很可能由太空系统导引 [ 原注：Lautenschlager，p.57.渠曾担任海军空中情报官以及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研究员。 ] 。音响匿踪之潜舰追求更高之隐匿性，俾能超越敌人，潜舰音响反应愈低，愈难以被察觉。武器发展可透过以往系统所得经验为基础而精益求精。




论武器系统运用之转型




　　当科技其有革命性的潜力时，例如划桨时代出现帆船时、帆船时代出现汽船时、主力舰时代出现航空母舰时，虽然吾人已有明确发展方向，但如何将新系统运用于实际却成为复杂问题。阶段性引进新系统之目的并非在于避免现状维持派的注意。这些保守派能见微知着，察觉威胁所在，亦能辨别不存在之威胁。因此吾人之目标在于解决过渡时期产生之庞大问题。若新系统之战术难以研发，结合新旧系统之战术更难以研发。(例如航空母舰与主力舰须彼此提供战术支援即为错误的开始。)建立一支全新的海军，如美国在1881-1914年间建立新海军之过程，或许困难；但将一支存在已久，担任重要防御任务的海军予以转型，难度更高，如当代美国海军。



　　即使性能令人咋舌之新武器系统在技术发展上顺利进行，仍有诸多实质问题待解决：训练、结合新旧战术、后勤支援问题，以及其他例行琐事等方面。转型过程并非科技人员之责任，但革命性科技却会产生问题。另外，造价低廉但功能强大之新武器未必能节省国防预算。第一，在采用阶段，制造新装备的费用及短期内训练与后勤支援等成本，将曾使预算增加。第二，新武器之优势不久将成为敌人之优势；敌人没有理由不提供预算，对吾人新武器之反制进行研发，并且购买更多反制系统。



　　中心问题仍在于如何将老海军转型为新海军；正如美国现状所示，这是个庞大而复杂之问题。计有两派主张相互争执不休，一方为航空母舰派(其他国家正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另一方则几乎含括了华府所有有关人士。批评人士认为海军应以新的，具想象力的方式重建其架构，但这并非易事。前海军部次长伍尔西(R. Jamles WooIsey)曾提过，对海军应如何建立新架构的种种看法，比海军拥有的舰艇数量还多。纪德上将(Admiral Issac Kidd)曾说过：“海军正被一群鸭子啄得精疲力竭。这些咬啄并不会致命，但却让海军用尽所有时间予以应付。”华府有太多人可以轻易地否决某项改革，却没有人敢予以同意。布希提过，专制政府断然之决策可能造成科技上重大的错误，而民主国家透过意见整合制定出的决策较为周延。但布希可能未曾预期到，当今美国国防采购体系庞大复杂，过程复杂烦琐 [ 原注：Bush，p.193. ] 。军方人员对未能取得预算或许感到沮丧，但渠等亦应了解，预算人员在分配国防预算时亦面临庞大压力。目前华府的种种意见与以往有识之士掷地有声的见解相比，不过是群鸭聒噪罢了。布洛迪 (Bernard Brodie)在其著作中提醒吾人，与一流有识之士争锋并不容易：



　　那些曾被批评为缺乏想象力，不知进取之人士与其过度乐观的对手相较，却更能了解科技在能适当运用之前，哪些问题有待克服。对某件事情的预期，总有对错两方，对者未必代表其观察更为仔细……



　　问题在于陆、海军高层之保守主义，这方面已有相关著作加以讨论。发明者或改革者自然会对阻碍其主张者大加挞伐，最后其喧闹程度亦引起无关其事人士之加入，竞相为文批判权要与将领。



　　一八四二年，英国海军部因无视华纳上校(Captain Warner)发明之鱼雷而遭非议，时任首相之皮尔公爵(Sir Robert Peel)于提出辩护时指出，新武器的选择与否和公众意见间必然产生之某些问题。渠表示：“个人认为，公众人物如全然无视公共意见固不足取，如全然屈从亦不足取……。公职人员每日都在面临这些问题。” [ 原注：Brodie(1943)，pp.438-39. ]




万帕诺亚格号轶事




　　摩里逊(Elting E. Morison)曾支持海军保守主义，亦曾批判之。在著作中渠提过万帕诺亚格号军舰(Wampanoag；译按：万帕诺亚格系美国罗德岛纳拉冈塞特湾[Narragansett Bay， Rhodelsland]地区之印第安族群)。该舰系由技术天才艾西伍德(Benjamin Isherwood)所建造，但却被当时的海军弃置不用 [ 原注：E. E. Morision(1966)，pp.98-122. ] 。1869年进行海上测试，海象不佳时速率可达17节，返回纽约时海象良好，速率高达23节 [ 原注：Pratt(1941)，pp.343-46. ] 。当时其他国家最快的军舰为英国之亚德里亚海号(Adriatic)，海象良好之速率为15节。其后20年，万帕诺亚格号之速率无船能及。



　　由于万帕诺亚格号旨在猎杀南部邦联(Confederate)之武装快船，故须具备高速率，后来该舰用来攻击英国商船。其速度虽快，但航行距离短，这就是问题所在。1870-1890年，美国着重于西部开拓、内陆发展、与印第安人作战，以及建造铁路，万帕诺亚格号与海军就某种角度观之，似乎是多余的。摩里逊批评当时的海军因循旧习，当万帕诺亚格号停泊于纽约港时，海军竟然对自身未来视而不见。摩里逊将责任全然归咎海军是不对的，整个国家都应该负责。海军高层那些头发斑白的将领虽以荒谬的理由否决万帕诺亚格号，但罪仅在于未将真正原因明确说明，这是海军官员的老问题。其实渠等才是与预算艰苦奋战的人；政府无视海军，预算自然严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渠等还极力维持海军能在全球部署之能力。万帕诺亚格号可快速航行500浬，或巡航数日，但到不了非洲又有何用？吃水浅、流线舰形、以蒸汽推进时敏捷如猎犬，但以帆航行时却极度笨拙。1870年代时，海军军舰必须拥有相当续航力执行少的可怜的任务。当时海军领导人或许因此义愤填膺。但集内战英雄、帆船捍卫者以及轮机人员克星的称号于一身的波特中将(Vice Admiral David Dixon Porter)仍以风帆巡航，俾达节约目的，同时“告诫海军年轻军官，这是渠等最重要之职责。”当美国在西部节节胜利，无人关注海军。将近20年，政府虽未明确公布，但政策显示万帕诺亚格号无容身之处。弃置万帕诺亚格号的确令人沮丧，但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 原注：有关美海军际遇低落情形见Albion，pp.199-204. ] 有些历史学家因科技之进步而认为万帕诺亚格号当时应被采用，但笔者不以为然。到了1902年英国在全球各地有诸多据点，但仍建造单桅帆战舰实施巡弋。



　　本段将继续探讨万诺帕亚格之科技与军事意涵。当时武装快艇之效能逐渐低落。从德瑞克公爵(Sir Francis Drake； [ 译注：1540-96，英国海军将领 ] 时代到塞姆斯(Raphael Semmes， [ 译注：1809-77，美国南北战争南方海军将领 ] 时代，再到瓦戴尔(James Waddell)时代，海上追逐战的效果逐渐式微。1875年时，舰船速率全面达到20节还有一段距离，仅凭一艘汽船并无法长期闪避二或三个战队。想想看，攻击商船之武装快艇组成的海军对十年后，约1889年的新海军会有何影响？吾人可以想见老海军如何抱怨：“罗德岛新港(Newport，RhodeIsIand)的老学究鲁斯(Stephen B. Luce)教出了好学生，马汉对海上指挥制定之新准则的确新颖。我们有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我们有许多类似艾西伍德所制造的万纳帕亚格号，我们知道任务所在——突击商船。让我们追求速度吧！战斗巡洋舰将成为下一批追求速度的舰船，接着就是奋进号(USS Indetafigable)、胡德号(USS Hood)、以及却敌号(USS Repulse)。万帕诺亚格号衍生而出的军舰将使吾人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海军，但吾人却无充分燃料进行训练与作战，甚至亦不足以闪避敌军。”




促成转型




　　人人皆应阅读摩里逊之著作，渠对美海军之看法几乎总是正确的。渠提出了许多事例，证明海军对科技的识见短浅，渠对此种情形发生之原因知之甚详：



　　当时[十九世纪中期]的美海军仅能称之已具备既定之规范、程序与组织表而已。虽算不上是架构完善的体系，但亦有自成一格之文化……。有时过于专擅、独断、高傲、冷漠……。如同所有封闭体系，海军在想象力与智能开发上相当有限。



　　但当时海军亦有某些重要特质，部份仍适用于今日。海军整个架构旨在使人员有效面对无情、难以预测的大海。更使人能遗世独立地在有限空间内长期共同作业，官兵对海军与海军威权文化的关系就如同传教士与其信仰力量之关系一般。 [ 原注：E.E.Morison(1977)，P.14. ]



　　摩里逊所有著作均强调，当代海军须以研发为基础，俾观察相关研发之潜力，深切了解后据以行动。万帕诺亚格号从未执行任务一事足以提醒吾人，科技产生出来之功能并不足够，还须就科技、战略、经费以及战术环境综合考量，俾决定速率、装甲、续航力、火力或感测系统间何者重要。



　　通常革命性武器系统之产生需要两种以上科技，例如风帆与大炮取代划桨战舰。蒸汽动力并不足以取代当时现役风帆战舰，需要蒸汽主机、车叶、金属船壳，方有可能装配后填武膛线大型火炮及射控系统。如无推力强大之飞机携带炸弹，航空母舰毫无用处；大型飞机需要升降甲板、弹射器与拦截器，以及长距离海上导航之技术。海军革命性之系统有赖各种科技之整合与领导阶层之合作。如无核动力与固体燃料火箭，李高佛(Hyman Rickover)与拉伯恩(Red Raborn)，以及深切了解作战、政治与快速行动价值之军令部长勃克(Arleigh Burke)等人，北极星飞弹潜舰不可能问世。



　　当今日海军主流之航空母舰地位式微时，高人将面临庞大复杂之变革，包括技术、战略、财务及战术。这并非代表笔者认为摩里逊对海军保守主义所言不再适用；事实上，钢铁与汽车业均了解趋势所在，但旧有习性会使新作为延迟一至二年。没有明确发展方向的海军情况益形严重。除短场起飞垂直降落(STOVL)与垂直短场起降(VSTOL)飞机外，还有其他三种系统科技可能作为海军新架构之基础。当本人所称的X系统之功能(将包含许多系统)渐趋明朗时，海军势必要解决转型问题。即令X系统成为主流后，航空母舰仍会扮演海权之重要利器长达一段时间。转型期间旧有系统仍将发挥功能。例如，主力舰虽因华盛顿条约备受忽视，但仍发挥相当功能。大口径炮问世后，小口径炮仍继续使用。当钢铁制的汽船初完成，尚未能执行任务时，仍有赖木制帆船执行任务。柴油潜舰亦然，第一艘核潜舰完成时问题仍层出不穷；即令30年后的今天，核动力潜舰仍无法完全取代柴油动力潜舰。



　　就战略功能言之，X系统须防卫水面，使商船与军舰能安全地穿越此一水域；水域的掌控意味制空权亦在我方手中。这就是美国特别国家利益，存在着契机与弱点。



　　就财务而言，转型至X系统须得到反对航空母舰人士之认同，渠等认为航母战斗群之成本过高。海军向来是昂贵的军种。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所以能促成各国签署条约，背后有不为人知之因素，亦即各签约国均无充裕财力从事军备竞赛。各国均知造舰经费高昂，必须放弃许多造舰计画。如笔者前述，以12O套X系统取代12艘航空母舰的成本不会更低，而转型所需成本高于一般预算水平。新海军支持者最大的贡献是，破除吾人希望以更低成本维持舰队的迷思。



　　外界支持者对海军转型能做的是在科技、战略与预算上提供协助，X系统之舰队战术则有赖海军自行发展。无论X系统如何运作，海军官员应以新思维研究如何运用，而非仅是将飞弹巡洋舰、战机或通信卫星之作战需求加以修订而已。从划桨船转型至帆船不仅是横队变纵队而已，而是战术全新研发，如同从陆战发展至海战时，海上战术绝对与地面不同。帆船纵队与汽船纵队看似相同，但战术截然不同。本书如有助奠定X系统新战术之基础，鼓舞军官发挥想象力，渠等未来必能解决相关问题，而不会将精神耗在争辩现有武器在战术上如何运用，或是否应制定更严谨之准则。



　　无论如何，外界不会主导海军如何运用X系统。技术专家或能提供替代方案；战略专家或能提出政策走向；预算人员与国会各委员会或许会好言哄骗或威吓；他国海军或许对我产生新威胁，使得吾人旧有系统失效；但海军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本章旨在使读者了解，重大转型是个错综复杂的深幽迷宫。尽管吾人不敢保证海军能及早走出这个迷宫，但可确定的是，外行人的过度热心只会使海军走进死胡同。




结语




　　科技带动战术(与战略)变革系一项不变法则。然科技快速发展与革命性新武器问世的速度似乎并无必然关联。



　　战时研发的武器中，少部份功能优异者对战果能发挥决定性之影响，其余大部分则效果有限，原因在于战时研发之武器除保密外，还须历经测试、生产与训练等复杂过程，而敌人侦知后更将影响其效果之发挥。战时如研发系统，应尽速投入作战。



　　平时公开发展之武器与侦搜系统，如搭配以完善战术、适当准则，以及受过相关训练之部队，将可助吾人赢得战争；但秘密发展之武器或侦搜系统或有重大助益，但由于保密之故，相关制造、准则制定与训练皆会受限，故连带影响武器之效能。为因应敌人战时运用秘密武器，吾人须跳脱海军一般训练与作战架构之思维，俾面对未预期状况时修正作为，迅速采用新战术，加以练习后立即采取行动。



　　新武器往往需要有识之士发展相关新战术。新武器与战术如采系列发展，透过运用不断改善，其功能将能快速地趋于完善。如无实际训练与测试，武器功能不可能持续改良，并进入大量生产与实际运用阶段；即令如此7一项武器仍须三至四代之发展方可能发挥完全潜力。寄望获得重大突破或获得终极武器者往往忽略武器外表看不出的重要变革。



　　战术前景与科技契机被一道看不见的墙阻隔，这也是两派人士摩擦之根源。海军战术人员总是识见短浅，意图将新能力纳入当前战术架构。而科技人员只是一味地倡导新能力，就好象支持万帕诺亚格号那群人般，强调速度，但舰船本身相当脆弱，用途不大，且在战术上会付出重大代价。



　　海军几次重大转型所花时间均较预期为长，原因在于武器功能的完善与制造充足数量需时甚久，此外战术变革亦需相当时间方能完成。新武器系统产生时，须制定计画俾利转型，在转型阶段新旧武器皆有其作战功能，而这些功能有赖转型期间之战术、准则与训练予以规划。然而即使新武器已问世，且吾人亦相当熟悉，但转型后的影响对战术人员而言可能极具震撼。



　　重大转型有赖下列因素之结合：科技人员能结合数种科学，产生截然不同之新武器或感测器；战术人员须深入了解新武器如何改变作战方式；而领导阶层则须排除政府中之障碍，俾获得核准，以发展新武器。转型往往由海军以外之单位或人士发起，但加以落实与推动则有赖海军本身的努力不懈。














	

 






	















	







	







	









 





	


	







	








	




	


第10章　变数




	







	

 



	


	


　　帝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Vice Admiral Makarov)在其“海军战术问题讨论”(Discussion of Quesfions in Naval Tactics)一书中提及拿破仑于1812年对俄国驻法大使所说的一段话：“你们因为读了约米尼的著述就自认为懂得作战，若作战可从著述习得，我怎会允许出版呢？”



　　的确，若理论能赢得战争，必将成为国家机密，但实情不然，理论不会赢得战争，因为理论未能预见决定战术与战果之变数。理论所见系趋势与不变之原则；而非战前无以预知却决定战术之各种因素，包括确切时间、地点与政策等，凡此种种皆因作战、地区与季节之不同而有变化。实际作战时，理论家对指挥官的帮助有限。战术各种可能性皆无法自理论或历史经验习得。



　　如一切仅止于此，则本章无存在之必要。如就影响作战的因素而言，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其次为指挥官平时之职责。战时指挥官之首要考量为任务，平时则为战备整备。但任务为何？当今美海军之可能任务如就规模与行动地区而言，不知凡几。



　　承平时期之指挥官系战时作战人员之专业先导。莫非特(William Moffett)-里维斯(Joseph Reeves)、普拉特(William Pratt)在战备整备上居功厥伟，极受海军敬重，但渠等从未实际领导部队参战。其他还包括负责视察、文书作业、舰艇维护之人员。机器运作、补给与人员留营等在战时是战力与情报之指标，但在平时却被误认为重要事务，使指挥官在忘了平时首要之务系更新准则与训练。



　　战时某些变数可立即得知：国家目标与军事战略、战区与部队选择。海军系依据其架构、限制因素与准则来评估如何作战。吾人训练之部队如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作战，开战后再调整装备与准则恐为时已晚。由于海军长久以来习于运用小单位部署于全球各地防范或抑制战争，如以大量军舰编成舰队进行协同作战恐有困难。舰队系依训练方式而战，美海军如无大舰队作战之经验，未来仅能以战斗群的方式作战。



　　战事接近时，愈来愈多的变数会趋于明朗，包括任务与战斗序列。但战术指挥官仍仅能以手边资源运作，渠或许可以进行少量训练，依据所处环境调整准则，将其信念灌输所属，惟须有充裕时间。如辖下舰长或单位调动皆会成为指挥官的问题，部队可能会如所罗门海战时之舰队般有勇无谋。舰队作战以两大因素为基石：舰队准则与作战舰队本身之稳定性。两者缺一则如巧妇无米，即令纳尔逊将军亦难以为炊。



　　最后一项影响因素为前一场战役之效应。战争之第一场战役如同足球赛，开赛前双方勤训苦练，只差实战；或如棋士，只与电脑辅奕，不到开战永远不知状况如何。而领导者、人员以及武器能力亦须届时方能展现。至于指挥官之战术选择，无论是实际或欺敌作为，复杂或简单，管制严密或松懈，皆有赖作战的最后一道神秘面纱揭开，暴露所有变数方能决定。吾人须特别注意自恃甚高，认为能在开战之前即制定战术之指挥官，渠永远无法取得足够资讯，制定完善战术决策。周延理论、平时准备、战时经验，以及指挥官之战术计画等因素齐备后，方可能赢得胜利。




任务与部队




　　作战逼近时，两项要素成为重心：任务与参战部队。任务与部队之关系和手套与手的关系一般，须密切契合；美海军多年前发明“特遣部队”以统合两者是了不起的创新：以适切兵力的部队来执行指定任务。本章结尾将进一步探讨此概念。



　　有关指挥官作战计画之各项事务皆源自任务，故优先讨论此要素。




任务：结合战略




　　任务之内涵包括任何影响战术之地理、海洋与其他物理知识，这些因素吾人皆知，但未必详尽。任务系由上级下达，指挥官须遵照执行。任务下达后需要部队执行，但有时候任务系针对既有之部队量身订作。



　　战略决定作战所需兵力与目标，但不代表战略主导战术。笔者并不赞同战略与战术间为主从关系，反倒认同克劳塞维茨所言：“一切皆取决于战术结果……。这也是何以吾人认为战略规画植基于战术作为上——此为决策之基石。除非吾人无视作战结果……即可仰赖各种战略之结合，寄望达成目标。” [ 原注：Clausewitz，p.386 ] 完善之战略有赖吾人对部队与战术的充分了解，方能评估胜算如何。因此在海军战院，事先未详细研究战略之基础——兵力与战术，而欲研究战略并提出战略计画是行不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与猎人和猎犬一般，猎人如欲猎狐狸，却养了一只猎鸟犬，怎能猎得狐狸？



　　然战术目标仍旧是高层依据战略构想而决定。如笔者所言，海战系达成陆地目标之支援作为。就理论言之，舰队之作战目标系于决战中摧毁敌舰队，海军战略基本要义所提之原因如下：摧毁敌舰队将使敌门户大开。事实上，除非双方决定决战，否则海上大型作战鲜少发生。克劳塞维茨所言之战争此处亦适用于海上决战：战争之开启并非源于侵略者，而是防御者。因侵略者之目标在于占有，而非作战本身。 [ 原注：同上，p.377 ] 海军史上一方避免决战之情形屡见不鲜，这也说明何以海战并不常发生。



　　历史上曾有许多军舰留驻港内，作为“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之用，其目的在于避免被击败后，却未对敌舰队造成损害，使敌在赢得胜利后还有机可乘。现代海军武器的效能显示，存在舰队并不易维持，但在传统战争中仍可发挥若干功效。



　　如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章节所述，劣势部队唯有在敌军处于不利情势时方能与之作战。海军作战之目标不外制海与武力投射。制海旨在防卫海上交通线，但其具体作为通常是摧毁具有威胁性之敌军。武力投射旨在运用制海权，进行对岸攻击或两栖登陆行动。完美之武力投射有赖部队安全运载、兵力适时增员，以及地面行动能获得再补给，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负责防御滩头堡或增援其他部队之指挥官因任务目标繁多而不知所措。史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执行任务——防卫滩头堡，却因此遭人非议。海尔赛亦坚守任务，摧毁敌舰队，却使麦克阿瑟部队在雷伊泰(Lyete)海滩勉强逃过溃败之途。在所罗门海战中，舰队往往因从事与陆战有关之任务而受挫。敌军可能利用优势兵力任务负荷过度的问题，故战略阶层人员不可使战术人员负荷过度。



　　单靠战略并非常能达成目标，因此吾人可以理解何以须使敌人投入决战，以“投射行动”使其产生威胁感。由于现代武器射程远，因此大型武力投射行动益将加重指挥官之负担。战术指挥官须谨记下列两项任务中何者为重：摧毁海上敌军，或保护与岸上有关之行动。吾人从太平洋战争中发现美、日海军思维上的不同。日本海军首要之务为争取制海权，故摧毁敌舰为其主要目标。美海军虽深知摧毁敌舰为首要目标，却仍固执地防卫滩头堡，甚而因此付出惨痛代价。美军认为确保武力投射行动之遂行系明智选择，实情则不然。如非美海军拥有雷达、解码技术与造舰优势，日本海军恐不会惨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多事例显示，即令无制海权，亦可遂行武力投射。盟军到了1943年5月方有因应德国U型潜舰威胁之道，但仍在1942年11月成功登陆北非。在苏燊士运河战役时，德军将领隆美尔在未能降低马尔他或英国潜舰威胁的情形下，仍几近达成任务。英国海军支援希腊与埃及时，严密掌控制海权；德军却在毫无制海权的情况下占领挪威，英国海军部大感震惊，而首相丘吉尔为此愤怒不已。德军从空中占领克里特岛(Crete)，付出惨痛代价，此后不再实施此类行动，但任务顺利达成，而英国战舰因此役折损严重。然此种情形仅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汉尼拔(Hannibal； [ 译注：纪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 ] )时代到对马海峡战役 [ 译注：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舰队 ] 期间，任何海外陆地作战之遂行皆有赖制海权。成功之海外行动取决于海洋上作业之能力。从海上发动空中攻击、两栖作战，以及支援岸上部队等，皆有赖运用海洋，而上述任务由于具有两项主要目标(制海与任务本身)，使得指挥官面临严峻考验。现代美海军强调在安全水域实施精准打击，这种做法实际上有两项谬误。第一，以大量战机或飞弹对陆攻击的想法与“空权致胜论”(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无异。空中攻击有其必要，但决不足以达成国家军事目标。1999年春季北约海军与空军战略轰炸仅获致些许成功，此事足以说明空优有其局限性。这些行动或许对塞尔维亚之固执冥顽作了惩罚，却无法防止其部队在科索伏省的残暴行动，而这才是北约空袭所欲达成之目标。第二，如无能力于敌沿岸执行任务，就无法称为完整之舰队；如无能力将部队与物资送送达岸上，同时阻绝敌军于吾人使用之水域外，亦不足以称为舰队。




战争强度




　　另一项与任务有关却无法于事前解决之变数为战争规模，亦称战争强度。强度最小者为影响国家利益且须加以处理之危机，最大者为核战，两者之间则有各种层次不一之区域战争。



　　五十年来，危机处理已成为美海军之例行任务。部份危机能成功地予以吓阻(因此不受重视)，其余则爆发短暂作战，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成功打击公海上之美海军。美海军在危机处理上极具成效。



　　高强度的危机系传统武器战争。越战并不算是个最佳例子，越战也可归类于危机处理强度最强者。除东京湾事件外，所有海军行动——空中攻击、舰炮支援、封锁，以及南越军的河流作战，皆旨在支援地面作战。由于北越在海上不构成任何威胁，美海军轻而易举地取得制海权，运载作业亦能顺利执行。然美海军如认为目前仍能在安全水域毫发无伤地与他国作战，实为一大谬误。



　　美国在核战思维上仅限于吓阻，然只强调吓阻却对发展相关战术、指挥管制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因应系统无积极性作为，并不切实际。美国经历的大规模毁灭战是南北战争。历史上全面战争较佳的例子非布匿克战争(Punic Wars； [ 译注：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计三次：264-241BC，218-21OBC，149-146BC ] )莫属，迦太基最后灭亡。俄国经历较多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故其在如何从事与渡过核战的计画上较美国实际。



　　核战尚未发生时，如何避免其他战争？历史显示，吓阻系各阶层部队作战时之任务之一。考量海军各类功能(陆战队系海军重要组成)之正确之道，系就危机至全面战争，了解吓阻与作战之关系。偶有人提及，吓阻并非任务。这是提醒吾人，如无作战之能力与意志，吓阻不过是空泛之谈。1983年黎巴嫩之陆战队，以及1993年索马利亚之陆军，皆不过虚张声势，一旦奉召执行任务，即溃不成军。意欲将海军部队派遣至开阔地区之人士应多加考量，表象所隐藏的意涵为何。意志与鲜血之考验偶而仍会爆发。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1787年时说过：“自由偶而需要爱国之士与独裁暴君鲜血的浇灌，这就是它天然的肥料。”



　　吾人只须瞧瞧美海军平时作业任务之密集，却又试图维持特遣部队训练而引起之严重后果，即可了解，吓阻之任务繁重，且将影响战术之发展。就笔者所知，1990年代美海军执行危机处理任务之频率无与伦比。海军官兵对此情形深知肚明，但有些人士却认为，冷战结束反而减少参与此类任务之程度，下列统计数字应足以使渠等了解实情。就欧洲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而言，1970至1990年海军参与之危机处理任务平均为每年2.9次。1990至1996平均为5.0次。(总计这27年内共有91次危机事件，平均每年为3.4次)。但在同时，海军舰队规模缩减40%。更严重的是，危机持续时间逐渐增长，1989年平均时间为一个月，但到了1990年已长达一年。 [ 原注：Taken from an analyses in Crisis Response： Analysis of Historic Data，Decemberl997，by C.B. Barfoot，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representative on the CINCUSNAVEUR London Staff. ]



　　屋舍着火时，消防队能在火势扩散前予以扑灭就算有效达成任务，渠等并不需要扑灭整个芝加哥市的大火来证明自己能成功灭火。海军大部分舰队部署之目的系解除世界各地的各种危机。海军与陆战队因此在任务、战术、训练与部署上面临诸多挑战。海军之吓阻须全面发挥效力，如若不然则应采取行动，于冲突未起之时消弭于无形，而在其他方面继续发挥吓阻能力。从未有任何海军承担如此繁重且定义模糊之任务。



　　责任繁多和任务模糊与指挥管制有关。如欲制订完善之指挥管制计画，须先了解各种阶层作战之特性。美军指挥管制计画大多着重于第一阶层的作战——危机或冲突，此类行动目的旨在以适当之政治或战略方式发挥抑制危机之效果。海军在此一阶段须严格遵守接战规定。面临敌可能采突袭行动时，最大的问题为实施兵力展示。危机处理时，兵力展示系有利条件，但在战斗时却是不利条件。



　　美国面临危机时，系由国家指挥当局(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管制，而战术命令实际上是由华府直接下达，正规指挥体系往往被回避，因而不了解情势。为强化事件管制，国家指挥当局建立全球通信指挥管制系统，可直接与基层单位构联。



　　国际冲突中有一项真理，如欲胜利，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皆具优势。在大型战争中。政治事务扮演次要角色：世界舆论与国际法此时毫无作用，甚而被嗤之以鼻。在危机阶段，军事与政治考量之重要性无分轩轻；部队行动受限系当然之事。军事人员考量战术时，将执行任务时部队伤亡降至最低视为首要之务；政治人物则考量，将部队投入战斗或实施威胁后，将获致何种政治目标。因此军事与政治目标相互冲突。处理危机或冲突之战术指挥官难逃军事与政治目标之纠葛，治国之务限制了指挥官的军事长才。



　　尽管危机现场之官兵对于华府直接管制感到不满，然过去50年来都是如此，未来亦将如此。政府高层直接对战术指挥官下达行动细节命令，甚至包括射击，原因在于诸多政治考量。故有必要制定指挥管制准则。准则内涵应包括：(一)制定权宜措施，使国家指挥当局对危机现场制定计画与指导行动时能有统一论调； [ 原注：国家指挥当局好比希腊神话的九头蛇，命令往往前后不一。如联合国负责指挥时，情况更益形复杂。 ] (二)命令下达现场指挥官时，应通知原属指挥体系；(三)指派部队、增援及后勤支援任务时，须向执行部队直属指挥官适切说明内容；(四)为防危机处理失败或冲突升高，必要时须迅速将指挥权交由原指挥体系。



　　如能遵循上述规范，国家指挥当局直接下达行动细节明令并无不可。如能符合下列两项标准，高层指挥将发挥相当效能。第一，不可过度输越指挥权。战斗须因时因地制宜，指挥官方能指挥部属。第二，相关且适时之战术情报须随手可得。现代侦搜与通信系统性能优异，指挥官在远离战场之指挥所内所获情报与现场指挥官并无二致，甚而更多。然过去经验显示，指挥官在指挥所内容易高估战场状况之品质与适时性；然现场指挥官亦容易低估其战术决心对战略与政治之影响。



　　危机如升高为区域战争会出现一种危险情形——与下属指挥官之通信产生问题，从而影响国家指挥当局管制之范围，而作战步调快速推移时，现场指挥官须获授权，主动创机造势。故相关指挥管制上须对此予以规范。国家指挥当局或许不了解权责下授之必要性，越战即为一例，当时有太多命令并非现场指挥官所下达者。然更危险的是，战术指挥官们一再被灌输须等待命令，故需要主动行动时，反而按兵不动。对区域战争而言，即令通信不良，或战争迷雾弥漫时，作战步调与时机仍是一切的重心。



　　无论是核生化或传统长程飞弹加入战局时，情况益加紊乱。坚实之防御需完善计画、适当设施及适切准则，俾利指挥管制系统遭摧毁后能迅速恢复。陆上之地区司令部容易成为攻击、干扰与摧毁之目标，故吾人如认为总统与联参首长皆能避过洲际飞弹攻击，实为不智。因此吾人需事先规划，俾利部队掌握主动。另外一项防御上之错误为，所有监侦处理作业均于陆地实施。评多人认为，监侦情报应先由岸置单位如珍珠港先行处理后，再以几近即时之速度传送至战术指挥官。殊不知岸基单位在区域战争中或能免于攻击，但在全面战争时将难逃一劫，故海上机动载站台较为可行。空中指挥所亦能躲过攻击，然每隔数小时即须后勤补给。水上飞机指挥所——可停泊海上之飞机，遇袭时能快速移动——具备高存活力与长时独立作业之特性。




劣势海军之任务与战略




　　理论家在思考海战时，倾向于就两个强大海军对峙的角度出发。大陆国家之政策亦值得予以检视，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势将影响陆上与海上之战术。十八世纪时，习于荷兰侵略性作为之英国海军，决定效法荷兰之战术，向法国挑衅。然英军之战术并不适合无意作战之法国，故未能奏效。法国决定不派遣舰队与英军决战。英国对法国之政策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法国海军处于劣势的借口。然法国的想法无误——海军最终目标系在达成陆地上之目标——且其战略相当周延。



　　由于政策之故而使海军处于劣势时，切勿指望透过舰队执行防御，此举必定失败。劣势海军有何方案可选择？



　　第一，维持现有舰队，德国在口德兰海战后对公海舰队即采取此一方式，而法国帆船舰队亦然。然海军如采消极态度，能力将逐渐式微，时间一久，优势海军将发挥其制海权，冒险采取积极作为。



　　第二，削弱敌战力，俾于决战时使双方实力均等。此为公海舰队在口德兰海战时之目标，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之训练目标亦然。公海舰队系采欺敌作为，迫使英军亦以分遣队作战，从而取得优势。日本海军平时发展之战术适用于劣势兵力，但由于习惯使然，日军在居于优势时，却仍运用劣势兵力战术。



　　第三，当双方兵力比使劣势舰队有机可乘时，应掌握敌人当时弱点予以扩大，俾取得制海权。劣势海军切不可以敌军能力为行动基准，但务须判断敌意图，并据此承担适当风险，采取行动。无疑地，尼米兹在中途岛海战前，面临美海军舰艇数量少于日军的形势时，心中即有此盘算。渠下令佛莱契尔(FIetcher)与史普鲁恩斯(Spruance)，务须精算风险后，方可作战。 [ 原注：在一份补充作战命令之特别信函中尼米兹写道：“执行任务时，渠等务须仔细评估风险，如面对敌优势兵力，却无甚把握能对敌造成严重损害时，应避免暴露自身部队所在。”(S. E. Morison，vol.4，p.84)。 ] 劣势海军应着重优势侦搜作为。尼米兹与弗来契和史普鲁恩斯之作战计画皆以破码所获情报为基础。劣势兵力须结合主动与奇袭，克服自身限制因素，方能有效地先发攻击。



　　第四，建立局部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波罗的海，意大利海军与空军在地中海皆运用此作为。



　　第五，阻止海域为敌所用。此一作为之目的在于产生庞大之无人地带。大陆国家根本不需要透过制海达成其陆上作战之目标，阻止敌人接近其海岸即足以达到相同目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U型潜舰攻击英国航运系典型之此类作为。英国透过水下、水面与空中行动箝制隆美尔的海上交通线亦为一例。以空中或潜舰攻击俾扩大海上敌人无法活动水域，系苏联对抗北约与美国海军之中心战略。



　　阻止海域为敌所用即使无法赢得战争，仍可发挥相当功能，有利战事之进行。U型潜舰即为成功例子，起码盟军为了因应潜舰威胁，付出相当成本。神风特攻队并无法使日军重掌制海权，却能瘫痪或迟滞美海军，防卫日本本土。许多国家之滨海防御对公海上之舰队不构成威胁，然在国家存亡之秋，仍可进行惩罚性攻击，对象甚至可包括美国舰队。



　　另一项方案系大陆国家可透过陆上行动达成海上目标，此项方案可能遭马汉学派之鄙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派学者认为英国须避免将大部队投入欧洲。英国军队之功能应是保护世界各地之殖民地与贸易，其政策在于维持欧洲大陆军力平衡。包括陆军上将海格(Douglas Haig)在内的另一派理论是，战争时英国如作壁上观，将使欧洲大陆沦于德国手中。此派理论认为，敌人掌控欧洲大陆虽不会造成英国沦陷，但对英国而言并无益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陆军看法获得采纳，英国远征军急速前往比利时，却遭逢严重损失。



　　海上战略派因此感到其见地已被证明，且当时英国社会大声呼吁，勿再将子弟送入壕沟中。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大规模的部队远征欧洲大陆。1940年春季，德军发起闪电战，攻陷比利时、荷兰与法国，英军能从敦克尔克(Dunkirk)顺利撤军实为奇迹。吾人无须探讨当时环境是否需要英国投入地面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战略产生何种不同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因英国之助得以撑过德军攻击，德军只得将其舰队与U型潜舰部署于北非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攻陷，U型潜舰以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为基地；而希特勒如运用法国机场发动空中攻击，将可摧毁盟军海运。法国沦陷使得英海军作战极为困难。此例证明，陆上行动大幅改变了英国海洋战略，甚至几近将其改写。贝肯公爵(Sir Francis Bacon； [ 译注：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与政治家 ] )有句互古名言：“掌握制海权者……在战争中可随心所欲控制战果之大小。”然克劳塞维茨提到，战争中无所获者，将予敌人可乘之机。海上行动之影响力与陆地相较，速度较慢且不够直接，而且容易受到陆地情势之影响。海军对此点颇不认同。



　　战术任务有三项要素。第一，任务目标诚然会随着行动时间的接近愈益明朗，然作战整备却会使指挥官在战术选择上有所限制。第二，整备作业会受到吾人平时所预期之任务影响。第三，海军战术指挥官应注意海上兵力与地面情势之互动，理由有三。第一项纯属战术范畴：未来双边之互动势将更多；第二则有关潜在敌人之本质：其舰队、组织架构与军事哲学可能以陆地为导向，对吾人而言则相当陌生。第三，由于马汉之故，吾人习于将注意力着重于大型海战。无论有无作战，维持海上安全是庞大且复杂之使命。支援陆地作战亦是一项重责大任，故吾人须注意邻近滨海水域之管制与运用。本书在探讨战术时，多集中于为人忽视之部份，未将大型作战视为舰队的唯一目标。无论优势或劣势舰队，皆还有其他重要任务与使命。




兵力




　　为利执行任务，须赋予指挥官部队。木匠在制作猫笼时需要锤子与钉子，渠能评估需要何种工具；然战术指挥官并无法确定其敌人是只驯猫抑或猛虎。格瑞纳达行动时，美军低估敌军能力，幸而麦特卡夫中将(Vice Admiral Metcalf)适时获得增援，方能遂行任务。如第六章所言，战略侦搜的目的之一为了解敌军。高司单位指挥官依据相关情报判断为基础，在可容许的误差范围内赋予下属指挥官适当兵力。



　　战略指挥官如能像格瑞纳达行动一样拥有充分部队，则时间与时机为其计算之主导因素。部队愈多，集结或部署所需之时间更长，而时间对战略与战术人员同等重要。格瑞纳达行动时。时间攸关一切，因为伞兵与陆战队登陆后，麦特卡夫方发现更多占巴军队抵达并构筑防御工事。战术指挥官衡量状况时，可从拥有兵力判断与敌人作战时，能发挥多少效果；或者能承担多少上级期望之风险。



　　吾人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兵力与任务之关系，亦即战略指挥官依据现有兵力调整任务，此举有利作战时维持统一步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第三与第五舰队训练精良，战术适切统合。早期反潜机舰护航时，完成攻击某潜舰后，继续搜寻下一目标时，仍能保持行动一致。陆战队之地面、空中与海上兵力须持续统一行动，方能有效实施两栖攻击。上述所提皆以时间而非兵力规模为作战计画之参数。指挥官任务遂行之成果系依据执行任务之速度评估。




兵力对比




　　战术行动之效果在于详细评估敌我双方之兵力，且战斗序列中未必包含所有必要兵力。“兵力对比”一词相当简洁，意义明确，吾人怀疑此一辞汇出现前，军人如何传达此概念。孙子以下所言可表达其意：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孙子所言之量值得吾人深思。苏联制定之准则旨在发生冲突时，能结合兵力对比与方式之一切数量因素，包括时间与空间之优势与劣势。



　　以下所述系指挥官衡量之相对因素。




领导统御




　　少有理论提到指挥官作战时应如何发挥领导统御能力。人人皆认同卡莱尔(Thomas Carlyle； [ 译注：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与历史学家 ] )所言：“人类成就之历史实际上就是伟人的历史。”，而欧威尔(Goerge Orwell； [ 译注：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着有“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 ] )所言，领导者之职责系执行众人期望之事——亦即取悦群众，则并未被人接受。



　　兵力对比包括领导统御之比较。历史上诸多事例证明，了解敌军指挥官习惯极具价值。由于英军了解维尔纳夫(Villeneuve； [ 译注：1763-1806，法国海军上将 ] )之习惯，而法军深知勒伊特(Ruyter；译按：1607-1676，荷兰海军上将)之习性后，改采不同战术。日军可利用史普鲁恩斯的保守个性，使其坚守滩头堡。然而海战与地面战不同，战时了解敌指挥官习性之机率较低。蒙哥马利、艾森豪、隆美尔、巴顿将军等仁知名度高，敌军对渠等之风格了然于胸。多年来海军官员除少数杰出将领外少有机会公开展现其个性，包括纳尔逊、杰维斯(Jervis)、海尔赛，以及互为宿敌分属英国之修斯(Hughes)与法国之萨弗兰(Suffren)，两人自1782至1783年于印度洋计交手五次。



　　作战时领导者对领导统御之衡量须以客观为基础。威灵顿公爵(Duke Wellington)的确了解，只要拿破仑出现在战场上，就相当于一支4，000人部队；然威灵顿如能以客观角度观察拿破仑行事风格，就会了解拿破仑一定会在布鲁歇尔元帅(Marshal Blucher； [ 译注：1742-1819 ] )带领增援部队抵达前发动攻击，那么滑铁卢战役时，威灵顿可能会采取守势作为。



　　除兵力数量与侦搜作为，还有一项因素决定作战成功与否，亦即指挥官本身的个性与威望，这方面是指挥官判断力最差的地方。所有优秀指挥官皆具备优异能力，但不幸的是，大部分能力平庸之指挥官亦自认为如此。这方面笔者仅有一项建议：指挥官未历经战事考验前，须假设自己能力平庸，切勿自认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战场上，卓越的声望，其价值大于优异的能力，而不良名声却可能抹煞能力。这也是何以拿破仑总是需要运气好的将军。战术上全然依赖指挥官处处优于一流敌军，包括计画、才智与指挥舰队运动，将注定面临失败的命运。




训练与士气




　　亚里斯多德提到：“吾人藉由学习了解如何做事。”训练不是目标，而是有效作战之开端。橄榄球场上的包围与擒抱技巧之纯熟有赖平日勤训苦练与实际经验的累积，作战训练亦然。而士气无论在球场或战场的重要性都不可小觑。



　　理论上，训练须到战时方能验证其成效。指挥官如过度夸耀个人能力，反而容易低估敌我相对战备程度。杜威(George Dewey)与桑普森(William Sampson)上将在美西战争时以性能不佳之舰炮仍能赢得胜利。当时渠等有感于西班牙舰队战备程度不足，故采取快速决定性之行动。



　　所罗门海战时的美国舰队仓促成军，然并非所有问题皆肇因于此。事实上，日本骁勇善战的田中赖藏(Raizo Tanaka)亦面临相同问题，他对仓促成立的杂牌军颇有微辞。此言并非意味吾人可容忍杂乱无章，而是须对敌我训练与士气加以比较。




硬体




　　双方真正之战斗序列须考量装备妥善率。就军舰而言，即使装备损坏，仍须运用剩余装备继续作战。美舰休斯顿号(USS Houston)作战时，三门炮中往往有一门失效。推进系统更是有趣的例子。当舰队需要集中兵力时，如有一艘军舰推进系统运作不良，整个舰队将因此而放慢速度，除非放弃该舰。日俄对马海峡战役时，俄军远从波罗的海航行18，000哩至对马海峡，日军则守株待兔地享有速度优势。如今舰队部署之范围极为广阔，因此当一或二艘军舰推进系统出问题时，对整个舰队会产生何种效应实难以估计。



　　开战前夕，指挥官对本身舰队之数量、品质及组成兵力容易进行质的评估，对敌之评估则相当困难。评估对方侦搜系统亦不容易，原因在于情报来源有许多管道，有些系统双方指挥官皆未具备，而且感测系统之使用还得视战事开展之情形而定，而电子辐射亦在考量之列。




持续战力




　　作战持续力取决于战场部队之油弹存量。持续战力会影响战术与战略。杜威因误信弹药即将用罄的错误报告，而中止马尼拉湾(Manaila Bay)的行动。海军1960年代的一项研究指出，横越大西洋的反潜护卫船团容易因假目标而用尽鱼雷。后来英国海军在福克兰战役中，对阿根廷仅有一艘可作战之潜舰发射了数以百计的鱼雷即为明证。是项报告提出后，美海军军舰之鱼雷舱容量加大了三倍。当武器即将用罄时，例如飞弹，战术将会受到影响。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时，埃及海军之飞弹射程几为以色列的两倍，但以色列能诱使埃及海军用尽飞弹而毫无效果，继而逼近击沉埃及军舰。美海军似乎在重新检视军舰防御性与攻击性武器之配备比率。但是军舰的战力是有其限度的。弹药舱甲板不易防御飞弹攻击，而任何人不会置弹药补给舰于险境。飞弹本身造价昂贵，不允许让其大量地与军舰同沉大海。美海军研究院某学官在研究防空飞弹系统与点防御系统之恰当比例时意外发现，将美国与俄国战舰仔细研究，军舰预期作战寿期(就空中来袭之飞弹数量而言)与受创无法作战后所剩余之防空飞弹数量有关。该项研究结果被列为机密，但这项研究显示，参谋在评估舰队持续作战能力时，应就飞弹数量与部队预期作战寿期加以考量，后者一定会有所损失。



　　计画作战时务须衡量油料储量。1942年8月东所罗门海战提醒吾人，如忽略油料问题，将会产生何种严重后果。佛莱契尔麾下三艘航空母舰实际仅有二艘投入作战，另一艘黄蜂号(Wasp)须往南补充油料。该舰不仅未参与作战，反而被潜舰击沉。比较兵力的能力如未尽熟练，战术持续力反容易被忽略，从而造成严重问题。了解敌人持续战力缺陷何在有助吾人取得战术优势，对马海峡战役时，日军将领洞悉俄军弱点而赢得胜利。




恢复能力




　　指挥官进行计画作为时，应考量机动支援舰、舰队修复设施，以及船厂是否易于运用。战术考量因素须包括，在攻击后能恢复作战能力。准则中应包括遭袭后如何实施战损评估，以及简单明了之清点作业；而部队重新会合整补计画须因时地制宜。而如何运用敌人遭袭后之紊乱状态亦为战术考量因素。恢复能力之阻碍在于草率行事。



　　航空母舰受损以及空中行动暂停系预料中事，因此须时时准备快速修复飞行甲板并恢复攻击行动。如何在恢复期间保持存活之相关计画应列于作战命令中，其对象除航空母舰外尚包括任何受损之重要军舰，例如神盾巡洋舰、旗舰以及快速支援舰。这类特定而重要之战术变数应审慎加以思量，并于事前传达各部队，避免战事开打时已无暇因应。战损因应作为之最坏计画时机为事情发生后。




战术环境




　　气象、海洋、滨海陆地，以及滨海水域中之水雷、飞弹与潜舰可发挥奇袭效果等因素，皆会影响执行任务时运用之战术。笔者不确定是否已对滨海作战提供充分讨论，原因在于滨海作战在今日相当受嘱目，影响战术计画甚巨。海岸线、岛屿、小湾、浅滩、沿海空中与水面交通、密集之商用电子辐射、渔船、雾等皆对当地战术产生影响。本书提过，海战与陆战之差异在于地理对海战影响较小。然愈接近陆地，地面之影响愈大。因此战术环境将影响作战规画。大趋势与不变原则之理论在实际作为上功能有限。前美海军军令部长海华德(Thomas Hayward)说过：“不同水域需要不同战术。”




上述因素整合之结果




　　领导统御加上训练等于战力。持续战力加上恢复力等于战斗支援。即使将侦搜与通信系统纳入战斗序列，硬体之意涵仍较广泛，因硬体评估旨在平衡兵力与任务，同时评估装备之妥善率。



　　指挥官可依据部队攻击或防御之潜力，将领导统御、训练、硬体、持续战力、恢复力等因素加以整合运用。参谋亦可将所有项目予以排列，以各种便利方式标示各单位战备程度，或者列出反潜、防空、反水面与打击战力之水平。上述部队战力参数之计算包含敌我双方，或显或隐地衡量敌我实力，俾就任务提出详尽评估。战术环境系由敌我双方共享，但对双方之影响未必相同。战机分为昼间与全天候，作战行动时有搜索者与躲避者(声纳环境对猎潜舰与潜舰影响甚巨)。最佳之程序莫过于针对领导统御、训练、硬体、持续战力、恢复力等订出数值(数字或符号)，继而依据环境影响因素予以增减，最后比对双方兵力。



　　面对敌军时，质的评估与量的了解对战术的影响无分轩轾。纳尔逊从不在意其舰队会面对多少法国与西班牙战舰。由于在帆船时代，海战系以舰对舰的方式进行，纳尔逊之战术计画皆以其舰队拥有质的优势为基础。在所罗门之役时，美军较善于评估于何时何地进行夜战，但实际作战之效能较差。而日军在所罗门海战中战术似乎无懈可击，适合奇袭与各种不确定状况；而美军之战术起码在开战之初不若日军。



　　兵力比对须依据任务而定，并依战术计画执行。敌友军之关系将影响状况评估与行动计画，故行动计画须绵密周延 ，并预留空间因应突发状况。纳尔逊、杰立可、与勃克等例子显示，完善计画看似简单，实际上需缜密思维，将不必要之因素去除后，制定成统一可行之计画。其内涵须包括适时修订计画，但临时之修订对舰队行动会产生若干阻力，并且可能造成紊乱之状况，故尽可能避免在行动时修正计画。



　　决策辅助系统有助作战计画与执行，某些系统仅显示部队之位置与状态，有些系统则可协助部队部署以及计划侦搜作业，另外还有些系统利于适时行动。桌上型电脑对决策亦有极大助益，这个世界正历经资讯处理革命，处于这波电脑革命潮流的海军亦须迎头赶上。














	

 






	















	







	







	









 





	


	







	








	




	


第11章　现代战术与作战




	







	

 



	


	


　　罗比森兄弟(The Robisons)提出著名之成功战术名言后，对攻击提出更详细之说法：“系一种以全面火力开始作战，俾遂行所有完善之战术。” [ 译注：Robison and Robison，p.896. ] 读者对此会感同身受，这是研究历史后归纳出的结论，惟未提及后备战力之维持。然吾人检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的空中与水面作战时却发现，集中兵力的作法似乎有不妥之处。



　　为了解自罗比森兄弟时代迄今发生何种改变，笔者将就现代作战动能提出一套新模式，火力调配的问题笔者不再赘述。明智之道是直接探讨兵力集中之程序，从而发现其原则。



　　第一，航空母舰曾被视为具备无与伦比的打击力，一个航空联队可击沉数艘航空母舰，然太平洋战争并未出现此种情形。第二，所罗门夜战时许多舰船被一波波鱼雷击毁，这种攻击类似飞弹攻击。现代配备弹道与巡弋飞弹之军舰，加上充分军事系统之支援，显然能击沉数艘军舰。



　　三叉战飞弹潜舰如被击中，将会有192枚弹头随之沉入大海，以核武击沉此型潜舰根本无需如此数量。此型潜舰之执设计极具成本效益；为了节省成本，每一艘计有24枚飞弹，每枚配备8颗多目标独立重返大气层弹头，但却未将未来侦测技术发展至可以侦测此型潜舰时的可能性纳入考量。一旦美国认为此型潜舰可能被追踪，或者在港时会被攻击，即使此种可能性相当低，美海军可能会将三叉哉飞弹分配部署至更多潜舰上，尽管此举并非良策。 [ 译注：除经费问题外，还有管制问题。潜舰愈多愈难管制，危险性愈高。 ]



　　核弹头集中储存所产生之问题以携带10枚弹头之MX飞弹为最佳写照。第一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I)限制发射系统数量，弹头并未含括在内，因此敌人得有机会在第一波攻击中一举摧毁大量MX飞弹。



　　此类武器由于必须集中储存，容易遭受敌人第一波强烈攻击，因此产生若干战术问题。容吾人略过个案不谈，仅就全般状况分析，既有观念先搁置一旁，以开放态度面对任何集结、集中以及后备部队可能性等问题。吾人先质疑一项其理，亦即“永远以优势兵力打击敌部份兵力，并防止敌军采取相同行动”之适切性。




现代战争之飞弹齐发模型




　　首先界定我们拥有相关战斗资料的小型飞弹舰之核心特性，并将之应用于海军研究期刊以及军事行动研究学会(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出版刊物中提及之“齐发模型”(salvo model)。 [ 译注：见Hughes(1995)。文中包括38项参考资料，可供进一步研究。 ] 假设双方军舰数量为A与B，其他资料如下：



　　持续战力：舰船在失去作战能力前，所能承受攻舰飞弹命中之数量，设为a1与b1。



　　齐发规模：系成功发射之飞弹数量，设为a2与b2。这个数字不会出现在下列两项公式中，因仅有部份飞弹击中目标，定为Ha与Hb。



　　打击力系指命中目标之飞弹数量，分别为α与β，条件为对方无防御时。



　　防御力系处于警觉状态或备战状态时，摧毁来袭飞弹或使其偏向之数量，分别为a3与b3。(存活力系防御力与持续战力之总和)



　　公式中双方因飞弹齐发而受损且失去战力之军舰数量为△A与△B。以下为两项公式：






　　结果系A齐发后，B失去作战能力之舰船数量。






　　结果系B齐发后，A失去作战能力之舰船数量。



　　[ 译注：此公式可运用于分析菲律宾海战之空中攻击行动。军舰改成航空母舰，齐发之武器为飞行联队，对美国与日本而言，α、β、a1与b1均为1，a3与b3分别为1/2与1/7。 ]



　　此模型系依敌舰数量平均分配飞弹，然此举未必是上策，如各舰均可有效摧毁来袭飞弹或使其偏向，此次攻击全然无效，故对某些目标以较多飞弹攻击，应可使其无法作战。计算如何分配飞弹以达到最大损害效果并不难。以往即使目标已在目视距离内，仍无法将火力分配发挥至最大效果，未来在飞弹齐发上，亦不太可能获致最佳分配效果。平均分配之假设利于吾人计算。



　　持续战力系采线性方式计算，设若两枚飞弹能使一艘军舰失去战力，一枚飞弹命中时，将使其打击力与防御力均减少一半。



　　公式中并未将穿越防御网之飞弹纳入考量，吾人假设舰队防御能力毫无时隙，直到飞弹攻击超越饱和，突破防御。将穿越防御网之飞弹纳入计算并不困难，稍后将于“集结防御”段落中探讨。



　　两军舰炮作战以及航母作战之发展与运用模型相当简单，因此飞弹齐发作战的本质亦不难了解。



　　如一艘军舰之火力足以摧毁一艘以上之敌舰，吾人将一些假设数字置入公式中，俾说明飞弹齐发作战之基本特性。为说明小型军舰之庞大火力，假设B舰队中，一艘军舰可发射8枚飞弹，其中6枚命中目标，换言之，β＝6枚飞弹命中；1枚即可使敌舰失去战力，故a1=1；采行防御的一方运用点防御系统时，一次仅能对付一枚来袭飞弹，故a3=1；B方的一艘军舰可能使A方的三艘军舰失去战力：



　　然此三艘军舰被击毁的前提是，B所需之各项条件均搭配无误，包括能先行侦测与追踪敌舰，火力分配完善，发动同步攻击时目标均在射程内。即使将误差因素考量在内，规模较小之部队仍可有效攻击兵力集中之部队。因为一旦编队中某艘军舰遭侦测与追踪并受攻击时，其余军舰亦难逃一劫。本例中防御舰队之防御力与持续战力不佳。稍后吾人再探讨如防御力增强时，战术上会产生何种效果。



　　吾人如制作一份类似表4．1的表格，但加上前述惊人之打击力，即使B与A的数量为1：3，B仍有胜算。表11-1列出几项可能性。



表11-1　第一波攻击后所余军舰数量






　　上表中两军皆采集中兵力战术，双方火力强大，但却容易遭敌奇袭。较佳的战术是将飞弹舰疏散部署，避免所有单位为敌侦测，遭受同步攻击(图11-b)；抑或采单舰循序攻击方式，至少让一艘军舰避开第一波攻击(图11-c)。吾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航母作战计画即采图11-b或11-c的方式，以其他兵力为饵，让行踪不明的舰队发挥强力奇袭作为。






图11-a　集中兵力攻击






图11-b　分散兵力攻击






图11-c　循序攻击



　　依据前述状况，作战决胜因素在于侦搜能力与武器射程。另外，战术之选择亦受到侦测效能与武器射程之影响。为便于讨论，假设侦搜作业可由舰上感测系统完成，每艘军舰均可独自侦测敌军。设若B采战术3之循序攻击方式，且其感测系统性能与A不相上下，侦得对方军舰的机率相同(被动瞄准之间题容后再论)，则A的任何一艘军舰在侦得B的先导舰前，B侦得A的机率为1/8。B反而因A的总体侦测能力优势，而非火力优势，失去奇袭A的有利机会。



　　在相同状况下，假设B采战术2。就一般情形言之，战术2未必优于战术1。然设若B、A两军侦测能力相当，A为避免本身三艘军舰遭袭，必须侦得所有B舰，然此举并非易事。诚然，部份B军舰可能被A军侦得而折损，但只要有一艘军舰能率先侦知A军，则A所有军舰在劫难逃。



　　另外，设若A飞弹射程较远，B侦测范围较广。在战术2中，B应设法使一艘军舰进入射程内。若B通信能力良好，仅需一艘军舰开散感测系统；由于A可能采被动瞄准方式，该艘军舰可能被击毁，但其他军舰可接近A军，予以致命的一击。若B能侦知A军，并保持在A射程外，B军负责侦搜之军舰可导引友舰匿行至射程内发动奇袭。



　　设若双方皆有其他感测系统协助例如卫星，整个情形完全改观。如A射程较远，则整个战事由A唱独脚戏。如B必须作战，则须尝试战术2，并期望A在火力协调与分配上发生错误。



　　假设A系地面兵力，B在侦搜不会有太大问题(精确瞄准另当别论)。B应试图秘密接近，在未被发现时发动攻击。中途岛战役时，驻扎该岛的美国空军对日军作战计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A军的陆基部队拥有一支小型但火力强大之海上兵力，陆基兵力将会吸引B军所有注意，而A军海上部队将可重创B军。上述例子仅需在齐射公式中加上侦搜效能(笔者以σ为代表)作为剩余兵力的一部份(亦即σβB)即能明白表示。侦搜效能值以0至1衡量。0代表缺乏有关敌军之情报，无攻击敌舰之能力；亦代表目标虽已侦得追踪，但位于射程之外。1代表所有敌舰皆已侦知，位于射程之内，(如有充裕飞弹)皆可攻击。



　　如欲取得σ值，须如笔者适才所为，进行缜密思维，故σ系战术思维之精华。另一个颇有助益之辞汇为防御警觉度(defender alertness，笔者以δ为代表)，以修正公式右方之数值(例如δb3B)。和σ一般，δ值由0至1衡量。侦搜能力会影响δ值；如对敌人之存在与位置毫无概念，防御能力无法充分发挥。σ与δ亦代表人为因素，例如训练与战备状态；人为因素会影响齐发(αA或brtaB)与防御(a3A或b3B)之效能。



　　上述观点系现代飞弹作战之范本，特别与与核战有关：单舰之武力相当庞大，集中防御火力相互支援并不容易，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对攻击产生新的影响，火力可分配至小型军舰。然这是否代表由于小型兵力武力强大，遇上大型兵力时，须采循序攻击方式？答案取决于侦搜能力之对比。



　　弹道或巡弋飞弹潜舰执行任务时与以往单纵队编队之军舰一般，存有诸多问题：指挥管制不良、几无防御能力、无相互支援能力、几乎完全仰赖率先侦得敌军方能遂行任务 [ 译注：许多人认为核战取决于何者先行瞄准对方固定阵地，并发射飞弹。就许多角度而言此种观念有瑕疵，吾人希望相关讨论能从全般状况衡量。 ] 。在公开文件中，对核战时的战术未见任何着墨。或许公开讨论尚未必要，也未必是吾人所乐见。然核动力弹溅飞弹潜舰在某种状况下易遭侦测与攻击，其影响已在丹尼尔(D. C. Daniel)所着之“反潜与强权之战略稳定性”(ASW and Superpower Strategic Stability)一书中有所探讨。然是书与其他著作多将重点置于科技、战略与政策事务。吾人不可忽视有关作战详细作为之战术层面。



　　丹尼尔精辟的分析显示，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在海中不易被侦测、追踪与瞄准，然一旦被标定位置后，易遭摧毁。这就是吾人所须探讨之战术问题。然而，除核武外改变集中兵力战术的，尚有现代传统飞弹之庞大威力。运用优势兵力系吾人向来遵循之法则，如今已不适用，原因在于小型兵力亦可能具备庞大火力而赢得胜利。主导现代战术的两项概念为：(1)集合足够兵力，(2)发挥侦搜与指挥管制能力，率先发动有效攻击。至于防止敌人采取相同作为上，除传统之运动与武器射程较远外，亦须加上反侦搜。




变数与历史数据




　　齐射公式中任何数字的改变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假设B军每艘舰之持续战力为A军的两倍(b1=2)，A军的防御能力减半：






　　艘(而非3艘)战舰失去战力



　　如B军之防御力为A的两倍(b3=2)，结果为






　　艘战舰失去战力



　　军舰各种不同条件均可透过公式计算，部份结果相当有趣。吾人须信任此模式方能讨论各种数字间之关系，何况本章尚有诸多基本事务有待讨论。尽管如此，吾人前述齐射模式之研究获致四项结论，反映出全面适用且极为重要之特点：



　　齐射作战时状况会有变化：稳定意味在各种不同作战型态中，一方永远能胜过另一方。然公式中只要分子其中任一项因素产生些微变化(如持续战力与防御力)，损失战舰之数量亦将产生变化。



　　持续战力弱时会增加变数：当分母小于分子时持续战力薄弱。情形通常如此，因现代军舰只需一、两枚飞弹命中即无法作战。(鱼雷与水雷亦然)。



　　持续战力系受作战特性(包括不良战术)影响最小的一项舰船设计要素。战果如何将取决于战备、侦搜、装备性能及战术协调等因素，且或多或少难以预测。而持续战力优异，精密打造之军舰(提升分母值)可弥补战术缺失(此项会影响分子)。



　　数量上之优势永远是最重要的优势：例如，设若A军之打击力、持续战力、防御力均为B的两倍，但B军数量为A之两倍，双方损伤相当。此系依据公式计算之结果。



　　设若他人以相同公式计算飞弹作战，是否会获致其他答案？是的，但仅限于小规模作战。攻船飞弹被水面舰长程防空飞弹击落之情事仅有一例：伊拉克以二枚蚕式飞弹(Silkworm)攻击美舰密苏里号(USS Missouri)之细节，第六章已讨论过。此外所有作战大多为护卫船团或快速攻击艇间之交战。修尔特(John Schulte)研究1967年至1992年发生之攻船飞弹攻击行动，总计222枚 [ 译注：Schulte. ] 。结果如下：



　　目标无防御能力——大多为商船，63枚中57.5枚命中 [ 译注：1970年，埃及发射之一枚冥河飞弹虽击沉以色列奥利特，但几乎错失目标，故其命中值为1/2。 ] 。计击沉12艘，瘫痪42艘。命中率=0.913。



　　目标具备防御能力，却未发挥功能，例如美舰史塔克号 (USS Stark)与英舰雪菲尔号(HMS Sheffield)，38枚命中26枚。计击沉6艘，瘫痪13艘。命中率：0.684 [ 译注：两项命中率有所差异的理由如下。第一，无防御能力之目标通常体积较大，故较军舰容易命中。第二项原因纯属臆测，面对商船时，攻击者时间充裕，且可大胆行动。 ] 。



　　目标具备防御能力并采行防御作为。121枚仅命中32枚，击沉13艘，瘫痪16艘。命中率=0.264



　　由上述资料尚可归纳出一项重要数据，即防卫者击毁攻船飞弹之表现。因为飞弹虽可因对方之防御而未命中目标，亦可能错失无防御能力之目标。假设对军舰与商船之失误率均等，但加入飞弹成功穿越防御网之机率，则第三项之命中率则非0.264，而是为0.320。因此防御成功机率为0.68，或约2/3。修尔特无法确定主动点防御系统是否系防御成功之关键，因任何防御成功的行动中，电子干扰与干扰丝均派上用场。由此观之，软杀系统系重要性较高之防御措施。




以齐射公式进行计画作为




　　笔者已透过简单的战斗公式说明战舰、航母与飞弹舰等舰队作战本质。其目的在于超越旧有思维，如火力、排水量、舰炮数量等，直指作战动能。部份海军军官亦使用类似之公式实验新装备之设计与战术准则，笔者则准备将齐射公式运用于此。



　　笔者深知模拟作战与兵棋推演如今正如耀眼明星般受到重视，吾人亦就相关架构与运用投注庞大经费与心力，然模拟作战或兵棋推演内容过于繁琐，超越吾人所知之过去或未来之作战。笔者在后述例子中将以简洁易懂之方式说明全般状况。



　　有些读者或许对数字与公式无甚兴趣，渠等可直接阅读本章稍后之“概述”，该部份就此处计算结果予以总结，然阅读下一章之模拟作战时，读者可能必须回头再了解下列计算。



　　截至目前为止，笔者已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现代飞弹已使吾人质疑，甚至推翻集中兵力之原则。一艘小型舰艇配以大量飞弹，能摧毁许多军舰。海军军官或许需要一些状况不明、情势紧绷之例子。海军战术人员须习于思考数量问题，因战术与后勤往往需要计算。有多少、有多远、有多快、以及是谁等，皆为执行军事行动时之要素。



　　1．基本状况



　　舰队规模相同　A=B=10艘小型水面舰(排水量介于500至150O吨)



　　打击能力相同　α=β=3枚命中(a2=b2=6，H=O.5)



　　持续战力相同　a1=b1=2枚命中后，舰艇失去战力



　　防御能力相同　a3=b3=2枚被击毁或因敌舰防御措施失效



　　套进公式后，两军结果相同：






　　5艘敌舰失去战力，一次交火后双方各折损一半兵力。



　　2．以先发攻击取胜



　　若B侦搜能力优于A，且先发动攻击，A军所余5艘军舰战力不足，无法发挥效果：






　　B军舰全未被命中，还有能力多防御5枚飞弹。



　　3．以数量取胜



　　B军改为15艘军舰，其余数字与基本状况相同。A军如欲对15艘军舰平均分配飞弹予以攻击，效果为：






　　B军战果如下






　　A军全军覆没，B军还多余2.5艘军舰，游刃有余。



　　读者可发现，公式中数字的更改会产生相当影响：B军稍微增加数量后，战局随之对其有利。笔者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形，尽管其重要性未若其他因素，例如透过严密指挥管制网路达成之协调攻击与战备警觉。读者可以试试将侦搜能力不足值(假设σ=0.7)或警觉值(假设δ=0.7)置入任一方，即可了解结果。



　　4.以数量优势胜过较小兵力之质的优势而取胜



　　范例3中B之优势在于数量较多，且运用得法。假设B之数值如下：



　　舰队数量：B=20(原为10)



　　打击能力：β=2(原为3)



　　持续战力：b1=1(原为2)



　　防御能力：b3=1.5(原为2)



　　假设双方指挥官平均分配飞弹对敌攻击，结果如下：






　　(数量较多，分布范围广，无军舰折损)






　　(虽享有质的优势，但数量较少，全军覆没)



　　此系前述齐射公式中之实际例子。(就公式而言)数量优势永远是舰队最具价值之要素。如B的数量为A的两倍，而A如欲取得战力平衡，其打击力、防御力及持续力须皆为B的两倍。




战事开始前齐射公式之运用




　　截至目前，笔者仅利用上述公式说明两军对战之各项因素。如何将公式运用于实际情况？这有赖吾人是否充分了解第十章所述各项变数。如对即将进行之作战仍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模拟作业则缺乏充分资料，因此无法协助吾人深入预期战况。此外，模拟需要事前准备，一再地试验与分析结果，此一过程相当费时。如时限压力不大时，模拟作业有助作战计画作为。1991与1992年初，美陆军、空军与联参大量运用模拟与兵棋推演，研判对伊拉克之作战，并研究各种兵力运用方案。



　　战术阶层之作战计画与执行类似齐射公式，浅显易懂，功效较佳。由于此一方式并不复杂，指挥官及其参谋均知计算结果并非仅是臆测数字。而公式亦可作为重要情报检查表。运用齐发公式时，须依指挥官意图以及参谋对敌军能力与计画之判断，充分了解敌我资料，俾取得正确数值。笔者所言之“战术计画”包括侦搜作为、编队、运用通信网路协调行动，以及达成目标之战术决心(火力自由运用，避免误击友军)。战术计画影响σ值与δ值甚巨。如无相关数据资料，指挥官难以制定决策，故参谋务须提供相关数值。



　　前述四个例子系同型舰，然一般舰队多由各种不同型舰组成，将各项数值纳入公式运算后之结果显示，舰队损失益形惨重。吾人运用公式说明战术状况，并修正指挥官之战术计画，再看其结果如何。



　　在实际计画时，吾人须有真确数值。笔者由以往经验归纳出舰船各项数值与效能，亦即以往飞弹舰参与之战役中飞弹齐发数量与命中率、防御效能及持续战力。



　　笔者将以两支兵力截然不同之舰队为范例。兵力较小者称为S，拥有7艘800吨飞弹护卫舰，总计配备56枚飞弹， 性能类似鱼叉飞弹。兵力较大者称为T，拥有25艘军舰，排水量自400至3，000吨不等，配备180枚飞弹，性能类似鱼叉或企鹅飞弹。防御系统包括点防御武器、干扰丝、电子干扰系统以及诱标。将各项要素平均化获得下列数值：






　　劣势兵力折损结果



　　如双方所有兵力皆参与作战，S舰队遭受的后果如下：






　　T之打击力足以击败S舰队12次之多！






　　T之防御力游刃有余。



　　S被击败并非意外之事：当所有舰船皆可攻击时，S将全军覆没，而T毫发无伤。即令S采取奇袭战术，先发制人，亦无任何效果，对T无法造成任何损害。毕竟与T相较，S之火力比小于3：1。仔细计算后，S将不会投入作战，除了注定吃败仗外，还会全军覆没，换来的却是T仍毫发无伤。



　　截至目前为止，吾人尚未赋予S舰队任务。假设S必须与T作战，尽管注定失败，仍须竭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对T造成损害。如S指挥官对吾人前面所述了然于胸，则可估算，如将所有飞弹攻击敌部份兵力，会获致些许成效。战术作为向来难以完全依据计画行之，故吾人之战术将简单可行。此时指挥官面临之问题为，攻击那些目标？容易攻击之目标可作为选择方案，包括大型军舰，此类军舰之防御力与持续战力不若小型舰。



　　运输舰与两栖舰亦在易攻击目标之列。1982年5月英军登陆圣卡罗斯(San Carlos Water)时，阿根廷空军战斗轰炸机并未掌握此一要领。阿根廷战机并未攻击两栖登陆舰，渠等认为摧毁护卫船团后即可取得优势，但此举太过艰难。飞行员事后回忆，当时仅凭直觉，攻击对其射击之军舰。如渠等事先运用公式，即可了解应攻击滩头上运载部队之舰船。



　　目前吾人探讨之重心集中于B如何分配火力攻击T部份兵力，俾获致些许战果。S舰队指挥官知道，旗下7艘护卫舰，每艘可发射8枚飞弹，其中4枚将可命中目标。而敌舰每艘如遭3枚飞弹命中随即沉没(1.5枚失去战力，1.5枚击沉)。为使战术简单化，S舰队指挥官下令各舰8枚飞弹一次发射，集中攻击敌某舰。如一切顺利，可击沉7艘T舰。假设T舰队为求集中火力，将25艘军舰采单一编队作业，二艘S舰同时攻击同一目标之机率不高。



　　假设S打算攻击半数敌舰，亦即约12艘。所有飞弹除以12平均分配，结果如下：






　　8艘失去战力(遭到攻击的军舰为12艘)



　　击沉7或8艘总比0来得好，故S舰队指挥官应两者择其一。



　　读者或许有意了解S舰队最多可摧毁多少数量，如将目标定为10艘，则△7=10。最大估算系作战分析人员较中意之结果，但不切实际。从实际角度观之，S舰队指挥官必须了解：第一，渠毫无胜算；第二，如上级下令务必接敌，必须就前述两项方案择一行之，俾使敌军受创。计算敌最大损伤并不重要，因作战时有太多未知因素会影响火力分配与攻击成效，且攻击时可能误击现场之中立船只。运用公式时如采平均值，上述未知因素的影响将降至最低。



　　如何在作战计画时，将战斗环境之实际资料运用于齐射公式中？吾人须谨记，敌军亦有其战术选择方案。假设T舰队指挥官运用公式计算后，了解S舰队将攻击其部份兵力，渠将致力降低S舰队之攻击效能。渠亦深知，胜利是轻而易举的，故可集中适量军舰发挥齐射火力，无须将25艘军舰全数投入行动，此举太过浪费飞弹，且可能使太多军舰遭敌攻击。渠亦了解，如侦搜能力优于S舰队，且能先发攻击，不会折损任何一艘军舰。同样地，当渠执行追踪、协调攻击及发射飞弹之时，S亦可能在被袭之前侦得T，并发射飞弹。而S侦搜能力可能较为优异，此时T容易遭受奇袭。



　　故T指挥官可将舰队分成数个战队实施周波攻击，各战队轮番上阵。各战队应足以摧毁S所有之军舰，平均打击力如下：






　　T并依此结果计算需多少枚方可获致△S=7的结果。






　　答案是每周波5艘军舰。实际上，指挥官会考量各周波之兵力搭配，例如，企鹅飞弹快艇亦或鱼叉飞弹舰，或者两者混合编队于同一周波。编队间距可依据准则行之，其他诸多决策则依战场实际状况而定。



　　T指挥官应采何种作为方能在交火中降低损失？如一周波有5艘舰艇，S(此时即占数量优势)就有多余火力：






　　十五艘远超过实际的三倍，故T之第一周波全军覆没。但充其量损失5艘军舰胜于平均损失7或8艘。实际上T以5艘军舰足以摧毁S之7艘。S可能会有部份军舰躲过第一周波攻击，除非S之战术计算极为精确，否则所余军舰此时已无飞弹，而T所余20艘仍配备齐全。



　　吾人已就战事即将开始且获得部份资料时如何进行战术规画作了说明。如战机加入侦搜与攻击行动时，会产生许多影响，然仍可运用齐射公式加以计算。有些作战取决于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能否大于敌军。1986年3月美海军攻击雪特拉湾(Gulf of Sidra)利比亚军舰之行动即为一例。当时美军行动之遂行在于优异侦搜与长程打击能力，而利比亚之防御力与持续战力毫无作用。训练、欺敌以及指挥管制作业之精良亦为决胜因素。1973年10月以色列与叙利亚或埃及间之海战即为一例，这些战役系战术状况不明下之飞弹作战。叙利亚与埃及海军飞弹射程优于以色列，却未命中任何目标，以色列之命中率反而相当高。



　　如欲计算出比本章所提更为精细之数值，包括侦搜、欺敌、武器射程及战机等，的确有可能，惟须更多资料，以及更复杂之计算方式。有关1986年版所提之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之计算方式将于本章结尾部份再次提出讨论。




战术网路




　　美海军致力于研发战术网路，最新的方案系“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Network Centric Warfare) [ 译注：此名称系由海军中将Arthur Cebrowski所创。由于此一概念仍在发展中，文内相关描述系笔者对此概念之诠释。 ] ，其内涵超越指挥管制与资讯作战。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包括三个网络：第一，感测网络，用以比对情报；第二，指挥管制网络，各单位可交换作战计画、战术任务、命令，或依状况改变计画、任务与命令；第三，武器网络，旨在分配目标与协调火力。各网络系采垂直连结，故各项作为由感测系统送至决策人员，再传达置武器系统。从外表观之，笔者并未发现任何反制功能，但实际上，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隐含各种反制能力，包括反侦搜、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与反制武力等，俾削弱敌战术能力，同时干扰其网络运作。



　　此处齐射公式假设上述三种网络皆彼此构联，因此A和2、20或200艘军舰构联皆无关紧要。公式中则假设网路可能仅具雏形，大多靠准则之完善作为主要协调工具，亦可能已完成网络整合，成为自动化网路，后者系美国“以网路为中心作战”系统之目标。就最大程度而言，公式代表网路可横向与纵向运作。



　　指挥管制(C2)无须以其他辞汇代替。例如aA代表一艘军舰最大命中率乘以军舰数目。在作战迷雾中，不允许有两艘船攻击同一目标，其他浪费飞弹或不符合效率之情事亦不被容许。防御火力与软杀措施无法由外在行为观察得知。事实上，整个公式代表一支网路连结兵力。吾人切不可期望网路连结作战之结果会超越计算结果。一旦网路连结失效，后果惨重。这也是何以σ值与δ值是由0(网路连结效果极差)至1(完美的网路连结)。




集中兵力从事防御




　　网路可使散布各处之军舰在同一时间对特定地区实施同步攻击。然各舰间距过远时，即无法相互防御，从而易遭攻击。水面舰之主要战术特性在于能相互防御。若舰艇透过相互防护可达到整体防护之目的，则适用兵力集中。航空母舰飞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时，舰队已具备区域防御之能力。地对空飞弹有效射程如能达20浬，已可防护一个船团。如能因应来袭攻船飞弹，效果更佳。



　　舰队最重要的因素是数量优势；小型军舰数量愈多，在战术上就愈具弹性。舰队中最小的单位就是军舰。美海军系由性能优异之大型军舰组成，其中许多军舰具备区域防御能力。美海军大多基于防御理由，而牺牲数量换取品质 [ 译注：另一项原因系节省成本。大型军舰之排水量如为小型军舰之三倍，可携带三倍酬载，而成本可能仅为二倍。有时候为了酬载之故，军舰体积必须够大，例如舰载机。大型军舰适合在各种天候下执行长程巡弋。 ] 。美海军作战舰队须能摧毁敌人可能发动之奇袭，故利用广大的海上空间与层次防御，第一道防线为F-14战机，第二道为对空飞弹，最后是点防御系统。持续战力(承受飞弹命中之能力)曾经是重要因素，如今已式微。



　　由于大型舰队采疏散编队时，军舰易遭攻击，故应采密集编队或分割成数个船团，俾能集中兵力，构建坚实防御能力。此时舰队有无网路构联并不重要。即令船团间协调未尽完善，相互防御之功效仍不容忽视。



　　此项原则并非新颖概念。舰队采疏散或密集编队向来系基于防御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航空母舰战术即以此为原则，成效良好。如相互防御能构成强大防御力，则应集中兵力，1944年美国航母舰队之作为即为一例。反之防御力薄弱时，则须采疏散编队，1942年美航母舰队即采取此一作为因应空袭，但需要优异侦搜能力，并能先发制人。如反制武力不足，但指挥管制网络若能充分协调散布各处之火力，发挥集中攻击效能，图11-b战术2(分散广正面攻击)为可行方案。



　　就目前环境言之，战术3(循序攻击)之优势较适用于滨海作战。因滨海水域容易发动奇袭，舰队于短时间内即遭摧毁。1943年所罗门海战中，勃克凭借雷达侦测范围与鱼雷齐放之优势，采用此战术。集中兵力从事防御着重于数量，然美海军神盾级巡洋舰却可称为单舰舰队 [ 译注：笔者提过，战术单位起码应由两艘可相互支援之军舰组成，谈到神盾级时，此概念仍然适用。 ] ，具备优异之侦搜打击能力，系统包括雷达、直升机与飞弹等，并可自卫星取得情报，能管制其作战空间，防范来自空中、水下或水面之攻击。神盾级巡洋舰之功能与一般舰队无异：摧毁邻近敌舰队，掌握制海权。依据兵力集中原则，一艘军舰不足以防御时，则须增加一至二艘，但神盾级巡洋舰未必如此



　　事实上，一艘神盾级巡洋舰就相当于图11-1之A军，只是将图上的三个黑点结合成为一个。神盾级巡洋舰体积大，功能强，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获致强大防御力。舰上配备之追瞄雷达与指挥管制设施造价高昂(约为整艘军舰造价之一半)，故需要强大防御能力提供防护。神盾级巡洋舰之作战能力亦因其庞大火力而发挥至极。



　　当吾人研究以少量大型舰艇从事防御时，并无以往之相关作战资料可供参考，但这不构成无法进行明确研究的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舰炮所进行之研究，后来发挥相当大的功效。尽管其研析未尽精确(平时之研析向来过于乐观)，却有助改善舰炮效能：测距、预测敌位置、严格保持间距，以及采取最佳编队等。下列计算将有助吾人了解，公式中之数值未必精确。



　　神盾级巡洋舰携带32枚防空飞弹，俾因应来自空中、水面与水下之攻船巡弋飞弹。依据准则，每枚来袭飞弹将以两枚防空飞弹拦截之，故其防御力a3=16。此处假设点防御系统能弥补防空飞弹能力之不足，确保无攻船飞弹穿越防御网。另外，敌我距离远，能充分获得早期预警，故δ=1.0。在攻击上，该舰配备32枚飞弹，命中率H=0.75，故其攻击力α=24。持续战力不确定，约需2至4枚攻船飞弹方能使其失去战力。敌军各项诸元与图11-1相同，亦即打击力β=6，防御力b3=1，持续战力b1=1。敌舰队可能由飞弹快艇组成或类似P-3C之海上巡逻机，携带8枚飞弹，可命中6枚。



　　神盾级巡洋舰可摧毁多少具备上述诸元之军舰？假设δB/B=1，可摧毁12艘(架)军舰或飞机。设若神盾级巡洋舰遭敌(B军)奇袭，敌需多少军舰方能遂行任务？假设δA/A=1，B军仅需3或4艘火力强大之军舰即可。B军最多4艘军舰即可使巡洋舰失去战力，但仍有诸多武器尚未使用而全然弃置，就滨海水域作战寿期期间所需投射之武力言之，神盾巡洋舰之打击力过大。



　　设若B军=10艘军舰，A军则需4艘神盾级巡洋舰提供相互防御：亦即以数量充分之巡洋舰摧毁敌之攻击。如这4艘军舰之128枚飞弹能执行战区飞弹防御或攻击岸上战略目标，则较具价值。



　　另一个作法是改变舰上之武器数量。设若A携带16枚攻击飞弹，其打击力a=12，可摧毁6艘敌舰。但其防空飞弹则可增加至48枚，足以防御4艘敌舰之攻击。



　　第三种作法是在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上大幅超越敌军。如能先发制人，将飞弹依据目标数量平均分配，则α=24，一艘神盾巡洋舰可摧毁12艘B舰。然须在侦搜与武器上付出高额成本。这与航空母舰之情形一般，运用现有航母成本不高，但如欲发展新型航空母舰与舰载机，则须付出高额成本。



　　吾人获致原则如下：舰队如无法有效地先发制人，则应集中兵力于防御。如防御力无法增加，则须具备长程侦搜能力，俾能闪避攻击。



　　大型军舰之部份问题可透过增强持续战力加以解决，俾防范穿透防御网之飞弹，然吾人忽略了此点。



　　吾人可从过去飞弹作战史归纳出穿透率：平均每三枚飞弹就有一枚可穿透防御网。然此数据并不具任何意义，因飞弹穿透与否取决于防御行动之效能。对神盾级巡洋舰防御网之穿透率并无任何实战资料可供参考，仅有性能测试数据。如能确定穿透率，则持续战力问题不难解决。如穿透率为十分之一，(防御效能为90%)，则神盾级巡洋舰防御10枚飞弹时，势必有1枚命中。故二艘B舰，总计发射12枚飞弹即可能有1枚命中A。如巡洋舰承受2、3或4枚飞弹攻击后，战力虽受损，但仍能继续作战，则B须发射更多飞弹。如飞弹确能穿越防御网，则吾人设计军舰时须增强持续战力。



　　由于滨海水域环境复杂，空间受限，对巡洋舰之威胁更大。笔者看不出有何必要，将造价高昂性能优异之大型军舰派赴狭小之滨海水域，除非这些军舰在遭受数枚飞弹命中还能持续作战。事实上，自从鱼雷艇、滨海潜舰及雷区于本世纪初问世后，滨海水域成为杀伤力高之小型快艇的天下，对大型军舰而言则变成禁地。




概述




　　本书此一版本虽然增加了滨海作战，并以新素材来协助读者了解过去卅年之飞弹作战。然这个部份的概述在内容上仅作些许变动。读者应了解，滨海作战中有相当部份属于陆基兵力，是一种联合作战的缩影。



　　攻击艇拥有庞大火力，却无防御系统，易遭攻击，而且是战术状况中的不稳定因素。攻击艇完全仰赖先发攻击采隐匿奇袭或具备较佳之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攻击艇如具备这些能力则可称为异数。为何建造只具备攻击而无防御能力之快艇？原因在于成本效益。如就火力效益言之，一攻击艇之飞弹命中率可达数枚，两军对阵之作战不在考量之内。更精确之效益为“作战寿期内可投射之火力”，此为攻击力与反制武力之结合。



　　可投射火力之研析有时显示，攻击火力最好集中于一个载台，除节省载台建造经费外，加装飞弹之成本亦不高。然而火力集中于单一载台有其不稳定因素，前述讨论亦指出此举需搭配(一)科技能力(更多防御力，例如点防御或千扰丝，抑或增加舰体强度俾提升存活力)，与(二)良好之战术(采循序攻击，或从各个方位发动攻击，使敌之侦搜与管制能力无法负荷)。上述两项因素结合后方能有效发挥攻击。



　　在战术架构上，需要多少打击力方能一举摧毁敌威胁。如由一艘或多艘军舰在一处或多处发挥集中火力，有效攻击则需更大火力。



　　至于兵力集中则有赖防御力之分析。集中火力之战术端视吾人欲从事攻击或防御。然各项考量切不可仅以武器威力与射程为依据。其他因素包括，网路构联之良剽决定吾人是否可有效集中散布各处之火力，侦搜网络(敌我之舰载或他处之侦搜系统)搜索范围与计画，以及滨海水域之假目标与电子辐射皆影响防御与攻击能力。反侦搜能力如匿踪等亦影响最终之计算。



　　兵力对比无法确切估算，系吾人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平时吾人习于高估自身之打击力。故规划防御与攻击行动时，应额外增加火力。



　　战术后备兵力须处于安全区域，无被攻击之虞。保存部份飞弹攻击能力俾利第二波攻击之前提在于，本身安全无虞以备不时之需。如后备兵力离战场太远，无法发挥作用，则不具有后备功能。周波攻击并非保存后备兵力之作为，而是攻击之一种模式。



　　集中兵力之缺点在于敌人可知舰队所在，故电战作为不应着重于隐匿本身行踪，而是使敌人难以追踪与瞄准舰队中执行任务之主要兵力，亦即打击力。此外，切莫为了闪避敌侦测与追踪而大幅牺牲防御能力。主动干扰措施与辐射诱标系公开行动时之主要扰敌作为。设若主动防御并不足以在发动攻击前有效防护舰队，则整个行动须重新评估。行动计画如须集中兵力俾利防御，却因电子辐射严格管制限制了搜索与射控作业，而丧失防御效能，后果将极为惨重。神盾巡洋舰防御能力无与伦比，然其电子辐射却是致命伤，除非其兵力相当强大，足以公然发动攻击。



　　未来由于侦搜能力之缺陷，加上反侦搜能力提升，两军对仗距离将益形接近。一且飞弹仓促发射完毕之后，勃克比喻以短弯刀作战之情形可能发生。



　　滨海作战的距离短，而海上并无侧翼可攻击，或高地可占领。海军岸置单位以独特方式结合感测器、飞弹与其他武器发展新战术，透过准则、训练与通信使彼此密切配合。另外以杂波为掩护发动奇袭，益使滨海作战风险性增高。防御愈难，舰艇与飞机面临之风险相对增高。



　　是否有任何方法今战术指挥官与其参谋在面对滨海作战的繁杂问题时，冷静思考，仔细检验各项因素。当某国不仅能防御其海岸线，且具有相当之海洋作战能力时，吾人与之作战须着重侦搜、指挥管制与武器射程。




现代海战模式：以武器与侦搜系统涵盖范围为中心




　　本模式之目的：协助战术人员比对敌我侦搜与武器系统效能，俾比较彼此实际可投射之武力。本模式显示，能掌握环境状况者，将能先发制人。



　　除火力比较外，侦搜系统之效能、感测系统之电子辐射管制(EmCon)，以及两军间距离，亦为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将使得分析作业益加复杂，然这是无可避免之事，因侦搜与感测系统能有效能地运用系战术首要之务。本模式系以最简便之方式展现现代海战中最重要之因素。




状况描述




　　1．蓝军与红军可由各种射程各种方向发动攻击，打击力以每次攻击之命中率计算。此处所言命中日标之飞弹数量系依据射程而定。红、蓝军可集结、分散，或分割成数个单位，最小单位为军舰。



　　2．两军防御力包括软、硬杀系统(拦截器、防空飞弹、干扰丝等)，两种系统结合运作只能作为消耗之用，摧毁部份来袭武器，仍有若干将穿越防御网。



　　3．如无侦察、监测、电子反制拦截等系统或其他情搜系统提供之情报，即无法发射武器或充分发挥防御能力。打击力与防御力皆取决于侦搜情报。



　　4．侦搜情报之取得系依对敌采主动侦测或被动拦截而定。被动侦测之距离较主动为远，且可取得各种战术资料。



　　5．侦搜情报内容可分为三个项目：



　　a．侦测：了解敌人所在，足以防御即可，无须攻击。



　　b．追踪：对敌位置与行动资料不足，但仍可发动攻击，惟其效能将受影响。



　　c．瞄准：详细了解敌兵力组成，可瞄准敌各单位，只要在射程内，命中率可发挥至极致。



　　6．就主动侦测言之，方位与距离、目标定位、瞄准等侦测效能取决于电子辐射管制程度的三个等级：



　　一级(EmConA)：严格限制　(最小或无)搜索



　　二级(EmConB)：中度限制　(部份)搜索



　　三级(EmConC)：无限制(开放)搜索



　　某些主动系统之性能取决于扫描率，亦即某个单位时间内扫描之范围。其他系统则视某个单位时间内在某个地区之侦测机率。就整体搜索而言，在搜索区内之可能作业密度端视时间与作业模式而定。无论追踪或瞄准敌军时，亦需要进行攻击，此时需更多时间与侦搜作为。无论何种状况，(敌军位置、航向、航速以及部署细节)情报皆须回报，故侦测作业时间包括将情报送达至指挥官所需的时间。侦搜作为不易概念化，管理上亦相当困难，无论如何实施，其效能取决于扫描范围、精确度及回报时间。 [ 译注：侦搜方式概述见Koopman。 ]



　　7．被动侦搜亦包括测距、定位与瞄准，其效能取决于敌军电子辐射管制。电予辐射管制旨在防止敌军透过被动侦搜取得主要目标(航空母舰与旗舰)之瞄准资料。



　　8．实际可投射火力(有效打击力减防御力)能在攻击后降低敌攻击与防御力。实际上，敌原本之战力(攻击、防御与持续战力等)与主动侦搜能力降低程度系依被命中之程度而定。



　　9．红、蓝军之机动单位皆可四处游动。



　　10．舰载感测系统亦随载台而动。卫星属移动性，而陆基雷达属固定式感测系统。各军感测能力等于涵盖范围之大小。搜索系针对有利害或影响关系，或者须以管制之地区采小区域逐步搜索敌军。 [ 译注：另一种搜索模式系一次涵盖大范围地区，以较长之时间进行侦测、追踪或瞄准该区之目标。读者在研究后述之例子后，可自行研判何者为佳。 ] 本模式中，两军同时采取侦搜作为，然其电子辐射程度与电子管制作为决定孰优孰劣。侦搜系统与其运用方式系本模式之重点。作战结果取决于第一次攻击发动前两方对取得之情报以及电子辐射之管制程度。



　　11．一旦认为已取得足够情报，即可下令攻击。汇整情报资料与下达命令需时甚长，往往以小时计。如敌之攻击先于吾人下达命令前到达，则我无法进行攻击。若敌之攻击于我发射武器后抵达，则两败俱伤。



　　12．(1)被命中，(2)损失飞机，以及(3)飞弹发射后仍存活之部队，可再发动攻击。




现代战术范例




　　假设蓝军意图攻击红军陆基侦搜系统与武器，如图11-2所示。红军在海上部署两艘飞弹潜舰，任务为在蓝军接近红军有效射程前进行攻击。为利讨论，同时将重点置于双方之侦搜作战，吾人假设蓝军防御力强大，并能集中兵力成为一支舰队。尽管蓝军战斗序列中已包括其他战略侦搜系统与陆基单位，仍须仰赖舰载系统负责作战侦搜。红军侦搜系统稍后再论。






图11-2　现代海战想定



　　本例中，美海军航母作战舰队以战机与飞弹展开攻击，红军亦配备陆基战机与飞弹。航母舰队之使命为取得制海权，亦即压制或摧毁对美军海上活动之威胁。红军使命为摧毁蓝军，俾能继续对蓝军海运发动空中或潜舰攻击。本范例属传统作战，如核武涉入，则兵力、任务与战术将截然不同。



　　蓝军在距离红军基地1，800浬外开始行动。由于蓝军在500浬射程内之打击力异常强大，故红军潜舰部署于距基地前500至600浬之水域。



　　蓝打击力(BB)见图11-3a。图中射程达1，000浬者为飞弹。发射后即无飞弹使用。其余则为可重复攻击之战机，除非在行动中遭击落。战机可在300浬外发射飞弹，过了这个距离后，其武器携带量成直线下降，到600浬时为0。






图11-3a　蓝军在各种距离命中红军之飞弹数量



　　红军打击力见图11-3b。红军在短距离内有150枚之命中数量，1，500浬时其打击力为0。红军射程大于蓝军，但在最大射程却不足以发挥充分有效之攻击。红军亦可在攻击后，以所余战机再次展开攻击行动。






图11-3b　红军在各种距离内命中蓝军之飞弹数量



　　蓝军认为，如有所警觉，其防御火力可摧毁40枚来袭飞弹；因此在1，100浬外，能摧毁所有红军之攻击。在这个距离内，会有若干飞弹穿越防御网，命中目标。蓝军估计，如红军全面戒备，可摧毁其发射之20枚飞弹。故蓝军只要在1，000浬内成功发射飞弹，即可对红军造成损害。然单凭飞弹攻击并不足以发挥所欲效果，故蓝军必须接近至500浬，混合运用战机与飞弹，命中数量可增加至100枚，如将红军防御纳入考量，可命中80枚。之后，蓝军可攻击潜舰基地与相关支援设施，且不会面对空中兵力之严重威胁。假设蓝军估算正确，结合飞弹与战机，在500浬射程发动决定性攻击，但前提是其打击力在同时无任何损失。在这个射程内，蓝军毫无失误空间。



　　蓝军承受红军攻击的能力如何？据其估计，可承受红军100枚飞弹攻击。因此在红军100枚命中之射程，蓝军可发动攻击，但本身将严重受损：500浬时，红军可发射100枚，蓝军可有效防御40枚，所余60枚将命中，蓝军作战效能将降至40%。如红军在500浬射程采先发全力攻击，蓝军持续战力成为40枚，红军还可将其减半。20枚之持续战力并不足以造成红军之严重损害，俾利空优之取得，亦无法减低红军下一波攻击。以下为蓝军作战状况之评估：






　　然作战系动能之竞争，吾人尚未考量蓝军运动能力。25节系蓝军合理之快速运动速率。红军在距蓝军500浬处发动攻击后，需6小时方能再度攻击，此期间蓝军所余兵力可接近至350浬处，蓝军在这个距离之攻击力较500浬处高60%，命中飞弹数为70枚。红军可防御20枚，所余50枚将摧毁红军5/8兵力，蓝军此时面对红军，已有起码胜算。若胜算不大，蓝军尽其所能后撤，到了650浬处，红军再度发动全力攻击，蓝军将面临85枚飞弹，以其所余40%防御力，仅可防御16枚，69枚将命中，而其持续战力仅余40枚。因此蓝军如欲撤退避免攻击，反而招致反效果。如能撤至750浬处，蓝军即可与红军对战。



　　此时蓝军人员尚不可骤下结论，还需评估双方侦搜能力。蓝车之优势在于机动性高，而红军却须固守阵地。蓝军如在侦搜作业上超敌胜敌，以制衡红军射程优势，则可有效结合机动力与火力。



　　蓝军电子辐射管制计画须运用红军属固定部署之特性，但不包括两艘潜舰。由于蓝军系移动性威胁，红军必须搜寻其所在，故蓝军须利用红军不得不实施之主动搜索。设若红军拥有足够之卫星监侦情报(或其他侦搜系统能标定蓝军位置并发动奇袭者)，能首先发动大规模有效攻击，蓝军必须取得额外之防御力 [ 译注：多少防御力方足够？就本段所言，约需两倍防御力，以摧毁80枚飞弹。 ] (吾人已知红军具备充分攻击力)，并实施二级电子辐射管制措施。蓝军此时切不可寄望红军兵力较弱或能力较预估为低，故唯一行动方案系放弃兵力集中计画，将兵力分散——依状况观之并非最佳方案。



　　设若蓝军能避免被红军长程监测系统侦知，可在未被敌军标定位置的情况下，先行发动攻击。吾人假设红军配备两种主动侦搜系统 [ 译注：第三种系哨戒潜舰，然红军因欲将两艘核动力潜舰接近蓝军俾实施飞弹攻击。其实红军有许多方式可将潜舰用于侦搜，吾人将探讨其中一种方式。 ] 。第一，可涵盖广大海域之超地平线雷达，侦测距离达800浬。蓝军务须假设雷达已开敢，且可能在800浬处为红军侦得、追踪、瞄准，以及1至2小时内，以陆基或潜射飞弹攻击。第二，长程侦察机，侦察距离远至2，000浬，惟距离愈远，涵盖宽度愈窄。






图11-4　红军整体侦搜能力



　　蓝军向红军推进时，将实施一级电子辐射管制，并以被动方式侦测长程侦察机雷达波以提供预警，再快速将电子辐射管制降为二级，俾发挥全数防御效能，同时防止红军测得所有目标。长程侦察机发现蓝军之机率为何？双方皆知搜索距离与宽度皆由红军所掌握，故应仔细精算。蓝军假设红军可能对1，000浬(红军命中数不多)与600浬(蓝军于此处可发挥强大攻击力)间之水域发动攻击。红军如对1，000浬处攻击，较有利蓝军，故蓝军可保持于远距离外，引诱红军发射飞弹(这部份不再详述)。蓝军另可采隐匿快速运动，选择敌侦测机率较低之路线，同时采电子欺敌作为，误导长程侦察机。假设长程侦察机侦测距离达1，500浬。蓝军以25节航行24小时，方可自1，500浬处推进至900浬处，如欲推进至600浬处，须再航行16小时。尽管本模式已相当简化，但图11-4仍相当复杂。



　　于1，000浬处，蓝军可先发攻击，敌未侦知机率50%；900浬为40%以下；800浬(超地平线雷达)时势必为红军发现。然蓝军亦拥有数项优势。如在1，000浬以外得知已为长程侦察机发现，可有效防御红军攻击。如蓝军对自身防御能力信心不足，可取消或延后行动。如在1000浬内被侦测，在敌军飞弹抵达前，蓝军有2至4个小时可发动攻击，双方皆会遭致严重损伤。读者可依据公式计算双方损伤。



　　另有一项可能性，见图11-5a与11-5b。图11-5a显示，红军在500、700以及1，000浬三个距离全力攻击后，蓝军所余打击力。距离愈近，显然蓝军所余兵力愈少。斜线以上之区域系指红军成功防御20枚蓝军飞弹后，仍遭蓝军命中之飞弹数量。图11-5b显示蓝军在600-1，000浬范围内遂行攻击后，红军所余打击力。尽管蓝军并未完全摧毁红军打击能力，但在400海浬处已足以因应红军反击。






图11-5a　红军于500、700、1，000浬处攻击后，蓝军所余打击力






图11-5b　蓝军于600、1，000浬间攻击后，红军所余打击力



　　蓝军在500浬以外之距离虽无法完全摧毁红军战力，但只要在1，000浬以内，皆可发挥相当大效果，使红军战力大损。综合红、蓝两军武器与侦搜能力后，吾人可获致蓝军最佳战术。



　　蓝军应在未被侦知的情况下，推进至1，000浬处，在这个范围内发射所有飞弹。如在飞弹发射后与命中目标的两个小时之间(假设飞弹为配备精确终端导引之巡弋飞弹)能保持未被侦知之状态，红军将损失惨重。吾人可预期蓝军50枚飞弹几乎全数命中。若红军已有警觉，则有效命中数为30枚，但仍可摧毁红军八分之三的战力。如蓝军未将防御力考量在内，红军所余八分之五战力将构成严重威胁。



　　下一步是蓝军务须推进至400-500浬处，原因在于飞弹用罄，必须接近至飞机航程内，发动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击。在蓝军推进期间，红军可反击(有24小时)。然蓝军采取兵力集中战术，并将电子辐射管制取消，防御力达到最大效果。即令红军时间掌握精确，于蓝军到达500浬处时发动攻击，其所余飞弹数约为60枚，蓝军可防御40枚。由于蓝军可在承受100枚飞弹之攻击后仍能存活，故蓝军空中战力仍维持80%，足以击败红军，赢得胜利。



　　截至目前，笔者尚未提及红军二艘飞弹潜舰。吾人多视潜舰之功能在于打击。在本想定中，红军将二艘潜舰部署于500至600浬处，足以在蓝军发挥全数战力前削弱蓝军实力。距离愈近，潜舰愈能发挥效果。吾人尚未界定其打击力。任一艘潜舰如能发射飞弹攻击航母或神盾级舰，即可严重打击蓝军战力，即使因情报不足致使仅有部份飞弹命中，亦可降低蓝军战力，在后续交战时有利红军。然红军潜舰战术如欲获致最大效果，有赖潜舰在蓝军发射飞弹前予以攻击。然此种情形不太可能发生，因蓝军最佳之战术系尽早发射飞弹



　　然由于蓝军必须以25节运动，有助红军潜舰行动。高速航行时，难以进行反潜作战，而声纳可在远距离(50-100浬)测得高速水面船团之噪音，并以飞弹攻击。然蓝军如于1，000浬处发射飞弹，却使潜舰战术效果受限。潜舰无法在蓝军发射飞弹前实施攻击，其后亦无法重创蓝军，俾使红军取得优势。



　　然红军可将潜舰另作他用，进行秘密侦搜。蓝军计画系以一级电子辐射管制接近，并反制红军长程侦察机俾有足够时间将电子辐射管制层级降至二级，以恢复所有防御能力。如红军将二艘潜舰部署于1，100-1，200浬处负责哨戒任务，搜索蓝军，蓝军可能在毫无防备下遭长程飞弹奇袭，损失将极为惨重。在1，100浬处，红军可发射40枚飞弹，蓝军防御能力足以摧毁40枚，但前提是必须集中兵力。如蓝军因奇袭之故，遭40枚飞弹命中，所余兵力不足以继续作战。



　　当蓝军有赖红军主动搜索以提升防御层级，却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追踪瞄准，后果极为严重。蓝军如因准备防御之故开散雷达等电子辐射装备，势必暴露行踪，然其兵力集中之战术又有赖坚实之防御力。舰队以25节航行时，面临二艘哨戒潜舰之威胁程度如何？在1，200浬处，任一艘潜舰测得目标之机率介于四至五分之一，此外潜舰回报情资时还须不被敌军侦测。故红军潜舰侦搜成功率并不高，然蓝军如的确被潜舰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红军主要打击兵力为舰队时，蓝军面临之问题至为庞大繁杂。原本蓝军作战计画之基础在于红军系固定目标，一且舰队成为红军主力后，威胁大增，并使蓝军在最大距离发射飞弹时，无法发挥所欲效果。故蓝军须制定主动侦搜计画，改变整个作战计画，所有因素皆须列入考量。双方舰队在广大的海域运动，致力于侦搜作业，期先发现敌人，使敌人计画受挫。双方打击力此时如压缩之弹簧，一且任一指挥官认为已获得充分情报，立即反弹，先发攻击。




本范例之优点：结论




　　吾人务须从各角度检视本范例。第一，假设所有资料系透过分析所获之精确真实资料。符合各种条件，且所有变数或战术方案皆已研究；换言之，所有资料系实际完整之战术资料，可用于实际作战。此时指挥官与参谋首要之务系考量还有那些不确定因素，容许之误差范围为何。例如，渠等应关注伯诺提(Bernotti)对鱼雷有效射程之看法。设若蓝军在1，000浬处发射飞弹攻击陆地目标，使敌军有所戒备后，却未准备空中攻击，后果将如何？在飞弹命中前，吾人根本无法预判命中率。作战模式如虚拟实境之电脑模拟，容易让使用者误认这是最好的模式。了解海军作战者使用笔者之模式时，更容易犯下相同错误。然另一项危险因素是，海军决策辅助系统提供之作战命令往往被视为一种预测。至于计画方面，完善之计画将可发挥相当效果，但其中尚有诸多变数。例如，纳尔逊将军在尼罗河与特法拉加(Trafalgar)作战时，计画简单明了，但在执行时却杂乱无章。作战分析之目的并非精确预测未来，作战计画亦不代表实际作战情况；其目标系协助计画并赢得胜利，研析与计画本身并不足以赢得战争，然不可或缺。



　　本模式并未显示实际战力，仅着重于军舰之机动性与运动性，两者在面对位置固定之敌人时极具价值。红军如有机动兵力，蓝军须重新制定战术，包括电子辐射管制计画。设若红军亦拥有舰队，蓝军须开散更多感测系统，攻击计画势必另行制定。集中兵力防御之优势亦体现于本范例，文中未提出者是，蓝军如为因应红军侦搜系统而采疏散部署，其集中火力攻击非但无法奏效，反而容易遭受红军之循序攻击。



　　本模式之缺失在于将打击力与防御力平均分配于为数不详之各型军舰。如今美海军系将打击火力置于航空母舰，防御则由神盾级舰与舰载机共同负责。依据本模式，其战力损失较严重。研析结果显示，两艘航空母舰之作战舰队，剩余战机打击力为50%，空中战力全数损失的机率为25%(两艘航母皆失去战力)；而空中战力几乎全数保持之机率亦为25%(两艘航母仍可作战)。



　　计划战术时须谨记一句名言：“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本范例亦证实这个说法。红、蓝军间之相对存活力与复原力虽难以计算，仍须加以评估。美海军的计画中，即使旨在制海与维护美国海上利益，仍常考量陆、海兵力对比问题；故相对存活力之关系有赖专家深入研究计算。



　　本范例最重要之目的系呈现现代海战之程序——动能。即令最简单之研析亦不能避免繁杂之侦搜过程。在探讨历史海战的章节中，笔者以简单之两军对战模式即可说明海战本质，并可展示兵力架构与兵力对比；此外还特别展现出弱势兵力具有之优势。但当吾人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长程武器使吾人之分析趋向复杂，侦搜作为亦须列入消耗战之考量因素。在攻击上强调一次行动之威力，而非以往之持续摧毁力。持续战力所代表的不仅是存活力；而主动防御已益形重要。



　　总言之，现代海战须考量下列因素：



　　双方皆配备攻击性武器，射程决定其效能。



　　双方皆具备防御能力。



　　双方皆配备侦搜系统，至少须能追踪与瞄准敌人，俾利遂行攻击。



　　一方进行侦搜作业时，另一方可能因此获得情资，作为攻击或防御之依据。



　　双方皆可透过秘密或欺敌作为、诱使敌不使用感测系统、或者反侦搜(包括攻击他处感测系统)等方式，迟缓敌侦搜作业。



　　双方可攻击对方旗舰或扰乱通信，以干扰敌指挥管制。



　　双方之指挥管制才是行动关键所在。指挥官之目标系集中火力遂行任务。火力集中系指攻击时间与地点之有效结合，亦是在重要位置发动一波摧毁性之攻击。与集中火力同等重要的是攻击时机。从历史经验吾人可归纳一项真理：海战赢家之特质不在于知道做什么，而是何时做。海战指挥之难题在于如何掌握最佳时机，发挥最大攻击能力。



　　就火力言之，现代海战速度快，毁灭性强，一触即分出高下。结果往往在开火之前胜负已定。



　　战术人员仅专注于先敌发动攻击之想法并不全然正确。先发制人之意义在于能有效地达成吾人所欲目标——使敌无法恢复战力或遂行反击。



　　由于当今舰队军舰数量不多，指挥官可有效严密管制，并可在疏散编队时，协调各单位集中火力攻击。舰队潜力化为实际能力之关键在于准则、训练、稳固之团队、良好通信系统，以及行动时能在适当时间下达命令。



　　指挥官面临情报不足时，须下定决心，如何在敌军行动之前遂行有效攻击。如一方容易遭敌攻击，显示其战略、战术与武器发生问题，在大白天派长矛手与引箭手对决无异以卵击石。武器射程与侦搜能力两者应合而为一，不可分别看待，因此长矛手应在月黑之时执行任务。完善之侦搜计画包括搜集敌情报与防护己方情报。



　　如敌之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均处于优势，则己方战力，尤其是防御力，更须十分强大才行。



　　指挥官可能先发动些许攻击，俾利火力集中。然渠亦可能需要短程武器因应后续状况。战果获致决定不代表作战已结束。短距离之扫荡行动将成为紊乱之局面。














	

 






	















	







	







	









 





	


	







	








	




	


第12章　总结




	







	

 



	


	


　　笔者于韩战与越战期间，曾任职于驱逐舰上环游世界两周，地球浩瀚，所见愈多，愈令人深觉识见短浅。本书所提战术的愿景不过如地球无数胜景之一二而已。吾人已环绕战术世界，然仍有诸多观点吾人尚未得见。以下系笔者认为本书精华之处。




战术




　　海上战术系消耗性作为；在陆地上透过运动赢得胜利或能奏效，但在海上却行不通。率先发动有效攻击系战术指挥官之首要之务，但这仅是好的开始，近年来逐渐受到瞩目的优势侦搜利于遂行攻击作业。指挥官须能结合侦搜资料，运用兵力，并防止敌实施相同作为。



　　文字之描述并无法掌握作战步调，而兵棋推演亦不能传达战事近尾声时之急迫状况。战术成功与否取决于行动是否适时。



　　战术指挥官与武器设计人员之目标为，将实际可投射之攻击武力发挥至最大。笔者强调“实际”(net)的理由有二。第一，持续战力至关紧要。然马卡洛夫(Makarov)却指出：“性能佳之大炮促成胜利，装甲仅能延迟失败。” [ 译注：Makarov，p.181. ] 舰队不可能在面临强大敌人却未将之摧毁的情况下，无限期作战。第二，武器如欲发挥效能，必须发射——随舰只沉没之弹药是种浪费，击中诱标或礁石亦无用处。



　　与相同打击力之陆地兵力作战时，军舰在敌射程内长时作业的限制因素更甚以往。然海上兵力与地面兵力相较，仍享有战略机动优势(美海军准则中称为来自海上之作战运动)。吾人须发挥舰队之运动性，于同一位置作业只会招致攻击。



　　武器射程与威力的增加扩大了战场范围。然矛盾的是，滨海作战的局限性限制了运动作为，却成为空射、陆射、舰射与潜射飞弹之战场，使得陆基兵力及其感测系统如今须被视为海上兵力之一部份。地面与海上兵力结合之需求与重要性日益提升。战略或战术之联合作战已成必然之事。



　　就当代准则与未来科技言之，舰队须解决之重要问题如下：



　　主动防御：集中充分兵力防御敌可能之先发攻击。此时舰队放弃隐匿运动，俾利统合系统发挥防御功能。



　　匿踪：将兵力分散部署，使敌作业不易，需时甚久，难以率先发动有效攻击。部队须隐密运动，否则即丧失匿踪优势。



　　由于事涉攻击与防御力的平衡问题，采主动防御抑或匿踪皆无最完美之答案，两者皆有利弊。



　　依据接战规定以火力齐放开启战事之舰队演习最难以执行。演习时过度强调先发攻击系错误观念。战术准则旨在规范作战全程，作战开始之战术最为困难。吾人应着重如何赢得最后一场战役。



　　火力、侦搜、指挥管制以及相关之反制措施皆有其功能，然任务遂行有赖此六者结合运用，尤其是在敌人亦采取相同作为时。优良之战术计画如同作曲般，将独奏、间奏与强音和谐地结合起来。




武器与感测器




　　武器之发展值得吾人深入研究。如作战特性符合兰彻斯特之同步消耗战平方律(Lanchester’s square law of simultaneous attrition)，战斗力(结合攻击与防御力)享有4：3的优势时，即有决定性影响，如为3：2时，则将大获全胜。本世纪初鱼雷发展迅速，使得劣势兵力亦有胜算的机会。到了飞弹时代以一波强力攻击为主导时，劣势兵力在数量上尽管处于1：2或更大之不利情势，仍可透过良好之侦搜与指挥管制，率先发动有效攻击。



　　期望长程武器能发挥效果之战术计画人员往往讶于战事多于短距离内结束之事实。原因与双方在狭窄水域玩起捉迷藏，试图秘密接近对方时之侦搜作为有关，地面战偶有此种情形。



　　劣势兵力如基于战略因素必须作战，则需：



　　享有侦搜优势。吾人已建立相关状况评估(兵棋理论方案)，然其目的在于如何以最佳方式承担风险。



　　如在侦搜与欺敌作为上胜于敌军，则可发攻击。



　　军舰设计建造时，应具备承受数枚炮弹、炸弹、巡弋飞弹与一枚以上鱼雷之攻击，俾能继续作战，故现代大型舰船应强调存活力与后续战力。其他军舰则应透过匿踪提升存活力。于滨海水域作战之飞机与舰艇应体积小、灵活度高、人员少、造价低，如此方能以大量兵力攻击敌军。



　　鉴于舰队行动至关紧要，吾人应注意优势维持与丧失的可能性。由于美海军已享有海上绝对优势，水雷与水雷反制措施虽非舰队战术之重要议题，但极可能以意料不到之方式影响敌我行动。任何了解史实的人皆知，潜舰可进行游击战降低敌舰队优势或攻击商船，对当今侦搜系统与飞机科技了解之人士亦知，长程飞机具备相同功能。




计划与执行




　　准则能整合行动，对训练、科技、战术与目标有所影响，也会被影响。战术准则系既定作战程序，编纂时应考量下列对象设定为下列人员：武器系统管制人员、军舰与飞机、舰队各单位及舰队整体。各单位层级之准则内容务求其体明确，俾使战术程序环环相扣，惟须保留各单位自行发挥之空间。



　　准则将战术标准化，减少各单位计画作为负荷，但一般状况之规画，在无特定任务的前提下可作为训练之依据。作战教令仍有存在必要，但不可像老式英国海军般，只知遵行作战教今，毫无弹性。作战计画相当于依据任务特性而制定之准则。



　　舰队组成单位愈具弹性，愈需要标准化之战术与指挥作业。同样地，战术指挥官与舰长异动率愈高，愈需要参考依据以及简化之战术，尽管这并无法取代整个单位的稳定性与团结力。未来将有专书详述舰队作战网络之标准化战术指挥作业。行动时，战术通信务求时间短、频率少、使用暗语。



　　未来作战时，利用敌信号将变得极为重要。



　　计画与执行关系密切，但绝非一体，将其视为一体将导致严重后果。执行任务时并不从事计画作为，须依据现场状况调整计画。舰长须将计画如同作战目标一般谨记在心。计画不可背离准则；如无准则规范与实际演练，任务将遭逢挫败。对门外汉而言，任务遂行时，其过程看似与计画截然不同。



　　作战计画须能提供航空母舰、防御力最强之军舰、旗舰、或侦搜能力优异之单位在受损时之紧急应变计画。如将所有能力集中在少数军舰、飞机、机场、卫星与通信频道上，毫无后备单位或失误空间，舰队将会有麻烦。受损军舰须加以防护，直至安全区域。功能完善的单一资讯网路一旦被植入病毒，会使情况大乱。对战术指挥官最具实用价值的建议是：事前决定应做何事，并下达给各舰长。




与战略的关系




　　伤亡率高、毁灭性大的消耗性作战是海战中心特性之说法逐渐不符合现状。仔细研究海战中心要素后，可发现四种趋势。第一，与陆战相较，海上优势兵力展示较能发挥吓阻作用。劣势兵力战力被瓦解亦为历史中常见的现象。史书中此方面之记载甚少，因为历史只记载发生过的事而非未发生的事。第二，武器威力增强，但人员损失率反而降低。第三，在战场以外地区，非战斗人员从事侦搜、反侦搜以及后勤支援者比例大增。第四，由于决定性作战主导海战，故劣势海军不太可能投入作战。劣势海军的威胁远比不上陆军，若此一弱势海军为一大陆国家，例如苏联之海军时情形更是如此。若某个海权国家如美国受到另一个强大海军之威胁，平时将导致军备竞赛，战时将造成血腥海战。



　　马汉认为舰队指挥官之首要任务系运用优异战术集中兵力；柯白(Corbett)强调战略考量系决定性作战是否发生之原因，两者所言极为正确。舰队不投入决定性战斗亦可达成战略目标。潜舰作战、保护国家之全球利益等因素，可能促使舰队取消作战任务或防止决定性作战之发生。



　　如陆地情势已达难以容忍之程度，且敌海军未应战时，舰队可能采取行动。然此时舰队指挥官责任重大。除须因应敌军外，尚须保护运载船团或滩头堡。今日感测系统侦测范围、陆基飞弹射程、及飞机航程，皆令舰队指挥官难以执行任务，使得选择“由舰至目标运动”(Ship-to-objective movement)之地点益形重要。



　　参谋应就战斗序列向指挥官报告双方兵力优劣情形与程度，即使在兵力不均衡之情形下亦然。兵力比较并无法反映出优势何在，而须依赖战力比较，内容包括武器数量与射程、指挥管制与侦搜能力、战术与相关训练、以及其他变数。当今决策辅助系统有助初步战力分析，然其比较结果仅属摘要性质，实际部署则有赖结合任务与地形以及兵力分配等因素，制定出战术计画。



　　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没有任务的军队之首要之务系战力保存。海军亦然。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在传统战争中应避战。海岸威胁消除前，两栖部队不宜贸然行动，因两者在后续行动有重要任务。对战力薄弱无法投入决定性作战的海军而言，战力保存系重要目标。



　　庞大海军之造价与维持所费不赀。如成立庞大海军，最终却无法应战，则最不符合经济效益。



　　部份军职评论家认为，由于现代武器与感测系统精良，老式舰队作战不可能再发生。渠等心中所想的或许是老式战术与军舰。然只要国家须使用海面，势必保持舰队以掌控水面，这些舰队必包括水面舰。




战术研究




　　本书主题之一为，透过战术研析，吾人可从战斗的混乱情形中尽可能地埋出头绪。笔者认为首要之务系评估选用战术之效能，再将结果提供战术与战略计画人员参考。结合侦搜与火力投射计画，计算双方受损后仍能完成任务之评估数据，将有助于计画作为。



　　军职人员研究之战术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致良好成效。任何人皆无法制定出完善的战术。海军战术新观念可能并非由海军人员提出，但观念之接受与战术内容之研究仍有赖舰队本身推动。然由于舰队忙于行政、武器的妥善维护及推进性能等事务，战术提升有赖学校与准则单位协助推动。当教官系由最优秀之战术军官担任，且所有教官皆知其责任不仅在于教授，还包括战术研发时，最佳战术才可能应运而生。



　　研究海战历史有助吾人了解与比对因果关系，此为现代海战之基础。相关研究必须包括位置、通信、作战节奏，内容务须详尽。此外，两军对阵时作战之六个程序与相互关系亦须列为研究重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迄今之战术侦搜程序亦应加以特别注意。



　　历史证明，武器效能在战时较平时之估计为低，但决定性战斗如何发生：



　　战术原因：效能不彰之情形系双方皆可能发生。美西战争时桑普森之舰炮在6，000码处无法发挥效果，但由于西班牙舰队战力不佳，桑普森得能接近至1，000码处。



　　技术原因：武器杀伤力强。即今诸多飞弹未命中目标，但一枚便足以使许多军舰丧失战斗力。



　　战略原因：历史大多述及有重大影响之作战，然非决定性战役之战术作为亦值得深研。



　　部份人着重于战争学，其他人则强调战争艺术，笔者则由另一个角度——“指挥奥秘”(command mystique)，强调领导者勇敢、智慧与鼓舞人心之特质。如此一观点无误，则笔者怀疑战术科学与艺术间差异之重要性何在。理论源自实务，两者皆为战胜之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小说与预言




　　兵棋推演历史悠久。美国对可能发生之作战以模拟方式进行推演系评估两军战略之常用方式，其他国家或组织如联合国、北约组织、东南亚国协及欧盟等，亦经常参与兵棋推演。战略兵棋推演系一种思维实验，可检视围堵政策可能无法奏效之地区如巴尔干半岛或中东。一旦政治因素促使推演状况变成实际作战时，只要吾人已进行军事评估，参与单位亦了解军事层面之意涵，兵棋推演可发挥相当助益。



　　其他推演旨在进行军事评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1年间，美海军战院进行一系列推演，总计318次 [ 译注：相关结论见Vlahos，”Wargaming“，作者另对海军战院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兵棋推演做了广泛研究，见The Blue Sword。 ] 。这类推演与前述之思维实验不同：战略背景皆已设定，按部就班地详细推演，以测试各种不同状况下之结果。其中数次以英国为假想敌，原因不在于美、英可能发生战争，而是英国海军战力、机动性、战术及组织与美国几可相提并论。



　　实际之战略研究与作战计画则以日本为主要敌人，早在1920年代美、日摩擦开始前美国已有此想定。137次的推演中计有127次系以“橙军”，亦即日本为假想敌。此系列兵棋推演之演进，以及对美海军太平洋战争之助益，可参见1986年“海军战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中佛拉荷斯(Michael Vlahos)所着之文章。由于今日吾人所知之作战分析在当时并不存在，战术推演为当时研究新战术与科技之唯一方法；其内容包括航空母舰之规模、架构与运用，侦察机之类形与编组，以及在侦搜计画中如何运用侦察机。佛拉荷斯记载106项战术推演，其中71项为舰队行动。



　　预言未来战争之小说有段兴衰史，其中不乏受人欢迎之佳作，例如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所着之“沙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首版于1903年在英国问世。海军学会出版社(Naval Institute Press)于1991年再版发行。故事描述两名英国人在假日时驾驶帆船，优游于德国沿岸岛屿与波浪间，却发现大量驳船停泊于港湾内，准备登陆英国。柴尔德斯深信德国极可能发动奇袭，登陆英国，击败脆弱的英国陆军。其内容生动，如渠所愿地吸引了媒体、大众与英国政府的注意。“沙之谜”在牛津与剑桥大学学生间的欢迎度超越“贝奥武夫”(Beowolf)与“伊里亚德”(The Iliad)。这是当时最佳之著作。然而葛罗夫(Eric Grove)为最近一版的“沙之谜”写序时提到：“该书并非当时唯一撼动人心的佳作。”并列出六本着作，包括威廉丘(William Le Queux)着之“英伦大战争”(The Great War in England)。



　　另一本纯粹供人消遣阅读但与“沙之谜”地位不相上下之著作是，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在苏联瓦解前所着之“红色风暴”(Red Storm Rising)，主题系北约与华沙集团作战，书中详细描述两方攻防作为，内容生动之程度动摇了国防部在兵棋推演与分析上之传统思维。“红色风暴”于1986年出版，当时军方计画作为呈现僵化停滞之状态，克兰西的想象力受到军方重视与详加研究。这类小说钜细靡遗地陈述参战双方之思维与行动。其他科幻小说如威尔斯(H. G. Wells)之“世界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等，仅有部份可稍加注意。



　　另有一种著作属于预言式，内容长短不一，并无小说中人物之对话与思维。其中最佳之著作系白华特(Hector C. Bywater)所着“太平洋战争：1931-1933年美日战争史”(The Great Pacific Wa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Japanese Campaign of 1931-1933)。本书写于1925年，白华特引用了丰沛的资料，以深入的观察者角度描述美、日之激战。白华特撰写此书之目的在于警告日本，切勿唤醒美国这个沉睡的巨人。华盛顿裁武条约(Washington Disarmament Treaty)于1921年签署，当时美国刻正进行海军现代化。



　　白华特之论点深入，并非无的放矢。本书虽写于战事发生前15年，但白华特搜罗了海军战院兵棋推演人员花了20年归纳所得之成果。书中描述日本在宣战前攻打巴拿马运河，因封锁巴拿马运河可使大西洋舰队在两个月之内毫无用武之地。然后登陆菲律宾力仁牙因湾(Ligayen Gu[f)，同时攻占关岛。美国亚洲舰队(Asiatic Fleet)大败，太平洋舰队既无巡航能力也无后勤支援，只能徒呼负负。



　　战事继续进行，陆战队与陆军以及相关载具于珍珠港集结，以分散攻击阿留申群岛以及奥勒冈至加州沿岸之日军。双方皆试图发动突袭。然因侦搜情报不足而效果不彰，侦察机数量不足。美军后来成功地防止日军夺取美属萨摩亚，其战术类似太平洋战争瓜达康纳尔战役中采用者。日军进犯中国，然中国幅员辽阔，日军深陷泥漳之中。此时美海军舰队成军，横扫中太平洋，攻占特鲁岛(Truk)。美海军势如破竹，战事在雅浦岛(Yap)附近达到高峰，美舰队采用之战术类似1944年6月马里亚纳(Marianas)与10月雷伊泰湾(Lyete Gulf)海战之结合，痛击日军。书中的日本即于1932年主动求和。



　　笔者在本书第一版的“后记”中以纯粹的战术观点来述说现代飞弹作战之特性。后记中所假想的“下一场尼罗河战役”(The Next Battle of the Nile)发生于纳尔逊将军1798年8月1日胜利200周年时。笔者深感庆幸的是美、苏海军间不可能发生战事，但亦希望书中所提见解能流传于世，正如同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一书中向世人警告极权主义的挣泞本质般，至今历久弥新。




后记：爱琴海战役




　　本版的“后记”之内容含括作战层级之事务与滨海作战。故想定状况可扩及复杂作战环境，而指挥官必须达成战术目标。笔者将把第一版中所提之指挥官再度提出，但其角色已提升至作战层级指挥官(operational commander)，渠将面临复杂万端的问题与状况。此处笔者所提之状况系小说与预言兼具，一方面从指挥官的角度看待问题，另一方面详细描述了现代战术环境——充满了感测系统、飞弹、资讯作战、鱼雷、水雷及两栖作战。



　　这位指挥官所面临之作战问题与战术状况和美海军面对强大的海岸兵力(部份海上部份陆地兵力)时相当。这个假想敌实际上是美国盟友，其实这和1920年代时美国以英国为假想敌进行兵棋推演一般，因英国海军强大，对美国战术、系统与准则是最佳之测试对象。



　　另一方面，笔者在文中对于未列入现今美军军事计画之一环的滨海作战想定非常重视。美国如集中所有兵力攻击敌本土，反而有损美国利益，而敌军在其水域内畅行无阻又非海上强权之美国所乐见，故美国势必会追击敌人至沿岸地区。



　　文中显示滨海作战与大洋作战之战术、准则与战斗系统大有出入。笔者所言之战斗系统系指军舰、飞机与感测器之密切连结，并透过资讯科技与准则规范达成统合行动，此即“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的要旨。但于自身水域进行作战的敌军却不需要同等之高科技。半独立作战结合隐匿与奇袭将足以对敌人构成严重威胁。由于在笔者所提想定中，格兰特将军(Admiral Grant)面对之状况即为严峻，故笔者加入美海军目前尚未具备之兵力，否则格兰特将无法因应各种挑战



　　此外笔者并不打算将所提战术作为现实参考依据，旨在详细说明武器、感测系统与准则之运用方式。例如想定中有个重要因素：参战的三个国家皆拥有大量鱼叉飞弹；而各种小型舰艇都能透过网路连结发挥集中火力之效能。战事到达高峰时，核动力潜舰并无任何助益，但在危机初始之际却是隐然的威胁。无论陆基或舰载飞机对战事并未具备决定性影响，然读者若深入了解，可发现双方的战机对对方任何战术皆是一项威胁。




危机




　　尤里西斯·山姆·格兰特(Uysses S. “Sam” Grant)上将面对眼前环境自忖，作战远比战术作为复杂多了。其作战计画有赖将各种考量浓缩成一套浅显易懂的战术计画，俾使所有人员在即将发生的战事中，面临状况紊乱充满变数时，有所依据，然整个作战系接受国家政策与军事战略之层层管制。由于冲突事件频仍，战争势不可免，格兰特将军必将集中心力，思考如何作战，但必须在战事爆发前，考量各种因素俾制定面面俱到之决策。



　　除参与争端的三个国家外，有利益关系者还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与大部分西亚国家。格兰特将军的使命系将两个世仇的激荡情绪降温。



　　其作战任务系在希腊与土耳其全面爆发冲突前1l个小时介入此一危急情势。美国已竭尽努力试图购和，如今唯有指望格兰特将军的兵力。格兰特此时面对一个矛盾：以流血促成和平。战争迫在眉睫，结果尚未可知。格兰特除摩下第六舰队外，无其他增援部队。然其作战计画仍有胜算，因摩下指挥官有能力达成使命。娴熟之技术与坚实战力，加上些许运气，第六舰队应能遂行任务。这将是中途岛海战以来美海军的最大挑战。



　　格兰特何以能负责指挥此次行动？实系复杂的战略考量之一。目前担任驻欧海军总司令(CINCNAVEUR)的格兰特三天前还在驻欧美军总司令(USCINCEUR)，古若斯上将(E.F. “Famous” Grouse)麾下任职，该总部位于德国司徒加(Stuttgart)。古若斯对格兰特并不友善，并主观地认为地面战术与行动方值得一提。希腊与土耳其爆发冲突后，格兰特随即被任命为总司令，直接受命于国防部长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衡量全般状况后，决定以驻欧海军部队独力承担大任，即使不成功，失败的仅是海军而已。在无其他外力协助下，格兰特务须防范希腊与土耳其一触即发之情势，双方的世仇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近几个月来，希腊狂热份子在赛普勒斯鼓舞暴动，程度已非规模不大之联合国维和部队所能控制。一周前，希腊政府以赛普勒斯岛上暴动为由，准备将战区弹道飞弹部署于该岛，此型飞弹可在数分钟内攻击土耳其所有重要地区。此言激怒土耳其民众，土耳其总统与首相反常地顺应民众采取行动之呼吁。中情局透过联参告知古若斯与格兰特，一旦希腊将飞弹送往赛普勒斯，土耳其将执行一项早已计划好之战略



　　土耳其国防部长公开宣布将防堵希腊海军，但同时亦准备派遣兵力进占赛普勒斯，使得希腊必须采取行动；事实上，土耳其另有盘算。赛普勒斯岛距离希腊东岸遥远，但距土耳其本土不到100浬，可作为诱饵。希腊空军鞭长莫及，空中支援能力有限。土耳其准备以战机、水面舰、潜舰与陆基飞弹打一场有利的滨海作战。作战后期的第一阶段系一支土耳其舰队于赛普勒斯西方迎战，大举削弱希腊海军战力。第二阶段则将重心置于爱琴海。



　　土耳其之真正目标在爱琴海。多年来，两国海军勤训苦练，以备用兵之日到来。两国皆认为双方在海上势均力敌，希腊可能略占上风。希腊打算运用多德喀尼群岛(Dodecanese)与希克拉迪群岛(Cyclades)之狭窄水域(土耳其视为系遭希腊占领的群岛)，以飞弹与战机突击土耳其舰队与战机。然若土耳其摧毁希腊海军在先，则这些岛屿将孤立无援，爱琴海门户等于大开。






图12-1　希腊之意图与土耳其之因应计画



　　希腊计画将陆基战区弹道飞弹运至赛普勒斯。



　　土耳其宣布将派遣主要部队进驻赛普勒斯，然后击毁希腊海军。



　　土耳其早已无法容忍希腊占领爱琴海上之岛屿。希腊掌控这些岛屿等于掌控土耳其经过爱琴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与黑海之重要交通线。1995年希腊依据联合国1994年11月通过之海洋法，宣布将领海延伸至12浬，如希腊确实执行，等于管制了土耳其进入黑海的路线，以及土耳其西岸的每个港口。



　　另外希腊亦划出所属大陆礁层范围，俾拥有水下矿权。土耳其石油探勘行动已引其希腊抗议，声称此系侵犯其主权。爱琴海领空权以及希腊在土耳其西岸周边岛屿驻军等皆为悬而未决之问题。这类问题使得两国柑互叫嚣。当情报显示希腊已将巡弋飞弹部署于卡斯(Cos)、巧斯(Chios)、林诺斯(Lemnos)等岛屿上时，土耳其即制定计画，准备攻占这些岛屿并夺取飞弹，另外包括萨摩斯(Samos)与列士波斯(Lesbos)两岛。如此方能获得民意支持，争取爱琴海上之势力平衡。






图12-2　土耳其第二阶段战略



　　土耳其将分别自艾瓦利克、切斯美、伊士麦、库沙达西与波德伦对林诺斯、列士波斯、巧斯、萨摩斯与卡斯等岛屿发动两栖攻击。



　　希腊海军是否知道土耳其即将采取先攻赛普勒斯，后战于东爱琴海之两面作战手法并不重要。如失去赛普勒斯，希腊政府将随之下台。即今土耳其占尽优势，面对再高风险，希腊仍须孤注一掷。北约此时惊骇不已，因两国皆为成员国。北约50年来致力防止之危机终于发生，各国却只能作壁上观。联合国亦左右为难，唯一购和方式有赖美国行动。




美国决策




　　美国总统哈里斯(Rainsford C. G. Harris)系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向来仰慕希腊与西方文明，当他得知土耳其战略后，认为土耳其系侵略者应予阻止，并准备介入。然渠必须以希腊利益与爱琴海兵力平衡为由，说服希腊接受美国之政策，并由第六舰队介入。国务院则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情况：土耳其自由民主，系深入亚洲大陆的文明前哨，遵行伊斯兰教条，却反对回教狂热份子之神权政治，国力强，力图稳定，前景亮丽。美、苏对抗期间还是美国与北约盟友，是西方阵营东边的最前哨。国务卿汀克(Dan M. Tinker)对土耳其持同情态度，多年来希裔赛普勒斯人多次挑衅，土耳其皆采容忍态度。



　　两个极端意见终于获得共识。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是海上危机，应由海军解决。50年来，海军介入之地区包括台海、列分特(Levant；译注：接壤地中海东岸之陆地，通常指叙利亚、以色列与黎巴嫩)、非洲、中美洲、南中国海及西亚。尽管海军对陆地的影响仍有局限之处，然一旦类似希、土之海上危机发生时，海军仍可维持1949年以来从未尝败绩之记录，意外与水雷造成之损害除外。



　　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将二艘神盾级巡洋舰部署于赛普勒斯与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与麦辛(Mersin)两个港口之间，以防上耳其利用这两个港口以及重重防护，运送部队至赛普勒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奉命递交一封外交照会予总理贝伊(Yusuf Bey)，内容措词冷漠，警告土耳其不得对赛普勒斯采取任何行动，否则等同与美国作对。哈里斯总统仅能就与国务卿汀克取得共识之唯一事项对外发表：希腊或土耳其军舰与战机不得向对方开火，亦不可以飞弹、部队或其他方式改变赛普勒斯之军力平衡。另外哈里斯总统还透过视讯会议向希腊总统哈左博洛斯(Hatzopolos)保证，除非能打败美国海军，否则不会有任何舰船接近赛普勒斯。面对冀求一战的希腊海军，哈左博洛斯勉为其难地答应置身事外。另一方面，驻土耳其大使拜会土国总理时气氛相当僵持，渠只能回报，土国总理冷漠地将他打发走。




战事开始




　　前述情形于五天前，亦即7月26日发生。格兰特将军身为战区海军指挥官，上级自然会谘询他的看法。渠表示，只要古若斯上将将作战计画颁布后，第六舰队司令安可尔中将(Vice Admiral T. Anchor)将立即派遣神盾级舰就位。然格兰特作了如下要求，并且获得同意：



　　派遣四艘神盾舰分成两个战队，分驻赛普勒斯岛东北与西北两端，派三艘潜舰秘密进入该水域，航母战斗群由一艘核动力航母与四艘护卫舰组成，于距离赛普勒斯150浬处全面戒备，如此方有足够空间实施纵深防御，并防护神盾舰。



　　格兰特同时还调派一支由三艘舰组成之两栖待命支队向西行。舰上之陆战远征部队应获得完善的保护，但所有八艘神盾级舰皆已另有任务。渠普思考将陆战陆战队留置于岸上，但最后放弃这个想法；因此决定运用所余兵力：停泊于萨丁尼亚岛拉马达列纳(La Maddalena，Sardinia)之八艘800吨库勋级(Cushing)军舰。库勋级属攻击舰，并不适合护航，然格兰特仍下含此等军舰出港，避免意大利干扰。库勋级与两栖待命支队会合后，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巡航。库勋级系针对短期快速任务而设计，并不适合长时巡弋，但大西洋舰队增援兵力将于十天后抵达，这期间，八艘库勋级舰的水手(每艘60人)必须与两栖待命支队同甘共苦。格兰特对该支部队指挥官古瑞德雷中校(Commander Gridley) [ 译注：1898年仕威将军(Dewey)辖下舰队旗舰舰长之第四代孙。 ] 深具信心，因渠等普针对危机长期作业进行训练。



　　两栖舰上驻扎一支专司特种作战之“海豹”部队，格兰持对这支部队另有用途。渠下令三艘驱潜舰自驻扎之西班牙罗塔港(Rota)出发，到萨丁尼亚岛北方接载海豹部队，然后东行。



　　罗塔港另有一艘4万吨母舰，可运载8艘200吨侦察攻击舰(Killer-Scouts)与10架短场起飞垂直降落飞机，航速高达30节。侦察攻击舰总计30艘，其设计系依据滨海作战之任务而定。其中12艘为魅影级(Phantoms)，配备战术攻陆飞弹。格兰特下令，母舰装载8艘魅影级舰，东行至地中海，由驱潜舰护航。






图12-3　美国第六舰队战术



　　勃克号与琼斯号(John Paul Jones)飞弹驱逐舰



　　提康德罗加号与佛莒号(Valley Forge)巡洋舰



　　安那波里斯号、芝加哥号及旧金山号核动力攻击潜舰



　　雷根号航空母舰、盖茨堡号巡洋舰、欧肯号(O‘Kane)飞弹驱逐舰，以及列福威奇号(Leftwich)与希尔号(Harry W. Hill)驱逐舰。



　　两栖待命支队西行



　　□土耳其部队登陆处



　　□支援性机场




战事爆发




　　如格兰特所担心者，美军行动并未能吓阻土耳其。7月28日午夜前，约莫在战情人员交更时，18枚美制鱼叉飞弹分别由陆地、空中与海上发射，从各个方向朝提康德罗加号袭来。提康德罗加与佛莒号(Valley Forge)立刻采取因应作为，成功防御17枚飞弹，另外一枚穿透防御网，命中提康德罗加号船舶部位，使其丧失作战能力。佛莒号因协助拦截，而于29日0025时的第二波攻击中被击中飞弹发射部位。另外二艘由60浬外驰援时，8枚鱼叉飞弹再度来袭，5枚被成功防御，但3枚飞弹又分别击中提康德罗加号与维立佛莒号，两艘船皆失去战力。0230时二艘飞弹驱逐舰赶赴现场巡弋，保护受创军舰，直到拖船自那不勒斯(Naples)抵达现场救援。土耳其停止攻击，原因可能是备便之飞弹已用罄，或者土耳其认为已达到攻击效果。两艘战舰伤亡人数达90人。



　　攻击行动结束后，土耳其认为安全无虞。随即以5艘登陆舰与一艘运输舰搭载一支陆军旅，由驱逐舰与巡防舰护航，并有空中兵力严密戒护。然美国三艘核动力攻击潜舰已部署在附近，其中一艘被土耳其侦知并加以攻击，另二艘成功穿越屏卫，于0410时后的六分钟内击沉一艘登陆舰与二艘运输舰。总计700名土耳其官兵葬身大海。



　　古若斯将军得知消息后，于7月29日0530时，亦即华府时间的午夜，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简称联参主席)联系，要求撤换格兰特，并向土耳其发动空中与飞弹攻击。渠并表示，陆军部队已全面备战，将依据联参准则发动全面战备与精准打击俾获得全面优势。然联参主席赞同格兰特采取之谨慎作为，并赞许他是最优秀的海上强将。联参主席与国防部长对古若斯死守准则的讶异程度不下于上耳其的决心与血腥行动。五个小时后，亦即华府时间0600时，两人与总统会晤，获致如下决定：第一，命今古若斯不得擅自行动，辖下战机或部队留驻原处；第二，如欲防止全面战争爆发，所有冲突务须局限于海上。联参主席认为此举可行，因土耳其亦可能作如是想。在未攻击其本土的情况下，似乎已成功阻止土耳其再向爱琴海推进。由于美国希望将所有冲突限制于海上，故高层直接命令格兰特接任特别指挥官一职。



　　在政治作为上，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必须竭尽努力使土耳其恢复理智。由于美国一再保证不会让任何岛屿落入土耳其手中，希腊未采取任何行动。而世界舆论将可对土耳其产生压力。此时美国总统已获些许教训，同意让其他国家如俄国告诉土耳其，如放弃攻占希腊岛屿之意图，将可获得世界同情。



　　早在国家安全会议举行之前，古若斯已完成备战，由于与高层意见不合，最后决定去职。那不勒斯时间7月29日1400时，格兰特接到任务命令：阻止土军攻夺希腊岛屿，但不得攻击其领土，国防部长与联参主席花了15分钟向格兰特说明华府方面的看法。此时格兰特想出了一个腹案。他问到，“领土”是否不包括港内的土耳其运输舰。部长含糊其词，而联参主席猛眨眼，格兰特认为这代表渠等同意，渠等不久将收到格兰特作战计画的详细内容。



　　格兰特立即集合参谋，揭棻其作战概念，要求渠等快速评估状况。参谋认为，土耳其在海上行动无法奏效的话，可能由空中进占岛屿。然格兰特由各种因素获致一项结论：如土耳其认为无法掌控滨海水域，不能安全运送部队，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 译注：就“真实”情况言之，此举并不恰当，因大部分土耳其陆军皆具备空中机动能力。笔者未考量此因素之原因在于将复杂作战环境之各种因素简化成明了，直接之作战计画。当美军发现土耳其初期空中行动时，可派遣“海豹”部队攻击其空投堡。为利飞机快速往返，土耳其之空投堡将位于西岸。 ]



　　这个前提确立后，参谋们开始评估作战序列，并于动态显示板上标示各种运动。29日1900时计画完成，格兰特批准后，计画以电子方式送达欧洲海军部队各舰与岸上单位，联参首长亦各获副本；基于知会与防范危机升高，驻欧美军总司令亦获一份计画书。




敌军行动




　　同日2000时，土耳其高层指挥部下令部队登上登陆舰艇与运输舰，准备快速攻占计画中的五个希腊岛屿。土耳其舰队亦奉命赶赴五个装载港口，俾屏卫部队与支援登陆行动。空军战机已转场至西岸基地，负责搜索与掩护。六艘现代柴电潜舰加入护卫船团，水雷舰则准备布雷。



　　三十日清晨，美国卫星已发现上国部队、舰艇与战机动态。上午约莫10点左右，全球指挥管制系统(Global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GCCS)已显示土军行动在即。格兰特在那不勒斯透过全球指挥管制系统所获之情报与华府并无二致。9艘驱逐舰与飞弹快艇将从达达尼尔海峡南下，部份军舰配备鱼叉飞弹，其余为射程较短之企鹅飞弹，适合北爱琴海之狭窄水域。尽管面板上未显示，但爱奥尼亚群岛(Ionian)水域实际上布满了小型巡逻艇与渔船，以弥补空中侦察不足之处。



　　由赛普勒斯向西航行的10艘土国军舰，经卫星确认，皆配备鱼叉飞弹。在西南部安那托立亚(Anatolian)沿岸之阿客萨兹(Aksaz)海军基地内总计停泊20艘驱逐舰、巡防舰与飞弹快艇。格兰特认为这些舰艇可全数出动。因此渠估算敌军总计有25艘以上之驱逐舰与飞弹快艇朝北航行，配备约180枚飞弹，预于7月31日早晨进入爱琴海。



　　攸关格兰特作战计画的是分别位于五个装载港之登陆舰与运输舰，卫星已确认其位置：艾瓦利克对列士波斯、切斯美与伊士麦对巧斯、库沙达西对萨摩斯、波德伦对卡斯。由于各舰位置皆已确定，各目标精确座标传送至各舰，输入飞弹导引系统内。



　　那些飞弹？一定是魅影级舰配备之小型弹道飞弹。此型飞弹通常系对陆战队或岸上陆军部队提供战术支援。由于大部分港口均深嵌入沿岸的复杂地形，因此鱼叉与战斧飞弹此时无用武之处。另一项考量因素是，由于土耳其预期美军将以巡弋飞弹攻击，可利用港口系统遂行防御，但无法防御魅影级舰携带之战术弹道飞弹。此型飞弹系改良自陆军之飞弹，精确度高，飞行时间仅有数分钟。由于可能对港口所在城市造成损害，加上土耳其空军有二百余架战机，格兰特自始并未打算运用雷根号航母之空中兵力。由于潜舰无法攻击所有港口，加上格兰特不希望这些潜舰在爱奥尼亚附近的浅水区面临水雷与柴电潜舰之威胁。




战术计划




　　魅影级军舰如欲发射战术弹道飞弹，须进入距离目标90浬处，且须在土国运输舰与登陆舰敌航前行动。拥挤之滨海水域对行驶其间之舰船有利，但如欲以飞弹攻击此水域舰船却有相当困难。此外，格兰特并不确定土军将攻占那些岛屿，而且土军对滩岸环境与希腊防御能力更为清楚，一且运输舰散航，就成为棘手问题。这也是何以格兰特接获任务指示后需要立即行动，也何以需要高层默许攻击在港运输舰。美方对此等在港军舰位置之判定，其误差不过几公尺。



　　格兰特早已了解，如无新型之魅影级舰，根本无法军凭手上兵力消弭危机。每艘魅影配备10枚小型战术弹道飞弹，可使19艘运输舰与登陆舰无法作业，登陆艇由于数量太多难以用飞弹攻击。渠估计可击毁八艘以上之运输舰，土国势将延迟行动，这段期间整个大西洋舰队已抵达。



　　魅影级战队指挥官詹达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Genda)登上旗舰忍者号(Minja)开始行动，目标为19艘运输舰与登陆舰。尽管可能有其他军舰未被发现，詹达的任务就是：将80枚飞弹一齐发射，攻击卫星发现之目标。



　　尽管80枚飞弹攻打19艘毫无防御力的目标似乎有些浪费，但格兰特不敢保证命中率100拷。魅影之飞弹中含有子母弹，可涵盖两个足球场大的范围，虽非理想之攻船武器，然其威力可严重损毁运输舰，如舰上有部队，伤亡将极为惨重。当然这种伤亡可如渠所欲地延迟土军行动，但不可能平息土国人民之激动情绪，亦不可能获得世界舆论之支持。



　　这个问题已获讨论。攻击行动将尽早发起。魅影母舰将比库勋级舰晚一个小时，亦即31日1700时通过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南方水域，由于当时尚为白昼，天气晴朗，极可能遭上国发现。但格兰特认为，除非魅影级军舰发动攻击，否则土国不会有所警觉。魅影级军舰将于入夜后，约2100时进入希克拉迪群岛西方水域。土耳其如欲越过希腊水域进行侦察，有赖果敢决心及希腊之自制。雷根号上之战机于希克拉迪与多德喀尼间巡弋，直至夜幕降临，使土国误以为美国将发动空中攻击。



　　魅影级军舰最大的威胁并非土军，而是希腊军队。希腊政府是否已通知部队？希腊军队是否进行侦察行动？希腊军舰、战机与飞弹是否会让未经辨识之军舰通过，不加干扰与回报上级？格兰特担心情报外泄，并未告知希腊其作战计画。对他而言，战机可以损失，库勋级舰可以损失，但魅影级必须毫发未伤。



　　夜幕低垂后，魅影级军舰关闭所有电子装备，静静地通过希克拉迪，唯有目视方能发现其踪迹。魅影级舰身低，即使在白日亦难被发现。在海象三级的夜晚，下弦月要到0100时才会升起，魅影级军舰有绝佳机会，在希腊军与土军未发现的情况下，穿过希克拉迪群岛。渔船或沿海商船可能发现，但回报需要一段时间。而希腊或土耳其之飞弹寻标器均无法侦测到魅影舰，无法攻击；惟有火炮或弯刀才能发挥攻击效果。各舰将透过卫星构建秘密通联网路，回报运动情形与位置。詹达虽无法目视各舰，且未维持任何队形，而且无法相互支援，但能确知各舰均齐头并进。如有任一艘遭攻击，船上12名组员只能坐以待毙。



　　詹达将带领忍者、魅影、幽灵(Ghost)与匿行者(Furtif) [ 译注：海军有个传统，任何军舰皆须命名，即使造价仅为6000万美元。空军则不然，隐形轰炸机之造价较军舰高出二十余倍，却无任何名字。 ] 四艘军舰采东北航向，穿越群岛，然后在开阔水域上航行最后的50浬，为避免尾迹引起注意，速度不可过快。这四艘船将于普沙拉岛(Psara)东方会合，等待格兰特的发射命令，时间为8月1日0400时。其目标为艾瓦利克、切斯美及伊士麦。



　　另外四艘由史狄芬妮·迪卡图上尉(Lieutenant Stephanie Decatur)领军，以黑骑士号(Black Knight)为首，带领剌针(Sting)、迷雾(Mist)与静默(Silencioso)三艘舰采南边航路，分别缓慢安静地通过希腊各岛屿，并于阿莫哥斯岛(Amorgos) [ 译注：史狄芬妮有位祖先曾担任军官，将因搁浅而遭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海盗夺取之美国巡防舰费城号(Philadelphia)烧毁，渠后来于1804年8月16日夜晚的一次对决中身亡。史狄芬妮承袭了祖先的性格，但现代海军已不需要对决。 ] 北方之德诺瓦(Dhenova)会合。目标为切斯美、库沙达西与波德伦港内之军舰。



　　第六舰队所有兵力之任务皆为支援0400时之攻击行动，然库勋级舰另有任务，虽然简单，危险性相当高，其他美军舰均不适合此任务，亦即吸引土军25艘军舰之飞弹。




库勋级舰系消耗性兵力




　　格兰特已下令八艘库勋级出航护卫两栖待命支队。一旦爱琴海可能发生战事，这支舰队将立即束行，由于一艘故障，目前仅存七艘。库勋级必须比魅影级母舰提早一小时通过爱琴海门户，亦即克里特岛与基斯拉岛(Kithra)之间。故格兰特下令库勋级必须于7月31日1600时抵达此处，这段距离为500浬，但格兰特的高瞻远瞩提供了充裕时间。渠让该舰队通过美西纳海峡(the Strait of Messina)以缩短距离，同时增加土军发现机率。由于库勋级舰系诱饵，数艘甚或全数七艘将自我牺牲，避免魅影级被发现。



　　数年前当格兰持担任第六舰队司令时，执意要求配赋10艘库勋级。在苏联还未有垮台的征候前，1998年8月1日该型舰在击败苏联舰队时居功厥伟。目前仅有七艘可执行任务。库勋级排水量800吨，人员60名，主要武器包括8枚鱼叉飞弹与一门76炮，反潜能力虽不足但无关紧要，另外舰上搭载一架LAMPS(轻型空中多功能系统)直升机，库勋级军舰类似近海海军使用之早期设计。这七艘已足以担当大任。



　　古瑞德雷中校系格兰特亲选之指挥官，迄今已一年，渠培养各舰舰长间之默契，团队性强。此次行动由古瑞德雷负责执行，然此战术系由格兰特于多年前所设计者。库勋级事实上并不适合此任务，因其鱼叉飞弹能否穿透土国军舰防御网仍有存疑。土耳其亦配备自行改良之鱼叉飞弹，且对鱼叉飞弹防御不遗余力，因希腊海军水面舰之鱼叉飞弹为其主要威胁。格兰特自忖，土耳其使用与防御鱼叉飞弹的能力就是美国外援的恶果。



　　古瑞德雷将行经克里特岛北方，并于夜间时慢速航行，开敖雷达与无线电，故意将位置暴露。航母战机在希克拉迪与多德喀尼群岛间实施侦察，可发现船团并防止突袭，并就卫星情报查证敌军兵力。1900时古瑞德雷向左急剧改变航向，速率增加至31节，向阿纳菲岛(Anan)航行。2100时，七艘库勋级分成两队，采不规则队形齐进。两队间距约五浬，以雷射灯号通联，轮流采蛙跳战术。当一队以35节高速航行时，另一队维持6节航速，看起来像是小型无威胁性的运输船团。2300时接近阿纳菲岛时，航向向东，驶往土耳其25艘战舰可能所在处。



　　两架LAMPS直升机将南飞，开敢雷达朝克里特岛飞行，这是计中计。土耳其如曾研究库勋级军舰，将可预期这些军舰会在沿岸出没。直升机系侦搜利器之一，但在当晚由于海上杂波太多，古瑞德雷根本不期望直升机能提供任何情报。渠并不清楚土耳其舰队是否派遣直升机侦察，但此点并不重要，因土军已得知其动态。古瑞德雷的责任之一系隐匿实际意图。如有直升机自东方接近，应于八浬外击落。另外由航母起飞，执行夜间战斗巡逻之战机负责吓阻任何以50节以上速度在空中移动之目标。古瑞德雷只能仰赖战机发挥扰乱或驱离侦察机。



　　古瑞德雷预判，土军鱼叉飞弹快艇将于驱逐舰前方成屏卫编队。快艇只要开敖雷达，库勋级舰即可在射程内侦知。美、土鱼叉飞弹射程70浬，但由于双方必须侦测、追踪与瞄准对方，因此发射距离约为射程三分之一。鱼叉飞弹归向导引系统极为精准，然库勋级舰攻击之水域有商船与渔船，可能因误击而浪费飞弹。每次攻击由一艘负责，一次不超过三枚，然后立刻转向，避免遭敌反击，同时采用被动飞弹防御系统。其他军舰则降低速度，等待下一个发射电子辐射之目标。此种小量攻击战术旨在尽可能拉长存活时间，尽量消耗土军飞弹。若土军亦关闭雷达航行，则有赖何者视力较佳，能先发现对方率先攻击，此时舰炮之威力与飞弹不相上下。双方关闭雷达时，战况势必相当混乱，而较小之兵力库勋级舰反而不容易发生彼此误击的事。



　　舰队皆曾就上述行动勤训苦练。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七艘库勋级军舰加上56枚飞弹不可能击败配备180枚飞弹的25艘军舰，何况土军是在自家海域作战，古瑞德雷务须善用飞弹拉长作战。渠希望第一次遭遇能在午夜时分于阿斯提巴拉岛东方发生，俾吸引敌兵力穿梭于群岛间，使所余军舰能发挥所长。各舰长皆了解，勿将土军注意力导向阿莫哥斯南方，亦即另外四艘魅影级舰航向之处。



　　参谋长提醒格兰特，古瑞德雷可能会有油料不足的问题。格兰特感到汗颜，此一疏忽将毁了全局。然古瑞德雷回报，油料充分，可行动三小时，且所有在行动期间军舰不会以全速航行。存活下来的军舰只需蹒跚地躲入最近的希腊岛屿或港口即可。






图12-4格兰特作战计画



　　1、2魅影母舰航路



　　2、3A、2、3B魅影航路



　　A、B、C、D库勋级航路



　　X-Y-Z 土耳其主力舰队预期航路




格兰特登舰




　　七月三十日约莫晌午，格兰特交代下属安排渠与希腊国防部长于31日会面后，与作战参谋群分乘二架V-22海坞式运输机离开位于那不勒斯的驻欧海军总司令部。降落第六舰队旗舰后，便与舰队司令安可尔讨论电子作战计画。安可尔希望能采取更积极之行动，然亦承认，一旦魅影级任务失败，其兵力将无法应付土国空军的200艘战机。格兰特和安可尔玩了十五子骰子游戏(acey-deucy)，拜会随军牧师，与飞行员用餐，淋个浴，然后稍事休息。



　　三十一日0700时，全球指挥管制系统提供了最新的卫星影像，确认土国舰队位置与数量。0900时，格兰特搭上S-3维京式机，在战机戒护下前往雅典，俾于1300时拜会希腊国防部长。格兰特用了30分钟向鲁卡沃斯部长(Minister Locuas)说明之前从那不勒斯发送出的讯息的重要性。“务请阁下尽可能通知所有武装单位，土军未登陆希腊领土前，切勿开火。各处皆可发现可疑军舰，皆为美军或土军。计画之遂行皆仰赖希腊军人自制，切勿开火。”事实上。格兰特之作战计画并未全然指望希腊军队的自制，但一且开火，将全盘大乱，反而可能导致战争，而这场战争正是格兰特亟欲避免者



　　十四时，格兰特之参谋群招摇地登上S-3型飞机，飞往航空母舰。数分钟后，格兰特本人率领一名通信官与作战官悄悄地登上V-22型机。格兰特此时相信，整个作战即使没有他，亦可遂行——或许只有他自己这么想。库勋级舰之任务相当重要，格兰特于马塔潘角南方与之会合。1500时，格兰特等三人登上库勋级旗舰胜利号(USS Victory)



　　格兰持并不担心古瑞德雷勇气不足，相反地，他对所有库勋级舰深具信心，该舰队平时所有训练皆旨在先发制人，赢得胜利。此次库勋级须善用火力拖延时间，一小时或二小时，扰乱土国舰队，避免其发现魅影级军舰之行踪，直至魅影级军舰将80枚战术弹道飞弹全数发射后向西撤离为止。古瑞德雷了解任务为何，但在战事激烈时，难保情绪激动时失去判断力。因此格兰特认为在攻击时刻，渠应待在胜利号上。在那不勒斯，格兰特资源充裕，人才济济。参谋长经验老到，时时向华府报告最新情况，避免任何臆测。其参谋群可独自解决诸多问题，如紧急补给或部队错过会合点等。



　　登上胜利号后，格兰特坐在战队长的位置上，位于舰长与值更官位置后方，古瑞德雷则坐在值更官的位置，舰长柏诺提中校(Commander Ray Bernotti)仍坐在舰长位置上，亦即作战行动面板前 [ 译注：柏诺提之曾叔父罗密欧柏诺提系曾是意大利研究战术与作战之佼佼者。他继承了祖先的特质，偏好数理分析，且对地中海了如指掌。 ] 。值更官位于巡查长平时所坐的折叠椅，而巡查长则采以前海军作法，站着值更。格兰特的通信官与作战官各坐一张野战折叠椅。整个空间似乎有些拥挤。



　　这次行动还有个麻烦是，格兰特的对手是他的老友，土国海军总司令麦哈麦特·阿布度尔(Mehmet Abdul)。他在某次敦睦访问伊士麦港时首次见到麦哈麦特，还打了一场壁球，当时两人皆为上尉。15年前麦哈麦特在美海军战院上指参班时，两个家庭感情密切。后来担任参谋时，两人还曾研究如何协调北约兵力，在黑海与苏联作战。就个人情感言之，两人皆不好受，而对方战术思维彼此又知之甚详。麦哈麦特知道格兰特一定有锦囊妙计。少有人能如麦哈麦特般，在心态上已作好万全准备，与格兰特和第六舰队对抗。



　　格兰特对自己的粗心有些后悔：或许库勋级不须全数出动，这样可以少牺牲一些人。他还思考了个人可能面对的问题；计画一旦失败，可能被撤职查办，接受军法审判。如果成功，仍会引起争议，毕竟这场战役并非以传统方式实施。如果误判古瑞德雷摩下各舰长与成员之能力，或者低估敌人实力，将全数阵亡。所有人员皆了解成败的后果。



　　格兰特曾打败苏联海军，且未尝败绩，库勋级全体人员对他深具信心。但这次如判断无误，至少半数以上库勋级舰将遭击沉或失去战力，最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员伤亡。



　　这纯粹是个人感性的一面。指挥官作战时最重要的间题是，计画如何成功？如行动挫败，代表魅影级舰亦损失惨重。由于魅影级舰之火力足可遂行任务，只有一些因素能使计画失败。战术弹道飞弹皆历经测试，但未曾运用于实战中。美军情报系统世界首屈一指，但亦可能未侦测到土国某些军舰。且魅影级发动攻击时，土国运输舰必须仍在港内。



　　魅影级舰如行动失败，势将导致全面战争，第六舰队将遭逢严重打击，美国声望亦因此摇摇欲坠。希腊发动攻击，此时战力已遭削弱的土军其后果将惨不忍睹，东地中海与西南亚更可能爆发动乱。



　　格兰特心想，六个小时后一切都会揭晓。的确，这个作战计画完善，将会成功。他加入军人的行业并不是因此一行业中一切事务都是确定的，战争中是充满危险与不确定因素的，但是在诸多因素的配合下这个计画成功在望。格兰特运用适当兵力执行计画，魅影级与库勋级各舰长皆曾依据完善之准则勤训苦练，砥砺战技，所有官兵亦能在拥挤狭窄的滨海水域进行快速作战。



　　格兰特转头向古瑞德雷说：“你可以发射武器了。”




结局




　　格兰特的作战计画只有在魅影级舰适时发射飞弹，摧毁土耳其两栖战力后，方竟全功。



　　接下来的故事，也就是战斗本身，就要由小说家来执笔了。如欲情节较曲折，格兰特可能怯懦，犯下错误，而壮烈成仁。如由笔者撰写，主角将胜利凯旋。但就本想定主旨言之，格兰特之存亡并不重要。



　　对部份读者而言，格兰特并无必要让自己置身于险境之中，但此举却符合海军长久以来以身领军的传统。知名海军史学家波特(E. B. Potter)指出，尼米兹上将(Admiral Nimitz)抵达珍珠港后因必须待在岸上方能取得敏感情报，并能顺畅地与高层或下层通联，故勉为其难地不随舰出征。尼米兹面对的是一场长期作战，格兰特则不然，其胜负只在一举。加上格兰特胜算不低，故欲参与行动。就一般状况言之，作战指挥官留在司令部运筹帷喔，现场由战术指挥官负责，较有利舰队作战。由于笔者将各种战术技巧赋予格兰特，因而他显然比较独特。



　　另外小说家还会告诉读者，美舰队赢得胜利后，是否成功地促成谈判，从而恢复和平。笔者不保证有此结果，仅能说美国总统见到良机，联参主席选择了最适当的人执行这项任务，美军亦竭尽所能，创造谈判空间。



　　作战细节将集中于库勋级舰勇敢的欺敌作为。这七艘军舰面对了在数量上为其三倍有余，排水量五倍余的敌人，目的旨在吸引敌军火力。双方皆无法进行现代飞弹部队所希望的作战方式：在远距外发动决定性先制攻击。这场作战就是刻意制造混乱，与柯拉汉少将(Real Admiral Dan Callaghan)于1942年11月12-13日瓜达康纳尔夜战所处之情形类似。柯拉汉夫去管制能力，但由于情势过于混乱，双方皆无法了解战况，反而击沉一艘日本战舰，另一艘撤退，柯拉汉后来于是役阵亡。



　　第十一章提及如何计算两支对阵之飞弹部队之战斗力。双方接战时，只要任何些许改变，例如命中率、火力分配、防御效能、或侦测追踪效能等，皆会大幅影响战果。而飞弹作战本身即具有相当之不确定性。



　　唯一解决之道在于先发制人。两军交火时，状况混乱难以预测，然古瑞德雷所接受之命令就是相互交火。即使有了明确下达的作战指示，但几次齐发后古瑞德雷恐难掌控各舰，目标是否达成有赖各舰是否严守纪律，舰长是否沉着冷静。土国舰队亦然。在本人笔下，美军在第一回合享有先发优势(笔者不知这是否合理)，但依据第十一章公式，土国军舰在承受第一击后，仍可摧毁美军。



　　土国舰队之目标如系摧毁美国军舰，则应采取不同战法。然土国海军战术指挥官主要职责为保护滩头堡，确保两栖作战遂行。此外还须防范不远的希腊海军。就作战阶层言之，海战胜利永远只是手段，而非目标，仍有诸多因素有待考量。



　　笔者另有一个不描述库勋级舰作战情形的理由，因此举将着重于战术分析，同时详述可能之行动方案与结果。但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估计库勋级可摧毁(或瘫痪)七艘敌舰，土国舰队在此次混战中将消耗90枚飞弹；由于目标较大，土国军舰与人员将伤亡惨重。如在开战时技巧纯熟，库勋级之56枚鱼叉飞弹最多可摧毁12艘敌舰。土国舰队如反应够快，应可将损失减至3至4艘军舰。



　　假设双方飞弹防御措施极其成效，当彼此飞弹用罄时，许多军舰毫发未伤，届时势必以舰炮交火。此时土军享有较大优势。但战局愈紊乱，愈有利于美军。



　　格兰特与古瑞德雷如预期没有几艘库勋级舰得能存活，亦属合理。如运用第十一章之公式，库勋级舰毫无胜算，扭转局势的机率不大。如同许多国家滨海部队般，在自己的水域作战占有绝对优势。库勋级舰老旧，与大部分海军拥有之小型水面舰一般。此处之重点在于魅影级舰。搭配空中感测器与现代指挥管制网路后，魅影级之战术弹道飞弹就成为决定性之战斗系统。



　　爱琴海战役的环境诚然独特，任何滨海作战之环境皆有其特异之处，许多国家之海岸防御严密难攻。在大型的滨海作战中，陆基感测系统、飞弹与战机相当重要；地理位置、沿海潜舰及水雷亦不容忽视。由于近海海车之兵力组成，加上审慎的战略考量，携带飞弹的小型水面舰艇势将参与行动。在沿海负责侦搜的商用船只亦是重要因素。笔者认为，美国舰队在危险的滨海水域行动时，必须拥有可以牺牲的小型作战舰艇，方能不须放弃任务。这是笔者何以让格兰特拥有库勋级与魅影级舰的因素。笔者不认为，当今美国海军即使运用所有火力，在拥有强大防御能力之滨海国家的水域作战时仍能毫发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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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相关术语




　　本书术语之定义系依据美国《国防部军事暨相关辞汇辞典》(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CS publication no. 1])，及其他采用或修订之标准辞典。



　　军语会因出处不同而定义不一，且在运用上较不严谨。尽管许多辞汇已有众皆认同之明确定义，但笔者却发现，标准定义无法全面适用。例如，大部分字典将战术定义为艺术与科学，但海军却将战术视为程序、行动、已完成或待执行之事务，而战术之科学就是战术之科学本身。



　　准则(doctrine)系军语中最难以表述的辞汇之一。美海军以往采刻意忽略的方式回避准则定义之问题，但大约自1990年起，联合作战的重要性提升，迫使美海军正视准则。但吾人若认为海军对准则的角色已有一致看法，甚至海军战术准则已存在等都言之过早。



　　最普遍且可能是军语最严谨之出处为物理学。尽管力量、能量、压力与动力等辞汇在研究战争中人的社会行为时，如同研究无生命事物般，难以量化或明确定义，但在运用上绝对比军事严谨。基于本书主旨，笔者仅定义武力(force)、力量(Power)以及相关复合词辞汇。



　　反制武力(counterforce)一词必须加以说明。在核战计画中，反制武力系指对敌部队之攻击。counter作为字首时，系指相反之方向或目标；作为形容词时，其意义为相对的；作为名词时则为相对之事物；作为动词时的意义为反对、制衡、抵销、以防御或报复行动因应攻击、采反对行动等。尽管只有采攻势作为才可能对核武攻击发挥防御功效，但此处的反制武力之最佳定义似乎应含防御意涵。故笔者将战术反制武力之定义限于防御措施，亦即摧毁敌攻击行动之作为。



　　一般军事定义



　　会战(battle)。两方陆军部队、舰队或机群之全面遭遇，包括战斗作为，俾达成冲突之目标。



　　战斗(combat)。两军冲突，包括在行动、接战或会战时投射致命性武力。



　　冲突(conflict)。对立军队间之竞争性或对抗性行动。



　　准则(doctrine)。在战略或战术上，为求部队达成统一行动而遵循之政策与程序。广义言之，准则包括紧急武力运用之作战计画与执行作为。



　　战略(strategy)。统合战争或主要战区战争行动之政策与计画。（战略制定战争之统一目标，以及根据目标，分配兵力作战之地点。战略之目的在于影响战争或战役之结果，而战术则是影响会战或接战之结果。）



　　战术(tactics)。会战时部队之运用方式，包括部署行动、运动与会战力量之运用。(周延之战术系运用部队，充分发挥其潜力之程序；战术或周延战术切不可定义为赢得会战之程序。)



　　战斗要素与相关定义



　　反侦搜(antiscouting)。摧毁、降低或防止敌侦搜效能之行动。（包括摧毁敌侦搜装备如击落监视卫星或侦察机，对敌感测器采欺敌措施，干扰感测器俾降低其追踪与瞄准效能，或扰乱侦搜结果报告。）



　　指挥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C2)。指挥官制定之决策与所指挥之行动，其目的在运用武力、反制武力、侦搜作业、与反侦搜资源以达成目标。（指挥管制包括对情报侦搜、作战决策以及决策下达之整合，但不包括侦搜作业本身。指挥管制之支援包括参谋作业、决策辅助系统以及通信系统。）



　　指挥管制反制措施(C2 countermeasures)。摧毁或迟滞敌指挥管制效能之行动。（包括摧毁、干扰通信系统、植入假通信资料。讯号拦截被归类为侦搜作业较宜。）



　　反制武力(counterforce)。降低敌火力效能之能力，本书之反制武力结合了防御力与持续战力。（反制武力亦可含括攻势行动，但本书并未采用此定义。）



　　掩护(cover)。采秘密、伪装或隐蔽作为避免遭攻击（例如潜航）。



　　欺敌(deception)。刻意误导事实，俾取得优势。



　　防御火力(defensive firepower)。摧毁来袭飞弹、飞机与鱼雷之工具。



　　防御力(defensive power)。摧毁来袭武器，或以软杀使敌武器失效之能力。



　　护卫(escorting)。护送部队为了保护其他部队或船团，所采取的摧毁敌军或威胁敌军将遭摧毁之行动。



　　战斗力(fighting power)。武力与反制武力之结合。就某方面言之，可指某作战单位在整个作战期程中可投射之武力。以往当火力与持续战力成为普遍性辞汇时，战斗力系两者质的结合。



　　火力(firepower)。作战单位削减敌兵力之实质工具，亦即摧毁之能力，以投射速率衡量。(例如每分钟几发炮弹，或飞弹齐放之数量)。



　　火力杀伤(firepower kill)。在作战期间摧毁敌火力投射手段之作为。



　　舰队(fleet)。取得、维持或干扰海上控制权之主要兵力，因此两栖部队与弹道飞弹潜舰并不符合舰队之定义。



　　武力(force)。大体言之，系达成目标之手段。军事武力系摧毁敌运用武力之手段。



　　兵力(forces)。可集结运用武力之单位，此处包括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单位。



　　运动(manewer)。部队为达成战术优势所进行之移动。（运动与武力运用、反制武力、侦搜或反侦搜有关。理想言之，运动须结合上述四项因素。）



　　力量(Power)。运用武力打击敌人之速度。



　　侦搜(scouting)。搜索、欺敌、追踪、瞄准以及敌损害评估等作为，包括侦察、监视、讯号情报，以及其他战斗中所需情报之搜集方式。侦搜作业须待指挥官获得情报后方始完成。



　　屏卫(screening)。运用兵力协助防护其他更具价值之军位，其作为包括反侦搜、护卫及侦搜。



　　搜索(search)。侦搜过程之感测阶段，具主动或被动性。



　　感测(sensing)。约相当于侦搜，但不假设侦测之物是否已鉴别，或此项情报是否已传达至指挥官处，并且进入决策程序。



　　持续战力(staying power)。承受损害并能极具效能地继续作战之能力。



　　打击力(striking power)。在一次攻击中减少敌军之实质武力在短时间内投射大量武力，例如齐射。



　　
 
附录二　战争原则




　　本附录计收录两篇战争原则汇编，并以原文呈现，未经修改。第一篇系海军上尉兰德斯门(Stuart Landersman)在其《海军作战原则》(Principles of Naval Warfare)中所述，是篇研究于1982年完成，当时兰德斯门系海军战争学院海战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战略研究小组成员。 [ 原注：Landersman， appendix E ]



　　第二篇系取材自卫雷(Barton Whaley)针对欺敌与奇袭所着，于1969年完成之《谋略》(Strategem) [ 原注：Whaley， pp. 122-26. ] 。由于卫雷对于各家对奇袭之重视程度极具兴趣，卫雷对各项原则之排列系依各家本身认定之顺序排定，或依卫雷自身认为各家会如何排列而定。



　　兰德斯门编纂之战争原则



 



　　卫雷汇编之战争原则，自西元前至西元1968年



 



　　鉴于兰德斯门与卫雷对战争原则之研究较笔者广泛，故渠等所列无须进一步说明。然笔者发现某些不同之处，值得探讨。而这些差异的理由令人深感兴趣。



　　作者之年纪与成熟度。由个人或组织编纂之战争原则因、时间之不同而有所改变。



　　所处时间、国家大小、兵力以及武器影响了战争原则的优先顺序。



　　社会背景，尤其东方与西方。



　　偏重于战术、战略或两者兼顾，例如尼米兹特别重视战术。



　　作者之经验或观点。着重于国际或革命战争？大型作战或游击战？



　　军事背景。例如冲突系于海上或陆上发生。（似乎没有作者强调空战或两栖作战。）



　　卫雷引用艾克力斯(HenryEccles)所言 [ 原注：Eccles， pp. 108-13. ] ，这些战争原则系指挥官谨记于心之基本经验原理，而非据以遵行之原则、基本真理、意涵广泛之规范、或其他原则衍生之准则。这些原则系以一些关键字来表达，却富含丰富之意义。这些关键字系由兰德斯门、卫雷或各作者门生简化各家概念而成。



　　举尼米兹为例，身为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阶军官，渠将其在海军战院所提之论文中整理出后述之战争原则。兰德斯门则将尼米兹所言总结成关键字，或称“原则”，尼米兹之本文虽为结论，内容却相当丰富。关键字是将智者对战争原则看法之归纳。简单的数学等式与图表说明系对战争程序之归纳，兰德斯门在其研究中多采用此种方法。



　　战术论点 [ 注 ]



　　战争不变之原则为：



　　第一，运用所有可用兵力，发挥最大能力。（未必指具备优势之攻击行动）



　　第二，于接触点或适合实施决定性打击之处，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军。



　　第三，避免损失时间。



　　第四，取得优势后须充分运用。



　　主要原则：



　　a．在计划会战、方法与攻击点时，对敌实施奇袭与欺敌行动。



　　b．致力孤立敌战线之部份兵力，在其援兵到达前予以摧毁。



　　c．实施内线运动俾节省时间，增加机动力，以及便于集中兵力。



　　d．计划会战时，如己方兵力较强，须截断敌退路，如己方兵力较弱，则须考量从战斗中脱离。



　　e．谨守计画，不可失去目标所在。



　　f．现代舰队已无法再成单纵队，由一个军官管制。而须在彼此可支援距离内，采分队方式作业。各分队由某一下属指挥，且须赋予相当权力、责任，以及主动作业之自由，俾达成目标。



　　g．运用所有的自然优势条件，如风向、海象、太阳位置、雾与不良能见度、烟及烟幕屏卫。



　　h．良好之成果势必伴有相当程度之风险。再有效率之舰队也不会处于完善的备战状态，领导人若等待完美计画、物资与训练，最后终将坐以待毙，能充分运用手边资源者将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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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西方各国关于全面持久安全的愿望得到实现。它不是一个法宝，不能消除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氢弹虽然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实力，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焦急心情，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对于西方当权的政治家们来说，似乎是加速彻底胜利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个轻便而简易的工具。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设想，“这就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费少数几个原子弹的成本，使可显示出惊人的强大威力。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只医治创伤的手。在人们经受了数不清的困苦和危难以后，这似乎算得上一种奇迹。”可是，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人们的焦虑心情反而是与日俱增。这便证明，当权的政治家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想透，因为那样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障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不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胜利的追逐必然会要变成悲剧，使得各种努力毫无成效。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必不可免地要为苏维埃俄国控制欧洲大陆开辟道路，并使得共产主义的影响大规模地扩展到整个世界。同时，由于原子武器作了一场惊人的表演，使用这个武器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战争，也就必然促使俄国人要在战后发展这种武器。



　　从来还没有过现在这样一种很少安全感的和平。经过了神经一直紧张的八个年头以后，由于热核武器的生产，那些“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更加感到不安全了。但这并不是战争造成的后果。



　　即使还在试验阶段，氢弹就已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更加明白地证明，用“总体战”作为一种方法，也和以“胜利”作为战争目的一样，是一种陈腐了的观念。



　　对于这一点，那些一贯主张进行战略轰炸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不久以前，英国空军元帅斯里索尔爵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最近40年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总体战’，现在已经过时了……在我们的时代，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若再进行世界大战，那其结果将是集体自杀，人类的文明也将终结。”另外一位空军元帅泰德勋爵，也早已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准确而冷静地估计作战能力”。他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将不是什么决斗，而是相互交换的自杀。”可是，他又不大合乎逻辑地补充了一句：“这种趋势可以使侵略行径不至于受到鼓励。”其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有一类头脑冷静的侵略者，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对于不是明显地注定要带来灾难的威胁，能够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可以估计到对方不愿意自杀的那种天然的犹豫心理。



　　任何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那种并非直接的侵略，或者其他任何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侵略，是否能定下使用氢弹的决心呢？现在，就连空军部门的那些领导者，也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自杀”，而某一个当权的政府，难道竟敢贸然决定首先跨出这一步吗？由此可以肯定，除非某种威胁将要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比氢弹本身更为可怕，否则，决不会有人贸然使用氢弹。



　　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信念的基础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说得准确一些，拿使用原子武器来进行威胁，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事实上，俄国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这种恫吓并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反而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距离俄国很近，害怕苏俄的战略空军会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如果说要用原子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是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种威胁的反作用，即它的“后膛爆炸力”的破坏性，早已证明是有很大害处的。



　　对于“遏制”政策的运用，氢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固然可减少“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发生“有限战争”的机会，并助长了间接的和广泛的局部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促使对方犹豫不决，使他们在采取报复措施时难于决定是否使用氢弹或原子弹。



　　在现时代，为了“遏制”这种威胁，我们对于“传统性武器”的倚赖程度反而更深。当然，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等于必须仅仅使用旧式武器，相反，我们在发展新式武器方面，应该是不断推进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原子空军论者的假想是有很大差别的。而那些主张原子制空权的人，就旧的时代来说，还算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现代敌手所制定的战略，基本上都包含两重目的：首先是避免遭受优势空军的突击；其次则以有力的回击来瘫痪对方。我们愈是承认使用轰炸航空兵施行密集突击的必要性，则愈有利于促进新型游击战略的推行，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怪事。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确理解这种观念作为基础，而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加以相应的改革。只要是以敌人的战略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制定出有效的反战略；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句：想用氢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则我们潜伏的同盟者——“第五纵队”，也必然被一起毁灭。



　　曾经广泛流行过一种现点，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这当然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人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而这种间接路线，正是战略的实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必须合理使用武力，避免轻率用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已出现许多迹象，表明了使用“间接路线”的价值。而且，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已经巨大得多。不过，当时大战略的作用还不免令人失望。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定更加灵活的战略。可见，事情很明显，当原子武器正在日新月异之时，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自己的战略艺术。严格讲起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我的这本《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当时用的书名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现在这个版本，是我25年来继续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略和大战略方面的经验的结果。



　　当我研究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战役时，首先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是，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当时，我还只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只想更充分地把战略的实质揭露出来。可是，在经过深入的研究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这种间接法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情况表明，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使用这种方法都能加以解决。每当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总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以新的观念进行直接攻击，总不免要招来顽强的抵抗，这样一来，反而会使观点的改变更加困难。如果采取出人意外的手段，把新的观念渗透进去，或者采取辩论的方式，则实现某种观点的改变，就会更加容易和迅速。这是因为，在辩论当中，论敌的下意识抵抗，是比较易于用迂回办法去克服的。无论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只要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则成交的机会就会多些。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新的思想，最可靠的办法是设法使他相信，这个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如同在战争中一样，在制服敌人以前，应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对方诱出他的防御阵地。



　　间接路线的观念，同人与人之间理智相互影响的所有问题都有紧密联系，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与另外一条原则却是很难调和的，那就是：只有不顾各种利害关系和不怕一切后果而去追求真理，才有可能获得或者接近于获得作出具有真理价值的结论。



　　历史已经证明，“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而且同样表明，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并毫无保留地把它公开说出来，那就会有实际的价值。不过，同样也很明显的是，这种真理尔后的命运如何，则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物。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领域里的战略家，将力求使真理与人们所能接受的限度调和起来。他们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于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们在宣传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本领。



　　先知者将会遭到指责，这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至于这个指责将达到何等程度，那就要看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领袖则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如果他遭受指责，正好证明他已失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其原因，或是缺乏智慧，没有能力，或是未能认清自己的职能应与先知者有所不同。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就责难的结果作出最后的判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也可能表面上是失败了，但就他作为“人”的地位而言，则也许还能给他增添光荣。或者，至少可以使他避免一个通常的毛病，即给真理带来了损失，而对事业毫无益处。如果一个人总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真理，那么，从他“思想子宫”里产生出来的，一定会是畸形的“婴儿”。



　　然而，有没有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把认识真理和推广真理的过程结合起来呢？这就需要既不违背真理而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看来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会要遭到反对，当它还是某种新型观念时，更是无可幸免。可是，这种反对的程度，能够设法逐步减轻--那就是不仅要注意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到接近目标的方法。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不过，每一次选择这类间接路线的时候，都决不应该背离真理，而应该小心谨慎，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比谎言更加有害于真理。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说明上述这些思想的意义。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这也并非故意散布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是全新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肯动脑筋，能不能提出新旧两者之间的联系。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提出证明，说快速的机动车辆，也就是具有迅速通行能力的坦克，正是古代装甲骑兵的继承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调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时代里，骑兵曾起过极重大的作用，所以，恢复这类能起重大作用的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



巴·亨·利德尔-哈特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一章 历史是实际经验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埃帕米农达斯、菲力浦和亚历山大




　　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即“大波斯战争”，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自然的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战略还是处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这里取得许多教益。但是，“马拉松”这个字眼已经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并且非常有力地鼓舞着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们，以至于决不可以对它轻视。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个字眼所造成的印象尤为深刻。因此，在此以后的各个世纪中，首先是希腊人，而后加上欧洲人，都把马拉松战役的意义过分地夸大了。然而，如果不作过分夸大而准确地估价它的重要性，那么它的战略意义会反而显得更加清晰。



　　公元前49O年，波斯人采取侵略行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远征，其目的是要教训一下埃勒特里亚和雅典这两个在波斯王大流士眼中的希腊城邦小国，叫它们莫管闲事，不要插手别国的事务，即不要唆使波属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族人图谋暴乱。埃勒特里亚很快被波斯人灭亡了，其国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沿岸一带居住。而后，波斯人开始向雅典进攻。大家后来知道，当时雅典城邦内的极端民主党有意支持波斯人的武装入侵，企图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来挫败保守党。波斯人考虑到这一情况，没有直接向雅典城进攻，而是使军队在雅典城东北二十四哩处的马拉松登陆。他们采取这样的机动，是企图以此把雅典的陆军诓骗出城，使自己的支持者便于在雅典城内夺取政权。他们担心，采取直接进攻雅典城的办法，可能有碍于支持者发起暴动，甚至有可能迫使他们也起来反抗自己。而采取直接进攻的话，则波斯人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必须进行攻城战。



　　如果波斯人的企图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诡计可以说是已经得逞。雅典陆军果然开向马拉松，去迎击波军。而在此时，波斯人却开始执行他们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他们留下部分兵力作为掩护，把自己的主力重新装上船只，其目的是想绕道开往法里隆，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猛扑到没有防卫的雅典城。这个战略计划无疑是很精明巧妙的，可是由于多种情况的制约，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主将米太雅德具有顽强毅力，雅典军队采取了自己唯一可行的办法，立即向波斯的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所以获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腊方面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他们的长矛和盔甲经常都对波斯人拥有优势，马拉松战役是进行得很紧张的，实际上比后来爱国主义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激烈。不过，波斯掩护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还是安全地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在顽强战斗获得荣誉之后，随即以更顽强的毅力进行强行军，很快折回到了城里。他们由于行动迅速，加上反对党方面夺取政权的行动迟缓，终于使自己得救。在雅典陆军回城以后，波斯人看到，要想夺取这个雅典城，那就非进行攻城战不可。波斯人入侵的目的，本来只是想要惩罚一下希腊人，如果要以巨大牺牲来作代价，他们是不会乐意干的，于是便自动撤回亚洲去了。



　　此后过了十年，波斯人又产生了一个企图，于是再次调动大量兵力向希腊发动进攻。对于接受过去的教训，希腊人的反应是迟钝而缓慢的。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当局才开始扩充自己的海军，而这却是抵销波斯陆军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是，有充分的根据断言，这一次希腊和欧洲所以得到拯救，却是由于另外的原因。首先是埃及发生了骚乱。这使得波斯在公元前486年至484年不得不忙于那里的事务。其次是大流士的死亡。他是当时波斯执政人物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国王。



　　公元前481年，希腊重新面临着波斯入侵的威胁，而且其规模比以前各次更为巨大。由于敌人入侵的规模空前巨大，希腊各城邦和国家被迫团结起来，并组成了反波斯同盟。而对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则是被迫采取直接向目标进攻的办法。他调用的军队实在过于浩大，以至于不可能从海上进行输送，因此被迫从陆地进军。由于这一原因，波斯军队的补给储备无法获得解决，只得调用海军予以支援协助。这样一来，波斯的陆军只能沿着海岸地区前进，而海军舰队必须紧靠陆军进行活动。结果，陆海两军的行动都受到牵制。希腊方面却能预定在几个方向上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波斯人要想绕过这些路线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利用地形条件逐次地构筑了许多道阵地，有力地封锁着进攻的敌人。这样，正象格兰蒂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希腊各邦内部意见分歧，那么，“侵略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突进到温泉关(即德摩比勒)以南地区”。可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而使历史产生了一篇不朽的史诗。希腊的海军舰队在萨拉米岛附近打败了波斯舰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入侵。薛西斯和整个波斯陆军都在岸上看到自己的舰队被击毁，但却毫无办法进行支援，而这支舰队对于他们，与其说是运输工具，还不如说是补给来源，它比运输更为重要。



　　应当指出，进行这次决定性海战的有利因素，却是希腊方面使用的一个计谋。我们可以把这个计谋看作是间接路线中的一种方式。当时，泰米斯托克利写了一封信，说是希腊舰队打算投降。波斯人受了诓骗，把舰队开进了狭窄的侮峡，从而使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完全化为乌有。这一计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波斯人误信了过去的经验，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合情理。实际上，泰米斯托克利当时写这样一封信的内幕，是他害怕伯罗奔尼撒各城邦参加联盟军的将领们率军从萨拉米撤退，因为那些将领曾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真的那样撤退，雅典舰队就将被迫单独地同波斯舰队作战，并且使波斯舰队有机会在公海上充分发挥其数量优势的作用。



　　在波斯阵营里，只有一个人反对薛西斯关于立即发起战役的决定。这就来自哈里卡尔拉苏斯的阿尔齐米西娅女王。她建议放弃这次战役，而采取另外一个计划，使波斯舰队与陆军部队协同作战去进攻伯罗奔尼撒海峡。她预料这样可以迫使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舰队面临威胁而逃回自己的港口，从而瓦解整个希腊舰队。她的建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泰米斯托克利所担心的。若不是波斯舰队为了发起攻击而封锁了出海口，则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战船一定会在第二天早晨逃之夭夭。



　　果然，波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很不顺利。由于希腊舰队中一些战船在撤退，波斯舰队受骗，跟随着进行拐弯，而这些希腊战船只不过是作为诱饵行动，要使敌人的主力完全扑空。当时，担任进攻的波斯大船开进了狭窄的海峡，尾随着徐徐后撤的希腊战船，为了赶上这批战船，它们不得不加快划桨速度，结果使许多大船拥挤在一起。这就使希腊舰队有机可乘，得以向波斯舰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而把它打败。



　　此后七十年中，波斯人不敢再次入侵希腊，看来是害怕雅典海军攻击他们的交通线。可以举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当雅典舰队在叙拉古遭到毁灭之后，波斯人的侵犯马上就卷土重来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海战中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性机动，要比在陆战中早得多。



　　这就表明，陆军依靠交通线进行补给，已是后来发展阶段的事情了。而海军却不同，它们早就被用来对付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和补给工具。



　　萨拉米之战消除了波斯的威胁。此后，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盟主。直到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一盟主地位才算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了二十七年，其时间实在太长了。它不仅使交战的主要两方打得精疲力竭，而且使那些形式上守着中立的国家也倒霉地受到了严重损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双方在战略上经常都是犹豫不决的，战略毫无实效。



　　在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方面曾打算直接入侵阿提卡。可是，对方在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影响之下，使它们的多次计划都未能获得实行。伯里克利力图避免在陆上作战，主张使用雅典的强大海军舰队来袭扰敌人的航线，以此瓦解其斗志。这就是所谓的“伯里克利战略”，它和稍后一些时候出现的“费边战略”一样，曾经是很出名的。可是，这个战略的言词表达有其局限性，使人难于了解战争的过程。为了避免误解原意，在术语的使用上必须严格遵循确定的含义。



　　例如，所谓“战略”一词，从其直接含义来说，最好理解为“统帅艺术”，也就是对武装力量进行实际的领导。它与“策略”不同。“策略”不仅决定对武装力量的使用，而且要把其他手段(如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手段)统统结合起来使用。所以，策略的付诸实行，就是较高一级战略的运用，即所谓“大战略”的运用。



　　“伯里克利战略”与间接路线战略也有所不同。间接路线战略的任务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此达成胜利。伯里克利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其目的是要逐步消耗敌人，使敌人相信他不可能夺取胜利，从而使自己最后获胜。



　　对于雅典人来说，一次大瘟疫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大大地消耗了，结局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因此，“伯里克利战略”在公元前426年即宣告破产，而由直接进攻克列昂纳和德莫斯菲纳的战略所代替。这个战略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尽管曾经取得一些卓越的战术胜利，但是总的说来并不比“伯里克利战略”好些。在其以后不久，即在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斯巴达方面最有才华的统帅布拉西达士，终于剥夺了雅典人经过艰苦奋斗夺来的一切优势。



　　布拉西达士取得这个成果，采用的是直接破坏敌人根本要地的战略性机动，而不是摧毁敌人的实力主体。他带兵绕过雅典城向北挺进，实行贯穿整个希腊境内的强行军，直接袭取雅典的自治领地哈尔基蒂克，而这正是雅典的要害之处，向来称为雅典帝国的“阿奚里脚跟”。布拉西达士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向那些背叛雅典的城邦发出诺言，给予他们自由和保护，因而严重地动摇了雅典对哈尔基蒂克的统治，迫使雅典把自己的主力派来进行援救。结果发生了安菲波利斯之战，雅典军队遭到惨败。尽管布拉西达士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但雅典当局还是愿意同斯巴达人订立一个于自己不利的和约。



　　在以后那些虚假和平的年月里，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收复哈尔基蒂克的地盘。后来，作为最后一次的积极手段，他们又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企图占领西西里岛的“钥匙”叙拉古城，以此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间接路线的实例，但它却有着弱点，其矛头不是刺击敌人真正的军事同盟者，而是指向了对方贸易上的业务伙伴。因此，它不但没有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新的敌人。



　　尽管如此，要是这次远征在执行过程中不犯那么多的错误，要是远征真能取得胜利，那么，它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成果，还是有可能大大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可是，远征计划的制订者阿尔基维亚德遭到了国内政敌的阴谋陷害，被迫在途中离开了指挥岗位。他受命返回雅典，要出席法庭以亵渎神圣的罪名受审。阿尔基维亚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宣告死刑的判决书。因此，他在途中逃住斯巴达，打算帮助敌人来摧毁自己亲手制订的远征计划。接替阿尔基维亚德去担任远征部队总司令的，是尼基斯。这个人本来就是阿尔基维亚德计划的反对者，天生冥顽，不学无术，因此，他自然要使阿尔基维亚德的远征计划遭到破产。



　　雅典在围攻叙拉古战斗中丧失了自己的陆军，只是由于海军舰队的积极活动，才算避免了惨败。以后又经过了延续九年的海战，雅典还是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而且重新恢复了它的大帝国地位。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05年，斯巴达舰队的司令官莱桑德尔，终于把雅典继续发展的措施搞掉了。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古代史》一书中，关于莱桑德尔这样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力避战斗，尽量消耗雅典的兵力，选择帝国最要害的地点实行攻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未必正确，因为莱桑德尔的计划并不是象采取间接路线那样避开战斗，而是只要遇到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便不论时间和地点，总是向敌人实施进攻。莱桑德尔曾经机巧地改变航线，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摸不清自己的意向，从而悄悄地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给雅典运输粮食的潘塔斯船队返航，由于对雅典的粮食补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雅典当局曾把自己拥有180艘舰船的整个舰队都派去对运粮船队进行护航。在连续四天的航行中，雅典舰队一直在引诱莱桑德尔进行海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莱桑德尔只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似乎自己已经陷入毫无作为的窘境。这样，雅典舰队受了骗。它本来应该开进安全的塞斯托斯港去补充给养，但是却没有开进去，而停留在埃戈斯波塔美附近的开阔海面上，虎视着莱桑德尔的舰队。第五天，当雅典舰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上岸去筹办粮食补给的时候，莱桑德尔便突然地发起了进攻，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战斗就一网打尽了敌人的舰船，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两国之间一场时间漫长的战争。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图1 希腊的中部和南部



　　下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38年才发生的。这次战争使希腊的霸权转移到了马其顿人手里。这次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说明自然界的障碍可以为了战略上的利益而加以利用。马其顿人，尽管也是希腊人，但实质上他们又是“外国人”。当时，底比斯人已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泛希腊同盟，用以对抗实力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其顿。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同盟者，那就是波斯国王。而这对于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的新的进攻者，也认识到了间接路线的意义。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企图夺取霸权的借口，也是带有伪装欺骗性质的。他参加安菲赛托尼克会议，是被邀请来的，是请他来协助惩罚贝奥提亚西部那个阿姆菲萨小国家的。那个小国被控犯了渎神罪。菲力浦之所以受到邀请，很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他这样做，尽管促成了底比斯和雅典为反对他而进行的联合，但是至少使得希腊的其他各国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336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100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图2 地中海东部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301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302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汉尼拔、西庇阿和凯撒




　　对于欧洲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下一个冲突，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阶段，是汉尼拔进行的各次战争，或者统称之为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个战局，而每一个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的进军。而其最终结束点，看来应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朗西梅诺湖畔所取得的歼灭敌人的胜利。这次胜利以后，汉尼拔如果能下决心立即向罗马进攻，那么可以说，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备部队以外，没有其他的抵抗力了。



　　汉尼拔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陆上路线，不选择距离短得多的海上路线？通常的解释都是认为“罗马人掌握着制海权”。可是，在他那个时代，航船还是原始化的，它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制海权”的现代定义去套当时的情况，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罗马人在当时究竟有无制海权，也是一个疑问。曾直接记述过特朗西梅诺战役的波里比阿在一篇著作中就指出过：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会不会取得“制海权”，曾经感到焦虑。甚至到了战争的结束阶段，即在罗马人取得一系列海上胜利以后，他们尽管剥夺了迦太基舰队在西班牙的所有基地，并且在非洲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仍然没有能力预防马哥(汉尼拔的弟弟)的远征军在吉罗西-里费亚实行登陆，也没有可能阻止汉尼拔返回非洲。因此，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更可能的理由是，他要纠集意大利北部的色尔特人起来反对罗马，认为这样对他更为有利。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条陆上的行军路线，也不是一条直线。正因其如此，他才获得了颇大的利益。罗马方面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西庇阿(即阿非利加·西庇阿的父亲)到了马赛，其目的是要阻止汉尼拔渡越罗讷河。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地在该河上游渡过了这条难以逾越的大河，而且还继续向北走了很远。他选择了一条穿越伊塞里谷地的更为艰险的路线，而不是经过里费亚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直路是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的。波里比阿后来写道：当老西庇阿在三天之后赶到渡河地域时，他“大吃一惊，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一个敌人，而他先前却曾断定，认为汉尼拔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冒险经由这条道路(即北线道路)进入意大利的”。老西庇阿于是当机立断，留下部分兵力在现地，自己即匆匆忙忙地走海路返回意大利。他正好及时赶到，在伦巴第平原上碰上了汉尼拔。然而，这里的平原地形却使汉尼拔占了优势，使他的强大骑兵便于展开活动。结果，在蒂西纳河和特雷比亚河的两次战斗中，汉尼拔都夺取了胜利。这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



　　汉尼拔变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人，停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罗马的新执政官预计到汉尼拔必将继续进攻，于是分兵把守两条线路：一条通向位于亚得里亚海岸边上的里米尼；另一条通向埃屠里亚的阿雷蒂昂(即现今的阿雷佐)。这些据点正好控制着通往罗马的东西两条大道，而汉尼拔是很有可能沿着这些道路进攻罗马城的。汉尼拔决定沿着通向埃屠里亚的线路行军，可是，他却不是选择大家通常所走的道路。行军之前，他通过周密的侦察，“查清了通向埃屠里亚的所有各条道路，知道这些道路的里程和状况也是敌人所熟悉的，知道还有一条穿过沼泽地的捷径是有利于突然地向弗拉米尼(罗马执政官)发起攻击的。汉尼拔想到了采取突然袭击行动的问题，于是便选择了穿过沼泽地的那条捷径。可是，当部队知道自己的司令官正率领他们走向沼泽地时，士兵们曾经大为震惊……”(波里比阿语)。



　　一般的统帅都是喜欢已知的东西，而害伯不知的东西。汉尼拔不是一个普通的统帅，因此，他和所有伟大统帅一样，宁肯在最危险的条件下从事活动，却不愿在敌人选择的阵地上去同敌人搏斗。



　　在连续四天三夜的行军中，汉尼拔的军队一直是在沼泽地内的“泥水道路”上行进。由于极度疲劳和缺乏睡眠，部队遭到大量减员，马匹的损失更为严重。可是，一旦冲出了沼泽地带，汉尼拔立即发现，罗马的军队仍然毫无作为地呆在阿雷蒂昂的军营里。这时，汉尼拔也未打算直接实施攻击。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绕过罗马的军营，前进到其后方，那么，弗拉米尼由于害怕人民的谴责和不能忍受的挑战刺激，不可能消极地看着敌人蹂躏自己的国家，而必然立即跟随而来。这样作，汉尼拔可以反客为主，就有了展开攻击的有利条件。”



　　汉尼拔采取这样一个迂回到敌后的机动，是仔细地研究过弗拉米尼的个性而考虑到其心理作用的。随后，就是如何实际执行计划了。他沿着通向罗马的大道前进，组织了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第二天的早晨，正当晓雾迷茫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朗西梅诺湖岸的山地道路，跟在汉尼拔后面拚命追赶，可是，它却突然遭到来自前后两面的夹攻，并被全部歼灭。许多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胜利的结局，但往往忽略了精神因素是造成这次胜利的基础。然而，波里比阿在自己关于这次战斗的评论中作出了下述结论：“好象一艘战船，如果失去了舵手，那它很快就会成为敌人的虏获物。在战争中的军队也是这样。如果您能在斗智当中胜过敌军的主将，使其在行动上处于被动地位，那么，这支敌军就有可能完全落在您的手中。”



　　接着产生一个问题：在特朗西梅诺大捷之后，汉尼拔为什么不直接进攻罗马城？这是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疑案。后人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只不过是猜测罢了。缺乏攻城的重型技术装备，也许是较为明显的原因，但却并不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则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一直都在消除罗马对于其意大利各同盟国的影响，而力图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联盟。所以，取得几次胜利只能算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如果汉尼拔能使作战的条件有利于他使用优势的骑兵，那么，他在战术上的优势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以罗马人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而开始的。这些间接路线行动，就形式上来说，似乎是希腊特点还要多于罗马特点。这种行动的方式，以及后世许多人对于它的模仿，其中有些是学得很坏的，在历史上统称之为“费边战略”。费边采取的这种战略，不仅在于避免进行会战，以争取时间，而且要达到影响敌人士气的目的，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可能盟国的精神状态。因此，“费边战略”主要还是属于军事政策的问题，或者说是大战略的问题。费边深刻认识到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去冒险求战，不指望通过会战取胜。他在尽量避免会战的同时，却又到处发动小规模的挑衅，以此刺激侵略者的神经，并使汉尼拔的军队无法从意大利的各城市和他的基地即迦太基本土获得兵员补充。这一战略获胜的基本条件，也即如何利用它来实现大战略的条件，就是要使罗马的军队经常控制山区高地，从而使得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不起作用。因此，这一阶段成了汉尼拔和费边同时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搏斗。



　　经常给敌人造成威胁，不断截击敌人的零星兵力和粮秣征集小队，迫使敌军无法建立任何永久性的补给基地，这一切使费边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阴影，到处遮蔽着汉尼拔凯旋式游行的胜利光辉。这样，费边本人不仅避免了失败，而且也消除了汉尼拔由于前几次胜利而给罗马的各意大利盟邦所造成的影响，因而阻止了他们对罗马的背叛。此外，这种游击式的战法，既提高了罗马部队的士气，又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因为他们远离祖国，深深感到已经不可能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消耗战却是一件双面开锋的武器，即令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地会感到吃不消。这样的消耗战争，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必将带来特别难以忍受的苦难，因而他们渴望尽早结束战争，而且经常带着偏见，认为最好还是通过战斗取得对敌胜利。当汉尼拔大胜之初，罗马人是感到十分惊恐的。而现在，他们在慢慢恢复过来以后，就开始对费边的智慧和他的行动产生怀疑了，忘记了正是费边才使他们获得恢复的机会。这种怀疑情绪煽惑着军队中一些只有“匹夫之勇”的分子，他们也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指责费边是“懦夫”。这种情况使得执政当局作了一个史无先例的决定，即任命米拉修为副统帅，而他本来就是费边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批评费边的主要人物。于是，汉尼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了陷阱，幸亏费边及时赶到予以援助，才使他勉强得救。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可是，当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却未能保证他获得连任机会。在执政官的选举中，狂妄自大、性情乖僻，而且不学无术的特烈茨·瓦罗被选为两个执政官之一。原先就是这个瓦罗促成了对米拉修的任命。此外，罗马元老院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执政官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决战。当时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正在遭受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元老院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它为了准备公元前216年的会战，已经建立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其编成已有八个军团。可是，由于选错了一个统帅，他的思维判断能力不能适应他的进攻精神，因而使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执政官是埃米里·帕卢斯。他曾希望等待一下，利用机动造成比较有利的条件。可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不符合瓦罗的观点。瓦罗的思想和他的公开宣言是：“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对他进行攻击。”结果，瓦罗利用了第一执政这个有利的条件，给汉尼拔提供了一个在平原上，在坎讷附近进行会战的机会。帕卢斯曾经进行争辩，认为有必要把汉尼拔吸引到比较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形上来。可是，瓦罗听不进这个意见，他利用自己轮值指挥部队的日子，把军队开到了紧接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帕卢斯把部队关在设防的营地之中。他认为汉尼拔的补给品不足，很快就会被迫撤退。而瓦罗呢，正如波里比阿指出的，“他的胸中却愈来愈烈地燃烧着进行会战的烈火。”当时，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求战感情，继续拖延下去将会激怒他们。“因为对于人们来说，没有比犹豫不决更为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决定已经作出，人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不管遭受什么艰难困苦，那怕不幸就要落在自己头上，也要勇往直前。”



　　待到下一天的早晨，瓦罗命令罗马的军队开出营地，准备进行会战。而汉尼拔所期待的，正是进行这样一种会战。按照传统的习惯，双方的步兵应该配置在战场的中央，骑兵列在两翼。可是汉尼拔却采取了一种新的列阵方法。他把那些坚定性比较差的高卢兵和西班牙兵摆得突出一些，配置在步兵战斗队形的中央，而把自己的非洲步兵稍微挪后一点，配置在两翼。这样，高卢步兵和西班牙步兵就成了一个吸引罗马步兵的天然磁体，罗马人决不会放弃对他们进行攻击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遭到罗马步兵的攻击以后，按照汉尼拔的意图，必须马上实行后退。于是，汉尼拔那个最初摆成为凸线向着敌方的半月形战斗队形马上起了变化，凸线变成了凹进去的弧线。罗马步兵为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逐渐地向这个空间中涌来，大家挤成一闭，以至于最后连使用武器都很困难。他们满以为已经突破了迦太基人的战线。而实际上，却是自己愈来愈深地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汉尼拔的非洲精兵即从两翼向中央夹击，把挤成一堆的罗马人从两面包围起来。



　　这个机动是萨拉米海战时那个机动的重演，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那个机动思想的重复。从形式上看，它可以使人联想到日本人的所谓“柔道”斗争术，其基础就是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



　　而在那个时候，汉尼拔的重骑兵正好配置在左翼，它也突破敌人骑兵的队形，从后方向罗马人进行包围，并协助努米蒂亚骑兵队把敌人配置在右翼的骑兵也驱散了。迦太基的重骑兵，这时把追击罗马骑兵的任务交给了努米蒂亚人，而自己却不停地向敌后突进，要给罗马步兵以致命的打击。这时，罗马步兵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他们由于紧挤一团，密度过大，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这时开始，会战已经变成为一场屠杀。根据波里比阿记载，罗马军当时共有七万六干人，而死在战场之上的竟有七万之多。其中包括帕卢斯在内，但是那个引起惨剧的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地逃脱了性命，这实在是对命运的一种讽刺。



　　罗马人在坎讷遭到毁灭性的惨败以后，意大利联盟暂时地瓦解了。但罗马本身并没有崩溃。费边在那里组织和团结人民，继续进行了长时期的抵抗。后来，罗马终于又站立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运用了费边的避战战略，而这一战略正好体现了顽强的坚定性和忍耐性。同时，也由于汉尼拔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兵员补充。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置身于一个近乎原始组织的地区，使他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难于以战养战。(而在晚些时候，当西庇阿侵入到非洲时，他即发现，迦太基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保证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这场战争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207年。当时，罗马执政官尼罗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他秘密地把罗马军队从汉尼拔当面的阵地上撤下来，而后以强行军的速度开进，去集中对付汉尼拔的兄弟(哈司德鲁巴尔)，后者率领一支军队刚刚到达意大利北部。尼罗在梅塔弗尔河战斗中击毁了这支军队，于是，汉尼拔就要获得这支援兵以便赢得胜利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尼罗在作战以后，立即返回了营地。等到汉尼拔发现对方的营垒已空时，尼罗又早在营地上了。



　　从此以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陷入了僵持局面。这样也就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在此以后的五年当中，汉尼拔始终都在南意大利进行顽强的防御。罗马的许多将军，每当采取直接打击法过分地靠近汉尼拔的狮穴时，总是受伤而还。



　　公元前210年，阿非利加·西庇阿被选派到了西班牙。他面临着迦太基方面大大优势的兵力，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挽救那支曾由他父亲和叔父指挥的罗马军队，使其免遭覆灭，为他战死的父亲和叔父报仇，而如果可能的话，则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为罗马保持住一个小小的立脚点。西庇阿采取了最快的前进速度，利用了战术上的优势和巧妙的外交手段，把原先的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活动。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的打击办法，既对付着迦太基，也对付着汉尼拔，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他要在那里训练部队，也要从那里补充新兵。西庇阿把奇袭和时机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打垮迦太基军队以前，先把迦太基的一些同盟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把他们在西班牙-迦太基(新迦太基)的主要基地剥夺掉了。



　　公元前205年，西庇阿回到了意大利，并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已准备好，要执行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第二阶段计划，即进攻迦太基--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阶段。费边这时已经年老，思想逐渐僵化，只知道维护一般的行动方法，顽固地认为西庇阿首先要在意大利境内打击汉尼拔。他曾多次质问西庇阿：“你为什么不想直接打击汉尼拔，而一定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子呢？你是否想到，当你渡海到了非洲之后，汉尼拔会跟着你后面走吗？”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许可，但被拒绝进行兵员补充。所以，他在公元前204年春天出发远征时，只率领着七千名志愿兵，另外就是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军团。这是两个在坎讷战中吃了败仗的军团，当时被罚在西西里岛担任守备勤务。西庇阿登上非洲大陆时，迦太基只派来一支不大的骑兵进行抵抗。他巧妙地实行了后撤，把这支骑兵诱入陷阱，然后将其全部歼灭。这样，西庇阿不仅赢得了时间，可以用来巩固他在非洲大陆的阵地，而且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声势，既鼓舞了罗马国内的当局，使他们乐于给他更积极的支援，也震撼了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削弱了迦太基对它们的影响。不过，它们当中那个最强大的锡法克斯却是例外。



　　尔后，西庇阿试图夺取乌蒂卡港，想以它作为自己的基地。可是，他没有成功。他本想袭用早年夺取迦太基拉的办法，不采取长期的攻城战而把它夺到手。但在六个星期以后，他被迫解除了对乌蒂卡港的围攻，因为锡法克斯巳经率领一支有着六万人的大军来对付他，也就是来支援哈斯德鲁巴·吉斯哥那支新近编组的迦太基军部队。敌人的联军一旦到达，其兵力将在数量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于是，西庇阿撤退到了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并在那里构筑了一条有着坚固工事的防御线，其形式正象后来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所设的防线一样。他在那里首先设法使封锁他的敌军麻痹松懈起来，而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在准备从海上攻击乌蒂卡港，以此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这些诱敌行动完成之后，他便利用黑夜对敌人的两个军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西庇阿的指挥巧妙，这次突然袭击在瓦解敌人的组织和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显著。起初，他向着组织纪律较差的锡法克斯营地发动进攻。在那里，大多数的营舍窝棚都是用易燃的芦苇和茅草覆盖的，有的还伸到了营地工事的边缘之外。于是，罗马人首先放火。当一些窝棚起火而引起混乱的时候，他们即突然地闯进了军营。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以为这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在黑夜降临之时，他们还看到相距约十公里的罗马军营仍然寂静无哗，没有什么异样现象，于是打开了自己军营的大门，跑出去帮助锡法克斯部队救火。这时，西庇阿又立即抓住机会，马上挥兵进击，迅速从大门攻入哈斯德鲁巴的军营，避免了对其设防工事实行强攻。结果，迦太基的两支军队都被击毁了，各自损失了一半兵力。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次战役，那我们就会正式地从战略范畴转到战术范畴上来，而且事实上可以觉察到，战略不仅为胜利开辟了道路，同时还直接导致了胜利的取得。胜利，这只不过是战略机动的最后一幕，而没有顽强抵抗的一场屠杀，是不能算作一场会战的。



　　西庇阿在取得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以后，没有立即向迦太基进攻。为什么呢？尽管历史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比起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和坎讷取胜之后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一史实来，历史本身还是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来解释西庇阿的行动。历史教导人们，直到目前为止，只要有着迅速而突然地实施进攻和强击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预期较好的前景，那么，在所有各种作战行动当中，“攻城”是最为不利的一种战斗方式。如果敌人手里还掌握着野战部队，能够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那么，攻城战还有可能导致攻城部队的失败，因为他们在攻城当中所遭受的牺牲，总是要比守城部队大得多。



　　西庇阿当时所要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城的防御能力，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来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如能在汉尼拔返回之前迫使迦太基投降，对他来说当然是最为有利的。可是，西庇阿考虑到，与其遭受巨大的牺牲去强攻城市，还不如首先削弱敌人城市防御者的士气，借此摧毁其城防抵抗能力。如果强攻城池不下，而汉尼拔赶来从背后向他实施进攻，那他就很可能在城墙之下遭到覆没。



　　所以，西庇阿没有强攻迦太基城，而是对它实行封锁。他遮断了该城的粮秣供应，使其同盟各国无法对它进行救援。此外，他还采取穷追猛打的方法，打垮了锡法克斯军队，从而使敌人方面的总兵力遭到大大削弱。他扶植起自己的同盟者马西尼沙，使他夺取了努米蒂亚的王位。这样就保证他自己有了必要的骑兵补充，得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精神震撼作用的效力，西庇阿突进到达突尼斯。这里离迦太基城已经很近。他认为，这是“促使迦太基人产生恐怖和绝望的最好办法”。采取这样的行动，加上其他各种间接形式的压迫措施，终于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被迫向他提出了和平要求。可是，在等待罗马当局批准和平条件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汉尼拔已经返回非洲，并在勒普蒂斯登陆。和平谈判于是宣告破裂。(这时正是公元前202年)



　　这样一来，西庇阿的处境就十分困难和危险了。尽管他由于没有对迦太基城实行强攻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得不到同盟者马西尼沙的支援，因为在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他即同意马西尼沙返回努米蒂亚去巩固自己新王国的统治地位去了。一个统帅面临看这种形势，从正统的观点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马上转入进攻，以阻止汉尼拔向迦太基开进，或者就在原地坚守，以等待援兵的到达。然而，西庇阿这时却实行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机动。把这个机动的线路标在地图上，初看起来象是很不合理的。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把汉尼拔从勒普蒂斯到迦太基的行军路线标作一条直线，那么，西庇阿在留下一个支队于迦太基城下固守营地之后而外撤的路线，就是一条与汉尼拔这条直线成直角的路线，他是向下走的，也即是向着避开汉尼拔的方向走的。这才真是间接路线中一个最明显的范例！西庇阿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过了巴格拉达河谷，一直深入到迦太基来自内地各区的基本补给来源的心脏地区。同时，他每前进一步，也就向马西尼沙给他派来的援兵靠近了一步。



　　西庇阿的这个机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当时，迦太基元老院为那个关系到自己存亡的重要地区将被毁灭而大伤脑筋，接二连三地向汉尼拔派出信使，责成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命令他与西庇阿决战。尽管汉尼拔在答复元老院时强调，希望他们“不要干预”他的行动，可是，他仍然迫于形势，没能再往北走回到迦太基城，而是不得不转向西去，并采取强行军去迎击西庇阿。这样一来，西庇阿就把汉尼拔诱向了他所期望的作战地区。而在这个地区，汉尼拔不可能获得兵员补充，没有可靠的支撑点，一旦遭到失败，还不可能找到掩蔽的处所。如果在迦太基城附近进行会战，那汉尼拔是不会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



　　西庇阿已经达到了迫使汉尼拔远离迦大基城而来寻求战斗的目的。现在，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马西尼沙终于同西庇阿汇合起来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汉尼拔也赶上了他们。可是，西庇阿还是不向前进，不去靠近汉尼拔，而是继续后退，以此把汉尼拔诱向一个更深远的地区，那里正好可使迦太基人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现在，当汉尼拔前进到达平原以后，西庇阿有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在不久之前才刚刚获得的优势骑兵的作用，于是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会战。接着便发生了撒玛之战(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纳拉加那”之战)。西庇阿在这一战役中终于把汉尼拔的骑兵给打败了。而在此之前，汉尼拔的骑兵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就在这一仗中，汉尼拔第一次遭到战术上的失败。然而，战略上的大败，紧接着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因为战场附近既没有居民点，也没有要塞，使他找不到借以掩蔽的处所。没有掩蔽所，被打败的军队当然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一仗以后，迦太基也就不流血地投降了。



　　撒玛之战的胜利使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从此以后，它的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其宗主国地位不断加强。尽管它曾经多次地，几乎是定期地遭受到野蛮民族的入侵，但却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因此可以说，公元前202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较完整地对古代史中的一些转折点加以研究，并探讨那些引起转变的军事原因。当然，罗马帝国终究要从顶盛走向没落。到最后，一个巨大的帝国还是崩溃了，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也有野蛮民族的入侵问题，但主要却是内部逐渐崩溃的结果。



　　在许多个世纪当中，欧洲又由一个旧的“统一”的局面，变成了新的“割据”的局面。分析一下这个“崩溃和没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统帅艺术，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教训。其中，有些还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拜占廷帝国的贝利撒留和他以后一些统帅的经验，就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就整体说来，最终的结果经常都很难确定，因为转折点几乎不可捉摸，战略有时极不明确，历史文献资料又很不可靠，所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是不坚实的。



　　不过，当罗马还没有达到其权势顶峰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值得认真研究的国内战争。其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第一，这场战争仍然还是一个伟大统帅的活动舞台；第二，它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了世界的中心的话，那么，公元前五十年到四十五年的罗马内战，就使凯撒成了罗马世界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凯撒主义。



　　公元前五十年的十二月，在凯撒越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只有高卢和依列里贡两个地区。当时，庞培还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的各个省区。凯撒手里只有九个军团，而随他一起驻扎在拉文纳的，仅有一个，其余都在高卢，相距很远。庞培在意大利境内共有十个军团，在西班牙另有七个军团，此外还有许多的支队散布在帝国各地。不过，庞培在意大利的那些军团，只是一些仅有干部和骨干人员的架子军团。因此，凯撒的一个完全满员军团的战斗力，实际上要胜过庞培两个没有动员起来的军团。



　　有人曾对凯撒提出批评，说他率领一支如此弱小的兵力向南进军是冒险。但是，时间和突然性却正是战争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凯撒不仅认识到了这两个因素的意义，而且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时，也考虑到了庞培的人员素质。



　　从拉文纳到罗马有两条道路。凯撒所选择的，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距离最长的道路。因此，他是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前进的，并且采取了强行军的速度。当他逐渐深入而穿越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时，许多正在集中并准备投向庞培的新兵，都纷纷投奔到了凯撒麾下。这和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军队的情况正是一样的。庞培的军队由于精神发生动摇，放弃了罗马城，撤退到了卡普亚。与此同时，凯撒已经突进到敌人在科尔费仑的前卫兵力和庞培亲自统率的在卢塞里亚地区的主力之间的位置，于是，又收编敌人的兵力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尔后，他沿着卢塞里亚方向继续向南进攻，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实力。可是，到这时候，他的进攻开始变成直接路线的挺进，一直迫使敌人向着具有坚固工事的布林迪苏(即现今的布林迪西)港退却，那里正是意大利的靴后跟部位。由于遭到凯撒的穷追猛打，庞培被迫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过了亚得里亚海，逃到了希腊。这样，凯撒就因为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进攻行动过于直接化了，加上军事艺术知识的缺乏，终于丧失了以一个战局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以后的四年中继续进行战斗，并使军事行动遍及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地区。



　　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战局。凯撒不是到希腊去追击庞培，而是把部队开进了西班牙，其目的是要粉碎庞培的同盟即西班牙的军队。为此，他曾遭到过很激烈的责难。但是后来的事件证明，这样作是对的，正好估计到了庞培的消极无为。这一次，战局的开始仍是极不合符作战艺术的。他又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直接攻击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后边依勒尔达城(现今的莱里达)的敌人主力，结果又使敌人得以避开战斗。对城市的强攻没有获得任何成效，而且仅仅因为他自己亲临前线督战，才使自己的部队免于失败。部队士气低落，在他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前，一直都在低落下去。



　　凯撒终于放弃了攻城的打算。他改用全力建立一个人造徒涉场，以此控制着塞格雷河的两岸，而依勒尔达城也正位于该河岸边。这一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威胁，庞培的部下不敢久留，于是自动撤退了。对于撤退的敌人，凯撒没有直接追赶，任其自然遁去。但是他却同时派出了高卢骑兵，令其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远遁。尔后，他没有去进攻敌人后卫部队把守的桥头阵地，而是进行着一个冒险活动。他带领步兵渡过了一般认为只有骑兵才能过去的深水渡场，在一夜之间采取了广泛的迂回机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凯撒仍然不打算立即开始交战，而只是不断打破敌人寻找新退路的企图，并派出骑兵进行骚扰，以此消耗敌军的精力，而用步兵军团向着敌人的两翼进行迂回。他坚决控制着自己跃跃欲战的士兵，同时又鼓励他们对敌人的士兵表示同情友好。这样，使得敌军士兵精神沮丧，忍饥挨饿，以致士气日益低落。最后，凯撒迫使他们又掉转头来后退，不得不在一块没有水源的地方进行防御。敌人走投无路，终于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而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没有流血的。双方士兵死伤愈少，则凯撒的潜在拥护者和志愿兵员也就愈多。由于用机动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进攻，这个战局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四十八年的个一个战局中，凯撒又改变了自己的战略，结果使战局延续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告结束，而且所取得的胜利还是不完全的。这一次，他进攻希腊所选择的道路，不是走陆上穿过依列里贡的迂回路，而是那条最短的海道。在开始的时候，他确曾以此赢得了某些时间，但是到头来还是把它丢掉了。首先，庞培有一支大型舰队，而凯撒却没有这样的舰队。他尽管早已下达命令，要紧急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可是，待到出发之时，却还只有不大的一部分可供使用。凯撒不耐烦久等，于是在其兵力大约还只集中一半的时候，就带着部队从布林迪西港口出发了。他在巴勒斯特登陆以后，沿着海岸向北走，直抵都拉希(现为都拉斯)那个重要海港。而庞培正巧比凯撒早到一步。对凯撒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庞培和往常一样，行动总是慢吞吞的，因而丧失了在安东尼率领凯撒的另外一半兵力来和凯撒汇合以前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的机会。当安东尼在都拉希以北地区登陆时，正好处在安东尼和凯撒部队之间的庞培，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地拉那地区的会合。此后，庞培又开始退却，敌人则紧紧跟他的后面追赶，力图同他进行战斗。后来，双方终于驻扎下来，在流经都拉希以南的格努斯河右岸相互对峙着。



　　进攻曾经一度停顿，直到凯撤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才又打开局面。凯撒完成了一个迂回行动，沿着山地走了七十公里，前出到了都拉希和庞培军队之间的地区。庞培意识到自己所处境地的危险以后，实行了退却，以便保护那个远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基地。可是，凯撒没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形势，因为庞培还是那样一个性格，只要还能够从海上得到补充，他并不打算首先发起攻击。这样，凯撒劳而无功，只好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决心，即把敌军包围封锁起来。然而，他的敌人不仅在兵力上比自己强大，而且还有海路进行补给，并且随时都可以上船撤退。



　　由于包围的兵力单薄，即令是庞培这样一个消极而无所作为的人，也不会不想到要对包围线上的薄弱地段进行突击。庞培的突击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凯撒不得不集中兵力来进行反突击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次反突击又不幸以凯撒的惨败而告终。只是由于庞培这个人过于消极怠惰，才使得凯撒那支精神沮丧的军队免于彻底溃灭。



　　凯撒的士兵仍然顽强地相信，凯撒会率领他们重新进攻敌人。可是凯撒却总结了过去的教训，他在实行后撤改善态势之后，又开始采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庞培本来有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更大可能性。他可以带兵横渡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去恢复自己的统治权，在凯撒失败以后，那里曾经形成一种对他有利的局势。凯撒清楚地知道，如果庞培向西实行这样一种机动，那对他是极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组织部队向东进军，去攻击庞培的一个老战友，即盘据在马其顿的西庇阿·纳吉卡。这样，就迫使庞培尾随凯撒而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行军线路，匆匆忙忙地赶去援救西庇阿。凯撒比庞培先到一步，可是，他没有立即把自己的部队用去强攻堡垒工事，而是给了庞培一个随即赶到的机会。凯撒为什么放弃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强攻时机，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都拉希的情况，不相信庞培会在开阔的地形上接受会战。如果凯撒真是这样设想，那他的想法是完全对头的，因为庞培尽管在兵力上还有着二对一的优势，但他仍然是在部将们的强烈劝说下才下了出战的决心。当凯撒刚好完成进行机动的准备工作，以为夺得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时，庞培即把部队开上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法萨罗取胜的机会。从凯撒的利益来说，这次会战无疑是来得过早了，其证据就是，战斗的结局几乎是千钧一发。凯撒转而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以后，终于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的局面，并且进而破坏了庞培地位的稳定性。



　　凯撒在法萨罗取得胜利以后，一直尾追着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小亚细亚，经由地中海，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庞培到达亚历山大城以后，被托勒密杀害了。这样一来就给凯撒省了许多的麻烦。可是，凯撒本人却把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给葬送掉了。他留在那里干预托勒密和其姐妹克里奥帕特拉争夺埃及王位的斗争，白白地耽误了八个月的时间。凯撒这个人，几乎是定期地重复着，而且不断地加深着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老是只关注一些比较明显但意义却不那么重大的目标，而忽视了那些虽然不太明显但却是主要的目标。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几乎是轮流采取德热基尔战略和盖得战略。



　　由于凯撒丧失了时间，庞培的拥护者得以重新收集兵力，并在非洲和西班牙巩固自己的地盘。



　　在非洲，凯撒的部将古里阿采取了直接路线行动，结果使他在那里的处境很困难。古里阿登陆以后，曾很快取得一些胜利，可是，他却掉进了卢巴国王的陷阱，并且被歼灭了。而卢巴国王是庞培集团中的一个联盟者。凯撒在公元前四十六年的非洲战局，就是这样开场的。他采取着直接的路线，追求着疾速的行动，可是如同在希腊战局中一样，其兵力却又是那样地不足。因此，凯撒本人也很快地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只是由于他有着好的运气和巧妙的战术，才避免了失败。这次失利以后，他便缩到鲁斯庇纳附近，构筑军营，进行固守，以待其他军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坚持避不出战。



　　此后，凯撒重又运用德热基尔战略，其要害就是以较少的流血来争取胜利。在连续几个月的过程中，甚至在他的援兵到达以后，他一直坚持间接路线的战略，即使其行动极有限也罢。他不断进行机动，发起一连串的小战，用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而从敌军逃亡数字日益增加的情况来看，他这样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后，由于对敌方的重要基地塔普苏使用了较为宽泛的间接行动法，造成了有利于会战结局的好形势。于是，他的部队疾速地转入了进攻，甚至没有依靠上头的多少指挥就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公元前四十五年的西班牙战局，是紧接着非洲战局之后开始的。它是这场内战的结束阶段。这一次，凯撒力求避免有生力量遭受大的牺牲，便不断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实施机动，迫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由于采取这样的战术，凯撒又赢得了蒙达会战的胜利。然而，这次会战的顽强程度和战斗中的巨大伤亡证明，“节约兵力”的原则和通常的保护兵力是有区别的。



　　凯撒的间接路线行动，其规模是比较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他在每一次战局中，只是使敌人的士气有所削弱，而未能使其达到崩溃程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凯撒所重视的，主要是震撼敌军士兵的心理，其次才是其将领的心灵。如果说，凯撒的几次战局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两种间接路线方式的区别，即对付敌人军队和对付敌军指挥之间的区别，那么还不如说，除此之外，这些战局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战略上的直接路线行动和间接路线行动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每当凯撒采取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时，他总是遭到失败，而一旦转而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他就经常取得胜利。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四章 拜占廷时代的战争--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




　　在蒙达会战中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凯撒成了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者。这是一个事实，它使罗马的宪政从此宣告结束，为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扫清了道路。帝国一旦产生，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崩溃孕育着胚胎。不过，它的衰亡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从凯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而且在此以后，在另外一块土地上，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它继续存在了一千年。这是因为，第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第二，公元395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的命运比较长。西罗马帝国则由于蛮族的不断进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诸王国的建立，意大利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于是，连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也被废除了。



　　不过，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东罗马的援助，在西方，罗马的统治权力曾有一度苏复的景象。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时期，他的将领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同贝利撒留的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同他的两件有名业绩分不开：第一，他总是以极少的兵力来完成追求远大目标的战局；第二，他系统地运用了防御战术。他的一系列战功都是采取不靠进攻的办法得来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例。而且更加令人信服的是，他用以进行防御活动的军队的基础，却是一支机动的骑兵部队。贝利撒留本人并不缺乏胆略和勇气，可是他的战术，不仅在于给敌人设置障碍，而且总是设法使敌人认为自己抢先发起进攻较为有利。他如此信赖防御手段，部分的理由是他手中总是兵力不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在战术上和心理上有着准确精密的计算。



　　贝利撒留的军队同罗马过去的军团制军队比较，在组织形式上是大不相同的，它很接近于中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军队，只不过更加发达完善一些罢了。凯撒时代的军人看到他们，简直不会承认他们就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跟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那些军人，如果看到他们的发展趋势，则可能不会感到惊奇。从西庇阿到凯撒，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罗马本身已从城邦国家变成了帝国，它的军队也从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军队。然而，自从撒玛会战以来，尽管骑兵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它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中，并没有提到主要的地位。步兵仍然是罗马帝国陆军内的主要兵种，而骑兵呢，尽管马种已经大有改良，但它仍然如同和汉尼拔作战的初期那样，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兵种。后来，出于帝国边防斗争的需要，必须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因而骑兵的数量才逐渐有所扩大。只有到了公元378年，当罗马的军团在阿德里亚诺波尔会战中被哥特人的骑兵击败以后，罗马陆军才总结了教训，进行了改组。但在以后的几代人中，却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齐阿多休统治的时代，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曾经大量收编蛮族的骑兵，因而使骑兵的比重有所增加。此后一个时期，在补充兵员的时候，步兵和骑兵的比例，又大体趋于平衡了。待到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重骑兵便成了主要的兵种。重骑兵的骑手们，身上披着铠甲，使用长矛和弓箭。实行这样一个突变，很明显，是想使每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同时兼有机动的“射击力”和“冲击力”。匈奴和波斯部队中的骑兵弓箭手，以及装备着长矛的哥特骑兵，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具备这种素质。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力量，又编组了轻骑兵，即一种轻装的弓箭手骑兵。这两种骑兵的结合，无论从组织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战术使用上来看，都可以说是现代轻型和重型(中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同时，步兵也开始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轻型和重型。不过，后者因为使用重矛和密集的战斗队形，在战斗中只能起一种牢靠的支柱作用，而骑兵则环绕着它进行各种的机动。



　　公元六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局势。它的军队在波斯边界的作战中，接连几次遭到惨败，因此，它在整个小亚细亚的地位也都开始动摇了。稍后一个时期，由于匈奴人从北方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一度有所缓减。然而，快到公元525年时，边界上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不过，这时的战斗活动还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而没有什么系统性。就在这个时候，贝利撒留开始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骑兵，向波斯的属地亚美尼亚实行了几次成功的进击。稍后，当波斯人占领一个边境要塞之时，他又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把要塞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将领的失败作一番比较，查士丁尼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提升贝利撒留做了东线各军的总司令官。那时，贝利撒留还不到三十岁。



　　公元530年，一支总兵力十万人的波斯大军，开始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达拉要塞。贝利撒留带兵迎击敌人，但他的兵力勉勉强强只能达到敌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不久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他并不想困守城池，而是决心冒险，准备与敌人进行一次会战。当时，他选择了有利的阵地，经过很好的准备以后，使阵地既便于采取防御行动，也有利于实施进攻。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仔细估量敌人，认为敌人充满着对拜占廷人的仇恨，依靠其兵力上的优势，一定会首先向他发起进攻。他下令在要塞前面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壕沟离城墙的距离不远，正好可使守壕的部队得到城墙上的“射击”支援。贝利撒留把力量比较薄弱的步兵部署在壕沟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按照成直角的方向，又向前各挖一条堑壕，而在两条堑壕通向谷地两边高地的方向上，再各挖一条横向堑壕。在这些侧射工事之间，还构筑了一些宽广的通路。贝利撒留把自己的重骑兵支队沿着这些侧射工事加以配置，其目的是要使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同时，他又把匈奴人组成的轻骑兵摆在由战壕和堑壕构成的两个内角里，一旦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逐回，他即可派出轻骑兵去突击当面敌人的后方，用以减轻对重骑兵的压力。



　　波斯人开近要塞以后，首先就对贝利撤留的作战部署感到困惑。于是，他们在第一天即花了整天时间来进行战斗侦察。第二天早晨，贝利撒留给波斯的总司令官送去一封信，建议他最好不必兵戎相见，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根据克萨里斯基对考古发掘物的研究，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和平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凡是略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因此，力求以和平来结束战争的统帅，才是最伟大的统帅。”这真是至理名言，而且由一位年轻的统帅在他第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前夕说出来，更属难能可贵。可是，波斯主帅给他的回答却是：对罗马人的诺言永远不可相信。按照这位主帅的看法，贝利撒留给他送这一封信和采取防守战术，正是对方有着畏惧心理的表现。就这样，波斯人开始了进攻。不过，他们也是相当谨慎的，没有向中央部位进攻，认为那里是一个明显的陷阱。然而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正好中了贝利撒留的圈套。因为这不仅使他们兵力分散，攻击力受到削弱，而且使其战斗行动局限于对付两翼的骑兵。对贝利撒留来说，他的骑兵正是一个可以与波斯人相匹敌的兵种，在数量上也少不了多少，所以他正寄希望于骑兵。而在当时，贝利撒留的步兵还可以使用弓箭进行比较有效的射击。那个时候，拜占廷的弓箭在射程上是超过波斯人的，而且，波斯人的铠甲也抵挡不住拜占廷的利箭，相反，拜占廷人的铠甲却可以有效地防护波斯人的弓矢。



　　波斯骑兵首先攻击贝利撒留的左翼，最初似乎颇有进展。可是有一支埋伏在高地后面的轻骑兵支队，突然地向着进攻者的后方实施攻击。由于这个意料不到的奇袭，加上匈奴骑兵又向波斯人的翼侧实行猛攻，迫使波斯人不得不向后撤退。在右翼，波斯骑兵本来突进得还要深远些，已经到达了城墙脚下。而这样一来，又正好使进攻部队的翼侧与处在中央原地未动的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于是，贝利撒留即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投入缺口。这个反突击指向了波军战斗队形的薄弱部分，迫使进攻右翼的波斯骑兵慌忙后退，以致变成毫无秩序的逃跑。这又给贝利撒留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向位在战场中央的波斯步兵实施翼侧攻击。达拉会战最后以波斯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多少代人以来，波斯还是第一次败在拜占廷人手里。



　　经过几次挫败以后，波斯国王开始和查士丁尼的使臣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波斯的同盟者萨拉森国王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打击拜占廷的实力。他认为，不要向具有坚城利兵的拜占廷边界发动进攻，最好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波斯方面既然拥有一支由最机动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就应该把它调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去，越过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沙漠地带，直接攻击安条克，即攻击东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城市。这个计划被波斯人采纳了，也立即付诸实行了。而且它还证明，一支有适当组织和准备的军队，是完全可以越过沙漠障碍的。然而，贝利撒留当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部队的快速运动能力，他沿着国境线建立了很有效率的交通网体系，能够采取强行军的速度，从北向南地对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他迫使入侵者从原路返回去了，但是也仅以逐走敌人为限。对于他在作战中的这种自我克制态度，他的部下是不大高兴的。贝利撒留知道士兵中间的不满情绪，于是想方设法给他们提出证明，使士兵们懂得真正的胜利在于迫使敌方放弃既定的目标，而尽可能使自己方面遭受最小的牺牲。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以战斗夺取胜利，即所谓“穷寇勿追”。在没有必要进行冒险的时候，不必去冒险，因为那样可能招致失败，而一旦失败了，遇到更加危险的敌人大举入侵时，帝国就有可能丧失防御能力。对于退却中的敌军，如果使他们感到已经无路可去，那就会反而提高他们死里求生的勇气。



　　这些论述似乎是过于理智化了，所以很难使那些乐于流血的军人心悦诚服。贝利撒留为了维护自己对部队的影响，决定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意他们继续实施进攻，结果却遭到一次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它却证明贝利撒留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波斯人对追击者所取得的那次胜利，花费了很高代价，而且他们仍然被迫实施退却。



　　在东方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以后，贝利撒留不久即被派往西方，担负一项进攻性的任务。还在一个世纪以前，汪达尔人(属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完成了自己向南迁移的行动，他们占领了原属罗马的非洲地盘，并在迦太基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他们以此为基地，不断从事大规模的海盗行径，派兵四出突袭，掠夺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市。公元455年，他们还攻入了罗马城本身。后来，君士坦丁堡方面派出了一支大型征讨部队实行进剿，但却反而被他们打得大败。然而，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奢侈的生活和非洲的烈日，已经不仅使他们的民族习性软化，而且开始消磨了他们的活力。公元531年，汪达尔国王希里德里克被他那个黩武好战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被投入监狱。希里德里克国王在青年时期曾与查土丁尼友善，因此，查士丁尼给格里梅尔写信，要求他释放他的叔父。查士丁尼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便在公元533年决定向非洲派出一支由贝利撒留指挥的远征军。然而，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是有限的，总共只有骑兵五千，步兵一万。尽管这是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但它究竟能否取胜，人们是很怀疑的，因为兵力过分悬殊，据传说，汪达尔人当时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贝利撒留到达西西里岛以后，获得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汪达尔王国的属地撒丁爆发了起义，汪达尔人已把他们的部分精兵调到那里镇压起义去了，而且格里梅尔本人也离开了迦太基。贝利撒留当然不肯丧失这个时机，他立即扬帆奔向非洲。为了避开强大的汪达尔舰队的拦截，他在距离迦太基城还有九天行军路程的地点实行登陆。格里梅尔得悉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命令部队火速地向阿德西缪姆附近集中。那里有一个狭窄地段，位于通向迦太基城的大道上，离迦太基只有十六公里。格里梅尔想在那里围歼敌军。可是，他的这个计划被贝利撒留粉碎了。贝利撒留在陆上采取了极其快速的进攻行动，同时又从海上对迦太基城造成威胁。当汪达尔军队还在集中的时候，贝利撒留乘虚而入，使得汪达尔人惊慌失措。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战斗，汪达尔部队更加陷于混乱。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击败贝利撒留，反而自己到处奔逃，给贝利撒留空出了一条道路，使他抢占了迦太基城。此后，格里梅尔重新集结了兵力，并下令从撒丁调回远征军，准备进行反攻。在这同时，贝利撒留却修复了迦太基城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在汪达尔人统治期间已经是破败不堪难于利用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汪达尔人曾经多次尝试，想把罗马人逐出城去，可是丝毫没有成效。这以后，贝利撒留估计到，汪达尔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于是决定作一次冒险，向汪达尔人实施进攻。他认为，万一进攻失利，自己的军队也有地可退，有城墙作为掩蔽。他率领骑兵向前开进，接近了汪达尔人设在一条河流后面的特里卡梅伦营地，并且不等步兵到达即开始发起战斗。他当时的企图，看来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兵力的单薄，诱使敌人前来进攻，而后，当敌人渡河之际，即对其实行反击。可是他的这种佯动性攻击，以及随后实行的假退却，并未能诱动汪达尔人，他们不肯渡河追击。贝利撒留于是又抓住汪达尔人过分小心谨慎的弱点，在毫无阻碍的条件下，把颇大一部分兵力送过河去，首先向汪达尔军的中央部位施加压力，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那里以后，即在全线展开了进攻。



　　汪达尔人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了，其残余部队逃进了围着木栅栏的军营。当夜，格里梅尔本人从军营中逃跑。部队获得这一消息，也就纷纷自动散逃。贝利撒留立即组织追击，并在途中俘获了格里梅尔，因而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收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最初看来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赌博，可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的轻易和简单。



　　这个轻易得来的胜利鼓舞着查士丁尼，使他在公元535年又提出了从东哥特人手里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尝试，不过他的原则是要尽量少花代价。在北面，查士丁尼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使其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向北开进。同时，又以提供“补助金”为诱饵，诱使法朗克人从北面进攻东哥特人。在这种声东击西策略的掩护之下，查士丁尼才命令贝利撒留率领远征军一万二千人向西西里岛进发，并且指示他在到达的时候扬言只是过路，说这支兵力是假道开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里岛不准备对他进行抵抗，那贝利撒留就要立即进占该岛，否则，他应该不动声色，重新上船扬帆而去，不要纠缠在战斗当中。实际上，贝利撒留在夺占西西里岛时，没有遇到任何一点困难。西西里岛上的各个城市，尽管曾经受到原来征服者的很好优待，但是他们还是热烈地欢迎着贝利撒留，把他当作保护者和解放者。东哥特人在西西里岛的守备部队是不多的，他们没有对他进行严重抵抗。当然也有巴勒莫城守备队这个例外。对于这座城市，贝利撒留是采用计谋夺得的。可是，与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的胜利相对照，入侵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廷军却遭到了惨败。但那里不久就获得了援军，继续恢复了进攻。在此同时，贝利撒留也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开始侵入意大利半岛。



　　由于哥特人发生内讧，斗争激烈，加上他们的国王疏于防范，贝利撒留得以在南意大利畅行无阻，很顺利地就进抵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当时是一个坚固设防的要塞，其守备兵力与贝利撒留的兵力大体相当。贝利撒留在这里受阻一段时间，最后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从而找到了进攻这个城市要塞的捷径。他选派一小队精兵，钻过狭窄的隧道进到城里，利用夜间里应外合，同时从后方和正面实施进攻，终于夺占了该城。



　　那不勒斯陷落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哥特人的强烈恐慌，人们纷纷起来反对国王。于是，一位颇为刚毅的将领维蒂格斯起来取而代之，得到了王位。维蒂格斯抱着一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来应付时局。他认为，在集中兵力对付新的入侵者之前，必须先结束对法朗克人的战争。根据这一观点，他只留下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来防守罗马，认为这样一支兵力已足够守住罗马城，而自己却带领大军北进，去进攻法朗克人。然而，罗马的居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守备部队又认为，如果没有居民的协助，城市是很难守住的。这样，贝利撒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罗马城，因为守备部队已经不战而弃城逃跑了。



　　维蒂格斯后悔莫及。虽然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在使用黄金和土地作代价向法朗克人买得和平之后，立即集中十五万人的大军，用以夺回罗马。贝利撒留可以用来防守罗马城的兵力，凑起来刚好达到一万人。但是，他利用了在敌人围城开始以前的三个月间隙时间，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即不断地进行组织良好的出击，在这种出击中，贝利撒留充分发挥了自己骑兵的优势。他的骑兵装备着弓箭，可以在哥特骑兵达不到的射程之外阻挠其活动，因为哥特骑兵当时装备的只是长矛。有时，他还引诱哥特枪骑兵作盲目的冲锋。尽管防守城市的兵力不多，而且经受了过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但围城部队的兵力损失却比他们更快，特别是在疾病流行的时候。为了减轻攻城的压力，贝利撒留决定作一次冒险。他从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中又分出两个支队，令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攻占蒂沃里和特拉契纳两座城市，用以控制围城敌军的粮食补给道路。当拜占廷国内的援军到达以后，他便进而扩大了这种快速支队的活动，使其范围从亚得里亚海岸一直抵达到拉文纳这个哥特人的主要基地。



　　最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围攻，哥特人终于放弃了攻城的企图，并向北实行撤退。其所以撤退，是因为他们获得一个消息，说拜占廷的一支部队已经占领了里米尼，而那里距离他们的基地拉文纳已经很近了。当哥特大军的后卫正在渡过穆尔芬大桥的时候，贝利撒留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使他们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在维蒂格斯向东北拉文纳方向撤退时，贝利撒留派出了部分兵力，从海路沿着西海岸向北挺进，以便抢占帕维亚和米兰。而贝利撒留本人则亲自率领一支只有三千人的队伍，向着东海岸进发，以便同一支刚刚在那里上陆的援军会师。这支援军有七千人，由纳尔塞斯指挥。会师以后，他即开始强行军，驰援被哥特军队围困在里米尼的那个支队。贝利撒留采取伪装的办法，躲过了驻守奥西莫要塞的哥特人的耳目。在那里，东哥特留驻有二万五千人，但贝利撒留把部队分成两个行军纵队，悄悄地绕过了要塞，直接奔向了里米尼。另外，他还分出了部分兵力走海路开进。他这样把部队分成三路进攻，其目的是要给哥特人制造一个他有大量兵力的印象。为了加强这个印象，他又在夜间虚张声势，故意虚设营火，摆出一条火龙。当时，单是贝利撒留的名字也足以引起哥持人的恐惧，而他采取这个计谋。更增加了他的成功。结果，在数量上比他多得多的东哥特军队，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就惊恐地逃跑了。



　　解除里米尼之围以后，贝利撒留一方面监视着维蒂格斯在拉文纳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扫清他与罗马之间的交通线，其办法就是逐一攻占那些他在快速进军中迂回绕过的要塞。由于兵力有限，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那些重大的要塞隔绝孤立起来，而后加以攻克。与此同时，他派出若干快速运动支队，开到一定的距离，使之作为屏护队，阻止敌人的生力军接近被围的要塞。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因为贝利撒留部下的某些将领，是有宫廷关系的，他们不大服从他的调度，专门寻找容易对付或比较富裕的作战目标，这样就使时间更加拖长了。此时，维蒂格斯则分别向法朗克和波斯派出使节，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拜占廷帝国，而且趁着它的军队还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之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实行进攻。他的目的，当然是想及早制止拜占廷远征军的继续推进。法朗克国王同意了这个建议，并马上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



　　第一个吃了大亏的，还是哥特人期待的那个可能的同盟者。当哥特人在帕维亚附近放他们渡过波河以后，他们使毫不客气地对正在那里对峙着的哥特部队和拜占廷部队同时发动了进攻，使得双方都措手不及，纷纷逃窜。随后，他们即大肆掠夺周围各地。法朗克的部队几乎全是步兵组成，他们采办和劫掠粮食的地区是有限的，因此，成百上千的士兵很快就在自己造成的饥馑中饿倒了。法朗克人出于自己的蠢笨行为而受到削弱，面对着贝利撒留那些快速的部队，简直无法前进。贝利撒留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把他们诱劝回老家去了。于是，他马上对拉文纳加大了压力，终于迫使维蒂格斯投了降。



　　公元540年，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召回国去，其理由是要对付来自波斯方面的新威胁。不过，真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妒嫉，是由于查士丁尼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听到一些传说，说哥特人在向贝利撒留求和的时候，曾经决定承认他为西方的皇帝。



　　正当贝利撒留取道回国的时候，波斯的新国王乔斯罗斯也完成了又一次横越大沙漠的进军，占领了安条克城。他把这个城市和其他若干叙利亚城池都夷成了废墟，而后，在查士丁尼答应每年输送大量钱财的条件下，缔结了一项新的和约。可是，在乔斯罗斯刚好返回波斯以后，贝利撒留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于是，查士丁尼又立即撕毁了这个条约。



　　在下一次的战局中，乔斯罗斯进攻到了黑海沿岸的科尔齐斯，占领了佩特纳要塞。正在这时，贝利撒留到达了帝国的东边国界。当了解到乔斯罗斯已经出发远征之后，他尽管还不清楚其真正去向，但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斯境内。为了扩大军事行动，他派遣阿拉伯同盟军沿着底格里斯河开进，攻入阿西里亚。这是一个选择非常得当的进攻时机，它恰好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好威胁着进攻科尔齐斯的波斯军队的补给基地，因而迫使乔斯罗斯匆匆忙忙地带着部队返回来了。



　　不久以后，贝利撒留又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则是由于帝国内部事务的缘故。在贝利撒留离开东方之后，波斯国王马上又进入了巴勒斯坦。他的企图是要占领耶路撒冷，因为就当时说来，自安条克被毁以后，耶路撒冷成了东方最富庶的城市。查士丁尼接到情报以后，又立即把贝利撒留派往巴勒斯坦去进行援救。这一次，乔斯罗斯率领着一支拥有二十万人的大军，因此，他无法横越沙摸，只好沿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行军，先进入叙利亚，而后向南转，向巴勒斯坦进攻。贝利撒留判断，乔斯罗斯必将采取这样一条行军路线，因此，他把自己所能集中的兵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兵力，都集结在卡尔希米希。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贝利撒留的军队从这里出发，可以利用河流向南弯曲之便，以最好的方式威胁敌军进攻部队的翼侧。乔斯罗斯在获得贝利撒留集中兵力的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使臣去见贝利撒留，诡称商讨可能的和平条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侦察贝利撒留的军事实力和部署。事实上，贝利撒留当时拥有的兵力，比波斯的兵力少得多，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甚至只有二十分之一。



　　贝利撒留猜到了敌人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变了一个军事上的“戏法”。他挑选出一批最精壮的士兵，其中还包括被俘以后转而为他服务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把他们摆在行军路线的前头部分，即摆在波斯使臣必须经过的路上，以便给他造成一个印象：似乎眼前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支大军的前哨而已。同时他又命令士兵们在平原地上散开，并且不断地来回运动，显出有很多部队的样子。贝利撒留本人显露着十分矜持自信的态度，他的部队则反映出趾高气扬的气派，好象对于波斯入的进攻，大家都满不在乎。这样，更加增强了波斯使臣的印象。因此，这位使臣给国王的报告就使他真正相信，如果继续向前突进那就太冒险了，认为贝利撒留确有足够的兵力来危害他的交通线的侧翼安全。



　　尔后，贝利撒留又派出骑兵沿着幼发拉底河进行假机动，迫使波斯人退过了河，最后他们终于返回老家去了。这样很策略而又很经济地逼退一场来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一奇迹性的结果，完全是利用间接路线得来的，而这个间接路线，主要又是利用了心理上的因素。



　　贝利撒留再一次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因为，查士丁尼对于他那日益增长的威望是很嫉妒的，对他有所猜疑。可是不久，由于执行不正确的政策，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岌岌可危了。局势迫使查士丁尼不得不又把贝利撒留重新派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可是，这位皇帝又是过分地悭吝和猜忌，他拨给统帅的兵力兵器却是那样地微弱，以致很难于用这点兵力去完成任务。当贝利撒留到达拉文纳时，他面临的困难更明显地增加了。哥特人在其新国王托蒂拉统领之下，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军事实力，重新占领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并且开始向南部发展。他们已经攻陷了那不勒斯，并且进一步威胁着罗马城。贝利撒留为要救援罗马，采取了一个勇敢的，但却是没有成功的行动。他派出一部兵力靠着海岸航行，进入到蒂贝尔河边。可是，托蒂拉毁坏了罗马的城防工事，留下大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把贝利撒留的七千人箝制住，使其困在海岸边上。而他本人，则带领大军向北挺进，想乘贝利撒留不在的时候，抢占拉文纳。然而，贝利撒留却以巧妙的机动胜过了他的敌人。他偷偷地溜进了罗马城，企图以罗马城作为诱饵，不愁哥特人不来上钩。在托蒂拉带领大军返回来以前的三个月时间里，贝利撒留修复了除一个门之外的所有城防工事。随后，他击退了敌人两次相当激烈的进攻，并使哥特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样，敌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当他们实行第三次进攻时，贝利撒留即以反突击把他们打败，迫使他们后退。第二天，哥特人解除了罗马城之围，退回到蒂沃里去了。



　　贝利撒留虽然多次请求增派援军，但是查士丁尼却只给他派来少量的补充兵力。因此，贝利撒留想要收复全部失地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只能在敌人的要塞与港口之间，东奔西跑地进行一些强攻和突击。最后，他终于绝望了。他意识到，查士丁尼不会再信任他，不可能给他足够数量的兵力。因此，他于公元548年提出辞职，获准以后，即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四年以后，由于对自己放弃意大利感到遗憾，查士丁尼又决定派遣新的远征军。但他还是不愿意让贝利撒留当统帅，害怕为自己树立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于是，他任命了纳尔塞斯。纳尔塞斯是一个以军事理论家出名的人物。在贝利撒留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的结束阶段，即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他曾经有机会显过身手，实际上显示了自己的统帅艺术。



　　纳尔塞斯充分利用了提供给他的这个有利机会。他首先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给他一支真正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肯接受总指挥官的职务。他得到了那样一支军队，并且立即率领这支大军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向北进发。他的进军，由于哥特人在线路上的估计错误而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哥特人当时估计，纳尔塞斯必将从海道进入意大利。他们认为，如果沿着海岸线的道路进军，那就要逾越许多的河流渡口，因而是很困难的。然而，纳尔塞斯却还是走的这条路。他征集了大批的船只，并使这些船只沿着海岸开进，陆军遇到河流渡口，即用这些船只搭成浮桥。因此，他进军速度之快，超出人们意料之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到达了拉文纳。到达以后，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马上折转向南，迂回绕过前进道路上的许多要塞，其目的是要赶在托蒂拉还来不及集中其全部兵力之前就迫他进行会战。托蒂拉扼守着亚平宁山地的主要通道，但纳尔塞斯却从翼侧迂回过了这条通道，前出到达塔吉纳。



　　以前，贝利撒留在每一个战局中，总是感到兵力不足，这一次，纳尔塞斯却拥有超过哥特人的优势兵力。虽然如此，纳尔塞斯还是想使自己的战略攻势产生最大的效果，所以在遇到托蒂拉时，他却转而在战术上采取了守势。他考虑到，哥特人在本性上富于进攻精神，因此，决定诱使哥特人首先进攻，而自己却采取机动战术来迎击他们。这正是英国人在后来所效法的一个榜样。八百年以后，英国人在克勒西会战中用来攻击法国骑兵的战术，就和纳尔塞斯的战术完全一样。哥特人素来看不起拜占廷的步兵，认为他们经不起骑兵的冲击。纳尔塞斯正好充分利用了哥特人的这种自信心理。他把一支颇大的徒步骑兵，即下马的骑兵，摆在自己战斗队形的中央部位。这支骑兵使用的是长枪，因此，哥特人看见他们，就好象是一大群使用长矛的步兵。而在这支骑兵的两翼，纳尔塞斯配置的是弓箭手，并让他们稍向前方突出，形成一个半月形，其距离正好使他们的箭可以射倒突入中央的敌人。其余大量的骑兵，则配置在弓箭手的后面。距离左翼不远的地方，在一个高地的反斜面上，还埋伏着一支精选的骑兵。这支骑兵的任务是，要在敌人的主力投入战斗以后，立即绕到其后方，对哥特人实施突然袭击。



　　纳尔塞斯的巧妙安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哥特人果然认为中央是一些不可靠的步兵，所以出动骑兵向他们突击。在他们开始冲击的时候，由于遭受两翼弓箭的射击，遭到了严重的伤亡，而后，在正面又为坚定不移的徒步枪骑兵所阻。这时，弓箭手大大发挥了弓箭的作用，并开始从两翼包围哥特骑兵。至此，哥特的步兵却不敢前来援救自己的骑兵，因为他们害怕来自后面的攻击，纳尔塞斯配置在高地翼侧的骑兵弓箭手，也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哥特骑兵对拜占廷人的中央部位进行了几次冲击，结果毫无成效，最后不得不撤退下来。纳尔塞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马上进行反突击。而进行这个反突击的基本力量，就是拜占廷的骑兵。这次会战使哥特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纳尔塞斯在重新占领整个意大利的过程中，几乎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了。



　　纳尔塞斯在制服哥特人以后，正好腾出了手脚，接着又打败了法朗克这个新的对手。法朗克人接受了哥特人最后求救的呼吁，特地派兵前来助战。这一次，法朗克人的进军比其以前几次都要深远，一直前进到了坎帕尼亚。纳尔塞斯看来已接受了第一次进击的经验，他指望敌人自己去钻自己结好的吊颈圈套，因此，在法朗克步兵还没有因行军和疾病而大大消耗削弱以前，他便一直避免战斗。到了公元553年，当纳尔塞斯准备好要在卡西里伦附近同法朗克人进行会战时，法朗克人的兵力大概还有八万之众。在这里，纳尔塞斯考虑到法朗克人的战术特点，诱使他们落入了陷阱。法朗克的军队主要是由步兵组成。在进攻时，总是使用一个深度很大的纵队，而且具有很大的重力和冲力。而其步兵所装备的武器，又都是近战武器，即长矛、战斧和剑之类。



　　在卡西里伦会战中，纳尔塞斯把徒步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摆在战斗队形的中央。法朗克人指向中央的突击，压迫他们逐步后退。这时，纳尔塞斯马上展开了配置在两翼的骑兵，发动骑兵向法朗克人的翼侧实行突击。这样，迫使法朗克人立即停止了进攻，并就地展开以抵抗冲击。但纳尔塞斯没有同他们纠缠，因为他知道，敌人的队形还是极其牢固的，只有依靠直接的打击，才有可能把他们摧毁。于是，他把骑兵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其能够用“投斧”去打击敌人，并使弓箭手能够进行集中的“射击”，而又不致于打乱自己方面密集的战斗队形，同时，却使法朗克人不能够进行反击。最后，当法朗克人无法抵住弓箭的射击，战斗队形遭到破坏，而且开始很谨慎地向后撤退时，纳尔塞斯又马上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击。这次突击彻底打散了法朗克的部队，几乎是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初看起来，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所进行的各个战局，其意义似乎是战术重于战略，因为其中的许多行动都是直接与会战有关，与其他许多名将进行的战局比较起来，缺乏破坏敌人交通线的成功机动。然而，仔细地加以研究，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贝利撒留实际上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战术。他利用这种战术，迫使敌军在对他有利的条件下首先发起进攻，因而能够击败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他的兵力劣势，当然是指不大的劣势，也成了一种优点。而在直接地实行勇敢的战略规模的进攻时，情形更是如此。所以，他的战略的着眼点，首先是心理因素，其次才是广泛的机动。对于西方蛮族的军队，贝利撤留能够利用他们那种本能的进攻特性，而在同比较狡猾又比较有文化的波斯人作战时，他便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廷人的优越感，以此去作诱敌工具，而后，通过战斗胜利，迫使这些东方蛮人对他产生敬畏心理，接着又马上利用敌人的小心谨慎态度，在心理上压倒敌人，占据上风。



　　贝利撒留具有一种高超的艺术，能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有用的力量，而把敌人的实力变成他们的弱点。他的战术的特点也就在于采用间接路线；他总是首先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寻找其各个部队之间的接合部，认为这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而后在这里进攻，把敌人打败。



　　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局的过程中，贝利撒留的朋友曾经私下问他，当他面对着那样一支有着巨大优势兵力的敌军时，他怎么还能保持必胜的信心。他回答说，在同哥特人进行第一次战斗时，他就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弱点，发现哥特人在战斗中不能协调一致地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其原因，一方面是部队数量太多，兵力过大，很难灵活调度；另一方面，则是哥特骑兵缺乏经验，尽管这支骑兵是由优秀的骑手组成，但他们只受过长矛和短剑的训练，而且他们的徒步弓箭手，也只习惯于在骑兵的掩护下作战。因此，哥特骑兵只能在近战中进行有成效的作战，而当对方的骑兵在远距离上利用弓箭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便毫无抵抗的能力。至于哥特人的徒步弓箭手，则是任何时候都不敢冒险，不敢在开阔地形上面对敌人的骑兵。结果，哥特人的骑兵经常都是往前靠，力求靠近敌人，保持近战距离。这样，也就常常使自己在不利的条件下进入战斗。而每当掩护步兵的骑兵脱离太远的时候，步兵也就落后，甚至后退，因而它们之间的协同动作将被破坏，于是，在步兵与骑兵之间便要出现缺口。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从翼侧实施反突击。



　　贝利撒留的战术体系和防御-进攻战略，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基础。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欧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拜占廷帝国却继续维持了它的地位和罗马的传统。从拜占廷的两本著名军事学教科书中，即从毛里塞皇帝的《战略学》和李阿的《战术学》中，还可以看到这些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后世的拜占廷帝国还是足够强大的，它不仅多次抵御了蛮族的入侵，而且当伊斯兰教徒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它甚至还顶住了伊斯兰教徒的进犯。虽然外围的地区丧失了，但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堡垒却并末发生动摇，而且，从九世纪巴西尔一世开始执政以后，那些失去的土地便逐渐得到收复。到了十一世纪初叶，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拜占廷帝国的势力，又达到了查士丁尼时代那样的最高峰。这就是说，在五百年以后，帝国比查土丁尼时代更加强盛和安全了。



　　可是，在巴西尔二世死后，只经过了五十年，拜占廷帝国的安全又受到了威胁，后来，它的前途甚至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决定了。由于长期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它的军事预算被不断削减，结果使陆军的兵力锐减了，而且其内部也开始腐化。而在此时，塞尔朱克-土耳其人的国力却不断增大。他们自阿尔普·阿尔斯南于1063年执政以后，开始扩大军备。也就是在这时，1063年以后，拜占廷人才开始觉醒，准备重整军备。1068年，为了应付外来的危险，罗曼·多格尼斯将军被拥戴做了皇帝。这位皇帝本来应该拿出若干时间来训练军队和恢复部队的战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过早地采取了进攻行动。由于在幼发拉底河上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罗曼·多格尼斯便率领大军深入到了亚美尼亚，在曼齐克尔特附近遇上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当时，阿尔普·阿尔斯南看到拜占廷的军容颇盛，数量很大，曾经建议进行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可是，罗曼·多格尼斯却坚持要土耳其苏丹在和谈开始之前撤出营地，实行后退。这当然是一种“面子上的损失”，阿尔普·阿尔斯南是很难接受的。罗曼·多格尼斯在遭到阿尔普·阿尔斯南的拒绝以后，立即转入了进攻，而且他违背了拜占廷的军事传统，使自己的部队一味地前进，前进。他力图追上敌人，可是敌人却灵活机敏，不可捉摸，因而接近敌人的企图无法达到。而在此时，土耳其的骑兵弓箭手却不断地对他进行阻扰，妨碍着拜占廷部队的前进。到了天黑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筋疲力竭，战斗队形混乱不堪。罗曼这才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但是已经晚了。土耳其人从两翼夹攻而来，使拜占廷军队完全崩溃了、瓦解了。



　　这场惨败使得拜占廷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土耳其人不久就抢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国家统帅只具备匹夫之勇，徒有进攻的精神，而缺乏健全的思维能力，因而使国家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以致从此再也不能振作起来。然而尽管如此，一个微弱的拜占廷帝国还是在缩小了的范围里继续存在着，它以后还延续了四百年。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这一章是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尽管在中世纪也有若干战例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与古代或者近代的一些战例比较起来，记述这些战例的史料却是不充分的。为了探讨科学的真理，阐述清楚某些事件的产生原因和结果，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历史上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并以此为根据。而要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就不能不放过历史上的某些时代，舍弃某些甚至很有价值的例证。是的，关于中世纪军事史的辩论，常常是围绕着其战术特点而展开的，涉及战略特点方面的问题比较少。不过，既然发生了争论，那就必然涉及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每一个缺少经验的普通人，对于研究这段历史而作出的结论，总是十分怀疑的。本书不打算描写中世纪的各次战争，只准备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些战争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主义的所谓骑士精神，曾经阻挠着军事艺术的发展。不过，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在黑暗的环境里，也有若干时刻闪烁过一些光明。如果从比例上来说，这些光明时刻的数字，也许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数字。



　　诺尔曼人是最初崭露头角的。他们的子孙也以颇有价值的战例继续发扬了中世纪战争的光辉。他们非常珍惜诺尔曼人的鲜血，总是力图以智慧而避免用鲜血来夺取胜利，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



　　1066年是英国小学生都记得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诺尔曼人极其技巧地采取的战略和战术，不仅对当时的局势，而且对尔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采取了一种引诱性的战略行动，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者威廉)在入侵英格兰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一开始起，他就获得了间接路线所带来的利益。当时，哈罗德国王那个举行叛乱的兄弟托斯蒂格，伙同他的盟友挪威国王哈尔德拉达，在约克郡的海岸上实行了引诱性的登陆。尽管这次登陆带来的威胁要比威廉直接入侵造成的威胁小些，但是，由于它是在威廉入侵之前发生的事情，即使上陆的部队很快就被歼灭，其事件本身对于威廉的计划还是增加了功效。上陆的挪威人在斯坦福德被歼两天之后，威廉便在萨塞克斯郡海岸完成了登陆。



　　威廉上陆以后，并没有立即向北挺进，而是先向肯特和萨塞克斯地区进行扫荡，以此引诱哈罗德国王，使他只率领一小部分兵力鲁莽地向南驰援，这样哈罗德向南方走得愈远，愈想迎击敌人，则他离开自己的增援部队也就愈远。这正是威廉的企图，尔后事件的进程，证明了威廉的计算完全正确。他把哈罗德引到黑斯廷斯，靠近了英吉利海峡的岸边，才开始和哈罗德交战，然后又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战斗结局。当时，他命令部分兵力假装战败而逃，引得敌人尾随他们进行追击，从而使敌人自己打乱了战斗队形。而后，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威廉使用弓箭手从高处进行“射击”，结果使哈罗德阵亡。这也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行动方式。



　　威廉在这次胜利以后所采取的战略，同样也是值得重视的。此后，他又没有直接向伦敦进发，而是首先占领了多佛尔，从而保障了自己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而在后来到达伦敦郊外之后，他也没有直接强攻城市，而是开始扫清伦敦的四郊。由于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当威廉达到贝尔克汉斯提德以后，这个都城终于自动投降了。






图3 英国和苏格兰南部



　　在下一个世纪里，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最惊人的战役，足以证明诺尔曼人的军事天才。这就是“强弓”公爵和来自威尔士边界的几百个骑士在他指挥下所建立的功绩。他们征服了爱尔兰的大部分，打退了一支强大的挪威兵力的入侵。他们的胜利所以显得特别惊人，就是因为其兵力极小，而且是在森林沼泽地的不利条件下取得的。征服者正好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改变和改造了封建时代的传统作战方法。这批征服者曾多次使用计谋，把敌人骗到开阔的地形上，以便在那里更有效地发挥自己骑兵进行冲击的威力。他们有时采取诈败、佯攻和从后方进行突击的方法，破坏敌人的战斗队形。而当敌人不受欺骗不肯离开防御阵地时，则以出敌意外的战略性行动，以夜间突击和劈头盖脑的“弓箭射击”等等手段，来摧垮敌人的抵抗。



　　十三世纪也有许多具有高超战略艺术的例证。第一个这样的例证发生在1216年。英国国王约翰在几乎丧失王位之后，居然又在一次没有进行任何战斗，而是纯粹运用战略手段的战局当中，把自己的国家挽救过来了。他当时采取的手段是：一、机动性；二、要塞所具有的巨大防御能力；三、心理上的因素，即利用城市公民对于“伯爵们”和他们的国外同盟者法兰西国王路易的传统厌恶心理。路易在肯持东面地区登陆以后，紧接着就占领了伦敦和温契斯特。约翰当时的兵力过于单薄，要用战斗来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而全国的大多数乡村仍然被伯爵们统治着。不过，约翰还控制着温索尔、里丁、瓦林福德和牛津等要塞。这些要塞监视着泰晤士河一线，把伯爵们的势力分隔在该河南北两面。而位处路易国王后方的那个最重要的要塞多佛尔，也仍然掌握在约翰的手里。这时，约翰本人已撤退到多塞特郡，而当局势逐渐明朗化之后，他便在七月间开始向北进军，前进到伍斯特，抵达塞文河，从而建立起一道屏障，使得叛乱者不可能继续向西北和西南方向扩散。此后，他又从那里向东方移动，沿着泰晤士河进军，作出了一个前往温索尔解围的姿态。



　　为了欺骗敌军，使围攻温索尔之敌深信不疑，约翰又派出一个威尔士弓箭手支队，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向敌人营地射击，而自己却立即转向东北方面开拔，抢在法国人之前赶到剑桥。现在，他可以切断许多条通往北方的道路，因为法军的主力此时正在围攻多佛尔要塞，不能脱身。尽管约翰本人在十月份病故了，但他成功地把一些闹事地区隔绝开来，促成了叛乱者及其法国同盟军的失败。如果说，约翰是因为吃多了桃子和新麦酒而送命的话，那么，他的敌人则是因为过多地抢占重要的战略据点而被拖垮了。



　　英国伯爵们的下一次叛乱是在1265年。这次叛乱由爱德华亲王(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采取技巧的战略镇压下去了。当时，英王亨利三世在刘易斯战役中遭到失败，于是英格兰各地的统治权，除了威尔士边界地区之外，又都落到了伯爵们的手里。西蒙·戴·蒙特福正准备从那里开始自己凯旋式的进军，想越过塞文河，一直前出到纽波特。爱德华亲王这时已经从伯爵们的军队里脱逃出来，在威尔士边界地区收集勤王的兵力。他抢占了塞文河上的桥梁，前进到戴·蒙特福的后方，从而打破了戴·蒙特福的计划。爱德华不仅把敌人赶过了乌斯河，而且以三艘大型划桨船组成一个突击队，突然袭击了停在纽波特的敌人船只，因而又打破了戴·蒙特福想要把自己的军队运回英格兰的计划。这样，戴·蒙特福就不得不向北作长途而艰苦的行军，而且必须经过威尔士这一片贫瘠荒蛮的地区。这时，爱德华已后撤到伍斯特，扼守着塞文河，以等待戴·蒙特福的来到。当戴·蒙特福的儿子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英格兰东部前来援救他父亲的时候，爱德华利用自己处于中央位置的便利，对于各自盲目前进的父子两人，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为此，他首先进行了强行军，而后又进行反向行军，来回机动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终于两次取得胜利，第一次在肯尼尔沃思，第二次在伊夫夏姆。



　　爱德华即了王位以后，命运决定着他还要在威尔士地区进行多次战争，而且这些战争对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不仅改善了使用弓箭的方法，使骑兵的冲锋和弓箭手的射箭很好地协调起来，而且制定了进行征服的新的战略计划。他当时的任务是，要征服一些野蛮而强悍的山地民族。这些山地民族，可以退入深山以避免战斗，而后等到冬天，当征服者停止作战的时候，便又马上钻出来，重新占领谷地。如果说，爱德华当时掌握的兵力兵器还是比较有限的话，那么，他还占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的作战地区也是很有限的。爱德华把机动性和重要战略据点的支柱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在这些据点里建立碉堡，各碉堡之间以道路相联，并且迫使敌人经常处在运动之中，从而使得敌人在整个冬季都没有可能恢复体力和振奋精神，不能再返回到已经丧失的土地上来了。就这样，他逐渐地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消磨了他们的抵抗力。



　　可是，爱德华一世的战略天才却未能传之于子孙。所以，在百年战争时期，我们从他的孙子和曾孙的战略中，就找不到一点什么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了。他们在法国境内采取的那种毫无目的的行动，完全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如果说曾有几次行动多少产生了一点效果的话，那也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们两人。在法国，在进行克勒西会战和普瓦提埃会战时，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爱德华)都曾使自己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然而，英国人当时面临的那个艰难困境，竟然引得不够阴险狡猾的敌人上了当，他们居然在对自己很不利的条件下发起了鲁莽的进攻。结果，反而使英国人得以乘机逃脱了被歼灭的厄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在自己选定的地形上进行防御战斗时使用了长弓，使得自己在战术上拥有对于法国骑士的明显优势。



　　法国人尽管遭到了一次惨败，但是这惨败归根结蒂却给他们带来了益处。此后，在战争的下一阶段，他们就恪守杜·古西林采用的“费边战略”。这就是避免同英军的主力交战，竭尽全力去干扰敌人的调动，逐渐把英国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赶出去。在结合利用快速性和突然性方面，杜·古西林达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在以往的将领中，是很少有人达到这种造诣的。他截获敌人的运输队，消灭其单独活动的支队，围攻敌人陷于孤立的守备部队，尽量把他们俘虏过来。他在发动攻击时，照例都要选择敌人最难预料的方向，而且经常是在夜间突然实施。此外，他还到处煽起不安的气焰，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并使敌人占领的土地逐渐缩小，最后转到自己方面来了。



　　不到五年的时间，杜·古西林终于使英国人在法国占据的庞大地盘大大缩小了，把他们压挤在波尔多到巴荣讷(比斯开湾海岸的南部)之间那个狭窄的地带上，而这正是没有通过战斗得来的。对于英军部队，那怕是一支不很大的兵力，只要他们有时间进行防御部署，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冒昧地加以硬攻。一般的军事长官，大都象高利贷者那样，恪守着一个信条：“没有获胜的保证就不发动进攻。”(“不安全就不放款。”)而杜·古西林则有着自己的信条：“没有突然袭击做保障就不发动进攻。”



　　英国人在侵夺外国领土方面的进一步尝试，是有其特点的。他们在作战开始前预定的目的及其达到目的的手段，值得认真加以分析。亨利五世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战役，实际上是最愚蠢的一个。在1415年的“爱德华式”的进军中，直到在阿金考特(现为阿让库尔)进行会战而达到这次进军的顶点时为止，法国人只要封锁住他们行进的道路就足以使英军由于受到饥饿威胁而自行瓦解。可是，陆军首脑们却忘记了克勒西会战的教训，忘记了杜·古西林的遗训。他们认为，法军在兵力方面有着四对一的优势，而必须采取直接的攻击。结果，他们又象过去在克勒西会战和普瓦提埃会战中那样，反而遭到了惨败，而且显得更加可耻。亨利五世在这次侥幸取胜之后，开始采取一种“区截法战略”，其办法就是分区域地扩大地盘，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绝，争取当地居民拥护自己，以达到取胜的目的。亨利五世以后所进行的各次战役，从其兴味和意义来说，都越过了战略的限度，而偏重于大战略的范畴了。



　　关于中世纪的战略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爱德华四世的进军作为一个结束。他在1461年即位，中间被流放出国，到了1471年，由于很技巧地采用了机动作战的办法，终于复位。爱德华四世进行第一个战役得以获取胜利，主要是因为判断情况的迅速和调动部队的快捷。当他在威尔士地区同当地拥护兰加斯特王朝的势力作战时，得到了敌人主力已经从北面靠近伦敦的情报。于是，他掉头后撤，在1461年2月20日抵达格洛斯特。在那里，他又获得一个消息，由华尔维克率领的约克王朝的部队，于2月17日在圣·阿尔班斯被兰加斯特的军队打败了。圣·阿尔班斯距离伦敦只有32公里，而格洛斯特到伦敦则有160余公里。这样，兰加斯特军就拥有进入伦敦的三天优先时间，可是，到22日，华尔维克已率领残部赶到贝尔福德同爱德华会师。这时爱德华听到传说，伦敦城还在同兰加斯特军谈判投降的条件，城门还是关着的。于是，爱德华即在第二天离开贝尔福德，于26日进入伦敦城，并且就在那里宣布即了王位。兰加斯特部队遭到失败以后，随即往北撤退。爱德华决定马上追击敌人。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陶顿占领了预有准备的阵地，他还是大胆地进行冒险，照样进攻敌人。当时，突然天降大雪，敌人被白雪耀花了眼睛。这又使他得了一个好处。他的部将法孔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用弓矢激怒了眼花目眩的敌人，诱使他们盲目地进行反突击，因而使敌人遭到惨败。



　　1471年，爱德华四世战略的特点，不仅具有快速性，而且还有机动性。在此以前，他曾经丧失了王位。但是，他从其内兄那里借得了五万克仑(每克仑为五先令)的款子，收集了一千二百名旧部，开始进行复辟的尝试。这时，英国各地都有他的旧部向他发出支援的保证。当他从弗拉辛扬帆启程时，他的敌人已在英格兰各地的海岸上组织了周密的防御，其目的是要阻止他率领军队登陆。爱德华当时决定，要突然地在恒比尔河口进行登陆。他估计到，那个地区的居民对于兰加斯特王朝是极端忠顺的，因而那里可能没有设防。这样，他迅速完成了登陆，接着很快就前进到了约克。从那里，他便沿着通往伦敦的大道开进，并且绕过了敌人用来封锁大道的一个支队，前进到了塔德卡斯特地区。爱德华四世摆脱了紧紧追踪他的那个支队以后，又碰上了另外一支敌军，即防守纽瓦克以等待他到来的那个支队。于是，他又把这支敌军诱向了东方。随后，爱德华四世折向西南，到达累斯特，并在那里收集了不少旧部，扩大了兵力。此后，他就直向考文垂进军。而在那里，华尔维克正在集中自己的兵力。华尔维克本来是他过去的同盟者和老部将，而现在却成了一个主要的敌人。把追击者诱骗到达这个地区，而自己又扩大了实力以后，爱德华四世便转到东南方向，直接向伦敦进发，而伦敦的守城部队却为他打开了城门。现在，他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可以同敌人进行会战了。于是，便率领军队开出了伦敦城，去迎击原先追赶着他，而现在已疲惫不堪的那支敌军。当该军抵近巴尔尼特的时候，在浓雾掩罩下发生了几场混战，爱德华四世终于又取得了胜利。



　　就在同一天，兰加斯特的女王安琼-玛格里特，率领着一支法国雇佣兵在韦默思登陆。她在英国西部收集了拥护自己的兵力以后，立即开拔，去同彭布洛克公爵在威尔士所集合的部队会师。这一次，爱德华四世又是因为行动迅速而获益，当女王的军队正沿着位在河谷边缘的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大道向北行军的时候，他抢先一步赶到了科特斯沃尔兹。当时，一支军队在谷地底下，一支军队在山地上面，在整个白天双方都在进行疲劳的竞走，而到黄昏时，爱德华终于在提尤克斯伯里切断了女王的军队，使它不能在格洛斯特地区渡过塞文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爱德华四世早已下令格洛斯特的地方官关闭城门。在整个白天里，他的部队行军65公里。而在当天夜里，他紧紧靠着敌军扎营，直接监视着他们，使其无法溜走。敌人占据着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爱德华四世却利用自己的攻城机和弓弩进行挑战，诱使敌人发动进攻。他以此达到了目的，待到次晨进行会战时，终于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爱德华四世的战略，其唯一的优点是善于利用机动性，缺点则是没有深远的计谋，而这一点，正是中世纪战略的通病。在中世纪里，战略所追求的目标，通常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只不过是采取各种方法去寻求战机而已。如果会战不能达到确定的结果，那吃亏的往往都是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除非他们能够反客为主，引诱防御者在战术上首先采取攻势，才有可能出现例外的结果。



　　在中世纪里，战略的最好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十三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显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在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面，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于还要超越这些战争。成吉思汗在征服中国北边金朝的时候，曾把大同府当作一个诱饵，采取了一系列的诱敌行动。这和拿破仑利用曼图亚要塞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当时，成吉思汗分兵三路，采取大纵深的迂回运动，终于在精神上和军事上都把金朝完全摧垮了。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侵入花剌子模王国。花刺子模的实力中心是在现今的土耳其斯坦地区。当时，成吉思汗以其一部兵力从南面进攻卡什加尔，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其主力则从北面突入王国境内；而在主力的掩护之下，他自己却率领着总预备队进行了一次很深远的迂回。他曾一度消失在吉兹尔-孔这片大沙漠中，后来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即前进到了敌人的军队和其防御阵地的后方。



　　公元1241年，成吉思汗以后的军事首领之一的速不台继续实行西征时，使欧洲人接受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教训。当时，他曾派出一支军队作为主力的战略掩护队。该军掩护主力的侧翼，穿过加里西亚，吸引着波斯人、日尔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注意力，并且依次地对他们给以打击。速不台的主力分成三个纵队开进，纵队彼此相距颇远，但却疾速地穿过了匈牙利，抵达了多瑙河。在这次进军中，两个翼侧纵队掩护和遮蔽着预期完成独立任务的中央纵队。蒙古人沿着钳形方向抵达多瑙河以后，被集结在河对岸的匈牙利军所阻，曾经暂时地停留在格朗地区。可是，他们技巧地进行了后撤，引诱匈牙利军离开了河岸，进到了预备队无法给予援助的地点。速不台即利用黑夜迅速机动部队，在沙约河上进行突然袭击，首先把匈牙利军队加以割裂，而后即各个予以歼灭。这样速不台成了中欧平原上的主人。一年以后，他自动地放弃了所征服的地区。在他没有撤走之前，欧洲极为惊恐，谁也没有力量敢去碰他一下。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古斯达夫·阿道夫、克伦威尔和杜伦尼



　　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战”，即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时间颇长的战争中，没有出现一个产生决定性战果的战役，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瑞典国王古斯达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之间进行斗争的那个最后阶段。出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卢塞恩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战死。结果，组成一个以瑞典为首的大型新教联盟的可能性被彻底打消了，如果不是法国人的参预，不是华伦斯坦被刺，那么，卢塞恩会战的结果，也许可能导致日尔曼人的统一，那样的话，德国的统一就要比实际上提前三百年。



　　不过，这类的结果和可能性都是靠间接方法获得的。这次战争中唯一有名的一个会战，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而他们却是原先占有优势的一方。尽管华伦斯坦的战争机器要比瑞典人的弱得多，而他也并不善于从有利的战略形势中获取战术上的好处，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之前，他取得了现实的真正优势。应该指出，他的这个优势是连续三次采用各种间接路线行动的结果。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甚至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1632年，华伦斯坦重新受命，担任了当时已经并不存在的陆军的首脑，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三个月之内收编了一支大约有四万人的雇佣军。由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国王的瑞典军队正在扫荡巴伐利亚，当局发出了要求立即赴救的呼吁，但是，华伦斯坦没有马上赶到那里去，反而掉转头来向北走，去对付萨克森那个古斯达夫的弱小同盟者。他把萨克森军逐出了波希米亚，而后即向其国内进攻。他甚至还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同他会师，这样就便巴伐利亚在表面上显得防务更加薄弱。然而，华伦斯坦这个算计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这样调动了古斯达夫。由于害怕自己那个脆弱的同盟者被消灭，古斯达夫不得不赶紧从巴伐利亚撤退出来，并匆匆忙忙地去援救萨克森人。



　　华伦斯坦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部队，在古斯达夫军队赶到以前实行了会师，古斯达夫面临着敌人的联合兵力，不得不退回到纽伦堡。华伦斯坦随即跟了上去，但却发现瑞典人正在严阵以待，因而认为：“举行会战的时机已经丧失，必须尝试用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使选择地形挖壕设防，一方面使部队得以安全地进行休息，一方面则使用轻骑兵去控制古斯达夫的补给线。华伦斯坦这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战术：对于瑞典国王的挑战置之不理，使他进攻阵地的尝试多次破产，得不到什么战果，同时，又使瑞典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样，尽管在军事上的意义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都知道古斯达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达夫并没有被歼灭，但是由于过去一系列重大胜利而造成的“古斯达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完全破产了。这就必然要削弱他对于日尔曼诸国家的控制力量。华伦斯坦正确地使用了自己比较有限的兵力，达到了较高的战略目标。



　　古斯达夫又从纽伦堡出发，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华伦斯坦没有跟随追击，而是转向北面，又向萨克森进军。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动。象前一次那样，他又以这个机动调动了古斯达夫，迫使古斯达夫再次掉过头来对他进行追击。不过，古斯达夫的行动也很迅速，很快就回到了萨克森，使华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人单独订立和约。接着就在卢塞恩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会战。瑞典军队利用他们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代价惨重，他们的统帅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样一来，瑞典人想组织以瑞典为首的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随之最后破灭了。



　　这场折磨人而且耗费大的战争，后来还拖了十六年才告结束。它使整个日尔曼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642年到1652年的英国国内战争，与同世纪中欧洲大陆的各次战争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特点，那就是英国的战争都是力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富在其所著《骑士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来就不设营，不挖壕……从来不凭江河隘路之险而固守。战争中的最大格言是：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打击他们！”



　　英国的第一次内战，尽管具有良好的进攻精神，可是还一直拖了四年。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会战取得决定性的战果。1646年，战争的烈火总算是熄灭了，但是，仍然残留着许多王党分子的“红角”，他们余烬未消，因此，仅仅过了两年，由于胜利者内部发生冲突，致使战争死灰复燃，而且其熊熊烈焰比上一次还要烧得猛烈。



　　本来，这次战争中的进攻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结局却又那样地不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呢？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就可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每一个战役中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固然夹杂着一些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叫做“扫荡战”的作战行动，但都只具有局部的和暂时的作用，因而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把实力消耗殆尽而已。



　　第一次内战开始时，王党的军队是以英格兰西部和中部来作基地的，而拥护国会的军队则以伦敦为据点。但王党军在第一次进攻伦敦时，前进到图思班绿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人们常把这个称之为英国内战中的瓦尔米。王党军这次自动败退，是因为进攻开始以前，双方主力曾在埃德日丘陵地区进行一场苦战，流血很多而毫无结果，因而精神力量产生了作用，致使进攻没有流血，就告结束。



　　此后，王党军即以牛津及其附近城镇作为自己作战基地的支柱。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战事是平静的，双方都把主力屯守在边界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而在此同时，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则有许多孤立的支队不断进行着混战。这样一直拖延到1643年9月。由于被围的格洛斯特城面临着严重的局势，迫使埃塞克勋爵率领国会军的主力前往救援。他采取了一条迂回绕过牛津地区的行军路线。这就使得王党分子获得了切断其退路的机会。后来，在新布里(即在里丁以西25公里处)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但是又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战争过程中的大量物资消耗，本有可能促使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可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和爱尔兰的叛乱者首先签订了和约。订立这一和约的目的，是想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而结果呢，却促使属于长老派的苏格兰也起来参加了反对英王的斗争。由于有了一支苏格兰军队可以在北面牵制王党的兵力，国会派又重新集结了自己的兵力，准备直接向牛津地区进攻。这次进攻，除了夺得牛津附近的少数堡垒之外，还是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普尔特紧急驱兵北上，去援助北方的王党部队，以对付苏格兰的进攻。对查理说来，不幸的是，他的部队在马尔斯登荒地遭到了战术上的失败，以致使他不能利用当时对他有利的战略形势。胜利方面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地区的直接进攻没有什么成果，又使国会派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部队中逃亡的人日益增加。只是因为还有一些象克伦威尔这样坚定的人物，才得以在敌对双方互相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没有罢兵求和。对国会派来说，所幸的是，王党方面的情况甚至还要恶劣，其内在的危机比外部的打击还更严重。因此，敌人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而他们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国会派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直到1645年，由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重新建立起一支新型军队，才在纳西比把王党军队打败。不过，尽管有这一次在战术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胜利，战争还是再拖一年才告结束。



　　关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人物，而二十八岁的约翰·南布尔特，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到1648年4月底，情况已经明朗，苏格兰人组成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开进英格兰来支援王党分子。于是，费尔法克斯立即带兵北上去进行征讨。而克伦威尔则到西部去镇压王党在南威尔土地区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南下的时候，在肯特和英格兰东部的王党分子也爆发了新的叛乱，这样就把费尔法克斯牵制在该区无法前进。因此，当时在南布尔特手里只有一支极单薄的兵力，用以迟滞苏格兰军的入侵行动。但是，他却以极巧妙的间接路线行动完成了任务。当苏格兰军队沿着西海岸的大路向南挺进的时候，他曾不断威胁敌人的翼侧，同时，设法制止他们翻越奔宁山脉，使其不能同约克郡地区的叛党汇合。



　　最后，在1648年7月11日，克伦威尔攻克了彭布鲁克城，于是他也随即挥师北上。他没有直接进攻苏格兰人，而是采取了经由诺丁汉和当卡斯特的一条深远迂回道路，并沿途取得补给。然后，他又转向西北，在阿特里同南布尔特会师。苏格兰人此时配置在由威根到普雷斯顿一线，其左侧由南格德尔率领着3500人进行防守。当时，克伦威尔总共只有8600人的兵力，而且包括南布尔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至于敌人，其总兵力几乎达到二万人。克伦威尔首先在普雷斯顿地区拖住了苏格兰军纵队的尾部，打乱了敌人的行军序列，迫使敌人掉转头来以抵抗他的攻击。这样，南格德尔率领的那支军队就在普雷斯顿地区全部被歼灭了。尔后，克伦威尔乘胜追击，衔尾紧跟，使苏格兰军纵队纷纷溃逃，经过威根，一直败退到尤托克西特。在这里，前面有中部地区的民团阻挡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的骑兵不断攻击，苏格兰军已是走投无路，终于在1648年8月25日宣布全军投降。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国会派的敌人被彻底摧垮了；军方得以对国会进行“清洗”，并把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法院审判，最后判处了死刑。



　　克伦威尔此后对苏格兰的进攻，实际上要算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克伦威尔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摧毁英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的计划。当时，查理正打算借苏格兰人的帮助回来夺取已经失去的王位。这场战争不能算作什么对历史的进程有过决定性影响的战争。但是，它却很突出地证明，克伦威尔是善于掌握间接路线战略的。当他发现由李斯里指挥的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有利阵地，并遮断了他向爱丁堡前进的道路时，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接触性的小战，以来探测敌人的实力和部署。稍后，当他已经靠近目标，而且深感补给品缺乏的时候，他仍然具有极强烈的自制能力，决心不在对他不利的地形上进行正面攻击。他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求战欲望，在没有把敌人诱到开阔地以前，在没有出现对敌人暴露翼侧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以前，决不进行冒险，不肯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求达这个目的，他开始向穆塞尔堡撤退，随后又向邓巴撤退，以此诱惑敌人，并在那里进行补给。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原路返回，并在穆塞尔堡给部队配发三天口粮，开始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运动。他准备翻过爱丁堡丘陵区的高地，前出到敌人的后方。1650年8月21日，李斯里在科尔斯托芬山地切断了克伦威尔的进路。这时，尽管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很远，但他仍然进行着采取间接路线的尝试，决心走迂回路绕过敌人。随后，李斯里又在戈加地区隔断了他的去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的将领难免会要冒险一战，可是克伦威尔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病员暂留现地，决定向穆塞尔堡撤退，接着又从那里向邓巴撤退，以此引诱李斯里跟踪追击。这时，有些部将劝他把部队装船撤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采纳，一心在邓巴等待着。他指望敌人有可能错走一步，而自己则能马上加以利用。



　　然而，李斯里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给克伦威尔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李斯里离开了主要的道路，在1650年9月1日的夜间，绕过了邓巴，占领了顿山丘陵地区和其他一系列的高地，从而监视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另外，他还派出一个支队占领了顿山以南11公里处的所谓“烧鸡”隘路。第二天早晨，克伦威尔立即发现，他与英格兰本土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感到粮秣的匮乏，病员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



　　李斯里的原定计划，只是在高地等诗，一旦英国人沿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突围，就立即下来予以突然的打击。可是，长老会派的那些教士们却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指望看到，敌人将会落入陷阱，而在发现英国侵略者有可能从海上脱逃的征候时，他们的要求就更加坚定了。9月2日，忽然起了强烈的风暴。屯驻在光秃秃的顿山和其他高地上的苏格兰部队，实在是吃不消，坚持不住，大约在午后4时许，他们开始从高地上撤下来，并在通往伯里克的道路近旁寻找房舍，以避风雨。而在他们的前面，正好隐蔽地流过一条小小的布罗克河，它经由谷地注入海中。



　　克伦威尔和南布尔特在一起，亲眼看到苏格兰的部队在调动。他们两人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在形成的局面将对他们有利，可以使他们夺得优势，有利于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当时，苏格兰人的左翼已被压缩在高地和布罗克河这条小溪流之间。如果对其右翼部队施行突击，那么左翼的部队是很难给予支援的。在当晚的军事会议上，南布尔特提出建议：立即进攻苏格兰人的右翼，力求把它击溃，同时集中起炮兵的火力，以压制敌军的左翼。他所列举的理由使大家都很信服。克伦威尔很赞赏他的这种主动精神，于是就指派他去攻打头阵。那天夜里，不停地下着雨，刮着很大的风，英军沿着小溪流的北岸占领着阵地。在部署好对付敌军左翼的火炮之后，南布尔特返回到另一翼，即自己方面的左翼，并马上率领骑兵在沿岸地区发起进攻。由于进攻行动来得突然，英军的骑兵和配置在中央的步兵，都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渡过了溪流。尽管英军的行动曾一度受挫，但是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克伦威尔随即就在靠海的这个侧面把敌军压向左面去了，并把他们逼到高地和溪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敌军士兵要想得救，只有溃散逃命。这一次，克伦威尔抓住了敌人由于过分自信而产生的错误，并立即加以利用，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因此，打败了在兵力上比他大了两倍的强敌。这次战争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在整个战争中，克伦威尔始终拒绝了各种的诱惑，虽在万难之中，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间接路线战略。



　　邓巴的胜利，使克伦威尔攫取了在苏格兰南部的统治权。由于这一胜利，拥护长老会派的军队被消灭了。但是，在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还残留着一些反对克伦威尔的王党分子。由于克伦威尔害了重病，彻底肃清这些王党分子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而在这个时候，李斯里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福思湾以北地区重新组建了拥护王党的军队。



　　1651年6月底，克伦威尔在其军队经过充分训练以后，又提出了战斗任务，恢复了战斗行动。他的战略计划，无论就其思想深度和计算精度来说，决不逊色于以往战史上的任何战略计划。这一次，他头一回具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敌人也是非常狡猾的，始终不离森林沼泽地形，从而保障了自己的薄弱翼侧，封锁了通向斯特林的道路。如果克伦威尔不能在短时期内摧毁敌人的抵抗，那他就不得不在苏格兰再度过一个严酷艰困的冬天。那样的话，他的部队必然要遭受大的牺牲，并使国内的情况更趋恶劣。而且，只是把敌人从阵地上击退还不够。因为这种局部的胜利仅仅是把敌人赶进山地中，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仍然是眼皮底下的一个祸害。



　　克伦威尔解决这项任务的方法可以算是一件杰作。首先，他在福尔柯克附近向卡兰德屋实行强攻，从而在正面造成了对李斯里的威胁。其次，他使全军逐步地渡过福思湾，前进到佩思地区。这样，不仅绕到了李斯里防御线的翼侧，而且控制了他们通往斯特林的接近路，占据了其补给基地的枢纽。然而，他采取这一机动，同时也就给敌人让开了一条通向英格兰本土的道路。这正是他的计划的实质，是其艺术高超的体现。他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而此时的敌人，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开始溃散逃亡，而眼前却又只有一条狭窄的孔道。敌人方面的某一个人曾说过：“我们当时被迫作出选择，或者饿死，或者散逃，或者带领残余部队冲到英格兰去。这后一个办法虽然也是极端危险的，但也许还有可能使遭受的灾难小一些。”因此，苏格兰人很自然地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他们在7月底向南突进，冲到了英格兰境内。



　　克伦威尔是预先料到了这一着的，并且利用政权手段作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他紧急地动员了所有的民团，监视着一切有王党嫌疑的分子，查抄了私藏军火物资的秘密仓库。苏格兰人是沿着西海岸向南开进的。为了跟踪追击敌人，克伦威尔派出了南布尔特的骑兵。同时，派哈尔逊由纽卡斯尔向瓦林顿斜插过去，而弗立特沃德则率领中部的民团向北进发。南布尔特从侧面绕过敌人以后，于8月13日与哈尔逊会师。于是，两支军队都开始与敌军接战，并且战且退，不断迟滞敌人的前进。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则冒着8月的酷暑，每天行军32公里。他开始是沿着东海岸向南走，然后折向西南。这样，敌人终于掉进了陷阱，同时地遭到了克伦威尔的四面围攻。这时，查理断然地改变了行进路线。他不再向伦敦而转向塞文河地区，但这样也只不过多拖几天日子，并没能挽救自己的惨败。1651年9月3日，即在邓巴会战的周年纪念日，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开始以前，曾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为一方，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为另一方。他们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单独对垒，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因而也包括其局部的任务，照例都是有限的。造成这种不坚定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筑城学术的发展超过了兵器的进步，使防御方面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正和二十世纪初叶机关枪刚刚出现时的情形是一样的。二是军队还没有编组成为固定的兵团和部队，不能独立自主地活动，在运动和作战中，通常都必须全军凝成一个整体，因而使其突击力受到限制，不能分散活动以欺骗敌人，不能自由地进行调动。



　　在这许多次的战争当中，如著名的法国投石党人的战争，争夺王位的战争，荷兰的战争，神圣同盟的战争等等，只有一个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1674年至1675年之间法国统帅杜伦尼进行的冬季战役，其顶点即为图尔克姆的胜利。当时，法国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路易十四的盟友，一个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他。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奥地利人，以及日尔曼的多数公侯王子，都纷纷加入了敌方的联盟。杜伦尼在洗劫了这些公侯和皇室的领地之后，被迫退过了莱茵河。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去同布伦维里指挥的皇室军队会师。可是，杜伦尼却抢在选帝侯的前面，于1674年10月把布伦维里阻止在思泽赫姆地区。然而，德国人这时已经进入阿尔萨斯，并在斯特拉斯堡和贝耳福之间的集镇和乡村居民点里扎下冬营。这样就迫使杜伦尼又退到了德特维尔地区。



　　杜伦尼表演其统帅艺术的舞台就是这样设置的。他决定，要在仲冬时节发动这次战役，因而一开始就使他获得了突然袭击的益处。为了迷惑敌人，杜伦尼故意在阿尔萨斯的中部地区构筑堡垒，作出准备防御的样子。随后，他便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野战部队开进了洛林。接着，利用孚日山脉高地的掩护，采取强行军的速度向南挺进，并在一路上尽一切可能从各地村镇收编补充兵员。而在行军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把自己的兵力分散成小股活动，用以欺骗敌人的谍报人员。他在冰雪封山的条件下沿着山脊道路进行急行军之后，又在贝耳福附近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并且丝毫也不延宕，立即从南面突入阿尔萨斯。而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想从北面攻进去的。



　　布伦维里依仗自己手里拥有强大的兵力，曾力图把杜伦尼阻止在牟罗兹，但是在12月29日，很快就被击败了。于是，法军如潮水般地急卷而进，沿着在莱茵河与斯特拉斯堡高地之间的谷地一直往前冲，把帝国的军队分割成一些小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方向上向北败退。对于每一支企图抵抗的部队，法军都把它们隔截开来，或围困起来。可是，追到科耳马尔的时候，即在通向斯特拉斯堡的半路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已带领德国部队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他仗着自己拥有和杜伦尼差不多的兵力，在那里进行固守。然而，由于迅猛进攻而产生的一切优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被杜伦尼夺占到手了。他技巧地利用着这些优势，在图尔克姆会战中成功地采取了战术上的间接路线。在这个会战中，杜伦尼所锐意追求的，不是首先消灭当面敌军的肉体，而是考虑如何摧毁他们的士气。这样的结果，从事物的自然过程来说，必然使敌军部队自行逃散。杜伦尼达到了这个目的，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就使阿尔萨斯境内连一个敌军士兵也没有了。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士兵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冬营里去过冬。他们直接从德国方面的莱茵河岸地区，甚至远及内卡河地区，搜集各种补给物资。勃兰登堡选帝侯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退回国内，即退到了距离柏林西南60公里的勃兰登堡城。而杜伦尼的老对手蒙特古里，在下一年的春天又重新受命，担任了日尔曼帝国的全军总司令。由于受到杜伦尼的压力，蒙特古里也不得不领兵撤退，并在萨斯巴赫地区占领了于自己不利的阵地。然而，在萨斯巴赫之战一开始时，杜伦尼就为一颗炮弹炸死了。杜伦尼死后，战争的进程马上就起了变化。



　　杜伦尼的这个冬季战径，与十七世纪欧洲各次战争的许多战役比较起来，特别突出地显出了它的坚决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许多的将领都是擅长迂回机动艺术的，因而相互之间就起了限制的作用。他们掌握这门艺术的水平彼此差不多，所以，某些迂回翼侧的行动在其他时代也许可以获得成功，而在这个时代却被相互抵销了。只有在杜伦尼的这次战役中，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把敌人击毁的目的。作为一个鼎鼎有名的统帅，杜伦尼随着本身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统帅艺术。他在自己时代所进行的战役，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的统帅都多，而在其最后一次战役中，又解决了在十七世纪中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因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而当他以此达到作战目的的时候，并没有破坏历代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法规，即把经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看作成本极高的财富，万万不可随意浪费。



　　看起来，杜伦尼是从经验中获得了教训的。他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获得决定性的成果，就必须很好地制定战略计划，而在计划中，又必须使间接路线起主导作用。在杜伦尼以前，统帅们进行机动时，总是把城塞作为基地和枢纽，因为对于野战军来说，城塞同时又是保护他们的补给仓库。杜伦尼完全摆脱了以前那种作战基地体系，而把突然性和机动性结合起来，把这看成是争夺胜利的关键，而且这种结合也对自己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是一种合理的计算，并不是什么赌博游戏，因为只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了敌人的稳定性，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




——马尔波罗和弗里德里希二世



　　公元1701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有着极其明显的两重性。从政治方面来说，它是战争史上一个很希罕的现象，其目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于加强或者削弱路易十四世在法国的统治地位来说，同时又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从战略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基本上是采取没有多大成果的直接路线，作战行动千篇一律，很少深思熟虑的迂回机动。当然，战争过程中也还有几个采用间接路线的出色例证。而且主要是同马尔波罗的鼎鼎大名联在一起的。由于这些行动都成了战争中的转折点，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当时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大不列颠帝国、几个日尔曼小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而路易十四世的同盟者，只有西班牙和巴伐利亚，在战争开始之初，还有一个小国萨伏依。



　　这场战争，最初是在意大利北部打起来的。但是其他各国的军队，同时都在进行战争准备。奥国的军队由尤金亲王率领，当时已在提罗尔进行集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快就要转入进攻。为了与之进行对抗，法军派出了一支由卡提拉特率领的部队，在利佛里的隘路上占领阵地，其目的是要挡住敌人的进路。然而，尤金亲王早就作了秘密侦察，知道在深山之中还有一条很难通行的小道，而且长时期以来未被部队使用。于是，他率领部队从小道进军，实行深远的迂回机动，向东方开进，前出到达平原之上。尔后，他又不断进行机动，继续发展已经获得的优势，并以此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准他的真正意图。最后，终于引诱法军在奇阿里(布里西亚附近)对他发动一次盲目的进攻。尤金在这次作战中打败了法军，从而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立脚点。



　　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的成果，在同“伟大君主”进行战争的初期，对于同盟者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刺激因素。在此以前，人们还在认为，“伟大君主”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同时，这些间接性的行动还对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影响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向来趋炎附势的萨伏依公爵马上调转了方向，参加到反法同盟的阵营里来了。



　　公元1702年，双方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一支巨大的法军集结在弗郎德勒地区。它构筑了一条几乎长达100公里的“布拉班特防线”，从安特卫普一直延展到马斯河上的于伊城，其目的是在转入进攻时能够保障自己后方的安全。这时，荷兰人已经看到自己的国土面临着敌人入侵的威胁，于是决定依赖要塞进行固守。然而，马尔波罗对于战争的观念，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不过，他也没有用直接的进攻来代替消极的防御，没有直接去攻击由薄富尔率领的那支正向莱茵河进军的法军。他抛开了荷兰人驻守的要塞，迅速地把军队领向“布拉班特防线”，前进到薄富尔部队后撤的线路上。薄富尔在感觉到这个精神“吸引力”的压抑之后，马上掉转头来，向后撤退。一支体力上受到消耗，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法国军队，可能很容易变成马尔波罗的猎获物，因为马尔波罗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准备围歼这股敌人。可是，荷兰国会的代表，只是满足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拒绝去歼灭敌军。就在这一年，马尔波罗曾经两次把薄富尔诱入陷阱，可是两次都因为荷兰人犹豫不决，缺乏坚决性，而使法军避免了覆灭的厄运。



　　第二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实施巧妙机动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占领安特卫普，并深深突入敌人设防的堤岸。他从马斯特里赫特直接向西进攻，想以此牵制由维尔罗依统率的法军主力部分。该军当时正驻守在“布拉班特防线”的南侧。第二步，由柯贺恩指挥的一支荷兰军队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之下，向奥斯坦德发起进攻。同时，又以斯巴尔统率的另一支荷兰军队从西北方向逼临安特卫普。荷兰军队沿着海岸采取这些行动，是想引诱处在安特卫普的法军总司令官向后看，并且从其“布拉班特防线”的北端调出部分兵力。四天以后，另外一支由阿普丹姆率领的荷军，又从东北面向法军实施突击。于是，马尔波罗也就丢开维尔罗依，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北挺进，汇同各路军队，沿着向心方向去攻夺安特卫普。



　　战役的第一阶段发展得很顺利。马尔波罗的威胁逼着维尔罗依的大军也随之向南移动，抵近了马斯河。可是，柯贺恩不久即取消了对奥斯坦德的深远迂回进攻，而同斯巴尔一起，靠着安特卫普附近实行浅近的机动。柯贺恩的这一行动，当然不能吸引法国人的注意。阿普丹姆则由于提前发动攻势而为自己招来了灾难。尔后的局势则越来越复杂化了。这是因为，当马尔波罗开始向北进行急行军的时候，他并未能摆脱维尔罗依。实际上，维尔罗依已超在他们前头，派出薄富尔率领三十个骑兵中队和三千名掷弹兵去支援安特卫普。他使掷弹兵抓住马镫，和骑兵并肩行进，因而这支机动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即走了差不多六十五公里，于1703年7月1日赶到了安特卫普。随后，该部队即和安特卫普的守城部队一起，立即向阿普丹姆发起了进攻，使阿普丹姆遭到了惨败。这样一来，马尔波罗曾傲慢地称之为“伟大计划”的计划，也就随之彻底破产了。



　　这次失败以后，马尔波罗曾提出建议，要在安特卫普以南的一个地段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直接的强攻。可是，荷军统帅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认为对一个兵力差不多相等而又占领着坚固设防阵地的敌人实施正面突击会是徒劳无益的。



　　这一事实证明，马尔波罗尽管进行过许多技巧的机动，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却很象一个疯狂的赌徒。英国的史学家们，因为震撼于马尔波罗的功绩，而且也敬仰他的为人，往往对荷兰人有些不够公正的批评。他们把荷兰人描绘得似乎不如马尔波罗那样高尚。实际上，荷兰人当时面临着强敌的威胁，稍一不慎即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他们当然不敢把战争当作儿戏或赌博。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很合理的，这正和两百年后英国海军上将贾利柯的见解一样：如果他们在对自己极为危险的形势下贸然挑战，那么很有可能就在几小时内输掉整个战争，由于遭到荷兰将军们的一致反对，马尔波罗只好放弃在安特卫普地区强攻“布拉班特筑垒防线”的念头，并返回到马斯河上，在那里掩护着对于于伊的围攻。八月底，他又在那里说服荷兰人，要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进攻。这一次的理由比较充足，因为进攻该防线南段的条件看来已成熟了。可是，他的论证还是不能使荷兰人信服。



　　马尔波罗因为对荷兰人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很容易地接受了奥皇使节伍拉齐斯拉的观点。伍拉齐斯拉极力劝他把自己的部队转移到多瑙河方面去。结果，1704年便产生了一个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间接路线行动的出色例证，而这些间接路线行动，正是以马尔波罗广泛的战略观点为依据的。当时，敌人有几支主要的兵力：一支由维尔罗依率领，屯驻在弗郎德勒地区；另一支由塔拉尔德元帅率领，集结在上莱茵河一线，分驻在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三支为巴法联军，由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配置在多瑙河上的乌尔姆地区，这最后一支军队，正在造成威胁，由巴伐利亚向维也纳推进。马尔波罗决定，先把自己统率的英军从马斯河转移到多瑙河，然后对巴伐利亚人施以决定性的打击，因为他们是敌人阵营中最脆弱的一个。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他将要进驻的那个地区，离开自己的主要基地实在是太远了。他所要完成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在北面所要追求的任务。因此，似乎是一个鲁莽的行动。从他那个时代战略总是倾向于谨慎的观点来看，情形更是如此。这次机动的安全保障，完全依赖于他那非常惊人的突然性。他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常改变运动方向，在每一个所段都威胁着不同的目标，因而使敌人摸不清他调动部队的真正目的。



　　马尔波罗向南前进到莱茵河上游以后，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沿着摩泽尔河的线路进入法国。尔后，其部队进到了科布伦次。于是人们认为，他可能以阿尔萨斯的法军作为攻击对象。这个印象随后更加巩固了，因为他采取了一个佯动性的行动，做出了准备在菲力浦斯堡架桥渡河的样子。他把部队开到曼海姆城邦以后，本应向西南方向前进，可是，他却有意地转向东南，在内卡河河谷边缘的山林中，突然地失踪了。然后，他越过由莱茵河和多瑙河所构成的三角形的底线，直接向乌尔姆开进。在这次行军过程中，为了隐蔽战略企图，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运动的速度，平均每昼夜只走十六公里。



　　马尔波罗的整个行军，延续了将近六个星期。在大希巴赫(曼海姆东北65公里)同尤金亲王和巴登侯爵会师以后，他便同后者合兵一处，联合行动，而尤金亲王则掉头后转，以便在莱茵河上牵制或至少迟滞法军的行动。这时，从弗郎德勒地区尾追马尔波罗而来的维尔罗依，虽然迟到一步，但是毕竟追赶上来了。



　　马尔波罗由于实行机动而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从对法国的关系来看，已经前出到了巴伐利亚与法国联军的后方，而就巴伐利亚的关系来说，则仍然是面对着它的正面。由于军队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加上其他一些条件，他要利用已经形成而有利于他的战略优势，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些条件当中，有一条是部队的战术组织还缺乏灵活性，很难配合战略上的要求。一个统帅，可以把敌人压挤到水边，可是却无法使敌人一定喝水，也就是说，无法使敌人一定接受会战。对于马尔波罗来说，当时对他掣肘最严重的，还是那个巴登的侯爵，因为他小心谨慎，而又不能不分去指挥的权力。



　　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的联合兵力，在多瑙河上从乌尔姆到迪林根以东一线，占领了设防阵地，甚至往东更远一些，在迪林根到多瑙佛耳特中间地段的河岸边上，也有兵力扼守。塔拉尔德元帅的军队从莱茵河岸向东挺进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对于马尔波罗来说，乌尔姆是一个很危险的据点，如果要从那里进入巴伐利亚的话。于是，马尔波罗决定，首先在多瑙佛耳特地区抢占多瑙河上的渡口。这样，多瑙佛耳特就成了马尔波罗新交通线上的天然终点。打通了这条交通线，就能更好地保障安全，可以进而向东方开辟通向纽伦堡的路线。他一旦掌握了多瑙佛耳特，便打开了通向巴伐利亚的道路，可以自由地沿着多瑙河两岸进行机动。



　　遗憾的是，要在迪林根地区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实行迂回行军，其目标实在太暴露了，速度太缓慢了。这样就使巴伐利亚选侯有可能识破他的企图，并及时派出强大的部队去防守多瑙佛耳特。尽管马尔波罗的行军在最后阶段加大了速度，但是当他在1704年7月2日抵近目标时，敌人还是在施连堡和直接掩护多瑙佛耳特的高地上加强了防御工事。为了不给敌人最后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马尔波罗决定于当天黄昏立即转入进攻。第一次冲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差不多伤亡了参加战斗的一半兵力。但当联军主力赶到以后，他在兵力数量上有了四对一的优势，因而得以转败为胜。即令如此，其最后胜利还是靠着向敌军翼侧实施机动得来的。在会战过程中，马尔波罗发现敌人防线上有一个兵力薄弱的地段，于是派出部队从那里楔入防御纵深，这才决定了胜负。马尔波罗后来在一封私信中承认，夺得多瑙佛耳特的代价是高昂的。批评他的战术的人们则一致认为，在这次会战中实施决定性机动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位巴登的侯爵。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的主力退到了奥格斯堡。随后，马尔波罗向南扫荡，进入巴伐利亚。他骚扰邻近四乡，烧毁几百个村庄，以及一切的谷物，其目的是想迫使巴伐利亚选侯前来求和，或者使他在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会战。对于这种野蛮的行动，马尔波罗自己也不得不暗地里感到一些羞愧，而且其效果也很小。因为在那个时代里，战争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事情，与老百姓毫无关系，所以采取这种不人道的行动，并不能使巴伐利亚选侯感到心痛。这样一来，就使塔拉尔德有足够的时间从莱茵河往巴伐利亚调动兵力，他本人在8月5日赶到了奥格斯堡。



　　不过很侥幸，当塔拉尔德的部队开到时，尤金亲王的部队正好也赶上来了。尤金亲王为了同马尔波罗会师，悄悄地摆脱了维尔罗依。按照原来的协议，当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会师以后，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巴登侯爵就应该向多瑙河的下游进军，围攻敌人驻守的英戈耳施塔特要塞。后来，在8月9日，突然获得消息，说是敌人的联合兵力已经转向北面，正向多瑙河开进。看样子，敌人的目标是想打击马尔波罗的交通线。尽管如此，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还是让巴登侯爵继续迂回进击英戈耳施塔特要塞。这样，就使他们的联合兵力减到只剩五万六千人，以来对抗当面差不多六万人的敌军，而且其数量还可能继续增加。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要把巴登侯爵谴走，其动机是很容易解释的，他们两人都不喜欢侯爵那种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是此时分散兵力，也实在有些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一旦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应同法军进行会战。这个决定也许证明，他们对于自己部队的素质优势具有充分的信心，但从以后战况的激烈程度来看，他们的自信也未免过分了。



　　对于马尔波罗和尤金说来，所幸的是敌人方面也同样抱着一种过分自信的态度。巴伐利亚选侯在其主力尚未到达战地的时候，就力图发起进攻。当时，塔拉尔德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在现地挖壕，暂取守势，以等待主力的到达。但选侯却痛斥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于是，塔拉尔德也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对殿下的诚实品格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会以为，您是想让法国国王的部队去作无谓的冒险，同时也不顾自己的一切。”最后，只好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法军首先跃进到布伦海姆地区，抢占附近的阵地，并封锁尼贝尔小河对岸通向多瑙佛耳特的道路。



　　第二天早晨，即1704年8月13日的早晨，法国人在那里突然为联军所乘。联军是沿着多瑙河的北岸开过来的。当时，马尔波罗直接进攻法军紧紧靠近多瑙河的右翼，尤金亲王则突击法军位在河流与高地之间的左翼。这样，迫使法军毫无进行机动的自由。联军的主要优势，不仅在于士兵精神素质较好，经过良好训练，而且在于行动的突然性。于是，两支法军不能进行协同作战，只好各自为战。这个情况本身又必然破坏他们的稳定性。结果，法军被迫处在整个战线的宽广的中央地段上，并且感到缺乏足够的步兵。不过，这个基本的弱点直到当天黄昏时候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法国人还犯有其他错误的话，那它对于会战结局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会战的第一阶段对于联军还是不利的。马尔波罗左翼部队向布伦海姆的进攻被敌人击退，遭到了重大损失；他在右翼向奥贝尔格劳的进攻，也被打败了。尤金亲王的冲击则两次被击退。当马尔波罗在中央进攻的部队渡过尼贝尔河时，其先头分队碰上了法军实施反冲击的骑兵，花了很大力量才勉强地把他们击退。对于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敌人的行动缺乏协调性，那次反冲击只是少数几个骑兵中队实行的。这并不符合塔拉尔德的计划。紧接着第一次反冲击之后，马尔辛的骑兵又向马尔波罗的暴露翼侧实施了第二次反冲击。然而，这次反冲击又及时地被尤金的骑兵击退了。当形势紧张的时候，尤金接到马尔波罗的紧急呼吁，于是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预备队投了进来。



　　尽管覆灭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不稳定的局势依然存在。马尔波罗如果不能向前挺进，那他就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为他的后方是连着尼贝尔河的一片沼泽地。不过，到了此时，塔拉尔德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对付，因为他不该让马尔波罗安然地渡过了尼贝尔河，成者更准确些说，他当时不该对此毫无作为。由于塔拉尔德的骑兵反冲击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法军没能消灭马尔波罗中央集团的第一梯队，马尔波罗那些抢渡尼贝尔河的残存分队，得以在河的对岸巩固阵地。这时，尽管塔拉尔德手里还有五十个营的步兵，可以用来对付马尔波罗的四十八个步兵营，但是在中央地段，他只有九个步兵营，而敌人方面却有二十三个。塔拉尔德在最初部署兵力的时候，就已犯了这个错误，后来，他是有时间加以纠正的，但他却没有把错误纠正过来。当这为数不多的法国步兵终于被数量优势的英国步兵和近距离的炮火击溃以后，马尔波罗便从所打开的缺口中冲了出去，并在多瑙河岸，在布伦海姆附近，切断了密集的法军步兵，同时对马尔辛的翼侧造成了威胁。不过，马尔辛还是摆脱了尤金的挤压，没有遭到多大损失就撤退出来了，而塔拉尔德的大部分兵力，则被赶到多瑙河上，最后被迫投降。



　　布伦海姆的胜利是花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如果冷静地加以分析，那么很明显，这次会战的胜利，首先是取决于普通士兵的坚定精神，其次是法军指挥官的失算，最后才是马尔波罗的将才。然而，由于最后夺得胜利，遂使人们头脑昏胀，不去注意这实际上只是一场大的赌博。当然，由于这次会战的结果，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还是破产了，从此以后，整个欧洲的局面也就有所改变。



　　法军败退以后，联军跟着追击，前进到了莱茵河上，并在菲力浦斯堡地区渡过了该河。然而，布伦海姆胜利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除了马尔波罗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将领都不希望继续再打下去，因此，军事行动也就慢慢地停息下来。



　　公元1705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进攻法国的计划，其办法是要迂回绕过弗郎德勒地区的那些要塞。根据这个计划，尤金亲王负责在意大利北部牵制法军的兵力，荷兰军队则在弗郎德勒平原占领防御阵地，至于联军的主力，则由马尔波罗率领，沿着摩泽尔河上游向提翁维尔实施进攻，而巴登侯爵的军队，则沿着萨尔河开进，去同马尔波罗会师。然而，由于粮秣供应不足，运输工具缺乏，补充兵员不够，这个计划未能加以实行。此外，巴登侯爵这次也不大愿意合作。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妒忌，可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当时负着重伤，而且不久以后便因为伤重而死去了。



　　尽管争取胜利的条件已经丧失，但马尔波罗仍然坚持要执行自己的计划，因而他的行动就变成了意义非常狭窄的直接路线行动。他把部队开到摩泽尔河上游，很明显是要以自己这少量的军队来引诱法军出战。可是，法国的维拉尔斯元帅却是耐心等待，坚守不出。他指望马尔波罗的军队会因粮食缺乏而自行削弱。同时，维尔罗依在弗郎德勒平原的进攻又获得了胜利，并迫使荷兰人向马尔波罗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吁。这两方面的压力迫使马尔波罗非放弃自己那个冒险的计划不可。于是，马尔波罗在无限的失望当中，就把巴登候爵当作了赎罪的羔羊。他甚至给对方主将维拉尔斯写了一封信，对于自己的撤退表示了遗憾，而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巴登侯爵身上。



　　马尔波罗采取强行军，回到了弗郎德勒，并很快改善了整个局势。他到达以后，维尔罗依即刻解除了对列日的围攻，并且撤退到“布拉班特防线”的防御工事里去了。马尔波罗随后又专心致志地拟定了一个突破这一防线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首先，要在马斯河地区对敌人设防较为薄弱的某一地段进行佯攻，诱使法军向南调动，而后，采取强行军返回，力求在蒂尔蒙附近突破一个工事虽然坚固但守兵却较薄弱的地段。但是，当他的初步企图成功之后，却又未能乘机扩张战果，没有能够立即进至鲁文和渡过戴尔河。这次失策的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兵力消耗过快，也可能是因为他对同盟者的欺骗程度甚至比对敌人还有过之。而在那时，著名的“布拉班特筑垒工事防线”事实上已经不成其为障碍了。



　　几个星期以后，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统帅艺术方面的进步。尽管新的计划也没有带来更大的成绩，但是它却显示了马尔波罗的天才。他过去在弗郎德勒平原进行机动，都是以纯粹的欺诈为基础，如果要想成功，在执行时就必须行动迅速，而这种迅速行动，象荷兰军队那样的同盟者，却是很难做到的。这一次却不同，马尔波罗在一个包括若干重要目标的方向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因而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于是也使自己可以不必要求过去那样高的速度。



　　马尔波罗避开了维尔罗依在鲁文附近所扼守的阵地，转向南面突进，他所选择的路线使敌人感到迷惑，猜不透他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因为他同时威胁到在那个地区的许多个要塞，例如那慕尔、沙勒罗瓦、蒙斯和阿特等。尔后，他前进到了格纳培，随即又向北转，走在经由滑铁卢向布鲁塞尔的道路上。这时，维尔罗依决定立即返回，以便拯救布鲁塞尔，可是当法军刚刚从鲁文开出的时候，马尔波罗立即掉头东向，又在夜间行军，并突然地出现在法军面前。由于马尔波罗到达战地比他的荷兰盟军所预期的还要早些，于是荷兰人又找到一个借口，反对他立即转入进攻。他们的理由是，尽管敌人已经发生混乱，可是敌人依斯柯河后面的阵地，与早些时候联军在那里取得胜利的布伦赫姆地区的阵地比较起来，实际上还要坚固一些。



　　在1706年的战役中，马尔波罗曾设想在更大的规模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他打算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同尤金亲王会师，并希望采取联合行动，就是要使自己的陆上进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土伦港的行动，和彼得波罗在西班牙的行动相互配合起来，从而把法军逐出意大利，并光荣地进军法国本土。这一次，荷兰人一反过去小心谨慎的常态，居然也同意冒险，同意马尔波罗去执行自己的计划。可是，这一次的计划仍然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巴登侯爵很快即被维拉尔斯打败，而维尔罗依也在弗郎德勒平原上发起了进攻。法国人为什么在这一次居然也进行冒险呢？其原因可能在于路易十四世的计算。他认为，只要各处都转入进攻，就可以造成强烈的印象，显得他的声势浩大，从而缔结一个对他有利的和约，而这样一个和约，现在对他来说是很必要和迫切的了。可是，就马尔波罗所在的那个战场来说，法军采取进攻行动以后，不是找到了一条通向和平的捷径，而是走上了一条通向失败的途径，并且使各种和平打算都落了空。这时，马尔波罗并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充分利用了对他有利的机会。按照他的看法，法国人这已是第二次帮助他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现在，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当然不能安静地呆在阵地上。他在拉米伊遭遇到了法军。那时法军正好占领一条凹线阵地，而他自己则处于弓弦的地位。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处地形上的优越地位，采取战术上的间接路线行动。马尔波罗首先向法军的左翼发起了进攻，迫使法国人把预备队投到那里，而后，他却技巧地从战斗中撤出兵力，并迅速地把这些兵力投到自己方面的左翼，用来发展荷兰军队取得的初步胜利，因为荷兰的骑兵已经在那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这个来自后方的威胁加上正面的压力，使得法军开始溃败。随后，马尔波罗乘胜追击，极其有效地扩张了战果，因而很快夺得了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和“布拉班特防线”的全部筑垒工事。



　　在这一年(1706年)，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实际上也告结束。这也可以算是有效地体现间接路线战略的又一个例证。起初，尤金亲王被迫撤退。他往东退到了加尔达湖，甚至退进了山地。在此同时，他的同盟者萨伏依公爵，也在都灵被围。但是，尤金亲王接着就以巧妙的机动欺骗了敌人。他不是采取战斗的办法向前冲，而是设法溜走，避开了敌人，并且摆脱了自己基地的束缚。他率领部队经由伦巴第，进入皮蒙特，最后在都灵给予敌人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使数量上虽然占看优势，而精神上却已一蹶不振的敌军遭到了惨败。



　　现在，无论在南面或北面，战火都烧到了法国的边界。但在1707年中，由于同盟国之间缺乏一致的目标，使得法国人获得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而到了下一年，他们更得以集中自己的主力来对付马尔波罗。马尔波罗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困住在弗郎德勒地区。他于是作出决定，再一次采取向多瑙河进行机动的方法，而且是重复上次的进军路线，以来改变当前的局势。由于采取这一机动，尤金亲王得以从莱茵河上出发，率领自己的军队前来与马尔波罗会师。不过，这次法军的主将已经换上了能干的范杜米，他率领法军赶在尤金之前迎上了马尔波罗。范杜米赶上以后，迫使马尔波罗向鲁文撤退，随后，他即突然地掉头向西，不花一点代价便夺回了谢尔德、布留格和谢尔德河以西的差不多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可是，马尔波罗也没有前去迎击敌人，而是勇敢地突入西南方，直插到范杜米部法军和法国边境之间的地区。随后便是奥登拉尔德之战。马尔波罗依靠战略机动赢得了初步胜利，并在战术上打败了范杜米。



　　如果马尔波罗能够自己独立作主，他当时一定会立即向巴黎进攻，那么，这个战争有可能很快结束。即使没有这样一个进攻，路易十四世还是在这年冬天被迫求和，提出了应该说是能使同盟国方面满意的条件。可是，同盟国方面却拒绝接受路易的和平建议，他们指望彻底消灭法军。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决策。至于马尔波罗，他应该懂得路易建议的价值，但就他本人来说，和平不是他喜爱的，他更感兴趣的是战争。



　　这样一来，到了1709年，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炽烈起来了。马尔波罗这时的计划，还是采取军事上的间接路线，但却是针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夺取巴黎。他的企图归结到一点，就是迂回绕过各个要塞，不同敌人的野战部队作长时间的纠缠，而急速地直接插到巴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就连黩武好战的尤金亲王也感到跟他不上。因此，计划作了修改，规定了一些较小的目标，避免直接强攻掩护着杜埃和贝顿之间那段边界的“布拉班特防线”上的工事，而首先夺取位于翼侧的图尔内和蒙斯要塞，最后再沿着要塞地带以东的道路进入法国。



　　这一次，马尔波罗欺骗敌人的手段收到了效果。他首先对敌人的要塞防线实行了佯攻，诱使法国人从图尔内抽出了守备部队的主力，用去加强这些要塞。随后，他即兼程猛进，率领部队对图尔内要塞实行围攻。但这个要塞的留守部队仍然抵抗得十分顽强，竟使马尔波罗在那里耽搁了两个月之久。接着，他又使莱巴塞附近的要塞防线受到新的威胁，因而得以很快抵近蒙斯，并不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这个要塞。不过，法国军队的行动也相当迅速，很快把他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进路，使他不能进一步发展胜利。这个挫折引起了他的暴怒，使他竟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这一次，他显得很不明智，对于当前形势所引起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与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中的处置比较起来，他是相差很远的。法国的马尔普拉奎特，是一个预先构筑的坚固设防要塞，前面筑有“城门”拱卫。同盟国方面对于这个要塞的强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花费的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以致打了败仗的法军司令官维拉尔斯在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信中写道：“如果上帝叫我们再遭受一次这样的失败，那么，国王陛下的敌人也将同样地被毁掉。”这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同盟国方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代价极高的胜利，断送了对于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希望。



　　1710年，战争陷入了僵局。法军建立起一条从瓦郎西延直到海岸边上的“特强防线”，把马尔波罗阻止住了。同时，他的政敌找到了损害他威望的新借口，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幸运女神对于那些糟踏她的恩赐的人们，是决不会加以饶恕的。1711年，尤金亲王的军队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召回国。马尔波罗不得不单个地对付一个实力远为强大的敌人。他的兵力过于单薄，不可能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于是便充分发挥他的军事艺术手段，粉碎了法国人对于其“特强防线”不可攻克的夸大宣传。这一次，马尔波罗特别成功地采用了间接路线战略，他使用各种机动，时而迷惑敌人，时而欺骗敌人，终于不发一枪便穿过了法国的这一道防线。然而，两个月以后，他却被召回国，并接受了不荣誉的处分。到了1712年，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英国终于退出了战争，抛弃了自己的盟友。



　　此后，只有尤金亲王统率下的奥、荷两国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战争，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作战双方都巳经同样地疲惫不堪。1712年，法将维拉尔斯采取了一个很高明的机动行动，从其谋略性、隐蔽性和快速性来说，都可以与马尔波罗的类似机动相匹敌。结果，法军在德南地区获得了一个廉价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同盟国方面终于瓦解，路易十四世则获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和平，比起马尔普拉奎特会战失败时所提出来的和平条件要有利得多。这佯，仅仅一个直接的行动，就使过去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战果，完全付之东流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后，问题还是采取另一个方法解决的，即仍然是靠间接路线的行动解决的。



　　同盟国的主要目的，即阻止法王路易十四世和西班牙结成实际上的联盟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但是，英国却在这一次战争中取得了领土上的收获。这应该归功于马尔波罗，主要是他具有远见，把眼界推广到了自己的战场以外。为了引开法国方面的注意力，保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他在地中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以来配合自己在弗郎德勒地区的作战。在1702年和1703年，通过先后进行的远征，使他得以阻止葡萄牙和萨伏依继续倒向法国方面，并为进攻法国的主要支柱西班牙铺平了道路。1704年，英国夺得了直布罗陀，因此，彼得波罗得以在西班牙顺利地完成牵制任务。到了1708年，英军又作了另外一次远征，占领了米罗卡岛。后来，尽管英国在西班牙的作战因为指挥失当而遭到失败，但它却是带着领土收获退出战争的。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始终占领着直布罗陀和米罗卡岛，而这却是控制地中海的两把钥匙。此外，英国人还在北大西洋中占领了新斯科夏和纽芬兰。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



　　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也是一次没有决定性结果的战争。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事实，莫过于法国人的一种口语，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在战后用以骂人的一种口语，说什么：“你真愚蠢，完全象个俗物。”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 ] 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位君主。他很早就抢占了西里西亚，然后便退出了竞争。虽然后来他又重新回到战场上，并且冒了许多的危险，但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不过，他自己却因为累获胜利而威名大震。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基础，也是由这次战争奠定下来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根据1742年在布勒斯劳签订的和约，西里西亚被割让给了普鲁士。这年初，对于普法联军来说，前景似乎并不理想。是的，法军和普军都已开始向奥军主力发起进攻。但是法军很快就被阻挡住了。这时，弗里德里希没有按预定计划向西方前进，去与盟军部队会师，而是转折向南，直趋维也纳。虽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敌人都城的门口，但是他却很快地向后撤。这是因为奥军已在进行机动，很可能就要切断他与后方基地的联系。弗里德里希的这次进攻，常常遭到批评，说它是一种鲁莽的示威行动，可是，如果考虑到他的后果，那就应当说，这指责本身就是太鲁莽了。因为他的这种迅速撤退，是根据自救的原则进行的。而且，他竟以此促使奥军落入了圈套，诱使他们跟踪追击，一直深入到西里西亚内部。然后，在赫图希茨附近，当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他却进行了强而有力反突击，并在尔后的追击中打垮了敌人。三个星期以后，奥国即同弗里德里希进行了单独媾和，答应把西里西亚割让给他。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中作出什么大的结论，可能是不值得的，但是，至少也要指出一点，奥地利人突然同意签订这个对他们不利的和约，正是这场战争中使用间接路线方法的唯一一个事例。这一次的间接路线行动，就是弗里德里希突然地在维也纳城下出现，并且在濒临失败危险时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战术胜利，它与弗里德里希的其他许多胜利比较起来，光彩毕竟暗淡得多。



　　在十八世纪的中叶，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而接着它以后发生的另一次大战，即七年战争(1756年至1763年)，从欧洲的政治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一次，只有英国是达到了一定结果的唯一国家，而这些结果对于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英国却不是七年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尽管它对这次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采取间接的方法从战争中获得了好处。当欧洲各国的军队把自己和国家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英国的大不列颠部队，只以少数小型支队进行活动，就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影响，而扩大了大英帝国的实力。应该指出，当普鲁士处于实力消耗殆尽的时刻，它宁愿获得一个不确定的和平，而避免屈辱投降。这种事实的产生，是因为法国在殖民地方面遭到失败，俄国也由于沙皇的死亡而拒绝给予普鲁士以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命运之神对于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很慈悲的。到了1762年，他在取得一连串巨大而光荣的胜利以后，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资源，不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在许多次的战役当中，就军事和政治的结果来看，事实上只有一个战役可以称得上是有决定性结果的。这就是以英国人占领魁北克而告结束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时间最短的，而且是在次要战区里进行的。如果说，占领魁北克和在加拿大剥夺法国的统治权，是因为借助于海军的势力，并在大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那么，在加拿大战役中军事行动的实际进程，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这次战役的结局之所以值得人们思索，是因为其胜利是一种看来似乎冒险行动的结果。而这个看来似乎冒险的行动，是在蒙特莫勒西瀑布方向采取直接路线失利之后，也即是在兵力遭到严重损失，士气大大低落之后，才不得不采取的。如果替英军主将沃尔夫作点辩护，就应该指出，他当时采取直接路线的行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曾采取各种办法来引诱法军，如炮击魁北克，以少数孤立的支队在勒维士角地区和蒙特莫勒西瀑布附近进行佯动，但始终未能把法军从其坚强阵地上诱出来。然而，从他们的这些失败当中，和他们后来在魁北克以北法军后方冒险登陆的成功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教益：光有把敌人诱出阵地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迫使敌人远远地离开其阵地。沃尔夫曾准备采取直接的突击，而为此所进行的诱敌行动却是不成功的。从这里又可以获得一个教训：仅仅使敌人感到神秘还不够，必须使敌人迷惑不解，达到无所适从的状态，并要使敌人在这种状态中丧失行动自由，不能调动部队以来采取反机动的行动，甚至使其部队自行瓦解。



　　沃尔夫最后采取的那个机动行动，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这却符合各种条件要求，因而终于取得了胜利。那些通常只是根据兵力对比来研究战史的人们，似乎总是认为，法军当时被削弱的程度，并不能作为他们遭受失败的充足理由，许多研究著作曾经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法国人在当时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便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然而，魁北克之战非常鲜明地证实了一个真理：由于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指挥部的计划而夺得的胜利，要比从体力上损害敌军去夺取胜利快得多。这些因素的效力，也要比地理因素和统计资料的计算带来的效力大得多，而一般的军事史书籍，十分之九都是充满了对这一类计算的分析。



　　历史事实表明，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在欧洲这个基本的战场上，虽然有过许多的战术性胜利，但是却很缺乏决定性的战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值得加以探讨。弗里德里希的敌人太多，这是一种通常的见解。但是，他也有各种的优点，似乎足以抵销敌人的优势。这种解释当然不可能令人信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入一些的研究。



　　弗里德里希类似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而有别于马尔波罗，他不受一个战略家身上所承受的那种责任和限制的束缚，有着自由行动的特权。他一身兼管着大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国王，他和他的军队之间有着永久性的联系，可以不断地准备和发展自己的这个工具，来达到他所选定的目的。此外，战区之内的要塞较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尽管他的盟友只有一个英国，而面临的敌人却是奥地利、法国、沙俄、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弗里德里希从开战之日起，直到第二战役的中期，其兵力的数量实际上总是居于优势。此外，他还具有两个优越条件：一是他的战术要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优良；二是他占着一个中央的位置。



　　由于占着中央位置，弗里德里希得以采取一种通常称之为“内线作战”的战略。这也就是说，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中央位置向边缘地区的某一部分敌军实施突击。而当他为此调动兵力时，其距离总是最短的。所以，在敌人还来不及相互救援之前，他就抢先集中兵力把敌人逐个击破了。



　　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敌人的驻地彼此相距愈远，则取得对敌的决定性胜利也就愈容易。毫无疑问，从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可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精神因素的作用问题。当敌人彼此分散时，他们必须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而又会产生一种加强自己抵抗能力的趋向。当他们彼此相距很近时，必然会力求联合作战，因而是把自己当作整个集体中的一员，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互相依赖。这样，一个司令官的活动，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司令官，致使精神作用很快产生效果。甚至于某一支部队的平常的调动，也很容易给另一支部队的活动带来困难，或者使之组织涣散。处在中央位置上的部队，就进行机动来说，时间可能少一些，空间可能小一些，但是引起敌人的反映或震动，却可能比较快一些。处在边缘地区的部队，当他们相距很近时，一旦某一部分遭受来自中央位置的敌人的打击，则临近它的另一部分可能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因此，对这另一部分部队来说，这就是一种间接路线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这些部队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大，那么，它们就会有相当长的时间，用来抗击来自中央敌人的下一次突击，或者躲避开他的第二次突击。



　　这样进行“内线作战”，正象马尔波罗在向多瑙河进军时所作的那样，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由于这样的机动是对敌军整个集团采取的，因而对其某一部分，即对该项行动的直接目标来说，如果不能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产生迷惑，那就并不一定构成间接性行动。因此，在没有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时，就应该采取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即能影响到目标本身的新行动。



　　弗里德里希曾不断利用自己的中央位置，来逐次集中兵力，以逐个攻击敌军的孤立集团，并且经常采取着间接路线的行动。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不过，他的战术性间接路线的基础，首先是利用几何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并且也不象西庇阿那样，能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加以补充。因此，弗里德里希的机动，尽管在执行时很够技巧，但这些运动的路线却很狭窄。对于敌人来说，如果自己的指挥迟缓，或者部队的组织松散，那么，尽管弗里德里希的打击对他们并不是完全出乎意外，但仍然有可能无法作好抗击其下一个打击的准备工作。



　　1756年8月底，弗里德里希为了破坏同盟国的计划，首先侵入萨克森，于是便开始了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借助于突然袭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接着不断扩大这一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德累斯顿。奥国军队虽然赶来救援，但时间已经太晚了。弗里德里希为了迎击奥军，前进到易北河上游，并在莱特米里茨附近的洛博西兹会战中，把他们打败了。随后，他便占领了整个萨克森。1757年4月，弗里德里希翻越山地进入了波希米亚，并向布拉格开进。当他接近城市以后，立即发现奥军已在河对岸的高地上扼守着坚固的阵地。于是，他留下一个支队的兵力，用来掩护自己的行动，同时监视着河的对岸，而他本人则率领大军乘着黑夜向上游转进，随后在上游渡过易北河，并从那里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他的这个机动，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间接路线的行动，可是到了最后阶段，却转变成了直接的进攻，因为奥军有着充分的时间来变换他们的正面。结果，普鲁士的步兵被迫进行正面攻击。他们在冲击奥军的防御前沿时，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死伤了几千名官兵。最后，幸亏泽登的骑兵经过深远迂回之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因而决定了布拉格会战的结局，普军取胜，奥军被迫后撤。



　　普军接着对布拉格进行了围攻。但是，由于道恩率领一支新的奥军前来解围，普军便暂时停止了进攻。弗里德里希在获悉奥国援军即将到达以后，马上停止了对城堡的围攻，而调动差不多全部的兵力来迎击道恩。1757年6月18日，弗里德里希在科林地区同奥军遭遇。他立即发现，敌人已经挖掘了很好的堑壕工事，而且在兵力数量上几乎也要超过他一倍。这一次，他本来也想迂回奥军的右翼。但由于进行机动的路线太窄，过于靠近了敌人，结果，他的纵队为奥军轻型部队所乘，遭到了射击，并被迫终止迂回行动，因而不得不从正面向敌人实施彼此互不协调的攻击，以致最后遭到了惨败。就这样，他不得已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攻，退出了波希米亚。



　　此时，俄军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法军已经占领了汉诺威，而由希尔德堡豪生率领的同盟国联合部队，也从西面对柏林构成了威胁。为了不让这两支军队汇合起来，弗里德里希立即实行强行军，经过莱比锡，由原路赶了回来，从而消除了这个威胁。随后，他又被迫向西里西亚开进，因为那里正孕育着一场危险。可是，当他还在半路的时候，奥军的一支快速部队却已侵入柏林城，正在进行破坏。他刚刚把奥军从柏林驱逐出去，希尔德堡豪生又发起了新的进攻。于是，弗里德里希又匆忙地去迎击这个敌人。



　　接着便发生了罗斯巴赫会战。战场在波恩以东约40公里。当时，同盟国的军队在数量上大约是弗里德里希的两倍，他们也试图采取迂回的办法，正好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同盟军实施迂回的深度太小，他们又都没有根据地误以为弗里德里希将要撤退，因而自己乱了步骤，各自改变队形，准备着对弗里德里希进行追击。这样，就使弗里德里希猜透了他们的企图，并得以组织反机动的行动。他决定对同盟军部队的深远翼侧实施突击，并力求把敌人消灭。结果，由于敌人犯了错误，弗里德里希采取的间接路线了不仅具有机动性，而且具有突然性。罗斯巴赫会战，在弗里德里希所有获胜的会战中，是最成功的一次会战。他在这次会战中，打败了总数为六万四千人的敌军，使其死伤达到七千七百人，而他自己的损失，却总共只有五百人。



　　对弗里德里希来说，遗憾的是，他在前几次会战中，已经使自己的兵力消耗得太多了，因而不能充分扩大这次胜利的战果，他还要继续对付奥国军队，那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两次战斗中都未能击败的。后来，在洛依森会战中，弗里德里希由于采取了他那个著名的“斜形战斗队形”(这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终于又获得了胜利，但是，其代价实在太高，以至于负担不起。



　　就这样，战争继续拖延下来了，而到1758年，其前景更加黯谈。为了对付奥军，弗里德里希既采取了间接路线，同时又从正面和从翼侧实施进攻，他还前出到了阿罗木次地区，进入敌人后方，那里离分界线已有32公里。甚至于当他在行军途中，在远离一个巨大的补给纵队之后，他仍然没有后退，而是继续向前行军，经过波希米亚，从右边迂回到了奥军的后方，接近了敌人科尼格内兹这个筑垒基地。然而，由于过去在布拉格和科林丧失了有利的机会，他又不得不受到报复。因为俄国人这台“蒸汽压路机”终于充满了蒸汽，并已经滚到了波森(即今波兹南)，接着就要滚向柏林。于是，弗里德里希又放弃了波希米亚战役，随即挥军北上，以阻止俄军的进攻。他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佐恩多夫会战却成了第二次的布拉格会战。这一次，弗里德里希仍然是实行机动，避免向俄军坚固设防阵地的正面实施进攻，他迂回到了敌军的东侧，打算从其后方进行攻击。可是，俄军也仿效着奥地利人在布拉格所作的榜样，他们改变了正面，把弗里德里希的间接路线行动变成了正面的攻击。这使弗里德里希陷于极端艰困的境地，一直等到他手下的骑兵名将塞德利兹赶到参加战斗，才得以转败为胜。当时，塞德利兹在一片号称不能通过的地形上完成了迂回行动，对俄军新构成的一个翼侧实行了出敌不意的突击，这也正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弗里德里希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虽然要比俄国人稍轻一些，但是从他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说，其损失也可以说是很够惨重了。



　　由于兵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放开俄国人，让其自由恢复元气。而且，自己又重新掉转头来，以对付奥国军队。弗里德里希的下一次败仗，是在赫克尔希(德累斯顿以东70公里)。其原因主要是他过分自信。他认为，奥军的主将是他的老对手，即从来不敢自己首先发起攻击的那个道恩。结果，道恩却利用夜间把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团团围住了。这一次所以能够避免毁灭，完全靠着泽登的骑兵，他为步兵打开了一条撤退的通路。



　　1759年，战争还在继续往后拖。弗里德里希的兵力也在日益减少。在库恩斯多夫(库勒尔斯多夫)，他被俄国人打败，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而在马克森，他又一次被道恩打败。这两次之所以失败，又是由于他自己过分的矜持自傲。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了，只是消极地把敌人封锁着而已。



　　不过，当普鲁士的命运正在黯然失色的时候，在加拿大方面却出现了胜利的阳光。由于沃尔夫在加拿大取得了胜利，促使英国人愿意派兵到欧洲去了。英国军队在明登打败了法军，拯救了弗里德里希，使他避免了最后的失败。



　　虽然如此，1760年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在各方面都是最困难的一年。在东方，他对俄国人使用了一条妙计，从而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他故意让俄军虏获一份假造的文件，其中写道：“今天奥军已完全失败了。现在该轮到俄国人。请按我们原来的协议开始行动。”虽然使俄国人上了当，退了兵，而且后来在托尔高也终于把奥国人打败了，但是，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这次胜利已是强弩之末。他自己的惨重损失使他也形成了瘫痪状态。尽管全部剩余兵力还有六万人，但他已不敢再去冒险作另外一次会战，只很孤立地停驻在西里西亚，甚至同普鲁士的联系也都被割断。侥幸的是，奥军的战略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一点生气，俄军的后勤组织，也不断地发生障故，因而经常感到补给匮乏。正当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俄国的女皇却突然死了。她的继承人不仅愿意讲和，而且还有倒过来帮助弗里德里希的意愿。以后几个月当中，法奥两国的军队还是继续行着漫无目的的战斗。然而，法国的军队由于在殖民地里遭到挫败而大大削弱了。奥军也被消耗巨大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所以，不久以后也就签订了和约。几乎所有参战国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可以说，他们在七年的流血战斗中，什么也没能得到。当然英国是一个例外。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各次战役中，固然可以吸取许多教训，但是看起来最主要的一条，似乎就是他的间接路线还太直接化了。换句话说，他把间接路线战略，只当作一种机动性的运动，或者只看成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的结合，而把突然性这个因素丢掉了。而实际上，间接路线战略，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突然性三者的紧密结合。因此，他的技巧尽管很高明，但其节约兵力的原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兵力还是不免消耗殆尽。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八章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波拿巴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又一个“伟大战争”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使这场战争大放光彩。如同上个世纪一样，法国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这些国家又联合起来同它对抗。不过，这一次战争的发展却与过去有所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他们既不是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本国的军队。法国在独个地开始战争的时候，是被迫与其他各国隔离着的，好象是害了传染病一样。然而，法国不仅打败了那些想要把它置于死地的联合势力，而且在革命以后形成了对欧洲其他各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并且最终成了主宰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主人。法国的实力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呢？其原因要到当时的法国内部去寻找，要结合分析它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刺激性因素。



　　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形成，是同法国的民族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分不开的。由于拥有这种革命精神，法军不可能再去进行那种拘泥形式，墨守成规的操练，而能够充分发扬个人的才能和主动精神。因此，也就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活战术。这个战术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行军速度的变化。当时，法军在行军中已是每分钟走一百二十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着每分钟走七十步的传统规定。当军队还没有装备机械化运输工具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因而当时在行军速度上的差异，对于军队的调动和军队集团的转移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法军有了这个条件，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可以到了“群众性乘快速性”的原则(“重力乘速度”的原则)，而且既可以在战略性战役中实行，也可以在完成战术任务时采用。



　　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把军队区分为组织固定而且能够独立行动的“兵团”(即“师”)。这些“兵团”(“师”)彼此并不依赖，但是可以相互协同，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



　　法军的这种内部改组，从理论上来说，是包尔色特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试验。1759年，戴·布罗吉里元帅被任命为法军的总司令，因而使官方正式接受了这种改革的理论。然而，另一个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即吉贝尔特，则在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即是在法国革命的前夜，使军事改组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实践中有了具体的改进。



　　第三个条件与上述因素有关。由于革命军队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而且组织纪律也比较差，因而使法军又回复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军队分成为师的组织以后，“就地取食”办法对其作战能力的影响，已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以前，要使用一支军队进行战役，必须事先把分散的各个分队集合起来，现在，在现地取粮的情况下，各个部队都可以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且，由于补给负担的减轻，运动速度的提高，法军的机动性也就更高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山地和森林地内调动。正因为法军不可能从自己的军队仓库中获得粮秣和服装装具的补给，那些受着饥寒交迫的士兵，反而乐于鼓起勇气去攻击敌人的后方，以便直接夺取敌人的补给品。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因素，即有一个拿破仑·波拿巴作为他们的统帅。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是通过精研战史得来的，而且更直接的，是在军事理论上受到了包尔色特和吉贝尔特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在十八世纪是最优秀和富有想象力的军事思想家。



　　从包尔色特的理论中，拿破仑学会了一条用兵原则，那就是首先故意分散自己的兵力，引诱敌人也跟着分散兵力，而后，他却突然地把自己的兵力迅速集中起来，而这时的敌人，却不能把分散的兵力收拢来。另外，他还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有着几种预案的计划，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他学会了如何选择作战方向，要使自己的作战线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且，拿破仑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战役时，其作战计划的基础，就是包尔色特在半个世纪前所拟定的那个计划，实际上只是袭用而已。



　　在吉贝尔特身上，拿破仑也学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充分认识了军队行动的快速性和灵活性的极端重大意义，看到了把军队编组成独立活动的师以后所产生的潜在能力，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吉贝尔特早就已经设想过了。他在半个时代(十年)以前写道：“作战艺术就在于技巧地展开自己的兵力，要使其免遭敌军突击的危险；在包围敌军时，不要使部队彼此脱节；在进行机动和对敌军翼侧实施突击时，不要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话似乎恰好是为拿破仑而写的。吉贝尔特主张进攻敌军的后方，以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正是拿破仑所惯用的方法。拿破仑还从吉贝尔特那用学习了集中使用机动性炮兵的方法，用以在决定性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线，打开缺口。而且，正是吉贝尔特在法国革命之前不久进行了军事改革，确定了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后，拿被仑就在战争中沿用了这个体制。最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吉贝尔特曾经预言，不久的将来，战争一定要发生根本的改革，而完成这个改革的人，将会来自一个革命性的国家。这个预言在少年拿破仑的心灵深处点燃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拿破仑对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补充，但却在实践中大大地加以发展和完善了。如果没有拿破仑顽强地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行，那么，所谓新的机动性，仍然是一种理论而已。因为他所钻研的理论与其天性恰好相吻合，而当时的环境又使他的才能得以发展，所以，他对于军队中使用“师”这种新体制的优点，可以充分地加以发扬。由于战略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战略机动的可能性也比较宽广，于是拿破仑也就得以对战略作出他的重要贡献。



　　1792年，外国军队第一次分别侵入法国。当敌人在瓦尔米和哲马培遭到惨败的时候，人们曾经感到惊讶，但却因此忽略了一个不太显露的事实，这就是法国和它的革命在此以后曾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性。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直等到法王路易十六世被判死刑之后，英、荷、奥、普、西班牙和撒丁尼亚才开始组织起第一次反法联盟。当时，法国人只是由于具有坚定的决心，倾注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才使局势有所扭转。尽管联盟方面的入侵军在战争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技巧的领导，但是法方的处境仍然很糟糕，并且愈来愈险恶。



　　只有到了1794年，形势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开始占了上风。从此以后，法国即由被侵略的地位，转变成为侵略者了。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转变的呢？当然，尽管战争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而且是有限的，但其原因并不是善于在战略上实施突击，而恰好是在战略上无条件地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



　　当交战双方的主力正在里尔地区进行毫无结果的流血战斗时，远在摩泽尔河地区的约尔丹军，奉命在该河左岸集中一支突击力量，然后经过阿登山地区向西进攻，朝看列日和那慕尔方向开进。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上只靠搜劫补给品来维持生活，但终于赶到了那幕尔。约尔丹根据刚到的情报和远处的炮声判断，法军主力的一翼(左翼)，正在沙勒罗瓦方面进行着毫无成效的战斗。于是，他没有遵照原来的命令去围攻那慕尔城，而是改变决心，从西南方向朝沙勒罗瓦开进，迂回敌人的翼侧，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当他抵达以后，这个要塞(即沙勒罗瓦)便宣布投降。



　　约尔丹似乎没有给自己提出更远大的目标，但这个向敌人后方实施的机动，尽管不是象拿破仑和其他著名统帅那样故意采取的行动，却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在心理上发生了作用。于是，反法联盟军的总司令柯堡匆匆忙忙地向东开进，并在沿途收集和补充了自己的部队。随后，柯堡率领军队向着驻守在沙勒罗瓦城外的约尔丹进攻。这次在弗勒柳斯(沙勒罗瓦东北14公里)进行的会战是相当有名的，其战斗也是非常猛烈的。法国人在这次会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不仅使敌人在战略上丧失了平衡，而且迫使敌人只能投进一部分兵力，这一部分兵力被击败以后，整个反法联盟军也便接着实行了总撤退。



　　法国人转变为侵略者以后，尽管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越过莱茵河向东进行的那次主要战役中，却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敌人采取了间接路线，这个战役的最后结局，不仅预期的目的落空，而且遭到了失败。1796年7月，奥国卡尔大公在面临着约尔丹和莫罗两支优势敌军的进攻时，曾经作出决定：“要使联盟方面的两支军队(即他自己和华登斯里本)逐渐后撤，避免与敌人交战。然后，尽量争取机会使两支军队汇合起来，以便用优势的兵力，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兵力，去对付两支敌军中的一支”。可是，由于法军方面的压迫，卡尔根本没有机会来实行这种“内线”战略。他不得不继续实行退却，以便制造较为有利的条件来施行突击。但在不久之后，法军交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这才使他得以实行一个坚决性的突击。他之所以能够实行这样一个突击，首先是由于一个骑兵旅长劳恩多夫的主动精神。这个旅长通过侦察得知，法军部队已经脱离了大公爵的正面，转而倾注全力去攻击华登斯里本，其企图看来是要先把华登斯里本的军队消灭。劳恩多夫立即向卡尔大公提出报告，说：“假使殿下能够派出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向约尔丹的后方进攻，那么，他将很快完蛋。”尽管大公爵在回答他部下的这一请求时表现得并不那么果敢，但是他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有效地破坏了法军的进攻。约尔丹的驻军毫无秩序地退到了莱茵河，甚至过河以后仍在继续往回逃。因此，迫使已经攻入巴伐利亚的莫罗不能发展胜利，也只好随着撤退回来。



　　当法军的主力在莱茵河上一再遭受挫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即在次要的意大利战场上，却决定了战争的命运。在那里，拿破仑·波拿巴摆脱了情况危险的守势，转而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夺得了很大的胜利。两年以前，当拿破仑还在这个地区的法军司令部里担任参谋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已蕴育着这个计划的雏形；以后，他回到了巴黎，把这个计划编成了书面文件。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以1745年的计划为蓝本而编制成的，只是根据后来积累的经验加以补充修改罢了。这正好可以说明，拿破仑的基本军事观点，是深受过去军事学家影响的。他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年代，曾经贪婪地探求了各种军事知识。但是，他的这个学习阶段是很短暂的。他在24岁的时候，作为上尉炮兵军官，曾被指派担任了围攻土伦的炮兵指挥官；而满26岁的时候，即被委任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他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固然读了不少的书，钻研了各种文件材料，吸收了很多的思想，但是，在此以后的年月中，他却很少余暇来进行缜密的思考。拿破仑这个人具有充沛的活力，比较起来却缺乏深邃的思考。所以，他并未能创造出一种条理清楚的战争哲学。从他所写的东西里面去寻找战争的理论观点，实质上只能获得一些从其他历史人物那里搬来的编纂资料。后世的军事理论家们，如果把他的言论当作教条，有时就不免发生误解，被引入歧途，而不能正确地阐述战争的理论。



　　上述这种趋势，以及拿破仑的早期经验所自然产生的影响，从以下的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拿破仑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原则，那就是：“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一个地段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他彻底击溃。”后来的军事理论家们，多是把重点放在这句话的前半段，特别强调“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而忽略了“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很显然，并不能造成肯定的结果，而“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则可能在心理上造成现实的结果，并保证达到“彻底击溃敌人”的目的。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各次战略性战役，就可以看出他本人在战役中最为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尤其这个“点”字，更是一个引起混乱和争论的根源。有一派人认为，拿破仑的真意，是要对敌人的最强之点施以集中的突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敌人主力集团的抵抗一旦被摧毁，则其整个防御也就会随之崩溃。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事实上，胜利者很可能在攻坚行动中把实力消耗殆尽，以致后来完全无力去扩张战果。而到这时，即使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但他还要进行抵抗，其抵抗力可能显得比开始时候更大。另外一派认为，最好还是坚持“节约兵力”的原则，在战斗的最初阶段，只宜有限地消耗兵力，因此，攻击点应该选择敌人的最弱点。不过，假使这个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最弱点，那么，它要不是距离敌人的神经中枢或大动脉较远，就很可能是敌人故意设置的陷阱。如果是前者，就不值得一攻；如果是后者，则不可以攻。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拿破仑实际进行的意大利战役中，找到他本人坚持第二条原则的解释。这个战役清楚地表明，拿破仑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结”。他在自己事业的这个阶段(意大利战役)中，曾不得不遵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以避免无益地消耗自己有限的兵力，绝不去攻击敌人的坚强据点。一般说来，这个“结”(或者说是接合部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拿破仑还有另外一段众所周知的话，而且也常常被人们引用，为其不顾一切而轻率地集中兵力以对抗敌人主力的行动作辩护。他说：“奥国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只要奥国被打败了，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会自行瓦解。我们决不分散自己的突击力量，而应集中使用它们。”但是，从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的那个备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拿破仑当时的真正意见，正是反对直接向奥地利进攻，主张把兵力用在皮蒙特的边境上，即采用间接路线来对付奥国。按照拿破仑的看法，意大利北部只是通向奥地利的一条走廊。正是在这个次要的战场上，拿破仑遵照包尔色特所制定的原则，首先打败奥地利的力量较弱的伙伴皮蒙特，而后再进攻老牌的对手，即奥地利本身。他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采取了间接路线，而且运用得相当精巧。在取得最初的几次胜利以后，他便匆匆忙忙地向政府当局提出报告，说：“我希望在一个月之内到达提罗尔山地，与莱茵军团会师，并一起进入巴伐利亚。”可是，事态的发展打破了他的梦想。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反而使他在后来获得了一个真正成功的好机会。他把奥地利的大军吸引出来，在意大利境内一个接一个地对他发起了进攻战役，使他得以逐个地把敌人击败，因而在一年以后，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地进攻奥地利。



　　公元1796六年3月，拿破仑正式接管“意大利军团”指挥权的时侯，他的军队正沿着热那亚沿海地区展开。当的，敌人方面的奥国和皮蒙特联军，则扼守着通向波河平原地带的山地隘路。拿破仑的计划，是要分两路越过山地，向切瓦要塞(热那亚以西70公里)实施向心突击，而在夺取了这个进入皮蒙特的大门以后，即以进攻都灵相威胁，迫使皮蒙特政府单独进行媾和。他指望奥国军队继续停在冬季营房里过冬。当然，他们也可能走出冬营，以便与同盟者会合而共同采取行动。但拿破仑认为，他只要向阿克奎方向采取一个佯攻行动，就足以把奥军兵力引到东北方向上去。



　　事实上，拿破仑固然获得了初步的优势，得以把两支敌军分割开来，但这不是实现原来计划的结果，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得手的。这个有利的机会是由于奥军的进攻造成的。他们向前开动，企图威胁拿破仑的右翼，阻止法军向热那亚进攻。拿破仑为了对付这个威胁，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击奥军进攻部队的接合部。尽管进行了两次突击才使奥军承认失败，但终究迫使奥军返回到阿克奎去了。



　　当时，法军主力并没有用来进攻切瓦。4月16日(一说是13日)，拿破仑曾想用直接攻击的方式夺取这个要塞，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改变计划，准备在4月18日作迂回的机动，并且改变了自己的交通线，使其离开敌人更远一些，以免遭受奥军可能的攻击。当这个新的攻势还没有按计划展开的时候，皮蒙特军队却自动撤出了切瓦要塞。而在进行追击时，拿破仑又一次受到了损失颇重的挫败，因为他曾企图从正面去冲击皮蒙特军队已站稳脚跟的防御阵地。然而，又由于采取了新的机动行动，即同时向皮蒙特军队的两翼实行包围，才使皮蒙特军再向后撤，退到了平原地区。



　　皮蒙特政府认为，法军日益靠近，都灵所面临的威胁极为严重，而奥军必须采取迂回路线才能前进，因而他们期望的救援将是来得很迟。由于这一事实产生了心理上的作用，皮蒙特政府的稳定性遭到了损害，这就迫使他们要求休战而进行和谈。对于拿破仑来说，没有必要再以战斗去击毁他们了。于是，皮蒙特退出了战争。任何指挥官所进行的其他一次战役，都不能象拿破仑所进行的这次战役那样，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皮蒙特人再坚持一下，那怕坚持几天，那么，拿破仑由于补给上的困难，很可能不得不退回到热那亚附近的沿海地区。在拿破仑后来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蒙特投降这个事实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他说过：“在将来，我有可能输掉一个会战，但是决不会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拿破仑已拥有了在数量上对于奥军的优势(三万五千人对二万五千人)，可是他仍然十分谨慎，并没有打算从事直接的进攻。就在同皮蒙特签订停战和约后的第二天，他即提出了夺取米兰的作战目标，其办法则是采取迂回机动，经由托尔托纳和皮亚琴察进到米兰的后方。他首先使用计谋欺骗奥地利人，使其把兵力集中在瓦伦察地区。而后，他却沿着波河的南岸向东挺进，绕过了奥军的一切抵抗线，夺取了皮亚琴察。



　　为保障自己获得优势，拿破仑不惜破坏了巴尔马大公国的中立权利。他侵占了位于该公国的皮亚琴察，指望在那里获得渡河器材(船只和渡轮)。可是，这次侵犯中立权的行动，也结法国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拿破仑向北开进，准备前出到奥军的后方时，奥国人也以法军为例，穿过中立国家的领土，经由威尼托地区而撤退走了。这样，他们也和拿破仑一样，不尊重战争的道德规则，使自己获得了拯救。拿破仑曾想利用阿达河(波河的一条支流)来切断奥军的退路，但是在他们赶到该地之前，奥国人已远远地摆脱了尾追他们的法军部队，撤退到了曼图亚，并扼守着这个著名的四边形要塞。



　　由于奥军进行顽强的抵抗，拿破仑想在一个月之内进入奥地利的愿望，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幻影。因为担心法军的失败，害怕资源枯竭会带来严重危险，法国政府曾命令拿破仑向南进军，直指里窝那，并且沿途“撤出”四个中立国家，而照当时字面上的解释，也就是要抢掠他们的一切资源。结果，意大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它被彻底搜括，以致后来一直未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繁荣的地步。



　　不过，从军事观点来看，法国政府对于拿破仑行动自由的限制，却反而使他“因祸得福”。拿破仑因为受到限制，不得不推迟实现他那入侵奥地利的梦想。而在敌人的抵抗之下，他反而可以根据手中现有的工具来调整自己的目的。一直等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得于他有利之时，他那个征服奥地利的最初目的，也就具有了能够达到的现实基础。在这里，引用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里罗的一段话，看来是很合适的。他在书中曾经作过下述的判断：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把意大利的第一次战役，描绘成为进攻行动的凯歌。根据这种说法，认为拿破仑是连续不断地采取攻势，说他如何坚决果敢地进攻，加上他在战争中的好运气，使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但是，如果对这次战役的历史作一次客观的研究，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楚，交战双方都曾采取攻势，或者说，他们曾经轮流采取进攻和防御，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方遭到失败。



　　曼图亚曾经变成一个“香饵”，连续地吸引着奥国的援军，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基地，而不自觉地钻入法国人的陷阱。这与其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一种企图。而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拿破仑并没有遵循当时的传统惯例，不是去找一个有掩蔽的位置，不是在城堡前面挖壕固守，而是使自己的部队分散展开，以小股兵力进行活动。这样，他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向任何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



　　在奥军第一次尝试对曼图亚进行救援时，拿破仑由于舍不得放弃对要塞的围攻，结果使他的方法险些遭到失败。后来，拿破仑摆脱了这种约束，放弃了对曼图亚的围攻，因而获得了进行机动的自由，得以发挥自己军队机动性的作用，在卡斯蒂利奥内击败了奥军。



　　此后，拿破仑奉行法国政府的命令，预期经提罗尔山地向北开进，去与法军的主力“莱茵军团”会师，以便协同作战。对于法军的这个直接前进行动，奥国人曾加以利用。起初，他们使自己的主力经由瓦尔苏加拉向东撤退，下行进入威尼托平原，而后，从那里使部队折而向西，去救援曼图亚。可是，拿破仑自有其办法。他不再继续北进，也不后退回来封锁曼图亚，而是穿过山地，紧紧地追踪着奥军行军纵队的尾巴。这样，他就把敌人的机动变成了自己的反机动，使敌人的机动化为乌有，而使自己的反机动具有更坚定的目的。在巴萨诺地区，他围住并击溃了奥军的第二梯队。而当进到威尼托平原以后，法军又赶上了奥军的第一梯队。于是，拿破仑隔断了奥军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道路，因而也就切断了他们退回奥地利的通路。然而，拿破仑却没有去阻止奥军向曼图亚方向撤退。这样一来，奥军部队就自动钻进了拿破仑在曼图亚为他们所设置的陷阱。



　　由于大量的奥军被隔截在曼图亚要塞之中，逼得奥国非作一次新的冒险不可。这一次，然而却不是最后一次，拿破仑因为在战术上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竟使他的间接路线招致功败垂成。当时，奥军分别由阿尔文齐和达维多维奇统率，采取向心的方向，一直攻到了维罗纳。维罗纳是打开曼图亚防御的钥匙。于是，拿破仑抢先去攻击两支敌军中的较强那支，即阿尔文齐那支军队。结果，在卡地罗(特兰托以北40公里)遭到了重大的挫败。拿破仑失败以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果敢地选择了一条深远的路线，绕着阿尔文齐的南面，作了一个大的迂回运动，转到了敌人的后方。这个时候，法军的处境是很严重的，从拿破仑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写道：“我军的虚弱和疲惫，使我耽心可能发生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我们会把意大利丢掉。”而在法军的行进道路上，又有不少涸泽与河川的障碍，这就更加增添了拿破仑这次机动的冒险性。然而拿破仑却是以这样一个机动粉碎了敌人要在维罗纳地区对他实行合围的计划。当阿尔文齐匆勿地赶来迎击法军的时候，达维多维奇却在原地没有行动。即令如此，拿破仑感到，要发起对阿尔文齐的战斗，胜过这支在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仍然是冒险的。他最后还是在阿尔科拉地区发起了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没有达到肯定的结果，因此他使转而求助于战术上的计谋。对于这一着，一般说来，他是很少采取的。当时，他派出了若干号兵，使之潜入到奥军的后方，并在那里大吹冲锋号，奥军听到号声以后，一时不知所措，因而随即败退逃跑了。



　　两个月以后，即1797年1月，奥军作了第四次，也即是最后一次解救曼图亚要塞的尝试。然而，这一次奥军又在利佛里会战中被打败了。法军这一次取胜，是拿破仑有效地组织使用各个彼此分散独立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的结果。这些独立部队进行作战活动，好象是撒开了的一张鱼网，而在网的边缘，缀着一些石块。敌人的任何一个纵队，只要触及这张网，随即便会卷进去，因为网的各方方面马上就会投着承受压力之点卷去，四周的石头也同时投着落网的敌人打来。



　　军队采取这样的编组形式，一旦和敌人接触，就可以协同起来实施进攻。这种作法，是拿破仑发展了新的“师”制体系的结果。根据这个体系，每个军团(军)都分别编成若于个独立活动的兵团(“师”)。按照旧体制的规定，一个军团(或军)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只在有的时候，为了遂行单独的任务，才可以临时派出几个支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所采用的编组办法，在他以后的战争中有了更加完善的发展，他广泛采取了“营方阵”的形式，而且用军代替了师。



　　在利佛里，那个“张开的捕捉网”尽管是粉碎奥军翼侧的一个工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击溃奥军主力的手段，还是拿破仑所采取的一个大胆的机动。当时，拿破仑派出了一个兵力为二千人的团，用船舶把他们送过加尔达湖，其任务是切断整个奥军的后退道路。正是由于退路受到威胁，奥军的主力才开始崩溃。利佛里会战失败以后，曼图亚要塞里的奥国守军也只好投降。奥国人想要守住远离自己国家的第一道门户，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现在，眼看着法军迅速地向着已经毫无防卫力量的内门进犯，但却无可奈何。这个威胁迫使奥国不得不缔结一项有失体面的和约。而在此时，法军的主力仍然徘徊在莱茵河上，并未能越雷池一步。



　　公元1798年秋天，俄国、奥国、英国、土耳其、葡萄牙、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教皇国等，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其目的是要解除对法和约的束缚。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正远在埃及，等他回到国内的时候，法国的形势已是极为严重了。法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国民贫穷困苦，国库一空如洗。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以后，首先推翻了法国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并使自己成为第一执政。接着，他便颁布命令，在第戎编组了一个“预备军团”，把所有能够搜集到手的地方部队都编了进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军团用去加强主要战区内的部队，也没有用去加强莱茵河地区的主力军团。他自己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迂回机动计划，亲自率领这支军队，沿着一条巨大的弧形线路，完成了一次跳跃式的急速行军，前出到了意大利境内奥国军队的后方。当时，奥军已把兵力微弱的“意大利军团”几乎赶回到了法国的边境，并且把它钉死在意大利的西北角上。拿破仑原来打算取道瑞士，穿越卢塞恩或苏黎世地区，并从那里南下，翻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或者甚至经过提罗尔山地，从更东面的地区进入意大利。可是，当他得悉“意大利军团”已经处境极端危险的消息后，使改变主意，选择了经过大圣伯纳德山口那条比较短的路线。这样，在180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团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前出到比耶拉，但这时他已处在奥军的右侧。



　　当时，法将马森纳被奥军围困在热那亚。拿破仑没有朝东南方向开进去救援马森纳，只派出部分兵力往南走，前进到切拉斯科，而自己却在这个诱惑性机动的掩护之下，率领主力往东挺进，直奔米兰。这样一来，拿破仑不是去迎面攻击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地区进行扼守的敌人，而是牢牢地钉在奥军的后力，在敌后地区构筑工事，设防固守，从而为自己在战略上构成了一条明显的屏障，或者说是一条“战略性的壁垒”。当初，拿破仑打算采取最危险的机动行动，要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其目的就是想要造成这样一条“壁垒”。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由天然障碍物加固起来的阵地线(防区线)，他就使自己的基地得到了可靠的掩护，而有了这种基地作依靠，便可以使敌人落入圈套，置之于死地。当敌人发觉自己的退路和补给线被切断的时候，他们必然是下意识地往回走，向后逃，而且往往是小股逃窜，溃不成军，因而这时收拾他们便很容易。拿破仑这个设置“战略性壁垒”的观念，是他对于间接路线战略的重大贡献。



　　拿破仑进到米兰，切断了奥军两条后退道路之中的一条。尔后，他就沿着波河南岸进发，前出到斯特拉德纳隘路，这样又切断了奥军的第二条后退道路。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仑手中掌握的工具，已在颇大程度上不能适应他的企图了。因为总共只有三万四千人，而根据他的命令从“莱茵军团”拨出的一个军(一万五千人)的补充兵力，要经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才能开来，但由于莫罗的过错，这支兵力迟迟未能赶到。为此，拿破仑深深感到不安。他的那条战略性防线，本来只有少量的兵力进行扼守，而现在却必须予以加强了。所幸的是，热那亚在这个时候宣布投降了，因而已不必分兵去救援马森纳。但是却也丧失了一个“拖住”敌人的工具。



　　这时，拿破仑摸不准奥军究竟会选择哪一条退却路线，尤其害怕奥军向热那亚撤退，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援和补给，所以，他只好放弃已经获得的战略优势。他对于当面敌人的积极主动性，估计得比他们实际上所有的要高些，因此，他放弃了设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那道防线，决定向西折回，以来侦察敌人的行动。而在此同时，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由德赛率领，去切断亚历山大里亚到热那亚之间的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利的态势。当奥军突然地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出，并在马伦哥平原与法军发生遭遇战时(18OO年6月14日)，拿破仑手中只有自己的一部分兵力。这次战役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解决，甚至在德赛率领那个师赶来投入战斗之后，奥军也仅仅是被压退了一点，并没有被击毁。后来，拿破仑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但他还是同精神沮丧的奥军指挥官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伦巴第，退到明乔河后面。



　　在明乔河彼岸地区，军事行动虽然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只是一些零星的冲突和相互的对射罢了。马伦哥会战的结局，给敌人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而导致了双方的和平谈判，半年以后，终于签订了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争。



　　法国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时期结束以后，只经过了几年勉勉强强的和平，战争的幕布又被重新拉开，新的战争戏剧又开始上演。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1805年，拿破仑手里已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把它集结在布伦港，准备渡海进攻英国。后来，这支大军却突然地进行强行军，全部调到了莱茵河地区。关于这个情况，至今还是一个疑案：拿被仑真正是想直接进攻英国呢？还是想以这个威胁作为一团迷雾，把它作为突然进攻奥地利的第一个步骤呢？也有可能，他是遵循着包尔色特的原则，使“一个计划同时具有几种方案”。拿破仑在决定向东方调兵时，曾经估计奥军还可能象往常那样，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巴伐利亚，以便封锁施瓦本汝拉山的各个通道。根据这种估计，他的计划就是远远绕过敌人的北翼，跨过多瑙河，甚至走得更远，抵达累赫河，并以该河构成一条设在敌军后方的“战略性壁垒”。实际上，这是重复过去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所采取过的那种机动方式，只是规模扩大而已。拿破仑本人在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曾经强调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由于拥有优势兵力，拿破仑在组织这条“壁垒”时，只是使用了快速部队，因而使它变成了一道活动的障碍物。这样，拿破仑进到奥军的后方以后，所造成的“战略性壁垒”就成了绵密不断的障碍，阻塞了奥军的一切退路，因而迫使驻乌尔姆的奥军几乎没有进行流血战斗就投降了。



　　拿破仑解决了这支比较薄弱的敌军以后，便着手去对付由库图佐夫统率的俄军。当时，库图佐夫已经穿过奥地利，沿途汇集了一些小型的奥军支队，刚刚进驻到因河岸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威胁，那就是一支奥国军队正在由意大利和提罗尔地区撤回本国。现在，由于兵力过大，使拿破仑反而感到很不方便。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拥有这样大的兵力，在多瑙河和西南方山地之间的空间，就显得实在太狭窄，使拿破仑很难对敌人采取局部性的间接路线，同时时间也不够，更无法采取乌尔姆式的大迂回行动。而且，当俄军停驻在因河之上时，他们正占据着一条天然的防线，可以构成一个掩护奥地利本土的防盾。在这个防盾的掩护之下，其他的奥军便可从南部经由卡林西亚调回来，与俄军会师，组成一条可以顽强地抗击拿破仑进攻的抵抗线。



　　面对这个问题，拿破仑使用了一整套高明的间接路线方法。他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尽量把俄军逐回东方，距离愈远愈好，这样才能把他们同来自意大利的奥军隔截开来，而后者正从那里开回来了。为此，拿破仑自己率领部队向正东方向前进，去迎击库图佐夫，同时派出莫蒂埃率领一个军沿着多瑙河北岸开进。这个威胁到库图佐夫和俄国本土之间交通线的行动，是足以迫使俄军向东北方向，即向多瑙河上的克雷姆斯作斜方向撤退的。这时，拿破仑又派出了缪拉，命令他去突破库图佐夫的新防线正面，抢占维也纳城。尔后，缪拉应该从维也纳出发，继续向北挺进，攻占霍拉布伦。这样，在开始威胁到俄军的右翼以后，拿破仑本人即从左翼去威胁他们的后方。



　　由于缪拉犯了一个错误，他同俄国人签订了一项临时的停战协定，使拿破仑没有能够把俄军切断。但是，俄军却也被迫匆匆忙忙地继续向东北撤退，远远地退到了离自己国界不远的阿罗木次城。现在，他们同奥国的援军已经相距很远了，但是却靠近了自己本国的援军。实际上，俄军在阿罗木次就接受了一大批的增援部队。如果继续压迫他们向后退，那就是促使俄军继续增大自己的兵力。此外，时机也已迫不及待，因为普鲁士的参战已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种形势下，拿破仑只好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他有意显示自己的“弱兵”，诱使俄军转而采取攻势。在布鲁恩地区，面对着八万人的敌军，他只集中起五万人的兵力，并且派出几个孤立的支队朝着阿罗木次方向开进。为了加强这个“示弱”的姿态，他还向俄奥两国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当敌人吞下这个“香饵”以后，拿破仑即把自己的部队撤退到奥斯特里茨的阵地上，那里的地形条件非常适于他作设置陷阱之用。在紧接着发生的会战中，拿破仑使用了一个他极为罕用的战术性间接路线方法，以来补偿他在战场上的劣势兵力。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也是很稀少的。他诱使敌人冲击后退的法军，从而迫使他们向左侧伸展，趁此机会，他自己却在中央地区调整部署，向着敌人脆弱的“接合部”施行猛击。结果，他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仅仅在二十四个时之内，奥国皇帝即向他提出了求和的要求。



　　几个月以后，拿破仑开始了对普鲁士的战争。这一次，他差不多拥有二对一的兵力优势，无论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他的军队都是第一流的，而普方的军队，则不论从训练来看，还是从作战观念来看，都是既落后又陈腐的。拿破仑占有的这种绝对优势，对于他的战略无疑有着很明显的影响，对他尔后的各次战役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806年，拿破仑再次利用了突然性这个因素，并且取得了成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把自己的部队分段驻扎在多瑙河的附近，而后在图林根森林的天然掩护之下，秘密地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北挺进。接着，他的部队在森林掩蔽的山地里，突然地跃进到了开阔的平坦地上，并以“营方阵”的队形直接冲进了普鲁士的心脏地区。这样，拿破仑就前进到了普军的后方。这个结局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预先考虑到的。拿破仑完成这个迂回机动以后，就在耶拿击碎了普军。看来，这一次主要是依靠了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其次才是由于技巧地配置兵力而造成的精神因素，尽管这个因素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接着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进行对俄战役时，拿破仑似乎只是关心一个目的，就是如何吸引俄军接受会战。他这时已具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不管怎样，他的战争机器都一定可以压倒俄军。他虽然继续采取向敌人后方迂回的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加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主要是把这种机动作为抓住俄军的手段，而不是把它作为打击敌人士气的工具。因此，从这里所看到的间接路线，似乎只是具有物质上的作用，而不具备精神上的价值，并不能使敌人在心理方面丧失平衡。



　　拿破仑后来在普尔图斯克(华沙以北50公里)地区采取的机动，是要引诱俄军的进攻。他指望，法军从波兰向北突进，即可切断俄军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俄国人这一次摆脱了他的箝制。1807年1月，俄军又自动地向西运动，指望同困守在但泽(现为格但斯克)的普军残部会师。拿破仑马上抓住了这个有利机会。他还是想要切断俄军同它本国之间的交通线。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命令落到了哥萨克手中，于是，俄军又及时撤退了。接着，拿破仑直接追上了俄军，并在艾劳地区与俄军进行了接触。他曾力图利用战术机动前出到俄军的后方，而在完成这个机动的时候，遇到了大风雪的阻滞，结果，俄军虽然遭受了损失，但是并没有溃败。



　　4个月以后，双方都恢复了元气。俄军突然南下，向海尔斯贝格(科尼希斯贝格以南70公里)进攻，拿破仑于是立即调动兵力向南进发，用以切断俄军与其最近一个基地，即科尼希斯贝格之间的交通。这一次，拿破仑显然是很想进行会战的。当其在侧翼活动的骑兵报告俄军在弗里德兰(柏林东南70公里)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时，他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奔向那里。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不是由于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而是由于采取了一种新的炮兵战术，即把大量的炮兵集中使用在主要的方向上。以后，这种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的方法，就成了他的战术的基础。尽管如此，不管在弗里德兰，还是在以后的许多战斗中，这种方法虽然保证他取得了胜利，但是仍然无法减少法军部队的大量伤亡。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1807年至1814年的战争，也和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一样，无限制地浪费着人力。更为奇特的是，在这两个时期的战争中，大量的人力都是牺牲在炮火之下。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双方对于人力和资源的消耗都没有什么限制，以致过度地使用和浪费。这与“节约兵力”的原则是直接相矛盾的。要想达到节约兵力的目的，就必然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从拿破仑的策略和手段中，可以看到好多的结果，足以证明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拿破仑利用了他在弗里德兰的胜利，加强了自己对俄国沙皇的影响，迫使沙皇脱离其同盟者，破坏了第四次反法联盟，可是，由于过分地滥用了自己的实力，拿破仑不仅使自己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巩固，而且最终使自己的帝国也遭到覆灭。他对于普鲁士的严厉要求，使他与普鲁士之间的和约无法稳定和持久，他对于英国的政策，就是一心想着彻底灭亡对方。他的侵略行径，又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奋起抵抗，变成他的敌人。所有这些，就是拿破仑在大战略方面的基本错误。



　　在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约翰·摩尔在比利牛斯半岛上所采取的间接路线。他对于布尔戈斯的频繁短促突击相对于法军交通线的干扰破坏，打乱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保障西班牙人民获得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后来，比利牛斯半岛终于变成了拿破仑帝国身上一个化脓发炎的疮口。拿破仑的军队在西班牙首次遭到失败，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此以前，人们曾认为拿破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拿破仑本人已没有机会来恢复在西班牙丧失的名誉，因为在普鲁士出现了暴乱的威胁，而奥地利也显示了重新进犯的端倪，于是他只好赶回法国。结果，奥国人果然卷土重来了。在180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又曾试图向兰德夏特(慕尼黑东北60公里)和维也纳地区采取迂回敌后的机动，可是，在实施机动过程中他遭到了困难。由于急不可待，他便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急于进行会战。结果，他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战役中遭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虽然六个星期之后他在同一地区的瓦格拉姆(维也纳西北20公里)实行了报复，可胜利的代价实在太高，而且所争得的和平也很不稳定。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



　　此后两年，拿破仑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他曾经利用这个机会来割治“西班牙的溃疡”。可是，在初期，由于英将摩尔的干预，拿破仑未能在病痛刚起之时制止伤势的发展，而现在，在以后这几年，威灵顿却破坏了拿破仑的各种医伤措施，因而使其疮口更加扩大，并使毒菌蔓延到整个拿破仑帝国的身上。法军固然累次地击败了，并且继续击败着西班牙的任何一支正规军，可是，西班牙人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了有益的教训，他们懂得了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捉摸不定的游击支队活动网，代替了那些不够灵活，因而也较容易被捕捉的正规军。一些非正统出身而经验丰富的游击队领袖，指挥着游击队的战斗活动，从而取代了那些出身高贵却能力有限的西班牙将军。



　　对于西班牙来说，因而也是对于英国来说，一场最大的不幸，就是西班牙政府曾经企图组建新的正规军，以用来获取暂时性的胜利。可喜的是，这些正规部队很快又被法军打散了。于是，西班牙境内的法军重新陷于游击队的打击之下。这样，毒菌又蔓延开来，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战争中，英国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并扩大这种困难的根源。使用如此少量的兵力而使对方受到这样大的牵制，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成就。它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通过一些虽然不大但实际上却有矛盾的结果来看，就更加清楚了。这就是：一方面，英军曾经直接地与他们的大陆同盟军比肩作战；另一方面，英国又派出了好几支远征军，远涉重洋去进攻敌人的殖民地，其距离非常遥远，其目的是想在心理上给敌人以某些影响。但是这些远征的结果，与西班牙战争所产生的效力比较起来，对敌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不过，站在英国国家政策的立场上来看，这些远征对于促使英国的繁荣富强是有价值的。由于这些远征，英帝国取得了不少的殖民地：如好望角，毛里塔尼亚，锡南(现为斯里兰卡)，英属圭亚那，以及西印度群岛中的若干个岛屿。



　　一般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都是过于重视各次会战的结果，因此，英国人在西班牙所采取的间接路线在其大战略结构中的真正效果，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如果把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只看成是威灵顿进行战斗和围攻的编年史，那么其结果将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史学家约翰·弗尔特斯丘对于这种趋势和误解，曾经作过很多的矫正。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陆军史》，尽管他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但是，当他的研究愈是深入以后，他就愈加坚信，西班牙游击队的行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虽然英国远征军的存在对于产生这种影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威灵顿在那里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在延续五年的战争中，一直到法军被逐出西班牙之日为止，威灵顿使法军直接遭到的损失，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在内，总共不过四万五千人。而根据马尔波特的估算，在这整个时期之内，法军因伤病致死的人数，平均每天就有约一百人。由此可见，使法国的兵力逐渐消耗殆尽的，使他们的士气日益低落下去的，是游击队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威灵顿的活动在内。他们把西班牙变成了人造的沙漠，使法国人无法再停留下去，否则只有全部饿死。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就是在这样长时期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进行会战的次数竟是少得可怜。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传记家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于实际具有“健康的思想”，而且这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样解释行得通吗？现代的一位传记作家说过：“直接的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是威灵顿个性的本质。这正是他产生缺点和招致失败的原因。但是，就其社会事业的广阔境界来说，这一点又使他上升到了几乎接近于天才的地步。”这位传记作家的结论，是研究了威灵顿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略以后作出来的。



　　这次由英军主力分出的部分兵力所进行的远征，虽然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可是在最初的时候，它却只是英军主力在谢尔德河地区劳而无功之后，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下策。英国政府派出这支远征军，当时的目的只想拯救葡萄牙。并不曾设想什么更高深的大战略运用，没有估量到竟有这样大的潜力，以致使“西班牙溃疡”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次远征，威灵顿公爵曾经发表过他的见解：如果葡萄牙的军队和民团能够得到二万英军的加强，那么，法国人要想征服葡萄牙，就必须有十万人的军队；而如果西班牙继续与法国人进行斗争，那么，法国是抽不出十万兵力来对付葡萄牙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只要用二万英军，即足以“牵制”十万法军，而且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兵力无法投到奥国方面那个主要战场上去。



　　从对奥国进行间接援助的观点来看，这支远征军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可是，要它充当掩护葡萄牙的一个屏障，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手段，它大大消耗了拿破仑的兵力，给英国争来了许多利益，因此，它的成绩是很杰出的。



　　威灵顿只领了一支二万六千人的军队，于1809年4月到达里斯本。当时，一方面，西班牙各地都爆发了反抗的怒火；另一方面，约翰·摩尔在向布尔戈斯发起一阵进攻之后，又向拉科鲁尼阿地区实行撤退，因而引得法军在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四出活动。奈伊在半岛的西北角上，企图征服加利西亚，但是久攻不下。在奈伊的南面，即葡萄牙北面的波尔图地区，是苏尔特的部队。他也把一支大军分成为若干支队在活动。维克多则在梅里达地区，从南面封锁着通往葡萄牙的道路。



　　威灵顿登陆以后，利用了登陆地点正处于中央位置这个有利条件，考虑到敌人的兵力业已分散，于是立即向北开进，去进攻苏尔特。尽管他未能按照预定的设想，把苏尔特撒在南面的若干个支队割裂开来，可是仍然使苏尔特本人产生了惊慌失措情绪。趁苏尔特来不及收拢部队之前，威灵顿即破坏了他的作战部署，在杜罗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从而切断了苏尔特的退路。如同杜伦尼在一六七五年所作的那样，威灵顿接着就对敌人的残部进行扫荡，使其无法进行集结。结果，苏尔特被迫经过不毛之地，爬山越岭，向加利西亚实行退却，其部队最后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不是由于对敌战斗，而是因为退却行军的过度疲劳和消耗。



　　然而，威灵顿的第二次战役，却进行得不如第一次那样顺利，而且从其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来看，也不那么明显。原来停在梅里达无所作为的维克多，在苏尔特“失踪”之后，随即被调往塔拉韦腊，以便掩护直通马德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威灵顿决定经由塔拉韦腊这条道路向马德里进攻。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这就等于直接去钻狮子口。他选择这一条进攻路线，恰好给法军提供了一个方便目标，使西班牙境内的各路法军都便于向他实施进攻。而且，把自己的部队这样集中起来对付一个目标，法军就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当各路大军分散在整个西班牙境内的时候，交通线的保障曾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威灵顿开始进攻的时候，只有二万三千人，预期对他进行支援的兵力，大概也是这么多，而且其统率者库斯塔是一位才能有限的西班牙将领。这时，维克多继续朝马德里方面撤退，在那里有另外两支法军可以对他进行支援。法军的兵力集中以后，大约能有十万人。诚如弗尔特斯丘指出的那样，“这只是偶然的结果，并非事先有何计划。”当时，奈伊、苏尔特和莫蒂埃的部队，都从北面向马德里开来。由于库斯塔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部队的补给发生困难，威灵顿未能拖住维克多进行战斗。后来，维克多更获得了约瑟夫·波拿巴从马德里派来的援军。于是，威灵顿被迫实行退却。他在塔拉韦腊地区很有成效地抗击了法军的猛攻，如果不是库斯塔拒绝对他进行支援，他还打算实行反攻。反攻没有实行，这对威灵顿来说却是一个幸运，因为苏尔特此时已经逼进到他的后方来了。鉴于向西撤退的道路即将被切断，威灵顿立即向南溜走，越过了塔霍河，避免了自己的覆灭。尔后的退却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以致部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但他仍在葡萄牙边境驻止下来，设防固守。由于粮秣不足，法军也未能对他组织追击。这样才结束了1809年的战役。对于西班牙正规军的脆弱无能，虽然早已从摩尔的教训中知道一些，但通过这次战役以后，威灵顿才真正认识清楚了。为了褒奖他在西班牙的功劳，他被晋封为子爵。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成就才真正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拿破仑在1810年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以后，一直到1812年，曾分出部分精力来关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事。这两年是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最紧迫的阶段。法军在这两年中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历史意义的重大，与其尔后遭到的失败比较起来，或者与威灵顿在1812至1813年所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英军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出于威灵顿对于当时的军事-经济因素，有着精确的判断：第一，他估计到了法军粮秣来源的有限性；第二，他构筑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这样，威灵顾的战略，实质上就成了对付敌人军事-经济目标的间接路线战略。



　　在主要战役尚未开始以前，仍和往常一样，威灵顿也还得到西班牙正规军的支援。西班牙的部队曾经发起一个冬季战役，可是却被法军彻底击溃了，此后，法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西班牙夺占了大片新的领土，并且侵入到南部的富饶地区，占领了安达卢西亚省。



　　这时，拿破仑决定亲自掌握西班牙战争的领导权。1810年2月末，他已经在西班牙集中了差不多三十万人的兵力，而且还预计继续扩大部队的数量。在这三十万人当中，他拨出了六万五千人，指定由马森纳指挥，其任务是要把英军从葡萄牙赶走。虽然这个数字也已够大，但就西班牙境内法军的总数来说，却还只有较小的一个部分。这个情况说明，西班牙境内的游击战争，对于法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局面。而威灵顿的英军，包括由英国人训练的葡军在内，总共只有大约五万人。



　　马森纳对葡萄牙的入侵是从西班牙北面来的，途中经过古达德-罗德里戈。这样，就使威灵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他极力阻滞马森纳的进军：首先，全部销毁马森纳必经地区的粮食；其次，在布萨柯以东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对此，马森纳考虑欠周，留试图以直接冲击的方法来加以克服。尔后，威灵顿退到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之内。这条防线横切着塔霍河与海岸之间的那个山地半岛，正好成了里斯本的屏障。10月14日，也即是开始进军四个月以后，马森纳只前进了大约320公里。当他来到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面前时，不禁感到大为吃惊。马森纳在这条防线面前徘徊了一个月之久，始终未能把它突破，后来即因饥饿所迫，不得不后撤50公里，退到塔霍河上的圣塔伦。威灵顿这一次表现得非常高明，他既不组织追击，也不找他作战，只是尽力设法把马森纳圈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使他的部队很难获得粮食的供应。过去，拿破仑留经痛斥过谨慎的战略家，说，“补给么？关于这些事情，用不着向我罗嗦。两万人的部队也一样可以在沙漠中生活！”在这一次，以及在以后的战役中，法军为了坚信这种乐观的幻想，不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威灵顿始终坚持不渝地执行看自己的战略计划。而在当时，他是面临着两重威胁的：一方面，英国国内有变换政策的可能，这是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将苏尔特正在南面，经由巴达霍斯实施进攻，极力为马森纳解围，这是直接的威胁。马森纳也曾经千方百计地诱使威灵顿发起进攻，但威灵顿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终于因此获得了成功。这年3月，马森纳被迫撤退了，当其饱受饥饿的残余部队往回越过葡萄牙边界时，已经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二千人是真正战死的。



　　此时，西班牙游击队的活动已愈来愈积极，人数也愈来愈多。仅以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来说，就有法军的两个军，总数近六万人的兵力，一直被困在那里。他们本来是准备开进到葡萄牙去增援马森纳的，可是在几个月之内，竟被几千个游击队和若干支进行游击作战的西班牙正规部队所牵制，实际上无法开进。在南面也是一样。法军一直在对加的斯进行围攻，由于联军方面未能利用自己在巴罗萨的胜利而解除对加的斯的围攻，结果反而使他们获益，使法军捆住了手脚，屯兵于坚城之下作着毫无结果的围攻。在这几年，还有一个引起法军关注的因素，那就是英国仗着自己的海军实力经常对法国造成威胁，它可以派出部队在沿海各处实行登陆。



　　后来，威灵顿对于敌人的影响作用，主要是他的威胁，而不是他的打击。当他对这一或那一地点构成威胁时，法军就不得不随之派遣部队，因而使得西班牙游击队在其他地区获得大肆活动的机会。



　　然而，威灵顿也没有满足于只使法军经常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当马森纳向萨拉曼卡撤退时，他即跟在后面追击，派出部分兵力封锁了北面的阿尔麦达边境要塞，同时，派遣贝里斯弗德去围攻南面的巴达霍斯。结果，他把自己的兵力几乎是两半平分了，以致丧失了进行机动的能力。幸而命运拯救了他。马森纳在重新收集了自己的部队和得到少量的增援以后，又匆匆忙忙去救援被围的阿尔麦达要塞。在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地区，由于所处地形不利，威灵顿曾经一度受困，陷入严重境地。尽管他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拿破仑本人在这里，那我们是一定会失败的。”在巴达霍斯，贝里斯弗德也放弃了对城塞的围攻，而改去迎击苏尔特的援军。由于对战斗的组织指挥不当，贝里斯弗德在阿尔布拉遭到了失败，但是作战部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付出了极重大的牺牲，最后总算稳住了阵势。



　　威灵顿现在重新集中起了自己的兵力，即使缺乏攻城器械和武器，他仍然决定再次围攻巴达霍斯。可是，他这次又把攻城的计划放弃了，很快解围而去，因为法将马尔蒙在取代马森纳以后，正毫无阻碍地向南进军，企图与苏尔特会师。两位法军将领立即制定了联合进攻威灵顿的计划。可幸的是，这两位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苏尔特耽心在安达卢西亚省重又爆发新的游击战争，带着他的部分兵力返回那里去了，而把剩下的部队留给马尔蒙指挥。结果，由于马尔蒙过分谨慎，1811年的战事也就逐渐地停止下来了。



　　在这些战斗中，威灵顿是冒过很多危险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冒险究竟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比执行他原来的战略企图而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多。由于手中兵力有限，威灵顿毕竟不能想怎么使用它们就怎么使用它们。尽管他的绝对伤亡数字要比法军的数字小些，但是从比例关系来说，他却比法军的大得多。不过，他总算在这个战斗行动最紧张的阶段经住了法军的猛击。后来，拿破仑本人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使他确保了自己的有利地位。拿破仑开始准备进攻俄国，把自己大部份的兵力和注意力都转到那个方面去了。这个事实，以及游击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迫使拿破仑调整了法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计划，改变了法军主要作战线的方向。拿破仑决定，首先集中全力彻底征服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而后再去进攻葡萄牙。



　　法军在西班牙的数量，与1810年比较起来，减少了七万人。而在所剩的部队当中，至少也有九万人用于防守法军与本土之间的交通线，从地中海沿岸的塔腊果纳起，一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奥维亚多止，使其免遭游击队的破坏。



　　当法军的抵抗已经削弱之后，威灵顿利用有了行动自由的机会，曾突然地发起对古达德-罗德里戈的进攻，并以强攻方式夺占了该城。在强攻该城时，他派遣希尔率领一个支队掩护着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马尔蒙既无力阻止希尔的行动，也无法再夺回被抢占去了的要塞，因为他的攻城装备已经被英军掳获走了。同时，他还不可能越过那些粮食已经被搜括干净了的地区，无法对威灵顿实施追击。



　　于是，威灵顿利用这条饥饿的屏障作掩护，趁机开到了南方，同样以强攻方式夺取了巴达霍斯。这一次，虽然他准备强攻的时间很短，但还是在付出重大牺牲以后获得了成功。在巴达霍斯，威灵顿缴获了法军的舟桥纵列。随后，又在阿尔马拉斯地区毁坏了法军架在塔霍河上的浮桥。这样一来，他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把马尔蒙和苏尔特这两支法军分割开了；他们再要渡越该河，只有经过托莱多的桥梁，而那里距离塔霍河河口已有大约五百公里。



　　除此以外，苏尔特因为粮食补给的困难和受到游击队的阻扰，被困在安达卢西亚省无法动弹。这使得威灵顿可以不受阻扰地自由行动，于是他便集中起自己的三分之二的兵力，去进攻驻守在萨拉曼卡的马尔蒙。但由于他采取了直接路线的方法，只不过迫使马尔蒙向其基地和援兵开来方向稍作后撤而已。



　　这样，马尔蒙获得增援，使得双方的兵力重又势均力敌，达到平衡程度，而且他还几度切断了威灵顿的交通线。但是，威灵顿对于自己的交通线并不耽心，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交通线。有几次，双方都在平行地进行强行军，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都力图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攻击对方。由于拥有比英军稍高的行军速度，法军本来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可是，在7月22日，马尔蒙却因为过分地自信而犯了一个错误，因而很快给部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让自己的左翼和右翼隔离得太远，威灵顿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其左翼的暴露翼侧实施了迅猛的突击。这样，法军等不到增援部队到达，即已遭受了失败。



　　然而，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因为整个说来，他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兵力，比之法军还是相差很远的。后来，有人责备他，认为他应该对遭受失败的法军残部(此时已由克劳赛尔负责指挥)立即组织追击。可是，既然当时没有获得把敌人迅速击溃的机会，那么，要想在敌军逃到布尔戈斯之前再来争取这样一个机会，似乎是不会有希望。此外，如果立即组织追击，也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约瑟夫国王可以随时从马德里派出援兵，用来袭击他的后方和交通线。



　　因此，威灵顿决定向马德里进军，期望此举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产生作用。威灵顿进入了西班牙的首都。约瑟夫狼狈不堪地逃跑了。这对于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剂，是抱有希望的象征。不过美中不足，威灵顿不可能在马德里久留，因为各路法军很快就赴救来了。事实上，正因为马德里这个国家中心的失守，才有可能促使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法军如此迅速地向那里集中。威灵顿不等到敌人的迫近，就从容地退出了马德里，改向布尔戈斯进攻，从而威胁着法军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法军由于采取就地取食的办法，并不怎么害怕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和破坏。甚至连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没有带来什么效果，因为威灵顿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围攻的方法，结果徒然耽误了宝贵的时光而最终无能为力。所以，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取得的成功，就只是迫使法国人放弃了夺占整个西班牙的企图，而把其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这样一来，威灵顿的处境就比当年摩尔的处境还要险恶，但他仍然及时地撤退出来了。当希尔率兵前来会师以后，他又重新胆壮起来，似乎自己又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汇合到一起的法军进行一次新的萨拉曼卡会战了。这一次，与上几次战役比较起来，法军数量上的优势虽然不大，大约只是九万人对六万八干人，但他们并不感到惶恐，因为这一次进行会战的话，已不可能由威灵顿来选择地形。威灵顿于是继续实行撤退，退到了古达德-罗德里戈城。他到达那里以后，1812年的西班牙战役也就终结了。



　　威灵顿虽然再度回到了葡萄牙边境，而且从表面看来，也没有再向前进，可是，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已经决定下来了。这是因为，法军为此丢弃在西班牙夺占的大部分地区，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因而就不能再去对付西班牙的游击队，丧失了消灭他们的机会。这时，传来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因而不得不把更多的法军从西班牙抽调出去。因此，等到下一个新的战役开始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威灵顿获得增援以后，占有了数量上的优势，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一半是英国士兵。于是，他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具有了挑衅性。法军士气低落，组织纪律更加涣散，因为受游击战争的干扰比军事上的失败还要严重，因而被迫立即后撤，退过了埃布罗河，企图保住西班牙北部的一隅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有限的任务，他们也已无法完成，因为从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方面，不断出现游击队，袭扰和压迫着他们的后方。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面数量已经不多的兵力中抽出四个师，用来对付游击队的压迫。尔后，威灵顿即逐渐抵近了比利牛斯山山地，并踏进了法国的领土。虽然其间也有个别战斗失利，但总的趋势是顺利前进的，而就比利牛斯战争来说，这只是一个战略性的尾声。



　　如果没有威灵顿给予西班牙那样的精神鼓舞和军事支援，西班牙战争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地结束。他的行动部分地吸引着法国人的注意力，促使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疑点：威灵顿在1812年取得的胜利，是否反而使他在1813年的进攻行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使法军在1812年缩小了自己的作战地区，减少了伤亡，以致在下一个战役中，即在1813年的战役中，法军进行战争的前途反而有所改善。事实上，法军在西班牙境内分布的地区愈广，占领的时间愈长，他们就更有可能遭到彻底的歼灭。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是历史上一个很显著的例证，足以说明某种特殊形式的战略。运用这种战略的原因，与其说是故意的，不如说是由于某种直觉的本能而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劳伦斯把这种战略演化成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并且付之于实际的运用，不过它并未获得确定的结果。






图4 比利牛斯半岛



　　现在，在探讨了“西班牙溃疡”以后，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研究另外一种战略形式，分析这种战略对于拿破仑军事观点的影响作用。



　　从维尔诺到滑铁卢



　　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中，可以看出一种发展趋势，他逐渐地偏重于数量，而忽视了机动性；偏重于军队的战略集团，而忽视了突然性。1812年的征俄战役，是这种趋势发展的最高峰。俄国的地理条件，只不过是增强了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些弱点而已。



　　拿破仑征俄的兵力，本身即达到四十五万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几乎是一线式的战略布势，因而必然导致沿着预期方向作直接性的行动。他和1914年的德国人一样，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一个翼侧，即集中在左翼，企图采取深远的迂回运动，来击毁维尔诺附近的俄军。然而，即使他的弟弟热罗姆在执行从正面牵制俄军的任务时不是那么消极怠惰，也仍然可以说，拿破仑的这个机动本身，还是过于庞大和直接化了。只要敌人不是冥顽不化，它就不足以成为吸引敌人注意力和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有效手段。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个弱点，后来正好被俄国人利用，他们有意识地采取了避免总会战的回避战略。



　　拿破仑向俄国深入挺进以后，最初的几次突击全然“落了空”，于是，他开始收缩自己军队那种直线式进攻的正面，改而采取他所惯用的传统方法，即采取“营方阵”的形式力求使用战术性的机动，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后来，俄国人也终于放弃了回避战斗的战略，决定接受法军的挑战，但开始时曾经显得有些莽撞，竟把先头纵队直接开向了拿破仑部署好的包围集团。可是，法军想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俄军的企图也实在过于显露，致使俄方得以猜破，因而又及时地溜走了。而在博罗迪诺时，拿破仑的“老虎钳”却又显得并不那么强而有力，也没能完成对于俄军的合围。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足以说明集中于一点的进攻与真正的间接路线行动比较起来，将会具有多大的缺点。以后，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个悲惨的结局与其说是由于严寒的天气所致(实际上，那一年的冰冻期比往年还要来得晚些)，还不如说是由于法军士气低落的缘故。法军士气沮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俄军的避战战略，击败了法军的直接路线战略，也即是一味寻求积极作战的战略。俄军这个避战战略，是完成军事政策的一种手段，或者换句话说，应当把它当作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来看待。



　　拿破仑在俄国遭到惨败以后，其军事上的威信当然受到损害，接着，法军在西班牙又遭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失败，这就使拿破仑的威信又大大降低。对于英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进行评价时，应该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英军在那里始终坚持着自己传统的军事政策，即“砍断敌人根基”的政策。



　　到了1813年，面对着普鲁士各地的纷纷暴动和俄军的即将进攻，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该军与他过去的军队比较，其数量仍然是巨大的，但其机动性却差得远了。当时，拿破仑还是因袭他往常使用的老办法，只想集中力量逐一地把俄普联军打败。然而，不论是吕岑战役，还是包岑战役，他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此后，联军继续撤退，长期坚守不出，粉碎了拿破仑诱使他们进行会战的企图。联军方面这种避战战术，迫使拿破仑同意实行了六个星期的停战与和谈。而在和谈破裂以后，奥国转到敌人营垒，也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



　　尔后，紧接着发生了一场秋季战役。这次战役表明，拿破仑的战略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他已拥有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而他的敌人方面，总共也只不过这么些部队。可是，他却抽出了十万人的兵力，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去攻打柏林。他的这种直接压迫法，只不过把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压缩得更紧，因而促使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抵抗力。结果，法军终于被击退。拿破仑当时正率领看法军的主力驻在萨克森，占领着中央阵地，掩护着德累斯顿。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他却缺乏忍耐性，竟突然地直接向东开进，去进攻布吕歇尔率领的九万五千普军。布吕歇尔随即实行退却，企图诱使法军进入西里西亚。与此同时，施瓦尔岑堡则率领着一支十八万五千人的奥军，从波希米亚开出，沿着易北河北上，翻越波希米亚山地进入萨克森，前出到德累斯顿地区，绕到了拿破仑的后方。



　　拿破仑发觉以后，留下一支部队进行掩护，自己匆匆忙忙地率兵赶回。他打算以更厉害的一手来打击这支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敌军。他的计划是：使部队向西南方向运动，越过波希米亚山地，遮断施瓦尔岑堡需要翻山退却时可能经过的道路。他预期选择的阵地，从组织一条战略性屏障的观点来看，确是很理想的。可是，当他听到敌人已经靠近的消息后，又丧失了自制力，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决心，决定直接奔向德累斯顿，去攻击施瓦尔岑堡的主力。结果，虽然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会战，但其胜利只具有战术性的意义。施瓦尔岑堡安全地经过山地向南退去了。



　　一个月以后，俄、奥、普三国联军开始联合起来向拿破仑实施进攻。拿破仑已因为经过多次战斗而遭到削弱，于是撤出了德累斯顿，退到了莱比锡附近的杜本。这时，施瓦尔岑堡从南面向他开来，布吕歇尔从北面向他逼近，而贝尔纳多特则出乎拿破仑的意外，几乎绕过了他的北面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拿破仑决定，首先采取直接攻击行动，然后再改取间接路线；先打败布吕歇尔，再去切断施瓦尔岑堡与波希米亚之间的交通线。根据以前所说的历史经验来看，拿破仑这样安排他的作战次序似乎是错误的。他直接进攻布吕歇尔，并未能迫使布吕歇尔接受会战。然而，这次进攻却导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并出人意外的结果。法军在实施进攻时，偶然地开到了贝尔纳多特的后方。这使贝尔纳多特一时失去了自制力，马上向北撤退。因此，就给拿破仑后来的撤退留出了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对于布吕歇尔的打击固然落了空，但是却突然地变成了攻击贝尔纳多特后方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使他避免了最后彻底覆灭的危险。几天之后，他即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再度迫近，把法军压缩在莱比锡地区。拿破仑被迫接受了会战。他在会战中失败了，曾经陷入极端险恶的境地，可是，仍然摆脱了敌人，安全地返回了法国。



　　公元1814年，联军在兵力数量方面已经拥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分兵数路，先后突进了法国本土。拿破仑本来过分相信大量使用兵力的威力，因而历年来消耗兵力太多，现在，他的兵力不够了，在被迫迎击敌军的时候，只好再度使用自己手中经过考验的武器——突然性和机动性。然而，尽管他使用这个武器的技巧很高明，可是却已经缺乏耐性，而且太沉醉于会战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艺，远不如过去汉尼拔、西庇阿、克伦威尔和马尔波罗等人，不如他们那样炉火纯青。



　　不过，拿破仑还是由于采取了突然行动和利用了军队的机动性，才使自己的命运延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他很技巧地使自己的手段适应了自己的目的。他懂得自己的兵力已经很有限了，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他把破坏联军之间的相互协作定为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达一目的，他充分利用了部队的机动性，而且其技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在阻滞敌人进攻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即令如此，却不能使这些成功产生更大的效果和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受着自己本性的有害影响，总想在每一次取得战略性成功之后，又接着获得一个战术性的胜利。他有系统地集中起自己的兵力，不断地进行迂回机动，多次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虽是孤军深入，却使敌人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然而，他还是缺乏把战术坚持到底的决心，最后又跨出了轻率的一步，终于在拉昂地区直接去进攻布吕歇尔，结果遭到了失败，招致了他所吃不消的重大伤亡。



　　后来，拿破仑手里只剩下了三万人，但他仍然想要孤注一掷，决定向东开进，到达圣迪济埃。他曾指望沿途收集残存的地方守备部队来补充自己这支军队，并且发动农村居民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军。他企图以这样一个机动切断施瓦尔岑堡的交通线。可是，在转取积极的行动以前，他不仅要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而且要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实在是很困难的，不仅缺乏时间和兵力，尤其是精神上将要感到很大不安，因为这样会使基地暴露出来。而且要知道，巴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补给基地。然而事有凑巧，拿破仑的命令恰好又落到了敌人手里，这就使他既达不到突然性，也丧失了时间。即使如此，他的这个战略性机动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联军当局经过热烈的争论才最后决定直接进攻巴黎，而不回转身来抗拒他的这个行动。联军方面的这个决定，对于拿破仑来说，可真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联军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害怕威灵顿从西班牙边境走出来，第一个进入巴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对于命运的一种讽刺，因为这样，联军的行动恰好成了间接路线战略及其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辉煌成就。



　　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以后，由于兵力数量重新扩大，致使头脑又开始发昏。这一次，他的作风还是和过去一样，技巧地利用着自己军队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结果也差不多就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这次向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驻军地区的进军，尽管从地理上说来是直线运动，但他所选择的时机，却是他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而且其突击方向，也正好选在两军接合部那个最薄弱的地段。



　　可是，在林尼之战中，奈伊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实行战术性的机动，结果使普军逃脱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当拿破仑在滑铁卢进攻威灵顿时，他又是完全采取直接进攻的路线，以致耽搁了很长的时间，损失了过多的兵力。而促使当时危险加大的，则是格鲁希的失职。他未能把布吕歇尔赶出战地之外。所以，当布吕歇尔再度出现时，尽管刚刚达到拿破仑的翼侧，但是由于来得突然，是一种心理上的间接路线，因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九章 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四年




　　1851年的伟大“和平”博览会闭幕以后，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紧接着又开始了。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冲突当中，第一次战争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然而，从这个毫无价值和前途暗淡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还是可以吸取某些消极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证明采取直接路线毫无效果。当将军们的眼睛被蒙蔽而胡冲瞎撞时，发生一个副官率领一个轻型旅向俄军炮口冲来的事件，那是毫不足怪的。在英国陆军中，直接性这个特点，使得一切的行动都是那样墨守成规，拘泥于死板的形式。这种情况弄得法军指挥官康罗贝尔大惑不解。经过许多年以后，当他应邀参加一次英国宫廷舞会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并且惊讶地说：“原来英国人打仗正和维多利亚女王跳舞一样！”不过，俄国人受制于直接路线的程度，也不见得比英国人低些。据说某一次，他们企图实现机动，一个团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行军，黄昏时到达了塞瓦斯托波尔，正好就是早晨出发的地点。



　　在研究克里米亚战争那些令人失望的经验时，我们不能忽视，当然也不应该夸大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已经过了40年，在此期间，欧洲国家的陆军较之过去已变得更加职业化了。这个事实的意义，当然不是用来作为反对职业化军队的借口，不过可以促使人们思考，想一想职业化方面可能蕴育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对于那些较高阶层的军人，由于他们服役时间较长，如果不同外界的事物和思想经常接触，接受新的影响，那么，他们之中的这种危险势必更为严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美国内战的最初阶段，正好又暴露出了非职业化军队的弱点。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部队经过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有训练才能培养锻炼出一个有效的工具，使将领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所以，一个长期的战争，或者一个短期的和平，对于建立这样的军队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如果战争工具的素质超过了将领的才能，那么，就整个军事体系来说，也就出了毛病。



　　关于这一点，也和其他的关系一样，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对照。那些军事领袖，特别是南方的，基本上都是从一些选择军事作为自己职业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当然，他们研究过军事，但其职业生活并不尽同，有些人担任过文职，有些人则是利用空余时间进行过私人性质的研究。所以，操场并不是他们的基地，也不能限制他们战略观点的发展。不过，尽管各种观点视界广阔，可以用来发展这些观点的源泉(原料)丰富，但是，还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的“局部战略”，以及各主要战役的实施，必然是由传统性的目的来决定的。



　　由于铁路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变本加厉。铁路使得部队运动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可是，作为真正快速性的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机动的灵活性，却不因为有了铁路而有所增加。美国的国内战争，是铁路运输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第一次战争。而铁路的线路是固定的，因此，依靠铁路运输来调动军队的战略，自然也是直接路线的战略。



　　而且，在这次和以后的各次战争中，陆军的物质保障，也主要地仰赖于铁路。由于铁路的出现使得部队的补给变得比较简便，那些指挥官们便一味扩充部队的数量，而不去考虑这将对其战斗力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这种新型运输工具发展以后，不仅没有提高部队的快速性，甚至反而降低了原有的快速性。这是因为，铁路大大促进了军队数量的增长，能够调运大量的部队，保障给他们提供为有效地进行战斗所需的各种补给品，但是，铁路也使得军队的物质消耗量不断扩大，结果便使他们束缚在补给站的附近。这样，军队在距离很远的情况下，其补给品有如千钧一发似地吊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完全依赖着漫长的铁路线不停地进行工作，而这个铁路线本身，却是极容易遭到破坏的。



　　这些特点在美国内战初期即已显示出来了，而到1864年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军习惯于过正常补给的生活，所以比他们的敌人更易于遭受危险。特别是在西部战场上，部队的补给是靠铁路运输来供应的，而这条铁路线却随时都可遭到南军卓越的骑兵将领如福雷斯特和摩根等人的破坏。他们的袭击是后来作战行动的一个先兆，预示着大量军队的交通线，是可以用空军和装甲兵来加以破坏的。最后，北军方面也发现了薛尔曼这个将才。薛尔曼比他同时代的，和以后的其他人都更清楚地认识了屡遭失败的原因。他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新的军事思想学派产生时为止。所以，薛尔曼可以算是近代机械化军队和机动性战争拥护者的鼻祖。当时，敌人切断了薛尔曼的铁路线，给他以打击。于是薛尔曼也采取打击敌人交通线的办法来使自己避免威胁。他坚信，要想使自己保持足够的战略机动能力，而消除突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威胁，必须把自己解脱出来，不能受一条象铁路那样固定的输送线所束缚。这就是说，应当设法使自己的军队携带所有一切必须的补给品，因此，就必须把部队的物资需要量压缩到最小限度。换句话说，为了使部队能够进行长距离行军而不丧失快速力，就必须减轻包袱，把补给品减到最小限度。薛尔曼采取这个方法精减了自己的后方机构，摆脱了对于铁路交通线的依赖，从而跃进到了南军的“后门”。这样，他得以切断敌军主力赖以获得供应的交通线，从根基上瘫痪了敌人的补给系统。薛尔曼的这次机动取得了令入震惊的成就。



　　美国内战



　　在战争初期，双方都力图以直接的正面进攻办法来夺取胜利。因此，无论在弗吉尼亚，还是在密苏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利用海军舰队把北军部队送到敌军的战略翼侧。这个计划与陆上的直接进攻相比，能够缩短接近敌人首都里士满的距离。但当时的设计者，看来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条真正的间接路线。这个计划被林肯总统否定了，因为他不愿意作这种故意的冒险。同时，总统还留下了麦克多维尔的一个军，用来防卫华盛顿。这样，他不仅使麦克里兰减少了一部分兵力，而且更使他无法利用华盛顿来当作诱敌的工具，而这一点却正是保障顺利实施其计划所不可缺少的。



　　麦克里兰登陆以后，在约克敦前面耽搁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后来终于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只好与麦克多维尔协同行动，沿着向心的方向实施进攻。这只能算是部分的间接路线。麦克多维尔当时奉命从华盛顿到里士满实施陆上的直接进攻。可是，南军名将“石墙”杰克逊却在谢南多亚河谷地实行了机动，并且强烈地震撼着华盛顿的政府，使它又取消了麦克多维尔参加这次进攻的命令。尽管如此，麦克里兰的先头部队还是到达了离里士满只有六公里半的地方，并且准备了作最后的冲击，但是李将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把他们击退了。在这次“七日之战”中，麦克里兰尽管受到了战术性的挫败，但他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其势头比战争的前一阶段还要明显有利。他的迂回运动计划固然遭到了破坏，但并不妨碍他自己的基地往南移，转移到了詹姆斯河地区。这样，他不仅可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而且更加逼近了敌人从里士满通往南方各地的交通线，使其受到威胁。



　　可惜的是，因为战略的变化，麦克里兰的这个战略优势很快就丧失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哈里克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随即命令麦克里兰率领所部乘船返回北方，与波普将军会师，并一起从陆上向里士满实施正面的进攻。这正好象历史上的惯例一样，当直接把兵力增加一倍的时候，其突击力量并不能相应增加，而且相反，由于这时敌人比较容易判定对方最可能的进攻方向，因而其军队的实力竟有可能减少一半。哈里克的战略，正是根据集中兵力的原则制定的，因而也暴露了上面所述这个通常办法的弱点。他的这个直接路线战略是毫无效果的。直到1862年的下半年，在12月13日的弗雷德里克堡流血战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863年，北军仍然采取这个战略，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前进到里士满，反而使南军在粉碎他们的进攻之后侵入了北方的领土。



　　南军侵入北方的初期，从战略观点来看，是具有机动性的。可是，当李将军把握不住，拉长战线，在哈里斯堡向米德将军的阵地实施正面强攻时，其战略机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强攻持续了三天，到第三天黄昏时，他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一半兵力。到年底时，双方都回到了原来的出发位置，因为拼得精疲力竭，只好凭借拉皮丹河与拉巴赫罗克河的掩护而相互对峙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相互都作直接进攻的战役中，通常总是防御一方有利的，但也只是限于击退对方的冲击为止。在这种战略条件下，防御方面固然比较消极，但是可以少作一些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双方的直接路线战略中，它的直接性自然要少一点。



　　通常认为，李将军在哈里斯堡的进攻被击退，是这次进攻的转折点。但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只要对历史事实进行冷静分析，那么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决定性成果是在西部战场上取得的。



　　西部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还是1862年4月取得的。那时，法拉古特的骑兵绕过了掩护密西西比河口的要塞，因而使新奥尔良在兵不血刃之下投降了北军。这样，北军就把一个战略性楔子插进了南方同盟的内部，沿着那条与生命攸关的河流线，把南方同盟分成为两半。



　　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是在李将军撤出哈里斯堡的同一天(即7月4日)，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取得的。这就是格兰特占领维克斯堡，使北方“联邦政府”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重要的水路大动脉。从此以后，南方同盟再也无法从密西西比河对岸各州取得粮食补给和兵员补充。这种首先集中全力打击敌方防御较弱部分的方法，在大战略方面的价值是很宝贵的，但是，对于用以达到这种结果的战略手段(工具)，也不应该忽视。格兰特第一次对维克斯堡的进攻是在1862年12月，是从陆上沿着铁路线实施的。与此同时，薛尔曼则从水上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准备会合进攻。但是，由于南军骑兵的阻扰，威胁着格兰特的交通线，因而他的前进受阻。南军因而又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薛尔曼。而薛尔曼的运动，实际上也是直接性的，所以，当他企图在维克斯堡附近登陆时，南军很轻松地把他击退了。



　　在1863年的2月和3月，北军先后4次向维克斯堡进攻，由于都是企图用不太深远的翼侧迂回来达到目的，结果遭到4次失败。最后，在4月份，格兰特决定进行一次真正深远的迂回机动，好象沃尔夫最后向魁北克的进攻一样。北军的部分战舰和输送船只，利用夜间悄悄地溜过了维克斯堡的炮台，到了要塞以南50公里处的一个地点，而陆军的主力也沿着密西西比河的西岸开到了那里。薛尔曼则在维克斯堡东北方向进行引诱性的机动，保障格兰特的部队可以在该河东岸上陆。这样，他在上岸的时候，遭遇敌人的抵抗是比较微弱的。尔后，格兰特即与薛尔曼的部队汇合一起，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冒险。他脱离开自己新建立的临时基地，朝着东北方向开进，深入敌方境内，其目的是要从后方逼近维克斯堡，切断该城与其东方主要各州之间的交通线。在完成这样一个机动时，格兰特几乎转了一个圈圈，处在敌人上下两个牙床中间，即处在分别集中于维克斯堡和杰克逊两处敌军集团之间。杰克逊城离维克斯堡65公里，是南北和东西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这次机动结果，格兰特不仅没有被敌人咬住，而且还敲掉了他们的门牙。



　　应当指出一点，格兰特到达这条铁路线以后，决定把自己的部队首先指向东方，以迫使敌人撤出杰克逊城。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铁路的发展对于战略条件产生了如何的变化。过去，拿破仑惯于把一条河川或一道山脊来充当在战略上遮断敌人的障碍物，而现在，格兰特的方法却有所不同，他只占领一个点，一个铁路交叉点，就足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格兰特占领这个铁路交叉点后，随即调转身来，向维克斯堡开进。这时，维克斯堡已经陷于孤立，因而在受围7个星期以后即被迫投降。这次胜利在战略上取得的结果是，北军打开了经过查塔努加通向佐治亚州的大门。佐治亚州是南军的谷仓，而且从那里可以控制整个东部的各州。



　　现在，南军的失败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北军自己却把这个几乎已经到手的胜利糟踏掉了。1864年，北军由于久经征战，已经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在精神上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人民厌战，和平派的势力也就一天比一天发展起来。总统的大选已订在该年11月举行。林肯如果不能早日取得胜利，并作出团结一致的保证，那么，他就有可能为一个保证缔结一项不损害国家名誉的和约的主和派总统候选人所打倒。为了这个目的，格兰特被从西部战场召了回去，出任北军的统帅。格兰特将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迅速取胜的目的呢？当然，他又回复到一般正统派将领所一贯坚持的那种战略，即使用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兵力去击毁敌军，或者至少是以不断实施突击的办法来消耗敌军。我们已经看到，在夺取维克斯堡的战役中，他之所以实际上采取了间接路线，是因为他多次进行正面攻击都毫无效果，此后才作出了这个决策。当时，他是以很高的技巧来完成战略机动的，可是，尔后却没有从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格兰特接任总司令以后，一切故态复萌。他决定还是采取古老的和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从拉巴赫罗克河向南，直接进攻里士满。不过，这一次的目标却有某些差别，其突击不是指向敌人的首都，而是敌军的主力。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他在下达给米德的命令中说；“李将军在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如果说句公道话，那也应该指出，尽管格兰特面向敌人的行军路线，从广义上来说是直接性的，但是他却并非盲目乱撞，并不是每一次都以正面攻击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事实上，他总是力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只是这些迂回运动不够深远罢了。另外，他还严格遵循着军事上的一切戒律，要求军队经常集中，决不背离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不为敌人的任何诱惑性行动所动摇。他具有夺取胜利的意志，甚至连福煦元帅也不如他那样坚强。那些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使用同类方法的将领，对于他应该感到嫉妒。因为在获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和政治领袖(林肯总统)的绝对信任方面，那些人谁也比不上他。凡是采取直接路线的正统战略的将领，很少象他那样获得这种合乎理想的条件。



　　可是，在1864年夏末，这个已经成熟了的胜利之果，却居然从格兰特的手中溜掉了。北军差不多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顶点，而林肯对于再度当选也已感到绝望，因为他给予其军事政策执行者的“空白”支票，现在却不免要兑现了。说起来是一个颇大的讽刺，尽管格兰特具有运用优势兵力来击败敌人的决心，可是，经过了威尔登尼斯和冷港两场血战，他还是没有达到击败敌军的目的。当时的主要结果，只不过是直接前出到了里士满的后方。但这还是不流血的迂回运动的结果。换句话说，格兰特是在经过惨重牺牲之后，才重新回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所已经占领过的阵地上。



　　正当天空黑云满罩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光明。在11月的大选中，林肯再次当选为总统。是什么帮助林肯再次当选的呢？反过来说，是什么妨碍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使那个亟望和平而力求取林肯代之的麦克里兰落选的呢？当然，这并不是格兰特的军事行动。从6月到12月，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在10月中旬的两次血战以后，军事行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根据史学家们的看法，林肯所以能够再度当选，似应归功于薛尔曼在1864年9月夺占亚特兰大的胜利。



　　在格兰特被召北返出任总司令时，薛尔曼因为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建立了不少功劳，接替他担任了西部战场的指挥官。他们两人的作战观点是有明显差别的。格兰特把敌人的军队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而薛尔曼的办法，则是首先对敌军的战略据点造成威胁，或者迫使敌军在企图掩护这些据点时暴露出来遭受打击，或者使其为保证行动自由而放弃这些据点。这样，薛尔曼就经常追求着两个目的，但归根结蒂说来，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二个，因为他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亚特兰大是南军的基地，不仅是4条重要铁路线的枢纽，而且是各种补给必需品的来源地。薛尔曼曾经指出，在亚特兰大集中了“大量的铸铁厂、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此外，还在精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强调说：“只要占领该地，则南军在精神上也无异于宣判了死刑。”



　　关于格兰特的方法和薛尔曼的方法，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显然可以引起很多争论。但是，对于民主社会的心理来说，后者显然更加适合一些。也许，只有仅仅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才有资格坚持那种“击败敌人军队”的军事观念，甚至于就是他，也必须还有足够的胆识，应该考虑到如何使这种观念与现实情况相适应，并要权衡有无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战略家，当他成为民主政府的公仆时，并不可能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他必须仰仗自己雇主的支持和信任，因而在其比较有限的掌权时期内从事活动时，不能不考虑到比较有限的工具。这是与“绝对的”战略家不能相比的。他必须力求尽快取得成果，要求速胜。而且不管最后希望多大，他都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长久，不能长期不交“红利”。所以，战略家有时不得不暂时地把原定的目标放在一边，或者至少要改变一下他的行动路线，以便使自己有个新的面貌。当他面临着这些必不可免的困难时，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军事理论是否与自己的最高目的相适应，是否与下列情况相适应，即：不能使自己的目的脱离了现实情况，一切军事上的努力，都必须有人民大众的支持，军队的人力物力，都要靠大众的支持才有保障，甚至能否继续进行战争，也取决于一般群众是否同意。谁付钱，谁就可以发号施令；战略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战略与一般群众的利益相适应，则他的战略也就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承认。



　　薛尔曼采取迂回机动的办法，达到了节约兵力的目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若与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格兰特作个比较，情况颇不相同。因为他只有一条铁路线，在补给方面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薛尔曼也认为，最好还是不把自己的部队拿去作直接性的攻击，而宁愿暂时地摆脱这条唯一的交通线，在连续几个星期的机动行军中，他只在克尼沙地区作过一次实行正面攻击的尝试。而且有趣的是，他这次所以采取正面攻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实在太疲乏，他不忍叫他们在大雨滂沱的道上再继续进行侧面行军。这次进攻曾以失败告终，但是损失并不严重，因为一当敌人进行反击，进攻马上就停止下来了。事实上，薛尔曼这次在山林起伏、河川纵横的地形上，完成了200公里路程的行军，而把军队用去实行进攻战斗，却仅仅只有这么一次。他以巧妙的艺术实行机动，一再引诱南军对他采取徒然的攻击。这些攻击总是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他的部队很好地掌握了快速挖壕和构筑胸墙的技术。每当敌人无法透入他这种机动性的“防盾”时，他便获得了战略上的好处，夺取了一个新的有利之点。为了强迫在战略上本来居于守势的敌人不断采取代价极高的战术性攻势，薛尔曼表现了高明的战略技能。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其成就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是因为他只有单独的一条交通线。所以，撇开巨大的精神作用和政治效果不谈，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薛尔曼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不论从相对数字来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他都使敌人遭受了比他自己大得多的损失。在这方面，他的战绩与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战绩比较起来，简直是令人惊叹的。



　　夺占亚特兰大以后，薛尔曼接着作了更加大胆的冒险。为此，他曾遭到过许多军事评论家的严厉批评。然而薛尔曼却坚决认为，如果他能深入敌境，首先穿越作为南方谷仓的佐治亚州，摧毁其铁路体系，而后控制住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么，由于这个入侵而产生的精神作用，由于切断了向北输送的道路，即向里士满和李将军部队输送补给品的道路，南方同盟就有可能停止抵抗。



　　于是，他完全不去理会那支被他赶出亚特兰大的，由胡德率领的南军，而立即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向海岸进军”运动。他穿越佐治亚州，沿途获取地方资财的补给，破坏境内铁路。1864年11月15日，薛尔曼率领部队从亚特兰大出发，12月10日即到达了萨凡纳的郊区。随后，他夺占了这个港口，并打通了自己与北方的海上交通线。南军的一位将军，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亚历山大曾经指出：“毫无疑问，这次进军的胜利，对于整个南方各州在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比任何最大胜利所能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尔后，薛尔曼调头往北，穿过了南、北卡罗来纳州，前进到了李将军的后方，从而使南军丢掉了他们的最后一批重要港口。



　　薛尔曼的作战方法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他在穿越佐治亚州进行远距离行军时，不仅脱离了自己的交通线，而且把部队辎重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以至使他的整个军队变成了一支巨型的“飞行纵队”。他的这支轻装部队总共是六万人，下面编有四个军，每个军都可以单独地进行独立的作战活动。当纵队开进时，其搜刮粮食的分队就在前头和侧翼活动，无形中起了掩护的作用。



　　此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薛尔曼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性动作。在攻占亚特兰大的战斗中，他看到，因为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所以常常容易受到阻碍，而敌人在阻碍他前进的时候，其作法是很简单的，并无多大的变化。后来，为了避免这个弱点，他便制定了一个机智的计划，尽量使敌人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曾经对自己的行动计划做过这样的说明：要使敌人对自己所取的路线狐疑不定。起先，敌人猜不透他究竟是以梅肯(奥古斯塔西南70公里)，还是以奥古斯塔为目标；而后，当梅肯已经抛在他的后头时，又使敌人猜不到他是以奥古斯塔，还是以萨凡纳为攻击目标。而他自己却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形成了有利条件，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力量调向另外一个目标。然而他并没有遇到过调换目标的必要性，原因是他不断地采取欺诈行为，敌人始终摸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



　　以穿越佐治亚州的进军为例。薛尔曼证明，军队即使把随身携带的储备品精减到极其微少的程度，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还证明，这种储备品的数量，还有可能减少一些。在他开始向北进军，即开始穿越南、北卡罗来纳州以前，他曾试图把他的军队变成一个只有高度机动性的“战争机器”，一旦接到命令，只要补充最少量的储备品，顷刻之间即应开始行动。尽管已是冬天，甚至军官也都只好露宿，两个人共用一块帆布，用以张在竹竿或树枝上面来遮蔽过夜；因为所有的帐篷和野营设备都统统留在后方了。



　　尔后，薛尔曼继续采取一条欺敌路线，同时具有两个可以互相交换的目标。当他率领部队向北开进时，敌人无法决定，究竟防守奥古斯塔好呢，还是防守查尔斯顿好。因此，南军终于把兵力分散，同时防守着两个据点。后来，薛尔曼在这两者之间穿过，一举攻占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夺得了这个李将军赖以获得各种补给品的重要中心。此后，南军又拿不准他的下一个目标在那里，是攻取夏洛特(哥伦比亚以北140公里)呢，还是进攻费耶特维尔(夏洛特以东180公里)。最后，当他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时，敌人又不知道他所要进攻的是罗利(戈尔兹博罗西北八十公里)，还是戈尔兹博罗。而这一次，连薛尔曼本人也决定不下，到底应以戈尔兹博罗，还是以维尔明顿来作为他的最后目标。



　　薛尔曼率领着他的军队完成了将近七百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克服了大量的地物障碍(如河川、崖岸和沼泽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敌军数量很大，完全可以对他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是为什么又抵挡不住呢？有人认为，这是薛尔曼的机动对敌人产生了极巨大的震撼作用，致使他们不知所措。薛尔曼不仅巧妙地变换着他的进攻方向，而且也使自己的战略具有灵活性，因而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他在宽大的正面上进军时，总是采取四个、五个、甚至六个纵队的队形开进，而且每个纵队都派出不少的粮食搜集队进行掩护。一旦某个纵队遭遇到了敌人，而其余的纵队仍然继续开进。从其活动方式来看，这些纵队就是1940年德国装甲坦克兵横扫法国的先例。敌军当时被薛尔曼的纵队吓得胆颤心惊，惊慌失措，以致当他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实际压力之前，即已开始后退。由于薛尔曼神出鬼没的机动，南军在精神上的压力达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甚至当他们占领某一防御阵地时，即已考虑到如何撤退的问题。有时甚至只要先声夺人地呼号一声：“我们是薛尔曼的突击部队！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吧！”——于是，南军便会开始逃跑。如果说，在战斗中信心等于自己力量的一半，足以促成胜利，那么，打掉敌人的信心，就不只等于打掉敌人力量的一半，而是超过一半了，因为这样可能不再经过战斗即获得胜利。薛尔曼也和拿破仑在奥国作战时的情况一样，可以夸口说：“我仅仅用行军的方法就把敌人打垮了。”






图5 1861年的美国



　　3月22日，薛尔曼到达了戈尔兹博罗，在那里获得了夏菲尔德部队的增援和各种补给。于是，他着手准备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对李将军的部队实施最后的突击。当时，李将军也正考虑着如何把里士满掌握到自己手里。一直等到4月初，格兰特才又恢复行动，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立即获得了惊人的成就，首先是里士满城的投降，紧接着一个星期以后，李将军的军队也全部投了降。从表面看来，这次胜利似乎是格兰特直接路线战略的光辉体现，他的战略目的正是要直接摧毁敌人的军队，但是严肃探讨起来，就应该看到时间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南军之所以突然停止抵抗，是因为他们在粮食补给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士气，而且从家乡传来了许多的坏消息。还在薛尔曼抵达戈尔兹博罗以前，格兰特就曾通告他：“李将军的军队已经士气低落，逃亡现象严重。”



　　对于人类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国家和家庭。大多数人对于家庭的感情和热爱又更加强烈，因为家庭具有更多的个人性。对于士兵来说，只要家庭安然无恙，他们是愿意冒死保卫国家的，他们相信这种牺牲也是间接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士兵们一旦知道自己的家庭遭到危险，那么，他们的爱国心、纪律性和同胞感情，也就会随之丧失维系力量。所以，薛尔曼实施后方攻击的最大效果就在于此。他不仅攻击了敌人的军队，而且干扰了他们的大后方，那里正居住着士兵们的家属。这样，他的进攻就在敌人士兵中引起了家庭感情和爱国观念之间的冲突，从而瓦解了南军的抵抗意志。



　　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薛尔曼采取间接路线，即使用向敌人后方实行突击的方法，破坏了敌人的经济潜力和精神潜力。这种间接路线与战争初期在西部战场上的行动比较，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认真详细地研究一下这场战争，谁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30年前，英国的艾德蒙斯将军，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作家，曾经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他在其《美国国内战争史》一书中作了如下的结论：“由于南军的名将李和杰克逊，都具有伟人的军事天才，北弗吉尼亚的军队，也具有很高超的战斗力量，而敌对双方的首都，又相距如此之近，所以，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东部战场上了。然而，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地点却是西部战场。1863年6月，北军占领维克斯堡和赫德森港，这才是战争的真正转机。以后，薛尔曼统率着西部大军进行敌后作战，导致了南军的失败。”



　　为什么人们竟会那样过分重视东部战场呢？一部分原因是胜利的光辉把多数军事史学家的头脑给弄昏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黑德逊所写的《杰克逊传》一书所起的作用。该书有点言过其实，其传奇的意味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从研究军事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实际价值是不大的。其中充满了黑德逊本人的战争观念，而对于杰克逊军事活动的材料则缺乏分析。可是，这本书在英国战史学家中间是有一定影响的，引起了他们对美国内战的兴趣，使他们也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弗吉尼亚战役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部战场。实际上，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一个近代的史学家要想对后代作出巨大贡献，那么，他就要认真分析，指出美国内战研究方面的错误对1914年以前英国军事思想，和1914年至1918年英国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毛奇的战役



　　历史学家一旦把眼光从美因内战转移到随后发生在欧洲的几次战争上，那么，他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是这些战争特点的明显差异。



　　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的欧洲战争中，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对战争作了准备的；



　　第二点，双方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都是职业性的；



　　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更多；



　　第四点，德国人在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既缺乏军事艺术，也缺乏军事计谋；



　　第五点，尽管双方都犯了错误，但是两次战争都很快决定了胜负。



　　毛奇的战略完全是以直接路线为基础的。他几乎不使用军事计谋，全凭着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作出结论，说1866年的战争和1870年的战争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呢？诚然，这两次战争有其不平常的一面，但是，却未必能够因此就认为这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战争的规律，人们是可以通过大量战争的研究来认识的。有人所以提出了这种问题，是因为在这两次战争中，战败国竟是如此的兵力薄弱而又指挥无能，以致它的失败早在战争开始时期就已决定了。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却是没有过的。



　　1866年，奥军的弱点主要是武器装备落后。普军使用的后装枪，就其战斗性能来看，要比奥军使用的前装枪优越得多。尽管后代的经院式军争学派对此认识不足，但是这种后装枪的优越性在战场上早巳获得了充分的证明。1870年，法军的弱点则是两个方面：一是数量较少，居于劣势；二是也和1866年奥军的情况一样，训练差。



　　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奥军在1866年为什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法军在1870年为什么遭到了令人震惊的毁灭。不过，在后来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任何一个战略家都不会认为，他的敌人将象1866年的奥军和1870年的法军那样软弱无能，都不会鲁莽到这种程度，不会以此来作为制定计划的根据。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并不象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具有更多直接性，而是反映出了比较大的灵活性。



　　1866年，毛奇为了赢得时间，曾利用他所控制的所有铁路来调运军队，因而使其正面超过了400公里。他的意图是要采取迅速集中以实施进攻的方法，就是要翻越边境地区的山岳地带，尽快把军队集中在波希米亚北部的中心地区。可是，由于普鲁士国王不希望承受侵略者的名义，妨碍了毛奇计划的执行，使他丧失了时间。因此，毛奇不得不转而采取直接路线，而这却是原来计划中所没有预计的。这样一来，毛奇就不可能前进到预期的集中地区，而奥军却得以实行集中，并先于毛奇发起了进攻。此外，普王太子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西里西亚已受到了威胁，因而力迫毛奇同意，把他那个军团开向东南，以便掩护西里西亚省。于是，毛奇不得不使这支军队更远地脱离了其余的部队，但因此却抢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同时威胁到奥军的翼侧和后方。一些腐儒学究曾经为此大肆责难毛奇，认为他不该把兵力分得这样稀散。事实上，连毛奇本人也未曾料到，这一着正好为他未来的胜利撤下了种子。



　　毛奇所作的这个兵力部署，曾使奥军指挥部大为不安。这样一来，尽管普军一再地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首先穿过了山地，而后在科尼格内兹一带获得了丰盛的谷物。虽然在那里又犯了新的错误，使其行动更不合理，但是却又保证普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总司令实际上在会战开始之前就被打败了，他在发给皇帝的电报中，曾坚决要求奥皇立刻向普国求和。



　　应当指出，毛奇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这样极宽大的正面上，竟使得自己的行动比奥军有着更大的自由。当时，奥军已经集中，其正面只有65公里。从表面上看，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拥有“内线”作战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毛奇的意图，固然是要在与敌人遭遇之前把兵力集中起来，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立即开始直接的进攻。他的最初计划，曾经包括两个行动方案。如果发现奥军的预想阵地将在易北河边的约瑟夫斯塔德地区，而且并不稳定，那么，王太子所率领的那个军团，就应该向东机动，从翼侧突击奥军，与此同时，其余两个军团则从正面进攻，共同钉住奥军。如果没有实施这种进攻的可能性，那么，所有三个军团都应向西运动，在帕拉都比兹地区(科林以东42公里)渡过易北河，而后再调头向东，威胁敌人通往南方的交通线。而实际上，奥军竟渡过了易北河并在左岸进行集中，其距离比毛奇所预期的还要近些。所以，普国王太子的部队没有花费多大力气便进到了奥军的翼侧。结果，奥军终于被全部包围。






图6 中欧



　　1870年，毛奇原来的意图，是想在萨尔河地区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因此准备把全部三个军团都集中到那里。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现，其原因不是由于法军的行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瘫痪。而且，法军的开始瘫痪，只是因为一个消息引起的。当时，普方的第3军团在左翼活动。它越过国界深入东方，在魏森堡附近击毁了一个法军支队。尔后，第3军团继续进攻，当法军的其他部队还没能赶到之前，普军又在富尔特地区(曼海姆以南50公里)合围和歼灭了法军的右翼军。结果，这些偶然发生的零星战斗，却产生了巨大的间接作用，其意义比任何一个周密计划的大型会战还更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这个第3军团就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调动，没有去同主力会师，而是在一个距离敌人基本集团很远的地方独自进行活动。由于这个原因，它便没有参加在提翁维尔和格雷罗特进行的那两场组织不好的会战。按照法军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个军团即使靠得近一点，也未必能够积极参加战斗，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参加这两次会战，它在尔后的决定性阶段才反而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出于受了格雷罗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开始向侧翼退却，进入了梅斯城。当时，普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因而法军很容易溜脱。可是，由于害怕普军第3军团截住退路，法军总司令巴曾决定在梅斯城进行固守。这样一来，普军得以恢复力量，重新组织协同动作。与此相反，法军则丧失了野战机会，无所作为地坐守孤城。最后，麦克马洪终于想到要去救援梅斯城，但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因而他这次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是处。



　　于是，普军第3军团获得了一个毫无阻碍地挺进巴黎的机会。这是人们未曾料到的。而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突然出现的间接路线的威胁。第3军团在前进过程中，急剧地改变了行动方向，由向西改而向北，绕过了麦克马洪军队的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这个机动使得法军终于被围，并被迫在色当宣布投降。



　　在这次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作战行动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显出来的还更多些。可是，在1870年以后，正是由于许多纯属表面现象的分析，对历来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历史上的下一个大规模战争，即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作用是很明显的。



　　日俄战争



　　日本的战略，完全以其德国师傅为榜样，基本上是一种直接路线战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只是一条单一的西伯利亚铁路。这对日军来说，当然要造成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日军对于这种有利的条件，在整个战争中却从来没有加以利用。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会象俄军那样，要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一个“通气管”来进行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然而，日本战略家们所考虑的，就只是对俄军实施直接的进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日军集团当时的集中程度，与1870年毛奇部队的集中程度比较，实有过之。诚然，在进行辽阳会战之前，日军确曾企图进行某种机动，而在与俄军接触以后，又曾多次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这些迂回机动的线路，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比较深远，可是就其兵力大小的比例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同时，日本人不象毛奇那样，手中有一个“自由”行动的军团，也没有一个象梅斯城那样的陷阱，在他们的敌人当中，更没有一个象麦克马洪那样自钻陷阱的人。日本人曾经幻想着重复色当式的胜利，决心夺取旅顺，但却是自己去钻陷阱。出此，他们进行了一连串长期流血的战斗，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又在奉天(即今沈阳)进行一次毫无成效的会战，日军拼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因而曾打算同俄国人签订和约。幸好俄国人对于这次战争也谈不到任何兴趣，而且俄国用以参战的兵力，也只不过它的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于是，俄国也愿意媾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以上对于历史所作的观察和分析，都是以事实作为根据。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和分析的，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它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假定双方如何怎样去做。间接路线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分析得出来的，因此，必须以具体的事例作根据。而这些事例正好证明，采取直接的路线，照例来看，都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当然，在某种具体场合下采取间接路线，必然会产生各种困难，但不要因而影响到这个理论。因为无论赞同与否，都可以找到一套辩论的理由，不过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无论哪一位将领，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行动，都可能采取某种另外的路线而获得某种较好的结果，但是，那已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而从理论上来说，从基本的论题来说，这对于间接路线理论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不过，站在研究一般军事学的立场上，则可以指出，这种或那种的假定和设想，常常是颇有兴趣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撇开当前所研究的问题，即间接路线战略问题，而指出另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例如，旅顺和曼图亚就可能有类似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注意到，日本人是在一个复杂的战区内进行作战的，因为朝鲜和满洲 [ 译者注：指中国东北地区 ] 的交通都不发达。在这种战区内，虽然某些条件比较差，但如果另一些条件比较好，那仍有可能获得胜利。假使说，日军当时所面临的条件要比拿破仑的法军还更困难，那么，他们也自有其优点，例如工具比较好些。这样对比研究，可以针对日本的战略指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战争的初期，日本人如能效法拿破仑，象他以曼图亚作诱饵那样消耗敌人，把旅顺当作一个陷阱，看来是不无利益的；第二，在战争末期，日军似乎至少应使用一部分兵力，以来切断俄军在哈尔滨和沈阳之间那条防卫薄弱的交通线。














	

 






	















	







	







	









 





	


	







	








	




	


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结论




　　以上所简要评述的，一共有30次战争。其中：对古代欧洲历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12次战争；对1914年以前的欧洲历史有过决定性意义的，是18次大战。关于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只是当作一个战争来看待，因为这些斗争是此起彼伏的，无法把它们分开。这30次大的冲突，包括着280多次个别战役和会战。其中，只有6次战役是预期采取直接路线战略来对付敌军主力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这6次战役是：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弗里德兰战役，瓦格拉姆战役，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在这6次战役的头两次当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因为采取了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波斯帝国，大大动摇了其附庸国家对于帝国实力的信心，因而早已为他的直接进攻作好了准备。此外，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在每次会战中夺得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实际上掌握着一套比较完善的工具——总是采取战术性的间接路线。



　　在其次的两个战役当中，拿破仑每次开始作战的时候，本来都是企图采取间接路线的，但是很快就改取了直接进攻的方法。这是因为什么呢？一方面，他缺乏忍耐性；另一方面，他对其军队的优势力量具有信心。拿破仑的这种优势的基础，就是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用以对付敌人的要害地点。他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战役中所以能够取胜，主要原因是使用了这种新的战术方式。然而，这两次胜利都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而且就其对于拿破仑本身命运的最终影响来说，即令能够产生一时的战术性优势，但终究还是不采用这类直接路线的方式为好。



　　至于说到1866年和1870年的两次战役，我们已在上一章中看到，尽管这两次战役被人们认为是直接路线的代表，可是事实上，偶然的行动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效用，而且，两次战役又因为普军在战术方面的优势而增大了胜利。普军的战术优势，在1866年是因为采用后装枪而获得的，在1870年是因为使用较完善的炮兵而取得的。



　　通过上述6次战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战役中采取直接路线的方法，实在是缺乏理论上的根据。然而，在整个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直接路线似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预期的间接路线，却完全是例外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统帅只有在极端艰困的条件下才来采取间接路线，而且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路线。可是，这种间接路线又总是使他们在采取直接路线遭到失败之后而获得胜利。此时，他们多半是已经居于劣势，因而只好采取间接路线了。对于这种在不利条件下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是很值得予以重视的。



　　通过前面几章的简要论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战役中，间接路线对于胜利的取得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有以下这些战役。属于上古时代的是：公元前405年，赖桑德尔在爱琴海上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62年，埃帕米农达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38年，菲力浦在贝奥提亚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0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赫塔斯佩斯河进行的战役；同一年内，卡桑德尔和奈西马丘在近东地区进行的战役；汉尼拔在埃图里亚境内特朗西梅诺湖地区进行的战役；西庇阿在非洲的乌蒂卡和撒玛进行的战役；凯撒在西班牙的伊勒尔达(现为莱里达)进行的战役。属于近代史时期的是：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邓巴战役和伍斯特战役；杜伦尼在1674年至1675年进行的阿尔萨斯战役；尤金亲王在1701年进行的意大利战役；马尔波罗于1708年在弗郎德勒进行的战役；维拉尔斯在1712年进行的弗郎德勒战役；1794年，沃尔夫进行的魁北克战役，约尔丹进行的摩泽尔河-马斯河战役；1796年，卡尔大公进行的莱茵河-多瑙河战役；拿破仑在1796年、1797年和1800年进行的三次意大利战役；拿破仑在1805年进行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格兰特进行的维克斯堡战役和薛尔曼进行的亚特兰大战役。此外，也还简单地评述了其他许多战役，其中的间接路线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比较起来不如上述战役那样显著。



　　从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战役中，我们看到，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的少，采取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又是这样的多，因此，很自然地要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和直接路线比较起来，前者实在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



　　我们通过历史例证的分析，是否可以作出更为肯定的结论呢？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所有知名的统帅，大概只有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可以除外，当他们看到敌人占着有利的自然地形时，或者处在坚固的筑垒阵地上时，未必会作出直接强攻敌人的决定。有时，他们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进行直接强攻的冒险，但通常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外，历史证明，一位真正有名的统帅，总是宁愿采取最困难，甚至是最冒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意采取直接的路线。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宁愿只用一部分兵力，去翻越山地，穿过沙漠或沼泽，甚至于脱离开自己的交通线。他宁肯面对各种不利的条件，而不愿接受直接路线通常所蕴育着的失败的危险。



　　天然的障碍，不管它们如何险峻，其危险性事实上总要少些，因为它们总是比较具体的，还比不上一次真正战斗的危险。任何的自然条件都可以估计，任何的障碍物都可以超越过去，只有人的抵抗并不那么容易对付。只要制定出周密而合理的计划，对部队进行相应的训练，作好适当的准备，那么，任何的天然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举例来说。1800年，拿破仑尽管“按照计划”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可是，一个小小的巴尔德要塞，却居然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大军继续前进，竟使他的整个计划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现在我们再从另一个侧面加以观察，那么就可看到，在历史上所有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战役和会战中，几乎所有的胜利者，都是早在冲突发生之前，先使他的敌人在心理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关于这一点的例证，可以列举在以下城塞和地区所进行的战役或会战：马拉松，萨拉米，埃戈斯波塔美，曼提涅亚，喀罗尼亚，高加米拉(由于大战略的作用)，赫塔斯佩斯河，伊普苏斯，特朗西梅诺湖，坎讷，梅塔弗尔河，撒玛，提卡梅尔，塔吉纳，黑斯廷斯，普雷斯顿，邓巴，伍斯特，布伦海姆，奥登拉尔德，德南，魁北克，弗勒柳斯，利佛里，奥斯特里茨，耶拿，维克斯堡，科尼格内兹和色当。



　　如果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我们还可看到，上述所引的大部分战役或会战的例证，可以分别归并到两种类型中的一种。第一种类型，其特点是采取从容不迫的防御战略，先作有计划的撤退，而后转入战术上的进攻。第二种类型，其特点是实行战略性的进攻，以便使自己处于控制敌人的有利态势，而后在威胁敌人后方的情况下转入战术上的防御。这两种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方式，都是一种间接路线，它在心理方面的根据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引诱敌人落入陷阱。”



　　事实上，这也和克劳塞维茨所曾设想的观念一样，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而且比较经济的战略形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在意义上还要深广一些。因为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类型，从表面上和军队调动的特点上来看，是带有进攻的性质，但其潜在的目的却是迫使敌人提前转入进攻。间接路线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迫使敌人采取错误的行动，进行不正确的调动，这正和“柔道”的原理一样，要设法让对方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击他自己。



　　在攻势战略中，间接路线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把部队开去进攻敌人的经济性目标，也就是说，用去进攻对方国家的或军队的补给源泉基地。然而，有的时候，这种行动也可能纯粹是追求心理上的目的。贝利撒留所进行的某些战役就是例证。不管在什么时机，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军事行动都不应该有损一个目的，那就是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的作战部署。这一点，正是判断任何间接路线的唯一标准。



　　根据我们的研究，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当然，对于这一点，可能不是完全没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是颇有兴味的。这个结论是：在一次战争中，对方如果是几个国家或几支军队，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对方最弱的一个伙伴，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对方最强大的那个敌人，不要以为最强大的那个敌人失败以后其余较弱的伙伴会随之而自行崩溃。



　　在古代史中，有两次最出色的战争，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和西庇阿消灭迦太基的战争，其胜利就是采取摧毁敌人实力基础的办法来取得的。由于采取了这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才得以兴建起来。它们的最大继承者——不列颠帝国，也是采取这种战略建立起来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和他的国家实力的获得，同样是以这种战略作为基础。再往后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宏伟大厦，也是建筑在同样的地基之上。



　　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条简单的原理：一条是消极的，另一条是积极的。第一条，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例表明，任何一位统帅，对于已经据有坚强阵地的敌人，决不可以进行直接的正面攻击。第二条，必须首先压倒敌人的抵抗意志，而后才能对他实施进攻。



　　对于这个基本的真理，列宁是颇有认识的。他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合理的战略，就是要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再开始作战，这样予以致命的一击，才能比较轻松地获得胜利和达到最大的效果。这当然不一定总是可能的。不过，如能对他这个思想略加修正，似乎是将会更有实用价值。这就是：“在任何战役中，最合理的战略，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进行会战；而最合理的战术，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发起攻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实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双方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应以双方战前的计划为起点。法德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很狭窄的，一共只有大约240公里的长度。因此，对于交战双方来说，由于实行征兵制而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以致在边界地区实在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这条国界的东南端，直接与瑞士毗连着，其中，除了贝耳福附近有一小段平坦地带外，都是沿着孚日山脉划界，长度大约是110公里。此后，国界继续往西北方向伸延。法国在其边界附近修筑了许多要塞，构成一条连锦不断的防御锁链。这条锁链的基本环节，是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等城堡。过了凡尔登以后，往北延伸，便是法国与卢森堡的国界；再往西，则是与比利时交界。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受惨败以后，在其整个恢复时期，都是把防御作为战争初期(战争第一阶段)战略计划的基础，即首先扼守边境地区的各个要塞，而后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们沿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边境地区，建造了一个巨型的要塞体系。当然，其中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缺口，例如，在贝耳福和土尔之间的恰尔米斯地区就留有通路，其目的是诱使敌军从这些通路入侵，以便把入侵者卡在狭窄的通路上，从而最有信心和最有效果地进行反击。



　　法国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义，或者说，它是尽可能这样做的。因为这段边界线的距离有限，而且要考虑到不侵犯中立国的领土，所以就作出了如此的计划。



　　可是，到了1914年以前的这10年期间，忽然出现了一个以“预言家”格南德麦松上校为首的新学派。他们认为，法国的计划违背了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完全缺乏攻势的观念。这些坚持“无论如何都要进攻”的人，推出霞飞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于是，霞飞在1912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正是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使得新学派的理论有了付诸实行的机会。他们夺得这个职位以后，随即控制了法国的整个军事机构，马上废弃原来的旧计划，而另行制定一个新计划，即所称的“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是以直接的正面进攻为基础的，主张集中所有的兵力，一直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然而，计划的制定者在预期实行正面进攻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把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来作为依据的，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将会依赖自己边界地区内的筑垒工事，同时也没有考虑，由于自己向前进攻，必将失去本国边界要塞的掩护。这个计划中唯一不违背历史经验和普通常识的部分，就是决定只对梅斯要塞进行监视，而不作直接攻击，预期从该要塞的南北两面绕过去，而后向洛林境内进攻。如果德国人侵犯中立国的领土，则法军左翼可将攻击矛头延伸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境内。说起来似乎颇近离奇：法国的计划是以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为基础的，而德国的计划则以拿破仑的战略作根据，当然也可以说是以汉尼拔的战略作根据。



　　法国的这个作战计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英国人的赞同呢？这不仅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而且要估计到另外一个情况，即英国的军事组织和战争观点，从战前10年以来即已开始“欧陆化”了。这种大陆派的影响，使得英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充当了担任法军左翼附属兵力的角色，从而完全忘记了英国的历史教训，即利用海上实力来发挥他们传统的机动力量。直到战争开始之初，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准备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弗仑奇爵士，才对“原定计划”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意见；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方案中，他建议把英军派往安特卫普，认为在那里可以加强比利时军队的抵抗力，如果德军经过比利时去进攻法国本土，那么，英军还可以对德军的翼侧造成威胁。可是，英军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威尔逊少将，却极力主张直接配合法军的行动，而且实际上也把总参谋部说服了。从1905年到1914年，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曾经不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这样就使英国人自动放弃了几百年来传统的战争政策。



　　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不仅使得法军的战略思想有所改变，而且也使英国方面的其他建议遭到否决。当时，海格主张等到时局已经明朗而且军队扩大到必要数量以后再行进军，吉琴纳主张把英国的远征军集中在国境附近而不要急剧冒进，但是都没有被人重视。



　　法国人最后确定的这个计划，对于德国人来说，恰好也是他们所祈求的，因为这样就使他们的原始计划，即由史里芬伯爵在1905年所制定的那个作战计划，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他们早已觉察到，法国边界地区的那些筑垒工事，确是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因此，很自然地，应该力求绕过这些筑垒工事，这样，就需要选择假道比利时的迂回路线。史里芬正好制定了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决心要在尽可能宽大的正面上实施进攻。令人奇怪的是，甚至当德军已经进入了比利时之后，法军总司令部还在那里猜度，认为德国人的进攻将局限于马斯河以东那个狭窄的地段。



　　根据史里芬的计划，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要集中在右翼方面。这个右翼应该急速地穿越比利时国境，前进到法国的北部，而后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继续挺进，逐渐地向左折转，接着往东开进，达到迂回巴黎的目的。这时，位于右翼右端的部队，应该在鲁昂地区强渡塞纳河，以便从南面去包围巴黎，并且压迫法军，使他们向摩泽尔河方向撤退。尔后，继续把法军压挤到洛林的要塞地区和瑞土的边界之上，并在那里把他们消灭。



　　然而，史里芬这个计划的间接性，即其高明之处，实际上并不在于地理上的迂回，而在于兵力的分配。兵力分配是这个计划的基础。战争一开始，德国方面要把基干军和预备军集中加以使用，进行集中突击，因而保证达到进攻的突然性。在他们当时拥有的72个师中，被编入突击集团的有53个师，配置在中央地段用以对付凡尔登之敌的，是10个师，而组成全军左翼并沿着法国边境加以配置的，只有9个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尽量把左翼的兵力减到最弱的程度，以便使右翼的兵力达到最大的强度。这样，即使法军进攻洛林，甚至把德军的左翼压退到莱茵河上，但它并不能阻扰德军穿越比利时的进攻。而且，法军的东进愈是深远，则要阻扰德军的进攻就愈是困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好象是一个旋转式的大门，如果重重地向前推着这一扇门板，那么另一扇门板将会紧紧地从背后转过来；这时，向前推门用的力量愈大，则随后而来的冲击力量也愈大。



　　史里芬经过比利时实施进攻的计划，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间接性，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实在有伸展不开的困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因为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别具匠心，所以使其进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间接性。而法国人制定的那个计划，又从反面增加了史里芬计划的完美性。史里芬的灵魂如果有知，那么，当他看到法国人并不需要引诱而自动投入他所设置的陷阱，那一定会欣然大笑。不过，也许不要好久的时间，他的笑容就会收敛起来，转而变成怒容满面，因为他的继承人小毛奇对于他那个计划，实在是过于小心谨慎了。无论在战前的准备中，还是在战时的实施中，小毛奇一再修改了这个计划，致使其面目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1905年到1914年期间，因为部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小毛奇便一再地加强了德军左翼的兵力，使得其左右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有了颇大的改变。他不断加强左翼兵力的结果，就是逐渐损害史里芬的原来计划，使其基础有步骤地遭到削弱，而到后来终于完全被破坏了。



　　1914年8月，当法军开始向德军左翼发起进攻时，小毛奇突然冲动起来，竟想接受敌人的挑战，要在洛林地区寻找一个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因而推迟执行以右翼去突破敌人防线的计划。后来，他虽然慢慢镇定下来，改变了主意，但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却已经把新编成的6个预备师投到洛林地区去了，而这些力量，按原计划是要用去加强右翼方面的。这些生力军到达以后，反而使洛林地区的德军指挥官们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曾经接到命令，正在被迫地实施退却。这样一来，巴伐利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就完全忘记了他原来受领的任务，不但不继续向后撤退，以来引诱法军深入，反而让自己的军队停驻下来，并准备接受会战。他发现法军的进攻发展迟缓以后，即与友邻协商，共同转入了进攻。这样，德方两个军团，总共有了25个师，而当面的法军却只有19个师。可是，只有这样一点优势，而又缺乏有利的战略性阵地，要想进行决定性的反突击，却又是兵力不够的。这次反击的结果，当然只能是把法军赶了回去，使他们重新隐蔽到自己边境的要塞地区之内。这样，又使法军得以振作起来，增加了自己的抵抗力量，而且还得以把部分兵力抽调到西边，参加了后来的马恩河会战。



　　德军在洛林地区的战斗行动，对于史里芬计划的破坏作用，要比他们逐渐削弱右翼的力量还更严重。不过，表面上看来并不那么明显，因为德军的最后崩溃毕竟发生在右翼方面。但如果右翼的兵力不是一再被削减，那么也有可能不致于发生这种崩溃现象。



　　除了往洛林地区调去6个师之外，右翼方面又分出了7个师去分别围攻或保卫安特卫普、吉维持和莫伯日等城市；而后，小毛奇还抽调了4个师去增援东普鲁士战线。由于友邻军团的要求，当然也经过了毛奇的批准，位于右翼顶端的克鲁克军，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又提早向东折转了。这样，终于使敌人有机可乘，巴黎的卫戍部队得以向德军的翼侧实施进攻。当时，在右翼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德军竟只有13个师，而法英两国的联军，却有27个师。这个事实表明，史里芬计划中的“决定性翼侧”，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地或间接地削弱了。德军右翼的兵力由于一再被抽调，所以才会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而法军则由于德军在左翼方面进行了违背计划的作战，所以在数量上反而居于优势。



　　如果德方当时听任法军在左翼向洛林境内深入突进，使之陷入泥淖，那么法军不可能把在德军左翼的兵力迅速调到右翼方面来。当然，即使不从这个方向调走部队，德军在右翼方面能否获得优势的兵力，也还是颇成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比利时部队把马斯河上的桥梁都给炸毁了，一直等到8月24日，德军装运预备队的火车，才得以越过该河到达列日。此后，也不得不绕行漫长的迂回道路。出于有这样一个障碍，德军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加强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且，其右翼三个军团的全部补给，也都完全依赖这条唯一的，几乎有一半线路遭到破坏的铁路。法英两国军队在撤退时进行的破坏，也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正常补给。当德军进到马恩河上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劳的行军和粮食的匮乏，部队已经濒临着精疲力竭的边缘。如果不是毛奇减弱了右翼的兵力，任其数量更多，那么，随着部队的深远突进，其境况还将更坏。美国内战时的教训，一向未被人们重视，以致重复犯了类似错误。当时，由于铁路的发展，以及军队对于这种交通线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结果使部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超过了长距离作战所能够维持的限度以外，因而部队很容易遭到失败。



　　我们在评价马恩河会战时，尽管须要跨越一条横在战略和战术之间的不够明显的界线，但是却可看到，这次会战正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它对于“路线”的问题，曾提供不少启示，是值得加以仔细探讨的。为了真正明了这些见解，必须首先阐述一下事件的进程。



　　起初，霞飞部队的右翼在洛林地区的进攻被击退了；接着，他的中央部队在阿登地区又被打败；最后，法军伸展出来的左翼，在比利时境内的马斯河与松布尔河之间，也差一点被德军合围。这样一来，法国的“第17号计划”，实际上就分裂成了几块碎片，而霞飞又利用这些碎片编织出了一个新计划。他决定，以凡尔登作中枢，使左翼和中央的部队向后撤退，而从已经稳住阵势的右翼抽调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6军团，用来加强左翼方面。



　　德军方面，由于各军团司令过分夸大了边境地区战斗的胜利，使得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假象，似乎这次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俘虏数目的微小引起了毛奇的怀疑，使他对形势作出了比较冷静的判断。结果，毛奇的悲观主义情结与各军团司令的乐观主义精神相结合，就使原来的计划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8月26日，英军的左翼由于在李-卡陶地区受到重创，开始向南退却。于是，克鲁克指挥的德军第1军团，重又向西南方向前进。他选取这个方向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英军的退却路线没能判断准确，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克鲁克当初所受领的任务，即实施大纵深的迂回机动。当克鲁克前出到亚眠-佩龙尼地区时，正好法军新成立的第6军团的先遣部队也刚刚从洛林地区赶到，正在那里下火车，克鲁克立即进攻，迫使那些先遣部队迅速后退，这样就打破了霞飞企图尽快转入进攻的计划。



　　不过，正当克鲁克刚巧完成这次机动的时候，他又被迫重新转向东南方向去了。霞飞为了减轻英军所受的压力；命令其友邻的兰里查克军团停止撤退，并向跟踪追击的德军第2军团(标洛军团)进行反击。标洛发现自己受到威胁，立即请求克鲁克进行支援。可是，兰里查克的进攻，在8月29日即已中止，因而标洛也就不再需要援兵，但他仍然要求克鲁克率其军团向法军后方开进，以便切断兰里查克的退却道路。克鲁克在未表示同意之前，先向毛奇作了请示。毛奇接到请示报告时，正在大伤脑筋，其原因是害怕法军会从自己的钳子中溜掉，特别是在德军的第2和第3军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毛奇欣然批准了克鲁克改变前进方向的请示报告。这就是说，他居然放弃了从西面远道迂回巴黎的原定计划。这样，实施迂回机动的那支德军的侧翼，就必须从东面绕过巴黎，而且需要穿越法军的防御地区。为了安全起见，毛奇不仅缩小了正面的宽度，而且使自己的路线具有了更多的直接性，因而也就丧失了史里芬计划所包含的那些希望，而那些希望原是蕴藏在深远迂回的机动之中的。毛奇本来是想减少一些冒险性，结果适得其反，后来的反突击，竟使德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招致了严重后果。



　　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计划。于是，毛奇重新制定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只限于合围法军中央和右翼的部队。据此，德军位于中央的部队，即第4和第5军团，应该往东南方向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其左翼的部队，即第6和第7军团，则应向西南方向出击，且战且进，突破土尔和厄比纳尔之间的筑垒地区。这样形成一把“钳子”，使其在凡尔登以西地区夹拢起来。至于右翼方面的部队，即第1和第2军团，仍然朝西进攻，其任务是阻挡法军从巴黎城郊发起的任何反机动。



　　可是，在德国人的新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行以前，法军即已开始实行反机动了。



　　霞飞当时并未能及早把握这个对他有利的机会，曾经命令部队继续后撤。而在这个时候，巴黎驻军司令官加里伊尼却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看到了克鲁克军团折转回去的意义，因而于9月3日命令毛罗里的第6军团立即作好准备，以便向德军暴露的右翼实施反突击。第二天，在霞飞的司令部里，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辩论。一方是霞飞的军事秘书甘梅林少校，他认为必须立即进行反攻，另一方是贝尔西罗将军，他在总参谋部里很有威信，坚决反对立即反攻。一直待到当天黄昏，贝尔西罗在电话里同霞飞进行了长谈以后，霞飞表示了同意，问题才获得解决。一旦坚信决定的正确性，霞飞在采取行动方面，总是坚毅果敢的。于是，法军整个左翼部队受命展开，准备于9月6日全面转入进攻。



　　9月5日，毛罗里首先发起了进攻。他不断向德军非常敏感的侧翼增加压力，迫使克鲁克一再往那里调兵，开始只是把自己军团的一部分兵力投进去，尔后竟把全部用上了。结果，使得德军的第1和第2军团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50公里的缺口，只有一个骑兵掩护队在那里担负掩护任务。克鲁克所以敢于进行这种冒险，是因为当面的英军向与该缺口相背离的方向迅速撤退了。甚至在9月5日，当其他部队部已回转头来的时候，英军还继续向南走了一天。可是，英军这个暂时“脱离”敌人的行动，对于法英联军的胜利，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贡献，成了尔后取胜时一个并非预期的保证。这是因为，当英军在尔后调转头来实行进攻时，标洛即获得情报，认为英军部队正是向德军两个军团之间所形成的缺口开进，因而他在9月5日下达命令，使其第2军团往后撤退。由于这个原因，德军第1军团对毛罗里所取得的暂时性优势，马上就被抵消了，并且因为自己的行动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于是，也在同一天开始后撤。



　　到了9月11日，根据毛奇的命令，德军各部队实行全面撤退。其中，有的还是在没有奉命之前就独自行动的。他们想在凡尔登地区对法军进行局部包围的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第6和第7军团从南面迂回法军要塞的计划没有成功，他们在法国东部的国界上，未能克服法军的防御工事。看来很难理解的是，德军统帅部竟会如此盲目行事，居然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对法国防御工事进行组织并不完善的正面强攻之上。而且很明显，早在开战以前，他们即已认识到，这样的强攻是不会有希望的，因而德军统帅部才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即不惜侵犯中立国家而经由比利时去进攻法国。可是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德军统帅部却反而相信并临时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方式，这实在是天大的怪事。



　　可见，马恩河会战的结局，也正是德军出现混乱现象的结果。毛罗里指向德军右翼的突击，引起了德军部队的混乱，使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出现了裂口，而由于裂口的出现，德军统帅部在心理上受到了震撼。还可看到，克鲁克的迂回机动，以及他在占领李-卡陶以后继续实施的进攻，对于破坏霞飞的第二步计划，即预期迅速转入进攻的计划，以及促使法英联军有组织的后撤，是曾经很有价值的，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他随后指向法国中心地区的进攻，即直接对着敌军的进攻，却招致了失败，使德军的计划遭到了破产。而且应该指出，毛奇在战略上的路线，后来更加趋于直接化了。德军的左翼部队竟向法军阵地发起正面强攻，其结果，不仅花费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在战略上毫无收获。



　　把霞飞的退却当作一种间接路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在马恩河会战中的机会，完全是人家送给他的，是偶然性的，他甚至预先连想都没有想过。加里伊尼的突击，在时机上正好凑巧，刚好是在德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占领新阵地之前，因而未能掩护德军主要集团的侧翼。可是，就是他的这次突击，也是过于直接化的，并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他当时听了霞飞的第一个指示，在马恩河以南实施突击，那么，其突击就会更加直接化。应当指出，从最后结果来看，迫使德军实施后撤的突击行动，是一种间接路线，但是这个行动的采用，却完全是偶然性的。英国远征军脱离开敌人，一时“失踪”，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可幸的是，他们以后迟迟地再度出现，恰好又直指着德军右翼那个正在裂开而且已被削弱的接合部位。法国的批评家们，大多谴责英军的迟缓误事，殊不知正是由于英国人的迟缓才获得了相反的结果。如果英国远征军回头进攻的时机提早，那么可想而知，德军接合部上的兵力就不会如此薄弱。毛罗里的进攻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早在德军从接合部上抽出两个军来的时候，他的攻势已经受挫而停止了。这样就使德军的两个军处于行军状态，未能对会战的结局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在探讨德军实行退却的原因时，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情况。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情报，说英军正在比利时海岸实行登陆，所以他们很敏感，害怕自己的后方和交通线受到威胁。因此，还在马恩河会战开始以前，他们就有了后撤的打算。9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亨奇中校奉命到达第1军团司令部，亲手递交了最新命令，并通知说；“消息很不好。第6和第7军团已在南锡和厄比纳尔地区受阻，第4和第5军团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法国正在利用铁路调遣军队，从右翼方面抽调兵力开往巴黎。英国的生力军也继续不断地在比利时海岸登陆。还有传闻说俄国的远征部队也在比利时上陆了。因此，撤退将是无可避免的。”德军统帅部究竟害怕到什么程度呢？当英军有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以后，仅在48小时之内，在德国将军们的眼里，就变成为一个拥有4万人的“军”了。为什么会有俄国远征部队的谣传呢？其来源是英国铁路上的一位列车员，从幻想中制造出来的一个故事。看来，英国白宫真应该为这位“不知名的列车员”铸造一个铜像。史学家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量兵力在奥斯坦德登陆的谣传，加上俄国军队到达的神话，就是马恩会战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



　　如果作个比较，那么即可看出，这个幻想中的兵力所产生的精神作用，似乎比德军驻在比利时境内的兵力的作用还要大。所以，自从9月9日以后，德军因为害怕英国军队会从安特卫普进行出击，以致使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看来，英国方面当初若是采用弗仑奇爵士的战略，则其结果一定更加好些。如果那样，英国远征军在这次决斗中就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而是只有积极作用。



　　法尔根汉接替毛奇的职务以后，即充分认识到，比利时海岸的英军登陆兵，对于德军后方具有潜在的威胁。他曾为此耽心，因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夺取安特卫普。由于这个决定，又产生了一个具有间接路线意义的机动。可惜的是，在实行这个机动的时候，完全不如理想，因为德军的行动又愈来愈变成直接路线的行动了。虽然如此，这个机动还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联军方面遭到失败，几乎到了覆灭的边缘。



　　9月17日，霞飞获悉毛罗里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未能奏效，于是决定编组一个新军团，由卡斯特尔劳指挥，用来从翼侧迂回德军。可是在此以前，联军对德军的正面追击，已在安讷河上被阻止住了。此时，德军已经填补了部队之间的缺口，恢复了态势，而且德军统帅部区猜出了法军进攻的方向，准备着迎头粉碎这个规模有限的机动。



　　在以后的一个月当中，双方都曾企图攻占对方的西边侧翼，彼此轮流进攻，但是都未达到目的。关于战争的这一阶段，用一句广泛使用但是并不准确的话来说，就是“向海边赛跑”。对于这种毫无结果的尝试，法尔根汉早在霞飞之前很久就感到厌倦了，于是，他在10月14日设想了一个战略性的陷阱，预期法英联军在下一次迂回他的翼侧时会来自投罗网。他把前不久新编成的一个军团摆在翼侧，用来粉碎联军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同时，却把另外一个军团，即由攻陷安特卫普以后所腾出的部队和新组建的4个军所编成的那个军团，用于西边方向，令其迅速地向比利时海岸边上开进，其任务是突击联军被围集团的侧翼，而后前出到其后方。为此，他甚至暂时地控制着正要追击比军的部分兵力，不去追赶从安特卫普撤退出来的比利时部队，避免过早地使联军指挥部获得消息，以免敌人事先有所察觉。



　　对于联军来说，可幸的是比利时国王阿尔培特为人谨慎，他看清了当时业已形成的局面，因而拒绝了福煦的建议，没有去参加侧翼机动，没有把自己的军队调离海岸地区。因此，比军固守了阵地，抗击了德军的猛攻，最后，还放水淹没了沿海的低地，使德军无法从北而突进。这样，迫使法尔根汉不得不采取较为直接的路线来进攻联军的翼侧。而在这时，英国将军海格正好率领一个军从安讷河地区赶到，因而这个侧翼已经伸展到了伊珀尔。



　　提早到达的英军曾被摆在右翼和中央，他们的进攻被阻住了。尽管如此，约翰·弗仑奇还是命令由海格指挥的左翼兵力去实现霞飞关于进行迂回机动的梦想。事情很侥幸，德军也曾提前开始进攻，正好又与联军的行动巧遇，因而进攻又是毫无结果。当时，弗仑奇受着福煦的影响，在一两天之内都坚决相信英军的进攻在继续发展，可是实际上，海格部队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也只能是保住着自己的阵地。法英两军的指挥官都对战场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下述事实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伊珀尔会战，也和因克曼会战一样，实质上只是“士兵们各自为战”，因为会战实在组织得不好，几乎没有什么指挥。至于法尔根汉，则由于前出到海岸的企图被打破，以致在整整1个月的时间内，决心一再地迎面攻击敌人，想以直接的攻击去夺取胜利。尽管防御方面的兵力并不充足，但是和往常的惯例一样，顽强的防御还是胜过了正面的进攻。因此，双方的军队都被迫在整个战线上挖掘战壕。这条战壕线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了西边海岸。最后，整个战线终于稳定下来了，使战争形成了僵局。






图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线之一(1918年3月21日以前)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西战场



　　在以后4年中，联军的军事纪录充满着如何打破战争僵局的各种企图；有时采取直接突破防线的方法，有时则在敌人防御中寻找最薄弱的环节。



　　在整个西战场上，平行的堑壕线无穷无尽。因此，战略变成了战术的“仆人”，而且，战术本身的发展也愈来愈退化。在1915年至1917年之间，战略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就联军来说，他们一直坚持采取直接路线战略，因而不可能从战争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不管我们对于消耗战的优点如何评价，对于把这整个时间当作一个连续性会战的看法如何判断，总之，这种需要花费4年时间才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能崇为范例的，是不值得加以模仿的。



　　1915年在新夏佩勒的进攻，是联军第一次转入进攻的尝试，虽然所采取的路线是直接性的，但是计划中的战术突然性却终于达到了。从此以后，由于采取“预先报信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炮火准备，以致随后的一切进攻企图，都变成了纯粹的正面突击。关于这类性质的攻击，可以列举下述一些战例：1915年5月，法军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1915年9月，法英联军在香巴尼和阿腊斯以北地区的进攻；1916年7月到11月，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1917年4月，在安讷河和阿腊斯地区的进攻；最后，在1917年7月到10月，英军在伊珀尔地区的进攻，而这次进攻，也象国王查理二世的进攻一样，逐渐地消失在帕申达尔沼泽地里了。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地区发动的一次进攻，由于集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并使之突然地进入了战斗，而没有预先进行持续的炮火准备，因而又获得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不过，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有限的，尽管开始得很好，但结局并不理想，因此很难算是一种间接路线。



　　德军方面一直严格采取防御战略，只是1916年在凡尔登地区的一次进攻可以算作例外。这一次所采取的行动，实质上也是直接路线。不过，由于它是连续多次地对着目标实行有限规模的突击，是一种迫使敌人不断流血的方法。这也许有一点间接路线的意味。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本身的消耗也很大，结果使德军自己也破产了。



　　1917年春天，鲁登道夫很好地设想并执行了一个计划。他把德军的部分兵力后撤到了“兴登堡防线”。这虽然仍是一种纯粹的防御行动，但却比较地接近于间接路线方法。预见到法英联军将会在松姆河地区恢复进攻，德军沿着经由朗斯-努瓦荣-里姆(兰斯)的一条大弧线，构筑了新的堑壕，并在该线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来，德军按照自己的计划，把这条弧线以内的整个地区作了彻底的破坏，随后又分步撤退，撤到一条缩短了的新防御线上。这样忍痛丢弃土地，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勇敢，所以德军虽然被迫撤退，但却破坏了法英联军春季攻势的整个计划。因此，德国方面又获得了整整一年的喘息时间，并且避开了最严重的危险，使法英联军的任何联合攻势都无法奏效。而在这个时候，俄军已经完全崩溃了。这就使得鲁登道夫有了一个机会，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1918年的胜利。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东线的作战计划与西线的比较起来，显得灵活一些，但也拟订得粗糙一些。在编制这些计划的时候，地理条件是容易搞清楚的，但有一个因素却很难加以判明，这就是俄国人集中兵力的能力。



　　俄属波兰的领土，象是从俄国本土伸出来的一个“大舌头”，它的三面都被德奥两国的领土包围着：北面是东普鲁士，再外面就是波罗的海；南面是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其后面是喀尔巴阡山，掩护着通向匈牙利平原的一切通路；西面则为德国的西里西亚省。



　　在德国边境的各省中，到处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而波兰也和俄国本土一样，交通道路体系很不发达，因此，德国人拥有一个重大的优点，能够迅速集中自己的兵力来迎击俄军的进攻。不过，德军如果自己首先发起进攻，那么，他们向波兰和俄国境内深入得愈远，则这种优势也就会逐渐地消失。所以，根据历史的经验即可看出，德国方面最有利的战略，就是要把俄军引诱出来，使其脱离原来位置，逐渐靠近德国，待他们进到对德军有利的地位以后，即发起反突击把他们压倒。这就是布匿战争式的战略，要比自己首先发动进攻有利得多。然而，采取这种战略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让俄军能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集中兵力，能够充分地发动他们那架既笨重而又生了锈的战争机器。



　　可是，在这上问题上面，德奥两军统帅部有着意见分歧。虽然双方都表示同意，认为当前的任务是要在6个星期之内阻住俄军的前进，以便德军首先击败法国，而后，德军调头东向，与奥军会合，共同对付俄军，给俄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所谓意见分歧，也只不过是行动方法问题而已。德国方面坚持，首先要在法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因而只想在东方保留最少量的兵力。但是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妨碍了德军统帅部从东普鲁士撤军，迫使他们改在维斯瓦河地区进行扼守。而奥国人则受了他们总参谋长康拉德的影响，希望立即发动一次进攻，以便使俄国的战争机器抛锚。因为这个想法可能对德国有利，能使德军在法国进行决战时不至受到俄军的干扰，所以毛奇也就同意了奥国人的建议。康拉德提出的计划是，首先用两个军团的兵力从东北方向攻入波兰，再以两个军团的兵力部署在它们的东面，以便从右翼掩护这两个军团的进攻。



　　在敌人营垒当中，情况也是一样。同盟者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从军事原因，还是从政治原因来说，俄军统帅部都是希望首先集中全力来对付奥国。因为在此时期，奥地利正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很容易被击倒。如果只留下一个德国，就可以等候全国完成总动员以后再来从容应付。可是，法国人的看法却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希望首先减轻德军对于他们本身的压力，因而力主俄军同时攻击奥国和德国。结果，俄国人只好同意，除对奥国实施进攻外，同时也对德国发动了一路进攻。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额外的进攻，在兵力和组织方面，都是事先没有准备的。在西南正面上，俄军有4个军团，分编成两个集团，各辖两个军团，预计采取向心方式，同时进攻加里西亚境内的奥军。在西北正面上，俄军有两个军团，预计用来进攻东普鲁士境内的德军。大家知道，俄国人是秉性迟缓的，而且组织工作粗糙，所以，他们似乎必然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战略。可是，这一次却打破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匆匆忙忙地在两条战线上都采取了直接进攻的路线。



　　战争爆发以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曾经挥动俄军迅速侵入东普鲁士，以便减轻德军对于自己法国同盟者的压力。8月17日，由雷恩凯夫指挥的一个军团越过了东普鲁士的东边国界。接着，在8月19日和20日，他们同普里特维茨率领的德军第8军团发生了遭遇战，并在贡比仑地区击退了对方的主力。8月21日，普里特维茨得悉，萨姆索洛夫的军团也从南边突入了东普鲁士，前出到了他的后方。当时，在东普鲁士的南方边界上，德军有三个师进行防守，而进攻的俄军却有十个师之多。普里特维茨在惊恐之中下令撤退，准备退到维斯瓦河后边来。因此，毛奇随即免去了他的职务，而委派已经退休的兴登堡将军去代替他，并以鲁登道夫为其参谋长。



　　德军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霍夫曼上校，曾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鲁登道夫即以该计划为基础，只是对其进行了部分修订。他集中了将近6个师的兵力来对付萨姆索洛夫的左翼。这支兵力从数量上来说要比俄军稍少一些，本来很难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鲁登道夫已经查明，雷恩凯夫还在贡比仑附近，所以决定作一次冒险，除留下少数骑兵作掩护外，把其余的德军全部抽调出来，投到萨姆索洛夫的右翼上面。由于俄军两位军团司令官之间缺乏通信联络，而德国人对于俄军的无线电命令，也比较容易地截获和破译，因而使德军在执行这个果敢的机动时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他们采取向心的方向，同时实施两个突击，结果便摧毁了俄军的两翼，合围了其中央部位的兵力，实际上消灭了萨姆索洛夫的整个军团。如果说，这一次取胜的有利条件并不是鲁登道夫自己创造的，而是由当时的形势所产生的，那么，时间短暂的泰仑堡战役，可以算是一个沿“内线”作战的间接路线的范例。



　　鲁登道夫获得从西线调来的两个军以后，随即用来进攻正在缓缓前进的雷恩凯夫，把他赶出了东普鲁士。雷恩凯夫之所以消极怠惰，开始是因为在贡比仑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则是缺乏有关敌军的准确情报。结果，俄军在这些会战中损失了约25万人的兵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丢掉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不过，由于俄军入侵到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走了两个军，这至少是帮助法军在马恩河畔获得了苏复的机会。



　　泰仑堡战役(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南140公里)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加里西亚战线的形势日趋复杂，开始对德奥军队不利。奥国第1和第4军团在波兰的进攻，最初是获得了相当进展的，可是，掩护奥军基本集团右翼的第2和第3军团，由于兵力比较薄弱，在俄军第3和第8军团的强力打击下，从8月26日到30日，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并被迫退到了利沃夫的背后。这样，就使得奥军第l和第4军团最初取得的胜利终于失掉了，因为俄军左翼部队的进攻，恰好从后方对正在发展进攻的奥军左翼构成了威胁。奥将康拉德想调转他左翼兵力的一部分来攻击俄军的翼侧，但是突击没有成功。后来，由于俄军右翼兵力的继续进攻，奥军产生了惊恐，开始溃败。到了9月11日，康拉德不得不下令实施总退却，而到9月底，差不多退到了克拉科夫。



　　由于奥军方面局势严重，德军不得不加以援助。于是，在东普鲁士境内的大部分德军，被改编成为新的第9军团，奉命开到波兰的西南角上，并从那里协同奥军一起进攻华沙。可是，俄国这时已经完成了动员工作，俄军重新改编以后，立即开始了一连串的反攻。他们不仅击退了德奥联军的猛攻，而且自己转入了进攻，随后又集中大量的兵力攻入了西里西亚。



　　尼古拉大公用7个军团组成了一个巨型的“方阵”。其中，前面3个军团组成为突击集团，其左右两翼各由两个军团进行掩护。此外，还有一个第10军团，也已经侵入了东普鲁士的东边一角，并在那里同一支弱势的德军进行战斗。为了应付这个危险局面，德军把整个东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兴登堡、鲁登道夫和霍夫曼3个人。他们以德国边界内的平行铁路网为基础，拟定了一个新的反攻计划。德军第9军团在优势俄军的压迫之下，逐步向后撤退，有系统地破坏了波兰境内那些本来就不发达的交通线。第9军团退到西里西亚边界时，立即开始向北转，进入到波兹南-托伦地区，而后，在11月11日，又往东南前进，到达了维斯瓦河西岸，直接指向了俄军掩护右翼的两个军团的接合部。后来，楔入敌方的这支德军，就把俄军的两个军团给劈开了，迫使俄军的第1军团向华沙撤退，而其第2军团也差一点在罗兹地区被包围。当时，俄军突击集团编成内的第5军团如不调转头来予以救援，那么，德军可能又获得一次“泰仑堡式”的胜利。俄军第5军团回师救援的结果，使一支采取包围行动的德军反而落入了俄军设置的陷阱。但是，他们终于突出了包围圈，与主力会合在一起了。诚然，德军在这一次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术胜利，而他们所实行的机动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足以说明即使是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只要能发挥机动性，对敌人的要害点进行突然袭击，那么，仍可能使兵力大大超过自己的优势敌人在进攻中发生瘫痪现象。这次事件以后，俄国人的“碾路机”开始操纵不灵了，不曾再对德国造成大的威胁。



　　此后1个星期，德军又有4个军的生力军从西线调来。当时，西线方面的伊珀尔战役已经失败。虽然这支兵力来得太迟，数量也不足以使德军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鲁登道夫仍然利用这些兵力把俄军压迫到华沙前面的布祖腊河-马拉弗卡河一线去了。俄军退到那里以后，东线战场也和西线战场一样，形成了双方掘壕相对的僵持局面。不过，东方的防线却没有西方那样固定，而且，俄军已经把他们的弹药储备量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他们落后的工业再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补充。



　　1915年东战场上的历史故事，就是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两人之间在见解上的激烈争执。鲁登道夫认为，只有采用一种至少从地理条件说来算得上间接路线的战略，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法尔根汉认为，只要限制所使用的兵力，就可以采用直接路线的战略来减少自己的伤亡，同时摧毁俄军的攻击力量。法尔根汉的职位较高，所以他的意见也终于获胜，不过其战略却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鲁登道夫曾经看到，当俄军向西里西亚和克拉科夫发动秋季进攻时，他们的主力即深深地伸进了波兰突出部那个位置了。在西南角上，俄军曾经突破了罗网，甚至一度踏进了奥国的领土。于是，鲁登道夫正好利用了这个时机，在罗兹发动了一次反击，致使俄军主力竟暂时陷于瘫痪。不过，俄军的兵力很快得到了恢复；而德军那付被冲破了的网，也很快修补好了，并且还获得了增援。从1月到4月，俄军主力曾顽强地，但却是毫无成效地向喀尔巴阡山挺进，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结果却是使大量俄军更紧地困伏在罗网当中。



　　鲁登道夫曾希望利用当时形成的态势，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机动，沿着波罗的海海岸绕过俄军的北翼，前出到他们的后方，切断那几条直接通向波兰突出部的交通线。但是他的计划被法尔根汉否定了。法尔根汉认为，这个计划太鲁莽，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预备兵力来让它付诸实行。然而，法尔根汉本人制定的一个计划，却消耗了数量更多的兵力。他本想在西战场上发动一次突破堑壕防御体系的强攻，但是不大如愿地暂时放下了那个计划，因为他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来加强奥地利这个同盟者。而在此同时，他却把大量兵力投到了东线，但是这次行动的目的却很有限，只是期望暂时地打败俄军，以便于尔后能够毫无顾忌地在西战场上恢复进攻。



　　东战场上的作战计划，是由康拉德提出来的，获得了法尔根汉的批准。这个计划规定，德军应在喀尔巴阡山与维斯瓦河之间，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杜纳耶次河地区，突破俄军的阵地。5月2日，德军开始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突然袭击，很快地取得了胜利。俄军全线溃败了，到5月14日时，已沿着喀尔巴阡山后撤了130公里，退到桑河一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真正的间接路线与一般所谓“突然性”之间的差别。德军的这一次进攻，就时间、空间和兵力来说，都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可是，俄军只是向后撤退，好象滚雪球一样。尽管他们损失惨重，但愈是往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队、补给基地和铁路线。这样，德国人反而把这个雪球越压越紧，使俄军得以补偿损失，并由碎片变成了整块。德军的这种直接路线行动，虽然压力很大，使俄军极度紧张，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但是却并不能使他们遭到毁灭。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尔根汉才开始认识到，他已经深深地陷入在加里西亚境内了。他的这次进攻，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驻下来使自己站稳脚跟的地区。他本来是想把东线的态势稳定一下，赶紧把兵力调回西线，可是结果恰好相反，不得不从法国往东线抽调补充兵力。紧接着，他又作出了一个几乎是采取直接路线的决定。他改变了自己的进攻方向，把原来向东改为向东北进攻，同时还命令鲁登道夫配合行动，令其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击。鲁登道夫当时正在东普鲁士，已经等得很不耐烦，并对这个计划表示了反对意见。鲁登道夫证明，这个向心方向的进攻实质上是一个正面的攻击，两翼的德军都只能迫使俄国人后退，不可能获得其他结果。这一次，鲁登道夫仍然提出了他那个向维尔诺实施机动的计划，可是又被法尔根汉拒绝了。



　　进攻的结局证明，鲁登道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法尔根汉的这把“钳子”一夹拢，只不过再把俄军稍稍压退了一点，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9月底，俄军退守的防区，北起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南到罗马尼亚边界的柴尔罗维茨，形成为一条漫长的直线。从此，俄国人虽然再也不能直接威胁德国，但仍然使德国人经常感到紧张，牵制了他们大量的兵力，同时更使奥国受到强烈的影响。



　　法尔根汉最后停止这次大规模作战时，虽然时间已晚而且仍然不很愿意，但还是勉强同意了鲁登道夫的计划，让他只带自己那支后备力量有限的部队，去试行向维尔诺进行迂回机动。于是，鲁登道夫率领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独立自主地采取了进攻行动。他首先切断了维尔诺(现为维尔纽斯)和德文斯克之间的铁路，随后继续向前，差不多快要到达明斯克铁路线上了。这是俄军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尽管俄军击退了这次突击，但却动用了自己的全部预备兵力。这些结果表明，鲁登道夫的这个机动具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如果早一点实行这个机动，而且使用的兵力更大一些，那么，当俄军的主力仍然困在波兰的时候，德国人的收获肯定会要大得多。



　　中欧两个强国(德奥)终于停止了在东线的攻势，而在西线仍然顽强地进行着防御，但是随后它们又利用秋季时间在塞尔维亚境内进行了一个战役。站在整个战争的立场上来看，这是一次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虽然其目的是有限的，但对塞尔维亚本身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次战役的进程说明，在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采取远程的间接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当时，制定计划的基础是，保加利亚已经站到中欧两个强国方面而且直接参战了。当保加利亚军队开始从西面侵入塞尔维亚时，塞军尚能阻挡德奥联军的直接进攻，因为塞军可以凭借山地之险进行顽强的抵抗。可是，在保军左翼穿越塞尔维亚南部而前出到了塞军后方，并切断了塞军同来自萨洛尼卡的英法援军之间的交通以后，塞军的抵抗就发生动摇了。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宣布投降。塞军残部开始全面溃退，在深冬时候，穿过阿尔巴尼亚，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岸。这个集中全力以迅速击毁敌人较弱伙伴的办法，使奥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消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同时也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了一条自由的交通线，得以控制住整个中欧的局势。



　　1916年和1917年，在俄军的战线上，没有什么战役值得加以评论。当时发生的那些战役，从德奥方面来说，实际上都是采取守势的，而从俄军方面来说，则几乎都只是采取直接的进攻。俄军的战役证明，那种单单凭借数量优势和直接进攻的战略，不仅没有成果，而且适得其反，更使自己的士气受到打击。1917年，俄国发生了革命，从而使得俄国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总崩溃。但是在实际上，这时俄军的武器装备，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些。然而，大量而又毫无价值的伤亡与消耗，已经使全欧洲最富有忍耐性和最具备自我牺牲精神的军队，也开始丧失斗志了。1917年的春季攻势以后，西线的法军当中也发生了多次叛乱事件，其中大多数事件的暴发，都是因为疲惫的士兵不愿继续流血而引起的，是在命令他们返回堑壕之时发生的。



　　1916年6月，布鲁西洛夫从卢次克发动的那次进攻，是俄军中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间接路线的唯一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所以能具有间接路线的特点，也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当时的进攻并没有什么深远意图，其本来目的只不过是要搞一个声东击西的佯动，后来因为意大利方面的要求，才决定提前发起进攻。由于事先没有适当的准备，也没有集中兵力，因而这次几乎是偶然发起的攻击竟产生了很大的突然性，使得奥军那个消极懈怠的防线惨遭破坏，仅在3天之内，被俘人员即达20万。



　　产生这样良好的战略效果的突然袭击，是比较少有的。由于布鲁西洛夫突破了奥军防御，迫使奥军停止了对意大利的进攻；法尔根汉不得不又一次从西线往东线调兵，因而只好放弃在凡尔登地区的消耗战。同时，罗马尼亚也宣布了参战，公开站到联军方面来反对中欧两个大国。正是由于这次战役，法尔根汉被迫辞职。起而接替法尔根汉的，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霍夫曼当时还留在东线。法尔根汉的下台，从形式上来说，是由于罗马尼亚的参战，但其真正原因，则是他在1915年采取的直接路线战略。这个在目标和方向上都规模有限的战略，结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收集兵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1916年打破了德国人的战略意图。



　　不过，布鲁西洛夫实施突然进攻所获得的大部分成果，很快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它迫使俄军统帅部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了这个方向，可是却已经太迟了。而且，依照战争的自然法则，进攻是在敌人逐渐加强抵抗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的，这样就使俄军不断消耗着自己的预备力量，而结果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效。布鲁西洛夫的最后损失达到了100万人，但是这还可以设法补充，只有心理上的破产才使俄军统帅部真正无法支撑，最后终于不免全面崩溃。



　　由于俄国人顽固地投着这个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结果便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获得一个机会，象1915年进攻塞尔维亚那样采取了一个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当时业已形成的条件，是使这个行动更加具有间接性的一部分原因。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占领罗马尼亚。战争开始时，罗马尼亚拥有23个装备不够好的师，而当面的敌人只是7个师的兵力。罗马尼亚指望，布鲁西洛夫的进攻，英军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以及联军在萨洛尼卡地区的行动，能够阻止德国人增调兵力，使其不能增加该地师的数目。可是，联军在那些地区的行动都是直接性的，因而不可能阻止德军抽调足够的兵力来击毁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领土夹在特兰西瓦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是一块满布着天然障碍物的土地。其中，有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这类大型障碍，因此，它的地理位置在巴尔干是很适合于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例如，位在黑海边上的多布罗加低地，是罗马尼亚的一块“后园子”，可以用作诱饵，遇到德国人这样有经验的对手，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



　　罗马尼亚的愿望和决心是一直向西进攻，突入特兰西瓦尼亚。这样正好使它的敌人得以采取运用间接路线的反机动，而且比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所预先设想的还要更加间接化。



　　1916年8月27日，罗马尼亚的军队开始进攻。他们把主力编成了3个纵队，每个纵队大体上4个师，向西北方向开进，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山中隘路，前出到匈牙利平原。为了防守多瑙河，他们留下了3个师的兵力。用以守卫多布罗加地区的，也是3个师，但俄国已经答应在那里增派援兵。然而，罗军向特兰西瓦尼亚的进攻，曾经是过分迟缓和谨慎的。敌人只不过破坏了一些桥梁，他们就感到前进途中困难很多。对方在国境上担任掩护的，原只有5个战斗力不强的奥军师。对于罗军来说，在对方增援的5个德军师和2个奥军师赶到以前，这并不是什么严重威胁。为了执行法尔根汉卸任前批准的那个第二阶段的计划，德国将领麦克森已率领一支军队开始向着多布罗加低地进攻，其兵力是4个保加利亚师，但是配属了一部分德军的分队和奥军的舟桥纵列。



　　当罗军的纵队还在缓慢地向西开进，即朝着特兰西瓦尼亚开进时，麦克森已于9月5日开始向多瑙河上的图尔图卡亚桥头阵地发起强攻，并击溃了掩护着该阵地的3个罗马尼亚师。尔后，借着多瑙河保障自己翼侧的安全，他便向东开进，深入到多布罗加境内，远远地离开了布加勒斯特这个最可能遭受攻击的目标。这是一个在精神上具有很大价值的突击，其战略意义在于：它自然而然地吸引着罗军的预备队，使其无法支援正在特兰西瓦尼亚实施进攻的罗军，使其力量不能很好展开而且很快就使用殆尽。



　　进攻罗马尼亚的德军，原本是由法尔根汉统一指挥的。他首先决定要进行一次反攻，可是在行动时，也许是过于性急和过于直接化了。尽管他在集中兵力时颇具匠心，先后击败了罗军在南面和中央的两个纵队，同时也以最少量而又恰好适量的部队牵制了敌人其他各路的兵力，但是，罗军只不过被逐回来，被迫向山地撤退。德军并未能将其通向山地的退路切断。由于这次失机，德军的整个计划曾面临着威胁。罗军仍然控制着所有的山中隘路，并在凭险固守，打破了德军力图突破这些隘路的多次尝试。法尔根汉想进一步向前突进，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冬雪到来以前，他作了第二次进攻，终于达到了目的。随后，他使向西跃进，企图从“前门”打进罗马尼亚。这样一来，他的进攻就成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而且必须渡过几条大河。不过，他还算是幸运，当他前进到奥尔特河边上并为敌人所阻时，麦克森已经侵入罗马尼亚境内了。这就使他得以安全地度过难关。



　　麦克森把自己的基本兵力从多布罗加抽了回来，经过图尔图卡亚，进到了西斯托沃，并于11月23日在那里渡过了多瑙河。他放弃了自己在罗马尼亚后方占据的有利阵地，而改与法尔根汉的主力相配合，采取了向心的方向去进攻布加勒斯特。从战略上来看，这很难说是有利的。麦克森的进攻虽使法尔根汉得以渡过奥尔特河，但同时也使罗马尼亚人得以利用其中央位置来进行反击。他们对麦克森的翼侧发动了一次很惊险的反突击，麦克森几乎被包围。不过，这场危险终究是避免了。随后，法尔根汉和麦克森的两支军队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迫使罗马尼亚的军队向后撤退，放弃了布加勒斯特，并从那里退到了塞列特河到黑海沿岸一线地区。



　　德国人固然占领了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并且连同其小麦和石油都在内。可是，他们既未能隔绝也未能毁灭罗马尼亚的军队。当德军的进攻已达末期的时候，罗军的精神和体力状况，由于进行了成功的抵抗，反而更加改善了。第二年夏天，德军企图把罗军赶到普鲁特河对岸去，以便占领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但罗马尼亚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德军的计划并没有能完成。直到1917年12月，当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的罗马尼亚才不得不同意这样作，并终于同德国媾和。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三章 东南欧战场(地中海战场)




　　意大利方向



　　1917年秋天，意大利变成了德军统帅部作战行动的舞台和目标。在这里，也是由于边界的形势，使得德军在地理和物理方面都有利于采取间接路线，而他们的敌人是没有这种便利的。同时，意大利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心理上的间接路线。



　　意大利的威尼斯省，是一个边界省份，正好向着奥国领土中突进了一大块。它的北面是奥属的提罗尔和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省(现属意大利)，南面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边上是一个面积不大的低缓平原。省界在伊松察河以东地区，紧接着便是以尤里阿尔卑斯山和卡尔尼阿尔卑斯山为界，绕着一个大型弧线，先向西北，后转西南，一直延伸到加尔达湖为止。由于北面是如此宽广的大山地，而且没有一个称得上重要的军事目标，所以意大利人认为，在这个方向不可能实施进攻。正因为在北面方向上进攻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意大利人不得不选择更东面一些的方向，并企图以直接进攻的方式攻入奥国。这样，奥国人便得以从提罗尔实施突然袭击，攻击意大利的后方，经常地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意大利在当时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采取这样一条路线。



　　在连续两年半期间，意大利一直顽强地采取着这唯一的一条路线。它先后进行了11次伊松察战斗，结果都是徒劳无益的。意军毫无进展，几乎停留在自己的出发地区，伤亡总数达到了110万人，而奥军的损失总共不过65万。在此期间，奥军只发动过一次进攻。那是在1916年，为了击败意大利，奥军参谋长康拉德勉强地争到了法尔根汉的支持，曾从特兰托直指南方进行了一次突击。这是指向意军后方的一次进攻。当时，意军正在伊松察河地区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但是法尔根汉并不相信这个计划，更不赞成康拉德的“决定性打击”观念，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德军面临的危险，坚持着他那个凡尔登消耗战的理想。法尔根汉甚至拒绝了康拉德借兵9个师的最低要求。康拉德原想借用9个师去替换在东线作战的奥军部队。既然得不到德军的援助，康拉德便在一气之下作了决定，要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实行这个计划。他从东线抽出了一部分奥军精兵，结果便使那里的防务受到削弱。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得以在尔后进攻时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康拉德还是凑不起足够数量的兵力来完成击败意军的计划。



　　虽然如此，奥军的进攻却差不多就要获得成功。尽管奥军统帅部并没有故意去选择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方向来实施进攻，但他们的进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出敌意外的效果，因为意军统帅部绝对不相信康拉德还会有兵力兵器用来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在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天，发展的速度很高。虽然康拉德能够迅速地从伊松察河地区调来预备兵力，并且也来得及撤运辎重和重炮，但这毕竟是两军的竞赛，他当时只不过争得了一个获胜的均等机会。实施进攻的奥军，差不多突进到了平原地区，但是由于预备队不足，后来的进攻速度就不得不减慢下来。在此同时，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已在东线发起了进攻，于是这次进攻也就完全停止了。



　　17个月以后，奥地利境内的形势日益严重，于是鲁登道夫想起要对意大利进行一次联合突击。这次突击的前途显然是不会很乐观的。鲁登道夫从他的总预备队中只能抽出6个师的兵力，而他的同盟者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经达到了枯竭的阶段。由于兵力兵器不足，鲁登道夫的计划只能规定一个有限的目标，而且不得不采取一条直接的路线，即直接向伊松察河地区的东北角实施突击。在那里，意军的防线正好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弯进去了。选择这个地段作为突击目标，是考虑到那里的战术抵抗力最为薄弱，就这条战线来说，也是采取着一个新的原则。



　　按照原定计划，开始只是在卡波里多(威尼斯西北130公里)地区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采用翼侧突击的方法，击溃伊松察河边上的意军。可是后来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却要大得多，以致没有相应的兵力来完成。结果，在卡波里多地区的鲁登道夫，也和在康布雷地区的英军一样，这年秋天都是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或者说，都不是“根据布料的长短来裁剪衣服”。把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作个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各走一个极端。法尔根汉在做衣服时，总是把布料买少了，把用料估计得太少，因而做了一半便要添布，最后虽然把衣服做成了，但却是一件拼拼凑凑的百衲衣。



　　1917年10月24日，一场准备得相当技巧，而且又是隐蔽地实施的进攻开始了。意大利的两支军队中间，马上被深深地砍出了一个缺口，插进了一个楔子。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楔子的尖端已挤到了塔利门多河边(伊松察河以西40公里)。意大利军队虽然损失很大，但他们还是把被打乱的部队在对方不断突击之下撤退出来了，因而使德军的继续进攻变成了简单的直接路线行动，只是压迫意军向后撤退而已。这样，意军被迫向西方方向后撤了30到40公里，退到了皮阿韦河沿岸。皮阿韦河是一道牢靠的水障碍，意军部队完全可以隐蔽在该河的后面。当时，鲁登道夫想以兜圈子的方法把预备队调到特兰托地区，可是已经太晚了，由于铁路网很不发达，他难以实行这样一个机动。于是，进到特兰托地区的德军，在没有等到援兵的情况下，发起了一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当然，这样一个时机已晚的进攻，已经丧失了从后方威胁敌军的特点，因为意军的战线和它的预备队，此时已经远远后退，差不多到了边缘地区，而且前线和后方的界线也已不好区分了。



　　当最初的奇袭阶段过去以后，德奥方面的进攻就变成了纯粹的直接性行动，只是压迫着意军逐步后退。他们愈是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物资基地、中心地区和联军的增援部队。这样一来，很自然地要对进攻的结局产生相反的作用。然而，在进攻初期，德军在兵力兵器如此微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胜利。即此一点便可证明，法尔根汉当初不接受康拉德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在1916年初转入进攻，那么其胜利的前景定然美好得多。



　　巴尔干方向



　　在集中精力探讨鲁登道夫1918年的作战计划以前，应该首先观察一下法军战线(即西战场)和俄军战线(即东战场)以外的战况，看看他的对方在这以前3年之内曾经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有过一些什么企图。



　　当时，法英两目的军事领袖及其司令部，一致坚持着直接路线，对这种路线的威力深信不疑，不仅希望以此突破敌人的堑壕防御体系，而且更想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从1914年10月以来，也有许多人对于直接路线的效果抱着深深怀疑的态度。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完全是政治家，也有军界人物。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考察以后，现在对这个问题已比较容易说清楚了。属于这类人物的，在法国有加里耶尼，在英国有吉琴纳。1915年1月7日，吉琴纳写信给弗仑奇说：“德军在法国境内构筑的那些防御工事，应当看成是不能逾越的障碍，不仅难以用强攻夺得，而且不可能完全加以合围。因此，对付这些工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箝制，而另外选择别的地点来进行战役。”



　　另外，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有过下列议论：要把敌人阵营中的所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现代条件下，距离和机动性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任何战场上给予敌人的打击，都等于对敌人的战略性翼侧实施传统性的进攻，将有同样的意义。当时，也有许多人引用拿破仑的例子，说明应把力量集中在西线，可是实际的例证恰好相反，证明其他地方的作战行动也是必要的。此外，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在遥远地区的作战行动，与英国进行海军登陆作战的传统战略，是不谋而合的。它本来可以促使英国人充分发挥其海上霸权的军事威力，但直到当时为止，英国人的海上实力是被某些人所轻视的。1915年1月，吉琴纳勋爵曾经提出建议，派遣部队在伊斯肯德伦湾登陆，以便切断土耳其境内东部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根据兴登堡和恩费尔·巴夏在战后所发表的意见来看，英国如果采取这个行动，有可能使土耳其完全瘫痪；但是，并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对于整个欧洲的同盟国来说，也不能算是一条有效的间接路线。



　　路易·乔治曾坚决主张把英军的主力转移到巴尔干地区，认为在那里可以从“后门”去打击敌人。可是，西战场上的法英两国指挥官们却坚信，在法国境内的战争很快就将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强烈反对其他的任何战略，强调那样将会面临运输上和补给上的困难。按照他们的看法，那样还会使德国易于调动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受到的威胁。这些意见当然也有某些正确成分，不是全无事实根据的，但是却把困难过分地夸大了。他们反对加里耶尼提出的巴尔干计划，仅用这种理由是不适当的。按照加里耶尼的建议，应该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兵力在萨洛尼卡登陆，从那里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并诱使希腊和保加利亚站到协约国方面来。一旦把君士坦丁堡夺取到手，即继续发起进攻，与罗马尼亚配合作战，沿多瑙河溯江而上，逼进到奥匈帝国的腹部地区。加里耶尼的这个计划，与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实际作战情况，有许多相似之点。1918年9月，德国军界人物即已看出，这样一个攻击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吻合。所以到了11月初，巴尔干方向对于德国的威胁虽然并不特别严重，但却成了促使德国加快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5年1月，法英两国的大多数军事首脑仍然不肯放弃“西线第一”的见解，不愿接受任何新的观念。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没有沉默下去。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于是又产生了所谓的近东计划。这正是一个借尸还魂的新形式，只不过其规模更加有限罢了。



　　1915年1月2日，吉琴纳收到俄国尼古拉大公的一封信。该信请求英军实施一个引诱性的突击，以减轻土耳其军队对于高加索俄军的压力。吉琴纳认为，他无法抽出兵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因而主张使用海军向达达尼尔海峡作一次示威性的佯动。富有幻想力的丘吉尔，马上看出了这次佯动在战略上的广泛可能性，因而建议给俄国人以军事援助。这个佯动在实行时要强行穿过海峡地带，而且没有陆军的支援。他的海军顾问们虽然不一定是这个方案的支持者，但也并不表示反对。于是，英国驻巴尔干地区的指挥官，海军将军卡尔登随即奉命拟制一个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是一支联合舰队，主要由英国的旧式舰船编成，其中只有一部分法国船只。1915年3月18日，在经过一阵预先火力准备之后，这支联合兵力进入了海湾。但由于在一个未曾料想到的地点遇到了水雷区，有几艘舰船很快被炸沉，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就在执行中途被放弃了。



　　如果协约国的联军尽快恢复进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可能夺得胜利的，因为土耳其方面的弹药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没有岸炮的掩护，水雷区并不难克服。可是，新任舰队指挥官，英国海军将军罗贝克却拒绝在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进攻。早在一个月以前，军事会议即已作出决定，要发动一次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并且已在着手调运由哈密顿勋爵率领的一支陆军前去参战。然而，政府却迟迟没有接受这个新计划，并且迟迟没有理解执行这个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甚至当这些兵力终于被派定以后，却发现数量不够，而且这些兵力在亚历山大港等待装船时，又耽搁了几个星期，其原因是要重新分配运输船只，以期更适合于战术上的要求。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迟疑不决的政策使得一切奇袭的机会都完全断送了。2月间，当协约国军的舰炮对海峡地区的土军岸防工事进行预先的炮火准备时，土军在那里只有2个师；到海军第二次进行攻击时，已增到4个师；等到哈密顿准备好了进行登陆时，则已经增加到了6个师。这时，哈密顿的兵力只有4个英军师和1个法军师，实际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土军占有地利条件，那里的地形使进攻者遇到了比防御者大得多的困难。鉴于兵力数量居于劣势，加上所受任务的限制，即专以帮助舰队通过海峡为目的，哈密顿实施登陆的地点，既不能选在欧洲的海岸，也不能选在亚洲的海岸，而只能选在加利波利半岛。



　　4月25日，哈密顿的登陆兵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南端实行登陆。登陆的场地有两处：一是赫里斯角，位于半岛濒临爱琴海的一边；一是格贝提皮角(赫里斯角北面约25公里)。与此同时，法军也在亚洲海岸方面的库门克里地段上岸，作为一种诱惑性的机动，以分散土军的兵力。可是，英法军队的这次登陆作战，完全丧失了战术突然性这个因素。土军曾及时地把预备队调集上来，致使登陆部队无法扩大两个范围极小而且很不牢固的登陆场。



　　到了7月，英国政府决定加派5个师的兵力去增援已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7个师。但当这些兵力开到的时候，土耳其在那里的兵力也增加到了15个师。哈密顿决定采取一个实行双重打击的办法：一方面以大部分的兵力从格贝提皮增兵进击；另一方面，则以小部分力量在苏弗拉湾附近(稍北几公里处)开辟一个新的登陆场，以求从半岛中部把它拦腰截断，并占领能够控制海湾的各制高点。同布莱尔地区或亚洲海岸某个地区实施上陆的计划比较起来，这个机动也许显得更加直接化了，可是它却有一个大的优点：这个方向上陆将能出乎敌人意料，使他们无法把预备队及时调来。这样，在土军的预备队赶到以前，在整整36个小时之内，土军在那里阻挡英军进攻的，总共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然而，由于登陆部队的经验太少，他们指挥官的惰性又太大，这次登陆所赢得的时间和条件，白白地丢掉了。尔后，战局日趋僵化，人们大失所望，而那些本来反对这个计划的人更纷纷表示反对，联军不久也就撤离了这个半岛。



　　对于这个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法尔根汉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对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不能长期加以封锁，而让协约国的舰船自由通过，那么，德国获得胜利的希望将会大大减小。对于中欧的强国来说，俄国处于孤立地位，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俄国人摆脱这种孤立地位，要比他们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意义更大。否则，这个巨怪的力量，或早或迟，终究是会自行瓦解的。”



　　这个错误并不在于观念本身，而在于怎样把观念付诸实行方面。如果英国人一开始就把以后所逐次增加的兵力集中使用，以求一逞，那么，根据对方指挥官的证词，他们的计划是大有成功希望的。英国人对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就其对土耳其的本土而言，是一条直接路线；但是，就其对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土军主力而言，则应该算是一条间接路线，而就其对整个中欧同盟国家而言，那就更是一条间接路线。如果把西线的情况拿来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当时西线的前景是很灰黯的，虽然已把大量的兵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但是在战略上仍然不能有所突破；而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情况，看来却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作战正好符合使现有手段适合于目标的原则。可惜，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这个原则恰好又完全被破坏了。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方向



　　对于中东地区的远征，本来不应该列入本章的研究范围。从战略上来说，这些远征地区距离主要战场真是太遥远了，因而其作战行动不可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把这些远征当作在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的手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每一次作战中卷进去的兵力，英军要比它的敌人多得多。



　　不过，从政治上来说，这些远征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英国人在过去常常是采取夺占敌人海外领地的方法，来抵偿联盟伙伴在欧洲大陆上的失败。当主要战场上的战况不利时，或者在战争的结局还难以确定时，次要战场上的任何胜利，包括海外作战行动的收获，对于缔结比较有利的和平条约来说，都是积极的手段。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这种胜利也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人都反对把那些夺取到手了的德国的殖民地再归还给德国人。他们担心这些殖民地还会变成危险的祸根。许多人忘记了，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是有间接价值的。一旦发生战争，在这些地区很快获取胜利，足以削弱敌人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压力，足以恢复由于敌人获胜而遭到破坏的威望。这种反措施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意义，对于海上强国说来尤其如此。而且，当一个大陆国家占有海外领地的时候，当它的领地易于遭到攻击的时候，它将不能不对自己的侵略意图有所克制。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它曾长期摇摆，下不了参战的决心，直到德国的胜利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它才最后决定参战。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基地，虽然不能保障完全制止侵略行为，但对于遏制侵略目的欲望来说，却是一个能起制约作用的因素。)



　　对巴勒斯坦远征作战的战略意图，是值得加以探讨的。在开始阶段，这次远征存在着缺点，而且来源于所采取的路线，即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最初，进攻是在一个敌人并不感到突然的方向上发展的，沿着一条最漫长而又最困难的线路前进，采取绕弯子的方法去接近土耳其的重要目标。可是，最初在加沙地区的两次作战都遭到了失败(一次在1917年4月，一次在4月)。加沙是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要冲，扼制着海岸边上的通道。到了秋天，英军使用了数量更多的兵力来实施进攻，不过这一次所采取的路线却不是那么直接化了。



　　这次的计划是由契特沃德拟制的，艾伦贝接替穆勒担任指挥官以后，随即决定采用这个计划。该计划根据地理条件决定采取间接路线。这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水源的状况，考虑到了沙漠与海岸之间只有一个狭窄的地带。土耳其的防御工事是从加沙城区开始的，向内地延伸了大约30公里；同时，在内地更深远的地方，即再进16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比尔谢巴城，从东面掩护着这个地区。这一次，英军行动诡秘，手段狡诈，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了加沙方面，而后，在土耳其人掩护翼侧的方向上，迅速地进行迂回机动，抢占了比尔谢巴城及其水源地。在对加沙进行诱惑性的机动以后，英国人即打算向土耳其军主阵地的侧翼实施突击，同时，从比尔谢巴地区派出骑兵，使其从后方去包围土军。可是，由于水源发生了困难，加上土军在比尔谢巴以北地区发起了反突击，英军这次实施机动的计划又遭失败。土军的防线虽然被突破了，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英军最后企图合围土军的计划也未能成功，继续后撤，终于连耶路撒冷也放弃了。



　　想要获得决定性结果的愿望，拖了1年，即到1918年9月才最后实现。当时，在沙漠地区，既在东部，也在南部，发生了一种奇特的战役，削弱了土军的作战能力。这些战役使战略，特别是间接路线战略焕发了一些光辉。它在开始时曾被称之为“阿拉伯人的叛乱”，是由劳伦斯所指挥发动的。这种战役尽管带有游击战的性质，但实质上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由于阿拉伯人的战略具有非常科学的计算基础，所以我们不能不指出它对一般作战方法的影响。从总的特点来看，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而就其应用范围来说，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最为有效的战略。阿拉伯部队的机动性，比一般正规部队的机动性要高得多，但他们对于伤亡却非常敏感，难以经受。土耳其军队则几乎不大注意人员的伤亡问题，他们最害怕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因为当时已感到武器装备的缺乏了。土军能进行顽强的堑壕防御，长于击退迎面进攻的敌人，可是却难于应付流动性的作战，经不住局势的急剧变化。土耳其人想要控制广阔无垠的大片领土，可他们的兵力却是严重的不足，无法对各处的卫戍部队进行补充。而且，他们的交通线很不发达，线路漫长。



　　劳伦斯的战略就是根据这些特点制定的，与一般的战略理论比较，其根基实在有所不同。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同敌人保持接触，而阿拉伯人却是尽量避开敌人。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消灭当面的敌军，而阿拉伯人则把消灭敌人的军用物资，特别是消灭远离敌军的仓库，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然而，劳伦斯的战略还不止如此，还要走得更远些。他并不去切断敌人通向仓库的补给线，不想以此迫使敌人后退，而是力求把敌人困住在原地，让敌人可以获得为数不多的补给品，这样敌人在某一地点停留的时间愈长，则其力量减弱的程度也就愈大，士气也会愈低落。直接对准敌人实施突击，可能迫使敌人更加收拢自己的兵力，更好地组织补给工作和加强防卫措施。阿拉伯人采用这种微弱的针刺法，迫使土耳其人日益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总之，这种战略尽管带有各种非正统性的特点，但它却是一种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战略，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路线的制定者劳伦斯说过：“阿拉伯军队从来不想在某一个地点保持或发展自己的优势；他们对某一地点实施突击以后，马上就离开了，为的是又到另一地点去进行突击。所以，阿拉伯人总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最远的距离上，使用最少量的兵力去进行突击。他们在敌人为组织抵抗而调整兵力部署以前，总是继续坚持战斗的。所以说，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破坏，迫使敌人不能向确定的目标实施突击。”



　　这种战略与1918年西战场上的战略相比，实质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或者说，1918年西战场上采取的战略，甚至就是这一战略的继续发展。



　　进行一般的正规战争，能否采用阿拉伯人这种战略呢？这要根据时间、空间和兵力诸因素来决定。就实行封锁来说，阿拉伯人的这种战略确是一种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形式，但它对于战争的影响却显得非常缓慢，与那种旨在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比较起来，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具备合乎理想的条件，而又要求迅速地结束战争，那么总的看来，最好还是采取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然而，为了夺取胜利而又不采取间接路线，那么直接路线的作用可能显得比劳伦斯的战略更加缓慢，代价更高，而且危险性更大。进行机动的空间有限，兵力的密度过大，同样也是一种障碍，有时还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一般正常的战争中，毫无疑问，最好还是采取间接路线，因为间接路线一般能使敌人“落入陷阱”，只要具有这种捕捉敌人的良好机会，就能保证较快地取得胜利。而在上述相反的情况下，或者在已经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那就应该停止采用原来的间接路线方法，而改用直接消灭敌人兵力和摧毁敌军意志的方法去夺取决定性的结果。总而言之，一切间接路线的方法常常要比直接路线的方法为好，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要采取直接的路线。



　　阿拉伯人的战略意图并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到底。这是因为，1918年9月，当阿拉伯人正在汉志铁路线上严重打击土军的时候，巴勒斯坦境内的土军主力已在艾伦贝的一个决定性突击之下完全崩溃了。



　　巴勒斯坦境内最后的军事行动，应该算是一个战役呢，还是算一场继之以追击的会战呢？现在似乎很难确定。作战开始的时候，阿拉伯部队正与敌人保持着接触，但是在这种接触尚未分开以前，胜利即以完全注定，所以这次作战看来应该算是一场会战。不过，这次胜利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战略手段，战斗行动所起的作用，在会战中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这个结果估计过低，特别是那些深信克劳塞维茨的教条的人，往往认为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因而更是如此。尽管艾伦贝在数量方面占着优势，可能还不止2：1，甚至于3：1，但是兵力的优势并不能一定保障胜利。英军当初进攻巴勒斯坦时，其所拥有的优势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大，但结果还是不免于失败。而且，不论在过去，还是在这次大战中，有许多进攻战役表明，某一方虽然在兵力上拥有类似的优势，但其结果也还是遭到失败。



　　对土耳其军的士气“估计不足”，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1918年9月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可以明确看出，在巴勒斯坦进行的战役，就其规模和实施技巧来说，都是可以与历史上其他典型战役媲美的。尽管英军的任务并不复杂，但是就其一般性的特点来说，其战役构思确是完满的，其计划的贯彻执行也是良好的，因此，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完美形式。



　　这个同土军作斗争的计划，充分反映了威里森和拿破仑关于战略的观念。威里森认为，战略就是“关于交通线的科学”。拿破仑也说过：“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英国人在那里给自己规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土耳其所有一切交通线的主人。切断敌军的交通线，等于是破坏了它的物资供应体系；遮断敌军的退却路线，就是摧毁了部队的士气；毁坏敌军内线联系的交通线，使其无法传递命令和报告，等于损坏了它的感觉器官，使其大脑和身躯之间的联系中断。最后一项任务是由英国空军来完成的。英国空军曾经完全压住了对方的空军，从而消灭了敌人一个重要的侦察工具。后来，它又对艾里·阿富拉地区的电报和电话枢纽站进行了轰炸，从而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工具。在战役的第二阶段，阿拉伯人在德萨地区切断了土军的主要铁路线，结果就使土耳其国内运来的补给品暂时中断。这一行动给土军指挥部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自己有限的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去进行支援。



　　当时，土耳其的3个所谓“军团”，只是依赖着来自大马士革的唯一一条铁路线进行补给。这条铁路通到德拉以后便分成两支：一支继续向南，通往汉志；另一支转向西去，经过约旦河到达阿富拉。在阿富拉又分成两个支线：一条通向海边，即通到海法方向；另一条向南，通到土军第7和第8军团驻地的铁路车站。土军的第4军团，当时驻在约旦河东面，因而其补给问题依靠通汉志那条铁路来解决。所以，英军一旦占领艾里·阿富拉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渡口，则土军第7和第8军团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而且，除了还剩下一条通向约旦河以东无人区的难以通行的小路之外，他们的退却道路也完全被堵死了。如果进而占领德拉，那英国人就可以切断3个土耳其军团的交通线，甚至包括第4军团的最安全的一条退却道路。



　　德拉与英军前线阵地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英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得这个据点，以使其对战役结局产生影响。所幸的是，这些据点落到了阿拉伯人手里。他们神出鬼没，突然地从沙漠里钻了出来，一下子切断了所有3条铁路支线。不过，由于阿拉伯人的战术特点和当地地形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土军后方建立起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艾伦贝想要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不得不寻找一个直接靠近敌人的地点，以便在战略上设置一重障碍。约旦河及其以西的山地，正是这种可以阻止敌军后撤的地点。阿富拉的铁路枢纽站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大桥，距离前线都是100公里，因此，都在其装甲车和骑兵进行战略性“跃进”的范围之内，只要通往这些重要目标的道路没有阻塞，那就可以使用装甲车和骑兵进行突击。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心问题，是要寻找一条接近目标的线路，一方面要使土耳其人难于及时加以阻塞，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不能在事后加以切断。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濒海边上是沙伦平原，它构成了一条走廊，通到了埃斯德纳伦平原(即纳赫-艾里-穆卡塔河谷地)和杰兹里尔谷地(即艾里-古尔谷地)。艾里-阿富拉和贝桑即位于杰兹里尔谷地当中。这条走廊只有一个“门户”通到外面，但因它位置在土军的深远后方，所以并没有派兵防守。这个“门户”系由一条狭窄的山地地带所构成，它恰好把濒海的沙伦平原与内陆的埃斯德纳伦平原隔截开了。然而，土军却在走廊的入口处构筑了堑壕工事。



　　艾伦贝曾经进行了长时期的心理准备，用诡计代替炮弹，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从海岸边上吸引到了约且河的侧翼。他所以能够成功地引开土军的注意力，是因为在这年的春天里英军曾在约旦河东岸发起过两次进攻，但都遭到失败。所以，他借此引诱着敌人的注意力。



　　9月间，当土耳其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东面的时候，艾伦贝却把部队隐蔽地调向了西方，并使沿海地区的兵力对比大为改变，从原先的2：1增长为5：1。9月19日，经过15分钟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步兵开始发动进攻，突破了土军两道比较浅薄的防线，而后，采取了广泛的包围行动，深深地前进到了内地。骑兵则急速地通过了大开的“门户”，以装甲车为前导，迅速地穿过走廊地带，到达了进入埃斯德纳伦平原的入口处。这次作战行动的成功，获益于空军的保障作用不小，因为正是空军瓦解了敌军司令部对于部队的指挥活动。



　　第二天，英军已在土耳其人的后方建立了一道战略性屏障。这时，土军还剩有一条退路，那就是越过约旦河退往东方。因为遇到了土军后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步兵直接进攻的速度是很迟缓的，但由于英国空军不断地进行着轰炸拦截，土耳其军无法利用自己唯一的一条退路。9月21日清晨，英国飞机发现一个大型纵队正从纳布卢斯(雅法东北50公里)开出，沿着一条曲折而又狭窄的道路向约旦河方向撤退。这实际上是土耳其2个军团留下的全部残余部队。于是，英国空军一连对它进行了4个小时的攻击，把这个纵队完全炸毁了，可以说，土耳其的第7和第8军团，从此以后也就不存在了。



　　在约旦河以东地区，由于难以建立一条战略性的屏障，土耳其的第4军团并没有遭到毁灭。不过，英军的打击虽然不够猛烈，但却是连续不断的，因此该军团也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在此以后，英军进占了大马士革城，并继续扩张着战果，攻占了阿勒颇。阿勒颇城距离大马士革已有320公里，而距离英军在38天以前的出发阵地，则是530公里。在这次进攻过程中，英军捕获俘虏7万5千人，而自己的损失不到5千。



　　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崩溃，米尔尼从萨洛尼卡的进攻正好接近了君士坦丁堡，前进到了土军的后方，使土耳其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一来，当英军于10月31日刚刚到达阿勒颇时，土耳其正巧也就宣布投降了。



　　我们分析在巴勒斯坦夺得的这次决定性胜利，必须指出，在英军还没能于土军后方建立战略性屏障以前，也即是土军在心理上还没有受到强烈震撼以前，土军是能够阻挡英国步兵进攻的。而且，由于最初形成了堑壕战的局面，步兵对于防御的突破也就必不可少。但在正常的作战条件恢复以后，争取胜利的工具主要还是机动性部队，而当时它们在全部兵力中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在巴勒斯坦的作战，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特殊例证，但其技巧主要在于准备阶段。至于它的执行，仍然是依赖于部队的机动性。正是因为这种机动性，才使敌人的稳定性受到了破坏，使其组织纪律发生涣散，这实际上又是进行突然袭击的结果。



　　另外，还要扼要谈谈整个东南欧战场上的萨洛尼卡作战。协约国方面派遣联军在那里登陆，最初的目的只是增援塞尔维亚。1915年秋天，由于迟误了时机，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经过3年以后，萨洛尼卡却变成了进攻的跳板，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巴尔干地区开辟一个立足点，保有一块基地，虽然很长时期没有在那里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但仍然是很必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作战上的需要。当然，是否需要在那里集中这么多的部队(最终多达50万人)，则是颇有疑问的。德国人后来挖苦地说， 他们在巴尔干有一个“最大的集中营”，专门收容着协约国的部队。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军事行动的任何性质的研究，都必须紧密结合前几年的海战情况来进行。这次战争一直延续了好几年，海军的封锁对于整个战争的形势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有人追问历史学家，究竟是哪一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他很可能选择1914年8月2日这一天。当时，英国还没有宣布参战。那天凌晨1点25分，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向海军下达了动员令。英国海军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再一次赢得特拉法加尔式的胜利，但是它对于联军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却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巨大。海军舰队是进行封锁的工具，但只有等到战争烟消云散以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海上封锁在战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如果更准确一点，那就应该说，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封锁的效果，类似于美国监狱里对付不顺服的囚犯所使用的那种拘束衣。这种拘束衣是逐渐地发挥惩戒作用的。犯人穿上它以后，开始活动受到拘束，而后便会感到呼吸困难；穿着它的时间愈久，则进行反抗的力量也就愈弱，甚至最后完全吃不消。



　　孤立无援的地位，必然引起毫无希望的后果。历史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损失，而是希望的丧失。没有一个史学家会把下列事实估计太低：德国人民完全处于半饥饿状态，是使德国“国内战线”发生总崩溃的直接原因。现在，姑且不谈革命对于军事失败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只是明确指出，在探讨任何军事形势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到封锁这个因素，因为它是一个捉摸不定而又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迫使德国在1915年2月发起第一次潜艇战役的原因，如果不说是海上封锁的直接影响，出应该看成是它的潜在威胁。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德国人发起了潜艇战，英国便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借口，解除了“伦敦宣言”的束缚，更加紧缩了它的封锁圈，并且公开宣称，英国军舰将拦截和检查所有一切有向德国运送货物嫌疑的船只。当德国人用鱼雷把“露西丹尼亚”号炸沉以后，美利坚合众国也有了一个宣布参战的重要借口。此外，这个事件的发生，也使美英两国之间由于英国执行封锁政策而引起的摩擦得到了缓和。



　　两年以后，德国即因为遭到封锁而在经济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这就迫使德国军界首脑们丢开一切顾忌，重新采取了“无限制”的潜艇战。英国军民必须依靠海运进行补给，而就军事实力来说，这是它的致命弱点。潜艇战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效果。于是就有人作出结论，认为这种大战略计划中的间接路线，将会给国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应用于每一个国家，但是对英国说来，它却是差不多完全合适的。试以船舶的损失为例。2月，英国船舶的损失为50万吨，到了4月，即增加到87万5千吨。尽管英国采取了反措施，使船舶损失的数字逐渐减少，但这时英国的国内存粮，却只够全国人民6个星期的供应了。



　　德国首脑们对于经济崩溃的危险是很耽心的，因而指望在经济方面求得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促使他们发动了潜艇战争。他们完全意识到，这样做将有可能促使美国参战，但是仍然下决心冒险一试。1917年4月6日，这个危险终于变成了事实。尽管美国为动员军事力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这一点也是德国人早就预料到了的，但是美国一旦参战，在加紧从海上封锁德国方面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作为交战的一方，美国很坚定地利用了经济手段来充当武器。它不大顾及中立国家的权利，其所作所为，要比早先英国采取的手段强硬得多。尽管一些中立国家构成了某些障碍，但是封锁并未因而削弱。于是，美国把对于德国的封锁变成了一个圈套。它把这个圈套越拉越紧，使德国逐渐遭到削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军事实力完全依赖于经济基础。很遗憾，这个真理竟常常被人们忽视了。



　　关于封锁，可以看成是大战略范畴内的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对于它，几乎找不到有效的抵抗方法，也不必耽心将要产生什么危险的后果，当然，封锁的效果是会来得迟缓一些。但是实行封锁的时间愈长，则其效果也就愈大。到了1917年底，中欧国家就更加感觉到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了。正是经济上的压力刺激和迫使德国人在1918年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而且正是进攻的失败使他们招致了自我戕害的恶果。德国人既然不愿意及时求和，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发起进攻，或者是坐以待毙，慢慢地耗尽力量，但最终都是必不可免地走向失败。



　　在1914年的马恩河会战之后，德国人如果立即在西线转入防御，或者稍晚一点很快转入防御，同时却在东线开始进攻，那么，战争的结局也许可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毫无疑问会实现征服中欧的梦想；另一方面，只要美国处于冲突之外，那他们所遭到的封锁就始终都会是不充分不全面的，那个封锁圈也始终是会拉不紧的。如果真是这样，德国即可以控制住整个中欧地区，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甚至于使俄国在经济上也从属于德国。那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很难指望从德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两张王牌，即迫使德国放弃比利时和法兰西的北部地区，而且德国人也将毫无疑问地要保住他们在东线所抢到的一切东西。德国兼并别国领土而扩大了面积以后，其经济潜力和资源也一定会随之增加，因此，它本来可以放弃在军事上再去征服西方联军的愿望。事实上，放弃那种任何好处也不能带来的目标，那正是符合大战略精神的行动，而顽固地追逐着这样一种目标，则是最大的愚蠢。



　　然而，到了1918年，这样的机会早就丧失了。德国在经济上已经遭到很大的削弱，而封锁它的包围圈又越来越紧，即使它还能不断地攫取占领地的资源，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运回物资，但它的经济情况却在不断恶化。



　　在上述条件之下，德国人决定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其目的仍是想要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他们从德俄前线抽回了一些部队，因而在兵力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优势。但与联军发动进攻时所拥有的兵力作比较，他们的优势则是很有限的，1917年3月，法英比联军集中了178个师，用以对付德军的129个师。而在1918年3月，德军用以进攻的虽有192个师，但当面的联军却是173个师。其中，有9个美军师。美军师实际上是4个半，因为它的编制要比欧洲师大一倍，所以按比例折合为9个师。以后，德军继续从东方抽调回来的师，大概只是几个而已。但是，美军陆续调来欧洲的兵力，开始有如一条小小的溪水，尔后迫于紧急情况的压力，也就变成了急速的巨流。德军在其总兵力中留下的预备队为85个师，而且都是鼎鼎有名的“突击师”；联军方面作为预备队用的，只有62个师，而且还是分散指挥的。联军本来有一个计划，把30个师的兵力集中起来，作为总预备队，由凡尔赛军事执行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是这个计划后来被破坏了。英国将军海格声称，他不能把自己的17个师交给执行委员会。而在严重考验时刻到来之时，法英两军司令官之间关于相互支援的协定也未能兑现。迫在眉睫的危险促使联军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措施。由于海格的主动支持，福煦才又担负起协调联军作战的职责，以后便被任命为联军的总司令。



　　同以前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比较起来，德军这一次的作战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力求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二是其目的更为广泛。如果对德军统帅部及其参谋人员表示尊敬，那就应该指出，他们深深知道，虽有优势兵力也难抵消进攻方面由于完全暴露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他们也知道，只有巧妙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欺诈手段，设法迷惑敌人，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只有使用突然性这把万能的钥匙，才能打开长期以来僵持对垒着的阵地防御的大门。



　　德军在这次进攻的计划中，曾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短暂而激烈的炮火准备上面。炮火准备使用的是化学炮弹，即毒气弹。当时，鲁登道夫还没有看到坦克的重大作用，因而并没有在战役中使用它。步兵则接受了新的渗透战术的训练。这种战术的实质，就是要使先头部队查清并摸熟敌人防御中的薄弱地点，设法穿插进去。预备队的任务当时还只限于发展胜利，而没有规定它要在万一失败时去恢复原来态势。预期实施进攻的各个师，是以夜行军的方法接近战场的；大部分炮兵都隐蔽地集结在前沿附近，而且不进行试射使突然开火。此外，在整个战线的其他若干地段，也进行了似乎是发起进攻的炮兵射击。这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其对主攻方向判断不清，另一方面也能促使这些地段的部队保持战斗准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情况。鉴于同盟者发动的多次进攻战役都遭到失败，鲁登道夫接受了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应该首先解决战术任务，而后才考虑如何达成纯粹的战略性目的。如果战术上的胜利都得不到保证，那么追求战略目的就将毫无意义。既然不可能采取战略性的间接路线，那鲁登道夫的这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德军根据这个计划采取了一种新战术，也随之而采取了一种新战略。这样一来，战略和战术就相互联结起来了，而且两者的基础是同一个原则。这是一个新的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原则，即尽量追求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在1918年，由于法国前线的条件所限制，德军不可能在敌人期待较小的方向采取行动。鲁登道夫也没有作这种打算。不过，当敌对双方在堑壕防御的条件下彼此直接接触时，如能尽快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又迅速在抵抗力最小的方向上扩张战果，那么，同样也能达到在通常条件下对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采取行动所能达到的目的。



　　德军曾经顺利地突破了联军的防线，并且开始以高速度前进来扩张战果。可是鲁登道夫的计划终归还是失败了。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无论是在这次进攻失败之时，或者是在整个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批评者的意见都集中于一点：认为鲁登道夫是在战术上出了偏差，因而改变了突击方向，分散了兵力，以致使战术上的胜利损害了战略企图。看来，批评家们认为，鲁登道夫所主张的原则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在战后仔细研究一下德国的文件资料，以及鲁登道夫签发的命令和指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看法。所以，鲁登道夫的真正错误似乎在于：他只是在理论上认识了这个新原则，而并未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也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新战略理论的一切后果，并不想完全按照这一理论去采取行动。实际情况表明：当德军在个别地段遭受到战术上的失败时，他为了恢复态势而过多地消耗了预备队，而在战术上取得胜利需要扩张战果时，他又犹豫了太长的时间。



　　早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德国方面即开始出现困难。原拟选择阿腊斯至拉费尔的100公里正面，并由第17、第2和第18三个军团担任进攻。但是同时提出了另外两个方案。第一案，主张从凡尔登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但是这一案后来被否决了，其理由有三条：一是这里地形条件不利；二是即使能够实现突破，也未必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三是这个地区差不多已有一年没有发生战斗，因而法军已经养精蓄锐，恐怕很不容易突破。第二案，在伊珀尔与朗斯之间实施进攻。尽管这一案得到了鲁登道夫的军事顾问魏兹尔的拥护，得到了在圣康坦到海岸地区进行指挥的鲁普里赫特亲王的赞同，但鲁登道夫还是把它抛弃了，其理由是，在这个地段很有可能遭遇到英军主力的突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很难通行的沼泽地。



　　最后，终归还是选定了阿腊斯至拉费尔这个地段，其原因，除了地形条件比较有利之外，是那里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薄弱，担任防御的兵力和预备队也比较地少。此外，那个地段的南面还紧接着法英两军的接合部。鲁登道夫曾经指望，首先把法英两军隔绝开来，随后把英军击毁。按照他的估计，英军在伊珀尔经过长期苦战后，一定是大大削弱了。就总的情况来说，这一地段的联军兵力，毫无疑问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但就具体事实来看，鲁登道夫的估计却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一地段的北部，约占全正面的三分之一，不仅有坚强的防御工事，而且由英军的第3军团进行着严密的防卫。该军团共有14个师，其中有4个师充当预备队。同时，英军总预备队中的大部分兵力也都集结在这个侧翼。因此，他们可以获得而且及时获得了位于更北地区的其他英军部队的支援。这一地段的中央部分和南侧一带，曾是德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在那里担负防卫任务的，是英军的第5军团。他们一共是5个师，抗击着德军第2军团的进攻。由此往南，在延伸较长的防线上，则由7个英军师进行防御，其中有一个师为预备队。在这个正面实施进攻的，是德军的第18军团。



　　鲁登道夫命令在阿腊斯附近的第17军团用19个师的兵力实施首次突击，其进攻正面为24公里，但这只是其左翼的兵力。对于正向康布雷方向突击的英军，鲁登道夫并未打算实施正面进攻，而只想予以箝制，因此在这一地段的8公里正面上，仅仅用了德军第2军团的2个师。这个军团集中了18个师去进攻英军第5军团的左翼。只有5个师的英军第5军团，正占领着24公里的防御正面。在最南端的地段，德军第18军团是从圣康坦的两侧实施进攻的。鲁登道夫给该军团的任务是，使用24个师的兵力在宽达43公里的正面上实施进攻。所以，鲁登道夫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但仍然根据敌军兵力的分布情况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敌军防御中的最薄弱地段。



　　鲁登道夫在命令中所规定的方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他规定在松姆河以北地区实施主要突击。突破敌军防御以后，第17和第2军团就应转向西北进攻，把英军压迫到海岸边上。它们的左翼将由一条河流和第18军团加以掩护。这样，第18军团将对实施主要突击的第17和第2军团起侧翼保障作用。可是，事情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了。鲁登道夫寄希望很小的地方，迅速地取得了战果，而他抱希望很大的地方，竟没有任何的成绩。



　　1918年3月21日凌晨，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在晨雾的掩蔽之下，进攻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当时，英军在松姆河南面担任防御的部队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实施进攻的德军也比较弱，但是该地的防御却被突破了。在阿腊斯地区，德军的攻击没有进展，因而对河流北面的整个攻势带来了不良影响。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本来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可是鲁登道夫却因此而自己违背了新的原则。他不惜一连花费几天的时间，去拼命突击阿腊斯地区的坚强要塞工事。鲁登道夫始终把敌人顽强固守的阿腊斯方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力图在那里恢复进攻的态势。他当时还尽量约束第18军团，尽管该军团在进攻中没有遇到敌人的严重阻挠，却不准他们继续长驱南下。直到3月26日，鲁登道夫在给第18军团下达命令时，还是不准他们渡越阿弗里河，规定他们的进攻速度要与友邻的第2军团取齐。当时的第2军团，因为受到在阿腊斯附近的第17军团的牵制，其前进速度也极为缓慢。由此可见，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在使用从正面进行直接突击的方法，去进攻英军防区中最坚强的那一地段，企图以此击溃英军。出于抱有这种固执的观念，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预备队投到松姆河南岸地区去，因而不可能取得胜利。后来，他虽然想要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时机已经过去，再也来不及了。



　　在当时情况下，绕过英军翼侧以后，如能麾兵直趋阿腊斯要塞的后方，那么，原定向西北方向转击的计划，未尝没有成功的希望。3月26日，由于遭到惨重损失，德军在松姆河以北地区的进攻，即第17军团左翼和第2军团右翼的进攻，已经明显地减弱了威力。在松姆河南面地区第2军团的左翼到达了松姆河会战的旧战场，那里已经变成了人工造成的沙漠，因此，德军在补给供应和交通运输两方而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有第18军团还能继续前进，而且没有丧失原有的冲击力。



　　局势的变化迫使鲁登道夫拟制新的计划，但那个老计划仍然在发生影响。3月28日，他命令第17军团以其右翼兵力再次向阿腊斯附近的高地实施新的直接进攻；同时，命令第6军团在维米和拉-巴塞地区向北实施突击。这一次，他考虑到了松姆河南岸业已形成的有利态势，便把亚眠指定为第2军团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他还是制止第18军团继续前进，不准他们向亚眠的侧翼方向实行迂回。这样一来，对亚眠城的进攻，也只好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采取正面突击的方法。



　　3月28日，德军重新发动了对阿腊斯的进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伪装措施，而且碰到了英将拜恩第3军团所固守的预有准备的坚强防御，结果又遭到了失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鲁登道夫才放弃原来的计划，把自己的主力和余下的一部分预备队调去进攻亚眠城。在这同时，他却命令第18军团继续在原地停留两天。这样一来，进攻自然不会取得成绩。因此，在3月30日重新发动进攻时，参加的兵力也就有限，而且单靠那些兵力也是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当时，法军方面部获得了准备时间，既调来了预备队，也加强了防御工事，封闭了德军前次进攻在他们防线上打开的缺口。在这次作战的头一天，法国的炮兵紧跟在步兵的后面，正式参加了大规模作战，进行了集中的射击。4月4日，德军再一次进行尝试，使用15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但其中只有4个师是生力军，因而其结果自然是更少成效。



　　鉴于进一步发起进攻将要消耗更多的兵力，鲁登道夫终于作出决定，暂时休止对于亚眠的突击。当时，他始终没有想到应把自己的主力投到英法两军之间的接合部。早在3月24日，贝当就曾向海格提出警告，说，德国人如果继续向法军防守的地段突击过来，那他将不得不把自己的预备队从这一地段调走，用去挡塞西南方向，以便防卫巴黎。本来，德军只要对法方的防御阵地再稍微增大一点压力，他们马上就可以把已经打开的一条小裂缝扩大成为一个大缺口。



　　根据这次作战的经验，可以得出两点历史性的结论：一、接合部是最敏感的，也是最有利的攻击点；二、当两军的翼侧彼此紧密联接时，要从其接合部上楔入进去是比较困难的；而与此相反，当两军散开在宽广的正面之上，则楔入比较容易；如果部队彼此隔绝，作战时各不相顾，那么楔入敌人的防御就更加容易。



　　鲁登道夫由于把自己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用到阿腊斯南面去了，使他们在那里困守一个巨型突出地，所以，后来要向该地以北地区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时，连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了。3月25日，他曾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有关部门准备在拉-巴塞和阿尔芒蒂埃尔地区采取小规模的进攻，但其目的只限于继续扩大突破口。28日，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失败以后，他才决定把这个计划加以扩大。根据这一计划，首先应向阿尔芒蒂埃尔以南地段实施突击，24小时以后，再从该城北面实施进攻，这样就象一把钳子，从南北两面把这个城市夹起来。



　　由于命令下达晚了，准备有些迟误。直到4月9日，部队才刚刚作好进攻准备，而且到了这时，除了旨在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一些佯动之外，整个进攻仍在计划当中。这一次，又是由于晨雾的帮助，而且敌人防区里的兵力也已减弱，最初实施的突袭取得了胜利。鲁登道夫抓住了这个胜利，把它逐渐发展成了在阿尔芒蒂埃尔以南的大规模进攻。进攻的正面宽达24公里，德军的第一梯队为9个师，第二梯队5个师。当时，敌人方面为葡萄牙军1个师和英军2个师，紧靠着他们的后方，还有2个师的预备队。第二天，德军又开始在阿尔芒埃尔以北实施进攻，其第一梯队为4个师，第二梯队2个师，进攻的正面为11公里。在这里，德军同样获得了浓雾的帮助。可是，随着联军方面抵抗力量的加强，鲁登道夫不得不把自己新的生力军投入战斗，因而到5月第1个星期结束时，他投入作战的师已经超过了40个。这样一来，鲁登道夫又陷到消耗战中而无法自拔了。



　　英军的退却，差不多快要到达他们在海岸边上的基地。不过，到达距离阿兹布鲁克这个重要铁路枢纽16公里的地方时，终于站稳了脚跟，把德军阻挡住了。4月17日，鲁登道夫企图以向心式的夹击进攻伊珀尔。但这对于英军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突袭意义，因为海格采取了一个间接性的行动，早在48小时以前，已自动撤出了该地区，结果使德军的计划完全落了空。遭到失败以后，鲁登道夫又作了一个决定，打算在伊珀尔南面采取一次纯粹直接性的进攻，但这时法军已把预备队调上来了。4月25日，德军向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在金墨里附近的高地旁边突破了防御，可是，鲁登道夫由于害怕遭受反突击的打击，却未能乘胜扩张战果。在这整个战役进程中，他在使用预备队兵力方面，始终显得过分小心谨慎，因此很难指望夺得真正的胜利。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即可以看出，鲁登道夫本人对于尔后的胜利是没有多大信心的。4月29日，他又临时决定，停止继续进攻。他这样作，看来是想以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把法军的预备队吸引开，以便在弗郎德勒平原对英军作最后一次的决定性突击。



　　早些时候，鲁登道夫还下达过一道准备在切敏-德-达姆和苏瓦松地区实施进攻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进攻要在4月17日开始，可是，直到5月27日，这次进攻才真正准备就绪。其所以推迟，是因为鲁登道夫一直忙于弗郎德勒地区的战事，并从在那里已把预备队消耗得差不多了。美军驻欧指挥部的侦察支队对于德国人这次进攻的地点和大致时间，都曾作了相当准确的侦察。但一直等到5月26日，当他们的判断已经由俘虏的供词加以证实之后，才将情报予以通报。这个警报已经发得太迟了，除立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以提高战斗力外，来不及采取其他任何措施。不过，这个预先警报还是使预备队得以提前行动。5月27日早晨，德军开始发起进攻，其第一梯队为15个师，第二梯队7个师，突击的正面宽达38公里。当时在进行防御的敌人，为法英联军的5个师，另外有4个师作为预备队。德军实施进攻的部队，在大雾和烟幕的掩护下，很快就在切敏-德-达姆这条大道上击退了敌人的守备部队，并随后渡过了安讷河。5月30日，他们到达马恩河。在这里，鲁登道夫又一次获得某些胜利，但他对此并无思想准备，因而没抱过高希望。等到他再把大量的预备队调上来时，联军方面也把自己的预备队调到了战场，而且他们具有更大的随机应变能力，所以，这次会战的结局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鲁登道夫这次夺得的初期胜利，可以进行某些分析。他所以能够获胜，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联军方面的注意力和预备队，开始时被分散到其他地段上去了；第二，德军在这一次严格地执行了沿着抵抗力最小的线路实施进攻的原则；第三，该区法军的指挥官实在笨拙。这位法军指挥官坚持把步兵集中摆在前沿阵地上，因而使其部队充当了德军的炮灰，一开始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他的炮兵，一部分预备队，以及指挥所，也都距离前沿太近，因而德军一旦把防御突破，他的整个防御体系也就很快崩溃了。这使得德军的进攻在战术上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本来，在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突然性已是部分地丢失了的，但在进攻开始以后，它却完全恢复了。这是因为，任何突然袭击行动的目的，都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或者使敌人完全惊慌失措，或者使敌人落入陷阱，不管情况如何，效果都是一样的。



　　到此时为止，鲁登道夫已在联军的防线上占领了三个突出地段：两个范围较大，一个规模较小。此后，他曾企图把贡比涅地区那条战线拉平起来，但这个时候的进攻已经不可能达到突然性的目的了。6月19日，德军在西南方向沿着瓦兹河实施突击，但时机已失于过迟，未能同东南方向在沙托-齐耶里地区的进攻取得配合。



　　此后出现了一个间隙阶段，时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鲁登道夫一直梦想着在比利时境内给英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而且这个计划早就拟订出来了。可是他认为，在比利时境内，英军的预备队还太强大，因而又想出了一个实施佯动的计划，指望先在南面进行一次强大的突击，以便把英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边去。而在当时，鲁登道夫并未能在联军的防线上消除贡比涅突出部，于是又打算在里姆(即今兰斯)地区拉平这条战线。这样一来，就需要使部队进行休整，作好进攻准备，以致进攻的开始时间就推迟了。这一延宕后来竟成了鲁登道夫的致命祸害，因为它也结对方提供了时间，英法两军得以借此调集兵力，恢复元气，而美军则趁此远渡重洋，来到欧洲。



　　鲁登道夫各次突击所取得的战术性胜利，并没有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他受着这种胜利的鼓舞，每一次都使部队前进得过于深远，以致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兵力。而且，这些突击彼此不够协调，缺乏内在联系。他所进行的许多次突击，并不是向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发展，却是对准敌人抵抗力逐渐加强的路线实施。因此，德军突破防御以后随之发展的进攻，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照例都变成了纯系直接性的开进。鲁登道夫虽然在联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三个缺口，而且每个缺口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却没有哪一个缺口的深度足以达到敌人的战略后方，因而都不能切断敌人的重要动脉。这正是他在战略上的失败，使德军的战线变成了锯齿形状，同时却为联军向他的侧翼实施反突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18年7月15日，鲁登道夫开始发动新攻势。对于联军来说，这次进攻已是预料中的事。因此，德军在里姆以东的进攻，很快被已经转入机动防御的法军击退了。而在里姆以西强渡马恩河的德军，实际上只是加速了自己的崩溃。这是因为，福煦早就进行了准备，等到7月18日，他便向着马恩突出部的西侧展开了突然的反击。这次战役是由贝当指挥的。他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鲁登道夫所没有的新工具。象康布雷作战那样，在进攻部队的第一梯队中，使用了大量的轻型坦克。本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德军已把楔入联军防御所夺得的地段牢牢控在自己手里，打算把部队逐次地向后撤退，力图把战线拉平。可是，他们的预备队却终于被迫消耗殆尽。这又迫使鲁登道夫不得不放松在弗郎德勒地区的攻势，开始只想暂时延缓一下，到后来就只好放弃了事。从此以后，西战场上的战争主动权，也就正式地转移到了联军手里。



　　联军在马恩河地区实施反突击的特点，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贝当曾向福煦提出建议，要求在博韦和埃佩尔内两个地区分别集中预备队兵力，组成两个独立的集团，其目的是要在德军发动进攻后向其两翼实施反突击。第一个集团由马金指挥，起初曾用来击毁德军在6月9日发动的进攻，随后便转移了阵地，专门去对付马恩突出部西侧的敌军。后来，福煦又打算以该集团去进攻苏瓦松的铁路枢纽站。但是当它作着进攻的准备时，侦察部门获得一个准确情报，探知德军的下一次进攻必然从里姆地区发起。于是，福煦决定摧毁这次进攻，并预期在7月12日对德军实施突击。而贝当却认为，最好先让德军攻进来，这样既可使法军获得休整，也便于对德军的后方进行突击。然而，事态的发展颇为奇怪。到了7月12日，法军并未能作好进攻准备，因为作战部署的进行，实际上按贝当计划的成分多些，按福煦计划的成分反而少些，但是又不是全部。根据贝当的计划，战役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只以少数兵力防守第一阵地，故意诱敌来攻，且战且退，力求把敌军阻止在第二阵地前面；其次，实行局部的反冲击，把敌人的预备队引来参加战斗，使其装入法军向里姆两侧实行冲击所造成的新“口袋”中；最后，派出由马金指挥的预备队兵力，使其在东面沿着马恩河突出部的底边实施反攻。贝当指望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把安讷河南面的所有德军全部包围进去。



　　后来发生的事实和福煦采取的行动，使贝当的计划发生了某些改动。因为德军在里姆东面发起的进攻没有成功，法军便转而采取了机动防御。这是战术性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而在里姆西面，法军的指挥官顽固地坚持着老办法，进行了坚决的防御，结果只是使德军突破防线而已。随后，德军强渡了马恩河。为了应付这个紧急的危机，贝当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按他原来的打算，这些兵力要等到战役的第二阶段才予以动用。为了补充自己抽空了的预备队，贝当决定从马金的兵力中调拨一部分过来，因而使得马金实施反突击的时间不得不往后推迟。可是，福煦早就下了命令，规定反突击必须在7月18日开始。但当福煦得悉贝当所下的命令以后，马上又把命令撤消了。这样一来，贝当计划的第二阶段便完全被破坏了。结果，德军终于把预备队调集起来，既阻住了马金的反攻，也保障自己控制了钻出“口袋”的出口。法军的反突击很快变成了直接的压迫行动，只是单纯地追赶着德军。这有如法尔根汉1915年在波兰作战的情况，最后虽然把整个“口袋”压扁了，但只不过是把“口袋”里的敌人全部挤了出去。



　　从此以后，福煦的主要意图就是把主动权紧紧地抓住，在自己尚未集中足够数量的预备队以前，决不使德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决心把一切横向的铁路掌握到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性的进攻战役。8月8日，海格在亚眠地区组织了第一次进攻。由于采取了谨慎态度而又技巧地运用了欺诈手段，法国人在进攻以前竟使劳林森指挥的第4军团暗中增兵一倍。联军这次进攻，在第一梯队里使用了450辆坦克，因此，与以前进行的各次进攻战役比较起来，具有最大的突然性。但是，法军实施进攻的路线实在过于直接化了，致使这次进攻很快就被德军阻住。尽管如此，法军作战行动在战役初期显示出来的那种突然性，仍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曾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心理上丧失了平衡。鲁登道夫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在精神方面已经濒于破产以后，终于不得不公开宣称：只有采取谈判的方法才可能获得和平。但他同时又说：“我们的战略目的，是要转入战略防御，以此来逐渐消磨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



　　在此同时，联军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战略方法。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福煦。他命令联军各部队在整个战线的各个地段接连不断地实行进攻。使这种方法有所发展的是海格。他曾拒绝执行福煦关于要他属下第4军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的命令。第4军团的进攻，是在英军第3和第1军团先后完成突击以后才恢复的。这样一来，专就海格与贝当所控制的战线来说，联军的进攻就形成为一连串前后衔接的快速突击了，而且正是打在各个不同的地段上。其中，每一次突击都恰好是在它刚要丧失其最初冲击力的时候停止，前一个突击正象是为后一个突击铺路。因此，这些突击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联军这种车轮战法，使鲁登道夫不能自由自在地调动预备队，无法应付预料中的打击。而且，鲁登道夫的预备队很快就消耗光了。联军方面的后备力量却并不感到如何紧张。联军采取的这种方法，虽然实质上不能算是间接路线的方法，但不论就那个场合来看，都应该说是与间接路线很接近的。采取这种方法，虽然不一定是在敌人期待最小的方向上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最可能预计到的方向上实施进攻；虽然不一定是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线路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抵抗力愈来愈强的方向上实施进攻；因此，这种方法实际上可以算是一种消极形式的间接路线。



　　由于德军在精神上日趋瓦解，兵力上损失惨重，采取上述方法，至少可使联军连续不断地发起进攻，逐步削弱德军的抵抗能力。在德军颓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海格不断提高了信心。他担保说，自己有力量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那条防线，当时是由最有战斗力的预备队进行防守的。这些情况也使福煦相信，有必要放弃上述方法。因此，他便决定在9月底同时发动全面进攻。



　　福煦的计刘是：由英军和美军分别组成联军的两翼，从德军楔入法国境内所形成的巨大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采取向心方向实行突击，力求把楔入法境的大部分德军隔绝开来。作出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把阿登山当作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地区，把它当作一堵后墙，认为这个山区只有两侧有些狭窄的通道。顺便说一句，关于阿登山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来自对该地区的片面理解。事实上，阿登山地区内有着良好的道路网，交通是发达的，其境内多半是丘陵，大山比较少。



　　按照潘兴的建议，这个计划本来还含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味。他的意思是，美军应在布里昂地区发动进攻，发展局部的胜利，从而削平圣米赫尔附近那个突出部，迂回到梅斯城，切断德军通往洛林的交通线，阻塞德军从西面向莱茵河退却的道路。可是，海格不赞成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样的进攻方向与联军其他的进攻方向不协调，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福煦也同意海格的观点，没有考虑潘兴的反对意见，并修改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美军就只好把自己的力量调转到西面来，匆匆忙忙地在马斯河与阿尔哥尼地区实行进攻准备，而时间总共不到1个星期。美军在该地区的进攻，面临着德军不断增强的抵抗，发展非常缓慢，不仅遭到了巨大损失，部队纪律也几乎濒于涣散。因此，对于海格向“兴登堡防线”实施的进攻，实在毫无帮助。



　　以后还有多次事实证明，即使拥有相当优势的火力，而对着士气已经低落的敌人，如果采取直接的正面进攻，虽然可以突破敌军的防御，但却不能完全消灭敌军。直到11月11日，即实行停战的那一天，德军在其后卫兵力的掩护下，仍然顺利地从这个突出部撤退出去了。当时，他们逐步地把战线缩短，拉直，联军跟在后面的进攻，实际上是钻死胡同。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德军进行抵抗，而且因为在废墟地带内遇到了补给和维修方面的许多重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联军采取直接路线的进攻，只不过更快地促使德军溜走了，而他们自己却无法追上去。



　　值得庆幸的是，联军这些进攻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德军统帅部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还是来自8月8日联军在亚眠地区发动的突然进攻，其次则是萨洛尼卡那个遥远战场上联军所采取的间接路线行动。在萨洛尼卡战场上，联军是在守兵最少的一个地段开始进攻的，很快就突破了防线。在那里，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敌方不能迅速地把预备队调去支援，因而无法阻止进攻的发展。结果，保加利亚的军队被分割为两部分。早已经厌战的保加利亚人，终于被迫缔结了停战协定。联军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剥夺了中欧大国的一个同盟者，而且为协约国军队打开了直达奥国后方的道路。



　　当联军在意大利境内再次发动进攻，而不稳定的奥军防线遭到突破以后，德国所面临的战败威胁就愈来愈严重了。此时，奥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早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也只有投降。于是，奥国的领土和铁路，也都变成了联军展开对德进攻的有利条件。9月间，德国将军冯·格尔维茨即向帝国首相提出警告：继续进行战争将是德国的灾难。



　　这个威胁，再加上封锁所产生的高度精神效力，即大战略方面一种间接路线形式所产生的效力，使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饥饿和失望，有如两把尖刀，威逼着德国政府只好投降。应当补充一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失败，联军在法国恢复直接进攻的传闻，加速了德国宣布投降的进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感到神经错乱，无以自持。是的，这一过程曾延续了好几天的时间。这时，德军已经完全混乱了，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匆忙作出决定，宣布接受停战。他们认为，巴尔干战线的崩溃破坏了他们所有的计划，因为“本来预计调往西线的部队，现在需要改调到巴尔干战线上去”。同时还说，如果联军在西线再次进攻，则“整个形势将会根本改变”，“即使这一次能把他们的进攻挡住，但尔后仍然是严重的威胁。”



　　最后，福煦终于决定发动全面的进攻。美军在马斯河-阿尔哥尼地区的进攻，是在9月26日开始的，但到28日实际上就完全停止了。法英比三国联军在弗郎德勒地区的进攻，是9月28日开始的。虽然这次进攻给德军造成了明显的困难，但是并没能构成真正的威胁。9月29日早晨，海格开始对“兴登堡防线”发动主要突击，传出的第一批战报，即使德军发生了动摇。



　　在这紧急情况之下，马克斯亲王奉命出任首相。这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政见和国际威望，来达到进行和平谈判的目的。为了求得一个体面的和平，而不表示出自己在认输，他要求军方允许他推迟开始谈判的时间。他对兴登堡说；“应该使我有10天或8天，至少也得有4天的喘息时间，以便乘机向敌人提出和平的呼吁。”但是兴登堡却回答说；“军事形势已经极端严重，到了最大限度，不可以再延缓了。”因此，坚决主张“立即向联军方面发出和平谈判的呼声”。



　　10月3日，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要求。这也就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早在10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已经自己破坏着国内的民心土气。他们在各政党领袖的一次集会上宣称，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长期被关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旦看见光线，反而会感到眼睛瞎了似的。这样，在德国境内，各种不满的和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就统统地暴露出来了。



　　然而，在几天以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又开始有了一点信心，甚至还产生了某些乐观的情绪。他们看到，英军楔入“兴登堡防线”以后，并未能把整个防线突破。随后，他们获得报告，说是联军的进攻速度已经降低，特别是对于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够充分，已经无力扩张战果。这时，鲁登道夫虽仍坚持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的目的只是想给德军赢得喘息时间，以便积聚力量来继续进行抵抗，并保障德军有组织地撤退到自己边境内的防线上。到了10月17日，鲁登道夫甚至认为，用不着再休整等待也可以达到目的了。他所以这样认为，并不完全因为业已形成的情况，而主要是凭着他的主观判断。事实上，现实情况从来也没有象他自己在9月29日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然而，他所散布的悲观情绪已经在政界人物当中广泛传开，也在居民中间慢慢传播，有如一颗石子投到水中，水波正在逐步扩大。国内防线的崩溃虽然开始得较晚，可是比起军事防线来，它却溃散得更快。



　　10月23日，威尔逊总统用一个通谍答复了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就在这时，鲁登道夫还在希望继续进行战争。他指望在德国边境进行有效的防御，用以打击联军的气焰。但是，他已经无法控制正在剧变的情况，德国民族的抵抗意志业已崩溃，所以再也没有人来倾听他的意见了。10月26日，他被迫辞职。此后，德国首相由于过量地服用了安眠药，曾有36小时不省人事，一直处在昏睡不醒的状态中。11月3日下午，当他回到办公室开始办公的时候，立即获得报告，不仅土耳其投降了，奥地利也步了后尘。这样，德国的后门已经完全敞开。第二天，德国国内暴发了革命，并且随即蔓延到全国。因为德国皇帝还不想退位，和平谈判也发生了延误。这时，唯一的出路只有向革命势力及其领袖们让步。到了11月9日，马克斯亲王便把政权交给了社会党领袖艾伯特。1918年11月11日凌晨5时，德国和谈代表团的全权代表，终于在和平条约上签了字，上午11时，战争最后结束了。



　　这次战争的结局，根据最后的判断，应该算是9月29日决定的，因为正好是在这一天，德军最高统帅部得出了结论，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鲁登道夫及其助手们当时精神极度沮丧，以致他们的有害情绪很快就传染给了全体国民。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德国了。指挥官们的神经可以复原，实际的军事态势可以改善，可是，士气和民心却一时难以振奋起来，这就在战争中决定了德国的命运。






　　图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线之二(从1918年3月21日到11月1日停战)



　　在促使德国投降的各种因素当中，封锁似乎要算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如果不是遭遇到封锁，德军在自己的国界之内，也许要进行很长时期的顽强抵抗，但这要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在国内避免发生革命。然而，即使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地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土，并且拼死阻住联军的进攻，但那也只不过是战争结束时间的延长，而德国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因为联军方面掌握着制海权，这是英国人的传统武器，他们是必将用来进行封锁的。



　　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毕竟还是军事行动。正是军事行动的胜利加快了德国的投降，没有使战争拖延到1919年。这个结论并不等于说，在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候，德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毁灭了，它的军队已经完全崩溃了。也不能说，这是德国向联军方面实行的错误让步。认真分析一下最后100天的战争情况，可以更加肯定—个古老的真理：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压垮敌人的抵抗意志，瓦解其统治者的心灵，而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其军队；战争的胜或负，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民心士气，对于敌人的直接打击，只有一种间接的影响。真正使鲁登道夫的神经感到震惊的，是联军方面的突然袭击行动，使他受到强烈打击的，是他对于联军战略性突击感到已无能力击退的心理。这种情况对他产生的影响，较之人员、武器和国土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本书前面各章所论述的方法。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路线战略，而且，他亦物质上和心理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及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计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象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作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象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象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于希特勒也同样实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参加过作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看成是最主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变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敌人，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和鲁登道夫的理论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地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象鲁登道夫本人所想象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法，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的时候确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去的一切船舶，甚至包括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地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出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象古代的亚历山大和凯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们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当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军事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列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于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拼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就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所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第一章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补给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个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投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性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夺到德国的政权以后，他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法的规模就更加扩大了。第二年，他首先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东方翼侧。1935年，他自动毁弃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次年，派出德军重新进驻和约规定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就在这1936年，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以“伪装战争”的手段，暗地里支援佛朗哥将军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针对法英两国战略后方采取的一种间接性手段，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了牵制作用。希特勒以这种方法使法英两国在西面的地位遭到削弱以后，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工事，使自己的西部得到掩护。此后，他便有了机会，可以把主要力量调往东方。这正是继续实行间接性行动的一种步骤，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打击西方强国的根基。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西边翼侧完全处于暴露地位，同时，也使法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环绕德国所构成的“铁箍”被冲断。1938年9月，由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希特勒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地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境地。所以，到次年3月时，他便完全侵占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并进而包围了波兰的一个侧翼。



　　希特勒利用这一连串实际上没有流血的机巧行动，以所谓“和平的进军”为借口，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来在中欧的控制权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反而使法国陷入包围之中。这样一个过程，恰好同一种古老训条相吻合，那就是抢先占领有利阵地，而后再行挑战，只不过他这次作的范围更广，计划更大，而且技巧更高罢了。在这转变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从直接方面看，其军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间接方面说，它的主要假想敌国，由于同盟国被剪除和战略根基被砍断，其力量已在日益减弱。



　　这样一来，到了1939年春天，希特勒对于公开的决战，就已经不再感到害伯了。恰巧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采取的错误行动，又使他获得了利益。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起来了，可是英国却突然地向它们提出了保证。能够给予这两个国家有效支援的是俄国，而英国在作出自己的保证时，偏偏又没有事先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保证性的表示。英国人一向都是采取安抚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次跨出如此盲目的一步，实在是非常轻率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的保证无异于公开向德国挑战。欧洲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英法武装力量所达不到的，而英国人的保证，正好构成一种诱惑，使希特勒滋长了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欲望，那就是进攻波兰。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破坏了战略基础。本来，由于力量的薄弱，它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应该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阵线，以便在西方对付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打击，制止侵略的发生，可是现在，它们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一个脆弱地段突破防线，并因而达到了初战的胜利。



　　诚如劳希林所记述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其突然袭击的对象，同时，也总是让他的对方去背负发动攻势作战的重担。这是因为，德国领袖要比同盟国方面任何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更清晰地认清了现代防御的价值。现在，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已经非常明显，他必须立即同俄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俄国人处于中立地位，保证不出面干涉。希特勒终于同俄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因而自己感觉到大大增强了信心，处身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样，如果英法同盟者履行他们的诺言，决定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自动地放弃了防御方面的优势，而要被迫采取进攻的战略，并且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也将为此缺少最必要的资源。如果他们只以突破“齐格菲防线”为目的，不再前进，那也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将徒然丧失威望。如果他们还继续硬攻，结果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等到以后希特勒回师西指，转入进攻，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减弱，在尔后的防御中取胜的机会必然更小。



　　英法两国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让希特勒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在外交上进行绝交，同时把军队提供给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这种政策给了波兰以不小的援助，而对英法自己来说，同它们在不利条件下实行对德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比较起来，则自己在前途和威望方面所受的损失，都将要小得多。



　　可是，法军仍然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一次很不坚定的进攻，结果毫无成效。由于事先对这次进攻夸大得太厉害，一旦遭到失败，就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德军当时正在波兰迅速地发展胜利，这与同盟国的失败一对比，就使中立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恐惧感。于是，它们对同盟国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次所受的损害，甚至比同盟国的其他任何妥协行动招致的损害还要大些。



　　随后，希特勒便得以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并充分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在西线有着一道要塞防御线作掩护，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救世者，却根本无力突破这道防线。希特勒从此便安稳地处于防御地位，一直等待法英两国人民慢慢产生厌战心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盲目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可是，同盟国方面的政治家们，早在获得足以使理想变为事实的工具以前，便在大唱“反攻”高调。结果，他们只是徒然地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同盟国方面这种光说不做的态度，又结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使他敢于先发制人，首先转入进攻。当时，英法两国都有许多人，正在设想是否可以利用毗邻德国的一些中立的小国家，作为绕到德国翼侧的通道，可是就在这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占了五个中立国家，用来进攻同盟国方面的翼侧。他采取这个行动是完全不顾一切的，这也正是侵略本质的表现。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持勒曾设想保留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来掩护德国的北面翼侧。此外，德国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石，还要经由挪威在大西洋上的港口雷尔维克才能运回来。但当同盟国方面计划占领挪威的征候愈来愈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害伯对方控制挪威水域和港口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又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了这个国家。



　　全部占领挪威，本来也是希特勒早已计划了的事。还在1934年，他就向劳希林和其他一些人说过自己的设想，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具体作法是，使用小型的海军登陆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之下，同时实施一连串的突击。登陆部队上陆的合适地点，将由潜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第五纵队来指引，这些纵队负责先为登陆兵开路，而实际采取行动时的借口，则是保护这些国家使它们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味的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1940年4月9日，这个令人惊奇的计划完全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原来的料想。希特勒曾经有所担心，对于某几个地点的登陆，害怕难以扩张战果，因此，他指望更多地夺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夺占了所有预期占领的目标，而且他那双贪婪的手还一直伸到了雷尔维克以北的地方。



　　由于胜利的取得竟是那样令人吃惊地轻松，而同盟国军队突入挪威的企图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希特勒随后实施更强大突击的愿望，自然受到鼓舞，而这次突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了的。还在几年以前，当讨论到将有什么环境他就敢于冒险挑起大战时，希特勒曾经表白过他的意图，那就是要在西线取守势，而让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尔后，他应立即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以此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随即向西方强国提出所谓的和平建议。他说：“如果它们不想要这样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可能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它们都要担负起发动进攻的重担。”不过，随后的环境有所改变。希特勒在侵占了波兰以后，马上提出了和平的建议，但当即被西方国家拒绝。从此以后，他就决定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1939年的秋天发起进攻。由于德军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会有足够的兵力来击败英法联军，因而纷纷提出了异议，加上那时天气也很不好，希特勒才被迫推迟实现他的企图。但是，这个延宕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在挪威取胜以后，将军们就再也无法阻挠他的行动了，因为挪威的胜利，正是他不听将军们小心谨慎的忠告而获得的。



　　很久以前，在讨论这种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宣称：“我要从‘马奇诺防线’的右侧进入法国，而且不损失一兵一卒。”诚然，希特勒的这个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就其1940年5月的成就来说，他的损失对于他的收获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原定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右翼，由波克指挥的集团军群来担任这一任务。可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经过一次彻底的修改，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央位置，放在阿登山地区。这次修改是根据曼斯坦将军的建议实行的，他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经提出证明，认为通过阿登山地区实施进攻将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正是敌人预期遭受进攻的可能性最小的方向。



　　西线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避免任何的直接性攻击，尽管当时他们在现代化作战工具方面拥有优势，却总是继续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德军并没有突破“马奇诺防线”的企图。相反，他们却先向两个小小的小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发起了“诱敌式的攻击”，希特勒竟借此把英法盟军诱出了法比边界的防御工事。当这支盟军向比利时境内突进时，德国的空军曾经有意识地不去加以阻挡，最后才以陆军从后方向法军的基本集团实施突击。



　　这次战役是由一支小型的德军突击集团完成的。该集团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全部德军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清一色的坦克师组成。德军统师部曾经表现得相当高明，他们认识到，要想尽快取得胜利，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大量的人力。这一次，德军的突击集团确是规模很小的，以致一些德国将军对于其突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德军能够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法军统帅部的轻率和冥顽，他们几乎把全部重兵都集中在左翼方面，企图在比利时境内作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在法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即面对阿登山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区，仅仅只留几个第二等的师进行防守。按照法国人的估计，对于阿登山地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通过的。与此相反，德军正好利用了阿登山，因而达到了行动的突然性。这个事实证明，德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历史教训，懂得天然的障碍要比人为的抵抗易于克服，因为有人凭借坚强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的话，那个阵地总是不容易攻破的。



　　同样很明显的是，当德军一旦越过色当而向前高速度地发展进攻时，他们便连续地同时威胁到其他几个目标，因而使得法国人无法判断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果然，法国人就没有猜到，德军将会首先进攻巴黎呢？还是直攻比利时境内的法军后方？当德军的装甲师后来急速地转向西面时，法国人又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德国人究竟是开向亚眠，还是开向里尔。德军就是这样，“声东击西”，隐蔽着自己前进的真正方向，迅速地达到了海峡岸边。



　　德军的战术也是完全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他们避免一头撞上去的硬攻，总是寻求弱点，力图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同盟国方面的国务活动家们，当时完全不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曾经一再号召他们的军队用“不断加强力量的反击”来击退敌人的入侵，可是德军的坦克洪流却迂回绕过盟军大群大群的步兵，一直横扫而过。如果盟军没有受命放弃要塞防御，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挡住德军这股坦克洪流的进攻。而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企图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只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同时，盟军的指挥官们，总在寻找会战的机会，而德军的指挥官们，由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却是力图在战略方面瘫痪敌人，极力避免进行会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曾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此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破坏其交通线。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法国在总结战争经验的时候，艾伦赛元帅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大尉以上的军衔。他认为这是德军的一个大弱点，谁知这个弱点却正是一个大优点。8年以前，希特勒也曾经批评过德国的将军们，说他们被囚禁在自己技术知识的牢笼里，完全没有活跃的思想，看不见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有一些年轻的德国军官确系后起之秀，他们对于新的观念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不过，德国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单纯是使用新兵器，采取新战法和实行新的战术战略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希特勒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能达到这种造诣，曾经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方法的研究。同时，新型的德国军队也在应用英国人首创的机械化战争技术方面占领了上风。不管希特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在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中古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使用过的方法。成吉思汗在准备进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在那里寻找有影响的代理人，使他们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的抵抗力，制造混乱，并准备建立起听命于他的新政府。希特勒认为，对于这类人物没有必要进行收买，可以不要贿赂，因为在统治阶级当中，他能够获得这种自告奋勇的走狗，即一些抱着野心想出风头，有着权势欲和出于党派仇恨的人物。后来，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开拓道路，希特勒便在选定的时机使用了他的“敢死队”。这是一些早在和平时期渗入敌国领土的人物，他们化装成商人或旅客，一旦获得相应的信号，就换上敌军的制服，相机进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散布假消息，如有可能，还可以对各类重要人物进行绑架。对于这种化装的先锋队还必须以伞兵部队予以支援。



　　在希特勒有意发动的战争中，德军的正面进攻始终只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军事游艺。他们的基本注意力，总是放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后方攻击敌人的行动上。希特勒对于正面强攻和肉搏战斗，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这些都是一般军人的基本知识。他总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发动战争，一手是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本身更多地只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兵实施攻击之前，总要先实行炮兵火力准备，以便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与此相似，希特勒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因此，应当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特别是进行宣传。他说：“尽管战争的教训已很明显，但将军们仍在希望自己成为光明磊落的高贵骑士，把战争幻想成为骑士比武那样的单纯。可是，我不需要骑士，我只需要革命。”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目的只是迫使敌人投降。他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意志已被摧垮，已经麻木，那么，杀戮就是多余的举动。而且，要靠杀戮来达到目的，实在是太麻烦，也太浪费。把细菌注射到敌人的机体内部，让他们的意志发生瘫痪，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似乎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述，就是希特勒的战争理论，一种使用心理武器的战争理论。那些企图阻止他的人，实在应该首先了解他的思想。这种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曾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价值。采取促使敌人军事机器的“神经系统”发生麻痹的行动，要比对敌人有生力量直攻硬打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领域内的应用，其效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人们公开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使用新的兵种，采取新的进攻方法打击敌人，促使敌军发生瘫痪现象，那么，单纯使用心理上的武器能否达到瓦解敌人抵抗的目的呢？即以对法战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法国人的抵抗意志已经预先遭到破坏，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德国也足以使法国覆亡。



　　如果在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技巧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这股力量总是可以击段另外一股力量。但是，力量却不能摧毁思想。由于思想总是捉摸不定，而且只能接受心理上的影响，因此，思想的稳定性常常使崇拜力量的人们陷入死胡同。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象希特勒那样，对于思想的威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希特勒在其权势和力量日益增长以后，对于力量的使用也就日益倚重了。这一状况足以证明，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手段未免估计过高，以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来供自己驱策。然而，一个思想如果不是来自实际经验，那就一定不会有生命力，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希特勒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进攻战略艺术。同自己的敌人比较起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掌提了在第一阶段运用大战略的本领。这就是善于发展和协调使用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以此打击敌人的意志。不过，希特勒也和拿破仑一样，对于在更高阶段上运用大战略的问题，则是认识不够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作战时缺乏远大的眼光，缺乏预见性，不能随时考虑到战后的和平问题。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他不仅应该是一个战略家，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哲学家。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原则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



　　为要证明他们的进攻总是“攻无不克”，德国人反而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心理方面颇为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当德军部队的足迹踏遍欧洲各国领土的时候，他们带给人们的，只有愁苦，没有和平。因此，他们只是广泛地散布着不满的种子，助长着对于希特勒思想的反感情绪。由于必须同占领国的居民经常接触，德军部队也就很容易地受到这种思想细菌的传染。各个部队的情绪也彼此相互传播，从而加深了病态。于是，希特勒所鼓励的尚武精神，开始摇摇欲坠，随之一落千丈。人们感到孤立，产生思家心理，出现厌战情绪，这样便在德军士兵当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思想。



　　因为进攻的势头膨胀过度，希特勒终于把机会提供给了尚在与他角逐的对手(英国)，使他得以从自己手里把优势抢了回去。要是英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远见，对于大战略能有更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不过，即使缺乏这一点，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善，而且只要大不列颠帝国继续存在，没有失败，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希特勒要想获得他理想中的和平，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势非征服英国不可。同时，不管他再向哪一方向发展，其前进的距离愈远，则如何控制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也就愈大。所以，希特勒这时每前进一步，其滑倒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分。英国人面临的问题却很简单，但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就是要坚守下去，等待希特勒失足，要使他象拿破仑那样，铸造无法补救的错误。可幸的是，希特勒很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比他面临覆灭的时间要早得多。对于这个错误，希特勒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曾经过分地迷信进攻战略，以致对防御战略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和拿破仑一样，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得来太轻快了，他便一味地迷信进攻手段，以为只要进攻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1939年，德军征服了波兰，1940年，接着蹂躏了整个西欧。这在军事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高速度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来说，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这种理论发源于英国，但是将其付诸实行的却是德国人，而且主要的功劳应该归于古德利安将军，即这位德国装甲坦克部队的创建人。尽管德军的高级将领对于新技术曾抱着某种怀疑审慎的态度，并且为其发展所提供的资金也有较多限制，未能满足新技术支持者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仍然使人感到吃惊。这种新技术不仅使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这是因为，希特勒的胜利对于西欧的形势及其前途的影响，即使在他完全失败以后，也是无法消除的。此外，由于英国在打败希特勒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其结果便使世界权力中心开始转移到了西半球。俄国对于欧洲大陆的控制，则是另外一个危险的结果，同样具有时代的意义。



　　这次战争的结果，出现了两个革命：一个是作战方法的改变；一个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在各次战役当中，也出现了使用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些极有价值的例证。只要对西线的各次战役进行一番分析，便可明显地看出，如果不采取新的作战方法，那么新型的机械化部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然而，效果总是相辅相成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性和灵活性，正好又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大的威力。



　　说来很是不幸，波兰恰好就是显示上述作用的一个理想地点。它同德国之间有着2千公里的边界线，而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新增加了8百公里。这样一来，波兰的南面冀侧，也和面对东普鲁士的北面翼侧一样，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于是，波兰的整个西部地区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三面都被德国领土所包围。



　　对于波兰来说，由于军队部署得不够正确，把大部分力量都摆在突出部的前沿部位，因而更加增添了它的危险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愿望，想要掩护自己最主要的工业区，即维斯瓦河以西的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民族骄傲的心理，而且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



　　波兰陆军在和平时期的兵力，同法军一样多，比德军略为少一点。它拥有30个步兵师和12个骑兵旅。可是，国家的工业资源不足，不能让它的人力充分加以使用，甚至不能给它的现役部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待到动员时候，他们的师数只能增加三分之一，而在德国方面，除了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外，其他的师数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而且，波兰几乎完全没有象坦克这类现代化斗争兵器，所以，德国在扩大装甲部队方面的弱点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波兰平原的地形平坦，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进行活动，因而形势就更加复杂化了。不过，总的说来还是没有法国那样便利，因为波兰缺乏良好的道路，缺少沙质土壤，而在某些地区还有很多的沼泽和森林。然而，德国人所选择的入侵时间，正好可以使上述弱点的危害减到最小程度。



　　鉴于波兰已经处在德国的三面包围之中，德国人很自然地采取了一种物理性质的间接路线战略。由于他们使用这种方法，间接路线的效果显得更加增大。



　　在北面，侵入军的主力为波克集团军群，其编成内有两个集团军，即库赫勒的第3集团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前者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后者则越过波兰走廊向东推进，前去与库赫勒集团军汇合，对波军北方集团的右翼进行合围。



　　在南面实施进攻的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它担负着比较重要的任务。它的实力，在步兵数量上要比北方集团军群几乎多一倍，而坦克则多一倍以上。这个集团军群的编成为三个集团军：布拉斯柯维茨的第8集团军，莱希瑙的第10集团军和李斯特的第14集团军。布拉斯柯维茨集团军为该集团军群的左翼，其任务是向罗兹这个大工业中心挺进，参与合围波兹南突出部的波军，同时对莱希瑙集团军的翼侧进行掩护。李斯特集团军充当集团军群的右翼，其任务是向克拉科夫实施进攻，在喀尔巴阡山区迂回波军的翼侧，同时派出一个坦克军穿过山地内的隘路。莱希瑙集团军处于中央位置，负责实施决定性的突击，因此，该集团军获得了大量坦克的加强。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入侵波兰。9月3日，当英法两国根据它们对波兰所作的保证而宣布参战时，克鲁格已经切断了波兰走廊，到达了维斯瓦河的下游。与此同时，库赫勒已从东普鲁士开出，继续向前逼进，抵近了那累夫河。而意义更加重大的是，莱希瑙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瓦尔塔河，并且强渡过去了。当时，李斯特集团军则从两个方间进攻克拉科夫。9月4日，莱希瑙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皮利察河，进到了距离国境线50公里的地方。两天以后，他的左翼即远远地越过了托马舒夫，而右翼则进到凯尔采。



　　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曾经下达命令，要求继续往东进攻，直逼维斯瓦河，并且渡河东进。可是，隆德斯特和他的参谋长曼斯坦，却主动地修改了他的计划。他们作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波军的主力仍然留在维斯瓦河以西，所以应该在那里设置陷阱，捕捉波军。他们的估计一点不错。于是，莱希瑙奉命以其左翼兵力向北折转，用一个坦克军作先导，向罗兹地区挺进，插到一个巨大波军集团的后方，而后，在罗兹与华沙之间的地段上，沿着布祖腊河抢占有利地形。德军这个突然转向北进的机动，没有遭遇波军多大的抵抗，因为事出预料之外，以致大批波军部队被隔断，无法通过维斯瓦河。



　　德军由于沿着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实施深远的战略突破，取得了优势，随后则因转入战术防御，又加强了这个优势。此后，他们为了巩固胜利，只须坚守已经夺得的地盘就可以了。他们不断地击退了波军部队匆匆组织起来的反突击。这些波军部队是刚刚从战线上下来的，已与自己的基地失去联系，因而补给日益短缺，而且其侧翼和后方还有布拉斯柯维茨和克鲁格两个集团军在追击，以致面临的压力日益严重。尽管波兰人战斗得非常顽强和英勇，但给德国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终于突围出去与华沙守备部队会师的，毕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



　　9月10日，波军总司令斯米格莱·里兹元帅给所有残存部队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往波兰的东南部实施总退却。他指望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地段上组织防御，以便进行长期抵抗。但是，他的打算是否正确，并未能获得证实，因为德军从维斯瓦河向西压缩的包围圈已经愈来愈紧了，而在此同时，一部分德军已在某些地段渡过了维斯瓦河，正向河东地区深入，进行着更大规模的合围机动，把波军在桑河与布格河之间可能建立的防御阵地的翼侧也包围起来了。



　　德国人采取一条很明显的间接路线，即直接抵达和迂回到了布格河。这是波兰最远的、也是最东边的地界。入侵开始时，古德利安的坦克军担任克鲁格第4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穿越波兰走廊以后，该军沿西北方向实施进攻，进入到了德国自己的东普鲁士省。尔后，这个军迅速穿过德国的领土，前出到了最左边上，也即是库赫勒第3集团军的东面侧翼上。这个集团军当时是向南进攻的。9月9日，古德利安坦克军渡过了那累夫河，一直向南挺进。到14日时，该军已经前进160公里，进入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区，抵达了布格河岸，也就是说，到达了波兰这个突出部的底边。此后，他的部队继续向南挺进，再走65公里，到达了符沃达城，在那里同南面攻来的克莱斯特坦克军会师，共同封死了整个合围圈的口子。这样一着的结果是，早在俄军于9月17日跨进波兰东部国界以前，波军部队已经被击毁了。



　　波兰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过了9个月，德军又在西线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次取胜的特点是，纯军事上的间接路线虽然不太明显，而心理方面的间接路线却比较突出。它的原则是力图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这个思想作为基础，预先采取欺骗性的措施，用以诱惑敌人，力求在作战的方向、时间和方法上达到突然性，这样沿着抵抗力最弱的路线最迅速地扩张战果，并尽量往纵深发展。



　　早在1939年10月初，刚刚征服波兰以后，希特勒即发出了关于在西线准备进攻的第一批指令。他在这些指令中强调说明，如果英法两国都不同意结束战争，那他就要尽可能提前采取行动，因为长期延宕下去会使敌人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并有可能使一些中立国家也倒向同盟国方面。按照希特勒的看法，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时间对于德国总是不利。因此，他曾表示担心，如果采纳他那些军事顾问的意见，继续等待下去，那么，同盟国方面军事力量的增长，有可能超过德国；而这样，就将要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会把德国现有数量有限的资源消耗干净。同时，德国还有可能在背后受到俄国的致命打击，因为希特勒已经感觉到，尽管他同斯大林缔结了条约，但斯大林的中立保证是不会太长久的，一旦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马上就会动手。这种恐惧心理促使希特勒力求提早发动进攻，想用武力强迫法国人求和。他认为，只要法国退出了战争，英国人必步后尘，也会随之而就范。



　　按照希特勒的看法，他当时已有足够的兵力把法国打败，因为在新式兵器方面他拥有很大的优势，而这正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他说：“我们的装甲坦克部队和空军，不仅仅是进攻的工具，而且也是防御的工具。他们的技术，就当今现有的水平来说，都已达到了很完善的程度，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军事行动，已有适当的组织和经验丰富的领导来作保证，可以发挥出战略上的潜在威力，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当然，希特勒也不能不承认，法军在旧式的传统武器方面，特别是在重型火炮方面，仍是拥有优势的。但他却又指出，在现代的机动性战争中，这些旧式武器已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因为他在新式武器方向占有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即令法军在兵力动员数字方面可能拥有优势，也是不必去考虑的。



　　德军的领导者们，赞同希特勒对于持久战的担心，但并不同意他发动“闪击战”以迅速取胜的打算。那些军事领袖人物感到，要击毁法军，力量仍嫌不足，因此建议希特勒采取防御行动，以等待法英两国“自动求和”，或者促使他们开始发动进攻。只要他们发动进攻，德军就抓到了彻底反击的机会，并能进而转入反攻。



　　希特勒压制住了这些反对的意见，最后终于决定，要在1939年11月的第2周开始发起进攻。但是，后来因为气象条件有所变化，天气预报不利，加上铁路运输也发生了故障，所以顺延了3天。接着，由于种种类似的原因，又不断地进行短期的顺延，总共推延了11次，直到次年1月中旬为止。到后来竟把这个问题长期搁置了。于是到了5月，才又下达预先号令，把开始进攻的日期真正确定下来。然而在此期间，作战计划已经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



　　德军的作战计划是由哈尔德领导的总参谋部负责拟建的。原来计划规定，主要突击要穿过比利时中部地区来进行，这和1914年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样，由波克统率的“B”集团军群将担任主攻任务。而隆德斯特率领的“A”集团军群，则配置在左翼方面，预计穿越阿登山脉的山谷地和森林地，在次要方向上实施进攻。当时，对于阿登山方面的获胜希望，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所有的坦克师都转隶给波克的“B”集团军群了。德军总参谋部认为，阿登山区的地形完全不适宜于坦克的行动。



　　然而，隆德斯特的参谋长曼斯坦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墨守成规了，几乎是盲目地重复1914年的计划。通过比利时进行突击，对于英法盟军来说，不会产生突袭效果，而且他们正好作了准备，就是要阻击这个突击。曼斯坦认为，这个计划还有另一个缺点，即把英军选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一般认为，英军要比法军更加坚强。第三个缺点，照他看来，即令突击能够成功，也可能只是把盟军赶了回去，德军除了获得弗郎德勒沿海地区之外，其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个计划即使能够成功，也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要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就只能采取间接路线，其办法就是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遮断盟军从比利时实施退却的道路。



　　曼斯坦建议，应该把重点从右翼转移到中央，通过阿登山地区来实施主要突击，也就是说，应该选择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他认为，尽管这个山区地形险恶，难以通行，但是并非不能通行，在那里仍然可以有效地使用装甲坦克部队。对于他的建议，古德利安以专家身分发表了权威性的意见，予以支持，因而又加强了他的信念。



　　对于这个新计划的果敢冒险精神，希特勒是非常赏识的。不过，最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的真正原因，却是一个意外的事件。1940年1月10日，一位德军的参谋军官，携带着有关原来计划的文件，从蒙斯特飞往波恩，由于遭遇大雪迷失了方向，误行降落在比利时境内。德军最高统帅部当然害怕他来不及烧毁这些文件(事实上，他只烧毁了一部分)。甚至到了这个事件以后，德国的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还是不肯完全接受曼斯坦的计划。于是，曼斯坦只好直接向希特勒请示，最后由希特勒亲自干预，个人作出决定，这个不平凡的计划才终于拍板定案。



　　在此期间，一场虚惊使得盟军方面自动地显出了他们的意图。德军统帅部清楚地看到，盟军正把相当数量的兵力开向比利时内地。这个事实也促使德国人非按曼斯坦建议改变计划不可。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原来的旧计划几乎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不可能彻底摧毁法国。这是因为，德军如果从比利时中部直接进攻，那就一定会碰上英法盟军的主力，而这正是他们最精锐的部队，拥有优良的装备；同时，也会碰上各种类型的障碍物，如河流、运河和大型城镇等。当然，从表面看来，阿登山区的地形似乎是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德军如能赶在法军最高统帅部注意到这个危险以前，抢先在比利时南部穿过森林地带，那他们随后所面临的就只是略有起伏的法兰西平原，正是有利于大量使用坦克的理想地区。



　　曼斯坦也已经看到了英法盟军有深入比利时境内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将对德军更加不利。他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英法盟军总司令甘梅林将军拟定的计划，盟军的左翼得到了加强，预计在德军进入比利时以后，该军也要立即向东推进，抵达戴尔河一线，如果有可能，还可更深远一些。这个“D”计划，也和1914年的法国“第17号计划”一样，遭到了惨败。他们无异于是自动投入了德军的罗网。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境内愈深入，则德军通过阿登山的进攻就愈容易到达盟军的后方，愈容易切断其左翼部队。



　　更为糟糕的是，甘梅林把他的大部分机动兵力都调到了比利时境内，而只留下少数次等的师，构成一道单薄的屏障，来掩护实施进攻的部队，其正面又恰好对着他们认为不可通过的阿登山地路口。当德军一旦突进到法军侧翼的时候，甘梅林马上丧失了平衡，并且很难于恢复已被破坏的稳定性，因为他手下那些能用来较容易地封闭突破口的精锐部队，早已远调到比利时内地去了。甘梅林把他们远投到比利时，结果使自己丧失了战略上的灵活性。



　　法军后方出现了这个危险，在开始一段时间内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德军在最初阶段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实施的突击，产生了吸引法军统帅部注意力的作用。当时，德军派遣空降部队在荷兰后方突然降落，配合着德军在正面的猛烈冲击，因而使得荷兰军队不战自溃，到第5天就投降了。比利时军的前进阵地，在德军进攻的第2天就被突破了。于是，他们按照计划退到了安特卫普至那慕尔一线，并根据协定与英法盟军会合在一起。



　　在荷兰境内，早在5月10日的早晨，德国的空降部队就已突然地在首府海牙附近和交通中心鹿特丹同时进行着陆，实行袭扰。与此同时，在鹿特丹以东160公里的荷兰边境防御要塞地区，也有德军伞兵降落，配合着陆军的进攻。这样，前方后方两面夹攻，再加上德国空军到处骚扰，使得荷兰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德军一个坦克师，利用了荷兰人惊慌失措的局面，穿过南翼边境工事中的一个缺口，疾驰突入荷兰，在第3天就同降落到鹿特丹地区的空降部队会师了。荷兰军队本是在战略上进行防御的，现在却不得不转而采取战术进攻，而他们在训练和装备方面却对此缺乏准备。当时，尽管荷军的主要防线还并没有被突破，但是在第5天，荷兰就投降了。



　　德军对比利时的直接入侵，在心理方面也有某些突然性的作用，因而使侵略军很快获得了胜利。陆地上的进攻，是由莱希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担负的，其兵力相当强大。为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展开，该集团军必须首先克服一个颇为困难的障碍物。为此，曾派出5百名伞兵部队予以支援。这5百名伞兵首先用来夺占了亚尔培运河上的两座桥梁，以及比利时的一个最现代化的要塞，即艾本艾米尔要塞。这个要塞从侧面掩护着一道水障碍。这支小小的伞兵部队，居然对整个事件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德军所选择的通到比利时边界的进路，必须经过荷兰领土在南面突出来的那一地段，即通常所称呼的“马斯特里赫特盲肠”，而要通过这个宽度为25公里的地段，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这样，只要德军开始越过荷兰边界，比利时的边防部队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赶在德军到达之前把亚尔培运河上的桥梁炸毁。



　　德国伞兵趁着黑夜降落在两座桥梁的附近。对于夺占这两座未遭炸毁的桥梁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为抢占艾本艾米尔要塞，德军派出了80名武装人员驾驶滑翔机直接在要塞近旁着陆，并立即对要塞进行封锁。结果，该要塞虽有守军1千2百名，但在24小时之内完全被封住了。随后，从陆路赶到的德军攻占了这个要塞。德军从伞兵夺得的两座桥上渡过了亚尔培运河，直接插入了比利时境内。由于受到德军的压迫，比利时部队节节后退，到达了戴尔河防线，这时英法盟军也恰好赶到了那里。



　　在比荷两国使用空降部队实施突袭的计划，是希特勒本人拟定的。不过，其所以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功，也是勇敢无畏的斯图登将军在执行计划时实行了卓越领导的结果。



　　此时，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部队已经穿过了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南部地区，到达了法国边境。其主力为5个坦克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帅，正好在那里会师，统由克莱斯特将军指挥。在该集团前面作为先导的，是古德利安的那个军，其编成为3个坦克师。他们穿越110公里的阿登山地区时，途中所遇法军的抵抗非常微弱。于是，德军顺利地插进到法国境内，在进攻开始后的第4天拂晓，即到达了马斯河岸。



　　把大量坦克和汽车用去穿越阿登山这个难于通行的地区，可以算是一个勇敢而冒险的措施。自古以来，战略家们都把阿登山区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连步兵也不敢大量使用，更何况坦克和汽车。不过，这种观点对于德军很有利，增加了他们实行奇袭的机会。同时，那里森林稠密，对于德军的进攻准备和突击兵力起了掩护作用。



　　然而，尽管装甲坦克部队比较容易地达到了突然袭击的目的，但是他们面前马上出现了象马斯河这样比较大型的水障碍。强渡这条河流需要多少时间，是关系颇大的事情。后来，法军总参谋长杜梅克将军曾经追悔地说：“我们以为，敌军的一切活动也和我们自己的差不多。当然设想，他们一定要把足够数量的炮兵运到以后，才敢于作强渡马斯河的尝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受威胁的方向进行增援。”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对于时间的估算，与德军高级指挥官的看法竟不谋而合，法军统帅部认为，德军强渡马斯河的行动，至少要到第9天才能开始。这也正好就是德军统帅部原定的时间。但是，在1940年2月进行图上作业时，古德利安提出了建议，认为装甲坦克部队应在赶到马斯河时立即强渡该河，而不宜等待步炮主力的到达。他的意见受到了哈尔德的激烈批评。哈尔德认为，至少应有9到10天的准备才能说得上强渡该河。在3月间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询问古德利安，如果在马斯河上夺占了一个桥头阵地，他在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古德利安回答说，应该立即扩张战果，开始向西挺进，直指亚眠方向，甚至直指拉芒什海峡岸边的各大港口。许多将军对于他的这种“冒险行动”，纷纷摇头表示反对。可是，希特勒却非常赞许地点着头，用眼色表示了同意，但同时又说着另外一个问题。



　　5月13日早晨，古德利安的坦克军开进色当地区，到达了马斯河边。当天中午，他即开始强渡该河，向对岸实施攻击，到黄昏时候，渡河即已成功。在同一天，隆美尔的第7坦克师也在西面65公里处的迪南地区渡过了马斯河。这个行动正好分散了法军统帅部的注意力，并为尔后在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创造了条件。



　　5月14日中午，古德利安的3个坦克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在击退了法军一个迟迟而来的反突击之后，他便急剧折转，疾速地朝着西方猛进。到次日黄昏时，古德利安的坦克已经突破了马斯河西岸的最后一道防线，接着便开上了一直通往拉芒什海峡岸边的大道，从这里到达海边，大约只有270公里。



　　5月15日夜间，比较谨慎的克莱斯特命令古德利安停止进攻，先确保桥头阵地，以等候步兵前来接防。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这个命令才作了某些修改，准许古德利安有权扩大桥头阵地。于是，古德利安利用这个授权，急忙向西发展，第2天前进了80公里，到达瓦兹河岸。其余的装甲坦克兵力，也都一齐向西涌进，使整个战线的突破口扩大到100公里。这样一来，一股坦克洪流便沿着通向英法盟军后方的大道开进了，而此时的盟军正在比利时境内。



　　法军统帅部摸不准德军坦克究竟会取哪个方向前进，这使德军的前进更为容易。德军在色当实行突破，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位置适中，使德军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进攻，而且同时对几个目标造成威胁。这样，在开始时候，法国人猜不透，德军的目标究竟是拉芒什海峡岸边呢？还是直抵巴黎？尽管德军的进攻方向看来是向西去的，但是法国人始终担心，怕他们会突然地向南折转进攻巴黎。德国的计划在战略上本来就具有灵活性，由于装甲坦克兵的快速行动，又更增加了它的弹性。这样灵活性和快速性的结合，就使法军统帅部完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当时，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时间因素。法国人的行动照例总是迟缓，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因此，他们的反措施每一次都没有产生效果。同时，德军先头部队的前进速度，又实在太快，不仅法军统帅部预想不到，就连德军统帅部也始料不及。法军所受的训练，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传统，军事行动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这正是他们如此迅速地遭到瘫痪的原因。但是，法军的最大弱点并不在于他们武器装备的数量少或质量差，而主要在于他们军事“理论”的落后。他们的作战观点远远不如对方那样进步，而是发展很慢，根本上没有跳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胜利者往往骄傲自满，每每产生保守思想，结果遂成为下一次战争中的失败者。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对于几个坦克师在敌人后方如此冒险深入地作战略性的突进，德军最高统帅部仍然表示担心。希特勒本人也神经质地显出了很不安的情绪，他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南翼，于是命令西进的部队停止了2天的进攻，等待第12集团军赶上去，在安讷河一线构成侧卫防线，以掩护进攻部队的翼侧。



　　这个延误几乎断送了德国计划的前途，如果不是法军处于那样严重瘫痪的境地，德军的进攻可能招致失败。希特勒第一次犹豫以后，过了1个星期，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怀疑，结果使德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过，由于德军坦克部队在最初阶段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时间，而敌人又早已混乱不堪，所以这次在瓦兹河线上的两天停顿，对于德军的计划还不致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实仍然足以说明，在德军的高级指挥人员中，对于时间因素的认识还是具有很大差距的。而且，这新旧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甚至要比德法两国之间认识的差异还更严重。



　　为了抗议这个暂停进攻的命令，古德利安于5月17日提出了辞呈，请求解除指挥职务。可是，就在这一天，当他提出辞呈以后，他被上级慰留，同时也被允许继续进行“威力侦察”。他对这个授权又作了自己的解释，就是象原来作的那样，尽量向前推进。一到禁令解除，他便急速前进，其速度甚至比以前更快。他在5月20日到达亚眠，而后，越过阿布维尔，抵达拉芒什海峡岸边，从而切断了英法盟军从比利时退向法国的道路。



　　5月22日，由于上级的命令，古德利安又很不乐意地停顿了一天，而后才继续往北，向拉芒什海峡的各港口开进，以深入到英军的后方。此时，英军尚在比利时境内，抵抗着由正面进攻的波克的步兵。古德利安的右邻是郎哈德的坦克军，该军也属于克莱斯特的编成，因而曾同时转向北面实施进攻。22日，古德利安包围了布伦港，次日，前进到加来。尔后，他到达格腊夫林，那里离敦刻尔克只有16公里。与此同时，郎哈德的坦克部队也到达了厄尔·圣奥梅尔至格腊夫林的运河线上，并且在运河对岸夺占了桥头阵地。这样，英军手中只剩下一个敦刻尔克港，而且是唯一的一条退路。可是，到了第2天，希特勒却突然命令他们不要再向敦刻尔克进攻。这个命令正好拯救了英军，使他们没有象左翼方面的比军和3个法军集团军的大部分那样，一起同归于尽。2天以后，这个命令才被取消。德军立即恢复了进攻。但到这时，盟军已经加强了防卫力量，使德军一时无法突破了。结果，22万4千人的英军和11万4千人的盟军(主要是法国人)，终于从海路撤走了。即使如此，德军仍然收容了100万人的俘虏，而他们自己的死伤数字却只有6万人。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的巨大成就。



　　在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希特勒为什么要下达那样一个贻误战机的命令，其原因已是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了。第一个原因，也许正如希特勒自己说的，是害怕把他的坦克完全陷到沼泽里去了。弗郎德勒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沼泽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作为一个小班长，曾在那里有过亲身的经历，沼泽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保持装甲部队的战斗力，使其完整无缺，以便于在第二阶段彻底击毁法军。第三个原因，他受了戈林的诱惑，认为德国的空军有能力阻住已经在敦刻尔克陷入绝境的英军，使其不能从海上撤出。不过，认真分析一下当时的作战情况，还可以发现一个影响这道命令发出的直接原因，而且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这就是5月21日英军两个坦克营在阿腊斯地区实施的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反冲击。这个反冲击正好是指向沿着海岸边上实施进攻的德军部队的翼侧。英军的这次反冲击，使希特勒本人以及德国的某些高级指挥官更加担心，认为德军在法同境内的战略突破实在是太深入和太冒险了。这个反冲击恰巧又是在最关紧要的时刻发起的，因而在心理上对德军高级指挥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克莱斯特曾经多次制止古德利安前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这位克莱斯特的顶头上司，也认为在阿腊斯的情况没有弄清以前，不宜继续发展进攻。他们两人的担心，很自然会要影响到隆德斯特。这样，当5月24日早晨希特勒到达隆德斯特总部进行视察时，就在会议上听到了隆德斯特的观点，因而也加深了自己的怀疑，于是他在会议之后立即下达了暂停进攻的命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时本是倾向继续实施坦克进攻的，但希特勒自然能够找到许多的拥护者来支持他这一次非常谨慎的想法。






图9 1940年的西方战区



　　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即最后结束阶段，是在6月5日开始的，也正是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第2天。德军这次新的进攻，其序幕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本来，德军装甲坦克部队都在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可是突然得到命令，马上掉头南下，迅速地实施了新的攻势。这样快速地向新的方向变更部署，正是部队机械化以后大大提高了机动性的结果，足以引起战略的革命性变化。



　　德军发动进攻的新战线，是沿着松姆河与安讷河临时构成的一道防线，是由法军残存部队防守的。这道防线比法军原来的防线还要长，而防守的兵力却更加单薄。因为这时法军已经损失了30个师，除了留在法国的2个英军师外，几乎得不到同盟国方面的任何援助。魏刚取代甘梅林以后，集中了66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7个师配置在坚固筑垒的“马其诺防线”里面，这条防线是同松姆河-安讷河防线连接起来的。



　　在这个第二阶段中，隆德斯特的集团军群又充当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但是，在原定计划中，并没有给它规定这个任务。战役开始时，德军现有10个坦克师，却有6个配属给了波克。随着作战情况的发展，波克实施的突击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隆德斯特发挥了主要作用。作战主力在战斗过程中转移到隆德斯特的地段，是德军有能力迅速改变主突方向的一个例证，说明有了装甲坦克兵力以后，这是完全可能的。



　　波克指挥下的几个集团军，是在6月5日发起进攻的，而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则在4天以后才开始动手。他所以稍晚一步，是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变更部署。在波克集团军群的进攻中，主要突击方向上的进展，反而不如其右翼方面那样迅速和深入。在那里，隆美尔率领的那个坦克师在第3天早晨就突破了法军的防线。



　　这次的迅速突破，表明隆美尔确实英勇过人。任何守旧的敌人都梦想不到这个人竟能如此神速。这种突破手段，在任何司令部演习和作业当中，实际上都是不会设想的，是认为不可能的。可是，隆美尔想到了，也作到了。在隆美尔进攻的地段上，法军把松姆河上的所有公路桥梁都炸毁了，但是却留下两座铁路桥。他们留桥的目的，是想用来进行反攻，而且仍在幻想着组织这样的反攻。法军认为，保留两座桥梁不会有多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单轨铁路，是沿着两个狭窄的堤岸敷设的，而这堤岸又经过河边一段沼泽草地，大约有一公里半的长度。所以，要想沿着这条窄线进攻，特别是通过桥梁，即令是步兵，也如同“走钢丝”一样，很危险。然而，隆美尔却大胆地在黎明前抢占了这两座桥，并在河对岸占领了一块高地作为立足点。接着，他马上拆毁铁轨和枕木，并不顾敌人炮火的威胁，把他的坦克和运输车辆送去走钢丝。他的行动获得了成功，在过河当中，只有一次停顿了半个小时，那是因为有一辆坦克冲接近桥头时被敌炮击中，暂时地阻塞了道路。



　　到这天黄昏时，隆美尔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纵深达到12公里，第2天，增加到32公里，而在第3天，便突进了50公里。他的进攻速度所以快捷，是因为他采取越野路线行进，尽量迂回绕过了前进道路上的设防据点。由于这样深入突破，把法军第10集团军切成了两段。于是，德军的其他各师也都朝着这个扩大了的缺口涌来，继续向前冲击。到第4天，也即6月8日的夜间，隆美尔到达了鲁昂以南的塞纳河岸，一路上完成了65公里的迂回机动，穿过了法军那道已经混乱不堪，而且不成体系的防御线。这道防线是法军为了防守通向鲁昂和塞纳河的接近路而仓促设置的。当法军正在慌乱之中，来不及对这个大型水障碍组织防御时，隆美尔便一鼓作气夺占了塞纳河上的渡口，并渡过了该河。6月10日，隆美尔师急转向西，进行了80公里的跃进，到黄昏时，抵达了海岸。这样，他就切断了法军第10集团军左翼5个师(包括英军的第51师，即苏格兰师在内)的后退通路。这些被围部队于6月12日在圣瓦列里被迫向隆美尔投降。



　　此时，集团军群的右翼从松姆河地区向南实施的主要突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突击是出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负责实施的，分别从亚眠和佩龙尼附近松姆河对岸的桥头阵地出发。他们指望用这样一个钳形突击掐死法军。6月8日，在右翼实行迂回的那个集团，终于在亚眠附近突破了法军的防御，并急速向南挺进，直抵瓦兹河的下游；可是，在左翼实行迂回的那个集团，却在佩龙尼以北遭到了法军的顽强抵抗，因而未能前进。



　　6月9日，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开始在安讷河地区发起进攻，并很快突破了法军的防御。于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抽调回来，投向东面，使它们从安讷河地区的巨大缺口进入战斗，向香巴尼方向发展胜利。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能够迅速地调到新的方向，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坦克部队具有快速性，因而也就具有灵活性。



　　这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击又是由古德利安完成的。这次突击再一次明显地证明，进行深远的战略性突破与间接路线结合起来，将能达到何等的效果。这时，古德利安升任为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集团司令。古德利安的两个坦克军从加来海峡地带出发，绕行了320公里的长距离，开到安讷河畔的雷代耳地区进行集中。当第12集团军的步兵在恰陶-波尔森附近(雷代耳以北十公里处)的河对岸夺占了三个小型立足点以后，古德利安即乘着黑夜之便，把他的先头师送上了这些小据点。第2天，也即6月10日的早晨，这些先头坦克师马上发起冲击，以高速度向前推进，而对途中有法军据守的村镇和森林则迂回绕过。接着，法军的装甲坦克部队投入了战斗，一路上发生了多次坦克交战，德军乘胜前进，所以，在头两天之内，德军的坦克兵即前进了差不多32公里。第3天，古德利安的右翼即到达了马恩河畔的夏龙，第4天，又进到维特里-勒-弗朗苏瓦，距离进攻出发阵地差不多已有100公里。古德利安的左翼，在击退了来自侧翼的法军反冲击以后，也同时赶到了这一地区。尔后，古德利安即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进攻，直抵朗格高原，前进到“马其诺防线”的后方，随即穿越这个高原地区，转向东南挺进，一直到了瑞士边境。第5天，也即是6月14日，在跃进80公里以后，一举夺占了肖蒙城。6月15日，德军又完成了这样一个跃进，穿越第戎地区，达到了索恩河畔。17日清晨，古德利安的先头师越过索恩河，继续前进100公里，到达了靠近瑞士国境的蓬塔尔利埃。这次的远距离进攻，把仍然固守着“马其诺防线”的大量法军的后撤道路，全部切断了。古德利安属下的其他各师，此时则在向北席卷，前进到了摩泽尔河畔，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法军的退路。到了这个时候，法国政府看到，自己的军队要被毁灭了，于是决定投降，并向德国人发出了要求停战的呼吁。



　　出于希特勒在此以后并未能征服英伦三岛，所以从更高级的战略观点来看，欧洲大陆上所取得的决定性战略胜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希特勒因为自己下令停止向敦刻尔克的进攻，弄得后来自讨苦吃。当初，如果他能阻住英军，使其不得从最后一个漏洞中溜走，那么，大不列颠帝国必将陷入毫无防卫力量的境地。这样，希特勒即使仓促组织登陆，也能够达到彼岸，足以占领英伦三岛。因为丧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未能在敦刻尔克那个陷阱中把英军一网打尽，所以，如不能很好地组织一次强大的登陆战役，他就不可能有征服英国的希望。而要组织这样的战役，他既没有预先的计划，也没有相应的准备。对于这个方向，他调集力量的行动实在太迟了，而他的“和平攻势”也显得软弱无力。后来，在“不列颠之战”中，德国企图争夺控制海路的制空权遭到了失败，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整个计划，也就完全付之东流。



　　大不列颠帝国没有被征服，它面前的英吉利海峡(拉芒什海峡)变成了一道巨型的反坦克壕，这对于希特勒来说，不能不感到忧虑。英国屹立近旁，就使希特勒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受到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个“失算”对于他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计划的破产，自然导致了后来的不祥结局。



　　在下一年度，希特勒仍然不断地追逐着胜利，开始在巴尔干，随后又在俄国。当他还没有在俄国腹地被阻止以前，其胜利似乎仍有希望。可是，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他的资源已经不足了。尽管他在1941年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可以说，“不列颠之战”的失败，已经是他覆灭的开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这又是在攻占敦刻尔克时表现很不坚定的结果。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1940年6月底以前，德国宛如一个巨人，在欧洲大陆到处横行。它完全控制了整个西欧，中欧和东南欧，只有西部边上小小的不列颠岛，算是唯一的例外。除了这个大陆以外的障碍，还有一个对希特勒的霸权起着严重限制的因素，这就是苏俄的存在。苏俄在德国的东北边界上降下了一道浓密的阴影。希特勒经历了一个胜利时期。他的胜利似乎可以保证他完全称霸欧洲，甚至征服整个世界也未尝没有希望。可是，5年以后，他的这场夏夜美梦，终于变成了可怕的恶梦。



　　希特勒的衰颓首先是从大战略领域开始的。这是他一切严重错误的根源。如果希特勒知道，应该怎样减少由于他的胜利而引起来的恐惧，并使邻国人民相信他的“新秩序”是一种对他们有益的“仁政”，那么，或许也有可能，他真的能在拿破仑遭到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真正把欧洲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在德国领导之下的联合体，并且使其力量发展到足够摧毁外来力量那样强大的程度。可是，希特勒做的却是自掘坟墓的事情。他的政治路线，可以说是太直接化了。他的政治手腕是高明的，足以使人生畏，引起邻国的纠纷，但是不能令人怀德，反而增强人们的反感。在他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他过分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完全丧失了号召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以在其他国家中吸引一些劳苦大众。他的“铁拳头”太显露了，而外面的法兰绒手套又已破烂不堪，以致无法掩饰里面的真象。他在征服邻国以后才来采取安抚措施，这不仅是笨拙的，而且也是不合逻辑的。随着新的冒险一次一次地失败，希特勒也把错误一个一个地积聚起来了，直到最后彻底覆亡。



　　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失败，是他在击败西方其他各国以后而企图征服大不列颠帝国的计划的破产，也包括企图同它媾和的失败。只要英国屹立无恙，并且继续进行抵抗，希特勒对于西方的霸主地位就永远无法巩固，而且他自身还不可能不产生一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当然，仅有一个英国，如果没有同盟国的协助，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最多只能是妨碍他去收取胜利之果而已。单凭英国的抵抗和干扰，只能使希特勒的意志产生某种动摇，迫使他采取某些让步的办法来获取和平。而且，英国绝对没有力量去摧毁希特勒的实力，无法把德军从各个被占领国家赶出去。不过，这种可能性终于出现了，因为充满着烦恼心情而走上了绝路的希特勒，居然在1941年6月调头东向，开始发动了侵俄战争。



　　决定进攻俄国，表明希特勒在大战略方向放弃了间接路线。对他来说，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久之后，由于追逐胜利的心情迫不及待，甚至在战略方面的间接路线，他也不再顾及而完全抛弃了。这个改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此以前，他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曾经极其重视，那怕是同比较弱小的敌人如希腊这样的国家作战，也是认真运用了间接路线的。



　　征服巴尔干



　　当一支数量不大的英国援军在萨洛尼卡登陆以后，1941年4月，德军侵入了希腊。当时，德军已经集结在保加利亚境内，所以希腊军队的配置，主要是着眼于防守希保国境上的山地隘路。可是，由于预料德军进攻的路线将是斯特鲁马河河谷(在萨洛尼卡东北50公里)，结果却掩护着另一条比较间接的路线。德军的机械化纵队从斯特鲁马河岸向西折转，沿着与边界平行的斯特鲁米察河河谷(斯特鲁马河的一条支流)开进，而后，通过山中的隘路，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伐尔达尔河河谷的南部(在萨洛尼卡以西约25公里)。就在这里，他们向希腊军队与南斯拉夫军队的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以急速的进攻行动发展着胜利，沿着伐尔达尔河河谷开进，直奔萨洛尼卡袭来。德军这一机动获得了成功，把大部分希腊军队的退路都切断了，这些军队当时仍然滞留在色雷斯地区。



　　德军完成这次突击以后，紧接着又实行了一个新的迂回机动。这一次，他们并不是直接向南方进攻，不是从萨洛尼卡出发经过英军已经设防的奥灵斯普山地再向南进攻，而是直往西转，穿过蒙纳斯特尔师，继续向西冲去。这个机动一直冲到希腊的西部海岸为止，从而切断了仍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军，迂回到了英军的翼侧，从后方威胁到盟军残部的退路。这样一来，就使希腊境内的一切抵抗很快地全面崩溃了。



　　入侵俄国



　　在入侵俄国的最初阶段，希特勒在作战方面还是尽量采用了间接路线的，加上地理条件的有利，他曾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一个差不多长达3千公里的正面，没有多少天然的障碍物，使进攻者在实行渗透和进行机动两个方面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苏联红军尽管数量很多，但分布在如此漫长的正面上，兵力的密度当然很小，因此，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找到没有加以掩护的地段，可以进行迂回机动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同时，在这广大的空间中，城市很少，连结这些城市的公路和铁路也有限，因而进攻者又有自由选择突击目标的便利。这样，德军终于骗过了俄国人，使他们摸不清自己真正的进攻方向，无法抗击德军的突击。



　　在战争初期，德国方面使用这种方法夺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到后来，由于很难确定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胜利，德军出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地位。在制定侵俄战争计划的最初日子里，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作战观点，而且，以后也无法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调和，所以始终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



　　希特勒的企图是首先抢占列宁格勒，把它作为主要目标，以便确保自己波罗的海这个侧翼的安全，并与芬兰联结起来。他认为，攻占莫斯科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深知经济因素的巨大作用，他对于乌克兰这个粮仓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工业区，也很感兴趣，希望同时加以占领。列宁格勒与乌克兰，彼此相距遥远，因而使德军必须在两个独立的战略方向上采取进攻行动。这样一来，也就便德国人的战略性机动失去了灵活性，不可能在中央实施一个战役进攻而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则主张把主力集中到莫斯科方向，其目的不仅是抢占敌人的首都，而且希望在这个方向有更多的机会去消灭俄军的基本集团。他们预期俄军会用大量的兵力来防守莫斯科的接近路。可是，希特勒认为，采取这样的进攻行动太冒险了，因为这样可能只是把俄军压迫后退，使他们全面地向东面后撤，反而不能消灭他们。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然不必使自己去承担风险，于是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决策，而希特勒也采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决定要以合围的办法来歼灭俄军的主力。因此，下一步的目标问题就一直拖延下来了，直到入侵的第一阶段结束时还没有解决。



　　勃劳希契在同希特勒打交道的时候，总是避免争论，不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对于进攻莫斯科的问题，他决定采取拖延政策，结果愈来愈糟糕，到了战局中期，他的处境也极其困难了。



　　曾经作出决定，在第一阶段要把主力集中在波克集团军群的地段上，在平斯克沼泽地带以北地区，沿着明斯克至莫斯科的公路实施进攻。确实，德军把其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这个方向上来了。波克的左邻为勒布集团军群。他们从东普鲁士出发，越过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小国实施进攻。在战争开始阶段，他们对自己的右邻，即波克集团军群的富有冒险性的进攻，正好起着掩护作用。此外，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则在波克的右边，在平斯克沼泽地带以南实施进攻。这样一来，就使得俄军统帅部很难于判定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



　　按照原定计划，要在波克集团军群的进攻地带内达到合围俄军主力的目的。其办法是同时采取两个包围性的机动：以古德利安和霍特的坦克部队构成合围的对外正面，他们分别从两翼出发，沿着指向明斯克地区的向心方向实施进攻；同时，以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各步兵军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达到在别洛斯托克周围实现合围的目的。






图10 俄国战区



　　6月22日，德军发动了进攻。这正好比拿破仑入侵的日子早一天。古德利安和霍特的坦克部队很快突破了俄军的防线，急速地向前猛冲，到第6天便在明斯克地区实行了会师。这时，他们深入俄国境内已达320公里。在他们后面，几个步兵军也在斯洛尼姆附近实行了会师。但是，他们并未能阻止俄军主力的撤退，俄军从别洛斯托克那个“口袋”中冲了出来，向后撤走了。于是，德军提出了下一步计划，即在明斯克附近合围俄军主力。这一次获得了成功，尽管有一小部分俄军在封闭合围圈之前溜掉了，但还是俘获了30万俄军官兵。这次大包围所取得的成就，立即引起了一阵乐观热潮，甚至一些对希特勒入侵俄国抱着忧虑情绪的将领，也开始改变了看法。哈尔德就曾在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假使我说，在未来14天之内，将会结束对俄战役，看来不是过分夸张。”



　　可是，德军的进攻却非常不幸地停顿下来了。装甲坦克部队得到命令，在被围的俄军集团没有被消灭以前，应该驻守原地停止前进。按照原来计划，他们不应该延误，而要越过明斯克继续深入前进，只留下少量的坦克来协助步兵集团军完成合围的任务。



　　然而，由于古德利安的果敢行动，德军又一次赢得了已经丧失的时机。他趁着俄军还来不及调集增援兵力以前，不等待第4集团军的到达，便贸然地渡过了宽广的第聂伯河。从结果上来看，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他利用黑夜隐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于7月10日以烟幕作掩护，在敌人尚未设防的三个地点同时渡到了河的对岸。接着，他就直向斯摩棱斯克进攻，于16日到达了那里。这时，德军深入俄国腹地已经达到640公里以上，而距离莫斯科只不过320公里而已。能使突破深度达到如此遥远，可见德军进攻的速度确实是很高的。



　　霍特到达斯摩棱斯克北面地区以后，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合围机动，其目的是切断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之间大量俄军的退路。在装甲坦克部队实施进攻时，这些俄军已被迂回绕过而落在后头了。但是，由于地形条件恶劣，难以通行，加上泥泞填塞道路，德军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合围圈终归未能完全封死，又使相当一部分俄军得以溜走。尽管如此，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俘获俄军的总数还有18万人之多。



　　古德利安曾一再坚持，在俄军节节败退时，必须不断施加压力，不使他们有机会在某一地区站稳脚跟。他确信，只要不再浪费时间，完全可以率领自己所属的坦克兵力一直攻到莫斯科。他认为，直接进攻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心脏地区，必能瓦解整个俄国的抵抗力量。他的观点，既得到霍特的赞同，也得到了波克的支持。



　　可是，希特勒却作出了另外的决定。他认为，现在应该是实现他原来计划的时候了，那就是要去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目标，把这两个目标同莫斯科加以比较，其意义更为重大。实际上，他并不象批评他的大多数将军所想象的那样，只是单纯重视这两个目标的经济作用和政治意义。看来很清楚，希特勒是想重演一次坎讷战，而且其规模设想得更大。他认为，由于莫斯科面临着威胁，已把俄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里去了。这样就使南北两翼的德军更加易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即攻占列宁格勒和乌克兰这两个位于俄国侧翼的战略性目标。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攻占两个目标以后，即从那里出发，沿着向心的方向向莫斯科发起进攻。那时，莫斯科似乎就象熟透了的苹果，会自动地落入他的手中。这是一个高明而伟大的计划。可是，时间因素却影响了这个计划的完成，因为俄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且天气恶劣，超出了德军预想的程度。同时，在德军的将领之间，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结果自然要使局势恶化。每一个将领都想自己的地段受到优先重视，希望能把主力集中到自己方面来。这种趋势表明，在希特勒实行其计划的第二阶段，战略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因而增加了危险性。



　　7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实施第二阶段进攻的作战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在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之间的扫荡战结束以后，应即马上开始进攻。因此，波克属下的一部分快速部队必须向南卷击，去支援隆德斯特，消灭其当面的俄军部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快速部队则应向北卷击，破坏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以此支援勒布去进攻列宁格勒。这样一来，波克手里就只剩下了几个步兵集团军，用来继续向莫斯科实施正面进攻。



　　这一次，勃劳希契又表现得很不坚定，不敢同希特勒争辩，以求改变其计划。他只是一再地论证说明，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装甲坦克部队必须有时间进行机件维修和兵员补充。希特勒同意给予必要的休整时间。当时，在德军统帅部的高层人士当中，正进行着关于下一步应该选取哪个方向的讨论，而且在装甲坦克部队完全恢复进攻以后，讨论还没有结束。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终于拒绝了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要求在莫斯科方向实施进攻的意见，并且下达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基本内容和1个月以前的那个命令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对列宁格勒方面已经没有原来那样重视，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南面，放在隆德斯特的正面上，指望在基辅地区合围和歼灭俄军。只有等到实施这个战役以后，波克才可以恢复向莫斯科的进攻。而在此同时，隆德斯特必须向南发起进攻，其目的是要把俄国的工业地区同高加索这个石油基地切断开来。



　　正在长期争论不休的时候，事件的发展恰好证明，希特勒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充当隆德斯待左翼的莱希瑙第6集团军，在基辅前面被阻止，大量的俄军部队受到普里皮亚特沼泽东端的掩护，继续威胁着它的左翼，同时也威胁着波克的右翼。另一方面，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由于采取了一个出敌不意的机动，获得了卓越的成就。7月底，在基辅以南的白采尔克瓦附近，终于突破了俄军的防线。于是，克莱斯特转而向南进攻，沿着南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一条走廊前进。克莱斯特的这个突然性机动，不仅为德军打开了一条通向乌克兰的通道，而且威胁到在黑海沿岸展开以对付罗马尼亚战线的俄军后方。8月间，德军到达了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这是位于两条大河出海处的港口。俄军虽然处于危险境地，但是仍有一部分在德军封闭合围口之前实行了后撤。克莱斯特实施的这次深远突破，使得俄军在南方的抵抗体系产生了动摇并全部瓦解了。



　　这些情况汇合起来，足以证明一种可能性：如果克莱斯特即时转向北面进攻，而从波克的军队中抽出一大部分兵力向南面挺进，这样两个集团采取向心方向实施突击，那么，不仅可以在基辅周围或其附近摧毁俄军的顽强抵抗，而且有可能将俄军全部合围，甚至一网打尽。此举一旦成功，德军在下一步进攻莫斯科时，就用不着担心俄军将从南部地区发起反攻了。所有这些理由，促使希持勒下了决心，即首先进行基辅战役，而后再向莫斯科实施进攻。



　　抱着这种见解的人，并不只是希特勒一个。隆德斯特自然也会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当然欢迎北面有援军开到，帮助他完成自己面临的艰难任务。同时，他自然也会欢迎围歼大量的敌军，因为这正是每一个统帅梦寐以求的目标。



　　从战略方面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向莫斯科发起进攻以前，应使南边这个侧翼解除后顾之忧，消弭俄军从这个方向实施反突击的威胁。此外，俄军当时虽然数量仍然颇大，但是机动性却很有限，这又对德军有利。它可以不冒多大危险而把大量的快速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从而逐个地去摧毁俄军集团。不过，对德军来说，实施这样的机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并没有作好进行冬季战役的准备。



　　德军进行的基辅战役，包围歼灭了大量的俄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莱希瑙和魏克斯的野战集团军从正面箝住了大量俄军，古德利安深深突进到达南面，从后方包围了这股敌军，而克莱斯特则在北面进攻，从第聂伯河的大弯曲处向南挺进。两支坦克部队在基辅以东240公里的地方实行了会师，封闭了合围圈。这一次，俄军从合围圈中突围逃出的人数很少，德军最后捕获的俘虏竟比60万还多。不过，待到基辅战役结束，时间已到9月末尾。当时，道路条件颇差，天气相当恶劣，虽然没有妨碍德军完成合围任务，但却降低了合围机动的速度。



　　此后，希特勒即把发展乌克兰的胜利当作主要目标，并为此集中了兵力。这样，他原定的两大目标之一，即攻占列宁格勒，就变成为次要目标了。尽管在实施乌克兰战役的同时也发起了对列宁格勒的进攻，而且，在列宁格勒方向上也曾集中了足够数量的兵力去包围这座城市，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未能使俄军在这个地区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这个方向的德军以后便逐渐减少了，因为希特勒虽然拒绝勃劳希契和波克的建议，没有尽快恢复对于莫斯科的进攻，但同时又迎合了他们的意图，同意在击毁俄军基辅集团以后把莫斯科方向作为重点。



　　基辅战没的胜利结局冲昏了希特勒及其高级将领们的头脑，加强了他们的乐观情绪，同时也进一步鼓舞了他们分散兵力的心理。希特勒本已决定，要对莫斯科发起秋季攻势，但是随后又作了另一个决定，以致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而把兵力更加分散了。因为他实在抵挡不住胜利的诱惑，既不肯放弃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又想继续在南面扩张战果。于是，他给隆德斯特提出了一项极为巨大的新任务：肃清黑海岸边的敌人，攻占顿涅茨工业地区，并前进到高加索。



　　对莫斯科的进攻是姗姗来迟的，但终于开始发动了，其兵力为3个步兵集团军和3个装甲坦克兵团，其中一个即为古德利安的坦克兵团，只是这时已扩编为坦克集团军了。1941年10月2日，进攻恢复了。德军又一次完成了包围机动，在维亚兹马地区围困了60万俄军。可是，当维亚兹马战役结束时，寒冬已经来临，德军无法扩张战果，因为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已完全被泥泞封住了。



　　绝大多数的德军将领，都想在自己到达的地区停驻下来，选择有利的阵地进行防御，以便度过冬天。他们都很明白，拿破仑的大军曾在这里遭到什么结局。其中许多人还在重读考兰科特关于1812年战争的悲惨记载。然而，在最高层的人士当中，在那些距离前线和泥泞战壕较远的人们当中，却有另外一种意见。莫斯科象是一块强力的磁石，对于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使他们滋长了过分乐观的情绪，认为攻占莫斯科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和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见相反，希特勒本人对于继续进攻莫斯科的问题，并不那么积极解决。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在他的眼中始终只是一个并非头等重要的目标。他虽然批准了在10月份向莫斯科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是仍然还在怀疑迈出这一步究竟是否正确。不过，波克的眼光却始终钉在莫斯科上面，他早已充满了攻克这座名城的野心。他极力主张继续进攻，并且一再强辩地说明：当敌对双方都已处在精力衰竭的边缘上时，意志力比较优越的一方常能争得主动而在会战的结局中取胜。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都支持波克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早就主张集中全力进攻莫斯科的。但是他们也已知道，继续实施进攻的取胜机会已相当少了，只因为他们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希特勒作出进攻莫斯科的决定，所以现在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隆德斯特和勒布是反对进攻莫斯科的。隆德斯特甚至还提出建议，认为要退回到波兰的出发阵地之上。不过，他们的观点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因为他们是在另一个方向作战，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并无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来，德军便在1941年11月重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因为德军的企图和他们沿向心方向实施的突击并没有什么保密，俄军进行防御的任务反而简单化了，只要把预备队集中起来，逐个挡住德军的突破即可。12月初，德军的进攻受到顿挫，接着，被迫向后撤退。俄军开始转入反攻。希持勒撤掉了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担任了直接指挥德军的职责。他的这个行动产生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使勃劳希契代他作了赎罪的羔羊，另一方面则乘机把军权更全面地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在俄国南方，德军的突进于11月23日达到了顶点，攻占了顿河边上的罗斯托夫城。这正是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可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部队只能沿着泥泞的道路调动，几乎把燃料消耗一空，因而在1个星期以后，当俄军从深远翼侧实施反突击以进攻德军的交通线时，德军进入罗斯托夫的先头部队便不得不匆匆撤离。



　　在1941年的战役中，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最适当的判词恐怕可以说是“自然条件的原因促成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兵力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方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最高阶层当中缺乏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盲目乐观带来的后果，由于进攻开始时期在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胜利，使他们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这就使他们不是选准一条单独的作战线，去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是力图分别在几个方向上实施进攻。而且，每一方向上的进攻目标又过于明显，致使防御者比较容易地加以掩护和防守。还不仅如此。每当进攻者的方向显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他们的补给线通常也就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一九四二年的俄国战局



　　1942年，德国人手中的资源已使他们不能象前一年那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可是，希特勒仍然不肯听信一部分将领的忠告，不愿改取守势以巩固他所获得的地区，更不能采纳隆德斯特和勒布的建议，决不肯撤退到波兰境内去，尽管这些意见在战略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异于要他承认失败：“吃得太多，无法消化。”为了挽回已经失去的面子，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并且依照他本能的感觉，希特勒执意要以进攻来解决问题。虽然手中的工具已经有限，他还是企求获得更多的结果。



　　由于兵力缺乏，不可能在整个战线上全面发起进攻，他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南面方向上，其目的是要夺取高加索的石油，并切断俄国人的石油供应线。如果说这是由于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表明希特勒放弃了在莫斯科附近摧毁俄军主要集团的企图，那么，希特勒的愿望仍然很明显，想以间接的方法来摧毁俄国人的抵抗，那就是割断他们的高加索石油基地。这个算计可以说是高明的，而且也几乎完全成功了，不过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



　　这次进攻开始得很顺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仅把俄军的相当一大部分兵力吸引到这个方向上来了，而且还经常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可是到后来，德军却又自讨苦吃了，又是因为自己分散了兵力，沿着4条独立的作战线开进，而且每个方向都是追求一个目标，所以就遭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样分兵两路实施进攻，是失败的主因，其原因又是因为德军统帅部中意见不能统一。总参谋长哈尔德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是把着眼点放在伏尔加河河岸上的，要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行战役，巩固阵地，在那里建立一道战略性的屏障，把俄军的主力同它的石油供应基地隔绝开来。希特勒的打算则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攻入高加索，但他又没有把这个心事告诉哈尔德，而只是命令这个作战方向的指挥官要把高加索作为主要目标。结果，自然就要削弱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进攻力量。后来，出于一心想要攻下这个挂有“斯大林”姓氏的城市，希特勒的心灵起了变化，改变了原来的决心，所有这些导致了失败，因为德军对于这个太直接的目标公开地集中火力，而且拼命地作了太直接的攻击。



　　1942年春季，俄军向德国人占领的哈尔科夫发动了一次反攻。这正好促进了德军进攻的开始。但俄军的这次反攻出完全是直接化的，因而也不能不招致失败。而且，这次反攻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使得俄军也把预备队消耗殆尽了。当俄军深深突入到哈尔科夫方向上时，德军统帅部获得了一个突击俄军翼侧的好机会。到了6月底，德军进一步发动了进攻，在作用上很有一些反攻的意味，实际上当时敌军所处的形势已是十分的危险和恶劣了。



　　德军原来的进攻轴线，正好与俄军的平行，只是方向相反而已。他们从哈尔科夫以北的库尔斯克地区出发，切过俄军扼守的突出地带的侧翼，而后急速地突进170公里，前出到了顿河上游，到达沃罗涅什附近。沃罗涅什位处莫斯科到高加索的主要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俄军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目的是要阻住德军，使其不能继续向东挺进，结果反而使德军转向东南方向实施了突击，一口气冲进了顿河与北顿涅次河之间的走廊地带。由于德军已在哈尔科夫地区突出部的南侧作了比较深远的楔入，所以他们这次的机动行动也获得了间接的支援。



　　受到德军包围以后，俄军的抵抗开始溃败。于是，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尽量提高速度，利用顿河与顿涅次河掩护自己的翼侧，在这两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内疾驰猛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到达了走廊的南端，并在罗斯托夫以北地区渡过了顿河。这样，德国人打开了通到高加索油田的道路，并使整个战役达到了紧要关头。当时，俄国似乎很快就要瘫痪，因为德军的机动性还在增长，几乎就要切断俄国人的石油供应线路，在这个战役中，德军采取了迂回机动的手段，结果使他们获得了卓越的成功。



　　可是，等到德军渡过顿河继续发展进攻时，他们也就逐步丧失了原已据有的战略优势。在此以前，他们辗转前进，但并没有损害自己在战略上的集中，总是在前进方向上保持着纵深的兵力部署，而且使这个方向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俄军一直处于相当艰困的境地，摸不准敌人的意图。而德军却能在对方的防御中找到薄弱环节，并向那里实施进攻。然而，在渡过顿河以后，德军被迫分兵两路，沿着两条离心的路线前进，一路向南，进攻高加索，一路往东，进攻斯大林格勒。



　　在顿河与顿涅次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内，俄军所受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当时，在这个方向实施进攻的第4坦克集团军，如果不转向南面去协助第1坦克集团军渡越顿河，那么，也许早在7月间就攻占了斯大林格勒，并抑制住了伏尔加河。而且，第4坦克集团军的支援实在没有必要，等它回过头来再向北进的时候，俄国的援军已到达斯大林格勒地区，并且严阵以待了。俄军增援这个地区，远比增援高加索容易，因为它接近中央地区，有着良好的铁路线和公路网，便于调集预备队。随后，德军在这条战线上连续遭到失败，从而使得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因素意义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它的名称超过了城市本身的战略价值，又更加助长了精神因素的作用。这样，德军便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和兵力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来，使他们错过了夺取高加索石油基地的机会。由于抽出了部分兵力去支援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高加索的第1坦克集团军也就逐渐地削弱了力量，原拟抽调其他的兵团和部队来补充这个集团军，即补充调往斯大林格勒战线去了而造成的缺额，但是计划并没能实现。



　　当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以后，德军往这个方向输送生力军的速度，就比俄军在此集中兵力的速度慢起来了，而俄军得以开始准备击退德国人的正面进攻。因此，德军已不可能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保持兵力的优势。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战略方面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战略，放弃了分散敌人兵力兵器的手段。他们愈是死死地包围着这座城市，则其进行战术机动的范围就愈小，所以就更加难以击溃敌人的抵抗。



　　对于俄军来说，战线缩得愈短，则在防御体系中对任何一个遭受威胁的地点机动战术预备队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德军曾经多次突破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正面，但是每一次都被俄军堵塞住了突破口。这个经验证明，防御的正面愈缩小，则防御者进行防守的有利条件也就愈多。



　　随着实施机动的空间的缩小，进攻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自然也就逐渐增大。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收获却反而递减。这一消耗过程很快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德国人手中的物质资源，现在已比1941年少得多了。首先是坦克不足，调拨给每一次突击用的坦克数量越来越少。其次是飞机缺乏，因而使空中的优势越来越小。由于两种主要的技术兵器不够，步兵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因此，每争取一个局部的小胜都须使用大量步兵，使得胜利的代价昂贵，兵力的消耗激增。



　　由于交通线的过分遥远漫长，德军在战术上的过度消耗就变得更加危险了。总参谋长哈尔德极力主张减少损失，建议及时停止进攻，而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区转入防御，以便度过严冬季节。可是，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忠告，并且将他撤离岗位，委派了比较年轻而且富于激情的泽特勒尔接替他担任了总参谋长。无论如何都要攻克斯大林格勒的愿望，强烈地影响着希特勒，正象去年秋天他想攻占莫斯科的情况一样。而且，他仍然获得了不少拥护这种主张的军官。可是这一次进攻的后果，则比进攻莫斯科的惨败还要严重。那些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因为向前推进太远，其进攻的正面很窄，结果遭到了合围的威胁。



　　11月，俄军开始反攻，于是危机成熟，合围的威胁变成了现实。这时，无论从精神方面来说，还是从战略形势来说，被围德军的失败实际已成定局。俄军的这次反击，不仅在物质的路线上具有巧妙的间接性，而且和所有的反攻都天然地具有被压缩的反作用力一样，对德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时，希特勒使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掩护着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绵长侧翼，而俄军反攻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这两支部队的防御地段，并获得了成功。结果，俄军切断了绝大部分进攻部队的退路，因而第一次俘获了大量的敌军部队。



　　俄军继续向前推进，向南面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击，以不断扩张战果，并进而威胁着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后方和交通线。为了说明德军所面临的危险，可以举出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1943年1月，德军在罗斯托夫以东，已经前进了640公里；而在此时，俄军在顿河下游，沿着河流实施进攻，已经达到离城只有65公里的地方。对于高加索的德军来说，罗斯托夫正是咽喉要地，它掩护着德军交通线穿过其中的一条走廊。尽管德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住了这条通道，使其部队逐渐撤退出来，没有遭到合围，但是，这不仅使它放弃了高加索，而且在被合围的威胁之下，被迫退出了顿涅茨工业地区。



　　1943年2月，德军加快了退却的步伐，于是，俄军紧踏着他们的足迹进行追击，达到并越过了德军在1942年发起夏季攻势时的出发地区，越过了他们的原出发线。俄军收复哈尔科夫，抵近了第聂伯河。但在2月底时，德军实施了一个反突击，重新抢夺了哈尔科夫，并在一段时期以内使俄军丧失了平衡。1943年初的俄军正好也和1942年夏季的德军一样，向前伸展得过度了，拉长了自己的交通线，不停地跟踪退击，使补给品一时接济不上来。德军则好象滚雪球一样，向着自己的基地和补给方向退去，因而使自己的力量得以恢复和加强。



　　德军在哈尔科夫城下的反突击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足以说明间接路线战略中的一种防御攻势的形式，其办法是采取诱惑性的机动把敌人诱入陷阱，而这一次则是造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陷阱。这一次行动的设计和执行者是曼斯坦元帅。他在第一个冬季作战时充任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1940年5月使法军覆灭的阿登战役的计划，就是他的杰作。德军的大多数将军都把曼斯坦看成是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战略家，但是希特勒本人对他并不怎么欣赏。1942年11月，当鲍罗斯的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合围以后，希特勒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才委派曼斯坦来担任“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尽管时机已经太晚，不可能扭转斯大林格勒的危局，但是，曼斯坦还是对俄军进行了相当时间的牵制，使其不能遮断罗斯托夫走廊，而把高加索境内的德军救了出来，并且在阿速夫海和北顿涅次河之间沿着米乌斯河重建了一道防线。



　　这时，俄军已经在北顿涅次河以北地区突破了由意大利军和匈牙利军扼守的防线，在北顿涅次河与沃罗涅什城之间扩大突破口，使其正面达到了320公里，并且急速向西挺进，迂回到了曼斯坦的翼侧。他们在北顿涅次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重新收复了哈尔科夫，并向西南方向挺进，直抵第聂伯河的大弯曲处，而那个地区正是曼斯坦的补给来源地。1943年2月21日，俄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扎波罗日耶，该城位于河弯拐弯之处，曼斯坦的司令部刚刚从那里撤走。在这个极其紧张的形势之下，曼斯坦表现得头脑特别冷静，神经非常镇定。早些时候，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没有把自己有限的预备队用去从正面进攻哈尔科夫，现在他又拒绝了指示，不肯用这些兵力来扼守第聂伯河之线。他看到，俄军向西南方向进攻，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向其侧翼实施一个歼灭性的突击。因此，尽管俄军的挺进将要威胁到他的基地，他还是决定让俄军深入得更远一些。



　　这时，曼斯坦忙着调整自己的兵力部署。他把3个已经残缺不全的坦克群(军)从米乌斯河地区撤退下来，面向西北方向构成一道反正面。直到2月26日，他才开始向俄军的翼侧和后方发起进攻。这正和1940年在色当的情况一样。德军一刀插向了俄军的接合部。1个星期之内，原来向西南进攻的俄军纷纷溃退，漫无秩序地逃过了北顿涅次河，一共损失了6百多辆坦克和1千余门火炮。于是，曼斯坦继续向北进攻，打击着从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向西进攻的俄军的后方。这里的俄军也同样遇到了失败，被迫放弃了这两个城市，匆忙地实施后撤。当时，德俄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师的数目来计算是1：8。在这个对德军不利的条件下实施的战役中，曼斯坦采取了一连串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如果曼斯坦不是过于缺乏兵力，那么这次战役很有可能象色当战役一样，会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可是，俄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这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德军预备兵力的来源已经枯竭。在两年以来的各次进攻战役中，德国方面几乎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消耗干净了。与此同时，俄军的新编师却是有增无减，源源不断地开上前线。尽管在哈尔科夫实施的反突击取得了胜利，暂时解除了俄军的威胁，但是在兵力的对比上，俄军已完全占有了优势。



　　太平洋战争



　　从1931年起，日本人不断侵略中国，并在亚洲大陆上扩张他们的立脚点，以排挤美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当时，中国由于国内斗争而遭到了削弱。就在这一年，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1932年，他们继续侵入中国内地。但是，一旦着手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建立起控制权，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自己已经陷入在游击战争的泥沼当中。日本人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寻找一条出路，决定采取南进办法，既进一步扩张地盘，也隔断中国人的外贸市场，断切其获取外援的路线。希特勒打败法国以后，日本人随即利用了法国当时孤立无援的困境，派遣军队进占法属的印度支那地区，强迫他们承认对于这一地区的“保护占领权”。



　　1941年7月24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为了加强这个要求的份量，他决定从26日开始，冻结日本在美国银行中的一切存款，并且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英国首相丘吉尔随即予以响应，决定采取同样的措施。2天以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也被劝加入了这种行动。这样，诚如丘吉尔所说的，“由于这一打击，日本人最重要的石油来源就被断绝了”。



　　早些时候，人们曾经认为，由于遭受到这种瘫痪性的打击，日本人只有两条出路：或者进行宣战，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或者放弃他们原来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来避免战争，力图通过谈判的途径以换取石油的进口。但是美国政府决不让步。它提出的条件是，日本不仅要从印度支那撤军，而且要从中国撤军，否则就不能解除禁运。这不要说是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国政府，都不会接受这种屈辱性的条件，绝不会那样不顾面子。这样一来，从7月底以后，太平洋上的战祸也就迫在眉睫，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不过，日本人还是等待着，他们迟延了4个月才发起进攻。这对于美英两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可幸的事。但他们并没能很好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时间内所进行的防御部署，是没有多大成效的。



　　1941年12月7日凌晨，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日本海军兵力，对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空中袭击。这次具有毁灭性的突击，是在正式宣战之前实施的，是不宣而战。这也和过去进攻旅顺港的情况一样，日本人那次进攻俄国舰队，也是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



　　直到1941年年初为止，日本人所拟定的对美战争计划，都是想把他们的海军主力用在南太平洋上，并且同时向菲律宾群岛实施进攻，其目的是要阻止美军舰队去援助他们的菲律宾驻防部队。美国人的心目中，正好也是估量着日本的这种行动路线。而在战争前夜，日本又不断向印度支那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人的信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却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预期对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担负这次奇袭任务的日本舰队，采取了一条非常大的迂回路线，经过千岛群岛，由北向南，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之中，从北面偷偷靠近了夏威夷群岛。当舰队抵达距离夏威夷群岛480公里的海域时，360架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在日出之前飞临到珍珠港上空，突然地进行了空中袭击。停泊在港内的8艘美国战列舰，4艘立即被击沉，4艘受了重伤。只花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日本人就夺得了太平洋上的控制权。



　　在这样一击之下，日军经由海上侵入马来半岛的道路就完全打通而毫无阻碍了。当日军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已经抵近夏威夷群岛东北的时候，海军的其他兵力也护送着运输舰船开进了西南太平洋。差不多就在空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也分别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实行登陆。前者以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巨型海军基地新加坡为目标，可是，他们并不打算从海上去攻占这个基地，因为该要塞面向海上的防御工事是极其坚固的。但日军这次采取的行动有着极大的突然性。它首先在马来半岛的东部海岸上选择了两个登陆点，派出部队从那里登陆，夺取飞机场，以此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而以主力在半岛的最狭窄的部位上登陆，那里地属泰国，在新加坡以北约800公里。从那里开始，日军部队沿着半岛的西海岸实施进攻，连续迂回绕过英军企图阻止他们前进的各道防线。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条困难的行进路线，英国人对此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而在厚密的丛林当中，有着许多实行渗透的机会，这就使日军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英军部队差不多实行了6个星期的连续退却，终于在1月底被迫撤离大陆，退到了新加坡岛上。1942年的2月8日夜间，日军开始强渡那个只有大约1公里半宽的海峡，向新加坡岛进攻。他们在许多点上都登陆成功，于是沿着一个宽广的正面发展新的渗透行动。



　　守军的兵力实际上要比实施进攻的日军部队多一倍以上，但是日本方面都是一些特选的精兵，他们受过在丛林和狭窄地段上进行机动作战的良好训练。至于守军方面，却是一批杂牌部队，其中多数都是没有经过训练因而技术不熟练的新兵。他们实施坚决的反机动的能力很差。在战役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害怕侧翼力面的威胁。守军的这种弱点，本身已够相当严重，他们还缺乏空军的掩护，无法对付日本空军的不断威胁，于是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扼守该地的英军很快就发生了动摇，丧失了平衡。当时，后方的居民陷于一片混乱，他们再要恢复自己的稳定性已很困难。这样，英军部队不仅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地，而且背后所依靠的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混杂的城市，加上敌人已经控制住了城市面前的海洋，粮食和水源都有随时被切断的威胁。当地政府又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焚烧油库，结果弄得黑烟滚滚，弥天漫野，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景象，使多数人的神经遭到了打击。这在心理方面说来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2月15日，也就是下一个“黑烟滚滚的星期天”，守军终于全部投降。



　　在菲律宾的最大一个岛，即吕宋岛上，日军最早是在马尼拉北面实施登陆的，随后，他们又在首都的后方进行了登陆。出于面临着遭受合围的威胁，美军放弃了这个岛的大部分土地，在12月底以前，撤退到了小小的巴丹半岛之上。在那里，日军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内对美军实施正面的攻击。因此，尽管敌人在兵力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美军还是在这个半岛上坚守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942年4月才被日军攻克。



　　早在巴丹半岛陷落以前很久，甚至还在新加坡沦陷以前，日本人那股抢夺土地的浪潮，从入侵马来半岛开始，已经席卷了其他许多地区。1月24日，日军分别在婆罗洲、苏拉威西相新几内亚各个岛上登陆。3个星期以后，他们开始向荷属东印度的核心----爪哇岛实施进攻。当时，这个岛已经处在两翼都被隔绝的孤立地位。3个星期以内，整个爪哇岛就象是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到了日军的手里。此后，澳大利亚即面临着遭受日军入侵的威胁，但是，它却有幸没有直接遭受这个厄运。日军把它的主力转向西进，用去攻占缅甸了。他们在曼谷到仰光的广阔地面上，采取着直接挺进行动。这对于实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主要目的，即瘫痪中国的抵抗力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仰光是滇缅公路的出海口，美英两国援助中国的一切军用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公路运进中国去的。同时，日军的这次进攻还追求着一个良好的理想，那就是从西面把通向太平洋的一切陆路都加以占领，并在这些主要的交通线上建立起坚固的壁垒，使美英盟军将来无法利用这些交通道路来对付日军。3月8日，仰光陷落。在以后的2个月时间里，英军被完全逐出缅甸境界，越过山地，退到了印度。这样一来，日军的西边翼侧就有了很可靠的天然障碍作掩护。盟军要想进行反攻，势必遭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必须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程序。



　　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以后，美英盟军才筹建了一支足够数量的兵力，以来收复被日军抢夺去了的失地。这一工作是从东边开始的。由于保全了澳大利亚，盟军获得了不少益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基地，而且直接靠近着日本的前哨防线。



　　1942年8月，麦克阿瑟将军发起了第一次进攻。进攻的目标是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南端并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岛。攻占该岛的作战行动一直延续了6个月。直到1943年6月底，美军才进到了这个群岛中的下一个大岛----新乔治亚岛。收复该岛的作战又延续了3个多月。



　　这时，澳大利亚部队已在新几内亚岛的东南角上夺得了一个登陆场，并从那里发起了进攻。可是，新几内亚岛上的作战行动发展得非常迟缓，而且吃够了苦头。这是因为，那里的条件极端困难，日军又进行着极顽强的抵抗。从夺得新几内亚岛东南一角起，差不多经过了1年，到1943年9月，才最后攻克了莱城。



　　由此看来，从这里通向菲律宾的道路还是漫长的，而要到达日本，其途径更是极端遥远。可是，到了1943年的秋天，由于采取了迂回绕过一些岛屿的方法，突进的速度便大大地加快了。这也可以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一方法的实质，是美军利用海运前进，在比较靠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上登陆，而把日本外围圈上的岛屿抛在后面不管，使其岛上的守军孤立无援，无法获得补给，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圈禁在那里，陷入在战略包围之中。



　　1944年10月，美军进行了一个长距离的跃进，又回到了菲律宾。在此以前，他们对菲律宾南北两端两个最大的岛，即绵兰老岛和吕宋岛，进行了强烈的空中突击，毁坏了那里的港口和机场。很自然，这些空中突击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使他们想到美军必定会在岛上某一地点实施登陆，但是真正的登陆地点将在哪里，他们却又猜不出来。后来，麦克阿瑟将军的海军舰队却突然在莱特岛附近出现了，并在那里实行登陆。这个岛正好位于两个主要大岛的中间。这样，好象是一斧子砍到了菲律宾的腰上，美军深深楔入到菲律宾各岛屿的中心部位了。如果范围放大一些，从战略上更广泛的背景来看，那就是美军在日本与其太平洋占领区(荷属东印度)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



　　为了继续实施进攻和完全攻占菲律宾，美军必须集中起足够数量的兵力，而在此以前，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新的间隙期间。然而，最后成功的保证却是美国人结合使用两种战法：首先攻占靠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在整个战区内夺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把日军占领的一些岛屿抛在后方，加以孤立，尔后再去实行攻占。此外，由于所夺占的基地靠日本很近，美军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动强有力的空中袭击。美军下一个巨大的跃进是绕过台湾进占冲绳岛，这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正好位于台湾与日本的中间。



　　在整个后期的作战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美军在每一次采取越岛跃进的迂回机动的，总是在目标的选择方面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明他们的主突方向，同时又能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来发展自己的胜利。这样一来，他们的每一次突击行动都在战略上具有间接性，保障了作战的胜利。



　　日本人那股侵略浪涛所波及的地区，实在是太大了，因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的军队不得不过分分散。这样，当海空军的实力一旦发生变化而使美国人夺得优势以后，美军就得以自由利用广大海域，向任何一个地点实施登陆，使日军到处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侵略者本身现在也要遭受侵略了。这个反作用推倒了军事上的一种教条：“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事实恰巧相反，日军的进攻，在最初时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伸展过度，所以到后来，他们的防御力量也就过于单薄，不得不经受极度的紧张。德军的情况与此相似，开始时，进攻发展得很顺利，到后来，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地中海的战争



　　在地中海战区的最初几次战役中，德意两国的企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夺取对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实施这些战役的过程证实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交通线的大大伸展，不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有其一定效力。这些战役也证明了采用间接路线的重要性。



　　1940年9月，意大利的格拉齐安尼元帅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起进攻。从兵力对比上来说，意军这次进攻的胜利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的数量比驻守埃及的英军要多得多。可是，意军的机动性却是非常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机械化的程度太低，另一方面则是行政领导缺乏效率。于是，意军穿越西沙漠前进115公里以后，便在西迪巴腊尼地区被阻住了，并在那里滞留达2个月之久。



　　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魏维尔将军决定，要以西沙漠兵团对意军实施一次突击。这个西沙漠兵团后来编成为第8集团军，由阿康诺尔将军指挥。从计划上来看，这次行动只是一次使用大量兵力进行的袭击，而不是正规的进攻，因为预计打了就走。当时，阿康诺尔属下只有2个师，一个是第7装甲师，一个是印军第4师。根据计划，印军第4师要在进行袭击之后立即撤回尼罗河去，而后调往苏丹，因为那里正遭到来自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意军威胁。



　　可是，这次“袭击”竟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阿康诺尔的部队穿过沙漠，前出到了意军的后方。这个突然袭击对敌人产生了瘫痪和颠覆的作用，无论从物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都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一个范例。这次突然袭击是在1940年12月9日发生的。格拉齐安尼军的大部分立即被切断，3万5千人被俘，其余残部在一片惊恐之中逃回到原来的防御地区。第7装甲师紧跟在后退的意军后面进行追击，很快突破了边界防线，随后又进行了一个机动，企图合围退却的敌人，并在不久之后就切断了向巴尔迪亚撤去的意军残部。



　　假使英军高级司令部不那样坚持原来的计划，不把印军第4师立即调回埃及，那么，进攻意军的整个战役很可能就在这里宣告结束。由于缺乏步兵的支援，第7装甲师当然无法突破意军在巴尔迪亚的防线。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星期。后来才有一个新的步兵师，即澳大利亚的第6师从巴勒斯坦调来。1941年1月3日，英军攻下了巴尔迪亚，俘虏了4万人。22日，占领了托卜鲁克，再俘获2万5千人。



　　格拉齐安尼的残部经过班加西向的黎波里撤退。对于这些部队的追击，是这次战争中一个最卓越和最果敢的攻击行动，是一个间接路线的很好例证。2月5日，第7装甲师完成了一个横越沙漠的跃进，其目的是要前出到班加西南面的海岸线上。该师的先遣分队，在一片难以通行而且陌生的地形上开进，仅仅36小时即前进了270公里。这时，英军立即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康贝上校率领，在贝达富姆地区遮断敌人的退路，设置起一道障碍；另一部分是康泰尔准将率领的第4装甲旅，他们一直尾追压迫敌人，直到敌人投降为止。英军这两支兵力加起来，总共也只不过3千人，但是他们在同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意军作战时，表现得机智勇敢，结果竟俘获了敌军2万1千人。



　　英军凭着这样少量的兵力，居然奇迹般地夺占了昔兰尼加(现称拜尔盖)地区。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现在，要在通往的黎波里的道路上阻住这支兵力的前进，已经是不可能了。残存的意军部队，这时不仅武器装备太差，不可能挡住对方坦克的进攻，而且其主力已经完全覆灭，在心理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动摇。阿康诺尔极力主张乘胜追击，充分利用在贝达富姆所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他认为，只要能够获得新的补给，他们可以毫不延宕地立即实施新的突击。可是，英国政府作了决定，停止继续进攻，因为它想要抽调兵力，去向希腊作那个不幸的远征。魏维尔接到命令，只准留下最少量的兵力扼守昔兰尼加地区。阿康诺尔则返回埃及，守备部队改由能力较差的人员来指挥。正当这个时候，由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开到了的黎波里。为了拯救自己的意大利同盟军，使他们免遭覆灭，德国的援助实在是来得太晚了，但是总算还是赶来了。这样，就使得一场北非战役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英国人在埃及的地位却一再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隆美尔于3月底发起了第一次反击，但其兵力只勉强地凑了一个师。他采取夜间急行军的办法，迂回了英军的侧翼，前出到其后方，从而击毁了他们的先头部队。而后，他又做出了一个象是合围的佯动，迫使英军主力在梅基利地区缴械投降。隆美尔的这次反攻是突然实施的，因而提高了突击的效果。仅在2个星期之内，他就几乎把所有英军都逐出了昔兰尼加地区。只有很小的一支英军部队退入到了托卜鲁克，并在后来成了隆美尔的眼中钉。不过，当德军部队前进到埃及国境时，他们的补给线已是伸展得太长了，因而迫使隆美尔不得不停止下来。



　　1941年6月，英军获得了新的增援部队，并又企图向利比亚发起进攻。这次战役的计划，曾经称之为“长柄斧”。在战役中，英军基本上是采取正面进攻的办法，而且似乎表现了力争取胜的雄心。隆美尔却采取着深远突击的办法，他以坦克部队穿越沙漠，向英军的侧翼实施一个计划周全的反突击，不仅阻住了英军的进攻，而且使整个局势变得于自己有利。



　　11月，英军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此时，奥钦列克将军继魏维尔担任了英军的总司令，而驻守利比亚边境的英军，则改编为第8集团军，由孔尼汉将军担任指挥职务。进攻于11月18日开始，英军继续向紧靠沙漠的侧翼方面突进，逼近了隆美尔的后方。但由于后来在战术上多次采取直接路线，而遇到敌人的坦克兵力时又总想以正面突击的方法去加以消灭，英军在最初采取间接路线所获得的战略优势，便完全丢掉了。这样，英军反而使自己落到了隆美尔撒下的网中。



　　为了对付英军机械化部队的数量优势和其比较大的机动性，德军在战术上技巧地采取了间接路线行动，把英军的坦克诱入他们设置的网中。在那里，德军早已隐蔽着坦克和威力强大的88毫米火炮。这一次，隆美尔也和上次进行“长柄斧”战役时一样，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作战特点：使用新的防御和进攻方法，采取欺骗敌人的行动。这些正是现代机械化战争的特点，也就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在实行突击以前，要先用自己的“盾”去磨钝敌人的“剑”。结果，不仅使英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坦克数量的优势。无论在心理方而还是在物理方面，英军第8集团军的稳定性都受到了破坏。所以，到11月23日时，孔尼汉已在打算中止这次进攻了，他准备撤到埃及境内，以便重新整顿兵力。



　　第2天，隆美尔看到，采取果敢行动的有利局势已经形成。于是，他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冒险地向第8集团军靠沙漠的翼侧实行迂回，越过边界而进到了英军的后方。德军的坦克部队很快就突进到了英军的侧后，引起了英军的混乱和恐怖。如果英军的进退之权当时完全操在孔尼汉手中，那么，这次战役的结局一定会是德国方面取胜。可是，正在这一紧急关头，奥钦列克亲自乘飞机赶到了前线，他坚决命令英军继续打下去。2天以后，奥钦列克返回开罗，他随即任命李特奇去接替孔尼汉的职务。由于奥钦列克的亲自干预，英军才得以转败为胜，远远地向前推进了。但是他的这个决定，与隆美尔的战略性袭击比较起来，似乎还更具有“赌博”的意味。英军虽然遭受了隆美尔的战略袭击，但还是在自己的后方保存了储备品。对于英军来说，有一件最大的幸事，那就是隆美尔部队在前进到昔兰尼加境界时，居然没有发现英军的两个巨大军需仓库。英军的先遣部队，后来就完全依靠这两个仓库来进行物资补给。至于隆美尔为什么没能发现这两个仓库，看来是因为英国空军掌握着制空权。



　　隆美尔的这次深远突击当然是功败垂成了。因此，他在失败时所受到的损失也不免相当的严重。那时，他率领着自己的3个坦克师(两个德国师和一个意大利师)，越出了昔兰尼加境界，因而和其余部队隔绝很远。在此时刻，被隆美尔打散了的英军残部，便乘机在后方恢复了活动，他们组合起来，重新采取了进攻的行动，并且在隆美尔把坦克部队调回来援救他的非机动部队以前，就与托卜鲁克的守备部队联络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实行冒险的例证。它说明，当留在某一地点的基本兵力并不强大，不足以进行长时期的抵抗时，仅以部分兵力去进行战略性袭击，是一种冒险。



　　经过几天的苦战和不断调整军队部署以后，隆美尔总算是获得了战术上的某些优势，但也只是暂时性的优势，并没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这时的损失比战役初期反而更为严重。他的坦克大量减少，已经超过了他赖以支撑的限度。而更为严重的是，英军方面正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增援部队。12月6日，隆美尔被迫停止了托卜鲁克地区的战斗。开始向安-埃尔-加扎拉实行退却，尔后，又退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现称泰拉布鲁斯)的边界上。



　　在这里，隆美尔又使用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方法，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1941年12月27日，英军发起了进攻。这时，隆美尔首先进行防御，挡住了敌方的攻势，而后，他从翼侧进行迂回，进到敌后，迫使英军在反正面上投入战斗，并在最后把英军合围起来了。1周以后，德国的运输船到达，隆美尔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坦克增援。从11月中旬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获得增援部队。考虑到英军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坦克，而且过分地拉长了交通线，隆美尔立即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反攻。当英国人还在认为隆美尔并未恢复元气的时候，隆美尔突然地发起了一个反突击，并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然后趁着英军的混乱局面，从靠沙漠一边的侧翼实施急袭，攻克了英军在班加西的基地，迫使他们向加扎拉退却。这样，就把被英军夺去的地区收回了一半以上。



　　在以后的3个月当中，战线大致稳定在加扎拉的阵地上面。英军第8集团军采取了线式部署，比较适宜于作为发动新攻势的出发阵地，而不大利于组织牢固的防御。这次是隆美尔首先动手的，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42年5月26日夜间，他以坦克部队实行了一个宽广的迂回机动，企图对英军进行突然袭击。可是，当德军的坦克还未能抵达海岸并切断防守加扎拉地区的英军以前，德军部队即被英军拦截住了。隆美尔随即转入了防御，并使自己的背面紧紧地靠着英军的布雷地带。这一姿态使英军认为，隆美尔已经陷入了没有出路的绝境，势非投降不可。然而，英军的反冲击又是太直接化了，反而使自己一头钻进了隆美尔所设下的陷阱。这个陷阱是隆美尔在被阻之初转入防御时设计的，并且很快就部署好了。由于困在陷阱当中，第8集团军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终于无力击退隆美尔从侧翼发起的又一次夹击，结果被德军各个击破了。这样，英军就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向埃及边界撤退，一部分向托卜鲁克逃跑。隆美尔的坦克部队首先在托卜鲁克南面横扫而过，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是向埃及边界实行追击，可是，他们稍过一点便马上调头向北，在英军还来不及组织好防御以前，便突然地从后方攻进了托卜鲁克城。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这次作战行动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个杰作。德军在最薄弱的环节上突破了英军的防线，一举击毁了守军，差不多全部俘虏了驻防部队，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运输车辆。这些东西满足了他们在尔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实施进攻的需要。



　　此后，隆美尔乘着胜利的声威，紧紧追赶着穿过西沙漠实施撤退的第8集团军残部，并且差不多快要抵达尼罗河谷地。尼罗河是埃及的主要大动脉。如果隆美尔真正占领了尼罗河，并进而抢夺了苏伊士运河，那么，大不列颠帝国在中东的地位马上就要发生动摇。在这危急关头，奥钦列克只好亲自出面干预。他接过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组织起那些溃败下来的部队，在阿拉曼构成了一道防线。阿拉曼是沙漠中的一条狭窄通道，是迈向尼罗河的一个咽喉要地。这样，实施追击的隆美尔部队，由于突然受到英军凭借新的防御阵地而进行的顽强抵抗，自然无法继续前进了。当时的隆美尔部队，不仅数量上弱于英军，而且在长距离行军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了。隆美尔曾在几个地点实施了突击，企图穿过阵地，但奥钦列克也采用了间接手段来予以还击，同样地选择其他地点向德军实施袭击。尽管他的这种手段并不足以打败德军，但还是严重地削弱了敌人，粉碎了隆美尔的计划。



　　不久以后，英国的援军开到了前线。丘吉尔希望不要再迟延，指令英军开始转入进攻。可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奥钦列克却不同意，他建议再等待一些时候，以便使新到的部队在战术方面熟悉沙漠作战的特点。结果，奥钦列克被撤换，亚历山大接替了英国中东军总司令的职务，蒙哥马利受命去指挥第8集团军。



　　1942年8月底，隆美尔再一次先动手，对英军的阿拉曼阵地发起了进攻。不过，他的计划这一次又为英军的防御战术粉碎了。当时，英军防线的南半部，只是设置地雷场加以掩护，没有其他防御设施，而英军的步兵主力，都配置在北半部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上。因此，隆美尔决定用装甲部队通过雷区去实施进攻。他企图以此把英军那些驻守在后方阵地上的坦克兵力引诱出来，以便加以攻击。对于隆美尔来说，这是一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他因此损失了大量的坦克。当他被压挤在侧翼的斜切阵地与地雷场中间位置时，英军第7装甲师遮断了他的南翼。不过，英军毕竟未能及时收缩网口，没能围住德军，隆美尔仍然撤出了险境，但是从此以后，战场上的主动权就逐渐地从隆美尔手中转移到了英军方面。



　　由于蒙哥马利手中的兵力兵器和物资补给不断增长，战场的形势产生了急剧变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非常周密的准备以后，顺便说一句，其时间之长是当初奥钦列克所不敢想象的，第8集团军终于在1942年的10月底转入了进攻。这次实施进攻的英军，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并且整整打了1个星期，因为正面的宽度有限，无法进行迂回机动，不可能从后方或侧翼向德军进行突然的袭击。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以后，隆美尔部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加上燃料不足，几乎失去了机动性。当时，德国往非洲运送燃料的大部分油船，都在地中海里被同盟国方面的潜艇击沉了。正由于缺乏燃料，隆美尔部队的机动性大大缩小，因而也就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役的结局。这样，德军一旦在其过于伸展的前进阵地上遭到失败，也就很难在中间地区组织牢固可靠的防御，只能一直返回原来基地，退到能够满足最低限度需要的补给线上。



　　战斗开始的时候，隆美尔正在维也纳治病。他获悉英军进攻的消息后，马上乘飞机返回前线。隆美尔对形势作了分析判断，决定把自己的部队撤向位在阿拉曼以西100公里的富卡阵地。他的这一步棋如果真的实现了，很有可能打乱蒙哥马利的全盘计划。可是，希特勒却没有批准这个计划，命令他原地固守，不准后退一步。这样一来，德军便在惨败之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最后仓惶逃走。在这次撤退中，隆美尔又显露了他那惯用的机敏和毒辣的手段。他使用了一切摩托化的运输工兵，把自己的精兵撤了出来，对于那些缺乏机动能力和作战经验较差的部队，主要是意大利人，却弃之战场而不顾其死活。



　　英军未能切断隆美尔的退路，因为他们的追击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预期进行的合围机动也缺乏足够的深度。开始时候，英军实施机动的纵深太小，未能围住沿着海岸道路撤退的德军主力。后来，他们设想到进行一次深远的合围机动，一直往前插到马特鲁附近的“烧焦十字架”地区(大约在阿拉曼以西200公里)，可是，由于遭遇暴雨，燃料不足，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当时，如果穿过沙漠实施一个更大规模的迂回机动，本来是可以绕开这个“雨带”的。不过，英军所以丧失了合围德军的太好时机，主要还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把3个装甲师的大部分运输工具都用去装运弹药了，所以在追击开始以后燃料自然供应不上来。



　　这样，隆美尔得以从虎口里逃了出来。英军想以坦克部队构成一把钳子把他夹住，但是没有办到，德军脱逃以后，一直往西退却，达到了昔兰尼加地区最西面的阿盖拉附近，在隆美尔所预先设置的后方防御阵地上停留下来，那里离开阿拉曼已经有1100公里的距离了。在2个星期的快速撤退中，隆美尔摆脱了后面的追击者，一路上不断进行着破坏，自己在人员和物资方而都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却使追兵一无所获。当德军在班加西地区沿着海湾岸边退却时，英国方面本来可以使用空军对退却中的敌人实行空中袭击，但是这却需要启用战地的前进机场，而这类机场那时还得不到进攻部队的掩护。空军指挥官们曾经准备冒险，但集团军司令部却没有允许他们那样作。隆美尔在过去所作的闪电反击，早已在英军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不敢贸然行事。不过，这一次的兵力对比太悬殊了，隆美尔不仅没有实施这类突然反击的能力，甚至在阿盖拉地区也不可能坚持太长时间的抵抗。



　　第8集团军休整了3个星期，调集了兵力，而后才开始向阿盖拉阵地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刚刚展开正要发动进攻的时候，隆美尔便立即溜走了。虽然英军采取迂回机动切断了隆美尔的后卫，但是他们仍然在英军完成合围之前突围而去。德军一直后退，终于又在布埃拉特松地区站稳了脚跟，构成了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而这里距离阿盖拉已有320公里。隆美尔在这里也只停留3个星期，等到第8集团军刚刚调集兵力，准备好在1月中旬发动下一次进攻时，他再次向西撤退。这一次，隆美尔毫无停顿地退了560公里，从的黎波里旁边穿过，一直到了突尼斯境内的马里斯防线。隆美尔所以不断后退，其原因不仅由于兵力单薄，大多数运送补给品的船舶都被盟军击沉，而且由于英美两国盟军已于1942年11月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业已形成的新局势对他很为不利。



　　英美盟军在非洲西部海岸的登陆，是紧接着英军在阿拉曼地区发起进攻之后开始的。两地的距离相隔4千公里。这对于反对盘据在利比亚的隆美尔和解除他对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威胁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从战略上来说，它的成功和它的突然性正好是成比例的。按照原来的计划，盟军只打算在摩洛哥境内的大西洋海岸实行登陆。那是一个纯粹的正面进攻，可以使法军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有效的抵抗。突尼斯境内的比塞大港(宾泽特港)是北非战区的一个总枢纽，而英美盟军的进攻又距离比塞大差不多有2千公里之遥，所以，德国人还是有时间和能力来增强其法军伙伴抗击盟军入侵的力量的。对于盟军来说，可幸的是，在计划中补充了地中海沿岸的两个登陆点，即在奥兰(今称瓦赫兰)和阿尔及尔附近同时进行登陆。在盟军登陆的问题上，美英两国的外交家出了大力，与法国的当权人物达成默契，使他们对此无所作为。这样，盟军在几个地方都顺利地实施了登陆，并马上对西海岸上的法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此以前，那里的抵抗也是非常顽强的。



　　盟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登陆，缩短了到比塞大港的距离。现在盟军到达那里只有650公里了。如果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摩托化分队，那它可以一直开到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沿途除了山地道路上可能有些障碍物以外，不会再有其他严重的障碍。此外，如果再用海运或空降的方式在这些城市附近登陆或着陆，也一样不会遭到严重的抵抗。但是，盟军的海军司令部看到，海军超出空中掩护的范围未免太远，因而连一个小规模的登陆行动也不敢尝试。当时，盟军的陆上行动也显得过分地小心谨慎，然而，德国人对于盟军登陆行动的反应却是非常敏感的，尽管这些登陆曾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从盟军登陆以后的第3天起，德国方面即火速地向突尼斯调运兵力，利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运输机和渡海的小型船舶。尽管德军运到突尼斯去的总兵力并不很大，但当盟军第1集团军的先遣分队在登陆2个半星期以后抵达突尼斯的接近路时，德军还是把它们阻挡住了。



　　由于德军的抵抗，北非战场上出现了5个月的僵持局势。在这期间，盟军曾经扼守着一条弧线形的山地阵地，从西面和南面封锁着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而就长远的形势来说，盟军的这一次失利后来反而变成为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这个僵持局势迫使德国方面不得不从海上向突尼斯增运补充兵力。于是，盟军仗着自己的海上优势，首先是阻扰着德军的补给和输送，后来又剥夺了他们从海上后撤兵力的机会。说起来是一种对命运的讽刺，希特勒居然不得不派出比较大量的兵力来扼守突尼斯，而在当初却不能使用这样多的兵力去攻占埃及。由于德国和意大利都把大量的预备兵力通过地中海送到了北非，而他们在那里实际上是塞进了“口袋”，所以，盟军在后来入侵欧洲时，便省下了许多的气力。北非对于希特勒来说，也和西班牙对于拿破仑一样，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香饵，终于想吃吃不下，欲罢又不能。而且，紧接着这两个情况之后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对俄国的入侵。在非洲和俄国两地同时作战，使希特勒经受了过度的紧张。两条战线同时给他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这就使他重蹈了拿破仑的覆辙，最后弄得一败涂地。



　　1942年的突尼斯战役，是由德军首先发起反突击开始的。对于盟军来说，这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盟军方面的两个集团军，即西面的第7集团军和东面的第8集团军，正想着要把轴心国的军队压碎，把他们钳死。轴心国军的统帅部看到了这个危险，于是预先加以防范，决定先发制人，企图依次击毁对方的两个集团军。当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具备的条件，实际上比初看起来更为有利。那些运抵突尼斯的德军补充兵力，已经编成为一个新的集团军，由阿尔尼姆将军负责指挥。至于隆美尔集团军，当其残部向西撤退并到达补给港口以后，也获得了新的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隆美尔估计到了这个暂时性的有利变化，决定按照拿破仑的方式进行一次“内线作战”。这就是利用自己处在盟军中间的中央位置，分先后地向两边的盟军部队实施各别的进攻，以求依次地将他们各个击破。如果他能首先打败从背面威胁着德军的美国第7集团军，那么就能立即腾出手来去对付英国的第8集团军，出于补给线愈拉愈长，英军的实力已经日益削弱了。



　　照计划看来，这次作战是大有希望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计划的时候，却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其原因是隆美尔无权控制他所要赖以完成任务的兵力。战役开始以后，阿尔尼姆集团军便独立自主地采取作战行动；甚至连原属隆美尔的那个最有战斗力的第21坦克师，也转隶给阿尔尼姆了，并被派往后方去掩护隆美尔集团军的后退通道和补给线路，而隆美尔本来是想用它去进行主要突击的。



　　德军这次反突击的直接目标是美军的第2军，其编成包括有法军的1个师。该军的正面大约有150公里，但其主力却是配置在3条经过山地而通向海边的道路上，其先头纵队正好配置在加伏沙、费德和冯杜克这3条山间通道上。这些通道非常狭窄，以致防守者一旦占据它们以后，就会感到自己的地位非常安稳。1943年1月底，德军第21坦克师突然地向费德隘路实行跃进，并且在美军援兵赶到之前首先击毁了驻防的法军守备部队，从而为他们的继续袭击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次突击引起了盟军司令部的警觉，使他们预计到马上就会有更强大的突击来临，而且认为这些突击将会指向其他地点。正如布莱德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盟军方面的这种想法简直是一个错到底的假定。”



　　2月14日，真正的突击开始了。德军还是从费德隘路向前进攻。阿尔尼姆的副司令齐格勒尔负责前线指挥。美军的装甲部队首先向他们迎击，但德军的第21坦克师展开后，一方面在正面上牵制着敌人，另一方面则从其右翼进行了迂回，绕到美军后方并实施了突击。在这次战斗中，美军损失坦克100辆以上。隆美尔曾经力劝齐格勒尔，希望他趁着黑夜继续进攻，以便充分扩张战果，可是，齐格勒尔却在原地停留了48小时，直到获得阿尔尼姆的命令才继续向前开进。但他只继续向前走了40公里，到达斯贝特拉又停下来了，其原因是美军已在那里集中兵力，作了防御部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把美军击败了，只是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罢了。美军退后重新集结起来，在卡塞林隘路上进行防守。这时，隆美尔已经从“马里斯防线”中抽出了一个坦克兵支队，命令他们经过加伏沙，进一步向南实施突击；到2月17日，这个支队前进了80公里，在卡塞林以西相当远的距离上占领了美军的提里普特飞机场。



　　当时，亚历山大刚刚接替了统一指挥盟军两个集团军的职务。他到前线视察以后写报告说：“我所看到的局势要比原来预料的危急得多，在卡塞林地区完全是一片混乱现象，美军、英军和法军都搅合在一起，既没有协同防御的计划，也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他接着又说，如果隆美尔“在西多尔萨里山脊突破我们兵力单薄的防线，那么，他在下一步向北面实施进攻的道路上，就不会遇到什么天然障碍了……这足以破坏我方在突尼斯境内整个防线的稳定性，即使不导致全军覆没，也势非全面退却不可。”



　　在另外一个地方，隆美尔也想乘敌人处于混乱和恐怖之中这个机会，使用现有的一切机械化兵力转入全面进攻，预期通过特贝萨(位于西多尔萨里以西65公里)前出到盟军和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基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空中侦察报告说，盟军在特贝萨的补给仓库已经被火苗遮盖了。但他发现，阿尔尼姆并不想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他只好在失望中去向墨索里尼求援。这就使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了。直到2月19日早晨，罗马才有复电，同意转入全面进攻，可是，命令上却规定向正北面的泰拉方向发展，而不是依照隆美尔的原来计划，以西北方向的特贝萨为攻击目标。隆美尔认为，这个进攻方向的改变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短视”，而且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将使进攻部队过于直接地抵近敌人，将使德军碰上敌人强大的预备队。



　　事件的结果证明，隆美尔的担心一点不错。因为这次进攻的方向，正是亚历山大所预期的，他正好在那里作了很好的准备。亚历山大已给集团军司令下达命令，将其所有坦克兵力都集中起来，全力防守泰拉方向，同时，还迅速地把英军的预备队从北面调到那里。假使隆美尔当时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作战，那么事情很明显，盟军又要遭到一次失败。



　　在此同时，美军也在通向泰拉的接近路上集结了兵力。他们在卡塞林隘路的防御战中打得非常顽强。因此，直到20日黄昏时，德军仍然未能突破防线。1943年2月21日，德军一度突进了泰拉，但是很快就被刚刚赶到的英军预备队赶出来了。这样，隆美尔看到了已经没有取胜的机会，便于22日决定结束这次进攻，开始慢慢地向后撤退。23日，罗马发来新指令，任命隆美尔负责指挥轴心国在非洲境内的全部军队。可是，这已经太晚了。



　　分析一下德国人这次反攻的情况，可以获得研究间接路线的重要材料。一方面，这次反攻很明显地表明，丧失时机会使一切有利的条件都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可以强调指出，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求得物理上的间接性，必须进行深远的迂回机动。



　　由于隆美尔受命统一指挥轴心国军队的时间实在太晚，轴心国一些部队因而多受了一次挫折。当时，隆美尔已经来不及撤消阿尔尼姆在北面的进攻计划。阿尔尼姆曾把矛头指向盟军在突尼斯境内的阵地，这是一种过于直接化了的进攻，实施结果，不仅使阿尔尼姆自己遭到了失败，同时也使隆美尔无法从这一地段及时抽调兵力去向蒙哥马利进行反击。



　　给隆美尔造成的这个迟误，对于整个战役的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在2月26日以前，蒙哥马利用于对付“马里斯防线”的第一梯队兵力，仅仅只有1个师。在这段时间内，蒙哥马利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很耽心，拼命地工作，企图赶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恢复兵力上的平衡。这样，到3月6日隆美尔开始实施突击时，蒙哥马利的兵力已经增加了3倍，除了手里掌握的400多辆坦克以外，另外还有500多门火炮，而且都进入了发射阵地。出于时间上的耽搁，隆美尔想以优势兵力实施突击的机会也就消失了。到3月6日黄昏时，隆美尔的进攻即被盟军阻止，德军损失的坦克达到50辆以上。这一损失对于德军下一阶段的作战行动是有严重影响的。而且，就在这时，他们更损失了一个隆美尔，他因为疾病和失望，飞回欧洲去了，一直没有再回来。



　　1943年3月17日，盟军方面开始发动进攻。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2军首先实施了突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要切断德国“非洲军”在突尼斯方向的退路，断绝他们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的来源。但是，巴顿的进攻行动非常谨慎，也很迟缓。德军在山地隘路附近阻住了巴顿的部队，守住了通向沿海地带的各条接近路。这次防御战的胜利又鼓舞了德国人，促使他们再一次发动新的反击，不过，并没能突破美军的防线，却使自己损失了约40辆坦克。这一失利不仅使德军的装甲突击力量进一步受到削弱，而且使他们在后来陷入了更加艰困的境地，以致再也不能抵挡蒙哥马利的进攻。



　　盟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与其说是他们实施突击争得来的，还不如说是德军错误地采取进攻行动的结果。德军在进攻中使力量伸展过度，盟军才得以获得翻身机会，使战事的进程产生了有利于自己方面的变化。德国人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效果的反击，把所有的库存补给品都消耗干净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还可以继续拖长这场斗争结局的时间。



　　第8集团军对于“马里斯防线”的进攻，是在1943年3月20日夜间发起的。主要突击直接指向正面，其目的是想突破靠近海岸的防线，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使装甲师能够从那里进入战斗。此时，一个新西兰军在艾哈马方向完成了深远的迂回机动，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其目的是要牵制住驻在那里的德军预备队。可是，盟军的正面攻击并没能在德军防线上打开足够大的缺口，因此，经过3天激战以后，蒙哥马利便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稍事后撤，改向内陆方面溜进去，即派遣第1装甲师紧跟在新西兰军1个师的后面前进，抵达敌人的后方，这是一种“骑兵式”的突然跃进，忽然地从右翼转到了左翼，很象马尔波罗在拉米伊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规模更大而已。因此，这次行动也称得上是历史上表现了战术灵活性的一个杰作。当时，英军装甲部队不得不通过一个谷地，而在谷地两侧正配置着德军的反坦克炮。可幸的是，那时恰好刮起了一阵飞沙的风暴，蒙哥马利得以避免一场厄运。然而即令如此，英军的攻击还是在艾哈马防御阵地面前被德军所阻止。这样一来，德国人尽管面临着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放弃“马里斯防线”，但他们仍然守住了通路，没有遭受多大损失使安然地撤退出去了。



　　德军只从艾哈马向东后退15公里，随即停驻下来，沿着阿卡利特河的干涸河床重新设防。这条河临接着加贝斯狭谷，一面是山，另一面连着海，其阵地的正面非常狭窄。当时，美军已从南面绕过艾古塔尔，企图趁德军被英国人牵制着时抢先占领德军预期设防的地点，并从背后去进攻德军。可是，美军还没有来得及从高地跃到平原，就被德军阻止住了。直到4月6日凌晨，在黑暗的掩护之下，第8集团军才开始向阿卡利特干河实施进攻。这个战术性的奇袭，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但英军并未能扩张战果，因为日出以后，德军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德军已把3个残破坦克师中的两个师派去对付美军的进攻了，他们缺乏必要的预备队来继续投入战斗，因而在第2天的夜间撤出了防线，迅速地沿着海岸向突尼斯城退去了。



　　4月8日，盟军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切断德军退路的措施，其办法是派遣第9军穿过冯杜克通道实施突破，一直冲到德军后方的海岸线上。可是，由于盟军的步兵不能为坦克开辟通路，坦克部队在进攻的第2天就只能独自行动，得不到步兵的支援，以至在勇敢地通过雷区时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他们虽然突破成功，但时间已经太晚，而且仅靠一些坦克也切断不了沿着海岸实行退却的德军部队。几天以后，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已完全汇合到一起，并且沿着从南面护卫突尼斯城的一道山地弧线进行了设防。表面看来，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抵抗，或者，也可利用这个由于迅速退却而获得的喘息机会向西西里岛撤退。



　　隆美尔的“非洲”坦克集团军，从阿拉曼到突尼斯，总共实行了3千2百公里的长距离撤退。这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很卓越的事件，特别是其最初和最末两个阶段。从“马里斯防线”到突尼斯的退却路线，要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沿途一侧经常有着盟军部队，所以随时都有受到敌人拦截的危险。隆美尔完成的这个色诺芬式的成就，在近代史上似乎颇难找到第2个。不过，就在这同一个冬天，也还有另外一次大撤退，似乎足以与它媲美：其危险性差不多相等，长度要差一点，但是在执行时的条件也许还要恶劣一些。这就是克莱斯特集团军群从高加索腹地的撤出。当时，克莱斯特的部队必须经过罗斯托夫那个瓶颈地区才能向西撤退，由于俄军已经从顿河不断向南进攻，使德军随时处在受俄军侧翼突击的威胁之下。



　　这两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用得技巧，执行有力，现代化的防御将具有很大的抵抗能力。此外，通过这些例于还可看出，突击敌人后方的可能性总是有限度的。由此又可说明过去老经验提供的新教训：专靠地理上的间接路线还是不足以保证进攻的获胜。两个例证说明，在每次开始的时候，进攻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威胁着退却部队的后卫，但却总是不能把敌人合围起来，而最后还是让敌人溜走了。将会遇到危险的方向，即预期从那里实施突击的方向，总是看得很明显的，因而使守方能够有效地利用防御的优势，来充分保障自己部队的安全。所以，必须事先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以求首先破坏敌军的稳定性，为彻底击败敌人创造一个先决条件。



　　德军迅速地从阿卡利特干河阵地撤退出来，并成功地粉碎盟军阻挠这个撤退的企图，给德军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只要他们愿意，可以把大部分兵力撤回到西西里岛。德军当时构成了一条由突出部形成的新防线，从突尼斯城南面75公里处的恩费达维里起，那里正濒临着哈马梅特海湾，一直延展到比塞大以西，到达塞拉持角。盟军方面想要集中力量对德军的新防线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至少需要有2个星期的喘息时间。而在这个时间内，恰好出现了多雾的天气。这又可以使德军的上船和转运获得一种掩护，因此，德军部队的大部分都可以用海运和空运的方式撤退出来。



　　然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决定要尽量延长非洲战役的时间，认为这样要比撤退军队和在欧洲南海岸组织防御更好些。即使在突尼斯，德军所据守的防线也仍然过长，其周界约为160公里，这是因为想要同时保住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德军为着同时防卫两个据点而分散了兵力，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让同盟国方面获得了突击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理想机会。



　　在新的进攻开始以前，亚历山大调整了军队的部署。他把美军第2军从南面调到了北边的海岸上，用去进攻比塞大港。就进攻目标来说，也即是从右翼方面调到了左翼方面。同时，他又把第9军北调，插在第5军和法军第19军之间，因为这个军已经编入第8集团军，现在成了盟军的右翼。1943年4月20日，第8集团军开始向德军的左翼实施进攻。可是，昂菲达维尔外面的走廊地带，宽度实在太小，因而进攻速度很慢。到23日，进攻即已停止。4月21日，第5军从左面向通往突尼斯城的山地一线实施了突击。22日，第9军从右面进攻古贝拉特地区，其任务是以坦克突破敌人的防线。该军以坦克实施突破的目的没能达到，只是使敌人的防线受到了损害，丧失了少量坦克。此后，在整个战线的大部分地段上，战斗都暂时停止了，而且一拖就有2个星期。但是，北面的美军和一个军的法属非洲部队还在前进，达到了距离比塞大约30公里的地点。



　　这时，亚历山大再一次调整军队部署。在右翼，在古贝拉特地区，也即是在突尼斯城西南面50公里左右的地方，他只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而把第9军的主力调到了左翼，集结在第5军的后面，并且还从第8集团军的编成内抽出第7装甲师和印军第4师，用去加强他们的实力。与此同时，他又实行着一个非常巧妙的欺敌计划，用以掩护这些部队的调动。他故意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盟军的下一步进攻必定会发自右翼，即来自南方。由于蒙哥马利指挥的战斗力最强的第8集团军仍然停驻在南方翼侧，便使这个欺敌计划增加了效果。欺骗产生了作用，阿尔尼姆将军仍然把自己的主力摆在南方侧翼。当时，阿尔尼姆要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是困难的，因为盟军方面控制着制空权。当盟军发起进攻以后，他也很难于变更兵力部署。这样，盟军利用自己在空军力量上的巨大优势，不仅把德军的飞机完全控制住了，而且使德军无法变更部署，不能进行补给运输。



　　5月6日拂晓时，由何罗克斯将军指挥的第9军，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一个极狭窄的正面上，开始发动进攻。冲击开始以前，进行了炮兵火力准备。在通向突尼斯城的米德杰尔德谷地中一个大约3公里宽的地段上，使用了600多门火炮，进行了强有力的炮火袭击。拂晓以后，空军又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威力强大的轰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德军很快即被击溃。印军第4步兵师和英军第4师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出于战线伸展过长，德军的防御兵力是很单薄的，而且缺乏纵深。防御中的突破口打开以后，盟军的第4和第7装甲师马上涌了进去。可是，它们却花了不少时间去消灭敌人阵地中的小型抵抗据点，因而到当天黄昏时候，仅仅前进了几公里。突尼斯还在25公里以外。



　　直到第2天，即5月7日的早晨，事情还很清楚，尽管盟军的攻击力量很强大，特别是空中轰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德军并没有瘫痪，只是再也无力采取战术上的任何反措施了。当天下午，英军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突进到了突尼斯城。于是，第6师转向南面，第7师转向北面，继续挺进，其目的是要在德军部队当中造成更大的惊恐和混乱，以加速其崩溃。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军和法军也突进到了比塞大港。这样，德军在北部地段上的抵抗就完全被摧毁了。



　　在南面地段，德军仍然有着撤退到紧接崩角那个半岛之上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在那里组织防御来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抵抗。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快就丧失了，因为第6装甲师很快突进到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他们撤向半岛去的道路。最后，轴心国的军队全面崩溃了。同盟国方面俘虏的敌军人数超过了25万。



　　这样一来，由于盟军采取了联合的突击，在空中使用飞机，在敌后使用坦克，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德军统帅部的计划终于完全破灭了，部队的抵抗力彻底瓦解了。德军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盟军破坏了他们的指挥体系和交通线，使他们既感到预备队不足，也感到补给品匮乏，从而使士气和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



　　德军遭到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基地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这些基地一旦被盟军占领，马上就在士气和补给方面对部队产生强烈影响。盟军抢夺了这些基地，不仅立即在基地人员中间引起恐怖，而且恐怖之波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地区，因为后方人员与前线战斗部队比较起来，往往更容易丧失士气。基地丧失以后，德军背海作战而产生的失望情绪，随即加强起来，因为这时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盟军手里。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的作战计划，和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计划，以及拿破仑的一些典型战例的计划，颇多暗合之处。当然，这种暗合并非是故意的。这种作战的特点是，当敌人被钳制在正面的时候，应该立即从某一个侧翼实行迂回。这种机动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可以创造一种有利的条件来实行决定性的突击。由于害怕翼侧受包围，德军不得不伸展自己的战线，以预防这种危险，于是就为盟军提供了向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有利条件。



　　亚历山大的行动在开始时期是遇到了困难的，因为敌人的两个侧翼都有很好的掩护，但他结合使用了机动性、灵活性与军事计谋，终于夺得了胜利。



　　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在开始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部署的佯动措施，从而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稳住了敌人的兵力。当德军预计到了亚历山大将在某一方向突破他们的防线时，亚历山大利用了自己失利的机会，把压倒优势的兵力调整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在调动自己的部队时，故意进行佯动，似乎是把兵力调向德军的左翼，而实际上却是调到右翼，即调向敌人的中心地点，而在那里，他原先是遭到过失败的。这样，竟使德国人受到了欺骗，充满着信心，认为自己在那个方向上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由于多次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就使他们离开了盟军所选择的主要突击方向，而使自己在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果。同时，一旦有利条件已经形成，他也就获得了向任何一个目标实施突击的机会。






图12 1941-1945的地中海战区



　　关于非洲战役的最后阶段，本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这是因为在战略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它都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特别明显的是，它可以提供一个客观性的教训，以来显示欺骗敌人的各种措施和采取间接路线的各种形式。














	

 






	















	







	







	









 





	


	







	








	




	


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和从高加索实行撤退以后，德国人即已丧失了在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现实希望。1941年和1942年的经验证明，以有限的兵力在无限的空间内采取进攻战略，是有不少缺陷的。1943年，德军的兵力更加减少了，而俄军的力量却相对地增长起来。在兵力对比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德国人还继续实施战略进攻，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事情，可是，要在兵力密度不够的情况下组织坚固的防御，也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个形势下，德国方面如果转取防御战略，那它就要丢弃已经夺取到手的大片土地，实行机动防御，采取一系列的退却行动，以便削弱进攻方面的突击力量。即使采取进攻-防御战略，首先借防御创造有利条件，以便随后实施反攻，同样必须放弃土地。



　　德军如能转而采用机动防御战略。是有希望取得有利结果的。就是到了1943年，还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这种估计。经验表明，德军采取防御作战，可以使进攻的俄军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而他们自己的伤亡却要小得多。尽管俄军的指挥官们已经积累了进行机动作战的经验，而且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这种作战的有利条件，可是，仍然有着一系列其他因素，迫使他们有时候非要仓促地采取蛮攻硬打的方式不可。这是因为俄国人都本能地希望尽快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俄军的指挥官们自然也都希望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自己英勇无比的坚定性格。因此，对德军来说，不难迫使俄国人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德国的大多数战略家都同意这种见解，认为只要执行一个周密的机动防御计划，他们就可以不断消耗俄国的兵力，摧毁俄军继续作战的意志。甚至还可以获得一个实行反攻的好机会，从而使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



　　可是，希特勒已经深深中了攻势思想的毒素，绝对不肯听信他们的忠言。他疯狂地相信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认为坚强的死守防御总是要比进攻的效果差些。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影响之下，尽管盟军对工业目标的轰炸正在日益加强，希特勒仍然拒绝要求增加战斗机生产的任何建议，并且直到1944年6月还不肯改变这种决心。还有一个事实。当顾问们向他指出，德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很有限，如果继续扼守1942到1943年冬季战局结束时所占领的那个不利于防守的地区，将是很危险的。然而，希特勒不仅拒绝他们关于后撤到第聂伯河一线的建议，反而坚信在1943年夏季发起一次进改就能改变整个局势。这个夏季进攻，也正是希特勒在他覆亡以前显示的最后一次进攻热情。



　　这里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43年3月，曼斯坦在哈尔科夫方向突然地发起了一个反突击，阻住了俄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反攻。于是，他向希特勒建议，要在另外一个方向发起向样的一次反突击。当然，这要事先经过周密的准备，预期把俄军诱入陷阱。那时，在德军防线的东部，即在北顿涅次河与阿速夫海之间的米乌斯河一线，是一个深深向前突出的地段。因此，那里很可能成为俄军春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曼斯坦考虑到这个形势，建议把这个地区的防御兵力摆单薄一些，当俄军进攻时可以逐步撤退，以来引诱敌军进入陷阱。尔后，德军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兵力，从基辅地区向俄军的北翼实施反突击，其目的是席卷俄军南部的整个正面，将他们全部包围在陷阱当中。



　　希特勒虽然很不想放弃拥有大量工业和矿产资源的顿巴斯地区，但是，对于这个计划，他的胃口也感到吃不消，认为是太果敢大胆了。于是，德军采取了另外一个计划。他们想在俄军发动春季攻势以前，设法使俄军分散兵力和发生混乱。计划中的这次突击，预期指向库尔斯克地区那个宽大突出部的底部，因为这个突出部位于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之间，正好突出在德军的防线以内。突击采取钳形方式：曼斯坦的“南方”集团军群(原为“顿河”集团军群)中的第4坦克集团军，构成包围的右翼集团，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中的第9集团军，成为左翼集团。对此，曼斯坦曾坚持说，假使一定要采用这个计划，那就必须在5月初发起进攻，即趁着春季的泥泞刚刚干燥而俄国方面还来不及调整军队部署的时候发起进攻。可是，第9集团军司令穆德尔却主张暂缓行动，要等待大量坦克增援部队的到达。希特勒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发起进攻的日期展缓到6月间，而最后却一直拖到了7月5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证，说明时间和力量实在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集中了大量兵力实施的这次进攻，由于时间过于晚了，其份量便相对地减少了，而就战役的结果来说，反而不如及时发动的进攻，因为那样可以收到突然袭击的功效。



　　时间久了以后，希特勒本人对于这次进攻能否获得胜利，也曾产生疑惧。可是，他又不甘心接受战略撤退的计划，因而终于为泽特勒尔的攻势意见所牵制，感到欲罢不能。泽特勒尔是哈尔德的继承人，是力主采取进攻手段的，总想以进攻的方法来制止俄国人的攻势。



　　这一次，俄军统帅部表现出了比较高明的判断力，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在德军转入进攻以前，一直克制着自己，不作任何攻击。这样，俄国人反而把德军骗入了陷阱，并借此增大了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发觉德军在作进攻的准备，猜出了对方的意图，于是便遮断通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所有最危险的道路，在纵深内设置地雷场，而把自己的主力向后撤退。结果，德军发起进攻以后，不仅没能把俄军装进“口袋”，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泥沼。德军的右翼集团曾经有相当的进展，突破了俄军的前面两道阵地，击毁了大量坦克。可是，穆德尔的左翼集团却一直停留在原地，丝毫没有前进。由于这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德军越出了自己的防御工事，置身于俄军威力强大的反突击之下。俄军转入反攻以后，首先在奥廖尔以北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从而动摇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于是，曼斯坦受命停止进攻，抽出几个坦克师去支援克鲁格。这样一来，使得曼斯坦本人那个被削弱了的防线也被俄军突破了。这次作战的整个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贝当于第二次马恩河之战时所采取的机动防御和他的反击。那次反击对于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德军尽管制止了俄军的前进，使其不能发展胜利，正如同1918年他们在马恩河战役中所作的那样，可是俄军还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扩大了战役的规模。俄军这次作战的性质和速度，使人们回想起1918年西方战线上协约国军所采取的反攻作战行动。当时，在整个战线的不同地段上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当其一个方向上的进攻速度由于遇到敌人不断增强的抵抗而逐渐减慢时，便把该方向的进攻暂时停止下来，转而在另一个方问上实施进攻；各次突击在目的上都是一致的，上一次突击的结果总为下一次突击创造便利的条件；各次突击紧密地联系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互配合的。俄军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重蹈着1918年的覆辙，一方面不能不把自己有限的预备队匆忙地调向遭到攻击的地点，另一方面却又受到限制，使他们竟不能及时地把预备队送到受攻击的地点。因此，德军反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面临着预备队逐步减少甚至于全部崩溃的威胁。俄国人采取这种战略，使德国的军事机器逐步麻痹了。



　　对于任何一支在兵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军队来说，采取俄国人这种作战方法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943年的红军，也正和1918年在西线作战的协约国军一样，如果在一个战区内横向道路并不发达，进攻者不可能为了在某一方向上扩张战果而迅速地把预备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那么，采取上述作战方法是特别有利的。采取这种方法，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实施突破，因而比起只在一个方向上实施突破而在其纵深中扩张战果的方法来，部队的损失当然要大些。而且，在每一个别方向上所取得的战果，也不会具有什么决定性意义。不过，把所有各个地段的战果总合起来，其成效也就相当显著了。只是采取这种方法的那一方，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兵力，要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受住紧张的考验。



　　1943年秋天，俄军进攻的形势很象是一股汹涌的狂潮，向着一条长达1千6百公里的“堤岸”冲击。该年9月，俄军抵达了基辅和大河弯地区，夺得了通到第聂伯河的好几个据点。



　　德军被迫从库班和高加索的西部地区撤退出来。从高加索撤退的部队，曾企图经过克里木调到苏德战线的南段，即调到第聂伯河的大河弯和阿速夫海之间的地区。可是，在这些从高加索调去的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以前，俄军即在那个地段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并且紧紧追赶着在惊慌失措当中节节败退的德军，一直追到了第聂伯河的下游。从而把阻塞在克里木的德军完全隔绝开了。10月间，俄军在河弯的北地段渡过了第聂伯河，深深地突入到了德军的防御阵地里面。虽然德军终于阻住了这个突破，但是盟军方面却在自己的报告中预先作了突破的通报，所以当时哄传着关于德军总崩溃的消息，不过事实并不确切，他们还没有走到总崩溃的地步，只是其防御阵地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罢了。



　　希特勒曾坚决要求守住第聂伯河突出部的南侧地区，其目的是要牢牢控制尼科波尔这个重要的锰矿产地，因为它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重大的意义。于是，经济上的需要与战略上的要求在这里产生了矛盾，促使希特勒不得不继续进行冒险。德军为了保有俄国人的这些锰矿资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时，德军的处境已很紧张，在整个战线上都存在着危险。如果对方在某一点上实施进攻，那怕使用的兵力有限，也有可能导致全线的崩溃。



　　每一次，当德军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而不得不在某个地点实行坚守的时候，其代价常常都是高昂的。防御方面的力量愈弱，则愈需要采取机动防御的方法。否则，力量较强的进攻一方，将可以把空间当作自己的“盟友”，采取侧翼迂回的办法去夺取决定性的优势。



　　1943年10月初，俄军在第聂伯河的对岸夺得了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在基辅以北，一个在基辅以南。前者逐渐地获得扩大，等到1个月以后发起进攻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出发阵地。俄军后来就是依托这个阵地而收复了基辅，并且很快地向西扩张，发展了胜利。仅仅1个星期以内，俄国将军瓦杜丁的部队即进到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的铁路枢纽站上，离开第聂伯河已经有了130公里。



　　曼斯坦的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但是他仍然摆脱了危险的困境。他开始迅速撤退，诱使俄军深入，因而造成了向其侧翼实施反突击的有利条件。为了组织实施这个反突击，德军一位年轻有为的将军曼陀菲尔，收集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残余坦克部队。这次反突击的力量尽管是有限的，但其效果却相当巨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俄军的交通线延伸得太远，另一方面也由于突击本身具有突然性。结果竟迫使俄军放弃了他们所已经夺得的两个枢纽站----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



　　此后，曼斯坦获得了从西方调来的援军，于是考虑着再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反攻。但是他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因为瓦杜丁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实力，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俄军虽然被迫后撤，其侧翼遭到了曼斯坦的压迫，而且不得不放弃第聂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但曼斯坦所进行的反攻，并不象最初看到的那么危险。到12月初，这个反攻自然地逐步停止下来了。曼斯坦在消耗了他所获得的增援部队以后，对于俄军随即而来的下一步进攻，已经没有余力来组织有效的抵抗。此时，希特勒又多次拒绝了曼斯坦关于作更长距离撤退的建议。



　　瓦杜丁所退守的基辅突出部地区，尽管范围已经缩小，但是仍然相当宽广。于是，在圣诞节的前夕，他又从那里出发开始进攻。1个星期以后，瓦杜丁重新夺回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1月4日，更进而越过了战前的波兰边界。在左翼实施突击的瓦杜丁部队，在文尼察附近到达了南布格河地区，从而对敖德萨与华沙之间的横向铁路干线造成了威胁。在这里，曼斯坦又组织了一次新的反突击，但瓦杜丁此时已有足够的兵力，随即把反突击打退了。当时，希特勒还在固执地要求德军死守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防线，这样又使俄军获得了某些利益。瓦杜丁与科涅夫采取了协同行动，后者从科尔松-舍夫琴科突出部的翼侧实施夹击，采取钳形方式，切断并合围了德军的10个师。希特勒虽然三令五申，要求部队死守，不准撤退，可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突围逃跑了。



　　由于这样一击，德军的防线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这对于俄军在尔后的进军是很有利的。乌克兰境内的其他各集团军，随后便开始了协调一致的突击行动，逐次地完成了各自的迂回机动。在北面侧翼，德军被迫退出了卢茨克和罗夫诺；在南面侧翼，也不得不放弃尼科波尔地区，并连同它的锰矿资源在内。



　　1944年3月4日，俄军开始发起一个新的总攻。这次总攻是由朱可夫负责指挥的，因为瓦杜丁已经患病，遂由朱可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朱可夫的进攻是从谢佩托夫卡地区开始的。他的部队在最初24小时内突进了50公里，2天以后，便切断了敖德萨至华沙的铁路干线。俄军的这次进攻，从翼侧迂回了德军的防御地区，到达了南布格河一线。与此同时，马利诺夫斯基沿着黑海岸边前进，到达了尼古拉耶夫。而在这两端之间，科涅夫从乌曼地区实施了突击，于3月12日到达了南布格河，18日抵达德涅斯特河，随后又于次日渡过了该河。俄军以如此快捷的速度渡过如此宽阔的河流，在战争史上可以算是突出的事例。接着，朱可夫从塔尔诺波尔(现称捷尔诺波尔)地区继续前进，向喀尔巴阡山方向实施进攻。



　　德军对于这个威胁的反应，是随即占领匈牙利。很明显，他们跨出这么一步，是想确保喀尔巴阡山这条山地防线。德国人所以需要坚守这道天险，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俄军冲入中欧平原，另一方面则要把它当作长期防守巴尔干的总枢纽。



　　喀尔巴阡山山脉向南延展，成为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也即南喀尔巴阡山，是一道非常坚强的天然防线。其中，有为数不多的山间隘路，很便于守军组织防御。而在黑海沿岸与福克夏尼的群山之间，有着一条宽广的平坦地带，宽度约为200公里。不过，其东半段为多瑙河三角洲，遍布着湖沼，所以，真正的“危险地区”只是加拉茨和福克夏尼之间的那个通道，宽度约为100公里。



　　早在4月初，德军就有了将要退守这道后方防线的迹象，因为科涅夫的部队已经渡过普鲁特河，进入到了罗马尼亚境内。在此同时，南面的德军也被逐出了敖德萨。在克里木，俄军采取向心方向实施突击，终于全部歼灭了留驻那里的德军部队，收复了领土。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以后，德军还是把他们的进攻阻挡住了，使其不能向罗马尼亚境内继续深入，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住了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但是，5个月以后，德国人却因为这一项成绩反而使自己大吃苦头。它鼓舞着希特勒把自己的兵力留驻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那个向前突出的阵地上，那里离开加拉茨与福克夏尼通道也有很远距离，这就使德军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在北面，在塔尔诺波尔西南，德军也使用反突击的方法阻住了朱可夫企图穿越喀尔巴阡山中山地隘路的行动，可是，这个反突击也很快就被俄军打退了。再往北面，在波罗的海沿岸，俄军也于1944年1月中旬发动了进攻，解除了德军对于列宁格勒的封锁，并继续向西扩张战果。但是，德军仍然作了有组织的撤退，缩短和拉直了他们的防线，防守着从纳尔瓦经普斯科夫及其以南一线。整个防线正面大约200公里，其中145公里为两个大湖(楚德湖和普斯科夫湖)。而在普斯科夫和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之间，德军的防线仍然是以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两个要塞城市为枢纽。1943年9月底，俄军开始向该防线发起进攻，可是，他们的直接攻击和侧翼迂回，多次地被德军击退了。在以后的9个月当中，即到1944年的7月为止，这条防线一直都是德军的有效屏障。



　　在1944年4月底时，俄国的战线曾经一度趋于稳定。红军收复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在南方，夺回失地更多。不过，每当俄军实行钳形攻击时，德军往往能够脱出重围，逃出陷阱，平安地摆脱危险局面。德军被俘人员的总数，就俄军进攻战役的规模来说，比例是不大的。然而，德军在一连串艰难战斗中所累积起来的消耗，终于在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现实的感觉却越来越迟钝了。他居然解除了一代奇才曼斯坦的职务，并顽固地认为，在当时的艰难形势下，还是要进行寸土必争的坚守防御，而否认采取技巧机动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9个月当中，由于英美盟军已从南面进入欧洲，德国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了。在西方战场上，盟军首先攻克了西西里岛，接着，在1943年9月初，意大利宣布投降。德国这个主要同盟者崩溃以后，其“欧洲堡垒”的南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虽然意大利半岛的地势限制了盟军的进展，但这样一个大缺口已经对德国人产生了颇大的牵制作用，使他们不能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来进行掩护。此外，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德国也不得不向巴尔干地区增调兵力。



　　意大利的崩溃还使德国本身的境况更加变坏，因为盟军方面的轰炸机实施空中袭击的范围更加深广了。而且，美国的武装力量正在快速增长，盟军空军的威力也日益强大起来。



　　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袭击，目的在于瘫痪它的工业体系。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因为破坏了敌人的工业，也就是破坏了他的作战能力。如果盟军战略空军的袭击组织计划得更好一些，能够更多地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而少去轰炸人口众多的都市和居民点，那么，他们还可以更快地压制德军的抵抗力，使其提早发生瘫痪现象。当然，盟军轰炸机对于民间目标的大量轰炸，同样也起了自己的作用，终于使德国的军事实力逐渐地产生了“麻痹”现象。而对于交通线的破坏，也是使德军抗击盟军进攻的能力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盟军1943年7月在西西里岛实行登陆所以如此顺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突尼斯捕获了大量的俘虏。否则，德军可以把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调到西西里岛去加强防御。德军在突尼斯的惨败，不仅在精神上严重打击了西西里岛上的意大利守军，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墨索里尼在意人利的统治地位。德国人害怕意大利马上就会崩溃或是投降，不敢派遣大量的兵力去增援西西里岛的防务，他们担心兵力南调以后会卡在那里再也抽不回来。假使没有这些情况，盟军方面更加应该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没能趁着敌人还在突尼斯依赖筑垒阵地进行顽抗的时机抢占西西里岛。对于西西里岛的攻占，即使具备有利条件，但要真正占领它，还是有着许多困难，要花很大力气。驻守西西里岛的德军，尽管数量处于弱势，但是已经不象非洲那样，盟军的海军和空军都无法把他们隔断了。



　　德国在南欧所霸占的地区实在太辽阔了，西起比利牛斯半岛，东到马其顿，地盘很大。这就使盟军方面得以依靠其强大的两栖力量，来采取广泛的战略行动，从而引起敌人的关注。盟军在战略上的主要优势，是可以自由选择依次实行突击的目标。他们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法属西非洲的北部，因而也就同时威胁著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如果盟军的主要突击指向意大利的西部，那么他们以后的进攻路线，就可以在两条当中任选一条：一条指向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一条指向德国人在法国南部的占领区。如果盟军改向亚得里亚海沿岸登陆，那么，他们尔后发展进攻的方向，可以是意大利的北部，也可以是巴尔干的西部。如果盟军再向爱琴海沿岸实施突击，那么，对于德军所占领的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来说，都将构成危险。



　　尔后事件的发展证明，盟军在战略上拥有的自由选择突击方向的便利条件，加上他们在计划中采取的欺骗敌人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受到了迷惑。他们无法判断盟军除了西西里岛以外还会向哪里进攻：究竟是进攻撤丁岛呢？还是进攻希腊？甚至有人估计，盟军很可能会向意大利本土或法国南部登陆。空中侦察提出了报告，说盟军的舰船已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个海域出现，这就使德国人更加狐疑不定。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成功。当时，在长达110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几个地点同时实行登陆，此种作法起了较好的保证作用。这和1915年协约国军在加利波利半岛(在土耳其)实施登陆的情况一样，正面的宽度也大体差不多。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曾使德意两国军队陷入艰难境地，他们摸不清对方的主要突击方向究竟在哪里，因而在敌军上陆的关键时刻，德军竟无法及时施行反击。这一情况很有利于英军第8集团军在该岛东岸的进攻，使他们少遇到很多阻扰，较快地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轴心国军司令部曾经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西西里岛的西部沿岸，因为那里距离盟军北非基地最近，而且又有较多的港口，认为盟军的主力一定会在那里登陆，结果使自己的部队吃了大亏。盟军把主要突击指向了该岛的东南沿岸，因而使其突击在战略上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蒙哥马利的部队上陆以后，4天时间即沿着东岸向北突进了65公里，几乎毫无阻碍地走过了抵达墨西拿海峡的一半路程，只在到达卡塔尼亚郊区时才被德军挡住。



　　巴顿将军的美军第7集团军也成功地实施了登陆，并在蒙哥马利部队以西巩固了登陆场。他的部队上陆以后，开始向西推进，而后转向北方，越过全岛，到达了巴勒莫。这很象是足球场上的“声东击西”之计，使德国人受到了迷惑。出于盟军的进攻同时威胁着巴勒莫和墨西拿两个目标，所以加深了敌军的全面混乱。



　　意大利军队的抵抗，在这次战役一开始就崩溃了，结果使墨索里尼政权随即跟着垮台。



　　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后，防卫西西里岛的重担完全落到了德军肩上。当时，他们驻守该地的兵力只有2个师，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还是刚刚补充的新兵。德军统帅部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兵力来抗击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盟军准备实施登陆的部队，超过了12个师，其中，摆到第一梯队上陆的，就有7个师的兵力。德军虽然只有2个战斗力较弱的师，而且已经丧失了空中掩护，但他们仍然坚持了1个多月的时间，阻滞了盟军在西西里岛上的进军。后来，这些德军部队还在高射炮火掩护之下安全地渡过了墨西拿海峡，撤到了意大利本土。德军成功地撤过墨西拿海峡，不仅说明他们只有顽强的战斗素质，而且反映出盟军的进攻方式愈来愈直接化了。当然，这里也有地形颇为复杂的因素。



　　巴顿的部队占领巴勒莫并扫清西西里岛西部的残敌以后，随即调头东向，配合蒙哥马利行动，同时发起对墨西拿的进攻。西西里岛的东北角是一个三角形，全部都是山地。因此，德军不仅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来组织防御，而且能够随着部队向三角顶端的撤退而逐步缩小正面，从而使其防御兵力的密度不断增大。同时，盟军方面则由于进攻正面不断缩小而自己的兵力优势过大，反而遇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对了战略行动的特点来说，这倒是一个具有反面意义的重要教训。至于其他方面的教训，将可以在下一阶段中暴露出来。



　　侵入意大利



　　盟军攻占西西里岛，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这对于进攻欧洲大陆来说，是一块很好的跳板。由于有了这个立足点，他们对于欧洲大陆的威胁也就更加迫近和直接了。一方面，他们可以加快部队集中的速度，另一方面，又可自由地选择实施突击的方向。他们有好几条路线可供选择：最明显最直接的路线是向“亚平宁大靴”的靴尖部位进攻；此外，则可进行一个短程跳跃，或者进攻意大利中部，或者进攻撒丁岛，或者进攻“亚平宁大靴”的后跟部位。如果是向靴后跟实施进攻，那么，部队将在歼击机的掩护范围以外，不可能阻止德军的空中袭击。不过，要是真的选择那个方向，倒可能使敌人最难以预料。因为在此以前，盟军方面的所有进攻战役，都是在歼击机掩护之下进行的，其行动一贯小心谨慎。如果这一次突然不遵守原来的规律，则有可能对敌人产生出奇制胜的作用。“亚平宁大靴”后跟上的地形，对于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前进来说，也是最有利的，那里可以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一直向北开进。而且，在意大利的脚后跟上登陆成功以后，又可同时对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中部构成威胁。这样一来，德军最高统帅部便再次面临着难以判断盟军进攻路线的困难境地。从战略上来说，“亚平宁大靴”的后跟有可能成为德国人的“阿溪里脚后跟”，是一个要害之处。可是，盟军的联合司令部却决心要把主力集中在能够以歼击机掩护作战的方向上。直到后来，在最后的一个时期，才又凑成一支登陆兵力，用以在靴后跟上进行辅助性的登陆。盟军的基本力量，即整个第8集团军的兵力，是在靴尖部位实施登陆的。后来，由英美部队混合编成了第5集团军，并在那坡利(即今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地区实行了更大规模的登陆。第5集团军由美国将军克拉克负责指挥。



　　盟军在执行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不仅因为其战略路线的直接性，同时也由于政治家们坚决要求意大利实行无条件投降。意大利的多数领袖人物都希望和平，想缔结一项和约，但是不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那种屈辱，不愿意承担没有一点自卫保障的责任。当意军在西西里岛遭到失败以后，意大利本土已面临着直接的威胁，他们才不得已而推翻了墨索里尼，并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却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各项安排。由于时间上的迟误，引起了军事行动的暂时停顿，因而使德国人获得了1个月的喘息时间，得以采取紧急的应变措施。



　　9月3日，盟军开始横渡墨西拿海峡，预计在“亚平宁大靴”的靴尖部位登陆。登陆以前，进行了规模巨大的、但却是毫无成效的强烈轰炸，因为德军在那里只部署了1个师，而且在盟军开始渡海之前几天就往北撤退了。盟军登陆以后，随即向意境内地开进，但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抵抗。可是，他们前进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形条件恶劣，难以通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过分地小心谨慎了。这样，在靴尖部位登陆的盟军，对于在萨勒诺地区实施登陆的主力，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支援作用。



　　1943年9月9日，盟军在萨勒诺实行了登陆。这正是意大利宣布投降后的第2天。虽然如此，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和精神上并没有遭受多大的震撼，他们对盟军实施了反突击。在整整6天的过程中，盟军一直处于非常艰困危险的境地。



　　克拉克将军后来详细地论述了这个事实的本质。他说：“德国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推测到盟军正在准备第2个登陆。而且考虑到，这个登陆必将在歼击航空兵的掩护之下进行。由于盟军的歼击机要以西西里岛为基地，其作战半径的最远点只能达到那坡利，因此德国人估计到，盟军很有可能在那是登陆。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那坡利-萨勒诺地区。这样一来，我们便同德军的基本兵力遭遇上了。”



　　我打了着重点的这几个字是有特别意义的 [ 扫校者注：作者在上一段的“必将”和“于是”上打了着重点 ] 。它们表明，敌人已经考虑到，盟军在制定登陆作战计划时必然要以掩护工具的能力为依据。战役的结局也表明，凡是在敌人可以预期到的方向上采取行动，其结果总是受到限制的。盟军向着敌人密集的地点实行登陆，不仅在有生力量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而且丧失了时间，虽然勉强地摆脱了覆灭的厄运，但也走到了惨败的边缘。萨勒诺的登陆作战又一次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教训：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把力量集中到敌人早巳料想对方必将来攻的地段上，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样敌人可以及时作好准备，易于把进攻者击败。1943年，德国驻意大利军的总司令是凯赛林元帅。他手中总共只有7个师的兵力，不仅要防卫亚平宁半岛的南部和中部，而且要抽出部分兵力来镇压过去的同盟者，去解除意军的武装。



　　与萨勒诺地区的主要登陆形成对比，盟军在“亚平宁大靴”后跟部位所进行的辅助登陆，却没有遭到德军的任何抵抗，因而使登陆部队很快就攻占了意大利的两个优良海港----塔兰托和布林的西。于是，盟军沿着海岸向北挺进，道路畅通无阻，直奔铁路枢纽重镇福贾及其邻近的机场开去。当时，德军驻守塔兰托和福贾之间广大地区的兵力，总共只有1个伞兵师，而且还不满员。



　　然而，盟军在靴跟部登陆的兵力也只是1个师，即英军的第1空降-伞降师。该师是“仓促地”受领这一任务的，勿匆忙忙地从突尼斯的休息营地乘船到来。因为运输船并不多，而且又是临时调用，所以，他们在意大利上陆时，既无坦克，也无炮兵，仅有1门榴弹炮，几乎完全没有摩托化运输工具。简单一句话，他们缺乏一切最必要的技术装备，因而无法充分利用对于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



　　大约过了14天以后，盟军才又派出一支部队在意大利东海岸布林的西以北的下一个港口巴里实行登陆。这支部队中包括了1个装甲旅。他们向北挺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并且一举占领了福贾。这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北进的盟军，前进到相当深远的距离以后，便开始威胁到西海岸的德军的后方。于是，那些在盟军第5集团军当面防守着通向那坡利山地和接近路的德军，也就被迫向后撤退了。10月1日，盟军开进了那坡利。这时距离开始登陆已经3个星期了。然而，德军对于危险局势的敏感程度，比盟军所估计的还要灵敏得多。他们顽强地控制着意大利的其余部分(即那坡利至福贾一线以北地区)，解散了意大利的部队，从而消除了盟军方面由于意大利投降而获得的利益。



　　从此以后，盟军向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推进，不得不自己开辟道路，而且愈来愈困难。德国人在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无法长期阻滞盟军向罗马的推进，因而只在北面等待着盟军的到来，可是，他们在后来完全明白了，由于正面太窄和地形难以通行，盟军挤压在一起，其作战行动自然难以施展，以致在使用兵力方面不能不受到限制，竟至丧失了由于登陆作战所带来的灵活机动的特点。德国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也就大胆起来，开始往南派遣援军去支援凯赛林元帅。



　　第5集团军的进攻，发展到那坡利以北30公里处的沃耳土尔诺河一线时，曾被德军暂时阻住了。尔后，他们进到卡西诺，在沃耳土尔诺河以北30公里的加里格雅诺河一线，又被德军完全阻止了。在1943年的11-12两个月里，盟军进行了一连串的突击，但始终未能突破那道天然屏障。这时，在东海岸实施进攻的第8集团军，也在桑格罗河一线被德军阻住。这里距离福贾已有120公里。后来，盟军虽然渡过了该河，但是很快就被德军封锁，竟至寸步难移。直到1943年底，也就是登陆4个月以后，盟军只不过从萨勒诺北进了110公里，而且其大部分路程都是在9月份走过的。在9月以后的几个月里，盟军的前进速度简直慢到了极点，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叫做“寸进”的名词来加以形容。这样，入侵意大利的作战有如老牛吃草一样地缓慢，咬下一口以后就慢慢地加以咀嚼。



　　根据过去长期的经验来看，采取这种战术有时也能获得成功，但是通常的结果都不免使人失望。盟军在意大利进行的这个战役，对于这条规律也不例外。它又一次提供了例证，说明在狭窄的地段上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一般都要导致反面的结果。



　　如果没有足够广大的空间用来进行机动，那么，单有兵力方面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亚平宁半岛的宽度，在许多地段差不多只有160公里，而且大部分空间都为纵横起伏的山地充塞着。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在南部增加他们的赌注，因而那里的防御随即获得加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减慢了盟军在意大利腿部的北进速度，使其在战略上变成了爬行。



　　1944年初，盟军企图从海上进行一个新的机动，即在敌人后方漫长的海岸线上再选择一个地点实行登陆。1月22日，一支受命在敌军侧翼采取行动的部队，在安齐奥附近完成了这个任务。该地位于罗马以南约40公里。盟军登陆时，那里只有德军2个营的兵力，因此，登陆部队只要勇敢地向前跃进，不仅可以抢占掩护着通向罗马的门户阿尔班山地，甚至一举攻占罗马城也不是难事。然而，盟军却不是这样设想的。他们认为，德军将对此登陆立即作出抗击的反应，因此，便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巩固登陆场。他们指望，敌人将从南面抽调援军，这样，在正面实施进攻的盟军主力就可利用敌人抵抗削弱的机会实施突破。可是，德军的行动并没有符合他们的愿望。



　　开始，德军并未打算在安齐奥地区组织抵抗。这一事实明朗化以后，盟军司令亚历山大便指令那里的登陆部队迅速向内地挺进，但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却没有认真执行他的命令。这位指挥官过分地小心谨慎了，他拖延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没有采取有效的进攻行动。这样一来，凯赛林便获得了机会，终于把预备队调到安齐奥地区来了。在此同时，德军也在卡西诺地区的正面上阻止了盟军主力的进攻。1944年2月3日，在安齐奥登陆13天以后，德军对这个登陆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尽管德军的进攻终于被挡住，但盟军的登陆场却大大地缩小了。它的窘境使人们联想到一个巨大规模的“集中营”，正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给协约国军在萨洛尼卡登陆场所取的绰号那样。不过，人们也还记得，1918年的那个“笑话”，后来却起了变化，因为协约国军终于从萨洛尼卡阵地上冲出来了，从而给德军造成了威胁，促使德国开始走向总的崩溃。这正好证实了一句古话：“谁笑在最后，就笑得最好！”



　　直到1944年5月，盟军在意大利境内的进攻才又在较大规模上恢复起来。这次进攻是一个大规模计划的组成部分。当时，盟军方面拟订了坚决打击德军的所谓“伟大计划”，其中规定，意大利境内的进攻应成为预期发起的第一个突击。紧接这个突击1个月以后，集结在英国南部的盟军，就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而进入法国本土，开始进行诺曼底战役。在意大利实施进攻和在法国实施登陆以前，盟军都进行了威力强大的空中袭击，其目的是破坏敌人的补给运输线。



　　按照亚历山大将军的计划，在意大利战役的第一阶段，要从卡西诺的两侧同时发动新的进攻。这也就是前些时候盟军进攻被阻的地方。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李斯将军的第8集团军扩大了自己的作战正面，并把主力从亚得里亚海方面转移过来，紧靠着克拉克将军第5集团军的侧翼，以便协同攻击“古斯达夫防线”这个筑垒工事的西段。进攻是在5月11日23时开始的，当前任务是攻占能够控制通向敌人筑垒地区接近路的那几条山间通道，因为这正是通到利里河河谷的狭长出口。



　　为攻占东面凯罗山地中的通道而实施的进攻，虽然经过好几天的艰苦战斗，但并没有多大进展。不过，在卡西诺与地中海海岸之间这个地段上，盟军却同时在几个点上插进了“古斯达夫防线”，打开了一些小裂口。其中成效比较大的，是儒安将军所指挥的法属殖民地军。该军是专门经过山地作战训练的。他们沿着一条难以通行的道路越过了奥云西山地，其进攻产生了出敌不意的奇袭效果。这支军队经过整整72小时的推进以后，翻越了奥云西出，再行军约10公里，爬上了能够俯瞰利里河河谷的高地，从而伸出一把“砍刀”，对防守“古斯达夫防线”的德军构成了威胁，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这一态势给第8集团军的英国部队带来了不少好处，使他们在向谷地推进时减少了很多气力。于是，他们顺利地绕过了卡西诺，并于18日攻占了该城。同时，这也给沿着海岸进攻的美军起了开路作用。



　　5月23日，安齐奥阵地上的盟军部队一齐发起总攻，从他们所固守的登陆场上开始实施突击。当时，封锁这个登陆场的德军部队，大部分调到南方去了，盟军正好利用了这个弱点。到了第3天，德军已经不堪承受压力，再也不能守住防线。盟军突破防线以后，德军没有预备队，无法阻止对方扩张战果。于是，盟军继续前进，投着阿尔班山地和南部敌军主力的交通线进行夹击。



　　当盟军在安齐奥地区进行突击时，第8集团军也在利里河谷地开始向德军的最后一道阵地实行强攻。在发起进攻的头一天，加拿大军即突破了这个阵地。第2天，事态已很明显，德军在各个方向都开始向后撤退。安齐奥方向的危险局面加强以后，德军的后撤速度更为加快。几天以后，德军借以直接撤向罗马的第6号公路被盟军切断，于是，他们改向东北方向退走，沿着险恶的山路实施后撤。这时，他们的行军纵队缺乏空中掩护，很容易遭受空中袭击。



　　尽管还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经过这条途径逃出了陷阱，但是德军已经没有能力守卫罗马城了。达时，亚历山大将军把所有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调到了自己的左翼，以便摧垮正在防守阿尔班山地的另一个德军集团。经过1个星期的顽强苦战，德军的抵抗力终于被摧毁了。盟军占领了阿尔班山地。这个战略性屏障被攻克以后，盟军随即淹没了罗马周围的平原，并于6月5日清晨占领了罗马城。9个月以前，当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时，这座城市本来已是盟军方面的囊中之物，可是，一直等到今天，目的才算真正达到。



　　进攻法国之战



　　攻占罗马以后的第2天，盟军开始了对诺曼底的登陆。这是战争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事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以英国为基地的英美远征军部队，由于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其航渡海峡的行动曾经一再延迟。他们开始航渡时，风力仍很强烈，因而其行动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不过，这也有利于其行动的突然性。艾森豪威尔将军所作的这个冒险决定，从结果上看来是正确的，也增加了行动的奇袭效果。



　　盟军这次登陆，时间是在6月6日的早晨，地点选在塞纳湾内从冈到瑟堡之间的海岸线上。在登陆的前夕，曾向登陆地段的两个侧翼投送了强大的空降部队。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盟军曾持续不断地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强烈的空中袭击，其目的是要瘫痪敌人，使其无法把预备队调到上陆地区。



　　曾经有许多征候，表明同盟国军队可能在这个地区实行登陆，可是，德国人对于这次登陆，仍然是感到意外的。他们不能够把位在塞纳河东岸的预备队及时调到上陆地区来。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很巧妙地散布了假情报，另一方面，也由于德国人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以为盟军将会直线式地渡越海峡，而且是选择最短的一条线路。本来，盟军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空中掩护，总是不惜采取非常谨慎的行动。他们在意大利战役中就是这样作的，结果使得目标的选择和进攻的发展都受到限制。可是，这一次的作法不同，竟使他们在无意中获得了颇大的利益。因为德国人已经产生了偏见，认为盟军方面仍将采取谨慎的路线。而且，德国人还有一个错误的估计，没有料到盟军的航空兵部队能够炸毁塞纳河上的桥梁。这又给他们造成了致命的创伤。



　　早在3月份，希特勒开始对英美两国同盟军在英国的部署情况进行分析。他不受总参谋部各种观点的影响，曾经考虑到盟军有可能以诺曼底为其登陆地点。当时，德军驻法国北部海岸的前线司令官是隆美尔，他也作出了与希特勒见解相同的结论。可是，德军西线总司令是隆德斯特。他却认为，盟军最可能实行登陆的地段是第厄普至加来之间的海岸。隆德斯特所以坚持这个看法，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在前几次进行登陆作战时，都曾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中掩护；另一方面，则把盟军对诺曼底登陆所作的若干准备活动，看成是一种欺骗措施；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那里距离最短，易于达到目的。由于这些原因，隆德斯特坚持，盟军只有在第厄普和加来之间的海岸实施登陆，才是最合理的。他的这种见解，从正统派战略家的观点来看，未尝不合情理。所以，按照隆德斯特的看法，盟军方面不会有采取突然行动的可能性，甚至也不会有避重就轻的打算。



　　盟军方面所制定的入侵计划，不仅考虑到避开德军准备最好的防御地段的问题，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设想。盟军司令部认为，在诺曼底海岸线上实行登陆，可以同时威胁到两个重要的港口----勒阿弗尔和瑟堡。因此，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竟使德国人迷惑不解，搞不清他们主要的目标究竟是哪个港口，从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等到德国人弄清楚盟军争夺的主要目标是瑟堡港以后，已经来不及把预备队向那里调运了，因为塞纳河上的桥梁已被盟军炸毁，大河变成一道鸿沟，增援的预备队必须绕行一个很大的圈子，才有可能开到出事的地点。而在这时，盟军的空军部队也在不断地进行空中袭击，使德军的调动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后来，德军的增援部队总算开到了作战地区，但只不过达到了冈的境内，而这里距离瑟堡还有很远的路程。英军在冈地区内进行了集结，因而又对德军构成了威胁，也形成为一道屏障，可以掩护正在瑟堡半岛进行作战的美军。这种行动的双重效用和交替威胁，加上敌人对于主要突击方向一直弄不准确，为整个登陆战役的成功作了很大的贡献。



　　盟军的庞大船队在航渡当中没有受到阻扰，他们对于海岸滩头的占领，比预料的情况容易得多。当时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军的左翼在维尔河河口以东实行上陆时，遭受了相当的损失。这次登陆获得成功，主要是战役计划订得完美，而且大量使用了新式武器装备。不过，成功也并不是马上得来的。成与败的机会曾经间不容发，所差的距离实在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窄些。盟军上陆以后，滩头阵地的发展并不深远，未能控制住通向冈和瑟堡的“锁钥”阵地。所幸的是，盟军进攻的正面相当宽广，使他们得有机会在其他方向获取战果。德军的注意力，自然是集中在盟军上陆部队的两侧，以便于扼守那些“锁钥”阵地，因而必然要使中间阵地上的兵力受到削弱。在阿罗曼施附近实施登陆的英军，由于迅速地向前推进，很快便扩大了登陆场，抢占了贝叶，因而在1个星期内就便其登陆场大大扩张了：东到奥恩河，西抵维尔河，正面差不多有65公里，纵深也将近20公里。在科汤坦半岛的东边，盟军也确保了另外一个登陆场，只是范围比较小一些；6月12日，美军夺取了一个中间据点----卡朗坦。这样，就使整个登陆场连接起来了，其宽度达到了100公里。



　　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这时，他可以使用登陆部队更广泛地采取进攻行动。



　　第2个星期，在西面侧翼上，盟军登陆场的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张。在那里，美军第1集团军发展了进攻，穿越了科汤坦半岛的最狭窄的部位。与此同时，在东面侧翼上，英军第2集团军继续牵制着德军增援部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敌人的坦克师，并且向冈地区实行了进攻。从战略上来说，英军在东面突破德军防御阵地的威胁，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足以帮助蒙哥马利实现其在西部突破敌人防御的计划。



　　在第3个星期，美军首先切断了瑟堡与外地的联系，而后向半岛的顶端推进，从后方攻进了这个港口。瑟堡港是在6月27日被攻破的，当时已经遭到破坏，暂时不能使用。在冈地区，由于地形条件较好，便于德军实行机动防御，英军的多次冲击都被德军技巧的防御行动击退了。但是，在英军不断地实施突击的情况下，德军统帅部终于丧失了使用预备队的自由权。



　　在登陆部队进攻行动的掩护下，侵入军增加兵力的速度不断加快。当时，人工港口对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抵消了天气的干扰作用，增加了突然袭击的效力，使敌人的计算终归失灵。



　　俄军攻入波兰



　　俄军在芬兰前线发动一个前奏性的攻势以后，随即展开了1944年的夏季战局。这次战局是在6月23日揭开序幕的，正好是希特勒入侵俄国3周年纪念日的后一天，进攻的矛头，开始指向白俄罗斯，指向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以北地区。在1943年的战局中，这一地段在整个战线上曾经显得最为稳定，所以德国人一直对它比较放心，摆在那里的兵力，要比摆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与喀尔巴阡山之间那个暴露地区的兵力少得多，因为他们认为，俄军可能会在春天向那里发起进攻。这样一来，担任防守任务的德军部队，又一次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境地。



　　希特勒拒绝了将军们的建议，不准把战线后移到距离前沿145公里的别列津纳河一线，认为那样反而于自己不利，因此，德军的处境不断恶化。假使及时实行这样的退却，则俄军的进攻计划可能被打破，俄军的攻势有可能暂时停顿下来。



　　一旦德军的防线被突破，俄军的进展即开始变得异常地迅速。由巴格拉米杨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2个方面军，采取向心突击的方法，在发起进攻后的第4天就攻克了维帖布斯克。于是，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正面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俄军向南突进的一条道路，他们可以从此横穿莫斯科至明斯克的公路，前出到德军第4集团军的后方。德军第4集团军的部队，当时曾向第聂伯河一线作了短距离的后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攻势的力量。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则在德军巨型突出部的另一翼侧插进一刀。该方面军的各部队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北面突破德军防御以后，继续向西发展进攻，平均每昼夜前进32公里，其任务是要在明斯克的背后切断交通线，使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陷于孤立境地。7月3日，明斯克被俄军攻克。



　　俄军实施了许多次的间接性进攻，使德军的整个防御体系开始全面崩溃。这时俄军所捕获的俘虏，比以前任何一次突破时所捉的都多。而在几个星期以后，尽管俄军的进军速度仍然和初期一样地快，但俘虏的数字却逐渐减少了。这样两个事实的结合，颇有一些意义。一方面，它表示德军部队的退却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而且到这时，希特勒已不得不同意实行全面的撤退。另一方面，德军退却的快速程度和规模，以及不经任何战斗便放弃一些重要据点等事实，表明俄军指挥官们的作战技巧已有了提高，他们能够采取间接路线来摧毁敌人的抵抗。



　　对于这些战役的进程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俄军战略的一些特点。在每一次进攻战役中，俄军的突击总是能够同时威胁两个重大的中心，既可以对付这个目标，也可以对付那个目标。可是，它随即又会突然地绕过这两个目标，从它们中间守兵薄弱的地区穿越过去，渗透到敌人后方很远的地方，迫使敌人无法抵抗而不得不同时放弃两个据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只是在两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中，即在华沙战役和因斯坦堡战役中，才第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在这两个场合，都是采取直接路线的形式实施进攻的。



　　不到两个星期，俄军即把白俄罗斯境内的德军全部肃清了。1944年7月中旬，他们已经攻占了波兰东北部一半以上的地区，紧接着就逼进到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即今布列斯特)和别洛斯托克一线，包围了维尔纽斯(过去称维尔诺)，渡过了涅曼河，前进到了东普鲁士边界。在这个方向上，向西进攻的俄军已经远离德军林德曼集团军群约有320公里的距离了。当时，林德曼的部队还在波罗的海沿岸，在纳尔瓦至普斯科夫一线进行防守。因此，他们已不幸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7月14日，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面，沿着科韦耳至塔尔诺波尔的正面，俄军发动了他们期望已久的攻势。可是，那里的德军早已实行后撤了。俄军仅用10天时间，即前进到了利沃夫，随后又抵近卢布林，那里地处华沙东南，距离华沙只有160公里。在这同一星期，俄军先后攻克了别列梅什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别洛斯托克等要塞城市。在北翼方面，俄军经过德文斯克(陶格夫匹尔斯)，向里加西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实施了进攻。这样一来，林德曼的部队就面临着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因为他们的后撤仍然非常缓慢。7月底，俄军前进到里加湾，而在中央方面则渗透到了华沙的郊区。



　　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德军在退到足以保障安全的距离以后，终于恢复了自制能力，逐渐地控制住了眼前的局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在新的防线上进行了巩固工作。俄军前进得太快，其交通线伸展得太远，因而补给一时跟不上来。事实上，这是战略性伸展过度的自然规律在开始发生作用。人们不久即可看到，德军并没有丧失进行抵抗的能力。但是对于俄军来说，为了继续实施进攻，必须要在新解放的大片土地上恢复交通线，为此又需要有相当的时间。



　　8月初，德军实施了反突击，打通了北面的退却道路，并且把俄军逐出了华沙近郊。在那里，德军还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把波兰人在华沙城内暴发的起义迅速地镇压下去了。这个起义是在俄军逐渐接近该城时爆发起来的。在华沙南面，俄军仍然在维斯瓦河对岸控制着一个桥头阵地，但是并未能进一步加以扩展。这样延续到8月底，整个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暂时的停战僵局，后来是被俄军的新攻势打破的。他们在南面发动了进攻罗马尼亚的战役。差不多就在俄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即在8月23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它愿意缔结和约。这个行动等于给实力雄厚的俄军敞开了一条进攻大道。于是，俄军穿过了雅西城，沿着普鲁特河与塞列特河中间的走廊地带一直向南推进，抵达了加拉茨与福克夏尼之间的通道口。这对俄军大有好处，使他们得以合围当时仍然驻在普鲁特河以东一个突出部上的德军部队。俄军从他们的背后直接插过来，继续发展进攻，于8月27日攻占了加拉茨和福克夏尼，30日又占领普洛耶什蒂油田区，次日，进入布加勒斯特。俄军的坦克在12天内前进了400公里。



　　此后，俄军即同时向着北、西、南三个方面继续突进，作扇形展开。他们越过了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向匈牙利方向挺进；为了切断驻希腊德军师的退路，前出到了南斯拉夫的边界；同时，还急速地向南开进，越过多瑙河进入了保加利亚----直到这时，苏联政府才正式向保宣战。



　　意大利的僵局



　　盟军曾经认为，罗马陷落以后，德军在意大利境内的抵抗很快就会终止。可是，凯赛林却把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险恶的困境，而且使用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对盟军北上的进攻，组织了很有效的抵抗。盟军花了整整7个星期的时间，两个集团军才仅仅到达阿诺河一线，虽然抵近了比萨和佛罗伦萨的郊区，但距离罗马城只不过260公里。此后，凯赛林继续在那里坚持了3个星期的防御，后来才放弃佛罗伦萨，从阿诺河一线撤退到自己在山地中设置的主防线----“哥德防线”。



　　亚历山大将军考虑到这道障碍的坚韧性质，决定采取一个侧面的进攻行动。他把第8集团军的主力调到了亚得里亚海岸边上，于8月底在佩扎罗地区向“哥德防线”东部濒诲地段发起了进攻。进攻获得成功，突破了德军防线，随后拟向里米尼方向(佩扎罗西北23公里)继续发展。



　　然而，凯赛林却设法阻止了这个威胁的发展，封闭了突破口。这就使亚历山大不得不转而采取硬攻的手段。他连续不断地实施突击，逐渐地打开了一条通向波河河谷东部的道路。但是，在这个平原上几乎到处都是葡萄园，地面都是粘性土壤，每到雨后便成了烂泥潭，很不便于通行，因而使部队的调动非常困难。这年秋天的大雨，对于因为长久苦战而疲惫不堪的德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救星，使他们避免了崩溃危险，因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僵持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的春天。



　　1944年8月，为了入侵法国南部，亚历山大的部队被抽调走了一部分。实际上，这个牵制性战役对于法国北部主战场上的决定性行动，并没有多大价值。早在南部实行登陆以前，而且是2个星期以前，北面战役的胜利即已成了定局。可是，这却剥夺了亚历山大在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不失去这个优势，亚历山大也许早就赢得了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不过，这件事终于又使盟军获得了利益。由于亚历山大的秋季战役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德军才没有自动撤退到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地区，而仍然停驻在原地。如果德军当时撤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保留相当强大的实力，从而在阿尔斯山中组织有效的防御。当时，天气条件对于他们的撤退也是比较有利的。



　　1945年初，希特勒从意大利调走了凯赛林的4个师，用去加强西线的防御。同时还命令凯赛林继续在原来线上坚持防守，不准德军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区。德军武器装备的不足这时已暴露得非常明显了。等到1945年的春天，他们更感到了飞机、坦克、运输工具和燃料的极端缺乏，以至于无法向阿尔卑斯山的“避难所”实行迅速的撤退。4月，盟军开始在意大利发起进攻，很快就突破了德军的防线，进到了他们的后方，并且切断了所有的后退道路。于是，德军部队完全陷于混乱之中，他们溃不成军，散成为一小股一小股地徒步逃跑。



　　盟军在意大利获得的这个胜利，可以算是对他们长期苦战的一种褒奖；由于最后胜利了，以前遭受失败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一一忘掉。1945年春天德军在意大利的失败，是他们在主战场上全面崩溃的序幕。这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一样。当时，被“围困”于马其顿的协约国军在战略上实行的突破，终于成了德军彻底崩溃的先兆。不过，德军这一次的总崩溃，却主要是基本战场上盟军实施战斗行动的结果。盟军在诺曼底突破德军防线以后，紧接着便在8月间展开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诺曼底的突破



　　在1944年7月的诺曼底战场上，双方都曾进行苦战。整整1个月的时间，除了惨重伤亡以外，看不出什么重大结果。可是，德国人无法和盟军相比，他们经不起这种消耗。而盟军却有新的预备队源源不断地从战线后边开来。



　　7月3日，美军第1集团军在攻占瑟堡之后调整了部署，他们重新开始进攻，一直向南突破，企图进到半岛的底线边上。但是，由于空间有限，进攻部队无法实行机动，因而前进的速度是很缓慢的。7月8日，邓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军第2集团军突进到了冈地区，可是又被德军阻挡在阿诺河的渡口上。盟军接连几次实施翼侧突击，都被德军一一击退了。7月18日，盟军发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进攻，即那个被称为“加林作战”的著名行动。盟军出动了3个装甲师，编成为3个梯队，从冈的东北方面的登陆场上开始发动进攻。进攻部队穿越了一条宽度为5公里的通道。在穿越以前，曾进行强烈的空中袭击，破坏了冈地区的后方防御工事。当时看来，突破德军的防御是颇有希望的。可是，由于盟军进攻的速度实在太慢，他们在迂回某些居民点时又犹豫不决，致使德军能够迅速切断其退路，并把坦克和反坦克炮机动到了遭受威胁的方向。这样，实行突破的时机终于丧失了，英军和加拿大军接着实施的新突击，也不能对局势有何改善。但盟军却以这些动作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迫使敌人把精锐的部队留置于冈地区。因此，德军的9个坦克师竟有7个被牵制在那里了。



　　在诺曼底登陆场的西边侧翼，是由布莱德雷将军指挥的盟军部队在实施进攻，但也一直发展不快。在7月的头3个星期，他们只前进了8至13公里。此时，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已经从英国运到了诺曼底，准备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



　　盟军的这次进攻号称为“眼镜蛇作战”，是在7月25日开始的。参加这次进攻的兵力，开始时为6个师。他们的进攻正面约为6公里半。进攻开始以前，实施了比“加林作战”更为强烈的空中轰炸。整个地面披炸得到处都是坑洞，结果反而帮助了因遭轰炸而削弱了的德军守备兵力，使他们得以凭借坑洞地形阻滞美军的进攻。战斗的头2天，美军只前进了8公里，但后来终于扩大了突破口，提高了进攻速度，向半岛的西南角猛进了。7月31日，盟军完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突破所以成功，是因为英军第2集团军突然调整了部署。他们在突破的前一天从奥恩河以东地段调到了贝叶以南的中央地段，并在考蒙特地区向德军防御阵地实施了突击。当德军忙于从冈地区抽调兵力去加强这个遭受威胁的方向时，美军便利用了此一机会，在科汤坦半岛西岸附近靠近阿弗朗什的地方，突破了德军的防线。



　　巴顿的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后，先向正南突进，而后转向西攻，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布列塔尼半岛。随后，他们掉转头来向东进攻，横扫着卢瓦尔河北面地区，直指着勒芒和夏特勒方向。科汤坦半岛上的登陆场本来并不很大，宽度不过110公里，可是这一下却扩展很快，达到了650公里。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上，德国人要想驻满部队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他们无法对盟军的进攻实行有力的抵抗；对于德国人企图据以组织抵抗的那些道路枢纽，盟军部队却能有计划地加以迂回绕过。



　　对于这股不断扩展的潮流来说，唯一的危险将是德军指向阿弗朗什的反突击，因为那里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如果该走廊被切断，实施进攻的部队也就无法获得补给品。根据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德军确曾打算实施这样一个反突击。他们向该地区调集了4个坦克师，准备在8月6日夜间开始行动。可是，实行这个反突击的方向，是由希特勒在统帅部里摊开地图选定的，它实在过于直接化了，正好一头撞在美军东边侧翼的“防盾”上面，碰上了美军的掩护部队。因此，布莱德雷说：“如果敌人坦克部队的进攻方向再往南靠几千公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第一天即突进到阿弗朗什。”德军的进攻一被阻住，盟军的航空兵马上就对他们进行了轰炸，迫使德军转而向西推进。在此同时，美军的装甲兵团却疾驰地向东挺进，前出到了德军的后方。美军的左翼这时向北折转，抵近了阿尔让唐，其目的是要配合克列拉尔将军指挥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去合围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加拿大第1集团军当时是从冈地区向正南方向进攻的，其矛头直指弗累尔。尽管盟军方面未能彻底实现对德军部队的全部合围，但是他们捕捉的俘虏仍然达到了5万；战后清理战场时，德军留下的尸体也有1万以上；而从合围圈里突围出去的德国师，也都损失严重，几乎溃不成军。由于作战的空间日益紧缩，德军部队所受到的空中轰炸日趋严重，所以，德军在技术兵器和装备方面，特别是在坦克方面所受的损失，也就日益严重，甚至超过了人员方面的损失。德军在弗累尔“口袋”中遭受重创以后，对于兵员、坦克和运输车辆等，都已感到严重不足，因而无力阻止盟军部队的东进。于是，盟军很快就渡过了塞纳河，并且不停地向东挺进了。



　　以后的情况是，德军每逃出一个陷阱，接着便陷到另一个规模更大的陷阱当中。德军靠近海岸方面那个侧翼，不断受到盟军的迂回包围，而其后方，则受到巴顿坦克部队的威胁。巴顿集团军在右翼方面猛打猛冲。他们在前进当中，有意地绕开敌人的据点，而使德军的主力在战略上不断受到迂回的威胁。



　　巴顿集团军的第4装甲师，一直充当第一梯队中的先头部队。该师师长沃德将军在巴黎以北渡过塞纳河以后，曾就该师在阿弗朗什地区突破德军防线以来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一个报告，说：“盟军的成就表明，必须尽可能地坚持下面两条基本原则----进行果敢坚决的作战行动和采取间接路线。”



　　盟军在西战场上突破德军的防御阵地以后，广阔的空间和急速的行动便成了他们取胜的两把钥匙。采取直接的强攻往往难以取得胜利，而广泛地进行迂回却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盟军一旦有了自由进行机动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力就能发挥作用，从而得以充分利用自己在兵力方面的巨大优势。



　　盟军广泛采取迂回机动的战法，使法国境内的德军防御体系很快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机。因此，由巴奇将军指挥的美法联军第7集团军于1944年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进行的登陆，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次南面的登陆入侵战，只能算是一种“散步”，因为自从诺曼底登陆以后，法国南海岸的德军实力已很虚弱，只有4个师的兵力，质量也很低劣。盟军在下一步沿罗讷河深入法国内地以后，联合司令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补给方面的，而不是作战方面的。8月23日，盟军占领了马赛。同一天，进攻部队也经过山地到达了格勒诺布尔。



　　8月19日，法国抵抗运动的地下武装力量在巴黎举行起义。尽管在最初几天他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由于盟军的装甲部队于8月25日进入了巴黎，他们还是在盟军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此时，巴顿集团军也在巴黎的东北方面横扫而过，向着马恩河疾驰而去了。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英军第2集团军的进攻。他们在鲁昂以东渡过了塞纳河，预计去合围德军第7集团军的残部，因为加拿大第1集团军此时还在鲁昂以西地区坚持实行进攻。德军残部的大部分虽然及时地退过了塞纳河，但是却立即发现，英军的坦克纵队已经完成了深远的迂回机动，在更远的后方切断了他们的退路。邓普西的先头纵队于8月31日早晨到达亚眠，他们从塞纳河岸边出发，只花两天一夜(60个小时)的时间，便走过了110公里。他们渡过松姆河以后，又即刻向前猛冲，穿过阿腊斯和里尔，很快到达比利时边境，前出到了德军第15集团军的后方。那里已是加来海峡的沿岸地区。在东面，霍吉的美军第1集团军已经向前跃进，前出到了伊尔松地区，抵达比利时国界。



　　再往东边，巴顿集团军也完成了跃进行动，而且其规模更加巨大。他们穿越香巴尼地区，绕过凡尔登，开向摩泽尔河，前出到了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从而接近了德国的边界。可是，由于燃料补给发生了困难，巴顿的部队未能继续前进，其先头的坦克兵团终因油料供应不上而被迫停止下来。这时，战略上的发展前景正逐日好转，希望很大，因为盟军距离莱茵河只有130公里了。获得充足的油料补充以后，巴顿即恢复进攻，但此时德军的抵抗力也加强了。对于“争夺法国之战”来说，巴顿集团军的进攻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只是因为油料补给上发生了困难，他们才无法以一次突击赢得整个胜利。后来“争夺德国之战”，情况也是一样。



　　兵力伸展过度，必然导致停顿。这是一条获得了证实的战略性的规律。在整个战线的这一地段上，曾经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战事停顿：首先，在指向梅斯城时，巴顿被迫采取了直接的进攻；尔后，在争夺这个著名的要塞城市时，他又不得不进行近距离战斗，因而完全丧失了进行迂回的机会。



　　1944年9月的最初几天，盟军左翼部队的进攻速度提高了。于是，盟军司令部便把主力投向了那里，企图尽快取得胜利。9月3日，英军的装甲坦克纵队进抵布鲁塞尔，4日，到达安特卫普，随后很快攻入荷兰。蒙哥马利就是使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机动，切断了当时还停留在诺曼底和加来海峡沿岸的德军部队的退路，实际上也就是切断了西战场上德军基本集团的退路。此时，美军第1集团军也占领了那慕尔，并在迪南与纪韦之间渡过了马斯河。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德军西战场上的前线指挥官已改由穆德尔元帅来担任。他在俄国前线曾以“无中生有”网罗预备队而享有盛名。这一次，他又创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奇迹。当盟军大举攻入法国时，德军已有50万人当了俘虏。按照一般的常理来推断，穆德尔这时要想守住德国边界，要在从瑞土到北海这条长达800公里的战线上组织有效的防御，似乎已经无法找到预备兵力，一定难以在防线上构成足够的兵力密度。可是，德国人还是创造了奇迹，他们又重建了自己的部队，因而使战争继续拖了8个月之久。



　　盟军在补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曾经帮了德国人的大忙。由于补给不足，盟军的最初强大攻势慢慢变成了一连串力量逐渐减弱的进击。这样，德军就有可能匆忙地组织防御，进行反击。盟军增补力量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不可能很快作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盟军补给方面的困难，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前进得太深远了，但主要还是德军采取行动造成的。那时，德军还有一些部队留在盟军的后方，控制着法国的各大港口。因此，盟军既不能使用敦刻尔克、加来、布伦和勒阿弗尔，也无法利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各大港口。德军不仅据守着这些港口，而且还采取着行动，这对盟军开展进攻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盟军所控制的良好港口，只有一个安特卫普，但是却无法加以利用，因为德国人还扼守着西谢尔德河口。



　　盟军把补给品从基地运到前线，在诺曼底登陆时，即尚未突破德军的防线时，其距离只有30公里，而现在，却差不多延伸到了480公里。这个输送物资的繁重工作，又几乎毫无例外地要靠汽车来承担，因为法国境内的铁路已为空中轰炸所彻底破坏了。从瘫痪德军的作战行动，使其不能阻止盟军进攻的角度来看，炸毁铁路无疑是有利的，可是现在盟军方面要想对其快速进攻的部队提供物质保障，铁路被破坏却成了一件麻烦的事。



　　9月中旬，盟军为削弱德军的抵抗而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在荷兰境内德军的右侧投下了3个空降师，其目的是要为英军第2集团军向莱茵河下游发起新的进攻扫清道路，保障盟军在那里渡河。空降部队是在德军防线后方分批施空降的，空降场的周长大约有100公里。空降部队着陆以后，立即抢占战略性要点，以便保障盟军能够强渡4个水障碍：一是在埃因侯温地区强渡威廉明拉运河；二是在格拉夫附近强渡马斯河；三是在奈梅根和阿纳姆地域强渡瓦尔河与累克河(这两条河都是莱茵河的支流)。这4个要点中的3个都抢占到手了，部队也都顺利地渡过了水障碍。由于抢占第3个要点时耽误了时间，结果第4个未能抢占到手，因为德军很快地采取了反措施。



　　这一挫折使盟军的地面进攻相应地推迟了，而且也使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区遭到了覆灭。不过，这次冒险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就获得了从侧翼迂回德军莱茵河防线的机会，在战略上获得了某些利益。把空降部队投掷到如此深远的敌后地区，是一种果敢大胆的行动。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附近的着陆场上，孤立无援地苦战了10天，而按盟军领导方面的估计，它顶多只能坚持2天的时间。但由于依次实施空降的4个点位于一条直线上，这就明显地暴露了企图，使敌人可以判明英军第2集团军的进攻方向，而使自己获胜的机会大为减少了。



　　德军方面猜透英军司令部的企图以后，马上把自己所有的预备队都调拢起来，全力扼守着最后一个目标，并且在英军第2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以前，即把英军的空降部队完全击毁了。荷兰的地形条件和固定的进攻路线，在阻止英军前进方面帮助了德国人。不过，在这里也无法采取更广泛的行动，难以绕更大的圈子，因而不可能隐蔽自己的企图和引开敌人的注意力。






图13 1941-1945的西方战场



　　莱茵河之战



　　阿纳姆地区的冒险作战失败以后，要想提早取胜的希望也就随之而破灭了。盟军只好暂时转取守势，重新在德国边境上集结预备队，为更谨慎地发起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进攻作好准备。集结兵力当然需要时间。可是，盟军司令部却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困难。他们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后，不是首先用去扫清西谢尔德河口，以便为部队的补给打开一条新航线，而是用在亚琛地区，想在那里突破德军的防线。然而，美军对于亚琛的进攻又过于直接化了，结果没有什么成效。



　　1944年的9-10月间，盟军在西战场上其余部分的战斗情况，完全限于小股兵力的活动。德军继续加强着防御。他们陆续开上前线的预备队，既有从其他地方抽调来的生力军，也有新近编组的部队，还有一些则是刚刚从法国境内脱逃出来的兵员。尽管德国在物资数量方面远远居于劣势，但他们集结兵力兵器时的速度，实际上比盟军方面还要快些。直到11月初，盟军才终于赶走了谢尔德河口的德军部队。



　　11月中旬，盟军在整个西战场上发起总攻。这次使用的兵力总共为6个集团军。但结果却很令人失望，部队伤亡惨重，所得收获甚微。如果继续坚持进攻，则很可能只是徒然消耗兵力。对于这次进攻作战的实施方式，美英两军当局的意见并不一致。英军方面主张集中全力打击一点，而美国人则想在宽广的正面上分兵多路去进行突破。后来，美国人的观点占了上风。进攻遭到失败以后，英国人当然会对美军当局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他们在宽大正面上分散兵力的结果。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作战情况，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失败的基本原因并不是力量的分散，而是企图过于明显。尽管整个进攻是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但因同时使用6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每一个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进攻地段并不算太宽，而且兵力也还是集中的。可是，他们选择的进攻方向，却早已被德军预料到了。他们的突击照例都是指向德国的天然门户。此外，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区又是平原地带，而在冬天，那里经常都会变成泽国，必然要影响到部队的作战行动。



　　12月中旬，德军突然地发起了反攻，使得盟军方面大为吃惊。他们居然以此阻滞了盟军的进攻，使其前进速度减慢到了爬行的地步，而且自己还没有动用快速的预备队。当美军部队的突击力量逐步减弱，以致无法突破德军的防线时，形势日趋明显，德军实行强大反突击的危险性正在增大。盟军方面本来早就应该看到这个危险，因为还在10月暂时平静的日子里，德军就把多数的坦克师从第一线撤退下去了，而且给这些师补充装备了新的坦克。只是因为求胜心切，盟军才完全忽略了德军实施反突击的可能性，结果竟为德军所乘，使自己大受震动。



　　无论是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还是实施有限目的的反突击，其最好的时机都应该是，进攻者已经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尚未能取得胜利。这时，由于经过长久战斗，敌人的部队必然是身心疲惫，其指挥官已不可能控制太多的预备队来抗击反突击。如果这个反突击来自难以预期的方向，那就更加无能为力。



　　德军统帅部对于地形的选择，也有着与其对方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所选择的反攻战场，就是那个丘陵起伏，森林密布的阿登山地区。这是一个公认的险恶地区，很难通行，所以，按正统派的看法，决不可以在那里实行大规模的进攻。同时，阿登山地区稠密的森林，也保障了部队的隐蔽集中；那里地势较高，土质较硬，又有利于坦克的机动。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保证德国人有希望取得胜利。



　　对于德军来说，最主要的危险将是盟军空军的迅速干扰。穆德尔曾就这个问题作了总评：“第一号敌人是对方的空军。他们拥有绝对的优势，可以使用歼击轰炸机的攻击和地毯式的轰炸，来摧毁我方的坦克和炮兵，破坏我们的后方，使部队的调动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德军一直根据气象预报来选定自己的反攻时机，他们等待着坏天气的到来。果然，在德军开始反攻的头3天，细雨蒙蒙，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作战。这样，恶劣的天气竟变成了德军的一个有利因素。德国人对于这次反攻当然寄予很大的希望，想要达到尽可能大些的效果。他们这一次拥有的本金虽然有限，但所下的赌注实在很大。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孤注一掷，不得不冒险，所以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德军的主要集团由第5和第6坦克集团军组成，使用了能够搜集起来的所有一切坦克。



　　从进攻作战的观点来看，阿登山地区的最大弱点是山高谷深而又相互交错，以致穿过这些山谷的道路形成了不少隘路隘口。在这些要点上，坦克前进的道路很容易被阻塞。对于这种危险，德军统帅部本来是应该加以防范的，其办法就是使用伞兵部队预先占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隘口。可是，自从1941年5月抢占克里特岛的战斗以后，德军空降部队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他们的技术装备也一直在陈旧退化，所以，在阿登山战役当中，他们已是无能为力，只能派出几个小型的伞兵小组去执行这个任务。



　　德军这次反攻所追求的目的是很远大的。他们企图采取一条间接路线，运用迂回方式向前突进，最后冲到安特卫普，切断英军集团与美军和其基地之间的联系，把英军完全孤立起来，并最后将其消灭。由曼陀菲尔指挥的第5坦克集团军，预期在阿登山地区突破美军的防线，尔后向西发展进攻，突到一定深度即折转方向，向北突进，在那慕尔地区渡过马斯河，一直攻打到安特卫普。该集团军在逐步前进时，应在其左翼方面建立一道屏障，以防止美军从南面来攻。由齐特里赫指挥的第6坦克集团军，则受命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经过列日，直抵安特卫普，在英军及马斯河北面美军的后方，建立起一道战略性的拦阻线。



　　由于突然性产生了效果，德军的反攻在最初几天进展颇快，因而使盟军大为震动，并在某些地点出现了紊乱现象。曼陀菲尔的第5坦克集团军完成了相当深远的突破。可是，在盟军空军部队对德军的后方增加压力以后，德国人马上感到了油料的缺乏，因而丧失了时间和有利机会。他们始终未能冲到马斯河上，只是在几个点上已经直接靠近了这条河流。德军这次失败，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一部分被围的美军部队顽强地守住了阿登山内的某些隘口，使德军的运动不能畅通；另一方面，蒙哥马利很快接过了挽救北面部队的指挥权，他的行动非常迅速，立即把预备队调往南方，因而阻住了敌人，使其不能渡过马斯河。



　　这次作战的下一阶段，是盟军集中兵力，准备拔去德军楔入防线的那个巨形“楔子”。可是，德国人却巧妙地实行了撤退，跳出了合围圈。单从作战情况来看，这次反攻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德军还是有利的，因为它已破坏了盟军的进攻准备，使他们遭受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自己所花的代价并不是很高的。要说有错误，那又是希特勒在作战后期坚持不肯撤退，以致使德军加大了损失。



　　但是，从整个战局形势来看，德军这一次反攻对于他们却是一个“送终”的行动。在这次作战中，德军所消耗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能够负担的限度。由于这次的重大损失，以致在盟军恢复进攻时，他们便不可能进行持久的抵抗了。同时，这次反攻的结局也使德国人打开了眼界，看到他们已经无力改变军事形势，因而也就丧失了取得胜利的最后一线希望。反攻遭到失败，无异于宣告了德国军事力量的破产。德国当局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的军民。他们都已看到，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打下去将只是徒然增加牺牲而已。



　　最后阶段



　　1944年8月到年底，俄军的主战场上出现了静止稳定的态势，战线停止在波兰的中央部位。俄军在他们于夏季所占领的土地上恢复交通线，并且继续向前线增补兵力，以便进一步发动进攻。直到秋天，他们曾企图攻入东普鲁士，但是未能突破德军的防线，因而没有获得什么结果。



　　在此同时，俄军却完成了一个深远的迂回机动，其左翼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出发，逐渐地穿过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个进攻在大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都是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行动。但它的发展却比较缓慢。这是因为红军要在所经过的国家里建立控制体系，同时也受到了交通阻塞的影响，这个战区内的交通网是不发达的。随着迂回机动的向前推进，在战略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反对一个共同目标的集中进攻。德军为了应付这个来自侧翼的威胁，阻止俄军从“侧门”打来的进攻，不得不抽调数量颇大的兵力，因而使其东西两个主要战场上的防御力量受到严重影响。



　　1945年1月中旬，科涅夫的部队从波兰南部桑多梅尔地域维斯瓦河畔的桥头阵地出发，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进攻。当他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从翼侧造成了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威胁以后，朱可夫指挥的各集团军也从靠近华沙的屯兵场上开始向前突进。尽管当时正是冬季，但在进攻的头1个星期里，俄军各部队突进的速度，差不多仍与夏季进攻的速度相等。



　　战线后方的地形，即波兰西部的地形，多数都是开阔而平坦的。这对于防御者来说是不利的。德军在1939年发动进攻时，对此已经有过体会。在这里，自然条件对于进攻者是有利的，而当他们在兵力方面拥有优势，能够在广大的空间进行机动时，情况更是如此。现在，为了抗击俄军的进攻，德军不得不自己在此进行防御，不仅兵力不足，而且缺乏机动能力。



　　在进攻的第2周，俄军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前进速度，而且俘虏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情况表明，德军统帅部迟迟不肯组织撤退，以致造成了这种后果。此后，德国方面才开始把边界以内若干大城镇的平民撤退到内地，这又标志着俄军进攻的速度和威力，说明德军统帅部原定计划的失效。他们终于不得不放弃原来准备死守的中间阵地，准备退守国界。



　　科涅夫指挥的各集团军，在克拉科夫与罗兹之间的宽大正面上一直向西挺进，越过波兰西部边界，进入了西里西亚。1月19日，克拉科夫和罗兹两个城市都被攻陷。不过，罗兹城是由朱可夫的部队采取迂回的方法攻克的。1月23日，科涅夫的部队到达了奥得河畔，在布列斯劳(即今弗罗茨瓦夫)附近展开了65公里的正面，并且夺占了横渡这一水障碍的几个渡口。在这个快速的进攻中，科涅夫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重要工业区，从而使德国的战时生产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德军仍然顽强地固守着奥得河，并且限制了对岸俄军桥头阵地的扩展。



　　在俄军的右翼方面，罗科索夫斯基的各集团军从华沙东北面的那累夫河岸发起进攻，一直向着东普鲁士实施突击。他们突破东普鲁士的西部边界以后，急速地向西挺进，穿过有名的古战场泰伦堡(1914年，大量的俄军部队就是在这里覆灭的)，于1月26日前出到了但泽(即今格但斯克)以东的波罗的海海岸。这样，驻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德军都被切断了退路，随后即被合围在科尼希斯贝格地区。



　　与此同时，在俄军中央部位的朱可夫部队则是向西北方向进攻，矛头指向了托伦和波兹南----两个重要的交通中心。他迂回绕过了这两个重要城市，迅速地向德国边界开进，把两座城市抛在后方，使它们变成了沦在狂潮当中的孤立“小岛”。1月29日，俄军越过了德国国界。随后，朱可夫继续向奥得河挺进。在这个地段上，该河要比在西里西亚境内时偏西得多。朱可夫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很明显，那就是距离奥得河彼岸还有80公里的柏林城。因此，朱可夫很自然地要遭到德军的强力抵抗。1月31日，尽管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已经在科斯钦地区到达了奥得河河岸，可是，尔后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部队在宽大的正面上抵达河岸。以后，他们力图强渡该河，但却连续几次都被德军击退了。



　　这时，科涅夫的部队正沿着奥得河的西岸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企图向德军的侧翼施加压力。德军同样依赖该河进行防御，并构成了斜切阵地，因而俄军在那里的进攻也被德军阻挡住了。



　　力量伸展过度的规律(是交通线大大延长的结果)，这时又发生了作用。于是，东线的俄军被阻止住了，而且一直等到盟军在西线发动进攻以后，整个战局才终于获得了最后的决定。



　　2月初，当俄军正在奥得河畔作战时，艾森豪威尔在西线发起了一个新的大规模进攻，其目的是想把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德军加以合围和歼灭，不让他们退回到河的东岸去。首先，他以英国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部队在左翼发起进攻，沿着莱茵河西岸向前突进，以便美军第9和第7集团军从侧翼攻击科隆以西地区的德军部队。但由于德军在阿登山地区发动了反攻，美军的进攻因而被迫推迟。当时，天气开始解冻，地面变得柔软，道路难以通行，盟军的进攻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然而，这却有利于德军实施防御。德军曾经炸毁了鲁尔河上的水坝，洪水泛滥，美军的前进又受到阻碍。因为必须克服这一水障碍才能前进，美军的进攻被迫拖延了2个星期。美军渡河以后，还是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这样，等到美军进入科隆城，已经是3月5日了。而在这段时间以内，德国人终于把自己这支残破不全的部队，连同其大部分的技术装备，都撤退到莱茵河彼岸去了。



　　德军为了阻止盟军左翼方面的进攻，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大部分兵力。结果也使自己左翼的力量受到了削弱，而为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的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右翼，美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曾在波恩附近冲到了莱茵河岸，其中一部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雷马根(在波恩东南20公里)抢占了一座完整无损的桥梁。不过，艾森豪威尔并未立即利用这个偶然取得的良机，因为那样必须调动预备队，必须对下一阶段，即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的作战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雷马根方向对德军所造成的威胁，还是对盟军起了好的作用，因为它吸引住了德军方面已经感到非常缺乏的预备队。



　　美军第3集团军在艾弗尔高原地区(这是阿登山在德国境内的延伸部分)突破德军的防御以后，盟军也就随之占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次，也和诺曼底一样，还是巴顿打头阵，他的第4装甲师很快地在科布伦次附近突进到了莱茵河岸。尔后，巴顿挥军向南，经过摩泽尔河下游，进到巴拉提纳特地区，然后沿着莱茵河西岸向上游猛进。这样，他就前进到了德军的后方，而面对该部敌军的，正是巴奇指挥的第7集团军。巴顿的这一打击，使敌军无法脱逃，因而捕获了大量的俘虏，清除了渡越莱茵河的障碍。此后，他便掉转头去向东挺进，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渡过了莱茵河。巴顿的部队是在3月22日夜间从美因兹和沃尔姆斯之间渡河的。渡河以后，他即勇猛地插进到巴伐利亚北部，迅速扩张战果。于是，德军整个防线都脱节了。当时有一种传说，认为德军统帅部可能会把部队撤退到南部山地中，以便凭险死守，但是经过巴顿的这一击以后，他们也就丧失这种可能性了。



　　按照预定计划，3月23日夜间，蒙哥马利集团军群于荷兰国界附近在莱茵河的下游渡过了该河。莱茵河是一个大型的水障碍。当时，部队是在4个地点分别进行强渡的，第2天早晨，又在敌后空降了2个空降师，其目的是要减轻敌人对桥头阵地的压力。这样，德军的抵抗开始到处遭到削弱，最后，其整个防御体系终于全面崩溃。



　　即令如此，战争还是拖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告结束。但这并不是因为德军进行了严重的抵抗。当时，只在南北两端的某些地段还有一些德军残部继续作战。战争所以延长，是因为盟军在补给方面遇到了困难，他们渡过莱茵河以后，随着前进距离的增大，补给上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了，同时，也是因为某种必需考虑的政治原因；此外，还有空中轰炸所造成的障碍，由于狂轰滥炸的结果，法国和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被破坏了，到处充塞着颓垣败瓦，许多地方变成了废墟。



　　战争的结局是在盟军强渡莱茵河以后才最终决定的。不过，在此以前很久，德军的力量实际上已经用尽了，所以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盟军从各个方向压来时，德军被迫向中央撤退，其绵长的战线逐渐缩短了，而力量则减少得更快，甚至难以计算比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希特勒，正是他坚持采取一种毫无弹性的防御战略，以致把德军的力量消耗干净了。希特勒在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是很善于采取进攻方法的，可是到后来，他在采取防御行动时，却完全缺乏灵活性。这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奇怪的对比。



　　不妨设想一下，德军虽然在兵力和物质资源方面早已匮乏到了极点，但是仍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抵抗，同时在好几条战线上继续进行战争。这实际上要算是一个奇迹。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人具有非凡的忍耐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同盟国方面所提出的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直接路线。不过，德国能够进行长期抵抗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现代防御所具有的巨大威力。按照一般军事家的估算，在如此强大攻击的重压之下，德军要想持续抵抗1个星期，似乎都是很成问题的。可是，他们居然苦撑了好几个月之久。德国人在进行防御时，只要其兵力能与防御的宽度和纵深相适应，构成一定的比例，他们是经常能击退优势敌人的。这种优势有时是6：1，有时甚至是12：1。由此看来，摧毁德军的并不是敌人，而是“空间”。



　　如果德国的敌人能够及时了解这一点，因而及早改用能够发挥防御优势的方法，以来对付德国的侵略，那么，整个世界可以减少许多浩大的牺牲和破坏，避免很多的悲剧。



　　很久以前，著名的拳击师梅斯就根据他多年积累的拳赛经验，归纳提出了几句格言：“让敌人先向你进攻，结果他会被自己所打倒。”稍晚一些时候，另一名拳击师麦柯伊在以后教拳的时候，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引诱你的对方进攻，趁他两手已经占住而你还有一只手空着的时候，把他打倒。”梅斯的格言是一个真理。这也是我们从非洲、俄国和西欧各个战场上所可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战术性教训。任何有经验的和有头脑的指挥官，即使在采取进攻时，他也知道应该如何利用防御作战所具有的优势。



　　就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说，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德国人自己促成了自己的失败。如果他们不是那样倒行逆施，那么他们的敌人要想打败他们，就不免困难得多。德国人对于胜利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太直接化了的路线，结果反而使对方获得了间接路线的利益。德国计划的破产和它的不断扩张，帮助盟军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时间，不过，如果同盟国方面对于战争基本原则的认识在最初时期即彻底一些，不限于只采用传统的老方法来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造成的祸害，必能大量地减少。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结论。现在，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一座战略思想的“新大厦”，看来是有益处的。



　　首先要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战略”。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这本理论巨著中，曾经给战略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他认为：“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



　　这个定义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侵入了政治的范畴，或者说，它侵入了战争最高领导的范畴，而这些却是政府的职责，不是军事领导人所要过问的事情。军事领导人的任务在于执行政府交给的使命，即领导军事行动。第二个缺点，就是把“战略”的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只以单纯地运用会战为限，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错误观念，使人们认为只有会战才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某些并不高明的信徒，往往是轻率地把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战争中，只有决定性会战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其他一切都不过是附属于这个主要目标而已。



　　战略与政治的关系



　　如果战略与政治这两个任务的执行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象过去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那样，那么，区分战略与政治之间的差别，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政府首脑兼军事统帅的独裁统治者，已经是很少见到的了，在整个十九世纪当中，这种现象可说是已经暂时绝迹。因此，若不把战略和政治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就不免产生许多潜伏的害处。因为那样就可能使军事领导人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治应该从属于他们的作战计划，而那些当权的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则可能力求扩大自己的职权，甚至当军事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使用其手中的工具时，也去加以干涉。



　　毛奇给“战略”所下的定义则比较清楚和准确。他把战略看成是“一位统帅为了达到赋予他的预定目的而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进行的实际运用”。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对于政府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是受政府雇佣的。军事指挥官的职责，就是要在战场上使用那些委托给他控制的兵力，即为了最高军事政策的利益而最有效地使用这些兵力。如果军事指挥官认为，拨归他指挥的兵力不足以完成所受领的任务，那么他有权据理力争；如果政府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可以拒绝承担指挥职责，或者退居闲位；但是，军事指挥官不可以强迫政府一定要把多少兵力拨归他指挥，如果那样，便是超出自己权力的合理限度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既然具有决定军事政策的全权，所以就必须使它的政策适应战争中经常变化着的条件。在战争过程中，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军事政策决不可以僵化而丧失弹性。政府有权干预每个战役中的战略指导，不仅可以撤换丧失信任的指挥官，而且可以修正他们的目标，调整他们的任务，以适应军事政策的需要。当然，政府只应该明确地给军事指挥官提出任务，而对于他们如何指挥军队作战，如何运用自己的工具，却不宜加以干涉。所以，战略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当政府看到敌人具有总的军事优势时，或在某一战区内具有军事优势时，它便可以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



　　对于政府来说，有时需要等待，一直等到同盟国参战，或者从别的战场调来生力军，才可以使局面发生新的变化。有时则不仅需要等待，而且需要限制陆上的军事行动，而改用其他办法，或者给敌人以经济压力，或者采取海上作战行动，来最后解决问题。有时，政府在战前即可估计到它根本无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者为此而耗费力量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这时的军事政策可把夺取敌人的某些领土作为目的。这样等到和平谈判时，它就可以把所占的领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设法永久占有这些领土。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军事政策是有许多例证的。不过，正统的军界人物对此并不怎么赞赏。某些崇拜暴力的军人认为，这是一种表现“弱势”的政策。其实并不尽然，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历史上，这种政策正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始终，它曾多次拯救过英国的盟友，而且也经常是由于采取这种政策而挽救了大英帝国本身。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提出质问：难道这种“保守性”的军事政策，在战争指导的理论方面，没有资格占领一席之地吗？



　　采取有限目的的战略，其一般性的理由都是等待兵力对比发生改化。而这种改变，常常可以采取小规模的“针刺”方法，即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兵力，并不必冒险去进行威力强大的突击。当然，必须使敌人的兵力消耗大大超过自己的消耗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针对敌人的个别集团发起局部进攻，以便完全消灭这股敌人，或者给以重大杀伤；诱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采取某些措施，迫使敌人在过于宽广的正面上分散兵力；设法消耗敌人的精力和体力。



　　以前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军事指挥官在他的作战区域内执行战略时，是否具有绝对的自由？毛奇的上述那个比较清楚的定义，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暗示性的答案。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已经决定追求一个有限的目的，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坚持采用“费边式”的大战略，那么，军事指挥官即使在其战略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只可能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这时力图去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则对于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来说，其结果反而可能是害多利少。一般说来，一个追求有限目的的军事政策，只可能产生一种有限目的的战略；只有获得政府的批准以后，军事指挥官才可以去追求具有决定性的目的，而且只有政府才有权决定何种目的是值得追求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战略”拟定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只是注意这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兵力调动的效果。至于会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即这些兵力的作战部署和直接行动的指挥，则已属于战术的范畴。对于这两个名词，尽管为了便于讲解而划了一条界线，但事实上却很难将它们加以分隔，因为它们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根本上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大战略或高级战略



　　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同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实际上，大战略和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又有一些区别，那就是大战略同基本政策有其不同之处。基本政策，或称为国家政策，决定着军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战略”这一术语，则表示“政策在执行中”。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人民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手段。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来说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一个良好的理由，比如师出有名吧，就是一把利剑，同时也是一块防盾。所以，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可以算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己方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所以，大战略不仅要结合使用战争的各种工具，而且要保障它们的运用，以避免对未来的和平有所损害，也就是要使和平得到保障，得以发展。在大多数战争以后，交战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原因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还有一大部分是神秘的处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



　　纯粹的军事战略



　　在扫清了场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平面上和原定的基础上把“战略”的观念建立起来----这就是比较具体地确定作为“统帅艺术”的战略的概念。



　　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能否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的一切手段相适应，而用来达到每一个中间目的的手段，也必须与那个中间目的的重要性和需要相适应，而且不管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直接抢占某个目标，还是争取其他的成就。手段决不可以太过了，因为“过犹不及”。



　　要把目的和手段正确地协调起来，就要最合理地“节约兵力”，而且要按照它的深刻含义来进行，因为这一军事术语虽然经常为人们使用，但是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却有所不同。然而，由于战争具有自己的特点，具有“不确实性”，加上对战争问题又缺乏科学的研究，因而使这种“不确实性”，更加增添了色彩，所以，即使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很难完全正确地把目的和手段协调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越完善一些，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



　　这种相对性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军事科学知识不管多丰富，军事上的成功仍取决于在实践中运用它的“艺术”。艺术不仅可以使目的和手段更好地协调起来，而且也可以使手段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手段得到有效的使用，目的将会更加扩大。



　　上述情况使得对各种因素的估计大大复杂化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准确地判明人类的智慧究竟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正确估计出人类的意志究竟有多大力量。



　　因素和条件



　　战略与战术比较，其计算要简单一些，而且也比较容易接近真理。在战争中，最难计算的因素，是人们的意志。这在抵抗力方面表现得最清楚，不过那是属于战术范畴的事情。战略并不具体研究如何克服抵抗力的问题，当然，对待天然的障碍物则是例外。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抵抗的可能性；为此，它所利用的则是“运动”和“突然性”这类因素。



　　“运动”是属于物理领域的问题，它所需要考虑的条件是时间、地形和运输能力。所谓运输能力，包括现时可以用来运送和保障部队行动的一切工具和方法。



　　“突然性”是属于心理领域的问题，它需要考虑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是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能影响敌人意志的东西。因此，它面临的问题要比物质领域的问题复杂得多。



　　战略可以偏重于利用运动，而较少依重突然性，也可以反过来，偏重于利用突然性，而较少依重运动。不过，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互为因果。运动可以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也可以起到刺激运动的作用。如果运动的速度较快，超过了一般的速度，或者变换了方向，那么毫无疑问，即使这种运动没有采取隐蔽措施，它也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突然性。同时，突然性又可以促使运动不停地进行，从而迫使敌人无法进行反机动，不能采取其他反措施。



　　至于说到战略和战术的相互关系，那么可以说，在执行的时候两者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因此，很难确定部队的战略行动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战术行动又在何处开始。然而，这两个概念却又是彼此分明的：战术充塞着整个会战(战斗)领域；战略则不同，它并不仅仅停止在这一道界线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实际的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



　　战略的目的



　　这个题目可能引起许多争论。有些人认为，战争的唯一正确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另一些人认为，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战斗；还有些人坚持维护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血液经常都是胜利的代价”。人们也许并不同意上述说法，但是不管他们各自的观点如何，上述说法总还是存在的，并且不会发生动摇，事实上，即使把决定性的会战(战斗)看成是战争的主要目的，而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个会战(战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不过，条件越是有利，则进行战斗的成分也就会相对地越少。



　　所以，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证：由于条件不利，战略实际上得以保证获得上述良好的结果。恺撒进行的伊勒尔达战役，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拿破仑进行的乌尔姆战役，毛奇1870年在色当对麦克马洪军的围攻，艾伦贝1918年在萨玛利亚丘陵地区(在以色列中部)对土耳其军队的围攻，都是这样的例子。而近代最触目惊心和具有悲剧意味的例证，则是1940年德国人进行的那几次战役。当时，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西线的中央，即在色当附近，突然突破了对方的防御，切断并合围了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左翼部队，从而使欧洲大陆上的盟军发生了全面崩溃。



　　以上列举的战例说明，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目的，可以在敌人投降后采取解除其武装的方法来达成。而这样的“消灭”，对于战争目的的达成来说，并不一定是必需的。有时，一个国家只是想维护本身的安全，并不想去侵占别的国家，那么，只要解除了对安全的威胁，也就是说，敌人已经被迫放弃了他的侵略目的，这个国家的目的就可以算是达到了。



　　在波斯人早已放弃入侵叙利亚的企图以后，贝利撒留为了满足所属部队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结果在苏尔城附近吃了一次大败仗。这是无益地耗费力量和进行冒险的一个鲜明例证。与此相反，后来波斯人重新大举进犯，贝利撒留把他们击退，并将其从叙利亚赶走，他的这一最后的行动却成了历史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光辉范例。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他纯粹是利用战略而达到了国家目的的。当时，心理因素发生了巨大的效果，没有施加多少物理上的压力就使敌人放弃了自己的意图。



　　尽管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但是物以稀为贵，它的意义不是迅速减少，而是不断增大。这种胜利的价值，就在于它证明战略和大战略所具有的极大潜在能力。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的战争经验，可是我们对于心理战能力的运用，现在还是刚刚进入探索阶段。



　　克劳塞维茨在深入研究了战争经验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在一切军事行动中，都充满着机智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常常为感情所驱使，因而忘记了理智的作用，不能深刻领会克劳塞维茨这个结论的深刻含义。他们往往不肯用脑，以致经常碰壁。



　　按照一般的规律，国家政府既要负责决定大战略在战争中的目的，也要解决战略的作用问题----是用来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的器械。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成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手段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那么，使用军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由政府授权某一位战略家，让他去作出一种军事决定。这样，他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他的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形势本身当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只要继之以会战，就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



　　战略的行动



　　战略怎样去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呢？在物理领域内，下述几种行动都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一、破坏敌人的部署，从而迫使他们突然地改变正面，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和配置上发生混乱；



　　二、分割(切断)他们的兵力；



　　三、威胁和破坏敌人的补给系统；



　　四、威胁他们的交通线，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沿这些交通线撤退，不能在中间地区或战略后方重新设防进行固守。



　　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可以采取上述四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达成，但比较经常的是综合使用几种方法来实现。实际上，要把这些方法分开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即使一个趋向敌人后方的行动，也都是把上述的方法综合在一起了。不过，几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和军队组织的复杂程度。对于“就地取粮”的军队来说，交通线对他们实在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用抢劫或征派的办法获得给养。即使在军事组织已经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军队的编制越小，他们在补给方面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也越小。军队的规模越大，其组织编制越复杂，则威胁其交通线所能产生的作用也越大。



　　如果军队对于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不很大，那么，战略的运用当然会受到某些限制，因而使战术在战斗中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一些有才能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发挥作用。他们可以早在会战之前采取威胁敌人退路、隔断其补给基地和破坏兵力部署等办法，造成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而后用会战来毕其全功。



　　为了获得应有的效果，进行这种威胁时，必须在时间上尽量提早，在空间上尽量靠近敌人战斗部队，而不是主要去威胁他们的交通线。所以，在古代战争中，究竟什么是战略性机动和战术性机动，人们是很难加以区分的。



　　对敌人稳定性的破坏，从心理方面来说，是由于采用了上述各种方法对敌人指挥官产生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如果敌人突然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利，因而没有能力进行抵抗，那么，上述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就显得特别强烈，敌人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已经落入陷阱，这是从心理上破坏敌人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后方施以物理性压力，常常能产生心理上的效果。一支军队也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把身子转过来，不把自己的武器用到新的方向上，也就不可能挡住来自背后的进攻。实行这个“转身”的时候，也就是往新的方向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必然要暂时遭到削弱。这也和人在转身时失去防护力一样。而且，军队实行这个“转身”所花的时间，必然要比个人长得多，因而其战斗力暂时被削弱的时间也就长得多。所以，任何军队，特别是它的“头脑”(指挥官们)，对于来自后方的威胁总是非常敏感的。



　　与此相反，对敌人实行当面直接的进攻，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不仅不会破坏敌人的抵抗力，反而有可能提高他们的稳定性，也就是提高他们的抵抗力。在正面攻击的压力下，敌人即使向后撤退，那也是逐渐靠近其预备队、补给基地和增援部队，他们可以借此恢复自己的力量。实行这种正面进攻，充其量也不过是弄得敌人非常紧张，但很难使其产生惊恐现象。



　　所以，从翼侧对敌人实行迂回，或者前出到敌人后方，目的不仅在于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且在于获得有利于已方的战役结局。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动就是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如果从心理方面来说，也就是敌人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这好象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战略的理解就更加进了一层。但是要知道，我们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时，又不能简单从事，不能过于明显，因为我知敌亦知，敌人自然也会对此加以注意。如果那样的话，这条路线也就可能不再是抵抗力最小的路线了。



　　我们研究物理性因素时，永远不要忘记精神性因素。一个战略，只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间接路线战略，才能真有希望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仅仅向敌人作间接的行军，并随后前出到敌人后方，还不能算是战略性的间接路线。战略的艺术并不那么简单。有时，就敌人的正面来说，开始进行的运动可能具有间接性的意义，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敌人会猜出你要前出到他的后方，因而将抢先变更兵力部署。这样，尔后继续采取的行动对敌人新的正面就不再具有间接性意义，而转变成了纯粹的直接进攻。



　　既然敌人有这种抢先变更部署以改变正面的可能性，那么，在采取直趋敌后的行动以前，通常都要在次要方向上实施一个或几个一般性的机动，以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他们的兵力。或者说，要想办法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权。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物理性方面和精神性方面都保证取得良好的效果。从物理方面来说，采取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就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或者使他们把兵力用到次要方向上，从而迫使他们无法在决定性方向上进行有效的抵抗，不能顶住我方的进攻。从心理方面来说，要想获得成效，就要设法欺骗敌人的指挥官，麻痹他们的意志，使其感到困惑和恐惧。对于这种战略方法，“石墙”杰克逊有过这样的名言：“首先要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引诱他们走上错误途径，然后再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前两句正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的基本方法，而后一句，即突然袭击行动，则是破坏敌人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必须先使敌方指挥官的注意力分散，然后才能使他们的兵力也随着分散。行动自由的丧失正是思想自由的丧失的后果。



　　心理因素贯穿在物理性的领域之中，并且能够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若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则此种认识就将具有间接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促使我们避免进行错误的估计和表面的分析，即告诉我们不要用数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战略理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看，似乎只要在一个选定的地点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足以决定战役的胜负。实际上，这种强调数量优势的战略思想，也和过去那种按线与角的几何学观点来对待战略一样，是不正确的。



　　一般的军事教科书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趋势，即把战争的主体看作是“集中优势兵力”。这种观点背离真理是很远的，按照这种观点向前发展，其结果往往都是走进了死胡同，对于“节约兵力”这个原理，福煦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他说：“这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巧妙地使用所有资源和全部力量的艺术。也就是说，必须尽可能对全部兵力的使用作出正确安排，要使各部之间保持经常固定的联系，而不要把他们分割开来，不要使各部兵力都固定在一个永久不变的任务上面。一旦获得结果，这个艺术又要在另一点上反映出来，即能很快变更部署，使所有兵力能够迅速集中起来，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去对付新的目标。”



　　我们可以改用一种更准确和更清楚的说法：要使军队的部署达到这样的程度，各个分散的部队能够经常相互支援，并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限内向某一点上集中；为了保障在某一点上集中较多的兵力以求取胜利，分配到其他各处的兵力只要有最必要的数量也就可以了。



　　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一个地点，那实在是一种很不现实的想法，即使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来喊，也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最必要的数量”总合起来，在全部总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肯定还要超过所谓“最大可能集中的数量”。或者更准确些说，用在各处有效地牵制和分散敌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那么把其余的兵力集中到某一点上用来进攻敌人时，他们夺取胜利的机会也就越多。与此相反，对于敌人用重兵严密防守的目标，即使集中大量兵力实行攻击，也不见得会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即使能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预想地点上集中优势兵力，如果不能阻止敌人及时向那里调集增援部队，那么，仍然难以获得胜利。如果敌人在这个地点只是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震撼，那么，依靠兵力的优势也是不能保证必胜的。拿破仑曾经多次遭受惨败，其中有几次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保证条件。自从兵器迟滞敌人的威力增大以后，这种“分开”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战略的基础



　　在战争中，每一个问题和每一条原则，都象硬币一样，有它的两面。对于这个颇为深奥的真理，福煦和克劳塞维茨的其他门徒，都是没有完全弄通的。所以，为了使两个方面相互适应，就必须很好地采取一种折衷办法。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战争是由敌对双方共同进行的，每一方都可能实施攻击，但同时也要采取防御措施。根据这个原理推论，你如果希望进行有效的攻击，那就要首先剥夺敌人的自卫能力，要出其不意地去进攻敌人。只有在敌人分散了兵力以后，才可以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攻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开来。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一种表面上显得很矛盾的现象：真正的兵力集中原来正是首先分散兵力的结果。



　　这种双方相互影响的情况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为了保证夺取某一个目标，必须同时威胁对方的几个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军事学说与十九世纪的福煦及其信徒的军事学说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因为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目标。这也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如果敌人准确地判明了你的突击方向，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最好的机会，可以采取防卫措施，来削弱你的突击力量。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你能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那么你就可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迫使他们也分散自己的兵力。采取这种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方法，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使你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自己的大部分兵力。这样，你就可以达到集中最大兵力的要求，同时又兼顾了分散兵力的必要性。



　　没有作战方案，是与战争的本质相矛盾的。法国人包尔色特在十八世纪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论断，他说得非常透彻：“任何一个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人们需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年轻的拿破仑正是包尔色特的继承者，他后来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拿破仑也说过，“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70年以后，谢尔曼也从经验中接受了教训，重新作出了类似的结论，提出了他那句有名的格言：“要使敌人经常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存在敌人，就要设想几种行动方案。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处于和平时期，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只有“适应”才能“生存”！战争，这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类集中力量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反对周围环境的一种斗争。



　　为使计划得以实现，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敌人所具有的抵抗能力。克服敌人抵抗的最好办法，是使计划能适应条件的变化，能随时加以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须使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保持主动权，因此，使作战方向能够随时威胁几个目标便是最主要的手段。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而使自己至少夺得一个防卫比较薄弱的目标，甚至还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战术领域内，敌人的部署往往是根据地形的性质而决定，所以，选择目标要比在战略领域内困难一些。因为在战略领域内，敌人不得不分出兵力去防卫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当然，即使在战术领域内，如果能利用敌人的任何一个弱点，特别是根据敌人的抵抗程度来选择战线，那么仍有可能取得某种类似战略领域中所能获得的那种利益。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切断交通线



　　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从侧翼进行迂回，或者从正面实施突破。但在制订这种计划时，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还是选择最为有利的打击地点----是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呢？还是指向其深远后方？



　　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还刚刚建立起来，他们的战略使用还在考虑当中，因此，我试图以过去战争中的骑兵袭击战法，特别是自从铁路出现以后的骑兵袭击战法，作为分析研究的根据。我想，尽管骑兵袭击的能力与机械化部队进行深远战略突破的能力相比较可能要小得多，但这种差别并不会减小，而且将提高袭击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经过一些必要的修正以后，就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一般说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时，离敌人的距离越近，其效果也越迅速；从另一角度来说，离敌人的基地越近，其效果也越巨大。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如果在敌人处于运动中，或正在执行任务，则破坏其交通线所产生的效果，总比在敌人停驻时的效果更加巨大而且迅速。



　　在确定快速部队的突击方向时，最主要的根据是战略态势和敌人的补给状况。必须考虑到：他们现在有几条补给线，利用其他补给线的可能性，储备品的数量，这些补给品在前线附近前进仓库中的集中情况。考虑过所有这些因素以后，还应研究达成各个目标的可能性：即考虑距离、天然障碍物和敌人可能进行的抵抗等因素。一般说来，所要经过的距离越长，则途中遇到的天然障碍物也会越多，但来自敌人的抵抗力却可能相对地减少。



　　所以，如果天然障碍物并不特别严重，而且敌人也不十分依赖其补给基地，则只有在敌人深远后方切断其交通线才能有希望获得较大的效果，并取得胜利。



　　另外还有一种见解：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时，对其部队的精神震撼作用比较大；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时，对其指挥官的心理影响比较大。



　　在过去，骑兵的袭击由于不注意随后的破坏工作，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对于使用骑兵袭击敌人交通线的重要性问题，不免估计过低。必须指出，要破坏敌人的补给，不仅要对其前送道路进行破坏，而且要拦截或威胁其辎重队。机械化部队出现后，由于它具有高度的快速力和越野能力，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上述这些结论，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例证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当时，他跑在德军主力的前头，在亚眠和阿布维尔等地越过松姆河防线，进入盟军的深远后方，切断了盟军的交通线，从而使盟军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都陷入瘫痪状态。



　　前进的方法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军队的移动，不论是战略性的(开向战场)，还是战术性的(在战场上)，照例都是以物理性的大量集中前进为原则。拿破仑崛起后，继承了包尔色特的思想，采用了新的“师”的编制，创造了在战略上分开前进的方法，这就是说，军队分成独立的单位向前运动。不过，他在战术方面仍然采用着集中开进的方法。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火器的发展，为了减少火力的杀伤，战术性的前进运动也开始采用分散的方法了。可是，这时的战略性前进运动，反而又回到了集中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铁路的发达和军队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拿破仑的方法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为了使战略的艺术和效力得以复活，首先要使分散性的战略前进方式复活起来。新的斗争工具如飞机坦克的出现，又促进了这种分散性战略前进方式的发展，空中袭击的危险性，麻痹欺骗敌人的必要性，充分利用机械化部队快速力的迫切性，都说明一个道理：向前运动的部队，不仅应该尽量分布在宽广的正面上(以不损害行动统一为原则)，而且应该尽量采取分开前进的方式(以不损害部队的整体为原则)。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将是特别重要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的发展，更为这种分开前进的方式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不间断的指挥提供了保障。



　　为了代替那种以集中兵力进行集中打击的单一思想，我们提出三种方案，可以根据情况任选一种：



　　一、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都指向一个目标。



　　二、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依次指向几个目标。(这时，在每一个行动之前都要采取预备性的措施，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如果我们有同时威胁几个目标的可能性，足以大大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他感到困惑，这样就不必采取预备措施了。)



　　三、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同时指向几个目标。(在新的战争条件下，在几个方向上夺得局部性的胜利，或者甚至只是同时威胁几个目标，其积累起来的效果，与在一个地点取得完全胜利的效果，可能要大得多。)



　　军队行动的效果，取决于新方法的发展程度。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要使部队越过敌人战线而渗透进去，控制敌人的一定地盘，但不是去夺占防御地区；二是在实际上促使敌人的行动瘫痪，而不是在理论上谈击毁敌人的兵力。所以，部队的流动有可能保障取胜，而把兵力集中起来，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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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实质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以战史为根据，从经验中抽出几条基本原理。对于这些原理，我们觉得是非常普遍的，是无可争辩的，似乎完全可以称之为“公理”。



　　这些原理可以作为实际上的行动指南，而并不是抽象的原则。拿破仑在形成自己的一套原则时，他是了解只有实际的原则才会有用这个道理的，可是，在当前的时代，却出现了这样一种解释原则的倾向，本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人们却用了好几千个字去阐述。即令如此，这些“原则”还是过于抽象化，不同的人对它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至于说到它们的价值，也取决于每个人对于战争的了解程度。这种研究越是趋于抽象化，就越会形成一种幻影，除了进行脑力游戏之外，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不仅是一条原则，而且可以说所有的战争原则，都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这就是“集中”。但是，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要把它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叫做“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为了真正使用这条原则，还须进一步作些解释：要想达到“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这个目的，就要使敌人分散他们的兵力，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形势，通过分散用兵而取得局部性的效果。于是便形成两个相继行动的程序：首先自己分散，引起敌人方面分散，然后才是自己集中。所以，下一步的任何行动都是上一步行动的结果，而真正的集中即为有计划分散的后果。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对它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就能防止冒犯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普遍的错误。这个错误指的是给敌人提供行动自由的机会，使他们有时间集中兵力来对抗你的集中。可是，一条基本原则形成以后，只是口头上说说，而不把它付诸实行，则仍然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本书所述的这些公理，即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当然不可能只用一个名词来表述，但是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说清楚。现在一共提了八条原则，其中六条是正面的，两条是反面的。如果不作特殊的说明，那么不论对战术还是对战略，这些原则都是同样适用的。



　　正面的原则



　　一、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



　　在确定目标时，一定要有健康的思想和冷静的头脑。“贪多嚼不烂”，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能区别哪些是能办到的，哪些是不能办到的。要学会面对现实，但决不能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战斗行动开始后，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信心充足，有时简直可以使你达到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信心，好象是电池中的电流一样，最忌随意糟踏和浪费。所以你应该记住，如果把电池中的电力消耗光了，那么你所信赖的人就会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因而你的信心也将毫无用处。



　　二、时刻记住你的目标。



　　当你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制订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时刻记住你的目标。应该指出，达到目的的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要想到，每夺得一个中间目标，也就使你向预期的目的前进了一步。所以，在选择目标时，要估计到夺取这些目标的可能性，要考虑到将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达到基本目的。要记住，偏离了方向是很不好的，但如果钻到牛角尖里去了，那情况将更坏。



　　三、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



　　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想一想，看看他们会把哪个方向看成是危险性最少的，因而不会对那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四、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行动。



　　只要没有重大伤亡，应该一直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力图进抵预期的目标，一旦夺下这种目标，也就使你向自己的最终目的靠近了一步。(在战术方面，当你使用预备队时，可以广泛运用这条原则。在战略方面，当你发展任何一个战术性胜利时，也可以运用这条原则。)



　　五、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线。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执行这条原则，至少可以使你夺得敌人防卫力量较弱的一个目标，甚至可能相继夺取几个目标。



　　如果能够同时威胁敌人的几个目标，那么对于夺取其中的一个目标来说，就有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要是你只奔向一个孤立的目标，而敌人又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那你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这时敌人将会准确地猜出你的突击方向。把“选择一条行动路线”和“选择一个目标”两者混淆起来，是一种很普遍的错误。前者通常都是聪明的办法；后者只是为了实行打击，通常都是较难发展胜利的途径。(这条原则主要用在战略上。但是只要有可能，在战术上同样可以应用。实际上，这是部队渗透战术的基础。)



　　六、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根据情况的可能变化来部署军队。



　　在制订计划时，必须预先考虑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措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只是局部性的成功，都要有预定的应付办法。你的兵力部署必须保障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限内发展已经取得的战果，或者立即变更部署，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反面的原则



　　七、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全力去实行进攻。



　　这就是说，敌人如果居于有利地位，他可以击退你的攻击，或者避开你的攻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敌人还没有绝对削弱，其抵抗力还没有瘫痪，或者还有能力避开你的攻击，那么对他的打击还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任何一个指挥官在他尚未查明敌人确实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之前，不应该贸然决定对固守阵地之敌发动进攻。要使敌人陷入瘫痪状态，从物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的组织涣散，从心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士气瓦解。



　　八、当一次尝试失利以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这时候，单纯地增加一些兵力不能成为恢复进攻的基本条件，因为敌人在此期间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而且，他再度击败你的机会也比较多，因为他有战胜之余威，在精神方面早已占了上风。



　　为了保证获得胜利，作为上述原则的补充，还应该解决以下两个基本任务：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和扩张战果。第一个任务要在实施攻击以前完成；第二个任务则在攻击结束以后完成。同这两个任务比较起来，攻击本身是一个简单得多的行动。如果你在攻击开始以前不能破坏敌人的稳定性，造成有利的条件，那么就一定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攻击。如果你在敌人恢复过来以前不能利用第二个有利机会，那么你的攻击也就难于获得决定性的结果。



　　对于这两项任务的重要性，许多人始终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大多数战争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军队的训练往往偏重于进攻战斗的细节方面。这种过分集中力量于战术动作的倾向，使得人们忽视了心理因素的作用。这样训练出来的部队，行动方法千篇一律，不善于进行奇袭。这样造就出来的指挥官，总是想着自己不要犯什么错误，不要违犯了条令的规定，因而忘记了必须设法使敌人迈出错误的步伐。结果，他们的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要知道，在战争过程中，正是敌人的严重错误才最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有的时候，指挥官避开了明显的方法，却突然地找到了解决任务的钥匙。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运气总是不坏的。“运气”这个东西，是不会同战争分离的，因为战争本身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突然的行动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胜利，但是却为夺得胜利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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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



　　“目标”这一术语，尽管应用得非常广泛，但并不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名词。所谓“目标”，既有物理性的含义，也有地理性的含义，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使用时最好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一下：当问题涉及政治范畴时，我们用“目的”这个名词，当问题涉及到武装力量的使用时，则改用“军事目标”这个名词。



　　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己一个方面的观点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即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对于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国家和仅为自卫而战的爱好和平国家来说，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对于“比较好的和平状态”的看法，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人们把军事目标当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



　　而且还有更坏的情况。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最近200年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了解一下有哪些观点，以及其变化情况。



　　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在所有的军事条令中都写了这一条，在所有的军事学校里都教着这一条。人们把它当作是军事学说的基本规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对此提出怀疑，担心军事目标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去适应国家的目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认真研究各参战国家的官方文件，阅读一些军界领导人物所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这类文件和读物，就可明显看到上述情况的例证。



　　这样绝对化的一条规律，可能使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些著名统帅和军事学家都感到震惊。他们曾经认为，确定军事目标，必须以现有兵力和现行政治为根据，因此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和理智的要求。



　　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死后才发表出来)，对于后来的普鲁士将领，特别是毛奇，有着重大的影响。普军在1866年和1870年所取得的胜利，促使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接受了这一原则，促使它们把普鲁土的军事制度当作了效法的楷模。因此，探讨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实在非常重要。



　　克劳塞维茨的门徒们把他的理论推崇到了极端的高度。这是克劳塞维茨本人在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不过，也应该承认，克劳塞维茨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引起了对于自己理论的误解。他作为康德的再传弟子，曾经学会了一套哲学式的表达方法，但是，他又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战争理论，从表达方式来说，不仅过于抽象化，而且相当枯燥。所以，只习惯于进行具体思维的普通军人，对他的理论总是难于理解。沿着他的论据线索去思考，往往会突然回头后转，走向与这种线索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克劳塞维茨在表达上相当的混乱，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只能抓住他的一些生动的“警语”，看到这些警语的表面意义，而不能深入地去了解他的思想主流。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特别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大声疾呼，反对那个时代中最时髦的几何学派战略。他明确指出，人类的精神要比那些作战线和作战角的观念重要得多。他分析了战争中“危险”和“劳累”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勇敢”和“决断”的价值。这些足以表明，他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



　　然而，有些不幸，克劳塞维茨的某些错误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不好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当时，征兵制的广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征集有着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由征兵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军，一旦受到袭击，比较容易出现混乱和发生突然的崩溃。而过去的老办法，尽管不是那样经常和制度化，但总还是力图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来组建军队。



　　对于战术和战略，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提供多少新奇进步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只不过是把战略战术的思想加以系统化罢了。同十八世纪所产生的“师”制理论和二十世纪使用快速装甲部队的理论比较起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缺乏那种革命性的影响。



　　而且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企图为拿破仑战争找出一个理论体系时，却把注意力放到了战争的某种落后形式上面，结果出现了一种“背向革命”的趋势，反而向民族战争方向倒退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目标的理论



　　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他接着说：“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指出了“军事理想”同“现实中的情况变化”有所不同。他写道：“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从抽象的概念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在实际中这个目的并不是经常能够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在他关于“战斗”的议论中也反映得很清楚。他把战斗看成是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他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只有斗争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他说：“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他进行了广泛的论证。指出“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通过一番大道理的说教，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可是，克劳塞维茨接着来了一个大转弯，宣布说：“战争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



　　此外，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取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自己说出了他的预言，对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遵循他的原则的门徒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灵验的。因为他那些关于会战的学说，流传下来的只是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实际方面的。他曾经辩论说，所以要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只是为了避免会战中的危险，这样又为他的门徒增加了一层误解。因为他斤斤计较于理论观念的说明，偏重于抽象的阐述，结果便使他的门徒在心灵上产生了曲解现实的现象。



　　对于他的这种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当然，读者当中也确实有很多人能够背诵他的下述警语：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



　　“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



　　“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



　　由于克劳塞维茨一再地重复着这些言词，结果便使他那个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他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能够激励人们热血沸腾，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中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的下述一段话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这更证明他对于军事学术的衰落不能推咎责任。他说：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



　　很明显，克劳塞维茨在发表这个意见时，并没有认真推敲一番。他没有想到，他所公开谴责的东西，正是军事学术方面的所有匠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追求的东西，而且正是军事学术的正确目标。



　　后来，许多头脑不清的糊涂人，在一再采取狼奔豕突式的直接进攻行动因而遭受重大伤亡时，往往是用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来进行强辩，甚至于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克劳塞维茨始终强调着“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作用，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观点。这就更加增强了其理论的有害影响。当然，他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透澈地指出了“突然性”的重大价值。他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的追随者们却惑于他那种一惯强调“数量”优势的说法，总是把使用大量军队作为夺取胜利的基本手段。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



　　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按照他的理论，只有无限制地使用力量才是达到成功之路。他在开始阐述自己的学说时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到后来似乎出现了一点矛盾，他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不好的战略。



　　他的这种观念又由于下面一种说法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他认为，如果给战争哲学中引进一种限制与缓和的因素，那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克劳塞维茨的这种说法，正是那种盲目夸大的近代化总体战争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使用兵力的原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计任何成本的，因而只对那些仇恨心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暴民“群众”完全适用。这和明智的治国艺术与合理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而合理的战略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诚然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干净，那么它本身的政治也就会随之而破产。



　　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于他那条“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的原则，反倒是有所限制的。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在给武装力量确定目标和用兵份量时，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尺度)。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情况。克劳塞维茨阐述了一种有关逻辑极限的思想。他曾指出，当手段丧失了它与最终目的之间的任何联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用最大数量的兵力去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内部必然会产生阻力。



　　他的经典性著作《战争论》，是一部经过12年紧张思考的作品。如果假以天年，使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战争的问题，那么他有可能作出更合理和更准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是会有所变化的。遗憾的是。他在1830年因患霍乱病去世了，致使其著述工作未能最后完成。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的。在好几个包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其中，还写着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附注：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



　　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霍乱病，那么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也许不至于出现这些弊病。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征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在演变当中，他差不多快要到达放弃原有“绝对战争”观念的地步，准备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来全面修改他的理论。可惜就在这个时刻，他不幸死去了。



　　结果，“遭到误解”的大门便永远地敞开着，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批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预测的程度。总的说来，由于无限战争理论被普遍采用，竟使文明世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对他的理论缺乏深刻了解，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点，受他理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从逻辑发展的角度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说明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至少是对其继承者们所作的解释应该质疑。在陆地上，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战役和会战，但其中没有一个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可是，那些担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却不能使其目标和已经变化的条件协调起来，也不能采取具有更大能力以达到目标的新手段。他们不去研究自己面临的新问题，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上，继续推行着他的理论，力图借助于会战和战役来夺取完全的胜利，以至于最后把力量完全消耗光了，而彻底的胜利却永远不可能达到。



　　交战的一方虽然最后崩溃了，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海上封锁而缺乏粮食，并不是因为有生力量在战役中遭到的伤亡。当然应该指出，德军在1918年那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中，是流了很多血的，结果引起了精神上的涣散，加上德军统帅部已经对胜利感到无望，因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对方各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获得了如此一种胜利，但是它们在达到这个胜利时，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物理方面，也已经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得相当多，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这些表面看来的胜利者，在战后并无力量巩固自己的阵地。



　　于是显而易见，无论在战术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政治方面，这种理论并不是完全适用的，至少在实际运用上是不完全合理的。在力求达到“理想”目标时所遭到的惨重损失，那些名义上的胜利者，在战争结束以后表现出来的精疲力竭，都足以说明认真审查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全部问题的必要性。



　　除了这些反面因素之外，也还有某些正面的理由，可以引起人们重新研究军事理论的兴趣。其中有一条，就是海军所显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并没有在海上进行决定性的会战，但由于海军进行着经济封锁，竟促成了中欧强国的失败。这样又产生一个问题：英国在这方面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它抛开了自己的传统性战略，而不惜浪费许多的气力，付出高昂的代价，去争取大陆上的决定性胜利。



　　另外还有两条理由。由于空军的日益发展，我们有了这样的可能性：不必预先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主力，而能够对敌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空军可以用间接的手段来打击直接的目标，而且是避开敌人的抵抗，不必在开始时去压倒这种抵抗。



　　同时，由于使用石油的发动机和采用履带的推动器都在发展，使得具有高度快速力的机械化部队的建立有了广阔的前景。部队的机械化又提供了一种机会，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也能击毁敌军的主力。使用机械化部队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和指挥系统，使用坦克突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足以产生精神上的震撼，能够不经严重战斗而使敌人的主力发生崩溃。新型的机械化陆军部队也和空军一样，尽管程度上略差一些，照样可以对敌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部位进行直接的打击。



　　如果说，空军是使用一种特殊形式的间接路线，即飞越前线的间接路线，来对敌人进行有效的直接打击，那么，坦克则可以在地面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即迂回“障碍物”----敌人的军队的方法，来完成这种打击。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象棋游戏来作比喻：空军的机动性很象“炮”，而装甲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则类似“车”。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它们的相对价值，因为空军不仅是一门“炮”，可以打隔子，而且也还具有“车”那种向四方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支机械化的陆上兵力，虽然不能象“炮”那样超越空间，可是却具有“占领”空间的能力。



　　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军事目标以及未来战争中目标的选择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提高了军事行动的能力，对于非军事性的目标，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扩大了应用的范围，而且使行动的效力更加强大。同时，它们也加大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目标的活动距离，从而可以采用瘫痪敌人某些重要机关的办法来夺取对于当面敌军的胜利，而不必再在艰难的会战中去从物理方面给予敌军以重创。采取使敌瘫痪的方式来消除敌人的抵抗力，可以大大节约兵力，因为过去在现实作战中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不仅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花费很高的代价。空军有能力避开对方的阻拦，能对敌国内部的非军事目标进行攻击，除此以外，在使敌人武装抵抗发生瘫痪方面，也具备了新的能力。



　　不论在地面，还是在空中，机动性都在不断增长。各种效果综合起来，就提高了武装力量的实力，提高了战略的地位，而使其具有了比战术更大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战争中，高级指挥官在更快地求得决定性结果方面所采取的办法，将与其前辈有所不同，他们会更多地利用运动，而不是利用会战。



　　当然，赢得决定性会战的意义也并不会消失，由于新的快速工具的出现，取得会战胜利的机会还会增多，但是，会战本身在形式上已经不是传统的面目了。它将象是一个战略行动的自然后果。所以，把这种结束性的作战行动称之为“会战”，是名不符实的，是不准确的。



　　遗憾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军事领袖人物对此缺乏敏感，认识迟钝。他们不知道，由于战争工具和作战条件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因而军事目标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



　　不幸得很，那些领导空军的人物，一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而注意的范围很窄，只想以打击非军事目标为限度，而不考虑这样作的目的有限，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对于这个新军种，他们充满着一种天然的乐观心理，深信空军的打击足以使敌国军民精神沮丧，士气崩溃，或者也象海军那样，能以经济封锁的办法达到绞死敌人的目的，而且其效力似乎还来得更快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战争开始以后，数量不大的新型陆军部队，即战前建立起来的机械化部队，完全证实它们没有辜负对于自己的期望。使用这些部队对敌人深远后方的战略目标实行突击，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



　　德军进攻波兰，仅仅使用了6个坦克师，主要靠着这些部队，在几个星期以内就使波兰的抵抗完全停止了。还没有等到陆军的主力投入战斗，德军的10个坦克师实际上即已决定了所谓“法兰西之战”的结局。接着，所有西欧各国，差不多都是望风披靡，很快都崩溃了。只有仅仅1个月的时间，德国人就完全征服了西欧，而且所花的代价是极其低廉的。按照克劳塞维茨之流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流血”很少的军事行动，而在决定性阶段，其损失更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一场闪电式的胜利，尽管是对军事目标采取作战行动的结果，但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战略性的机动，而不是战术性的行动。



　　此外，在向敌人的大后方突进时，一方面摧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其指挥系统，另一方面也震撼了敌国的民心，破坏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这两方面所产生的效力是难以分开的。



　　所以，简单他说，这至少也是部分地证明，对于非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其效果是明显的。1941年4月，德军征服巴尔干，其行动更加迅速。这又一次表明，战争中新型工具对敌人所起的瘫痪作用，以及这些工具的战略运用，是有效果的。在征服巴尔干的作战中，“会战”这种手段，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当时胜利的取得比较顺利，基本上不曾有过“消灭敌军部队”的意味。



　　德军开始侵俄以后，又尝试着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有不少的德军将领，特别是总参谋长哈尔德，对于希特勒首先打击经济目标而忽视军事目标的作法，表露了不满情绪。但是，对作战命令和他们自己后来的证词加以分析，看不出这种指责有何根据。尽管希特勒有可能倾向于打击经济目标，认为那样效果更大，可是，在1941年战局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同意了德军总参谋部的意见，承认有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必要性。在后来的作战行动中，德军虽然赢得几次巨大的胜利，并且使俄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这样就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集中力量打击经济目标能否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呢？有些德军将领认为，击败苏维埃俄国的机会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他们囿于“传统的方式”，即追求着会战的目标。如果他们当时尽快向前突进，直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类政治和经济中心，也许可能获胜。机械化机动战争新学派的突出代表古德利安，就是坚持这种见解的。可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希特勒却反而倒向正统派方面去了。



　　在一连串的闪电式进攻战役中，德国空军同地面的机械化部队相配合，对于敌军和敌国人民进行了精神上的打击，促使他们出现了瘫痪的局面。空军作战的效果是很惊人的，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他们与坦克部队相比，其重要性不相上下。新型的闪击战所以出现，是有其条件的。在分析这些条件时，可以评价这两个战争工具，但不应使它们相互比高低。



　　在战争的后期，英美两国的空军对于保障盟国陆海军取得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首先应该说，正是由于有了空军的力量，盟军才得以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并在后来实施胜利的进攻。同盟国空军对于德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特别是对其交通线的破坏，曾使德军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以致无法组织对登陆的盟军作有效的抵抗。



　　可是，同盟各国的空军司令部，在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战役方面，却从来没有显示特别的热情。与此相反，他们却宁愿进行独立的空中战役去打击敌国的“非军事目标”，也就是打击敌人的工业中心。他们的目的是想对敌国进行直接的打击，希望同时摧毁敌人的经济和精神，认为这样与联合作战相比较，与进攻敌人的武装力量作比较，收效将会更大，而且能更多地获得决定性的成果。



　　尽管各空军司令部都把这种作战行动叫做“战略轰炸”，实际上这个名词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目标和行动都是属于大战略范畴以内的事情。严格说来，应该把这种轰炸叫作“为实现大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轰炸”，如果嫌这个用语太冗长，也可称为“工业轰炸”。这样叫法，可以把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包括进去。



　　至于这些轰炸的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它们对于胜利作了多大的贡献？虽然进行过多次详细的调查研究，但是仍然很难作出评价。在评判这些轰炸的作用时，往往因人而异，由于某些极端矛盾的原因，有些人表示赞同，有些人完全否定。除了人为的雾幕以外，还有大量无法进行估计的因素，而且在空中轰炸中所存在的这些因素，又比其他任何军事行动多得多，所以，要对这些轰炸进行正确的估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句公道话，那就应该指出，把战略空军对于工业目标进行的轰炸，与一般空军在作战范围以内对于战略目标进行的轰炸认真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前者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不如后者大的。仔细地研究一下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情况，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战略空军轰炸工业中心的结果，总是要比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中的指标差得多。



　　更为明显的是，对于工业中心的轰炸还给战后的形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除了物质方面的大量破坏并且很难于修复以外，还有许多表面上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发生作用的严重后果，而且既有社会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空军的这一类行动，对于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文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构成了极大的危险。而在今天，由于原子弹的出现，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就更加增大了。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战略与大战略的基本差别。战略所研究的是如何保障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大战略则要看得更远一些，它的任务是如何保障战后的和平。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并不是说要把“车”摆在“马”的前面，而只是为了弄清楚要把“车”和“马”摆到什么地位。



　　空军对于以“非军事目标”为目标的空中行动，应该是属于大战略领域内的事情。所以，必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评判这种行动。从目标本身的性质来说，非军事目标是不应该遭到轰炸的。因此，把这些目标当作是军事目标，即使摧毁这些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终归是很不合理的。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对于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修订



　　要想重新修正某一种理论，使它适用于新的条件，首先要作的是研究产生这一理论的根源，而后才能修改它的结论。据我所知，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第一个主张加以重新审查的人，就是我自己。战后时期，我在许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严肃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1925年，我又为此出版了一本专门著作，书名叫做《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



　　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我一开始就对正统主义进行了批评，反对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个传统观念，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指出，这种行动使得交战双方相互消耗自己的力量，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可以对敌军的“阿奚里脚后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通信枢纽部和高级指挥部，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在这种战略性行动中配合陆军作战以外，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对其“巨大的民用工业中心”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该书出版两年以后，即1927年，英国第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建立起来了。于是，英国陆军总参谋部下达了指令，把这本书作为军官们的教学材料。当然，空军参谋部对于这本书的利用就更为充分一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空军战略的教科书，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又正好与空军司令部所期望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空军参谋长便大量采购了这本书，发给各级司令部的下级指挥官们阅读。



　　现在我要宣布，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确有加以修改的必要。该书还是25年以前写的，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我已经发现了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而且，其中有些矫枉过正的提法，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早在1928年，劳伦斯就曾给我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克劳塞维茨观点的整个体系，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但是，这个体系却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拿武器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路的人来说，确是如此的。……您现在想独个地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而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您却很少有帮助。可是，当您成功以后(这大约会在1945年左右)，您的追随者又将越出您所规定的那些界线，并且在新型战略家的影响之下往后退。我们的运动就是这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走着一条曲折的路线。”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远的，对于使用空军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利益，强调得未免过分了。不过，我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曾经强调指出，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最好采取谨慎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在那时坚信，采用决定性的空中袭击，与进行长期战争比较起来，可以使敌国少受一些破坏，少耗一些实力，使他们能在战后较快地恢复起来。



　　根据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认清，对于工业中心进行空中袭击，是不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行这种袭击，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长时间的新型消耗战。这种战争与1914至1918年的战争比较，伤亡数也许可能少一些，但破坏性必将更大。可是，当我指明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意见。他们宁愿坚持原来的旧观念。对于“速战速决”的观念，他们仍然表示着过分乐观的信念。而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放弃旧观念不可时，他们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模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转移到人力消耗方面。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可能导致反面的结果，并不等于要恢复旧有的概念，不是要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即已有了充分的暴露，说明缺点是不少的。与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对于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采取战略性行动，不仅有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这又充分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预测是准确的。甚至在很早的时代，一些伟大的统帅就曾有效地采取过这样的间接路线，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战争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而在现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武器，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虽然进行战术抵抗的力量也有了增长。军队具有了新的，更加高的快速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选择突击方向和造成对敌威胁，这样就有可能“抵消”敌人的战术性抵抗力。



　　由于有了最新的经验和现代化的条件，现在又到了重新审查某些观点的时候了。例如，关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这类术语的概念，需要加以修订。我衷心希望，这项工作应由陆海空三军联合组织力量来进行，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是因为，当前对于军事学说的各种观点，是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



　　经过重新修订的理论，应使其基本原则适应于现代条件的需要。因此，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使理论的概念更加充实些。基本思想就是：以“战略性战役”这一术语来代替“会战”这个术语，因为“会战”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现时代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有可能发生会战，但它已经不是目的本身了。在这里，我要重复早先作出来的一个结论，因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真正目标，不在于寻找敌人进行会战，而在于建立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如果说，这种态势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取胜，那么再继而进行一个会战，就可以很有把握地保证夺得胜利。”














	

 






	















	







	







	









 





	


	







	








	




	


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军事战略，而不是大战略，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军事政策。为了充分阐述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需要单独写一本篇幅宏大的专门巨著，因为大战略虽然是指导军事战略的，但是它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在这里说几句话，谈谈自己研究大战略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因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必须经常记住在战后所要追求的目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



　　如果你把全部力量都集中起来，不顾一切地用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战争的后果，那么你必然会使自己过分地精疲力竭，并在尔后的和平中得不到好处。而且，这样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必然是极不稳定的，甚至马上又蕴育着新战争的胚胎。这是历史经验所一再证实了的情况。



　　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打的，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性还将更大。在这种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愈大，则确定公正而明智的和平的问题，也就愈复杂。到那时，胜利者们的胃口很大，由于没有敌对力量来加以限制，加上观点和利益上的不同，那些过去的同盟者必然要产生矛盾。这种分歧的发展，势将愈来愈尖锐化，因为危险时期所必要的友谊，在危险消除以后可能转化为敌意，上一次战争中的盟友很容易在下一次战争中变成敌人。



　　这样又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广泛的问题。在同盟者之间，特别是当他们的力量并不平衡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摩擦。在漫长的历史中，正是这种摩擦导致了无数次武力兼并的尝试，比较强的国家总想吃掉比较弱的国家。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兼并实际上导致一个国家争夺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力。把小的集团合并到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去，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然而，在使用武力加速这一过程时，最常见的结果则是那种建立广泛政治同盟的计划遭到破产。



　　此外，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只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最可靠地保障获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这对于理想家们来说，可能是要感到惋借的事情。实际上，要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那这种统一通常都会导致观念的规格化，从而有害于新思想的发展。如果这种统一是采取耍手腕或强力的办法实行的，那么，我要不客气他说，这种成员之间意见并不统一的“联合”，其崩溃将是必不可免的。



　　生活是在矛盾当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都看到，如果不是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能够激起进步的和平来说，最好的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看来都是一样的。



　　从国内政治方面来说，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上似乎比其他各国政府制度的缺点要多，可是在实际上，它凭着悠久的历史即已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只要“力量平衡”仍然存在，则一个较好的局面就能够得到维持。不过，对欧洲来说，“力量平衡”的局面总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因而常常导致战争。于是，产生了一种迫切的要求，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巩固和平的正确方法：或者实行合并，或者实现联盟。联盟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当中可能出现生气勃勃的情景。几个国家的合并，则容易产生权力的垄断局面，使政权落到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手里。历史表明，任何的权力垄断，诚如艾登勋爵那句名言所指出的：“任何的权力都是可以贿买的，绝对的权力更可以绝对地被卖掉。”由于具有这种危险性，联盟的本身也就很难保证不出意外。因此，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要保持相互制约和力量平衡的关系，以便维护有限的统一。



　　以整个历史为背景来对大战略加以研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实际来看，一般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总的政治性质。应该看到，侵略性国家和非侵略性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会一样。



　　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差别，那么很容易发现，上面第十九章所概略地阐述的纯粹战略理论，比较地适合于一个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对于只求保全自己的国界，而且主要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他们要想推行这种战略理论，就必须加以相应的修改。侵略性国家的特点是不满足于现有的境况，它们总想以胜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求战。非侵略性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只要设法遏制侵略者，迫使其放弃征服意图，让对方相信“使枪弄剑是没有好处的”，这样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打破侵略性国家的求胜计划。由于贪欲过度，侵略性国家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把自己的力量用个干净，以致终于抵挡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由于过度的扩大和紧张，以致无法克服内部的危机。在战争中，因为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失败的国家，其数量要比遭受外来攻击而失败的国家多得多。



　　通过上述因素的分析和衡量，马上就能明白，对于非侵略性国家来说，它所需要的战略，只是一种适应自己有限目的的战略。它可以采取最经济的办法，保障自己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从第一眼看来，防御是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长期进行阵地防御的思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专门依靠这种方法则是十分危险的。节约兵力和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结合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这种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的攻防行动，可以保障迅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东罗马帝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时，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制订出来的，是它的军事政策的基础。东罗马的寿命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恐怕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英国也是一个例证。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它在各次战争中都是采取一种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且是本能多于理智的。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实力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它的敌国却因为迫切希望夺得胜利，结果在战争中自己消耗了国力，因而一个一个地遭到了失败。仅凭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



　　经过长期的破坏性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交战各国因为相互消耗国力，最后都弄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想要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的野心和欲望，不能不有所克制。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便产生了一种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力图避免过多的损失，以免对战后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交战双方都感到胜利渺茫，也就易于接受和平谈判。双方政治家们的野心和欲望，常常驱使他们背离目标而走得很远，等到和约缔结以后，他们不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没有比战前增强，反而遭到了削弱。不过，这些政治家总是知道悬崖勒马的，他们不会把国家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较强的一方来说，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结果。



　　这种对于战争规模有限的认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后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革命使一些新人物掌握着政权，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是生手。法国的督政府和执政府，以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在连续20年的时间内，为了追逐一个持久的和平，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进行着战争。他们这种疯狂的追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法国的实力完全消耗光了，以致最后终不免于全面崩溃。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重新证明了原来教训的正确性。但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这个教训仍然笼罩着一层烟雾，以致模糊不清。这个教训后来又被人们忘记了，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又重复犯了错误。然而，即使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一些。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战斗虽然是一种物理性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你的战略愈高明，则取胜的机会愈多，所花的代价也就愈小。



　　二、相反，你毫无成效地浪费力量愈多，则战局可能逆转，使你所面临的危险也愈大。即使你终于取得胜利，但因力量消耗过大，在战后便将无力维护你的利益。



　　三、你所使用的方法愈是野蛮残酷，则敌人的复仇心也愈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坚决，因而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力也愈大。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作法，还是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免更加促进敌国军民的团结，以免激发他们拥护其领袖的热忱。



　　四、你愈是顽强地使用征服手段来获得一个你所希望的和平条件，那你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多。



　　五、你在达到了军事目的以后，对战败国提出的要求愈多，则事后所引起的麻烦也就愈多，对方将会力图使用武力来改变你所奠定的局势。



　　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由此可见，如果战争已经违反理智而发动起来了，那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必须使理智重新恢复过来，即用理智来加以控制。



　　要想在战场上夺得胜利，战斗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这匹烈马，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很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比起那些盲目冲动之辈来，还是占有上风。对于那些盲目冲动之辈，必须经常加以控制。一个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样，他就不能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担负身系国家安危的重任。



　　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想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办法可能是两条：或者速战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必须与手段相适应。如果夺取这种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决不会放过缔结和约的有利时机。和平，双方都因再无其他出路而缔造的和平，或者双方承认彼此还有实力的和平，比起那种已经两败俱伤之后而达到的和平来，实在要好得多。这也常常就是战后持久和平的基础。



　　为了维护和平而去冒战争的危险，这是具有理智的；为了求得胜利而不惜在战争中经受消耗的威胁，那是违背理智的。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相抵触，但却是早已被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当你看到确有良好的机会取得良好的结果时，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只有看到和平的前景将来可以补偿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时，战争才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深入研究，那就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参战的各个国家，如果能利用斗争中的喘息时机，采取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争执的问题，而不一定要把战争继续到夺得“胜利”，那么它们反而有可能更接近自己预期的目的。



　　历史证明，在许多的情况下，只有交战双方的政治家都对人们的心理有深刻的理解，并不断就和约的问题加以试探，才有可能缔结一个有利的和平条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好象是在国内进行党争和在家里吵架一样，每一方都害怕表现软弱而不肯让步。即使有一方终于愿意和解，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还是非常强硬的，因而仍使对方难以接受。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骄傲和固执的影响，人们有着一种虚假的感情；一部分则是误解，把这种本来是很平常的行动，当作是有意示弱的表现。实际上，另一方的让步可能正是它已经回复到具有合理思想的证明。这样一来，千载一时的谈和机会往往是溜走过去了，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最后还是弄得两败俱伤。如果敌对双方都还要在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下去，那么长久地坚持争斗，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当然要比国内党派斗争严重得多，因为工业发展以后，各国的命运都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彼此休戚相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家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他们在追求“胜利的美景”时，万万不可忽视了战后巩固和平的前途问题。



　　当双方势均力敌，哪一方都不可能指望获胜的时候，一个政治家就应该学聪明一些，要有能力在战略上利用心理方面的因素。在战略上有一条简单粗浅的原则，这就是：当敌人占据着坚固的阵地，而要攻克这些阵地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时，你应该给他们留出一条撤退的道路，因为这是削弱敌人抵抗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条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政治和军事，特别应用于战争。为了夺得胜利，你有必要给敌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能够自动地走下去。



　　这里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上述的结论，是针对所谓文明国家的战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它对于现时代所复活的纯粹掠夺性战争或宗教与掠夺混合一起的战争，是否也适用呢？前者的例子，有野蛮民族对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例子，则如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那些战争。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任何一个通过谈判订立的和约都是极不可靠的。历史经验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各个国家相互信任到什么程度，它们对于各自利益的相互促进也就达到什么程度。然而，有的国家可能并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但倒重视物质上的力量，因而只要对方显示出极为强大的力量，就足以遏制它，使它不敢轻率挑战。这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样的。流氓或痞棍对于力量和他们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是不会轻易去挑衅的，而当他们遇着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则更加不敢妄动，他们这时的反抗态度，反倒不如一贯秉性善良的人那样坚决。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对于侵略成性的对手，如果想以收买的办法去对付，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语言说，想以“安抚”的办法去应付，那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这样只可能刺激他的贪婪胃口，你收买的价钱愈高，他的身价也就愈抬愈高。但是，侵略者毕竟欺软怕硬。由于迷信实力的作用，侵略性国家对于实力比自己雄厚的对手，总是有所畏惧的。这样就对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那些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者却是例外。宗教狂热不能与侵略成性混为一谈。



　　对于这种野蛮的敌人，固然很不容易同他们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但是要引诱他们接受一种休战的状态，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样做，总比要想消灭他们少花巨大的力量，因为你要消灭他们，他们也会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表现出顽强斗争的勇气。



　　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说明许多文明国家的失败，由于敌人入侵而造成者少，由于内部分裂和战争消耗实力而造成者多。长期拖延不决的状态，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有可能使他们走上自杀的途径。但是，与其为了“追逐胜利”而使力量消耗殆尽，倒不如拖延下去，因为比较起来后者还要好一些。此外，暂时休战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当然，这样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又会使国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爱好和平的国家，也有可能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与侵略性的国家不同，一旦奋起进行战争，往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更具有追求极端的趋势。侵略性国家进行战争，本是抱着一种征服别人的目的，一旦发现对方过于强大而难以战胜，它们常常会停止下来。只有那些被感情推动而不是为理智所驱使的战士，才会固执地坚持打到底。所以，这种人即使不遭到直接的失败，也常常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蛮族人的士气只有在停战以后才能予以削弱，因为战争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士气，好象火上浇油一样。














	

 






	















	







	







	









 





	


	







	








	




	


附录一：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这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于1942年从中东写给利德尔-哈特的一封长信。在1946年版的《间接路线战略》中，这封信曾作为该书的“前言”发表。



　　亲爱的巴泽尔：



　　我早已向你说过，在1940年和1942年，即在埃及的战事过程中，当我们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你的思想曾有两次给我们带来了益处。1940年，在埃及的西迪巴腊尼地区；击毁敌人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和打退其第一次入侵的进攻计划，就是使用你的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个最好例证。1942年7月，在阿拉曼地区粉碎隆美尔进攻的计划，虽然是采取防御战略和战术行动而达到的目的，但也是以你的间接路线思想作为基础。很久以前，我就想把发生的故事详细告诉你。在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忽视你的间接路线原则时，就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0年9月，我在印度卸掉了军事训练总监的职务，被调往中东，在新组建的中东参谋大学担任校长。10月初，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在西迪巴腊尼附近被阻住的时候，我也到了西沙漠的前线，同阿康诺尔的部队在一起生活了2个星期。尽管格拉齐安尼在陆上和空中都拥有优势，但阿康诺尔还是研究了转入反攻的可能性。我们讨论了格拉齐安尼在兵力部署上的弱点，以及从大斜坡地区的南面作广泛机动的可能性。进行这个机动的目的，是想在艾萨鲁玛(位于西迪巴腊尼以西75公里)和哈尔法附近的敌军后方构成一个你所说的“战略性屏障”，或者是在西迪巴腊尼地区实行一个反突击。最后由于运输工具的困难，终于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东地区的空军本来就比较弱小，但其中的一部分又被抽调到希腊去了。这样就使进攻的开始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直到1940年11月21日，魏维尔才又再次派我到西沙漠的英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印军第4师正拟对一个设防的沙漠营地进行一次试验性的进攻。因为在西迪巴腊尼以南的防线上，意大利军正好有这样一个设防营地。于是，阿康诺尔希望我个人发表一点公平合理的意见。这个试验性的攻击，可以说是一场排演练习。它采取的是纯粹的正面进攻方式，一定要沿着敌人完全能够预料的方向前进，并且要直接穿过雷区，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扫雷工具。在时间方面，还必须使我们的炮兵在日出之后有4个小时的试射准备时间。这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个间隙时间内，我们的攻击部队将被迫在敌人优势空军的袭击之下进行卧伏。总而言之，这种方法虽然与官方的指示不相违背但却与当时的战术情况完全不相适应。所以，这样的进攻毫无疑问是不会不失败的。那天夜里，阿康诺尔、格罗威和我三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制定了一种非常不合正统，但却具有明显的间接路线性质的作战方法。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写成为一篇报告，题目就叫做《对于沙漠营地的攻击方法》。这个文件后来成了进行沙漠作战的指南，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文件的基本精神，无论是作战方向和方法的选择；或者，是时间的计算，以及精神因素的估量，都完全是应用你的“间接路线”原理。



　　1940年12月8日，我们开始进军，逐步接近敌人。就在这个夜间，我们把部队集结在尼拜瓦以南地区，即在敌人前线营地的南端，靠近了这个营地与索法费营地之间的一条通路。这两个营地正好掩护着从南方折转回来的意军翼侧。12月9日拂晓时，集团军的1个坦克营(由第7皇家坦克团中抽调出来的)，以及印军第4师的一部分摩托化部队，开始从后方发起了攻击，并很快占领了尼拜瓦营地。尔后，他们开始向图马尔前进，也从后方夺取了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改变了长时间地进行炮兵试射的作法，后来的炮火支援，完全是在没有进行试射的情况下完成的。72门火炮用猛烈的火力轰击着意大利军的营地，配合从正面进攻的坦克实行冲击。我们对于炮兵感到非常满意，把炮兵火力称之为：“打击士气的火力”，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此时，第7装甲师已经迅速地穿过了通路，一直向西突进，前出到了敌人前进地域的后方，从而隔断了他们与增援部队的联系，遮断了他们往塞卢姆撤退的道路。这样在战术上结合使用间接路线的行动，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于是，敌人的抵抗开始崩溃。我们在大斜坡地区的东面，把意大利军的大部分都包围起来了。尽管敌人在数量上拥有优势，而且还掌握着制空权，但我们所受的损失却是很少的。因此，魏维尔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点原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让步，那就谁也很难赢得一场会战。”



　　在这次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由于运输工具的奇缺，阿康诺尔不得不在前哨的机动地区之内，即在格拉齐安尼的鼻子底下，屯积饮水和弹药，以供2个昼夜的需用。如果在这个时限以内不能成功地结束战斗行动，那么由于饮水的缺乏，就只好实行撤退，同时还要利用输送补给用品的车辆来运送步兵。我想，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甚至于除了俄国人以外的欧洲大陆的指挥官，谁也不会象阿康诺尔那样，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而且，阿康诺尔还在贝达富姆做了第2次这样的进攻。阿康诺尔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善于计算，长于运用间接路线原则，因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手。



　　1941年1月，当我军前进到昔兰尼加的东部地区以后，我编写了一份夺占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的作战情况报告。阿康诺尔把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告诉了我。于是，我参加制定了实施迂回机动的计划，并且获得了随同第7装甲师对贝达富姆实行迂回的机会。由于采取了这个机动，我们把班加西以南敌军残部的退路给切断了，使他们不能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实行撤退。



　　毫无疑问，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阿康诺尔的作战行动，无论从战略上来说，还是从战术上来说，正是运用你的间接路线理论的杰出例证。西迪巴腊尼附近的作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一系列的光辉行动，直到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贝达富姆结束战斗----这一切都是间接路线取胜的直接证据。请你记住，我的心灵在很早以前即已充满了你从历史经验中所蒸馏出来的精华，而在这个精华里面又充满了你自己的军事哲学。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所有这些作战都把你的理论完全现实地表现出来了。阿康诺尔确是第一流的指挥官，严格说来，可以算是这次大战中英军野战部队的唯一领导者，他能够“在开阔平坦的原野上打死狐狸”。



　　1941年年底，我才收到了你再版的权威经典著作《间接路线战略》，那是你在夏天里寄赠给我的。在以后的5个月当中，我曾经一读再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这本书又唤起了我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用北非战役的事实来作为你的理论的印证，结果使它的意义更为明显了。



　　1941年春天，隆美尔粉墨登场，突然出现在北非战场上。于是，间接路线变成了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这支兵力不大而装备也差的部队，仓皇地退向了托卜鲁克，算是勉勉强强地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令人遗憾，就在这个时候，阿康诺尔和我们分开了。当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以4个半旅的兵力在托卜鲁克以南45公里处进行防御，以便从隆美尔手中夺回使用间接路线的武器。不过，这么一点兵力对于组织防御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这却是我们在北非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这一个勇敢的行动阻止住了隆美尔的进逼。在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感到了兵力的不足，只能够一方面在托卜鲁克围攻着我们，一方面在塞卢姆扼守着自己的阵地，阻止我们从陆上去救援托卜鲁克。这个坚守托卜鲁克的决定，是由于丘吉尔和魏维尔的坚持才作出的。1941年4月10日，我飞往托卜鲁克，给莫希德传达了坚守该城的命令。



　　1941年6月，我们向埃及边境发动了进攻。尽管当时的形势很适于广泛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行动却偏偏是正面进攻，结果当然毫无成效。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进攻，即直接而明显的进攻，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后来从伊拉克的北部进行了迂回，打击了敌人东面侧翼这个要害点，几乎就要失败。那个迂回的进攻行动，证明了攻击敌人后方的正确性。所有这些作战，又证明了你的理论正确。



　　1941年6月，中东地区换了指挥官，奥钦列克由印度调来，奉命改组和整顿这支已经在非洲西沙漠中丧失了元气的部队，准备再次向昔兰巴加地区的轴心国军发动进攻；从这时起，原来在西沙漠的部队，就改编成了第8集团军。托卜鲁克仍然被敌军围困着，隆美尔正在逐步集中兵力，准备对城防的薄弱地段实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1月，赶在隆美尔尚未作好攻击托卜鲁克的准备之前，我们先发制人地向他发动了进攻。这次作战的代号称为“十字军”。战略企图是非常理智的。它使集团军司令孔尼汉处在一个有利的战略形势下：首先，他拥有一条有利的作战线，这条线从马达里拉附近隐藏在沙漠中的补给基地发端，一直伸到北方；其次，他可以从两个目标中任意选择一个，或者攻击围攻托卜鲁克的敌军后方，或者攻击其防守边界的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隆美尔的处境却是非常恶劣，其兵力配置的态势；对他极为不利：不仅背靠着大海，而且被迫两面招架，既要围攻托卜鲁克，又要防守哈尔法亚地域的阵地，因而其纵深非常短浅。我们的进军是从马达里拉开始的，迫使德国人在一个与其交通线成直角的形势下对我作战。尽管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但还是未能把隆美尔的部队击毁。这是因为我们的作战计划在战术方面不够完善。当时设想，要以我们的装甲部队把隆美尔的坦克兵力引出来，用战斗拖住他们，尔后再去进攻托卜鲁克附近的敌军，或进攻防守边界地区的敌军。这个行动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对隆美尔产生战略突袭作用；可是，他却仗着自己的技术兵器比较优越，较好地组织了坦克部队和其他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从而一开始就使我们在战术方面遭到了失败。结果便形成了一场苦战，直到最后，英军才算是击败了德军的反击。总的战斗行动，分散成了各个部队的单独活动。对于经由比尔哥比和阿德姆(托卜鲁克以南)的间接路线行动，李特奇曾经迟迟未予采取，因而使隆美尔获得了一个机会，仅仅牺牲他部署在埃及边界和巴尔迪亚的部队，而把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撤退到了阿盖拉地区。



　　此后，我们又完全忘记了间接路线的原理。隆美尔不久便从阿盖拉出击，进攻我军分布在辽阔地面上的各个部队，结果又使我们仓皇地溃败了。有一次，他居然突进到姆苏斯，同时威胁到班加西和梅基利(托卜鲁克以西160公里)，竟使李特奇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从这里再往后退，李特奇几乎是一溃千里，回到了托卜鲁克，最后总算是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在托卜鲁克西南75公里)这条线上站住了脚跟。1942年，从2月到5月，第8集团军一直扼守着这一条防线，在那里休整以恢复元气。在此同时，隆美尔则稳占着杰布尔阿克达尔之线，准备作进一步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我到达第8集团军的前线进行视察。于是，开始考虑现代集团军的作战部署问题。我想到，他们的部署几乎和格拉齐安尼部队在西迪巴腊尼的部署一样，其缺点差不多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李特奇重复着别人以前犯过的错误。其兵力的配置，不仅纵深短浅，缺乏灵活性，而且各个兵力不大的支队彼此相距很远，不能及时进行战术上的支援。所以，其失败是无可幸免的。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在沙漠中作战的一个最复杂的大问题，即正面与纵深的关系问题。究竟正面的宽度与前进部队和预备队配置深度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沙漠中，机械化部队有进行机动的巨大自由，但由于补给方面的困难，野战部队的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所以，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很容易遭到来自侧翼的迂回包围。为了预防这种危险，部队在沙漠中作战时，总是力图扩大其正面，这样就有害于防御的纵深和预备队的使用。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正确解决过。当一支军队的机动部队很少而且没有足够的坦克兵力时，或者当指挥官们考虑不到沙漠作战的特点时，上述的趋势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1942年秋天，隆美尔本人即曾犯过这种错误。在7月份的作战中，他过分地延伸了作战正面，使自己的南面侧翼达到了卡塔拉洼地；因此，当蒙哥马利发动进攻时，他的防御就没有多大的纵深。



　　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所遭到的失败说明，他们没有遵循战略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当敌人前进到了你的后方或者正好改变了战役态势的时候，为了能把部队调到新的方向去作战而不致受到削弱，必须避免使部队发生混乱和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在配置兵力的时候，应当深思熟虑，要防止敌人向后方前进的行动在战略范围内构成间接路线。这也就是说，实施防御的军队必须在自己的两翼和后方都构成坚固的防御，其强度应同正面的防御不相上下。进行防御，不仅要能阻住敌人的进攻，而且要能创造条件实施反击，只有这样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



　　担任防御的部队究竟如何配置自己的兵力呢？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作线式的配置，同时控制着快速的预备队；二是作环形的配置，这也是一种线式配置，只不过其后方封闭在圆圈内，可以称之为“刺猬”形配置；三是作棋盘格子式的配置，也就是组织许多的抵抗枢纽。这些抵抗枢纽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度，以便于使用预备队和彼此能用火炮及时进行支援。所以，抵抗枢纽的配置要保证至少有75%的机动兵器能够及时向遭受袭击的任何一点实施集中，而且其速度应该抢在敌人之前，务使敌人不能摧毁抵抗据点。这就是说，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在一个师的防御地带内进行硬性防御的思想，可是，我们的野战条令却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的观念。根据条令精神，我们的指挥官们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在一个地带内必须把几个师配置在一条线上，那么它们的注意力只须放在自己的防御正面上就够了，即使须对左右友邻进行某种支援，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第一梯队中遭敌攻击的师的增援，对于防御地带的后方的掩护，通常都是由预备队来担任的。以小型兵力在开阔的地形上进行防御，其困难是很大的。这时，防御者必然要过分延伸自己的正面，因而不可能构成足够的纵深防御，也无法留出较多的预备队。就人员数量、正面宽度和机动性来说，如果不是退回到滑铁卢时代的标准，那就必然会感到纵深和预备队的缺乏。



　　把罗马“军团”的配置方式加以现代化，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这样，一个集团军在进行防御时，可以把部队分开配置在许多的点上，各个地点的横直距离，大体上可以各达9公里。在每一个地点，都应留置相当数量的炮兵和步兵；其余的炮兵、步兵和装甲兵，则作为预备队，可以在防御地带内自由调动，或者集中起来用去支援遭受威胁的地点，或者用来打击企图对我进行迂回的敌军翼侧和后方。一个集团军如果拥有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军的兵力，那它即可能防守一个横宽40公里，纵深30公里的矩形地带。这样的战役布势，可以保障各个单位之间的互相支援，而装甲军的装甲坦克部队，则可用来充当预备队。飞机场应该配置在阵地的后方，由地面部队加以掩护。在这个矩形地带的两个外侧，应该配置一些轻型的快速部队，并使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补给维修地域。至于重型装甲部队，则应配置在比较靠后一些的位置上，但仍要在防御据点的炮火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这样进行部署，从总的要求来说，就是要使整个防御体系具有灵活性。在开阔的地形上，每一个“军团”的各个抵抗“枢纽”都应该占据高地，以便于观察四周的情况和控制周围的地形。如果地形起伏而又道路纵横，那么抵抗枢纽应选在道路的交叉点处。总之，整个防御应该是机动灵活的，而且又是坚固的。



　　第8集团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部署，当时要是符合上述要求，那隆美尔一定要遭到失败。可是，正如前面所说，第8集团军实际上是一线式展开的，分布很宽，敌人只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实施突击，它便很可能被击溃。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正是这样实施进攻的。他的计划是：把意大利“非洲”集团军的大部分坦克部队用在正面，控制着李特奇的正面，而以数量较少的德国非洲军，和一些比较优秀的意军，绕过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守备区，插到阿德姆与莱特斯里德(武士桥)之间，直接打击着李特奇最薄弱的防御地段。尽管最初的一次攻击未能完全成功，但隆美尔还是把李特奇打败了，使英军发生了瘫痪现象，因而为其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接着，他首先消灭了第50师中陷于孤立的1个旅，进一步夺占了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一些阵地，从而保障了自己后方的安全。尔后，他连续击退了英军的几次正面反冲击，使英国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继而使向阿德姆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次进攻又使李特奇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它同时威胁着2个目标，既威胁着格查拉防卫部队的后方，又威胁着托卜鲁克的正东面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铁路卸货的终点站，而且有许多野战仓库。这个威胁对英军集团军司令产生了颇大的震撼，使他把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都撤向了埃及边界。这样，留在托卜鲁克的兵力也就有限了，而且缺乏攻击机的掩护，以致终于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在这次作战中，隆美尔在运用间接路线原则方面，显出了高超的技巧。当时，德军的兵力并不多，总共只有2个坦克旅和4个机械化步兵旅。隆美尔就是靠着这少量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李特奇的整整一个第8集团军给彻底打败了。他把大量的意大利部队用在正面，不过也很难把他们用到其他地方去。



　　1942年6月25日，奥钦列克只好直接取代李特奇，亲自出马去指挥西沙漠的作战。我伴随奥钦列克来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隆美尔曾想切断第8集团军撤向埃及的退路，但是该集团军的残部摆脱了敌人，撤退到了马特鲁这个交通枢纽点上。奥钦列克的到达，给斗争带来了新气象。他把剩下来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展开在马特鲁与普尔西亚之间。作为总司令，他有权作出比较广泛的战略性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危急局面。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应在哪里迎击敌人？或者是在马特鲁附近，或者继续向东撤退。马特鲁地区的防御阵地，向来有着坚强无敌的美名，所以初看起来正是很合理想的战场。可是，如果真要守住马特鲁，则必须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部队，以阻止敌人从沙漠中绕道通过。假使没有这样一支兵力，则马特鲁和巴古希的防御阵地，最后都会变成缺水的集中营，敌人完全可以从旁边一扫而过，直接向尼罗河三角洲进犯。



　　在前期的作战当申，我军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都损失掉了。因此，总司令只好决定在马鲁特以南地区采取迟滞行动，减慢敌人的前进速度，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阿拉曼附近组织起坚固的防御，预计在那里进行“保卫埃及之战”。不过，除了这个原则性的决定以外，他还作出了另外两个决定，力图以此转变整个战局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行动自然地具有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在集团军范围内集中控制所有的炮兵，而在此以前，所有的炮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地分散配属给了各野战步兵旅。第二个决定是，放弃过去在阿拉曼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预设阵地，因为那些工事分布得太宽广，已经不再适合于他所要进行的战斗的方式。这后一个决定，在当时使敌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于是，德军也尽量沿着正面分布自己的兵力，致使他们非机械化步兵的防地变成了很薄弱的环节。



　　我想，历史已经提供了证明。在1942年6-7月间，奥钦列克对于第8集团军的指挥活动，不仅拯救了盟军，使他们不再遭受进一步的惨败，而且更使今后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也获得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他的战略不能不采取守势，但是他的战术行动却处处都是进攻性的。他把残存兵力撤到阿拉曼以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阻止隆美尔沿着海岸向亚历山大港的急速进军。在7月1日至3日，轴心国军队向阿拉曼以南的阵地实施攻击，但他们所遭遇的都是猛烈的炮火和空中的轰炸。我们的防线从阿拉曼一直延伸到外萨特山地，具有很大的弹性。这条防线的本身构造也是颇不平凡的，在那里步兵和炮兵居然混合在一起，比肩作战。实际上，这条弹性防线的基础是25磅的火炮，它们由紧密相邻的步兵进行掩护，并以我们尚存的一些坦克担负支援任务。面对着我们这样一道防线，德军的非洲军居然也为之失色。他们无法攻克这道防线，到了7月3日，终于停止了进攻。



　　这时，奥钦列克毫不犹豫地决定转入反攻。他以高特指挥的左翼兵力，其中包括了新西兰师的机动部队和第7摩托化旅，向隆美尔的右翼部队实施攻击。当时，这支敌军正好处在海岸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路途中。这个反攻使意大利的“阿里提”师遭受了惨重损失。为了挽救危局，隆美尔决定把他的大多数德国部队都调到右翼方面来，并且一直向卡塔拉洼地伸展，而让他的左翼完全由意军部队去防守。7月10日，莫希德指挥的澳军第9师发起进攻，隆美尔靠着克里特岛空运来的部队的支援，才勉强地逃过了溃败的命运。接着，他又把那些疲惫不堪的德国部队从右翼撤到了北面。此后，奥钦列克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一次使用的是新西兰师，攻击的是隆美尔防线上中央部位的意大利部队。



　　奥钦列克实施了这样三次计划良好的攻击以后，意大利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完全瓦解，这就迫使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德国非洲军分散展开，散布到从海岸至卡塔拉洼地之间长约60公里的防线上，以便加强意大利军的抵抗力。这样一来，隆美尔坦克集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非洲军”，也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能。



　　到了1942年的7月中旬，轴心国军想要突入埃及内地的企图，也就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由于战斗和疾病的缘故，敌人的死伤增多，损失一天比一天加大。他们在这个开阔的沙漠中，据守着一条长达60公里的防线，不断地遭到我方强大空军的无情轰炸，以及300多门野战炮的集中轰击。隆美尔进攻尼罗河三角洲的计划彻底破灭了。自从他到达阿拉曼防线以后，其部队的被俘人员总数，已达9千人之多。但是，隆美尔这时还有相当雄厚的恢复能力。因此，有必要大大增强埃及的防御能力，提高第8集团军的现有地位。一旦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就可以将他彻底打败。如果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实行撤退，以摆脱这条完全暴露而且过于伸长的防线，那就可以对他实行追击。不过，就隆美尔的个性来说，要使他走上这一步，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



　　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海岸与外萨特山山脊之间的开阔地区，大力加强第8集团军的地位。他们阵地的南翼，是完全暴露着的。而且在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两次看到，配置在这个沙漠中的部队，是很容易被较小兵力所击毁的。



　　奥钦列克面临的问题，是要使第8集团军的翼侧不再受隆美尔的威胁。他所采取的办法，也就是我前面说明了的那种理论。放弃了1941年构筑的那些已不合用的阵地以后，他立即在第8集团军的后方，在离防御前沿不太深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延伸到了外萨特山山脊南面一点，距离约32公里，是由支撑点(抵抗枢纽)构成的。这些支撑点布成了一个棋盘阵，每个据点横直相距都是9公里，各由1个25磅炮的炮兵连和2个步兵营协同防守。1个师有3个步兵旅，每个旅负责一个防区，其中有3个这样的支撑点。没有一个据点是孤立的，所有这些据点都可以相互支援。



　　然而，这些据点只不过是构成了一个骨架子。凡是不负责防守某一据点的部队，可以在这个棋盘中自由作战；他们配置在各个中间地点，统归奥钦列克指挥，可以根据情况需要随时调往别处，因而前后左右都可应付自如。在这个大棋盘上，还设置了地雷场和地雷带，其设置原则是，使它们既不能妨碍己方的反击，也不会为敌方所利用。一支军队若作如此部署，则他们的正面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加以转换，而且不致丧失自己的稳定性。这样每一个单位都不会再有孤立作战的危险，他们能够互相进行支援，而高级指挥官也不会因为担心后方受攻击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过去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奥钦列克的司令部处在这个棋盘防御体系之中。但是，仅有此种改变还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对这个防区的一翼或两翼实施进攻，那么他可能采取内外两侧夹击的方式。所以，奥钦列克准备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从东南面对于这种行动实行反击。他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从三个方面运用了间接路线：为了以间接的方式抗击敌人的进攻而设计了棋盘式的据点；散处防御地带内的部队可以箝制进攻的敌人；重型坦克集团和机动的轻型坦克集团可对进攻敌军的侧翼或后方实施突击。



　　在第8集团军尚未获得国内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补充物资以前，隆美尔即使能把我们从阿拉曼-外萨特山棋盘防区逐出来，也绝不至于把我们打垮。因为在建设阿拉曼防线的同时，我们即在它的东面地区开始构筑第二道防线，以防阿拉曼阵地的丧失。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在亚历山大港地区进行了防御部署，其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安里亚(亚历山大港西南23公里)的沙漠地带和尼罗河的东面。拉特鲁乾河的障碍物也已用来作为一个防区的基础。在开罗以西，尼罗河河谷地区的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法荣河一线，并且准备在马地附近以及以南地区作横跨尼罗河的架桥准备。这些防御工事给第8集团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它在隆美尔的压迫下不得不从阿拉曼阵地撤退时，它仍可以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并且可以随时从两个方向去威胁敌军的侧翼。



　　1942年8月6日，魏维尔在访问第8集团军离去之前，曾经对我说：“你们这种部署是非常有利的。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当然可以作正面的撤退，以来引诱敌军，使他们自投罗网。你们有过这种打算吗？”事实上，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认为这种观念是很有成功希望的。



　　对于军事科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第8集团军的这种防御布势，竟没有经受实战考验的机会。等到隆美尔在9月间再次发动进攻时，第8集团军已经获得了补充，无论在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火力和装甲武器方面，都已超过了德军，因此，当德军向我们棋盘方阵的南翼进攻时，立即遭到了我方预备队的反击。他们损失了60多辆坦克，结果一无所获。从总的进展情况来看，战斗局势是按照奥钦列克的计划发展的。隆美尔终于丧失了主动权。这次的成功，可以说完全是奥钦列克的胜利；其他指挥官们只不过由于他的远见而受到实惠罢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司令官的功绩。隆美尔的败局虽然早在7月就已经决定了，但是直到10月，当蒙哥马利发起反攻时，才真正获得了奥钦列克所开创的这场胜利。这次阿拉曼防御部署所发挥的间接路线和攻势防御精神，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驻中东的部队曾经有两次经受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当时，如果处置失当，则情况将是另一个样子，部队的命运也就很难设想。第一次发生在西迪巴腊尼的进攻战中，第二次则是保卫埃及的防御战。如果说，阿康诺尔在西迪巴腊尼不能取胜，奥钦列克直接指挥第8集团军时在阿拉曼地区遭到失败，那么，轴心国的部队将会占领埃及和中东。那样的话，战争的历史可能会完全改观。任何一个将军，当他处于奥钦列克的地位并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时，恐怕很难象奥钦列克那样表现出冷静和明智。在军事学术史上，无论是攻还是守，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完整的例证，以来说明间接路线的妙用。很明显，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你著作中的思想，对于他们是有影响的。1942年的局势最后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其主要原因看来就在于此。坦率地说，而且我也曾多次指出过了，事情正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以及其他任何一位优秀的将军，都是照着书本来打仗的。但这却可以说明，他们是系统地研究过战争理论的，而且不仅平时研究，战时也在研究。从这一连串战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几乎都能赢得胜利。由此便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司令官决不应该忽视间接路线原则。当然也有例外。当地面兵器、机动力和空军力量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时，或许可以不用这一原则。我还要指出一个情况，在加扎拉的隆美尔，和在西迪巴腊尼的阿康诺尔，都曾是没有空中优势的。所以，尽管空中优势能发挥巨大威力，但它还是不能补救地面指挥官的无能。



　　凡是头脑清醒的读者都知道，在你的这本书里是找不到包打胜仗的现成答案的。不过，他们却可以从中找到一把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这就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作战方法。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但是却只有头脑精明而又没有保守思想的人才可能使用它。换句话说，只有视野广阔的军人才能用它。人们也许会问：这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战争呢？应该说，对于怎样进行战争，不可能有一条固定而现成的规律。只有具体地判明情况，正确地估价各种行动方法的利弊，才能找出最好的间接路线形式，从而在心理方面和物理方面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与破坏敌人的补给有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于保证各种火器充分发扬威力。是实行攻击，还是采取防御，要根据间接路线的要求来确定。在战略性的防御中，可能要采取某些进攻性的行动。而战略性的进攻，有时就是从战术防御开始起来的。在这里，头脑的判断力具有重大意义。摆脱各种陈规陋俗，常常可以达到进攻的目的。总想进行防御，即使力量相当雄厚，也是一种失败情绪的表现。采取间接路线的目的，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摧毁敌人的士气。有的，这个目的就只是在心理上瓦解敌军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积极行动的一方在采取行动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权。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经常考虑到下一个突击的行动方向。然而，决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方案，不能坐待间接路线形式自行到来。这一切的一切是没有成规可循的，运用之妙只是存乎一心而已。



　　所以，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为了夺得胜利，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理智，严密的逻辑和摒弃一切俗套的能力。对于负责独当一面而需要自己作出决定的指挥官来说，这后一种素质是特别宝贵的。毫无疑问，间接路线原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



　　永远忠于你的



　　艾利克



　　1942年10月

















	

 






	















	







	







	









 





	


	







	








	




	


附录二：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这是一篇节译文章。作者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扬丁将军。文章刊登在1949年9月的《军营》杂志上，其中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颇有详尽说明。



　　战略计划的任务，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战术计划也是一样，只不过范围狭小一些而已。一方面，要竭尽全力去阻挠敌军，使它不能根据作战的基本原则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要使我军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原则，以便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负责制定我军作战计划的人，必须估计到敌人可能运用的所有各项原则。



　　现在就来看看，敌人可能运用哪些原则，为了对付这些原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就是：



　　突然性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使各级侦察机关不断地进行活动；



　　目标合理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使用战术性的佯动，采取战略性的、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攻势；



　　节约兵力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袭击后方的交通线和仓库，以此牵制敌军的兵力，迫使敌人分兵作战；



　　协同动作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打击敌军的指挥渠道；



　　集中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采取佯攻和空中袭击的办法，以便把敌军割裂开来；



　　保障安全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综合采取上述各项原则，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在下面谈到；



　　进攻精神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就须自己发挥进攻精神；



　　机动性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采取破坏交通线的办法。



　　至于谈到我们自己的行动计划，那么其着眼点必须是：保证达到政府对于战争每一阶段所规定的军事政治目的；同时要使主要行动与次要行动和佯攻活动配合起来。但是必须经常记住：一个计划的基础，应该是尽量发挥作战原则的效用，要尽量做到，在战斗尚未开始以前，一场会战的命运即在战略方面预先作了决定，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应在会战过程中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取胜条件。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完美战略计划的秘密所在。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血液是胜利的代价。”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



　　从正面实施战术性进攻的日子，正在逐步变成传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战术艺术，其主要任务在于进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关于这种方法在战略方面是否适用的问题，将领们还在进行争辨。当然，这种方法在战役上也是完全适用的，只不过它是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加以运用罢了。毫无疑问，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关于间接路线战略，以及间接路线在战略上的应用问题，利德尔-哈特上尉在其著作中进行过卓越的论述。他说明，战略方面的间接路线内容，要比战术方面广泛和复杂得多。为使作战原则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运用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即预先决定战斗的结局，使其有利于已方。而要作到这一步，必须首先完成下述三个任务：



　　一、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阻止其预备队的开进和物资补给的前送；



　　二、遮断敌人的退却道路，以此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和瓦解其士气；



　　三、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剥夺其司令部有效指挥部队的能力。



　　这三项任务的重要性，可以借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表示。他说：“军事学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



　　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就为实现战略的基本使命创造了条件。利德尔-哈特在分析战略的目的和战略家的责任时，曾经作过确切的说明：“战略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即令这种形势本身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在这种形势之下继之以一场会战，就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要想获得这种具有决定性的战略形势，最主要的手段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以求涣散敌军的组织。如能作到这一步，一般说来，就有可能瓦解敌军，或在战斗中打垮敌军。从另一角度来说，为完成这些任务而拟制计划时，又必须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于完成任务的方法是有影响的。举例来说，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他们的后退道路时，如果执行任务的地点离敌人的主力愈近，那么我方采取行动也就愈快。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对敌人浅近的后方实施攻击，则其效果的反映就快；对其深远后方实施突击，则其效果不会那样迅速得到反映，但其影响却会增大。因此，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到作战所需的时间因素。在我们去年的战争中，由于性质的特殊，有一种“人为的原因”，即联合国不断进行干涉，时间因素却受到了限制。所以，在拟订计划时，不得不选择快速取胜的路线，而且宁愿放弃更大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在下面进行详细的说明。



　　关于目标的合理性问题，还要补充几句话。目标，一定要提得单纯，但是达到目标的方法，则应该有多种多样。否则，一种方法失败了，则整个行动计划就会随之而破灭。所以在拟订计划时，要有几个方案：“如果……那么……；当……时，就要……；或者说，一旦出现……，那就应该……。”关于这个问题，利德尔-哈特曾经正确指出：“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我写本文的目的，是要促使我国军人对于他们所参加过的战役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与研究，使他们尝试应用这种战略见解和假定，而不要抱残守缺，因为那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刊物上是有过不少反映的。在这里，我还要根据上述见解，对我们去年战争中的几个战役，简单地作一点介绍。去年最重要的战役是：“十瘟”战役(对埃及军队的作战)；“撞击”战役(还是对埃军作战)；“埃拉特”战役(在亚喀巴湾北部地区的作战)；“希南”战役(解放加利利湖地区)。如果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按照前面所讲的那些原则来衡量，那么，“罗德斯”战役(即签订停战协定之战)也应算在里面。对这些战役进行一番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战役的计划，都是以上面谈到的那些战略原则和方法为基础来制订的。这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破坏交通线，进行封锁，尽量利用计谋以达到突然性，并迅速而彻底地粉碎敌人的展开计划。至于时间因素，从重要性来说当然不是属于末位的，但有时却不能取决于我们自己，但它对于方法的选择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



　　埃及入侵入我国时，曾希望弄得我们门户洞开，所以他们沿着海岸公路一直北上，前进到了伊斯杜德。敌人被阻以后，才又派出部分兵力朝着耶路撒冷方向进攻，前进到了法卢贾。当时，他们在兵力上拥有巨大的优势，据守着好几个防御地区，在防御性兵器方面也比我们优越。这就迫使我们必须避免正面攻击作战。不过，敌人也有弱点。正如拿破仑当年所说的：“军事学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埃及部队最基本的一个弱点，就是交通线太长了。



　　“十瘟”战役的目的，是要打开通到内格夫(即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以前叫做内德热普)的道路，破坏敌人的展开计划。在行动时，应充分利用埃军交通线漫长这个弱点。我在前面列举的三种方法，即破坏敌人的补给路线，封锁其后退道路，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在“十瘟”战役当中，都可以找到典型的例证。请看以下事实：



　　一、在艾曼西亚以东实施突破，同时使用伞兵破坏队进行大量的骚扰性活动。此举的结果，切断了敌人东面的交通线，抢占了113高地，使得埃军无法展开自己的兵力。



　　二、抢占艾斯卡隆，于是便遮断了敌军主力的后退道路，同时也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使其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从而彻底动摇了敌军的意志和士气；这样，敌人只好决定后撤，致使士气更加低落了。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直接在敌军后方封锁退路的一个例证。



　　三、对加沙、马季达勒、腊法(加沙西南30公里)和阿里什(腊法西南43公里)等城实行轮番反复的轰炸，破坏了敌人的通信体系和指挥机关，也就是彻底瘫痪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必须指出，我军是分成几个独立的大单位进行作战的，分别对付敌人的北方集团和西方集团。这就使得我军在指挥上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根据实际的要求来调遣部队，转移重点。



　　“撞击”战役是在奥贾-阿里什地区进行的。作战对象还是埃及军队。这个战役也可以给军事学术提供几个有益的例证。作战一开始，埃及方面就未能使其东西两个集团的行动协调起来，从而也就得不到战略上的决定性利益。在“十瘟”战役结束以后，埃及人迟疑不决，没有使用其东方集团去切断和封锁内格夫地区的南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付敌军进攻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扬自己部队的进攻精神。这个原则正是“撞击”战役的作战基础。我们的先知早已说过：“谁要跑来杀害你，你就先打死他。”从后方对敌人发起强有力的攻击，选择一条经由哈鲁扎到贾奥的道路(敌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海岸沿线的埃军西部集团采取战略性的佯攻行动(从战术上、心理上和政治上同时施展威胁)----所有这些措施综合起来，保障了我军的胜利。



　　“撞击”战役很清楚地证明了前面提到的一个真理----战略计划的目的，应该力求做到在战斗尚未开始以前，一场会战的命运即预先作了决定，或者至少应在会战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夺得决定性的战果。“撞击”战役的胜利，发展成了在埃及境内向敌人进行追击。这个事实也很好地证明了另外一条原则的正确性：封锁敌军的地点与封锁的快速程度，与效果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军改向阿里什方向进行突破，并在西奈沙漠中控制住艾布艾韦吉拉(奥贾以西30公里)这个点，那么，还将获得更大的决定性战果。当然，这样做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军迅速转向腊法近郊，牢牢箝住了敌人，这样从表面上看，由于距离敌人主力过近，而且他们在战术上甚至还具有优势，似乎难于产生重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却很快获得了结果，迫使埃及方面提出了休战的要求。



　　进行“罗德斯”战役(即签订停战协定之战)，在赫拉萨站稳脚跟，以及在所谓三角地带和阿拉赫地区扩大领土的战斗，都给我们提供了教训，说明战略上使用的工具与战术上使用的工具是有所不同的。有时，战略可以借助于政治手段来创造有利条件，以便战术上易于取得胜利。只要对这些工具运用得当，是可以节省大量兵力和血汗的。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我要谈谈“希南”战役。这是一次典型的闪电战，同时也是一个从战略上解决任务的良好例证。这种战略性解决的意义，较之于战术性解决毫无逊色，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甚至于还显得更有成效。高克吉在对马拉纳施加压力以后，是很想从战术上解决任务的，如果我们受了他的引诱，派出兵力向他作新的正面攻击，那么他就会强迫我们接受一次会战，使他获得有利的战果，而我们则前功尽弃。



　　在“希南”战役中，我们采取了间接路线战略，尽量使用灵活多变的作战方法，根据总的计划和目的，不断地给予敌人打击。然而，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还是前面说过的三种基本方法：破坏交通线，封锁后退道路和打击指挥机关。我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萨费德出发，往北向萨沙进攻；一路从卡布里出发，朝东，经过塔布哈，继续往前突进。在1948年战局中，这是一个计划得非常出色的战略合围行动，它使我们很快取得了胜利，因而也就成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要强调一下，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整个战斗行动的进程，只想从战略的角度上把这些行动指点出来，从而促使大家去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作用。



　　作战经过概述



　　----由以色列军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洛尔奇中校编写



　　一、“十瘟”战役(1948年10月15日至21日)



　　在第一次停战和第二次停战之间，即从7月9日到19日的10天里，其他各条战线的战斗情况表明，主动权完全操在以色列军手里。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战斗。至于埃军，其正面的情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埃及军队的迫切希望，是要赶快打败装备恶劣而又已是疲兵久战的以色列陆军，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可是这个希望终于成了泡影。自从第一次停战以后，他们就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所占据的阵地。这些阵地主要分布在阿拉伯人的居民地内，其布局情况是：



　　(一)沿着海岸公路向北延伸，一直到达伊斯杜德；



　　(二)沿着奥贾往北的大道北进，经过阿斯鲁热、比尔谢巴、希布伦和伯利恒等据点；



　　(三)沿着马季达勒的道路东进，横插到贝特-贾夫林，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公路，正好连接着上述两条南北方向的道路。



　　埃及人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还只是在沿海公路线上攻占了两个犹太人的居民点。那里还有第三个居民点，但当地居民竟成功地击退了埃军的多次进攻，而在缔结第一次停战协定以后，这些居民就都撤离了那个村庄。内格夫是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个半沙漠地区，根据联合国1947年11月的分治决议，已划归以色列国，那里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居留地区，由于距离公路较远，所以仍然平安无恙。但是，它同北方，即同以色列国中心地区之间的交通线，却被埃及军队从东西两面切断了，他们占领了前面所述两条横贯公路的侧翼阵地。



　　很明显，上述这种态势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即使埃及人打算遵守停战协定的条件，停战也只能是暂时的，何况他们并不会认真遵守这些条件。



　　当时，根据停战协定，埃及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横贯的道路，而以色列则可在另外的时间内使用奥贾至维弗列姆(伯利恒旧称)的道路。这一形势有利于埃及方面，他们可以指望在尔后把内格夫地区内的犹太人根据地完全铲除掉，或者以饥饿的办法迫使犹太居民投降。补给的问题逼着以色列方面不得不争取主动权，而且，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业已形成的军事态势将作为未来政治解决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以色列可能要丢掉整个内格夫地区。



　　以色列军事当局所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战地区内的军事情况很不稳定。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案，以色列人可以向南派遣一支装载补给物资的运输车队。可是，这个车队遭到了埃及部队的袭击，一些车辆起火燃烧，致使车队被迫返回原来驻地。事情已很明显，以军采取任何还击措施，对埃及方面来说，都不会产生什么奇袭的效果。然而，通向内格夫只有一条路线，这就是从马季达勒通向贝特贾夫林的道路，要想保障这条通路的畅通，必须在道路两侧占领一个或几个据点。可是，埃及人却在这些地点有了坚固的设防。而且，对以军当局来说，这一步棋是应该在战争初期下好的。换句话说，以军不仅要暂时地丧失奇袭的手段，而且将不得不把自己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埃及部队可以预料得到的地方。



　　从埃军方面来看，他们的部署是缺乏纵深的。埃军的阵地，分布在几条狭窄的防御地带内：一条是沿海地带，夹在海岸与内格夫地区之间；另一条是沿着马季达勒到贝特贾夫林的道路展开的；第三条向东北方向发展，一直延伸到朱代亚山地。埃军部署上的这个弱点，正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在作战当中，可以借此抵消自己的大部分缺点。然而要想达到此一目的，我们在南面的兵力应比现有的大些才行。因此，在“十瘟”战役开始以前，我们即利用空运把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运到了已被隔绝的内格夫地区。



　　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以后，我们于1948年10月15日开始发动进攻。当天下午，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埃及在阿里什地区的机场，同时攻击了以下一些目标：如加沙、艾斯卡隆、马季达勒、法卢贾等。这次袭击使埃及空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以后的作战中，埃及空军尽管还在继续活动，但却一直未能夺回制空权。紧接着，以色列陆军部队便在夜间发起进攻，在海岸公路上的艾斯卡隆村附近深深突破了埃军的防线。这一突破严重威胁着埃及人的交通线，尔后竟把他们的交通线完全切断了。于是，埃方无法向马季达勒自由调运增援兵力和物资补给，被迫从主战场上抽去了相当多的兵力。由于同样的目的，以军又向南面地区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其任务是要炸毁阿里什、腊法和汗尤尼斯(腊法东北8公里)之间的桥梁和铁路。



　　与此同时，在贝特贾夫林地区，以军也占领了几个没有埃军驻守的高地，从而切断了由马季达勒到贝特贾夫林的横贯公路。这样一来，到10月16日早晨，虽然没有任何激烈的战斗，可是埃及人的交通线，在北面的已被切断，在西面的也受到威胁。业已形成的局势，有利于以军在北面突破埃及人的防线。10月16日黎明时分，以军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协同作战，向艾曼西亚村和捷利古城发起了进攻。可是，进攻部队遭到了埃军组织良好的炮火痛击，一些坦克被击毁。没有坦克火力的支援，步兵无法进行冲锋，结果只好奉命撤退。



　　攻占艾曼西亚村的目的，是想从后方的道路接合部去威胁埃军阵地，可是这个目的未能达到。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好在靠近道路接合部的地方直接冲击埃军阵地。当时，埃军的防御是以若干个高地为依托的：一部分阵地直接靠近道路交叉点；另一部分则相距有1公里半以上；此外，在交叉点以东3公里处，有一个依拉克-苏维丹要塞，它可以瞰制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区。冲击这类高地，当然毫无间接性可言。在10月16日夜间，通过激烈的白刃格斗，有时甚至要用牙齿作武器，终于攻占了113高地和另外几个高地。这次肉搏战证明，埃及人不仅知道如何组织防御，而且也懂得如何坚守防御阵地。



　　那天夜间，以军对于在耶路撒冷西南面朱代亚山地的埃军右翼，也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的目的，是希望在战略上起一定的箝制作用，可是，它对于攻占道路交叉点的部队却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这是所有乾果中间最硬的一颗。



　　10月17日，埃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冲击，其目的是要恢复马季达勒到法卢贾之间的交通线。但他们毫无成果。我们所已攻占的高地，他们一个也没能夺回去。这样一来，当时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局势：虽然埃军已经不能再使用东西向的横贯公路，可是我们也未能打通从奥贾到维弗列姆(即伯利桓)的南北向公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在胡莱卡特地区攻下埃及人沿着南北公路两侧所控制的其余据点；或者攻占该地以东的其他据点，以使我们可以绕过胡莱卡特。以后两天，我们一直把力量消耗在这个地区，希望能达到上述两个目标之中的一个，然而埃及人却在那里继续进行着顽强的防御，并不断地组织反冲击。



　　虽然埃及部队一直坚守着依拉克-苏维丹要塞以东到艾曼西亚之间的阵地，也就是说，守住了那时所称的有名的法卢贾袋形地区，可是胡莱卡特终于在10月19日夜间被以军攻占了。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立处境以后(实际上是从1947年12月开始的)，内格夫和以色列的其余领土之间，终于架起了牢固的桥梁。



　　这次作战的其余部分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在西线，由于以色列部队已经深深突入到艾斯卡隆地区，埃军的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们几乎不放一枪便撤出了马季达勒；在此同时，当然也放弃了许多据点，其中包括亚德莫尔得哈和尼特查尼姆两个犹太人村庄，而这是在5月份经过顽强激烈的战斗之后才落入埃及人手中的。在东线，由于我军作了迅猛的进攻，抵达到伯利恒(即维弗列姆)的郊外地区，埃及人完全被从山地阵地上赶走了。在北线，只有法卢贾袋形地区内的埃军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抵抗。埃军的这个行动，暗示着我们采取间接路线给他们造成的危险性。以色列部队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不仅使得埃军无法撤退，而且逼迫他们只有依托现地组织顽强的防御。然而，以军对袋形地区的合围圈愈来愈缩小，并在11月8日攻克了依拉克-苏维丹要塞，这样一来，埃军除了缴械投降之外，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有一件事情是很耐人寻味的。在这个要塞里所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居然发现了一本《间接路线战略》。该书是埃及驻军指挥官的私有财产，现在，它变成了我军攻击部队指挥官的战利品。(扬丁将军注：这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万幸，因为他们对于这本书的精确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否则，他们就不会为我们的突然袭击所乘，而我们的战略计划，正是以该书的思想作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在南线，我军攻占了比尔谢巴，从而使这次作战发展到了最高峰。为了迅速扩张战果，我军沿着刚刚打通的公路向南挺进，开入内格夫，与我方原先已在那里的部队会合一起，于10月20日夜间攻占了比尔谢巴城。



　　埃及驻比尔谢巴城的卫戍司令，也许并不了解北线战斗的发展情况，他完全没有料到以色列部队竟会这样迅速地出现在该城面前。因此，卫戍部队在突然袭击之下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境地，只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便宣告投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占领了比尔谢巴城。几乎就是英军在31年以前进入该城的那一天，埃及人宣布了投降。比尔谢巴失陷以后，希布伦地区守军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不过，他们很快又获得了阿拉伯人的增援，因而将其右翼部队从比尔谢巴向南撤退，并进入到了阿斯鲁热地区。






图15 1948年阿以战争中的《十瘟》战役



　　二、“撞击”战役(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7日)



　　“撞击”战役开始以前，埃及军队的部署与“十瘟”战役以前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是这次作战的规模要比上一次小得多。埃及仍然分成两个集团：左翼集团沿着濒海公路集结，其北端已经抵近了加沙；右翼集团沿着奥贾到阿斯鲁热(在比尔谢巴以南)的公路配置。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两条横贯的公路：一条是从腊法到奥贾，其中一部分位于埃及境内；另一条在其南面，从阿里什到艾布艾韦吉拉。此外，埃及方面还有一些部队停驻在希布伦附近的法卢贾袋形地区。尽管埃及军队还没有被击溃，但是看来很明显，如果没有阿拉伯国家中那怕是一支军队的援助，埃军是不敢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只要埃军还在巴勒斯坦境内控制着相当大片的地区，那它对于我们年轻的国家来说，总是一个颇为严重的威胁，而要消除这个威胁，就必须彻底把埃及人打败。



　　埃军的部署主要是以两个假定作为前提，其中一个是正确的，而第二个却错了，并且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第一个假定是，在内格夫南部这类人口稀少的地区内，谁占有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整个地区。第二个假定是，只把现有的碎石公路看成是这个地区的交通线。因此，他们在该地区内的防御，又一次采取了支撑点体系，而且是沿公路配置的；其射界(射击地带)的布置，只是为了防卫交通线，所以公路本身成了主要射击对象。



　　埃及人从“十瘟”战役中所汲取的教训，仅仅是下述两点：一是认识到以军具有夜间作战的经验；二是必须重视以色列的空军。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更好地对自己的阵地进行了伪装，并加强了夜间的防卫措施。



　　我们总的进攻计划，与1917年秋季艾伦贝进行第三次加沙会战的计划，大体上差不多，只是进攻的方向有所不同：艾伦贝是从南面进攻，而我们则从北面进攻。战役的主要观念，是设想在西部地区尽量吸引并钉住大部分埃军部队，而后进行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把埃军的东面集团压挤出去，赶回到埃及的国境以内。完成这一任务以后，我军即应折向西北，威胁敌人通向埃及国内的交通线，迫使他们从加沙地区撤出濒海地带。如果有必要，还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直接向加沙发起进攻。



　　这次战役开始时，以色列空军对于分布在腊法、汗尤尼斯和加沙地区内的埃军机场和部队，进行了集中猛烈的袭击，而在整个战线上，对于埃军的各个支撑点，则进行了火炮轰击。就在当天晚上，西线我军在加沙以南大约13公里的地方，攻占了好几个高地，从而对敌人造成了威胁，有可能切断其腊法至加沙的公路。正如以军司令部所预料的那样，埃及人立即中了圈套。他们在这一地区集中起相当数量的兵力，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坦克，用来进行反冲击，同时，还在加沙至腊法整个地段上加强了防御力量。



　　尽管埃及人经过顽强战斗把86高地夺回去了，但是我方分散敌军兵力的目的早已经达到。所以，当我们在东部地区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从战略上就完全取得了突然袭击的功效。第一个目标是肃清比尔谢巴至奥贾公路上的敌军。当然，埃及人对于我们这个行动是有所准备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侦察人员竟发现了一条罗马时代的古道。它从比尔谢巴出发，几乎是走直线通到了奥贾的后方。他们尤其想不到，我们的工兵部队居然隐蔽地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修筑，使得中型和重型坦克都能通过。然而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当埃军驻守在阿斯鲁热的战斗警戒部队以为攻击将会来自比尔谢巴方向的公路上，因而正紧张地监视着那个方向的公路时，以色列军的轻型快速部队却突然地在沙漠中出现了，不仅在较南面的地方抢占了一系列支撑点，而且在两个地点切断了奥贾至腊法的公路。12月25日拂晓，奥贾城受到攻击。这时，它与北面前哨和西面基地之间的联系都已经被切断。那里的守备部队虽然进行了拼命的抵抗，可是由于外援早已断绝，增援部队又被封锁腊法方向的以军所击退，他们无法抵抗以军的强力猛攻，因而在12月27日凌晨放弃了奥贾城，主动向沙漠中撤走。这样，在几小时以后，完全陷于孤立地位的阿斯鲁热也就被我军攻克下来了。于是，从比尔谢巴到奥贾的整个公路，完全控制在以军手中。我们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至此即已完成。



　　我军各个部队尽管在连续作战之后深感疲劳，但还是只进行极短暂的休息，一当补给品运到，便立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即开始向埃及境内挺进。12月28日夜间，我军占领了艾布艾韦吉拉，这是埃及在西奈半岛上通向伊斯梅利亚途中的一个基地。随后，我们的装甲坦克纵队即沿着通向阿里什的公路开进，并在该城以南抢占了一个机场，机场上还停有几架完好无损的飞机。这时，只要再向前跃进一步，我们就可以夺得横跨濒海公路的若干阵地，并在阿里什附近抵达海岸边。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采取这一步骤。虽然埃及军队曾经在以色列境内作战，而且一直没有人说话，但当以色列军队进入埃及国土时，却马上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由于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并且受到英国方面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支装甲部队只好奉命撤回到以色列境内。



　　我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边界线以北的腊法地区追求上述目的，即前出到海岸边上。为此，在那里集中了几个旅的兵力，从腊法的东南面发起进攻。随后，在一片公墓附近攻占了一些阵地，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腊法城----这个由英国人所建造的巨大要塞。同时，也在阿里什至腊法的公路南侧占领了一些高地。战斗发展到这个阶段，迫使埃及方面在1月7日下午提出了休战要求。



　　我军虽然是在进攻发展到最高潮时接到了撤退命令，但是事后检查战果，还是感到满意的。除了加沙这一狭窄地带以外，埃及军队完全被赶出了巴勒斯坦。他们的军队，绝大部分都被消灭，或者被击毁，因此，要想恢复其作战实力，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色列军虽然在数量上几乎没有超过担任防守任务的埃军部队，而且武器装备要比他们弱得多，但是仍然取得了上述成果。






图16 1948年阿以战争中的《撞击》战役



　　三、“希南”战役(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



　　当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侵入巴勒斯坦的时候，原来由法弗齐·高克吉指挥而担负着作战重担的“解放军”，随即撤退出去进行整训，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准备去改编成为正规军。在第一次休战以后，高克吉成了加利利地区的主人。他相继与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建立了联系，但名义上只接受阿拉伯联盟的直接指挥，而不在这些国家中任何正规军的指挥体系以内。



　　在两次休战之间的10天战斗中，高克吉丧失了下加利利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包括拿撒勒在内。不过，他仍然把自己的大部分队伍撤退到了上加利利，在那里占据着一个长约32公里，宽约24公里的矩形地区。由于已经遭受严重的损失，一般看来，他似乎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他有可能同某一个或者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联合起来，因而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胁力量。而且，他当时盘据在加利利高原之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从巴勒斯坦西部的高地上，可以向以色列部队所控制的三个狭窄地带的任何一个发起进攻：向西，与黎巴嫩军配合，能够攻入齐布伦谷地；向南，与伊拉克军配合，能够攻入埃斯纳伦谷地(艾尔莫卡达河谷地)；而最可能的是，与叙利亚军配合，在富拉湖地区攻入约旦河谷地。



　　大约在10月中旬，高克吉看到以色列部队正忙于埃及前线的战斗，认为时机巳到，居然不顾停战协定的约束，贸然决定首先动手。他期望获得部分的胜利，至少挽回一点威信，因此，决定对夏吉克-阿贝德地域内的以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是一个要塞，位置在山脊背上，标高为760公尺，从那里可以望到马拉纳居民地，能够瞰制富拉湖谷地。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这个要塞终于失守了。于是，马拉纳村再度被切断，富拉湖谷地也处在危险当中。



　　可是，高克吉又失算了，而这一次的错误竟引起了致命的后果。以色列军最高统帅部考虑到，高克吉既然破坏了停战协定，进行了挑战，那就赶紧利用埃军战线刚刚趋于平静而以色列空军正好空了出来的机会，一劳永逸地把高克吉的解放军解决掉，即把他们完全赶出巴勒斯坦，若有可能，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样一来，便引起了一场“希南”战役(“希南”是黎巴嫩古代一个国王的名字)。这次战役的进行，总共不到60小时，高克吉的部队被完全赶出了巴勒斯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我军歼灭的。



　　高克吉所驻守的地区，本是一个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地区，只要拥有相当的兵力和斗志，那是很适于组织防御的。对于现代的正规军来说，这个地区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道路稀少，交通不便利。而这一点正是对高克吉的作战行动有所影响的。那里可供使用的大道，南北向的只有1条，东西向的算是4条。其余小道，只能徒步通行，绝大部分难于使骡马通过。萨沙村是整个地区交通道路网的枢纽部：从海岸边上过来的，有巴沙至塔尔希的公路和纳哈里亚至塔希哈的公路；从南面来的，有法拉底亚公路；往北进入黎巴嫩的，是马利基亚公路，而黎巴嫩是高克吉的补给基地。



　　高克吉的兵力区分为人数大体相等的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叫作“雅尔莫克”旅。但是把它们称之为旅，似乎有点名不符实，也不能把它们的名称去同拜占廷时代夺取巴勒斯坦的“雅尔莫克”那个名字相比。他们的部署是：第一个旅配置在艾克里公路以南，第二个旅扼守着包括萨沙在内的东北地区，第三个旅驻防西北地区，司令部则设在塔希哈。



　　我军的计划大致如下：派遣两支部队，分别从南面和西南面实行佯攻，吸引住高克吉驻在南面的兵力，而以第三支部队从西面进攻，抢占塔希哈这个据点。同时，以轻型装甲车辆、半履带车辆和步兵组成主力集团，从萨费德地域出发，向西实施进攻，力求夺占萨沙村，使我进攻部队的侧翼和后方在南面和西面都不致受到威胁。而当我东西两面实行夹击的部队汇合以后，他们即应扩张战果。其任务：一是肃清突出部上的残敌，消灭那些已经落入“口袋”中的敌人；二是沿着东北方向发展进攻，扫除马利基亚至梅图拉公路两侧的敌军，以保障富拉湖谷地中犹太人村庄的安全。



　　空军的任务：在进攻开始前的那个下午，首先对主要目标如塔希哈、萨纱、马利基亚等进行轰炸；尔后，根据召唤对进攻中的陆军部队实行支援。炮兵数量很少，基本上只能配属给主力集团，即使如此，其实力也不过勉强地凑成起1个炮兵连。



　　这个计划中对装甲部队的使用，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初看起来，在这个地区使用坦克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必将限制在少数几条道路上面，而敌人已经占领了道路两侧的高地，随时都对我构成威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使用装甲部队，而且把它作为突击力量，用来进攻主要目标，以阻止或迟滞敌人援军的接近。行动的快速性是夺取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这次作战能否成功，从政治理由和军事因素来衡量，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任何一支阿拉伯正规军来援以前把高克吉打垮，或者迫使他来不及把辎重撤出而逃走。否则，高克吉即使丧失了萨沙，也很容易恢复态势，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装甲兵力，的确是一种冒险，可是很幸运，我们用得颇为成功。



　　关于计划的执行方面，可以略述如次。在进攻的第一夜，由于扫清路上的障碍物和排除地雷花了过多的时间，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以致本来应在夜间发起的对于梅伦和吉希的进攻，推迟到拂晓才进行。不过，东面那支部队却进展顺利。到10月29日凌晨，他们已在萨沙方向上前进了很远的距离，在该据点南面占领了两个村庄，并击退了敌人几次反冲击。叙利亚正规军的一个营，曾经趁着黑夜来援，开进了战斗地域，可是，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阵地以前，我军就对它发起冲击，把它完全歼灭了。总之一句话，敌人当时陷在惊慌失措之中，又在突然袭击之下被打败了。



　　在此同时，从南面和西南面实行佯攻的两支部队，却没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成功地迷惑了敌人，使高克吉以为我军的主要突击仿佛来自南面。但他们并未能在那里钳制住高克吉的兵力。高克吉随即命令他的部队沿着阿克里公路向北撤退，而那里正是我军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区。不过，敌人撤出去的这些兵力，对于那里战斗行动的结局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西面那支部队，在28日夜间未能完成攻占塔尔希的任务。因此，一些已经向我军投降的村庄又采取了近乎叛变的不即不离态度。这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有所畏惧，害怕万一高克吉获胜而招来麻烦。



　　10月30日拂晓，我军攻占了萨沙村。于是，高克吉所部撤离了塔希哈，我军随即于早晨进入了该城。几个钟头以后，东西两支兵力的先头部队已经汇合一起。但是，大部分的阿拉伯士兵都突出了我军的战线，逃进了黎巴嫩境内。尔后，我军乘胜追歼高克吉残部，不仅肃清了上加利利地区，一直抵达巴勒斯坦北面由联合国所决定的分界线上，而且有少数部队进入了黎巴嫩，到达了瓦迪-杜比边上。



　　10月31日6时，也就是战斗打响以后还不到60小时，“希南”战役使告结束了，我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图17 1948年以色列军反击阿拉伯部队的《希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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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80年代之前的几年里，人们广泛地认为，“战争经济动员”只不过是一个陈旧的概念。在核时代，应付对美国安全挑战所需要的战争准备，与经济动员好像无关。但是，80年代初期，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正在进行认真的反思。形成这种趋向的基础，是认识苏联具有巨大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其向全球更大范围内投送兵力和扩大影响的能力。这些观点对人们的下述认识产生了作用：国际危机有可能发展成为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持久武装冲突。这种认识取代了过去25年里盛行的关于核战争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认为核战争将是只持续几小时或几天的短时战争。正是这种已被许多人所认识的趋向，对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向目前的政治、军事因素中不断注入大规模动员准备所能提供的力量。



　　本书对上述问题只是介绍一下概念，并无详尽探讨的打算，而重点是研究工业动员准备。第一章集中探讨动员准备的一般含义和性质，分析美国人对待动员准备，特别是尚未察觉到危急情况时的工业动员准备的传统态度，并探讨80年代初期使美国人对这一概念恢复兴趣的条件。第二、三章则介绍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朝鲜和越南战争时代的动员准备计划和战时动员的经验，重点是国家工业动员的情况。其余几章则对美国80年代改进工业动员准备状况的努力中遇到的实质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一些评论性的分析。



　　第三章主要选自罗德里克·L·沃特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该论文的题目是《工业动员：历史的分析》，重点论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动员经验。本书作者非常感谢沃特先生允许运用这一资料。第一章中讨论战争经济潜力的那部分，主要取材于詹姆斯·B·施莱辛格所著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国防大学感谢费里德里克·A·普莱格出版社允许使用这个资料。作者特别感谢国防大学的埃斯顿·T·怀特教授在撰写此书中所给予的宝贵指导。对国防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提供资料方面所给予的良好帮助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帕特里西亚·K·西蒙森博士和卡尔文·B·凯利先生对手稿所作的校订。



哈诺德·J·克莱姆



1983年6月于华盛顿














	

 






	















	





	







	









 





	


	







	








	




	


第一章 动员与国家安全




	







	

 



	


	


　　“动员”的简明定义是“快速集结、组织和展开各种优势兵力” [ 注：保罗·布拉肯：《核时代的动员》，《国防安全》第3期(1978—1979年冬季号)第74页。在开始时就必须认识到，就连专家们对这一术语都没有作出一致而精确的定义，对这一概念的含义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分析家们对未来武装冲突的性质和进程有着不同的观点，对其激烈程度，地理范围以及最为重要的预警时间等，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不同观点，都对引起语义上的问题产生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在动员及其有关问题上，独树一帜地运用自己的一套术语，借以区分动员及其进程的各种不同的程度和种类。其精确定义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的(参见1979年版《国防部军事术语辞典》)。在本书的以后章节中，还将使用这些术语。 ] 。对普通公民来说，动员就是“使国家做好战争准备”，是使一国力量进入应付武装冲突的戒备状态的过程，包括集结和组织人员、物资、补给品以及有关重要的生产设备，使之处于战备状态。



　　但是，归根结底，动员是一种从属于政治意志的行动。对美国及美国社会来说，动员就是为准备战争(有时甚至在武装冲突实际开始之后)或准备进行战争威慑而由总统作出的某种决定，并得到国会，最终得到美国公民的支持。这种从属于政治意志的行动，是一种基本手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40─1941年间采取，杜鲁门总统再次于1950年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手段，但是，1965年上任的约翰逊总统以及后来的历届总统却没有采取过这一手段。



　　动员是一种既定的从属于政治意志的行动，它从广义上说通常包括下列四种主要类型 [ 注：本书所述动员类型见之于里查德·B·福斯特和弗朗西斯·F·霍斯伯所著的《80年代的准备与威慑战略》，《环球季刊》第24期(1980年秋季号)第448—449页。 ] ：



　　一、军事动员



　　1、增加国防拨款



　　2、增加国防采购，包括战争物资储备和各种武器装备



　　3、征召人员



　　4、预备役进入战备状态



　　5、征召预备役人员



　　二、工业动员



　　1、动员基础



　　──工具、机床和仪器



　　──备用生产线和工厂



　　──备用定货



　　──储备物资(包括制成品、零部件以及原材料)



　　──授予立法权



　　2、动员



　　──确定武装力量、军事支援以及重要的民用物资的需求量



　　──确定并发布工业动员中优先考虑的事项



　　──实行统制(物资分配统制、信贷统制以及对国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等)



　　三、民防动员



　　1、领导人及普通老百姓的防护(建立掩蔽部，制定后撤计划)



　　2、工业与公用事业



　　──实施加固



　　──实施疏散



　　──准备备用设备



　　四、联盟动员



　　1、领导人调动和军火输送



　　──确定共同的战略目标



　　──确定各成员国在后勤、物资采购和人员方面承担的份额



　　──建立共同的基地以及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和后勤系统



　　2、外交动员



　　──签订协定，建立地区性国家联盟



　　──确定战后目标以及长期的政治、经济、战略目标



　　一次动员可能同时采用上述所有措施，也可能不同时采用所有这些措施。由于对威胁的性质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认识不同，动员的内容和紧张程度可能相差甚远。事实上，在国际上出现紧张局势时，或在实际冲突发生之前的危机中，可能实行动员，也可能不实行动员。但是，一旦实行动员，动员的程度就可能随着潜在或实际冲突的升级而扩大。由于需要采取大量截然不同而又无法预测的步骤，所以，这种动员可能涉及很大的范围。



第一节 经济能力与动员



　　在现时的世界上，一个国家所进行的任何动员，其关键性组成部分就是它的经济能力。 [ 注：这一部分主要根据詹姆斯·R·施莱辛格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公司1960年出版)第三章整理或节选而成。 ] 因此，本书一开始就重点从与这种经济能力有关的几个方面来探讨其一般含义及影响，这样做可能是适宜的。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能力是一个国家达到其内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把经济资源作为一种可资运用的国力──更具体地说，作为一种动员能力──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经济能力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数十年来，美国人一致认为，和苏联相比，美国巨大的经济资源为美国与苏联竞争提供了较大的优势。毫无疑问，美国丰富的经济资源是它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苏联人在其以比较贫乏的资源实现其目标的努力中，一直承受着放弃国内目标而满足总体战略目标需求的巨大压力。但是必须认识到，尽管苏联付出了放弃国内目标的代价，而其实现目标的效率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年来，苏联领导人无视消费者的福利，对其经济进行控制，以实现其国家力量目标。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其整个资源比较贫乏，但苏联已成功地达到并保持着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力量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很快拿得出来的力量。



　　虽然经济能力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和明显的联系。西方国家惯于把这种联系看成是直接联系──看成能精确测量的联系。一般来说，这些国家都熟悉这样一种观点，即两个国家相比，资源比较丰富的一方在发生军事冲突时，较之对方具有较大的优势。多年来，“战争经济潜力”(EPW)这一术语，一直是个具有诱惑力的词语。然而，对其含义及其意义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就会使人发现，它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可以为其提供可能用来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但是，潜力与实力间有很大的距离，而且把潜力变成实力以实现国家目标所需要的步骤，可能永远也不会付诸实施。



　　在估算相对力量时，人们通常的做法是，把“经济潜力”解释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能实现的商品和劳务的最大产出，由此看来，“经济潜力”概念向“战争经济潜力”这一概念迈进了小小的、合乎逻辑的一步。“战争经济潜力”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国家的经济潜力减去为民用而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产品。 [ 注：要广泛了解“进行战争的经济潜力”这一概念，可参阅克劳斯·诺尔所著的《国家的战争潜力》(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和《军事力量与潜力》(纽约D·C·希思有限公司1970年版)特别是后一本书的第一章，“军事力量──性质、组成部分和功能”。 ] 然而，后一部分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没有精确的办法可用来计算民用产品的社会需求量。民众的精神状态与期望不同，民众对国际压力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不同，国家对民众提出的要求以及民众愿意承受牺牲的程度不同等等，所需要的民用产品就会不同。



　　如同目前的情况一样，“战争经济潜力”依赖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统计数字，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在正确运用这一概念之前，人们必须根据国家产品构成和工业结构来考虑作必要的调整。有些工业适合于转产战争必需品，而另一些工业是不适合转产的。犁铧厂可以转产刺刀，但是，化妆品厂、纺织厂或黄油厂要转产刺刀，可能是困难的。军火生产需要重工业这样一个事实，使得许多国家在生产大炮还是生产黄油上无法选择。只有工业化国家才能作出这种选择。当然，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尽管可能很富有，但它缺乏生产现代战争所需武器的工业设施。要得到进行现代战争所必要的武器，就得另想办法。



　　“战争经济潜力”的概念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就在这一概念与国民生产计算有密切联系。从国民生产的角度观察，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就是为了生产者的福利。这种观点虽然是西方社会意识的反映，它却是有点武断。在某一特定国家里，如果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军事效益，而不是消费者的福利，那么衡量产量的标准与通常标准就会完全不同──而是经久耐用产品的产量，或是军事装备的产量，或是转产军事装备的能力。对国民生产进行衡量的传统方法与这些因素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国民生产的构成，特别是工业部门的构成，对我们研究“战争经济潜力”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对生产结构作分析时，人们就要放下“潜力”这一抽象概念而转到“经济能力”这一比较具体的概念上来。我们不想谈论包括各种物资的国家综合产量，因为其中许多产品与战争目的毫不相干，只是有选择地分析那些有战略意义的工业。这就把我们引向“动员基础”这一概念。动员基础与战争经济潜力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动员基础可能更有意义。由于动员基础强调现成的工业设施，而不强调以整个经济资源为标志的无形力量，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动员基础”看作是“战争经济潜力”的一个核心。经济潜力的概念本身没有涉及时间因素，但时间因素是经济能力与军事实力关系的核心。经济潜力忽视了经济准备的程度，而转产的速度则是动员问题的关键。



　　动员基础的观点强调积极地看待经济能力问题：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倾向于需要哪一种生产？我们现在拥有什么设施直接生产适应军事冲突所需要的物资，或者有什么设施能转产这些物资，与此相反，“战争经济潜力”的观点则消极地看待经济能力问题：什么样的资源对民用无关紧要而最终能用于支持战争？由于动员基础注重此时此地的能力，所以比较稳妥。人们给其所下的定义是：“……在全面战争条件下，能够允许生产迅速扩大，以满足军事作战保障，民用必需以及出口需要的能力。” [ 注：见本杰明·H·威廉斯著《从战时转入和平时期的恢复与局部动员》(华盛顿武装部队工业学院，1954年出版)第67—68页。 ] 因此，动员基础与“战争经济潜力”的主要不同之处有三：



　　1、它只关心战略工业方面的能力，而不关心一般性经济能力；



　　2、它视必需的民用生产为战略生产，而不把它看成是对战争经济能力的资源的分散；



　　3、它强调动员准备和快速转产中时间因素的重要性。



　　简言之，动员基础理论集中阐明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压缩非必需的生产和资源分配，能以多快的速度提供进行战争的手段？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必须注意“经济能力”这一概念使用的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与国家生产构成有关：“经济能力”可以迅速地转为军工生产吗？第二个局限性则产生于一个国家是否愿意把其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至少有这么一个问题，即民主国家的人民在必要时是否愿意作出牺牲。



　　但还必须考虑到第三个局限性──一个更加重要的局限性。经济潜力能产生多大作用，取决于动员条例和动员时机的选择：一旦国家需要时，能有适当数量、适当种类的力量可供使用吗？除非恰当地协调经济力量与动员条例的关系，否则经济能力就可能释放不出来。因此，一个国家有必要制定与军事战略相适应的经济战略。



　　有效的经济战略本身就是一种节约，如果这种战略奏效，即可用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如果不奏效，投入的所有资源都是浪费。经济战略不仅要与国家的资源状况和政治目标一致，还必须与实施预定战略的时间要求相协调。而且，经济战略不能由一个国家在真空中制定，还要设想抵挡住其它国家的冲击。总之，经济战略是一个国家整体战略理论的组成部分。资源可以转化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但是运用这些资源的速度、步骤和数量则取决于经济战略。



　　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协调经济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必要性。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会影响其军事计划，而军事战略则反过来影响经济资源的组织与运用。在两次大战中，德国都把命运系在速胜上，结果证明这种战略是不高明的。西方当时设想，自己能得到时间进行动员，所以，可以允许其现役部队滞后于敌人的现役部队。结果证明这是个成功的战略。不过，它也经受了令人吃惊的风险，而且可以想象，要是采用另一种战略，西方在战争中所付出的绝大部分代价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节 美国的动员准备：历史的透视



　　人们普遍认为，可靠的国家安全，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危机时迅速、果断地作出反应的能力，即集中和组织人力物力资源，并运用于共同防御的能力。但是，历史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下面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从来就没有充分地作好动员准备。” [ 注：见马文·A·克赖德伯格和享札·C·默顿合著《1775一1945年美国陆军军事动员史》(陆军部手册)第20一21页，华盛顿政府出版社1955年版。 ] 由于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未经动员准备就进入战争状态，因此，它现时的动员计划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实际上，通过研究这一历史，就令人十分怀疑自由社会在没有直接和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准备战争的能力。



　　要弄清美国人对待动员准备的一贯态度，首先就必须考察美国人对待整个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些基本态度，尤其是考察美国人对待国家力量和战争作用的基本态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态度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比起力量冲突，其中特别是战争更为重要。在其历史长河中，美国人大都反对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他们视冲突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而且是可以避免的。国家间爆发的战争，有时并不是由于它们的重要利害冲突引起的，而是误解造成的。可以相信，这些战争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消除：双方签订协定，痛斥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战争，例如1928年签订的《凯洛格—布赖恩德条约》：保证裁减军备；发誓尊重小国的领土完整；承认某一国际组织的宪章；传播具有高尚道义的宣言，如《十四点主张》或《四项自由》；坚信“人类正义舆论”可以阻止侵略者。总之，他们没有认识到，也不愿承认，国家间的竞争、对抗和冲突，是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条件下的正常现象。



　　这种思想是美国历史长期影响的结果。独立战争以后，“新大陆”开始反对武力，因为它造成了“新大陆”与“旧大陆”的分裂。在17和18世纪，欧洲移民来到美国，以逃避旧秩序的磨难。来美国时，他们把专横君主、大臣，监察官、宗教迫害狂、盘根错节的贵族、封建皇朝的竞争，以及外交阴谋等都抛在身后。在这里，他们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享有自由、民主、平等，自己支配自己，并拥有维护自己安全的权力。强权政治可能是“旧大陆”的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精神的尊严，人类的进步和民主，变成了“新大陆”的主旋律。美国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后曾经反复指出，欧洲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利益。美国在欧洲各国的争吵中没有利害冲突。美国并不想做任何让欧洲感到不安的事情，如果欧洲要继续沉醉于实力竞争，那么，就离美国海岸远一点。 [ 译者注：新大陆泛指美洲，此处特指北美洲；旧大陆指欧洲。 ]



　　美国对待武装冲突作用的态度，具有深远的、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其安全基础的估价。从其对自己的历史所作的表面考察来看，美国人过去认为，他们自己的安全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而这些因素与武力没有任何关系。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美国在地理上与欧洲和亚洲远隔重洋。在航空时代到来之前，地理上的这一事实确实为美国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军事保护。还有一个事实是，美国一直反复告诫其它国家不要插手西半球的事务。除个别情况外，美国的告诫是受重视的。也有人认为，如果美国不理会“旧大陆”，“旧大陆”也会以不理会美国相报答。这种错误观点’坚持认为，在“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不管欧洲发生什么事情，美国都能确保安全。从1823年“门罗主义”出笼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似乎认为，它自身的安全是天然权力，欧洲力量在对比中发生的变化，刘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影响。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即使不能完全忽略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沃尔特·李普曼就过去一百年的情况写道：



　　……唯心地反对动员准备，反对在战略上采取预防性措施，反对结盟的观点，逐渐地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占据了统洽地位。……这种观点在美国很盛行。在这一段时间里，亚洲处于休眠状态，欧洲四分五裂，英国的制海权无与伦比。正由于这样的历史事实，上述观点成了美国的一种思想方式。结果，我们从来就没有完成我们在西半球和太平洋承担的义务，我们的安全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任何措施能使其维持下去的安全。 [ 注：见沃尔特·李普曼著《美国对外政策一一共和国的盾牌》，(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43年版〕第49页。 ]



　　美国未能理解军事力量作用的见证之一，是其对待战争因果的态度。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人并没有完全理解导致或产生战争的政治缘故。因此，他们处理这类问题的政策往往是无力而又无效的。美国历史的特点就是，公众舆论经常不能完全看清外交政策与运用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由于把战争看成是实质上是畸形的而不是把它看成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资选择的手段，所以美国人表明了自己对军事行动在政治上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一无所知。甚至在美国参加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公众舆论还是不能正确估价战争所产生的变革影响，无论是对本国的影响，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相反，大部分美国人则认为，全球力量的分布状态，还没有发展到要影响他们国家安全的地步，因此，美国可以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盛行一时的口号──“恢复正常”──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人对待美国所介入的每一场军事冲突的思想状态。在很多方面，美国人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也是这样。



　　美国人过去反对军事力量和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这种倾向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如果不是必然结果的话──在传统上厌恶军国主义。历史上，美国人一直不信任军队，一方面，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一直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实际上，公众舆论是如此坚定地支持这种做法，以至于在战争时期都没有出现军队控制政府的危险。 [ 注：即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将军也必须接受美国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制定的战略，这一点。从1951年杜鲁门总统解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职务一事中得到证实。 ] 另一方面，美国人的传统一直是反对保持大规模的常备军。他们主张以志愿制来招募士兵。每次比较大的战争结束后，美国人都要迅速使应征部队复员。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一直不喜欢军队。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陆军大批复员。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更精确一点说，美国的陆军已被解体了。历史上，诸如此类的疯狂裁减，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给整个北大西洋集团的安全带来了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确实，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公众舆论(或者说，政治领导集团自己)才承认这一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政治形势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几次直接而紧急的威胁。当时的情况是；摆在美国面前的有两种简单而痛苦的抉择，美国要么重建保卫国家安全和重要利益所需要的军事力量，要么把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如西欧、中东、日本，南朝鲜等都拱手让给苏联。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环境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巨人威胁，是1950年4月14日发表的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里阐明的。这个文件里所阐明的结论和建议中的许多观点，今天仍然适用。 ]



　　解释美国人过去对待战争准备和动员计划的认识时，除了上述问题需要考虑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点，即战争准备动员与美国人观念中的繁荣与和平是根本对立的。在战争条件下，一方面政府、政治系统和社会各部门要对所需资源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高度的反应能力，以满足动员需要。上述管理与美国设想的正常的资源管理在方式和目标上基本是不相容的。因此，美国人关于为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观点，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动员中有待克服的一个主要障碍。民主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力和自由，防止当局的“过分干预”因此，只有在充分认识到国家即刻就会遭到危险的条件下，才有理由让个人牺牲自由。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政策倾向于反映主要的公众观点，社会不应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个人的追求，除非危险非常明显。这些是历史上妨碍美国进行充分而有效动员的一些主要原因。



第三节 80年代动员的战略效果



　　今天，一个国家迅速而有效地扩编军队的能力，可以认为是其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是其保卫国家利益的总体战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战略动员”这一术语，不仅是指为威胁或威慑目的而运用动员，而且还包含了增强自身能力的特性。这样，战略动员不仅与军工生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而且与支配这种能力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预有准备的动员能力，可有力地显示一个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因此，它可能是影响国际力量对比性质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规定国际政治总趋势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在一个国家的重要利益受到威胁时，动员是其迅速向世界显示决心的一个有效手段。



　　因此，必须把动员能力看作估价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威慑作用大小的一个关键因素。不言而喻，一个国家及时实施快速动员的能力越强，潜在敌人采取的可能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行动所招致的风险就会越大。强大的动员能力，一定能使敌人的计划制定人员在估价对手的反应能力时，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同时，动员的威慑作用，最终还取决于国家的军、政、民当局的准备程度，即是否进行了这样充分的策划：通过把民间人力和生产能力转换为军事力量和军工生产能力，来迅速扩大除现役部队之外的军事能力。总之，要使潜在敌人认识到，这个国家既有决心，也有能力，及时地投送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影响任何武装冲突的结局。



　　美国目前的情况怎样呢？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已使80年代的美国认识到，全球军事力量对比的重心正在迅速地向苏联一方转移。到1980年，苏联不仅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被认为是影响各大洋，各大洲的全球性大国。这样一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已增强了苏联人对较弱的美国使用武力的信心。看来，苏联要控制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中东的石油和非洲大陆。它如果控制了中东石油和非洲大陆，就能使美国的欧洲盟国以及日本和南朝鲜跪在自己的脚下。简单地说，苏联似乎处于“不战而胜”的地位。面对这样一种前景，美国采取新的措施：扩大使用配有“快速反应部队”的海外基地。就是这一措施，实际上也是在美国军事力量于中东和北非的地位受到动摇之后，才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微不足道、过于迟缓和软弱无力的。同时，由于苏联战略核力量打击范围的扩大，在目前情况下，任何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看来都是不考虑后果的。



　　因此，在80年代初，面对目前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所受的威胁，许多严肃的观察家越来越感到，对苏联挑战可以作出的最有效、最慎重的反应，是美国认真地制定动员军事力量和国防工业资源的计划，而首当其冲的是要使美国恢复支持动员的元气。他们认为，单纯增加这种或那种武器是不够的，要恢复其整体防御能力，美国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防务努力中去。据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使美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在军事力量和作战物资的生产方面，苏联过去一直处在动员的准备状态之中，现在仍然处在这种状态中，将来还会继续处于这种状态中。还必须使美国人民充分认识到，苏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准备在战争之外的持久冲突中击败西方；苏联还准备同西方进行有限核战争或全面核大战，如果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话。实际上，可以认为，苏联已经进入丁与美国进行战争的准备状态。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不管斗争沿什么方向发展，苏联都已经有了现成的“充满活力的动员基础”。



　　里根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加强动员能力，必须准备满足国家安全的需求。例如，他向苏联人发出警告，美国绝不允许所谓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侵略的一方偏得太多，美国要削弱苏联目前在力量对比上所占的优势，而不是仅仅宣布在诸如中东这样的地区有关国的重要利益。美国向这些地区投送兵力保卫其重要利益，显得有些困难。而且人们还可能期望再次看见美国在保卫西方利益的强权政治中起主要(如果不是唯一)作用的必要性。与此相反，有人则期望进一步加强北约或其它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鉴于欧洲和日本越来越依赖于中东的石油，一个动员起来的美国，将更加有利于要求各盟国对集体防务作出更大的支援。总之，多少年来，美国联盟政策中分担责任的幻想，现在在政治上可能是行得通的。



　　人们有时认为，美国单方面进行的大规模动员，可能是呈上升趋势的，带有挑衅性的，因此是危险的。然而，这正是战略动员所要达到的目的──对敌人构成直接威胁。而且，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都限制了它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并赢得胜利的能力。在这种军备竞赛中，可以显示美国的政治意志。



　　对美国突然发起如此大规模动员准备的主张，经常予以反对的是已经动员起来并全副武装的对手的幽灵，而这个对手自己则早在动员开始之前，就预先采取了行动，这虽然只是一种要予以认真对待的可能性，但人们认为，只要还没有使用核武器，要跨过这一门槛，仍有着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当对手可能有自己的核报复力量时。



第四节 关于短期战争和长期战争的辩论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已基本上不再考虑把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为国家安全的慎重抉择。除了个别情况外，动员在核武器时代已经被看作是一种与时代不相称的事情。之所以形成这一观点，其原因似乎在于下面二种设想，第一、动员是战争开始后才进行的工作；第二，核时代的任何战争都将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结束。第一种设想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它包含的意思是值得怀疑的。目前正遭到越来越多抨击的是第二种设想，即短期战争的设想。这一设想正成为分析家们辩论和估价80年代动员的优缺点的主要问题，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所产生的结果，不仅影响着全球政治中国家大战略的计划方向，而且还影响着一个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资源的分配。军队的结构以及后勤保障的范围和种类。



　　考虑到美苏一旦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双方的盟友和朋友很可能加入进来。 [ 注：对双方理论的分析，主要参考了拉尔夫·桑德斯和约瑟夫·E·马克曼就这个专题合写的一篇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第8—11页。这篇论文的题目为《军事战略与动员间关系的神话和现实》(华盛顿，美国国防大学武装部队工业学院1982年印)。两位作者除了对双方观点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外，还提出了这种冲突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向上述两种观点的确切性提出了挑战。要详细了解美苏冲突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可参见保罗·布拉罗所著的《动员》一书的第77页以后部分。 ] 因此，为了简便起见，下面，联系美苏间可能发生的直接武装冲突，对短期战争和长期战争论者之间截然不同的主要观点作一具体分析。



　　短期战争论者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发动任何进攻时，都不会给美国留下预警的时间，进攻将是大规模的，而且，一次进攻很可能只在一个战区(最可能的是北约地区)发动。他们认为，在战争初期双方以常规兵器交战时，苏联的进攻可能被制止住，但是很快就会发展成核冲突，甚至可能自动地升级为全面核战争。不仅如此，他们还设想，苏联的这种进攻，不仅可能不是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结果，而且可能在这种进攻发起之前，美苏两国之间的低水平军事冲突也不会发生。战争的突然性，不会给美国以数月或更长的预警时间，这种情况会阻止美国征召并动员其丰富的人力和工业资源做好战争准备。那些相信战争是短期的人认为，过去几年连续的预算紧张，势必有碍于美国为进行长期的常规战争积累储备必需的补给品。



　　短期战争论者通常认为，由于北约常规力量弱小，苏联的进攻势必会迫使北约以核武器进行还击，其结果就是，战争自动地升级为全面核战争。在他们看来，对美国本土实施的有效的战略进攻将结束战争。因此，战略核战争只能是短期的战争。



　　直到今天，美国的防务计划基本上是根据短期战争理论制定的。它把防务的重点放在使美军制止和抗击对方初始进攻的准备上，而不是考虑工业动员(平时或战时)的问题。这种倾向使得国防部强调作战部队的“现代化”和改善作战部队的紧急戒备状态。有人提出，当军队还没有能力在战争初期的交战中避免失败时，国家为什么要花费金钱和人力，去支持他们持久作战呢？国防部计划人员知道战争储备物资的重要性，但他们是根据战争只持续30—60天的设想来计划战争物资储备的。这些物资储备包括和平时期使用的各种弹药、零件、消耗性物资以及战争初期保障作战部队战斗的装备。(应该认识到，由于预算的限制，军队连这样的储备要求都得不到满足)



　　有人用一种含糊的理由来解释忽视工业动员的问题。如果国家的战争物资储备只够支持持续作战30—60天，那么，工业动员不管多么迅速、多么有效，也无法迅速发展到足以影响初期战役结果的地步。因此，这些人认为，工业动员不值得得到预算的支援。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缺乏迅速扩大防务生产的能力，那么，不管这种物资储备能支持战争10天还是半年，军队将不能进行长期作战。因此，在大量的物资储备上投资将不会是一种节省的办法。总之，主要的倾向是准备进行短期战争。



　　目前，向短期战争论挑战的那些观察家首先指出，短期战争设想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和未知因素(如冲突的持续时间和消耗率)太多，以致使人不敢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不能设想它没有预警时间，也不能设想与苏联的任何武装冲突都一定会很快结束。事实上，战争爆发前的预警时间短，决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就短，战争初期的成功防御也并非意味着会迅速地结束战争。如果一方最终吃了败仗，那么初期交战的胜利就毫无意义。长期战争论者认为，历史本身已反复表明，战争持续的时间通常比军事计划人员预想的或准备的要长得多。他们还断定，由于交战双方都担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双方在设法避免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同时，都会努力使冲突常规化或只使用小当量、短射程的核武器。作为部分地支持这一观点的说明，他们强调这一事实，即苏联人似乎更注重进行长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常规战争也许会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



　　长期战争论者认为，苏联发动突然的核袭击和预警时间短的常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小。相反，他们认为，美苏之间的任何武装冲突都会从局部地区的事件开始，规模和激烈程度可能随之不断地增大。他们认为，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只有当长期的紧张局部势达到顶点时，才爆发全面战争，但双方都不诉诸核武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美国都有一定的时间做应付冲突的准备。因此，美国将面临在长时间内消耗大量物资的前景。据认为，这种情况除了需要大量的具有作战能力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并往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戒备状态之外，还要求第一类预备役部队，民间人力和工业基础能够进行迅速地动员。他们认为，必须反对“你爱来打就来打”的短期战争的观点，把投资用在提高部队生存能力上，使部队能生存到战争结束。奉行短期战争理论的最大风险是，美军可能因此而无法获得避免失败的生存能力，或者，最后诉诸核武器。换句话说，只有向积聚支持较长时间战争的主要能力迈出第一步以后，才能看清短期戒备的实质。在向动员准备迈出第一步之后，接着就要把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发展必要的应急生产能力和国防工业基础中去。



　　80年代初，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开始怀疑短期战争理论的实用性，并越来越注重计划各种持久冲突和全球规模持久冲突的必要性。根据主要由里根政府提出的新防务思想，如果初期发动的任何进攻都会迅速升级为核战争是唯一的前提的话，那么美国就不再能决定其军事学说的发展和武装力量的结构了。相反，美国应准备应付各种类型的战争。国防部长温伯格在里根执政初期就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有长期进行战争的选择权。 [ 注：见国防部长卡斯珀·W·温伯格在国会作的《1983年度国防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82年2月8日)第16—17页。 ] 他表示，对模棱两可的预警作出有效而及时的反应，对国家制定军事计划非常重要。按照这位部长的观点，对世界上的不详之兆作出动员反应，将极大地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 [ 注：同上 ] 在牵制美国事军力量的波斯湾地区发生的冲突，可能导致苏联对中欧或北约的翼侧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许多类似的战争都是可能爆发的。根据这一思想，动员应该是美国威慑态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如同美国对朝鲜战争所作出的反应那样，为了对付直接威胁，美国应加强其军事能力，使它超过实际所需要的那种能力。



　　尽管军队最高当局已经具有了这一战略思想，但是，在80年代初，涉及国家安全的各部门和各防务团体，在对待长期战争理论的看法上，是否达成了一致意见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五节 民事部门的动员计划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了美国在和平时期，不能为战争有效地动员其国家资源的一些主要原因。在美国历史上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这么一种思想，即一旦美国卷入战争，美国将有时间动员国家的力量(尤其是工业力量)保证获得战争的胜利。结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联邦政府的民事部门的动员计划能力很小，或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几乎所有计划都是由军事部门一家制定的。实际上，从1930年到1939年，军事部门曾连续四次制定了工业动员计划，为民事部门在战时控制和管理国家资源提供管理蓝图。但是，如同结果所证明的那样，这种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动员和重新武装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预料的要小一些。



　　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为联邦政府的民事部门在计划和处理动员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一法案，建立了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它是第一个永久性负责动员计划的民事机构。根据立法规定，该委员会主席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直接向总统报告，并于1949年成为总统办公厅的一部分。 [ 注：原先赋予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职责，将在第四章中加以概述。 ]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这个委员会刚刚开始履行职责。然而，作为一个计划咨询机构，它没有权力对国家资源进行积极动员。因此，为了指导动员工作，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底成立了国防动员局。与此同时，国会通过了《1950年国防生产法》，这一法案授予总统以加强动员基础、生产军用物资、控制和稳定经济的广泛权力。总之，总统有权动员整个国家的资源来支援战争。总统把这些权力交给了国防动员局局长，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一直由该局局长控制和协调国家的动员活动。



　　国防动员局的成立，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模糊不清了。由于这两者有些重叠，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年把这两个部门的职责通通交给了重新组建的国防动员局。他还根据《1946年战略和稀缺物资贮备法》，把战略物资储备的任务交给了这一新成立的机构，并特别给这一机构下达了协调职能部门一切动员活动的任务，包括协调生产、采购、人力，经济稳定和交通运输。与其前身一样，这个重新组建并得到加强的国防动员局也是总统办公厅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它是协助总统实施戒备和制定联邦政府动员计划的一个有力的参谋机构。



　　经过后来的整编，相继承担动员任务的有下列单位：1958—1962年为民防和国防动员局，1962—1973年为紧急准备局，1973—1979年为联邦勤务总署下辖的联邦准备局，现在承担这一任务的是联邦紧急管理署。这个署是为了加强各种紧急情况下的管理能力和反应能力而于1979年成立的。它还负责发展工业动员基础，工业动员基础能对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可能的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目前，国防部、商务部和联邦紧急管理署三家担负主要责任，确保国家的动员基础和工业准备跟80年代在国防上可能遇到的挑战相适应。



第六节 美国动员准备所面临的考验



　　自1976年以来，为了检验美国在紧急情况下的动员能力和展开能力，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进行了多次演习。1978年秋，举行了代号为“金光闪闪”的全面演习，1980年又举行了代号为“骄傲精神”的全面演习。这两次演习的目的是检验美国联邦政府中所担负动员任务的军事机构和民事机构的动员计划与动员程序。 [ 注：另一次演习是1982年秋举行的，代号为“骄傲的骑兵”但尚未得到这次演习的结果。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实际动员以来，“金光闪闪”是第一次涉及政府各部门的动员。它是一次模拟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1000多名军人和来自有关民事部门的27人。这次演习的情况设想是，参加演习人员得到预警的时间短，华约军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驻欧洲的北约军队发起常规进攻。 [ 注：官方对“金光闪闪”和“骄傲精神”两次演习结果的结论是保密的。本书对这两次演习的结论引自下列出版物：约翰·丁·菲亚尔卡写的《“金光闪闪”演习的严酷教训》(载于《陆军杂志》1980年4月号第14—18页)和《五角大楼的“骄傲精神”演习──没有理由值得骄傲》(载于1981年3月《参阅件》第10期第38─41页)以及华盛顿国防部长办公室预备役部队政策委员会于1980年7月发表的《“金光闪闪”演习和“骄傲精神”演习举行前所存在不足的要点》。 ]



　　“金光闪闪”演习一开始就暴露出了目前在动员、展开计划和能力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虽然国防部首先制定出计划，但结果看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在当时设想的短时间战争预警的一些令人信服的要求面前，这些计划全部成了泡影。为了模拟动员所产生的作用，在电子计算机终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一支约40万人组成的、经过精良训练的部队，由美国派到了中欧。这支部队尽管装备了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杀伤力最强的高技术武器，但它还是因没有足够的炮弹、导弹、油料、食品、零备件或补给品，而无法坚持几个星期的战斗。可以设想，这样一支陆军部队简直会因正常消耗而遭灭亡。在战争开始后的头30天之内，陆军就消耗完了火炮炮弹、坦克炮弹和其它几种至关重要的弹药。当演习结束时，这些物资还在大西洋上随船漂进或在美国的港口等待装运。没有足够的大型运输机把成千上万吨的弹药越过大西洋空运到欧洲战场上去。美国铁路系统的陈旧和船运业的混乱，也是未能满足这次演习中物资需要的原因。



　　“金光闪闪”演习所设想的情况，要求动员训练有素的官兵，比国防部所能动用的官兵多20万到50万人。陆军的情况表明，动员后90天之内，它只能满足其步兵人力需求的52%，炮兵人力需求的73%，装甲兵人力需求的28%。这种人力短缺还包括欧洲在医生和医疗设备上的短缺。这就是说，许多伤势不太严重的伤员(本来可以重返战场)必须空运回美国接受治疗，许多伤势比较严重的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丧生。



　　由于登记应征的人员中制造了一些虚假的名字，选征兵役制 [ 译者注：这是美国有选择地征募某些有特殊条件或能力的人服兵役的一种制度。 ] 马上就暴露出自己的不足，它缺乏一种用电子计算机来分类处理各军种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尽管国防部、商业部和劳工部参加演习的人员竭力寻找，掌握作战所必需的技术工人，但他们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规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和什么地方需要这样的工人。至于庞大的美国经济系统为支持战争而进行快速调整的一般性能力问题，“金光闪闪”演习则表明，美国的经济体制在几个重要方面缺乏“蜂拥而起”的快速反应能力。 [ 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经济为满足武装部队的需要所进行迅速调整的能力，关于军事计划人员所提出的“蜂拥而起”这一名字的确切含义，在第六章中再作论述。 ] 例如，在弹药供应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私营工业不能迅速调整来支持国营弹药厂。这次演习中，美国只有两家铸造厂能迅速转产，铸造坦克车体和其它必需的大型铸件。



　　在演习过程中，人们看清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实。首先，演习表明，民事部门对于应付这次演习所设想的紧急情况的准备之不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很显然，这些部门的主要官员对动员事宜缺乏应有的关心。在演习中，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对这一活动的性质和国防部的需要知之甚少。与此同时，演习的导演人员也发现，国防部对这些民事部门的情况也知之不多。有人报怨说，这次演习军方和政府部门参加演习的人员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不能相互理解，因此，双方就难以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甚至连“动员”本身的概念和内涵都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这次演习还表明，人们对总统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执行人员，有效介入动员事务所必需的立法权，还缺乏简明、及时现成的信息。演习中，人们对现有的法令，条令是否灵活、整个权力系统是否完整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辩论。而且，演习很快就表明，各部门关于怎样认识紧急情况下行动方式的许多规章是含糊不清的，或者说是不合时宜的，另外一些有效地实施这种行动所必需的规章，根本就不存在。人们还发现，就总体而言，对制定实际计划和迅速执行动员计划之间的协调，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或者说，各民事部门之间，民事部门和国防部之间，缺乏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协调。实际上，这次演习表明，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确保实际制定和协调动员计划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



　　最后，从“金光闪闪”演习中吸取的一条重要教训是，计算机化的动员计划，按照程序给各部队下达一系列的指令，当实际情况与计划人员事先设想的情况有出入时，它就会带来巨大的困难。 [ 注：由于在“金光闪闪”演习中感到了这样的困难，所以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防机构──联合部署局。该局负责对现有计划进行检查和调整，以使计划的某些突然变化不至于使整个动员体制失去功能。 ]



　　1980年11月，继“金光闪闪”演习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涉及政府各部门的演习──“骄傲精神”演习。如同1978年的演习一样，国防部和联邦政府35个有关部门，再一次模拟了全国对较大规模世界冲突的动员反应。但是，“骄傲精神”演习计划与“金光闪闪”演习计划所设想的情况不一样，它没有设想在欧洲突然爆发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只是设想欧洲局势在一段时间里日趋紧张，但没有爆发战争。然而，在这次演习中，同样暴露出“金光闪闪”演习中所发现的美国在动员能力方面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



　　在演习开始时，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发生故障长达12个小时，这一系统是为最高指挥官提供部队戒备状况的最新报告而设置的。也有人抱怨，一旦工作起来，计算机就给最高防务计划人员提供过多的信息，而且往往是些关于琐碎事情的信息。这种情况妨碍他们有效地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与“金光闪闪”演习的情况一样，参加“骄傲精神”演习的官兵必须克服弹药和人力短缺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弹药和装备的严重不足。演习的前提是：弹药和装备储存在欧洲。结果，在演习中，军方对改善这一情况竟然无能为力。另外，还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业给各军火库补充坦克、导弹飞机和弹药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了。比如，人们发现，现在从订购到接收坦克所用的时间比两年前要长。最后，这次演习表明。陆军预备役体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使陆军距动员要求相差约35万人。



　　“骄傲精神”演习中一个令人注目的改进就是，有更多的非军事人员参加了这次演习。在“金光闪闪”演习中，普遍缺乏非军事人员，是个主要问题。然而，在“骄傲精神”演习中，如果有关民事部门的最高官员公然缺席，就说明这些民事部门的高层官员，对其在动员中的作用仍不感兴趣。1979年秋成立的联邦紧急管理署，在这次演习中承担了协调各民事部门的任务，但人们对该署在演习中的表现仍有各种抱怨之言。人们大都指责说，该署还没有发展到有效地处理国防动员需求的地步。 [ 注：约翰·菲亚尔卡在《“骄傲精神”演习》第41页引用了美国陆军退役将军沃尔特·T·克尔温对这次演习的评论。克尔温将军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邀请，率领退役军官团视察了这次演习。 ]



　　总之，无论是“金光闪闪”演习，还是“骄傲精神”演习，都突出地显示了联邦紧急计划的不足：缺乏战时紧急情况下作出快速而有效反应的能力。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里根政府上台伊始，即成立了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主席，成员是21个担负有动员准备任务的联邦政府各部署副部、署长级委员。参加演委员会的包括所有13个内阁部、白宫政策发展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科技政策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央情报局、人事管理办公室，当然还有联邦紧急管理署。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政策，协调12个“工作小组”提出的涉及各部门的动员实施计划。这12个工作小组，每组负责一个选定的方面。国防部是其中10个小组的成员，并担任其中两个小组的组长。



　　1982年夏天，里根总统发布了一项基本而又全面的命令，这项命令勾画出了决定美国动员准备方向、性质的动员准备政策和原则 [ 注：即国家安全决定命令第47号“紧急动员准备”，白宫1982年7月22日。 ] 的轮廓。命令一开始是这样说的：



　　具有紧急动员准备的能力，是美国的政策。这种能力最优先考虑的是保卫美国，确保美国各级政府、私人企业和美国公民，对国家可能遇到的大的紧急情况作出果断有效的反应。



　　动员准备计划的基本原则是：(1)准备措施要能应付国家在安全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紧急情况；(2)优先考虑改进全面动员的方针、计划、职权和要求的结构(同时为总动员奠定基础)；(3)经济稳定计划，包括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备用计划和步骤，以确保加强供给，并根据军事和民用需要分配资源；(4)动员措施强调迅速而有效地从正常转入紧急状态下进行，并保证在接到战略或战术预警后可以有效利用任何时间。



　　接着，命令指出了为执行全国紧急动员准备政策而制定主要计划时，应遵循的一些具体原则。这些主要计划包括：武装力量动员计划；人力资源动员计划；医疗设备动员计划；民防动员计划；食品和农业动员计划以及战时稳定经济的动员计划。在谈到武装力量的动员时，命令指出，完善动员体制和动员计划是美国的国策。完善的体制和计划，可确保提供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使美国获得动员能力、部署能力和支持长期作战的能力。制定这种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下述几个方面的能力：



　　(1)扩大武装力量规模的能力，即由局部动员扩展为全面动员和总动员的能力；(2)把部队部署到战区去并使之能支持长期战争的能力；(3)为与国防有关的民事部门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命令中关于工业动员的论述。对于这一点，命令说：



　　美国的政策是拥有工业动员的能力，以便能够及时足够地生产出必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民用物资，胜券在握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增加国家战略方针的可靠性，对国家在安全方面遇到的紧急情况作出迅速的反应。



　　为了推行这一政策并实现其目标，命令明确指出，这种计划必须：



　　──认识生产和补给方面存在的不足，采取行动加以克服，以改善美国的工业能力，满足目前的动员需要；



　　──如果自由市场不能为国家安全及时提供所必需的能力，就要通过加强对资源索取的指导，继续控制进出口，合理运用《国防生产法》来加强工业能力和包括运输、能源在内的永久性设施的能力，以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



　　──估价现有和拟签订的合作生产国防物资的协定。与盟国签订的有关弥补性协定以及其它互惠贸易协定等对工业基础的影响；



　　──主要依靠国防储备来获得战略物资和重要物资。在这方面，当自由市场无法及时地提供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能力时，总统可能授权使用《国防生产法》第三款。



　　总之，命令赋予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的任务是：准备一个“行动计划”以执行上述任务和这一命令中提及的许多其它政策和规划。它还进一步指示，联邦政府各部门设法根据这一命令和其它命令，解决财力和人力资源，“以保证获得所必需的能力”，并要求各部门“为这些准备活动规划人力和预算资金，因为，这些准备活动是各部门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责的一部分。”














	

 






	















	







	







	









 





	


	







	








	




	


第二章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员经验




	







	

 



	


	


　　对比分析美国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全国执行动员计划和任务(特别是有关经济和工业动员)的经验，我们就能深刻理解其在60年代努力执行动员准备规划所面临的任务及其范围。事实上，这两次战争不仅有力地显示了这项工作的壮观和复杂，而且表明，如果没有先进的动员准备制度，就要冒巨大的风险，并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动员计划



　　虽然美国当时在物力和人力资源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虽然美国预先得到机会，观察在欧洲已经进行了3年左右的战争，但是，当它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恰如其在历史上经历的所有战争一样，对这场战争仍毫无准备。 [ 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动员经验，其资料主要摘自：西奥多·安托内利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工业动员》，载于1976年7月第12期《国防管理杂志》40—46页：美国国会立法咨询局《动员计划与国家安全》(1950—1960)一书的附录一，第152—156页(存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其他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如下：格罗夫纳·E·克拉克森著《世界大战中的工业化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23年版)；军事工业委员国主席伯纳德·巴鲁克《军事工业委员会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21年版)和《战争中的美国工业》，巴鲁克对国家全面动员计划作了个人总结，发表在军事政策委员会报告中(1931年)；还有E·彭德尔顿·赫林著《战争的影响》(1941年纽约出版)。 ] 实际上，美国在1917年4月正式宣布参战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主要意味着给盟国提供军火，而没有别的意思。 [ 注：见安托内利《美国工业动员》，第43页。 ] 但是，美国参战后，这些盟国紧接着在军事上失利，并使美军更有必要到法国实行部署。同年夏天，美军第一师横渡大西洋，在西线“竖起旗帜”：9月，美国已制定出一个计划，即到1918年底，拟派出150万军队。 [ 注：同上，第44页。 ] 然而，当这些部队刚刚到达欧洲时，他们几乎不得不完全装备英国和法国制造的步枪和大炮，因为当时美国的这种物资储备相当有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国家动员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1916年8月任命成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其职责就是充当总统的顾问。它由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劳工部长组成。支持它的是一个由7人组成的国防咨询委员会。国防委员会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负责“协调工业企业与国家安全福利资源的关系。”咨询委员会则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咨询机构，主要由与工业有关的行政人员参加。它的办事机构后来腐蚀了动员的工作队伍，因为这些行政人员开始批准与其个人有关的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然而，当时又无法从其他地方找到一定数量能干的人从事这些工作。



　　战争爆发之后，临时的特别立法增加了许多紧急的临时机构：食品管理局(赫伯特·胡佛为局长)燃料管理局、外侨财产看护处、出口委员会(后来成为军事贸易委员会)、铁路军事委员会(后来成为美国铁路局)等等。海运局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成立了。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却没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许多部门冒出一些相互冲突的机构。政府感到唯一办法是不断摸索，试用这些可以运转的战时机构。其实，战事爆发还不到一年，国会就通过《增员法案》(1918年5月20日)，授予总统紧急时期增添机构的一般权力。



　　对生产的管理和统制，是通过国防委员会的逐步发展来实现的。在战争爆发后三个月左右，建立了军事工业委员会。它逐步承担了以应付政府的需要为目标，使工业转产并对其进行管理的一切复杂工作。但是，直到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才给这个委员会以独立行政机构的地位：首先使其直接对他这个行政首脑负责；其次，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第三，赋予该主席行使所有控制职权，除了制订物价之外。由总统依靠他当时作为行政首脑和总司令的权力，上述活动才被后来的《增员法案》所认可。 [ 注：见美国国会《动员计划》第153页。 ]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战争时期工作的主要指导机构。为了承担繁重的任务，确保充足的补给和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武装部队，采取的做法是统制资源──设备、原料、燃料、运输，劳工──使用一套优先次序的分配办法，把资源分配到那些专门建立的部门，并由它们决定物资的买卖和对实际购买力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该委员会成立了一大批高级职能部局，如优先次序分配部、资源保护部及设备管理部等。但真正的工作机构是由将近60个商品处负责，每个处由一名从有关工业招收的人员任处长，这些处掌握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个处负责处理与它有关的那个工业部门的问题。 [ 注：见巴鲁克《军事工业委员会报告》附录四，第291页以后。 ]



　　工业管理计划最重要的特点可能是优先次序安排制度，这是通过政府和有影响的工业界代表之间进行的广泛讨论来进行的。所有的秩序和工作都被分成五个等级──AA级、A级、B级、C级和D级，总等级下分次等级。 [ 注：见美国国会《工业动员计划C》第153页。但是直到1918年7月。优先次序控制管理才扩展到所有工业部门。 ] 最高等级专门用于军事工业委员会安排的优先项目。一个与工业委员会相并列的“优先次序部”，与该委员会一起工作。它们的主席由同一人担任。其它军事机构在“优先次序部”中派驻有高级代表。这个部也发布一些关于工业和工厂的先后次序的文件，对管理燃料和运输的政府机构进行指导。



　　战争时期，真正赋予军事工业委员会管理美国工业能力的，是它的征用权。这一权力主要得到1916年生效的许多法案的支持。 [ 注：见国会《动员计划》附录二第4页。例如：1916年6月3日通过的《国防法》授权总统可以向平时生产国防物资或能够生产国防物资的任何公司定货。公司必须接受定货并优先生产总统的定货。如果公司拒绝接受国防部门的合理订货，总统有权接管公司所属的工厂。另见巴鲁克《战争中的美国工业》第49页。 ] 这些法案涉及到广泛的项目──工厂、食品，燃料供应、运输以及其他各种与国防有关的设施。当这种征用权与交通运输分配权，决定先后次序的否决权等有影响的条件结合到一起时，军事工业委员会“就可以行使一种惩治那些内心不服管理的企业的权利。” [ 注：克拉克森《工业化美国》，第96—97页。 ] 尽管政府的这些严厉措施最初是以备用的形式设置的，而更多的是依靠协议解决的，但当企业知道这种权力能实施时， [ 注：同上，第97—99页。 ] 就变得更容易合作了。通常只要显示将要使用惩罚措施的企图就足够了。



　　1917年春，美国参战时，政府的采购工作不仅权力分散，而且相互不协调。光陆军部就有5个，后来是8个分散的采购机构，而其它每个部门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机构。 [ 注：当时军事部就是这样的情况，见安托内利《美国工业动员》第41页。 ] 结果，政府机关在价格、设备和交货问题上互相竞争。为了对此混乱局面进行整顿，最初由总军需部一个整顿委员会直接出面掌握，后来由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设的各商品处负责。只是到战争结束时，为了进一步实现有秩序生产，采购部门才开始对6个月至一年的需求作评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推行的人力分配和使用计划，总的来说是分散的，是以一种相当初级的方法进行的。人力问题主要是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之外进行的。 [ 注：见巴鲁克《军事工业委员会报告》第82、17、9、96—98页。 ] 在战争开始时，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国防咨询委员会六成员之一萨缪尔·冈珀斯，召开了一系列工业劳工以及劳资双方参加的会议，以加强对战争的支持。 [ 注：见巴鲁克《军事工业委员会报告》第83页和克拉克森《工业化美国》第280页—282页。 ] 尽管这些会议最初导致劳资双方在避免工业纠纷的原则问题上都表示认可，双方并表示共同克制，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一些纠纷。许多纠纷最初由总统特别调停委员会(该委员会就是为此目的建立的。由劳工部长负责)调解。后来，这项工作交由国防工业劳工委员会管辖。



　　为战争服务而进行的劳工征集工作，通过劳工部的美国雇员署战地办公室实施，并由邮政总局腾出邮政局场地供工人和雇员集中。选征兵役局通过延期征召提供工作机会的办法对工业人力进行管理，并且在1918年发布“不是去干活，就是去打仗”的命令，以此进行劳工征集工作。虽然军事工业委员会着手建立了劳工分配先后次序，但在劳工短缺现象既普遍又严重，因而需要全面控制和管理人力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在交通运输和通信方面，政府均采取直接控制措施。铁路管理局控制铁路，海运委员会制定商船队航行计划，邮政总局局长对所有电话和电报系统进行控制和管理。甚至处于初创时期的无线电工业设施，都置于海军部长的管理之下。在此，政府直接而广泛地行使征用之权。



　　由于指导和统制工业生产的战时体制迟迟不得完善，因此，要估价美国刚卷入战争时整个工业的实际影响和实施情况是困难的。直到1918年7月，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优先次序体制才生效。事实上直到那时，钢铁工业才得到控制， [ 注：安托内利《美国工业动员》第45页。 ] 而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的一个大买主)被迫压缩客车生产。同样，燃料管理局在克服煤炭短缺方面经历了长时间的困境，直到1918年夏，国内煤炭的合理使用制度才建立起来。



　　总的来说，产品交货期过长，使得美国工业能力在较短的战争周期中没能发挥最大效率。然而，考虑到缺乏经验和没有准备的情况(美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动员工作的)，美国工业的运行显然是值得称道的。例如，在停战前19个月内，美国工厂倾吐出多得令人难忘的军械弹药，其中，相当部分的生产集中在1918年春夏。然而，这些装备运送到使用者手里为时太晚，以致不能用上。 [ 注：同上 ] 同一阶段，美国生产的步枪和无烟火药终于超过主要盟国，只是在机关枪和自动步枪的产量上，法国超过了美国。



　　不过，在大炮生产方面，美国出了问题。1917年6月，按计划在美军到达欧洲时，由法国和英国提供大炮。预计以后到欧洲的部队，将装备由美国制造的英─法同类型号的大炮。然而，美国工厂在承担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在翻译法国数据规格方面及制造某些必需部件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尽管这些困难最终是克服了，但在停战之前，美国公司生产的完整的火炮还不到2，000门。



　　尽管军事委员会在同类部门中以机构庞大而著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并没有在动员的指导和控制方面形成一个超级机构。最接近超级机构的部门是总统的战时内阁。它由巴鲁克·麦卡杜(铁路)、赫尔利(海运)、加菲尔德(燃料)、胡佛(食品)和麦考密克(贸易)六位先生组成。在总统参加的每周的例会上，这个小组进行磋商，报告工作进展情况，提出提高工作效率的建议。该小组既没有秘书长，也不象正规的工作小组那样进行活动。然而，巴鲁克认为，该小组对各种战时机构负责人的协调一致行动，却具有成功的影响力。他通过与威尔逊总统保持接触进一步增强这种影响力。而且“在他的一般职责范围内，每次要求行使新的权力时，通常可以得到总统某种形式上的批准。” [ 注：克拉克森《工业化美国》，第102页。 ]



　　总而言之，美国既没有全国动员的经历，也没有全国动员的知识和经验，但从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个月的实践来看，所获得的成就仍是巨大的。的确，那是个临时准备仓促上阵的时期，行动常常是实验性的、迟缓的。然而，人力动员、海外部队机动及向本国和盟国提供民用物资所达到的记录是令人难忘的。正如伯纳德·巴鲁克后来证实：“我们的军队从20万猛增到400万的速度，1918年夏以每月225，000人的速度成功地开赴欧洲战场，这种奇迹不仅使我们的敌人而且使我们的盟国也感到惊讶。” [ 注：见巴鲁克《军事工业委员会报告》第82、17、9、96—98页。 ]



　　还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国家走过了从个人主义自由竞争通向有计划和有指导的全国动员的漫长路程。选征兵役局的“要么去干活，要么去打仗”的计划，已成为政策式的口号。工业动员、优先次序和分配制度、价格管理、定量分配、政府对工业界的管理等等这一切措施，其创立和实行的过程，都是步履艰难的。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说：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干得很好，它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第二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员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事工业委员会建议保留一些主要的参谋办事机构，国内生产关键物资的工业企业要继续发展和建设，并把一个小型军火工业基础保存下来。 [ 注：同上 ] 但是，由于这些建议既与当时风行的政治气候不合拍，又与公众要求“回到正常秩序”去的情绪不相投，因此没有人予以理睬。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二十年中，做了一些计划工作，但实际上没有采取经济上的战备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动员水平达到足够的战备程度。而且，自此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严重地依赖追求中立国地位，依赖那种虔诚的协议，并声称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是非法的。说到底，这种政策是一种暗示可以不作动员准备的政策，大多数美国人甘愿支持这种政策。由于打败德意志帝国和拒绝参加“国联”，美国又显示了传统的心理状态，即认为“实力强国”的思想是令人厌恶的。



　　1935年美国制定了“中立法案”，1937年予以修正，1939年正式实行。这个法案与孤立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当时公众情绪一个合乎逻辑的表现。它的条款来源于公众流行的看法，即国际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都是“制造死亡的商人”，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负责。 [ 注：参议员奈尔的国会调查委员会对军火制造调查的书籍和报告大大增加了这种信念。 ] 条款禁止运送军火或借钱给交战的任何一方，它们把受害者和侵略者不加任何区别。随后，这个法案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中实行。在实行中，法案帮助了侵略者，因为侵略不会在他们手中没有足够的军火时发生。即使受害者拥有工业能力，现代武器从订货，生产到交货所用时间之长，也会使他们在侵略者得逞之前，无法得到供应。



　　尽管军事工业委员会战后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人们对国家战备的重要性有了某种程度的认识，而且这些认识已纳入了1920年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案》之中。这个法案责成陆军部助理部长负责注意对“战争需要的基本物资和工业组织的动员”，提供足够的供应。 [ 注：美国国会《动员计划》，第156页。 ] 结果，产生了陆军部的计划分局、陆海军弹药局(它使工业动员成为一个联合的事务)，陆军工业学院(培训负责采购和工业动员工作的军官)，并最终于1920—1931，1933，1936和1939年连续产生四个不同的《工业动员计划》，这些《工业动员计划》为政府提供一个战时在民间赞助下，管理和指导国家资源运用的蓝图。



　　考虑到以后的工业动员中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所以，上述《工业动员计划》清楚地说明了进行工业动员时必需的政府组织和行政管理程序。在一场战争中，当美军需要扩充到400万兵员时， [ 注：《工业动员计划》是三个有关计划之一。在宣战时，为动员100万军队提供了一个预备性动员计划，如果有必要，军人最多可扩大到400万。此外，采购计划提出军队可能装备和补给的大致方法。后者提出，在紧急时期，列出1万个工厂生产军需物资，为生产这些军需物资，发布了一些“指导性命令”。 ] 政府机构必须使美国的工业动员能支持美军的作战行动。由于潜在对手、可能爆发战争的地区和紧急时期权力(实际上，只有总统才拥有这一权力)的模糊不清，制定《工业动员计划》有一定的困难。



　　从组织上讲，《工业动员计划》提出的管理模式，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工业委员会所具有的特点。这种管理模式主要就是指定项目动员的先后次序，它包括：(a)定货，设施项目或工业分类优先次序；(b)特种设施分配的优先次序；(c)许可证、禁运法、允许通行法和授权搜查法施行的优先次序。对外贸易的统制(经济战)也具有重大意义。



　　拟建机构的核心，是一个叫做“战争资源管理局”的重要“超级机构”，它的权力将集中在一个直接向总统负责的行政官员手中，他得到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协助，这个委员会由其主要副手，国务院代表、三军及有关军事机构的代表组成。还建立了四个主要的协调规划部门，即设备、日用品、动力和燃料以及交通运输部。与此同时，与其它军事机构的联络也开始建立。与商业部门的联系仍由有影响的各工业企业代表组成的战时服务委员会来承担。



　　这个计划还考虑到，随着环境的要求可能组建其他应急机构，特别提到的是那些处理公共关系，兵役选征、金融、贸易、劳工和价格管理工作的机构。这些只是对战争资源管理局的补充，然而，也是属于协调性质的。军事需求和实际采购的决定，分别留给陆军部和海军部。



　　根据这个《工业动员计划》，建立战争资源管理局可不必等到宣战。当紧急情况可能出现时，就尽早地建立这一组织，至少应该组成骨架机构。这样，1939年7月底，当欧洲面临着战争的边缘时，计划制定者认为危险已经临近，美国可在数周内卷入。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相反，人们当时感到，公众的观点带有强烈的孤立主义色彩，以致不能容许建立一个正式的“战争资源管理局”。因此，罗斯福建立了一个“战争资源委员会”。它暂时作为军火委员会的顾问机构而存在。但在紧急情况下，“将成为政府的执行机关，拥有类似过去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广泛权力。” [ 注：美国国会《动员计划》，第159页。 ]



　　战争资源委员会由E·R·小斯特蒂纽斯(美国钢铁委员会主席)任主席。商业界其他四位杰出领导人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布鲁金斯学院院长被选为该委员会成员。然而，这个委员会还未着手为它未来的职能做准备，总统又怀疑这种方法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工业动员计划》(其中大部分得到该委员会的认可)作为走向战争的一个步骤而遭到攻击──总统似乎对这种攻击特别敏感。还有，该委员会本身由于它据说是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对象。不过。可能更具有意义的是，实际上总统自己决不准备代表中央来掌握如此庞大的经济部门，而是宁愿把“缰绳”把握在自己手中 [ 注：同上，第160页。 ] 。事实上，1939年8月30日在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总统强力地暗示，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修改国防机制──由一组专家顾问直接和个别地向他进行报告。结果，该委员会立即起草了一个修改的组织计划，以更好地适应总统的想法。这样，作为最后的法案，委员会在1939年10月向总统递交了一个经过修改的计划，计划中列出了该委员会建议成立的几个机构，作为战时全面负责管理的系统。每个机构都代表着总统权力的一个特别部分，并直接向总统报告。没有一个部门成为“超级机构”(如果那样的话，这个超级机构就会使其它机构仅仅成为它工作的补充)。 [ 注：在这些建议机构中有：(1)公共关系局；(2)选征兵役局；(3)战时劳工局；(4)战时食品局；(5)战时金融管理局；(6)物价管理局；(7)战时资源管理局──后者“协调美国生产能力和陆、海军及国民的需要”。(引自美国国会《动员计划》第161页)。 ] 总的来说，尽管《工业动员计划》的总模式被保留下来，但超级机构的概念实质上已作了修改，关键的部分掌握在总统手里。如同结果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三年逐步发展变化的战时组织体制，基本上是根据战争资源委员会的计划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这一组织体制一直保持到战争资源局诞生时为止，战争资源局是这一体制发展的顶峰。



　　为什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制定的工业动员计划最后证明不适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呢？更准确地说就是，如果实行战前制定的计划是有可能的话，那么，为什么实施这些计划的效率极差，且困难重重呢？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动员计划资料性评论，见哈里·B·尤锡帕著《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动员计划》1951年12月美国历史联合会年度会议报告和1951年夏《军事问题》第71—83页，及1951年冬《军事问题》第199─204页。 ] 最常引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制定计划中，各军种对主要资源的需求计划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且不说《工业动员计划》对1939年的公众情绪是个太严厉的措施，就其整体来看，人们怀疑它的作者是些“军事’人员。授权武装部队在经济动员计划中承担过多的要求严密的军事方面的职责，这种行动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1939年面临考验时，几乎不能指望公众普遍地(特别是自由派人士和劳工组织)支持一个武装部队与工商界头面人物全面协商后产生的计划。因为据认为，武装部队和工商界头面人物均乐于维持这种有利可图的关系。由于自由派和劳工团体极不喜欢战争和军事准备，他们传统上把军方与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再者，《工业动员计划》提出的以“战争资源管理局”来集中统制的方式(它的重要位置将由全国的爱国商业领袖来把持)，几乎无法预见它会得到当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自由派人士的支持。



　　由于计划制定中忽略了公众这个因素，公众对计划的内容一无所知，所以公众相当害怕《工业动员计划》的实施会危害公民自由、影响劳工的利益、危害新的政策及其它自由社会的目标。紧接着，人们就会认为，如果由总统的文职机构来承担经济动员计划的主要职责，人们就有证据说，计划的制订基本是由文职人员发挥作用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批评军方在制订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动员计划的第二种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尽管计划制定者似乎认识到需要公众的赞同和支持，但他们却很少向公众宣传其计划。人们指责他们低估了获取公众对动员措施支持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预警期到战争爆发的阶段，指责更多。当工业界开始实施设备分配计划和动员计划的其它内容时，看来一般公众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战备工作毫无所知。



　　在制定计划的头十年中，由于自鸣得意，政府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寻求公众的支持，美国政府很快就认识到这种状态是计划的一大失误。当动员计划在30年代公开宣传时，由于这十年公民的情绪具有压抑，幻灭和愤世嫉俗的特点，计划者们已经发现公众对战争准备怀有敌意，由于公众和国会宁愿观望战争而不愿制定有效措施以介入战争，所以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定中立法和其它一些措施上，即通过推动均等负担并打击牟取暴利的投机，以减少参加战争的吸引力。



　　20年代末期，欧洲的紧张形势日益增加。美国发起了一场积极的公开宣传运动，以希望公众对《工业动员计划》的目标和政策有明确的了解，然而，此时的公众反应，却认为是“危言耸听”。《工业动员计划》被描绘成一个建立独裁统治的蓝图，更多的舆论则把它说成：在这个计划的掩护下，进行秘密的战备、推行战时统制法并准备立即作战。实际上那种想避免卷入战争的政治力量，比计划制订者原先预想的情况要强大得多。



　　面对强烈反对介入欧洲战争的阻力，即使总统支持《工业动员计划》，要获取公众和国会对工业动员计划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总统除了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推进工业动员计划以外，别无选择。最终采取的全国战备措施，可能会公然地违反计划人员制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政策，但是它们更加符合现实的政治状况。



　　这终于导致第三种也是全面的指责：决策者在从和平时期转入战争时期的问题上，反应迟缓、考虑浅肤、不负责任。决定发起一个经济动员的重要因素是政治力量，政治力量通过确定和平时期公众能够接受的正常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来决定和限制战略与经济措施的实施速度。30年代的工业动员计划严格地建立在“动员日”的观念上，这一观念认为，“全面动员”就是在事先不作任何准备，战争一爆发即开始的全面动员。而实际情况是，总统出于政治原因以局部渐进的方式谨慎地进行战争动员。不幸的是，工业动员计划缺乏灵活性，以适应实际已经开始了的逐步动员的需要。总之，在这次动员行动中得出的重要教训是动员计划必须具备灵活性。动员可以暗中逐步进行而不是立即全部实行。还有，一国的动员计划，不管理论上多么完善，必须为政治领导人和选民所接受。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局部动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动员工作不是根据一个总计划来进行的。它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机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这个国家又一次以不确定的步伐前进。其管理和行政机构是临时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过的许多错误又重新发生。然而，美国动员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步展开的局部动员取得了成功，促使局部动员的重要条件有两个：



　　1、国民经济在1939年仍具有大萧条的特点，它允许大量增加军工生产，并进行军事动员，而这些措施最初没有对—政府的指示造成压力，也没有增加萧条景象。



　　2、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实施了局部动员，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家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无所顾忌地以相当规模介入战争。



　　这里，分两个部分，按年代顺序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动员的组织机构与动员政策的演变情况：第一部分讨论一下1939年9月──1941年12月间美国采取的措施。这个阶段对经济的指导完全是咨询性的；第二部分讨论珍珠港事件后全国战时动员的发展，但着重谈经济和工业动员情况，紧急时期的机构问题只谈其中的一部分。 [ 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动员工作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法律咨询局《动员计划与国家安全》(1950—1960)附录一(1950年存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马文·A·克莱伯格和默顿·C·享利所著《1775──1945年美国陆军军事动员史》见《陆军部手册》第20—212号，1955年6月版。乔治·A·林肯和其他人合著《经济与国家安全》，纽约普伦蒂斯大厦1950年第1版，1954年第2版；里查德·M·莱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火政策》一文。见丹·R·比弗编《20世纪历史的某些道路》威斯康星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21—252页；艾伦·S·米尔沃德《1939—1945年的战争，经济和社会》(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其它重要资料来源如下：唐纳德·M·尼尔森著《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纽约：哈考特与布鲁斯公司1946年版)；美国军事生产委员会《战时生产成就与恢复时期展望》(华盛顿政府出版社1945年版)；美国预算局《战时美国》(华盛顿政府出版社，1946年版)，民用生产管理局《战争的工业动员》第1卷(华盛顿政府出版社，1947年版)。 ]



　　从欧洲战争爆发到珍珠港事件这一期间，世界大战发展的进程与美国采取的战备措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进行了将近9个月，美国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紧急行动为将要到来的战争做准备。孤立主义和西欧盟国对军事能力的自信，在美国国内都造成了一种冷淡和自鸣得意的气氛。



　　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到1940年春，欧洲的西部战线一直是平静的。寂静笼罩着与齐格菲防线相对的马奇诺防线，人们开始谈论着这场“虚假的”战争。当时人们都希望德国与西方国家达成一种不再兵戎相见就能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案。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置身这场冲突之外的可能性有了增加。结果，只有部分国会议员和公众支持动员工作或对西方盟国进行援助。



　　1940年暮春，当德国的坦克和飞机集群突然冲向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在敦刻尔克稍作停顿，立即席卷法国，在5月份迫使法国签约投降，这时美国才如梦方醒。此时出现了这样的前景，即英国可能垮台，组合在一起的英法舰队会调转炮口对着西半球。正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中，美国采取了三个意义重大的步骤。1940年5月，在仍然生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律的基础上，罗斯福总统在总统办公厅内，建立了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重新恢复了第一次大战时的国防委员会及其咨询机构──国防咨询委员会。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将作为总统和国防机构之间的联络枢纽。其实，它也是作为支持后续成立的许多战时机构的合法的联接部门。后来根据行政命令建立的大多数紧急机构都是在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领导之下的合法机构。



　　同时，总统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关注全国武装力量的大规模重新装备和动员，在总统要求下，7月国会批准建立一支两洋海军，使舰队的实力在原有实力的基础上冉增加一倍。9月国会授权总统征召国民警卫队并征召在编预备队。 [ 注：见莱顿《美国军火政策》第224页。 ] 就在同一个月，第一个和平时期选征兵役法得到国会认可，成为正式的法律，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的战备态势。这个法案允许复杂的征兵机构和程序立即建立并完成登记手续。如果拖延到国家突然面临真正的紧急状态时才采取这一行动，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采取上述行动则排除了耽误时间的可能性：。



　　1940年初夏，罗斯福总统终于宣布，他的政府决定寻求一种最终将证明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政策。1940年6月10日，他在弗吉尼亚洲的夏洛茨维尔断言：“我们将向抵抗力量提供本国的物资资源，同时，我们将调整和加速使用这些资源，以便我们自己在美洲可以有装备进行训练，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和防卫需要。”尽管违反了中立法的精神和合法性，但这个声明公开宣布，美国通过向反轴心国同盟提供战争物资和服务，而实际成为反轴心国同盟中的一员。换句话说，美国从此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动员它的巨大工业能力来武装同盟国的兵员。“这项声明对于美国在战争状态下发挥其反轴心国同盟的‘兵工厂’之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它坚定地把对外国援助作为重整军备、战争动员、半球防御并最终取得全球战争胜利这一总体战的基本特点”。



　　但是，政府机构是总统建立起来，用以达到当时期望的重整军备和战争动员目的的吗？实际上，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很快就在国防咨询委员会面前相形见绌。另一方面，选择国防咨询委员会成员，具有极大的政治敏感性。 [ 注：国防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他们的咨询范围是：威廉·S·克努森，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负责工业生产)；爱德华·R·小斯特蒂纽斯，美国钢铁公司委员会主席(负责工业物资)悉尼·希尔曼，美国阿摩格迈特成衣工人联合会主席(负责雇用人员)；利昂·亨德尔森，安全电话交换机委员会成员(负责价格稳定)；切斯特·C·戴维斯，前农业调整管理局局长(负责农场生产)；拉尔夫·巴德，美国铁路联合会主席(负责运输)；哈里雅特·埃里奥特，北卡罗莱纳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负责保护消费者)。 ] 顾问们并不要求向合法的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由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劳工部长组成)报告有关工作，他们直接和个别地向总统报告。所以，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个有7个独立的成员而无主席的畸形行政机构。当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威廉·S·克努森在白宫的第一次会议上问道：“谁是头？”总统立即回答，“我就是。” [ 注：见美国国会《动员计划》，第164页。 ] 当然；由于总统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当头的事情最后还是成为问题。不过，尽管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个别向总统汇报，但他们还是频繁地聚会交流他们的政见。这样，尽管他们没有权利强迫别人采取行动，但他们还是能够通过劝告、计划、建议和辩论来完成许多工作。由于这个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在公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个小组总的来说受到公众的信任。在某些方面，当总统把一些事情委托给委员会监察处理时，它的咨询作用慢慢地就变成了行动。再者，小组成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使原材料工作、工厂扩建(1940年实施了一个90亿美元的工厂扩建计划)和采购工作方面的行动变得迅速、有效。总之，有一点必须说明，国防咨询委员会有助于美国奠定动员计划的基础和实行工业扩建计划，使随后到来的史无前例的战时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它起到了向政府输送重要的新鲜血液的转送站作用，其中包括来自重要的公共部门的代表。另外，它也是一个核心机构，发展延伸出承担国家战争动员主要职责的子机构。



　　到1940年下半年，国防咨询委员会，基本是个顾问机构而不再是个办事部门，而且也不再适合应付国家部门的工作。美国这时也公开宣布自己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然而这时设备、机床和材料物资开始出现短缺现象。面对民用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加，制造商在接受军需产品的订货时变得非常勉强。他们不愿冒着风险增加生产设施。尽管110亿美元国防预算在酝酿之中，但是国防咨询委员会没有适当的权力来掌握预先制订的行动计划。然而要求上下一致同意时才作决定，或者要求总统作出决定，又会费时过多。总之为了实际的需要，组织机构的再次改组已变得很迫切了。



　　1941年1月，国防咨询委员会把生产的职责交给生产管理局。根据设想，这个局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它的任务是刺激生产。工业界的巨头威廉·S·克努森当了它的局长。由于劳工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悉尼·希尔曼当了它的副局长。 [ 注：这个安排表明，劳资关系在动员中的作用。这种双重的指导关系反映出罗斯福总统把权力交给一个至高无上的“沙皇”手里。 ] 生产管理局的职责限制在规划和刺激国防生产(不包括民用产品的生产)，并协调与这项工作有联系的各政府机构的工作。这个局继承了国防咨询委员会的任务，组成三个主要的处：生产处、采购处和优先次序分配处。实际上，像国防咨询委员会一样，它主要依据以下设想来行动，即其基本任务是制订政策，而政策的实施则自行解决。它唯一的强制性权力是它根据物资材料对国防生产的重要程度决定物资动员的先后次序。正是由于它行使这一权力，才使得民用经济最终产生物资短缺(民用经济不由生产管理局控制)。这样，就增加了对价格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一个价格管理和供给局──国防咨询委员会的另一个派生机构。但后者没有真正控制物价的权力，不得不主要依靠卖主们的自愿合作。最后，生产管理局负责国民的供应，而物价管理和供给局就只成为物价管理局。



　　1941年3月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表明了罗斯福总统向正在与轴心国战斗的国家提供物资援助的意图，给这些国家带来正式的福音。这个法案同意政府可以向任何适当的国家出售、转让、出借或出租“国防”物资。 [ 注：见林肯《经济学》(1950年版)，第476页。 ] 该法案授权总统转让价值13亿美元的现有国防物资，并授权总统制造或采购任何国防产品，给那些总统认为“它的国防对美国国防有重要意义的国家。” [ 注：同上，第82页。 ] 由于有如此大的权力，总统立即建立了一个国防报告处(后来成为“租借管理局”)，由哈里·霍布金斯任处长。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该机构的作用是“建议和协助”总统，因为总统决心对援外工作保持严密的控制。 [ 注：同上，第82页。 ] 1942年后期，当组成联合军需品委员会分配美国和英国的通用物资时，霍布金斯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然而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总统一直保持参与控制对盟国的资源分配，并对用于美国武装部队和盟国武装部队的美国产品分配施加非常有力的个人影响。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动员



　　1941年12月，当日本的炸弹突然降临珍珠港时，美国受到自己可能卷入战争的警告，已经有两年之久。然而，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时，政府的组织工作却离全力以赴地发挥国家力量的状况相差甚远。确实，工作也曾取得一些进展。在前两年中，国家已缓慢沿着局部动员和军事准备的道路开始运行，并且除了参战以外，已采取了援助遭受轴心国侵害的国家的政策。到1941年12月，选征兵役制已相当平稳地进行着，通过经常变化的政府咨询机构的断续努力，建设一个国防工业基础的工作已经开始。到正式宣战时，美国已把15%左右的工业生产投入军事用途。 [ 注：同上，第205页。 ]



　　当然，除了其它事情外，美国参战还需要在工业动员和人力动员上作出巨大的努力。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后，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1月6日向国会作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提出，他已经命令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1、迅速增加我们的飞机生产。今年(1942年)我们要生产6万架，比一年半以前所定的生产指标多一万架。其中包括45，000架作战飞机：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驱逐机。下一年即1943年我们生产的比例要继续增加，将生产12万5千架飞机，包括10万架作战飞机。



　　2、今年(1942年)将迅速增加坦克生产，达到4万5千辆；1943年增加到7万5千辆。



　　3、迅速增加高射炮生产。1942年生产2万门，1943年增加至3万5千1千门。



　　4，迅速增加商船生产。1941年生产了总吨位为110万吨的商船，1942年要达到800万吨的生产量，到1943年总吨位将达到1000万吨。 [ 注：见《美国总统在77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话》一文，载于众议院文件第501号，第3—4页，1942年1月6日。 ]



　　当然全国投入这样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一个比咨询和协调委员会更有力的机构来进行控制。结果，到1942年1月16日，由军事生产委员会代替生产管理局，在以后的战争时期内成为指导全国工业动员工作的机构。该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尼尔森一人掌管决策大权，其他成员纯粹起顾问作用， [ 注：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对生产提出主要要求的机构的负责人：陆军部、海军部和租借法案负责人哈里·霍普金斯。 ] 这样，在负责生产方面终于有一个最高权威机构。军事生产委员会拥有控制、指导美国整个生产的权力，成为国家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机构，它们包括：



　　1、全面指导军事采购和生产计划。



　　2、决定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军事采购和生产的政策、计划及程序。



　　3、掌管优先批准、分配重要物资及生产设备的权力。



　　尽管军事生产委员会理论上有权接管陆军部，海军部和其它部门的军事采购部门，但它从没行使过这个权力。它基本的工作方法就是向这些部门分配生产设备和珍稀原材料。尽管军事生产委员会通过直接控制生产的方式，对其它战时机构施加巨大影响，但它的主席仍使该委员会只限于对生产事务进行直接干预。 [ 注：为了解决战时问题而1942年建立起来的其它机构包括：(1)战争人力委员会；为了确保战时人力的动员和利用工作能有效地协调展开，1942年4月签发了一项命令，战时人力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一命令建立起来的。但它并不是个执行机构，并不拥有征兵、任命和惩处的权力。甚至都未证明过它是个有效的协调机构。人力的获取和分配活动实际上由许多具体办事机构操办。它们包括：陆军部、海军部，选征兵役局，劳工部和军事生产委员会。(2)物价管理局：它的任务是稳定物价、工资、薪金并管理定量供应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稳定工作的资料见托马·B·沃斯利著《紧急时期经济稳定工作》，华盛顿，国防大学1977年版，第19—30页)。(3)战时海运管理局：于1940年2月建立，负责所有与海运有关的事务，但不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所属的作战和运输舰艇相关的事务。(4)许多其他紧急时期机构，包括国防运输局，战时食品管理局和军事资料局。 ]



　　当军事生产委员会初建时，人们都希望它对进行战争的整个经济方面进行领导，但随着时间的转移，许多其他部局和委员会逐步发展成战时机构，并拥有自己的顶头上司(大权独揽人物)，越来越少地顺从军事生产委员会施加的影响。事实上，到1943年初，协调这些机构的工作已成为迫切要求处理的问题。随着军事生产委员会以全力全面控制物资的流动和调节生产的其他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提请总统作决定，总统自己也越来越忙于战略和外交事务。结果，1943年5月成立了由詹姆斯·F·伯恩斯任局长的战争动员局，承担为战争服务的领导工作。由于授权给他的新机构，伯恩斯从此实际上处于类似总统助理的位置上。战争动员局的职权是为一些领域制订计划和政策，这些领域包括：(1)工业动员；(2)除了武装部队以外的人力使用；(3)稳定经济。此外，这个局还受权统一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的生产、采购、分配、运输及军民供给活动。同时，所有机构部门都要执行战争动员局在政策和行动上的指示，并向后者提交它所要求的报告。 [ 注：见林肯著《经济学》(1950年版)第41页。 ]



　　战争动员局的建立，完善了美国的战时政府体制。最后，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经过3年时间的拖延应付和试验之后，终于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机构，该机构的负责人处于类似战争资源管理局局长的位置。战争资源管理局是战前《工业动员计划》拟议设立而于1940年撤销的。但是也必须说明，正是伯恩斯个人的权威，他为总统处理冲突而进行辩护的能力和他善于达成妥协的技巧，使得战争动员局有可能担当起责任，从此能以很高的成功率开展工作。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业动员过程



　　总的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业动员是用三种方式来完成的：(1)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设备，如政府的兵工厂；(2)把某些工厂由平时生产转为战时生产；(3)扩建现有企业，建设新的工业设施。对某些工业(如纺织工业和食品加工业)来说，工业动员基本只是扩建现有的设施，产品方面很少或不作什么变化。而对于其它工业来说，如汽车工业，工业动员要求从民品生产转为军品生产，还要进行新设施建设。在某些情况下，如研制人造橡胶，工业动员就意味着从零开始。据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数超过30%的耐用品工业生产(如钢铁、机械、汽车和运输设备)是为战争服务的。 [ 注：同上，第210页 ] 与此同时，甚至在为战争服务的高峰时不到1/3的非耐用品生产(食品、纺织品、纸张、皮革)直接用于支持战争。



　　由总统确定的1942年和1943年的巨大生产目标使制订一个重大的转产计划以及业已开始的设备扩建工作成为必需。转化过程的起点，是政府发布迅速压缩民品生产的指令，并通过立即签订政府利用现有生产能力的合同来加以推动。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把民用金属加工工业转而为战争服务。



　　美国的汽车工业是这种转化的良好例证。它早在1942年1月就接到军事生产委员会关于停止2月份民用生产的命令，立即着手改变现有的工厂设施，计划建立新工厂。据估计，扩建工厂的投资到战争结束时总数高达10亿美元，其中8亿多美元是由政府拨款。另外政府还有10亿美元投资于制造飞机、发动机、零配件以及组件的工厂设施上，这些工厂设施由工业部门来管理使用。 [ 注：同上，第215页 ] 在战争期间，汽车工业接受了140亿美元的订货合同，制造3/4的飞机发动机，1/3的机枪，将近80%的坦克，一半柴油发动机，武装部队的所有的摩托零件──总之，它接受的订货占全国战时生产总量的20%左右。 [ 注：尼尔森《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第217页。 ] 武器生产(机关枪和高射炮)集中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奥茨莫堡、庞蒂亚克和AC火花塞分厂进行，但是，有很大的工作量转包给全国其它小企业。当人们知道这些小制造厂在战前是生产打字机、现金出纳机、电冰箱、缝纫机、抽水机和锯子时，就会赞赏美国工业为支持这场战争而进行转化的程度之大和项目之多了。



　　当然，在工业转化和扩建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对企业进行资助。由于许多新设备设施完全是为作战物资的生产而设计的，不可能全部让私人企业来承担新设施的设计和生产费用。因此，就需要找出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联邦政府要么向私人企业提供资金，以免这些企业改装和扩建用于生产军品的设施，在战后派不上用场而遭损失；要么与这些企业合作，以便上述设施能永远为这些企业带来利益。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只能求助于五种主要的措施：



　　1、生产合同开始执行之前，政府向有关工业提前付款。(在1940至1945年间有100亿美元是以这种方式预先支付的。)



　　2、根据合同的某些部份给以分期付款，这种形式在造船业使用得最为普遍。



　　3、向合同承包商提供贵重的部件和稀有物资，这种方法在采购部门使用得最为广泛。



　　4、确保合同承包商一旦需要就能买到需要的机床。早在1941年，国防咨询委员会就有预见，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机床“订货储备库”系统。国防工业公司向工具制造商提前预定了大批机床，因为他们预料到军事合同承包商有这种需要。这个计划使工具制造商自己去扩建他们的设施，训练他们的雇员，而不用等待来自工业企业界的订单。据估计，1940年1月到1945年7月，工业界生产了价值42亿美元机床或100万台以上的机床。事实上整个战争过程中重要的计划从未因缺少机床受到严重的损失。



　　5，这种方法是很少用到的，即政府直接贷款给承包商。



　　除了在改装和扩建现有设备方面提供帮助之外，政府自己通过国防工业公司(重建金融公司的子公司)建造了价值约80亿美元的新设备。这些设备以有名无实的租金租给私人企业进行军事生产。当军品生产已不再需要时，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将设备按不太合理的折旧之后购进。



　　把经济从和平时期转向战时轨道，要进行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建立有效的生产管理，特别是一种有效的优先安排和分配制度(简称优先制度或优先次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建立优先制度的第一步，是国防咨询委员会在1940年10月任命成立了一个优先权力委员会。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在与民品生产厂家在物资需要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优先照顾军品订货的一种措施。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拨给购买订货的优先顺序配额。然而，在战争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加复杂的“多级”制度，这个制度根据不同的字母和数字，用来表示各种不同的紧急程度。 [ 注：优先次序制度可以是一种“单级制”，在紧急程度之间不作任何区别，也可能是一种“多级制”，使用分级的区别分制。 ] 这一制度初建时有A、B和C 3种不同的优先权力。3个字母之后分别配以10个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系统的应用发展成象AA一1和AAA一1之类的表示符号。尽管这一制度在一段时间里作为疏通现有资源和关键军需物资生产进入重要军事领域的手段，的确是很有效果的，但最终它却错误地使采购机构越来越对军事生产不加区别地签署很高的优先级别。这一趋势最后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制度的有效功能。



　　起初，在优先制度和现有物资数量之间没有形成什么关系。然而到1941年中期，当原材料的供给量不能满足军事生产日益增长的要求时，优先制度已不能单独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分配来达到数量控制的第一步，是1941年12月制订了“生产需求计划”。该计划要求生产厂家在使用价值5千美元以上的30余种重要物资时，应在3个月内向军事生产委员会提出他们估计的需要数量，还要提供他们现有供应情况，进度和产品装运量的信息。把各厂家需求综合汇总，然后与现有估计供应的材料数相比，再对这些要求作出估价并制订出相应的规划。不过，在1943年创办了一个更简单的分配制度，叫做“统制物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只通过分配3种重要商品──钢、铜和铝来实行控制。据信，通过控制这3种最重要物资，其他材料就会自动地步其后尘。 [ 注：见林肯著《经济学》(1954年版)第350页。 ] 在这个计划下，军事生产委员会再次通过收集现有供应情况和采购机构提出的钢、铜、铝的需求资料进行管理。当时，在这些机构中根据拟议用途的重要性来分配。物资生产商的数目有限，他们的生产潜力可以预测，要掌握现有供应情况信息并不困难。但熟练地从需求机构中获取需求数据并估价它们的重要性，则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进行工业动员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错误。一些企业的正常民品生产本来对支援战争可以做出更大贡献，但这些企业被转为生产军需物资。有些转产使用了过多的短缺物资，其花费的代价比应作出的贡献大得多；另外，在改建和扩建计划方面也有一些不平衡的现象。有些物品的生产能力超过需求，有些则没有达到要求。安装制造成品的设备的时间安排，早于安装制造零配件的设备；而另一方面，有些制造零配件的设备的安装时间，又早于安装制造成品的设备。



　　大规模工业动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定充分的措施以便有效地使用人力。但正是这个工作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做好。主要的缺点是由于处理这个问题的机构过多。原指望在整个工业动员计划中有个完整的人力计划，但战时人力委员会、选征兵役局，农场人员安排局和战时劳工局，从来没有制定一种相互协调的政策。尽管战争进行情况既要看军队力量的大小，也要看与之相适应的供应和装备的状况，然而在这些方面却没有实现精心制定的政策指导下的有计划分配。这种政策一开始就制订得很缓慢，缺乏明确性和一致性，因此，经常很随便地改来改去。



　　至于向军事工业提供足够的劳工问题，直到1942年初，可靠的劳工供求关系才真正建立。尽管战时人力委员会早在1942年就建立起来，以便协调各个机构的人力政策和行动，并最终对“美国职工就业局”进行直接管理，但真正有效地调配和安置民间劳动力、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只有“美国职工就业局”。1942年初就开始根据军事生产委员会发表的基本工业优先名单查向申请者。到1943年，人力管理部门既建立一个非延期职业名册，又建立一个基本职业名单，要求雇主保证不私雇和囤积劳工。但在整个战争中，政府一直不愿用直接强制的方法对待个人或要求他们接受专门的工作。不过大部分劳工转到国防工业工作是根据上述物资分配计划自动地完成的，该计划对非必需工业的物资使用作了限制。战时人力委员会没有对工人或雇主实行严厉的直接制裁措施，而是对那些须被征用的工人采用取消缓役身份的措施。对违反政策或命令的人也没有制定惩罚的法令。



第六节 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据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罗斯福总统就“认为美国的工业动员和军需生产，对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关键作用。” [ 注：莱顿著《美国军火政策》第228页。 ]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数百万美国部队就投入这场战争，他更坚定了这个信念。在战争中，同盟国生产的所有作战物资中，美国一家就占50%以上。 [ 注：[同上，第222页。] ] 到1944年，同盟国所用的作战物资有60%是美国生产的。 [ 注：[米尔沃德著《战争，经济和社会》，第70页。] ] 就欧洲战场而言，苏联基本集中了它全部军事力量，其它欧洲国家集中了它们大部分力量，美国尽管深深地卷入与日本人的战争，但还生产了对付德国人和它的仆从国的35%弹药。在对日本的作战中，美国贡献的物资约占总数的85%。 [ 注：莱顿著《美国军火政策》第222页。 ]



　　1942年，美国的军事生产没有达到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后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定下的目标。直到1943年初才制定出一个协作性较好的生产计划。但此后，接着发生生产上的不足，主要是由于和平时期没有建立足够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没有重视各种提前时间造成的。1943年达到了军火生产计划的顶峰，尽管某些产品的计划，特别是弹药计划仍在增加，但到1943年底，那些关键产品如枪炮、坦克等已足够供应到允许削减一部分生产指标的地步，总的军火生产计划也在削减。



　　总之，美国为支援战争的工业生产记录是最令人难忘的。军火生产一项的总价值到结束敌对状态时，已达1，860亿美元。 [ 注：见军事生产委员会主席1945年所作报告《战时生产成就和恢复时期展望》。 ] 从1940年7月1日到1945年7月1日，美国约生产了30万架军用飞机，其中97，800架是轰炸机(是所有战时武器中除原子弹之外技术最先进的)和10万架战斗机。同一时期生产了86，700辆坦克和71，000艘海军舰艇。商船生产在1944年上升到2，000艘，到战争结束，商船生产总数达5，425艘。 [ 注：米尔沃德著《战争，经济和社会》第71—73页。 ] 关于从军舰和飞机到炮弹和反坦克火箭的生产，纪录显示，根据计划，美国用一年半到三年半的时间就能达到全部生产需要，而且只要—进行生产，美国的成就便非同一般。



　　在经济领域，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关系表现在两大方面：



　　《租借法案》和管理美英“通用资源储备”。这两个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通过总统及其私人助理实施正式和非正式的控制。



　　珍珠港事件后，在《租借法案》范围内的中心问题，是根据优先原则来掌握美国工业生产上的分配，一方面是美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盟国的需要。援助苏联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优惠的类别，由美国来处理的。分配和运送战争物资到苏联，由每年一次的最高级别的外交谈判会议签署的议定书来规定。整个战争时期，完成这个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是作为最迫切的问题来处理的，这既反映了苏联扮演的重要战略角色，又反映了它与西方盟国的微妙关系。实际上，向总统提出削减苏联要求的任何建议，都可能遭到否决。对苏联援助的主要限制在于运输距离过长，天气恶劣和敌人对运往苏联的海运物资实施破坏性军事行动，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这种限制在冲突的头几年里表现尤为明显。尽管有些障碍，但1942年就有250万吨军用物资海运到苏联。在战争期间，提供给苏联的军事租借物资总价值据估计达55亿美元，约占全部租借价值的1/4。 [ 注：莱顿著《美国军火政策》第241页。 ]



　　当然，在战争期间英联邦国家是美国外援的主要受益国。大英帝国(加拿大除外)接受了价值137亿美元的军事租借物资，占租借物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从一开始英国就是美国的最亲密的伙伴。珍珠港事件后立即举行的一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劝说美国军事当局同意，两国联合生产的军火应由各同盟国分享，并根据战略需要而不是使用它们的部队的国籍来进行分配。战争中随之而来的联盟战略的许多方面，就是建立在这个分享军火的协议上的。两国还同意由一个叫做“军火分配委员会”的英美联合中心机构来执行协议(这个机构分为两个处，一个设在华盛顿，一个设在伦敦)。军火分配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计划和战略重点进行。其实，该委员会只是由美英建立的协调军火、原材料配给品、食品、工业品以及运输事务的许多联合机构中的一个。



　　开始，英美官员对于“军火分配委员会”的军火分配任务有着尖锐的不同观点。他们的观点不同，不仅因为英国的动员和部署大大超前于美国，而且因为联合经营军火的主体是美国──随着战争的进展，这种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说到底，真正的问题是，在美军经费开支的基础上，美国该用多大的工业力量来武装盟国。不过这些困难终于通过一系列妥协而得到克服，这些妥协最后还是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 [ 注：同上 ]



　　与相对容易的英美协同努力方式相比，美国政府对苏援助问题，在处理上要困难得多。除了在国家首脑举行的会议上偶然提出的要求外，没有一个像英美那样的联合援助计划。一般做法是苏联政府正式列出它们需要的物资清单，然后把它送给负责租借事务的部门，以决定这些需要的重点物资实际的紧急程度。尽管交给苏联的物资的确切类型不能肯定，据认为英美向苏联提供的坦克占其坦克生产总量的10.5%，飞机占其飞机生产总量的11%以上。 [ 注：米尔沃德著《战争，经济和社会》第70页。 ] 但对苏联来说食物是同样重要的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租借法案的规定，食物与飞机获得同样的优先权力。总之，在执行协议阶段，分别有70多万吨面粉和糖运到苏联，几乎有同样数量的罐装肉类也运到苏联，机床的总价值为3.06亿美元。 [ 注：同上 ]



　　据估计，从1941年到1945年9月，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出口的物资总价值在325.15亿美元以上。其中138.42亿美元的物资运往大英帝国，94.78亿美元的物资运往苏联。 [ 注：同上 ] 光援助英国一家的物资内容就使人难以确定，但对整个英联邦来说，1941年最大的项目是食物，其次是舰船和舰上装备。此后，直到战争结束，最大的项目是飞机和机上装备，而食物、运输工具、舰船和舰船维修器材一直是主要项目。



　　显然，当人们了解美国工业动员实施的程度，就会支持罗斯福总统所期望的观点，即美国对打败轴心国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是对盟国提供军火。 [ 注：这段总结，见莱顿著《美国军火政策》第252页。 ] 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角色，并不是许多人在1941年希望的，能代替美国全面地参与冲突。肯定地说，美国在武装兵力方面的贡献也不小，总量在1，200万。这一贡献表现在美国总人口中兵力动员的比例。事实上美国最后投入战场的部队比其它大多数盟国投入战场的部队要多，动员人口的比例，与大多数主要交战国动员人口的比例一样大。也许可以更真实地说，实质上，主要是美国工业和劳工的杰出生产能力才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成为可能。



　　从上述美国在二战中全国动员的主要特点的叙述中，可以得出哪些经验教训呢？也许可以简要地总结成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过的尝试和错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又得到体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动员机器，是一个“试验性”的体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是一种花费很长时间，相当浪费金钱、经济资源和人的生命的体制。



　　2，如果要使美国公众能接受全国战备计划，那么它必须是军民联合实施的计划。这些计划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使之在执行时能根据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进行调整。



　　3、任何大规模的动员行动要取得成功，民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责任是将战事告知民众。如果得到动员令，公众及其代表就会懂得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在危机时，重要的是民众做好准备自愿接受政府采取的措施。



　　4、尽管大规模的动员行动中的时间因素，受到现行政治因素的制约，但压缩战备时间是可能的。例如，通过保持足够的物资储备，预先有准备的政府拨款计划，备用的军工生产企业和“教育性”命令的发布，使工业做好向战时工业迅速转变的准备，从而减少“做好准备”的时间。



　　一位权威人士在回顾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政府紧急改组和经济动员的过程时，总结出了下述意见：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能更快地完成吗？耽误、挫折、冲突和缺乏指导，难道都不能避免吗？如果能够，所节约的美金可能是天文数字，而不只是几个美国人的生命。如果大规模进攻的日子是在1943年而不是1944年，那么，铁幕可能就会远远地挂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某个地带了。 [ 注：美国国会《动员计划》第167—168页。 ]














	

 






	















	







	







	









 





	


	







	








	




	


第三章 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动员经验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动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动员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 注：本章主要由罗德里克·L·沃特研究材料的修改稿和截取部分所组成，该材料名为《工业动员的有关历史》(华盛顿国防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一方面，人们对提高动员能力与建立动员程序的必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一点从有关法律的制定，组织机构的建立及动员计划的实施等方面可以得到证实；另一方面，竭力追求一种刺激民用经济不断更新产品的政策，导致战后出售和处理国有工业设施，使之转入民用经济的轨道。由于缺乏足够的拨款作维修资金，许多未出售的工厂都被废弃。后来统计，为使这些设备能为朝鲜战争服务，花费了2亿到3亿美元的修理费。 [ 注：罗伯特·I·芬利《维修国防设施的必要》见《联邦论坛杂志》第13期，1953年4—6月号，第172—173页。 ] 如果朝鲜战争爆发前5年，每年花1，000万美元维修费，这两三亿美元就可以节约下来。当时一个特别明显的短视的例子是，战争资产管理局以1美元卖15美分的价格倾销了政府的机床，结果34家机床公司因无生意可做而关门大吉，所以1951年美国的机床生产能力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1/3。除了重要工业部门的裁减外，50年代初怀疑主义的产生，也对扩建机床工业的努力产生过不良影响。 [ 注：A·H·拉斯金《我们的工业动员有效吗？》载1951年8月6—8日《纽约时报》再版本，第7页。 ]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拆除“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行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定了几项重要法律，专门用来实行战争动员准备。它们的基本案和修正案直到80年代仍有其重要作用。第一个法案是1946年的《战略和稀缺物资储备法》，它是用来获取和保持战略储备物资的。第二个是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根据这一法案，建立了国防部，同时也建立了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后者代表整个行政当局负责协调军方、工业界和民间的动员。这个法案还授予1945年重建的军火委员会以批准权限，军火委员会负责制订军事方面的动员计划，实际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承担了长期计划的工作，而军火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对短期计划工作进行管理，对计划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协调各军种之间的采购工作。另一个法案是《1947年武装部队采购法》，为了国防利益需要保留工业设施及其供应部门的时候，该法案使军事部门通过不接受其他竞争厂家提出的合同的方法，来保护和建立工业动员基础。最后一个法案是1948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储备法》，它授权国防部长保留武装部队紧急生产所需要的剩余机床、机械设备和工厂。 [ 注：《需求。资源和国防准备》，武装部队工业学院所用研究资料(位于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哈桥出版公司，1959年版)第2—3页。 ]



　　尽管缺少调拨的资金用于维护不能处理的工业基础，但作为这些法案生效的结果，军火委员会着手制定工业动员计划。根据《国家安全法》的条款，军火委员会制定了1947年的工业动员计划。这个计划非常具体，其中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给讨论未来动员计划必须制定的各种条款提供了范围和具体标准。这一切都是根据二次大战工业动员成功和失败的最新经验，并考虑了原来一时管用而现在已不起作用的一些实际情况制定的。其次是明确地认识到任何动员计划系统都必须被公众所接受，特别是被那些参与动员的公众所接受的。 [ 注：见美国军火委员会《1947年工业动员计划》(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3—8页。 ]



　　简要地讲，这个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是从制定计划时(1947年)起，到总统宣布必须为战争进行动员之时止。这样，就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动员计划》，那个计划设想的“动员日”绝对应是开战的第一天。在此阶段中，要采取的最重要行动是：



　　(1)制订作战计划和军事需求计划，并检验这种计划的可行性；(2)通过工厂情况调查，提前决定和分配生产能力，并对各军种提出的竞争性需求进行分配；(3)对战时经济和工业管理制订计划；(4)建立和平时期的战争储备。



　　第二阶段：该阶段始于总统下达开始动员的指令，止于国会宣战。这个阶段基本上是把第一阶段制订的计划、规划、程序和政策付诸实施。



　　第三阶段：这一个阶段从国会宣战开始，计划于第一阶段、实施于第二阶段的所有程序和机构，在第三阶段都各就各位。这时，动员总指挥官将集中对利用全国资源——包括与战时人力、生产、运输、油料、食品、住房和经济稳定的有关资源的新设机构——实行全面的领导管理。



　　如上所述，第一阶段计划的要素是预先决定和分配资源。这是由1947年计划的附加条款第47号所决定的。与80年代的情况一样，它是工业动员计划的前兆。工厂调查和分配规划的主要目标如下：



　　1、决定最基本的军事物资可以从何处获取。



　　2、排除采购部门为某单一工厂的产量进行的竞争。



　　3、熟悉工业企业的战时任务，鼓励工业部门为迅速动员制订计划。



　　4、促使战时需求的最初生产量得到有秩序的分配。



　　5、保持法定生产者的现行生产纪录和生产能力。



　　6、为了制定新设施的需求量，要决定哪些需求项目不能由转化后的私营工业来实现。



　　7、通过合理地利用现有设施，把战时新结构的需求降到最低限度。 [ 注：同上 ]



　　第47号附加案的特别机制开始生效，为达到上述目标，1950年的工业动员计划正在完成的过程之中。不仅各军种开始执行计划，而且各工业公司为对军火委员会的指导作出反应，也建立了内部动员计划。总之，工业动员计划的精神已被美国工业界认识并接受。



第二节 朝鲜战争中动员的环境和目标



　　只有联系40年代后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四处出击的情况，才能真正懂得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动员的本质。事实上，朝鲜战争是当时美苏之间日益增大的分歧明朗化的催化剂。更具体地说，战争引起的工业动员，不仅仅是对那场战争的反应，而且使美国人认识到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抵消苏联为实现其统治世界的目标而制定的深远而全面的计划。



　　美国在朝鲜战争年代采取的动员措施，关键是1950年4月14日发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这个报告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日益紧张的关系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果。 [ 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1950年4月14日)见《海军军事学院评论》1975年5—6月号第27期，第51—108页。 ]



　　中国已经落入共产主义之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还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惩罚中恢复过来。《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的基本前提是，苏联已经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并可能获取制造氢弹的能力。而且，苏联拥有的原子武器的能力，预计到1954年会增长到对美国发动决定性攻击的水平，



　　无所作为的方案，显然不能接受，因为苏联的根本目的显然是要统治整个欧亚大陆。要实现这个根本目标，苏联必须使用无论是哪种有效的手段，包括颠覆或强有力的摧毁行动，来消灭美国的对抗力量。《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的主要目标，是需要美国采取措施领导自由世界，并寻找经过深思熟虑的“遏制”苏联的政策。这种遏制政策的目的在于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挫败苏联力量的进一步扩展，最终约束苏联的行为，使之遵守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准则。遏制政策的精髓是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能够随时动员起来的整体优势的军事力量存在，遏制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恫吓。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在足以阻止苏联进攻的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自由世界中创造一种政治、经济条件，而强大的军事力量阻止苏联进攻这一事实又迫使它设法适应这种政治经济条件，并谈判协商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则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工具。



　　杜鲁门总统从没直截了当地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但是很显然，这个文件为美国以后寻求广泛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朝鲜战争爆发3个月后，国会通过了《1950年国防生产法》，授权总统在必要时有权建立和维持所需的一切军事和经济力量。给总统的授权分成七项：(1)建立一种优先次序和分配的体制；(2)征用个人财产，征用不动产(房地产)；(3)扩大生产能力，扩大金属、矿产和其它物资的供应；(4)实行工资和物价统制；(5)建立解决劳动纠纷的程序；(6)实行消费和房地产贷款控制；(7)鼓励小企业参与生产计划。 [ 注：美国国会国防生产联合委员会《第83届国会第1次会议，国防生产联合委员会第3个年度工作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3，年10月20日)第278—302页。 ]



　　最初，杜鲁门总统的意图是在现有政府机构内完成动员任务，由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负责全面协调工作。……为了指导战争中的国家动员工作，人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特别紧急行动机构。 [ 注：见哈里·B·约斯培《和平时期动员计划实例研究》中“总统执行局—1947—1953年的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3年4月30日)，第144页。 ] 于是，总统于1950年12月16日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宣称，“由于共产党入侵部队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美国的国防要尽可能迅速地加强。”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建立国防动员局并授权局长指导、统制并协调政府行政分支机构的所有动员活动，包括生产、采购、人力，经济稳定和交通运输等活动，且不限于这些活动。 [ 注：罗道尔福·A·科雷亚《国防动员机构》见《联邦论坛杂志》第13期，(1952年9月号)第2—3页。 ] 这个局的建立，其职责是制定政策，协调组织、监察动员领域中其它一切办事机构的工作。查尔斯·E·威尔逊局长被晋升为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以便动员工作能与重大的安全决策和政府的全面政策相联系。这样，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它现在能迅速对动员工作进行集中指导。



　　在国防动员局局长每季一次的向总统的报告中(1951年4月1日)，概括了国防计划的如下具体目标：



　　1、为我们在朝鲜和国内的武装部队，为支持我们的盟国，并为全面战争的第一年(尽管我们尽力阻止，但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储备物资而生产军事装备。



　　2、提供当前军事生产需要之外的预备生产线，以备万一发生全面战争时所用，并增加稀有和重要物资的储备。



　　3、发掘我们的基本资源，扩展我们的工业能力，以便我们在长期的竞赛中，既可以维持实际所需要的大型军事计划，又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在万一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



　　4、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保持具有正常生产能力的民用经济。 [ 注：W·格伦·坎贝尔编《动员经济与战争》(伊利诺斯州里查德·D·欧文公司1952年版，第3页。) ]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上述目标蕴含着下述内容：支持朝鲜战争只能看作正在执行的现行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足够维持一年的战争储备，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建立起动员基础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以苏联为对手的全面战争。首先必须建立专门的军工生产线，而且要大于单独为支持朝鲜战争而建立的军工生产线。其次，必须扩大整个工业基础和经济以改善国民的生活，并保证军工生产增长到实际需要的任何水平。这最后一个目标——保持健康的民用经济——的重大意义是使人们认识到：必须采取特殊行动，预防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的畸形发展。如果这些灾难一旦发生，将会长时期对国民福利产生消极影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国防生产法》才增加了第4、5、6款，用以应付通货膨胀。



　　简言之，从1950年后期开始，美国从事动员规划的目的在于，为必要时与苏联作战做准备。很明显，《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的目标是使国防动员工作到1953年达到战备状态。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的基本目标是建立雄厚的经济，为动员提供基础。与此同时，保持或改善当时的生活水平，这是当时所采取的行动的主要特点。



　　组织机构的建立，主要分为两大职能领域，物质生产和经济稳定，以及其它4个相关的重要领域。在生产领域，1951年1月3日建立了国防生产管理局，其职能是协调工业生产，集中制定计划，并协调优先次序和分配职能。在国防生产管理局的指导下，还有几个机构对生产进行管理，最显著的是商业部所属的国民生产局。内政部内的国防机构主要负责动力、石油、固体燃料和渔业。农业部负责工业使用的农产品生产，以及食品的生产和分配。1951年8月28日，建立了国防物资采购署，赋予它的任务是《国防生产法》第3款规定的采购职能，承担金属、矿产和其他物资的采购工作。另外还赋予它鼓励勘探、发展和开采重要战略矿物、金属的工作，这项工作后来交给了内政部管理。 [ 注：科雷亚《国防动员机构》，第6—7页。 ]



　　1950年9月9日，根据《国防生产法》的需要，建立了一个新的独立机构——经济稳定署。该署署长的职责是保护和维持经济稳定，并负责制定短期和长期物价和工资的稳定政策。他有权在必要的地方建立物价上限和工资标准。向经济稳定署负责的机构有工资稳定委员会以及与该署同时建立的物价稳定局。 [ 注：同上，第10—11页。 ]



　　在动员活动的其他领域，从组织体制上可区分为负责人力、运输、对外援助和科学研究。在劳工部内有一个国防人力局，负责征兵、训练和为国防生产提供人力。同时还建立各种委员会，以便与其他不同领域进行相互联络。



第三节 朝鲜战争中的工业动员



　　根据《国防生产法》授予的权力，政府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刺激生产能力的扩大，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私人企业的生产能力，其主要办法如下：



　　1、加速税赋清偿，1950年9月23日批准的《1950年税法》在《国内税收规则》之后，增加了第124A节。这一节规定，为了税收目的，对超过5年的备用设备，可以加速折旧，这实质上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



　　2、物价和市场担保：当某一企业遇到重大风险或当某一市场确实要求减少投资或生产时，政府就做出购买这些产品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某些特殊企业的产品不能以合同价(有时包括补贴)出售，政府就要设法保证以合同价格购买它们的产品。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扩大矿业生产，因为它具有降低战略储备的要求，同时又有为储备而获取战略物资的作用。



　　3、政府直接贷款和商业贷款担保：如果由于商业风险而不能为扩大业务提供私人资金，那么就直接由政府或通过银行渠道担保，为设备投资和生产资本提供贷款。到1953年1月为止，政府直接进行了225次贷款，总数在3亿美元以上，经过担保的商业贷款的价值超过21亿美元。



　　4、为工厂建设及其设备安装提供资金：专为军事装备生产的合同价格，常常包括装备的原价，有时还包括生产设施建设的基本建设费。



　　5、国有装备的安装和国有设施的建设，安装于承包商工厂中的国有生产装备，是那些私商不愿意承担，或愿意承担而无法负担其成本的项目。在少数情况下，因为同样的原因建立了一些国有工厂，诸如原子能工厂和重型压力机械的厂房设施。



　　6、科研、勘探和发展拨款：科研拨款的范围在几千到几十万美元之间，用于刺激运用新方式生产，从而增加产量或保存稀有物资。精选的勘探和发展工程的开支由政府来分摊。



　　上述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其目的是确保重要生产的扩大。



　　在评价朝鲜战争时期国防生产的成就时，心里必须明白，这种努力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大规模集结军工生产来支持朝鲜战争本身。但更重要的长期目标是建立足够的战争储备和生产基础，支持一场以苏联为对手的全面战争。



　　1951年是军工生产能力调集的第一年，这一年的主要工作是用机床装备工厂和为全面生产战争物资做准备。资金来源没有问题，因为国会批准为1951年追加拨款，拿出520亿美元用于军事和其他有关项目。扩大生产能力的目标是一年制造50，000架飞机和35，000辆坦克，并在一个月中生产18，000台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



　　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是加速发展的一年，1933或1934年则可达到预期的生产水平。整个1952年用于军事采购的款项总额达940亿美元。到1952年7月，飞机生产1个月已超过800架，是1950年飞机产量的3倍以上，是原计划1953年和1954年最高定额的2/3。各种军事硬件物资的交货量日益增长。根据重建海军的计划，有100多个造船厂加紧生产，1932年7月之前的9个月中，有19艘作战舰艇下水。 [ 注：美国国防动员局给总统第6个季度的报告《国防动员—反对侵略的盾牌》(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2年7月1日，第9—11页。) ]



　　到1953年1月，所有军用飞机的生产几乎已达到每月1000架的速度，近期内还准备生产许多新机种，如B—52、F—100和F—3。制导导弹的生产，由于1950年10月任命了一位国防部主任而增加了动力，但还没有达到装配线生产的水平。大炮生产以日益增长的速度进行，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师，新编师增加了75%的火力。根据重整海军军备的庞大计划，1952年美国正以全力建造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陆军物资的生产已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生产设计已经完成，生产设备已基本安装完毕，已经具备高速生产的能力。到1953年1月，生产进展如此之快，以致使人考虑的问题只是计划何时突破。当时的问题是，以限制生产基础为代价来更快地发展军事力量，还是使数量较大的生产线处于工作状态，并保持一种准备状态，以便能迅速扩大并达到全面投产的水平。为了达到后一个目标。相当多的计划开始实施，坦克和轮式车辆就是重要的例子。 [ 注：美国国防动员局第8个季度给总统报告《国防动员之前应做的工作》(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3年1月1日，第13—15页。) ]



　　当时在扩大国防生产的过程中，早期出现的妨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缺少工程师、设计师和制图员，他们知道怎样根据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来装备生产国防用品的工厂。问题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数量的多少，而是实际上哪里有这些工作人员。另一个阻碍扩大国防生产的环节，是机床和其他一些生产设备的产量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缺乏新的订货(部分原因是政府销售过剩的机床，使得一些公司改行)，造成机床生产能力的下降。从1945年中期到1950年，新的订货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还不到1942年早期订货高峰时期的15%。1950年，为了支持动员工作，需要大批新的机床，新的订货骤然上升到前一年订货量的6倍。由于机床对制造工业扩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机床工业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该工业得到的优先权力与军备生产计划本身得到的优先权力是一样的。非国防用户不得买卖机床。劳工部编制了一个全面计划以支持机床工业获取人力。国防部不征召在机床工业企业中的预备役工人。兵役选征局作出相似的保护机床工业工人不受征召的规定。从根本上说，政府的许多直接计划的目的都是鼓励机床工业扩大生产。这些计划是：



　　1、朝鲜战争储备订货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政府订购了价值约12亿美元的约87，000台普通机床，并保证：如果没有私人买主来买，政府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以购买。到1958年6月30日，除了400台原来订货之外，其余全部都卖给了工业界。



　　2、机床制造厂家的设施扩建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政府购买并出租了价值3130万美元的2375台机床，使机床制造厂家扩大了自己制造其他机床的能力。



　　3、“巨型机床”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政府投资生产了一些设计投产时间长的大型机床，这种机床是生产其它大型通用机床时所必需的。这些工作母机价值约500万美元，到1958年6月30日，政府在租金上已花了220万美元。



　　4、动员日储备订货计划：这个计划(在80年代仍然存在)是为机床制造厂家提供动员需要而制定的，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自动启动通用机床的订货。被喻为“启动器”计划的一系列合同规定：如果机床制造厂家不能出售其产品，政府将予以购买。 [ 注：武装部队工业学院《工业动员教案》第10—11页。 ]



　　朝鲜战争时期动员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扩大基础经济和工业能力，使国防费用和国民生产总值同时增长，从而保证改善全国的生活水平成为可能。这个目的有两个方面：使国防开支的大量增加能为美国公民所接受，并且提供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以支持一场地域，范围和持续时间尚不确定的全面战争。如果给定这个目标，那么，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应该扩大何种能力。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集中发展基础工业——钢、铝、石油、化学产品、电力和某些重要的有色金属。做这种决定有充分的理由。首先，现代作战技术需要大量上述物资，这会大大超过民用经济的正常需要。如果这些领域的生产能力不能增长，就必须大量削减耐用消费品，非军事建筑和工厂机械的生产。在一场持续的斗争中，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国家将无以生存。第二，基础工业能力的扩大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能允许特种生产能力在今后不断地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经济的巨大灵活性，部分可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工业流程基本是装配型操作，它可以随时转向装配相同特性的军用品生产。这种内在的灵活性在许多制造业生产运行中造成了一种基本的生产能力，但如果没有大量产自“基础”工业的原材料供应，这种生产能力就不能发挥作用。 [ 注：坎贝尔《动员经济与战争》第26—27页。 ]



　　被确定为扩大生产目标的基本商品，如钢、铝、电力、炼油、钛和化学产品等。扩大生产的时间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拟定的1953—1954年目标相一致。1950年钢产量是1亿吨，钢锭到1954年要达到1.2亿吨，铝产量从年产75万吨翻一番，到1954年中期达到150万吨，后来这个目标扩大到170万吨。发电量1950年是6400万千瓦，到1955年要达到1.16亿千瓦。钛从1951年到1953年要增加800%。化学工业则大大扩充了范围，其产品包括化肥、炸药、农用化工产品和各种合成剂。 [ 注：国防动员局给总统的第8个季度报告《国防动员之前应做的工作》(1953年1月1日，第20—21页。) ]



　　朝鲜战争初期的动员目标比较模糊，而到1952年4月1日国防动员局局长向总统提交的第五个季度报告中已很明确：建立动员基础的目标是使美国迅速提高全面动员生产能力。



　　“动员基础”的思想是美国用来应付世界新形势的一种手段，也就是用军事准备抵消苏联造成的持续的威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动员基础由国防动员局于1952年11月定义为：



　　动员基础是这样一种现实存在的有效的能力，它能在万一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迅速扩大生产，这种扩大了的生产足以满足军事、支持战争、基本民用和出口的需要。它包括的要素有：基本服务、食品，原材料、设施、生产设备，组织和人力。 [ 注：亨利·H·福勤《动员基础的理论》载《联邦论坛杂志》第13期第144—145页。 ]



　　这个定义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从事战争的能力与动员基础的实力、特点和灵活程度的直接关联上。时间要素被认为是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建立全面生产，在建立生产基础方面花费精力太多了。朝鲜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中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的教训，设计新武器和建造新设施相对较慢，动员基础的思想还蕴含着把工业生产从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的思想。民用生产能力转化的总的计划，是工业动员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特点与1947年工业动员计划(前面已谈过)的第47附加案中工厂分配方式有联系。



　　为检查与机床工业状况有关的问题而于1952年成立的生产设备咨询委员会， [ 注：在哈罗德·万斯担任其主席后，人们就常称之为“万斯委员会”。 ] 在1953年1月12日向国防动员局长提交的报告中作出了广泛的政策建议，对整个动员基础理论作了合乎逻辑的延伸。由于认识到在生产能力与产品储备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它建议政府在“可行的范围内把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转换成成品军事装备储备。”在1952年9月该委员会所做的一个中期报告中，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过这个问题，它说：“如果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必须保持充足的国防地位(就像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这样做不必付出高得出奇的代价的话，必须建立生产军事装备成品的较大生产能力，然后必须保持这一能力，以便在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时，只需要增加人力和操作时间，就能很快地扩大这一生产能力。”



　　生产设备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从不同角度来看，都是重要的。首先，它阐述了一项基本政策；直到70年代国防部取消“D—P原则” [ 译者注：“D—P原则”是美国动员当局的一个专用述语。意为从开战之日到物资生产达到满足消费需求水平的日子。平时的军用物资储备量，要能补充这一时期需求的差额。 ] 作为计划和规划的没想之前，这个基本政策一直是国防部工业动员计划的基石。其次，该报告提出的动员理论和问题在80年代如同在1953年时一样适用。再次，该报告以不太积极的观点建立起一个合乎逻辑的途径，使私有工业转化的总原则实行的可能性更小。当双重能力工厂(即民用生产和军用生产可以相互转化的工厂)的计划不遭排除时该委员会建议：可以为军工生产提供设施。这意味着把军工生产独立于民用生产部门之外。



　　影响该委员会的一个因素是军事装备不可避免的淘汰退役。军事装备淘汰退役的速度比用于建造军事装备的设施淘汰退役的速度快得多。武器设计的改进对生产性设施的影响，与其对战争储备的影响并不相同。如果实施动员，这些设备能够生产最先进的军事装备，从而提供一个最佳军事结构。委员会也考虑到成本。一般认为，设备的最初成本比起用大规模生产军事装备成品的成本来要小一些。据认为，在长期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建立和维护充足的生产能力，比起主要依靠储备军事物资来，成本要小而且更为可行。



　　委员会注意到以往的情况，并指出，国家不能允许重犯两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将工业机床废弃和变卖国有工业资产的错误。每年以备用工厂或保存生产设备的方式来维持生产能力的成本，可以看作是设备采购成本的一小部分，这比起生产和维修战争储备物资来，甚至是更小的部分，“国家今天认识到它曾两次犯过的错误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将来不会重犯历史错误，甚至它还会犯更加灾难性的错误。” [ 注：美国国防委员会生产设备咨询委员会编《生产能力──一种军事储备》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3年1月版第1、29、8—10页。 ]



　　实际上，咨询委员会一直在提议后来众所周知的“D—P原则”。“D—P原则”基本是为战争开始(D—Day)获取战争储备物资做准备的。这些战争储备物资必须足以满足消费需求，直到工业基础的生产达到能满足消费的水平时为止(P—Day)。直到70年代中期，国防部恢复类似于被咨询委员会当年指责为完全不适当的指导原则之前。“D—P原则”一直是各军种做预算建立生产基础设施，以生产装备成品的依据。



　　总之，增加生产能力支持朝鲜战争，并为一年全面战争作储备的最初目标，逐渐演变成动员基础的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极大概括性，它的内涵是在万一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整个国民经济及它提供的生产能力，不仅要满足军事方面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基本的民用和出口的需要。这个内涵比较宽泛的理论的天然分支，是一个内涵较窄的仅致力于军事动员基础的理论。



　　1953年，当朝鲜战争动员基础成熟，生产计划进入“延伸”或“收缩”阶段时，决策人面临的难题是怎样维持动员基础能力，以应付除了原预测1953或1954年可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之外其它时间可能与苏联发生的冲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国家安全的原则(保持可迅速扩张的工业能力以代替储备较大量的飞机、弹药和其它军事装备成品)已为大众所广为接受。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留生产能力以维持这样一种戒备状态，并为将来长期战争提供服务。



　　维持这些设施的办法终于找到了，把设备分为三类：一类是国有工厂和设备，一类是在私营工厂里的国有设备，还有一类是私营工厂(在这些工厂里既有政府安装的设备，又有私人拥有的设备)。



　　1954年8月25日的国防动员令第7号第7款，为保留整个动员基础提供了有关政策。该命令明确宣布，为了符合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航海局维持最低战时动员水平的需要，一些设施、机床、生产设备和熟练工人，必须保持能使它(他)们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迅速使用或转产的水平上。这就要求国防部确定这些生产或有能力生产符合某种标准的重要军事装备或零部件的设施，并且要考虑到：一旦进行动员，这些设施多快才能到手。一旦确定，这些设施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维修保养。



　　后来的命令指示，当一个设备的购买合同期满时，有关采购机构必须采取如下行动：



　　1、国有设施和机床，在国会拨款的限额内，主办部门必须把国有设施和机床置于备用状态，并提供足够的维修。



　　2、私营设施和国有机床：



　　A、与私营设施的管理部门商定，只要可能，就使国有机床及生产设备处于“封装状态”。作为一个选择方案，设备可以移动到中心仓库，但要封装完好。



　　B、与管理部门商定，只要可能保留一批熟悉拟议中产品的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熟练工人。



　　C、对已确定废弃的国有设备和机床进行处理。



　　从政策观点来看，国有动员基础是没有问题的。很清楚，只要提供足够资金，它就可以保持下来。国家所有而由私人工厂管理的设备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也可以在现行立法授权范围内解决。然而，完全属于私人的设备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过。国防动员局和国防部制定的采购政策，对动员基础厂家来说是一种保留动员基础的措施。然而，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一旦采购工作落到私人生产线不得不停产的地步，就没有明确的机制保证以后还能有生产厂家进行生产。为保持军事能力而减免税收的建议，从未成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总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工业动员的经验，可以说这个国家成功地达到了它原先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了军事生产和保留生产设施的目标。各种类型的工业都得到了扩大，特别是基础工业，如钢、铝和电、矿砂开采和重要物资的生产的扩大。同时也奠定了机床工业的基础。美国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达到了实战和动员准备的状态，从而迫使苏联制约自己的行为，这也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的最终目的。



　　同样，在其它方面，朝鲜战争的岁月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和平时期的战争准备政策，这种战争准备，既是实战准备，又是工业准备。经济方面由于基础工业和生产军用物资能力方面制定了具体目标，从而使整个经济得到扩大。美国认识到战备工作将是个“长期的”任务，由于它采纳了动员基础的理论，从而产生一种机制来保持国家处于战备状态。



第四节 战略思想转变及其对动员计划的影响



　　50年代中期，美国的战略思想突然发生了转变，它最终导致对工业动员计划的需要产生怀疑。这一转变是由空军在1955年采取“保持力量”思想而引起的，这个思想来源于这样一种设想：下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将是运用手中核武器的总体核战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获得一种永久的战备状态和“适当的后勤”以保持一支核威慑力量，巩固大规模报复战略。尽管“生产战备计划”与这个思想相一致是空军暂时追求的东西，但人们对它的漠视，终于使之削弱。实际上从1958年—1967年，除了采购周期内的计划外，空军没有工业战备计划。未来动员日之后所需要的物资生产计划，一个也没有制定过。



　　空军战略思想的改变，有两个重大缘由。首先，它向工业界提出一个非常复杂的信号。在陆军试图与工业界一起实行工业动员计划时，空军和海军认为此举并不重要。由于工业动员计划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业界是否愿意在自愿和没有赔偿的；基础上参加和执行这一计划。不信任这个工业动员占大部分的计划，任何行动都会造成有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空军的行动说明这样一种观点：下一场战争是一场短期的核战争。这一观点在国防部和其它部门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的观点，导致一种不同的常规军火动员需求，并对核力量投资以外的需求产生消极影响。更显著的问题是，空军全力鼓吹的理论，完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68号》的原则相背离，后者认为强大的常规力量是避免使用核力量的精髓。



　　1962年国防部宣布了“灵活反应”战略，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说美国准备进行任何级别的战争：规模大小不等和时间长短不一的核战争或常规战争。这个战略迫使空军去审查它的储备政策，这一战略结合国防部对越南战争经验的新认识，使得空军1967年又重新实行动员计划(但显然只是零部件，而不是整架飞机的动员。)这个时候美国把重点放在有限战争(即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进行的常规战争)上。紧急计划局(其前身是国防动员局，曾一度撤消)开始制定一个《有限战争资源动员计划》并于1966年7月完成。这个计划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包括像朝鲜战争期间那样的动员，例如对工资和物价的稳定及物价的统制。虽不探索计划的详细演变情况，但必须弄明白的一点是，战争准备的原理，曾经从强调双重能力(常规和核)转到强调核能力上，然后又转回来，但又不太强凋全面常规战争的能力。然而，“有限”战争可能意味着不顾范围和时间长短的任何非核战争。



第五节 越南战争年代的工业动员



　　根据定义，动员计划是建立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强行实施某种控制，使工业能作出迅速反应的基础之上。为了政治原因，越南战争期间从未宣布过全国紧急状态(尽管1950年12月16日的宣布仍然有效)。



　　越南战争期间，不仅没有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而且还决定最大限度地采用竞争性采购的办法以减少战争的代价。这项政策实际上使所有与工业界达成的计划协议无效。尽管国防动员局早些时候曾采取过一种使用现行采购的政策以维持在50年代建立起来的动员基础，但越南战争时期实际执行的情况恰恰相反。结果是把军工生产放在与民用生产的同等地位。如果工业动员协议没有紧迫性，那么军工生产需求也就不必有紧迫性。私人企业就没有动力去缩短订货到交货的时间。正如实际情况所证实的，从本质上说，美国以几乎完全和平时期的经济，进行了一场它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上述政策的结果是工业界不愿意放弃稳定的民用业务，除非他们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否则许多公司都不愿意投标。由于“低价”综合症，拟议中愿意投标的生产厂家常常不是赢者。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拟议中生产厂家手里的政府设备，不得不转移给低价投标者，因而毁掉了有效的动员基础，如果新的生产厂家最后表示不愿意，动员基础的有效性会毁得更加厉害。



　　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各军种也没有有效地使用优先次序和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自从1950年以来，已以多种形式保持了许多年。明确地说，如果国家优先次序和国防物资系统以一种更彻底的方法运用的话，就会获得更有效的结果。



　　对有效结果起不利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被“搁置”起来的装备的状况和寿命。尽管“万斯委员会” [ 译者注：“万斯委员会”，即生产设备咨询委员会，因哈罗德·万斯任该委员会主席而得名。 ] 强调工厂设备



　　出售政府所有设备的政策，只是部分成功。正由于没有完全成功，反而有益于美国用储备设施的运转来支持越南战争，从而大大简化了直升机，弹药和炸弹的扩大生产。然而，这些现有设施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维修和计划重视而处于不良状况。尽管有良好的目的，并预先知道不维修设施带来的后果，在50代中后期当生产线再次搁置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造成的错误仍然重新发生。



　　生产流水线废弃了，特别是弹药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处于最恶劣的状况。在1965年发现的情况比1950年遇到的情况更坏。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之现代化，也不要说维修它们了。为了使工厂恢复生产不得不花费数百万美元。



　　过去的失策重新得到证实。光重建弹药生产基础一项就需要花50亿美元，造船需花80亿美元，重武器生产设施需要花20亿，航空工业要花30亿。在所有这些需要中，只有陆军弹药生产基础的现代化，才是后来主动安排的项目。



　　到1970年，国防工业雇佣劳力下降的趋势(结合国防预算减少的预测)引起人们关注：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工业能力支持未来军事冲突。为了反映许多人的看法，国家安全工业联合会主席于1970年9月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关注：政策制定者未能对国家长期安全需求给予适当注意，国家没有提供“对最小国防工业基础保持正常补偿”的条件。在他看来，除非把一些动员基础的计划抽回到国防规划之中，否则将不能获得工业中的许多基本技术和生产性设施。 [ 注：美国国防委员会生产设备咨询委员会编《生产能力──一种军事储备》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3年1月版第1、29、8—10页。 ] 大约在同时，工业咨询委员会(由24位工业界代表组成，每年与国防部长及其他主管官员开三次会)也提出这个问题。结果，1970年11月，国防部副部长任命一个工业，咨询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审查美国工业基础状况和当前动员基础计划的合理性。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值得一提，它包括7名来自国防部长办公室、紧急战备办公室、商业部、各军种、国防供应署的代表，以及5名工业界代表。在研究过程中，工业界的实际参加者帮助小组委员会形成原则，几个工业界联合会应邀与小组委员会成员单独接触并提供他们的意见。



　　该委员会于1971年6月发表了它最后一个报告。报告说，在1965—1968年的越南战争期间，对6、8个产业的雇工情况作了调查，只有6个产业由于支援战争，在总共增加的140万个工作机会中占到47%，其中三个产业──军械、运输工具和飞机──占到38%。另外，这个委员会还发现：(1)国防生产到1971年降回到相当于1965年的水平。(2)工业部门专门工艺技术在生产衰退之中又有了高度的集中。(3)在像直升机生产、海军设备生产和飞机制造厂等重要领域有严重的不稳定现象。 [ 注：见美国国防部《国防部工业准备规划研究》1971年10月13日(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1年版，第104页)。 ] 伴随这些趋向，国防生、产的成本有了大幅度增长。1965年10亿美元的价值可以提供8万个工作机会，而1971年同样的钱只能提供6.1万个工作机会。



　　该委员会发现的更普遍的问题中，有一部分归结如下：



　　1、各军种在计划阶段和设想的动员日之间存在着差距，作为计划基础的组织结构也不一致。实际上各军种设想的是在不同的时间打不同类型的战争。



　　2、国防部试图规划过多的一般性项目，但结果对那些更重要的项目却不能实施充分的成熟的计划。



　　3、国防部工业动员计划的可靠性正在减弱，其原因在于下列不正常的因素：(1)由于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限制了工业计划；(2)由于推行低订购政策，只能依靠计划中的生产厂家；(3)由于推行国防部的设备“逐步淘汰”政策，只能保持最基本的工业基础。



　　4、国防部没有像50年代用于机床采购的“启动订购”计划那样，采取“预购期”的方法。没有与计划中生产厂家签订突发事件合同，没有对一直运行着的生产重要武器系统的生产线采取维修措施。



　　工业咨询委员会增加了另一个因素，它是当前国家工业动员计划所有明显错误和缺点的根本原因，例如，许多年来，对这种计划没有给予过连续的和必要的重视。实际上，建立工业咨询委员会小组的行动，任命各军种高级经理人员的行动，已经是某种形式的重视了，这是在过去几年中没有过的重视。然而，也必须看到，除了那些单个的计划有特别的发起者，从而能发挥其作用之外，工业咨询委员会的强调没有发挥作用。当整个70年代成为过去，国防预算变得更加紧张时，工业动员基础必须强有力这一思想不仅没有得到重视，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它成了完全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同时，也可以看到，很少有人或根本没有人认为，工业动员计划比国防部还更有能耐。尽管有商业部和紧急准备局的参加，(这两家很快就没有受到重视)，但除了国防部之外，没有更多单位来一齐强调工业动员的重要性。总之，70年代中期对工业动员计划重视的程度，与50年代初期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工业动员，早已在不知不觉的日子中走了很长一段下坡路。














	

 






	















	







	







	









 





	


	







	








	




	


第四章 联邦紧急管理




	







	

 



	


	


第一节 立法基础



　　在80年代，美国经济动员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弄清有什么样的法权来保障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动员政策，计划和规划中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如第一章所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举行的全国性动员演习中所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许多参演者对有关法权无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在这里，我们只能列举一些最基本的法定职权，注意的焦点主要放在那些与工业准备和国家经济资源动员相关的问题上：《1946年战略和稀缺物资贮备法》，《1947年国家安全法》及其修正案、《1950年国防生产法》。现按年代顺序论述如下。



　　在80年代，《1946年战略和稀缺物资贮备法》仍然是贮备国防所需物资的基本法典。 [ 注：《公法》79—520，1946年7月23日，关于该法执行情况的广泛而详细论述及国家贮备管理的有关问题，可参见埃斯顿·怀特著《自然与能源资源》第187—203页，国家安全系列丛书：(华盛顿国防大学，1978年版)。 ]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就象整个工业基础没有做好准备一样，美国战略物资短缺是其最明显的薄弱环节。因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中，能够获得的补给品不能满足军事、工业和国民必需品的需求，所以军事工业委员会的1919年报告和军事生产委员会的1945年报告，先后将越来越多的物资划归战略和稀缺物资的类别。于是，1946年国会通过的法案旨在为将来纠正这一倾向。人们认识到“美国的某些战略物资和稀缺物资的自然资源缺乏，不足以满足工业、军事和大洋彼岸共同防御的需要，”而且，国会的意图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应尽可能减少并防止美国在战略物资和稀缺物资供应方面对外国的依赖。这种依赖既是危险的，也是昂贵的”。所以该法案提议“购置，获取和贮备这些物资并鼓励在美国国内保存和发展这些物资的供应渠道……”该法案授权并指导当时的军火委员会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哪些物资属于战略和稀缺物资。财政部长根据这种调查：(1)购买这些物资“甚至可以使供给超过现有工业的需求”；(2)为这些物资提供储备，维护和安全保障，并定期更新以防变质；(3)处理那些不再需要的物资。根据这一法案获得的多种物资，不得挪用，不得出售或作其他处理，只有下述情况例外：“a，总统认为为了共同防御的目的，有必要挪用而且下达了挪用的命令；b、在战时或国家危急时期，根据共同防御的需要由总统宣布或由总统授权某一部门下达命令时。”



　　于是，国家储备的基础已经确立，到80年代为止，国家物资储备在过去35年的时间里曾几经起落。尽管这一计划的基本目标没有改变，但在这些年里，它却受到了防务需要预测和整个政治气候周期性变化的限制。在80年代初期，尽管美国储备的物资只占全部需要量的40%，然而储备物资则仍然是确保充分满足紧急防务需求的战略物资供应的重要途径。 [ 注：约翰·D·摩根著《昔日是序幕──战略物资与国防工业基础》，《国防管理杂志》第18期(1982年春)第17页。 ] 国防部与联邦紧急管理署和联邦勤务总署共同担负着物资储备的责任。前者负责确定储备目标和制定每年的储备物资采购计划，后者则负责多种物资的采购和储备，过期物资的更新和处理。为了有助于这些部门储备物资和便于动员时期的国防生产，某些现行法规作出了一些规定，主要是《1950年国防生产法》(参见下文)、各种贸易法案和较新的《1979年出口管理法案》。



　　《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给国家安全机构带来的主要变化是，该法给总统赋予了领导经济动员计划的权力，并为他履行权力设立了新的参谋机构。这实际上是文职人员负责领导政府各部门资源动员计划的一种程式。



　　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建立了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各执行部门和独立机构的主要领导或代表组成。主席是由总统根据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而任命的文职人员担任，成员有时也可能由总统指定。给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明确的任务是，“就协调军事、工业和民防动员等下列问题给总统当顾问：



　　1、制定工业和民防动员的政策，以确保在战争过程中能最有效地动员和最充分地利用国家的人力。



　　2、在战时制定有效利用美国自然资源和工业资源的计划，以满足军事和民用需要，保持和稳定战时的民用经济，根据战争需要和战时情况调整民用经济。



　　3、制定战时联邦政府各种活动的统一政策，包括军事、民间的补给品、物资和商品的生产、采购、分配，以及运输等政策。



　　4、协调战时人力、资源和生产设施的潜在供给和潜在需要之间的关系。



　　5、制定建立足够的战略和稀缺物资的后备及贮存这些物资的政策。



　　6、在战略上重新安排工业、劳务、政府的经济活动，它们不间断的活动对国家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在履行上述职责时，必须遵循国家安全法规，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各部门和各机构的设备和资源。” [ 注：《公法》253，第103页，《1947年国家安全法》，1947年7月28日。 ]



　　正如后来的结果表明的那样，该委员会只不过是后来建立的一系列负责履行上述职责的文职机构的第一个。如同前述，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时，该委员会刚开始履行其职责，然而，作为一个计划和咨询机构，它并不具备实际组织国家资源动员活动的权力。因此，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末建立了“国防动员局”，负责组织动员工作。与此同时，国会通过了《1950年国防生产法》(参见下文)，该法授予总统以加强动员基础、生产军用物资、统制和稳定经济以及全面动员国家资源支援战争等广泛的权力。总统把这些权力授给国防动员局局长。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一直由该局局长负责控制和协调国家的动员活动。



　　国防动员局的建立，使得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令人捉摸不透。由于发现这两个单位是重叠的，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把这二者的职责统统交给了改组后的国防动员局。他还赋予其贮备《1946年战略和稀缺物资贮备法》规定的战略物资的任务，具体负责协调各行政部门的所有动员活动，其中包括与生产、采购、人力、经济稳定和交通运输等相关的活动。与其前身一样，这一重新改组并得到加强的国防动员局，也是总统办公厅的一部分。它是协助总统执行联邦政府准备与动员计划的有力臂膀。的确，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国防动员局对人力、物资、设备以及有关立法和行政当局事务等多种应急准备，都实施了强有力的行政领导。



　　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与国防动员局都设于总统办公厅内。然而，这两个机构相继被指定为总统的动员准备的办事机构以后，在机构的地位、威望、权力和能力等方面都长时间地走了下坡路。通过以后的改组，各种动员活动的职责，相继转交给了“民防和国防动员局”(1958—1962年)、“紧急准备局”(1962—1973年)。到1973年，接替上述职权的联邦准备署，已成为国家物资采购与处理机构──联邦勤务总署的一部分。直到1979年联邦紧急管理署成立以后，总统的动员机构才重新获得独立，才重新恢复声誉。



　　当我们回顾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经历时，值得一提的是，其目的在于确定立法基础的规划，立法基础能使国家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动员，因而该计划是贯穿于资源委员会一切活动的主旨。应急立法工作早在1947年12月就开始了。以后，几个与其有着直接关系的政府部门的立法机构共同继续了这一工作。为了进行这项工作，该委员会于1948年春建立了法律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9名著名法学家组成，他们在制定、解释和使用联邦战时力量的立法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诣。



　　这一工作的结果。起草了一份《应急力量法》草案，该草案提出了管理战时经济所必需的政策和多种措施。草案中所列的下述题目就表明了它所涉及的基本统制范围：



　　标题1、行政机构与职责的协调



　　标题2、无偿雇佣



　　标题3、签订应急合同权



　　标题4、国营公司的建立与权力



　　标题5、国防装备的采购与管理



　　标题6、生产贷款保障



　　标题7、应急装备的特殊折旧率



　　标题8、资金的分配顺序和分配方法



　　标题9、工厂没收法



　　标题10、反垄断法豁免



　　标题11、征用权



　　标题12、进出口控制



　　标题13、通信检查



　　标题14、物价和工资的稳定



　　标题15、紧急外援



　　标题16、合同的重新谈判



　　标题17、征兵



　　标题18、劳工控制



　　标题19、解决劳资纠纷



　　标题20、通则



　　于是，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又设法恢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的战时必需的基本权力，增加并完善了在适当时机使力量得以转移的权力。在起草这一“立法文书”时，该委员会在三个方面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法的束缚：第一，它使那次战争中形成的某些行政权具有法定权力。比如，标题1：行政机构与职责的协调，不仅恢复了总统根据第一部《战争力量法》在各部门中重新划分职责、组织政府进行战争的权力，而且还承认总统建立新机构的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要做到这一点是有些问题的。第二，《应急力量法》草案试图堵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法规的漏洞。最后，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在一些标题中，采用了一些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规完全新型的观点。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只在某些领域实施了物价控制，但该委员会仍认为，即使在经济萧条很轻微的条件下，紧急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仍很大。所以在标题14中规定，根据总统的命令全面冻结各种价格、工资、津贴、租金，以及各种物资、劳务和财产的费用。“全面冻结”实施之后，再根据总统的决定和命令进行有选择的处理，其中包括解除冻结。



　　正如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规划的酝酿过程一样，对《应急力量法》草案也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修改。第六次修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完成的。这个修改本还曾作为制定《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框架。在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应急力量法》草案中，采用了下述若干题目：优先次序和分配；征用权力；生产贷款保证；应急设备的特殊折旧率；政府无偿雇佣；签订应急合同权；反垄断法的豁免以及重新谈判合同等。当国会认为应当包括统制工资和物价权时(在由总统提出请求的条款内)，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应急力量法》草案又可在制定那部分议案时再次使用。



　　动员国家经济和工业资源以满足国家紧急需要的法规是《1950年国防生产法》。该法不仅为满足战时武装力量需求所必需的经济和工业保障提供法律基础和构架，还为和平时期采取适当动员准备措施提供法律基础和构架。自1950年以来，该法曾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是经济和工业动员的研究者最常使用的基本法律工具。



　　该法公开宣称，“反对侵略，促进和平是美国的国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决心发展和保持任何必须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该法表明：“这一使命需要把某些物资和设备由民用转为军用及有关目的”，而且“生产设备的扩大要超过满足民用需求的水平”，该法还强调“必须削减或更改平常的民用生产和采购。”与此同时，要考虑使国民经济“维持最高的效益并把难题减到最小程度。”因此，该法一开始就宣布：



　　本法的目的是授予总统调整经济发展方向的权力。国会的意图是让总统利用本法授予的权力，迅速有效地满足军事计划的需要，保障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目标，同时，在美国企业竞争的体制中，用尽可能实际的形式，避免工资、物价、生产、民用物资分配的混乱和失调，以增强国防力量。 [ 注：《公法》774，第二项，《1950年国防生产法》1950年9月8日。 ]



　　该法原来的7个标题的主要规定可简要地概括为：



　　标题1──优先次序和分配：授予总统的权力有：(1)要求接受并履行他认为加强国防所必须的任何合同；(2)要求某些合同优先完成于其他合同；(3)以他自己认为对加强国防合适的方式分配物资和设备。对隐藏紧缺物资者处以罚款和监禁。



　　标题2──征用权：授予总统征用他认为国防急需的任何资产(装备、补给品、物资、设备)的权力。



　　标题3──扩大生产能力和供给；为了加快政府合同规定的生产，供应和服务，总统可授权给指定的联邦政府采购机构担保贷款或直接向私营企业贷款，以扩大生产能力、开发技术或生产重要物资，其中包括开发，发展和开采战略和稀缺物资(第302款〕。他可以采取措施：(1)购买或委托购买金属、矿物和其他原材料供政府使用或供政府出售；(2)鼓励勘探，发展和开采稀缺和战略矿产和金属(第303款)。在实现这些目的的过程中，当认为必要时，总统有权利用现有部门、机构和官员，他也可以建立新的机构(第304款)。



　　标题4──稳定物价和工资：如果社会自行稳定物价和工资的努力失败，总统有权力规定物价和工资的最高限额。



　　标题5──解决劳资纠纷：(1)如果劳资纠纷影响国防，总统有召开资方、劳方和调解人自愿参加的会议；(2)如果意见一致并有必要，总统有权采取行动，解决纠纷。



　　标题6──消费信贷和固定资产信贷统制：授权联邦贮备银行董事会对消费信贷进行统制；授权总统调整固定资产结构信贷，应参照诸如减少支付，交易价值，最大限期和支付总额等事项。



　　标题7──通则：



　　1、授权总统采取步骤鼓励小型企业分享国防合同，并确保民用物资在所有企业中合理分配。



　　2、要求国防合同承包商对自己的生产作完整的记录，并允许政府在任何时候对其记录进行检查；



　　3、总统有权将该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力授予政府的任何部门或机构(他如认为有必要，可新建立这种机构)；



　　4、建立一个国会联合委员会(即如后来人们所知的国防生产联合委员会)，负责对该法授权的计划进行不间断地研究和对管理及实施过程进行检查；



　　5、公开宣称，国会或总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终止该法规的执行。



　　80年代初期，该法只有标题1，3和7这三条仍在执行，而且这三条也是经过修改的。标题1优先次序和分配，是国防优先制度和国防物资制度的基础。它们优先满足总统批准的国防规划和国防保障规划的要求。这些计划要优先落实，生产部门的一切其他计划，包括从工厂到产品和零部件等，都应让位于这些计划。1975年，《能源政策和保护法》把标题1的“范围”又扩展到能源物资和设备。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标题1只扩大国防计划的优先权，但是，其他经总统批准的计划项目也一直得到了同样的待遇。1960年，海洋管理及海岸和大地测量船就得到了优先发展。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航天器，联邦勤务总署为越南战争采购的某些物资、1973年石油危机过程中的石油(在内政部的掩护下进行的)以及1974年在商务部和联邦准备局监督下建造的阿拉斯加输油管道等，都同样得到了优先权。



　　标题3──扩大生产能力和供给，如同前面所引证的，在朝鲜战争期间，这就是工业生产能力惊人增长的催化剂，又是新兴工业诞生的接生婆。从财政部借款的权力保障了资金供给的需求。1975年，联邦政府的资金耗尽和供给资金的短缺，导致了本法规的修改，取消了借款的权力。目前该条款规定，对每个申请项目应根据该项目的专用权和拨款基数加以处理。如上所述，自1967年以来，曾根据原来的第三条款对—些无足轻重的物资给予了拨款，只有在合成燃料领域进行的活动才是实在的。《1980年的能源安全法》修改了这一法规。并为加速合成燃料工业的发展提供了30亿美元，



　　标题7──通则，它涉及的范围包括：在没有反垄断法限制的情况下，允许政府、工业界和劳工签订服从或自愿的协定，以至建立和训练国防预备役部队。预备役人员是在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自愿来政府各部门服务的志愿者。他们征自工业企业、劳动部门和专业部门。大部分机构按原地区对其进行编组、训练和定期提供训练物资。80年代初期，在各政府部门的名册中约有2000名预备役人员。



　　在保障国防动员准备的过程中，《国防生产法》的整个历史作用引出了许多争论。综合来看，这些争论涉及的范围，从违背不干涉主义和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等这些神圣的理论，到未能使联邦政府提供必需的一般水平的经济准备和满足国防需求所必要的采购。



　　然而，由于国会在70年代通过的立法，《1947年国家安全法》和《1950年国防生产法》所给予总统实施动员的基本权力的自由，在80年代早期正受到某些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国际出现紧张局势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外部威胁时，总统采取行动的自由和权力受到了限制。



　　数个世纪以来，立宪政体的研究者曾认真讨论过在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与立法权相对立的行政权的适当作用问题。完全一致的意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给予行政部门保留某些在危机出现时能够行使的权力。换言之，从政治上考虑这个问题的主线是，如果国家受到威胁，不管法律条款规定如何，行政部门都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行动，在这种行动反映了公众舆论的根本要求时尤其如此。



　　在历史长河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国会把广泛的权力授予总统，是它在这一问题上的习惯做法。甚至在紧急情况消失之后，总统往往还继续行使这种权力，还没有具体的终止日期。但是，到70年代初，主要由于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对总统在过去年代中已经增大了的处置紧急情况的权力，国会越来越担心。国会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调查表明，到1973年，美国法律条文中主要的应急权力就有470多项，这些法律条文没有时限，给总统授予了广泛的随机处置权，这些随机处置权在许多方面涉及美国人的生命安全。此外，还有4项总统可以采取的无终止时限的应急措施。这4项措施是：1933年罗斯福对国家银行实行的紧急管制；杜鲁门采取的在朝鲜的应急措施；1970年尼克松采取的邮政紧急措施；1971年尼克松采取的平衡财政开支的应急措施。总之，这一广泛积累起来的法权，使总统无需经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就足以统治整个国家。这些法规没有规定要有立法监督，也没有为国会保留结束“暂时”紧急情况的手段。



　　面对上述事实，又经过了3年的认真研究，国会于1973年采取立法行动，试图在国会宣布战争的立法权和授予总统这位总司令的权力之间划清一条界线。该年11月，国会正式通过了(否定了尼克松总统的否定)“战争权力条例”。该条例规定：



　　1、总统不得将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于战争，也不得在战争迫在眉睫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除非：(1)国会宣战了；(2)某一具体法律有规定；(3)美国的领土、财产或武装部队遭到了攻击。



　　2、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总统把美军投入战争之前应与国会协商，而且这种协商在美国撤出战争之前应定期进行。



　　3、当部队被派往战争即将发生的环境里去时，总统必须就下例问题在48小时内向众议院议长并及时向参议院议长作出报告，(1)需要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环境；(2)他采取行动的宪法或立法根据，(3)预计美军卷入的规模和时间。



　　4、总统必须在最初作出报告后的60天内停止使用武装力量。除非国会已宣战或依据某一特别法案授权总统采取行动，或无法实现停止武力。



　　5、总统必须至少每隔6个月就战争问题向国会报告一次。



　　6、国会可同时通过决议，指挥军队脱离接触和撤出战争。 [ 注：《公法》93—148，1973年11月7日。 ]



　　然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立法上对总统有些限制，但他在国家处于紧急情况时采取行动的权力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实际上，他们行动如果受到大众的拥护，政治上有充分的根据，采取的行动又是防御性质的，那么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他仍具有广泛的权力。另一方面，按照该法规，国会试图将其作用从仅仅拥有财权，发展到通过决议的形式直接行使否决权。在80年代初期，国会这样获得的监督作用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最高法院的完全认可，后者似乎倾向于由政府的另外两个部门来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在80年代初期，总统采取步骤处置国家安全问题时，也不得不考虑《1976年国家应急法》的规定。 [ 注：《公法》94—412，1976年9月14日。 ] 实际上，该法到1978年9月14日，结束了当时所有的国家紧急状态。它详细陈述了在未来紧急情况下，总统如何行使行政权力。但是它又规定，如不具体地说明总统行使的职权及其确切的依据，他不得行使这样的法权。更有甚者，国会可以通过联合决议在任何时候终止任何紧急状态。对宣布的紧急状态，国会将每隔6个月复查一次。除通过决议结束紧急状态之外，紧急状态在其宣布后一周年时，也可以自动结束(总统要延长紧急状态，除非在本周年之前90天提出延长)。



第二节 国会的作用



　　就其本质而言，与动员和准备计划有关的事宜和问题，是美国国会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当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都用于战争，几乎各行各业的美国人都卷入了战争的情况回顾时，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上述事实。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国家动员工作对美国人生活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由于国会对全部所辖事务采取分散处理的方式，所以动员处理相当复杂，而且要牵涉到国会大部分委员会的责任范围。总之，明白下述观点非常重要：国会所拥有的处理有关绝大部分动员事务的权力极为分散，这是制定动员计划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简单地了解一下参议院某些主要委员会的职权就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引出的复杂性：



　　1，预算委员会──负责与联邦财政支出有关的一切问题。



　　2，拨款委员会──负责与联邦财政支出有关的一切问题。



　　3，财政委员会──负责调节税收和联邦债务。



　　4，军事委员会──负责国防的一般事务、国防计划的核准，国防贮备，影响国家安全的核能，征兵，海上石油贮备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国家航空与航天活动等。



　　5，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负责《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落实、经济稳定、对工业的资金援助，就政府的合同重新谈判和联邦信贷计划等。



　　6、政府事务委员会──负责《国家应急法》的落实，联邦采购政策、行政机构的整编(这个委员会可索取到影响几乎所有国家计划的联合或合作的立法权)。



　　7、劳工与人力资源委员会──负责劳工政策和人力训练等。



　　8、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宣战、对外干涉，涉外条约和外援等。



　　9、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负责与整个工业有关的事务、运输、国际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与发展政策以及通讯等。



　　10，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负责一般能源事务，包括矿物开采，矿产地、能源安全，核能等。



　　在确定美国如何进行战争动员方面，上述委员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军事委员会特别重要。除了负责处理一般性军事计划和国防开支的核准外，它还要负责贮备，核能和石油后备等某些更加专业化的事务。列入上表的前3个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对保障任何动员过程的重要性，无需赘述。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的重要性也无需侈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广泛的立法权。它的权力不仅涉及联邦采购政策，而且同样还关系各种行政机构整编的计划。该委员会可索取到影响联邦政府任何部门或计划的联合或合作立法权。显然，这是巨大权力的标志。



　　当然，能源委员会特别重要。随着最近能源的充分性和脆弱性的变化，在未来的动员中，能源的重要性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橡胶一样。在此还应该注意的是，能源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权力有着某些微妙的差异：一个有能源储备，另一个则有战略石油后备；一个在阿拉斯加有石油储备，而另一个则在阿拉斯加以外的地方有石油储备。无庸讳言，这样一种权力区分的现状不利于依据法规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总之，参议院有不下15个委员会在动员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权力的分散可能有碍于国会协调一致地考虑动员政策，也可能拖延国会作出决定。事实上，众议院的情况更加复杂。比如，参议院的能源委员会在参议院的能源政策方面占有全部权力。而在众议院，这一权力至少由三个委员会分享。因此，众议院和参议院各委员会的权力不相协调的事实，产生了混乱。



　　要真正地了解各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对动员计划如何产生影响，除了考察权威性的正式声明以外，就必须考虑政治因素。任何一种立法权的委派自然不是以司法部门的正式声明为基础，它们只能是一般准则。在确定司法权的实际委派时，众议院议长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同各自的议员商讨，并同各委员会主席和该项立法的倡议者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权力。该项立法权最终将委派给某一特定委员会(或几个委员会)。由于各委员会主席、领袖、该立法的倡议者，有时还包括立法的反对者，都利用各种手段力争有利地位和控制权。所以，这一过程中充满着“小动作”。当然，在确定某一委员会的权力和行动的可能性时，个人的作用以及委员会成员、领导和办事机构的利益，可能是最重要因素。一个充满扩展欲望的委员会可能会积极地寻求新的权力，并招来大量的监督和立法活动。



　　动员是一个可能被某个有进取心的、充满扩展欲的委员会所占领的领域。从逻辑上讲，动员的主要权力应授予军事委员会，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政府事务委员会，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在70年代中期，一个委员会曾试图控制国会对准备和动员政策的监督。国防生产联合委员会当时负责《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落实，曾试图把自己建成这些政策和行动的非正式情报交流所。它对应付紧急情况和灾害的准备、国防工业基础和动员政策等，进行了广泛的检查。它的分析结论表明，由于协调不当和力量分散，使联邦政府的努力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它提出的建议，直接导致了联邦紧急管理署的建立，其特权就是协调各部门的动员准备、民防、应急准备和救灾活动。然而，联合委员会被取消了，其职责仅仅开始起作用两年之后就重新分给了两个与金融有关的委员会。近年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有关动员事务的鉴定者和仲裁者的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国会中的各军事委员会在履行动员准备职责的过程中，其活动受到了限制。它们只负责各军种却又背着每年处理立法问题的包袱，导致这些委员会更广泛实施协调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当然，国会各委员会成员，有关政府机构的官员和各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非常有利于国会的动员活动。但是，如同前述，由于动员事务涉及国会大部分委员会以及参众两院的几个小组委员会的权力，所以它总是饱经磨难。简言之，就协调动员政策的过程和任务来看，更确切地说，动员具有多重性。



第三节 联邦紧急管理署



　　1979年建立的联邦紧急管理署，被认为预示着执行机构对联邦应急准备计划和管理进行更加有效控制和协调的新开端。根据总统的命令，这一新建署的署长是过去各动员准备机构所履行的全部职责的合法继承人，这些职责包括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授予原国防动员局局长的职责。该署署长还有权把职责转授给其他人或部门。 [ 注：总统第12148号行命令：“联邦紧急管理”，1979年7月20日。依据第4节，102款。依据这一命令，新建立的联邦紧急管理署把原联邦准备署、联邦救灾管理局、联邦保险管理局和国家火灾预防和控制局等部门的职责集中起来，由联邦紧急管理署统一承担。 ] 更具体一点说，联邦紧急管理署署长承担起了联邦政府各部门过去承担的制定政策、协调所有“国内应急”计划的职责。这里说的“国内应急”情况指的是“所有意外事故、自然灾害、人为事故、战时紧急情况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 注：同上，依据第2节。第203款。 ] 他受权定期地检查和评估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国内应急”功能。为了提高这些功能和效率，还要向总统提供联邦计划和管理的多种备选方案，(依据第2节，第102款)。所有执行机构都要配合并协助联邦紧急管理署署长履行其职责。



　　总统随后颁布的一项命令，概括地说明了几个企图完成国防部军事准备计划任务的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在应急计划和应急准备方面各自担负的职责。该命令宣称：“为了履行此命令赋予的职责，联邦紧急管理署署长可以决定国家动员准备的目标和政策，可以协调整个国家动员准备计划范围内各种活动的开展。” [ 注：第11490号行政命令(1969年10月28日)修正为第12148号行政命令(1979年7月20日)，依据第103款。 ] 该命令指出，各政府部门和机构从事的各种活动，依照此命令，要在联邦紧急管理署署长的指导下进行，并要经过他评估。 [ 注：同上，第一部分。 ]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联邦紧急管理署面临着相当严峻的任务，其职责扩展到了确保国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除战争以外还有水灾、火灾等灾害──具有充分的反应能力。它为国家承担的职责包括：



　　──协调国内为应付核进攻，核电站事故和核武器事故。等紧急情况而进行的多种准备。



　　──当国家安全出现紧急情况时，确保政府部门继续运转并协调各种资源的动员。



　　──确定何类物资为战略和稀缺物资，确定国防贮备的目标。



　　──在各种救灾计划、动员准备，减轻损失、快速反应，恢复秩序等多种努力中，支援各州和地方政府。



　　──协助联邦政府对总统宣布的灾害和危急事件进行援助。



　　──提供训练和教育，以提高联邦政府，州和地方的应急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减轻国家的火灾损失。



　　──加强研究成果的实际运用，减轻意外事故和灾害造成的损失。



　　──对国家的洪涝灾害，刑事犯罪和暴乱叛乱等实施安全保障规划。



　　──提高公众对预防灾害天气，保障家庭安全的规划的认识。 [ 注：这是1982年3月的联邦紧急管理署的职责。 ]



　　然而，在其刚建的几年中，联邦紧急管理署的工作发展相当缓慢，它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资源分配和运用，应急法规的修改，主要运输部门计划的协调以及燃料和能源的获取和使用效益上。



　　今天，联邦紧急管理署主要与国防部和商务部一起分担着这样的职责：确保美国的动员基础和工业准备水平与美国80年代所面临的防务挑战相匹敌。根据《1950年国防生产法》标题1和3，联邦紧急管理署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中有关优先次序和分配、发展生产能力和供给的一切动员活动。于是，标题1授予联邦紧急管理署，根据需要优先处理重要国防合同和为国防计划分配物资和设备的权力。一个直接勾通联邦紧急管理署、商务部、国防部和勤务总署的网络系统，负责执行上述优先权和分配权。这对于及时安排许多国防计划项目是有帮助的。大约75%的国防采购是根据优先权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在动员期间，联邦紧急管理署也利用其优先次序和分配权，与能源部和运输部密切合作，为国防需要而发展新的跨部门的分配能源和民间运输资源的体系。



　　有关“战略和稀缺物资”的第12155号行政命令，授权联邦紧急管理署规划和维持战略和稀缺物资的贮备，并采取措施减轻国家的供给线易遭破坏的弱点。贮备计划程序非常广泛，它牵涉到12个不同的部门和代理机构。在计划过程的最初阶段，最初需求信息，来自国防部实际计划的概要文本，这一文本提出了武器系统和最终产品的保障需求量。联邦紧急管理署再利用这一阶段的信息，来模拟战时经济并确定保障战争所必需的工业生产水平。然后，再与内政部和商务部合作，确定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需求量。由联邦紧急管理署任主席的年度物资计划筹划委员会，每年向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作一次报告，在这个计划中列出建议采购和处理的贮备物资表。



　　贮备只是在危急时确保获得物资的一种方法。根据标题3的规定，联邦紧急管理署可把鼓励开发国内生产战略和稀缺物资的能力，作为一种替代方法。它可以利用政府贷款、贷款担保、采购保证、生产能力担保、价格担保等措施，以达到获取上述物资的目标。



　　在战时，为确保总统有一个负责动员国家资源的执行机构，联邦紧急管理署正计划筹建一个“国防资源局”。一旦得到总统的响应，这个由国防行政部门的预备役军人和联邦紧急管理署的人员组成的应急机构，将协助制定运用国家资源的政策和目标，协助建立和管理一个中央计划决策系统，以确保国家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建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朝鲜战争中所遇到的问题：当时为实施和管理国家的资源动员，不得不建立国防动员局。



第四节 其他行政部门在动员中的作用



　　除了联邦紧急管理署之外，联邦政府还有许多其他执行机构具有动员准备的职责。实际上，总统通过其行政命令，给30多个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赋予了紧急准备职责。据认为，所有这些职责都是在联邦紧急管理署的总体指导下完成的。 [ 注：总统是在其第11490号行政命令中给各部门赋予这些职责的(1969年10月28日)并通过最近的第12148号行政命令(1979年7月20日)作了修改。 ] 在此，我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最重要的职责区分上，特别强调那些与工业准备和国防资源动员职责有关的部门。有两个机构(国防部和商务部)在这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



　　当然，行政命令给国防部所明确的动员准备职责是多种多样的和变化多端的。 [ 注：同上，第四部分。 ] 但其主要职责可概括如下：



　　──为制定应急准备规划和计划提供具体的战略指导。



　　──制定和提供不同时间阶段的军事需求数量，包括制成品，保障资源(物资、零部件，生产设备)及各种劳务。



　　──建议并协助联邦紧急管理署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应急生产系统。



　　──建议和协助联邦紧急管理署并与国务院一起，建立一个在美国和海外申请国之间分配稀缺物资和产品的国际分配系统。



　　──规划和执行授予国防部的各种优先次序和分配权。



　　──协助商务部发展生产，制定用于危急情况的分配控制计划。



　　──与工业界一起制定有关军事装备和补给品的采购与生产规划，以满足应急需求。



　　──建议联邦紧急管理署采取措施，克服生产能力中的隐患，为满足应急需求而生产军用补给品和装备。



　　──对国防生产中的战略和稀缺物资的运用提供咨询和帮助。



　　──分析并采取行动克服军事工业在保持足够的动员生产基础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协助商务部鉴别和评估对国防至关重要的设施。



　　──建议并协助联邦紧急管理署制定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实行的综合人力政策。



　　──就现存通信设施状况提供咨询，提出军队对拟议中和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使用商用通讯设施的需求。



　　──提出对各类交通运输和交通设施的军事需求。



　　商务部的动员职责主要有两个：一是确保工业资源供应的数量充分满足国防需要；二是确保危急状况出现时能扩大工业资源供给。更具体一点说，商务部所担负的有关国家应急计划和动员准备计划的主要责任如下：



　　──生产和分配各种物资，利用一切生产设施(但归国防部所有、控制或管辖的那些生产设施除外)，控制所有建筑材料，提供基本的工业服务。



　　──紧急情况出现时，指挥并控制远洋船只的出航和港口设施(由国防部控制的船只和港口设施除外)。



　　──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应急准备计划，规划和活动提供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保障和服务。



　　──调整和控制进出口贸易，以保障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稳定目标的实现。



　　──建立物资和其他资源的优先顺序和分配，生产和布局的控制系统。



　　商务部的优先次序和分配规划的目的，是确保在平时状态和紧急状态两种条件下，国防生产都可获得所需各种物资。根据1953年8月18日发布的第10480号行政命令的规定及一系列立法，授权商务部负责管理国防物资系统和国防优先供应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设计，都是为了迅速扩大供给以满足国家面临任何危急时的需要。通过实践，商务部认识到，某些基本物资的需求量，为确定军用、民用的商品和劳务所必需的大多数其他物资的需求量，提供了一个标准。因此，通过控制这些基本物资的使用，就能对整个工业生产实行基本控制。在80年代初期，钢、铜、铝和镍等就是这类受控制的基本物资实际上，这些产品的厂家被要求留下他们的产品的4—15%，用于指定的采购商。这些采购商要用这些物资来履行国防合同。



　　当然，劳工部在任何国家动员计划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动员中担负着制定国家民间人力动员的应急计划的任务。其具体事务包括：征募新兵、挑选新兵、介绍职业、职业训练、稳定就业、适当利用各类人员，以及确定满足国防和基本民间活动的人力需求中短缺的熟练工人种类。该部还担负着为实现下列目标而制定计划和程序的任务：(1)稳定薪金和工资；(2)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在国家的经济和工业资源动员中，担负重要任务的其它部门还有：运输部、能源部、卫生和人文资源部以及财政部等。其中财政部所担负的主要职责是：(1)稳定货币制度、信贷制度和财政制度。(2)制定税收和债务政策。(3)为扩大生产能力提供贷款。(4)执行关税法。



　　1981年12月，里根总统建立了“应急动员准备委员会”，这一举动的目的在于使其下述许诺程序化：“利用美国的动员潜力，发展可靠而有效的能力，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供给。” [ 注：总统备忘录：“应急动员准备委员会”1981年12月17日。 ] 他对此所作的描述是：“建立这一机构，是实现我们目标的最后一步。”该委员会的主席由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担任，该委员会成员是分别代表21个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付部长或部长助理。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动员准备。参加这一委员会的机构有全部13个内阁部、白宫政策研究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央情报局、人力管理办公室和联邦紧急管理署。联邦紧急管理署给该委员提供秘书处的全体成员。



　　该委员会担负的职责是制定政策，协调11个工作组制定的跨部门的动员行动计划。这11个工作组分别由下列单位牵头：



　　经济稳定与财政组由财政部牵头



　　军事动员组由国防部牵头



　　应急通信组由国防部和商务部联合牵头



　　法律实施与公共安全组由司法部牵头



　　粮食──农业组由农业部牵头



　　工业动员组由商务部牵头



　　人力资源组由劳工部牵头



　　社会服务组由卫生与人文服务部牵头



　　卫生组由卫生与人文服务部牵头



　　政府活动组由联邦紧急管理署牵头



　　民防组由联邦紧急管理署牵头



　　这些工作组所担负的职责是，就国家应急动员准备的政策，给应急动员准备委员会提供咨询，并提供“一个跨部门的应急动员政策和计划的协调机构”。起初在各种任务中，这些组所要着重注意的任务是：(1)申述并解释应急动员的作用、职责和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权力。(2)更好地协调政府和军方计划制定者的行动。(3)准备“一系列影响应急动员能力的法律和条例。”



　　然而，应急动员准备委员会的出现，在80年代初正引起一些基本问题。该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呢还是个常设机构呢？联邦紧急管理署现在的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各是什么？总之，难道这二者的作用和任务不相互矛盾吗？














	

 






	















	







	







	









 





	


	







	








	




	


第五章 美国的工业基础：动员潜力




	







	

 



	


	


　　工业动员计划的确定，有两个初始要素：(1)确定动员状态下的生产需求，(2)确定哪些设施可随时满足这些需求。生产需求的决策应来自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的评估；对付这种(些)威胁的战略计划。确定如何以及从何处满足生产需求，则依赖于对国家整个生产能力和全部生产设施的了解，及这些设施满足紧急生产需求的准备程度。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工业动员基础”最终受制于两个因素：(1)在动员初期工业生产的运行状况及活力，(2)工业动员准备计划是否适当。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美国



　　工业基础的状况 [ 注：本章主要依据下列材料写成：阿尔顿·斯莱：《空军司令部关于国防工业基础问题的报告》，1981年11月13日提呈第96届国会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商务周报》1980年6月30日特刊所载专题文章，《美国的重新工业化》，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的报告《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作好准备》(华盛顿，政府出版办公室，1980年12月31日)。 ]



　　自1865年以来的百多年中，美国一直享有一种真正的国家财富──它的工业基础。但到了80年代初期，由于在维护这个工业基础方面忽视投资或投资不当，美国正面临困境。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美国工业生产率已显著下降，并逐渐失去了它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美国，最现代化和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再也见不到了。近年来，其它一些工业国一直在增加对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其结果是，到了60年代后期，它们开始在基础性生产方面与美国进行有效的竞争。



　　80年代美国工业能力的下降程度显而易见，因此，美国工业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在世界经济中丧失了竞争力。即使在6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之后，美国产品的输出量仍占工业国家输出总量的1/4强，并占有本国市场的98%。但从那以后，美国不仅在国内外市场上所占份额逐渐缩小，而且这种下降趋势还在加速发展。70年代，美国丧失了它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的23%，而60年代则只下降了16%。国内市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美国工业能力下降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业部门能够幸免于难，甚至那些有大量产品出口的产业到了80年代也减少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其中包括那些属于研究创新和技术上充当“开路先锋”的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等。美国其它一些高技术公司，如制药、飞机制造等的竞争力也开始减弱。1962年，美国药品占有世界市场的27.6%，而到1930年只剩下15%。虽然美国的飞机制造业仍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在70年代，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仍从66%跌到了58%(表1)。飞机制造业是美国得以保持国防系统技术优势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是其国防工业基础的核心部分。市场份额的不断丢失对国家安全有着重大的潜在影响，因为丧失市场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处于紧急状态时丧失所需的各种生产能力、能量和技术。



　　机械进出口方面的贸易顺差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7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67亿美元。然而只有计算机工业仍然保持了近20年来的地位。即使在这方面，美国也受到了日本的强大压力。曾经是美国出口的一张王牌的纺织机械工业，现在却进入贸易赤字的行列。美国在世界纺织机械总出口量中所占份额已不到7%，而1962年则占到15%以上。1980年，美国厂商只给国内市场提供了54%的纺织机械，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2年此份额是93%。所以，可以不无讽刺地说，虽然纺织工业仍是能够成功地对竞争压力作出反应的少数几个工业部门之一，但是，它的技术现代化却主要是使用外国的设备来完成的。



表1 美国主要工业部门在国内市场上遭受的沉重打击



(按总销售额排列)






表2 美国主要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遭受的沉重打击



(按美国的出口量排列)






　　在金属加工机械方面，美国败在联邦德国之手。60年代初，这两个国家还几乎是平分秋色，在世界总出口量中各占1/3的份额，而到1980年，美国所占的份额下降到21%，而联邦德国的份额则上升到40%。



　　同时，美国机床制造业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失败也引人注目。过去的10年中，国内市场上金属成型机(床)的销售总额中，美国货所占比例从93%降为75%，在金属切削机(床)方面，这个比例由89%降为74%而在60年代，这两—方面的比例数均为97%。



　　造成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丧失竞争能力的原因，人们可以举出许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1)对新厂和新设备投资不足，(2)对科技方面的投资下降。1980年，美国工厂的平均厂龄为20年，比德国和日本工厂的平均厂龄分别大8至10年以上。这是由于德国和日本都比美国更多地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拨出钱来投资于新厂，新设备的结果。事实上，在70年代末，美国用于购置新的现代化设备的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已低于所有工业化国家。同时，用于更新改造生产工具的投资比例下降，也是造成整个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钢铁工业是现代化改造失败的一个突出例证。50年代后期，美国仍在建造平炉，而此时日本却在兴建使用氧气顶吹转炉的新型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新型的冶炼炉却是由美国人发明的。仅仅由于贸易保护主义，采取了“自动”配额制和限制价格的作法，才使得美国钢铁业在70年代末保住了本国市场的85%。1979年，美国钢铁联合公司关闭了15处生产设施，宣称它们“毫无竞争能力。”1977年，伯利恒钢铁公司关闭了它在约翰斯顿，纽约等地的主要工厂，因为利润下降已使这些工厂失去了经济上的生存力，为其现代化改造和控制污染而追加投资已毫无意义。 [ 注：同上 ] 事实上，从1966年起，当国外厂商成为国内钢铁消费工业部门的供应者，从而使共和钢铁公司沦为三等企业时，美国钢铁业就看到大祸临头的凶兆了。 [ 注：同上 ]



　　大钢铁企业及汽车、轮胎和其它一些工业部门的重要厂家不断关闭，引人注目地表明，在保持工厂现代化以对付国外竞争方面的管理工作进行得实在太差。它表明，数十年来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集中全力在短期内获得最大利润，而忽视了长远后果。1978年更新全美制造业所有技术上过时的设备所需费用，估计高达1260亿美元左右，其中钢铁业占25%。 [ 注：同上 ] 实际上，在美国整个工业界中钢铁业是现代化改造不力的最明显的部门。但钢铁业的代表们却把工厂缺乏现代化归咎于：(1)人为的钢铁销售低价格，(2)受到政府补贴的外国钢铁的涌入，(3)环境保沪法吸走了现代化改造的资金，(4)无法通过折旧或实际上的减税来收回投资。另一方面，经营分析家们又指责落后的管理、狭隘的地、方主义以及现实的结算方法和财政决算制度，使钢铁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还指责钢铁公司过分照顾投资者。例如，在70年代的后半期，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分别把当年收益的72%和83%作为年度的股票红利分发出去，这样，留给企业现代化改造的资金必然所剩无几。当然，如上所述，绝大多数重工业部门，包括钢铁业，都抗议污染控制条例耗竭了他们有限的资本。



　　与美国工业界刘工厂现代化改造不力相伴而行的，还有技术研究投资的明显下降。过去许多年中，美国曾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投以巨资，并无可争议地保持着世界第一的领先地位。仅在本世纪内，美国就发明了飞机、电视、计算机等新技术。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工业的创新能力──把理论和设想转化为商品和用于生产过程──衰退了。最令人不安的情况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资金减少了。正是研究和发展工作大力促进了生产和加工中的革新，并使这些革新产生商业效果。在过去的15年中，美国对于研究和发展的投资确确实实地减少了。从1964年到1978年，美国用于研究与发展(军用和民用)的拨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1%降为1.6%，大约下降了24%。与此相反，苏联同期此项拨款的百分比却上升了21%，它们实际科研开支的绝对数已超过美国。 [ 注：斯莱《空军司令部报告》，第四章第11、12、24页。 ] 同时，美国在西方的竞争对手们也大力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例如，西德和日本都提高了科研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并逐渐接近美国的水平。极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研究与发展预算中几乎没有用于国防项目的。与此相反，在1981年美国财政支出预算中，国防科研费高达170亿美元，约占整个联邦科研预算的45%。 [ 注：统计数字摘自《美国的重新工业化》第6、17、18、17、8—9、10页。 ]



　　这些数字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部分。近年来，美国还严重地忽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通货膨胀，管理不善，政府条例等，共同促使企业往短期见效的应用研究项目上投资，而不往那些创新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上投资。1960年至1974年间，工业界把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削减了一半──从占科研预算酌8%降为4%──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专利的批准数量常用来作为衡量发明活动和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另一指示器。从1960年到1979年，美国专利局批准的属于美国公民或美国机构所有的专利数量下降了21%；另一方面，从1960年到1970年，美国专利局批准的属于外国机构或外国人所有的专利数量增长了10%，而1970年到1979年又增长了11%。



　　与研究发展投资下降有关的问题是技术转移。当美国曾是新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时，多少年中，无数新技术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国外，到了友邦盟国，也到了敌对国家。事实上可以这么说，美国用本国人民的钱进行公开的科学技术研究，以造福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毫无疑问，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处心积虑地图谋从美国的科研成果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其手段有时是公开的，但更多的是利用非法手段和非法技术进行偷窃。



　　美国的研究发展制度使其本身成为一个易于受损的目标。它提倡公开而自由地交换科技情报，这一点在对研制军用武器系统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领域中更是如此，然而在高科技领域中往往很难区分什么与国防有关，什么与国防无关。近年来，美国已采取多种措施防止技术外流，特别是通过出口管制法及其修正案来进行限制。1983年春，政府宣布决心制止高技术非法外流，里根总统提出了出口管制法修正案，对违反出口限制的美国公司将给予更严厉的惩处。他建议将下列文字写进法案：“关键性商品和技术资料的外流将极大地增加其它国家的军事潜力，这种外流会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从而在实际上迫使它们增加国防预算。” [ 注：《里根要求控制战略出口》华盛顿邮报1983年4月6日。 ] 另外，他还请求国会授权政府禁止将敏感材料售予外国驻美使馆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可设法在买到这些产品和情报资料后，通过外交渠道运出美国，从而不受出口管制法的限制。总统进一步要求国会授权其本人与日本及欧洲盟国谈判，要它们尊重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付目前对出口管制的广泛批评。现在已有许多机密性的器材和资料流往这些盟国，而出口管制法对此无能为力。



　　当然，技术外流是个令人进退两难的棘手问题，很难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没有相对自由的科技情报交换，不论是美国的工业界还是支持自由世界体系国家的工业界都无法有效地进行生产。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美国生产方式的企业化特性，都自然而然地要求科技情报广泛而公开地向社会开放，这必然使许多科技情报资料，无论是国防的还是商业的，得以流入敌手。从某种角度来说，技术外流所引起的进退两难，是自由世界社会结构固有弱点的一种表现。



第二节 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下降



　　到1980年，对新厂和新设备投资减少以及对研究与发展—拨款下降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当高，而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便降低了，其中1973至1979年间的情况尤其坏。1980年，美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已降到1.5%，而同期，日本为7%，意大利接近5%，法国和西德都在4%左右。 [ 注：斯莱《空军司令部报告》，第6页；另见《美国的重新工业化》，第10页。 ] 在制造业中，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5%，日本为8%，意大利超过6%，法国和西德则超过5%。美国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也曾有过较好的记录，例如汽车业在1973年至1978年间达到年均增长3.9%，但其它部门的情况不妙。在某些重要的生产部门，如发动机、发电机、粗铝和钢铁，甚至出现了每一人工小时产量的负增长。 [ 注：统计数字摘自《美国的重新工业化》第6、17、18、17、8—9、10页。 ]



　　应当指出，在80年代初期，美国仍保持着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绝对地位。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报告《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16页。 ] 然而，就在美国保持着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之时，其它工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德──正迅速地追赶上来。50年代，日本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16%，西德为40% [ 注：统计数字摘自《美国的重新工业化》，第10页。 ] 到1973年，这个比例变为55%和74；而到1979年又变为66%和88%。有迹象表明，到80年代中期，西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将超过美国，而日本亦将追上美国。 [ 注：同上 ]



　　80年代初，令人沮丧的劳动生产率和糟糕的产品质量，使美国工业蒙受了利润和名声的双重损失，同时每年也造成了美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尽管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产品因质量优异而享誉全球，但今天，许多产品的世界质量标准已由外国来确定。尽人皆知，日本小汽车占领美国市场便是这股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例证。美国曾是汽车工业的开拓者，并在国际国内市场称雄多年。但到1980年，日本的卡车和小汽车的产量和销量都超过于美国。在70年代的10年中，美国汽车市场上日本货所占的份额从3.7%。跃升到19.5%，而在1980年，所有进口的外国汽车总共占有美国市场的27%。日本汽车在美国畅销的原因不仅仅是省油和价廉，在美国消费者心目中，日本汽车性能可靠，质量上乘，这才是最主要的因素，虽然美国厂家也能生产出廉价的汽车，但从返修率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些廉价汽车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领域，是美国制造厂商让出的家用电器市场。1960年美国市场上95%的收音机和电视机是本国生产的，到了1979年，外国输入的产品占领了50%以上的市场。而到1980年，美国已不再出产收音机，而黑白电视机也几乎全是外来货。不仅美国产的彩电多用进口元件组装，而且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到美国设厂以逃避“市场配额销售协定”的限制。日本人能占领美国彩电市场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而在于他们的高超管理和先进技术。录像机已成为美国企业竞争精神萎靡不振的象征。美国人发明了录像机，而白白让日本人拿去稍加改进便大量生产。



　　80年代初，日本人在半导体市场上的迅速崛起，形成挑战之势，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半导体元件和设备已成为支撑美国国防的重要支柱，因为许多美军装备中有大量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虽然美国仍然保持着半导体工业的世界领先地位，但人们担心它是否具有长期维持市场的能力。1979年，美国厂家缺乏应付大批定货的能力，日本人便乘虚大举侵入美国市场。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报告《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16页。 ] 接着日本制造商又夺取了约半数的集成电路市场──计算机记忆芯片。实际上，到1980年底，许多美国半导体公司正依靠从日本进口的芯片来制造其记忆元器件，并发现使用廉价的日本货有利可图。更有甚者，原由美国完成的半导体设备的组装工作量中的90%，现已由海外来完成──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米西亚和菲律宾。从关心美国国防的角度着想，这种依赖海外劳力组装与国防有紧密联系的设备所引起的危险，恰与国家依赖从国外输入稀有重要战略原料相似。 [ 注：同上 ]



　　在本世纪的前半期，日本以生产劣质产品而著称于世。但后来，日本的工业家们改弦更张，走上了以质量取胜的道路。在美国质量专家的指导下，他们掀起了一个以大规模员工培训为中心的质量革命。这个运动初始于最高管理层，最后深入触及到每个员工。高质量成为国家目标，结果他们在许多生产线上，以最低的价格创造了最高的质量，他们在产品的最初设计阶段便强调高质量，以便将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在生产流水线上，他们衡量次品率的标准是百万分比。而美国仍采用百分比的衡量标准。 [ 注：斯莱《空军司令部报告》，第四章第11、12、24页。 ] 日本的这种做法，连同这种做法背后的管理原理，于80年代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事实上，前面提及的管理原理涉及管理的各个方面，例如，对于行将衰败的产业，日本人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并决心改变其面貌。



　　必须指出，归根到底，工业生产得以进行和发展的基础还是人，在80年代初期，美国的劳动大军从总体上说，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不容否认，最近20余年来，这支大军正在不断衰退。事实上，美国的工业基础已染上了慢性疾患，长期遭受着缺乏各种技术人才之病痛的折磨。美国不仅缺乏用于保持国家高工业水平所需的教授、科学家和技术的专门人才，而且也缺乏在车间里操作工具干活、拿出最后产品的熟练工人。



　　80年代初美国工业最缺乏的是工科人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不能按照社会需要培养出足够的毕业生。1980年，美国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只及苏联的1/6 [ 注：阿尔顿·斯等《国防部和军事展望》，提交“改善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增强国家安全”会议的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5月11日，第4—5页；又见斯莱《空军司令部报告》第12—17页。 ] ，苏联每年有近30万名高校毕业生，其中近20万人学的是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程专业。同时，人口只及美国一半的日本，每年培养出的工程师的数量却也超过了美国，在日本，20%的学士学位和40%的硕士学位授予工科学生，而在美国，这两类可比的数值均只占5%。此外，日本近半数的高级职员具有工科学位。



　　很多人批评说，美国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毛病始出于中、小学。他们批评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当，不如其它国家。在西德，3年级就开自然科学课，5年级开始学几何、物理、化学。7年级时有代数课，11年级又有代数函数和微分课。德国的高中毕业生都学过微积分、概率论、统计学和矢量分析，而这些课程在美国大学2年级还没讲完。据报道，苏联中、小学的自然科学和数学课程的数量质量，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中、小学的都要好。6年级和7年级就有了代数和几何，8年级到10年级上高等代数和三角几何，微积分也是500万苏联高中学生所学的课程之一。所有苏联高中毕业生都要学完5年的物理课、四年的化学课(包括1年有机化学课)和4年的生物课。 [ 注：阿尔顿·斯等《国防部和军事展望》，提交“改善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增强国家安全”会议的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5月11日，第7页。 ]



　　到1980年，缺乏熟练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对美国工业来说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以美国整体生产过程的柱石──机床和精密机械制造工业为例，尽管这个部门拥有多种多样先进而昂贵的机器设备，但它真正的财富还是那些技艺高超、富于创新精神的机器制造者和操作者。然而，80年代初，熟练工人的缺乏使美国的机械工业不能及时迅速地满足国内定货的需要，于是许多美国工业用户的目光便纷纷转向国外。与此同时，美国的机床机械公司也从国外大量雇佣熟练工人。



　　总之，在80年代，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的缺乏，使美国工业基础的各种问题更趋复杂化。除非这些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否则，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员将为此受到全国范围的严厉批评。



第三节 稀有重要战略原料短缺



　　到1980年，美国缺乏稀有重要战略原料，因此必须依靠无把握的外国来源以获得这些原料，这构成了对美国工业基础的某种威胁，削弱了美国工业对大量国防需求和总动员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过去，美国工业原材料的生产量曾大于消费需要量，美国是一个原材料净出口国。但在1950年前后，美国原材料生产形势开始恶化，以后几十年，并越来越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例如80年代，美国经济最必需的40种矿石中，20多种50%以上的需要量要靠国外提供。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报告《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25页。 ] 如此严重的依赖程度，使美国极易受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之类的外国原料生产联合体的损害。石油输出国组织在70年代的所作所为，给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美国造成极大的危害，它导致物价上涨、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美元贬值、外贸赤字扩大以及经济的全面停滞。这不过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类似的情况还多得很。



　　有几种重要的稀有战略原料的主要蕴藏地和生产地，位于世界的两个地区，苏联和南部非洲。这个两个地区拥有世界已探明的总储量中：锰矿99%，钒97%，铬96%，金刚石87%，蛭石60%，莹石、铁矿、石棉、铀50%；扎伊尔和赞比亚则提供世界钴总需求量的65%。于是，80年代的美国在战略上的脆弱性就显而易见了。一方面，美国只得主要从政治，经济动荡的南部非洲国家进口重要的战略稀有原料；另一方面，苏联(美国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控制着剩余的稀有战略原料矿产。



　　80年代有人认为，美国如此依靠从国外进口稀有战略原料，实际上对平衡有利。他们指出，首先，从国外进口通常比较便宜，这样就可节省下本国的资源以满足其它方面的需要。其次，从国外进口可免除开采本国资源所需的研究、发展和其它“初期开发”费用。再次，从国外进口来得快，可早日投入使用，速见成效。最后，国外来源实际上比国内来源更稳定，更不易中断。 [ 注：罗伯特·赫尔曼：《国防工业合作的国际性》，第10一11页。(参见：阿尔顿·斯等《国防部和军事展望》，提交“改善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增强国家安全”会议的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5月11日，第4—5页) ] 尽管有人会争辩说，在战时，和与外国公司谈判相比，美国政府能更充分地与本国公司谈妥条件。但是，和平时期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正因如此，才会有上述看法。



　　如第四章所述，1946年的《战略和稀有原料储备法》规定，美国必须储备充足的战略和稀有原料，以满足全国紧急状态条件下3年耗费的需要。1946年至1960年间，美国积极购买了大量储备原料。然而到了1962年，却认为已有的储备量太大，于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被认为超过修正储备指标的大量存货被陆续售出。1946至1979年间，储备政策多次变化，许多具体项目的储备指标也多次修改。从1964年到1975年，某些原料，如铜、铝、镍等的存货几乎被清理拍卖一空。其后果是，到了1980年，许多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原料的贮存量大大低于需求指标，在62种材料和金属中，有60%未达到指标要求。计划要求储备价值180亿美元的原材料，而实际库存只值130亿美元。而在这130亿美元的库存中，只有70亿美元的东西是所需的，其它60亿美元的东西则被认为超过了国家安全的需要。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报告《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29页。 ]



　　战略原料储备状况恶化不仅是由于管理不善，或国会没有拨款，购货所需资金本应来自出售库存所得的款项。六七十年代抛售了大量库存，而所得款项多用于平衡联邦预算。抛售库存所得的款项没有用来购买急需的钴、钛、铂、钮，而作为一般资金转拨给财政部挪作它用。除了石棉、钻石、轴承、小金刚石模等的储备量略有增加外，1960年以来绝大多数战略原料的储备量都没有增加。



　　储备稀有战略原料的主要作用在于，当国家处于紧急动员状态时，这些原料的供应一旦出现短缺，便可调用。另外在战争环境中，物资储备可以节约组织原料的时间，可以节省人力、能源和生产能力等，也可以减轻机械不足，采掘、运输等给其他方面增加的压力。某一权威人士曾提出报告说， [ 注：约翰·D·摩根，《昔日是序幕：战略物资与国防工业基础》防务管理杂志，1982年春季号。 ] 就80年代初的情况而言，不用说大规模动员，仅稍稍扩大目前国防生产的规模，便会严重影响数量有限的稀有战略原料库存。制造高性能军用武器装备时需要投入这些原料，以保证这些装备在比通常民用装备远为恶劣的使用条件下正常工作。美国最先进的F—15和F—16战斗机所使用的F—100型涡轮风扇式发动机的生产，充分表明了军用装备对稀有原料大量需求的状况。制造一台此型发动机要耗费14，030磅原材料，所有这些原材料都属于稀有物资和战略物资，计有：钛5，366磅，镍5，204磅、铬1，656磅。钴910磅，铝720磅、铌171磅、钽3磅。除了铬以外所有其它原料的储备量都远不能满足要求。在制造发动机各种零部件的过程中，要耗费和损失大量的原材料。组装成型后的发动机总重只有3，020磅，这意味着，在制造过程中，原材料的耗损量几乎要占总投入量的80%。



　　在1980年就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问题而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有人指出，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许多方面不利于国家从国外进口稀有战略原料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报告《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27页。 ] 。许多向美国输出重要矿石的国家正纷纷要求建立某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外国产业国有化、没收或征收。并谋求扩大卖方在市场上的支配力量。结果，很少有西方国家投资于这些富有矿藏的不发达国家的采矿业。今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更加重视强调保护美国的合法经济权益，并就与外国交往制定一个经济战略，进而从国际往来角度更好地保障从国外进口矿产。



　　人们还指责说，多年来国家对开发国内矿产资源所作努力不够。全美土地中的约1/3(7.5亿英亩左右)为国家所有。这些地方具有良好储矿前景，但基本上没有进行矿业开发，只在不到600万英亩的土地上进行了探采。在能否于国有土地上开发矿业的问题上，政府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它的种种政策日甚一日地限制和打击了探矿和采矿工业。一份被人引用的1974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有矿业法规定之下，矿业发展在2/3的国有土地上被禁止或受到限制。此外，发展矿业还要遇到数不胜数的联邦条例限制，当时就有大约20个联邦机构颁发的约80种不同的法案、条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内除石油以外的各矿业部门。它们包括土地管理和使用方面的若干限制，例如，《保持大气洁净法》，《联邦水流污染控制法》、《荒地法》、《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地表矿控制和开采法》等。一言以蔽之，繁复的规定手续，政府要求上报的无数数据，以及环保、安全和健康等方面的种种苛刻规定，已汇集成巨大的压力，极大地阻碍了国内公司进行新的矿产开发或扩大矿业生产。



　　鉴于在开采国内非石油性战略、稀有矿产方面，没有正式、全面、统一的国家政策，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研究和发展法》， [ 注：《公共法》96—479，1980年10月21日。 ] 宣称这是“为促使充足而稳定地获得保持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矿产而制定的一项长远性国家政策，“但需”充分注意在资源生产、能源使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留和社会需求之间保持长期的平衡”。此法案要求总统就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向国会提出规划报告，此规划应包括具体计划和预算建议(包括组织机构)，以便；(1)由总统(下属的执行部门)提出政策分析和决策方案；(2)就用于满足国家安全、经济、工业和社会其它部门所需的矿产情况，如何保持充足和稳定的原料供应及若原料供应发生短缺或中断会给工业和经济造成何种影响等问题进行远期分析；(3)继续就联邦矿产资源计划与私营机构进行磋商；(4)由内阁一级集中协调。



　　在法案通过之后，成立了一个以内政部部长为主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内阁级委员会。从此，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便通过此委员会进行协调。1982年4月，里根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政府用以改进美国在矿产资源方面存在问题的规划和计划。 [ 注：白宫：国家矿产资源规划，致国会的报告(华盛顿：政府出版，办公室，1982年4月5日) ] 此规划的最大突破在于使人们更容易从政府保护性法令之下得以使用国有土地，并使这些土地便于勘探和开采。报告强调指出，联邦的土地是“一个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的资源宝库”。鉴于这些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尚未对探矿采矿开大门──它们受到“陈腐的和不必要的苛规”的限制──该计划要求管理部门对过去禁止开发的地区进行重新审查，并“取消那些陈旧的禁令”。报告认为，《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案》恰当地给予了联邦土地管理机构以保护国有土地的方针原则，但没有必要彻底禁止采矿及其它一些活动。此计划认可了内政部提出的有关荒地的提案，──此提案将禁止在本世纪末以前开发某些地区。然而，它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需要时”下令开发这些荒野之地。该计划要求取消那些妨碍国内矿业生产的“过分苛刻的，不必要的”条例和规定，并要求调节税收以鼓励私人研究和发展矿业生产。



　　此外，计划还要求扎扎实实地积累国家储备──更新目前的库存，并申请增加诸如钴，锰之类矿产的必要储量。在过去20年中，已执行了第一期大规模采购储存计划，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要求国会授权进一步采购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必需的矿产原料以充实库存，同时出售目前库存中的多余部分。报告还建议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口矿产来充实库存，这样做对国家最为有利。最后，一批专家还要着手检查库存中的稀有战略原料，这种检查对于确保库存原料的质量是必需的。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还表明：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国防资源法》和《国防优先法》的实施效果，并促进政府部门和工业界之间就上述两法的原则和收益达成进一步谅解。为达到这个目的，国防部将继续加强它的教育计划，扩大到各大司令部和采购订货参谋人员，并包括合同管理部门以及国防生产承包商。商业部(工业资源管理办公室)将同国防部合作，加强与工业界的协调──而工业界已开设数个有关《国防资源法》和《国防优先法》的“训练讲习班”。



第四节 工业动员准备计划



　　众所周知，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工业基础，是构成美国国家力量和威慑态势的一个主要因素。当国家进入战时紧急状态时，工业基础对国家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是否有能力顺利而及时地将平时正常的生产转入战时生产轨道，以达到国家战时的各项目标。“工业动员准备计划”(简称“工业准备计划”)及其附属的各项子计划的要旨，就是保证美国工业具备此种能力。80年代，工业准备计划中的各项责权广为分散地由各政府部门分别承担。联邦紧急管理署负责计划的总协调，而许多具体计划则由商业、内政、能源、劳工、运输、国防诸部负责。例如，根据有关的总统行政命令， [ 注：见《总统行政命令》第11490号，1969年10月26日，经修正后为第12148号，1979年7月20日。 ] 商业部负责拟制国家应急计划和发展准备计划中的下列部分：各种物资的生产和分配、生产厂家的使用安排(不含国防部所属和所管理的厂家)，控制所有建筑材料，向大型工矿企业提供除石油、电力和矿石之外的一切物资保障。其职责包括：(1)估测民用方面对重要原料、设备和产品的紧急需求；(2)确定哪些是对国防全局有重要作用的工业设施；(3)分析和鉴定对国家安全和国家生存有重大作用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4)管理全国范围的国防物资并安排优先次序。与此同时，内政部负责拟制国家应急计划和发展准备计划中的下列部分：矿石、石油、天然气、电力、供水。而国防部则专门负责拟制工业准备计划中有关支援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部分，包括：(1)会同工业界制定为满足紧急需求的特定军用装备的生产和采购计划；(2)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以保证维持一个充足的国防生产基础；(3)协助商业部确定对国防有重要作用的工业设施；(4)对联邦紧急管理署组建和扩大一个全国性的紧急生产系统的工作，提供咨询和其它帮助。 [ 注：由国防部继续探讨工业准备计划，见第六章。 ]



　　为满足国防紧急状态需要而制定工业准备计划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情况判断，特别要对可能的预警时间，冲突的基本性质及冲突可能持续多久等问题，有相对明确一致的看法。六七十年代，工业准备计划几乎无人重视，因为当时盛行“短期战争”的观点。如前所述，朝鲜战争以后的年代中，人们对工业准备计划方案的兴趣，以及接替政府各部门全面负责这一工作的机构的威望都日益下降。只是由于新近成立的联邦紧急管理署，并由于1981年在里根总统积极支持下成立的高级别的紧急准备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为持久战做准备的全面动员方案)，工业准备计划的构想才得以新生。这样，80年代初，工业准备计划方面的工作开始有所进展。然而，该计划的主要部分还只是由一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分散篇章捏合而成，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最近举行的动员演习表明，计划的许多方面不尽合理。 [ 注：约翰·费亚尔卡：《“金光闪闪”演习的严酷教训》，陆军杂志1980年4月，第14—18页；《五角大楼代号为“骄傲精神”的演，习：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参数》杂志第10期，1981年3月，第38—41页。 ] 1983年，在认识到工业准备计划中实际存在的种种缺陷之后，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下属的，以商业部牵头的“工业动员”小组，加入了政策阐述和计划指导工作的行列，以推进国家全面工业准备计划的制定。



　　同时，联邦政府已采取或正在规划的某些行动，从广义上说，亦被视为对工业准备工作的巨大支持。上面所提到的一切，当然都旨在促进国内的物资生产。同时，从整体来看，现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也旨在使美国工业恢复活力，使之在国际市场上比其它工业化国家有更强的竞争力。里根政府把迅速改变过去50年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作为基本目标，同时它还对联邦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作了改革，并试图取消工业界认为过于苛刻的某些条例。已制定的一些税收法规条款，将大大刺激工业界进行新的科研开发，而加速折旧的规定则可望全面促进工厂和设备的现代化改造。



　　1982年8月生效的《机器设备制造工业临战转产计划》，是一个专门为加强美国工业能力以适应完成动员准备需要的重要计划。这个计划由一个以联邦紧急管理署牵头的联合工作小组制定，小组中有来自商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和行政管理总局的代表。此计划规定，届时制造厂家将加速向防务合同商交付机器设备，以缩短动员时期从定货到交货之间的周期，此事体现了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携手合作。



　　此计划通过一些附件确定了具体实施办法，这些附件是由联邦政府代表和机器设备制造业代表共同签署的书面协议。在协议中，制造厂家保证，(当处于紧急状态时)按收到转产计划定货单生产事先确定的各种必需的机器设备。协议概述了资金和预付款项的安排，并保证优先供应完成定货必需的各种原材料和部件。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前，预付款分文不拨，协议也不能生效。发出定货单之前，任何一方均可随时退出协议。按计划生产的机器设备中的大多数将直接送给防务合同商，并以惯常商业销售方式成交。即使生产量超出防务实际所需量，政府也保证收购按合同生产出来的全部机器设备，办法是在找到新买主之前，政府按市场零售价的90%付款。



　　可以预料，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此计划将有力地保证机器设备制造业极为迅速地作出反应，并能使制造厂家、防务承包商和政府三方同时受益，就像过去已实际经历过的国家动员时的情形一样。



　　80年代初对美国工业动员的一个有利因素，是美国闲置生产能力的增长。1982年底，美国制造业的开工率估计为69.8%(1980年为79.1%)，其中粗加工部分开工率为66.4%(1980年为了8.5%)，精加工部分开工率为71.6%(1980年为79.4%)。 [ 注：《总统经济报告》(华盛顿：政府出版办公室，1983年2月)第213页，表E一45。 ] 然而，上述统计数字所表明的美国工业开工不足加剧的情况，部分原因是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暂时性衰退所致，应当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整个工业的年平均开工率均在80%以上。



　　事实证明。美国的工业基础正在不断坏蚀，然而这种坏蚀所产生的影响却不易确定和衡量。如果有一个可以用来测定工业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的明确的需求表，那就可以更为明确地看出问题存在的程度。对衰退的美国工业基础和战略原料储备不足等问题，为什么只采取了某些象征性的措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这种需求表。可是应当指出，近年来由于资源竞争，在满足工业生产当前需求后，其它部分的调配被置于相对靠后的地位。人们重视提高当前部队战备程度、应急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而忽视运用现有资源改善整个工业基础，以满足全国紧急动员时的需要，这已形成了一种倾向。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工业满足紧急状态需要的能力和速度相当不错，我们相信，在充分考虑了近年来美国工业竞争能力下降这一因素之后，美国工业基础仍能很好地应付未来的挑战。














	

 






	















	







	







	









 





	


	







	








	




	


第六章 紧急状态时的国防生产




	







	

 



	


	


　　本章所要分析和考察的是，当前国家工业中直接与国防生产有关的部分。这个部分通常被称为“国防工业基础。” [ 注：本章引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为：美国国会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做好准备》，第96届国会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的报告，1980年12月31日，《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基础小组”举行的听证会的记录，1980年；国防科学委员会1980年夏季研究小组关于工业反应能力的报告(华盛顿：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1981年1月)；美国审计署署长致国会的报告：《国防部的工业准备计划需要有国防政策保证，从而有效地满足紧急需求》，报告编号PLRD一81—22(华盛顿：审计长办公室，1981年5月)：美国陆军协会《陆军工业准备：在战争中取胜的起点》，1979年5月；杰奎斯·甘斯勒：《国防工业》(1980年)；约翰·埃利森：《窘困的军工厂》，载“海上力量”杂志，1980年12月刊。 ] 首先必须指出，“国防工业基础”一词现在尚无公认一致的定义。从广义上说，它必须包括为满足国家在战时对大规模产品需求而进行生产的国防和非国防两大部分在内的整个工业。然而，美国的动员计划制定者们一向从相对狭义的角度使用这个概念，把国防工业基础理解为，主包商和转包商为完成直接生产或提供军需物资与劳务而经营的那一部分工业。基本上从这种理解出发，在近期举行的有关国防工业基础问题的国会听证会所提供的报告中，使用了这样的概念：



　　“……一般认为，国防工业基础是指美国工业中，对与防务有关的各种工作做出了贡献的那些部分。这部分工业被要求以其生产能力和技术知识来满足国家安全需要。”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5页脚注1，第11、12、31、32、33、42、46页。第5页脚注1，第19页。 ]



　　同时还应指出，当使用“国防工业基础”一词时，往往被认为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存在着一个结构上或组织上的一致性，存在着一个多少是专门或起核心作用的国家生产体系。然而事实上，今天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是一个由私营厂家和国有生产厂家以及双方联合企业所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和复杂的混合体。此外，如本书后面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今天参与国防生产的私营承包商和十年前相比，它们在生产经营上更加多样化，且更少地依赖国防定货。这样，也许只有弹药生产业是仅有的例外，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基础。更确切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而又互相依存的商品市场世界，在一切生产运转和变化的背后，追求利润是主要的动力。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听证会记录第134页。 ]



　　防务分析家们指出，与其盟国和敌国不同，美国通常不把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国家特殊财富或国家稀有资源而加以重视或给予支持。 [ 注：关于这一点，见约翰·埃科森：《窘困的军工厂》第36页，及杰奎斯·甘斯勒：《关于国防工业的十点意见》，载“海上力量”杂志1981年3月刊，第34页。 ] 国防大学动员计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埃利森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写道：美国的绝大多数国防工业企业，都受着影响整个工业界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环境的支配，在这种环境中随波逐流。与其多数盟国相反，美国很少直接资助其国防工业，也从不利用现行经济计划和法令政策给它们以特殊的照顾。结果，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本来目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广泛就业、提高增长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以及改善中、小企业的境况等，这可能对除国防以外的其它方面的国家利益有利，但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很可能给国防工业造成难以预料的消极影响，其最终结果通常是国防工业能力的不断衰退。 [ 注：约翰·埃利森：《窘困的军工厂》，第36页。 ]



第一节 一些常用术语的区别



　　在开始探讨美国国防工业能力和状况，并试图确定一个能够满足美国国防需要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构成成份之前，最好先把在有关讨论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些常用术语的区别弄清楚，例如“近期战备能力”“应急扩大能力”、“持续力”和“动员”。



　　──近期战备能力，这个词用于国防工业基础时，是指其满足正常的、“和平时期”的国防需求的能力，这种需求包括部队现代化建设和采购适量的战争储备物资等。正是这种能力给扩大生产提供了基础。这里应当指出，如果国防工业连满足“近期战备需求”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满足剧烈增加需求的能力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应急扩大能力，这个术语是(特别是国防部)用来指在没有正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国家仍处于“和平”环境之中时，国防工业扩大军品生产的能力。这个词通常在下列意义上使用；急速地增加生产关键性作战物资，以对某种没有公开宣战的紧急状态作出反应。因为“应急扩大能力”一词限于在和平状态下使用，所以这时的国防生产任务仍主要由现有的承包商完成。



　　──动员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为了制定计划时使用方便，国防部按照动员程度的不同，把动员分为数个等级，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动员”、“全面动员”、“总动员”。在涉及国防工业基础时，这个词系指国家的经济和生产设施大规模地转入为满足战时国防需要而运行的轨道。它包括暂时中断执行平时的条例法令，扩大总统控制生产和稳定经济的权限。



　　──持续力，为实现国家目标，而使作战活动维持在必要水平和持续必要时间的能力。持续力是为保证军事行动的需要，而提供和维持武装力量、作战物资和消费品的一种功能。“持续力”或“持久力”向作战部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包括人力和物力)以坚持持久战争并实现国家目标。此概念的核心是工业基础的反应能力。



　　也许唯一对80年代初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状况作出明确描述的文献，是一份题为《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做好准备》的报告，此报告由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于1980年12月31日提出。该委员会所属的“工业基础小组”在当年秋季就此问题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通过这些听证会调查了解到许多情况，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份报告。由来自密苏里州的里查德·埃考德众议员领导的“工业基础小组”认为，国防工业基础的一般状况已经恶化，今后将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该小组特别认为：



　　──国防工业基础失调，主要防务承包商生产能力过剩，而转包商的生产能力不足，二者不相协调。



　　──工业基础不具备及时地扩大生产以满足国家紧急需要的能力。



　　──在过去的3年中，军用装备从定货到交货之间的周期(交货期)已大大延长。



　　──目前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不足，在未来的10年中仍将继续缺乏。



　　──美国正越来越严重地依靠从国外进口稀有战略原料和某些军用装备的特殊部件。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西方世界各国中最低，而国防生产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长速度又低于制造业中的其它部分。



　　──对新技术、新设施、新机器的资本投资受到通货膨胀、不利的税收政策和管理条例等因素的严重限制。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5页脚注1，第11、12、31、32、33、42、46页。第5页脚注1，第19页。 ]



　　首先应当指出，在过去的10至15年中，国防工业的基本性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力量雄厚的主承包商和重要的转包商再也不是主要致力于国防生产的独立单位了。这些公司已成为多样化生产、多样化市场经营的巨大经济联合体的组成部分，并不得不为能够获得有限的资本而进行内部竞争。公司的经理必须对股东负责，把资本投于最有利可图之处。有充分的事实表明，在国防项目上投资可得到的收益已经降低(原因后述)，而非国防项目利润高、风险低，所以资金正大量流往那个方向。国防计划项目需求的调整变化导致了防务市场的不稳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其结果是，国防工业资金短缺。



　　在1980年，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几乎全部由私营的企业和私有部门拥有和经营。在由大约25，000至30，000家主承包商和50，000家以上的转包商所组成的国防工业基础中，只有83家政府所属的企业， [ 注：同上 ] 但这个基础正在不断地缩小。一方面这个基础中的主承包商一般都具有充足的甚至过剩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从一，二、三级转包商直至最低层的供应零部件的零售商数量却严重不足。国防科学委员会在198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在其新近审查的一项计划中，参与计划的供应商在前一年有6，000家之多，而仅过一年便减少了1，500家。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49页。 ] 在另一项计划中，它还发现参与投标竞争的厂家数量比上年减少了40%。另外在1980年，联合技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国会作证时称，自1967年以来，生产航天产品的公司数量已下降了将近一半，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听证会记录第12页。 ] 1967年时，航天工业拥有大约6，000家公司，而到1980年只剩约3，000家。而这3，000家公司中，约，1，500家在前两年中亦已转手。总之，据报道说，仍留在国防工业基础中的绝大多数零配件厂家正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并积压了大批订单而不能及时交货。



　　在许多零配件生产厂家为它们退出国防生产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无利可图”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49—51页。 ] ，其它的理由还有：



　　──按防务合同做生意所要求的文字工作(管理方面)不胜繁缛。



　　──获取利润受规定限制。



　　──订货量小。



　　──产品规格要求太高。



　　──国会/国防部常常推迟做出决定，加上财政政策的影响，给企业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



　　──成本计算标准不合理，成本/价格数据要求苛刻，合同要求吹毛求疵。



　　──政府和主承包商付款迟缓。



　　──社会福利计划对防务合同的种种强制性要求。



　　总之，由于零配件生产厂家数量减少、民用生产需求增加，国防生产费力麻烦等原因，使转包商和零配件供应这个层次的能力严重不足。



第二节 交货周期延长



　　产品交货周期是衡量国防工业反应能力高低的最准确的测量指标之一，并对国防能力产生直接影响。交货周期延长导致计划中的军用装备交货延期，这不仅会对近期战备能力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还会对“应急扩大能力”和动员能力产生长远的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80年代美国国防工业所患种种痼疾的外表症状而已。



　　国防科学委员会1981年发表的报告透露， [ 注：同上，第29—36页。 ] 1977年至1980年间，许多武器系统、分系统及零配件交货周期大大延长。例如，1976年锻铝件的交货期为20周，1980年延长为120周。1980年波导管的交货期(95周)为1976年(35周)的两倍以上。钛制件的交货周期逐年延长，1976年40周，1977年为46周，1978年为60周，1979年为70周，1980年则为104周。飞机起落架的交货期在1977年为52周，到1980年则延长为120周。



　　即使标上“DX”级(“DX”是表示最紧急、最优先的国家级标志)也不能保证及时交货。1978年，DX级小型锻铝件交货期为55周，1980年延为125周。与此相仿DX级大型锻钛制品的交货期由1978年的65周延长为1980年的108周。电子产品的情况也差不多，DX级微型电路的交货期从1978年的25周，延长为1980年的51周。同期，DX级集成电路的交货期从25周延长为62周。



　　造成交货延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有：



　　──缺乏原料(特别是海绵钛)。



　　──生产能力不足，特种金属加工厂压货的情况尤为严重。



　　──电子原件和组件采购批量小。



　　──某些特种器件，例如：光学部件，轴承、电子联结器等，供应紧张。



　　──零部件越来越先进和复杂。



　　──测试和检验要求高。



　　据1950年通过的国防生产法第一条，总统有权要求按合同或定单优先安排他认为属于国防必需或国防所需之产品的生产。依照此法而建立的《国防优先法》，试图通过给国防定货规定优先等级的方法来保证国防生产按计划完成。共规定了两个等级：DO级和DX级。DO级一般可用于所有国防定货，使它们比没有打上等级标志的(民用)定货有优先权。DX级比DO级高，它仅限使用于紧急国防定货，这些定货的计划必须由总统批准。DO级和DX级适用于所有的军用武器系统采购项目。商业部规定，上自主承包商、转包商，下至零配件制造和供应，一律采用优先等级制。



　　可是，国防科学委员会却认定，至1980年，《国防优先法》事实上并未有效地发挥作用。 [ 注：同上，第63—64页。 ] 它指出，只有大约半数带有“DO”标志的定货得到优先处置。按顺序说，在(生产的)第一层次情况尚好，而在第二层次只有50%，到了第三层次只剩25%。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级承包商都没有切实理解《国防优先法》。虽然要求此法一直贯彻到转包商和零售商等最基层的厂家，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做到。另一个对贯彻此法的不利因素是，大工业公司不愿向提供零配件的厂家施加压力，以免产生矛盾影响未来的合作。短期措施不能损害长远关系，如果对一个生产零配件的主要厂家催得太紧，那就会在内部产生严重的麻烦。最后，在某种情况下，当援引《特别优先协助法》以保证优先等级项目按计划完成生产和交货时，在审批渠道上的各级关口耽误的时间却又太多。这导致了繁琐的文字工作，无形中违背了此法的初衷，并使那些求助者们对此法的作用产生怀疑。然而，也有积极的一面。可以看到，当申请确实送到商业部后就能得到及时而明确的答复。



　　有关重要战略资源分配的《国防资源法》的实施显然很有成效，但由于其内容主要是适应50年代资源供求格局，而没有考虑到从那以后资源供给和使用格局的变化，所以此法在实际运用中也受到限制。从前，按照《国防资源法》的要求，对下列原料实行“储备制”；钢、铝、铜、镍合金。 [ 注：《国防物资法》规定，这些受管制的物资之生产厂家。在每个月的生产量中“留出”指定数量和品种的产品，供国防计划分配使用。 ] 但《国防资源法》的适用范围却不包括钛、钴等重要的国防原料，这些原料或来源紧缺，或因冶炼业生产能力有限而供应紧张，这毫无疑问地使生产部门交货期延长的情况更加严重，并使计划项目的生产成本上涨。而且，即便是考虑到了50年代以来的供求格局变化，也很难说控制了钢、铝、铜、镍四种金属就能保证生产的基本需要。



　　80年代初期，影响交货期延长，限制国防工业基础“应急扩张”和“动员”潜力发挥的，是几个被称之为“瓶颈”的因素。因素之一，是缺乏与国防有关的工程师、熟练工匠和训练有素的从事国防事务的业务人员──这都是由于激烈竞争的缘故。理工科院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减少有案可查，有目共睹，而熟练工人、电子技术人员、模工、刀工等日趋严重的缺乏情况却不易被察觉。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说，据美国机床和机械生产联合会最近调查表明，该工业部门到1985年将缺员24万人。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9页。 ] 国防工业大约需要1万人以补充损耗和调节某些方面非常有限的增长需要。目前的培训计划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数。举例来说，劳工部估计，1978年至1990年间，全国范围年均机工需要量为：22，000人，而根据1976年至1978年的培训计划，每年只能提供约2，800人，供求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调查报告表明，转包商和零配件厂除了缺乏前面已提到的几种人员外，还缺乏检验技师，光学人员，熟练装配工。总之，人员缺乏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联合技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享利·格雷1980年9月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就国防工业人员缺乏的问题作证时，提请委员会注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家曾大批雇用以往从未在工厂干过活的人──农民、家庭妇女和职员，培训数周后，便让他们去制造飞机引擎及其它类似的产品。他强调说，随便从农场招个人来，然后便派他去生产飞机引擎，这种事在今天绝对不可能再有了，──现在的技术太先进，精度要求太高，设备太复杂。他说，当前一个机工学徒必须干满3年才能完成培训，而将一个汽车工人转培为高技术航天零件的生产者也要花费半年多的时间。他在结束作证时不满地表示，现在的美国教育制度已不能“生产”出具有干活所需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知识的年青人。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听证会记录第43—44页。 ]



　　80年代初的事实表明，美国国防工业现有的熟练工人和工程师，正被每一个获得了新的国防定货的企业争相雇用。这使得现有数量有限的工人的工资提高，转而使国防生产成本明显上升而产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以预言，随着国防工业劳动大军中的年长者不断退休，或因技术进步而被淘汰，国防工业熟练工人缺乏的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 注：关于这一点，见杰金斯·甘斯勒：《国防工业能力能对里根的倡议作出响应吗？》，载“国防安全杂志”(1982年春季刊)，第106、113页。 ]



　　上面说的是80年代初期整个美国国防工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国防工业中的某些重要生产部门，例如；电子、弹药、飞机、锻铸、机床等，还分别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问题。在电子生产领域，国防市场只提供了整个电子产品市场的7%—10%，这使得有关公司很难做出对军用品生产投资的“选择”。由于生产批量小、投资回收慢，所以，对军品生产项目的投资率非常低，一些已建成的流水线也停产了。军品采购具有以下特点：批量小，设计特殊(通常非常复杂)、检测费钱费力、投标和签合同时的文字工作繁冗，这些因素使得电子公司对继续生产独特的军品望而生畏。然而，如果在组装整机时可以使用经审查批准的民品零件，那厂家还是很有兴趣的。电子工业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即日益严重地依赖海外厂家，这主要是由于海外厂家劳动生产率高，要价低廉的缘故。据估计，80%到90%的军用半导体产品由美国境外的工厂组装和测试。这些工厂主要在远东──台湾，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另外，绝大多数的陶瓷元件和集成电路板及其它一些高技术电子元件都是由日本提供的。当一旦出现危机时，这种严重依赖海外的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国防工业各部门中，弹药生产业是“应急扩大能力”时最需要的部门。这个部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产设备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弹药产业中，国有国营和国有私营的工厂，在整个弹药生产能力中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国防工业界是少有的。80年代初，这种状况导致了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持续竞争。即使私有私营的企业也主要依赖政府所有的设备。据计算，陆军的投资额约为8亿美元(最初投资，不包括追加部分)，这些资金是20多年前用来购买机器设备的。现在该行业广家使用的机器数量不足，性能落后，导致了成本上升，交货迟缓。由于预算经费紧张，国防部没有对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而由于缺乏吸引力，缺乏稳定性，再加上税收政策的影响，工业界也不愿在这里投资。



　　国防部在签订合同方面采取的几项措施给弹药工业蒙上了阴影。第一件是，对项目的研究和前期生产，广泛运用固定价格合同制。第二件事是，主要在弹药生产领域内实行下列政策：一俟研究发展完成，立即进行竞争性生产，不签订保证研究发展者可以从其投资中获利的合同条款。事实上，在整个生产过程的前期，发展研究者们往往要亏本。这种规定极大地阻碍了发展研究承包商的资本投资。



　　虽然弹药工业在“应急扩大能力”时首当其冲，但预计让封闭备用的动员厂生产出产品仍需大约7至18个月。现有生产线增加一些产量是能够做到的，但由于许多零配件供应跟不上，交货期要大大延长。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13页。 ]



　　80年代初，美国国防工业中的军用飞机制造业交货延期的情况特别突出。例如，在1977年至1980年3年中，飞机引擎的交货期从19个月延长到41个月。 [ 注：同上 ] 同期，机体交货期也从28个月增加到42个月。交货期延长给工业界造成成本上升、计划失灵等困难。为了保证成品计划的完成，飞机公司及其主要分系统供应商必须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发出原料和零配件订购单，有时甚至需提前12至15个月。这对资金周转的影响极大，并更进一步引起了资本构成方面的问题。



　　军用飞机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生产速度和生产量几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有时，虽然整个公司的设施规模已按照某种生产速度进行了调整，可是得到的订货往往根本不能保证生产以经济速度运行。“一年一度”的采购订货制度造成和助长了这种破坏性的变更。



　　据认为，在80年代初，军用飞机生产计划中根本不具备“应急扩大”能力。也许能够通过抽干零配件供应渠道的办法，在某个短时期内增加产量，但非经3年的努力，不可能取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 注：同上 ]



　　重型金属锻铸业是整个国防生产的基础，有着特别的重要作用。它使用大型而昂贵的固定设备(如大型水压机，锻造锤等)，有着复杂的生产流程，需要熟练的操作工。 [ 注：见杰奎斯·甘斯勒，《国防工业》，第159—160、113、114、114页。 ] 因此，在80年代初，锻铸业成了国防工业系统中的“老大难”。类似于其它工业部门，它也严重缺乏熟练工人，并特别缺乏制模工，这部分地是由于劳动条件不好所致。但更难办的是，用以制造大型锻件的机锤违反了联邦噪音和震动限制规定。联邦政府坚持执行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卫生保健等规定的作法，使许多初级基础产品制造厂无法与国外厂家竞争。国外制造厂劳动力成本低，又不受环保、劳保、保健等条例的限制。据报道，70年代，全国共有400多家铸造厂停业，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16页。 ] 结果，随着大型锻件的需求量的不断增长，“排队等待的行列”越来越长。



　　最后，从整体上来说，机床制造业亦将成为影响国防生产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部门的特点是，它主要由大量小公司组成。1980年，美国有1，300家生产机床的企业，其中只有10家的雇员超过1，000人，只有两家的雇员超过2，500人。 [ 注：同上，第23页。 ] 这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生产部门，而在1980年，它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汽车工业大规模地进行机床改造以适应新产品生产的需要，而民用飞机制造商又提出了大宗定货，这使得机床工业呈饱和状态。机床工业中的大多数公司不仅对国防订货没有兴趣，而且还唯恐避之不及──它们被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及签订合同时的文山表海吓怕了。而且，与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工业部门一样，机床制造业也面临着3大难题──日益严重地缺乏熟练工人，难以吸引投资，来自国外的竞争有增无减。



第三节 影响国防工业反应能力的国家政策



　　1981年7月，一份题为“1980年的国防工业”的内容广泛的研究报告的作者杰奎斯·盖斯勒，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讲述了联邦政府(特别是国防部)是如何以自己制定的某些政策和自己的某些实际行动，来促使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状况不断恶化，并阻碍私人企业与国防部做生意的。 [ 注：《国防部的采购实践》，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1981年7月，第1页。 ] 他提到的问题有：“低利润、一年一度定货制、需求量的周期性、军品生产的特殊要求、过多过苛的条例限制和繁冗的文字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国防采购的吸引力低于民用商业。几个月前，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埃考德”小组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国防工业基本状况的报告，它认为：“国防部用于资产和劳务采购的政策和规定太缺乏灵活性，妨碍了合同制的实行，而合同制是能够促进美国利益发展的最好形式。”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5页脚注1，第11、12、31、32、33、42、46页。第5页脚注1，第19页。 ] 该小组特别指出；



　　──现行的有关对预先订购，多年性合同制(包括取消合同的补偿金的最高限额)，防务合同付款等的限制性条例，与当前国防工业基础的基本经济现实不相适应。



　　──在国会的正常控制之下，采用多年性合同的方法可以降低成本，增加计划稳定性，并增强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



　　──采用最多不超过5年的多年性合同方法来采购资产和劳务(不含不动产的兴建，改建和大修等)将使政府在不冒更多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然而，国防科学委员会同时又发表了一份报告并指出，由于下列原因，即使允许签订长期合同，在实践中也难以履行。



　　──当国防部编制预算时，当国会拨款委员会为国防部年度开支预案所列的各采购项目提供资金时，都采用“一揽子拨款”的原则。根据此项原则，每个财年的拨款申请必须包括为完成交付指定数量的最终产品总成本而预计所需的全部资金。



　　──1976年国防授权法规定：合同取消赔偿金的最高限额为500万美元。 [ 注：1982年最高限额已改为1亿美元。具体见下文。 ]



　　──国防采购条例限定，合同取消时，只对不超过最高限额规定的、一次性成本作出赔偿。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136页。 ]



　　国防科学委员会还列举了影响工业界对国防生产投资的几个因素：(1)不准将利息计入成本，(2)政府在付款过程中的拖延，(3)无视市场经济情况变化的固定付款程序。



　　80年代初，防务分析家们广泛认为，推广运用多年性合同制对失调的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来说，是一剂有重大补益的良药。“埃考德”小组具体论证说，多年合同制若能在竞争条件下运用于国防工业，将会签订许多合同，使采购量不超过需求量。长至5年的合同亦可更好地支持国防部制定的五年防务规划。甚至在负责签约的官员还不知道所签合同最终可望获得多少拨款时，多年性合同制的方法也可加以运用，在每个规划年度中，依照需求量对合同的数量作出预算，批准和拨款等安排。另外，一个多年性的合同可以使国防承包商对最终全面完成定货数量所需的原料、设备、零配件、劳务等作出长远性的资金安排，而不致使承包商只限于考虑上述各项目一年的定购量和资金安排。多年性合同一般都包括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如果以后合同取消，承包商可获得对于开工之前、开工之初的费用和其它(原料和劳务)费用的赔偿金，这些项目的开价数额在多年性合同中已写明。如果取消后续年份中的合同定货，或国会拒绝对延续合同提供追加拨款，那么合同取消赔偿条款就自动生效。赔偿费可用已拨款项支付，亦可用专拨的赔偿费支付。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5页脚注1，第11、12、31、32、33、42、46页。第5页脚注1，第19页。 ]



　　提倡推广运用多年性国防需求合同制的人们争辩说，这样做可同时给政府和工业界带来巨大的利益。他们认为，政府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短期费用，与此同时，还可以改善工业基础的状况，从而避免了未来的高费用。他们提出，当政府能够提出长期生产合同时，竞争的范围便被拓宽，效益较好的规模经济将成为可能，一条较高的学习曲线就可以建立，劳动力队伍更稳定，承包商将更积极地在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投资。一言以蔽之，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可通过以经济批量预定原料、部件和零配件的方法来降低成本。而且，计划时断时续所引起的低效率将得以避免。



　　采用多年性合同制可自然而然地给政府带来下列次要的好处：(1)提高标准化程度(特别是零配件的标准化程度)，按照目前的采购方法，这些零配件只能每年向不同的承包商定购；(2)避免签订许多一年性合同，可节约行政费，并使产品质量更趋稳定；(3)当承包商感到有利可图，对其生产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之后，改善了的工业能力将能满足未来国防定货的需要。 [ 注：同上 ]



　　当然，推广运用多年性合同制的原则，要求改变“一揽子拨款”政策，并要求《国防授权法》放宽限制尺度，这个法案所规定的合同取消赔偿金的最高限额，有时对多年性合同来说是太低了。最高限额定为500万美元，使多年性合同仅限于签订少量低值合同时使用。



　　如前所述，签订多年性合同的目的是，在一年以上的期限内采购计划物品，而无须在签订合同时就安排好全部所需资金，每个计划年度对合同数量作出预算上和财政上的安排。各项确定成本分别摊入所有的最终产品之中，各组件的不变成本也以同样方式计入每个合同年交付的产品之中。由于承包商必须承担多年性合同期间全部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他们投入的一切费用原指望在完成全部定货后收回，所以要有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承包商的利益，以补偿万一在一年后合同取消时他们所受的损失。保护措施通过合同条款来实现──“合同取消条款”将应允许赔偿原可通过出售产品而收回的投资。



　　多年性合同的取消，意味着剩余年份中合同要求的所有定货被取消。当政府的合同官员通知承包商，政府的资金将不足以履行后续几年的合同义务之时；或者政府资金虽足以履行后续几年的合同义务，但合同官员却未通知承包商时，合同便被视为取消。



　　合同取消后赔偿金的最高限额通过对下列项目的合理估算而确定：工厂和设备重新安排的费用；专用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的费用；开工前的工程设计和工程准备的费用；重新安排生产的最初费用；处理损失的最初费用；试生产的费用；设备成本费用；专业人员征集、训练和遣散的费用；无法重新就业的专业生产工人的学习费用等。合同中的合同取消赔偿条款表明，如果合同被取消，政府将最大限度地承担责任。



　　因为这些费用分别摊入合同履行的全过程，所以，政府承担的赔偿责任将随着合同实际履行的年份递减。



　　然而，80年代初赞成扩大多年性合同制原则的人们发现，不仅合同取消赔偿金最高限额数太低，而且对承包商(或转包商)的保护性条款的内容也不切实际。如前所述，合同取消赔偿金应对承包商的下列支出进行赔偿：投产之前和投产之树的费用，员工培训费、及已投入的用于多年性合同全期所有项目和劳务的非循环资金。可是《国防采购条例》1—322规定，政府将不赔偿：“用于后续计划年度生产所需的劳务，原料及其它费用。”承包商不能收回循环资金。简言之，根据现行条例，防务承包商无权也无义务在本计划年度之后，再为下年度生产所需的劳务，原料或零配件支付费用。如果一个承包商想利用市场上的有利行情，预先定购稀有原料以保证来年生产并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或通过大量订货以降低进货价格，或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设备，或保持一支稳定的生产队伍以此来降低政府的费用，那他就得自冒风险。不言自明，现在承包商们正变得越来越不愿冒此风险了。



　　“埃考德”小组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80年代初，现行的税收和利润政策显然抑制了对新设施和新设备的投资，这些新厂和新设备本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改善国防工业基础的境况。该小组特别认为，执行机构和国会拨款委员会应考虑：



　　──修改税法以允许加快设备折旧的速度。



　　──修改或废除《成本会计标准》第409号：“固定资产折旧。”



　　──调整分期付款，以减少承包商的高利率借款，并允许防务合同中列有利息成本。



　　──核查安全、环保、保健、能源、均等雇佣和其它条例的费效比



　　──修改《成本会计标准》第414号：“资金成本作为设备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小组认为，总的说来，由于国防部所采取的折旧和成本补偿政策而造成的投资不足，使国防工业倍受磨难。按照惯例，在国防合同中，利息成本不能计入开支，且设备的折旧速度非常慢。更有甚者，由于税收的缘故，资产折旧按照初始购置费计算，而不按照重置成本计算，在一个通货膨胀的年代，这个数额可就要大得多了。另一个被认为同样严重地影响国防承包商投资积极性的因素，是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成本会计标准》第409号规定。由于“资金流动”对工业部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笔新投资的折旧速率如何，是一个承包商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成本会计标准》第409号规定，折旧运用于合同成本的意义是，应以传统的固定资产有效寿命期，或以它们的经济有效寿命期来计算。这种规定被人称之为：“也许是全世界各政府规定中速度最慢的折旧率。”《成本会计标准》第414号试图给防务承包商们减轻一些设备的资金成本。但设备投资的回收率却因此被限于按国库贷款的利率计算，而后者按目前的情况来看，远远低于工业界的实际资金成本。



　　最后，人们认为政府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不能满足承包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资金的实际需要。不用说分期付款就是为了支付合同履行过程中各项工作所需的原料费、劳务费和其它一些费用，直至整个合同全部完成。但政府出于保护自身利益、防止承包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目的，而采取的分期付款的实际支付方式，给工业界造成了极不稳定的额外负担，迫使它们不得不靠借款来应付流动资金的需要。从理论上说，分期付款通常应按总支出80%的比例支付，但据对工业界的调查表明，实际支付的分期付款只能提供所需流动资金的60%而承包商只得自筹剩下的40%部分以保持平衡。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5页脚注1，第11、12、31、32、33、42、46页。第5页脚注1，第19页。 ]



　　贾奎斯·S·甘斯勒精确地总结了80年代初国防工业在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



　　必须强调指出，目前在美国经济中，对国防工业投资的积极性远低于对民用工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与其它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经济中对民用工业的投资也相当不力)。由此导致防务投资处于低水平，这已为下列事实所证明：在越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在美国，对整个制造业的投资要比对航天工业的投资高出50%。这可直接归因于“国防部处事的方式”──缺乏为投资竞争的压力(因为国防部大部分钱都用于单源性合同，当某种武器装备只有某一企业生产，无其它企业与之竞争时，国防部就只能与一个企业签订合同，这种合同就是所谓“单源性合同”)；投资的高风险性(因为采取一年一度的定货方式，给未来年份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计算价格和利润主要基于上一年度的成本，造成成本不断上升；防务市场缺乏或者根本就没有弹性(就军用装备的采购数量和它们的价格之间的关系而言──武器装备的采购量由军队结构所决定，与成本无关)。



　　抛开这些因素不谈，当军品需求量增加时──这些新的定货单仍给予原有的生产厂家──这些厂家便延长交货期（采取加长定货单等候队伍的办法)并提高价格。这一切都令人无意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或提高劳动生产率。 [ 注：关于这一点，见杰金斯·甘斯勒：《国防工业能力能对里根的倡议作出响应吗？》，载“国防安全杂志”(1982年春季刊)，第113页。 ]



第四节 国防部提高工业反应



　　能力的实施计划



　　新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其1983财政年度致国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对国防工业的状况甚感忧虑──特别是对国防工业基础中的基本力量那一部分的状况──其劳动生产率、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交货期、制造业的衰退及其满足正常需要，应急扩大需要和持久性紧急状态需要的能力” [ 注：国防部长：《1983年财年致国会的年度报告》(华盛顿：政府出版办公室，〔1962年2月8日〕)第Ⅲ—195页。 ]



　　他特别引证了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在1980年12月提出的报告中，关于美国国防工业状况的论述，并指出，在报告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第5页脚注1，第42页。第5页脚注1，第19页。 ] 他最感担忧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与国防有关的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太低；(2)与其它商业合同相比，防务合同被实业界视为较不稳定、较难预测，因而显得较为缺乏吸引力；(3)某些门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潜在着缺乏的危险；(4)国防工业，特别是主承包商以下级别的厂家，应急扩大或快速动员的能力有限；(5)某些要害部门的产品供不应求，例如锻制品、大型铸件等。 [ 注：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的工业准备计划》第Ⅲ191—192页。 ]



　　国防部长报告说，为了努力制止国防工业基础有目共睹的衰退，国防部已制定一个“提高工业反应能力的实施计划”，此计划：包含三个主要领域的活动：(1)国家资源基础，(2)国防采购程序，(3)工业动员准备计划。在为克服国防工业存在问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中，现在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修改与国防采购有关的计划，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如国防部长报告所述，国防部于1981年春组织的一个联合小组(其成员来自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私营工业部门)已对国防采购系统进行了研究和评估。先前有人提出，在国防合同方面存在许多“瓶颈”妨碍工业反应能力。经研究表明，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该小组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国防部副部长富兰克林·C·卡卢西签署的备忘录的发表。备忘录题为《第31号国防部长办公室管理‘倡议’》，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系统。此文件通常被人们称为“卡卢西倡仪”，但它的正式名称是：国防部《采购改进计划》，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有：



　　(1)把对国防生产计划负责的职责、权力和进行说明的义务授予国防部内最低级别的办事机构，由它们负责对计划进行全面审核。(说明：随着职责权和决策权的下放，“官僚式”审核的基础便被清除，最终可导致待批时间的缩短。)



　　(2)在逐个地对具体项目进行利润/风险分析的基础上，鼓励推广运用多年性采购合同的方法。



　　(3)以下列手段鼓励在国防经济领域中投资：



　　a、支持有关加速固定资本折旧的立法方面的动议，并通过修改或废除题为“有形资产折旧”的《成本会计标准》第409号的办法，认可设备以更快的速度折旧。



　　b、签订合同时，允许公司分享由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投资而导致的成本下降所带来的收益。修改关于利润的规定。



　　c、追加预先付款的用途与次数，缩短付款周期。



　　d、作出安排，使利润水平与所冒风险及承包商的投资水平相当。



　　(4)尽可能准确地作出成本预算：要求各军种对预期的或可能的成本水平作出预算，包括由于技术风险而出现的成本上升。当国防部采购办公室和工业界计算计划成本时，提倡使用实际成本估测法(即以实际的通货膨胀指数为基础)。



　　(5)设法减轻政府条例强加给工业界和采购工作的沉重负担。减少国防部关于防务合同的指令数量，同时减少国防合同中要求的文件表格数量。



　　至1983年，国防部在国会的合作下，在贯彻“卡卢西倡议”和采取其它一些旨在改善国防工业状况的措施方面已取得某些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性采购合同制方法的推广运用工作已付诸实施。1982财年，国会已批准对3个大型计划的跨年度性拨款──F—16飞机、C—2飞机和AN/TRC—170无线电设备──这样做预计可比对这些计划作年度性拨款节约3.25亿美元。1983财年国会还将对包括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北约“海麻雀”导弹。MK一60鱼雷等在内的另5个项目采取跨年度拨款的作法。国防部还提出了14个项目，作为1984财年跨年度拨款的候选项目。此外，国防后勤署和各军种还将跨年度拨款的作法用于许多较小的计划项目。



　　与此同时，1982年的国防授权法还为推广运用多年性合同制扫清了一些法律上的障碍。该法案引人注目地将合同取消赔偿金限额由500万美元提高到1亿美元。 [ 注：《公共法》97—86，《国防部授权法》1982年，第909页。 ] 此后，高于跟额规定的合同，必须在正式签订合同之前至少30天通报参众两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该法案还相当程度地放宽了合同取消赔偿金限额的覆盖范围，允许多次性使用的资金(例如：用于采购“超年度”生产所需的零配件及工作流程中的其它费用)和一次性使用的资金(例如：开工前和开工初采购装备等所花费用)一并包括在内。最后，法案还允许预购──如果零配件交货期较长，或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大批定购──以满足除当年生产之外所需要的零配件。



　　国防部所采取的另一个积极措施是，加快分期付款的速度，并建立一个更加灵活的分期付款程序──此举旨在减轻防务承包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投资负担。 [ 注：罗伯特·特别伯尔：国防部备忘录《灵活的分期付款》1991年8月28日。 ] 根据新政策，承包商可申请获得统一标准的分期付款的90%(高于原来的80%)，而小型企业的比例则上升为95%。另外，如果议定的合同固定价格超过100万美元，承包商便可要求采取灵活的付款方式。



　　近年来，国防部的“制造技术计划”被证明是一个提高国防工业基础能力的有效手段。该计划的目标极为明确──“大幅度提高工业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和反应能力。”具体作法是，国防部会同工业界共同投入(用来吸引更多资金的)“种子资金”，以加快科研成果向大规模生产转移的速度，从而降低因采用新的制造技术而带来的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随着这种风险的降低，防务承包商将更易于承受进行必要投资而带来的财政风险。另外，在一种新技术以某种方式投入应用取得成效后，还将鼓励以其他多种方式来进一步扩大该技术的应用范围。



　　国防部保存的记录表明，“制造技术计划”投资的投入/产出比大约有1：5。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52页。 ] 1975年，该计划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当时各军种纷纷要求对它们的计划项目加强集中管理，增加对计划的拨款，并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以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 [ 注：同上 ]



　　关于此计划应用的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F—16型飞机的生产。空军和通用动力公司在自动机床和加工中心上分别投资了2500万美元和1亿美元，据空军报告，此举在计划全周期中可望节省下大约2亿美元。 [ 注：同上 ] 总之，“制造技术计划”被认为是能够部分缓解近年来不断折磨国防工业生产的3大病痛的良药，这3大病痛是：(1)严重依赖外国资资 [ yingxling注：可能为资源 ] ，(2)成本上升，交货期延长，(3)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听证会记录第606—609页。 ]



　　几年来，“制造技术计划”正稳步而持续地向前发展。1976财年用于该计划的资金额为0.9亿美元，1981年为1.51亿美元，而1983年财年国防预算中又为此拨出2.33亿美元。 [ 注：杰斯伯·韦尔奇：《军事战略和工业基础》，提交“改善国防工业基础、增强国家安全会议”的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5月11日第10页。 ] 在致国会的1984财年国防报告中，温伯格强调指出，“制造技术计划”将“继续受到优先重视。” [ 注：温伯格：《1984财年致国会的年度报告》第117页。 ]



第五节 国防部的工业动员准备计划



　　国防部负责保证使工业界拥有充分的能力，以满足战时国家对防御系统、装备和零配件的可能需求。如前所述，根据1969年10月颁发的第11490号总统行政命令的第401款，和对此进行修正的第12148号总统行政命令(1979年7月20日颁发)，国防部长被授予下列权力：(1)会同工业界拟制和管理工业准备计划，以保证及时采购和生产能够满足紧急状态所需的特定军用装备和军需品，(2)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存在的问题，以保持一个能够满足国防需求的生产动员基础。作为必然的结果，国防部执行着一个自己的工业准备计划，此计划会同工业界，在逐厂逐项的基础上提供为支持美国及其盟国作战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此计划由国防部所属单位和工业界联合实施，其目标是沟通军事需求与工业能力之间的联系，以保证有所贮备，有所改进，保证工业界能够迅速动员起来满足紧急状态时的军事需求。



　　在计划中，优先考虑使用所有私营厂家的设施，只有当私营的工厂不能或不愿为满足国防部需求而提供设施时，或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必须使用政府所属工厂时，再把政府所属的工厂列入国防工业基础。事实上，1973年的《国防工业法》已写明，要尽可能在最大限度上依靠工业基础的私营部分。之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坚信私营企业能够比政府企业更迅速，更便宜地生产出军用装备，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减少政府的投资。基于这些原因，1982年有报告称，在过去的21年中，政府已将114家国防部所属的工厂售予私人承包商，另外还有9家此类工厂待售。 [ 注：《华盛顿邮报》1982年11月17日，A—17。 ] 据说售出的工厂中有一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除5家以外，所有售出的工厂至今仍在私人经营下继续为国防部开工生产。人们已经注意到，将这些工厂售出转由私人经营并非易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设备多为30年前的旧货，随时都可能出故障。” [ 注：同上 ] 据说国防部还拥有大约77家工厂，除一家外，其余都交由私人承包商经营。



　　在政府和工业界之间就有关问题进行意见交换，是国防部工业准备计划工作的核心。通过协商，各私营制造商作为一方，同意按政府提出的批量和规格要求生产军需物品，而政府作为另一方则明确表示，当国家进行战争动员时，便收购这些军需品。题为“国防部工业准备计划细目一览表”的DD1519文件，是反映双方协商结果的根本性文件。在此文件中，私人承包商答应从宣布动员之日起，按“细目一览表”的要求进行生产，并按特定要求持续一长段时间。考虑到各种已知的制约因素，如缺乏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需要一定的培训和学习期、设备奇缺、原料不足、扩大或新增厂房和设备等，“细目一览表”规定厂方可以由慢而快地逐渐加快交货速度。构成该计划的主干部分的是一份列有经过特别挑选的，被视为动员所不可缺少的装备和零配件的项目单，此项目单由国防部编排并交给工业界。国防部下属的各部门对挑选那些为达成特定计划目标不可或缺的项目都负有责任。入选的项目仅限于那些对保持在战场上(包括训练场上)的部队的作战效能不可缺少的装备或零配件。国防部指示，每个军种列入计划的项目不得超过2000个，其中主要武器系统的数量各限于35个以内。只有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项目方可允许入选：



　　(1)需要较长的交货期。



　　(2)需要扩大或增添新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紧急生产的需要。



　　(3)需要不间断地进行监护并进行保养，或需要充足的基础能力以支持紧急生产的需要。



　　(4)需要特别的技术或特殊的生产设备。



　　国防部的指示还告诫各军种，作计划时，不要将由其它政府部门负责的项目列入。



　　国防科学委员会认为，80年代初的国防部工业准备计划有几点不足。首先，计划太大，共包括6，000个项目，囿于资金和人手的限制，无法进行安排。最主要的问题是，“DD1519”文件不切实际，政府和工业界均可不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下面所引用的文件中的一段文字就是证明；



　　“虽然前文中的要点为双方接受，但关于这个问题的签字，并不表示被指定的公司与政府之间有任何合同关系，也不能将其解释为工业界同意按本文的要求保持生产能力。工业界的签字并不意味着保证被指定的公司在接到要求时，必须接受军事合同，政府的签字亦不意味着，当急需采购本文中所专列的项目时，政府必须以合同的形式实施生产计划细目一览表，及必须与指定的公司签订合同，它也不意味着，如果已就计划生产签订了主承包合同，转包商就必须执行计划中的转包合同。”



　　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推动力可促使承包商们认真地对待这个文件。而且据认为，各军种选择计划项目的标准各不相同，因而各军种向各公司提出的要求往往互相矛盾。最后，文件还表现出这样一个缺点，它过分注重主承包商的动员能力，而忽视或无视怎样支持转包商的能力，而恰恰是后者将为各种计划需要提供服务。由于对各主承包商的计划安排很不协调，所以不少主承包商可能在计划稀有战略原料供应能力和转包商支援能力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动员能力做估测时，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增加国防生产的关键因素也许不在于主承包商所属工厂的规模和能力，而恰恰在于那些目前已开足马力生产的第二级或第三级转包商的支援能力。



　　国防部为回答上述批评而采取措施的第一步，是采用了一个新的程序，将准备计划并入武器订购的早期阶段。它包括一个作为合同要求的“工业准备计划数据项目说明”，这个说明插入研究或生产合同，要求承包商对自己和下属转包商的能力作出彻底的估算，这种能力包括为在应急情况下和进入动员后扩大生产提供足够的关键性零部件。要求承包商搞清影响生产的“瓶颈”何在，提出解决办法，估算随之而来的费用。“数据项目说明”对工业准备计划：最主要的影响是，清除了计划中倍受批评的两大缺陷。承包商在对工业准备计划作出努力后可以得到补偿，而且当使用了“数据项目说明”后，DD1519文件便停用了。



　　国防部工业准备计划的另两个重要的方面是有关下列两个问题的子计划：(1)设备储备，(2)作战物资储备。设备计划的主要成分是“工厂设备编组计划”，其中包括对生产特定武器系统或零配件所必需的现用和闲置的设备。其中多数(约50%)设备安装在国防工业的弹药生产厂中。 [ 注：见杰奎斯·甘斯勒，《国防工业》，第113页。 ] 据估算，1980年时，有大约35，000台工业设备被列工厂设备编组计划。



　　显而易见，制定工厂设备编组计划的想法是，保证使国防部在私营工业所能提供的生产能力以外，另外掌握一部分生产能力，以应付紧急需求。例如，一旦得知某一生产设施将停止运转，而且预计在乎时也不会再进行生产，负责工业准备计划的官员们便要计算停止工作的设施的生产能力对动员需求的影响。当对动员需求作出了决定，而且保证有一定的储备量时，工厂的设备便转入工厂设备编组计划，并向国防工业工厂设备中心报告。工厂设备编组计划每年进行复查，如果发现它们超出了今后若干年中动员要求的需要，就发出处理通知，在进入紧急状态后，有关负责部门将根据需求的优先顺序向设备中心提出申请，要求全部或部分地执行工厂设备编组计划。如果工厂设备编组计划中出现空档，可以要求从国防工业工厂设备中心管理下的工业准备设备的储备中作调拨，加以填补。



　　80年代工厂设备编组计划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工业准备设备的老化。例如，1979年陆军报告说，截止1977年，其储备表上的金属切削机床和金属成型机床中的41%已超出了使用寿命期，预计到1982年，这个比例数将上升为70%。事实上在1980年，国家机床制造者协会的代表就断言，国防工业工厂设备中心储备清单上所列的机床毫无价值，并建议予以处理。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第136页。 ] 特别就陆军的计划而言，有报告说，民用机床工业将不能对其老化状况和工作状态不佳的问题作出重大改善，因为许多小型制造厂正不断地停业，导致定单积压的情况飞速发展，交货期长达3个月至3年不等。这样，即使能获得拨款以迅速地填补空档或更新老旧设备，人们仍认为机床工业还是不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生产出新机器，以对动员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 注：见美国陆军协会：《陆军工业准备》1979年5月，第21页。 ] 另外，当一些旧设备从库存中提出并重新使用时，又冒出一个新问题：对即将出现的严重缺乏某些专门技术操作工人的困境，根本就没有应付的计划。



　　在制定任何工业动员计划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保持充足数量的作战物资储备──军用物资库存，这些库存将用以补充战争初期的作战能力与开战后的一段时期中高强度的或持久性的武装冲突对军用物资需求之间的差额。但在80年代初，作战物资储备计划显然极不充分，且拨款不足并普遍地不受重视。



　　1976年以前，各军种运用“D—P原则”来计划它们的战时物资储备需求。根据这个原则，各军种要储备足够的物资，以支持从“D”日(军事行动开始日)至“P”日(某项物资的生产速率已能与作战消耗持平之日)的作战消耗。然而在1976年，“D—P原则”被放弃了。此后，战争物资储备量就在固定日数的基础上进行计算。这种固定日数，比要求工业基础扩大生产达到可满足需求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实际上，这个缺口及这种计划方法割断了工业基础的能力与作战物资储备量之间的联系。 [ 注：罗德里克·沃特尔：《工业动员：有关的历史》(华盛顿：国防大学，1983年) ]



　　虽然在70年代末，国会已增加拨款以支持作战物资储备计划，但在80年代中，人们仍认为，明文规定的需要量和实际完成的储备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缺口。 [ 注：见杰奎斯·甘斯勒，《国防工业》，第114页。 ] 而且据认为，即使现有的增加库存物资储备量的计划能够完成，储备量是否充分仍是未知数。储备计划的两个方面受到关注：(1)储存在欧洲的装备(大部分为露天存放)及后勤供应线的易受损性，(2)在作战条件下装备性能的不确定性。 [ 注：同上 ] 从这两方面考虑，装备的储存数量需要大大增加。



　　80年代初，国防部工业动员准备计划的特点是：总体上的“低效”。其原因大致是：排不上号，资金有限，人手不足，普遍地不注意管理等。 [ 注：美国审计署署长：《国防部的工业准备计划》，第19页。 ] 据认为，导致这些状况出现的根源在于，国防部的指示一贯倾向于那些强调提高初期作战能力的计划，并怀疑工业动员准备计划能否对增加这种能力做出重大贡献。除了拨款不足外，在最近对该计划进行评估时，还常提到下述一些缺点： [ 注：除审计署的研究报告外，另见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美国国防准备协会的各种报告等。 ]



　　(1)来自工业界的有关该计划的消息既不可靠也不完全，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界主要是自发地，无偿地参加此计划。



　　(2)有关第二级，第三级承包商支援能力的情况不明。



　　(3)计划的两个关键因素──项目的选定和需求量的确定──分别由各军种自行掌握，可是他们通常都掌握得不好。



　　(4)物资储备和生产反应能力之间的联系消失了，这使得美国武装部队的“持续力”究竟有多强无法把握。(需要恢复严密的“D—P”计划方法)



　　近期有份研究报告建议，作为修改该计划不足部分的重要一步，国会应在联邦政府执行机关的协助下，建立一个规定明确、内容广泛的有关工业准备的国家政策，此政策将表明，期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基础，和怎样达成这个期望。 [ 注：美国审计署署长：《国防部的工业准备计划》，第36页。 ] 它强调指出，该政策应包括刑工业基础准备的具体期望，以及美国准备怎样投资来达成这个目标。它指出，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应该(1)明确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希望工业基础作出反应，以及它该起什么作用，(2)明确说明根据其它一些国防部的计划，工业准备计划的优先顺序如何安排，可获得多少资金。



　　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的几年中，对于国防部的工业准备计划的拨款大大增加了。例如：在1983年财年的预算中拨出约12亿美元用于工业准备计划，而5年计划拨款总数则达72亿多美元。 [ 注：杰斯伯·韦尔奇：《军事战略和工业基础》，提交“改善国防工业基础、增强国家安全会议”的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5月11日第10页。 ] 在12亿美元的预算中，有6.76亿美元用于购置生产武器系统所需的新工厂和新设备，有1.4亿美元用于分期付款购买、保护、维护和恢复使用闲置的工厂设备──主要在弹药生产业。有大约5，200万美元被指定用于工业准备计划本身。














	

 






	















	







	







	









 





	


	







	








	




	


第七章 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争议




	







	

 



	


	


　　回顾美国20世纪工业动员准备计划工作的历史，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显而易见。美国在每次进入战争状态时，从未做好过充分准备，以便为前方的将士们提供作战物资保障，尽管还有这么一个事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总是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以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出现各种短缺现象。对工业动员准备的支持，只有到达“威胁临近、需求迫切”的状态时才展开。当危险迫在眉睫时或美军已实际参加战斗时，美国的工业基础才具有活力并得到充分的资金。然而，一旦威胁消失、需求减少，工业投资就会随之取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在两次冲突之间的时期中，工业准备计划很少有人注意。然而，正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工业准备计划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例如，要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中恰当地维护我们的弹药生产设施，那就会为国家节约千百万美金。每当美国介入战争时，弹药短缺的状况总是迫使政府花费巨资来迅速改造国营生产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弹药需求。



　　为了把握80年代美国工业准备所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认真剖析一下苏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目前的军事状况和战备形势。众所周知，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最近若干年中日益强大，而美国在保持与苏军力量的对抗冲，遭遇了重重困难。苏联在世界上能向越来越大的范围投送兵力和扩大影响，其军事力量的扩展是重要因素，或是主要因素。但是，在评估苏联实力时，不太起眼而又常被忽略的因素，是其工业能力在军工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据说，“美国公民及其盟友所必须达成的首要的一致看法就是，苏联人过去和当前一直在、将来显然也一定会继续进行军事人力和作战物资生产的动员，以便在没有战争的持久冲突中挫败西方，并打赢有限核战争或全面核大战，如果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话。” [ 注：里查德·B·福斯特和弗朗希思·P·霍伯合著《有限动员──80年代动员准备与威慑战略》，《环球季刊》第24期(1980年秋)，第456页。 ] 当前，苏联的军事工业基础正以显著的速度开展生产，这一简单事实极大地增强了苏联支持战争的能力。异常活跃的、“高热”的军工生产基础，为苏联人准备短期冲突和长期战争提供后勤基础。(顺便提一下，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似乎较少地倾心于短期战争的理论)假如能够获得充足的原料和足够规模的设施，“高热”的军事工业基础就能即时扩大生产、迅速作出反应，为满足紧急需求而增加作战物资的供给。



　　简言之，为了保障军事力量的增长，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工业基础。在过去20多年中，这一基础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 注：关于目前苏联军事工业基础性质的论述，主要取材于美国国防部的出版物──《苏联军事力量》第2版(华盛1983年)第73—74页。 ] 新型、改良武器的不断产出，生产设备的不断增加，生产速度的高水平，这些都使得苏军的军火工业处于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现在，军火工业有150多家主要工厂遍布全苏，主要生产舰船、飞机、导弹、装甲车辆、大炮、弹药和炸药。保障这些主要工厂的数千家配套厂在全国形成一个网络。另外，苏联有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负责提供电子设备和无线电通讯器材，以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还有一个规模庞大并还在继续扩大的、主要用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汽车工业。



　　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用于生产陆军武器的工业占地面积在继续扩大。1982年，下塔吉尔机车车辆和坦克制造广生产了2000辆T—72和T—80(苏最新式)主战坦克。世界上最大的用于生产潜水艇的造船厂──北德文斯克海军造船厂，则进一步展示出苏海军生产设施增长的程度。自1967年以来，该厂占地面积扩大了数十万平方米，或者说比1965年的占地面积扩大了大约3/4。北德文斯克海军造船厂只不过是苏联生产潜水艇的数家船厂之一。在同一时期中，约有23家主要船厂得以扩充，另有4家新船厂投产。



　　在苏联的航空工业中，几乎每个已经建好的飞机制造厂都有一幢新的供最后组装飞机用的大楼。还有一个崭新的大型飞机制造厂在兴建之中。该厂竣工后，可以建造和组装大型运输机和轰炸机。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质的改进(它典型地体现在新型和比较尖端的飞机上)，与航空工业生产量的增长是同步的。



　　近几年来，苏联的军事开支占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美国则不到7%。如果目前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苏联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80年代末期可望达到20%。



　　苏联在军事方面的总投资，近10年中比美国高出80%(按美元计算)。据估计，7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方面的费用是美国的两倍多。但是，由于后来苏联发展计划放慢，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所以到1981年两家军费开支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此期间，苏联放慢发展计划是苏联军火生产周期性的必然结果。苏联在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巨大努力，加上它在军事生产设施方面的持续扩展，都表明苏联军事采购活动的花费不久将恢复到历史上的增长水平。据估计，在整个这段时期中，苏联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资金比美国同类费用高出70%，到1981年则是美国的两倍多。苏联用于军事活动维持方面的费用，在70年代和1981年均比美国高25%。



　　在过去的10年中，苏联及其它华约成员国均面临恶化的经济形势。在国内，苏联经济正遭受资源短缺加重，生产成本上升和各部门之间争夺优先权的困扰；在国外，支援类似古巴、越南，阿富汗和波兰等共产主义政权所付出的代价，又给苏联经济增加了额外负担。然而，苏联仍通过维持全苏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来确立国防部门在工业生产中的优先地位，而不管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所付出的代价。故此，在过去的20年中，苏联的军事工业一直得到稳定持续地发展。苏联军事工业发展最大的原动力，是其规模的扩大和巨额财力、人力的投入，而生产固有的周期性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广家总是处在生产状态，当旧的一代武器项目退出现役时，新的一代立即开始服役。在新旧武器系统转换的过程中，虽然在武器的采购方面会出现某些波动，但不会产生低潮期或停工没有活力的长期间歇状态。生产的周期发展，设施的不断增加，生产的高速度，这些都使苏联的军火工业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以保障任何紧急状态和新式武器生产的需求。



　　当然，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专制和集权的特性，使国家领导人可以把国家经济转到任何期望的方向，以便达到他们的国家目标。苏联的生产机器是一个由强大官僚阶层控制的高度计划性的体制。这类集中控制的体制表明，当领导阶层把国家资源转向军工生产、把社会资金用于增强动员能力时，消费者无法作出有效的反抗。于是，美国及其它西方民主和自由企业体制的状况，与上述情况形成的强烈对比，是再清楚不过了。在民主和自由体制中：(1)国家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可能比较大；(2)有必要使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做好从事大规模动员的准备，特别是当他们尚未觉察到情况紧急、威胁迫近时，更是如此。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直接引出下述基本问题：在本世纪80年代，困扰美国有效制定和实施工业准备计划的，是政府最高决策层在工业准备计划领域缺乏集中统一领导。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总结关于国防工业计划状况调查结果时，曾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参见《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做好准备》第48页。 ] 另外，政府确保美国工业动员能力的职责是分散的。首先是在国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其次是在联邦政府中有各种各样的部门和机构，所以，没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如前所述，国会在采矿、矿产、公用土地、国防生产、采购立法、研究与发展、州际和国际商务、税务和财政等事务上的管辖权限，分别授予了各委员会。在联邦政府机构中，虽然最近把总的监督和协调职权授予了联邦紧急管理署，但是，其执行职权则主要分散给商务部、内政部、能源部、劳工部、国防部及其它各种各样的部门。因此，在80年代初期，这种职权分散的现象导致美国缺乏长期有效的工业反应能力的准备计划，并使评估整个执行效果，特别是国会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作的效果变得相当困难。



　　与此类似，1981年初国防科学委员会最新研究工业动员准备状况的报告称，“它在国防部对于工业基础，工业反应能力和工业动员准备等事务的职权区分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年)第65页。 ] 而国防部长办公室在这些事务方面的职权同样是分散的。人们认为，政策制定和政策导向对工业基础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这是在采购执行机构职权范围之外作出的，尽管这一执行程序目前是在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负责采购政策)的领导下落实的。国防科学委员会的结论指出，国防部内部的精力，并未集中在目前的工业准备上，也“没有为工业基础的健康发展与管理进行积极的倡导”。 [ 注：同上 ] 在此我们可以认为，1982年秋天任命了一位负责动员计划和需求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这是对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的不足的某些弥补。



　　除了负责工业动员准备计划的领导和机构所固有的不统一性引出的问题外，表现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对准备计划负主要职责的联邦政府的民事部门和机构，对80年代初期国家所面临的动员准备工作，不是尽心尽力地去做。显然，它们强烈地倾向于自己的部门，埋头处理那些日常的“内部”的它们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务 [ 注：参见贾斯珀·A·小韦尔奇：《军事战略和工业基础》第4页。 ] 这一事实已被联邦政府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进行的动员演习的结果所证实。里根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即已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公共机构中的这一难题。



　　与上述问题同时存在，并在80年代初同样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必须对那些未来战争的紧急情况作出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和执行动员准备计划的共同基础。人们认为，国防部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负有最初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和目标的职责，并且还要提出达到这些目标的基本需求。可是，在这些基本事务方面。直到80年代初期仍存在着方法和观点的分歧，使得那些意见相同的问题也不得解决，因此，像工业准备计划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样的问题，也仍然不能确定。



　　数年来，工业准备计划领域的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已经受到盛行的“短期战争”理论的干扰，而这一理论已经是国防部一些活动(或不活动)的理论基础。1983年担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负责政策)的弗雷德·C·艾克尔，在1979年12月《华尔街杂志》的一篇论文中，非常简明地揭示了这一复杂问题的本质。



　　“近几年来，我们忽视了在危机来临时扩大国防生产能力的问题。由于两种极端的假设，今天已无必要改善这种能力。一种假设是，如果提出需要，我们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将毫无问题地用于扩大国防生产。第二种假设是，任何大战将如此突然地爆发，又如此迅速地结束(其结果或者是我们彻底灭亡，或者是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的开始)，以致于我们工业力量的动员根本无法赶上。



　　由于工业动员赶不上战争而与战争不相干的假设，来源于我们规划者们共同的怪异的思维习惯──“短期战争”论。多年来，由于我们的国防预算紧缺，现在的物资储备只能保障约两个月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补给。这使我们的国防计划者们处于两难境地：或者设想一种短期战争，或者设想一种不用补给的战争。他们选择了“短期战争计划”，这似乎可以理解。你瞧，“在短期战争中，美国的工业动员将不赶趟，在底特律生产出新坦克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 注：弗雷德·C·艾克尔：《我们能把工业动员起来吗？》，《华尔街杂志》1979年12月16日，第6页。 ]



　　国会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委员会(1980年时它负责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准备状况的意见，)主席里查德·C·艾科德，以类似的看法对“短期战争”观点的影响作了评论：



　　关于工作环境的若干事务中，最令我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国防部明显缺乏工业准备的长期战略规划。我们获得的证词清楚地表明，国防部用于建立部队结构的计划文件──《联合指导》，根本没有提到工业动员准备。相反，《联合指导》确定我们国防工业基础规模的依据，是假设所有未来战争都将为“短期战争”。那就是说，这些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将只能使用手头的装备，因为它是假定生产基础开动的时间超过“短期战争”的周期。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只制定“短期战争”的计划，而不制定“长期战争”的计划，那么，未来的所有战争，对我们来说都肯定是“短期战争”。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总结关于国防工业计划状况调查结果时，曾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参见《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做好准备》第20页。 ]



　　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当国防采购费用增加时，国防部内部在满足“短期战争”的资金需求和改善工业准备状况的资金需求两个方面，对可能得到的有限的资金展开了竞争。关于短期战争的不测事件，有一点日益清晰：在中欧爆发的高强度战争中，美国现有的军事装备连几天都无法坚持。结果，“短期战争”的倡导者在竞争中获胜，对中欧情况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而对其它不测事件的重视程度则日益减弱。实际上，为这些不测事件而进行的工业准备、生产转化和工业动员，对增强国家的威慑力量和实际作战能力可能是有价值的。



　　在国防战备方面，“短期预警“和“短期战争”的理论都强调近期准备的必要性，结果，国防部接受了“要紧的事情先做”的哲理。根据这一哲理，尽管工业基础对赢得长期战争是重要的，但人们必须首先确保满足在欧洲短期预警的高强度战争的直接需要能力。于是，70年代末，在真正把资源用于改善潜力转化或工业动员的基本反应能力的需要之前，军队必须把预算资金首先投入现代化装备的采购和近期战备物资储备。强调这一观点的结果，使“D—P日”理论和与此相关的工业基础反应能力理论，退居于次要地位。



　　然而，70年代晚期的伊朗和阿富汗事件，向“短期战争”理论提出了挑战。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美国需要更灵活的反应能力，需要重新重视许多潜在的因素，例如，长期的高强度的紧张状态，“代理人战争”等，而改善转化和动员能力对这些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工业准备计划的加强并最终实现资源需求导向，提高工业反应能力的目的才能达到。



　　除“短期战争”理论外，福雷德·C·艾克尔还提及促使国家忽视工业动员的另一顽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经济上的优势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可能的军事上的弱点，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各种竞争中，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占优势的生产能力将表明胜券在握。然而，必须认识到，一旦认真分析，这一观点是难以站住脚的。 [ 注：第一章曾对此观点进行了详细研究。 ] 美国的经济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空间、时间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对它越仔细分析，就使人越无法看清。事实上，80年代初期的美国经济，能否展开一场与珍珠港事件后的动员相类似的工业动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时的动员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就使国防生产顺利地增加了5倍。在面临同样危机的情况下，当前许多方面的困难都将大于1941年或1950年所面临的困难。目前，美国尚未开动的工厂能力比较小，现代化装备的生产周期比较长，自动化实际上会减低快速反应能力，而且，美国经济的自给程度还不及本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在生产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的影响下，美国工业动员能力遭到削弱，而军工生产利润率降低引起工业能力的转移和军事采购资金供给的不确定性，则使上述情况更加恶化。那么，人们会问，假如美国在平时不愿为战时危机做准备的习惯势力被打破，美国能否花得起必要的经费和力量来增强工业反应能力，并在其面临大规模危机之前就获得足够的工业准备能力？如前所述，苏联1983年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投入军事建设，相比之下，美国投入军事建设的资金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 [ 注：美国国防部《苏联军事力量》第2版，第74页。 ] 即使里根执政后增加国防开支的诺言实现，1983年美国国防总支出不仅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相对较低，在联邦公共开支的百分比中也相对较低。过去的经验表明，美国在真正面临危机时，国家完全有能力对付增加国防开支的挑战。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只把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用于国防，但在两年之内就增加了两倍。比这更早些的例子是，在1940年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1944年却增加到40%以上。1979年的一份报告说：“现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开支的最高比例计算，国防预算可达1万亿美元。” [ 注：弗雷德·C·艾克尔：《我们能把工业动员起来吗？》，《华尔街杂志》1979年12月16日，第6页。 ] 简言之，历史经验和经济现实表明，在受到危机的压力时美国可以在2—3年的时期中增加其军事开支。所以，在80年代要达到合适的工业准备状况，其争论的基本点不在于负担的可能性，而在于国家是否具有某种“意志”，即在和平时期为达到合适的工业准备状况而运用必要资源的意志。然而，80年代的工业准备，看来恰好是流行的公众舆论的另一牺牲者。舆论认为，国防需求是“消极的经济负担”，“国防占用的资源如按另一方式用于社会或其它目的，将会更加有利。” [ 注：约翰·N·埃里森：《受围攻的兵工厂》第36页。 ]



　　当然，为提高工业基础的反应速度而支付资金时，所遇到的一个长期而根本的难题是，除了因作好准备而自信的辉光之外，没有任何有形的或实质性的成果来表明花钱的必要性。由于军事力量自身的特性而被狭隘地看作为非生产部门，兵工厂、弹药厂以及准备用于生产武器的工业设备，都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尽管当国家受到威胁时它们像装甲师、航空母舰一样，对制止战争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必须切实做好准备，犹如装甲师必须编配人员、进行训练，就像航空母舰必须编配乘员、搭载飞机，而工业准备的基础就是有效的管理和足够的资金相结合。



　　尽管80年代达到适当工业准备状况的困难，要比1941年或1950年时大，但可以相信，很多困难能够通过预先准备而得以缓解。据设想，一些花费不多的措施，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短扩展国防生产所需的时间，并对减少民用经济的困难很有帮助。这些措施的范围可以从后备立法(其作用远远超过现存的国防生产法)，到武器装备样机的准备，特别是成批生产的武器装备的样机准备，再到后备订货等等。花钱较多的措施(即花费占国防预算1%—2%的措施)，可能包括较多的原材料储备、后备工厂设施，为快速动员而准备的“热线”或生产线，有选择地预先生产某些制造周期长的武器系统的部件等。 [ 注：里查德·B·福斯特和弗朗希思·P·霍伯合著《有限动员──80年代动员准备与威慑战略》，《环球季刊》第24期(1980年秋)，第451页。 ] 为使上述措施更加现实，建议把“动员”作为一个“专门项目”进行立项──从国防预算中拨出专款供工业动员基础的准备和维护之用。 [ 注：同上 ]



　　在本世纪80年代，实现和维持适当规模工业准备的任何事情都极为复杂，其原因在于熟练工程人员和技工日益缺乏。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这些短缺已被证实，而且相信还应受到全国更加迫切的关注。那些关心这一问题的许多人认为，国家必须强化教育规划，引导人们在国家教育系统的几乎所有层次上解决这一问题。 [ 注：例如，参见第四次专题研究会第三小组与会者观点的总结《在加强国防工业基础、促进国家安全会议上的报告》，坎布里奇哈瓦德大学，1982年5月10—12日，第1页。 ] 近期以来，一般的市场机制已不足以保持这些熟练技术人员的供给。有些人建议，联邦政府部门应采取行动，包括联邦政府直接向教育系统的有关部门提供经费，事实上，这是在一些领域重新推行《国防教育法》。还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努力鼓励工业和教育系统形成伙伴关系，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公司，如通用动力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已经推行训练高级熟练技术人员的计划。为解决学校系统普遍缺乏训练所需装备的问题，有人建议，实行有利的税法用以鼓励工业界向技术学校，特别是向大学实验室捐赠先进的设备。



　　80年代早期，公众舆论对国家教育机构(特别是对小学和中学)增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重新回到“基础”教学的轨道，特别是要在毕业之前圆满完成数学和其它学科中一些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与此变动相伴而来的意见是，通过用功绩工资来奖励那些确有能力的教师，以此来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教师进入教育系统并确实留住他们。



　　80年代初，为了答复这些关心的意向，国会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联邦政府在纠正国家教育系统中的缺陷起领导作用。已经提出但尚未通过的一个议案，是《振兴国防工业基础法》(HR5540)，其中的部分内容是提请总统立即行动，制定并实行总统认为有必要或供应短缺的技术工人的国家培训规划。总统支持的方式是给州的职业教育委员会拨款。这些款项只拨给那些职业教育5年规划已经总统批准的州。直到1987财政年度，每年为此项目拨款2.5亿美元。还有人提议，总统应立即采取行动，制定和实施一项拨款规划，帮助学院和大学购置现代化装备，用于训练某些特殊工业部门需要而又短缺的专业，科学、技术人材。拨款可不超过装备成本的50%。建议至1987财政年度。为此每年拨款1亿美元。



　　国会的其他成员也努力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还有几项提案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但是，由于得不到里根政府支持等原因，这些提案获准成为法律之前，会像布朗查德提案一样将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80年代初期，尽管里根政府在理论上同意有必要采取措施使美国教育系统更加有效，并对国家的需要作出更快的反应，但它拒绝接受那些要联邦政府提供新的援助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总统本人在1983年：年中的公开演说中，曾集中地谈到“回到基础教育”的问题。他指出，他对国家教育问题的看法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花钱不够，而“在于我们没有把钱花在点子上，没有取得期望的价值。” [ 注：《里根敦促全国教师联谊会坚持学校的基础教育》，《华盛顿邮报》1983年6月16日，第A一2页。 ] 虽然里根总统由衷地赞同按教学质量来支付功绩工资(顺便提一下，自称代表大多数教育专业人员的国家教育协会竞反对这一建议)，但他却认为，解决国家教育问题的道路，应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协会进行更严格地管理和课程控制。



　　80年代初美国工业动员准备的倡导者们抓住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是：(1)如何最有效地处理技术转让问题：(2)如何运用美国领先的第一流技术力量使美国的工业振兴。工业准备的倡导者们正提醒美国人，美国研制出第一批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第一个晶体管。第一块集成电路，第一台录相机、第一台激光通讯机和第一根光缆。然而，这些产生于国家实验室和机械厂的先进成果，都未能保障美国工业的健康发展。外国的一些公司，其中特别是日本的公司，已与美国的工业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工业，而它们都是借助于美国的发明而发迹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外国人“剽窃”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呢？是不是美国出卖了自己的先进成果而未考虑到竞争对自己的影响呢？一个开放，无计划，允许经济高度自由的社会，在那些依据严格“统一”原则行事的社会的挑战面前，能够生存吗？



　　在本世纪80年代，通过出售专利、盗窃工艺秘诀、学者访问、公开的贸易文件，建立联合投机企业或公开收购外国公司等途径，把技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将极大地影响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对美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某一工业的衰亡并使大批人口失业。



　　美国在对技术外流进行控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涉及。不过，在80年代初，看来美国已改变初衷，对美国发明的技术加强了保护，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高技术”加强了保护。前文已经提及，里根总统曾建议修订《出口管理法》，其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更有效的控制工具。他还要求与盟国和友好国家谈判，达成一致的协议，以尊重美国的出口限制。当然，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技术流入苏联，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况，自本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苏联及它的代理人日益重视利用国家情报网，从西方获取民间技术。 [ 注：参见《美国限制技术外流的战斗升级》，同上6月19日，第A—12页。 ] 他们搜寻技术，从研读政府出版物、参如学术讨论会及参观贸易展览开始。苏联人往往通过怀有不满情绪或贪财的雇佣者来取得某一公司的工艺秘诀，如果这一企图失败，他们就购买该公司的产品并将它运往海外的“前沿公司”。另外，据美国官方报道，苏联及其集团内的盟国已经在西方国家建立了大约400个公司(其中有20个在美国)，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 [ 注：同上 ]



　　80年代初，为了监督和限制美国技术流向苏联，美国采取了若干步骤。国防部的“国防技术情报中心”，每年都将3万余份详细技术报告加上“秘密等级”，使苏联等国获得它们更为困难。美国商务部也对国家技术情报服务局出版的通讯刊物实行限制。这些通讯每年刊载近8万份技术报告，并提供有关美国政府研究与发展规划的情报。1982年初，为协调技术界的情报活动，一个跨部门的“技术转让情报委员会”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开始向国防承包商的雇佣人员(不仅仅是那些掌握绝密的人)介绍苏联人的间谍战术。商务部因出口规定执行不严而常遭攻击，所以增加了出口监督人员的数量。美国海关还实行了一个被叫做“移居外国行动”的计划，据此，海关官员可以检查运往苏联但又认为包含限制出口技术的商品。(顺便提一下，据报，这一计划遭到美国一些商人的反对，其理由是，这一监视活动妨碍出口，危及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最后，美国国务院在1983年5月宣布，对于那些被怀疑利用访问而获取美国限制出口技术情报的外国人，将拒发签证。 [ 注：丹·摩根：《美国提出新的签证政策，以保卫工业资料》，《华盛顿邮报》1983年5月6日，第A—9页。 ] 在公布这一新政策的同时，国务院解释说，已经发现可观数量的外国人隐蔽他们的真实目的，实际上他们来美是要从事工业技术间谍活动。根据这一新政策而被拒发这类签证的典型事例，是东欧一个有名的情报活动人员，他申请签证时，伪装一个“商务旅行者”。但是，这项政策不仅仅针对苏联和东欧的签证申请者，而且还考虑到那些属于盟国但被认为向苏联转移情报的人。与此同时，为了限制技术转向东方集团，美国已与某些西方盟国达成秘密协议，把苏联的一些外交人员驱逐出西方国家。



　　然而，对美国来说，并不止是个限制技术出口的问题。同等重要的是，必须把它的技术广泛地运用于自己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之中，以此作为复活美国工业的重要途径。美国的技术是一笔珍贵的资产，这一资产的运用，有助于抵消其它国家低工资，低支出等社会项目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技术给美国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



　　作为80年代工业经济特点的，往往不是谁第一个拥有技术，而是谁第一个有效使用技术。而这并不止是个技术问题，它涉及组织制度，资本有效性，以及诸如机能。决策和国家意志等不定因素。在这方面，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家相比，美国现时工业家的特点是缺乏技术头脑。据说，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自身的改革，而在于发达工业缺乏快速适应和调节的能力。 [ 注：丹·摩根：《传出的科技返回与美竞争》，同上5月1日，第A—18页。 ] 美国公司的经理们被认为是患有“技术盲症”，因为他们主要是些银行家和律师，这些人在公司遇到问题时，宁愿把它卖掉也不设法予以解决。人们批评他们，不是重新设计和重建生产工艺以对付外国竞争，而是过快地把工厂移向海外以获取低工资率的利益。总之，人们认为，困扰美国大公司管理部门的“拿来”热，正使这些公司忽略了与自身生产相关的事务，而且成为美国工业开发新技术的重要绊脚石。 [ 注：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1979年宣布，它缺少资金2亿美元，用以开发美国的录相机──本年代最紧俏的商品，然而，同年它为得到一个信贷公司却斥资12亿美元。 ]



　　80年代初对美国和日本工业家的经营方法进行了一些基本比较，美国工业家的某些突出弱点显露出来。例如，美国管理部门依靠股票市场来筹集大部分资本，更倾向于关心和利用那些想获取短期利润的潜在投资者：而日本的公司则不然，如今它们倾向于依靠从银行借款，它们与银行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密切的联系。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公司把资本投入长期项目(包括开发产品)时不感到受约束。另外，与日本同行相比，美国工业管理看来距实际生产过程太远。例如，据1983年报道，直至最近，在工厂基层与管理委员会主席之间，福特汽车公司比丰田汽车公司多5个管理层次。 [ 注：丹·摩根：《为了工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来一次自我检查》，《华盛顿邮报》1983年5月6日，第A一8页。 ] 此外，据分析，虽然美国的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开支有一半由联邦政府拨付(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与国防相关的项目，其中大部分会有一些潜在的商业副产品，但美国政府缺乏有效的措施将之更快地引入商业渠道。相反，日本新技术开发署向本国的私营公司提供财政支援，以帮助它们把政府实验室中的成果转化为产品。 [ 注：同上 ] 最后，美国人应注意，日本官商之间保持的真正合作关系，与美国官商之间一般流行的对手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可能是，日本在开发和利用技术方面存在着合作的传统。日本政府在支持建立科研卡特尔的同时，也注意各公司在科研产品市场上开展有力的竞争。而美国工业家们发现，美国的反垄断法使这类科研联合形式冒相当大的风险。



　　本世纪80年代，美国从事大规模工业动员准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使部分民众(也包括大部分政府官员)充分了解工业动员能力，威慑力量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键联系。在80年代，由于苏联采取了它特有的资源配置方法，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美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一因素要求美国进行某些新的设想，例如，如何才能使美国的经济动员潜力成为国家安全态势中有用而有效的成分。尽管过去“每当在危机出现时”，美国的经济和工业活力总是给国家提供明显的军事优势，然而总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无形的经济潜力转化为有形的军事实力。不过，在80年代，如果要使经济潜力成为难以对付的威胁，并使任何潜在对手在制定“国防”计划时不得不把这种威胁考虑进去，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恰当的规划和管理。事实上，如果我们管理恰当，它将成为一种任何其它方案都无法提供的特别有利的资源。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80年代，一种难以对付的工业动员能力的存在，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能替代其它威慑形式的威慑──动员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比着手核战争能力更具有吸引力。工业动员准备方案的缓慢对抗的特点，为谈判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而且它也是一种能替代具有极大风险的使用核武器或核威胁的方案。简言之，强大的动员气势的发展，具有拓宽威慑领域的前景。另一方面，认为动员准备在核时代不合时宜的观点如果继续长期存在，就可能出现一种忽视某些国际冲突形式的危险，而这些国际冲突(甚至包括国际间大规模武装冲突)更有可能在80年代爆发。的确，考虑到实际使用核武器这一手段的相对成本和各种限制，一个能够迅速扩展的动员基础的存在，将是一个处理未来危机、增强威慑力量的更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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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动员准备》一书，曾于1986年前后由研究生班的学员郭争平、朱成虎、金敢三同志译出一份草稿，后因故未将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在重新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征得三位的同意，参考了这份草稿。对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书共分8个部分，张炳顺负责1、2、3章的初译。库桂生负责序言、4、5、6、7章的初译和全书的修改、统稿。冯玉安参加了部分资料的译校工作。我们感谢尤毓国副研究员对全部译文进行了认真校对，感谢陈德第高级工程师在百忙之中专门挤出时间审阅了全书。



　　我们还要感谢国防大学图书馆的徐素莲同志，她为这本译著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因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将不胜感激！



库桂生 张炳顺



1990年12月3日














	

 






	















	







	







	









 





	


	







	








	




	


译者前言




	







	

 



	


	


王启昌、黄用仪 [中国]



　　《军事地理学概论》是美国路易·C·佩尔蒂尔和G·埃特泽尔·珀西两人合著的一本军事地理理论著作，由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D·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于1966年出版。



　　路易·C·佩尔蒂尔是管理工作专家、地理学家，曾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多年执教于巴克内尔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六十年代中期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军事地理委员会主席。G·埃特泽尔·珀西是美国国务院首席地理学家，曾获克拉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阿拉巴马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各科系任教。珀西博士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员，是美国许多杂志地理专栏的热心撰稿人，《世界政治地理》和《西印度群岛景观》等书的编辑和《地缘政治学原理与实践》一书的作者之一。



　　全书共分十二章，附图八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地理与战略、战术的关系，各种地理条件对在幅员不等的地域从事军事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新武器的出现给地理因素的评价和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带来的变化。作者在书中按指挥层次和地域范围，把军事地理学分为大战略地理学、军事战略地理学和战术地理学，按部门分为陆战地理学、海战地理学、空战地理学、后勤地理学、民事地理学，并分门别类地阐述了这些分支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军事地理学研究中最基本的九组概念，即概率论、时间表、通达性、机动性、能见度、冲突矩阵、利害冲突、实力平衡和战争规模，指明概率论是贯穿所有概念中的基础概念，通达性是军事地理学的核心。书末还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刊登军事地理文章较多的几种期刊。该书分析问题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引用的资料丰富，其观点在西方又颇具代表性，故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西方军事地理学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一些定义和论点多次被其后出版的军事地理著作，如《战争地理学》、《印度国防战略和战术——地理分析》等引用。为更好地了解西方军事地理学科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的内容，开阔视野，弥补国内这方面资料的欠缺，特将本书全文译出。



　　在此，我们需向读者作点说明：一是书中所举战例较多，但不少是三言两语，突如其来，往往使人不得要领。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在一些例子中加上了少许文字，以点清背景。二是由于作者众所周知的立场，书中有不少错误的观点，个别地方还对我有污蔑不实之词，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我们对军事地理一知半解，水平有限，占有资料也不充分，译文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诚恳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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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扼要叙述现代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阐述地理学是如何用于军事的，并阐明地理条件对实施军事行动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军事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故一个国家凭借武力威胁以支持其外交努力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就此而言，希望本书对读者在预测各种国际事件和阐明各种外交事务时，会有所裨益。



　　在过去50年中，军事领导人、外交家和其他政治家在使用地理概念和地理情报决定其行动时所采用的方式已发生了广泛、重大的变化，思路更宽，考虑的因素更多，技术也更为复杂。为适应这种应用科学的发展，似有必要提出建立地理学的专门分支，如后勤地理学和民事地理学；为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似也有必要重视技术进步对军事上判释地理的巨大影响。



　　本书在介绍军事地理学时，将引导读者从一般考虑国家政策和国家目标，进而专门而详尽地考虑执行政策所涉及的各项因素。因此，本书将全面阐述地理学在战略规划、战术、后勤活动、军事行动与居民的关系以及在区域的军事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上述军事地理学所研究的各项内容有助于形成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简明地说就是地缘政治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是在权衡其他民族类似的愿望和能力的基础上全面表达一个民族的愿望和能力。因此改善国家地缘政治的地位，应被视为军事地理学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本书不是诱人玩弄阴谋的入门书，也不是记录全球欺诈行为的手册，而是探讨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如何权衡地理条件上的利弊得失。所以军事地理学不仅是战争地理学，而且还是历史战争地理学。



　　对于克莱尔·福特夫人热心地为本书提供插图，谨表真诚的谢意。我们还特别感谢美国奥蒂斯·M·普朗特陆军上校，约翰·N·伦兹海军陆战队上校，罗伯特·G·泰勒空军中校和罗伯特·L·伍德沃德陆军上校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感谢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尤其是军事地理委员会的诸位同仁对我们的鼓励，使本书得以撰写和出版。最后，我们感谢路易莎·佩尔蒂尔为我们审阅和编辑此书。



路易·C·佩尔蒂尔



G·埃特泽尔·珀西



于首都华盛顿














	

 






	















	







	







	









 





	


	







	








	




	


第01章 概述




	







	

 



	


	


　　开宗明义，军事地理学是研究在遂行军事任务时如何运用地理方面的规律。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依据军事形势部署兵力以及环境、民族、部队和物资的位置、特征和分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直至最终对指挥官决策的影响。广义地说，军事地理学可以说是对情报的判断；为武装力量的训练、装备和编组提供依据；并为改进或发展新军事装备确定要求。就战略而言，军事地理学主要是识别各种军事目标和评估运用诸兵种合成部队的能力；就战术而言，则是在制定军事计划时考虑环境的影响。



　　多年来，论述军事地理学的书籍和文章数以千计。其内容大到全球战略概念，小到诸如坦克在某一特定泥地中的通行能力。由于近年来地理学和军事科学变化迅速，因而目前宜于以综合评述的方式论述这一问题。按照预定的构想，本文对地理的诸方面力求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和评价，从全球范围一直到可能的散兵线的具体细节。



　　研究军事地理学的三个根据是：



　　地理学 当今美国大专院校讲授的地理学以分布要素为中心。什么是分布要素？这可粗略地描述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以及那又会怎么样？)”，地理学已经从一种描述性的科学，演变成一种解释和预测性的科学，这种科学要解释和预测人和物的分布，特别是要解释和预测人们下一步要干什么。这一演变扩大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从主要对地形和天候的研究，扩大到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的研究。现代地理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特点是不仅要研究普遍规律和一般原则，而且要发现一个地区或地方内的实际情况怎样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现代地理学研究内容既专深又注重实际，在研究时不能只看现实的一些表象，否则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军事 军事上对于地理诸方面因素的关切程度增长得也许大大超过了学术方面。虽然有关战斗实施之事宜仍需予以重视，但采购、补给、运输、建筑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后勤问题已更加引起重视。军事内容已经扩大到包括军民政体、民防、民事活动等方面，甚至还包括心理战、经济战和政治战。而且，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军界人士越来越关心政治和外交事务。一般来说，军事包含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课题不在某些情况下与军事发生关系。



　　国家政策 在国家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内，人们发现军事和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难以明确区分军事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就此而言，应该承认外交和军事力量是实现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工具。除了那些含有自动制裁条款的国际协定外，条约的有效性的唯一保证乃是以实际的或含蓄的报复行动相威胁。武力威胁是支持任何外交活动最终的制裁手段。仅仅以政治和经济制裁为基础的外交是靠不住的，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外交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因此，在适当的地点运用武装部队的能力，乃是外交活动取得成功所不可少的。



　　反之，外交行动也能大大有助于实现军事行动的目标。在现代纷繁复杂的事务中，统治权的瓦解明显地与地方势力或企图填补权力真空的人们之间的争权夺位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活动属于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其作用在于可以稳定新的秩序，建立同盟关系，并确立赖以发挥军事力量的基地；万一发生武装冲突，那么，事先通过外交努力所成功地打下的各项基础——同盟关系、前进基地、战略疆界、政治上对重要资源的控制权或确保重要运输线安全的手段等——的扎实程度，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战前通过外交活动所建立的政治结构，将形成一个战争赖以进行的战略框架。



　　在这种促进国家利益的协调一致的努力中，把外交和军事努力分隔开，是毫无益处的。外交努力必须确保政策和目标能够得到有效支持；军事行动则需要预见未来可能寄托于它的要求，并且要有信心，不战则已，战则可以在尽可能好的战略态势基础上进行。



　　此外，国家政策等目标应是那些对国家利益最关重要的问题，并且可以适当地通过外交和军事两方面达到这些目标。战略也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其目标不能超越现有的或近期可能达到的能力。军事地理学的职能之一就是协助人们去评估各种目标、战略和能力，并卓有成效地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努力。



　　随着讨论的深入，可以看出：军事地理学坚持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易于理解，便于应用。实际上，这一科学基本上是运用普通的常识和简单的逻辑去分析或评价国家政策、国家政治、工业和军事技术水平以及现有情况的。军事地理学本身并不能预测一项政策是否会得到支持，一场战争或战斗是否会发生，然而它却能对这样做的代价，可能得到的好处和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提出各种看法。它有助于战争这一军事和政治柔术的应用。



　　环境要素



　　我们观察世界，如同观察我们自己一样，所能观察到的只不过是我们感觉到的周围事物。这些周围事物——土地、水、空气、树木、人和事物等——保护并养育我们，制约或帮助我们，并且也可能攻击或加害于我们。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某种因素在起作用，有时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整体环境。这种由基本物质构成的周围事物就叫环境要素(亦称为环境基质)。



　　环境要素，是地理学中一组复杂概念的简称。它是在某地所有活动着的并能对该地各种事物的效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和力的总和。在另一地区，这些因素和力的组合，其比例或组合要素很可能不一样。



　　据此推论，我们便能理解到，一个国家或全球地区的环境要素有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一个国家之所以比另一个国家享有更有利的条件，是因为它们在资源、人力、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它财富方面的情况不一样，在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天气或其它因素方面有差异，以及在地理位置和对外的通达性方面也有优有劣。我们通过对下面几个面积在41000-45000平方英里之间的国家进行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出这种差别。古巴、达荷美 [ 译者注：现称“贝宁” ] 、民主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利比里亚等国家的人口约为200万至1600万不等。文盲约占总人口的95%。各国间资源的蕴藏量差别也很大。的确，命运女神对各国的恩赐是不平等的。



　　同样，可以拿比利时同阿尔巴尼亚相比，两国面积都在11000至12000平方英里之间；或拿葡萄牙与匈牙利相比，两国面积都在35000至36000平方英里之间。这些类似的国家在国力方面的差异反映出它们的历史差异和环境要素，包括与不同类型的国家结盟。



　　军事装备的有效性同各地区特有的地形和天气条件有关。可以没想，在马里人们很少会穿海豹皮靴，而在叙利亚，人们也不需要穿雪靴。山地作战装备在阿尔巴尼亚可能比在比利时更有用，而两栖作战装备在葡萄牙则比在匈牙利更为适用。随着这种军事装备的适用性上的差别而来的是武装部队的编制和训练。象匈牙利这样的内陆国家，不大会需要登陆艇，或经过登陆作战专门训练的人员。如果将上述原则应用于各类环境、部队编成和各种作战任务，就能看出，各种战区需要其特有的最适用的军事装备，最精干的组织机构和最有效的训练。同样的环境在补给品的消耗和对保养或维修的需求方面理应趋于一致，对每个战区来说，甚至要求最佳的“工作方法”。



　　国力得以在某地区发挥其作用和效能的程度取决于该地区的通达性。本书例举的许多地点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位置可参见世界示例地点一览图(见图1)。在袭击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一步步穿越太平洋，使其武装力量直接威胁日本帝国的中心。通达性取决于下述诸因素：无地形障碍物、出入海自由，有道路或铁路可资利用，或者有关友邦允许无害通过其陆地或空域。即使仅就空运而言，不同的气候条件也能影响通达性，因为不同的气候条件会有助于或妨碍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穿越云南“驼峰”的空运充满着险情。从这点上讲，云南的通达性不如德黑兰或卡拉奇。由于摩尔曼斯克接近敌海岸，而且海雾可能遮住攻方驾驶员的视线，这就增加了沿着摩尔曼斯克航线飞行的危险。就此而言，从西方到摩尔曼斯克的通达性也不够好。因此，一个国家支持和维护其国际目标的能力须受环境要素的制约。作战费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环境。






图1 世界示例地点一览图



　　总之，环境要素影响到国力、军事装备的适用程度、军事力量的效能，以及国家发挥其力量和实现其国家目标的能力。当我们使用“地理”一词时，即包含了对某一特定地点或地区进行环境评估的内容。



　　军事行动要素



　　在上述讨论的总体环境下的行动，均可包括在军事行动要素的范围内。就军事而论，大部分活动通常可分为以下四类：



　　1．设法观察、判断和联络，以便确定目标，估计形势，传递情报、请示和命令。



　　2．寻求武器投射的方式和方法，不论是用机械的方式，诸如刺刀、航空炸弹或手榴弹，还是运用弹道的原理，诸如炮弹或火箭。实施机动或展开时部队的运动，或为了投射武器而输送人员，均属此类。



　　3．设法生产、运送和分发枪支弹药以及其他有助于提高战斗力的支援手段和方法。



　　4．设法保护和支援非战斗人员并对人民群众的行动施加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防、警察行动和重建被破坏的经济；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战，以提高战斗意志。



　　这些基本的、由来已久的任务，由于传统习惯，已普遍地被接受。但是近年来，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于战争态度的改变，上述任务似有些变化。由于监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扩大了指挥官的有效指挥能力。而在十八世纪，甚至在十九世纪，指挥官还是站在山头上，观察战斗的进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系留气球被用来进行观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空中观察已有很大发展。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完善的侦察飞行技术的先导。今天，可以通过电子传感器、远程飞机和卫星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监视。



　　通讯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从马拉松跑步送信和在地中海沿岸通过远距离烟火信号传递信息以来，我们已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但大部分进展是在1800年以后取得的。约在十九世纪初，法国采用了一种使用旗语信号的通信中继系统。这种使用中继装置的先进方法，使得驿站信使靠骑马来回传递信息的方法相形见绌。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使用有线电报并出现了乘火车送信的信使，而在二十世纪初则发展了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设备。到二十世纪中叶，具有不同功率的无线电中继系统遍布世界各地，信使乘坐飞机远距离传递信息。如今，电视通讯已大大发展。目前正在进一步试验卫星中继系统。



　　由于监测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指挥官已不再被局限在一条很短的战线和方圆不大的战区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指挥。指挥效能的提高，使得战场变得更加广阔，作战规模也随之扩大了。



　　军事地理学研究内容不断变化的幅度虽然要取决于指挥能力的加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武器射程的加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部队机动能力的提高有关。这些新的因素导致了地理方面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马大概能在人不必用手便可攀登的地方行走。车辆和内燃机能极大地增强部队实施机动和后勤保障的能力。但随着铺装道路的发展，再依据尘雾大小的老办法来估计部队的兵力，就成为历史奇闻了。



　　武器、车辆和电子设备的技术改进，间接地改变了军民关系。过去，几个铁匠和粮秣征收员便能满足一支军队的后勤需要，而现代的军队，同那些从事军工生产和其他后勤保障工作的非战斗人员相比，却是很小的。在整个国家劳动力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参与同战争有关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公开承认它的“普遍军役制”就是为了实现其军事目标。现在估算军事设施的规模其意义不如过去。由于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战争条件，国家保持全民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对于军事态势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这就是军队为什么要关注民事活动的原因，也是在研究军事地理学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对民事地理学的诸方面加以认识的原因。



　　近年来，防御态势中军民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冲突特点的许多变化。战争波及并针对平民。宣传战和心理战似在增长，其矛头似乎愈来愈直接针对着平民的抵抗意志(顺便说明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英国城市的典型的闪击战的效果并不大)。经济战如同阴谋破坏和战略突击一样，可以是针对民用经济的。颠覆社会组织，离间少数民族，制造动乱，所有这些破坏活动与其说是针对军事机构的，不如说是针对平民的。对社会和政治团结的腐蚀和反腐蚀斗争已成为本世纪的战争中出现的一条新的战略战线。因此，军事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之间的差异，从广义上讲，已远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样容易区别了。



　　基本论点



　　指导思想：本书提出的军事地理学的基本论点或论题，主要是依据这样双重意义提出的：具体来说，搞军事地理研究必然要涉及具体地点和地区，而这些地点和地区，不论在自然地理还是在社会形态方面性质不一，差异很大。由于地点不同，从事军事活动或解决军事方面问题的效果也就不一样。瓜达尔卡纳尔岛(属所罗门群岛)、基斯卡岛(属阿留申群岛)、阿莱曼(埃及)、巴斯托涅(比利时)和列宁格勒这些地方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关系着各地之间的差别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应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很好地预测这些影响。我们能否为特定地区或地方组织一项任务、提出一项训练计划、配备部队的物资器材或安排部队的补给品而摸索制定出一些原则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我们能否以此做法来取得战斗力的优势，或者能否运用这些原则去评估作战能力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本书的基本想法是，通过运用地理科学，来提高军事科学的精确性和预见性。



　　章节安排：在阐述军事地理时，本书以技术的各个发展阶段为线索，按战略、战术和后勤地理学的顺序来安排各个章节。由于军民关系和现代战争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故这个问题也将侧重论述，如本书开头指明的，讨论范围将从一般到特殊，讨论内容从大战略或国家战略、战区战略或区域战略到战场地理学或战术地理学，接着论述后勤保障和民事地理学，然后研究由于技术进步可能改变地理要素的意义，在此情况下将会对判释地理产生什么样影响。最后将综合论述国家利益和能力的平衡问题，即所谓的地缘政治学。



　　这种讨论方法有助于我们得出以下看法：后勤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战术上的主动权是非常必要的，战术能力决定战略的可行性，战略上的通达性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实现总体计划或国家政策必须有强有力的指挥作后盾。



　　论点归纳：本书的基本论点遵循以下几种可靠的推论方法：



　　1．整体来说，国家特性和国家资源决定着国家的愿望。



　　2．国家目标要依据国家愿望而确定，并决定着国家大战略的方向。各个国家间的战略冲突和在力求实现国家战略时非军事关系的破裂，将导致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



　　3．战区的区域特征，影响着这些战区的部队编成、装备、训练和后勤保障方面的需求，并进而影响各种不同军事战略的可行性。



　　4．特定的战场条件对所运用的战术有影响。战区内出现的不同的战场条件会影响军队的编制、装备和训练。



　　5．军队驻地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将会对军民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6．技术在不断变化，其结果将改变环境或位置对军事活动产生影响的方式。这些变化促使作战规模发生变化。因此，技术的变化要求必须改变对地理条件的军事评价。



　　7．所有这些对军事活动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影响的要素结合起来，便使该地区对支持国家政策的能力产生了最终的作用。就环境影响军事效能这一点来说，在评价战略的可行性时，军事地理学起了一种修饰成分的作用。



　　8．因此，军事地理学有助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














	

 






	















	







	







	









 





	


	







	








	




	


第02章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地理条件和军事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互作用，是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连篇累牍并日益增加的文献书目证明，围绕这一前题所要阐述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作家对此都饶有兴趣，并竞相撰写文章和书籍，其中有些是纯学术的地理学家和一些与军事科学有点联系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地理领域进行着钻研。多数作家则是根据一支潜在的武装力量论述军事地理，或者联系当今形势解释外交-军事历史。此类著作在根据现有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时通常不那么直截了当。因此，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如果按现在这种趋势和研究重大国际问题的方向发展下去，那它只能为外交家和政治家所欣赏。说真的，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有可能使它与幸存的伪科学并列的危险。



　　粗略地看，军事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综合性的，专题性的和区域性的。



　　综合性的军事地理著作 其标志是将系统地理学运用于军事任务的实施。论述的内容包括从自然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范围内多层次的学科内容，诸如地貌学、人种学、植物学和政治学等。研究士兵对气候的适应性或土路对车辆的通行能力属于专题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如果上述某些分支学科对研究某地的地理条件和军事活动无直接关联，它们至少可为深入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感性和背景材料。



　　专题军事地理著作 实质上是填补系统地理学和军事学之间的空白。论述的内容包括国力的地理条件或环境要素，从事装备器材的设计研究和探索战争的形式。它还深入研究战略、战术或后勤的空间或环境要素，以及在陆、海、空或外层空间进行的各种战争。专题军事地理学著作的选题有沙漠地作战和两栖作战等。总之，专题军事地理学要说明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例如在北极、山地、两栖、沙漠、城市或林区作战所应采取的不同作战原则。



　　区域军事地理学著作 起着一种合成器的作用，它将某一特定军事地区或活动地域内的各种地理要素汇总进行研究。为了做到准确或有针对性，军事地理学应能经得起对一既定地区在特定情况下适用性的检验。例如对中非或沙特阿拉伯的军事评价，就应说明该地区特有的区域地理要素。这一学科着力于既解决常规问题，又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已知环境与适当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军事地理学与学术性地理学的关系 军事地理学与大学课程中的学术性地理学是有联系的，因为军事地理学是应用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开拓新的应用领域，系统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适应性更强，判读内容也更加广泛。军事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在探讨问题的方法和结构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言，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点。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地理学代表大会上和1964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地理学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应用地理学”这一新的地理学分支学科，以区别于经济地理学。根据这一发展推论，军事地理学应属于“应用地理学”的范畴。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只需把军事机构看作是工业部门。这样，军事地理、经济地理或应用地理都有了相同的研究课题。不论是资源、交通、征兵、建筑、设计，还是消费问题。可以设想，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和并行不悖的研究内容，人们可以预测，经济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将是军事地理学科学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军事地理学在其总目标中，同政治地理学中某些较高级、较抽象的概念的联系也是很紧密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大战略的实质性内容，揭示出同地缘政治学可能有关联的国家力量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了解军事上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这里应是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应该作为评估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也应该帮助分清哪些是切实可行的，哪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军事地理学与军事学的关系 正如军事地理学能促使地理学发展那样，它也能有助于加深对军事学的理解。军事地理学的概念涉及到军事原则、计划拟制、情报和支援等方面。本书大部分章节就是论述这些题目，但似有必要在此先扼要说明一下。



　　在拟制作战计划和遂行军事行动时，地理或环境要素是作为可变要素加以考虑的。大的战役的发起，要一再等待春季到来。但也有这种情况，军队利用冬季湖泊、沼泽和其他水域结冰之机，实施冬季作战，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俄国人在1943-1944年就是利用这种情况对付德国人的，当时他们的牵引车越过冰封的拉多加湖，解除了对列宁格勒的围攻。有些地区的某些道路由于被军队频繁地使用，以致成了有名的行军路线。例如在封建时代，罗讷谷地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该地曾断断续续地作为军队往来于法国北部和南部的通道。这些可变的起作用的因素是在进行军事地区分析和情报判断时必须不断加以考虑的。同样，在拟制后勤保障计划时，要着重考虑某一特定战区的环境条件或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在估计装备的适用性、补给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需要何种特种战斗或动用什么样的支援部队时，显然也要把环境条件和不测事件考虑进去。考虑这些因素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研究和发展的需要，设计新的军事装备以及进行特种训练的需要。



　　这些名目繁多的影响要素是在制定军事计划时应加以考虑的各种制约条件和要求。其作用大小，须视它们对武器的使用和对部队机动性的制约程度以及对特种训练和编成的要求程度而定。最佳的作战方案和最佳的战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均需随不同的地理条件而异。



　　军事地理学与政府政策的关系 国家或战区内的地理关系和环境条件影响着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运用其军事力量和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对方的能力。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具有制约作用。由于外交要依靠实际的或隐含的武力制裁作后盾，它也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边远的或通达性差的国家难于帮助他国或是对他国施加影响。内陆国家匈牙利(在1956年)或老挝(在1962年)当时的困境反映了这个问题，不仅是距离因素，而且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所持的态度阻碍或至少延迟他国采取积极的行动。1962年美国和苏联就古巴问题的对抗中，距离遥远可能是使苏联采取消极行动的一个原因。西柏林如果不是西方在民主德国境内的一块飞地，必然会是另一种情况。



　　另一方面，把拥有军事能力作为—张外交王牌，最后将导致把军事需要强加于外交行动。这种力量使一个国家确信它能通过谈判获得前进基地、战略疆界和军事盟国。并有必要这样做。实际上，当今世界大部分地缘政治结构的发展似乎是受这种考虑支配的。



　　军事地理学的应用 归根到底，军事地理学的应用决定着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外交人士、政策制定者、军事人员是这一学科的实际应用者，用以来判定和寻求国家目标。专业军事人员最专心致志于运用军事地理学。



　　参谋从本职工作需要出发关心着军事地理学的几乎每个方面，并关注着系统地理学每个分支学科在军事上的运用及意义。他们对天气的关心就是一例，因为天气条件对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计划的拟制都会带来影响。 [ 注：据报导，1944年6月，北大西洋和法国北部沿海的暴风雨延误了诺曼底登陆，并进而威胁到整个作战进程。当年12月，恶劣天气又使被合围在比利时巴斯托涅的美军数天得不到空中支援。 ] 而且运输、通信、民情、保健等情况和天气一起，似要占去参谋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地形地貌似乎是主要参与战斗行动的人主要关心的问题。而城市地理、区域政治、地区经济组织、生产和财政等情况则直接同那些例如民事官员等有关系，他们要参与占领区内的行政管理和民防工作。



　　目前，对于所有运用军事地理学的人来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进行国力的评估，分析战区情况，包括分析战区形势，以及确立筹划和接收军用物资的标准。



　　国力的评估



　　国力的评估部分基于军事地理学在大战略一级的运用。为了估计在武力较量中取胜的机会，必须采取措施对潜在的敌人进行分析。更明确地说，国力的基础在于在国际上施加压力和强行实施其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取决于国家的人口素质和资源条件并加以有效地组织和运用的程度。



　　国力要素 国力主要取决于人口素质——人口数量、分布、气质、技能、组织程度和士气。不过，全民的意志是最关键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些看来已被征服的国家，例如挪威、南斯拉夫和希腊，其人民的抵抗意志调动和牵制了相当多的德国军队。战斗意志的重要性在维科尔山区和白俄罗斯森林地区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如果没有实现国家目标的意志，就谈不上有什么国力。



　　我们十分强调人民的战斗和抵抗意志决非要贬低人口素质中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支援战争的居民的绝对人数是强大力量的标志。但是，如果指的是在军事占领区内数量很大的非生产性的居民，军队要为他们提供食品、衣服、保护和警察服务，那么这样一种人口素质便是软弱的根源。消耗战能耗尽一国的人力资源，使该国精疲力竭。从1865年持续到1870年的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对巴拉圭的耗费巨大的战争就酿成了这种后果。在二十世纪两次历时更长、规模更大的战争中，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遭到了类似的惩罚。



　　随着战争日趋复杂，谁善于运用手中的武器装备、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士兵，谁就具有越来越大的优势。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即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的战争)、1856年“亚罗船事件” [ 注：“亚罗船”是一艘英属三桅帆船或快艇，来往于广州和珠江口从事贸易活动。1856年10月8日，此船停泊黄埔港，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被中国人扯下，全体船员被扣押，原因是一名船员被控有海盗行为。这些问题涉及到治外法权，通商权和条约规定的权力。由于欧洲人觉得受了中国人“侮辱”而被激怒了。一支英国海军对广州实施报复性进攻，破坏了广州的外国租界。继而对广州和天津展开了海战和两栖作战。军事行动以1858年夏季在天津进行谈判宣告结束。 ] [ 译者注：这是英国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制造的借口，详见《中国近代史词典》中“亚罗号事件”条。 ] [ 投笔从戎注：译者注有误，应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 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交战时间和规模与1933-1945年中日战争相比，就反映出交战双方在同类地区由于现代化技术水平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影响。这种影响更突出地反映在1935-1936年意大利的佩特罗·巴多利奥元帅 [ 译者注：佩特罗·巴多利奥(Marshal Pietro Badoglio，1871-1956年)。意大利军事家、元帅。参加过厄里特尼亚战役(1896-1897年)、利比亚战争(1911-1912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1921年初和1925-1940年任意大利总参谋长。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1936年)中，任意军总司令。 ] 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战役中，就在同类地区，手持长矛和陈旧枪支的士兵面对一支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在一系列一面倒的战斗中吃了败仗。因此，评估国力除了考虑人力条件之外，还应加上生产技术水平和教育水准。



　　国力的第二要素是一个国家所能支配的资源或财富。包括军需品的储备、制造军需品的能力、获取制造军需品原料的条件，以及在生产、采购或运输等各个环节不出故障的能力。这些资源还应包括用以把军需品有效地分发到部队而所需的轮船、铁路、车皮以及车辆等运输手段和工具。因此，在鉴定战略目标时，那些生产独特部件或独家提供某个重要“发明”的工厂，在国家资源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独特的货物集中点或转运站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依靠军需品生产外，还应具有在整个非常时期维持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物质能力。这种能力尤指对全体公民经济需要的满足，包括提供必需的消费品，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国家信贷。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联邦未能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信贷，显然给南方的军事态势带来了不利影响。二十世纪战时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满足战争费用时，对全国存款、长期贷款乃至现金赠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要保持强大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具体说来，就是要在不破坏内部经济结构平衡的情况下，能从生产部门或日常服务部门抽走大批劳动力，并从民用经济中转走大部分工业生产力。由平时经济体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以及在战后再恢复到平时经济体制的过程，必须谨慎从事，经济失调和混乱会带来政治上的骚乱和动荡。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战时政府尽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在战争结束后垮台的原因。



　　恢复力，或称之为恢复元气的能力，表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国民经济力量的雄厚程度。它要靠在维持战时和战后生产的同时，加固和保护好重要的工业目标。英国靠在德国实施“闪击战”时不间断地生产，从而取得了恢复力。瑞典通过建设地下工厂也取得了这种恢复力。把新的工业区向东扩大到西伯利亚，也许是苏联通过疏散工业基地来获得恢复力的一种办法。



　　国民经济力量，包括保持货币稳定以及开展或抵制经济战的财力。其实例有：一国政府可能强行抵制外货，囤积国际流通商品，重开销售渠道，破坏货币结构和国家信贷，以及实施津贴和贷款以支持国家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租借协定，即是大规模贷款的实例。最后，与国家经济力量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治国的才能、技巧和用于建立和支持国际联盟的物质条件。



　　国力除了依靠人口和资源条件外，有时还取决于空间因素。这些因素与通达性的自然环境有关，通达性左右着资源的获取利用，或者造成目标容易遭到攻击。缅甸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对山脉和森林的保护增强了力量。日本和英国都曾凭借岛国的位置，确保了安全。然而，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一度奉行并得力于以两大洋为屏障的孤立政策。



　　国力的评估 国家力量对比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促使许多人设法寻求一种用以精确评估国力的统计方法。然而，国力包含的重要因素太多，无法用数学公式表示。这里有许多无法估算的力量，诸如战斗意志、社会的内聚力量和政治责任感，以及忍饥挨饿和经受挫折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正是由于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在军事计划和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判定力量的强弱充其量不过是概略的估计，或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国力的评估，通常包括正规防务机构的编制人数，以及把预备役和准军事组织考虑进去后，可以最大限度动员起来的防务部队的实力。它也包括主要的防务装备，如舰船、飞机、坦克、火炮和导弹。也可包括机场、基地、武器库和维修设施。由此还可以扩大到民用经济领域，需要统计军需品的生产能力，储备量以及现有的稀有重要作战物资。由此可见，如钢、铝、铀、石油、甘油和硫酸等重要物资的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没有国民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全面统计资料，国力的评估也就没有真正的界限了。



　　国力评估指标 由于国力评估需要列出的清单的冗长，编制这种清单投入的人力很多，以及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难以避免统计的片面性，因此理应设法寻找一条捷径或者是概略的统计方法，用以反映较为错综复杂的国力结构。研究这些指标，对军事学者来说仍旧是一项挑战性的课题。迄今所使用的国力评估指标包括人口数量、教育水准、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国家收支平衡、黄金储备平衡，以及电力、燃料、钢、硫酸、铜和其他与重工业有关的若干项目的生产率。同时，估量交通运输网的效能和经济结合程度及一体化水平似乎也是颇为有用的指标。不过，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还不能确有把握地精确地对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的国力进行评估或比较。



　　作战地域的分析



　　应用军事地理学的作用，是在国家政策范围内，通过对需要拟制战略计划和实施战术方案的地区进行分析得到体现的。这里，军事地理学清楚地表明，它要执行的是目的性很强的使命，即必须根据真正的或想定的作战方案判断过去的和潜在的各种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典型例子是巴黎盆地外围向东突出的单面山脊 [ 注：这里指的是部分环绕于巴黎地区的不对称的山脊。山脊的陡坡向东凸出，故使巴黎方向运动的部队必须攀登最为陡峻的山坡(见图2 西北欧战场形势图)。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所起的障碍作用，其大小取决于进攻方向。再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北非沙漠战役中，有关部队直接面对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经历的艰险远远超过对付敌人本身所耗费的精力。






图2 西北欧战场形势图



　　地区分析是估计军事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拟制军事计划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步骤。在对某一指挥任务进行恰当分析时，应说明地区特点对敌我双方若干可能的作战方案中每一方案的影响。而且，地区分析还要提供基本情报资料，必要时应加以判断。这些对于指挥官定下正确的决心是至关重要的。



　　地区分析的内容 地区分析由三部分组成，即：(1)地区概述；(2)地区军事形势评估；(3)地区特点对敌我双方可能采取的作战方案所造成的影响的估计。



　　概述部分，通常在叙述地区各要素时着重阐明天候和地形特点。记述天候条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包括长期天气预报或气候综合报告以及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地面风和高空风、云、能见度和气压等要素的预报表。还可以提供日出、月出的时刻和持续时间，并适当地描述磁场现象、拍岸浪和海况。



　　对现有的地形状况可以分四个部分加以详述：(1)地貌和水系；(2)植被；(3)地面表层结构；(4)人工地物。在这四个标题下，可以叙述地面的坡度和地貌；河流的特征及其河岸和河床情况；自然植被类型的分布，树茎密度，树干直径，树冠覆盖面积，林区的林下灌草层；土质及泥土地面承受车辆通行的能力，以及道路、铁路、机场、桥梁、楼房、城镇、工厂、矿山和要塞等这些人类占有的劳动成果。此外，如果必要的话，叙述的内容还可包括地区的水文、运输、人力、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等要素。地区分析中涵盖如此多的内容，足以着重说明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必须广阔。



　　在评估地区的军事形势时，概述中所提供的许多事实可以用来确定对战术或后勤保障活动的影响。这里需要考虑地区环境要素对下述战术因素的影响：观察和发扬火力，各类部队的掩蔽和隐蔽、运动和开辟道路的障碍，重要地物的判识，以及接敌通路的选择方案等。在后勤保障活动方面则需考虑哪些环境因素对人事管理，包括民工、后勤和民事活动具有潜在的影响。



　　最后，依据各种判断作出的地区分析结论应该说明地区环境特点对具有不同建制部队的敌我双方可能采取的作战方案的潜在影响。



　　环境工程学



　　设计标准 军事地理学最新的应用方面之一，即是评价区域和全球环境条件，以便分析环境对人员和器材的重要影响。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力图明确必须达到的条件，从而建立起合适的器材设计标准。这些研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工程地理学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因为它利用在许多地点和地区对环境条件的测量数据，来设计车辆、被服、定量给养、通信设备和其他许多军品。通过研究这些测量数据，便有可能在进行器材设计时，不花大的代价而又能提高器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与环境要求相悖的情况出现。因此，应设法提高器材的设计效能。



　　后勤计划拟制 这种处理器材的方法为拟制后勤计划，特别是在补给和分发方面提供了方便。一方面在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环境应力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发挥人员或器材的效能，就能够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预先测定出最佳的训练方法和器材配备方案。同样，地区性的变质率、消耗率和物资补充因素都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地形和天候条件事先作出估计。例如，变质问题，据估计物质的化学反应率将直接随开氏温度 [ 注：开氏温度即绝对温度。它是根据一种理想气体的平均动能理论建立的可测量温度。开氏温标的零度为-273.15℃。 ]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热带战区，物资的变质率必然会比其他地区高。



　　而且，按这种思路，还可以估计到在极端环境条件下一些军品特殊的设计要求，并提供有关器材的运输、储备、配量和分发等方面的参考资料，以提高管理工作的效能。



　　总之，无论是评估国力，还是估计不同环境可能出现的偶发事故，都属于地区分析的范畴。通过寻求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使用武器装备及组织和遂行任务的最佳方法，可以开拓其潜在的应用领域。因此，可以把军事地理学看作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地区分析，并且这类分析左右着指挥的决策。














	

 






	















	







	







	









 





	


	







	








	




	


第03章 大战略




	







	

 



	


	


　　大战略一词的含意是：计划、协调和指导使用一个国家或联盟所有的资源——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以达到和保持一种政治目的的过程。它并不一定，也不完全同武装冲突的战略有关。在本书中使用此定义尤应引起注意，因为美国国防部门不使用大战略一词，同一概念归入“国家战略”一词，其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同武装部队一起，发展和运用一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美国三军军语辞典》第299页，参谋长联席会议，1962年2月颁布。 ]



　　在论述军事地理学时，需要把国家政策的战略和军事战役的战略加以区别。前者显然包含实际遂行军事行动以外的更广泛的内容。在本书特定论述范围所使用的大战略定义，同莫里森海军少将援引魏德迈将军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运用一国的全部资源以实现政策所规定的目标。 [ 注：美国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海军少将(退休)：“太平洋战略”，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6卷第8期35-40页和第9期34-39页，1962年。 ] 它基本上也相同于英国的B·H·利德尔·哈特所下的定义：“……大战略(或称高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所有的资源，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即由基本政策确定的目的”。 [ 注：B·H·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335-336页，美国(纽约)弗里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公司，1954年。 ]



　　根据上述定义，大战略地理是与国力地理有关的。它还可能与盟国的力量以及研究个别国家在世界不同地点所能发挥力量的大小有关。简言之，大战略既涉及动员力量的潜力，又涉及在特定地点运用力量的潜力。



　　实现大战略的方法



　　实现大战略的目标所运用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四种。令人注意的是，每一种方法都为各国竞争的国际舞台充实了每日新闻的内容，提供了大字标题和许多社论。这四种方法是：(1)友好地解决分歧；(2)间接压力；(3)其他不友好的行动；(4)战争。 [ 注：此类问题在有关国际法的许多著作中广为论述，例如，阿莫斯·S·赫尔希所著的《国际法的本质及组织》(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30年)。 ]



　　友好地解决分歧 友好解决分歧的方法包括谈判、调解、妥协和运用调查委员会、国际仲裁及司法等手段。可供选用的方法很多，并且简便易行。这些方法被频繁采用，当争端双方不采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争端时，可以断定有一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1964年，巴拿马共和国接受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调解，以赢得它在巴拿马运河争端中的目标。同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采用谈判和协商的方法，寻求解决双方在婆罗洲岛屿问题上的边界争端和游击战。墨西哥和美国也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它们之间沿格兰德河的埃尔帕索的边界争端。近年来诸如此类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事例层出不穷。



　　间接压力 国际关系中的间接压力属于并非要通过外交途径而施展的策略和谋略，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巧妙地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其手法是运用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战等。运用宣传和其他心理战方法来削弱一国政府的地位或左右一次选举，无需介绍。在1948年4月的意大利选举中所掀起的通过广泛的写信运动从一国渗透另一国内部事务的事件就是这种做法的例子。 [ 注：此例指的是，有亲属在意大利的美国人被敦促给其亲属写信，说明投票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



　　有效地运用心理战似对最近的古巴革命 [ 注：默尔·克林：“古巴：运用非常规战争成和地夺取政权的专题研究报告”刊登《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纪事》第341期42-52页，1962年5月。哈里斯·克利契·彼得森少校：“游击战”(切·格瓦拉著)，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5卷第6期36-43页，第7期41-43页，第8期43-45页，1961年。 ]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办法是使古巴政府为难和出洋相，迷惑、离间、恐吓和引诱古巴人民。



　　社会战 现正发展成心理战的辅助手段。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瓦解和破坏过程，它进一步表明国际政治是怎样渗透到基层群众中去的。它表明，通过促使内部分裂和对抗、破坏伦理道德标准以及瓦解家庭和团体的联系，可以削弱一国的国力。社会战手法是德国第五纵队 [ 注：路易·德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五纵队》，修订版，译成英文，第308页，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56年。 ] 的活动中广泛运用的。



　　就某些不发达的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而言，强烈的初发民族主义意识和新、旧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用来制造这种分裂的基础。在拉丁美洲，随着和外界联系的加强，越来越意识到经济水准和政治现状的不相称。在所有这些地方，潜在的社会紧张状态存在于不同种族集团(蒙古人、欧洲人、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中，或也可能存在于截然不同的宗教中，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所信奉的宗教中。



　　政治战 包括外交压力和恐吓(其中又包括断绝外交关系)、强行威胁、瓦解政治官员和政府官员、以及破坏人民及其政府的抵抗意志。近年来，这些方法经常被运用，以致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国际政治战看作是一种正常事态。在柏林和柏林走廊、福摩萨 [ 译者注：指台湾 ] 海峡和朝鲜停战线沿线，威胁和挑衅等类活动是司空见惯的。颠覆和破坏抵抗意志的事例难以具体证明，但1948年2月当共产党人夺取控制权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或者再可举一个更早些的例子，即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时，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态似应属于这种情况。



　　经济战 经过调查之后仍然被认为是最复杂的非暴力行动。经济战的攻势似乎是坚定不移地指向强行减少可供敌人消费的财富，并强行制约其行动自由。经济战的防御性措施包括经济管制、储备、建立备用设备以及贷款。经济战的一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种攻势方式，即(1)断绝资源；(2)断绝贸易；(3)断绝资本；(4)转移劳动力。 [ 注：吴源里：《经济战》，美国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52年。 ]



　　断绝资源 不仅拒绝供应军需品，而且拒绝供应口粮，这是回到过去封锁和围城的老办法上去了。这种策略业已发展成一种既不那么露骨又不失之粗鲁的时髦工具。拒绝供应资源可以通过抢先购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抢先在西班牙购买钨和在土耳其购买铬那样，可以加剧这种对进口资源，包括粮食、金属和特种军需品的依赖性。



　　其办法是长期阻碍一国发展该工业产品。一个工业发展受到如此阻碍的国家是经受不起断绝贸易的打击的。



　　断绝贸易 可选用下列若干有效做法，如抵制、禁运、特许证、许可证或定额制度，将一些特定公司纳入黑名单以及控制航运或生产等，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近些年来实行贸易限止的例子发生在1963年7月和8月，当时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停止向葡萄牙和南非运送武器。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在于着重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对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南非的白人霸权主义政策的立场。此外，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和倾销产品，可以搅乱国民经济。可以按计划程序造成一国经济的依赖性，首先使其感到很容易得到某些进口货物，然后突然取消定货或供货。此类行动会构成经济压力，雇佣方式上的突然变化也能收到类似效果。



　　断绝资本 通过撤回贷款或故意制造一种货币的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拒绝提供金融资本，也是制造经济压力的有效手段。纳赛尔在其阿斯旺水坝工程建设上为得到美国的支援所遇到的困难，促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的政治改组。其他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还有拒绝偿还债务，冻结和清算外国资产，操纵外汇市场，包括伪造和抛售货币以及通过纵容走私和黑市活动，冲击其内部价格结构。所有这些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都使用过。最近的例子是1963年7月冻结古巴在美国的资产。



　　瓦解和转移劳动力 这一手段击中了经济的要害。其办法可以怂恿劳动力要高价而失去市场竞争力，或者引诱劳动力移居国外。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都会造成生产停滞和劳动力外流。从1946年到1950年，由于游击战和恐怖分子的活动 [ 注：塞奥多西斯·帕帕萨纳西阿泽斯上校：“匪徒在希腊的最后处境”，刊登《军事评论》第30卷11期22-31页，1951年2月。 ] ，估计有70万希腊人离乡背井，流入大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阿尔及利亚在其独立(1962年)前的年代里，政治上的动荡和恐怖主义促使大批有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才逃往法国和其他国家，导致该新兴国家的经济能力受到重大影响。



　　其他不友好的行动 其他不友好的行动，这样一种方法所指的含意是：可以实施小小的“象征性惩罚”，换句话说，这种制裁行为不能算作是施加国际压力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它们是对独立事件的独立反应，包括回敬、报复、和平封锁、表示和显示力量以及武装干涉。



　　回敬 意即报复，是指国际上的一种“针锋相对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在其征服的欧洲国家内，常常以十对一甚至更大的比例对民众团体采用这样的报复行动。



　　和平封锁 仅能说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其意图并不在发动战争。1962年的古巴对抗期间就采用过这种做法，在这一事件中，冲突各方显然都不想煽起敌对行动。



　　显示力量 通常至少在新闻界具有制造一种危机的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先是在1950年，继而进一步采取的福摩萨 [ 译者注：指台湾 ] 海峡的行动，表明了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意图。



　　武装干涉 美国曾在同上述情况多少有点类似的情况下运用这一方法来保护有关各国政治上完整。在1958年的中东危机中，对黎巴嫩的两栖登陆充分体现了此类的行动。较近期的例子是联合国于1960年和1960年以来在刚果共和国及1964年在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警察行动。



　　战争 是通过武力来寻求政治解决的行动。它一直被认为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由O·J·马塞伊斯·乔利斯翻译)，美国华盛顿步兵杂志出版社，1950年。 ] 也许战争确应是最后手段，但历史未必证实了这一准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去寻求自己的目标。军事行动(或“热战”)只不过是国际锦囊妙计中的一计，它跟渗透、颠覆和非军事威胁等一起，应在似乎是最适宜的时机予以选用。因此，在现代发生的一系列暴乱和有限战争中，已无法证实武装冲突确实是谈判破裂的结果，并且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谈判可以在热战后和热战前一样来得容易，朝鲜冲突后紧接着的板门店无休止的会谈，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上归纳的用于一国执行外交政策的许多方法，由其复杂性可以看出，凡是研究环境对这种政策的影响或者利用地理情报制定战略，都需要详尽和具体的地理情报资料。编制合适的地理文献的先决条件是要广泛收集某些特殊城镇、公司、协会、宗教团体、政治党派，甚至某些特定人物的情报资料。对论题要分析得细致入微，不能轻描淡写。有效地应用大战略地理同处理军事地理各个方面一样，必须以人口数量、财产价值、消费率、行市变动率、专项进口货物吨数等等的具体数目或估计数字为依据。有价值的归纳应该是这些专项详尽资料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



　　政策目标



　　在处理一国或国家集团与另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关系中，政策目标一般可归结为下列四类中的一种：(1)遏制；(2)控制；(3)获取；(4)国家灭亡。每一个国家在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背后，都存在着固有的欲望，在与他国相处时，如果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则至少要保持与他国同样的地位。任何一种意在改善对另一国地位有利的政策必然会招来猜疑。



　　因此，遏制乃是对外政策目标中最善意的一种。



　　遏制 包括保持现状或现有关系，或者至少是保持同样水平的力量。在执行遏制政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有组织的国家集团任何增强力量或战略态势的行动，都会遭到另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反对。这种争夺具有使国际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状态的特点，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或再早些时候美苏之间那样。这也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上。



　　控制 包括获取特殊的影响力，其办法是一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使他国沦为殖民地、保护国、卫星国或其他依附形式。国际上的控制形式和程度多种多样，其中甚至可包括联盟中的小伙伴。苏联和波兰，法国和摩纳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表明了这类政策目标。这一点也可从上一世纪亚洲的势力范围上得到证实，特别是表现在欧洲列强对中华帝国的政策上。



　　获取 指的是政治兼并，或以和平的方式吞并，或用武力征服的方式结成联盟。此种关系的实例包括数次把波兰的领土分割和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版图。西半球的例子有美国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及得克萨斯共和国，并与美国结成联邦。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



　　国家灭亡 象北非迦太基和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被摧毁那样的国家灭亡的形式，现已不再得人心。取而代之的是以分割领土手法出现的更加巧妙的国家灭亡的形式。当实施分割手法时，这种灭亡政策要消除的是那种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恐怖的国家。



　　通过实施领土分割手法，奥匈帝国、日耳曼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此有点类似的情况是，经过殖民地人民的动乱和暴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受到了冲击，至少已部分地崩溃瓦解。鉴于颠覆破坏活动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这一手法，因此承认国家破坏政策的特殊形式，也许是现实的。



　　政治军事事务。政治军事事务是外交目标的精髓，是同用以实现国家意志的各种不同的政策有关的。如同在军事斗争中一样，外交的大目标就缩小到通过各种所能采取的手段包括战争，把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外国。因此，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以实际的或含而不露的威胁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以战争相威胁。所以，没有国家现有力量作后盾的外交，毫无疑问只能是虚张声势。有效的外交行动必须以现有力量作后盾，外交的目标必须是该力量所能达到的。总之，国力和在某些特定地点运用国力的能力对外交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利害冲突



　　大战略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间或两个联盟间利害冲突的目标上。一种情况是边界争端中的领土问题，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领土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另一种情况是人在发挥作用，其同情心提供了冲突的斗争对象，如在南越那样。重要的港口，如爱琴海沿岸的杰贾加赫 [ 注：现名为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希腊东北部港口。在色雷斯区马里察河口西北。历史上，希腊和保加利亚曾长期争夺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保加利亚割让给希腊。1941年曾为保加利亚占领。1944年又归还希腊。 ] 、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 [ 译者注：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 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阜姆 [ 译者注：今南斯拉夫的里耶卡 ] ；产矿地区，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切申 [ 注：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山口北端的工业城市，长期来就是边界争端的导火线。 ] ；或者交通要道，如苏伊士运河，所有这些地点都可能成为国家战略集中注意的目标。如果利害冲突集中于任何特定的焦点上，那么该点周围的或与之相关的条件将规定和制约国家力量的运用。每逢此种情况，立即会出现若干捉摸不定的问题，如“对谁有利？”、“他们对此要做什么？”、“还有谁可能要介入？”以及“要强迫对方表态吗？”。上述任何一个或全部问题都可能是关键性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就广义的国家利益而言，大体上决定了国家力量动用的程度。国际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鉴别和详细分析这些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利害冲突方面的问题的鉴别和演变。但必须指出的是，应用地理学的这一方面已部分超出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和平的条件 和平的唯一基础指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即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顺应并安于现状，而且不准备改变这种现状。这种局面意味着对遏制的默认。不幸的是，这种局面也意味着世界处于停滞状态，技术经济结构、工业效能、国民财富、生产以及国力的其他诸因素都没有什么进展或变化。随之发生的情况是，任何一种可取的办法自然会导致变革，包括对权力结构的威胁，从而导致包括使用暴力行动在内的防务反应。在上述那种和平世界里，产生利害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民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此种变革对于对外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改变相互接受的现状的做法，都会导致国家目标的冲突，政策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国际强制行动。这些改变现状的情况极有可能造成把国家意志强加于人，并随之采取外交行动。因此，它们代表了一个国家应用大战略中一种或多种方法的外界条件。通过组织同盟国、卫星国和附庸国，通过获取前进基地或增强军事力量来改善战略态势，以及通过实际地和相对地改善国力结构等其他措施，都有利于实现外交目的。



　　战争的起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战争看作是利害冲突各方中的一方对下列问题的结论而引起的：(1)涉及的国家利益对国家最关重要；(2)它通过武力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至少和对方相等；(3)通过战争比采用其他手段更能实现其目标。战争不一定起因于外交的失败，然而它一定反映了一方确信诉诸战争是最佳的行动方案，而另一方则认为有一定的把握遏制对方取胜，或者能通过武力抵抗取得圆满的结局。定下这一决心时应该估计到盟国或“第三国”有可能提供经济援助或出兵。因此可以推论，在冲突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弱方与其作徒劳无益的抵抗，不如屈服让步。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总能作出这样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对丹麦和荷兰的进攻就是明证。



　　行动方案 在估价可能的作战方案和判断军事上取胜的机会时，对国力进行估量非常重要。在进行这种估量时，判断国力在冲突地点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关键。冲突地点不一定雷同国内的情况。应着眼于基本国力，即把形成国家力量的能力同在遥远地点和外国领土上运用该力量的能力结合起来。大战略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估计到，由于要在遥远的地点动用力量而造成的国家实际力量的某些变化。更客观些说，就是要注意部队长途跋涉或穿越荒凉地区，对战斗力的影响。法国的拿破仑曾将其部队一直推进到莫斯科城下，但却没有在那漫长的战线上保持其部队战斗力的能力。历史上某些大灾祸，基本上都是由远征军或国家过度扩张造成的。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许多欧洲军队的过度扩张就是明显的例证。



　　因此，大战略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设法规定过度扩张的起点和识别引起过度扩张的条件，而且，显而易见，国力的潜力会随着行动距离和范围的扩大而迅速地衰弱。所以，在某些场合下，某个当事国试图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武力来支持其外交活动，似乎并不都是行得通的。



　　地缘政治分析



　　对大战略中地缘政治成分进行评价以用来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这种技术手段，是随着地缘政治分析范围扩大而产生的，业已被认为是分析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广泛基础。通过此种分析程序，政治地理关系可以实际运用于军事和政治。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个别的政治行动应纳入一总的行动和目标，其结果取决于一些最强大国家中最有权威的政治家的决策。这里，军事地理学家应为力量的运用方向，调研重点和体面地撤退寻求指导方针。一张地缘政治成分的分类表，一项国家战略的调查材料及一份国家目标、利益和实力的考察报告，会使人深入理解国际事件的意义。同样地，确定现实的和潜在的利害冲突的地点，会有助于人们弄清国际背景并有可能作出一份地缘政治的估测时间表，可以据此预测国际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采取措施去认识、收集和分析对于了解国际关系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地理因素。



　　首先，应根据其战略地位对大陆和地区的地缘政治成份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每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例如有关国家的殖民地或海外省)应区分为主要大国、卫星国或盟国、缓冲国、中立国或者权力真空部分，至于一个国家或帝国的辖区，可按其功能包括工业中心、运输网、农村腹地及具有影响力的地区等加以区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看到功能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作为分析阶段内容的组成部分，可以绘制一条实力均势线，把敌对大国及其依附国互相区别开。这条线用来突出地区的政治结构(参见图3)。采用类似的方法，还可以看出敌对国家，尤其是敌对大国具有一条共同边界的接触地带。对这一地带应特别注意，因为它包含着利害冲突的诱发条件，即直接接触。就美、苏关系而言，这种接触地带是在白令海和北冰洋地区。






图3 一九六四年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示意图



　　现在来集中论述有关国家似在遵循着的国家战略的目标和方法。对于可能加剧利害冲突的任何一种战略冲突的种种迹象应予高度重视。因为在这种形势下，要避免战争可能是困难的。



　　按照适当的顺序，下一步有必要鉴别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并且尽可能对每一国家强力推行其意志的能力进行比较。其做法之一是设法估计每个国家对其每项利益或目标的重视程度。尤应特别注意对国家福利至关重要的利益，因这些利益能够导致军事冲突。这里，评估有效国力的重点应放在对一国支持和维护其政策的能力和信念上。在进行此种评估时对力量均势的估计在于指出均势的变化可能是触发战争的媒介，在此情况下，敌对双方可能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至少是势均力敌的。对于敌对国家或联盟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速度的趋向的估计，对预测战争爆发的时间表是很有用的。可以推测，时间可能对实力地位正在改善的一方有利，而实力地位正在下降的另一方却很有可能采取主动行动。实力正在下降的国家，可能断定国际争端现在应加紧解决；而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则可能断定国际争端最好推迟解决。如上所述，由于接触地带有着潜在的敏感性，因而对这些地区潜在的实力对比的评估显得格外重要。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对很可能发生国际性利害冲突的地点作出估计。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国际事件，可能会触发战争。同样，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对各国或联盟维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也可作出估计，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用以拟制大战略方面的政策、计划和程序。


















	

 






	















	







	







	









 





	


	







	








	




	


第04章 军事战略学




	







	

 



	


	


　　本章使用的“战略”一词，指的是该词的军事含义，意即军事指挥官运用他所掌握的全部力量以军事手段达成军事目标或政治目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家的战略应该同作为国家专门代理人的军事指挥官的战略区别开来。其区别是：



　　首先，两者所面对的问题不向。前者为是否有利害冲突的问题，后者则是假设已存在这种冲突，问题只是如何更好地去加以解决。其次是行动的选择不同。前者包括采用友好的方法，而后者则假定已排除友好解决的可能。而且，不同的因素对军事决策、行动范围和任务时限有影响，并对主动权有制约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和本章论述的战略的区别，有点类似政策和行动计划，政府和其执行机关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军事组织隶属于民事政府和隶属于对全体人民的意志负责的政府机构的必然结果。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包括五种要素，其内容为：



　　1．精神要素，包括士气在内。



　　2．军事力量要素，包括数量、编成和组织形式。



　　3．位置的几何要素，包括相对位置，部队的运动及其与障碍物、通道、目标等的几何关系。



　　4．地形要素，包括可能影响军事行动的山脉、江河、森林和道路。



　　5．补给要素，包括补给手段和来源。



　　他强调出敌不意、分进合击、民众支援和利用巨大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他强调，利用地形要占据有利阵地，并要有防御工事和补给路线的支援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 。



　　自克劳塞维茨写成《战争论》一书至今已有多年，对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已作了必要的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引起的，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这些问题。战斗的几何要素已采用三维空间，与此同时战斗地域也大大扩展；对于地形要素，还要补充进更为重要的天候因素和越来越复杂的人口因素。虽然这些要素在重要性、规模和具体组成方面可能已发生变化，但这些仍不失为战略的基本要素。



　　战略地理学 战略地理学限指战争计划、战役计划和作战计划地理学。而且，必须认识到实施计划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面离不开训练。因此，战略地理学也涉及研制逼真模型和制定训练标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略五要素中，战略地理学同作战的部署方式、作战地区环境以及补给来源和手段联系得最紧密，由于战略地理学是一门拟制各种计划的地理学，因此它必须是一项在假设条件下预测地理因素对假想活动影响的预测性研究，这类特殊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动力，由此发展成为动态地理学。它还为研究因果关系和调查环境诸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效能和代价的影响作了准备。为着战略目的，区域描述，无论怎样详细都不为过。



　　制定计划的程序



　　战略范围内制定计划的程序涉及两方面，一是作出情况判断，二是确定方法。事实上，计划的制定是从摸清情况开始的：



　　1．应予完成的任务或工作。



　　2．情况和行动起因。



　　3．敌方各种行动方案分析。



　　4．己方各种行动方案比较。



　　5．提出决策行动方案或推荐行动方案。



　　情况判断 简言之，情况判断就是分析某人计划做什么，审度这次行动的战略上的有利和不利条件，考虑敌人可能干什么或能够干什么，列出完成任务的不同方法，设想敌人对每项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然后从中选定一种解决办法。第二章提到的地区分析也是情况判断程序的组成部分。



　　计划制定方法 一旦选定了某一行动方案，就可按两种方法(行动预案)中的一种，制定出具体计划。计划制定的顺序，可以先提出目标，继而确定编制上的需要，并作出完成任务的时间安排：也可以先分析当前的情况，然后逐步设想情况的发展，最后写要达成的目的。从根本上讲，计划的制定取决于想象力，而想象力则要凭借经验，并受实际情况的制约。



　　军事地理学在制定计划的这一阶段的作用在于它是想象力的基础，并且确定其制约的因素。



　　现实的方法不是依靠推测，而是依靠对兵力、火力、运动速度、道路容量、补给吨位、运输流量、应付意外情况的安全保障等的精确定量的估计，而且要力争预测尽可能多的不测事件。



　　制定计划的过程在某些方面有点像登山者遇到的问题一样，他必须前进，时刻不能失去自己稳固的支撑点，不能失去平衡，也不能危及自己返回的权利。



　　对制定计划有帮助的战略地理学，必须是把特定地区或特定行军路线同运动速度、道路容量、行动选择权、交通拥塞概率以及其他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挂起勾来的学科。必须把文字变成数字才有实用价值。



　　战略地理学原则



　　战略地理学需要收集、整理、判读基本的情报资料，用以拟制实施战争的计划或战争期间的作战计划。在这个范围内，战略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含有六项要素：(1)通达性；(2)机动性；(3)能见度；(4)通信能力；(5)可利用性；(6)易受攻击性。这些要素通常以广义理解的通达性为其核心。更具体地说，六项要素涉及各级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系，不管是采用光学仪器、电子设备或直接进行联系，也不管是否有必要进行火力联系，甚至也不管那里是否有互相作用的事物。



　　六项要素：



　　通达性 居所论述的战略地理学六要素中的首位，指的是这个术语的自然地理意义。通达性包括对特种器材或建筑的需求。它涉及对路线、里程和行进时间的自由选择的评估，以及对障碍物、基地和通路的评估。因此，通达性的概念与对汽车、飞机和船舶的使用概念不同。飞机具有很高的速度，但需要用以着陆的机场。地面上的通达性和“飞越”的通达性显然不同，飞机根据两个终点机场的气象条件，可以用一小时或一天时间往来其间。汽车和卡车在畅通、平坦和坚硬的路面上行进顺利，但在沼泽和森林地区则不行。在上述例子中，通达性随着方向的不同和终点站是否有道路相连结而大不相同。最后，必须强调指出，通达性必须从一特定地点测定。从北京到河内的通达性就不同于从西贡到河内的通达性。由于终点站的位置和补给路线的特点不同，通达性将随着方向的改变而改变，而距离因素则与通达性无直接的关联。



　　机动性 指运动的总能力，它包括前进速度、运输系统的自由选择权、交通流量和瓶颈隘道、季节性变化影响以及现有铺装道路以及终端台站设施。作为运动的能力和灵活性，机动性不仅取决于运动方向，而且取决于运动的对象和运动的组织。因此，重武器的机动性不如轻武器，自行装备比拖曳式武器更为机动，有组织的军队比无组织的难民群众更为机动。实际上，机动性的含义远远超出建制运输装备的范围，它还包括运动的编成，装备的包装或装载是否适应运动的要求，反应的速度和自由选择权，以及十分重要的灵机应变能力。



　　能见度 在本章中指的是视觉或感觉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作用范围，以及地形、天候和人工地物造成的制约影响。它包括云底高(垂直能见度)、隐蔽、伪装、目标识别、有效射界、间隔地、地标领航和视距传输。它还包括这些因素在拟定战斗地域内的统计数值差。



　　能见度大多随观测方向和观察人员周围的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变化。



　　机场观察人员的视距取决于他是朝附近的机库看去，还是望机场的外面。船上的能见度可能取决于观察人员是站在主甲板上，还是站在了望台里。



　　俯伏高草地的人的水平能见度极为有限，但其向上的垂直能见度则广阔无垠，形成鲜明的对照。风暴、战斗的烟尘或茫茫黑夜都可能暂时影响能见度。在分析能见度、制定量测指标公式和为拟制计划预报能见度情况时，都要使用地理因素。



　　通信能力 指传输情报的能力。它包括天气条件、磁暴、地形和文化素养对现有通信设备、通信设施构筑、操作效能和通信系统的保养的影响。



　　通信能力地理方面的因素，指的是在特定地点可能发生的足以影响通信系统正常运转的某些情况。例如，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不见得会像城市地区那样具有预先安装好的设备。在有道路和终点站的地方架线和建立发射台要比在没有这些设施的地方来得容易。冰暴、飓风和电离层干扰的危害程度因地而异，故造成通信系统的可靠性也因地而异。在有些地方，山脉和森林对发射电波的屏蔽作用限制了指挥的效能，有利于部队分散的活动。米勒在描述1943年6月在新佐治亚岛上的战斗时谈到，由于丛林密布，常规的散兵线已行不通。在该岛上，当部队散开时，无法进行目视联络，指挥官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 [ 注：小约翰·米勒：《囚车：拉包尔遇阻记》，美国(华盛顿)陆军部战史处处长办公室，1959年。 ] 。



　　可利用性 这是一个常用词，但在用于战略学领域时，似乎尚未下过确切的定义。



　　本章使用这个名词，不仅是为着说明人员、装备和补给品的存在，而且是为着说明它们在指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不仅如此，同一个概念还探索了有关“太小和太晚”的勤务保障问题或其他军需品分配不当的问题，其中的某些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所闻。因此，可利用性不仅要表示有无，而且要表示数量和位置要素 [ 注：质量通常不作为地理因素考虑，但对于其质量因地而异的物品，必须予以考虑。因此军事地理学的某些方面要加深对质量或价值地理学的认识。 ] 。在意大利供应的石油对于在北非战斗的隆美尔就未必用得上。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种很不经济的做法就是把在美国大陆生产的枪炮弹药运往英国、俄国、中国和北非地区。因此，可利用性就反映出它和人力、补给、运输、预储装备和其他方面的物资保障都有连带关系。



　　易受攻击性 这一战略地理学六要素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跟其它要素的区别在于：易受攻击性表示的不是人能够干什么，而是外界事物会给人带来什么。它要表示敌人在接近、运动和可利用性等能力方面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生产设备、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网的安全保护。它还包括人民对住房、口粮、公用事业、福利设施、奢侈品的需求以及为保持人民的士气和忠诚所必须做的其他事项。最后，它不仅要研究遭敌直接攻击情况下的军事防护，而且要研究如何对付宣传、颠覆、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内容。



　　三个概念。地区性的战略评估，重点放在(1)目标，(2)通道，(3)障碍物这三个概念上。



　　战略目标的共同点是如果确保了战略目标，就会使敌人丧失主动权。确保一个工业地区，会阻止产品外流；确保一个商业中心，会阻止商品外流，并且还能限制沿集散路线的运动自由，但是，控制安全地带的有利条件，只有在这种控制确能限制、阻止和遏制敌人，并使敌人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上述种种考虑和做法，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对着敌人本身。



　　战略地理学中的通道，是指部队运动集中和受限制的那些地段。开辟通道的条件随装备而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尽量减少水上飞行，导致航线集中于沿海岛链，或选择在越洋距离最短的终点站，如巴西和非洲之间或拉布拉多半岛(加拿大)和冰岛之间。在海上，这些通道指的是海峡，海峡具有控制大片海域的战略作用。因此，直布罗陀、博斯普鲁斯和丹麦海峡具有巨大的、历史性的重要地位，现在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人工海峡大体能与之媲美。



　　陆地障碍物名目繁多，故陆地上形成的通道更加多样化和微妙。举例说，这些通道有：谷地、两山之间的鞍部、沼泽周围的干地、砍伐后的林中空地、沿海平原及河流徒涉场。由于陆地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人们惊奇地注意到，许多行军路线已被重复使用过多次。历史上不乏此类例子，如印度的西北部山口，法国进入巴黎盆地的阿拉斯和圣康坦山口，以色列的加沙地带 [ 译者注：属于巴勒斯坦领土，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 ] 以及靠近法-德边界的摩泽尔通道。一些军队特意绕过俄国的普里佩特沼泽(今名波列西耶沼泽)和法国的中部高原。俄国的入侵者，从蒙古人到纳粹分子都避免过深突入泰加 [ 注：“泰加”(taiga)原文为俄文，起初用来表示西伯利亚的处女林。作为一个专业技术名词，后来逐渐泛指北部山区的森林，特别是云杉和冷杉一类的针叶林，但也包括其他伴生林树种，如落叶松、松、桦树、白杨、柳树、桤木及枫树等。 ] 原始森林。



　　障碍物的概念补充了通道含义的不足，因为在许多地区是根本无法选择通道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不存在绝对的障碍物。天候条件，各类地形及敌军能否作为一种障碍，取决于用什么来对付它，和需要花多大代价来排除它。对卡车是障碍的东西，对坦克未必是障碍。马上不去的地方，人却能轻易攀登。茫茫沙漠、浩瀚海洋或广阔冰原都不能构成对飞机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懂得，有取决于时间和技术的障碍，有取决于设备的、附带条件的障碍，也有因恶劣天气或敌人的阵地而造成的临时性障碍。我们必须认识障碍物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靠性。它们可能妨碍、迟滞运动，或者迫使对方花费很高的代价，但它们只能阻挡优柔寡断之辈。



　　陆战地理学



　　目标 陆战是通过对抵抗手段的破坏和控制，并最后通过占领和实行政治上的控制直接把武力强加于一个民族。陆战的最终军事目标在于控制一个民族。各民族的特性决定于实现接管所需要采取的手段，对于有些民族来说，遣散军队、控制贸易或毁坏财富可能就足够了；对于另外一些民族，派驻一支武装部队也可能足够了，但对某些民族来说，应该采取何种必要的行动仍然不清楚或不明确。圣经史上说得很明白，胜败的条件缺乏明确的定义。战争期间的军事目标应限于对战争能力的控制。一般来说，抑制战斗意志超出了军事能力的范围和军事行动的时间范围。把这些方面作为大战略和长期对外政策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



　　陆战军事战略大多趋向于摧毁或控制敌人的武装力量、军需工业和商业机构，其假设前提是这些方面代表了战斗能力。因此，陆战的目标通常是俘获、分隔或消灭武装部队；占领商业、工业和政治中心；以及通过占领或傀儡政权强制实行政治统治。



　　战略 实质上并没有许多不同的陆战战略。这些战略分为单一部队的简单运动和诸兵种部队的多路运动。简单运动可用于在战场的一个方面实施正面突出、突破或侧翼攻击。多路运动采取牵制性运动、分进合击(含包围)或沿正面的协同攻击等方式。这两种战略的战例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军和德军对埃及实施的单一方向的突击和同盟国部队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迅速实施的报复性向心反突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是斯大林格勒还是列宁格勒的围攻战都是从上述两种突击演进而来的。战略上的差别起因于为适应地区特点和兵力部署而采用的不同方法。



　　地理因素 陆战地理研究的重点是军事目标及其通达性。它涉及目标的测量数据和区域几何形状，通道和障碍物，并与天候条件和季节性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通达性和易受攻击性这两个要素的评价也有关系。绝对地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目标之类的东西。目标的识别取决于较大范围内的战争计划。因此，大都市、工业中心、滩头或山岭之所以成为目标，只是因为总计划和军事形势已经表明非此莫属。由于这个缘故，在搞清至少是一支部队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意图之前，试图判定战略要地或战略目标是徒劳无益的。为了适应尚未明确的未来战争的需要而进行战略地理学的抽象的或泛泛的陈述也是毫无用处的。战略地理学必须限于对特定的需要考虑的问题进行研究。



　　一旦出发点和目标确定之后，理应考虑目标的通达性。现在可以探索运动手段和现场路线的选择及这些选择所固有的弱点或风险了。通达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和距离比问题，还包括运输和装载能力，限制主动权和开辟通道的隘路，减低运动效率的障碍物以及在遭遇敌人攻击和自然灾祸的情况下运动路线、车辆和人员可能暴露的弱点。



　　在评价通达性时，还应注意到下述可能发生的情况：由于敌人利用了当地的有利条件，有可能使运动中的部队处于战术上的劣势。因此，掩蔽和隐蔽的有效性，兵力机动和展开的主动权，接敌地域的大体范围，遭伏击的可能性甚至森林和城镇的易燃性等因素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间接因素，如当地补给品的供应、劳力、仓库、运输和补给品转移设备等，由于涉及后勤保障问题，同样应加以考虑。而且，特殊的和极端的环境条件也应列为评价通达性的间接因素，因为它们使战斗力取决于特种装备，特种作业程序，或经过修改的预定的作战计划。



　　当地居民的性格特点和态度同样也会提高或降低通达性。在这些方面所要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取决于当地居民是否怀有敌意，并且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把人员和补给物资转到维持秩序、实行民事管理、组织民防和重建社会经济结构。



　　海战地理学



　　海战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放在通达性和机动性上。除了计划对某一海岸地带实施突击等情况以外，海战的目标集中于机动的舰船和舰队。相对运动支配着海上战略。因此，前进速度和活动半径一直是海军战略要考虑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现在，由于近年来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导致人们把目标识别范围和火力射程补充进海军战略的研究表中。



　　武器的发射范围是由舰船的性能决定的，而舰船的活动半径，在某种程度上则取决于陆地和基地的支援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军基地的配系及维修保养设施构成了海军战略的骨架。它们的地理分布反映出保持这些设施的国家的某些国家利益所在。美国设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和巴拿马运河区的科科索洛基地就体现了这种位置关系。另一方面，有些海军基地是根据昔日的需要而建立的，如今只能作为遗地了。例如荷兰港(阿留申群岛)、珍珠港(夏威夷群岛)和萨摩亚群岛，一度曾是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其任务现已由设在菲律宾和琉球群岛的海军基地担负起来了。



　　既拥有前进基地，又保持一支牵制性舰队，有助于推行攻势外交政策。因此，外交上的有利地位来自辽阔的海军作战基地配系和强大的疏开配置的海军舰队。



　　为了阐明海战地理学中主要要素的现实意义，可以把海军近年来的有关任务归纳如下：



　　1．把敌人清除出海，并控制和保护海上航行。



　　2．进行海上游弋示威，显示力量。



　　3．实施对岸突袭作战和完成两栖登陆。



　　4．渡海运送及护送部队和补给品。



　　搞清楚港口和港湾、海岸地带和登陆海滩的地理情况，对于完成上述任务以及保障海上航线和船运航道的安全非常重要。同样，其他一些特定的地理因素也将会发挥作用，如维修设施的分布和能力，补给仓库，更专业化的某些设备以及“假日旅游城镇”和娱乐设施等。



　　公海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是海军特有的学科。海战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可能影响海军在世界特定海区执行任务的各种海况。因此，大浪带、流冰、飓风、浮游海草、珊瑚礁、特大潮、强海流和浓雾，在进行咨询和制定战略计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风暴、波动和海上能见度，则是地球物理学不断关注的课题。



　　受限水域 受限水域，除了一些海盗和走私者光顾外，从来就不是受水手们青睐的地方。在这种水域内，强流急浪、沙洲浅滩、能见度低、机动性极差。遇有风暴，难以幸存。江河、港湾和进潮口给海岸巡逻带来实际问题。过去，能见度差的狭窄海峡一直是海军进行伏击的场所。可以例举发生在雅典附近的著名的萨拉米斯岛之战，在该次海战中，希腊舰队开始被占优势的波斯军队困在萨罗尼科斯湾，但后来又冲过狭窄的海峡并采用迷惑敌人的手段逃脱了 [ 注：威廉·L·兰格：《军事历史百科辞典》，第54页，美国麻省(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48年。 ] 。所以，许多战术家宁愿离开海岸一段距离部署巡逻和设置障碍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港湾一直是舰队的陷阱。1798年，纳尔逊在亚历山大截住并摧毁一支法国舰队，1805年又在特拉法尔加附近沿海设伏困住了另一支舰队。另一次是1898年西班牙的舰队被困在圣地亚哥和马尼拉。



　　海峡是海军史上作为控制海上航行和制约海军活动的另一种手段。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之战(1588年)、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对马海战(1905年)和日德兰半岛之战(1916年)，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在海峡或海峡附近发生的战例。苏里高海峡之战则进一步提供了一个强取海峡招致战术受损的较近的战例。



　　港口和航线 由于海军担负着运输和护航任务，因此港口和登陆滩头属于海战学科研究的范畴。两栖登陆作战把海军的运输和护航任务扩展到不发达的海岸地带。从地理角度考虑问题，港口和海滩同样涉及到装卸能力；港口或海滩出口的数量及可利用性；海岸状况，包括海流、水深、海滩坡度、锚泊条件、锚地、露头以及天气条件；除此而外，装卸设备(包括可雇用的当地劳力)、鲜货和饮用水以及是否有娱乐设施、补给仓库和维修设施，都是现场高级军官切实关心的事项。



　　海上航线和海上航道历来倍受重视。连接本土和隶属地区或协作地区的海上航线在某些场合被称之为“生命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的往来地中海的航线就是所谓的这种“生命线”。在设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埃及的海军基地的支援下，英国和它的中东司令部可以直接保持一种不太稳定的联系。



　　在例行的海上航行中，经常使用的海上航线已逐渐成为程度不同的固定海上航道。战争期间，这些航道甚至被更严格地固定下来，以便迅速出海巡逻并利用飞机和军舰护航。这种把航道固定下来的做法，为舰船驻泊、前进基地活动的编组和测算海上航行的时间提供了方便。但这样做也增加了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来自航线中途的会合和集结点。



　　空战地理学



　　原则 空战地理学虽在某些方面有其特性，但与陆战和海战地理学又有着共性。



　　军用飞机迄今一直主要用于运输、巡逻(包括空中封锁)和支援任务(包括战略突击)。



　　1945年以后，其战略功能显著扩大，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兵种。高速投射原子武器能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人们重新研究地缘政治学的许多假说。尽管如此，空战地理学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发生变化。它在地理应用方面主要是目标识别和飞离基地的通达性研究。这项有限的职能仍然是适用的，不管目标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也不管是在大气层还是在宇宙空间作战。在运用飞机执行上述任务时，影响其能力发挥的主要因素是当时的天气条件，与基地的关系位置以及敌我设施的相对配置情况。



　　空中目标 目标的识别和分析，是具有明显地理要素特征的战略性空中作战的一部分。所谓地理要素，指的是对敌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的定位和识别，摧毁该目标会影响到敌人继续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也可按同样的推理来确定己军应特别加以防卫的地点。



　　特别加以防卫的内容不仅包括军事设施，而且还包括生产、通信和运输设施。



　　事实上，似应怀疑的是，有些国家在追逐其战略目标——摧毁战斗意志和瓦解国家士气——的过程中，日益把非战斗人员作为打击目标。



　　通达性 空战意义上的通达性，实质上是指飞机的速度和航程以及机场或航空母舰的位置。



　　在空战时如同在海战时一样，尤应注意区别从远处可以突击的地点和可以实施登陆的地点。



　　由于航程和通达性对空战的效率和效能具有决定性作用，故空军前进基地变得十分重要。一国空军基地的地域配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该国的政策意向和防御战略。今天，一国空军基地的分布情况预示了该国的利益和利害关系所在。



　　任务 空战地理学除了要考虑目标和基地外，其他要研究的方面取决于空军在空中或宇宙空间所担负的下列独特的任务：



　　1．空袭、空中封锁和摧毁。



　　2．控制空域，并且不让敌人使用。



　　3．巡逻并实施侦察和监视任务。



　　4．提供护航和战术支援。



　　5．提供快速运输。



　　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制定计划和进行训练，应予具体考虑的环境因素是天气、地形和电子干扰。这些因素影响飞行条件、通信效果、地标领航、侦察效能、地面支援或空投的可行性以及无道面着陆场的可利用性。



　　自1945年以来，空战的概念已受到了技术上迅猛变革的冲击。飞机以惊人的方式提高了自身的速度和载重量。预定程序飞行和制导系统的技术得到了发展。喷气推进技术日趋成熟。能够担当星际飞行任务的火箭发动机已经进行了试验。



　　这些令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同研制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以及组织全社会力量致力于开发宇航这类专门项目相配合，导致对未来战争大体性质的推测。



　　人们只能想象这些大功率发动机会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人们还缺乏在战时同这些东西打交道的经验。



　　关于德国远程火箭袭击英国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人们找不到多少证据。同样也难以找到证据来表明，日本在没有盟国支援，海、空力量衰竭和军事前哨阵地接二连三崩溃，以至战线已退缩到本土的情况下，不管原子武器是否被使用，还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打下去。日本的投降使初战阶段已经开始的钳形登陆突击作战取消。



　　大规模毁灭，特别是对平民百姓和民用设施的大规模杀戮破坏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计的，目前假设大规模毁灭的军事意义尚未确定，似乎是稳妥的。



　　基于此，远程轰炸机同核武器或导弹相结合的军事意义，主要在于它是一支现实的牵制力量。只是在没有一支可以同它相抗衡的力量存在时，它才有意义。如果出现一种相对抗的力量，动用其中一种力量都必须从周边条件(如目标易遭攻击性的差别)或局部条件(如相对的通达性)的分析中获益。



　　新的空间技术的军事意义甚至更难估计。因此更难预测地理方面应予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方面似乎是利用卫星进行监测，比较明显的是，在世界各地进行空间监测，通常无云地区要比多云地区更容易进行。另一方面，这些卫星系统对于应用地理学已证明具有极大的价值，如用来改善大地测量精度，研制更好的地图品种以及加强对全球气象的了解等。



　　可以设想，导弹的开发研制将导致侦察和战略进攻方面的深刻变化。的确，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在几分钟内就遭到来自任何其他地方的袭击。预警时间大大缩短了。导弹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仅提供少量有关其意图目的线索。然而，洲际导弹和卫星主要是战略系统。它们在军事地理学中的最终意义取决于对在战争结局中战略突击的重要程度这个尚未解决问题的回答。在战争胜负的条件未能被更精确地表明和战斗意愿未能被估量之前，大规模毁灭性环球或洲际武器的最终战略意义必定仍然是个未知数。














	

 






	















	







	







	









 





	


	







	








	




	


第05章 战术




	







	

 



	


	


　　战术地理学是军事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战争更具体的方面——用来解决战斗艺术中更细微的问题。迄今，对发生军事行动的原因，或多或少已由专管国家国际关系事务的人员作了考察和说明。此外，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也参照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内容提了出来。现在，假定各种事态的发展导致实际的冲突，那么我们就面临人们形象化地称之为军事地理学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战斗且战则能胜这一艰巨的任务。



　　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战术和战术地理学作一区分。



　　战术 是在战斗中运用部队，让部队按命令进行部署和实施机动，以发挥最大的效能并获得军事胜利。此外，战术还涉及作战基地、敌前运动、展开和武器的使用。如上所说，在战术的任何一种定义中，交战这一概念是不可或缺的。



　　战术地理学 是战场地理学，研究的是战斗本身的地理因素。它包括作战部队部署的几何形状、运动的速度和方向、补给品输送、运输流量以及战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实际上，它适用于同作战行动的实施有关的许多需从地理角度加以研究的活动：机动和兵力部署、宿营地、掩蔽和隐蔽、防御工事以及在编成阵地内的其他工事构筑等。它还同障碍物、隘路、能见度和射界的空间分布有关。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作战地区和特定的军事情况而言的。其重要性随环境而异。战术地理学最终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战斗任务同有利于进行训练和指挥决策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战术军事地理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对影响部队运动和武器投射的空间和环境因素的评价，以及对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一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能发挥作用的估计。



　　军事地理学的一般战术原则



　　任何一种战术的基本目标，简明地说就是要能对敌人集中更优势的兵力和火力至少要使敌人相信你具有这种能力。不管作战企图或哪个军兵种，战术所涉及的最常见的机动样式有下列六类：



　　1．护卫和掩护。



　　2．突击与攻击，不包括袭击。



　　3．行军或运动，包括展开、佯动和巡逻。



　　4．袭击、包括伏击。



　　5．运输、包括补给和补充兵员。



　　6．加强或巩固阵地。



　　依据这些机动样式而定的战场地理学，应进一步分析能够影响上述任务成败和代价的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通常用五组战术地理要素来表示，其中某些方面与第四章叙述过的战略地理学要素有酷似之处。这五组战术地理要素是：



　　1．观察、能见度和射界。



　　2．隐蔽和掩蔽。



　　3．障碍物和机动能力，包括狭窄地带通道、通路和战术主动权。



　　4．通信、指挥和控制，包括战术集中或疏开以及兵力展开的条件。



　　5．导航和领航的效能。



　　具体做时，开列一份同分析作战地区有关的地理因素实用清单，犹如读一本内容充实的系统地理学教科书。为此，可把作战地区分为通用战术地区和特种战术地区。第九章和第十章内将分别论述此类军事地理区域。而且，通用战术的地理因素可按照天候和海况、自然地理景观和人工地物等命题加以研究。



　　战术区 战术要考虑的地理内容紧紧依附于地区类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限制行动自由的地区，另一种是便于行动自由的地区。限制行动自由的地区，具有阻挠或限制运动，影响视野，妨碍通信，制约后勤系统活动的地形特征，这些地形特征形成了缓慢行进区和稳定的正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中部地区被复杂的地形所阻，行进速度明显放慢，就是明证。战术行动自由地区的有利条件是，运动不受阻挠，视野不受限制，通信不受影响，并且易于组织补给和支授，战术行动自由地区形成了实施运动战的地区，例如发生在俄国南部和利比亚北部地区的战斗便是如此，有利于快速行进和撤退等战术行动。



　　天候和海况的战术意义



　　天候条件对所有军事勤务活动都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每一项主要气候要素都充当了易于为人们所承认，但并不总是被充分估价的角色。气温不仅关系着环境的舒适与否和是否会有中暑或冻伤的危险，而且在较为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会使人感到疲乏和影响战斗力。在结冰和解冻地区，它间接影响地面机动性。结冰期间的气温提高了某些路面的通行能力，而解冻期间则降低了越野通行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西部的淤泥路面曾使部队严重受害。在山区，冰雪迅速溶化会引起山洪暴发和雪崩等险情。在沙漠地区，山洪爆发和气流是广泛报导的险情。这些险情应在避免在旱谷设立宿营地的注意事项中提出。



　　气温影响能见度，但它也具有截流地面空气、吸持烟尘和会聚化学或生物污染物质的特性。烟雾不易消散地区，就特别容易遭到化学战和生物战的袭击。



　　风 能够造成射弹和火箭飞行路线的偏移，也能够消散天然雾气、化学和生物烟雾剂或放射性回降物。时速超过15英里的风力会危及伞兵着陆的安全。大风或飓风(时速50或50英里以上)能够驱散或毁坏舰船和飞机，损坏建筑物和阻滞地面运动。强风会使部队的机动性越来越受到阻碍，美军1945年在进行两栖突击后不久就受到袭击冲绳岛的台风影响。



　　云 妨碍空中观察和侦察，并妨碍地面观察人员搜寻飞机。夜间，云层遮住月光，使天空显得昏暗，故为夜间战术的运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降雨 影响机动性，有时则完全阻断部队运动。雨水和土粒结合成柔弱的流体或可塑性泥团，即俗称的泥泞地，使通行能力大为降低。泥泞地将粘泥牢牢附着在车辆上，致使车辆动弹不得。大量降雨会造成洪水泛滥，毁坏道路和桥梁以及通信线路。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水汽可能形成雪或雨夹雪。积雪超过车轴的高度，轮式车辆就如同效能很差的雪橇一样，嘎地一声仍停在原地。履带拖拉机和其他履带车辆克服了这一障碍，但在各种形式的冻冰情况下会造成许多险情。例如堆积在狭窄拱形道路上的冰块会使坦克不由自主地侧滑到路边的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比利时进行的阿登战役中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雨幕会降低能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影响了电子测向仪器的有效使用。因此，可以利用雨雹来隐蔽舰船和飞机，增强战术突然性的机会。雷暴虽则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其频繁程度会严重削弱长途通信的效能。1944年，美、日军队在新几内亚艾塔佩附近的战斗中，无线电通信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就是由雷暴造成的。



　　与天候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的海况，无论是当地的、还是遥远的，都可能对战术机动性产生强烈影响。海洋条件不只是影响船员的安宁舒适和船上瓷器的估计寿命，更重要的是制约和危及海上作战行动。海上风暴区会使小船倾覆或沉没。进入狂浪大浪区、浮冰区，随时随地都会使舰船的操纵发生困难，并妨碍或严重影响两栖登陆、系留和加油。同样的情况也会降低鱼雷的效能，因为部署在海面的鱼雷犹如海豚一样，一会儿没入浪里，一会儿又被掀到空中。狂浪还迫使船速放慢，给驾驶和保持编队位置带来困难，甚至会造成船体结构断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数艘辅助舰艇被风暴截成两段。冰山和浮冰是人所共知的海上航行灾害。极地水域的海冰看来已经有效地阻碍了战时海军的活动。



　　自然景观的战术意义



　　大规模战役中运用的战术反映了整个作战现场的景观特征。河流、湖泊、森林、沼泽和山脉都起着阻碍运动的作用。景观的复杂多变的特性对各类部队的利弊条件不同。



　　在进攻时，地形通过制高点、断裂地或开阔地的利用效果发挥其影响。制高点指的是能提供最佳观测点的高地，因而能提高支援武器的效能，影响目标的选择，并决定兵力的部署和控制。断裂地包括不规则起伏地、重度或部分采伐的林地及居民地，这种地形有利于步兵分散隐蔽，开辟运动通道，但不利于装甲兵行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阿登高地、德国鲁尔地区以及尔后在朝鲜取得的经验。在起伏不平的开阔地，只有少量地形、地物可供进攻部队用作掩蔽或隐蔽。当发起进攻时，机械化部队必须快速运动，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利比亚那样。



　　在防御时，断裂地或不规则的起伏地能制约攻方的机动性而为守方提供实现观察和防御的制高点。开阔地同样有利于实施机动，也有利于实施流动或机动式的防御。



　　凡可用障碍物来保护翼侧和迟滞敌人进攻时，地形就对后退运动有利。同样能见度良好、射界开阔的地形有利于保护部队及其后卫战斗。另一方面，凡部队能够利用隐蔽和掩蔽条件进行集结、编组和运动的地区，是有利于军队悄悄溜走的。地形对进攻、防御的反击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从卡塞林山口战斗中看出(参阅图4)。在该次战斗中，德军在强行突破该山口之前，其先头部队明显地受到了通道狭窄的地形条件的制约。






图4 卡塞林山口战斗图



　　地貌 通常对运动、观测和装备的使用效率有影响。平原，除了松软的路面、稠密的植被和湖泊、沼泽或河湾等水网区影响通行外，一般是有利于运动的。另一方面，在高地和山区的越野运动，通常在陡岩、巨砾或不稳定的山坡和峭壁面前会遇到障碍。崎岖山乡的道路，一般相隔很远，蜿蜒曲折，通行能力有限。塌方、石崩或雪崩以及山洪，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毕竟是一些现实的灾害。



　　平原地区，如无植被和人工建筑物等障碍，可提供最佳的观察条件。这类地貌的开阔景观提供的掩蔽和隐蔽条件不如低矮的河岸、林区、不规则的冰河或石灰岩地形。在高地或山区，高出的地物限制了观测。一般讲，水平能见距离同地势高低成反比。因此，可用于避开地面观察的隐蔽和掩蔽条件，直接取决于地貌的不规则程度。



　　在山区，某些类型军事装备的使用效率有限，因为装甲车辆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不能运动自如，其使用效果必定会受影响。炮兵会因缺少良好的阵地而使射击效果欠佳。重型武器移动起来困难重重，这里可以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第18军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例子为证。山地还限制了观测，影响射击修正。无论是危险的飞行条件，还是测定目标的困难都为空中支援，尤其是近距离空中支援设置了障碍。在山区，战术短波无线电通信(超高频和甚高频)未必可靠。由于可能出现静区(无信号区)，故有必要建立中继系统。



　　植被 能起妨碍、遮蔽和掩蔽的作用。在实施穿越森林的战术机动时，小树和矮树丛密密麻麻，先头行进的车辆将它们推倒后便会堆积成一道严实的屏障。树桩和倒地的原木是另一种类型的障碍，高大的成树则是又一类障碍物。



　　在进攻时，森林和其他密集型植被可掩蔽和隐蔽集结地域和接敌路线。然而，由于这些地区的接敌路线在数量和方向上有局限性，故实施机动受到限制。实施机动的范围有限和隐蔽条件较好这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就有利于守方打伏击战，倘若这些植被的易燃性好，那么林火就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守方的这一有利条件。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2年5月8日至9日进行的麦克道尔战斗，南方联邦军在5月9日的反击中受挫，就是因为北方联盟军点燃了树林。可见，火焰和迷盲烟幕会给部队的前进造成很大困难。 [ 注：马修·F·斯蒂尔：《美国的战役》，美国(华盛顿)步兵协会，1943年。 ]



　　植被就其能提供掩蔽和隐蔽、迟滞攻方运动及影响地面导航这些方面来说，也有利于守方。有限的能见度，加上炮兵弹着观测困难，便形成一味依靠步兵火力的局面。植被还部分抵消了重型武器和尖端武器所拥有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和德军1918年6月6日至25日在法国贝洛林宛的战斗，就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这次战斗中曾利用树林和石岗的隐蔽条件设置了难以攻击的机枪阵地。 [ 注：《1917-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美国远征军的军事行动》，美国(华盛顿)陆军部战史处，1948年。 ]



　　人文要素的战术意义



　　人文要素的战术意义主要是指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公共设施和生产设施的战术意义。可把建筑物看作树木或树丛，交通运输设施当作通道，而生产设施则作为要保护的目标。



　　城市地区 城镇可能成为军事目标，如果它们符合下列标准之一：人口中心(如英国的伦敦)，交通枢纽(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制造中心(如西德的鲁尔谷地)，供应中心(如意大利的里窝那)或者政治象征(如柏林)。城市地区的建筑还具有障碍物、防御的坚固支撑点或掩体、仓库、修理厂的功能。此外，如同雷电等自然现象那样，它们具有干扰战术无线通信传输的作用。



　　在城市地区，灵活性和机动性较差。人口稠密和集约居民区构成自由运动的障碍。在这些地方，车辆必须缓行，易遭伏击。这种招引目标的场所是“燃烧瓶”的好去处。这儿处处有躲避轻武器火力袭击的藏身之所，可按轮廓分明的胡同小巷等各种街型进行组织。能够对空中和炮火袭击提供掩蔽的只有少量较坚固的建筑物。由于完全暴露于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城市地区难免引起爆炸、燃烧、甚至风暴性大火。一旦遭到此种破坏，它本身还会蔓延扩大。满地狼籍的垃圾物和被毁房屋的破砖烂瓦成为名符其实的障碍，街道无法行车，只能步行。1945年同盟国军队在从日军手中夺取马尼拉市时，他们在该市的旧城区看到的正是这种情景。



　　交通运输设施 由道路、铁路、港口、机场、水路和管线组成。它们的战术意义在于其能力、位置、易受攻击性以及可靠性。可靠性在这里指的是维修简便、抗御损坏的能力和具有备用线路或设施。运输系统的战术价值取决于下述条件：能够保持的行车密度(交通强度)，路线的方位走向以及解脱徒涉场、急弯陡坡这些车流集中地的能力。军事用语“瓶颈地区”，就是指的造成运输能力下降的条件。



　　一条路线或一项设施对破坏、伏击和突然袭击的适应性(如崎岖地或森林两边的蜿蜒曲折的路线所提供的)，以及对空袭的适应性(如笔直、暴露的路线和设施所给予的)，共同形成其潜在的易受攻击性。显然，许多能轻易抵御某种危险的路线，却会招来敌方的另一种危险。



　　其他公用设施 如电力、水、污水和通信系统，由于它们既能为战斗部队，又能为民政机构保留下来并用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或复兴，故具有军事价值。因此，保护这些设施，本身就成了一项战斗任务。



　　水坝为采取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战术手段提供了机会，因此一旦大坝决口，坝水突然溢出，就会招致失败。由于大坝发生故障或被爆破而造成坝水暴泄，其后果在某种程度上犹如雪崩。随之而来的是一大片破坏，令人惊恐不安，但却提供不了什么打击目标。在山区，如果人员和设施都进入谷地，后果就极为严重了。1943年和1944年，莱茵河谷地和鲁尔河谷地上的两座大坝就曾遭飞机轰炸并决口，为的是防止大坝被用来进行防御。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由于罗尔河分水岭大坝可能放水或威胁要放水，美国第9集团军的挺进明显受阻。追溯往事，似乎威胁的作用大于行动本身。



　　制造和生产设施 这是现代战争的战利品。为了提供军需品，或者是为了维持被占领地人民的生活，减轻运输补给品的负担，偶尔也利用这些设施就地开工生产。这些设施包括工厂、矿山、采石场以及油、水、天然气井。



　　实际的或潜在的生产设施具有战略意义，故不宜把这笔财富留给敌人，而应把它转为己用。其战术意义在于无论是否遭到破坏的工业区以及采石场、露天矿和矿山的矿坑废渣，都构成了极为崎岖不平的地形。因此，它们作为一种障碍地区迟滞了车辆和步兵的行进，并提供了潜在的隐蔽区和伏击区。














	

 






	















	







	







	









 





	


	







	








	




	


第06章 后勤学




	







	

 



	


	


　　后勤学包括与战斗单位相联系的各式各样的职能，除了不参加实际的战斗这一点外，其他各项职能似缺乏统一性。一般说来，这门学科涉及的是对实际冲突的支援。克劳塞维茨曾使用“百宝箱”这个词，指出后勤学的内容包括对武装部队的维持和训练，物资供应，疾病防治以及军需品的补给和维修。



　　美国陆军把后勤学看作是“计划和遂行部队运动及保障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适用的主要业务范围是补给、运输、维修、建筑、劳力和医疗勤务。其他一些业务还包括后方地域安全保卫和地区损害控制。除此，还包括行政勤务。因此，离开上面谈到的支援任务这个核心概念，就无从对后勤学所包含的确切内容取得固定的一致看法或标准。



　　战史中有许多例子说明，由于支援系统不力，给部队执行任务带来困难，过多的伤亡，甚至失败。希腊司令官色诺芬发动的万人长途征战，俄国苏沃洛夫大元帅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或者是德军隆美尔向埃及的挺进，无一不在这个问题上吃过苦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指挥官梅里尔率领的“梅里尔袭击队”，由于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难以对付的热带地区的疲劳和疾病，造成袭击队很大的非战斗伤亡 [ 注：詹姆士·H·斯通：“袭击队和细菌”，刊登《步兵》杂志第64卷第3期4-11页，1949年3月。 ] 。



　　后勤系统的业务工作以下列原则为着眼点：尽量减少补给品的装卸周转；尽量减少中间供应站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分散配置军事设施、设备或保障部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设施，包括当地的补给品、当地的公用设施、文职人员和战俘，以及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资源。就此而论，后勤系统的定义按照最大、最小或最优化的方法可以是：花费最小，收益最大。换句话说，后勤学是“少化钱多办事和保持最高效能”的方法在军事上的应用。



　　后勤地理学在许多方面同经济地理学相类似，补充的一些内容可以看作是经济地理学的军事对称。后勤地理学注意把资源、商品、工业、交通运输、劳动生产和疾病地理学的内容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上应用经济学、医学、工程学和管理学要结合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后勤地理学的概况提供了一个纲要，其中有关国力地理依据的某些概念可具体应用于防务机构。而且，后勤学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军事科学的成就，最易于为平时的和非军事的活动所应用。



　　资源



　　后勤地理学包括防务机构可资利用的国家经济能力的部分内容。它不仅涉及资源分配，而且还涉及资源被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有机和有用成分的通达性及难易程度。



　　人口 国家人口构成每一个国家的主要资源。人口中的经济上活跃的环节——劳动力，特别是劳力弹性——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劳力弹性是指在必要时能够被挖掘出来的额外的劳动量。劳力弹性主要集中在可雇佣的失业者、未按专长雇佣的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身上，也存在于家庭主妇、过早退休的、部分时间工作的、技术熟练而从事半熟练工作的那些劳动力身上。关于劳动力的一般特点以及经济现代化水平，参见图5：世界范围职业结构示意图。






图5 世界范围职业结构示意图



　　估价一国人口的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的质量或技术水准。目前，从全国一级来估价劳力还没有什么好方法，因为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技术差别很大。可以按照识字率、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和在工业部门的经历寻求一个概略的估价，虽然这种估价还存在不少缺点。例如，拿哥斯达黎加和利比里亚两国相比，前者人口1250000，面积近20000平方英里，识字率为79%；后者人口约1290000，面积43000平方英里，识字率为5%左右 [ 注：《联合国统计年鉴》，1961年版。 ] ，这样就能预期哥斯达黎加能比利比里亚更有效地利用其人口。



　　劳动力作为国力的一个重要成分以及军队征兵和军需品生产者的来源，其素质高低还要看民众的士气。这方面间接地决定着遇到征兵、破坏危险、经济衰退和国内政治纠纷时需要作出的努力。国内人口的和睦安定能够确保支援不间断并且十分有助于保护他们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爱尔兰和苏格兰在人口数量和面积上大体相同，可是由于两地民众的士气明显不同，结果不得不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爱尔兰，要关注它的内政，又要关注它的防务。



　　当需要搞清地区差别时，在研究时必须把人口因素考虑进去，不仅要分析全国各地人口的分布情况，而且要分析“经济机会法案”的总体水平、教育水平及政治稳定性。因此有必要对指望从中得到支援的各个地区加以区别。甚至有必要承认在国家易受攻击性方面的地区差异。



　　原料 原料给国家实力定下了基调，而且曾被用来区分世界上“有”(富国)和“无”(穷国)两类国家的标准。大量的用于制造军事补给品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其可利用性和通达性是衡量国力的指标。原料的可利用性不一定局限于国内生产，如瑞士的金属加工业和英国的棉纺织业充分显示的那样，它也指通过采购或协定获取控制基本数量原料的能力。因此，信誉看来是原料可利用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一个国家如要制造原子弹，就必须有铀。要是没有铀矿，就必须到国外市场上去采购铀矿石，然后还要保证能运回国内，最后再利用国内的制造能力生产出所需的最终产品。这样，可利用性就包括了资源分布和开发、政治控制、经济实力、资本积累及技术现代化程度等因素。



　　凡供应短缺或必须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军需品生产需要的原料通称战略原料。某些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只能从一个外国来源得到的原料可称作稀有重要作战物资(或稀有原料)。此外，通过经济和政治控制手段确保从原料产地到军工厂的流水线不间断，也至关重要。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出现了“生命线”这个概念，生命线的保护是关系国家利益的大事。



　　对战略原料重要性的认识，导致把国家储备作为一项防务措施。石油的战略地位也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促使日本进入荷属东印度和德国进入罗马尼亚的原因。但是，列为战略原料的标准可能会随时间而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导致不同的行动方式。这里，所要采取的行动将受技术水平的影响。例如，据历史学家记载，在公元前，蒙古游牧部落在饲料收成因干旱而减少时，就加强了对中华帝国施加的压力。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军队靠横征暴敛粮秣维持战争的需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能否就地取得补给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军路线的选择。即使在今天，采用当地补给方式也能够有效地减轻对长距离运输系统的依赖。不过现在已能组织对柏林进行补给(1949年柏林空运)那样大规模的空运。现在对当地补给的依赖已经因技术上的进步而显著减少。



　　工业 跟后勤有关的工业指的是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包括财政、商业、生产企业以及各专业工种。工业组织和设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事实上，生产和提供军需品的任何一种经济弹性或国民经济能力完全依靠这种工业组织和设备的存在。工业组织的现代化水平和工业设备的性能充分展示了经济发展的程度。



　　评述或估价经济发展程度，应包括一份由工厂和设备、信誉和生产资本、原料和成分以及有效劳动力加在一起所反映出来的生产能力的详细报告。它还应包括一份从向加工厂提供原料到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这一过程的系统效率分析表。最终结果则是汇总这些因素。因此，不论是一般的和最高的生产率，还是一般的和最高的销售率，都可以作为衡量工业部门能够向军事补给和支援系统作出贡献的标准。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把由工业部门生产的军事补给品分为军需品和有条件军需品两类。军需品包括作战飞机、坦克、枪炮、导弹和海军舰艇等完全为军事目的而生产的产品，它们全然不能供民用。另一方面，有条件军需品则是指一些军民通用的东西，民用部门确实对之有需求，只是在打算把它们用于军事消费时才作为军需品使用。这些区别在确定民事部门和军事部门在总体国民发展计划中应占份额时，具有某些作用。拿军需品来说，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突出反映了对劳力、贷款和原料的争夺。可是，在有条件军需品方面，消费者竞相争夺最终产品，对这种竞争如不加控制，将促使价格上涨，不断引起通货膨胀。



　　军事资源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判定某些原料的军事价值，确定原料来源地及加工设备，获得运输和分发的手段以及识别整个锁链上的每一个薄弱环节。多准备几手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把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运往美国东北海岸时所碰到的问题可以证明这一点。和平时期采用的海上运输方式易遭潜艇攻击；而且铁路油罐车则容量有限，并且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敷设“大口径”和“小口径”的陆上输油管线的设想是可行的。



　　补给



　　军事补给的基础是军需工业。在现代化工业国，军需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化学、电子、导弹、核子和造船工业以及制造武器的兵工厂。这些军需工业又要依靠农业、冶金、采矿、石油和电力工业。其他的军需工业和战略原料来源还很多，但这些是最基本的，可以用来说明军需工业的性质和范围了。



　　经济发达，效益高的国家倾向于把人口和统一的国民经济完全结合起来并保持劳力和国家生产能力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还有一种倾向，即一些不依附于国民经济的人口，或非货币经济行业的人口被其他行业吸收。人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没有多少剩余劳力和工厂生产能力，也没有多少能轻易转产军需品的剩余原料和半成品的生产。经济局面倒是需要一种从生产者到民用消费者的连续的和基本均衡的流通过程。所以如上面指出的，对这些工业行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会加剧这一经济部门内的消费竞争。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过程还会导致经济不平衡。战时经济结构在平衡方面与和平时期有明显差别，冷战经济或军备竞赛并不等同于和平经济。



　　补给网 补给系统的结构可以用补给网进行阐述和分析。一张流程图，以图表或地图的形式，表示从原材料的装配到最后向用户提供成品的整个供应过程。这样，一个工业部门与其附属机构及其无数供应单位和援助单位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部门的纵向结构。然后，由损失救助、废品回收、保养维修以及废品利用组成了补给网的整体。这种人所共知的公式业已证明有助于生产和运输的调度以及补给系统中要害点的鉴别。在供应地理学的分析中，这一技术手段可以用来确定一个军需工业部门易受攻击的部位，对这些部位应特别注意其经济弹性、可利用性和通达性。



　　补给网中的要害点是指一出故障就会使补给品的周转造成停顿的环节。因为要害点特别易受攻击，所以是同战略目标的选择有关联的。这些要害点有可能是重要部件的唯一供应者，其特点是运动路线单一，且没有现成的备用路线。此外，这些要害点还包括通达性差，或易于遭到攻击和阻遏的那些零部件或材料的来源地。这些要害点也可能是作为装配、包装或贮存用的供应集散地。



　　凡是劳动力不稳定的地方，容易出现破坏、怠工、罢工或反叛行动。这一易于为人们所认识的问题在分析打击目标和战略目标以及在最后评估战略上的易受攻击性时，同样是重要的。这些地方在防务结构中的位置和重要价值同其他军事情况一起，形成了军事计划拟制过程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报资料。



　　供应地理学 除了战略目标要素分析外，迄今为止，供应地理学主要同如何制定切实有效的分配计划有关。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地理问题，就是一地的可能需要应同另一地的生产能力相适应。通常的解决办法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间贮备站的分布和容量，二是运输设备的位置和能力。



　　此问题的一个方面扩展到通过分散建立库房和补给仓库以寻求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解决的问题是：按照一定的运输能力和易遭攻击性的条件，决定补给仓库最佳的地理配置是什么？应按什么公式来计算补给仓库疏散配置的间隔？过去，在战略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前哨阵地、前进基地或供煤站的配置。然而，有迹象表明，这些星罗棋布的设施正在丧失其原来的作用。在美国国内，一些既管生产又管分发的民用工业部门正在就减少对区域性仓库和分配系统的依赖进行试验。接着，他们又在探索“空中仓库”的构想，这是一种由制造部门直接快速运送的系统。等到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真正把这种方法用于军事活动时，补给在地理上的问题就成为使一地的可能需要与运输系统和终点站的运输能力相适应的问题了。



　　特殊环境条件下的补给，要涉及所需的专用装备的供给标准和采购问题。由于特殊的天气条件，有必要修订标准的分布、贮存和后送程序，支援行动也可能因有限的运输条件而进行调整。这方面的补给问题是使军用品的特殊设计规格同设计该产品时原定使用地点的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有了积雪地、通行条件差的泥土地面、荒沙地等地形知识，就可用来审定有关地区的需要。因此，它实际上变成决定在哪种环境条件下应该装运和分发这些物品。依次类推，即可以大致划出补给类别区，每个区的特点是拥有独特的、适用的军需品，但没有其他军用品。



　　可是，这种处置方法的反馈作用是影响战术，甚至战略。由此进一步推论下去。就会认为一些武器不适用于某些地方，因而要求划分出各种武器的有效使用区。可见不同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最佳部队结构。这种结论对战术原则和训练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确定军用品和作战环境之间的关系要以重要的决策为前提。



　　储备物资定量表需要就军用品项目作出是或否的答复，还要回答需要多少。食品或燃料等消耗品的消耗率因地而异。一个人在北极严寒地带所需的热量要比在热带地区高，美国海军在高纬度地区活动时通过考察认为热量应该高出约20%。用电量随黑夜的长短和供热的需要而定。而且，还可预期，备件和补充物品的需求量也随作战地区而异。崎岖的石质地面会迅速磨坏坦克的履带。飞沙和灰尘具有磨损和渗透的作用；热带地区，由于湿度大和霉菌肆虐，腐烂率远高于气温较低地区。因此，维修保养的工作量应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来确定。



　　由于环境对军用品的用途或寿命有着多种影响，故应考虑它对新军用品设计的要求或制约条件。因此，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促进或制约军事研究和军事工程。后勤学应反映出为了预报在特定地点将会出现临界环境条件的可能性而在分析环境因素差异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后勤学更要反映出为建立用于装备设计的定性、定量和环境标准以及建立能如实地表示世界各地的环境测试判断标准而作出的努力。由于这些原因，军事地理学家现已着手自然环境的定量分析工作。



　　运输



　　这里所说的运输，是后勤学的组成部分，它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军事运输网的位置、建立、维修和使用等课题。它要通过对军事运输网如何适应环境的考察，探讨提高运行效率的途径；记述在选定军需品分发站和运输线路时所涉及的地理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运输能力和运输容量地理。譬如说，就此问题而言，一条线路全线运行的车辆型号、速度和数量，该线路的正点、误点率，限制流量的瓶颈区段以及流量和更改运行路线的可能性等，都属于这一类要考虑的问题。此外，由于运输容量决定着净流量额和不受其他因素制约的交货速度决定着运输效能，所以无论是转运设备，还是中途储运，均应包括在研究范围内。根据运输速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算出一个运输系统的效能，无论是通过货车编组场、船运码头、中转站发运，还是在重新包装和分类的阶段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运输线路和运输系统所能具有的主动权，有助于估量整个系统的灵活机动性。这种主动权的大小取决于港口、货运站和集结待运区等起点和终点站的数量、分布、能力和通达性，并取决于能够担当同样任务的其他线路或系统的数量和能力。线路的效能和运输系统的灵活机动性特别容易受到像货车编组场、锚地、护航集合点、海峡、桥梁或狭路等阻塞地段的运转通行能力的制约。瓶颈地段决定着一个系统的效能，因而军事运输地理学主要着力于研究瓶颈地段的压力及其易受敌攻击的弱点。



　　区域运输分析 二十世纪初叶，军事地理学除了进行地形评价外，可以说是一门运输地理学。今天，速度和通达性问题仍然是地区分析的首要任务。其中，运输线路或运输系统的能力仍然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可以依据对启程点，如基地、补给点、港口或货物集散地以及为建成运输网络而配建的多重系统和线路，对通达性作出评估。这些评估中最有效的部分集中于运送速度、运转量、易受攻击的环节和主动权。把这些想法运用于作战计划的制定，就需要估算或预测仓库容量和通过终点站的流量。这些想法还导致研究交通运行系统以及夜暗或其它限制能见度的因素对运输线路的能力的影响。同样这种分析方法要求确定补给点最理想的地理间隔和筛选最合适的运行时刻表以及最佳的运行路线。在这当中，技术进步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各地设立军械库和供煤站可能一度在战略思想中占支配地位，但较新的方法却意味着要从工厂直接空运到前线。这种正在发展着的技术表明，未来的军事运输可能变成使消费的需求同机场和空运物资联队的能力相适应。



　　在对运输特点的区域评估中，劳动力和天气条件是应予适当研究的项目。使用现存的设施和本地劳动力是很有效益的。相比之下，如果完全没有当地劳力，则必须抽出军队的人力去干装卸活和其它一般性劳动，因而会使形势恶化。由于风暴天气和公海能够阻碍运输并损坏沿岸设施，所以也要研究天气条件。



　　天气对军事行动造成影响的典型例子，可举在克里米亚战争 [ 注：H·兰兹伯格：“巴拉克拉瓦的暴风雨和每日天气预报”，刊登《科学月刊》第79卷第6期347-352页，1954年12月。 ] 中遇到的情况。1854年11月间，发生在黑海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英国丧失了一支补给船队。事后，法国人莱弗里尔在重新研究了同该风暴有关的欧洲气象通报后作出结论：如果及时地把天气情报同地图仔细核对的话，就可以预知风暴的路径，并可以避免灾难。因此，他建议军事气象预报系统利用新近发明的电报机来传输气象情报。法国采用了这种办法。



　　医疗



　　医学(内科学和外科学)在地理范畴的军事应用构成了军事医疗地理学。这门学科包含的内容看得见的少，看不见的多。它不仅要研究不同地点不同疾病的发病率，还要研究医院设备的可利用性，环境伤害如中暑、冻伤或高山病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特殊环境对医疗勤务的组织提出的要求。例如：抢救处于休克状态的伤员，在低温环境条件下必须比在温度较高地区的动作要快。再如，海上救援，要求在寒冷的近极地水域的作业速度大大快于热带地区，除非水下作业服能够减少热量散失。



　　疾病的类型和疾病传染媒介的分布随地区而异。建议或需要进行的免疫种类，须视世界上具体地区的情况而定。此外，占领区内当地人口的数量、健康和卫生水准及其生活习性，能够对从事的防疫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军队进入阴沟外露，蚊虫滋生的热带地区，如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人员的健康从一开始就要受到这种环境的伤害。



　　其他勤务



　　这个总标题包括通常与经济地理有关的各种军事保障勤务。这里值得一提的有建筑、劳力和文化娱乐活动。



　　无论是建筑特点和条件，还是其后的建筑物维修，都明显地因地形和气候条件不同而异。气温极高或极低会对水泥或沥青的铺设带来不利影响。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水泥浆在使用之前要用加热管加热以防冻结。而在巴拿马，遇到的困难正好相反，那里的高温使铺设水泥凝固时间延长。同样道理，气候过于潮湿会影响地基的夯实和坑道作业的进度。又如，在巴拿马北部热带厚粘土地面上修建公路会遇到很大麻烦，因为重型施工机械很容易陷进潮湿松软的地里。能否得到石料、混凝土料和木材，对工程设计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格陵兰岛冰帽上构筑森楚里兵营时，就是依据进口建材并利用冰的保护和保暖作用设计的。过去，运输石料的距离通常一直不超过15英里左右。但是，实在需要则另当别论。



　　当地有无劳力，能不能利用，以及劳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可以明显地影响军事活动的效力和最终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除了随军带上一些劳动力外，否则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这种状况。一支外国军队会给当地带来文化的变革，引入一些新的政治观点，逐渐使经济膨胀，而且往往会打乱当地的生活方式。因此征召当地劳力会涉及民事关系中其他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下面予以论述。



　　谈到鼓舞士气，军事保障活动中没有什么方面能同文化娱乐设施所起的作用相比。由于无聊烦闷会削弱军队的士气，所以文化娱乐地理的运用应引起重视。它不仅包括对现有文化娱乐设施的鉴别和选定，而且包括富有想象力地鉴别可以改建为游泳场、球场、室外剧场或俱乐部的地点。短假外出(许可时间24小时)在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没有合适的去处，则应提供或临时准备一个。休整地域不过是变相的游览中心，因此，不难找到。不管怎样，这种富有远见的做法，最终是会得到报酬的，尽管这种报酬是些无形的东西。














	

 






	















	







	







	









 





	


	







	








	




	


第07章 民事




	







	

 



	


	


　　在任何一个居民区进行军事行动或者是在处理冲突的余殃中，参与的军队都要——通常十分直接地——同平民接触。在战争的逼迫下，这种交往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是极度紧张的。各种各样的接触，从影响政治控制的总体政策，具体到军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个人问题，无不深入现有的生活模式。有时，这些接触可能严重扰乱本来纯属日常的活动。而且，接触的范围可能相当大，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如同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期间那样。这种关系与军事地理学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情况下都应认真慎重地对待。



　　在军队和平民接触的各种类型中，有几种较为突出，即：人口管制、同平民交往、非战斗人员的保护，对军事组织的政治控制以及公众关系。这些事情，因为不论是接触的特点，还是发生问题的独特性质，都是基于或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当时形势的某些事实，所以将其归入地理范围加以论述。这里提到的事实可以采用地区的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加以阐述。



　　民事接触 凡处于下列四种基本情况中的一种，就有必要进行民事接触。这四种情况是(1)驻防状态；(2)和平过境；(3)军事占领；(4)作战。



　　一支部队驻守本国，周围是友好的居民，这是最常见的驻防状态。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程度，基本上可以从它对当地经济的需求及其可以施加于当地的政治或社会影响中反映出来。大量短假外出的军人和日常的营区训练活动会对商业和社会方面的问题造成冲击。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波士顿港附近的海防炮在准备进行实弹射击时，曾及时通知附近的居民打开窗户，以防冲击波震坏玻璃。使用弗吉尼亚州达尔格伦河下游靶场，就需要确保河上没有迷航的船只。近期以来军用机场引起的问题日益增多。据报导，过去有些机场曾搅得母鸡不生蛋，奶牛不产奶。今天，喷气机低空飞行的噪声及随之产生的震动，造成的问题更多，波及的范围更大，诸如损坏建筑物结构，破坏心理平衡，降低房地产的使用价值等 [ 注：E·F·范莱厄尔·里宾克海军少校：“社区规划和海军航空站”，刊登《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第18卷第5期541-547页，1955年5月。 ] 。一方面，重型军事装备损坏公共道路设施，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于找到进行演习的场地，而且演习造成的破坏代价日益成为军训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句话，军民关系是导致文化观念冲突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与共同敌人的冲突中，部队都可能驻扎在友好国家或盟国的一个指定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如果驻扎时间长的话，可能对本国经济的消耗过大。在异国一下子涌入大批陌生人能使当地人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概念发生变化。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在不损害受援国利益的情况下，成功地遂行军事行动。如果外来的部队明显地比较富有，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那么这种影响可能更大。1943-1944年发生在马努斯岛 [ 译者注：属巴布亚新几内亚 ] 的情况是造成这种影响最极端的例子。当时，那里是实物经济，后来被沿海居民制作纪念品的需求而搞乱了。因为这些人从捕鱼转为制作纪念品，故当地以物易物的贸易受到破坏，内地的居民也就蒙受缺乏蛋白之苦。类似的影响还使得新几内亚岛的“货物崇拜”宗教运动在战后有了发展，当地居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为他们准备的一艘满载各种货物的轮船将会到达，从此所有的人将过舒适的生活。如果一支军队能够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施加影响，那么这样做了以后对人的思想寄托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现在讲同上述前提不一样的情况，即部队可能处于一种征服的局面，需要对一敌对地区进行军事占领。近年来，军事占领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它逐步强调把被征服人民纳入一种太太平平的民族社会，以此为目标赢得和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保持安定的社会秩序，恢复民事组织和活动以及进一步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一过程需要把军政府、民事活动，甚至包括反暴乱组织在内的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人类的天性不时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这方面，在两部战后的小说和同名电影《给亚达诺镇的钟》和《八月月光茶馆》 [ 注：小维恩·斯奈德：《八月月光茶馆》(美国纽约G·P·普特南父子出版公司，1951年)和约翰·R·赫西：《给亚达诺镇的钟》(美国纽约艾尔弗里德·A·诺夫出版公司，1945年)。 ] 中有精彩的描写。关系处理得不当就可能使一个社会完全解体，就如同1942-1943年德国在苏联白俄罗斯遇到的情况那样 [ 注：威廉·A·伯克上校：“毫无士气的游击队——白俄罗斯游击队员”，刊登《军事评论》第41卷第9期64-71页，1961年9月。 ] 。那里的平民和获释的战俘逃进森林和沼泽地，以免再次成为战俘营的俘虏或被抓而服苦役。他们慢慢变成了土匪和游击队。



　　作战期间进行民事活动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尤其要接触的是敌方平民时，任务就更艰巨。这时首先要注意战术方面的问题，然而战术运用不当所造成的影响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谢尔曼将军在1864-1865年向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进军酿成的苦酒遗害了几代人。一般说来，作战方面的民事直接影响着民防，其中搞好福利事业和妥善处理难民尤为重要，而且可能出现非正规行动和暴乱。过去在战术上利用难民削弱敌人的机动性，鼓励平民狙击敌人，可以作为例证。不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分开，会使这类问题进一步恶化。



　　部队处理与周围平民的关系，其作用同处理与友方人民的关系，处理军政府(或民事)、民防、民事活动和反暴乱等问题同等重要。



　　与友方人民的关系 与友方人民的关系有这样几种风险：结盟关系可能转而紧张，间接施加政治压力进行报复，甚至军事预算受到不利影响。指挥官本人可能蒙受涉及个人的损失，包括由于进行非战斗行动而丢掉专业。这种关系往往会把要处理的问题简单化，不经过议会讨论或外交通信程序就执行任务，而同时又保持适当的道义上责任。这些问题使得驻冰岛、英国、意大利、韩国、巴拿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军事基地主管当局感到困扰不安 [ 注：肯尼思·萨姆斯就美国最近发生的事记述了这个问题：“何时会发生在罗马”，刊登《空军》杂志第38卷第3期50和53页，1955年3月。 ] 。话说得可能过于简单化一点，也许可以把这些问题同文化观念冲突(包括精神、价值、目标)、通信效率方面的困难(既有语言上、也有哲学上的)以及对现用物资和服务设施需求上的矛盾等方面联系起来看，因此，也许这么说是自相矛盾，军事指挥官们发现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能导致战略上失败的哲学对抗。



　　经济影响 这一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导致军用和民用经济部门竞相争夺有限的货物和服务设施。军队介入一地区会促使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公共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会趋于紧张，对维修的需求加速增长。1955-1961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次茅斯修建皮斯空军基地时，就使该地人口增加约2000人，住户数增加30%，借贷和抵押增加50%。人口的激增给公共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有32%在校儿童的就业父母是在空军基地工作，新建的空军基地要消耗该市供水量的20%。 [ 注：路易·C·佩尔蒂尔：“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刊登《密苏里河流域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第8届年会会报》第31-37页，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61年9月。 ]



　　造成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是另一个严重问题。对文化娱乐设施和奢侈品的需求会不均衡地增长。警察占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男性对女性、年青人对老年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一个“新兴城市”的这些特点，加之军事设施的建立，往往给农村增添一种繁荣兴旺的气氛。



　　在任何地区考察军民之间的竞争，都要涉及对当地资源存量、社会和经济弹性以及因军队进驻造成经济影响后有多大承受能力的估计。军队不仅要进驻一些地方，也要撤离。有时他们走后留下的是一处破败混乱的社区，有时则是一座被遗弃的乡镇。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作为军需工业中心曾盛极一时，1940年至1942年间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人数从1500人增至45000人。到1947年就业人员则减少到5000人左右。1961年，美国纽约州陆木市在陆木空军物资署撤销后，估计就业人数下降了19%，实际购买力下降22%，教堂收入下降18%。由此造成了不知有多大规模的经济上的连锁反应，其中仅多余的公共设施和住房就价值8300万美元。



　　社会和政治影响 部队的进驻，给社会和政治方面能造成同样的严重后果。军民之间在社会结构和政治观念上的任何差异都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实质性的分歧能造成社会动荡，难以收拾。社会道德标准会被破坏，政治平衡会被打乱。一个多世纪的事实表明：一种普遍的趋势似乎是继外国军队的占领而来的是一场社会或政治的大动荡。1945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希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都出现过这种事态，继占领而来的是革命，最后又恢复到占领前的政治地位。十九世纪拿破仑征服后的欧洲的形势跟上述混乱岁月的形势相比，可谓难分伯仲。



　　由于存在着这些潜在的和深远的变革影响，己方军队必须注意把其存在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军政府



　　在占领区管理军政府仅在本世纪才被认为是一项特殊的军事任务。从总体上看，军政府的职权范围扩及政府的所有职能，就这点来说，在它有效处理国家、省和市政事务的所有范围内大致都存在着地理方面的问题。然而，因为民政机构通常要介入近期发生战事的现场，所以福利和经济恢复，自然环境改造和维修，卫生、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的政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应予重视。



　　军政府地理学，看来大体上是研究政府结构，同时分析这些结构如何因地而异以及不同的人对其政府的期望。有些人要求政府照顾；有些人积极参加政府的工作；有些人只是从税收和国家警察的方面看待政府，还有一些人跟任何政府都不太相干。民事地理学中有一部分是着重研究个人同其政府的关系怎样和如何因地而异。间接的研究内容包括地区之间在公民的互相责任感方面的差异。在这些方面，从中东一些国家的政府结构可以看出，它们受到了历史渊源的影响，也受到了曾过问其政府组成和功能的一些外部势力的影响。尽管塞浦路斯、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 投笔从戎注：指当时纳塞尔领导下短暂合并的埃及和叙利亚。 ] 彼此相距很近，然而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上述这些有点难以捉摸的问题外，军政府地理学还同资源盘存以及估计组织体制和机构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有关。通过此类问题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预先提出尚有那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些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这种处理民事问题的方法，着重探索军政府的结构和哲学思想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有益的改革，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民防



　　民防的中心任务是在敌进攻时和进攻之后的一段时期，处理好军民关系。同民事情况一样，民防要考虑的地理问题涉及对形势估计、资源盘存、特殊需要预测以及行动日程安排。为方便起见，可把民防分为制定战略计划、进攻之前的行动、回击和进攻后活动四个阶段加以论述。



　　进攻前行动 制定战略计划，作为敌进攻前最先采取的一项行动，其内容包括：物资储备、工业疏散、建筑物的加固和保护以及远在敌进攻前从可能的受攻击的目标区后送居民。民防战略计划中要考虑的地理问题有：可用资源准备、遭敌攻击爆燃情况分析、传染病威胁程度估计、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效能评估，以及加固地或疏散地的识别。此外，还涉及“瞄准区原则”，该原则确定一定数量或当量的武器可能造成的破坏地区。如果靠近一个更为重要的潜在目标，则需确定一个补充的易受攻击性的原则，根据上述这些原则，就有可能建立起目标地理学，用以协助评估易受攻击性以及有计划地疏散人员和物资，从而减少损失。 [ 注：R·E·莱普：“原子弹爆炸——对美国城市的影响”，刊登《原子能科学家公报》第4期48-54页，1948年2月。 ]



　　因此，目标地理学有助于减少城市地区遭到攻击时的损失。城市地区易受攻击的弱点可以通过增加攻击可能面临的危险，缩小目标的重要性和更有效地对目标本身进行防护等措施加以弥补。这样，在防御力量加强的情况下，采取疏散或更换目标的办法，使其没有什么攻击的价值，或者是采取构筑能抵抗攻击的地下目标工事——如瑞典的海军设施——的办法，来减少城市遭到攻击的机会和损失。瑞典通过凿通岩石，开辟地下隧道，建起数以百计的地下设施。这些地下掩蔽部是用来设置军事设施、船坞、医院、工厂、发电厂和大批居民住宅的。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雷蒙德撰写的文章。 [ 注：G·A·雷蒙德海军少校：“瑞典的工事构筑”，刊登《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第1223-1225页，1954年11月。 ]



　　其他的进攻前行动还包括掩蔽部的定位，建立警戒、救援和损害控制系统以及在敌行将发起进攻前制定战术撤离计划。这后一项行动又包括撤离路线和接收难民场所的选定。在这些行动中要考虑的地理问题主要是计划的拟定，特别要注意掩蔽部或物资储备地以及运动路线分布，以便它们能提供最佳的通达性，并把受敌攻击的可能性减到最小程度。



　　进攻和恢复 民防中进攻状态地理学是一种微观地理学，主要研究在一个市区范围内诸如掩蔽部、消防站、前线急救站和通信中心等要点的分布。除了建立这种安全设施网外，还必须配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路线。这样，在一条或多条通向安全地带的路线被封锁或阻塞时，备用路线将发挥重要作用。民防中的进攻性活动主要是构筑掩蔽部、救援和后送居民、损坏控制和通信联络。



　　进攻后活动 民防中进攻后活动包括：毁坏情况估计、恢复和重建、保健和福利以及补给。这些活动的开展取决于资源的留存情况及对存有可用资源的地点和把可用资源运至目的地的运输路线或系统的鉴别。



　　民事活动



　　把“民事活动”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提出并且列为军队的一项正式任务，似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但是，民事活动作为一种军事豪侠行为和纳入战争终极目的的一项行动，则可以追溯到有历史记载的早期世纪。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的好处以及需要减少会使战争延长的恐惧和压力，长期以来是众所公认的。罗马为解决与迦太基矛盾采用反复交战 [ 译者注：指三次布匿战争 ] 的破坏性方式早已为更有利的解决方式所取代。民事活动或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解决布匿战争问题的方式。



　　民事活动主要指由军队为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从事的各种非军事活动。1950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进行的此类活动，颇能说明它的作用。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开展民事活动的计划最早是1956年由巴拉迪耶尔将军发起的。据里格上校记载，巴拉迪耶尔将军曾建议利用法国军队去组织村社，提供各种服务，改善生活条件，最终目的是改善土兵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提高军队的士气，并在全国的各个基层树立起军队的威望。随后，法国军队便抽人去建校办学，修建桥梁和灌溉设施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等。 [ 注：罗伯特·B·里格上校：《微光初露的战争》，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8期28-32页，1960年11月。 ]



　　把阿尔及利亚民事活动的方法与菲律宾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应怎样改变民事活动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当时特别需要加强司法系统，该任务已胜利完成。菲律宾军队还积极参与了土地改革、经济开发、卫生保健和交通运输等项工作。 [ 注：B·T·巴肖尔上尉：“有限战争的双重战略”，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2期46-62页，1960年5月。 ]



　　军队民事活动的概念同开展社会经济战，即从事一项援助计划方方面面的工作是一致的。其广泛的活动范围包括：修建道路和铁路系统，训练并提供教师，建立学校，从事或资助工农业项目研究，稳定货币并促进信贷，建设公用系统和水坝，改善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并开展保健服务，改进通信设备以及加强司法系统等等。事实上，对上述各项活动似乎没有真正的或必然的内在限制，也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一系列的民事活动演变成一种完完全全的军事家长式统治结构的手段。如果军队把从事这种活动变成专业，那么从地理角度估计形势和判断战略情报，将需要更多地注意社会和经济部门。



　　反暴乱



　　上面所论述的涉及军事问题的一般地区的地理应用总原则也适用于反暴乱问题。而且，利害冲突的地理分析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也适用。反暴乱问题的部分内容是预测暴乱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并估计反暴乱活动的未来需要。地理评估方法有助于估计暴乱最可能采用的形式和在特定地点发起叛乱可能具有的有利条件。



　　暴乱活动大体可分三类：宫廷政变，游击队活动和地下秘密活动。宫廷政变的特点是采用政变或其他短暂的行动突然接管政府，其波及范围主要局限于首都地区。当一国的边远地区在国家事务中仅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而首都或一个小集团却执掌国家大权时，最可能出现这种情况。1963年有7个国家，即伊拉克、叙利亚、厄瓜多尔、刚果(布)、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南越在暴力情况下政府更迭，这些似可看作是宫廷政变。



　　地下秘密活动有着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暴乱力量，其中有些人看起来是恪守本份的公民，实际上是些两面派。地下活动人员从事宣传、破坏、间谍和暗杀活动，并与有组织的军队和政府配合行动。一些著名的地下组织，如德国的第五纵队、共产国际、法国的地下军(阿尔及利亚的秘密陆军组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德地下组织等，曾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何种暴乱活动最有可能发生并能坚持下来，部分决定于一地区的地理特点。宫廷政变容易发生在人口密度最小、运输系统最糟、识字率最低、经济和社会内聚力最差的那些国家。它们通常在不发达的农业国的政治动乱中发生。



　　游击队活动属于暴乱活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它大多发生在中等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100-250人)和经济发展有限(全国人口中，城市人口占25%，约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林业、狩猎和捕鱼)的地区。这类地区因有足够的居民去供应和支援游击队，又有游击队借以隐藏的空旷崎岖的地形，故有利于进行这种特殊的非正规战争。过去，游击队利用的地形通常最不利于重型、机械化或先进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进行活动，也最不利于飞机的调动和监视。因此，森林、沼泽、山地通常是游击部队的藏身处。在能见度有限，越野机动条件差，运输和通信设备落后的地区，现代化军队对游击队所拥有的优势受到削弱 [ 注：拉马尔·麦克法登·普罗泽少校：“印度支那血的教训”，刊登《陆军战斗部队杂志》第5卷第11期22-30页，1955年6月。C·H·A·伊斯特少校：“游击战”，刊登《军事评论》第37卷第6期95-101页，1957年9月。 ] 。



　　地下秘密组织趋向于在十分密集的居民区活动，这样就使暴乱部队不能分开施展其隐蔽和规避手法。地下秘密活动是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便利、经济组织健全的现代化工商业中心进行的叛乱活动。














	

 






	















	







	







	









 





	


	







	








	




	


第08章 现代技术的影响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离开特定的时间范围。这门学科中的某些抽象概念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不失其价值，但是大部分是从整体环境条件，当时的技术能力和应予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体现其现实意义的。既然这样，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就要基于现实的技术能力，并随其变化而变化。



　　大部分技术改进的目标都包含着要消除地理障碍和地理制约。从通信技术方面的进步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地理因素是如何跟着发生变化的，只要信使仍然是骑马传递信息，则通信联络中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接替马匹，有没有合理间隔的驿站和有没有易行和安全的驿道。今天，地理因素影响简报文电传送的方式已完全不同了，传送距离由于有了无线电和无线电中继站而大为缩短。更快的速度使马匹和驿道成为过时的东西，然而却为窃听提供了方便。



　　然而，继通信技术的进步而来的必然是收、发双方都拥有先进的设备并掌握操作和维修这些设备所需的专门技术。因此，技术进步不仅仅表现在新项目上，而且意味着有关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普遍提高。因为这种技术的优势表现在缩短距离上，所以也就由新的障碍性地理因素代替了旧的障碍性地理因素。太阳黑子和电暴能干扰无线电的传输，以前从未听说的一些影响因素，如干涉、越程、电离层干扰和人为干扰等，现在都一一出台了。中继站用以取代马匹和骑手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但代之而起的是需要估计无线电路和无线电台的通达性，估计通信量，合理地制定播发时间表以及配置专用的识别频率和波长范围。



　　技术进步改变了军事上对地区、地点或环境评价的基础。它大大增加了对地区分析起重要作用的地理因素的数量。技术进步意味着军事活动日益复杂化，并对速度、数量和距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评价军事上重要的地理因素不再象过去那样完全囿于地形、海况和天候。



　　关于怎样判断多年来军事地理学方面的变化程度，以下七顶发明或重大改进有助于说明一定的问题：



　　1．无线电通信和有线电通信。



　　2．内燃机和蒸汽机。



　　3．汽车和轮船。



　　4．飞机。



　　5．传感器和火控系统。



　　6．遥测和制导系统。



　　7．高爆(烈性)炸药和核武器。



　　上述这些技术进展表明：利用它们，特别是在与它们的许多分支及细类一道来观察问题时，对重新确定军事地理学中的一些因素的意义是非常有效的。



　　机动性和通达性



　　陆地运动 军事技术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高速车辆和其他陆上交通手段取得的进展(见图6：战斗性能诸元中某些变化趋向示意图)。它们大大减少了部队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并且扩大了活动半径。大约间隔一个世纪之久的两起事件反映了与陆地运动有关的这一变化。






图6 战斗性能诸元中某些变化趋向示意图



　　1813年8月26日，拿破仑命令其部队急速向德累斯顿运动，整个部队越野行军，72小时走了90英里路程。这次行动的平均速度是每天30英里或每小时1.2英里。一个世纪以后，1918年6月2日美国远征军在法国蒙特勒伊附近参加埃纳防御战时，曾派出一支由卡车组成的辎重队到45英里外的后方基地装运弹药。卡车来回共用了13小时，行程90英里，平均每小时6.9英里。



　　此后，军队运动能力不断提高的势头有增无减。1944年在德军发动的突围之役中，美国第3集团军对德国进攻迅速作出反应，以一天行程140英里(途中每小时13.8英里)的速度奔赴作战现场。从技术观点看，如果不跟整个部队运动的巨大规模相比，这些速度不足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运动速度的不断提高主要是用来说明军队的组织能力和利用技术成果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趋势 [ 注：保罗·丁·米勒少校：“步兵徒步的机动性”，刊登《军事评论》第39卷第8期58-64页，1949年11月。查尔斯·K·尼科尔斯上尉：“核战争条件下的后勤机动”，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6期11-21页。1960年9月。 ] 。这类例子与现代速度两相对照足以论证如下问题：陆上机动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基于卓有成效的军队组织和指挥。



　　地面车辆机动性提高的一个方面是让改进后的车辆能最有效地在铺装路面，尤其是道路和铁路上行驶。日益先进的设计反过来又提高了道路网和道路建设的重要性。



　　由于上述各种趋势发展的结果，道路运动和越野运动的速度差已增大，地图在表示各地行车需用时间方面的作用已缩小。技术现代化的结果是以增加维修与支援费用和丧失战术灵活性为代价来换取速度和载货量的。



　　水上运动 水上运输工具经过改进取得的效果同陆上运输工具十分相似。速度、容量、巡航半径和武器射程都以惊人的速度改进了，不过是在忽视吃水深度和转弯半径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进步自行减少了作战必需的前进补给基地的数目，因此加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往日对布点很密的供煤站和干船坞设施的依赖也随着巡航半径的扩大而减少了。



　　这些技术上的进展还意味着许多港湾和锚地由于水浅无法再继续使用。因此，美国大西洋沿岸的许多海湾或滨海城镇已不再履行其海港的职能。这样，内河、沿海和其他浅水或受限水域的侦察和巡逻就必须使用专门的船只。在地面作战的装备日益复杂化和重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货船的吃水深度也趋向于不断加大。这一技术发展意味着为有效地实施舰至岸登陆作战也需要专门设计的舰船，过去不必区分水文条件，现在在对港湾、锚地、沿海地带和登陆滩头进行地理分析和评价时，则必须区分水文条件。



　　空中机动 飞机总的发展趋向也是以加大油耗、限制飞行仰角、减低滞空能力和缩小起、落场地的选择范围为代价换取速度、活动半径、火力和载重量的提高的。



　　现在似乎趋向于建立间隔距离更大的相互支援的基地。在大约60年的时间里，有人驾驶飞机的时速已达2000英里以上，而无人操纵的惯性制导飞行器(导弹)的性能还要好得多。由于时速为2000英里，而且仅有几分钟的在空中标定方位的时间，故这些飞行器只能针对发射(或起飞)机场有效距离内的目标。从地理角度看，这类高速飞机能迅速到达目标区上空位置，但要停在那儿或者着陆就成了难题。而且，现在从一个着陆地到附近的一个地点所需的时间，同飞越一个洲所需的时间一样长。



　　上述的技术进步已赋予通达性以新的含义。技术成果还在不断涌现，我们正处于实现更大技术突破的起跑线上，如目前就正致力于完善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起降飞机。当前，直升机和“丛林”式飞机的研制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些技术的应用情况。



　　这类众所公认的飞机，尽管在速度、承载能力、飞行成本和运用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们能够飞抵高速喷气机无法起降的地点。



　　近来在技术发展项目中又增加了导弹和卫星两项。它们的地理含义目前尚难明确，但这些装备所使用的基地似会更少，基地间的距离似会更大，并且地面的天候条件会影响基地位置选择。



　　总之，技术进步对军事机动的实际影响在于它改善了运输系统在不断缩小的地表面的一角的作战效能。车辆、飞机和船舶设计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朝着日益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其结果是运输设备中的这种或那种设备可能受阻的地区增加了，而便于现代化运输设备进入的地区却减少了。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合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山区作战时，用的是兽力运输工具 [ 注：中国人在北朝鲜作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俄国人在俄罗斯南部地区以及古巴卡斯特罗的部队都采用了兽力驮运的方式。 ] 。然而到1950年，西方许多国家军队中已不再采用这种做法，而在朝鲜的山地作战中则相应地依靠装备有“A”型背架的人。所以，在军事行动中区别机动性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运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武器



　　单兵武器 同运动速度的提高相适应，武器性能的改进速度也是惊人的。第一个趋向是降低了对武器技术熟练程度的要求，其次是以密集射击取代瞄准射击。这两种趋向表明，为了充分发扬火力所需进行的训练少了，但军纪则更严明。



　　现以英国为例来说明这些变化的趋向。大约在十七世纪，英国使用弓箭，有效射程200多码，后来使用火绳钩枪和滑膛枪，有效射程仅为50至100码。十八世纪末线膛枪的发展使射程和命中精度都有了提高。十九世纪期间，单兵武器的射程逐渐增加。据报道，约翰·布郎曾于1858年使用滑膛枪在400至500码的距离上设伏。在堪萨斯的“边界战争”中，一支100人的先遣小分队遭到4支步枪外加4个装填手的袭击，伤亡20% [ 注：H·J·布兰克：《火炮百年史》，英国(伦敦)约翰·布兰克父子出版公司，1909年。H·C·B·罗杰斯上校：《英国士兵的武器》，英国(伦敦)西利服务与出版公司，1960年。 ] 。十九世纪末，步兵的步枪的有效射程已接近或超过用肉眼瞄准小目标的最远距离。



　　越来越多地采用密集射击促使射速相应提高。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使用的滑膛枪的射速每分钟可达2、3发子弹。人员密集和排枪射击可以收到密集射击的效果。密集战术一直使用到精密自动武器和轻型火炮的出现，此后就不一定也没有必要实施密集战术了。 [ 注：费迪南德·奥托·米克斯切：“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刊登《军事评论》第39卷第2期3-8页，1959年5月。 ]



　　今天，以单兵机枪为例，苏联的杰格加寥夫12.7型轻机枪，据称射速已达每分钟575发，射程在2000码以上。



　　火炮 火炮的演变沿袭了单兵武器的模式。加农炮取代了投石器和弩炮，尽管这些机械装置在当时更加准确。长期以来的总趋势是以准确性为代价不断增大射程和射速。历史上有些例子反映了这种漫长的发展历程。1776年，英国有了前装炮，发射2磅重的膛线炮弹，射程可达1300码，横向偏差仅有2英尺。1854年，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人卡瓦利少校有了一门后膛炮，发射30磅重的膛线炮弹，射程逾5000码，横向偏差不足16英尺 [ 注：莫顿·博登：“恩格斯论膛线炮”，刊登《军事杂志》第21期第2部分75-77页，1957年夏季。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德国用“贝尔塔巨炮” [ 译者注：德国为炮击巴黎而特制的四门远射程巨炮。口径381毫米，射程约122公里。克虏伯公司生产，以该公司总经理的夫人名字命名。 ] 炮击巴黎，距离约37000码，但准确度不高。今天，同炮弹差不多大小的火箭，其最大射程可达1500英里。较大型的洲际导弹的射程已超过5000英里。



　　炮弹射速和爆炸半径的增大，增强了炮兵的火力。半径变化的总情况是，最先是十五世纪投掷直径为几英寸的石块，到十九世纪拿破仑战争的榴霰弹片，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爆炸，作用半径达到了数英里。从地理角度看，这些技术上的进展使得潜在的目标不得不广为疏开，并促使“扩大的战场”的形成。



　　目标捕捉和投射 已经扩大的活动范围由于目标捕捉系统和装置的改进又进一步扩大。不断改进的传感器和测高仪的工艺水平也有重大进展。一般说来，这些仪器设备的性能并不稳定，而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功能更好一些。树冠、大气中的湿气、电暴或电磁暴共同形成了一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不可想象的传感效应地理学。



　　投射系统在某些方面有了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依然如故。一方面，作为向敌人实施人工投射的运载工具，坦克和飞机取代了马匹、骆驼和大象，爆炸装药取代了弓弩的机械力，同时炸药的威力也日益增大。另一方面，投放爆破包或爆破筒并不比吊装攻城用炸药包高明多少，而扔手榴弹或许同古人猛掷石块并无二致。



　　在技术不断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射程、射速、作用半径、投射方式和传感装置等因素共同形成了改进的武器系统。这些系统通常是折衷的产物。在取得实际的战斗效能方面，装甲车部分地为速度所抵销，武器装备部分地为机动性所抵销。



　　作为这样一种折衷的结果，每种武器系统似均有其独特的作战性能地理学。在一些地区，自然现象阻碍武器系统的顺利运用；在另一些地区，季节性因素可能在一年部分时间内影响其效能；而在有些地区，则不能指望它比其他较陈旧的或不够先进的武器系统拥有任何真正的优势。先进技术的优越性因环境而异，有时差别是很明显的。



　　通信和控制



　　通信 同所有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相比，通信方面取得的技术进展归根结蒂似会对战略和战术的改变有着最大的影响，通信速度的提高和可靠性的加强意味着能有效地指挥较大规模的部队并能在较大范围内保障指挥和支援战役的实施。



　　通信的速度和距离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后迅速得到提高。而在此之前，则由信使负责传送，当时的传送系统主要依靠建筑、维修和保护道路及操纵传送站来提高效率。十八世纪末叶西欧建起了供传送信号用的信号塔中转系统，那时通信才算真正有了改进。随着有线电报系统和尔后的电话的发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无线电传送系统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最初的优点是不受固定的有线台站的束缚。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射机的功率才在传输距离和速度上超过有线电中继站。近来研制成功的卫星中继系统为在世界范围进行瞬间通信提供了可能。现在展望卫星通信的未来发展似乎很可能是改进通信的可靠性，增加能够调度利用的通信量，改进信息传输的使用方法和组织有效的指挥。



　　指挥和控制 改进通信技术对不断扩大军事组织和战场规模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今天任何人还试图象拿破仑那样，站在一座山头上进行作战指挥，是毫无意义的，战斗情报中心已取代了纳尔逊勋爵的小望远镜。集团军、舰队和作战的规模已逐渐超出个人所能掌握和控制的范围。大的司令部只能通过通信中心去行使指挥权。



　　军事组织规模的变化和军队指挥能力的逐步提高，通过在大的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1631年的布来登菲尔德战役，双方参战人数约77000人；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会战(三帝之战)，参战人数约151000人；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参战人数约463000人；1905年的沈阳会战，参战人数约601000人；而到1945年的鲁尔战役，参战人数约800000人。



　　攻方投入兵力的战区范围长期来也有扩大的趋势。进攻的战线长度说明了交战范围的不断扩大。1066年的哈斯丁斯战役，正面为800码；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正面为0.7英里；1631年的布来登菲尔德战役，正面为2英里；1704年的布伦海姆战役，正面为5.5英里；1942年的阿拉曼之战，正面为40英里；而在诺曼底登陆战役，正面延伸80英里。因此，战场范围，实际上是作战范围，看来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或许可能是技术进步带来战场面积和参战兵力的增长。



　　后勤系统



　　后勤系统技术上的改进是从标志着民用工业进步的改革开始的，在这一方面显然需要对地理条件进行重新评价。这些发展情况可以用“趋势”一词来表达，在美国直到今天似乎仍方兴未艾。在这些现代的技术革新措施中，首要的趋势是动力代替劳力，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第二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业组织的发展变化，包括生产集中、工厂专业化、纵向联合和产品标准化。特别重要的是工业组织一般要与提高管理效益挂钩。这里提到的管理通常包括提高生产速度(含自动化)以及改进质量检查制度、会计核算、业务管理、包装和交货等方面的工作。



　　由于同上述有关的各种原因，工业部门要以快速而周密的计划推进小型、轻型、优选定型的产品生产，接着是向顾客运货，包括一个利用卡车和飞机的现货交付系统，尽量不采用让顾客向各个分散仓库提货的方式。



　　这样，技术上的变革便对后勤地理学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得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工业布局和工业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要更加注意标准产品的替代来源，更要特别注意交通运输。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目前的注意力从过去同军事地理学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课题，如补给仓库的分布和铁路地理等转移开。



　　总的趋势



　　战斗性能 以先进技术作后盾的战争，从广义上来说，是朝着提高运动速度和提高运动路线选择能力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优选的方向上，沿着优选的路线运动或者优选的时间采取行动，那么反应速度、运动半径和运动速度等都会迅速提高。而在其他不太理想的条件下运动或行动，则可能收效甚微。



　　提高运动的速度和扩大运动的半径将会提高侦察和袭击能力。但是这种倾向未必意味着具有持续的作战能力。因此可以在远离机场的地方发起空袭，而且在不实施登陆的情况下对荒凉的海滨进行炮击。



　　现在，战斗范围已远远超出步兵武器的射程，从容易遭到陆基和舰基炮兵攻击或空中轰炸的情况看，事实上已不存在什么后方地域，甚至也不存在所谓大后方了。这种易遭攻击的弱点，加上破坏半径扩大(单门或多门火炮炮击都如此)便产生既要进行战略疏开又要在战术上疏开配置兵力的趋向。这样的疏开配置的趋向和机动性不断提高相结合，就导致战场面积或战役行动范围的迅速扩大。



　　炮兵攻击火力向后方延伸，对民防的需要增大，以及短期或长期的动员水准的提高共同导致平民和军人之间差别日益缩小。平民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多地卷入战争。



　　地理要素的意义 技术引起的各种问题有待地理学作出回答，同样的地理观察结果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海湾，一度是海盗的藏身之地，现在对于吃水深的海军舰只已用处不大。广袤荒芜的沙漠，曾是流窜匪帮的隐蔽所，现在已很难避开飞机的侦察。对摩托化部队和空军部队来说，铁路枢纽和编组场可能不大重要，但空降地域、机场和铺装公路对它们却极为重要。技术进步推动民用部门紧密地同部队联系。这种联系促使军方人员更加关心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现代技术扩大和重新确定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重点，进一步密切了地理同军事之间的关系。



　　由于技术对作战实施起关键作用的要素的影响，决定某些地点被选定为目标的因素通常要随着改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约克敦进行的两次战斗(1781年和1861年)是出于两种显然不同的原因。在第一次约克敦围城战中 [ 译者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 ，英国的康沃奥利斯将军选择了一块靠水的高地，因为建在那儿的防御工事能保持部队互相支援，或可由其海上船队接应。在第二次约克敦之战 [ 译者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 中，约克敦处于门罗堡和威廉斯堡之间通道的要冲，通道并未被河谷拦腰切断。双方交战时，南部同盟军重新占领了北部联邦军的土木工事，但把它们改成相反的方向。威胁和虏掠不再被看作是体面的军事目标。居民点只能是一项义务，运输设施只能是一种历史遗物。地形可能不能提供想象的或期望的保护作用。预期的优势可能会因对方使用一种独特适用的武器而丧失。



　　障碍物和威慑力量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对付骑兵的尖桩用来对付坦克就无济于事；防坦克的障碍物——龙牙——显然对飞机没有什么作用，而使飞机无法起飞的暴风，对步兵行进的影响则不大。这些例子反映出在军事科学中绝对的东西是不多见的，判释地理要素亦很少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不管发明的成果怎么样，目前作为障碍物存在的一些地方将永远是障碍物。今天要提出迦太基、尼尼微、吴哥窟或奇琴伊察很可能成为重要军事目标的论据，肯定是困难的。



　　新的技术进展要求更重视内地和后方地域，并在军事科学中更广泛地考虑民事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新的研究方向上，已经把人文地理学的大部分内容纳入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并要求人文地理学家更重视军事地理学的发展。



　　战争的规模影响着军事地理学所要提出研究的各类问题。从暴乱到核浩劫的一系列问题均应精心研究，并应寻求在每一种可能条件下利用地理学科的最好方法。那时人们也许可以祈祷这些可怕的事情一件也不要发生。














	

 






	















	







	







	









 





	


	







	








	




	


第09章 军事地区——普通类型




	







	

 



	


	


　　军事活动同任一领域内各种指导性活动一样，由于多种多样的理由，必须划分成易于管理的大小部门，其中包括地区单元。地区性的组织便于向下分派任务、明确职责和处理行政事务。因此，为了区别各地之间军事需求和作战方面的不同情况，我们把世界按片分成了军事行政区、制定计划区和战术区。



　　进行军事地域的区分，首先要把后方地带和战区分开。这种划分看来就是要划清后勤保障的物资来源区和军队战斗任务区之间的界限。接着是把战区分成通后方的战区后勤地带和前方战斗地带。战区后勤地带又可以按照从后方到前线的顺序，进一步分成基地区、中间区和前线区。同样，战斗地带可以分成勤务地域和作战地域，然后，每个下属战斗部队可以如法炮制。除了基本的地幅结构外，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特区司令部。



　　为了简单而明确地运用这种区分方法，可以转向海上。为着后勤保障工作的方便，洋区可以参照陆地的做法分区划片。在几支海军舰队活动的洋区可以组织一级司令部，然后指定一支舰队负责一片特定的水域。此外，已经把沿海地区分成类似地区司令部的海疆防区。在后方地带，军事行政事务同海军军区一致，后者在许多方面相当于军的防御地域。



　　战术区 世界上的一些区域可以根据其重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粗线条地区分为进行军事活动难易程度不同，战术运用选择余地不同和军事装备适用性不同的地区。本书图7(欧洲军事地理形势图)显示了各战术区的分类情况。我们还可以把运动和机动性受制程度不同的地区加以区分，例如在巴布亚或芬兰，运动要受到其地形的限制，而乌克兰或满洲里地区就不构成明显的运动障碍。通过陆地、水上和空中的实战，可以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图7 欧洲军事地理形势图



　　陆军指挥官懂得，在开阔的草原或平原作战同在森林覆盖、沟沟坎坎的山地作战所采用的战术是不同的。这里，可以援用德国的冯·森格尔·埃特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俄罗斯以及后来在意大利采用的不同战术，来说明不同的环境条件对战术的采用有着不同的制约。



　　海军活动要区分公海和受限水域。他们特别注意识别浮冰区、起雾区和风暴频繁区。在浓雾和风暴情况下，有关航行、驻泊、指挥以及防御各种攻击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使北大西洋成为研究制定护航作业原则的典型地区。



　　飞行员们在执行着陆、空投或攻击地面目标任务时，发现在山区和风暴肆虐地区的危险性要远远大于风和日丽的平坦地区。随着高性能飞机的采用，山区和恶劣天气所造成的危险就更加严重。本世纪50年代在朝鲜山区发生的险情可以作为例证。



　　对地区进行的这种简单的区分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一种环境下非常适用的装备，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很不合用。某些直属专业部队在不适当的地点运用，可能不起作用，甚至毫无用处。因此，承认战术区事实上确实存在，区域的概念就有了丰富的内涵，包括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要求、补给原则、部队合理的组织结构以及特种和专业训练的需要等。区域的含义实际上是很广的，因为各个区域在消耗率、免疫要求、防护服或伪装样式等后勤需求方面是不同的。在军用建筑、资源的获取利用，当地劳力的技术水平和人员数量以及现地可加利用的建筑物等方面，工作量和工作要求也是不同的。其他诸多方面，如能见度的好坏，有无现存隐蔽地，拟用道路走向是否理想，各条路线能否花最小的代价就能组织恢复运行等也都存在着差别。在划分、确定军事地区时，这样的因素也是相当多的。如果需要划得细一点，则确定补给品的储备和分配、军事建筑、战术和民政事务等特种军区是有用的。为便于当前的研究，这里所陈述的是几种普通的环境类型。它们可以说明军事地区这个概念，但必须强调，为了搞得细致准确，一个针对特殊需要的地区很可能是有用的。



　　世界上的陆地可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40%的面积是寒冷地区，33%是沙漠及有关地区，21%是湿热地区，6%是温带地区。一般来说，这些地区是极地作战、沙漠作战、热带作战和常规作战的活动范围。在每种地区范围内，有山脉和海岸的存在就可能进行特种山地战和两栖作战。根据任何地区特有的条件也可能进行空战和空降活动。在寒冷地区或湿热地区，由于森林的存在，可能需要采用特殊的或加以修正的作战样式。同样，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对作战造成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其结果是形成数个小而又各具特色的交战区。



　　常规作战



　　现代作战原则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根据在普通环境条件下进行作战的经验制定的。多数军事历史著作似都记述常规作战的战例。鉴于这方面的经验和著作占有压倒的优势，故应强调指出：会发生常规作战的地方仅是世界上很小、很特殊的一部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进行常规作战，技术、战术和组织结构可能需要作不同的调整。



　　环境特征



　　如上所述，符合常规作战特点的地区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六分之一左右。在这些土地上分布着温带居民区、农场区、牧区和落叶林区。地形大部是起伏的草原、丘陵和低山，从地文学上说，每平方英里范围内高差为80-600英尺，平均坡度为3°-12°，每英里约有3条排水沟渠。气候特点适中，称之为温和是很正确的。月平均气温通常为华氏32°-74°，月平均降水量3-5英寸，平均云量4/10-5/10。



　　军事特性



　　这类地区最普遍报导的具有军事意义的环境特征是：雨、泥和雪。由于它们妨碍运动和影响能见度，故在报导时通常把它们与战术机动、火力控制和士气联系在一起。这种天候条件对军事行动造成影响常见之于不同时代历史报告中的脚注。举例说，据报道华盛顿在受命修建和保卫内塞希蒂要塞之前，该要塞地区连着下了几天雨，结果堑壕变成了泥沼，木制胸墙倒塌。守卫的士兵一个个成了落汤鸡 [ 注：K·W·莫里斯-琼斯上校：“莫农加希拉河上的灾难”，刊登《陆军季刊》第 70卷第2期242-252页，1955年7月。 ] 。



　　道格拉斯·海格元帅在关于1918年3月21日至4月6日的索姆河防御战的报告中，记述了德军在浓雾掩护下大举突破，迫使英军撤退的经过。正如他所描写的那样，浓雾遮天蔽日，炮兵和机枪手根本看不见警戒部队发出的目视信号，致使敌军可能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前进到足以伸手剪断铁丝网的地步 [ 注：“1917年-1919年：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见前引杂志。 ] 。大约过了30年之后，就在离索姆河不远处，德军在突围之役中，派出的一支装甲部队在向阿登高地实施突破时，曾严重地受到泥泞地的阻滞。



　　其他带有一定特色的地区也值得一提，因为这些地区产生过一些由来已久的作战指导原则。这些地区人口较为稠密，居民有一定的劳动技能，有着先进的社会组织和乡镇，拥有铺装道路和经过开垦的丘陵或起伏地。可以想象，诸如战线机动或从山顶实施指挥等指导原则是在这类地区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地区征集粮秣，就地获取给养和雇佣民工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对世界上某些个别地区，如拥有密集道路网的地区，人们要认真考虑实施快速的自动车辆的运动，单行道的交通运行方式和大量运用车载补给系统的可能性。的确，人们可以问：德国的闪击战和坦克战会在别的地方发展起来吗？



　　温带森林



　　在通常的温带环境范围内，应该指出一些特殊的条件：温带森林、城市和山地。现在，先考虑其中的第一种类型的条件。在考虑军事问题时，不应把温带森林同热带丛林或北部山区的落叶林混为一谈，因为它们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不同。温带森林一般比较开阔，林中灌木丛稀疏，许多树木随季节落叶。与军事利用有关的显著特征是：林中道路稀少，走向不规则。但不规则的地形却提供了隐蔽场所。林中越野行动条件较差，一般只能沿一条或有限的几条道路成一路纵队鱼贯而行，特别容易遭到伏击。据传，公元9年罗马军队在今西德境内的代特英尔德附近，与日耳曼部落进行的条顿堡林山战役就是这样一场伏击战。在该战役中，瓦鲁斯统率的罗马军队遭到设伏的日耳曼部落军队的攻击、包围和歼灭。实际上。这一战例同1755年发生的莫农加希拉河战役的情况颇为相似，布雷德里克将军所部英军在从坎伯兰堡向迪尤肯堡行军途中遭到法国伯奥热部署在莫农加希拉河两岸树林中的军队伏击。在这两个战例中，都是成纵队行进的部队遭到隐蔽阵地上的部队的反击。各种类似的森林伏击战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在技术和军队组织方面已发生明显变化，但这类战术的运用在漫长的2000年中似无多大变化。



　　温带森林对现代军事行动的影响在于遍地的树木妨碍重型武器的机动和运用，在于林下灌木丛阻碍轻武器的使用，在于使所有车辆的行进受阻。今天，森林不是现时的卡车和机械化部队活动的大本营，也不是一个世纪前骑兵活动的大本营。恐怕正是由于森林的缘故，才使得西洛之战(1862年4月6日至7日)中的骑兵部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注：马修·F·斯蒂尔：见前引杂志。 ] 。大约80年后，罗森在记述森林战时曾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作战期间用于支援森林作战的卡车运输是怎样被削减到最低限度的 [ 注：米尔顿·L·罗森中校：“森林战斗”，刊登《步兵》杂志第56卷第4期4、8页-14页，1945年4月。 ] 。



　　在记述森林作战的一些报告中，通常都谈到渗透问题。1918年6月6日至25日进行的贝洛林宛会战，德军曾渗入森林并建立坚固的机枪阵地，使得对手必须用重炮与之对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欧温带森林继续运用这种渗透战术，在有些场合，如在阿登森林和许尔特根森林，则是综合运用步兵和坦克。



　　城市



　　都市区向四周延伸是自然环境组合中的一种新格局。充分扩展的人工地物势必被看作全球军事环境中一个特殊条件。因为城市作战的多半经验来自一般地理环境，所以把这种涉及建筑区的特殊形式归入普遍类型的军事地区予以论述。在研究各种不断变化着的环境要素时，并不总是能轻易地把它们一一记住，但却往往需要这样做。对改变军事环境起作用的最重的要素之一是人口的增长。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世界总人口估计约9.25亿人；到美国国内战争或普法战争时，人口增长到11.5亿至12.5亿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总人口增至17.5亿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达22.5亿人；进入1961年则高达30亿人以上。商业活动和政治集权把人口引入市中心、都市地区和特大城市地区。荷兰的鹿特丹，从1796年只有33，800人的小镇，发展到 1933年的586，804人口的城市，其地位之显赫，已引起空军战略家的注意。与此相类似的英国城市考文垂，1811年全市人口 17，923人，1931年增长到167，083人。1807年时估计拥有7，904座房屋的德国城市汉堡，几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引起的大火所吞噬。



　　一些曾经构成宽阔战场的大块地区，现在已被楼房、道路和其他人工地物所占据。伦敦街区范围的直径已从1801年不足6英里扩大到1960年的近30英里。1804年，柏林市长约4.5英里，宽3英里，人口仅156，000人 [ 注：J·莫尔斯：《美国普通地理学》第7版，2卷本，1819年。 ]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人口已增至400万人以上，防御设施延伸到44英里以外。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要突破和攻克这座城市得要艰苦激战好几天。城市过去是收罗财富、集聚劳动力、获取战利品和控制商业命脉的中心地。城市因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并能通过贸易控制获得政治控制，所以也是军事目标，昔日的城市一般很小，所以很容易通过围攻将其彻底包围并一举攻克。



　　十八和十九世纪，进攻战略样式似更侧重于实施机动，并以歼灭敌方部队为目标。城市有时似被选作临时目标。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趋向于选择开阔的农村而避开城市。那时城市的作用是提供补给品和隐蔽所以及偿付赎金。



　　上个世纪。铁路和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军队越来越离不开他们的后勤保障部队以及道路、铁路和其他配备的运输设施。这样也就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了城市或者是拥向城市，并使得对城市的军事管制成为城市安全的关键。



　　与此同时，得到集居的居民和集中的运输系统支援的制造厂也逐渐会集于城区。对于日益现代化的防务机构来说，这些制造厂是应予控制和利用的基本军需品的来源地，至少是不能为敌人所利用。而且，城市作为政治象征，其在心理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战术上的重要性。因此，夺取并保住城市不动产，似将再次成为战略的目标，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罗马、巴黎、柏林、华沙、莫斯科和马尼拉一样。



　　只要城区范围不大或者能够轻而易举地绕过去，就没有什么理由将其作为一种城区类型的战区。但是，在城区的重要地位不断变化和大城市及其郊区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把这类环境同别的环境区别开来，并突出其对军事战略的特殊影响，是很有益的。



　　向四周呈不规则延伸的大城市和星罗棋布的中小城镇，加上分散的矿山、工厂和纵横交错的道路、铁路网以及电报、电话线，组成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环境。从战术上看，在这种环境内，观察和射界受到限制，机动性受到影响，但掩蔽和隐蔽条件良好。这种地形有点象受到强烈切割，满处大洞小坑的断绝地地区，但也有一点不同。炮击和空中轰炸后，残垣断壁、碎石瓦砾，使这种地区更难通行。这样，一些城市成了潜在的伏击区，装甲车和重型装备在这里未必占有优势。西班牙国内战争时期在对马德里的长时间围城战中有过这样的教训，携带汽油燃烧瓶的非正规步兵当时竟在近距离抗击坦克。



　　这种地区对于占领军来说也别具特点。它们能提供大批潜在的熟练劳动力。这里的居民习惯于服从组织，不会觉得占领军的法律有什么不正常。但是这种地区通常不产粮食，不大能解决自身的温饱，也不大能向其他人提供他们自身所需要的基本必需品。战区作战地带的迁移通常导致经济组织崩溃，这对市区的影响尤深。而且，居住密集、成分复杂的城区居民，在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最易滋长一种地下反抗破坏意识。城区特别容易遭到秘密抵抗活动的袭击，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荷兰和丹麦的情况那样。



　　山地



　　多数记录在案的山地战经验，都指的是在温带环境地区或其邻近地区的山地作战。为此，山地类型的军事地区将在本节论述。温带环境区域中有1/4-1/3的面积是山地，其地面起伏每平方英里大于320英尺，平均坡度介于8°和40°之间。不过，大多数记录山地作战的文献涉及到的坡度是在27°和40°之间。这类地区通常是未开垦的荒地、林地、苔原和雪盖层。道路稀少而又崎岖。气候恶劣而又变化无常。一些嵌入其间的小块险恶地可能是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由部队突入的地区。这些地区坡陡，雾大，地面泥泞、积雪，有碍运动和观察，甚至对无线电通信联络也有影响，而且山洪和雪崩还会给部队造成危险。据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尔卑斯山的奥地利兵营确实曾被雪崩吞没。



　　在研究制定山地作战原则时，阿尔卑斯山一直是典型的训练营地。迦太基著名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壮举名闻遐迩。此后，高卢人从山上向山下投掷石块的战术被重复使用过多次。而携带辎重和重型装备翻山越岭碰到困难教训也是一再未能吸取。就现代战争的范围而言，最值得记取的是瑞士革命、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阿尔卑斯山的经验教训。它们没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经验所推翻。这些经验表明，山地是进行伏击和突然袭击、限制能见度、束缚和阻碍运动、影响通信联络、气候恶劣、天气多变和指挥不灵的地区。1703年在彭提亚兹桥的战斗中，马丁·施特尔钦格率领的瑞士军队曾从山上把石块和树干滚向山下的诺维翁将军率领的巴伐利亚军。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1809年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军事首领霍弗尔领导的民众起义故伎重演，打击了在布里克森山口的巴伐利亚军队，同年再一次用这种方法打击了在布伦山口附近的法兰西撒克逊盟军(法、意军队和巴伐利亚军队)。瑞士的起义者采用毁坏道路和桥梁、阻击和制造人工雪崩等手段，使这些只有为数不多的骑兵和炮兵的杂牌军相当成功地抗击了具有更健全组织的正规军队。



　　山地战的另一种情况是鲁莽地完全不顾一切天然障碍物和环境危险千方百计地把平原作战的战术原则应用于山地地形。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苏沃洛夫将军运用的长驱直入战略和包围战术。1799年秋季，苏沃洛夫将军在意大利北部指挥俄国军队对法国军队作战。他奉命同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率领的俄罗斯兵团会合，当时的作战态势表明速度至关重要。他决定直接挥师向北。9月11日，他率领20，000人(包括 4，000名哥萨克士兵)向圣哥达山口进发。9月24日，其主力成3个纵队进攻圣哥达山口，同时以大范围翼侧运动切断法军退路。翌日，他率部强攻靠近安得马特的乌里湖(卢塞恩湖)和鬼桥。这里是一段极难通行的隘道。他兵分两路：一路攀越石头山，另一路涉水通过山间小溪，终于夺取了该隘道。9月27日，他以一路纵队越过阿尔特多夫附近的罗斯托克山，爬过裸露的岩石，走过松软的雪地，在山雾中步履艰难地前进。苏沃洛夫最后碰到的难关是10月6日通过帕尼克斯山口(林根科普夫山口)。这段路狭窄、陡峻，积雪出奇的深，而且还结冰，加剧了险情。10月7日，苏沃洛夫带着15，000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官兵到达伊兰茨。他丢掉了所有的马匹、大炮和辎重，经历了山地作战的大部分艰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巴尔干半岛也进行过山地战，其中著名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塞尔维亚的莫纳斯提尔，另一次发生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边界附近陡峭的高山上。伊松佐河一线是1915年6月23日至1917年10月24日代价高昂的一场战斗的战场，最后以奥、德联军发起进攻，意军败退而告终，历史上称之为卡波雷托战役。这次伊松佐河战役的特点是炮火准备、代价高昂、推进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巴尔干半岛的山地作战经验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些战例而已。1941年，德国第8军团在其翻越保加利亚罗多彼山脉的进军中，曾被山上没膝的积雪和糟糕的道路所阻滞。大雾和其他险恶的天气条件阻碍了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补给活动。但是，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确有两项山地战的创举：德军第8军团在多山的克里特岛登陆时运用了空降技术，而同盟国军队则发展了适用于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法国的互相协调的有组织的山区游击战战术原则。在法国维尔科灌木丛林地带 [ 注：林恩·M·凯斯：“维尔科地区的游击队共和国”，刊登《步兵》杂志第60卷第4期29-27页，1947年4月。 ] ，德国投入22，000人同法国5，500人左右的非正规军作战。在实施对山谷地区的水平和垂直双重包围战斗时，用卡车和滑翔机运载分进合击部队的战斗得到了运用。照现在这种技术发展趋势看，在未来的山地作战中似乎很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空降装备。














	

 






	















	







	







	









 





	


	







	








	




	


第10章 军事地区——特殊类型




	







	

 



	


	


　　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在前一章讨论的普通类型的军事地区。所以，军事行动多发生在这类地区是十分自然的。



　　但除此而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广大环境特殊或恶劣的地区，它们从广袤的沙漠，经由青葱的热带森林，一直伸展到严寒的极地地区。冲突有时可能转向这些方向。在这些地区，特殊环境将起主导作用，在论述军事地区时应予特别注意。



　　下面几节内容从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的角度讨论一下世界上一些不太为人熟知的地区及其特征。



　　北极和寒冷地区



　　寒冷环境地区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40%。所谓寒冷环境是指一种满目荒凉、冰天雪地的地形，或者是一种苔原植被覆盖或者是北方针叶林(特别是泰加群落中的落叶林)覆盖的地形。这些地区不是常年冰冻，就是结冰和解冻交替着进行。所以，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华氏-50°-0°，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华氏1°-65°。温暖的季节通常是雨季，每月平均降雨量1-3英寸。这些地区经常是满天阴云。



　　北极和寒冷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地和起伏地，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高差为80-320英尺，平均坡度2°-8°。每英里通常有1-2条排水沟渠。水系不规则是该地区显著的特点，湖泊、酸沼、草本沼泽和森林沼泽到处可见。



　　冰帽 为着说明军事上的用途，可把寒冷地区分成冰帽、北极荒原和北方针叶林区等三个部分加以叙述。除了和平时期为了支援科学考察做过一点工作外，从军事上说对于冰帽的情况知之甚少 [ 注：先在格陵兰岛北部(森楚里营地，亦称世纪营地)接着又在南极洲(伯德考察站)，通过凿开冰雪建起了地下城。两次试验，从技术上讲都获得了成功，但在严酷的环境下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设营建站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以极高的代价一件件地运送。 ] 。那里的主要情况大概是：冬季黑暗、严寒、航行危险，保养和操作机器设备困难。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知识，人们往往认为在冰帽作战的可行性有待论证。



　　北极荒原 在欧洲冻土荒原上遇到的最令人困扰的环境条件看来是泥泞、积雪、没有道路和登陆滩头条件差。所有这一切阻滞和妨碍了运动，再加上温度太低，更加快了体力的消耗。降雪伴着浓雾形成能见度受限的阶段。



　　在北极荒原上的军事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1918-1919年英国在拉普兰的战斗，1941年德国在摩尔曼斯克的战役，1940-1943年英国和德国袭击斯匹次卑尔根和1943年美国在阿图岛的两栖作战。英国未经任何战斗就占领了佩察莫(佩琴加)。它表明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尽管面临北极的涌潮、浓雾和严寒，仍能登上冰冷荒凉的岸滩，并生存下来。英国发展起来的由驯鹿拉着雪橇部队及其能以每天约30英里的速度运送一个机动连的做法，的确是引人注目的 [ 注：A·W·艾博特：“拉普兰 1918-1919年——英军到了北极”，刊登《陆军季刊》第84期236-243页，1962年。 ] 。



　　1941年德国军队在实施穿越苔原地带的夏季攻势中，曾试图使用火炮、坦克和飞机。浓雾妨碍了炮火准备的瞄准，并阻止了空中支援的实施，但却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越过了开阔地。在这次攻势中，德国装甲连的坦克被苔原上的砾石磨损，致使运动受阻。这一经历表明，在不结冰的苔原地带进行越野运动，轮式车辆和履带车辆的行进都是缓慢而又困难的，同时也表明隐蔽要靠天气帮忙，而且空中支援至关重要 [ 注：亚历克斯·布鲁克：“苔原上的进攻”，刊登《军事评论》第36卷第1期98-109页，1956年4月。 ] 。



　　在苔原地区的作战中使用飞机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战斗得到证明。躲避自然灾难、避开地面侦察和防止空中袭击——这些特别需要的保护，却没有一样是地形所能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急造工事和构筑地下设施并不切实可行，一间临时营房着火便意味着居住人员的暴露或死亡。因此，在地形极为暴露的地区，后勤保障显得非常重要。



　　1943年5月11日，美军在阿图岛(属阿留申群岛)的两栖登陆作战是在北极荒原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一次持续18天的战斗中，登陆作战的美军在15，000人以上。浓雾、狂浪、潮湿和严寒是作战的主要环境障碍。登陆作战人员中约有11%为战斗伤亡，约14%为疾病和其它非战斗损伤，如辐射伤、冻馁和战壕脚而退出战斗 [ 注：S·森恩、R·C·恩格尔曼和B·费尔柴尔德：“西半球——保卫美国及其前哨阵地”，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美国(华盛顿)陆军部战史处处长办公室，1964年。 ] 。从在阿留申群岛具体环境下的伤亡人数来看，恶劣环境这个可怕的对手似乎不亚于敌人。



　　北方针叶林区 在几个欧洲国家寒冷的落叶林区作战，积累有不少经验。若干世纪所取得的经验表明：森林是进行伏击和奇袭的好地方，也是行动灵活自如的步兵对付处于劣势的骑马的弓箭手、骑士、卡车、火炮或坦克的好场所。在亚洲对俄国的几次入侵中，没有一次有任何迹象显示蒙古骑兵要长驱直入四季常青的西伯利原始森林。



　　直到近代，才有军队涉足北方森林，他们或者是象1870年加拿大红河远征时皇家步枪队那样，乘船沿江河湖泊的旅行；或者是象1708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那样，在俄国的森林里开辟道路。在红河远征中，一支轻步兵水陆兼程，在多伦多以西行走了1200英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依靠他的砍树队员从涅曼河到别列津纳河开辟明斯克森林的通路，全程约80英里。



　　查理十二世在俄国进行的战役也说明了北方针叶林区的严寒对部队行动的影响。他在1708-1709年冬季在西俄罗斯的经历，不亚于拿破仑在1812-1813年以及德国陆军元帅博克在1941-1942年的经历。1708-1709年，俄罗斯冬季的严寒大大削弱了瑞典军队的战斗力，致使其在普尔托瓦惨遭失败。



　　1940-1944年在芬兰的战例很能说明在北方针叶林区现代作战的情况。这是由轻步兵、雪橇部队、马拉(或牵引)轻型火炮部队同沿道路运动实施伏击、渗透和包围的纵队一起进行的一次战争。它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算是一场坦克和火炮战。在这一战例中，似乎一直没有怎么使用飞机进行后勤、观察或战斗支援。



　　从表面上看，一个世纪来北方针叶林区的作战样式似未发生重大改变，火炮照样会在泥泞和结冰的地面上一筹莫展，车辆依然离不开道路，先遣纵队和从前一样很容易遭到伏击。这种气候恶劣、道路稀少、能见度受到限制和障碍重重的军事环境与通常的作战环境有明显差别，看来的确是一种特殊类型。



　　沙漠地区



　　沙漠、半沙漠和天然草地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33%，其中四分之三的面积被荒漠灌木或牧草所覆盖。一望无际、遍布沙石或沙丘的沙漠并不多见。大部分沙漠地区为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高差在80-320英尺和平均坡度在2°-8°的起伏地或丘陵。但是，与地面冻结的严寒地区不同，沙漠地区具有明显的碎部地形(细貌)，每英里通常有3、4条成不规则交叉状的排水沟渠。



　　沙漠地区主要是大陆内陆性气候，其特征是温差大。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可达华氏73°-79°，寒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华氏25°-50°。这里需要指出，上述气温并未反映出极端情况，在沙漠地区平均月气温在华氏15°或90°的情况并不鲜见。同样，这些地区的降水量差异也很大，而且不均匀。炎热季节通常为雨季。草原地区月平均降水量约3英寸，而荒漠地区月平均降水量不足1英寸。在凉爽干旱的月份，降水量一般少于1英寸。降水主要集中在大雷阵雨期间，积水区主要是冲沟低地，仅一次暴雨就可能占年平均降水量的一半。某一地点可能五年不下雨，然而其间突然发生的一场山洪往往能够冲毁道路、桥梁、建筑物和露营地。因此，过去指挥官命令不准在干谷或枯河床上建立营地是有充分根据的。



　　沙漠地区昼夜温差很大。由于湿度低，植被稀少，地面一到傍晚便迅速向晴空散发热量，逐渐变得凉爽，并一直保持到白天。由于这些原因，夜间进行测量工作比较容易，旅行比较舒适，甚至有些军队如以色列军队，宁可在夜间进行军事活动 [ 注：伊瓦尔·尼埃曼上校：“非正统的以色列军队”，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5卷第11期33-35页，1961年11月。 ] 。



　　美军在北非的战斗经历表明，沙漠环境给军事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地面上的沙子、飞尘、风沙、暴雨和泥泞，这些因素阻滞或干扰运动，妨碍观察，或者使军事装备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轮式车辆容易陷进沙子或泥泞地，沙云影响观察，而飞沙或飞尘则会钻人各种机械设备 [ 注：R·坎贝尔：“历史档案计划”最后报告，第2部分，乔治·华盛顿大学，1957年9月。 ] 。



　　由于人们一直在干旱地区或其周围地区作战，因此时间一长，就有人冒出这样一种想法：早先的战场是一片草地或半沙漠的平原。现代的沙漠作战概念似来自下述各种战争中积累的经验：美国在阿帕切的战争；法国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布尔战争和北非的战争以及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有着各种不同军事传统的人们在各自取得的经验教训中几乎没有相抵触的东西。主要的差别是在把无线电、自动运输车辆、飞机这些新的发明成果相继投入作战后所要考虑的问题有所不同。



　　直到1935年前后，沙漠战靠的是马匹、骆驼运输和对水源的控制。采用这种控制水源的方法曾最终征服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采用同样的控制水源的方法，又通过增派骑兵巡逻，使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得以控制北非的大部地区。大约在1930年，沙漠地区开始用上卡车和轻型汽车。它们主要是些轮胎压强低，车箱净空大和带有变速装置的车辆，一句话乃是“海滨四轮轻便马车”的军事变种。这些轻便汽车带来了速度和机动性，并使部队具有一定的实施突袭的潜力。它比起过去的“骆驼军” (Meharistes)是一大进步。不过沙漠战真正剧烈的变革并非是由于坦克的出现，而是由于飞机的使用。



　　随着空中监视的发展，再利用浩瀚的沙漠进行袭击和隐蔽成了根本不可能的事。劳伦斯创造的著名突袭战术不大可能再获得如期的成功。因此，目前正在根据夜战、战术疏开和对空中观察进行干扰，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空中观察员通过他所观察到的部队部署情况了解到其中所包含的战术意图等实战经验，研制一套新的沙漠战作战原则。现在，沙漠不再在是匪徒或游击队的大本营，但仍然是装备精良和组织严密的军队理想的战场。不难想象，将来空降活动和空中支援将起更重要的作用。



　　英国从1941年11月1日至1943年5月9日在北非的战役是现代沙漠地区作战的佳例，正象德国和俄国从1941年7月至1944年3月在南俄罗斯的交战是现代草原地区作战的佳例一样。两次在干旱地区作战的共同特点是长驱直入，急速前进、大范围撤退以及对后勤保障系统的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战场的作战环境似对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的制约作用最小。但是北非的沙暴和尘暴会使尘沙钻进机械装置而影响驾驶。不过，也有利用尘暴的例子，如1942年6月13日，德国的一个师在尘暴的掩护下采取了规避行动。



　　摩托化部队通常喜欢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他们在沙漠地区的活动报告注意记述了对这种自由的种种限制 [ 注：R·M·P·卡弗中校：“沙漠中的窘境”，刊登《皇家装甲兵杂志》，1948年第2卷第4期，181-199；1949年第3卷第1期17-30页，第2期85-95页；1951年第5卷第2期90-98页，第3期147-155页，第4期207-215页；1952年第6卷第1期33-41页，第2期89-98页。 ] 。这些限制大部分是由飞沙走石和石质沙漠地造成的，它们不仅妨碍了车辆的运行，而且加快了车辆的磨损。



　　另一方面，沙漠地区的干谷对军事行动的障碍作用要比预计的小。在这方面，北非和南俄罗斯的情况不同，因为在俄罗斯的乌克兰平原上最突出的地形要素是雏谷和冲沟，渡河时不仅需要特别注意，而且还要准备昔日由德国人设计的那种岸至岸专用两栖装备。



　　最新的沙漠作战经验来自1948-1956年在以色列和西奈半岛的作战以及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暴动。上述两个战例的特点都是夜间进攻、渗透和快速袭击。从总体上看，两个战例充分显示了空中支援和空中监视的优越性。的确，沙漠地区作战同普通地区和寒冷地区作战有着许多微妙的差别。



　　湿热地区



　　湿热地区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1%。地形以丘陵为主，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高差为160-320英尺，平均坡度4°-8°。然而，热带景观具有最细密的结构，河网密集，每英里可见6-8条排水渠道。实际坡度通常也比中纬度地区和北极地区要陡。悬崖峭壁很少，但山坡为树根所固系，并受到落叶的保护，树冠密度通常为34-35度。



　　湿热地区一般气候温和，四季变化不大。月平均气温在华氏59°和80°之间。对军队来说，把有旱季的地区和无旱季的地区区别开来是很有用处的。在雨季，降水量可达6-8英寸，甚至更多。如果有旱季的话，那么缺水月份的月降水量仅有1.2英寸，甚至更少。因此，在有时干旱而长着抗旱植被的地区与没有干旱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别。热带雨林地区同比较开阔的热带森林地区也不一样。热带地区是具有很高的腐蚀生锈率的地区。如果我们承认在空气中有水分的情况下自然化学反应速度同绝对温度 [ 注：参见第2章注。 ] 的变化成正比时，那么这些地区必定是化学性质变质最厉害的地区。把这一原则应用于生物状态和湿度保持在70%的状况，我们还应把湿热地区看作是霉菌威胁最严重的地区。



　　湿热地区环境对军事行动的突出影响主要有：植被和泥浆迟滞或阻碍运动，降雨、雾气和植被影响能见度和通信，炎热和疾病损害人体健康以及物质容易腐蚀变质。另外，人员还要遭受某些地区常见病，如肠胃病(包括阿米巴痢疾)、疟疾、皮肤病 (包括轮癣和丛林过敏性溃烂)的折磨和消耗。美国第126步兵团第二营于1942年10月翻越巴布亚的欧文·斯坦利峰后，大多数人感染上了这一疾病 [ 注：塞缪尔·米加纳：“太平洋战争：在巴布亚的胜利”，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首都华盛顿美国陆军部战史处处长办公室，1951年。 ] 。同样，“梅里尔突袭队”——一支由美军志愿人员组成的小分队，于1944年2月24日至6月3日在缅甸北部山区作战时，战斗伤亡为14%，但却有66%的伤亡是由于疾病，主要是阿米巴痢疾和疟疾，其次是斑疹伤寒、心理性神经病和其他疾病 [ 注：J·H·斯通：“突袭队与细菌”，刊登《步兵》杂志第64卷第3期4-11页，1949年3月。 ] 。



　　在湿热地区的作战经验，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和荷兰军队支援其保护地和殖民地当局的军事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菲律宾的作战也取得了类似的经验。但是，大部分战斗都是以小分队对付非正规的武装或散兵游勇，因此，这些战斗难以与现代化战斗进行全面的比较。他们从这些战斗中得到的教益是：要特别注意遭到伏击、渗透的可能性，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大部队热带作战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怎样克服战术上的障碍，从这些共同的经验中逐渐形成一种“交互跃进”的战略，无论是两栖作战还是空降作战都是以出发基地为依托，绕过和孤立敌人的主力，然后再建立新的基地。它是前进概念在特定条件下的新发展，即通过夺取和控制在热带作战所不可缺少的要地来达成前进的目的。



　　热带地区作战总的军事特点是必须修建道路、港口、机场和补给设施，战术行进速度一般每天为3-5英里，如遇意外情况可能降至1.5英里，甚至几码。缺少方位物会使在沙漠地区按预定方向行进发生困难，一进入热带森林情况则更糟，方位物不仅少而模糊，而且在有效距离内看不到。迷路是在热带森林作战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林中密集的树冠加上空气中的水分严重影响无线电作业，热带森林实际上是最难实施指挥和控制的环境。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发生过不少诸如此类的情况：一旦巡逻队出发执行任务，主要就靠它自己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要改变任务和命令是困难的。



　　特种作战



　　两栖作战和空降作战在这里被列为特种作战形式，因为它们不涉及任何特定的环境类型。岸至岸两栖作战主要是在欧洲地区发展起来的，尽管有人认为早先日本军队曾在南京长江上试用过这种战术。岸至岸两栖作战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小型登陆艇，海军炮火支援或特种货物装载。它们大多是在北海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温和湿润的地区通过渡河作业演练岸至岸两栖作战。



　　在北极、温带沙漠和湿热环境下进行过包括编组的入侵舰队在内的舰至岸登陆作战。从滩头的地形特征看，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滩头背后的阶地至少有20英尺高。它反映了在地质构造上近代世界范围海平面的波动情况。北极地区，一般为石质滩头，登陆受潮差的影响很大。热带地区的滩头通常为高阶地，迎面是陡岬，在水浅流急的地区多珊瑚礁。



　　两栖登陆地点的选择取决于下列条件：有巧合的足以抵御风浪的锚地；滩头的长度，足以使多艘舰只冲上海滩；有合适的坡度，能够放置舰船靠岸跳板。最重要的是滩头要有足够的出海口，以便卸载的人员和物资装备能迅速离开。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在新几内亚岛霍兰迪亚的登陆作战由于滩头只有一个出口，因此造成车辆、人员的拥挤不堪。



　　空降作战在各种环境下均可实施。除了依靠飞机执行战略任务外，现在似乎可能越来越依靠飞机实施监视、地面战斗支援和补给。空战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异一方面与地面设施的转运状况有关，关于这方面的因素前面已作过叙述；另一方面，同飞行条件也有关系。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14空军联队从印度到中国，中间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之颠飞行”，就要特别注意高山障碍。另一方面因素是天候条件。北极和近北极地区，一般云层很低，例如在阿留申群岛的作战就因为乌云压顶妨碍了空中支援行动。在沙漠地区，尘暴和阴霾影响观察。在湿热地区，频繁的雷暴雨是飞行的大敌，而暴风雨却有助于隐蔽地面的战术运动。因此，飞行条件的好坏，云量多少，碰上暴风雨的机会，世界各个地区是不尽相同的。



　　海军作战的战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公海，另一类是海岸地带和受限水域。依据出现大雾、暴风雨、飓风或浮冰的频繁程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样，在摩尔曼斯克海面同在地中海的海面上执行护航任务，情况就多少有点不同。



　　尽管在公海上作战能提供更多的机动自由，例如20世纪进行的日德兰半岛、福克兰群岛、中途岛和珊瑚海海战就是如此；然而绝大多数的大型海战是发生在靠近海岸的受限水域。后一种情况的战例很多，譬如特拉法尔加海战，圣地亚哥海战，或者是发生在海峡的对马海战，望加锡海战和苏里高海战等。为此，应该更重视海军行动涉及的瓶颈地段或海峡。



　　在内河水域作战不宜使用绝大多数现代化重型装备。其机动动作包括突破、巡逻和对沿岸入口、海湾、河流的控制。美国国内战争期间，在密西西比河上使用炮舰的海军开创了这种作战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伊位克使用江河炮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长江上使用巡逻艇，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作战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海军活动类型，适用于保护内河和沿海航运以及同游击队和海盗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东南亚的反暴乱活动更显示了它的作用。



　　民政部门的工作和民事问题的处理，各地不尽相同，并不完全按照作战那一套做法。处理这类问题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状况、人口密度和土地占有形式而定。管理习惯于接受有高度组织的政府领导的有文化的居民，例如管理西欧的居民比管理经济相对落后的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岛国居民就是两回事。在民事工作中管理基本上集中居住在绿洲城镇的居民，同管理分布在有限的通航河段沿岸处于高度分散的村寨居民，也是两回事。所以各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系统、文化习俗、政府结构以及公认的法律原则，随着社会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这些原因，列为开展民事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军事地区不应同执行战术任务的军事地区要求完全一致。军事地区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事物。军事地区如能满足一种特定的需要，那么它就最有用处。



　　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军事行动的条件，世界各地千差万别。不但选择最佳的战术原则要因地而异，而且某些类型的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因地而异。因此可以设想，最理想的部队结构，在诸多的因素中将主要取决于该部队奉命进行作战地区的环境条件。因此，军事训练的要求也应以战场所在地区的环境而定。



　　因为军事组织的理想与否可能取决于环境条件，而且作战效率和成败也可能取决于环境条件，所以人们可以设想，优选的作战物资的战术技术性能会随战场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潜在的战斗环境条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不仅反映在作战物资的采购和分配上，而且也反映在对新型装备的设计要求上。



　　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类型的地方组成的，认识这一事实将会受益非浅。














	

 






	















	







	







	









 





	


	







	








	




	


第11章 地缘政治学




	







	

 



	


	


　　本章使用的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政治关系地理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地理学。它是研究地理位置因素对民众态度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的科学。就这个意义上说，这项研究无异于制定一项纪律，用以规定建立一支军队所需的一切，或根本不需要建立军队。要认清任何特定地区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变化情况，有必要把领土(原始环境)同其占有者的反应联系起来。在自然景观和人的因素之间只能有一种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由形形色色的项目组成的基础之上的，必须将这些项目组合起来用以说明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取得的进步。治理国家的精神支柱——地缘政治力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地球上，但需要人的加工润色和判断才能将这种力量和治国的有效手段结合起来。



　　这样，地缘政治学作为起媒介作用的科学便扩展到地理、历史、政治学科以及国际关系领域，而在国家战略中体现出来。地缘政治学在许多方面和大战略相类似，在注视国际动向及其可能的发展演变时，主要是通过外交渠道，而不是通过五角大楼、白厅和政治局(现为主席团)的出谋划策的会议桌。



　　分析历史是开展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必须着重指出，在根据学科的研究任务而对特定情况进行判断时，就历史情况进行推断并不是目的。但是，进行历史回顾是有益的，其目的在于研究有关各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帮助人们估计在一特定地点的各种不同因素以及预计会出现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意义。



　　战略评价是无止境的，因为地区分析、历史回顾、多重因素分析等方法都应运用上，也就是说要进行多元变量分析。



　　地缘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大批作家推导出了它的立论前提，并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了它的概念。在这些有名作家中，除了一位赋予此学科以现名的瑞典政治学教授 [ 注：鲁道夫·克伦，一直活到1922年，是一位备受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推崇的人物。他给这门学科取名“地缘政治学”，此学科最初仅研究国家领土方面的问题。 ] 外，还有德国的、英国的和美国的作家。德国人在发展系统地区分析方面所作的工作应予肯定。他们发现，观察或了解到的地点的资料是能够分类贮存的。这样，便可以从各个方面重新审查一个地点或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强处和弱点。先是少将后是教授的卡尔·豪斯霍费尔，通过他创办的设在慕尼黑的“地缘政治研究所”为发展这个学科的体系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研究内容，把财政、人物、社会风俗等因素也包括了进去。他在本世纪30年代后期著作颇多，据说其著述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有关资料。



　　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学院地理学教授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最早从事全球范围陆海分布的研究，内容包括陆地和海洋的空间位置关系及海上的通达性，接着便研究各国由位置因素决定的弱点等。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似乎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起过影响作用。他于1904年强调提出的“大陆心脏说”给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德国所处的大陆位置，它比岛国英国更能从该理论中获益。



　　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以海军史学家、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斯派克曼为代表，属地缘政治学的中间学派。他们侧重于研究世俗方面的问题，例如军事基地及其配置、作战半径、后勤保障的有利条件和国家的经济力量等。同德国的做法相反，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偏重于发展国力分析。回忆往事，看来美国的地缘政治分析不如德国的尖锐，为在高层次上判断形势和制定计划留有较大的余地。



　　目标和估量 通过同别的学科进行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提供的估量国家力量的方法，对外交活动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作用。它赋予政治行动以现实的地理依据。由于地缘政治学直接接触物质世界，因此有助于使抽象的战略概念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军事地理学作为一门军事科学反过来能对地缘政治学作出贡献，使其更加现实，可以说是把演员推到舞台上去表演。军事地理学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完全可以作为判断战略意图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战略意图的贯彻和战术结构的拟定必须统一于一项计划中。战略的可行性也有可能取决于战术能力。如果一项计划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不能兑现，那么这项现实的计划几乎就不存在了。



　　地缘政治学在实际运用中，为了搞清互相冲突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而对国力要素、通达性、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分析，看来是运用地理学来制定政策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可以这样说，地缘政治学是军事地理、战略和外交的交叉学科。



　　地缘政治学的涵义 地缘政治学概念包含着地理与外交关系之间广泛的联系，不管外交关系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这门学科着重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一个位于不同地点或具有不同环境组合的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会有些什么不同？”以及“怎样才能最的效地运用这些解决办法去达成国家的目标？”



　　上述问题主要同空间关系，位置的几何要素和国力潜力有关，所有这一切代表着位置的环境要素。它们取决于距离和通达性两方面的广义概念，诸如陆海分布、世界海岸线的性质和地貌情况，或者是按照狭义的概念，例如景观构造和大气现象等。它们还取决于本章后面部分将要概述的对地缘政治中心的判断和评价，甚至还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详细情况，例如切申的工业化水平，奥伊彭和马尔梅迪的铁路系统完善程度、萨尔的矿藏以及柏林的“柏林墙”等情况。



　　如今，战略位置的概念在重要性方面并未降低。施加任何影响仍然要以通达性作为基础。因此，实力中心和交通线路的相对位置对判断战略位置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地缘政治分析应包括对各个实力中心的力量的间隔距离的评价以及对运输和通信线路的长度、可靠性和能力的评价。



　　地缘政治结构蕴含的力量可以用资源和经济潜力来表示。而资源和经济潜力可以大体上被看作是人力资源包含的诸要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社会结构和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而且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可利用性和资源开发能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地缘政治的主要实力中心同居民中心、生产中心或商业中心是一致的，并且主要的实力中心也构成防务机构的中心。这些实力中心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它们拥有的有利条件的多寡和对外施加影响的速度和范围。支撑一国防务的国民经济总体能力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概略数值上(参见图8)。在这一级地缘政治分析中不必把军事实力同经济实力或政治实力分开，因为所有的实力中心都可能成为敌国的目标。这样，一切实力中心都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威胁感，或者觉得被敌国紧紧地盯上了，或者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就在敌国的视线之内。






图8 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估计数



　　外交的地缘政治基础 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一国的相对力量规定着它达成国际目标的能力。但是，在同一复杂的概念中，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国力随着实力中心的对外通达性而异。因此，一国的力量决定着它通过外交手段来强行解决问题的深度。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增强国际政治力量的办法是通过若干国家结成同盟或国际组织，即俗称的“实力集团”。这些实力集团具有“超级国家”的某些特征。



　　今日超级国家的模式不止一种。它可能是一个通常有特定目的的明确的集团，尽管它仅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或美、澳、新条约组织即属于这种类型。它也可能是一种由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及其盟国结成的联盟，如华沙条约组织那样。除了上述两种类型外，还有区域性的联盟和由前殖民地结成的联合体，虽然它们未必够格贴上超级国家的标签。这些国家因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或共同的文化遗产而组成国际集团，例如阿拉伯联盟、美洲国家组织以及由三十多个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结成的约8、9个强弱、盛衰情况不同的集团。



　　地缘政治中心



　　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真正的全球性科学。在今日的世界上，各国彼此之间不断地互相影响。即便是大陆和半球也不能与世隔离，各个实力中心在确定与世界的位置关系，对外活动，贸易往来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联系构通方面都存在着强烈的依存性。国家的军事威力就反映出这些复杂性，通过计算武装土兵的数量，钢铁生产指数或者主观上试图以人的商数来衡量战斗意志都不能直接作出实力状况的评价。所以，任何有效的实力分析方法至少应把全球结构分成一个个有机的部分，每个有机部分才能以恰当的观察事物的方法现实地集中注意整体中的一个环节。



　　世界力量的分布 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国际战争的主要动因来源于任一特定时候世界主权国家现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国家机器在其影响力方面要超出国家领土范围内其他一切政治权力。它控制着内部实体及附属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它在超级国家活动的决策或地区性集体活动方向的决策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它在其主权范围内，能够建立、撤销或重划基层民政区并改变其附属地区的地位。在国际范围这一级，除了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外，只有国家机器能够决定是否参加超国家集团，或者是参与到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一支国际力量具有维持世界秩序的能力和权威，或者为着共同的利益可以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可以设想，共产党统治世界的目标(或用共产党的话说解放全世界)是一种想不冒破坏法律的危险而建立全球秩序的荒诞的做法。



　　迄今，这些规则并不令人费解——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掌握着无所不包的力量。但是，在整个主权结构中存在着125个左右的独立国家。它们在面积、人口、资源或任何其他自然和人文条件方面彼此间极少完全相似。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家(苏联)，其面积大于97个小国面积的总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其人口多于96个人口少的国家的总人口。有一些国家资源潜力大，能够发展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另一些国家实际上没有什么资源，仅能勉强维持其居民的生计。此外，还有100个以上附属地区(大多数是岛屿和群岛)虽然它们集中地处于10个主权国的控制之下，还是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在主权国中间出现的极端不协调并产生不和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1943年以来有56个新独立的国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悠久的传统，没有多方面的政治经验，也不具备有生存力的国家通常应具备的、经过考验的或被证明了的行政管理能力。拿法国和德国跟卢旺达、牙买加、老挝和西萨摩亚进行对比，脑海中便会出现地缘政治概念上的明显差别。



　　在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世界上出现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通过选择或出于需要，没有多大选择余地，只能不是对这一国就是对另一国表示忠诚和同情，或者声称执行中立政策。持中立态度的国家通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极的中立主义，政府竭力避免介入两个超级大国的事务；另一种是积极的中立主义，政府向两个或其中一个大国提出各种要求，或者采取蔑视态度。采取后一态度的国家，其目的是通过“利用一方压另一方”的手段，使西方世界或共产党世界、或两者都向其作出让步，非洲和亚洲某些新独立国家在政治上的一些古怪行径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国际事态的发展变化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的政治格局，人们现在必须承认已出现一个多极世界。美、苏两国决不会放弃它们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主宰地位，然而在最近十年间，其他一些国家作为一些辅助的实力中心已经稳步地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这些力量相对较弱但不失为重要力量来源的国家联合起来，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正试图进一步增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例如，统计资料表明：如果西欧国家能有效地联合起来的话，其累积起来的力量至少在理论上要超过苏联或美国的许多力量指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比荷卢经济联盟、共同市场和北欧的联合，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实现这种类型的合并所作的努力。不过，这些国家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把各方面力量集合到一起，通常是困难重重的。尽管各国有潜力并且能从合作中得到明显的好处，但个别国家看来不愿为着共同事业而牺牲其本国的利益。由多国结成的超级国家充其量不过为建设他们的装甲部队掏点腰包而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为数不多的国家要结成松散的联盟，也得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费力的试验，经过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才能完成。例如，一些阿拉伯国家试图与另一些阿拉伯国家结合在一面旗帜下，或是结成政治上强有力的集团，但却数次遭到失败。这种集体行动是与个别国家的利益相悖的，而对于集团中弱小成员国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来说，更是一粒苦药丸。



　　国力的自我中心 全球的国力发展情况遵循的并不是与主权国分布情况相一致的模式。准确地说，它是自我中心的设计，就任一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言，国力的强弱取决于可以和有利于发展和保持国力的各种特殊条件。现仅就一般原则来说，国力结构就牵涉到由一特定的中心所提供的地理、经济、人口要素以及依据这些要素而决定的战略要素。由这样一个力量重心区积聚起来的力量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动力——实力越强，发挥的作用越大。讨论国力的自我中心分布要基于两个基本概念，这两个基本概念都以中心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为转移，它们是：(1)拥有的资源和条件；(2)与其他所有实力中心构成的相对位置。



　　每个实力中心都涉及能够产生强、弱点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因此把实力中心的情况搞清楚就能对世界总体情况有个梗概的了解。下面几节将概略介绍世界上13个地理区域，揭示其内部的实力中心 [ 注：本表中排在一起的政治实体的集合体，具有某些共同的地理和政治特征。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地区绝大多数相当于每日新闻中作为特写报导的地区，它们是：英裔美洲、苏联、西欧、东欧、中东、南亚、东南亚、远东、大洋洲、北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 的要点，或者指出区域的弱点，借此说明力量薄弱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应该得出一种用以加深在世界事务中的相互关系和由时距因素的缩短而促使人们注意的全球力量结构概念。



　　实力中心



　　英裔美洲 英裔美洲包括南部拉丁语系地区以外的北美大陆。在这一地区内，美国辅之以友好的加拿大，具有主要世界强国的特征。从西半球的防务考虑，最好把格陵兰也包括在内，尽管这个岛屿属丹麦国土的一部分。



　　美国的东北部，包括五大湖区，加拿大的东南部，特别是圣劳伦斯河流域，资源丰富，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形成了主要的力量重心区。比其稍次但却重要的力量重心区是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湾。这些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地区反映了物资的富有和技术的进步，因此组成了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令人瞩目的中心。



　　从战略角度观察问题，这些高度发达的重心区对于所在国来说是人力和军需品的主要来源。正由于它们具有这些作用，故在敌进攻时成为主要目标区。通过对这些重心区地位的分析，西半球防务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就目前技术水平而言，最可能的威胁是来自空中的攻击，而任何反击措施的重点不外乎预警、截击和快速反应。预警系统可利用松树线(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地区的北纬49°的雷达预警线)、中加拿大预警线和远程预警雷达线，或者派遣巡逻机沿大陆边缘进行监视。截击可利用奈基防空导弹设施。快速反应可运用肯尼迪角(即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中心)、北极星导弹潜艇或海外基地等多种多样的系统。大陆上这些防务系统最佳的地域配置，取决于假定的主要目标的位置、对攻击方向的判断以及对遭到攻击时可能的政治结盟情况的估计。



　　文化上的一致形成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使英裔美洲进一步显示了为确保防务安全而增强实力地位的力量。这个地区的基本特征是具有类似的历史、类似的政治态度以及该地区主要的两个大国在地理上的连贯性。虽然在美国西南部和加拿大东部地区的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分别操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操英语的居民在该地区处于支配地位。最后，除了美、加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外，加拿大没有别的邻国，美国也不存在比它和墨西哥的界河格兰德河因改道而带来的更为严重的边界问题。



　　苏联 苏联兼并了被斯拉夫国家征服的许多混杂的种族和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支配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里的大批农民、林业工人和牧民在发展生产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能力，并建立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经济结构。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但看来首先在欧洲俄罗斯心脏建立起实力中心，而且现正加速向远至贝加尔湖的中西伯利亚扩展。象英裔美洲情况一样，人们能够一眼看出，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力量重心是在中部工业区、顿巴斯、乌拉尔地区和库兹巴斯。



　　苏联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铁路和内河航运，较少依赖公路。在极端严寒和解冻季节，交通运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国家的内聚力取决于人民而不取决于通达性。



　　这一地区占据了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所说的“心脏地带”的绝大部分。麦金德曾认为，谁占据了这一地区就有利于谁征服世界 [ 注：麦金德于1904年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刊登《地理杂志》1904年第23期)一文中，首次提出“大陆心脏说”。当时，他强调的是一个具有内在力量的地区，这个地区陆上交通使陆地运动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这种“枢纽地区”就是他心目中的“心脏地带”。后来他修改了他的学说。1943年，麦金德在题为《圆形的世界与争取和平》(刊登《外交事务》杂志，1943年7月第21卷第4期)的文章中，将心脏地带的范围作了改动，取消了一些人口稀少的山区和林区。稍后，麦金德似又把心脏地带看作是建立在人口、资源和交通基础上的“实力基地”。 ] 。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原先设想的心脏地带基本上是人烟稀少、难以进入、满目荒凉的森林地区。因此，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的情况下，有人控制了这样一个地区，看来是完全可能的。



　　苏联地缘政治的要素在于占据欧亚大陆的中枢，但主要占据大陆的边缘。苏联中部为凹地。交通联系依赖冬季要结冰的水路。内陆的陆上道路不发达。所以，苏联不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今天的共产党政府都很关心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土耳其海峡(黑海海峡)、印度洋和北中国海(指渤海、黄海和东海)。但在空运和火箭技术取得新的进展后已减少了对地面交通和联系的依赖。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共产党的试探活动大多在这个国家的周围地区，如柏林、中东和远东进行。然而近些年来，多数或至少部分由苏联或其代理人一手挑起的危及世界和平的纠纷地区远远超出了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接触地带，如在古巴、刚果和委内瑞拉的活动就是如此。这些由颠覆活动造成的广泛的国际冲突，说明苏联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不包括公开的常规战争或核战争在内的地缘政治力量，来打乱西方外交的正常秩序。



　　西欧 西欧的东界难以确定。一直到几年前，俗称的“铁幕”才大体上把西方世界和共产党世界的分野定为西欧的确切东界。不过，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所处的位置同划定的界线不符，前者是共产党世界插进西方世界的飞地，后者由于实行的是非苏联牌号的共产主义，要有所区别。被东德领土包围的西柏林也属于周边地带内不连片的一种类型，而希腊和芬兰处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最南和最北边，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地处向西方世界延伸的突前位置，距巴黎和伦敦不超过500英里，这样就进一步打乱了地区界线在所有方向上的对称性。但是，对于西欧是由西方世界的18个国家组成的这一点不存在争议 [ 注：西欧包括冰岛、爱尔兰、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奥地利和希腊，但不包括袖珍国(安道尔、摩纳哥等)、土耳其欧洲部分、马耳他和南斯拉夫。 ] 。



　　西欧地区工业和商业活动高度集中，世界上别的地区无法与之相比。这里，教育水准最高，国际政治关系最为复杂。回顾西欧的历史就是回顾各帝国的扩张及崩溃和分裂的历史。该地区是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心舞台，是现代殖民的发起地和熟练技术的发源地。



　　西欧地区被硬性地分成两个文化地带。北部地区，即波罗的海和北海周边国家，居住操冰岛语(即北日耳曼语)，固守某些德国的政治传统，为新教改革的倡导者。南部地区，即地中海周边国家，历史上一直和罗马帝国联系紧密而受其影响。拉丁语、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是南部地区同北部地区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的标志。当地对这种结构的运用和进行的过渡性改革，使当地形成别具特色的国家模式。



　　西欧的主要实力中心大体上在北海盆地形成，东北偏东方向(如历史上汉萨同盟从事的扩张活动)和东南偏南方向(如历史上向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扩张活动)为其延伸部分。所以，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内，对在世界政治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极为重要的实力中心，显然不能为单独一个国家所控制。现在，西欧的大多数国家转而把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松散的联盟，从而构成了北大西洋联盟的心脏。除此，这个次大陆上的部分国家还通过建立欧洲共同市场求得内部的统一。



　　至于西欧一些单个国家，整个说来在该地区作为政治和经济重心区的形成上起过突出的作用，它们曾以其固有的权利成为地缘政治的中心而在历史上留下令人注目的一页。在近500年内，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奥地利(尽管边界有过多次变动)，都曾经是世界第一流强国。目前，英国和法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西欧18国中的其他一些国家，在世界上10个或12个最强大的国家中是举足轻重的。



　　东欧 东欧在本章中特指仿效苏联政治体系的那些国家，另外加上共产党南斯拉夫，后者在以前是倒向苏联的。芬兰在地理上属于该地区，1919年脱离苏俄而独立，此后尽管其位置与苏联毗连而且苏联多次提出危险的建议，但芬兰一直未受共产党控制。如果欧洲划分成可以有一个东、西之间的“中间”地区，那目前东欧这个名称应由“中欧”代替。但是东西方按两极概念形成的分裂似趋向于把欧洲大陆分成两部分，而不是按纬度线划分成三部分。



　　东欧地区因为长期居住着斯拉夫民族和芬兰——乌戈尔民族，他们大多信奉罗马天文教，所以与外部的统治——无论是俄国、土耳其、德国，还是奥匈帝国的——联系紧密。同时，这一地区还对泛斯拉夫主义有某些吸引力。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俄国的征服，对俄国政体的认可和在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合作而加强了。但是近些年有迹象表明，这种一致性正在恶化，独立性正在抬头。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甚至捷克斯洛伐克都对跟着强大的苏联指挥捧转明显地表现出不满。



　　东欧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是很复杂的，因为外国移民，特别是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移民是明显的。城乡差别极大，而且由于错综复杂的文化沿革史，在城市范围内的各个市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先由贵族后由国家拥有大批土地以及发展采矿和现代制造业的历史，使得这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独特格局更为显著。



　　由于存在着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因语言、宗教、声誉和历史地位上的差别而形成的各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把该地区搞得四分五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地区就曾有“破碎地带”之称，这一术语同一专用的地缘政治术语“巴尔干化”，描绘出帝国的四分五裂状况。



　　在近20年中。大多数东欧国家采用了共产主义制度，尽管如此，对于西方来说通过到东欧一些首都城市和黑海海滨疗养地的频繁旅游，进入该地区的通达性正在不断改善。美国对波兰的援助和与罗马尼亚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是进入东欧地区的另一些例子。而南斯拉夫则长时期以来一直同西欧各国和美国保持着公开的关系。



　　东欧各国对国家自身力量的发展很少能够做主。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任何军备计划都听命于莫斯科，连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例外。这些国家果真单独地或集体地重新调整自己的行动方针，将会显示出本地区的潜在能力，我们只要引证中欧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军事威力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如同昔日奥匈帝国在其富有魅力的年代里所显示的那样。然而，这种重新调整目前纯属毫无根据的猜测。



　　中东 中东是一个无法精确划界的地区，通常指地处亚、非、欧三洲交界的一片国家，其主要部分位于西南亚，北至苏联，东到阿富汗和西巴基斯坦。非洲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一直划入中东范围，有时甚至把远至大西洋岸的摩洛哥的大片北非土地也包括在内。虽然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从前在制定其政治蓝图时也曾把目光投向苏伊士，但是位于欧洲部分的土耳其通常像界桩一样把欧、亚、非三洲分开了。中东地区是连接三大洲的纽带，沟通地中海、黑海、爱琴海、红海和波斯湾的陆桥，长期以来使中东起着十字路口的作用。中东大部地区清一色的荒漠景观加上几个政治实体拥有的巨大石油财富，还使其形成一种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事实上，该地区——主要是波斯湾沿岸——蕴藏的石油资源占世界探明储量的67%，产量占世界的近29%(1963年)。仅科威特一国，每天就生产近200万桶石油。



　　该地区基于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以及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强烈的宗教习俗，在文化上有一致之处。然而，与这些一致性的因素相反，各国在历史、经济和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别，尽管没有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但却也使得各种各样的政治实体不能和睦相处和寻求并行不悖的目标。泛阿拉伯大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实际行动上的，毋宁说是理论上的。由于夹在阿拉伯国家中间的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翼侧的土耳其和伊朗的文化影响，因而造成该地区在发展上明显的参差不齐。然而，由独立和半独立国家集团组成的现代中东地区也正是大奥斯曼帝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把其势力远远扩展至维也纳附近的中心地。



　　中东地区每个大国都证明了自己具有真正影响世界力量的能力，土耳其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在广大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影响就是证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还对南部和西部的新兴非洲国家施加着明显的政治影响，并且奋力倡导任何泛阿拉伯运动。但是，该地区没有由单独一国，甚至也没有由集体建立起来的用以支撑主要实力中心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看来中东地区注定只能充当一种与其他二流强国并列的角色，而且由于其内部的政治纷争，或者由于外部势力的渗透影响，中东地区不时出现极度紧张的局势。



　　南亚 现在通称为南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英属印度时期的印度次大陆。把当时该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分成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另外加上现存的边缘政治实体——阿富汗、锡兰(今斯里兰卡)以及喜马拉雅山小王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几乎完全破坏了该地区多少有点大陆集团特征的形象，并且重新调整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前景。



　　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南亚西部地区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是先前英-俄两国交互影响的地带；东部地区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主，为先前英-中两国交互影响的地带。



　　除阿富汗和几个情况两可的喜马拉雅山王国外，整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从欧洲的控制下取得独立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浴血战争中造成分裂，现在两国的边界仍然笼罩着紧张气氛，特别是两国相接的克什米尔地区及其印、巴停火线两侧，形势更为紧张。中国于1962年对印度北部边地的进攻，暴露出该地是一块能导致严重摩擦的薄弱边境地带。印度的温和态度和不断对敌对的中国保持中立的努力，对西方和对印度本身都留下了不少问题。印度在其本国范围内也出现了许多麻烦。地区利益和文化利益截然不同的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已导致政治上停滞不前。



　　南亚较干燥的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历史上以农牧业著称，但经济不发达，无法树立起这一地区的民族形象。南亚东部地区，人口密集，比较重视发展工业，但历史上长期由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民族统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受到局限，教育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部族社会还照样存在。



　　印度半岛地区巨大的总人口过去一直没有转化为十分重要的国家力量，现在好象也不存在这种转化的现实可能性。仅仅语言的文化影响就产生了明显的结果，从独立以来形成许多新的内部邦界。各邦的地区利益压倒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由于现有资源的匮乏，技术水平的落后和发展资金的短缺，使充足的人力资源无法发挥作用。但是这些不利条件，巴基斯坦要比印度少一些，所以巴基斯坦作为南亚唯一的亲美国家，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能够发挥颇为令人注目的作用。



　　东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多国集团，很久以前曾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有时是势不两立的公国。它们有着被迫就范统一的历史，也有着既遭欧洲国家又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东南亚由8个独立的国家组成，包括群岛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另外还有两个小附属国，即文荣(英国保护国)和葡属帝汶 [ 注：东南亚中南半岛包括6个国家，即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 ] 。整个地区属于佛教和安南文化模式，历史上曾传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影响不大。经济以农业为主，沿海一带集中分布有种植园和商业中心。内部继续存在着部族社会。各国大部地区不参与国家经济或政治。



　　从总体上说，东南亚是一个数世纪来一直同中国互相影响的地带。历史上，中国对此地进行过断断续续的殖民活动，而部分国家一度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较早时期，该地区受到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互影响，紧跟着又受到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互影响，到了近代则处于欧洲和中国的影响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利益集中到这一地区，除了以前与一些主权国家已经建立的联系外，目前还同菲律宾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夹在共产党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一个两面受压的地带，美国在军事上介入，执行了目前在政治上受欢迎的遏制政策，这种政策首先在老挝，接着又在越南明显地受到欢迎。



　　东南亚的8个国家，除了泰国以外，都是新近独立的，它们不仅要寻求国家的统一和做人的尊严，而且要就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文化和政策作出正确决定。



　　东南亚总的说来是亚洲的一个重要地区，是一个在国际纠葛中引人注目的世界集团。该地区作为欧洲(经由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等)至远东的必经之地以及连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上交通要道，在全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该地区物产资源丰富，人口又不象附近的印度和中国那样过密，因此长期来对欧洲国家，而且近年来对中国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一地区的个别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一心想要在本地区引人注目或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足以持续地支持其势力扩展的工业基地。即使由这些国家组成理论上的集团，也难以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军事实力。



　　远东 远东主要是由中国和日本帝国留存下来的地区(不包括东南亚和苏联版图内的地区)组成。作为一个地区，它仅具有一种含糊不清的在文化、历史和国家目标方面的一致性。在这个地区内，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远东有两个实力中心，一个在日本，另一个在中国的华东。



　　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使远东的地缘政治复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摆脱日本的统治但未能保持独立，其北半部领土以人民共和国为幌子落入共产党手中。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也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时，它的流亡政府于四十年代末接管了福摩萨岛。这个通称台湾的岛屿现在作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而存在，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



　　多年来，远东是俄国人、西欧人和美国人互相施加影响的地带，中国和日本一直试图作为支配力量插足其间。远东地区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以互相竞争的欧洲文化为一方同以单一的蒙古语族及其相关语族文化为另一方进行的主要较量。除干旱的内陆外，远东大部地区属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文化、语言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参差不齐，而且资源有限。它被两种对立的政权控制着——一个是作为海洋国家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另一个是历史上有过巨大发展和主要利益在陆上的中国。



　　在亚洲生活水平最高、工业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作为这个大陆地缘政治力量的基础，具有独特的作用。自由释放出来的人的能量加上良好的通达性，使这个海岛帝国争得梦寐以求的显赫地位——这种努力早在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已见端倪。现在，日本在经济战线上遇到了挑战，但事实证明它仍不失为在各方面具有极大潜力的强国。



　　大陆中国在远东乃至世界的力量结构中仍然是个谜。拥有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人口，既有已开发又有未开发的资源，又在一个敢做敢为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之下，从北京发出的一些严厉的声明，听起来的确怪吓人的。面对这个不受束缚巨人的令人沮丧的情况，人们可以指出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几乎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军事上除了以武力支持外部的盟国在陆地疆界以外进行渗透和在边境的小规模战斗中取得胜利外，也没有显赫的战绩。



　　大洋洲 大洋洲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那些不包括在其他地区的太平洋诸岛，如新几内亚岛、萨摩亚群岛、斐济群岛和西南太平洋的其他一些小岛。它由前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帝国(包括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以及留剩的英、法殖民地所组成。从地缘政治上说，整个地区远离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冲突。曾几何时，西南太平洋诸岛作为北美至远东的基地和“踏脚石”而享有重要的地位。如今，技术上的进展已使这种地位大为减低。



　　直到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和它们早先在英联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向北半球人口较为稠密的工业国家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然而，这两个国家日益发达的工业已使它们具备了更大的自强能力并减少了对在半球间进行远距离贸易的依赖。就变化的幅度而言，它们的国家力量已相当强大，至少它们地处边远，相对来说可以不卷入外部冲突，而且它们本身也不存在文化上的冲突。



　　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这片土地同亚洲更加接近，因此将来可能会出现相对位置形势的变化，这一人口稀疏的地区可能对南亚和东亚这一人口稠密的新月型地区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北部非洲 北部非洲 [ 注：北部非洲和北非的含义不同，北非通常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而北部非洲大体上与阿拉伯语“马格里布”同义，指的是非洲北部地区。 ] 的范围从非洲大陆的北缘一直向南延伸至由宽广的撒哈拉沙漠连成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一地区包括非洲地中海古老的和开发得很好的土地及其南部边缘的干旱地带。一些赤道国家的北部边缘也属于该地区，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向北伸展。要想在北部非洲沿着政区境界线划出一条地缘政治边界或接触地带，将是很不相称的。



　　非洲大陆北半部不仅受到过穆斯林的统治，而且受到过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后者的影响表现在商业渗透方面，直到近些年外来势力仍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的利益。当地的经济特征是以游牧、畜牧和谷物生产为主。地区中的大多数国家是新近才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人口稀少，教育水准低，财力不足，经济不发达。最北部的居民最老练。



　　从战略意义上看，北部非洲国家缺乏任何有效的运输系统，它们的经济实力只能有限地支撑大规模的军事机构。北部非洲有点象一个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尽管这里有着数个世纪的与一些古老国家交往的传统和靠近地中海的优越位置而使其蜚声世界，不断吸引一些比较强大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部非洲提供了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典型的沙漠作战的战场。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一般人心目中的非洲概念，恰好指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那一部分土地。只有在这里，广阔的热带草原、赤道地区、东部高原和南部，才真正反映了非洲特有的景观：各种色彩斑斓的野生动物在充满奇花异草的田野上悠闲地荡来荡去。在热带森林的北部和东部沿岸一带，伊斯兰文化影响最大。但在撒哈拉的南部和苏丹，这种影响已明显地为当地的风俗和欧洲人的习俗所冲淡。



　　东非高原和南部亚热带地区对欧洲移民的吸引力要远远超过赤道宽广地带的湿热低地，因此在这里，特别是在南非共和国，就出现了势力最强大的白人少数民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缘政治问题往往同该地区白人移民的多寡成正比。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独立似乎意味着允许恢复部落战争，就象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那样。在该地区一大批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当地白人势力不大的国家由于引起磨擦的问题较少，故从殖民统治向独立的过渡中碰到的困难要少得多。所以，附属国，例如尼日利亚和象牙海岸遇到的种族斗争问题要少于肯尼亚和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相反地说，前两个国家的独立也来得比后两个国家要容易些，因为后两个国家获得独立后，大批白人面临着完全由非白人执政的新政府，其利益有丧失的危险。



　　在赤道及其外围地区，基本上是以一些种植园或牧场来维持生计的经济。这里不仅土地开发差，新建国家财富也不足，对人民的文化信念的冲击弄得他们不知怎样对付对他们说来是现代的而又节奏很快的文明。这里不仅是一个国际实力真空区，而且也是一个火绒箱，这可以从不间断地爆发起义和由共产党煽动的叛乱看出来，



　　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欧洲人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带来一些不同的问题，由于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日常活动和冲突，这一地区发生的问题的寓意同毗邻的各主要地区带有的共性问题毫不相干。南非、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以及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白人殖民统治或多或少令人想起数十年前在其他地方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在这个辅助性实力中心的亚区所从事的农牧、采矿和其他具有开拓性质的活动充满着不同于紧挨着主要国际竞争舞台的地区出现的那种国际紧张局面。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共和国遭到其北部邻国的忿恨而进一步被孤立。



　　中美洲 中美洲包括墨西哥、美洲大陆中部地区和加勒比海中的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东南边缘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也可以算上的3个圭亚那(圭亚那、荷属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有时参与该地区的事务，有时则不参与。



　　中美洲大部地区由长期受西班牙殖民统治、操西班牙语的国家组成，另外也有一些操法语的(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操英语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属洪都拉斯)和操荷兰语的(库拉索、阿鲁巴)国家和地区，虽然它们加起来还占不到这一地区总面积的4%。人口中包括有大量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欧洲人。直到近些年，经济仍以种植业为主。



　　唯有墨西哥具有工业潜力，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地区性的强大实力中心，或者是世界力量结构中的一个次等中心。在卡斯特罗的领导和苏联的保护下，古巴发展工业遭到失败，说明了这个岛屿的地缘政治上的弱点。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凿横贯中美地峡的第二条运河计划，预示着把一种主要的实力功能移至一个辅助性的地缘政治地区。



　　中美洲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受到海洋的强烈影响，陆上交通不便。所以，仍旧难以获得政治内聚力，而且从十七世纪的海盗活动到二十世纪的商业企业，受海上影响的这一弱点给中美地区的文化打下了鲜明的烙印，这种情况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该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长期以来，该地区沿海遭到袭扰，被海外殖民、由外国进行资源开发、革命活动、领土争端和转让以及外国干涉的历史，证明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目前，该地区正在通过下述途径寻求稳定，这些途径是：兴办教育、获取经济援助、相互间进行政治合作(如进步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接受诸如福特基金会的私人赠款等。



　　南美洲 南美洲大部分国家有着被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历史和以经济作物、畜牧业、自给自足农业和原料开采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史。人口中印第安人和黑人同欧洲人的比例因地而异但很不规则。遥远、通达性差和与外界隔离，是南美各国政治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要素。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水运起着沟通各族人民的作用，而且大部分文化上的发展也靠近水。这些特点长期来阻碍了利益和行动上逐步统一的进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南美一直是一块革命、局部战争、独裁统治并且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外制成品的地方。它满足了某些外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利益，阻止了别的国家对南美的渗透和控制。南美洲在很多方面曾是一块受保护的实力真空地带。近些年来，已逐步出现普及教育、土地改革、扩大选举权及经济上开展多种经营等活动。同中美洲的情况一样，进步联盟和外部的其他影响，例如由泛美开发银行提供财政援助等正侵入不发达地区。



　　南美大陆有几个可以称作二流的实力中心或者说政治、经济重心，但这种实力中心不能产生巨大的国家力量。只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巴西，有着跻身世界强国的潜力，不过只是在具备精于治国的本领和在工业发展上走出独创的路子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余下只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外加少数的矿业中心才可称得上是这个大陆在世界事务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地缘政治中心地。



　　水域



　　用以补充上面列举和简要论述的世界上13个地区及其有关的实力中心的，还有5个支持海上活动的外围水域。水域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和极大的地缘政治价值。大片水体本身并不构成实力中心，但是在隔开控制着国家地缘政治力量的陆块和岛屿方面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各个国家——从完全的岛国到内陆国——相对于海洋的位置关系，不少已收入地缘政治文献。从总体意义上说，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及南极水域和冰域等五大水体具有贯通性，可以合为一巨大的“环球海”这样单一的概念。



　　在空中运载工具出现之前，世界海洋是自由通航往来的领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各个国家的通达性。这些水域虽然辽阔，但现在已不再具有这种独特的地位，然而，在运送大批人员、大宗货物和超大型(超重型)物体的情况下，海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低纬度和中纬度的边缘海，特别是港湾和狭窄水道，这些纵横交错的受限水域，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地缘政治预见方法探讨



　　地缘政治分析的目标，要求对可能发生的政治事件作出预见，要了解演变、发展趋势，尤其是与国力有关的情况。任何现实的目标同样也要求地缘政治学家尽量抓住与实力中心有关的国际局势中的实质性因素并加以运用。



　　这种分析的要旨是：(1)要判明任一特定的中心和中心周围的民众的态度、愿望和向往的目标及其发展趋势，而且要识别两个以上国家或国家集团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2)要评价国家的实力及其在特定地点和对特定对手行使力量的能力。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分析应就战争是否有合理的根据和冲突是否可取或获胜的可能等问题，通过逻辑推理抓住问题本质。



　　因此，随心所欲和不负责任会使地缘政治分析得不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在需要维护传统、“保全面子”或者运用国内政治中带感情色彩的因素情况下，地缘政治分析也于事无补。



　　国际政治和战争艺术，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冷酷无情和与人无关的科学。处于我们这个危险的时代，问题最终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全面了解我们的命运。














	

 






	















	







	







	









 





	


	







	








	




	


第12章 结论




	







	

 



	


	


　　前面各章论述了军事地理学在不同指挥层次和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应用，其中有9个概念被视为“基本概念”，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多半与其有关。这9个概念为：



　　1.概率论



　　2.时间表



　　3.通达性



　　4.机动性



　　5.能见度



　　6.冲突矩阵



　　7.利害冲突



　　8.实力平衡



　　9.战争规模



　　概率论 贯穿于所有其他概念，为9个概念中主要的概念。它表示现实的不可知性和人类预测事物的真正能力，就是说，直到事件发生时，我们仅能对其作出某些推测。也可以说，人的弱点迫使我们采用一种统计的方法去判断各种可能性。在军事地理学中引入概率论，就是要判断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是碰到某些自然或人为情况的可能性。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这个概念还涉及这样的机会，即既定的方向正是部队实施运动或寻找敌人的方向。此外，它也许是某些事件和情况凑在一起而出现的机会。例如，达成战术突然性的机会，或敌对双方部队在意外或凑巧的情况下遭遇的机会，便是如此；总之，任何同概率曲线角形图示一致起来的情况都表示有可能出现这种机会。概率论中这一结合现象引出了疏开和相互支援的概念，并产生逐个判断整体中每个环节的机会而带来的机会累积问题。



　　定时和时间表 此概念是由概率和军事上协同的需要引申而来的。这一概念涉及为可能发生的或意外的事件留有时间余地的问题。它适用于拟制一份切实可行的有关车辆流动、运动和其他活动的日程安排表，在该表上要补偿因环境影响而失去的时间，而在这当中，起止点的位置、通达性和资源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达性 这是军事地理学的核心。这个概念表示从一地到达或攻击另一地的难易程度。通达性不仅取决于距离的远近和有无障碍物，而且还取决于道路和运输系统的发达程度以及车站的能力。除此，它还取决于速度和中转系统的容纳能力。必须强调，通达性是指从一确切的起点到一特定的目的地并就一定的技术水平而言的，不存在笼统的或抽象的通达性。



　　另有两个概念与通达性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选择自由，另一个是交通运行。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能到达某地，且该路线被堵塞，那么通达性就逐渐消失。但在有数条可供选择的路线进入某地的情况下，其中一条路线被堵塞并没有多大影响。所以，在地理评价中，位置、环境形势、技术能力和任务要求，所有这些因素对扩大或缩小行动的主动权都有明显的影响。另一个概念，即交通运行，是指在运输中要适应不间断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要使车辆不断运行，空车必须返回。因此，在判断通达性时，终点站设施、来回时间和返回路线等类问题均应予以考虑。



　　机动性 它比起通达性来，是一个较为简单的概念。它估价运动，包括所有必不可少的支援运动在内的难易程度和速度，并且要考虑预定的运动方向是否或未能与现有的路线设施及设备的可利用性相一致。机动性取决于车辆的性能和赖以实施运动的地面、雪地、空中或水域等运动媒介的性能。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机动性取决于军事组织对运动要求的反应能力以及部队在规定方向上运动时的体力。所以，机动性不仅同装备性能有关，而且同士气和指挥也有关。因此，机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状态。



　　能见度 这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全部同发现、识别和确定目标位置有关。大气条件是衡量能见度好坏的一个标准，地形条件则是另一个标准。肉眼本身提供了一种能见度的量度范围，而借助于光学或电子仪器的肉眼则提供了另一种量度范围。这样，主要应依据视力、天气、日光、目标大小、动态静态、反差、形状、遮蔽等因素的具体情况来研究讨论能见度。对制定计划来说，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成为用概率表达的一种可变条件。因此，能见度是一个复杂的各种可能性的综合体，各种可能性最终能否成为现实，将随着对每一个可能性的精确量度而得到确定。



　　能见度的心理-生理素质表现在视敏度和反应时间上。它依各人及其身体条件和疲劳程度而异。此外，与能见度有关的自然现象可以用“透射因素”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就能把雾气、阴霾和明暗度同能见度挂起勾来。同样，隐蔽和伪装的效果也随着各种因素造成的影响程度而异。能见度在地理方面的问题涉及到特定地点出现隐蔽条件的机会、可能的伪装特征和预期的大气透光条件等。



　　冲突矩阵 属抽象概念。是把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环境的所有组成部分同军事活动和冲突事件进行比较。这样，为了进行比较、分析和预测影响冲突(不管是一次战斗还是一场战争)的能力和制约因素二者之和，便可以与冲突行动本身或冲突的结果进行对照。这个概念的设想是，通过对冲突事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加深了解并获得技能。



　　利害冲突 同战争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冲突的结果这样一个概念直接有关。它构成了一种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基本观点。国家利益体现在经济增长、贸易状况、市场操纵、文化统一、战略力量、政治卫星国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这个概念可以表述为：



　　当势均力敌的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发生利害冲突时，便有可能爆发战争。



　　这一概念有力地告诫人们：没有利害冲突，也就不存在问题。如果一国明显地弱于另一国，那么就将作出让步，而不是冒军事失败的风险。这个正规的准则不适用于下述情况：某个国家一心要征服较弱的邻国而不遵循谈判的原则。



　　实力平衡 如果把实力平衡同利益冲突这一概念相权衡，那它就预示一种特别不稳定和危险的局势。按照实力平衡的理论，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施加压力的能力等于对方实施防御或进行回击的能力。衡量国力或军事能力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或可靠的手段，也不能对国际力量均势作出估算。人们无法进行预测，于是，这一因素就进入一国的政治机器及其与他国的相互关系中。



　　然而，军事地理学是密切注意国力评估的。在作此评估时，资源如同通达性一样处于突出的地位。当在实力平衡范畴内运用通达性这一概念时，通达性起着削弱攻方的有效力量的作用。由于通达性是相对的，故相对位置方面应予考虑的问题也会对国际力量分布的评价有很大影响。



　　战争规模 这是最末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所有的战争都不是“全力以赴”的，而是有着不同层次级别上的国家利益和不同层次的投入战争的规模。因此，我们面临的危险有冷战、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如果把这个概念扩大到包括经济战和政治战，便会使人们发问：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设想有一块太平的地方能被看作是现实的吗？



　　军事地理学的实质



　　地理学曾被说成是一门研究“那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和“结果会怎样？”的科学。简单地说，军事地理学就是这种学术研究内容的扩展，即将地理学运用于军事任务的实施，包括各具特点的陆战、海战和空战任务的实施。现代战争概念的发展以及军事利益和责任区域的扩大，使得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也必须扩大。它不再仅仅是和主要是研究地形和天候条件，而且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总之，军事地理学是“保存自己，争取胜利”的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军事地理学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现地特定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对在该地实施军事行动产生特定的影响。



　　2.可以把不同的环境条件同它们对军事活动产生的不同影响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也可以把这些特征和影响与各个地方联系起来。



　　3.这些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搞清楚的，因而对制定军事计划是有帮助的。



　　现地情况对军事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水平，军队的特点和编配形式，参战部队担负的任务以及有关地区的地理特征。在此范围内，军事地理学主要研究由地区造成的影响，并力求预测特定地点的特定条件对特定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影响。



　　军事地理学包含的主要内容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从适合由国家最高国务会议作出决策的那些问题，一直到部队现地实施小规模机动需要考虑的地形问题。在将该领域划分成便于研究的细类时，一定要记住在战争策划活动及其众多的分支项目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它们日益同最日常的民事生活交织在一起。以下的摘要大体按照前面各章的结构，先宽后窄，然后再从军事科学着眼和从地理特征入手，加以阐述。



　　大战略地理学 在大战略或全球战略的领域内，外行人犹如进入伊甸园，可以不受琐事或事实的束缚而信步漫游。实际上，这一错综复杂的领域向政治-军事地理学的信徒们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它是一个与军事和外交都有关系的斗智斗勇的领域。就大战略一级而言，军事和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今天仍和以前一样，武力是支持外交活动的最后制裁手段。如果没有运用现存威慑力量的能力，那么外交的基础将是脆弱的。



　　为此，大部分外交活动必须致力于取得或保持军事优势，其标志是获取海外基地、建立同盟关系、扩大资源来源及保护运动和补给路线。国际战略边界的概念仍然有效，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含义已发生深刻变化。那些预测未来军事需要的人们，会密切地注视下面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如民族愿望和目标，国家间的利害冲突和国家支撑战争的能力等。虽然这些问题也可能同若干其他研究领域有关，但与军事地理学则必然有关。



　　战略地理学 认清军事战略地理学比较合适的办法是把握一组略为独特的前提，即问题的级别不一样，其相应的分析方法不一样；解决寻求的办法不一样，以及考虑问题的范围不一样。研究的地区越大，化费的时间越长，则涉及到的地理因素就越广。军事地理的判释工作，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地区范围大，持续的时间长以及在展开部队和判断目标时情况不明和犹豫不决等，最好使用“可能性”或“机会”这类术语来表述。



　　空间范围的缩小和时间量程的缩短(包括较大地区和较长时期在内)，还需补充考虑一些后勤保障和后方地域行政管理问题。这样，在实践中，后勤地理学与战略地理学就基本分不开了。不过，保障和行政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手段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差别的。



　　战术地理学 除了战场(或战斗地域)局部地区情况不同以及参战人员数量和素质不同以外，在作战的历史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军事技术。由于武器射程的加大，战术机动能力的增强和通信设施的改善，故战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局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主要是对目标捕捉、掩蔽和隐蔽、能见度、机动性、导航和通信等有不同的影响。事前计划制定得无论怎样周密，也不可能预计到战斗中发生的瞬息万变的情况。因此，战术军事地理学应重点研究不同的和易于辨认的地理条件的战术技术性能，并且在战术训练中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后勤地理学 后勤地理学基本上是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当部队人数多得不能再靠驻地补充给养，补给线首次向后方地带延伸及需要大批生产军需品时，就出现了后勤问题。随着勤务部队和行政司令部的出现以及占领区职责概念含义的扩大，这方面的问题就多了起来。



　　其中，运输和补给值得专门一提。运输一直是战略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门，尤其是在涉及运输流量、集中和周转的自如程度时更是如此。近代历史充分表明，运输在规定特定地区的军事能力方面具有潜在的决定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略地理学基本上就是运输地理学。



　　现在，对不同地区特殊的补给需求，通常应予以确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装备的供应标准能够也应该适应战区特殊的环境特征。有时，随着战区的不同，各自的环境条件可能造成不同的损耗率，或者需要补充某些类别的补给品。这些环境条件提出的要求，对于从事新的和特殊军品的设计，修改标准装备的性能，或对人员进行特种训练是至关重要的。



　　民事地理学 近期出现了一种趋向，要求军队既要对付和歼灭敌人，又要保卫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和管理占领区内各项事务。这种趋向带来的结果就是把军队投入曾一度被认为是非军事的事务中去。由于长期倾向于提高军队的技术水平和减小战斗规模(指较大的战场、较多的兵力、较长的补给线和较长的军事活动周期)，因而对非战斗事务的关心程度加深了。这些趋势造成来自后方地域的后勤保障对军事活动越来越重要，并且还使得这些提供后勤保障的地区成为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所以今后必须把民政事务同战术和后勤一道，看作是军事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占领区实施的军事活动可分为三个部分：(1)保护平民和设施不受攻击，包括损害控制和救援；(2)控制或支持经济、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的活动，包括重建和民事管理；(3)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利用当地的劳力和资源。这些方面的民事工作实际上也融合到为实现和平的最终目标而作的总体努力中去。民事方面这些头绪纷繁的工作使指挥官必须从事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通过履行这项职责，军事科学的内容大大扩展，把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在军事上的特殊运用也包括在内。



　　军事地理区域 军事地理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方案，它是把影响军事活动的有着相似条件的地区集中在一起，以区别于其他的有着不同影响的地区。这些区域可以按照机动灵活性在这些地域内所受到的制约来划定。其他的识别和评估因素包括它们对特殊装备、劳力和训练的需求以及它们的实有资源情况。最后，现有资源情况以及像道路和建筑物这些人工地物，也可能在程度上和方式上影响它们去适应军事计划的要求。



　　本文提到的军事区域是根据环境特征，特别是根据影响机动、能见度和通信的那些地理条件来划分的。我们已经对在现代作战活动中所取得的某些军事经验作了回顾。军事经验是按照地区类型或环境类型分类的，从这种分类中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互相关联。这种互相关联有的是从诸如在林区存在着隐蔽条件和容易遭到伏击，或在沙漠控制水源的重要性等简单的相互关系得来的。在其他方面，如对城市评价时，这类相互关联就要微妙复杂得多。区域内的军事活动和环境特征之间的这些联系，除去基本军事原则的运用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上的进步，要求不断审查和修正对环境条件军事意义的解释。由于启用卡车、无线电和飞机而带来的沙漠作战样式的变革，就是技术对应用地理学产生影响的证明。



　　军事地理区域概念对于确定供应标准和补给原则以及制定部队物资器材的性能标准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概念也有助于选择训练方案和评估战斗组织。它构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架。但是，军事地理区域概念有其局限性，因为每个军事问题或环境特征通常有其独特的地理配置方式。军事区域是一个一般化的概念，当它的这一特点被忽视时，它也就失去了实用价值。



　　地缘政治学 大部分社会和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的最后结果通常在一个地区的政治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同样，军事地理学和国家外交的现实往往用地缘政治态度和国家的目标加以概括。地缘政治学使一个民族的目标与其能力相平衡，而且把国家与国家、联盟与联盟等同看待。这里，工业区、居民中心、通商路线或合适的势力范围的位置和特色显然是很重要的。所不同的是：想要得到的和实际能办到的二者之间的差别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和以武力作后盾的优势二者之间的差别。



　　地缘政治分析能最有效地帮助预测军事行动的需要。现在，依据世界上的力量分布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模式已经出现。这种分析方法主要基于对目标、资源和通达性的判断。为了进行这一讨论，我们已将世界划分成13个政治地区。它们便于有条理地归纳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和战略特点。这些地区通常可以依据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亲缘关系、经济发展情况、地理上的邻近和政治上的联系来划定。



　　地缘政治学是动态的，力量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大多可以根据社会和经济地理的主要趋向加以认识和预测。所以，地缘政治的预见分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小结



　　军事地理学注意研究军事活动的效能和代价。就此而言，它有助于评价支持特定外交活动的可行性。因此，它也有助于判断国际事务及各种军事活动。但是，我们仍应致力于透彻了解一切事物。即使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东西，也还没有形成适合快速决策的有条不紊的体系。在军事科学的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把我们思考的东西变成建立在尽可能最好的指导方针基础上的明智推测。军事地理学有助于各军、兵种更好地解决作战、后勤、研究与发展、训练、民事和情报等方面的问题。当出于行政管理上的原因，试图限制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所关心的问题，就会出现效能不高的问题，因为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面向问题的。














	

 






	















	







	







	









 





	


	







	








	




	


译校者的话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是目前见到的西方最早的开拓性后勤理论专著，作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乔治·赛勒斯·索普，于1917年出版。西方的军事和后勤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甚高。英国1980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该书提出“战略、战术、后勤三位一体的结构”强调“后勤当然的职能就是提供战争的一切手段，即人力手段和物力手段”，打破传统的后勤狭窄概念，使后勤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战争财政、舰船建造、军备生产，以及战争经济的其他方面在内”，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后勤理论的重要发展。美国著名后勤学家亨利·艾克尔斯在《国防后勤学》(1959年版)一书中称索普这本“写得很出色的小册子”，是“研究后勤理论和原则的首次尝试”，并指出：直到194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图书馆中发现此书五本之前，它几乎或甚至完全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该院的几位学员读完这本书后很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索普的意见能及时地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可以(在战争中)节约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遗憾的是，此书已经绝版”。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共十二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一章，主要依据以往战争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三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拿破仑征俄之战，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从理论上探讨后勤在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战略、战术同后勤的相互关系；军队与后勤的组织体制及其领导，管理方法；和平时期后勤的战争准备和国家的战时生产准备及其动员。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如何适应战争需要，加强后勤官兵训练教育问题。



　　索普在这本书中反复论述的基本观点是：后勤与战略、战术一起构成战争科学的三大分支，现代战争的准备和实施必须有相应的后勤保障(包括国家动员全部资源)、后勤保障制约着战略、战术目标的达成，关系着战争的进退与胜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进步引起了作战手段、战争规模及其物质需求与消耗的变化，由此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后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战争已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后勤必须象商业部门那样，建立合理分工协作的组织体制，采用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培养有知识的专业人才，精打细算，注重效率，避免重复和浪费。如他认为，“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它虽然默默无闻，但为成功的演出所必不可少，就战争而言，“任何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都要从后勤的角度加以解决”，忽视后勤的结果，付出的代价更高。他强调后勤“应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并批评只谈战争科学而“闭口不谈后勤”的军事家是对战争的实际和后勤“一无所知”。在他看来，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一大独立方面”，没有组织好后勤协调工作，也是后勤的一大失败。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都是后勤组织得较好的一方。他强调战争“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要把国家的各种资源转化为作战手段，以保障战争的准备和实施，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它就成了一个武装的民族——每个人不是直接投入战斗就是参与保障作战”，经济因素和后勤因素以及国家战时动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越来越大。“战争中，交战国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看来只有最能经济地使用其资源的一方，也就是谁最能从其资源的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最善于选择最经济的武器等等，谁才能赢得战争”。他预言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哪一方拥有最后的后备人力和最后的财力，哪一方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反复说明，“现代战争已丧失神秘性和骑士精神，而与商业性及工业化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因之而使商业性方法适用于战争”；为此，他十分重视军队和后勤的组织体制、实行“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原则，精确分工、密切协调、发挥下级和下属人员的主动性，加强各项工作的科学管理和通过正规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等问题，强调“研究理论后勤不能不探讨后勤组织的各个部分怎样才能有效工作的理论，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都要有效率”，“有知识，才能有效率”，“基础教育，对复杂的现代战争中的士兵来说，是发挥他们的最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他还以商业部门和现代工业生产的经验为依据，提出“联合是很大的节约”，陆、海两个军种(当时还无空军军种)的通用武器装备要实行标准化，统一组织生产、供应，在其它方面，也要实行联合和统一管理，如军服生产的合并，医院与卫生机构的合并等等。



　　索普的这本后勤理论专著距今已近七十年，尽管战争与后勤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中论述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历史分析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特别对于研究后勤理论的发展历史有较大的价值，特全文翻译出版，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索普是资产阶级后勤学家，他在书中的不少观点，如战争观问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另外，该书在学术理论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后勤相互关系的论述缺乏深入的科学分析等等，望读者阅读时注意研究和鉴别批判。



　　还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书名，过去有的译为《纯后勤——战争准备的科学》。考虑到索普在此书前言中的解释，“理论后勤”(“纯后勤”)指的是对后勤的理论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与“应用后勤”相对应，故采用了现在的译名。



译校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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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从未使用过“Logistics”(后勤)这个词。当然，就象他当时运用过战略和战术的原理一样，他也运用过他那个时代的战争所必需的种种后勤原理。但是，当他确认战略和战术显然是战争活动的两大独立部分时，他却没有认识到(或者为时太晚时才认识到)，后勤工作乃是战争活动的第三个独立部分。



　　然而，说来也怪，我们今天在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名副其实地论述后勤的唯一经典文献，却是出自拿破仑麾下一位杰出的军官之手。那就是若米尼男爵，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单独用整章篇幅论述了这个主题。 [ 译者注：指《战争艺术概论》一书第六章：“阵中勤务”，原文为Logistics，应译为“后勤”。 ]



　　几乎每个平民都熟悉“战略”和“战术”这两个术语，几乎每个有见识的爱国志士都知道：战略涉及的是调动和使用全国武装力量的总计划，而战术涉及的是战斗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单就那些专讲战争科学和战争艺术的书籍闭口不谈后勤的事实作出判断，无可争议的一个结论就是军事家们自己对后勤几乎也一无所知。虽然有些作者说过：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三大领域之一，但他们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而且即或有所说明，也无非是谈到运输和补给而已。



　　若米尼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只消一看他列入后勤工作范围的种种活动之后，人们就会产生如下怀疑：留给战略和战术的活动，究竟还能有多少，(实在微乎其微)。但是这位男爵的说法是值得人们认真考虑的，因为大家记得，他在法军征俄之战中曾担任拿破仑的军史官，这就使他得以了解战争史上最闻名的一次后勤失败的全部事实。



　　后勤如此不受学术界的注意，它在战争文献中论述得如此之少，其中道理是很容易说清楚的。



　　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对剧中情节和演员技巧激动不止的观众，往往会忽略隐藏得很巧妙的舞台管理的各种细节。在目前戏剧演出的条件下，要是认为导演的作用以及布景更换人、道具管理员和灯光技师的作用，即使不比演员的演技更重要，至少也是相等的，这很难说有什么不正确。当然，上面所说的，已是戏剧演出晚近发展的情况，因为早期演剧，演员几乎不得不全部依靠个人的表演技巧，去创造那些使人有真实感的地点和时间的幻觉。导演手法、制作精巧的布景、机械化的道具及其无懈可击的效率，都是戏剧艺术新近才增添的东西。



　　后勤学而今在战争科学中受到重视，就如舞台管理在剧院中之受到重视一样。原始部落之间的战斗，是在受到挑衅时一触即发的行动，事先既没有预定的计划，也不需要准备特殊的战斗手段。这就是说，当时只涉及到战术。及至有了多次战斗的经验之后，有些聪明的战士才向伙伴们建议，如果战前预有计划，就会占有对敌优势。这种计划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了策略。策略越来越多，其间又经过精心改进，一直发展到交战不再是一天之内就见分晓的单个战斗，最后的结局只能指望一系列战斗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最早、最简单的多次性的连续战斗中，我们看到了战略科学的萌芽。一旦交战不再是一场短暂的一触即发式的战斗，战前也就需要或多或少地加以组织并准备作战手段，或者实施某种行动策略。如：必须准备好隐蔽地点、埋伏、交通运输工具，并为服军役期限更长、不能靠打猎为生的武士们提供给养。战争的这一发展阶段标志着后勤工作的开始。



　　不难想象的是，在早期的武士看来，上述后勤工作并不如他们的战略(或计划)重要，而计划又不如实际的战斗重要，因为只有短兵相接才能直接影响战斗的结局。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的先后次序尽管至今为人们所公认，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战略越来越多地夺取了战术的荣誉，后勤则已跻身于战略和战术两者之间。(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不断改进了作战手段，新型武器陆续投入使用的结果，使得后勤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在战争科学这个总题目下，战略和战术谈论得很多，而后勤至今却未被承认是一门科学。



　　所有现代战争的作战记录都大声抱怨这种疏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接踵而来，而传之于世的却是作战手段准备得很糟的种种故事。战争已经工业化，因而战前的训练和战争的准备也变成了商业那样的活动，而且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它同商业活动一样，为了确定恰当的分工、估算应付局势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以及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一切都是能在事前进行分析的。



　　后勤之所以默默无闻，还可以用另一个事实来加以解释，那就是战争本身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四个世纪中， [ 作者注：I·S·布洛克：《现代武器与现代战争》序言。 ] 有三千一百六十五个年头发生了战争，其中有案可查的战争约为八千次； [ 作者注：J·诺维柯：《战争及其公认的好处》，纽约，1911年，第14页。 ] 但人们必须承认，战争的发展是缓慢的。我们现在知道，可以认为是作战环境的自然条件有以下五种，即：陆上、水上、空中、地下和水下。迄今为止，只有第一和第二两种环境中的作战行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他都还处于试验阶段；空战还不可靠，只能起辅助作用，水下战争的情况也一样，地下战争由于使用了战壕和坑道，只能说小有发展。待到各种环境都能得到充分利用，战争的发展才会令人满意。而本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已经能使人们对新的战场作出生动的设想；地上和水上的作战行动已产生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佳效果，对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在陆上和水上遇到的阻力比起地下和水下来要小得多。当空战的方式和方法得到大大发展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就将更多地集中到地下和水下。等到各种作战环境都能得到利用，那时战争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艺术。



　　我们从许多方面得到的启示是：走向全世界和平的道路在于使战争手段臻于完善。只有使人们不敢发动战争，和平才能到来。作好战争的准备，人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其时交战双方都没有机会发动一场成功的进攻。要是各国的战争准备都能达到攻方制服不了守方的地步，才能使人们无穷无尽的精力投向其他生活乐趣方面去，而不会让他们的同胞在工业和战争上受到损害。到那时候，衡量世上成就的标准将从夺取而变成为同胞服务。



　　我们还看到，现代战争已丧失神秘性和骑士精神，而与商业性及工业化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因之而使“商业性方法”适用于战争。近百年来，每一次战争的教训，都突出了商业性因素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民族在和平时期象是一个工业的蜂窝，所以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它就成了一个武装的民族——每个人不是直接投入战斗，就是参与保障作战。在这项艰巨任务中，为要有效地工作，就必须“协同配合”。凡是要完成的任务必须遂一地分门别类，凡是分配完成各项工作的人都要妥善安排，以免造成重复和浪费。这一切几乎完全是属于后勤范围之内的工作。



　　如果甲国正在准备战争，它不可能将它的大部分准备活动隐蔽起来；它搞军备的大部分费用必定要为公众所知；由于军队庞大，即使一年或两年之内也不可能训练成功，而军队的存在是保不住密的；最小的军舰，也要在造船厂建造好几个月，至于大型军舰则要造几年之久；即使是打防御战，没有隐蔽在远海岛屿中的前方基地，也不容易奏效。这一切都必须预先筹划，及早着手建设。此外，同哪些国家结成联盟，通常也要早作安排；还要开展教育运动，政治家和教育工作者要向人民讲话，唤起国人对民族灾难或国家“命运”的普遍关注。准备战争的活动就象一个实际的宣言那样，要把自己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乙国如果能有总参谋部那种形式的现代机构，它就能了解甲国的种种活动，并将甲国的平时活动与甲国上一次战争之前的情况加以比较，就能对甲国的意图作出可靠的判断。乙国的总参谋部还能搞到甲国在战争爆发之时及战争尔后各阶段资源转化为作战手段的材料，并对之进行分析。掌握了这些材料，乙国还要估计它本身的资源转变为作战手段的程度，以对付甲国的战争准备。此时我们面临的任务便兼有战略和后勤这两个方面，那就是：战略制订利用己方兵力的计划，而后勤则为它提供必需的手段。



　　后勤学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也可以使用“理论”后勤和“应用”后勤这两个术语。“理论后勤”是对后勤的理论进行科学的研究，亦即对后勤在战争科学中的作用、范围及其一般的组织，进行科学的探讨。而“应用”后勤则是以“理论后勤”为基础，根据一般的原理，具体研究诸如进行战争准备时后勤的分工和战时如何进行持续保障等问题。因此，介绍“理论”后勤用不了多少篇幅，而“应用”后勤包含的问题很多，诸如给养及其他补给品的后勤、运输后勤、战争财政后勤、造船后勤、军火制造后勤，等等。



　　以下我们将只探讨纯后勤(即理论后勤)问题。














	

 






	















	







	







	









 





	


	







	








	




	


第一章 后勤学的定义及其在战争科学中的地位




	







	

 



	


	


　　一、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术是一部分，战略是另一部分；后勤是其余部分



　　假定后勤是战争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它的性质并给它下一个定义(或概念)。为此目的，我们可以接受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所作的权威性分析。他说：



　　“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就理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是极为重要的……。”



　　“由此可见，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



　　他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认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然后他接着说：



　　“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不过它们和斗争非常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而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来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谁会把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它们虽然同使用军队经常有相互作用，但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种种从属的“活动”中，有给养、行政管理，伤病员的救护、武器装备的补充和修理，还有工事构筑等等。这类项目，自从冯·克劳塞维茨提出以来，在进步飞速的本世纪中已经大为增加；现代发明的层出不穷、军队人数的增多、作战规模的扩大，使得行政管理机构和各种具体事务的处理大大复杂化了。不过，战术仍然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而战略也仍然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因而，战争科学的第三个分支，随着战斗手段的日益增多和日益完善，以及各种资源日益转而为战争服务，已以同样的速度扩大了它的领域。



　　二、某些美国军官的意见：后勤只是运输和补给



　　某些研究战争的学者在论述后勤时，认为它仅仅涉及陆、海军的运输和补给。例如，在学者们看来，一支远征军，如系一支舰队，其后勤需求是确定燃料(油料等)、给养等补给品及其运输问题；如为一支陆军，则是确定其所需各种补给品以及补给品的运输问题。同时，这些学者在谈论战略，战术和后勤时，总以为已对战争的各个职能方面详述无遗。因为他们并未同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定义展开争论，给果他们所理解的后勤概念非常之狭窄。



　　要对后勤学下一正确的定义，远不止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因为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分工；如果头两个部门(指战略和战术)已区分清楚，而第三个部门不清楚，那就会发生工作重复的现象，或者有些职能完全被人忽视，结果某些战争准备工作就没有人去做。比如说，救护伤员一事在战争科学的三个基本职能部门中都告阙如，即：战略和战术只告诉我们预定的作战规模，后勤只为它们提供了手段而未作出伤员救护的安排。假定军事机构中确有医生和医院服务人员，但是他们的人数、所需设备的数量，以及使用方法，都有可能不是按照作战计划的需要确定的。反之，如果伤员救护工作置于后勤部门管辖之下，有关伤员救护的一切需求，才能成为后勤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那些给后勤下了狭隘定义的人会说，“为什么要把这类具体的工作统统划到后勤名下呢，如果说，总共有十项主要工作，我们只把其中的两项交给后勤，而把其余八项分给其他部门，或由一位头头统管起来，这到底有何差别呢？难道这不就是一个用词的问题吗？”



　　怎样来回答这个反对意见，并对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呢？正如冯·克劳塞维茨已经指出的那样，抽象而言，战争的职能天然分成本质上有区别的三大类，因此在估计任何陆军问题或海军问题时，显然有三大方面的工作或任务要去完成。具体而言，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战役，就会发现情况确是如此。我们只需了解到某个战役的具体情况，便能清楚地看到，交战的一方若是真正对任务作了明确的区分，而且相应地组织好了各方面的工作，必然获益非浅。



　　这个结论是有事实为凭的，但读者也许并不熟悉。下面，我们可举一次大战局为例进行探讨。这次战局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后勤工作是一大独立方面，而且未按协同的要求把后勤工作组织好。














	

 






	















	







	







	









 





	


	







	








	




	


第二章 拿破仑征俄之战(1811-1812年)的后勤工作




	







	

 



	


	


　　1811-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之战，常被人们漫不经心地说成是“一次因缺粮和运输工具不足的后勤失败”。但证据何在呢？



　　T·A·道奇在他的《伟大的将军们》一书中说：



　　“粮食是充裕的，因为俄罗斯和波兰多年没有出售它们的剩余谷物，而普鲁士可以用做面包的原料偿付它的赔款；菜牛成群地在加利西亚漫步；同时，补给辎重队(即辎重营)也已组织就绪。”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25页。 ]



　　“糟踏掉的粮食比吃掉的还多。”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80页。 ]



　　1812年仲夏，给养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巴伐利亚的王储在写回国内的信中说：



　　“如果奈伊(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元帅)能稍稍要求走在我们前头的法国师团守点儿秩序，所有部队就会吃得足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走在我们前头的部队全都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放火烧毁一切。他们的行动未受到任何阻止。”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501页。 ]



　　可见问题不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协同，至少军需部门，运输部门和宪兵部队之间是这样。



　　“集中起来的粮食是足够的，但是分配的难题没有得到解决。”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46页。 ]



　　“粮食大部分装在辎重车辆上，源源不断地跟在军队后面，但行进速度不够快，到头来派不了用场，多半成了车队人员的享用品。”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6页。 ]



　　运输的延误可能要归咎于车队人员的渎职，工兵满足不了修路的需要，或者战术部署的需求过大。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搞好协同。要是军需部门、工兵部门和运输部门由一个后勤长官统管，三方面就能相互配合，共同满足作战的需要；一旦这位后勤长官发现不能满足作战需求，由于他熟悉协调工作，他也能很方便地及时向司令官提出意见，调整作战的需要。而在军需部门、工兵部门和运输部门各顾各的情况下，哪一个部门的头头也没法说：三个部门共同努力就能满足需要。再进一步说，如果上述三个部门能组成为统一的后勤机构，它们肯定会密切配合，为战术适应战略的需要铺平道路。运粮辎重队所以跟不上部队，原因就在于缺乏协调一致的准备工作。



　　下面是能说明这段历史中同一问题的又一则事例：



　　“七月份多雨，由于食物不足，吃的太差，部队患病率急剧增加；日常的口粮却远在后方，还在从柯尼斯堡运往科夫诺的途中，处在巴斯塔海军上将控制之下……征粮员带来的通常是黑麦，人们没有磨坊去碾碎它，只好把它盛在某种容器里，不断地搅动，使它干燥得象是咖啡，以之权充大米，与肉类(或其它食物)一起烧煮。一人一天配给一磅左右，就认为足够了。赶来的牛群往往不适于食用。饮水大部取自沼泽，由于不断使用，水源日益污浊。但又无别的饮料可以减少水的用量。”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508页。 ]



　　内河运输事先如能安排得好些，就会减少使用黑麦的必要性，或者事先如果估计到利用黑麦的可能性，就可准备好一些手推磨，从而能用黑麦作为制造面包的原料。由于赶牲畜的管理工作糟糕，菜牛的浪费很大。



　　这位历史家用了下面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形容后勤工作之糟：



　　“战役开始时，他(拿破仑)作出的选择是：在他对部队提供给养的手段未达完善之前，部队要以较慢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进军俄罗斯，才能首尾(指部队与后勤的联系)兼顾。”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510页。 ]



　　我们再来听听，同一位作者对所谓战役因运输不足而失败的说法是怎样讲的：



　　“运输是按最大的规模组织的。”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43页。 ]



　　“后来，跟随部队一起前进的马车简直太多，而且仆役也实在太多。”



　　“军官每人能有一辆四轮马车装运给养。”



　　军官们拥有的驮马和马车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规定：



　　“在大军中，包括炮车和弹药车在内，每三人至少有一头牲口。”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79页。 ]



　　运输工具如此之多，以致军队还带了许多妇女。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33页。 ]



　　“给养问题已成为一大困难；虽然给养补给品源源涌进柯尼斯堡，但从那里要通过转运才能送给前进的军队；当时溯尼门河和维尔尼亚河而上的船运工作还未组织就绪；但是他(拿破仑)已不能再等了。”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5页。 ]



　　这再次表明，在战略，战术与后勤的三位一体中，一旦后勤的地位摆不正，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法国军队内权力的过度集中，造成了下级部门的缺乏主动性。虽然拿破仑有一个庞大的参谋部，但参谋部没有实行权力分散，而权力分散是使它的各个部门工作获得巨大成果的必备条件。打个比方说，机器有了，操作者也很不错，问题是机器的组部件却不具备承担重负荷所应有的力量。



　　这里必须指出：拿破仑不止是一支五十万人以上大军的统帅，他还要为涉及大帝国政治形势的种种棘手问题操心。对他个人而言，战略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大事看来就足够他负担的了；但我们却发现，拿破仑却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例如在他写的许多信中，谈到给军队做的马鞍很差；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28页。 ] 谈到衬衫的式样和价格；谈到军服用料的质量及其制作问题；谈到军用背包；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29页。 ] 谈到军事日志和公报的种种细节；谈到面包的质量；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30页。 ] 谈到雇用水手充当仆役；谈到“奈伊元帅象一个上尉那样在要塞中投宿，而海军的一个军需官却侵占了苏尔特元帅在乌尔特里希的住宅”；谈到消防演习和打靶实习的细节；谈到紧急审讯某些士兵；以及购买马匹等等。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35页。 ]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小事，本应由参谋部的军官们统管，而且他们也能有效地予以处理。然而，实际上却是“统帅的眼睛注视着一切”，“辛辛苦苦地过问各种小事。”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28页。 ]



　　在准备侵俄战争时，法国探知俄国政府当时新完成了一幅帝国地图，比例尺为五十万分之一。尽管拿破仑弄到了一份复制件，但他没有注意给军队提供地图。达武(拿破仑手下的法国元帅)曾经诉苦说，直至1812年年中，在他统率的整个军团中，总共只有七张地图。不是征俄之战开始前在巴黎把地图准备就绪，而是在前线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才紧张而匆忙地绘制了一些草图。甚至拿破仑本人用的地图，也没有诸如交叉路、乡村，森林等等的细节。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4页。 ] 如果能有一个后勤部预先分析未来的各种需要，那就不会发生上述情况了。



　　组织上最致命的缺点之一，是忽视了宪兵问题。缺少宪兵所造成的混乱，其后果之严重使人难以估计。因为法军在立陶宛维持不了秩序，老百姓转而反对他们，致使给养困难更大。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6页。 ] 拿破仑写道：



　　“由于符腾堡人的行为，在波兰是一片恐怖和荒凉。”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6页。 ]



　　“士兵的掉队和离散削弱了部队力量；从涅曼河到德维纳河，每天损失的人数相当于圣西尔军校 [ 译者注：法国圣西尔军校，建于1808年。 ] 少了一个营。”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79页。 ]



　　“下了反对抢劫的命令，但谁也不把命令当一回事。”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79页。 ]



　　“非战斗人员太多。”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79页。 ]



　　1812年6月，(法军)多次发布指示，要求“制止开始搞垮这个国家的混乱。”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6页。 ]



　　拿破仑的军队由于各个组成部分失灵，已是一台不能开动的机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7月26日发生的情况。当时，拿破仑手下有一支十二万人的大军，而对手方面(俄军)才八万人。法军长时间以来就想寻机同一直在退却的俄军较量，此时，一场决战本已在望。但由于法军协同动作过于迟缓，未能及时作好战术部署，结果丧失了战机。这是战术与后勤密切相关的又一事例：后勤如及时提供情报服务并搞好交通线，就有可能迅速作出战术决策。



　　由于没有后勤的协同配合，交通线大大落后，不能满足战术部署的需要，以致拿破仑在1812年6月间发布的命令实际上是在过时的情报基础上拟定的，因而下面无法执行。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9页。 ]



　　卫生勤务工作，同样适应不了形势的要求。在卢比诺战斗之后，拿破仑曾给他的参谋长下过如下的命令：



　　“写信给军需总监，告诉他救护工作做得太差；从昨天起，当发生前哨战(实际是指卢比诺战斗)时，总司令部的军医们以及一些救护车和空货车……竟未派到前线去救护伤员，这是令人吃惊的；而且机关里连一个头头也没有。”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548页。 ]



　　因为情报工作在战争中极端重要，我们再看看它对俄罗斯战役产生了何等之大的影响。



　　“拿破仑得到的有关俄国军队的情报，肯定少于俄国人得到的有关他的情报。”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59页。 ]



　　“虽然拿破仑急于攻占维尔纳是因为他的航运线已伸展得如此之远，而维尔纳是他建立一个大仓库的极好地点；但他更着急的，是想在快速推进之前摸清俄军的行踪。”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7页。 ]



　　拿破仑对使用间谍抱无所谓的态度，这是人所共知的。如果他在这里能认真使用间谍，把这项工作组织好，他所掌握的俄国人的情报，就不至于如此之少，也不至于后来在条件困难时才进行侦察，以致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我们有证据可以说明，法军的情报工作不是按照迅速收集情报，并迅速地加以分类、核实和分发的总方针组织起来的。情报如果不能迅速提交使用，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要是安排某一个机构统管上述工作，该机构就能对各种来源的不同报告进行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把经过筛选的真实情报送到指挥官那里，作为指挥官制订作战计划的依据。而拿破仑在战场上并没有这样一个机构，这可以拿他下达给工作不力的热罗姆(拿破仑之弟，法军侵俄大军的右翼总指挥)的一道命令来证明：



　　“你应当从你手下的将军们和先头部队的司令官们接受报告；并应在披阅之后，把原件送给本统帅。”他“大量阅读报告，从中取得情报，才能据以指挥他的部队。”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83页。 ]



　　象拿破仑那样当时肩负重任的大军统帅，竟能抽得出时间来大量涉猎内容庞杂的原始报告，岂非咄咄怪事！如此行事的结果必然是因小而失大。这绝非言之无据。



　　通观法军侵俄作战的始终，人们可以认为，这位统帅因“缺乏情报而晕头转向。”将军们“是根据既迟到又零碎的情报靠传令兵指挥战争的。”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74页。 ]



　　见微而不知著，只抓细枝末节，而不是全力以赴地抓住统帅应当注重的大问题，这是法军失败的直接原因。例如，有一次，拿破仑在维尔纳竟耽误了十七天之久。



　　“维尔纳的许多具体工作可以留给别人去做，但战略大事却不能由别人越俎代庖。当时拿破仑如能随同达武和近卫军从维尔纳进军明斯克，他肯定能拦截住巴格拉齐昂(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并在热罗姆的协助之下——或者在另一位更好的司令官协助之下，打败巴格拉齐昂。或者假如拿破仑亲自统率的这一路大军向巴克莱(全名为巴克莱-德-托里，当时任俄军总司令)进击，与近卫军、欧仁(即欧仁·博阿尔内亲王，侵俄法军的中路总指挥)及达武一起，在十二天就能到达波洛茨克，而把巴克莱抛在后面的里加，这就可以结束战役。拿破仑在维尔纳耽误十七天，这是他军事生涯中造成不良后果最多的一次错误。”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95页。 ]



　　到1812年7月，拿破仑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交出决定具体细节的权力。因为他未在战前组织好后勤，最后不得不在战场上着手建立一个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构。他指示他的参谋长说：



　　“委派你部下一名将官专门负责组织维尔科维斯基至科夫诺和科夫诺至维尔纳的交通线。”



　　拿破仑这位总司令成天淹没在战略、战术和后勤的具体事务中，直到弥补损失已属太晚之时，才开始把主动权交给别人。他告诉贝蒂埃(法军总参谋长)写信给雷尼尔：



　　“我不给他指示任何事情……一切由他谨慎行事。”



　　乌迪诺也被告知：“他可以独自相机行事，也就是受到了全权委托……”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502页。 ]



　　法国的失败并非由于俄国拥有优势(但后勤除外)。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证据如下：在俄国人中间，“看来并没有特别的作战计划。”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63页。 ]



　　1812年7月，俄国的两个主要集团军(指巴克莱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和巴格拉齐昂指挥的第二集团军)相距甚远，战略上处于极其危险的地位。如果法军方面的组织工作好一些，巴格拉齐昂的集团军就有可能被切断而遭到失败。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85页。 ]



　　对于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巴克莱，有以下一段评论，



　　“关于他有无高超的军事才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他的临危不惧，冷静沉着，他坚不可摧的精神，以及他所推行的模范秩序(这种秩序不论在办事机关还是他所属部队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之好)，则是他的对手也不能不公正地予以肯定的。”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52页。 ]



　　据说，巴克莱还具有组织的天才。



　　至于法军这一方面：



　　“无论在西班牙还是俄罗斯，拿破仑的战略，就纸上谈兵而论，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的后勤工作却缺乏保障作战胜利的性质。”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486页。 ]



　　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法军的)补给品是充裕的，运输力量也是绰绰有余的，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参谋部；事实上，单是参谋部本身的人员就相当于一个师。拿破仑自己为准备征俄之战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重大的缺点在于：后勤没有在一个头头的领导之下、作为实施战争的一大分支机构组织起来，以便分析战争的种种需要，并对预定的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这种有组织的后勤机构，要以参谋长为首，拥有各种专业的负责人，能协调一致地适应形势不断变化的要求，而且每个负责人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均有相机行事之权，不必坐等总司令的指示。下级部门，尤其是后勤部门，如果没有发挥其主动性的权力与权威，很快就会养成事事依赖上头的习惯，结果成为“算盘珠子”，拨一拨，才能动一动。因此，拿破仑在战役后期说的以下一番话，完全是有感而发的：



　　“无论是宪兵司令，还是(辎重车队)车长，或是参谋部的军官，——他们之中对我克尽其职的一个也没有。” [ 注：美国中校T·A·道奇：《伟大的将军们》，第3卷，第561页。 ]



　　作为从这一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这样说：俄罗斯战役表明，下述有关战争准备和实施的若干事项，既不是战略方面的，也不是战术方面的，而都属于后勤的职责范围：



　　有关补给的任务；



　　运输；



　　卫生、医疗及救护工作；



　　道路建筑及其他工程职责；



　　占领区的民政管理；



　　宪兵；



　　地图与情报的收集和分发；



　　通信，亦即电报及传令勤务；



　　准备性训练的具体事宜；



　　武器装备的修理和补给；



　　文书工作。



　　以上列举的项目，还不是后勤工作的全部(或接近全部)。在这段结论中提到的，只不过是我们援引的少数证据已经说明了的一些项目。



　　对此，有人也许持有异议，说什么一个军队的作战条件与另一个军队的作战条件大不相同，某一战役所提供的证据并没有足够的普遍意义，因而不宜作为制订原则的依据；为此，我们下面再对拿破仑侵俄之役半个多世纪以后，一支军队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作战条件下采用的方法，简要地作一番考察。














	

 






	















	







	







	









 





	


	







	








	




	


第三章 美国内战时期的亚特兰大战役




	







	

 



	


	


　　美国陆军的埃本·斯威夫特少校曾说过，某一个团的三十五名军官中，半数以上在美国内战(指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的头几个月内，便被任命为前线部队的将军，其中还有四人不久被提升为军长。他在谈到这个团时说： [ 注：美国埃本·斯威夫特少将：《步兵与骑兵学校以及参谋学院中军事艺术教程导言》，利文沃斯堡，1904年。 ]



　　“这是一个出色的团，其军官是精心配备的。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经验是了不起的，因为它曾经在全国广大范围内追击印第安人，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他在谈到这些被提升为将军的有经验的军官时说：



　　“一旦到了要应用他们从前学到的知识去解决比他们上前线或者侦察印第安人更大的问题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缺乏经验，缺乏训练，没有先例可循。他们组织和指挥的部队能够真正出色地战斗，是在一年半之后，而财力、爱国主义精神和能力等等因素，自然也都起了作用。”



　　问题是我们的作战部队不是针对战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虽然南方长时期以来就已战云密布，但那些负责使作战机构跟上政治形势发展的政府官员们，甚至对形势的粗略分析也不曾作过，或者用现在通行的术语来说，他们压根儿就不曾作过“情况判断。”首先，他们没有认真估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其次，他们也没有考虑：战争一旦发生时可能面对的任务，完成任务所能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使用这些资源去达到战争目的的种种具体问题。



　　懒散消极的作风几乎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内战头两年，叛乱(指美国南方各州的军事叛乱)的明显得逞就是证明。那时，欧洲军界的权威评论家们把我们的军队说成是“乌合之众”，把布尔仑(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一条小河名)和夏洛(在美国田纳西州哈定县境内)的两次战斗(后一次战斗是我们的将军们已有了一年经验之后打的)说成是“充满了错误的喜剧”。



　　如果联邦军(指美国北方林肯政府的军队)当初合理地搞好了后勤工作，叛乱就只会象一场骚动那样，能很快地被镇压下去。看来这是军事当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巨额费用和重大困难，这就是忽视后勤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能防范于未然，预先把后勤工作搞好，则后来的开支就会微不足道。



　　由于战争科学是对各种事项作出系统的安排，而战争艺术则是按照求实的原则用兵；因而，不言而喻的是：要使作战部队做好准备，能够适应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要求，实际工作的头一步应当是汇总和安排有关的重大事项。



　　如果这种准备工作未在作战部队迎战敌人之前做好，随后的战斗就不会是战争艺术的表现，而只能是一场混战(尤其是如果作战双方均非训练有素时)。美国内战大部分是许多次混战。但经验是一所好学校(尽管付出的学费昂贵)。南北两军都主要通过什么是非科学的打仗方法的实际学习，才获得了战争科学的某些知识。由于作战双方在掌握战争科学的知识方面，进步的速度大致相等，能够最终赢得战争的，自然就是资源较为雄厚的一方了。



　　联邦军本可从研究拿破仑1811-1812年征俄之战中汲取教训，从而能在186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一个良好的战争组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它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才获得了同样的教训，而且到1864年才加以应用。



　　谢尔曼将军(曾任联邦军密西西比河战区司令)深知后勤工作的重要。从他在攻占亚特兰大(在美国乔治亚州西北部)前后发布的许多命令来看，他所设想的后勤，是某种有助于而又不同于战略和战术的东西。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经过精心筹划而在战区建立了铁路管理机构，并把主动权交给了铁路督察——一位上校兼副官。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9页及以后各页。 ] 在这个机构内，下属各单位职责分明，既有严格的分工，又有良好的协作。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37-39页。 ] 铁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畅通。游击队和南部同盟的袭击队破坏铁路的活动经常得手。1864年10月，胡德(南方叛军将领头目之一)将军成功地把他的全部军队投入铁路线上，除了杀害和抓走许多铁路职工之外，还彻底破坏了长达三十五英里半的路基和四百五十五英尺的桥梁。铁路管理机构工作得很主动，不愧是一个良好的组织，甚至在胡德手下那帮人离开破坏现场之前，修建队就着手铺轨了。胡德破坏了车站的物资供应，要铺轨就得把枕木和铁轨从亚特兰大以南的铁路或从纳什维尔运来(距离将近二百英里)。尽管有这些耽误，全线修复通车大约只用了七天时间。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48页。 ]



　　军需官、军粮监督官和其他参谋军官也同样有明确分工，都有很大的权限。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38-39页， ]



　　指挥官的命令因有清楚的概念为依据，提出的目标人人明了，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知道他自己的任务。



　　谢尔曼将军为了能有一个由他单独控制并同他合作共事的独立机构，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一点有他在1864年4月和5月间同华盛顿当局的通信为证。看来他要阿伦将军充当他的军需主任，他写给阿伦说：



　　“请为我起草一个计划，有了它，陆军部可能发布命令，使阁下出任我的军需主任，你将有权自行(或派检查员)视察我管辖的各个部门，指导补给品的储集和周转，运输工具的分配以及所有纯属于你执掌范围之内的各项具体工作，我必须要有工作上同我协调配合的军需官……。”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2页。 ]



　　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批准上述要求，因为谢尔曼在1864年5月3日致梅格斯将军的一封信中又说：



　　“……我相信斯坦顿部长(美国陆军部长)拒绝我得到阿伦将军的工作支持，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斯坦顿)通过整个陆军部的全面监督，比起他亲自审查一百万张各类发票和开支凭证，能为国库节省更多的钱。同样，如果一个军需官能够非常及时地提供运输手段，而且能够按照当时情况要求的那样(情况的变化并不总是我们事先能预料到的)提供运输手段，他就会起到促进作战成功的作用。……你常常爱找部队指挥官们的岔子，说他们未同有经验的军需官商量。我倒是很想同军需官们商量，但军需官们有的在路易斯维尔，有的在纳什维尔，还有的是在这里，他们虽都归我指挥，但各人都受条件的限制，使我无法去打扰他们。我知道这是不对头的。一位将军这样指挥军队，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4页。 ]



　　他在1864年4月6日写给军粮总监的一封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



　　“我身边应当有一位贵部的军官，他同我一样也要拥有相应的权力。他可以同我交谈，了解我的(作战)计划和我所属各部队的实力、行军路线、补给的特点以及其他一切事项；他还可以全盘地指导业务协调工作。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同四位军粮监督官打交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4页。 ]



　　对这次战役全部情况进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虽然照谢尔曼将军估计，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马匹三万五千头(外加交通巡逻队)，但他的后勤机构如不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原则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后勤各部门的头头不被授予相当之大的权力，他就肯定维持不住他的部队。



　　这里，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同后勤方面提出的问题相比，都成了小问题。看来谢尔曼将军是他自己的总后勤官。由于他的军队人数不多，还由于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因为他的后勤组织良好，各个部门为他提供了出色的服务，他才能够担负起后勤的监督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正是由于后勤方面的协作配合良好，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才能成为言简意赅(既简短，又扼要)的模范。在命令中，再也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叙述指挥官肯定心中有数(通过对他的机构的了解)的各种细节的具体问题。



　　“全军必须准备好在5月23日出发，轻装上阵，但要带足二十天用的弹药和给养。”



　　这是他在战地所发命令中典型的一段。



　　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宪兵司令为代表的宪兵部门，在战役进行之前和之初，不象补给和运输部门组织得那么好。1864年6月4日发布的第17号战地特别命令中指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无需总指挥官亲自过问。对犯罪行为本应防患于未然，或者至少不应任其发展到命令所指出的程度。以下所说，即是一例：



　　“……在危急时刻发生开小差、躲藏、掉队这类非常可憎的犯罪行为，如果不是总指挥官亲自发现，以及有人报告(有些士兵躲在船舱内，逃往后方，远至金斯敦)，后果是很难设想的。这类无赖唯一应得的下场是作为他们那一行的同僚和国家的共同敌人而被枪毙。奉派拘捕他们的官兵如稍遇顶撞或抵抗，可对他们格杀勿论。他们游荡到后方，就是背弃了那些名垂青史、献身于战斗的同伴。他们理应受到逮捕，而无权作为优秀的士兵调动岗位。每一个军官如发现这种开小差分子，都有责任将其扭送到纠察队。这类分子不论原来属于什么兵种，都要充当奴仆或服修路、挖渠等等苦役。军官如开小差，一经发现，将受到与士兵一样的惩罚，也就是立即处死或者服最重的苦役或受其他处理。”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40页。 ]



　　总之，我们可以说，谢尔曼的组织是后勤工作的一大进步；他的后勤组织大部分是在战役准备阶段而不是在战斗打响之后建立起来的。谢尔曼给予他的主要后勤军官们以较大的权力，并使他们密切配合，满足作战可能提出的种种需要，从而保证了主动精神和协作精神的充分发挥。但是，如果他的后勤组织能建立得更早一些，又如果它能得到陆军部中组织得同样之好的后勤工作的支持，付出的代价肯定会少得多。因为，据说衡量某一方法的标准，并不是看“它的代价会有多大”，而要看它“能否完成，至于代价多大，可以不论”。



　　后勤工作中这个事例，与前述(拿破仑)征俄之战的后勤工作相比，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下面有必要再对另一更大的进步，简要地作一考察。














	

 






	















	







	







	









 





	


	







	








	




	


第四章 普法战争中的德军




	







	

 



	


	


　　1868年，即普法战争之前两年，冯·毛奇元帅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德国军队战略集中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德国对法一国作战或对法国及其盟国作战的设想为基础，并以多年来对假想敌人的情况(当然包括假想敌人兵力和资源的精确情报)的研究为依据的。下面是这个著名文件译文的一段摘要： [ 注：G·T·菲伯格中校：《战略原理》，第63页及以后各页。 ]



　　“法如利用其铁路系统迅速集中兵力，将不得不在为孚日山脉分隔的斯特拉斯堡和梅兹附近分成两个主要集团下车。其中较小的集团一开始可能不向德国南部移动，而将在摩泽尔河上游同主力部队会合，这就只能靠通常的行军来完成。我将在珀拉蒂纳特占领位于敌两个集团之间的战线内线，从而能向(法)上述两个集团之中的一个出击；或者，如我兵力相当强时，可同时向两者进攻。我所有部队在珀拉蒂纳特集中，既可保护莱茵河上下游地区，又有利于向敌国发动进攻；这后一步，只要行动及时，必可先发制人，遏制敌对德国领土的入侵。问题是，我能否在莱茵河外、靠近法国边界的珀拉蒂纳特完成集中，而无受敌干扰之危险？对这个问题，我毫不犹豫地给予肯定的回答。我方动员准备(包括最小的细节)业已就绪。向摩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地带的运输工作，能利用六条畅通无阻的铁路线。每一部队何日何时出发和到达，均已拟妥时间表。在第十二天，第一批部队即可在法国边境附近下车；在第十五天，将有两个军兵力到达该处；到第二十天，人数将增至三十万；在第二十四天，各集团军将由它们自己的辎重队实施补给。”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法军的集中能进行得更快，因为它们的动员未安排具体日期。从拿破仑一世以来，法国只是实行局部动员，即开赴前线的陆军部队，是靠后方驻军扩充兵力。”



　　“法国人由于铁路系统效率高和车辆供应充足，能把西北地区的守岛部队(包括兵营)彻底运空，无需等待后备部队编入，极短时间内就可在边境组成一支十五万人的军队。此种鲁莽行动是符合其国民性的，而且军界对此作过讨论。假设(法国)已决定搞这样一支临时应急、配有骑兵和炮兵的军队，它必将于第五天在梅兹编成，并可能于第八天在萨莱路易越过边界。我应仍有力量控制我之铁路运输，使我军部队在莱茵河下车。而敌进抵该线尚需六天行军，其时(即第十四天)因双方兵力相等，敌之推进必陷于停顿。只要我控制住渡口，几天之内就能以一倍于法军的兵力发动进攻。”



　　……



　　“如我与法一国作战，则上述数字还可增加三万一千人，因第一和第二巴伐利亚军可立即编入第三集团军，使该集团军兵力增至十三万人，并使德军总兵力增至三十八万四千人。到第二十天之末，在铁路完成上述部队集中(任务)之后，第一、第二和第四军就可开往前方，从而使我之总兵力增加到四十八万五千人。”



　　两年之后，这一计划大体上象原来设想的那样付诸实施，只是部队集中的时间按后来修改的计划行事，反而减少了四天。



　　上面所述的情况判断与我们探讨的主题有关。它表明：



　　(一)德国作战部队组织完善；



　　(二)对敌人的战略与资源情况作了分析；



　　(三)对德国的资源情况作了极其详细的分析；



　　(四)德国的资源已被用于满足战略和战术的需要，以达到战争的目的。



　　大量的工作完成得如此出色，而组织机构又与实际条件如此地适应，归根到底证明一点：获得这一成就，是对任务作了精确的分析并有明确分工的结果。



　　因为维持(就广义而言)作战力量所需的劳动或“活动”(用冯·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如何分工，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关键之点。为了寻求任何形式的政府在后勤工作方面都能普遍适用的原则，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德国的体制作一概略的考察。



　　德国陆军部是全军最高行政主管机关。“一般可以这样说，凡有关行政、组织和军备的事务，均属于它的职权范围。凡有关人员、纪律和纯军事性质的事务，只同它有间接关系。其理论是：在这些方面，指挥官们是最高权威，当然，他们还要听从皇帝的指示。然而，因为陆军部控制了财权，任何部署(不管它可能影响哪个工作部门)，如无它的合作，或者它的同意，也难以顺利完成。”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59页。 ]



　　陆军部设有下列机构，每个机构由一名陆军军官为其首脑：



　　(一)军务部。负责处理：需要陆军部长亲自作出决定的所有军务，陆军部人员和军事督导人员的事宜，图书和档案的管理，公开出版物的印刷，与军事授勋有关的一切事宜。



　　(二)总作战部，负责部队的编成和组织。按职能分设：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53-54页。 ]



　　1. 陆军局。负责管理：平时和战时组织，兵员补充(一、二级非现役后备人员)，大规模战术演习，驻地变动，铁路系统，道路及桥梁建造，军事会议。



　　2. 步兵局。负责下列有关步兵的特别事宜，步枪，步炮、工兵，铁道兵、空中领航机构、步校、要塞学校、军乐、轻武器靶场、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制度、军用图书馆，文书工作、统计工作。



　　3. 骑兵局。负责下列有关特别事宜：骑兵，野炮和辎重、骑兵学校，兽医机构，宪兵部队、骑兵及野炮靶场。



　　4. 工兵局。负责下列有关事宜：工兵部队，围攻战，要塞的建造、加固和维护，爆破器材，电报系统，爆破桥梁及隧道用的地雷，信鸽系统，工兵学校。



　　(三)军事经济部，下设：



　　1. 财务局。由一位称为“实任战争枢密顾问室”的文官领导。



　　2. 给养局。由一位同上职称的文官领导。



　　3. 被装局。由一位军官领导。



　　4. “勤务局”。由一位军官领导，处理有关兵营、营舍，掩蔽所、军人教堂和公墓的问题，演习场地的维护，处理有关损坏私人财产的赔偿事宜。



　　(四)伤残军人管理局，下设：



　　1. 抚恤金处。由一位军官领导。



　　2. 救济处。由一位文官领导。



　　3. 任命处。由一位军官管理，负责处理下列有关事宜：已退休军官(包括军士)的雇用，伤残军人学校，军人协会，判决书的执行，劳工与惩戒连队，军事审判，做礼拜，引渡，纳税，选举，征召花名册，军旗及队旗。



　　(五)军械部，下设三个局(各有一位军官领导)：



　　1. 轻武器局。



　　2. 火炮局。



　　3. 技术局。负责有关兵工厂或火炮制造厂事宜。



　　(六)马政局。由一位军官领导：负责管理巡回采购马匹委员会。



　　(七)医疗局。由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医官领导。



　　陆军部主管军事总金库，骑兵委员会；负责检查野战炮兵、步兵学校、轻武器及弹药制造厂、军事兽医系统、军法学校；管辖组织火炮试验、轻武器试验和军医考试的各委员会；还主管骑兵学院，内外科军医学院、随军牧师、军事督导员。



　　还有一个是“人事局”，由一位高级副官长主管。该局是帝国总司令部组成部分之一，其职能无需在这里讨论，因它对研究后勤工作并不重要。



　　其次要考察的是总参谋部。它的首脑，即陆军总参谋长，直接隶属于德皇。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87页。 ] “凡有关战时军队部署的一切事项以及大部队的统率，均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他要与其他各部门配合，处理所有涉及部队作战条件和国家防务的问题。”“铁道旅，还有空中导航机构以及军事学院，在涉及战争科学的一切问题上，均要听命于他。他负责监督参谋部军官的训练工作以及该部原有军官更高一级的培训工作。他每年一次向德皇呈报上述军官的名单，提出哪些参谋军官由总参谋部返回部队以及从部队调至到总参谋部工作。凡有关陆军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陆军平时和战时的编成问题，以及陆军如何从平时转入战时体制等方面的一切问题，总参谋长均应同陆军部长经常交换意见。”此外，总参谋长还应同各军团的参谋部直接交换意见。



　　陆军总参谋长有三名直接的助手，他们是“总参谋长与总参谋部各部门之间承上启下的中间主管。”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88页。 ] 三名助手中，有一名是在总参谋长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的代理人。这些助手们代行总参谋长的部分职权，对某些次要事务作出最后的决定。



　　总参谋部的分工如下：



　　中央处：处理总参谋长“职权范围之内或之外同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往来函件；掌握“整个总参谋部的经济事务，以及军官和总参谋部官员的个人事务”。



　　第一处：“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提供有关外军的情报”。



　　第二处：收集和提供有关德意志帝国军事力量和资源情况的情报。



　　第三处：职责与第一处相似(除有关外军情报外)。



　　第四处：研究技术性的问题和涉及围攻战的问题。



　　铁道处：其职责包括战时军运的准备；实施作战有关的部队军运；负责后备役人员到部队的运输；训练在军用铁路系统中工作的军官；依据军事观点审查线路的设计；收集国内外铁路统计资料以及与军用铁路系统有关的其他一切材料。



　　军史处：收集与整理其职责范围的一切资料；评述以往的战争；管理战争档案和总参图书馆。



　　兵要统计处：对战时有重要意义的一切地区编制军事地理资料；并编制总参谋部工作所必需的地理与统计材料；管理本处人员绘制的地图。



　　测绘局，设以下三科：



　　1. 三角测量科：将德国的某些州列入主要三角测量网，并对其进行详尽的三角测量；为进行普遍的地形测量作好准备。



　　2. 地形测量科：在德国的某些州进行地形测量。



　　3. 制图科：负责绘制和订正总参谋部各种地图及其他图件；并负责进行军事印刷及摄影工作。



　　派至部队或要塞工作的参谋部军官，应听从所在单位的司令官或指挥官的命令。在军司令部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要在军参谋长指导下完成他们的参谋部职责；军参谋长还对副官，军需官、审计官以及司令部其他参谋人员的工作实施一般监督。军长不在时，军参谋长可代行其权限，处理日常事务；关于军事法庭的问题以及缺勤请假事宜，可由该军资深的师长办理。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88页。 ]



　　在师司令部一级，参谋军官的职责与军司令部相似，只是参谋长对司令部其他部门无监督权力。



　　派至部队或要塞工作的参谋部军官平时职责大致如下：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89页。 ]



　　有关部队行军的计算和安排；



　　部队的宿营和给养安排；



　　负责运输：公路，铁路和电报的利用；



　　处理政治问题；



　　了解友邻部队的兵力、情况及部署；



　　办理有关炮兵，工兵、浮桥、桥梁、要塞防御等非技术性事务；处理涉及逃兵的拘留和遣返以及地图、平面图、侦察和地形草图而需与外国政府打交道的问题。



　　战时，派至部队和要塞工作的参谋部军官职责如下：



　　拟订有关宿营、安全、行军和作战的必要指示；



　　及时传达命令；



　　收集关于战区自然情况和正确利用战区的情报，并进行详细审查和分类；搜购地图和平面图；



　　收集和评价关于敌军的新情报；



　　保持部队的战斗效率并经常了解部队各方面情况；



　　对战役中的各种事件，作好历史性记录，并据以提出相应的报告；



　　承担特种任务，特别是侦察任务。



　　高级副官：从尚未进入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毕业生中，或从具有特别才能的营或团一级副官中挑选。每个旅和每个师都要配备一名高级副官(每个军要配备两名或更多)。



　　副官处的职责与美军中的副官处相似，因而这些职责至今并不属于(德国)总参谋部的范围。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100页。 ]



　　每个军部和师部都设有军需部。



　　军部军需长是军部军需部首脑。军部军需部是陆军部与下属专业补给部门之间的中间主管。军需长可直接同陆军部打交道，但仍听命于军司令官。



　　军部军需部的职责是：任命军需官，采购粮秣及制作面包的原料，采购布帛及制做军装和装备部队所需的其他用品，采购为安置部队(设营)所需的土地、房屋及生活用具；监督食品及面包烘房，监督供应部门军官的人事工作，监督兵营及医院的行政管理；协助管理有关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门的基金和财产；处理有关军行政部门的动员事务和抚恤金事宜，有关炮兵和工兵系统的技术学校，以及有关军马管理站等方面的事务；因民政当局向部队提供住房、给养、饲料及运输工具而对其支付补偿费；处理机关人员、部队的军事经济事务，以及非师属部队或未分配到师军需部的非团队军官和官员的军事经济事务。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122页。 ]



　　军部军需部设有：



　　1. 财务处；



　　2. 实物供应处(除被装外)；



　　3. 被装补给处；



　　4. “驻地行政管理处”；



　　5. “医院行政管理处”。



　　此外，每一军部军需部还配属一名工程主任，负责在工程建筑事务方面提供专业咨询。



　　师部军需部的职能包括：处理有关本师官兵的薪饷，房租津贴、差旅费等一切事宜；审查和结算财产帐目和现金开支帐目(包括临时抽查本师各部队的出纳部门)，处理师属各部队的被装及装备的有关事宜；参与两年一次的点兵工作；供应部队和后备队员的给养。 [ 注：美国西奥多·斯温少将，《关于德国军队组织的报告》，第123页。 ]



　　因为派至部队工作的参谋长能全面监督副官处和军需部，并直接掌握参谋部的工作，司令官就可摆脱一切具体事务，而只须制订他的全盘计划并将计划通知参谋部。虽然司令官是他所在部队的最高权威，而且必要时可以直接行使他的权力，但参谋部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通常都是同他们在柏林的有关首脑直接联系，并且能各自按照本身的职责范围全权行事。



　　因为这个组织上下统一，并有多年的经验，它已越来越成为一台自然的机器，从而能够协调无误地运转自如。此外，这种组织分工，还能把各个岗位上的军官培养为高度熟练的专家。对这类机器似的组织，通常可以听到的反对论调是：它剥夺了个人独立工作的权力，也就是剥夺了创造能力。但这种看法在此处是行不通的。因为每个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都负有责任，并拥有相当之大的权力。这样的组织同现代经营管理方法一脉相承，专业化是它成功的关键。














	

 






	















	







	







	









 





	


	







	








	




	


第五章 作战军队的全国性组织




	







	

 



	


	


　　不管德国军队的组织体制度如何之好，对具体工作的管理来说，我们并不一定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政府形式不同于德国的陆军与海军要全盘照搬它的一套。



　　德国制度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集中控制，二是分散执行。



　　如果要问：这些特点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助于获得某种结果，还是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助于获得某种结果？对此，我们必须说明具体条件，并提出我们要想得到的结果。



　　我们关心的是战争。现在，当一个国家要进行战争时，它的目标就是要尽量发挥它的战斗力，去粉碎敌方的有效抵抗，以实现国家的政策。



　　为此，国家必须通过它代表公众意志的中央权力机构决定：何时是它的政策遇到抵抗而达到非动用武力不可的程度；而且，因为中央权力机构被人认为是最了解其政策遇到抵抗的性质和地点的，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有权决定动用武力的方式(或总的计划)，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但中央政治权力机构通常都不是陆军或海军专家主持。没有一个这样的机构被人认为是既精通国家管理，又精通陆军和海军用兵之道的。因此，这就自然要有一个与政治权力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专家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就能完美地制订出适应政治要求的计划，而且这种计划能以现有的资源为依据，最有效地使用作战部队。



　　而政治权力机构则是通过它的战争宣言，通过它对战争目的的确立，以及在它断定战争目的业已达成或者不可能达成时作出的停战决定，对整个作战部队的使用实施集中统一的控制。



　　换言之，战略是由掌握政权的政府制定和控制的。对战略实行集中统一的指导，其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政府机构的工作看，我们总是发现实践与理论不相一致的事例。如果不是这样，对此就再无讨论之必要。因为我们发现，有时指挥官没有接受明确的任务就被派往某个战区；或者国家的战略是由分别主管陆军和海军的部门决定的，这都是战略指导上非集中化的表现，其结果必然造成形势估计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或者根据不足。



　　但战略指导的集中统一只是就“控制”而言；至于(战略的)“执行”，则必须分散。所谓执行，指的是具体制订用兵作战的细节，包括运用战斗达到战争目的的细节。“执行”必须由专家们掌握。政府机构管的是定任务，即确定必须做什么；陆军和海军的专家是具体负责执行，即决定如何完成任务。



　　因此，战争目的将通过一系列战斗的总结果达成。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为了战争的目的，对一系列战斗从整体上进行计划的理论，就是战略。上面所说的一系列战斗中，有的可能是海战，有的可能是陆战；还有一些可能是兼用陆、海部队的联合战斗。但是，因为战争的目的要通过所有战斗的综合结果达成，总的计划必须以陆、海军力量的全盘考虑为基础，能够最经济地联合使用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才是最佳的战略决策。所以，战略的细节必须由陆、海军专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确定。



　　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都建立在同一原则的基础之上，那就是需要把任务交给那些最称职的工作人员去完成。在中央工作的人能够纵观全局，从整体上看到各个局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知道对每个局部提出何种要求。这种全局观点是任何一个局部所不可能有的。但另一方面，在局部工作的人，对局部形势的了解，要比担负全局的人远为详细和真切。因为具体的执行方式总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所以当地的主官也就是具体执行(任务)的决策人。



　　实行集中控制和下达重大战术任务的机构应是国家战略委员会。如果该委员会是由政府机构的代表和用兵作战部门的专家代表所组成，它才能成为把政治目的体现为陆、海军部队战术任务的综合部门。



　　我们此刻先假定上述原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进而就可通过实际应用对之进行检验。举例来说，如甲，乙两个交战国都拥有陆、海军，双方之间隔有大洋，乙国进犯甲国的陆、海军部队正在途中。



　　甲国集中施行战略指导的委员会此时将首先判断情况，对比敌我双方实力部署，分析敌之可能意图，据以作出己方可以采取的对策。并对如何挫败敌进犯计划，进一步调整己方防御部队部署而作出结论。而后按定下的决心对陆军和海军下达任务，务使这两支力量密切配合，而无重叠或重复现象。



　　陆军部统一接受陆军任务后，将其分派给陆军各大单位。这些大单位的指挥官最了解他们各自部队的情况，也最善于决定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如何完成他们的任务。当然，这些指挥官们还将进一步把他们的任务分配给下一级的指挥官。从上而下地下达任务时，各级的命令都是指出必须完成“什么”，而不讲应当“如何”完成。



　　同样，海军部也将接受海军的全部任务并分派给它所属的各舰队；而后任务再依次下达到各下级单位。



　　反映并执行指挥官意图的参谋人员，是隶属于陆军各大单位和海军各大单位的司令部。指挥官接到上级下达任务的命令后，就向参谋长传达，并告以与执行任务有关的总计划，由相应的助手拟出执行计划的命令。这些命令及时发布，就会开动参谋部的全套“机器”，使其各部门(例如给养、装备。医疗卫生、薪饷、工兵、运输等等)的工作人员能按各自的估计，去筹划执行命令所必需的各种手段。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本部门的专家，最善于根据可资利用的设施条件，对受领的任务作出恰当的估计，因而也是负责执行有关任务的最佳人选，为此应当赋予他们以有关的权力。他们在参谋长(他是承上启下的中间人)的统一监督下和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的有关主管的统一管理下，按照法定的职权以及有关规章条例确定的范围，应享有最大的行动自由。



　　说到战术单位内部集中控制的性质，军事指挥官当然必须是至高无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应居于从属地位。指挥官有权决定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工作争端问题，行使纪律，甚至可指出个别参谋人员对为执行命令而建议的方法不合他的意图，而决定改用另一种方法。但指挥官通常不过问参谋人员具体执行任务的情况，因为指挥官要集中精力抓大事。例如，他不能分心去签批请领单、发票、帐单等等。因为如果他把自己的工作时间没完没了地花在上述具体事项的批准或否定上(因为要合情合理地批准或否定，必须进行有根有据的计算)，就会丢掉大事。他如光是画圈而不进行计算，势必听从有关参谋人员的一面之词；这样的批准就毫无意义，只能延误工作和浪费人力。只要参谋人员的工作得力，就应放手让他们负责。如果他们的工作不得力，则应换下来，送回学校再训练或者除名。



　　政府方面对这些参谋军官必须实施集中控制，办法是在为作战服务的参谋人员和执掌政权的政府之间设一些中介性的官员，负责安排预算供立法审议，分配拨款，收集情报信息，并向各部门传递情报材料等等。这就是既须有一套集中的后勤战略，同时还须有一套分散的后勤战术。



　　为了统一考虑动用整个作战力量的计划，全国只应设立一个战略委员会。对各个军种而言，战术和后勤，一般各有其不同的专业职能。



　　然而，不少后勤工作并不是陆军一家或者海军一家所独有的，而是陆、海军两个军种共同需要的。凡是可以统一完成的工作，为了节省费用和提高效率，均应组织全国性的后勤。



　　商业性的工业生产告诉我们，独家生产组织同多厂生产组织相比，能更经济地制造一定数量的标准产品；因为机器设备、制造方法的标准化可以节约开支，而且还会节省管理费用。这个道理也应当用之于军需生产，也就是为全国作战部队生产军需品的各个工厂也应实行合并。



　　(一)军械：除了要进一步降低成本外，应在各军种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实行全国各军种所用军械物资的标准化。理由如下：



　　1. 为了改进生产，陆、海两军专家联合设计的产品，应由两个军种共同享有。从实战经验看，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某一军种的作战活动多于另一军种，结果前者就会独享因军械进步而获得的经验，新发明正是由此而来。兵工厂是有形的情报交换所，各种改进的建议要经过它才能实现。如果军械制造按军种分工，作战使用较多的那个军种所拥有的工厂，就将比另一军种的工厂进步快。如果军械的制造实行统一管理与领导，军械凡有改进，自然从头开始就将同时考虑应用于两个军种(陆军与海军)的问题。



　　2. 武器通用了，弹药也能通用化。做到这一点好处很大。因为在某一战区作战时，某一军种的部队可能在某地耗尽了弹药，而另一军种的部队却得到了弹药补给，但当时的作战形势又可能非要使用缺乏弹药的那个军种部队不可。在西(班牙)-美(国)战争中和美军在对菲(律宾)作战中，就由于陆军和海军所用的轻武器不同，而发生过上述问题，为了吸取教训，美国陆、海两军后来才采用了通用的步枪。



　　3. 武器的通用化还能使岸上要点守备的部队暂时使用海军枪炮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二)军服与衣着：两个军种的衣着用品许多是相同的(诸如靴鞋、衬衣裤、袜子等等)。再说，如果两个军种的服装在确定时都有科学根据，那就更没有理由要它们穿得不一样了，军种的区别采用不同的标志就能解决。供应两个军种穿着的服装都要能防寒御暑；要考虑余下的两个重要之点就是工作性质和外观。陆军士兵和海军水手一样，主要是操纵机器；这两个军种的工作，都需独特的海军制服和陆军制服。服装外观问题对陆军来说可能比海军略为重要一点；但战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敌方小艇靠我很近时，对人看得清楚，反而不利。现在流行的海军服，是喇叭裤、平顶帽、开胸上衣，都不是科学的服式，与现代服装很不协调。水兵的穿着惹人注目，颇为难堪，在岸上公共场所，活动时受人歧视。他们的服装同陆军士兵兄弟们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陆军与海军的军服和衣着应当统一，而且要由一个机构统一制作。统一供应官兵穿着。



　　(三)医院和卫生机构：其职能对两个军种说来完全相同，都是提倡卫生、预防疾病和治疗伤病员。这些工作，连同军医官负责管理的全国防疫和移民卫检工作，最经济的办法是由一个兵种——即全军卫生与医疗兵统一负责实施。诸凡举办进修教育以准备有效地遂行上述职能，按国家的不同需要派遣军医官，开展救护及医疗工作等等，都可列入它的职权范围。这种联合是很大的节约，它能消除过去几个机构分别为几项公共需要服务的旧弊。而要做到这一点，可在规定地点设立一所医院，供两个军种共同使用；无需每个军种同在一地都设医院，使两家医院负荷都不满。



　　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省费用，上述几项都是可以统一合并的主要后勤工作。看来，为了获得对各作战军种有用的各种情报并进行分类和传送，在后勤职能机构中，还应当包括一个国家情报局，也是完全合理的。由于该局的活动成果主要是为战略和战术提供作为依据的材料，所以应同从事战术及战略工作的人员保持最密切的接触。获得情报的渠道很多，平时可通过武官和情报军官，战时还可以通过间谍以及大规模的侦察获得。如果我们要把情报活动列入后勤工作范围，后勤部门就要担负侦察(不是后勤固有的工作)的责任。当然，搞来的情报中很大一部分对后勤工作人员也有价值，不管情报局是否置于后勤领导之下，它都应当系统地提供给后勤工作人员。



　　为了落实上述全国性的后勤工作，我们必须再讨论一下国家战略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组织问题；因为该委员会主管适用于所有部队的共同性计划，而国家后勤则要向所有部队提供它们共同需要的物质手段；所以，我们必须专门从后勤这个角度出发，对国家战略委员会作一番考察。



　　国家战略委员会的组成：挑选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条件应当是否具备该委员会工作性质所要求的资格和素养。因为该委员会所作的估计，是以下列诸因素的推论为依据：1. 国际政治形势；2. 国家政策；3. 国际法准则；4. 作战的技术原则；5. 有关敌我双方目前的相对形势和条件的情报。所以其人员的组成似应包括：



　　1. 国务院或外交部门首脑：主持和指导对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的研究。



　　2. 陆军部长：指导对陆军情况及陆军政策的研究。



　　3. 海军部长：指导对海军情况及海军政策的研究。



　　4. 挑选的陆军军官一名。



　　5. 挑选的海军军官一名。



　　6. 国防学院院长。



　　7. 国家情报局局长。



　　除了确定国家战略这一职能外，该委员会还应有权任命国防学院院长及情报局局长(但有个条件，即这两个职务不应同时由同一军种的军官担任)。战略委员会还有责任向陆、海军参谋部各推荐一名可任命为该委员会上述第四名和第五名成员的人选。



　　战略委员会应有一名行政军官，以适应其工作需要，该军官负有下述职责：



　　1. 监督该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的办事人员；



　　2. 处理该委员会的经济事务，诸如支付费用，编制预算，等等；



　　3. 充当战略委员会与全国性后勤部门之间联系的发言人；



　　4. 充任战略委员会的秘书。



　　战略委员会通过其行政军官，成为政府有关各部门与全国性后勤机构之间的联系环节，同时也成为全国性后勤机构与陆、海军两部之间的联系环节。



　　国家情报局将主动地接受委托，搜集对作战部队有重要作用的各种情报，进行分类并分送下列单位：



　　1. 国家战略委员会；



　　2. 海军部参谋部；



　　3. 陆军部参谋部；



　　4. 几个后勤部门；



　　5. 其他有关人员。



　　情报局还将接受各作战军种各部门的建议，以了解它们的需要，从而能使情报搜集的任务更加具体化。搜集的情报材料要力求具体，如情报员真有发现，真有所得，真能揭露某一具体问题时，其所得奖励应比只是搜集一般的材料或情况为高。以下我们进而对战争机器各组成部分(指陆、海军等)的后勤情况再作一考察。为对后勤的问题有正确的了解，在每一部分都有必要弄清整个组织的概貌。














	

 






	















	







	







	









 





	


	







	








	




	


第六章 海军组织




	







	

 



	


	


　　假定对战略形势的大估计是国家战略委员会作出的，陆军和海军的任务也是由它分配的，而且分配得很恰当，下一步就是海、陆军部接到任务后如何行动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军为执行它的任务而如何分工。



　　海军都由政府委任的一名代表领导，一般习称为海军部长。



　　海军部长是介乎政府和海军之间的中间人物，服从前者而领导后者。无论他是不懂海军专门技术知识的文职官员，还是行伍出身的海军军官，他都必须拥有一批助手，让他们分掌对海军各单位分配海军所负任务的职能。因为战略已由国家战略委员会考虑，留给海军的只是战术职能和后勤职能。“战术”一语，这里是广义而言，指的是“在战斗中使用作战部队的理论”。因为“为了战争目的而运用一系列战斗的理论”(即战略)是由国家战略委员会负责提出，这一部分就不在陆军部和海军部考虑范围之内。这两个部各自独立工作，只注意在战斗中使用部队的问题就行了。说它们担负“后勤”职能，指的是它们要为战争的进行提供所需的手段。



　　因此，海军部的首脑将由两个职责分明的工作班子或委员会加以协助：其一是参谋部，行使战术职能；其二是后勤部，行使后勤职能。国家战略委员会分配给海军的任务，是海军部必须完成的使命(下达的任务当然是以一般性军语表达的)。为使任务得以完成，必须把一般性军语表达的任务变为海军的具体任务，而且每项具体任务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这个转化过程包含着大量的技术工作。把任务分配给海军所属各单位，要通过一系列技术性命令，使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能够相互配合，协同一致地执行。参谋部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他们必须努力促进任务的完成。所以参谋部自然是在海军部长和海军其他各部门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机构。这样，我们就为使用海军部队去赢得战斗作好了准备。



　　要对提供作战手段的工作实施统一指挥，由于工作量巨大，业务相当繁杂，以致任何个人都无法胜任。因而为海军最高当局担负面宽量大的后勤职能的办事机构，应组成为后勤部。



　　同样，海军接受上级分配任务的下属各单位指挥官，也必须拥有相应的作战和后勤机构，因为如由他一人指挥，他也是无法胜任的。



　　参谋部和后勤部应当是性质相同的机构，就是说，一般参谋人员和后勤参谋人员应当是相应的总部机构的代表。其人员最好由参谋军官团和后勤参谋军官团配备，也就是两者都经过一定的训练后，再按其军阶，输送给各单位。



　　为了避免无谓的陈规俗套和工作上的虚功浪费，应当授予上述两个机构的每个工作人员以广泛的权力去处理本部门的事务。每个工作人员应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并与其他人协同配合，执行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整个管理工作的一个特定部分，从而成为本行的专家。他们的职责通常由有关法规和总的组织条例规定；他们所在科室的具体工作按常规行事，或者按照确定总计划或管理工作的有关命令行事。不管哪种情况，他们都应当是审时度势，办理各项具体工作的专家。对工作结果负责的也是他们，因此，每位专家干他的本行工作时，都不受外行的干预。



　　参谋部可以看作是为了特定的某种目的(诸如确定作战部队的使用，海军政策等等)而建立的一个集体。为了达成共同的决议，应规定它定期举行例会或在参谋部领导人即参谋长要求下临时召开某些会议。为慎重起见，在准备做出决定之前，还可吸收后勤部内熟悉情况的人员参加会议。这对解决正在考虑的问题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勤部也应举行上述例会或特别会议，由参谋长主持，以便集思广益，对重要计划的估计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了解有关部门执行重大任务的打算，从而能够协调行事，或者将可能产生的分歧向海军部长汇报，由他作出裁决。



　　以后勤的职能分工为基础，下一步的具体分工就有可能迎刃而解了。但这件事做起来并不象看上去那样简单，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要分派一项小任务给这个或那个单位，都会碰到人们提出种种抵触的理由。而只要我们牢记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工作中的重复和浪费，我们就能做到任务分配得当。只要坚持把工作性质相近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工作中的重复和浪费是能够克服的。



　　这里，我们先从基本分工说起，参谋部的头一项主要任务是在战时和平时备战时制订使用海军部队的作战计划。为使作战计划能以事实为基础，首要的是一条是：参谋部门必须掌握情报手段，也就是收集、分析和分发有关可能之敌或现实之敌的最新情报。因此，在情报收集与作战计划制订之间应有最紧密的联系。参谋部的第二项主要任务是按照上述计划拟制有关命令。这样，参谋部就必须设有负责拟制命令的单位。



　　与上述主要任务紧密相连的辅助任务是：



　　(一)为实施战术部署而筹划必需的人员：规定征召官兵的合格条件并对他们的征召和录用进行监督，但属于后勤部门者除外。



　　(二)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实施教育和训练，并对各教育与训练系统实行全面监督，从而确信各种人员能适应战术计划中规定的战术要求。



　　(三)主管所有作战人员的任命并执行晋升法令。根据后勤部的建议，任用后勤人员。



　　(四)行使更高一级的职能，如在整个海军中执行纪律。



　　(五)依据建立参谋部的有关法令，制定该部的工作条例。



　　(六)建立行使其他职能所必需的机构。



　　(七)由参谋部的成员进行工作检查，以了解海军工作效率情况。



　　为执行参谋部的命令和实施海军的全面经济管理，后勤部应担负参谋部本身不负责的其他一切职能。如：



　　(一)后勤人员的教育和训练。



　　(二)规定进入后勤部门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的资格及条件，将后勤部必需的人员上报参谋部任用。



　　(三)向参谋部提出后勤部人员晋升的建议。



　　(四)负责船只建造、修理及有关岸上设施的全部工作。



　　(五)制造所有军械、设备，军服及被装，并负责其修理、分配或接收。



　　(六)行使同卫生勤务(包括卫生器材补给)有关的全部职能。



　　(七)采购及分配绐养或批准给养的采购。



　　(八)采购及分配其他一切必需的补给品。或批准采购。



　　(九)行使与海军人员薪饷及津贴有关的全部职能(包括其帐目)。



　　(十)行使财务审计职能。



　　(十一)分配基金。



　　(十二)行使为海军提供运输和为陆军提供海上运输的职能，并主动或根据要求(尤其是为参谋部)搜集、分析和分发可能对战术决策有用的运输设施方面的资料。



　　(十三)对海军所占地区(包括前进基地)内的民政机关提供给养(但已建立有效的民政机构者除外)。



　　(十四)向海军行政机构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



　　(十五)拟定向国会或议会提出的预算。



　　(十六)向工作人员提供宗教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必需品。



　　(十七)对于退休金申请及因海军征用而造成损失的赔偿申请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



　　(十八)对海军在用或待用的机器负有制造、修理和维护的全部责任，并提供维修和操作的全部人员。此处“机器”一词系指除舰只本身外不包括在军械之内的一切机械设备。



　　(十九)对岸上设施(如船坞、军营及仓库等)的管理进行监督。



　　上述各条并未将参谋部或后勤部的全部职能包括无遗；而只不过是指出其工作的若干大项而已。



　　至于整个海军的组织可以概述如下：



　　海军部长：是海军的政治首脑，在国家战略委员会与参谋、后勤两部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在这些部与国家首脑之间以及与立法机构之间起同样作用。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指挥和任免海军中任何一个办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一)海军参谋部：



　　1. 参谋长：是海军部长在作战事务方面向所有下属人员发布指示的发言人并代表整个参谋部；在参谋和后勤两部举行联席会议时担任主席，并全面监督两个部所属一切机构的管理工作。



　　2. 人事处长：负责全面监督军官和各军校学员(分配到后勤部的除外)的任命；征召新兵；处理伤员；兵员补充；分派指挥官(将级军衔的军官除外)；在一般情况下，对分派到舰队前的人员的实习训练进行指导(后勤参谋军官除外)，但不能对在国立军事学院或参谋学院学习的人员进行控制(从那里分派就职者除外)；是海军首脑在较高一级实施纪律措施的部门；执行有关提升或降级的法规。



　　3. 海军参谋学院院长：领导海军参谋学院的教职人员，并对学院的管理工作及效率负责；将参谋学院通过历史研究及第一手工作所发展的战术原则呈报参谋部，供其采用；提出作战计划和使用舰队的演练计划；提出从国家情报局获得的有技术价值的情报；提出关于教学的建议；负责作战日记的分类与保管；对整个海军的教育工作(属人事处长管辖范围者除外)提出建议。



　　4. 作战处长：通过发布具体落实的各种命令，执行或指导执行参谋长确定的舰队使用计划；分派海军军官和后勤科长；向参谋部推荐可升为将军的军官；命令检查委员会查明各大单位的效率，审阅其检查报告。并摘要呈报参谋部；对海军管辖范围内的海岸防御工程及其他海岸设施进行全面监督。



　　5. 海军民兵司令：按照参谋部确定的总计划，对海军民兵的组织及动员实施全面领导；规定民兵的训练和教育课程，负责进行检查，使之适合实际需要，并向参谋部汇报有关情况。



　　6. 交通处长：就战时可能使用的交通线向参谋部提出建议；按照参谋部所定作战计划的要求，组织有关交通线；并对其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7. 外事处长：处理涉及敌方及敌方领土的问题；管理译员、出版物及各种联络人员；管理保密工作；管理电报业务；处理不属于整个参谋部职权范围或参谋部其他机构不管的种种军务。



　　(二)后勤部：设下列各处，每处设一处长。



　　1. 机械工程处：主管海军所有舰船使用的推进机械(不是飞行推进机械)的设计、制造和修理，并管理有关的承办厂商；编制本处必需品的预算，包括为维修和开动海军舰船推进机械(不是飞行推进机械)所需燃料的预算；等等。



　　2. 军械处：为国营军械工厂提供各类军械的规格及所需军械的总量；办理军械的请领及军械修理，并对海军军械的效能及分配情况行使一般监督的职能。



　　3. 海军工程处：主管所有海军舰船(不是飞机)的设计、制造和修理，并管理有关的承办厂商；编制本处必需品的预算。



　　4. 财务与供应处：主管拨给海军的全部基金的开支，负责购置其他部门不管的各种补给品，提出预算，并负责记帐，等等。同时，负责向国营军服工厂提供各种服装的规格及海军总需要量，并及时提出服装的申请。



　　5. 医疗卫生处：将海军官兵人数、卫材补给品(包括器材)总需要量和品种，以及所需医院床位通知国家卫生医疗机构负责人，并进行分配，监督工作的执行。



　　6. 前进基地处：根据作战计划的安排，为军事防御设置前进基地；为基地配备人员和监督人员的训练；为其他岸上设施(包括海岸防御工程)等配备陆上警戒人员；并向其他各处提交所需补给品及设备的预算。



　　7. 通信处：提供电报、通信服务及通信兵。



　　8. 航空处：主管飞机的设计、制造和修理，并管理有关承办厂商；按照总计划的要求组织飞行活动；负责训练及其组织工作；提出本处需用品预算并办理请领。



　　9. 法律事务处：在海军部任何部门需要时，负责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和建议；指导海军部管辖范围内控告案件的准备工作，并了解其控诉情况；审查案件的记录，以便最后批准和执行判决；在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法律纠纷中充当海军部代表；负责解释适用于海军的法律；管理军事罪犯和战俘。



　　10. 宗教事务处：主管海军人员的社会和宗教福利，并提出改进建议；在战俘中进行有组织的工作；等等。该处还可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间劳动阶层的有关情况，如发现任何阻挠海军和陆军战时靠之供应燃料、军火或其他补给品的工矿企业正常工作的情况，应行上报。



　　11. 运输处：负责监督对海军平时或战时可加以利用或可能加以利用的所有运输设施进行调查；安排好上述运输手段待用的准备工作，对短缺的运输工具的类别和数量作出预计；满足一切正当的运输申请；为陆军提供海上运输；提出保证本处正常工作的预算。



　　12. 年金处：对所有申请年金和因参加海军遭受损失而申请补偿的要求，进行调查；提出关于一上述项目补助的建议；提出满足上述要求的拨款预算。



　　13. 公共工程处：主管房屋、船坞及其他公共工程的设计、建造和修理，并提出有关预算。



　　14. 给养处：为海军人员采购给养并进行、或者批准给养采购；提出采购预算。



　　各处处长应就本处人员以及后勤部内与各处有关的专业人员的任命、晋升和职务分配向参谋长提出建议；并负责管理上述人员的教育与训练工作(但医疗卫生处是例外，该处教育工作是全国性的，而不是部门性的)；同时还负责本处行政管理费用开支记录，并编制预算。



　　海军部下一级所属单位有：(一)舰队；(二)国内岸上指挥部；(三)海岸防御指挥部；(四)交通线。



　　(一)舰队：舰队的最高领导是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作为一个大作战单位的主官，他要受海军部长(通过参谋部)的统一控制(通过任务的分配实施)。指导原则应当是：舰队司令服从集中指挥的程度，必须限制在保证他能与其他单位协同的范围之内；换言之，总部给舰队司令下达的命令，只须原则规定他必须做到合作，而不一定要详加说明。舰队司令的指挥机构与海军参谋部及后勤部相似(但规模较小)，其成员也是专门培训过的参谋军官。



　　1. 参谋部：参谋长。



　　(1)人事副参谋长。



　　(2)作战副参谋长。



　　(3)对外事务副参谋长。



　　参谋部的各项职能，在上述三人之间分配；因此，每人都将担负相当于海军参谋部的一个或几个处的工作。



　　2. 后勤部：其所辖各处将担负相当于海军后勤部一个或几个处的职能并分别接受海军后勤部各有关处的统一控制。各处均由一名“检查官”领导。后勤部所设各处如下：



　　(1)机械工程处。



　　(2)军械处。



　　(3)海军工程处。



　　(4)财务与供应处。



　　(5)医疗卫生处。



　　(6)前进基地处。



　　(7)通信勤务处。



　　(8)航空处。



　　(9)法律事务处。



　　(10)宗教事务处。



　　(11)运输处。



　　(12)给养处。



　　(二)国内岸上指挥部：应授权某一指挥官主管，其地位相当于舰队司令。指挥部组织如下：



　　参谋部：参谋长。



　　1. 人事副参谋长。



　　2. 对外事务(杂务)副参谋长。



　　后勤部：与舰队后勤部大致相同，各处主管人为“检查官”(不同的是多一个公共工程处)。



　　(三)海岸防御指挥部：由一位指挥官全权主管，其地位与岸上设施指挥部主官相同。指挥部组织如下：



　　1. 参谋部：参谋长。



　　(1)人事副参谋长。



　　(2)对外事务(杂务)副参谋长。



　　2. 后勤部：各处均由一名“检查官”主管，有下列各处：



　　(1)机械工程(包括电气用具)处。



　　(2)军械处。



　　(3)财务与供应处；兼管运输与给养。



　　(4)医疗卫生处。



　　(5)前进基地处；对陆上防御提供移动支援。



　　(6)通信勤务处。



　　(7)航空勤务处。



　　(8)法律事务处；兼管年金。



　　(9)宗教事务处。



　　(10)公共工程处。



　　如某一岸上指挥部(船坞)与某海岸防御指挥部是在同一个地点，两者可由一名指挥官统一领导；另有参谋军官和后勤军官各一；以行使有关制造、修理和防御的全部职能。



　　(四)交通线：海军在这方面的第二级控制系统是联结基地和前进基地的一套管理机构，其所属单位很多，而且互不相同，有不受任何舰队管辖的补给辎重指挥官，也有基地指挥官(其机构使用时还须加以调整)。但在组织上都必须遵循人员配备的一条总原则，即：由于工作任务的需要，应坚持上下对口，即要有相应的参谋军官和后勤军官。



　　第三级控制系统是舰队下辖的分舰队，主管人为海军少将。其参谋机构和后勤机构均与舰队上下对口，只是人数较少，有些处、室要完成舰队几个处、室的工作。



　　最后一级是舰船，主管人是舰(船)长。舰船参谋处可由舰(船)长及其副官组成。



　　舰船后勤处由下列人员组成：



　　1. 工程主任。



　　2. 军械官。



　　3. 建筑主任。



　　4. 财务与供应主任，兼管运输和给养。



　　5. 卫生主任。



　　6. 前进基地主任(兼管军务)。



　　7. 通信主任。



　　8. 航空主任。



　　9. 随军牧师；兼管法律事务。














	

 






	















	







	







	









 





	


	







	








	




	


第七章 陆军组织




	







	

 



	


	


　　由于本书旨在概要而抽象地介绍组织体制的情况，无意考虑它是否适用于某一具体的作战单位，用以说明后勤工作在战争科学中的地位；所以，本书列举的参谋部和后勤部的职责分工或工作任务并不是十分精确或完美无缺的。



　　我们认为，后勤是战争科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支，它包含的大量活动，应与战术或战略活动相协调，而不应与战术或战略相混淆。



　　上面我们对海军组织已作了相当详细的阐述，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方法的实例予以探讨，而且不过是对一个至少是很枯燥和非人格化的主题，注入一点因果关系和现实意味而已。



　　看来，再用许多篇幅来详尽阐述陆军组织是不必要的。因为陆军这个部门同海军的分工毫无二致；陆军部组织机构的叫法也与海军所用者几乎相同；陆军与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关系，同海军完全一样；陆军从上到下的控制方法(从军、师以至到团)，也同海军一样。一位要人曾经宣称，陆上战争与海上战争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这就更可证明上述想法的正确。事实上，许多海战的例子说明，交战双方的陆军部队只不过是站在漂浮的平台上(而不是“脚踏实地”)进行对抗而已。现在的海战大都是浮动大炮之间的较量，与我们在陆地上司空见惯的活动炮群之间的较量几无区别。据称，陆军人员的伤亡有70%是炮击造成的，而由轻兵器杀伤的只有15%。当然，物质的损失差不多全是由武器造成的。假如陆军和海军的职能如此相似，那就有理由认为，它们也应当按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行使其职能。



　　因此，要说明陆军的控制方式及其后勤的地位，我们只需一般地介绍其组织的概况，也就能够达到目的。



　　陆军部长：是陆军的政治首脑，在国家战略委员会与参谋，后勤两部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也在上述各部与国家首脑之间(以及立法机构之间)起同样的作用；他有权任免和指挥陆军中任何一个机构(或一切机构)或工作人员。



　　(一)陆军参谋部(成员由总参谋部派出)



　　1. 陆军参谋长：是陆军部长在作战事务方面对所有下属人员发布指示的发言人，并代表整个参谋部；在参谋和后勤两部召开联席会议时担任主席，并对上述两部各办事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监督。



　　2. 人事处长：其职责与海军参谋部的相应机构相同。



　　3. 陆军参谋学院院长：领导全院教职员，其职责与海军参谋学院相同。



　　4. 作战处长：其职责与海军作战处长相同(但对海岸防御指挥部无管辖权)。



　　5. 民兵司令：职责与海军民兵司令同。



　　6. 交通处长：与海军交通处长同。



　　7. 外事处长：与海军同。



　　(二)陆军后勤部：设下列各处(每处均由处长领导)。



　　1. 工程处：主管公共建筑，野战工事、军用地图绘制，轻工兵作业，等等。



　　2. 军械火炮处，职责与海军后勤部军械处相同。



　　3. 马政处：负责为骑兵准备马匹事宜。



　　4. 财务与供应处：职责与海军同。



　　5. 医疗卫生处：职责与海军同。



　　6. 给养处：职责与海军同。



　　7. 通信处：职责与海军同。



　　8. 航空处：职责与海军同。



　　9. 法律事务处：职责与海军同。



　　10. 宗教事务处：职责与海军同。



　　11. 运输处：提供陆上运输工具。



　　12. 年金处：职责与海军同。



　　13. 宪兵处。



　　陆军控制系统次一级为下述三类单位：1. 野战集团军；2. 永久性兵营；3. 交通线。



　　这些单位的职责分工与海军大致相同，“野战集团军”相当于“舰队”，“永久性兵营”相当于“国内海岸设施(指挥部)”，“交通线”对陆，海军来说都一样。



　　野战集团军的组织：最高统率人为陆军上将，其地位与舰队的海军上将(舰队司令)相同。



　　(一)参谋部：设参谋长。



　　1. 人事副参谋长。



　　2. 作战副参谋长。



　　3. 外事副参谋长。



　　(二)后勤部：每个处相当于陆军后勤部的一个或数个处；每处由一位“检查官”领导。



　　1. 工程处：主管野战工事、军用地图绘制、轻工兵作业，等等。



　　2. 军械火炮处。



　　3. 马政处。



　　4. 财务与供应处。



　　5. 医疗卫生处。



　　6. 给养处。



　　7. 通信处。



　　8. 航空处。



　　9. 法律事务处(包括年金事务)。



　　10. 宗教事务处。



　　11. 运输处。



　　12. 宪兵处。



　　军可以看作是一个战术单位，而不是一个行政管理单位(但它作为独立作战的野战军时例外)。



　　再下一级行政管理单位为陆军师，其最高主官是陆军少将。象海军分队一样，其组织也是与上一级组织对口的。但定员较少，后勤机构只有几名军官。



　　最低一级是团。主管人是陆军上校。团副官长代表团司令部，他在使用他的团之同时，也行使宪兵处的后勤职能。



　　团后勤处包括：



　　1. 财务与供应科(兼管给养和运输)。



　　2. 医疗卫生科。



　　3. 通信科。



　　4. 宗教事务科，兼管法律事务。



　　在海军中，舰船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在陆军中，连队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但是，因为连长担负全部指挥及行政管理职责而无需他人协助，所以此处略而不论。



　　在结束陆军组织的讨论之前，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作者的意图只是为了介绍陆军组织的一般原则，舍此别无他求；因而不应受到挂一漏万的指责。














	

 






	















	







	







	









 





	


	







	








	




	


第八章 作战机器




	







	

 



	


	


　　把陆军和海军作为统一的作战机器来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



　　当人们制造一台新机器时，事先总设想了它的用途。如果事先未考虑好用途，就不会动手制造新的机器。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对机器的需要，而机器的产生则是对需要作出的回答。在这方面，作战机器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如果说对作战机器有什么需要的话，那就是要靠它来强制推行国家的政策。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就不能维护它的主权。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国的政策遭到反对。外交谈判充斥着公开的，缄默的或者隐蔽的威胁。对国家政策的反对可能得逞，除非抵制这种反对时有实力为后盾。机器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各种力量的有机组成。作战机器是对付某一国家政策的反对力量的一种组织。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国家有决心维护它的主权，那么，它对作战机器的需要就是不言而喻的。



　　一旦需要机器的问题获得解决，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机器，因为机器是各种各样的。



　　有些机器在设计上具有积极的功能，能完成某种积极的工作，比如割草机可以用于割草或清除杂草。另一些机器是专为防止或改变某种力的作用而设计的，比如堤坝是为了拦阻洪水。



　　但堤坝可以用来完成两项任务：一是阻挡洪水流向某一方向，以保护附近的财产；二是在溢洪道上安装轮机发电，有些堤坝主要目的在于保护附近的财产免受洪水之害，发电只起次要作用。另一些堤坝则主要是为了发电，保护财产居于次要地位。



　　作战机器可以象堤坝那样，作为防护设施使用。按照这种设想，它就是以力抗力的一种组织。就是说，它可以象堤坝那样安装一套积极的机械(溢洪道上的轮机)。除了静止的功能之外，它还能做一些主动的工作。这是以防守为主的作战机器。但它也可以设想为割草机那样主动工作的机器，比如说，清除田地里“敌对”的杂草。这是以进攻为主的作战机器。



　　在这两大类作战机器中，我们必须选择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如果国家政策受到洪水的威胁，而洪水又能用堤坝来对付，那么，堤坝就是人们所要的机器。如果威胁是以敌方军队急剧扩大的形式出现，象野草一样在对方的土地上蔓延，在它恶性蔓延到我方土地之前，我们就能把它铲除个一干二净。为此，我们就必须拿出我们的割草机。



　　有时候，一个拥有肥土良田的人，一边受到洪水的威胁，另一边又受到邻人地里杂草蔓延的威胁。那么，他就必须兼用堤坝和割草机两者。所以，一个民族要保卫它的国家，有时必须在它的南部边界清除邻国地里的杂草，在它的北部边界上建筑堤坝。



　　仅仅是确定机器的性质，还不等于决定了机器本身的建造设计。



　　工程师要设计一座堤坝，必须收集气象条件、地形条件、混凝土强度等等有关资料。他设计的堤坝可能只需对付最小的降雨量，但他的计算必须以最大的降雨量为基础，充分考虑过去的经验和已知的条件，再加上适当的安全系数。



　　现代的农民已不会用镰刀去进行工作量很大的除草或收获庄稼等农活。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在竞争中失败。



　　作战机器无论是进攻用的还是防御用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威力，能完成事先经过计算的工作。假如堤坝能与作战机器相比拟，我们就可以说：堤坝的每个部分如不牢固，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而用于防御战略的作战机器，如果不是每一点都很强固，必然要误大事。由于这个缘故，防御战略的风险是很大的，如果它哪一点也不行，破坏性的洪水就会长驱直入；如果它只是某一点出了毛病，那就还有补救的希望。



　　对后勤工作来说，关键在于：作战机器必须是一个统一体(就机器的类型和力量而言都应如此)，能完成它可能担负的各种任务。后勤工作者对整个机器的设计是很关心的，因为制造机器的工作大都属于后勤的范围。后勤任务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必须以整个战争机器任务担负的性质和工作量为基础。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战略，是防御还是进攻，随之而来的后勤任务，也是不相同的。














	

 






	















	







	







	









 





	


	







	








	




	


第九章 和平时期的后勤




	







	

 



	


	


　　一个国家，不论采取进攻战略还是防御战略，都有一些后勤工作，看起来不总是那么令人注目，但确实始终存在，而且非做不可。



　　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大概要数对非作战因素的估计。



　　和平时期的组织，必须保证做到：即使在极其紧张的战争状态下，作战机器所用的各种补给品也能源源不绝地流动。换言之，不但要保证补给工厂的平稳生产，而且能使它们“加速”地大幅度增产；压力再大，生产也不会中断(据说，德国军队所需的补给品，特别是军火，由于战时需求剧增，比平时计算的总量要大许多倍)。



　　在政府控制的工厂里，以及私营工厂里，职工必须是心甘情愿参加工作的人员。他们必须怀有力求我们的战斗部队获得成功的强烈愿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真正的爱国者，——为了制造军火或军用靴鞋，而不惜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就如同战士们不惜捐躯疆场一样。他们还必须是效率很高的工作者。



　　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与上述相反的情况：在各工厂和矿山的非战斗工人中，有一大批人愚昧无知，工作效率低，对他们当工人的命运不满；即使在和平时期的正常条件下，罢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也是家常便饭。这些愚昧而心怀不满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去热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秩序；一旦战争爆发，进入非常状态，生活条件更加艰苦，那时很难设想这些人能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转变，变成聪明能干，效率很高，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男女，愿意在伟大的协作配合中作出最大的努力。这样估计，应当说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的舰队，正在包围入侵的舰队时，由于煤矿工人总罢工，煤炭补给突然断绝，其后果将会如何！



　　再设想一下，当陆、海军急需每一发炮弹时，要是一家大军火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其后果又将如何！



　　无需再多列举这类假设，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一部要控制前线的作战机器，必须要有工人的通力合作，而且是高效率的合作。



　　所以，工人作好战争准备之日，才是战争准备工作完成之时。作战机器的职能之一，就是调查国家的劳工问题。当然，这种调查应从同陆、海军补给最有直接关系的矿山和工厂开始。但是，有人也许会问，我们要调查些什么？假定我们发现了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如果雇主是某个私营公司或某个私人，后勤军官怎样才能进行补救呢？



　　当然，这个问题，同大多数理应解决的问题一样，是有其困难之处的：一方面，工人们的要求可能过高；另一方面，雇主又可能只想多赚钱；工人缺乏教育，雇主则贪心过重，等等。



　　我们假定，国家后勤部门中专有一个机构负责战时的劳工准备。该机构的官员有权前往各个工厂和矿山，同有关负责人磋商；这些负责人必须承认这些官员作为国家客户代表的权威。政府官员在工厂所作的劳工情况调查，应当说明：如果存在问题，那么究竟是因为缺了些什么，该厂在战时才没有可靠性的保证。这些官员应同劳动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不偏不倚、办事公道、正直的中间人，在雇主和工人发生重大争执时，始终能够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要善于把忠于政府的道理和崇奉社会理性的道理，灌输到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使工人们在重大的战争危机时刻，仍能保持端正的心灵，为国家服务。



　　为改善工人境遇而完成意义重大的社会工作的政府官员，是能在工人中间发挥巨大影响的。因此，社会工作应在政府的指导之下，按照统一的要求进行；那样，能作到的实际改进，就会比目前大多数国家在这些方面忽冷忽热的、无组织的以及违反科学的工作取得的结果大得多。“改善”工人条件的努力，现在常常是掌握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和缺乏正确指导的人手里。不管政府是好是坏，各个阶级在它管辖下生活的人，都有责任对它忠心耿耿，就象子女要对他们的父母忠诚而不管父母的身体强弱与否一样。如果政府不好，全体人民对它的忠诚会改造它；不忠诚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问题是必须用这一点去说服工人，坚定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感。政府中负责社会问题的官员，通过业余学校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同时，通过观察公立学校中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的灌输情况，他也可以在学生家里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因为他是受到爱戴的导师，而导师与受指导者之间保持同情是教育方法中必不可少的。这样，工人将受到忠于政府的教育和向雇主提出的要求应当合乎情理的教育。



　　另一方面，也须使雇主能对合理的要求及时作出反应，努力改善同工人合作的关系。雇主同雇用人员一样，也需要接受某种忠诚的教育。即使在私营工业企业中，法律也可以强制推行合理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官员要根据他们在各个工厂了解的情况提出建议，这对帮助立法人员制定有关法律条文是极其重要的。



　　在英国，私营军火工厂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准则，是由1915年的军火部法案和战时军火法案规定的。














	

 






	















	







	







	









 





	


	







	








	




	


第十章 战时生产准备




	







	

 



	


	


　　我们对后勤部各个部门的任务，用不着逐一具体分析，而可提出总的要求如下：即每个后勤军官，为了使他所在的部门能生产最多的产品，达到最大发展的目的，都应当从头至尾地研究该部门的任务，而且既要注意大的方面，又不放过一切细节。



　　如果某个部门是搞产品制造的，它就不但要满足和平时期的消费需求，而且要能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满足战争的需要。凡是战时生产需要的各种机器和工具，都应在平时制造就绪。凡是预计在战时制造军火的私营工厂，都应当早有安排，预先考虑其种种需要，如：使之拥有一切必要的机器设备，或迅速供应其所需的规格和材料，便于它们进行特种制品的生产，或者扩大其原有制品的产量。这些工厂应当备有专门的设计图纸，全套技术规格和检验产品的仪器，以保证它们满足战时需要。上述具体事项，在和平时期就要逐一落实，一旦战争爆发，只需号令一下，就能开始行动。原材料的动员法令，也应在平时制定，一旦宣战，就可以知道这方面必须做些什么。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使之有权强迫生产者去满足原料的需求并负责确定其价格。在这次欧战中，这方面的工作，在德国是由陆军部的“原料局”完成的。



　　任何一个负责生产作战物资的部门，还有另一项职能，那就是必须获得有关最新进展和发明的情报，它的产品才能成为符合预定用途的最佳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负责生产的官员必须熟悉产品的使用性能，并随时注意应行改进之处。



　　在现代战争中，交战国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看来只有最能经济地使用其资源的一方，也就是谁最能从其资源的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最善于选择最经济的武器(即以一定成本生产的武器，能最大限度地破坏敌人的战争资源)等等，谁才能赢得战争。就当今的欧战而言，有人认为，哪一方到最后仍拥有相当的后备人力和财力，哪一方才能打胜这场战争。



　　如果两个交战国的军队都组织得很好，双方打得难解难分；那么，至关紧要的一点就是谁能在作战机器的各个部门厉行节约。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指出，以单个士兵的费用计，某些军队的开支，已是德国军队所花费用的十二至十六倍，是日本所花费用的十七至二十倍，是瑞士所花费用的十八至二十三倍。差别如此之大，(而士兵薪饷的差别在其中只起很小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军队的经济管理，也就是在于消灭浪费。也可以说，效率高不但带来经济效果，还将在其他各方面产生良好的结果。



　　后勤各工作部门都要根据节约的原则择优行事、加强管理。



　　各个部门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就能比较各部门的需要，并为满足种种需要合理安排任务的分工，避免工作的重复。例如，某一部门需要制造某种机器。而另一部门也需要使用同类机器的一部或全部，那么联合行动就会大大节约，例如医疗卫生处需要运输救护车时，能充分满足其要求的莫过于运输处。



　　因此，后勤部门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始终坚持联合协作和杜绝浪费的原则。














	

 






	















	







	







	









 





	


	







	








	




	


第十一章 后勤问题示例




	







	

 



	


	


　　研究战争的人不能满足于对战略与战术的抽象研究或具体研究。某一措施从战略或战术原则上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措施就一定是可行的或者是可以采纳的。军事演习和图上演习就其本身而言是大好事，但它们并不能提供必要的后勤训练。



　　在计划用兵时，不但必须决定用兵的意图(希望得到何种结果)，而且还必须决定用兵的可能结果。所以任何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都要从后勤的角度加以解决，也就是落实提供后勤资源的措施。



　　希望读者假设自己是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并设想他的老师按下述结论给他出了一道题。



　　问题



　　政治局势表明，蓝、红两国间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战争。



　　地理位置：蓝方在红方的西面。两国之间隔有海洋，此海洋从X(蓝方东部大陆的主要基地)到T(红方最西端的基地)，宽度约为五千海里。蓝方有一前进基地(Z岛)，位于X之东约三千海里；据信该岛的防御程度，可以抵抗红方可能的攻击约两个星期。



　　对上述形势，蓝方的国家战略委员会早有估计。为了对付未来的战争，蓝方采纳了已为本国海、陆军参谋部及后勤部知悉的“A计划”。



　　海军部与陆军两部也分别制订了为参谋、后勤两部知悉的战术“B计划”，以适应“A计划”的需要。



　　红方不可能指望向蓝方前进基地以西推进，除非它从蓝方手中夺取了该基地，因为红方在受其威胁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它的交通线。



　　战略“计划A”和战术“计划B”企图使用蓝方海军力量，与红方舰队决一胜负。红方可能正在出动或者正将出动，拟将蓝方逐出Z基地；蓝方作战部队将在蓝方海岸的战略据点集中。



　　蓝方舰队包括二十艘无畏舰，二十艘前无畏舰，十艘战列巡洋舰，三十艘侦察舰，六十艘鱼雷驱逐舰，四十艘潜水艇，一百二十架水上飞机；以及为满足其需要、在解答本题中推导出来的一系列后勤舰船。



　　为使问题尽可能简化，我们假定蓝方海军舰队将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从X驶往前进基地Z，但战列巡洋舰和侦察舰除外，这些军舰必须每小时航行二十海里(就估计的燃料消耗而言是现实的)。舰队将在前进基地Z休息三天，然后半数的侦察舰和半数的战列巡洋舰将执行侦察任务十天，航行的平均时速为二十海里。接着整个舰队进行作战活动十天，其白天航速为每小时二十海里，夜间每小时为十海里；但战列巡洋舰、侦察舰和驱逐舰航速为每小时三十海里。在舰队作战十天返航后，后勤舰船将停泊在前进基地Z七天；在此期间，燃料船必须给各舰船补充燃料(使用汽油的舰船除外)，并应备有足够的燃料使之回到蓝方主要基地X。



　　根据以上设想，舰队的燃料消耗如下(前四栏内的数字表示每海里消耗的燃料总数；末栏为每天的燃料消耗量。)：



 



　　解答问题时要求说明：(1)舰队后勤部活动的总计划；(2)后勤舰船的组成；(3)所需燃料总量；(4)到达前进基地Z后准备三个月(九十二天)给养的数量和种类。假定蓝方舰队离开主要基地X之后，再没有其他海军舰船能为运输船只护航。



　　解法



　　为满足上述问题的各项需要，应完成以下事项：



　　(一)制订舰队后勤部活动的总计划。据第六章中所述的后勤部组织机构，各处任务如下：



　　1. 机械工程处：(1)把需要包括在后勤舰船内的修理船数量通知运输处；(2)计算所需燃料总量。



　　2. 军械处：通知运输处需弹药船五艘。



　　3. 海军工程处：工作无特殊要求，因已假定前进基地Z是设施完备的前进海军基地，可以停泊和修理船只。



　　4. 财务与供应处：通知运输处将有五艘补给船列入后勤舰船编成之内。



　　5. 医疗卫生处：虽假定前进基地Z有海岸医院设施，但因解答问题的具体需要中包括了后勤舰船组成这一条，该处仍须估计伴随舰队活动的医院船和救护船数目。舰队的人员组成大致为：






　　假定部队人员伤亡率为20%，即一万二千三百四十四人，其中有20%死亡，其余九千二百五十八人需要救治，内永久丧失战斗力者可能占10%，应予遣送回家，以免造成前线资源的负担；为此应准备四艘救护船(返航的空运煤船或补给船不能使用，因为那样伤员就得不到红十字旗的保护)。必须在前线住院治疗的另八千三百三十三名伤病员，其中50%。能在战舰的“船上病室”内得到照顾。剩下的伤病员大约还有四千名，因为他们不会在同一时间负伤或生病，而且设想前进基地又拥有充分的医疗设施，所以只要有六艘医院船(每船能容纳三百五十名病人)，看来就足以应付一般情况下的需要。因此，这个部门应通知运输处，为进行医疗卫生工作，后勤舰船编成中必须增加十条船。与此同时，对机械工程处也应给予相同内容的通知，但需更加具体，使其能据以进行燃料计算；此外，给养处也应得到通知，以便进行给养计算。



　　6. 前进基地：对之无特殊要求，因为该基地应该是设施完善的。



　　7. 通信处：无特殊要求。



　　8. 航空处：无特殊要求。



　　6. 法律处：无特殊要求。



　　10. 宗教事务处：无特殊要求。



　　11. 运输处：必须根据下列计算组成后勤运输船队。



　　12. 给养处：必须根据下述数据算出口粮份数及其组成。



　　(二)至于本题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项需要，机械工程处在后勤船队的组成完全确定之前，显然是无法算出所需燃料总量的；给养处在不了解要为整个后勤船队准备多少给养之前，也不可能算出全部口粮份数；此外，运输处在各部门未把需要报齐之前，也确定不了后勤船队的组成。在接触这个问题的开头，我们就深深感到有一个后勤部的重要性，这个部的成员在工作上要协调一致，并经常磋商。



　　后勤部机械工程处、医疗卫生和给养两处可以先行作出暂时的或初步的估计，然后反复同运输处进行讨论，使之臻于完善。



　　机械工程处要作出以下初步估计：



　　1. 修理船：一艘用于水上飞机，一艘用于潜水艇，一艘用于驱逐舰，四艘用于修理舰队其他船舰，作为设备齐全的前进基地所能提供的修理设施的补充，应当是足够的了。



　　2. 舰队作战舰船加上七艘修理船、五艘弹药船、五艘补给船，十艘医院船及救护船所需燃料。



　　(1)从主要基地驶到前进基地，共三千海里，时速为十海里。






　　(2)在前进基地停留三天：






　　(3)以后十天，半数侦察舰和战列巡洋舰执行侦察任务，舰队其余舰船暂留港内：






　　(4)舰队作战十天：






　　(5)其他舰船：






　　上述舰队各部及后勤船队所需燃料总量：油：81，250吨；煤359，720吨。



　　给养的初步估计是：



　　如上所示，考虑了医疗卫生处的估计后，作战船舰所需的口粮份数为：61，720



　　再加上7艘修理船×160人：1，120



　　5艘弹药船×138人：690



　　5艘补给船×138人：690



　　10艘医院船及救护船×160人：1，600



　　合计：65，820



　　准备三个月(九十二天)，需口粮总份数：



　　65，820×92=6，055，440



　　后勤船队的组成确定之后，才能确定所需口粮总份数，并据以确定口粮的结构。现在我们就来试行估算一下需要多少冷冻船和给养船。如果每人每天的口粮中有一磅新鲜肉和零点四三磅罐头肉，外加9%的损失，则需冷冻的肉食总计为六百四十二万零四百二十九磅。除鲜肉之外，每份口粮如再包括其他食物三点九磅，并外加9%的损失，则总运输量为二千五百七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五磅。整个舰队和后勤船队有十二艘冷冻船装运给养差不多已够用，因为每艘冷冻船可冷冻五十三万五千磅肉食并储藏二百万磅其他食物。要安排运煤船运行本船人员所需的给养(鲜肉除外)，它们只在停泊于前进基地的那段时间(约三十天)内，才能从冷冻船取得鲜肉。假定有五十五艘运煤船及油船，每船各有船员五十人，他们只能带55×50×30×1.75=144，375磅鲜肉。每艘冷冻船有官兵约一百三十八人，十二艘冷冻船共需口粮十五万二千三百五十二份，也需要那么多鲜肉和大约六十万磅其他食物。因此要有第十三艘冷冻船，它将在前进基地给这些人员提供给养。



　　冷冻船所需燃料为：



　　从X(主要基地)到Z(前进基地)：0.12×3，000×13=4，680(吨)



　　停泊港内：12×30×13=4，680(吨)



　　合计：9，360(吨)



　　将上述数字加到原先估计的燃料总量上，共需八万一千五百二十吨油和三十六万九千零八十吨煤(这都是要燃料船运送的)；此外还要加上这些船本身储备的燃料量。



　　运煤船自身的煤舱容积通常约为其货舱容积的10%。每艘运煤船的用煤量为七百三十吨，货舱容积减去此数，再加上煤舱容积，即为煤舱的纯货运量。假定运煤船的货舱容积有一万吨、七千五百吨和五千吨三种，其比例为1、4和10，则后勤船队需要的各型煤船数目如下：



　　4×(10，000(货舱容积)+2，000(煤舱容积)-720(用煤量))=45，120吨



　　16×(7，500(货舱容积)+750(煤舱容积)-720(用煤量))=120，480吨



　　43×(5，000(货舱容积)+500(煤舱容积)-720(用煤量))=205，540吨



　　63艘运煤船，合计运煤371，140吨



　　假定油船的货舱容积有七千五百吨、五千吨和二千五百吨三种。其油舱容积均为货舱容积的10%。使用各型油船的比例为1、4和8，每艘油船自用油量均为四百八十吨。后勤船队需增加的油船数如下：



　　2×(7，500(货舱容积)+750(油舱容积)-480(自用油))=15，540吨



　　7×(5，000(货舱容积)+500(油舱容积)-480(自用油))=35，140吨



　　14×(2，500(货舱容积)+250(油舱容积)-480(自用油))=31，780吨



　　23艘油船，合计运油量为82，460吨



　　至此，后勤船队即可组成如下：



　　7艘修理船



　　5艘弹药船



　　5艘补给船(一般补给品)



　　6艘医院船



　　4艘救护船



　　13艘冷冻船



　　63艘运煤船



　　23艘油船



　　合计126艘



　　后勤船队的数目确定后，给养处就有充分的数据作为计算的基础，核实需要装运的口粮数量及其构成：



　　作战舰船(参见上文)：61，720



　　13艘舰船，每艘口粮160份，2，720



　　10艘舰船，每艘口粮138份，1，380



　　21艘油船，每艘口粮40份(只有30天用量的鲜肉食)：920



　　63艘煤船，每艘口粮50份(只有30天用量的鲜肉食)：3，150



　　92天的口粮份数：65，820



　　外加30天用量的鲜肉食份数：4，070



　　上述口粮的构成如下所示，总量加9%，作为弥补储藏损失：



 
 
 



　　总量数字低于上述确定冷冻船需要量所作的估计数，所以冷冻船中还留有余地，可以增加后勤船队及前进基地的食物供应量。



　　这个解答只是粗略地计算了组织一次远征时后勤部门的一小部分工作量；设想的远征是从本国基地出发，距离不大，作战持续时间又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实施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后勤工作量必然相当之大。














	

 






	















	







	







	









 





	


	







	








	




	


第十二章 教育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探讨了组织问题中有关职能分工的那一部分。对一个组织而言，除非它的每一部分都能良好地工作而使整个机器顺利地运转，否则便无实际价值。这就是说，必须保证做到：工作人员能适应可能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并快速作出反应。



　　因此，如果研究理论后勤，而对后勤组织的各个部分怎样才能有效地工作的理论不作一番探讨，那就不能说完成了研究的任务。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都要有效率。



　　效率可以说是完成某项预定工作的能力。我们也可以说效率指的是执行某项任务所应具备的某种知识水平，或者说是指产生的效果与产生该效果所耗的能量之比。这里的一个突出之点是：能力和知识都是主观的东西，而任务是客观的东西，主观条件必须适应客观需要。这就是说，“作战机器”中每个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能力与知识，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必须以满足任务的需要为准。这实际上也就是：对任务的预计，决定着衡量效率的尺度。



　　分配给“作战机器”中各个工作人员的小任务是千差万别的，但大任务对所有人来说都一个样。所以，完成小任务的条件是需要专业化，而完成大任务的基本条件是人人都应具备的。例如：指挥官的专业是通过指挥控制其管辖的部队；炮手的专业则是操纵火炮；对指挥官也好，炮手也好，都不再要求他们精通别的专业。而两者的大任务都是打败敌人。有人可能认为，用这样一般的语言来提任务，难以充分说明所要求的条件，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实实在在地说，如果一支作战军队不是人人都有强烈的求胜之心，只要有一个人玩忽职守，一场战斗就可能败北；如果每个部队都怀有强烈的愿望去克敌制胜，那就无异于战斗差不多已经打赢。使人们养成求胜的冲动的个人素质是：意志、决心、奋发上进、专心致志、坚韧不拔、目的与目标明确、体力充沛、有勇敢精神。有了上述素质，基本上也就有了效率的力量要素；它们能激发人们的冲动，而行动的指导有赖于效率的知识要素。知识这个条件分为两类：一是上面已谈过的专业知识；二是基础知识，即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军队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有此种基础知识)。



　　我们不能说，最低一级属员的效率同指挥官的效率一样重要，因为后者如缺乏效率，产生的不良后果更大。当然，在个别情况下，最低一级人员的愚昧无知，也可能导致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局失败。



　　据说，腓特烈大帝(1712-1786)麾下的步兵被驱上战场，是由于害怕那走在后面、手执棍棒的军曹。士兵们在前有敌人，后有“九尾鞭”的情况下，除鼓勇而进外，别无他路。但那是军队规模小，采用密集队形的时代，战争不象今天这样惊人的激烈，并已成为科学化的一件大事。四十五年前，善于分析的德国人已经认识到：



　　“随着现代枪炮火力的加强(时在1870年)，战斗和战术队形相应地变得松散了。队伍这样松散，怎样去控制分散行动的人群，使之保持紧密的协调，并引导他们，驱使他们去冲锋陷阵呢？” [ 注：R·M·约翰斯顿：《武器与竞赛》，纽约出版，1915年，第76页。 ]



　　这就是说，随着现代作战队形的疏开，单个的步兵必须能随机应变，正确地主动行动，并与其翼侧的士兵保持协调。



　　作战中的舰船，情况也与此相似。舰长在某一时间之内只能呆在船上的某一地方，而不能处处都在；同样，一个军官也不能事必躬亲。战斗打得乱糟糟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能在非常情况下当机立断。即使是最低层的人员，也可能要求他们有大智大勇。比如说，机房或锅炉房出了事故，或者弹药库发生了意外。如果“在场的人”由于不了解更大范围内事物的因果关系，而未能发挥其主动性，归罪于他们也是不公道的。



　　我们说清了效率的必要性，进而就要探讨获得效率的方法。人们通常认为，获得效率的方法是训练。那么，什么是训练呢？



　　有部词典对此所下的定义是：“有系统的指导和练习，象在某些手艺、技艺或职业中那样，对精神或身体方面的有条理的教导、教育过程。” [ 注：《新标准英语词典》，芬克-瓦格纳尔斯出版公司版，1915年。 ] 教育的定义则是“有系统地发展和培养智力、感觉和行为的正常能力，使人们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中或在一般生活中能有效率”。 [ 注：《新标准英语词典》，芬克-瓦格纳尔斯出版公司版，1915年。 ] 实施教育是“通过有系统的训练、指导和纪律去发展人的正常才能”。 [ 注：《新标准英语词典》，芬克-瓦格纳尔斯出版公司版，1915年。 ]



　　训练主要与发展技巧(技艺)方面的才能有关，而教育涉及到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作战官兵必须具有超出训练范围之外的东西。为使他们养成爱国的激情和发展令人赞尝的才能，还必须熏陶他们的感情。简而言之，要使组织臻于完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已经说过，全体官兵都必须受教育。



　　但是，按照上面所述的定义，教育这个过程范围相当广泛。虽然我们最终可能得出结论说，广义的教育是需要的；但开头我们可以只研究对官兵进行狭义教育的必要性，把教育看作是“一般地传播现有的知识”，不考虑纪律及文明问题，而只考虑知识。 [ 注：莱斯特·沃德：《应用社会学》，第290页。 ]



　　由于作战机器的一切成员，时刻有可能要对困难的形势作出估计，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因而必须具有足够的一般知识，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单单认为某个人智力正常，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水平，并不能保证这个人的结论正确。玛志尼(Mazzini)说得好：



　　“没有受过教育，你就不能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对你自己的使命得不到正确的定义和了解；……没有受过教育，你的才能发挥不出作用，也产生不出成果。” [ 注：《人的职责》——对工人的讲话，纽约版，1892年，第13，74，93页。 ]



　　莱斯特·沃德则说：



　　“头脑里缺乏一般性的知识，一切专门的知识就会乱成一团，……精神也会处于混乱与糊涂的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产生的思想(如果可以称之为思想的话)，不可能对生活或行动起指导作用。” [ 注：莱斯特·沃德：《应用社会学》，第302页。 ]



　　他所说的知识，指的并不是记忆大量的事实，而是指对规律和原理的认识，亦即经过概括的知识，“一切事实和细节必然富于普遍化的知识之中”。



　　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是人类全部思维才能中最基本的一条。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推理能力；人的天性是能对其周围的事物进行思考。如果他的结论有误，那是因为他未能收集或考虑对其推论有重要意义的一切事实。例如，在古代美洲人们勤于思考的文明进步时期，据说甘心牺牲在首领坟上的殉葬人有八万之多。这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合乎逻辑的行动。那时人们是这样推论的：既然首领生前旅行必须由一大批卫士和仆役随行，在他走向冥冥天国，将在那里无限期逗留时，这种旅行意义之大，非同寻常，肯定需要一支同样庞大的队伍去侍候他。 [ 注：赫伯特·斯突塞：《社会学原理》，第1卷，第204-205页。 ] [ 注：查尔斯·莱图尔诺：《品性论以后的社会学》，第2版，巴黎，1892年版，第291页。 ]



　　据说动物不会推理，但它们肯定有某些知识——足以满足它们需要的知识；而它们的不能推理，反使它们避免了错误。



　　“无知比较安全，错误造成危害。只根据有限材料进行推理的能力愈强，由此得出的谬误结论就愈易把人引入迷途，并对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危害。”



　　“当然，迫切需要的是为思考提供材料……但问题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真理无吸引力。错误讨人欢喜，它会支持各种各样的谬误想法。它是一支海妖之歌，能把意志薄弱的航海者引诱到荒凉的海岛上；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的心灵重新获得希望，他们死去了，一堆白骨遗留在寸草不生的沙滩上。在时间大洋的所有海岸上，到处有已经褪色的错误思想的残骸。” [ 注：莱斯特·沃德：《应用社会学》，第81页。 ]



　　问题是，即使长官不想让他的士兵们有思考能力，只需要他们盲目服从，他也不能阻止他们去思考。人要思考，也必须思考。人不甘心于停留在动物的无知状态，但人如得不到指导，就会糊里糊涂地犯错误。哪怕是对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一个简单的原理发生误解，也会使我们推理所得的结论出现很大差误！例如，在解决军事问题时，对敌方的兵力和部署的设想，即使发生极小的变化，也可能要求重新确定截然不同的对策。对有头脑的人来说，他要是不掌握有关当前问题的各方面情报，就做不出正确的结论。



　　沃德曾提出一个惊人的主张，即每个身心健全的成年人，都应当掌握全部已有的知识。他的解释是：



　　“这样一个主张可能使人认为是空想，但当你完全领会它的意思之后，就会知道并非如此。如果说每个人都应掌握所有的真理，这对某些人而言，可能变得更聪明一点。……懂得了大的真理，每一个小真理，每一个小的知识项目，全部经验和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细节，只要它一被人意识到，就能找到它的位置。只有人的头脑掌握了普遍真理，这类细节才能有某种意义或某种价值。” [ 注：莱斯特·沃德：《应用社会学》，第302页。 ]



　　教育的指导原则应当是：最普遍的知识是最实用的。我们应当懂得的这种普遍性，便是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亦如因果关系一样。要了解这些规律，我们必须研究它们的这种关系。因此，如要懂得心理学，我们就必须知道生命的基本规律——生物学；但是生物学表明，生物是一种化学有机体；化学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物理学又是以宇宙天文学为基础；因此，研究这些学科的自然顺序应当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初学者按照这种因果顺序学习各门知识，每个阶段都能有坚实可靠的基础，并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可以把他的知识体比做一个高层建筑物，他就能有把握地断定，何时可达顶端，而尽收眼底风光。任何其他的学习顺序必然会造成混乱，其过程必将令人厌烦、困惑；而按照自然顺序学习，则会充满乐趣，使人振奋。



　　有人可能问道，此种假想的教育理论是否能用于作战部队的训练；如果可以，又能应用到多大程度？是否只有军官才能这样训练？还是应将所有人员都包括在内？这一计划又怎样同专业化的想法协调起来？



　　我们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专业化应受到提倡，但人们只有在掌握了基本的规律之后，才知道他最适合于干什么专业。而且，当他尔后干他的专业工作时，他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并能从他所学专业知识中超脱出来。另一方面，教育如果不按自然顺序行事，就难以保证当事人开始进入专业化时是否真正够格，所选专业是否对头。



　　由此也就解决了前面提出的其他问题，因为军官和士兵的职责不同只在于专业的不同。在军事组织中，这两大分工是由“指挥”和“服从”两种不同的特性，亦即“领导”和“执行”体现的。两者都以基本的规律为共同基础，因为军官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指挥适用于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根据他的知识，确信他给别人下达的不是一项无法执行的命令。士兵之所以必须懂得基本的规律，是为了知道怎样去执行命令。军官不能把执行命令的一切具体做法详尽无遗地告诉下属，因为军官如果抓了这些细枝末节，那就违背了指挥与服从(或者领导与执行)的整个理论。现代军事组织的发展趋势是执行的分散化，也就是发挥下属人员的主动性。统率许多部队的总指挥官是以概括的语言发布命令，而命令的繁简是以确保联合行动所必需的事项为度。下级部队的指挥官则从总的命令中明确本部队的任务，并进而发布使用本部队作战的命令，但也不剥夺其下属指挥官的主动权；同样，下级军官接到上级命令，则将任务逐一分派到其所辖部属。在命令从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不管哪一级，都须或大或小地保留如何具体执行的决定权。因此，即使是最低一级的下属人员，也必须懂得基本的规律(有时学这几条，有时又学另几条)。他的知识虽然就范围而言不同于他的上级或最高指挥官，但必须同他们一样精确。最低一级人员与最高一级人员在知识上的差别，在于专业化程度不同。今日的将军过去也学习过列兵的职责，后来是专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才使他上升到越来越高的指挥岗位。专业化程度的分级是军事组织的精髓所在。为了使它能真正按照这种组织的理论起作用，必须要有了解基本原理的共同基础，否则，军官就不可能只是指挥，而必须兼管执行。其结果必然是：在需要他把时间用到更重要的职责上时，他的时间却被琐碎细小的执行工作耗光了。



　　在民间社会中，也如在所有国家的陆、海军部队中一样，最最引人注目的失败是见之于刑事机构。凡观察过罪犯的人，都不能不产生以下的印象：或者是大多数罪犯对他们周围的整个事物一无所知；或者是少数罪犯对他们周围事物的某些个别方面出奇地迟钝，但对别的一些事物却又异常敏感。前一类罪犯纯属愚昧无知，后一类罪犯则是受了不正常的(亦即不自然的)教育。通常的表现是：他们在某一方面的发展比他们对大多数事物的了解要早得多。每个罪犯管理机构在罪犯们要求看高级研究读物时，都感到为难；这种要求通常是那些不愿上学和从小学习成绩不佳的罪犯提出的。这种反常的教育造成了平衡的失调，从而破坏了当事人的均衡感，并导致了他们的错误行动与犯罪。后一类罪犯更难有改恶从善的希望，因为他们不能再恢复到孩提时代的无知，或者返回到能重新获得正常发展的地位。前一类罪犯，虽也失掉了平衡，但为了重新做人，需行纠正的程度相比之下要小得多。



　　有一位监狱长，在同罪犯长期打交道之后，对其看管下的人员作出了同样的分析。他的意见大致如下：人们变成罪犯，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评价正常生活的美好和价值。他们拥有的生活经历太少了，以致不能恰如其分地作出上述评价。他推断说，补救之计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讲课填补其不足(讲课时要按照自然顺序说明自然现象)。



　　几年之前，若是有人提出建议，要一批罪犯去听自然规律的讲课，定会引起多数讲求实际的公民的嘲笑与挖苦，因为他们宁愿绞死罪犯。但在今天，抱实事求是态度的犯罪学家对这样的想法已不嗤之以鼻，而教育机构正在按此行事，并且大有成效。



　　然而，毫无疑问，有些人要是看到一位身体结实的老骑兵或者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水手正在听这一类课的情景，很可能感到好笑。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从原则上说，因为教育需要循序渐进，它同到晚年才开始施教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这后一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循序渐进的教育必须从人生的早期开始。颠倒了这个自然顺序就会遭受损失。我们并不否认，从经验中而不是从理论的教育中得来的知识也会有很大的价值。但靠经验这位老师学得慢，而且这种方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人要毕其一生方能取得的经验，如果接受系统的教育，则在受教育的成年期内就能获得。因而，一位受过教育的青年在他步入实践初期时，其效率就可能相当于只靠经验的人到晚年才达到的水平。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所述的基础教育，对复杂的现代化战争中的士兵来说，是发挥他们的最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有人会问，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教育呢？据说，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个个都忙于处理日常的技术工作，因而没有时间进行基础教学工作。克服这个困难，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增加军官人数，才能抽出足够的人来满足教学需要；或者是调整地方学校的教育课程，使之遵循自然的顺序，能为陆军和海军输送入伍后即可开始技术训练的真正合格人才。当然，后一办法要求军事领导当局和教育家们通力合作。毫无疑问，教育家们有朝一日终将同使用人才的各行各业(不管是工业界，还是国家机关)进行密切的合作，按照使用部门的不同要求进行人才的培训；但要在全国范围内提高效率，再过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难以实现。因而在这之前，军方必须培训它自己的人员，使之具有为地方学校所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一切学识。



　　这也就是说，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们必须是称职的教师。他们的工作时间，只应有极小一部分不用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整个战争机器真正用于打仗的时间，同它花在准备和培训工作上的时间(也就是训练或教育工作的时间)相比较，终究是很短的。而培训工作的主持者(即教员)，应当熟悉施教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应当熟悉教学法(这门科学应列为军事课程之一)。教学成为一门艺术，不但更有益于受教育者，而且更有利于军官完成本身的任务。



　　假定国家的作战部队是由身心都正常的人员组成，他们受过初等教育，掌握了自然基本规律的知识，则技术教育计划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陆军(初级)



　　1. 陆军军校学员：



　　(1)外语知识，这是阅读技术文献、掌握军事科学所必需的。



　　(2)卫生及伤员急救。



　　(3)行政管理(包括同司令部各部门联系业务的方法)。



　　(4)军法及有关程序。



　　(5)陆军规章条例及惯例。



　　(6)国际法有关军队部分。



　　(7)机械绘图和手工绘图，以及军用地图绘制。



　　(8)摄影。



　　(9)步兵、骑兵及炮兵教练，讲授这些兵种的战斗力，纪律养成教育，使军校学员有机会选择最适合他的兵种。



　　(10)教学法。



　　(11)心理学。



　　(12)数学。



　　(13)画法几何及微积分。



　　2. 士兵：



　　(1)卫生及伤员急救。



　　(2)行政管理。



　　(3)军法(只限于讲授军法规定的士兵合法权利及其在军队中的法定地位)。



　　(4)陆军规章条例及惯例。



　　(5)国际法有关军队部分(包括该法对士兵对敌方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行为准则规定)。



　　(二)陆军(中级)



　　1. 军官：



　　(1)对军官所属兵种的战斗使用，施行实际与理论两方面的教育。



　　(2)军用电学。



　　(3)战史及军事政策。



　　2. 士兵：对士兵所属兵种的战斗使用进行实际教育。



　　(三)陆军(高级)



　　1. 军官：



　　(1)在战争中使用各兵种的理论教育。



　　(2)参谋部职责。



　　(3)后勤部职责。



　　2. 士兵：讲授司令部工作中较次要的职责，如文书工作、地图绘制、命令拟制、摄影，等等。



　　(四)海军(初级)



　　1. 海军军校学员：



　　(1)外语知识，这是阅读技术文献、掌握军事科学所必需的。



　　(2)卫生及伤员急救。



　　(3)行政管理(包括同司令部各部门联系业务的方法)。



　　(4)海军军法及有关程序。



　　(5)海军规章条例及惯例。



　　(6)国际法有关海洋部分。



　　(7)机械绘图和手工绘图，以及地图绘制。



　　(8)摄影。



　　(9)航海训练，如游泳，划船和航行。



　　(10)步兵教练，纪律养成教育。



　　2. 士兵：



　　(1)卫生及伤员急救。



　　(2)行政管理。



　　(3)海军军法(只限于讲授军法规定的土兵合法权利及其在海军中的法定地位)。



　　(4)海军规章条例及惯例。



　　(5)国际法有关海洋及海上部队的部分(包括该法对士兵对敌方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行动准则的规定)。



　　(五)海军(中级)。



　　1. 军官：



　　(1)详细讲授军官所属兵种的战斗使用。



　　(2)海军战史及政策。



　　2. 士兵：对士兵所属兵种的战斗使用，进行实际教育。



　　(六)海军(高级)。



　　1. 军官：



　　(1)在战争中使用舰队的理论教育。



　　(2)海军参谋部职责。



　　(3)海军后勤部职责。



　　2. 士兵：讲授司令部工作中较次要的职责，如文书工作、地图绘制、摄影、命令拟制，等等。



　　陆军和海军参谋的人员空缺，应全由相应的参谋学院毕业生补充。分配时可同时给予适当提升。参谋学院入学人员通过遴选决定，标准是本人的优点及是否适于深造。某些部队(或单位)的指挥官每年应有权指定一名或几名军官参加技术科目的竞争性考试，最后由参谋学院择优录取。参谋人员分配时可破格提升，以促使军官争取进参谋学院学习的劲头，并激励他们从决定终生当一名陆军或海军军人之时起，就要作出最大的努力。














	

 






	















	







	







	









 





	


	







	








	




	


前言




	







	

 



	


	


　　OPUS系列的编辑邀请我写这本书，以接续西里尔·福尔(Cyril Fall)教授的著作《拿破仑以来的战争艺术》，该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1年为本校图书馆编印的。福尔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臻完美的境地，几乎已无他人置喙的余地。因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从编年史角度以及叙述的规模上，来进一步扩展这一主题，不仅探讨“战争的艺术”。而且要探讨欧洲一千年来战争方式的演变(对此我们是有可靠记录可查的)，不但追踪战争本身的变化，而且还要试图追踪这一时期内与战争有关并影响所及的技术、社会与经济诸方面。



　　直到不久前，对战争的研究一直是说教式的，规范化的。就是说，对以往战争的研究，是为了演绎出一些不可改动的原则与发展规律，来有效地指导未来的战争。只要战争仍是被组织起来的、具有威胁作用的力量，战争就仍然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工具，上述那种研究分析就仍是需要的，福尔教授的著作正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但是，把战争从它的环境中抽出来，不去研究技术的层面，必然会忽略应当掌握的重要方面，不仅指战争本身，而且也无法深刻理解发生战争的社会演变。



　　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不应当只去发掘一些行动准则而置理解历史于不顾，不应当只做一名“军事历史学家”。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文科学的分支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同战争有关。正加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说的，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战争是人类经历总体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地描画战争的。



　　如今，以这种观点为基础来研究战争的书籍已大量涌现，我只不过是撷拾他们的某些观点，肤浅地加以归纳而已。本书的附注中己列出我所参考的书目。我还从与数位同行的讨论中大大受益，其中有J·M·华莱士-哈德里尔教授，莱昂内尔·巴特勒教授(J．M．Wallace—Hadrill and Lionel Butler)，他们曾巧妙地纠正我有关中世纪的某些可笑的错误概念，S·E·芬纳(Finer)教授关于现代社会中武装力量地位的观点对我十分有用。我尤其感谢沃里克大学的副校长、有关的系与大学生，他们不仅给我机会在1975年春季的拉德克利夫讲座中试讲我的某些观点，而且事实上是对我很有益的。



迈克尔·霍华德



牛津大学众人学院



1975年11月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 作者注：R.A.Brown，The Origions of Modern Europe，London，1972，P93。 ] 的确，用“战争”这个字眼来形容欧洲大陆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大陆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 [ 译者注：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 ] 与汪达尔人 [ 译者注：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 ] 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 [ 译者注：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 ] 从北来。从4世纪最初的野蛮人入侵到10世纪末，几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了欧洲人民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从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人民在某种环境下能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呼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进来了。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梅罗文（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8世纪中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 [ 译者注：Carolingians，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 ] 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 [ 译者注：Magya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 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民主身分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与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出去，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了斯拉夫人，推行了殖民化，并且强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崩裂造成商贸行为萎缩．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 [ 译者注：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6，P2 。 ] 。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人大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怀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 [ 作者注：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 ] 公元866年，沙勒迈恩(Charlemagne) [ 扫校者注：Charlemagne是拉丁语的一种变体，相当于拉丁语Charles Magnus(伟大的) ，即英语Charles the Great，通常称作“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 的孙子“秃头查理”把他的佃户头召集到分封的宅邱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都要陪骑侍候，此后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马上力量(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有效范围来自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这样的马匹需要有备用的。无论如何，一位武士总需要再有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武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者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全部装备成为十分昂贵的花费。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的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一种有钱人的专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他们便向主人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成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被免除全部赋税，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主人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并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了。



　　那个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直到18世纪，而社会的支配直沿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 [ 译者和扫校者注：在西欧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4世纪与5世纪起，至15世纪文艺复兴，称为中世纪，亦称“黑暗世纪”（但主要指10世纪前）。markgraf给出了如下的一个更严格的划分。Middle Ages：广义的中世纪，A.D.476~A.D.1453，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Medieval：狭义的中世纪，A.D.1066~A.D.1453，从诺曼征服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Dark Ages：黑暗时代，广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到11世纪结束。A.D.1066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诺曼征服彻底结束了北欧海盗的时代，民族大迁徙就此落幕，而封建制也在此时在整个西欧建立起来。 ] ，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形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世界上来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 [ 译者注：11到13世纪主要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 时代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 [ Markgraf注： 这里的[等级]明显应该是[Order]这个单词，应该翻译成[修会]，[军事修会]即一般所说之[骑士团]。 ] ——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 [ 译者注：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注：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语应该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英语中的条顿[Teuton]一词基本上可以和德语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词等同。此处的[条顿]和历史上给罗马带来恐慌的条顿人并无联系，指的是使用条顿语族的日耳曼人(德国人)，区别于罗曼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 ] ——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区分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印度，袄教与“加拉哈德” [ 译者注：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只有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是指印度的高等种姓。 ] 特有一种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与骑士，都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战士是为着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的)赐与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野蛮人入侵被扼制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屡次尝试得手。



　　“战争的权利”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无暇计较了，因为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用这些概念去计较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疯狂地决心依仗长剑把人们都归化过来．否则就把人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 [ 译者注：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 ] 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



　　然而，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认为是“公正的”，扼要说来，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占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是请求上帝裁决，大半个中世纪时期，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典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争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俘虏可以归于战胜者或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豁免交纳战利品，不受战败掠夺。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帮助与赞同”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最常见于围困战，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了。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这些法律规定的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来自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系由那些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数百年来从实践中逐步编篡整理而来。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的准则。就是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可以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允许。杀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城破被俘后，将被处死，司令官遭到同样处置，因他拒绝投降，遂与军队同归于尽。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的逐渐商业化 [ 作者注：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London，1965，P154ff. ] 。勒赎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已成为他们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按常规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期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但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我们，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占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前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分散到了所谓的从属的“分支”（即“委员会”，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身上，他们可以代代继承，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文斯（Provence）；他们逐渐地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也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土。或许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因为可称作12世纪技术奇迹的机弩，使用它们的“专家”通常须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文斯进口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发展起来。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并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代替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英格兰国王安杰文（Angevin）。安杰文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伦尼米地区的男爵。



　　南欧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同穆斯林之间连年战争不休，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堡垒林立，蔚为壮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纳的伯爵们借助于交通便利，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地位，并在疯狂的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城里人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地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别的地方，安全状况决定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主要的不在占有这些力量而在于财富。



　　12世纪入侵者已一劳永逸地被赶出意大利半岛，只除了北欧人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了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五百年来的动武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日耳曼，莱茵河谷地区封建制度的发展，同北部法兰西一样深入，骑士精神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盛行。但以东地区的军事服役制度推行较慢，骑兵的发展也同样缓慢。萨克森、弗朗科、斯瓦比这些日耳曼部族仍像他们塔西陀时代的祖先那样，停留在用斧与矛步行作战的农民军队阶段，直到10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引起震动，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向西席卷了北日耳曼的广袤平原。日耳曼人急起直追他们的西方表亲，发展了骑兵部队，并改进了社会制度以便支持武装力量。在萨克森族的亨利与奥托的领导下，公元933年赢得了麦什伯格（Merseburg）战役的胜利、955年莱希费德（Lechfeld）战役的胜利，导致建立奥托王朝继承加洛林王朝，奥托成为皇帝。有些新封的贵族追随他们的皇帝在意大利从事灾难性的征伐。其余人加入条顿骑士的十字军，往东征伐，以开拓疆土，拯救自己的灵魂。十字军遍及科兰、波兰与普鲁士的平原与森林，所有的掠夺与屠杀都被宽纵的教会认定是神圣事业。他们在那里自封为统治阶级，这类事情在欧洲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至于英格兰，9世纪与10世纪来自北欧的入侵导致萨克森的国王们纷纷充实国民军 [ 译者注：原文fyrd，系指诺曼底人征服以前的英国国民军。 ] ，所有的自由民都有从军义务，这种军役制度有点类似海峡对岸的加洛林王朝。但是，只有在北欧人征服全欧洲后，这种封建的军役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实施。北欧的国王们用自己的领主替代萨克森族原来的大乡绅，这些领主作为敌对领土上的征服力量去执行任务，修建了不少至今仍旧可见的巨大城堡。



　　从军事上说，占领英格兰的北欧王朝及其继承人，在疆土拓展方面走得很远，他们不仅要管住当地的英格兰人，并把边疆扩展到苏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还要保持住在欧洲大陆的权力。领主们的义务服役组成北欧军队的核心骨干，后来成为11和12世纪安杰文军队的核心骨干。但是，每年服役期只有六十天，这对于组成一支军队并带去大陆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必说还要镇压苏格兰与威尔士山民们的叛乱。总之，只靠封建关系组织军队已经不够了。英格兰的国王们必须另筹良策。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利用“骑士的附庸性”加强封建制度下的义务服役制；然后，允许他们用钱雇佣人来替他们服役。他们还签订契约——定期服务合同——来确定这种雇佃制度。尤其是在岛内发生战事时，领主们常常用这种办法从当地居民中征集步兵。



　　步行的兵士，其中的弓箭手，在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于威尔士山区进行的游击战中显示出威力。在这类战事中，重骑兵是没有用的。重骑兵习惯于在一个对手也同意选定的开阔阵地上，去横扫无防御的步兵。但在威尔士，他们要对付的对手既不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事贵族，也不是一个应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入侵部族，而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山民，这些人会很巧妙地骚扰他们，又善于使自己避开来犯者的锋锐。这更像是基督徒的追猎游戏：步行兵士就像是猎人助手，去把威尔士人从隐蔽处轰出来，然后由使用长弓的弓箭手从远距离把他们射倒。这些“长弓手”还在投掷战中起炮兵的作用——在领兵的骑士开始发起“优雅的打击”之前，发射火把以扰乱敌阵。这些技术在14世纪初叶对付苏格兰人的战事中收到良好效果。机弩从12世纪以来就有了，长达六英尺的机弩上一次可发出五枝或六枝箭。到了14世纪末，致命射程延长到了四百码。众所周知，没有机弩的摧毁力，就无法穿透锁子甲。



　　无论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里西(Crecy)之战，可以充分说明。七年前，爱德华三世就已发动了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企图攫取法国王位——又一场没完没了的王位继承纠纷，这类纠纷使得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乐此不疲达四百年之久。爱德华三世费用昂贵的军队主要包含了诸日耳曼小侯国从汉萨同盟 [ 译者注：Hanse，公元13到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 的商人那里贷款雇来的雇佣军。法兰西国王谨慎避战，爱德华的盟军便因缺钱，星散回家。到1346年克里西战役时，爱德华三世只剩很少的骑士来对付比他优越数倍的法军。于是，他让骑士下马，像从前在苏格兰打仗时那样，依靠弓箭手来固守阵地。克里西一战最重要的还不是长弓手施于法国骑兵的大灾难本身（据可信的历史记载，法方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死亡，英方伤亡近一百人） [ 作者注：SirCharles Ome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Vol.II，London，1924，P145。即使是通常不满英国人吹嘘的德国历史学家Hans Delbruck，所给出的法军伤亡也达到了1283人。 ] ，而是它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纪的战争那样，敌人骑兵一攻击．步兵就立刻溃散了。



　　克里西一役还不是骑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败的头一次机会。1302年，库特赖 [ 译者注：Courtrai，今属比利时。 ] 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长矛与梭标抵御阿耳托伯爵的骑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园。法国骑兵(西方世界时髦的标兵)在克里西惨败，不得不甚至重新考虑装备与战术。他们放弃了锁子甲，改用金属片缀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很快成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装饰物)；并且打仗时不再骑马。部分原因是座骑容易受攻击；另一个原因是维持马队的费用越来越高；还有一个纯属骑士气概的考虑：一个不骑马的骑士无法逃跑，只有坚持下来作战到底。法国骑兵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作战，就会获得某些成功。但是，当他们进攻时，由于行动不便，视线不佳，难以抵御飞箭，遂使英国人又获两次大胜：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更著名的一次是1415年的阿金科特（Agincourt）之役，英国人大约杀死了五千名法国人（其中一千人是被俘后杀死)，英方只损失数百人 [ 作者注：Omen，同上，Vol.II，P384；Ferdinand Lot，L`Art Militaire eiles Armers au moyen age，Paris，1946，Vol.II，P8-P15]。 ] 。



　　到了15世纪，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武装人员”，已被证明既在战场上无大效率，又难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他们的实用性消失了，矫饰性增大了。他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举办比武越来越费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脱离军事作用．而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适足以作为研究门阀、家谱的资料。新规定的骑士勋位刻意摹仿12世纪的光荣勋位以及西班牙的光荣勋位——嘉德骑士是英国的最高勋位，金羊毛骑士是西班牙的最高勋位。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战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复耶路撒冷战役。当时，土耳其的奥托曼族低估了十字军在东地中海的堡垒，这些堡垒如今开始威胁土耳其人在西欧的基地了。法国的查理三世1494年侵入意大利时，耶路撒冷的收复对他来说还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一桩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国人最终撵回岛上去的，不是法国的骑兵（无疑地，圣女贞德曾经激励过他们），而是另一种专业兵种，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等的低微地位，那就是炮兵。



　　拜占廷军队与穆斯林军队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某些易燃材料——俗称“希腊火”，通常是在攻城战中或海战中用石弩抛射火球。把顺序倒转过来，利用燃烧本身作为发射物的发射火药，是更难、更危险的事情，还要求有金属铸造专家。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出现的这类专家是为和平服务的——铸造球。从造球到造炸弹，只有一步之遥，大约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头一批试验，每尊臼炮每天只能发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状，就像原始的机关枪。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按照龙与魔鬼的形象制造出可爱的恶魔般的机器——最早印刷的书本上曾加以描述，有时带有高度想像力。到了15世纪，两种支配此后五百年战争的武器开始成型：大炮与手枪。人们深探抱怨这些武器，就像我们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弹；不仅因为它们的效果不人道，还因为它们贬低了战争，似乎把出身高贵的武装人员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里。但也如同今日一样，那些抱怨对手手里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拥有那些武器，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使用，是15世纪复兴的法国军队在对付英国人的战事中首先出现的。英国因政治紊乱以及军事上因循守旧，阻碍了类似的创造发明。在战场上，开战时发几发炮弹，就打乱了对方弓箭手的阵形，并使战士无法在对等条件下进行搏斗。更为常见的是，法国的国王们使用一长列用于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国土地上拥戴英国王室的城堡纷纷坍毁，成为堆堆废墟。曾在14世纪末主宰欧洲大陆的英国军事力量再过五十年后便消失了踪影，克里西与阿金科特的弓箭手已成为历史性的古玩珍品。



　　未来还有赖于另一种步兵。步行兵士能对付骑兵的最简单的武器仍是长矛。如果矛够长，阵列够密集，士兵的士气够高昂，这样的阵式是战无不胜的，除非有某种炮击，方能摧垮。马其顿方阵是历史上首次记录下来的步兵阵形。中世纪不可一世的骑兵，除了技术因素外，主要在士气与社会影响方面咄咄逼人。由于骑兵的机动性，并被赋予社会的与经济的优越地位，数百年来在军事活动中具有独占的位置。步兵只被当作助手。但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试图在威尔士山区推行这种作战方式时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一百年后，奥地利王室在瑞士山区遭到过更惨重的教训。



　　使瑞士山民出名的武器不是梭标，而是斧子，柄有八英尺长，他们就用它来杀戮奥地利骑士，砍穿他们的甲胄，不仅1315年在摩戛顿(Morgarten)峡谷，而且1339年在劳本（Laupen)开扩地、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都大获全胜。由此带来一个印象：步兵的重振雄风主要依靠士气以及社会的因素而非技术的改进。后来有个时期长枪大显威风，那是1476年与1477年瑞士人用它打败了勃良第(Burgundy)的骑兵。当时，瑞士的长枪兵不仅学会如何坚持守卫，形成一座巨大的、不可摧毁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学会了行动，他们的方阵滚滚前进，无情地消灭敢于留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东西。后来，他们宣布几个州独立，并准备向邻近军队出租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靠他们自己弱小的畜牧经济养不活他们的人口。



　　瑞士的战术别人不会不学。南面的邻居日耳曼与奥地利同样地贫穷，也都好战，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机构，称作雇佣兵。与瑞士不同之处在于：军队是由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组成的，贵族责无旁贷，不仅出钱组织、供养军队，而且亲自参加进去，与士兵同伍。此后，在日耳曼，贵族出身的人“去拖一根矛”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军事活动；后来英国亦复如此。至于西班牙，重骑兵从未成为基督教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本国缺乏军马草料；西班牙的国王们发现雇用贫穷然而傲气十足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去当步兵是毫无问题的。



　　这样，到了15世纪末，长枪兵成为各个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地，长枪换成手枪，尤其是那种带钩的手枪——木把枪或火绳枪。滑膛枪的出现还在二百年以后。到那时，真正的步兵才算出现了。



　　如上所述，大炮极为笨重，需要由四十匹马来拉动一尊炮。在战场上，马匹对于步兵与炮兵来说，处境很不同。自从克里西战役以来，步兵靠弓箭与密集队形便可使骑兵无法冲锋，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步兵或炮火来打破密集队形了。只要适当组织好，冲锋仍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轻骑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动的火力了。但是，这里提到的轻骑兵，已非从前封建领主的旧式骑兵。那时的骑士是独来独往、单独作战的，他们视胜利为个人的光荣；现在的骑兵则是根据指挥官的意愿，选用不同的武器，进行集体的战斗。



　　转变是缓慢的。1494到1529年间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法国武装人员看他们自己就像是他们爱读的阿马迪斯·德·戈尔与阿里奥斯托写的故事集里的骑兵。他们着意把外表修饰得花里胡哨，完全不顾战争的残酷与凶恶的本质。这种华丽的装饰成为欧洲轻骑兵的特征，沿袭许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消失。



　　如果说法国武装人员1494年入侵意大利是忠于封建制度的结果，可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却不是封建主义的。同步兵与炮兵一样，骑兵肯来打仗也完全是为了拿钱。



　　我们已看到，中世纪的军事服役中已有一些发薪饷的因素。对于那些历时长久、地点又远的战事，王侯们提供的给养是不够的，领主们及其下属人员需要更多的报酬。从为封建主服役同时接受一点报酬，到靠服役来赚钱，这样的转变并不费事；对于一个除了打仗再也无所事事、除了打仗别的没什么好想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从12世纪以来，欧洲的人口与财富开始增长。十字军的安全阀正在迅速关闭；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数目急剧减少。在德国，财富可以无限地分割，不再向诸侯提供经济支持。英国实行了长子继承权，其他兄弟只得离家或去参加十字军团碰碰运气，或成为雇佣军。因此，中世纪后期，发展起一个更大的军事阶级，有的是战争可以让他们去打；而如果没有战争，毫不奇怪，他们可以自己制造战争。



　　这些“自由兵“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剑来为出价最高者服务。最初，他们加强了王侯们的力量，只要王侯们肯出钱。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实际上己把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置于发薪饷的基础上。甚至他们的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时，也要签订契约。一位王侯在一场战役甚至一系列战役中能维持住一支军队的费用的话，那么他的对手也必得做同样的事情。金钱也许来自“兵役免除税”，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钱以替代服役；或者来自税收或教会的赠款。但主要部分来自贸易，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贸易，也有向商人预支的贷款，或来自特殊的赠与——通常是回报所提供的服务或特权阶级的赠与，以及市镇代表机构与其他工商阶级的捐款。议会三个等级 [ 译者注：欧洲封建时代三个等级为：僧侣，贵族，平民。 ] ，非军事的代表会议，社区的非贵族阶层，对于一个王侯能否顺利备战，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钱是早晚要用光的。战争停下来了，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用这个字眼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战争” [ 译者注：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起自11世纪晚期，连绵不断。 ] 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一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的经费是不愁的。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有时替出钱的人直截了当地去当兵打仗，有时受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说到）。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百年战争” [ 译者注：英法之间1337-1453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 ] 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显著特点。雇佣军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微贱的都有，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自由自在地在法国各地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以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感厌恶，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人弄出去。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永久性的税，无需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一次议会批准，是在1439年，授权给查理七世的。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使许多在国内滋事生非的雇佣军团伙永久归入皇家服役机构，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队长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王国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队，尽管不是国家军队。日耳曼，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查理公爵（大胆查理）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照样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使他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之一的。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通婚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到的最优秀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而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把查理八世的军队称之为最初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包含三种武装力量，相互密切配合，并且其中很大部分人员都由国家金库付给工资。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于法国入侵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但是，15世纪末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无论是战事或其他方面，都在“换齿轮”了。而绝大多数人并无此种意识。



　　上一章，讲到中世纪晚期出现某些仿古风气，尤其是法国的轻骑兵，他们是皇家武装力量的中坚。这种仿古风气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至少直到两位君王——法兰西的法兰西斯一世与德皇查理五世对抗的消失。这两位君王把仿古风气带给各自的下属，他们的争吵成了欧洲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大小小的战争充满了16世纪上半叶，1559年双方以卡塔凯布雷斯的对峙僵局结束战争，这些战争的起因完全是“中世纪式”的。就是说：是为确保或捍卫某个人的财产权或继承权，为制服某些不忠的附庸，为捍卫基督教反对突厥人，或者为教会反对异教徒。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支持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登上那不勒斯的王位，反对阿拉冈王室(House of Aragon)，由此引起一场十字军战争重占了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的继承人奥尔良的路易十二世又把战争延长，以维护自己对米兰公国的王权，反对斯福扎斯（Sforzas）王室及其帝国庇护人。德皇查理五世于1517年获选后，把这些争执都继承下来，首先是继承了阿拉冈王室的祖父斐迪南的争执，其次是继承了皇帝马克西米安的争执；这两桩争执结合到一起，又产生了第三场争执：一位祖母，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要争得纳瓦拉的王冠；还有第四场争执：勃艮第的玛丽要求收回她父亲“大胆查理”丢失给法国国王的土地。在所有这些争执中查理五世的对手都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法兰西斯一世也是个争夺王冠的失败者，他曾帮助日耳曼诸叛乱的清教徒诸侯反对德皇查理，试图以皇帝的威权驾驭局面；同时，他还同突厥人维持一种暧昧的默契关系。法兰西斯一世还反对查理五世向地中海威胁性的进军；查理企图集中武力予以反击但未成功。这样，至少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战事仍只是个别诸侯间因王位继承问题的个人之争，而不是省州间的冲突，更不是国家间的冲突。1536年，查理五世认为向对手挑战决一雌雄的时机到了，便向对方挑战。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争执暂时平息，在尼斯举办了一场奢华、铺张的显示友谊的表演，两位国王信誓旦旦，就像一些基督教的王侯们四百年前曾一再做过的那样，最后用共同参加十字军掩盖了彼此的分歧。



　　然而，这些争执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众所公认，查理和法兰西斯之所以能继承王位，主要是来自他们的祖先深谋远虑的王室联姻。他们的领土广阔，但统治能力不强。查理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继承下来的领土分成两国以便易于治理，即西班牙与奥地利两国。1559年，法兰西斯的儿子亨利二世去世后，法国重新陷入内战长达五十年之久。但是，统一的过程并未中断。在众多相互争夺的公爵与伯爵堆里，出现了几个各有特色的、有威望的王侯，成为数个新的中心——政治、财政与军事的中心。等级的划分不是很清楚的，尤其是日耳曼，幅度很大，从重要的王侯如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到只有数英亩领地的封建领主如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越来越清楚的是，查理五世死后重起战事的那个世纪里，诸侯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决定于封建的从属或对立关系，而是决定于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其中的较强者便能积累更多的力量。诸侯并立的局面只有在日耳曼能维持下去；哈布斯堡王室则一直在忙于同法国人与突厥人打仗。即使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诸城邦，从16世纪已开始兼并，后来剩下六七个，到该世纪末，大部分被哈布斯堡王室吞并，只剩萨伏伊、威尼斯与教皇领地，比象征性的政权稍强些。



　　到了16世纪，独立的代价变得很高。不仅要为壮观的系列大炮付出高昂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职业步兵，代价也不低。建造城堡需要更加精心地设计。具有政治权力提高税赋，或有信用能从新兴银行家如富吉家族与威尔塞家族贷款的王侯们，才能打得起仗，把较弱小的对手赶得销声匿迹。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理五世同法兰西斯一世间的几次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发动的断断继续的战争，原因是皇家财库破产，不得不经常停战。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王侯们对领土上的资源有了充分控制权之后，才能维持住本国的常备军并发动较长时间的战争。到17世纪末，就像儿童已经成年那样，可以看清楚哪些王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哪些王侯则不能。



　　这种变化在有关战争的著作中亦有反映。中世纪的作家从阿奎纳斯（Aquinas）以来，总认为战争由诸侯发动的才算正当，这一原则记录在14世纪专供武装绅士阅读的一本袖珍指南中，即霍诺雷·博内特所著的《战争树》 [ 作者注：Honore Bonet，L‘Arbre des Batailles，ed.G.W.Coopland， Liver-pool， 1949.该书首写于1382-1387，迅速地成为权威著作，通过无数手抄本和印刷版本传播开来。 ] 。博内特写道：“一个平民百姓不能去向欺侮他的人讨还公道，必须由诸侯来为他们主持公道。”接下去，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说：“但如今的战争，甚至普通的骑士也可发动，而根据法律本来是不许可的。”法律的确说得很死，诸侯比他的主要附庸的权力稍大些，住在坚不可摧的城堡中的较小的男爵只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实行统治。诸侯权力得到巩固后，中世纪法理学家所称的“私人的战争”便告结束。16世纪与17世纪的作家严格区分开“成熟的城邦”发动的战争与私人组织发动的战争，这些私人组织已失去封建的约束，蜕化为私人的打手甚至土匪。



　　“城邦”变得“成熟”，以及有王权的诸侯的出现，成为独立的最高权威，法令在各省的土地上都有效，这就把意大利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欧洲，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已存在了一百多年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十分犀利地概括了这些现象，强调指出，城邦能单独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战争是必要的，那便是正当的。”但事实上，没有更高的权威能判断是否必要。Salus principis superma lex(国王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观点逐渐为欧洲著名的法理学家们所接受：法国的博丁(Bodin)，意大利的金泰利(Gentili)，西班牙的维多利亚(Victoria)。他们同意：虽然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充分与不充分的敌对理由，但最终，诸侯是唯一的评判者，而通常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 [ 作者注：See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Oxford，1963，P8-P12. ] 。但是，这些观点应当同伟大的荷兰思想家雨果·格罗提斯(Hugo Grotius)研究基督教统一性的老概念调和起来。他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一书，正当西班牙与联合行省之间的八十年战争的中期。联合行省虽已被承认，但被看作是捆到一起的，并不忠诚于某个共同的领袖，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从自然法衍生出来的“国家法”依然认为是捆到一起，因为不存在一个宫廷来实行强制。只有宫廷才能单独判断战争理由充分或不充分，以及战争行为中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格罗提斯实际上创立了有关国家关系、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若干思路，至今我们仍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沿用。



　　格罗提斯的论点是他从北欧、西欧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体验得来的。到17世纪初，一百年前的战事中那种骑士气概的魅力已完全消失。格罗提斯1625年写道：“我见到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着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蛮族国家也要为之羞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理由，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引起战争；而一旦战争起来，有关神圣与人道的法律便被抛到一旁，似乎人们只要一打仗就有权利犯各种罪行而不受限制。 [ 作者注：De Jure Belli ac Pacis，ed. William Whewell，Cambridge，1853，Vol.I，p.lix. ] ”格罗提斯希望对战争规定一些界线，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研究的时候到了。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已在本章题目中暗示出来。无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不管是继承的争执，或是16世纪后半叶常见的宗教信仰的冲突，战争的实施依赖一个纯粹商业基础上用签订契约组织起来的很大的国际性阶层。这已不是什么新事物，这是我们在上一章中见到的中世纪晚期已出现的事物的继续发展，只是如今已更为系统化，已更为完整。即使如法国16世纪初期仍存在着封建制度规定的骑士服役现象，贵族们已失去从军的嗜好，更多的兴趣放在了商业利益方面。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正是在法国，首先发起这一初步的模式，到了下一个世纪，便发展成为职业军队。但是，“雇佣的武装人员”是15世纪才有的。16世纪法兰西斯一世用皇家财库建立起来的步兵“军团”还只是零星小部队。法国也好，欧洲其他地区也好，这些军队建立起来以后，都由一群主办人带领去作战，主办人则只对能准时地、不折不扣地付给他们现金的雇主效忠。



　　这种军事契约在意大利半岛风行二三百年，最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扎根。在意大利，如我们在上一章已指出的，经过“授职战争”，封建结构四分五裂，贵族们纷纷各行其是，各城邦很早发育起城市经济，完全具有支付雇佣军队的能力。再加德国皇帝们把外国骑士团伙带到南方来，以及14世纪十字军退潮留下来的一部分，都随时准备听命于任何雇主，对不给钱的主人则要他们的命。其中最蛮横、残暴的是“大帮”，接近一万名粗汉，有多种国籍，从1338年至1354年的十五年间横行一时，帮会对其成员则实行“保护”。数年后，继之而起的，是那么一群“劫道的” [ 译者注：routiers， 法文，指中世纪专事抢掠的武士团。 ] ，系英法“百年战争”1361年结束后被解雇下来的一帮人，在“英国的约翰·霍克伍德爵士”的旗号下从法国南下，组成著名的“白帮”。意大利人发现，这些野蛮的外国人虽然比可信赖的本国战士能打仗，但他们不仅欺骗雇主，而且还掠夺政治权力。到14世纪末，外国人也被同化到当地的贵族中去了，或者回老家了，或者死去了，而“雇佣兵” [ 译者注：原文为condottieri，意大利文。本书常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词汇，甚至荷兰文、瑞典文等等，译注一般不再一一列出。 ] 这个名称却永久留了下来。



　　“雇佣兵”简单说来就是“签约者”，服役契约包括：担任何种兵种，服役时间，以及酬劳多少。签约的人有各种各样，从小团伙的头头，到重要的贵族如贡扎戛斯、埃斯特、科隆纳斯，这些人都曾被奖与土地或采邑。有些人仿照蒙特费特罗(Montefeltro)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在厄宾诺(Urbino)所做的那样，自封为独立的诸侯。其余的，或者成为城邦的政治首领如维斯康蒂家族与斯福扎家族，或成为城防专业顾问及服役新兵的教官或指挥官。



　　“签约者”提供的武装力量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骑士，此外，至少有一名穿盔甲的武装人员，有一队扈从与一名小听差，一批持矛或弩的步兵，整整一队人；到15世纪末时，步兵装备上了火绳枪。指挥战斗，尤其到了像安德烈·勃拉其奥(Andrea Braccio)和法兰塞斯科·斯福扎那样的专家手里，就成了狡猾的游戏，玩弄种种假象，惯常保留一支力量直到最后决战时刻，这种谋略常常使敌方猝不及防。战略战术成为战争的艺术。他们的雇主既然出了大笔金钱，就要求有决定性的战果，而“签约者”常常不甘心照办。马基雅维里曾讥讽他们打不流血的仗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肯定他们是小心谨慎地使用他们的职业队伍；尤其是在出了大价钱作为投资的情况下，一个鲁莽的决定就有可能毁掉这支队伍，再要恢复起来可又要付出昂贵代价。当然，他们这种玩世不恭、优柔寡断的作法，只能是恶劣的表演。15世纪末，瑞士长枪兵、法国和西班牙雇佣军在意大利战场上既带来了一场新鲜的全面表演，也带来了一场新的流血。



　　但是，这种状态为时不长。1494年福诺伏(Fornovo)战役到1525年帕维亚（Pavia）战役，中间有十多次重大战斗，此后差不多一百年，西欧几乎见不到大的战役。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包括筑城技术的改进与火力的运用(稍晚些)；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意大利类型的军事企业向阿尔卑斯山北麓延伸，很自然，他们的意愿当然是要保护这些昂贵的工场。人们情愿小心谨慎地保持着一支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以便借此得到财富、政治影响或土地的回报；而不再追求策划与指挥战争的荣耀。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需要勇气、毅力，偶尔还要自我牺牲；懦弱胆怯或慌手慌脚在战争事业中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对职业士兵来说，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获得他们的目的物，就不一定非杀人不可；成功地结束一场战争不是最差的办法是设法延长这场战争，即避免战斗，在敌方的国土上吃住，直到把对方吃穷，等对方的雇佣兵四处星散，敌方就不得不慌忙乞和了。1525年在帕维亚，法国国王的雇佣兵在瑞士人面前作鸟兽散；1547年在米尔伯格(Muhlberg)，新教徒的德国诸侯被查理五世打败，是这一时期的拉丁文标签“pecunia nervus belli”(“钱财能搞活战争”)的最佳说明。



　　欧洲雇佣军中某个时期最吃香的、也是最为声名狼藉的，是瑞士雇佣军。瑞士雇佣军在14世纪就配备了独立的大炮，并有戟与长枪。他们因经济贫乏，只得靠军事技术维生，谁给钱为谁服务——逐渐地，在16世纪中，雇主多半是法国人。但瑞士人是极其独具一格的。首先，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门国家的企业。签订契约的权力握在某个拥有大炮的权威人士手中，雇佣兵的挑选也由他来决定。打仗的时候，雇佣军内实行的是类似行业公会里吵吵闹闹的民主。其次，瑞士兵是高度专业化的。他们有很厉害的长枪方阵，持剑与戟的兵士善于肉搏。后来，他们用少数火绳枪与手枪来保护自己的侧翼，但基本上不改变原来的战术。为此，等到射击变得越来越重要，队形越来越多变时，瑞士的长枪方阵便落伍了(如恐龙不能适应新环境），就像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弓箭手成了步兵历史上的摆设。16世纪步兵作战形式主要是从德国与西班牙的职业兵那里沿袭下来的。



　　瑞士的最大对手是德国南方的雇佣兵，他们较能适应战争条件的变化。德国雇佣兵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及其所需的技术，是纯粹的生意经，而不应当是某种僵硬的定例；而瑞士人恰恰具有相反的倾向。德围雇佣兵以惯使长枪出名，当战场上更需要“射击”时，他们便雇佣枪手，雇人范围从社会阶层与地缘角度来说，都比瑞士更广。原先的德国雇佣军是从南德意志的小贵族及其家臣中产生的。16世纪早期，他们之中的骑士逐步扩展活动范围，骑兵、炮兵、长枪手、射击手都干。尽管德国贵族仍是这种武装力量的中坚，而失去土地与税收的较小贵族却无法同财产不断增长、屡屡炫耀财富的邻居相颉颃，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当兵，最终扯起了德意志雇佣军的旗帜。16世纪末，战争成了国际间的交易，随着武装的扩展，军队中贵族占的比例逐渐缩小，各阶层中爱冒险的人与生活绝望的人比例增大。由于当兵要自己准备武器与装备，最贫穷的人便被排除在外；但只要一旦能受到录用，一名意志坚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青年人爬到社会阶梯的上层去的前景是颇为光明的。报酬是有弹性的，如果他能通过打仗、伤病活下来，也未遭同事的抢劫，也不酗酒、不赌博，那么，战利品、赎金、缴获物都有他的份，他可以攒一笔资金去经营一片企业。



　　这种前景对青年人当然有诱惑力。因此，到了16世纪末，这种当兵的买卖成了不分阶级、不分国家、然而并不稳定的事业。雇佣军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新教的德国人可以愉快地在西班牙或法国的旗帜下打仗；意大利的专业雇佣军可以为英格兰或荷兰的女王服务；雇多长时间就服务多长时间。无人雇佣期间，他们便向宿营地的农民与商人征集日常所需的基本物品。在1574年发生的“西班牙怒潮”就是一个最可怕、最惊人的例子：当时一些无人雇佣的西班牙军队把安特卫普一再洗劫。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无数北欧与中欧的城镇与农村都遭遇过这样的厄运。这些军队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经常领到工钱，便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像蝗虫一样掠过地面，摧毁所有能碰到的东西。



　　能够获得巨大财富与权力的幸运士兵是不多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只有干得最好的人才能到达顶端。17世纪早期，握有军队实力、自封为贵族的有：在荷兰替西班牙国王管理军队的热那亚人斯宾诺拉侯爵(Spinola)；1618年替不走运的选帝侯帕拉蒂尼组建军队、后来又投靠出价更高者的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伯爵(Ernest of Mansfeld)；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家、最富有的、来自波希米亚的阿尔布雷克特·华伦斯坦伯爵(Albrecht of Wallenstein)，他的控制的领域从波罗的海直到波希米亚，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供应帝国军队；萨克森-威玛的伯纳德（Bernard）亲王先是为瑞典后来又为法国组建军队。伯纳德具有特殊影响。他后来成为较小的德国诸侯的原始模型，他们的财富与政治影响依赖于向更有权势的邻居提供小型而有效的军队；本世纪稍后，勃兰登堡选帝侯，那些继承者—普鲁士国王们对此种活动最为热衷。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庞大的军事企业主从未掌握政治权力。华伦斯坦最为接近，他在梅克伦堡获得一大片土地。要是他能活得更长，他也许能建立一个合法的王朝，其疆域足够成为一个王国。但战争连续不断，这些演员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永久性的角色。当1648年和平来到时，和约规定王位只能归于三十年前战争开始前就已是德国贵族的人，这一规定颇使人惊讶。



　　这些人领导的是些什么样的军队呢？从本质上看，与查理八世1494年率领入侵意大利的军队没有很大的不同，即：有轻骑兵。有配长枪或手枪的步兵，以及炮队。虽然，这一时期这三种武器都已有长足的改进。1648年在欧洲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同18世纪马尔伯勒与腓特烈大帝作战时使用的武器更接近；而同法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16世纪的战争中所使用的颇为不同。这些改进不仅由于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武器制造工艺方面经过反复试验校正，已有了稳定的框架，这一框架直到19世纪产业革命以前基本上保留未变。



　　中世纪晚期最引入注目的创造——火器的发明，用于战场是一个缓进的过程，大炮的创制与使用便是个明显的例子。在攻城时，大炮的确具有广泛的、持久的效果，但是，因造价昂贵，有点得不偿失。这还不单是武器造价问题，还涉及到在战场上使用它们的人。1472年米兰公爵以拥有十八尊大炮为荣，但他需用五百二十二对牛与二百二十七辆马车去拉动它们。法国人用马代替牛，用杀伤力更大的铁弹取代石弹，结果使整个炮队不言而喻地更加笨重。16世纪末，通常计算一门炮需要二十到三十匹马的马队去拉它，还要有四十匹马去拉运载弹药的马车。军队行进中，这么大的运输量如何在欧洲颠簸不平的道路上通过，很可以想像一下。在冬天进行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炮拉到了战场，也还不能很快就绪。为了取得最大效果，必须把它们拉到军队的前面，或者军阵的间隙中，给对方来个齐射，算是“见面礼”。这对敌方的步兵方阵来说，确实是可怕的威胁，瑞士兵往往不等炮弹落下就四下逃散。由于开炮的频率很低，并由于强大的后座力与瞄准误差，着弹点不准确，结果常常是根本不造成伤害。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大炮经常打不中步兵，因为步兵的目标低，大炮瞄不准。如果炮口高了一点，炮弹就打到步兵后面去了；如果炮口太低，炮弹擦地而过，就打不到步兵跟前。”一位英国作家一百年后于1604年写到同样的事情：“大炮很少伤人，或者从来没有伤过人”，只要步兵“蹲下来，跪着，直等飞走。” [ 作者注：Nicolo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III，Chapter 7.Thomas Digges Four Paradaxes(1604)， 引用于C.H.Firth，Cromwell’s Army，London， 1902，P145。 ] 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打算改变这种局面，但整个16世纪，步兵仍旧是战场上不可轻视的王牌。



　　小武器可较快瞄准靶子。生产手枪较便宜，比机弩更易于使用，尽管还不能连发，对穿甲胄的骑兵的杀伤力可不小。早在16世纪，火绳枪已让位给长把笨重的滑膛枪。滑膛枪的不便处是需用一个叉形支柱，装弹药与击发过程既长又麻烦，但它射出的子弹可以穿透三百码以外的厚胄，对付轻骑兵是非常适用的。英国人仍紧紧抓住他们可爱的长弓不放，直到16世纪末。坚持用长弓的人说，长弓比滑膛枪轻，也好拿，并且易于连射。但要提高射箭的有效率，弓箭手必须经过长期、紧张的训练，这种训练即使在英国也已不易办到。因此大家公认，对付轻骑兵最有效的武器还是滑膛枪。



　　对付轻骑兵还不是“射击”的原始目的。最早是，在机弩手的配合下，手枪手“射击”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进攻前起到扰乱、恐吓敌方的作用；当然，机弩手与手枪手都是在长枪手方阵（主攻力量）的掩护之下的。长枪手不担任进攻而是坚守阵地时，他们挡住轻骑兵冲锋的办法是用长枪扎马匹，用戟头的钩子把骑兵挑下马来，然后用长剑结束敌人的生命。进攻时，也是长枪手方阵随着鼓点打前锋，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16世纪各国军队中，除了一个国家例外，都把最高荣誉给予被强大的长枪扎伤了的人。



　　这个例外的国家便是西班牙。16世纪与17世纪的前三十年，西班牙的步兵打算主宰全欧洲的战场，这些步兵在几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首先．兵士最初都是征募来的，1494年瓦拉多里德（Valladolid）法令规定：十二至四十五岁的男子中，十二人抽一人，抽中的须在国内或国外服兵役（有工资)。这种模式多少是从法国学来的，但法国没有成功。而西班牙人成功地在军队中组成一个专业兵士的坚强核心，直到军队大部分成为志愿兵以后，仍保留了这样的模式。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至少是因为西班牙不存在重骑兵的传统。而法国早从查理大帝时就开始这一传统了。西班牙荒芜的农村不适宜驯养骑兵用的马匹。西班牙光复战争 [ 译者注：西班牙中世纪时期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 时期，最初专门从事侦察、搜索工作的兵士只能骑一些小的矮种马。西班牙贵族不像法国与勃艮第贵族那样讲究骑士风度，不少西班牙贵族常常去当队列里的步兵，尽管他自己还可能带一名仆人，还有两三匹马替他驮行李，或驮着他行军。



　　1495年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nand）向那不勒斯进军以求承认他对该城邦王位的继承权，他的军队不用长枪与火绳枪，而是用长剑与圆盾，像意大利诸城邦的军队那样。马基雅维里对此十分欣赏，但长剑与圆盾对付不了瑞士的长枪方阵。西班牙司令官贡萨尔伏·地·科尔多瓦（G. di Cordova）立即改用新武器。他不仅比他的对手更多得多地使用长枪与火绳枪，而且像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克里西使用长弓那样，他把火绳枪从辅助性的起骚扰作用的武器改作防御时的进攻性武器。他把它同阵地壕堑结合起来使用。1503年的凯里格诺拉（Cerignola）之役创立了一个模式，以后常被袭用。西班牙人让敌人（法国轻骑兵与瑞士长枪兵）徒劳进攻他们的堡垒，用火绳枪逐个瞄准射击，直到敌人疲劳下来抵御不了西班牙的反攻。最辉煌的例子是查理五世1525年在帕维亚的大胜利，法兰西斯一世本人作了俘虏。从1494年在福尔诺伏开始，1525年在帕维亚结束的二十一年间的大小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火力从单纯的辅助作用逐渐成为主要的、决定性武器，火绳枪不再是长枪方阵的小小附属品，虽然长枪方阵主要是起掩护射击的作用的。西班牙人据此于1534年重新组织他们的步兵，每支雇佣军由三千名步兵组成，不再是每六名长枪手配备一名滑膛枪手，而是像意大利军队那样，长枪手与滑膛枪手各占一半，滑膛枪手的工资按专家待遇付给。这种变化过程发展到最后，长枪只成了步兵滑膛枪上的一把刺刀了。



　　到15世纪末，军队大凡采取攻势的，就颇占优势。因为在长枪方阵进攻时，有大炮为之轰开缺口，同时又时兴用骑兵来进行冲锋。这是二十五年来火力武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内，也经常出现能动的武装不吃香的状况。向敌方冲锋的骑兵发现自己被一排排长枪或壕堑或路障碍挡住了，并受到了滑膛枪手逐个瞄准射击。这样，骑兵又从冲锋工具转变为能移动的火力。最初是骑兵在后鞍上带一名火绳枪手。后来发展到骑兵自己带一枝已上好膛的火器。有一个时期，骑兵扔掉了大砍刀，情愿用手枪。但当时的手枪只能在五步以内的距离内射击方有效。为使这些武器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用“马回转”的办法：一组组骑兵连续不断地奔向敌阵，在有效距离内不管瞄准瞄不准，开火后立即向左或向右逸去，……周而复始，轮番上前。但没有什么记载证明这种战术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这些为我们已讨论到的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从1534年米尔伯格之役到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之役之间的一百年间，欧洲战场上见不到重大的战役。只有1600年荷兰纽波特一场不大的战役，再就是1621年白山之战是唯一的例外，经过这场战争，波希米亚作为一个独立角色已从欧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已见到的，以及将要见到的另一个一百年，处在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使有战争也仅仅是对包围要塞，解救要塞这样的大事的配合行动而已。



　　这并不新奇，城堡的确主宰着中世纪的战事。围攻城堡常用的方法都是那些经典的老古董：石弩，撞墙锤，云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饥饿。大炮结束了这些东西。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对结束一个西方历史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城墙筑得很高，使云梯够不着；并筑起比城墙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挥城堡四周的军队，但只要炮弹击中它们的底部，便可怜地坍下。1494年查理八世几次围攻意大利的几座要塞，使用了大炮才使意大利人屈服。



　　解决问题的答案很快找到。火只有用火来对抗。最初，防御一方只有临时凑合。他们通过墙垛的枪眼用火枪向外射击，不让敌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轰开的缺口筑起土方工程，派人把守。后来，他们放弃宝贵的“可见性”优势，但求防御的实际性。如马基雅维里所写：“我们主要的考虑，在使城墙曲折、迂回，有几处地窖与藏身之处，敌人敢于前来，便会正面与侧面受阻” [ 作者注：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VII， Chapter I。 ] 。这又导致修筑“棱堡通道”，使城墙突击部分的棱堡可相互支援，并可从两翼或后面射击入侵之敌。城墙筑矮些以免目标过大便于敌人轰击；墙内则用土方工程加以填实。城堡外围挖一条护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护，或由河外的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碉堡前方筑一光秃秃的斜坡，使进攻者处于明显暴露的地位，便于防御者集中火力。



　　这样的城堡最初是意大利城邦于15世纪的后十年内逐步添加凑成的；接下来的五十年内，推广到全欧洲，不仅为军事所必需，而且也为了炫耀城市的显赫，尤其是能请到桑米歇尔（Sanmichele）或圣加罗（Sangallo）这样的意大利专家来设计的话。本来是为了当地城市的防御，到了17世纪，沃邦(Vauban)在法国，科霍恩(Coehorn)在荷兰，把它发展为连续的防御工事。法国的国王们把梅斯(Metz)变成一个大堡垒，挡住德国通往法国心脏地带的大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马奇诺防线的祖先。“联合行省” [ 译者注：今荷兰。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战胜西班牙人以后，承认了“联合行省”（后即演变为荷兰）的独立。 ] 在梅斯的后面修筑了碉堡与河道，阻挡了西班牙的入侵长达八年之久，无疑起到了像英吉利海峡那样的防御作用。这些堡垒是攻不破的，军队想从它们旁边溜过去也办不到，因为军队的辎重、供应无法躲避要塞内驻军的出击。企图绕过去的军队必须掩蔽起来，即把军队拆散，或伪装、改扮，但这样做即使未被守军消灭，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在16世纪，军队的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军队。



　　1529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时，佩特罗·纳瓦罗（P. Navarro）与普罗斯佩罗·科罗纳（P. Colonna）等专家创立了“攻城术”的大概轮廓。攻城者用铁锹来对付守城者的火力。首先，他们在要塞四围挖壕沟，距离正好在炮火射程之外。由这些宽可容人的壕沟朝要塞方向挖成直角锯齿形的壕沟，其宽度刚好避开要塞方向来的纵向火力，并沿线有间隔地安置隐蔽的炮组。一旦挖到要塞前的斜坡边缘，工兵将地雷埋到碉堡下面，连上引火装置，这样，守城军士一出来就会自己引爆地雷。到了关键时刻，攻城方撤去炮组的伪装，集中火力轰击他们选定的突破口，引发埋好的地雷，发动全面进攻。这种高潮的到来，也许从开始掘壕起计算，只需数周。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 Shandy)在佛兰德的“托比叔叔”的经历，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士兵的经历，同16世纪在意大利、17世纪在低地国家 [ 译者注：佛兰德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与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低地国家即指荷兰、比利时。 ] 打仗的士兵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这种挖壕作业冗长乏味，并且危险，有害健康，但成为欧洲士兵的重要经历，长达二百多年。



　　所有这些，——要塞的推广，防御方占尽优势，雇佣军代价昂贵，以及领导人常有的谨慎，说明了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欧洲的战争拖拖沓沓、零零星星，好像湿木头在闷烧，或者是受慢性病拆磨的病人，只好自我调侃；战争已不能像催化剂那样起作用，动辄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秩序。“三十年战争”在野蛮性方面降到最低点，卡路特的蚀刻画里与格里默肖森的散文中对此只作过乏味的描画。雇佣军为着生存，必须依靠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房屋被焚，家人被杀，自己也变成了雇佣军。一个兵士必须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别人的生存。雇佣军的境况不比被他们折磨的农夫更好些。军队处于不断的瓦解之中，因死亡、受伤、患病、掉队、遗弃而不断消失，指挥他们行动的，不是战略性的谋划，而是无休止地领土掠夺。这个时期，战争似乎已失去理性控制，不再是政治原因动武的“战争”本意，而是成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的、自我扩张的暴力。



　　在西欧，唯一的例外是“联合行省”的军队，这支军队有稳定的供应与酬金。如果一个人能整年供养一支军队，而不是一阵子启用一阵子解雇，他就能约束军队，训练军队，锻炼军队，把军队变为职业化的军队。但是，这需要不断地、充足地供应金钱。必要数量的金钱只能来自贸易。因此，在军队成为职业化之前，还必须打仗，世界各地都在打，这就是凶残毫不逊色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上一章我们己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Pecunia nervus belli.”（拉丁成语：“钱财搞活战争。”）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的：“pas d‘ argent，pas de Suisses.”（“没有银币不是瑞士的。”）但是，到了17世纪初，诸侯们发现，蓄养一支瑞士军队或者继承瑞士军队的多语种混合军队，是越来越费钱了。殷勤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吉家族、韦尔泽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 [ 作者注：See R.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and their Connections，London， 1938， passim. ] 。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世纪持久的小战争。因此，17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欧洲的海外事业。同欧洲人自己相互残杀，有相互影响。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 作者注：即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岛。 ] 的对抗，这一对抗塞满了中世纪的后期；实际上还沿袭下来到15世纪，奥托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 [ 作者注：摩尔人泛指公元8-13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 ] 的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布尔斯(Pulls)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 [ 作者注：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 、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这里涉及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长期纠葛：“航海者亨利” [ 作者注：Henry the Navigater，葡萄牙亲王（1394-1460年），酷爱航海。 ] 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探寻人口资源、奴隶、黄金(使他能“供养本国的高等人”)。非洲传说中的基督教徒国王、撒拉逊人普赖斯特·约翰(P. John)把探险队看作是反对异教徒的神秘同盟军；也许国王在他同蛮族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援助；探险队有需要时，国王也一定会（至少经常如此）向他们提供援助。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一个影子。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中，出现了卡斯蒂利亚战士特权阶级(Castilian)。对卡斯蒂利亚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与14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推挤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世纪末，欧洲摩尔人文明最后的优美村落格兰纳达遭到蹂躏，此后七百年，整个西班牙处于基督教徒的征服下。几乎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人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打了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一旦他们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的坚毅性以及狂热性。他们是一千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末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十字架，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的贸易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a Gamma)成功实现了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愿旁人插手。如果不是装备着那些令人遗憾的压迫人的工具——“最终算账”与抢掠——的话，葡萄牙人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大炮便成为主要的了。直到15世纪，海上战争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长。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效率最高的战船（可从古董中见到），那种由奴隶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因有推进器可以不顾风向与海潮，运载着武装士兵去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普遍推广开了。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一颗石弹射出一百码，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机弩手能在船头与船尾高耸的船楼里射中敌船甲板上的敌人或已登上自己船只的敌人。



　　到了15世纪，已有了大炮，即铜铸的炮，能装更多的火药，射出更重的炮弹。一颗六十磅重的铁弹能射出三百码，不仅能杀死人，而且可以轰倒桅杆与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齐发，甚至还可以轰沉敌船。炮太重无法安置在船头或船尾的船楼里；何况，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对手的船只靠拢来，那么，又何须把炮安进船楼里呢？所以，16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样，火力开始替代打击武器。17世纪，海上同陆上一样，火力成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对付只能在船头与船尾架炮的军舰。因此，一个时期，战船同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8世纪，炮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战舰如要取得优势，必须在甲板上架起尽可能多的火炮；但同时要考虑，除非既能载货又能战斗，否则搞一条战船是不合算的。这个时期，战争、探险、贸易，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字眼。



　　很自然的是，帆船驶向未知的水域去发现市场，同未知的人民进行贸易，都必须拥有武装。同样自然的是，一旦探险者建立起贸易站，必须有武装保护，既要对付欧洲来的对手，又要对付也许会改变主意的当地顾客。为此，便在贸易站上建立起要塞，即使并无占领土地的意图。东方的葡萄牙帝国，只是一些分散的贸易站。但它们必须保持畅通的交通联络，一点也不少于西班牙王国在“新大陆”占有大片陆地后所做的努力。而葡萄牙人需要保护更为迫切，以防他们的欧洲敌人一旦在公海及以远海域挑起敌对行动。既然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战争可以输出，那么，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输出。如果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与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可以因宗教热忱与寻求人口与黄金的贪婪的混合物促使他们到“东方”与“新大陆”去，那么，他们的新教徒敌人也可以在16世纪下半叶把西欧的王朝冲突扩大为宗教战争。



　　从欧洲西北部开始的探险，或迟或早将打破伊比利亚人的垄断。同样的社会因素驱使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去海外寻求财富。贵族内部的折冲，小贵族的传统职业被剥夺，以及社会人口的膨胀，使他们无法维持传统的生活标准。继承法或者使财产分成不符合经济利益的许多小块，或者全部归给了长子，迫使年龄较小的儿子们靠自己的聪明或靠刀剑谋生。在中欧，这些人便去当了雇佣军。那些靠近海岸的，那些诺曼底、布列塔尼、丹佛、康沃尔、荷兰、泽兰这些远离皇室的省份的小地主们，贫困得难以维生，便纷纷向海洋发展。也许同样的历史因素的结合，促使这些人倾向于新教，他们情愿求助“私掠船”，而打破了罗马教皇授予的垄断权。法国的宗教革命，低地国家的反叛，英国玛丽一世女王的迫害，足以刺激胡格诺教派 [ 作者注：Huguenot，16-17世纪，对法国加尔文教派的称呼。 ] 的荷兰或英国士绅建造船只，也许有特许证也许没有，但必然有火炮，驾船出去或在西属东印度群岛走私商品，或者干脆掠夺西班牙的货船。安德鲁博士(Dr. Andrews)在讲到英格兰西部地区的某些家族时说得好：“清教徒，爱国主义，掠夺，实际上成了同义词。” [ 作者注：K. R.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16. ] 这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泽兰 [ 作者注：Zeeland，属今荷兰。 ] 的小贵族以及拉罗谢尔 [ 作者注：La Rochelle， 属今法国。 ] 周围的地方贵族。殷实商人，可敬的朝臣，甚至英国女皇本人，都打算参加攫取16世纪后三十年内获利甚丰的意外之财。1580年葡萄牙国王联合西班牙，组成一个从西非直到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帝国，掠夺成了光明正大的行业。



　　从事如此“光明正大”的行业的，还得首推荷兰。联合行省要求独立的斗争屡屡被西班牙挫败而陷于绝望，而葡萄牙的财产保护很差劲，这就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掌握了葡萄牙帝国的海外贸易，不仅可以剥夺西班牙王室急需的财富源泉，而且可以向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提供打仗经费。16世纪90年代，去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探险，红利高达百分之四百。1602年，他们创立了“东印度公司”，逐渐把葡萄牙人挤走，只剩下印度洋与东印度群岛上的五六个贸易站。对荷兰的冒险商人来说，同西班牙的十二年停战协定(1609-1621)，妨碍他们恣意掠夺，的确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插曲。葡萄牙人上一个世纪在南大西洋建立了排他性的贸易体系，荷兰人如今成立了“西印度公司”来撬松这一体系：从西非购买黄金与象牙，从非洲贩运奴隶到巴西种甘蔗，然后把糖出口到欧洲。这就引起荷兰同葡萄牙在巴西打了一仗，由于判断错误，战事拖沓，荷兰人失去大量财富。到了1640年，葡萄牙再次脱离西班牙国王，并请求媾和，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都反对媾和。公司主要负责人辩称：“光荣的公司通过同葡萄牙人打仗已大大壮大了自己，因此，公司在亚洲大部分海事贸易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公司可望平均每年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万；如果公司仍被准许照此办下去．上述利润可望逐年增加。” [ 作者注：C.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86. ] 至于荷兰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商人，当然慷慨大方地付出了战争赔偿。



　　我们不能高估这些海外企业在17世纪中对荷兰财富积累的贡献。荷兰商船参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份额，仅占商船总数的0.2%；而“西印度公司”的冒险活动总被人怀疑是阿姆斯特丹的实际摄政者们所为 [ 作者注：See E. H. Kossmann， “The Low Coutris”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V， Cambridge， 1970， P368. ] 。荷兰的大宗贸易还是在波罗的海区域，这方面的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在同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仍持续不断，它起到搬运海军补充品的作用，西班牙需要这些补充品来维持使自己免受荷兰攻击的舰队。荷兰由此获得现金，付给他们那些对付西班牙军队的要塞守军。这种安排从暂时来看，从永久来看，都使人同样困惑，但各方倒都表示满意。



　　当然，不容否认，荷兰的海外企业是有巨大吸引力的。1634年后，东印度公司通常的红利高达12.5-50%。这对联合行省的繁荣起到很大作用，联合行省成了不毛之地中的一块令人愉快的绿洲，而欧洲因打“三十年战争”被大大削弱了；这一繁荣给了荷兰除界河与要塞群之外的安全，使他们有钱雇用、训练军队，使之专业化，成为新的水上掠夺者的嫉妒对象，这些新的水上掠夺者正在积聚力量，紧随他们而来。



　　荷兰人很像是有见识的商人，愿意到容易拣便宜的地方去，而不想同“西印度公司”或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修筑的越来越坚不可摧的要塞群内拼命。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一样，也不善于做生意。“征服者”来到墨西哥与秘鲁，在那里定居下来，改变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进行统治，为避免异教的海上闯入者入侵的干扰，他们多把领地置于内地。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探寻财富最高尚的源泉——黄金，正是黄金使“硬币饥饿症”的中世纪欧洲日思夜想，萦绕于怀。虽然他们找到的黄金还不多．却意想不到地找到大量银子，这使西班牙主宰欧洲三十多年，并改变了西方的货币体系。



　　商船队运载这宗宝物回到欧洲，惹得西班牙的敌人眼红大半个世纪；不仅仅因为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奖品本身，而且因为夺取这些贵金是切断西班牙经济颈静脉作用最显著的路子。这正是霍金斯(Hawkins)与埃塞克斯(Essex)用来打动伊丽莎白女皇的战略。埃塞克斯进言道：“我政府应寻求的伤害他（西班牙国王）的办法，就是去截获他的宝物，如此我们即可切割他的肌肉，用他的金钱同他开战。” [ 作者注：引用于Herbert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London，1964， P9. ] 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荷兰人皮特·海思(P．Heyn)运气好，1628年他在曼坦扎斯(Mantanzas)意外地俘虏了整个运输船队，这样就打垮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威风，破坏了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贸易系统数年之久。除此以外，在对付西班牙人为保护财宝所作的刻苦的、专业的努力方面，霍金斯所组织的零零星星、杂乱无章、计划不周、也不走运的一连串海盗行动，则被证明纯属徒劳无功。运宝船队再次覆灭是在三十年以后，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R．Blake)，经过极其专业化的策划，精心组织了海军力量，于1657年将其击溃。



　　“西印度公司”真正得益的途径在于走私与海盗式的抢掠活动。16世纪的私掠船在加勒比地区进入17世纪后，这些活动便成了惯常行为了。它们可以挂上任何国家的旗帜，从事交易与抢劫，不分青红皂白。英国与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头一批殖民地就是海盗船的据点。荷兰人向他们提供航海装备、技术指导与一个保险的市场供海盗出手货物。英国人与法国人还向北方发展，在加拿大、新英格兰 [ 作者注：即北美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英国殖民地。 ] 、纽芬兰建立据点，他们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发生的争执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酿成更多的磨擦。但是，加勒比仍是注意的焦点，这种状况延续了又一个百年。此时英国人与法国人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走私转向耕作，转向争夺新的财富源泉——糖；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以及他们同荷兰人之间，为此争得你死我活。



　　荷兰人曾经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现已打算同任何人（甚至不共戴天的仇人）分赃，只要他们可以从中取利。另一方面，英国人与法国人关心的是建立封闭的、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贸易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击败对方，自己才能发财。1670年，法国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以一种坦然、轻松的口气向路易十四上书说：“[陛下]为了金钱同欧洲各国打仗，已征服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与其他一些国家，战争导致巨大的痛苦与匮乏，但法国因掠夺各国致了富。现在只剩下了荷兰……” [ 作者注：引用于C. W. Cole， Colbert and a Centuryof French Mercantilism， New York， 1939， Vol.I， P343. ] 据他看来，法国只能在对手的废墟上才能强大、富裕起来。这成了一条理论，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成为一种流行病。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宗教热忱与掠夺成性，以及过去二百年来刺激欧洲扩张的海上敌对行动与从事正当贸易获利的愿望，综合到一起，变得更系统化，并简化为直截了当地为扩张国家的威势而大动干戈——尤其在荷兰、英国与法国之间，这种冲突最多。贸易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它不仅能增长商人的财富，而且能增长国家的力量，而国力的增长又可以作出贡献，保护并推进贸易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1651年，头一部“航海法”颁布前后，一个英国人写道：“哪个国家能从事这么大的贸易，拥有这么多的船只，她就能获得并保持海上统治权，从而获得并保持支配世界的威权。” [ 作者注：引用于Charles Wilson， Profit and Power， London， 1957， P46. ] 而看来能从事这么大规模的贸易，拥有大量船只的国家，持别是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平协议同西班牙结束了“八十年战争”后能不受干扰地集中精力从事海上活动的国家，只有荷兰。



　　在那个时代，荷兰与英国为各自的利益大起冲突，无法抑制。为捕渔与公海条约的争执仅仅是借口。根本原因正如蒙克(Monck)将军在回答有什么理由可向荷兰开战时表达的：“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比荷兰现有的贸易更多。” [ 作者注：Wilson，同上，P107.Dr. Maurice Ashley正在筹备一本Monck的传记，对该引语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 为此，荷兰同英国在北海这么有限的范围里打了三仗，双方舰队互撞，不分高下，于是各自采取措施钻研海战的战略战术：战术上如何避免不会有结果的流血混战，而应保持住舰首朝向敌方的队形，以发挥炮火的最大效果；战略上，采取封锁的办法，可以对敌方政府与民众带来直接的压力。



　　法国人也不甘落后：“只剩下荷兰”——科尔贝尔这么说过，那份备忘录我们己提到过：



　　作战有很大的保留余地：同北方的贸易给她带来很大好处，她在海上力量与航海事业上享有声誉；“东印度公司”每年带来一千二百万现金；同加的斯的贸易，同几内亚以及其他无数地区的贸易使她的国力大大增强……这场战争，纯粹是一场聪智与能力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最强大的共和国的战利品一定是胜利的奖赏，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或者，说得更恰当些，这场战争应当是陛下终生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



　　可能科尔贝尔过于夸张他在军事上的想像了，他是想要引起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的看法是：战争就是“使君王们得到更多的荣誉，使人民得到更多愉快的职业”——这种说法在17世纪后期政治家与商人当中很流行：贸易是战争的一种形式。据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诠释，战争是贸易的继续，但掺和了其他手段。18世纪初期，任何国家都比不上英国更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当时，英国已取代荷兰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商人1745年时看待同法国与西班牙媾和的前景，就同一百年前荷兰看待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媾和的前景一样惊恐。有个英国人说：“这些王国的真正利益在于：同对手保持战争状态(海上作战)比保持和平状态更好，……有一场生气勃勃、指挥得当的海战，比在和平的情况下更能繁荣我们的商业，和平就得允许两国公开交易了。”当时另一位作者督促政府“去损害我们无休止的敌人的商业与航海，让他们今后无法同我们在贸易上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得势很久了。” [ 作者注：都引用于Richard Pares，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1739-17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62-63. ] 如果说，科尔贝尔把商业看作是国家威力的工具，那么，商人眼中的国家威力(尤其海上威力)也就是他们扩展商业活动的必要手段。



　　商人们的这些议论，的确顺理成章、符合逻辑，并非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过证明（不像某些华丽的经济理论那样得不到证明）。贸易的确产生财富；财富如果由政府得去便可转化为舰队与军队；舰队与军队如装备适当、指挥得当，便可增加国家的威力。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达文奈特于17世纪末所观察到的：“如今战争的全部艺术只决定于金钱；如今，最能找到金钱来雇佣军队、解决吃饭穿衣的王侯，不必非得是最勇敢的军队，就可以征服敌人，稳操胜券。” [ 作者注：Charles Davenant，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London， 1965， P16.引用于Edmond Silberner， La guerre dans la pensee economique du XVI au XVIII siecle，Paris， 1939， P69. ] 1689-1713年，英国、荷兰及其大陆上的盟国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打了二十五年几乎接连不断的仗，这场战争既为争夺财富，又为争夺威势，结果证明有更大海上力量去征集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一方最终获胜。对英国的银行与财政部来说，它们的全部机制在于能借来贷款，建立信用，支持战争直至最后胜利（以及后来的所有战争），它们所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马尔伯勒(Marborough)将军的意愿，取决于陆上与海上专业的、精干的武装力量的需要。如果没有足够资源作好准备，要打赢一场大战役是没有希望的（不包括冒险）。



　　欧洲各国政府控制（或至少从中分得一份）社会财富的能力日益增长，据此建立各种机制——官僚机构，财政体系，武装力量——这些又使政府能以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这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题目之一。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在18世纪，这种进程本该得到更大的发展势头，但这种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顺利进展必须要是政府逐步控制住发动战争的手段，控制住暴力因素(这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实际上已无法控制)。为此，历史学家讲到“战争”，总是用(借用乔治·克拉克的一个词)“混战”一词来得更多。 [ 作者注：G. N. Clark， 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



　　这一字眼用在海上和陆上的战争是颇为恰当的。16世纪，供养一支海军比供养一支陆军更费钱。陆军可以雇用或特别征召，在战役结束后付钱。普通水手也可以到时候雇用或因某种原因解雇，但是，不管有没有战争，舰只总要建造，总要保养的。投资是很大的。要求有一套基础设施：船坞，造船木工，领港员，制图员，军械专家——这些实际上是一支付工资的、永久性的专业服务队伍的核心。对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与科尔贝尔来说，在17世纪后期建设这么一支海军，找到钱来付工资，是够困难的。一百年前，简直就是不可能的。美洲银币使西班牙建设海军较容易些，但是伊丽莎白女皇政府可就为此破了产。斯图亚特王朝试图用重征造船税来振兴皇家海军，结果酿成政局上的大灾难。



　　在缺少钱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维持住海上威力？所有的欧洲王侯都求助于同一种权宜之计：发行“特许证”，特许私人船只攻击敌人，获得奖赏，国家从中抽肥。因此，私掠船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相当于雇佣兵。但是，持有特许证、被允许攻击敌国船只的私掠船，同只有枪炮、没有特许证、任意向碰上的船只开火抢劫的海盗之间的界限是很单薄的。而后者是大量的。1595年，一位在“西印度公司”任职的西班牙官员抱怨说：“近四年来……海盗船既多又猖狂，他们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海上入港的每一条船只都躲不开它们，出港的船只也一样。” [ 作者注：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P171. ] 印度洋上，海盗也不少，载着宝贵财物的荷兰或葡萄牙的大商船常常被劫持；北海与英法海峡有从敦刻尔克出来的海盗肆无忌惮；巴巴利沿岸 [ 作者注：巴巴利(Barbary)沿岸指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 ] 的海盗则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在地中海，而且包括大西洋，有时还去到英格兰南部沿海，到处掠夺财物与划船的奴隶。17世纪早期，事实上“可见到残酷、混乱的战斗到处泛滥，只有武装良好的船舰或者不起眼的小船，才有点信心敢于驶行。” [ 作者注：J. H. 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3，P324. ]



　　这个问题，经过政府逐渐控制海盗基地，解决得很缓慢。1650年以后，在“西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荷兰、西班牙与法国官员抛弃前嫌，联起手来对付海盗，到本世纪末，海盗几已绝迹。但他们控制不了北非海岸，该处的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欧洲商人不管他出去是不是有意找麻烦，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配备武器。



　　私掠船作为政府的助手，也延续到19世纪，但当海军舰只变得航速更快，炮火更有力后，私掠船的价值便降低了。到装甲船出现以后，私掠船实际上就消失了。作为私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仍有它的价值，直到“拿破仑战争”；但比起法国在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时使用这类快船的规模，要差多了。



　　科尔贝尔提出的“捕捉敌方商船”的政策，允许政府动员私人商业力量，执行得颇为顺利、有效。另一位伟大的法国战略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戴·沃邦(S.P.de Vauben)，也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因此，法国的私掠船由政府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庞大的航运公司。私人资本家提供金钱，王室提供船只，配有皇家的武器弹药，雇用的水手都经过军事训练。这些私掠船同法国皇家海军紧密合作。法国军舰攻击英国与荷兰的护航舰，迫使英荷两国的商船四散逃开，以便法国的私掠船猎取、捕食。英国与荷兰如进一步采取保卫措施，其代价将非常昂贵，因此不值得再继续进行贸易活动。法国私掠船的主要活动区域是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但“他们远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 作者注：Spilzbergen，属今挪威。 ] 以破坏荷兰人的捕鲸活动，去到亚速尔群岛 [ 作者注：Azores，位于大西洋西北部。 ] 拦截葡萄牙人同巴西人的贸易，去到圣筋勒拿岛 [ 作者注：St.Helena， 英国殖民地，大西洋沿岸。 ] 拦截荷兰与英国从远东运来的货物。” [ 作者注：J.H.Owen，War at Sea under Queen An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61-63. ] 一百年前德雷克与霍金斯的零星冒险活动，比起现在杰恩·巴持，德·福宾，杜奎·特鲁因等计划周到、装备精良的多次“冒险”活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政府鼓励私人冒险以增加国家财富与威势最著名的例子是几家特许公司。其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始建于1600年，是最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两年后，荷兰仿照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17世纪早期，在北美成立了多种英国公司，这些公司有它们自己的理事会，有总督，有充分权力去同外国当权者谈判，决定战争与和平，有权修筑要塞、购买武器、建立军队与舰队。法国人仿照较慢，但一等科尔贝尔出现在政治舞台，便开足了马力。荷兰与英国的公司主要地是同政府联合起来增长私人财富，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中取得巨额红利。而法国公司的业务则事无巨细都置于科尔贝尔的监督之下，公司成为法国政府不明确的工具与代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64年，贸易中心设在马达加斯加，竞争区域是印度洋。法国的“西印度公司”于同年建立，活动范围从西非起，穿越加勒比，北到加拿大。“北方公司”打算把荷兰挤出波罗的海贸易圈；“勒凡公司”打算控制地中海。科尔贝尔公开地把这些公司形容为军队，也确实把它们真的变成了军队，力促路易十四向荷兰开战。法国公司也许因为成了政府不明确的工具，可又远离中央政府，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没有荷兰与英国公司发展得那么成功。



　　这些特许公司在海外、在世界舞台上作为独立角色赚钱、开战、停战，直到19世纪非洲大陆的开发，产生新一代的特许公司，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与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那样的暖昧人物的指挥下，把那些特征几乎延续到了现代。可以想想“矿业工会”在喀坦加 [ 作者注：Katanga，扎伊尔国的一个省。 ] 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们今天对这些东西也并非不熟悉。



　　到了18世纪，这方面属于战争性质的活动，例如小规模的私掠船之间的冲突，逐渐从属于或依赖于政府的控制。欧洲列强的海军已完全是专业性的了，舰只在皇家码头建造，由正规的军官指挥，军舰的种类已序列化、专门化，舰只行动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战略。当然，战略的主要点总是限制敌人的贸易以有利我方；遏制敌方贸易或保护本国贸易占用了皇家海军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但是，1741-1815年法国同英国的海军大战（其间只有很少的间断），就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又一场“商人的战争”了。像博斯科恩与霍克，罗德尼与纳尔逊这样一些人物也不会把自己看作是雇佣军被政府雇来服务，从中得一份好处，即使有大量“战利金”留给了海军供付薪水之用。他们是，或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专业的海军军官，而他们为之作战的，或他们自认为为之作战的，是某种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事物：有特权，有财富，有重要性，有威力。18世纪末，“专业化”与“爱国心”已成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 专业军人的战争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军队里的军官已不再是原先的骑士阶级成员为了荣誉与忠诚去打仗，也不是同人签订了付酬的合同。他们是国家的公仆，国家保证按常规雇用、按常规发薪，事业是有前途的。无论战时或平时，都献身于各自的州或国家(一个更富感情的词)。只有这样的专业军队的出现，才能在社会上明确划清“军人”与“平民”的界线。



　　这种演变是渐进的、不平坦的。在普鲁士军官团中间，出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概念，个人对“军阀”效忠的思想，直到20世纪还是影响很深的。直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军官团里边仍有大量吵吵闹闹、任性放纵的贵族，政府官僚机器不得不为他们找出路——安排一场海上追逐战。英国军队从一群独立不羁、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直至今日也还很不完善。然而，在1700年，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国家机器有责任、有能力维持一支全日制的步兵，无论战时或平时，都发给工资，管吃管住，配备武器，发给制服。军队成为互抱成团、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种明显的亚文化，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仅因为职能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交往、享受特权以及职务所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方面，都不相同。



　　政府权力的发展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固然使专业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实践与技术的发展。指出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不能忽视另一个同时发展起来的因素：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才有可能发展一支专业的军队；反过来，专业军队作为服务工具，不仅能加强国防，而且也是对内镇压的力量。 [ 作者注：这一观点由 S. E. Finer教授详细阐述过：Charles Tilly(编者)，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5. ] 军队的存在，可以胁迫不赞成发津贴的某些等级 [ 译者注：议会由三个不同阶层的等级组成。 ] 投票赞成给军队发津贴；胁迫不愿多付税的国民顺从地付税，以便增加更多的军队，军队现已成为可供王室支配的吓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足够吓唬1688年英国宪法的设计者，以及一百年后大西洋彼岸的摹仿者，使他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敢大幅度缩减军队。此处可以顺便提到一个像联合王国这样的国家，不仅在宪法体系与政治制度方面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整个文化模式上也有其特殊性，由于它幸运的地理环境，数百年来只把军队看作是多余的奢侈品。至于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Delbruck)写道：“发展军队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 Berlin， 1920， P281. ]



　　前面有一章已提到，联合行省在发展职业化军队方面曾起带头作用。荷兰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财富使他们几乎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各国中唯独一家能整年维持一支军队。又因为他们能按时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在两件事情上都超过了欧洲各国的雇佣军。一是可以让士兵挖壕，一是可以使士兵受训，这两件事在增强防御能力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



　　头一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是创造出不断挖掘战壕，加上护城河的天然保护以及科霍恩建造的永久性碉堡，才使联合行省维持这么长久。第二件事：训练，主要是因火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16世纪末，奥兰治的亲王莫里斯(Maurice)头一个清楚地看到如今火力比冲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枪只能掩护滑膛枪，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布阵时，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的威力，在实施上应确保能连续地、有控制地发射。16世纪通行的是数千名壮汉组成长枪方阵，由不多几名手枪手掩护着往前行进。莫里斯一反这种阵法，他把滑膛枪手列成每十排一组，各组之间穿插着长枪手，长枪手是用来对付敌人骑兵前来冲撞的，对滑膛枪手起保护作用；滑膛枪手开火后，即作反方向行进，以便重装弹药，这样，最前列的滑膛枪手总能向敌人不断开火。



　　指挥这样的战斗要求在战场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动，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如今军队已不再挤成乱糟糟的一团易受攻击，而是串成一排排地便于发挥火力。因此，训练是必要的；再者，比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纪律。军队要守纪律这个概念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为此很难理解在17世纪的欧洲，它竟还是个新事物。封建武士是全然无纪律的，他们并以此为荣。雇佣兵也如此，他们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干他们的活，相互之间视作与自己同等的人，分工不同，但等级上是平等的。纪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尽管联合行省付的工资不低，但军队中开小差的数量很大。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同许多同时代有教养的军人一样，莫里斯翻阅古老的军事教科书，尤其是多次重印的艾连与维吉托斯的著作，从希腊人、罗马人那里寻找军队的组织与调度办法。他的一些更有学问的同事[特别是莱顿大学的贾斯特斯·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重新发掘斯多噶学派(Stoic Philosophers)哲学家有关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服从权威等方面的教导，来作为罗马军队模式的机制的必要补充，单独这些精神就能驱使士兵去干活。这种斯多噶式的自我牺牲与服从精神同新教徒的节制精神协调一致，证明更能使人接受，不仅荷兰人，而且瑞典人、苏格兰人、勃兰登堡人都较能接受；英格兰“新式军队”中的骑兵，同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军队一样，也还能接受，尽管这些国家的军队中个人主义、光荣感、爱炫耀、追求荣誉等习俗继续在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操演了各种队形，训练了军队，并在锡根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以教育该地的清教徒贵族接受新的学说，但是，对阵战实际上很少发生，军队的实习机会太少。莫里斯的学生中，有一位瑞典贵族雅各布·德拉加蒂(J. Delagardie)，成为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s Adolphus)亲王的军事顾问，阿道尔夫亲王于1611年继承瑞典王位，他把此后二十年的余生都用来打仗，首先同波罗的海几个邻国打，后来，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实行蚕食政策把触角逐步伸向北方时，又同哈布斯堡王朝打。为此，古斯塔夫有更多的机会去实际运用与发展荷兰学校中学到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用到不同种类的军队身上。



　　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把瑞典略过去了。在众多的湖泊与众多的森林中，瑞典人易于保留人人服兵役的军事组织的有效形式，而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北欧人与马扎尔人大举入侵前的9世纪已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16世纪，瓦萨王朝曾恢复义务征兵制，以便支持对丹麦人与波兰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古斯塔夫登上王位后便建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从当时的眼光看，认为他是在复古，而我们今天则认为是属于“现代化”的事情。古斯塔夫把这支军队变为高效率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服役期长达二十年，但居民中十名男子中只征召一人，其余九人则纳税供养军队。所以，实际上，瑞典军队已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地方社会有责任按定额找到合适的兵员，但也允许有例外（同后来欧洲的征兵法一样），即寡妇的儿子不征，已有人当兵的其余弟兄不征，矿工与军火工业的工人不征，贵族不征（反正他们要在军队里当官），教士不征。这支军队在国内期间不由国库付工资，由当地供应生活。一旦出国打仗便由国库出钱，麻烦也就多些。瑞典是个贫穷国家，工资常常拖欠。古斯塔夫发现较便宜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军队守卫国土，让各地的雇佣军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挥着十四万人，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余的不是从德国当地雇来的，就是从出钱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萨克斯·威玛的伯纳德等处来的半雇佣军人。这些军队都采用瑞典的战争体制并按此进行训练，它们的高效率在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Breidenfeld）一役中崭露头角；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古斯塔夫于下一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了。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本世纪内照此办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古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处置。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需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十排减少到六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同时连发。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骑兵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集中、更有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



　　至于炮兵，古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造炮技术的改进，都依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实弹又可发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膀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有利于进攻性的突击)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有一批眼光锐利、智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既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瞬刻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古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就更少可能实现了。但是，几乎从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17世纪下半叶才能见到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古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成受公认的合法权威控制的、勤劳的武装力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直到政府本身机制大大改善以前，也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本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遥远的影子——欧洲国家有了付工资的专业军队，从政府自己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架、不要骚扰百姓，并有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了长枪手，也就是说，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长枪这种武器。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威灵顿一百年后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排成薄薄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做“薄片队形”)，便于保持阵式，便于连续开火，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有任凭骑兵摆布了。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通过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从东欧学来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由一些能动的“龙”喷发出火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去世后，改革便缓慢下来了，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出来领头，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治理下，大炮的部件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炮手们不再被看作是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有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尼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Napleon Bonaparte)。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以来，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真正意味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的工具，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他们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作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王朝于本世纪末把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古斯塔夫于1631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开始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于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希留 [ 译者注：Richelieu，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 ] 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某个外国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打他。古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在他死后，黎希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一万二千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他们把争执宣扬于大众之中，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e)，他在战争高潮时，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甚至不受指摘。这种作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三十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了辉煌的顶端，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Louvois)侯爵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全功。他们的成绩并非完美，在他们的事业进展过程，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彻底纠正过，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1700年，皇室的控制仍能有效保持；军队不仅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增长了；并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征税制度与许可证税制度。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的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方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不光彩的被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斯蒂堡垒。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作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在法国与英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要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去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或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或如我们在上—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是“总管”，最初是黎希留时代开始的，当时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随军监督，检查征兵及食物供应、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勒·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传给他的儿子使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政府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自的经济潜力都是同幅员广度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弹药，各区并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大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政权索取。当地居民对这些官员是不欢迎的，但总比让兵士自己动手抢掠要好些。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S. P．de Vauban)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本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仅仅是一个有威势人的个人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贪污腐败到处泛滥，供应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了，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呈现出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的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 [ 译者注：Rococo Age，洛可可式指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 ] 。军队的表面华丽所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它的不完善处，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也处处摹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成功；由于他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于18世纪初被授予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仍能感到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在一个世纪的胜利与悲剧之后，为什么这么弱小的霍亨佐伦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经历—个不短的时期爬上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国王在17世纪初也许看起来也是很弱的，但至少疆土是结实的、肥沃的。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历经乱七八糟的继承关系，把一些零星土地缀并到一起，互不连结又无防御地散布在从维斯杜拉河到莱茵河的日耳曼平原上，其自然资源无法同邻国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相比，更不用说在商业潜力上无法同联合行省与汉萨同盟诸自由城市相比。霍亨佐伦王室在战略上，同欧洲的两个风暴中心——莱茵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战争几乎肯定要威胁另一方。不久，他们又兼并若干最不听话的城镇以及欧洲几家最不顺从的贵族。现在很难追踪这些等级可疑的代表如何为军队与地方防务提供金钱的，更不必说无法弄清选帝侯也许不得不在他的领土远端平息过多少争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霍亨佐伦王室是无法取胜的，连自己的附庸也对付不了，更不用说旁的国家了。



　　回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大选帝候为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办法，他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卓越、审慎的策划的。而实际上，却都是（通常如此）即兴之作，急需什么就做什么。1653年，一次波罗的海战争的结果，涉及到选帝候国土的北部与东部领土，他拿这个问题作题目，向议会中各等级的成员各征了一笔小款子，凑起来建立一支几千名精兵的军队；作为回报，他再次确认这些议会成员现有的各种特权：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保证世俗的与教会的管理机构都同样享有购置财产等方面的优先权；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权并受行会的保护。但议会各等级必须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税、征税的官员的任命，也就是对设立军队“总管”的支持。这样，他们用献纳来巩固了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对他们保持独立是真正的保证。这件事，他们会为之后悔的。



　　当然，地方同意征税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的需要。第二年．选帝侯就采取了又一个行动，1654年，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组织(日耳曼的诸侯们看待这个组织就像是今天的主权国家看待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督促“帝国每一州的居民、臣民与市民，应当顺从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P280。 ] 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作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结果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贡献。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1678年达到四万五千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不算特大的编制，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性强国，唯一的、最终的批准权即在于军事力量。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抓牢一个只有两百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他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份控制经济活动及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国应运而生了，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八万人的军队，占欧洲第四位。建军过程极其小心地不让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召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佐伦王室的驯从的支柱，长期沿袭下来，其中著名的家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s)，冯·特赖考(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直到二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坍。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佐伦王室有意养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个圈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旅的将领，钱囊可以饱饱地。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即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实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在1776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法国富裕的军官团，或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所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从欧洲各地雇来，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的丰富语言把他们训练到像个机器般的人那样，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职业士兵难以补充，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1732年）中，作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适度，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 [ 作者注：两篇文章均翻译并登载于 T. R. Philips所编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 ]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须不断供应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供应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在春末之前是无法开动军队的。前进的速度受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呕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达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等。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须作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占去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于敌人。只有胆大的司令官，经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部队曾受过急行军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较为有利，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的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供应，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写。军队，——用克劳塞威茨(Clausewitz)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战时，终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它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一种有自己的常规惯例、有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装束与习惯的亚文化；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之为“磨洋工”，英国军队中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战时或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 [ 作者注：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 ] 。无需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大陆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毫无妨碍地在交流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人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作出决定。



　　也许还可以提到，欧洲文明一个不是最小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带枪的狗，——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的狗——才使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欧洲的财富增多后，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贸易中产生出来的，世界上如此明智地覆盖着行善的远见，只要人们彼此交流，和谐与和平就会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就会很快通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



　　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 [ 作者注：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 ]



　　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的。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下来。18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均己自成体系，疆界确定，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各国国王间的关系，依据国际间的法律的精确条文，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募来，军官几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的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 [ 作者注：Vistula， 系波兰境内的大河。 ] 一直到大西洋。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为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福枪队；三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性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薄层改成了厚层。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并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彼埃尔·德·布尔赛(P．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方式，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供应办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层好处。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需全部依赖供应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供应即可，这就能使进军速度大大提高。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更加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有自信、反应灵敏并忠诚可靠，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独一无二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pandours， 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 ] ，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去做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的轻骑兵。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需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的入侵，即系依靠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chasseurs， 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 ] 与山地狙击兵 [ 译者注：原文为德语 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 ] ，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了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发现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出现“革命战争”曙光的前夜，各种各样的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这种办法。 [ 作者注：Revol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 ]



　　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准确性。人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骑士曾作过图解。让·杜·泰尔骑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波拿巴特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战场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倾斜火力优于径直火力，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作者注：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 ]



　　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仍继续沿用步兵方阵齐整进攻这一正统作战方法，已成为代价昂贵的僵化方式。法国人还比不上普鲁士人那样，经过无懈可击的训练，以铁的纪律严格约束，把步兵排成横列的单层。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用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吓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持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是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本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就很少采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由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联成一线，后来成为“法国军队规则”（1791年）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 [ 作者注：让·雅克·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 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 [ 作者注：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 ] 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着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断头台的恐吓。各地的粮食都征集起来，不顾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征收来供出口，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 [ 译者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 ] 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 [ 译者注：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 ] 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 [ 作者注：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 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 ]



　　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头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了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特率领一支忍饥挨饿、军服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还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罗斯，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呆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进一个概念：光荣。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无限制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的：



　　[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着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 [ 作者注：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31-1851， London，1888， P.81. ]



　　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正是带着这些概念去掌握军队，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为军事工具也作为政治工具。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 [ 作者注：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 ] 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打普鲁士，把一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学来的，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 [ 作者注：引用于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 ] 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在具体环节上有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讯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Mack)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受到欧洲各国在下一个半世纪中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八千人。每个师包含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每个团两个营。1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时间，一下子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拍打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到复杂的计算。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用他的大脑袋就装下了这一切。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动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当作是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派出一大队小规模战斗兵与射击高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挤刺刀，直到敌方出现了弱点，拿破仑便向它集中火力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这种战术无疑于自杀。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数小时的激战，不知从何方射来的狙击手的枪弹，使他们惊惶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后，拿破仑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了，拿破仑的战术变得比直截了当的进军竞赛强不了许多。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开动武器。这种起码的技术，在行军过程向同伍的人一学就会。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准备太差，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质量，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加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三万名兵员(对比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八千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三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 [ 译者注：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M. Kususov，(1745-1813)，俄军统帅，著名的军事家。 ] 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法军笨拙地强攻使两万五千人损失在威灵顿 [ 译者注：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A.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 ] 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七万两千人的三分之一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了。虽然他并未忽略供应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作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供应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供养自己，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我解决供应问题。如战争时间拖长，他们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埃劳战役后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供应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确保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供应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了。拿破仑只剩下三年时间来把自己约束在更传统的规模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可正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用这一种火去反对另一种火，这样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己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以及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共计六十万人之多。最初调度不灵，但随后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1813年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一役，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诸次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新生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她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一支编制小到边缘的陆军，为维持住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1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是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 [ 作者注：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y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 Vol.I， P412). ] 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不足四万人，1801年也才扩大到不足十五万人，还是在有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成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的军队，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对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渠道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选”，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需改变。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需乎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规模，他们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需建立一支大陆规模的陆军，是因为从18世纪末以来，始终保持了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向英国的这一优势挑过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能够一连串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上放弃了镇压造反的试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干部，革命的热忱也已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供应系统脱了节。至于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内，即1784-1785年，在国家总支出五千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两千万英镑。海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 [ 作者注：相传奥吉斯王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 ] 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引进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舰上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摧毁敌舰，而无需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给了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作。罗德尼，豪，贾维斯，尤其是高出众人的纳尔逊(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 [ 译者注：Battle of Trafalgar， 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场。 ] ，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 [ 作者注：E. F. Hecksc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 ] 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已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大陆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 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 [ 作者注：I. 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 ]



　　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1854-1855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 带回到欧洲来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



　　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枪支；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场。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 [ 作者注：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 ] 、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 [ 作者注：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 ] ，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1877-1878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99-1901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 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三倍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士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 [ 作者注：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 ] 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



　　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 [ 作者注：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一词，系指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们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 ] 继承下来，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赖特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由社会精英发动的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伯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军队并未被搅乱，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 [ 作者注：朱塞佩·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 ] 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堆在征兵处想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进入战斗；德国的预备役军人，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英国人在朗吉玛克的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开始低落下来。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国与德国两国，这种热诚只是被纳入了顽强不屈与耐心硬撑的格局。



　　这种热诚是广泛传播的，不仅军队，而且包括军人之所由产生的各个社会阶层；报纸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是机械的曲解。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 [ 作者注：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的小说。 ] 们与维维安 [ 作者注：雷内·维维安(Vivian，1863-1925)，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 ] 们在战争初期掌握大权的，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 [ 作者注：戴维·劳合－乔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 ] 们与克莱蒙梭 [ 作者注：乔治·克莱蒙梭(G. Clemenceau， 1841-1929)，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 ] 们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后者较能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作出反应。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继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一个强力组织“祖国前线”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许最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所有适龄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也没有决定性的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事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1914年启端的战争，具有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的威力，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作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获得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老目标——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领土足够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插回鞘内，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尽。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 作者注：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ty， London， 1933. ] 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共产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



　　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容易掌握。在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多年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座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需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大炮即使由专家来放，也是效率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从表上认出简单的计算；只要有高度爆炸力的炮弹能充分供应，一团炮兵1914年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码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大规模生产的人。



　　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很明显，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



　　19世纪，欧洲列强把武器的优越性用到了殖民地身上。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独家有了炮，使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专业训练的质量与纪律性，再加上小心谨慎地服役，使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有巨大优势，而不是武器形成的优势。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建筑了铁路，便于他们调动军队，补偿了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不利因素。俄国在亚洲中部搞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同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福枪，以及机关枪，使得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 [ 作者注：几乎，不是完全。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马克西姆枪，而他们没有。”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多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保证能胜利。征服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 ]



　　欧洲有—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足以不仅赢得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



　　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时代，战舰规模上从英国皇家战舰“胜利导”发展到“无畏号” [ 作者注：英国于1906年建成此舰。 ]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出现了这种困境。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气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必须逐渐成为多方面的；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已成为骨干，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W·S·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描绘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的指尖上贮着全部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位置就不会有他们的份。



　　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需开战。在19世纪已有可能使一个国家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碾碎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气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窄水道如英法海峡、地中海作战时，风帆同海浪保持一致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海军超越法国海军的地方，均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冲破了木材的局限性。纳尔逊(Nelson)的舰队至多总重两千吨，而19世纪60年代的铁舰已总重九千吨；世纪末达到两万吨。重量的增加不单单说明军舰大小的变化，而且还有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又转过来使舰上大炮增长射程、增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大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为此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转180度，射程可远至两万码。



　　从风帆船发展到铁甲舰，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罗斯人曾设计出—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只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气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结果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炮弹可以摧毁一整个木帆船舰队；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起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了。因此，19世纪的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几个主要的帝国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进行狂热的竞赛，包括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这个世纪末，德国以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五年，1904年对马海峡(Tsushima)之役，日本海军摧毁了全部俄国舰队作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海炮的全新战舰“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



　　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整个技术水平，舰只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舰上的大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需剥光海上停泊点 [ 作者注：此句意指无需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 ] ，也可以把五十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 [ 作者注：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军官被送上岸，士兵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 来进行“钻石庆祝” [ 作者注：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一百周年纪念。 ] ；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藉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人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恕、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逐渐增长国家主义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末一次海战与20世纪最初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独出心裁，设计出潜水艇，从而开辟了新的机会。从此，翻开了海战历史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霸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相撞。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小手工艺者与商人逐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好束手待毙。这一理论喊得最响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圣经。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敌人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享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同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搞坏了英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达到崩裂的边缘。潜水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能力。



　　尽管潜水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帆船时代订立的“战利品法律”却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战利品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水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水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水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路西坦尼亚号”，船上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水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四个月后，美国参战了。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她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水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很专门的工具如测出潜水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水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还涉及到完善通讯联络技术，干扰敌方通讯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成为战争的四度空间。



　　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水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讯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以及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气专家的重要性至少与航海技术相等。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是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而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战列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发明出来后，便使这一作法成为可能的了。潜水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它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生命攸关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模式发生在空战上——一群群受过高等训练的战斗人员操纵着复杂的武器；指挥官在很远的远距离发号施今；……总之，实际上是技术专家间的竞争。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陆地战斗的补充，开头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后，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空军来控制空中，不仅可以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大炮，也许能使所有在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面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的作用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船只甚至战列舰，不管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年代，空军一直在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双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经验证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的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使海战与陆战不再必要。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国内前线”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重心的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痛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如要蠢动将受到的打击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很广。有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大陆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要他们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原本是和平时期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干预军务的规模扩大至欧洲大陆。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验，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以很不情愿的心情，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把恐怖楔进敌人心脏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德国人发动战争。



　　但是，事实证明，英国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的政策的有效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 [ 作者注：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 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大破坏。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也是大大地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做好防备，使敌机白天俯冲轰炸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必须占用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从黑暗中或透过云层显示出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的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战术方面与技术方面极其精巧灵敏的应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到战斗动力与运输工具上。两年内，第一台“坦克”行动了。这些早年的装甲车的设计与使用是为了适应堑壕战的需要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布置来福兵不按习惯排成长长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组组“暴风队”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躲过敌人强点，专攻弱点，独立作战，灵活机动，自从法国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大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暴风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大炮，大炮要在一个破坏狼藉的战场上拖来拖去，颇难瞄准新的目标。



　　很实际的问题是：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尔·哈特(B.H.L.Hart)；法国有查理·戴高乐(C．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帅。这些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的空档中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未能回答。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供应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例如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装甲战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专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战役可能延长下去，演变成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三年前己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巳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作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可以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铁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于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大炮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供应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供应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需要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把它们搬动，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首先依靠征集来的兵员的战斗力，主要不在规模，而在多方面的适应性。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后勤供应由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从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运转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就相当复杂了。一个步兵营不但有来福枪与手榴弹，而且还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有轻型履带机动车，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 [ 作者注：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 ] 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 [ 作者注：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 [ 作者注：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 ] 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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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一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尽。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来的。



　　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这类武器——火箭，超音速飞机，核动力潜水艇，与反潜艇驱逐舰——只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才能生产，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军队才能掌握，或者说，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现了两难矛盾，由于工业化国家相对较稳定，最能生产这些武器的国家最不需要它们；而面对同相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最危险的前景的国家，买得起这类武器并会使用的，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并须依赖北半球的富裕国家来提供。许多新国家中，拥有很少量如此高级“硬件”的，便成为一种象征，就像是18世纪日耳曼的小诸侯国拥有一支小巧玲珑、纯洁无瑕的小军队。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进行垄断，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做到了垄断。占有核武器虽然给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国际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苏联赶上了美国，也掌握了裂变式原子弹，只在TNT当量上稍逊。此后，两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地竞相发展热核炸弹、洲际导弹、潜水艇上发射装置、多弹头导弹，以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竞赛规模之大，必须用最丰富的想像力才能设想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才能用得上这些武器。然而，这种“新发展”背后的有理性却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于“威慑”：建立起一种局面，相互断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报复，这种报复是无可逃脱的，其后果是无法接受的。



　　两个巨人即使拥有庞大的武器库但按兵不动，就像百万富翁拥有巨大财富但未变为现金，他们仍需要超常规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应付世界上的种种问题。鉴于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赖保护的同盟国，似乎证明美国有必要继续保留一支海军，而这支海军的存在正好给苏联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与之对抗的海军。由于东欧与西欧都存在着长长的、易被攻破的边疆，欧洲那些难以控制的附庸国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苏联不可能考虑遣散她的庞大军队。但是，苏联军队就在家门口，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严重问题。尽管西欧国家经济富裕、人口稠密，但也无法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起来以便建立一支和苏联同样规模的军队。20世纪50年代初作过一些试探性的努力，结果仍然只有依赖于美国核力量威慑作用的保护。



　　苏联在十年之内，不仅以她的常规军力威慑西欧，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库威胁美国，西欧的防卫呈现更复杂的局面。英国与法国有了自己的小规模核力量，但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进攻时可起到一点防御作用外，对别人起不到威慑作用。美国在欧洲盟国部署了战术性的核武器——核弹头火箭，限于战场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因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从未完全明确。也许最好的办法正是不弄明确。西方战略计划的混乱，也许不像某些分析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确保苏联进攻时将立即遭到顽强的抵抗。也许不能确定这类抵抗将很快运用、或最终导致运用核武器，但也同样地不确定是否一定不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内，欧洲两个胜利的大国：英国与法国，为了巩固各自的帝国，手上有许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而苏联与美国则在竞相加速欧洲的分裂。在这方面，高技术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与全亚洲，尤其是亚洲，他们从列宁那里学来革命化的组织工作的技术，并从毛泽东那里学会把革命组织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反对外国军队支持的、不受人民欢迎、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



　　毛泽东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用过，并在1946-1949年间打败由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间模仿毛泽东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人取得显著成功；但在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由于把耐心、政治技巧与当地的有利环境结合起来，方能击败国家主义者。法国军队决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研究了“革命战争”的概念，设计出对付的办法，试图用在自1945年以来就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但是法国人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法国居民坚持不合作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人民明确表示不愿再支持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口号“法属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无从调和的两难问题。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再容忍法国人的统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国人统治，或一百年前意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奥地利人的统治一样。当地政府依靠外国的武器、顾问与资本，已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后来美国在越南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欧洲地平线上的军队再次缩回到保卫自己领土的规模，当然，我们已看到，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多。军队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样被看作是国家骄傲的体现，是国家纹章中的主干。上述高精度武器的发明逐渐使军人成为技术专家，他们的战斗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虽然大陆国家仍保持着征兵制，军队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术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从其他专业部门选拔来的，既不能轻易征调，也不容易留住。



　　再者，维持三十年和平的结果，就像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那样，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对军事不感兴趣，他们轻视军事的价值，把军队看作是大可怀疑、无法理解与不屑一顾的混合物。德国尤其如此，军事传统的荣耀己黯然失色，军队难以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与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诞生与成长，除了和平别的都未见过的新的一代，离开军事十万八千里，钻进了衣着打扮、头发长度与休闲生活方式等等的琐事中去了。看来自我选择最明白不过的是去追求爱情而不是战争。他们当中，越有政治意识，越对政治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们愿意同外国人来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参加了防卫工作，尤其是参与（或默许）把核武器用于大规模毁灭行动的，被民众看作是政府从事非正义的罪恶活动的帮凶。



　　核时代的战争已无需征调大量经过军事技巧训练与军事学说教育的后备役官兵了。对军事怀疑、冷漠、敌对的看法散播开来，虽然对西欧军事力量并未立刻发生影响，但长期以往，必定要产生影响。看来，军事部门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将增强反对大量军事预算的社会势力；而生产武器的费用增长又势必迫使军事部门要求增加预算。人们也许可以感到宽慰的是，经过一千年武装冲突，欧洲已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战争价值，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参差不齐、不可捉摸，那样的自信将被证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来，并未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对待那些并未设置自身安全防备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工具还的确会是非常有效的。














	

 






	















	







	







	









 





	


	







	








	




	


引言




	







	

 



	


	


　　在这本书中，我汇集了20次重大战役。这些重大战役中都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对战役的结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对这些战役本身，我只作了梗概性的介绍，而对那些决定性的因素，我在各章的第二部分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些读者对这些战役很熟悉，有些读者可能不太熟悉。因此，我特别注意介绍这些战役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我们在评价很久以前的战役时应尽可能准确地搞清当时的特定环境，避免以“事后诸葛”的态度对指挥官的决定品头论足，或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评价他们的品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赞成或反对某项决定往往都有很多原因，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决定也是如此。



　　我当然不能说我在本书中所讲的假若采取或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战役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结局之类的意见都是对的。即使经过最深入的研究，要对那些遥远的事件明察秋毫，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也不是件易事。读者可作出自己的评判，但我希望，我对这些基本要素的陈述是公正的，在重现这些事件的经过时，我没有凭想象给基本事实添枝加叶。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战役的胜负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战斗的胜负首先取决于参战士兵的勇气和决心。没有勇气和决心，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天生具有无畏气概的人只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勇气的产生靠的是纪律、特别是自律。一支好的部(分)队(无论是团、营，还是炮兵连)应该是培养士兵自律、自豪、同甘共苦、克尽职守、不怕牺牲等优秀品质的学校。有了这种培养，士兵才会浑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才会经受住残酷战斗的考验而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才会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打下这样的烙印：在最后关头，宁可一死，也不临阵退缩、受人耻笑。



　　这一思想贯串于本书所描述的历次大会战中。本书中没有一个因怯懦而失败的战例，相反，本书中倒是有两个上级指挥官指挥不力，而团指挥官及其部属却勇敢顽强地夺得胜利的例子。其实，战役的胜负更多地决定于其他一些因素，最明显的是双方指挥官的个人才能。指挥才能在任何战役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在古代的历次战役中，将帅们必须身先士卒，象英雄那样毫不犹豫地奔向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必须扮演好在人们心目中的角色，甚至要做得比人们期待的更好。在以后的战争中，当好指挥官更加不易。虽然优秀的将领不必再冒不必要的危险，只是在危急时刻，他们才须挺身而出，亲临交战地域，但是，他们始终要让部属看到他们，感到他们的存在。即使得不到士兵的爱戴，他们至少也应靠自己的品行、勇气和军事才能赢得士兵的敬佩和信任。



　　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着战役的胜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因素，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战场心理因素。从古至今，因指挥官体质不佳(疲惫不堪、发烧、生病)而导致战役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忌妒和敌意会使计划破产，战斗失利(忌妒会人为地导致协同不力，敌意则使对立的一派或一支军队心怀敌意，大搞阴谋)。固执偏狭或傲慢轻敌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如今，高级将领叛变和不忠诚的事件并不多见，胜利或失败也很少取决于个别事件的影响，这实在是幸事。但在过去，这种现象却一再发生，并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再就是一些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了。将领们在参战前往往制定了圆满的作战计划，对战役过程作了精确的预计，对胜利充满了信心，结果却发现，他们不得不受命运的支配。总会有意外事件发生，人们不可能总交好运。不测事件可能是人为引发的：对重要命令产生误解；或从来就没有接到命令；或由于过分主动而未按原计划行动，从而使作战行动失去控制。不测事件也可能是由大自然造成的：暴雨使道路变成部队无法通过的泥潭，使河流变成无法徒涉的洪流。当然，这些无法预见的不幸事件不一定都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但这类事件经常严重打乱预定计划，有时甚至会改变整个战役的进程。



　　上述这些重要规律在本书所收集的战役中均有例证，并且在每次战役的叙述之后都被简要地加以强调。本书的结尾还有简短的一章专门论述战争性质和战法。该章讨论了各种原则和谋略以及它们与战役的联系。



　　对于这样一本书来说，清晰的高质量的图示是必不可少的。沃森上校先前已绘制了不少高质量的地图。我们密切合作，力图在每一张作战地图上将这些因素清楚地标示出来，并尽可能将文中所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标上去。



　　我的出版社经理威廉·阿姆斯特朗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写这样一本书就是他的建议。其他许多人也向我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查尔斯·罗利爵士，他向我提供了他研究内兹比战役的大量成果；以前曾在美国国家公园署供职的哈里·帕凡兹教授，他阅读了本书的葛底斯堡战役一章，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累斯特郡财产与土地署署长迈克尔·哈里先生，他不惜花去大量时间带我到博斯沃思实地考察；理查德·拉姆先生，他让我阅读他论述林尼战役的文章。最使我感激的是伦敦与国防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辞辛苦，有求必应，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以前一样，我的秘书愉快地为我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我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














	

 






	















	





	







	









 





	


	







	








	




	


第01章 扎马之战




	







	

 



	


	


(公元前202年)



　　扎马之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打败了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前，迦太基已成为西地中海的主要大国。在这以后的数世纪期间，迦太基进行了频繁的征战，并把它的商业帝国扩展到了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但是，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它和与之保持了几乎300年同盟关系的罗马发生了冲突。那时，罗马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它对迦太基人距自己如此之近深感不安，而且，它对西西里岛早已垂涎三尺。所以，公元前264年，罗马发动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在陆地和海上(这场战争主要是海战)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们没有得到国内政治家的有力支持，结果，他们的舰队被歼灭，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落入敌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哈米尔卡·巴卡在西班牙大力增强迦太基人的实力。公元前218年罗马人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哈米尔卡·巴卡的儿子汉尼拔就是从西班牙向罗马发起陆路进攻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16载，取得了(特别是在初期)巨大的战果，赢得了诸如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湖、坎尼等会战的胜利。然而，他在征战中并没有得到迦太基的大力支持。公元前207年，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增援，结果却在意大利北部的梅陶罗河畔战败而死。事实上汉尼拔在被召回迦太基之前已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迦太基人还在其他战场作战，其中最重要的战场是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马派西庇阿两兄弟(巴布利阿斯与尼阿斯，他们分别是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和叔叔)前往西班牙摧毁迦太基的实力，并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起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当哈斯德鲁巴和他的弟弟马戈以及另一个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统帅的3个迦太基军团增援伊比利亚半岛后，西庇阿两兄弟随即遭到失败，并在战斗中阵亡。这场灾难后不久，罗马元老院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理智的决定，即派遣24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到西班牙指挥那里的军队。西庇阿随后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战绩。



　　西庇阿曾跟随其父在意大利北部与汉尼拔作战，后来又在坎尼与汉尼拔交锋。然而，当他去西班牙走马上任时，他的军事才能还鲜为人知。不久，他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已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对各种作战原则，特别是对坚持既定目标、保持机动以及节约兵力等原则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总是尽可能地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进行战斗。汉尼拔是他在扎马之战中的杰出对手，但论才能，汉尼拔比他要略逊一筹。尽管他的战略有时遭到非议，但从他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作战表现来看，这些诋毁之词并没有多少证据。扎马之战时，西庇阿已成为第一流的军人，因而他能够发号施令。



　　到公元前205年，经过贝库、伊利巴和埃布罗河会战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已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并已能够返回罗马。但他深知，只有在迦太基，而不是在意大利，才能彻底打败汉尼拔。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不得不攻入迦太基本土。当他还在西班牙时，他采取了一个极端冒险而又颇有勇气的行动，即到北非访问，目的是争取很有力量的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支持，结果，他如愿以偿。另一个努米底亚的王公马西尼萨，以前曾在西班牙为迦太基而战，这时也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从军事角度来看，进军非洲的通路已经扫清，但在政治上，西庇阿却有许多对手。不过，公元前205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并被委派兼管西西里省。众所周知，那里将是进攻非洲的跳板。



　　在西西里岛时，西庇阿为了清除政治上的障碍，会见了努米底亚的使节。他从这位使节那里得知：西法克斯已经和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女儿索福尼斯芭结婚，并已废止与罗马签订的和约；在今后任何战斗中，西法克斯都将站在迦太基人一边。鉴于这种情况，西庇阿立刻采取了行动。公元前204年的春天，他率领约2.8万人(其中有2000骑兵)的部队扬帆起航，在非洲的法雷纳海角登陆。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内，大约在两个海角，即法雷纳角和邦角的中间。即将发生的战斗是在现在的突尼斯，即埃尔卡夫-苏塞一线以北的地方展开的。这个地方虽然夏季用水是一个问题。但气候还比较宜人。



　　西庇阿很快得到了马西尼萨率领的200名努米底亚骑兵的援助。在乌提卡西南方向约3英里的一次战斗中，这些骑兵将汉诺将军率领下的一支迦太基军队诱入西庇阿设下的埋伏圈，使西庇阿彻底击败了这支前来对付他的军队。此后，西庇阿曾试图攻陷乌提卡，但由于那里的防御十分坚固，他采用了多种围攻方法也未能攻下。鉴于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率领的大批迦太基军队(可能有3.5万名士兵)正在逼进，同时，西法克斯正威胁着他的后方，因此，西庇阿决定在该城东部约2英里处扎寨过冬。



　　然而，公元前203年春，西庇阿取得了两项重大胜利。他派自己的舰队和2000人的兵力封锁乌提卡，自己则率兵南进，在马西尼萨的巨大帮助下，采取某种欺骗手段首先突袭了西法克斯的营地，继而又袭击了哈斯德鲁巴的营地。西庇阿用火攻摧毁了这两个营地，数以千计的敌人从大火中逃出时被砍杀。虽然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在这场杀戮中死里逃生，但1个月后，他们又在一个叫做大平原的地方惨遭失败。该地位于巴格拉达斯谷地，在迦太基西南方向约8英里的地方。这两个迦太基统帅又一次安全脱逃。但西庇阿在突尼斯一带攻城掠地的同时，又派出副将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前去追击西法克斯。经过激烈战斗，他们终于擒获了西法克斯。



　　起初，迦太基元老院在遭到新的沉重打击后，仍然异常镇静。他们向西庇阿的舰队发动攻势，并险些摧毁了这支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从意大利召回了汉尼拔和马戈。但是不久，主和派在迦太基元老院里占了上风，迦太基元老院决定与西庇阿媾和。罗马人的条件非常苛刻，其目的是使迦太基沦为一个一蹶不振的非洲国家，只保持名誉上的独立。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派了一名使节到罗马去签署和约。但是，就在该条约报回之前，迦太基人两次违反了停战协议，西庇阿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在小莱普提斯(拉姆塔)登陆，沿海岸向哈德鲁梅(苏塞)进军。在那里他得到了从利古里亚渡海前来的马戈部队的增援。马戈因在上次战斗中负伤而死于航海途中。汉尼拔曾在哈德鲁梅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请求努米底亚的提哈乌斯王公前来协助，因此，他需要在此等待这位王公的到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汉尼拔和马戈从意大利带出来多少部队，据说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出来的“老部下”为数1.2万人，马戈的部队大约是1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兵)。汉尼拔肯定得到了提哈乌斯的援助，后者带来了2000匹马和大量迦太基兵员。汉尼拔的总兵力约有4万人。如果依托迦太基的安全基地作战，这些部队本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



　　西庇阿采取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冒险行动。当汉尼拔还在哈德鲁梅时，他沿巴格拉达斯山谷向西推进，将通往他设在乌提卡的基地的交通线暴露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火速通知马西尼萨派尽可能多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前来参战。迦太基人与西庇阿媾和之后，马西尼萨已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去了，他正忙于尽可能多地掠取西法克斯的财物。西庇阿不想在没有马西尼萨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与汉尼拔交锋。通过向内地推进，他向自己的同盟者靠近了。同时，他把沿途所有的迦太基城镇无情地捣毁，从而切断了迦太基城的一个主要供给来源。



　　这样就出现了下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迦太基人吵闹着要汉尼拔追击西庇阿并与之决战。几天之后，汉尼拔便应迦太基人的要求，强行向扎马推进，尽管他可能并未完全作好准备。汉尼拔在扎马作战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迷，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在距哈德鲁梅正西8英里的地方。



　　引起战斗的某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目前仍不清楚。由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叙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的著作对我们搞清楚这些事件帮助不大。但人们通常接受这种说法。即汉尼拔曾派3名暗探去侦察西庇阿在扎马以西约30英里处的营地。后来这3名暗探被俘，但西庇阿在释放他们之前，同意让他们参观自己的大部分营地。可以推断，西庇阿之所以这样慷慨大方，目的就在于使这3名暗探对西庇阿的军队在士气和物质上的优势形成深刻印象。不管怎样说，这件事使汉尼拔欲与西庇阿会面。为此，汉尼拔派了一名传令官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位统帅在一个由西庇阿提出的地点举行了会谈。为了这次会谈，汉尼拔被迫把他的营地迁移到一片无水的山坡地，这使他的部队饱受干渴之苦。在谈判过程中，汉尼拔提出了令西庇阿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这样，两位统帅离开会场，各自展开自己的军队准备交战。



　　很明显，这个故事很有内容，但它也留下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马西尼萨和他的6000步兵及4000骑兵是在暗探离去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到达西庇阿的营地的？波利比奥斯说在此之前，而李维却说在此之后。为什么汉尼拔要离开原来的有利位置向前开进？难道他认为在马西尼萨与西庇阿汇合之前，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就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和西庇阿的会面上呢？或许，他知道马西尼萨已到，并感到胜利极无把握，因此在拿帝国的命运冒险之前再作最后一次和平努力？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事实的全部真相永远无法知晓。然而，正是汉尼拔军队的奇怪调动和毫无结果的谈判导致了扎马之战。



　　公元前202年的10月，西庇阿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了完全公平的较量。汉尼拔拥有最多的步兵(2.9万至3.6万人)，而西庇阿则在骑兵上占有优势(4000至6000人)。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其数量比以往任何一次战斗中的数量都多，不过，这些大象可能只有一部分受过训练。



　　西庇阿采用他惯用的作战队形，把他的大军排成三列阵式，第一列为铠甲步兵，其后是主力兵，第三列是后备兵 [ 注：简单地说，罗马人各兵种的情况是这样的：“轻散步兵”是装备有投枪、剑、盾和圆盾的散兵；“铠甲步兵”是配有同样武器穿铠甲的第一线部队；“主力兵”是重步兵，他们的任务是支援铠甲步兵；“后备兵”是由精选出来的老兵组成的第三线部队(通常一个军团中有600名这样的老兵)，人数相当于铠甲步兵和主力兵的一半，他们装备有刺枪、盾和胸甲；“支队”是军团的下属单位，人数在100至160人之间。 ] 。他在西班牙已领教过迦太基人战象的厉害，所以决定避免将大量的步兵支队交错散布于整个阵位，而是把他们排成纵队直接布置在一线部队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阵式的整个纵深内留出一条相当宽的通道，以便让汉尼拔的大象在受惊奔跑时通过。为了使这种漏斗形的布阵效果更好，他缩短了铠甲步兵与主力兵之间的间隔，以避免那些大象横向冲撞。铠甲步兵支队之间的间隙由轻散步兵填补，这些矛枪手将首先参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沿各列战线相机待命。西庇阿的左翼是莱利乌斯指挥的意大利骑兵，右翼是马西尼萨指挥的努米底亚的骑兵和步兵混合部队，西庇阿可能共有罗马步兵2.3万人，骑兵1500人；马西尼萨步兵6000人，骑兵4000人；可能还有努米底亚王公达卡马斯的600名骑兵。



　　汉尼拔的军队成份复杂，这支军队远比西庇阿的军队更难指挥和控制。为了快速突破敌阵，并使第一线步兵迅速扩大突破后的战果，汉尼拔把象群布置在部队的最前面。虽然波利比奥斯没有提到任何轻步兵，但是，汉尼拔的第一线部队是由利古利亚与高卢的雇佣兵、巴利阿里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部队组成的，而后两者通常是轻步兵，可能直接在象群后充当前锋部队。第二线部队由本地的利比亚和迦太基人组成，他们将在第一线部队被突破后独立进行战斗。距第二线约200码处是有战斗经验的意大利老兵卫队，他们大部分是布鲁提亚人，将充当独立的预备队。部队的右翼是迦太基骑兵，左翼是努米底亚骑兵，两者加起来总数不超过4000人。



　　汉尼拔之所以组织独立预备队，并将他们部署在距二线部队一定距离以外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他认真研究了他的对手在以往战斗中所使用过的战术，对西庇阿可能采用的进攻计划有所了解。西庇阿喜欢首先扫清对方军队的两翼，然后进行向心攻击，以铠甲步兵对突出出来的中央之敌实施包围——这种战术是他在坎尼会战中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汉尼拔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留作预备队，他做好了进行各种钳形攻势的准备，一旦前两线的部队得手，汉尼拔的预备队将对西庇阿的后备兵给予最后一击。



　　会战的第一阶段中有可能发生了散兵战，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汉尼拔计划首先用象群发动冲击。汉尼拔的象群冲击进行得非常糟。罗马人的号手和旗手吹起刺耳的军乐对象群进行阻拦，许多大象——它们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作战训练——受到惊吓。象群的最大受害者是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他们同时受到马西尼萨骑兵的冲击，并很快被击溃。那些冲到对方阵前的大象确实在已冲到它们面前的罗马轻步兵中引起了一阵惊慌，但这些大象尚未突破敌阵就被不断投来的标枪所驱散，有些大象穿过西庇阿事先为它们留出的通道，消失在阵列的后方，另一些大象则向右翼逃去。莱利乌斯趁敌混乱之机向汉尼拔右翼的迦太基骑兵发起攻击，将他们逐出了战场。就这样，当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时，汉尼拔的大象和骑兵已被打散，他的两翼已经暴露。



　　第二阶段的战斗出现了某种异常混乱的局面。一旦象群和骑兵被赶出战场，双方军队都向前冲击，但汉尼拔的第三线部队仍站在原地未动，因此，他们距主力部队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当汉尼拔的雇佣兵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厮杀在一起时，战场的相对寂静突然被多种语言的骇人呼喊声打破了。起初，西庇阿的铠甲步兵被机动能力较强的敌人打退，但他们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在背后主力兵的呐喊助威声中，这些铠甲步兵最后终于把高卢人和利古利亚人压了回去，罗马军队很快占据了优势。



　　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不同，汉尼拔的雇佣兵完全未从第二线部队那里得到鼓励。这些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任凭同伴蒙受敌军的全力打击而不上前协助，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出于汉尼拔的命令，而并非由于胆怯，因为一般说来，非洲人打仗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不管怎样，雇佣兵仍并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在忍受不住的情况下，便退向第二线寻求保护，而第二线部队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迦太基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非洲人自己也摆脱了雇佣兵向第三线退去。但汉尼拔坚持不允许他们拥进他的老兵卫队中，他命令老兵卫队平举矛枪，将退下来的部队赶到两旁。不过，在被赶出战场之后，这些退下来的部队中的佼佼者在敌对行为中断后，似乎又被重新组织起来，并被部署在意大利老兵的两侧。



　　这时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受到严重削弱的西庇阿的铠甲步兵正准备扩张他们击退雇佣兵和非洲人的战果，可西庇阿却把他们撤了回来。此时。战场上尸横遍野，一片恐怖景象，死伤者的鲜血流满战场。西庇阿需要暂停一下，以整编部队，汉尼拔竟让他得逞。罗马人在受到严重削弱的铠甲步兵两侧增派了主力兵和后备兵，从而扩展了战斗队形。马西尼萨的步兵在会战中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如果他们这时仍在战场上的话(他们没有随他们的骑兵跟进)，西庇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如果他们不在，那么交战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可以肯定，在武器、勇气、指挥才能和决心等其他方面，双方也是旗鼓相当的。



　　最后，还是罗马人以稀疏的队形(这是半岛战术的萌芽)在布满血污的战场上首先发动了最后的攻势。毫无疑问，西庇阿本来有希望将敌人包围，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汉尼拔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他的所有部队陷入苦战，几乎没有机动的余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追赶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了战场，并向鏖战中的汉尼拔部队的背后发起了冲击。汉尼拔的部队转身迎战来敌，但他们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已无获胜的希望。他们大部战死于阵前，极少数企图逃跑的人被驰骋于战场的罗马骑兵砍杀。据说在扎马会战中，迦太基人战死2万人，被俘1.5万人。罗马方面只有1500人战死，4000人受伤。



　　见大势已去，汉尼拔逃到了哈德鲁梅，并从那里被召到迦太基，参加与罗马军队的和平谈判。这时，迦太基在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已向西庇阿投降。汉尼拔敦促元老院接受和约。事实上，迦太基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尽管西庇阿近来饱受迦太基人背信弃义之苦，但他胜利后却显得非常宽容大度。



　　55年后，即扎马会战中的两位英雄被流放——他俩一个是自愿的，另一个则是被迫的——很久以后，很少有人还想到复仇，迦太基也被夷为平地。迦太基帝国生存了几乎400年，但迦太基人未能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获益。商业使这个帝国具有一种残酷而且掠夺成性的特征。它的消亡为更高一级的罗马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以说，地中海世界的命运浸淌着从扎马战场上流来的鲜血。






图1：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图2：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扎马之战中的关键性事件是罗马骑兵的返回。就象历史上存在着其他许多“如果”，“但是”一样，人们尽可以推测，要是没有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的到来，会战的结果又将会如何。战争中的两位最伟大的统帅为了他们的未来世界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当时双方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接近的。尽管罗马军队在纪律和训练方面略胜一筹，看来更可能获胜，但汉尼拔取胜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会战的关键阶段发生了作用呢？汉尼拔的骑兵仅有西庇阿骑兵的三分之二(也许还要少，如果西庇阿得到达卡马斯率领的第二支努米底亚部队的话)，但他的步兵在战斗开始时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他的大象在战斗中与步兵们糟糕地搅在了一起，他部署在两翼的骑兵似乎也未发挥很大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迦太基人的左翼，提哈乌斯的骑兵数量只相当于马西尼萨骑兵数量的一半；而在右翼，虽然双方的骑兵数量旗鼓相当，但是，罗马骑兵几乎肯定比迦太基骑兵更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情，因为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汉尼拔命令他的骑兵只稍作抵抗，以便使他们能尽可能地把对方的骑兵吸引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优势步兵赢得战斗的胜利。



　　这些他可能做到了，尽管让训练有素的步兵假装败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命令全部骑兵只进行象征性抵抗后便撤离战场对于步兵的士气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命令骑兵撤离战斗、离开战场，尽管不那么容易，但并非做不到。问题是一旦他们溜之大吉，以后的战斗结局将会怎样就很难说了。遗憾的是迦太基骑兵的命运未被记录下来，他们是被追上和被消灭？还是被禁止长时间离开战场的罗马人放弃了追击？搞清这些问题是有益的。很可能汉尼拔并没有发出特别的命令，因为将发生什么结果，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总是计划单独用步兵夺取战斗的胜利。



　　与骑兵行动密切相关的是步兵战斗最后阶段之前的那段战斗间歇以及汉尼拔打算让他的第三线部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正如德国作者莱曼所提到的那样，汉尼拔看来根本没有料到要从背后抵挡骑兵的进攻，因为这些第三线部队是汉尼拔用以决胜的部队，他们一定是被用来进攻的。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战斗是按汉尼拔的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任务将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聚歼西庇阿的后备兵以及残余的主力兵。鉴于在早期的战斗中，西庇阿的主力兵几乎未受到影响，可以想象，汉尼拔象西庇阿一样需要使战斗暂停一下。



　　对汉尼拔的计划来说，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汉尼拔不知道罗马骑兵会离开战场多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让西庇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把伤员向后方转移，并重新组织起战斗队形，这对汉尼拔是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汉尼拔在西庇阿召回铠甲部队之前就令部队前去与之交战，那将恰恰促使那位罗马将领实施他最拿手的战术，即用主力兵和后备兵合围迦太基的军队，这对汉尼拔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当西庇阿将铠甲步兵召回时，汉尼拔一定看到罗马的主力兵虽然参加了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严重削弱。因此，将要进攻的罗马步兵几乎比汉尼拔的老兵卫队强大一倍。所以，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听任战斗暂停下来，并收容第一、第二线部队中的幸存者充实自己的部队。这种情况对西庇阿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汉尼拔对他的骑兵下了什么命令，西庇阿的骑兵都会明白他们不能离开战场太久。



　　这样，到了第二阶段末尾，汉尼拔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他来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在罗马骑兵不可避免地回到战场之前他还剩多长时间。波利比奥斯说，他们“在紧要关头顺应天意地到达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罗马骑兵的返回是扎马会战中的决定性事件，无论西庇阿还是汉尼拔(他更不可能)都无力左右这件事。无论多么伟大的将领有时也需要运气。在汉尼拔的最后一次会战中，他成了弃儿——因为在扎马，命运之神捉弄了他。



　　会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几乎肯定地说，也包括胜利的指挥官)所无法控制的因素，扎马之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在激烈的步兵战斗中，罗马人的胜利来得十分勉强，但无可争辨的事实是，在关键时刻罗马骑兵幸运地返回了战场。














	

 






	















	







	







	









 





	


	







	








	




	


第02章 黑斯廷斯之战




	







	

 



	


	


(1066年10月14日)



　　忏悔者爱德华死于1066年1月5日。他死之后，贤人会议(又称咨议会)选举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为英格兰国王。然而，他登基坐殿显得很不硬气，因为他既没有王族的血统，又没有势力很大的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的支持。而且，还有两位外国王公认为自己对英格兰王冠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表示绝不退让。



　　1042年哈迪卡纽特国王死后，丹麦对英国的统治遂告结束。但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却声称，根据他与哈迪卡纽特之间的协议，他应有权继承王位。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试图从忏悔者爱德华手中夺取王冠。事实上，他的继承人哈拉尔三世正等待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格兰。



　　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继承王位的理由稍微充分一些。由于他姑祖母埃玛的关系，他与爱德华是嫡表兄弟。完全有理由认为爱德华流亡诺曼底时，曾允诺由威廉继承王位，虽然他无权那样做。而且，当哈罗德的船在法国海岸遇难，他本人被无耻的潘索伯爵囚禁时，威廉救了他，并十分尊重和友好地对待了他。哈罗德被诱立下誓约：在爱德华死后，不反对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



　　在以上两个王位争夺者中，首先入侵英格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巨人哈拉尔三世。英格兰国王曾认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诺曼底，所以，整个夏季他都把自己的侍卫队和民军 [ 注：侍卫队起源于丹麦，由克奴特召募来作为王室的卫队。哈罗德的侍卫队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约有3000人。民军是由从英格兰各郡所属的区(共有数百个区)征集的自由民组成的。每一次征召都能集结约1.2万名这样的非正规部队，他们配备从长矛到投石器和叉等各式各样的武器。 ] 沿南部边界展开，严阵以待。到9月初，部队的薪饷和给养就耗尽了，而且，他的士兵多是自给农民，需要在收获的季节留在家乡。于是，哈罗德被迫解散民军，率舰队返回伦敦。这一行动虽然对这次战役并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却是十分不利的。然而，威廉却在长时间的等待中，使自己的封建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从而大大方便了出师任务的完成。同时，由于英国舰队在返回伦敦途中遭到了损失，威廉暂时取得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解散民军几天后，哈罗德得到消息：与哈拉尔三世联合反叛的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在斯卡伯勒抢劫烧杀之后，率领他的狭长快速战船沿着乌斯河到达李卡尔，在那里率领约1万人登陆，然后向约克进军。9月20日，哈拉尔三世在富尔福德与莫卡伯爵和埃德温伯爵率领的军队相遇，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英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损失对黑斯廷斯战役的结局具有深刻的影响。



　　哈拉尔三世的入侵使哈罗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哈罗德清楚地知道威廉正等待着有利的风向，然而，他又不能坐视外敌入侵北方不管。他甚至没有时间与北方贵族联系。哈罗德开始了可载入史册的一次伟大的进军，率领他的侍卫队沿埃尔迈恩大道疾进，同时，边进军边征集各郡部队。当挪威人轻松自在地驻扎在德文特河东岸，以为他还在南方时，哈罗德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9月25日的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困乏的撒克逊人表现出不可征服的意志，经过6小时的苦战，他们击溃了北欧人，杀死了哈拉尔和托斯蒂格。哈罗德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并非没有代价：他的侍卫队和各郡部队都受到惨重损失。两天后，风向转南，9月28日，诺曼底军队毫无阻挡地在佩文西登陆了。



　　听到忏悔者爱德华的死讯和哈罗德继承王位的消息，威廉极为愤怒。他发出信件提醒哈罗德记住自己的誓约，但哈罗德置之不理。于是，威廉就准备进行战争了。诺曼底军队不同于撒克逊军队，它是封建体制的军队，每一位贵族和主教各有自己的封地，但他们必须供养和装备规定数量的骑士为诺曼底公爵效劳。这一次，威廉说服贵族们把他们的骑士数量增加了一倍。此外，人们很快又听到消息说，这是得到了教皇支持的神圣使命，胜利者将得到丰厚的报酬。于是，法国各地的志愿者聚集到诺曼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及被征召的士兵都是步兵，因为运输问题限制了可以渡过海峡的马匹的数量。在佩文西登陆的诺曼底军队约有8000人，其中2000名是骑士。



　　哈罗德可能是在约克，或是在回伦敦的路上得到威廉登陆的消息的。他策马向前，超越自己的部队，沿途命令各郡集结新的部队。威廉并没有向伦敦进军的意图，在会战开始之前，他必须驻扎在他的舰队附近。他的军队从佩文西进驻到黑斯廷斯，捣毁了周围的村镇，等待哈罗德的到来。威廉没有等待很久，哈罗德就率军抵达那里了。哈罗德此时的急躁盲动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哈罗德出发迎战威廉时只有不足5000名士兵，但他一路上发出命令，要各郡部队加入他的行列，或者直接赶到指定的集结地。我们不知道集结地的确切位置，它可能是在科尔德贝克山上(现在巴特尔镇的北部)，也可能是在历史上称为森拉克的山脊上。在那里哈罗德建立了防御阵地。这两个防御阵地都距伦敦约60英里，如果哈罗德的出发日期是10月12日(很可能如此)，他应当在13日晚到达防御阵地。但由于各支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开很大，加上在崎岖小路上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经过整整一夜，实际上直到第二天上午，他的部队才陆续到齐。



　　哈罗德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十分清楚周围的环境。他选择了一个极好的防御阵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诺曼底人。哈罗德面对的敌人拥有强大的步兵和弓箭手，特别是拥有强大的骑兵，而他的军队没有骑兵，甚至没有弓箭手。他的侍卫队的主要装备是盾和双手使用的长柄战斧，他们可能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步兵。至于哈罗德的民军，虽然他们通常在大乡绅的有力领导下，作战异常勇敢，但他们缺乏纪律，并且既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又没有有效抗击骑兵的武器。所以，必须设法诱使诺曼底人进攻防守坚固的阵地，在诺曼底骑兵进攻受挫时，哈罗德的军队再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反攻，把诺曼底军队赶回去。



　　哈罗德选择的防御位置，横跨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构成了一条狭窄地带(现在的巴特尔大街占据其大部)的一部分。它的两侧十分陡峭。森拉克山脊的坡度虽然没有连接森拉克山脊与科尔德贝克山的狭窄地带的坡度大，但进攻中央阵地和山脊东部地区的军队必须爬坡攀登。防御位置的西部(撒克逊防线的右侧)是一片低地，甚至在10月份这里依然是一片沼泽，因为森拉克山脊和泰尔汉姆山之间的山谷中，许多小溪流和阿斯顿河纵横交错。哈罗德把军队沿山脊呈一线展开，两翼相距约600多码。他还在侍卫队前部署了一部分民军(装备有投石器和标枪)，这部分民军在掷完投石和标枪后将撤到侍卫队背后。这一天清晨，援军继续不断地到来，哈罗德的线式防御队伍应当相当的密集。



　　诺曼底军队10月14日星期六清晨5时30分离开了位于黑斯廷斯的营地。可能约在9时30分，这支长长的纵队(约3英里长)进入阵地，成一字形展开，准备进攻。威廉计划发动一字形进攻，他的部队分成三部分：右翼是法国和佛兰芒雇佣兵；中央是由威廉亲自指挥的诺曼底军队，兵力超过了两翼兵力之和；左翼是布列塔尼人。整个黑斯廷斯战役可以清楚地分成四个阶段。当然阶段与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着短暂的停顿，因为没有一支穿着锁子甲发动仰攻的军队能在长达近9小时的战斗中持续不断地冲锋。第一阶段持续约1小时，威廉指挥弓箭手发起攻击，但在撒克逊人的“盾墙”前显得无能为力。由于哈罗德的弓箭手数量极少，诺曼底人很快就不受对方箭矢的威胁了。



　　在第二阶段，威廉指挥他英勇的、久经战斗锻炼的步兵发起进攻。这些步兵与哈罗德的侍卫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到处回响着兵器的撞击声。在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然而，威廉的步兵虽然在一些地区突入了撒克逊方阵，但方阵不久就得到加强，始终保持着不可突破的完整阵形。诺曼底步兵有条不紊地撤下来后，威廉把他军队的王牌——骑兵——移至前列，向撒克逊人发起了第三阶段的攻击。



　　这次攻击同前两次攻击一样也没有成功。撒克逊人阵地前的道路都很难走，骑兵根本无法快速前进，而且，没有铠甲保护的马极易受到撒克逊人投射兵器的攻击。这一阶段，诺曼底军队的左翼发生了一起几乎是灾难性的事件：布列塔尼骑兵由于不如同盟者顽强，或是由于遭到了更激烈的抵抗，开始向后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又引起紧跟在他们后面准备扩大攻击成果的步兵的溃退。这样，诺曼底军队的中央被完全暴露了。



　　当英格兰右翼的民军反击时，诺曼底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完全混乱的状态。他们全线都在溃退，混乱中，威廉也落下了马，战场上响起了一片“威廉死了”的喊声。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它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威廉此刻显示了一位真正领袖人物的品格，他摘下头盔，以便让人们认出他，然后骑上马，驰骋于整个前线，鼓舞军队更顽强地战斗。于是，双方在侧翼的沼泽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残杀。虽然诺曼底骑兵在泥泞的沼泽地上挣扎，许多骑兵被摔下马来，但是，参加反击的撒克逊人还是被他们全歼了。这一点对哈罗德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因为这件事发生时，哈罗德的全部兵力都已到齐，他有力量去补充防线中出现的缺口。



　　这时大概半天过去了，无疑战斗出现了暂时的停顿，因为双方都受到重创，必须重新组织和进行补充。但不久，威廉又一次指挥骑兵发起了攻击，而英格兰人又一次失算，重复使用了他们对付布列塔尼人的方法。这次事件发生在英格兰防线的左翼，英格兰的反攻部队又被彻底歼灭。



　　下午4时左右，这次会战中最具决定性和最血腥的阶段开始了，尽管撒克逊军队伤亡惨重，但其整个防线仍岿然不动。威廉决定指挥三种力量协同攻击。他命令弓箭手加大射箭角度，这样虽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但却迫使英格兰人举起盾牌，从而使那道“盾墙”不复存在。在弓箭射击的掩护下，其余诺曼底骑兵和数量依然众多的步兵冲上去与敌人搏斗。哈罗德的侍卫队在攻击面前依然顽强地抵抗着，但是，由于在第二次反击中兵力被严重削弱，撒克逊防线开始出现缺口，又没有兵力去填补。终于，诺曼底人在高地上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一旦到了平地上，诺曼底的骑士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象楔子一样插入撒克逊的队伍中。



　　太阳落山后不久，侍卫还没有来得及向英军大旗聚拢，威廉军队的四名骑士便冲向大旗，把英格兰国王砍倒了 [ 注：箭射中了国王眼睛的传说可能是真的，但从贝叶挂毯的绣图上看，是一名侍卫的眼睛被射中。 ] 。国王的两位兄弟已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战死。英格兰军队失去了指挥官，民军也已精疲力竭，于是他们四散溃逃，希望黑夜和安德雷斯威尔德森林能把他们隐藏起来。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诺曼底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开始了。然而，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也是可歌可泣的一天：仅存下来的侍卫向金色的韦塞克斯龙旗和带作战者图案的旗帜靠拢，与他们的国王死在了一起。






图3： 1066年10月14日黑斯廷斯之战的战场位置



(与现在的巴特尔镇图重叠)






图4： 黑斯廷斯之战(1066年10月14日)



　　哈罗德之所以在黑斯廷斯战败。除了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不得不两线作战外，还存在着四个重要原因：第一，在富尔福德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北方贵族的部队；第二，未做充分准备就仓卒、鲁莽地从伦敦出发了；第三(这是最有争议的一点)，当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对其采取了反击行动；第四，对诺曼底防线的右翼发起了反击(它对战役的最终胜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直到1065年的秋天，实际上一直是戈德温家族统治着英格兰。哈罗德是握有实权的韦塞克斯伯爵，他的兄弟托斯蒂格和吉尔斯分别是诺森伯里亚伯爵和东英吉利亚伯爵，而另一位兄弟利奥弗温伯爵的采邑从白金汉郡一直延伸至肯特郡。只是有了年轻的麦西亚伯爵埃德温之后，由戈德温家族控制整个英格兰的局面才被打破。但是，由于北方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爱德华国王不得不放逐托斯蒂格，封埃德温的弟弟莫卡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样，两个年轻人控制了半个王国和北方的民军。他们受父亲艾尔福格伯爵的影响，对哈罗德和他兄弟政治权势的上升十分不满。



　　有些情况表明，莫卡最初可能并未承认哈罗德的国王地位，而且北方对哈罗德国王极为不满。哈罗德不得不亲自去约克平息暴乱。而且，为了更牢靠地获得麦西亚家族的支持，哈罗德以联姻手段，与埃德温和莫卡的姐妹、圭内斯和波伊斯国王格里菲斯·阿普·卢埃林的遗孀伊迪丝结婚。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危机来临时，埃德温和莫卡不忠于或背叛英格兰。实际上，挪威人或诺曼底人获得胜利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受到指责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一支强大军队指挥不力。人们批评他们没有在北方入侵者深入内陆之前采取进攻行动。但是，他们要那样做是很困难的，并且不明智。诱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离开海洋越远，他们的处境就越危险。约克是一个很好的作战基地，但是，他们离开这个基地到野外去作战是明智的吗？当时，交通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要快：昔日那四通八达的罗马大路网虽然已是野草萋萋，但仍然可以通行。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们相信，北方的伯爵们得到了哈罗德即将到来的消息，他们很可能推测哈罗德仍然在守卫南方的海岸。



　　约克在罗马时代曾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但这已成为过去，很可能两位伯爵认为他们的防御工事不足以抵御挪威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认为哈罗德即使来，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因此，他们最大的生存希望就是选择对于他们人数较少的军队稍微有利的地点进行作战。他们把船只停靠在台德卡斯特，如果哈拉尔三世愚蠢地把船队开到河上游乌斯河和沃夫河汇合处，他们就可以从台德卡斯特出发，切断哈拉尔三世的退路。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准备采取进攻战略。



　　假设埃德温和莫卡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哈罗德的确切消息，我们就很难再对他们的做法加以责难。但是，如果他们的防御能坚持3天，那么，南北联合的撒克逊军队就能以极小的伤亡击溃挪威人。然后就会有两支军队进军与威廉作战，并很可能把他击败。实际上，这两位北方伯爵集结了一些军队，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骑兵，因为哈罗德那样着急地赶了回去，这支队伍无法及时赶到苏塞克斯发挥任何作用。



　　上述这一因素直接导致了对战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因素，并且与第二个因素紧密相连。哈罗德是否在向南方进军之前应在伦敦停留较长的时间，同时，应当与威廉一样，在他与威廉之间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使诺曼底人因缺乏给养而站不稳脚根呢？



　　似乎可以肯定，哈罗德在10月1日得到了威廉登陆的消息。亚眠的盖伊说，这时哈罗德正在回伦敦的路上。他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当哈罗德得知威廉已经等到他们需要的风向时，他是不会再在北方停留6天时间的。但是，他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会立刻发出命令，要求各郡集结所征的兵员。然而，大多数大乡绅无法在国王规定的时间内，即10月12日集结起所征的兵员，与哈罗德一起向南方进军。



　　哈罗德，当然还有他的侍卫队，可能于10月5日回到了伦敦，以后几天，在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幸存下来的民军也陆续回来了。这是一支疲惫而又零乱的军队，它需要休息，却没有得到休息。即使不是更早，那么到达伦敦时，哈罗德也应当得知了黑斯廷斯周围村镇被烧毁的消息。威廉十分了解哈罗德缺乏耐心、易于冲动的个性。针对这一弱点，他使哈罗德的部分伯爵领地上烈焰腾腾，以此逼使哈罗德急促上阵。威廉自己既等待不起，又不能远离他的舰队。



　　如果哈罗德等待，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离开伦敦时，只带了自己和他兄弟的侍卫队，缺乏弓箭手和步兵。虽然在进军途中，有些大乡绅和骑马的自由民加入了他的队伍，但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全部民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还有一些民军虽然及时赶到了战场，但到达时都已精疲力尽了。有些伯爵，包括北方的伯爵，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



　　让威廉烧毁哈罗德最忠诚的支持者居住的村镇，对哈罗德的事业当然不会有利，但哈罗德率领一支疲惫、参差不齐的队伍离开伦敦，却正中威廉的下怀。人们有时认为，哈罗德犯了一个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他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以为他已经集结起来的队伍能够打败威廉，这种看法未必成立。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有些战役中，指挥官的秉性使胜利的机会明显地减少。这次战役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决定发起战役时，哈罗德本应有一支强大的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可是他的军队既不精力充沛，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那么，哈罗德在军事事务中不容置疑的清晰判断和敏捷思维，是否能帮助他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呢？这需要时机。在战役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机(如果确实可以说它是个机会的话)。这就是在诺曼底人左翼作战的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不仅引起了步兵的退却，而且也暴露了诺曼底人的左翼，造成了诺曼底军队全线突然的溃退。



　　哈罗德的战略是打防御战，直到诺曼底的骑兵在盾墙前受挫后才转入进攻。威廉的战略是通过突袭和计谋击破撒克逊方阵。为此，诺曼底骑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诺曼底骑兵受到重挫之前，撒克逊方阵必须保持严整。哈罗德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自己的位置。



　　在黑斯廷斯之战的记载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和文物有：普瓦蒂埃的威廉(他是公爵的牧师)、瑞米耶日的威廉、贝叶挂毯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从英格兰方面来讲是最可靠的记述，然而，比较粗略，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了解到当时在撒克逊防线右翼所发生的一切。布列塔尼人肯定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的退却不可能是佯动；但是，哈罗德军队中的某个大乡绅或是哈罗德的某个兄弟是否发出了反击的命令，则从未有材料透露。只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向溃逃的布列塔尼人发起了追击。从他们一贯缺乏纪律的情况看，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盲动出击。



　　诺曼底的队伍一时大乱，这种现象直到公爵以他巨大的个人力量重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后才结束。因此，这段很短的时间正是哈罗德指挥撒克逊全线部队向前推进的有利时机。整个英格兰军队的强大进攻，可能压倒诺曼底弓箭手和步兵，但是，双方的伤亡都会非常惨重。有些人(包括富勒将军)认为哈罗德如果采取这样一次行动，他将取得胜利。然而，对形势的认识，在处于生死关头的英格兰国王和对此经过900年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后人之间可能是极其不同的。哈罗德很可能认为，进行最后搏斗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自己的援军正陆续到来，更重要的是诺曼底骑兵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一旦诺曼底的骑兵重新站稳脚跟，他们就将迅速、猛烈地打击民军，而民军是骑兵极易打击的目标。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明。



　　这是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时刻，但这只是对诺曼底人而非撒克逊人而言。如果威廉没能成功地应付那种紧急情况，诺曼底侵略者就会真正陷入危机之中。在中世纪的战役中，一旦国王(这里是公爵)倒下的喊声四起，一旦王室旗帜在战场上消失，人们的战斗激情就会顿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消除的恐慌。哈罗德在战役的这个阶段中始终保持着盾墙可能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在接着出现的事件(的确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事件)中，他再也找不到发起攻击的机会了。



　　在第二个事件中，相当一部分英格兰民军被诱出并遭到干净利落的惩罚。这比第一次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时已经到了下午，哈罗德国王已没有任何支援力量，队伍已不那么严整，变得松散了。



　　在发生布列塔尼人退却事件后，战斗可能停了较长一段时间后，威廉才又一次指挥骑兵冲上山脊。普瓦蒂埃的威廉强调指出，此时，威廉已认识到他无法突破盾墙，同时想到从左翼的混乱中最终偶然赢得的胜利，决定以两次计划严密的诈退来赢得战役的胜利。倘若战斗中有较长时间的停顿，威廉也许有时间对这种最困难的作战行动进行筹划组织。但是，他的牧师当时并不在场。以后在写国王的这段经历时，这位牧师不愿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诺曼底的骑兵同他们的布列塔尼伙伴一样被击败了。尽管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他的说法，即那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但他的说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们应当记住，在一心一意向前冲击的过程中，要命令几百人改变方向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不管第二次退却是伪装的，还是偶然发生的，它都是战役的转折点。毫无疑问，中央的诺曼底骑兵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一点没有因右翼的退却而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地冲向那些愚蠢地离开撒克逊防线的士兵，砍杀、分割、包围、踩踏他们。战斗很快结束了。没有一个撒克逊人逃回到当时已空虚的撒克逊盾墙中去。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



　　这就是使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败北，从而改变了英格兰命运的四个因素。明确指出这四个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假设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能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话，那么，北方民军的丧失很可能是威廉取胜的最直接的原因。



　　黑斯廷斯之战同扎马之战一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指挥官的失败是由于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偶然情况。然而，这场战役也说明了控制战局的强者如果临危不乱，则可以把偶然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对于民军两次离开防线的行动，我们不能指责哈罗德，不是他命令他们那样干的。他无力制止他们，他在这一战役中失败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自作主张所致。威廉公爵在他的士兵意外地陷入混乱、自己也掉下马来的关键时刻爬起来，骑上马，重新出现在人们都能看见他的危险地方，从而挽救了十分危急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形势，避免了使一时的挫折进一步转变成一场大溃败。














	

 






	















	







	







	









 





	


	







	








	




	


第03章 曼齐刻尔特之战




	







	

 



	


	


(1071年8月)



　　曼齐刻尔特之战在军事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此战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政治轴心的变化。尽管拜占庭帝国后来又收复了安纳托利亚的部分领土，但曼齐刻尔特之战却敲响了拜占庭帝国的丧钟，虽然此后发生的其他灾难(主要是1176年的密列奥塞法隆之战和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也是拜占庭帝国崩溃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因此，曼齐刻尔特之战的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战。



　　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旧址建都以来，拜占庭帝国历经沧桑。它曾有过繁荣、发展和统一的年代，也曾有过内部动荡、外敌入侵、生存受到威胁的黑暗时代。在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是拜占庭帝国极其衰败的一段时期。巴西尔二世不仅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是个富有才干的统帅。他曾重创保加利亚王国，因此得到一个贴切而不文雅的绰号：“保加利亚人的屠夫”。当他于1025年去世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已元气大伤。不久，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便趁拜占庭军队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下降的机会对其进行侵扰。但是，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更为严重和直接的威胁还是来自东面的塞尔柱突厥人。这个民族勇猛剽悍，不仅傲慢而且还富有侵略性。



　　关于突厥人的由来我们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但他们很可能于9世纪末来自咸海北部的某个地区。他们的首领是古兹王公的一位王子(这位王子晚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塞尔柱民族的名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在11世纪初叶他们就曾多次袭击拜占庭的领土，不过那时，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抢劫而已。然而到了11世纪中叶，由于发现对手的抵抗很弱，而且每次袭击都能掠获很多东西，突厥人的入侵变得愈加频繁和深入了。形势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原是个重要的缓冲国，经过长期不断的军事征讨和艰难的谈判，拜占庭帝国于1045年将它吞并。但是在1064年，塞尔柱人攻陷了亚美尼亚的首府和最后的要塞阿尼，终于完全占领了这个国家。亚美尼亚的陷落无疑是拜占庭帝国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胜利者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勇猛的狮子)是塞尔柱王朝的缔造者塞尔柱的重孙；他生于1029年，1063年成为苏丹。在贤臣尼札姆·穆勒克的得力辅佐下，他统治着一个从河间地带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人们对他的性格所知甚少，但有关他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和卓越的统帅。显然，他很强硬，很有手腕，因此很可能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都一样凶狠残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他给了拜占庭帝国致命一击，但是他的抱负(和他的祖先一样)却是要直取法蒂玛王朝的所在地开罗，因为塞尔柱突厥人是逊尼派教徒，立志要扩张阿拔斯王朝的势力。令人费解且十分重要的是，拜占庭似乎从未想到过要利用伊斯兰教内部的严重不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发生曼齐刻尔特会战的那个时代里，塞尔柱人在开阔地进行的直接对阵中并不是拜占庭军队的对手。尽管拜占庭王朝晚期的几位皇帝昏庸无能，但只要管理得当，拜占庭军队仍能有所建树。然而，突厥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个个擅长弓箭，他们远比拜占庭军队机动灵活，而且还精通埋伏和诱骗之道。他们竭力避免在开阔地作战，力求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进行机动战。11世纪上半叶，塞尔柱军队主要由土库曼人 [ 注：土库曼人泛指9世纪末期河间地带的游牧部落。当时他们已成为穆斯林。 ] 组成。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这支军队也日趋职业化，成了多民族的军队。由于突厥人不断从被征服的领土上招兵买马，他们的军队中奴隶成分的士兵(即古拉姆兵和后来的马穆鲁克兵)渐渐超过了土库曼人。“奴隶”一词在这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虽然那些奴隶兵可以被买卖，但他们能够得到报酬，分享战利品，而且还可以靠卓著的战功晋升为埃米尔。



　　巴西尔二世死后，拜占庭帝国便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而又变幻莫测的年代。几代皇帝皇后都软弱无能、荒淫无耻、残暴贪婪，他们和他们的奸夫淫妇们单独或联合地统治着这个帝国。这些人不顾军事需要，任凭国内的官僚恣意妄为。但是到了1068年，拜占庭出现了一位皇帝，他试图弥补由这帮贪图享乐的家伙给拜占庭造成的极大损失。此人就是罗曼努斯·迪奥哲尼斯。



　　1067年，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执政7年后死去，他在位的7年是拜占庭帝国多灾多难的7年。由于他的儿子迈克尔七世年幼，君士坦丁十世的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皇后和他的弟弟约翰·杜卡斯暂时摄政。但到1068中1月，欧多西亚背弃了她在前夫弥留之际许下的不再改嫁的诺言，嫁给了罗曼努斯。罗曼努斯后来与迈克尔七世同朝为帝，因而被后人称为罗曼努斯四世。罗曼努斯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一个显贵的军事世家。虽然他秉性鲁莽，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统帅。他深知恢复军队士气和信心的必要性，然而，此举对于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有些部队并不信服他，特别是雇佣军和瓦朗吉禁卫军对他偏爱本地部队的行为极为不满，同时，统治阶层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杜卡斯家族也对他深恶痛绝。罗曼努斯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除掉约翰·杜卡斯。他曾想这样做，可后来又愚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罗曼努斯很快就意识到了重占亚美尼亚地区的军事意义。早在1068年他就准备率军出征亚美尼亚。但是，从叙利亚边界传来的坏消息使他转而开向了东南。不可否认，罗曼努斯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这些战果并不辉煌。在与突厥人的一些交战中，他的将领和士兵都暴露了许多需要克服的弱点。在1071年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战之前，罗曼努斯还征伐了其他一些地方。两年里他接连征讨了安纳托利亚，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区。无论何时何地与突厥人交战，他一般都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战果。因此，他收复了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地。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只简单地加以说明。1070年深秋，拜占庭皇帝和艾勒卜·艾尔斯兰签订了停战协议，这使得艾勒卜·艾尔斯兰确信他的东北翼是安全的，从而可以准备向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当苏丹的姐夫(当时他正密谋反叛苏丹)大纵深侵入安纳托利亚境内之后，罗曼努斯便认为协议已被撕毁。在此后爆发的另一场战斗中，由曼努埃尔·康尼努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败北，更多的领土被苏丹的另一位埃米尔所侵占。对此，艾勒卜·艾尔斯兰很可能了解得不多，他仍然认为或者至少希望双方都在信守协议。此时，他正在围攻南进途中遇到的敌军要塞埃泽萨城。出于保护后方的谨慎考虑，他攻占了亚美尼亚地区，其中包括曼齐刻尔特在内的某些要塞。这迫使罗曼努斯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



　　1071年3月，罗曼努斯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边行军边征集兵员，等到了塞巴斯提，他手下已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步兵、弓弩手和主要作战力量重骑兵。牛拖着火炮形成威武壮观的炮队，大队的后面是蜿蜒不断的辎重队。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人们众说纷纭。20万至30万人的说法(某些穆斯林作家作此估计)显然夸张，8万至10万人可能比较符合实际。这支军队是由操着数种语言的雇佣兵和从各省(每个省都由一位总督管辖，该总督还负责指挥当地部队，通常为一个军团)征调来的地方部队组成的，其中包括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西徐亚人和帕齐纳克人(非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罗曼努斯的主要目的是收复亚美尼亚的各个要塞。收复失地和重建缓冲国是罗曼努斯的根本目标。当时拜占庭的政策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非坦途。曾担任过皇家禁卫军的德意志雇佣兵举行了一起小规模的兵变。尽管这次兵变很快便被平息下去了，但是从迈克尔·阿塔雷埃特斯(他是那个时代唯一记录此事的作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由于自己的妄自尊大和专横跋扈，罗曼努斯失去了士兵的拥护。罗曼努斯的专横跋扈在他的另一次过激行动中进一步反映出来。渡过桑加瑞斯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东大约200英里处)之后不久，罗曼努斯解雇了许多他不满意的或是怀疑对他不忠的雇佣兵。在返回首都的那些人当中有位叫尼斯福鲁斯·博塔厄埃特斯的人，他曾是罗曼努斯的情敌。他被轰走很可能是因为遭到了罗曼努斯的嫉恨。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的忠诚本来比任何人都值得怀疑。然而他却被留下担任了高级将领。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1071年7月拜占庭军队抵达埃尔祖鲁姆后，罗曼努斯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究竟是驻守在这个边陲小镇，向该城以东扫荡，切断塞尔柱人的粮草供应；还是继续向前开进，深入敌境。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的孙子尼斯福鲁斯·布里恩尼乌斯(他与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同名)在他的著作中(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当时罗曼努斯似乎丝毫不知艾勒卜·艾尔斯兰的位置及其实力。由此可以断定，这点恰是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众多决定性因素之一。



　　其实，当罗曼努斯离开君士坦丁堡时，艾勒卜·艾尔斯兰还在埃泽萨至阿勒颇间的某地，幻想着实现推翻哈里发法蒂玛王朝的雄心壮志。直到5月间，他才得知罗曼努斯正向亚美尼亚地区开进。他立刻回师防守已被他征服的领土。他的行军路线和集结军队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在阿勒颇舍弃了从当地征召的士兵，带着大约4000名禁卫军迅速渡过幼发拉底河(据说在渡河时他的一些人马被淹死)，然后经摩苏尔直插霍伊(位于凡湖以东大约120英里处)。在霍伊，他如愿以偿地征集了数千人马，这些人马主要来自库尔德人。很可能在抵达霍伊之前的某个时候，他就派遣了大臣去大不里士，调集已由帝国快骑特使们召集起来的增援部队。在以后大约6周时间里，艾勒卜·艾尔斯兰肯定走过了约700英里贫瘠而干旱的地区。到7月底，他已在霍伊征集了一支拥有4万兵力的军队。这真是奇迹！



　　与此同时，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明智地否决了那些劝他采取守势的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破坏这片他希望很快占为已有的地区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他并不知道艾勒卜·艾尔斯兰军队的位置，他还是决定开进亚美尼亚地区。由于缺少情报，他指派法兰克雇拥军将领鲁塞尔带领一支侦察部队到凡湖西岸侦察基拉特一带的情况，罗曼努斯本人则率部准备进攻曼齐刻尔特。在此之前，他已使部队做好了穿越荒凉地区，向东南进军的准备。



　　罗曼努斯的两个主要目标是曼齐刻尔特和基拉特。或许是凭直觉，或许是因为他对当地情报的搜集方法有所改进，他相信尽管基拉特可能会有重兵把守，但曼齐刻尔特很可能是薄弱环节。虽然罗曼努斯不知道敌军的确切位置，但是他估计敌人正在乌尔米耶湖东面某地集结军队。因此，他采取了一个历来都被认为是冒险的分兵行动：派格鲁吉亚将领约瑟夫·塔查尼奥茨率领一支庞大的、几乎包括所有步兵在内的军队和鲁塞尔部一起去攻占基拉特。约瑟夫·塔查尼奥茨曾竭力主张在埃尔祖鲁姆驻守，同时他也反对分兵的做法。



　　罗曼努斯当时对曼齐刻尔特的估计是正确的。尽管该地战略意义重大，但它的防守力量却很薄弱。结果罗曼努斯未经战斗就轻取了该城。罗曼努斯皇帝在城中留下部分守军后，便返回他的大本营去庆贺他在此次会战中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他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两支部队相距80英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时已是8月中旬，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军队正从霍伊沿凡湖南岸匆忙赶来。行进在主力前面的是由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松达克指挥的一支1万人左右的部队。8月16日或者8月16日前后(这应该是罗曼努斯进入曼齐刻尔特的日子)，这支塞尔柱先头部队在基拉特一带与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的联军遭遇。



　　我们并不了解交战双方的确切兵力，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艾勒卜·艾尔斯兰一方的人数相对少些——不过4至5万人。松达克先头部队的兵力肯定要比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联军少得多，然而后者却被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而且他们并没有向罗曼努斯的方向靠拢，而是朝着西面的梅利泰内方向退去。更有甚者，这些战败的将领们竟无一人把这次战斗的情况报告给罗曼努斯皇帝。的确，现在也很难说他们当时是否被击败了，有关的记载不尽相同，但是即便当时拜占庭人进行了抵抗，这种抵抗也不过是最低限度的。



　　据我们所知，曼齐刻尔特会战是在某个星期五进行的。人们普遍的看法是8月19日的那个星期五，而不是8月26日的那个星期五。由此推断，皇帝是在17日(占据曼齐刻尔特后的第二天)获悉他的前哨部队遭到了敌人的攻击的。罗曼努斯当时估计，这股敌人不过是敌方的小部队，因此他派布里恩尼乌斯带领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前去驱赶那些“骚扰者”。然而，布里恩尼乌斯的人马却遭到从远处射来的密集而准确的弓箭的攻击。接着，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布里思尼乌斯很快意识到，他所遇到的情况远比受到几个战斗巡逻兵的袭击严峻得多。实际上，这些突厥人(此时可能又得到了加强)正是追击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联军的敌军。然而，罗曼努斯却不相信这一事实。最初，他对于布里恩尼乌斯要求支援的报告置之不理。后来，可能是因为接到了战斗更为激烈的报告，他才派亚美尼亚将领巴西利阿库斯，一个冲动而又愚蠢的家伙，率领一个骑兵团前去支援布里恩尼乌斯这个“无能而懦弱的蠢才”，以挽回损失。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确切地点观已无人知晓，但是通过对现存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曼齐刻尔特会战显然是在平原地带进行的。这块平原一直延伸到山区。艾勒卜·艾尔斯兰从基拉特到曼齐刻尔特须翻过一座山，下了山才是位于曼齐刻尔特东南大约8英里的广阔平原。这块辽阔平原的背后和两侧都是起伏不定的山地。这里很可能就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主战场。在该平原的边缘地带，巴西利阿库斯落入了突厥人设置的圈套。由于违背了拜占庭最严格的军事原则，他被敌人的诈败诱入了伏击圈。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生俘。



　　罗曼努斯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知了这一坏消息。在并不清楚战败的程度并仍未掌握准确情报的情况下，他就命令布里恩尼乌斯率一支加强的部队去接应和掩护巴西利阿库斯撤退。当布里恩尼乌斯驱马来到山脚下时，他才了解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很显然，布里恩尼乌斯遇到的是苏丹的部分主力部队。布里恩尼乌斯且战且退，撤出了他的大部分部队，但他自己却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三处负伤。



　　那天晚上，拜占庭军队的大营遭到大批突厥人的袭击。他们企图一举全歼拜军。阿塔雷埃特斯对当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受伤的士兵和战马在厉声嘶叫，雇佣兵因辨不清敌友而胡喊乱叫，大营外当地小贩们也在挥动手中的器皿起哄，战场内外一片混乱。拜占庭军终于守住了大营。第二天，罗曼努斯派出残存的步兵将敌人赶离军营和附近的穆拉特河两岸。



　　罗曼努斯仍在犹豫不决。此时，他对敌情和战况仍一无所知。大战之前，他曾派人试图召回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信使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估计他们很可能是被敌人杀死了，因为战斗发生时，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正由梅利泰内附近向西行进。相反，在己方领土行军作战的艾勒卜·艾尔斯兰自始至终对其对手的每步行动都了如指掌。看来，很可能是他让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于8月18日(星期四)突然来到拜军大营，试图与罗曼努斯议和。但是，罗曼努斯断然回绝。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罗曼努斯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必须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君士坦丁堡，否则他将失去一切。



　　次日，拜占庭皇帝纠集残存的部队准备战斗。拜占庭军右翼由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阿利亚特指挥，罗曼努斯率卫队居中，布里恩尼乌斯统领左翼。雇佣骑兵组成的强大预备队(其中包括已不再担任禁卫军的德意志人)统归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指挥。安·杜卡斯无疑是位将才，但他阴险狡诈，不可信任。



　　奥曼在他的书中推测，开战那天塞尔柱军队的兵力远远超过拜占庭军的兵力，可是，人们却普遍认为，罗曼努斯开战时的兵力要比艾勒卜·艾尔斯兰所能征集到的兵力多得多。其实，由于拜占庭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背叛，许多人被杀，双方在曼齐刻尔特战场上的兵力相差并不悬殊。据说在当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将调度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宦官将军塔劳格，而他自己则亲临最前线指挥。塔劳格采用了惯用的突厥阵法，这种阵法使塞尔柱军队在必要时可掩护中军撤退到崎岖的山地，而山地作战正是突厥人的拿手好戏。为防意外，苏丹采取了预防措施：首先，他让埃米尔们起誓，如果他战死，他们将效忠他的儿子马里克沙；其次，他穿上白色的战袍，并以剑和权杖代替弓箭。他的这些做法均表示他将血战到底。但是，这些做法有时也会被人认为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确实如此！然而，苏丹并不希望因此而降低士气。大概中古时期的君主们战前都要采取类似的预防措施吧。



　　在这天的战斗中，罗曼努斯违背了“智者”利奥在《战术学》中规定的与突厥人作战的原则，因而注定要失败。诚然，罗曼努斯尽力按第一个原则，即要尽快从正面与敌交战的原则去做了，然而，未等罗曼努斯赶到，塞尔柱人早已乘快骑撤退到几英里以外。与此同时，他们以骚扰战术猛击罗曼努斯的两翼。由于罗曼努斯的大部分步兵已被塔查尼奥茨带走，因此他的两翼失去了保护。苦苦拚杀的骑兵被冰雹似的箭矢激怒了，他们纷纷追赶敌军，结果大部分陷入了敌军的伏击圈。



　　拜占庭军的大部分人马逐步越过苏丹遗弃的军营，朝着崎岖的山地逼近。毫无疑问，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和两翼部队同样的命运。罗曼努斯一心想抓住这股敌军，直到天黑他才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撤回，他那堆满粮草但却无重兵把守的军营将被洗劫一空。他别无选择，只好下令撤退。就整体而言，拜军的进攻组织得井然有序，然而撤退却是另一回事了！撤退从来就是很难组织的行动，如果指挥控制不当，撤退的目的很容易被曲解。由于与侧翼部队缺乏配合，拜占庭军阵营开始出现裂痕。这正是突厥人所期待的时机！他们的轻骑兵飞快地冲入拜占庭军，使其乱成一团。罗曼努斯急令部队转身迎敌。这一招本来可能挽回局势，但是，后卫部队指挥官安德罗尼卡·杜卡斯却拒不服从命令，反而带着部队向营地退去，从而使拜占庭军的殿后部队遭到敌骑兵的疯狂砍杀。



　　当夜幕降临时，失去希望和凝聚力的拜占庭军两翼部队开始崩溃瓦解。中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罗曼努斯仍在竭尽全力勇敢地拚杀，直到胯下的战马倒下，他本人受伤被俘。这是突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俘获拜占庭皇帝！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深夜，皇帝的军营被洗劫一空。次日，整个拜占庭大军已溃不成军了。



　　罗曼努斯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对他非常宽宏大度。让这位威信丧失殆尽的皇帝保住皇冠，完全符合苏丹的利益。于是，拜突双方签订了和约，内容有：拜占庭交付巨额赎金，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将拜占庭占领的某些重要地区归还突厥人。此后，苏丹释放了罗曼努斯。为了表示尊重，苏丹还派一支小部队护送他回去。



　　但是，拜占庭帝国决不会允许一位蒙受了象曼齐刻尔特惨败这样耻辱的皇帝继续留在帝位上。趁罗曼努斯外出之际，杜卡斯一伙儿把欧多西亚皇后贬到修道院，并宣布懦弱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为唯一的合法皇帝。罗曼努斯设法重新纠集了一支军队。1071年秋，他踏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试图夺回王位，结果却在多西亚被君士坦丁·杜卡斯击败。罗曼努斯从战场上悄悄溜出，向东面的西利西亚逃去。随后，他再次纠集起一支军队出征，结果又遭失败。这次他是被叛将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打败的，并不幸被俘。不久，他遭到当时常见的一种酷刑，被人用拇指挖去双眼，悲惨地死去。



　　塞尔柱人逐渐主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取代了拜占庭帝国的农舍。虽然那里的许多城镇以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曾向拜占庭提供过最佳兵源的省份已不复存在，拜占庭军队从此再也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安纳托利亚了。虽然后来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斯一世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结局却预示了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统治的终结。随着十字军的长年征战，拜占庭帝国终于迅速地没落了。尽管曼齐刻尔特会战进行了不过几个小时，但它对欧洲的影响却持续了许多年。






图5： 曼齐刻尔特






图6： 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双方行军路线图)






图7： 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8月)



　　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军队遭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惨败。有四个重大因素对这场灾难产生了直接影响：罗曼努斯即位时拜占庭军队的状况，11世纪后半叶亚美尼亚地区的丧失，会战中对敌情的一无所知以及将军们的叛变。



　　有人认为，其实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拜占庭军队就已输掉了这场战争。然而，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与此相反，奥曼说：“尽管自从巴西尔二世死后(1024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内政管理就已逐渐地腐败了，但是还不能说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就已衰败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也不妥当，它太偏向另一边了。也许富勒的评论最为中肯：“可以肯定，1071年时，这个军事组织(战斗序列和进攻方法)几乎和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一样完善。但是由于朝廷40年来管理失当，加之克扣军饷，军队的士气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虽然拜占庭军队仍很强大，但是已经衰落了。它并非缺乏勇敢的精神、完整的组织和战术技能，而是缺乏纪律性、士气和信心。”除了富勒列举的上述三点外，高级将领缺乏忠诚也是一个问题。



　　拜占庭军队的基础是6世纪末期至7世纪中期各省总督建立的军队。当时，帝国的各个行省都驻有一定数量的职业兵，他们都能得到足够的土地，以此来维持富裕的生活。一旦接到总督的命令，他们便可自备干粮和武器参加战斗。这些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构成了拜占庭帝国军队的主体(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总还有些雇佣兵和皇帝卫队)，他们可以免交所有税款及土地税。这支军队的军官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



　　尽管士兵们从土地方面获得利益是与他们的军事义务相联系的，但是严格地讲，这支军队并不完全是支封建军队，因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军事战略的制定都要考虑如何保持经济的繁荣、内部的稳定以及农民士兵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拜占庭的兵役制度是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军队的编制和军事训练是根据两部著名的军事条令制订的。第一部条令称作《战略学》，它是由莫里斯皇帝于579年编辑而成的，当时莫里斯还只是个将军。300年以后，“智者”利奥六世编写了另一部条令《战术学》。这两部条令全面地论述了各项军事原则，并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和严格挑选士兵、高标准训练以及严明纪律等措施共同保证了军队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不幸的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50年里，先后执政的几个皇帝都忽视了军队建设对帝国利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由于大地主的贪婪，“自由士兵-农民”阶层这一军队的骨干力量被逐渐削弱，并被最终取缔了。尽管有些明智的皇帝试图阻止这种趋势，但是从9世纪起，这种情形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不仅对军队组织是个致命打击，而且还危及到土地和财政政策。



　　随着1057年君士坦丁五世杜卡斯的即位，军队的衰落达到了极点。这个一味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昏君以前曾是前任皇帝的财政大臣，他与教会和官僚狼狈为奸，疏远军界，因此，国家很快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为了充斥国库，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结果导致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士兵纷纷破产，国家的主要兵源日益枯竭。这意味着来自本土的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国家不得不依赖于辅助士兵 [ 注：系指在其首领的带领下服役于拜占庭帝国的野蛮人部落。 ] 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形形色色的雇佣兵，而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素质很差。到1067年君士坦丁皇帝驾崩时，这支军队已日暮途穷。对于那些名门贵族来说，从军已不再是什么富有吸引力的职业了。由于国内文官当政，将军们备受冷遇，加之军费减少，国家安全赖以依靠的整个军事机器正在逐步地崩溃。



　　1068中1月罗曼努斯登基时，他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他竭尽全力想使这支备受冷落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但是，阻力太大，而且时间也太短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军队多年形成的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是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军队衰败密切相关，并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11世纪后半时亚美尼亚落入突厥人之手。大约从希拉克略(他本人也是亚美尼亚人)时代(610-641)起，亚美尼亚人就在拜占庭帝国军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帝国最精锐的骑兵是亚美尼亚人，许多将领和皇帝都是亚美尼亚血统，帝国东部边境的安危也掌握在亚美尼亚人手中，后来大量吞并小农土地的军事贵族大多数也是亚美尼亚人。



　　谁都不会对亚美尼亚置若罔闻，拜占庭人当然也不例外。亚美尼亚问题历来困扰着人们。这个基督教国家海拔5000英尺，四周几乎都是高山，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它是往来东西南北的商业要道的交汇点，又是御敌的理想屏障和进攻的有力跳板：拜占庭人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必须经过一条海拔约3000英尺的峡谷；而对于塞尔柱人来说，通往安纳托利亚的路却一直是下坡路。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土地非常肥沃，早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两个世纪，拜占庭对亚美尼亚就已垂涎三尺。它不满足于自己只享有宗主权，而要一点一点地将亚美尼亚完全吞并。



　　该政策出笼的时候，甚至到11世纪中叶该政策终结时，拜占庭还没有受到来自东面的直接威胁。内部动荡使亚美尼亚作为一个缓冲国的作用减小了，但是如果不是拜占庭几代皇帝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犯下种种愚蠢而荒谬的错误，拜占庭所宣称的亚美尼亚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尽管拜占庭吞并亚美尼亚更可能是出于扩张领土的野心)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很久以前，能吃苦耐劳的亚美尼亚居民就已开始大量移民，他们有的是出于自愿，有的是被动员去的。名门贵族们在拜占庭的其他地方定居还可得到大块土地。这种做法有助于削弱亚美尼亚的世俗和教会(那里的教会存在着明显的教派之争)势力。为了进一步向该目标努力，拜占庭还废除了当地长期存在的政府机关和政治制度。这一过程在君士坦丁十世时又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这位皇帝取缔了对该地的防卫发挥着关键作用的5万当地军队，并代之以不堪一击的驻防军，这使得亚美尼亚根本无法抵御日益猛烈的塞尔柱人的袭击。



　　毫无疑问，亚美尼亚人憎很这样对待他们。拜占庭的上述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衰落的深渊，因此他们越来越忿恨不平，根本没有抗击侵略者的愿望。如果亚美尼亚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缓冲国的作用，曼齐刻尔特会战完全有可能避免，罗曼努斯四世也会有充裕的时间重整军备。把屈辱强加于亚美尼亚人头上以及完全剥夺该国的防御能力，导致了1064年亚美尼亚的沦陷，而这对1071年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导致了亚美尼亚的永久丧失；并最终对拜占庭帝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罗曼努斯在1071年的失败作出了种种解释，但是很少有人——如果说有的话——着重分析他根本不掌握情报这个因素，而这一点(除去将领背叛的因素外)恰恰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与艾勒卜·艾尔斯兰不同，罗曼努斯的绝大多数作战行动是在敌方领土上进行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他不了解情况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事实很简单，即使罗曼努斯果真有情报部门的话，那么该部门的工作也是极其糟糕的。不错，出征地区广阔无垠，但罗曼努斯有的是骑兵，在多民族地区，经过认真挑选的侦察人员可以渗入任何地方，建立起有效的间谍网和情报系统。但是，罗曼努斯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这使他在战前和会战中犹豫不决，并且连连作出错误的决定。



　　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优柔寡断就是因为缺少情报。因此，罗曼努斯派鲁塞尔前去侦察。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鲁塞尔从来没有送回过情报。也许罗曼努斯命令鲁塞尔回来时再汇报情况，但是这无疑太晚了。这使得罗曼努斯没有听从一位高级将领的劝告，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罗曼努斯之所以作此决定乃是因为，他认为艾勒卜·艾尔斯兰当时正在乌尔米耶湖一带活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这种冒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证明，该决断是错误的。即使塔查尼奥茨不临阵脱逃，这也仍旧是个错误的决定。会战之初，罗曼努斯除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到过点滴消息外，似乎从未从前线得到过情报。一位统帅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制定出制胜的决策的。毫无疑问，在会战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完全不掌握准确的情报，罗曼努斯始终未能使其军队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会战的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无疑是约瑟夫·塔查尼奥茨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这两位高级将领以及雇佣兵首领鲁塞尔的行动。塔查尼奥茨指挥着相当一部分军队(具体兵力尚不清楚)，但他似乎一箭未发就率部逃离了战场。如果他进行过战斗而被打败(如某些穆斯林作家所述)的话，他定会向主力部队求援，或者至少会派信使捎个口信。



　　虽然鲁塞尔是个雇佣兵，把流血拚杀视为职业，但是一旦塔查尼奥茨逃离战场，鲁塞尔很可能想到他也不妨溜之大吉，另投新主。然而，塔查尼奥茨的行动就令人费解了。一般的看法是，塔查尼奥茨叛逃了，而且事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有三种推测可以解释他叛逃的原因，其中一种推测排除了他的行为是故意叛变，但此三种推测均无充分的证据。塔查尼奥茨曾两次与罗曼努斯当面发生冲突，一次是在是否应该离开埃尔祖鲁姆的问题上，另一次是在是否分兵的问题上。决定这两个问题时，罗曼努斯均未采纳他的意见。他会不会因为憎恨上级这种傲慢态度而叛逃呢？因情感受到伤害就将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这种想法似乎过于离奇了。莫非他是反罗曼努斯的杜卡斯集团中的一名成员，早就与杜卡斯策划好，在时机成熟时一同造反？目前我们对塔查尼奥茨的政治倾向毫无所知，但是据布里恩尼乌斯说：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从其竭力反对分兵的情况来看，他不象是要阴谋反叛。然而，有这样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即拜占庭军士气非常低落，时常有违抗命令的现象发生，鉴于当时形势严峻，而且又有逃跑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拜占庭军发生兵变并胁迫塔查尼奥茨逃走呢？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部下允许，他也不太想回到皇帝的身边。由于现存的资料太少，这个谜还无法解开。但是，他的行为对罗曼努斯的失败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我们目前所知，罗曼努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塔查尼奥茨不忠——即使他真的不忠。但是，安德罗尼卡却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约翰·杜卡斯已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但他是罗曼努斯的死敌，是留下来的危险人物。杜卡斯家族的效忠宣誓是毫无意义的。如前所述，罗曼努斯早应除掉此人。让杜卡斯的儿子安德罗尼卡参战更是个致命的错误，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罗曼努斯是想将安德罗尼卡作为人质来约束他父亲的行为，使其循规蹈矩。安德罗尼卡被认为是帝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但罗曼努斯却委任他指挥后卫部队，这或许说明罗曼努斯希望他自始至终地远离战场。



　　用阿塔雷埃特斯的话说，“安德罗尼卡早已图谋不轨，阴谋推翻皇帝”。当拜占庭军开始撤退，罗曼努斯下令后卫部队迎战并击退突厥人的进攻时，安德罗尼卡认为实现其阴谋的时机已到。当时拜占庭军阵中已经出现了空隙，突厥人已开始渗透进来。军旗反向通常是撤退的信号，但是在混乱中可能会被误解，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安德罗尼卡不但没去攻击渗入的敌人，反而火上浇油，到处散布罗曼努斯已被打败的消息，并带领后卫部队撤向军营，使拜占庭军失去了后卫保护。这是精心策划的早有预谋的叛逆行为，它必然导致拜占庭军的迅速溃败。



　　以上就是直接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并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



　　罗曼努斯因部下叛变而在会战中遭到失败。变节行为往往是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假如指挥官因此而失败，那么他是极其不幸的。然而有趣的是，罗曼努斯明明知道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有可能带领他的部队叛变(塔查尼奥茨可能也是个叛将，但这点至今查无实据)，却仍然把相当一部分兵力交给他。罗曼努斯这样做定有原因，而且一定是出于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罗曼努斯并不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遭到失败的，他只不过是个不走运的指挥官。他这类将军常常要吃败仗。














	

 






	















	







	







	









 





	


	







	








	




	


第04章 耶路撤冷王国




	







	

 



	


	


——哈丁之战的前奏



　　1081年，康尼努斯家族的阿列克塞一世登上拜占庭的皇位，使这个处于绝望中的帝国出现了生机。阿列克塞一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应付土耳其的威胁，便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提供雇佣军。教皇欣然同意，但他提供的援军规模比阿列克塞所要求的大得多。1096年夏到1097年春，教皇提供的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不是几千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军，而是一支既有战斗人员、又有非战斗人员的大军。他们各有自己的统领，都要求吃好住好，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时，政治形势对他们十分有利：一个由塞尔柱苏丹领导的统一的穆斯林帝国的威胁尚未形成；鲁姆苏丹国已经独立；一个新的王朝——达尼什曼德王朝——业已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的埃米尔有好几个；巴勒斯坦则由以开罗为中心的强盛的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管辖。因此，十字军面对的是一群四分五裂、相互猜疑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可谓万幸，因为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敌人，他们决不会取胜。



　　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两者有时彼此合作、有时互不干涉、有时相互对立。只要利益需要，他们还与周边的穆斯林结成秘密同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初期合作很顺利(阿列克塞一世巴不得十字军离开他的国土)。1097年夏秋，这种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尽管基督徒的伤亡很大，但双方的军队还是在小亚细亚取得了两次战役(尼西亚和多利留姆)的胜利。10月底，布洛涅的鲍德温已占领了埃泽萨及其附近地区，拜占庭与十字军的主力部队则已开到了安条克。



　　然而，就在叙利亚北部的这座重镇面前，十字军遇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十字军首领之间出现了不和(这种不和再也没有止息)。首批十字军参战的动力无疑是出自对自己使命的信念以及去耶路撒冷朝圣和把圣城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真切愿望。遗撼的是，这种高尚的理想很快便淡漠了，代之而来的是争夺领土的欲望。名利取代了神圣的誓言。



　　十字军围困安条克达7个多月之久。虽然城内军民历尽艰辛顽强抵抗，但由于叛徒出卖，该城终于1098年6月被攻陷。经过一番争执，塔兰托的博希蒙德被封为安条克的公爵，并奉命留守该城，其他十字军部队在图卢兹的雷蒙德率领下继续向耶路撤冷前进。圣城耶路撒冷比安条克还要坚固，十字军十分缺乏攻城的器械和木材。恰在这时，一支基督徒船队将一些材料运到未被占领的雅法，于是这些材料便被武装押送到耶路撒冷。炎热和缺水使战场环境变得难以忍受，直到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才攻下圣城。随后的大屠杀骇人听闻，整个文明世界都为之惊恐：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种族、肤色、信仰，所有居民均遭杀戮。即使在那个凶恶残暴的时代，这场大屠杀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



　　甚至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十字军内部就已对由谁和怎样治理该城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非神职的候选人只剩下图卢兹的雷蒙德和布永的戈弗雷，但这两人都拒绝在这座基督曾被加冕的圣城称王。最后，戈弗雷接受了推举，成为“圣墓卫士”，乔克斯的阿诺尔德被推举为主教。



　　戈弗雷虽然在后来的战争中表现得英勇善战，但其性格有些懦弱。他在拉姆勒打败了埃及人，但由于嫉妒和不信任雷蒙德，他失去了夺取重镇阿什凯隆的良机。一年之后他即去世，随即，接班人的问题又引起一场争论。雷蒙德是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首领中仍然效忠于阿列克塞皇帝的少数人之一，但他当时远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已被土耳其人俘获；于是埃泽萨的鲍德温成了戈弗雷的继任者。1100年圣诞节，加冕仪式在“圣诞教堂”举行。当新主教、比萨的戴姆伯特把王冠戴在鲍德温的头上时，后者看上去坦然无愧。这样，参加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仅四年半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宏愿。



　　自从攻取尼西亚以来，法兰克人(对十字军的通称，包括拉丁人在内)在前往耶路撤冷的途中几乎每前进1英里都要经过战斗，后来的40年间情况依然如此。收复基督教圣地和就地安家落户不仅需要打仗，而且还需要使用外交手腕，即挑拨穆斯林与穆斯林(间或穆斯林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相互制约。法兰克人要随时准备根据当时的最大利益与他们之中的某一方站在一起。



　　后来耶路撒冷王国形成了四个主要国家：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黎波里于1109年8月向法兰克人投降。和以往一样，围绕如何瓜分战利品的问题出现了一番争执，结果图卢兹的雷蒙德之子伯特伦伯爵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101年，伯爵曾再次率十字军(大部分由伦巴人组成)东征，但不甚成功。他死于1105年，死前曾在从穆斯林手中攻取的黎波里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伯爵虽然常常独立行事，但名义上还是耶路撒冷国王的属臣，而安条克的公爵则从未向国王称臣。不过，在国家危难之际，这四个国家一般(并不总是)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为了保住并扩张他们已经征服的领土，法兰克人连年征战。12世纪前半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巴格达塞尔柱苏丹的埃米尔 [ 注：埃米尔是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贵族、王公。 ] 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埃及部队。法兰克人的战略是不让这些强大的敌人联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占领阿勒颇、霍姆斯和大马士革这几个中间要地。他们未能夺取这些城市，但他们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和多年的艰苦征战成功地挫败了敌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任何努力。



　　另一方面，法兰克人要想生存就必须占据沿海平原的港口，以便接收源源不断从欧洲运来的人员与物资，便利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为此，他们1099年占领了雅法，1101年占领了艾尔苏夫和凯撒里亚，1110年占领了西顿，1124年占领了提尔，1153年占领了阿什凯隆。约旦以东地区和豪兰山的部分地区主要是靠撒马利亚和加利利两封地的统治者发动大规模袭击取得的。



　　1118年发生了对耶路撒冷王国意义重大的三个事件。4月7日，鲍德温国王在与埃及人作战时死去。他是位政绩卓著的统治者。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一个北起贝鲁特、南至死海的生机勃勃的王国。他膝下无子。稍事迟疑之后，宫廷会议选举他的堂弟、埃泽萨伯爵布尔格的鲍德温为继承人。4个月后，阿列克塞皇帝驾崩。尽管他对经常挑起争端的十字军总的说来表现得十分忍耐，但他一直与安条克不和。也就在这一年，“军事教团”诞生了。



　　自1070年以来，耶路撒冷一直为贫穷的朝圣者提供食宿，那里的僧侣向本笃会派效忠；到了1118年，他们获准建立自己的教团，称作“救护骑士团”，听命于教皇。他们的首领决定：一部分教友继续为饥饿和染病的朝圣者从事慈善工作，但教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骑士军，其鲜明的标志是外衣上配戴一枚白色的十字章。与此同时，一个名叫“佩恩斯的休”的骑士说服了国王鲍德温，获准组建另一支军事和宗教教团，取名为“圣殿骑士团”，因为它的总部一开始设在靠近所罗门圣殿的皇宫一侧。这个独立的教团内分三个等级：骑士、军士和教士。他们的徽记是一枚红十字章，骑士配戴在白色外衣上，军士配戴在黑色外衣上。



　　这两个教团的最初任务是保持朝圣路线的畅通，但他们不久便发展为精锐的职业军，能够在任何地方与敌人交手。他们在欧洲大规模招兵募捐，终于强大起来。起初，封建骑士是拉丁军队的中流砥柱，但不久之后骑士队伍即显得人数不足，难以履行他们应履行的众多职责；虽然雇佣军是支被广泛使用的力量，但它的开支太大。于是，“军事教团”便成了拉丁军最主要的成份。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又坚持独立性，前者的益处往往被后者所抵销。他们不是以部属而是以伙伴的身份参战，因此拉丁王公们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必须对付叙利亚和伊拉克埃米尔中的许多劲敌，但他们最主要的对手无疑是伊马德丁·赞吉和他的儿子努尔丁和撒拉丁·优素福(史称撒拉丁，是三人中最强的一个)。伊马德丁早在1127年就已名声显赫，但当时他正集中力量征服穆斯林中的对手，因此未立即使法兰克人感到不安；然而，当他于1129年实际控制了内陆的叙利亚后，他便在大马士革城外大战法兰克军(他差一点诈取了该城)，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直到1144年，伊马德丁才占领埃泽萨，给了耶路撒冷王国最沉重的一击。此时国王鲍德温二世及其继承人、他的女婿富尔克均已去世，治理王国的是幼王鲍德温三世的母后梅利森德女王。此时，精明强干的埃泽萨伯爵科特尼的乔斯林也已离开人世，他的儿子(爵位的继承者)是个软弱无能的浪荡公子。



　　不过，即使统治者再能干，他们也很难保住埃泽萨。此地极易被夺取，因为它既无天然屏障，又无充足的兵力。在周围皆是敌国的情况下，埃泽萨要想生存只能依靠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安条克)进行合作。此时安条克的统治者是普瓦捷的雷蒙德，他一个时期以来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及其继承人曼努埃尔兵戎相见，因此，当埃泽萨伯爵请求援助时，雷蒙德拒绝了；梅利森德女王虽然派出援兵，但为时已晚。



　　埃泽萨失陷的消息使欧洲大为惊恐，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事促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8年到达圣地的十字军是由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率领的。此次东征的情况与50年前第一次东征时大不相同。土耳其人的抵抗更加顽强、组织得更好，德法联军途经小亚细亚时伤亡惨重；拜占庭皇帝的热情大不如前；东方的法兰克人失去了旧日的宗教狂热，与穆斯林邻国的生活方式已趋于一致。对此，这些新朝圣者既不能理解、也不愿宽恕。



　　路易七世率法军从爱琴海岸的阿塔利亚乘船过海，在安条克登陆。他几乎立即与雷蒙德伯爵产生了意见分歧。伯爵打算用新来的军队收复埃泽萨、攻占阿勒颇，以此加强王国的北部——这毕竟是十字军东征的根本目的。但是，新来的军队一方面表示完全乐于消灭异教徒，另一方面又表示他们首先是作为朝圣者前来洗涤自己的灵魂的，无疑路易本人(可能还有许多法军)期望先去享受赤足步入圣墓教堂的殊荣。这样，路易便领着人马直奔耶路撒冷，并在那里与在阿卡登陆并先期到达圣城的康拉德会合了。



　　不久(1148年6月)，在阿卡举行的东西法兰克首领协商会议决定放弃任何收复埃泽萨的企图，转而攻打大马士革。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因为大马士革是叙利亚诸城中防御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而且其统治者多年来愿与法兰克人友好相处。7月24日，基督徒军队兵临大马士革城下，但5天之后，他们便败退到加利利。领导分裂、指挥不力、内部不和、猜疑背叛等都是导致这次大失败的因素。康拉德和其他许多十字军随即离去，几个月后路易也走了。此战使拉丁王国伤筋动骨，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拉丁王国与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伟大的战士和寻常百姓一样，最终也要入土安息，遗下的子孙未必伟大或更伟大。不过也有例外：赞吉1146年遇刺身亡，其子努尔丁却以同样的魄力和才干继承了父业，他联合各酋长国打击法兰克人。如果当初安条克的雷蒙德能说服路易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们是很有可能阻止住努尔丁发展的，因为在1148年初努尔丁还不够强大，难以抗拒德法两军的进攻。实际上，在那一年年底，雷蒙德曾小胜努尔丁。但到了1149年6月，努尔丁便报仇雪恨，击败并打死了雷蒙德以及前来援助他的阿萨辛 [ 注：阿萨辛是由波斯人哈桑·萨巴赫于1090年建立的团体。萨巴赫是一个虔诚的什叶派教徒，与阿拔斯哈里发及其追随者誓不两立。作为他亲手创建的教团的大头领，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政治性暗杀活动中必要时应自我牺牲。 ] 的首领。安条克公国虽然保住了，但努尔丁攻克了奥龙特斯河谷中的大部分城堡，大大缩小了这个公国的领地。



　　安条克的雷蒙德阵亡两年之后，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二世又被暗杀，这给鲍德温三世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鲍德温三世虽年仅20岁，但已很有胆识，他不仅抓住机会掌握了这两个公国的命运，而且还在1153年攻占了阿什凯隆这一要地。1154年，通过改朝换代的办法，努尔丁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大马士革，使原来不肯听命于他的叙利亚各埃米尔们从此对他俯首称臣。如今拉丁王国的整个东部地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先前对拉丁人极为有利的各埃米尔之间的松散邦联而今有了统一的首领。



　　1155年，鲍德温认为，与努尔丁签订和约是明智的。但两年后他愚蠢地撕毁了和约。结果，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太巴列湖正北一战中遭到惨败。1159年，鲍德温三世的王国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一年，曼努埃尔皇帝很想与努尔丁签订休战条约，因为他认为，在拜占庭与法兰克人的关系中，撒拉逊 [ 注：撒拉逊人是欧洲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他们多为叙利亚及其附近沙漠地区的游牧民。 ] 人是有用的政治法码。



　　1162年，年仅32岁的鲍德温三世死去，他的兄弟阿马尔里克继位。阿马尔里克在位期间最主要的作为是6年之中5次进犯埃及，其中最后一次是1169年与曼努埃尔的帝国军队协同实施的大规模两栖作战。征服埃及所能带来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是很多的，因为努尔丁也很想占有法蒂玛王国，以便完成对拉丁人的包围。努尔丁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因为在派骁将阿萨德丁·谢尔库赫率兵南进的同时，他还能在法兰克王国的北部边境实施牵制性军事行动，迫使阿马尔里克急忙赶回来保卫他的王国。



　　当然，阿马尔里克也是有所成就的。拉丁军与法蒂玛的大臣沙瓦尔相配合，曾一度占领过开罗。但阿马尔里克的整个计划好高骛远，不切实际。1169年，谢尔库赫终于作为努尔丁的代理人在开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同年春，谢尔库赫去世，他的侄儿撒拉丁继位。撒拉丁不失时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征服了整个埃及。



　　在基督徒的对手中，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撒拉丁。他一心一意地要灭绝他们。从1170年起，直到1192年他与理查一世签约为止，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消灭基督徒。撒拉丁1138年生于亚美尼亚的特克里特，在巴勒贝克和大马士革度过大部分的青年时代。他的父亲先后侍从于赞吉和努尔丁。如果不是他的叔叔谢尔库赫1160年带他去参加埃及战役，并把他造就成一个为伊斯兰而战的征服者，他可能会在大马士革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不过，他之所以名留青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还由于他的宽宏大量、远见卓识和刚直不阿。必要时，他也可以冷酷无情，但总的看来，他的行动准则是正义、真理和信义。



　　对拉丁王国来说幸运的是：撒拉丁在把全部力量集结起来之前经过了多年的挫折。努尔丁在世期间，撒拉丁发现自己没有自由，他的宗主国对他在埃及的扩张行动疑虑重重(他在那里废除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之后便成了那里的最高统治者)。1174年努尔丁去世后，撒拉丁立即着手夺取对叙利亚的宗主权，然而在这10多年里，他不得不与赞吉王朝打打谈谈，因为赞吉王朝为了捍卫他们的后继国王，自然少不了与其先王的属臣之子较量。



　　撒拉丁一方面努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还经常与法兰克人交战。1177年，他在拉姆勒附近遭到惨败。虽然一年之后他报了仇，但总的说，他在与拉丁王国的交手中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因为后者的政策是保住自己城池，尽量避免大规模交战。



　　此时，拉丁王国正进入最危险的时期，最后一个实际起作用的国王阿马尔里克于1174年去世，其子鲍德温四世继位，时年仅13岁，且患有麻疯病。虽然鲍德温在忍受那折磨人的顽疾和对付撒拉丁的屡屡挑战中很快便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勇气，但同往常一样，围绕摄政问题，拉丁王国陷入了激烈的内部纷争；穆斯林一年比一年团结，而拉丁王国却日益分裂。



　　赞吉王朝的王公们想取得作为后盾的法兰克军队的援助，但广大士兵对他们没有好感。撒拉丁通过武力征服和谈判缔约逐步确立了对这些邑地的统治地位。1183年夏，他以缔约方式取得阿勒颇，这样他的政敌就只剩下摩苏尔的顽固不化的努尔丁的侄子伊兹丁了。两年之后，勇敢而不幸的麻疯病患者鲍德温国王终于从痛苦中得到解脱。在此之前的最后两年中，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一直是摄政王，他在众贵族的一致支持下，与撒拉丁谈判签订了为期4年的和约。



　　解脱了后顾之忧后，撒拉丁便全力以赴降服伊兹丁，后者终于在1186年初俯首称臣，至此，撒拉丁的帝国伟业遂告完成。从昔兰尼加到美索不达米亚，撒拉丁实现了众多埃米尔的大联合。在北方，拜占庭帝国自1176年在密列奥塞法隆全军覆没后已无力他顾，胜利的塞尔柱苏丹主动向撒拉丁表示友好。撒拉丁要收复耶路撒冷，只剩下法兰克人与和约这两个障碍了。














	

 






	















	







	







	









 





	


	







	








	




	


第05章 哈丁之战




	







	

 



	


	


(1187年7月4日)



　　国王鲍德温四世指定其外甥(另一个鲍德温)，即其姐姐西比拉与阿什凯隆-雅法伯爵蒙特费拉特的威廉所生之子，为继承人。1177年威廉去世，3年之后西比拉改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新郎是由他的兄长、宫廷总管阿马尔里克带到东方来成亲的。国王(鲍德温四世)和他的贵族们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因为居伊还不过是个孩子，软弱无能，毫无经验。他通过结亲进入王室，这样，这个未见过世面的法国小贵族之子就有可能继承王位。



　　居伊是哈丁之战这场戏中拉丁人一方的四个主角之一，其他三人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有时也叫雷金纳德或雷纳)和“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雷蒙德对居伊毫无好感，雷纳尔德和杰勒德也对雷蒙德颇怀敌意。



　　1185年，当撒拉丁开始最后完成其征服大业、鲍德温四世病入膏肓之际，雷蒙德被推为摄政王。这是他第二次摄政，他第一次摄政是在鲍德温未成年期间。1162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继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后来又通过其妻埃斯齐娃以国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当努尔丁的俘虏达8年之久。如今他45岁，既是个实干家，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既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高明的政务家和谋士。他恐怕是对付那个危难时期的种种挑战的最合适的人，但在上层他有许多劲敌。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沙蒂永的雷纳尔德随路易国王来到巴勒斯坦并留了下来。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令人讨厌。他是对哈丁大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过，他有一些可以弥补他缺点的特点即英俊勇敢。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为之倾倒，两人遂结为夫妇。通过康斯坦丝，雷纳尔德成了法国的公爵。不久之后，他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国王的不满。1160年，努尔丁的部队应十字军的要求将他劫去达16年之久。获释之后，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为妻(康斯坦丝已在他被监禁期间死去)，并且通过她成了卡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勋爵。卡拉克位于死海的东南端。为了对无辜的商队和红海港口进行袭击，他从这个城堡出发，撕毁了与撒拉丁的两次和约，制造了无数的麻烦。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撒拉丁两次围困他的城堡(均未奏效)，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杀死他。



　　里德福特的杰勒德于1173年到达的黎被里，成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骑士。但不久他便与雷蒙德发生了争吵，因为后者未履行为他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的诺言。杰勒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恼火，一直不肯原谅雷蒙德。不久之后，杰勒德参加了“圣殿骑士团”，青云直上升到执事。1184年，“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托罗热的阿诺尔德在欧洲募兵期间去世，杰勒德被推选为继承人。这样，他实际上便成为该王国的最高统帅。



　　1185年，鲍德温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宫廷要臣对他颇有敌意的情况下继续摄政。法兰克人很不走运，正好一年之后，幼王鲍德温五世夭亡。鲍德温四世生前已为这类紧急情况的出现作了安排，贵族们也曾发誓支持雷蒙德继续治理国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国和英国国王组成的委员会在西比拉(鲍德温五世之母，原蒙特费拉特的威廉之妻)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萨贝拉中间选定一个为止。但是，居伊的一群狐朋狗党骗过了雷蒙德，违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员会裁决便将西比拉和居伊从阿什凯隆送到耶路撤冷，并为他们双双举行了加冕典礼。



　　雷蒙德发现自己上了当。便将忠于他的贵族召集到纳布卢斯。他们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张：第一，王位应交予伊萨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莱(两人当时也在纳布卢斯)；第二，向耶路撒冷进军。除“圣殿骑士团”和雷纳尔德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国所有大小诸侯的支持。这次突袭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汉弗莱闻知自己可能要当国王，大惊失色，偷偷赶到耶路撒冷，与西比拉媾和。这样，反对派失去了名义上的首脑，只好解散，大部分贵族归顺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职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撒拉丁怀着极大兴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是个重信义的人，尽管他知道拉丁王国内部严重分裂，现在正是他推波助澜、搅乱该国的大好时机，但他宁愿恪守和约。不料沙蒂永的雷纳尔德为他代劳了。1187年初，雷纳尔德向一支由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商队进行了第三次掳掠性的袭击，将护送船队的军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夺品运进城堡。撒拉丁强烈要求赔偿损失和释放战俘，但遭到雷纳尔德的拒绝；撒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为吃惊，责令雷纳尔德照办。雷纳尔德再次拒绝，竟然声称自己是为独立的国家，与撒拉丁根本没有和约。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尽管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动，争取重修和约。但是雷蒙德走得更远，他现在自认(不无道理)，只有他能够救王国，也只有他才配当国王。于是他争取撒拉丁全力支持他来达此目的。谁都知道，撒拉丁自己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王国，可见，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侍臣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居伊不要为雷蒙德的叛国行为向太巴列兴师问罪而引起一场内战。作为变通办法，他派出一个斡旋团，成员有伊贝林的巴利安、提尔的大主教和“军事教团”的大头领们。



　　关于后来的详细情况人们众说纷纭，但最终结果无可置疑。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撒拉丁想派一支精锐的突击队穿过雷蒙德伯爵的领地去加利利，但此举为何目的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 注：撒拉丁的同时代人传记作者贝哈丁称：当时并无突击队，消灭斡旋团的部队是撒拉丁之子阿夫达尔率领的主力军一部，正开往战斗阵地。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 。据说撒拉丁曾征求雷蒙德的同意，而后者为了不得罪盟友便答应了，条件是部队需日出而往，日落而返，而且不得损坏财产。雷蒙德随后还向包括正在前往太巴列途中的斡旋团在内的所有基督徒团体发出了通报。突击队如约准时在日落时返回，未曾损坏财产，但是杀了不少斡旋团的人，并把他们的人头挑在刺刀上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



　　斡旋团一行(除留在纳布卢斯另有公干的巴利安外)于4月30日晚到达富拉，在那里，他们收到了雷蒙德发来的通报。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决心与突击队交战(雷蒙德在通报中讲要避免交战)，从周围地区匆忙召集了一些“圣殿骑士团”的人。第二天，在人们通常称作“克雷森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此处大约在拿骚勒以北10英里。即使加上杰勒德的援军，双方数量也太悬殊，因为据说穆斯林有7000人。结果冲突成了一场大屠杀，只有杰勒德和两三名骑士得以生逃，杰勒德还受了伤。提尔的大主教明智地决定中途留在拿骚勒，他与巴利安和西顿的雷金纳德(看来是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最后到达了太巴列。此役使居伊痛失了一批精兵良将，雷蒙德和杰勒德的敌对也更尖锐了。



　　这件事使雷蒙德羞傀万分，于是重返岗位，决心尽职。他废除了与撒拉丁的和约，然后随斡旋团一道去晋见居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向居伊和西比拉表示臣服，他们也对他表现得宽宏大度。表面看来，现在基督徒的团结已占了上风，但这种团结的下面仍埋藏着强烈的愤恨和猜疑。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秣马厉兵。各种史料对参战的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差异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年6月底在阿卡集结的拉丁军大概有1200名骑士、1万名骑兵，还有很多(可能有2000名)图尔科波里人。图尔科波里人是从当地招募来的，主要是些骑兵。他们是弓箭手，比骑士轻装，但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其战斗作用与骑士相同。他们在“军事教团”的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军事教团”又是王国职业部队的核心。在“总动员”(现在居伊已下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两个教团都能各自集合起400名骑士。然而这样做意味着大大削弱城堡的防护力量，而城堡是王国战略防御的核心。



　　在雷纳尔德进行最后一次掳掠后，撒拉丁立即宣布讨伐。他从豪兰、阿勒颇和帝国其他地域调集了人马，甚至伊兹丁也从摩苏尔给他派来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撒拉丁兵力的确切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超过了法兰克人，可能总共多达2万人。大部分士兵骑着体型小而速度快的乡间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撒拉丁还有相当数量的铠甲骑手，他们象土耳其的骑士那样，用剑和矛作战。



　　考虑到在哈丁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骑士的装束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骑士披的是锁子甲，(其下摆和袖子一直延伸到膝部、小腿、臂和手)，内有紧身皮上衣，外罩一层布衣。外衣的作用是防止炎热的阳光把铠甲晒烫。骑士颈部和面部有防护甲，头戴锅形或圆锥形头盔，外加护鼻罩。骑马的军士以及图尔科波里人则不这样重甲披身。骑士作战时不骑笨重的骑兵军马，而是骑更小巧的安达卢西亚马。如果说马匹也有护甲，那只是局部的，与骑士相比，马匹更容易受到弓箭的伤害。



　　5月底，撒拉丁将其军队集合于豪兰山区太巴列以东的阿什塔拉。在这里，他给众多的埃米尔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作了如下的布置：侄子塔吉丁负责右翼，他最能干的副手格克贝里负责左翼，他自己则指挥中路。6月26日(星期五)，部队向太巴列湖南端的乌库旺纳挺进，在该地驻留5日。侦察队向撒拉丁报告说，法兰克人已在萨富里雅集结，该地在拿骚勒以北，常被用作基地。 [ 注：很可能是“克雷森泉”。那些突击队员被派到此处侦察。但即使是武力侦察，7000人也未免多了一点。 ] 撒拉丁把大军部署在由北向东约15英里的太巴列正北的山区。1183年和1184年，法兰克人曾两度凭借坚固的阵地拒绝应战。这一次也许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到更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地区，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围困太巴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该城。但雷蒙德的妻子埃施瓦伯爵夫人死守在城中的营堡内，向居伊求援。



　　7月2日夜间，基督军一方作出了进军的决定，这对拉丁王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后面将有详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萨富里雅，他的这一主张最初也已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居伊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决定放弃此方案。会议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责为叛徒的奸计，认为拒绝战斗必将使大家蒙受耻辱。



　　很多骑士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遗憾，他们恳请居伊重新考虑，但这一次居伊坚定不移。出于忠诚，众人最终服从了决定。于是，7月3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 [ 注：这枚小巧玲珑的十字架存放在镶着珠宝的盒子里，基督徒打仗时带着它，其他重大场合也展示它。作为神圣的标志，它就象后来军队中的国旗或军旗差不多。阿拉伯传记家称之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象征。 ] 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这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丁军队向太巴列进发。队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对此行怀有疑问，但没有几个能估计到这次冒险行动的致命后果。照惯例，雷蒙德(部队先通过他的领地)率部走在前面，国王和“真十字架”居中，“圣殿骑士团”殿后。



　　把“圣殿骑士团”和“救护骑士团”放在这样的行进位置上无疑是个正常而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众所周知，撒拉丁的战术是先作包围之势，然后增加对后卫部队的压力，使其脱离主力部队。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是个热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军队在到达太巴列之前必须通过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无边无际、干旱荒芜，滴水不见。很快，人员(其中有些身着沉重的盔甲)和马匹便干渴难忍。他们刚走了大约7英里，敌人的轻骑兵就发起进攻，利箭扑面射来。从那时起，虽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干裂结起厚痂、舌头干得象皮条的情况下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土耳其人轮番攻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居伊的后卫部队所受压力太大，开始与中央脱节，于是杰勒德请国王下令停止前进。



　　主力部队此时已行进到一个名叫马里斯卡尔西亚的废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差不多在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间。向东几英里有一条山脉，高达1100英尺，其间有三个隘口，沿着陡跌的地势通往低于海平面600多英尺的太巴列。山脉的北端有两个突出向外的山崖，称作“哈丁角”，屏护着下面约600英尺的同名村庄。雷蒙德伯爵及前卫部队用力赶到大军前面，或许已经看到了太巴列山上撒拉丁人马的部署情况。不管怎样，他派人向后面送了一封信，力劝居伊加速前行，于夜幕降临之前赶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觉得人困马乏，便下令原地宿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十分关键的决定。



　　战争的幸存者恐伯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伤员们不断地叫喊着要水喝，可是没有一滴水来湿润一下舌头。整个夜晚，敌人的巡逻队在周围游荡，高声赞颂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他们的手心。有些权威人士说，除了扰乱军队外，他们还纵火烧了附近的灌木丛，但看来此举更有可能发生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



　　7月4日(星期六)晨，居伊的大军按原次序出发，穿过卢西亚，打算在哈丁旁边的北山口实施突破。开始时先头部队取得一些进展，敌军让出了某些地段；但撒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其狡滑的用心。战斗于哈丁角的正南方进行，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这样很快就能对拉丁军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势，用伊马德丁的话来说“连一只蚂蚁都休想逃脱”。撒拉逊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远非基督徒军可比，而且据伊马德丁说，撒拉丁始终有一支载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骆驼队处于待命状态。



　　两军想必都是采取简单的战术，按各自的“作战教程”作战。法兰克人的重骑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护，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软铠甲保护着。弓箭手的任务是当骑士出击时把队伍展开，骑士回归时再把队伍收拢起来。撒拉逊骑手的任务是骚扰居伊的侧翼和后卫，准备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徒士气低落，根本谈不上使用什么战术，以致输掉了这场战斗；这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干渴难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战斗开始后不久，他们离开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动了，无论国王怎样央求也毫无用处。不久，撒拉逊人来了，很多基督徒沦为俘虏，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们的舌头都肿胀着伸在外面。



　　骑士失去步兵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规模的战斗中很难取胜。居伊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便以“真十字架”为中心，将人马组成密集的方阵。他们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但突然他们又被滚滚浓烟包围，因为撒拉丁已下令将野草点燃，以便进一步扰乱法兰克人。居伊将哈丁山坡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在这里，约有200名骑士聚集在国王周围殊死搏斗，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基督教徒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阿卡主教阵亡，“真十字架”落到了异教徒手中。



　　战斗即将结束时，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张率领伊贝林的巴利安、西顿的雷金纳德和其他几个人孤注一掷，拼死冲出重围。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战场，寻个安全之地。有些编年史家没有很多的依据便断言是塔吉丁让队伍为他们闪开一条路，以便计擒，但并非有意帮助他们逃跑。这后一种解释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进一步的诋毁。不过他很快便什么都不用想了，因为3个月之后死亡使他从军事叛变的奇耻大辱中得到解脱；而他自己深信，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贞不渝。



　　这场大屠杀结束后，拉丁军的战俘被集中起来，撒拉丁对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处理。他对国王居伊相当仁慈，对其他骑士也宽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释放。 [ 注：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救护骑士团”的大头领已在哈丁阵亡。 ] 这唯一的例外是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撒拉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亲手将他处死。下层军官、军士和骑兵的遭遇则不太好。他们大部分沦为奴隶。“军事教团”的下场最掺，撒拉丁把他们视为最坏的人，是对其信仰的威胁。他们之中至少有200人被残酷地用剑挑死。那是个暴虐肆行的时代，虽然穆斯林苏丹的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野蛮之举，但与14年之后一位基督教国王(而且还是一位英国国王)在阿卡下令屠杀2000多名战俘的事件相比却可谓小巫见大巫。



　　大部分城堡的军队都已被抽调去组成拉丁大军，哈丁之战的胜利使撒拉丁得以轻而易举地荡平这些城堡。少数几个进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释放重要战俘的方式来换取，如用居伊和杰勒德换阿什凯隆。只有极少数城堡(如克拉克)坚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后，十字军手里还剩下提尔、安条克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1187年10月，耶路撒冷宣布投降，撒拉丁对待那里的居民十分大度，这与1099年第一次东征时十字军的可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丁之战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撒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拉丁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年。曼齐刻尔特之战与哈丁之战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之战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撤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






图8： 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巴勒斯坦)






图9： 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



　　可以说，拉丁王国早在7年前，即在1180年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丁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鲍德温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鲍德温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拉丁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拉丁国的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象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拉丁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撒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前的阿卡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 [ 注：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看来不大可能。 ] ；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纳尔德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撒拉逊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土耳其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鲍德温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纳尔德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纳尔德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济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撒拉逊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撒拉丁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中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撒拉逊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撒拉丁无疑是位杰出的将军，但他在哈丁的胜利是他在基督军离开有充足给养的基地、被迫通过干旱沙漠的情况下拣来的。忌妒猜疑、彻头彻尾的恶意使基督军裂痕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统帅，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能镇住争斗的各派。而吕济尼昂的居伊不是这种人。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在本书叙述的所有战斗中，唯有这一次失利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里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弱点，而唯独缺乏勇气。














	

 






	















	







	







	









 





	


	







	








	




	


第06章 博斯沃思之战




	







	

 



	


	


(1485年8月22日)



　　爱德华四世1483年4月9日去世时，他的儿子爱德华年仅12岁，不过此前他已指定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作为小国王未成年时期的摄政官。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正住在拉德洛，与他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安东尼在一起，而格洛斯特公爵则在英格兰的北部。当时爱德华已经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为妻，但伍德维尔家族声誉不佳，已经很难控制伦敦的咨议会。伍德维尔家族无法阻止理查摄政，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摄政委员会来辖制摄政官的行动。他们很快就把新国王从拉德洛送回到伦敦。



　　几乎在新国王离开拉德洛的同时，理查离开约克郡，于4月29日在诺丁汉与他的骑兵队汇合。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们常常带有偏见地将理查描写成一个邪恶残忍的怪物，而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他对他的兄弟非常忠诚，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和勇敢的战士。他精明强干，只是在利益面前太好冲动。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雄心勃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他的这一特点在与侄子在米德兰相遇时充分暴露出来：他解散了新国王的威尔士卫队，逮捕了新国王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同父异母哥哥理查德·格雷爵士以及新国王的侍从托马斯·沃恩爵士(这些人以后均被处死)。在去伦敦的路上，他一再向这位不知所措的孩子表示效忠。他们于5月4日到达伦敦。



　　理查也许并没有想在这个时候就给自己加冕，但他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他在新国王未成年期间的摄政统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一些仇视伍德维尔家族的贵族效忠于他。白金汉公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爱德华三世第五个儿子的直系后裔，其野心不亚于理查。起初白金汉公爵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当6月中旬理查开始考虑自登王位时，白金汉公爵设法让年幼的国王“更舒适地住进”伦敦塔。爱德华王后及其一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避难时，他又陪同理查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说服爱德华王后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她第二个儿子约克公爵理查德，让他随同他的哥哥住进了伦敦塔。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死在了那里，被害的时间很可能是1483年的秋天。



　　与此同时，白金汉公爵积极在伦敦为理查登基制造舆论，6月23日他甚至率领一个代表团晋见理查，对他表示效忠，希望他作为理查三世登上王位。新国王如期于7月6日加冕。但是3个月之后，白金汉公爵不知因何缘故(据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强烈的野心)改变主意倒向了伍德维尔家族。他们与玛格丽特·博福特(那时已与斯坦利勋爵结婚)取得了联系，并通过她为她被流放的儿子亨利·都铎 [ 注：亨利继承王位的希望微乎其微，因为他的血统有点私生的味道。他母亲是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的约翰(理查二世批准其姓博福特)的重孙女，他的父亲埃德蒙·都铎是欧文·都铎和亨利五世的遗孀凯瑟琳的儿子。 ] 在布列塔尼公爵的支持下率军入侵英国作了准备。他们计划在亨利入侵的同时由白金汉公爵在国内西部地区策动暴乱。亨利确实航行过海了(只是有些延误)，但是他到达普尔时只剩下了两只船，而且国内暴动已经失败，白金汉公爵已被处决。亨利的入侵计划虽告失败，然而它却告诉理查，与他争夺王位的大有人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的王位变得更加不稳，他到处面临着叛乱。1484年4月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离开了人世，而且据说他的妻子再也不能生育。许多人都赞成约克家族的伊丽莎自与亨利·都铎的拟议中的婚姻，他们把这看成是结束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争斗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争斗太令人厌烦了。当在法国绑架亨利并把他交给理查的图谋失败后，亨利在英国的追随者更多了。也许当理查获悉长期威胁他的兰开斯特家族的入侵肯定要到1485年夏天才会进行时，他多少感到轻松了一些。这一年的6月他住进了诺丁汉堡。他在主要公路上每隔20英里设一个驿站。通过这驿站他能与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亨利于8月1日从阿夫勒尔起航。随他同行的有他的叔父牛津勋爵贾斯泊·都铎和一些与他共同流放的骑士，他的舰队满载着大约2000名法国雇佣兵。他于8月7日在米尔福德港附近的米尔贝登陆，这里是他童年时就了如指掌的地方，好象他的伟大冒险注定要从这里开始似的。他首先向哈弗福德韦斯特、继而又向阿伯里斯特威斯挺进，并于8月10日到达那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他继续向东部和东北进军，攻下威尔士浦，并于8月15日占领了什鲁斯伯里。这之后他又占领了纽波特、斯塔福德、利奇菲尔德、塔姆沃思和阿瑟斯通。8月20日他在阿瑟斯通宿营。



　　亨利离开法国在威尔士登陆，以及他通过威尔士进入英格兰的日期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关于两军的作战准备，战斗部署和战斗进程人们却知之不全，甚至对战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人们最近还在争论。目前，这些未知因素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解答，大部分的问题需要靠我们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研究和对古战场的缜密考证作出推测。



　　使大多数人较能接受的两种说法是《克罗伊兰编年史》和波利多尔·弗吉尔的描述。《克罗伊兰编年史》的后续作者(其身份不详)很可能参加了那场战役，但是从他的描写极其简短来判断，他可能所见不多。波利多尔·弗吉尔(一位意大利学者，1510年加入英国籍)的描述是现存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但此书是1506年之后应亨利七世的请求写的，距那次战斗的实际发生有一个时代上的间隔，或许有点偏见。然而尽管弗吉尔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些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的。



　　在途经威尔士向前进军的过程中，亨利无疑吸收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南方的沃尔特·赫伯特爵士，还是北方的威廉·斯坦利爵士，都没有阻挡他。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迪内弗尔家族的里斯·阿普·托马斯，他是卡马森郡、彭布罗克郡及卡迪根郡中一个有权势的大土地所有者。里斯是一个著名的兰开斯特派的同情者，虽然直到8月13日亨利到达威尔士浦时，他才带着他的大部队与亨利的部队会合，但几乎可以断定，亨利在远征前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给亨利计划了能防止南面侧攻的进军路线。在什鲁斯伯里，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率领500名士兵加入了亨利的队伍。此后，亨利的进军路线主要是服从他争取斯坦利兄弟——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和他的兄弟威廉爵士——的需要。



　　与此同时，理查的情况如何呢？理查是于8月11日得知亨利登陆的消息的，当时他正在诺丁汉，更确切地说是在诺丁汉附近的贝斯克伍德洛奇。看来在威尔士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依然忠于他的，因为虽然当时英国有很好的驿站网(不过内地威尔士驿站很可能不这样发达)，但要在4天之内骑马跑200英里仍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他不久便得知，除了其他人之外，威廉·斯坦利也背叛了他；但是他对其兄弟托马斯仍抱有一线希望。



　　理查对亨利轻易而迅速地通过威尔士既吃惊又气恼。在亨利抵达什鲁斯伯里时，他尚未集结起他的全部人马。斯坦利勋爵一直在兰开夏视察他的庄园，东区的诺森伯兰伯爵也行动迟缓。但是，当理查的快速行动部队(骑马侦察兵)向他报告，亨利已到达利奇菲尔德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再在诺丁汉呆下去了，因为叛乱者可能决定直奔伦敦。8月19日，保王派军队(包括那天率领部队刚刚到达的诺森伯兰伯爵)离开诺丁汉开往莱斯特。



　　亨利从什鲁斯伯里推进到斯塔福德，然后折向东南，经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向阿瑟斯通推进。在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他收集了一些大炮，这些辎重影响了军队的推进速度，而在此之前，他的军队的进军速度本来一直是很快的。在阿瑟斯通，亨利会见了斯坦利兄弟，但此次会晤没有结果。8月21日，理查和亨利的军队都到达了接敌位置。亨利从阿瑟斯通推进到一个叫怀特穆尔斯的地方，这里位于罗马大道以北，距阿瑟斯通5英里；而理查则从莱斯特向西开进到了萨顿切尼西北的高地。



　　国王的营址很可能位于向申顿方向延伸约1英里的一个山梁的东北端。这里是山梁的最高点，高达417英尺，因此可以使理查对周围大部分地区看得清清楚楚。制高点安比昂山南面的那块地方叫作雷德莫平原(这场战斗最初就叫雷德莫之战)，这场战斗发生时，这里还是一片崎岖不平未曾开垦的土地。山的东面和南面是一大片沼泽地，关于这片沼泽地的大小，多少年来人们的描述有许许多多。它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亨利想要与理查军队厮杀就必须避开的地方；二是斯坦利勋爵及其随从的阵地就设在这里。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这片地区为东西走向，从萨顿切尼南面不远的地方延伸至安比昂山的西南面，从北到南的平均宽度为600码，因此它是保护理查左翼的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



　　安比昂山的西端距国王设营的地方1英里，这里是这片地区最好的作战场所。8月22日早晨，保王派军队很早就拨营向这一阵地进发。部队很可能是成战斗纵队前进和战斗的，诺福克公爵指挥前卫部队走在最前，国王率主力部队紧跟其后，无精打采的诺森伯兰伯爵率领后卫走在最后。关于理查军队的人数，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最高的估计认为有大约1.2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太高了，即使加上叛变者和逃兵，国王的军队也到不了1万人。诺福克的前卫部队大约有1200名弓箭手，他的儿子萨雷勋爵率200名胸甲骑兵构成其侧翼。国王的主力部队由钩镰枪手和长矛兵组成，以重骑兵为其两翼。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着大约2000名钩镰枪手。理查的大炮可能分配给了诺福克部队南面的左翼部队。



　　亨利·都铎的军队从法国扬帆过海的时候只有2000名法国雇佣兵和少量的流亡伙伴，而他到达怀特穆尔斯的时候，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在开战前不久，由于约翰·萨维奇爵士(威廉·斯坦利的女婿)以及其他重要叛逃者赶来投奔，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即使如此，除斯坦利兄弟外，他的军队总数也不超过5000人(斯坦利兄弟大约掌握有4000人，他完全有理由希望他们站到他这一边)。亨利要想获胜就必须得到斯坦利兄弟的合作，然而自从阿瑟斯通会晤之后，直到战役胜利，亨利一直无法与斯坦利兄弟再次会见，每次亨利请求合作，他俩都给予模棱两可的回答，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他们一直是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



　　亨利向安比昂山开进的情况大概和理查差不多，也是以骑兵为两翼成战斗纵队前进，牛津勋爵指挥前卫部队，亨利和彭布罗克勋爵(贾斯珀·都铎)率主力跟进。牛津勋爵沿着沼泽地边缘前进，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安比昂山脚下，与在他上面的诺福克公爵的弓箭手相距仅几百码。这样的时刻一定令人非常不安，但他以令人赞叹的沉着，把他的前卫部队展开成弓箭手在前，钩镰手在后的战斗队形。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在右翼指挥从什罗普郡征来的士兵，约翰·萨维奇爵士在左翼指挥威尔士人。都铎的右侧有沼泽地掩护，但左侧极易受到攻击。



　　亨利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看来他在这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入侵者一方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牛津勋爵。牛津勋爵打算将手下人全部投入战斗，因此，当战斗刚一开始，牛津勋爵便用大炮猛轰对方。而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一方的弓箭也雨点般地射向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一般说来，先打炮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鼓舞先头部队，激励他们尽量接近敌人，使他们敢于以较为适当的方式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拼杀。然而这次炮击刚开始不久便奇怪地中断了。牛津勋爵害怕在他的整个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被敌包围，便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向前超过他的军旗10英尺。这种似乎不合情理的踌躇，起初使诺福克公爵的士兵为之一惊，他们怀疑其中有诈。结果在两军发起进攻之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



　　战斗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它对理查来说是一场背信弃义和损失惨重的悲剧。当诺福克公爵和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进入肉博战，士兵们在挥舞的钢刀、长矛和钩镰下纷纷倒下的时候，双方的主力部队都很快派出了援兵。诺福克公爵是第一个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死对理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两军阵线都开始出现宽大的缺口，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三个人——站在旁边隔岸观火的两个人和近在咫尺的一个人。



　　诺森伯兰伯爵是第一个表现出背叛意向的人。他率兵前往莱斯特时就极为拖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只要能不参战，他就不参战。当理查在战役的紧要关头急令他率部参战时，他拒绝执行命令，说他最好留在后面，以防斯坦利兄弟捣乱。事实上，他是在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



　　然而他不是唯一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的人，理查和亨利·都铎都明白，现在谁胜谁负全掌握在斯坦利兄弟手里。这两位指挥官都知道打不起消耗战，因为，没有斯坦利兄弟的军队，亨利想在兵力上占优势是不可能的；理查则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效仿诺森伯兰伯爵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亨利似乎曾经采取过一系列积极的行动争取斯坦利兄弟参加战斗。威廉·斯坦利的部队离亨利部队的左翼不远，亨利曾在卫士的陪同下打着军旗骑马来到部队左翼，希望这样更容易使威廉·斯坦利集合到他的麾下支持他的事业。



　　据说理查国王看到亨利的马队在左翼很显眼，易于攻击，便认定不能象他的随从恳求的那样以逃跑求生存，而是应该抓住战机，给这个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的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结束战斗。于是这位高傲而易冲动的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骑着他高大的白马，迅速集合起他的王室成员和卫队(大约不超过100人)，经过威廉·斯坦利的正前方向安比昂山的西北坡冲击，以期砍倒这位威尔士的篡权者。



　　这场厮杀真是威武雄壮，在最初的几秒钟里，理查便杀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将以勇力过人而著称的勇士约翰·切尼爵士砍下了马。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眼看就要达到其既定目标了，可就在此时，亨利的支持者(此时威廉·斯坦利的人很可能也参加了进来)把亨利围在了中间保护起来。红色的龙旗又飘扬起来，理查国王被施下马，死于乱刀之下。



　　理查就这样以传统的中世纪骑士的气概战死在沙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战死沙场的国王。不过，尽管上述描述最为人们所接受，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其实并不可信。他们说国王是在讨伐斯坦利勋爵的背叛时，在他部队的左翼(即现在被称为理查国王井的地方)，落马陷入泥沼而死的。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结果都一样：国王一死，他的追随者便没有理由，或者说再无意志继续战斗，他们似乎已四散逃窜。如果保王派军队死了1000人的说法准确的话，那么许多人肯定是死于沼泽地或死于短暂的追杀，因为对于一场仅仅持续了2个小时的战斗来说，1000人的伤亡数字实在太高了。胜利者一方损失最多不超过200人。



　　看来斯坦利勋爵没有参战，但他恭维地将理查戴过的王冠戴在了新国王的头上。王冠原戴主的尸体被胜利者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挂在马上，运到了莱斯特，并在这里曝尸两天示众。经过这番羞辱之后，这位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被埋在了方济各会教派的教堂。但即使在那里，他也没有得到永久的安息，因为当博斯沃思之战得胜者的儿子解散修道会的时候，方济各会的教堂遭到了劫掠，理查的坟墓被毁坏，他的尸首被扔进了索尔河。



　　玫瑰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博斯沃思之战两年后，一个名叫兰伯特·西姆内尔的人发动了叛乱，而实际操纵这场叛乱的人是曾经被理查指定为继承人，并且可能参加了博斯沃思之战的林肯伯爵。亨利不得不在1487年6月16日发动斯托克之战镇压这次叛乱。至此玫瑰战争才告结束。但是，正是博斯沃思之战才使英国君主政治史上最辉煌的都铎王朝得以诞生。






图10： 博斯沃思之战(1485年8月22日)



　　军队的背叛是博斯沃思之战中的决定性因素。理查也许没有抓住战机在战役初期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战术打击。如果国王在牛津勋爵心绪不安地将其前卫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和突然停止炮击之时命令他的主力部队全线出击，他很可能迅速取得胜利。当然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容易的，因为敌军就在几百码以外，而且还是在一个小山头上，占有有利的地形。但是战机稍纵即逝。由于我们对战斗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能说采取某个具体行动，或不采取某个具体行动肯定具有决定意义。



　　亨利的最终胜利是斯坦利兄弟的行为，而不是诺森伯兰伯爵的行为造成的，因为不管斯坦利兄弟倒向哪边，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都会紧跟的。托马斯·斯坦利娶了玛格丽特·博福特为第二个妻子。博福特原先嫁的是里士满伯爵埃德蒙·泰迪，即埃德蒙·都铎，她是亨利·都铎的母亲。她与斯坦利的婚姻是纯洁的婚姻，它给了四分五裂的英国人民弥合裂痕的机会，虽然玛格丽特曾参与了与在法国的亨利的秘密谈判，但尚无托马斯·斯坦利参与了谈判的记载。恰恰相反，经过一阵动摇(到伦敦塔的短暂拜访反映了这种动摇)之后，他更加依附于理查，并且作为宫廷总管和王室总务官，经常伺候国王；即使在白金汉暴乱时，尽管玛格丽特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他的忠诚也没有动摇过。



　　1483年加冕之后，理查一定认为，既然几乎全国的贵族都表示赞成，他的地位肯定是稳固的。斯坦利也完全有理由为他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国王感到庆幸。但是到了1485年春天，理查的统治基础开始瓦解。这年3月，他失去了他忠实的妻子安妮·内维尔的支持，而且一年前，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已离开了人世。这使人们对理查王朝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在威尔士，人们非常同情亨利·都铎，支持他推翻理查。许多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事业而奔走。



　　按理说，理查应该时刻提防那些从经历上看就很可能会出事的人对他的背叛。他一定清楚这些人中的头一个便是托马斯·斯坦利。诚然，他跟他的兄弟威廉不同，自从爱德华四世在蒂克斯伯里获胜后，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环境，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约克家族。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看风使舵的人，从布卢尔希思到巴尼特，他都是拖拉、搪塞，总是表现得慎之又慎，先赞成这一边，然后又支持另一方。的确，谨慎是托马斯的特点，正象急躁是威廉的特点一样。到目前为止——对托马斯来说，直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斯坦利兄弟靠谨慎、狡诈甚至很不老实的处世方法，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得到发迹。他们总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而且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又总能逃脱背叛的坏名声。



　　既然理查很清楚斯坦利兄弟不可靠，而且威廉比托马斯更不可靠，他在1485年1月还让托马斯掌握一支军队就很令人奇怪了。其实他别无他择，在英国，除诺福克家族和诺森伯兰家族之外，最有权势的便是斯坦利家族，没有斯坦利家族的支持，他就不可能牢牢地控制往西北部地区。斯坦利勋爵把控制西北部地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乔治和他的兄弟威廉·斯坦利，前者负责兰开夏郡，后者负责柴郡。这样在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威廉·斯坦利就负责守卫英国这片最敏感的地区，以防亨利·都铎可能的入侵。几乎可以肯定，在亨利登陆前不久，威廉·斯坦利便掌握了入侵的详细计划，但是他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行动。



　　然而，此时理查并没有发觉威廉有意背叛，托马斯表面上也非常忠实于国王。但是到了7月，当御前会议在诺丁汉举行时，托马斯请求理查允许他去北部巡视他的庄园，借口是这个地方他几乎有两年没有去了。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请求，毫无疑问其他人强烈要求理查拒绝此请求，因为托马斯蛰居一地闭门不出，他的不忠确定无疑。但是那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儿子将统率他的军队，重要的是理查应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显然理查所给予的信任程度太小了，他提出只有托马斯把他的儿子送来顶替他，他才允许他离开。斯坦利这样做了，斯特兰奇勋爵在理查出发前一周到达了北安普敦。



　　当托马斯请求允许离开国王时，也许他们双方都知道亨利即将入侵，但与亨利顺利到达博斯沃思最有牵连的人是威廉。理查一听到亨利登陆的消息，便向许多人发出命令，要他们到莱斯特与他会合。但威廉不在此之列(虽然托马斯是其中之一)，因为国王知道他完全明白他在北威尔士应该做些什么。但不幸的是威廉并没有恪尽职守阻截亨利，而是将他的部队带到了临近什鲁斯伯里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军队离亨利的军队很近，虽然这两人直到8月17日才在斯塔福德会晤。会晤是简短的，而且就亨利而言是不满意的，因为威廉不准备这么早就作出承诺。



　　与此同时，托马斯一接到国王要他去莱斯特的命令(此时他可能正在向什鲁斯伯里前进)，便提出了一个不成其为借口的借口，说他正在患盗汗症，而通常患这种病的人是很难启口请假的。大约就在此时，斯特兰奇勋爵因试图逃离诺丁汉城堡而被捕；经审问，他供认其叔父和约翰·萨维奇爵士与此事有牵连，但他拒绝承认其父有背叛的图谋。现在理查至少已对兄弟两人中的一人了解清楚，他立即将其斥责为叛逆，但他对另一人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其儿子就在他的掌握之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波利多尔·弗吉尔记载，8月20日亨利在阿瑟斯通会见了威廉·斯坦利和托马斯·斯坦利，“他们商讨了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如何与理查国王决战的问题……。”这次会晤是友好的，但亨利对会晤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斯坦利兄弟继续支吾搪塞不表示态度。对于托马斯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威廉来说，此时仍犹豫不决是不合情理的。



　　会晤结束后，亨利仍然留在阿瑟斯通直到他的军队到达，第二天他继续向怀特穆尔斯前进。斯坦利兄弟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过程中的确切位置难以确定。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战斗前夜威廉将他的营帐设在安比昂山北部偏西大约1英里处，这个地方距一个叫尼尔科顿的小村庄很近；但是托马斯的营帐设在哪里则不得而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营帐设在战场南部的斯托克戈尔丁-达德林顿地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想参加战斗，沼泽地也使他难以参加战斗。很可能他也在战场的北部地区，距他的兄弟很近。他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何处无关紧要，因为几乎可以断定，他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



　　假如威廉·斯坦利的军队与托马斯的军队靠得很近的话，从理查的阵地上一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并且他们离亨利的军队也不会很远。战斗打响的那天早晨，理查在离开营地之前给斯坦利勋爵送去最后一道命令，要他立刻与他一起参加战斗，否则他的儿子将被处死。据说斯坦利的回答是他还有别的儿子，他将不与国王一起作战。这也许是真的，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过斯特兰奇勋爵并没有死。



　　在战斗快要打响之前，亨利也给他的继父送去了一封急信，并且据信他得到了多少有点令人鼓舞的回答：他将作好部署等到时机成熟时参加战斗。波利多尔·弗吉尔说亨利“非常焦急”。对托马斯来说时机一直没有成熟。但是就在理查奋力厮杀企图砍倒亨利的时候，或者稍晚一点点的时候，威廉的军队毫无疑问参加了战斗。



　　托马斯·斯坦利并没有参与把他的继子推上王位的战斗，但他却因等待观望而得到了丰厚的奖赏，他的爵位上升到了伯爵。在亨利加冕时，德比伯爵穿着昂贵的黑貂皮长袍，把国王剑从伦敦塔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是贡献比他大得多的威廉却没有得到如此高的奖赏，他的鲁莽终于使他走向了灭亡。他愚蠢地参与了珀金·沃贝克事件，于1495年2月被处死。



　　关于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背叛行径前面已经简要地讲过，这里没有多少要说了。克罗伊兰编年史家写得非常生动和简洁，他写到：“诺森伯兰伯爵带着规模和素质与其身份相符的军队据守在哪里，哪里就看不见敌方的部队，也没有愤怒的交战。”



　　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部难以使约克家族相信这位伯爵的可靠性的历史，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曾为兰开斯特族作战，分别阵亡在圣奥尔本斯和陶顿。战前理查就很清楚诺森伯兰的忠诚是很靠不住的，因此他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当国王召唤他的时候，他找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借口，说眼下时疫流行，无法从东区召集人马(毫无疑问东区的这些人肯定会忠实地为理查而战)。可见他很可能已经与亨利·都铎有了背叛性的往来。珀西家族在英国东北部很有权势，但是在亨利登陆之前，理查把诺森伯兰伯爵干掉很可能，或者说肯定，是比较明智的。从实际情况看，理查可能十分乐意让他的2000名士兵担任后卫，正象诺森伯兰伯爵天真地所说，这样可以防止斯坦利进攻勤王派军队的翼侧，因为在前方背叛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诺森伯兰伯爵和斯坦利兄弟的背叛对博斯沃思之战的结局有多大影响呢？如果波利多尔·弗吉尔的叙述是确实的，即威廉·斯坦利的军队及时介入搭救亨利，使他未在理查及跟随他疯狂冲击亨利军队翼侧的士兵的刀下丧命，那么无疑是威廉的积极支持和托马斯的消极支持使亨利赢得了胜利。假如理查在威廉的军队参战之前就已被杀死，那么威廉的介入自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在中世纪的战争中，一旦国王或首领被打死，部队通常会树倒猢狲散，正如理查在博斯沃思战死后的情形一样。但是如果理查胜利了，威廉求生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所以看来可以肯定，当看到战斗的发展不太妙时，威廉及时介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始至终，斯坦利兄弟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人物，因为如果他们与理查一起作战，亨利必败无疑。如果同意这个观点，这就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亨利在登陆之前从斯坦利兄弟那里得到了某种保证的话，那么这种保证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要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和里斯·阿普·托马斯的合作，亨利的冒险行动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一般的看法是，虽然里斯很可能事先作出了许诺，但斯坦利兄弟事先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但是也许下面的看法是饶有趣味的：亨利通过玛格丽特·博福特和其他支持者得知，通过威尔士进军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取得胜利，他还得知斯坦利兄弟对他有好感，并且他们讲道义，乐意为他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诺森伯兰伯爵的背叛一定使理查感到非常恼怒，因为他的背叛彻底破坏了他对战场的指挥。最初的半小时过去之后，战斗处于相持状态。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诺森伯兰伯爵能够奉理查之命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理查完全有可能在斯坦利兄弟还在踌躇之时把亨利的军队彻底打败。勤王派军队有兵多将广和地形有利的良好条件，只有军队内部的背叛才能使他们失败，而诺森伯兰伯爵恰恰在战场上作出了背叛之举。



　　理查国王可能错过了一个战术上击败亨利·都铎的机会，不过这是个一闪而过的机会。博斯沃思之战是一位将领在不了解部下是否忠诚的情况下被迫与敌作战的典型战例。



　　战争从来都是失败于战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利情况：部队训练差，组织不得力，对高级指挥官缺乏信任，内部有人对统治者怀有敌意，等等。可以说博斯沃思之战失败于这些原因中的最后一个。不过理查统治得并不坏，虽然他害怕背叛，但他又无能为力。出于亨利和理查均无法控制的因素，亨利取得了胜利。














	

 






	















	







	







	









 





	


	







	








	




	


第07章 内兹比战役




	







	

 



	


	


(1645年4月至6月)



　　英国内战的爆发有一个漫长曲折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到都铎王朝末年。斯图亚特王朝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方面通货急速膨胀，宗教方面改革很不彻底。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咎于查理国王。但是，他骄奢淫逸，刚愎自用，使形势日趋恶化。从1629年起，他抛弃议会，实行独裁统治达11年之久。当他最终于1642年恢复议会时，又顽固地坚持原有立场，丝毫不肯同议会中的政敌妥协。



　　1641年11月，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关头，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大抗议书”——一份令查理声誉扫地的诉状。接着，议会又通过了民军法，剥夺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权。英国政界逐渐形成两源：保王派和议会派，俗称“骑士党”和“圆颅党”。但在当时，英国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内战非打不可的地步，尽管查理本人竭力想挑起战争。1642年1月，查理亲率300名士兵，闯入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企图逮捕带头弹劾王后的5名下院议员。由于事先有人通风报信，他们几位乘船从河上逃走。这件事弄得查理狼狈不堪，而他的政敌却因此威望剧增。1月10日，国王偕同王后悄悄溜出了伦敦。



　　当年夏天，约翰·皮姆促使议会通过了19点建议。这些建议经过大量压缩修改，行文简洁，措辞委婉，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向国王提出了种种要求，实际上是想让国王充当议会的傀儡。查理认为，国王的绝对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决无妥协可言，他不能屈服于议会的压力，答应这样的要求。于是双方只好兵戎相见。1642年8月22日，国王在诺丁汉竖起战旗，向议会宣战。国家从此陷入一场令人深恶痛绝的内战之中。



　　在1642年，英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最初，王国的防务主要靠海军(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海军官兵站在议会一边)。国家一旦遭到入侵，就由各要塞守备队和各郡民军出面抵御。民军直接隶属于各郡军事长官，大多数是步兵——滑膛枪手和长矛兵，顾名思义，他们是调来集训的，并非已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中间，除伦敦和康沃尔的民军素质明显较高之外，绝大多数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伦敦的8000多名民军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是议会的一支现成的强大力量。此外，他们在伦敦塔附近拥有一座大型军械库。保王派要想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就得夺取一些重要港口以及设防城镇中的武器弹药。但是，他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因为海军已为议会夺取了赫尔港，保王派驻守的多佛堡也已失守，布里斯托尔和普利茅斯两地均已宣布支持议会。



　　起初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志愿人员。双方都有现成的兵源，尽管他们多数没有作战经验。不久，国王的侄子鲁珀特亲王和莫里斯亲王带着一些部队和武器弹药从荷兰回到英国，加入了国王的行列。鲁珀特很快成了一名无所畏惧、性情暴烈的骑兵领袖。他血气方刚，恃才傲物，喜欢炫耀自己，甚至连查理身边的一些老顾问和指挥官都不太放在眼里。他很自负，倒也通晓军事，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国王常常以他的意见为基础制定战略。



　　起初，国王军队的力量非常薄弱，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然而，负责指挥议会军的埃塞克斯伯爵却在伦敦按兵不动，一直等到查理提出挑战差不多3个星期后才出来应战。埃塞克斯将军办事慢条斯理，优柔寡断，情报工作也搞得一团糟(虽然后来议会军的侦察工作远远超过了王党军)。结果，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把部队部署到国王盘据的什鲁斯伯里与伦敦的中间地带。10月12日，正当他在伍斯特策划加强英国中部西南两侧的防务时，国王却离开什鲁斯伯里，从他身边溜了过去。内战的头一仗是场小规模的骑兵战，发生在伍斯特南边的波伊克布里奇。鲁珀特亲王击败了埃塞克斯主力的先头骑兵部队。



　　1642年10月23日，双方在埃奇丘陵打了第一场大仗。两军鏖战3个多小时未决出胜负。然而，王党军终于迫使议会军撤退，让出了通往伦敦的道路。在这次战斗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首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发动了毫无控制的骑兵冲锋，它既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又带有极大的危险性。



　　查理优柔寡断的个性这时典型地显露出来。鲁珀特曾请求查理允准他率领3000轻骑直捣伦敦，有理由相信，他这样做是会成功的。然而，国王对于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还是设法与议会寻求和解，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埃塞克斯勋爵率部回到首都后才决定向伦敦进军。到11月份，王党军在特思哈姆格林发现通往伦敦的道路已被2.4万议会军封锁。于是查理不得不把部队撤到雷丁。从此他再也未能以自由人的身份到达离伦敦这样近的地方。



　　1643年，在英国西南部和英格兰中部发生过一些战斗，相比之下规模都不大。在西南部，王党军表现出色，捷报频传：1月在康沃尔地区赢得了布拉多克高地的胜利，5月在斯特拉顿又打了一次胜仗。2个月后王党军的两位将军，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比维尔·格林维尔爵士，在巴思附近的兰斯当击败了议会军中的一流将军威廉·沃勒爵士。但是，在这场战斗中王党军伤亡惨重。骁勇善战的比维尔爵士在临近胜利时阵亡。他的牺牲对国王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不久，霍普顿也在一次炮弹爆炸中被炸成重伤。尽管如此，王党军在莫里斯亲王和威尔莫特勋爵指挥下，还是取得了节节胜利。7月13日，王党军在朗德威高地一仗中获胜。月底，莫里斯亲王攻占了布里斯托尔。9月，埃克塞特向莫里斯亲王投降。



　　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以及稍远的北部地区，王党军也取得了累累战果。尤其是6月份在阿德瓦尔顿荒原，纽卡斯尔勋爵大败费尔法克斯勋爵及其儿子托马斯爵士，使王党军占据了整个西赖丁地区。因此，1643年他们的士兵在纽伯里摆开阵势准备迎战埃塞克斯勋爵时，显得非常自信。这是1643年中规模最大的一仗。只要他们能把埃塞克斯的部队彻底歼灭，最后胜利恐怕就属于他们了。然而结果并非如此。在城西的那场混战中，炮兵扮演了重要角色。炮兵在这场战斗中的作用，比在内战中的其他任何一场战斗中都大。最后双方谁也没有取得明显胜利。但是埃塞克斯迫使国王退出了战场，打开了通往伦敦之路。所以桂冠主要归埃塞克斯。



　　1644年是以王党军在南特威奇的失败开始的。随后在3月份“圆颅党”又取得了重大胜利。沃勒在温切斯特附近的切里顿击败了福思勋爵和霍普顿勋爵共同指挥的部队。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但是1644年，最重要的一次战斗发生在马斯顿荒原。7月2日晚，鲁珀特亲王向曼彻斯特伯爵和利文伯爵指挥的议会-苏格兰联军发起进攻。当时联军把约克城围得水泄不通。战斗中一会儿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会儿是天空晴朗，一轮明月。结果王党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丢掉了北方。



　　马斯顿荒原之战使王党军遭受了重大挫折。然而，在9月份，国王和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在康沃尔的洛斯特威西尔智胜埃塞克斯勋爵，使其部队遭到惨败。他们从中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国王在回师牛津途中，走到纽伯里时，发现一支部队挡住了去路。这是曼彻斯特勋爵指挥的部队，人数大大超过国王的部队。但是第二次纽伯里战斗。双方打了个平手。最后王党军还是穿过该地到了牛津。



　　在1645年6月之前(即内兹比战役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主要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在苏格兰，蒙特罗斯伯爵取得显赫的战绩；二是在英格兰，议会派创建了新模范军。到1644年底，蒙特罗斯击溃了三支盟约军中的两支。1645年2月，他在弗洛奇打败了坎贝尔的宗族部队，接着又连胜两仗(5月9日在奥尔德恩，6月2日在奥尔福德)。从战术上讲，这两仗打得都非常漂亮。新模范军是我们正规军的前身。它是为把分散的力量组合成高效率的作战机器所作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议会派靠它打赢了内兹比战役。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这一点也值得在此对新模范军特别提几句。



　　新模范军最后确定的编制为：11个骑兵团(每团600人)，12个步兵团(每团1200人)和1000名龙骑兵；此外还配有一支强大的炮队，装备有德米卡弗林中型火炮和萨克小炮。起初，这支部队打算用埃塞克斯、沃勒和曼彻斯特的部队改编。可是他们力量不足，提供不了那么多兵员。骑兵问题不大，因为志愿参加骑兵的人很多。但是步兵尚缺7000多人。在伦敦和东南各郡也没有征够所要求的数额。到4月份，这支部队投入战斗时，编制上尚缺4000人。虽说一两个月后补足了缺额，但补上的这些人既未受过军事训练，又不懂纪律。



　　当时议会两院曾就由谁来指挥这支精锐部队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上院倾向于从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两人中选择，而下院则提名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来担任统帅。费尔法克斯是一名职业军人，战功卓著，而且从不介入政治斗争。1645年1月21日，费尔法克斯终于被正式任命为该军统帅，然而几乎过了6个月之后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才允许他在战场上实施全权指挥，不受节制。菲利普·斯基庞被任命为步兵少将兼参谋长。



　　此时各项职务基本任命完毕，唯独骑兵中将一职暂时空缺。到这支军队参战时，议会颁布了“自我约束法” [ 注：它是议会在1645年4月通过的一项措施，即不允许上、下两院中任何一名议员担任政府公职或军事指挥官，旨在撤换不称职的高级官员。 ] 。这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任命造成了麻烦。克伦威尔显然是最佳人选。不过议会还是很快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使这位最杰出的战士摆脱了羁绊。到6月份，议会正式任命他为骑兵中将。



　　到4月底，新模范军仍未满员，但议会认为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行动了。议会把马西将军、波因茨将军和利文伯爵的3支部队分别派到西部、北部和边境地区。可是苏格兰人不愿朝南走得太远，因为蒙特罗斯正在他们的家乡大肆骚扰盟约军。国王在牛津驻有一支部队，他本人在牛津一直住到5月初。国王另有一支部队在西南地区，由戈林勋爵和雷普顿勋爵指挥。查理·杰勒德爵士指挥的是一支由可以召之即来的威尔士人组成的庞大队伍。这样，第一次内战的决定性战役的舞台已经搭好。这是一场迪格比勋爵称之为“成败在此一举”的战斗。



　　当时新模范军仍然缺编，而且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然而议会还是决定派费尔法克斯率领1.1万名官兵前去救援汤顿。国王那时由于得到了来自西部的戈林勋爵骑兵的增援，力量顿时大增，于是在5月7日离开了牛津。这使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惊恐万状。他们急忙命令尚在布兰福德的费尔法克斯派5个团去汤顿，他本人赶紧带领其余人马返回。这可是天赐良机。王党军可以在费尔法克斯与驻扎在牛律地区的克伦威尔部会师之前切断前者的退路，随后再将他们各个击破。



　　5月8日，国王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会上讨论了两项建议：一是挥师西进，进攻费尔法克斯；二是设法救援(受到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围攻的)切斯特，然后打败苏格兰人，夺回整个北部地区。开会时他们还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奉命分兵，所以要西进就得出动大量部队。另外他们了解到苏格兰军队已陷入困境，而切斯特因有海路可通爱尔兰，地位极其重要。于是鲁珀特亲王和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强烈主张挥师北上，尽管他俩出发点各不相同。其他人则赞成进攻费尔法克斯，趁新模范军尚未部署停当打它个措手不及。最后国王采取了折中办法：由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挥师北上，由戈林率领其骑兵返回西部——这正中戈林下怀，他本不愿意受制于人。这种折中方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戈林走后，国王身边仅留下大约30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他在向北挺进时把所有能集中的守备部队都集中起来，以加强他那薄弱的力量。议会方面决定包围牛津。但是查理国王并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拨转马头返回牛津。国王认为牛津城粮秣充足，固若金汤，不用担心。然而，他对失去戈林开始感到后悔。他意识到，没有戈林几乎就没有可能击败费尔法克斯。于是他命令戈林立即率领他“能动员的所有人马”向马基特哈伯勒进发。戈林根本不打算服从国王的命令，找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加以推托。查尔斯·杰勒德爵士也接到了国王要他把部队带往马基特哈伯勒的命令。



　　王党军抵达马基特德雷顿时听到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布里尔顿已经撤走了包围切斯特的军队。现已不必匆忙北上。国王决定转向东进，等增援部队到达后一起夺取莱斯特。攻打莱斯特是在夜间。经过短时间的激战，鲁珀特亲王攻克该城，然后无端地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卑鄙的屠杀。攻占莱斯特后，王党军内部再次出现意见分歧。迪格比勋爵和一些人主张向牛津进发，击败费尔法克斯。而鲁珀特认为，目前兵力不足，等增援部队来后再说，而且费尔法克斯肯定会尾随而来。在这两点上，鲁珀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最后决定向达文特里进军。6月7日，王党军抵达该地，并在此停留6天，目的是搜罗大批牛羊送往牛律。为了护送这些牛羊，他们出动1200名骑兵。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时国王和鲁珀特亲王想必都已获悉牛津城已经解围，他们绝不应花那么多时间和兵力干这种事情。他们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天，结果主动权落到了费尔法克斯手里。费尔法克斯终于在杰勒德的威尔士士兵和其他援军尚未到来之前紧紧咬住了王党军。



　　6月5日，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前去袭击博斯塔尔豪斯，但没有成功，转而向纽波特伯格内尔以北推进，到达斯托尼斯特拉福特。途中，弗默依登团与他会合，使其实力增加到1.3万人左右。因此，与国王相比，他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费尔法克斯在斯托尼斯特拉福特一直停留到6月11日。在此期间，他把团改编成旅并让指挥官熟悉战斗序列。他还紧急派人去克伦威尔处，令他率领骑兵前来会合。当时克伦威尔正忙着为东部联盟招兵买马。随后，费尔法克斯率部朝北安普敦方向机动。在快接近北安普敦时，部队折向西行，朝基斯林波里进发。他知道王党军目前正在达文特里地区。



　　在内兹比战役打响之前那段时间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议会军的情报保障工作做得比王党军好得多。议会军的指挥官和伦敦的两王国联合委员会能够迅速得知王党军的调动情况(虽然他们并不总是能正确解释那些调动)，而查理国王和鲁珀特亲王却常常不知道费尔法克斯的位置。王党军在巴勒山遭到偷袭一事就是明证。当时情况确实很危险。查理正在福斯莱公园狩猎，鲁珀特也没有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其巡逻队竟然同他的前哨接上了火，王党军分散在各处毫无准备。幸好天色已晚，费尔法克斯无法再对王党军发动进攻。



　　鲁珀特亲王希望在援军到来之前避免交战，国王也赞同这个意见。因此他们从巴勒出发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去向严加保密。他们向马基特哈伯勒前进，准备进军贝尔沃堡，但是没有成功。6月13日凌晨，议会军侦察队总负责人沃森送来了有关王党军撤退的消息。与此同时，戈林的一封信被截获。费尔法克斯从中得知戈林的军队还在汤顿城前，因此不必担心这支部队。6月13日夜，费尔法克斯在吉尔德斯伯勒扎营驻宿并派出巡逻队前去盯住敌人。巡逻队在内兹比抓了对方几名后卫人员。



　　13日午夜，国王在马基特哈伯勒召开御前会议。大家担心，敌人已近在眼前，如果进一步撤退，势必会影响士气，于是决定战斗。鲁珀特对此虽持保留态度(他仍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现在作战为时尚早)，但是决定既已作出，他只好在14日凌晨把部队沿着从东法恩登到大奥克桑登的高地一线展开。这里居高临下，在此地实施防御，等着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前来进攻，那是再理想不过了。



　　当天日出时，“圆颅党”军队抵达内兹比岭。上午8时左右，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策马前去侦察地形，想选择一处最佳阵地。当时还不能肯定王党军是否会停下来进行战斗、两位将军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选择一处可能促使王党军冒险发动攻击的阵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克伦威尔建议选择米尔山一带的高地，他认为这块高地似乎比他们目前所占据的内兹比东北的有利地形更为合适，因为后者前面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沼泽地。费尔法克斯表示同意。他令军队开进阵地，开始将他们部署在前山坡上，但后来又把他们撤到背面的山坡上，或许是考虑到新兵处在敌人视野之外心里会踏实一些。直到王党军向前推进时，议会军才从山背后冲出迎战。



　　上午7时30分在东法恩登岭，鲁珀特亲王派侦察队长去侦察敌人阵地。但是鲁斯回来说没有新情况，其原因难以理解(尽管它可能反映出王党军的侦察工作十分薄弱)。鲁珀特只好亲自出马。他很快发现了敌军此时正向最后阵地机动，当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不会认为敌人是在撤退。但是他又是一位进攻精神极强的人，难以抗拒机会的诱惑，他想趁此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一面派传令官向国王汇报，要求国王火速把兵调上来；一面继续骑马勘察阵地。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鲁珀特选择的阵地在杜斯特山的山梁上。军队进入阵地后分三线部署。第一线，久经沙场的名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率步兵居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居右，兰代尔的部队居左。第二线是霍华德上校的步兵，骑兵中队夹在步兵团中间。第三线为预备队，共1300人，由国王的近卫骑兵、鲁珀特亲王的步兵和国王的骑兵卫队组成。总共有骑兵4280人，步兵3900人。



　　在杜斯特山以南半英里处平行驻扎着费尔法克斯的部队，共计1.46万人，其中骑兵7200人，步兵6400人，奥凯上校指挥的龙骑兵1000人。他们成二线配置，中央为斯基庞少将的步兵，右翼为克伦威尔的骑兵，左翼为艾尔顿上校的骑兵。最左翼是一片称为萨尔比树篱的茂密的灌木丛，克伦威尔将它选为左翼屏障，并令奥凯的龙骑兵下马沿树篱布防。



　　上午11时左右，战斗开始了；王党军稳步向前推进。整个战线几乎同时打响。在东侧，克伦威尔挥兵迎战正朝这边冲来的兰代尔部。北方骑兵只有1700人，数量上居于劣势，根本不是克伦威尔骑兵的对手，何况克伦威尔的部队还占了下坡的便宜。北方骑兵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被驱赶到鲁珀特的预备队的位置。当对方败局已定时，克伦威尔非常明智地命令手下的2个团钳制兰代尔的部队，防止他们重新集结，同时调集其余兵力，准备迎接最后阶段的决战。克伦威尔这一指挥策略与鲁珀特那种一味冲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路，阿斯特利的部队与“圆颅党”的步兵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前者作战经验丰富，后者新兵居多。阿斯特利部队经过艰苦的白刃战之后，冲破对方第一道防线，迫敌退到第二道防线。然而由于兵力不足，后来又未得到骑兵支援，他们自己反倒成了瓮中之鳖。对王党军右翼采取的作战行动也许至关重要，它可能对战役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至少可以肯定它对阿斯特利步兵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鲁珀特亲王实际上是王党军的统帅，尽管他发现国王越来越相信自身的军事才能，并且很想亲自掌握战场指挥权。尽管如此，作为统帅的鲁珀特亲王无论如何不该亲自带领骑兵冲锋，应该把骑兵交给莫里斯亲王去指挥，自己掌管战役的全局。然而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如果骑兵要发起冲锋，他是非亲自参加不可的。他率领两路骑兵去迎战艾尔顿部，混战一场后，穷追不舍，结果跑出了战场范围。



　　鲁珀特的部队向前推进，必然会遭到埋伏在萨尔比树篱内的奥凯部队交叉火力的射击，从而可能稍微加快了向前推进的速度。实际上奥凯的龙骑兵并没有击中对方多少骑兵。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一翼，双方骑兵在距离对方不远的地方都收住了脚步。相视一两分钟后，鲁珀特首先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激战了半个小时。刚开始艾尔顿略占上风，他右翼的两个骑兵中队突破了正面的王党军骑兵部队，可是中路的骑兵中队未能发起冲锋。最左翼的“圆颅党”骑兵则被对方打得落荒而逃。



　　这时，鲁珀特带着他能聚集起来的全部骑兵飞奔着离开了战场，去追赶艾尔顿的部队，一直追到距内兹比1英里以外的地方才收住缰绳。在那里他们与“圆颅党”辎重部队遭遇，受到了该部护卫队的猛烈攻击，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待鲁珀特把打散的骑兵收拢来，拨转马头返回战场时，他的马队已无力投入战斗，而且无论如何现在也为时太晚了。留在战场上的王党军步兵遭到了克伦威尔骑兵和艾尔顿余部的左右夹攻，同时奥凯的龙骑兵现在也重新跃上战马。王党军步兵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在庞大的俘虏队伍中数他们的人最多。



　　鲁珀特亲王回到国王和预备队那里(预备队多数没有投入战斗，如果鲁珀特在场全面指挥的话，他们是应当投入战斗的)。鲁珀特与国王作了部署，准备应付正在重新组织以便发起最后冲击夺取胜利的敌人。但是议会军并没有发起最后冲击，因为只需奥凯的龙骑兵一阵排枪就足以解决问题了。虽然王党军的军官仍竭尽全力企图稳住阵脚，但士兵们再也招架不住，纷纷逃离战场。追击大体上是有节制的，但仍追出了12英里。追击中杀死了不少人。在这次战役中，议会军方面损失不大，约有180人阵亡。王党军方面在战斗中损失了大约450人，后来遭议会军追击时又有350人丧生。另外，所有的给养都落到了胜利者之手。议会军还缴获了装有国王私人书信的文件箱，其中有国王与王后之间的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一些信件。



　　第一次国内战争在内兹比战役之后又拖了一年。然而内兹比战役已敲响了国王军事机器的丧钟。因为王党军虽然被打死的不多，但是有5000名官兵被俘，其中有许多是久经沙场的军官。国王再也无力征集一支部队到战场上与新模范军一决雌雄了。被一支人数比自己几乎多一倍的军队打败或许不算丢脸，况且，敌人赢得也并不轻松。但是必然会有许多王党分子在悲怆之中认真地思考那些对他们的失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






图11： 内兹比战役(1645年4月至6月)






图12： 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4日)



　　有些仗本来是决不应该打的，内兹比战役就是其中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党军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优柔寡断，办事拖沓，盲目调和，这不可能不导致一场灾难。在1645年4月，或许保王派可以迫使议会向查理国王提出能为他所接受的条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戈林是取得立即成功的关键，倘若他到牛津与国王会合，他们必定能把新模范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新模范军有一半正在西部来回运动，而且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如果国王把戈林的部队置于自己指挥之下，以后再将杰勒德的部队也纳入统一指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夺回整个北部地区是不成问题的。那样的话，国王的境遇就会大为改观。可是他们在斯托昂泽沃尔德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后来又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徒劳地迂回运动，最后查理不得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决战。



　　双方一旦交战，兵力较强，指挥得力的一方，可能获胜。费尔法克斯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官，克伦威尔指挥骑兵的艺术非常高超(仅克伦威尔亲临战场这一点所起的作用就等于把他带到战场上的600名骑兵的作用提高一倍)。阿斯特利的步兵虽然英勇善战，但由于没有骑兵支援，无法与斯基庞的人马抗衡。鲁珀特亲王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导致国王失败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鲁珀特的错误在于决定放弃东法思登-大奥克桑登这块易守难攻的防御阵地；此外在战斗紧要关头，他的骑兵离开了战场，这也是他的责任。



　　6月13日夜，王党军正在马基特哈伯勒。国王对是否应当向北进发又犹豫不决起来(虽然鲁珀特仍主张北上)。当时立即执行的计划是向贝尔沃进军，把兵力从纽瓦克收回来。但在当天夜里他们又得到消息，说费尔法克斯的军队离他们只有6英里。正在附近的卢伯纳姆睡觉的国王被人叫了起来。在随即举行的会议上，迪格比和其他一些人竭力敦促国王命令部队停下来迎战。他们的论点是：敌人已近在咫尺，进一步后撤必然会给人以败退的印象，这样会挫伤士气。鲁珀特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劣势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无疑是极不明智的。可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决。



　　马基特哈伯勒周围的地势起伏不平，几乎没有树林，但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山岭之间的地带有些即使在夏季也是沼泽地。在马基特哈伯勒以南大约2英里的地方(正好在东法恩登南边)有一山梁，它向东延伸，恰好穿过小奥克桑登。这是一处很好的天然防御阵地。雅各布·阿斯特利非常欣赏这块地方，选它作为步兵阵地。部队在这里待命等待敌人越过泥泞难行的地段朝这里进攻。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兵力的不足。诚然，侧翼都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可是若想迂回包抄这一阵地，就得沿相当陡峭的山坡朝上冲。



　　前面已经提到，6月14日上午8时左右，鲁珀特亲自策马前去侦察，他看到敌人正朝着他们最后选定的阵地运动。当初他对用劣势兵力去对付强大的敌人颇有顾虑，但这时他似乎象一匹身经百战的老马嗅到了战斗气息后急不可耐地四蹄乱扒一样，一切顾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马上派人回去传令，命令部队开往他新选择的阵地。这阵地恰好与“圆颅党”部队在米尔山地区选择的阵地相一致。



　　鲁珀特在作这个决定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推测而已。他对防御战历来不屑一顾，或许他认为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在他认为不适当的时间开战，那么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应是敌人立足未稳之时(他本人绝不会认为议会军当时是在后撤)。如果是这样，他心里必然清楚，他至少要用2个小时才能使部队进入作战阵地，而费尔法克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就能把一切准备就绪。



　　令人费解的是王党军居然决定孤注一掷，向明显占优势的敌人发动进攻。鲁珀特或许打不赢防御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可以把部队基本完整地带离战场，相机再战。后来的情况更是糟糕。发起进攻后，如果能及时得到骑兵的适当支援，他那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部队还是有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可是，由于鲁珀特的骑兵轻举妄动，而克伦威尔的骑兵则沉着坚定，这就使王党军步兵在勇气、训练和纪律方面的长处未能发挥作用。



　　王党军在穿越布罗德荒原时是稳步推进的，右翼的骑兵略微在前。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战斗几乎是同时打响的。鲁珀特手下有两名主要指挥官，一位是他的兄弟莫里斯亲王，另一位是北安普敦伯爵。他在一线部署了约850名骑兵，在二线(或者说预备队)部署了880名骑兵(分为5队，每队约100至200人)。鲁珀特共拥有骑兵1730人，大大少于亨利·艾尔顿用来对付他的5个团的兵力。



　　有些材料说，骑兵战开始时，鲁珀特的骑兵是一溜小跑向前推进的，由于马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们的推进很快就变成了轻松的追杀。但事实上，战斗只是在开始时停顿了一下(当时艾尔顿的某些骑兵团表现出短暂的迟疑)，然后两军便激烈地厮杀起来。艾尔顿是一名骁勇的军人，但不是杰出的指挥宫。作为骑兵指挥官，他与鲁珀特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不过他本人率领的那个团在抗击两位亲王的猛烈进攻时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他犯了一个错误，掉转马头去支援步兵，使议会军左翼的巴特勒上校完全失去保护。当鲁珀特命令北安普敦勋爵把二线部队调上来后，巴特勒上校的团就招架不住了，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与艾尔顿部的一些骑兵一起被逐出了战场。鲁珀特差不多出动了手下所有骑兵对其穷追不舍。另外，据从战场发给下院议长的报告称，同艾尔顿的骑兵一起溃逃的还有1000多名步兵。



　　步兵战斗对鲁珀特在右翼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战斗打响前，费尔法克斯把部队(敢死队除外)撤往后山坡阵地。当王党军逼近时，他们刚爬过山顶，时间只允许他们在投掷长矛之前用滑膛枪齐射一次。议会军虽然占有人多地利的优势，可是他们的一些部队，尤其是斯基庞手下的某些团，缺乏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圆颅党”军队右翼的费尔法克斯团坚守了阵地(实际上，他们没有进行激战)，但斯基庞的人马很快乱作一团。艾尔顿部剩下的部分骑兵临时来支援他们。但是当战斗正激烈进行，斯基庞试图稳住部队时，他自己被对方击中。他的部下因此失去了斗志。不久王党军把他们赶到了预备队所在处。还有不少胆怯者纷纷逃命。虽然他们的军官身先士卒并竭力维持部队，但也无济于事。形势十分危急，艾尔顿本人也挂了彩，还一度成了对方的俘虏。费尔法克斯的左翼被突破了，中央也陷入混乱。双方人员后来都曾公开说，如果鲁珀特的骑兵当时在场的话，王党军必定会赢得胜利。



　　在“圆颅党”军队的右翼，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对抗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指挥的骑兵的作战中指挥若定。克伦威尔人马所在的山坡遍地都是野兔洞穴，骑兵下山十分不便。首先与敌人交锋的是左边的惠利团。双方在近距离用手枪对射一阵之后，便拔刀拼杀起来。克伦威尔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于是便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击兰代尔的左侧。王党军的中路和右侧都遭到强大的压力，左侧则被对方包围，不得不向后撤退，整支部队立即成鸟兽散。克伦威尔牢牢控制着手下人马，他留下4支骑兵去追击敌人，命令其余部队攻向阿斯特利暴露的侧翼。就在此时，奥凯从萨尔比树篱那边出现，他的龙骑兵跨上战马从另一侧向王党军发动了攻击。



　　王党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而且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那时国王还掌握着预备队。他依然象往常那样勇武，准备冲在近卫骑兵的前面，率领预备队决一死战。可是苏格兰的卡恩沃思伯爵把他的坐骑朝后一拉，大喊一声：“你想去送死吗？”光荣的机会就此丧失。与此同时，国王的步兵已被对方压垮，大多弃械投降，虽然也有一些部队，如乔治·莱尔爵士的“蓝衣团”，仍在坚持战斗，直至阵亡。



　　在上述情况发生时，鲁珀特部队的具体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离开战场所造成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他手下的部分骑兵或许在追击艾尔顿部时追出了内兹比。无疑，他们在路上进行了抢劫，结果耽误了集结。他们还与“圆颅党”的辎重护卫队发生过短暂冲突。然而，关键是当他们最后回到战场时，王党军的败局已定。这时鲁珀特已无能为力，只好去与遭到惨败的国王会合了。



　　把克伦威尔与鲁珀特二人的表现作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首先，很难再找到象他们那样截然不同的人物。但是作为骑兵指挥官，鲁珀特确实比克伦威尔逊色多了。克伦威尔象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的骑兵统帅古斯塔夫二世一样深深懂得，对于打仗来说，冷静筹划和掌握好战斗进程是最可贵的用兵之道，不能象鲁珀特——或者说后来的卡迪根——那样只知道一味冲杀。一味冲杀虽然使战争惊心动魄，但很少能使战争获得胜利。



　　或许把鲁珀特的用兵方法与克伦威尔的用兵方法相比较同样有点不大公平，因为后者在兵力上占有优势(3600对1700)，在攻击中有兵可分，而鲁珀特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但是，鲁珀特在击溃了议会军左翼后，假若没有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本可以留下2个团去追击敌人，用其余人马来对付当时没有骑兵掩护又受到强大压力濒于崩溃的“圆颅党”步兵。如果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打赢这一仗。



　　在这次战役中存在着许多决定性因素，如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御前会议上决定分兵，此后戈林不服从命令．鲁珀特放弃有利防线，后来又长时间离开战场等等。如果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反其道而行之，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内兹比战役不同于博斯沃思战役。博斯沃思战役的胜负在战前难以完全预料，而内兹比战役则不同，在战前就可以完全肯定。实际上，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但是，两军交战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指挥。王党军中没有一人能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相匹敌，他们的指挥是分散的。鲁珀特亲王实际上从国王手中接管了指挥大权。然而国王是统帅，而且绝不仅仅是挂名统帅。指挥分散常常会酿成灾难。这次战役中，鲁珀特试图指挥一半骑兵和整个战役，这种现象或许就是因为缺乏集中指挥所造成的。他本人不是一位称职的将军，这一点在内兹比或许比在其他战役中暴露得更加充分。














	

 






	















	







	







	









 





	


	







	








	




	


第08章 洛伊滕战役




	







	

 



	


	


(1757年12月5日)



　　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了普鲁士王位。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提高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位，使之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德意志诸侯。老国王给儿子留下了一支8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在他的忠臣和密友，德绍的利奥彼德亲王(陆军元帅)的严格监督下，在波茨坦练兵场上训练出来的。但是，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给普鲁士军队注入了充满生机的、不朽的精神。他身处逆境时的勇气、他旺盛的精力和他对战略战术的精通，使他锻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欧洲第一流的军队。



　　弗里德里希能在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肯向自己的错误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是历史上进攻心理最强的将领之一。他十分信赖火炮，同时又重视机动性，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在战场上使用马挽炮的人。他的意图是，通过快速机动的火炮，随时掌握有压制敌人炮兵连的火炮，并以近距离火力支援，为冲锋铺平道路。当然，他不可能总是如愿以偿，但是，在洛伊滕，机动炮兵连在普鲁士步兵向村庄发起进攻时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援。



　　然而，弗里德里希之所以在与他同时代乃至历代的将领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是一位骑兵指挥官。他对骑兵的装备、战术和骑术进行了广泛而重大的改革。他所继承的骑兵部队由骑重装马匹的重装骑手组成，他们以笨重的小跑接敌，成一线展开发射武器。他很快地改变了这一切。



　　他首次指挥作战是1741年在莫尔维茨。在那次会战中，他的步兵把部队从失败中解救出来。会战后，他清楚地认识到，骑兵与步兵紧密混编是无益的。他禁止将火器安置在马上使用(侧卫和骑哨除外)，主张以骑兵手持马刀有控制地冲锋。他期望他的骑兵能够在崎岖地段冲锋1英里，最后800码疾速飞驰。个人和编队严格的纪律和严酷的训练是弗里德里希成功的奥秘。他拥有一批一流的骑兵指挥官，赛德利茨将军和德里森将军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在弗里德里希或他的将军指挥的22次主要战役中，可以说其中的15次是骑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制约着弗里德里希的战略战术。尽管他极大地扩充了其父传给他的军队，但是在战争中他的军队在数量上几乎总是劣于对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的士兵有许多是外国人(在1750年，他有13.2万人，其中5万名是外国人)，这就难以避免开小差的现象。然而，他往往能够以高超的战术克服人数的不足。弗里德里希在《军事教令》中有一条著名的格言：“使你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安全，尽力破坏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这是一条永恒的战争准则。”他经常调整战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正是在努力寻找破坏强敌侧翼的新方法的过程中，他发明了著名的“斜击”战术。在洛伊滕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斜击”战术的艺术已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这位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克服的其他制约因素是：财政困难，(这不允许他的军队长时间在战场作战)、情报不足(直到骑兵部队合理改编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后勤问题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高贵的普鲁士军官们习惯于在作战行动中携带大量辎重以及粮秣运输困难。这使普军不能远离基地作战)。因此，普鲁士军队很少远距离追击敌人。弗里德里希的战略通常是短促地突入敌方领土，把敌人打垮和破坏敌交通线。



　　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以某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入侵西里西亚。根据5年以后的《德累斯顿条约》，他似乎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但是，他终生卷进了一场与奥地利王室的战斗中，而且得到了一个无耻的阴谋家和残忍的侵略者的恶名。玛利亚·特里莎对丢失西里西亚十分沮丧，整个欧洲以极大的畏惧注视着这个来自柏林的身如闪电的人物。弗里德里希实现自己的野心只是个时机问题。当1756年“七年战争”席卷大半个欧洲时，弗里德里希已经准备就绪。他率领6万军队侵入中立的萨克森(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很快就打垮了奥古斯特选帝侯的军队。战败的士兵后来穿上普鲁士军服，为弗里德里希打仗。



　　整个1757年，即实施洛伊滕战役的这一年，普鲁士军队连连陷入困境。除了能从指挥汉诺威军队的坎伯兰公爵那里得到一点靠不住的援助外，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单独与来自英国、俄国，法国和瑞典的军队战斗。的确，他能够内线作战，但是，由于至多只有大约20万人，而所面临的是由50多万人形成的钢铁般的包围圈，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拿出他所有的军事才华，否则普鲁士将被从地图上抹掉。然而，弗里德里希不能无处不在，他或他的指挥官们很少能集中4万人以上的部队去对抗几乎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军队难免会有挫折。在布拉格血战中，弗里德里希勉强躲过了失败，而科林一仗，普鲁士人却没有逃脱灾难，贝沃恩公爵没能解救施韦德尼茨之围，结果，那里拥有6000人和180门炮的驻军被迫投降。接着，贝沃恩公爵又在布雷斯劳打了败仗。但在罗斯巴赫，弗里德里希于11月5日赢得了对苏比斯亲王指挥的法国军队的决定性胜利。他在罗斯巴赫稍事休整后便又继续前进。他率领1.4万人从莱比锡开到帕尔西维茨，其间170英里，用了15天时间。



　　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到达帕尔西维茨。得知贝沃恩公爵的军队在布雷斯劳战败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这支部队的余部到帕尔西维茨与自己会合，并把它交由齐滕将军指挥。但即使在两军会合后，弗里德里希也只能集中2.4万名步兵(48个营)，1.2万名骑兵(128个中队)和167门炮(其中重炮71门)。弗里德里希知道奥军兵力很可能两倍于已，但在洛伊滕战役中他几乎没使用任何外国雇佣兵。在普鲁士士兵中间，他有一群坚定、果敢的人作后盾，他们绝不亚于其他的欧洲人。尽管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取得了胜利，但形势对普鲁士人仍很不利。然而，弗里德里希从不绝望，他召集其部将，用激动人心的演说激励士气。12月4日，普军继续向诺伊马克特开进。



　　在这个小镇，弗里德里希发现了1000名克罗地亚士兵，他们挡住了他的前卫部队，后又企图沿这个小镇靠近布雷斯劳的一侧逃跑。普鲁士骑兵冲入他们当中，杀死了300人，俘获600人。更为重要的是，一座完整的战地面包房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是奥地利人难以承受的损失。普军从那里得到了许多必需的食品。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从俘虏口中获得了有关敌军位置的重要情报。



　　奥地利军队有84个步兵营，144个骑兵中队和210门炮；奥军的准确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不会比8万人的数字相差很远。洛林的查尔斯亲王，即玛利亚·特里莎的小叔子，任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在战场上的纪录不佳，因而不可能建立起自信。1742年在乔图西茨、1745年在霍恩弗里德贝格和索尔、1757中在布拉格，他都战败了。他只在布雷斯劳对付一个弱小的对手时才部分地洗刷了自己的耻辱。查尔斯身边有科林战役的胜利者道恩元帅，但是他宁愿听鲁齐兹将军的奉承，也不听从这位元帅的忠告。他率领奥军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出发，去占领一个新的阵地。虽然这个新的阵地很坚固，但奥军的行动却使弗里德里希的进攻行动变得容易多了。过了不久，当弗里德里希眺望奥军阵地时，他对布伦兹维克的弗朗西斯说：“狐狸爬出了洞穴，看我怎么教训它。”尽管普军数量上居于劣势，他的将军们也还有疑虑，但他仍决定出击。



　　奥地利人由从布雷斯劳西面渡过的罗赫河的后面出发，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前去占领可控制这一地区的主要道路(该道路从诺伊马克特通往布雷斯劳)的阵地。他们的右翼是位于道路以北大约2英里的尼培恩村。在那里，鲁齐兹伯爵统领8个营在无法通行的泥炭沼泽地后面扎营坚守。他们的左翼原来只延伸到尼培恩以南约4英里处的洛伊滕，但是在战斗开始前，查尔斯亲王命令纳达斯提将军把他的部队南移至撒格舒兹村。这一侧尽管不如鲁齐兹的那一侧安全，但也被沼泽地保护起来。奥军阵地前方的地形微起伏，有一两个小高地和一个较大的高地，这个较大的高地位于波尔诺村，奥军的诺斯蒂茨将军指挥的5个团战前曾占领了这一高地。弗里德里希占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就是他对这一带的地形相当熟悉，因为这里是他在和平时期最喜欢用于进行军事演习的地方。拿下波尔诺村后，他又占有了一个甚至更大的优势，因为拿下这个前沿阵地后，普军的接敌行动受到了地形的掩护。



　　12月5日凌晨5时，普鲁士军队从诺伊马克特以四路纵队行进。当他们到达波尔诺村时，天依然未放亮，此外，冷雾也遮敝了他们的行动。部署在大道两边的诺斯蒂茨将军的3个萨克森龙骑兵团和2个轻骑兵团遭到普军的突然袭击。在寒冷、暗淡的黎明，普鲁士骑兵冲向奥军正面和翼侧。敌方骑兵旋风般的冲击使萨克森人魂飞魄散，他们跟着自己的指挥官诺斯蒂茨仓皇败退到尼培恩村。诺斯蒂茨受了致命伤，600名奥军士兵落人了普军之手。弗里德里希命令他的骑兵进行了有限的追击。



　　当他的其他部队逼近波尔诺时，弗里德里希策马登上那个主要高地。由于晨雾已经消散，从那里他能够看到奥军的整个部署。奥军现在成两线配置。因为纳达斯提的军队虽在此之前曾形成了第三条防线，但这时他的部队已调整其左翼，使之从洛伊腾延伸到撒格舒兹附近的骑兵驻防地。在这一翼支援骑兵的步兵团是符腾堡、匈牙利、巴伐利亚的军队——他们中没有一个团是可以信赖的。弗里德里希十分清楚，险情难测的沼泽地使得敌人的右翼难以攻破，但其左翼却有被迂回包抄的某种机会，尽管敌左翼防线位于令人讨厌的泥淖地。因此他判定，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对敌人左翼和左翼中心实施攻击，尤其要猛击左翼末端和撒格舒兹与洛伊滕之间的要点。



　　为了实现这一决心，普军计划从波尔诺以4路纵队前进，随时准备冲击敌人的防线。前卫部队的3个营和拥有10门12磅重炮的1个炮连，由韦德尔将军指挥；右翼部队(稍稍提前行动)的43个骑兵中队和德绍的莫里斯亲王率领的6个营由齐腾指挥；其余的步兵部队为左翼，由雷佐夫将军指挥，其翼侧由德里森将军统辖的40个骑兵中队掩护；后卫部队由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普军的南下行动未被奥军察觉。道恩显然对形势缺乏了解，他认定弗里德里希的目标是要切断奥军在波希米亚的交通线，所以普军已经溜走了。但是右翼的鲁齐兹没有这种错觉，因为他能够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一些骑兵。这些骑兵是弗里德里希为了欺骗对方而留在波尔诺的山丘上的。鲁齐兹不但认为普军肯定会发动进攻，而且认为进攻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他立即请求增援。起初这一要求被拒绝，但是经再三请求，查尔斯亲王终于同意从战线中部抽调一些预备队，从左翼抽调一些骑兵去增援他。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准备展开一个典型的“斜击”队形攻击查尔斯亲王的左翼时，奥军左翼的一部分和预备队的很大一部分却远在4英里之外。



　　普鲁士军队能够在他们的意图被发现以前充分地接近攻击目标。午后不久，韦德尔的几个营在骑兵和10门12磅重炮支援下，成梯队前进到罗贝亭兹和撒格舒兹之间。这时轮到纳达斯提发出救援的叫喊了，但为时已晚，因为下午1时，韦德尔的部队正在分割其左翼。作为主要突击力量的韦德尔的主力营向纳达斯提的防线右翼迂回。为穿过沼泽和森林，他们不仅绕过他的翼侧，而且绕到防线上被“放弃”的一翼的背后。在那里，他们冲入一个炮兵阵地，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军队赶往洛伊滕，并抓了2000名俘虏。



　　同时，莫里斯亲王迅速占领了撒格费兹那边的坡地，朝普军前卫部队方向驱赶敌人。而齐滕则指挥他的骑兵设法通过沼泽地，进攻纳达斯提。纳达斯提的部队被击溃，纷纷逃往战线后面约2英里的拉特纳尔森林。奥军左翼防线被攻破，但由于炮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得到右翼的增援，奥军又试图在葛特劳后面重整旗鼓，建立新防线。但是形势的发展迫使查尔斯逐步放弃新防线。他很快被敌人包围(在这一局部，奥军在数量上远少于普军)，整个防线再次被迫后移。大炮被安全撤至洛伊滕。少量德意志军队仍然不顾倾泄而来的弹丸和铁片勇敢冲锋，但是他们很快被淹没在战场的硝烟和残杀之中。



　　这一切更多地是偶然结果而非事先计划，因为奥地利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现在混乱不堪，使得下达命令和接受指令都极其困难。整个战线横转75度，形成了新的态势。战线的支点在洛伊滕的中央。鲁齐兹朝西南方向转，而纳达斯提被迫北移。由于洛伊滕提供了坚固的天然屏障，奥军炮兵又配置良好，两军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分胜负。



　　正是在这个时刻，弗里德里希调来了他的左翼部队。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怎么同敌人交火。他们行进到洛伊滕后遭到奥地利炮兵的猛烈射击。尽管洛伊滕拥挤不堪，尸横遍地，但奥军仍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弗里德里希配置在布特贝格高地的重炮的炮火准确有效，近卫军异常勇敢地向洛伊滕发起猛攻．以操练时一样的准确性打击防守的奥军。普军重炮的配合和近卫军的坚决进击在此时此地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胜利还未到来。



　　这时仍未与敌交火的鲁齐兹的部队，如果包抄普军战线的翼侧，奥军本来是可以围歼普军的。下午4时许，鲁齐兹率部发起进攻，但地形再次欺骗了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从他的左翼抽调4个骑兵中队防备奥军的翼侧包围，并把它交由德里森将军指挥。而拉达克斯多夫和洛伊滕之间较高的地势使奥军没能发现德里森的这支骑兵部队。德里森在来自布特贝格高地的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攻击。拜罗伊特龙骑兵冲击正面和翼侧，普特卡默尔的轻骑兵冲向后方，鲁齐兹的部队大部被歼，他本人也被击毙。接着，德里森迂回攻击敌后方的步兵。



　　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奥地利军队受到重创，趋于瓦解，但还没有彻底溃败。他们企图在萨拉-里萨轴线上建立第二条防线，顶住普鲁士人的猛烈进攻，进行最后一搏。但是这条战线还没形成就扭曲、崩溃了。在普鲁士骑兵的追击下，整个奥军部队仓皇后退，经施韦德尼茨河上的4座桥溃逃。洛伊滕之战，奥军伤亡约1万人，2.1万人被俘，116门大炮被缴。普军共伤亡6250人，其中阵亡1141人。这是普军的一个巨大胜利。弗里德里希后来曾说，要是白昼再延长两个小时，洛伊滕战役就可能成为那个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



　　尽管普军在这场漫长而悲惨的战争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胜利，如1760年的利格尼茨和托尔高之战的胜利，但无疑，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运用战术和计谋最为成功的一次。拿破仑曾说过：“这次战役是运动、机动的决断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伟大将领的行列。”他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洛伊滕之战的胜利确保了普鲁士的生存，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在拿破仑入侵的黑暗岁月中，当国土被恐惧和凶兆笼罩的时候，正是这种民族的统一增强了人民的力量。






图13： 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的东欧)






图14： 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



　　在这场十分重要的战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对“斜击”战术的出色运用。由于查尔斯亲王的无能，弗里德里希的成功来得更为容易。查尔斯亲王在这次战役中犯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错误。



　　查尔斯亲王在布雷斯劳打败贝沃恩公爵之前，就知道普鲁士国王将率领大约1.4万人的部队进犯西里西亚。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帕尔西维茨和利格尼茨一线截住弗里德里希，因为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普军(至少占6比1的优势)。而且，他还可以凭借人员和火炮的压倒优势，在他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作战。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弗里德里希与贝沃恩兵合一处。查尔斯亲王为什么要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它虽是一条小河，但是有些河段两岸十分陡峭，而且它周围的土地在12月份呈沼泽状态，因此，它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凭借着数量上的优势，查尔斯亲王本来应当派遣一支部队从上游越过小河，在弗里德里希的军队试图渡河时，对普军的翼侧构成巨大的威胁。



　　假若弗里德里希真的决心冒险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打一仗的话，查尔斯选择上述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他自己取胜，然而他忽视了这两个明显的选择。查尔斯为什么不再前进得远一些，去牢牢占领罗贝亭兹、撒格舒兹和波尔诺地区的所有山坡地呢？那样不是可以使弗里德里希丧失在隐蔽条件下实施机动所需的广阔空间吗？在查尔斯忽视了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策略，使弗里德里希能够实施他的翼侧攻击之后，他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战役开始的时候调动自己的整个右翼去攻击普军的左翼。奥军如果迅速果断地这样做，就有可能严重破坏“斜击”战术的完美实施。



　　普军1742年3月的《军事教令》涉及到了骑兵，从中可以看到“斜击”战术的雏形。但是，人们不知道弗里德里希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把它用于实战，也不知这一思想是否真的出自这位普鲁士君主。有人说它是公元前4世纪埃帕米农达特别喜爱的战术，后被历代伟大将领模仿而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这种策略使18世纪的线式战术达到了顶锋。他在洛伊滕战役之前至少有3次运用过“斜击”战术(也许1745年在霍思弗里德贝格是第一次)，但是只有洛伊滕战役这一次被认为是最完美的。



　　“斜击”战术的原则十分简单，但是只有在士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官卓有才干时才能实行。甚至作战计划也必须是灵活的，指挥官要准备在最后一刻随机应变。弗里德里希设计的这种战术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脆弱的翼侧或后方，这样就使他那支相对弱小的军队在局部取得优势；其次要能够尽最大可能控制整个作战行动。在18世纪的战争中，后者是不易达到的。由于展开成斜形攻击队形，一旦部队投入战斗，统帅就会失去对进攻部队的直接控制。但是“被放弃的”一翼的骑兵(缺乏机动力的步兵是另一回事)却能够在必要时对命令的任何变化作出反应。



　　由于总是比敌人弱小，能展开的正面也较小，普鲁士军队易受翼侧攻击，并难以对敌实施翼侧攻击。“斜击”战术旨在克服这个弱点。为了使这种战法取得成功，必须以夜行军或精心的欺骗，或通过隐蔽的途径，掩盖作战企图，然后依靠气势和速度实现意图，否则，敌人就有时间去增援受威胁的一翼，整个作战行动就可能归于失败。



　　为了对攻击点施加最大的压力，加强进攻一翼(在洛伊滕战役中为右翼)是必要的。然而，另一翼会遇到困难，因为开始时它是“被放弃的”一翼，它希望得到成梯形展开的进攻一翼的支援。这一翼通常展开成一条长而浅的作战线，主要任务是把敌人吸引在固定的阵地上。假如这一翼在战斗中不起作用，敌人就能够把兵力转移到受威胁的一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一翼打得过狠，战役的总目标也无法实现。



　　很明显，进攻角度的正确、作战时机与阶段的恰当，要求有很高的技巧，而且难以把握。进攻中，前线指挥官可以而且确实需要对攻击目标进行细微调整。但是，假如主攻方向的首次攻击失利，那么再组织和发起攻击常常是不可能的。对“斜形攻击队形”可以视情况作一些调整，例如在洛伊滕，对敌攻击线为对角线，而在库纳尔斯道夫(两年以后的一场灾难)攻击线是垂直的；但是把一翼“放弃”给敌人和加强进攻一翼的原则仍然不能违反。



　　“斜击”战术看上去很简单，但假如忽视其原则，它很容易误入歧途。在洛伊滕战役之前6个月的科林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科林战役中，普军的接敌运动完全暴露在敌面前，进攻一翼的指挥官没有得到有力的加强，而“被遗弃的”一翼的指挥官却以过大的力量与敌交战，结果导致进攻的失败。但是在洛伊滕，快速运动、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和坚决打击这些成功的诀窍被严格坚持，整个作战行动得到完美的实施，这使弗里德里希取得了大捷。



　　洛伊滕战役是本书所例举的战争胜负仅仅由是否谙熟军事技巧来决定的唯一战例。弗里德里希完全能够被一个有能力的对手(不必是一个卓越的对手)击败，但是，一旦脱离危险，他的无可置疑的军事才华便使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09章 萨拉托加战役




	







	

 



	


	


——弗里曼农场之战和比米斯高地之战



(1777年9月19日和10月7日)



　　七年战争于1763年结束。这场战争使大英帝国扩大了海外商业市场和领土。但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愿仅仅成为一个海外投资场所，他们开始要求实行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对于这种愿望乔治三世及其英国议会既不同情，也不理解。他们认为，帝制就意味着效忠和服从。在以后的12年里，由于几任英国首席财政大臣浑噩昏庸，实行错误的财政立法，某些善意又被殖民地人民误解，加之英国政府极其愚蠢地企图用高压手段扭转历史车轮，继续实行殖民统治，殖民地人民怨声载道。



　　当时已经是马萨诸塞州总督的盖奇将军，曾经警告过国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将会导致战争，但是政府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当新英格兰人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时候，盖奇奉命于1775年4月派兵前往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艾兰镇压暴乱。在列克星敦，叛乱者——这是当时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重创了他的部队。虽然盖奇将军6月在邦克山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的部队(总共不过6000人)损失了1000多人，而美洲人损失不到500人。1776年3月，英国人感到坚守不住阵地，因而不得不撤出波士顿。殖民地人民对取得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都不再抱希望，于是在这年7月4日宣布独立。



　　早在1775年5月，一些美洲人在富有感召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伊桑·艾伦的领导下，就曾袭击过提康德罗加的英国驻军，并且攻占了城堡，缴获了一批重炮。这年冬天，斯凯勒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一道攻打驻加拿大的卡尔顿将军的部队，差点儿占领了魁北克。1776年5月，约翰·伯戈因将军率英国和德国雇佣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加拿大，他同时带来了沿哈得孙河南下与沿哈得孙河北上的威廉·豪将军(那时他已经接替盖奇的职务)的部队会合的计划。那年秋天，卡尔顿曾试图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他只到达尚普兰湖边的克朗波因特。他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占领提康德罗加。



　　伯戈因(他于1776年12月返回英国)认为卡尔顿的行为是怯懦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于次年2月向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从加拿大出兵作战的考虑》的文件。简单地说，这份文件建议在克朗波因特集中8000英军、2000加拿大人和1000多“野蛮人”(即红印第安人)以及一支炮兵辎重部队和水兵部队。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先到提康德罗加，然后沿哈得孙河南下到奥尔巴尼，而豪将军将派一支部队沿哈得孙河北上。与此同时，一支牵制部队从奥斯威戈出发，然后沿莫霍克河而下，到奥尔巴尼与主力部队会合。



　　伯戈因在他的《考虑》中说得十分明白，加拿大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与豪将军的部队会合，这样，在攻下奥尔巴尼并打通通往纽约的交通线后，豪将军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他的部队全部投向南方作战。鉴于豪将军未予合作，强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得到国王和杰曼批准的这一计划，从战略上来讲是完全正确的。占领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一线后，英军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与其他各殖民地的联系，遏制并进而征服他们，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南方各殖民地——如果那时他们仍然掌握有武装的话。这一计划还充分利用了几乎畅通无阻的水路(只在乔治堡中断一小段距离)，以解决从提康德罗加到奥尔巴尼的运输问题。



　　然而，很快便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豪将军也从美洲向杰曼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计划。杰曼于1776年11月30日收到了他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分三路，从加拿大、纽约和罗得艾兰，向前推进，为此豪将军需要1.5万多人的部队。但是3个星期后，当豪将军感到他不可能得到这么多部队时，他便把计划改成了给北路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但主攻方向指向费城。杰曼1777年2月23日收到这一改变了的计划。后来豪再次改变计划，说“除了向南进攻，和偶尔向哈得孙河方向派点牵制部队以外”，他已经放弃了一切远征的想法，还说他将通过海路运兵，从南面向费城进攻。



　　直到5月8日，伦敦才收到豪将军的最后计划，而此时伯戈因(他已受命指挥北方军队)已经带着他自己的经过批准的计划到达加拿大。豪的最后计划是最糟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豪的部队要从华盛顿和哈得孙河下游之间撤走。尽管如此，国王和殖民大臣杰曼还是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不管豪如何考虑，“都要及时与奉命从加拿大出发南下的军队合作”。这是豪所接到的关于援助北方军队的最明确的命令。可是直到8月25日他才收到这封信，而此时伯戈因已经驻扎在靠近萨拉托加的哈得孙河一带，等待豪对他的支援。



　　伯戈因是在蒙特利尔集中部队的。他是个文雅、风趣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极为勇敢。他在欧洲服役7年，职衔颇高，表现甚佳。他非常注重对官兵的训练，一直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指挥官。在战役之初，他统辖英军7个团和德国雇佣军8个团，后者由巴龙·冯·里德泽尔少将直接指挥。英军总兵力，包括411名炮兵在内，共4488人；德国雇佣军共4699人。在斯基恩斯博罗还有148名加拿大人、500名印第安人和682名托利党人(效忠派分子)加入了这支军队。另外，还有一大批非战斗人员。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以上各团中抽出投弹手和轻步兵连，组成一支精锐部队。从留在加拿大作卫戌部队的3个团中抽出来的轻步兵连也加入了这支精锐部队。印第安人就是爱寻衅滋事，否则他们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总共约有9000名印第安人士兵，其中有些是坚韧顽强、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正规兵。另外还有一支由30条火力强大的武装船只组成的舰队和一些陆路运输用的马车。



　　由圣莱杰上校指挥的牵制部队启程前往莫霍克河谷不几天，6月20日，伯戈因的军队及其舰队便向提康德罗加进发。提康德罗加要塞由圣克莱尔将军指挥，守军兵力不足，大约只有2500人。伯戈因预计一定会有一场令人生畏的攻坚战，因此，带去了一个数量可观的炮兵辎重队(提康德罗加之战后，许多大炮都丢下了 [ 注：人们批评伯戈因带着那么多的火炮行军，但是，参加这次战役的那些人的大量证词说明，带走的大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口径上讲都是必要的。 ] )。但是他遇到的抵抗不大。7月6日，英军就攻克了这一要塞。



　　攻克提康德罗加，意义并不重大，但是提康德罗加在伯戈因的后方，伯戈因不能让对方占据它。伯戈因不失时机地命令追击。不知什么原因，圣克莱尔在撤退时在哈伯德顿留下2个团等待他的后卫部队。这两个团遭到迅速赶来的西蒙·弗雷泽将军的投弹手和轻步兵营以及随后赶到的里德泽尔的德国雇佣军的袭击。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伯戈因的部队伤亡174人，美国部队则伤亡166人，被俘228人。美国人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善战，给伯戈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以前，他一直错误地低估了他们。



　　8月16日在佛蒙特州(该州新设立不久)的一个小地方本宁顿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伯戈因更深切地感到了美国人的英勇善战。哈伯德顿之战结束后，圣克莱尔的部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该部退而加入了驻扎在爱德华堡的斯凯勒将军(他指挥美国军队的北方军)的部队。伯戈因为等给养，不得不在斯基恩斯搏罗耽搁两个星期——他的整个战役就是输在给养问题上——但是，他还是于7月24日出发，在全部被美国人设置了路障的小路上向爱德华堡前进了23英里。他把重炮和物资首先运到提康德罗加，然后再用船将它们沿乔治湖运到他所在的乔治堡 [ 注：人们常常批评伯戈因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运送他的全部军队，但是他决定军队步行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 。7月30日，他的军队到达爱德华堡，此时，斯凯勒已放弃了这个地方，撤到斯蒂尔沃特的防御阵地。伯戈因虽然在部队数量和士气上仍占有优势，但他的时间紧迫，因为他的给养已非常短缺。正因为如此，伯戈因产生了袭击佛蒙特州的想法。然而，这一想法却招致了灾难。



　　一段时期以来，冯·里德泽尔将军一直在催促伯戈因购买马匹。装备他的龙骑兵。由于穿着马靴行军，他的龙骑兵的战斗力大为削弱。正因为如此，当一惯乐观的菲利普·斯基恩(效忠派头子，伯戈因的政治谋士，家住斯基恩斯博罗)对伯戈因说，在康涅狄格河谷能收罗到效忠分子、马匹和给养，而且可能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时，伯戈因便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鲍姆中校带领的小部队。不过，进行这样一种冒险活动，这支部队人数太少了。



　　鲍姆很快了解到，本宁顿(据说在那儿可以找到马匹)并不象告诉他的那样由400名民兵把守，而是由一支1500人全副武装的部队把守，其指挥官名叫约翰·斯塔克，是一位极其能干的新英格兰人。鲍姆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伯戈因于8月15日派布雷曼中校率增援部队前去支援。但是增援部队尚未到达，鲍姆的部队已被击败，鲍姆本人也已阵亡。斯塔克接着又打败了布雷曼。布雷曼的部队行动迟缓(当然路也确实难走)，而且撤退时队伍混乱。若不是夜幕降临，他们难逃覆灭的下场。本宁顿一仗使伯戈因损失527名德国雇佣兵(其中有28名军官)和37名巡逻骑兵。美国部队仅仅伤40人，亡30人，而且还缴获了4门大炮。自这场败仗后，伯戈因的军队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元气。



　　至8月底，伯戈因的处境己非常不妙。他获悉豪打算进军费城，但是他自己的部队中能够打仗的人已减少到6974名，其中正规军士兵仅4646人；前进即意味着切断自己的交通线，因此，他必须集中大量的物资储备，而这又需要时间，同时他不知道圣莱杰在干什么 [ 注：实际上，圣莱杰已被阿诺德机智地打败，印第安人也背弃了他。8月22日，他已经踏上去奥斯威戈的归程。 ] 。而且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件：他所属部队中难以管束的印第安人剥了一位当地神职人员女儿的头皮。由于这一不幸的事件，他和他的部队在整个美国都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要撤退，机会仍然是有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是不会有人责难他的。但是他决定继续前进。他命令英军在萨拉托加以北的哈得孙河上架设浮桥，9月13日英军通过浮桥渡过哈得孙河，第二天德国雇佣军也过了河。伯戈因的部队分三路沿河的西岸向下开进。由于过河前招募了一些新兵，此时这支军队已经增加到了7702人。



　　与此同时，美国北方军更换了指挥官：霍雷肖·盖茨少将接替了斯凯勒。盖茨曾在英军中当过步兵军官，由于无钱购买团长的官阶，他弃官退出英国军队。在与权势集团不和的处境下，他返回了他青年时代服役过的美洲。他是一个谨慎和多少有点缺乏想象力的指挥官，遇事总愿躲在后面。他接任后不久，便把部队从莫霍克河口带到哈得孙河上游的一个名叫比米斯高地的地方。这是一个天然的坚固防御阵地，经过一位名叫柯斯丘什科的波兰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该阵地变得更加坚固。盖茨共有28个步兵团、200名轻骑兵和22门火炮。他的大陆军 [ 注：费城大陆会议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后，着手建立了大陆军。大陆军是联邦军队，服役期二至三年。短期服役(一、二个月)的民兵仍由各殖民地掌握。 ] 和丹尼尔·摩根上校的500名火枪手都是一流的，但是新近从新英格兰招来的民兵却非常缺乏训练，不过，盖茨的部队比伯戈因的部队人数多，并且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时间也对盖茨有利。



　　美军的防御阵地长1.25英里，纵深0.75英里。土木工事和胸墙从鸟瞰哈得孙河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左侧的尼尔森(当地的一个农场主)住宅。由于正前方有一条深峡谷，阵地变得更加坚固。这条防线主要由大陆军各旅把守。在防线的右侧，美军的大炮控制着道路和河流。在防线的中央，美军的防御工事沿西北走向，一直通到尼尔森的谷仓。这里也布置了炮群。谷仓的西面是一座小山丘，这里，美军只修建了部分防御工事，但是主阵地沿西南方向一直通到盖茨的总部。



　　伯戈因与敌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9月17日，地点在索德住宅地区。这里距盖茨的阵地大约5英里。当时伯戈因正在通过一片树木茂密的地区。他缺乏可靠的侦察人员，因为此时最好的印第安人都已离开了他。另一方面，盖茨对伯戈因部队里发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因为他的副官长詹姆斯·威尔金森中校对伯戈因的军队几乎是跟踪侦察的，而且一些德国雇佣兵开小差投靠到美军。然而，伯戈因知道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已被封锁，而且得知敌人阵地的左侧有一座未被占领的小山丘。因此，他决定不再沿着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开进，与盖茨的部队正面接触，而是绕到敌人阵地的左侧，迂回包抄，把战线从悬崖推向河岸。



　　9月19日上午8时，伯戈因的军队在浓雾和毛毛雨中从索德住宅出发。他们兵分三路：弗雷泽指挥右路，汉密尔顿将军指挥中路，菲利普斯将军在里德泽尔的支援下率左路沿河边的道路前进。弗雷泽这一路向西横扫，伯戈因率领中路沿一条大车道穿过大谷河，然后继续向西，从弗里曼农场的北面穿过(弗里曼是一个效忠派分子，不久前已放弃了这个农场，将要发生的战斗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三路纵队间隔很远，中路和左路更是如此。大约上午9点，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英军士兵的身上，使他们的红色外衣显得格外鲜艳，刺刀闪闪发光。此时他们正背着沉重的装备，沿着他们很不习惯的灌木和森林地带曲折前进。



　　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停下，以便让弗雷泽那一路到达进攻发起地域，因为他们的接敌行军路线最长。下午1点钟刚过，伯戈因估计弗雷泽已经准备好，便按预先的约定鸣炮发出信号，通知各路英军立即前进接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英军的先头侦察部队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盖茨其实是不主张采取进攻行动的，他原计划留在防御工事里，让英国部队进攻他。但是，在左翼指挥官阿诺德少将的催促下，他作了让步，允许摩根的来福枪手在迪尔伯恩步兵的支援下出击。正是这些人与福布斯指挥的英军中路先头部队接上了火，并且几乎把他们歼灭。



　　这场战斗成了一场残酷的火力比赛，它一直持续到黄昏。摩根的来福枪手得到普尔将军所部2个团的增援，但是，由于遭到弗雷泽先头部队强大的侧射火力的压制，美军包围英军右路的企图未能成功。汉密尔顿指挥的中路英军是主攻部队，在这里作战的4个英军团中，第62团吃的苦头最大。他们打得非常英勇，得到了伯戈因的特别嘉奖。“干得好，我勇敢的弟兄们！”伯戈因喊声盖过了战场上的冲杀声。夜幕降临时，下午投入进攻的250名英军只剩下大约70人。



　　弗雷泽给了汉密尔顿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是摩根的步兵一直咬着他的部队不放。在这场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国人的炮火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他们的炮手伤亡很大。不过，美国人也未能利用他们缴获的火炮，因为那些幸存的炮手总是把火绳杆取下来。对伯戈因极为不利的是，他损失了许多军官。他们穿着鲜艳漂亮的服装，因此很容易被美国狙击手瞄准击中。伯戈因总是亲自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但是他怎么也左右不了战局。不知为什么，他长时间不与他左侧的里德泽尔取得联系，其实最后为英军挽救局面的恰恰是里德泽尔那一路部队。



　　大陆军左翼阿诺德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是他们还是全力投入战斗。只要再作最后一次冲击，他们就可能突破英军防线并取得胜利。但是，盖茨担心阿诺德轻举妄动，不愿给他增派部队。此时，里德泽尔的部队正好赶到。菲利普斯将军首先从河边赶来，看到形势非常危急，他立即从里德泽尔那里调来4门大炮，并亲自带队冲锋，为第62团解除了压力。与此同时，里德泽尔本人也终于从伯戈因那里接到了命令(已是下午5点)，带着他自己的团、布龙斯威克·冯·雷茨团的2个连以及2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投入了战斗。由于德国雇佣兵猛打猛冲，他们的炮手几乎以平射角度向敌发射霰弹，再加上夜幕迅速降临，伯戈因的中路英军得救了。阿诺德所部撤回到堑壕里。这场战斗使双方部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伯戈因的部队伤亡600人(包括35名军官)，占实际参战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人损失283名各级官兵，另有33人失踪。



　　这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英国人虽然仍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他们的士气仍然是高昂的，但这丝毫不能使伯戈因感到轻松。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不仅要对这场战役负责(许多人仍对这场战役的胜利抱有希望)，而且要对伤员和不知疲倦地照料他们的妇女们负责。给养和士兵都在减少。退却的道路是暗淡的和难以预测的；前进的道路也是十分危险的。



　　到弗里曼农场之战开始时，约翰·斯塔克和林肯将军已经夺取了爱德华堡；在提康德罗加吃过败仗的约翰·布朗上校此时也已攻占了乔治堡，并在尚普兰湖上缴获了伯戈因的许多给养船只。所以在打过这一仗之后，伯戈因的后路实际上已被切断，尽管一两天后伯戈因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伯戈因早已定下了决不后退的决心，而且如果不是接到克林顿将军从纽约寄来的信，他会在9月21日再次发起进攻。克林顿答应向奥尔巴尼进军，因此，伯戈因决定等待克林顿开始行动的确切消息。在此同时，他准备加固从哈得孙河一直延伸到弗里曼农场西北高地的防线，修筑一系列的多面堡和据点。



　　9月底至10月初，通信兵冒着极大的危险，频繁往来于萨拉托加和纽约之间，给伯戈因和克林顿传送信息。克林顿非常不赞成豪进军费城的决定，所以他一得到增援，便立即按照豪的指示尽一切可能去支援伯戈因。10月3日，他派3000人分乘60条船，沿哈得孙河北上执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任务。他们攻占了皮克斯希尔以北扼守着通往哈得孙河上游通道的两座城堡——蒙哥马利和克林顿，使美军遭受重大伤亡；他们到达了距奥尔巴尼不到40英里的地方，由于河流领航员拒绝继续领船前进才停下来。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是这一尝试已为时太晚，已经援助不了伯戈因。无论如何，克林顿已通过通信兵通知伯戈因，他的兵力不足，他无法突破重重障碍到达伯戈因那里。



　　与此同时，英国人知道另一场战斗不可避免，于是竭力设法修筑一道当时当地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好防线。这道防线的主要支撑点是由长栅栏和土木工事保护的多面碉堡。最坚固的多面碉堡名叫巴尔卡雷斯堡，它是以坚守这块阵地的轻步兵和投弹手部队指挥官的名字命名的。在它后面与之形成梯形配置的是布雷曼堡。布雷曼堡不大，是个建有多个出击口的方形土木工事。第三个据点名叫格里特堡，它鸟瞰哈得孙河和沿河公路。在整个防线上都尽可能利用天然障碍物。至10月4日，英军已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但是地面很不平坦，树木又很稠密，许多地方没有好的射界。而且此刻作为军队眼睛的印第安人已全部开了小差。



　　10月4日和5日，伯戈因召开军事会议。当时他真是忧心如焚：他的给养维持不到月底，兵员不减少就算不错，而盖茨的兵员却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在即将开始的这一仗中，盖茨有6444名大陆军和6621名民兵可以投入战斗，这个数字是伯戈因所能集中起来的人数的两倍多。在军事会议上，里德泽尔和弗雷泽将军赞成撤退，或者退到他们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并且由此渡过哈得孙河的菲什基尔一线，在此设防固守；或者渡过哈得孙河去巴腾基尔，设法恢复交通线。



　　伯戈因不同意撤退，主张留下一支800人的小部队看守营地把其余军队都调去攻打美军阵地的左翼和后方。让部队冒冒失失地通过没有进行过侦察的地段，绕到美军左翼去进攻实力不明的防御部队，这一主张实在太冒险，将军们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当部队侧敌行军时，盖茨可以毫不费力地消灭留下的800人，毁掉架在两条岔河上的桥梁，威胁英军的退路。



　　最后达成妥协：派出一支大约1500人的侦察部队，绕到敌军左翼，观察敌军阵地的实力，以便第二天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果发现敌军阵地的力量太强，则军队就撤退到菲什基尔。 [ 注：从伯戈因后来向议会提供的证词看．似乎他的意图一直是在条件有利时，用这1500人去发动进攻。 ] 与伯戈因原来的建议相比，这个计划肯定是较为理智的，但是如果真的仅仅是一次侦察行动，应该由一支人数少得多的部队去执行。一支大部队向敌人的侧翼运动，很容易被误解为一次大的进攻，敌人会以同样规模的部队，或者可能以更多数量的部队来对付它。在以后人们称之为比米斯高地之战的军事行动中，情况正是这样。



　　这支部队在机动性和火力方面都经过精心挑选。他们当中有轻步兵和投弹手连，巡逻骑兵和法国狙击手，以及加拿大人和效忠派分子，并配有2门发射12磅重炮弹的大炮，6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和2门8英寸榴弹炮。最后总人数超过了1500人，接近2000人。部队于10月7日中午分三路离开防御阵地。弗雷泽指挥右翼；里德泽尔指挥中路，伯戈因及其参谋人员骑马随中路前进；第20团的约翰·阿克兰少校指挥左翼和英国投弹手连。



　　大约行军45分钟，前卫队抵达巴伯农场的西面，这里地处碉堡防线以外，中谷河以北。队伍在这里的两块林间小空地上停下来休息，同时派出150名非正规作战人员去侦察盖茨左翼阵地的边沿地带。威尔金森看到此时停下的这支队伍，便对盖茨说，他认为敌人马上就要发动进攻。这一次盖茨赞成主动出击——虽然战斗打响后他没有再做什么对战局有影响的事。他命令摩根和迪尔伯恩围攻英军的右翼，普尔进攻左翼，勒尼德准备突破中路。他的作战方案象其他一切好的作战方案一样，非常简单，同时由于有四比一的兵力优势，成功是相当有把握的。



　　普尔部队从美军阵地出发路线最短，英国人在巴伯农场休息。刚结束，其左翼便遭到普尔部队的攻击。阿克兰少校的投弹手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投入了战斗，但由于与对方相比数量悬殊太大，他们只好丢下身受重伤的指挥官作俘虏，被迫撤退。在普尔向阿克兰指挥的英军发起攻击后不久，摩根和迪尔伯恩也向弗雷泽指挥的右翼英军猛烈开火。弗雷泽的部队同样也打得很勇猛。尽管弗雷泽奋不顾身地鼓舞部队的士气，但是他的部队还是被迫撤退了。弗雷泽总是骑在他的白马上，很显眼，所以便成了美国射手的一个明显目标。他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在当天晚上死去。他的死对伯戈因是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弗雷泽不仅是他的好朋友，而且无疑是他的一位最优秀的军官。



　　英军两翼的撤退，使其中路完全处于暴露状态。这里300多名德国雇佣兵抵抗着勒尼德旅和坦恩·布罗克将军的民兵(共约3000名美国人)的进攻。在赫西-哈诺大炮的全力支援下，他们英勇奋战，使美军遭受重大伤亡。但是，到下午后半时，伯戈因(他的外套满是弹洞，这证明了他在火线上的勇敢)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把整个防线撤到防御工事后面。至此，英军已经伤亡大约400人，损失8门火炮。可以理解，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但是伯戈因仍然有希望先守住防御阵地，然后再把军队安全撤出。



　　要不是因为一个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伯戈因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阿诺德是一名难以驾驭的战士，但又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与盖茨争吵，被剥夺了指挥权，但是战斗一打响，他在兵营里就坐不住了。谁都来不及阻拦，他便冲出兵营，象着了魔似地在战场上来回奔驰吼叫，组织起那些被打散了的部队，整饬好一个旅又去整饬另一个旅。但是他的行动既充满了激情和勇敢，又是有理智的。他很快意识到巴尔卡雷斯堡(大部分英国人已经撤进此堡)防守严密，无法一举攻占。于是他便绕到它的后面，先肃清几名在孤立小木屋里的加拿大人，然后去解决布雷曼堡。



　　布雷曼是一个很不得人心的军官，他手下的士兵对他忍无可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士兵们对指挥官的畏惧增加了他们惯常的勇气，但是他一死(不知是谁把他打死的)，他们就立刻放弃了阵地。在这次攻击中，阿诺德的马中弹倒下，压住并蹩断了他的腿。不过这时战斗几乎已经结束了。由于现在英军残部的侧面和后方均受到威胁，伯戈因中止了战斗。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英军撤入格里特堡。在实际参战的大约2000人中，有176人身亡，200人受伤，240人被俘。



　　比米斯高地之战10天后，伯戈因将军才投降。盖茨用大炮猛轰格里特堡营地，使得英军无处安身，因此这支疲惫、沮丧、给养又快断绝的军队，只好同妇女们一起——虽然不得不把伤员丢下——向菲什基尔小溪原有阵地转移。盖茨不慌不忙地尾随其后：他无需着急，因为捕鼠的笼子实际上已经关死。出人意料的是，他竟主动对英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以为要攻打的只是一支英军后卫部队。幸亏他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止了攻击，不然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此后，他采取饥饿战术并不断地猛轰英军阵地。



　　在忍受4天这样的惩罚之后，伯戈因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乘黑夜偷偷地离开阵地——同时放弃大炮和车辆。但是，在天黑之前侦察兵报告，退路已被完全切断。10月14日，伯戈因在高级军官一致同意下，向盖茨求和。最初伯戈因不同意议和，但是盖茨由于不知道克林顿现在何处，又急于解决伯戈因的问题，因此同意放宽议和条件。10月16日，萨拉托加条约签字；10月17日，伯戈因正式投降。



　　战争又延续了4年，但是萨拉托加战役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上游的高地——实际上除罗得艾兰之外，从纽约到加拿大边界的一切地方——现在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1778年2月，法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成了美国积极的盟友。但是这首先应归功于美国士兵，是他们打败了英国军队并迫使其投降的。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增强了对军官的信心，增强了对他们自己和事业的信心。






图15： 萨拉托加战役(1777年)






图16： 1777年9月19日弗里曼农场之战与1777年10月7日比米斯高地之战



　　对于萨拉托加战役的组织，伦敦一开始就搞得很糟糕：作战计划相互抵触，交通阻断，乔治·杰曼勋爵没有考虑到在美国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远征费城和奥尔巴尼两个地方。然后是豪坚持进军费城，留给克林顿的部队太少，充其量只能占领哈得孙河下游的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伯戈因几乎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



　　仔细研究有关这次战投的许多记述以及伯戈因和一些军官向下院一个委员会所作的详细证词，很难证明——尽管一些历史学家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与此相反的看法——在长途进军中，伯戈因曾采取过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使其免遭失败的军事行动和决定(撤退决定除外)。但是，战斗在萨拉托加附近树木茂密、起伏不平的土地上打响后，导致伯戈因最终失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在盖茨兵营里有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二是弗里曼农场之战后伯戈因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在美国200年的军事历史中，出现过一些充满活力、勇于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具有必胜精神的战士——人们自然会想起“杰布”·斯图尔特、卡斯特和巴顿——在这些优秀的勇士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不幸的是，阿诺德犯了万难饶恕的叛国罪，毁坏了他富于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的传奇式的经历，正因如此，当代和近代人在写他的时候往往贬低他，有的甚至完全歪曲他在独立战争中为他的国家所作的贡献。



　　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阿诺德对打败伯戈因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最后的两次战斗中。但是，在使斯坦韦克斯堡解围和迫使圣莱杰离开莫霍克河谷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他是一个很有自尊心、很敏感、充满强烈自信的人。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勇敢精神或指挥才能提出指责。但是，他的急躁性格常常给他带来麻烦。他常因脾气暴躁而信口开河，言辞尖刻。可以说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象一堆流抄，而不是一块岩石。



　　9月1日他带着1200人在莫霍克河口加入盖茨的军队，负责指挥左翼。他对盖茨从来不象对斯凯勒那样尊敬。但是，1776年他们是在一起作战的，尽管阿诺德在瓦尔库尔岛违背盖茨的命令，丧失了美国舰队，他们还是非常友好地相处。据阿诺德的传记作者所述，盖茨派他去察看比米斯高地的阵地，并协助波兰工程师柯斯丘什科修建防御工事。同时他还积极率领小股部队骚扰从菲什基尔方向开来的英国部队。



　　阿诺德的左翼由2个旅组成：一个是伊诺克·普尔准将指挥的旅，由新罕布什尔第1团、第2团、第3团和纽约第2团、第4团以及康涅狄格2个民兵团组成，共约2116人；另一个是埃比尼泽·勒尼德准将指挥的旅，由马萨诸塞第2团、第8团、第9团和1个纽约团组成，共1243人。不能肯定丹尼尔·摩根上校的来福枪手和亨利·迪尔伯恩少校的轻步兵(总共674人)是否也归他指挥，不过，他们很可能是由他指挥的。另外，阿诺德还有200名康涅狄格轻骑兵和22门火炮。阿诺德阵地的正面比其他地方开阔，但是左翼没有右翼和中央阵地前那样的峡谷保护。伯戈因的进攻就是对其左翼发起的。



　　盖茨本来决定在防御工事里等待英军进攻，要不是阿诺德激烈反对这种战术，他一定会这样做的。阿诺德正确地指出，英军善于打围攻战，如果让他们进入大炮射程以内，他们的炮火就会给美军以重大杀伤；另一方面，英军既缺乏打丛林战的训练，又缺乏打丛林战的装备。阿诺德强调指出，进攻肯定是对的，因为一旦需要，美军可以再退守防御工事；而一味等待，有可能被从防御工事里赶出来；这样就会造成溃败。盖茨接受了这一保证战斗胜利的意见——仅仅是有限的接受——命令摩根和迪尔伯恩的来福枪手出击。战斗的第一阶段从上午9时许一直持续到中午12时30分。在这一阶段中，美军方面只有摩根和迪尔伯恩的部队参战。12时30分，威尔金森上校向盖茨送去报告，要求增派部队。因此盖茨立即派出普尔旅的2个团，稍后又派去了勒尼德旅的全部人马。这样，至下午4时，阿诺德师的大部都投入了战斗。



　　阿诺德在弗里曼农场之战中的个人表现，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参战人员所作的记述中没有提到他在战场上露面的事，而另一些人则断言他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大部分对战争的个人记述都受到自身参战的局限，因此，某些军官没有注意到一些高级指挥官参战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象迪尔伯恩轻骑兵中的韦克菲尔德上尉和勒尼德旅中的马歇尔上校所说的话是凭空捏造的。韦克菲尔德上尉说，他看到阿诺德参加了最初的战斗；马歇尔上校说，“大约4点钟，阿诺德带着大陆军9个团及摩根的部队与整个英国军队的右翼混战在一起。”威尔金森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勒尼德奉命出击之前没有一位将官参战，不过他承认他是被盖茨派去叫阿诺德回来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阿诺德就跨上战马朝枪响的方向飞奔而去了。威尔金森是盖茨的副官长，他对战斗情况比大多数参战人员了解得更全面，但是他的回忆有点儿令人怀疑，因为甚至在阿诺德叛国之前，威尔金森就非常憎恶他。



　　任何研究过阿诺德性格特点的人，一定感到难以置信，他指挥的师在战斗，而他自己会心安理得地呆在军营里。虽然韦克菲尔德也许会把时间弄错，但是多种证据有力地证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至少在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参加了战斗。不管他是否亲自参加了战斗，他对战斗的结果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可能恰恰由于他提出了进攻的建议，盖茨才免遭失败，而且如果他得到增援，美军肯定能大获全胜，因为最后战斗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谁能派出增援部队——盖茨能，而伯戈因不能——谁就能获胜。



　　阿诺德在比米斯高地之战中的行动，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谁都认为他在9月22日与盖茨大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是盖茨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大大贬低了阿诺德师在弗里曼农场之战中无疑非常出色的战绩。阿诺德大发雷霆，言辞失当。任凭他怎么骂，盖茨始终十分镇静，但是他解除了阿诺德的指挥权。阿诺德一再扬言要离开北方军，盖茨也巴不得他离开。但是阿诺德可能根本就没有要走的意思，在战斗开始前的几天里，他只是呆在自己的帐篷里生气。



　　谁都不否认，当战斗进入高潮时，阿诺德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为了追求荣耀，他不顾一切危险，发现哪里的指挥缺乏激情和生气，就接过那里的指挥权。问题是，他个人的表现对把伯戈因赶出碉堡工事，并把他逐出战场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诚然，盖茨有足够的力量把英军赶进哈得孙河，但是如果指挥不力，纵然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是无济于事的。伯戈因在他向议会所作的证词中这样说：要不是阿诺德介入，他“几小时后就可站稳脚跟使敌人听任我的摆布，他们人数再多也没有用。”这当然是伯戈因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夸张说法。那时，奥尔巴尼已经是一个破灭的梦，军队的前途充其量只是有点渺茫的希望。阿诺德在比米斯高地之战中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但是，这种决定性作用只表现在使伯戈因未能挽救军队覆灭的命运。



　　如果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之战后，在看来很有可能突破美军防线的时候，决定立即发起进攻，阿诺德完全有可能应召在比米斯高地作出更大的贡献。9月19日弗里曼农场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可以想像，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双方的军队都已精疲力竭。然而英军的士气是高昂的，因为他们看到美军缩回到堑壕里，英军仍然控制着战场。另一方面，盖茨还有未投入战斗的部队可供使用，而伯戈因的军队已全部投入了战斗。9月19日至20日的这个夜里，双方军队都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接对方的进攻。



　　关于20日早晨美军阵地上的情况，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威尔金森上校的证词。根据他的描写，美军营地上是一片混乱和困窘不堪的景象。那天清晨，英军第62团一名逃兵给美军提供了一个似乎确实可信的情报——英军马上就要发动进攻。威尔金森说，他们已无法抵挡这再一次的进攻，因为部队疲惫不堪，弹药非常短缺，他们“每3支滑膛枪上最多只有一把刺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完全相信了这个逃兵的话，在整个阵地上部署了部队，使每个人都在漫天大雾中度过了“提心吊胆、揣揣不安的一个小时”。



　　众所周知，英军最后一次进攻并没有发生。但是威尔金森断言，这个逃兵的情报并非杜撰，因为在伯戈因的部队投降后，他曾经有机会与菲利普斯少将谈过此事。菲利普斯少将说，伯戈因曾决定在20日早晨在对美军防线的右翼和中央采取牵制性行动的同时，派重兵进攻其左翼。据菲利普斯说，由于弗雷泽的阻止，他才没有这样做。弗雷泽要求他推迟24小时，因为他的投弹手和轻步兵尚未完全从前一天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首先在前一天战斗中弗雷泽的部队没有象其他部队那样受到很大的压力；同时我们从迪格比中尉的证词中得知，“菲利普斯将军和弗雷泽的意见是，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在那天早晨攻打他们的营地。”“那天早晨”就是指20日的早晨。看来威尔金森对他与菲利普斯谈话的回忆有一些是不对的，但是要说他已经记不得或者夸大了当时美军营地中的困窘景况，那也是不大可能的。



　　伯戈因在他向议会所作的陈述中，没有提及他发出过立即进攻的命令。事实上他强调说，任何进攻的想法都是非常愚蠢的。他说，“我认为，在军队经过长时间恶战已经精疲力竭并且损失了一大批军官的情况下，任何有职业判断能力的军人都不可能提出在第二天早晨对敌人发起进攻的问题。”巴尔卡雷斯伯爵、哈林顿伯爵、金斯顿上佼、福布斯少校和莫尼上尉等人在作证时，都程度不同地强调了这一点，支持(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司令官的说法。金斯顿上校说，据俘虏和逃兵报告，美军可以利用的兵力相当于英军的4倍，他们的阵地固若金汤。这对伯戈因的观点是个有力的支持。



　　伯戈因和目击者向议会所作的陈述和证词，与当时对该战役和后续事件的记述有许多矛盾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鉴于对某些事件事后再来分析也许会更清楚一些，加上在受审查时往往需要把事情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说，伯戈因和目击者在国会上的证词有可能是经过加工的。尽管伯戈因是那样向议会说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曾经打算在9月20日早晨发起进攻(如果没有考虑，那是不对的，他应当考虑)，只是由于指挥官们的忠告，或者出于他自己的观察思考——这种可能性更大些——他才最后决定让士兵们休息24小时，把进攻时间推迟1天。



　　然而，9月21日那天，伯戈因接到了纽约克林顿将军的一封来信。克林顿在信中说，他打算派2000人(他所能抽出来的全部人马)攻打纽约以北大约40英里高地上的蒙哥马利堡，但是他同时又说，如果侧翼受到攻击，他可能不得不放弃此举。伯戈因立即派人选去回信，表示欢迎这一牵制性行动。伯戈因向议会所作的陈述中，在谈到克林顿打算进攻蒙哥马利堡一事时说：“经过前一次战斗，一段时间里我的军队十分虚弱，正期待着强有力的牵制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冒险对敌人发起进攻，我想那真是发疯了。”他还想等待轻伤员重返战斗岗位，并且仍然有得到圣莱杰增援的可能——起码他是这样想的。因此，他决定用碉堡工事加固他的阵地，然后见机行事。



　　在萨拉托加战役中，伯戈因不得不作出许多困难的决定。要想弄清这些很久以前的行动的来龙去脉，困难之一是要猜测这些行动后面的动机。而事后有些人为了替这些行动辩护，所写的东西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所以常常是一些事实很清楚，而另一些却无法弄清楚。在斯基恩斯博罗和本宁顿，伯戈因的判断也许是很稳妥的，他拒绝撤退几乎肯定是对的，因为正如福蒂斯丘所说，“其他行动都取决于他的前进”。但是在萨拉托加，伯戈因的问题却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可以说，他无疑失去了完成其使命的最后一次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如果9月20日早晨，伯戈因将他显然曾经考虑过的、菲利普斯将军后来向威尔金森所描述的计划付诸行动，在对美军防线的中央和右翼采取牵制行动的同时，派一支部队全力攻打美军的左翼，他就可以发现美军阵地上是一片混乱。但是，他的军队那天确实没有真正作好再大打一场的准备，因此他把进攻推迟24小时也是不无道理的，尽管这样做使美军得到了更多的喘息时间，使英军成功的机会明显地减少了。



　　然而，到21日还推迟进攻，那就没有道理了。伯戈因完全知道，克林顿打算要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牵制性行动，而且他会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还不一定；另外由于通信很费时间，大约两周后克林顿才有可能发起进攻。盖茨的兵力与日俱增，不久就会是英军的数倍；而且伯戈因的给养很快就要耗尽。消极等待，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无法实现的期望中，肯定是错误的；在退路被彻底封锁之前，冒死对敌人的要害部位发起冲击，或许可为避免彻底失败带来一线希望。这也许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象伯戈因这样有献身精神的赌棍，按常理本应去冒险试一试。



　　这两次战斗是整个战役的高潮，此战役在第一次战斗打响之前约3个月就已经开始了。为了分析胜败的原因，必须把这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一个由于政治上的无能和干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虽然本书仅举此一例，但类似战例并非历史上绝无仅有。伯戈因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但是计划的实现必须完全依赖豪的充分合作。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企图在3000英里之外，控制在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国家里的作战行动。他给伯戈因下达了毫无灵活性的命令，同时又批准了豪的计划，从而使下达给伯戈因的命令只能产生灾难性的结局。














	

 






	















	







	







	









 





	


	







	








	




	


第10章 博罗季诺会战




	







	

 



	


	


(1812年9月7日)



　　1807年6月，拿破仑在涅曼河上的一条木筏上会晤了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双方签署了条约，建立了脆弱而短暂的友好关系。但这个联盟并不稳固，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轻易地瓦解了。1809年，拿破仑提出娶沙皇的妹妹为妻，亚历山大对此反应冷淡(他无疑会回绝这桩婚事，因为傲慢的罗曼诺夫王朝根本不屑同科西嘉的一个暴发户联姻，不管他如何才华出众)。不过，拿破仑在协商过程中就宣布和一位奥国公主订婚，这至少是不明智的。



　　两国关系由此日渐冷淡。俄国人对拿破仑建立华沙大公国(任何解放波兰的行动都会立即引起俄国人的警觉)和大肆兼并领土(有些兼并行动违背了提尔西特条约)的恐惧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冷淡。不过，两国关系是在俄国采取行动以缓解“大陆封锁”给它带来的严峻形势后才最后破裂的。所谓“大陆封锁”是指1806年拿破仑签署《柏林法令》禁止一切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后，欧洲大陆对英国的经济封锁。一旦俄国(实际上任何一个缔约国)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整个封锁便会失败。



　　到1811年，“大陆封锁”已破绽百出，连法国也偶尔与英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拿破仑以俄国违约为借口，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彻底征服这个国家。现在看来，还不能肯定攻占莫斯科是拿破仑的最初想法，因为他本来极想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围歼俄军，况且法军的补给虽然经过周密安排，但充其量只能维持一场激烈的速决战。1812年6月23日夜间，侵俄法军的先头部队越过了涅曼河。



　　博罗季诺会战始于1812年9月7日，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一可怕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看，法军取得了博罗季诺会战的胜利，俄军退出了战场，但俄军并未被歼灭，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唯一目的因此落空了。在交战中双方伤亡惨重，但俄军仍拥有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预备队，而且后勤补给安然无恙；而拿破仑的运输线太长，难以维持其现有部队的补给。结果，几个星期后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法军，而不是俄军。



　　包括驻守在奥德河以东的预备队在内，拿破仑共征集了60多万部队和大约1400门火炮。在这支几乎来自欧洲各国的部队中，法国人只有27万，其中包括从法国占领的领土上征召来的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奥地利和普鲁士派来了军队，意大利总督欧仁亲王也率领4.5万名士兵加入了这支大军。拿破仑还从被困于伊比利亚半岛的24.3万部队中(其中也有许多不是法国人)抽调了2.7万人。只有拿破仑从前的元帅，瑞典王储贝纳多特拒绝派兵。在下级军官的出色指挥下，这些外国士兵几乎人人勇猛善战。



　　这支对胜利寄予厚望的浩浩荡荡的东进大军分成5支主要力量。中央是由拿破仑亲自指挥的主力突击部队，并辅之以欧仁亲王的意大利军和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国王(他因行动缓慢而受到审查，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前便离去了)的一支部队。中央部队大约有38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支侧翼部队。麦克唐纳元帅率兵向北守卫波罗的海沿岸，陆军元帅施瓦岑堡的奥地利军队负责掩护拿破仑的南侧，这两支部队各有3.4万人。虽然拿破仑一直在不断征募新兵，但这支“大军”士气高昂，战斗力很强。



　　正如人们所料，拿破仑为入侵俄国制定了宏伟的战略计划。但不幸的是，这项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为拿破仑没有估计到，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深入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国家作战，在补给上将遇到重重困难。一过涅曼河，法军的进展就不再象预想的那么快了，被分割的俄军因此逃脱了法军的攻击。拿破仑和热罗姆分别在科夫诺和格罗德诺以南约60英里外渡过涅曼河，企图以钳形运动将两支分离甚远的俄军各个击破。假如不是由于热罗姆行动迟缓，巴格拉季昂王子指挥的第2西集团军很可能被围歼。面对拿破仑的正面攻击，巴克莱·德·托利率领第1西集团军迅速后撤，退至德里萨河畔的坚固设防营地。根据沙皇的普鲁士顾问恩斯特·冯·富尔上校制定的计划，巴克莱·德·托利应坚守营地，并在巴格拉季昂从侧翼进攻法军时牵制拿破仑。



　　可是富尔的作战计划只能使俄军更加分散。巴克莱很快便意识到这一危险，他立即转向东南，赶到维捷布斯克，并在那里迟滞法军的进攻。但当他得知巴格拉季昂(此人与他的关系异常紧张)无法与他在那里会合时，他又后撤到斯摩棱斯克。8月的第一周，两军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帅，并由巴克莱(他是沙皇军队的总司令)负责全权指挥。



　　俄军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急于和法军交战，唯独谨小慎微的巴克莱例外。当发现自己左翼有危险时，他便命令继续后撤，从而使拿破仑得以袭击他强大的后卫部队。紧接着，两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及东面的高地上展开了激战，结果双方伤亡惨重。不过这次战斗却使巴克莱彻底摆脱了法军，并沿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退却。巴克莱的逃跑战术激起了强烈不满，沙皇被迫任命库图佐夫亲王接替巴克莱任俄军总司令(不过巴克莱仍保留了第1西集团军司令之职)。



　　67岁的库图佐夫由于一生酷爱美酒佳肴(这两样东西在他的博罗季诺大本营里应有尽有)，已垂垂老矣，连马都不能骑了。不过年轻时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曾多次负伤，并有两次头部中弹，但他居然活了下来。他曾和伟大的苏沃洛夫并肩作战，还在沙皇手下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指挥过俄军。他是个受人喜爱的指挥官，但由于年老体弱不再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他的错误是任命莱温·本尼格森将军为参谋长。本尼格森是高级将领，1807年曾指挥过俄军，但没什么才干。此人狂妄自大，几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还和第1西集团军司令关系紧张。



　　8月29日，求战心切的俄军官兵热烈欢迎库图佐夫的到来，他们相信他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斯摩棱斯克的伤亡和疲惫不堪的撤退并未挫败俄军的士气，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俄军有一支英勇善战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但是装备差，仅配备了许多口径不同的滑膛枪，火力上处于劣势。不过他们坚信苏沃洛夫的名言：刺刀比子弹更有用。



　　俄军骑兵包括通常的轻骑兵团、重骑兵团和龙骑兵，其装备比刚到博罗季诺时的法军精良得多。此外，俄军还拥有数千名优秀的哥萨克骑兵，他们虽然不善交战，但善于追击、警戒和伏击。俄军炮兵新近进行了整编，配备了一批新武器。它规模庞大，包括44个重炮连和58个野炮连。俄军还拥有一支精干的先头部队，但其救护手段却(和法军一样)极其原始，很难应付巨大的伤亡。



　　正当巴克莱(当时他尚未被库图佐夫接替)一面向莫斯科撤退，一面寻找立足之地时，拿破仑也在考虑是否在斯摩棱斯克安营扎寨，等到1813年再战。这不仅对部队给养有利(虽然法军严重减员，但给养仍十分紧张)，而且还会给法军带来其他好处。然而，这场会战的目的尚未达到，亚历山大拥有强大的民军，时间对他有利。于是，拿破仑决定冒一次险。8月29日，他率军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碎石路前进，一路烧杀掠抢，最后遭到毁灭。



　　据说，博罗季诺是本尼格森在率军加入主力部队的途中选定的阵地，俄军因此放弃了先前由巴克莱的参谋人员选定的地点。情况也许确是如此，因为在米拉拉迪维奇将军率领的1.8万民军到达之前，库图佐夫并不急于交战；况且在俄国人目前选定并迅速加强的阵地以西，肯定还有即便不比博罗季诺更理想，也和它同样不错的阵地。博罗季诺村位于科洛查河北岸，地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科洛查河与另一条小河沃伊纳河汇合于此。这里还有另外两条支流，在大道以南与其平行的是斯托尼茨河，在沃伊纳河上游一点汇入科洛查河的是谢苗诺夫卡河。科洛查河从博罗季诺向北流入汹涌的莫斯科河，这一流域内两岸陡峭险峻。



　　俄军阵地的最右翼部署在科洛查河与莫斯科河之间的一环形地带，左翼驻守在位于老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乌季察村周围的丛林中。斯托尼茨河和谢苗诺夫卡河的夹角地带是一道低矮的山梁，其北端是一座小土丘，极适于作战。俄军在这里修筑了工事，并以守卫这里的军长的名字命名为拉耶夫斯基棱堡 [ 注：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是沙皇亚历山大手下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这次会战中，他亲自带领16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对法军的一个炮兵连发动了一次突击。 ] 。棱堡以南主要是平地和沼泽，有的地方有丛林。这里的一些小村庄易守难攻(至少谢苗诺夫斯卡娅村是这样)，注定会成为法军摧毁的目标。但其附近的三个小工事(称为“巴格拉季昂棱堡”)构成了左翼中央的中心枢纽。位于丛林地带的最左翼阵地是乌季察村附近的另一个高地。主防御阵地中心以西近1英里处，是舍瓦尔季诺棱堡，库图佐夫派1个师在这里防守，并得到骑兵和炮兵的支援。



　　巴克莱的第1西集团军构成俄军右翼。库图佐夫认为法军会沿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推进，因而在这一地段部署了重兵，但他忽视了中央和左翼阵地。由于战线过长，守卫在那里的巴格拉季昂的第2西集团军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库图佐夫未占据乌季察高地，而准备让巴格拉季昂的第3军在最左翼的丛林中打一场极有可能成功的大规模伏击战。不幸的是，本尼格森在视察阵地时却给第3军军长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使其部队暴露在旷野中。虽然大体上讲俄军占据着坚固的天然阵地，并抓紧时间尽量对其进行了加固，但俄军左翼仍有可能被包抄。不过，后来的情况表明，库图佐夫还算幸运。



　　当俄军忙于构筑防御阵地时，拿破仑正在慢慢集结军队，准备向俄军左翼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在驱马观察地形时，一眼便看出法军在向俄军主阵地发起进攻之前，必须先摧毁舍瓦尔季诺棱堡。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第1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5师(由孔潘将军指挥)，并派两支骑兵部队给予支援。9月5日傍晚日落前，战斗打响了，双方激战到将近午夜才收兵。俄军损失了大约5000人，法军的伤亡略少一些。



　　尽管俄军在戈尔恰科夫亲王指挥下英勇作战(实际上法军也是如此)，但库图佐夫根本不该同意本尼格森的方案，即防守舍瓦尔季诺棱堡，因为它不仅不在俄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而且毫无战略价值。俄军却为此损失了许多精兵强将和3门火炮。俄军左翼主要依托巴格拉季昂棱堡，这场战斗并未改变左翼易受攻击的形势。翌日，9月6日，整个战场平静得出奇。双方都在为一场重大战役做最后准备；俄军正全力以赴巩固阵地，拿破仑也渴望更细致地观察地形，准备其作战计划。



　　于是，拿破仑把指挥部移到舍瓦尔季诺棱堡北面的平坦地带，并多次对俄军阵地进行侦察。当时，他正患重感冒和膀胱炎，身体欠佳，法军的临战状态也不能令他满意。除兵力上稍占优势(约13万：12.2万)外，法军在其他方面并不比俄军更占优势。自从越过涅曼河以来，法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损失了大约25万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食品短缺无法提高法军的士气。法军骑兵的处境尤其不利，它丧失了大量马匹，剩下的马匹也羸弱不堪。相反，俄军却兵强马壮。此外，俄军在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占有优势。



　　9月6日，拿破仑正在侦察阵地，达武走上前去，要求允许他率领自己的军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第5波兰军，从侧翼进攻俄军左翼和后方。达武认为，他只需4万人便可以闪击俄军的这一薄弱防区，并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战术本该受到拿破仑的青睐，但他在稍事考虑后拒绝了这一行动计划，而主张采用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案。朗斯特里特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也打算采用同样的战术，但同样被断然拒绝了，而且理由更少。



　　最后制定的作战方案是：达武率第1军进攻巴格拉季昂棱堡(在拿破仑的印象中，那里只有两个而不是3个筑垒阵地)；在达武左翼，内伊的第3军在朱诺的第8军的紧密配合下，以近卫军为后方部队，从拉耶夫斯基棱堡北面的谢苗诺夫斯卡娅村攻击俄军防线。这样，法军的整个进攻重心是在约1.5英里的战线上打击俄军左翼和中央。欧仁的第4军和第1军第3师在科洛查河北岸作战，其任务是摧毁博罗季诺村，然后利用三座特制的浮桥渡河，向拉耶夫斯基棱堡进军。骑兵由缪拉全权指挥，他在达武的后方集结了3个骑兵军(第1、2、4军)。从右翼迂回攻击俄军的唯一措施是派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5军沿老斯摩棱斯克大道从侧翼包抄俄军左翼。



　　法军炮兵(共有587门火炮，但配备到各炮兵连的火炮数量仍显不足)的任务是，战斗一打响就对敌实施大规模炮轰。战斗开始的前一夜；法军已将2个炮兵连部署在舍瓦尔季诺东北面的高地上，准备炮轰巴格拉季昂棱堡。这2个连各有24门火炮。第1军炮兵司令佩内蒂将军又从近卫军、德赛师、孔潘师和弗里昂师抽调62门火炮，增援这2个连。这些火炮主要用来压制俄军的炮火，而索尔比耶将军(指挥近卫军的后备炮兵)则利用近卫军的榴弹炮猛轰俄军堑壕。一旦法军右翼和俄军交火，第3军的40门火炮将一齐向拉耶夫斯基棱堡开火。炮兵在作战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9月7日凌晨6时，佩内蒂所部率先向敌开炮，战斗由此开始。法军的进攻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些，因为那2个在夜间部署的炮兵连因火炮射程不足，不得不调动位置。俄军炮兵迅速还击。炮战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小时，整个战场硝烟弥漫，能见度下降，这给双方的近战增加了困难。



　　拿破仑的第1、3军一开炮，法军先头师便开始进攻。欧仁亲王率兵向博罗季诺村的巴克莱部队发动攻击，俄军被击退，未来得及拆毁科洛查河桥；但他们很快夺回了博罗季诺村。接着，俄军接到退回主阵地的命令，这一次他们拆毁了科洛查河桥。欧仁亲王在村中留了一个师的兵力和部分骑兵。大约上午9时30分他率余部渡过浮桥，进攻拉耶夫斯基棱堡。



　　与此同时，孔潘所率的第1军第5师在德赛的第4师的密切配合下，正向巴格拉季昂棱堡挺进。拿破仑希望法军所向披靡，但是俄军炮兵巧妙设防，向法军射出一排排炮弹，使法军纷纷倒下。更为不幸的是，此时俄军步兵也投入了战斗，将无情的子弹射向挺进中的法军。孔潘中弹负伤。达武的坐骑被击中，他本人也被震伤，只得离开战场，将指挥权交给德赛。双方大部分部队都投入到肉搏战中，战斗异常激烈。法军一度攻占了俄军阵地。但巴格拉季昂从图奇科夫将军的第3军调来2个旅组织反攻，终于把法军强行赶出了阵地。这时大约是8时30分。



　　坚守在指挥所的库图佐夫此时意识到，他的兵力部署太偏重右翼，而左翼兵力不足。于是他命令巴戈武特将军率领第2军绕道俄军后方，支援左翼中央。但就在这支部队准备行动之际，法军又向巴格拉季昂棱堡发动了猛攻。战斗相当激烈，法军先后攻占了两座棱堡，但在进攻第三座棱堡时受挫。在关键时刻，英勇善战的缪拉亲自上阵指挥，基本稳住了阵势。



　　棱堡争夺战至少还要持续两个小时，此时它已成了各兵种参加的大混战。双方炮兵继续使成千上万人丧生；双方骑兵相互拼杀，淹没在马蹄飞扬、子弹呼啸的混战中；双方步兵刺刀相向，满脸是汗，浑身是血迹和泥土。俄军高级指挥官伤亡最为惨重。最为不幸的是，英勇善战的第2西集团军司令巴格拉季昂亲王也在战斗中负伤，并于两周后死去。



　　在这个血腥的早晨，两翼战场的情况怎样呢？在法军右翼，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行动缓慢，几乎到8时才和俄军投弹兵完全接上火。这支俄军担负着为第3军提供掩护的任务。由于俄军第3军已抽调部分人马去保护棱堡，加之前一天俄军参谋长拒不执行俄军总司令的伏击计划而使俄军暴露在危险的阵地上，法军的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



　　经过一场激战，俄军停止了抵抗，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乌季察村，而且还可能继续夺取村后那座具有重要战术价值的小山，严重威胁俄军左翼。为此，库图佐夫命令第2军从俄军右翼迂回过来。这支部队的及时到达阻止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后续攻击，保住了高地。但是俄军军长图奇科夫却在战斗中阵亡。该翼的战斗平息下来。



　　如前所述，欧仁亲王夺取博罗季诺之后便率大军南渡科洛查河，准备进攻拉耶夫斯基棱堡。他在博罗季诺地区保留了一些炮兵，其炮火足以覆盖棱堡北侧。他还在科洛查河南岸部署了增援部队，企图在步兵进攻前以猛烈的炮火削弱敌方的防御。坚固的棱堡为俄军炮兵提供了较好的保护(步兵没有藏身之处)，而部署在棱堡后方、奉命坚守到底的第3骑兵军却遭受了巨大损失。



　　上午9时30分，欧仁亲王的步兵发起进攻，战斗同样很激烈。拉耶夫斯基的第7军因不得不派兵增援俄军左翼而兵力不足，无力控制谢苗诺夫斯卡娅的防线。尽管如此，法军的第一次进攻还是被俄军击退了，而且伤亡巨大。但法军以莫朗的第1师(配属于第4军)和博纳米将军的第30步兵旅为先头部队，很快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些部队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战斗终于攻入棱堡，与高大健壮的俄军炮手展开了面对面的殊死搏斗。法军一度占领过阵地，但俄军很快又夺回了阵地，并最终通过白刃战将法军赶出了阵地。



　　棱堡周围的战斗异常激烈，此时格鲁希的第3预备骑兵军也投入了战斗，企图突破俄军仓促形成的方阵，但不仅没有得逞，反而遭到巨大损失。这时俄军又痛失一些高级将领，其中第1西集团军参谋长负伤，杰出的年轻炮兵指挥官阵亡。到11时30分，这些顽强抵抗的俄军士兵仍坚守在拉耶夫斯基棱堡周围。拿破仑下令再次发动进攻，一支俄军突然向法军左翼发动袭击，迟滞了法军的进攻。



　　大约10时30分，库图佐夫得知法军没有在科洛查河的一个渡口设防，便命令乌瓦洛夫将军的第1骑兵军(约2500名骑兵)和普拉托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部队进攻留在北岸的法军。在阳光的映照下，这支阵容严整的俄军刀光闪烁。俄军约8000名骑兵击退了奥尔奈诺伯爵的胸甲骑兵和轻骑兵中队(其任务是保护拿破仑“大军”的左翼)，但未能攻破留守博罗季诺的法军1个师的方阵。当法军骑兵从南岸渡过河时，俄军经过较为激烈的交战后便撤走了。库图佐夫对两位骑兵指挥官行动拖沓，作战不力极为不满。但这支骑兵的出现(其哥萨克人活动在法军侧翼和后方)完全打乱了法军在拉耶夫斯基棱堡前的计划和进展。



　　除上述左右两翼的进攻外，拿破仑在战斗打响后1小时左右发动了第三路进攻。这是在被摧毁的谢苗诺夫斯卡娅村南面某处到拉耶夫斯基棱堡地区之间对俄军左翼中央发动的一次进攻。达武和内伊的部队联合实施了这次行动，并得到了在左翼进攻的拉图尔·摩布尔的骑兵和在右翼作战的南苏蒂的骑兵的大力支援。和在其他地方的战斗中一样，双方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都投入了此次战斗。战斗开始时，法军照例先对俄军实施炮轰，俄军炮兵迅速还击，不断将实心弹、葡萄弹和榴霰弹射向仓促形成一道红蓝长墙的法军步兵纵队。不过这场战斗首先还是一场骑兵战。身穿艳丽服装的法军骑兵肩并肩排成一列列横队，步伐整齐地向俄军开来，继而便转入和俄军刀光剑影的拼杀中。



　　俄军虽然在作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果敢，但无论在殊死激烈的马战、步战还是谢苗诺夫卡河两岸的炮战中，它最终还是被法军击退了，这一重要战场开始陷落。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其所需要的只是抓紧时机，重新部署兵力，组织部队，恢复元气。由于拿破仑不在场，一直坚守在阵地最前沿的内伊和缪拉向拿破仑皇帝紧急求援，以期在俄军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破俄军的防线，这样便很可能赢得这场战役。然而，拿破仑犹豫片刻后拒绝动用他的预备队，从而坐失了良机。



　　于是，这场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又要打到下午乃至夜晚了。法军仍需攻克拉耶夫斯基棱堡。因为中午时分，俄军收复了拉耶夫斯基棱堡。乌瓦洛夫和普拉托夫的骑兵对法军侧翼的威胁，迟滞了拿破仑命令欧仁亲王发动的下一次进攻。这对第4骑兵军无疑极为不利，因为就在欧仁亲王的部队准备阻止哥萨克人的威胁时，第4骑兵军也已前进至谢苗诺夫斯卡娅前沿。于是它不得不任凭棱堡中的俄军炮火轰击长达2个多小时，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将近下午3时，欧仁亲王已为另一次大规模进攻做好了准备。为配合欧仁亲王的进攻，位于谢苗诺夫斯卡娅和博罗季诺的炮兵连集中优势炮火对拉耶夫斯基棱堡实施了交叉火力封锁。



　　这主要又是一场骑兵的混战以及和往常一样的步兵的阵地争夺战。一个中队接着一个中队的骑兵投入到殊死的恶战中。法军第2骑兵军军长蒙布兰将军不幸阵亡，战场上那刺耳、尖厉的刀枪撞击声一时间大作。拿破仑的一个随从参谋奥古斯特·德·科兰古将军接替了蒙布兰的职务。但他也在率第5胸甲骑兵团攻入棱堡时阵亡了。棱堡内的俄军炮手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西夫里准将率领的第9步兵团赶到后，俄军才被制服。棱堡内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伤势严重的士兵倚靠在扭曲的火炮架上奄奄一息。



　　法军终于拿下拉耶夫斯基棱堡，但战斗又持续了2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几千骑兵卷入的大混战。欧仁亲王为达到突破俄军防线的目的，在棱堡后的高地上集结了所有可动用的骑兵。然后这一队队勇猛的法军士兵向集结在阵地上准备应战的俄军骑兵中队和紧随其后的步兵纵队发起了进攻。很快，俄法两军混战在一起。巴克莱·德·托利一直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指挥着他的轻骑兵和长矛骑兵冲杀，他的坐骑被击毙，他也险些丧命。正当骑兵混战时，双方的步兵和炮兵也都参加了战斗。战马在滑膛枪的呼啸中纷纷倒毙，轰鸣的炮声宣告了大批人的末日。这是一天中最后一场恶仗，简直可以和史诗相提并论。



　　到下午5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在法军右翼作战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已向乌季察高地发动过一次猛攻。俄军的巴戈武特将军(早些时候他率第2军从俄军右翼迂回过来)发现在中央和右翼的俄军主力已开始后退，自己已处于不利境地。为了行动上的一致，他也主动后撤，把阵地让给了波兰人。



　　战斗即将结束，和这一天中其他重大、激烈的战斗相比，此时相当平静。俄国人还在垂死挣扎，有人想如果这时拿破仑将他的近卫军投入战斗，俄军必将全军覆没。但这位皇帝又一次没有这么做，而且这次包括贝尔蒂埃(拿破仑的参谋长)和缪拉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将领都支持拿破仑的主张。库图佐夫在夜间决定第二天清晨把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他仍坚信自己赢得了这场防御战。



　　双方的伤亡异常惨重，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死伤人数更为惊人。看来很可能有大约30%的参战人员负伤，但谁也不清楚确切的伤亡数字。据西尔·罗伯特·威尔逊将军说，俄军伤亡3.6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然而他并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整个战斗期间都在沙皇的大本营里。他提供的法军伤亡数字有可能是准确的(尽管他宣称法军只有26名将领伤亡，这个数字显然太低了，实际上是38人)，但俄军很可能损失了4万人。在这场会战中，尽管双方的总司令都没有立下卓著战功，但是双方下级指挥官却以他们的勇气，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发了部队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热情。



　　库图佐夫从容不迫地从博罗季诺撤下来，拿破仑并没有追赶他。9月13日，这位俄军司令在莫斯科城郊重新部署部队，打算在此抗击法军，但最终又被众人说服放弃了这个计划。于是他率俄军穿过莫斯科城继续后撤。9月14日下午，缪拉率领的第一支法国军队进入了莫斯科城。不多久，只见城中火光冲天，房屋倒塌，莫斯科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即便如此，9.5万人的“大军”余部仍有充足的房屋宿营。



　　和在战场上一样，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中同样表现出厌战的情绪，这是他的军队失败的主要原因。看上去他再也无法打起精神，或对目前的窘境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向亚历山大发出了一连串和解信号。但亚历山大却坚持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个法国士兵，他就决不坐到谈判桌前。正当拿破仑举棋不定，行动迟缓时，俄军却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俄军招募了大批新兵，使它由进入塔鲁季诺时的8.5万人增至现在的12万人。直到10月19日，欧仁亲王才率领法军先头部队撤离莫斯科。拿破仑撤离得太晚了。这支“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所经受的艰难、恐惧和打击是举世闻名的。当内伊于12月14日率领七零八落的法军余部跨过俄国边界时，拿破仑发动的这场最艰难、最残酷、伤亡最惨重的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图17： 博罗季诺会战(通往俄国西部的道路)






图18： 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上午)






图19： 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下午)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能够影响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第一，达武提出的对俄军实施大规模侧翼进攻的方案；第二，俄军骑兵在法军左翼采取的行动；第三，拿破仑拒绝将其近卫军投入战斗的决定。此外还有两个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并且影响着整个会战的进程的因素，即给养问题和离开斯摩棱斯克的决定。



　　首先就这两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因素而言，给养问题又是最为关键的。可以说它是整个会战成败的基础。不过这不能归咎于拿破仑没有先见之明，实际上他对此曾有过很多考虑；但由于法军战线过长(300英里)，部队成份复杂，交通困难，地形不利，特别是由于法军未能达到进行这场会战所要求的速战速决的目的，给养问题才显得格外重要。



　　拿破仑对入侵俄国一事已考虑数月之久，因此在进攻俄国的过程中，谈不上临时决断和仓促安排。法军在俄国边境以西建立了9座兵站，每座兵站都粮草充足，足够法军消耗多日。将这些粮草运送到前线的是由5424辆马车和2400辆牛车组成的辎重队(分成26支运输队)。这支运输队伍需要20万头挽畜(此外还有11万匹战马)，每头挽畜每天要消耗近20磅饲料。据计算，近1/3的随军粮草都被挽畜消耗了，这就显然难以长久维持一支远离兵站或给养地的前方部队了。



　　此外，一进入俄国，即使运输这些有限的粮草也变得十分棘手。虽然时值夏季，但除少数轻型车队外，绝大多数车队几乎无法在大路和乡间通行(主要是由于道路泥泞)，而且也没有适合放牧的牧场。于是法军不得不丢弃和就地消耗大批粮草。到达维尔纳之前，法军已损失2万匹战马(无疑这些马匹都被食用了，只是它们那皮包骨的尸体不可能成为营养丰富的食品)，但却得不到很快的补充。以往，法军打一场胜仗后，往往都能就地得到粮草补充。但1812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军经过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都早被摧毁和烧毁了。当他们四处掠夺时才发现整个乡村早已坚壁清野，俄国人把所有没烧毁的东西全部带走了。



　　面对如此不屈不挠的俄军和如此顽强的俄国村民，这位法国皇帝为保障他那支“大军”所需的大量供给而精心设计的一切后勤保障计划都落空了。他早该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进行重大决断时就把给养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拿破仑在他精心安排的、旨在歼灭俄军的两次钳形攻势均告失败后，便决定对斯摩棱斯克发动一次全面的正面进攻。但此时，俄军的第1和第2西集团军已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这场战斗在8月16日和17日两天进行。由于拉耶夫斯基的第7军在后方的猛烈进攻，也由于朱诺的行动缓慢，巴克莱·德·托利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瓦鲁季诺发动了一次较为顺利的进攻，俄军因而避免了在莫斯科大道与法军交火。拿破仑退回斯摩棱斯克，考虑下一步计划。



　　此时，他一定已经意识到整个会战将导致一场灾难。他已无可挽回地错误估计了亚历山大和俄国人。他虽曾试图以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使沙皇就范，但到目前为止，他没能达到这一目的。即使他胜利了，俄国人也会继续后撤到更远的地方，恢复实力，继续和他抗争。拿破仑此时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收兵回国，但这是拿破仑永远也不会考虑的；第二，在冬季坚守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以便等到来年春天再重整大军进攻俄军；第三，立即前进，以迫使俄军与法军决战。



　　就以上三种可能性而言，在斯摩棱斯克过冬的理由最具说服力。法军经过长途行军已减少到约15.5万人，他们有的病倒了，有的开了小差，有的被派去驻守兵站、补给点和交通线上的桥梁，还有的则在战斗中伤亡了。诚然，拿破仑仍占有数量优势，而且新补充的兵员也正源源不断地到达，但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需要花时间训练的新兵。由于大量马匹损失，他的骑兵威力大减，驮载炮兵也缺少补充马匹。食品越来越短缺，给养也已经消耗殆尽。另外，拿破仑虽然在两支增援部队的策应下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俄军也许只是在中央退却了，而在法军的侧翼仍十分活跃。此外，拿破仑统率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对他至多也只是三心二意罢了。



　　法军之所以急于继续前进，是想在冬季来陆前取得迅速的决定性胜利。这简直是一场赌博，因为拿破仑根本不知道俄军会不会停下来与法军决战。俄军很可能继续后撤，从而使拿破仑的后勤给养更加恶化。另外，即使俄军真的停下来与法军决战，法军也会因损失严重，战斗力大减而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事实上，法军只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才有出路)。另一方面，假如拿破仑停止前进，给亚历山大6个月的喘息机会，沙皇就会利用这个时机抓紧动员和训练新军，并从英国得到物质上的援助。现在人们会聪明而轻松地说拿破仑当时继续前进完全是个错误。不过人们也可能会说，假如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能象他先前那样指挥有方，他就很可能取得他所期望的决定性胜利，这样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了。



　　拿破仑还是继续前进。也许他也有疑虑，因为8月28日当法军到达维亚兹玛时，正好天降大雨。30日这位皇帝宣布：“如果明天继续下雨，我们就撤回斯摩棱斯克。”到了31日，天气放晴，于是法军又沿着通向毁灭的道路前进了15英里。据说，在博罗季诺的那天清晨，拿破仑面对破雾而出的朝阳，不禁转身对他的参谋惊呼：“这就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假如他在8月31日返回斯摩棱斯克，情况或许会更好，他也许会说：“多亏了维亚兹玛的大雨。”无论怎样，在踏上通往莫斯科的吉凶难卜的280英里长的路途前，在那个城市进行一个阶段的整编是十分明智的。



　　自渡过涅曼河到最终从莫斯科撤退，拿破仑身上除了他那些过去的辉煌战绩还耀眼一时外，已明显地表现出异常的倦怠情绪。他那驰骋疆场，胆识超人的岁月正悄然逝去，他那坚定的信心和准确的判断力也丧失殆尽，他的威力已日薄西山。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未能出色地赢得博罗季诺这场会战。人们通常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拿破仑才拒绝考虑达武提出的将他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合并起来以及另派一支4万人的部队从后方卷击俄军左翼的建议。不过，这也许并不全是他的错。



　　达武的建议是在9月6日下午(战斗打响前一天)提出的。他的意图是想利用夜行军实施这一大规模迂回作战。拿破仑接到这个请求后，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两个难题：第一，俄军一旦得知这次合围行动之后，肯定会继续后撤，这是拿破仑一直担心的；第二，在丛林密布的乡间夜行军，不仅很难辨别方向，还会给人员和马匹造成不必要的疲劳，这势必会削弱部队进攻时的战斗力。此外还有第三点因素要考虑(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即长距离的侧敌行军将占用时间和抽出大量部队。如果时间上出了差错，俄军趁达武尚在途中就向法军发起进攻，那样就会出现最为严重的局面。



　　达武的想法与拿破仑面临困难时经常采取的做法非常相似，然而拿破仑可能(虽然不一定)不愿意让达武提醒他该做些什么，因为当时他和达武的关系并不很融洽。更大的可能性是，拿破仑当时对时间和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而达武的行动建议太野心勃勃了。不管怎样，从右翼进攻巴格拉季昂的防守薄弱的左翼是有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5军还没有强大到能发动这样的进攻，他的行动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得到增援后，他有可能采取虽不象达武深入敌后的夜行军那么惊天动地，但却更为保险的行动包抄俄军左翼。



　　库图佐夫个人对这场会战的影响甚微。但如果动用诸兵种，并派更为果断的指挥官指挥作战，那么，他派骑兵对法军左翼实施的进攻就很可能对整个会战产生重大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个既有成功又有教训的极好例证。俄军骑兵极大地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假如俄军步兵协同作战，战果将会更大。



　　俄军乌瓦洛夫和普拉托夫将军从马洛渡口渡过科洛查河后，很快便和守卫法军左翼的奥尔奈诺伯爵将军的意大利和巴伐利亚轻骑兵展开了战斗。结果，法军被击退，俄军还缴获了3门火炮。随后，普拉托夫率领5000名哥萨克骑兵跨过沃伊纳河，直插法军第4军德尔宗将军的第13师的后方，而乌瓦洛夫则从正面进攻该师。德尔宗一面慌忙命令部队迎战，一面派人紧急求援。于是法军第3骑兵师的第6和第8轻骑兵团迅速过河参战。在法军的进攻下，俄军骑兵丢下刚刚缴获的火炮撤走了。



　　乌瓦洛夫的进攻则拖拖拉拉，三心二意。他虽拥有2个驮载炮兵连，却没有步兵的支援，也没有充分利用这2个炮连的优势。如此少的兵力是不可能实施成功的迂回作战的。库图佐夫的意图也许是仅用佯攻来减轻中央阵地的压力。就此而言，他是完全成功了。法军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大约3个小时，俄军赢得了重新设防的时间，并用炮火沉重打击了在法军第4军渡河后接替其阵地的法军骑兵。



　　即使俄军从右翼调出了一部分部队去支援左翼，它也完全可以动用各兵种对欧仁亲王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它将对法军造成严重后果。



　　无法断言，假如库图佐夫对欧仁亲王的侧翼发动强大的迂回进攻，他就能赢得这场会战。但是在谢苗诺夫斯卡娅村附近的战斗中，假如拿破仑把近卫军投入战斗，突破俄军防线，他就完全有可能取得比实际战果更为卓著的成功。因此，有趣的是，拿破仑当时拒绝动用后备力量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不清楚在科洛查河北岸的欧仁亲王左翼的形势。



　　当中央战场、谢苗诺夫卡河两岸和巴格拉季昂棱堡周围的战斗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内伊也正受到第2西集团军的猛烈反攻，并火速求援。拿破仑犹豫了片刻，便命令指挥帝国近卫军维斯瓦波兰军团的克拉帕雷德将军前去增援。但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改派弗里昂将军的第1军第2师。这是这位皇帝第一次拒绝使用预备队。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一次)是在不久之后。弗里昂的部队以迪富尔旅长的轻骑兵团为先头部队，沉重打击了俄军，并最终在俄军最关键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缺口。



　　拿破仑是在舍瓦尔季诺附近的指挥所里(通常坐在椅子上)通过望远镜观察战斗进程的。他的身边几个团的近卫军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很想投入战斗。这时还在考虑下一步作战的缪拉和内伊派传令官来向拿破仑紧急求援，以期在俄军立足未稳时，给它以致命打击。拿破仑命令青年近卫军出击。然而这支部队刚出发，这位皇帝便取消了命令，而且未作解释。就在这时，拿破仑又接到第二次紧急求援，并得知俄军已派兵稳住了防线。于是他转向求援的贝利亚尔将军说：“在我还无法看清整个战场形势之前，我决不使用预备队。”这样，近卫军步兵便一直按兵不动，一个看起来能以迅速果断的全体出击赢得这场会战的天赐良机就这样丧失了。



　　然而，这真的是个天赐良机吗？如果拿破仑尚处在壮年时期，而且又靠近本国作战，他或许真的会利用这个机会。但是现在由于年龄或许还有经验上的缘故，他变得谨慎了，另外远离本国无疑使他产生了不安全感。法军还没有达到这场会战的目的，近卫军又是拿破仑最忠实的家仆，因此是不能有任何不必要的牺牲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战场形势依然不明朗。如前所述，法军左翼的形势很危险，而拿破仑又得不到有关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5军作战情况的准确消息。最后，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立于不败之地而又坚强无比的俄军。至于拿破仑当时是否应该派近卫军参战，现在还没有肯定的答案。但在当时条件下，他的谨慎从事却很可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俄军迅速利用法军延缓进攻的时机，加快了增援的速度。



　　当晚，当这场可怕的会战接近尾声时，这位法国皇帝起身上马，来到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战场，察看俄军退出后的防线。但俄军仍坚守在从右翼的戈基到位于乌季察以东约1英里的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一线。如果说这场会战有胜利者的话，那就应该是法军，它对俄军的最后一击很可能(尽管任何情况都不能肯定)将一次勉强的成功变成赢得这场会战的彻底胜利。



　　此时似乎还有人(虽然并不清楚是谁，因为那些先前叫嚷着采取行动的人，现在也变得谨小慎微了)希望看到拿破仑将近卫军投入战斗，以取得整个会战的胜利。据说拿破仑对这些人宣称：“我不会让我的近卫军蒙受损失。当你在远离法国800里格 [ 注：法国旧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4.5公里。 ] 之外时，你是不会拿住最后的预备队来冒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新生力量虽然无疑会给俄军以沉重打击，并将其击退，但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经过激战，近卫军面临的将是许多战斗。此外，法军骑兵也无法对俄军实施重大打击，而没有这样的行动，就无法全歼俄军。这样近卫军就会为很小的目的而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又有谁能在通往贝里斯纳的漫漫长路上保护这位法国皇帝呢？



　　尽管俄法双方都宣称取得了博罗季诺会战的胜利，但是双方又都不敢说这所谓的胜利是出自他们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会战中确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以下指挥官，而且两军作战勇猛无比。尽管如此，这场会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互相猛攻的游戏，无论是库图佐夫还是拿破仑都没有明确的会战目的。



　　库图佐夫由于年老体弱已无法有效地指挥战斗；而拿破仑那显赫一时的威力也已经开始衰退，这一点在这场重大会战中第一次暴露无遗。从博罗季诺到他退位之前，他偶尔显示出他那卓著的才干，然而遗憾的是，此时他原先的那些才华却不见了。而且有趣的是，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一切表现，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滑铁卢会战中。在这两次会战中，他都采取了正面进攻而不是侧翼进攻，而且两次会战中内伊在紧急关头提出的增援请求都遭到他的拒绝。他这种反常的优柔寡断和一定程度上的倦怠情绪在滑铁卢会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因素是他在滑铁卢失利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未能取得博罗季诺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的症结所在。














	

 






	















	







	







	









 





	


	







	








	




	


第11章 林尼之战




	







	

 



	


	


(1815年6月16日)



　　对于英国人来说，滑铁卢战役很可能要比其他战役更为著名。在滑铁卢，非同凡响的拿破仑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如此惨重，以致于18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常说某人“遇上了他的滑铁卢” [ 译者注：意即遭受重大挫折 ] 。确如威灵顿公爵所说，这是“你平生所见到的最接近成功，而又功亏一篑的事件。”的确，如果布吕歇尔所率领的普军受到阻止，不能与英荷联军汇合，拿破仑就很可能踏上通向布鲁塞尔的坦途。



　　林尼之战是拿破仑赢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是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两天进行的。这一胜利原本可以使拿破仑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然而，由于6月16日和17日出现的拖延和偏差，拿破仑功败垂成。



　　1815年2月底，拿破仑决定结束他在厄尔巴岛的流放生活，重返法兰西，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王朝”由此开始。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冒险行动，路易十八对拿破仑的报复性作法迫使拿破仑作出了这样的决策。对于拿破仑来说，当时的时机是非常有利的，同样由于国王的蠢行，整个法兰西相当动荡。3月1日，拿破仑和容许他保留的，由1000名官兵和4门火炮组成的部队，在戛纳附近登陆。当拿破仑前进到格勒诺布尔南面时，一个军团封锁了他的去路。然而，拿破仑以他的沉着冷静和大智大勇赢得了这个军团的拥戴。躲过了进军途中这次唯一的真正的危机之后，这位皇帝于20日抵达巴黎，并胜利地进入杜伊勒里宫。



　　拿破仑对同盟国政府允许他保留帝位几乎不存任何幻想，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友好的试探。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国内和平势力。然而，即使拿破仑的妹夫那不勒斯国王缪拉没有愚蠢而仓促地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意大利北部败北，拿破仑也丝毫没有成功的希望。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已签订盟约。不久，法国皇帝就会发现，法国已几乎被人数超过66万人的庞大军队所包围。年底以前，这些军队的人数还会大大增加。面对这种威胁，1815年法国军队只有14.92万官兵可以立即投入战争。但是，很多退役老兵很快就志愿重新入伍，1813年度的应征士兵，也被从预备役中召回，虽然装备这些人还需要一定时间。此外，为了保卫漫长的边界，还需要动员200个营(每个营由560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



　　当时，有两种选择摆在拿破仑面前。要么坐等挨打，要么对离他最近的同盟国军队主动出击。如果选择前者的话，尽管同盟国在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攻破巴黎的防御，拿破仑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动员和训练新兵，但是法国大部将被同盟国占领。如果选择后者，拿破仑就要对威灵顿公爵的11万人的英荷联军(其中有1.7万人执行卫戍任务)以及冯·布吕歇尔亲王的11.7万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当时，作为同盟国宏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部队正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列日开来，准备进攻。5月，拿破仑选择了后者。很显然，只有主动出击，拿破仑才最有获胜的希望。若能迅速取胜，拿破仑就会大有所获。但是，由于当时有2万人被派往旺代去镇压那里发生的叛乱；同时，许多要塞和据点也要派人扼守，因此，北方军团仅有12.27万人和366门火炮。这意昧着，拿破仑必须将对手分割开来，各个歼灭；否则，他将处于劣势。



　　拿破仑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便把法国推向战争，从如此浩繁的工作中一点儿也看不出皇帝有什么病痛，虽然他很快就要受到病痛的折磨。到6月份，已有56万人武装了起来。其中有19.6万人编成了有建制的战斗部队。然而，装备和武装这些新兵比招募这些人困难更大。不过军火库还是相当充实的。概略地说，前线士兵的装备与武器均达到了欧洲的标准水平。此外，虽然北方军团里有许多新兵(由1.85万人组成的精锐的近卫军中有4000名新兵)，但是，退伍老兵占了大部分。因而，总体来说，这支军队的素质比英荷联军和普军都高出一筹。当时，英荷联军和普军中有许多新组建的民兵营，而且还存在着民族矛盾。



　　在拿破仑的队伍中，也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低级军官对拿破仑极为忠实，但是对他们的高级军官却极不信任，心怀猜忌。这些高级军官在拿破仑流放期间，曾拥戴波旁王朝，在波旁王朝的宫廷中耀武扬威。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拿破仑对于将领的挑选，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拿破仑确实在人员的任免上，犯下了某些灾难性的导致战役失败的错误。



　　拿被仑任命苏尔特元帅为参谋长，因为他没能劝说贝尔蒂埃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贝尔蒂埃曾经是拿破仑的得力助手(他于6月1日自杀)。苏尔特虽然是一位骁勇的将军，但他从未任过参谋。更令人痛苦的是，他缺乏贝尔蒂埃那种清晰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他常在战斗中发出混乱的消息与命令，致使下级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无法作出决定。如果贝尔蒂埃在的话，这些命令和消息会清楚得多，准确得多。实际上，叙歇元帅任参谋长，要比苏尔特更为合适，而苏尔特则是比内伊更好的侧翼指挥官。



　　一开始，法国的骑兵归格鲁希指挥；尔后，克勒曼接替了格鲁希。其实，当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却非缪拉莫属。然而，由于他惹恼了皇帝，因而受到了冷落。如果缪拉在滑铁卢出战，他决不会让骑兵作出那种自我毁灭的举动。



　　格鲁希被从骑兵调离后，受命指挥右翼法军。由于在法国南部表现出色，他刚刚被提升为元帅。格鲁希的确是一位能干的骑兵指挥官。然而，在指挥大规模各兵种作战方面，他却没有一点经验。起用达武为侧翼指挥官远比任命格鲁希更为妥当。然而达武却被派到巴黎任行政长官，他的才能被白白浪费掉了。格鲁希应该还去指挥阿尔卑斯军团，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留给他的。



　　内伊是直到最后才被召来指挥法军左翼的。起用内伊虽然在政治上有些益处，可是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素有“最勇敢的勇士”之称的内伊，是一位受士兵尊敬的出色军人，然而，他脾气暴躁，变化无常，缺乏担任重要指挥工作的才智。他可以去指挥预备队或取代生病的莫蒂埃指挥近卫军。这两支部队都是准备用来给敌人以最后重创，并直捣敌人心脏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某些人事安排极其糟糕。有太多的优秀将军遭到冷遇。拿破仑马上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暴露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部队从各要塞和卫戍地——有些距比利时边境1000多英里——向比利时边境的集结进行得格外迅捷。为了保密，部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拿破仑还进行了一些欺骗敌人的部署，佯装有可能取道蒙斯，切断英荷联军的海路。拿破仑十分了解出兵神速，出敌不意的必要性。到6月4日时，所有各部队都已开始行动，整个大军小心翼翼，巧妙高明地向桑布尔河方向推进。6月12日，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拉昂。此时，法军已接近比利时边境，而同盟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尚一无所知。



　　14日晚，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已到达博蒙附近，战争的车轮移到了那里。位于博蒙城前不远处的是第6军(洛博指挥)和第3军(旺达姆指挥)。由4个骑兵军组成的格鲁希的骑兵预备队还在博蒙以东10英里处，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苏尔特忘了给他们下达命令。第2军(雷耶指挥)的前锋在蒂安露营过夜。该部队的后面是戴尔隆的第1军，该军位于索拉斯桑布尔附近；而这时热拉尔的第4军则稍稍有些掉队，还在菲利普维尔集结。这样，拿破仑的整个大军都集结到了不到20英里长的战线上，并做好了于15日清晨靠近并渡过桑布尔河的准备。



　　拿破仑的总体计划极为简单。这一计划如果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胜利是十拿九稳的。拿破仑打算在两支同盟国的军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将他们分割开来，各个歼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部队在渡过桑布尔河之后将被分成两翼和一个预备队。拿破仑将根据实际情况，将预备队投入战斗。以沙勒罗瓦为三角形的顶点，两翼部队将分别沿着该三角形的两边向北推进，与同盟国的两支部队交战。其中的一翼，在预备队的支援下，将彻底消灭兵力较弱的那路敌军(假设为普军)，而另一翼则要牵制人数较少的那部分敌军，或者受命去增援主要战斗。一旦敌人的主要力量被歼灭，法军便将集中兵力，以压倒优势向余下的同盟国军队发动进攻。



　　内伊元帅直到15日傍晚才报到，他受命指挥左翼部队。左翼部队包括第1军、第2军、2个轻骑兵师以及骑兵军中的2个师，总兵力约为4万到4.5万人。指挥法军右翼部队的是格鲁希元帅，该部队包括第3军和第4军，人数与左翼大体相当。近卫军、洛博的第6军以及骑兵军中尚未分派战斗任务的骑兵组成了预备队。当时，法军的每个军都是由3个兵种组成的独立单位，因为拿破仑坚信各炮兵团应成为各个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法军中永久配有炮兵的最小作战单位是师。



　　这时候，同盟国军队的状况又如何呢？威灵顿原本就一直担心自己的右翼，拿破仑的欺骗措施使威灵顿更加确信，敌人将从蒙斯方向实施进攻。6月中旬，第1军(奥伦治亲王指挥)各师分散部署在昂吉安、尼维尔和苏瓦尼，军部设在布赖纳孔特。第2军(黑尔将军指挥)部署在阿特、格拉蒙和奥登纳德，军部设在阿特。预备队(2个英军师和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军)驻扎在布鲁塞尔附近。骑兵(伯爵阿克斯布里奇将军指挥)主要部署在格拉蒙、尼诺弗和唐德河沿线。布伦瑞克的分遣队则驻扎在布鲁塞尔。此外，在蒙斯前方的附近地域，还驻有3个旅，以支援警戒部队。如果遭到突然进攻，如此分散的英荷联军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在同盟国军队看来，发生这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拿破仑迅速集结起部队，跨过桑布尔河，在沙勒罗瓦地区发动了突然进攻。威灵顿是否大吃了一惊？对这一问题，人们多年来进行了许多议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威灵顿的确吃惊不小，而且由于部队部署分散，联络不畅，他们很难遵照5月3日与布吕歇尔达成的协议，在遭到法军进攻时向松布雷夫地区的普军靠拢。不过，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同盟国并未同法国正式开战，因此，派遣侦巡队越过边境是不允许的。然而，极力为威灵顿辩护的代表人物西博尔纳断言，前哨部队传来的消息足以使威灵顿对拿破仑的进攻预有准备，而且从一旦知道了拿破仑的进军路线(无论法军从那个方向进攻)就能做出反应这个方面来看，他的部署和集结方案是很恰当的。



　　就算西博尔纳可能是对的，但不管怎样说，似乎直到6月15日下午3点钟，威灵顿才接到普军在蒂安遭到法军进攻的确切消息。由于没有从布吕歇尔那里得到任何音讯(同盟国之间这种缺乏联络的现象，差点导致灭顶之灾)，威灵顿还在认为敌人有可能从西面进军，切断自己的海路。因而，在前两次下达的命令中他把部队先期集结的重心主要放在了西面而不是内侧。在里奇门德夫人的庆祝舞会上，威灵顿才终于从各种情报中了解到了真情。他马上发布了第三道命令。这次，他命令部队向内侧的四臂村方向集结。要不是康斯坦·勒贝克将军(奥伦治亲王的参谋长)急中生智，没有听从威灵顿的命令，先后派出了2个旅去阻截法军，即使威灵顿下达了上述命令，也为时过晚了。



　　然而，先与法军接仗的还是普鲁士人。3月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已下令实行总动员。在陆军元帅冯·布吕歇尔未到之前，他的强干的参谋长伯爵冯·格奈森诺中特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要组建7个军，困难是相当多的。甚至直到6月份，尽管已经费了九年二虎之力，准备在滑铁卢投入战斗的4个军仍未全部满员。这种情况在炮兵中尤为突出。这支新建的部队包括许多民兵团和一些来自德国西部，曾在拿破仑麾下打过仗的士兵。他们在训练、装备和经验各方面都无法与他们将要对抗的敌人相比。



　　由于当时普鲁士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因而布吕歇尔的11.7万人的部队在扎营、补给方面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战争恰在此时爆发了。6月中旬，普军的部署情况如下：第1军(齐坦指挥)的总部设在沙勒罗瓦，其各旅均部署在边境沿线，以便在敌军发起进攻时，及早发出警报，并为其他3个军的集结提供掩护。第2军(皮尔希一世指挥)部署在那慕尔-惠伊一线。第3军(蒂勒曼指挥)总部设在迪南，有2个旅分别驻在锡奈和惠伊。第4军(比洛指挥)部署在更靠后的列日地区。骑兵预备队驻松布雷夫。炮兵预备队驻藏布卢。军团总部设在那慕尔。普鲁士的每个军下面不设师，而是由4个旅组成，每个旅下辖3个团，每个团则下设3个营。每个军至少配有2个骑兵旅，12个炮兵群，96门火炮。这样，包括轻工兵、工兵和部队的一般保障人员，普军的1个军通常由2.5万到3万名官兵组成。



　　6月15日凌晨3时，北方军团开始横渡桑布尔河。左路纵队从蒂安向马希埃纳进军；中路直指沙勒罗瓦；右路纵队从热尔皮纳向夏特莱挺进。整个计划本身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两件意外事故。由于命令传递过程中的差错，加之旺达姆的疏忽，第1军和第3军的出发时间晚了。第4军热拉尔部直到早上7点钟才完成集结任务；而后热拉尔部先头师的指挥官布尔蒙带着5个参谋人员，投靠了敌方。在旺代的暴乱发生后，布尔蒙的家属曾遭到报复。尽管有此不幸，正象布吕歇尔十分清楚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道德败坏，心怀不满的将军的卑鄙的叛国行径。当天晚上，热拉尔军之所以没能全部渡过桑布尔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叛逃行动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尽管布尔蒙提供给敌人的情报没有多少价值，然而他的背叛使整个部队的士气受到了影响。



　　齐坦的普军第1军的前哨线，从迪南向西一直延伸到班什南面，长约50英里。齐坦果断地与法军展开了阻滞战，这为布吕歇尔完成在弗勒吕地区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但是，在撤退中，他们却没有摧毁位于桑布尔河上的马希埃纳、沙勒罗瓦和夏特莱三处桥梁。拿破仑原本希望在早上9时以前拿下前两座桥，然而由于旺达姆动身太晚，帕若的骑兵(第1骑兵预备军)在沙勒罗瓦城前没能得到任何增援，直到中午法军才攻克该城。由于施泰因梅茨将军率其旅殊死抵抗，马希埃纳方面的法军也出现了延误。在右翼，虽然普军已经被迫后撤，但是热拉尔也只有1个师渡过了桑布尔河。



　　尽管如此，刚过中午，拿破仑的部队便扫清了桑布尔河一线的敌人。至此，拿破仑的进军还是较为顺利的。此时，普鲁士人正在戈塞利和吉里城前严阵以待，在这两个地方将要有两场恶仗。内伊和他的部队一赶到，拿破仑就将左翼的指挥权交给了内伊。拿破仑给内伊下达的任务是，将敌人赶出戈塞利，并沿着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北上，向英荷联军所在的四臂村进军。但是，在这一口头命令中，拿破仑很可能没有提出内伊要在15日拿下四臂村。



　　几乎同时，格鲁希受命指挥右翼。皇帝亲临右翼，与格鲁希一起商讨进攻计划，准备将敌人逐出吉里和弗勒吕。然而，不幸的是，旺达姆作为右翼的一部分，本应听从格鲁希的指挥，但他却认为，格鲁希只不过是一个骑兵指挥官罢了。两个指挥官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争吵了整整2个小时。直到下午5时30分，拿破仑赶上来，进攻才开始。吉里不久就被拿了下来，然而，进攻弗勒吕的时间却被延误了。



　　当天夜里，左翼的法军也是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宿营的。为了保卫戈塞利，施泰因梅茨的部队再度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下午3时，普军已承受了惨重伤亡之后，法军才攻克该城。此时，尽管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已被打开，然而，佩尔蓬谢将军的第2荷兰-比利时师已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该师的2个旅很快就进入了四臂村至弗拉斯内一线的阵地。当天晚上，雷耶军的1个师攻占了弗拉斯内，但是，皮尔将军的轻骑兵在向四臂村推进时，却在博斯伍德地区遇到了萨克森-魏玛亲王伯思哈特率领的拿骚团的顽强抵抗，被迫撤了回来。这时，四臂村的普军又得到了增援。鉴于部队在经过19个小时的行军作战后已精疲力竭，内伊决定在弗拉斯内城及其附近宿营。



　　布吕歇尔一接到法军向桑布尔河进军的消息，便马上命令齐坦边撤边与敌人展开战斗，以便掩护其他各军进行集结。如上所述，齐坦以超人的技巧与勇气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普军也损失了1200人。在此之后，齐坦军撤到了林尼的预定阵地。该军是那天夜里普鲁士的4个军中唯一到达指定地点的军。



　　皮尔希一世率领的军是在距林尼约6英里的马济露营的。蒂勒曼则在15英里以外的那慕尔。最远的要算奉命前往阿尼的比洛了，然而身在列日的比洛却根本不知发生了战事，他不慌不忙地行动，并传信说，他将在16日中午以前到达阿尼。这一消息未能及时传达到布吕歇尔总部，并且布吕歇尔给比洛的进一步的命令又传错了方向。在这份命令中布吕歇尔曾要比洛向松布雷夫进军。这样，第4军于16日在林尼投入战斗的计划，已成泡影。如果第4军能赶到林尼，整个战局或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6月16日清晨，当拿破仑对近来部队的机动及作战情况进行审度的时候，他感到心满意足。部队接敌行动的隐蔽和巧妙再度反映了他昔日的才能。当时所取得的成果，已使拿破仑控制了直指同盟军心脏的两条道路。而且，拿破仑已沿着这两条路向前推进了很远。同盟国军队只得后撤，否则他们将很难汇合。拿破仑觉得是实施此次行动的基本方针(即把部队分成两翼和预备队作战)的时候了，这一点在他给内伊的手谕中有详细的阐述。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不幸事件。拿破仑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受到了影响，不再是那么清晰，那么具有连贯性。在博罗季诺之战中，这种迹象就已经隐约出现了。拿破仑已不再象从前一样精力充沛，头脑敏锐。衰老正悄悄地走向拿破仑。此时，老拿破仑本应将其极其分散的后方部队迅速集中起来，而他却沉浸在毫无根据，充满希望的想象当中。皇帝确信，普鲁士人决不会据守林尼。由于拿破仑过份低估了布吕歇尔的人数和意志力，由于他认为威灵顿会撤至布鲁塞尔，因而，16日拿破仑给内伊和格鲁希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乐观得近乎荒谬。他指示内伊攻下四臂村，向布鲁塞尔挺进。皇帝希望，他本人当天就能到达布鲁塞尔。格鲁希的行动要与此并举，将普鲁士人推至藏布卢以至更远的地域。



　　直到上午11时，拿破仑到达先头部队时才发现，普鲁士人还在坚守林尼。虽然拿破仑仍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一支顽强的后卫部队，但他还是立即更改了计划。此时，克勒曼的第3骑兵军已归内伊指挥。拿破仑命令内伊攻占四臂村，牵制住威灵顿。向普军实施主要攻击的任务将由右翼集团担任，必要时，内伊也可能受命对右翼法军进行增援。然而不久，拿破仑便意识到，格鲁希率领的右翼4.5万法军几乎是在与所有的普鲁士军队交战。



　　普鲁士军队占据的阵地，是经过事先选择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该阵地屏护着通往比利时北部和德国的各条道路。普军阵地沿那慕尔-尼维尔路展开，从布里城北面的罗马古道与那慕尔-尼维尔路的交汇点，向东一直延伸到至冬克林尼小村北面的十字路口。战斗主要是在几个谷地中的小村庄及其周围进行的，这些小村庄均坐落在西起圣阿芒东到巴拉特，以林尼为中心的、周围低丘环抱的一个盆地之中。林尼被一条小溪分成两半，街道狭窄，然而，该地的许多房屋都筑有坚固的墙壁和围墙，可以作为很理想的坚固支撑点。林尼四周是一片湿地，生长着高高的黑麦。



　　齐坦军是唯一能在16日清晨进入阵地的普军部队，该军的各个旅分别占领了布里、圣阿芒、圣阿芒拉耶以及林尼。普军是以各营混合编组的形式驻守在这些村镇的。这给他们控制街道和村落周围的战斗造成了很大困难。皮尔希二世指挥的旅在布里和林尼之间构成了第二道防线。骑兵预备军占据了后方和左侧的阵地。皮尔希一世的第2军于中午时分从马济赶到，并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尼维尔-那慕尔路罗马古道至松布雷夫一段。蒂勒曼的第3军直到下午将近3时才从那慕尔赶来。他的4个旅在松布雷夫东面的岔路口至巴拉特的三角地带，扼守战线左翼。布吕歇尔试图用8.4万人的部队和224门火炮占领长达7英里的阵地，这种部队人数与防御正面的比例远远低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平均水平。这很可能说明，布吕歇尔当时预计他定能得到比洛或威灵顿的增援，或许他还能同时得到两者的支援。



　　10时30分左右，威灵顿到达了四臂村。在接管了那里的指挥权，并下达了必要的命令之后，威灵顿策马穿过阵地，前去会见布吕歇尔。在布里和林尼之间的比西磨坊，他见到了布吕歇尔。当时，普鲁士的军队已被部署在前斜坡的阵地上，普军预备队也被部署在斜坡上，而且预备队距离前方一线部队太远，根本无法给予及时的支援。对此情形，威灵顿只瞟了一眼，就忍不住对布吕歇尔和格奈森诺说，尽管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部队，但是，如果他的军队如此布阵的话，定会遭到敌人的打击。然而，普鲁士人把这一明智的劝告当成了耳旁风。格奈森诺原本就不相信，威灵顿是一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战斗进行到底的有才干的将军，这下，他更不信任威灵顿了，威灵顿与普军将领一起讨论了作战计划，但在威灵顿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援普鲁士人的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公爵甩下这么一句话，“好吧，如果我没遭到进攻的话，我就来，”然后便策马而去。



　　此时，拿破仑正急于趁布吕歇尔还在集结各军的时候，加紧对普军进攻。但是，在此之前，拿破仑必须对以下两点十拿九稳：其一，内伊在四臂村已牵制住了英-荷部队；其二，热拉尔必须赶到，在进攻中充当法军的右翼。他的计划是，以格鲁希的骑兵为主要力量，消灭普军的右翼。与此同时，法军主力将在内伊的支援下向普军的中央和右翼发起进攻。拿破仑要阻止溃败的普军与威灵顿汇合，确保同盟军无法集结。在林尼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将普军赶向东北，成了这场战争的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加上迟迟才奉命从沙勒罗瓦北上的洛博军，拿破仑共动用了7.12万人(包括1.3万名骑兵)和242门火炮，与共有8.34万人(包括8150名骑兵和224门火炮)的布吕歇尔展开了激战。然而，如果拿破仑能消灭蒂勒曼军，他就能在中路和右翼同时作战。



　　在11时和12时之间的这段时间，法军的轻骑兵已经挺进到弗勒吕，并很快将普鲁士人的前哨部队——第6枪骑队击溃。当时，勃兰登堡龙骑兵(齐坦骑兵预备队的一部分)正在林尼墓地之前据守。这些溃败的部队在撤退中占领了勃兰登堡龙骑兵左侧的阵地。下午1时，热拉尔赶到。至此，拿破仑已完成了他的作战部署。



　　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旺达姆军将在左侧向圣阿芒的普军阵地率先发起进攻，该军得到了正与内伊并肩作战的雷耶军的吉拉尔将军所率领的1个师的加强。吉拉尔将军的师组成了旺达姆军的左翼；它的左侧是多芒将军的第3骑兵师。热拉尔军一到，便奉命沿弗勒吕路北上，占领从林尼墓地至蓬得里奥山南麓一线朝向左侧的阵地(与旺达姆军的进军路线正好相交成直角)。格鲁希所率骑兵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普军左翼，为使他完成这一任务，拿破仓将帕若的第1骑兵军和埃克塞尔曼斯的第2骑兵军以及热拉尔的两个步兵营交他指挥。近卫军和米约的第4骑兵军被部署在弗勒吕附近。洛博的第6军还在从沙勒曼瓦北上的途中。



　　内伊一上午接到了拿破仑的好几份指令，被弄得有些晕头转向。这也是内伊没能掌握主动权的部分原因。下午2时，苏尔特给内伊发出了另一份指令。然而这份指令直到下午4时才到内伊手中。苏尔特在这份指令中告知内伊元帅，皇帝准备在2时30分同普军开战，内伊的任务是，攻击其正面的敌军，并在将敌人逐退后，即刻回师林尼，包抄布吕歇尔的左翼和后方。1个小时后，苏尔特又发出了进一步的指示，其目的是增加内伊的紧迫感，促使内伊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些指示纰漏百出，内伊根本没能搞清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尼之战终于在下午2时拉开了战幕。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从在当日彻底打败普军，并将普军赶向东北方向的战役目标上看，这场战斗已开始得太晚了。由于法军上午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中强调迫切性不够，两翼的法军部队均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纵使这些延误没有完全葬送拿破仑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大大减少了。



　　最先与敌人交手的是旺达姆的先头师。他们向圣阿芒的守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整个下午和晚上，圣阿芒和华格里尼附近的战斗格外强烈，村庄几次易手。双方的枪弹象暴风中的雨点洒向对方的冲击步兵。普鲁士人和法国人先后向对方发起攻击，又先后被对方的弹雨击退。拿破仑决意迫使布吕歇尔投入预备队，以便支援受到强大压力的中路与右翼。布吕歇尔的预备队排列在一个前斜坡上，又远在支援距离之外，所以当法军火炮群开火时，这些部队受到了沉重打击。旺达姆命令在左翼的吉拉尔师向北推进，在左侧多芒骑兵的支援下，攻取圣阿芒拉耶。该师执行了这一命令。但齐坦动用预备队猛烈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小村四次易手。吉拉尔损失了2个旅的兵力，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下午4时30分左右，布吕歇尔离开了他的指挥所，亲自指挥普军向仍在试图攻占并坚守圣阿芒拉耶的左翼法军又发起一次新的粉碎性的攻击。直到下午5时，普鲁士人仍占据着圣阿芒、圣阿芒拉耶以及华格里尼。



　　与此同时，热拉尔军向驻守林尼的普军展开了攻势。这里的战斗恐怕是这场恶战中最艰苦的战斗，民房、教堂、城堡以及小溪两岸均成了厮杀的战场。两军官兵在殊死的搏斗中杀得难解难分，一方刚刚占据优势，另一方又马上将优势夺回。防御工事和据点被炸得粉碎，阵地上到处横躺着死伤的士兵。这些士兵的伤口上爬满了苍蝇。鲜血将小溪染得殷红。



　　在法军的右翼，格鲁希的部队出色地牵制着蒂勒曼的第3军。尽管从热拉尔军调来的2个营对冬尔林赖纳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右翼的法军还是将普鲁士人赶出了布瓦涅。冯·德·马威茨上校的骑兵旅奉命前去增援普军右翼后，蒂勒曼所统辖的左翼普军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几乎同时，布吕歇尔命令皮尔希将军率领他那实力相对保存完整的部队参加正在林尼与圣阿芒拉耶之间进行的战斗。



　　下午5时30分左右，战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尽管洛博的第5军尚未到达拿破仑的指挥部，但是洛博已掌握了近卫军的1.8万人以及米约军的8个胸甲骑兵团。当洛博正准备命令这些部队向已大为削弱的普军右翼和中央开进的时候，旺达姆向他发来了紧急通报，这使他不得不推迟行动时间。旺达姆告知，有一支各兵种组成的庞大纵队，正向法军的左后方和弗勒吕方向移动。旺达姆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因而已抽调了1个师的兵力保卫弗勒吕。拿破仑被弄糊涂了(布吕歇尔当然也一样)。尽管拿破仑正期望着内伊的增援，但是，内伊的增援部队不应来自这一方向。他担心，这可能是威灵顿在四臂村战胜内伊后派出的部队。最后法国人终于搞清楚，这支部队原来是戴尔隆军，然而这时，大好的进攻时机已被错过。戴尔隆的部队在梅赖北部与敌军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骑兵战，然后便在战场西面消失了，这一情况越发使人摸不着头脑，戴尔隆的确留下了1个师和一些骑兵作为联络部队，但是，由于他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苏尔特，因而这些部队基本上没派上任何用场。



　　截至下午7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然而，拿破仑手中还有一支庞大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45分钟以后，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在隆隆的雷声与法军炮火的轰鸣声中，近卫军和胸甲骑兵发起进攻了。尽管普鲁士人这时已疲惫不堪，但在那些身材高大，头戴熊皮帽的士兵们的新的、强大攻势面前，他们的意志与勇气却丝毫没有减退。普军仍坚守着林尼以及其他村落。但是，米约伯爵的骑兵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普军不得不且战且退，布吕歇尔派了一个随从参谋告知威灵顿，他不得不后撤了 [ 注：温特菲尔德少校虽然负了伤，但还是找到了英荷联军。然而由于发生了一系列误解，他的口信最终还是没有传给威灵顿。 ] 。然后，他身先士卒，亲率一队骑兵，孤注一掷地向法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冲击。然而，事与愿违，这位勇武王子的坐骑中弹仆地。幸亏运气好，也幸亏随从参谋诺斯蒂茨伯爵及时发现这一情况，布吕歇尔才没被法军发现并俘获。这位陆军元帅几乎失去了知觉，他被从战场上一直转移到较为安全的让蒂纳接受治疗。



　　当大雨滂沱，昏暗的天空被炮火的曳光映红之时，普鲁士人在蒂勒曼军的攻势掩护下，从容有序地撤出了阵地。在蓬得里奥山周围的凹地上，蒂勒曼军对法军发动了进攻，并把法军牵制在那里。这一进攻给了撤退的普军以极大的帮助。法军对撤退的普军没有进行追击。拿破仑赢得了他最后一次胜利。然而，在这仅约2平方英里的相对封闭的战场上，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多达2.7万具。在这场战斗中，普鲁士人阵亡1.6万人，并损失了21门火炮。



　　在林尼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内伊元帅率左翼法军在四臂村与威灵顿的部队也展开了鏖战。这场战斗于晚上9时停息下来，双方除了各自损失约4000人以外，均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戴尔隆的支援下，倘若内伊命令雷耶军投入战斗，他定已取得胜利。即使到下午2时30分时，面对雷耶的2万人，英荷联军也只有的8000人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英荷联军的阵地周围布满了树丛和高高的作物，十分有利于防御，加之法军指挥官过份谨慎小心，因此，佩尔蓬谢将军守住了阵地。下午，英荷联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对于内伊而言，早上是取胜的黄金时机，下午机会也不错，但是到下午6时30分后，所有机会都已丧失掉了。威灵顿已拥有3.6万人，在人数和火炮数量上都占据了优势。当战斗结束时，英军仍牢牢地控制着原来的阵地。内伊本来应有更出色的表现，但苏尔特元帅发来的相互矛盾的命令却把他弄得烦燥不安，无所适从。因此，左翼法军痛失良机的责任不应全部加在他的身上。



　　6月16日的战斗结束时，拿破仑还略微占有一些优势。他击败了布吕歇尔，并牵制住了威灵顿。以后的一切将取决于他在17日如何动作了。但在此之前，他需要首先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在16日至17日的夜晚，搞清楚普鲁士人退向了哪里。但是，拿破仑太自信了，他认为已没有必要再去考虑那些普鲁士人，反法同盟的军队已被彻底分割开来。直到17日早上，拿破仑才下达追击命令。于是帕若的骑兵出发了。早上7时，法军总司令部接到消息(这个消息是3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大批普军正狼狈地沿那慕尔至列日的大路溃退。这使拿破仑确信，他预先估计的布吕歇尔的撤退情况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溃逃的部队却是6000名西德意志人。林尼之战，他们认为自己受够了，便开了小差。附带说一句：这些部队的逃离对普鲁士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没有这些人，普鲁士人的仗反而会打得更好。



　　在布吕歇尔不在的情况下，格奈森诺仓促决定(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十分关键)，普军途经蒂伊向瓦弗撤退。由于下达命令和集结各军的工作进行得十分仓促，普军未能向威灵顿通报情况。威灵顿次日早晨派出以戈登上校为首的巡逻队后，才得知普军已经撤退。格奈森诺极不相信威灵顿有决心在布鲁塞尔城前与敌决战(但这并不能成为格奈森诺不与威灵顿联络的借口)。他决定向瓦弗转移似乎是为了确保通过卢万的普军后方交通线，因为这时普军已向尼维尔-那慕尔路以北走得太远，不可能再奔向列日。



　　对于同盟国军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布吕歇尔的确是条硬汉。当天深夜他一重返部队，便在梅尔里的临时总部与他的军需官格勒尔曼一道体出明确决定——部队从瓦弗掉头向西，支援威灵顿。普军的撤退行动在列日持续了一整天(比洛的第4军也经科尔拜和迪戎勒蒙与主力汇合)。傍晚，部队在瓦弗附近集结完毕。



　　再看法军这方面。实际上，整个17日上午，法军几乎没有任何举动。拿破仑还认为普鲁士人已被彻底击败。直到11时，在读过内伊传来的信件后，他才终于意识到，如果将洛博军和近卫军调往马尔拜，那么在内伊对四臂村发动正面进攻的同时，他可以从侧翼进攻威灵顿的部队。然而，掌握着4万人马，并且一上午没有发起任何进攻的内伊，此时似乎仍不想挪动。当拿破仑于下午1时到达马尔拜时，内伊的部属们正准备他们的午餐呢。直到下午2时，法军才开始进攻，然而，法国人已丧失了痛击英荷联军的绝好时机，因为威灵顿终于在上午9时接到了布吕歇尔传来的消息，并在4个小时前就已经开始向圣让山方向撤退了。借助暴雨的帮助，威灵顿逃脱了。



　　拿破仑的右翼情况也不是很妙。格鲁希奉命率领3.3万人的联合部队追击布吕歇尔，他想极早动身，然而拿破仑却使他在林尼战场耽搁了很久。他接到的命令是由拿破仑口授给贝特朗将军发出的(当时，苏尔特还在后方的弗勒吕)，命令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该命令的主要精神是，格鲁希应向藏布卢推进，因为藏布卢是发现普鲁士人去向的最佳位置。格鲁希一方面要紧紧咬住这些普鲁士人，另一方面还要与主力部队保持联系，为拿破仑提供情报。格鲁希只完成了头一项任务，原因是他到达藏布卢后，既没有得到普鲁士人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与拿破仑取得任何联系，便扎营过夜了。



　　以上就是滑铁卢战役前两天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它们为滑铁卢之战拉开了序幕。在这众多的战斗中有胜仗，有败仗，也有平局。在同盟军方面，他们表现了团结精神和坚强决心；而法军的胜利却孕育着失败。在需要当祝立断和迅速行动的时刻，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却六神无主，迟缓倦怠。然而，时间却不允许他们优柔寡断，模棱两可。“如果号角不吹，谁能作好战斗准备呢？”






图20： 林尼之战(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向比利时进军的路线)






图21： 林尼之战(1815年6月16日)



　　6月16日和17日是富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天，在这两天中，发生了许多对战役的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也许就是16日戴尔隆造成的混乱以及17日上午的严重的时间浪费。倘若这两件事是另一种结果的话，拿破仑在17日或18日定已坐在布鲁塞尔城中了。



　　伯爵戴尔隆中将指挥着内伊率领的左翼法军的第1军。6月15日的夜晚，第1军是在马希埃纳渡过的。16日早晨，内伊仍旧不慌不忙，似乎根本不了解迅速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因此早上8时，第1军的后卫部队仍滞留在桑布尔河。将近中午时分，位于朱梅的戴尔隆接到内伊要他向弗拉斯内开进，并派出1个师前往马尔拜的命令。但此时，戈塞利地区的雷耶军出现了混乱，当法军开始越过罗马古道的时候，时间已接近下午4时了，几乎就在此时此地，麻烦出现了。



　　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下午4时刚过，正在全军前部遂行侦察任务的戴尔隆见到了一张以拿破仑的名义签发给内伊的书面命令，内容是要戴尔隆军立即前往林尼。书面命令的传送者是拿破仑的副官拉贝多瓦埃将军(而不是象西博尔纳所说是洛朗上校)，这一点也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引起争论的是，这张便条究竟真是拿破仑亲笔所写，还是象贝克所认为的那样，拉贝多瓦埃在驰马传送更早一份命令的过程中，知道拿破仑心中所想，摹仿拿破仑的手笔，命令戴尔隆掉转方向，然后骑马找到戴尔隆，将这张伪造的手令交给了戴尔隆本人。虽然贝克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拿破仑对戴尔隆从错误的方向出现大感惊讶)，然而，这张匆忙写成的便条似乎更有可能是真的。不管怎样)这件事本身是利益攸关的：无论命令是谁发布的，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相同的。



　　见到手令后，戴尔隆便急忙返回部队，并率部经维莱尔-佩尔文到了法军战线的最左端。下午2时和3时15分，拿破仑给内伊连下两道命令，指示他包抄普军的右翼，并对普军后方实施攻击。直到发出第二道命令之后，拿破仑才得知，内伊至少面对2万英荷部队。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匆忙签发了那张手令，让戴尔隆的部队前来投入战斗。当时他估计戴尔隆军是唯一尚未投入战斗的队伍(他估计得完全正确)。拿破仑的命令是攻击普鲁士人的后方，从南面偏东方向的弗拉斯内开过来的第1军当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便有了法军在林尼的困惑和战斗的间歇。由于时间的延误，拿破仑未能在那场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戴尔隆后来的举动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严重，当他匆匆赶往林尼的时候，他派参谋长德尔康尔将军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内伊。性格乖戾的内伊听到这一情况后火冒三丈，因为他正准备让戴尔隆的部队投入他即将组织的新的进攻。于是内伊命德尔康尔通知戴尔隆返回，不得违抗。下午6时30分刚过，德尔康尔追上了戴尔隆。这时拿破仑给戴尔隆的命令也正在途中。拿破仑的命令是，戴尔隆军向华格里尼方向前进，完成预定的包围敌军的任务。但是，在拿破仑的命令到达之前，戴尔隆已经开始往回撤退。尽管戴尔隆留下了迪吕特师和3个骑兵团，但是由于戴尔隆指示迪吕特要“谨慎”，而迪吕特“谨慎”得近乎胆怯无用，因此，这些部队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戴尔隆的确接到了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命令和指示，因而有些不知所措。然而，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官应有的足够的智慧与主动性。即便他不知道当天的主战场就是林尼，但他毕竟已经到了距战场不到两英里的地方，而返回去的路程将是这个距离的两倍，而且当时天色已晚。对于戴尔隆而言，更聪明的做法是攻取左翼阵地，等候皇帝指示(实际上皇帝的指示已经在路上)，而不是返回弗拉斯内，参加那场他根本赶不上的四臂村的战斗。由于戴尔隆举措失当，左翼法军的一半部队没有派上用场。本来，无论参加四臂村的战斗还是林尼的战斗，这些部队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无疑，在6月16日和17日这两天，拿破仑的3个高级助手表现极为不佳。或许拿破仑已对这3个人的任命追悔莫及。苏尔特是个不称职的参谋长，内伊既无想象力，又缺乏智慧，而格鲁希作为一翼的指挥官则显得力不从心。在稍低一层的将领中，还有一个戴尔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法军坐失良机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整个战役的作战方案，体现了拿破仑的一贯智慧，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拿破仑却失去了往日的精力、生气与活力。由于病魔缠身，拿破仑似乎难于集中精神。



　　从16日的情况看，法军的最大过失也许就是对洛博军的疏忽。法军总部未能将其从沙勒罗瓦调来。等到该军投入林尼之战时，时间已太晚了。如果洛博参加了林尼之战，普鲁士人也许会遭到灭顶之灾。然而，由于17日早上拿破仑的延误，加之其左翼指挥官的无所作为，赢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已成黄梁之梦。那天早上，正常发出的命令不知传向了何处；法军与普鲁士人也失去了任何接融，直到早上7时，帕若才送来一份报告，而这报告还使拿破仑产生了错觉。拿破仑没做任何努力向内伊了解四臂村的战况，同时，拿破仑也没有把林尼之战告捷的消息通知内伊。两个指挥部都对情况掌握得模模糊糊。



　　尽管如此，上午8时，弗拉奥将军到达了位于弗勒吕的法军指挥部，并把威灵顿的军队仍坚守着四臂村的消息告诉了拿破仑。这个消息虽使拿破仑感到意外，但并没有使他坐卧不宁，因为拿破仑仍掌握着部分生力军，如果威灵顿决定据守阵地(而拿破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部分军队能很快赶到那里，与内伊联合夹击威灵顿。基于这种想法，拿破仑只派了一支骑兵巡逻队到四臂村一带进行侦察，同时口授了一份通报给内伊。这份通报的内容简直模糊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拿破仑在通报的一开始便告知内伊，普鲁士人已被击溃，这表明了拿破仑对普军的情况是多么缺乏了解！在责备了内伊前一天犯下的各种错误之后，该通报告知内伊，皇帝将前往布里磨坊，万一英军在内伊阵前有所行动，皇帝将沿四臂村路向英军直接发起攻击。拿破仑本应在信中强调发动进攻的紧迫性，然而他却没这么做。



　　此时，拿破仑有三种做法可以供自己选择。其一，他可以命内伊将威灵顿牵制在原地，同时，他率领其余的法军与布吕歇尔作战，确保普鲁士人不再对法军构成威胁。其二，拿破仑可以派一支轻骑兵，以及2个步兵师，与普鲁士人保持接融，而他自己则率领其余的右翼部队以及预备队，于17日同内伊一道与英荷联军展开决战。其三，拿破仑可以派右翼对付布吕歇尔，自己率领生力军(洛博的第6军，德鲁奥的近卫军和米约的骑兵)对本已受到内伊正面打击的英荷联军实施进攻(对此行动，拿破仑在给内伊的信中已作过部分暗示)。拿破仑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这一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很可能是最佳选择。其实，如果拿破仑行动迅速，任何一种方案都可以使他获胜。



　　不幸的是，法国人并没有如此行事。更多的宝贵时间被他们浪费掉了。格鲁希急于追歼普鲁士人，而拿破仑却坚持要他陪自己在林尼战场作一次巡视。据说，当时拿破仑身体欠佳，疼痛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服用一剂鸦片酊来止痛。不过，尽管战场上的可怕场景使他的心头掠过一丝痛苦，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部队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大约在上午11时，正当拿破仑与格鲁希以及其他将领漫步闲谈之时，从四臂村传来了英荷联军仍在坚守阵地的消息。直到这时，拿破仑才终于又抖擞起精神，发布了迅速采取行动的命令。



　　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格鲁希率第3军、第4军、第5军的1个师、4350名骑兵，并携带96门火炮——总计约3.3万人的兵力——奉命追击和消灭普鲁士人。然而，主要由于对普军撤退的确切方向缺乏了解，拿破仑随后签发给格鲁希的书面命令不令人满意，也不够完整。与此同时，拿破仑还给内伊签发了一道简短而紧急的命令，命他与拿破仑派往马尔拜的部队协同动作，立即发起攻击。



　　以上这些都很值得称道，但这一切实在是太晚了。上午10时刚过，威灵顿便已巧妙地开始撤退了。而当拿破仑于下午1时到达马尔拜的时候，内伊仍未发起进攻。即使在那时，在拿破仑的亲自督察下，法军仍有可能赶上并消灭威灵顿的部队。但恰在这时，一场持续不断的大雨把郊外变成了一片水泽，道路被堵塞了。历史竟这样具有讽刺意味，一个曾经说过“我也许会失去一场战斗的胜利，但我绝不失去一分钟”的人，竟会白白失去5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从而失去了一场战争的胜利。



　　拿破仑赢得了林尼之战的胜利，但是，为了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拿破仑需要彻底歼灭普鲁士人的军队，而拿破仑没能做到这一点。导致这一重大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拿破仑的参谋长不得力；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过分低估了对手的力量与意志力；由于不必要的误解，拿破仑的一个军没有发挥作用。本来，这些不幸与失误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致使法军在这场战斗中失利。然而，尽管同时出现了这些问题，由于法国士兵勇敢、顽强，加上近1.2万名法军士兵献身沙场，法国人还是得以将普鲁士人赶出了战场。



　　普军的失败具有多种原因：普军没有时间对士兵进行适当的训练与装备；部队成分复杂，很大一部分士兵都不可靠。此外，由于指挥上的混乱，普鲁士人也有一个军没能投入战斗。布吕歇尔的战斗部署也有一定的问题。与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统帅对阵，仅这些缺陷就足以导致作战的失败了。














	

 






	















	







	







	









 





	


	







	








	




	


第12章 滑铁卢之战




	







	

 



	


	


(1815年6月18日)



　　6月17日下午，浓云密布，遮天蔽日，不久，雷声滚滚，大雨倾盆而下，条条土路都变成了泥沼。无论是撤退的英荷联军，还是穷追不舍的法军，都被困在石子路上，其他地方寸步难行。拿破仑皇帝在追击部队中一马当先，默瑟上尉写道，当拿破仑带着枪骑兵和胸甲骑兵出现在一块高地上时，他第一次“在阴雨茫茫中”看到这位“战争巨人”。不久，默瑟就和他的炮兵一起，在热纳普唯一的一条狭窄街道上与法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时，阿克斯布里奇勋爵正率骑兵掩护部队从四臂村撤退。英王近卫军和第7轻骑兵团正与雅基诺的第3和第4枪骑兵团展开激战。



　　拿破仑企图在当天追上并歼灭威灵顿的部队，但是，当时脚下恶劣的道路条件使拿破仑的种种努力未能奏效。热纳普之战过后，拿破仑的追击速度慢了下来，因此，疲惫不堪的英荷联军向预设的圣让山阵地逃去，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然而，法军并没有被威灵顿远远地甩在身后。近黄昏时分，法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拉贝勒阿利昂农庄近旁的山脊。皇帝急于证实威灵顿要在圣让山据守的企图，使命令米约用马拉炮兵对英荷联军的阵地连续轰击，敌人的反应似乎使拿破仑很放心，尔后他便回到设在凯尤小农庄的指挥部。但是，由于担心敌人会在夜里溜走，18日凌晨，他又策马赶到前沿。黎明时分透过阴霾他终于看到了浸泡在泥水里的英荷联军的宿营地，顿感放心。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17日正朝瓦弗方向撤退，他们对自己未遇到任何阻碍感到惊奇。黄昏时分，整个部队都集中在瓦弗城周围。如何为前方部队补充弹药，曾使普军颇感棘手。现在这一问题也得到解决。18日凌晨3时，布吕歇尔给在威灵顿总部担任联络官的冯·米夫林将军送了一封信，告知第4军准备在黎明出发，对法军右翼发动进攻；第2军将紧随其后。这样，威灵顿要求增派的2个军的兵力很快就可到达。同时，第1军和第3军也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这一消息肯定使威灵顿深感欣慰。但是，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17日夜晚各军的部署以及18日的进军命令，使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化为乌有。



　　6月18日是星期日，清晨6时，威灵顿离开了在滑铁卢作为总部的客栈，策马2英里到达圣让山。此时，雨终于停了。士兵们渡过了一个潮湿阴冷的凄惨夜晚。当公爵身穿下雨时常穿的那套朴素而整洁的服装——蓝色便服外套，白色鹿皮马裤，膝前带有饰缝的长靴，白色领巾，蓝色斗篷——在队列前骑马而过时，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放松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部队中没有欢呼声，因为他们知道，威灵顿不喜欢公开流露感情。的确，士兵们并不爱戴威灵顿，而威灵顿也并不热爱这些士兵；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相互尊重与理解。



　　圣让山村的南面是圣让农庄，离农庄不远有一道低矮的山脊，呈东西走向，与布鲁塞尔至沙勒罗瓦的道路垂直相交。几乎就在山脊的顶部，有条相当宽的道路与一条乡间土路相交，那条小土路西起布鲁塞尔-尼维尔路，向东通往奥安和瓦弗。英荷联军的大部都部署在这条道路沿线，以及紧邻的路北区域，呈新月形。新月形防线的右翼弯向乌古蒙庄园，左翼延伸到拥有低矮建筑物的帕佩洛特和泰尔拉埃农庄周围。在大路正东，乡间小路的两旁有两行冬青树篱。树篱到处都有残缺之处。树篱和相当平缓的北山坡，对山坡背面的部队起到了良好的掩蔽作用，对部队的横向联系也十分有利。



　　南山坡有些地方十分陡峻，特别是向南通往沙勒罗瓦的大路快到圣拉艾农庄时要通过一处陡峭的山壁。圣拉艾农庄位于大路的西侧，离圣让山山脊约有200码的距离，从这里开始，大路将战场一分为二，并沿着一条平缓而低浅的谷地向前延伸，直至与另一条山脊相遇。这条山脊呈东西走向，横卧在大路上。这一高地几乎与圣让山高地平行。山脊上，路的正东面矗立着拉贝勒阿利昂农庄。两座山脊上分别聚集着敌对双方的部队。约1500码宽的起伏的谷地将两座山脊分隔开来。当时，这块地上长满了高杆庄稼，雨水和行军士兵把一部分庄稼压平。



　　圣拉艾以及乌古蒙两座农庄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设防地区。圣拉艾是任何正面进攻的重点，只要它不被攻克，守卫它的部队便可以向任何发起进攻的纵队实施猛烈的纵深射击，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令人奇怪的是，威灵顿只派遣少量部队守卫圣拉艾。农庄北面不远的大路东侧是一个采沙场。它不太象一个采沙场，而是一个挖空的半圆形坑，靠大路的一侧有一道树篱，北面是一座土丘。



　　当时，乌古蒙农庄是吕内维拉先生消闲的乡间农舍。农庄里有一座乡间别墅，那是一座正方形的砖房，与砖房连在一起的是一座小教堂，别墅西北有一座农舍。农庄西边有一座谷仓，南边是花匠的住房。农庄里有两个院子，对着北大门的是一个场院，当中有口水井。场院向前延伸，便是一个庭院，除了北边院墙牢固的大木门之外，南边还有一个门可以进入高墙建筑。此外，还有一个小门开向院墙西侧的一条小巷。



　　花园的南面和东面有砖围墙，北面是一道树篱。还有两个果园，较大的果园在花园的东面，较小的位于花园的北面。大果园的南边是一道颇宽的树篱。树篱中间有一个缺口。一小片矮树丛在缺口处与树篱相接，并向南延伸约300码。树篱将花园的砖墙完全掩盖。紧接着北面围墙，有一条凹形道，由一条小路以及两边的树篱构成。这条凹形道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有一条谷地始于拉贝勒阿利昂农庄附近，绕乌古蒙农庄西侧而过，伸向梅贝布雷纳。圣让山山脊将该谷地完全隐藏在山脚下。因此，假如英荷联军没有控制乌古蒙，拿破仑便可以此为掩护，沿该谷地接敌，从左翼发起攻击，实施翼侧迂回，包围敌阵地。因此乌古蒙对威灵顿挑选的防御阵地来说非常重要，只要右翼不受威胁，威灵顿的防御阵地是十分坚固的。而威灵顿也一直把右翼看得最为重要。



　　英荷联军的阵地，从左翼到右翼，全长约3.5英里，但只有不到2英里的阵地有防御纵深。在这一区域内，威灵顿公爵投入了4.96万名步兵，1.24万名骑兵，5645名炮兵以及156门火炮。总计6.766万人。根据当时的计算，要坚守阵地，每英里的正面需要部署2万人的部队。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留在阿尔的荷兰王子弗里德里希手下的1.7万人以及30门火炮不参战，公爵麾下的部队也足够用了。



　　为了便于指挥，战线被分成三个主要区域。尼维尔路西侧的部队由黑尔勋爵指挥；尼维尔路和沙勒罗瓦路之间的中段归奥伦治亲王指挥；皮克顿将军负责战线的东段。在上述部署中，威灵顿打乱了军的建制，还拆开了一些师一级的单位。这可能是威灵顿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将最精锐的部队分散部署在战线上，以加强整个战线的力量，特别是增强右翼的力量。



　　威灵顿将夏塞中将指挥的荷兰-比利时师部署在战线的最右翼，充当连接主力部队和在阿尔的弗里德里希王子与科维尔将军的部队之间的桥梁，而最右翼后来并没有成为战场。在实际发生战斗的战线右端，即圣让山山脊向下滑向山谷的地段，部署着克林顿将军的第2英国师。一旦翼侧遭到进攻，这支部队便如同放置在那里的路障一样，可以起到进一步的防护作用。如果侧翼攻击没有发生，它还可以做为战术预备队。威灵顿是颇具洞察力的，他马上就看出了乌古蒙的重要性，命令第1和第2近卫旅的轻装连于17日晚上连夜赶到乌古蒙。他们的到达非常及时，当时正有一支法国部队也想占领这一战术要地，于是，他们赶走了法国人。18日早晨，公爵视察农庄之后，又增强了这里的防御力量。乌古蒙庄园的正北面是库克将军的第1近卫师的余部。该师的大部都在黑尔勋爵的指挥之下。皇家近卫军所处地段名义上由奥伦治亲王指挥，但当战斗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威灵顿便亲临该段指挥部队。



　　从皇家近卫军第1师向北到十字路口一线，由英军第3师防守。十字路口以东是皮克顿的英军第5师，该师在四臂村曾遭到重创。该师前方是拜兰将军的荷兰-比利时旅，他们的防御阵地与英军第5师2个旅的防御阵地相重叠。荷兰-比利时旅所处的阵地是一个危险的暴露的前斜坡。维维安将军的第6骑兵旅处在同盟军战线的最左端。在普鲁士人赶来之前，他们担任着左翼巡逻任务。他们的前方是驻守在帕佩洛特和圣拉艾之间的拿骚第2旅。而在乌古蒙却只有不到1个营的兵力。从战线中央向前突出的是圣拉艾农庄和采沙扬构成的防守据点。占据着圣拉艾的是巴林少校的第2轻装营，该营隶属奥普特德上校指挥的英王德国军团(只有约360人)。部署在采沙场的是英军第8旅第95步枪营的2个连。



　　整个骑兵，除了在两翼末端的各团之外，都密集地部署在步兵的后面。按理讲，应有6支马拉炮兵队配属给骑兵旅，但这些部队在天黑之际抵达时十分混乱，便尽可能地将自己隐蔽起来。战斗中，威灵顿将把他们用作机动的预备队。他将野战炮兵的绝大部分部署在步兵的正前方，以便向进犯的步兵和骑兵开火。



　　这一庞大的防御阵地的部署有两个特点：一、它可以对进攻之敌实施强大的火力打击；二、它右翼的兵力极为强大。埋伏在前斜坡上的散兵及步兵几乎完全隐蔽在高高的庄稼之中。敌人首先必须躲过这些士兵的准确射击，接着还必须躲过炮兵的葡萄弹和圆形炮弹的轰击，最后等待敌人的还有布朗贝丝枪连续发出的排射，以及骑兵手中2英尺长的利器。威灵顿格外注意增强其右翼的力量，部分原因在于，他预计敌人会向其右翼发动猛烈的进攻。另一原因在于，威灵顿已于凌晨接到消息：普鲁士人将赶来增援他的左翼。



　　在拉贝勒阿利昂山脊背后的平原上，北方军团正厉兵秣马，准备投入战斗。拿破仑正在用早餐(大约8时左右)。他想让参谋人员感觉马上要进行的战斗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说道：“我们有90%的获胜机会，而失败的可能性还不到10%。”拿破仑本想于上午9时开始战斗，但是近卫炮兵的德鲁奥将军说服了他，理由是地面过于泥泞，火炮无法操作。于是，拿破仑决定把发动主攻的时间延至下午1时，然而，对于普鲁士人(拿破仑仍没有把他们考虑进去)来说，每一个小时都黄金般的宝贵。对威灵顿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拿破仑铸成了一个大错。



　　部队终于部署就绪，当拿破仑骑马从队前经过时，战鼓激越，乐队奏起乐曲，“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回荡。进攻队列场面庞大壮观，令人终生难忘。但是，如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吓住敌人，法国人则未能达到月的。处在第一线的是戴尔隆军和雷耶军。前者位于通往布鲁塞尔道路的右侧，后者在路的左侧；轻骑兵分别位于他们的外侧。第二线在雷耶部队身后约200码处，为克勒曼军(24个骑兵中队)以及居约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预备队；戴尔隆军身后，相隔不到100码处，为米约的24个骑兵中队和勒费比尔-德斯诺蒂的近卫军轻骑兵。在中央，横跨布鲁塞尔路，部署着洛博第6军的1万人，在他们的后面相隔200码处，部署着皇家近卫军各师。马拉炮兵群和他们各自的骑兵编队在一起，野战炮兵排列在各师的前方。这些部队加在一起，拿破仑共有48，950名步兵、15，765名骑兵和7，232名炮兵以及246门火炮——总计71，947人。 [ 注：其中未包括格鲁希的3.3万人。战斗打响时，他们正试图拦截普军，但未获成功。 ]



　　从当时的情况看，对威灵顿的左翼发动进攻似乎更为有利，但是拿破仑采用了博罗季诺式的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式，拒绝了上述方案。于是，密集部署的部队在2英里多宽的狭窄的正面上对敌人发起攻击。



　　上午11时30分，拿破仑命令雷耶对乌古蒙发动声东击西的进攻，他希望威灵顿会因此从中路撤出部分兵力，而他将在大约1小时后对威灵顿的中路发动主攻。雷耶用重炮轰击一阵之后，命令热罗姆亲王率领的师在皮尔将军第2骑兵师的支援下进攻别墅南侧的小树林。控制乌古蒙对整个战役的结局意义重大，下面将对那里的战斗进行详细描述。热罗姆贪图虚荣，竟毫不理会参谋长的劝阻，甚至当情况已经十分不妙的时候，他不但拒不撤退，反而还请求增援，因此，虽然战斗高潮在下午2时就过去了，但战斗却整整持续了一天。尽管此举迫使威灵顿增援了庄园的守卫部队，而且在法军的进攻最为壮烈的时刻，这座别墅几乎被法军攻下(这本来可以对整个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声东击西的战斗代价太大。虽然雷耶的大部分部队都投入了战斗，但是威灵顿的整体防御计划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热罗姆一次又一次对乌古蒙防御工事发起猛攻。在他发出主攻命令前不久，拿破仑接到派往弗里斯舍蒙的巡逻队传回的有关普鲁士军队的确切消息，得知至少有1个军的普鲁士人正在途中准备对自己脆弱的右翼发动进攻。拿破仑获胜的机会顿时减少了。然而，拿破仑仍然坚信他能在普鲁士军队赶到之前打败威灵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通知了格鲁希这一消息，并催促他火速前来增援。然而，这已为时太晚。格鲁希已是鞭长莫及，无法在战役中发挥有效作用。为了对付这一威胁，拿破仑还派出絮贝维埃和多芒的骑兵师，接着又增派了洛博各师。



　　下午1时后，受命前往增援戴尔隆进攻的78门火炮在距圣拉艾农庄250码的横岭上准备就绪，并投入战斗。45分钟后，内伊带领戴尔隆军向前方的农场和采沙场发起了疾风骤雨式的攻击。从布鲁塞尔路往东至英荷联军的左翼末端，在1300码宽的烟幕笼罩的开阔地上，4个师列成梯队。出于某种原因，只有右翼的1个师以营纵队前进，正面为2个连；其他部队都以一个展开的营正面向前推进，正面前排为200百人，后续各营紧紧跟进。这样，再要组成方阵抵抗骑兵进攻就不可能了。而英荷联军的炮手则可以将一排排的法军士兵送上西天。更为严重的是，法军一反常态。部队只得到了米约胸甲骑兵(杜布瓦和特拉韦)的有限支援。



　　不管这种阵式多么脆弱，勇猛的士兵们已决意为皇帝，为自豪地飘扬着的鹰旗，为各自部队的旗帜而献身。他们组成的密集列阵着实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由于威灵顿把部队部署在山坡背面，潮湿的地面又影响了法军火炮的轰击效果，严阵以待的英荷联军的士兵躲过了最猛烈的炮击，只有前斜坡上的拜兰旅遭到重创。



　　戴尔隆所率各营表现出色，但是敌人的霰弹在他们的队列中到处开花，因而法军伤亡惨重。然而，几乎没有人留意到所受的挫折。不久，圣拉艾和采沙场就被成群愤怒而坚决的士兵包围了起来。圣拉艾农场里的守军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更糟的是，农庄的一扇大门还被拆下来做柴烧了。尽管英王德国军团的士兵都是出色的斗士，但他们还是被逐出了果园，退入农庄的建筑物中，虽然英王德国军团的1个营增援了采沙场，但对这样一个没有设防的阵地来说，所遇到的进攻太猛烈了，第95步兵营的士兵穿过篱笆，撤回到营部驻地。



　　几乎同时，遭到猛攻的拜兰荷-比联军迅速溃退，但即使该段的形势已十分严峻，他们的溃退在精神和力量上并没有给皮克顿单薄的防线带来多大影响。在当天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皮克顿的2个旅(肯普特旅和帕克旅)面临着占绝对优势的8000名法军的攻击。但是，他们排成两列横队，在不到50码的距离内向冲上来的敌人开火，射出雨点般的铅弹。一颗子弹射穿了皮克顿的头颅，勇敢的皮克顿倒下了。战斗也发展成激烈的刺刀肉搏战。在布鲁塞尔路西侧进行的战斗也毫不逊色。在这里，阿利克斯将军所属师的左翼旅在胸甲骑兵的密切支援下，已经突破了敌军防线。威灵顿命令德国旅在压过来的骑兵面前组成方阵。此时，在整个防线上，威灵顿的步兵只有招架之力了。法军骑兵原本是可以突破防线的，但却没有这么做。不久，威灵顿的援兵就要到达。



　　在这一最紧要的关头，阿克斯布里奇勋爵或是发挥主动性(象他后来自称的那样)，或是奉威灵顿的命令，投入了重骑兵。威廉·庞森比爵士的联合旅(第1和第2皇家龙骑兵团，苏格兰灰色龙骑兵团和伊尼斯基林龙骑兵团——总计900名骑兵)与皇家近卫旅(第1和第2近卫骑兵团，皇家骑兵团和英王第1龙骑兵团——总计1220名骑兵)并肩投入战斗。他们的参战立即对战斗产生了影响，使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作战场面蔚为壮观。法国胸甲骑兵的战马在泥泞的道路上左冲右突，皇家近卫旅的骑兵中队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胸甲骑兵遭到重骑兵冷不防的袭击后，大惊失色，立刻处于被动地位，不久就被打得四处奔逃，踩踏了自己的步兵。道路这一侧的其他法军正忙于展开，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路东侧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联合旅向东泽洛和马尔孔内的密集部队猛扑过去，但法军仍以根本不适用于抗击骑兵进攻的编队作战。当时，伤亡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不久，这2个旅便汇合到一处，狂奔向前，几乎失去了控制。他们穿过硝烟弥漫的山谷，咆哮着冲入法军阵地，捣毁法军的火炮，挥舞着马刀将敌炮手杀得落花流水。但是，复仇女神却来进行干预了，一支3万人的法军生力军参加了战斗。这2个重骑兵旅遭到了枪骑兵和胸甲骑兵的攻击，若不是约翰·范德勒勋爵率轻型龙骑兵及时赶到，他们很可能全军覆没。事实上，这两支出色的骑兵旅差不多损失了一半人。尽管如此，戴尔隆军的进攻被击退了，而且伤亡惨重。在这场骑兵冲锋中，法军有两支部队被缴械，还损失了25门火炮。



　　这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战役的第二阶段结束了。极其疲惫的威灵顿的步兵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圣让山山脊上已看不见法军(除了阵亡者)的踪影。乌古蒙与圣拉艾仍牢牢掌握在威灵顿手中。帕佩洛特的守军不太多，迪律特将军曾一度从拿骚军团手中夺得了帕佩洛特，但是伯恩哈德王子又把它夺了回来。公爵开始重新组织和加强防线。圣拉艾农庄又得到了增援；采沙场被重新占领了；兰勃特将军的第10旅从预备队中调入防线。由于右翼遭受进攻的威胁已经减小，原来部署在尼维尔路西侧的部队，被抽调到路的另一侧，组成一支近距离的预备队。2个营的兵力(隶属于布伦瑞克和普拉特的英王德国军团)被源往乌古蒙北面，接替宾所指挥的旅。宾旅则被派去加强乌古蒙的守备力量。



　　下午3时30分左右，戴尔隆将七零八落的各营重新组织起来。在罗索姆的拿破仑命令内伊重新向圣拉艾农庆发起进攻。战役的第三阶段拉开了战幕。拿破仑重新部署了炮兵，并令炮兵率先开火。这是当天最猛烈的炮击，如同暴风雨一般，弹片在空中横飞。默瑟上尉形容说，“伸一伸胳膊都非常危险，一伸就会被弹片打飞。”炮击过后，5000名骑兵出现了。他们分作43个骑兵中队，排成井然有序的方阵，从右翼向敌人逼近——速度缓慢，仪态威严，而且完全没有步兵的协同。这使威灵顿和同盟军富有经验的指挥官非常吃惊。原来，内伊把英荷联军步兵为向新阵地转移而做的部分撤退误认为是敌人全面溃退的开始，自己只使用骑兵就可以取得迅速胜利。在其后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当中，内伊都一马当先，但由于情绪激动，他把雷耶的6000人忘到了脑后，致使这些士兵在全天的战斗中几乎一弹未发。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这群骑兵迈着十分稳健的步伐压过来。原因是他们的编队过于严密使战马几乎膝碰膝，速度根本快不起来。不过，他们也向来都是这样从容不迫地投入战斗的。在前面打头阵的是米约的胸甲骑兵，他们的胸铠甲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其后是近卫骑兵(掷弹骑兵)，他们身着朴素的制服，但是头上都戴着硕大的熊皮帽。红色枪骑兵戴着高高的白色羽毛，猎骑兵身穿绿色制服，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的轻骑兵、龙骑兵和枪骑兵跟在他们的身后。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一场面既庞大又可怕。但是英荷联军的部队并没有张惶失措，威灵顿下令做好对付这些骑兵的准备。各营编成了方阵，方阵与方阵之间交错开来，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单独作战，又留出了机动的余地。炮手奉命坚持开炮，直至最后一刻，然后跑到方阵中去寻求掩护。



　　当法国骑兵距英荷联军不到100码时，炮声大作，炮弹在密集的骑兵群中爆炸，整排骑兵被炸的血肉横飞。但是，他们仍然前进着，英荷联军的炮手刚躲避，内伊的骑兵便开始在方阵的周围打转转，用尽了除自杀性冲杀以外的一切办法，试图冲出一个缺口来。这样，英荷联军的方阵也难免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格鲁诺上尉当时处在一个方阵中，他说，烟尘与弹药的焦味，几乎使人窒息，“每移动一码，都要踩着负伤的同伴或尸体。”然而，前两排中的人一旦倒下，后面两排就立即会有人补上去。前两排的刺刀与后两排的步枪火力使敌人伤亡惨重。英荷联军的骑兵也使法国骑兵在近战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内伊将伤亡惨重的各中队撤到敌人炮火的射程之外，重新组织。没人能数得清内伊向方阵冲锋了多少次，有人说是15次，然而，每一次的队形都是相同的。由于法军从未想到要压制敌军的炮火，因此，英荷联军的炮手在敌人每一次冲锋过后，都发现他们的武器完好无损。



　　拿破仑见内伊如此浪费骑兵，非常气愤，然而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派更多的骑兵中队增援内伊。至下午5时，拿破仑的骑兵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9000名骑兵仍在英荷联军的方阵中冲杀着。此时，英荷联军的骑兵也几乎损失殆尽，步兵预备队也已全部投入战斗。下午6时过后不久，内伊终于采用了适当的战术：用3个兵种，对圣拉艾发动协同进攻，结果大获全胜。巴林少校的英王德国军团以非凡的勇气，与敌人战至弹药用尽，幸存者才逃了出来。



　　内伊立刻将一个炮兵群部署在距英军已削弱的防线中央不到300码的地方，向敌人实施集中而猛烈的炮击。虽然觉得胜利在握，但他却缺乏足够的兵力抓住胜利。于是，他派人请求紧急援助。皇帝的回答却是：“部队？你让我到哪里给你派部队？难道叫我变出部队来吗？”内伊在博罗季诺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请求，那时和现在一样，他也遭到了拒绝。在博罗季诺拿破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此时拿破仑派出近卫军，他也许会打赢这次战役。然而，在滑铁卢有许许多多的“假如”，而拿破仑没有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下午6时30分左右，法军攻下圣拉艾农庄。然而，2个多小时以前，普军已对瓦弗和拿破仑的右翼发动了进攻。此时及其后普军的参战，成为这次战役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下文将对此加以评述。这里只需说明格鲁希未能将部队插在普军与法军之间，此时，他正在瓦弗与蒂勒曼的第3军交战。为了履行向威灵顿许下的诺言，布吕歇尔命令比洛的第4军，经圣拉勃赫对拿破仑的右翼发动攻击，皮尔希的第2军紧跟其后。如上所述，拿破仑在当天清晨就对这一举动有所察觉，并且派出2个骑兵师和洛博第6军前去拦截普军。同时，拿破仑也在加紧行动，想尽早打败威灵顿。从下午4时30分开始，在弗舍尔蒙和帕佩洛特周围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战役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拿破仑的直觉告诉他，在遭到连续炮击和冲锋之后，威灵顿的英荷联军已危在旦夕。这种感觉没有错。然而，他也清楚，普军就要向他进攻了。现在，有两种选择摆在拿破仑面前：或是在近卫军的掩护下，就此撤退；或是为了夺取胜利，用这部分最精锐的部队向威灵顿越来越薄弱的防线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可以预料，拿破仑选择了后者。



　　圣拉艾失守后，战场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威灵顿抓住时机调整部队，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遭受沉重打击的防线上。他特意将维维安和范德勒的骑兵旅从左翼调至防线中央，这里正急需这些部队。这样部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齐坦军虽然由于误会略微损失了些时间，但也终于到达并担当起防守左翼的任务。面对拿破仑孤注一掷的进攻，威灵顿也许只有不足3.5万人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两翼是安全的(乌古蒙虽然大火熊熊，但仍未失守)，他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从大路到乌古蒙这一防线上的最关键地段。此时，威灵顿部署在这里的旅的数量是上午的两倍。



　　晚上7点多，皇家近卫军的6000多名士兵在皇帝面前列队最后一次接受检阅。傍晚的斜阳，忽明忽暗，映照得刺刀闪闪发亮。法国炮兵加快了炮击速度。雷耶正准备对乌古蒙再次发动进攻；戴尔隆的部队虽精疲力竭，但也在战线中央再度集结；迪律特对联军左侧的拿骚军团和普军感到深深的忧虑。



　　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最后一幕，有许多不同的论述。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后，人们的大脑变得迟钝，记忆变得模糊不清，这也不足为怪。因此，后来的回忆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虽然当时有许多关于法军和同盟军的论述，但由于上述原因，有关近卫军的战败情况，没有一种叙述是可靠的。然而，下述情况看来是肯定的。这些英勇的官兵身穿兰色长衣，头戴插着高高的红色羽毛的熊皮帽，肩扛步枪，刺刀闪闪发光，成纵队投入战斗。纵队的正面是2个连，因此每个营的正面都有70至75人，纵深至少有9列。威灵顿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也许他还看到了位于7个营(也有人说是10个营)前列的拿破仑。每个营之间都部署了两门火炮，似乎还有数不清的散兵在前沿展开，形成一个保护面。



　　在圣拉艾农庄南面的路口上，拿被仑将指挥权交给了内伊。不久，内伊便做出了蠢事。布鲁塞尔路的两旁都是斜坡，可以用作掩护。内伊本应沿着这条路的中心继续向北推进部队，但他却掉转纵队的方向，转向地面起伏不平的路左侧，踏着成堆的尸体，向威灵顿防线中力量最强的一段冲击。威灵顿部署在此的炮手们已经为这送上门来的打击目标做好了准备。刚一离开大路，整个纵队便四分五裂了，各营成梯队从右侧向英军冲击。但是，他们在烟幕和混乱中迷失了方向；当他们爬向圣让山山脊时，则变成了2个纵队。虽然英荷联军的许多大炮失灵，而且缺少弹药，但是仍有足够的火炮向敌人的正面进行毁灭性射击。或用炮火轰击纵队暴露的侧翼，向其发射榴散弹，葡萄弹和散弹。



　　英荷联军用这种方法对法军密集队形的射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法军象收割者镰刀下的庄稼一样成片倒下。内伊跨下的战马又一次中弹毙命，这已是第5匹了，但他丝毫未被吓倒，仍继续徒步指挥部队。威灵顿早已命令步兵成四列趴在山顶的背后。最后与皇家近卫军交锋的荣誉落在了梅特兰的第1近卫旅头上。当第1排敌人距乡间小路不到50码时，总司令的一声命令划破了山脊背后的寂静。他喊道：“梅特兰，看你的了！”在激动中，威灵顿直接向士兵下达了命令：“近卫军，起立！”于是600支步枪同时向法军开火。法军的掷弹骑兵和猎骑兵毫无准备，大惊失色。



　　在梅特兰左翼的第69和33团(霍尔基特旅)立即迂回过来，支援梅特兰。但是该旅左翼的营却遭到了法军第2支纵队的袭击。布伦瑞克和拿骚部队开始退却。情况一度又变得紧张起来。然而，公爵到处激励和鼓舞着军心有些动摇的连队。不久，梅特兰就在德特默的荷-比旅的协助下，将敌人赶下了山坡。但是，近卫军又迅速集结起来。在胸甲骑兵的支援下，第4猎骑兵也前来救援。联军第23龙骑兵与法军胸甲骑兵展开激战，以掩护联军步兵退到山顶。山脊该段的战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最残酷的阶段。为了将威灵顿赶下山脊，近卫军各营进行了多次冲击，然而，每一次冲击都遭到了坚决的抵抗。英荷联军猛烈的炮火，非凡的勇气和杰出的指挥艺术逐渐发挥了作用。而出色的法国部队的士气和勇猛却开始减退。战斗的结束十分突然而又富有戏剧性。



　　亚当将军的旅部署在梅特兰的右侧，该旅的右翼为科尔伯恩上校的第52步兵团。他们一直埋伏在山坡背后。此时，科尔伯恩估计总司令会下达同样的命令，于是主动采取了行动。他精确地按照操练手册中的规定，让部队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向进攻中的法近卫军实施侧翼反击。当第52步兵团停止前进时，前两排士兵先向近卫军的侧翼进行猛烈的排射，然后后两排士兵上来接着射击。亚当对科尔伯恩的行动意图心领神会，他命令余下的2个团(第71和95团)也如此效法。虽然近卫军已经集结，并重创科尔伯恩的部队，但是，这支生力军穿过硝烟突然出现在侧翼，引起了法军的慌恐。当科尔伯恩在另外2个团的密切支援下再次发起冲锋时，法军掷弹骑兵和猎骑兵已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战场上响起了“近卫军撤退啦！”的喊叫声。这种声音非常可怕，而且从来没有人听到过。



　　晚上8时多一点，威灵顿认为下令全面出击的时候到了。于是，他扬起帽子，向法军方向挥了三挥，以此做为出击信号。很快，联军中所有还能行动的人都冲下山坡，追击溃退的敌人。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光荣时刻。威灵顿胜利了。然而，这也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双方共死伤4万余人，其中威灵顿指挥的联军损失了近1.5万人。






图22： 滑铁卢之战(法军对乌古蒙的进攻)






图23： 滑铁卢之战(1815年6月18日)






图24： 滑铁卢(普军的接敌行军)



　　在这场大会战中，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对那一天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或本应产生直接的影响，拿破仑的进攻路线和开战时间的推迟，格鲁希的拖延，内伊在无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对骑兵的使用，以及拿破仑的拒绝增援就是其中的4个重要事件。但是，这些及其他一些行动往往都有情可原，甚至不采取行动也可以找到借口。诚然，所有这些错误似乎都对法军的失败起了作用，但却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另一方面，有两个积极因素无疑在那天拯救了威灵顿：对乌古蒙农庄的坚守和普军的及时到来。



　　威灵顿一下子便看出了乌古蒙的重要性，他派遣索尔顿勋爵带领第1近卫旅(梅特兰)的各轻装连，同麦克唐纳上校率领的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的第2营和第3近卫团的第2营(皆隶属于宾的第2近卫旅)一道前往乌古蒙。索尔顿的任务是防守果园，麦克唐纳要防守别墅和其他建筑物。夜间，他们都尽其所能加固了防御工事。18日上午，威灵顿视察了乌古蒙之后，又增派萨克森-魏玛王子贝尔纳德的拿骚部队的第2旅第1营，以及汉诺威部队1个连的步兵和基尔曼伯爵第1汉诺威旅的100人。这些增援部队都部署在树林之中。



　　雷耶将军把进攻乌古蒙的任务交给了热罗姆亲王，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树林。上午11时30分刚过，在炮兵的猛烈火力和皮尔将军枪骑兵的支援下，先头旅便发动了进攻。该旅旅长博杜安将军在第一次攻击中便阵亡。法军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拿骚和汉诺威的部队赶出树林。当法军向别墅发起进攻时，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原来，威灵顿已命令奥古斯特·弗雷泽爵士加入布尔少校的榴弹炮队，命他们越过联军的头顶向敌人射击，这是一项需要高超技巧的任务。热罗姆还遭到从建筑物和果园中发射的炮火的袭击。亲王的参谋长吉耶米诺将军劝说他撤退，但热罗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又将他的第2个旅(苏瓦旅)立即投入了战斗。他还派人请求富瓦将军所属师的紧急支援。接着，他又穿过树林，并从树林侧面向偏西和偏西南方向继续进攻。



　　这时，索尔顿的各轻装连控制着果园，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第2营的一个轻装连控制着花园南面的围墙，他们的右翼部署在主建筑物中。第3近团的轻装连控制着通向围墙西侧的巷道。轻装连与德国人组织的反击仅获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当法军试图越过树林周围厚厚的树篱，并穿越树林与花园之间50码的开阔地时，遭到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从花园墙上以及建筑物的枪眼中射出的凶猛火力的痛击。他们虽英勇无畏地前进，但由于伤亡惨重，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树林之中。



　　刚过正午，整个局势——特别是防线左翼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守卫巷道的第3近卫团的部队由于巷子南端的干草堆火焰熊熊，苏瓦的部队又从西面逼了上来，被迫向大门后撤。这是仍敞开着的唯一的一扇大门，从侧翼攻上来的法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占据并控制住大门，乌古蒙农庄就会失守。



　　第3近卫团的人成功地撤入庭院中，并与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的人会合在一起，关上了大门。但是法军近在咫尺，冲在最前面的是第1轻装团的莱热罗少尉，他身材魁伟，有着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大力士”。他手持一把坑道工兵用的斧头，击碎了一块门板冲了进来，几个人也紧跟着他进入了庭院。这些人立即投入了激烈的肉搏战，并在战斗中全部阵亡，莱热罗倒在教堂的门旁，手里仍握着斧头。麦克唐纳上校(也是一个彪形大汉)见此情形，召集了一小部分人员，其中包括科德斯特里姆部队魁伟强壮的格雷厄姆中士。他们从花园冲到大门口，那里正进行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很快就被击退，麦克唐纳与格雷厄姆设法修理了沉重的门闩。



　　滑铁卢之战结束后不久，有人捐赠500英镑，要求威灵顿奖给“滑铁卢战役中最勇敢的英国军人”。威灵顿写道：“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取决于乌古蒙庄园的大门能否关闭。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在关健时刻以极其勇敢的方式关闭了那扇大门。”于是，威灵顿把奖金颁发给麦克唐纳，而麦克唐纳又将这笔钱转赠给格雷厄姆中士。



　　虽然迫在眉睫的危险消失了，但法军仍然冒着防守者的枪弹，忍受着惨重的伤亡，对大门猛攻。由于双方交战距离太近，布尔的火炮已不能提供火力支援。但是，伍德福德上校带着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剩下的不足2个连的兵力，及时赶到，赶走了大门旁的法军。然后，伍德福德的部队从围墙西侧的小门进入农庄，在关键时刻加强了农庄的防御力量。那时富瓦正准备投入最后1个旅(戈蒂埃旅)。这些部队对果园发起了正面和侧翼攻击。索尔顿的左翼受到法军的威胁，不得不退到凹形路上。但是，第3近卫团的霍姆中校带领2个轻装连对侧翼进攻的法军的侧翼进行了迂回包抄，将法军赶出果园，消除了危险。于是索尔顿的部队又沿南面的树篱重建了自己的阵地。



　　至此，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第1近卫旅的轻装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已经精疲力竭，非常需要休整一下。第3近卫团余下的各连与汉诺威的部队进入凹形路，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第2营则负责坚守别墅。下午1时30分，整个第2近卫旅的部队都部署在乌古蒙庄园内外，法军对这一防御要地的压力已有所缓解。虽然拿破仑的精锐部队在2小时的残酷战斗中一直试图夺占乌古蒙，但约2000名近卫队士兵及汉诺威部队却使1万名拿破仑精锐部队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但是，更多的战斗还在后面，那一天，乌古蒙的战斗还将继续进行，联军部队还将与法军多次交锋。此外，这一地域的战斗使法军无法获得成功地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空间。



　　6月17日晚上7时左右，格鲁希和他的2个军不慌不忙地行军至藏布卢。当天清晨，格鲁希曾接到前方埃格泽尔芒的消息，报告说他们正在藏布卢地区严密监视着普军(蒂勒曼)的行动。但当格鲁希到达藏布卢时，普军已乘埃格泽尔芒不备溜走。于是，格鲁希又派出了一支骑兵巡逻队。巡逻队传回消息说，普军似乎正朝瓦弗方向撤退。晚上10时，格鲁希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拿破仑，指出普军已经兵分两路，一路显然正向瓦弗开进，另一路很可能开向列日。18日凌晨2时，这封急信到达凯尤农庄，但拿破仑直到4时才见到急信。直到上午10时，拿破仑仍未采取任何对策。即使这时法军采取对策，也已为时过晚。格鲁希因为不知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便开往萨赫阿瓦兰，远远地离开了拿破仑和前进中的普军。 布吕歇尔躲过了格鲁希之后，在17日晚将部队集结在瓦弗周围。在林尼战役中冲锋在前的第1和第2军，中午就已到达。当晚他们分别驻扎在比埃热和埃斯蒙。撤退中殿后的第3军越过迪莱后，在拉巴韦特宿营。未参加林尼战役的第4军，经瓦兰赶到，在瓦弗东南2英里的迪翁勒蒙扎下营地。



　　普军6月18日的行军顾序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格奈森诺发布了命令。他命令原本在最后的1个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调上来充当先锋，他仍不相信威灵顿在当天进行决战的决心，因此不愿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投入普军。也许，格奈森诺确有此种想法，但认为这就是普军行动迟缓的原因未免有些牵强。普军参谋长虽然是命令的发布者，但是布吕歇尔是整个计划的制定者。他已承诺且愿意给威灵顿以最大支援。毫无疑问，他希望比洛精力充沛的部队在进攻中担任先锋，但是他似乎对地形以及其他危险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



　　比洛的第4军于清晨4时奉命出发，经瓦弗向夏佩尔圣朗贝进军。如果战斗已经打响，他的任务是进攻敌军右翼；如果战斗没有打响，就不采取行动。第2军紧随其后，经弗鲁瓦德蒙和奥安加入威灵顿的左翼，其后再派出第1军。如果在瓦弗没有法军出现，第3军也将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普军的指挥官们清楚地意识到，战役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能否及时到达。然而，遗憾的是，精力最充沛的部队要走最远的路程。第4军和第2军都要越过迪莱，第4军还不得不越过第2军，再通过瓦弗这一隘道。比洛使他的先头部队较为顺利地通过了瓦弗，于上午10时到达圣朗贝。他们刚过瓦弗，那里就发生了一场火灾，小镇变得更加混乱。道路情况也十分糟糕，影响部队的前进速度。当时，一条大路也没有，小径也很少。暴雨过后，这些道路及周围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泥沼。因此，比洛的主力部队在中午前没能到达圣朗贝，最后一个旅到达的时间更晚。而且第2军在第4军没有全部超过它之前不能前进，直到中午第2军才出发。



　　下午1时30分，拿破仑从一个普鲁士俘虏那里证实了他所看到的圣朗贝高地的部队是比洛军的一部分。这是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拿破仑还没有把威胁看得十分严重(他仍指望格鲁希的支援)，但他还是派出了多芒和絮贝维埃的骑兵师以及洛博的2个步兵师前去阻截普军。然而，这些部队并不够用，不久就不得不派近卫军各营给予支援。当天傍晚，普军第1军赶到了威灵顿的左翼。他们的到达太及时了，相比之下，他们在随后的战斗中所作出的贡献反而显得逊色。



　　中午时分，布吕歇尔在圣朗贝加入第4军，和他们一道进行了穿越泥泞的拉斯纳盆地的艰难行军，到达巴黎树林。从树林的边缘可以看到大部分战场。布吕歇尔从来不喜欢将部队分散投入战斗。但是，下午4时许，当情况已十分明朗，拿破仑的强大攻势有可能突破英荷联军的防线时，布吕歇尔命令比洛率第15旅和第16旅发起进攻，不再等侯第13和14旅的到达。洛博没有占据巴黎树林，对普军来讲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否则他们的前进速度将大大减慢。然而，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比洛一直到另外2个旅赶到后，才迫使法军穿过普朗尚努瓦村后撤。



　　普朗尚努瓦村后来成为一场恶仗的中心点，它距法军的后撤路线太近，使拿破仑感到十分不安。此外，普军占领普朗尚努瓦也会影响法军的士气。下午6时左右，普军第4军的第16旅攻入普朗尚努瓦，但很快又被青年近卫军赶出。这8个营的青年近卫军和24门火炮是拿破仑刚刚派来的。普军第14旅的增援部队火速赶来，又将青年近卫军击退。拿破仑又命令老近卫军的2个营从拉贝勒阿利昂前去增援。经过一番激战，法军又将普军赶回原阵地，普朗尚努瓦村第三次易手。那时已是晚上7时，比洛虽然没能攻占普朗尚努瓦，但却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一半兵力。第2军很快就要到达，第1军也将在北面2英里处加入战斗。



　　齐坦约在上午11时30分接到布吕歇尔的命令，要他加入威灵顿的左翼。由于第2军挡住了前往弗鲁瓦德蒙的道路，直到下午2时他才能够行动。数小时之后，仅仅由于冯·米夫林将军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齐坦又敢于违抗布吕歇尔的命令，一场灾难才得以避免。布吕歇尔当时急于攻占普朗尚努瓦，于是命令齐坦向南推进，支援第4军。齐坦接到命令时大约是下午6时30分，他的第1旅已经通过奥安，主力部队也即将赶到。米夫林带着命令策马赶到威灵顿的左翼，命令范德勒和维维安的部队向中央移动，并命令齐坦参加该地域的作战。



　　米夫林赶到时，齐坦正命令第2旅掉头向南(第1旅已经过了弗里舍蒙的转弯处)。这时，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冯·米夫林将军知道法军刚刚攻下帕佩洛特和圣拉艾，威灵顿左翼的防御已岌岌可危。他确信，没有齐坦的增援，这场战役就会失败。另一方面，布吕歇尔的信使又描述了普军在普朗尚努瓦的危险境况。或许是由于米夫林有力的说服，或许是由于聚拢部队掉头向南过于浪费时间，齐坦认为他有理由不服从布吕歇尔的命令。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决定。如果齐坦掉头向南，便可能重蹈戴尔隆在林尼战役中的覆辙——在2个战场之间无所作为。事实上，普军是在关键时刻赶到战场的。皇家近卫军在圣让山山坡组织进攻的时候，齐坦把法军赶出了帕佩洛特和圣拉艾。然后，他们又转而越过西莫安谷地，在拉贝勒阿利昂和普朗尚努瓦周围猛烈攻击了迪律特和洛博的部队，并与第4军一道在该段战场粉碎了法军的抵抗。



　　许多法军都以为右翼出现的是格鲁希的部队，当发现原来是普军赶来时，法军倍加紧张。实际上，格鲁希的作用从始至终都十分有限，而且总是为时过晚，虽然拿破仑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格鲁希直到6月18日晚上11时才在瓦弗进行战斗，并且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因为除阻止普军1个军占领瓦弗外，这一战斗对主要事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次战斗中引人注目的反倒是格鲁希拙劣的战术和蒂勒曼第3军顶住2倍于己的法军反复进攻的能力。这也是普军坚强意志的体现，他们在3天的战斗中，为同盟军赢得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拿破仑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它使拿破仑指挥进攻作战的能力根本无法与威灵顿指挥防御作战的技巧相匹敌。这正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值得人们思索。



　　格鲁希在6月17和18日的表现，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下级指挥官的过失如何导致战役的失败。17日上午10时，拿破仑传递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信，至今仍是未解之迷。格鲁希后来否认接到过这个口信，而拿破仑则认为格鲁希无视自己的命令，使自己打了败仗。但是，如果普军被牵制在瓦弗，拿破仑是否会取胜呢？这种情况可以设想，但却不太可能发生。不过，格鲁希的失职和违背命令很可能断送了法军的胜利。



　　要不是那场出人意料之外的暴雨，拿破仑也许会追上从四臂村溃退的威灵顿，而这也许能对第二天的战斗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滑铁卢战役中没有什么决定性因素是双方指挥官无法控制的。














	

 






	















	







	







	









 





	


	







	








	




	


第13章 阿尔马河之战




	







	

 



	


	


(1854年9月20日)



　　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宗教纠纷，但是所谓“东方问题”(主要指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则由来已久。几代俄国沙皇都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企图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因而不断与土耳其发生磨擦。英国虽然很想保持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但也深感有必要保护日益衰败的土耳其帝国，因为在开凿苏伊士运河之前，一直是土耳其控制着从陆路通向东印度群岛的交通要道。



　　从1812年起，俄国一直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现属罗马尼亚)这两个土耳其省的天主教正教徒拥有保护权，这使其得以对土耳其内政施加影响。1850年，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要求土耳其也给他保护巴勒斯坦罗马天主教徒的权力，从而使这个宗教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但就此事向土耳其苏丹提出抗议，而且紧接着又以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相威胁，要求得到对土耳其全境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雷德克利夫的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鼓动下，苏丹拒绝了沙皇的要求，于是俄国出兵了。



　　1853年10月23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法原以为摆出强硬的姿态就会使沙皇撤军，因此在土耳其宣战前一天，便派出联合舰队驶入黑海。不料事与愿违，联合舰队刚刚驶离君士坦丁堡，俄国海军紧接着就出海了，于11月30日在黑海南岸锡诺普海域全歼了土耳其的一个海军分舰队，并使该城居民饱受劫难。这种所谓的“大屠杀”在战争中虽属合法行为，但英国公众为之哗然，首相阿伯丁勋爵也变得忍无可忍。1854年3月27日，大英帝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已在前一天采取了同一步骤。



　　2月底和3月初，约有2.5万名英军驶离本土。第一个停靠的港口是马耳他的瓦莱塔。英军在此地要逗留两三个星期，等到用政治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再继续开赴土耳其。法军早已从法国地中海沿岸各港驶出，于4月初在加利波里登陆。英军到达时，发现瓦莱塔城不仅很脏，而且人满为患，于是便驶往斯库台，此城也不清洁，但不十分拥挤。



　　英军有5个步兵师：轻步兵师，以及第1、2、3、4步兵师，每师下辖2个旅。骑兵师(由卢肯勋爵指挥)下辖重骑兵旅和轻骑兵旅，师属炮兵部队包括9个野战炮兵连和3个马拉炮兵连(共60门火炮)。步兵和炮兵共计2.44万人，骑兵1000人。法军只有4个师，但法军师的规模比英军大，共有近4万人和8个野战炮兵连参战。它没有骑兵。土耳其的部队(由苏里曼帕夏统率)共有7000人。法军士兵几乎全部使用新式“米尼”步枪，但这种先进武器只在部分英军中使用，很多英军士兵还使用可靠的老式步枪。俄军使用的滑膛枪及其刺刀劣于联军。



　　联军一方的行政管理和医疗保障状况不佳。部队在缺乏很多生活日用品的情况下就奔赴战场，这在英军的漫长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主要是由于在40年的和平时期英军只重视海军建设，而对陆军不管不问。拿破仑战争后，英国解散了“皇家辎重车队”和“参谋团”，现在看来，此举副作用甚多。维持一支纯属本土防御性质的陆军这一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战备状态和领导素质。但是，纪律尚未受到冲击，因为虽然野战训练不多，礼仪和阅兵操练却是经常不断的。只不过，军官中只有极少数参加过拿破仑战争，曾在印度服役的人也寥寥无几，其他人均无实战经验。



　　英军司令拉格伦勋爵曾在滑铁卢之战中失去一臂，时任威灵顿公爵的参谋。如今他已66岁，虽然曾在最高统帅部任职，但做的大都是行政管理工作，始终没有亲任过指挥官。他总是风度翩翩、彬彬有札，而且英勇过人。在整个战争中，哪里最艰苦，他就带领参谋人员在哪里出现。在危急时刻，他始终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在阿尔马河之战一线作战的师长中，乔治·布朗爵士和乔治·德莱西·埃文斯爵士两人曾参加过半岛战争。布朗这位轻步兵师师长，或许是和平时期陆军中最不讨人喜欢的军官，因为他对军纪的理解非同一般(从各方面说，军纪本身已经够苛刻的了)，还酷爱体罚。但是，他在战斗中英勇无比，令人可敬(如果说“不可亲”的话)。第1师师长坎布里奇公爵是乔治三世之孙，此前没有实战经验，但具备一个优秀指挥宫的许多素质。法军司令是圣阿尔诺元帅，因辅佐路易·拿破仑登上皇位而青云直上。他健康状况欠佳 [ 注：此战之后几天，圣阿尔诺即去世，由资深的师长康罗贝尔将军继任。 ] ，虽有实战经验，但不适于任高级指挥官。



　　联军在土耳其期间，俄军已经侵占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正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联军决定移师瓦尔纳。瓦尔纳是黑海西南岸的港口城市，距当时被俄军围困的锡利斯特拉60英里左右。在5月底6月初采取这一行动时，可怕的霍乱流行起来，受害的英法官兵达几千名。由于土耳其守军在锡利斯特拉的英勇抵抗，再加上奥地利重兵压境的威胁，俄军被迫撤回本土。敌对行动本应到此为止，然而英国公众不肯罢休，一定要夺回塞瓦斯托波尔和消灭俄国舰队。这种侵略主义情绪对野心勃勃的路易·拿破仑来说正中下怀。于是在9月初，英法联军便开赴克里米亚。



　　拉格伦勋爵选择的卸载地点十分理想，它是位于尤帕托利亚以南约20英里、塞瓦斯托波尔以北30英里的卡拉米塔湾内的一处海滩。英、法、土三国军队从9月14日上午开始上陆，历时5天，未遇到任何抵抗。海滩上一片混乱，人马混杂 [ 注：所有的马匹都是从英国用船运来的，旅途的艰辛与缺水使它们吃尽了苦头。 ] ，毫无秩序；第一夜没有帐篷，恰逢大雨倾盆。此外，联军还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不过，在19日晨部队出发之前，总算从当地强征来一些破烂不堪的马车，运载了3天的干粮和备用弹药，但帐篷和重装备只好留下。



　　土军在最右翼沿海岸行进，然后是法军。英军的2个先头师成两路纵队行进，右路为第2师，在法军拿破仑亲王所率师的左侧；左路为轻步兵师。第2师之后是第3师，轻步兵师之后坎布里奇公爵统率的“近卫和高原第1师”。第4师的1个旅(另1个旅留在了卡拉米塔湾)殿后，行进在第1师的左侧。因此，步兵各师(第4师除外)成两路纵队齐头并进，留有适当间隔，可随时转换成线形部署，且正面和两翼均为来福枪手。卡迪根勋爵指挥的轻骑兵旅(重骑兵旅留在了瓦尔纳)的几个团在步兵的前面，打头阵的是第13轻骑兵团和第11轻骑兵团(外加1个马拉炮连)。骑兵旅的另外2个团(第8轻骑兵团和第17枪骑兵团)在行军纵队的左侧。



　　这是一支雄纠纠的军队，军衣鲜红，刺刀闪亮，军旗高举，战鼓铿锵。然而，将士们的脸色不佳，霍乱还在军中流行。天气变热，部队因疾病和缺水(咸肉口粮更使人口干舌燥)而掉队的甚多。



　　下午2时左右，部队到达巴尔干纳克河。拉格伦勋爵派骑兵去侦察在河对岸来回巡逻的一支哥萨克部队的情况。不久即发现，这支哥萨克部队由骑兵和步兵组成，是一支侦察部队。拉格伦急令那4支侦察队撤回，因为众寡悬殊，出击必遭惨败。实际上两军确曾交火，但英军伤亡不大。尽管卢肯勋爵与其内弟卡迪根勋爵之间意见不和(虽与其身份不符，但时有发生)，骑兵部队还是秩序井然地撤出了战斗。当夜，英军在河南岸严阵以待，但出乎意料，俄军并未出击。



　　20日晨，联军继续前进，土军和法军走在英军各师的前面。前一天晚上，圣阿尔诺元帅拟定了一个根本不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博斯凯将军率领的右翼师和土军卷击俄军的左翼，英军卷击俄军的右翼。此时，联军指挥官对战区地形、俄军部署及其兵力知之甚少，只是看到了敌舰沿海岸航行。拉格伦勋爵并不打算让英军实施圣阿尔诺的作战方案，但出于礼貌而未明确表态。



　　上午11时许，联军的官兵开始看到设在俯视阿尔马河的高地上的俄军阵地，于是便停止了前进。这时，联军的指挥官们可以再向前走一点，仔细观察一番了。河的北岸地势渐低，而且到处是茂密的葡萄园和五彩纷呈的花园。在北岸，有两个小村庄，一个叫阿尔马塔马克，离海1英里远，位于法军前沿的中央；另一个叫乌尔留克，位于河上游约1.5英里处，在英军前沿的右翼。尤帕托利亚-塞瓦斯托波尔公路在乌尔留克村以北通过阿尔马河上的木桥。在此役期间，阿尔马河只是一条河道狭窄、水流缓慢的小溪，有几处成潭，且潭深难涉。河岸陡峭，左岸尤甚，但除河口外各处都能徒涉。



　　河南岸地势陡升。河口处几乎成90度的陡坡，被称作“西崖”崖高350英尺，顶上是一片平地。这一令人望面生畏的陡壁从河口几乎延伸到阿尔马塔马克村。此后，坡度渐缓，并为谷川与沟壑所截断。离“西崖”3英里是“电报高地”(因高地上有座电报塔而得名)，该高地与上述“平地”相连。越往河上游走地势越高，走过1英里后便是本地区制高点库甘内山。这座山从东到西绵延1英里，主峰高450英尺。主峰东面地势平缓，有几处可攀缘而上，但炮兵能通行的路不多。可供法军利用的道路不多，只有一条通往阿尔马塔马克渡口的象样子的大车路。不过，在乌尔图克地区有两条小路可供炮兵通行，穿过“电报高地”和库甘内山之间隘口的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也可利用。



　　俄军由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亲王统率，包括42个步兵营、16个轻骑兵中队、11个哥萨克骑兵中队和48门火炮，共有3.8万人和几千名水兵。这些士兵从前大都是憨厚的农民，虽缺乏想象力，但十分勇猛。俄军为维持纪律而采用的措施比英军要严厉得多。缅希科夫决定前出到阿尔马河迎敌，而不愿留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敌围困。他认为很有希望在那里打败联军。但在此之前，他必须牵制联军数天，以等待援兵到达。



　　缅希科夫率部于9月14日来到阿尔马河南岸各高地，那里的地形条件对防御十分有利。但是，他没有亲自察看地形。他听说“西崖”极难突破，于是只在一个名叫乌鲁库尔阿克里斯的小村庄里配置了1个步兵营和4门火炮，而在阿尔马塔马克以西未放一兵一卒——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在战斗打响前的5天内，俄军几乎没有修筑工事，只是在库甘内山的西北坡筑起了一道齐胸高的土墙，作为一个有12门火炮的野战炮兵连的掩体。此外，他们在该山主峰的右方和后部也构筑了一道类似的、但更矮的土墙。英军把这两处火炮工事戏称为“大棱堡”与“小棱堡”。俄军以密集的连纵队投入战斗，这种队形很不灵活，难以调整，不利于部队实施机动和发扬火力。



　　缅希科夫虽然开始犯了西线未设防的错误，但他在阿尔马塔马克以南到库首内山以东却布设了坚固的防线。在靠近“电报高地”的河岸，他部署了8个营；在“电报高地”他部署了4个营。另外2个炮兵连配置在射界开阔、可掩护前沿部队的地形上。在通向高原的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两旁，他配置了拥有16门火炮的2个轻炮兵连和4个步兵营。沿公路再向前行，还有7个营和2个炮连作为战术预备队，但它们离前沿部队太近。共有16个步兵营分散配置在库甘内山周围，包括防守“大棱堡”侧翼的喀山团的4个营。除了部署在大、小“棱堡”的火炮之外，在库甘内山的南坡还有一个顿河-哥萨克炮兵连。俄军骑兵集中部署在右翼。



　　英法联军的两位指挥官虽然对阵地看得一清二楚，却无法制定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作战方案。中午1时，英军继续向阿尔马河开进。与此同时，俄军的一门火炮开火，阿尔马河之战开始了。虽然这门火炮没有打到英军，拉格伦勋爵却认为，这是展开2个先头师的时候了。调动大量军队本来就决非易事，此时则更为困难，因为2个师在行进中都有些迷失了方向。第2师被法军挤向左方，轻步兵师也未按预定路线行进。结果是这2个师的部队混在了一起。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这2个师未能以旅为单位进行交战。



　　英军继续行进，后卫各师依然成纵队队形行军。但很快，炮弹就象巨大的板球一样掠过坚硬的地面向他们袭来。第1师奉命展开。第3师仍保持纵队队形，并退到缺编的第4师翼侧；第1师的战斗队形延伸到2个先头师的后卫。



　　拉格伦勋爵对法军的意图仍然一无所知，但他估计，已接近河岸的博斯凯部将依照圣阿尔诺的预定方案向俄军左翼发起进攻；其余法军仍将保持纵队队形，大致与英军齐头并进。因此，他决定在法军向俄军左翼发起进攻之后，再渡河进击俄军右翼和中部。英军进入俄军火炮射程之内后，便奉命卧倒了。



　　阿尔马河定战虽然只持续了几小时，但三言两语还讲不清楚。这次战役不是根据任何具体作战方案实施的。实际上，英军渡河之后总指挥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虽然拉格伦勋爵在一处的个人干预起了关键作用)。此次战役还不是因克尔曼战役那样的士兵之战，因为师旅指挥官在某些阶段影响了作战的进程。尽管如此，营自为战占了此役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概括起来讲，此战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又互相交叉重迭)，即法军攻击俄军左翼，英军攻占“大棱堡”，英军被击退，以及“近卫和高原”部队的总攻。



　　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所起的作用不大，可以一笔带过，因为缅希科夫亲王在部署兵力时没有顾及法军的存在。按预定方案，博斯凯将军的第2师进攻敌军左翼。他让布特将军的旅和土耳其军在河口一带绕过河堤强行渡河后，自己便随另一个旅在阿尔马塔马克徒涉场过河了。布特的部队在渡河时用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要沿着羊肠小道艰难地攀登陡峭的山崖。他们不得不把火炮送到阿尔马塔马克对面的小路上。待全旅爬上台地时，战斗已接近尾声。



　　然而，奥特马雷将军的旅向上攀登时却相当顺利，同布特的部队一样，也未遇到任何抵抗。他们以争强好胜的轻步兵为先锋，在敌人未赶到之前便占领了台地。俄军指挥官发现之后，命令在乌鲁库尔-阿克里斯的部队前出，他们的四门火炮使法军遭受一些伤亡。后来，俄军第17师师长基里阿科夫将军又将几门火炮带上台地，但此时奥特马雷的火炮已作好准备，压制了俄军炮火。缅希科夫一陈惊慌之后，亲自骑马赶到现场，并命令各预备队营随后跟进。当他们到达时，缅希科夫又认为法军的威胁不及英军，于是令其折回。奥特马雷的旅仍留在台地上。



　　圣阿尔诺事先命令：一旦布特的旅出现在台地之上，由康罗贝尔率领的第1师和由拿破仑亲王指挥的第3师立即渡河。康罗贝尔在阿尔马塔马克上方1英里处徒涉，然后沿一条便于通行的小路攀上悬崖；拿破仑亲王的部队则在乌尔留克下方不远处渡河。康罗贝尔发现，无法使火炮沿小路上崖，只好将其送回阿尔马塔马克，又因奥待马雷的一门火炮堵塞了道路而耽搁多时。法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没有炮兵的支援，就不发起进攻。于是，康罗贝尔命令部队在河谷两侧停止前进。在那里，配置在“电报高地”的敌军火炮打不着他们，而正是这些火炮在他们渡河时曾对其造成一些伤亡。拿破仑亲王的那个师在这一阶段未能渡河。由于受到猛烈炮击，他的部队纷纷到河北岸的花园和葡萄园中进行隐蔽。



　　当下午3时许英军的2个先头师正在与俄军中部和右翼的部队激战时，法军却按兵不动，只是在台地与敌相互炮击。圣阿尔诺本应命令康罗贝尔无论是否能带上火炮都要爬上台地，但他认为，从第4师抽调1个旅就可以很好地支援博斯凯。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起什么作用，反而使渡口与道路更加拥挤。拿破仑亲王的4个营总算过了河，但康罗贝尔的人还在河谷中等待炮兵爬上高地。



　　尤帕托利亚公路两侧台地上的最后战斗使法国人颇为满意，尽管他们自己的描述有些与众不同。在战斗打得最激烈之际，基里阿科夫将军带领8个营将康罗贝尔的部队赶回到阿尔马河北岸。康罗贝尔避而不战，率部沿小路向河岸走去。但就在此时，他的炮兵爬上了崖顶，而敌我双方均未发现。炮兵指挥官看到俄军队形密集，便连发炮弹向敌军射击。俄军8个营由于没有炮火支援，便仓皇后撤，成为俄军总撤退的先导。



　　康罗贝尔师的官兵得知炮兵大显神威后，便一窝蜂似地拥进河谷，一向打先锋的轻步兵很快就在电报塔上洋洋得意地插上了自己的战旗。法军宣称，他们实际上并未被赶出河谷；恰恰相反，他们的8个营始终在与敌进行近战。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他们死伤了很多人才消灭了敌军。不过，官方公报的伤亡数字可不是这样。



　　拉格伦勋爵看到法军没有什么进展，便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冒险孤军独进。下午2时30分左右，他命令第2师和轻步兵师向前推进。在前面巡逻的步兵旅已与敌散兵交火。这些散兵占领了乌尔留克村，他们烧毁了该村，但未来得及破坏桥梁就被步兵旅赶过了河。英军中负责操练的军士为数不少，他们很注重队形的整齐，但由于第2师的右翼旅(旅长是亚当斯将军)在烈火熊熊的乌尔留克村面前不得不绕道而过，所以队形有些混乱。2个营来到村西，第3个营(第47营)进至村东，靠近了彭尼法瑟将军的旅，该旅的4个营还集拢在一起。



　　英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夺占河的左岸，由于对更远的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英军尚无法制定出更进一步的作战方案。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英军稳步前进，其队形长达2英里。俄军炮兵见状迅速采取行动，英军第2师的左翼旅成了他们极好的攻击目标。隆隆的炮声在山间回荡，炮弹落在花园围墙附近。很快，队形中就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和杂乱的人群。俄军向英军猛烈炮击和英军难以穿过烈火熊熊的乌尔留克村意味着，当时还未与敌激烈交火的轻步兵师将首先过河，并投入战斗。轻步兵师拥有5000人，其指挥官在南岸宽阔的礁石地带整理队伍，有一段时间他们未受到炮火的袭扰，只有纵射的滑膛枪弹断断续续地打来，造成一些伤亡。



　　在轻步兵师的左侧，布勒将军的旅发现了一片更大的开阔地和坡度低缓的丘陵地。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他便自作主张地将部队摆成方阵，保卫轻步兵师暴露的翼侧，抗御敌骑兵的突击。因此，他的2个营就没有随师前进，而他的第3个营在混乱中也失去了联系，如今已加入科德林顿将军的旅。不久，科德林顿也与第7营失去了联系。该营营长是“血雷上校”莱西·约，他率领这支失散的队伍独立作战，打得十分勇敢。在战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科德林顿的旅又收容了第2师的第95营。



　　科德林顿是位英勇善战的军人，不管什么人，什么部队，只要跟随他，他都欢迎。他飞身上马跃上河堤，率领全旅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向“大棱堡”冲去。在“大棱堡”这一要点两侧，各有俄军喀山团的2个营防守，这4个营成纵队队形展开，组成了1个大漏斗，等待进攻者落入圈套。俄军的炮兵有段时间保持沉默，但当科德林顿的人马逼近时，他们便猛烈开火。俄军众炮齐鸣，持续了好几分钟。与此同时，喀山团的滑膛枪手也在不断射击。但是，横队队形比纵队队形更能充分发扬火力。喀山团的左路纵队的翼侧有英军诺克特少校的步枪手，正面有科德林顿的旅，在三面攻击之下只好撤退。与此同时，莱西·约的营与喀山团的右路纵队也在激战。



　　科德林顿的旅伤亡惨重，但仍然不屈不挠地向目标推进。此时目标几乎被硝烟尘埃所掩蔽。烟尘消散之后，英军发现满面汗尘的俄军炮手正在把火炮系在拖车上准备逃离，因为他们知道，沙皇决不允许丢弃任何一门火炮。科德林顿安然无恙(这真是奇迹)，纵马跃上胸墙。第23团的一名旗手冲了上去，将该团的女王战旗插在胸墙上。他不幸中弹身亡，但“大棱堡”拿下来了。



　　俄军受到挫折，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不久便向英军左翼大举反攻。与此同时，莱西·约上校的营也遭到右路的喀山团纵队的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火炮也阻碍着英军第2师登上台地。第1师无法实施近距离支援，这意味着，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大棱堡”的轻步兵师的5个营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不能抵御敌军大规模反击。



　　轻步兵师未能及时得到支援的原因是缺乏经验和指挥失误。拉格伦勋爵命令2个先头师向阿尔马河前进，命令坎布里奇公爵去支援轻步兵师。这是他在这场战役中下达的最后两道命令。坎布里奇公爵没有实战经验，他的师渡过河去，他觉得有必要先等命令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但此时拉格伦勋爵已远离交战地区，他和参谋人员在英军右翼和法军左翼之间过了河，然后走进河谷，不知不觉地正向俄军防线走去。人们看到，这位总司令站在一块奇形怪状的岩石上，从容不迫地观察战场，并命令副官叫人把火炮推到这个偶然发现的有利地形上来。但是，幸运的是，他的军需官艾雷将军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机立断，以拉格伦勋爵的名义，指示公爵立即前进。



　　然而，此刻已为时过晚，科德林顿的旅和原属布勒旅后加入他们行列的1个营终于被俄军赶出了“大棱堡”。英军占领“大棱堡”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混乱，官兵们穿来穿去寻找自己的部队，挤进棱堡以避炮击。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在小棱堡和库甘内山上的俄军炮兵很快地瞄准了他们，此外还有新到战场的16个营已做好反击准备。当弗拉基米尔各团的先头分队在库甘内山山坡上出现时，英军还以为他们是法军(其实穿戴并不相同)，下令不得开火。当英军意识到自己看错了时，一位号兵又奉命吹起“撤退”号，其他号兵也竞相响应，英军顿时大乱。英军开始还是有秩序地撤退，受到敌滑膛枪火力的猛烈打击后，英军部队便乱了，争先恐后地向山下逃去。科德林顿将军看到情况严重，即派人送信催促第1师加速起来。但赶来的第1批部队，又被撤退的大潮卷了回去。



　　此时(下午3时许)，战局对联军不利。法军在俄军左翼，尚未与敌人交火；英军第2师的部分官兵受到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炮兵牵制，失去了机动能力；轻步兵师的进攻被击退，一时又妨碍了“苏格兰卫队”的进攻。此外，还有至少5000名俄军正准备发起进攻。只有皇家卫队的士兵仍在顽强奋战。



　　战斗进入关健时刻，第1师重任在肩，要在稳定战局、为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第1师向前推进了，本廷克将军指挥的“近卫旅”在右，科林·坎贝尔爵士率领的“高原旅”在左。“苏格兰卫队”在“近卫旅”的中央，该营比其他2个营提前登上了河堤顶部。但是，该营的左翼连同科德斯特里姆部在一起，由于碰到S形河道，不得不三渡阿尔马河。他们响应科德林顿将军的号召，加速前进，但赶到离“大棱堡”不到50码时，受到猛烈火力的阻击，又被上面撤下来的人群所阻。他们有的被卷回来，但不久又回到了部队。



　　与此同时，另两支英军部队也赶来了，格雷纳德部队在右，科德斯特里姆部在左。他们队形整齐、斗志高昂地向敌军逼近。在科德斯特里姆部后不远的左侧是“高原旅”的3个营——第42营居右，第79营居左，第93营居中。同那一天参战的所有士兵一样，这几个营的士兵也表现得英勇顽强。这两支近卫部队之间的缺口很快被其他部队补上了——一部分是迅速集结起来的苏格兰卫队的几个连，另一部分是科德林顿集中起来的轻步兵师的约300人。在第95营的支援下，第7营攻歼喀山团2个营的这场意义重大的战斗以胜利告终。莱西·约很想乘胜追击，但乔治·布朗爵士(他骑着伤马，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命令他带领伤亡惨重的部队退到一边，让近卫部队通过。



　　接下去便是俄军大败。联军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横队队形优于纵队队形，因为这场战斗不是肉搏战，而是火力战。俄军比英军第1师多几千人，但该师的2个旅同时投入战斗，火力之猛一开始就把俄军阻于路途上，俄军士兵一群一群地趴在地上，不久就陷入混乱，仓皇后撤。在左翼，俄军与英军第2师的2个旅短暂交火之后也慌忙撤退。康罗贝尔率领的法军也终于占领了各高地。



　　但是，战斗并未完全结束。在库甘内山的东端，俄军还有新到达的乌格利茨团的4个营。该团团长在其他部队向后撤退时，却将本团带了上来。在乌格利茨团的两侧，还有3500名骑兵跃跃欲试地等待出战。同俄军的骑兵一样，英军的骑兵旅至今也未与敌交火。现在，卢肯勋爵自作主张，命令该骑兵旅和左翼的1个马拉炮兵连前出。该炮兵连的火炮很快作出了反应，对准聚集在一起的1万名俄军开火。如果俄军指挥官有时间将这些人排成适当的队形投入战斗，那么联军要取得胜利还需要一番苦战，因为整个下午俄军都在英勇顽强地实施抗击。但是，由于两侧的英军炮兵不断地把炮弹射向俄军，使俄军官兵受到极大震撼，他们这才不顾纪律的约束潮水般地向塞瓦斯托波尔溃退。



　　俄军炮手发射最后一发炮弹后，高夫·卡尔索普上校看了看表，此时是下午3时40分。战地记者W·H·罗素则说战斗刚好在下午5时以前结束。对时间的这种不同说法无关紧要，重要的事实是，非常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俄国人讲，他们伤亡5709人；法军死60人，伤500人；英军伤亡2002人，其中死者为362人。伤员的情况十分可怜，外科医生和医疗设备奇缺，多数重伤员只好等死。有些俄国伤员躺在战场一天一夜之后才有人前来护理。



　　此次战役没有追击阶段。英骑兵旅完全可以追击仓皇逃窜的俄军，新到的第3师和第4师也跃跃欲试。但是，拉格伦勋爵不准备用自己的骑兵冒险去对付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国部队(卢肯对此十分恼火)，圣阿尔诺元帅也拒绝参加任何大规模的追击行动。法军在过河之前就已经卸下驮包，圣阿尔诺说，部队没有驮包，不能继续前进。拉格伦勋爵力求协同作战，他担心如英军独占鳌头可能产生不良政治后果。






图25： 阿尔马河之战(1854年9月29日)



　　联军如果在阿尔马河之战中失利，就会被赶出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马河战役才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考虑决定这次战役胜负的因素时，应当分析俄军指挥官的表现。缅希科夫亲王决定不在塞瓦斯托波尔静候联军，而是前出到阿尔马河建立防线，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如果主动进攻巴尔干纳克，会不会打胜仗呢？武装侦察的结果想必已经向他表明，如果使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出击，同时以步兵攻击敌左翼，英军是无力抗拒的。他对法军的情况了解得较少，但只要卷击其左翼，就能使整个英、法、土三国联军陷入困境，无论舰队炮火还是载运船只都难以使其转危为安。



　　这样做对俄军来说当然有风险，但如果换一个更大胆、更有经验的指挥官，他很可能冒此风险，并获得成功。但是，在此役的关键时刻，俄军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当英军轻步兵师被迫后撤，第1师正在艰难徒涉之际，如果俄军用大量骑兵进攻联军的左翼，用库甘内山上尚未投入战斗的众多步兵营进攻敌正面，缅希科夫很可能转败为胜。



　　这些很多都是推测。但是，在这次战役中，要提及两个因素，一个是决定性的，另一个对胜负也起了很大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英军各师采用了横队队形，第二个因素是拉格伦勋爵命令将火炮推上向外突出的岩石(他就是在那里观察战场的)。



　　俄军从未以横队队形打过仗，缅希科夫把防御作战计划建立在纵队反攻的基础上，而不是挖壕固守、不是依靠步枪火力。虽然俄军火炮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军主要还是采用拼刺刀的人海战术。俄军仍然恪守苏沃洛夫的信条：“依靠子弹者是傻瓜，依靠刺刀者是好汉。”俄军的作战计划未能阻止敌军过河，而后又被傻瓜的子弹所击败。评述此战的乔达谢维奇少校谈及英军的战斗队形时写道，“以前我们从未见过军队成长长的两列横队打仗。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不好的队形，用这种队形不可能使部队保持顽强的斗志来进攻俄军密集的纵队队形”。



　　横队队形优于纵队队形用简单的计算即可表明。如果拥有1000人的团排成两列横队，就有500支步枪对准敌纵队；如果排成8路纵队前进，向翼侧只能同时发射125发子弹，向前方只能发射8发。正是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使英军步兵第7营能同两倍于己的俄军喀山团较量，并且战胜。在英军第1师前进过程中，相隔不远的2个近卫营在战斗中在火力方面比4个弗拉基米尔营以及喀山团的残部占优势。



　　当然，横队队形也有某些局限性。它只能用于开阔地带，要把队形排列得很好才能使每个人都有广阔的射界。因此，英军在徒涉阿尔马河时，师长们坚持要停下来整理队形，一方面是为了好看，另一方面也为了发挥横队队形的优越性。当轻步兵师从“大棱堡”被赶下来时，横队队形的另一缺点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行进中，横队队形比纵队队形更容易陷入混乱，纵队队形有较大的弹性。尽管如此，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横队队形对纵队队形的巨大优越性。



　　拉格伦勋爵决定带领随从在部队前面率先渡河，法军散兵见状大惊。格拉伦一行遭到敌密集炮火的袭击，两名参谋受伤。如果不是炮弹弹道偏高，他们可能会全部阵亡。然而他们沿越来越陡的小路继续前进，突然发现山边伸出一块岩石。此处不久前曾被敌军占领，而今空无一人，敌军的炮弹看来也打不到这里。从此处能俯瞰大部战场。这块岩石很平很大，可放几门火炮。拉格伦即刻发现，从这个制高点英军火炮至少可以攻击2个俄军炮兵连。



　　拉格伦勋爵急令亚当斯旅派炮兵来。途中，由于1门炮翻车，1匹马摔死，堵塞了道路，因而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特纳上尉的发射9磅重炮弹的2门火炮终于到达指定位置。不知什么原因，来的炮手不够，但在皇家炮兵司令官的参谋迪克森上校的指挥下，火炮投入了战斗。第一个目标是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敌炮兵连。头两发炮弹打得不够远，尔后迪克森和他的助手调整了射程，使一发炮弹命中了一辆二轮弹药车，打死两匹马，接着另一发炮弹又直接命中敌炮兵连阵地。这一阵纵向射击虽然短暂，但完全出乎俄军意料，致使其指挥官下令将火炮系于拖车之后。于是，俄军16门火炮秩序井然地转移到另一处较高的阵地上。



　　此时，特纳上尉本人带着2门火炮及其全部炮手赶到，他们首先帮助赶走了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敌炮连，然后便把炮口转向7个重步兵营，即缅希科夫的战术预备队。这些步兵营位于尤帕托利亚公路的两侧，完全在火炮射程之内，由于成密集的纵队队形，故受重创后才被迫撤离。但是，在“大棱堡”内外的敌炮连和步兵则在发射9磅重炮弹的火炮射程之外。不过，在英军轻步兵师被击退，第1师投入战斗之际，英军炮手们不停地发射炮弹和霰弹，迫使俄军右翼指挥官克韦钦斯基将军在此次战役的关键时刻，命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



　　一直有人批评拉格伦勋爵，说他不该留在那个阵地上，因为那里既危险，又不便于下达命令。但毫无疑问，如果他留在传统的指挥所里，他对战役进程的影响是不会这样大的，尽管众所周知这件事出于偶然。德莱西·埃文斯只要赶走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炮兵，就能带领该师的3个团(第20、第47和第55团)渡河参战。此前，他的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牵制而无法投入交战。另外，预备队第3师的师长英格兰将军把自己的炮兵交给了埃文斯。这样，埃文斯就有约30门火炮攻击俄军中央的左翼了(英第7营正在那里与敌激战)。特纳的炮兵不仅使缅希科夫的预备队无法发挥作用，而且还为第1师准备最后总攻赢得了时间。



　　不谈别的，单单就这一点来说，拉格伦勋爵对取得战役胜利的贡献就不容忽视。他的指挥才能多年来颇受一些纸上谈兵者的非议。例如，有人指出，他完全不必实施正面进攻，只要卷击俄军右翼，将其赶至严阵以待的法军阵地前即可取得胜利。但是，那样做要实施远程迂回，而且迂回路线没有勘察，部队又因疾病、缺水、少粮而疲惫不堪。对这样一支部队，缅希科夫很可能用他为数众多的骑兵实施攻击。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拉格伦勋爵打赢了这次战役。他的胜利应首先归功于全体士兵的英勇和顽强，归功于军士与军官的杰出领导才能。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双方部队都显示出英勇和坚韧。拉格伦勋爵表现平平，缅希科夫亲王缺乏才智。因此可以这样说，英军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士兵勇敢、战术高超；俄军之所以失败，则由于指挥无能。














	

 






	















	







	







	









 





	


	







	








	




	


第14章 美国内战




	







	

 



	


	


——七天战役的背景(1861年至1865年)



　　萨姆特堡是一座建筑在浅滩之上，扼守查尔斯顿港口的要塞。1861年4月12日凌晨，南部同盟 [ 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脱离联邦的南方11个州组成的政府。 ] 的炮兵向这座要塞发起了攻击，美国内战——美国人更多地称它为“州际战争”——由此而引发。次日，联邦军队的要塞指挥官投降。14日，他和他那支为数很少的守备部队在受到降军特殊礼遇 [ 注：降军特殊礼遇是指为了对被打败的军队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表示赞赏，允许他们投降时带着武器和举着军旗，从而使他们保留一定程度的尊严。 ] 的情况下走出了要塞。一场漫长、艰苦并损失惨重的内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美国南部各州起初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后又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推选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杰斐逊·戴维斯作为他们的总统。在萨姆特堡事件前一个月，共和党政府的首脑林肯总统刚刚在华盛顿就职。林肯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保存联邦。南方的11个蓄奴州不久前退出联邦的表面理由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侵犯，但实质上，害怕废除奴隶制才是他们迈出这一步的真正原因。



　　当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开战的时候，哪一方都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多久，将有多么残酷。联邦军当时只有1.3万多名官兵，各州民兵装备之差，堪称笑料。这些官兵面临的情况与1947年印巴分治时印度军队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1947年印巴分治时，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军官们发现他们因不同的信仰而各投一方，而对美国的大约300名陆军军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珍视联邦，但他们还是决定首先效忠于自己所属的州。



　　双方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双方军队都不得不靠全民动员(起初通过志愿兵制，后来通过征兵制)获得兵员。征召新兵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装备和武装他们。对于南方来说这点尤其突出，因为南方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与北方相比。训练对于南方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许多军士长是德国或爱尔兰血统，与南方各州没有什么乡土联系，仍忠于联邦，而那些“叛逃”到南方的技术和参谋军官的数量不能满足南军的需要。



　　当战争爆发时，联邦军的总司令是年迈体弱的75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他一直是位优秀的将领，并且极为敏锐地看出，尽管联邦军可能会在东线失利(几乎如此)，但在西线，联邦军终究会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然而，林肯在联邦军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后不久就将他解除职务的做法仍然是正确的。北方军队一直苦于高级将领意见不一，这种状况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才结束。统帅机关意图不明确常常导致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



　　南方(或许也是双方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是罗伯特·李，他是那些辞去对自己的任命而为自己的出生地弗吉尼亚州而战的正规军军人中的一员。尽管他在西弗吉尼亚的战绩不佳，但戴维斯知道他不是平庸之辈，把他任命为总统的军事顾问，结果，他干得非常出色。约瑟夫·约翰斯顿受伤后，他被任命为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司令官。他是位从不丧失进攻精神的将军，一再证明自己是位机动作战的大师。此外，他还具有一位成功的指挥官所必须具备的两项优点：取胜的意志和激发信心的能力。他的主要错误也许就在于，他过分相信部下的能力和意愿，这使他有时在下达命令时不够严谨。南部同盟的各野战部队以前一直是由各位指挥官独立指挥的，直到1865年2月，李被任命为最高司令官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第一次重要战斗发生在1861年7月21日。当时斯科特将军派遣欧文·麦克道尔将军率领5个师夺取华盛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马纳萨斯。南部同盟军的指挥官是博雷加德将军。斯科特原来希望麦克道尔在约翰斯顿的军队从谢南多亚河谷赶来之前击败博雷加德。但在实际的战斗中，约翰斯顿与博雷加德汇合到了一起，并且占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双方的士兵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这种情况下，防御一方占有优势。联邦军队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又遭到了重大失败。



　　11月，年轻(35岁)而广受欢迎的乔治·麦克莱伦接替了斯科特的职务。麦克莱伦曾经受美国政府的派遣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并没有使他很受教益)，他在对墨西哥的战争中表现突出，并且刚刚在西弗吉尼亚打了胜仗。他是最有希望的人选，可是他却总是辜负人们的希望。很快，他便丧失了总统和陆军部长对他的信任。人们对他记忆最深的是他在波托马克军团的训练、组织和鼓励士气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而不是他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但却缺乏洞察力和活力。他的计划很大胆，但在实施过程中，他总是畏首畏尾，致使战役失败。如果换上其他更有决心的将军，仗本来是可以打赢的。



　　整整一冬天，麦克莱伦都按兵不动。由于情报系统十分糟糕，他非常错误地认为，仍在马纳萨斯据壕坚守的约翰斯顿的部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占据优势。林肯对麦克莱伦的按兵不动很快就变得不耐烦了，到了1862中的2月底，他命令麦克莱伦采取行动。因此，麦克莱伦制定了一项取道厄巴纳进攻里士满的计划。厄巴纳是拉帕汉诺克河口处的一座城镇，此地距南方同盟的首都只有60英里，麦克莱伦确信，约翰斯顿一定会从森特维尔地区赶来应付这种威胁，届时，他的撤退路线将被阻断。可是约翰斯顿却主动撤到拉皮丹一带的阵地，从而使麦克莱伦的计划无法实现。不过，麦克莱伦费了很大劲终于说服林肯同意发动一次两栖作战行动。联邦海军的铁甲舰，“班长”号前不久已把南方同盟的著名战舰“梅里马克”号打得失去了作战能力，海军报告汉普顿路是安全的。因此，联邦军队决定在门罗堡登陆，在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向里士满推进。



　　4月初登陆行动开始时，麦克莱伦有大约5.8万人的兵力，他们分属于萨姆纳、海因策尔曼和凯斯将军的第1、第2和第4这3个军。此外，麦克莱伦还拥有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以及大约100门大炮。他知道南军占据着约克敦，但他既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又没有可靠的地图，他的情报官员还经常交给他一些错误的情报。尽管没有根据，但他却估计，通过快速行军，他可以迂回包抄南军的阵地，在约翰斯顿赶来增援之前击败敌军。因此，他没有等其余部队赶来汇合就于4日4日向约克敦进发。



　　事实上，马格鲁德将军的3万名南军士兵正部署在横贯半岛的约13英里长的野战工事里面，他的阵地自然是无法迂回的。看到敌方防御如此强大，麦克莱伦决定采取围困战略。尽管海军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仍忙于对付“梅里马克”号敌舰，无暇给地面部队以任何援助，但麦克莱伦想调他的第1军(由麦克道尔将军率领)占领约克河北岸的格洛斯特。然而，他刚刚离开门罗堡，华盛顿就通知他，麦克道尔的第1军将留在华盛顿以确保该城的安全。结果麦克莱伦与陆军部长斯坦顿就第1军的去留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有时是言辞激烈的交涉。麦克莱伦确信，正因为华盛顿方面留下了第1军，他才没有拿下里士满。他的看法很可能是非常正确的，



　　麦克莱伦不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不能指望斯坦顿会很快让麦克道尔的第1军前来参战，他也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沿詹姆斯河面上的进攻路线，而只能伸展他的右翼，以便与麦克道尔取得联系。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分兵渡过40英尺宽，与泥狞的森林地带相毗邻的奇卡霍明尼河。然而，在他渡过奇卡霍明尼河之前，南北双方的军队在威廉斯堡发生了一场战斗。4月17日，约翰斯顿到达约克敦接过了南军部队的指挥权。他从未打算让部队在长期围困的形势下坚守该城，因为“梅里马克”号打开通海阀使船沉没后，联邦海军的舰船可轰击约克敦的防御阵地。因此，5月3日夜晚，南部同盟的军队悄悄撤离了他们的防线。北军得到了南军遗弃的大约77门大炮和大量弹药。



　　在麦克莱伦的一再要求下，林肯终于允诺将麦克道尔军的弗兰克林师派到麦克莱伦那里。当时，麦克莱伦在威廉斯堡已同南军接上了火(至少是他的军队与南军接上了火，因为麦克莱伦似乎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即在战斗发生时总不在场，尽管没有人可以指责他勇气不足)。在麦克莱伦因去指挥更多的部队而不在场的情况下，萨姆纳将军代替他指挥联邦军队(主要是胡克的师)进行了一场没有计划和协调的战斗。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联邦军队减员2228人，南军死伤1500人。南军的指挥官朗斯特里特于5月5日晚率部撤出战斗，继续向里士满方向撤退。联邦军队不紧不慢地追在后面。



　　5月17日，麦克莱伦在帕芒基河岸边的怀特豪斯设立了司令部。在这里，他把增援部队新编成2个军，即菲茨-约翰·波特将军的第5军和弗兰克林将军的第6军。南部同盟的军队已从诺福克和格洛斯特要塞撤走。“梅里马克”号沉没之后，北军在詹姆斯河畅行无阻，一直可以到达距里士满不到6英里的地方。麦克莱伦仍希望麦克道尔与他汇合，他满有信心地认为，南部同盟的首都很快就要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然而，他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以实现他的目标。与此同时，约翰斯顿率4个师的强大部队在奇卡霍明尼河南岸的里士满周围构筑了工事。5月20日和25日，麦克莱伦分别将2个军派遣到河对岸，其余的部队仍留在北岸。在他的右翼，即在他与麦克道尔之间，南部同盟有2个旅(安德森旅和布兰奇旅)部署在汉诺威地区。即使麦克莱伦已得知他不可能得到麦克道尔军的其他部队，南部同盟的这2个旅的部队也必须肃清。波特军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此举解除了南军对麦克莱伦右翼的直接威胁。但是，麦克莱伦的右翼仍很薄弱，他的整个军队很不牢靠地驻扎在奇卡霍明尼河的两岸。



　　约翰斯顿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有利形势，他决定发起攻击。起初，他计划向联邦军全线进攻，以便在麦克道尔赶来之前击败麦克莱伦。可当他通过骑兵侦查队得知麦克道尔正在沿相反的方向运动时，他便决定立即攻击联邦军在河南岸的2个军。发生在5月31日至6月1日的七棵松战斗，或称“金橡树”战斗，成了这次战役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



　　这次战斗(实际上包括这场战役的大部分战斗)的战场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奇卡霍明尼河地区经常河水猛涨。风雨交加，河上的桥梁被水冲垮，河流无法渡过的情况时常发生。这里有大片的矮树林和灌木丛，当然还有大片的沼泽地。河谷地区到处是水流缓慢的小溪和腐烂的植物，使得该地瘴气四溢，很不利于军队宿营，下雨时尤其如此。这里的道路淤泥很深。这里的野战工事是建筑起来的，而不是挖出来的，因为这里有的是木材。将要受到攻击的联邦军的2个军正在这里严阵以待。



　　如果对地形有所了解，如果制定好计划，如果以朗斯特里特为首的指挥部不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话，南军本来是可以赢得七棵松战斗的胜利的。战斗的最后结果很难分清谁胜谁负，虽然联邦军队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战斗爆发的头天晚上，大面倾盆，奇卡霍明尼河几乎(但不是绝对)无法通过。在右翼，南军部队终于将联邦军的防线推向后边。如果朗斯特里特能正确理解给他的命令，如果他的参谋人员工作得好些，南军在右翼的进攻很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实际上，赫格的师和朗斯特里特指挥下的6个旅从未投入战斗。在左翼，南军开始也获得了成功，但经过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一场苦斗，萨姆纳所率的联邦军终于渡过了奇卡霍明尼河，于下午5时左右投入了战斗，并在天黑时将南军赶回了他们进攻前所在的阵地。因此说，双方分别各在一翼取得了某些成功。第二天，朗斯特里特没有正确地执行下达给他的进攻命令，联邦军也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一仗南军伤亡了6000人左右，联邦军的损失大约为5000人。



　　南军司令官约翰斯顿将军在5月31日深夜负了重伤，史密斯将军接过了他的指挥权，当约翰斯顿被人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时候，对前线深有感情的戴维斯总统正与李将军视察战场情况。亲自与史密斯谈话并亲眼看到同盟军指挥官的糟糕表现后，戴维斯总统决定将这支已被称为北弗吉尼亚军团的部队交给李来指挥。从此，在这位备受拥戴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北弗吉尼亚军团在与对手波托马克军团的战斗中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李打算发动进攻。七棵松战役之后，麦克莱伦已将除波特军以外的所有其他部队都调到了奇卡霍明尼河的南岸，李特别注意到麦克莱伦右翼的薄弱。不过，李首先需要搞清波特右翼以外的确切形势，并需要知道联邦军队如何以及从哪里得到给养。他对托托波托莫伊河(帕芒基河的一条支流)也很感兴趣，因为他打算让增援部队从这里渡河。他还需要对总的情况有所了解，以便指导未来的作战。李的骑兵指挥官是年轻漂亮、爱浮夸炫耀，但却极为能干的“杰布”·斯图尔特准将。李将侦察敌情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鉴于他以求战心过切而闻名，临行前，李将军给了他很多告诫。



　　6月12日，兴高采烈的斯图尔特率领3个团的1200名骑兵以及一部分马拉炮兵出发了。在4天的时间里，他们从联邦军队的眼皮底下擦过，在距博顿桥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下游渡过奇卡霍明尼河，前后走完了150英里的路程，击毁了联邦军队的一个辎重车队，带回了一些俘虏和大量的情报。6月15日他回到里士满时整个部队只伤亡一人。不过，斯图尔特也有些过分鲁莽，若不是联邦军的骑兵过于分散，他很可能被切断退路，吃了大亏。实际上，他曾请求李采取牵制行动以防上述情况发生。不仅如此，他还使身在怀特豪斯的麦克莱伦清楚地意识到了从怀特豪斯到前线的交通线的薄弱。这位统帅将他的大本营迁至詹姆斯河岸边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但李却很乐于原谅他的骑兵指挥官的小小过失——他还通令嘉奖了这次勇敢的出征——因为这位骑兵指挥官给他带来了有关敌军位置、实力以及弱点的显然很精确的报告。通过斯图尔特的侦察，李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他可以将杰克逊将军的部队从谢南多亚河谷调来，稳操胜券地发动对联邦军队的进攻。“七天战役”即将开始。














	

 






	















	







	







	









 





	


	







	








	




	


第15章 七天战役




	







	

 



	


	


(1862年6月26日至7月2日)



　　6月22日至7月2日，南北双方的军队进行了4次大规模战斗和一两次小规模的战斗，这些战斗在历史上统称为“七天战役”。李拟定了一项计划，为这次战役拉开了帷幕。这项计划旨在从右翼包围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波特军(大约3万人左右)，在麦克莱伦从南岸赶来增援波特军之前将其歼灭。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因为尽管从战术上讲，李所掌握的部队有可能使他实现该计划的战略意图，但这样做会把里士满置于麦克莱伦的威胁之下。南部同盟的军队除马格鲁德指挥下的2.7万人以外都将部署到河的北岸，而留下来守卫里士满的马格鲁德的部队在人数上只有麦克莱伦部队的三分之一左右。初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很轻率，但实际上，由于李对麦克莱伦十分了解(这也许是南军在内战中的唯一的优势所在)，知道麦克莱伦在右翼遭到袭击时是不敢在左翼和中央推进的，因此，李对胜利是很有把握的。



　　作为该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将把托马斯(“石壁”)·杰克逊将军的军从谢南多亚河谷调来参战。该军在河谷地区的作战中战绩辉煌，杰克逊将军也因此而声名显赫。这位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阵亡的将军后来成为这次战争中涌现出的在民间广受赞扬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确是个神奇人物，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脸上显示出勇士所具有的那种骄傲而刚毅的神情。他是个执行纪律极严的人，笃信宗教，他给自己挑选的参谋长竟是位长老会的牧师。不难想象杰克逊会用《旧约全书》中具有威吓性的一些语言激励他的部队。近代历史上的奥德·温盖特将军可能与之相同。与温盖特一样，杰克逊生活节俭，寡言少语，不修边幅。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杰克逊将要起到一种重要而神秘的作用。



　　李首先采取欺骗行动使敌人摸不清他的意图，然后于6月8日给杰克逊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撤离河谷地区，到里士满城前与李的部队汇合。在6月16日的信中，李进一步将口气由建议改为命令，要求杰克逊快速行动，并反复申述整个行动务必隐蔽。为了加强欺骗效果，李还将惠廷的师和劳顿的旅派到河谷地区增加杰克逊的力量，这两位指挥官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调头返回。6月23日，经过长途跋涉，杰克逊在弗雷德里克斯大厅见到了李，杰克逊没有按预定的会面时间准时到达，他因严格遵守星期日做礼拜的宗教习俗而耽搁了时间。此时，他的部队正乘坐20节货车沿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南下。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安布罗斯·希尔，丹尼尔·希尔以及朗斯特里特。



　　李向这些将军解释说，里士满不可能经受住长期的围困，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他必须主动进攻。联邦军队的主要防线太强，且炮兵火力太猛，因此有必要首先向波特军发动进攻。消灭波特的军队将严重威胁麦克莱伦的交通线，并会迫使他的部队或者走出堑壕，转移到河的北岸(这样他的部队就更容易对付)，或者撤回。如果是后者的话，李猜想麦克莱伦将顺着他来时的路，向半岛方向撤退，他已据此作了相应的安排。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李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杰克逊将是这次进攻的关键人物，他的部队将要包抄波特的右翼并威胁他的后方。他要从阿什兰出发，过金橡树教堂，渡过托托波托莫伊河直奔亨德利角和科尔德港。他在未来战斗中的任务是进攻比弗达姆河，打击波特防线的右翼；斯图尔特的骑兵将警戒他的左翼。安布罗斯·希尔将派1个旅(布兰奇旅)沿奇卡霍明尼河而上，在温斯顿桥过河，然后直取梅卡尼克斯维尔。布兰奇将与杰克逊取得联系，在前进中，他要占领敌人的前哨阵地，打通梅多桥。一旦此举完成，安布罗斯·希尔师的其余部队将从该桥渡河，肃清城内的敌军，为丹尼尔·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部队打通梅卡尼克斯维尔地区的各座桥梁。丹尼尔·希尔的部队跟随安布罗斯·希尔的师渡河之后将支援杰克逊。朗斯特里特的师将在最后渡河，支援安布罗斯·希尔。



　　除了杰克逊以外，所有的人对李的口头命令都非常清楚(李还在6月24日的信中用比较含混的语言重申了这些命令)，而杰克逊恰恰是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与其他人不同，杰克逊对这片地区一无所知。尽管这片地区不如奇卡霍明尼河谷那样潮湿，但却森林密布，多条道路向不同的方向伸延，军队很容易在这里迷路。杰克逊起初说，他可于6月25日投入进攻，但在朗斯特里特劝极力劝说下，听别人讲了该地区的一些情况后，他明智地把日期改到了6月26日。因此，李在给杰克逊的书面命令中指示他在26日清晨穿过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与布兰奇将军取得联系。布兰奇将军届时将按预定计划渡过奇卡霍明尼河。



　　李的兵力近来又得到了加强，当七天战役的第一次战斗，即梅卡尼克斯维尔战斗打响时，李的部队总人数约已达到8.5万人。这些部队中包括杰克逊的部队(与惠廷的师和劳顿的旅加在一起，人数达1.85万人)、霍姆斯和怀斯将军的部队(8000人和10个炮兵连，詹姆斯河沿岸的防御部队也包括在内)。李计划用包括斯图尔特的骑兵部队在内的大约5.6万人来对付波特的3万人。他进攻的日期如果再晚一些就糟了，因为6月25日，麦克莱伦已经将他的防线向前推进，准备以他三分之二的兵力向里士满攻击。



　　与此同时，麦克莱伦已通过一名逃兵得知了杰克逊的行动，他及时向波特发出警告，让他注意右翼可能发生的危险。波特的主阵地是非常坚固的，它的前面是比弗达姆河的左岸，左面毗邻奇卡霍明尼河，右面有梅卡尼克斯维尔前面密林的遮护。来犯之敌的正面和两翼将会受到部署在精心构筑的野战工事中的炮群的打击。战斗开始后，南部同盟的军队发现了这一点，而且杰克逊也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包抄行动。



　　杰克逊的部队发现行军条件简直糟糕透顶。经过一场大雨，各条小河都河水暴满，河上的桥梁被冲垮，各条道路全都是一片泥泞。6月26日上午9时，杰克逊终于到达了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但比李规定的时间晚了6个小时。他在托托波托莫伊河遇到了抵抗，北军在撤退时破坏了那里的桥梁。直到下午5时，即在原定期限的几个小时之后，杰克逊才赶到他预定目的地附近的亨德利角。这里，他已能听到南面传来的激战声，但根本看不到应当已经在他右侧的友邻部队的影子，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于是杰克逊决定让部队露营过夜。就这样，这支突破敌军防御的关键性力量根本没有投入战斗。



　　杰克逊没能在比弗达姆河包抄波特的侧翼使李失去了取胜的机会，但南军随后的溃败和重大伤亡却是各指挥官之间联络混乱，参谋人员素质差，特别是安布罗斯·希尔不听命令造成的。布兰奇在上午9时已同杰克逊的部队取得联系，但这之后，他就再没有杰克逊部队的消息了。他猜想杰克逊的部队正顺利地向亨德利角开进，于是便率领他的旅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渡过了奇卡霍明尼河。他迅速南下向艾特利车站进发，并在前进途中与联邦军进行了零星的战斗，并很快将他们打垮。在艾特利车站，他的旅再次投入了战斗。因此，他与自己的师指挥官失去了联系，尽管曾有一度，他们同在一条道路上，彼此相距仅1英里。不过，傍晚时分，他曾与尤厄尔将军取得了联系，然而尤厄尔(渡过比弗达姆河后，他离开了杰克逊)本身也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此外，安布罗斯·希尔对杰克逊、尤厄尔和布兰奇的情况也毫无了解。友邻之间情况如此不明，这只能导致混乱。



　　下午3时左右，位于梅多桥的安布罗斯·希尔等得不耐烦了。他认为，如果要让李的计划获得成功，现在就必须发起进攻，即使是孤军奋战也在所不惜。他在梅多桥强行渡河，向梅卡尼克斯维尔推进，在那里，他的先头部队受到了敌方炮火的袭击。在他那个师的其余部队赶来后，他击溃了正面的敌人。下午4时刚过，他已占领了梅卡尼克斯维尔，为丹尼尔·希尔和朗斯特里特打通了梅卡尼克斯维尔的过桥通道。但是，这些部队的过桥时间被延误了，因为桥梁需要修理，轻工兵一时找不到。



　　现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旷野上的敌人已经肃清，安布罗斯·希尔的部队迎着从波特军强大阵地上倾泻而来的弹雨，在1英里宽的正面上向前推进。下午5时，李陪同他那位令人敬畏的总统策马登上桥头，他被眼前的可怕情景惊呆了。他急令希尔停止这场向坚不可摧的敌方阵地发动的强攻，直到杰克逊赶到敌军的侧翼发起攻击。然而，由于实际上是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的，安布罗斯·希尔的师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夜幕很快降临。在南军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李试图在最右翼发动一次攻击，以便弥补南军的损失，因为那里的地形向河道方向倾斜，对进攻稍有利些。丹尼尔·希尔的师花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渡过了河(朗斯特里特的先头旅直到晚10时才渡过河)，在夜幕中，他的2个先头旅(里普利旅和彭德旅)因不熟悉地形而失去了时间，并且轻而易举地被占据良好地形的北军用密集火力拦阻住。战斗于晚间9时结束，李将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联邦军队彻底歼灭的计划破产了。按他的计划应渡河参战的5.6万南军中只有1.4万人实际投入了战斗。南部同盟军损失了1350人(包括14名校官)，而联邦军队的伤亡不到400人。



　　李曾预言，一旦波特遭到攻击，麦克莱伦决不会让他在奇卡霍明尼河南岸的大部队进攻里士满。事实证明，李的预言是正确的。现在联邦军队的司令官陷入了进退唯谷的境地，由于杰克逊猛扑他的后方交通线，马格鲁德又以积极的欺骗行动使他对里士满方向南军的实力产生了错觉，他被迫采取了守势。大概在6月18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把他的大本营由怀特豪斯迁到詹姆斯河边的哈里森登陆场。现在，右翼出现的压力促使他决定立即行动。



　　麦克莱伦命令波特退到盖思斯米尔以南博茨韦思河后面的坚固阵地上去。波特将在这里迎击敌人，同时他的辎重车队开始从这里启程。他的防线呈半圆形，约2英里长，左面再次毗邻奇卡霍明尼河，右面依托着非常茂密的灌木丛。由于防御阵地的周围尽是灌木丛、沼泽和泥水，防御阵地的后面是块高地，高地上部署着波特的炮兵，因此，南军更难接近北军的阵地。波特有3个步兵师、6个骑兵团和80门大炮，他的3万人的总兵力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战斗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的整个防线只有最右翼较为薄弱，他知道杰克逊很可能想在这里突破。



　　南军的进攻方式与一天前大同小异。杰克逊(他现在已与丹尼尔·希尔的部队汇合 [ 注：杰克逊指挥下的部队现已包括惠廷的部队、他自己的部队、尤厄尔的部队以及丹尼尔·希尔的师。 ] )的部队将进攻联邦军的右翼和背后。李估计波特在退路受到威胁后将削弱自己的中央和左翼，这将使安布罗斯·希尔的部队有可能在波特的中央阵地打开一个缺口。安布罗斯·希尔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再一次充当了主力。朗斯特里特将进攻联邦军的左翼，但在杰克逊的进攻取得预期效果，即把敌军吸引开以前，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将暂时留作预备队。



　　同上次一样，由于缺乏协调和参谋工作不力，南军的进攻受到了挫折。部队又是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直到那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南军才沿全线发动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正面进攻。杰克逊再一次姗姗来迟，从沃尔纳特格罗夫教堂到科尔德港的行军途中，他的部队一再受到放倒的树木和敌军袭击的阻扰。他最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2时。这真是“战时名将难守时”。丹尼尔·希尔的师一直为杰克逊的大部队冲锋开道，他曾派1个炮兵连投入战斗，但这个炮兵连很快就被敌方的炮火打垮了。杰克逊到达后便命令希尔的师撤到后面的树林中去。这样，杰克逊所辖的各个师一直无所作为。尽管波特非常清楚杰克逊的部队已到，但他并没有削弱自己的中央和左翼以应付杰克逊的威胁。



　　安布罗斯·希尔是在下午2时30分左右将他的部队投入战斗的。尽管在前一天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这支部队仍以极大的勇气穿过灌木丛，冲下河谷，进入沼泽，通过沿河岸匆匆竖起的鹿砦，向前冲击。可是，他们再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尸体枕藉。骄阳晒着潮湿的地面，殷满土地的鲜血在阳光下蒸发。杰克逊这时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说他正等希尔和朗斯特里特把敌人赶到他这边来，他已经为敌人选择了一块极好的葬身之地。



　　下午4时左右，杰克逊认识到战斗并没有按原定的计划进行，他终于让他的部队进攻了。可是丹尼尔·希尔的师所取得的进展微不足道，希尔右翼的尤厄尔的师进展更小，而惠廷师的2个旅因参谋军官的失误未能与其他的部队同时出击。就在这时，朗斯特里特也奉命在右翼展开攻势以支援安布罗斯·希尔。这样，当李亲自指挥下的惠廷的各个旅于晚上7时左右投入进攻后，南部同盟的军队第一次实现了全线统一进攻。可恰在这时，一直不愿削弱南岸部队的麦克莱伦终于派出了弗兰克林军的斯洛克姆师赶来支援波特。战场出现了两军相持不下的局面，一会儿对南方军队有利，一会儿对北方军队有利。



　　波特的部队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自己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当南军向北军的中央阵地再次发起拼死冲击后，北军的防线被断为两截。波特的部队在夜幕和仍在战斗的炮兵部队的掩护下非常有序地撤到了河的对岸，并随后毁掉了河上的桥梁。盖思斯米尔战斗的结果是李赢得了胜利，尽管麦克莱伦倘若派出不只1个师的兵力援助波特的话，胜利很可能属于北军。但这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并不值得炫耀。南部同盟军伤亡了8358人，而联邦军的损失为6837人和22门大炮。



　　通过盖思斯米尔战斗，联邦军的庞大辎重车队、后备火炮和2500头挽畜摆脱了被杰克逊截获的危险。但倘若麦克莱伦提早2小时将它们转移走的话，他很可能不必经过两次小规模交战和一次大规模战斗就能到达他在詹姆斯河岸边新设的大本营。大量的给养、攻城炮炮弹以及各种无法装运的装备不得不遗弃。不过，从6月28日开始的整个大军沿条件恶劣地区回撤的工作却组织得井井有条，因为麦克莱伦非常善于组织管理。



　　盖恩斯米尔战斗后的那天晚上，麦克莱伦告诉手下各军指挥官，他决定撤至詹姆斯河。他命令凯斯将军的第4军随炮兵队和辎重队一道穿过白橡树沼泽地，并掩护其他部队和运输队安全通过。到28日中午时分，凯斯已执行了这一命令。同一天，波特军也穿过沼泽地，进入了封锁通往里士满的各条道路的阵地。



　　李仍抱着麦克莱伦向半岛方向撤退的可能性不放，他令尤厄尔的师沿奇卡霍明尼河北岸下行约7英里，到达迪斯帕奇车站，又令斯图尔特的骑兵支援尤厄尔，并沿河开往博顿桥。实际上，斯图尔特的部队却一直开到了怀特豪斯。在那里，斯图尔特和他的部队兴高采烈地搜索麦克莱伦遗弃的物资，因此，直到马尔文山战役结束之后李才用上这支骑兵部队。28日对于南军来说是光阴虚度的一天，而对于麦克莱伦来说却是个良好的开端。直到当天晚上，李才最后搞清楚，联邦军正向詹姆斯河运动。南军必须在联邦军到达某个易守难攻的落脚点之前赶上并消灭他们。



　　李即刻下令全速追击。但追击行动一开始就很不顾利。出于种种原因，在格雷普瓦恩桥过河的杰克逊在渡过奇卡霍明尼河的时候行动慢得出奇，因此，当马格鲁德在萨维奇车站附近的威廉斯堡路与联邦军的后卫部队遭遇时，杰克逊没能帮助马格鲁德。马格鲁德觉得有必要求得在查尔斯城路与他平行前进的赫格的援助。赫格使部队停下来，并派4个旅过去援助马格鲁德与联邦军进行了两次不分胜负的交战。这种时间浪费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杰克逊的误时尤其应受到遣责，因为他的路程最短，如果抓紧时间，他很可能在联邦军穿过白橡树沼泽之前将其一部截住。



　　当时的情况是，麦克莱伦和他的整个部队于6月30日上午1时穿过了沼泽地。现在，他距相对比较安全的马尔文山只有6英里左右的路程了。再有一天，他的部队将靠拢在一起，不再有翼侧暴露给敌人，他的军用运输车队也将非常安全。因此说，6月30日是极为重要的一天，李要取得胜利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到目前为止，由于意外事故、误解和某种程度的指挥失当，李一直与胜利无缘。



　　李的计划是，沿着与麦克莱伦的撤退路线相平行的一条线集，中部队，把大部分南军集中起来，一字摆开向东进攻，同时令杰克逊的2.5万人(丹尼尔·希尔的部队这时仍归杰克逊指挥)由北向南打击联邦军的后方。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它能使各个师沿不同的道路集中到一起，但它需要高水平的联络与合作。



　　霍姆斯将军将率他的师渡过詹姆斯河，沿新市场路前进。这样，他就是南军的最右翼。朗斯特里特将与安布罗斯·希尔的师一道沿达比敦路(他们上一夜就在那里露营)向长桥路进发。马格鲁德的6个旅将从萨维奇车站撤出，沿达比敦路进发，支援朗斯特里特。赫格将成为东进部队的左翼，他的部队将沿查尔斯城路进到该道路与长桥路的交汇处。在敌人的后方，杰克逊的部队将从白橡树桥穿过沼泽。他要行军7英里左右，并且很可能在穿过沼泽地时遇到敌军的抵抗。



　　李现在约有7万人，他要依靠这7万人挽救南部同盟的命运。现在，他的敌人正明显地占据着上风。可是他精心制定的计划在执行中再一次出了岔子。这支庞大的军队实际参战的只有2万人(2个师)，甚至这2万人也不是一起投入战斗，而是一个师接一个师地投入进攻的。



　　在6月30日的弗雷泽农场(有时也称为格伦戴尔)战斗中，霍姆斯、马格鲁德、赫格和杰克逊的部队实际未起任何作用。霍姆斯渡河后沿新市场路而下，当时马尔文山已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在前方不远处发现了联邦军的大批辎重车辆。这个目标诱人，霍姆斯不愿放过，他命令部队架起6门大炮轰击这些辎重车，但此举却招来了联邦军炮火的猛烈还击。向霍姆斯开炮轰击的有詹姆斯河上的联邦军炮舰、联邦军的野战炮兵预备队以及刚刚赶到高地的波特军的炮兵。霍姆斯的师很快被打散，到处找掩护的地方。李一直与霍姆斯保持着联系，是他批准霍姆斯发动炮击的。他命令马格鲁德率领他的6个旅前去援助霍姆斯，但在发现马格鲁德的部队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后，他又撤回了命令。就这样，李的大约1.8万人在战线的右翼团团打转，没起到什么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6月29日，赫格的师在沿查尔斯城路东进时因停下来派部援助在萨维奇车站进行战斗的马格鲁德部而延误了时间。在29日的其余时间里以及整个30日里，他进军的速度慢得惊人。路上他与联邦军发生了一些战斗，因此他的部队有25人丧命，53人受伤。在通往沼泽地的途中，不断有联邦军在撤退时砍倒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赫格曾一度派1个旅(赖特的旅)与杰克逊取得联系，结果这个旅在30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在沼泽地里徘徊。李这时距赫格只有几英里远，但似乎从未设法与赫格取得联系，而赫格也从未向李报告他行进缓慢的情况。



　　杰克逊应该是从北向南进攻的。他的表现——毋宁说他没什么表现——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有人批评他，有人为他辩护。我在后面还会详细加以评论。简单地说，他大约在中午时分赶到白橡树桥，但发现桥已被破坏，河南岸就是敌军和敌军的炮兵部队。到1时45分，他的炮兵指挥官克拉奇菲尔德上校用28门大炮轰击敌军，迫使敌军撤出了阵地。但当杰克逊的骑兵渡河之后，另一股敌人的炮兵开了火，又将杰克逊的骑兵赶了回来。杰克逊部队的滑膛枪不是联邦军线膛枪的对手，联邦军的线膛枪封锁了白橡树桥和通往该桥的通道。结果，杰克逊的14个旅一直被阻在沼泽地以北，一整天没有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朗斯特里特和安布罗斯·希尔的2个师正焦急地等待着进攻的信号(即赫格或杰克逊部队的步枪齐射)。李与他俩在一起。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但杰克逊和赫格那里始终没有动静。朗斯特里特终于不耐烦了，快到下午4时的时候，他命令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击，以迫使一支联邦军炮兵部队停止炮击。这次攻击引发了当日的最主要的战斗。南军的2个师向海因策尔曼的第3军以及波特军的麦考尔师相继发动了进攻。这次战斗一直被认为是整个内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安布罗斯·希尔的师最初没有参加攻击，按照原来的计划该师应养精蓄锐，等敌军溃退时投入追击。海因策尔曼的第3军以及麦考尔的师则得到了第二条防线上联邦军的另2个师的支持。南军的2个师冒着敌军从有利阵地上射出的强大炮火，异常英勇地向敌军发起持续不断的进攻，并在战线中央突破了麦考尔的防线。但在两翼，联邦军仍坚守着阵地。入夜后，联邦军重建了防线。朗斯特里特损失了大约2600人，希尔伤亡了大约1700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惨烈。



　　麦克莱伦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但他本人当时并未在场。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危急的一天里，他竟决定去马尔文山地区进行一次勘察。李无疑失去了给麦克莱伦以决定性打击的几乎最后一次机会，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战斗未按原计划进行的时候不肯对他的下级进行干预。就在那天夜里(6月30日至7月1日)，在弗雷泽农场战斗的联邦军队从那里撤出来，在马尔文山的坚固阵地上与凯斯和波特的2个军汇合了。



　　马尔文山——更准确地说是马尔文丘陵——高出詹姆斯河谷100英尺。丘陵的顶端有一片高地，高地的北面和东北面是一个长满庄稼的缓坡，坡下连接着森林和水草地。联邦军的两侧阵地都有部分森林屏护，且联邦军阵地的右翼还受到一条被称为西渠的水道的保护。向这样的阵地发起冲击是很难有成功的希望的，因为占领该阵地需要通过水草地和树林，这使南部同盟的炮兵很难有效地提供支援，而麦克莱伦在居高临下的阵地上的300门大炮却可向在开阔地带上实施攻击的敌方步兵猛烈轰击。



　　然而，李却执意要攻这个阵地。他很清楚，战斗将极为激烈，伤亡将极为惨重，但如能取得胜利，以前所有的损失都能得到弥补。朗斯特里特进行了一次仔细的侦察，他劝李说，可以在水草地之外的开阔地部署100门大地。这样做可以从左翼到中央形成交叉火力，压制联邦军的炮兵，使南军步兵完成一次成功的进攻。



　　马尔文山战斗在7月1日几乎打了一整天，它很快就演成了一场拼死冲杀，血流成河的悲剧。南军伤亡惨重，却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里，我不打算详细描述战斗的经过，因为从这场战斗中，无论从集体看还是从个人看，我们都发掘不出任何如果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则有可能影响战斗结果的有决定意义的活动。诚然，这次战斗之后，“杰布”·斯图尔特使李失去了在最后一刻取胜的机会，但是，这位勇猛的骑兵指挥官经常是这样鲁莽，他此次的失误不能单独列为一个特殊因素。



　　朗斯特里特根本没能提供他所说的炮火支援。实际上，南军炮兵无法及时穿过矮木丛和沼泽地发起一次协调一致的炮击，许多大炮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各师的炮兵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陆陆续续地把大炮架到预定位置(同一时刻同时开火的大炮从未超过20门)，但这些炮很快就被联邦军队的密集炮火炸成了碎片。进攻的道路根本没有扫清，南军打头阵的那个旅只是驱散了联邦军的前哨部队和排枪手。第一阶段的进攻就这样在下午2时30分左右结束了，南军连联邦军的一兵一卒都没有接触到。



　　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在敌军强大炮火下发动正面进攻是非常不利的，李决定从侧翼发动进攻。但正当进攻即将开始时，他得到消息(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说，首次发动进攻的先头旅至少已取得了某些进展。于是，他撤回了侧翼进攻的命令，决定扩大首次进攻的战果。因此，他命令马格鲁德将军的所有部队向前推进。



　　马格鲁德因向导带错了路，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马尔文山，且他的炮兵也尚未到达。但感觉到情况紧急，他决定在没有充分的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他的9个旅以不顾一切的勇敢精神，冒着敌人冰雹似的枪弹和炮火向前冲锋。但这些部队的进攻并不协调，每个旅一旦进入暴露的阵地后便立即遭到无情的杀伤。这时，马格鲁德右翼的丹尼尔·希尔在听到大炮的轰鸣后也命令他的各个旅冲上坡地。但与其他部队的进攻一样，这次进攻也是在没有炮火支援和没有相互协调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希尔的部队遭到了联邦军炮火的大量杀伤。大炮在这次战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很快，南部同盟的这2个师只能紧紧守候在泥泞和沾满血污的山头周围，一筹莫展，于是安布罗斯·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前来援助，稍后，当丹尼尔·希尔在中路的进攻已失去势头的时候，杰克逊派来4个旅帮助他。但尽管南军部队英勇奋战，联邦军的阵地仍岿然不动。当暮霭沉沉，阵地的形势更加混乱的时候，看到胜利希望的联邦军士兵勇敢地冲出阵地，将残余的南军驱逐到了树林之中。在那里，南军很难重新集结。当马格鲁德的精疲力竭的最后几个旅最终从满目疮痍的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当夜幕降临于这块尸横遍野的战场的时候，联邦军的炮口喷出了最后一道桔红色的火焰，战斗随之结束了。南军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超过5000人(大多数是被敌军的炮火杀伤)，而他们的敌人伤亡不过1500人或1600人。



　　那天晚上，暴雨下了整整一夜。7月2日清晨，当随身泥水的南军将士向战场望去时，他们看到的是僵冷的尸体，濒死的伤员和离散掉队的士兵。尽管手下的将军们曾极力主张发起攻击，但麦克莱伦拒绝向南军发动新的进攻，他的部队连夜向哈里森登陆场方向退去。他的士兵尽管近两天获胜，但却由于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不停地后撤和伤亡而情绪低落。他们向哈里森登陆场的撤退简直象溃不成军的败退：士兵频频掉队，装备和物资遗弃得到处都是。



　　杰克逊急于跟踪追击，但是李对麦克莱伦会从哪条路线撤退没有把握。这时候，戴维斯总统又与李在一起。李认为，部队在沿没膝深的泥路进行一次长途跋涉之前需要休整一天。斯图尔特这时终于与大队汇合了，李派他尾随联邦军队。李计划第二天开始追击，并准备让精力比较充沛的朗斯特里特和杰克逊的部队充当先锋。



　　结果，由于耽搁了一天，李失去了打败联邦军的最后一次机会。到达哈里森登陆场的时候，麦克莱伦的军队竟如此的疲惫和混乱，以至于连叫作埃维灵顿高地的制高点都未加以驻防。斯图尔特追上联邦军后，立即派人向李汇报情况。可是，他不是在远处悄悄地监视敌人，而是匆忙占领了那个制高点，并用唯一的一门榴弹炮把仅有的几放炮弹射向敌营，鲁莽性格一如既往。这几炮不但没对联邦军造成什么危害，反而使联邦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战术错误。被激怒的联邦军迅速将斯图尔特的人逐出了埃维灵顿高地，并牢牢地占领了这块阵地。李随后视察了这块阵地，发现它坚不可摧，甚至比马尔文山更为坚固。3天后，他留下斯图尔特监视联邦军，自己带领北弗吉尼亚军团撤回到了里士满。



　　8月底，麦克莱伦率领他的波托马克军团登船离开了约克敦和门罗堡。他发动的攻势以失败而告终。联邦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1.6万人，另有6000人被俘。李曾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尽管未能打垮敌人，但他至少使里士满未落入敌军之手。但南军也为此付出了伤亡2万人的惨重代价。也许，这些战斗的最可悲的后果在于，迅速结束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希望已非常渺茫。






图26： 七天战役(1862年6月26日至7月2日)






图27： 七天战役(1862年6月26日至7月2日)






图28： 七天战役(1862年6月30日的弗雷泽农场战斗)



　　在这次战役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意外事件，发生了数次丧失战机的情况。如果得到华盛顿更多的帮助，同时他自己更果断一些的话，麦克莱伦几乎肯定会拿下里士满。他最初的设想表现出了一种进攻精神，可是，当他沿半岛推进后，这种进攻精神便被一种令人失望的畏首畏尾，按兵不动的惰性所取代了，最终，他把这场进攻导演成了一场精采的撤退。李的大胆计划应取得更大成功，应得到下级指挥官们的更有力的支持。他的战略是出色的，但他的战术却有缺点。



　　双方都因缺乏可靠的地图和参谋人员工作不力而受到影响。战前绘制国家各地区的地图的工作做得很少，测绘人员极其缺乏。李的确搞到了一份地图，但他很快发现，这份地图错误百出。如能得到较好的地图，或者对道路情况比较了解，部队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时便可节省许多时间，甚至可能避免某些战斗。



　　麦克莱伦的参谋人员比李的参谋人员经验略微丰富一些，但他们的工作也很不理想。麦克莱伦经常因战术情报不准确，或者有时完全没有情报而无所适从。他的情报机构使他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未攻下里士满，他的情报机关负有责任。李身边的一些参谋人员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李本人也不善于使用他们。李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骑兵派到了远离战场的地方，这对他也非常不利。



　　除了上述这些总的印象外，还有三个因素值得提及。麦克道尔未能参加这次战役以及麦克莱伦未能在6月27日向马格鲁德进攻这两个因素几乎无疑使里士满逃避了厄运；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三个因素，即“石壁”杰克逊在整个战役中的反常表现。如果杰克逊不是这样一反常态，波托马克军团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欧文·麦克道尔统帅的陆军第1军本应在3月底与麦克莱伦一起登船前往门罗堡。然而，杰克逊在谢南多亚河谷发动的出色战役使林肯总统大受震动，因此，林肯决定暂时把麦克道尔的部队留下保卫华盛顿，尽管华盛顿城内外有1.8万人的部队，且华盛顿附近地区另有5.5万人驻守。林肯根本不懂，向里士满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比把部队闲置于首都周围更能使华盛顿得到安全。



　　登陆后不久，麦克莱伦就制定了夺取约克敦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使用拥有3万人的麦克道尔军夺取格洛斯特。麦克莱伦知道，麦克道尔军正准备从亚历山德里亚启程。可是，4月6日，麦克莱伦收到了陆军部长斯坦顿的来信，信中告诉他，总统仍不愿意让麦克道尔军前去参战。这意味着，联邦军的船队仍不能在约克河航行。不过，到了5月初的时候，杰克逊已从拉皮丹撤走，麦克莱伦已经扫清了约克敦一线的进军道路，南军已经放弃了格洛斯特，林肯觉得敌军对华盛顿的直接威胁减轻了。这样，在麦克莱伦的进一步紧急呼吁下，斯坦顿于5月18日写信通知麦克莱伦，麦克道尔的部队将前去与他汇合(这时麦克道尔军的实力已增加到3.5万人至4万人之间)，麦克莱伦应向里士满以北的方向伸展其右翼，以便与麦克道尔的左翼取得联系。



　　如果这些部队按麦克莱伦原先的设想从海路运来，麦克莱伦便可能完成他非常珍视的由詹姆斯河一线向里士满推进的计划。实际上，他不得不实行分兵，因为为夺取里士满，一部分军队不得不越过奇卡霍明尼河到达该河南岸，而另一部分军队则必须留在北岸以便与麦克道尔取得联系。这种做法势必会把联邦部队的右翼暴露出来，给李一个至少歼其1个军的良机。麦克莱伦后来说道：“该战役的失利盖源于此。”



　　麦克莱伦在帕芒基河岸边的怀特豪斯建立了他的指挥部。为便于麦克道尔军南下，他命令波特军扫清汉诺威地区的布兰奇准将所辖的南军部队。波特军的1.2万人于5月27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时，麦克道尔的先头部队与麦克莱伦部队的右翼相距仅20英里左右。然而，李深知麦克道尔的逼近对里士满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他早已安排部下通过增援在谢南多亚河谷地区的杰克逊，牵制联邦军，迫使林肯将麦克道尔的部队再次抽调回去。



　　这一招果然灵验。5月23日，杰克逊在斯特拉斯堡击败了班克斯将军，第二天，华盛顿方面便命令麦克道尔放弃向里士满推进的计划，并迅速抽调2万人进入谢南多亚河谷。就这样，尽管离麦克莱伦已如此之近，麦克道尔不得不将他的4万人调走。菲茨-约翰·波特将军写道：“如果那时麦克道尔与麦克莱伦汇合，里士满将会被占领。”他的话无疑是对的。任何政府都不应该从一支正在实施经过精心策划的作战行动的军团中调走1个军。



　　6月25日，也就是盖恩斯米尔战斗发生前两天，联邦军的左翼和中路在七棵松北部与南部同盟军的前卫部队遭遇，经过奥克格罗夫的小型战斗之后，麦克莱伦已把战线推进到距里士满大约不到4英里的地方。这时，他的三分之二的兵力都聚集在这里，他所面对的敌人是马格鲁德师的1.3万人和赫格师的9000人。此外，南部同盟在奇卡霍明尼河南岸的兵力还有5个骑兵团(2000名骑兵)和一支3000人的炮兵预备队。霍姆斯师的6500人当时正在远离此地的詹姆斯河对岸一带。这2.7万名南军的对面是麦克莱伦的弗兰克林军、萨姆纳军和海因策尔曼军，他们从右到左排列，后面有凯斯军作为他们的预备队。这些军每个军都有2个师(弗兰克林军的斯洛克姆师后来被派到奇卡霍明尼河北岸增援波特军)，全军共有6.2万名战斗人员。除了兵力占优势以外，北军的大炮和轻武器无论在射程上还是在准确性上都远远胜过南军。



　　因此可以看出，如果麦克莱伦让波特顶住南部同盟军在其后翼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而他在中央和左翼发起猛烈进攻的话，他一定会拿下里士满。马格鲁德在其正式报告中谈到他所受到的威胁时说：“如果麦克莱伦集中他的全部力量向我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发动进攻……他肯定会获得成功。”问题是，麦克莱伦真的错了吗？他真的没有抓住实现自己目标的大好时机吗？



　　为了替自己未发动进攻辩护，麦克莱伦提出了三点理由：他的背后有大量的敌军(可能是指杰克逊的部队)，这些敌军可以切断他的部队与在怀特豪斯的补给基地的联系，他的弹药不足，无法满足进攻的需要；如果他占领了里士满，南部同盟军便可进入到他的陆路运输线和河道运输线之间，这样，他的胜利便会变为一场灾难，此外，他认为时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的敌人可能集中全部力量打败他的军队，在他重新得到詹姆斯河上的船队帮助之前切断他与供应车队的联系。



　　这些都可能被人看作是似是而非的借口，不过供应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里士满是一个重要目标，占领它定会大大缩短战争的进程，联邦政府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波托马克军团，而且不管怎么说，波托马克军团的兵力比敌军多出2万多人，它可击退敌军的任何反攻。李会发现他很难率部渡河南下，重新夺回首都，因为麦克道尔和他的4万人定会紧紧追在后面。但在盖恩斯米尔打败波特之后，他很可能会追上并摧毁联邦军的辎重车队。这很可能使联邦军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未必就是一场灾难)，因为除非被攻占的首都里有足够的军需品可一直供应到联邦军扫清陆路或水上运输线上的敌人并得到新的补给，联邦军的后勤供应将相当吃紧。



　　因此，对里士满发动进攻的确有些冒险，而麦克莱伦是一个谨镇的将军。不过公正地看，麦克莱伦在中央和左翼之所以未有所行动，很可能还有一个他难以启齿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认为，马格鲁德拥有一支人数大大超过2.7万人的庞大军队。军团情报部的头目阿伦·平克顿(在军团司令部里被称为阿伦少校)在部队登陆之前告诉麦克莱伦，他要对付的南军足有20万人。从盖恩斯米尔方面来的情报说，攻打波特的敌军是这20万人(这是个被大大夸大了的数字)中的7万人，这样，除去伤亡的人数，李留下来守卫里士满的军队约有12万人的样子(这个估计很大程度上是由马格鲁德的欺骗行动造成的，他让同一部分人在丛林周围出出进进)，麦克莱伦的情报官是个很好的侦探，但作为情报官却很不称职，他过于丰富的想象把麦克莱伦搞得十分气馁，在3个月的过程中，他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所提供的情报加以核实。



　　若是换上另一位更勇敢一点的统帅，他定会冲向里士满，攻下它，并很可能守住它，从而使战争的进程缩短。但麦克莱伦在盖恩斯米尔战斗之前就已决定“转移基地”——这是他撤退的委婉说法。这样，他就失去了主动权，将他的军队置于危险之中，并实际上放弃了实现预定目标的任何希望。



　　杰克逊曾在谢南多亚河谷表现非凡，可是按照李的命令离开河谷之后，他的表现成了此次战争中的一个不解之谜。他自己选择6月26日作为到达目的地的日期，可那一天他却没有赶到。在比弗达姆河的战斗中，他本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可那天晚上，他却在闻听到枪炮声的情况下停了下来，根本没有参加那次战斗。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盖恩斯米尔战斗中姗姗来迟，并且，当他终于到达战场后，他又在战斗最最关键的时刻把丹尼尔·希尔的师撤了下来。等到他的军队开始投入战斗时，时间已经太晚了。他的部队没有参加萨维奇车站的战斗。弗雷泽农场战斗时，他越过白橡树沼泽的行动很不积极，而且很不得力。最后，在马尔文山的战斗中，用亚历山大的话讲，“他毫不主动”。



　　在这么多一反常态的现象发生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梅卡尼克斯维尔和弗雷泽农场战斗中，几乎完全是由于杰克逊未能实施上级指挥官的计划才使波托马克军团逃脱了覆灭的命运。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李给杰克逊的命令是，杰克逊应在6月24日行军近20英里，于当夜到达阿什兰。25日，他应向阿什兰以东前进6英里，在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以西的金橡树教堂宿营，并于26日凌晨3时离开营地，向波尔·格林教堂方向前进。他应于该日上午与布兰奇将军取得联系。那时，布兰奇的旅应渡过奇卡霍明尼河，向梅卡尼克斯维尔进发。安布罗斯·希尔将军的师应在“发现”(这是个模糊和不太标准的字眼)杰克逊和布兰奇的部队后立即渡河。朗斯特里特和丹尼尔·希尔应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方向的敌军被肃清后渡过河去。杰克逊的部队应在距其他部队较远的左翼与其他部队成梯队配置，渡过比弗达姆河，然后向科尔德港进发，到达波特军的背后。



　　杰克逊在6月23日与李会面后便于当日上午返回了他在比弗达姆车站的部队。向阿什兰的进军是在道路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进行的，杰克逊对这些地区一无所知。这仅仅是他所遇到的一大堆麻烦的开始，而从这以后，他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直到25日晚上，他那精疲力竭的部队才勉强到达阿什兰，这里离他们当天的目的地金橡树教堂还差6英里。杰克逊为他失去了时间而大为沮丧，他命令部队在26日凌晨2时30分开拔。但从管理的角度上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给养车尚未跟上，水不够用等困难。杰克逊的部队到达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时已是上午9时，比李规定的时间晚了6个小时。部队直到上午10时才越过铁路，因为驱散联邦军队的一队骑兵又花了1个小时。就在这个阶段，尤厄尔离开了杰克逊的大队，带领他的师向南面的谢迪格罗夫教堂地区前进，并在那里与布兰奇的旅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很快又沿不同的路线走散了。



　　下午3时，杰克逊的部队到达了托托波托莫伊河，并在那里遇到了另一股敌军。这股敌军虽然被击溃了，但在撤退之前，他们破坏了桥梁。不过，架桥工兵很快将桥修好了。下午4时，杰克逊的大部队渡过了河，这时，南部方向大炮的轰鸣声和步枪子弹的呼啸声已能够听到。杰克逊的部队继续向亨德利角方向前进，前锋部队于下午5时左右到达那里。在亨德利角，尤厄尔与杰克逊的大部队汇合了，但他无法向杰克逊提供有关两位希尔的任何消息(安布罗斯·希尔此时应该在杰克逊的右翼，由丹尼尔·希尔给予支援)。这时枪炮声虽已非常清晰，但杰克逊对战场情况一无所知，如果向比弗达姆河进发，他的右翼缺少掩护，因此，他决定当天夜里让部队露营。



　　有关杰克逊的任务以及杰克逊如何执行任务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多少年来，有人攻击杰克逊，也有人为他辩护。无可否认，他的部队在6月23日至26日的长途行军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在朗斯特里特的极力劝说下，杰克逊把做好战前准备并投入战斗的时间由6月25日改到了26日。人们一直批评他过于乐观，这的确不假，因为他对那片地区毫不了解，也没有可靠的地图。从当时的情况看，杰克逊过高地估计了他的部队的能力——他的部队的确有相当的能力——以及那片地区的地理条件，但是他非常了解争取时间的必要性。在波特得到麦克莱伦的增援之前将其击败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向波特通报杰克逊的部队在逼近的情报正在途中。李对该地区的了解比杰克逊也多不了多少，正因为如此，他也许把杰克逊到达阿什兰的期限规定得太不留余地了。在到达阿什兰之前和之后，杰克逊都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以求按照李的时间表行动，但结果证明，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他的错误是未把他行进缓慢的情况及时向李报告。



　　杰克逊在亨德利角的表现就不那么容易得到开脱了。也许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很好地领会李的命令。李的书面命令与口头命令略有区别，书面命令要求杰克逊比原计划向东前进得更远些。这样做便于他的迂回行动，并使他仍能与其他前往比弗达姆河的各个师保持梯次配置。也许杰克逊并不清楚(尽管他搞不清楚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李虽然派他向东前进得更远些，但李仍希望他进攻波特的右翼，而不只是让他向科尔德港进发，从后面袭击波特军。如果确实有些误解，澄清这些误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自25日以来电报线路中断了，而杰克逊距李有很大一段距离。



　　前面已经提到，到下午3时(此时杰克逊的部队刚刚到达托托波托莫伊河)，安布罗斯·希尔已等得不耐烦了，他终于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单独发动了进攻。丹尼尔·希尔与朗斯特里特直到很晚才渡过河，因此当杰克逊终于到达亨德利角时，他的右翼自然没有任何掩护部队出现。这当然是他自己行进迟缓以及安布罗斯·希尔、布兰奇与杰克逊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取得联络所造成的。到下午5时，李想要停止这场在杰克逊赶到战场之前本不该发动的进攻。按理讲，安布罗斯·希尔一定非常清楚李给他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服从命令。进攻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当杰克逊的部队在亨德利角清楚地听到远处战场的枪声时，杰克逊手下的一些军官曾力劝杰克逊向枪炮声响起的地方前进。杰克逊后来说，他当时想到的是，枪炮声也许并不意味着战斗的全面展开，他的任务是与其他部队协同前进，而他当时并没发现其他各师的踪影。他决定严格服从命令，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有些人指责杰克逊不喜欢屈居人下，听人指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需要花时间履行宗教仪式也不是这次行军迟缓的原因。不过，在明知某种战斗正在进行却不援助同伴这一点上，杰克逊很难为自己开脱。这不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所做所为，也不符合杰克逊的性格。他手下的1.85万名将士或许并不一定能够挽回安布罗斯·希尔的重大失误，但如果他们早些赶到，比如说在下午7时以前赶到战场，他们挽回安布罗斯·希尔重大失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谈到6月30日(这一天是七天战役中的关键一天)的弗雷泽农场战斗，人们遣责杰克逊的主要之点是，他没有真正尽力使他的部队穿过白橡树沼泽地，按照李的计划进攻麦克莱伦的后方。经过对各种材料进行仔细研究——尽管有些材料相互矛盾，并不绝对可信——我们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



　　在盖恩斯米尔战斗之后的追击战中，杰克逊的部队(不包括尤厄尔的师)应在格雷普瓦恩桥渡过奇卡霍明尼河，然后向南经过萨维奇车站，向白橡树桥进发。其余的部队将进攻正在撤退的联邦军的翼侧。李希望追击行动在29日就开始，然而，杰克逊直到29日-30日那一夜的午夜之后才渡过奇卡霍明尼河，而且，由于抓了许多俘虏和需要清扫道路，尽管从河岸到白橡树这段行程只有7英里，可他的行动却如此之慢，以至于他的部队到达白橡树桥时已是中午时分。如果他能提前3个小时赶到，他便可咬住一部分正在穿过沼泽地的联邦军。



　　因为6月29日是个星期天，而杰克逊又以在星期天休息和做礼拜而闻名，因此，人们一直指责他故意放慢进军速度。他自己的解释是修理桥梁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与他的工兵指挥官对马格鲁德所说的话相矛盾。无论如何，河的上游方向3英里和4英里的地方还有两座桥可以使用，而杰克逊甚至根本没有去侦察一下。因此，严格遵守星期日宗教仪式可能就是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



　　当杰克逊于30日凌晨开始出发时，一场特大暴雨骤然降下，待黎明的曙光穿透黑沉沉的云层时，附近地区到处是很深的烂泥。通往白橡树沼泽地的原野上长满蓬乱密集的杂草，这些杂草与灌木丛缠结在一起，一直延伸到白橡树小溪。每当这样的大雨过后，白橡树河总是洪水汹涌。这是一片由泥塘、荆棘和矮树林所构成的原始地区，河上只有几座摇摇晃晃的小桥和几处渡口。这是片没有生命存在的沼泽地，一片充满恐怖气氛的死寂地区。



　　当杰克逊赶到时，河上的桥梁已被拆除，联邦军的炮兵在步兵的支援下，正警戒着渡口。并控制了通向该地的道路。弗兰克林将军在这里指挥着包括2个整师和从其他各师调来的另外3个旅以及3个炮兵连在内的2.2万人的联邦军队，以对付杰克逊。原在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尤厄尔的部队于下午4时左右与杰克逊的部队重新汇合后，杰克逊的部队增加到了2.5万多人。



　　下午1时45分，克拉奇菲尔德上校的28门大炮开始炮击。在这股炮火的集中打击下，联邦军的炮火被压制住了。杰克逊命令手下人带一门炮上前驱散了桥头附近的联邦军的狙击手。然后，他命令芒福德上校和他的弗吉尼亚第2骑兵队越过小溪，冲击联邦军的阵地。杰克逊带领一些参谋人员随后跟上，但没有让步兵渡河。芒福德上校的骑兵遇到了转移到路东侧的联邦军炮兵的打击，被迫仓皇撤退。整个下午，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炮战。双方在盲目轰击中消耗了大量的炮弹，但除了联邦军在炮火的掩护下重新建立了散兵线以外，双方都未取得可嘉的战果。杰克逊认为，北军对渡口的把守太严，而他根本不可能使自己的炮兵越过沼泽地来掩护任何进攻，因而一直消极等待，束手无策。在他的南面，朗斯特里特部队进攻的拼杀声清晰可辨。



　　毫无疑问，杰克逊的无所作为导致了李的失败，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杰克逊完全可以来取一些行动。他完全可以派他的步兵渡河，既使不能在正前方渡河(事实上，丹尼尔·希尔使自己的一些部队在正前方过了河)，他也可以在河的上游或下游方向渡河。赫格师的赖特部曾已穿过沼泽，赖特返回来向杰克逊回报情况。杰克逊派他再次返回沼泽地。赖特确实又这样做了，但他不是从布雷克特渡口返回的——他发现那里敌军把守很严——而是从距杰克逊的阵地只有3英里远的费希尔渡口返回的。然而，杰克逊没有指示赖特回报情况，他也没想了解赖特部队的进展情况。也许，杰克逊难以把大量炮兵运过去，但一支庞大的步兵部队本身就可以对弗兰克林的后方造成严重的威胁。



　　有人争辩说，杰克逊没有在河的上游渡河是对的，因为李给他的命令非常明确：攻下白橡树桥，保护李的左翼，在白橡树桥待命，直到接到新的命令。同时杰克逊是个绝对执行命令的人。然而，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杰克逊在白橡树桥边一定接到了李催促他火速支援朗斯特里特的新命令。即使不是这样，他也应该抓住机会，在战斗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战场离白橡树桥如此之近，任何人说他不遵守上级指示都是没有道理的。



　　在炮战期间，杰克逊的一位旅长韦德·汉普顿在观察地形时发现沼泽地的边缘有一块容易渡河的地区。该地区的河底比较坚实，且河面只有大约15英尺宽。那里有一片空地，从空地上可以看到联邦军的阵地，联邦军防阵地非常有利于打退来自正面的进攻，但极容易受到来自侧面的进攻。汉普顿报告说，这是个发动进攻的理想地点。在回答杰克逊的询问时，汉普顿说，他可以很快架好一座供步兵渡河用的桥，但如果为炮兵建一座更大的桥，进攻的突然性便会失去。杰克逊似乎很感兴趣，他命令汉普顿架起一座步兵桥。但当汉普顿告诉杰克逊桥已架好，并请求让他的旅率先渡河时，杰克逊却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就这样，2.5万名士兵被阻在了那里，未能参战。这些部队本来定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多少年来，人们就杰克逊在白橡树沼泽的一反常态的表现提出了种种解释，但没有一种解释令人满意。由于杰克逊是一个伟大的军人，许多解释是善意的。最善意的解释出自杰克逊的参谋长达布尼少校，他坚信，杰克逊的失误完全是出于他身体的过度疲劳。当时杰克逊已两三天没有睡觉，不断的焦虑和身上的重大责任更加剧了他的疲劳。



　　在这场战役中，可以说许多因素对胜负都有影响。但是，最突出的因素也许有三个。政府方面胆怯，情报工作很差是其中的两个。第三个是南军指挥官无力把握的因素。



　　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政治干预与伯戈因当年所受到的来自白厅的干预还不是一回事。尽管这种干预没有造成失败，但它却毁掉了取胜的机会。如果政治家怕冒风险，并且为对付想象中的威胁而从一位军事指挥官那里夺走很大一部分军队。那么战役是不太可能打赢的。



　　在沿半岛前进的过程中，麦克莱伦所得到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他没有攻下里士满，没有取得战役胜利的首要原因。情报工作的好坏对战役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距今更近一些的情况看，1939年至1945年盟军的“埃尼格玛”密码机所发挥的作用更突出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杰克逊将军是李的最有才干、最受信赖的部下之一，但是他在比弗达姆河、盖恩斯米尔和弗雷泽农场战斗中远不象他往日那样骁勇善战，使李失去了彻底打败联邦军队的机会。李在敦促杰克逊方面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往往有时出于指挥官无力把握的因素，胜利在几乎就要到来的时候却又从身边溜掉了。李遇到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第16章 葛底斯堡战役




	







	

 



	


	


(1863年7月1日至3日)



　　在马尔文山之战和葛底斯堡战役之间的12个月中，不仅发生了数次激烈战斗，而且联邦军指挥官更换频繁。李将军仍是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指挥官，对于他来说，这十几个月中最可喜的事情无疑是“石壁”杰克逊在“七天战役”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来的才干又开始锋芒毕露。杰克逊的首次胜利是在1862年8月9日取得的，他在戈登斯维尔以北的塞达山打败了他的宿敌班克斯将军率领的一支联邦军队。



　　当麦克莱伦仍在半岛的时候，林肯便任命约翰·波普少将统率麦克道尔、弗里蒙特和班克斯的3个军保卫华盛顿。8月底，李再次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分兵进击计划。他打算在拉帕汉诺克河一线牵制波普，同时让杰克逊绕到波普的后方，摧毁他的基地。但是波普发觉杰克逊的行动后便撤至马纳萨斯枢纽站。李跟踪追击，与杰克逊的部队一道，在8月29日至30日第二次马纳萨斯战斗中，打败了波普。但这是一次收获甚微的胜利，李损失了近20%的兵力。同时，李在近期内也无法向前推进，因为麦克莱伦已从半岛赶到，他的数量占优势的部队正在向李逼近。



　　9月初，李由于急需给养和被服，遂率部向储有大量物资的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进发。他再次冒险分兵两路，一方面派杰克逊消灭哈珀斯渡口和马丁斯堡一带的敌军，另一方面派朗斯特里特进军黑格斯敦。该计划的副本落入麦克莱伦之手。他如果利用这一情报肯定会彻底打败北弗吉尼亚军团。然而，麦克莱伦对此不屑一顾，这使李有时间重新集结他的部队，于9月17日实施沙普斯堡之战(即安提坦之战)。这次战斗没决出胜负。李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1.3万人。麦克莱伦暂时制止了南军的入侵。



　　几天后，北弗吉尼亚军团再次渡过波托马克河，首先退到欧佩奎恩河，后又退到库尔佩珀县府所在地。麦克莱伦不慌不忙地向沃伦顿运动，11月7日，他在那里得知，博恩塞德将军已经接替了他的职位。博恩赛德原打算在阿奎亚河附近建立营地，尔后经弗雷德里克斯堡向里士满推进。可是，博恩赛德与麦克莱伦一样慢慢腾腾，这使李得以集中兵力，在俯瞰弗雷德里克斯堡这座小镇的高地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博恩赛德于12月11日和12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他这支约12万人的部队在12日向南军进攻了一整天，但南军阵地固若金汤，北军一再被打退，损失惨重。李的胜利已垂手可得，但位于斯塔福德高地上的联邦军炮兵阵地对南军造成了很大威胁，李无法将成功的防御转为进攻。



　　1862年至1863年的冬天比较平静。博恩赛德于1862年12月15日再次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次年1月，他的职位由胡克少将接替。北弗吉尼亚军团在罗亚尔堡和美国堡之间建立防线，准备迎击拉帕汉诺克河对面的波托马克军团。4月底，胡克试图包抄李的左翼，从而引发了5月1日至4日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虽然南军赢得了这场激战的胜利，但李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因失去了杰克逊而悲痛万分。此次胜利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李对自己能够狠揍联邦军的盲目自信更趋膨胀。他对联邦军士兵一贯持藐视态度。事实上，波托马克军团在钱瑟勒斯维尔之战后不久便恢复了士气，李认不清谁是坏士兵，谁又是坏将领领导下的好士兵。



　　在一种无往而不胜的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李没有派部队前往密西西比河流域支援受到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严重威胁的南部同盟的部队，反而率北弗吉尼亚军团进犯宾夕法尼亚。李出此举自有妙算。弗雷德里克斯堡对面的波托马克军团的阵地易守难攻，如将该军团诱至波托马克河以北，李可能会找到更有利的机会与其决战，并使在冬季占领谢南多亚河谷南部地区的南军部队从那里脱身。南军急需各类补给品，向北方各州进军可以得到大量储存物资。此外，李决定这样做还有一些更深的谋算，如给北方主和派以口实，鼓励外强站在南方一边干涉美国内政，等等。然而，入侵北方不但不会加剧北方各州的分裂，反而会使它们更加团结。而且，划时代的《解放宣言》的发表(1863年1月1日)将使原来或许存在的欧洲国家对南方的同情转向北方。《解放宣言》宣布，所有奴隶即日起获得自由。



　　出于上述考虑，李于6月3日开始从拉帕汉诺克河向北机动。在北进之前，他将军团的所有步兵编成了3个军，每个军下辖3个师，第1军由朗斯特里特将军指挥，第2军由尤厄尔将军指挥，第3军由安布罗斯·希尔将军指挥。军团的野战炮兵编成了15个炮兵营，每营下辖4个炮兵连。“杰布”·斯图尔特将军指挥6个骑兵旅和1个马拉炮兵营。从李的侧翼冒进和他在敌方领土使部队疏开几英里的做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胡克的蔑视。希尔的1个军暂时留下监视拉帕汉诺克河一线胡克的部队，朗斯特里特和尤厄尔的2个军则向库尔佩珀，进而向蓝山进发。胡克可轻而易举地抢占蓝山山口，将南军割裂开来，彻底击败之，但他没能抓住这个时机。



　　胡克确实曾命令第6军指挥官塞奇威克将军派部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进行侦察，这次行动引发了布兰迪车站的那场骑兵战。尽管这次战斗是一次遭遇战，但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它第一次表明，北军的骑兵比南军骑兵毫不逊色。这次战斗发生在6月9日，它使北军的骑兵指挥官普莱曾顿将军得到了李的部队正在北上的确切情报(因为尤厄尔的军正沿谢南多亚河谷向温切斯特进发)。因此，胡克于6月13日离开了弗雷德里克斯堡，他的北上路线正好与李的进军路线平行。



　　6月14日，尤厄尔的第2军在温切斯特击败了米尔罗伊将军的北军。鉴于胡克正从右翼赶来，李直扑波托马克河。朗斯特里特沿蓝岭东侧进军，尤厄尔部和希尔部(此时已归队)则沿谢南多亚河谷前进。6月15日至22日，尤厄尔的军在谢泼兹敦渡过了波托马克河，希尔的军也于24日至26日在同一地方渡过了该河。6月24日至26日，朗斯特里特也在威廉斯波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李决定将斯图尔特的骑兵分散使用，他的这一决定成了影响葛底斯堡战役的进程，甚至很可能是该次战役结局的五大因素之一。李让斯图尔特的2个骑兵旅留下来严密护卫自己的本队，派詹金斯的骑兵旅随尤厄尔的军担任前卫，命令斯图尔特率余下的3个骑兵旅在联邦军的右翼行动。斯图尔特的任务是保护先头部队(尤厄尔的军)的侧翼和传递情报。直到葛底斯堡战役开始，李才又重新得到斯图尔特的消息。



　　胡克于6月25日至26日在爱德华渡口渡过波托马克河。次日，他向哈勒克将军(联邦军总司令)呈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但遭到了哈勒克的否决。这种事情的发生已不是第一次了，胡克一气之下递交了辞呈。6月28日，米德将军接过了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这时，尤厄尔的先头师已经到达卡什镇，朗斯特里特和希尔的部队也已分别进至钱伯斯堡和费耶特维尔。由于斯图尔特的骑兵不在，李对米德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但好在一位名叫哈里森的朗斯特里特的私人情报员向李提供了情报，李才得知米德已渡过波托马克河，才认识到一次战役迫在眉睫。因此，李急忙命令在广大地域行动的各师部队向葛底斯堡以西8英里的卡什镇集中。至此，南北双方的各路大军都与葛底斯堡距离不等地集中在该城的周围，但任何人都没想到一场恶战即将在那里发生。



　　6月30日，希尔军的一位师长赫思将军派下辖的一个旅到葛底斯堡城来采购皮鞋，此举决定了这次会战的地点。这个旅的士兵遇到了前来堵截南军的一支联邦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返回汇报情况。第二天，希尔(李尚未到达卡什镇)命令赫思与彭德的2个师向葛底斯堡前进。当这2个师行至该城以西1英里的麦克弗森岭时，该战役的第一次战斗打响了。这2个师的部队，特别是赫思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可是，一旦密执安州第24团和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另外2个团溃逃后，其他的北军部队便败下阵来，一直退到葛底斯堡城外。



　　在这次初战中，进攻麦克弗森岭的南军被赶了回去，但北军也因失去了一名最优秀的将军(约翰·雷诺兹)而遭到重大打击。与此同时，南军和北军的各个师都在火速向葛底斯堡集中。最早赶来的是联邦军的第1军和第11军，它们占领了葛底斯堡城西和城北的阵地。李早已命令尤厄尔率领他的师由卡什镇向葛底斯堡推进。到7月1日中午，罗兹的师已占领橡树岭，但联邦军第11军很快赶至，与其形成严重对峙态势。赫思的师——该师后来得到希尔军的另一个师的加强——则咬住了联邦军左翼的部队(大部分联邦军是道布尔戴将军的第1军)。



　　现在，谁先得到增援关系重大，因为双方都在拼命抢时间。结果，沿哈里斯堡路而来的尤厄尔部的厄尔利将军首先率部赶到，联邦军的阵地因而变得岌岌可危。李来得很及时，正好亲眼目睹了联邦军的狼狈景象：第11军正穿过葛底斯堡向公墓山地区行进，正遭受沉重打击的第1军在塞米纳里岭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又穿过中间的空旷地，向公墓岭逃去。



　　李巧妙地迅速集中了兵力。现在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将敌军赶回到尚未到达战场的各个军的营地，他就会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事情并没有象他预想的那样发展，因为就在这个时刻出现了5个因素之中的第2个因素。卡尔普山是战场北部的一个关键地物，但南军却未将它占领。那天晚上，南军本来可以占领它，并卷击北军的整个防线，但尤厄尔将军觉得那不是他的任务。到第二天上午他想这样做时，已经太迟了。实际上，在那天的战斗中，联邦军至少有1万人伤亡或失踪，另有5000人被俘。



　　7月1日至2日夜间，联邦军抓紧时间加固了他们的阵地。凌晨1时，米德将军和他的指挥所人员从托尼敦赶到。借助黎明的曙光，他骑马巡视了北军坚固的阵地：第11军在公墓山的半圆形阵地一直延伸到卡尔普山(该地物本来应该在南军的手里)；防守卡尔普山的是第1军的沃兹沃思师，该师的当面是第一天未能及时参加战斗的尤厄尔的1个师。第二天接近中午时，第12军占领了沃兹沃思师右边的阵地。第1军位于公墓山之后，第2军的海斯师配置在齐格勒斯格罗夫，第2军余部和第3军部署在从齐格勒斯格罗夫到小圆顶的公墓岭一线。在第6军到达之前，先来的第5军担任预备队。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配系，尽管有些人认为，第3军的指挥官西克尔斯将军擅自派部队前出占领高地上的一个突出部危及了联邦军的整个防御体系。



　　在一次非正式的，并且多少有些仓促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南军将领们发表了很多极不相同的意见，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在米德的部队完全集中起来之前向北军的阵地发起攻击。经过第一天的战斗，李的自负心理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一支深入敌境，靠就地取粮的军队当然需要主动出击，然而，由于斯图尔特的骑兵不在身边，李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为冒险的。



　　南军的进攻出发线显然是塞米纳里岭，该地物比公墓岭要长，距东面的浅谷只有约1英里。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充当主攻部队的尤厄尔和希尔的2个军扼守在塞米纳里岭北端和葛底斯堡地区的阵地。尤厄尔的部队面对北军的右翼，希尔的当面是北军防线的中央。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到达较晚，尽管暂缺皮克特的师，仍担任南军的右翼。



　　李决定以朗斯特里特的军向联邦军防线的左翼实施主要突击，并命令在朗斯特里特打响后，希尔立即突击在敌防线中央的公墓岭，尤厄尔采取配合行动，攻击敌右翼。这时，此次战役中的第三个关键事件发生了。由于种种原因，朗斯特里特(他本来就不赞同这个计划，曾强烈要求包抄敌军的侧翼)把进攻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并在发现自己正处于敌军监视之下后，进行了不必要的长距离反向行军。这不仅使米德得到了向前调动预备队的宝贵时间，而且还使下午2时左右到达的联邦军第6军正好赶上参加战斗。



　　西克尔斯的前出阵地从皮奇果园一直延伸到一片裸露的岩层，他的左翼就紧紧依托这片被恰当地称为“鬼穴”的岩石断层上。为了攻下这一相当坚固，但却暴露的前出阵地，朗斯特里特最终(大约下午4时)动用了1.2万人。他的2个师从赫尔岭出发后成一路纵队前进，前卫由麦克劳斯的师担任。麦克劳斯的师行至皮奇果园的当面后，便向左展开，让胡德的师从它的后面赶上，与它的右翼相接。这次战斗，特别是“鬼穴”一带的战斗，打得格外激烈，足足持续了2个多小时。渐渐地，联邦军被赶出了阵地，他们一面后撤，一面英勇还击。



　　就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之前，米德曾骑马来见西克尔斯，并表示他不赞同这位将军将部队朝前部署的决定。他一眼就看出西克尔斯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是守不住这一突出部的。而现在，鉴于南军的压力很大，他便策马离去，命令赛克斯的第5军前来增援，并派他的工兵指挥官沃伦准将观察并向他报告左翼似乎正在出现的危险情况。此举引发了此次战役中第四个决定这次战役结局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沃伦为确保小圆顶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小圆顶失守，米德的左翼将被包抄，并受到南军火力的纵向打击。



　　米德的左翼虽然得以免遭攻击，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因为联邦军防线中部出现了多处缺口，而从右翼调来的部队只堵住了部分缺口。这为尤厄尔提供了卷击被削弱了的北军右翼的机会。尤厄尔得到的命令是协同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他的行动构成了对此次战役进程具有极大影响的五大因素中的最后一个因素。他在第一次进攻中没有与朗斯特里特协调行动，发动得实在太晚了，而第二次进攻又被取消了。就这样，他从此永远失去了卷击联邦军右翼的大好时机，因为当天夜里，米德就把调走的几个团又调回到卡尔普山地区。



　　第二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天，双方士兵都英勇作战，但指挥官却多次失误。南军在右翼占领了一些阵地，双方都蒙受了重大伤亡，但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在7月2日至3日夜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米德决定继续进行防御作战。但是，李却斗志昂扬，乐观向上，他一门心思地想实施进攻作战。现在，李又得到了3个旅(皮克特的师已经赶到)，斯图尔特的骑兵也终于回来了，李还在米德的两翼各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尽管这两个立足点都很不稳固)。



　　李没有采纳朗斯特里特提出的实施翼侧进攻的建议，决定对敌中部防线(现在北军的中部防线比两翼都要脆弱)实施正面攻击，并派他的骑兵在联邦军的东侧和后方巡逻，以袭扰撤退的北军。这一天，双方进行了直接交锋，不象前两天那样机动迂回很多，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皮克特师发起的场面壮观，但效果不大的冲锋。



　　7月3日凌晨，尤厄尔在卡尔普山的前沿部队遭到联邦军第12军的攻击，战斗从凌晨4时一直进行到上午11时，结果尤厄尔的部队被击败，因此，他们对当日南军发动的主攻已经起不到多大支援作用了。南军的主攻是下午1时打响的，南军的138门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下午2时40分炮击停止后，朗斯特里特命令皮克特师发起进攻。1.1万名南军士兵(包括皮克特师以及安布罗斯·希尔军所有3个师的部分人员)跨过河谷，问公墓岭的敌军，向着他们的“地狱之门”冲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数百名士兵在炮弹和枪弹的打击下象割草机下的杂草一样纷纷倒下，但仍未决出胜负。到黄昏时分，皮克特只得发出撤退的信号，那时，他的冲锋部队的伤亡率已高达67%。葛底斯堡战役就此结束。米德没有进行反击。第二天(7月4日)傍晚，李开始有秩序地向南方撤退。



　　几乎就在皮克特的部队蒙受巨大伤亡的同时，在战场东面大约3英里的地方发生了另一次作战行动。大约8000名联邦军骑兵迫使斯图尔特离开阵地，在非他选择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战斗。这是一次用传统方式打的大规模战斗，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因此，斯图尔特只得远离战场，无法对南军步兵实施增援。



　　在一篇论述这次战役的文章的结尾部分，温斯顿·邱吉尔这样写道：“他(指李将军)与他的伤兵和战俘走在一起。他损失了两门大炮，也输掉了这场战争。”。有些人争辩说，维克斯堡之役才是这场漫长而残酷的南北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可是，如果李在葛底斯堡消灭了米德的军队，南方很可能获得(即便是暂时的)独立。反之，由于李在这次战役中元气大伤，他再也无力入侵北方，无力凭借北弗吉尼亚军团再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了。






图29： 葛底斯堡战役



(1863年6月25日至29日斯图尔特骑兵的行动路线)






图30： 葛底斯堡战役(7月1日下午作战态势)






图31： 葛底斯堡战役(1862年7月1日至2日作战态势)



　　在这次战役中有五大重要事件，倘若其中任何一件以不同方法处理，李都可能赢得胜利。不过，在进一步分析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看李本人的品行，因为胜也好，负也罢，他对这次战役的结果都要负全面责任。



　　无疑，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与任何人一样，他也有错误，尽管总的来说，他的才能大于他的缺点。他不是一个好军需官，至少要对自己的部队经常衣衫褴褛，装备低劣和给养不足承担部分责任。有时，他对部下的要求迁就过多，对部下过分信任。这就导致了他的命令缺乏权威性，他的部下接到命令后往往自行其事。李的这些缺点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和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毋庸置疑，他的一些高级将领的表现也令他失望——这些在以后还会提到——但是，他自己也要对此承担一部分责任。



　　斯图尔特之所以铸成大错，根源在于他的性格。正如一位联邦军将领所说，他是“北美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他在双方军队中衣着最漂亮，并且总是在歌声中骑马投入战场，有时身边还有一个人弹奏班卓琴。他不仅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而且还勇敢机智。他是位侦察敌情的高手，具有成为一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所需的一切素质。他的一大缺点是追求荣誉的欲望过强。遗憾的是，这往往源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深思。



　　自从斯图尔特担任南军骑兵指挥官以后，他的部队一直给人一种战无不胜的印象。但到1863年6月9日李开始入侵北方时，南军骑兵的这种战无不胜的形象在布兰迪车站之战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以后的数日中，掩护李前进的斯图尔特的各骑兵旅不断受到联邦军新任骑兵指挥官普莱曾顿将军的袭扰。



　　有人指责斯图尔特在布兰迪车站之战中表现不佳。在那次交战中，南军骑兵伤亡523人。《里士满调查者报》载文写道：“如果这次战斗是为少数自负而愚蠢的军官取乐而举行的一次锦标赛，那么，出现这一灾难也许情有可原。”这话也许有点不太公正，但它却大大刺伤了斯图尔特的自尊心，并且无疑成了他要求在华盛顿以北渡过波托马克河直驱联邦军后方的主要动因。在一年以前的“七天战役”中，他曾成功地实施过这样一次行动，把麦克莱伦打得狼狈不堪。现在，他又有了一次进行光荣的敌后奔袭并恢复他稍稍受损的名誉的机会。



　　李需要得到情报，并认为斯图尔特的建议有可取之处。但他也知道，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尤厄尔的第2军的翼侧。尤厄尔的第2军是南军的先头部队，首先沿谢南多亚山谷行进，尔后于6月22日渡过波托马克河，向钱伯斯堡挺进。鉴于自己的军团已成一线展开，李决定将斯图尔特的5个骑兵旅(詹金斯的旅已经派出)分散使用，以便得到更多的情报和掩护更多的部队。为此，他直接或通过朗斯特里特，多次向斯图尔特发出了措辞含糊并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的指示(说指示是因为它们简直不能称为命令)。李要斯图尔特用2个骑兵旅保卫蓝岭山的斯内克和阿什比山口，监视胡克的波托马克军团(李对于该军团的行踪尚不清楚)，让其他3个旅进入马里兰州，以保护尤厄尔的翼侧，为李不间断地侦察敌军的动向。



　　朗斯特里特向斯图尔特传达李的这一指示时，又加上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你认为能够办到，你就应该穿插到敌人的后方。”第二天，即6月23日，斯图尔特又接到了李的指示。李用下述至关重要的语言重申了朗斯特里特讲过的意思：“不过，你可自己判断是否能不受阻挠地绕到敌后，尽可能多地消灭敌军，并渡过山东侧的河流”。这正中斯图尔特的下怀，他迫不急待地采取了行动。6月25日拂晓，他便率3个旅从塞勒姆出发了。



　　此时仍是联邦军主帅的胡克正准备在爱德华渡口渡过波托马克河，斯图尔特与汉考克将军的第2军不期而遇。斯图尔特立即派人向李汇报此事。这是斯图尔特送出的唯一情报。此情报本来可以使南军统帅对敌军的意图有所了解，可是，它却根本没有传到李那里，与北军的这次遭遇迫使斯图尔特掉头向南，在华盛顿以北仅几英里的地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这次绕道行进所造成的后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李正在敌方领土作战，迫切希望斯图尔特尽早与尤厄尔会合。然而，与北军遭遇并不是斯图尔特迟迟未与尤厄尔会合的唯一原因。李在给斯图尔特的指示中写了一段从当时的情况看很不明智的话，这段话要求斯图尔特利用一切机会为北弗吉尼亚军团搜集补给品。斯图尔特的部队在罗克维尔休息时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他的一支巡逻队发现了联邦军的一列共有150节车厢的运输列车。南军士兵为追赶这一列车几乎到达华盛顿近郊，但始终没有追上。斯图尔特司令部的布莱克福德上校写道，南军士兵“象追狐狸一样兴奋地追了好几英里”。在切断电报线，破坏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线以及对敌实施其他快速袭击等行动中，斯图尔特又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些行动当然很有趣，但不是斯图尔特原计划应干的事情。他的骑兵是北弗吉尼亚军团的眼睛，没有他们，李实际上就成了瞎子。不仅如此，斯图尔特还应该保护先头军的右翼。然而，由于进行了这么多节外生枝的活动，他已经来不及于6月27日在约克镇与尤厄尔军的先头师会合了。他不仅没有给李送去任何情报，而且为自己搜集的情报也不多。他在各路大军之间东奔西跑，盲目行动，从未与李取得联系。直到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李才终于在卡莱尔找到了他。



　　斯图尔特未能及时参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次战役的结局？对实际作战可能影响并不很大。直到战役开始后的第3天上午，斯图尔特才赶到战场，李命令他去攻占敌防线左翼的阵地。如前所述，斯图尔特的骑兵在当天傍晚与联邦军骑兵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斗。如果不是因为长途奔袭使他的部队人困马乏，他或许能够突破格雷格将军的骑兵防线，并给波托马克军团的后方防卫造成很多麻烦。但即便如此，这也很难造成决定性影响。



　　无疑，最使李感到尴尬的是，他对米德的情况毫无所知，直到朗斯特里特的密探穿过敌人的防线前来汇报，李才得知联邦军的全部部队已渡过波托马克河，正向南山挺进。可是，李对联邦军的行军路线以及行军序列仍不清楚。李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交通线很可能已被切断，他不得不放弃向哈里斯堡和巴尔的摩进军的原定方案，召回前方的部队，集中兵力，决心一战。



　　但更糟的是，李在决心交战后，在头两天的战斗里，竟然对米德的相当一部分部队的配置地域一无所知，这使他制定了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进攻计划。战斗的第二天，他命令数量占劣势的南军向严阵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攻击。绕过敌军左翼从后方打击敌人是一个大胆的主意，这样做可能遭到联邦军的攻击和分割，但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在对米德“失踪”的各军缺乏确切的了解的情况下，在敌人的翼侧活动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斯图尔特钻了李的指示措词含糊不清的空子，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斯图尔特是位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骑兵指挥官，当时他一定知道他的统帅最需要什么，可是，他却将个人的考虑放在了首位。李的总参谋长想把斯图尔特送交军事法庭，然而李却不主张对他加以惩罚，这也许是因为李感到自己没下达非执行不可的命令。然而，不管怎么说，斯图尔特的玩忽职守很可能对战役的结局造成了不利影响。富勒将军甚至这样说：“这也是导致李在葛底斯堡失败的重大错误之一”。



　　如果说李制定错误的进攻计划是由于斯图尔特没有向他提供情报的话，那么，开战的第一天下午米德仍能留在阵地上并最终赢得胜利，则应说是尤厄尔缺乏主动精神的结果。一个将领之所以犯下严重的，甚至可能是导致作战失败的错误(尤厄尔在葛底斯堡所犯的错误不仅是严重的，而且也是无可挽回的)，往往有战场以外的个人原因。就斯图尔特而言，这种个人原因至少部分地表现为他过于自负；对尤厄尔来说，这种个人原因则是他没有强健的体魄(因为即使在上一个世纪消耗体力较少的作战中，一位将领着想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对于朗斯特里特来说，这种个人原因很可能是他度量太小。



　　尤厄尔将军是在杰克逊将军在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中阵亡后继任南军第2军指挥官的。除了在半岛战役中表现失常外，总的看来杰克逊是一位出类拔萃、令同辈望尘莫及的指挥官。李一直很仰仗他，这不仅由于杰克逊是位杰出的将领，还因为他能够使有时优柔寡断的李变得坚毅果敢。李在临终前不久曾对威廉·琼斯牧师谈到过葛底斯堡战役的某些情况。他一边挥拳击案，一边大声叫道：“如果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我有杰克逊，我定会赢得胜利。即使我们不能占领费城，我们也会攻占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使南部同盟获得独立。”李说这番话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尤厄尔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一天的晚上未向敌军发起攻击。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7月1日下午，联邦军的第1军和第11军遭到了尤厄尔的2个先头师——从橡树岭方向赶来的罗兹师和从哈里斯堡路赶来的厄尔利师——的猛烈攻击。尤厄尔的这2个师得到了希尔的2个师的支援。很明显，联邦军即将崩溃。尤厄尔部队先头旅当面的敌军正在翼侧被俘，那些尚未撤走的敌军也放下了武器。及时赶来观看赫思进攻的李，现在又亲眼看到敌军络绎不绝地逃向葛底斯堡城的狼狈景象。他马上就看出了公墓山的重要价值。鉴于尤厄尔和厄尔利都不在附近，他派人向尤厄尔下达了紧急命令，令他抢占这一关键地物。但与惯常的做法一样，他在命令的末尾又加上了“如果切实可行”这几个字。



　　这时，尤厄尔究竟在什么位置仍是个谜。他可能在罗兹的师指挥所里，但他似乎并不了解当时的战况。这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尽管尤厄尔历来行为古怪，但他还不至于放弃从敌后攻击敌军。相反，以往的战斗表明，他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官。在葛底斯堡之战的3天里，他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据说，他患有慢性消化不良症，也许当时他正在受到此病的折磨。他在过去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并刚刚学会用木质假腿(7月1日晚，他骑马经过葛底斯堡城时，竟用他的假腿挡开了一发滑膛枪弹！)走路。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一个军。这些都可能是他染上倔强症的因素。



　　尤厄尔没有亲自到前沿了解情况，而是派厄尔利(厄尔利似乎也不了解前沿的情况)前去查看部队的状况。尤厄尔觉得，部队经过一天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并遭受重大伤亡后，一定极度疲惫。他接到李的命令时，他的第3师(约翰逊将军的师)尚在2英里之外的地区，因此，尤厄尔断定，在约翰逊的新锐部队赶到之前，任何新的进攻都是不可行的。就在他等待约翰逊的这段时间里，北军不仅占领了卡尔普山，而且还加固了公墓山的阵地。



　　如果那天傍晚尤厄尔趁敌人惊慌混乱之机，在敌人能进行有组织的防御之前，哪怕使用疲惫之师再向敌军发动一次进攻，他也大有获胜的希望。如果换上杰克逊，他肯定会这样做。我们不能说此举定会使李获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从事后的分析看，他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纵然此举没有决定性意义，厄尔利的师也应该占领战术位置极其重要且无敌军防守的卡尔普山。第二天夜间，尤厄尔的军在攻打此山时伤亡惨重。



　　1863年8月18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劳雷)从战地发出的一篇快讯，这篇优秀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认为，如果将敌人驱赶4英里并逐出葛底斯堡，尤厄尔将军没有根据上级命令在葛底斯堡城内停止追击，7月1日夜里，他的胜利的部队肯定可以在公墓岭上扎营。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南部同盟的军队费尽了力气也未能攻下这一高地。”除了“根据上级命令”这几个字以外，这段话是绝对正确的。根据谁的命令？当然不是李的，因为他当时远离尤厄尔。决定停止追击的正是尤厄尔自己。



　　7月1日至2日夜间，那些已经到达战场并勉强躲过一场大难的北军部队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阵地。北军第5军和第6军(特别是第6军)仍远在数英里之外。尽管李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于7月1日夜里作出决定，让朗斯特里特的部队第二天上午向米德的左翼实施正面攻击。在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凌晨3点的军事会议上，朗斯特里特强烈要求李允许他向敌军侧翼发动进攻，夺取“小圆顶”这一显著地貌。他不主张向敌军的坚固防御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尤其不主张在皮克特师尚未到达的情况下这样做。然而，李却坚持己见，因为他不想在缺乏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冒侧翼运动的风险。所以，在骑马前去与尤厄尔就以后的作战交换过意见之后，他明确命令朗斯特里特于第二天上午发动正面进攻。



　　李以前真没有发现朗斯特里特(老皮特)竟这样刺头。朗斯特里特固执己见，好争辩，并时常不听命令，但他仍是个出色的军人。在葛底斯堡，朗斯特里特格外令人头痛。7月2日早晨，他的部队扎营在钱伯斯堡路，李命令他占领埃米茨堡路的阵地，并进攻皮奇果园。李误认为皮奇果园一带便是联邦军防线的左翼。李希望进攻于中午以前打响，可是朗斯特里特后来说，他在上午11点以前根本没有接到命令。这种说法在朗斯特里特的第1师的指挥官胡德将军那里并未得到证实。



　　大约中午时分，朗斯特里特终于向前开进了。胡德与麦克劳斯的2个师沿赫尔岭西麓向黑格斯顿路边的黑马客店方向推进。正当部队越过黑格斯顿路向高处攀登时，朗斯特里特感到他的大队人马很可能已被小圆顶上的敌军哨兵发现。于是他作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朗斯特里特的进攻行动本来已比预定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可是，他非但没有沿通向皮策学校的道路继续前进(如果那样做，他在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小圆顶上敌军哨兵的监视下)，反而掉头返回赫尔岭，然后沿威洛比河西岸敌哨兵看不到的道路前进。他这样做看来不仅没有达到突然性，而且还无疑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联邦军的第5军赶来占领了阵地，第6军也及时赶到担任了联邦军的预备队。



　　对于朗斯特里特在7月2日为什么有那种表现，人们一直找不到满意的解释。种种迹象表明，朗斯特里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赌气的缘故，因为李没有采纳他的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方案确实更好一些)。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是他的一再抗命(第二天他又顶撞了李)使李输掉了这次战役(虽然李至死都坚信这一点)，但是他的固执己见和拖拉作风使他将进攻推迟了4个小时，再加上另一件要事(这件事与联邦军有关)，肯定大大减少了李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皮奇果园的阵地是由西克尔斯的军固守的，那里发生的战斗大概是3天激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搏斗中，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一支险些被打败的军队居然转危为安。一位将领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让他的军在防御前沿前占领了阵地。他的上司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后果严重，命令预备队前出。然后，他又选派了一位参谋军官去察看暴露的翼侧。由于得到了预备队，这位参谋军官才得以在关键时刻将这一要地保全了下来。



　　当皮奇果园的战斗正激烈进行并向“鬼穴”方向发展时，米德正与西克尔斯(他在尔后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在一起。米德看到，第3军溃散在即；由于西克尔斯前出，汉考克的第2军的左翼不仅已暴露无遗，而且有被敌军包抄的危险。幸好，由于朗斯特里特行动迟缓，米德才有可能命令担任预备队的赛克斯将军的第5军前出，由刚刚赶到的第6军接任预备队。当米德前去安排此事时，他又命令沃伦将军到其防线左端去看一看，因为他十分担心那里的情况。



　　沃伦登上了配置有一个信号分排的小圆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要点是对此次战役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貌。站在小圆顶的岩壁上，他看到了南军部队正在埃米茨堡以西的树林中整队集合，准备向联邦军防线的最左翼发动进攻。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一发现令我异常惊讶和激动”。他立即派人向米德送去紧急报告，要求速派1个师来。但在米德接到报告以前，敌军对小圆顶地区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因此沃伦采取了紧急措施。“我骑马跑下山去，找到了我原先所在的那个旅，”他写道，“该旅旅长已经阵亡，于是我接过指挥权，派奥罗克上校的那个团迅速占领了小圆顶山顶。”很快，又有1个膛线炮连赶到了那里。尽管南北军部队在小圆顶顶部的巨型圆周围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但由于沃伦行动迅速，南军没能登上小圆顶，联邦军的左翼安然无恙。



　　沃伦将军在报告的结尾写道：“我在与黑兹利特中尉(炮兵军官，在尔后的战斗中阵亡)谈话时被枪弹击中，负了轻伤。尽管我右侧和前方的防线在敌人的攻击下正在崩溃，但我看到小圆顶一带的阵地固若金汤，便离开了那座小山，来到防线中部，回到米德将军身边。在北军防线中部，一场新危机即将发生。”正是这场新危机才导致了这次战役中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因为它迫使米德不得不削弱他的右翼以加强他的中部防线。这使尤厄尔得到了卷击米德右翼，甚至赢得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次机会。



　　当朗斯特里特发起攻击时，尤厄尔在葛底斯堡的西部和东部各有1个师(罗兹的师和厄尔利的师)，他的第3个师，即约翰逊的师在城的更东边一些。7月2日凌晨，尤厄尔接到了对敌军防线的右翼实施佯攻的命令。李希望他的进攻与朗斯特里特的进攻同时进行。然而，李再次给了尤厄尔很大的自由处置权，他让尤厄尔自己判断何时将部队投入战斗最为合适，这个失误是极其严重的。 看来，尤厄尔下属的各师指挥官并没有利用充分的时间很好地进行战地勘察。的确，联邦军的右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树林和警戒部队的屏护。然而，如果认真勘察，尤厄尔的部队完全可以找到进攻路线和实施密切协同。此外，南军部队参谋人员的工作也不得力。尤厄尔军的各师之间以及尤厄尔部与希尔左翼各旅之间联系也很少。直到下午5时30分本纳山上的南军炮兵被打哑时，尤厄尔才决定发动进攻。由于他命令3个师同时出击，而约翰逊的师距进攻目标(卡尔普山)仍有1英里，即使把通往进攻出发线的接近路分配得十分得当(何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进攻也注定要进一步延迟。



　　在预备队已经全部用上，而朗斯特里特在希尔的支援下就要达成突破的情况下，米德只得从右翼抽调部队，以加强中部防线。吉尔里师的2个旅撤离卡尔普山(那里只剩下格林的旅)，经巴尔的摩大道来到罗克河一带。威廉的师、第2军考德威尔的师和该军其他2个师的部分部队则从防线中部调到了左翼。然而，整个第11军仍然留在公墓山。现在南军能否取胜，尤厄尔是关键，他的军应该全力攻击联邦军从公墓山至卡尔普山的钩状阵地。然而，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尤厄尔及其右翼师指挥官罗兹似乎都未及时抓住战机，罗兹甚至仍远离交战地域。



　　罗兹打算从一条与埃米茨堡路平行的进攻出发线发起进攻。但行动开始后，他便把实际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斯蒂芬·拉姆索尔准将。拉姆索尔到达进攻出发线以前的行军路线最长，当其他2个师于下午7时30分终于投入战斗时，拉姆索尔尚未做好进攻准备。厄尔利与约翰逊的2个师在太阳迅速落山之时在未经勘察的地形上与敌激战了1个多小时，试图在公墓山和卡尔普山夺取一个立脚点。这时，罗兹的师尚未从葛底斯堡赶到。尽管尤厄尔的部队终于与第3军的左翼旅建立了联系，但这一情况从未传到尤厄尔那里。尤厄尔一直认为，他的右翼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



　　当拉姆索尔的师做好进攻公墓山的准备时，天几乎完全黑了，拉姆索尔只能隐约地看到联邦军的炮兵阵地和坚固胸墙之后的两道步兵防线。在与友邻部队的一位旅长协商后，拉姆索尔认为，敌军阵地太坚固，时间已晚，不宜再发动进攻。拉姆索尔向罗兹提出了取消进攻的建议，罗兹下令照此办理，尤厄尔表示首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尽管那种情况本不应该出现。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7月2日夜间发生在公墓山和卡尔普山周围的，代价高昂且结局悲惨的战斗是不是整个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本应使李赢得胜利的作战行动是有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持教条主义的看法是危险的。许多年来，人们对这一段战斗也许比任何其他阶段的战斗模拟的次数都要多。尽管——也许恰恰是因为——对葛底斯堡战役的所有细节都进行了研究，人们对联邦军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后和援军到来前在卡尔普山及公墓山的实力的估计分歧仍然很大。多数人认为，到下午6时许，联邦军在那里至少有6000名士兵和38门火炮，他们已渡过危机阶段，南军再发动进攻已为时过晚。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对尤厄尔来说，战机真是稍纵即逝，过了下午6时，无论他的攻势多么猛烈，也不可能将公墓山上的敌军赶走并占领那一地区。但是，在没有得到绝对可靠的材料说明联邦军增援的人数和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此下肯定的结论。而且，不管怎样说，在尤厄尔为什么没能将进攻的时间大大提前，在南军的炮兵未被消灭之前就实施进攻的问题上，我们仍有许多疑问尚未得到澄清，看来，这主要是由于约翰逊的师离进攻出发线太远。但为什么约翰逊的师离进攻出发线太远呢？众所周知，前一天晚上约翰逊的师距卡尔普山只有2英里。为什么象战地勘察这样重要的事情都被忽略了？为什么罗兹没有亲自指挥进攻作战，而将很大一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军官？



　　既然对上述问题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尤厄尔错过了一次突破北军防线，大获全胜的大好机会。如果他取得了胜利，南军第二天便没有必要发动那次勇猛顽强但却毫无获胜希望的攻击了。



　　如果仅让我们找出导致南军在这次战役中失败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选择的因素很可能是斯图尔特在关键时刻不在交战地域。但是要找出导致北军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就更加困难，除了小圆顶一带的作战行动以外，也许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单个行动格外引人注目了。因而，胜利的奖章应该授予善于指挥防御作战的米德。



　　如果我们同意是斯图尔特的越轨行为致使李因情况不明而输掉了这次战役，那么，这就再一次表明：没有准确的情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个人的品格——过于自负——也会给战役的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有时也听到这样的言论，说米德是他的两位军长——霍华德将军和汉考克将军——的傀儡。这种看法不太公正。不要忘记，米德是在非他选择的地域，在一次重大战役开始前仅一个星期出任波托马克军团指挥官的，而且，在战役的最初阶段他就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将领。不仅如此，经过第二天的战斗之后，联邦军应该坚决固守而不是(象过去经常所做的那样)撤退的决定，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由米德作出的。他指挥各军(有时甚至各师)坚守受进攻之敌威胁地段的方法也是无懈可击的。














	

 






	















	







	







	









 





	


	







	








	




	


第17章 维克斯堡战役




	







	

 



	


	


(1863年1月至7月)



　　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河东岸(或左岸)，距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新奥尔良市约400英里。密西西比河不论对北方联邦还是南部同盟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水路。对于北方联邦来说，密西西比河是一条主要运输干道。藉此干道，缺少公路的北方可将他们的工业品运往更广阔的消费市场。通过密西西比河各条可通航的支流，北方还可以将部队和给养输送到南部同盟的腹地。对南部同盟来说，丧失密西西比河意味着失去西部的相当一片领土，从而无法再经红河(该河在哈得孙港以北汇入密西西比河)获得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阿肯色几个州的大量食品、军需和人员。



　　鉴于北方拥有巨大的工业潜力，在包括装甲舰在内的造船业上占有优势，南部同盟一直试图封锁水路。他们在北至哥伦布南到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沿岸设置不少坚固的据点。1862年上半年，北方联邦的军队逐一占领了这些据点，但唯有维克斯堡攻而不克。戴维·法拉格特将军率北方舰队击败南军舰队后曾试图攻克该城，但南军设在河边悬崖上的炮兵阵地火力凶猛，北军舰队久攻不克，无计可施，只好于7月撤离。南军再度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维克斯堡至哈得孙港段，并很快经由红河获得了大批军需品。



　　林肯总统说，“只有钥匙 [ 译者注：英语中“钥匙”一词(key)亦有“关键”、“重要”之意。林肯使用这一双关词意在说明只有占领要地才能赢得战争。 ] 在手”才能赢得战争。维克斯堡就是打开密西西比河的钥匙，北军必须将其拿下。1862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少将受命指挥田纳西军团，攻克维克斯堡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一年的年初，他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进攻，攻克了亨利堡和多纳尔森堡，并击退了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的南方守军。格兰特其貌不扬，但却是名出类拔萃的战将。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他所表现出的力量和胆识远远超过他的对手。他马上就要指挥并赢得历史上少有的一场伟大战役。



　　1862年11月，约瑟夫·约翰斯顿上将受命指挥南方在西部的所有部队。彭伯顿中将担任了密西西比军团的司令官，该军团主要负责维克斯堡的防卫。彭伯顿工作勤奋努力，是个出色的管理人才，但他却不是个称职的将领。在实际上没有任何骑兵支援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防守相当宽阔的一片地区，这本来就已很麻烦了，然而，他的顶头上司约翰斯顿和总统兼南军总司令戴维斯又给他发来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使他的任务难上加难。到1863年4月格兰特开始从后方出兵攻打维克斯堡的时候，彭伯顿手下已有5万人左右的军队，然而，这些军队却分散部署在北至孟菲斯，南至哈得孙港的广大地区内。



　　1863年12月，格兰特兵分两路向维克斯堡发动了首次进攻。彭伯顿的主力部队由范·多恩将军率领，守卫格林纳达附近的亚洛布沙河防线。格兰特打算箝制住范·多恩的守军，同时派谢尔曼少将率3.2万人分乘6艘运输船沿亚洛布沙河顺流而下，在亚祖河口登陆，进攻维克斯堡。这一大胆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南军成功地绕到格兰特军的背后，摧毁了北军营地的大量装备和给养。供给中断后，格兰特被迫撤退。彭伯顿趁机抽调了1.2万人转而对付谢尔曼。谢尔曼的部队虽然顺利登陆，但由于登陆场选择失当，北军在12月29日的奇克索崖战斗中失利，并损失了约2000人。



　　从陆路进攻维克斯堡的计划失败后，联邦军总司令哈勒克上将认定，北军的下次进攻应在海军配合下经由水路进行。格兰特的部队被编为4个军，这4个军的部署是：其中的1个军，即16军，由赫尔伯特将军指挥，留守孟菲斯，负责保护北军后方交通线，其余3个军则在满是沼泽、溪流、沟渠和牛轭湖的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选择地面较干的地方扎营。麦克勒南将军所辖第13军和谢尔曼将军所辖第15军驻扎在米利肯斯本德。麦克弗森将军的第17军部署在莱克普罗维登斯。格兰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部队与波特上将的舰队一道包抄维克斯堡防线的翼侧。为达到这一目的，在1863年1月的部分时间以及2月和3月的全部时间里，格兰特的部队不停地开河修路，并进行了一些战斗。



　　北军前后共实施了4套方案，这一过程相当复杂，这里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第一套方案是修一条1英里长的运河横穿维克斯堡对面的三角洲地区，使北军的非武装船只避开维克斯堡守军的炮火，将部队运送到维克斯堡城前的密西西比河左岸登陆。起初，该计划进行顺利，但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部队赶出了该地区；同时沃伦顿附近的敌军炮火也开始使北军遭到损失，因此，这一工程不得不放弃。



　　第二套方案是由麦克弗森所部在沼泽地带开辟出一条由莱克普罗维登斯经一些牛轭湖直达红河的水路，以达到由红河进入密西西比河，从左翼进攻维克斯堡的目的。此项工程难度极大，既要扫除水面上的树木障碍，还要清除水中障碍。一旦完工，该工程将为北军开辟出一条约400英里的安全通道。到了3月底，气候逐渐干燥，该项工程已取得很大进展。但这时，格兰特又想出了新的作战方案。



　　另外两套方案的目的都是包抄维克斯堡守军的右翼。其一是开通一条长达700英里水路的宏伟计划，即亚祖关计划。该方案要求采用爆破法炸掉造成湖水蓄积的亚祖关的土垒，开通密河支流到亚祖河的水上运输线，进而在海恩斯崖包抄南军右翼。彭伯顿得知北军这一行动后，立即命令驻格林纳达的南军守卫维克斯堡以北90英里处的亚洛布沙河防线，从而轻而易举地阻止了北军的这一企图。在亚洛布沙防线，洛林将军率领1500多南军凭借用棉包匆忙修筑的防御工事，阻住了企图从这里通过的所有北军炮船。



　　第四套也是最后一套进攻方案是由谢尔曼上将和波特海军上将共同实施的。他们派部队分乘11条船通过斯蒂尔牛轭湖进入森弗劳尔河和亚祖河，到达海恩斯崖，总航程约200英里。彭伯顿再次很快获悉了这一方案，他采取措施，堵住了北军的去路。在北军舰队的退路被南军截断，且各河水位突然下降的情况下，北军这次冒险活动几乎导致全军覆没。谢尔曼的士兵经过苦战击溃了南军，并用了3天的时间返回了安全地带。



　　格兰特事后曾说，他从未指望那些沿运河和牛扼湖进军的方案会获得成功，但在雨季，实施这些行动可使部队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长备不懈，同时，他自己也可以仔细考虑各种方案，不论这些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如何。然而，格兰特的这一想法并不为北方众多批评他的人所理解，他们或是出于妒忌，或是出于不信任，挖空心思，有时甚至幸灾乐祸地夸大这几次行动的失败，强烈要求撤换格兰特。但林肯总统仍对格兰特寄予厚望，他说，“我认为我们考验他的时间应再长一点”，这就为北军在西部打一场漂亮的胜仗铺平了道路。



　　冬季，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公路往往被河水覆盖，水深数尺。然而到了4月份，河水开始退去，这些道路又重新出现，这使格兰特得以实施策划已久的方案：派海军和运输船队趁黑夜闯过维克斯堡炮火群的交叉火力，随时准备运送北军部队在格兰德加尔夫或下游地区登陆。按照原计划，北军过河之后，麦克勒南率前锋部队协助班克斯将军攻打哈得孙港。然后，班克斯所部与格兰特所部汇合，一同从背后进攻维克斯堡。谢尔曼将留在维克斯堡地区，以1个师的兵力在河上游150英里处进行佯攻。为了进一步迷惑彭伯顿，同时给敌方造成最大损失，格里尔森上校将率3个骑兵团袭击彭伯顿的后方。这次骑兵出击最终在巴吞鲁日结束，它堪与杰布·斯图尔特最出色的骑兵奔袭相媲美。



　　4月16日至17日夜晚，波特的舰队成功地闯过了维克斯堡的炮火网，仅损失了一艘船。几天后的另一个夜晚，北军的6艘运输船和12条驳船载着供给物资再次从维克斯堡城下穿过，这次，北军损失了一艘运输船，6艘驳船。与此同时，北军试图开辟水道，用木排向下游运送部队，但实践证明此法行不通。北军不得不徒步越过一片非常难走的荒地，以便到达格兰德加尔夫对面的，被恰当地取名为哈德泰姆斯 [ 译者注：英文Hard Times意为“艰难时期”。 ] 的地方。先期抵达的北军炮艇未能压制住南军守军的炮火，因此，北军只好再向南运动6英里，在南军没有设防的布鲁因斯堡对面渡过密西西比河。



　　彭伯顿的部队兵力相当分散，格兰特的佯攻十分成功。南军的鲍恩将军在格兰德加尔夫的8000名守军显然无力阻挡麦克勒南的1个军和麦克弗森的2个师； [ 注：格兰特投入此战役的兵力约6万人，但其中一部执行其他任务，包围维克斯堡之前，在维克斯堡后方作战的兵力在4万至4.5万人之间。 ] 不过，南军4个旅凭借有利的防御阵地，顽强顶住了北军对吉布森港的两路进攻。但是，南军毕竟寡不敌众，麦克勒南的部队终于在5月12日上午攻占了吉布森港。吉布森港失守后，格兰德加尔夫也难以保住，鲍恩的南军部队撤出格兰德加尔夫，经大布莱克河于5月3日退至汉金森渡口。那天，北军的麦克勒南部队则是在威洛斯普林斯宿营的。格兰特从设在格兰德加尔夫的司令部发出命令，要谢尔曼率2个师以及运输车队与其汇合，北军部队直到5月7日才继续前进。



　　这时，格兰特遇到了战役中最严峻的时刻。他获悉南军的约翰斯顿将军所率领的一支部队得到各要塞的南军增援后，正向杰克逊挺进。格兰特还得知，班克斯将军不会与他合作 [ 注：尽管格兰特在回忆录(第410页)中说，直到5月3日接到班克斯来信，得知班克斯在5月10日以前无法抵达哈得孙港后，他才作出不派兵支援班克斯的决定，但情况似乎是，早在4月19日，格兰特就放弃了派兵支援班克斯的原定计划。 ] 。现在必须当机立断、迅速行动。格兰特决定脱离后方基地，挺进杰克逊，边开进边从作战地区补充给养(在这一地区是有可能办到的)，争取在约翰斯顿部队与彭伯顿部队汇合之前消灭约翰斯顿所部。



　　彭伯顿的处境此时也极为不妙。由于缺少骑兵，他无法掌握格兰特的动向。他一方面感到必须守住维克斯堡，另一方面又为维克斯堡至杰克逊铁路交通线的安全提心吊胆，因此，他只好多路分兵，将他的几个旅分散部署在几个方向。这样一来，他很容易被格兰特各个击破，并且使格兰特能很从容地对付来自约翰斯顿的任何威胁。



　　5月7日，格兰特率部向东北方向挺进，旨在控制维克斯堡至杰克逊铁路沿线。麦克弗森军构成北军的右翼，比其他两路北军稍稍领先，向杰克逊运动。谢尔曼军随后路进，构成北军的中路。而麦克勒南军则充当了北军的左翼，并派出了1个师的兵力警戒大布莱克河方向。5月12日，北军渡过了“十四英里河”。在雷蒙德郊外，麦克弗森军的洛根师与奉彭伯顿之命从杰克逊开出来的格里格准将率领的一个南军旅遭遇。双方激战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南军终于抵挡不住，向杰克逊方向撤去。此役，南军伤亡505人，其中73人阵亡，洛根的部队阵亡65人，负伤或失踪367人。



　　大约就在格里格的部队七零八落地逃回杰克逊的时候，约翰斯顿将军抵达战场，并在那里实施战场指挥。他现在拥有1.2万人，并且知道格兰特的军队就在他和彭伯顿部之间，且彭伯顿部主力正在爱德华车站地区。约翰斯顿向彭伯顿发出紧急命令，敦促彭伯顿从克林顿进攻谢尔曼的后方(实际上他指的是麦克弗森的后方)。然后，他又给总统发了份电报，最后一句电文是：“我来晚了，”其用意似乎是为州府的可能丢失而推卸责任。虽然他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防守杰克逊，但他确实为将贵重物资经坎顿铁路转移出去作过安排。



　　14日，格兰特的前锋部队逼近杰克逊，谢尔曼居右，从雷蒙德顺密西西比斯普林斯而下，麦克弗森则从雷蒙德向克林顿继而向杰克逊挺进。在爱德华车站，麦克勒南顺利地将其部队从南军彭伯顿的部队面前撤离，并使他的各师部署就位，以便为北军两支前锋部队提供支援。13日晚和14日清晨，大雨倾盆。为了避免火药受潮，进攻杰克逊的时间推至上午11时。麦克弗森军，特别是克罗克将军率领的先头师的3个旅，是这次进攻的主攻部队，但谢尔曼军的塔特尔师在右翼的出击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该师在进攻中缴获了10门大炮。谢尔曼部在进攻正面堑壕里的南军时只遇到了微不足道的抵抗(该方向的南军大部分是雷蒙德的残兵败将)，但在左翼，麦克弗森部所遇到的抵抗却稍为顽强一些。不过，到下午4时，北军的麦克弗森和谢尔曼2个军都攻进了杰克逊。北军伤亡了300人，南军损失了845人和17门大炮。



　　杰克逊失守后，南军的约翰斯顿部北撤几英里向坎顿转移，南军陷入混乱状态。彭伯顿无视约翰斯顿令其进攻麦克弗森的命令，反而插向东南，进攻根本就不存在的格兰特的运输线 [ 注：当时，谢尔曼的布莱尔师已经参战，运来200车军粮(这是北军围攻维克斯堡前所得到的唯一给养)。这些粮食存放在奥本，受到重兵保护。 ] 。与此同时，约翰斯顿率残兵败将向北退去。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况：南军的4.5万名将士分散在3个不同的区域(维克斯堡、爱德华车站以南和杰克逊以北)，各自面临着数量相当，但却能够相互接应的北军部队。



　　约翰斯顿5月13日的紧急命令是由3个传令兵送出的，这3个传令兵中有1人是北军的内线，因此，格兰特14日就知道了命令的内容，尽管他并不知道彭伯顿没有执行命令。格兰特当即命令麦克弗森和麦克勒南两军调头西进，同时命谢尔曼留守杰克逊，摧毁全部军事和生产设施，破坏铁路。



　　5月14日，约翰斯顿在杰克逊以北6英里处向彭伯顿发出另一份急件，通知他州府已经失守，并令他以最快速度前来会合。这次彭伯顿执行了命令，率部返回爱德华车站，企图夺路开向北边的布朗斯维尔。格兰特虽然不知道约翰斯顿最新命令的内容，但他知道两支南军部队的大概位置。他具有一个优秀指挥官明察秋毫，判断敌方意图的天赋。他确信，南军的两支部队一旦联合在一起，便会渡过大布莱克河，阻止北军向维克斯堡挺进。于是，他立即采取措施，以期在彭伯顿与约翰斯顿会师之前消灭彭伯顿。



　　与敌人不同，格兰特部队是内线作战，那一地区的环境使他的部队便于集中。通往爱德华车站的路有3条，北面的一条从杰克逊起始，经克林顿，在铁路以南与铁路平行。另外两条路是在距雷蒙德1英里处的地方由一条路分开而形成的，两条路间隔2.5英里，彼此平行。格兰特于14日得到约翰斯顿的急件的副本时，麦克弗森部正奉命向博尔顿进军，因此，麦克弗森军使用北面的那条道路。但是，麦克勒南手下的几个师部署得较分散，其中霍维的师也在北面那条道路上，该师位于麦克弗森的先头部队之前4英里处。在麦克勒南的另外3个师中，奥斯特豪斯和卡尔的2个师走中路，史密斯的师在谢尔曼军的布莱尔师的支援下走南路，即下雷蒙德路。



　　由于下雨，河水猛涨，彭伯顿的部队在向东南方向前进越过贝克河时，有些混乱。他们是15日接到返回杰克逊的命令的。第二天一早，格兰特从铁路工人那里得知，彭伯顿正率大约2.5万人向东挺进。格兰特当即命令谢尔曼从杰克逊出发，构成全军的最右翼；麦克勒南奋力前进接敌，布莱尔师配属给麦克勒南指挥；麦克弗森亦向前运动，支援霍维师。



　　彭伯顿在钱皮恩山之战(有时亦称贝克河之战)中占据的阵地是极为坚固的，但这一阵地很可能不是南军有意选择的。南军在行进中与北军遭遇，彭伯顿不得不就近占领防御阵地。南军在3条道路上的前哨部队都迅速被北军击溃，第一场激战发生在北路。这条路在到达钱皮恩山后便折向南方，经过一道约1英里长的小山梁后与中路汇合。钱皮恩山虽然仅有80英尺高，但它却是个有利的制高点。它的东侧有一道长满树木的深沟，沿西北走向一直延伸到贝克河。彭伯顿的部队所占阵地能够掩护所有3条道路，史蒂文森师在左翼扼守那道山梁的北段，鲍恩师居中，洛林师位于右翼。由于北军麦克勒南部行动迟缓，南军右翼的洛林师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南军阵地的左侧和中央。



　　战斗约11时打响，在左翼的南军被击垮以前，双方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苦战。位于北路的霍维师率先发起进攻，为保护其右翼，麦克弗森军的洛根师向南军史蒂文森部位于钱皮恩山北侧的部队发起了进攻。洛根的各旅打得十分漂亮，他们首先以包抄行动越过南军防线，进而又打到南军阵地背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然而，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格兰特没有充分认识到洛根的成功在战术上的极大价值。当霍维的部队经过顽强战斗终于在敌军占领的山梁上夺得一块阵地，并要求得到增援以巩固这块阵地时，格兰特竟命令洛根放弃有利的位置，前去援助霍维。



　　在洛根的部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之前，霍维的部队曾一度占领了山梁的最高点并缴获了11门大炮。然而彭伯顿命令鲍恩增援史蒂文森。经过一番鏊战，霍维的部队又被赶回到了钱皮恩庄园，缴获的大炮除2门之外又都丢失掉了。如前所述，霍维要求其他北军给以支援。在麦克弗森军克罗克师的帮助下，北军成功地向钱皮恩山重新发起了进攻。史蒂文森师终于被击渍。鲍恩无计可施，只好撤退。



　　鉴于南军右翼的洛林部队未与敌军发生大规模的交战，彭伯顿命令该部队派2个旅前去增援左翼和中央的南军。然而，这2个旅未能在左翼和中央的南军败退之前及时赶到，因此，他们只能占领一块阵地，以掩护南军的撤退行动。史蒂文森和鲍恩的部队未能为洛林部队守住渡河口，洛林的部队也没能在河的下游另找一个渡口，因此只好向南突围，绕远与约翰斯顿的部队会合。这场战斗是维克斯堡战役中的最大一场战斗。彭伯顿损失了3839人(阵亡380人)，24门大炮，此外，洛林师丧失了战斗能力。格兰特的军队伤亡了2408人(阵亡397人)，霍维师伤亡的人数正好是格兰特部队伤亡总数的一半。



　　从得知格兰特正向格兰德加尔夫推进，企图进攻他的后方那一刻起，彭伯顿就决定坚守大布莱克河，为此，他已修筑了许多用于防御的桥头堡工事。现在，他撤退到布莱克河桥(有条铁路从这里穿过)对面的桥头堡，准备在这里阻止格兰特的进一步推进。不幸的是，彭伯顿并不知道洛林的部队已丧失战斗力，他还以为洛林能守住河对岸的有利阵地，因此，他阻止格兰特的努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已从维克斯堡要塞调来2个旅，1个旅部署在博维纳，另1个旅与鲍恩师一道坚守大布莱克河以东的预设阵地。



　　谢尔曼军的大部分部队没有参加钱皮恩山的战斗。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军全速开往大布莱克河上游几英里处的布里奇波特，并从那里与乘趸船过河同他会师的布莱尔的第5师一道，包抄敌军的翼侧。格兰特非常肯定地认为，彭伯顿将试图坚守大布莱克河一线。实际上，此举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北军仅在正面进攻中就把南军击溃了。



　　现在，麦克勒南军的士气非常饱满，该军充当了北军的先锋队。17日早上8时，卡尔师与南军接上了火，卡尔立即将部队沿大路右侧展开。奥斯特豪斯部进入了道路左侧的阵地，而史密斯师则位于奥斯特豪斯的左侧。麦克弗森军成纵队队形开到北军的中央阵地背后，以便随时向需要增援的地方派出增援部队。这里的地势非常开阔，只有道路右侧有一片树林地。卡尔师就利用这片林地向南军的沃恩部队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获得了全胜。鲍恩师起初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但沃思的部队溃逃之后，河西的高地上再无南军支援他们了。他们认为守住阵地已经无望，于是便向大桥方向逃去。由于河面上只有1座桥梁，且河水很深，鲍恩手下的5000名将士中只有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没有携带武器——逃到了河对岸。许多南军士兵溺水身亡。这次战斗中，南军有1751人被俘，18门大炮被缴。格兰特的部队伤亡276人。其中亡39人。



　　上午9时许，战斗全部结束。联邦军利用这天的剩余时间在河面上架设桥梁。鲍恩的部队临危受命，在一次自杀性的冲锋中终于摧毁了河桥，为南军立了一功。然而，北军士兵挑灯夜战，在午夜时分终于架好了3座桥梁，谢尔曼的部队也在河上游架起了浮桥。就在北军重新架桥之际，南军将驻守海恩斯崖(该地在谢尔曼的进攻下已不可能守住)的1个旅的兵力撤了出来，并使整个部队比较有序地撤到了维克斯堡的预设防区之内。现在，格兰特只有作围攻维克斯堡的打算了。不过，格兰特仍然希望，敌人的士气一落千丈，他的部队能一鼓作气地攻破维克斯堡的城防工事。



　　尽管这次战役尚未结束，维克斯堡尚未攻克，然而，回顾过去18天里所取得的战绩，格兰特应该相当满意了。在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补给的情况下，联邦军行进了约180英里，连打了5个胜仗，总计俘虏、毙伤敌军约1.2万人，自己仅损失了4379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格兰特的战略战术要比约翰斯顿和彭伯顿高出一筹。约翰斯顿和彭伯顿的军队尽管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他们却在运动中被格兰特分隔阻断，各个击破。



　　维克斯堡周围的地势非常有利于防守。维克斯堡城坐落在一片高地之上，它的下面是一片丘陵叠障、沟壑纵横的低地。对于任何部队来说，这里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而维克斯堡恰恰俯临从低地到高地的入径。彭伯顿的部队在高地上构筑了由碉堡和火炮阵地(共有128门大炮，其中包括36门要塞炮)组成的坚固防线。这条防线由规模庞大的土木工事加以防护，整个阵地由散兵壕联成一片。只要敌人从明路上进攻，他们就会遭到强大的纵射火力的杀伤。南军这道强大的防线从维克斯堡以北2英里处的河边启始，由东向南到格拉斯牛轭湖(这是一道两壁陡峭的深壑)，再到杰克逊大道，然后沿西南走向的阿伦顿山岭折回到维克斯堡以南3英里处的河边。整个防线形成了一条约9英里长的弧形线。



　　南军防御线上的总兵力为2万人。彭伯顿将史密斯将军的师部署在防线的北端，将福米将军的部队置于史密斯的右侧，然后再将史蒂文森将军的师部署在福米将军的右侧。在前些日子表现颇佳的鲍恩的部队被留作预备队。到19日上午，格兰特的3个军已部署就位，其中谢尔曼军最靠近南军的阵地。谢尔曼军位于北军右翼，该军占领了俯瞰亚祖关的一片高地。在其左侧，麦克弗森的部队部署在杰克逊大道两边。麦克勒南的2个师位于北军左翼，他们最大限度地向沃伦顿方向延伸部署。



　　由于谢尔曼与南军左翼部队十分接近，他们与南军的零星战斗几乎持续了一个上午，然而直到下午2时格兰特下令发动全面进攻时，麦克弗森和麦克勒南的部队仍距南军防线有段距离。格兰特原来希望一举成功，但南军并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士气低落，相反，他们在坚固的防御阵地后恢复了常态，斗志昂扬。谢尔曼军虽尽了全力，但还是被全线击溃，他们没有得到另外2个军的任何支援，因为这2个军离战线太远。这次进攻的唯一收获是麦克弗森与麦克勒南的部队抵近了南军的防线。



　　格兰特仍然不相信南军防线坚不可摧，他于22日上午10时再次命令发起攻击。他作出这一决定是有许多理由的：北军渴望战斗，不想掘壕筑垒；他们身后还有约翰斯顿的部队；围城作战必然是场持久战，而且需要投入更多的部队，而在目前，格兰特兵力不足，从麦克勒南左翼到河边，北军防线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然而，尽管进攻者斗志可嘉，可事实证明，南军的防线实在坚固，防守者的意志也极为坚强。这次北军的伤亡极为惨重。格兰特的部队一次次地逼进南军堑壕，冲击南军所占据的高地，北军的旗帜曾被插上南军阵地的胸墙，然而，北军终未达成突破。北军这次在3英里长的地段里以3.5万人的兵力向实际上不足1.3万人的南军发动的攻势，最终以伤亡3000人，且全线退却而告终。假如不是麦克勒南没完没了地要求其他北军部队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以支持他那毫无希望的进攻，北军的损失本来不会这么惨重。 [ 注：麦克勒南事后很快就被撤职了，所依据的理由不是瞎指挥，而是破坏军纪。虽然如此，对他的处分还是太迟了，因为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他的表现尤为令人失望。 ]



　　事已至此，北军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重操铁锹，挖掘堑壕、单兵掩体和火炮掩体，因为围城战已势在必行。北军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达到了目的。由于弹药充足，他们的炮手和狙击手们打得南军始终抬不起头来，从而保证了掘壕任务的顺利进行。5月25日，格兰特向哈勒克报告说：“维克斯堡已陷入重围”。



　　在这场围困战中，南军经历了被围困者通常都要经受的一切可怕之事——食品、饮水、弹药、药品的缺乏以及烈日曝晒下的劳苦等待。北军的日子尽管也不容易，但毕竟好过一些。他们有充足的食品和弹药(尽管饮水是个问题)。到最后阶段，他们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共7万多人和近250门大炮。然而，在最初阶段，北军非常担心约翰斯顿会从他们的背后发起进攻，因为当时，约翰斯顿正在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为对付这一威胁，格兰特不得不同时修筑围城工事和外围防御工事。为了部署这道防线，格兰特从孟菲斯调来几乎整个赫尔伯特军，哈勒克也从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派来援军。



　　格兰特这一步走对了。维克斯堡的确已是四面楚歌。联邦海军已将密西西比河严密封锁。彭伯顿也无法指望约翰斯顿会给予很大支持，因为约翰斯顿根本就不相信维克斯堡能够保住，他的救援行动完全是漫不经心的。北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在6月25日和7月1日这两天，南军防区内发生地雷爆炸，工事破坏严重。格兰特断定南军已陷入绝望之中，因而下令于7月6日发起总攻。然而未等北军发起进攻，格兰特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7月3日，南军要求谈判。开始，格兰特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但不久，北军放宽了要求。1863年7月4日，3.1万名南军将士走出防御阵地，将军旗覆盖在他们交出的成堆的枪械上，然后回到维克斯堡城内，开始由北军供应粮秣。



　　维克斯堡战役对格兰特个人来说是次了不起的胜利，它改变了自一年前攻克多纳尔森堡以来格兰特一直不佳的运气。在维克斯堡，格兰特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杰出才能。南军在维克斯堡地区的部队被一扫而光，格兰特以伤亡和失踪仅8873人的代价消灭了至少4.5万人的南军密西西比军团。此外，格兰特还攻占了密西西比州的州府，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就在彭伯顿在维克斯堡向格兰特请求投降的那一天，李将军在葛底斯堡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南军的这两次失败以及半年后在查塔努加的失败是这场血腥内战的转折点。尽管以后还有更多的战斗，联邦军的将士们还要为格兰特(这位毫不吝惜士兵鲜血的将军1864年3月9日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承受各种残酷的磨难，但到现在，南部各州中认为南方将取得战争胜利的人已寥寥无几。



　　哈得孙港的南军自5月23日以来一直处于北军的包围之中，在听到维克斯堡失守的消息后，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于7月9日率部投降。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最后一支南军部队就这样被解决了，用林肯的名言来说，“父亲之河无忧无虑地奔向大海”。






图32： 维克斯堡战役(1863年1月至7月)






图33： 维克斯堡战役(格兰特的进军)






图34： 维克斯堡战役(1863年5月16日)



　　在维克斯堡战役的最后2个月，即在格兰特发起攻势，试图从背后进攻维克斯堡这段时间里，如果不算5月13日南军错过的歼灭麦克勒南军的可能的机会，共有五个主要因素对战役结局产生了，或者说本应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南军失败主要是由于里士满最高当局缺乏权威性，这种现象导致了战场指挥的极度混乱。



　　其实早在战役开始之前，南军指挥就出现了问题，当时掌握着2.5万军队的密西西比战区司令霍姆斯将军置戴维斯总统、陆军部长以及约翰斯顿的紧急呼吁于不顾，拒不派兵援助彭伯顿。战役开始之后，约翰斯顿和彭伯顿之间不明确的关系更造成了指挥混乱和违令现象。彭伯顿坚定不移地认为，在保卫维克斯堡的问题上，他直接向戴维斯负责(戴维斯似乎没作任何努力来纠正彭伯顿的这一想法)，而不是向约翰斯顿负责。而约翰斯顿所关心的似乎不是为取得胜利而确立自己的权威，相反，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推卸失败的责任。



　　彭伯顿违抗军令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格兰特部队渡过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从4月28日起，位于杰克逊的彭伯顿部，位于格兰德加尔夫的鲍恩部，位于塔拉霍马的约翰斯顿部以及位于里士满的戴维斯总统之间的电信联络非常繁忙，彭伯顿同戴维斯的电报联络与同约翰斯顿的电报联络一样频繁，而且他显然没有把同某一个人的通报内容转发给另一个人，因此，约翰斯顿对形势的发展并非随时都很了解。尽管如此，彭伯顿还是于4月29日将北军舰炮轰击格兰德加尔夫的情报通知了约翰斯顿，但是，关于吉布森港发生激战的情况，彭伯顿仅在5月1日向戴维斯作了汇报，而约翰斯顿并不知道北军已经登陆。约翰斯顿在5月1日发给彭伯顿的电报中写道：“如果格兰特渡过河，集中你的兵力打退他。胜利将会补偿你所放弃的一切东西。”



　　彭伯顿一直因未执行约翰斯顿的这一命令而受到人们的非议，但彭伯顿始终认为，约翰斯顿的来电只不过是某种建议 [ 注：这或许可以理解，因为约翰斯顿在命令或指示中常使用“是否这样做更好”等诸如此类的模糊词句。 ] ，他作为战地指挥官，应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他当时的判断是，南军应不借一切代价扼守维克斯堡。实际上，到5月1日，彭伯顿已来不及集中足够的部队将北军赶回河对岸，这件事要是早几天做就好了。不过，彭伯顿是于4月17日得知格兰特打算渡河并从后面进攻维克斯堡的，难道他真的能够在约翰斯顿下达命令之前，也就是说在北军在陆地上集结1个军的兵力之前，就集中足够的兵力将其击败吗？



　　在4月初的时候，彭伯顿手下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足5万人，这5万人中包括驻守在哈得孙港的1.6万人。在从海恩斯崖经维克斯堡到格兰德加尔夫的这条防线上，南军共部署2.2万人，其中鲍恩指挥的驻格兰德加尔夫的部队有2500人。彭伯顿堡的兵力有7000人。彭伯顿以北还有4000至5000人负责监视赫尔伯特军以及孟菲斯-科林斯铁路沿线的动向。直到4月10日，彭伯顿还确信他的左翼没有威胁，格兰特的部队已经开向田纳西州。他将这一判断电告给约翰斯顿，约翰斯顿命令他派兵支援布雷格将军。彭伯顿命令刚从哈得孙港调来的4000南军、维克斯堡的1个旅以及彭伯顿堡的1个旅开往查塔努加。然而，彭伯顿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立即将这些部队从途中调了回来。与此同时，他还采取措施，派驻守在爱德华车站的格林旅驰援驻格兰德加尔夫的鲍恩部队。



　　由于缺少骑兵部队，彭伯顿无法掌握敌军的意图和确切位置。他有理由相信北军会从北向南袭击维克斯堡至杰克逊的南军交通线。格里尔森上校在南军后方发动的规模巨大且破坏力极强的骑兵突袭，迫使彭伯顿从维克斯堡至哈得孙港一线的各个南军营地中派出部队拦截北军的骑兵。



　　4月20日，各营地派出的部队在杰克逊集结，以便对付北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彭伯顿命令维克斯堡守军司令史蒂文森调集5000名士兵随时准备向格兰德加尔夫或沃伦顿进军。史蒂文森部的特蕾西旅果真于4月30日开到了格兰德加尔夫，但彭伯顿命令鲍恩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再请求其余的部队前来增援。彭伯顿清楚地意识到格兰特登陆的危险性，但他仍然担心自己的右翼，因为他确信北军谢尔曼部将发动进攻。谢尔曼将军的佯攻是格兰特整个行动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当时正率领10个团乘船沿亚祖河北上。肩负维克斯堡防御重任的彭伯顿不敢过多地将城里的守备部队抽调出去，否则，谢尔曼将会攻下维克斯堡。



　　在北军麦克弗森军2个师的密切支援下，格兰特手下的麦克勒南军(1.8万人)很快渡过了密西西比河。即使占有地形和战术上的优势，彭伯顿要想在北军立足未稳之前将其击溃也需要拥有3万人的兵力。彭伯顿有时间、有兵力，即使他不能断定北军登陆地点是格兰德加尔夫还是在沃伦顿，他也可以将部队集结于两地之间，随时准备对任何一地实施突袭。现在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在当时，彭伯顿的大多数行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伯顿并不是个天才将领，同时应付两套相互矛盾的命令，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把守多个据点，这是他力不能及的事情。他的确过分分散了南军兵力，而且从4万左右的兵力中仅抽调出8000人对付格兰特的登陆行动的确是非常错误的。然而，维克斯堡当时仍是安全的，彭伯顿自信地认为，如果格兰特继续率兵前进，其后路就会被切断，他就将被迫在不利的情况下与南军作战。尽管在格兰特已经登陆的情况下，彭伯顿要集中起自己的全部兵力并不容易，甚至很冒险，但维克斯堡不再受到威胁将为彭伯顿提供取胜的最好机会。不幸的是，彭伯顿缺乏采取冒险行动的胆量。显然，未能阻止北军过河并不算什么大错，未能大胆地集中兵力与格兰特作战才是彭伯顿的真正错误。



　　维克斯堡战役一开始，格兰特就倾向于从背后攻占维克斯堡，而不是沿各个河汊进行远征作战。不过，在北军渡过密西西比河，打完五次战斗的第一次战斗，并抵达格兰德加尔夫之后，格兰特不得不作出一项重要的，事实证明是决定战役胜利的决定。哈勒克将军一直向格兰特强调与哈得孙港的班克斯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为贯彻这一意图，格兰特曾命令麦克勒南军向南进军。但由于消息传递不及时，班克斯得知该计划时已抵达红河。格兰特在格兰德加尔夫收到班克斯的来信后得知，班克斯要等到5月10日左右才能返回。



　　格兰特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计划，而时间恰恰是这一计划的关键。格兰特不愿为求稳而等待，而且派兵到哈得孙港等待班克斯返回需要时间太长，他也等不起。他必须利用吉布森港一战所造成的有利局势，立即发起攻击。按道理北军应该北上直取维克斯堡，因为维克斯堡毕竟是北军的首要目标。但是格兰特当时并不了解敌军的实力，他知道南军正从东面调来援军，而且根据铁路线的情况，杰克逊定会成为南军的集结地。格兰特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使南军的两路部队汇合，在数量上形成优势。北军应向东北机动，在这两支南军部队中间打个楔子，先攻占杰克逊，使维克斯堡的守军孤立起来，然后再将两地的南军部队各个歼灭。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然而，格兰特手下干将谢尔曼却竭力主张格兰特放弃该计划(谢尔曼后来也从事过同样的冒险行动)，理由是后勤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格兰特告诉谢尔曼：“我并不指望在格兰德加尔夫解决部队的全部给养……我所希望的是，我们自己带去干粮、咖啡和盐，能带什么就先带什么，不足部分在战场周围解决。”情况发展果然如此。北军5月7日从格兰德加尔夫出发时只随身携带了三天的干粮，但是，只要部队不停地前进，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将向部队提供一切军需品。



　　然而，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作战，最冒险的事情并不是军需问题。一旦格兰特率部离开沿河的基地，他的撤退路线就会暴露给敌人，而当时格兰特相信，北军左翼方面有一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他没有足够的部队防守撤退路线，万一南军运动到北军的后方，格兰特要么彻底消灭杰克逊-维克斯堡一线的南军，要么全军覆没。这是一项孤注一掷的计划，要么彻底获胜，要么彻底失败。实施这种计划的指挥官应该是智慧过人，生气勃勃，勇于冒险的人，他应能在战场上力挽狂澜，并要有一点运气。



　　格兰特十分清楚，既使在最佳条件下，处世谨慎，非常正统的总司令也不会同意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更何况目前北军的军事形势十分危急。5月3日，胡克将军在钱瑟勒斯维尔遭到李将军的痛击。格兰特提议北军在没有补给线的情况下攻入敌人心脏地区，这必然会在北军总司令部内造成震荡，打乱总统办公室温文尔雅的工作作风。



　　值得庆幸的是，华盛顿的电报系统向南只延伸到开罗(伊利诺伊州)，否则，维克斯堡战役可能永远不会开始。5月3日，格兰特给哈勒克发了一封很长的紧急电报，详细叙述了他的进攻计划。后来他一直不断地向上级通报行动的进展情况。但5月11日以前，哈勒克一直未能收到格兰特的这些电报。5月11日，哈勒克经孟菲斯致函格兰特：“如有可能，你部应在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之间与班克斯将军会合，并集中兵力将两地分别攻克。此意已转告班克斯将军。”格兰特接到此信时，正准备进攻布莱克河桥，他既没有执行，也没有回信，而是策马前去监督北军的进攻了。布莱克河桥战斗之后，北军已兵临维克斯堡城下。



　　彭伯顿第二次违背约翰斯顿的指示是在杰克逊失守前后。当时彭伯顿在爱德华车站驻有3个师(约2.3万人)，而约翰斯顿(当时在杰克逊)知道谢尔曼(实际上是麦克弗森)的4个师正处于他和彭伯顿之间。5月13日夜，约翰斯顿向驻守在博维纳的彭伯顿发去一封电报(格兰特5月14日得到了电报的副本)，指示他“如有可能，立即开到格兰特的后方；打击北军后方分队的意义极为重大。我部将与你部协同”。彭伯顿回电说：“我将立即全部出动……”电报结尾说：“我认为你并未充分认识到维克斯堡将成为一座空城。但我会执行你的命令。”



　　然而，事后不久，彭伯顿又产生了另一个念头。他召开了一个由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公布了约翰斯顿的命令。大部分军官同意执行命令，但以2名高级将领为首的少数军官则主张向雷蒙德地区进军，攻击根本就不存在的北军运输线。彭伯顿本人主张以逸待劳，等待敌人来攻，无疑他认为自己的部队太少，无法前去与麦克弗森作战，但为了满足手下军官的强烈愿望，彭伯顿同意向南进军。这真是一个领导艺术中多数服从少数的杰出范例！



　　因此，彭伯顿于当天(5月14日)电告约翰斯顿：“我将尽力争取于明日上午率1.7万士兵开赴狄龙，此行的目的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迫使敌人向我进攻。”尤其有趣的是，本来已于5月13日命令彭伯顿向谢尔曼(实际是麦克弗森)进攻的约翰斯顿此时的想法却与彭伯顿的少数派军官的想法十分相似，他在14日的来电中问：“他(指格兰特)能在密西西比地区得到补给吗？你不能切断格兰特的补给线，并且在他因缺少给养而被迫撤退的情况下打击他吗？”



　　但是，15日约翰斯顿告诉彭伯顿：“由于我们被迫离开杰克逊，因此，你的计划(向狄龙进军)已不切实际。我们会师的唯一办法就是你直接开赴克林顿……”彭伯顿的确执行了这项命令，但此时已为时过晚。彭伯顿在钱皮恩山与北军遭遇并被击败。如此严重的指挥混乱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而彭伯顿5月19日致电戴维斯时所进行的诡辩更是古今少有。他在电文中说：“在得到上级指示，并且部下军官一致支持这一指示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判断，被迫推进到爱德华车站以外的位置，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与敌作战。”



　　7月4日，经过漫长的、代价高昂的围城战之后，格兰特的北军获得了胜利。但是，如果麦克勒南将军具有一点主动精神，或能迅速执行上级命令的话，彭伯顿所部定会在5月16日的钱皮恩山战斗中被全部歼灭。北军无需进行围城战就能攻克维克斯堡。



　　前面已经讲过，北军是沿三条道路从雷蒙德和杰克逊经爱德华车站抵达战场的。麦克勒南军的4个师都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不过这4个师中有1个师，即霍维师，是与麦克弗森军一道沿由杰克逊通往战场的北路前进的，霍维师走在麦克弗森军的前面。刚刚到达不久的谢尔曼军的布莱尔师被划归给麦克勒南指挥，这样，麦克勒南所指挥的部队共有1.5万人。麦克勒南命令布莱尔师和史密斯师经南路前进(此路与中路平行，距中路2英里)，卡尔师和奥斯特豪斯师则沿中路前进。



　　15日晚和16日早晨，格兰特两次命令麦克勒南(麦克勒南的指挥部居于中路，距格兰特的司令部2至3英里)谨慎前进，除非确有胜利把握，不得发起全面进攻。麦克勒南执行这一命令时似乎有些生搬硬套，因为他在16日的所有行动中都表现得过于谨慎。当然，必须承认，当地丛林密布、沟壑纵横、山岭陡峭，不利于部队展开，且在此拦击北军的南军部队(主要是洛林师)达7000人。但是，麦克勒南的兵力是南军部队的两倍多。



　　16日清晨，彭伯顿的部队为执行约翰斯顿的命令，反方向行军，准备在杰克逊路以北与约翰斯顿汇合。北军史密斯师和奥斯特豪斯师首先与敌遭遇，他们迫使南军前哨部队穿过丛林，重新与主力部队汇合。南军主力部队匆忙在钱皮恩山建立起防御阵地。尽管先与南军接触的北军部队是史密斯师和奥斯特豪斯师，但首先向南军发起进攻的北军部队却是北路的霍维师，该师在麦克弗森军的支援下迅速打响了战斗。彭伯顿将部队分散部署在三条道路上，史蒂文森师居左，鲍恩师居中，洛林师居右。整个战斗在钱皮恩山周围几乎全面展开，北军参战的部队有霍维师、洛根师和克罗克师，南军参战的部队是史蒂文森师和鲍恩师。



　　格兰特本打算等麦克勒南的部队(该部队的行军路线比麦克弗森的行军路线要短)全部靠拢过来并做好战斗准备之后再全面展开战斗。然而尽管麦克勒南的2个先头师已与彭伯顿的前哨部队接上了火，但似乎直到上午9时，北军主力部队仍距南军战线2英里之遥。格兰特通过参谋人员连续几次发出电报，敦促麦克勒南火速前进，全力进攻。最后一份电报是12时35分发出的，但直到下午2时，麦克勒南才收到这份电报。收到电报后，麦克勒南立即命令史密斯师和奥斯特豪斯师“勇猛进攻，夺取胜利”。出于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史密斯和奥斯特豪斯接到命今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直到战斗快结束时，奥斯特豪斯才与掩护南军撤退的洛林师进行了交战。



　　就在麦克勒南的大部队迟迟不动的时候，北军右翼的小规模战斗已持续了2个多小时，并且在上午11时转变成为全面战斗。洛根师很快便机动到能够阻止南军撤向贝克河上唯一渡桥的位置。然而，由于南军的右翼和中路均未受到北军的任何压力，彭伯顿得以派兵增援处境危险的左翼。格兰特忽视了洛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反而将该师撤出去支援霍维和克罗克。不久，史蒂文森师全线溃逃，鲍恩师被迫仓皇撤退。北军既无法阻止南军从桥上撤走，也无法阻止南军从河的下游涉水逃过河。



　　毫无疑问(格兰特自己也对此确信不疑)，假若麦克勒南象麦克弗森那样积极主动，亲自督促下级指挥官迅速行动，洛根就能守住他夺取的阵地并切断通往大桥的道路，麦克勒南的先头部队就能及时赶到贝克河阻止彭伯顿的一大部分部队涉水过河，彭伯顿完全有可能彻底投降。麦克勒南军的伤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此次战斗中，他手下的4个师仅死亡15人，受伤100人，失踪26人。



　　最后一次决定维克斯堡命运的时刻是该城被包围的时候。大布莱克桥战斗之后，格兰特派谢尔曼军在布里奇波特渡河，南军因此不得不放弃海恩斯崖的阵地。彭伯顿命令海恩斯崖的南军撤回维克斯堡，与此同时，他还于17日从博维纳发出信函，向约翰斯顿通报情况。



　　17日当晚，约翰斯顿在向布朗斯维尔前进的路上，在他的指挥部里收到彭伯顿写给他的信。他立即答复：“如果海恩斯崖保不住，维克斯堡就失去了价值，并也无法保住。如果你在维克斯堡被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投降。鉴于这种形势，与其人地两失，不如在可能的情况下挽救部队。如果为时还不算太晚，撤出维克斯堡……向东北方向运动。”彭伯顿18日下午收到此电，他显然对弃城的想法感到震惊，因为他仍认为维克斯堡是南军在西部战区所有作战行动的中枢环节。



　　彭伯顿采取惯用的办法解决问题，即开会讨论。这次他手下的军官们一致认为“就目前部队的士气和物质条件来看，撤离并不会给南部邦联带来更多的益处。”彭伯顿向约翰斯顿汇报了会议的结果并告诉他说：“我已决定尽可能长时间地扼守维克斯堡，我坚信政府仍支持我守住这一阻止敌军在密西西比河自由来往的屏障。我仍然坚信维克斯堡是南部邦联最重要的阵地。”



　　也许在格兰德加尔夫和爱德华车站的问题上彭伯顿是错误的，不坚定的，但他现在执拗地拒绝放弃维克斯堡却是正确的。格兰特已迅速封锁了一切陆上通路，联邦海军还控制了密西西比河航道。彭伯顿手下军官的判断是正确的，南军部队虽然在进入设施完备的防御阵地之后士气迅速回升，但他们经受不住另一场损失惨重的混战，即使突围能取得部分成功也是如此，更何况部分取胜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南军有坚固的阵地，有至少2万可以作战的人员(南军最后投降时人数为3.1万人左右)，有足够使用1个月的粮草和弹药。彭伯顿相信，用不了1个月，他们就能得救。



　　总之，南军的策略是打防御性的消耗战，损耗北军的武器装备，消磨北方佬进行持久战的意志，从而使北军要求妥协。维克斯堡不仅本身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还是南军坚持上述策略的标志。彭伯顿这样认识维克斯堡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斯顿完全应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6月初的时候，约翰斯顿在坎顿附近拥有3万军队，里士满方面向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出兵解维克斯堡之围。如果与彭伯顿相配合，约翰斯顿完全有机会在格兰特的庞大援军集结并赶来之前打破北军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是，约翰斯顿是名防御型的将领，他不愿冒险，因此，他从未进行这种尝试。



　　维克斯堡战役是指挥混乱导效战役失败的极好战例。也许北军无论如何会赢得战役的胜利，因为北军除拥有海军优势外，他们的指挥官格兰特也比南军的指挥官彭伯顿更为出色。可是彭伯顿的指挥失误在极大程度上是由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发给他的命令与他的直接上司发给他的命令相互矛盾所造成的。这种现象造成了南军部队发令与受令程序的彻底混乱，而格兰特别明智地利用了南军的这一混乱。这种导致战斗或战役失败的现象并不一定经常出现，但是，在国家元首兼任军队总司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位高级人物曾经是名出色军人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偶尔也会发生。














	

 






	















	







	







	









 





	


	







	








	




	


第18章 奇克莫加-查塔努加战役




	







	

 



	


	


(1863年6月至11月)



　　联邦军在维克斯堡获胜后不久，格兰特将军便将他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去占领新的地区，另一部分则去对付孤守在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南军。西部地区的主要战场现已转移到田纳西州，在那里进行角逐的是罗斯克兰斯少将指挥的联邦军坎伯兰军团与布雷格中将指挥的同盟军田纳西军团。1862年12月31日至1863年1月2日，罗斯克兰斯在默夫里斯伯勒之战(或称斯通斯河之战)中击败了布雷格。布雷格撤退到谢尔比维尔-沃特雷斯一线，并在更远的后方城镇塔拉霍马构筑了预备阵地。南军与北军这两个军团相距约25英里。在1863年头6个月的作战中，双方采用的主要作战形式是骑兵突袭，布雷格的骑兵占有明显的优势。



　　尽管联邦军总司令哈勒克将军多次催促罗斯克兰斯采取行动，但直到6月23日罗斯克兰斯才开始向前推进，他的目标是要夺取查塔努加。查塔努加虽然只是一座小镇，但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因为一旦同盟军失去了这个铁路枢纽及其周围富饶肥沃的农田，战争结束的日期定会大大提前。罗斯克兰斯的3个军，共有步兵40746人，骑兵6806人，炮兵3065人。此外，罗斯克兰斯还拥有应急预备军12575人。布雷格的部队共有步兵30449人，骑兵13962人，炮兵22541人。在罗斯克兰斯准备进攻查塔努加的同时，伯恩赛德将军率领的俄亥俄军团奉命开赴位于查塔努加东北100英里处的田纳西至弗吉尼亚铁路线上的诺克斯维尔镇。



　　罗斯克兰斯在进军时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翼侧机动行动。由于这些行动，加上巧妙的欺骗手段，他终于迫使布雷格于6月27日从第一道防御阵地后退到塔拉霍马防线。由于地势崎岖，大雨如注，加上南军顽强抵抗，联邦军的进展非常缓慢。但由于联邦军骑马步兵发动突袭，扒掉了铁轨，摧毁了塔拉霍马南面的一座南军补给站，联邦军的2个步兵旅也实施了大范围的侧翼运动，因此，布雷格再次后退，被迫在查塔努加掘壕坚守。



　　8天中，联邦军以出色的机动战占领了同盟军两道坚固设防的阵地，俘敌1600名，缴获大炮11门而罗斯克兰斯自己仅伤亡560人。如果不是遇上恶劣的天气(此因素常常决定着战斗或战役的成败)和地理条件，布雷格的军队在田纳西河西岸很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克兰斯把敌军赶过田纳西河后并不打算马上追击(尽管哈勒克催促他这么做)，因为他要修复前线和后方的铁路线，要收割大量的庄稼。直到8月16日他才从温切斯特-麦克明维尔一线前进，准备渡过田纳西河。



　　罗斯克兰斯将要进入的地区山脉纵横，这些山脉分布于田纳西河的东岸，从查塔努加向西南倾斜，穿过佐治亚州的西北角，一直延伸到亚拉巴马州，奇克莫加-查塔努加战役就要在这里进行。位于最西端的是拉孔山(与田纳西河平行)，稍向南面和东面便是桑德山，然后是卢考特山(海拔2200英尺)，此山绵延100英里，一直到达查塔努加以南1至2英里处的田纳西河畔，使各个渡口远远地隔开。拉孔山和桑德山之间是一道山谷，卢考特河从中穿流而过。在山谷的东面，地势陡峻，形成另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叫米申纳里岭(海拔约400英尺)，此岭距查塔努加城正北的田纳西河40英里。在此岭的东面，地势逐渐向奇克莫加河方向倾斜。奇克莫加河是一条相当宽的溪流，它蜿蜒穿过荆棘和灌木丛生的荒凉地区，从它的名字——据说意思是“死亡之河”——可以看出，在印第安时代，这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8月29日，罗斯克兰斯率领3个军，即第14、20、21军开始渡河。3个军的司令官分别是托马斯将军、麦库克将军和克里腾登将军。罗斯克兰斯为诱使布雷格错误地判断他会在查塔努加以北渡河，派出2个步兵旅和一些骑兵以及骑马步兵，沿查塔努加以北河道向有敌军防守的渡口发动佯攻。此计果然奏效，布雷格把他的部队全部集中到这一地区，使下游几个渡口毫无戒备。到9月4日，罗斯克兰斯的3个军在宽阔的战线上全部渡过了河：克里腾登在谢尔蒙德渡河，托马斯在布里奇波特附近渡河，麦库克从凯伯顿渡口渡河。布雷格一发现联邦军在查塔努加南面渡河，就立即撤出该城以便保护其到亚特兰大的重要补给线。



　　这种匆忙撤退使罗斯克兰斯确信他已迫使布雷格仓皇逃窜。于是，他于9月9日下达命令：麦库克从位于查塔努加南面约46英里的温斯顿山口越过卢考特山向阿尔派恩挺进，以便切断布雷格的退路；驻在特伦顿附近的托马斯从库珀山口越过此山，向麦克莱莫尔山谷(卢考特山和皮金山之间的一个山谷)挺进；克里腾登以其军的1个旅留守查塔努加，其余部队沿灵戈尔德公路追击南军。这样，罗斯克兰斯的3支部队就完全分开了，并且左右两翼相距40英里。如果同盟军并未完全撤退，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他的彼此相距很远的3个军只会成为同盟军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不能相互支援。



　　实际上布雷格只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查塔努加以南22英里的拉斐特。在这里，他集结了他的军队(3倍于罗斯克兰斯已经分开的3个军中的任何一个军)。他完全意识到联邦军已经落入了圈套，然而他却未能采取得力的措施将联邦军一网打尽。尽管布雷格极力责怪他的几位军司令官没有执行命令，但他自己绝非无可指责。



　　当时，布雷格有3个军，分别由波尔克将军、希尔将军和巴克纳将军(他最近才从诺克斯维尔到达)指挥，他同时还得到了约瑟夫·约翰斯顿军团2个师的支援。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朗斯特里特军本来打算很快与布雷格会合，但由于伯恩赛德占领了诺克斯维尔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该军不得不绕道而行(约900英里)，因而大大延误了会合的时间。9月10日至11日同盟军失去了在麦克莱莫尔山谷击败联邦军2个师的机会，9月13日进攻一分为二的克里腾登军的命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布雷格未能在此时将分散的联邦军各个击破乃是他在奇克莫加战役中未获全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点将在以后讨论。



　　直到9月18日，罗斯克兰斯才把他的部队重新集结在奇克莫加山谷，集结延误的原因是麦库克的部队从阿尔派恩出发后走了许多弯路。这时罗斯克兰斯的部署是：克里腾登的部队作为左翼配置在“李与戈登”磨坊的前面，托马斯的部队部署在庞德斯普林；麦库克的部队在史蒂文森山口作为右翼；预备部队(由格兰杰指挥)驻扎在罗斯维尔。布雷格计划集中强大的兵力进攻联邦军左翼，将联邦军赶回到麦克莱莫尔山谷中心地区，切断联邦军到查塔努加的通路，并重新占领该城。



　　18日上午，朗斯特里特军的3个先遣旅在胡德将军率领下首先到达，其中1个旅当即奉命加入巴克纳军的约翰逊师，该师准备在里德桥越过奇克莫加河。这些部队将构成迂回部队的右翼，并在下游寻找渡河点。沃克军和巴克纳军(缺约翰逊师)将分别在亚历山大桥和特尔福特浅滩过河。希尔军将守卫左翼以防可能来自麦克莱莫尔山谷的侧翼进攻。南军在前往奇克莫加的崎岖山路上进军速度缓慢，在里德桥和亚历山大桥，他们又遇到联邦军明蒂上校的骑兵和怀尔德上校的骑马步兵的顽强抵抗。虽然这些守军终被击退，但是亚历山大桥已遭破坏，沃克被迫在下游的兰伯特浅滩渡河。不过，到19日凌晨，布雷格的部队(欠3个师)已全部过河。



　　这时，罗斯克兰斯已察觉到布雷格的意图，他在当天晚上便调托马斯军保护联邦军的防线翼侧；并保卫通往查塔努加的道路，该军的防线一直延伸到“李与戈登”磨坊稍前的克里腾登军阵地的侧后。麦库克军仍留在麦克莱莫尔山谷的最右侧，没有调动。这样，到9月19日上午，双方部队便在长达6英里的防线上形成了对峙状态，在有些地方，双方相距只有几百码。这个地区树木茂密，双方司令官简直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当然也不知道敌人的阵地在何处。



　　南军的右翼首先采取行动，福雷斯特将军是位出色的骑兵军官，他和他的部下都徒步作战。正在河岸进行搜索的布兰南师(属托马斯军)的2个旅经过激战，把福雷斯特的部队击退，但南军很快得到沃克军的增援，他们反过来将布兰南的部队击退，又将联邦军的援军贝尔德师击退。罗斯克兰斯的左翼吃紧，麦库克军奉命火速增援托马斯。同盟军不了解联邦军的左翼已大大地扩展，一直在摸索寻找联邦军的极左翼。这一侧的战斗非常激烈。布雷格命令其左翼各师(来自希尔军和波尔克军)立即渡过奇克莫加河参加战斗。此时，战斗演变成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南军作战非常勇敢，但行动不协调，以致失去了许多机会(例如在托马斯军与克里腾登军之间有将近2英里宽的空隙，同盟军本来是可以乘虚而入的)。



　　到这天中午，除联邦军的预备队格兰杰军和南军的3个师外，双方兵力全部投入了这场残酷而激烈的争夺战。下午2时30分刚过，在中路作战的胡德部迫使联邦军的雷诺兹师和范克利夫师后退，并在拉斐特至查塔努加的公路上占据了一个立足点。但当这场几乎持续到天黑的战斗结束时，他们又被迫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立足点。血淋淋的一天结束了，交战双方对战斗的结果都不满意。不过，罗斯克兰斯的部队至少已挫败了同盟军迂回包抄其左翼的一切企图，而且仍占据着查塔努加公路。



　　当天夜里，朗斯特里特率几个旅加入了布雷格的军队，但该军的其他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在这种情况下，布雷格整编了他的部队，将其分为左右两翼，任命波尔克(他是投笔从戎的基督教主教)指挥右翼，朗斯特里特指挥左翼。波尔克统率希尔军和沃克军以及自己军的奇塔姆师，共有步兵18794人及福雷斯特的骑兵3500人；朗斯特里特统率胡德军和巴克纳军及波尔克军的欣德曼师，共计步兵22849人及惠勒将军的骑兵4000人，成为兵力较多的一翼。



　　布雷格决心执行他头天的计划，主攻联邦军的左翼，迫使他们离开查塔努加公路，并在难以行动的地带将其击溃。波尔克奉命率19日未参战的布雷肯里奇师在黎明时发动进攻。但是布雷格的计划在执行中再次出岔。他的命令究竟有什么问题？应在19日至20日夜里接到这一命令的2个军的司令官究竟在哪里？对这些问题迄今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这些问题也一直是三位主要当事人相互指责，或别人替他们辩护的主题。反正直到20日上午9时30分布雷肯里奇才发起战斗。



　　是夜，罗斯克兰斯改变了战斗部署，一面增加兵力，一面匆忙用木头和石头修建临时胸墙，以加强其左翼。根据他新下达的作战命令，各师不论原属哪个军，均混合配置，因为在随后的战斗中，所有的阵地都非常重要，需分兵把守。联邦军首先投入战斗的是控制防线左翼的贝尔德师，接下来是约翰逊师、帕尔默师、雷诺兹师、布兰南师、尼格利师、戴维斯师和谢里登师。伍德师和范克利夫师作为预备部队，格兰杰的部队仍在罗斯维尔附近。托马斯在防线左翼指挥6个师，麦库克在右翼指挥2个师，克里腾登的2个师作为预备部队，以备增援左翼或右翼。这一天开始时，联邦军的防线是：最左端沿着紧靠拉斐特公路的凯利菲尔德的东北角面北排列，然后向东转小半圈越过斐特公路，再向西南伸展到威多·格伦住宅。



　　战斗开始不久，托马斯的部队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已经包围了他的左翼部队。他紧急要求1个师的增援，罗斯克兰斯当即命令伍德的预备师替换出防线上的尼格利师，由尼格利师去增援托马斯。但是尼格利师在森林茂密地区一时迷了路，因此托马斯还是一个劲地要求增援，罗斯克兰斯只得进一步削弱其右翼，以加强左翼。上午11时左右，斯图尔特师对处在阵地中心的雷诺兹师和布兰南师发动攻击，并且一度迫使这些部队后退到拉斐特公路后面。但南军部队最终被击退；联邦军的防线遂得以重建。接着，沃克军对受到强大压力的托马斯部队发起攻击，联邦军旋即遭受重大伤亡。



　　布雷格原计划当联邦军左翼部队被迫后退时，朗斯特里特部才投入战斗，然后，同盟军将集中力量打击联邦军最左翼的那个师，将其彻底击溃。朗斯特里特的部队一直在阵地上等待执行这一计划，但战斗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正当成千上万的军队你死我活地拼杀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一股黄色的火药烟雾和尘埃遮天蔽日地刮起来，给双方司令官指挥战斗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一地区茂密的森林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由于不幸的误解，加上对战场情况不甚了解，罗斯克兰斯将军命令伍德率部增援雷诺兹师，因为据说该师的右翼告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伍德不得不把他的师撤出防线开到布兰南师的背后。麦库克准备派戴维斯师接管伍德的阵地。



　　朗斯特里特抓住战机将8个旅投入伍德撤走后留下的缺口，这给联邦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谢里登的整个师，戴维斯的2个师，范克利夫的1个旅全被赶出了战场(虽然其中的2个旅为掩护部队撤退下午7时许又重新投入了战斗)。由于右翼防线的瓦解以及罗斯克兰斯和2个军司令官麦库克和克里腾登的撤离，联邦军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这时只有托马斯仍在指挥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但他是个沉着冷静、令人信赖的将军。作为托马斯在墨西哥战争中的朋友和同志(这是内战的悲剧)，朗斯特里特准备向右翼横扫托马斯军，以期将其彻底击溃，但托马斯采取了迅速而积极的措施对抗即将来临的打击。



　　在布兰南师和雷诺兹师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如果没有伍德以最快的速度移师填补，朗斯特里特肯定已经突入，并绕到正在左翼防线抵抗波尔克军进攻的联邦军的背后。伍德师的坚决抵抗为托马斯建立新的防线赢得了时间。这条防线与向外突出的防线成90度角，沿农场主斯诺德格拉斯住宅以南霍斯舒岭主峰面南排列。托马斯凭借此防线挡住了朗斯特里特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直到罗斯克兰斯命令他撤退为止。联邦军左翼在托马斯领导下的战斗行动是挽救罗斯克兰斯军团的主要因素。该部队的部署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大约在这时或稍晚一些，朗斯特里特向布雷格作了汇报，并请求他坚守住右翼，同时抽出力量加强左翼，以便切断托马斯的退路。但据朗斯特里特说，他发现布雷格根本不了解战局，竟然认为他的部队正面临着失败。他说右翼抽不出增援部队来。因此，朗斯特里特再次以3个师的兵力攻击这个山梁，可是倾刻之间，他的部队便被扫射得尸横遍野，而联邦军的防线仍未被突破。经过长时间连续激烈的战斗，联邦军的武器弹药开始匮乏，甚至连滑膛枪都变得太热而无法上子弹。托马斯到处给将士们鼓劲，喊着：“使用刺刀……阵地必须守住。”他率领人数远少于敌军且几乎被包围的3万将士坚守阵地达5个多小时。天黑时分，托马斯及时地撤走了他的部队。他带回的是一支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部队，但正是他们的英勇抵抗挽救了联邦军，使之免遭灭顶之灾。



　　罗斯克兰斯在罗斯维尔山口周围的阵地坚守到21日，于22日撤到查塔努加。布雷格接到上级命令，催促他于21日追赶联邦军，趁其张皇失措之时狠狠打击他们。南军取得了奇克莫加战役的胜利，但并未实现夺取查塔努加这一原定目标。然而，布雷格不愿按上级命令立即驱兵追赶，他似乎已被部队的伤亡所吓倒。确实他的部队伤亡十分惨重。21日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埋葬死者，收集武器和补给品。作为个人的看法，希尔将军后来写道，奇克莫加战役后，南方将士的那股锐气已不复存在了，“布雷格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但自奇克莫加战役以后，他却悲观失望，心灰意冷。正是这次‘徒劳无益的胜利’决定了南部同盟的失败命运。”



　　撤退到查塔努加周围的防线后，罗斯克兰斯决定放弃卢考特山和把该山与拉孔山分开的卢考特山谷。他认为继续占领这些地方将无法维持与前哨部队的交通联络。但这是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因为布雷格立即占领了从米申纳里岭到卢考特山之间的各个阵地，沿线都修筑了土木工事，并派遣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开进卢考特山谷。这样，他就控制了联邦军从布里奇波特到查塔努加的供应线，死死地卡住了罗斯克兰斯的脖子。他一方面巩固阵地，另一方面派骑兵袭击骚扰联邦军。他十分乐观地相信，饥饿将很快迫使罗斯克兰斯投降。



　　但是华盛顿方面对这一形势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谢尔曼率领的密西西比军团及胡克率领的拉帕汉诺克军团被迅速地派往这个被围困的要塞。10月3日格兰特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军区(包括俄亥俄、坎伯兰和田纳西三个军区)的总指挥；托马斯接替罗斯克兰斯指挥查塔努加的部队。麦库克和克里腾登被解除职务，他们的部队进行了合并，由格兰杰统一指挥。



　　对于被围困的要塞来说，当务之急是开辟一条通往布里奇波特的供应线，因为坎伯兰军团从19月中旬起已实行减半供应，许多马匹死亡，弹药奇缺。胡克的部队于10月底到达布里奇波特后，与托马斯的部队相互配合，对布朗渡口及卢考特山谷的南军成功地进行了联合作战。一旦这里的敌军被清除，卢考特山上的敌人也就无碍大局了，因为现在穿过拉孔山的道路已经打通。从此，联邦军能从著名的“饼干运输线”获取给养。该线从布里奇波特经水路到凯利渡口，从那里穿过拉孔山到布朗渡口(这里修建了一座浮桥)，再从渡口经莫卡辛波因特到查塔努加。至此，南军对查塔努加的围困已告解除。



　　南军方面，布雷格对波尔克在奇克莫加战役的表现感到失望，便以密西西比军团的哈登将军取而代之，希尔也被解除了司令官职务。人们对布雷格本人也很不满意，他经常与手下发生争执，毫无威信可言，但他的职位却保住了。11月初，他派遣朗斯特里特军远征100英里去夺取被伯恩赛德占领的诺克斯维尔。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他为之花了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大代价的查塔努加战役很快就要决出胜负了。



　　由于谢尔曼的部队尚未到达，敌军此举着实使格兰特有些不安。伯恩赛德只好孤军奋战。尽管布雷格恰好在格兰特预备发起进攻的前一天给朗斯特里特增派了巴克纳军，但伯恩赛德仍能应付裕如。查塔努加战役于11月23日至25日进行；格兰特分三路发起进攻：谢尔曼攻击米申纳里岭的北端；托马斯在中部采取牵制性行动；胡克率军从卢考特山谷赶赴查塔努加河，对同盟军左翼进行突袭。



　　23日基本未发生战斗，但到24日，胡克军在卢考特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这一仗是在浓雾和细雨中打的，故被称为“云头之战”；胡克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史蒂文森将军的同盟军部队，史蒂文森只好趁夜色撤至主阵地。11月25日，胡克军向布雷格曾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这是可以理解的)米申纳里岭阵地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击。这是南北战争中唯一在卵石遍布的陡峭山坡上成功地突破几道坚固防线的战例。



　　按预定计划，在胡克猛攻同盟军左翼的同时，谢里登应继续强攻米申纳里岭的北端；与此同时，托马斯的坎伯兰军团应对米申纳里岭中部敌军较低的堑壕阵地发动牵制性进攻，以防布雷格增援其侧翼。但是命中注定谢尔曼和胡克只能当配角。坎伯兰军团无疑想洗刷最近在奇克莫加失败的耻辱，决心要给同盟军以沉重的打击，一举把他们赶出战场。这些勇敢的士兵们冒着山顶敌军的猛烈炮火，冲破了敌军一道又一道防线。他们使敌人溃不成军，充分体现了进攻意识，连他们的将军们都看得目瞪口呆。此战双方伤亡人数远少于奇克莫加之战。同盟军伤亡6667人，联邦军伤亡5824人。



　　此役同盟军不仅丢掉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查塔努加和几乎整个田纳西州，而且还使联邦军很快打开了通往佐治亚州的道路。格兰特取得的胜利值得称赞，但奇克莫加之战是关键的一仗，如果不是布雷格贻误战机，如果不是托马斯将军在奇克莫加战役中表现出色，联邦军是不可能在查塔努加获得胜利的。






图35： 奇克莫加战役(1863年6月至11月)






图36： 奇克莫加战役(罗斯克兰斯9月9日的三路推进)






图37： 奇克莫加战役(1863年9月2O日)



　　查塔努加之战是直截了当地发起强攻的战例，除了联邦军将士的勇敢和锐气以外，很难找出任何其他特殊的导致战役胜利的因素。但就奇克莫加役(该战役的结果虽然不能决定一切，但它却是两个战役中较为决定性的战役)而言，有三个因素肯定与役的成败有关：布雷格未能将联邦军各个击破；伍德师于9月20日撤离防线；托马斯军于同一天晚些时候进行了英勇抵抗。



　　当罗斯克兰斯成功地率领他的3个军越过田纳西河并接近布雷格翼侧时，布雷格断定查塔努加难以防守，于是下令后撤以保护其在佐治亚州北部的交通线。但这并非如罗斯克兰斯判断的那样，是仓皇逃跑，而是有计划地撤退到拉斐特。布雷格巧妙地集结了他自己以及来自东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队，并进一步撤下诱饵，派遣一些“逃兵”到查塔努加散布同盟军士气低落、灰心丧气的消息，诱使这位联邦军司令落入圈套。



　　当罗斯克兰斯于9月9日获悉布雷格已放弃查塔努加南撤后，他立即命令他的3个军的司令官率部追击。麦库克的所有骑兵(欠1个旅)和怀尔德的骑马步兵从右路直扑阿尔派恩和萨默维尔。托马斯率领他的2个先头师(尼格利师及贝尔德师)翻越卢考特山从中路向麦克莱莫尔山谷进发，现在他们正沿特伦顿至拉斐特公路向前开进。克里腾登在占领查塔努加后奉命留下1个旅守城，其余部队从左路沿罗斯维尔-灵戈尔德-多尔顿公路追击敌人。这样，罗斯克兰斯的两翼部队相距40英里之遥，而且每一路都是完全孤立的。麦库克在率领他的3个师于9月10日赶到阿尔派恩后发现，由于敌军处于他和托马斯军之间，他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布雷格象蜘蛛等待猎物一样，一直在虎视眈地期待着这3路纵队自投罗网，他于9月9日前已将部队密集部署在从“李与戈登”磨坊附近到拉斐特之间的关键地带，同时派希尔军的克利伯恩师占领皮金山各山口。他决定先打罗斯克兰斯的中路部队(托马斯军)，然后再收拾两翼。9月9日晚布雷格下令于次日兵分两路向位于麦克莱莫尔山谷的托马斯军的先头师发起进攻。按计划，波尔克军的欣德曼师从东北方向向前推进；希尔派遣或亲率克利伯恩师穿过皮金山口向西进发。但希尔接到命令后当即答复无法执行，因为他的师长病了，而且两个山口被倒伏的树木阻塞，24小时内无法清除干净。



　　与此同时，欣德曼在9日夜里前进了约10英里，次日凌晨到达了可以对尼格利师和贝尔德师发动进攻的区域。因此，布雷格于10日下午决定继续实施原定计划，并派巴克纳军驰援欣德曼。但这两位司令官见面后一致认为布雷格的计划并非最佳方案，于是向布雷格提出了他们的方案。等待回复耗费了大量时间，而等来的回复却是他们必须遵原令发动进攻。接着布雷格又命令波尔克派其所剩的那个师掩护进攻部队的后方，沃克军立即驰援达格山口的克利伯恩师。按计划，欣德曼师一发起进攻，克利伯恩师就要立即投入战斗。布雷格于11日早晨亲自赶到克利伯恩的师部，此时克利伯恩的病情已明显好转。他们在一起一直等到中午过后好久，才听到欣德曼打响第一枪。由于达格山口及卡特利特山口的障碍已事先扫清，克利伯恩随即率兵冲出山口，结果他们发现托马斯的先头部队早已撤出对其不利的阵地。



　　我们始终不知道欣德曼和巴克纳的部队为什么没在中午之前发起进攻，但原因似乎是，他们因未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作战方案行事而愤愤不平，而且他们也根本不喜欢布雷格。但他们和希尔的行为是不可饶怨的。布雷格在阵地上集结了约3万军队，足以打垮托马斯三分之二的部队，但由于其下属的傲慢抗令，他的计划未取得预期效果。



　　攻击敌军中路未成，布雷格便试图各个击破克里腾登的部队。为此，他于12日晚6时向波尔克下达了命令。直到此时，克里腾登军仍然是一分为二的：2个师位于奇克莫加河东岸，1个师位于“李与戈登”磨坊附近。这些部队徒劳地来回移动，试图摸清同盟军的阵地，全然不知自己所面临的危境。但到12日下午，克里腾登全军在“李与戈登”磨坊附近完成了集结。



　　布雷格从约10英里之外的地方给波尔克下达了最坚决但却又不很明确的命令。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位军团指挥官不知道克里腾登军的行踪。布雷格认为奇克莫加河东岸仅有敌军1个师，因此他命令波尔克军在皮瓦恩河边的灵戈尔德西南与之交战。而实际情况是，该处有2个师的敌军，并且在波尔克接到命令时，克里腾登全军已经会合，部署在河的对面。因此，波尔克向布雷格报告说，面对数量大大超过自己的敌军，他没有进攻，而是构筑了防御阵地，并请求增援。波尔克被告知，他的部队在数量上超过敌军，应在13日黎明发起进攻。但当13日晨晚些时候布雷格亲赴准备增援波尔克的巴克纳军的前沿阵地时，他亲眼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克里腾登已逃出陷阱。



　　直到此刻，罗斯克兰斯才充分认识到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他的部队左翼在“李与戈登”磨坊附近，右翼在阿尔派恩，彼此相距30英里，难以呼应。于是他命令麦库克立即向托马斯靠拢，托马斯与克里腾登原地等待麦库克。布雷格未抓住敌军尚未靠拢的战机发起进攻。眼看自己制订的天才的战略计划已告流产，布雷格决定在发起精心策划的进攻之前，等待弗吉尼亚的援军赶到。



　　丹尼尔·希尔将军事后描述这场战役时对布雷格颇多微辞。虽然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话含有个人的偏见。的确，布雷格经常脱离现实，过分依赖他优秀的骑兵，而他的骑兵却存在许多问题；他很少采取措施改进其情报系统，也很少采取措施监督其命令的执行情况。这些都是他未能消灭克里腾登的主要原因。但是，那种认为他是被自己所制订的所谓巧妙的战略计划所带来的几个良好战机弄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最初制订诱敌计划时，布雷格对整个战役的演变进程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如果此计划被忠实地执行，同盟军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布雷格与下属闯未能达到灵犀相通的地步，而且他是个不走运的将军，这两个因素使他与成功无缘。



　　9月20日早晨，布雷格终于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向联邦军左翼发起猛攻，托马斯立即请求增援。罗斯克兰斯命令扼守右翼中央陈地的尼格利师撤离防线驰援托马斯。防线出现的缺口由与范克利夫师共同作为预备部队的伍德师填补。不一会儿，由于托马斯再次紧急求援，罗斯克兰斯又从右翼调兵增援，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右翼的力量。他似乎不知道朗斯特里特率领的8个旅对其空虚的右翼已构成严重的威胁(尽管他只需快速派人侦察就可了解真情)。



　　上午11时刚过，托马斯军的参谋冯·施拉德中校在勘察防御工事时未能发现布兰南师虽已稍向后撤，隐匿于丛林之中，但仍处于雷诺兹与伍德阵地间的防线上。他认为这是个危险的缺口，便向罗斯克兰斯报告了这个情况。罗斯克兰斯在未获确证的情况下即命令伍德师向左翼靠拢，以加强其左翼雷诺兹的防线；同时麦库克奉命派遣戴维斯师填补由于伍德师移动所留下的缺口；作为预备队的范克利夫师和原扼守防线最右端的谢里登部也忙于向左运动以加强左翼防线。如此复杂的调动给朗斯特里特提供了一个简直难以置信的良好战机。



　　这是一个人员、时间、地点都赶得很巧的例子，就在伍德师的撤出造成防线出现缺口的一瞬间，朗斯特里特及时乘隙而入。麦库克手头仅有戴维斯师的2个旅和谢里登师留下的1个旅可以用来抵挡敌军的猛烈攻势，其他部队都已奉命变换阵地，构筑新的防线去了。伍德师已经走到完全将布兰南部暴露在外的地步，这2个师的侧翼均受到朗斯特里特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而戴维斯师还未及进入伍德师撤离时所留下的缺口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了。谢里登师及怀尔德旅均被切断退路，只好撤离战场。实际上联邦军从布兰南师防线的中部到威多·格伦住宅外侧的整个防线已陷入混乱之中。据同盟军丹尼尔·希尔将军称，在这次战斗令联邦军右翼被俘1100人，损失大炮27门及无数辎重车辆。



　　以上就是联邦军在奇克莫加遭到大败的实际情况。如果布雷格抽出朗斯特里特的兵力切断托马斯军的退路，并沿德赖山谷路追击逃窜的联邦军的话，联邦军可能败得更惨，罗斯克兰斯可能全军覆没。尽管布雷格急切地希望突破联邦军右翼防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他还有1个师(奇塔姆师)未投入使用。由于未能派出增援部队扩大战果，他完全可能放过了大获全胜的良机。



　　尽管如此，联邦军右翼防线的崩溃使布雷格最终获得了赢得此次战役胜利的保证，无论剩余的联邦军如何骁勇善战——他们的骁勇异常——他们也无法抵御布雷格全军的进攻。因此，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伍德为什么要执行招致全军损兵过半这种灾难性的调动命令呢？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他接到的命令不准确；二是他从防线上撤离是他对罗斯克兰斯心怀不满的一种表现。该命令称：“总司令指示你部尽快向雷诺兹靠拢，增援他们”。此令似乎并无模棱两可之处，因此只剩下伍德怀有报复心理这一种原因。



　　这天清晨，显然是由于托马斯军频频告急使罗斯克兰斯感到压力很重，罗斯克兰斯对伍德部替换防线中的尼格利部行动迟缓进行了指责。因此，有人认为，为了让罗斯克兰斯难堪，伍德故意执行了一道明知执行不得的命令。据说伍德曾要求将行动命令写下来，有人认为这证明了他心怀叵测。确实，在这次战役中已发生过几次联邦军将官们按自己的好恶行事使最高指挥官的计划破产的情况，而这次的情况也许又是同类事件的又一例证。但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人竟会因为受到一点批评而有意使成千上万的战友遭到危险。特别是，伍德在晚些时候为了阻止朗斯特里特横扫联邦军后卫部队，曾在霍斯舒岭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殊死战斗，人们想起这一点后就更难相信伍德撤出防御阵地是出于报复心理。



　　当然，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伍德对其左右两翼的情况很了解，对此命令可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对全局情况并不了解，加之其他部队正匆匆向左翼运动，他可能更摸不着头脑了，因此他觉得，不管对错，他应遵令行事。导致联邦军失败的责任应由罗斯克兰斯而非伍德承担。



　　尽管联邦军战败，但军队尚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朗斯特里特对联邦军阵地突施第一次毁灭性的突击时，正匆忙向右调动的布兰南师与雷诺兹师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宽的缺口。前面已经说过，伍德是如何及时填补了此缺口并顽强死守的。他所赢得的短暂战斗间歇使当时唯一留在阵地上的高级指挥官托马斯得以重新部署部队对付敌人新的进攻。



　　在联邦军的左翼防线上抵抗波尔克军不断进攻的联邦军部队，依次是贝尔德师、约翰逊师、帕尔默师和雷诺兹师。这条防线以下是一道与原防线几乎成90度角的新防线，位于斯诺德格拉斯住宅正南人称霍斯舒岭的顶峰上。此防线由伍德师哈克旅的1200人、尼格利师斯坦利旅的2个步兵团(第19伊利诺伊团及第11密歇根团)、布兰南师(欠1个旅)以及位于最右翼的尼格利师西尔韦尔旅防守。这些部队面北朝南，正对着朗斯特里特前进的方向。



　　这种新部署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朗斯特里特部队从托马斯阵地右翼迂回包抄，断其辙向罗斯维尔山口的退路。在这天的剩余时间里，朗斯特里特部队反复进攻，试图突破防线，并且几乎成功。下午2时左右，欣德曼师的安德森旅和麦克劳师的克肖旅为争夺山头拼命地进攻，并一度夺取了山头，但马上又被联邦军击退。第21俄亥俄团用科尔特旋转式来复枪给了敌军以重大杀伤。此时，形势十分危急，因为朗斯特里特还有好几个旅未投入战斗，他们随时都会加入进攻。



　　格兰杰的预备军一直驻扎在灵戈尔德路上。当他听到拉斐特和德赖山谷各条道路之间传来的密集枪炮声时，他觉得该是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他置原命令于不顾，派遣斯蒂德曼师的2个旅(惠特克旅及米歇尔旅)向托马斯报到，并命令其第3个旅(丹·麦库克旅)掩护灵戈尔德至拉斐特的道路。经过3.5英里的行军，斯蒂德曼率军于下午3时到达霍斯舒岭。这时他发现托马斯正在指挥部队抵抗已得到了欣德曼师及约翰逊师增援助朗斯特里特军的进攻，以阻止他们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米歇尔及惠特克随即率部投入了右翼的战斗。



　　在斯蒂德曼的2个旅到达的同时，布兰南师的范迪维尔旅也向托马斯报到，并紧靠着该师的另外2个已经精疲力竭，弹药将尽的旅进入了阵地。斯蒂德曼不仅给托马斯带来了生力军，而且还带来了9.5万发备用子弹，正是由于得到了这些最宝贵的支援，托马斯才能抵抗住朗斯特里特的连续猛攻。然而，连续作战的托马斯不仅要抗击敌军对霍斯舒岭阵地的攻击，中午时分他的左翼阵地也遭到了布雷格亲自指挥的同盟军的猛烈进攻。希尔军的布雷肯里奇师试图迂回包围查塔努加路上的托马斯的左翼，从背后袭击贝尔德师。但该师碰上了联邦军的几个预备旅(其中包括还未派往霍斯舒岭的范迪维尔旅)，被迫退却。此时，波尔克军连续不断的进攻给了联邦军左翼以很大压力，联邦军的贝尔德师，帕尔默师及约翰逊师都投入了正面作战。



　　下午3时30分左右，这次著名战役出现了转折。朗斯特里特为了全线突破和全歼联邦军，请求布雷格从右翼调兵增援，但遭到拒绝。于是朗斯特里特动用了他的预备师(普雷斯顿师)，并将其战线一直拉到联邦军右翼外侧。托马斯防线的两翼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宽的空当，但朗斯特里特却未加利用，而是又发起了一次正面攻击(此举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由于这次近距离争夺战非常混乱，朗斯特里特也许看不清敌军阵地存在一个空当，但奇怪的是——鉴于他对布雷格提出了增援请求——在此关键时刻，他并未将普雷斯顿师全部投入进攻，而是留下了一个旅准备对付子虚乌有的敌军骑兵的威胁。



　　对托马斯部队的聚歼战一直持续到天黑，战斗进行得极为残酷。朗斯特里特将欣德曼师与约翰逊师布置于左翼以对付斯蒂德曼师，这2个师将斯蒂德曼师赶至后面的一个山头上，同时夺取了布兰南师右翼的一个阵地，但他们再也没能前进一步了。在右翼，朗斯特里特让普雷斯顿师的凯利旅和格雷西旅拉到已经苦战了一段时间的安德森旅和克肖旅的阵地上。但这2个旅却被哈克、黑曾和范迪维尔的部队顽强地牵制在主峰上，并在受到重创后被迫撤退。与此同时，下午4时至6时，希尔军在沃克师、奇塔姆师以及利德尔师的支援下对联邦军左翼发动攻击，并一度切断了罗斯维尔路，但正要开始撤退的雷诺兹师将他们赶回了路的东边。



　　夕阳西下时，托马斯的疲惫之师虽然弹药再次告罄，只好用刺刀拼杀，但他们仍屹立在他们以超人的勇气和毅力顽强坚守了5个多小时的阵地上。不过此刻，他们也该撤退了。当天下午，罗斯克兰斯命令托马斯经麦克法兰山口撤退到罗斯维尔山口，与麦库克和克里腾登一起驻守在那里；托马斯于下午4时30分许接到了这一命令，并迅速加以执行。他当即命令雷诺兹师首先撤退。如前所述，由于联邦军左翼几乎被同盟军右翼部队所包围，该师不得不且战且退，贝尔德师与约翰逊师也不得不边打边撤；不过，据守霍斯舒岭的部队是趁着夜色，从碧血沙场井然有序地，平静地撤离的。



　　9月20日夜间，托马斯的部队通过了麦克法兰山口，并于21日在罗斯维尔山口及沿米申纳里岭到卢考特山的山梁构筑了阵地。21日夜，托马斯的部队撤到了查塔努加。在此之后的2个月，联邦军在该地取得了举世闻名的胜利。托马斯，这块“奇克莫加磐石”，被当之无愧地赞誉为拯救全军的英雄，但格兰杰将军也应该为人们所铭记，是他违令率部向有枪炮声的地方开进，及时解救了布兰南师，使其免遭围困。假如该师被围，整个阵地就难保了。



　　布雷格赢得了奇克莫加战役的胜利，但却未能完成解救查塔努加的主要任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追溯到6月10日至13日麦克莱莫尔山谷及其附近发生的失误。本书中列举了几个由于下级指挥官的无能，包括由于下级指挥官的自负而险些打败仗的战例。而此战役的情况则是一些将军傲慢无礼，几乎达到拒不执行其最高指挥官的作战计划的程度，同时最高指挥官本人又离战场太远，以致无法有效地指挥战斗。尽管如此，同盟军仍然取得了胜利，这的确令人惊奇。不过，由于布雷格不受下属拥戴(至少有两位将军对其不恭并经常脱离其指挥)，同盟军失去了全胜的机会。如此不协调的将帅关系是不可能创造伟大的战绩的。



　　然而，这次战役与已经提到过的一些战役完全不同，战役的最终胜利是由于一位下级指挥官的行动而赢得的。假如托马斯军在奇克莫加未能守住阵地，联邦军肯定会被同盟军从查塔努加赶出去。














	

 






	















	







	







	









 





	


	







	








	




	


第19章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的背景




	







	

 



	


	


　　1879年1月，一支英国部队遭到勇猛顽强，计谋过人的祖鲁人的袭击，寡不敌众，大败而逃。这是一场灾难，全国上下为之震惊。这个事件正好同3年前的美国小比格霍恩河谷发生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美国第7骑兵队的5个骑兵连被苏族印第安人所消灭。在这两种场合下，战斗都是针对一个骄傲好斗，竭力要保卫自己家园的民族，白人都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而且他们又都轻率地分兵出击。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程度的不称职和判断失误都因为部下的英勇大胆而得到部分的补偿。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灾难本来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伊散德尔瓦纳发生的战斗并不大，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它也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但是，它却是一首被后人大加赞美，引以为荣的史诗。数以百计年轻的英国人和数以千计年轻的祖鲁人，本来可以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却壮烈地战死在那肃穆的山丘脚下布满石块的平原上。



　　祖鲁人本来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班图人部族，直到19世纪初，一位名叫沙卡的特别残忍凶恶的酋长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主要以迷信和黩武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他自己便成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精明强悍，行动敏捷，守纪律，同时又异常英勇，这些素质使他们成为能攻善战的战士。他们实行的是普遍义务兵役制，青年男子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要应征入伍，住在有栅栏防护的军事村落里。在那里，他们未经国王的同意不准结婚，所以，男人们常到40岁的时候才结婚。男人们按年龄大小分组，编入各团。各团常常有一小部分(通常不到10%)年纪很大的武士，例如，在沙卡的尤西克塞皮团，有2000人年龄在30到80岁之间。



　　尽管人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了解参加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的士兵和团队的数量，但是，当时这个王国部队的总兵力却缺乏可靠的记载。人们通常认为，由年龄在60岁以下的武士组成团有26个，共约4万人，另有由年龄较大的士兵组成的7个团，尽管少数几个团是由不同年龄组的武士组成的。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细长木柄标枪。短柄标枪是用来作近距离刺杀的。士兵们左手拿着一支(有时是两支)大一些的标枪。用一个坚固的牛皮盾作掩护，执盾者差不多可得到充分的保护。标枪投掷的距离常可达到70码，真令人难以置信。部队中还有许多滑膛枪和来福枪，数量也许多达1.5万支，但是，命中精度较高的枪支不到2000支。他们的枪法很差。



　　每个团在盾牌或头饰上都有自己的识别标记，由首席酋长指挥，他手下有一名副指挥官，称之为第二酋长。每个团分成左右两翼，以下分成连队。他们没有什么公认的操课动作，但是却演练一些有用的队形。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战术很简单，但是却极其有效。在进攻中，武士部队分成两翼(或称“两角”)和一个“胸膛”。“两角”的任务是以巨大的钳形动作包围敌人的两侧。在这个机动动作完成的时候，由许多行列组成的“胸膛”便向前推进，杀伤敌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崎岖不平，但这些行动敏捷的祖鲁人跑得比马都快，而且他们在家乡那些山坡高地和悬崖峭壁上的隐蔽能力令人赞叹。他们轻装前进，事实上不需要什么给养供应部门。



　　沙卡专横跋扈，远近闻名，而且也很有威信。1823年之前，他是现在被称之为纳塔尔的一大片土地的主人。但是，在1828年，他的兄弟丁冈把他杀了，自己当上了国王。丁冈与沙卡一样残忍，甚至更为刚愎自用。1837年，他答应给布尔人一片土地作为其协助作战的报答。1838年2月任务完成后，布尔人派一个代表团到王室村落去核批这项拓居条约时，丁冈却把整个代表团都给杀了。这种卑鄙的行为并没有逃脱惩罚。尽管布尔人后来又在祖鲁人的手中遭到惨败，但是布尔人在1840年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接着，他们就支持丁冈的同父异母兄弟姆潘德把丁冈赶过蓬戈拉河，赶到了斯威士兰境内。不久，丁冈就在那里被刺杀了，这大概是斯威士兰人干的；姆潘德从1840年至1873年在位执政，起初是布尔人的封臣，后来在1843年英国人并吞了纳塔尔后，又臣服英国。他体弱多病，但是脾气很随和。1857年，他的儿子塞奇瓦约接过了王国的统治权，他的有效统治从此便结束了。



　　塞奇瓦约在1856年与他的兄弟同室操戈，并把他杀了，此后不久他就被确立为姆潘德的王位继承人。他是祖鲁人的第四位国王，毫无疑问，他比前几任国王都能干。他聪明能干，治国有方，深受人民的爱戴，而且总的来说也很公正。但是，在他的身上，经常有光明和黑暗这两种力量在斗争，因为他在某些场合下可能不那么光明正大，而且极其残忍。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代表英国政府的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曾设法让他答应实施仁政，但是，塞奇瓦约却很难信守诺言。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扩充这支由其叔伯父创建的，已经很强大的军队，而且他发现他很难抗拒这台强大的军事机器向他施加的要其采取行动的压力。不过，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曾打算入侵纳塔尔。



　　但是，英国人的想法不一样，毫无疑问，白人殖民主义者不信任在其边界另一侧的这个强大的黑人邻国。此外，祖鲁兰是一片富饶肥沃的土地，很有占领的价值。英国人已于1806年占领了开普敦，不久又同在那里生活了150多年的荷裔布尔人发生了冲突。废除奴隶制(该举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经济)以及其它一些措施，导致了1835年开始的大迁徒。不久布尔人遭到了巴苏陀人和马塔贝莱人的顽强抵抗。后者是同祖鲁人有血缘关系的民族，受沙卡手下的一位将军莫西利卡齐的统治，是特别难对付的敌人。但是，布尔人的突击队却擅长这种战斗，经过几场恶仗之后，他们把这些土著人赶到北面，并在后来称为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完全满足。他们翻过德雷肯斯山脉进入纳塔尔，寻找更大的地盘。在这里与丁冈发生了前面提到的纠纷之后，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并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心意。因此，英国政府向德班派去了部队，布尔人便撤退了。根据1852年签订的一项条约，英国人承认布尔人在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实行的独立，祖鲁王国的边界也因此而被确定下来。在以后的20多年中，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在1877年，英国人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种种考虑，吞并了德兰士瓦。如果祖鲁人要扩大地盘，就势必损害英国人的利益。1877年被任命为开普敦领地总督的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不久便相信，他们正是要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情况下扩大地盘。



　　弗里尔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聪明能干的殖民地总督。他曾经长期在印度任职，而且干得很出色。他在印度曾担任过孟买省省长和总督顾问班子成员。殖民大臣卡那封伯爵非常希望他推行某种形式的联邦，但是，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引起的敌视态度使这种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因此，弗里尔把精力集中在土著人的事务上。他到达开普敦时，那里正好发生了一些乱子：第九次所谓卡菲尔人战争正在进行，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布尔领地上不止一次地爆发了土著人起义。弗里尔坚决主张英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张必须让土著人摆脱野蛮愚昧和腐败的统治，并同饥荒和疾病作斗争。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想法，但是，却很少得到土著人的响应，因为他们很保守而且非常重视独立性。不过，弗里尔当时更为关心的是，通过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制止一场想象中的，被他称之为塞奇瓦约的“禁欲的杀人机器”发动的入侵威胁。



　　1878年这一年中，他不断向殖民大臣上书：为了保护纳塔尔的殖民主义者，为了结束自相残杀的战争和祭神屠杀，必须迫使祖鲁人就范。不过，英国政府迫切希望避免战争，因此指示弗里尔要竭尽全力同塞奇瓦约达成一项和平友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南非远离伦敦，弗里尔因此认为，作为现场的主官，他最了解情况，而且局势也要求他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



　　祖鲁人和布尔人因祖鲁兰西北部的一大片领土发生过严重的争端，英国人吞并德兰士瓦之后，就把这个争执接过来了。弗里尔提议并经塞奇瓦约同意，把这起争端事件提交给由弗里尔指派的成员组成的一个边界委员会解决。使他大为懊恼的是，这个委员会竟在1878年年底作出了有利于祖鲁人的裁决，弗里尔必须把土地归还给祖鲁人。但是，他在当年12月11日交给塞奇瓦约的一项声明中，却给这项裁决附加了一些不能接受的限制条件，而且还发出了一份必须在20天内照办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求交出一些边境入侵者(主要指一位老年酋长西拉约的几个儿子，他们侵入了英国领地，抓走了他们父亲的那个与人通奸的妻子)；第二部分中有一个条款要求解散祖鲁人的军队。弗里尔知道，塞奇瓦约答应第一项要求的可能性不大。至于第二项要求，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这份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1879年1月2日，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知书，共11点，说明了他为什么必须入侵祖鲁领地的原因。在这份多少有点伪善的文件的结尾部分，有一句为人所熟悉的但显然是言不由衷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话：“英国政府同祖鲁民族并没有什么不和……”。1月11日(确定的最后期限)，一支英国军队渡过了布法罗河和图盖拉河，发动了一场战争，要消灭“英国政府同其没有什么不和”的那个民族。



　　指挥这支部队进行这场许多人都认为没有必要的战争的，是勋爵切姆斯福德中将。那时他52岁，是19世纪中叶标准的英国将军。他讲究礼貌，有胆量，待人处事光明磊落，对上忠诚，对部下宽厚，确实是一个文明国家各种美德的体现者；但不幸的是，他根本不是一个能干的将军。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担任下级军官，在马格达拉战斗中担任内皮尔的参谋人员，都表现突出。但是，他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后尚未经过实战考验。尽管他勤奋刻苦，小心谨慎，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应有的才能。他有时优柔寡断，但这时却象弗里尔一样，毅然决然地认为必须入侵祖鲁兰，而且又和弗里尔一样，低估了敌人的作战技能和决心。














	

 






	















	







	







	









 





	


	







	








	




	


第20章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




	







	

 



	


	


(1879年1月22日)



　　切姆斯福德的计划是用3支主力纵队在开阔的正面(200多英里)发起进攻，驱赶祖鲁人，并向塞奇瓦约的首都乌伦迪合围。他认为如果只用一支实力强大的纵队直取乌伦迪，则很可能冒让祖鲁军队或其一部分跑到他的背后袭击纳塔尔的危险。右翼(第1)纵队由皮尔逊上校指挥，任务是在图盖拉河下游河口渡河，第一个目标是袭击埃绍韦。中央(第3)纵队由格林上校率领，在罗克渡口渡河，向东推进，越过边境并同邻近的2个纵队保持联系。切姆斯福德勋爵及其参谋人员随该纵队前进。左翼(第4)纵队由伍德上校率领，从乌得勒支方向向东南开进并渡过布拉德河。第四个(第2)纵队由邓福德上校指挥，开始时在图盖拉河中游的克兰兹科普留守，保卫边境地区；与此同时，第五个纵队留守在蓬戈拉河的吕纳贝格。



　　前4个纵队的兵力分别为4750人，3871人，4709人和2278人，总共15608名官兵，756名赶车工，110匹马和285辆四轮货车。这几支纵队的编制情况大致都差不多，只是邓福德上校的第2纵队有些例外，它有一支火箭连，几乎全部是由土著人组成的。格林上校的第3纵队是主要参加伊散德尔瓦纳战斗的一支部队，它有6名参谋军官，辖皇家陆军第5旅纳塔尔炮兵(哈尼斯中校指挥)，第24步兵团第1营(普莱恩中校指挥)，第24步兵团第2营(德加彻中校指挥)，第1骑步兵中队(拉塞尔中校指挥)，纳塔尔骑警队(达特内尔少校指挥，后来转属司令部)，纳塔尔马枪骑兵队(谢普斯通上尉指挥)，纽卡斯尔骑兵步枪连(布雷兹特里特上尉指挥)，布法罗边防警卫队(史密斯上尉指挥)，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第3团第1营和第2营(分别由汉密尔顿-布朗和朗斯代尔指挥)，还有纳塔尔土著人先锋团第1连。这个纵队中皇家和殖民地部队共1747人，土著人共有2866人，还有向导以及受雇负责220辆四轮货车和82辆二轮车的赶车工。



　　仅从数字看，切姆斯福德指挥的是一支强大的部队，其中大部分人极其英勇，但一些土著人部队却不够理想。邓福德的巴苏陀人表现很出色，但是，纳塔尔的祖鲁人在某些情况下却不可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不明智地强加给他们的严格的队形和训练很不习惯。切姆斯福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组织和管理这支部队，发布的规定几乎包括可能发生的每一种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支纵队始终如一地认真执行这些规定。切姆斯福德本人一直向布尔人指挥官了解祖鲁人的各种情况，但是对这些情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塞奇瓦约和他的伯父沙卡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武士，并没有亲自统率过部队。但是，他拥有绝对的权威，严格禁止自己的部队打第一枪。他动员了他的整个军队。各团都集结在王家村落。他并没有为他们制订什么计划。酋长们必须伺机而动，绝对不得擅自越过边界，但是要把入侵者赶出自己的家园，而且要尽可能采用突然袭击和伏击战的方法。当切姆斯福德的部队于1879年1月11日越过祖鲁边界的时候，塞奇瓦约的武士们就准备进行决战了。



　　关于第1和第4纵队的情况，本文将在以后作简要介绍。伊散德尔瓦纳战斗只涉及第3纵队及第2纵队的一部分。同敌人的第一场遭遇战发生在1月12日清晨，在河东约6英里的地方。当时，第24步兵团第1营加上一支土著人分队，同一部分从附近峭壁上赶来保卫西拉约(他的儿子们引起了这场麻烦)的村落的祖鲁人进行了交战。此仗并没有打多久，祖鲁人就被赶走了，并损失了30人。然后，该营烧毁了村落，抢走了500头牲口。第3纵队在这里停留7天，把功夫花在修路上，以便让四轮货车通行。道路充其量也是很不平整的，由于暴风雨持续不断，排水和修路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当修路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切姆斯福德和他的参谋人员便向前行进，选择下一个宿营地。他们选择的宿营地紧挨着形状奇特的伊散德尔瓦纳山。这座山山体狭长，山顶平坦，山壁陡峭，比周围的平地高出500英尺，南北走向，山顶长约300码，有一个山口或隘口，同南边小一些的一座叫斯托尼的山丘相连接。唯一有可能通四轮货车的道路便经过这个山口，因为其他地方路面破损严重，高低不平。这座山丘的东面，地势平缓倾斜，下面是一条正好与高地平行的无水峡谷。再向前，是一片宽约4英里，东西长约8英里的平原。往南，便是一片相当宽的开阔地，延伸到马拉加塔山。但是在北边，这块平原却在恩古图山的山脚下突然消失。恩古图山同伊散德尔瓦纳山一样高，它们的最近距离只有2000码。



　　宿营地安排在伊散德尔瓦纳山最东面的高地上，这样，山就可以作为其后方防卫的依托。这座山形状奇特，第24团的官兵们感到它的形状象是作为他们团徽章的斯芬克斯。这场战斗的主要一幕不久将在这座雄伟的山岗附近和布满乱石的高地上展开。切姆斯福德因为选择了这里面受到指责：北面的山离他太近，肯定使人不舒服，却为敌人提供了充足的隐蔽藏身之处。但是，这里也有其优点，只要有恰当的保卫措施，其理想程度不此周围任何其他地方差。



　　大部分部队都是在1月20日中午到达宿营地的，尽管一些四轮货车由于牛疲劳不堪而不得不留在1英里以外的地方。宿营地从左到右依次为：纳塔尔土著人分队2个营，第24团第2营，炮兵，骑兵和第24团第1营。没有人下令挖壕沟设防或用货车把宿营地围成车阵，尽管几天以前攻占西拉约的村落时，一位布尔人指挥官就曾认真地建议切姆斯福德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设立宿营地的时候，切姆斯福德同一个警卫向东南方向实施侦察，因为据报告那里有祖鲁人的一个据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便于下午6时30分返回。



　　不过，那天傍晚当他接到在东南方向出现一个祖鲁武士团队的进一步报告后，他便决定在第二天派出大批人员进行侦察。共出动了三支部队：由朗斯代尔指挥的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的2个营，凌晨4时30分离开宿营地，去马拉加塔山南侧执行任务；1小时之后，由达特内尔少校率领的150名骑警出发，任务是沿着切姆斯福德前一天走过的路线进行侦察；其后，一小队骑马步兵前往伊西佩西山进行了短促侦察。



　　这天下午早些时候，切姆斯福德在宿营地收到一份报告，内容是达特内尔已同朗斯代尔取得联系，尽管他的部队遇到了几百名祖鲁人，但他们很快就被打跑了。但是在下午4时，正当切姆斯福德同格林骑马查看几个前沿骑哨时，达特内尔又送来报告说，在他正前方的山里出现了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因为当天时间太晚了，他无法采取行动，因此他打算先露营，到第二天再进行战斗。同时他询问，能否向朗斯代尔和他的部队运送食品和毯子？切姆斯福德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他自然非常生气，因为给达特内尔的命令是实施侦察后返回，而不是留在那里进行战斗。



　　22日凌晨1时30分，切姆斯福德被人叫醒，阅读了达特内尔的另一份报告，感到更为恼火。报告说祖鲁人的部队太强大，他对付不了，要求立即给予增援。尽管事实证明这个情报不正确，因为这些祖鲁人是前去同主力部队会师的一支小部队，但是，它的确证实了早些时候的报告：乌姆西乔团准备在伊西佩西山附近集结。切姆斯福德下令增援部队作好准备，天一亮就由格林上校率队出发。增援部队中有第24团第2营的6个连、骑马步兵中队、哈尼斯上校的4门火炮以及纳塔尔土著人轻工兵部队。切姆斯福德将随同前往，因为无论如何他都要侦察下一个宿营地。



　　这样，这个宿营地里只留下一支欧洲人和土著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包括2门火炮和70名炮手在内，共有1200余人，其中欧洲人为800余人，由普莱恩中校指挥。不过，切姆斯福德在离开宿营地之前，曾命令邓福德上校(他同他的第2纵队部分人马留在罗克渡口)率所属5支巴苏陀骑兵部队、火箭连、纳塔尔土著分队第1团的2个连队以及10辆四轮货车前往宿营地。这些部队于当天上午9时46分抵达伊散德尔瓦纳。当时，宿营地内一片平静。



　　格林的增援部队在切姆斯福德及其参媒人员的陪同下，于当天上午6时30分到达达特内尔的阵地上。接着发生的令人奇怪的一连串互相联系的事件，错误和误解，对这场不久将吞没伊散德尔瓦纳宿营地的灾难有着肯定的(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达特内尔和(指挥骑马步兵的)拉塞尔这两位校官带上4门火炮按命令向前开进，目的是查明前一天夜里所看见的祖鲁部队的配置和实力。他们打了一场追击战，因为祖鲁人的这支小部队似乎很想牵着他们跑。尽管他们打死了80余名祖鲁人，他们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



　　在切姆斯福德等人离开的时候，普莱恩于上午8时5分给他发了一份报告，切姆斯福德于上午9时收到了这一报告。普莱恩得到一个骑哨的报告说，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正从恩古图山方向向宿营地推进。切姆斯福德仍然认为他正面的才是敌人的主力武士部队，因此，他很难相信这个情况。但他派副官海军旅的米尔恩中尉到一块高地上进行观察；在那儿，他通过高倍望远镜可以看见宿营地。米尔恩报告说似乎一切都正常，帐篷仍然立在那里。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遇到危险时是要拆除帐篷的。



　　普莱恩的报告并没有向他暗示情况的紧迫性，而且也是个二手情报。切姆斯福德刚派汉密尔顿-布朗率领他的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的一个营回去协助普莱恩拔营启程，不管怎么说，邓福德的人此时应该赶到伊散德尔瓦纳了。让部队返回宿营地至少要用3个小时，而且切姆斯福德并没有忘记他的主要目标是乌伦迪，他的直接目标是让这支纵队赶到下一个宿营地。因此，他决定继续前进。要是他返回的话，他本来是有可能及时赶到解救这个宿营地的。这样，也就不会发生罗克渡口之战了，许多英勇的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但是，这不能被看成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会象他那样做。



　　由于达特内尔和拉塞尔的部队无法迫使敌人进行决战，切姆斯福德便命令他们后撤；整个部队，除火炮外，均向打算在曼盖尼河源头处设立的新宿营地前进。现在的时间约为12时30分。人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从原宿营地方向传来的枪炮声。这时，切姆斯福德亲自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山梁上，他通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宿营地的帐篷依然立在那里。在枪炮声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必定是普莱恩击退了一小股武士部队，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大惊小怪了。但是，离宿营地比较近的部队不久就产生了另外的想法。



　　由于地形的原因，在赶往新的宿营地的途中，哈尼斯上校带着他的火炮往回走了2英里。正当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听到伊散德尔瓦纳方向传来枪炮声，看到在他们和原宿营地之间有一大队土著人。原来这些人来自汉密尔顿-布朗的部队，正在赶回宿营地去，他们要求哈尼斯同他们立即会合，因为他们相信宿营地已被包围了，而且即将被占领。切姆斯福德的高级副官戈塞特少校当时正和哈尼斯一起赶路，他强烈建议哈尼斯执行自己原来受领的命令去同切姆斯福德重新会合，因为他认为汉密尔顿-布朗的报告是夸大其词。但是，哈尼斯却不听他的劝告。于是，戈塞特骑马回到了切姆斯福德的身边。他是否向切姆斯福德或者他的参谋克里洛克上校报告了汉密尔顿-布朗迫切请求援兵的情况，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不论怎么说，他给哈尼斯带回去的命令是让其调头赶往新的宿营地。



　　汉密尔顿-布朗在其部队被哈尼斯发现之前已经给切姆斯福德发了两份紧急报告，这两份报告差不多是在戈塞特可能轻描淡写地向切姆斯福德作汇报时送到他手里的。切姆斯福德仍然不相信宿营地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出现。但是，他仍决定骑马回去亲自查看真实情况。他是于下午2时左右出发的，带了拉塞尔的骑马步兵作警卫。过了1个半小时之后，他遇到了汉密尔顿-布朗的营，因为该营的土著人士兵在无援军的情况下，拒绝再往前走。因此，他命令他们整队跟在骑马步兵后面。几分钟以后，吓破了胆的朗斯代尔指挥官策马而来。他是在侦察马拉加塔山的时候脱离自己的部队的。他身体不舒服，由着他的马把他带回宿营地的饲料桶。他昏昏沉沉地打了一会盹儿，醒来才发现自己到了宿营地，周围竟是一片被杀害的黑人和白人的尸体，白人的尸体都被开膛破肚了。他立即拨转马头，只是由于他策赶那精疲力尽的马逃命，才免于一死。



　　对于部下九死一生的经历，切姆斯福德似乎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一行差不多可以看见宿营地了。他简直不能相信，居然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他立即命令格林的部队返回，并同汉密尔顿-布朗的纳塔尔土著人分队一起成战斗队形，向前推进到离宿营地3英里以内的地方，在那里等候格林的到达。当他到达这片被蹂躏的宿营地的时候，夜色已经把这片恐怖的情景遮盖起来了。



　　那么，伊散德尔瓦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邓福德一到达便从普莱恩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权(凭的是资历，如果不是根据直接命令的话——人们对他是根据命令接过指挥权的说法有些怀疑)。邓福德1848年进入皇家工兵部队服役，在30年服役期中积累了许多同土著人部队交往的经验，他非常尊重土著人部队，土著人部队也很尊重他。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士，有能力而且特别勇敢，但是他喜欢自行其事，讨厌人家不让他参加战斗。他在克朗斯科普时曾率第2纵队独立行动，使那位通常很温和的切姆斯福德非常生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因此，有些人后来断言，邓福德在伊散德尔瓦纳的行动至少是这场灾难发生的部分原因。



　　当然，普莱恩是会问邓福德报告在他抵达前的2小时有人看见东北方向有祖鲁人的情况的，而且这可能促使他在宿营地前不远的地方派兵布防。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一支巴苏陀人部队回去保卫尚未到达的四轮货车，而且还派2支部队在左侧向恩古图山方向实施侦察。与此同时，他本人同余下的2支巴苏陀人部队、火箭连和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第1团的1个连向平原推进。他曾要求普莱恩借给他2个英国连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但是，普莱恩没有同意，并提醒邓福德说，上级的命令是保卫宿营地，部队如此分散已经很危险了。邓福德并没有强求他。但是，在离开之前，他命令由卡瓦耶率领的第24团第1营的1个连前往宿营地以北的一座高约1500码的高地，而在上午8时警报之后做好战斗准备的其他部队却被解除了戒备状态。



　　邓福德率部队策马东行，来到一座叫科尼克尔山的南面。在此之前，他已经派了一些巴苏陀人爬上高地，进行侦察。他的部队起初看到的只是一群牛，就想把它们围捕起来。但是，在他们走上山梁的时候，他们非常吃惊地发现，在下面的山谷里有一大群祖鲁人。这些人完全成战斗队形，正在休息，然而还有一大群人正在向北移动。这是祖鲁人的主力武士部队，下属各团正在悄悄地，巧妙地进入阵地，准备在第二天发动进攻。既然已经暴露，他们就不可能实施突然袭击了，于是乌维团——几乎肯定没有接到命令——仓促进攻，其他团也跟着干起来了。



　　离宿营地约4英里处的邓福德此时位于正在巡逻的巴苏陀人的侧前方。然而他已经不需要他们向他报警了，因为此时他可以看见祖鲁武士部队“左角”的巨大人浪正在山梁上翻动。首先承受祖鲁人强烈攻击波的是那支被抛在后头的火箭连。他们很英勇，想方设法发射火箭。但是只发射了一枚火箭，一队祖鲁人就扑了上来，在肉搏战中，除4人外，火箭连连长拉塞尔少校和他的部下全部阵亡，火箭炮也只得抛弃了。与始同时，邓福德及其部队夺路返回位于宿营地前800余码的无水峡谷。他们大约是在祖鲁人的各个团向宿营地合拢的时候(下午12时30分左右)到达那里的。



　　人们对邓福德的指责，是他从普莱恩手中接过指挥权的时候，就违背了普莱恩从切姆斯福德那里收到的命令，对于这个命令他本来应该自动服从的。他的做法分散了普莱恩掌握的兵力(普莱恩必须在前沿部队受到攻击时派2个连击保卫他们)。他离开宿营地以及后来的撤退，在防线的右侧，即在他的部队和波普中尉的部队之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而且他过早地同祖鲁人进行交战使他们的进攻时间提前了12个小时以上。



　　毫无疑问，邓福德犯有不服从命令的罪过，切姆斯福德也主要以此为自己进行辩解。这肯定使普莱恩的任务更难完成。但是，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它几乎是不可能影响到战斗的结局的。因为如果祖鲁人相信凶兆，确实是按预定的时间在23日凌晨发动进攻的话，他们的进攻会同样具有破坏力，而且很可能会结束得更快，因为切姆斯福德的部队在遭到进攻时正在拔营。



　　普莱恩首先是从顾问乔治·谢普斯通上尉那里得知发生了严重麻烦的，因为谢普斯通是随罗中尉的巴苏陀部队行动的。这支部队在离宿营地三四英里处的高地上进行侦察时追击了一队放牛的祖鲁人。结果他们同邓福德的部队一样，都发现自己几乎突然站在一大群正向宿营地径直前进的敌人的上面，而其他祖鲁人(“右角”)正在向后方迂回。罗和卡瓦耶两位中尉向后退却。但是，卡瓦耶的连队同敌人的“右角”进行了远距离的交战。就在切姆斯福德下命令拔营的同时，谢普斯通带回了这个使人惊恐的消息。很明显，切姆斯福德的命令不可能执行了。但是，普莱恩犹豫了一阵之后(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分散，处境非常危险)，同意从自己的营(第24团第1营)里抽出2个连队，分别由莫斯廷上尉和扬哈斯本上尉指挥去支援罗和卡瓦耶的部队。宿营地又一次非常仓促地进入了战斗准备，那些不担负警戒任务的部队奉命在离帐篷500码左右的地方构筑了一道面向东北和正东方向的防线。



　　祖鲁人采用了他们通常使用的战术，即以“胸膛”(主力)向前推进，“两角”同时包抄进攻，企图从伊散德尔瓦纳山路西面和南面两个方向包围宿营地。位于前沿的2个英军连队以及罗中尉指挥的土著人部队，以准确的齐射射击冲过来的祖鲁武士，暂时阻止了他们的攻势；但是，部队受到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有时弹药需要装填补充。因此，他们就在在其后面不远的阵地上进行防守的扬哈斯本连队的有力支援下撤了下来，同宿营地前的部队会合。



　　现在，宿营地形成了一道直角形防线。最北面从左到右，依次为扬哈斯本、莫斯廷和卡瓦耶等人的部队，在他们的右边形成支点的是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第1营(罗的部队刚刚撤到那儿去)。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的南面是炮兵，接着是第24团第1营沃德尔上尉和德加彻上尉的2个连以及第24团第2营波普中尉的连，他们都是面东排列。在邓福德的部队退守到防线之前，右侧是由纳塔尔骑警防守的。帐篷和四轮货车就留在离这些部队后方不远的地方。这条防线长约300码，要用它来抵挡准备包围宿营地的那黑压压一片的祖鲁人，力量真是太单薄了。



　　就在普莱恩的部队准备迎战祖鲁部队以乌姆西乔团和诺肯克团为中央、以昂迪团和诺德温古团为左翼发起的第一个冲击波的时候，邓福德的部队正在那条陡壁峡谷里同恩戈巴马霍西团进行殊死搏斗。这里的地形特征使他的部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不久，峡谷前面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祖鲁人的尸体；但是邓福德部的弹药打光了(他们一再提出补充弹药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答复)，而且敌人的“左角”似乎要切断他部队的退路。他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因此把部队撤向伊散德尔瓦纳山和斯托尼山之间的高地上。到这个时候，他手下的一些土著人士兵感到支持不住，开始逃散；但是巴苏陀人却坚守阵地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守卫在防线的右侧，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邓福德的部队几乎是在祖鲁人开始雪崩似地突破防线的同时到达斯托尼山的。这些大无畏的祖鲁武士，满怀着民族的自尊心，个个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一队接着一队冒着训练有素的英国士兵用2个队列轮流进行射击的可怕火力，沉着坚定、勇往直前地投入战斗。当这群祖鲁人离英军防线大约有200码的时候，走在前头的纵列顷刻间犹豫起来了，因为死伤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一是英军开始缺乏弹药。四轮货车停在后面只有几百码远的地方，但英军没有组织起人力运送这些弹药。就在这火力的间歇期间，祖鲁人又鼓起了新的勇气。现在他们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一边前进到标枪投掷的距离以内。这种情况并不是纳塔尔土著人分队能够应付得了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而且他们自己就是祖鲁人的一支。他们败了下来，四散而逃，这就成了两个致命的不幸事件中的第二个。



　　这条防线就在紧要关头被突破了。守卫者利用剩余的弹药继续射击，两门火炮发射了几发没起多大作用的炮弹；接着，短柄标枪代替了长柄标枪，刺刀代替了子弹。黑人通过两个突破口(一个在结合部，另一个在波普和邓福德的部队之间)涌了进去，黑人和白人很快便混成一团，投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腥战斗。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但是只有一小批英国人活下来向人们叙述这些故事。后来，还是祖鲁人自己对此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他们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遭到了惊人的还击，承认那些进行还击的人具有高超的技能和勇敢精神。到下午1时30分，正好是这个武士部队下山后的1个半小时，左右两个“角”实际上已经会师了，这个宿营地便落入祖鲁人的手中。



　　此时作进一步的抵抗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一些人便设法突围，前往距布法罗河最近的渡口。但是，地形崎岖不平，祖鲁人却行动迅速。因此，在前往布法罗何的路上和实际渡河期间又出现了许多英勇行为。泰因穆斯·梅尔维尔中尉(第24团第1营副官)决心努力保住英军的团旗。他带着团旗策马奔向河边，跃入河中。他的马淹死了，他也被河水冲走了。后来，他得到希金森中尉的帮助时，手中仍抓住团旗不放。他是被石头卡住的，当时他已精疲力尽。科格希尔中尉当时已安全渡过布法罗河，到了纳塔尔一侧。但是，当他看见梅尔维尔的处境危险时，便立即骑马跳进湍急的河中。尽管他自己差不多因为受伤而支持不住，仍然设法把梅尔维尔救上了岸。不过，河水此时已经把梅尔维尔手中的团旗冲走了，他和科格希尔两人累得几乎不能动一步，不久都被祖鲁人杀害了。28年以后，他们都因这种勇敢行动而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 注：过了一两天，哈福德上尉(及另外两人)从上游冲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到了这面团旗。该团(后来改名为南威尔士边民团)自豪地把这面团旗一直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然后这面旗就被珍藏起来了。 ] 。第24团第2营的军旗在进攻时存放在帐篷里，后来也丢了。在那些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的人中，有史密斯-多林中尉(即后来的霍勒斯爵士将军)，他是少有的几个幸运者之一。共有1329名士兵在战斗中或逃生时丧命。当然，有2000名，可能还要多一些的祖鲁人也战死在这片被鲜血浸透了的土地上，另有不计其数的祖鲁人惊恐万状地逃回了自己的村落。



　　那天夜里，已经走到前头的切姆斯福德勋爵及其部队在战场上露营。在他们的四周，到处都是一堆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对这些勉强逃脱其同伙命运的人来说，这必然是一个冷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晚，充满着恐惧。天还没有放亮，切姆斯福德已经让这些人赶往罗克渡口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祖鲁人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进攻何时发起。这片平原成了一个大屠杀场，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死尸昧。但是至少在行军的时候，部队是不会感受到这种悲惨的恐怖气氛的。



　　实际上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就在他们赶到罗克渡口之前，英军历史上壮丽的插曲之一已经发生了。一支由104名官兵(另外35人正在住院)组成的小部队顶住了昂迪部队4000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在这个漫长的夜晚，医院和传教站里涌现了许多伟大的英雄行为。第二天，这支小部队便阻止了祖鲁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了回去。



　　昂迪部队是祖鲁人部署在伊散德尔瓦纳“右角”中的右翼团，他们的进攻方向使他们来到了伊散德尔瓦纳山的西侧。按估计，他们在这里是有可能截住逃跑的英军的。但是，大多数英军却走了通往布法罗河的近路，尽管道路崎岖不平。因此，昂迪团的指挥官达布拉曼齐决定改变计划，进攻罗克渡口处的奥斯卡堡传教站 [ 注：这违反了塞奇瓦约的命令。达布拉曼齐要不是国王的兄弟，很可能就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处死了。 ] 。查德中尉是在其上级前往海尔普默卡尔的时候担任指挥的，他没有时间来临时加强这些建筑物的防御，因为他们在下午4时30分就发现了祖鲁人。战斗进行了12个小时，祖鲁人不止一次地突破了防线，但都被打退了。当切姆斯福德的部队上午7时到达的时候，院子前面躺着350多具祖鲁人的尸体；与此同时，守军中有15名士兵阵亡，另外12人受伤(其中2人后来也死了)。查德中尉以及这支由军人和老百姓组成的混合小部队，可能已挫败了祖鲁人对纳塔尔的一次重大进攻。在这场史诗般的保卫战中，他们作战勇猛顽强，因此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多达11人。



　　英军在伊散德尔瓦纳遭到溃败，他们对祖鲁兰的进攻因此也暂时停止。英军中土著人的士气严重涣散，有4个营已经自行解散，因此迫切需要部队增援，这也是英国政府终于承认的一个事实。第3纵队撤到海尔普默卡尔，并负责那里的防务。就在伊散德尔瓦纳战斗发生的同一天，皮尔逊上校的第1纵队在因耶泽恩同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在战斗中，他的部队战果出众，使祖鲁人遭受重创。第二天，他到达埃绍韦(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可是他的纵队却在这里被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包围了，直到4月3日，切姆斯福德勋爵才把他们解救出来。



　　伍德上校的左路纵队(第4纵队)遭到了两次严重的失败，但在3月份却打了一场大胜仗。第80团的1个连负责护送一大队满载着给养的四轮货车，3月12日在因通比河两岸被祖鲁人的1个团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仅因为吕纳贝格的驻军(第5纵队)偶然赶到，才未被歼灭。结果，有62名英军和17名赶车工被杀。后来，切姆斯福德在去救援埃绍韦时曾命令伍德进行转移，但伍德的纵队却于28日捅了有2万左右祖鲁人的“马蜂窝”(其中就有在伊散德尔瓦纳打了胜仗的几个团)。



　　他把部队一分为二，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因洛巴纳山。雷德弗斯·布勒上校(后来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率领的一队人马，在山顶几乎被切断退路，12名军官和8名士兵被打死。如果不是布勒上校指挥若定。巧妙地让他的人下了山，这支400人的部队就有可能全部葬身于山顶。一支武士部队后来进攻伍德在坎布拉的宿营地，但是祖鲁人的一个逃兵及时把这个消息通知伍德，他便用四轮货车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阵地。尽管如此，祖鲁人仍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在整个战役中，这一仗打得最艰苦。不过，伍德取得的胜利也是最彻底的。



　　4月份，大批增援部队赶到了，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法国的皇太子，但是，他在6月1日的一次巡逻中饮弹身亡，真是悲惨得很。切姆斯福德对这一战役的指挥起码说是不出色的，但他不失尊严地承担了这些不幸事件的责任。伊散德尔瓦纳之战以后，他提出辞职。当时他的辞呈并没有被接受。但这时，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将军正在前来接任的途中。不过，在他到达之前，切姆斯福德设法完成了重新整饬部队的任务，并在最后一次胜利中为他以前的过失作了一些弥补。



　　现在，他指挥着一支兵力达17，528人的部队，其中英国步兵9，000人以上，英国骑兵1，190人。他们分成两支主力纵队，6月份开始向祖鲁兰挺进，一路行动谨慎。由克里洛克少将指挥的第1师向沿海地区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到达邓福德港；与此同时，由纽迪盖特少将指挥的第2师从敦提向东，直捣塞奇瓦约在乌伦迪的老窝。



　　7月4日清晨，最后一仗开始了。纽迪盖特的部队组成了一个中空方阵向前推进，方阵由4000名英国步兵、1000名土著人步兵和12门火炮组成，还有骑兵作掩护。布勒事先选好了最适合于作战的地形。因此，到了这个地方后，方阵停止前进，等候对方的攻击。大约2万名祖鲁人以惯有的勇气发起了进攻，但是，他们遭到的还击火力使他们实在难以承受。战斗不到1个小时便结束了。武士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而逃，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英军只有12人阵亡，88人受伤。



　　战争结束了。英国差不多损失了1000人，500万英镑。战争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在祖鲁兰本土内以及在与布尔人的关系方面引起很多麻烦，同布尔人的纠纷直到1901年才结束。最后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塞奇瓦约的村落荒无一人，6个星期之后，他就被抓住了。后来他又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里当了国王，但在一次内战中被赶走了，并于1894中死去。当年他手下那些杰出的武士——装备如此简陋而战斗得那么英勇——已不再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了。不过，许多人在一段时间内，仍让他们手中的长矛在激烈的自相残杀的争斗中染满了鲜血。






图38： 1879年时的祖鲁兰






图39：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1879年1月22日)



　　伊散德尔瓦纳悲剧发生后不久，切姆斯福德便下令组织一个调查法庭。但是，大多数证据都已在战场上消失，一些关键人员已阵亡，作战命令和笔记本都在战斗中被烧掉，有的也在后来发生的抢劫中丢失了。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找到一个笔记本，其中提到切姆斯福德命令邓福德负责宿营地的指挥；但是，这对战斗的结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切姆斯福德本人及其参谋人员和一些幸存者提供的证据，以及后来诺里斯·纽曼(《旗帜报》战地记者)和参加战斗的一些祖鲁人提供的补充情况，是我们研究这次战斗的唯一窗口。



　　从上述这些人员介绍的情况来看，很明显有两个严重的失误——宿营地未采取防护措施以及弹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这实际上就决定了这支英军部队肯定要被消灭。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祖鲁人的武士部队的进攻是完全有可能被阻止和打垮的。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未能为宿营地提供适当的防护。没有哪一支欧洲军队会象英国军队那样具有在一个敌对的土著人国家里作战的丰富经验。每一座营盘，不论其大小，也不论要驻扎多久，都必须有适当的防护，以免受到突然袭击，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切姆斯福德勋爵在作战开始之前对宿营地的防卫问题作过非常全面的指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却没能设法使他的这些指示在伊散德尔瓦纳宿营地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此外，保罗·克鲁格以及另一位有经验的布尔人战士曾明确地提醒过他，需要用四轮货车围成临时防御阵地，需要设法构筑某种沟壕，而且需要向远处派出侦察巡逻兵，因为祖鲁人行动异常迅速而且擅长隐蔽。三个必要条件中的前两条都被置之不理，第三条也只是部分地办到。



　　用货车构筑适当的临时防御阵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四轮货车排成方形或圆形，车轮用铁链连接在一起，其中的间隙堆满树枝或任何可找到的其它东西。然后就把牛和马小心地拴在车阵内。当然，在伊散德尔瓦纳是不可能构筑这样完美的车阵的，因为四轮货车在白天得赶往罗克渡口拉给养，而第一天夜里到达的货车很少。但是，第二天夜里，宿营地里有大量的货车，而且在战斗打响的那天上午，让它们离开的命令也取消了。可是，谁也没有用它们围作哪怕是部分的防御阵地；货车停在那里，大多数车的牲口都没有卸套，杂乱无章地停在部队的后面。为了减轻这种疏忽大意的责任，一定会有人提出辩解说，用货车构筑一个有效的临时防御阵地，是一件既费时间又费劲的工作，而且切姆斯福德清楚地知道，用这些走得很慢的牛运给养，他的部队要用近3个月的时间才能赶到乌伦迪。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防卫手段也被忽略了，或者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



　　挖掘任何形式的堑壕工事都是困难的，而且要挖也只能挖得很浅；另外，即使有时间，也找不到充足的材料构筑十全十美的防线。但是，在没有伊散德尔瓦纳山作依托的山口一带的防线是可以加强的。可以肯定，警戒哨是设了，骑兵哨也派了，但巡逻距离却不够远；在夜间，除一个前哨外，其余的岗哨都被撤到离宿营地不远的地方。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通常都是首先把帐篷拆掉，因为支着账篷会严重妨碍防御。当普莱恩接到在恩古图山里发现敌人大部队的报告时，他却没有这样做。顺便说一句，这对切姆斯福德决定不回宿营地是有关系的。



　　当邓福德在上午10时赶到时，他不仅带着他的大部分部队策马离去，而且不顾有人报告说祖鲁人在集结兵力，竟然下令第24团第1营的1个连、2个土著人连和一支巴苏陀骑兵出去执行侦察和警戒任务，这样就进一步分散了守军的兵力。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来保卫宿营地。但是，他至少还是派了一个土著人步兵哨到伊散德尔瓦纳山顶上去观察敌情。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也被忽略；很明显，这是一个最好的观察哨。



　　在调查法庭上以及后来的一些时间里，有人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诸如第一天部队太疲劳，无法构筑防御工事；宿营地本来只是暂时作为补给站；该死的是，没有想到附近会有祖鲁人的武士部队。这些借口中没有一个能为这种渎职行为开脱罪责。切姆斯福德、普莱恩和邓福德都应该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尤其是邓福德，人们总以为他非常了解祖鲁人，知道祖鲁人行动迅速，善于出其不意，因而一定会对他们高度警戒，采取全面的严密防范措施。



　　未能补充后备弹药，显然同未能形成严密防御有关系。伊散德尔瓦纳之战后，祖鲁酋长们曾谈到，英国士兵连续不断进行的有效齐射对他们的决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战线曾一度动摇，有些领导人开始认为战斗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当英军火力因为缺少弹药而减弱的时候，他们又振作起精神来了。普莱恩的部队在四轮货车前几百码的地方进行战斗，如果组织得当，本来是不会影响弹药供应的，因为有许多搬运人员可运送弹药箱，尽管防线长达300码，运送补充弹药比较困难。但是，即使有充足的弹药，其结果可能同样是失败。因为，在持续不断的致命火力的打击之下，祖鲁人的“胸膛”(主力)即使有可能被压制住，但是，正在迂回过来的两个“角”也会把守军击溃的。



　　然而，如果普莱恩一发现有危险时就拆除帐篷，组成一道较短的防线，背后主要以山作依托来进行防守，并利用近在身边的四轮货车提供充足的弹药，那么，祖鲁人的进攻差不多肯定是会失败的。这就是切姆斯福德后来说的他曾希望普莱恩去做的事情；这也许是普莱恩本来能够做到的事情，如果他接到明确的命令而且不为困难(其中一些困难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所困扰的话。



　　但是，不管防守有多么严密，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弹药补充，防守也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当时负责宿营地指挥的普莱恩必须对这个失误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四轮货车上堆放着大量的成箱弹药。不过，弹药箱都被铜带和6只螺丝钉牢牢地封住。似乎只有两位军需官带着螺丝刀。本来已正式申请进一步补充弹药，但是，单据在纳塔尔时就出了偏差。从火线上派回去的士兵迅速地撬砸铜封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



　　在战斗进入自热化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一位军需官模范地“忠于职守”的事情：在史密斯·多林终于撬开了一个弹药箱并企图向非常吃紧的第24团第1营部队赶运弹药时，第24团第2营的军需官却强烈抗议他撬开了属于他们营的一个弹药箱，说这完全是违反规定的，因为他没有提交申请批准单！最后，所有这些弹药都被祖鲁人拿走了，连签名都不用签；祖鲁人还拿走了许多能使用这些弹药的很好的步枪。



　　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情况判断错误，随第3纵队一起投入战斗的高级军官的误解以及未能向作战部队提供弹药，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伊散德尔瓦纳发生的实际上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而是一场屠杀，它是因人为的失误而造成的。在大英帝国鼎盛的那些日子里，英军中的一些军官总是坚定地认为，土著人的部队，无论多么强大，是不可能打败他们那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的。甚至连印度的兵变都未能把这种虚幻的翳影从他们的眼睛中除去。伊散德尔瓦纳进行的战斗是漫不经心的：命令正确地下达了，却没有认真地保证命令得到切实的执行。这个灾难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指挥官无法控制的行动，而是因为有人不服从命令，漫不经心，尤其是骄傲自满。这是指挥官失误的一个实例。














	

 






	















	







	







	









 





	


	







	








	




	


第21章 坦嫩贝格战役




	







	

 



	


	


(1914年8月26日至30日)



　　1914年8月28日，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发出了追击被打败的俄国第2集团军的命令。他在命令中将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弗罗根瑙的名字用作该战役行动的名称，因为他的司令部当时就设在该镇。但是，他的高级参谋马克斯·霍夫曼上校认为，使用附近的坦嫩贝格镇的名字可能更为合适。鲁登道夫表示同意，他后来也对这个绝妙的想法大加赞扬。这样，这场被证明是“此次战争中任何一方都从未遭受过如此惨败”的战役就以坦嫩贝格战役闻名于世了。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此几乎被立陶宛和斯拉夫的游牧部落全歼，而500年后的今天，德意志人给了俄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又赢回了荣誉。



　　在1914年的那场战争爆发前的许多年中，欧洲大国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已经制订、修改和批准了种种计划。在这些计划中，最有远见的当然是由伯爵冯·施利芬将军在他任德军总参谋长时制订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被接替他的负有盛名的冯·毛奇上将作了破坏性的修改，这对协约国来说是件幸事。施利芬的计划是一个两线作战的计划：首先在西线发动主攻，同时在东线进行牵制行动，直到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进攻取得全胜，才对俄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法俄联盟从1892年起就有了，从那时起到1913年最后一次会议召开，两国的总参谋部起草、交换和修改了一系列计划。法国人煞费苦心地想使眼睛紧紧盯着奥匈边境的俄国人相信，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德国人，打败了它，奥地利也就自然不在话下了。首先在西线打败德国人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俄国人应该对德国构成足够的威胁，以便把德国军队牵制在东部边界上。俄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俄国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发布动员令后部队的组建问题。他们发现，要在动员后的15天之内就把部队集结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交通条件很差，而且部队最近刚刚经过整编；何况，这已经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12天。法军在动员后的第11天才能够出发，而德国人要快些，这样，对西线的法军来说，他们的动员时间与德军的动员时间存在着危险的差距。为了援助他们的盟国——这是他们当时和后来都很明确的事情——俄国人在动员后制订的计划中，同意用2个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对德军发动进攻。俄国人还同意组成1个新的集团军，该集团军将在适当的时候(8月底之后才能准备就绪)调动到第2集团军的左侧，以便向柏林挺进。



　　这2个集团军将组成西北方面军，由日林斯基将军指挥，司令部设在比洛斯托克。第1集团军由伦南坎普夫将军指挥，将在马祖里湖以北向前推进，迂回到敌人的左侧；第2集团军由萨姆索诺夫将军指挥，将在马祖里湖以南向前推进，切断并消灭马祖里湖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德国军队。



　　战役开始的时候，俄国第1集团军由3个军(第3、4和20军)组成，并得到5个骑兵师和第5步兵旅的支援。第2集团军由6个军(第1、2、6、13、15和23军，前2个军后来调到第1集团军)组成，并得到3个骑兵师和第1步兵旅的支援。这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别是20万和25万，他们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与他们对峙的德国第8集团军。但是，俄军在战前完全缺乏作战准备，这是这次战役中的决定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讨论。



　　除人数外，德国军队在各方面都要强于俄国军队。德军由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下辖4个军(第11、17和20军以及1个预备军)以及各种守备部队和第1骑兵师。艾恩赛德将军估计，他们与俄军的兵力对比是：步兵为1：1.7，骑兵为1：2.7，处于劣势。



　　这种数量上的劣势，因德军出色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而得到充分的弥补。



　　德国第8集团军有四位杰出的高级军官，他们在稳重的第二任司令兴登堡将军的领导下，共同夺取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参谋长鲁登道夫刚毅自信，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冯·格吕纳特将军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军需部长；弗朗索瓦将军是位天才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军长，他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战术成果；总参谋部的麦克斯·霍夫曼上校既思路活跃，思维深邃，又喜欢享乐，自在逍遥。他也许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一位。



　　与高水平的德国将军相比，俄军指挥官的素质实在很低。日林斯基虽然指挥过1个骑兵师，但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搞的是参谋工作，因此并没有得到部属的信任。伦南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曾因在日俄战争中指挥出色而赢得很高的声誉，但在那次战争中，他们曾互相吵了起来(据说是在一个火车站上)。有人认为这便是伦南坎普夫在这次战斗中与另一位集团军司令官缺乏合作的原因。据说他们俩人的关系在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就已经恶化了。自1909年以来，萨姆索诺夫一直在士耳其斯坦任职，已脱离军界多年，而且身体也不太好。伦南坎普夫对他的参谋人员态度粗暴，这使他成了一位不好共事的指挥官。他的拖拉作风是导致俄军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坦嫩贝格战役的战场可以分为4个地区。北边是坚固设防的柯尼希斯贝格，对任何进攻部队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而代价昂贵的作战地区。该城的防御工事从勃兰登堡延伸到塔皮奥，再向北到莱奥。这条防线的南面是长约43英里的因斯特堡山口，因斯特堡-阿伦施泰因铁路就从这里穿过。这里大部分地区地势开阔，只有罗明登森林算是个障碍。从安格堡到边境地区的约翰尼斯堡有一道马祖里湖湖区防线，其中的几个狭窄通路已被德军重兵把守。这条坚不可摧的湖区防线很容易地便把企图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进攻的俄军部队分割开来。最后，由于俄军为防止德军入侵，蓄意使紧邻南部边境的地区成为废墟，这便增加了他们进攻德军的困难。那片地区大都是些无人问津的森林和沼泽地，只有几条沙质小径可作道路。



　　日林斯基命令第1集团军于8月17日越过边境，向因斯特堡-安格堡一线进军。伦南坎普夫将动用他的大部分骑兵切断德军左翼与柯尼希斯贝格的联系。统帅部的总计划是要第1集团军在第2集团军之前向前推进，以便吸引德军，然后由第2集团军攻击德军侧翼和后方。因此，萨姆索诺夫定于8月19日越过边境，他的第一个目标即拉斯腾堡-塞堡一线，离边境大约43公里。



　　这是个很合理的计划，如能有效地付诸实施的话，它定会使德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但该计划的实施全靠第2集团军不失时机地行动，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2个集团军都是在补给供应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奉命向前推进的。更糟糕的是，俄军缺乏足够的通信、运输和飞机等作战手段，而所有这些手段对于成功地进行一次集中作战都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这样认为，普里特维茨因集中进攻北面的俄第1集团军而落入俄军设下的陷阱。但是，鉴于他手中的兵力比较薄弱，他几乎别无选择。他希望在打败该集团军后能及时把力量投入到南面的进攻中去。他正确地判断出，伦南坎普夫将第一个进入战场，因为他的交通条件优于萨姆索诺夫，而且他知道马祖里湖将切断这2个俄军集团之间的联系。因此，他把他的主力集中在左翼，准备以第1军、第17军和第1预备军，从北向南排列，向俄军发动进攻。他把第2后备旅部署在战线的最左侧，并派第20军开到奥特尔斯堡地区保卫德军的右翼。



　　伦南坎普夫按指定日期于8月17日越过边界，不久，他的第3军就与德军第1军接上了火。那天的战斗是在施塔卢波嫩附近进行的，双方均伤亡惨重，进展甚微。17-18日夜里，德军向贡宾嫩撤退，俄军以缓慢的速度尾随其后，于19日傍晚也到达贡宾嫩。他们准备在这里停留一整天(20日)。德军获悉了这一情报，因为他们最近发现，西北方面军同其2个集团军司令官之间的无线通信都是用一种容易破译的初级密码发送的。这一事实令他们难以置信。



　　指挥第1军的冯·弗朗索瓦将军违抗了集团军司令的命令(这种现象并不只是这一次)，在施塔卢波嫩向前推进过远。普里特维茨曾想把伦南坎普夫进一步引诱到西边，在安格拉普河一线与他交锋，但当时迫于弗朗索瓦的压力，并得知俄军止步不前，他极不情愿地决定命令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前进到第1军的右翼，并于20日发动攻击。



　　俄国人可能会说贡宾嫩之战是一次胜利，但是，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虽然德军是在当天午夜撤退的，但这是一种为了发动更好的进攻而进行的撤退。如果伦南坎普夫的骑兵部队参加作战，而不是在俄军右翼休息的话，俄军也许会打赢这场战役。俄军这2个集团军中的俄国骑兵主要是哥萨克人，由于管理不善，他们几乎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俄军的左右两翼德军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中部，马肯森的第17军所发动的进攻遇到了严重挫折，当天下午，该军已被迫后撤了一段距离。然而，只要德军能够重新调整部署——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机会在第二天打败伦南坎普夫。



　　但是，在20日晚，普里特维茨(以及他的参谋长冯·瓦尔德泽将军)却惊慌失措。他似乎对17军的失败比对其他2个军的胜利印象更为深刻。他还得到消息说，萨姆索诺夫已进一步向西推进，将于第二天越过边境，对德军右翼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他命令集团军脱离战斗，退到维斯瓦河背后。他不理睬格吕纳特和霍夫曼的反对意见，把他的决定用电话通知给毛奇。毛奇(顺便提一下，他原来的命令里也提到过撤到维斯瓦河彼岸的可能性)听了普里特维茨的电话谈话后大为震惊，以致于他未通知普里特维茨就采取行动，解除了他和他的参谋长的职务。



　　与此同时，在那些把战斗引向胜利的部下们的不断敦促下，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重新鼓起了勇气，尽管他们坚持认为应该中止在伦南坎普夫正面的作战，但还是同意了由霍夫曼提出的进攻俄国第2集团军的计划。对普里特维茨来说，不幸的是，他没有向最高司令部上报他已取消了向维斯瓦河撤退的计划，尽管这样做是否能够挽救他的命运还值得怀疑，因为毛奇本来就不想让他担任指挥。



　　霍夫曼提出的打败萨姆索诺夫的计划充满风险，它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伦南坎普夫的行动是否迟缓。他觉得后者已受到严重挫伤，不可能立即恢复进攻；他还认为，萨姆索诺夫构成的威胁最为严重。因此，该计划将大批德军转移到南面和西面：第20军调到霍恩施泰因地区，第1军调到第20军南面的右翼，第3预备师、翁格尔的守备部队以及第70后备旅也移到第20军以南的地区。因此，那里几乎集中了3个军，准备投入即将来到的战斗。第17军和第1预备军都将开赴西线，他们的任务将取决于伦南坎普夫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结果，伦南坎普夫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甚至让德军从他正面脱身，让他们在距离前线有时仅25英里的区域内乘上火车完成了大规模的调动，而他却毫不知晓，更谈不上进行骚扰了。他似乎已确信，一支被打败的德军正在撤退，而他的骑兵部队也没有做任何事使他清醒过来。两天半之后，他以一种非常悠闲的方式开始前进。直到这时，他仍然一点都不知道敌人的去向。他在贡宾嫩战斗之后的所作所为，对坦嫩贝格战役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被解职后，毛奇挑选冯·兴登堡将军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分别任东线德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兴登堡67岁，退休已有3年左右，但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他身材魁梧，刚强沉着，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而且他最能发挥他的参谋长智慧过人和思路敏捷的优势。



　　鲁登道夫甚至未与兴登堡见面就被允许发布命令了，他绕过集团军司令部径直向各军下达命令，除了对部队下火车的安排作一些小变动以及选定马林堡而不是米尔豪森作集团军司令部以外，他的命令与霍夫曼发出的命令几乎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下令让各军在新司令到来之前独立掌握部队并打乱了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程序，结果第17军和第1预备军的司令给他们的部队放了一天假。此时，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这2个军将来的行动取决于伦南坎普夫的动向，但德军有必要尽量远离俄国第1集团军，以便向南推进。由于耽搁了宝贵的1天，德军不得不以强行军来弥补时间上的损失。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于8月23日下午到达马林堡。兴登堡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德军在一名被打死的俄国军官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份文件，文件上记载着俄军发动集中攻势的详细计划。兴登堡并没有说明这一情报是什么时候到手的，但据推测大概是在他抵达之时得到的。很明显，这份情况的获得使德军司令部对伦南坎普夫的动向没有把握。直到25日，根据一份被截获的无线电报，德军司令部清楚地得知伦南坎普夫的行动非常缓慢，因此鲁登道夫决定在其正面只摆上1个骑兵师(欠1个旅)。



　　萨姆索诺夫的第2集团军最终于8月21日和22日拖拖沓沓地超过边境，这个日期大大落后于预定时间。在日林斯基的严令之下，他的部队未等动员完毕就出发了。由于运输设施不完备，供给体系杂乱无章，士兵缺少食品，而且要在拥挤的沙质小径上行军，部队的情况非常糟糕。集团军司令似乎一点不知敌人的去向；即使知道，他也没有把消息传下去，他的先头部队没有得到正规骑兵的支援。该集团军内部各单位之间几乎没什么配合，2个集团军之间更谈不上配合了。萨姆索诺夫本应把部队的位置向很少到前沿的日林斯基汇报清楚，但他却没这样做。日林斯基在自己的军队达到较好的战备状态之前一般都拒绝让他们向前推进。



　　部队在大约60英里宽的正面上缓慢地向前推进，因为萨姆索诺夫已改变了日林斯基发来的命令——后者并没有采取行动纠正前者这种违背命令的行为——把部队向左延伸过远，以致只有第6军仍在按原计划向塞堡-拉斯膝堡一线推进。他以为姆瓦瓦-索尔道铁路可以缓解他的补给问题，并且抱有向敌侧后迂回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由于过分向左延伸，他在自己的集团军内部制造了一些大的缺口，而且他同伦南坎普夫集团军之间的距离也拉得更远了。



　　8月23日，第6军到达了奥特尔斯堡，第13军到达耶德瓦布诺，第15军靠近弗兰克瑙，第23军第2师到达索尔道东北部，第23军的其余部分则返回姆瓦瓦。与此同时，第1集团军已向佩莱宁肯-达凯明一线谨慎推进。第2集团军的首次重要战斗始于8月23日晚，并持续了两天。第15军的先头部队与德第20军在奥尔劳-米哈尔肯一线接触。俄军没有进行侦察，就匆忙与敌人在开阔地展开了战斗，结果整团整团的部队象镰刀下的麦子仆倒在德军的机枪火力之下。第二天，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俄军取得了部分进展。25日，俄军第13军前来支援，对德军左翼构成威胁，德国后备部队打了一场令人佩服的阻击战后撤退了。艾恩赛德将军说，在这次战斗中，第15军50名军官、2000名士兵阵亡，但却仅仅丢失了2门大炮，只有几个人被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在坦嫩贝格的战绩确实更加令人信服。



　　在完全缺乏情报的情况下，俄军最高指挥官的无能再一次充分暴露出来。经过这场战斗，萨姆索诺夫认为德军正在向他们的左翼后撤，为了便于追击，他请求日林斯基允许他再次把前进方向转向阿伦施泰因-奥斯特罗德一线。日林斯基犹豫一阵——因为他怀疑(他的怀疑是正确的)萨姆索诺夫是否确实完全了解情况——还是同意了，但要求萨姆索诺夫派1个军和1个骑兵师掩护俄军在湖区与阿伦施泰因之间的最右翼。日林斯基提出这一附加条件似乎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这一命令意味着把这些部队抽调到距离主力部队大约3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使德军可以将他们各个歼灭。因此到8月26日，第2集团军的防线从森斯堡(第6军)一直延伸到杰隆(第6骑兵师)，其间，第13军位于库尔肯附近，第23军在斯科陶，第15军在弗兰克瑙，第1军在乌斯道。第23军的1个师、2个骑兵师和1个步兵旅归第1军指挥，保卫该集团军的左翼。俄军散布在长达75英里的战线上。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德军的集结按计划顺利进行，差不多快完成了。8月24日，鲁登道夫命令第17军和第1预备军挥戈南进，以攻击俄第2集团军的右翼。这是一次经过慎重考虑的冒险行动，因为伦南坎普夫对德军仍是一个严重威胁。直到第二天德军截获俄军一份电报之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才得到证明。德军歼灭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计划构思简单，但实施的过程却很复杂，因为有许多天然屏障，各军必须各自为战。简而言之，鲁登道夫计划诱使萨姆索诺夫进攻力量稍微薄弱的德军中央(第20军的一半兵力)，同时，以第1军和第20军的另外一半猛攻俄军右翼，以第17军和第1预备军猛攻俄军左翼或北侧。一旦俄军两翼被清除，德军将以庞大的钳形攻势包围俄军中央。



　　由于倔强的弗朗索瓦强烈反对鲁登道夫发出的正面进攻乌斯道的命令，这些精心安排的计划在执行中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当时弗朗索瓦的炮兵部队尚未全部到位，因而他极力主张采用间接进攻的办法。然而，鲁登道夫驳回了他的意见。在这场关键的5天战斗的第一天，北侧和中央的战斗极为激烈。萨姆索诺夫仍然不知道敌人的行动与企图，他继续向奥斯特罗德-阿伦施泰因一线挺进。他根本不知道在25日晚上，德军截获了一份情报，对他要达成的目标了如指掌。在图劳，第23军的第2师赶走了德军，取得了初步战绩，但在遭到反击后该师伤亡惨重，节节败退，差不多退到奈登堡；第15军打得不错，到晚上，他们守住了格里斯利嫩-米伦一线，第13军几乎没打什么仗，因为电话线被切断，无线电台受干扰，他们得不到明确的命令，因而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回行军。



　　但是，萨姆索诺夫的灾难出现在北部，他的第6军在那里彻底败北，在第一天结束时实际上就已退出战斗。该军处于俄军右翼，十分孤立。一旦鲁登道夫在被截获的情报的鼓舞下集中起第17军和第1预备军来对付它，俄军第6军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即使德军经过长时间的强行军已疲惫不堪，但德军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然而，俄军打败仗更应归因于他们缺乏情报以及一位师级指挥官对情报错误的理解。由于出现这种情况，第6军军长发出命令后又收回成命，结果使得2个师在达代湖周围同德军的侧翼运动可怕地缠在一起，他们向比绍夫斯堡的有秩序的撤退变成了向奥特尔斯堡的溃逃。在溃退时，俄军的队伍有时前后拉开20英里。



　　8月27日和28日，德军与俄军的第1军在乌斯道周围交战，这是这场战役的最关键的时刻。从清晨时分起，双方的炮兵就开始了对攻，结果德军的炮火压住了俄军的炮火。到傍晚时分，德国步兵猛攻乌斯道，他们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因为那些在炮战中幸存下来的半饥半饱的俄国士兵已没有情绪作战了。到第2天上午11时，第1军被粉碎，通往奈登堡的道路已畅通无阻。然而，俄23军的第1步兵旅从索尔道南部意外地发动了反攻，并在海因里希斯多夫地区取得初步的成功。为此，弗朗索瓦不得不停止向奈登堡进军来恢复战场的态势。



　　到27日夜里，俄国第1军剩下的兵力——各个师来的大约5个团，外加5个炮兵连——占领了索尔道以北的阵地。28日清晨，弗朗索瓦发布一系列命令，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赶到南面去并使其退出战斗，但是俄军没等德军采取行动就撤退了。这时俄军左翼已暴露，中央很容易被合围。然而；对德军第20军来说，中部的情况并不太好，鲁登道夫害怕防线被突围，竟一时慌了神，命令弗朗索瓦全军向北挺进，到拉纳去支援中部的战斗。但是弗朗索瓦意识到断敌退路的极端重要性，出于对任何他不赞同的命令都满不在乎的性格，他继续按原定路线行军。到第二天，他所在的军已经切断了俄军南逃的路线。



　　8月27日，中部的战斗仍然很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俄军第15军冲入了德国第20军的阵地——这促使鲁登道夫向弗朗索瓦下了增援的命令。但是到了晚上，第15军已被牵制在海登米尔-瓦尔斯多夫-米伦一线。当在他们左边作战的第23军第2师差不多被赶回到奈登堡的时候，第15军的左翼危险地暴露出来。



　　第二天，鲁登道夫命令第17军和第1预备军停止追击被打败的俄第6军。而转向西南进攻位于中央俄军右翼的第13军。该军军长克留耶夫将军正从阿伦施泰因向霍恩施泰因行军去支援第15军。整整一天，他的军受到来自北部和东北部敌军的攻击，到黄昏时，第13军还没有拿下霍恩施泰因，也无法同第15军取得联系。



　　俄国第2集团军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总的来说，该集团军的士兵在近乎断粮的恶劣条件下表现得非常英勇，但现在，他们再也挺不住了。一贯糟糕的通信联络实际上已经中断，各军指挥官之间失掉了联系，每个军都对自己正面和两翼的情况一无所知。



　　萨姆索诺夫曾前往第15军军长马尔托斯将军那里与之探讨形势，马尔托斯是他唯一真正出色的高级指挥官。马尔托斯极力主张他趁为时不算太晚时赶紧撤退．但萨姆索诺夫不同意，因为他觉得，如果能占领奈登堡，战局还是可以得到稳定的。但这是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想法，他很快不得不改变这一想法。8月29日和30日，德国3个军向俄军中央发动了强大攻势，毫不留情把他们赶到正等着他们的弗朗索瓦部队阵前。弗朗索瓦的军已封锁了俄军沿奈登堡-维伦贝格一线撤退的道路。



　　萨姆索诺夫终于明白了他的集团军正处于惊人的灾难之中，因此他在最后一道命令中指示第13、第15和第23军夺路返回霍热莱和亚诺夫。他派马尔托斯侦察奈登堡周围的阵地(经过一番扣人心弦的冒险之后，他最终还是在那里被俘了)，并派克留耶夫将军统一指挥这3个军。第15军和第23军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后卫战斗，试图突破米沙肯和维伦贝格之间的警戒线，但是，德军用机枪封锁了森林的所有通道。8月31日，这些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士兵大部分都在雷特科文附近投降了。



　　俄第13军行军路线最长，经历的战斗也最艰苦。他们在人马没有任何粮秣可用，疲劳程度超出人们想象的情况下，花了40个小时在沙质小路上行走了42英里，直到精疲力竭之后，3个纵队中的2个纵队来到了乌斯赞内克。他们在这里挖壕固守，在8月30日至31日的一整夜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由于寡不敌众，他们终于在8月31日投降了。



　　该军的右路纵队要走运多了，因为在30日，俄国第1军的残部(德军以为该军已被他们全歼)从硝烟中爬起来对奈登堡进行了最后一次冲击。虽然他们占领该城的时间很短，并且不久就被弗朗索瓦派来的保卫森林通道的德军部队赶走了，但由于反攻引起的混乱，第13军右路纵队的几千名俄军却得以越过边界，化险为夷。他们和在维伦贝格附近突围的第15和第23军的两支领导有方，意志坚强的部队，差不多是仅存的从德军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俄军中央部队。



　　这样，俄国第2集团军在越过东普鲁士边界不到10天的时间内实际上已被歼灭，它那倒霉的司令官知道自己已被打败，并将名誉扫地，俏悄地溜到密林深处开枪自杀了。我们不知道俄军伤亡的详细情况，但俄军的伤亡确实非常惨重。德军声称他们抓了9.2万俘虏，打死了7万俄国士兵，缴获和破坏了俄军的所有大炮和运输工具，而他们自己仅伤亡了1.5万人。



　　伦南坎普夫并没有努力支援被打败的萨姆索诺夫，而是依然在韦劳-盖尔道恩-安格堡一线缓慢地，无精打采地行动。他的末日也即将到来。在后来的马祖里湖战役中，他被赶出了东普鲁士，并损失了大约6万名士兵和150门大炮。



　　坦嫩贝格战役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协约国曾对俄国这台“蒸汽压路机”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俄军第2集团军的迅速崩溃给协约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它确定无疑地告诉人们这场大战将是一场持久的，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俄军入侵东普鲁士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它对西线战事的影响，它很可能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当普里特维茨感到恐慌的时候，毛奇决定大力增援东线德军，尽管鲁登道夫坚持认为没有这种必要。最后，德军统帅部从驻德国的右翼德军集团中抽出了2个军和1个骑兵师前往俄国参加马祖里湖战役。俄国人和法国人都说，这使德国人失去了在马恩河战役中取胜的机会，从而拯救了法国，甚至毛奇也承认，从重要的右翼抽出这些部队是个严重错误。我们很难确定德军削弱俄军的战争能力的计划是否拯救了西线的协约国军队，但是，德军在东线的胜利肯定助长了德军向俄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早日结束东线战事的野心，从而减轻了德军对西线协约国的压力。






图40： 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26日至30日)






图41： 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26日至28日德军对俄军左翼的攻击)






图42： 坦嫩贝格战役(冯·弗朗索瓦切断俄军的撤退路线)



　　导致俄国第2集团军在坦嫩贝格失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俄军对这场战争毫无准备；俄军指挥官无能；伦南坎普夫没有参战；弗朗索瓦所部在乌斯道之战及其之后实施了巧妙的战术机动。



　　从动员的那天(7月31日)起，俄国的时间安排就有问题。俄国几乎没有可能兑现其作出的在动员后15天之内向德国推进的承诺。这个国家的落后情况从它那可怜的无法迅速发展的工业能力上就可反映出来。它的各个交通部门(公路、铁路、水路和车辆)的状况以及它的无线电通信能力都远远不能满足一个现代军事大国的需要。



　　它的军队也远远达不到所要求的水准。10年前发生的那扬灾难性的战争 [ 扫校者注：指1905年日俄战争 ] 已经暴露了俄军的很多弱点，而这些弱点也只是部分地得到了纠正。俄军士兵都是从不同民族招募来的农民，如果领导有方，他们作战会很勇猛，但他们几乎没受过教育，缺乏主动性。俄军缺乏足够的，长期服役的军士对服役3年的新兵进行适当的训练，而军官阶层(尽管最近已经在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的素质也是很成问题的。团级军官的培训很不充分，因为他们充其量只在参谋学院培训过，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参谋部工作几年后便到了团级岗位上，这样，他们在人员管理上没有什么经验，更谈不上有什么领导能力了。在俄军许诺的动员后第15天就投入作战的80万人之中，有30万人是未接受过什么训练的后备役军人。



　　如果说俄国军队的条件总的来说就很差的话，那么，第2集团军的条件尤为悲惨。整个集团军的运输和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某些军的情况更为糟糕。比如第23军，他们在越过边界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运输工具，部队不得不依靠征用的车辆和农夫搬运弹药和军需品，或者向情况稍好的友邻部队借用。部队被调往前线时没有配备战地面包房，再加上铁路和公路的交通状况极为恶劣，集团军部不得不向这些部队发出就地解决给养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命令。



　　萨姆索诺夫的参谋部是由一群以前从未见过面，更谈不上共过事的军官匆匆组成的，包括参谋长在内的原司令部的许多人员已被调往西北方面军工作。大量的新兵都是刚刚报到，不但没有时间进行训练，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恰当的管理。该集团军几乎没有通信部门。就高层领导来说，萨姆索诺夫没有和伦南坎普夫建立起直接联系，整个战役期间，日林斯基也没有向萨姆索诺夫提供恰当的情报。即使有少得可怜的通信设备，操作员也大都缺乏训练。由于没有把密码传送到各军，俄军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和情报不得不用明码电报发送，因而常常被敌截获。



　　下级军官曾向他们的军长，军长曾向集团军司令呼吁，把部队出发的日期推迟6天或至少4天，但萨姆索诺夫不理睬他们的呼声，因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在部队尚未作好准备，供给情况一团糟的情况下，萨姆索诺夫就让他的集团军投入了战斗。诚然，时间是实施计划的关键，而且第2集团军肩负着给德军以决定性打击的重任，但是，如果让部队在缺少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进军，达成上述目标是不可能的。



　　日林斯基错误地估计了行军地区的条件和第2集团军的状况，而萨姆索诺夫既没有纠正他的想法，也没有设法修改进军时间表，结果，第2集团军没有按时越过边界，并且，他们在似乎从未到过前线的日林斯基的无理催促下吃尽了苦头。必须指出，推迟一个星期出发未必就能极大地减轻俄军的灾难程度，俄军的不足之处太多了，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全克服掉，不过，如果准备得充分一些，士兵就会有更多的生还机会。



　　有人认为，尽管俄军在除人数之外的各种条件上均不如德军，但俄军仍有可能打败德国第8集团军。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根据鲁登道夫的看法，伦南坎普夫就成了这场战役的关键人物。



　　第1集团军的参战基础要比第2集团军好得多。伦南坎普夫的参谋人员和部队大都是从维尔纳军区抽调来的，维尔纳军区是伦南坎普夫战前任司令官的军区，因此他们曾在一起共过事，共同制订过计划；该集团军的后勤系统虽然还不完备，但依靠萨姆索诺夫那里所没有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线，仍能正常运行。然而从一开始，伦南坎普夫的行动就非常拖拉，他花了9天时间才到达第一个目标(因斯特堡-安格堡一线)，而此地距边境只有38英里。



　　伦南坎普夫自认为他已赢得了贡宾嫩一战的胜利，从他的确已经阻止德军取得他们所指望的决定性胜利。并使他们撤退这一点上看，这是不错的。然而，德军并没有被打败，这点是毫无疑义的。就在应该趁机扩大战果的关键时刻，伦南坎普夫却在两天半时间里按兵不动。另外，他未采取行动查明敌军的去向，而是完全沉浸在德军正全线撤退的喜悦中。根据他的报告，日林斯基也相信了德军正在全线撤退。后来，我们从他的一名参谋那里得知，由于深信第2集团军的前进时间已经推迟，他害怕把敌军赶得过远会打乱第2集团军断敌后路的计划。鉴于他从未与第2集团军取得联系，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不着边际。不管怎么说，这不能成为他与正面德军脱离接触，而且对此后的战役形势一无所知的理由。



　　8月26日，第1集团军终于到达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区。此时，对于伦南坎普夫来说，事情并未由此变得简单一些，因为日林斯基(他在这场战役中从未对形势有过切合实际的理解)根据他对德军行动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日林斯基相信那些在贡宾嫩被“打败”但并未在柯尼希斯贝格要塞停下坚守的德军将撤往维斯瓦河，因此，他命令伦南坎普夫用2个军的兵力封锁柯尼希斯贝格，由该集团军的其余部队追击撤往维斯瓦河的德军。



　　直到8月27日，也就是在鲁登道夫冒了极大的风险在第1集团军的正面仅仅摆了两个骑兵旅后的两天，日林斯基和萨姆索诺夫仍然认为，伦南坎普夫仍同从贡宾嫩撤退下来的德第8集团军的一部分保持着接触，他们全然不知巨大的危险正在从北方向他们逼近。



　　同一天晚上，日林斯基命令伦南坎普夫将其左翼向巴腾施泰因靠拢，将他的骑兵向比绍夫斯堡运动，以便与第2集团军相配合。他似乎并不知道萨姆索诺夫已向西偏离到何种程度，认为他还在往北推进；他也不知道该集团军第1军和第6军的失败情况。但此刻他至少已意识到第2集团军需要第1集团军的支援，尽管他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或紧迫感。而伦南坎普夫却仍在从容不迫地往南推进，直到8月29日晚他仍未与敌人接触。



　　霍夫曼认为，尽管到这个时候伦南坎普夫已经来不及挽救萨姆索诺夫的厄运，但他仍有可能对战斗的进程施加某些影响。为了应付这种可能性，德军曾考虑把几个师调动到阿勒河彼岸，但结果证明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有时人们认为鲁登道夫的包围行动事先没有计划好，但鉴于伦南坎普夫似乎甘愿做一个旁观者，这种包围行动便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冒险。德军整个作战行动能够成功皆因伦南坎普夫行动不积极。鲁登道夫在书中写道，“当战斗真正开始时……伦南坎普夫那气势汹汹的部队好象是一片即将来临的雷雨云，挂在东北方向的天空上。他只要逼近我们，我们就会被打败”。尽管这种说法同霍夫曼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它却清楚地指出了伦南坎普夫本来可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有一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伦南坎普夫竟允许俄国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遭到覆灭而不去救援它呢？霍夫曼上校几年后在书中写道，他坚信伦南坎普夫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对萨姆索诺夫的敌意，尽管他没有料到他的不积极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伦南坎普夫与萨姆索诺夫在中国的满洲曾有过激烈争吵，两人最终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相互殴打起来。在弥留之际，霍夫曼还对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说，“如果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运动场上打胜的话，那么，坦嫩贝格战役则是在沈阳火车站的站台上打败的。”



　　说伦南坎普夫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即使是俄军将领)竟然不惜以民族灾难为代价来报10年前的私仇，这似乎有点太牵强了。更大可能性是，伦南坎普夫已不再胜任他的工作，他已老朽，过分自大，并且被日林斯基对他的不断干扰弄糊涂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霍夫曼说服鲁登道夫对俄军实施包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霍夫曼深信伦南坎普夫决不会支援萨姆索诺夫，因此，他告诉鲁登道夫，德军的包围行动将非常安全。



　　“8月27日上午，西部地区的战斗因弗朗索瓦将军在乌斯道实施突破并扩大了战果而决定了胜负。”这是霍夫曼在谈论弗朗索瓦违背上级命令并成功地采取了一次关键性的行动时所下的结论。当时，在俄军的左翼，阿尔塔莫诺夫将军的第1军从8月24日以来就已占据了乌斯道-迈施利茨-鲁特科维茨一线。第6骑兵师到了格连斯克，第15骑兵师监视着劳腾堡。阿尔塔莫诺夫在塞本和格拉劳向前沿调兵。他根本不知道德军即将发动进攻，因而从其右翼(此处特别易受攻击，因为这儿与第23军最邻近的部队之间有一个将近7英里宽的缺口)抽调兵力，以便向他唯一知道的，驻在劳腾堡的德军发起进攻。



　　25日，弗朗索瓦的第1军在离阿尔塔莫诺夫的主阵地仅一天路程的地方下了火车，而阿尔塔莫诺夫的50个骑兵中队竟没有1个中队知道这一情况。鲁登道夫给弗朗索瓦的命令是在26日清晨发动进攻，拿下乌斯道，但弗朗索瓦仍缺少炮兵部队，因而认为自己尚未淮备就绪。然而，鲁登道夫仍坚持原来的命令。但是，弗朗索瓦是这样一位将军：如果他认为上级的命令不正确，便决不拿自己的部队去冒险。所以，尽管他在26日发动了进攻，但他并没有全力以赴；塞本于当天正午攻下。阿尔塔莫诺夫对驻守在劳腾堡的米尔曼第5后备旅发动的进攻完全是瞎胡闹，弗朗索瓦的部队很快就把它击退了。



　　经过这2次胜利之后，德军的防线已经推进到海因里希斯多夫-格拉劳一线。鉴于部队疲惫不堪，又缺少大炮，弗朗索瓦和他的先头师师长冯·康塔决定把对乌斯道的进攻推迟到第二天。霍夫曼非常肯定地认为，弗朗索瓦拒绝在26日发动进攻是俄国第2集团军全军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在炮兵未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发起进攻，弗朗索瓦的进攻很可能会失败，这样，萨姆索诺夫就有时间在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把他的集团军撤出来。



　　弗朗索瓦命令他的炮兵于27日上午4时开始炮击乌斯道，他的第1师和第2师将于1小时后发动围攻。但是，如前所述，士气低落的俄国步兵尽管有极好的防御阵地，却没有坚持战斗，德军第1军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拿下乌斯道之后，弗朗索瓦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独立性，只是在他再次违令之后，中央俄军的命运才最后被决定了。



　　德第20军曾一度遇到俄军的猛烈进攻，鲁登道夫一时惊慌失措，命令第1军改变方向向北进军。但是，弗朗索瓦不顾第20军可能面临的危险，仍把眼睛中牢盯在奈登堡-维伦贝格公路以及通往森林的各条小路上。他知道切断俄军逃跑的必经之路将给俄军带来灾难性的结局。因此，他命令部队继续向东推进，封死合围圈的缺口，把萨姆索诺夫的残兵败将紧紧包围起来。



　　违抗命令，实难宽恕，但如果一位高级军官从不冒险，只顾保全名誉，那么他就可能坐失良机。弗朗索瓦就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出色战将，而且令他的上级无可奈何的是，他所坚持的东西往往都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鲁登道夫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完全是弗朗索瓦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两次拒不从命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弗朗索瓦的两次抗命，鲁登道夫是不会取得如此彻底的胜利的。



　　坦嫩贝格战役是一次由高级指挥官的性格和个人表现决定胜负的战役。毛奇撤换冯·普里特维茨几乎肯定没有做错，因为后者失去了主动权，失去了参谋人员的信任和争取胜利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队的士气要不了很久就会一蹶不振。上了年纪的兴登堡与比较年轻的鲁登道夫搭档，真是珠联壁合，令人鼓舞，前者发挥威信，后者表现职业特性。不仅如此，鲁登道夫、他的参谋军官霍夫曼以及他的第1军军长冯·弗朗索瓦，都是随时准备支持他们作出的判断并勇于承担风险的人物。



　　俄军将领们的表现则相形见拙。方面军司令日林斯基既不能激发人们的信心，也很少出现在前线，两位集团军司令也不愿进行配合；总之，他们年事已高，力不胜任。诚然，由于体制落后，他们的后勤供应严重不足，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下的事实，即他们在战略战术的应用上远远赶不上德军将领。














	

 






	















	







	







	









 





	


	







	








	




	


第22章 华沙之战




	







	

 



	


	


(1920年8月)



　　华沙之战就其实际过程而言，并不是一次很大的战役，但对欧洲文明来说，它可能比本书所描述的任何战役都更为重要。在经历了4年可怕的战争浩劫之后，许多中欧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莫斯科的影响，正酝酿着一场革命。在过去的1683年，波兰人曾为拯救欧洲出过力，而现在，1920年8月，波兰人再次拯救了欧洲。



　　这次波兰的获救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的确，他本人的历史，概括来说，就是波兰人在遭受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等王朝100余年统治后争取复兴的历史。毕苏斯基1867年12月生于维尔纳(现在的维尔纽斯)，父母均为立陶宛人。他的家族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国家事务中世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毕苏斯基为了实现波兰独立这一强烈愿望，成了波兰社会党的杰出成员，而且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在沙皇监狱里被监禁了多年，但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许曾涉猎过马克思主义，但他决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爱国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爆发时，毕苏斯基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当时，他迅速率领一小股游击队越过了俄国边界。不久他就组建了一支波兰民族军队。最初他通过步兵俱乐部秘密地进行活动。被授予准将军衔后，他开始公开活动，在奥地利人的指挥下率领他的部队进行战斗。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中，由于拒绝同德国人合作(因为他相信德国对波兰始终另有所图)，他被监禁在马格德堡。1918年11月，他回到华沙，成了唯一受军民共同尊敬的显赫人物。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摄政委员会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他。不久，他解散了摄政委员会，组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府，并向全世界宣告了波兰的独立。



　　毕苏斯基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在这段时期里，他生命的主要动力就是波兰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可以使自己变得冷酷无情，粗鲁暴躁，行踪诡秘。他做好了冒可怕危险的充分准备，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战争上。他是战士，是一位勇敢非凡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守旧的指挥官。他的目标是将波兰的边界推回到1772年时的地方，即向东推进到基辅和第聂伯河。他非常清楚，一旦俄国内战结束，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打败布尔什维克红军。



　　因此，他在1919年4月率领部队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而且非常成功的攻势。到4月底，他已占领了维尔纳。5月，他率领5万军队一路奋战通过了加利西亚，并于7月17日抵达兹布鲁奇河。8月10日他攻占了明斯克。所有这些战绩都是由一支刚刚组建的军队取得的，因此更值得人们称赞。虽然发生了一些激烈战斗，但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人并没有进行顽强的抵抗。这就使毕苏斯基错误地相信，他的敌人不久将被赶跑。



　　在1919年岁末和1920年年初的几个月内，波兰和苏俄进行了和平谈判，但谈判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因为波兰人的目标是恢复1772年的边界，而布尔什维克人的想法则完全不同。1920年4月，外交活动突然中断，原因是毕苏斯基在西南方向重新发动了攻势，使其部队到达了基辅。但是，此时他的战线已长达1000公里。由于普里佩特沼泽的阻隔，波军之间的横向联络已经中断。波军远离基地，缺少各种补给品，其中也包括马匹。俄国人准备全线反攻，因为此时苏联红军已经击败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白俄军可能造成威胁的只剩下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了)，他们能够集中更多的部队到西部和西南部战场作战。



　　俄国军队的总司令是加米涅夫将军。他的意图是在被普里佩特河一分为二的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河北侧的俄西方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指挥，这些部队包括第3、第4、第15和第16集团军以及加伊·汗的第3骑兵军。普里佩特河南侧的俄西南方面军由叶戈罗夫将军指挥，这部分俄军包括第12和第14集团军以及由布琼尼将军指挥的一支加强的骑兵部队。在波兰方面，与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对峙的是波兰第1和第4集团军(其余部队正在维尔纳组建)。普里佩特河以南的三支波兰军队是波兰第2、第3和第6集团军。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为，俄军约18万人，波军约12万人。相比之下，毕苏斯基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河北岸更是如此)。波军没有骑兵，武器装备也差。



　　1920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洛杰奇诺方向发动进攻，但失败了。可是在南面(基辅附近的居民非常敌视波兰人)，布琼尼率领一支顽强的哥萨克骑兵大部队，在第12集团军的支援下，几乎将波兰第3集团军合围。波军虽然设法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已被赶到兹布鲁奇河的另一侧，向利沃夫败退。在这种情况下，毕苏斯基将左翼部队撤出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图哈切夫斯基乐意看到的。



　　俄国人在7月份的推进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是一次杰出的表演。从一开始，他们就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华沙及其附近地区的波军士气被巧妙地瓦解了。俄军袭击败退的波军，侧翼包抄，涉水渡河，占领城镇。在30天的时间内，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向前推进了300英里，几乎到达了华沙的大门口。在这些得胜的士兵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力图与军队保持联系的运输补给队，他们由3.3万余辆农用手推车组成，驾车人主要是当地人。



　　在8月的第一周，波兰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从华沙以北到登布林，他们的部队已被赶回到了维斯瓦河。俄军已把战线推进到从登布林沿维普日河到扎莫希奇和利沃夫一线。华沙桥头堡仍掌握在波军手中，守卫在这里的部队从左到右依次是第5、第1和第2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共有8.4万名士兵；他们个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维斯瓦河正好在华沙以北折向西去，守卫莫德林、普沃茨克以及部署在弗克拉河沿线的波军左翼部队已被暴露，处境危险。第4集团军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3集团军在登布林的南面和东面布防，第6集团军在利沃夫以南布防，而第7集团军则还在南方的加利西亚。8月初，包括毕苏斯基在内，几乎没有人相信华沙还有获救的希望。一旦堤坝决口，迅猛的洪水定将汇成滔天的巨澜。



　　然而，仍有光明之箭刺破这忧郁的夜幕。波兰人以艰苦的努力收容掉队的士兵，整饬部队的纪律。由于悬在人们心头的威胁越来越大，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士气也随之提高，内部的分歧和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放在了一边。华沙桥头堡被精心部署并得到43个炮兵连的保护，普沃茨克、莫德林和登布林的要塞也能对图哈切夫斯基部队实施坚固防御。



　　图哈切夫斯基也有自己担心的事情。他的部队推进得太迅猛，已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意味着他要么继续前进，要么挨饿，他不可能等候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在这次战役中，部队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当波军的士气越来越高昂时，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士气却开始下降。他的部队中并不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人是被强征来的农民。由于不得不向西南方面军增援，西方面军的俄军力量已被削弱。布琼尼将军带领的西南方面军是一支不甚合作的部队。弗兰格尔的部队也从克里米亚打了过来。



　　还有一个因素无疑也起到了支持波兰人的作用(尽管波兰人并不总是这样认为)，这就是英法代表团在华沙的存在。1920年6月底，波兰政府请求伦敦和巴黎在危急时刻给予积极的支持。劳埃德·乔治先生和米勒兰先生不久便同意派一个英法外交军事代表团赶赴华沙。该代表团的三项任务是：向各自政府报告和平谈判的有关事项；向波兰人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为波兰人安排军需品的供应。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以及拉德克利夫将军和魏刚将军。



　　8月初，交战双方为了达成令人满意的媾和条件作了各种努力。波兰人与俄国人在一个叫巴拉诺维奇的地方进行了会晤，接着又于8月11日至12日在明斯克进行了会晤。但是处于优势的俄国人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决心使整个世界改变意识形态。列宁认为这一目的可以在和平条件下实现，而托洛茨基(当时的军事部长)认为用布尔什维克的刺刀能更快地实现这个目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因为俄国人向波兰人提出了他们无法接受的条件。



　　魏刚将军是代表团中的主要军事成员，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毕苏斯基对劝告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补给品的兴趣，而当时补给品并不容易搞到，因为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拒绝把援助波兰的军需品装上火车。但泽港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在那里指挥部队的英国军官果断地分配了劳力，卸下了一些补给品发往波兰。



　　在军事代表团中工作的每一名成员都深深地体会到，容忍、耐心、持之以恒的美德是多么的必要。由于他们的东道主不愿提供详细的情报，甚至有时向他们提供错误的情报，他们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摸索。魏刚将军的建议常常得不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波军也不实际照办。后来他被授予参谋长的职位，因而成了有职有权的人物。虽然毕苏斯基对他提出的在维斯瓦河一线保卫华沙并从该基地实施反攻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他那自信的神情和清晰的判断在精神上给了波军指挥官以极大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前线的情况：波军正焦虑地等待布尔什维克发起进攻，而图哈切夫斯基深信这次进攻将使华沙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在魏刚将军制定作战计划时，毕苏斯基并没有说什么。8月5日晚上，他躲到了贝尔维德宫他的房间里。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在午夜两三点钟，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在他头脑中形成。他考虑到，部署在华沙正面的波军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至少能遏制住俄军的进攻3至4天，这期间，他可以率领5个半师从维普日河向北对俄军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这将是一次能引起连锁反应的攻击，因为他估计这次攻击能瓦解苏军士气，从而为其第5、第1和第2集团军从华沙向前大规模进攻开辟道路。



　　8月12日，毕苏斯基离开华沙，沿维斯瓦河左岸驱车南下，在普瓦维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他的翼侧攻击将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必须强调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他个人头脑里的产物。这项计划风险太大，以致不能向他的大多数将领透露。他们不久就叫嚷着要他回华沙，或者至少要把发起攻击随时间提前，因为在8月13日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让部队向华沙推进，执行他在8日签发的命令。



　　俄国人的攻击是分多路进行的。第16和第3集团军将分别在桥头堡的南北两侧进攻。第15集团军将以纳谢尔斯克为依托渡过弗克拉河进攻莫德林。与此同时，北侧的第4集团军将向西向南推进，威胁普沃茨克，与第15集团军协同攻击波军的翼侧和后方。拉济明在13日午夜至14日清晨失陷，这样，苏俄红军到达了离华沙仅15公里的地区内。此时波兰的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上打得十分艰苦。魏刚和拉德克利夫的镇静与自信(即使并不真正感到自信，但他俩至少装出了自信和镇静的样子)对波军总参谋部产生了一种稳定人心的效果，因为一些政界要员正在逃离首都，而且波军士气正在瓦解。不过，这些紧急情况已送到了毕苏斯基的手中，他因此同意把进攻时间提前到16日。



　　在这危急的关头，华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科尔斯基将军，因为他率领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防线打得十分漂亮，击退了俄军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这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虽然第1集团军仍然屹立在华沙面前，但是西科尔斯基的左翼已遭迂回，而且俄军第4集团军在16日已经开始在普通斯克地区攻击他的后方。然而，那天上午，毕苏斯基在维普日河一线发动了反攻，波军的形势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俄军的两个方面军本该由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俄军的这两个方面军只是由莫济里集团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的。尽管这一集团的兵力不详，但是，他们很显然是俄军第57步兵师的一部分。这些人员和西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被毕苏斯基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假如俄军总参谋部不轻视几天前第12集团军缴获的波军作战命令而抓住战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结果，毕苏斯基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即夺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华沙公路，在两天的预定时间内就实现了。



　　实际上，毕苏斯基对敌军缺乏抵抗的现象非常耽心，生怕中了敌军的圈套。直到18日他的部队与敌军全面接触，他才放下心来。18日这天，他的各师部队在左翼进攻新明斯克，在右翼沿布格河一线挺进。俄军第16集团军惊惶失措，在他们的进攻面前狼狈而逃。这次翼侧攻击非常成功，毕苏斯基不顾哥萨克巡逻队的威胁，决定返回华沙，以便发展这一极其有利的形势。在华沙，他发现下级指挥官们仍处于深深的绝望中，总担心被俄第4集团军包围。毕苏斯基不得不说服他们按他构想的作战计划发动进攻。



　　他的命令是：第1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与此同时，第5集团军向北直逼东普鲁士边境，以求切断图哈切夫斯基的第4集团军的退路。波兰第4集团军将全速向比亚韦斯托克铁路线上的马乌基尼亚推进，歼灭溃退的俄第16集团军。除了第1集团军因兵力过于分散未能按作战命令完成任务外，波军的其余各部队的作战行动均取得了迅速而全面的成功。起初，波军官兵曾满腹狐疑，而现在，他们怀着坚定面自信的目标向前推进，一切犹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另一方面，在遥远的后方指挥俄军的图哈切夫斯基此时越来越失去信心。直到18日他才得到毕苏斯基发动翼侧进攻的消息，而此时他的第16集团军正在波军的痛击下狼狈而逃。然而，第16集团军司令官(他几乎耽搁了24小时才采取行动)竟然还向他报告说，他认为形势并不严重。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对战场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未能在弗克拉河一线围歼西科尔斯基的部队，而此时西科尔斯基的部队正给俄第15集团军造成巨大的压力。俄军左翼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已多次向布琼尼发出紧急命令，要他率哥萨克骑兵向北进攻，但布琼尼拒不执行命令，而执意要首先攻下利沃夫(而他却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判断出战场情况异常严重，因此他命令立即撤退。



　　他下达的脱离接触的命令是简单明确的，但由于时间太迟，有些部队已难以执行这一命令。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其速度令人惊骇。



　　俄第4集团军应该在8月20日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一线集结。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除非它的前进受到严重的阻碍——它应给第15集团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第15集团军已接到命令要和第3集团军一起顶住敌人的进攻，以便让第4集团军的后备部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结。第16集团军应该撤到利维茨河的东岸，莫济里集团负责掩护其左翼。第12集团军将攻击渡过维普日河的波兰军队。最后——希望似乎很渺茫——第3和第16集团军将分别抽出一个师的兵力，强行向德罗希琴-亚努夫地区推进，以便成为俄军的总预备队。



　　但是，这项计划的每一步都被波兰人挫败了。在俄军的右翼，第4集团军司令官(一位没有作战经验的将军，后来因没有击败西科尔斯基并占领华沙而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指责)暂时与总指挥部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并不知道撤退的命令，还以为总的形势对苏俄军队有利，因此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发动攻击。当他于19日终于重新与明斯克恢复联系时，他仍非常乐观，但他马上就收到了让他撤退的强制性命令。第15集团军在加伊·汗骑兵军的有力支援下，在切哈努夫地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企图在纳雷夫河与普鲁士边境之间打通一条狭窄的走廊，让第4集团军突围。但是，该集团军获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第16集团军在20日被打垮，节节败退。这就使士气高昂的波兰第2和第4集团军(一直远离苏俄第12集团军的攻击范围)能够从翼侧攻击俄第3和第15集团军，并迫使他们退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奥斯特鲁夫-别尔斯克一线以后。两天后，波军又推进到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比亚韦斯托克。随着苏俄第3和第15集团军潮水般的败退，俄第4集团军已经无法赶到姆瓦瓦，加伊·汗将军所部的英勇抗击虽然使该地区的波军打得十分艰苦，但是他的努力并没能阻止他的骑兵军和第4集团军中的大部分人涌进德国边境。



　　8月25日，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他的部队已经到了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上的弗沃达瓦一线。而俄国人在预备队的掩护下正设法在涅曼河东侧重新组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俄国军队，包括被俘和在普鲁士境内被缴械的人员，至少损失15万人，大约230门大炮，1000余挺机枪和大量的弹药，波兰军队约损失5万人。



　　华沙之战结束了，但战斗并没有停止。9月12日，趁俄军立足未稳，波军便恢复了攻势。到9月28日，西科尔斯基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的地区。与此同时，毕苏斯基在涅曼河上的格罗德诺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尔后又在什恰拉河一线把打了败仗的苏俄军队赶到明斯克。俄军的唯一攻势是由布琼尼将军在南部对扎莫希奇发动的，但也被击退。到9月26日，苏俄4个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5万人被俘，160门大炮被缴获。10月，波兰和苏俄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3月双方签定了里加条约。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俄国人所提出的边界线还要向东推进很多。






图43： 华沙战役(1919年4月)






图44： 华沙之战(毕苏斯基的翼侧攻击)



　　图哈切夫斯基真能拿下华沙吗？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真能实现饮马莱茵河的梦想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他能够”。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十分可能”。那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华抄？拯救了中欧呢？在这次战役中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图哈切夫斯基远离战场，他遇到的许多麻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毕苏斯基大胆发动翼侧攻击的杰出才能，因为正是这场翼侧进攻才使波兰打赢了这场战役，因而它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但是徜若图哈切夫斯基在毕苏斯基发动攻击之前就占领了华沙(这一点他本来肯定可以做到)，那么，毕苏斯基的侧翼攻击即使能够发起，也为时太晚了。



　　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华沙之战时他年仅27岁。他出生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作为沙皇禁卫军谢苗诺夫斯基警卫队的一名中尉军官，他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被捕入狱。1917年秋获释出狱后几个月，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主要由于他的朋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举荐，他提升很快。1918年至1920年间，他以极大的热忱多次率领第1、第5、第8和第9集团军投入了反对高尔察克元帅和邓尼金将军等白俄军队的战争。他因此先后担任了南方战区、高加索战区和西方战区的总司令。



　　在军事思想方面，图哈切夫斯基走在了他的同事们的前头。他非常聪明，具有极强的理解能力。他确信战争必须是总体战。他发表了许多学术演讲和论文专著，逐渐成了空战、装甲战和化学战方面公认的专家。他的勇敢精神是无人怀疑的，而且他具备指挥官的许多素质。然而在华沙之战中，他却想在距前线300英里之外的后方指挥他的部队，这与他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这一仗使他失去了应得的胜利，但对欧洲来说这又是极为幸运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很可能成为把基督教的各种文化和欧洲文明扫进地狱之门的苏俄异教徒的军事魔王。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上的声望并没有因这次华沙之战而受到损害，他后来担任了苏军总参谋长。但在1937年，斯大林处决了他，并把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付之一炬。



　　现在看来，当图哈切夫斯基发现波军在他前面仓促溃逃时，他的战略部署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认为华沙已成了他随时可取的囊中之物，他放弃了用4个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的计划，而是用2个集团军(第4和第15集团军)向西向南进攻维斯瓦河上的波军据点，并渡过该河。他的这一部署有三重目的：攻击波兰守军的翼侧和后方；切断波军通过但泽走廊撤退的通道；以完成图哈切夫斯基向西进攻德国的革命抱负。



　　这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策。假如图哈切夫斯基深入前线，亲自掌握战斗的情况并了解部队的位置和处境，这种失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在，他不仅没有攻下华沙，而且还使自己陷入了被动：让第4集团军背向德国边境。一旦情况出了偏差——事实果真如此——该集团军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作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在讲演中承认，他未能占领华沙是因为兵力配置不当，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向波军发动协调一致的向心突击或同时对波军两翼发动进攻的必要性。俄军两翼部队相距很远，同时发动进攻是要花时间的，而时间正是毕苏斯基所需要的。而且两翼进攻还要冒兵力分散的极大危险。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在拥有4个集团军的情况下却未对波军发动全面的向心攻击，这的确使人难以理解。



　　集中兵力是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都犯了忽视这一原则的错误。加米涅夫本应将俄军的两个方面军交由一个人指挥，以利于协同动作。然而，华沙之战时，俄军两个方面军的两个指挥部却相距200英里。更糟糕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两人互不喜欢，这与6年前萨姆索诺夫与伦南坎普夫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相似。8月10日，叶戈罗夫接到了让他派布琼尼的骑兵去警卫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的命令，但布琼尼执意要首先拿下利沃夫，而叶戈罗夫并没有制止他。倘若叶戈罗夫服从命令，他很可能会阻止毕苏斯基的翼侧进攻。不过即使没有布琼尼的支援，图哈切夫斯基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的战略获得成功：他亲临前线，发动一次正面进攻来控制和协调合围波军的行动。然而，他的指挥部却远在明斯克，通信情况又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成功地指挥这次复杂的作战行动的。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优秀的将军，他不会不懂得士气的重要性。在从别列律纳河进军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十分重视包围敌人以及此举对敌军士气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他企图在波军后方渡过维斯瓦河的一个原因。然面，由于指挥不当，他使自己的部队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样，他的部队竟一时陷入了要么取胜，要么饿死的困境。俄军本来就对自己的后勤系统不抱任何希望，遭到波军的反攻后，他们本来就不很高的士气自然会一落千丈。图哈切夫斯基远离前线仅仅是造成这种恶果的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运输计划不当，他没有意识到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就地解决给养问题的。如果一直在前线，他就有可能掌握部队的前进速度，使其同3.3万辆为部队提供粮食和弹药的摇摇晃晃的四轮车同步前进。



　　这一连串的失误——失去控制、失去支援、失去后勤补给——已足以使苏俄军队丧失取胜的机会。此外，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铺得太开，为敌人发动有胆量的反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而毕苏斯基恰恰把握住了这一机遇。



　　在贝尔维德宫苦思冥想一夜(8月5日至6日的那个夜晚)之后，毕苏斯基拟订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却得不到部下、国防委员会或英法代表团的赞同，因为这个计划要把北部战区的部队调到南部战区，以便攻击已经铺开却部署不当的俄第16集团军，而华沙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北部防区脆弱，应该从南部抽调部队来加强维斯瓦河的防御，并在部队士气恢复后从维斯瓦河发动反攻。



　　毕苏斯基的参谋长罗兹瓦都斯基将军曾于8月6日上午向他的上司递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他在该计划中建议第4集团军在华沙东南方向30英里处的加尔沃林集结，然后北上直逼华沙。这一计划与毕苏斯基的设想非常接近，但它冒的风险更大，而且没有考虑到士气的因素，而士气恰恰是毕苏斯基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毕苏斯基以国家元首的权威和对自己的判断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犹疑不决者相信，为了促成胜利的到来，必须铤而走险。8月6日，毕苏斯基签发了命令，为参战部队作了战略部署。



　　尽管部队的最初集结既困难又危险，但毕苏斯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的目标是：在他把5个半师的兵力调到维普日河南岸对付比较脆弱的莫济里集团时，波军应在华沙前面的利沃夫附近把俄军牵制2至3天的时间。一旦击溃了莫济里集团，他将以最快的速度——他没有骑兵——率部队猛扑俄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他预计这必将使敌人乱作一团。这种行动不仅可以防止该集团军突破华沙防线，而且还可为波军在中央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该计划的核心是对俄军实施双重反击，他本人负责实施较难的部分。



　　“震荡”部队(毕苏斯基的说法)是由第4集团军的第14、第16和第21师以及正在南线作战的2个精锐师，即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组成的。这两部分部队在脱离战斗并随后进行集结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都在与敌人交战。第4集团军当时正在布格河一线作战，这3个师不得不在敌人面前实施侧翼行军，其中正在亚努夫地区作战的第14师必须行军40英里以上才能到达集结地域。



　　从南部地区抽调部队困难更大。尽管这里的部队从士气和战斗力上讲都比北部地区的部队强一些，而且他们最近还阻止并打退了布琼尼的哥萨克骑兵的强烈攻击，但是，布琼尼将军仍是个现实的威胁。如果从这里抽出2个精锐的独立师，波俄两军的兵力双比就会变得十分悬殊，波军的战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从这里抽调2个师的工作是由雷兹·希米格维将军负责的。他不顾有人预言会失败，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进攻，并在一个骑兵旅的帮助下极其巧妙地使部队脱离了战斗。



　　波军“震荡”部队的集结地区选择在维普日河南岸，左侧以登布林为依托。时间是这次行动的关键，部队于8月13日之前全部调集完毕，这主要应归功于有关的指挥官。有很多问题可能导致这次计划失败，而且也差点导致了失败。当那些正与敌军紧张拼杀的战士不明不白地从前线撤下来的时候(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之后)，他们的士气很可能受到影响。但毕苏斯基到达普瓦维(他的新指挥部所在地)时，却惊喜地发现，尽管部队的被装和装备极为糟糕，但部队的士气总的看来还是很高的，而且部队似乎也能胜任他们面临的任务。南线部队撤下来时经过了残酷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位携带发动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作战命令因此落入俄军手中。这一意外事件很可能使波军整个作战计划付诸东流，可幸运的是，俄军总参谋部怀疑这一文件的可靠性，仍然根据从第12集团军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行事。



　　毕苏斯基原定于8月17日发起反攻。他觉得刚刚撤离战场的部队需要3至4天的时间休整、补充装备和领会作战意图。但是来自华沙方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将攻击时间提前一天，定在16日凌晨，因为华沙桥头堡的处境异常紧张。他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占领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公路，其攻击部队的序列从左至右依次是第14师、第16师、第21师、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进攻是在一个十分宽阔的正面实施的，第14师从登布林向北稍偏西方向推进，而第3独立师几乎是向正北方向并沿着布格河西岸向前推进。



　　俄军完全没有料到波军会从翼侧发起攻击，事实上，他们在18日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图哈切夫斯基正是在这一天才第一次得知波军发动反攻的消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莫济里集团崩溃得太快，显然来不及上报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把毕苏斯基的迅速推进归因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华沙正面的激战迫使他从交通线上撤走部队；二是他曾指望布琼尼对波军右翼采取行动，但布琼尼只顾自己在利沃夫前的作战。俄军第12集团军只是到8月13日才划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虽然该部肯定对波军第3独立师造成了严重威胁，但它似乎并没有接到任何情报和命令。



　　8月17日波军第14师到达加尔沃林及其郊外，第21师到达武库夫，这2个师均末遇到俄军抵抗。这天，毕苏斯基正同第21师指挥所的参谋共进午餐，有人报告，俄军的抵抗已遭到一群情绪激昂的，持各种农具的农民的坚决还击。那天夜里，第14师还占领了科乌别尔，翌日，第14师抵达新明斯克。同一天，第21师到达索科武夫，而第1独立师到达了布格河畔的德罗希琴附近。来自前线部队的战报都提到。波军伤亡很小，而俄第16集团军的左翼一片混乱，土崩瓦解。还有消息说，华沙卫戍区的波军第15师已经按照命令沿着华沙-明斯克公路向东发动攻击。该师现已奉命与第4集团军会师。



　　8月18日，在前线长时间穿梭指挥和鼓励将士的毕苏斯基回到华沙。在他离开的那天，部队的热情受到了影响，翼侧攻击少有甚至没有进展，这足以说明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回到华沙，他发现将士们精神萎靡，总参谋部对前方战况知之甚少，还在担心遭敌合围。虽然毕苏斯基命令第1、第2和第5集团军立即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的信心和勇气，但是直到8月22日第15师攻克希尼亚多沃的消息传来时，华沙居民才开始认识到不仅华沙已经获救，而且俄军已经彻底失败。即使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胜利的全部意义。



　　华沙被解救了，东欧和中欧同华沙一样不再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了。这全靠波兰士兵的勇敢以及波兰国家元首制定的英明决策。但是，胜利也应该部分归功于英法代表团。在那些严峻而光荣的日日夜夜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外交战线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后勤补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道义上提供了虽不明显但却无法否认的支持。尤其是代表团的军事成员们，无论在战场内外，他们都发挥了稳定人心，提供建议和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的功绩都是不可抹煞的。



　　图哈切夫斯基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但他的确是一名优秀的将军。那么为什么他在进攻华沙期间要从遥远的后方来指挥他的集团军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图哈切夫斯基非常明白自己的通信条件差，从明斯克与叶戈罗夫的方面军取得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他应对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反击能力从而导致战役失利而感到内疚。几乎可以肯定，他对敌方统帅毕苏斯基的军事才能重视不够。无论图哈切夫斯基把指挥部设在遥远的后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指挥所远离战场毕竟是他在关键时刻与战场脱离联系的主要原因。华沙之战与坦嫩贝格战役一样，是一次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品格的战斗：毕苏斯基发起了英勇顽强并且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反击，西科尔斯基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防御，这使远在后方的图哈切夫斯基惊惶失措。图哈切夫斯基发现，他已丧失了主动权和士气，再也无法力挽狂澜。



　　华沙得救还应该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即波兰民族在危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团结。派系斗争和阴谋活动至少暂时被放在一边了。在那段严峻的时期里，波兰国内的任何背叛行为，哪怕是意见分歧，都有可能严重地损害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可能使战争归于失败。














	

 






	















	







	







	









 





	


	







	








	




	


第23章 奠边府围攻战




	







	

 



	


	


(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战时在印度支那地区始终保持军事存在的法国，企图恢复战前格局，重新成为印度支那的殖民大国。但事与愿违，法国人很快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内外交困之中，而且他们的企图使他们自己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1930年，一位共产党革命家缔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他就是后来改名为胡志明的那个人。他被法国人逐出越南，后来在中国的广西省站住了脚，并在1941年组建了名为“越盟”的政党。胡志明在广西开始与武元甲共事。武元甲原是河内的一名教师，后来成为胡的副手，并逐步成长为胡的军队统帅。



　　1945年3月日本人撤离了占领的印度支那，这对越盟帮助颇大。当年8月底，胡志明在河内建立政府，并任政府首脑。他手下有5000人的游击队，由武元甲指挥。该游击队控制了东京湾和北安南山脉。胡志明曾一度受到中国国民党有限度的保护。当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军于11月在西贡登陆时，国民党军队曾在北纬16度线上封锁了他们北上的道路。但是中国人除了供给一些缴获的日造步枪外，无法提供其他物资援助。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5月撤离越南。



　　胡志明十分清楚，游击队虽然日渐壮大。但还不具备对付法军的能力。因此，他决定谈判，其结果是与法方达成了一项双方均不满意而且难以持久的协议。武元甲主张武装抵抗，他忙于在东京湾东北部大本营(越北)扩大游击武装，进行训练。而胡志明则冷静、深沉、有耐心。他非常清楚：和平，即使不稳定的和平，只要伴有停火或休战，对他来讲都至关重要。因此，他继续出席会谈和进行谈判。



　　然而，1946年秋法国人终于失去耐心，提出了胡志明认为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越盟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获得独立，当年11月底，它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法战争。但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并非一无所获。胡、武两位越南领导人已掌握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立即开始实施精心制定的游击战计划。这支武装力量已扩大到3万人，活动在若干个地区内，每个地区都有一独立的组织，但由武元甲统一指挥。



　　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它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是越盟成长的“助长剂”。到1950年，武元甲已在越北地区建立一支含4个步兵师的正规部队，每个师下辖4个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总兵力达1万人。其后勤供给主要依靠在当地征募的一支庞大的农民队伍。



　　1950年秋，武元甲认为自己的力量已很强大，足以向法国远征军及新近成立的越南国民军发动进攻。作战初期，武元甲有选择地在某些地区巧妙地运用兵力优势。他极为成功地将法军从东京湾北部彻底赶走，并对河内及海防造成严重威胁。但当年12月，随着法国伟大的军事家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后成为元帅)的到来，法国人的命运大为好转。1951年，越南人的日子极不好过。



　　1951年1月，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战在红河三角洲打响，法军由德拉特·德塔西尼亲自指挥。此仗可谓艰苦卓绝，势均力敌。武元甲虽然占有3：1的兵力优势，但在3日苦战中伤亡6000人。同年，又经过两次更加惨重的失败之后，武元甲不得不转入游击战。德拉特·德塔西尼当年年底返回法国，后死于癌症，处世尤为谨慎的萨朗将军接替了他。法军调换指挥官，使武元甲得到喘息机会，重新获得了主动权。他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将部队扩编为6个师。这6个师包括第351重型师，该师辖1个工兵团，2个炮兵团，1个重武器团，1个高炮团，后来又增加了1个野战火箭部队。



　　重型师的组建及其他收获是胡志明1950年4月访问北京后的间接成果。他在北京与红色中国达成协议，即由中国向他提供各类武器及军事教官。从此之后，中国人源源不断地从云南边境运来大批野战火炮、高射炮、轻武器以及弹药。中国只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才短时期中断向越盟供应军火，而这一中断有利于越南，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可以向越南提供从美国人那里缴获的先进武器。中国在越南的参战情况不详，但有一支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以确保越军正确使用中国武器。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肯定至少有一个高炮团参战。但从表面上看，武元甲这个被法国人蔑视的自学成才的军事天才，是所有主要战斗的指挥官。



　　1953年5月，纳瓦尔将军接替了萨朗将军。他曾是骑兵部队军官，在参谋部担任过要职(主要在情报部门)，还任过装甲部队指挥官。他虽然富有自信心，但由于没有在高级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加之对印度支那一无所知，因此对能否担当此任感到没有把握。但是法国政客毫不理睬他的意见，将他派往越南，并令他将战局改善到使法国政府能够进行谈判的程度。



　　纳瓦尔抵达印度支那时，法军总兵力为18.9万人，其中法军5.4万人，外籍军团(其中许多是德国人)2万人，北非部队(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3万人，空军1万人，海军5000人和越南军队7万人。然而，这些部队的大部需在红河三角洲“德拉特防线”的一系列防御阵地上执行守备任务，或在法军管辖之下的其他地方执行同类任务。武元甲拥有6个师和3个独立团，其中至少有8万人是训练有素的一线部队；他还有强大的二线部队，可从事地方作战。此外，武元甲还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的后备队。越盟控制了东京湾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安南山脉“腰部”的制高点并在更南的区域设有少量据点。



　　局势对纳瓦尔并非有利，但他立即察觉到自己的指挥弱点，并且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该计划以增强部队机动力、增加兵力、并得到美国的援助为基础。纳瓦尔将此计划带回巴黎，但并未得到批准。在他返回越南时，巴黎只答应给他增加10个营的兵力以及有条件地提供一些美援，并且命令他必须立即行动。他执行了命令，在北部打了一场胜仗，即在安南山脉“腰部”获得一次小胜，并成功地撤回了那商筑垒营地的法军。



　　建立那商营地曾是萨朗将军唯一的成功之举。3个伞兵营准确地空降在敌占区，在那里修筑了一个堑壕纵横的营地。而越盟部队对它的一系列进攻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代价高昂的自我损耗(越盟的确这样做了)。成功地撤离那商，促使纳瓦尔认为在敌方领土上建立的据点并没有多大危险。基于这种认识，加上法军负有保护友好王国老挝的义务，纳瓦尔决定在奠边府设立规模更大的筑垒营地。控制由北方入侵老挝的唯一通道。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约180英里处。自1952年11月起，它一直在越盟控制之中，很有可能成为越南入侵老挝的前进基地。奠边府差不多正好位于一个大约12英里长，8英里宽的肥沃、富庶的谷地中央。谷地周围是丛林覆盖，连绵起伏的山峦，有不少山峰高达3000多英尺。这里既不易防守，也不易实施空运补给。



　　纳瓦尔任命勒内·科尼少将为东京湾部队司令。负责从河内的基地指挥奠边府筑垒活动。科尼身材魁梧，精明强干，他跟着自己敬佩的德拉特·德塔西尼来到印度支那。科尼雄心勃勃，直言不讳，性情暴躁。如果对某一命令持有异议，他就会提出不同意见。纳瓦尔选用科尼必定是由于他赏识科尼的才干，他们俩关系一般。然而，他们一致认定卡斯特里上校是守备部队司令官的最佳人选。卡斯特里是一位骑兵军官，与纳瓦尔相识。不久前他成功地指挥了红河三角洲的装甲部队。奠边府将被用作实施进攻或防御作战的基地，因为纳瓦尔预计在这一带要打一场运动战，而一名骑兵出身的军官当基地司令，的确很合适。



　　1953年11月20日上午，10点半刚过，第6殖民伞兵营和第1伞兵团的第2营抵达两个空降地域上空。“卡斯特行动”正式开始。奠边府谷地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宁静和平，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越盟部队毫无准备。两个空降营降落在相距3英里的两个地域。第1伞兵团的士兵没有遇到抵抗，殖民伞兵营在奠边府西北着陆，遇到强烈抵抗并有一些伤亡。中午刚过，殖民伞兵部队第1营加上2个75毫米炮兵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外科医疗小队空降着陆。越盟部队下午4时撤离该地区，留下96具尸体。



　　次日，包括一辆推土机在内的重型装备空投到位，工兵们开始修复主要的简易机场，加固“堡垒”。奠边府谷地由若干个小村庄组成，地势平坦，只有几处小山包，楠云河从谷地中流过。法军以前占领该地时，曾修建了两个简易机场，较长的跑道为1.6万码，靠近奠边府；另一个比较小的机场位于奠边府以南3英里处。



　　整个防御体系由数个据点构成。每个据点以一女子名字命名，各据点由数个(理论上)相互可以支援的支撑点构成。北边是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由阿尔及利亚第5步兵团驻守。其东南面是比阿特丽斯据点，由外籍军团第13半旅的第3营驻守。由主要机场周围的工事构成的于盖特据点，由外籍军团第2团第1营和一支155毫米炮兵部队驻守。于盖特据点西面和北面是安妮·玛丽据点，由泰国人驻守。在安妮·玛丽据点以南是克洛迪娜据点，由外籍军团第13半旅的第1营驻守。楠云河以东是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分别由阿尔及利亚第3步兵团第3营和第4摩洛哥步兵团驻守。再往南3英里便是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这一处境危险的据点由下列部队坚守：外籍军团第3团第3营、阿尔及利亚步兵第4团第2营、一支法国人指挥的摩洛哥部队、一个105毫米炮兵连和一支坦克部队。战地司令部和野战医院位于克洛迪娜据点正北的地下掩蔽部里。步兵的坦克和炮兵等机动部队也集中在此。当时，奠边府谷地的法军兵力近5000人。



　　以后的几周里，巴黎的军政高级官员乘坐飞机接踵而至，以便从纳瓦尔和科尼将军那里了解法军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命运与奠边府这片稻田息息相关。在奠边府，人们每天都在挖掘沟壕，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加固工事，给来访贵宾留下深刻印象。纳瓦尔将军估计敌方至少要用3个整师才能包围奠边府。牵制住这么多敌方部队将对法军计划于元月在安南进行的战斗(亚特南特之战)十分有利。万一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瓦尔确信其防守火力足以压制敌方进攻。奠边府尤如“发怒的刺猬”，将给越盟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如此乐观。纳瓦尔本人在表示自信的同时，也并未忽视让科尼准备一项秘密撤退计划，以防事态恶化。科尼对此乐于从命，因为他本来就对防守奠边府持保留意见。主要反对派是空军高级将领法伊将军，他指出，机场是守备部队的生命线，极易遭受敌人的打击，法军的赌注下错了地方。然而，炮兵司令官皮罗上校则盲目乐观，过分自信。他认为其反炮火计划会有效地摧毁敌人丛林中运来的任何火炮。当问及是否还需要更多的火炮时，他回答说现有火炮已超过所需数量。结果，法军炮兵的失利成为法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在占领奠边府谷地之后的3个月中，法军多次出击。12月初，法军派出一支部队协助莱州的泰国守备部队撤离。另外，为了获取情报、骚扰敌人和破坏敌运输线，法军还使用各种武器对敌纵深实施猛烈袭击。但多数袭击和出击均无实质性结果。由于空中补给困难或遭敌人伏击，法军多次失败，损失惨重。派遣游击队潜入敌后也收效甚微。到1月份，奠边府显然已丧失了“进攻跳板”的作用。由于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显然企图以全面进攻吞掉这块“诱饵”，法军打算增派更多的部队、火炮以及坦克，企图增强防御力量，但这一切已为时过晚。



　　纳瓦尔和科尼不仅过份低估了武元甲可投入战场的一线部队的数量，而且还低估了武元甲在恶劣的地形上运输重型武器的能力，以及进行运动战的能力。武元甲于1953-1954年冬季采用运动战逃脱了法国人的包围。武元甲令所属师、团部队来回运动，避免任何正面激战。他的部队甚至可以在老挝进出自如。为免遭敌人的猛烈攻击，武元甲大部队昼夜兼程，夜间行程更远。蜿蜒的行军纵队逐步接近了法军营地。越盟的每个士兵除携带武器外，还带有水壶和30磅大米，此外还带有一把挖壕用的行军锹。



　　3月13日做好进攻准备时，武元甲已在法军各据点附近集结了4个步兵师和1个重型师的兵力。武元甲总共投入4.9万人(战役过程中又投入1万人)对付法国守军。法军虽又增强了12个营的兵力，但总兵力仅为1.32万人，其中一线部队不足7000人。



　　最使法军震惊的是，越盟第351重型师操纵火力的精湛技术。越盟的重型武器比法军多2倍以上。此外，他们以惊人的能力将重武器施上陡峭的丛林小路，必要时以捆扎树梢的巧妙方式伪装武器，还用人力将火炮拖运到前沿的斜坡上。他们挖掩体把火炮隐蔽定位，使其可向法军营地的薄弱点，尤其是法军的机构实施直瞄射击。伊莎贝尔据点的炮火打不到它们。中部的反击炮火也无法压制它们。假如法军夺取并固守高地，局势则可能完全不同。



　　3月13日，奠边府谷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这一天，越盟的炮火持续不断，从未减弱，法军的回击不起作用。越盟的炮火集中打击比阿特丽斯据点，同时打击整个营地的中心。正在指挥外籍军团第13半旅第3营作战的佩戈少校由于指挥所中弹而丧命。紧接着，中心扇形防御阵地指挥官戈谢上校阵亡。但直到下午5时30分，勇敢顽强的越南人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比阿特丽斯据点发起攻击。他们勇猛地扑向铁丝网，死伤逾千，成营的援兵又蜂拥而至。到午夜时分，法方竭尽全力勇敢作战的外籍军团在比阿特丽斯据点全部被歼，该据点落入越盟手中。比阿特丽斯据点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薄弱据点，一攻即克。但它的失守意味着该营地的其它据点已处于越盟火力的直接打击之下。



　　次日傍晚，北边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遭到袭击。战斗进程十分类似比阿特丽斯据点，也是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指挥所；皮罗上校受命消灭敌人的炮兵，但其炮手同样没能完成任务。又是大批越军蜂拥而来，许多人被打死在铁丝网上，大量援军照样往前冲。阿尔及利亚人虽顽强抵抗，但终于失败。



　　3月15日，安妮·玛丽据点遭到猛烈攻击，而泰军第3营(驻守在第1、第2支撑点)毫无作战兴趣。但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战。他们对越南人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在夜色中悄悄地溜走。消失在丛林中或投降敌方。最后只剩下一个支撑点仍然在固守，防守者被迫撤到于盖特据点。战斗打响后的48小时之内，法军就有3个据点落到敌人手中。更严重的是，法军失去了自己的炮兵指挥官：夸下海口的皮罗幻想破灭，羞愧难忍，将一颗手榴弹放在自己胸前，拉响了导火索。



　　从初次突击之后直到3月底，没有激烈的战斗。然而筑垒营地的守卫者和进攻者依然活动频繁。武元甲需要喘息时间，以便补充新兵，补偿强攻法军3个据点时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他还需要时间让他缓慢但确有保障的后勤部门完成弹药储备。成千上万的民工 [ 注：战役初期，武元甲有3.15万人提供近距离保障。此外，在其漫长的后勤运输线上还有相同数量的后勤保障大军。 ] 和自行车蚂蚁般地在羊肠小道上忙碌着。与此同时，武元甲紧缩了对法军营地的钢铁包围圈，向敌方延伸堑壕，以便下次进攻时使用。



　　法国人处境困难，即使在战斗的间隙，法军高级指挥官也明白他们不会取胜，仅后勤供给困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便两个机场同时使用，现有飞机也不够用，许多飞机已无法使用。这给后来的伤员后送工作带来严重问题。偶尔抵达的救护飞机在3月底之前还能勉强着陆(常常冒着敌人的炮火)，直升机在后来几周内仍然艰难地冒险着陆。但是事实证明，即使这样也不能运走野战医院的所有重伤员，医院已无法处理大量死伤人员。



　　在下一次激战开始之前，守备司令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皮罗上校已死，卡斯特里的参谋长负伤，需要后送。卡斯特里本人则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不得不将朗格莱中校调到司令部协助指挥。科尼将军甚至考虑要亲临奠边府进行指挥，但有人说服了他不要去。奠边府已经没有指望，现在还不是东京湾武装力量总指挥官表现自己献身狂热的时刻，即使此举可使他名留千古。



　　双方摆好架势准备进入战役第二阶段时，法军依然士气高昂，尽管他们面临严峻局面。来自法军周围高地的敌军炮火越来越猛。即便如此，法军的后勤供给仍未间断(虽然某些物资由于空投高度过高而落人敌手)。此外，还有部分枪支和作战人员空投着陆。空降部队中包括比雅尔少校的第6殖民伞兵营，该营与首批人员一同着陆，后被派至其它地方作战。



　　3月30日至4月4日为战役第二阶段。朗格莱和卡斯特里竭尽全力利用所有物资加强防御，而且在各个重要支撑点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可靠部队。他们将重点放在楠云河以东的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越盟的炮击和攻击目标正是这两个据点。越盟第312师的战士从多米尼克据点前方200码处的堑壕中跳出，蜂拥而上，将铁丝网和雷区置之度外。阿尔及利亚人被越军的猛攻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向后方逃遁。



　　后来被称为“五高地之战”的战斗是不祥的开端，多米尼克据点6个支撑点中的3个很快失守。外籍军团空降部队进行反攻，不久，2个据点失而复得。但第二天战斗快结束时，越盟军队夺取了该据点东北部并准备向纵深突入。



　　当双方激烈争夺多米尼克据点之际，埃利亚娜据点遭到越盟第316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此据点某个支撑点上的2个连的摩洛哥人步阿尔及利亚人的后尘，逃之夭夭。密集的炮火还削弱了这一重要据点的其他阵地。但守卫者坚守了一整夜。黎明时，战斗有所平息，法军采取果断措施试图夺回多米尼克据点阵地，但未能成功。



　　4月1日夜，于盖特据点外围的一个支撑点遭到来自西北方向第308师2个团的攻击，该处简易机场部分失守。防守者不得不保存实力，因为现有的反攻部队必须用来营救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两据点。万一这两个据点失守，无论于盖特据点能否守住均没有实际意义了。4月2日，伊莎贝尔据点遭到攻击，几天前奉命前来参加奠边府战役的外籍军团第3团第3营被击溃，只有他们的坦克幸免恶运。后来3天里。越盟第304师第57步兵团向守备部队发起一系列猛烈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4月2日和3日，在所有遭到进攻的地区都发生了残酷的肉博战。4月4日凌晨，越盟第308师企图对机场扩大战果，但同样在遭到大量伤亡之后渐渐减弱了攻势。人员处于绝对劣势的守备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伤亡相当大，但毕竟幸存下来。武元甲企图攻破法军营地内部防线。但伤亡数千人，未达目的。越盟的损失能得到补偿，而法方则无法补偿。战斗初期，第1空降轻步兵团第2营及其装备投入法军营地，但在敌密集的高射炮火下，这只不过是绝望的一搏，无济于事。在这次空降之前，奠边府地区步兵已减至4500人以下(其中1600人在伊莎贝尔据点)：5个伞兵营中只有1个营为300余人，坦克只剩4辆，火炮损失亦很惨重。



　　武元甲对“五高地”和于盖特据点北部阵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凶猛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并没获得他所希望的胜利。法军的防守如此顽强，出乎越盟的预料。但无论如何，越盟部队超人的勇敢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并未付之东流。4月初战斗平息下来时，他们已占领机场的一部分，多米尼克据点的2个支撑点和埃利亚娜的1个支撑点。多米尼克据点阵地的失守，对法军来说后果尤为严重，因为越盟军队可以扼守通往防御中心的东北入口，他们离中心阵地不足1英里。防御体系四周受制，形势险峻。这样一来，敌人炮火目标区缩小了，空投补给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



　　继续增援的决定不易落实，因为此仗败局已定，突围希望渺茫。然而，科尼认为：“五高地”之战造成的损失至少应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4月9日至12日，主要援军空降着陆，但效果并不理想，因空投区域狭小，加上不久前雨季开始，空降困难重重。4月9日夜晚，气候尤为恶劣，外籍军团第2伞兵营实施空降。比别的部队幸运的是，该营的2个连和营指挥所都在“筑垒”区内着陆。4月11日至12日夜间，空降的850人中40%落入越盟手中。这批空降兵中大多数来自外籍军团步兵营的志愿者，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在这样恶劣的，难免伤亡的条件下跳伞。



　　战斗曾一度减弱，但气象条件则更加恶化。法国人希望雨季能够成为盟友，但实际上雨季成为法军的另一大敌。铅灰色的天空，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使干涸的泥土变成泥流。越南人完全适应这种条件，但被困的法国人在狭窄、污浊、无护墙的壕沟里挣扎着行走。大雨甚至穿透掩蔽体的单薄顶篷。伤员的处境正极度恶化，手术条件极端困难，伤口很快因感染而坏死。乌云和阴霾妨碍了空中补给，但对越盟的高射炮手毫无影响。防御区越来越小，但仍需食品供应，甚至战俘也离不开食品。前景一片黑暗，绝望的气氛笼罩着西贡和河内。法军决定组织救援部队。



　　武元甲利用4月中旬的几个星期稳步地把堑壕挖至卡斯特里的司令部和法军主要防线附近。处境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虽然被四面包围，但仍在顽强坚守。越盟从老挝和其它地方调来了新部队，训练营地的后备队也被调来充实部队，为下一步大举进攻做准备。越盟要求中国提供720吨弹药和1个高射炮团。武元甲计划投入3.5万名步兵，1.2万名炮兵、工兵、通信兵和其他小分队。奠边府防御部队掘壕固守，准备全力顶住即将来临的攻击。



　　4月间，在对“五高地”的进攻大部受阻之后，越盟集中力量进攻于盖特据点北边的3个支撑点和仍在法国人手中的部分机场(主要空投区)。在“五高地之战”进行之时，这里的战斗就已经开始。相对平息近1个月之后，战斗重新开始，并成为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法军寡不敌众，援军的数量远远不够。4月28日于盖特据点的3个规模不大但很重要的支撑点失守，越南人又攻占了机场的一部分。法军伤亡500人，其中包括精锐的外籍军团伞兵。但越盟付出的代价更大，损失3个团的大部分兵力。对武元甲来讲，这只不过是暂时受挫，但他需要一周时间补充弹药和兵力，以便发动他所设想的决定性进攻。



　　酝酿已久的“孔多行动”计划，原来是为追击被奠边府积极顽强的防卫力量所击溃的越盟军队而制定的。但到4月份，该计划不得不改为竭尽全力营救奠边府守军的应急计划。老挝法军指挥官克雷佛克上校在纳瓦尔指挥下负责实施该项计划，但该计划很快由于高级军官的反对而陷入困境。



　　4月初，如果部队行动迅速，科尼也会承认此计划的有用之处。但纳瓦尔耽搁了时间，因为他在增派更多部队去奠边府解围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时，科尼与纳瓦尔关系已经很僵。4月14日，科尼告诉卡斯特里救援部队正在途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克雷佛克的部分部队已经出发，但纳瓦尔到27日才下达最后命令，而且还取消了空降部队。克雷佛克尽了最大努力加快行军速度，但其北非和老挝部队未受过丛林作战训练，无法及时突破越盟军队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武元甲急于速胜，这不仅因为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因为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形势。为此，5月1日武元甲又一次组织部队向法军据点发动进攻。越盟不再采用蚕食战术，而是转为实施大规模进攻。其交通壕已挖到法军防御阵地边缘，进攻前不进行炮火准备，视死如归的越南人携带可塑炸药炸毁铁丝网和堑壕。整个战线转入激烈的近战，整个战场枪炮声不断。5月2日晚，越军在埃利亚娜和于盖特据点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伊莎贝尔据点的前哨阵地。但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法军把越军从刚失守的阵地上赶走。这表明法军仍有很强的战斗力。



　　法军的末日已快来临，这并非因为守军已丧失勇气和斗志——他们直到最后仍斗志昂扬，英勇奋战——而是因为他们已弹尽粮绝。后勤保障始终是战斗的关键。只要气候允许法军飞机起飞，它们就会用密集的机关炮、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打击越南人。但越盟的人海运输线坚不可摧，而法国人除狂轰滥炸外别无办法。的确，5月2日至3日夜晚，殖民伞兵某营部分人员空降着陆(他们是几天前从法国来到越南的)，可是为时太晚．毫无作用，只不过使奠边府行将失守的痛苦、牺牲和无效挣扎更加不堪忍受。有的指挥官比较明智，指挥该营余下人员赶快撤离。



　　战斗的最后几天，雨季气候恶劣到极点，乌云压顶，大雨倾盆。情况日趋严重，但法国空军继续空投物资(5月6日空投196吨)。由于法军的地盘太小，大量的物资落入越盟手中，他们很快穿起法式军服或头戴美式钢盔，向法军进攻。



　　法军被迫一寸一寸地放弃于盖特和克洛迪娜据点的阵地。双方进行的凶猛肉搏战，简直象是回到了野蛮时代。一个越盟士兵倒下，另一个士兵带着以身殉职的狂热感情又冲上来。法军的防御圈越缩越小。最后2天的战斗主要集中在埃利亚娜据点的主要支撑点上。5月7日晨，又一群越盟士兵攻上来，最后一个据点终于崩溃。当日下午奠边府的法军防线开始土崩瓦解，只有一些孤立的阵地在进行零星战斗。为了避免又一个无谓的血腥战斗之夜，卡斯特里宣布下午5时3分停止战斗。当时，只有伊莎贝尔据点还没有完全大乱。



　　虽然伊莎贝尔据点遭到重炮袭击，但直至最后几天，该据点的主阵地还没有遭到越盟的猛烈攻击。然而，伊莎贝尔据点内的情况有许多方面不如其它据点。该据点的主要任务是用11门105毫米榴弹炮为主要防御阵地提供侧翼火力支援。为完成这一任务，1166人加上大炮、坦克被部署在一个十分狭小、相当潮湿的环形防御地带内。战斗一打响，守军的小型简易机场即被摧毁，通往奠边府的道路被切断，越南人包围了该据点。据点守军甚至连光顾两个为提高士气而设的妓院的福分都没有，因为司令部故意把妓院放在比较靠北的地方。该据点守军的生存完全依靠空投物资。但由于伊莎贝尔据点的空投区很小，空投物资丢失的比例比奠边府主阵地大得多。



　　从5月1日开始，越南人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伊莎贝尔据点。后来7天的战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轰击这个不大的据点的炮火非常猛烈。到5月7日下午，虽然部分支撑点被摧毁，但主阵地仍未失守。下午4时许，该据点指挥官拉朗德上校接到卡斯特里发来的无线电报，电报说，战斗将于傍晚结束，拉朗德可以执行“信天翁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一个撤退计划，它要求主阵地的守军经由伊莎贝尔据点撤离，由伊莎贝尔守军断后。但前沿阵地已经失守，主阵地守军突围已不可能。拉朗德出于对士气的考虑，对此计划守口如瓶。现在，他只好在没经过演练的情况下就按计划撤退。晚上10时，2个连消失在夜幕中，但他们很快就被截断，淹没在强敌之中，变得四分五裂。有的士兵返回伊莎贝尔，小部分逃进丛林。战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意义。5月8日凌晨1时，拉朗德上校投降，奠边府围攻战结束。



　　毫无疑问，越盟取得奠边府围攻战的胜利，是因为武元甲指挥有方。的确，武元甲拥有一支兵力众多，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愿为自由而献身的军队。然而，他的激情和精神，与他快速多变的战术才能一样，激励着他的军队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奋斗精神。武元甲为胜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据估计，越盟军队在此次围攻战中伤亡人数高达2.3万人，其中死亡8000人。兵力较弱的法军防御部队(其中外籍军团的7个营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也损失惨重，以整数计算，伤亡9000人，其中亡2000人，另外7000人在5月8日被作为俘虏押走。



　　奠边府围攻战不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的结束，因为战争后来还持续了3个月之久。法国和越盟政府均已厌倦战争。但越方准备顽强坚持到底，以便在谈判前再占领一些地盘。武元甲当时已经拥有约9万可用来对付法国人的第一线部队。而法军则在6月做出决定，更换总司令，由伊利少将接替纳瓦尔。伊利指挥了最后一次战斗——奥韦涅战斗。他派兵占领了河内至海防公路以南的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国中之国。伊利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发动一些小规模的非决定性战斗来攻打当地人的设防阵地。战斗很快平息下去。7月3日，法越双方代表在中甲(在河内正北不远)举行会谈，其中讨论了交换战俘问题。这才是结束整个围攻战的开端。7月23日，包括越盟政府代表在内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同意停火。因此，越盟获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也获得独立。印度支那进入相对和平与幸福的时期。但不久，这种和平和幸福又一次遭到破坏。






图45： 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图46： 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现在看来，法军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失败的原因很多。参战人员缺乏勇气和持续作战能力决非原因之一。但是，深入敌占区建立孤立无援的攻防基地的方针可能是错误的，值得进一步研究。有许多判断错误，主要是法军总参谋部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越南解放军的实力、机动能力、火力以及越盟指挥官的能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炮战能力。如果投入足够的空军力量，尽管不一定能打赢这次战役，但法军至少能守住奠边府。



　　也许是作为北约成员国，对北约负有义务，法国很难向印度支那提供数量充足的飞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美国本来可以在不大规模卷入的条件下改变双方的军力对比，但它拒绝提供空中补给支援。最后一个原因是，法军在战役中没有总体指挥。纳瓦尔、科尼、法伊、卡斯特里和朗格莱都只注重战术问题。更糟糕的是，纳瓦尔和科尼关系很僵，已经达到相互仇视的程度。



　　以上是战役失败的大体原因。具体从战役本身来看，后勤保障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越盟显然占绝对优势。除了部分食品(越盟士兵靠大米、扁豆和干鱼度日)和后来法方空投落入越南人手中的物资之外，越盟在战役中所需要的物资均由中国提供。运送这些物资的路线很难确定，因为途径太多，太复杂。第二次越战以前，中国昆明有铁路通往印度支那的边城老街，但没有资料表明物资靠火车运往越南。物资很可能是经从蒙自到曼耗以及从凯华富(音译)到班巴的道路，从老街、高平甚至谅山地区进入越南境内，然后由土路运往奠边府。到1954年3月，越南人修筑了莱州至奠边府的初级公路，为运输来自老街方向的物资提供了方便。



　　通过这些国内和国外道路以及丛林小道，漫长的脚夫运输队艰难地将弹药给养运往战区，一个师一个师的部队也通过这些道路抵达前线。法国海空军飞行员直到围攻战结束前还冒险去破坏这一条条运输线，但很少成功。道路一旦遭到破坏，越方工兵就很快修复，或者绕道而行。红河上的桥梁和军需供应点均得到良好保护，要接近这些目标和主要道路，飞行员要冲过密集的高射炮火构成的“死亡走廊”。越盟的物资运输及部队机动尽可能在夜间进行。但即使在白天也难以对他们进行空袭。越南人在伪装方面不学自会，弹药库、行军纵队、火炮阵地被丛林掩蔽得滴水不漏，他们的无烟炉在做饭时不会暴露目标。这些是阻碍法军成功地进行遮断袭击的因素。



　　武元甲后勤补给系统的主力是成千上万名承担接力运输任务的脚夫。他们是招募来的农民，往往自带粮食。靠手提肩挑来保障部队的供应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们采用经过改装的自行车。越盟从1951年起一直采用“标致牌”自行车。这种车车座被拆掉，车架用木制撑架加固，车龙头用竹杆加长，以便载重物时把握方向。改装后的自行车可运载重达450磅的零散物资(一般情况下每人只能携带45磅重的东西)。只要天气晴朗，这种车便可灵活地在丛林小路上运行。因此，如果武元甲拥有5万辆自行车，就等于他的运输队一次可以运送约1万吨左右的弹药、武器配件、汽油和食品。



　　战役的最后一个月里，雨季来临，自行车运输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可是，那时越南人已有了600辆2.5吨的俄式莫洛托夫卡车 [ 扫校者注：即解放卡车 ] 在土路或公路上行驶。负责公路保养的是一支庞大的苦力劳动大军。纳瓦尔曾指望这些道路雨季时无法使用，从而使越盟的后勤保障象他自己的那样发生困难，但事实与此相反。更糟的是，低云层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越盟运输队免遭法军飞机的袭击，同时也严重妨碍了法军准确地空投物资。



　　如上所述，越盟后勤系统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工。而法军的供给则完全依靠空中支援。越盟需要多少民工即可征用多少，而法军飞机的数量从未得到满足。简言之，这就是法军战败的原因。



　　如果纳瓦尔在战役前几周预储充足的给养，他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武元甲用高超的指挥才能迫使纳瓦尔违反他自己宣布的政策，使他耗尽人力物力为其机动小分队建立空降场，企图挫败越盟对老挝和湄公河流域地区的进攻。为完成此任务，法军运输指挥部耗尽了全部物资储备。



　　奠边府围攻战中，法军至多拥有100架运输机和50架轰炸机(B-26)，但机组人员缺编。然而从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至结束的最后一天，法空军冒着37毫米高炮的准确炮火的袭击，共出动了1629架次，损伤相当严重。法军承认损失了23架飞机。法军也缺少地勤人员。如果飞机得不到维修，美国人就不愿提供更多的飞机。最后，美国确实提供了1200名地勤人员，从而改善了法军补给状况，但这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在战役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达科他”式飞机还能够着陆，守卫奠边府的部队每日150吨的最低食品需求量还可以得到满足。改为空投之后，情况变得异常严峻。4月有两次空投的记录为217吨和229吨，但通常的记录都远低于最低需求量。行政参谋人员还有另外两个难题。其一，在安排药品、弹药、增援部队和食品的空投顺序时，食品往往置于最后一项。这意味着削弱战斗力，因为士兵有时的食品仅够维持生命。其二，食品本身也有问题，因为欧洲人能接受的营养食品，伊斯兰教徒不能容忍，非洲人和越南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需的食品品种不同。



　　法国海军飞行员出色地对付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的处境。直到战役的最后一刻，援兵和物资还不分昼夜地被空投到日渐缩小的防区内。宝贵的物资落入敌人手中不可避免，但这很少是飞行员的过失，而是冲突升级中必须承担的风险。这种使冲突升级的决策在战役初期即大错特错，它无疑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在讨论这场战役的过程中，导致失败或胜利的许多因素都已分析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有三个，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即补给问题，我们还从未在以前的各章中正式谈过，尽管在华沙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中，补给问题已成为虽不关键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法国人没有可靠手段向其基地不断提供援军、弹药、食品和医疗保障。而越盟则相反，除医疗保障外(他们并没因此产生太多困难)，他们靠严密的组织和强壮的劳工，出色地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不给后勤保障以应有的重视，肯定要打败仗。



　　另外，还有两个错误导致法国人的失败。正如英国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的情况一样，他们低估了反抗他们的当地军队的力量和能力，并且在没有明确的指挥体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这两种错误都是致命的。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这两个问题与防御部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的严重失误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














	

 






	















	







	







	









 





	


	







	








	




	


第24章 战争的性质与战法




	







	

 



	


	


　　战争通常是由纷争引起的。纷争往往导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战斗。战斗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过去，打仗被认为是一种骑士般的浪漫行动，在近代，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仍然毁誉参半。然而，随着更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战争已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一种丝毫无助于解决国际争端，甚至无助于消除罪恶的手段。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说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战争了，那也是十分草率的，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核威慑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完全可能再度爆发。对此，各国必须有所准备。



　　战争是研究战争的课堂。在军事领域也象在其他领域一样，尽管亲身经验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我们仍能从过去的战役以及指挥这些战役的战争大师的作战方法中学到很多东西。笔者的四舅查尔斯·内皮尔爵士——他本人就是位战争大师——曾经给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军官写过这样一段话：“博览群书会使你出类拔萃……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为担任某种职务，特别是为担任更高的职务作准备。一旦担任了某种职务，他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如果上任时他的头脑空空如也，再想充实自己就来不及了。”



　　自从有了战争以来，军事战略一直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迫敌作战的艺术，它决定着作战的时间、地点和人数。而战术则是迫敌交战后克敌制胜的方式和手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兵器毁伤力的提高，作战指挥者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攻防战法，以适应武器装备的发展。因此，战术和军事科学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然而，一些根本性的作战原则却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这些原则都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通过研究战役的胜败之道，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战争的战法。在本书所论述的第一场战役中，我们会发现贯穿于后面各次战役的那些策略和原则。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出现了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实例。当时汉尼拔(他本人就是该战略的倡导者)转战意大利南部山区时，众多罗马将军显然对他无能为力。然而，曾运用间接路线战略对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给予致命打击的西庇阿此时又故计重演。他不顾政治上的强大阻力，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悄悄从西西里岛出发，把战争引向了迦太基，引向了汉尼拔的后方。



　　间接路线战略和战术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而且还把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史告诉我们，沿敌人预知的方向直接发动进攻往往是不会成功的，而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将帅却通过间接战略或战术赢得了胜利。不过，在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总是综合运用心理和生理因素，因为不采取某种形式的突然性和欺骗性行动，他们的机动就会被敌人阻止。可用很多方式实施间接路线，如战略的，战术的。除西庇阿出其不意地打到汉尼拔的老家之外，本书至少还有其他七个运用了间接路线战略的战例。



　　威廉公爵在佩文西登陆后，没有北进与哈罗德直接对抗，而是聪明地采取了一种他知道将诱使英王劳师远征的战略。英王在开战前不得不带领一支兵员不足的军队长途跋涉。萨拉丁在哈丁之战开始前亦获得了这种重要的心理优势。为将基督徒军队从萨富里雅的安全基地中诱出，他经过精心策划，率小部队夺取了太巴列。基督徒军队在赶往哈丁角与占有坚固阵地的萨拉丁的军队开战之前，不得不穿越一片炎热的沙漠。



　　在西里西亚碰巧处于内线作战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也是位惯于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大师，洛伊腾战役便是他运用该战略的得意之笔。美国内战中，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在半岛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采取间接路线战略，利用海上力量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其手段与西庇阿在扎马之战中的做法如出一辄。坦嫩贝格战役中鲁登道夫进攻萨姆索诺夫左翼以及华沙之战中毕苏斯基的反击亦是采取这种战法的实例。



　　西庇阿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以及他指导战役的技艺堪称高超战争艺术之最，它所提供的经验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给后人以启发和教益。到达非洲后，西庇阿先狡猾地将汉诺的迦太基军队诱入伏击圈，然后又在兵力占优势的敌军面前转入了防御。第二年春天，他通过实施欺骗，以前来进攻的两支敌军完全预想不到的方式，在一次夜战中捣毁了敌人的营地，歼灭了数以千计的敌军。这次战斗的胜利使西庇阿得以向迦太基城发动直接进攻。然而，由于西法克斯仍未被彻底击败，而且汉尼拔定会在后方造成威胁，西庇阿不敢对迦太基城实施长期围困。因此，他决定用心理手段而不是物质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转向西南，进入迦太基的产粮区，在那里击败了哈斯德鲁巴，彻底破坏了迦太基的粮食供应。此后，他又分兵两路，一路追捕西法克斯，一路直逼迦太基城。



　　迦太基军队的失败以及西庇阿施加的间接压力终于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与西庇阿进行和谈。然而，汉尼拔在小莱普提斯登陆后，和平协议被撕毁，战争的最后一幕即将开始。西庇阿再次作出惊人之举，他既没有向前进攻，也没有原地防御，而是率部离开迦太基城和汉尼拔，进入巴格拉达斯河谷地区，破坏了迦太基人的补给线，并靠近了他的重要盟友马西尼萨。这样做极为冒险，因为这会使西庇阿也将自己的交通线和退路暴露给敌人。然而，西庇阿赌赢了。迦太基元老院强迫汉尼拔追击他。于是，西庇阿在扎马取得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辉煌胜利。



　　这里之所以简要重述迦太基战争，是因为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普遍适用的作战原则和战法。突然性、机动能力、补给、通信、集中兵力、士气、政治干预以及指挥才能等各种因素均在这次非洲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达成突然性，就必须快速机动和实施欺骗。尽管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达成突然性均不容易，但在战略上则更难一些。指挥官无不力求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以智谋获取决定性的战术优势。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突然性的达成往往要靠运气。尽管达成突然性是采取“任何作战行动的出发点”，但是达成突然性的“特别成功”的战例却极为罕见。这就是说，最初达成的(特别是战略上的)突然性效果可能会被以后发生的事件所抵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815年6月的那次战役，当时拿破仑以大胆的计划和隐蔽的行动(这是达成突然性的另一个因素)完全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然而，他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盟军在安齐奥 [ 扫校者注：1944年，二战意大利战场 ] 的登陆无疑大大出乎德国人的意料之外，然而，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恐怕还是盟军没有充分利用这次达成突然性所取得的效果。



　　另一方面，战争史上靠突然性取得巨大战术成功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弗里德里希在洛伊腾战役中采用的新的进攻方式，马格鲁德在里士满城外采用的欺骗手段，祖鲁人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实施的高速、隐蔽的机动以及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发动的佯攻，均是靠出敌不意首先夺取战役优势的妙举。在上述的两个战役中，这种最初的优势导致了整个战役的最终胜利。



　　西庇阿通过逐步切断迦太基城的粮食补给线和实施灵活机动，各个歼敌的方法，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迫使他们媾和。士气的重要性无庸赘言。拿破仑有句名言：“精神与物质是三比一的关系”。伟大的将领们都明白，士气低落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古往今来，作战士兵(因为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无不由于他们的士气而表现出一定的精神状态，或高昂、或沮丧。战争的正义性、将帅的才干、武器的效能、衣食的供应、士兵家属的安全和生活状况，均是与部队士气密切相关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士气在任何战斗中都至关重要，每位指挥官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己方部队的士气，钝挫敌军的士气。从扎马之战中的大象到奠边府战役中的妓女，人们为提高士兵的士气真可谓绞尽了脑汁。



　　建立高效的补给系统是军队保持高昂斗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如哈丁之战和奠边府之战所示，后勤供应本身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在很久以前军队可就地取给的时代里，交通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军队通常需要设立补给站。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就地取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这种方法也的确限制了能投入作战的士兵数量。尽管有许多饥寒交迫的军队战胜恶劣条件的例子，但不能长期地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否则，军队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比起强行掠夺牲畜、谷物等物资的行为来说，正常征用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古代，军队的后勤补给始终是一项令人头疼，很难做好的工作。这一工作的难度直到道路得到改善(在牛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恶劣的路况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作战)和铁路出现以后才真正得到缓解。



　　交通线具有双重作用：第一，它是连接后方基地、或在某些场合(如博罗季诺战役)连接后方补给站的纽带；第二，它又是退却的路线。袭击敌方交通线的行动最适于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或游击队实施。在上一次大战中，特别是在“西部沙漠”之战中，有许多这方面成功的战例。将大规模正面进攻变为侧翼进攻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把部队从正面阵地调到敌军翼侧。只有在时机绝对有利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能成功。通常，它是很难奏效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在突尼斯的战争中，西庇阿使自己的交通线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在博罗季诺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拿破仑和格兰特的处境也是如此。然而在这三人之中，西庇阿的处境最为危险，因为如果汉尼拔能够不受牵制地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西庇阿的退路就会被切断，他就只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投入交战。俄国人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拿破仑的后方补给站造成威胁，这对拿破仑来说十分幸运。如果这些补给站梯次配置在多条后方交通线上，拿破仑的处境会更好些。格兰特采取的是就地取给的办法，他对敌人了如指掌，因此认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受到很大威胁。



　　与补给和交通线密切相关连的问题是要塞的出现。要塞在战争中始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讲到的许多战役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哈丁之战，甚至在更早的交战中，十字军能从“圣地”安全逃脱，全凭他们建造的位置适当的要塞。这些要塞不仅为十字军的后勤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保护了他们的交通线，而且还为他们的进攻作战提供了前进基地，为他们的退却提供了避难所。在英格兰内战中，要塞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们保护了坚固设防的城镇，封锁了敌人的交通线。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要塞迟早要被攻陷，但它们能严重地迟滞敌人的作战行动。奠边府是另一种类型的要塞，它在许多方面起着类似城堡的作用。该要塞的作用本来是封锁入侵老挝的通路，并充当进攻作战的前进基地。这个要塞之所以未能起到第二个作用，是因为它太小，无法容纳足以发动进攻的部队。



　　西庇阿非常清楚机动的重要性。的确，在大多数战争中，部队都要靠机动制胜。指挥官都力求机动自己的部队，以便能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大军事家们几乎都把集中兵力视为惯例，而把分兵视为特例。在有些情况下，分兵是对的，西庇阿就曾派莱利乌斯击败了西法克斯。他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必须使盟友马西尼萨重新掌权。然而，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将部队一分为二，彼此相隔30英里，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将自己的两翼伸展到40英里以上，就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了。如果布雷格及时发起攻击，联邦军定会一败涂地，因为当时他已巧妙地集中了兵力，并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合击或包围敌人，实施分兵是完全正确的。



　　在洛伊腾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著名的“斜击”战术狠击奥地利军队的左翼，不仅在战术上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而且还充分证明了他分兵的决策是正确的。拿破仑在四臂村和林尼之战中也采用了分兵的战法。这次分兵本来是可以象以往一样取得胜利的，然而，由于不幸的情况多次发生，法军没能为实施主攻集中足够的兵力，他终于失败了。这就引出了节约兵力的问题，节约兵力与集中兵力关系密切。



　　节约兵力是指充分利用交战地域及其附近的兵力。克劳塞维茨认为，宁可使用部队不当，也不要让部队无所事事。在本书谈及的20次战役中，指挥官犯这方面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在博斯沃思之战中，理查就将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留作了预备队。将部队留作预备队也是使用部队的一种方式，只是预备队的作用在战斗初期比较消极罢了。但是，有时根本就不需要留预备队，博斯沃思之战就属于这类情况。如果理查将多少有些靠不住的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放在前沿，他就可以抽出一支部队卷击亨利的左翼，从而对斯坦利兄弟以及整个战役施加决定性影响。实际情况是，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参加战斗，就象330年后戴尔隆的法军在林尼之战中没有参战一样。在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有7.7万人和30门大炮闲置未用；在阿尔马河之战中，俄国骑兵没有投入战斗，失去了转败为胜的良机；在七天战役中，杰克逊的所有部队实际上都没有派上用场；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伦南坎普夫的部队也是如此。事后品头论足当然容易。在某些战役中，指挥官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也许自有道理。但节约兵力确实是一项重要作战原则。



　　要研究战争样式，还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军事将领们所受到的政治干预。在我们讲述的某些战役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汉尼拔是迦太基的伟大将领，他根本不同意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政治家们制定的计划。如果不是迦太基元老院硬逼着他按他们的计划行事，迦太基人也许会在扎马之战中获胜。在内兹比之战中，“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百余年后，乔治三世的大臣所起的也是这种坏作用。在这两个例子中，政治家们的干预严重地干扰了战地指挥官们的战役行动。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政治家竟然从3000英里之外进行干预，并用风帆传递命令。在美国内战中，林肯总统至少有一次(即半岛战役时)错误地干预了战场指挥官的行动，而且那次战役可能就是因此而失败的。戴维斯总统比林肯总统对军事懂得多些，但他给战场指择官们直接下达命令的做法也有损于南部同盟的最大利益。



　　战争是由政府发动并由政府控制的政治活动。在当今时代，战争的火焰可能燃遍全球，这就要求战略大师们有能力处理好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战役之间的关系。如果政治家具有实战经验，并深入地研究过军事历史(如温斯顿·丘吉尔——尽管象他这样的人很少)，他们是有资格为指导战争全局制定战略计划的。然而，作战行动一旦开始，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就不应该再受到政治家们的干预了。



　　还有一种作战阶段值得提及，这就是追击。在叙述扎马之战时，我们没有必要提及追击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汉尼拔的骑兵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从本书的第二个战例，即黑斯廷斯战役，开始探讨追击问题。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底的骑士们似乎在天黑前仅有的数小时里实施了一次多少有些失去控制的追击。据编年史学家记载，哈罗德的卫队曾集结起来，试图掩护已经溃退的撒克逊军队，在威廉下令收兵以前，许多骑士在所谓的“马尔福斯”地区丢掉了性命。



　　实施追击的要领是：迅速、无情、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追击一方才能充分利用敌军士气低落的有利条件。追击的制约因素有三个：一是部队疲劳，即追击部队在实施追击以前很可能已经过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二是天然障碍(包括夜暗)；三是敌军的行动。



　　在骑兵主宰战场的年代里，骑兵部队在追击中能给敌人造成最大杀伤。但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骑兵的作用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身披沉重护甲的骑士和战马在快速追击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随着长弓和火药的出现，战场上的骑士们演变成了步兵。然而，由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克伦威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等一批伟大将帅们的聪明才智，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又重新得到发挥。在内兹比战役中骑兵在夜幕降临前追杀了11英里，成了追击行动的主角。在通常情况下，追击在夜幕降临时就停止了，不过，在本书列举的洛伊腾战役、滑铁卢战役和华沙战役中，追击行动并未因夜幕落下而中止。



　　然而，单一的骑兵只能对付士气低落、正在逃跑的敌军，而无法对付组织有序的撤退之敌。约米尼说，退却“无疑是战争中最困难的作战行动”。只有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并由强大后卫部队掩护的情况下，撤退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当敌人投入预备队时，追击行动都必须迅速有序地进行，而且三个兵种要联合行动。即使最辉煌的胜利也可能因在追击中蒙受损失而显得黯淡无光。据说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诺曼底人就是在一次小小的与敌后卫部队的交战中蒙受了很大损失。



　　战争中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敌人已被打败，但立即追歼逃敌却不可能。然而，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明明可以追击，却没有实施追击的战例，本书述及的博罗季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以及奇克莫加战役中就有这类情况。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人虽遭重创，但却不急于撤离战场。如果拿破仑硬逼他们离开，他们肯定会进一步顽强抵抗，而这时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因疾病和伤亡而严重减员了。拿破仑把眼光投向了莫斯科，他想使部队尽可能完整地进入俄国首都。他后来尽管没有再损兵折将便如愿以偿，却未能达到战争目的。现在也许有人会说，拿破仑当初真应对库图佐夫穷追猛打，将其彻底歼灭。然而，要知道，当时在战场上作战的俄军除库图佐夫的部队之外还有其他部队，拿破仑的目标并不限于仅仅消灭其中的一支。



　　如果说拿破仑没有进行追击尚有情可原，米德和布雷格的所作所为就毫无道理了。当李的部队从塞米纳里岭有条不紊地撤退时，米德根本就没打算实施追击。直到一天半以后，联邦军才不慌不忙地向前开进。由于波托马克河水位上升，李在战役结束后10天内无法渡河南下，因而不得不背水占领防御阵地。米德的部队虽然在兵力和士气方面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却让李兵不血刃地渡过了波托马克河，林肯对此怒不可遏。布雷格在奇克莫加获胜后没有乘胜追击罗斯克兰斯的部队，从而失去了一次类似的歼敌机会。当时托马斯将军的军已成强弩之末，如果布雷格行动迅速，很可能在罗斯维尔山口将整个联邦军队彻底击败，查塔努加也可能不会失守。布雷格辩解说，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过于疲劳。虽然这是事实，但他的部队士气高昂，他完全应该进行追击。



　　以上就是2000多年前扎马之战所孕育的作战原则和战法，其中许多原则在本书后来述及的战役中依然适用。诚然，这些原则和战法并不能囊括战争的所有原则和战法，但是，它们由于具有典型性，在未来战争中仍然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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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高级军官的重要言论



　　（他的）“‘闪击’战理论的实质就是，利用攻击的突然性……等因素，从战争刚开始时就给敌战略第一梯队 [ 原作者注：用现代化术语说，即那些和平时期随时部署在阵地上的北约部队 ] 以决定性杀伤，然后向敌国腹地迅猛进攻，在敌人动员和使用其军事和经济潜力之前将其粉碎。”



—— C·п·伊万诺夫大将《战争初期》（军事出版局，1974年）



　　“在和平时期来不及集中和展开主力的国家，处境会十分困难。他们在战争头几天不能以其很强的军队集团在敌主突方向上抵抗敌人，在战争初期，无力抗击大规模的空中突袭和阻止地面部队向腹地长驱直入。这就使得完成军队的战略展开极为困难，因为这时还要进行艰苦的防御战斗。”



—— 同上



　　“在未来战争中，战争初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国家在战争爆发时愈是能够有效地使用其战前储备的军队和武器装备，它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取得的胜利就愈大，并且愈能迅速地赢得战争的胜利。”



—— B·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军事战略》（军事出版局，1986）



　　“突然性是军事学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经验证明，侵略者利用袭击的突然性和事先展开的军队的威力，往往可以在战争初期达成重大的胜利。”



—— M·M·基里杨中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2卷《突然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初期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战果，突然的首次突击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军在突然的首次突击中投入了准备用于初期战役并预先集中在选定方向上的空军和陆军的全部力量。……在对敌方战役布势的全纵深实施突击的同时，……（纳粹）坦克兵团通常继续前进，先于从纵深开来的苏军占领有利地形。坦克群迅速地突入防御一方的深远后方，既可以对向前开进的敌预备队实施突击，也可以从行进间强渡大的江河障碍，夺取交通枢纽和其它重要的战略目标。……夺取制空权的斗争是任何一次进攻战役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 C·п·伊万诺夫大将《战争初期》



　　“（今天）甚至最富有的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使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一直展开。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维持一支在后续梯队完成动员工作投入战斗之前至少可以达成最近期战略目的的展开的部队，……似乎值得借鉴的作法是，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适当规模和类型的部队。这样，在战争初期无需进一步动员就可以达成战争的主要企图。……如果从一开始起就能使部队插入到敌方领土的最纵深处，那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核打击的效果，以中止敌人的动员。这在欧洲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欧洲离我们近在咫尺。”



—— B·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军事战略》



作者的话



　　在本书中，“战争初期”和“战争开始阶段”是作为两个同义词使用的。我对他们下的定义是，“从战争爆发到完成对作战部队的动员、集中和战略展开所需要的那段时间。”在现代，由于侵略者通常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完成了对其作战部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所以“战争初期”这个概念目前一般仅适用于被侵略者。














	

 






	















	





	







	









 





	


	







	








	




	


第一章 苏联速胜北约的必要性




	







	

 



	


	


　　人所共知，苏联地面部队战术的拟定旨在实现机动快速的运动战。而速度则是其中的精髓。如果有人对这样一个事实尚无所闻，则最好是花2.5美元或不管现价如何买一本A·A·西多连科上校编写的苏联教科书《进攻》来阅读一下。该书已由美国空军译成英文，在西方唾手可得。



　　虽然人人或几乎人人都知道，苏联非常强调战斗的速度，但并不是人人都了解俄国防务计划的制定者们同样强调战争的速度。这就是说，苏联认为必须进行短期战争。



　　西方在全神贯注地研究战斗的性质的时候，实际上完全忽视了对战争性质的研究，这是很荒谬的。对于英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美国人很爱说：除最后一次战斗外，他们在每次战斗中都失败了。由此可知，美国人认为，战争的胜负是重要的，而相比之下，战斗的胜负则是次要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然而，在对苏联可能发动的——他们认为非发动不可的——战争的性质进行分析方面，英国跟其它国家一样是很糟糕的。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显然是错误的。包括美国在内的的所有西方国家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力图断定苏联要发动的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抑或是一场两种性质兼而有之的“混合”战争。设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很重要的，但苏联会在欧洲发动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未必就是人们要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就北约对苏联最近加强其驻中欧和东欧的地面部队一事发表的大量评论来看，则尤其如此。本章特别关注的是，北约认为，鉴于苏联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已有所提高，北约对可能即将发生的苏联进攻肯定只有48小时的预警时间，而不是曾设想的那样，有两周左右的预警时间。



　　据笔者浅见，预警时间的减少与苏联提出的“对西方的战争必须是一场短期战争”的要求密切相关。而苏联这一要求又与“战争开始阶段”这一军事原则有关。但是，既然后者只不过是有助于俄国人达到其目的（短期战争）的一种手段，我们就必须首先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视短期战争。



　　首先的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按照俄国人的想法，如果苏联打一场长期战争，它几乎肯定会失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不断向俄国人头脑中灌输的那样：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并且，一般来说，谁在战争中有较大的经济潜力，谁就能赢得战争。显然，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问题上，人的因素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俄国人是在北约士兵根本不愿与其作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那么，无论怎么强大的西方经济，也挽救不了北约的失败。因此，北约士兵的士气状况肯定一直受到俄国人的注意；如果俄国人要发动战争，那么，在决定进攻日期时，他们也要认真考虑北约的士气状况。这就是说，在双方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俄国人将力争在北约士气低落的时候发动进攻。



　　假如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且由于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努力，北约国家的士气尚差强人意，那么，我们将只有同意苏联所持的观点，即：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谁有较大的经济潜力，谁就能赢得战争；当然，其条件是，战争应持续一段时间，以使其强大的经济潜力发挥出来。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应当经常提醒自己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胜国用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才弥补上由于战争开始阶段的惨痛失败而遭到的初期损失，并使它们的工业和军事潜力充分发挥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胜国为了同样的目的用了近四年的时间（确切的说，英国近四年，美国三年，俄国大约两年半）。



　　显而易见，这样一段时间间隔，就使得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入侵者有可能在敌人强大的军事潜力得以发挥之前就赢得战争。但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入侵者必须迅速行动。



　　此外，入侵者必须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赢得整个战争。仅仅赢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是不够的。如果战争拖延下去，那么从长远观点来看，一次、二十次、三十次甚至四十次战斗的胜利都是无济于事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帝国的经济潜力远远比不上它所进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潜力的总和。虽然在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夺取并占领了大片土地，但是，众所周知，最终还是遭到了失败。它未能摧毁被侵略国家赖以进行战争努力的十分重要的经济中心，因此，后者得以调动这些手段，并且最终打败了日本。



　　短期战争对于入侵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战局恶化的可能性比长期战争少。人们预见未来、未雨绸缪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最高司令部可以制定战斗开始阶段的详细计划，但战场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若未能在战斗开始阶段取胜，即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取胜，他就不得不针对敌人的反应采取行动。而最高指挥部在制定战斗计划时，对敌人的反应是并非都能预料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战争的情况也是如此。



　　本世纪内发生的许多次战争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914年德国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进攻，1941年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以及1973年埃及对以色列的进攻，进攻者都企图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赢得整个战争。众所周知，他们起初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根本不可能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的结论。我们能够说的，而且不怕别人反驳的就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的胜利是在战争初期赢得的（“现代战争”，这里指的是自对拿破仑的战争结束以来，在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切战争）。



　　当然，有人——特别是俄国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例如，伊万诺夫大将在《战争初期》一书中就指出，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进行的战役按其自身特点可称作是一场“战争”。几乎没有人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尔后，他在同一本书中又宣称，1945年苏联的满洲战役按其自身特点也是一场战争。这一战役在苏联军事著作中迄今一直被正式称为“1945年苏日战争”。同样，附和这种说法的西方评论家寥寥无几。按照西方的观点，满洲战役虽然对苏联来说是个新的战场，但它只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荷兰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几年来积极进行的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不能被称为一场“战争”，而只能是一个“战役”。



　　所以，根据西方的看法，“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的胜利是在战争初期赢得的”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苏联正相反，它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确有一次是在战争初期就赢得整个战争胜利的，那就是1945年苏日满洲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苏联赢得的。



　　由于本书主要研究苏联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因此，对于上述苏联观点，不能完全不予理置。在苏联看来，历史已经证明战争初期赢得战争是可能的，尽管它也承认这是极其困难的。既然如此，那末不管怎样，东、西方必定会一致认为，如果这确实可行，它将会带来许许多多极大的好处。首先，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早已提出过，如果你能在战争开始阶段就取得胜利，那么你极有可能赢得整个战争。这是因为在一场迅速赢得胜利的战争中，不大可能出现那种意料不到的潜在的严重局面。另外，整个伤亡人数可望大大减少，这样就不致陷入那种依靠预备役军官和素质差、经验不足的新兵去打仗的境地；并且，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压力势必显著减小。



　　此外，从苏联的观点中，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中得知，战争会对参战国产生意义深远的革命影响。这是因为，要进行一场有别于“小人国”之间进行的战争，有关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势必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们的经济势必要进行重大的调整。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认为他们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就会坚韧不拔地经受战争带来的一切重压和严峻的考验，甚至不惜在战斗中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承认，即使面临着必然的失败，有些国家的人民也曾经象狮子一样勇猛战斗。但是他们却从没有在短期战争以外的任何情况下这样战斗过，而且通常这种短期战争必须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



　　相反，如果这是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长期战争，而战争与他们又没有重要的利害关系。那么，人民是不愿意——至少在战争后期——经受战争带来的重压和严峻考验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和社会结构也已经随之产生影响深远的变化。越南战争显然是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恰当的例证。



　　如果苏联在中欧发动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究竟跟苏联的普通公民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苏联发动这场战争的特定目的。然而，苏联要编造一套对西方盟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并以此来煽动苏联一般公众的战争狂热，是很困难的。



　　当然，如果这是一场短期战争，要煽动战争狂热是十分容易的。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思想守旧的人民（俄国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极其守旧的）会反对进行一场能够取胜的短期战争的，因为这种战争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通过敌人首都街道的一次胜利进军。如果苏联进攻欧洲，并能够在两周内赢得战争，莫斯科人毫无疑问是会支持政府这一行动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假设的是，苏联进行的是一场长期战争，一场会给苏联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战争，一场苏联人民要作出巨大牺牲才能最后取得胜利的战争，一场根本没有必胜把握的战争，那么，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我们这里所指的战争是苏联对北约可能发动的进攻），依靠什么去激励苏联公众忍受战争的苦难呢？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确实是很困难的。俄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非常骄傲。如果我们去侵犯俄国，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祖国，是会象猛虎一样浴血战斗的。但是看来俄国人并没有想征服它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然而如果他们能够毫不困难地做到这一点的话，他们是乐于这样做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到，俄国人是如此渴望见到饰有锤子和镰刀图案的苏联国旗在波恩、伦敦、巴黎、罗马、都柏林或海牙（或者所有这些地方）的上空胜利飘扬，以致心甘情愿地忍受战争带来的一切灾难。



　　多年来，苏联党的宣传机器并不鼓励，也没有试图鼓励俄国人民去进行征服战争。自十月革命以来的更长时期内，苏联共产党曾不断宣称，苏联军队决不会用于进行征服战争。



　　但它肯定说过苏联军队可能被用来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不过，民族解放战争是在第三世界而不是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同样，苏联共产党也并不否认苏联军队可用于支持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要该国的无产阶级参加了内战。所以可以想象，如果在中欧（或中北欧，或中南欧）爆发了一场内战，苏联军队将会在苏联宣传机器的极力怂恿和俄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行干预。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在欧洲没有内战的情况下，苏联可能要对北约发动的一场进攻。这将是近四、五十年来苏联宣传机器和苏联共产党通过恬不知耻的说教和巨大的权力，一直要使其人民相信苏联决不会去发动的那种肮脏的非正义的战争。那么如果苏联确实有此企图呢？如果苏联领导人冷酷无情地决定，他们蓄意要发动一场他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告诉苏联人民他们决不会发动的那种战争呢？



　　假如这是一场短期战争，那倒干系不大。假如这场战争一、两周内即可结束，那么，不管是克里姆林宫对发动这场战争提出什么理由，苏联人民都是乐于接受的。正如笔者说过的那样，人民喜欢胜利的检阅，但假如这是一场长期战争，那么，勤于思考的观察家们现已注意到的苏联社会结构上的种种裂痕，就会在战争的严峻考验面前暴露出来。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它早就这样写道：“战争使国家接受考验。正如木乃伊一见空气就风化那样，战争将宣判已经僵化的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制度死刑。”当然，马克思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不过，要是在今天，他无疑也会这样去说苏俄的。克里姆林宫是了解这一点的。苏联领导人不只对马克思的了解远在笔者之上，而且他们是经历过本世纪两次大战考验的一个民族的成员。他们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但并没有经受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因此，这又是一个可以说明必须进行短期战争的理由。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理由与苏联军队的士气有关。



　　作为苏军主体的苏联士兵一直被告知，北约士兵是不堪一击的，西方军队也许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但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士兵却不善于打仗。



　　如果战争能够很快结束，那么这种情况倒无关紧要。无论北约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得象苏联宣传机器一贯描述的那样无能，还是表现得非常英勇，他们都得败北，而胜利一定是属于苏联的。



　　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士兵也喜欢打能够取胜的短期战争。对于打这样一场战争，苏联士兵无疑会非常高兴，但是，假如不是打这样一场战争呢？假如他们卷入了一场极其危险的长期战争，一场即使有可能胜利，也得在走完血迹斑斑、泥沼遍地和充满痛苦的漫长可怕的道路之后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呢？那时，他们的士气又会怎样呢？士兵们在看清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军官们（尤其是那些做政治工作的军官们）一直在用谎言欺骗他们的这一事实以后，这些苏联士兵将会有何感想呢？究竟有什么动机和令人信服的战争目的能够诱使他们继续战斗下去呢？



　　就俄国人的前景而言，如果我们想借助于历史来寻找一个答案，那么，答案很可能是含混不清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普通士兵作战很勇敢，因为当时他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是为了把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匪徒赶出家园，是为了使他们的朋友和妇女不致沦为奴隶或被处以绞刑。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苏联普通士兵自身来说，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作战目的，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居然打了那么长的时间。虽然如此，到1916年秋，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即使是为了保持俄罗斯帝国领土的完整，他们也不准备再继续打下去了，更不用说是为了打到柏林去。而两年前，即1914年8月，当他们认为是在打一场短期战争时，他们曾经满腔热情地踏上打击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征途。因此，如果说历史所启示的答案在某一点上与苏联对北约发动的战争有联系——笔者是这样认为的，那么，苏联对北约进行的战争也只能是一场短期战争，苏联领导人也将再次认识到这一点。



　　苏联急于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还有其它一些与历史教训无关的原因。首先，如果这场战争不是短期的，如果它不是胜利在望，而是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并且将其它国家的军队也拉入战争轨道，迫使进攻者必须进行两线作战，那么，这场战争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每一个侵略者总是担心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在俄国进攻北约时，共产党中国有可能进攻俄国。虽然西方专家多半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对俄国人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促使克里姆林宫企图在战争开始阶段赢得战争的第二个理由是，战争有逐步升级的危险。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只要苏联有计可施，它是不想打核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北约和华约打一场非核战争，华约得胜的可能性要比打一场核战争大得多。而且，在一场非核战争中，北约部队极不可能给苏联国土造成严重的破坏。此外，从曾经在苏联军队中服役的苏联移民那里得到的大量证据说明，苏联士兵确实对他们在西方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与北约作战的前景感到恐惧。最后，一场核战争的伤亡人数必定要比使用非核武器战争的伤亡大得多。不管我们是指一场仅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战争中军事人员的伤亡人数，还是指一场使用战略核武器屠杀千百万平民百姓的全面战争中的伤亡人数，情况都是如此。承受这样的伤亡率，对于苏联武装力量和苏联人民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即使他们可以承受这样的伤亡率，他们的士气也将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任何一位苏联党的领导人或苏联将军都不能对此处之泰然。因此，如果苏联的统治者们决定要对西方发动战争，非核战争将是他们所要进行的战争。



　　苏联最高决策者们在制定进攻北约的计划时，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打一场短期战争。我们现在已有九条重要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那末，他们将如何着手进行这场战争呢？笔者将在下一章里论述他们的一些方法。














	

 






	















	







	







	









 





	


	







	








	




	


第二章 1848—1914迅速赢得战争的几次尝试




	







	

 



	


	


　　要迅速赢得战争，显然可采取快速机动作战这一方法。力求进行短期战争和在短期战争中力求进行快速作战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有如同义词一样相近。但是，只要机械化运输工具尚未问世，军队最大的机动速度也只能是士兵徒步行军的速度。



　　有时，徒步行军速度可以快得惊人。1812年，拿破仑从涅曼河向莫斯科进军时，82天的行程约为1200公里，日均速度为15公里。俄国人好对我们说，苏沃洛夫在1779年的意大利战役中，连续行军十二天，每天行程达33公里。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速度还不够快，并且通常也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因此，难以使他们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这样的速度仅足以使他们能够迅速赢得战斗的，有时是战役的胜利，但是并不能使他们在我们想象的时间范围内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是决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铁路的发明和推广为总参谋部提供了加快战争速度进程的手段。经过改进的机车可以带动载重量更大的列车，而且速度也大于低效率的机车。这样，就可以动用更多的兵力，并且大大提高动员的速度。在马车时代，拿破仑在法国南部招募一支军队，并且把他们装备起来开进意大利，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时，毛奇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就动员了28万兵力，并把他们集中、展开在边境地区；到了1870年，他只用了11天的时间就使40万人进入了指定阵地。如果说，德军1870年的动员、集中和展开的速度比1866年的速度要快的话，那么到1914年，德军的速度就更快了。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到8月5日就动员完毕，并于8月17日将部队顺利地集中于指定地点。德国在这段时间里动员并展开在西线的总兵力为1485000人。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日臻完善的铁路系统已在战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铁路在这三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加快了兵力动员和展开的进程。一旦兵力动员和展开完毕，进攻部队发起进攻，部队就必须离开火车徒步行军，这是因为火车作为军队战时运输工具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首先，只要战争是在两个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双方就都可以利用铁路。铁路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毛奇对这一点的认识超过了他的同时代的人，但其他国家的将军们也很快取得了同毛奇一样的认识。1870年法军的崩败不是因为法国铁路系统有缺陷，而是由于法国动员计划的不当。1870年之后，象毛奇的继承者们一样，法国总参谋部同样十分重视修建国内的铁路网，加之法国最好机车的效率比德国机车相差不远，因此在1914年，法国在德国完成的同一天也完成了对部队的动员，完成战略展开的日期则仅晚于德军两天。



　　其次，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一个缺陷是，火车要有专门铺设的轨道才能运行。也就是说，火车只能沿着铁路运行。这个缺陷在奥普战争中已很明显地暴露出来。1866年，从德国通往奥地利方向的铁路线并不很多，并且从战争的角度看，其布局也不尽合理。然而，由于在这场战争中速度对普鲁士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用火车调动兵力较之使部队徒步行军快得多，因此，毛奇仍用铁路展开普鲁士部队。这就导致了普军的部署非常分散，因为火车只能开往铁路通向的地方，而不能开往毛奇要他们开往的地方。最西端的铁路终点——蔡茨，和最东端的铁路终点——尼斯，相距约450公里。普军兵力分得如此之散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奥军更有胆略，更富有进攻性的话。



　　人们普遍认为，1870年的情况大有好转。德国和法国的平时来往大幅度增加。因此，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铁路网要比1866年德国和奥地利的铁路网完善得多。1870年，有九条铁路可供德国用于展开兵力进攻法国，而相比之下，用于对奥地利展开兵力的铁路却只有三条半。此外，在毛奇那个时候，当德国修建新铁路或改建旧铁路时，它至少是有一部分是着眼于这些铁路在军事上的潜在用途。因此，一旦德国对法国进行战争，它显然就更有可能通过铁路将德军运到其指挥官要求他们到达的地域。



　　然而，即使这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德国铁路也只能延伸到德国边境，再往前运送兵员和武器装备就得依赖于法国的铁路。尽管法国的铁路也许能通往法国将领们想要它们到达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按照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意图修建的。因此，德国将领们在入侵法国时，并不能指望敌军的铁路会向他们希望的方向延伸。在这些铁路中，有的是向德军希望的方向延伸，有的则不是。这种情况显然使德军的补给和增援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战时运输工具，铁路的第三个弱点是铁轨很容易被敌人破坏。而铁轨一旦被破坏，火车就无法开动，部队将不得不改作步行或骑马，以便继续前进。



　　铁路作为迅速赢得战争的一种手段，其第四个不足之处是，部队乘坐在火车里无法作战。要进行战斗，部队就得下车，而在下车时则很容易遭到攻击，在车上则更容易遭到攻击。在十九世纪进行的各此大规模战争中，进攻的部队的作战任务都相当重。当距离敌人很近，而且即将对敌人发起进攻时，部队根本不可能继续利用火车向前运动。一旦离开了火车，他们的行军速度就又回到了步兵徒步行军的速度上去了。



　　因此，我们在谈到十九世纪的铁路加快了军事活动的进程时，务必记住，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指战争初期，即指兵力动员、集中和展开阶段而言。上述例子说明，对于那些具有发达铁路网的国家的军队来说，火车能大大加快这一进程。而一旦这一进程结束，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1866年，普军在顺利而迅速地（按当时标准）完成了战争初期的任务之后，于9月22日开始在主战区遂行主要作战任务。普军在刻尼格雷茨地区一举击败了奥军，直抵维也纳郊外，并于是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样，普军在31天中前进了约四百公里，日均速度为13公里。



　　1870年8月2日，法军进攻萨尔布吕肯，打响了普法战争的第一枪。当巴黎将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时，战争可以说已进入高潮。据毛奇记述，那是6月19日。萨尔布吕肯和巴黎相距约380公里，因此日均挺进速度不足8公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可恰如其分地称作为“铁路战争”的战争。确实，各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汽车，但使用的规模并不很大。总之，在战争初期，各国军队与1870年的情况差不多，先依靠运送铁路兵力和部署，尔后徒步前进。1914年8月4日，德军进入比利时，在从列日向南去马恩河途中，于8月31日抵达巴黎郊外。从列日到他们抵达距巴黎最近的一点之间的距离约370公里，为此德军行进了28天，日均速度为13.2公里。这个数字虽非绝对准确，但还是能清楚地说明，战斗一旦展开，1914年德军的前进速度并不比1866年普军的前进速度快。



　　用于汽车或货车的内燃机的问世并不能大大加快战争的进程。因为在实际战斗中，汽车和货车有着跟火车同样的缺陷：士兵坐车无法作战。



　　当然，到1916年，士兵坐车作战已成为可能，因那时内燃机已装备于坦克。但真正用坦克作战，则已是战争爆发后两年多的事了。关于“短期战争”的概念那时显然已不再适用。



　　然而，还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而且这种方法已于十九世纪开始试用。如果一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前进速度就是其步兵徒步行军的速度，如果一国动员的速度不管多快，也总是和敌国的动员速度不相上下，那么，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只有一种手段可以加快战争的进程，那就是利用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完成的兵力动员、集中和展开所带来的有利条件。换句话说，即在平时作好一切战争准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敌于不备。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1866年，奥地利早在3月中旬就开始采取初步措施，为其9月份才宣布的战争进行准备：构筑防御要塞；增援波希米亚驻军；调整许多团的营房，使各营房驻扎在新兵报到站附近。总之，到了三月底（即战争爆发前3个月），驻波希米亚奥军的实力已增加了约二十个步兵营和若干个骑兵团。



　　尽管奥军采取了一切保密措施，普鲁士政府还是很快获悉了奥军的上述情况，因此也立即开始战争动员。到3月的最后几天，普军驻扎在边境的5个师达到了平时的最高编制数，5个野战炮旅也全部满员。与此同时，普军还翻修了全部边防要塞。针对奥地利进一步采取的扩军备战措施，普鲁士自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事实上，电报发明后，一国已不可能用在战争爆发之前做好战争准备这种方法来造成有利条件，因为用电报传递信息的速度比用火车快得多；也不可能用检查每一份电报的方式获得这种好处，因为强行检查等于立即向敌人报警。



　　整个十九世纪的情况是：一国想以在战争爆发前做好战斗准备的方法争取对敌优势的任何尝试，都因敌对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告失败。二十世纪初叶的情况与此相似。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在宣战之前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兵力的动员和集中。由于各国都照此办理，所以谁也不能略胜一筹。



　　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可能会认为，如果德国人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并加以适当的使用，德国先于法国两天完成兵力展开这一点，就足以使德国人受益匪浅。然而，这种必要的技术装备——装甲车，当时还没有研制出来。而且，由于各参战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均未采用任何新的动员方式和作战手段，所以就本书研究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把这次战争和十九世纪的那些战争列在一起。换句话说，在1914年，还完全不具备为在战争初期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必需的技术装备。



　　要迅速赢得战争，可采取的另一种方法是尽早进行决战。假如一国在决战中全歼了敌军的主力，那么，它要继续完成的就是横扫敌人的国土，占领敌人可能重新招募军队的地区，并向敌人提出和平条款。要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兼用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并使其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这也就是说，一国应通过外交手段使敌人失去盟国，以削弱敌军的潜力，同时为本国争取盟国，以加强自身的力量。这些任务一旦完成，其它对付敌人的事将交由军队去完成。



　　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之前，俾斯麦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得到了法国保持中立的承诺，从而使奥地利失去了一个可贵的盟国。很明显，此举大大削弱了可能被征募起来对付他的反普鲁士力量。俾斯麦还进而诱使意大利和普鲁士结盟，从而使反奥地利力量大为加强。正由于普鲁士采取了后面这个步骤，奥地利不得不在南方保持24万人的庞大兵力。因此，当普鲁士的将军们由北挺进时，他们的任务就轻松多了。



　　外交任务一旦完成，其它任务就得由军队来完成。将军们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为他们提供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教会他们正确使用这些武器，然后就只需把他们送往战场去赢得战斗的胜利了。



　　看来这要求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做很多工作。但十九世纪的历史提供的大量佐证说明，凡是外交家和军人们都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且配合得十分默契（这一点更为重要），战争的时间都是相当短暂的。1864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仅持续了六个半月，除去中间休战的两个月，实际作战时间大约为四个月。



　　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也相当短暂。战争爆发后，两国在刻尼格雷茨战区内进行了一场为期12天的古典军事思想式的“会战”（刻尼格雷茨会战）。三周之后，整个战争即告结束，普鲁士取得了胜利。



　　1870年普鲁士对法战争的持续时间虽略长于对丹战争和对奥战争，但若以大多数战争来衡量，它仍是一场短期战争。普法战争中双方第一次真正的交战发生在8月2日，五周后即在色当进行了决战，六个月后战争便告结束。



　　乍看之下，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可以迅速赢得战争的简单的方法。但问题在于，人们还发现这种方法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首先，外交家们也许不可能使本国避免打一场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的战争，因而也就不能在决战中投入最大的兵力。在1914年，任何人，甚至是俾斯麦复活，也不能为德国争取到俄国保持中立的承诺，他所能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运用其巨大的权力来制止战争的爆发。



　　然而，到1914年已有充分的军事上的理由使德国人认为它应该在那个时候进行一场战争，而不是推迟战争。当时法国切望报仇雪恨。它不加掩饰地进行了战争准备，企图通过一场战争来洗刷1870年蒙受的耻辱，同时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则与法国结成了同盟。1914年的沙俄虽然在技术上还远不如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但它正在迎头赶上。特别是它迅速改进并扩大了铁路网，并努力从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事实上，俄国总参谋部当时认为，到1917年，俄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不会比德国或法国军队差很多。



　　所以，在柏林方面看来，法国非常可能在对它有利的时候就立即将战争强加给德国。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即使推迟一至两年，德国也还得打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而且还得在远远不如1914年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德国之所以愿意在1914年进行战争，而没有因为俄国不再保持中立而去避免战争，是有其军事上真正令人信服的原因的。此外，这些理由是如此难以辩驳，任何人，即使是俾斯麦式的人物也不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也可能不会被这些理由所说服。



　　当然，如果当时是俾斯麦掌权，首先他根本不能允许俄法结成反德同盟；说不定他会看出这种同盟必然会导致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因此，会向俄国作出适当的让步，以阻止这个联盟的形成。另一方面，法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并且很可能子孙万代都将如此。此外，俾斯麦式的人都不会长生不老，而且，继承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的人也不可能个个都具有俾斯麦那种才能。



　　1848年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与此相似，也没有在外交上取得成功。这倒不是说普鲁士会被迫同时进行两线作战，因为它那时只有一个敌人——丹麦，而是说它不仅没有朋友，相反却有几个潜在的敌人。当普鲁士将军们却已无法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原因待述），战争就拖长了。这就使得奥地利和俄国能在1850年对普鲁士施加压力，毫不隐讳地威胁它必须放弃战争，否则就会使它面对第二个、甚至可能第三个敌人。于是，普鲁士被迫在没有达到其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情况下与敌人媾和。



　　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就谈到这里。我们现在如果研究一下军事指挥官们的情况，就会发现，他们就像政治家们容易在政治上犯错误一样，也容易在军事上犯错误。小毛奇犯的错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只有速胜才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是小毛奇的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德国丧失了一切速胜的机会。我们不能说由于毛奇的缘故，德国才没有赢得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但可以说，正是由于毛奇的失误，德国才进行了马恩河交战，而当时它本应进行亚眠交战或英吉利海峡港口之战，或者从根本上抑制住自己挑起战争的欲望。



　　依靠尽早进行大规模决战来取得战争胜利的第二个缺点是，敌人可能会回避这样一场战斗。1848年在丹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普鲁士的军队无法与丹麦军队“会战”，原因很简单，就是丹麦军队故意避而不战。并且，比起普鲁士自我吹嘘的然而却是微不足道的那些海岸炮舰和小型护卫舰来，丹麦海军明显地占有优势，因此丹麦军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得以转移到海岛上去，而普军却因为自身海军力量薄弱而无法在这些岛屿登陆。普鲁士也无法通过采取另一套克敌制胜的方案，即夺取敌人的“关键地区”来赢得战争。如果说在1848年存在什么丹麦的“关键地区”，那无疑就是哥本哈根。但是，哥本哈根并不位于作为欧洲大陆一部分的丹麦本土上，而是在丹麦的一个岛屿上，而在1848年，普鲁士海军已无力协助陆军在该岛登陆以占领哥本哈根，正如它也不能在其它岛屿登陆并促使丹麦军队与之作战一样。



　　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史上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库罗帕特金成功地推迟了决战——辽阳交战的时间，几乎使日本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当时，俄国爆发了未遂革命，大城市的街道上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些情况在迫使沙皇政府对日本求和这一点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日军胜利所起的作用。总之，日俄战争不是一场短期战争，而且肯定也不是一场在战争初期就赢得了胜利的战争。它确实清楚地表明，把在战争初期或战役初期进行决战当作一种万无一失的迅速取胜的手段，是非常没有把握的。采用这种特殊的手段还保包含着一种危险：指挥官们尽管实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决战，但却可能会以失败告终。灾难性的刻尼格雷茨会战并不是由趾高气扬的普鲁士将军们强加给勉强应战的奥地利的，实际上，奥地利指挥官贝奈德克将军亲自选定了这个战场，选择了这个他认为适于进行他期待中的“会战”的战场。然后，他就坐等敌人的到来。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有利。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将军也同样被证明犯了错误。



　　即使有些将军取得了决战的胜利，也并不能够使留心军事的观察家们充分相信，用这种独特的手段可以确保缩短战争的时间。在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三次战争中，与其说是普鲁士人取得了胜利，不如说是其敌人遭到了失败。因为，普鲁士依靠了众多的士兵和精良武器的有机结合才赢得了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和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胜利。在1864年的战争中，丹麦人根本没有办法对付普鲁士的大炮。而在1866年，奥地利滑膛枪的效率之低，也根本不可能与普鲁士撞针枪的效率同日可语。至于1870年的战争，法国指挥官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挥错误，他们愚蠢的战略和混乱不堪的动员计划，这些对普鲁士的胜利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毛奇所做的一切。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俾斯麦和老毛奇之间有着极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也未能找到一种堪称万无一失地迅速赢得战争的灵丹妙药。“万无一失”这类词决不能用于这种场合。不管外交上的初步成就有多大，征服者要在实战中取胜，除了要依靠自身的长处之外，同样还有赖于敌人军事上的失误，或敌人兵力的不足，或武器的陈旧，或管理的混乱。但一国不能总是依靠敌人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依靠敌人兵力的不足和军事技术装备的陈旧来取胜。还应当提到的是，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德国将领，也可能在军事上犯严重错误。老毛奇可能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但是小毛奇毫无疑问犯过这种错误。不仅如此，连政治上比小毛奇聪明的俾斯麦的继承人——贝休曼·霍尔韦格宰相在外交上也犯过严重错误。事实上，即使由俾斯麦式和毛奇式的人物来全权主管一场战争，我们也不能认为失败是不可能的。如果俾斯麦和毛奇订的食谱由蹩脚的厨师来烹饪，那么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当然，俾斯麦和毛奇是第一流的厨师，但贝休曼·霍尔韦格和小毛奇只不过是厨房里的大伙计而已。正因为如此，显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还远未能探索到一种迅速赢得战争的方法。














	

 






	















	







	







	









 





	


	







	








	




	


第三章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进一步尝试




	







	

 



	


	


　　到1939年，军事技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发展，从而使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变成完全可能的事情。坦克和飞机的改进使侵略军不仅可以迅速前进，而且可以在迅速前进的同时与敌作战。步兵和后勤部队在某种程度上的机械化，是为了迅速赢得战争而采取的又一措施，而且是非常宝贵的措施。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于1939年在18天的时间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波兰；1940年用了10天时间，轻而易举地将装甲部队开到英吉利海峡沿岸；同年又用了38天的时间，毫不费力地迫使法国投降。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最初几周内所取得的赫赫战果同样令人惊异。但是，“一方能做到的，另一方也能做到。”这一条基本原则过去正确，现在仍然正确。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无数次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纳粹坦克在俄国遇到俄国的坦克，并最终被打败。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中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初期战果，但由于纳粹装甲部队的有力反击，战局未能按预想的方式和速度发展（英国装甲部队失败得尤其惨重）。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的装甲突击——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曾希望以此来赢得战争的胜利——则因为找到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反击而徒劳无益。



　　当然，防御者的其它兵种（诸如步兵、炮兵、工兵等等）在打败各自的进攻者方面也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正如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大炮却能单独击退坦克。但与现在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一点是，进攻者的坦克所具有的战斗性能很容易威防御者坦克的战斗性能所抵消。对进攻者和防御者的飞机来说，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果。当然，这要作某些必要的修改。



　　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坦克和飞机的发明为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它们本身实际上并不足以确保这种胜利，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可以证明有这样的可能。希特勒和裕仁天皇据以得出相反结论的所有那些战例，都是一些战役，而非战争。当我们对包含有这些战役的各此战争作一番研究时，就会注意到侵略者在战争中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一重要事实。拥有并能使用坦克和飞机，只不过是朝着解决本书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这无非是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提出和采取一些其它措施。因此，下一步我们应当考虑必须为此采取什么措施。



　　日本对旅顺港的进攻为我们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很明显，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可以使进攻者获得极大的好处，因为当时各国普遍接受在开战前应当正式宣战以警告对方这样一种做法。但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在1904年，这种好处因为当时没有坦克和飞机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世人普遍认为日本当时的行径是野蛮而残暴的。但它除了使旅顺港的沙皇舰队变得不堪一击外，并无它获。而且，这些战果也不足以使日本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的胜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参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采取日本的方式发动战争。因此，值得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又一次未能在战争初期赢得胜利的战争。然而，当希特勒在1939年和1940年重演日本的故伎发动战争时，他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时，德国已经发明并研制成功了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可以恰当地利用初期突然袭击所造成的有利条件。由于希特勒正是在这种时候发动了战争，所以当时的形势也似乎特别有利于他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的胜利。可是，众所周知，希特勒虽然赢得了波兰战役的胜利，但是他却输掉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曙光已经出现。外交作为一种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的武器，其重要性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人们看到，有效的外交活动能够使未来的进攻者获得盟国而不致使它们站在敌人一边，尤其是能够确保其陆海军将领们不致于面对一场可怕的两线作战的战争。换句话说，成功地利用外交手段，就可以为打垮敌人而在战争中投入最大的兵力和尽可能多的武器装备，从而在战争一开始就给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正如后来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次，为在战争开始阶段可赢得战争胜利所需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当时已经发明和研制成功。已有的坦克和飞机只需在战争中投入使用就是了。此外，到1939年，要充分利用坦克和飞机的思想在德国颇为流行，虽然事实上德国人——通常被认为是闪击战的真正鼻祖——甚至到1941年还没有一套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闪击战理论（我的意思是，并非所有的德国将领们都理解并相信这种理论），而且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看，大部分纳粹军队与其说是适合于闪击战，还不如说是更适合于常规战争。



　　人们在对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行长期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突然性是潜在的可以使之最终得以成功的第三道曙光。不宣而战，这是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即朝着达成总的战略突然性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实际上，达成总的战略突然性以及战役和战术突然性，已被证明是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然而要给一把结构复杂的锁配上钥匙是异常困难的。要取得现代战争的胜利需要大量兵力。而如果要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还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完成兵力的动员，并将他们展开在构筑好的阵地上。此外，进攻者如要对预想敌发动战略突袭，就必须在防御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集结兵力。如果敌人确已察觉，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攻者必须使其相信，他们不是为了对其发动进攻，而是为了某些完全不同的目的，才沿其边境部署了若干个师以及增援部队。



　　要做到这一点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这一点却不止一次地做到了。1904年2月进攻俄国的日本，1941年的纳粹德国，以及同年12月的日本，还有1973年的埃及，都做到了这一点。在上述例子中，进行了全面动员的国家在预想敌已知它进行了全面动员的情况下，还是全部达成了战术、战役和战略上的突然性。



　　日本在1904年和1941年不宣而战，德国和埃及分别在1939年、1941年和1973年不宣而战，毫无疑问有助于达成突然性。但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突然性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不宣而战只不过是达成突然性的一种手段而已。我们将会看到，突然性可以通过其它许多手段达成。当然这些手段必须结合使用，而且必须和不宣而战这种手段相结合。显然，如果一个国家墨守成规，礼节周全地预先通知预想敌说，两国将处于战争状态，那是不能达成突然性的。因为这样做，无异于直截了当地告诉敌人他将在近期内进攻他们。但是，仅依靠不宣而战本身还不足以有效地达成突然性。



　　很显然，我们应当对为达成突然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进行详细的研究。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说明，尽管强调达成突然性使我们朝着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胜利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它本身还不足以使我们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尽管事实上在1904年以来的五次战争中，进攻者成功地对敌人达成了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突然性，但这种成功并没有能够使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一般地说，达成突然性使进攻者能够赢得战争开始阶段的战役胜利，但并没有一个进攻者能够从总体上赢得战争胜利。因此很清楚，甚至到1945年，各国还未能成功地探索到一种能够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胜利的万全之策。但世界各国当时已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必须着手对这些经验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在着手分析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战争”和“战役”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以及为了赢得“战争”或“战役”的胜利，我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第四章 苏联对速胜的首次尝试




	







	

 



	


	


——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



　　我们至此尚未谈及苏联在闪击战问题上的理论，事实上也没有谈到它的有关实践。为了作些补救，现在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力图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的一个早期战例作些研究。这个战例就是1939年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



　　我们先从苏联力图避免这场战争说起。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1939年苏联在军事上仍然很弱，尚无条件穷兵黩武。就俄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当时若与一个大国交战时获胜的可能性而言，这样一种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但它并不符合俄国人在与一个如芬兰那样的小国较量时对自己能力的估计，斯大林好像曾经信心十足地认为，苏联红军用5到6个星期即可获得苏芬战争的胜利。为了封锁芬兰人极易获得外援的唯一港口，红军将要对佩萨莫市发起迅速而猛烈的进攻；同时腰斩芬兰，将其一分为二；加之红军的主攻将会如快刀切黄油一样，干脆利落地突破“曼纳林防线”，因此，苏联预计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会在转眼之间迫使芬兰投降。



　　然而，至少在1938年4月苏联开始与芬兰政府进行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克里姆林宫还不能肯定其它更为强大的国家不会挺身而出援助芬兰。即使在一年之后，即1939年，当其它国家站在芬兰一边进行军事介入的可能性看来逐渐减小时，俄国人惯有的谨慎使得他们仍然为避免战争作出了一些努力，——当然，其条件是，他们能够兵不血刃地达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俄国人决心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们想要得到这一切（或者至少得到其中的大部分）的想法是完全正常的，这同样毋庸置疑。因为俄国人能否在一场他们认为事实上不可避免的对德战争中胜利地保卫列宁格勒，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他们要求芬兰割让的大片领土。人们认为，在苏联最后提出的要求中，有些条款对保卫苏联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如果苏联要胜利地保卫它的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那么，它在谈判中提出的主要条款就显得绝对必要了。



　　直到1939年10月9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爆发），俄国人还没有真正下功夫来对芬兰施加压力，不言而喻，一旦战争爆发，很可能是芬兰盟国的那些国家必然只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援助。此外，该地区唯一重要的中立国瑞典，当时由于惧怕苏联的力量，也拒绝向芬兰提供援助。因此，在1939年10月，芬兰实际上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并且由于其军事潜力与苏联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所以它除了接受苏联的要求外，别无出路。俄国人深知这一点，因而在1939年10月、11月间，苏联在要求上层层加码，而且不断向芬兰施加压力。



　　苏联的外交在确保其要求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这一点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外爆发使得法国和英国不可能向芬兰提供有效援助的话，那么，苏德条约的签订——这是苏联的外交成果——则使得德国根本不可能向芬兰提供任何援助。而当时，德国不仅是一个极其令人可怕的军事大国，而且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与芬兰毗邻的国家。



　　苏联战前外交的另一成果是，它与当时还是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议订了一系列条约。特别是，这些条约允许俄国人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而这些空军基地在1940年初俄国人突击“曼纳林防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联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通过外交手段孤立了对手，从而确保一旦发生战争，它将不会是一场苏联必须两线作战的战争。



　　我的整个这本书是在假设苏联参战时极欲达成战略突然性这一点上着手撰写的。因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11月28日，苏联声明废除1932年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翌日，苏联又中止了它与芬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最后，只是在第三天，苏军才越过了芬兰边境。苏联的这些行动至少会不利于达成战略突然性。



　　不仅如此，11月26日，即在苏联匆匆忙忙采取上述行动之前，还发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时在苏芬边界附近孟尼拉地区的一门（或几门）大炮发射了七发炮弹。看来有理由肯定这些炮弹是苏联大炮发射的。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必然会提高芬兰的警惕性，因而很明显，其达成战略突然性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居然有效地达成了突然性。当然，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因为很显然，从一种很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芬兰并没有对战争感到突然。1938年以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趋势使芬兰政府预见到爆发战争是可能的，因而采取了应变措施。例如，芬兰从1938年起即开始构筑“曼纳林防线”。虽然这条防线并不像人们一再传说的那样坚固，芬兰人也没有吹嘘该防线在军事上可与“齐格菲防线”或“马其诺防线”相提并论，但芬兰人在构筑这条防线时下了很大功夫。这条防线对他们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随着危机的加深，芬兰政府还出动了后备役部队。



　　但是有证据表明，苏联成功地对芬兰达成了战略突然性，并在拉多加湖以北地区达成了战役突然性。芬兰政府并没有真正预计到战争会爆发。活动在拉多加湖以北地区的俄国军队攻击之猛烈和前进速度之快，使芬兰人大为震惊。并且，俄国人的进攻路线都选择在芬兰人以为苏联无法支持如此庞大军队的交通干线的沿线，等等。



　　例如，苏军的一些突击是从卡累利阿以北至北冰洋这一地区发起的。而芬军总参谋部却认为该地区交通不便，苏军不可能由此发起大规模进攻。因此他们将该地区的驻军减少到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其余兵力全部调去增援“曼纳林防线”的守军。尽管该地区的交通确实如芬军总参谋部想象的那样很不方便，但苏军还是设法维持了在装甲部队支援下的五个步兵师的进攻。因为芬兰人在该地区总共只有9个营稍多一点的兵力——他们认为再多的兵力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俄国人由于选择这条路线而得益非浅。



　　出于同样的考虑，苏军第163师在突袭苏莫沙尔米周围地区时，选择了一条质量低劣的公路，而没有选择其南面三十英里处的一条较好的公路，芬兰人预计俄国人会选择那条易于通行的公路，因而他们在其沿线全力进行防御准备工作。但是，俄国人选择了一条较差的公路，结果就轻易地占领了苏莫沙尔米。



　　第三个例子是有关苏联第8集团军的一个战例。驻扎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该集团军，在周密部署以后从侧翼包围了“曼纳林防线”。由于芬兰人认为俄国人限于公路不足，其进攻的兵力不可能多于3个师，所以他们只在该地区保留了两个师零三个营的掩护兵力，来防守一条60英里长的战线。然而，苏联第8集团军修建了一条联接摩尔曼斯克铁路线的支线，这条支线经彼得罗扎沃茨克向西直达离芬兰边界仅几英里的地方。这样，第8集团军得以在进攻中投入四个有装甲部队支援的步兵师，而且一旦遇有伤亡，可以立刻得到补充。此外，由于其部队集结于摩尔曼斯克铁路沿线，第8集团军可从苏联内地如数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增援。



　　芬兰的地理位置不允许俄国人如他们后来在满洲时那样，向其阵地的全纵深发起攻击。芬兰的主要人口中心在芬兰南部，位于列宁格勒以北仅几英里处。芬兰的西部，海上与波的尼亚湾水域相通，陆地与瑞典毗邻。因为瑞典不是苏联的盟国，所以苏军不可能从西面通过陆路进攻芬兰。并且，苏联当时实际上也完全没有能力从海上大举入侵芬兰，这样就完全排除了波的尼亚湾作为苏军一条进攻路线的可能性。因此，芬兰不会受到来自西面的进攻。芬兰的北部与同样不是苏联盟国的挪威接壤，并且有一小部分海疆即佩萨莫港海区与北冰洋相通。苏联北方舰队肯定可以帮助苏军战领佩萨莫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俄国人从北面袭击了芬兰。既然俄国人肯定又从东面和南面袭击了芬兰，那就可以认为，苏联在苏芬战争中和后来它在满洲战役中使用的是同一战略模式。



　　然而，这种说法只是将苏芬战争和满洲战役作了一个极其肤浅的比较。苏芬战争和满洲战役的情形很不相同。在芬兰，苏联同时发动了三个大规模进攻，其中两个旨在断绝芬兰的任何外援，第三个进攻则是为了摧毁芬兰人民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按照计划，这三个进攻并不指向同一中心地域，其中两个大致上由东向西推进，另一个则由南向北推进。苏联也从未企图使这三个进攻在芬兰中部某地会合。苏联志愿允许它采取三个半独立性的作战行动。在芬兰南部进行的那个规模最大的作战旨在击溃芬大批芬兰军队，和占领芬兰在政治和经济上举足轻重的那一部分领土；而另外两个作战行动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其第一个作战行动不受任何干预。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但是，苏军在满洲战役中实施的并不是和这同一模式的战略计划。



　　显然，苏联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就是它拥有庞大的军队。我们可以将用于上述作战行动的军队比喻为仅仅是一座冰山的顶峰。如果顶峰的力量还不能保证斯大林取得他满怀信心期待着的苏芬战争的胜利，那么苏联就会动用整座冰山的力量来粉碎芬兰的抵抗。实际上，后来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就绝大部分芬军而言，战斗力是如此之强，以致有人甚至会争辩说，如果苏军兵力仅限于初期投入进攻的兵力，芬兰可能会击退苏联的入侵，并且会继续拒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一系列要求。然而当时的情况是，苏联每阵亡一名士兵，每损失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都会立即从苏联内地取之不尽的储备中得到补充。



　　苏联和芬兰的飞机数量之比清楚地说明，苏联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制空权。芬兰的飞机，如“福克D21”型和格罗斯特“斗士－2”型，都已陈旧过时，而苏联飞机虽远不能与美国和德国的最新式飞机相匹敌，但在技术上比芬兰飞机要先进得多，因此，这更易于苏联夺取制空权。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芬兰战斗机飞行员居然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损失。



　　制海权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些其它的因素有利于俄国人夺取制海权。这不仅是指芬兰海军的规模比起苏联海军来，无异于“小人国”的一支船队，而且根据芬兰和苏联签订的一项条约规定，就连芬兰海军拥有的一些船只也不得在北冰洋海面上游弋。这就使得它在保卫佩萨莫港的战斗中未能起到任何作用。一言以蔽之，芬兰根本无力阻止俄国人得到所有海域的制海权。苏联海军没有能够取得更大战果的全部原因在于苏军战舰的指挥官缺乏果断的领导能力，以及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因气候寒冷而封冻，这就使得在这些海域根本无法进行海战。



　　如果有谁必须说明一条苏联取得胜利的原因，那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消耗”这一条。在与芬兰军队、以及后来与纳粹军队的多次战斗中，正是由于苏军以大量的兵力进行消耗战，才迫使对方放弃阵地，遭受战术和战役失败。一名芬兰士兵在阵亡前也许能击毙十二名俄国人，但是如果那十二名俄国人有二十名俄国人作补充，而那一名芬兰人仅仅只有一名芬兰人作补充，那么苏军必然会成为战场上的主宰，而不可能出现其它结局。苏军可以以整师整师的代价来换取芬兰部分军队的并不严重的损失。然而在这位俄罗斯母亲的子宫里还孕育着数以百计的师，斯大林可视需要动用这些师来赢得战争。总人口大约只有四百万的芬兰（苏联近一亿七千一百万人）在战争爆发时，仅仅拥有九个师的兵力，并且也没有希望把它增加到有意义的程度。因此在人数对比上，芬兰陷入绝境之中。



　　俄国人掌握并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在苏芬战争（以及后来苏联对希特勒的战争）中，一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军事上差得多的苏军通过在人力上拼消耗，终于从地图上抹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取得显著成功的芬兰防御军队。苏军在战场上缺乏经验，这可能会招致职业士兵和军事历史学家的非难，但事实仍然是，战场上的幸存者是苏军，而不是芬军。最后胜利——现实世界中残酷而艰难的胜利，而非军事上传奇式的胜利——是属于苏军的，而不是属于芬军的。



　　很显然，芬兰不存在由芬兰共产党人或敌视现政府的其它一些集团从内部进行的任何颠覆活动。艾伦·F·丘在《白色死亡》一书中引证说，芬兰共产党总书记托米宁是斯大林对“数以万计”的芬兰共产党人加入芬兰军队一事感到惊愕的历史见证人。芬兰的失败丝毫也不能归咎于任何第五纵队。



　　苏军还进行了若干次海上登陆，但规模极小。其目的是要从芬兰海岸以外星罗棋布的许许多多岛屿中占领一些岛屿。这些岛屿有的很小，有的相当大。但从军事观点上看，没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尽管如此，其对苏联的胜利，无疑也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关于海上登陆的全部情况仅止于此。



　　至于空降着陆，据我所知，还没有来自苏联的报道。芬兰人谈到过由因克里地区的苏联老百姓进行的空降着陆的一些情况。这些人是居住在列宁格勒以西的一个小部落的后裔，和芬兰本地人在语言上很难区别。这就使空降着陆的情况。由于苏、芬双方都没有提及因克里人的后裔在军事上的战斗力（如果因克里人确有战斗力，苏联毫无疑问是会夸耀这一点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苏联赢得这场战争的问题上，苏联的空降着陆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因素。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是，由于成功地突破了“曼纳林防线”，苏联取得了最后胜利。而这次突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苏联采取把人力、物力集中到主要前进路线这一传统做法。苏联投入进攻“曼纳林防线”（这里指于1940年2月11日开始并最后获得成功的那次进攻）的兵力计有：24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5个独立坦克旅、21个炮兵团和24个空军团。上述21个炮兵团和那些坦克部队，还不包括隶属于步兵建制的炮兵和坦克部队。



　　结果，苏联在其坦克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的同时，还生产了——正如苏联人士所描写的那样——“成千上万门火炮”来实施预先炮火准备和随后的炮火支援。与芬军2月份的兵力对比，苏军的兵力可以说是占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并非夸大其辞。历史已经记录在案，尽管“曼纳林防线”的保卫者们作了顽强的努力，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失败。














	

 






	















	







	







	









 





	


	







	








	




	


第五章 失败的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主要的争论问题上来。在第三章末，我们一致认为，甚至直到1973年，关于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赢得战争胜利这个问题，仍有许多难题没有解决。虽然由于坦克和飞机的问世，这些难题已经非常接近于解决，但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尽管有人为此作出了种种令人钦佩的尝试。



　　这些引起人们兴趣的遭到失败的尝试可分为两类：



　　（1）赢得了初期战役的胜利，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希特勒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的两次战争，以及日本于1941年发动的战争都属于这一类。



　　（2）不仅整个战争遭到失败，而且初期战役也未能取胜——希特勒1941年在俄国进行的战争是唯一属于这一类的战争。



　　为了解决我们的主要问题，显然，第一步是设法找出这些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希特勒在已经赢得波兰和西欧战役的胜利以后却在对俄国的战役中大吃败仗呢？为什么尽管希特勒和日本在战争初期取得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胜利，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呢？这是两个互不关联的问题，我们将分别予以回答。首先，我们论述第二个问题。



　　日本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失败，这是因为它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去进攻主要敌人的心脏地带，并迫使他们投降。显然，日本人不可能横渡太平洋去进攻美国，也不可能跨越印度洋和大西洋去进攻美国。而只要日本不能够做到，或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尽管在战争初期美国和英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也仍然能够将战争继续下去。



　　日本人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尽管他们也许能够侥幸歼灭大批敌军，但绝无希望占领这两国的“关键地区”；他们有可能赢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不可能赢得整个战争。因此，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只有两种行动方案：要末，根本不发动战争，而仅仅在世界冲突中扮演一个消极旁观者的角色；要末，正如它所做的那样，去进攻美国和英国，并且企望如果它的进攻获得巨大成功，并在战争初期就取得范围广泛的战果，那么，美、英政府将会认为，要进行一场足以能挽回损失的军事努力，对于其贪图享受、精神颓废的人民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极其沉重的负担。



　　在日本人眼中，这场赌博的结果并不像在读者眼中那样，显得那么令人绝望。只是在1845年，日本才从自古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那时以来，它已经发动了两场战争——1894年的侵华战争和1904年到1905年的对俄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但是，日本在这两场战争中获胜的手段，和人们看到的日本在1941年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在这两场战争中，它都未将敌人彻底打败。它既未歼灭大部分敌军，也未占领敌国的“关键”地区。日本的胜利是相当大的，但这些胜利都是在远离被称作敌人“心脏地带”的地区取得的。



　　可以肯定，对于中国和俄国来说，这些地区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日本对它们却很感兴趣。事实证明，日本为最终控制这些地区而战的决心要比其敌人为收复这些地区而继续战斗的决心大得多。在这一方面日本得益于1894年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1904年到1905年期间俄国一些主要城市所发生的严重骚乱（这些骚乱使沙皇政府极难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假设它们本来能够有效地进行战争的话；当然，有许多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此，日本所进行的侵华和对俄战争并不是为了夺取“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全面战争”，而是为了取得“有限胜利”而进行的“有限战争”。因为日本在1894年以及1904年至1905年的两场赌博中成了赢家，其敌人承认了失败，所以它成功地取得了“有限胜利”，获得了“有限战果”。而在1941年，日本相信同样的情况将可能再现，但是它打错了算盘。



　　由于同样的基本原因，纳粹在战争中也遭到了失败。除非波兰的盟国——英国和法国——同意背弃波兰或者它们自己本身被打败。否则，希特勒在1939年是无法结束对波战争的。由于英法两国不愿对波兰背信弃义，战争因此继续下去。虽然1940年法国被迫投降，但由于英国退缩至它的要塞般的岛屿并设法生存下来，所以战火仍在继续燃烧。



　　1941年希特勒不待第一场战争结束又决定发动第二场战争——进攻俄国。更为愚蠢的是，几个月后，他又师出无名，对美宣战。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而卷入对日战争的美国，也许早已作出了对德作战的决定，但这一决定直至希特勒对美宣战时才正式执行。因此，1941年底，纳粹德国有了三个敌人，但这些国家的“关键”地区远在它所能抵达的地区之外，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因而依然存在。



　　因此我们看到，日本和纳粹德国尽管起初取得了成功，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任何一个企图侵略它国的侵略者所必须遵守的一条军事戒律：不要去肯嚼不动的东西。



　　历史表明，许多优秀的军事将领由于无视这一军事原则而遭到失败。如果拿破仑能遵守这一原则，他无疑可以当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终身皇帝。汉尼拔若能重视这一原则，他对他所热爱的祖国，就会作出更大的无可估量的贡献。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作出的企图征服西西里的决定，与其说是忽视，不如说是蔑视了这一原则，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雅典的失败。



　　尽管有大量例子证明这一原则的正确性，但是在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在其扩张时期，就已经开始将这一原则置诸脑后。然而，苏联在其存在以来的六十余年中，始终一丝不苟地遵循这一原则。不过也许这段时间还太短，还不足以提供正确的历史依据。在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苏联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在使用武力问题上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它决定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它总是去进攻一个军事上比它弱小得多并且版图有限的“小人国”。换句话说，迄今为止，它避免犯那种“啃嚼不动的东西”之类的错误。



　　战争问题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战役问题。如果德国军队能够取得对俄国的1941年战役的胜利，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它赢得整个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没有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



　　作为探讨这一问题的起点，我们应当注意到，希特勒在俄国的战役中采用的战略战术只是他在1939年和1940年采用过的闪击战战略战术的翻版。所以，这次战役（代号“巴巴罗萨”）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其作战要领作了一些重要修改，而必定有某种或某些其它原因。



　　希特勒没有为其将领们提供足够的兵力。他既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人员，也肯定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这无疑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尤为明显的是，他没有为其空军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德国空军在入侵俄国时，仅拥有3800架飞机，而它在入侵法国时出动了4200架飞机，这个数字对比是耐人寻味的。这些是苏联统计的数字，而本书所关心的是苏联的观点。西欧战场空域较小，事实证明4200架飞机绰绰有余，而3800架飞机对于广阔的苏联空域来说，自然就远远不够了。在1940年的战役中，德国空军在面积为19.38万平方公里的战场上空，其飞机密度为每51平方公里一架。在东部战线，战区面积为107.625万平方公里，飞机和面积之比为一架飞机比245平方公里。



　　坦克的情况也是如此，纳粹在1940年对法战役初期拥有2580辆坦克，大约每75平方公里一辆。相比之下，德国在苏联的坦克为3702辆，平均每291平方公里一辆坦克。



　　因此，德国能够战胜法国，显然是因为其国防军在战区内每平方公里上拥有的飞机和坦克数量分别为1941年它在进攻俄国时的五倍和四倍。在俄国，闪击战证明并不成功，因此，认为这两种现象之间有某种关联，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人力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现它与武器装备方面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异。纳粹军队在法国战役开始时拥有兵力280万人，在战区内每平方公里大约为14人。而在俄国战役中，每平方公里内的德军人数仅为4.5人（苏联的统计数字）。在“巴巴罗萨”战役中，德军地面部队兵力密度较低。因此，尽管众多的苏军在初期的一些战斗中被歼灭和被俘，但还是有许多人成功地逃脱了。德军进行“巴巴罗萨”战役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在战役的最初几周内歼灭大部分红军，但它终未能得逞。纳粹军队缺乏人力和武器装备，无疑是这次战役遭到致命失败的首要原因。



　　德军飞机的短缺对其地面作战有何不利的影响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稍加深入地研究一下，这样做也许会失之过细。德国空军的活动是纳粹闪击战在波兰和法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德国空军有三项任务：夺取制空权，至少要从战役一开始就夺取局部空域的制空权；进行大范围的对敌遮断作战，以阻止或在某种程度上牵制敌军的行动，特别是敌军对作战地域的补给和增援；给地面部队以火力支援（实际上起一种类似机动炮的作用）。因为德国空军在波兰和法国有足够的、质量可靠的、维护良好的飞机，因而得以完成上述任务。而在苏联，虽然德国空军飞机的质量和维护状况跟在波兰和法国时一样，但苦于数量不足，而不能在漫长战线的每一公里内随时圆满完成任务。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德国空军从战役一开始就夺取了战略制空权这一事实。而是要说明，它未能将战略制空权有效地运用于每一战术地幅的上空。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之所以不断恶化，其原因就在于德国空军遭到了意料不到的重大损失。



　　希特勒若能以一般的方式发动战争，他是可以经受住这些损失的，但他以闪击战方式发动战争，这些损失就成为灾难性的了。事实上，希特勒的闪击战理论在某些方面很特殊。譬如，跟一般的人看法相反，希特勒从不希望将纳粹德国转入“总体战”经济体制，因为这样一来，人人事事都要服从于德国国防军的目标。当然，由于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纳粹德国终将要转入“总体战”经济体制，但希特勒却尽其所能地推迟这一作法。这样，希特勒所奉行的就不是“大炮或黄油”政策，而是“大炮加黄油”政策。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熄灭平民百姓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并赶走革命的幽灵。仅仅20年前，希特勒就亲眼见过这披坚执锐的可怕幽灵。



　　因此，德国的经济是建立在满足不超过一场闪击战的需要上的，也是建立在闪击战能取得圆满成功的希望上的。换句话说，希特勒的设想是，战争将会很快结束，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损失将会极其轻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只要将非常少量的资源从民用转为军用即可满足需要，也就更有可能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同时，为平民百姓提供可供享用的“黄油”。



　　换句话说，闪击战的整个要点就是以极小的代价换取速胜的战果。因此，问题很明显，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能够储备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争爆发以后就无需大规模地将生产体制由平时转入战时。这样，大炮和黄油即可兼而有之，老百姓也能丰衣足食，心满意足，忠心耿耿。



　　如果武器装备的储备量能够正确计算出来的话，这种设想就是妙不可言的。在对法国和波兰的闪击战中，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但在东部战线的战役中武器装备却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沉重损失，这使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全盘落空。到1941年底，德国空军已损失2851架飞机。当然，纳粹飞机制造厂仍在继续生产作战飞机。但是，从1941年7月到12月这一期间只生产了2487架飞机。也就是说，纳粹飞机的生产速度太慢，新生产出来的飞机还不足以补充损失掉的飞机。这使得“巴巴罗萨”战役开始时本已很弱小的德国空军，实力有了很大的削弱。到战役进行到头六个月末时，德国空军的实力已下降到危险的程度。



　　这是关于飞机的情况，德军的坦克、大炮，尤其是汽车的情况也令人沮丧地相似。



　　而另一方面，苏联却有大量的飞机和坦克，虽然这些飞机和坦克多数已经过时，但数量很多，势必给纳粹带来难题。德国人在制订侵俄计划时，估计苏联约有八千架飞机和一万辆坦克。而实际上，苏联约有两万架飞机和两万五千辆坦克。当然，不管它们是否是新式的，都必须予以摧毁。然而，对于纳粹军队来说，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当然，和德国人自己的损失比起来，杀伤率是很高的，平均每摧毁九至十件敌人武器，自己才损失一件。但从绝对数字来看，这一比率还是太低，德国还不能取胜。原因是，德国空军必须击毁一万架左右的敌机，才能完成夺取制空权这一重要任务。而即使是按十比一这么一个对德国很有利的杀伤率计算，德国也得损失一千架飞机才能夺取制空权。纳粹的决策者们丝毫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也没有为此做好应急准备。



　　由于纳粹缺乏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进行闪击战的理论，因而其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装甲集结点”的方案是一个比较新的方案。认为该方案行不通的许多德国高级官员都怀着极大的疑问同意在波兰和法国实施这一方案。这一方案在波兰获得了成功。但是，因为德国人全都认为无论德国国防军采用什么战略战术，都能击败波兰人，所以这种成功并没有能够减少人们对它的批评。1940年仍有许多德国人继续反对这一方案，认为用它来对付法国和英国是不会奏效的。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案获得了成功。于是，它就受到热烈称赞，被当作一种一旦使用就能召来胜利，赢得战争的法宝——如同神奇的魔术师的魔法那样。然而德国的大多数军官从未正确地研究和掌握它的基本精神。即使在侵俄前夕，德国步兵部队的大多数军官对闪击战的概念以及如何进行闪击战这个问题还几乎一无所知。



　　不仅如此，甚至相当高级的人物对这一方案都不甚了解。否则“巴巴罗萨”战役计划的制定者们是决不会同意用一支装备不全、训练不足的军队作为发动这场战役的工具的。



　　一支军队若只有部分实现了摩托化，而其余的部队还得徒步行军或骑马的话，那是无济于事的。在纳粹军队中，只有事实上的装甲部队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或摩托化，一般的常规步兵师只能徒步行军，大炮则主要靠马拉。德国国防军在开始入侵俄国时拥有的自行火炮寥寥无几，这种状况令人难以置信，也与古德里安的希望不相一致。



　　这就带来两个后果，首先，步兵和炮兵会落后于装甲部队，而且常常要落后相当一段距离。这意味着它们在围歼苏联部队的作战中常常派不上用场，从而使大批苏军得以突破包围圈。纳粹步兵即使能够通过长途强行军及时赶到目的地——如同他们曾经设法及时赶到基辅那样，他们也会因极度疲劳而不能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



　　另一个不幸的后果是，由于炮兵落在后面，德国突击部队常常缺乏火力支援。苏联军事作家们连篇累牍地著文强调火力支援的重要性。在德国空军不能提供火力支援的地方，在大部分时间内，装甲部队只能依靠自己的建制炮兵提供火力支援。这包括坦克炮、为数极少的自行火炮以及摩托化步兵部队的火炮。它们的口径都不超过中口径：PZ－3型炮、PZ－4型炮、自行火炮和摩托化步兵部队的火炮的口径，分别为50、75、47、75毫米。虽然在战争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火力支援的不足对战局没有发生重要的影响，但有些时候，影响还是很大的。当德军坦克在森林以及居民地等不利于坦克作战的地区与敌接战，力图粉碎阻挡其前进的苏军的顽强抵抗时，火力支援不足的问题就特别突出了。



　　谈到苏军的顽强抵抗，自然就要涉及到错误百出的德国情报问题。德国据以制订“巴巴罗萨”这一极其重要的计划的一些设想，有许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指出的一点是关于苏联现役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地形特点，特别是关于地形对部队运动的影响。德国人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大部分公路都是没有铺面的，秋天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行；他们也不精确地了解苏联有什么样的公路和这些公路通往何处。我们有必要在这一章里注意德国人的第三个错误设想，就是关于苏联军队继续战斗的意志。希特勒曾经声称，只要德军初期在俄国取得类似它在法国和波兰取得的那种显赫的胜利，苏军的抵抗就会彻底垮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就会土崩瓦解。



　　值得提出的是，如果希特勒对战争的政治方面能够给以更多的注意，他的预言也很有可能实现。希特勒很懂的战争的心理学，很了解突然袭击、速度和恐怖这三者的结合所能够起到的瓦解敌人抵抗意志的作用。然而，他对战争的政治方面实际上一窍不通。他不了解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不了解这种社会的优缺点。特别是他看不到乌克兰人由于对斯大林专制统治强烈不满而可以对德国的胜利起很大作用。一位明智的军事家在策划进攻一个多民族国家时，一定会设法寻找不可避免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分裂因素，并试图从中渔利。他会喋喋不休地讲述他们的不满、允诺进行改革，以此谋求得到这一群人或那一群人对他的忠诚。希特勒却没有这样做，他想通过，并且只想通过暴力和恐怖来赢得战争。这样，他必然会毁灭无数苏联公民在战争爆发时对纳粹入侵者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同情心。这使希特勒失去了宝贵的潜在盟友，失去了赢得对俄国进行闪击战的宝贵的机会。



　　俄国国土辽阔，这是希特勒遇到的最后一个困难。要在二百到三百英里的距离范围内迅速赢得战争胜利是一回事，而要在四至五倍于这个数字的距离范围内迅速赢得战争胜利，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德军在1940年日均行军速度为30公里，那么在1941年，以同样的速度——假定他们能以同样的速度连续行军，则需要整整一百天的时间才能达到他们一厢情愿的取胜地点。但这可能只是一场攻击战，而不是一场闪击战。



　　辽阔的俄国国土还给德军带来了其它一些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德军人员的疲劳和装备的损耗。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和长途跋涉，坦克驾驶员和坦克都急需休整。但实际上又得不到任何休整。各团也得不到必要的备份零件来保证其磨损严重的车辆正常作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几个，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德铁路轨距不同和汽车型号很不一样（据冯·克里夫尔德提供的数字为两千多种）。由于轨距不同，德国国防军就极难通过铁路获得补给；而汽车型号不同就意味着纳粹军队实际需要的备份零件是汽车标准化情况下所需备份零件的许多倍。冯·克里夫尔德说，事实证明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区需要一百多万个汽车备份零件，这个数字实在相当庞大。



　　但是，给德国人造成困难的不只是备份零件的供应问题。辽阔的俄国国土——特别是在俄国贫穷落后和斯大林实行焦土政策的情况下——给德国人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实际上他们很难为其部队供应任何东西。德国人越是向前推进，其困难就越大。譬如，油料和弹药经常匮乏；计划中的作战活动不得不推迟进行。而任何作战活动的推迟就是对闪击战的全盘否定。换句话说，就是胜利的时间又要推迟了，而胜利时间的无数次推迟就使赢得对俄战争的企图成为泡影。



　　德国人未能在开始阶段赢得这场战役胜利的原因虽然决不止此，但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俄国冬季的来临似乎是德国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却不然。因为纳粹如果能在东部战役的初期赢得胜利，那么这一战役早在“冬季”来临之前就结束了。总之，我们研究过的这些原因已足以说明希特勒为什么会垮台。由此可见，我们遇到的问题，希特勒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问题日本人也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



　　因此，到1942年底，日本人和德国人在为什么不能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而1939年和1940年的战役在这一点上同样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按照苏联军事战略家们的方法来从中吸取教训。














	

 






	















	







	







	









 





	


	







	








	




	


第六章 制胜的妙方




	







	

 



	


	


　　我们分析了以往失败的原因之后，现在应该来看一看有哪些可能制胜的手段。不管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对前人的做法作任何评价，但在过去的战争中毕竟有一些军事家表现得颇为出色。难道我们不能从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那里学一学一个指挥官到底怎样才能制胜吗？可以肯定，俄国人认为是可以的，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有一位苏联防务计划制定者，他在那里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便汲取一些为了在战争初期就赢得战争所需采取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个想象中的防务计划制定者不会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战争发生很大兴趣，他所热衷研究的是此后的那些有普鲁士（德国）参加的战争。这是因为在俄国人看来，在苏联武装力量羽毛丰满之前，德国人毫无争议地是战争艺术的大师。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仍然认为，在军事方面，德国人也仅次于他们自己而已。前面我们反复提到过伊万诺夫将军所撰写的那本书。在该书所分析的那些战例中，他把普鲁士（德国）所进行的战争放在显著的位置。这恰好印证了我们上面的看法。



　　普鲁士（德国）获胜的战争都是短期战争，而在那些持续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战争中，它都无一例外地被打败了。进行短期战争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类似的看法也深深地渗入了苏联的意识之中。因此，详尽地研究普鲁士的短期战争并揭示其制胜的原因（同时也研究那些长期战争，以及它屡屡败北的教训），就自然成为俄国人的一种迫切愿望。



　　从1815年至1945年间，普鲁士获胜的战争有1864年的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和1870年－1871年的对法战争。这几次战争分别持续了五个半月、七周和六个半月。而普鲁士遭到失败的1848年普丹战争，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分别长达三年半、四年和六年半多。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苏联建国六十多年来，由它发动的为数很少的几次战争都是短期战争，并且每次短期战争苏联都获得了胜利，当然目前的阿富汗战争是一个例外。



　　如果我们承认赢得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保证快速取胜的话，那么很明显，下一步则必须解决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当然，整个战争的成败尚取决于另外一些制胜的必要条件是否能够满足。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同意这些条件——至少对现代战争来说——应当包括彻底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占领敌人领土上的重要经济区。除此之外，最好还要占领敌人领土上的战略基地。若能如此，胜利便唾手可得。



　　如果敌人武装力量很弱，国土狭小，达成上述目的便如探囊取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这并不等于说，如果敌人的军队和国土都很小，便注定能够获得胜利。1848年普丹战争便是很能从反面说明问题的一个例证。当然，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阻碍普鲁士人获胜的一些特殊因素（丹麦王国的领土由许多岛屿组成，而普鲁士恰恰没有一支舰队，等等）。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不存在这些因素，则敌人的军队和领土越小，在战争开始阶段打败敌人也就越容易。



　　因此，对于所有想迅速赢得战争的人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便是尽量地减小被进攻国家的军队和领土。但进攻者很少能够在造成敌人武装力量损失的同时又不使自己的军队蒙受类似的损失。并且在从决定进攻到实际发起进攻这段相当有限的时间内，进攻者几乎从来也不可能在实际上缩小对方的领土。所以，进攻者必须通过其它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



　　实际上只存在两种方法。其一，进攻者选择的目标必须是一个其国土和军队都比自己小得多的国家，以便确保胜利。其二，至少要防止被进攻对象为增强兵力和扩大地盘而与其他国家结盟。为达到这个目的，进攻者自己可以与这些国家结盟，或者恫吓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使他们宛如受惊之兔，不敢轻举妄动。这后一种手腕，希特勒曾玩弄得十分漂亮。



　　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的，因为现在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不受约束地选择进攻的对象。这就是说，任何一国政府都不会心血来潮，问一问自己，”明天进攻谁好呢？“然后便环顾四邻，选择一个适当的进攻目标。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了争端，它就接着要考虑，如果诉诸战争，它是否能够取胜，而其潜在的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弱和国土的大小，则是它不得不面对的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



　　另外，可能与此有关的是，在苏联建国六十多年来它所发动的各种战争中，苏联每次都选择军队弱小、幅员有限的国家作为其侵略的对象，因此，它几乎是不可能失败的。换言之，苏联人看来对“啃得动”这个概念理解得十分透彻。



　　削弱敌人潜在抵抗力量的第二个方法，就是防止被进攻国与其它国家结盟。我们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入侵者应抢先与那些有可能成为对方盟国的国家结盟，或者巧妙地兼用威胁、许诺和讹诈等手段使这些国家无能为力，不敢妄动。



　　抢先结盟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外交策略。普鲁士的历史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它获胜的那些战争中，它的外交活动进行得何等出色和成功。



　　1864年，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使丹麦在抗击普鲁士的战争中没有得到任何外援。俾斯麦一开始就抱着夺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把它变成普鲁士王国的一个州的目的。他曾经亲口这样说过。但是困难在于普鲁士没有任何吞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借口，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入自己的版图。当然，在奥地利舰队的援助下，普鲁士一定能够征服丹麦。但是，如果丹麦得到欧洲强国——俄国或者法国的支持，那么征服丹麦就毫无指望了。因此，对于俾斯麦来说，普鲁士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与奥地利结盟，并阻止法国和俄国与丹麦结盟。俾斯麦在战争爆发前完成了这项任务。所以战争一开始，丹麦很快就被击败，而这主要是俾斯麦外交活动的结果。



　　1866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再一次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通过与意大利结成反奥同盟，俾斯麦使得奥地利能够投入战争的百万大军减少了近四分之一，因为奥地利不得不把这部分兵力部署在其国土南部，以提防意大利的进攻。与此同时，普鲁士还得到了法国保持中立的许诺，这样俾斯麦就无需分散兵力去对付法国或俄国的攻击的威胁。这一次，普鲁士又很快取得了胜利，而且胜利同样也应归功于俾斯麦的外交活动。



　　在1870年，如果法国能使俄国保持对其提供援助，那么普鲁士当时根本不可能发动一场反法战争。但是法国没有能够获得俄国的许诺，因此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援助。当然，如果说仅仅是由于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才阻止了俄国援助法国，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却完全可以肯定，正是由于俾斯麦的外交努力，普法之间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才没有在普鲁士得到俄国人将绝对恪守中立的保证之前爆发。就这样，俾斯麦对确保普鲁士获胜作出了贡献。很明显，他的这一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德军如果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它无疑是可以击败法国的，但是如果两线作战，就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现在当我们再来剖析普鲁士未能取得胜利的那些战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战争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战前的外交活动也很糟糕。在1848年至1852年的普丹战争中，普鲁士没有能够使欧洲主要强国不向他施加放弃战争的压力。当时如果它能速战速决，则完全可以对这些大国的要求置之不理。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却延宕时日，使得俄、法两国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普鲁士政府，逼迫它停战言和。因为后来达成的和约不利于普鲁士，所以这场战争只能看成是以普鲁士的失败而告终。有意思的是，在普丹战争时期，俾斯麦尚未官居首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中，德意志帝国也指示其总参谋部制定了一个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几乎毫不考虑政治因素。恰巧，这时俾斯麦已经作古。且不论其是生是死，这项实际上由施利芬制定的计划，必然要把英国及英帝国推向敌人的行列，这是因为德国人固执地认为，要进攻巴黎，就必须取道比利时。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旦决定向法国开战，德国除取道比利时外，还会有更好的进攻方法。但我们确实想指出，如果说不入侵比利时就不能征服法国的话，那么前德国政府，也就是俾斯麦掌权时的德国政府，便根本不会同意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也同样无视政治的重要性。希特勒和平时期的外交政策开始时还算谨慎，注意到第三帝国每次只对一个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但在战争的第二年，他便抛弃了这个原则。当时，希特勒违反了一般的常识，在没有妥善结束与西欧的战争之前，就开始在东方和俄国人交战。换言之，正是由于纳粹外交的失利，才使德国踏上了穷途末路，开始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当然，如果苏联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如果纳粹德国能够成功地说服日本在德军从西线进攻苏联的同时，也从东方进攻苏联，那么这会使苏联面临的危急局面和德国由于内部混乱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一样严重，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苏联和德国都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那么最后的胜利者很可能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不是斯大林的俄国。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希特勒是否将日本参战作为其战略中的一个要素。巴里·李奇在《德国的对俄战略（1939－1941）》这部出色论著的有关章节中，曾经很有把握地指出，希特勒当时根本不希望日本参战。但是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尽管如此，西方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们在另外一点上的意见却是一致的，即：日本人对“巴巴罗萨”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持怀疑态度，并且尽管希特勒预言他将轻而易举地赢得对苏战争，但是在希特勒取得足以证实其预言的战绩之前，日本人不愿轻易参战。



　　归根结蒂，历史事实是，德国军队无力单独承担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因此，日本参战，日本军队从东方进攻苏联军火工业中心，便成为打败苏联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甚至即使日本参战，也未必能够打败苏联。如果没有日本参战，则德国就毫无希望获胜。



　　俄国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之所以至今还在声嘶力竭地反对加强或扩大日本自卫队、加强或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何努力，反对西方政治家“打中国牌”的任何想法，其主要原因盖出于此。



　　当回过头来再谈希特勒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存在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指出，纳粹的外交努力在该战役开始前后均未能对胜利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可以肯定，在这场对苏战争中，如果德国人能更好地认清政治现实，并更巧妙地利用乌克兰人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仇恨，他们肯定会受益匪浅。但实际上，希特勒根本没有做这种尝试。他把乌克兰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入了纯俄罗斯人的行列，把他们一古脑儿划为有害的野蛮人。希特勒对乌克兰人的蔑视和残酷的虐待，使大多数乌克兰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把斯大林比作地狱的魔王的话，那么希特勒简直就是撒旦的化身。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自食苦果。



　　从我们研究的这六次战争中可以看出，制胜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普鲁士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才保证了以上三次短期战争得以迅速结束并取得胜利。而当其外交活动开展得不仅不得力，而且非常糟糕的时候，普鲁士发动的战争则都是长期的战争，是遭到失败的战争。



　　在普鲁士获胜的战争中，外交所承担的实际任务可归纳为以下各点：



　　（1）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并且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盟友；



　　（2）如果不能取得某些国家对自己的积极支持，也要竭力保证这些国家在即将爆发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3）不论付出什么代价，要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陷入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既然正确的外交作为迅速赢得战争的一种手段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无怪乎现代苏联军事专家们对外交问题都十分重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他著名的《军事战略》一书中，以整段的篇幅来论述外交问题。苏联国防部的标准教科书《马列主义论战争与军队》（现在已出版到第五版），也强调了外交在战争准备中的重要性。



　　关于外交就谈这些。值得提出的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一些根本算不上外交手段的做法也取得了十分成功的效果，完全可以与上述外交手段相媲美。希特勒是这些手段的主要推行者，他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宣传也可以象外交手腕一样有效地瓦解潜在敌人的抵抗意志。



　　可以通过无线电向敌对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以及向那些准备对被攻击国家提供援助——这种援助是进攻国所不欢迎的——的国家中的每个公民进行宣传。由于所宣传的对象包括敌对国家政府及其潜在盟国政府中的某个官员，希特勒可以指望通过其宣传机器，使对方完全丧失抵抗意志。这不只是一种希望，而且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在纳粹1936年再次占领莱茵，1938年入侵并鲸吞奥地利和1938年、1939年孤立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等一系列的战争中，希特勒都向我们表明了他的这一手段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是极为有效的。



　　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希特勒的手段较俾斯麦还略胜一筹。这是因为在希特勒所处的时代，恰好出现了几种可以用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讹诈的新的有效手段。其中，首先是意识形态。俾斯麦时代的战争和战前的外交活动都是严格遵循国家对国家这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德国人对丹麦人、或奥地利、或法国人打仗；法国人对德国人、或俄国人、或意大利人打仗；俄国人对法国人和土耳其人、或英国人打仗；英国人对俄国人打仗，等等。在俾斯麦时代的多次战争中，为敌国利益效劳的本国人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都被交战双方视为叛徒。在这些战争爆发前夕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外交谈判中，法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俄国人、意大利人都无一例外地支持他们各自的政府，那时还不存在所谓“第五纵队”这种东西。



　　但是到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孕育这种恶苗的温床，一种温床便是政治意识形态。虽然这些意识形态种类繁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只有两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这两种意识形态都超出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当时曾经活跃在许多国家。例如，由于意大利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所以一名法国的法西斯分子很可能会把意大利政府当作自己的政府那样去同情它的立场和政策。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共产主义（亦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互为仇敌，因此一名法西斯分子完全有可能反对本国政府那些有利于共产主义或苏联的政策，而支持另一国的敌视自己祖国的政策——只要这种政策旨在消灭俄国。正是由于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才赢得了如此众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青睐，反之亦然。1939－1940年期间，仅仅因为苏联政府宣布英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苏联所不希望的，英国共产党人就全力破坏英国的战争努力。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只因苏联1941年也卷入了这场反德战争，所以英国共产党人从那时起便转而公开支持这场战争。



　　可以超越国界的还有另一样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恐战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向人们揭示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而且战争刚刚过去不久，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男女都还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再有战争。人们害怕战争会给本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始方式的空袭已经预示了今后战争的方式。特别是人们纷纷猜测，在经过了十二年多的大力研究以后，坦克、炸弹和飞机的威力已足以将整座整座的城市夷为平地。由H·G·韦尔斯编剧的大型影片《未来事物的面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人们普遍怀有的恐战感，而且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这对英国的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连当时一些头脑清醒的英国官员，也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每天仅因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会多大一万，并以此为前提来制定英国的战争应急计划。



　　害怕战争再次爆发的恐惧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西方各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甚至波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希特勒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认为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以摧毁对方抵抗意志的武器。



　　研究希特勒在实际中如何利用这种武器，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希特勒正是利用人们的恐战心理，成功地扑灭了人们对纳粹政府可能的反抗，纳粹头目没有冒战争之危险，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武器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苏联任何一位现代的防务计划的制订者在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军事史中的经验教训时，都会对它产生兴趣，并且认为它是制胜的有效手段。



　　希特勒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发挥这种武器的效用的。首先，他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军队在1936年要比德军强大许多倍，要阻止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希特勒的宣传搞得人们晕头转向。法国和英国的民众，甚至连相当数量的较高一级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都相信纳粹的武装力量要比它实际的力量强大得多。虽然英法政府十分清楚，他们可以打败希特勒，但为有把握起见，他们还必须进行动员。而由于英法公众中存在着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那种恐战心理，所以这种战争动员必然会招致选民的强烈的反对。英法政府因此决定放弃抵抗，而把莱茵拱手让给了德国人。



　　其次，希特勒利用宣传工具，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明战争如何残酷。对1937年毁灭格尔尼卡（注：西班牙北部城市，1937年4月27日被德国空袭摧毁）加深了人们对纳粹主义的憎恶，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纳粹战争机器的恐惧。似乎人们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不幸是那里的人们与希特勒愚蠢对抗的结果，明智的办法应该是委曲求全。一年后，英法政府果然在慕尼黑对德国作了妥协。



　　不仅如此，德军在战争中还蓄意采用恐怖手段使对方完全丧失战斗的意志。他们通过电影和新闻片广泛宣传德军独特的军服、钢盔的形状，以及阅兵场上的操练和行进时那种准确而带有野蛮味道的动作，使得其它国家的人民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德国军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企图激怒他们是极端愚蠢的，只有忍辱求和才是上策。纳粹在实战中之所以取胜大多是由于德军蓄意反复制造战争恐怖的结果。德军的俯冲式轰炸机在造成敌人伤亡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特殊的威力，但它在向目标俯冲时发出的一种怪声（这种声音是通过安装在机翼上的特别襟翼产生），却会使受攻击者闻之丧胆。受到俯冲攻击的部队在习惯这种怪声并学会正确对付它之前，往往会慌作一团，不知所措，或丢弃阵地，抱头鼠窜。



　　为了研究俄国人，我们仔细分析了六场战争。从中可以看出，在每场战争中，如果谁想要赢得整个战争，就必须与敌人进行一场决战。当然，正如前面一章所说的，除此之外，还必须夺占敌人领土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但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目前仅与这两点中的第一点有关，这就是歼灭敌人的主力。



　　普鲁士的战争则从反面清楚地论证了这一论点是何等的正确。凡是那些没有彻底歼灭敌人主力或使其丧失战斗力的战争，都以普鲁士的失败而告终。不论是1848年在丹麦，还是1914年在西部战线、或者是1941年在东部战线，都是这种情况。1848年，普鲁士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决战。1914年虽说在一些重要的战斗中敌人伤亡惨重，但德国人本身也受到了巨大损失。从互有伤亡这一事实不难看出，1914年9月底，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抗击德国的能力较之8月初并未减弱。



　　我们从1941年的战争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毋庸置疑，红军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周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不管损失如何严重，都不足以使俄国一败涂地。我们很难得到苏联部队损失的确切数字，但人们普遍认为，仅战俘一项，到1941年12月，就已使苏联减少了三百万有生力量。据知，苏联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损失也相当严重。一位苏联人士承认，仅在战争的第一天，苏联就损失了1200架飞机。尽管死伤无数，损失惊人，斯大林的苏联却仍然具有继续抵抗的能力，希特勒的军队最终也未达到目的。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普鲁士失利的那些战争的情况，而在那些普鲁士取胜的战争中，它总是迫使敌人的主力进行决战，并且彻底击溃之。我这里使用“击溃”这个词是经过斟酌的。在杜佩尔、克尼希格拉茨、梅斯和色当战役后，卷入这四场战斗的敌人主力部队都完全丧失了继续抵抗的能力。如果说后来又有什么障碍阻止了德军取胜的话（1870年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但在杜佩尔或克尼希格拉茨战役后则没有发生过），那么这障碍也不是被击溃的敌人部队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所想象的那位苏联防务计划的制定者将会从中得出另一个教训，即：不仅要击溃敌人的主力，而且要彻底消灭它。只有这样，胜利才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如果上述见解是正确的，如果一方想要取得胜利，就应致力于彻底消灭敌人的主力，那么，略微回顾一下普鲁士的战争史就会发现，想只通过一场决战即达到这个目标乃是冒险之举。因为，不管人们事先如何精心制定作战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从我们研究的那些战争中可以看出，德国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德国人获得赫赫战果的那些战役（如杜佩尔、克尼希格拉茨、梅斯、色当和坦能堡），与其说是德国人的军事才干起了作用，不如说是由于对方无能。当然，对方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也是一个因素（特别是杜佩尔和克尼希格拉茨战役，敌方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失败的）。但如果仅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软弱无能上，那是不足取的。



　　因而，研究普鲁士的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根本不是和敌人进行决战，而是在它展开之前，打它一个措手不及，使其丧失战斗力。当然，如果能在敌人动员之前就猝不及防地发起突击，则更好一些。



　　但十九世纪的战争似乎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谈到的，当时所有强国都曾经千方百计地企图达成这一目的，也就是企图先敌完成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虽然有一些国家获得了部分成功，也就是说他们先敌一、两天完成了战斗准备，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突然入侵敌国，并从一开始就迫使对方中止战争动员。十九世纪中期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所有参战国都是在战争正式开始后才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战争动员，集中和展开工作的。而在1914年，各参战国则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就或多或少地完成了战争动员准备。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1941年希特勒在俄国，同年12月日本在太平洋，都是在其敌国军队还没有充分动员，战略展开几乎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用自己已经完全展开的部队突袭对方。因为被进攻者的抵抗能力在受到袭击后显然要受到极大的削弱，所以进攻者可以通过这一手段在军事上获得极大的好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击败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且，这些评论家不仅注意到了取得胜利的速度，而且认为导致快速取胜的突袭方法是战争艺术上一个显著的进步。



　　因此，我们设想的那位防务计划制定者可以从中获得的经验是：如果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在其敌人展开之前就突破边界侵入其领土，那将真是赢得战争的绝妙方法；如果能在敌人动员之前就侵入其领土，那将更加妙不可言。因为一名指挥官，在其部队遭受攻击和损失之后，只要仍有新的部队，就还有希望扭转战局，但是如果他根本没有新锐部队（因为部队尚未动员），则必然会陷入毫无希望的境地。



　　看来最理想的办法是在敌人动员之前就开始行动。但战争史表明，唯一可以实现先发制人的手段是达成突然性。无庸讳言，达成战术突然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达成战略突然性。



　　达成“战略突然性”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战略一级达成突然性。“战略一级”一词是指（或至少俄国人是指）对“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群以上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集团军群”即苏联的方面军）。



　　达成战术突然性的战例不胜枚举，但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战例却寥若晨星。这是因为战略行动必须动用大批军队，而大规模的行动要掩人耳目，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只有设法隐瞒己方部队集结的目的，使敌人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才可能达成战略突然性，关于这一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掩盖部队集结的目的，只是达成战略突然性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目的即使可以掩盖得天衣无缝，也仍然有可能达不成战略突然性，因为即将进攻的消息终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为敌人所获悉。



　　例如，进攻者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在战前发表一篇正式宣战书。虽说这不一定会引起对方的高度警觉，但至少使对方有所警觉。毫无疑问，这就是希特勒和日本人为什么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宣战，就发动闪电式突袭的原因。



　　间谍活动是造成泄密的另一条渠道。敌方的情报人员有可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获悉对方准备发动突袭的行动计划，并预先向其政府发出警告。例如，德国1940年突袭比利时的计划就落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中，这样盟国就获得了预先警告。这本来意味着希特勒作战计划的破产，但由于德国参谋部及时发现了这一漏洞，并把进攻的方向改在阿登山脉，德国人才免遭失败。



　　尽管德国人由于侥幸，挽回了局面，但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一般原则依然成立。这就是，一方的意图有可能为对方的情报人员所察觉。因此保密问题和反间谍措施，对于达成战略突然性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单是各种作战计划的复制和传阅的份数本身就值得十分重视。据说希特勒的参谋人员曾复制了21份“白色”计划，9份第21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和三十份为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必须进行战略集中和展开的训令。在苏联人看来，这些文件复制和传阅的份数确实是太多了。



　　从苏联人的一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明智之处就在于能够认识到，他们对另一个国家的敌意（即企图采取入侵行动）将会不可避免地为对方所察觉。因此，要达成所谓绝对的战略突然性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欺骗敌人，至少必须在进攻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实施进攻的方法等方面欺骗敌人。当然，可供采用的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段并不是我们本章所要涉及的内容，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到。



　　尽管我们上面论述了达成突然性的重要作用，然而达成突然性，即使是达成战略突然性，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除出敌不意以外，其它一切因素也很必要。出敌不意通常能导致战争初期的胜利，但是必须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而扩大战果只有当入侵部队在速度、机动性能和打击力量等基本军事要素方面具有优势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



　　十九世纪普鲁士所进行的一些战争并不能说明这一观点，因为普鲁士从未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对敌人达成战略突然性。公正地说，毛奇实际上根本没有做过这种尝试，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当时进行战争的方式，他也许是正确的。虽说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进攻确实使法国感到突然，但当时德国人也仅仅是在主攻方向上，而不是在是否真正会发起进攻这一点上达成突然性。



　　因此，适用于这部分讨论的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战例，我们只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寻找。这些战例包括希特勒于1939年发动的波兰战役、1940年的西欧战役、1941年的对苏战争以及日本于1941－42年进行的太平洋战役。这些战例清楚地表明，仅仅达成突然性是不够的，要想夺取胜利，必须对已经达成的突然性加以充分的利用。



　　这是因为突然性本身的作用微不足道。它既不能消灭敌人的军队，也不能攻占敌国的“锁钥”地区。这些东西都要由人来完成。达成战略突然性只能为人提供必要的先决条件。当然，如果可以在不受任何特定的时间限制的条件下寻求战争的胜利，那么即使是没有达成战略突然性，进攻者也完全能够实现自己的企图，但我们这本书主要是针对那些受到一定时间限制的国家，那些希望能够迅速地、而且是非常迅速地赢得战争的国家，和那些企图稳操胜券的国家来说的。因此，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达成战略突然性是制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论点上，即战略突然性本身对于进攻者实现自己的企图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这个论点上来。它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为进攻者创造了一些机会，能否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则取决于发起进攻的将领们及其所属部队。值得回顾的是，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将领，虽然拥有精锐的部队和优良的装备，却错过了这种机会。例如1941年夏，德国军队不仅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而且在入侵苏联也达成了战略突然性，但遗憾的是，历史的记载表明它未能充分地利用突然性造成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德国军队没有能在希特勒的指令中所规定的时间内歼灭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没能攻下那些对苏联具有重要意义的“锁钥”地区。而在希特勒看来，占领这些地区乃是阻止苏联人从惨重的初期损失中恢复过来并继续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战略突然性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时间是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在这之后，如果不能刻不容缓地向敌人无情地施加强大压力，战略突然性的威力将开始消失。换言之，除非敌人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否则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以后它将会从突然袭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由此可见，在达成突然性之后，必须充分地和有效地利用突然性所带来的初期胜利，增大对敌人的压力。



　　只有入侵者的初期攻势迅速而且非常有力，才有可能做到上述这一点。因此速度和打击力量是任何入侵者都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现代战争中，入侵者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掌握战区空域的制空权。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条件——例如结合使用的第五纵队。这些条件虽不能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取胜却大有裨益。关于这些条件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我们暂且假定入侵后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进攻速度和打击力量这两个问题上，因为它们是扩大战争初期战略突然性成果的手段。



　　遗憾的是，“速度”和“打击力量”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对于乌龟来说是“飞快的速度”对于兔子来说却是“十分缓慢”。这种相对性在军事领域里很容易反映出来。例如1066年，英国国王哈罗德的军队，从约克郡抵达伦敦花了五天时间，军事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们的行军速度非常之快，但与现代摩托化部队的速度比较，这次行军不过是一直最蹩脚的乌龟的爬行。另一个例子是1940年夏天，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向英吉利海峡挺进时，日均速度达49公里左右，这是众所公认的快速行军。然而1941年夏天，这支部队进攻苏联时，在开始阶段虽然平均行军速度与1940年大致相同，但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清楚，这个速度是远不能满足要求的。因为敌国的“锁钥”地区在乌拉尔山周围，距德国足有两千多公里。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取这些地区，必须平均每天前进一百公里左右。与此要求相比，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简直运动得太慢了；但如果在佛兰德交战中能达到这个行进速度，显然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从这些例子中，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有趣的相对现象。我们刚才认为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缓慢，但同时必须承认，比之纳粹的其它部队，他们又跑得太快了。所谓其他部队，也就是希特勒的大部分部队，它们都是由步兵师、马拉的大炮等等组成的。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部队前进得极为缓慢。它们每前进一公里，与以闪电般速度前进的装甲部队相比又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从完成任务的角度来看，这些装甲部队却又像一个慢吞吞地闲逛的懒汉。



　　如果说，速度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那么“打击力量”也是如此。人们都认为，1939年希特勒占领波兰时，他动用的部队给了波兰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据苏联人提供的数字，在这次进攻中，德国出动了54个师，总兵力达130万人；而1941年进攻苏联时，希特勒动用了190个师（包括其盟国部队在内），总兵力达550万（亦据苏联人士提供的数字）。也就是说，德国进攻苏联的兵力是进攻波兰的四倍左右，以此推断起来，对苏联的打击力量相当于四倍打击波兰的力量。但所有的军事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这次打击尚不够沉重。



　　乍看之下，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打击力量（可以用入侵者所需要的师一级部队的数目来表示）和敌人军队的规模完全是一种简单的互为作用的关系。即使敌人军队的规模越大，入侵者所需的师一级部队的数目也就越多。但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容易了。尽管入侵者在考虑投入多少兵力才能使其进攻产生足够的打击力量时，敌人军队规模是必须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敌国领土的大小，也许是一个与之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土越大，它从初期的战略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失败以后，冈贝塔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企图建立一支战则必胜的新型军队。这支部队在组建后虽未取得过胜利，但在巴黎陷落之前，它却一再使普鲁士人的阵地受到干扰和冲击。如我们所见，冈贝塔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正是由于法国幅员广大，才使得冈贝塔有可能进行这种尝试。又如在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毫无疑问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初期战略胜利。但它却始终未能逾越它与其主要敌人美国的腹地之间的遥远距离。这样就使美国有可能从珍珠港袭击和其它一些失败中恢复过来，安全地积蓄财力和物力继续战争，并最后击败了日本。与此相反，1940年，希特勒能够迅速彻底地征服荷兰，不仅是由于荷兰政府在希特勒入侵之前未采取恰当的军事防御措施，而且还由于其国土狭小，从而使纳粹军队得以长驱直入，然后再回过头来包围并吃掉它。这一切仅发生在一、两天之内，结果荷兰指挥官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当然，他们处于流亡状态时仍进行了抵抗）。



　　但是，上面的例子并没有完全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一个“大国”，什么样的国家则算一个“小国”，这个问题仍未解决，或者更确切地讲，人们对此还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比利时在圣马力诺人眼中是一个大国，但在苏联人看来却小得可怜。既然这本书是专门研究苏联人思想的，那么与我们有关的是苏联的看法。对于何谓“大国”、“何谓小国”的问题，看来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大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类似加拿大这样的一些国家，就其领土来说不小，但由于其军事力量薄弱，所以不能算大国。然而中国则不同，虽说其军事实力目前还不太强，却也许应算作大国。其余所有国家——法国可能是个例外——无论如何也只能归于小国之列。



　　我说“法国可能是个例外”，是因为伊万诺夫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曾说过一段令人感兴趣的话。在他撰写的《战争初期》这本书的第350页上，他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



　　“如果大国加入了反侵略战争，由于它们拥有雄厚的军事经济潜力，辽阔的国土……那么侵略者即使在初期取得了很大的战略成果，其闪击战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即使是对大国，初期密集突击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对某些国家（如法国）甚至是灾难性的。”



　　这是我所知的仅有的涉及到这个特殊问题的一段话，尚不能断言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苏联人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提醒大家注意，申述一下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而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下。不管正确与否，我个人的结论是：法国可能会被某些俄国人看作是一个大国，但肯定所有俄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一致认为，只有苏联和美国，也许还有中国才可以称为大国。



　　如果说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确定使用多少入侵部队才能重创敌人时，必须考虑到敌人军队的强弱和国土的大小这两个因素。敌人军队力量越弱，领土面积越小，入侵者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也就越少；反之，则越多。



　　尽管我们在上面对打击力量这个问题从学术上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探讨，但必须使之切实符合于苏联方面的观点。因为苏联人的信条是：不论场合和对手，打击力量总是越大越好。在苏联人的头脑中几乎没有力求节约的概念。在美国人看来，用锻工的大锤去砸核桃，是错误的决定，是缺乏理智的表现。但俄国人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在他们眼里，大锤天经地义就是用来砸核桃的。



　　不仅如此，苏联的历史也确凿地证明，俄国将军们在核桃面前总是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大锤。1921年在格鲁吉亚，苏军犹如重锤一般砸通了胜利的道路。1940年在芬兰它又故技重演。毋庸置疑，1944年到1945年间，苏联主要也是用重兵开道，从东欧推进到中欧的。



　　但是，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作战行动中，苏联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其它方向的严重威胁。也就是，苏联不必抽调相当数量的军队来保卫边界，使之不受其它敌人的攻击。1939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时，虽说苏联远东方面军必须时刻注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但铁木辛哥元帅所拥有的部队，对于芬兰军队来说已无异于一个极为沉重的大锤，因此，朱可夫元帅的远东方面军可以不受干扰地驻守满洲。



　　这又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主要论点，即进攻时，苏联总是竭其所能给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它至今还没有进行过一场有意识地减低其攻击强度的战争。鉴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苏联进攻北约时也决不会减低其进攻强度。苏联沿中国边境保持有大约四十个师的兵力，在目前条件下，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进攻。即使从苏军总数中减去这四十个师，苏军的总司令也还可以利用手中仍然握有的、重量相当可怕的铁锤，在北约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



　　现在让我们抛开苏联的观点，再来看一看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历史告诉我们，重创敌人到底需要多少个师和多少装备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数字。入侵者必须拥有足以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其领土上重要地区所需要的人力和物资。而这些人力和物资的多寡，则主要依据敌人军队的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大小而定。还要记住，只要当敌人的“锁钥”地区距离其边境很近时，所用的人力和物资才可适当减少。



　　例如，对付象法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考虑上面的这个重要因素。比起其领土面积给人的印象来，法国实际上更容易“啃得动”，因为其赖以维持军事实力的主要经济区十分靠近边境，在许多年来的动荡岁月里，其主要敌人一直对它虎视耽耽。一旦入侵者占领了这些地区，法国就只有从国外购买军需物资，然后经西部港口运入国内，才能继续进行战争。1870年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到1940年它已经不能长时间地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战争，而在当今这个导弹时代，它则再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



　　共产党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其主要工业区位于北部。该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分别向上和向下嵌入苏联以及苏联可以控制的领土。所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三面对它形成了包围态势。很明显，这个突出部极其受到攻击，这一点已为1945年俄国人对驻扎在该地区的日本人发起的战役所证明。该战役是我们下一章论述的主题。



　　应当指出，丧失这部分领土无疑是对北京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极不可能因此便摧垮中国政府。目前中国人计划打的那种战争，其对尖端武器和工业能力的依赖程度远不如较发达国家那样大。因此，在今天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国的“锁钥”地区是不合适的。即使这个地区目前在中国尚不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但它们不失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可以用以说明一个重要地区的地理位置能够影响到作为整个国家来说由其幅员所决定的战略地位的价值。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仅仅可以被称为一个大国，但从战略角度看，如果其最重要的工业区不像现在这样在军事上暴露于敌人面前的话，它将会被称为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939至1945年期间的主要经验教训，这就是，若要在战争开始阶段赢得一场战争或一个战役，首先必须达成战略突然性，然后必须迅速有效地利用突然性的成果。而有效地利用突然性的成果的手段是速度和打击力量。由于这个词的解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它们和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弱及其领土面积的大小联系起来考虑。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已经在利用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特别是坦克和飞机，以便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赢得战争这一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但是，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谁也没有能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赢得战争，但是入侵国却在三个主要战役开始阶段就获得了胜利。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役），在其发展的最早阶段，也几乎获得了成功。那么，我们能从这些成功和失败中得到些什么启示，以使未来的入侵者能在希特勒曾经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呢？



　　显然，最重要的启示是关于使用空中力量。历史证明，进攻部队如果想要速胜，它就必须掌握并且一开始就掌握制空权。如果相反，有关空域的制空权被防御者所掌握，则进攻者注定要遭到失败。当然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掌握和缺少制空权的各种情况，而这些情况则又决定着入侵者的机动部队实际上可以运动的范围。1939至1945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任何一场闪击战中，掌握战略、战役和战术上的绝对制空权是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即使是在今天，也很难看出，如果不具备这个先决条件或者某个极为类似的条件，人们怎么能够在战争初期去赢得战争。



　　从过去的经验中应该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仅仅夺取了制空权是不够的，一旦掌握了制空权，还必须加以利用。如果入侵者的军队希望极其迅速地赢得战争，它必须能够指望得到其空军提供的下列援助：



　　（1）阻止敌方空军对部队行动的袭扰。如果入侵者已经夺取了制空权，这一点应当迅速予以实施，但实际上并非总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普遍认为，当进攻俄国的战幕刚刚拉开，德国空军便立即掌握了战略制空权。但是在很多场合，它并没有能够阻止苏联空军夺取战场上重要地点的战术制空权，这对“巴巴罗萨”战役计划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此持有怀疑的人，应当仔细阅读一下古德里安的《坦克，前进！》（米切尔·约瑟夫，1970年版）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大量论述以及哈尔德日记中提供的事实。这些书和日记绝非仅有的证据。



　　（2）己方空军在夺得制空权后，必须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是，制止敌人动用预备队和向受威胁的地区增派援军。



　　（3）向前进中的己方地面部队提供直接支援，是空军的第三个任务。在1940年和1941年纳粹发动的那些战役中，通常是提供直接火力支援。也就是说，德国空军起到了一种类似机动火炮的作用。这对东部战役上那些经常深感缺乏自行火炮之苦的纳粹装甲部队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当然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闪击战中所能起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充当自行火炮。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要讨论当今它所能发挥的各种作用。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闪击战，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入侵者的空军获得制空权后，即利用这一优势对其地面部队实施支援。否则，进攻将受到很大的挫折。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认为己方空军并不一定非要掌握制空权不可，只要不让对方获得制空权就行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如果入侵者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所计划的作战行动最多只能取得小小的胜利，而小胜是不能保证在开始阶段赢得战争的。入侵者应该从己方部队获得的战术成果争取最大可能的优势。用俄国人或者德国人的话说，就是必须把战术成果转变成战役和战略成果。要做到这一点，部队就必须能够进行快速勇猛的机动作战和对敌紧追不舍。而任何一名指挥官，只有当他的上空布满自己的飞机时，才有可能对敌人穷追猛打。



　　在某些情况下，作战行动的成功还要求必须掌握局部制海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证明，首先至少要夺取当地的局部制空权，才能夺取制海权。在这一点上，苏联和西方的战略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随着二十世纪空中力量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能够利用空降部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1940年德国军队在低地国家有选择地实施伞降，对攻克比利时和荷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援作用。虽然苏联在东部战线进行的类似尝试都不十分理想，但正如俄国人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当时还没有合适的飞机。然而他们丝毫也不怀疑空降作战这种观念在成功地付诸于实战后所具有的价值和可取性。



　　直升机进入现代陆军部队服役，以及随之出现的直升机机降作战，都是军事实践方面的进一步创新，且得到俄国人的高度评价。在第八章中我们将讨论它们的重要意义。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空降作战这朵奇葩更加绚丽夺目。但伊万诺夫将军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空降作战所设法达到的效果仍然十分欣赏。他认为，尽管把空降部队运送到敌人的浅近后方需要有空中支援和空中补给，但是在己方军队进攻的时候，采用这样的空降作战手段是特别有利的。他认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打乱敌军主力的展开极为有效，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迫使敌军指挥官改变原来的部署计划。伊万诺夫认为，这样一种改变势必导致敌人根本无法完成部队的展开，或者不能适当地、充分地完成部队的展开，从而迫使敌人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关于空降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伊万诺夫将军的另一点启示是，在那些地形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如荷兰），如果条件有利，完全可以代之以空降作战。例如，德国人1940年在法国取胜是由于进行了装甲闪击战，而在荷兰则是由于使用了大批伞兵部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历史阶段中，被人们广泛称之为“第五纵队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普法战争中，游击队员的活动虽然并没有对德国人的任何一次作战行动的成败产生什么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毕竟给德国军队添了不少麻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五纵队的作用尚不像许多人所希望和预见的那样奏效。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的重要性却迅速增大。希特勒入侵挪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证明了如果被入侵国的公民同情入侵部队，他们将会向对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1945年以来爆发的战争则更为深刻地证明了这个教训。目前苏联手中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第五纵队的组织。这些潜在的第五纵队的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中是以非毛主义和共产党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那位想象中的苏联防务计划制定者一定对这种做法大为欣赏。



　　俄国人还注意到，在这一阶段中，凡是那些能够取胜，并且能够极其迅速地取胜的战争，都是由于入侵者战前储备了足够维持整个战争的弹药。1864年丹麦战争和1866年奥普战争是如此，普法战争也基本上是如此。据苏联方面的资料，1945年满洲战役开始前，从1944年12月1日到1945年3月31日苏联运往远东的弹药为325万发炮弹和4亿1千万发轻武器子弹。如果把这一数字与我们所知的或可以推算出的苏联在该战役中的弹药消耗量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苏联在满洲战役中也储备了充分的弹药。



　　对于进攻者来说，能否占有优势其实并不在于是否拥有已经制造好的弹药。但如果在战前没有储备好弹药，进攻者便有可能在战争中处于极危险的劣势。这种劣势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没有储备足以为此整个战争的弹药，进攻部队的推进速度将会由于弹药的匮乏而减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战争的整个特点就有可能改变。本来以运动战开始的一场战争，也许很快就转变为阵地战。很明显，这种转变对于一场闪击战来说是致命的。这种转变往往会使原计划用于某种类型战争的弹药种类不再适用于新的战争环境。因此，这不仅仅是生产更多的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奔向大海”（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与德军在1914年9月16日－10月15日展开的遭遇战）的阶段结束后，所有西部战线的部队仅仅有的只是成吨成吨的榴散弹，然而榴散弹是打运动战而不是打阵地战的理想弹药，他们这时急需的是打壕沟战的高爆炮弹。



　　从历史中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根本无法精确地预计一场闪击战的损失率。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役中，纳粹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损失都远远低于他们当初的估计。而在苏联，德军的伤亡却大大超过了预计数字。德国这种估计上的错误，在1940年只不过意味它更易取胜，而在1941年则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我们从这个特殊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为即将发动的闪击战所准备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数量必须大大高于战前计划中理论上的数字。当你听到计划人员提出的数字时，应立即把它翻一番；为保险起见，应再次翻番，然后再加上20％，以保证万无一失。若是弹药，应至少再加50％——因为中东赎罪日战争在弹药消耗方面又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上面这种计算方法很可能将会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储备如此大量人力物力最后也许将会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入侵者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希特勒在波兰的情况那样。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你蓄意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否则得到的命运只有像那些残暴的侵略者一样，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第三帝国的垮台便是最清楚的证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所作的各种闪击战尝试中，未来的进攻者应该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进攻部队在思想、训练和武器装备方面应该成为协调一致的一个整体。但希特勒的德军并非如此。1940年时，这还无关紧要，因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挪威，纳粹在主攻方向上都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但在1941年，苏军的抵抗十分顽强，而且漫长的距离也成为希特勒部队的一大障碍。所以我们说，纳粹在东部战线只有一部分部队进行过闪击战的训练和得到了相应的武器装备，而其余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则仅仅着眼于常规战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绝不能说仅是希特勒、或凯特尔、或哈尔德、或勃劳希奇个人的过错。据记载，就连古德里安自己也曾说过，只要装甲部队具有发挥其特殊作用的装备和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其余的部队则没有必要实行摩托化。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当然，德国的工业能力是否有能力使其180个师全部实现摩托化还很令人怀疑。无论如何，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之前，纳粹领导人根本不应该发布进攻苏联的命令。



　　由于德国最高层对于闪击战理论缺乏统一的认识，更加重了上述错误的恶果。希特勒侧重于闪击战心理作用的一面，古德里安则强调编组装甲集群，至于其它一些高级纳粹将领，如凯特尔、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毫无定见。其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真心研究过闪击战，也根本不懂得它的含义。因此，这些纳粹高级领导人对“巴巴罗萨”计划的指示互相矛盾，含混不清。但这种情况恐怕在今天的在苏联军队中决不会看到。



　　历史还告诉我们，准确的情报是十分必要的——包括所有情况的准确情报，诸如：敌军队的规模、后备军的性质、是否缺乏公路和铁路以及道路状况是否良好、详细的地形、民众的情绪、等等。当然还可以列出许多许多，但最重要的是准确性。对于某一情况（如敌军坦克、火炮的威力），不要不懂装懂，不要作任何假定。假定的情况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基于错误的情况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也必然是错误的。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就在于根据错误的计划而实施的闪击战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对于作战计划中的那些错误，战场上的指挥官实际上是不可能纠正的。早在1941年，这种可能性就已经不复存在。“巴巴罗萨”战役之所以失败，与这一点并非绝无关系。



　　另一个应该吸取的有关闪击战的教训是，要认清补给的重要性。如果不能保证补给，闪击战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而面对坚决、强大的敌人，软弱无力的闪击就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很明显，补给问题包括的面很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如果计划要进攻的敌国领土面积很小，那么周密、明智地做好战前物资储备，就有可能完全避免在补给上出现最为严重的困难。但是如果敌国领土辽阔，这样的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保证部队维持一定的推进速度便成为后勤供应方面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其二，尽管后勤专家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如果其服务对象的武器装备实现了标准化，那么这些困难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但希特勒的部队配备了两千种不同型号的机动车辆，这简直是如同儿戏。一位睿智的军事家在拟定未来的闪击战计划时，将会尽可能地减少武器装备的型号，以适应后勤保障的能力。



　　下一个应吸取的教训是，要进攻和征服的那个国家必须是你能够“啃得动”的敌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啃得动”这个词的概念。我们把它定为敌国军队的规模和素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敌国经济区的大小这三者的总和。事实证明，对纳粹德国来说，波兰和西欧是“啃得动”的，而苏联则不然。日本帝国主义也未能“啃得动”美国。但问题并不是当今世界上德国和日本可以“啃得动”哪些国家，而是苏联把哪些国家看成是它可以“啃得动”的。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将要分析一下这可能包括哪些国家，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这其中肯定包括西欧。



　　这个历史阶段的战争所能提供的最后一个，也是苏联在军事上极有可能仿效的教训是，德军之所以能在一些战役的初期就取得辉煌成果，是由于他们一贯采用了一种有效的作战方式，即在精心选择的有限的几个主攻轴线下，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给敌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例如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时，驻扎在阿登山脉这一关键地区的所有德军部队被编成一个梯队，没有第二梯队，只编组了一个小规模的预备队。因此，德军在对法军第2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发起首次进攻时，发挥了最大的打击力量。



　　这种做法使德国人得以打击敌人作战地区的全纵深。与此同时，德国人出动空军对敌后方的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这样，在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对方蕴藏着战争潜力的主要成分（军队、机场、港口、工厂，等等）就同时受到了德军的猛烈攻击。这种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敌人前方的军队来不及为逃避新的打击而转移阵地；敌人后方的预备队也无法调往前方去增援那些吃紧的部队，使前线的人员不可能得到补充。每当这种作战方式得以顺利实施时，例如在波兰和法国，以及在俄国的前几周那样，德国的胜利简直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为实施这种作战方式，纳粹出动了数量空前的飞机和坦克。



　　根据我们赖以得出上述结论的伊万诺夫将军的分析，德国人的作战目标是“消灭敌人的主要集群，夺取敌人的经济、行政和政治中心及领土”。他们喜欢用包围的方法消灭敌军，把它看成是彻底消灭敌军的前提。德国人在实施包围作战之前，一般总要切断、割裂敌人的战略防线，继而通过双层包围，或者首先孤立顽抗的敌军集群，然后将其逼向海边或者其它天然障碍地域予以围歼。



　　由于德军还巧妙地运用了两种手段——空降作战和第五纵队，因此他们这种作战方式更有把握获得成功。苏联军事作家们在其著作中对这两种手段给予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关于空降作战，伊万诺夫写道，空降作战对于保证纳粹1940年在丹麦和挪威成功地实施海上登陆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空降作战行动尚停留在战术一级。而在比利时和波兰实施的更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则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例如夺取了马斯河、伐耳河和下莱茵河的桥梁以及埃本－埃迈尔要塞，占领了若干个机场和阻止了荷兰军队在海牙的东部和南部通道上修筑坚固的防线等等。



　　伊万诺夫将军的结论是，空降作战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如果和其它兵种结合使用，空军部队可以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瓦解敌人的防线，在敌方的民众甚至军队中散布恐慌情绪，协助己方地面部队保持进攻的高速度。使用空降部队来追击溃败的敌人，特别是如果能把部队伞降到敌人退却的道路附近，亦可获得极大的成功。当然，最好不要独立作战，而应和地面部队相配合，这样他们在消灭溃退之敌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纵队”是纳粹手中又一个大有作用的工具，它的核心是生活在希特勒企图进攻的国家之中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日耳曼人。这种人在波兰大约有三千，在丹麦有两千，在荷兰还有三千。此外，还包括这些国家及其它国家中的那些纳粹同情分子，虽然他们根本不属于日耳曼民族。各个国家的“第五纵队”组织都由纳粹特务所操纵。



　　在每次战役的开始阶段，这些人的活动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拆除由防御部队设置在德军进攻路线上的障碍，防止防御部队炸毁桥梁，破坏防御部队所需的重要电话线路（有时甚至铁路），以及用传播谣言等手段在居民中散布恐惧等等。应该记住，正是由于这种人的活动，古德里安的部队才能在开战后最初几个小时内经由阿登山脉迅速向前推进。充分认识“第五纵队”的破坏作用，正是我们应该从所研究的这段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之一。一个企图在战争初期取胜的入侵者，在考虑制定一份全面周密的战争计划时，肯定会试图利用第五纵队的作用。如果被侵略者不对此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其生存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这是俄国人从德国人那里吸取的另一个经验。



　　最后，必须提一提伊万诺夫将军所没有提及的一点，这就是利用与敌人同一民族的人员穿敌军制服来入侵敌国。例如，1941年，纳粹德国就曾将其国内以俄语为母语的俄罗斯少数民族编组成穿苏军制服的作战分队。这些作战分队在战争开始阶段至少占领了一座重要桥梁。他们向守桥的卫兵慌称自己是由于遭到俄国人的进攻而后撤的红军士兵。当被允许过桥时，他们发起攻击，击毙了守桥卫兵，从而夺占了这座桥梁。














	

 






	















	







	







	









 





	


	







	








	




	


第七章 苏联吸取经验后的一次实践




	







	

 



	


	


——1945年满洲战役



　　满洲战役是说明苏联武装力量可能采用的未来战争样式的一个极好范例。首先，他们选择了一个“啃得动”的敌人和战区。其对手是日本。据苏联人统计，较之日本，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苏日间总的力量对比大致为：人员1.2：1、坦克和自行火炮4.8：1、火炮4.8：1、飞机2.5：1。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在进攻之关键地段，苏联武装力量达成了比这高的多的优势。



　　根据苏联的资料，作为一个战区，满洲总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超过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西德、丹麦和意大利面积的总和，确属辽阔。因此仅就敌占区的面积而言，远东地区显然不如希特勒1940年夏季成功地加以征服的西欧那样容易“啃得动”。



　　然而，这种区域的对比远非如此简单。满洲的总宽度确有1200公里左右。正如扎哈罗夫元帅所说的那样，假如俄国人像德国陆军横穿法国那样穿越满洲，那么，红军显然必须跋涉1200公里。但实际上，当红军的一个方面军（集团军群）从满洲西部边界出发，另一个方面从东部边界出发，最后会师于中部地区的长春和吉林时，两个方面军的行程都不超过800公里，这样对他们来说，事情就好办多了，而且从地理角度讲，整个战区也就完全是“啃得动”的了。



　　俄国人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达成战略突然性。在这方面，他们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他们不仅达成了战略突然性，而且达成了战役和战术突然性，从而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



　　当然，他们不可能真正达成绝对的突然性，也不可能使日本人相信，俄国人根本不会向日军发起进攻。在对德战争接近尾声、日军逐步地然而不可挽回地输掉太平洋战争之际，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显然必定已被日本人视为一种可能。因此，俄国人只有企求在进攻的日期、时间和地点方面造成敌人的错觉。



　　不管怎样，他们在这几方面是干得卓有成效的。在大本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战时机构——作出于1945年夏季或秋季开战的决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仍然认为苏联要到1946年的某一时间才会发动进攻。即使在他们纠正了自己这一错误判断之后，他们还固执地相信苏联最早也不会在1945年9月之前对其发动进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进攻是当年8月发起的。



　　苏联领导人不仅在日期和时间上欺骗了日本人，而且在主攻方向上也同样迷惑了他们。尽管日本总参谋部对苏军可能发起主攻的地点进行了百般猜测，但决没有想到苏军会翻越大兴安岭打过来。



　　俄国人的欺骗为何会如此成功呢？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们在日期上采用的欺骗手段就可以找出答案。苏联的第一着棋是废止他们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条款规定，虽然条约的有效期仅为五年，但除非其中一方在条约期满的前一年正式通知对方此条约不再继续生效，否则其有效期将自动延长。苏联于1945年4月5日发出了正式通知。很难看出他们的用意何在。推测起来，要么是俄国人认为他们的行动将会使日本人惊恐万分，感到难以逃避失败的命运，因而谋求停战；要么表明他们特别喜欢墨守法则，即使这种古板的行动对一个事件的后果毫无影响，他们也要照此行事。这正是苏联官场的通病。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俄国人头一着棋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减小了达成战略突然性的可能。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在日期上达成欺骗的一种手段。笔者在此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记录在案，以求全面而已。



　　然而，为了在进攻日期上欺骗日本，苏联外交部采取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步骤，即：直到战争爆发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从法律的角度讲，这种说法不尽真实。俄国人是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开始军事行动的，而莫洛托夫在8月8日下午5时便通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看上去，苏联似乎给了日本某些小小的预先警报。但是，请不要忘记，莫斯科时间下午5时等于东京时间晚11时，这样，真正的预警时间就缩短到七十分钟左右。然而，即使这么短的预警时间，天皇政府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这是因为莫洛托夫虽然向日本大使许诺他将亲自通告东京，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或者可以假设他发出了通知而东京却根本没有收到。这种坚持递交一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宣战书的做法，正是前面所提及的苏联人墨守法则的一个有趣的例证。



　　以上谈了外交方面的问题。下面再来看看更为现实的军事方面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大本营计划在满洲战役中投入150万兵力，而由于部署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兵员与此数目相差甚远，而且其中大部分士兵没有实战经验，因此它不得不从欧洲抽调大批部队。其中，拥有大批可独立作战的坦克部队、炮兵部队、航空兵部队、工兵部队和其它部队的整整一个集团军（第5集团军），开赴到位于日本海与满洲边界之间的滨海地区。苏军的主要运输手段是铁路系统。用于运输这些部队的铁路线离边界线很近，所以日本人极易观察他们的行动。如果仅从这一点看，苏军要想使日军相信他们不会对其发起进攻，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苏联仍然抱有这种企图。苏军抵达集结地点后便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以诱使当地的日军指挥官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苏联大量兵力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御，防御日本人对滨海地区的进攻。为了进一步麻痹日本情报机关，该地区的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禁止所属部队进驻居民区，或与当地居民进行任何接触。此外，他还坚决要求所有部队都应在夜间行动。外贝加尔方面军也照此行事，在从蒙古向前接敌最后阶段，始终在夜间行动，而白天则隐蔽在作了适当伪装的战壕内，以避开日军的侦察。



　　然而，不论是这些还是别的精心采取的措施，都难以使日本人绝对相信他们不会遭到攻击。因此，苏联必须在进攻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上迷惑日方。苏联将进攻的日期定于该年8月。这一选择对整个战役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满洲的8月阴霾多雨，土路泥泞不堪，难于行进，因而，可以认为8月是不适于坦克和卡车长途行进的。日本情报机关正是作出了这样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苏军日具规模的集结，日本将其预计的俄国人最早的进攻时间由1946年提前到1945年秋，而且它认为9月的可能性更大。8月因为多雨而被排除在外。这就帮助俄国人达成了8月进攻的战略突然性。



　　不过，应该说苏联选择8月进攻并不仅仅是为了达成进攻的战略突然性。几乎可以肯定，为了跑在美国人之前而尽快发起进攻才是苏联的主要动机，通过在8月进攻达成战略突然性，也许只可视为是可喜的、附带得到的好处。在这一点上，需要指出的是：气候并不像苏联三个方面军所预计的那样。例如，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就曾经顶着炎炎烈日发起进攻，在饱尝数日酷热之苦后，才进入季雨与洪泛地区。因此，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所赖以达成战略突然性的不是气候条件，而是其实施进攻的非常荒凉而又难于通行的地形。关于地形，我们下面还要论及。



　　除择定于8月发起进攻之外，苏联还采取了其它一些辅助性措施：既不许对日军阵地进行空中侦察，也不许采取俄国人热衷使用的地面侦察手段——战斗侦察。军官侦察是允许的，但仅限于在边界线苏联一侧。即便如此，这些军官还必须着士兵服并进行伪装。当然，这就使得苏军将领获得的敌军情报质量低劣。事实上，第5集团军正是由于没有很好掌握日军防御工事的确切位置，以致放弃了惯常进行的进攻前对敌目标实施密集炮击。克雷洛夫将军感到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实施炮火准备有利于达成突然性，这就起到了某种补偿作用。



　　虽然取消了炮火准备显然会增加达成突然性的机会，但是，从本战例和其它战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否实施炮火准备并不仅仅是从能否达成突然性来考虑的。鉴于前文已经谈到苏军非常重视达成突然性，这一观点似乎令人费解，但实际上确实存在着一些能够起到弥补作用的因素。



　　首先，苏军的预先炮火准备几乎总是猛烈和非常短促的。炮火一般持续三十分钟。在猛烈的炮击下，不知所措的防御者也许会认识到炮击意味着进攻即将开始，然而却无法采取什么有效行动。因此，他们的处境与遭到突然袭击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苏军指挥官就将处于这样一种有利地位，即：既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又可以达成他所希望的突然性。



　　其次是关于炮火的摧毁程度，如果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实施进攻的部队必定希望在开始进攻前对其加以削弱。尽管存在着相反的例子，但是，如果这些坚固的筑垒阵地事先未遭到炮火的破坏，仅靠突然性本身，往往不足以使进攻者达到将其占领的目的。有鉴于此，远东第2方面军才放弃了达成突然性的一切企图，在进攻前集中力量摧毁阿穆尔河彼岸的日军防御工事。与此相反，外贝加尔方面军因为在其进攻地段内日军未构筑固定的防御阵地，所以放弃了预先炮火准备，而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



　　但是，并非整个外贝加尔方面军的行动都拘泥于这一种模式。隶属该方面军的第36集团军就遇到了不同的情况。该集团军的任务是攻打海拉尔。出于我们将要加以阐述的原因，日军在海拉尔的正面构筑了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因而，与该方面军的其它部队不同，第36集团军放弃了达成突然性的企图，在进攻前对日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为了在即将发起进攻的日期方面对日军达成突然性，苏军采取了包括表面上维持当地居民正常生活等等一些措施。这一点在可以被日军直接进行目视观察的那些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地居民没有撤离这些地区，人们照常晾晒干草，平时派驻的边防部队继续正常值勤。在日军情报人员极易渗透的萨哈林北部地区，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夜，苏军士兵还可以在当地的休假中心度假。也是在这个地区，在日本人能够看到的那些阵地上，防御工事的修筑一直热火朝天地持续到战争打响为止。



　　关于苏联在进攻日期上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就谈到这里。在进攻的时间上，俄国人坚持了传统的做法。例如，德军通常在黎明前一小时发起进攻，而苏军则选择在午夜刚过的时刻行动。虽然这意味着苏军不得不在相当长时间的夜暗中作战，而夜间作战又困难重重，但是他们认为，敌军将陷入一片混乱，所以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能得到好处的。然而，在满洲战役中，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并没有采用夜间进攻，理由很简单，因为该集团军夜间正在荒无人烟的滨海地区的沙漠中推进。另一方面，苏第5集团军午夜刚过便在滨海地区与日军进行了直接交锋。由于时值午夜，又大雨滂沱，而且日军绝未料到苏联人会在这一天进攻，以致位于前沿的日军士兵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



　　在进攻地点上，只有外贝加尔方面军采取欺骗措施，其它两个方面军——这两个方面军只起辅助作用——是在或多或少可以预料到的地点发起进攻的。主攻是从西面发起的，主要的进攻轴线要跨越沙漠和山峰。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进一步明了进攻中的困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一处例外，贝加尔方面军的整个第一梯队都要在困难的地形上作战。实际上，日军司令部认为，任何大部队从这里通过都是不可能的。除了规模非常小的进攻之外，他们不相信苏军会越过大兴安岭向他们发起进攻。当然，他们更预料不到苏军的攻势是如此之大，仅先头部队就包括两个机械化军、一个坦克军、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两个自行火炮旅和四个独立坦克营。



　　尽管上述的欺骗手段足以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看来还是不够的。日本人显然一直认为苏联在西面的主攻目标是海拉尔。海拉尔这座古城位于自古以来从蒙古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上。沿着易于通行的河谷可以直抵该城。这里有一条良好的公路、一条铁路和一条河流。总之，在日本最高司令部看来，这是任何一个老成持重的苏军将领都会自然而然选择的进攻路线。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此修筑永备防御工事，并派出重兵防守。这样，如果战争爆发，而又没有苏军将领率领其所属部队准备进攻海拉尔，那么日本人势必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怀疑。他们甚至会采取行动对可能性不大的地段（例如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侦察，以判定苏军是否会在此发起进攻。一旦日军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将使苏军的计划全部落空。因此，苏军必须加以阻止，而阻止的最好办法就是向海拉尔发起日本人预料之中的猛烈进攻。于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遣了整整一个集团军——第36集团军——进攻海拉尔。第36集团军并不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尽管它有一名第一流的集团军司令，但大部分士兵却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二流士兵。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该集团军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夺占海拉尔，而只是要使日军指挥官相信他们想要夺取海拉尔。这样，该指挥官就会坚信其最初的判断，即：苏军在西面实施大规模进攻的主攻目标是海拉尔。为了使日军指挥官对此深信不疑，必须集结大量兵力向其进攻。事实上，第36集团军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部队，它包括7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数量可观的火炮和火箭炮部队以及一个工兵旅。事实证明，其规模足以使日军指挥官坚持自己错误的判断。



　　达成突然性之后，下一步就是利用突然性。如前一章所述，如欲恰当地利用突然性，需要将速度与打击力量相结合。我们先谈一谈打击力量。



　　由于苏联在整个力量对比方面并不占有压倒优势，他们就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在关键地段改变这种情况。苏联人说，在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之前，他们的部队拥有1577725人、555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6137门火炮和迫击炮、3346架战斗机，而日军只有881000人、121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门火炮和1800架飞机。苏日双方力量的对比大约为：人员1.8：1，坦克和自行火炮4.8：1，火炮5.2：1，飞机1.9：1。



　　上列比例说明，俄国人占有相当的，但很难说是绝对的优势。因此，在必须占有绝对优势的地段，苏军指挥官的职责就是使自己的部队达成绝对优势。



　　苏军大本营所确定的人员和装备最初分配方案有助于各指挥官完成他们的任务。例如：分配给整个远东战区的5250辆坦克，并没有平均分配给三个方面军。因为远东第1方面军必须摧毁敌既设防御工事，而且要翻山越岭，所以他们装备了大部分的火炮，而坦克和自行火炮仅有1974辆。由于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远东第2方面军起的作用都较小，所以他们只装备了大约917辆坦克。相比之下，因为外贝加尔方面军要形成一个装甲突击力量，因此配备了235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一个方面军所拥有的坦克，就是整个满洲战区日军坦克总数的两倍多。况且，为了守卫战区的各个部分，日军还不得不将坦克分散使用。



　　总之，据估计，苏联3个方面军的突击部队在他们的主攻轴线上占有的对日优势如下：人员2.5：1，坦克5－8：1，火炮4－8：1，迫击炮8－12：1、飞机3.6：1。在上述有两个数字的比率中，较高的一个比率即是主攻轴线上的苏日力量的比率。



　　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以后，苏联的方面军、集团军司令便企图使必要地段内的力量对比更加有利于自己。他们的作法是，将部队集中于进攻的关键地段。外贝加尔方面军的最初展开正面宽达2300公里，进攻正面宽1500公里，但主攻地段仅宽400公里。在这400公里的地段上，该方面军集中了多达70％的步兵，90％的坦克和火炮，以及74.7％的飞机（这使外贝加尔方面军在该地段内占有的对日优势约为：人员8：1、坦克和自行火炮15：1、飞机占绝对优势）。



　　远东第1方面军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方面军的进攻正面宽700公里，但其作战正面仅100公里。由合成第5集团军与荣膺红旗勋章的合成第1集团军共同担负该方面军的主攻，在65公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但在进攻敌既设阵地时，突贯地段缩小至12公里。每个师的突贯正面宽2.5－2.8公里，实际进攻正面只有1.1公里。此外，每公里实际进攻正面上都部署了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及200门左右的火炮和突击炮。在某些情况下，每公里实际进攻正面的火炮和迫击炮增加到260门，坦克增加到40辆。



　　第5集团军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该集团军分为两个进攻梯队。担任第一梯队主攻的是佩列克列斯托夫将军指挥的第65步兵军和卡扎尔采夫将军指挥的第72步兵军。试以第72步兵军作为苏军“集中兵力”的例子。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实施主攻，该军加强有8个炮兵旅（含2个重炮旅）、4个炮兵团、3个炮兵连（含2个超重型炮兵连）、2个火箭炮旅和2个火箭炮团、2个迫击炮旅、2个坦克旅、2个自行火炮旅以及1个工兵团。



　　这样，卡扎尔采夫将军指挥的部队的总兵力达14830人，76毫米以上的火炮和迫击炮为1002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为198辆。由于被进攻的日军防御地段仅有5公里宽，所以平均每公里突贯地段集中的苏军兵力、兵器达到5.4个营，218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近4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据估计，防守该地段的日军总兵力可能只有一个战斗力很低的步兵师，和一、二支支援部队。据苏联官方史料记载，日军很快就被摧垮了。对此，我们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我们已经肯定，速度是扩大战果的另一个必要因素。苏军在满洲战役中进展神速。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11天内推进了大约900公里，平均每天82公里。即使是担负突破敌既设防线任务并要翻山越岭的远东第1方面军，进攻速度也极为可观。其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基本上是一个步兵集团军——连续5天平均每天推进16至22公里。鉴于上述情况，能达到这种速度是相当值得赞扬的。



　　使苏军保持如此之高的推进速度的因素有三：第一，日军的抵抗总的来说是薄弱的。他们在某些地段——往往是他们预计苏联可能会发起进攻的地段——进行了出色的战斗，但在其它地段，他们的抵抗则迅速土崩瓦解。当然不能忘记，日军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来自日本各占领区的当地人，很难想象这些人会为他们的征服者的利益而英勇奋战。此外，日军的交通网不断遭到游击队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很少奏效。而且，驻满洲日军的武器装备远远比不上俄国人。例如，日军根本没有重型坦克，他们的中型坦克只能对付轻武器的火力，而且坦克炮的口径仅为57毫米。拥有15000人的日本步兵师只配备了18门反坦克炮，而且这些反坦克炮的口径也只有37毫米。



　　第二，苏军组建了先遣支队。苏军从团到集团军各级部队都组建了先遣支队。集团军先遣支队一般包括两、三个配有支援兵种的师，他们在主力部队前平均30到40公里的地方运动。由于强大的先遣支队能够粉碎敌军的大多数抵抗，所以除个别情况外，主力部队可以成纵队行进，而不必展开战斗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特别是大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耗时太多，因此，不展开成战斗队形既可节省大量时间，又可保持进攻速度。实际上，在伊万诺夫将军看来，先遣支队的组建及其作用的发挥是苏军进攻神速的主要原因。



　　不仅集团军有先遣支队，军、师也有先遣支队。隶属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各军均组建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加强营（有时为团）和一个野战炮兵团组成的先遣支队。这种编制的先遣支队一般配属于在开阔地形上作战的部队。而进攻敌固定防御阵地的部队，则更可能以车载步兵、自行火炮、火箭炮、野战炮部队和大量工兵组成先遣支队。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先遣支队编制如何，他们都为主力部队节省了时间。



　　第三，苏军采用了绕过敌抵抗阵地的战术。在某些情况下，先遣支队并不停下来消灭抵抗的日军，而是绕过敌军翼侧继续前进。这时，消灭这些进行抵抗的日军的任务就由第一梯队，有时是第二梯队来承担。与此同时，先遣支队继续向前推进，对日军防御纵深施加压力。



　　在满洲战役中，采用迂回战术最多的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因该方面军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自扑大约800公里以外的日军最高司令部。因此，其首要任务就是保持前进的速度。而远东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摧毁日军沿共同边界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在这里，速度就不是需要迫切考虑的因素了。即使如此，其下属的团或师绕过敌阵地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苏军有幸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制空权。这是不难做到的。日本空军的飞机不仅在技术上落后于苏联空军，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处于1：2.5的劣势。然而，这还只是实战开始前的数字。8月9日双方交战后，日军在满洲的大部分飞机奉命撤离满洲战区，转场到南朝鲜和日本。从这时起，满洲上空就几乎没有日军飞机了。苏军由此掌握了绝对制空权，苏联空军遂得以集中全部力量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



　　苏联的陆海空三军都投入了满洲战役，并且为了取得速胜而协同作战。不同于1914年英军或德军的情况，在满洲战役中，苏联海军作战计划的战略目的与陆军的目的完全吻合。当时，苏联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远东第2方面军渡过阿穆尔河。这个任务由阿穆尔河区舰队承担，它要防止日本海军袭扰苏军渡河，并通过炮击日军阵地来支援地面部队。该区舰队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苏联太平洋舰队有两大任务：第一，实施两栖登陆，占领千岛群岛；第二，配合陆军进攻南萨哈林岛，继而占领该地区。该舰队胜利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苏联空军的任务已经在上面谈过了。



　　苏军空降的规模很小。在日本天皇8月14日签署《天皇诏书》之前，苏军从未实施过空降。苏联的第一次空降是8月18日实施的。当时，包括远东第1方面军参谋长舍拉霍夫少将在内的120名苏联军事人员在哈尔滨上空跳伞着陆，以便与日本将军们就地讨论日本投降事宜。后来，苏军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同样小规模的空降，其目的是接受日军投降，并就日军武器（这些武器后来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存放作出安排，以及防止日军用轮船运走有价值的原料等等。可以说，没有一次空降在赢得满洲战役中起到过作用。



　　正如苏军进攻芬兰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苏军在满洲战役中从多方向发起了进攻。当然，满洲的地理条件非常有利于他们实施多方向的进攻。他们在满洲的北面、东面和西面各部署了一个方面军，可以对位于战区中部的日军实施多路向心突击。此外，每一个方面军都可以作为其它两个方面军藉以击败敌军的必不可少的铁砧。因此，俄国人幸运的是，满洲的环境便于他们运用自己惯用的战略。



　　在1945年满洲战役揭开序幕前，苏联就为保障其部队的补给做好了准备。这种准备包括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3月底的4个月中向远东运送了四亿一千万发轻武器弹药和320万发炮弹。虽然尔后运送弹药的情况不详，但由于远东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战斗只持续了九天，而且苏军未大量使用炮兵（与他们炮击柏林时相比），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苏军储备的弹药足以满足需要。换句话说，苏联达到了关于应当储备足以将整个战役进行到底的弹药的理论上的要求。



　　最后，因为当地居民对日本人极其憎恶，俄国人无疑也从中得到了好处。不要忘记，满洲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在三十年代才征服了满洲，接着为了支持日本的战争努力而着手掠夺当地的资源。他们以征服者自居，因而也受到了作为征服者所必然要受到的憎恶。另一方面，俄国人在战前并未成功地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满洲“第五纵队”。看来，所出现的对日军的破坏活动是自发的，不是由莫斯科预先计划安排的。就连日本的雇佣殖民军（朝鲜和满洲部队）的哗变，似乎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战前与苏联大本营达成了什么精心策划的协议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害怕与苏军交战。



　　不要忘了，当地许多居民对俄国人并不比对日本人更好一些，而且他们也不热爱共产主义。只有共产党人试图与苏军协调动作。其方式是，在俄国人发起进攻两天之后就开始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如果人们接受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那么这些游击活动对击败日军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可能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遗憾的是我无法得到中国人的评述。根据我能搜集到的资料，我得出的一般结论必然是：对于一场稳操胜卷的闪击战来说，游击战这一因素只在满洲战役的某些局部当中得到了体现。



　　尽管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其它的因素发挥了充分而又全面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因素，并采取了上述的种种措施，苏联武装力量——按照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在战争初期就赢得了这场难以对付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们还进而声称，在日军完成初步的动员、集中和部署之前，他们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俄国人发动进攻以前，日本就已经进行了长达三年半的战争，他们的动员、集中和部署早已完毕。1941年制定的日军全面部署计划即包括要在满洲驻扎一支强大的部队，以提防苏联进攻。但是，因为苏联的进攻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它地区进驻部队的需要，满洲的日军兵力却大大减少了。



　　直到1945年初夏，日军才采取了一些试图扭转这种趋势的措施：从中国内地抽调一些师进驻满洲，同时组建新的师。日军还下令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但是，这些工事最早也得到11月后才能完成。实际上，从中国和其它地方抽调的日军第39师已于7月初抵达满洲。但该师的大部分武器装备交由火车运输，而且一直也未运到。第39炮兵团连一门火炮也未配备。第148师直到8月5日才组建完毕。该师的额定兵力是12000人，但实际上仅有八九千人，而且只配备了占编制数30％的步枪、10％的机枪、30％的车辆和20％的火炮。该师的训练水平亦很差。至于日军第138师，到苏军发动进攻时，虽然其实有人数已达额定兵力的80％左右，然而却没有配备任何轻武器和火炮。



　　鉴于日本在几年前既已完成了动员、集中和部署这一事实。因此，当笔者指出俄国并未在战争初期就获得胜利时，可能是在作人为的区别。从上面我谈到的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并没有进行适当的部署，而且日军许多个师甚至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动员，因为直到俄国人发起进攻时，他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尚未达到战时编制的要求，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抵抗能力。无可否认，如果从战争初期的实质意义上讲，俄国人确实取得了他们一直声称取得的胜利。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接近于实现苏联16年前作战思想的例证。由于当时缺少必要的技术装备，苏联对某些事也是无能为力的。在1945年，苏联还没有能够把空降师运送到日军后方的远程运输机。因此它就不可能运用“纵深战斗”理论，也不可能像这个著名的计划所要求的那样去“打击敌防御阵地的全纵深”。当时苏联没有导弹，火炮射程很短，而且配属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为数不多的轰炸机，无论在航程方面还是在打击能力方面都达不到能够给敌以重创的要求。但是，苏军还是作出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最后，如前所述，苏联在敌人国内组织颠覆活动，制造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建立一支强大的第五纵队去扩大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同时进行精心策划的破坏活动，这一系列的手段在满洲战役中只得到了部分实现。



　　我们必须把满洲战役看作是制定1939年至1940年苏芬战争战略的苏联军事思想的令人注目的发展。满洲战役与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战略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只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障碍，才使得这一战略思想没有完全按照图哈切夫斯基学派所梦寐以求的那样付诸实施。现代技术条件已完全消除了这些障碍。



　　由于在满洲战役中，俄国人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战争初期就取得了胜利。因此，扼要地总结一下其在战略上取得圆满成功的主要因素，也许是有益的。这些主要因素可以归为：



　　（1）满洲是“啃得动”的；



　　（2）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区的绝对制空权；



　　（3）他们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全都达成了突然性；



　　（4）他们利用所达成的突然性，在主要进攻轴线上集中了足够的部队，以便在兵员、武器和装备方面形成对敌巨大的优势，在三个方面军的主要轴线上又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在主要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的主要轴线上达到了非常高度的集中；



　　（5）俄国人还保持了高速度的进攻——应记住，在有效地利用可能达成的任何战争初期的突然性方面，这一点是又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6）由于俄国人达成了战略突然性，而且有效地利用了这种突然性，因此，他们得以在敌主力部队尚未充分动员和部署妥当的，就给其以致命的一击；



　　（7）苏联陆、海、空三军达成了密切协同；



　　（8）他们预先预备了足以将战役进行到底的弹药和装备。



　　另一方面，有必要指出的是，俄国人所偏爱的某些作战原则之所以未能在满洲战役中付诸实施，主要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技术条件。当然，也有其它一些原因。这些未能得以实施的原则包括：



　　（1）在敌后实施空降，旨在与地面进攻部队会合。但在1945年，苏联尚未拥有能够在航程和载重量方面满足空降作战需要的运输机，而且也没有直升机；



　　（2）在战争初期，同时打击敌防御阵地全纵深。苏军轰炸机曾作了某些打击日军全纵深的尝试，但目标离得太远，而且轰炸机的数量亦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火炮对此显然也无能为力。此外，苏军1945年尚未装备导弹；



　　（3）由组织严密的当地“第五纵队”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扰乱和破坏，并散步谣言和失败主义情绪。但是，实际出现的这类活动，看来事先并没有与莫斯科进行协商。而且对苏联的胜利也没有起到多么大的作用。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游击活动，尽管有些细微的区别。



　　人们可以预料，在苏联对北约发动的任何战争中，上述不足将会得到弥补。














	

 






	















	







	







	









 





	


	







	








	




	


第八章 闪击战的新成分




	







	

 



	


	


——空中机动部队和火箭



　　满洲战役过去23年之后，苏联再次发动了战争。这次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21日苏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仅仅24小时之后（鉴于捷克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入侵宣告结束。



　　在这两次战争或战役之间的将近十分之一个世纪中，值得注意的是，航空技术取得了十分令人注目的进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老式的螺旋桨飞机是交战国双方空军的制式装备；到1968年，螺旋桨飞机却迅速地进入了博物馆。尤其是这还导致了运输机性能的大大改善。然而，引起这种改善的技术进步与我们的论题无关。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指出：到六十年代末期，运输机可以运载比二次大战大得多、重得多的物资，而且运送得更远、更快。这就容许以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指挥官闻所未闻的规模来运送人员和装备。



　　这些论述特别适用于红军的作战行动。总的来说，苏联的航空技术装备当时比西方落后。但到了1968年，苏联却迅速赶上西方。此外，苏联这时已经能够采取过去不能实施的一整套军事行动（这一点更切合我们的论题）。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改进了固定翼飞机而且还因为改进了直升机。



　　我们在前一章里指出，在满洲战役中实际上很少实施空降，而所实施的空降都是常规运输机利用常规机场和简易机场进行的。这种空降是易受攻击的。加之在满洲战役中，苏联空军因为距离太远，无力为空降提供有效的支援。这就不难理解，在那次战役中为什么空降如此之少，规模如此之小，以及为什么直到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之前未实施过任何空降作战行动。



　　另一方面，苏联大本营为满洲战役制定的计划给人们总的“印象”是，它非常强烈地表明，苏联指挥官本来希望采取比实际进行的要多得多的空降作战。人们认为，只要苏联当时的技术装备能够使这种作战行动比较切实可行，那么苏联肯定会实施更多的空降作战。然而，我们应当指出，苏联指挥官策划的空降作战，都是针对日军“神经中枢”而不是针对日军部队的（这一点与本章后半部分密切相关）。后面我们将详细介绍“神经中枢”的含义。



　　然而，我们眼下所关心的仅在于指出，从1945年满洲战役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23年中，苏联武装力量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技术装备。这使他们能够实际上实施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苏联军事思想家朝思暮想企图实施，但由于缺乏手段而从未实施过的相当规模的空降作战。当然，在用飞机将部队运送到敌后相当远的距离方面，苏联在三十年代就已经积累了引人注目的经验。但是，这些都是规模较小的行动，而且部队都是伞降着陆。



　　人们承认，苏军在1935年于基辅举行的演习和1936年于白俄罗斯举行的演习中，有3000人成功地实施了伞降，同时，另外8200人连同火炮、轻型坦克和其它装备实施了常规机降。这是在战前实际上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尽管当时由于缺少合适的运输机，因而排除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但是，空降这一理论却在苏联战略家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时赋予空降以重要的作用，就应当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由于没有任何内在理由迫使苏联计划人员实施无把握的伞降，因此，普遍采用了固定翼飞机在普通着陆场实施机降。另外，苏联在阿富汗还广泛使用了直升机，况且，苏联在1968年对直升机还没有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只是当美国人在越南战争后期使用了武装直升机，这才引起苏联的注意。因此，直到七十年代，“雌鹿”式之类的直升机才进入苏军服役。



　　然而俄国人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没有使用直升机，绝不意味着俄国人当时把空降放在了次要地位。恰恰相反，这次空降作战发挥的作用就像后来入侵阿富汗时发挥的作用一样，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理当认为，不管苏军将来实施何种形式的军事行动，只要切实可行，用飞机（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舰船）把部队运送到敌后纵深处，将会被赋予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使敌人的重要的神经中枢陷于瘫痪，从而使作战行动比人们预料的更快、更有把握地胜利结束。据笔者管见，以这种方式向前方运送部队，几乎是任何试图在战争开始阶段就稳操胜卷的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鉴于在以往的战争史上从未采用过这种方式（德国入侵荷兰时除外，当时实施了有限规模的空运），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是闪击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迄今为人们所忽略，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看起来这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种作战行动的潜力，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战役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抵抗能力。到目前为止，这只能通过战斗来实现。我们已经讨论过，把战斗作为达成此目的的一种手段存在着大量弊端。特别是，一方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而对方的抵抗能力非但不会被摧毁反而会得到加强。



　　然而，现在通过空降作战，就有可能不采用战斗方法而采用其它方法来终止敌人的抵抗，或者更确切地说，来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从而使战斗仅仅流于形式。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不能进行空降作战。只有与地面部队协同行动，空降作战才能成功。苏联的战略家们和我们一样清楚这一点。但他们还不明白，作为辅助和协同作战的一种手段，空降作战可以大大提高地面部队获胜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空降作战能够切断使敌军赖以继续抵抗的重要神经中枢。



　　这与猫捉老鼠有某种相似之处，空降作战的目的是用飞机把部队运送到敌人的重要“神经中枢”，使之失去效用，或者在必要时使之为入侵者本身的目的服务。不论哪一种情况，敌军都将会遭到重创。这是因为入侵者乘飞机到达进攻地点的，所以他可以跃过敌军的环形防御，像猫一样扑向目标，此外，他也可能像猫一样在夜间出击。



　　不过，用狗捉老鼠的说法也许更能说明笔者的本意。如果让一只老鼠做好准备，进入良好的防御阵地。那么，它可以气势汹汹地对付任何猫或狗的进攻。因此，为了避免发生上述情况，一只有本事的捕鼠猫或狗将设法咬住老鼠的后脖子。猫和狗都将试图这样做。它们的目的是从后面抓住老鼠，折断它的脊梁骨。而如果它们达到了目的，老鼠也就一命呜呼了。



　　因此在这里，突然性、速度和决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必须有打击力量作为后盾，如果不具备以上四点，那么，那只自诩会捕鼠的猫或狗将会遭到痛击，而老鼠则设法逃之夭夭。



　　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这四点要求都达到了，因此捷克未能逃脱厄运。1979年在阿富汗，由于苏联主要依靠阿富汗军队，而且其打击力量显得不够，结果陷入了一场混战。虽然苏联人成功地推翻了阿明政权，并在阿富汗主要城市站住了脚根。但是，他们并未达到主要目标——使阿富汗人默认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者的统治。



　　与此有关的另外三点说明是：第一，打击力量必须来自地面部队，它们要在与空降作战协同的情况下，发起地面进攻。空降本身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必要打击力量，除非是对付弱小之敌。第二，（在这里用捕鼠来作比喻是不适当的），这些空军部队负有双重任务。其一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去摧毁敌人的指挥和通信中心，以及战略补给仓库，从而使敌人只能依赖其下级指挥官在外围仓促拼凑的防御进行抵抗。其二，很可能是夺占敌人机场，以便机降大量的己方地面部队。以过去的战斗作比喻，他们的任务就是制服卫兵，升起吊闸，放下吊桥，让自己人进入敌人的城堡。



　　我的第三点说明是对我论述的空降作战的目的的发挥。我曾经谈到，空降作战的目的是使敌人的重要神经中枢迅速陷入瘫痪。但我们绝不能在过于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神经中枢”。显然，指挥与控制中心和各主要城市都可以毫无异议地被视为“神经中枢”。然而我们应赋予“神经中枢”以更广泛的含义，要把诸如港口、机场和补给仓库等等都包括进去。当然，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些，但只是一带而过。鉴于现代战争尖锐复杂，上述目标和其他目标一样无疑也是“神经中枢”。俄国人通过实施空降或直升机机降来使这些“神经中枢”瘫痪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任何情况下，俄国人选择的目标显然将取决于整个战役企图。例如，在1945年满洲战役中，苏军指挥官规定的目标是夺取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结束对日战争，为当地（中国、朝鲜、越南等）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以及夺取日本在满洲的原材料和工业机械来为苏联服务。



　　因此，苏联在满洲战役中实际施行的空降作战，目的都是在于促使重要的日军司令部投降，防止日军实行“焦土”政策和摧毁满洲重要的工业中心，阻止日军从满洲运走贵重的原材料。其它的空降作战则旨在夺取港口，防止美国从海上向他们在中国和朝鲜的盟友运送武器。另外，应当看到在南萨哈林岛实施的空降具有重要军事意义，因为这次空降为打败当时还在抵抗俄国人的日本军队作出了贡献。然而，从军事意义的角度看，这次空降由于在此次作战中实施了两次海上登陆而黯然失色，那两次海上登陆大大有助于迅速终止日军的抵抗。



　　苏联空降作战的规模很小，每次空降的人数从120人到最多500人，而且只进行了大约20次。这些空降既不是伞降，也不是直升机机降，而是乘普通运输机在常规机场上着陆。为运输机护航的战斗机数量也相当不足。空降地点是哈尔滨、长春、旅顺、大连等地。其中，长春和哈尔滨是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其它的是港口、工业中心等。扎哈罗夫元帅的《结局》一书中（第68和69页之间）有一张苏军地图，上面标明了最重要的空降地点和空降日期。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战役的目的是推翻令莫斯科感到厌恶的政府，代之以莫斯科较为赏识的政府。由于两国政府及其机构设立在其统治的国家的首都，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是，布拉格和喀布尔应当是苏联空降部队分别于1968年和1979年实施空降的主要目标。正如我们所知，苏联空降部队在这两次行动中都获得了成功。



　　但是，这类空降作战的成功确实要求空降部队得到来自被侵略国家内部的协助。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存在某种“第五纵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确实都存在这样的“第五纵队”。尽管“第五纵队”这种说法在阿富汗可能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被废黜的政治领导人阿明在本国人民中极其不得人心，所以许多阿富汗人之所以协助推翻阿明政府，无疑是出于反对阿明的动机，而不是出于亲苏情绪。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深孚众望，而那些阴谋推翻他的人却丝毫不能代表民意，说这些人是“第五纵队”也许颇为贴切。



　　然而决不能忘记，在苏联1968和1979年的入侵行动之前，在这两个国家内有许多苏联“顾问”。他们为入侵的空降部队提供了额外的宝贵支援。



　　另一方面，空降作战的成功并不足以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空降部队的努力必须得到数量可观的地面常规部队的支援，否则，被侵略国家的武装部队将恢复常态，从起初的惊慌失措中清醒过来，着手消灭已经占领其首都的敌空降部队。这种情况始终是可能发生的。阿纳姆空降战役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得不到地面常规部队的支援，空降部队将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



　　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事件中，相当多的苏联地面部队沿着公路开进了这两个国家。他们负有双重任务：粉碎被侵略国家军队抗击入侵的任何企图；封锁这些国家与外国接壤的边界。一旦做好这两件事，就可以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镇压这些国家内部的反苏运动。



　　不过，就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而言，虽然它们的首都都是苏联空降部队的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对于华约对北约发起的一场进攻，人们自然普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由于此举的主要军事目的是摧毁北约部队抵抗入侵部队的能力，而这种抵抗能力将来自北约部署就绪的部队，以及交战后他们获得的补给和支援，因此在这种性质的战役中，苏军空降部队的逻辑目标将不会是北约国家的首都，而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通信中心、核设施、补给仓库、港口和机场等等。然而，尽管目标将有所不同，但是夺占上述目标的作战行动的基本原则，则和入侵捷克、阿富汗时一模一样。



　　前面已经提到，苏联赞赏德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打击敌人的战役全纵深——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打击敌人的战略全纵深——的战略。换句话说，即必须在地面部队发起进攻的同一时刻实施这一打击。1941年，德军还不能有效地运用这一作战方式，因为大多数理想的目标都远在苏联的后方，德国空军的飞机不可能飞抵那些目标。而1940年在西方，理想的目标大多位于德国空军飞机的航程之内，因此遭到了充分的打击。可是由于当时德国飞机不仅载弹量尚不足以达到必要毁伤的程度，而且轰炸时也不能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所以由此造成的破坏虽然是严重的，却很少是毁灭性的。



　　然而，今天我们生活在导弹时代。这就是说，现代化的“炸弹”可以发射到任何地方。假如希特勒在1980年入侵苏联，那么他就能够摧毁苏联内地的目标，而不管其当权者把它们配置在该国多么深远的纵深内。由于同样的原因，入侵北约领土的一名华约指挥官，也就能够打击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美国或加拿大境内的军事目标，他甚至可以在战争刚刚爆发的头几分钟之内击中这些目标，而且其导弹的命中率要比纳粹空军的炸弹高的多。



　　再者，当时德国空军炸弹的毁伤能力也远远比不上今天苏联火箭的毁伤能力。本文并不打算论证苏联人在进攻北约时，是否会决定使用核武器。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观点，即如果苏联人愿意的话，他们将会使用其拥有的核弹头，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化学和常规导弹弹头。所以，在今天已经具备了可以给敌人战役和战略全纵深以毁灭性打击的技术手段。因此，纳粹在1940年只能在极有限的程度上完成了任务。今天，只要进攻者愿意的话，就可以彻底完成。



　　此外，苏联武装力量最近刚刚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战役机动机群。据设想，这种战役机动机群编组庞大，它拥有自己的建制空军，并且能在每一条进攻轴线上部署一个加强师。在主要战斗打响的第一天结束时，它即可在北约主要防御地带的后方作战。用最近一份波兰杂志的话说，战役机动机群的目的是“把作战焦点转移到敌人的纵深或后方……，以造成敌人的混乱和瓦解，并限制敌人的机动自由和削弱其作战效率”。这些战役机动机群，加上导弹和直升机，将会对北约的核设施和其它“神经中枢”构成一种远非可以轻易对付的威胁。














	

 






	















	







	







	









 





	


	







	








	




	


第九章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入侵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事件的深入研究，来探讨一下理论付诸实践的程度。我们先从苏联侵捷事件谈起。当然，在继续研究1968年入侵事件的军事方面之前，有必要首先剖析一下其政治方面的问题。



　　正如苏芬战争和满洲战役一样，俄国人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首先展开了紧张的外交活动。最著名的西方专家们对这一政治背景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然而，对于苏联的肆虐行径的原因，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戈登·斯基林教授在对各种观点进行广泛而又令人钦佩的概括性研究之后认为，关于克里姆林宫采取入侵行动的理由和时机的确定，西方有许多似可成立的理论，然而，任何西方人都绝不可能确认到底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



　　苏联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捷克共产党已不能够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而终将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真正民主的批评；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还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全都患了癫狂症，而不切实际地臆想杜布切克是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非嫡出侄孙，在另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现任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的罗曼诺夫的支持下，正企图宣称自己是莫斯科的君主。幸运的是，这些看法对我的论点并没有什么影响。



　　上述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苏联入侵的原因，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提醒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从莫斯科与捷克人第一次争吵，即从1968年3月诺沃特尼辞职，到同年8月华约部队越过边界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其间相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就是说，苏联是在克制了4个月以后才派兵入侵的。



　　此外，即使在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苏联也并没有特别急于诉诸武力，如果可以说到6月前后形势已经恶化（6月底）由于捷克人民发表了著名的“两千字”宣言，俄国人大为恼怒），那么，这距华约部队的士兵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仍有近9个星期的时间。



　　再者，在入侵前不仅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曾竭力与捷克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7月底在萨蒂河畔的切纳尔和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分别召开了两次最高级会议。出席这两次最高级会议的苏联代表是勃列日涅夫及其最高级的同事。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西方普遍认为，布拉迪斯拉发公报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的和解。《泰晤士报》当时以“布拉迪斯拉发与会双方一致同意各自拥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为标题报道了公报的内容。



　　从8月3日到8月21日（入侵时间）期间，显然发生了某些使克里姆林宫认为不得不诉诸武力的情况。至于是什么情况，这与我们这里探讨的问题无关。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指出，尽管俄国人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地得到他们企图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当然更愿意通过欺骗的手段，即：通过外交谈判来得到这一切。在这一点上，苏联只不过沿袭了它当年在芬兰和满洲事件中所采用的一套方法。



　　然而，苏联外交所面临的任务并不局限于谈判，还包括为可能达不成协议和采取必要的武力推翻做准备。尤其是在孤立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苏联外交首先要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积极的盟友，其次还要规劝其他一些国家不要支持捷克人（在这一点上，尤其重要的是，要使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只给杜布切克及其追随者以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在部队、武器和装备方面提供援助）。



　　克里姆林宫认识到，苏联进军捷克的行动可能会使北约各国政府对苏军将在何处止步这个问题产生疑虑。因此，它命令其驻北约各最主要国家的大使通知所在国政府，苏军将在北约边境以外停止前进。除非这些国家自己采取军事行动，否则苏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跨过边界。



　　但是，关键在于美国的态度。随着危机的加剧，苏联焦急不安地注视着白宫的反应。莫斯科盛传美国政府对苏捷争端的重视程度的主要标志是，看美国总统在此后每个星期五晚上做些什么。如果他留在华盛顿度周末，那么，可以认为他严重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他回到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则可以认为他对此并不重视。恰巧，林顿·约翰逊总统于8月2日即星期五离开华盛顿前往得克萨斯州农场。临行时，他告诉记者，9月之前他将一直不在华盛顿，其间除了临时性短暂逗留外，不打算返回。应当指出的是，这天正是签署令人不快的（从苏联角度讲）切尔纳协议的前一天。美国总统通过他离开华盛顿这一举动向克里姆林宫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们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美国态度缓和，而且根本不打算立即作出重大的决定。



　　一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苏联在战略上便故技重演，采用了它在苏芬战争和满洲战役中已经采用过的同样手法：同样企图通过谈判得到其企望得到的东西；而当谈判破裂以后，同样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同样预先孤立它将要入侵的国家；一旦最后决定武力解决，同样坚持必须在每一级上，特别是战略一级上达成突然性，而且必须伴之以极其迅猛的进攻。



　　速度是根本。如上所述，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给杜布切克的援助必须只限于道义上的，而不是试图出兵鼓励捷克的反抗。因此，华约部队愈能尽快地结束他们的军事行动，并能够粉碎或能够使人们认为他们已经粉碎了捷克的任何潜在的有效抵抗运动，西方政府命令其军事指挥官支持捷克人的可能性就愈小。



　　历史事实是，苏联在不到24小时之内，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后，确实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反抗，甚至公开的敌对活动。然而，布拉格人民的抗议活动（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却无法驱逐华约在他们国家的驻军。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捷克人民在24小时内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俄国人及其盟友赢得了这场战争。



　　就打击力量而言，当时捷军共有25万人左右，而在西方人士对华约部队力量的种种估计中，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60万人，因此，人们甚至这样推测：如果捷军抗击了入侵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那样做——那么他们将要抵抗在数量上两倍于己的敌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要与在数量上占有2：1优势的敌人对垒，尤其是在敌人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我们所知，因为捷克政府下达了不抵抗命令，捷军并不是非要交战不可。不过即使捷军进行抵抗，也很难设想他们能长期坚持下去。捷军本来就不大可能进行抵抗，而苏军总参谋部选择的入侵路线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更加不可能。由于苏军同时从北面、东面和南面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捷克部队——如果它想要抵抗的话——将不得不打一场不是两线作战、而是三面临敌的可怕战争。人们不会忘记，日本人在满洲战役中也被迫三面临敌；1939年芬兰人的处境也同样如此。苏联采用这种三面入侵的路线可能纯属历史的巧合，然而看上去却很像是一种计谋。因此，我才不揣冒昧地提请读者注意。



　　然而，关键是达成突然性。促使捷克进行有效地炕的唯一危险，在于北约各国向杜布切克政府提供大批军援。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采用突然袭击，使西方世界措手不及，西方的集体领导就来不及在捷克失败之前统一对策并将其付诸实施。因此，使整个世界都捉摸不定苏联及其盟国是否会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同时鼓励那一部分认为苏联不会入侵的、有重要影响的西方（还有捷克）公众舆论和专门述评，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因此，就在许多极为能干的观察家认为侵捷的危险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大大减小之时，莫斯科下达了入侵命令。当时华约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线举行的演习刚刚结束，以演习为借口的大量部队看上去正在收兵回营。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在捷克和世界上对苏联入侵的警惕性开始稍稍放松的时候，俄国人发起了进攻。



　　这还不是苏联在1968年达成突然性的唯一方法。据俄国人估计，西方认为俄国是否真正入侵的主要标志是苏军驻德军队集群的动向。北约各国政府推测，如果实施入侵，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必然会承担入侵任务。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成了是否入侵的标志。西方世界认为，如果他们集结兵力，入侵很可能迫在眉睫；如果他们按兵不动，则不会有入侵活动。然而，真正实施入侵的却是进行演习的大批部队，而苏军驻德军队并未出动。结果苏联成功地对西方世界达成了突然性。



　　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华约部队在入侵前通过何种手段取得了对当地空域的制空权。我们只知道他们夺取了制空权，而且是整个制空权。据外界报道，由于华约部队夺取了制空权，他们才得以实施了七次机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显然是在布拉格。这次机降不仅引起了最大的轰动，而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机降的成功，使苏联得以在入侵战役开始后以一、两个小时之内即占领了捷克首都，拘捕了可能组织抵抗的捷克领导人，包括杜布切克本人。由于一手控制着华沙条约组织，因此俄国人了解布拉格机场正确的着陆程序。这大大有助于这次机降的实施。并且，他们使用了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民用飞机，因此如果这些飞机以正确的程序着陆，捷克机场交通管制中心的电子询问机没有理由产生怀疑。而假如使用军用飞机，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因为自动扫描仪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它们。但是在入侵开始时，并没有使用军用飞机，首批着陆的是苏联民航的民用飞机，其目的正是为了不使自动扫描仪产生疑问。这些民用飞机刚刚成功地着陆，军用飞机随即相继而来。至于其它六次机降，其目的在于，通过占领重要的军事通信中心，加倍地确保捷克武装力量放弃抵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按照苏联的理论，确保胜利的必要因素还包括有：在敌人预料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打击敌防御全纵深，动用我们西方人称之为“第五纵队”的力量，以及实施空降和海上登陆。



　　我们无法得知苏联选定的入侵轴线是否使捷克当局感到突然，但是既然整个入侵行动都出乎意料之外，这一点也就无关紧要了。然而相当重要的是，华约部队竟然在几乎同一时间向捷克全境发起了进攻，这使得捷克的任何抵抗——如果能证明这种抵抗会爆发的话——都极不可能是有效的。与空降部队协同作战的地面部队所选定的入侵路线，除了在布拉格以西的地区外，都满足了上述要求。因此，华约部队初期的任务是尽快地向西部边境运动：他们负有阻止和在必要时抵抗北约军事行动的特别任务。苏军在不到24小时之内即抵达西部边境。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在本节结束时，我们可以说，华约部队在1968年夏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是所有战争形式中最成功、最好的战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便达到了其政治目的。如果说有过在初期就获胜的战争，那就是这次侵捷战争。由于当时捷克的后备役军人尚未应征入伍，而大部分现役军人都呆在军营，所以捷军根本没有充分动员。此外，不论是捷克陆军还是空军，都没有针对来自兄弟盟友的侵略进行展开。如果捷克武装力量既未充分动员，又未合理展开，那么在1968年战争的“开始阶段”，他们显然属于典型的按兵不动。而苏联武装力量则是由于在两场战争（侵捷战争和1945年的满洲战役）的初期就获得胜利而声誉卓著。



　　在某些方面，入侵阿富汗的外交背景与入侵捷克时有所不同。由于在苏联侵入之时，在阿富汗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国际紧张局势，所以苏联无需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二点不同的是，在1968年，为了避免以武力推翻杜布切克政府，苏联领导人曾与其进行了长期谈判，而在1979年并没有进入如此长时间的谈判。哈菲祖拉·阿明——苏联不久就要以武力废黜的阿富汗领导人——1979年9月才上台。在他全面执政的3个月中，他从未与俄国人进行过像杜布切克曾参加过的那种谈判。对阿明来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在苏联人民眼里的地位日渐低落，直至同年12月被赶下台。



　　第三点不同的是，在捷克事件中，苏联在外交上作了艰苦的努力，以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孤立捷克斯洛伐克，尤其要保证使西方不要匆匆忙忙对该国提供援助。但在1979年，俄国人早在入侵阿富汗之前，就知道阿富汗已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当年3月，伊朗和巴基斯坦退出了中央条约组织。这一行动拆除了西方可能采取任何军事救援行动的最后一块跳板。虽然当时在任何情况下，西方都没有能力而且可能也不愿意对阿富汗进行救援。当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身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极不可能像通常那样迅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这一点与1968年的情况不同。此外，在发生阿富汗事件时，由于美驻德黑兰使馆人员被扣作人质，美国卷入了与伊朗的争端。而美国总统卡特在声明中强调指出，他将不以武力来作为解决这场争端的手段。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声明丝毫不能反映美国是否有能力采取行动，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美国对诉诸武力的态度。克里姆林宫很可能认为该声明表明，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当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阿富汗毫无联系），美国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小。此外，由于可以确有把握地认为美国绝对没有能力（当然核战争除外）采取有效行动来保护阿富汗，所以勃列日涅夫完全有理由断定，阿富汗当时是彻底孤立的。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还有一个理由，即：苏联要推翻的既不是封建君主，也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领袖，而是阿富汗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看出西方国家有什么理由会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像阿明这样一个已被证明是凶狠残暴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阿富汗人民希望这个暴君下台的情况下，如果与阿富汗军队协同作战的苏军能够迅速地推翻阿明政府，那么人们有理由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对此表示出多大的不满。



　　勃列日涅夫的算计也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从根本没有能够得到可以在军事上发挥作用的外援这一点来看，在俄国人进攻时，阿富汗确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点，是1968年和1979年两次入侵事件极为重要的相似之处。即：当俄国人进攻时，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军事上都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中一次孤立可能是苏联外交活动的结果，另一处则几乎纯属偶然。人们不会忘记，这是希特勒惯于使用的战术。这再次表明纳粹的战术是多么有效，同时还表明，苏联的战术和纳粹战术是何其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从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或者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孤立对方，将会是俄国人企图入侵和征服另一个国家时的特点。



　　苏联领导人如其所设想的那样，在孤立阿富汗之后，便着手发动军事政变。由于其政变目的是推翻现领导，所以阿富汗首都势必成为空降的目的地。假若空降成功（实际上也获得了成功），阿富汗领导人的更迭便是迅速而又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苏联仅用三天时间就粉碎了阿明的抵抗并将其处死。



　　与此同时，苏军空降部队的一部分从喀布尔出发，沿公路向北推进，夺占了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公路隧道——萨格兰隧道。该隧道是公路网中反对苏联干涉的阿富汗反对派能够重创陆路入侵苏军的唯一地点。12月19日，苏军开始从陆路进入阿富汗，同月底便达到了主要目的——保证与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在阿富汗的统治。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控制喀布尔和其它一些城市，这就需要俄国军队驻扎在这些城市或其附近。情况表明，他们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因为尽管他们设法使部队进入了指定地点，但很难说已经控制了阿富汗的城市。当然，他们肯定能够防止这些城市落入反对派之手，他们目前能够做的也仅限于此。为了彻底实现其目的，他们将需要更多的部队。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处理军事作战方面应受到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投入足够的打击力量。在1939年苏联人入侵芬兰时，他们就曾犯过这一军事错误。当时，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斯大林认为芬兰人没有能力进行抵抗，因此，以较少的部队就能完成任务。事实证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1980年俄国人在阿富汗问题上重蹈覆辙，是因为他们企图使全世界都相信，是阿富汗人自己废黜了阿明，苏联仅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为了取信于人，这种“兄弟般的援助”就不得不非常有限，因此只好由阿富汗军队来承担大量繁重的任务。苏联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阿富汗军队会在何种程度上甘愿充当蠢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未能投入足够的打击力量的原因所在。



　　然而，这是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存在的唯一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处置得都很出色。空降部队正确地选择了空降目标并及时地占领了这些目标；地面部队进展迅速，很快占领了指定阵地。鉴于阿富汗的地理位置，苏联无法在入侵时实施两面夹击。但由于苏联掌握了制空权，因此，这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无论怎样，苏联还是达成了突然性（这是苏联的主要军事特长）。



　　当然，达成突然性是多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首先，从陆路入侵的师不是预料中的甲类师，而是较差的没有齐装满员的丙类师。由于苏联在靠近阿富汗边界地区没有甲类师，所以在人们看来，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并非迫在眉睫。这是达成突然性的第一个办法。然而紧接着，这些丙类师骤然于18日开始进行动员，仅仅10天以后，即12月28日，这些低类别的师就已全部完成动员，并跨过边界，进入阿富汗领土。俄国人如此之快地做完上述一切，是达成突然性的第二个办法。应当着重指出，由于他们达成了突然性，并能迅速果断地挺进，低类别的师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对此，我们后面还要探讨。达成突然性的第三个办法可以说是密切注视西方的行动。正如1968年俄国人把入侵捷克的时间推迟到林顿·约翰逊总统外出度假之际，1973年埃及人把进攻以色列的时间安排在以色列的赎罪日一样，1979年苏联选择在圣诞节那天对阿富汗发动进攻。从圣诞节的周末起一直到元旦后的一、两天，现代西方世界已习惯性地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人们到处无休止地举杯把盏，狂饮滥吃，纵使天塌下来也毫不在意。俄国人清楚这一点。因此，依笔者所见，他们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12月21日），实施首次空降，而主要空降则分别于12月25日和26日进行，看来实在意味深长。这是俄国人借以达成突然性的第三个办法。如果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人发起进攻的那一天不仅仅单纯是一个圣诞节，而且是美国大选之年的圣诞节，是美国与伊朗在人质问题上争执不休的圣诞节，那么谁都看得出来，克里姆林宫一定认为在这一天入侵是可以稳操胜卷的。



　　现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阿富汗也没有失败。事实上，在笔者撰写本文时，它距离结束还为期甚远，因此，尚不可能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军事法则中一些基本方法，大都在这次入侵中使用过，诸如俄国人达成了突然性；占有了整个制空权；行动迅速果断；并且选择了正确的攻击目标。应该承认，由于他们没有能够投入足够的打击力量，这似乎使俄国人在军事上陷入了不愉快的结局。不过，这一失误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政治上正确地估计阿富汗军队的态度。然而，即使这种政治上的估计是正确的，又有谁能够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种可能是苏联放弃入侵，另一种可能是全部由苏联军队来承担入侵任务。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犯了与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战役时性质相同的错误。对犯错误者来说，其后果是很不能使人愉快的。我们还必须指出，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的另一个政治错误是，他们十分错误地估计了世界上对他们要干的事情能够作出的反应。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应的错误判断，很可能使他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我们最好不要忘记，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表明，假使能够达成战略突然性，并迅速利用之，那么不用很多的低类别部队就能够占领“一国的军事锁钥地区”。在一部分作战行动中，例如夺取重要的通信中心、桥梁、机场或像在阿富汗事件中那样占领公路隧道等，需要一些高类别的精锐部队。但是，只要低类别部队进展迅速，只要已经达成了战略突然性，那么这些部队完全可以承担其余各项任务。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说什么这一点在阿富汗之所以可行，是因为阿富汗军队是一支并不那么精锐的部队，而且阿富汗大部分空军都控制在俄国人的手里；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情况截然不同的北约，因为北约空军并不在俄国人的掌握之中，而且北约陆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但是，假若他们遭到完全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我们能够肯定其后果如何吗？试想，在遭到突然袭击时，裤子都来不及提上的人又怎么能很好地参加战斗呢？并且，我们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俄国人打仗，我们就必须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本章的第二个要点是：俄国人在入侵“初期”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从任何捷克武装部队都没有针对入侵者进行部署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出，俄国人最终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胜利。我们还应该想一想，如果捷克真的进行抵抗，苏联将会付出多么惊人的代价。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付出足够沉重的政治代价。不过，如果苏联军队不得不在捷克一些城市激战中屠杀捷克士兵，那么，尽管苏联人无疑会夺得胜利者的桂冠，但它将被迫付出几乎无法承受的政治代价。因此，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了战争“开始阶段”获胜的价值。














	

 






	















	







	







	









 





	


	







	








	




	


第十章 苏联关于突然袭击的观点




	







	

 



	


	


　　达成战略一级的突然性，是所有为在战争开始阶段获胜而作出的努力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已成为本书的主题。因此，我们必须在本章详细探讨一下苏联关于突然袭击的观点。



　　即使在开战之后，也有可能在战略一级达成突然性。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实施的代号为“霸王”的登陆行动，就是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例之一。然而，本书只探讨战争的起始及其直接后果，因此，本章论述的战略突然性都是与战争开始有关的。虽然在阐述中自然会引用“霸王”以及类似的战役，来对我们主要议题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



　　既然北约与华约之间的战争是本章的主题，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先提醒读者注意，这场战争可能有三种类型，即：北约对华约开战；在国际危机白热化时，华约对北约开战（届时，苏联领导人将把战争视为他们面临的最可取的一种政策抉择），在国际局势处于最低紧张程度的情况下，华约在其自行选定的时间和日期开战，以便使这场战争的爆发对世界来说实际上不啻晴天霹雳。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即可相信只有第三种类型的战争才可能对北约达成突然性，而其它两种战争（根据其实际定义）则必定在北约的预料之中。



　　当然，事实上还存在着第四种类型的战争，即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有某种能够保证达成突然性的战争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有这第四种战争才会保证达成突然性。入侵者一按动电钮，导弹将立即腾空而起，顷刻之间，在最短的预警时间之后，受害国即会被命中。索科洛夫斯基在其《军事战略》一书中不是没有理由地竭力主张，核战争是既能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又能造成巨大破坏的一种最好的战争样式。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六十年代作出这种评述的，但至今仍未过时。然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在本书中不探讨此种性质的战争。因此，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也许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别适于达成战略突然性的全面核战争上，但事实上，只要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拥有首次打击能力，那么出于上述原因，这种战争就不应该成为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明这一情况后，我们现在可以言归正传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突然袭击并不怎么感兴趣，而且其仅有的一点兴趣也只限于战术上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德国1939年对波兰的战役和1940年对西欧的战役，以及日本1941年冬季在太平洋发动的战役，促使苏联对战略上的突然袭击产生了兴趣。但最主要的还是苏联发动的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战役，对苏联人来说，这次战役自然使以上几次战役黯然失色。最后，1944年盟军入侵诺曼底的某些方面引起了苏联战略家们的重视，1973年埃及进攻以色列的某些方面也同样引起了苏联战略家们的注意。当然这两次是次要的。



　　1940年德国在西欧实施的战役清楚地表明，战略突然性是有作用的。纳粹陆军所达成的战略突然性及其空军所夺取的几乎完全的制空权，是导致法国沦陷的主要因素。然而，对于一位苏联研究人员来说，他可能会争辩说（许多苏联研究人员的确是这样争辩的），德国获胜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击败的敌人是“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出于其“阶级”社会的性质，这些国家更关心消灭共产主义，而不是抵抗纳粹德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从它们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个事实来看，它们就必然是虚弱的。



　　然而，“巴巴罗萨”战役很快就使这种观点不攻自破。无可否认，纳粹德国并没有能够摧毁俄国的共产主义，但是，它却令人极为不安地接近于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德国最后失败了，但德国近乎达到其目的这一事实，却不可避免地使苏联军界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国人怎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巴巴罗萨”战役为什么会如此令人吃惊地接近于取得胜利？接着，他们又向自己提出了四个问题：“巴巴罗萨”战役失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而不是供宣传用的原因）是什么？相反，为什么德国进攻法国能够大获成功呢？可否认为纳粹领导人制订的速胜方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该方案可能确实存在某些缺陷，甚至存在着重大缺陷？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如果基本作战方案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问题大概只是在于需要对这一方案进行某些修改，即可确保战争获得胜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呢？



　　在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苏联的研究人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战略突然性确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手段，任何一个打算发动战争的人都会明智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武库。他们断言，战略突然性可以给进攻者带来极大的好处（或者在某些合适的情况下给防御者带来极大的好处）。尤其是，与达不成战略突然性相比，进攻者如果达成了战略突然性，就可以使用数量较少的、甚至质量低劣的部队来夺取胜利。此外，进攻者还可以使用少于敌人的武器装备来夺取胜利。应当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苏联独有的见解，德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与苏联类似。例如，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记（1940年1月20日）中这样写道：“小部队若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性发动进攻，比起大部队进攻已做好防御准备的敌军，可望取得更多的战果”。这一真知灼见的正确性，1940年在法国取得了极好的证实。



　　然而，突然性本身并不能达成任何目的，它只能提供有可能取得重大胜利的适当条件。因此，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取得重大胜利，就必须利用突然性，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突然性。这一点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论述，在此毋需赘言，不过应当强调指出，为充分地利用突然性，制空权是必不可少的。



　　还应强调指出，关于夺取制空权的问题，俄国人也同意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说，在现代，若不夺取制空权，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的任何重大进攻行动都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俄国人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达成了突然性，也很难迅速战胜一个拥有辽阔国土的敌人。因为，敌人可以用空间来换取时间，设法从突然袭击中恢复过来，继续战斗下去，并击败进攻之敌。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土辽阔的敌人一定会这样做，但它至少具备这样做的可能性，而幅员狭窄的国家是不具备这种可能性的。



　　如果一个大国的地形几乎没有什么特征，那么其得天独厚的上述有利条件就能进一步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在入侵者实施打击的那段距离之内没有高山，没有不可逾越的沼泽，没有浩瀚的大海，那么，入侵者的铁锤也就失去了铁砧，也就无法砸扁其对手，相比之下，如果小国拥有这些天然屏障，则特别容易遭到战略上的突然袭击。



　　因此，西欧几乎是突然袭击的一个理想目标。因为从现代军事技术的角度讲，西欧的面积相对有限，而且有许多天然障碍，入侵者可以把防御者的部队牵制在那里，然后加以歼灭。



　　为了全面起见，也许还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况在内，即：如果能对二流部队组成的守军发起进攻，那么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1940年德国人在法国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能够对两支部队的接合部，或者对于属于不同国家的两支部队的接合部（这样更好）发起进攻，将同样可能取得成功。这就是说，如果与盟军作战，就应当设法割裂盟国的军队。



　　这种观点得到了包括拉济耶夫斯基将军在内的苏联军事作家们的强烈支持。拉济耶夫斯基将军是一位很有权威的军人，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创立了光辉的业绩，曾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直到不久前因病去世。下面是他对上述观点的论述：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攻战斗中，主攻目标大多是敌防御中最薄弱、最易受攻击的环节。这些环节通常是敌以少量兵力与装备防守的地段，防御工事设置不当，质量低劣；部队训练不良，士气低落。防御中的其它薄弱环节是敌人没有部署大量战役和战略预备队的那些地段。接合部和翼侧一直被视为是最薄弱的环节，在防守薄弱的情况下则尤其如此。由战斗力低下的部队防守的地段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我们还把敌人认为从战术角度来讲不易接近的那些地段，作为敌人防御中的薄弱点。敌人通常只用少量的兵力与装备防守这些地段。向这些地段发起进攻，可以完全出敌意外。由于达成了突然性，尽管是在困难的地形上实施进攻，我军仍能获得巨大的好处。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苏联指挥官来说，理想的战区是西欧，理想的敌人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军队。



　　与此相比，中国属于另一种类型：一方面，在离苏蒙边界的一定距离内，有像海洋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铁砧”；中国的首都距蒙古只有大约500公里；在西面，还有另一个有用的“铁砧”——山脉。人们推测，苏联和蒙古军队始终都可能重复他们在1945年的做法，从三个方向入侵中国的北部，进而围歼部署在当地的中国军队。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因此，在易遭苏联战略突然袭击的程度上，中国与地处欧洲的北约不同。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支由盟国组成的军队。



　　根据这一分析，人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苏联一直在企图进攻北约或中国，那么，苏联企图进攻北约的可能性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联将军们一致认为突然性是获得这种进攻的胜利的关键所在，他们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求达成突然性的手段。近年来，他们恰恰是这样做的，下述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军事思想在战略突然性方面的演变。



　　193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突然性成为苏联偏爱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之前，苏联军事作家声称，可以通过下列方法达成突然性：



　　（1）隐蔽己方部队的调动；



　　（2）正确地选择进攻地点；



　　（3）迅猛有力地实施进攻。



　　到了五十年代，上述说法发生了变化，达成突然性的方法被说成是：



　　（1）对预期的作战行动以及为之而作的初步准备严格保密；



　　（2）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3）在作战意图方面对敌人实施欺骗；



　　（4）在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进攻；



　　（5）行动果断，灵活机动；



　　（6）使用敌人所不熟悉的武器及作战方法。



　　可以看出，在上述九种方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方法才有那么一点新意。只有这一条才表明它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其它各条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内容，或者是那些内容的改头换面。不过，1976年，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的一位高级成员M·M·基里杨中将发表了一篇关于突然性的重要文章，他声称：“突然性是军事学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他接着论述了达成突然性的方法：



　　（1）在作战意图方面对敌人实施欺骗；



　　（2）使用新型装备，采用不为敌人所知的作战方法；



　　（3）正确地选择主攻轴线，正确地选择发动主攻的时间；



　　（4）以飞机、火炮和坦克出其不意地实施突击，突然地运用各种火力；



　　（5）迅速地机动，坚决地行动，先敌实施突击，使敌人难以采取对策；



　　（6）进行佯动和伪装；



　　（7）巧妙地利用地形、天候、季节和时辰。



　　基里杨中将认为，如果突然性能和大胆、主动的行动结合起来，就会带来最大的成功。他还谈到突然性的重要作用将随着新型武器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他还认以飞机和核导弹为例，阐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认真分析基里杨提出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些方法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有关伪装和欺骗方面的。这一类内容非常重要。例如，“霸王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依靠伪装和欺骗才获得成功的。的确，就“霸王”计划而言，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多种欺骗手段，并结合以广泛的伪装，才使龙德施泰特相信，盟军对欧洲大陆的主攻地点是加来海峡地区；而且盟军已经在诺曼底强行登陆之后，还使他死抱着上述想法达三十天之久。换句话说，即使敌军在诺曼底登陆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仍有可能使龙德施泰特相信：这仅仅是佯攻，真正的主攻地点是加来海峡地区；而主攻的时间要比事实上的主攻时间为晚。因此，人们可以说，他在时间和地点方面都受到了彻底的蒙蔽。



　　使他受骗的方法包括：实施无线电静默；在多佛尔港内和周围部署登陆艇；猛烈轰炸加来海峡地区，使敌认为这是大规模入侵敌领土之前传统上的密集炮火准备；在英国东南部地区部署大量照明器材，使敌误认为在那里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那里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在英国西南部地区则实行全面的灯火管制，以蒙蔽重要的军事行动。当然，夜间的灯火管制必须结合以白天的严密伪装。最后是利用假的无线电联络信号，使德国人相信（他们确实相信了）在东英吉利驻有一个美国集团军群，并准备在加来海峡地区登陆。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美国集团军群。但德国将军们却相信其存在。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苏联在1945年实施的满洲战役在这方面提供了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尽管俄国人在部队集结问题上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瞒过日本人，但他们决心使日本人对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捉摸不定。这一点获得了成功。有关详细情况可参见第七章，该章对满洲战役作了深刻的分析。在这里只需要指出，东京一直存在着错觉，认为苏联进攻满洲的日期将在实际进攻日期的八个月之后。而且，甚至在日军总参谋部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之后，他们经过修正的估计仍然与实际相差了将近一个月。在俄国人进攻的地点方面，他们的判断也完全是错误的。



　　俄国人促使日本人犯这些错误的方法，在第七章也有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密、伪装、夜间行进和欺骗。人们会注意到，这几条在基里杨中将所列举的方法中占有显著的位置。



　　现在再来继续分析基里杨所列举的方法。达成突然性的第二类措施系迅速机动和坚决行动。这些方法又可以延长并从实际上增强初期突然性的效果。一旦敌人失去平衡之后，他在进攻者所采取的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面前将很难恢复过来。1940年希特勒在西欧实施的战役就是极好的例证。同样，俄国人1944至1945年在东部战线发起的一系列战役也是极好的证明。



　　就第一个例子而言，纳粹将军们自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连续不断地实施进攻，他们的装甲部队才有可能奇迹般地在十天之内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也正是由于他们连续不断地实施进攻，他们才能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就占领了法国。



　　就第二个例子而言，到1944年，红军已经达到了使纳粹分子节节败退的阶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



　　苏联军事学术在1944年达到了更高一级的水平。沿着不同的轴线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最后在宽阔战线上汇合成巨大的战略攻势，并且导致了敌人最重要的军队集群的彻底失败。



　　无可否认，德国的史料并没有使用如此美好的言辞来赞美俄国人在战争这一阶段的行动。但事实仍然是，1944年1月1日，战线从列宁格勒以西一点几乎笔直向南延伸到黑海地区，其后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俄国人就攻克了柏林。为了进军柏林，他们不得不跋涉700英里或700英里以上的距离。如果这还不能被称作为使敌人“很难恢复过来”的那种“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那么，英语这种语言就丧失其表达必要含意的功能了。



　　第三类措施包括进攻者选择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某个地区、季节、日期或时辰发起进攻，以达成突然性的一些方法。当然，敌人之所以没有料到会在那个特定地段、特定时辰或季节发起进攻，通常都是有原因的。例如：地形恶劣，时至隆冬，积雪深达20英尺；或者正值仲夏，雨季开始，公路被水淹没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意味着，进攻者用这种方法来达成突然性，将不得不付出代价。然而德国人——还有俄国人——认为，从达成突然性的结果来看，付出这种代价通常是非常值得的。因此，尽管阿登地区的地形条件比起稍微靠北一些的平原地区来，非常不利于部队的快速运动，1940年德国人还是通过阿登地区发起了进攻。不过，正是由于阿登地区地形恶劣，英法两国才将注意力集中在北部平原，而将阿登地区交由二流部队防守。同样，在1945年的满洲战役中，担负主攻任务的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穿过了相当大的一片沙漠和一座山脉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该方面军的先遣支队是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正是该集团军总数达一千余辆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轰隆隆地越过大兴安岭，给日本人以出其不意的一击。



　　如果进攻者用发起辅助性进攻的方法使敌人摸不清主攻方向，那么，通过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进攻这种方法所达成的突然性，还可以大大增强。辅助性进攻应当在防御者预期的主攻地段发起。例如，1940年，部分纳粹军队确曾通过北部平原——也就是说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而且，为了使这次进攻看上去像一次主攻，组织了强大的进攻部队，共达28个师，其中包括3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不用说，这些兵力本可以用于南面的主攻方向，使之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量。特别是，对冯·克莱斯特来说，那3个装甲师本来会发挥很大作用的。然而，如果真的把这些部队调给通过阿登地区进攻的集团军群，那么，战役企图就很可能被对方察觉，法英联军总司令甘莫林将军就会重新部署兵力以提防这一进攻。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入侵比利时的纳粹部队兵力雄厚，并且配属有强大的装甲部队，这就足以使甘莫林将军相信这确实是主攻，无论是进攻的地点还是兵力上，都与他早先判断的一样。



　　俄国人在满洲战役中所采用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是穿过绵延几百英里的沙漠和山脉发动主攻的。而日本人当时却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使日军将领们更加坚信这一致命的错误判断，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命令他的整整一个集团军——第36集团军，沿着日本人认为是唯一可能的、因而部署了重兵的路线向前推进。这就是通过海拉尔的路线。它是古时商队通行的小道，是从西面进入满洲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而且是和平时期旅行者的必经之路。当然，昔日的交通工具大多是骆驼。但是，早在开战之前，这条通道就已经基本上改建成一条公路。在那里，还修建了一条铁路，而且还有一条河流。总之，这显然是侵略军企图占领的地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无意做人所皆知的事。但是他认识到，如果为了不使日本人产生怀疑，并且重新研究苏联的主攻地点，那就绝对有必要至少要在表面上给人以他将做这些事的印象。因此，为了坚定日军将领们的信念，他使用整整一个集团军进攻海拉尔。换句话说，他使用了一支令人叹为观止的部队来进攻日本人期望他进攻的地点。进攻海拉尔的集团军并不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大部分由二流部队组成。但是，它有一个在对德作战中功绩卓著的优秀的集团军司令，而且就兵力而言，它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该集团军拥有7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众多的炮兵部队和其它支援兵种。因此，当这样一支部队向海拉尔进军时，其兵力大得足以使日军将领们坚信这就是主攻方向。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向日军将领们发起进攻的，与其说是一支精锐的苏联部队，还不如说是福斯泰夫 [ 译者注：莎士比亚剧中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 ] 的集团军。而且，看来这支部队最后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然而，这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看来，唯一要紧的是第36集团军的伤亡帮助他达成了他所谋求的主攻的突然性。



　　现在再来看看基里杨中将列举的另一类，即第三类方法。他把达成突然性的这一类方法概括为“正确地选择主攻轴线及发动主攻的时间”。我则把这一类并入刚刚讨论的一类方法，因为他所说的“正确”，肯定不仅是指将会导致重要战略成果的时间和主攻方向而言的，而且还是指那些有助于达成突然性的因素。否则，他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些写入那篇文章之中。



　　因此，我们接下来谈谈基里杨中将所列举的第四类措施。这一类措施包括使用新武器和新的战略战术。新的战略战术并不一定要等到有了新的武器以后才能采用。希特勒用第一次大战中出现的武器——飞机和坦克，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些武器是早已存在的，纳粹只是发明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新方法。因此，是新方法，而不是新武器，给他们带来了显赫的胜利。



　　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并不是那些新方法，而是使用新方法所达成的突然性，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胜利。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德军闪击战带来的痛苦。例如，就斯图卡式轰炸机而言，并不是俯冲轰炸本身使人们惊恐万状、士气低落，确切地说，是因为我们对俯冲轰炸一无所知，并且根本不懂得如何对付这些俯冲轰炸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斯图卡轰炸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组建习以为常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首先，它们发出的噪音所造成的后果大大超过了其实际造成的伤亡；其次，它们在俯冲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刻非常易受攻击。这就是在飞机投完炸弹后拉起退出俯冲的瞬间，机腹暴露，谁都可以瞄准射击。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两个特点，斯图卡轰炸机的威胁便大大减少。然而斯图卡轰炸机的战术丝毫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它们完全像往常一样动作。但因为在当时，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动作，所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就是说，它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新”字，而不是实际的战术。回溯到两千年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例如，在公元前255年，迦太基人使用战象——一种罗马人当时全然无知的战争武器——赢得了突尼斯之战。



　　当然，我并不想以此证明新颖性是问题的全部。由新颖性而产生的突然性才是宝贵的。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利用这种突然性。好的战术远比差的战术更能使新颖性得到有效的利用（确切地说，不是新颖性本身，而是新颖性带来的突然性，将会产生这种必要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德军的闪击战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个采用了出色战术的极好战例。这就是奇迹般地使用了坦克。在这里，战略战术本身是出色的。所以除了战略战术的新颖性给其带来的巨大优越性之外，还应看到战略战术本身的优越性。由此产生的结果则是令人羡慕的。即使这种新颖性已经消失之后，这种运用装甲的方法仍然清楚地显示出其基本原则的正确性。但在当时，上述战略战术除了有其正确性之外，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战斗中运用这种战略战术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因此也对敌军产生了摧枯拉朽般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里杨中将高度评价了通过新武器和新方法达成突然性的这一类方法。他将这种方法摆在他所列第七条的第二位。鉴于他身居要职，以及他可能给苏联总参军事学院历届学员施加的影响，我们应当清楚地估计到，在未来战争中，苏军很可能采用新式武器或新的作战方法，或者两者兼用，这可能是很危险的。



　　因此，鉴于苏军指挥官认识到达成突然性具有极大优越性，并且俄国人很可能通过基里杨所列举的种种方法来达成突然性，我们对驻欧苏军可能用来达成突然性的具体措施有何看法呢？尤其是，能否从苏军战争史上吸取某些将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些措施的经验教训呢？本章后半部分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首先指出，在战争中不可能达成最高程度的突然性。因为要达成最高程度的突然性，就要求在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起进攻时，被入侵国家根本不知道本国将受到攻击。然而实际上，进攻者几乎不可能集结足够的既能取得初战胜利又能取得整个战争胜利（应当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的作好充分战备的部队，并且在同时又使被入侵国一点也不猜疑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巴巴罗萨”战役还是珍珠港事件，都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在上述两次事件中，俄国人和美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进攻即将来临，他们的失误仅仅是没有能够准确地掌握敌人进攻的时间。即使就第三个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言，事前人们也一直认为苏联的入侵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即使在1968年，人们也不能说俄国人成功地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尽管他们达成了高度的突然性，但并没有达成绝对的突然性。



　　不过，这本身就意味着，而且完全正确地意味着，达成部分的突然性通常是可能的，即将发动进攻的一方肯定希望在进攻的时间或地点方面使敌人产生错觉。如果进攻者的手段非常高明，那么它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两个方面都达成欺骗。苏联一般不大夸奖西方的军事成就，但是它始终认为，在这方面，“霸王”战役是非常突出的。在“霸王”战役中，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如此多的军需物资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员，竟能在敌人领土上登陆，而敌人对其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毫无察觉。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时间和地点方面对敌人实施欺骗是完全行得通的。然而不要忘记，在“霸王”战役中，德军的空中侦察事实上很不得力。1940年法军的空中侦察以及1945年日本在满洲的空中侦察也都是如此。



　　尽管这样，我们仍然看到，俄国人对达成战略突然性极感兴趣。因此，下一个问题是，他们将如何着手达成突然性？



　　苏联武装力量的作战史使我们作出了下述推测：



　　一、在进攻地点方面达成突然性



　　俄国人在这方面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1．他们实施了伪装和欺骗。在伟大卫国战争和满洲战役中，他们都进行了伪装和欺骗。他们竭尽全力充分利用伪装和欺骗，并且一直都获得了成功。如在满洲战役中，外贝加尔方面军通过空无一人的沙漠地发动的进攻之所以未被日本人察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采取了有效的伪装并且在夜间实施运动。当然，日军的空中侦察薄弱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但是，假如俄国人不实施伪装并且是在夜间行动，日本人是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2．苏军将领们对于在地形恶劣的地点进攻敌军有极大的嗜好。由于地形恶劣，敌人很可能防御薄弱，或者部署第二流部队防守。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俄国人的进攻都会变得容易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曾多次采用这一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拉济耶夫斯基将军对此所作出的评价。从1939年到1945年，最重要的战例可能要算希特勒1940年通过阿登地区实施的进攻和苏联1945年在满洲战役中通过大兴安岭实施的进攻。



　　二、在进攻日期方面达成突然性



　　苏联的经验似乎表明，他们企图用下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达成这种突然性：在看上去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季节里发起进攻；选择很可能是对方节假日的某个星期或某一天发起进攻。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四个冬季攻势，就是说明第一种方法的最好例证。特别是在1941－1942年冬天，气候极端恶劣，任何明智的军队在这种季节里都会按照传统的军事惯例进入冬季营房。德国人这样做了，而俄国人却没有，并且在把德军阻止于莫斯科城下之后，开始了反攻。毫无疑问，当德军对莫斯科的猛攻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预计在来年开春之前，东方将会无战事，事实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在1941年12月5日和6日，大量的苏军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再以1945年满洲战役为例。苏联在该年8月初发动进攻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月在该地区的行动非常困难。所以在8月发起进攻将会出乎人们的预料。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日本人没有估计到这次进攻。因此，虽然俄国人必须因行军艰难而付出代价，但却换来了他们认为可以得到充分补偿的战略突然性。



　　至于我们提到的另一种方法，即通过选择敌人准备度假的日期发起进攻来造成出敌意外，则是苏联武装力量惯用的方法。例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在林顿·约翰逊总统外出避暑时进行的。由于当时美国是唯一能够给俄国人制造困难的强国。这一点就变得极为重要。应该承认，约翰逊的确在8月20日返回了白宫。但是，他的整个态度，他所作出的在捷克危机期间休假两至三周的决定，远比语言更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捷克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危机。此外，即使他突然想要采取行动，那又谈何容易，因为美国的8月几乎是一个度假月，大批官员都离开了工作岗位。



　　谈到1979年的阿富汗事件，苏联选择了12月21日（星期五）来发动它入侵的首次进攻。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正是开始欢度圣诞节假日的时候。在现时代，圣诞节假日是与元旦节假日连在一起的，使人们可以休息12或14天。在此期间当然可以作出重大决定，但必须是极其困难的，而要迅速作出重大决定则更加困难。因此，圣诞节假日开始的时刻便成了进行军事冒险的理想时机，俄国人选择的就是这个时刻。



　　同样，埃及人在1973年选择了以色列历书中最神圣的节日之一来发动进攻。因为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进行祈祷。实际上，人们都在祈祷却反而对以色列部队有所帮助，因为，这时祈祷者都集中在各个犹太教堂，下达战斗警报和使他们返回部队比较容易。假如埃及人把进攻时间推迟到犹太节以后的那一天，那么以色列就会分散在海滨或其它一些地方度假。这样的话，要使他们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便会困难得多，而且动员他们的时间也会长得多。因此这表明，埃及人在制订计划时虽然精明，但是精明得还不够。



　　美国也运用过这一策略。1980年，当他们试图营救被伊朗扣押的人质时，他们也把星期五定为采取营救行动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穆斯林安息日。在象伊朗这样一个迷信宗教的伊斯兰共和国内，伊朗人很可能都在祈祷，因而他们不大可能立即采取有效的反措施。



　　因此，在进攻日期方面对敌人达成突然性，显然已广泛被人们（不仅仅是苏联）认为是一种极好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无需多加论述。



　　三、在进攻时间方面达成突然性



　　如果选择恰当的时间，那么，通过上述方法达成的突然性的效果将会更加显著。例如，在午夜刚过的时刻发起进攻，比在中午发起进攻更能使敌人措手不及。人们喜欢选择的另一个时刻是黎明之前。不过，总的来讲，苏联将领们似乎更喜欢在午夜时分发起进攻，尽管黑暗将会给他们部队的运动带来许多困难。



　　在满洲战役中，苏军是在午夜10点开始进攻的。1968年，他们在8月20日夜11时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因此，看起来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苏军的行动旨在达成战略突然性，那么午夜前后是他们可能选择的进攻时间。当然，如果苏联将领们（无疑是读过此书之后）意识到敌人已经摸透了他们的习惯，今后他们自然会另选时间，因为一切成了习惯，就没有突然性可言了。



　　四、通过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方法达成突然性



　　前面已经谈到，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是一种可以大大提高初期突然性效果的极好手段。然而，迄今为止，苏联武装力量在1941年以来所进行的所有战役中，从未采用过任何新式武器或新的作战方法。他们确实制造了“喀秋莎”多管火箭炮。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新式武器，而只是原有火箭炮的改进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俄国人都没有将这种武器与达成战略突然性联系起来。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该武器主要用于组成密集齐射，而且苏军是按照传统的而不是新颖方式对它加以使用的。



　　另一方面，苏联人采用了一种很难归类的新方法，即派遣表面看起来似乎不适于承担即将来临的作战任务的部队来承担此项任务。例如，拿捷克事件来说，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假使苏联真的要入侵的话，那么它肯定会让驻德苏军集群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来承担此项任务。如是，入侵捷克的部队就会是清一色的苏联人，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政治态度和军事决心上的问题。此外，驻德苏军集群是一支团结一致、训练极其有素的打击力量；对这一类冒险行动来说，人们正需要这种部队。人们肯定不需要那种多国混合部队，因为不可能设想这样一支军队会有驻德苏军集群那样的斗志和精确执行命令的习惯。而如果要迅速占领并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正需要部队具有速度、斗志和纪律性等素质。



　　因此，西方的观察家们自然而然地会说，苏联是否将要发出入侵命令的主要标志，应当是驻德苏军集群的部队采取了什么行动或者未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发生，这些部队必然要调整驻地。而驻地的调整则可以看作是一个入侵的警报。很显然，俄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驻德苏军集群并没有调整他们的驻地。结果，西方的耳边并没有响起警钟。因此，当在捷克边界附近举行演习的素质低劣的多国部队入侵捷克时，俄国人达成了相当程度的突然性。



　　在阿富汗，苏联采用了差不多类似的作战方法，虽然西方非常清楚地知道，早在1979年3月，苏联就已经制订了在必要时入侵阿富汗的应急计划，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那么将会由甲类部队承担这项任务。因为苏阿边界附近没有苏军甲类部队，所以西方推测，要入侵阿富汗，苏军甲类部队将会从其驻地向适当的出击地点运动。而这种运动将会把苏联的意图暴露给所有感兴趣的观察家，并起到报警作用。



　　然而，俄国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动用任何甲类部队，而是动员了一个司令部设在边界附近的丙类师。动员本身进行得极其迅速，西方许多人对其动员的速度之快感到大吃一惊。然而，按照西方的传统看法，俄国人照此行事，将肯定要付出代价。首先，他们将不得不动用的丙类部队由于训练水平较低，很可能危及作战行动的成功。其次，这些部队不会是俄罗斯族人，而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来自苏联少数民族的部队在政治上不完全可靠。



　　尽管如此，苏军指挥官还是继续奉行他们的方针。结果，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不管与其它苏联部队相比，这些部队的能力多么低下，事实证明，他们完全胜任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证明在政治上也是充分可靠的。苏军指挥官甚至可能都已看准了这些部队是由亚洲人组成的这个事实将证明是个有利条件，至少在作战初期是这样。人们可能争辩说，这是由于他们似乎不会象欧洲人组成的部队那样，被阿富汗人过多地视为外国征服者。在这方面，苏军指挥官可能记住了在非洲使用古巴人所取得的成功。当然，如果今后阿富汗人与苏联亚洲士兵之间的血统关系使后者有受到阿富汗伊斯兰教毒素侵染的危险，那么，这些部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回苏联，而代之以俄罗斯族的部队。到那时，他们的任务可能已经完成，而且苏联已经牢牢地控制了阿富汗。



　　五、通过电子对抗达成突然性



　　在这方面，苏联军事作家曾经提出达成突然性的其它方法。因此，基里杨中将提出的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建议：在采用电子手段进行侦察的现代世界上，可以通过使敌人的电子侦察设备成为“瞎子”，来达成突然性，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当然，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位政界领袖肯定都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的电子荧光屏上出现一片空白，就下令进行军事报复；只有在侦察设备显示出共产党军队正在进行侵略时，他们才会（万般无奈地）下令进行军事报复。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设备失灵），电子及其它侦察设备什么都看不见，西方的政界领袖们将不会允许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将会密切注意将要“发生什么情况”。而在这几个小时中发生的“情况”很可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到那时，再为此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自然将为时已晚。当然，如果到那时为止，进攻部队未采取任何可疑的行动，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如果他们的部队没有得到增援，如果他们进行的并不是不正常的部队调动，那么，他们通过迷盲荧光屏达成的突然性，将会取得两倍乃至三倍的效果。



　　不过，基里杨将军还认为，仅仅依靠使敌人的技术侦察手段失去作用来使其变成瞎子，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来发现防御者为实施报复性打击而集结所需的部队和装备，进攻者还必须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启用自己的备用侦察设备，和用以摧毁敌指挥、控制和导航系统的备用设备。这些加在一起，就必须制订一项非常详尽周密的计划。但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制订这样一个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六、以“死火山”方法达成突然性



　　笔者不是一个军事历史学家，但我相信，我关于这种方法在过去二百年的战争史上只使用过一次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发生在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的时候。



　　当然，“死火山方法”这一措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不曾使用过这一术语。而且据我所知，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把这一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这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把这一方法作为达成突然性的一种手段来运用，而且事后也没有认真估价过这一方法对取得这种异常效果的价值。更确切地说，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出于其它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以此达成的突然性实际上只是值得受欢迎的额外带来的好处。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达成了突然性，而且非常有效。因此，对我们来说，看一看其突然性究竟是如何达成的，显然是重要的。



　　这一方法源于1939年11月希特勒作出的关于进攻西方的决定。当时，进攻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必要的部队已经在既设阵地上展开。就阿登周围地区而言，这涉及到把在波兰不再需要的大量师一级的部队调到德国－卢森堡边界附近的阵地上。法军的侦察发现了这些部队的运动。但这时天气转坏，德国空军无法对其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而闪击战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空地协同作战，因此希特勒命令推迟进攻。



　　进攻日期推迟到来年一月的某一天，让部队返回原先的营房是愚蠢可笑的，因为过两、三个月还要再调回来。所以，部队留驻在阵地上，但是到了来年的二月，天公仍不作美，所以进攻时间再次推迟，部队再次停在新的前沿阵地上。



　　英国官方的二次大战史对此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当[德国]在11月和1月两次下令进攻时，盟国部队在进攻前几天即迅速进入了“戒备”状态，而在5月时他们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何在呢？按照[德国人进攻计划的]最初方案，允许进攻部队有六天时间实施接敌运动和最后的集结，第七天才开始进攻。在11月和1月，盟国因敌军实施准备性向前运动而警觉起来……但[计划的]最后方案却取消了这种预先的运动。因为接敌运动实际已不再必要，在前两次进攻命令撤销之前，部队就已经开始向前推进，命令撤消之后，部队便驻守在已经达到的阵地上。这样，原计划六天的运动，此时已经进行了三天。此外，德军司令部得知盟国在11月和1月曾两次命令其部队进入“戒备”。这表明，如果要不让盟国得到德军即将发起进攻的预先警报，他们必须更好地隐蔽自己的意图和采取更严格的保密措施。因此，在根据最后计划调整部队部署的过程中，所有必要的接敌运动实际上都是逐步进行的。这样，在下达进攻命令之前，进攻部队就已经处于临近边界的易于实施突击的距离之内……。当5月9日中午下达了代号为“黄色”的命令后，他们在十日拂晓就能发起进攻，而不需要进一步大规模地调动部队，使盟国得到预先警报。这一次，盟国只是在敌人开始进攻之后才下令进入“戒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英最高司令部就像在“死火山”山坡居住和劳动的农民一样。在理智上，这些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因为火山口向外冒着缕缕青烟，地壳偶而发生低沉的隆隆声，并且据传说，在很久以前，火山曾经爆发过，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庄园也毁于一旦。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从那以后，这座火山一直没有复活的迹象，因此，可以视它为一座“死”火山。



　　一天，这座“死”火山突然爆发了。那些可怜的农民完全措手不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只能撒腿逃命。但在逃跑中，岩浆和火山灰铺天盖地向他们扑来，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采取苟且偷生的态度，这似乎不仅仅是人类，而且是整个动物世界的习性。危险的是运动着的东西。由此推论，凡是不动的，必定是无害的。当然，那个“东西”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动，才会被认为是无害的。而一旦满足了这一条件，一旦它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一动不动，即使是最多疑的人或动物，也将不再对它担心害怕。那时，它不仅已经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正常的一部分。正常，即是没有危险，正常的东西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普遍的、安全的东西。



　　不久前的埃特纳火山就是如此，美国圣海伦斯火山也是如此。此外，六十年代中期，威尔士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尽管它并不是火山引起的。当时，堆放在阿伯凡村附近的废矿石突然坍塌，埋没了整个村庄。这些废矿石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多年，因此，它已经成为正常环境的一部分，看来不会带来什么危险，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它的背阴处睡大觉，直到1966年的一天，它坍塌下来把睡觉者埋掉，使其长眠于此。



　　至于法军指挥官在1940年为什么对德军在这么靠近边界的地方集结数百辆坦克所存在的危险，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熟视无睹，这只有用上述“正常”二字才能解释。当这些德军装甲部队首次进入阵地时，确实引起了法军指挥官的警觉。但是，两、三个月之后，它们便成为当地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因而似乎也就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德军就这样达成了战略突然性。



　　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所能带来的好处，要大于为得到这些好处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努力。因此，俄国人是这样谈论这些好处的性质的：



　　（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通过利用突然袭击和全面运用已经部署的部队，侵略者可以达到最初目的，有时乃至达到最终的目的。



　　（2）经验表明，侵略者利用袭击的突然性和事先展开的军队的威力，往往可以在战争初期达成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的国家，有的被彻底打败，有的尚未耗尽全部能力就投降了（如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有的丧失了大片领土和好久无力夺取战略主动权。



　　因此，突然袭击自身已经证实了它是值得一试的。














	

 






	















	







	







	









 





	


	







	








	




	


第十一章 “突然性”的内容




	







	

 



	


	


　　至此，我们本应能够着手撰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但是突然性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我们已经阐明了俄国人对突然性的重视程度。我们也已研究了他们为达成突然性而可能采取的手段。我们亦已看清，就突然性本身来说实际上并无意义；为使其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必须迅速有效地利用这种突然性。我们尚未做到的是要弄清突然性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并进而确定指挥官究竟需要对敌人达成完全绝对的突然性，还是只需要达成部分的突然性，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企图。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还需要弄清，最少要达成何种程度的突然性才能满足指挥官制胜的需要。



　　除了上述这些内容以外，我们理当将这个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比较。人们经常说，1941年夏天苏联遭到了绝对的突然袭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1973年，埃及人又究竟怎样靠突然袭击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线呢？虽然在这两次战争中所达成的突然性都不是绝对的，但却都给受到突然袭击的对方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要是还过分强调突然性的完善程度的话，将可能是有悖常理的。如果上述战例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一味怡然自得地强调苏联武装力量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对北约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就岂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吗？因为苏联人只需要达成某种程度上的部分的突然性，就完全可以实现他们的企图了。



　　当然，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决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平民百姓可能在大街上受到突然袭击，遭到杀身之祸，而事先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是死到临头了。同样，一支小部队在遇到伏击或闪电般的夜袭时，也有可能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弄清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就被消灭干净。但这种事情只有当这支小部队未能采取诸如进行侦察、设置岗哨等有效的预防措施时才会发生。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已经发生过。



　　但是，上述这类事例都只不过是达成战术上的突然性，而本书能谈的是战略上的问题，几乎不涉及到战术上的问题。从战略的角度看，不可能设想有哪一个战例真正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完全有可能遭到绝对的突然袭击，而一个集团军则不会。



　　集团军的情况任何呢？位于最前方的集团军的分队（如哨兵、巡逻兵、前卫等）有时会遭到绝对的突然袭击，甚至其主力部队的先遣部队也有可能遭到突然袭击。但不可能想象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他本人，他的参谋部以及他身边的部队转瞬之间将要被消灭，竟然会一无所知。这对集团军的指挥官来说，在战时是如此，在战争尚未爆发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的工业大国中，军队指挥官的军衔相对来说比较低。在一个处于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中，没有哪一项真正重要的军事决策是由将军们作出的，即使是四星上将也罢。政治家们才是决定政策的人物。这类决策包括决定调动和批准使用某一级别的武器。甚至当一场大规模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即使是在主要作战地域中，能称得上有点地位的军界人物最低也得是集团军群司令。因此，我们要作分析的话，在和平时期就应主要着眼于政界领袖，在战时则要着眼于集团军群司令和最高统帅。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在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大国中，无论怎样，政治家们和高级军事将领们对一场即将到来的进攻事先总能得到一些情报，而且通常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情报。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突然袭击，那是因为这些人由于判断上的错误而拒绝相信获得的情报，或是拒绝对得到的情报作出反应。1940年希特勒的5月攻势并没有对英法两国政府达成绝对的突然性。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也曾从不同的渠道多次得到有关“巴巴罗萨”战役的情报。1973年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也曾将埃及人的进攻迫在眉睫一事通知以色列内阁，然而内阁对此却置若罔闻。



　　鉴于希特勒1940年对法国的进攻和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以及埃及人1973年对以色列的进攻，是与本书能涉及的战争初期理论有关的三个主要战例，我们似应选择它们来分析作为本章主要内容的突然性的性质。这一分析自然要涉及到尽可能多的方面。我们同时还将分析一下“霸王”作战计划，以作为补充。



　　1940年希特勒对法国的进攻



　　早在希特勒进攻法国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就对纳粹师团的数目和它们的部署情况作出了相当准确的估计，并充分掌握了三个德国集团军群的主要特点，特别是A集团军群中装甲兵占优势的情况。但A集团军群集结在阿登山脉附近的情况却确实使盟军多少有点困惑不解。这是因为甘莫林将军据不相信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可以逾越阿登山脉和渡过马斯河。但是如果说德军不可能这样做的话，那就很难理解纳粹装甲部队为什么会集结在这一特定地区了。根据甘莫林将军本人的命令，由法国空军进行的零星的空中侦察，并未能有助于消除他的无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8个月了，英法两国实际上处于战时状态，所以要对它们达成绝对的突然性（真正绝对的突然性）是不可能的。希特勒若要真的打算进攻英法两国，他就必须通过法国西部边界的某一个或几个地点发起进攻，因此就地点而言——如果我们所说的地点指的是整个作战地域的话——要达成突然性是不可能的。就全面进攻来说，希特勒当时是可能做到攻其不备的。如我们所知，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企图。就新的作战方法而言，他也有可能达成突然性，当然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希特勒在这些方面一再得手，其结果是，面对德国人进攻的现实威胁——不是甘莫林所臆想的威胁——法军显得部署失当。法方的这种失误导致了我们称之为法国的沦陷这一令人震惊的灾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按照严格的字面上的定义来说，这次进攻中能达成的突然性还远远不能算是绝对的突然性，然而却仍然达到了突然袭击的目的。



　　位于更北面的比利时事先未能判明希特勒是否真的要向它进攻。毫无疑问，这是德国人能够极其迅速地攻占它的关键要塞——埃本－埃迈尔的一个重要因素。该要塞的迅速失陷反过来又成为比军未能在边界上较长时间地阻击德军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军的推进速度因此大为加快。从而使代尔河计划成功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另一方面，埃本－埃米尔要塞的陷落，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因为德军的进攻的日期和方向上达成了突然性，但同样也是因为德军的作战方法上达成了突然性。在这次战斗中，德军出动了空降部队，由于当时人们对这种新的作战手段尚一无所知，所以它对攻陷要塞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



　　在比利时，德国人在作战方法上可以说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但就进攻的日期而言，只能说达成了部分的突然性。当入侵开始时，比利时最强大的几个邻国互相交战已经八个多月，所有的人——包括比利时政府——都清楚，德国人可能要发动对比利时的进攻。因而，我们不能说这次进攻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但是可以说这次突然袭击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巴巴罗萨”战役



　　1941年，苏联领导人多次接到报告说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某些情报甚至精确地预见了进攻的日期。如果想要详细研究苏联军政领导人当时在何种程度上了解“巴巴罗萨”战役计划的话，那就应该好好读一读A·M·涅克里奇的专著《1941年9月21日）（科学出版社，1965年）。这里仅举几例就够了。当时不仅苏联情报机关，而且外国的外交官们也通知斯大林说，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边境军区的指挥官们能够耳闻目睹德国为大举进攻所作的规模巨大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并就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但问题在于，由于主观的先入之见在头脑中作祟，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这些情报，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只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到了德国人动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斯大林才允许几个边境军区采取了一些有限的预防措施。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达成了部分的而不是绝对的突然性的战例，但我们也有了一个达成了部分突然性却未能取得百分之百成功的战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地势过于平坦。这种一马平川的地形意味着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找不到一块“铁砧”，可以将俄国人置于其上用纳粹的大锤粉碎之。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进攻在下列五个方面表明是达成了部分突然性：



　　（1）主要决策人（这里指斯大林）由于拒不相信提供给他的各种情报，所以在“巴巴罗萨”战役面前显得措手不及。然而，其在边境驻防的军事指挥官们则丝毫也不感到突然。他们对德国人打算干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在斯大林的命令约束之下，他们即使了解情况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战例中，遭受突然袭击的国家中的某些人完全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关键的决策人物对此轻率地不予置理，因此无法作出有效的反应。1973年10月以色列则是又一个类似的典型例子。



　　（2）“巴巴罗萨”战役之所以被看作仅仅达成了部分突然性，第二个原因是在开战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中，斯大林尽管很不情愿但毕竟还是批准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



　　（3）这次进攻并没有在地点上达成突然性。对于德军将要向边境哪些地段发起进攻，苏军指挥官是一清二楚的。



　　（4）苏军指挥官也大致了解进攻的日期，所以就这点来说，只算是达成了部分突然性。



　　（5）德军新的作战方法对苏军指挥官达成了异乎寻常的突然性。苏军指挥官曾经研究过德军1939年对波兰的战役和1940年对西欧的战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些“资产阶级”国家根本无心进行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因而低估了纳粹取胜的意义，结果并不是急于寻找有效的对策。在斯大林眼里，对芬兰作战的经验要远比法国沦陷的教训更为可信。斯大林在研究了（更确切地说，是误解了）西班牙内战的教训之后，于1938年解散了苏联装甲部队。假如斯大林清醒地研究过法国战局的教训，他肯定会下令在1940年秋天重新组建这支部队。然而重建工作一直拖到1940年秋天重新组建这支部队。然而重建工作一直拖到1942年才进行，当时惨痛的教训使俄国人懂的了重建这支部队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德国人只达成了部分的而不是绝对的突然性，但其效果却是骇人听闻的。开战首日，苏联800余架飞机在地面上被击毁。与此同时，红军的步兵部队由于部署不当，得不到炮火支援而遭到重创。这些及其以后的灾难，使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部队得以向俄国境内长驱直入。9月底前后，德军就推进了500英里，俘虏了约六十万苏联官兵，击毁了5000辆左右的苏联坦克和数千门火炮。此外，由于苏联空军一开始就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德国空军便得以对红军后方狂轰滥炸，使红军的增援和补给成了其大本营极感头痛的一大难题。



　　1945年苏联对满洲的入侵



　　在这次入侵中，苏联在发起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上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尽管日本也知道苏联人可能会发起进攻，但他们所估计的苏联人的进攻时间比实际日期晚了一个月。在发起进攻的地点上，苏联人充其量只能算达成了部分的突然性，因为当时每个人都很清楚，进攻只能来自东面、北面和西面。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就新的作战方法而言，苏联人也只达成了部分的突然性。如果就这次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突然性，那也是因为苏联将军们成功地调动大批装甲部队越过了大兴安岭。在另外几条战线上，苏联人所采用的只是传统的作战方法。不管怎样，很多人并不认为调动大批装甲部队越过山区是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不管这种作战方法应该作何归属，它所达成的突然性却是实实在在的。



　　还应该指出，如果日本人能在开战前的几周内进行有效的侦察，那么苏联人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突然性。但这一点日本人未能做到。当时东京方面发现，仅仅同眼前现有的敌人继续打下去就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在自己已经难以招架的敌人的名单上，日本人不希望再增加俄国这个对手。因此，驻满洲的日军部队都接到了命令，绝对禁止他们越过边境进行侦察，不论是陆地侦察还是空中侦察均在禁止之列。这一做法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避免“触怒”俄国人。人们记忆犹新的是，1940年初由于甘莫林将军的类似的命令而招致了同样灾难的后果。在满洲，这一命令所带来的主要不利之处是，当时驻满洲的日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将军根本不了解从蒙古向满洲西部边境挺进的苏军部队的规模，根本不了解苏军装甲部队的数量，而且也根本不了解他所得意的观点在战争爆发后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大批苏联装甲部队当时正在翻越大兴安岭向他开来。



　　综上所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满洲战役中所达成的突然性，就地点而言只是部分的，在新的作战方法方面更是部分的，但是在进攻开始的日期和时间以及主攻方向上，则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由于苏联人十分出色地利用了这三方面的突然性，从而使日本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日本人的失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其敌人掌握了制空权；其增援部队——训练有素的师团，在苏联人发起进攻之前未能从中国内地赶到满洲，而原已驻扎在满洲的日军部队多数素质低劣；再就是日军未能估计到苏联红军会越过大兴安岭发起主攻。至于日本人的空军力量为什么不足，他们的多数部队为什么素质低劣，这些问题都不在本章论述范围之内。但日本人之所以未能及时将他们战斗力强的部队从中国内地调来，之所以未能正确地判断出苏联的主攻方向，就是因为苏军在进攻时间和主攻方向上达成了突然性。就本书而言，前者更为切中要害。这是因为前者似乎更能表明，在日期和时间上达成突然性，就能够使敌军部署不当或不能作充分的部署，并且因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这样一种推理，我们还将在最后一章深入探讨。



　　1973年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的指挥官们深信不疑，埃及人将在10月6日，或是这一天前后发起进攻。但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首脑们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以色列总参谋长对此也不相信。其原因是，同年5月间，他们也曾发现过埃及人要进攻的类似迹象，尽管当时军事情报局的首脑否定了这一说法，但总参谋长却对此信以为真。因此，在他向总理梅厄夫人建议之下，以色列的军队进行了动员。



　　但后来埃及人的进攻却无声无息了。因此当10月份又有类似的警告出现时，以色列内阁就把它看作仅仅是喊叫“狼来了”的虚声恫吓。由于战争动员将会给以色列一直摇摇欲坠的经济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以色列的任何一届内阁都不希望发布动员令。1973年10月，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发布动员令。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以色列情报机关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埃及人根本未能成功地对以色列达成突然性。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唯一的一个相关的意义上——来讲，埃及人在进攻日期和时间上却使以色列政界的决策人物感到吃惊，而且是大为吃惊。当然，就进攻地点而言，他们并没有达成突然性。也很难说埃及人是否在新的作战方法上达成了突然性，因为问题在于难于区分新的和旧的作战方法。但是，他们的防空武器系统在战争中显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卓越性能，从而使在此之前无疑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的以色列空军，在战场上——至少在初期的战场上——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被击毁的以色列坦克的数量也比预期的要多得多。



　　但是，埃及部队却根本未能充分地利用他们所达成的突然性。要是有一个古德里安将军或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式的人物瞧见埃及人打仗那种拖拖拉拉的样子，一定会怆然泪下。我个人认为，埃及人的那种拖拉疲塌的作风正是他们后来战败的主要原因。



　　“霸王”作战计划



　　1944年，德军的指挥官们在战略和战术上都遭到了突然袭击。其主要原因是盟军对他开展了代号为“刚毅南方”的迷惑行动，部分原因是德军对英国本土和英吉利海峡实施有效的空中侦察的能力已大为降低。但德国人并没有遭到绝对的突然袭击。他们无疑得到了有关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危险情报，但他们却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而当盟军在法国登陆成功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时，德军指挥官们仍然据不相信这就是盟军发动的主要攻势。在这一点上，盟军的迷惑行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盟军所取得的制空权——真正绝对的制空权又使德军无法侦察到这一行动的执行情况。



　　本章小结



　　作为结束语，我们说，1940年的西欧，英法两国军队早就完成了动员，集中和展开，并且清楚地知道德国A、B、C三个集团军群的存在。尽管如此，纳粹还是成功地在进攻日期、进攻时间、主攻方向和新的作战方法等方面达成了突然性。由于这种突然性，比利时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旨在迎击德军主攻而部署在北面的英法盟军，则在纳粹越过阿登山脉发起的真正的主攻面前，阵势大乱。这一错误的部署源于面积总司令甘莫林将军错误的判断。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比任何人都更感到惊愕的正是甘莫林将军，而正是他的惊慌失措才导致了盟军一败涂地。



　　德国人获胜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其空军迅速夺取了制空权；采用了我们称之为闪击战的新的作战方法；由于其空军取得了制空权而得以对敌后方大肆轰炸，使得同德军交战的英法部队无法得到连续有效的补给和增援。一言以蔽之，德国人极为迅速又极为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突然性。



　　对于“巴巴罗萨”战役，我们将主要小结一下红军在德国人进攻时部署上的错误。在这一战役中，德国人又一次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上达成了突然性。由于独裁者斯大林一个人的刚愎自用，德国人这一招干得十分漂亮。另外，他们在新的作战方法上也达成了突然性。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为数众多的红军部队陷入了困境，要么被生俘，要么被歼灭。同时红军大批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德国空军很快就取得了制空权并实施轰炸，从而使苏联将军们所组织的初步反击毫无效果，纳粹极为迅速有效地利用了所达成的突然性，险些置俄国人于死地。



　　苏联对满洲的进攻在日期和时间上都达成了突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京帝国政府的错误判断造成的。它不认为俄国人会在这时，即在疲于应战的皇军的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中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发起进攻。因此，日军未能及时对满洲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苏联人在主攻方向上也达成了突然性，当然这是由于驻满日军指挥官也象甘莫林将军一样冥顽不化、固执己见。但也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这位日本将领本人被东京下达的关于空中侦察的禁令紧紧地束缚了手脚。这一禁令不准他的飞机进入苏联或蒙古边界一侧，以免“触怒”苏联人。而后者则非常迅速而有效地利用了他们业已达成的突然性，并且苏联空军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赎罪日战争爆发的日期和时间都出乎以色列内阁的预料之外，尽管这对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来说并非如此。敌人防空武器系统的显著作用也使以内阁为之愕然。埃及人由于达成了突然性，所以行动比以色列人提前了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就是，从埃及人抢渡运河开始直到以色列人作出有效反应时为止，其间相隔了五个小时。如果埃及人能够更迅猛有力地利用他们所达成的突然性，他们也许会赢得胜利，但是他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则不应认为华约部队也会这样把先敌行动的五个小时白白浪费过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予以论述。



　　盟军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上都对德国人达成了突然性。象“冥王星”海底输油管和“桑椹”人造港等军事技术的应用也使德国人吃惊不小。从一开始，盟军的空军就完全掌握了局部空域的制空权。并且随着时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推移，他们控制的空域范围也不断扩大和延伸，但我们还不能说，盟军利用突然性的迅速有效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本书提出的标准。其原因之一是，同他们对垒的德军部队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另外，盟军的行动受到地形的限制，并且诺曼底乡间丛林遍布，是打防御战的得天独厚的好场所。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说盟军抵达并渡过塞纳河的时间反而比预定时间提前了许多天。但是，在夺取初期阶段胜利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盟军在6月6日就进行了首次登陆，但巴黎直到8月23日才获得解放，而盟军渡过莱茵河则是7个月以后的事情了。笔者还不至于蠢到说盟军战斗不力或者指挥失当的地步，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无论是盟军的推进速度还是他们对初期达成的突然性的利用程度，都尚不足以使“霸王”作战计划成为论述本书内容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结论



　　（1）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为了在战争爆发时（或在战争进程中开辟一个新战场的时候）实现达成有效的突然性的目的，并不需要去达成绝对的突然性。这里所谓的“绝对”，指的是甚至没有一个敌人士兵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要能使敌人上层决策人物蒙在鼓里，突然性就非常有可能是有效的，甚至可能是绝对有效的。这里的敌决策人物在平时指的是政界领袖，在战时指的是敌集团军群司令和敌总司令。如果能设法使这些人在突然性面前茫然失措，那么敌军所能作出的反应就将是无济于事的。



　　历史似乎表明，心理战同单纯的常规军事手段一样，经常——如果不是更经常的话——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甘莫林将军就是不愿意相信纳粹会从南面发起进攻，所以他只接受与自己看法相一致的证据，而排斥与自己看法相抵触的证据。斯大林也是不愿意相信希特勒打算在1941年向他进攻，他迫切需要将这次入侵至少再推迟12个月，因此他拒绝听取与他本人意图相悖的情报。1945年，日本帝国政府同样也只不过是因为不愿意相信苏联人会在那一年随时入侵满洲，所以不论“好心”的俄国人向他们抛出什么“证据”，只要与他们的看法相附，他们就一股脑儿抓过来，因而在军事上就未能即使采取任何有价值的必要的措施。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显得极其脆弱的防御，则更是完全无望。1973年，以色列内阁也是不愿意相信情报部门的报告，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这些报告准确无误，错误的倒是以内阁对这些报告的估价。



　　相比之下，冯·龙德施泰特陆军元帅1944年之所以对盟军的企图作出错误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不愿意相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而应归咎于情报机关的错误。而情报机关的错误，则又是由于被盟军代号为“刚毅南方”的迷惑行动所欺骗，同时也还由于德国空军无力对英国海岸实施有效的空中侦察所造成的。如果当时德国空军有能力进行空中侦察的话，那么“刚毅南方”这项计划就可能落空。由此，我们可以说，为达成突然性，即使是为达成部分的突然性，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就是敌人缺乏有效的侦察手段（就“侦察”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



　　（2）任何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界领袖都永远不愿意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并且从来都不愿意承担命令军队进入战时状态和动员预备役等等此类责任。所以，凡是预谋侵略他人的国家，大都喜欢通过表面上建议与将要受到进攻的一方进行谈判为手段，来减少对方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的可能性。张伯伦就相信希特勒是个正人君子，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他认为可能会“触怒”希特勒的行动。他把宝全押在谈判上。法国人采取了与此类似的政策，波兰人的作法也如出一辙。如果哪份情报对希特勒的为人提出怀疑，当时的西方领导人便会立即将它打入冷宫。另外一些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相信希特勒的诚意，但是其中大多数人碍于选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在言行上始终小心谨慎，就好像他们对希特勒的诚意本来就深信不疑似的。



　　同样，假如苏联打算对北约发动突然袭击的话，它很可能选择在国际关系中充斥着缓和论调的时候动手。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届时将无时无刻不大谈裁军问题，大谈苏联是如何惧怕战争和如何渴望看到共产主义的羔羊与资本主义的雄狮同巢而卧。在这种时刻，要在战争爆发之前发布动员令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北约尚未动员，这种状况将会成为有助于俄国人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3）历史表明，如果入侵者夺取了制空权并能迅速有效地加以利用，那么即便只达成了部分突然性也足够了。这是指在主攻方向、进攻日期和时间以及新的作战方法这四个方面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所达成的突然性。只要敌人在战争爆发时的兵力部署是错误的，那么突然性就将会获得极大的成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浩繁的战例足以佐证毛奇的至理名言：凡在战争初期部署不当者，必从此一蹶不振（他似乎还应加上一句：“当面对强敌的时候。”）



　　（4）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企图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幻想。对一些散兵游勇，甚至成排成连的官兵，可以达成绝对的突然性，然而对大部队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单靠部分的突然性可以使为数众多的敌人全面败北，这正是进攻者的指挥官所企求的（这一点对苏联将领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作为北约的成员，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已经设法——很可能是非常正确的——使自己相信华约根本无法对我们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就自鸣得意地袖手坐视。历史业已表明，如果能够加以充分的利用，部分突然性完全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我们应当坐下来，更为深入地思考一下华约部队将能够对我们达成什么形式的部分突然性，以及一旦这种突然性得以达成，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和我们应该作出什么反应。



　　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在战争爆发的突然性问题上，民主国家中的关键人物，即那些政界领袖们，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或是甘愿冒在政治上引起公份的危险，于战争爆发之前下令采取必需的军事措施。如果这些人不这么做，俄国人就必然要先发制人。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谈到他们先发制人会带来什么影响。最后一章在假设华约部队为取得战争初期的胜利而通过“先发制人”的手段发起进攻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从其含义上讲，这将意味着北约部队届时将既没有充分动员，也没有恰当展开。当然，这种情况只有当北约的军政领导人被敌人在进攻的时间上达成突然性（由此而不能动员）和在主攻方向上达成突然性（由此而造成错误的展开）的时候才会发生。此外，作为下一章论述基础的另一个假设是，要达到这样一些令人满意的目的，关键在于要对“遭遇战斗”这种作战形式有很深的造诣，并能娴熟地运用之。下一章第一部分我们将论述这种作战形式的实质，第二部分将讨论“先发制人”的含义。














	

 






	















	







	







	









 





	


	







	








	




	


第十二章 苏联闪击战可能的理想方案




	







	

 



	


	


　　突然性只在其可加利用时才有价值，而利用突然性的传统作法是速度加打击力量。在这一点上，纳粹的传统作法是如此，苏联人的传统作法亦是如此，苏联和纳粹德国一致认为，速度加打击力量乃是制胜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苏联战略家们的脑子里，或者说，至少在重新捡起战争“开始阶段”概念的那些战略家们的脑子里，似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这或许是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将传统的闪击战理论付诸实施会困难重重。毫无疑问，不管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战争“开始阶段”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解决困难的特殊方法使他们茅塞顿开。



　　上面谈到的重重困难确会使人望而却步。根据推算，华约部队计有180又2/3个师。该数字为华约国家所拥有的师的总和，但如果仅出于进攻北约这一目的，该数目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在苏联为达成战略突然性而发动的闪击战中，所有驻扎在东经四十度以东的华约部队均可略去不计，因为如果闪击战获得成功，这些部队是无法及时赶到战场投入战斗的。我们在本章中所关注的当然是一场成功的闪击战，而不是后果不堪收拾的一场失败的闪击战。因此，在一场华约可能发动的进攻中，投入的部队可包括目前驻白俄罗斯军区和波罗的海军区的苏军各师、驻波兰的苏军和波兰师、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和捷克师、东德部队和驻德苏军集群所辖苏军各师、总计约88个师。其数目之大，令人闻之色变！然而这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法用来实施突然袭击，因为几乎所有驻白俄罗斯军区和波罗的海军区的部队可能均未齐装满员，要使这些部队投入战争首先必须补充兵力。然而，仅此一举就足以使北约警觉起来，这样一来，达成战略突然性的问题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当然，如果苏联果真发起闪击战，而这场闪击战又未能奏效而陷入苦战的话，这些部队对俄国人来说将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人们有理由这样设想，这些师将会在闪击战打响的同时开始征召预备役兵员，这样将会对达成尔后的突然性带来最大的机会。按苏联的动员速度，这些师完全可以向西运动，作为第三梯队及时投入战斗，但是很难想象他们会更早一些抵达战场。换句话说，如果是为了达成突然性，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师却恰恰无法给通常所说的首次打击助一臂之力，而我们都一致认为，苏联的战略理论对于突然性是极为重视的。



　　因此，对我们来说，剩下的最大打击力量只能来自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各师，总共有62个。其中包括33个苏军师、10个捷克师、13个波兰师和6个东德师。62个师绝不是一支可以等闲视之的力量。即使说这些部队并不完全具备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古老的俄罗斯传统，但也绝非等闲之辈。另一方面，用这些部队来实施首次打击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问题就在驻波兰的部队身上。这些部队驻在波兰，而不是驻在东德。而波兰同北约没有共同的边界。因此，要想在战争的首次打击中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它们就必须向西运动进入接近东、西德边界的阵地，这段距离大致在250哩左右。



　　当然，这些部队完全可以等战争打响之后再开始运动，但这样它们就只能充当第二梯队了，如果它们要给首次打击增添力量，它们就不得不在和平时期通过这一段距离，以便在战争开始之前全部部署于敌人附近。这15个华约师向西运动进入接近西德边境新的驻地势必引起北约的警惕，这将会使突然性不可能达成。俄国人也许会试图采用“死火山”方法来达成突然性。但这就需要在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时期使大约12个波兰师进入并驻在东德。而在这种时期，波兰部队驻在东德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况且波兰人和德国人又向为夙敌，由于波兰部队驻扎在东德而造成华约内部的紧张局势将是极其危险的，是不可取的。因此，至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死火山”方法似乎是不恰当的。



　　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扩大了困难。在和平环境中，10到15个小时就可以走完250哩的路程。北约已经说过，它至少需要48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因此按照华约部队从波兰出发到西德边境只需要10到15个小时来推算，他们仍然可以在北约作出有效反应之前抵达目的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由于我们刚才提及的种种困难而将这种解决办法排除掉的话，苏联总参谋部要对北约发动闪击战就只剩下唯一的一种方式了。他们就只能依靠驻德苏军集群，再加上东德部队以及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和捷军。如果驻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被用来攻打巴伐利亚，以阻止那里的美军赶赴盟军的中部战线增援，那么，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手里就只剩下20个师用来充当首次打击力量。乍看之下，这个数字似乎显得不够。



　　也许这个数字就是不够。也许作为一个最佳进攻方案，需要从波兰调出15个师以弥补兵力的不足（尽管这样做会遇到上述种种困难）。即便如此，这样的方案尚远不能被称作最佳方案。要想进攻北约，最可取的方法是动员驻苏联西部的部队，以雪崩之势去压垮北约，而毫不顾及要失去的突然性。也许……也许！有幸的是，本书并不是要评说这些五花八门的方案各自的利弊，而是要集中分析其中旨在战争初期赢得胜利的那个方案。



　　如果采用上述第三个方案，那就根本没有希望实现这种企图，而第二个方案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采用第一个方案，则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所以我们就来集中分析一下这个方案。该方案除了有其它许多优点外，还可用来说明入侵者力图在战争开始阶段夺取胜利。当然，以下纯属一种理论上的分析，这一点需要首先声明。



　　这个方案是根据看来可以为苏联战略家们所普遍接受的若干个假设提出的，而这些假设的基础是他们认为是通常的、而我们也已作过一番探讨的另外两个假设，它们是：



　　（1）仅达成突然性本身即可暂时削弱敌人的抵抗力量。突然性越是全面，敌人的抵抗也就越是暂时的软弱无力。



　　（2）为使这种“暂时”的转变为更能满足需要的“持久”，就必须利用突然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已有所认识。



　　在传统上，利用突然性是通过快速推进加打击力量来实现的。这两个因素在这个传统公式中的确切比例通常依具体环境而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指挥官，或者说至少没有一个英国指挥官曾经列出过一个数学公式，可以据以来计算当每小时前进多少哩时，战区每平方哩内应部署多少兵力和武器系统。在实际战斗中，每个指挥官都是尽快地向前推进，并且投入尽可能多的兵力和武器系统。人们认为速度、兵力和武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全都需要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但是，起码在理论上，如果这两个要素之一大大增加，另一个则可以削减。这就是说，如果入侵者的兵力和武器系统的数量可以极大地增加，直至与敌相比达到了一千比一，这时只要部队士气不减，军纪严明（在这么有利的形势之下，士气低落，军纪松懈是不可思议的），推进速度也可以大为放慢。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入侵者迅速推进时一样，敌人的失败也是注定了的。



　　但是，现代的军事技术不允许这样庞大臃肿的军队公然大摇大摆地开进敌国并从容地制服敌人。如此引人注目的目标无疑将会受到迎头痛击。况且在今天，防御者对付这样的目标的手段异常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防御手段的成效有可能会更加显著。所以，不管从理论上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看法，对公式的这种修改不大可能证明是成功的。要想成为击败北约的胜利者，必须另辟他途。



　　另外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原来方程的值。这就是说，不增加入侵者的兵力（打击力量），而大大加快其推进速度。这样一来，入侵部队的规模就可以减小。其论据大致如下：迅速推进可以削弱敌人的抵抗；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然性亦可削弱敌人的抵抗；而迅速利用突然性，则可以大幅度地削弱敌人的抵抗。因此，如果确有把握达成突然性并能迅速地加以利用，敌人的抵抗将会微乎其微，战斗也将是零星的，需要的弹药、燃料、人员及物资的补充和增援等也将减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再为弹药、燃料、人员及物资的大量补充而终日忧虑，而这些在遇到敌人顽强抵抗时却是必不可少的。



　　卸掉了补给这一可怕的重担之后，推进的速度将会更快。因而敌人的防御能力将会进一步削弱。敌人防御能力愈弱，己方所需要的兵力就可以愈少。纯粹按照理论上的假设，在达成了战略突然性并且推进速度达到每天50公里的前提下，如果原来估算打败北约要将近60个师的兵力，那么，现在只要能够将推进速度提高一倍，35个到40个师就够用了。



　　1940年希特勒发动的法国战役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取得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仅仅动用了十个师的兵力。这些师是冯·龙德施泰特将军指挥的A集团军群所辖装甲部队和摩托化师。该集团军群的其它师仅仅被用来肃清残敌，并未参与任何粉碎敌人抵抗的重大战斗。C集团军群的17个师被用来封锁马其诺防线，这个要塞体系中的守军其实并未企图突围。在北边的B集团军群共28个师，其任务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它们通过荷兰和比利时发起的进攻旨在诱使英法相信德军的主攻将来自北方平原。如果没有这次成功的欺骗行动，古德里安的进攻显然要招致失败。然而，在欺骗行动获得成功之前，许多纳粹高级将领还曾严厉指责此举过于冒险。但正是在B集团军群的28个师和A集团军群的十个师的配合之下，纳粹才得以打到了英吉利海峡。



　　我们所说的意思是，在达成战略突然性的前提下，38个师只要使用得当，而且能达到平均每天50公里的向前推进速度，就可以打败83个师。但这并非一定如此，德军在1940年还具有其它一些有利因素：



　　（1）从一开始德军就掌握了制空权；



　　（2）只是因为有B集团军群的进攻，战略突然性才得以达成，穿过荷兰和比利时的平原发起的这一进攻目的是为了蒙蔽英法，使他们相信这就是德军的主攻。如果这一企图未能得逞，A集团军群发起的进攻则有可能失败。



　　（3）1940年电子侦察尚未问世，所以纳粹想要在主攻方向上欺骗英法还是容易做到的。虽然这不能说是易如反掌，但也远不是根本办不到的。时至今天，形形色色的情报搜集手段（其中卫星照相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手段）使防御者能精确地掌握敌人投入进攻的主力部队。只有当敌人的两支进攻部队在规模上大致相同，或是敌人打算用一支较小的部队发起主攻，敌人才有可能象希特勒当年那样比较容易地掩盖其主攻方向。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按照基里杨中将的话去做；除非他们进行了必要的科研工作并取得了进展；除非勃列日涅夫拥有的秘密武器并不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是能够使西方搜集情报的种种手段归于失灵的工具，否则他们是难以掩盖其主攻方向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将要谈及。



　　（4）1940年纳粹进攻法国的第四个有利条件是，从他们进攻“出发”点到英吉利海峡不足250哩，而俄国人要到达同一地点就要再加上250哩（400公里）。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今天，那些公路的状况已较前改善，坦克和火炮的行进速度已进一步提高。这两个因素也许能弥补距离远这一缺陷，但也许并不可能。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如果一位企图进军英吉利海峡的苏军战略家真的想打到英吉利海峡，那他的部队就至少要走500哩（800公里）的路才能抵达目的地。只有当其目的地是莱茵河，而不是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他们所要走的距离才相当于古德里安当年走过的距离。这一点应当牢记不忘。



　　另一方面，纳粹当年所面临的情况本是对他们极为不利的。当纳粹在西线发起进攻时，英法两国同德国交战已达8个月之久，当时守卫两国国土的已不仅仅是他们的正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根本无法达成战略突然性的，然而德国人却做到了。



　　如果以为过去能够预示未来，那就错了。即使历史能够重演，那也不过是类似而已。其间的差异永远是不胜枚举的，而且常常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极端重要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回顾过去就试图研究未来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刚刚回顾了过去。这种回顾告诉我们，纳粹之所以能在西欧取胜，其原因（还有许多其它原因），就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取得了制空权，并且在进攻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上欺骗了盟军。



　　欲达成后面这个目标，就必须处于一个电子侦察手段尚未问世的时代（实际上亦是如此），还必须动用28个师的兵力来发动一次佯攻，而且使之显得不过于虚假。今天的华约指挥官则是生活在电子侦察时代，而且他也拿不出那么多的师来在主攻方向上迷惑北约（我说的拿不出，指的是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方案里）。所以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方案里，企图在主攻的地点和方向上达成突然性是极其困难的，尽管这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方法是，在没有光亮和无线电完全静默的夜半时分，从“部队驻地”直接发起进攻。



　　但是，今天俄国人企图达成其目的的一个基本手段将是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上达成突然性。前文已经提及在这方面达成突然性的一些方法，如：圣诞节前后、美国总统大选的当天、午夜左右等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时间都是华约对北约发动突然袭击的吉日良辰。但即使在圣诞节，甚至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当天，北约的整个防务也不会完全松懈。所以对华约来说，如果它要进攻北约的话，最为重要的是，他应当在后者防务最为松懈的时候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战略突然性，当然我们也都认为达成绝对的战略突然性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达成一定程度的突然性也许就足以在战争初期夺取胜利。但是，华约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呢？



　　要达到上述目的，只能采取一种消极的手段。想凭借军事手段。想凭借军事手段使进攻的对象国进一步放松防务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军事方面只能避免去做任何会使对方警惕起来的事。尽管苏联很可能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使北约国家进一步放松警惕性，比如，利用缓和的气氛；在北约成员国的普通民众中进行宣传；提出某些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建议，等等。所有这些手段都可以十分有效地用以使北约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放松警惕。但是上述做法要能见效，必须假以时日，而且这段时日不是以月而是以年来计算的。再说这些做法都是一些政治手段。所以它们将会作为苏军总参谋部采取的纯军事手段的外交前奏和背景。在本章中，我们必须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来研究问题。我们必须假定届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或者从反面来说，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北约的警惕性，但在缓和之风还在刮的时刻，这种警惕性的程度将不会很高。然而，不管警惕性是高是低，苏联军方都无法使北约放松警惕；当然一旦苏联人轻率地调动部队，或是采取其它军事步骤，北约就会很快提高警惕程度。因此，苏联总参谋部面临的问题只是设法使现存的紧张局势不再加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节开头才说这种行动方案是一种消极的方案。



　　所以，愈是深入地分析，就会愈加确信：苏联对北约发动突袭这个棘手的难题只能通过其部队从“部队驻地”直接发起进攻这个方法来解决。换句话说，既然在和平时期任何加强驻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华约部队的举动只能大大地提高北约的警惕性，既然提高警惕性正是苏联人希望避免发生的一件主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现有的部队来发动进攻。我的意思是：“用目前驻扎在东德的部队来发动进攻，而不采取任何加强或者重新部署这些部队的措施。”依靠这种方法，他们将有可能使自己达成最大的战略突然性。他们会设法在北约的防务松懈到形势允许的最低限度时开始他们对北约的战争。然后，从战争一开始，华约就将以他们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向前推进，以便尽可能地利用北约的麻痹松懈。



　　需要承认的是，从“部队驻地”直接发起进攻，他们就只能依靠较少的兵力，但是快速推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兵力的不足。特别是，如果能够持续地保持足够高的速度，这种快速推进可以使进攻者在敌人尚未从突然袭击中反应过来就将其咽喉扼住。我们都知道，如果被入侵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但是，我们同样都知道，西欧远不是幅员辽阔的地区。



　　所以，正如我们已经作出的结论那样，华约将从“部队驻地”直接发起进攻。就进攻的时间而言，他们可能会在圣诞节前夕午夜左右动手。在这种情况下，时值仲冬，如果在这个季节的半夜动手的话，那么在天亮之前，必须在近8个小时的夜暗中进行攻击。相比之下，如果在凌晨五点动手，距破晓就只有三个小时了。每个读者都可以自己推断一下，俄国人在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小时中是愿意夜幕长一点还是短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我们所设想的情况下，即在北约的防务准备就绪之前，苏联就对其要害部位发动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夜幕长一些将对俄国人更为有利。在无线电静默和无光亮的情况下，俄国人在夜暗中向前挺进，将使北约难以精确判明或估计其部队的规模和主攻轴线，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



　　而在另一方面，苏军的先遣支队所关心的则是不与北约部队纠缠，而是直插某些地点（如重要的公路枢纽、敌司令部和通信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了解公路的情况并具备夜间快速行动的能力。就前者而言，如果俄国人对西德境内有关公路、航道和桥梁的详细情况至今仍未做到心中有数，那么他们在联邦德国的庞大的情报网就只能说是在虚度光阴了。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华约部队将在俄国人选定的某一年——任何一年都有可能——的圣诞节前夜十一点开始入侵。我在下面所作的一系列推断将以此假定为基础。有些人认为俄国人将在凌晨五点左右开始动手，这就将我所推断的时间推迟了6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我将要叙述的在夜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按他们的推断将发生在白天，从而难免会使他们怀疑我的方案是否可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在此假定，战争将在夜里十一点爆发。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将集中研究一下驻马格德堡的苏联第3突击集团军的行动。我们预计苏军的先遣支队将于午夜前后到达东西德边境，第3突击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将在约一个小时后到达，然后一起以最快的速度侵入西德。



　　当然，他们将面临一大难题：如何在边界东德一侧他们自己的布雷区开辟可使成师的部队经过的通道。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华约在边界地区的一举一动，包括布雷和起雷，自然都受到北约观察员的注视。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边界东德一侧的雷都起出来，以开辟够四个以上的师通过的道路，这件事自然会引起北约的怀疑。所以不管怎样，这些必须予以排除的地雷只能采取秘密的办法起出来。至于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按我的假定，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圣诞节前夜的最后几分钟内，布雷区中已经开辟出一条通道，苏军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可以安然通过。



　　我在别处曾说过，在这种时候，在苏军先遣支队前方数哩之内不会有它们自己的侦察分队。所以只有苏军先遣支队穿越边境的行动才会使北约警觉起来。因此，警种将会于圣诞节零时一分在北约敲响。



　　我之所以认为苏军不会在这种时候进行任何侦察，是因为侦察分队通常在先遣支队前方活动，而先遣支队又在主力部队前方活动。在这种时候使用侦察分队，将会使北约提前一个小时发出警报。当然，如果有获取最新情报的绝对必要，则北约提前一小时发出警报这件事俄国人无疑是可以接受的。但苏联驻西德的特工人员完全可以在战前毫无风险地和从容地获取有关第3突击集团军将要经过的地区内的公路、桥梁、航道等情况，并且完全可以将其中任何可能的最后一刻发生变化的情况报告给莫斯科。对于北约部队的调动，他们同样也可以汇报回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内容丰富的最新情报可以对俄国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搜集到的关于北约特别是关于西德的大量的基本情报，不断加以核实和补充。



　　除此之外，苏联的指挥官还需要什么呢？加之在先遣支队前面使用侦察分队搜集崭新的情报会大大降低对北约进攻的突然性，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加之在先遣支队前面使用侦察分队搜集崭新的情报会大大降低对北约进攻的突然性，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时刻，在越过边境之前，先遣支队的前方不会有侦察分队的活动。一旦越过边境，就不再存在什么突然性的问题了，而对情报的需求又回到了首要位置。这时候侦察分队将在先遣支队的前方行进。事实上，最先越过边境的将是先遣支队，而且他们将在午夜前后越过边境。华约部队的主力则在凌晨一时左右越过边境。



　　北面和南面的苏军其它部队也将尽可能在同一时间内越过边境。



　　关于先遣支队的性质，这里要说一句。派出先遣支队是苏军战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们在所有突然袭击中都有其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即在主力部队之前尽快向前推进，并在推进过程中消灭、压制或绕过遭遇之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其主力部队不致为了对付敌人次要的抵抗而展开战斗（这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为达此目的，苏军的先遣支队在可能的情况下亦可独立与负隅顽抗和进行骚扰的敌防御部队交战并将其消灭；如无此可能，如果敌人的抵抗异常猛烈，难以将其消灭，苏军先遣支队则将封锁敌人，并按预定路线继续推进，而将消灭这股敌人的任务留给主力或主力部队的第二梯队。



　　如果赋予先遣支队的任务可以大致确定为以上这些的话，其编成则难以明确判定。首先，它的编成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上级部队的规模。集团军派出的先遣支队要大于师或团派出的先遣支队。因此，一个集团军（以第3突击集团军为例）派出的先遣支队将包括（如果过去的经验可作为依据的话）：一个自行火炮营、一个高射炮营和一个工兵连。该集团军下属的各师所派出的先遣支队可能包括一个坦克连、一个BMP装甲运兵车营、一个自行火炮连、一个高炮连和一个工兵排。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首先与敌人交战的先遣支队的情况。如果看一看苏军对1945年满洲战役的作战指导原则，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所辖的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先遣支队包括第61坦克师、“野战军及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所有独立坦克旅和独立坦克团”[俄文原文如此]，总共有一千辆坦克左右。进攻日军既设阵地的第36集团军是一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其先遣支队包括一个坦克旅、一个步兵团、一个自行火炮营、一个反坦克营、一个野战炮兵团、两个迫击炮营、一个高炮团和一个工兵连。有人说，这些先遣支队的编成和装备（尤其是后者），按照现代标准来说已经过时，不值得用来作为例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它们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部队的最高推进速度达到了日均120公里。应当承认，按现代标准，俄国人当时的装备确实陈旧不堪，但其敌人的装备也同样落后。应该说，这种部队的编成就兵员和装备来说也没有必要达到今天的水平，因为实际上他们的日本对手也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



　　尽管如此，当时的情况仍是在那样的条件下，苏军在满洲的先遣支队十天内就前进了800公里，而且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并不特别有利于摩托化部队的快速推进。但是，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日均推进速度仍达到近70公里，而且翻越大兴安岭的时间还包括在内。



　　北约在德国的主力部队并未驻扎在边境附近。换句话说，边境地区守卫部队的规模实际上并不很大。但如果苏联人企图在战争初期夺取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其装甲部队主力向西推进的同时，设法压制这些守卫部队。这项任务很可能会由先遣支队来完成。这样一来，先遣支队的规模也许会超乎寻常的大，以便在充当苏军前锋的同时完成压制任务。然而，这项任务也有可能交给主力部队的第一、甚至第二梯队来完成。苏军军事史中有相当多这样的战例。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具体分析一下第3突击集团军的推进情况。该军主力有可能在圣诞节凌晨二时许抵达布伦瑞克附近。一般来说，届时的情况可能会是：



　　（1）零时左右，北约将会发现苏军向西推进。此刻苏军的先遣支队已开始越过边境。与此同时，苏联的空降部队将向北约后方的要塞设施发起攻击。这些事件将使北约全线拉响警报（在这一点上应当记住的是，我们还假定位于第3突击集团军以北和以南的其它苏军部队也将同时侵入西德领土。



　　（2）由于苏军是在午夜越过边境的，所以北约很有可能无法像预期的那样精确地判明苏军入侵部队的规模和主攻方向。他们甚至更有可能根本判断不出第3突击集团军的进攻是否代表整个苏联入侵的主要攻势，还是单纯的牵制性进攻，或破坏性的进攻。



　　（3）上述第一点带来的结果是：距东德边境最近的北约部队（其中包括西德边防军部队）将立即投入与入侵者的战斗。



　　（4）第一点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得到警报的驻西德中部的北约部队在东进接敌之前，将立即开始集合人员和车辆。虽然集结工作在得到警报后会立即开始。但是，从俄国人越境到北约部队得到警报，其间需要一段时间；北约官兵从睡梦中被唤醒，拿起武器，领取弹药，然后登上车辆并把车辆开出营房，直至向敌人方向开进，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位前苏联军官曾说过，苏联部队完成上述种种任务需要一个半小时到六个小时。我们假设北约部队所需要的时间是苏军的平均时间，即三小时四十五分钟。由于十五分钟对我们目前的推论没有什么影响，为简便起见，我们把这个时间四舍五入，变成四个小时。也就是我们将苏军开始越过西德边境到全副武装的北约部队离开营房，出发迎敌这段时间假定为四个小时。



　　根据我们的设想，上述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圣诞节凌晨。所以我们有理由设想一部分北约官兵在头天晚上曾去参加舞会，而且当警钟拉响时他们很可能还在舞会上。而其他一些官兵则正在度假，远离部队。所以在敌人越境四个小时以后驱车前往阻击敌人推进的部队中，要减去一个旅或一个师左右的实力。由于北约的后备役部队此时尚未动员，所以部队的战斗力还会进一步削弱。我们曾多次听说，北约最少需要48个小时的预警时间才能把它的预备役官兵征召起来并编入部队。所以在此之前，北约并不具备充分的战斗力。1980年英军所进行的“圣战者”演习，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征召预备役的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完成的，而且当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但用英军第1军中将军长彼得·兰格爵士的话来说，这次征召工作“仅仅是”完成了而已。尽管如此，爱说风凉话的人也许会说，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根本没有遭到突然袭击。早在“圣战者”演习举行好几个星期之前，演习开始的日期就已经为人所知，并见诸于报端。组织这次演习的参谋军官们则动手更早。根据这些讲怪话的人的说法，如果真的遭到一场突然袭击。英国第1军达到齐装满员所需要的时间就不是48个小时，而是48天了。



　　本人听不得半点悲观丧气的话。至少在本章所论述的范围内，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我认为，在“圣战者”演习中能做到的事一定能够在真正紧急情况下再次做到。英军第1军将在接到警报后48小时内充分动员起来。



　　遗憾的是，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接到警报后48个小时，而仅仅是4个小时。我们已经假定，在四小时后，北约部队正在开出他们的营房，但他们之中不包括预备役人员和请假外出的官兵，还有一些人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是刚刚从舞会上回来的。所以此时的北约部队并不具备百分之百的战斗力。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我这个看法。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圣诞节凌晨四点钟的情况。之所以是四点钟而不是三点钟，是因为苏军的先遣支队在午夜零时才越过边境，北约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拉响战斗警报。所以，只能在凌晨四点钟，英军第1军才能离开营房，而这时俄国人已从布伦瑞克继续向前推进，至少已经打到了汉诺威，甚至可能更远。



　　就这个问题我打算说三点。首先，西方军界舆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一条相对狭窄的战线上突入敌人纵深是非常危险的。据说，这样的突击极易受到来自翼侧的攻击。而苏军的理论则认为，在突然性业已达成，战区的制空权又不在敌人手里时，危险性是很小的。因此，当突然性已经达成，双方又都未掌握制空权时，精明的指挥官就会尽可能地向敌人纵深快速推进，直趋敌之要害。在汉诺威所位于的东经十度线上，甚至在九度线上都没有北约的要害设施，其要害设施都位于九、十度线以远地区。所以，当苏军的指挥官按照苏军的理论行事时，他就会越过布伦瑞克和汉诺威，向莱茵河扑去。而且由于当时仍是深夜，北约空军还不能有效地控制空域，只有到了白天才能切实有效地掌握制空权。而且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只有有胆量之人才敢断言，北约能在破晓时立即取得局部制空权。



　　第二，按现行苏军理论要求，入侵者地面部队的推进，必须伴之以打击敌后纵深目标，如敌核设施、敌指挥部、控制和通信中心，以及敌补给仓库等。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作过了分析。这一系列打击任务可以由空降部队——伞降部队或是直升机机降部队——来完成，或是由轰炸机或导弹来完成。由于导弹给予敌预警时间最短，所以在开战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一般人也许倾向于使用导弹。但并不一定非装核弹头不可，化学弹头甚至常规弹头即可达此目的。零时过后，肯定北约司令部内已经拉响了警报，达成进一步的突然性已经无望，所以此时空降部队（尤其是直升机机降部队）必然要投入使用。



　　除此之外，在西德境内活动的共产党第五纵队将着手进行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使北约的防御措施难以完成。虽然炸毁一座关键性的桥梁，在复杂的公路地段上或交通要冲弄翻一辆卡车，并不能挫败北约的努力，但必然要迟滞北约的行动。这种迟滞给北约所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将正中俄国人的下怀，这也正是北约所最为担心的。整个战役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时间的较量，——北约力图争取时间以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俄国人则力图争取时间以便在北约做到这一点之前就将其击溃。本章就是要验证一下苏联将会在这场较量中获胜这一假设是否成立。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在这种形势下，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几乎肯定会发生，而不管发生哪一种情况都对西方盟国不利。一种情况是，苏联的战略原则将获得完全的成功，北约部队几乎被打得措手不及。边境附近的部队的行动受到阻碍，后方的部队则来不及进行整顿并有效地阻击敌人。其结果，这些部队将会被消灭，而俄国人将达成他们的企图，战争就此结束。



　　另一种情况是，北约和华约打一场“遭遇战斗”（如果你愿意，也可叫做“遭遇交战”）。这一概念受到俄国人的偏爱，他们对此有过大量论述。他们自然也经常演练遭遇战斗，因为俄国人是喜欢打运动战的，而“遭遇战斗”则是运动战的一种常见形式。当然，北约部队对“遭遇战斗”这个概念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同样就此著书立说，并付诸实践。在华约和北约这两个“遭遇战斗”的对手中，试图确定谁优谁劣，谁在实战中可能赢得胜利，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不过想要强调一下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遭遇战斗”绝非防御一方的理想作战形式。



　　或许应该解释一下，“遭遇战斗”是双方在运动战中自然发生的一种战斗。换言之，任何一方都未处于有利位置，不管是防御一方也好，或是进攻一方也好，两者皆然。因此，在“遭遇战斗”中，几乎总会存在着战术突然性这一因素。有时是入侵的一方，有时则是防御的一方，感到出乎意料，而经常是双方都感到意外。“遭遇战斗”能否取胜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队指挥官能否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他必须作出明智的决定，并迅速将其传达给部下，其下级则必须同样迅速地贯彻执行。



　　在这种战斗中，胜利可能属于入侵者，有可能属于防御者。但是应当指出，如果胜利属于后者，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侥幸。这样说，当然有些言过其实。防御者有可能会有意识的想用“遭遇战斗”来消灭对手，因而选择这种作战形式来夺取胜利，并事先训练自己的部队进行“遭遇战斗”，而置其它作战形式于不顾。由此他们的胜利就不是凭运气了，而是因为他们在用兵上颇有先见之明的缘故。



　　然而这样的一种决策却有些不合情理，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完全放弃了战争赋予防御的所有有利条件。它们包括：可事先选择并占据有利地形以击退敌人的进攻；详细研究并掌握战场的地形；并在有利的地形上事先做好战斗准备，等等。如果战区内没有明显的地形地貌特点，例如战场位于一马平川的地区，防御者至多处于同进攻者相同的地位。在这样的地区，即不存在此处比彼处对防御者来说更为有利的地形（换个说法就是，所有地段对进攻者和防御者来说都是利弊相同的），从防御者的角度来看，“遭遇战斗”至少是同其它作战形式一样，有其可取之处。也许这一点正是俄国人——出生和生长在荒凉的大平原的民族——之所以如此注重“遭遇战斗”的原因所在。



　　但是驻扎在马格德堡的苏军部队西进途中并不经过这样平坦而空旷的原野。驻扎在北部菲斯滕堡的，沿着与波罗的海平行的方向向西推进的另一路苏军倒是能经过类似的平原。但从马格德堡来的那一路苏军则肯定要通过具有显著地貌特点的地区。我们刚才已经承认，这些地形特点是对防御有利的。所以在这一带作战的北约部队不可能希望打一场“遭遇战斗”。恰恰相反，他们必然希望在部队已经熟悉并进行过战术演习的区域内，在事先选择好并已占领的阵地上进行战斗。若进行其它形式的作战，则将会失去宝贵的优势。



　　如果北约部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遭遇战斗”，那他们就只能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抵御敌人进攻。迫使他们进行这种战斗的，是俄国人的推进速度。换句话说，如果俄国人深入西德腹地的速度之快超出了北约的预料，那么北约就不可能做到严阵以待，而只能是猝不及防。攻敌于不备是击败敌人的要诀之一，所以大规模的成功的“遭遇战斗”同其它各种作战形式一样，也可以使俄国人在战争初期就赢得战争。在这样一场战斗中，即在前几段说过的那种条件下进行的战斗中，北约既不可能充分动员，也不可能充分展开。而战争“开始阶段”制胜论的核心，正是要在这种形势下击败敌人。这正是本书想要说明的全部问题。



　　以上只是一个粗浅的假设，无意深究任何细节。它将苏军在欧洲的主要进攻矛头，描述为指向英国第1军的防区，但这完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假设苏军的主要攻势是指向西德部队防区，或是美军防区，甚至指向荷兰、丹麦和比利时防区，那么，以上这个方案也就无所谓好坏了。



　　不论主攻方向指向哪里，它只可能是几个攻击方向之中的一个，并且不论主攻方向指向哪里，均可预见其在军事上必然得到的相同的结果。一系列的事件将会按照同样的顺序发生。我们这里所作的只是一个假设，借以说明伊万诺夫大将的《战争初期》一书的思想。需要记住的主要一点是，该书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假设，即苏军从“部队驻地”直接对北约发起进攻后，很有可能抢在北约部队集合好队伍、取出武器弹药并开出营房之前，赶到东经九度线以西。



　　按这个假设，北约的防御战就只有在东经九度线以西，即汉诺威以西进行。这对北约来说显然是没有好处的。至于这场决战将在西德的北部，还是中部，或者是南部，或者是所有这些地域都进行，这无关紧要。在苏联看来，唯一要紧的是这场战斗应该尽量深入到西德领土纵深去进行，而不要在临近东德边境的地区进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进而言之，只有当这场战斗不仅在东经九度线以西进行，而且是一场实际上已经胜券在握的战斗时，才有可能在战争初期赢得战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实际上也就没有同苏联进行决战，因为俄国人在北约准备就绪之前就对它发动了袭击。这是苏联人制胜的第二个先决条件。



　　必须说明，我并没有宣称自己已经证明了苏联事实上能够在战争初期赢得对北约的战争。我只不过提出这个问题，以供讨论。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这种赢得战争的方法对俄国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如果俄国人决意发动战争的话）。我一直以苏联的著作为基础，试图研究他们将会通过何种手段来达此目的。无庸讳言，我还不曾有幸亲眼见到苏联进攻北约的任何真正的计划。我不过是就他们公开的原则，进行固有的军事逻辑上的推理，并按照奥加尔科夫元帅可能设想的方式，将结果整理成一个大致的方案。在伊万诺夫大将在著作中肯定也能找到这一方案的轮廓。



　　当然，我完全了解，对我的论述，会有人提出异议甚至驳斥。如果哪位北约军官能够证明我勾划的“苏联方案”行不通，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反而会由衷地高兴。这个方案也很可能行不通，因为其中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困难：



　　（1）二十个师还算不上一支很强大的力量。



　　（2）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在边界东德一侧布雷区中开辟一条宽度足够使必要数量的部队得以经过的通道，绝非易事，甚至可能办不到。



　　（3）尽管苏军是在没有光亮和无线电静默的条件下开赴东西德边界的，但也许仍然躲不开北约监视哨的眼睛。如果是这样的话，北约将提前发出警报，而提前报警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4）如果开战首日，苏军先遣支队就要在凌晨四点锲入到汉诺威一线，那他们就不得不保持每小时30公里的推进速度。但是，事实也许会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记住，我们曾经设想北约部队在凌晨四点已经全副武装，正在士气高昂地离开营房。如果这个时候苏军先遣支队尚在汉诺威以东，那么苏军就不可能在战争“开始阶段”赢得这场战争将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并不表明他们根本赢不了这场战争。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这个方案得以成功，如果俄国人在接近四点时抵达汉诺威，那么，俄国人讲在天未破晓的时候向西朝着德国的腹地挺进，这也就是说，俄国人将在北约可能没有完全了解它的兵力和企图的时候向西直指西德的腹地。北约不能完全判明苏联的兵力和企图只会对俄国人有利，会使其成功更有把握。此时，苏军指挥官就应当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的一些机会。1940年，纳粹将领们出色地利用了他们所得到的各种机会，这是当时他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我们所知，苏联的将军们还一直未能验证他们到底能否把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在真正的战场上付诸实施。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的部队确实能够成功地利用其对手的错误，甚至能够像他们演习时那样，“非常”成功地打一场大规模的“遭遇战斗”，那么，我们就不能认为伊万诺夫大将的方案是不可行的。但是对于这一观点，就像对于本章其它观点一样，每个读者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读者应当牢记，将战役机动集群这一新的概念运用于伊万诺夫方案，那将会恰到好处。














	

 






	















	







	







	









 





	


	







	








	




	


编者前言




	







	

 



	


	


　　在技术发达的时代，经验和理论很快就会过时。然而，如能正确加以运用，经验和理论就会成为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如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所说：



　　“经验如不加以总结、整理，也不打算运用，几乎是毫无价值的。”



　　《坦克—前进！》一书记述了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德国坦克部、分队的发展和战术。但是，要想把这些涉及面很宽的问题都囊括在一本书里是不可能的。在迅速组建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和在战争期间，德国装甲坦克兵积累的经验是大量的，多方面的。而且，这些经验是在各个战场、在同拥有不同武器和采用不同战术的许多国家的军队作战中取得的。《坦克—前进！》一书虽然是根据过去的资料整理的，但许多论述直到今天也没有丧失其意义。



　　书中的插图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各个章节的内容。



　　关于其它兵种的运用，只涉及到与坦克兵战斗行动有直接联系的一些问题。伴随和支援坦克，并能英勇作战的其它兵种，也同装甲坦克兵一样，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我衷心感谢“西尔德·费尔拉格”出版社的什特列凯尔先生，他校阅了本书的初稿，提出了意见，并对本书作了技术校订。借此机会，谨向给我介绍了许多作战经验并提出宝贵建议的坦克兵军官们表示谢意。



　　希望本书的内容能体现古德里安上将所嘱望的坦克兵的那种战斗精神。



　　深信，读者会从本书的各个章节中看出，我们坦克部队的官兵在战争年代曾经建立过何等显赫的战功。涉及实战情景的篇章，会使我们追忆起他们所经受的那些严峻考验。这也正是对我们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的最好的纪念。



奥斯卡·门泽尔














	

 






	















	





	







	









 





	


	







	








	




	


古德里安上将




	







	

 



	


	


　　在《坦克—前进！》一书中，除总结了德军装甲坦克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运用以外，还阐述了该兵种的创始人、古德里安上将的理论观点。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书的开头先介绍一下古德里安的简要生平。



　　翰斯·古德里安于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七日生在维斯瓦河畔赫翁诺城的一个军官家庭里。他于一九○七年卒业于陆军学校，获得准尉军衔，被派到汉诺威的第10轻骑兵营工作。后来他同果斯拉尔的一个医生的女儿结了婚，生有二子，都象他一样当了军官。



　　家庭的传统和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对古德里安的性格和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对他来说，这些传统就是力尽天职、服从、责任感和事业心。他坚持的观点是，士兵要完成官长交给的一切任务，而官长在遇有涉及士兵的生命、健康和福利的事情时，要竭力维护士兵的利益。他一生都是按这条原则办事的。众所周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他就是因为维护他的坦克集团军的利益而被革职的。当时他的集团军被要求在俄国的严冬条件下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一九四三年三月，古德里安被任命为装甲坦克兵总监。在对德国来说十分艰苦的岁月里，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了战争快结束时，他因坦率陈述个人不同的看法，再次被革职。古德里安意志坚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只要证明他是错误的，他也从不固执己见。



　　他的个性和他在初任军职的轻骑兵营所受的熏陶，使他获得了坦克兵指挥官所必备的素质——不屈不挠的意志，迅猛冲锋和勇猛杀敌的果断性以及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冷静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的个人禀赋和作为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所应有的全面而扎实的素养，使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心能够迅速付诸实现。在骑兵中所受到的优良训练也有助于他成为一名卓越的坦克兵指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德里安还是某骑兵师的一名军官的时候就已确信，要想使弗里德里希大帝使用骑兵的基本原则重新得以发展，必须学会以新的眼光来估价和利用战斗条件、时间和空间。古德里安不断地接受新鲜的、有益的、甚至是来自外国的事物，而且能够加进自己许多看法。



　　他为坦克兵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从试验雏型坦克部队到建立起一个新的兵种；从设计第一批坦克到大批生产新式坦克；从训练小分队到指挥坦克兵团。他是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从事这些工作的，而且还要克服保守分子的种种阻力。古德里安曾作出很大的努力，为组建装甲坦克兵而筹划资金，并论证他所提出的发展装甲坦克兵的方向的正确性。他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否则他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会取得斗争的胜利。当然，他也得到了协助他工作的许多忠实的、朝气蓬勃的军官的支持。但是，建立新兵种的基本思想是来源于古德里安的，也只有居于显要地位的古德里安才能使这一思想得以实现。因此，不仅在德国，即使是在国外，也公认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坦克兵之父。



　　古德里安曾在波兰和法国指挥过坦克军，在俄国指挥过坦克群和坦克集团军，因此得以亲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他指挥的装甲坦克兵所取得的多次胜利，这里不拟赘述。“闪击战”和古德里安的名字一起载入了史册。关于坦克的战斗运用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提出，直到古德里安提出“闪击战”理论，这一问题算是正确地解决了。从而，毫无出路的阵地战思想也就被埋葬了。自从在战场上出现了强大的防御武器以后，军队的机动力曾一度丧失，有装甲防护的发动机才使军队的机动力得以恢复。古德里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据此作出必要的结论，以改进装甲坦克兵的编制、战斗训练和组织指挥。古德里安指出，发动机责成指挥官迅速定下决心，并亲自促其实现，因为坦克在战场上如以步兵进攻速度行动，就是自取灭亡。坦克兵特别要遵照弗里德里希的遗教行事：“进攻愈迅猛，伤亡愈小。”



　　为了正确评价古德里安所做的一切，必须考虑到，从组建装甲坦克兵之日起到大规模使用这个兵种，中间只有六年的和平时期。在这几年没有做到的事情，都要在艰苦得多的战争条件下完成。一九四三年三月，古德里安担任装甲坦克兵总监以后，深为德国的未来而担忧，但仍坚信坦克的威力，于是他迅速着手装甲坦克兵的改编工作。然而，在德国的军事潜力每况愈下，日渐衰弱的航空兵不能给予地面部队有效支援的条件下，即便是最卓越的组织者，也不能使各个战场在一段长时期内保持势均力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三月初，古德里安再次被革职，因为他的爽直使他成为最高统帅部里“碍事”的人物。此后，他对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形势发展已经不再起作用。



　　德军投降以后，古德里安成为美军的俘虏。他甚至在几年的监禁生活中也没有对自己的理想丧失信心。他于一九四八年获释，这时虽已重病缠身，但并没有休息多久。他十分关心地注视着战后年代的政局变化和过去的敌对国家装甲坦克兵的发展，并时常同西方专家就坦克问题交换意见。古德里安当时已满意地看出，他的思想已经在国外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他是旧军人协会的积极参加者，与过去的许多战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古德里安在《一个士兵的回忆》一书中，向后一代介绍了德军装甲坦克兵的发展历史，指出了它在战争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为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战斗经验传授给未来德军的年轻坦克兵，他又着手写一本新书，但死前未能完成。



　　古德里安上将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逝世，许多旧友为他送了葬。墓地就在他初任军职时的果斯拉尔。战后，他的辛勤劳动成果也就付之东流了。曾经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德国坦克也毁于一旦。但是要想毁掉古德里安的思想，抹杀它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些过去在装甲坦克兵服役的军人都还记得，在这位同我们心连心的将军指挥之下，我们曾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古德里安。














	

 






	















	







	







	









 





	


	







	








	




	


德国装甲坦克兵的历史




	







	

 



	


	


　　疑虑是经常会产生的。如果撇开疑虑不管，只有能在任何条件下当机立断、大胆行动的人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后代宁肯原谅错误行动，也不赞成无所作为。



　　——古德里安



　　德国装甲坦克兵的历史不长，但内容丰富。它的历史同原德国装甲坦克兵总监古德里安上将的毕生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德里安一生的成败得失与德国装甲坦克兵发展中的兴衰紧密相关。



　　过去，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帝国军队，接受一些新的技术装备是很慢的，而且有很大的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将内燃机用于军事目的，但那时的德国人还没有用汽车大量运送军队，是敌对国家先使用了汽车。后来，在对控制战场的机枪已经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敌方首先使用了坦克。起初，只是把坦克设想成步兵的辅助武器，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可以克服纵深配置的堑壕系统。



　　在一九一七年的康布雷战斗中，大规模使用坦克第一次取得了赫赫战果，但这只是当时唯一仅有的成功。在随后的一些战斗中，远远还不够完善的坦克，仍旧以小群来使用。因此，德军最高统帅部起初对这种新式武器是估计不足的，认为用原来的防御兵器就可以对付坦克。直到苏瓦松和亚眠战役时，敌人使用大量坦克突然楔入德军防御纵深，使德军吃了苦头，德军最高统帅部才相信坦克的价值，确认发展坦克应作为首要的任务。但是，当时德国的原材料奇缺，要想改变在坦克制造方面落后两年的状态是不可能的。第二年（一九一九年）计划总共生产八百辆坦克，而当时的三个协约国可以轻而易举地生产出是这个数字三十倍的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A7V型坦克，同当时所有其它国家的坦克一样，是钢铁的庞然大物，高三点三五米，长七点三米，重达三十吨。它装有一门57毫米火炮和六挺机枪。乘员有一名军官和十五名士兵。



　　坦克的机动性极差，薄薄的装甲只能防步、机枪子弹。技术上不过关，是坦克时常损坏的原因。不久，常常走在前面、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火炮就成了坦克的危险敌手。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坦克也能够掩护步兵跃出堑壕，并引导步兵进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坦克的战术和技术发展几乎全面停顿下来。协约国在战争最后两年生产的大量技术装备也没有用上，而德国被迫将为数不多的坦克交给了战胜国，几乎是完全缴了械。随后的几年，发动机在外国军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使用，不过这只是在英国对装甲坦克兵的战术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但也是理论性的居多，实践较少。



　　根据凡尔赛条约，只允许德国有一支不大的军队（十万人），并不得装备坦克。但是，这对创新的思想是限制不住的，德国一直在寻求对付老一套的作战形式的新手段，特别是继续研究对坦克的战术技术要求。起初认为，坦克具有两个战术特性，一个是火力，另一个是机动力，应着重发挥其火力的作用。这时，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创新派为德国的装甲坦克兵带来了生命力。



　　一九二二年，古德里安开始掌管德国陆军的汽车兵。这时，他以一个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应有的审慎态度研究了摩托化部队的技术和战术使用问题。随着发动机功率的加大和坦克行驶速度的提高，坦克的战斗力也显著增强了，这一点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古德里安在研究外国专家，特别是在观点上同他十分接近的英国军事著作家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经验以后，经常讲到，发动机控制陆、海、空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发动机的作用将不断增长。古德里安指出，历代将领都曾不断寻求提高军队机动力和作战行动速度的新手段。为此，他们常常要增加快速行动部队的数量。古德里安认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自从机枪出现在战场上以后，步兵就丧失了它的突击力。在一九一四年，只有炮兵才能发挥突击力；到战争快结束时，炮兵又让位给坦克了。



　　当时只有七个营，为数不多的汽车兵，欣然接受了古德里安关于军队摩托化的思想。汽车兵开始先从理论上培养一些军官。训练时使用了以汽车底盘制作的坦克模型和英国的装甲坦克兵条令。真正开始创建一个新兵种，那还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后，即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汽车兵总部的参谋长以后。这时汽车兵进行了改编并装备了新型车辆。



　　一九三三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军队的摩托化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发展。一些骑兵团开始改编成摩托化步兵部队。除了汽车兵总部之外，还建立了装甲坦克兵部。该部的部长是卢茨中将，参谋长是总参谋部的上校古德里安。有三个坦克连就在楚森的汽车学校训练，在第一次战术演习中曾以农业用的拖拉机作为履带车辆使用。一年以后，已经有了两个汽车学校，一个在楚森，一个在奥尔德卢弗，每个学校都相当于团的规模，专门为改编汽车营和骑兵团而培养教官。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门斯特的射击场举行了第一个坦克师的演习。这次演习是很成功的，于是决定按这个师的样子编三个坦克师，分驻在柏林、魏马和符次堡，统归装甲坦克兵部建制。古德里安担任第2坦克师的师长，以便能够根据他的想法来训练这个坦克师。由各个部队调来的分队十分热情地学习使用这种新式的武器。新组建起来的团和独立的营都按统一的训练计划进行战斗训练。除了这三个坦克师以外，还组建起三个轻装师和四个摩托化师。这十个师归三个军建制，而这三个军又编成一个统一指挥的群。就这样形成了德军装甲坦克兵的骨干。



　　一些专门的集训队为新建的坦克兵团培训军官、准尉军官和技术人员。这时又利用柏林附近温斯道夫的普鲁士旧军校的地址建立了一所坦克学校，配备了一些固定的训练设备，并有一个不大的训练场地，设在楚森。随后，这所学校被命名为“第1装甲坦克学校”。学校的学员学习了新的理论原则，而在焦贝里茨-艾斯格伦的专业集训队组织了实车驾驶作业，这在当时认为是十分复杂的事情。这一所学校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就把克朗普尼茨的骑兵学校的一半用来训练摩托车射手和装甲汽车乘员。后来，这所学校全部用来训练摩托步兵和装甲汽车分队，并被命名为“第2装甲坦克学校”。此后，又在军队摩托化试验处和第1装甲坦克学校技术集训队的基础上组建起一所独立的学校。最后，到一九四四年，在什图特加特-瓦辛冈建立了一所汽车修理学校。



　　我们以很大的努力来创造这些必要的条件，以保障对年轻的装甲坦克兵的训练能达到现代水平。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是无法面面俱到的。比如，要想给部队装备高通行力的车辆和组织修理勤务，以及组织充分的技术器材供应，都遇到了很大困难。



　　坦克师在获得装备方面是有优先权的，因为它们更多地担负战役任务——“将整个坦克兵团集中而迅速地投入战斗，以保障向深远纵深实施坚决的进攻”（古德里安）。每个坦克师都编有两个旅（一个坦克旅，一个步兵旅，旅均为两团制）、一个炮兵团和其它分队。当时所谓的轻装师编有两个摩托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侦察团和一个坦克营，采取的是过渡性编制，不久就改编成了坦克师，部分装备了捷克的坦克。摩托步兵师全部实现了摩托化，采取的编制仍然是普通步兵师的编制。这些师也编了为数不多的坦克，这是不符合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的原则的。当时只组建了几个独立坦克旅，作为统帅部的预备队使用。



　　德军统帅部建立了装甲坦克兵，并把它看作是主要的兵种，否定了在外国军队中流行的关于坦克只是步兵的伴随兵器的观点。按照新的观点，坦克兵团应充分发挥其快速力，并充分利用其行动半径。然而，古德里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得出结论说，单一的坦克兵不能完成所有的任务，因此坦克兵必须经常与其它兵种保持协同。据此，坦克师常常根据其任务配属有伴随兵力。战争完全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坦克师的编制基本上保留了下来，没有改变。



　　还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我们就开始了制造坦克的科研工作，但是直到一九三三年军队才开始实际训练，而且使用的车辆是农业用的拖拉机。坦克和坦克武器的设计师们当时不得不考虑一个情况，即工厂的改建和成批生产坦克还可能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事。那时，坦克武器的研制水平在不断提高。轻型坦克计划安装50毫米炮，中型坦克计划安装75毫米炮。但是，为了尽快地给坦克安装武器，轻型坦克起初只安装了37毫米炮，这是当时反坦克炮兵已经采用的一种火炮。在生产新型战斗车辆以前的一段时期，军队为进行训练曾使用了专门的练习坦克，装有一门20毫米机关炮或两挺机枪。而且，这些不大的坦克直到同俄国的战争开始时，还在装备部队，以弥补制式坦克数量之不足，有一部分坦克还参加了战斗。



　　对坦克的重要要求是机动力和火力威力，要想提高机动力和火力威力常常要削弱装甲。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高和坦克外廓尺寸的增加，才逐渐加强了装甲防护力，这对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战最后几年用于完成这一任务的“虎”型坦克具有很强的装甲防护力，但速度却很低。自行火炮的装甲防护力是很弱的，因为对它的要求是具备较高的机动力和较强的穿甲能力。军械部门对于军队的这些要求是一清二楚的，当然是尽力予以满足，但是由于装甲坦克兵建立起来比较仓促，一切都按部队的要求办到是来不及的。



　　德军装甲坦克兵于一九三八年在西班牙首次参加战斗。装备有“克虏伯”轻型坦克的四个坦克连在战斗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对装甲坦克兵后来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一九三九年，在同波兰的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了坦克。当时要求在十八天内就击败这个国家的军队，而德国军队在数量上仍停留在和平时期的水平上。在战争史上，第一次运用了把坦克兵团集中使用在决定性方向上并实施机动作战的原则，这一原则确实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在法国开始作战时，在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战场上，我们已经有十个坦克师和四个摩托步兵师参战。甚至是边境一带的阿登山区难以通行的地形和纵横的江河也没有阻挡住这些师的迅猛前进。德军装甲坦克兵的创造者古德里安的预见被证明是正确的：“什么都不能阻挡这支强大的突击力量。”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兵团对其他国家军队的指挥和编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法国战局结束后，装甲坦克兵立即开始准备新的作战行动。当时曾计划攻打英国（“海狮”行动），为此要在不列颠诸岛登陆。由于舰艇不能把坦克直接送上岸，坦克登陆前的最后一段路程要自己行驶，有时还要在水下行驶。周密组织的试验表明，在使用可以使发动机在潜渡时能够工作的专用装置的条件下，密封的坦克可以在十米深的水中行驶。但准备归准备，最后并没有攻打英国。



　　一九四一年，德军装甲坦克兵面前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艰巨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多样性已经在蕴育着未来失败的萌芽。二月中旬，德军坦克被派往北非，以支援那里的意大利军队。只掌握有数量不多的坦克部队的隆美尔的迅猛推进，曾使他扬名四海。几乎是与此同时，德军的坦克师参加了巴尔干半岛的战斗，在这里它们遇到了山地行动的许多困难。



　　然而，在巴尔干的作战行动刚刚结束不久，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就开始了的对苏战争，要算是最严酷的战争了。按计划，我们要以迅猛的突击，在当年就把敌人击退到伏尔加河一线。然而，我们将与之作战的国家，老百姓都能吃苦耐劳，而且热爱祖国，便于军队调动的道路网又很不发达，再加上沼泽遍布、江河纵横，还有大片的森林。恶劣的气候使军队的行动更加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摩托化部队确无用武之地。



　　在对苏战争开始以前，坦克师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是由于坦克工厂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坦克，只得为增加师的数量而削弱师的突击力。坦克师原来编有一个两团制的坦克旅，后来只能编一个两营或三营制的坦克团。步兵团里只编有一个装备薄装甲的装甲输送车的连。炮兵也只有为数不多的自行火炮。为提高师的战斗力曾试图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例如，为增加坦克的行程，曾利用载油料的拖车（事实证明这是不行的）；为通过难行地段，曾让坦克携带束柴。但是，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大。



　　俄罗斯战局一开头是很顺利的。德军迅速地跨过了布格河、贝列津纳河（这条河当年曾决定了拿破伦的命运）、第聂伯河和西德维纳河，通过了所谓的“斯大林防线”，打赢了基辅战役。“闪击战”真似乎是名不虚传。哪知，基辅之战已潜伏着未来的危机。由于攻打基辅的战役开始过晚，拖延了时间，有利于作战的时期大大缩短了。这时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已经来临。坦克在沙地、沼泽地和泥泞地行驶，发动机损坏了，磨损的履带和传动装置也很快都报废了。部队要求补充坦克以及新的备件也无济于事，他们即使付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也没有避开最后结局：就象拿破伦时代一样，俄国广阔无垠的大地挽救了俄国入。



　　一九四一年初冬，古德里安指挥的坦克第2集团军正由南面迂回莫斯科，他当时曾以他固有的直爽态度反对继续前进。他因此而失宠，被转入陆军总部的预备役。他只得袖手旁观，眼看着由于一些人不了解装甲坦克兵的能力而使他亲自监制的坦克提前遭到损伤。古德里安的离职所带来的是军队以及整个装甲坦克兵作战的失败。装甲坦克兵的全体官兵，甚至是新兵，都了解和尊敬古德里安。



　　当然，这时德军还在不断增加坦克的数量，不断提高坦克的战斗威力。坦克的月产量已经达到六百辆，而一九四○年的月产量只有一百二十五辆。这时已经开始生产计划于一九四○年生产的“虎”型坦克，并开始生产机动力很好的“豹”式中型坦克，但前线需要各型的装甲车辆。浴血奋战的步兵则更加需要威力大、机动性好的反坦克兵器。炮兵需要装备自行火炮。坦克师的摩托步兵团急需装备装甲输送车。满足所有这些需求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军事方面的经济能力是很不足的。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发感到没有久经战斗考验的古德里安将军是不行的。



　　一九四二年，前线取得了一些新的胜利。在残酷的冬季战斗结束以后，得到部分补充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重新发起进攻，同第6集团军一起进至斯大林格勒地域的伏尔加河一线。在北高加索，坦克第1集团军距里海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在北非，隆美尔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又发动闪电攻势，已抵达埃及国境，并夺占了托卜鲁克。但德军的兵力已感不足。到了年底已出现严重不利的局面。当俄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入进攻时，美军在法属北非登陆。隆美尔在阿拉曼一战失利以后，被迫继续向西撤退。德军丧失了战役机动的自由。装甲坦克兵这颗明星也即将殒落。



　　就在这十分艰苦的时刻，古德里安上将重新归队。他被任命为总监，大权在握。如果早些给他这些权限，我们的军队也不致有那样大的损失。古德里安作为装甲兵的最高首长，掌管包括党卫军坦克兵团在内的整个装甲兵的编制、战斗训练和装备改进。他有权在全军分配履带和轮式车辆。古德里安增加了经过战斗考验的T-Ⅳ（装有长身管火炮）、“虎”式和“豹”式坦克的产量。这时，还开始了制造防空坦克、侦察坦克、架桥坦克以及装有电台的指挥坦克的科研工作。古德里安下令研究坦克师的新编制，既要压缩人员和装备的数量，又要保持战斗力。补给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后备部队也展开了接近实战条件的训练。编写出了精炼的新条令，删减了一些繁琐的规定，文字简练，便于理解、执行。装甲兵的许多训练班和学校统归“院校部”领导，这样工作起来可以步调一致。



　　一九四三年来临了，它是以斯大林格勒这幕震撼人心的悲剧开始的。北非的战斗行动也不得不停顿下来。七月，英美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秋天在意大利登陆。于是，在欧洲开始了两线作战。工业发达的美国早已开始援助俄国，为他们提供坦克和其它技术装备。代号为“堡垒”的库尔斯克-贝尔果罗德战役的失败，对我装甲兵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我们损失了许多技术装备。其次，在德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确实使德军统帅部步履维艰。步兵师没有得到必要数量的反坦克兵器的补充，只得用坦克来顶替。结果，尽管每个月能生产出二千辆各型装甲车辆，但并没有把它们用于执行主要任务——实施猛烈的进攻。坦克生产在逐渐缩减，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使许多坦克工厂停产，特别是影响了坦克备件的生产。与此同时，敌人技术装备的生产却大幅度上升。战争的好运已经彻底转到了德国的敌人一边。



　　一九四四年，对德国的合围圈已越来越小。在美英军于诺曼底登陆的同时，俄军强大的坦克兵团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攻势。如果说西线敌军进攻的速度起初是缓慢的，那么东线攻势的发展却是十分神速的。经过激战以后，我们丢掉了东普鲁士，“库尔良”集团军群也被分割。德军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军队只能得到部分装备的补充。有战斗力的后备兵力业已枯竭，只得派教练部队去堵塞战线的缺口。不过，前线的德军尽管已有些动摇，但仍在各个战线与优势之敌坚持作战。坦克师的使用只局限于完成所谓的“消防”任务：不断地把它们调到有敌人突破威胁的地段。在法国和意大利，由于敌人握有制空权，我们的军队只能在夜间调动。此时，在坦克发展方面已开始寻找新途径。为提高坦克夜间进攻的能力，计划给坦克安装能在夜间达到四百米观察距离的专用夜视仪。但是，这种夜视仪还是不很完善的，只是在匈牙利作了一些比较成功的试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山区，最后一次在进攻战役中大规模使用坦克，期望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由于天气条件不好，而主要是缺乏油料。



　　一九四四年冬，德军在各个战线都在撤退，只是在个别地段取得了一些胜利。摩托化部队尤其感到空中支援的不足。



　　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拟尽述。五月八日，德军投降，装甲兵也随之放下武器。装甲兵到战争最后几天仍在战线的许多地段顺利作战。



　　在战争年代，这支新建的兵种几乎扩大了十倍。到战争结束时，除统帅部预备队外，连党卫军的装甲部队在内共有三十一个坦克师和二十个摩托步兵师。装甲兵所取得的胜利已载入军事史册，并永远为我们的老坦克兵所追忆。



　　最高统帅部最后的一份战报的最后一句话号召我们：“在这艰难的时刻，武装力量要怀念我们已经牺牲的战友，他们责成我们遵守纪律、服从指挥、无条件地忠于我们曾经浴血作战的祖国”。














	

 






	















	







	







	









 





	


	







	








	




	


第一章 坦克战斗运用的一般原则




	







	

 



	


	


　　坦克及其任务



　　坦克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现代坦克之所以能够满足对它们提出的各项要求，不知经过了多少的艰苦努力和积累了多少的经验。德军统帅部对这种新式武器的估价是：坦克是旧式武器所不曾具备的战斗性能的综合体，因此它大大优于其它武器；坦克积极方面的特性是火力与机动力，消极方面的特性是装甲防护力。



　　坦克的强点



　　1．因有履带，通行力强，能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加宽履带以后，坦克的通行力还可以提高。



　　2．内燃发动机只要有燃料，就可以不停地工作，不象人或马匹那样容易筋疲力竭。要想不停地作战，就要充分发挥发动机的这一特性。



　　3．坦克可装备数种武器，能迅速做好开火的准备。因此坦克对各种目标，包括有装甲防护和没有装甲防护的，甚至是远距离上的目标，都有较高的杀伤力。



　　4．坦克炮塔可以旋转360度，这样就可以不变换阵地迅速向突然出现的目标开火。



　　5．坦克带有油料和弹药，可长时间参加战斗。



　　6．每辆坦克都有通信设备，乘员可以听到连长的口令，也可以同本车车长通话。这使指挥坦克的灵活性和传达口令的可靠性大为提高。



　　7．坦克象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全身披有铠甲。坦克的钢甲可以可靠地保护乘员和各重要部件（发动机、燃料箱、电台和弹药）不致被各种反坦克兵器损坏。



　　8．坦克巨大的车体、轰隆声和快速的运动，对敌人是很大的精神威胁，其弹道低伸而射速高的火力具有更大的威胁。



　　坦克的缺点



　　1．坦克目标大，停止间和近距离内容易被毁伤。



　　2．坦克噪音大，使乘员在战斗中不易判明情况，使车辆易于暴露。



　　3．观察地形受限，行进间震动较大，不易观察战场，尤其不易发现掩体内或伪装的敌人。因此全车乘员都要观察战场，车长还经常要探身车外，有遭杀伤危险。



　　4．为迅速而准确地命中目标，坦克一般装有弹道低伸的武器，不易击中掩体内或反斜面上的目标。



　　5．坦克也象其它任何车辆一样，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技术保养和经常的维护。



　　6．坦克的成本很高，大战期间制造一辆坦克，需要一千人花费十天的时间。原料缺乏，技术专家不足都会使坦克产量大大降低。



　　坦克战术基础



　　1．坦克具有高度的通行力，因而有较好的机动力。坦克的行动越快，遭到敌人的杀伤就越轻。坦克还能从行进间射击，它是进攻性武器。



　　2．坦克只有实施大纵深的进攻，而在突破防御后能大胆追击敌人，才能充分发挥其战斗性能。



　　3．要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必须大量集中使用坦克。这样既可速胜，又可减少部队伤亡。



　　4．坦克应选择能迅速行驶的地形行动。只有在便于坦克通行的地形上，才能充分发挥其远射程武器的威力和火力互相支援的能力。



　　5．坦克应达成冲击的突然性，而且要尽量打敌防御中的薄弱点。



　　6．坦克需要有伴随兵力兵器协同行动。只有这样坦克才能迅速通过难行地段，打击敌人。



　　7．坦克即使在防御中也要执行进攻性任务。这时集中使用坦克尤为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在局部剥夺进攻之敌的优势。



　　8．只有在不便于坦克通行的地形上，而且己方兵力确实薄弱时，坦克才能暂时分割配属给步兵，但分割的单位不得小于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现集中指挥，并周密组织物资技术保障工作。



　　9．坦克在直接支援步兵时也要发挥其机动力。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事实上是不能充分发挥机动力的。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得出的一般结论：



　　战争证明，古德里安关于坦克具有重大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德军使用坦克的原则也是正确的。这些原则是：快速行动和机动；集中使用所有的兵力兵器。



　　只要在决定性方向上能集中全部兵力兵器，一定会取得重大胜利。这时坦克一定能突破敌人的防御，并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如果坦克不作特殊用途的武器来使用，而作为辅助兵器使用，其作用会大大降低。德国在上次大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常常考虑不到坦克的能力。



　　坦克部、分队的编制和战斗运用



　　在同俄国交战以前，最大的坦克战斗单位是旅。旅由两个二营制的团编成。全旅约有三百辆坦克，在进攻中用于主要突击方向上。对俄作战快要开始时，撤消了旅的编制，建立了坦克师，师属的坦克团由二、三个营编成。独立的坦克营编在摩托步兵师内或作为统帅部预备队。一九四四年组建的独立坦克旅，只有一个坦克营，编有三十辆“豹”型坦克，因此，要实施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必须在一个方向上集结若干个坦克团或营。



　　坦克旅旅长和坦克团团长根据师长的命令行动，并根据敌情和现地勘察的情况向师长提出关于使用坦克的建议。旅长仅对本旅的战术运用负责，而团长则对本团的各个方面负责。旅长辖有一个司令部连和一个修理连。在全旅（团）投入战斗时，旅（团）长乘指挥坦克指挥所属分队。根据地形条件，战斗情况和任务，团（营）战斗队形可编成一个或数个梯队。



　　坦克营



　　坦克营在编制上相当于炮兵营一级的单位。坦克营根据编制情况，可在一定时间内独立行动。营较长时间脱离本团行动时，可得到修理连所属分队的加强。独立的坦克营才编有一个修理排。最初建立的坦克营编有营部、一个通信排、三个轻型坦克连和一个中型坦克连。每个轻型坦克连编四个排，每排五辆坦克，连指挥排编二辆坦克。中型坦克连编三个排，坦克武器为75毫米短身管加农炮。战时，坦克营起初只编二个轻型坦克连和一个中型坦克连。在威力较大的坦克装备部队以后，连的坦克数量有所减少，但每营增加了一个连。一九四三年开始组建的坦克营为四连制，每连三个排，每排五辆坦克，连属指挥排编二辆坦克。只有“虎”型坦克营为三连制，每排四辆坦克，每连十四辆坦克。



　　当团遭到巨大损失，而在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得到补充时，为便于在战斗中指挥各分队和组织物资技术保障工作，团的各分队往往合编成一个营，营属各分队则合编成连。采用这种方法，还可腾出一部分人力完成其他任务（担任运动调整和作为步兵使用等等）。



　　营长的指挥机构是司令部和司令部连。



　　营司令部 战时编有两辆越野性能好的吉普车和若干辆摩托车，另外还有一辆配有办公设备的指挥车，车内经常有二、三名文书工作，由副参谋长领导。



　　司令部连 编有为在战斗中指挥本营所必需的分队。



　　指挥组 属营司令部建制，编两辆坦克，供营长、参谋长和营通信主任使用。这两辆坦克上装有专用无线电台，在战斗中可与营属分队、团和补给连保持通信联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营军医可以掌握一辆T-Ⅱ或T-Ⅲ坦克，甚至是T-Ⅳ坦克，以便在战斗中能随坦克分队前进。



　　侦察排 （原称轻装排）编五辆坦克，执行侦察和直接警戒任务。



　　工兵勘察排 用于修路，在战斗中支援坦克，执行运动调整勤务，勘察地形，并在必要时侦察敌情。用于勘察的车辆不是装甲车辆，而是一些越野能力较好的摩托车或吉普车。有的工兵班装备一辆T-Ⅱ型坦克，后来还装备了装甲输送车，这就使工兵分队能紧随战斗分队的战斗队形行动。



　　高炮排 首先是为后方分队提供对空防御手段。在特殊情况下，如通过隘路、行军休息、部队集结或进至出发位置时，也可为战斗分队担任对空防御。



　　战斗实践表明，坦克营各指挥机构在战斗中可以采取以下的协同方法：



　　营长 位于指挥坦克内，利用电台和以下达口述命令的方法指挥本营。为能顺利完成营所受领的任务，营长应熟知战斗情况、本营任务以及上级的任务和计划。在战斗中协助营长实施指挥的人员有：参谋长、副参谋长、通信主任以及补给连连长、营军医和工程技术勤务主任等。如果平时营长的这些助手分工明确，到了战时，即便情况十分复杂，他们也可以协调地工作。必要时，这些助手还能互相代替工作。



　　战争经验表明，为减少指挥机构的损失，各主管人员应有一定的位置。通信主任通常位于营长坦克内，因为保障不间断的通信联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参谋长（有时还有副参谋长）随后方分队行动，除为他们解决一般问题外，主要是组织物资技术保障工作。战斗中，参谋长在战斗队形之后跟进，战斗结束后再跟营长在一起。



　　连长 在战斗中用电台指挥所属分队。他常常把命令直接下达给某车。在连展开成战斗队形以前，连长在分队之前行进。连长以身作则，并不断关怀属下人员，对提高士气具有决定意义。



　　排长 首先应使本排坦克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战斗中，排长在履行职责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在本排坦克不断损失时，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可指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排长只能报告一下发现的目标和天然障碍物等。坦克排执行侦察、警戒任务时，在居民地、夜间或在掩蔽地形战斗时，排长则有较大的独立性；此时排长应特别注意与摩托步兵的协同动作。在其它情况下，排长多半以本车的动作指挥本排，有时要用射弹指示方向；在非战斗时节，排长则以手旗或手势进行指挥。



　　车长 的主要任务是在战斗中指挥本车。车长应选择好最便于消灭目标的阵地，并使本车在排战斗队形内占据合适的位置，不要影响其它坦克的行动和射击。对体积较大的坦克来说，一般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阵地，但有时一个不大的地褶也可能是十分珍贵的。每次转移阵地都要经过周密考虑，因为转移时要暂时中断射击，这对坦克是不利的。坦克要在其它坦克掩护下转移阵地，并且只有在新阵地能更好地发扬火力而又便于掩蔽的条件下，才能转移阵地。进攻速度越高，坦克所受到的威胁就越小。



　　德军坦克的车长不直接管射击和通信联络，因而他可以集中精力观察敌情并指挥本车乘员战斗，这就使德军坦克比其它国家的坦克更有战斗力。



　　炮手 帮助车长观察地形。炮手遇有突然出现的目标，可不待口令立即开始射击。连长坦克上的炮手更要能够机断行事，因为连长要指挥全连战斗，有时照顾不到本车的射击。炮手还帮助车长判定距离，并且要善于迅速而精确地修正射击。优秀的炮手可以用眼睛来确定提前量。



　　装填手 应能迅速取下炮弹，并毫不迟延地装填火炮。他应不断地向车长报告弹药数量。战斗中，可以取用损坏坦克的弹药。



　　无线电员 应经常与排长或连长保持通信联络，并使车内通话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他应遵守无线电通话规则；战前，他应仔细检查电台，并调好规定的波段。在出现干扰时，无线电手应能迅速变换波段。他同时是机枪射手，主要对付坦克歼击兵。无线电员离开坦克时，尤其是当坦克完全报废时，应将无线电信号表带走。



　　驾驶员 应能熟练驾驶坦克。乘员的命运，以及是否能顺利完成受领的任务，跟驾驶员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驾驶员按车长的指示驾驶坦克，他应注意不要妨碍其他坦克观察战场和射击。在占领阵地时，驾驶员应及时摘下排档并平稳地刹车，因为车辆不抖动，炮手即能迅速而准确地进行瞄准。驾驶员应善于使坦克在高地棱线之后占领阵地；驾驶时，他应目视近前方，以便能及时发现坑洼和危险地段（地雷场等）。坦克进行原地射击时，驾驶员则负责观察整个战场。并善于利用战斗间歇保养坦克和补充油料。



　　坦克全体乘员的动作应高度协调，这也正是全连顺利完成任务的决定性条件。战斗中，每个乘员都应观察战场，并利用光学仪器或观察孔搜索目标。全体乘员都应参加保养坦克和武器，协助加添油料，更换履带板和负重轮。在战斗紧张的条件下，甚至军官也要协助完成这些工作。驾驶员在战斗结束后必须注意休息，以便能尽快地恢复体力。坦克乘员组是一个亲密团结的集体，每个乘员都应以车为家。这个集体的成员如果缺额，就会使坦克的战斗力降低，使全连的力量削弱。



　　行军队形、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



　　要想使坦克能机动地作战，必须对其实施灵活而正确的指挥。为能利用地形迅速前进，并能在规定时间以全力冲击敌人，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军队形、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各种队形必须简单，以便能根据地形条件和战斗情况迅速变换队形。死板地采用某种队形，不符合现代的坦克战斗运用原则。



　　德军装甲兵还在战争以前就接受了这些基本原理。战斗实践表明，这些行军队形、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还可以进一步简化。但是，由于战争的持久和战斗训练水平日益下降，有时人们把战斗中证明是正确的队形完全忽略了，这不但给战斗行动增添了困难，而且还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根据战斗经验，确定行军队形、临战队形或战斗队形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为便于指挥各分队及其火力，必须使每个分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为此，就必须使分队指挥官自己确定其行军队形、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但是分队在部队的行军队形或战斗队形中必须占据上级指挥官规定的位置，并按指定的方向运动。如果根据地形和战斗情况，分队必须改变其运动方向时，分队指挥官即应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长官，否则会使上级长官中断对属下分队的指挥。



　　2．排的行军队形为一个纵队；连和营，特别是在开阔地形上，可成两个纵队。



　　3．战斗以前，连和营根据当前地形和战斗情况展开成临战队形。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进攻时，连和营采取“楔形”临战队形，而在进攻方向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则采取宽正面的“楔形”临战队形。连成“楔形”队形运动时，一个排在前面，其余两个排根据地形和情况在第一排之后成纵队或“楔形”队形跟进。必须争取使尽量多的火器参加战斗。间隔和距离应根据地形性质和与坦克协同的其它兵种所需要的空间而定。如果没有新的指示，为能与敌保持接触，并不致降低进攻速度，运动方向和速度由先头分队掌握。在战斗进程中，进攻方向可能时常改变。



　　4．战斗时，连成一线式战斗队形，各排展开成散兵线。



　　平时确定坦克之间的前后距离为二十五米，间隔为五十米。战争实践表明，这样的距离和间隔未免太小了。由于敌人射击效率的提高，坦克必须加大车间距离，采取分散配置的方法。行军中坦克之间的距离增加到五十米，而在敌人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要增加到一百米。在夜间扬尘的道路上、荫蔽地形上和不便观察的地形上，坦克之间的距离依能见度而定。






图1：坦克排、连的行军队形、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



　　5．各排成一线进攻时，即构成一个梯队。梯队的数量依以下条件确定：上级长官命令中规定的战斗队形、坦克的数量和地形性质。在开阔地，进攻正面和战斗队形的纵深要加大，以便能迅速采取必要措施适应突然变化的条件。情况不明时，必须采取纵深梯次配置的方法，以便能抗击敌人向暴露翼侧实施的反冲击，甚至在事先派出侦察的情况下，也需要采取梯次配置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坦克的火器的装甲防护力一般都很弱，有的根本没有防护。这些火器常常是属于坦克战斗队形的中心，坦克由前方、翼侧，有时甚至由后方保护这些火器。



　　6．根据任务、战斗情况和地形条件，坦克集结时可采取各种保障安全的配置方法。例如在开阔地，坦克在宽大正面上作纵深梯次配置。战争期间把这种配置方法叫做“刺猬”，采取这种配置方法，可以迅速向任一方向前出，并便于在任一方向上构成火力正面。集结的方法通常根据专门的命令确定，这要看集结的目的（为了行军或占领出发位置等）。



　　7．如果进攻是由团或旅实施的，这时的战斗队形可成一个梯队，也可成若干梯队（坦克营一线配置或前后配置）。






图2：坦克营、团的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



　　有若干梯队的战斗队形的优点是，队形纵深较大，能及时支援第一梯队。此外，这样便于变更部署和在主要突击方向（这个方向常常在战斗过程中才确定下来）上集中兵力。不过，编成这样的战斗队形，不便对第一梯队进行集中指挥，因为在宽大正面上行动的第一梯队遇到各种障碍物时就会自然分割成若干部分。实战证明，在下述条件下宜采取数个梯队的战斗队形：在机动作战时；在遇到强敌时；遇有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必须以交互跃进方式前进时（有时是由于弹药和油料不足）。






图3：坦克排在战场上前进的方法



　　部队成一个梯队的战斗队形的优点是，所属分队的战斗队形可以有较大的纵深，这样便于利用掩蔽地形。在部队的战斗队形被地形分割时，各分队仍有自己的物资技术保障机构。此外，采取一个梯队的战斗队形，还便于组织由两个方向冲击一个目标。这种队形的缺点是，所有的分队常常要一起参加战斗，因而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互相支援或实施包围机动。而且整个部队的纵深也不大。同时，将配属兵器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也会感到困难。因此，主要是在实施有限目的的进攻，追击敌人或受地形条件限制不得不分散兵力时，才适于采取一个梯队的战斗队形。



　　8．坦克部队（分队）指挥官根据情况应位于最便于观察和指挥所属部（分）队的地点。行军中和在展开时，指挥官最好位于纵队的先头，战斗中则位于战斗队形的中央。追击敌人时，部（分）队指挥官位于先头并掌握追击速度。退却时，则同接近敌人的分队在一起。



　　第二梯队分队的指挥官通常同上级长官在一起。这样便于上级长官下达命令和口令。另外，第二梯队分队指挥官位于本分队之前，可以亲自或通过指挥机构（侦察排）事先熟悉地形情况，使本分队能尽快进入战斗。第二梯队的分队通常以跃进的方式前进。



　　命令和报告



　　军队的摩托化对下达命令的方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能够高速行驶的现代化技术装备迫使指挥官迅速定下决心，简短地下达命令，并要求属下人员立即执行命令。否则，技术装备的一切优点都是没有用的。



　　在开始使用无线电台以后，下达命令的方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坦克连的坦克乘员能象过去骑兵连的骑兵一样听到连长的声音。在没有使用电台的时候，只要战斗队形一分散，指挥官和属下人员就联系不上了；有了电台，指挥官和属下就可以经常建立直接联系。书面命令和通过第三者传达的命令，还都是间接受领的命令。由于指挥官能与属下人员直接联系，下达的命令也就更有效了。此外，指挥官的坦克就编在战斗队形内，这使指挥官能更多地见到属下的坦克。多变的战场情况，要求下达象电报那样简短而便于执行的命令，不能编制形式主义的命令。检查对命令的执行情况也方便多了，因为指挥官可以一边听取无线电对话，一边亲自观察战场。属下对命令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确时，可以比过去更快地说清或进一步明确。



　　上级长官也利用了这种亲自与部队联系的可能性。坦克第2集团军的士兵，有谁在一九四一年不常在第一线部队见到古德里安上将呢！他置身于部队之中，同时由自己的装甲车辆用电台同集团军司令部保持联系。交战双方军队的机动能力都在提高，这就要求给各级指挥官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必给他们下达非常具体的指示，不必给他们限定什么框框。命令只需要明确指出要做什么，至于怎么做，那是命令执行者的事情，任务越重要，参战部队的规模越大，越要给现场指挥官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权。只有在上级首长更好地了解地形和战场情况时才指示如何执行命令。



　　命令的种类



　　预先号令 下达的目的是给属下更多的时间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使他们能更顺利地执行任务。坦克也不是总能够立即投入战斗。当然，坦克应当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装满油料和弹药等等），但是总还需要一些时间加温和发动发动机（尤其是冬季），以及下达命令等。因此，需要下达预先号令，而首先是关于侦察、现地勘察和行军的内容。



　　局部命令 这是根据坦克战进展迅速这样的特点下达的命令，特别是在情况紧急时常常要下达局部命令。这种命令可以用电台以报或话的形式下达，也可以口头下达，其内容只包括下级在执行任务中需要及时了解的情况。局部命令通常在行进间下达。



　　综合命令 这是正统形式的命令。但是对坦克连、营来说，只有在下达和执行命令的人都有充裕的时间，而且对完成任务有实际好处时，才下达这种内容详细的命令。



　　在组织需要周密准备的进攻时（如夜间、强渡江河等），以及在组织有计划的退却时，需要下达综合命令。每个分队（包括坦克的乘员组）都要不同程度地参加对情况的预先判断和准备战斗。为更好地判断情况，需将情况作一概括，以综合命令形式下达。



　　关于物资技术保障的 特别号令 可以战斗命令形式或以号令形式，口头或用电台向分队直至团下达。装甲兵的物资技术保障比其它任何兵种都更重要，是顺利执行战斗任务的先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证明一条旧原则的正确性，即在任何命令里都不需要有不说明任何问题的多余话，如“尽可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等，也不需要什么加强语气的话，如“竭力”、“坚决”、“务必”、“彻底”等。这些话在激烈的战斗情况下不但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影响长官的威信。但是尽量把命令说清楚有时是有益的。例如：“为保证抢救三辆坦克，在××时前要守住既占地区。”这对提高德军士兵的士气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这样做对谁有利。



　　报告



　　随着技术装备的发展，各种报告的内容和数量都增加了许多，因为除了战术性的报告和补给方面的报告以外，还增添了纯技术内容的报告。但是，平时实行的一整套报告制度，战时不一定能实现。首先，关于报告呈递期限的规定就不一定能实现，尤其是需要在夜间、雾天或天气、道路不好，甚至是在游击队占领区传送报告时，在时间上就更没有保障。这时就要看对报告的需要程度。对每个报告的基本要求是：可靠性和客观性。报告必须符合实际情况，否则会造成判断情况错误，从而定下不正确的决心，以至于下达不正确的命令。拟制报告的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提供虚假情报的后果。但在战时，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的，特别是要求部队执行难以胜任的任务，而上下级又没有充分了解时，下级提供的情报就更不一定准确。



　　对报告的要求



　　1．要确切地说明，你所报告的情况是见到的还是听到的。见到远方燃烧的坦克，还不能充分证明这辆坦克已被击毁。



　　2．报告情况要全面：何时、谁、如何、何地。否则，报告的情况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可能有不同的人报告同一情况。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由于报告不清，本来只击毁两辆坦克却成了四辆。



　　3．不要忘记讲明地形情况。以下各点对使用坦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道路、通路的情况以及桥梁的载重量；



　　2）沼泽地、森林地和徒涉场的可通行情况（只要一个人背上背着一个人能通过的地方，坦克就能通过）；



　　3）集结、展开、占领出发地位和隐蔽接近敌人的道路；



　　4）是否有修路、架桥、开设渡口和伪装的就便器材。



　　4．要附以简明的要图。绘制要图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只反映长官需要的情况；



　　2）准确标示己军和敌军位置；



　　3）专门标出（用水平线或细线条）观察条件较好的高地；



　　4）一切说明都在要图的同一张纸上注记；



　　5）必须说明图的比例尺并标示方位。



　　5．确定报告的类别及呈送报告的方法和时间（注意保密）。



　　6．每份报告上都应有报告人的签字以及报告日期和具体时间（即发出报告的时间是几点几分）。



　　7．必须检查报告的呈送手续是否正确（发出报告要领取收条）。



　　战斗报告



　　战争期间，每次战斗以后都要编写战斗报告。报告内容只包括按时间顺序发生的重要事件。上级长官的命令和下级的报告可直接反映在报告里，或作为报告的附录。总结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便能在类似的条件下运用这些经验。在报告的结尾说明人员和技术装备方面的损失以及缴获的战利品和俘虏情况。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军官、准尉和坦克乘员名单要专门附在报告的后面。






图4：由标定线指示目标的方法



　　坦克地图、标定线和地形座标



　　坦克地图 对装甲兵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总参谋部的地图没有考虑坦克战斗运用的特点，只是部分地适于装甲兵使用。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常常把坦克所需要的情况用细线条或彩色笔标在图上。



　　标定线 在地图上可以起到伪装真正进攻方向的作用，也便于下达命令和编写报告。标定线是在进攻方向上某两点之间标定的一条线，线上标出以厘米为单位的分划，第一点标以两位数的数字。为指示地形上的某方位物，即由该方位物向标示线作垂线，垂线上也以厘米为单位标出分划。当进攻方向有变化时，即标出以其它字母为代字的标定线，以示与原来标定线的区别。除标出标定线以外，在编写报告时还要标出所使用地图的比例尺。



　　如有时间即进行地形座标。每个地物都有一代称，并以四位数的数字标在地图上。各协同行动的兵种都使用同一的座标数字。这些数字便于下达命令和编写报告。



　　例如，“67高地以北一公里处的森林里的反坦克炮正向高地进行射击”可以简化为：“5535反坦克炮射击”。



　　信号



　　和平时期曾使用过许多各种各样的信号。战争中，这些信号的数量大为减少，因为有些信号不便于在战斗中使用。战斗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敌人身上，不十分考虑使用什么样的信号。坦克损坏或要求援助时，通常使用旗语信号。无线电静默或在行军中无线电台损坏时，以及在战斗以后，一般采用以下信号：



　　向上举起手旗——“集合”；



　　数次举落手旗——“跟我来”；



　　挥动紧急使用的手旗——“注意，地雷”；



　　手旗倒置——改变电台频率。



　　无线电台



　　没有电台即无法指挥坦克分队。无线电通话是主要的通信联络手段。只有利用无线电通话才能及时下达射击任务和灵活地指挥各分队。德军装甲兵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重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装备有上等的电台，而且能够很好地组织通信联络。在这两方面，我们都优于敌人。有线通信所起的作用稍小一些，它只在休整、大休息或占领出发地位以后使用。



　　大战以前，每辆坦克都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班、排、连长除此以外还有一台无线电发信机，连长还有第二台接收机。团、营长车配有中波电台，能在远距离同上级首长、友邻或自己的后勤分队（修理连等）保持通信联络。由于坦克师属部队中有大量的电台，因而要求严格遵守无线电纪律并周密区分无线电通信波段，这对使用无线电台有一定的约束。



　　战争期间，认为下述无线电通信原则是正确的：



　　1．无线电明语通信只有在战斗中需要短时间执行某项命令时才采用，例如命令开火或实施机动时。但是，一般都要编成密码：



　　1）部队、司令部以及负责人的名称可以采用密语，如“指挥官——蜻蜓”；



　　2）关于时间，采取增加数码的方法表示



　　为保密起见，非急需使用的战斗报告，用无线电以密语发出。



　　2．坦克连的各车均使用规定的同一频率工作，只有连长的第二台收信机使用营的频率。营长的命令通常由无线电员接收，尔后将记录交给连长。当营长呼唤并要求连长答复时，如连长正在发话，无线电员可打断连长的通话；但在战斗中，特别是在指示目标时，无线电员则不应干扰连长。车内乘员除装填手外，均可利用车内通话器通话。无线电员应在坦克向车外通话以前，使车内通话中断。排长和车长只有在需要报告敌情或上级呼唤时才能发话。



　　3．在任何情况下采用重复通信的办法都是适宜的，当使用炮兵和步兵通信网路时，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采取重复通信的办法。



　　4．做好无线电通信准备的时限，在命令中规定。在战斗间歇期间，为了省电，常常要规定电台只处于接收状态的一段时间（例如每一小时的头十分钟）或规定电台工作间歇时间。



　　5．在坦克与其它兵种协同行动时，如这些兵种（步兵、炮兵、航空兵）使用的电台型号与坦克电台型号不一样，就要专门派出一辆带电台的坦克或越野性能好的吉普车与之保持通信联络。也可由协同的兵种派出带电台的通信军官。






图5：加强坦克营无线电通信要图



　　6．远距离通信时（例如追击期间），要把电台设在较高的位置上，或以电报方式通信。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设接力电台。电台在停止间的通信距离要大于行进间的通信距离。



　　7．因地形（山地）和气象条件发生干扰时，则使用其它通信器材——汽车、手旗或各种信号。敌方干扰无线电通信时，即迅速变换频率。



　　口令和命令用语



　　在使用无线电台指挥时，口令和命令是有所区别的。下达口令的顺序，如：“蜻蜓——楔形队形——前进！”



　　下达命令的顺序为：“分队——方向或行军队形——任务。”下达射击任务时还要指出距离和目标。例如：“蜻蜓——11：00——反坦克炮——1300——消灭！”



　　电台的战术技术性能



　　超短波电台的通信距离为3～4公里。功率为30瓦的中波电台，行进间发报时，通信距离约30～40公里；而在原地工作并架高天线时，通信距离达120公里。



　　团对营和营对连均建立“星形”通信（若干台对一台），即属台能同时收听。同上级长官以及配属的支援兵器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络。



　　坦克射击



　　战争中的主要之点是射击。无情的战争规律要求迅速歼敌。一切行动都要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使用武器并发挥其战斗威力而提供保障。使用优良武器进行有效的射击，可以使坦克兵提高信心；由于有装甲防护，还可以使坦克兵的这种信心得到加强。



　　我军坦克射击效果一般优于敌军。其原因是：正确的射击训练；坦克武器高超的弹道性能；优质的光学仪器。战争期间，由于坦克炮口径加大，炮弹装药增加，身管加长以及采用新弹种，使得坦克炮的威力大大提高。战争后期的坦克在开阔地形上进行战斗时，一般在1500～2000米或更远的距离上即开始射击。坦克炮不断改进，射击精度越来越高。



　　在大战开始以前还作为轻型坦克主要武器的机枪已退居辅助地位。对于压制和消灭敌人的坦克歼击手和暴露的火器，机枪具有很好的效果。在中距离上，机枪能够对暴露的大面积目标进行有效的射击。机枪由于能够速射，而且对人员的精神威胁较大，在夜战中仍有重大意义。自动步枪、手榴弹和爆破器材可以作为坦克武器的补充。它们可以作为坦克乘员近战自卫武器和器材，特别是对坦克周围的死区和在车外战斗时就更加有用。



　　随着弹道的低伸和炮弹穿甲能力的提高，射击方法逐渐简化。这使射速提高，坦克的火力威力也随之增强。



　　在超过瞄准镜距离表尺分划的距离上进行射击，是不符合德军对坦克的战斗运用观点的。坦克炮一般不用于间接瞄准射击，只有在出现天然障碍（江河、沼泽、沙丘等），无法接近目标而且没有其它重型火炮时，才进行间接瞄准射击。从行进间射击的方法，平时训练中常常采用，战时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例如：与敌突然遭遇或夜间战斗等。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火炮稳定器，射击精度不高，弹药消耗却很大。



　　烟幕弹使用得很少，因为坦克携带烟幕弹要占其它炮弹的位置，而小口径发烟弹的发烟量又很小。此外，军工厂生产的坦克用发烟弹的数量也很少。由于这些原因，施放烟幕的任务均由支援坦克的炮兵来完成。



　　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坦克连采用了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射击方法。某些连队在坦克炮塔上安装了简易瞄准具（豁口和准星），车长可以利用这个瞄准具迅速向射手指示发现的目标。有时要突然使坦克停止前进，或稍作后退，以诱使敌人射击，从而查明敌人反坦克武器的发射阵地。伴随坦克的步兵数量常常是不足的，这就要求坦克互相进行火力支援，并彼此通报来自敌方的威胁。坦克乘员同掩蔽壕内的步兵作斗争是很困难的。如果坦克已经开到壕上，就要根据其它坦克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由一名乘员由车底安全门用自动步枪向敌人射击，以消灭坦克底下的敌人。



　　在坦克越过高地棱线、开出森林或居民地以前，车长最好在坦克还未开出掩体时即下车，用望远镜观察好地形。这样可以及时发现敌人的一些活动情况和伪装不好的火器，并采取必要的对策。有时对怀疑有敌人的地方打一枪，就可以发现敌人一个发射点。



　　单辆坦克以及整个坦克分队的射击和战术具有重大意义。每辆坦克都是一个独立的火力点。战斗胜负决定于坦克乘员的训练水平。射击效果、火力速度和机动取决于战斗情况和地形条件。射击方法也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只有在使更多的武器发扬火力时，才能迅速取得胜利。以单辆坦克的瞄准射击消灭敌人的反坦克兵器和坦克是至关紧要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肃清某一地区的敌人时，同步兵协同的坦克应搜索和消灭敌人的抵抗基点。



　　大战经验证明，下述坦克射击要则是正确的：



　　1．坦克的发射阵地



　　发射阵地选择的地点必须便于伪装和掩蔽坦克，但要保证火炮有自由的射界。根据地形特点，发射阵地可以直接选在高地棱线和天然屏蔽物之后。只有在需要迅速展开火力战的情况下才占领观察阵地。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掩体内做好，以便随后能迅速开火。






图6：坦克的发射阵地



　　2．侦察目标和判定距离



　　车长、射手和驾驶员在观察战场时应互相援助，通报观察情况。



　　战斗开始前侦察目标是很重要的。根据观察结果、前进阵地上的部队提供的情况、航空照片以及俘虏供词，编写出有关敌军火器配置情况的第一批材料。正确判定至目标的距离，能提高射击精度（这点在用爆破榴弹进行远距离射击时更为重要），并减少弹药的消耗。如时间充裕，例如在准备进攻或担任警戒时，要预先测出至敌人可能接近的地物的距离，并在要图上标出地物。为测定距离，必须利用一切工具，如地图、其它兵种的测距仪（坦克分队没有测距仪）以及光学器材等。地形特点、照明度、气象条件以及目标的尺寸和亮度对正确判定距离有很大影响。若已知坦克的宽度，利用望远镜的分划可以判定至坦克的近似距离。



　　例：坦克宽3米，观察坦克的角度为二个分划（0-02） [ 注：一个分划相当于1密位。 ] 。因此，距离为3米×1000／2=1500米。



　　但在目标突然出现时，一般没有判定距离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坦克的全体乘员迅速作出反应和协调行动十分重要。



　　3．目标指示



　　在发现伪装很好而难以判明的反坦克兵器时，准确指示目标十分重要。



　　粗略地指示目标，一般可利用表盘。坦克炮塔水平射角为360，象表盘一样分成12个分划。相当于表盘上数字12的位置为坦克运动方向。图上炮管所指为4。利用光学瞄准镜里的分划能更准确地指示目标。为实施集火射击，指挥官坦克或发现目标的坦克应向目标发出射弹。这是能尽快集中火力的最好办法。






图7：按表盘分划指示目标



　　4．武器和弹药的选择



　　穿甲弹用于消灭装甲车辆和有装甲防护的火器，首先是反坦克炮、装甲列车、轻型的永备发射点（对射击孔射击）等。



　　装有瞬发引信的爆破榴弹用于消灭未经掩蔽的运动目标或部分掩蔽的掩体内目标。装有延期引信的榴弹用于消灭野战掩体和工事。在地面有利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跳弹射击。



　　烟幕弹首先用于迷盲形体较窄的目标、反坦克兵器和观察所，也可用于指示目标。实践证明，使用烟幕罐投放装置施放烟幕常常效果不好，因为该装置容易失灵。相反，从炮塔上手工投放烟幕罐效果倒好些。



　　5．瞄准



　　直接瞄准时，利用光学瞄准镜赋予火炮射向和射角。除了对近距离大型目标射击以外，瞄准点都是选在目标的下方。在对不大的目标射击时，必须考虑炮膛轴线与瞄准线之间的距离。



　　在有专门的瞄准装置时，可以采取分别瞄准的方法进行射击。在这种情况下，水平瞄准即象直接瞄准一样进行，垂直瞄准即象间接瞄准一样进行。但是，战争期间因为弹药供应不足，没有采取这种瞄准方法。



　　6．射击方法



　　射击方法应简便易行，以保证能迅速开火。具体选用哪一种射击方法，应根据武器和弹药种类以及目标特点而定。多数情况下都要保持较高的射速。对于距离远的重要目标，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将其消灭，为此要以数辆坦克进行集火射击。对较小或较大的目标（装甲列车和纵队）都需要这样做。如果目标是敌人的装甲列车或纵队，首先要阻止其前进，然后集中打列车的机车或纵队的先头车辆，并趁敌陷于混乱或调头之际将其消灭。情况允许时，例如在黄昏或夜暗由掩体或屏蔽物后面的发射阵地进行射击时，要求根据无线电台发出的口令或根据信号突然开火，这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7．试射和效力射



　　由于坦克炮弹道的低伸性，只有在距离超过1500米时才进行试射（使用空心装药的弹种时为600米）。试射方法主要决定于目标尺寸和观察条件。首先进行方向试射，然后进行距离试射。当前面的地形和目标后面的地形开阔时，采用夹叉试射的方法。根据射击教范的规定，距离达2000米时，第一个夹叉的宽度为200米；距离超过2000米时，夹叉宽度为400米。采用逐次折半交叉的方法，上述交叉的宽度可分别缩小到50和100米，而后即可进行效力射。在采用夹叉试射的方法时，如地形影响对射击效果的观察，即可采用使炸点逐次接近目标的试射方法。在用穿甲弹进行射击时（新型坦克装备部队以后），不进行试射。



　　通常，以最大的射击速度进行效力射。如不进行试射，效力射开始即使用瞄准镜，测定的距离要适当增加100米。当对横向或斜向运动的目标射击时，必须有提前量。提前量决定于弹种、目标运动速度以及至目标的距离。



　　8．炸点观察



　　射击效果决定于判断炸点是否正确。判定炸点是很困难的，因为发射时形成的烟雾，特别是沙地或干土地掀起的尘埃对观察影响很大，而且射速也随之降低，因为只有在烟尘消散以后才能开始瞄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由友邻坦克协助实施射击的坦克进行观察和校正射击。此外，风对射击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使用烟幕弹射击时，风力影响更大。因此，要根据炮弹爆炸时的闪光点来判定炸点的偏差。战斗中，风对坦克的运动也有影响。若风由右侧吹来，射击的坦克就要左转行驶一段较长的距离，以免风吹起的灰尘迷盲进行射击的坦克。






图8：用烟幕弹射击



　　9．射击指挥



　　射击指挥包括判定、选择和区分目标，选择射击方法，指示目标，确定开火时机，观察炸点，修正射击，观察射击效果以及更换目标或确定停止射击的时机。正确的射击指挥是顺利指挥坦克整个战斗行动的重要前提。



　　炮弹种类及其作用



　　穿甲弹 具有钢质厚壁壳体，内装炸药、弹底引信和曳光剂。它可穿透相当厚度的装甲板。



　　次口径弹 具有由坚硬金属制成的穿甲弹心。该弹心固定在弹体内。这种弹比一般穿甲弹轻，初速较高。其穿甲能力也很高，因为它依靠弹心穿甲。



　　空心装药破甲弹 炮弹与装甲板接触爆炸时形成聚能气浪摧破装甲。其破甲力与射程无关，但其对车内的破坏作用不如其它反坦克炮弹大。为使弹体不致在炸药消耗完以前破坏，必须减低炮弹在与装甲板接触时的速度，而且要降低炮弹的初速。因此，炮弹的射程不超过1200米。



　　杀伤爆破榴弹 口径在75毫米以上，装有瞬发引信和延期的惯性引信。



　　烟幕弹 内装发烟剂并装有撞发引信。烟云面积不大（直径约30米），发烟持续时间为20～25秒。



　　地形和气象条件的影响



　　地形性质和气象条件对于地面作战和部队的战术运用，时常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前，只要到了雨季或者是开始下雪以后，军队就住进了营房。现代的军队几乎一年四季都要在野外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由于气候条件的突然变化，往往会使大规模的战役遭到失败。在许多情况下，要以人员的巨大伤亡和车辆武器的大量损耗为代价才能取得胜利。军队逐渐实现摩托化以后，地形和气象条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就更大了。



　　下面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在这方面的作战经验作一归纳。



　　地形的影响



　　尽管履带车辆通行力较高，但地形对军队战斗行动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在不便通行的地形上，不仅是人畜运动缓慢，就是车辆的行驶速度也要降低。坦克在这样的地形上行驶，受敌人火力伤害的机会就多一些，而且油料的消耗也大。油料消耗大，坦克的行程就要缩短，对补给工作也增添了困难。理论上也很难计算，坦克为完成某项任务究竟需要多少油料和时间。坦克的各种战术技术性能（车底距地高，徒涉能力，越过垂直墙和壕沟的能力等）也只能作为计算的概略依据，因为还必须考虑土壤的性质，气象条件的影响等因素。如果指挥官有组织能力，并且有经验、有办法，再加上驾驶员的驾驶技术高，就可以克服许多困难。因此，这些条件对坦克的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在判断地形情况时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1．所有的公路和土路对坦克都很有用，因为这样的道路不伤发动机，并能使坦克迅速进入战斗，同时也节省燃料。但是在使用这些道路时必须记住，道路首先供轮式车辆使用。只要路面遭到破坏，就会间接地影响坦克部队的战斗行动，因为这样会使乘坐轮式车辆的后方分队的行动感到困难。



　　2．在没有侦察好的地形上行动时，坦克应尽量避免通过隘路、谷地和渡口，因为这些地方容易有地雷障碍物，并且常会遭到敌军的空袭。



　　3．小树林或独立建筑物一般都有敌人炮火控制，因此应避免在这些地方通过。但是较大的森林却是坦克的良好掩蔽地，特别是选择森林作为行军休息地和出发位置更为适宜。坦克在森林中配置时，应尽量远离林缘，否则易被敌军观察员发现。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就不要破坏稠密而低矮的灌木丛，因为这样常会使坦克的位置暴露。



　　4．坦克长时间停歇时，必须配置在掩蔽地或掩体里，以防空袭。



　　5．一些不大的凹地、石墙和灌木丛，可以部分地掩护坦克，妨碍敌人观察，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火力效果降低。



　　6．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坦克不要通过不坚固的束柴路和桥梁，因为这些路和桥梁遭到破坏，就会影响轮式车辆的运动。



　　7．坦克扬起的尘柱会暴露坦克的行动，但有时也会掩护其行动。灰尘可以妨碍敌人对坦克的观察，但也妨碍己方火器由后方对坦克的支援。



　　8．荫蔽地形是坦克接近敌人的良好条件，但是也便于坦克歼击手活动。另外，荫蔽地形妨碍观察和协同动作。



　　9．坦克部队的数量越大，在战术上判断地形情况的意义也就越大。因此，在准备进攻时，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1）预计的进攻地带，在宽度和纵深方面是否便于坦克部队行动。



　　（2）进攻地带内的土质如何（沙地，中等硬度，坚实或松软泥泞），地面上生长有何种植物；



　　（3）进攻地带以外的地形性质如何；难行地段或障碍物附近有无绕行路；



　　（4）有无足以使兵力分割的较大障碍，例如居民地，小树林和森林、谷地、河床、沙丘以及沼泽等。



　　10．在判断地形情况时，应注意研究敌人是否会利用某些地段来组织对坦克防御。例如敌人容易以反坦克火炮控制隘路，并在隘路附近设置地雷场和反坦克壕。如果翼侧有便于坦克行动的地形，敌人可能用以实施反冲击。敌人还可能利用居民地、丛林和小树林作为支撑点。



　　对坦克进攻有利的条件是：地形稍有起伏而开阔，便于接近敌人并易于选择发射阵地；土质坚硬，便于坦克行动或对坦克障碍不大；地势有缓缓的下坡，并有若干明显的方位物。不利条件是：密林、高大的农作物（麦田和玉米地等）、陡峭的高地和水障碍等，因为这些都会使坦克的运动速度大为降低，并迫使坦克寻找迂回路。



　　防御时情况也大致如此，因为在防御中也需要发挥坦克的机动性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翼侧的天然障碍物对防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上，要预先选定若干个集结地域，准备好接近这些地域的道路，并确定反冲击的出发位置。



　　气象条件的影响



　　士兵无论经过怎样周密的准备，在酷热、严寒、暴风雨和阴雨天作战，都会感到很大困难。如果对天候情况判断有误，天气预报不及时，就会对人员和车辆武器更加不利，从而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1941年，德军在俄国作战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行军纵队最初陷在沙地里，随后又陷入淤泥，最后又被冰雪所阻。结果，闪击战提前破产了。泥泞季节到来以后，使德国士兵步履维艰。为不致被淹没在泥泞的海洋里，并渡过随之而来的严冬，德军不得不付出最大的精力进行搏斗，特别是当敌人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构成兵力兵器上的优势时，德军的处境就更不妙了。武器和技术装备，尤其是汽车不断损坏。只有预先做好技术准备工作还能有些帮助，但古德里安在他的《一个士兵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对过冬准备工作是很不足的。”



　　在俄国作战的第一年几乎完全是在严寒及随之而来的泥泞中渡过的。严寒和泥泞要比土生土长而适应这种条件的俄国士兵可怕得多。不管是哪一个兵种的德军士兵都可以说出与俄国大自然搏斗的一段艰苦过程。俄国的严冬赢得了决定性会战的胜利。



　　春秋两季，道路上到处是积水的坑洼，人员的两腿和马匹的四肢都沾满了污泥，车辆在泥泞里行驶，常常陷下半个轮子。即使是坦克发动机也时常无能为力。德军士兵同东线的大自然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陷在被冲毁的道路上的车辆的驾驶员，整天甚至整个星期不能出驾驶室。千百台车辆和它们的驾驶员只能靠空运补给。摩托车通信兵创造了奇迹。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士兵发挥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才能，他们出自高度的责任感，发挥了互助友爱和英雄主义精神。



　　一九四一年秋，德军坦克兵的处境更加困难了：第一，德国的窄履带坦克只能以一九一八年坦克的速度行驶；第二，敌方已经拥有新式的T-34坦克，这种坦克在通行力、装甲厚度和火炮穿甲能力方面，都比德国坦克优越得多。



　　德军士兵熟悉了俄罗斯的特点以后，许多困难才得以克服，许多错误才得以纠正。如果德国士兵在战前就得到锻炼并获得实际经验，克服上述困难会容易得多。



　　根据德军的教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士兵要比城市士兵更易于适应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在现代条件下，士兵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善于利用地形和气候条件，变不利为有利。在敌人享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即可利用阴雨天作战。不过要记住，不能墨守陈规。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都要慎重决定，如何更好地利用地形和气候条件，以便能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为此，必须正确判断敌情、我情以及自然和气象条件。



　　物资技术保障



　　军队的物资技术保障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它对装甲兵来说尤为重要。遗憾的是，大战期间我们的物资技术保障水平是不很高的。德军为执行艰巨的任务而必须得到的支援，远远不能如愿以偿。每一个德军坦克兵对于战时物资技术保障工作的困难，都有一些痛苦的回忆，特别是对北非和东线（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进攻）泥泞和严冬条件下的作战，更是不堪回首。对于军队指挥官来说，解决物资技术保障问题时常比执行战斗任务还要困难。



　　在需要进行远距离转移的大规模战斗中，摆在负责物资技术保障工作人员面前的，常常是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难题。补给品欠缺，运输车辆也时常不足，这就要求寻找各种补救办法。为此，物资技术保障勤务必须灵活地加以组织，后勤人员要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好的组织能力。做好这件工作，除同大自然展开不懈的斗争以外，还要同游击队和突入后方的敌人进行斗争，另外要为后勤分队加强对空防御的兵力和兵器。



　　补给品的前送



　　坦克的最重要的补给品是油料、弹药和备件。



　　大战期间，油料补给是坦克指挥员最关心的事情，也是整个军队后勤保障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油料常常十分欠缺，因此，派出执行某项任务的军队数量，不是根据对敌军兵力的判断来决定的，而是根据有油料保障的战斗车辆的数量决定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部队申请的燃料不足以完成受领的战斗任务，因为计算燃料所依据的条件是难以预料或者是根本不能预料的。根据多变的战斗情况，或因在前进途中遇到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必须实施迂回机动时，消耗的燃料就无法预料。



　　另外，随着战争的发展，敌人的对坦克防御不断加强，德军坦克数量不断减少，这给坦克的行动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无论何时，参战的坦克都应随时准备交换阵地，甚至在停车时，发动机都不能熄火。经常要有一些燃料储备，以便能在急需时出动坦克。这就要求计算的燃料消耗量要比标准量多两倍。



　　把燃料储备在坦克附近，以便能利用战斗间隙给坦克油箱加燃料，这是不可能的。在敌人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只有在夜间才能前送燃料。这对西方国家的坦克来说，不算什么难题，甚至对俄国坦克来说也没有多大困难。因为他们的多数坦克上都装有柴油发动机，他们的坦克的行程约为我军坦克行程的二至三倍。另外，俄军在必要时还可以利用地方运输工具前送燃料。



　　弹药补给情况稍好一些。通常，在离战线不远的地方都设有大量储存各种弹药的仓库。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偏偏是最需要的弹药，却往往数量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储存百分之十的紧急备用弹药。这些弹药只有根据特别命令或遭到突然袭击时才能动用。坦克部队一般都是自想办法：分队之间互相调换弹药，或利用已损坏坦克的弹药。



　　坦克备件的补给是最棘手的问题。在东线开始作战以后，才弄清楚坦克的哪些零、备件最容易磨损，有多少备件才能使坦克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尽管在工厂和射击场对车辆进行过多次试验，但多数情况下，车辆的技术缺陷都是在战场上发现的。对车辆效能最好的检验，是长时间使用车辆，不正规的进行技术检查以及研究驾驶员过度疲劳和精神紧张时对车辆使用的影响。车辆究竟有多大的装甲防护力，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检验出来。



　　下面列出几条只是在战场上才发现的技术缺陷：



　　1．使坦克起火，不只是由于炮弹的直接命中，而常常是由于漏汽油或机油。漏油的原因是衬垫损坏或发动机磨损。只要有漏油现象，燃料就可能落在发动机上而造成起火。



　　2．坦克的底部和尾部最弱（特别是怕地雷，因为这些部位装甲最薄。



　　3．行动部分被炮弹直接击中或在难行地段行驶受到磨损，都可能损坏。



　　4．炮塔、火炮、机枪和车门被炮弹甚或是弹片击中，可能被卡住而不能使用。



　　5．在非洲和俄国作战（特别是在夏末），开始发现空气滤清器滤尘不灵。后来，使空气滤清器吸取车内的空气，情况才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在冬季这对乘员的健康是很有害的。



　　6．在俄国冬季条件下作战，开始时发动机常常发动不起来。后来采用了给水和发动机加温的加温器，情况才有所好转。



　　7．德国坦克的履带太窄，容易脱落。防滑齿只能用于雪地。由锻造铸铁制成的履带板在严寒时容易断裂。



　　物资技术保障勤务的组织



　　包括修理和抢救勤务在内的物资技术保障是坦克营的职责，即使营在团编成内行动时也要担负这方面的任务。营的所有物资技术保障问题都要在各连专业人员的参加下解决。



　　战争开始时，大部分的运输车辆还都编在坦克连里。在执行特定的任务（如行军等）时再把它们集中起来使用。但这样是非常不方便的，因为坦克连的编成及其对运输车辆的需求是根据战斗任务和地形条件决定的，常常还需要把某一连的补给品转给另一个连。因此，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坦克营都编了补给连，把一些特种车辆、运输车辆以及野战炊事车都集中在这个连里。该连还编有一个修理组。当某坦克连配属给另一个部队时，就把这个连应配的运输车辆带走。为此不需专门下达命令。



　　营里编了补给连以后，营长就可以根据作战的需要组织好本营的物资技术保障工作。运输车辆集中掌管，专业技术人员也便于开展工作。



　　补给连长通常由资深而较有经验的坦克连连长担任，他同时也是副营长。补给连长的工作需要有预见性和计划性。他必须与营指挥所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通信工具一般是电台，如有可能也可直接会晤。



　　实战证明，这种编制是切实可行的，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改变。采取这样的编制，能够更加科学、灵活而节省地进行物资技术保障工作。为能不间断地进行物资技术保障工作，必须将营属各连的需求及时通报给补给连长。另外，还必须将战斗情况和未来的作战行动及时告知补给连长，以便于他事先计划好自己的工作。但是，不管后勤机构工作怎样出色，如果指挥官不支持这一工作，或在定下决心时不考虑物资技术保障工作的能力，也不会取得什么成效。



　　补给连根据师后勤处的指示在后勤仓库领取补给品。坦克连向相应的后勤机关请领必需的物资和技术方面的补给品，在战斗过程中也可向指挥机关提出申请。根据情况，师后勤处可派出一些车辆或补给纵队送发补给品。为了做好补给工作，通常让负责军需的一些军士同某些连队保持固定联系。这样就可以使这些连队及时得到补给，这对保障作战胜利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因素。譬如说，如果从补给连派出四名军士负责坦克连的补给工作，他们往往能顺利完成任务。






图9：坦克营物资技术保障组织要图



　　修理勤务



　　团的修理连是主要的修理勤务分队。营只有半个修理排，统帅部预备队的独立营，如“虎”式坦克营，才编有修理排。每个连则通过修理组和本连的技术员同修理分队保持直接的联系。



　　营内的全体修理勤务人员归营的工程技术主任领导，他负责监督修理分队的工作。营修理勤务方面的任务与团修理连的任务无法细分，各分队完成的修理任务根据情况和进行修理工作的条件而定。当团驻止休整时，为便于分工完成修理工作，常常要把全团的修理力量集中在修理连里。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要根据战斗经验进行安排。总的来说，各坦克连修理组的工作很象医疗急救工作。经常观察坦克的状况，排除燃料系统和点火系统的故障以及安装分配开关等等，这一切工作多数情况下都要在现地完成。



　　坦克连修理组的成员都受过卫生勤务训练，能对负伤的坦克乘员进行急救。一吨的牵引车最适于修理组使用。去掉炮塔的缴获坦克也很好用，常常用以加强坦克抢救排。



　　坦克乘员跟飞行员不一样，飞行员进行战斗飞行以后就把飞机交给地勤人员，而坦克乘员则要亲自保养车辆，并对本车的战斗状况负责。修理分队只给予技术援助。坦克送修时，乘员即一同前往；坦克报废时，其乘员即编入补给连，待接受新任务后再调出。修理连和补给连用这些乘员担任警戒或值班。



　　修理连根据需要和可能，从专用仓库领取备件。这些仓库为加速坦克的修理，时常在前线附近组织补给站。坦克同轮式车辆是分开修理的。修理尽量在拥有坦克修理间的就近部队进行。其它兵种所属分队的轮式车辆在师修理所修理。只有缩短坦克的送修时间和简化送修手续，才能保障在较短的时限内修复车辆。由于修理工一心要协助上级和战斗分队的战友修好坦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个出色的修理连能做出怎样的成绩，可以由下表中看出，表中的数据是由某坦克团的作战日志中摘录的。






修理连的编制和任务



　　修理连就是活动的修理所，可以完成各种机械修理任务，还可以更换坦克的部、机件，甚至可以更换发动机和变速箱。因此，连内编有各种专业人员：电工、焊工和悬挂装置修理技师等。连通常编有一个指挥组、二或三个坦克修理排、一个军械修理排、一个坦克抢救排和一个备件补给班。



　　坦克修理排 的任务是，发挥有经验的修理技师的作用，多数情况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期限内执行连修理组不能完成的修理任务。他们时常要日以继夜不停地工作，以争取尽快修复损坏的坦克，给予战友有力的支援。这些修理排的修理能力要比平时预料的强得多。



　　军械修理排 的任务是修理那些不能在分队内修复的损坏了的各种武器。坦克连的军械军士也要参加修理武器。各种武器保持完好，是在战斗中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



　　坦克抢救排 负责把损坏车辆拖到修理连。十八吨的牵引车将坦克直接拖到修理连，或者拖到收集所，由坦克修理排或整个修理连到收集所修理损坏车辆，修理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少拖运，尽量在损坏现地修复车辆。为实现这一原则，在战争快结束时，曾在坦克炮塔上安装吊车，以便能在现地更换发动机和动力传动装置的部件。前进牵引坦克时，坦克炮塔转向后方；后退牵引坦克时，炮塔朝向前方。这是为了不致损伤炮身。



　　备件补给班 负责携带全部修理武器和车辆所必需的零件。班由后勤仓库领取备件。



　　修理分队的战术使用



　　抢救和修理损坏的坦克对作战行动有很大影响。因此，抢救和修理工作必须符合战术原则。从这方面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战术和技术的密切关系和同等的重要性。由于坦克数量不足、抢救困难和必须节约油料，因而要求尽量在现地修复坦克。德军装甲兵在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我们的修理分队发挥了不怕牺牲和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坦克修复非常及时，坦克分队经常保持着战斗力。



　　行军时，连的修理组通常在本连的后尾跟进。必要时，修理组的部分人员留在损坏车辆的现地。修理连以跃进方式前进，以便经常能有一个排完成修理任务。坦克抢救排随本团前进。在道路情况很差（泥泞、冰雪地等）的条件下，抢救排预先按需要分配在团的纵队内，以便能在谷地等难行路段及时支援坦克。



　　在行军休息、占领出发位置和在战斗中的中间地区停留时，修理分队要检查车辆、武器和电台的状况，并帮助乘员使车辆处于战备状态。只有技术上没有故障的坦克才能参加战斗。



　　战斗进程中，修理组紧随本连跟进，同本连保持无线电联络。修理组的任务是紧急援救在营进攻地带内行动因损伤而掉队的坦克。遇有特殊情况，修理组即向营工程技术主任报告，以便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调来牵引车，指示所有损坏坦克集中在某地，或者拨出备件就地修理。



　　为能使修理组及时发现损坏的单辆坦克，乘员应及时摆动呼救小旗；如在不易被发现的地形上，则为牵引车插出明显的标牌。当坦克连临时脱离本营独立遂行任务时，则尽可能给它配一辆牵引车，以使坦克连能在必要时自行拖救坦克。这当然也能说明，把坦克兵分割成小分队使用是不利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条件常常迫使坦克兵非分割使用不可。



　　修理分队最怕军队退却，因为这时敌人会接踵而来，不能把损坏的坦克留给敌人。如修理分队来不及修理和抢救，即使损坏不大、很容易修复的坦克也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这种情况下，常要使用战斗坦克执行抢救任务。损坏的坦克的乘员应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把坦克拖走，例如主动轮或诱导轮坏了，就要设法把履带直接缠在负重轮上。只有根据特别命令或实在无法拖救时，才能炸毁象坦克这样的贵重车辆。每辆坦克上都有爆破器材。



　　当有大量坦克损坏时，修理连修复这些坦克需要很多时间，因而常常要掉队，赶不上快速前进的本团部队。所以，在和平时期就要考虑给修理连装备中波电台。在战斗过程中，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团的各分队彼此经常会拉开很大的距离。有了电台，拉的距离再大，或是遇到极特殊的情况，彼此也不至于中断联系。在机动作战的条件下，情况变化很快，在后方修理的坦克有遭到突入后方的敌人坦克突袭的危险。有时，这些坦克和修理人员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能脱险。



　　坦克乘员的服装



　　战斗分队坦克兵的军服是黑色的，其它战斗和后勤分队的军服都是发灰的保护色。实践证明，坦克兵穿的紧腰短服和紧腿长裤是很实用的。穿着这种服装的坦克乘员可以在车内自由活动，在快速进出车时不会挂住什么地方。战时着黑色军服不很合适，因为这种颜色很突出，容易暴露坦克。



　　皮鞋的底子上没有钉子，后跟也不上铁掌，否则会影响乘员在光滑的甲板上活动。有些乘员喜欢穿皮靴，这在冬季和泥泞地是有其优点的，但是夏天穿皮靴未免太热，而且在腿脚受伤时还要割开靴筒。每人还有一付短皮裹腿，但很少有人用它。



　　坦克乘员头上戴的是黑色船形帽或滑雪帽，和平时期戴的是圆形军帽。滑雪帽有硬帽檐，特别是坦克指挥官的帽子都有帽檐，这不但可以防止雨水直接打在脸上，也可以防止太阳光的直接照射。其缺点是，帽檐常常碰装甲车体。



　　坦克乘员在战斗过程中几乎从来不穿大衣，以免妨碍活动，但是，乘员只穿短上衣又不足以防寒，坐着的时候甚至不能把整个背盖起来。我们有些乘员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皮背心，在俄国的严冬是非常适用的。宽敞的毛线衣也很防寒。



　　我们的军服内衣，赶上好天气还算可以，在俄国过冬天，这种内衣未免太薄。因此，乘员们只好穿缴获俄军的棉衣，或者穿由家里寄来的绒衣。



　　夏天穿军服上衣是很热的，尤其是在南线（高加索等地）更受不了，因此允许乘员穿短袖黑布衫。这时军队符号就直接钉在衬衫上。在非洲作战的坦克乘员着适应当地特点的茶褐色军服。



　　每个坦克乘员都有两个盛东西的布口袋，一个由后勤分队携带，另一个装内衣之类的必需品，放在坦克里。换穿的军服和皮鞋究竟放在哪里，是很不好办的，反正坦克内部是没有放这些东西的地方。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坦克的尾部携带一个木箱，有的在炮塔尾部携带一个铁箱。但是，箱内的物品时常遭到子弹或弹片的破坏，有时整个箱子脱落丢失。



　　每人都有一块雨衣篷布，下雨时可作雨衣用，也可用以进行伪装。



　　坦克乘员在坦克内不扎武装带，也不带匕首，这些东西和手枪套一起放在易取的地方。手枪总要随身携带，以便随时都能用以自卫。遗憾的是，我们的手枪太大，装不进裤子的兜里。



　　车内没有放钢盔的地方。钢盔通常固定在坦克炮塔上，但这样容易丢失。没有钢盔又不行，因为下车后，尤其是进行徒步战斗时，它可以防止弹片伤及头部。这种钢盔对于由炮塔内探身出来进行观察的指挥官来说，虽然也是很需要的，但并不适用。



　　给养补给



　　坦克兵的给养补给，总的来说还是能够满足需要的。紧急备用品和二、三日份的给养，存放在无线电员旁边弹药下边的箱子里。在艰苦的战斗中，还要给坦克兵发放特别口粮。这种口粮包括含有大量维生素的糖果、巧克力、葡萄糖和甜点心。大多数的坦克兵都喜欢抽雪茄烟，而不愿意抽卷烟。偶尔也供应一些付现钱的商品。



　　行政管理和财务主任负责给养补给、组织售货、发放服装和津贴以及邮政事务。这些负责人都是一些有经验的军人，他们能及时把给养送到部队，以改善战友们的前线生活。有时，在情况多变的条件下，把一些贵重的物品丢掉了，一般也怪不得他们。使人惊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如此重要的、事关军人健康和福利的任务还是完成了。坦克兵和其它兵种一样，每个分队都有一套野炊具，尽可能装载在通行力较高的卡车上。这个车上的炊事员和司机都要不倦地工作。连里的司务长都关心使野炊车尽可能靠近战斗分队。在战斗间歇时间，坦克乘员常常能吃到热食，有时还能保证有几个菜。如果野炊车没有跟上战斗分队，用保温筒将热食和热咖啡送到前面。



　　医疗卫生勤务



　　医疗卫生勤务也应当根据机动作战的行动特点来组织。援救及时，贡献加倍！遵循这一原则，挽救了许多坦克兵的生命。因此，卫生员几乎同修理工差不多，也要乘坐装有电台的装甲车辆，随进攻部队之后跟进，在战斗过程中要急救和后送伤员。遗憾的是，不是随时都有卫生车，这时只得利用普通汽车或其它输送工具。卫生勤务军官和军士不惜个人生命，奔跑在炮火之下，因此伤亡最大。从战场抢救伤员常常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坦克停在敌火之下不能开动时，抢救伤员就更加困难。如进攻部队前进速度较快，这一切困难就很容易克服了。这时，救护车就在进攻部队之后跟进，迅速把重伤员抢救到师救护所或送到野战医院，以便进行必要的手术。



　　分队也采取一切措施护理伤员，伤员也力求在康复后及时返回本连。为不致失掉同本连的联系，许多坦克兵都在团卫生所进行医疗。



　　小结



　　本节只是综述了对坦克部、分队的战术有一定影响的物资技术保障工作几个重要方面的经验。目的是想说明技术装备和物资技术保障对坦克分队战斗运用及其指挥的重要意义。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坦克乘员要使坦克能起到活动的战斗兵器的作用，就要设法让自己的车辆经常处于完好状态，并得到一切必需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各种困难。装甲坦克兵装备有非常昂贵的战斗车辆，补充损失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工作很协调的专业人员也难以替补。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必须在技术和战术方面正确使用后勤分队，合理分配补给品和保障后勤分队不受空中和地面敌人的袭击。战斗分队和物资技术保障分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使它们保持密切的协同，除了要有经验以外，还要能互相援助。战斗经验和战友间的支援，能使坦克发挥出战斗力，从而促进战斗的胜利。



　　文中使用的专用术语和数据



　　1．燃料



　　行程（活动半径）——坦克加满燃料以后能在公路上行驶的距离。



　　燃料消耗定量——坦克每行驶一百公里理论上消耗燃料的公升数。每团每辆坦克的燃料储备为两个半定量，每辆轮式车为五个定量。



　　根据地形情况，上述燃料消耗定量可能增加一倍。在持续很长的战斗中，燃料消耗还要大得多。坦克携带附加油桶（每桶20升）或200升的油箱，可以大大增加坦克的行程。






　　运载能力



　　3吨汽车可运载110桶或11箱燃料2200升；4吨半汽车可运载180桶或18箱燃料3600升。



　　2．弹药



　　坦克可以携带炮弹的数量：T-Ⅳ坦克——87发；“豹”式坦克——79发；“虎”式坦克——92发。



　　穿甲弹和榴弹所占的比重，根据情况和当时各种弹药的供应数量而有所不同。烟幕弹规定占8%。坦克乘员所带的炮弹常常超过规定的基数。编40辆坦克的坦克营运一个基数的弹药，需要用31辆4.5吨的汽车。



　　3．给养



　　每个士兵都要领到干粮。此外，坦克内还要携带3日份的专用食品。每辆野炊车还要储存1日份紧急备用给养（包括主副食）。给养补给车还应携带5日份的储备食品，但是这条规定常常执行不了。



　　侦察和警戒



　　侦察同时也是很好的警戒手段。侦察和警戒要占用许多兵力兵器，在一场激烈战斗之后，侦察和警戒的任务更加繁重。由于德军士兵的疏忽大意，再加上兵员不足，有些必要措施往往不能实现。侦察和警戒不力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斗失利的原因。



　　侦察



　　随着现代反坦克兵器火力威力的加强，进行地面侦察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及时查明敌人企图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拥有摩托化部队的敌军可能突然地出现并迅速变更部署。



　　在战时，不经战斗进行侦察一般是不可能的。由于反坦克兵器数量的增加，坦克侦察也越来越困难。只有在机动作战过程中或已在敌人防御中打开突破口时，地面侦察才能取得超越出局部地区的情报。在这些情况下，由侦察营派出的坦克侦察群往往能够渗入敌人配置地，并在数日内对敌人进行侦察，及时将敌人的重要活动情况报告给上级。在敌人组成绵密的防御正面时，只能派遣步兵侦察群，获取关于敌军前沿的一些情报。坦克群或由坦克和炮兵支援的强击群实施的战斗侦察，可以获取较为详细的情报。因此，侦察的组织和实施越发要依靠航空兵和专门的侦察机构。侦察飞机和专门侦察机构的情报，以及战斗侦察和地形勘察的结果，都是装甲兵拟制作战计划的依据。



　　如没有得力的侦察机构，为执行战术侦察任务，有时（特别是在接敌或在机动防御中）要使用坦克。但是，这种迫不得已的作法，实践证明是不合适的。从坦克的行驶速度和行程来看，它难以迅速接近和绕过敌人，并在敌人防御纵深进行侦察。另外，坦克履带的轰鸣会暴露它的行动。坦克电台的工作半径也较小，因此坦克侦察群出动时还必须配一辆中波电台车。坦克还要携带补充的燃料，有时是坦克自己携带，有时还要专门派出油料车。在观察不便和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例如东线），往往要派出工兵或摩托步兵分队支援坦克。这一切都使指挥感到困难，并使坦克分队的机动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侦察群不能同敌人保持接触。完成战术侦察任务，利用侦察营的装甲汽车较为适宜。如果没有装甲汽车，可派出军官侦察群，乘坐通行力较强的吉普车进行侦察，或派出坦克营工兵勘察排的班进行侦察。但是，这样会造成很大的而且常常是不必要的损失。



　　坦克部队实施战术侦察的原则同于其它兵种。战术侦察的任务由部队指挥官直接下达。侦察群以跃进方式由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前进。侦察坦克在前进中以火力互相掩护，接近敌人的战斗队形。在规定时刻或在到达某一地区后，有时是随时将观察到的有关敌人和地形情况用无线电报告给上级长官。



　　最基本的一种侦察是战斗侦察。战斗侦察通常由司令部连的轻型坦克排实施，在个别情况下，也可以由坦克连的建制坦克排实施。轻型坦克排起初装备的坦克只装有20毫米炮；后来装备了普通坦克连所装备的坦克。这样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有些指挥官为使更多的火炮参加战斗，常把侦察坦克用来执行战斗任务。



　　经验表明，部队如果不组织好侦察和警戒，常会遭到很大损失。在不派出侦察的情况下，前方和翼侧警戒则会起到很大作用，为此要派出若干坦克排。



　　实施战斗侦察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只有经验丰富而机智的排长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担任战斗侦察的坦克派出的距离，根据地形条件而定，但要使第一梯队坦克和伴随炮兵能够支援它们。为侦察地雷场的情况，可使用以无线电制导的小坦克。派出这些小坦克的目的，首先是使“虎”型坦克营能够通过敌人的防御阵地。由于无线电制导的坦克生产数量有限，而且损失也很大，因此不是所有的坦克营随时都配有这种小坦克。



　　在执行战斗侦察任务时，即使没有补充命令也要进行地形侦察。在发起进攻之前进行地形侦察时，为便于伪装，只能利用汽车或徒步完成任务。



　　战时如何搞好地面侦察问题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关于敌人的全面情况，只能在进攻过程中取得。



　　警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止敌人的空中和地面的袭击，无论在正面和深远后方都要派出警戒。防御时，时常没有绵亘的防御阵地，这就需要在正面上加强警戒，因为突破前沿的敌军坦克，以及伞兵和游击队随时都可能进到距前沿很远的地方。



　　战争过程中，坦克部队的对空防御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空袭时，运动中的坦克分队采取疏开队形；驻止的坦克分队则分散配置，进入掩体并采取伪装措施。各种高射兵器要一齐开火。事实证明，在坦克炮塔上安装高射机枪并不是好办法。专门的防空坦克一直没有研制出来，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生产出几辆样车。



　　行军警戒



　　坦克部队行军中警戒的组织，要比步兵警戒的组织简单得多。由于坦克易于做好战斗准备，不必把坦克纵队分成先头支队（前卫）和主力。为保障坦克纵队顺利前进，需要派出前方尖兵（一个加强排或加强连）。



　　前方尖兵的行动如下：



　　1．担任前方尖兵的排以疏开队形前进，坦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的大小依观察条件而定，但必须保证坦克能互相支援。



　　2．受到最大威胁的前行坦克，必须得到跟进坦克的火力掩护，因此，跟进的坦克应与前行坦克错开一个角度，以便在必要时能立即开火。为首的两辆坦克的火炮应装填好穿甲弹，以对付突然出现的敌军坦克。



　　3．在转弯处、高地棱线之前，以及在森林或居民地的出口处，必须作短暂的停顿，以便进行观察。在其它地段要加速运动，以弥补用于在这些地方进行观察的时间。



　　4．运动中，前面的两辆坦克向前方观察，跟进的坦克则向左、右观察，必要时还可向后观察。



　　5．排长位于排的中央，确定排的行进方法。根据情况，排可采取跃进的方式或交互跃进的方式前进。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排长应在前面行进。担任前方尖兵的坦克连连长，在先头排之后行进，航空兵联络军官、各加强排的排长和炮兵连连长，与坦克连连长一起行进。在出现复杂情况时，连长应随先头排一起行进。



　　6．在接近可能遇到敌人的居民地、高地、渡口或森林地时，先头行进的半个排占领阵地，以便进行观察，另半个排则绕过这些地点继续前进，小心地接近可能遭遇敌人的地点。






图10：担任前方尖兵的坦克排的行动



　　7．若前方尖兵与敌遭遇，并与敌展开火力战时，后面跟进的分队应迅速予以支援；当遭遇优势兵力之敌，而有可能或需要绕过这股敌人时，即应派出新的前方尖兵，原来的前方尖兵则支援其前进。



　　8．关于战斗情况应及时通报给前方尖兵的指挥官，让他知道侦察群获得的情报以及空中侦察所获得的情报。



　　9．前方尖兵必须得到工兵的加强，以便能在行军和在战斗中得到工兵的援助。



　　10．前方尖兵与主力纵队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联络，迅速向跟进的分队通报关于敌人、地形、道路和桥梁的情况，并通报俘虏的供词。



　　11．行军休息时，前方尖兵继续执行警戒勤务，在继续行军开始以前，应更换前方尖兵，以使其补充油料和给养。



　　大战期间，坦克兵团除派出前方尖兵外，还常常派出先遣支队。先遣支队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保障主力顺畅前进，并夺占战术上有利的地区。先遣支队至少要提前一、二小时出发。其编成依战斗情况和受领的任务而定。在法国，当道路良好并有可能绕过敌人时，通常由摩托车营或步兵营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而在东线，抢占有利地形的任务主要由坦克担负。



　　宿营警戒



　　驻止、行军休息和位于出发阵地的坦克部队，按下列原则组织警戒：



　　1．警戒分队至被警戒部队的距离，应使警戒分队能在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袭击时得到及时的支援。通常，派出警戒的距离决定于其编成，被警戒部队的战备程度以及地形和战斗情况。



　　2．警戒分队行动地段的宽度，根据地形情况和敌人袭击的可能性来确定。在没有很多道路的开阔地形上，警戒地段可以宽一些，警戒阵地要配置得远一些，尤其是由一点就能通观整个地形（如草原或荒漠地等）时，更应这样配置。在荫蔽地形上，警戒机构的兵力要强一些，派出的距离要小一些。



　　3．警戒分队与被警戒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应顺畅而可靠。为了保密，只有在开始射击后才能进行无线电联络，因此，为进行通信联络，最好使用专门派出的汽车，而在警戒分队长时间值勤时，还可利用有线通信工具。



　　4．在开始射击以前，警戒分队应注意不要暴露，警戒阵地必须周密伪装，这在地面植物不高，起伏不大的地形上是不难办到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暴露坦克的外形。在开阔而平坦的地形上，担任警戒的坦克无论是设伏或是在掩体内，均应随时准备按派出的观察员的信号驶向发射阵地。



　　5．关于开始射击的顺序，必须下达专门的指示。在开阔地上，当优势兵力的敌军接近时，应掌握好开始射击的时机，以便能及时预告被警戒的部队关于敌人袭击的情况，并使其有采取对抗措施的时间。当小股敌军接近时，应尽量推迟开火的时间，争取全歼或俘获敌军。可能突然出现敌人的地域内的明显地物至警戒分队的距离，应预先加以计算，以便在射击时不致浪费时间。






图11：坦克营夜间和昼间宿营警戒的组织



　　6．必须事先准备预备阵地，并迅速而隐蔽地占领这些阵地。随时转移阵地，可以迷惑敌人，使其难以弄清警戒分队的编成和兵力。同时还应对后方阵地及其荫蔽接近路进行侦察。为迷惑敌人，使其不知在开阔地上担任警戒的坦克的阵地具体位置，可布设坦克模型或土堆，这些模型或土堆彼此间应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平坦地形上，总会有能部分掩蔽坦克的凹地，应尽量加以利用。



　　7．担任警戒的坦克应进入掩体，至少要把履带部分防护好，以防被炸弹或炮弹炸断。坦克应倒车进入掩体（炮口朝向敌方），以使坦克能迅速转移阵地。



　　8．警戒分队值勤时，每辆坦克要留部分乘员在车内。警戒时主要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在开阔地上由坦克内进行观察。设伏时，由树上或高地进行观察，这时要及时更换观察员。



　　9．夜间或雾天，警戒阵地要转移。这时，高地已不象昼间那样重要，重要的是道路，谷地和渡口。能见度不良时，要加强警戒，并使警戒靠近被警戒的部队。担任警戒的坦克分队应由步兵加强，或由其它徒步行动的分队，如工兵勘察排等加强。为防止敌人侦察群的夜间袭击，布设地雷和铁丝网是很好的办法。就近的基准方位物的距离和方向，应在昼间判定。如无特别需要，不可启动发动机，因为夜静时发动机的噪声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10．每个分队除派宿营警戒外，还应组织直接警戒，为此可派出警戒哨或派出单辆的坦克。警戒哨的任务是及时预报空袭情况，向联络人员指示指挥官的位置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坦克都要有警戒。由于坦克部队在行军休息或驻止时，总要对车辆进行技术保养，因而先要抓紧把一个分队的车辆保养出来，以便在必要时能有一个完整的分队立即投入战斗。



　　11．坦克部队由配置地域前出时，担任警戒的坦克位于行军纵队的尾部。



　　12．坦克分队执行警戒任务时，不应使乘员过于疲劳。为此必须利用其它兵种的分队，主要是利用步兵和反坦克分队。



　　无论组织什么警戒，都要遵守一条老规矩：军队需要警戒，但不要占用兵力过多，还应集中全力执行主要任务。



　　行军



　　前进，前进，再前进！坦克曾多次参加进攻和防御战斗；坦克常常紧急地从战线的一个地段转移到另一地段，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段。坦克沿着荒野和坎坷不平的道路前进。有时，坦克疾驰前进，驾驶员甚至都无暇看看里程表。但是，有时在行军中，由于天气不佳，遇到人工障碍物、被破坏的桥梁或天然障碍物，坦克被迫接连不断地停车，这对精神的影响要比战斗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还厉害。



　　德国坦克行驶过的里程，简直难以计算，他们在东线到过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一带，在非洲到了阿拉曼，也曾在巴尔干战区、挪威、芬兰、意大利和法国作战。凡是需要坦克出动的地方，坦克都到过了。坦克驾驶员有时整天整天地不离操纵杆，稍加休息就又开始驾驶了。他们驾驶着坦克通过泥泞地和雪地，通过山岭和谷地，向着敌人不断前进。只要看到坦克兵，不管是什么军衔，不管是什么长官，都是一脸的尘垢和汗迹，面带倦容，工作服也又脏又破。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意志——前进！



　　战时德国士兵都以连队为家，他们奋勇前进，永不掉队。这种愿望是可取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有时也会因此而破坏行军纪律，在道路上造成堵塞，甚至难以疏通，一时影响行军指挥。



　　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平时遵守得很好的许多行军规定，也无法实行下去了。不过，有些规则还是能够执行的。



　　行军中必须掌握以下原则：



　　1．速度



　　平时规定的行军速度，到了战时几乎都不能达到。因为行军速度主要取决于道路状况和敌军的行动，而这种情况都不能事先预料到。但有一点是经验之谈，那就是先头车的速度只能是纵队中速度最低的车辆速度的一半。通常，行军纵队长官或其副手位于纵队先头，掌握行军速度。



　　2．距离



　　正常行军时，各分队之间和各部队之间都不需要有很大距离，但规定的距离往往要大一些，因此在实战中不易保持规定的距离。多数情况下，队形都很密集，因为俄国的道路条件不好，驾驶员驾驶坦克时，手头没有精确的地图，总怕与前车失掉联系，于是常常要紧紧跟上前车。这样还可以防止旁支路线上的车辆插入纵队。



　　如果某部队需要以较大的速度行驶，最好让它先于纵队三十分钟出发。



　　3．行军休息



　　长时间行军时，昼间的停顿和休息，不能象平时那样按行军时间表来确定，而是根据地形情况确定。休息地点必须具备避开空中观察的条件，而且翼侧和后方都有坦克难以通过的障碍作掩护。多数情况下，车辆都是因技术故障而停顿。停顿时，要利用这个时间检查车辆，并补充油料。



　　规定行军休息首先是为了补充油料。一个坦克营加添油料至少需要三十分钟，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一辆坦克加添油料的时间，就是用油罐车加添，也少不了这样多时间。此外，还要加上所有车辆开到休息地点的时间和将油料车和野炊车开到分队的时间。



　　长时间停顿和休息时，应迅速让出行车道路，尤其是停在十字路口、道路枢纽部、铁路道口或居民地时，更应如此。道路上只留下流动哨和摩托车通信兵，以便向掉队车辆或通信人员指示配置地点。部队停在出发位置或驻止时，应在明显地点设置路标和注明部队番号的标牌。部队出发时，即将其撤除。



　　4．夜间行军



　　夜间行军时，车间距离一般都很小，驾驶员总能看到前车的尾灯。否则，行军队形就会紊乱。夜间行军时，车长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车长不仅要注意保持车间距离，而且要利用车内通话器或以事先规定的暗号指示驾驶员如何驾驶车辆。在漆黑的夜间，车长一般不坐在车内，而坐在车外驾驶窗旁边，给驾驶员指示驾驶方向。发信号时，车长通常使用带伪装罩的手电筒。



　　停顿时，要立即查明原因，是上级命令停顿还是前车出了故障。在有绕行路和有叉路的地点，都要设置标牌。战时曾采用过尺寸不大的三角牌，上面安上闪光灯，三角牌的顶端指示纵队的行驶方向。



　　夜间向出发位置前出是十分困难的。为此首先必须迅速腾出道路。当需要变换出发位置时，很可能变换得不及时。



　　夜间行军时最好不要停下来休息，因为停下来坦克兵很容易睡着，一旦睡着，再唤醒继续前进就不容易了。事先规定的约十分钟的短停还是可行的。



　　5．行军纵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军纵队通常由各兵种的分队和部队编成。由于游击队和伞兵随时都可能出现，这样编组行军纵队，甚至是在敌后都是很适宜的。



　　行军纵队的编成决定于战斗情况、地形性质和道路状况。例如，在道路不便通行和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就要把轮式和履带式的各种车辆编到一个纵队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后方分队和各支援兵种所属的车辆能顺利前进。坦克部队的行军纵队要编有后方分队的车辆，因此，本来速度就不高的坦克，还要等待汽车的到达，而且常常要牵引汽车前进，这样，行军速度就会受到限制。



　　6．行军纪律



　　严格的行军纪律是顺利完成行军任务的前提。协助克服行军中出现的一切困难，是坦克兵全体官兵的职责。坦克因故障停车时，应尽量让出行军道路，坦克要开动时，炮塔内应有一名乘员，因为坦克送修或修后出入队列时，都要给其它坦克的驾驶员发出超车信号或手势。只有在按计划停顿时，才允许超越行军纵队行驶。在其他情况下，只有指挥车和救护车才有权超越纵队。一切交通指挥勤务的规定，要无条件地执行。



　　7．坦克的铁路运输



　　坦克的转移距离在150公里以上时，为节省油料和保护车辆，一般要采取铁路输送的办法。如果火车站上有末端装卸站台，只要领导正确，装车就没有什么困难。坦克可以直接由列车尾部开到平板车上；如果是从侧站台装车，坦克应与平板车成锐角上车，这样可以在整个装卸站台上同时装车。



　　坦克装在平板车上以后，用刹车刹住，挂上一档，关好窗门，使炮口朝前进方向并固定好。为使车辆不致摇晃，要用木块固定坦克。随列车应携带一些卸载用的就便器材，因为预计卸车的站台很可能遭到破坏或被敌人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坦克由铁路平板车直接卸到地面上。平板车上的部分坦克应处于全面的战斗准备状态。为抗击敌人低空飞机的袭击，每一列车都应有几门小口径的高射炮。当某一部队的各分队分别装在数个列车上时，必须考虑到，在敌人空袭时，各列车可能向不同方向开去。结果，同一部队的各分队就可能分在几处。因此，每个坦克分队都要配有必要的物资技术保障分队。这样，各分队即使离开上级部队也可以独立进行战斗。冬季，必须携带加温炉、烟囱、燃料和防火器材等。



　　8．通信联络



　　只有行军纵队的各单位能经常保持紧密联系时，纵队长官才能正确组织并灵活指挥行军。有时，由于情况的变化，行军方向要随之变化，甚而是180°的大转弯。因此，各分队的电台必须随时做好工作准备，但在战斗前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有得到纵队长官的命令才能发话。纵队内部由摩托车通信兵进行通信联络，运动调整勤务由运动调整员负责。



　　※※※



　　经过多次失败后，部队才学会克服行军中的各种困难。当纵队编有装备各种车辆的各兵种分队时，组织行军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时必须考虑总的战斗情况、地形特点和能见度，而更重要的是考虑车辆的技术状况。



　　军队实现摩托化以后，行军的组织和实施，是军队指挥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行军的组织和实施的好坏，对于战斗的胜负有着很大的影响。



　　进攻和追击



　　进攻是坦克的本能。坦克只有进攻才能充分发挥其战斗性能。进攻的目的，是以坚决的行动歼灭敌人。因此，坦克兵团和部队的进攻任务，应是粉碎敌人的作战计划，并破坏其交通线。进攻部队楔入敌军阵地越深远，损失就越小，战果也越大。下面谈谈进攻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几乎都涉及到进攻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由于武器的杀伤效果不断提高，要想取得重大胜利，必须突然而集中地使用兵力和兵器。虽然在军队摩托化以后，防者也可以迅速地占领防御，但攻方总是占有特殊的优势地位。因为攻方常常是左右防者的。攻方可以确定，何时何地实施突击。指挥军队的精湛艺术在于，正确地确定实施突击的地点，将尽可能多的兵力兵器投入战斗，并尽量长久地保存突击的实力。但是，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往往不易实现，特别是面对优势之敌更是如此。



　　装甲兵的进攻也分两种：行进间的进攻和占领出发位置的进攻。毛奇 [ 注：毛奇（1800～1891），德国军事家，1857年起任普鲁士参谋总长，1871～1888年任德军参谋总长，后任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有多种军事著作，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译注 ] 最先提出过一种看法，认为要使骑兵在战斗中发挥作用，首先要迅速研究和判断情况，尔后迅速定下并实现决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装甲兵。



　　行进间进攻 更适用于装甲兵。任何兵种也不能象坦克兵那样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较弱或情况允许实现出敌意外的突击时，最好采取从行进间进攻的方式。所谓“较弱”，并不一定是兵力兵器数量少，敌人也许拥有许多兵力，但并没有做好防御准备，或者地形条件不利，使它的雄厚兵力不能发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做好迅速行动准备的德军装甲兵时常利用这种不利于敌的条件，而在情况不明时——战争中常有情况不明的时候，装甲兵只要行动勇敢坚决，总能夺得主动权。



　　占领进攻出发位置 的情况是：敌人的阵地非常坚固，或因其他缘故不能立即发起进攻时。占领进攻出发位置的目的是，更加充分地做好进攻准备，首先是周密制定当前行动计划，并拟出执行计划的具体措施。支援步兵的进攻、夜间进攻和反冲击，一般都要预先占领出发位置，在出发位置要完成下列工作：



　　1．向各级指挥官介绍战况、任务和战斗计划，并同他们在现地判定方位；



　　2．检查武器装备，做好战斗准备；



　　3．指示进攻方向和战斗队形；



　　4．发放给养，至少要发咖啡或茶，在沙漠地要供水。



　　出发位置至敌人前沿的距离，依伪装条件和敌人的火力威力而定。如有可能应尽量利用出敌不意的因素。如无此可能，出发位置最好距敌人稍远一些，在冲击以前作短时间的停留，以便展开成战斗队形。



　　在俄国的许多地区，都很少有机会能以预先编好的战斗队形接敌。因此要晚一些确定战斗队形，一般是在发起冲击前的最后一个掩蔽地确定战斗队形。






图12：进攻中坦克战斗群的战斗队形



　　在外国军队中，往往把战前、战中和战后的集结区分得过细。有时本来不需要分的也要分。德军装甲兵没有这么多规定，只知道要“占领出发位置”。坦克在出发位置停留的时间依情况而定，有时很短，有时要长一些。坦克由出发位置前出后的战斗与行进间进攻的行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诸兵种的支援更有准备、更见成效。



　　坦克作进攻准备时，通常下达一般命令，命令中包括占领出发位置的次序和进攻方法。坦克即将由出发位置前出时，再下达一个简要命令，命令中包括最新敌情、进攻开始时间和计划的改变等。



　　占领出发位置的命令和进攻命令 通常包括以下各项：



　　1．敌情： 在说明敌人兵力的同时，要判定敌人的可能企图和作战地域内的地形特点。特别是敌人对坦克防御配系及敌人坦克活动情况更为重要。



　　2．己军情况： 在这一项内指明我军前沿、战斗警戒阵地、侦察分队的位置和友邻任务。



　　3．战斗任务或战斗企图： 首先指出进攻目的。



　　4．配属的分队： 指明所有担负支援任务的各兵种配属分队，着重指明这些分队何时到达何地。



　　5．占领出发位置： 向分队准确说明出发位置、占领时间、各分队进入出发位置的顺序，以及占领出发位置后各分队应执行的具体任务（如侦察等）。



　　6．进攻方法： 这是最重要的一项，要确定进攻方法以及完成任务后的行动，特别要规定下列事项：



　　1）战斗队形；



　　2）其它兵种配属分队（摩托步兵、工兵、炮兵等）的战斗任务；



　　3）参与进攻的步兵（与坦克协同的步兵）的行动；



　　4）进攻方向，最好能规定基准线；



　　5）展开地区（当出发位置距敌人前沿较远时）；



　　6）中间地区，主要是在与步兵组织协同时指定；



　　7）进攻开始时间（如能在占领出发位置之前确定进攻开始时间，就要在命令中说明。



　　7．上级长官掌握的兵器的支援： 师炮兵和军炮兵、火箭炮和强击航空兵等。



　　8．物资技术保障： 此项说明进攻中需要的一切物资技术保障措施，应指出：



　　1）出发阵地上有哪些物资技术保障分队；



　　2）何时、何地最后补充油料和发放给养；



　　3）如何使用修理连，如何分配后送损坏车辆的牵引车。



　　4）哪些物资技术保障分队留在原地，在进攻发起后再前进。



　　5）如何组织医疗卫生勤务，医疗救护站的位置以及药品的分配方法。



　　6）战俘收容所的位置。



　　9．通信联络： 地图上的代号和目标使用的代号，准备好无线电通信联络的时间，在分队之间电台的分配。



　　10．指挥所的位置： 在出发位置和在进攻过程中指挥所的位置；应位于指挥所的配属分队的指挥机构；司令部的位置。



　　坦克兵进攻的实施



　　坦克进攻的方法和形式，主要根据坦克的数量和战斗性能以及各兵种配属分队的作战能力而定。进攻的目的和战斗任务也要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如果指挥官辖有大量的坦克，可计划在较大的纵深内实施进攻。进攻中，由于敌人火力的杀伤和车辆本身的故障，一些坦克要掉队，这会使坦克进攻的突击力逐渐削弱，因而坦克的先头梯队就需要有后续坦克分队的补充，以便能在敌人的防御纵深内继续打击敌人。否则，进攻就会遭到失败。



　　坦克顺利进攻的主要保障是压制敌人的火力配系。为此必须灵活地指挥坦克本身的火力，并且要正确区分配属的各兵种分队。坦克应及时利用本身火力、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突击的效果。进攻应在宽大正面、深远纵深内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决定意义的战果，并保障翼侧安全。如果地形条件迫使坦克暂时收拢队形，坦克即应尽快收拢成原来战斗队形。



　　坦克根据本身的战斗性能，可适应情况的需要，由战线的某一地段调到另一地段。因此，在某些地段上可以建立起必要的坦克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准备用于最易于取胜的地点，也就是敌人的薄弱地点，或者说是易于突破敌人防御的地点。坦克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在战斗进程中改变行动方面。根据以上两点，可以认为坦克能灵活地实施进攻。



　　大战期间，无论是外国还是德国的坦克都区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三种类型。进攻中运用这些坦克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俄军在进攻开始时，一般先将重坦克投入战斗，以便用它的强大的突击力粉碎敌人的初期抵抗，尔后再以较轻的、机动性能好的坦克转入追击。德军的西方敌手则先使用轻型坦克，在中型坦克火力的掩护下实施冲击，使敌人暴露其火力配系，尔后再将重坦克投入战斗。



　　德军的重坦克主要用于在大规模的进攻战斗中支援步兵或中、轻型坦克。中、轻型坦克用于执行其它任务，而轻型坦克首先是用于侦察和警戒任务。在既有重型、又有中型坦克的情况下，可把它们混合编组投入战斗，因为这样便于相互支援。



　　然而，一成不变地使用坦克是不允许的。如果敌人兵力雄厚，而且在预有准备的阵地上防御，最好是把重坦克用于第一梯队，突破敌人主要防御地带，其它坦克则执行辅助任务。如果重坦克不需要它们援助时，最好把它们编入第二梯队，完成机动性较强、行程较大的任务。在遭遇战斗和追击时，最好先将轻型坦克投入战斗，以便能迅速开进，实施机动性较大的战斗。跟随在后边的重坦克，则用于在需要粉碎敌人猛烈抵抗的地段造成兵力优势。



　　追击



　　坦克的进攻如不转入追击，就丧失了它的意义。只有追击才能巩固在激烈战斗中取得的战果。因此每个坦克指挥官必须力争以所有战斗车辆不断地进攻，只要油料够用，进攻就要坚持到底。为此，事先要把物资补给工作组织好。



　　坦克最适于实施追击，因为它的战斗性能使得它能够迅速压制和迂回在防御纵深内进行抵抗的敌人。如果直到黄昏才有可能粉碎敌人的防御，那么就该不遗余力地利用夜间实施追击。这时，人的意志力不能在坦克发动机面前示弱。



　　德军的坦克乘员常常拼着最大的体力去战斗。他们懂得，只有这样才能使接踵而来的战斗轻松些，或许会避免尔后的战斗。车长的行动准则是：“把一切都抛在后边！”但是要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及时得到兵力的加强和物资器材的补充。在俄国的艰难条件下作战，通常只能实施正面追击。这时德军则利用追击时造成的缺口，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迂回敌人，以切断其退路。当然，也常出现危险情况。有时，追击部队突然被敌人包围，或者是要夺占重要桥梁、隘路和高地而陷入困境，这时追击部队只有靠空中补给。



　　通常要把最需要而且战斗力最强的兵力兵器编给追击部队，并尽量多携带油料。追击要勇往直前，随时准备战斗，并进行不间断的侦察。每赢得一刻钟的时间都十分珍贵，都可能对作战行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只有追击才能获得全胜！



　　防御和退却



　　防御的目的是粉碎敌人的进攻。只有能赢得时间或为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以便尔后转入进攻，防御才是成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阶段，主要是机动作战，到了最后阶段又变成了阵地防御，防御者曾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兵力兵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以一方的大举进攻开始的。德军由于实现了摩托化，最初也曾获得赫赫战果，只是在几个战线同时作战以后，野心勃勃的德军才遭到挫败。在这次大战中，很少能转入稳固的阵地防御。交战双方都不止一次地以密集的坦克突击突破了对方的防御，然后又转入全线的机动作战。战区的范围实在太大，要想建立起一条防线，以对付不断增长的进攻兵力，是十分不易的。我军的防御地带通常只由一些薄弱的抵抗地区组成，重武器数量极少，经常是只能建立几个支撑点，在敌火之下难以守住支撑点之间的地段。由于快速预备队的兵力较弱，为完成纯防御性的任务，常常要动用坦克师，而坦克师是为执行进攻任务而建立的，不大适合执行防御任务。



　　后来，坦克越来越多地当作防御兵器使用。只要哪里的防御被敌突破或出现危急情况，就要立刻把坦克派去。这时，采用了所谓的“消防队战术”，作战的主要形式是有限目的的进攻。不断地把坦克投入战斗，以恢复原态势——击退楔入的敌军；或当敌人突破防线时，将其包围、歼灭。战争最后两年参战的坦克兵，几乎没有遇到过在兵力上压倒敌人的情况，更谈不上不断前进了。一位年轻的军官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写的一封信中恰当地表达了前线坦克兵的感受：“从去年开始，我们在东线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我们时常感觉到，似乎退却是自古以来唯一的作战形式。”



　　当然，在个别地段上，坦克也曾恢复过态势，但是损失之大，甚至使他们没有能力再去完成最适于坦克执行的任务。战争的最后几年，德军想由防御转入进攻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早已是力不从心了。



　　防御



　　防御军队的任务是扼守主要防御地带，并在敌人突入防御阵地后将其消灭在防御纵深，恢复原态势。对突入防御之敌，可以立刻实施反冲击，也可实施预有准备的反冲击。



　　立刻进行反冲击，是指进攻部队刚一到达预定地区，就毫不迟疑对它实施反冲击。这种反冲击的目的是不等敌人在主要防御地带站稳脚跟就把它击退。这时，反冲击的动作越快，取得的战果就越大。只有能及时判定敌人进攻的时间或突入防御的地段，立刻进行反冲击才会奏效。



　　预有准备的反冲击，就是经过周密准备以后再实施反冲击，目的是击退敌人。只有在敌人受阻以后，才能确定这种反冲击的开始时间和方向。



　　实施反冲击时，坦克集中用在敌人突破地段。但是这样的地段往往不适于使用坦克。防病总比治病容易。因此，最好是把进攻之敌消灭在出发阵地上。不过，实施这样的突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况且经过奋战夺来的阵地常常会被敌人再夺回去。实施这样的突击，本身要有雄厚的兵力，而且要有得力的炮火支援。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配属给某步兵兵团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必须经常与上级司令部保持接触，并及时提出关于使用坦克的建议。在紧急情况下，坦克指挥官身边要有一个通信班，以便能与炮兵保持密切联系。坦克兵团或部队的兵力越弱，越需要其它兵种的支援。当时的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曾经下达特别命令，不准将少于一个连的坦克配属给步兵师。但是，在实战中，这道命令往往行不通。



　　观察和地形条件越差，快速的坦克预备队越是要靠前配置，以便能以快速的反冲击阻止敌人向纵深突破。只要敌人，尤其是俄国人，在突破地域巩固下来，要想把它由既占阵地击退，那是十分困难的。敌人会很快组织起对坦克的防御。这时就需要进行周密的准备，以便协同其它兵种收复失掉的阵地。在开阔地形上组织宽大正面防御时，敌人可能在几个地段同时发起进攻，这时坦克的配置要使它能在各个方向上投入战斗。在受敌威胁较大的方向上，可靠前配置一部分坦克，这样可为主力投入战斗赢得时间。如果这样做能防止敌人夺占重要制高点，而夺回这些制高点要付出很大代价时，那就更有意义了。因此，所有使用坦克的可能方案，都要事先加以周密考虑。同时要让所有坦克乘员知道己方反坦克火器的配置情况和地雷障碍物的位置。另外，俄军常常习惯于向各师、团的接合部进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最容易被突破并便于顺利前进。






图13：坦克排射击要图



　　在敌人实施大规模进攻时，德军坦克常常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因为进攻部队的坦克、炮兵和航空兵都占优势。进攻之敌往往全力以赴地抗击我们迅速实施的反冲击。反冲击部队很快就处在猛烈火力压制之下，尤其是来不及掩蔽的步兵要遭受很大的损失。因此，只有在一开始就制止住敌人扩大突破口，并在弄清敌人弱点后，对其实施预有准备的反冲击，才能取得较好的战果。



　　机动防御



　　象非洲那样的开阔地，最适于进行机动防御。这种地形可以提供有利的条件实施积极的战斗行动，它适于集中兵力，也便于利用敌人的失误。便于实施机动的广阔地域是实施牵制行动的重要条件。防御部队在灵活指挥和机动能力方面应优于进攻之敌。这一点也正是德军装甲兵的强点，因为锻炼指挥员迅速定下决心，坦克分队直到单车练习独立行动，是整个军事训练的基础课题。这是骑兵传给坦克兵的“突袭战术”的内容。其目的是剥夺敌人的优势，分割其兵力，最后将其歼灭。



　　退却



　　退却对军队来说是很大负担，尤其是当退却不能按时开始，而且有敌人袭扰时，负担就更大了。当然，装甲兵的退却跟其他兵种的退却还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坦克可以迅速摆脱敌人。但是，如果事先不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坦克的退却也会遇到很大困难。对装甲兵来说，最麻烦的是抢救和修复战伤的坦克。特别是贵重的坦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因此，要优先将准备退却的情况通知坦克部队，以使其能及时做好退却准备，如勘察道路、把需修车辆和牵引车集中起来以及完成抢修任务等。否则会由于没有后送工具或来不及进行必要的修理，而不得不丢下损伤不大的坦克。



　　必须坚守防御地区，直到把所有战伤车辆后送完毕为止。如果预先对退却路线进行了勘察，确定好新的集结地域，并组织好运动调整勤务，就可以保证完成有秩序的退却行军。白天要以交互跃进的方式实施退却行军，派出后卫作掩护，并利用天然掩蔽物或烟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反坦克兵器不足，难以拦阻追击的敌人坦克，通常要把坦克编在担任后卫的部、分队中。但是一定要有自行火炮、工兵和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步兵协同坦克行动。事实证明，反坦克歼击兵配合坦克行动是很得力的，而且由同一首长统一指挥坦克和反坦克歼击兵最为有利。坦克指挥官要同直接与敌接触的部、分队指挥官保持联系。



　　习惯于连续实施进攻的坦克兵，对于转入防御和退却是难以忍受的。只要战斗情况好转，能够重整旗鼓发起进攻，坦克兵才会轻松地舒上一口气。



　　坦克对坦克作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人的坦克是一种快速的反坦克兵器，也是德军坦克最危险的陆战敌手。因此，有时要暂时中断完成主要任务，集中消灭出现在进攻地域内的敌军坦克。对于出现在进攻地域以外的坦克，只要不妨碍我军前进，采取一些保障安全的措施就可以了，例如以反坦克兵器进行掩护或组织必要的炮兵火力等。坦克部队无论如何不要轻易放弃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在战争各个阶段，坦克对坦克作战的特点都不相同。在法国战局中，敌方坦克虽威力不小，但机动力差，也不便于操纵。在东线，俄军长时期坦克数量很少，而且坦克的无线电设备也不够理想。经过几个月以后，俄军装备了T-34坦克，其装甲防护、武器和越野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德军坦克。起初，只有我们的88毫米高炮和105毫米野战炮能够对付它。后来，由于采用了破甲弹，使我军T-Ⅳ坦克炮的有效射程提高到八百米。战争最后几年生产的德国“豹”型和“虎”型坦克，由于有了威力较大的火炮，主要战术技术性能都优于敌人的坦克，只是在越野能力和装甲厚度方面还不如敌人坦克。至于数量方面，敌人坦克从少到多，到战争最后阶段几乎是我们坦克的十倍。



　　总的来看，坦克对坦克作战，同海战相类似。最强的舰艇直接参加战斗，较弱的舰艇只担负警戒任务，如需要用它对付较强的舰艇，也只能发扬有效射程的火力。坦克对坦克作战的性质，首先决定于敌人坦克的战术技术性能、行动特点和地形条件。



　　要想使自己的坦克更好地对付敌人的坦克，必须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提高射速。 为此要改进开关火炮闭锁机的方法，即解决半自动问题；加强对射手的训练，培养出能快速瞄准的射手。这样方可同优势兵力之敌进行战斗。



　　2．提高火炮和弹药的战斗性能。 为此要加大射程，提高穿甲能力，以便能先敌开火并击毁敌人坦克。



　　3．提高机动力。 为此要提高通行能力和行程。做到这一点，坦克就能先敌占领有利阵地，并能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绕过敌人。



　　4．减小外廓尺寸。 为此要研制低矮的坦克或无炮塔坦克。这样的坦克目标低，而且便于利用地形进行荫蔽（例如德国的突击火炮）。



　　5．加强装甲防护力。 为此要加大装甲板厚度和倾斜度，或者提高钢质量。这可使坦克接敌时减少危险性。



　　此外，影响坦克对坦克作战行动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



　　——敌人是否在进攻；



　　——己方是否在进攻；



　　——是否双方在进攻，发生了遭遇战。



　　下面再具体研究几种方案：



　　1．敌人坦克具有较大的射程或具有较强的装甲防护力。



　　敌人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要设法在能够实施牵制行动和能够隐蔽变换阵地的地形上迎击敌人。只有敌人被迫在不利条件下行动，例如地形条件不利于敌人发挥其兵力兵器优势时，才对敌人实施反冲击。



　　我方进攻。要利用起伏地形和掩蔽地形接近敌人，迅速进到有效射程之内。如果必须通过一段开阔地，可以施放烟幕。为能切断敌人与后方的联系，并以此削弱并随之歼灭敌人，可以利用夜暗或雾天行动。



　　2．敌人坦克质量不比我方差，但数量占优势。



　　敌人进攻。占领有利地形，等待进攻之敌到达。当敌人实施迂回机动时，要根据情况作适当的退让，以保障翼侧的安全。这时的侦察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敌人兵力分散或已暴露出弱点时，才能对其实施反冲击。



　　我方进攻。遇到优势之敌，首先要停止下来，尔后选择新的进攻方向。注意集中兵力，以求在新的进攻方向取得胜利。



　　3．坦克对坦克的夜间战斗（在没有夜视器材的情况下）。



　　敌人进攻。如能及时获得关于坦克行进方向的情况，我方坦克就可以在敌坦克必经之路设置反坦克地区。要根据无线电发出的口令或根据规定的信号照射敌人，令所有坦克同时开火。这时，我方坦克应作一线配置，并要在弄清敌人的确切位置后再开火，否则容易伤及己方车辆。



　　我方进攻。如在我方坦克进攻方向确已发现敌人的坦克，必须另选坦克的冲击方向。如在行军中突然与敌军坦克遭遇，最好的办法是打开前灯照射它，迅猛向其冲击，并从行进间猛烈开火。为使坦克在冲击以后迅速集结起来，必须预先规定集合信号。



　　4．遭遇战斗。



　　在突然与敌坦克遭遇时，不待命令立即向其开火。谁先开火并发起冲击，谁就多半能赢得胜利。关键是不要停下来，要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干扰敌人。只有在敌人停下来以后，方可开进就近的掩蔽地，必要时还可施放烟幕。尔后立即组织侦察、判断情况、拟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准备坚决向敌实施冲击。



　　结论



　　1．利用空中和地面侦察预先获取敌情，是取得战斗胜利的最好保证。



　　2．要经常想到以坦克的前装甲朝向敌人。将预备履带板装在坦克前部，可以提高坦克的防护力。



　　3．只有在为提高火炮射击效果或为避开敌人射击的情况下，才能在战斗中改变坦克的方向。起伏地最适于坦克改变方向。这种地形便于坦克在高地后面选择阵地，并为绕过敌人构成有利条件。



　　4．要包围对方的人，也可能被对方所包围。因此对翼侧侦察十分重要。



　　5．如包围成功，实施包围的分队要继续冲击，正面冲击的分队则应对敌进行牵制，至少要实施佯攻，以防止敌人在实施包围的分队的行动方向上集中兵力。



　　6．利用其它兵种可以抵销敌人的优势。炮兵对坦克实施迷盲射击并消灭跟随坦克的步兵；工兵在暴露的翼侧设置障碍；摩托步兵分队以反坦克兵器消灭坦克并在翼侧担任侦察。



　　7．当敌人坦克逃脱追击部队时，应立即派出侦察，查明其确切位置。



　　8．对突入防御的敌军坦克，要坚决予以打击。敌占优势时，要根据情况把敌坦克部队分割，然后再予以歼灭。



　　最后必须指出，在坦克战中，坦克乘员的士气和战斗经验，要比在其它战斗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坦克对坦克作战”示例



　　（一）



　　情况： 一支坦克纵队在行军。敌人突然由翼侧攻击纵队的尾部。队尾的坦克同敌人坦克展开战斗。



　　行动： 纵队先头的坦克立即展开，攻击敌人翼侧。在这种情况下，坦克在道路上一转向，就自然展开了队形。在敌被歼或逃跑以后，重整行军队形，继续前进。（见附图-Ⅰ）






图14：坦克与敌坦克遭遇时的行动



　　（二）



　　情况： 一个加强的坦克营成临战队形，在开阔地形上前进。敌人坦克由翼侧攻击先头坦克连。



　　行动： 受攻击的坦克连以火力抗击敌人。后面的两个坦克连攻击敌人的一翼，或由后方包抄敌人。自行火炮则以火力迷盲敌人的坦克。摩托步兵原地不动。（见附图-Ⅱ）



　　（三）



　　情况： 成临战队形行进的坦克营，突然遭到敌人坦克的猛烈射击。



　　行动： 如敌人坦克已占领制高点，先头分队应在烟幕掩护下撤退，主力则利用地形从左面包抄敌人。当敌人转入防御以后，其余分队继续沿预定方向前进。（见附图-Ⅲ）



　　反坦克兵器



　　对坦克防御问题



　　本节简要叙述对坦克防御手段问题。在上次大战中，德军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痛苦的回忆。



　　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坦克已经变成步兵的可怕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陆军骨干的步兵，不得不采取各种防御手段来对付具有强大力量的坦克。诚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行驶缓慢的单辆坦克和坦克小分队也屡屡被歼，但面对突然发起进攻、快速行动的强大坦克兵团，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种反坦克兵器也是难能为力的，尤其是坦克在航空兵支援下发起进攻就更不好对付。只有在防御一方拥有足够的兵器和做好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并掌握了有关敌人企图的准确情报（就象俄军在库尔斯克会战时粉碎德军的“堡垒”战役那样），才能挫败强大坦克兵团的进攻。也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构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坚固的对坦克防御。



　　回顾上次大战，必须承认，我们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充分重视对坦克防御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防御武器的威力同坦克的攻击力相比，我们过高地估计了防御武器的威力，无疑这是很大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同坦克作斗争是很重要的问题。与此问题相关的许多问题，首先是配置在前进阵地上的步兵的对坦克防御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把反坦克兵器配置在防御纵深，这对保护步兵不受敌人坦克火力的袭击是没有多大作用的。这样的配置对于炮兵也是不利的，因为炮兵即使阻滞了进攻的步兵，也会在敌人坦克面前束手无策；至于坦克，在克服了步兵和炮兵的抵抗以后，也会被敌人强大反坦克兵器的火力所控制。



　　德军的坦克专家及时研究了对坦克防御问题，还在和平时期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坦克要保持优势，必须做到行动突然、兵力集中和指挥灵活。坦克最可怕的敌人是敌人的坦克。因此，敌人坦克在战场上出现以后，就要停止别的战斗，把所有的兵器都用于消灭坦克，以便能重新取得机动的自由，并继续前进。



　　对坦克最危险的所有武器中，除反坦克炮以外就数地雷了。但是地雷的作用并不象战前预料的那样大。当然，地雷场也是坦克的很大障碍，坦克遇到地雷场，不是绕过，就得排雷。但是，布设地雷障碍需要许多时间和必要的器材。地雷障碍的很大一个缺点是，它既对敌人有很大的威胁，对自己部队也有一定的危险。



　　反坦克壕和其它障碍物，如水泥柱、鹿砦等，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如果这些障碍就布设在防御正面的前沿前，用炮兵就很容易开辟通路，况且火炮的口径和射程还在不断增加。如果这些障碍设置在防御纵深内，也只能迟滞坦克的前进，而且还需要有防者的火力掩护这些障碍物。如果没有火力掩护，这些障碍物的效力几乎等于零。



　　反坦克火炮虽然仍是坦克的危险敌人，但也有些令人失望。起初，反坦克炮是很弱的，特别是德军中只有37毫米的反坦克炮。反坦克炮随着口径的增加，又变得太笨重，失掉了机动性。德军的反坦克炮口径增加到50毫米，后来又增加到70毫米，直至120毫米；俄军反坦克炮口径由47到76毫米，后来到了122毫米。



　　几乎是世界各国军队的步兵团，还在大战以前就编有反坦克炮兵连。此外，师或是统帅部预备队编有独立的反坦克炮兵营。



　　然而，尽管反坦克炮兵改成机械牵引以后机动性有所提高，但并不能阻挡坦克的迅猛前进。坦克是进攻性的武器，在战斗中握有主动权。因为它们能自己选择便于行动的地形，实施出敌不意的突击。只有在坦克的进攻力量衰减时，对坦克防御的兵器才能起作用。也只有在敌人进攻方向上集中足够数量的反坦克兵器，而坦克又不能实施迂回机动时，或者坦克的进攻速度降低，而防者能够调来补充的反坦克兵器时，对坦克防御才会有效。但是，由于反坦克炮起初主要是利用轮式牵引车牵引，因此通行能力不强，不能及时抗击坦克。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对坦克防御兵器的战斗运用及其指挥非常困难。反坦克炮的炮手象设伏的猎人一样，要许多小时，甚至要许多天等待坦克的出现。但坦克通常是突然出现的，而且一上来就是许多辆。不过，在战线拉长的条件下，拥有在数量上比德军多得多的反坦克兵器的敌人，也不能保障在所有坦克能进攻的地段都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兵器。



　　当然，反坦克部队和分队的指挥员也力图以各种巧妙的战术手段欺骗和歼灭敌人，例如可能以反坦克炮设伏或设置“火袋”，以使坦克受到四面八方的射击。俄军在这方面是能手。虽然采取这些战术手段可以使坦克遭到很大损伤，但这也只能取得局部的胜利。



　　因此，在战争过程中，双方都在寻求建立坚固防御的新方法和更加有效的反坦克手段。步兵的对坦克防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象空心装药磁性地雷、盘式反坦克地雷以及汽油罐等辅助的反坦克器材，作用都不大，因为这些都属于消极的对坦克防御手段。伴随坦克的步兵可以协助坦克通过反坦克障碍，并对付各种反坦克枪（外国称反坦克火箭筒）之类的近战反坦克兵器。要对付坦克，步兵要有很大的勇气。步兵可以不费力地打击单辆坦克或陷入遮蔽地并脱离开伴随步兵的坦克。



　　还在战争以前，炮兵就拥有象穿甲弹这样有效的反坦克兵器。后来，又有了能在八百米的距离上击破任何坦克装甲的空心装药炮弹。为对付坦克的冲击，炮兵曾由每个炮连抽出一门火炮配置在坦克可能出现方向上的暴露的发射阵地上。但是，在开阔地，坦克比炮兵具有更高的射击精度，尤其在进行远距离射击时更是如此。在遮蔽地形上，坦克的优越性在于它的快速力。



　　高射炮兵在打坦克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德军的88毫米高炮以及敌人的高炮，由于火力精度和炮弹穿甲能力都很高，曾经是坦克最危险的敌人。但这些高炮的机动性较差，防护力也很弱，而且离不开阵地。由于高炮的目标大，易被发现，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



　　除反坦克炮以外，上述各种反坦克兵器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为它们都有很大的缺陷。只有带装甲防护并有高度通行力的反坦克炮才能对付坦克。德国也曾加紧研制这种火炮。由于设计这种火炮需要较长时间，起初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开始先将火炮安装在坦克的底盘上，安装位置在坦克底盘前部，并配有薄装甲。就这样产生了自行的反坦克炮，当时称作“歼击坦克”。这种新型的炮兵武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安装在T-Ⅰ和T-Ⅱ坦克底盘上的捷克制37毫米反坦克炮，发展为安装在各种坦克底盘上的75毫米炮（最有效的一种是安装在捷克T-38坦克底盘上的火炮），后来又发展为88毫米炮。战争快结束时，完成了“象”式128毫米先进的自行反坦克炮的研制工作。所有这些型式的反坦克武器都要在最短的时限内生产出来，以满足前线的需要，更替反坦克炮兵营的原有武器。尽管这些反坦克武器缺点很多，但是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是不足的。特别难以解决的，有时是完全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装备有各种新型号反坦克武器的部队的技术保障问题。但是，没有一种新型的反坦克武器能够满足歼击坦克的重要要求，也就是说，它们的行驶速度都不能超过坦克的速度，而只有速度高才能保障顺利同坦克作斗争。



　　西方大国的陆军没有自行的反坦克炮。他们能够不断地提高坦克的生产，因此在对坦克防御方面只注意强化其它的器材。



　　除了自行反坦克炮以外，还有一种反坦克武器，叫做突击火炮。在研究这种火炮时，吸取了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起来的炮兵支援步兵的经验。这种火炮是有密闭装甲的榴弹炮，起初是用于直接与进攻的步兵协同，压制敌人的多种强大抵抗力量。如果说在法国作战时，只有三个突击火炮连参加，那么到了大战快结束时，德国陆军已有五十四个突击火炮旅和大量的独立突击火炮营，还建立了专门的自行火炮学校。



　　突击火炮就是没有炮塔的坦克，从整体上看比坦克轻了许多，因此可以加强前装甲。突击火炮的缺点是方向射界较小。但是，由于这种火炮不高，受的损失要比坦克小。起初它只装有短身管的75毫米火炮，通称“什图麦尔”。后来因为反坦克火器数量不足，突击火炮的主要任务是与敌人坦克作斗争，这时采用了75毫米长身管火炮。每个突击火炮旅编三个连，每连十一门火炮，其中三门为105或150毫米。由于连里编有榴弹炮，能够对掩蔽的目标进行射击。此外，每旅还编有一个用于直接支援的随伴摩托步兵连。突击火炮分队的成员都是来自炮兵的志愿人员，在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在敌人坦克发起冲击时，突击火炮分队是步兵师的支柱，也象自行反坦克炮一样，同敌人坦克作斗争。



　　俄军也装备有突击火炮，其口径达122毫米。这对德军坦克来说是很厉害的。



　　最后，对坦克威胁最大的敌人要数飞机。在所有的反坦克兵器中，只有飞机有较高的速度。起初，飞机同坦克作斗争的方法只是侦察，提供关于坦克活动的情报，这样可以削弱坦克冲击的突然性。后来，飞机逐渐采取了积极的反坦克行动，利用直径不大的炸弹和机枪扫射来对付坦克兵，特别是打击在坦克外面的乘员。飞机上安装了20和37毫米炮并采用火箭弹以后，就可以直接对付坦克了。在西线，强击机很快就成了德军坦克的最危险的敌人。坦克在昼间进攻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敌人密集使用高射炮兵，使我们的坦克丧失了航空兵保障。在东线则正相反，俄军坦克的危险敌人是德军的歼击机。德军歼击航空兵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众所周知的。



　　在战争进程中，同坦克斗争的手段越来越强。利用天然障碍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组织防御时，必须以坦克能否通行的观点来判断地形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以足够数量的各种反坦克兵器保障受坦克威胁方向上的防御地段。然而，经验证明，坦克根本不能通行的地形几乎是不存在的。首先这对俄军坦克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俄军坦克具有很高的通行力。只要经过必要的准备，总可以找到坦克可以通过的地方或人工为坦克开辟通路。对坦克防御的一切保障措施，都要按统一的计划实行，并注意组织各种反坦克兵器的密切协同。对坦克防御的计划，要把与坦克作斗争的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手段结合起来。



　　每个师都专门指定一名军官负责组织对坦克防御，这一工作一般由反坦克炮兵营营长兼管，有时也可能由坦克部队指挥官兼管。军和集团军也有专门的军官组织本军（集团军）的对坦克防御。



　　对坦克防御计划内规定采取的措施如下：



　　1．统计该防御地段上所有部、分队（包括后勤分队）所装备的、能用于同坦克作斗争的全部兵器和器材的数量。



　　2．勘察整个防御地段，以便查清哪里适合使用哪种反坦克武器和其它反坦克器材；首先要查明哪些地形坦克不能通行、难以通行和便于通行。



　　3．提出在与坦克、工兵、炮兵、高炮部、分队密切协同下组织对坦克防御的建议。



　　4．保障翼侧和与友邻的接合部。



　　5．根据重要程度确定构筑对坦克防御阵地和地区的顺序。



　　6．利用所有的通信和观察器材组织观察报知勤务（由地面和空中观察敌人的配置情况，空中照相等）。



　　7．勘察道路网、桥梁和隐蔽接近路，以组织机动的对坦克防御。



　　8．勘察后方地域，以便确定反坦克炮兵的展开地区，同时构筑支撑点，以阻止敌人坦克的突破。



　　9．编制对坦克防御要图，指明发射阵地的地域和各种反坦克火器的射界，以及其它反坦克器材的配置地域。图中还显示对坦克防御方面的工事构筑情况。这张要图必须不断地加以补充。此外，还需要标有道路状况和地形通行程度的地图。这样的地图便于新到来的部队勘察地形，也可以作为组织反坦克兵器与其它各种武器协同动作的依据。



　　反坦克武器战都运用的基本原则



　　1．反坦克炮兵



　　反坦克炮兵成梯次配置，特别在受坦克威胁的方向上更要这样配置。火炮在阵地上不作单门配置，而以排为单位配置，以便能以火力互相支援。这些反坦克火力点同时也是步兵的支撑点。步兵既采取积极的对坦克防御手段（专门的坦克歼击组），也采取消极的手段（地雷障碍物、反坦克壕等）。



　　发射阵地选择的地点要适当，以保障在对坦克的有效射击距离内有良好的视度，并提供可靠的伪装。此外，为不致在发射出第一发炮弹后暴露自己，反坦克炮炮手要利用天然和人工掩蔽地（灌木丛、房屋、板棚、反斜面和永备发射点等），并选择能保障实施侧射的发射阵地。



　　如反坦克火炮能同时开火，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有各种口径的火炮，就要将其作梯次配置。



　　2．野战和高射炮兵



　　野战炮和高射炮的使用都要列入对坦克防御的总计划。多数情况下，这些火炮的阵地是可能阻住突破防御的敌坦克的最后一道地区。因此，至少要有一部分火炮用于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情况有利时，这一地区还要以反坦克火炮加强。



　　3．自行炮兵和坦克



　　自行反坦克炮、突击火炮和加强对坦克防御的坦克组成的快速预备队，配置在敌人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方向上，可以根据情况及时投入战斗。为此必须很好地组织观察和报知勤务。在敌人占有空中优势时，预备队只有在高射火力掩护下才能进入战斗。这样的快速预备队由师长或军长直接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使用在构成最复杂情况的地段上。



　　结论



　　在上次大战中，还没有能够对付经周密组织的坦克进攻的真正有效的兵器。交战双方都曾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和辅助器材来解决打坦克的问题。例如，战争快结束时，德军专门建立了只装备近战兵器的坦克歼击旅。但是，在这许多兵器中，还没有一种兵器能够彻底制服坦克。坦克仍继续主宰战场，但到战争后期，主宰战场的坦克已经是属于敌人的了。



　　战争过程中，德国的反坦克武器已经越来越象坦克了，只是它们的任务相反。我们的自行火炮是根据坦克的行动原则行动的。这两种武器在战斗中相辅相成，但是它们的总体力量还不足以封闭在德军防御中形成的所有缺口。














	

 






	















	







	







	









 





	


	







	








	




	


第二章 坦克在特种条件下的行动




	







	

 



	


	


　　冬季和道路泥泞条件下的行动



　　在春、秋季道路泥泞时期，东线停止了大规模的军队移动和战役。位于低地的掩体被稀泥淹没，已经不能使用。稀泥吞没了大部分弹片，使弹片的作用削弱。泥泞期，敌人也只能沿公路干线进行正面战斗，并不得不把防御阵地转移到新的地区。



　　大战期间，脱离大路甚至进行规模不大的战斗行动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使道路能保障不间断的行车，必须随时维修道路。轮式车辆离开碎石路（这种路在东线是很少见的）几乎是完全无法行动。一些重要的道路只有用圆木和树枝加固以后，才能成为半合格的行车道路。



　　这样，补给问题成了最复杂的问题。它简直成了实施任何战斗行动的决定因素。战斗群的编成及其兵力数量、进攻方向、任务的下达和时间的计算等等，都要决定于能运来哪些补给品。车辆行驶缓慢使油料消耗大为增加。坦克时常被迫自己解决燃料问题。为此常常使坦克携带二百公升的油箱，并使用牵引车运送其它补给品。在气象条件有利时，航空兵可以大力援助运送补给品。



　　泥泞期，只能由尽量乘坐履带车辆的快速群实施进攻。这些快速群一般不携带任何其它装具。其他部队通常都要在天气好转或道路修好以后才能前进。此时的重要任务是维护好前送路线，并加强警戒。



　　象俄国这样的严冬，不可能不影响到坦克兵的战术。厚雪迫使坦克沿高地棱线行驶，因为雪深超过五十厘米时，坦克即不能开动。坦克无论是在进攻中或防御中行动时都要靠步兵支援。由于步兵在深雪地行动十分困难，因而战斗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东线冬季的作战行动主要是抗击敌人的冲击和参加争夺重要支撑点的战斗。我们在俄国的四个严冬中取得的作战经验如下：



　　1．冬季作战比任何其它季节作战都更加需要周密而长时间的准备。



　　2．由于战斗行动主要是在开阔地上进行的，因而积极和消极的对空防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消极对空防御措施包括：把车辆和钢盔涂成白色，穿着白色伪装服以及主要在夜间行动等。



　　3．要采取特别措施急救伤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让他们在严寒中停留过久。特别重要的是，要有暖和的被褥和热饮料，并且要预先准备好人员取暖的房间。卫生救护站尽可能靠近前进阵地配置，以便能把伤员尽快送到这里。



　　4．为预防冻伤，必须给乘员准备好暖和的鞋子、毡靴、毛袜、绗过的棉衣和棉裤、皮帽或绒的钢盔衬帽等。注意教育人员要互相关照，不要冻伤脸部和耳朵。



　　5．冬季要采取多种预防措施，以保障车辆、仪表和武器等正常使用。坦克要停在干草、树枝或木板上，否则履带会冻结在地里。修理分队冬季的任务十分繁重，因为在低温条件下，坦克履带易于损坏，而车辆以低速行驶又使发动机负荷过重。弹簧和轴很容易坏，因为遍地是雪，分不清好坏路。蓄电池放电也特别快。但这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每次取下蓄电池时，放进房间或注意保暖就可以了。发动一次发动机，有时要花费若干小时。起初，发动机是用篝火加温的，后来专门设计了加温器，发动发动机就省事了一些。光学仪器上会蒙上许多水汽或覆盖积雪。自动武器因机油凝固而失灵。



　　6．以榴弹进行远距离射击，需要消耗大量的弹药，因为气温低和气压的变化对弹道产生不利的影响（气温过低往往出现近弹）。俄国的冬天，弹药的消耗和用于试射的时间，要比正常气候条件下多三到五倍。在雪层很厚的条件下，就象在泥泞地一样，炮弹的爆炸效果是很低的。而没有雪的、冻硬了的土地却正相反，可以大大提高弹片杀伤的效果。



　　7．长途行军需要经常休息。由于开辟的前送路线常常是单行路，因而必须按小时和天来精确规定纵队的行进顺序，并准备好错车点。积雪很厚的情况下，开辟新路要比清理旧路更省力一些。有时，结冰的河流就是很好的道路。通过结冰的水障碍的基本原则见本节最后一段。



　　8．为能充分利用冬季昼短的有限时间，应在拂晓前即向出发位置前出。发起冲击以前还要进行一次简短的地形勘察，因为一夜的积雪时常使地形情况发生变化。在预定进攻的方向上，要在积雪中开辟道路，以使轮式车辆和坦克能加速前进，并便于后送伤员。如地面上积雪很厚，进攻的坦克乘员必须带有专用的铁锹、量尺和滑雪板，以便于进行徒步勘察。冬季，坦克的履带声能听得很远，坦克应在步兵发起冲击的直前才向前沿开进。



　　9．冬季进攻时，坦克的战斗运用原则同于突击火炮的运用原则。进攻开始后再改变预定的方向时常是不可能的，最好能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而且进攻部队的战斗队形也要作纵深梯次配置。坦克尽量沿地势较高的方向开进，步兵则尽量利用天然掩蔽地（谷地等）前进。这种情况下，进攻速度是很低的，因此规定的当日任务纵深一般都不很大。如果某一任务未能按时完成，最好先停止进攻，经进一步准备以后再继续进攻。无论何时都要注意，不要使已经跑得很热的人员长久爬在雪地上不动。



　　10．防御中，首要的问题是警戒好道路和居民地。只有从秋季就开始准备，才能有构筑好的绵亘阵地。在结冻很厚的地面上构筑阵地是不可能的。



　　对那些成为军队命脉的居民地的防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防御枢纽必须有充足的备品，以便在被围时也能守住阵地。每个居民地的守军是独立的战斗单位，因此防守居民地的军队应尽量配有多种武器。



　　要特别注意谷地和林缘地段，这些地方必须有警戒分队。要对地形进行侦察，以便能判断敌人坦克可能冲击的方向以及己方坦克实施反冲击的可能性。雪堆可以使预备队能在居民地内部隐蔽地转移。敌人突入居民地时，如未能立即以反冲击将其击退，就要将其分割。歼灭被分割之敌的办法，就是逐渐缩小合围圈。这一行动要由坦克直接支援，坦克的任务主要是消灭重武器。



　　11．退却以前，事先采取后送措施十分重要。在退却途中迅速占领和加固居民地和道路交叉点也有重要意义。如果这些地点已被敌人占领，首先要清除敌人，因为要绕过这些居民地和道路交叉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为能完成这一任务和消灭企图绕过我退却部队的敌人滑雪分队，必须经常有做好准备的坦克预备队。



　　此外还必须指出，即使在泥泞和冬季严寒的条件下，履带车辆的行动自由虽受限制，但仍能保持一定的快速性。在一些冬季战役中，甚至是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役中，俄军坦克常常能取得很大的胜利。在起伏地和森林地，训练有素的滑雪分队具有很高的快速性。用于前送补给品的小型的单马雪橇几乎到处都能通行。俄国农民使用的矮小马匹成为运送伤员和特别重要的补给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由于缺乏燃料和通行力较高的车辆，某些坦克师冬天拥有的马匹要多于车辆。



　　上次大战经验表明，在冬季和泥泞条件下，各兵种的行动都需要有时间保障，而装甲兵除了时间以外，还需要燃料。



　　通过结冰的水障碍



　　通过结冰的水障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事先要查明冰的厚度是否能承受该型坦克的重量。例如，承受“豹”式坦克的最小冰厚为七十五厘米，而T-Ⅳ坦克只需要五十厘米。



　　2．侦察渡口时，要特别认真了解两岸情况，是否适于坦克下岸和上岸，因为岸边常常是沼泽地。



　　3．一般都要加固岸边和修筑接近道路。为此可使用圆木、干草、树枝、沙以及预备的履带板等。



　　4．为能看清冰的状况，渡口的冰上通路要清除积雪，并以标杆、草捆或雪墙标示。



　　5．在渡口两岸接近地和渡河后通往集结地域的坦克行进道路上，都要设置必要的标牌。此外，在渡口两岸和冰上通路两侧均应派出哨兵。






图15：坦克冰上渡河组织要图



　　6．为能迅速排除因车辆故障而出现的阻塞现象，渡口附近两岸要专门准备好拖车，并且要有备有杆子和梯子的抢救分队。



　　7．严寒天气时，为保障渡口而派出的工兵勘察排应加强一些士兵，以便排长能多更换几次哨兵。



　　8．坦克在冰上渡河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要开窗驾驶坦克。如情况允许，无线电员和装填手应从车里出来，徒步在冰上渡河。驾驶员要注意观察指示牌和哨兵的信号，避开前车的车辙，平稳地拉动操纵杆，下坡时要减速，防止滑车，及时换上低速档，缓慢地将坦克开到冰上。在冰面上驾驶车辆要平稳，时速约八公里；要保持车间距离，一般为七十五米。当前行坦克下面的冰层塌陷时，要小心地把自己的坦克倒回，立即援救战友。



　　坦克在荒漠地的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坦克兵见识了广阔无垠的荒漠地和它那严酷的自然规律。在那令人疲惫的酷热的昼间和严寒的星夜，坦克兵驾驶着被沙尘染成土黄色的坦克，驰骋在北非的海岸上。沙漠战专家隆美尔因他的狡猾战术而被敌人称之为“沙漠之狐”，他向为之震惊的世界显示，装甲坦克兵能创造怎样的奇迹。在机动战争条件下，他的非洲军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御中，都紧跟自己的指挥官，表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



　　在非洲作战中，交战双方都拥有摩托化的兵团。诚然，我们意大利盟友的某些部队只是部分地摩托化，这对我们可说是连累不小。除突尼斯的某些地区以外，沙漠地是一片大平原，许多许多公里之内都没有一点天然障碍，是装甲兵作战的理想场所。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一些陡坡和沙丘阻碍实施迂回机动和翼侧突击。因此，在北非沙漠地作战，不是经常需要与其它兵种保持直接的协同。在非洲可以进行单纯的坦克战，如西迪拉杰格和塞卢姆之战。在这些战斗中时常要定下前所未有的大胆的决心，只有把坦克的各种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实现这些决心。



　　由于战斗是在濒海地带内展开的，而且德军却只掌握几个海港，军队的供应十分困难，再加上地中海航线又是在英国海军的控制之下，就越发对我们不利了。英军也要几经曲折才能给部队运来补给品。因此，交战双方都力争首先保障自己的供应基地和运输纵队的安全，摧毁敌人的供应基地。为此必须首先歼灭最危险的敌人——敌人的坦克兵团。这样看来，消灭敌人坦克是在非洲作战军队的基本任务。



　　起初，德军坦克在战术技术性能上优于英军坦克；意大利的坦克陈旧，性能上比较差。到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军才获得新式坦克——英国的“格兰特-李”和美国的“谢尔曼”，其性能相当于德国的坦克。英军坦克的数量也在逐渐开始增长，而德军坦克，尤其是装有75毫米炮的坦克已深感不足。无论是在东线还是在非洲，常常用88毫米高炮来顶替。有时先把高炮配置在前边，以便在自己的坦克到来以前对付敌人。



　　在非洲，同在其它战场一样，我们的快速修理勤务虽然经受了重重困难，首先是缺乏备件，但是实战证明，组织这种勤务是完全正确的。使敌人震惊的是，在前次战斗中被打坏的德军坦克，只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又上了战场。甚至缴获的坦克，很快也被用来同德军坦克部队一起参加战斗。



　　酷热和常常覆有尖卵石的地面，都没有构成特别的困难。坦克履带扬起来的一团团的细沙却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空气滤清器经常不管用，因此要常换活塞环。事实还证明，摩托车在沙漠地也是不适用的。由于空气中带有细沙，使用自动武器，特别是使用机枪也感困难。



　　看来，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非洲那样大规模地使用过地雷障碍物，这样使用地雷是想弥补天然障碍物的不足。我们的工兵忙个不停，不是布设地雷障碍物，就是在敌人的地雷场开辟通路。步兵坚守支撑点，使坦克能进行机动作战。



　　曾采取各种手段伪装我们军队的转移，并迷惑敌人，使其弄不清我们的企图。为此曾制作了模型坦克和火炮，并使许多电台同时工作，以模拟军队的集中。汽车尾部拖上树枝，扬起烟尘，使敌人误认为是坦克纵队在行进。还成功地把敌人的突击诱到对坦克防御比较坚固的地段，尔后再实施迂回机动，由翼侧冲击敌人。



　　非洲军的三个侦察营是指挥部手中掌握的十分珍贵的兵力。乘坐装甲输送车的侦察群在非洲找到了广阔活动的场所，因为在沙漠地条件下，他们很容易避免与敌接触，深入到敌人的腹地，观察敌人的动静。当德国的一个无线电侦察连在阿拉曼被歼，文件落到英军手里以后，而英军还没有采取更谨慎的措施以前，在一段长时间内，无线电侦察一直在反映敌军的调动和其它情况。



　　德军在沙漠地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荒漠地的广阔天地可以使快速兵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机动能力，并能使现有的坦克同时投入战斗。荒漠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进攻方向，直到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机械化兵团在荒漠地的战斗，类似于骑兵的冲锋和海上的交战。



　　2．在荒漠地迅速歼灭敌人的快速兵团及其供应基地，比在任何其它地域作战都更加重要。在荒漠地扼守某地，只有在需要利用该地配置供应基地、航空基地或转移兵力时才有意义。



　　3．对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是：战役上判断好情况，迅速而出敌不意地集中兵力兵器，分割敌人，以便于尔后逐渐地、不太费力地歼灭敌人。



　　4．在广阔无际的荒漠地上，通常没有任何掩蔽物，人员如没有车辆几乎无法隐蔽。然而，只要军队还保持机动能力，就可以在任何方向上打出一条路来。所以，保持机动能力是取得沙漠战胜利的保证。补给品的前送是军队的生命线，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军队提前用完了燃料，无论原来的行动如何顺利，也得退出战斗。



　　5．丧失了机动力的军队，就要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这时他们无法在敌人四面八方的打击下守住阵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坦克兵器和地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机械化兵也只能用在防御中，而首先是防守供应基地和翼侧有天然掩蔽物的地段，如隘口等。



　　6．在所有的快速地面兵种中，坦克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首先要消灭敌人坦克。在射界和机动范围都没有什么限制的条件下，坦克的机动性能好，坦克炮的射程远，这就使坦克成为与敌人坦克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



　　7．达成行动的突然性，就等于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因此要求一切行动都要迅速，以使敌人的侦察情报不能发挥作用。由于荒漠地的地形开阔，只有夜间才能隐蔽行动。沙暴和沙漠地热天容易出现的气流层也可以干扰敌人的观察。



　　8．沙漠地难以区分敌我，因为双方穿的衣服都一样颜色，车辆也染成同样的伪装色。尤其交战双方使用缴获的汽车和坦克，越发容易造成混乱。由于沙漠地主要是机动作战，战线不断会发生变化，敌人随时都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每个分队和每个军人要经常作好全面的战斗准备。



　　9．在荒漠地判定方位也很成问题。因此必须随身携带地图和指北针。要事前侦察好地形，侦察的距离要远一些，以免被沙丘或地雷场所阻。



　　10．争夺制空权是取得沙漠战胜利的重要前提。



　　非洲战局持续了没有多久。阿拉曼之战成了这一战局的转折点。就在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埃及土地上，德意军的攻势力量已告枯竭。这是因为敌人在技术装备，首先是坦克、炮兵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不断增长。更主要的是，几乎完全脱离了后方的我军得不到及时的供应，即使是最顺利的战役，也不可能把它继续打下去。即使长时间都给予地面部队以很大支援的航空兵（尤其是在托卜鲁克战斗中航空兵支援最为得力），最后也不能有效地支援地面作战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来是旗开得胜的战局，却以失败而告终。德军被迫向突尼斯退却，长途跋涉二千公里。在突尼斯总算得以巩固，但只得到不多的加强，又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这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军由西南展开进攻，英军则由东面进攻。在两面的猛烈突击下，德军防御确无招架之力。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突尼斯的德军残部被迫停止抵抗。



　　居民地和森林地战斗



　　坦克不太适于进行居民地战斗，完全不适于在大城市进行巷战。在这些条件下，其机动性、视野和射界都会受到很大限制。装备有近战兵器的敌人到处都可以找到掩蔽物。藏起来的敌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应尽量迂回居民地。但是，在道路网不发达和地形难以通行的条件下，某些摩托化部队（乘汽车）由于通行能力不强，几乎不可能实施迂回机动。



　　接近居民地的一切道路上，通常都设有鹿砦和地雷障碍，并有反坦克炮兵火力控制。有时在院落和花园里布有周密伪装的坦克。



　　在居民地战斗中，坦克一般在炮火掩护下力争由一侧隐蔽地接近居民地。若敌人发现坦克接近时，炮兵即对居民地边缘进行急袭。这时坦克和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冲进居民地。在居民地内主要是摩托步兵作战。摩托步兵下车后编成突击群前进，由少量坦克支援，此时坦克作强击火炮使用。其余的坦克则准备抗击敌人可能的反冲击。



　　若步兵不乘车时，最好令步兵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尽量接近居民地边缘。若此时坦克的主力在居民地的另一缘消灭敌人并不让敌人恢复防御或逃出居民地，步兵即在坦克支援下发起冲击。有时还可以从两面对居民地实施夹击——“钳形”攻击，但是这种夹击方法只有在大居民地时或便于观察时才能采用，以免攻击时互相伤害。在实施夹击时，必须确定各攻击群的前进距离，并商定在攻击中信号的使用和通信联络方法。



　　追击中，坦克可能突入村落，此时，坦克一边向两翼射击，一边向村缘前出，村落内的残敌则由随后跟进的步兵歼灭，因为迅速前进并完成进攻的主要任务更为重要。



　　若居民地位于重要道路的交叉点，渡口附近，或者居民地内有弹药和粮食仓库时，在占领该居民地后应立即派出警戒。否则，居民地可能被敌人夺回。



　　居民地防御中，坦克主要担任预备队，用于实施反冲击。坦克的阵地和通往这些阵地的荫蔽接近路应事先选定。当敌人接近居民地边缘时，对敌人翼侧实施反冲击最为有利。夜间，必须给坦克派出直接警戒，并使坦克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以便在敌人袭击时，每个车上都有乘员。



　　未经修复但炮塔仍能使用的坦克，应进入掩体，将车体掩蔽，外露炮塔，并进行周密伪装，以便作为环形射击的发射点使用。



　　※※※



　　森林地战斗与居民地战斗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森林地战斗中使用坦克，效果也不好，但是在东欧的森林地使用坦克，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进攻中，步兵在坦克武器火力的支援下首先冲入森林，尔后即按地区分段前进。步兵和坦克的协同方法是，步兵消灭林中界道内的反坦克兵器，而坦克则消灭林中空地上的敌人发射点和生动力量。工兵负责侦察林中界道、道路和道路交叉点的地雷障碍物。



　　车长应注意关闭炮塔窗门，以防隐藏在树上的特等射手的袭击。战斗过程中要进行观察，对敌人可能配置的地点进行射击，并肃清抵抗基点之敌。



　　如果需要迅速通过敌人占领的林区，则应向前派出由步兵、少量坦克和工兵组成的强击群。强击群沿道路两侧前进，非装甲车辆在坦克的掩护下沿道路跟进。



　　对尚未摆脱追击部队，也没有来得及布设地雷的敌人进行追击时，非装甲车辆可在坦克之间行进，强击群一边射击一边前进，通过林区。在树林稀少，便于观察的森林地段，敌人可能对进攻的坦克进行远距离的射击，这时，可沿道路疏开配置，几辆坦克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个纵队在坦克掩护下迅速通过危险地段。



　　在森林地进行防御时，坦克应有宽阔的射界，并有步兵派出的常设警戒。坦克主要是担任局部地区的预备队。为使部队能迅速通过整个地段，必须进行周密的地形侦察并构筑道路。



　　在森林地和居民地进行战斗时，在例外的情况下，而且是十分需要坦克时，坦克分队可分割到排。此时，坦克作为重武器支援步兵。有时，只是因为配置有坦克，敌人就不敢采取什么积极的行动。



　　夜间和能见度不良条件下的战斗



　　夜间战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夜间战斗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意义。为能不断前进并取得最大的胜利，坦克部队常在夜间和能见度不良的条件下继续行军和作战。虽然夜间战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符合坦克的战斗运用原则，但是初次的大胆试验表明，如能正确使用并灵活指挥坦克，坦克也可以在夜间顺利行动。战争过程中，当敌人享有地面和空中优势时，夜暗就成了取得哪怕是有限战果的唯一条件。由于夜间同深入后方的敌人或空降兵进行战斗，还要抗击游击队的袭击，因而一切后方机构和勤务分队就必须保持经常的战斗准备。



　　坦克夜间战斗的目的在于：



　　1．在宽大正面上开始进攻后，力求于拂晓前突破敌人防御，并压制其火器。



　　2．发展并巩固昼间取得的战果，尤其当敌人已被击溃，可以转入追击时，夜战效果更好。



　　3．坦克实施有限目的的夜间冲击，掩护己军部队的退却。



　　4．歼灭在个别地段上突入之敌，或为改善防御采取其它措施。



　　5．突围或援救被围部队。



　　坦克夜间作战的有利条件如下：



　　1）敌人航空兵的行动受到限制或根本不能行动。



　　2）敌人地面部队的武器，尤其是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坦克和反坦克火炮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3）坦克的轰鸣声和火力对敌人士气有很大影响。



　　但是，夜间也会造成许多困难：



　　1）指挥和通信联络困难。



　　2）由于能见度不良，射击精度降低。由于当时还没有夜视器材，坦克炮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3）判定方位、侦察和警戒要复杂得多。



　　4）进攻方向很难掌握，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改变方向。



　　5）进攻速度要比昼间低得多，油料消耗量大。



　　6）弹药消耗量增加，因为不可能进行精确瞄准射击。



　　7）后送伤员和损坏的车辆困难。



　　8）坦克的轰鸣声能传出很远，坦克不易达成行动的突然性。



　　这些困难都是很重要的，因此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坦克部队才开始参加夜间战斗。夜间要采取一些新的作战形式，究竟采取哪种方法，要看夜暗的程度。如夜间比较明亮，例如在月圆时，夜战性质即接近于昼间战斗。如夜间的能见距离不超过五十米，又没有专门的照明器材（探照灯或空中照明）时，就不能使用坦克。夜间能见距离达一、二百米时，最利于坦克作战。



　　夜间战斗具有以下特点：



　　进攻部队的编成



　　进攻部队的编成完全决定于敌人的情况。若敌人占领了预有准备的防御，其阵地之前一定有地雷和其他反坦克障碍物，这时坦克必须在步兵和工兵密切协同下实施进攻。在机动作战的条件下，一般要编成只编有装甲车辆的混编战斗群。昼间坦克可以集中使用，而夜间坦克要分别加强给步兵分队。夜间翼侧受到威胁较小，可在较之昼间狭窄的地段上实施冲击。因此，夜间冲击时，第一梯队只要有一个加强坦克连或营就可以了。



　　发起冲击



　　夜间冲击的时间要比昼间冲击的时间长得多。由于敌人通常是在拂晓前发起反冲击，冲击的分队就应力争在这以前完成任务，并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反冲击。因此，根据任务纵深，夜间发起冲击的时间应安排适当，至少要在拂晓前一小时结束冲击。冲击以后，要把战斗队形变换成适于昼间行动的战斗队形。若未能完成任务，不是退却，就是巩固已占地区，并适当变换战斗队形。敌人的兵力、夜暗程度（明亮、黑暗）和地形条件也对确定发起冲击的时间有一定影响。



　　追击不在此例。完成任务后需要追击时，不得迟延或停顿，因为每争取一公里，都可能对次日的战斗有决定的意义。



　　地形的选择



　　应尽量选择起伏较小的开阔地，只有这样才便于克服其他各种困难。障碍物由工兵排除。在选择冲击方向时，应尽量避开大居民地和森林地，因为夜间夺占这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如进攻途中遇有大居民地或森林地，冲击的坦克应尽量将其绕过，并由炮兵压制这些地点的敌人。夜间战斗中最好有易于观察的天然方位物，如丛树、孤立的草垛、板棚和水塔等。



　　冲击目标



　　坦克冲击的纵深比昼间要小得多。选择冲击目标时，应尽量使坦克能直线前进，不在中途改变方向。由两个方向冲击敌人或合围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停顿后，才能改变冲击方向。在黑暗中找准规定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为此可以使用指北针或根据星象判定方位，但最好是采用一些简便的方法，如在冲击目标方向上点燃草堆等。战争期间，曾用两个探照灯向天空交叉照射，地面部队可按照这两道光束判定方位，也曾用降落伞投放照明信号弹。但是，只依靠上述某一种方法是不行的。



　　夜间冲击前的准备



　　夜间冲击准备得越充分，胜利的把握也就越大。当根据地形和敌人情况确定进攻地段后，指挥官即给部属下达指示，详细说明完成受领任务的方法。这时要特别注意组织参加冲击的支援和配属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补给问题要事先研究好。同时，还要安排好如何在其他地段模拟冲击以迷惑敌人。



　　战斗的实施



　　夜间战斗要比昼间战斗更有计划性。从特点来看，夜间战斗很像冬季或泥泞条件下的战斗，都需要周密的组织。如果参加夜战的车辆都是装甲车辆，就要设法充分发挥其快速性。通常，坦克编入第一梯队，并从行进间射击，压制敌人。在未与敌直接接触情况下，而且遇有浓雾时，最好是先派出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以跃进方式前进。驾驶员可不时地使发动机熄火，这时乘坐敞开式车辆的人员可以听到各种声音，要比坦克乘员听得清楚。若坦克在第一梯队行进，摩托步兵则根据情况乘装甲输送车跟进，或下车徒步紧随坦克前进。



　　夜间冲击跟昼间冲击不同的地方是，步兵和工兵要紧随坦克之后跟进。突击群向敌人阵地冲得越快，所受的损失也越少，因为这时敌人的炮兵还来不及进行拦阻射击。坦克的间隔以彼此能进行目视联络为准。在翼侧进攻的坦克，根据特别命令有时要连续发射曳光弹，以显示自己的位置。



　　夜间战斗中的主要武器是机枪，因此必须携带大量的机枪弹和装有曳光弹的弹带，普通弹与曳光弹的比例为1：3。



　　突击群群长位于战斗队形中央。在附近的有工兵排、军医乘坐的坦克和炮兵指挥官。炮兵指挥官的任务并不是校正火力，而是经常了解情况，观察坦克前进情况，并据此参照火力计划表指挥射击。通过己军前沿的地点，由专门的指示牌标示或采取其他的标志方法。



　　如冲击失败，再想摆脱敌人就很困难。只有把战场上的损坏坦克后送以后，才能开始退却。退却时应尽可能利用原来冲击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炮兵的可靠掩护。若根据地形条件不宜返回原出发位置，或距其它阵地较近而道路较好时，在退回该阵地之前应通知防守该地段的部队。



　　夜间战斗的命令



　　夜间战斗的命令应十分详尽。除一般进攻命令中的项目外，要更加全面地说明己军阵地、集结地域、向出发位置前出路线的标示方法、分队指挥官坦克的标志以及口令等。



　　能见度不良条件下的战斗



　　能见度不良条件下的战斗与夜间战斗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在这种条件下，防者不能全面发挥火力的威力，因为由观察所不能正常进行观察。当坦克对反坦克火炮，尤其是对野战炮发射阵地进行突然射击时，往往是坦克占优势。



　　浓雾条件下判定方位，比夜间更加困难。在这种条件下，除使用指北针外，还可以使坦克沿路肩或林缘运动，而且要缩小坦克之间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雾，特别是晨雾，很快就会消散。若坦克编成过于密集的队形，在不利的地形上行动，常会遇到很大危险。在这种条件下，应将坦克迅速疏开，并组织环形防御，尔后查明情况，适当地变换队形。突然遭遇敌人时，要立即对敌人发起冲击。



　　敌人在西线强渡对方防守的水障碍时，曾大面积施放烟幕。如在渡口施放烟幕，航空兵的作用就会降低。小面积施放烟幕，可以吸引敌人的炮兵火力。如果敌人施放的烟幕迷盲了坦克，坦克即应迅速穿过烟幕，以防敌人趁机接近我军，或绕过我军。地形妨碍前进时，最好是后退，退出烟幕地区，以便尔后在另一地点迎击敌人，或经初步侦察后再次向敌发起冲击。



　　结论



　　坦克在夜间和能见度不良的条件下作战，虽然有很大困难，但是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凡是参加过夜间冲击的人都会记得战场上那种沸腾景象，房屋和车辆在燃烧，曳光炮弹和子弹象穿梭一样飞来飞去；也会记得，当敌人突然出现时，大家又是怎样的紧张。



　　指挥机构和部队的夜战素养，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夜间战斗需要有十分周密的准备。在战斗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可丧失进攻锐气。



　　夺占登陆场的战斗



　　夺占登陆场的战斗，可能是预有准备的，也可能是情况有利，不经准备即突然展开。在敌人防御坚固，而桥梁已被破坏时，必须经过准备才能开始战斗。在此情况下，准备工作应像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时一样周密。准备过程中，要进行现地勘察，集结部队，制定渡河计划，拟定火力支援的保障措施等。不过，这些都不是指坦克说的，坦克一般编在战斗群内行动，要突然迅猛地夺占渡口。



　　在机动作战条件下，东线的许多河流和渡口最适于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说明，我们的先遣坦克曾在最后时刻夺占了桥梁，使其未被炸毁，或者使已经点燃的木桥未完全毁坏，利用它顺利地夺占了登陆场。为能迅速夺占登陆场并加以巩固和扩大，就要夺占未经破坏的桥梁。为创造较好的条件，必须跟踪追击敌人，争取先敌，至少要与敌人退却的后尾部队一起到达桥梁。



　　夜间、雾天和黄昏对实施突然袭击十分有利，并使部队易于接近渡口。桥梁的警卫常常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发现敌人已在面前。由于每一秒钟都有决定意义，应从行进间对敌人进行射击，以便能尽快引起桥梁警卫的混乱，并将其消灭。派到前边去的工兵迅速清除准备炸毁桥梁的炸药，不怕流血牺牲，修复损坏的桥梁，以小的损失换取整体的胜利。



　　如果能够夺占完好或破坏轻微的桥梁，坦克即应迅速通过桥梁，开到居民地或就近高地的边缘，掩护随坦克之后跟进的部队前进。通过桥梁渡河的时间常常拖延很久，因为轮式车辆往往不能使用坦克通过的桥梁。航空兵的袭击、炮兵的突击和敌人的反冲击，常常使强渡失败。若桥梁不能通车或破坏很严重时，摩托步兵和工兵的主要任务就是夺占登陆场。渡河时，他们可利用已被破坏的桥梁或充气橡皮舟。在这种情况下，坦克则以火力支援，以保障渡河（首先是翼侧的分队渡河），登陆场的面积依战斗情况和地形条件而定。开始时往往只能在紧靠渡口的地方建立登陆场，因为敌人要不断进行顽抗。如将敌人歼灭或击退，即可采取扩大登陆场的措施。如敌人遭到突击后得以重整旗鼓，很可能会转入反冲击。为扩大登陆场，首先必须防止敌人进行瞄准射击。特别要及时派出侦察，以便获取关于敌人的情报。



　　是否需要继续前进，要根据任务性质和情况而定。为了继续进攻，多数情况下需要调来预备队。如果需要长时间扼守登陆场，坦克即担任快速预备队，以抗击敌人的反冲击。这时，坦克的作战方法与合围战斗相同，即以积极的行动防止敌人压缩登陆场。



　　坦克通过障碍物



　　敌人设置各种障碍物（鹿砦、桩砦、反坦克壕和地雷场等）的目的，在于阻止坦克的前进。坦克最怕的障碍物是地雷，不过在机动作战的条件下，地雷只能延缓坦克的行动。



　　对于坦克来说，主要的危险倒不是地雷本身，而是地雷场后边的反坦克火器。地雷时常炸坏履带，坦克只得停顿下来，这会失掉坦克最可贵的机动性。如果坦克还有点活动能力，应立刻退到掩蔽地。坦克完全不能移动时，就由其他坦克或牵引车拖救。但牵引坦克时要特别小心，不要因此损失第二辆坦克。



　　遇到鹿砦，一般先用炸药破坏，然后，若情况许可，再用牵引车和牵引绳将其拖开。遇有象墙壁那样高大的障碍物，需要撞击时，坦克的炮口应转到后方，以免损伤火炮。



　　遇到敌人布设有地雷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时，主要由步兵和工兵设法克服，他们可以用专门的方法排除地雷。坦克利用自己的工兵和摩托步兵，一般只能排除隘路、渡口、公路、乡村土路和林间道路上影响坦克前进的个别障碍。先头坦克或侦察车如遇有敌人防守的障碍物立即退到掩蔽地，并及时将情况上报。随后跟进的分队应设法绕过障碍物，如无法绕过，只好强行通过。究竟采取哪种方法，要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以及地形情况而定。



　　如果需要绕过障碍物，必须根据地图或以现地勘察来了解绕行路的情况。所选择的路线，必须能保障隐蔽行动，并能避免敌人火力的毁伤。绕行时，最好以正面火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并佯作从正面进行攻击。若战斗群已经绕行，譬如已渡过了一条小河，而留在敌人正面上的分队未能随之绕过障碍物时，就要由步兵火力和重武器火力掩护下的工兵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如进攻任务能够迅速完成，而当时又不需要轮式车辆，最好先不要清除障碍物，这个任务可留给随后跟进的分队来完成。坦克则继续前进，而只留下少量的警戒。



　　只有因地形条件不好或敌人进行猛烈抵抗而不能绕过障碍物，或者绕过障碍物需要许多时间时，才能直接通过障碍物。这时，只有经过周密准备才能开始行动。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坦克也要由两面掩护，虽然掩护的范围不大，也可以使工兵能够在地雷场内开辟并标示通路。工兵的行动由重武器的火力加以支援。坦克的主力由正面牵制敌人，以保障进攻步兵的翼侧和掩护工兵。此外，坦克应准备发展胜利并转入追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坦克都不应在障碍物之前停留过久，以免影响完成主要任务。



　　被围中的战斗



　　突围和解围是在东线常见的战斗行动，尤其在大战最后两年这种行动更加常见。士兵们称这种战斗为“破釜”和“出釜”。



　　对坦克部队来说，在暂时被围或与主力失掉联系时，只要保持机动能力，而指挥官又能机断行事就不算什么严重危险。在机动作战中，常常出现一些危急情况，尤其是当部队冒着几分危险行动，而翼侧又必须依靠上级长官保障时，更容易出现危急情况。但如能正确指挥，这种困境在作战过程中是可以解脱的。若主动权已被敌人夺得，而被围军队之大部已失掉机动性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奉命扼守某一重要目标时，这支部队的处境就十分不妙了，在东线作过战的人直到现在一提到“被围”恐怕还会不寒而栗吧！



　　被围中坦克的任务是，担任快速预备队，防止敌人压缩合围圈和分割被围部队。为此，坦克可实施有限目的的冲击。在这种条件下，最大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而首先是损坏坦克的修理问题不好解决。因此，每次坦克的冲击是否很必要，事先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必须懂得，每失一辆坦克，突围的机会就要减少一分。每个有经验的坦克驾驶员使用坦克时，都要考虑本车现有的油料和备件情况，不可期待空中支援和由解围部队提供的援助。



　　突围时，坦克的任务是突破合围圈，以使己军部队易于由正面突破，当敌人尚未构成绵密的合围圈，或其主力尚在执行其他更重要的任务时，坦克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突围任务。为顺利突围，必须集中主力，并选择适宜突围的地段。若合围圈距我军主要阵地不远，即使突破地段开始时很窄，被围部队也可迅速与主力建立联系。这时，也有条件为部队解决补给问题，为其调来增援部队，并后送伤员。突围地段是否能扩大，应根据总的情况确定，如果战线离得过远，突围就有困难，有时根本不可能突围。



　　突围以前，一切都要考虑周到。首先要丢掉多余的个人用品，有些车辆由于汽油不够或因通行力不强，也要丢下。但是绝不能给敌人留下可资利用的任何物资，尤其是地图、命令、作战日志和无线电台等，更不得给敌人留下。所有的伤员和重武器必须带走，有些重武器即使由于没有弹药突围时用不上，也要带走。



　　制定突围计划时，首先要考虑整个被围军队的编成和每个部队的战斗力。非摩托化的部队，首先是由后勤分队车辆运载的伤员，应安排在中央，以使他们能得到掩护。坦克负责打通道路，并担负警戒任务。为此，坦克部队应配属有摩托步兵和工兵。突围时，由于兵力不足，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实施佯动。突围尽量计划在夜间进行，因为昼间敌人易于采取对抗措施。俄军最善于对整个合围圈组织反坦克火力。兵力薄弱的被围军队，如果没有足够炮兵的支援，要想对付这样的反坦克火力是难能为力的。因此，如果因地形限制，必须在敌人猛烈的反坦克火力下突围时，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在夜间行动，由步兵在前面冲击，坦克予以支援。在夜暗条件下行进的距离越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时，要尽量避开居民地和重要公路。如果坦克兵行动得过快、过远，远远地脱离开速度较低的部队，那就是错误的。在敌人后方作战的每辆坦克车长都该懂得，他的积极行动会直接有利于突围的成功。突围时，最好有己军的正面部队相配合，因为正面进攻部队奋力解围，至少要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只有能为被围军队解决补给问题，并为其增强抵抗能力时，解围才是适合时宜的。如果不能达到这些目的，结果解围不成反而使被围部队的处境更糟。



　　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全体官兵在危急面前应想方设法突围，要有坚强意志和信心。单兵之间、车与车之间和小分队之间的相互援助是十分必要的，这在历次被围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战况对德军越来越不利，给坦克增添了许多补加的任务。被围中的战斗，就是坦克的这些补加任务之一。坦克参加这些战斗并不是坦克的主要任务，因而曾使坦克遭受很大损失。但是如果没有坦克援助，被围军队的处境就会更艰难。救出被围战友的坦克兵都获得了重赏。



　　坦克兵当作步兵使用



　　某些情况下，坦克兵要象步兵那样徒步进行战斗。一九四一年这个严冬，损失了大部分车辆的坦克团的人员，常常被编进混成的步兵连，甚至是营，任务是封闭防御中的缺口。坦克兵同步兵毫无差别地与步兵战友们并肩作战。



　　坦克兵们回忆起他们打过的这些毫无准备的仗，是很痛苦的。但是，当把他们编进了新的分队以后，还是能够适应情况的。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坦克兵被编入生疏的分队里以后，总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因此，混成连队的军官和士官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坦克兵们尽快地熟悉情况。指挥官要立即让坦克兵们能收到他们原来连队寄来的信，并编制新到人员名单，注明其家庭通信地址，还要保证坦克兵能得到一切必需品。



　　到战争的后一阶段，在无法迅速弥补坦克损失的情况下，坦克乘员以及修理连和司令部连的人员都作为步兵使用。其任务是看守仓库、守备支撑点、警戒战伤坦克以及扫荡渗透到密林中的敌人。完好坦克，特别是配置在地形通视程度不好的地域内的完好坦克，通常都由坦克乘员警戒。以防止敌人接近坦克。坦克配置在森林里时，要清除附近的灌木丛。



　　在防守居民地和重要的补给基地时，不要在紧靠防守地的边缘配置警戒，而要占领附近的高地。若居民地的接近地能通视四方，或者是有反坦克火炮和坦克，则只需在高地上配置观察哨，而在高地的反斜面上构筑防御工事。坦克兵比其他人更晓得坦克武器的射击精度，坦克武器可以在很大距离上消灭高地前坡掩体内的敌人步兵。为加强居民地防御，要构筑许多支撑点，各点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另外，还需采取各种防火措施。



　　坦克兵在当作步兵使用后，很快就掌握了通过开阔地形的经验，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作短距离的跃进。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挖卧式掩体，在阵地上，特别是在夜间，注意不说话、吸烟、点火和鸣枪；他们还懂得，在进攻或侦察中接敌时，不是总能可靠地得到己方军队的支援。只有协调使用各种武器才能消灭突破防御的敌人。原来的坦克兵很快就学会了轻武器的射击规则。坦克兵当了步兵以后，也学会了打敌人的坦克，因为他们熟知坦克的薄弱部位。当然，坦克兵起初是不习惯象普通步兵那样打仗的。他们原来的专业，跟新情况是不怎么符合的，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发扬了进攻精神。



　　同游击队作斗争



　　游击战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击汽车纵队，袭扰高级指挥机关的驻地，消灭卫兵，破坏通信设备以及炸毁军需和粮食仓库。以森林和沼泽隔绝的起伏较大、难以通行的荫蔽地形及山地最适宜打游击战。游击战是没有什么规定原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战线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它对许多交战的结局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一九四四年在东线中段展开的游击战就是这样的。由于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坏，盼望自己军队返回的心愿也越来越强烈，到战争快结束时，游击队非常活跃，几乎所有的作战地区都有游击队。这就要求调动正规兵团来对付游击队，而这些正规兵团是前线所急需的。



　　体魄强壮、要求不高的俄国人十分适合打游击战。拉丁语系民族和巴尔干人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打游击战，德国人不会打游击。有些游击队的行动是由中央领导的，也有些小股游击队完全是独立行动的。多数情况下，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



　　游击队作战所需要的一切补给品，除由当地居民那里得到的以外，通常都由空投。游击队的兵力和编成根据当地条件而定。有的游击队装备有重武器，俄国的游击队甚至装备有坦克。他们的主要兵器是步兵轻武器和炸药。如执行特别任务，游击队要派出事先经过训练的特遣组。他们通过电台、飞机和通信员与正规军保持联系。



　　同游击队作战是与正规作战大不相同的。对付游击队常常使用排连级的小分队。在游击队活动地区，坦克兵内部也要编一些特种分队，以便在突然出现游击队时使这些分队投入战斗。如果这些分队编有机警而刚毅的年轻士兵，并能象猎人那样行动，就能顺利完成任务。他们遵守的主要行动原则是，以游击队的行动方法进行斗争。通常在夜间完成行军，昼间则在可靠的掩蔽地休息。到了游击队主要活动区，歼击队则在游击队的必经之路（隘路和峡谷）或在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设伏。歼击队常常以迅猛的行动全歼一支游击队。



　　在有强大的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就要投入正规兵团展开较大规模的战斗。多数情况下，由侦察机构获悉某地区有游击队活动时，就要封锁该地区，尔后进行细致而有计划的扫荡。这时使用单辆坦克有显著效果。同时要使快速的预备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能迅速粉碎游击队突围或解围的企图。快速预备队还用于追击已被击溃的游击队。参加扫荡的部队通常要经过许多天的训练。在积极围剿游击队的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特别警戒预防措施，例如，对所有的重要目标，特别是补给基地、桥梁、铁路、各级司令部等，都要加强警戒。在游击队活动区，汽车必须集体活动或成纵队行进，时常需要派出装甲车辆担任警戒。



　　游击活动象野草一样地发展，特别是占领军不能向居民提供政治、经济方面最起码的条件的地区，游击活动更加猖狂。与游击队作斗争，首先是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士兵们是不能铲除这些杂草的。



　　欺骗和狡诈



　　保守作战准备的秘密，利用突然性的诸因素，进攻和行军方法的多样化和变化以及军事欺诈，都属于军队长官的战术手段。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用了过分狡诈的手段，过去骑兵作战的原则早已无影无踪。这些手段很多，简直不胜枚举。德国军人对这些狡诈手段是很生疏的，因此很有必要让他们熟悉一下这类斗争的各种方法，以使他们不致受骗上当，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下面只将狡诈手段作一般介绍，所举例子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例。



　　伪装和制造错觉



　　1．敌人占领有利阵地后，把反坦克炮伪装在房舍、房屋的大门和草垛内，在短距离内进行歼灭性的射击。



　　2．敌人设置了所谓的“火袋”。此时反坦克炮作半圆形配置。我们的坦克的主力进入“火袋”后，就要遭到四面八方的射击。



　　3．在便于配置反坦克炮和野炮的地点，设置了这些火炮的模型，真的火炮却配置在稍后或两侧的地方。



　　4．敌人放过行军纵队的先头分队和侧方警戒不打，而由后方或翼侧攻击主力。



　　5．敌人常常在战斗结束数小时后，突然又从各种各样的掩体内开起火来。



　　6．敌人时常采取各种办法模拟发动机声响，以显示正在某一地段准备进攻，借此隐蔽其在另一地段的进攻准备。



　　7．敌人构筑假掩蔽部，并铺设了通向这些掩蔽部的小路。进入掩蔽部的道路和掩蔽部本身都故意设在我炮兵火力范围之内。敌人还采取各种方法布雷，房屋、道路和板墙周围都可能布雷。在道路上还可能设置假障碍物，松松地掘开一点土，只设几枚地雷。



　　8．敌人设置了假仓库和机场，并为此布设了空的铁桶和油桶、车辆底盘、报废的汽车，还架设了一些旧帐篷。所有这些物体都设在军队真实配置地点的侧方。这些假仓库或机场还都多少有些照明，也有些不怎么严密的伪装。



　　9．卡车的后面挂了树枝，行驶时扬起浓密的灰尘，以模拟坦克的行驶。为伪装军队的退却，敌人的空汽车白天向前行驶，晚上再往后行驶。



　　10．坦克占领出发阵地时，坦克上盖上干草，前边套上马匹。为诱开敌人的火力，以烟幕弹和模拟起火的办法表示坦克已被击中。



　　11．利用懂得敌方语言的译员以电话和电台下达假的命令和口令，或通报假的战斗情况。



　　12．把路标和指示牌转换到相反的方向。把关于部队编成的材料和标有假情况的地图故意丢在便于敌方获得的地方。



　　13．撤退时把遗留下来的油料掺上沙子或混以砂糖。



　　14．为模拟特等射手，把草人放在树上，或在掩体内伸出一个木杆，上面挂一顶钢盔。



　　欺诈手段



　　1．在遗弃车辆的发动机盖底下放置地雷。房屋、门窗和自来水管道都可能布设地雷。把电话线剪断，在线的两端扎上地雷，当电话员接通电线时，就会被炸死。



　　2．被遗弃的弹药、给养、整箱的香烟和其它物品内都可能藏有炸药，只要接触到这些物品就会爆炸。



　　3．换上敌人军装的士兵常常去袭击阵地和军队驻地。有时在飞机上涂以敌人的标志。



　　4．向敌方驱赶俘虏，后边跟上一批士兵突然开火。常常在涂有红十字的卫生车内藏有反坦克炮，这些火炮可能对坦克纵队的先头车辆突然开火。



　　5．同士兵攀谈的妇女，突然向士兵开枪或投掷手榴弹。



　　6．毒化饮用水源，往军用水壶中放入氢氰酸片烈性毒剂。



　　7．假投降：士兵举起双手走来，尔后突然用手枪射击，一般用一条绳子拴在手枪扳机上，拉动扳机开枪。士兵们还时常装死，等敌人过去以后，由背后开枪。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同敌人这些不断改进、变化多端的手段作斗争是十分困难的。最好的预防方法是：倍加小心，提高警惕；及时通报敌人的新手段；周密侦察地形；仔细清查地方人员等。不可单独、不带武器活动。














	

 






	















	







	







	









 





	


	







	








	




	


第三章 与其他兵种的协同




	







	

 



	


	


　　各兵种相互的配合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证明，各兵种必须密切协同动作。协同动作就像一个乐队的演奏，根据作品的格调，有时是以这种乐器为主，有时又必须以另外一种乐器为主。有时还要有独奏。不过，只要是合奏，就必须有一种乐器领奏，其它乐器配合。作战的“乐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开阔地，尤其是荒漠地，坦克不仅起主导作用，而且常常要独立作战，在布有各种障碍物的起伏地上，坦克仅起辅助作用，或者暂时不能使用。这时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就要起主要作用。只有炮兵，像乐队的低音一样，到处都用得上，甚至有时还要加强。



　　无论是音乐会还是战斗，它是否成功，都要看指挥人员是否能得心应手地掌握全面，是否能使各种乐器及时起到作用。一个乐队的乐器越多，种类越杂，越能弥补某些乐器的不足之处。兵团指挥官拥有的技术兵器越多，越容易克服作战中的困难，但是指挥官的任务却更加繁重了，因为他没有像乐队指挥所掌握的那样的乐谱。指挥官只能依据上级的指示和个人的经验，并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情况、地形性质和所属部队的变动情况，来正确选择开始战斗的时机。指挥官往往不能一眼看清他的整个“乐队”。指挥官常常要在敌人威胁之下和在恶劣天候中指挥自己疲惫不堪的军队。同时，他还往往难以得知，他所选定的“乐器”此时此刻是否已作好“演出”的准备。



　　一个乐队演奏的机会越多，队员们的音乐造诣越深，乐队的演出水平也就越高。诸兵种合成兵团也是如此，每个兵种的动作越熟练，完成受领的任务越快，战果也就越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军队指挥》条令中的一条原则：指挥官与其部属能互相了解，协同行动的军队具有配合行动的丰富经验，战斗力就会大为提高。一切协同行动的部队均应互相了解彼此的战斗能力。



　　上级长官应责成所属各兵种部队随时注意支援在当前战斗中起主导作用的兵种部队。支援坦克大兵团作战的部队，要使坦克的火力和突击力得到最有效的发挥，以使坦克在突破敌人阵地后能向深远纵深发展进攻，彻底破坏敌人的抵抗能力。坦克兵团为执行受领的任务和清除各种障碍物所需要的部队，均应归坦克兵团指挥。这时，坦克兵团与这些部队之间应保持可靠的顺畅的通信联络。通常，只有坦克与自行火炮，乘坐汽车的摩托步兵和工兵之间通信联络比较顺畅。



　　协同动作，就是要顾及每个兵种的利益，要有互助精神，而首先要准备为共同的事业作出自我牺牲，在下面的几节里，具体谈谈装甲兵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与摩托步兵和步兵的协同



　　“步兵的任务是，立即利用坦克冲击的效果，迅速前进，发展胜利，直到将敌人阵地全部占领并肃清敌人为止。”



　　古德里安早在一九三六年提出的这条原则，说明步兵在与坦克协同时可能起到的作用。古德里安正确地预见到，在现代武器威力不断增长的条件下，进攻者的步兵如无掩护，就会遭到很大损失。战争充分证明这条原则的正确性。但是对俄战争开始以后，这一原则就不易实现了，因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坦克数量不断减少。结果步兵的任务已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差不多。坦克也常采取一九一七年时的使用方法，因为装甲兵用于独立遂行任务，数量未免太少。这样，坦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为步兵服务的辅助兵种。坦克行程大和能从行进间射击这些优点，几乎全部用不上了。



　　关于普通步兵和摩托步兵独立执行任务问题，不拟在此赘述，只着重谈谈坦克与步兵的协同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由于这两个兵种的性质不同，两者之间常常发生争论，彼此不理解，甚至是互相指责，但这并不能责怪任何一方。这两个兵种只要都能以善良的愿望出发，经过长期合作，就可以解决存在的问题。



　　与摩托步兵的协同



　　为能使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充分发挥其战斗能力，必须赋予较大的任务纵深。在机动作战的条件下，这些师常常要通过尚有残敌据守的地域。因此，在远离战线的地方，特别是翼侧，常常要与进行抵抗的敌人发生战斗。战争刚开始时，乘坐普通汽车和摩托车的摩托步兵处境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的汽车通行力较差，而且也没有装甲防护，不能紧跟坦克迅速前进。



　　在法国战局中，只有几个连乘坐薄装甲的半履带式车辆。后来，每个坦克师编了一个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化营。这些营首先是用于与坦克协同动作。为此还专门采用了一种战术。乘车步兵负责对小股敌人进行射击，遇到敌人猛烈抵抗即行下车。这跟骑兵的情况很相似，骑兵有时成乘马队形，有时成徒步队形，马匹是骑兵行军中和战场上的运输工具。



　　上述的这种作战方法引起了摩托化部队编制上的变化，因为既然一切决定于速度，而且要乘车作战，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编制和相应的武器。把武器安装在车上，就是要从行进间进行射击。最初只安装了机枪；不久又安装了20毫米高射炮和迫击炮；后来又在连、排长坦克上安装了37毫米反坦克炮；随之每个连又编了一个配有两门75毫米加农炮的排，个别的车还安装了280毫米火箭炮。这样，摩托化部队就逐渐变成为机械化部队。



　　装甲输送车都是敞开式的，以便士兵能用轻武器射击，同时也便于观察和听声音，便于迅速下车。这样，射手即可同时利用车辆的快速性、较高的通行力、装甲防护力和武器。另外，他们还可以像普通步兵那样作战。由于有了无线电台，可以灵活地指挥军队。这种新式作战方法获得了成功，损失也减少了，因而要求所有摩托化团要全部装备装甲输送车。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油料，这一要求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未能实现。



　　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在进攻中伴随坦克。在下述情况下坦克十分需要摩托步兵的帮助：



　　1）在不便观察的起伏地和森林地作战时，以及克服水障碍和在争夺居民地的战斗中；



　　2）通过有敌人火力控制的反坦克地域和地雷场时；



　　3）在坦克夜间冲击时。



　　摩托步兵（乘车或徒步）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随坦克分队第一梯队战斗队形前进，这要由摩托步兵指挥官自行确定，因为每次定下这样的决心，都要考虑具体的地形和抵抗之敌的兵力情况。摩托步兵越是能迅速利用炮兵和坦克的火力效果，并以自己的兵器支援炮兵和坦克火力，也就越发便于完成进攻任务。下车的摩托步兵的行动与强击群的行动相同。它应驱逐占领阵地的敌人，消灭坦克歼击兵和反坦克火炮，特别要消灭反斜面上的反坦克火炮；此外，它还应协同工兵排除各种障碍并为坦克开辟通路。一旦坦克的前进路线准备好以后，尚未下车的摩托步兵应首先随坦克前进。下车的步兵则集结起来，待车辆到达以后继续前进。



　　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营的行动半径大大超过坦克的行程。因此，它在协同动作的范围内还能独立执行任务，如立即以高速追击敌人，消灭调来的预备队和退却的运输纵队等等。摩托步兵先敌夺占重要阵地（如高地、道路交叉点和居民地等），不让敌人站稳脚跟并重新组织防御，以及先敌夺占和扼守登陆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行动应尽可能得到坦克的支援。



　　在防御和退却时，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执行下述任务：



　　1）反冲击时支援坦克，以消灭突入之敌；



　　2）掩护翼侧或迅速占领中间地区；



　　3）向突入之敌的侧后实施突击。



　　为保障坦克和摩托步兵之间的通信联络，曾利用无线电台、曳光弹和规定的信号等，但最好的方法是各指挥官亲自会晤。只要坦克和摩托步兵的指挥官经常相距不远并有配合作战的经验，就能够保持密切的协同动作，而互相信任则是胜利的先决条件。



　　与步兵的协同



　　战时，步兵师编成内没有坦克，坦克在特殊情况下才配属给步兵师（主要是加强给主要突击方向上行动的步兵师）。



　　但是，战争经验表明，步兵在执行各种任务时都极需坦克的支援。即使坦克支援步兵会影响其完成主要任务，也需要这样作，尤其当步兵的反坦克兵器不足时更需要坦克的支援。要想很好地保持协同动作，指挥官之间就要互通战斗情报，互相了解属下部队和分队的战斗能力，但这在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组织协同动作时，主要是如何确定发起进攻的时间、怎样掌握进攻速度和怎样选择地形不好解决。必须协调彼此间差别较大的行进速度和对地形的不同要求。坦克最喜欢开阔地，以便能迅猛前进，并充分发挥其火炮威力；步兵则需要能够隐蔽前进的地形。



　　下面介绍的协同方式，是古德里安将军在战前写的，战争中证实这些方式是可行的。但是，必须指出，这些协同方式要根据两个兵种的数量对比、地形条件和敌人威胁情况加以变换，更重要的是根据协同行动的部队的战斗力而加以变换。



　　1．坦克在前



　　这一方式更适应装甲兵的特点，因为这时步兵不会限制坦克的进攻速度。夺占制高点、追击和歼灭突然出现的敌人，都是适于坦克完成的任务。地形应当是开阔的，坦克数量要充足，并且有足够的炮兵支援。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坦克容易脱离行动缓慢的步兵。如果敌人在前进的坦克的后面重新组织了抵抗，部分坦克应返回以援助步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坦克在到达预定地区后都要等待步兵。因此，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够进一步发展胜利。若情况允许，步兵可搭乘坦克，以便能迅速前进。把部分坦克留下来专门支援步兵，实战证明这种方法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只能削弱第一梯队，从而使突击力减弱。“一切兵力要用于达成一个目的！”——这是座右铭，无论何时也不应当有所改变。



　　2．同时冲击



　　步坦同时冲击在下列场合最为有效：肃清已占地域的敌人时；在大起伏地战斗时；在森林地、山地、居民地以及在夜间作战时。在这些情况下尤其需要保持密切的协同动作。步坦要保持不间断的火力联系，并互相掩护，以短促跃进的方法前进。在单车和步兵班之间时常要保持这样密切的协同动作。这时几乎不能发挥坦克的快速性。当敌人（主要是炮兵）进行猛烈的拦阻射击时，这种协同方式是不适宜的，因为坦克常会成为敌人的靶子，而失掉掩护的步兵会遭受巨大损失。



　　3．步兵在前



　　在强渡水障碍和通过敌人坚固的反坦克地域时，以及在坦克数量不足时，可采取步兵在前的办法。这时坦克主要起自行火炮的作用，以火力消灭妨碍步兵前进的目标。坦克的另一任务是消灭突然出现的敌军集群，更重要的是消灭突然出现的敌人坦克。



　　4．从不同方向冲击



　　由于地形有限，步兵和坦克难以在同一方向配合行动时，可采用此方案。当步兵和坦克都能看到目标时，即可从不同方向实施冲击。在这种条件下，炮兵支援和射界的确定是比较复杂的。尽管在不同方向冲击，也应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组织协同动作的基本原则



　　各兵种事先详细商讨冲击计划，作好配合行动的准备，对组织协同动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此时，坦克指挥官坚持使用本兵种的建议，是十分重要的。坦克指挥官不得派出一个排，甚或是单车去召引敌人反坦克火炮的射击或用以查明情况，因为这样牺牲坦克是得不偿失。



　　各车乘员均应了解：



　　1）侦察情况（反坦克火炮是否已暴露）；



　　2）前面的步兵部队和己方地雷场的配置情况；



　　3）出发位置及其荫蔽接近路；



　　4）冲击目标和中间地区；



　　5）步兵前进队形和重武器支援步兵的方法；



　　6）通信联络工具和发起冲击时间。



　　对出发位置和坦克冲击路线进行指挥官侦察是十分重要的。尽可能使所有的指挥官都参加侦察（按级进行）。另外，与步兵的通信联络也很重要，即使在冲击中也不应中断联络。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所有的通信工具，如手旗、信号布板、步谈机、信号弹等，在战斗激烈时常常不再采用，或者是忘掉用了。最可靠的通信联络是亲自会晤，特别是步兵指挥官乘坐坦克指挥官的坦克时，更便于联系。战斗实践表明，最好给排长和连长坦克标以特殊记号。为同上级司令部保持联系，要派出一名携带电台的军官，因为指挥官在战斗中不能丢掉自己的部队不管。这个派出的军官同时负责与炮兵指挥官联系，这种联络方法既迅速又可靠。



　　最后必须指出，在进攻和防御中坦克支援步兵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支援使坦克的损失很大，在紧要关头坦克常常不够用。自行反坦克火炮和强击火炮最适于与步兵协同动作。“军队指挥”条令第340条写道：“在坦克进攻地带内行动的诸兵种的战斗行动，应服从于坦克的任务。”要想实现这一条，部队必须装备装甲输送车。



　　因此，只有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步兵才是坦克的真正伙伴。



　　与炮兵的协同



　　炮兵的主要任务是以火力掩护步兵前进和支援步兵抗击敌人的冲击。炮兵与坦克协同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过，这时炮兵的运用要符合坦克的战斗运用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当时战场的宽度和纵深的条件下，炮兵只有准确了解完成任务的地点、时间以及任务的轻重缓急，才能完成各项任务。



　　炮兵部队分为统帅部预备队和师属炮兵团两种。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部队用于加强在具有决定意义方向上行动的部队。步兵师属炮兵团的火炮主要是用马匹牵引，摩托化师属炮兵团的火炮为机械牵引。只有坦克师有自行火炮，最初编一个连，后来编一个营，营编两个105毫米榴炮连和一个150毫米榴炮连。



　　野炮的炮弹初速只是坦克炮炮弹初速的一半。因此，其弹道较高。这是必要的，因为野炮连经常进行遮蔽阵地射击。野炮的主要任务，不是以单炮射击，而是以数门火炮进行集火射击，消灭大面积目标以及掩蔽配置和高地棱线之后的目标，为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全营同时进行射击。因而弹药消耗是很可观的。坦克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野炮一般进行非直接瞄准射击。这两种武器具有不同的特点，如果协同动作组织得好，可以互补长短。



　　机械牵引的炮兵在公路上行驶比坦克快，但在战场上行驶却不如坦克。转移阵地需要许多时间，即使采取交替跃进的方法，也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只有在没有敌人占领的地区，而且前面有步兵时，炮兵才能转移阵地。因此，当只有坦克实施冲击时，只是在观察条件和射击距离允许的条件下，坦克才能得到支援。为使炮兵火力能在较长的时间内支援坦克，通常派有炮兵观察员随同坦克行动。



　　只有当炮兵装备有自行火炮时，才能在长距离的行动中伴随坦克。履带式自行火炮可以像坦克一样迅速越野行驶。自行火炮的薄装甲可以防弹片和子弹，它有时可以在尚有敌人占领的地域内随坦克行动。自行火炮的另一优点是能迅速作好射击准备。这首先是因为，炮口是经常朝向敌方的，直接可以从车上射击，另外，炮弹就放置在车内。自行火炮的缺点，也象坦克一样，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弹药。而当发动机损坏时，火炮也丧失了机动力。这一点在组编自行火炮连时已经考虑到了，因此，每连不是像普通炮连那样编四门火炮，而是编六门火炮。



　　组织坦克与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时，一条重要原则是，炮兵火力不要影响坦克的进攻锐势，而射击方法要适应于进攻速度。由于战场上的情况变化较快，要使炮兵能随时支援坦克。为此，必须事先把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协商好，而在战斗中要有可靠的通信联络。具体措施如下：



　　1）指挥官直接接触，互相通报情况、互相了解意图和分队的前进情况。



　　2）协调通信联络和目标指示的各种方法（方位物和目标要图、规定线、信号弹、烟幕弹、密码、无线电通信波段等）。






图16：坦克冲击准备时节炮兵任务和各种火力要图






图17：坦克冲击和在敌防御纵深内战斗时炮兵任务和各种火力要图



　　3）向坦克和摩托步兵连分配炮兵观察员。坦克展开成战斗队形时，炮兵连连长应位于坦克连内，而炮兵营、团长则跟战斗群群长在一起，前进炮兵观察员派往摩托步兵连。只有这样，炮兵才能根据情况及时支援坦克和步兵。若某观察员负伤或阵亡，则指定坦克协助修正炮兵火力。为此，在平时就要对军官和士兵进行专门的训练。



　　4）简化射击。占用许多时间的计算，只能降低坦克的进攻速度。炮兵连占领阵地后应迅速开火。此外，必须能够迅速集中数连的火力。对炸点偏差的计算也要采取简单的办法，可以按方向说明炸点偏差，如：“偏北”或“偏南300米”。



　　5）考虑双方利益。炮兵射击时，坦克不应向前开进。炮兵要注意不要使炸点影响坦克的前进。选择目标时要考虑这些原则。坦克指挥官应及时赋予炮兵任务，炮兵指挥官则通知坦克指挥官何时能做好射击准备，消灭目标需要多少时间。



　　此外，还可能有其它任务，如：阻滞敌预备队前进；坦克遇到猛烈的反坦克火力时，掩护坦克退却。






　　烟幕弹射击



　　用十二枚炮弹，施放宽度约三百米的烟幕，可以持续约十二分钟的时间。自行火炮连施放这样的烟幕，可以持续十五分钟。



　　化学迫击炮



　　一九三五年开始设计一种威力很大的新式炮兵武器——多管化学迫击炮。最初，这种迫击炮作为化学袭击兵器。但是，当时没有使用毒剂，这种化学迫击炮便用来发射烟幕弹和杀伤爆破弹。它的强点是能进行面积射，对人员和马匹的射击效果较好。这种武器只用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因此化学迫击炮分队通常在旅的编成内行动。其主要任务是压制出发阵地上的敌人和抗击敌人的反冲击。



　　俄军当时也有类似的武器——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在每次齐射以后立即转移阵地，因此很难对付它。



　　化学迫击炮构造简单，并且对敌人的精神威胁很大，缺点是弹药消耗量大，射距有限。



　　为与坦克协同，专门组建了化学迫击炮连，迫击炮安装在备有薄装甲的四轴式汽车上。这种迫击炮可以同时发射十发150毫米的炮弹。尤其在居民地战斗中，这种迫击炮对坦克帮助很大。在坦克冲击之前，以这种迫击炮对敌防御阵地进行齐射，效果最好。迫击炮的齐射可以瓦解敌军，坦克应利用这个时机发起冲击。



　　与工兵的协同



　　军队摩托化以后，工程兵的作用比从前更大了。除了统帅部预备队中的工程-工兵部队和步兵师属工兵营外，步兵团和侦察营都编有工兵分队。另外，许多士兵都受过专门的工兵训练。



　　坦克师内有建制的工兵营，每个坦克营均编有一个工兵分队——工兵勘察排。当然，这样的排在东线作战中完成各种任务，力量显然是不足的，但是它对营属分队和师的工兵都有很大帮助。不急需工兵援助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坦克需要工兵的程度往往超过需要步兵的程度，况且这些工兵都受过在强击群中行动的良好训练。



　　工兵乘坐普通载重汽车行动，不能执行坦克所赋予的一切任务。因此，坦克师的工兵营不久就编了一个乘坐装甲输送车的工兵连，它首先用于支援坦克部队。有了装甲输送车以后，工兵才能在尚未肃清敌人的地形上伴随坦克并及时援助坦克。



　　对工兵分队的要求，时常超出它的能力范围，因为工程器材是十分有限的。例如，每个工兵连有四十枚制式地雷，每个工兵营有一百二十枚反坦克地雷和九十枚防步兵地雷。这些地雷只能在不宽的地段上设置地雷障碍（例如在谷地、道路和房屋之间的通路上等等）。如执行复杂一点的任务，就必须补充器材。



　　工兵总是不够用的。因此，每个坦克兵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工兵知识，以便能在必要时完成某种工兵作业。他应了解，在通过敌人障碍物时应如何行动。譬如，在估计有地雷的地区行动时，坦克舱门不得关得太紧，以免因地雷爆炸的震动而使舱门卡死。



　　每个坦克指挥官在给工兵下达任务时必须记住，工兵受了损失是很难补充的（尤其是战争的最后两年）。但因情况需要，常常把工兵当步兵使用，这就使他们不能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行军和进攻中工兵的任务



　　1．在坦克火力的掩护下排除通路上的障碍物和其它天然障碍物。



　　2．修复、加固和架设桥梁，准备徒涉场。



　　3．修补公路，首先修补坦克部队内的运输车辆使用的公路。



　　4．协助坦克在战场上排除天然和人工障碍物（沼泽地、地雷、反坦克壕、永备防御工事），为坦克实施突然的攻击创造条件，使其能在荫蔽地和大起伏地（生长有灌木丛的密林、葡萄园、狭窄的谷地以及陡峭的上坡和下坡）实施突破。



　　5．在居民地，森林地和夜间战斗中，编入强击群行动。



　　行军中，工兵在纵队先头前进，以便能在必要时随时执行任务。坦克部队的前方尖兵一般编一个工兵班或排，其任务是迅速排除道路上的障碍物（鹿砦和地雷），清除桥梁上的地雷，侦察障碍物的绕行路。



　　进攻中，工兵排乘装甲输送车紧随指挥官坦克前进。工兵排负责侦察地雷障碍物，当不能或不宜绕过地雷场时，即开辟通路。常常是在工兵付出艰苦劳动以后，坦克才能顺利完成进攻任务。



　　防御和退却时工兵的任务



　　1．根据对坦克防御计划行动——设置地雷和其它障碍物。



　　2．在快速预备队编成内行动，设置可移动的障碍物并参加打坦克。



　　3．指导并协助坦克分队构筑支撑点和假工事。



　　4．为保障坦克的补给和后送而铺设和修补道路。



　　防御中，工兵分队的多数任务都是有局限性的。工兵可使敌人的进攻速度降低，如能正确设置地雷场，可阻滞敌人坦克的前进，并可将敌人坦克诱至便于我实施反冲击的地域。






图18：在敌防御纵深内通过地雷障碍物



　　通过水障碍



　　构筑渡口是工兵的一项专门的业务。东线的许多桥梁都是木质的，且桥身较高，负重量小，坦克不能通过。因此，德军坦克所遇到的多数俄国河流，都要由工兵临时架桥。夏末天气较好时，一般可以利用圆木、束柴在河岸的沼泽地上铺路。坦克师工兵营装备的“K”型器材，可供架设长达三十八米的桥梁。在舟桥纵列（舟桥设备）中，有供架设长达一百米桥梁的器材。要想在两岸有沼泽地的河流上架设桥梁，要费许多时间。因此，从行进间夺占桥梁有重要意义。通过桥梁渡河时，要严格遵守纪律，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造成阻塞，渡河后即高速前进。此时要准确执行工兵的指示。



　　与航空兵和高射炮兵的协同



　　与航空兵的协同



　　飞机发动机和坦克发动机是一对兄弟。为获得胜利，坦克迫切需要速度更高的同伴的支援。飞机不受地形条件的影响，只需要估计天气状况和敌人活动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军航空兵很快就争得了制空权，他们不仅能执行战役任务，同时还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大战开始的一两年，我军能取得巨大胜利，航空兵起了重要的作用。



　　坦克和航空兵的战斗行动通常按地点和时间加以协调。根据这一原则和平时演习中取得的经验，坦克与航空兵在战争初期的协同动作组织得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大规模的战斗行动，还是小规模的战斗群独立执行任务，航空兵都要向地面部队派出联络军官。



　　空中侦察直接向坦克团、营提供了作战所需要的重要情报。



　　与坦克协同的航空兵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支援坦克冲击。如果航空兵能协助消灭敌人的永备防御工事和坦克，并压制其反坦克火炮和野战炮兵，坦克冲击的效果就会大为提高。航空兵也时常用于消灭出发阵地上的敌人有生力量和突然出现的预备队，以促进地面部队完成其任务。



　　协同坦克部队行动的航空兵起飞前应准确知道：



　　1）战斗计划的内容；



　　2）坦克出动的时间；



　　3）航空兵支援坦克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4）需要由空中打击的目标；



　　5）可投掷炸弹而不致伤及己军的地域界线；



　　6）标示地面部队前沿的规定信号。



　　准确地按时间协调坦克的冲击和航空兵的突击是很困难的。为保障同时行动，航空兵的联络军官有时要将飞机起飞的时间向后推延几分钟。这个时间内，坦克可作好利用航空兵支援的准备。由于天气变坏或敌人航空兵的影响，有时在最后时刻取消了急需的航空兵支援。



　　战斗中，航空兵联络军官应随时向航空兵司令部报告关于战斗变化的情况，并将飞机导向目标。正在冲击的坦克要趁敌人还没有重新组织抵抗以前，迅速利用空中突击的效果。



　　战争的最后几年，敌人越来越显著地取得了空中优势。因此，在意大利，尤其是美英军在法国登陆以后，德军航空兵已经不能有效地支援装甲兵的战斗行动。敌人的歼击机精确发射的火箭弹，消灭了大量的德国坦克。敌人空中侦察和无线电侦察发现的集结的坦克，还在出发阵地上就遭到轰炸，预有准备的坦克冲击无法实现。



　　俄军在所有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中都使用了航空兵。在持续时间很长的炮火准备的最后阶段，往往有航空兵的突击。俄国飞机活动猖狂，我们只有夜间才能安静休息一下，这时一些单架的低速飞机也要不断出来骚扰。士兵把这些低速飞机叫做“瘸腿乌鸦”或“扰乱神经的锯子”。由于它常常光临，还把它叫“值日官”。实际上这些飞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



　　俄军飞机常常出现在靠近前线的地域，而我们西线的敌人往往在我一百五十公里纵深内使用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敌人的航空兵甚至在夜暗来临时也不停止行动。飞机投的照明弹可以在空中停留四分钟，这使敌人能在夜间进行目视侦察，并对沿道路行进的部队进行空中照相。因此，随时都不能忘记伪装和对空防御。



　　与高射炮兵的协同



　　由于敌人空中优势不断增长，坦克兵与高射炮兵的协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坦克营的高炮排负责消灭低空飞行的飞机。但是这些高炮排的火力很弱，在对俄战争开始时，它们主要担任后方分队的对空防御，而战斗分队常常没有高射兵器。因此，后来便抽调坦克师属高炮营的轻型高炮连配属给坦克营，一般是在坦克独立执行任务时，譬如夺占登陆场时，才这样配属。高炮连对坦克的支援是十分可贵的。如果坦克无论是在休整或是战斗时，知道头上有高射火力的保护伞，显然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配属的高射炮兵自然首先要用于同敌人航空兵作战，但是由于反坦克兵器不足，有时必须用高射炮打坦克。高射炮兵在执行打坦克任务时，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在本书中另有交待。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与航空兵密切协同和组织有效的对空防御，是坦克顺利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



　　坦克战斗群



　　战斗群是诸兵种的分队临时编在一起，在统一指挥下，用于执行某项任务的单位。战斗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出现。那时已将一些重武器分队配属给步兵团，后来就成了步兵团的建制分队。这样，各兵种就可以进行更为密切的协同。骑兵团的情况也同样得到了其它一些主要兵种分队的加强。



　　过去在演习中和讲堂里认为几乎是不可置信的事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变成现实。战争中常常被迫掉过头来作战。在摩托化的条件下实施这样的机动作战，就更加需要把各兵种分队编在战斗群内，以执行统一的任务。



　　战斗群的编成和任务，要看它们是预先按计划建立起来的，还是未经预先准备直接在战场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战斗群的编成决定于战斗任务、地形条件和战斗情况。但多数情况下，是把跟前尚有一些战斗力的分队收拢起来。这样做有许多缺点。比如说，编进某些分队的不同型号的车辆，不但起不了加强的作用，反而成了累赘。特别是战争快结束时，有些战斗群简直就是各种杂牌分队的组合，这些分队的武器装备不同，战斗经验也大不一样。



　　坦克战斗群最有利于作战的编成方案是，除坦克外还要编有乘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和自行炮兵。这种装备有通行力较高的车辆的战斗群，能够穿过尚被敌人占领的地域。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即当装甲输送车、牵引车，甚至是坦克，由于某些原因未能携带作战的必需品，而不得不使用后方分队的车辆时，就不能象一般坦克战斗群那样通行无阻。



　　战斗群从人数上看，约相当于加强营或团。各战斗群的编成大不相同，首先取决于所受领的任务。例如，在追击时，特别需要配属有工兵，以便协助通过天然和人工障碍物。兵力不大的战斗群——加强连，有时能在艰苦的情况下创造出奇迹，但是他们没有为群内各分队提供援助的专门补给机构。



　　建立战斗群时就要考虑到，要使各分队完成战斗任务后再返回原部队。然而，这些分队却常常留在战斗群内好几个星期，以至于他们熟悉了战斗群的行动，却与原部队生疏了。这对保存师的战斗力是不利的，师把力量分散以后，便不能完成一些较为艰巨的任务。



　　战斗群能否顺利作战，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其指挥官的才能。战斗群指挥官通常从上级长官那里受领战斗任务，但完成任务的方法要由他自己决定。大胆而细心的行动，迅猛的突击，灵活地运用各种兵力兵器，机断行事，并善于及时地弄清新情况等等，都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指挥官的这些能力，再加上群内各分队高昂的战斗精神和熟练的动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常可以取得难以置信的战果。这些正好证实了过去士兵中间流传的一句话：“时机有利，就要卖力；没有能力，士兵再好，也是无益。”



　　战例



　　前卫以包围敌人翼侧的方法夺取居民地的战斗



　　情况



　　向北行进的坦克师前卫，遭到P居民地边缘处及其以西森林处的反坦克炮的射击。先头坦克停止前进。



　　编成



　　一个坦克营、一个摩托步兵连、一个工兵排和一个炮兵连。






图19：前卫以包围敌人翼侧的方法夺取居民地的战斗



　　战斗经过



　　1．前卫指挥官令炮兵连长占领发射阵地，并派出一个轻型坦克排侦察P居民地以东地域。



　　2．师长在得到关于森林以东地形未被敌人占领，但不太适合轮式车辆行动的报告以后，即令坦克由后方实施突击，粉碎敌人的抵抗并占领居民地。



　　3．该群在主力支援下占领了居民地，同时消灭了敌人数辆战斗车辆和数门火炮。



　　摩托步兵在坦克支援下实施冲击



　　情况



　　城市已被敌人占领。防御之敌的兵力和编成不详。战斗群的任务是：突破敌人的阵地，夺占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桥。



　　编成



　　两营制的摩托步兵团，加强有一个坦克营和一个炮兵营。






图20：摩托步兵在坦克支援下实施冲击



　　战斗经过



　　每个摩托步兵营配属有一个坦克连，坦克第3连配置在右翼营之后，任务是在预计能取胜的地点进入交战。



　　两个营之间的分界线为铁路线。



　　右翼营协同坦克（正确！），迅速前进。坦克连消灭敌人八门反坦克炮和五辆坦克，自己损失三辆坦克。



　　支援左翼营的坦克连丢下步兵，只顾向前开进，闯进了敌人的地雷场，并遭到敌人反坦克炮和野战炮的射击，结果损失了十一辆坦克。为加强该连，派出了坦克第3连，这个连也碰上了地雷场，被迫撤退。



　　至此只得停止冲击。



　　战斗群争夺居民地的战斗



　　情况



　　追击之敌已迂回向北退却的主力。战斗群的任务是占领并扼守位于重要道路交叉点的居民地。战斗群接近居民地时遭到敌反坦克炮的猛烈射击。



　　战斗群的编成



　　坦克营司令部、三个坦克连、一个摩托步兵连、一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排。






图21：战斗群争夺居民地的战斗



　　战斗经过



　　1．据侦察报称，树林未被敌人占领。战斗群指挥官定下决心：以摩托步兵的兵力由树林冲击居民地，坦克则由68高地以火力支援冲击。



　　2．坦克消灭68高地上的小股敌军。加强有一个坦克连和一个工兵排的摩托步兵在树林中占领冲击出发位置。



　　3．坦克佯攻居民地，同时摩托步兵向居民地发起冲击。配属给摩托步兵的坦克作为突击火炮使用，以火力支援冲击。



　　4．摩托步兵肃清居民地之敌，坦克则准备消灭退却之敌，并准备抗击敌人可能的反冲击。



　　通过障碍物（迂回）



　　情况



　　先遣支队的先头排遇到地雷障碍物后，停止前进并展开，在高地上占领阵地。



　　编成



　　一个摩托步兵营，加强有一个坦克连、一个自行火炮连和一个工兵排。






图22：通过障碍物（迂回）



　　战斗经过



　　1．先头连由右面绕过障碍物（地形开阔），部分兵力占领33高地，由这里压制占领居民地的敌人火力，并派出侦察了解小河渡口的条件。



　　2．自行火炮连以火力掩护先头连的机动。



　　3．先头连渡过小河。



　　4．整个先遣支队在该连之后，沿原定方向继续前进。



　　5．警戒分队撤回，跟上纵队。



　　通过障碍物（突破）[情况与编成同前]






图23：通过障碍物（突破）



　　战斗经过



　　1．先头连企图从右翼绕过障碍物，遇到敌人猛烈抵抗。先遣支队队长决心突破，通过障碍物。



　　2．摩托步兵营消灭林缘的小股敌军，下车徒步通过树林，以一个连的兵力夺占桥梁并由后方冲击居民地内的敌人。



　　3．自行火炮连支援营的冲击，对防守居民地的敌人进行射击。



　　4．工兵排在坦克火力掩护下排除道路上的地雷。



　　5．先遣支队继续前进。



　　争夺登陆场的战斗



　　情况



　　战斗群的任务是夺占登陆场，以保障师继续前进。桥梁损坏。居民地被敌人占领。



　　战斗群编成



　　摩托步兵团司令部、一个坦克营、一个摩托步兵营（乘坐通行力较高的汽车）、一个摩托步兵连（乘坐装甲输送车）、一个工兵连、一个自行火炮营和一个高炮连。






图24：争夺登陆场的战斗A



　　战斗经过



　　1．摩托步兵营在炮兵和坦克支援下下车，夺占桥梁。建立了面积不大的登陆场（在居民地出口处）。派出徒步侦察。



　　2．工兵利用就便器材部分修复桥梁，使之能够通行履带车辆。坦克和装甲输送车渡到河流彼岸，并扩大登陆场。派出侦察。



　　3．敌人的抵抗不断加强。战斗群占领防御。炮兵以连为单位渡到彼岸。



　　4．调来两个步兵营，任务是替换坦克和摩托步兵，并扼守登陆场。






图25：争夺登陆场的战斗B



　　5．编入预备队的坦克和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步兵配置在居民地西北的果园内。进行指挥官侦察。派出一个坦克排支援步兵，配置在道路以东。



　　6．主力到达以后，战斗群由登陆场前出，继续在纵队先头前进。



　　战斗群保障师的一翼时的行动



　　情况



　　敌人以约一个营的兵力击退我派在小河边兵力薄弱的警戒，并占领居民地。



　　战斗群的任务是击退敌人，然后在小河南岸巩固，保障师的一翼，防止敌人的袭击。



　　编成



　　营司令部和两个缺编的坦克连（十八辆坦克）、五辆装甲输送车、一个自行火炮连。






图26：战斗群保障师的一翼时的行动A



　　战斗经过



　　战斗群前出，当前任务是占领59高地。侦察群的坦克遭到敌人反坦克枪和迫击炮的射击。



　　第一个决心——乘车冲击59高地。



　　敌人的数辆坦克突然出现在东北方向，对冲击的战斗群进行射击。



　　第二个决心——除侦察排外，所有坦克向敌人坦克冲击。乘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留在掩蔽地。



　　敌人损失两辆坦克后，其余坦克退去。



　　第三个决心——摩托步兵在大部分坦克的支援下粉碎59高地之敌的抵抗。一个坦克排保障战斗群的一翼，在敌军坦克撤退方向占领阵地。



　　59高地之敌被歼。






图27：战斗群保障师的一翼时的行动B



　　第四个决心——整个战斗群在炮兵连支援下发起冲击。坦克编在第一梯队，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紧随坦克之后前进。战斗群从行进中以各种武器进行猛烈射击，接近居民地边缘，继而突入居民地，部分兵力立即前出至河岸。坦克在河岸占领阵地，步兵肃清居民地之敌。向东西两翼派出侦察。



　　封闭拥有优势坦克之敌的突破口



　　情况



　　遭受严重损失的我步兵部队退至M城以南一线，并奉命扼守此线。



　　正当我步兵占领防御之际，敌坦克多辆夺占了尚未被破坏的铁路桥，并突入我薄弱兵力扼守的阵地，第一日向南突入的纵深约四十公里。位于敌坦克前进路线上的诸居民地的守军兵力薄弱，只能进行微弱的抵抗。此时还没有兵力较强的预备队。因此，必须把友邻军编成内的战斗群调至被敌突破的地段。



　　编成



　　一个装备有装甲输送车的摩托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连（十辆坦克）。






图28：封闭拥有优势坦克之敌的突破口



　　战斗经过



　　1．战斗群指挥官来到占领防御的步兵师的司令部，了解了情况。战斗群指挥官得知，敌人在师与左邻的接合部打开了一个宽约八公里的突破口。到目前为止，已阻止敌人继续扩大突破口。在其它地段，我军继续扼守阵地。空中侦察报称，敌人的大批车辆正不断通过有高炮掩护的铁路桥。



　　2．防守该地段的军的军长决定，预备队到达后即封闭突破口。战斗群的任务是阻止敌人开向突破地点。



　　3．第二日，战斗群指挥官一边等待各分队到达，一边熟悉情况和地形条件。他定下如下决心：考虑到敌人坦克占有很大优势，首先要消灭成纵队开进的敌人。这时，有报告称，敌人的先头坦克已占领B、C两居民地，并继续向重要铁路枢纽开进。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4．战斗群于夜间出动。消灭了一支运输油料的长长的汽车纵队，并切断了主要道路。



　　5．次日晨，步兵由所占阵地对敌暴露的翼侧实施突击，并由战斗群进行支援。敌人在我阵地打开的突破口被封闭。



　　6．此时，坦克即可消灭敌人被分割的坦克。



　　小结



　　突破阵地的坦克不该停止前进。但为此必须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品。突破口的两翼应以足够的兵力兵器加以掩护。



　　夜间突围



　　情况



　　被围的“A”战斗群几天来同优势之敌进行战斗。这时接到了允许突围的命令。



　　“B”战斗群的任务是援助突围的“A”战斗群。“B”群接近居民地，被优势之敌所阻。我军在居民地以东开始楔入敌军配置地域。



　　编成



　　“A”群：被击溃的步兵师余部（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连）



　　“B”群：坦克师的一个摩托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一个炮兵营。






图29：夜间突围



　　战斗经过



　　1．“A”战斗群指挥官决定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公路以东地段突围。快速突击群（一个坦克连、乘坐通行力较高的汽车的步兵和一名前进炮兵观察员）的任务是通过打开的缺口，占领82高地，保障军队突围。



　　2．午夜过后不久即开始战斗。突破成功。快速突击群前进，未遇敌人抵抗，于三时在82高地占领防御。



　　3．“B”群的坦克营北进，占领73高地，任务是抗击据悉在75高地地域集结的敌人坦克的冲击。一个摩托步兵营同时向东扩大突围地段。



　　4．拂晓（五时），“A”群的先头分队与“B”群会合。“A”群的最后一批分队突围。



　　5．此时，居民地地域内敌人的反冲击可能被击退。



　　6．“A”群突围后即在居民地集结，坦克连也来到这里，编入坦克营。



　　防御中担任步兵师预备队的坦克营



　　情况



　　步兵师在小河（B）南岸进行防御。敌军空中和地面兵力均占有优势。师配属有一个坦克营，营的任务是随时准备抗击敌人坦克在师防御地带内的冲击。



　　编成



　　一个坦克营，根据情况以师侦察分队加强。






图30：防御中担任步兵师预备队的坦克营



　　战斗经过



　　1．坦克营在敌人坦克可能冲击的方向占领出发位置。此时在选择出发位置时需注意其接近路线状况和迂回的条件。



　　2．由于向师左翼前出的道路难以通行，需要预先向那里派出一个坦克连。



　　3．坦克营的主力位于师部附近（这样便于通信联络），准备抗击敌人的冲击（主要是坦克的冲击）。



　　4．坦克营根据师的对坦克防御计划，协调与炮兵、反坦克兵器和工兵的任务。














	

 






	















	







	







	









 





	


	







	








	




	


第四章 坦克的今天和明天




	







	

 



	


	


　　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外国装甲兵



　　战后年代，坦克在战役范围的运用没有什么变化。人所公认，只有在机动战争中，才能充分发挥现代各种武器的性能。而坦克是机动战争中能够突然而迅速地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和追击方向上的最强有力的地面作战兵器。



　　战术方面是有些变化的。战后，各国军队都力求使坦克及其支援兵器具有更高的机动力和更强大的突击力。有一种倾向是组建适于编组战斗群的部队，以便能随时组成兵力不同的战斗群。使各兵种都有同样高的越野能力，并适当加以改编，就可以建立起能独立行动的战斗单位。一些技术上的新成就，特别是有关提高各兵种越野能力和装甲防护力方面的新成就，是符合这些编制和战术原则的。



　　因此，古德里安的观点已开始在其它兵种的战术中加以采用。尽管在战时由于技术装备上的问题和原料方面的不足，我们没有彻底实现古德里安的这些观点，但是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却已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



　　国外的军事专家目前着重研究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坦克对威力越来越大的反坦克武器如何进行防护；



　　其二，战术原子武器的使用对未来坦克战斗运用有何影响。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这样来认识：



　　在战场上使用的新式武器，只有在能快速而大批地生产的情况下，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付各种武器的防护兵器也在不断出现。但是，它们是否能出现得及时，是否能孚众望，要决定于许多条件，使用武器的人们的坚强意志，也不是不足为道的。没有一种武器不需要专门训练的射手。科学技术可以使军队得到武器，可以为军队提供坦克，也提供反坦克的兵器。坦克在同各种射弹的斗争中，还没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斗争还要继续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坦克的敌手增加了，特别是近战反坦克武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火箭弹速度的提高，其密集性也提高了。火箭弹用于远距离射击。可以预料，导弹也会用来同坦克作斗争 [ 注：作者写此书时，还没有反坦克导弹——译者。 ] 。凝固汽油——粘性混合剂燃烧时可以造成高温，并能熔化坦克的装甲，从而引爆弹药。这也是一种反坦克器材。空中威胁也在增长。



　　坦克本身也有了一些改进，这里指出以下几点：



　　1．车体降低，使坦克目标缩小，减少被击中的机会。



　　2．车重减轻，同时使空气冷却的发动机功率加大，提高坦克的行驶速度。



　　3．炮塔和火炮配以稳定装置，使坦克可以从行进间射击，从而使进攻速度大大提高。



　　4．坦克炮口径加大（90～120毫米），从而提高毁伤力。



　　5．履带加宽（达820毫米），也更加结实，使坦克能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6．保养简化，操纵方便，能使驾驶员省力，而且使坦克更自由地进行原地转向，从而提高坦克的机动力。



　　7．安装与光学瞄准具同时使用的测距仪，可以减少击中远距离目标的时间。



　　所有这些改进表明，现代条件下的进攻速度和威力都已大大提高。如果再把进攻中炮兵和航空兵给予坦克的支援考虑进去，对坦克防御的任务就十分艰巨了。



　　战术原子武器产生的杀伤力，并不是靠弹片，而是靠强烈的冲击波和光辐射。它的杀伤范围要比当前所有的炮弹的杀伤范围都大得多。因此，战术原子炸弹和炮弹，只能对付离开己军很远的目标。由于原子武器造价非常高，因而它要在有利条件下才能使用，首先是对密集的军队实施突击。



　　坦克与其它兵器相比，受到原子武器伤害的程度应当是最小的，因为它全身都有装甲防护。试验表明，装甲再加上适当的密封和隔离措施，防护是很可靠的。



　　最后可以指出，对坦克防御和使用原子武器问题还都没有解决。需要进行一些新的试验和进一步改进，以彻底弄清反坦克兵器和原子武器对坦克运用的影响。所有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都在继续生产昂贵的坦克和其它战斗车辆，从而可以认为，装甲兵仍具有原来的地位作用。



　　关于装甲兵使用及其技术装备的改进情况如下：



　　苏联 比其它国家更快地从积累的战争经验中得出了结论，苏联不断发展自己的坦克工业。并把这些工业分布在五个独立的地区，以保证能在一些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时仍能继续生产坦克。随着反坦克武器穿甲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强击航空兵的作用不断增长，开始使人们产生怀疑，坦克是否还是机动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兵器。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坦克仍将是支援步兵的主要兵器。但是，还是赞成大规模使用坦克的观点占了上风。坦克兵团的数量因而没有变动，但步兵的数量却减少了。目前，坦克和步兵兵团的比例是1：2，而过去是1：10。



　　在俄国的军事科学中，有坦克师参加的进攻的任务是突破全纵深的防御地带，并将战术突破发展为战略（原文如此——译者）突破，随后是追击退却之敌。追击时主要使用机械化师，每师编一百八十辆坦克。坦克师编二百四十辆坦克，每师还编有一个重型坦克团。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第一次使用了坦克集团军。到一九四四年，俄军共有六个坦克集团军。不过，这些集团军只相当于我们的坦克军。后来，俄军把军改编成师，看来是想改善对坦克兵团的指挥。由于坦克装备的改进，装甲兵士兵的服役期延长了一年。



　　在装备方面，俄国一直使用经过考验的旧型号坦克，但已有很大改进。除装有85毫米炮的T-34坦克外，还有装有85毫米炮的T-43坦克以及重型坦克——经改进的ИС重型坦克。俄国目前正研制一种低矮的坦克，叫作“蛤蟆坦克”，驾驶员和射手在车内均采取卧式。还在大战以前，原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上将也曾建议设计这样的坦克，用于支援步兵。在俄军中，自行火炮，也就是没有炮塔的坦克，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自行火炮相当于我们的突击火炮。其任务是在战斗中支援坦克和步兵，通常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火炮口径起初为76毫米，现在已达152毫米。俄军对安装在自行炮架上的伴随火炮不十分重视。一九五二年检阅时第一次出现了装甲输送车。这种车为三轴、无顶盖式，装甲较薄。估计还会有一些新式车辆，但还没有公诸于众。



　　美国 战后开始出现停顿状态，甚至还广泛裁军。只是在国际局势逐渐紧张以后，主要是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军事政策才又开始向积极方面转化。



　　美军目前装备有“安克尔”轻型侦察坦克，重二十五吨，装有76毫米火炮，还装备有三种中型坦克，装有90毫米火炮。最新一种型号是T-43坦克，重六十吨，火炮口径120毫米。在发展自行火炮和装甲输送车方面，美国比苏联显然占有领先地位。炮兵装备有105毫米自行榴炮和155毫米自行加农炮。装甲师的机械化步兵装备有新式的装甲输送车，这种车是通行力较高、密闭式、防水的履带车辆。车的前部装有一挺机枪，车尾有两个门，步兵通过这两个门可以自由进出车辆。机械化步兵装备这种不平凡的密闭式车辆，可能是为了对空中袭击和原子武器进行防护。步兵乘坐这样的车，只要不下车行动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护。



　　美军装甲兵战役战术使用的观点是不怎么死板的，不过在确认大规模使用坦克以前也是有不少争论的。目前的装甲师由战斗群指挥部 [ 注：美军装甲师下设三个战斗群指挥部。战斗群指挥部的指挥官辖有建制的指挥机构——司令部和司令部连。战斗群指挥部的编成是不固定的，要依师长所赋予的任务而定。 ] 组成，因而保证能对各兵种分队进行灵活的指挥。在训练指挥人员时，强调各级指挥官都必须能够熟练地定下决心，灵活地指挥属下军队。另外，还十分重视与其它兵种的协同，特别是与航空兵的协同，甚至是对小分队，也要求注意协同。



　　英国 的观点与美国基本相同。中型坦克中以“逊邱伦”比较突出。这种坦克重四十八吨，装有85毫米火炮。此外，一种新型号的重型坦克——“康克乐”，装有120毫米火炮。一九五三年以后，摩托化步兵部队和侦察营都装备有“萨拉琼”装甲输送车，这是一种炮塔不大、装有高射机枪的三轴车辆。英军也装备有76.2毫米自行反坦克炮和其它的自行火炮。



　　法国 装备有重五十吨的重型坦克，装有100或122毫米火炮；还装备有105和155毫米的自行榴炮。此外，法国还拥有行驶速度较高的、低矮的轻型坦克，车重十五吨，装有良好的75毫米炮。还有一种四吨装甲输送车，乘员六人。一九五一年装备了四轴装甲汽车。该车装有20毫米四联高射机关炮，或装75毫米坦克炮。



　　总之，各国坦克火炮的口径逐渐趋向统一，在使用装甲兵的观点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装甲车辆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具体数字不详。



　　结束语



　　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各种考验，成了地面作战中的决定性武器。根据所有参战国的经验，原有的诸兵种越来越要适应于坦克战斗运用的特点。在估价坦克的前景时，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情况：



　　1．除骑兵外，所有兵种在未来战争中都要保持原有的地位，但其对战略和战术的影响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2．作战时的时间因素，也和日常生活中一样，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军队的机动性及其指挥的灵活性开始起决定性的作用。



　　3．自从航空兵和原子武器出现以后，要求军队在战场和后方都要疏散配置，这就需要给分队装备更多的火器，同时要减少人员数量，加强防护，并提高机动力。



　　4．根据同样的理由，各兵种要保持更加密切的协同，以使一些不大的战斗单位都能独立进行战斗。



　　5．航空兵对进攻军队的支援，是取得重大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6．没有坦克支援的步兵，应尽量用于执行防御任务。在任何一次进攻中，坦克都应为步兵开路。



　　7．每当军队停止行动时，善于利用掩蔽地和迅速挖掘掩体，较之过去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样可以减弱原子武器的杀伤作用和轰炸航空兵的密集袭击。



　　8．军队的移动和战斗行动应比过去更多地利用夜间实施。



　　9．现代坦克造价高，保养复杂，因而要求有水平较高的乘员。为此，对乘员的训练要扎实，要求也要高。



　　10．技术装备的迅速发展，不允许再坚持旧有的战术原则。军队战斗训练的组织和方法，必须更快地适应装备的发展。



　　今天要想全面地预料战术和技术的发展进程是不可能的。现在已同过去不一样，军事学术长期不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在这技术发展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



　　还在大战爆发前，军事专家们很久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技术装备还是人将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既需要技术装备也需要人。在这期间，技术装备大大向前跃进了一步，但是人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过，人必须能够制造更好的车辆，善于保养并正确使用车辆。



　　对于装甲兵的发展进程，也是不能全面预料的。古德里安上将在二十年以前讲过的一句话至今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把坦克看成是进攻的主要兵器。我们要把这一观点坚持下去，直到技术再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礼物为止。”














	

 






	















	







	







	









 





	


	







	








	




	


附录




	







	

 



	


	


　　一、基本战术概念



　　战略——为达到战争的预期目的而使用武装力量和利用实施战争的其它诸因素的学问。



　　战役——对大兵团实施指挥，组织其向作战地域转移，并领导其在战场上的行动。



　　战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



　　摩托化——主要以通行力较高的装甲战斗车辆和装甲输送车辆装备军队。



　　集团军群——陆军的最大军团，组建目的是便于统一指挥军队并赋予总的战役任务。



　　集团军——由两个或数个军编成、统一指挥并拥有独立补给系统的军团。统帅部预备队部队通常配属或隶属于集团军。坦克集团军主要编有坦克和摩托化兵团。



　　统帅部预备队部队——特殊使命部队，主要装备为重武器，直接隶属于陆军总司令，用于加强给执行战役任务的集团军或军。



　　陆军军——作战指挥机构，根据当时战役需要可隶属有二个或数个师。坦克军主要编有坦克和摩托化师。



　　师——陆军中诸兵种合成的最小兵团，能独立遂行任务。根据师内各兵种的比例，师区分为坦克师、摩托化师和步兵师。



　　战斗群——为执行某项任务，临时编组、统一指挥的诸兵种分队。



　　翼部——配置在作战兵团暴露翼侧的部队。为保障兵团翼侧不致受到敌人的袭击，翼部可稍向后收拢。



　　翼侧——与左右邻无直接接触的作战兵团的一侧的地段。



　　进攻——向敌方推进的作战行动。正面进攻的目的是突破敌防御，击退或牵制其兵力。一翼包围的进攻在敌有暴露翼侧时实施，或采取由后方实施突击的方法。



　　主要突击方向——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集中主要兵力兵器的方向。



　　进攻地带——为左右有友邻的合成兵团的进攻而划定的地带。



　　防御——为对抗进攻之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和。



　　阵地防御——防御军队为扼守自己的阵地而实施的战斗。



　　阵地——有军队防守的地形。



　　防御地域（地段）——防御阵地之一部。



　　火力计划——在进攻和防御中据以组织各种火器的火力配系的计划。



　　预有准备的反冲击——防御军队由既占阵地实施的事先计划的进攻性行动，其目的是有限的，主要是收复丧失的阵地。



　　立即的反冲击——为迅速歼灭楔入防御之敌而在局部地域内进行的进攻性行动。



　　侦察——为查明情况和敌人的企图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和。



　　地形勘察——为查明地形条件及其是否适于某种行动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和。



　　警戒——为保护军队免受敌人的地面和空中袭击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和。



　　前卫——由行军中的部队派出，在主力之前行进，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分队，其任务是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保证不停顿的行军，粉碎敌军薄弱兵力的抵抗和先敌占领有利的地区。



　　后卫——部队退却时派出的分队，任务是与敌接触时进行赢得时间的战斗，以保障主力能摆脱敌人的追击或恢复战斗力。






图31：战术标号






图32：补充标号



　　补充的字母和数字说明



　　1．轻重武器以字母区分，字母注在左上方：



　　le——轻型



　　m——中型



　　s——重型



　　2．口径以数字（单位为厘米）或字母（le、m、s）标在标号的左侧。



　　3．同一武器的数量以数字标在标号的下方。不同口径武器的数量以并列的数字标示，中间连以“+”号，最大的口径数字标在左边。






图33：1943-44年坦克师的编制



　　“豹”式T-Ⅴ型坦克营编制



　　营属连队：营部连（8辆坦克）、4个坦克连（每连17辆坦克）和1个补给连。



　　人员：



　　战斗分队——军官19人，士官269人，士兵283人；



　　后勤分队——军官5人，准尉2人，士官59人，士兵211人；



　　全营——军官24人，准尉2人，士官328人，士兵494人，合计848人。



　　车辆：共有各种车228辆，其中T-Ⅴ坦克76辆，装甲输送车5辆，吉普车31辆，卡车75辆，两轮摩托车4辆，三轮摩托车16辆，拖车一辆，牵引-输送车12辆，半履带式运输汽车8辆。



　　武器：75毫米坦克炮76门，四联装20毫米高射机关炮3门，轻机枪168挺，自动步枪127枝，手枪401枝，卡宾枪321枝。



　　T-Ⅴ坦克连编制



　　连属单位：



　　指挥组：编2辆坦克，2辆吉普车；



　　第一排——5辆坦克；



　　第二排——5辆坦克；



　　第三排——5辆坦克；



　　第四排——为预备排，不编坦克；每连17辆坦克。



　　人员：军官3人，士官57人，士兵43人，共103人。



　　车辆：共21辆，其中坦克17辆，吉普车2辆，三轮摩托车2辆。



　　武器：75毫米坦克炮17门，机枪34挺，自动步枪18枝，手枪79枝，卡宾枪6枝。



　　二、战前装甲兵条令的基本原则



　　1．长官应以自己的素养、要求和信念使部队服从于自己。



　　长官应与部属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应摸清部属的心理，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并经常给予关怀。只有受到部属信任和爱戴的长官才能向部属提出更高的要求。纵容姑息的态度对指挥军队危害极大。



　　2．随时准备承担责任是长官的优良品质。但是，长官不得不顾全面情况而擅自定下决心。自信判断情况正确，也不能不服从上级的调遣；机断行事不等于自行其是。



　　3．战时士兵可贵之处，除体力和军事训练好以外，还在于士气和意志。训练士兵的任务也正在于提高士气和锻炼意志。



　　4．发扬弟兄之间的互助精神，以使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团结的集体。每个士兵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战友负责。强者和能者应帮助经验不足的弱者，并率领他们去战斗。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战友之情，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都要有这样的感情。



　　5．参战的军人应能独立思考，坚决、勇敢而合理地利用战机，并应确信，为取得胜利，各自都要出力。要求全体军人，从新兵开始，在战斗中都要付出最大的精力和体力。



　　6．永远要左右敌人。必须专门训练部队，使其具有较高的机动能力并能高速运动，包括在难以通行的地形高速运动，还要善于伪装、善于利用地形和夜暗条件、善于对敌实施突然袭击和将其诱入歧途。



　　7．战时行动坚决果断，是军人的第一诫条。不管是高级长官还是普通士兵都应懂得，疏漏和渎职的错误要比为执行命令而错误使用兵力严重得多。



　　三、军队训练和战场指挥



　　这是战时古德里安在坦克学校军官队所作的一些讲话的内容。这些内容既对装甲兵有用，也对其它兵种有用。



　　接任指挥



　　上次大战期间，指挥军官常常要在短时间内，有时甚至是在战斗过程中接任一个新分队的指挥。有些情况下，指挥军官要接任指挥一个完全陌生的分队。还有的时候，他所接任指挥的分队是别的兵种的分队。例如，往往把坦克兵军官调到反坦克部队，或让他指挥一个完全当作步兵使用的混编连。通常，无暇对就任新职进行准备，也无法按正常手续接收分队。军官时常突然遇到一些新问题。为能掌握住分队，他必须尽快熟悉新情况并全面了解分队的状况和战斗力。为此要首先弄清以下问题。



　　1．人员



　　每个分队战时都比平时更具有独特的风格。这决定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该分队是由谁来指挥的；它的战斗经历是怎样的；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根据平时和战时的资料）以及它的现时编成。因此，军官首先要了解：



　　1）人员的平均年龄；



　　2）该分队是基干分队还是战时临时组建的；分队的军官和士官是现役的，还是由预备役征调的；



　　3）人员的籍贯和原来的职业；



　　4）人员的宗教信仰；



　　5）人员的家庭情况；谁的家庭困难最大（例如，谁的家庭遭到了轰炸，谁家有经济困难）等；



　　6）分队得到过多少奖励，什么奖励；



　　7）任命人员是否恰当，有无空缺职务。



　　2．武器装备和器材



　　战时，分队常常不能执行平时的编制。具体的战斗情况、武器装备的损失和缴获武器的使用，会明显地反映在分队的编制装备上。因此，必须弄清：



　　1）武器、车辆和其它器材的种类、状况和性能；



　　2）根据备件数量计算的修理能力；



　　3）弹药数量；



　　4）被服、给养情况。



　　3．人员身体情况



　　若分队刚刚受到重大损失，就可能出现意志消沉的现象，从而影响士气。对这些精神上的因素要特别予以重视。因此，要向医务人员问明以下问题：



　　1）近期总的伤亡情况，最后一次伤亡的时间以及哪些分队有伤亡；



　　2）当前的健康状况，有无特殊的疾病，如痢疾、黄疸病、伤寒等；



　　3）药品、医疗器材和救护车的情况。



　　指挥官弄清这些问题以后，就对分队有了初步的了解，继而可以检查分队的战术和技术训练水平。如果指挥官是在作战中接管分队的，那么只要经过一次战斗条件下的长行军或者经过一次战斗，就比平时经过长时间训练更加容易弄清分队的情况。如果指挥官是在战斗间歇时接管分队的，即使这个间歇时间不长，也要及时加以利用：可以临时动议举行演习，也可以通过检查平日的训练，来了解分队的战斗力。



　　战时，一名优秀的军官或教官，如果不善于与部属建立真正的内部联系，也不会有多少建树。在火药味很浓的战时，冠冕堂皇的讲话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当然，在与人员初次会面时，慷慨激昂的陈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第一次战斗中新任长官的行为会给士兵留下怎样的印象。



　　如果指挥官接管的是坦克营，那么最好是同连长们一起先到各连在出发阵地或警戒阵地上的配置地点，共同熟悉当时的情况。一些马上就要任命的毕业学员、准备提升士官的士兵或其它军人，这时可能要来晋见营长。营长如能对他们的任职发表看法，最好先把他们调到营部充当几天勤务兵或侍卫。战争可以为尽快地了解人员的素质提供特殊的条件。



　　迅速与上级指挥官和友邻分队指挥官建立联系也有很大意义。例如，拜会师部或团部的参谋并同他们交谈，可以建立很好的联系，以后再通电话或写报告时，就可以得到关照。



　　战斗训练



　　装甲兵部队的坦克遭到损失以后，常会有许多乘员要到补给连或修理连工作。



　　在战斗间歇时，有时整个分队都要休整。间歇期或分队被调到没有战斗的地域时，就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提高战斗力。在这里除了修理车辆和设备外，首先要继续进行战斗训练。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要不断提高战斗技能，因为车辆武器的不足，只能用提高战斗技能的办法来补偿。



　　经验和实际情况都告诉我们，不能使士兵过于紧张，战争需要的事情才让他们去做。对坦克乘员来说，十分重要的是，要学会在变化了的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和判定方位的本领。训练计划的安排要根据当前任务、季节和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而定。



　　在指挥官的训练中，应着重研练指挥、正确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和下达命令等问题。此外，每名军官还要尽量掌握其他职务的业务，比如，既能当连长，又能当营参谋长和通信主任等，以便能在必要时接替这些重要职务。



　　士官也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可以让他们参加培养排长和初级军需人员的短训班。



　　装甲兵最缺少的专业人员是炮手、驾驶员、无线电员和技师。培养这些人员需要的时间较长，因此不管战争形势如何，都要不断地训练这些人员。在修理连建立一些小规模的训练组，是训练专业人员切实可行的办法。根据情况，普通士兵也要经过短期训练，特别是要让他们参加坦克歼击手训练班和卫生员训练班等。新兵通常先要在师的野战补充营经受训练。由于补充营也给师的其它部队训练新兵，士兵们也可以在这里熟悉诸兵种协同的原则。



　　部队要注意研究前次战斗的经验，甚至要利用行军休息和战斗中不长的间歇时间研究经验。必须指出，装甲兵部队常常能够迅速接收由装甲兵总监部发来的情况通报。



　　指挥官如何执行奖惩纪律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士气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可以采用与平时不同的一些办法，因为战时同士兵们除了一起打仗以外，还要一起生活。前线指挥官只有真正同部属同甘苦、共命运才能带好部队。每辆坦克上的乘员，无论在战斗、休息和进餐时，都是一个集体。乘员们要共患难、共欢乐。此外，指挥官应完成和平时期应完成的那些繁杂的任务，只是在完成任务的方式上有些不同罢了。



　　军人晋衔的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地进行，也不能象在后备部队那样进行。通常，根据军人个人素养，特别是战斗中的表现晋衔。指挥、战斗人员优先晋衔，文书和后勤等人员晋衔的间隔期要长一些。常常容易把住在医院或留在后备部队的伤员遗忘，因此必须把伤员继续编入部队序列，负责管理。如果需要由本分队调给别的部队一些优秀专业人员，要从全局出发，把真正有能力的人员调出，即使这些人员对本分队十分重要，该调也要调出。



　　关于奖励。对司令部的人员要奖励在后。坦克团的最高奖励首先要奖给车长。受奖者的功绩要通报全体人员，发奖仪式要隆重。申请奖励要严肃认真，并讲明奖励原因。



　　休假按分队指挥官规定的顺序有计划地进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适逢生日或有新生儿时，可照顾一些已婚军人优先休假。遇有家庭成员重病或家庭因轰炸而受到损失，也可破例给予军人休假。连队的副官和司务长不要与连长同时休假。



　　被服和给养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比如雨衣，如果数量不足，就不要发给文书们。皮大衣数量很少，只有哨兵才能领到；其他人只有在极需时才能领到。直接参战部队的军人可以领到更多的烟草制品和巧克力糖，可以不吃人造奶油，而吃黄油。伤病人员也要得到较好的供应（如供应牛奶等）。



　　鉴定被看成是例行的公事。鉴定书里只反映最重要的问题，不写次要问题。年轻的指挥官时常过急地说出自己对被鉴定人的看法。对不好的鉴定，特别是要在鉴定中写上德的方面的缺点时，要经过慎重的检查，并核实所有情况。鉴定的内容口头告知被鉴定人。最好不在鉴定书中作最后的结论。只有在长官已对被鉴定人形成肯定的意见以后，才能查阅其过去的鉴定。根据鉴定书也可以看出作鉴定人的水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决定人的命运以前纠正错误。当然，赞扬一个表现不好的军人是个过错，但也不是有些过错的人就不能赞扬，因为人无完人。一个军人平时的优点不一定是战时所需要的。



　　惩罚在前线作战的较好分队中是很少见的。只有在战斗间歇时间过长时，违反纪律的现象才会增加。惩罚的实施根据情况而定。年轻指挥官的惩治权是很有限的。遇有复杂而不好定案的情况，他们通常要请示师（军）司令部的军法科（处）长。对需要给予惩罚的错误事实，即使在前线也要全面调查清楚。任何的惩罚都是为了达到教育目的，惩罚的时间不要一次就持续几周。因此，在机动战争的条件下，采取监禁的办法是不适当的。



　　信仰自由是合理的要求。军队的牧师要关心自己的教徒的灵魂，永远以同情心对待军人。有些牧师要随分队到战斗第一线，直到战斗结束都守护在伤员身边。指挥官常常要亲自到临时墓地致哀。



　　关心下级永远是每个指挥官经常性的、十分重要的责任。这对军队的士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条件。



　　师多半都建有礼堂，分配各部队使用。团、营也可以建立一些小型的休息室，最好在修理连建立休息室。组织规模不大的演出会、音乐会、做游戏、进行体育活动以及读报刊等，使官兵能在战斗后得到精神和体力上的休息，恢复平静的生活。



　　对于配属来的分队要以礼相待。配属分队应享受到在原部队一样的待遇。这样他们就不会辜负对他们的期望。配属分队到来时要热烈欢迎，分别时要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以上这些措施密切了士兵之间的感情，使得军队能在五年多的战时生活中完成艰苦的作战任务。



　　四、作战日志摘录



　　这是由各种坦克部、分队的作战日志中摘录下来的。这里记载的都是些典型的情况，可以作为前面一些章节内容的补充。



　　行军



　　摘自某坦克连的作战日志，该连在二十天当中行军九百八十公里



　　方向——高加索。已进行了长途行军。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我们应从今天开始休息两天，但傍晚又收到翌晨继续行军的命令。



　　七月二十一日——八十五公里。



　　晨六时出发。开到师行军道路以前，行进十分迅速。九时至十三时都等在那里。随后成若干纵队继续向南行进，到达C地以北之点，并在此露营。途中村庄甚少。村庄之间数十公里一片草原，耕地十分少见。



　　七月二十二日——八十公里。



　　三时，全营继续向南行进，通过Т-Н-И-Гр.。十时来到宿营地，在此休整两昼夜。



　　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休息两天。检查坦克。全连吃到了各种美味的食品。



　　七月二十五日——三十公里



　　八时，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将渡过顿河。桥梁已被炸毁。二十时，利用舟桥渡河。道路十分泥泞，我们的轮式车辆不断陷车，即使用坦克拖也不管用。



　　七月二十六日——五十五公里。



　　三时，继续沿冲毁了的道路向К地行进。中午，再转向南。营的任务是在Н地夺占萨尔河上的桥梁。本连留在第2号牧场担任警戒。



　　七月二十七日——三十公里。



　　晨，随全营沿萨尔河向Н地出发。夜暗后渡过河流，在К地宿营。强击群向河这边发起冲击，一辆指挥车焚毁，一人阵亡。



　　七月二十八日——八十五公里。



　　二时三十分继续向南行进。起初推进很慢，因为夜间俄军向我左翼实施了突击。地形起伏。连随前卫行进，占领Г村。可惜，在此停顿下来，任务是担任警戒，防止部队受到敌人由南和东面的袭击。



　　七月二十九日——九十公里。



　　晨，先向东，后向南行进。连的任务是切断斯大林格勒通往克拉斯诺格勒的铁路。连完成了任务。在Г地共缴获：一辆吉普车、五辆卡车、九辆火车机车、一列车粮食、一列救护列车以及一列由К地向东开的、装备有电站的列车。这一仗打得很顺利。



　　七月三十日——四十五公里。



　　白天在Г地担任警戒。黄昏紧急集合。出现一列俄军装甲列车。七连先发起冲击，冲到列车前即点燃了列车。我们凌晨才返回。



　　七月三十一日——二十八公里。



　　十六时，向П地出发，黄昏前到达П地。听说，我们可以休整两天。



　　八月一日——六十五公里。



　　晨，俄军攻击П地。我连反击，全歼敌军一营，毁敌重机枪十三挺以及重迫击炮和轻型坦克若干。黄昏继续向南行进，渡过马内奇河。在С地东南停顿下来。



　　八月二日——一百零五公里。



　　七时，“L”战斗群向南开进。我连随前卫行进，超越“K”战斗群，并不停地前进，于十七时占领П地。俄军退去。不幸，燃料耗尽。连抓到俘虏若干人，缴获四门重型迫击炮以及数辆卡车。



　　八月三日。



　　因无油，原地未动。抓到俄军俘虏若干。



　　八月四日——四十五公里。



　　黄昏，继续向南行进。起初，行军路线通过平坦的草原。在很少碰到的村庄里全是果树和洋槐。在Д地以北宿营。



　　八月五日——四十公里。



　　三时，继续向В地行进。地形起初岗峦起伏，逐渐增高。又是一片草原，无一村庄。清晨已达В地。10连和营长前往向南十五公里处的地域，连在此担任警戒。



　　八月六日——十五公里。



　　晨，我连也向南行进，一方面担任警戒，一方面祝贺营长生日。这里地形美妙异常，真象丘林根，但是完全不适合打仗。四围还在与俄军交战，但俄军业已厌战。



　　八月七日——五十七公里。



　　黄昏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沿坦克难以通行的道路行至山前地带，此处是库班的В-К地区。俄军飞机的偶然袭击未获战果。



　　八月八日——七十三公里。



　　六时，已作好行军准备，但十时才出发，因我连几乎排在师的队尾。师的任务是开到П地。行进起来几乎是一步一停，一直到天黑才走出去几公里。天气炎热，四周既无树木也无灌木丛。天快黑时才赶到了К地，这天夜里我连担任警戒。只遇到过小股敌军。我们和敌人的飞机都没有出现。



　　八月九日——五十二公里



　　晨，司令部和我连继续向南行进。第7连留下警戒К地。这使营的队伍拉开一百五十公里。由В地开始，我将越野先行。途遇一股俄军，被我俘获。我们绕道而行，来到守备车站的连队跟前，并在此担任警戒。由于俄军以各种武器进行射击，我三辆坦克下午奉命进至В地。负责消灭五门反坦克炮。黄昏，我放弃该地和公路，回到车站，留驻此地。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埃尔布卢斯（高加索山脉的顶峰，海拔三千六百二十八米）。



　　先遣支队的奔袭



　　这里记载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向М地进攻、夺占Пр.河桥梁和攻占В地东北登陆场的经过。



　　坦克团的任务。向М地派出先遣支队，由Х上尉指挥，支援“Y”摩托化团沿公路两侧的进攻。



　　先遣支队的任务。夺占河彼岸М城当面的登陆场。若情况允许即夺取该城，并进至城东北九公里之线。



　　先遣支队于七时出发。



　　编成：前方尖兵——由坦克1连的五辆T-Ⅲ坦克组成，长官是М中尉；主力——坦克3连由Р中尉指挥的四辆T-Ⅳ坦克，1连的其余排以及反坦克炮兵第2营的第3连。纵队长为Д上尉。



　　先遣支队的纵队尾部有：С中尉，带两辆T-Ⅳ坦克；И中尉，带两辆T-Ⅲ坦克；营的轻型坦克排。П司务长率几名工兵随前方尖兵跟进。



　　六时十五分，进入出发位置。下达命令时团长在场。他再次与先遣支队队长研究了执行任务的方法，并下达了最后的指示。



　　七时零一分，第一辆坦克出发（车长是Н上士）。未遇特别抵抗即夺占第一座桥梁。坦克从行进间过了桥。Н中尉率本排守卫桥梁，直待团主力到达。到处都是敌人的车辆。敌散兵出现在林缘。



　　约二、三十具喷火器突然由左右两面向前方尖兵开火。驾驶员什么也看不见，车内温度急剧升高。前方尖兵加大速度迅猛前进，整个先遣支队紧紧跟上。配置在狭窄地带内的喷火器被消灭。因火烧受到损失的只有反坦克炮的炮手。



　　高速前进的前方尖兵途中随时都能遇到俄军的辎重车辆和卡车，这些车辆企图向道路两侧逃遁。前方尖兵已抵达Т地桥梁并夺占了该桥。七时十五分，先遣支队队长报告团长，已在Т地夺占登陆场，完成了当前任务。



　　团长命令扼守既占阵地，待团主力到达。停顿下来以后，发现一辆T-Ⅳ坦克受到喷火器的伤害——散热器烧坏。这辆坦克不能参加尔后的进攻。



　　先遣支队的先头坦克对敌军的车队和有生力量进行准确射击。有些炮弹落在我们的坦克之间。



　　七时三十分，我飞机出现在上空，通报称，敌纵队正向М地东北之Пр.河渡口开进。由于炮兵火力逐渐加强，先遣支队数次请求允许继续前进。约八时三十分，接到命令：“继续前进，夺占Пр.河桥梁和登陆场。”



　　营长带第3连来到先遣支队配置地，与先遣支队队长简要协商了如何继续进攻问题。前方尖兵出发，但只过了一分钟就停顿在М城入口处的反坦克障碍物前。为进行掩护，先头排开了火。这时先遣支队队长和Пл.上士赶到障碍物前，排除了第一道铁丝网障碍物，其它车的车长和无线电员同工兵一起清出一条道路。前方尖兵继续前进。虽然有敌人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但没人受伤。



　　当我连通过该城时，却发现全城空无人烟，没人放枪。前方尖兵接近该城的出口时，遇到几辆吉普车和卡车，车上的人慌忙逃窜，一部被当场击毙。连纵队的队尾出了城以后即加快速度，因为只有达成突然性才能取得对先遣支队有利的胜利。队长看到了摄有Пр.河坚固筑垒的河岸的航空照片，即不断催促支队快速前进。先遣支队开始急行军，以迅速占领Пр.河桥梁。



　　这时已能看到敌军纵队。前方尖兵以高速插入敌纵队，进行猛烈射击。在桥畔占领有利阵地的一门火炮和数门反坦克炮向我第一批坦克猛烈开火，但未获战果。我坦克以火力压制这些火炮，敌炮手逃窜。



　　俄军仓惶逃散。卡车纷纷开到开阔地上，有的准备向莫斯科遁逃。我坦克急起追赶，把它们击燃或直接撞轧它们。火炮、辎重车辆、汽车和牵引车堵塞了公路。前方尖兵继续前进，因为命令要求：“不要停留，我们需要桥梁！”



　　不断在前进。迎面开来敌军纵队，我们将其全歼。已经看到桥梁了！这是一座有上下车道的木桥。桥的上下已有俄军的爆破人员在紧张地活动。



　　这时一群牛正在过桥。Н上士立即晓得该怎么做。桥梁随时都可能被炸毁。他毫不迟疑地令坦克冲入牛群。履带碾轧牛、马和马车。随之占领桥梁并继续前进。



　　所幸俄军在Пр.河北岸没有火炮。经过这次出敌不意的攻击，我们渡了河，占领了前边高地上的阵地。一个排留在桥畔，以掩护Пл.上士领导的排雷组。这次袭击，我共消灭四门反坦克炮、五门野战炮、数具喷火器、大量的机枪、卡车、牵引车和辎重车辆。



　　占领未遭损坏的桥梁，师即可沿公路向东北继续前进。我未受损失。



　　坦克团在俄国渡过第一个冬天



　　——作战日记摘录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有云，天冷，夜微寒。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几场暴雨。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雨，夹杂雪花。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深谷的道路被冲毁，增添许多麻烦。每辆汽车都要坦克牵引。



　　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暴雨，西北狂风。卡车通过七公里的地段耗费了几乎六个小时。



　　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午夜出现暴风雪；短时间内大地即被雪覆盖。勘察好的绕行路变成了泥沼。坦克牵引轮式车辆。先头车经二十二个小时的行军，于五时抵达奥廖尔，汽油消耗殆尽。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冰雪融化，雨。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小雪。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雨。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阴雨连绵。进攻无限期后推。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夹杂着暴雨的连绵阴雨使道路不能通行。用以运送补给品的道路，轮式车辆不能通行，只能通行履带式牵引车。因此，师长禁止使用这条道路。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奉命只以履带式车辆实施冲击。部分坦克用于运送燃料。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再下暴雨。甚至主要一条道路的某些路段也已不能通行。团长乘自己的坦克（否则寸步难行）开向后方，以便能紧急弄到油料。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寒冷，无云。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又下起雨。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日。晴，寒冷。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雪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严寒。这几天都是由飞机运送油料，因为坦克也会陷车。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零下二十三度。地面结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坦克涂以白色迷彩。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步兵已能从结冰的河上通过，坦克尚且不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晴，东风凛冽。温度继续降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集团军司令命令以坦克乘员编成步兵营，由团长指挥。必须弄到马匹和雪橇。该营共六百七十八人。团的其它分队通过位于九十公里以外的积换所保障营的补给。



　　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修理间尽管有取暖设备，室温也在零下十八度。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于雪厚，步兵营的补给十分困难。必需品用牵引车运送。最后一段路只能利用马匹通过。



　　预备队中的坦克连



　　成员：军官二人，士官二十四人，士兵七十三人。



　　坦克：T-Ⅱ坦克一辆，T-Ⅲ坦克十三辆，T-Ⅵ坦克二辆。共有坦克十六辆。



　　连配属给配置在D地南部的“E”步兵营。八时三十分，敌以炮兵和迫击炮对村庄进行猛烈射击。经一个半小时射击以后，俄军约两个团由东南（集体农庄）发起进攻。坦克连的所有车辆在村缘占领阵地。敌以密集队形实施冲击。俄军遭受巨大损失。其先头分队开到村南的路上。敌人在此停止了冲击，开始挖掘掩体，向前调动预备队和重武器。



　　十一时四十五分，连遵照营长命令协同步兵连进行反冲击。“K”排直接配属给该步兵连，在路南向东实施反冲击。坦克连的“F”和“S”排（欠“K”排）由村庄的南部穿过公路实施突击，尔后再转向东。尽管敌人以炮兵、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进行了猛烈的射击，坦克连将敌击退八百米，先头车向集体农庄推进四百米。连在己方火力掩护下，特别是有重型坦克排火力的掩护，退到公路一线。C司务长和K上士阵亡。“F”排的一辆坦克退却时陷入掩体，排长令另一辆坦克将其拖出。在抢救这辆坦克时K上士阵亡。由于敌火过猛，而且该排遭受了损失，连长即令乘员先将坦克留在那里，待天黑后再拖救。但排长没有按命令办，用自己的车去拖救淤陷的坦克。拖出以后，全连即回到出发阵地，在D村南缘担任警戒。



　　人员伤亡：一名排长和两名车长阵亡；排长车的装填手负伤。



　　车辆损失：一辆T-Ⅱ坦克和两辆T-Ⅲ坦克；许多坦克的履带被反坦克炮击坏。



　　附表：装甲车辆战术技术性能



 
 
 














	

 






	















	







	







	









 





	


	







	








	




	


序言：战争的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很少得到遵守




	







	

 



	


	


　　我对高明的将帅们如何决胜的理解，是从认识到平庸的将帅们何以不胜开始的。这个了解过程始于1951年8月炎热的一天；那时我担任美国陆军第五战史小分队的指挥官，正站在韩国东部太白山的一个山谷中，目睹美军炮火轰炸我面前大约1000码（914.4米）处的983高地。



　　这座山峰和它北面紧靠的一座相似的山峰那时还没有获得其名字——“流血岭”和“伤心岭”。在那个夏日里，站在那里目睹炮弹消灭983高地上的所有植被痕迹的我们，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这次攻击将是正面的——直接地沿陡峭的山坡而上，升至海拔3200英尺（975.36米）。这次进攻还将是意料之中的：炮兵部队在山南的大量集结使北朝鲜防守者们知道，驻朝美军最高指挥官詹姆斯·范弗利特少将选中了他们的防御阵地作为袭击目标。



　　因此，这场令人毛骨竦然的战争，以及紧接着发生的争夺“伤心岭”的更加可怕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是按计划进行的，好像拿到了一个剧本，准确地照着它演出一样。



　　美军的炮火摧毁了山上所有的植被，但对共军士兵在其中隐藏的，被泥土、岩石和木料掩盖着的掩体，破坏却很少。然后，美国、韩国——在“伤心岭”上还有法国——的步兵沿着羊肠小道攀登险峰，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北朝鲜和中国的士兵们像联合国军一样熟悉这些上山的道路，他们将其自动武器和迫击炮的火力集中对准这些小径，造成一片火海，以大量杀伤登山的联合国军步兵。



　　一切都像计划好的一样进行——联合国军的优势火力终于使这些山峰从共军手中被夺取过来——但是，代价是惊人的。联合国军的伤亡—一主要是美国人——共计为6400人，而共军的损失可能达到了4万。尽管如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无所获。它在朝鲜的战略地位丝毫也没有提高，在战术上也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在“伤心岭”后面耸立着另一座同样布满掩体的山岭。它的背后屹立着许多其它的这种山峰，它们都可以由掩体来武装。



　　这两场令人伤心的流血厮杀，以及驻朝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于1951年秋季下令进行的争夺制高点的所有多次战斗的唯一收获是，美军司令部终于认识到，对严阵以待的共军阵地发动正面进攻是徒劳的。对这项政策之鲁莽的认识用不着什么大彻大悟。原因很简单：再发动这样的攻击代价太高。在从7月间“和谈”开始到1951年10月底争夺制高点的进攻停止的这段时间里，联合国军伤亡达到6万人，共军的伤亡估计为23.4万人。



　　汲取这样一个明显的教训非要经过这样的大流血不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有组织的战争初次发生起，对有准备的防御工事发动的正面攻击通常就是失败的；这个事实在军事史书中醒目地写着，所有将领都可以看到。更为切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朝鲜战争的这一阶段对此进行了几乎丝毫不差的模仿。说它更为相干，是因为它是朝战中高级将领们的现役经历或培训内容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为正面进攻盖棺定论，表明它是不能成功的，除非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以致于“胜利者”一词变得带有嘲讽意味，因为在西部前线上两军对垒时与死神的约会中，没有任何赢家。



　　但是，人们并没有汲取这一教训。正是那些目睹过或者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人们，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下令这样干。这种做法在朝战中的结果与在欧战中的结果是相同的：人员损失惨重，战术或战略上的效益却很小。



　　我从“流血岭”和“伤心岭”战斗中所领教到的一点是，高明的将帅们不像朝战中下令争夺山岭的将帅们那样行事。高明的统帅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他们不把部队投入敌人严阵以待的战斗。恰恰相反，高明的统帅们出其不意，专攻敌人力量虚弱和组织薄弱的地方。



　　朝鲜战争以来，军事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的真理。技术只决定着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实现军事决策。武器的改进实际上使统帅们更需要避开有重兵把守的危险阵地，寻求在敌人没有预料到会遭到打击的地方决战。



　　特别是从越南战争以来，由于采用卫星准确导航和利用雷达、红外线、激光和其它探测装置引导“灵巧”炸弹和导弹打击目标，火箭和常规（非核）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杀伤力惊人地提高了。这种技术进步带来了一种预言，即未来战争将在“自动化战场”上展开，武器将会十分有效，以致人员在战场上将无法幸存，战斗将由机器人和各种无人操纵的飞机、车辆和武器来进行。



　　但是，有一股重要的逆反潮流，它预示着战争将较少地依赖占压倒优势的火力，而较多地依靠隐蔽的小部队的行动；这种小部队通过出其不意、伏击和难以预料的调动实现其目标。



　　战争之所以可能正朝着这个貌似矛盾的方向转变，是因为产生了主战坦克、攻击机、战舰和火箭的技术，也造就了能够摧毁许多这种进攻性武器的武器。防御性武器比进攻性武器要廉价得多。其中有些武器一个人即可操纵。80年代苏联干预阿富汗期间，阿富汗用来击落直升飞机的高效“毒刺”式导弹就是这类武器。“爱国者”导弹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摧毁了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并能够摧毁攻击机；而其造价只有一枚“飞毛腿”导弹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仅占一架战斗轰炸机的1％左右。



　　如果像技术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坦克已经过时，有人驾驶的飞机和大型战舰造价太高，结构大复杂而且太容易受到打击，因而在防御性导弹面前无法长期幸存，那么未来的战争可能很少由无人操纵的武器和机器人在“自动化战场”上打，而较多地依靠分散的、训练有素和武器精良的小部队来打；它们狡诈地悄悄绕过障碍，其战略战术较像我们今天对游击或半游击力量所联想的那样。苏联在阿富汗输掉了这样一场战争。



　　人类不大可能求助于核战争。任何采用核弹的做法都将立即招致核报复；这种报复可能愈演愈烈，超过人类所能控制的程度，使得地球的绝大部分地方无法居住。没有任何明智的统治者想要给自己的人民判死刑。即使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弄到一个核装置并使用之，理智的世界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消灭他和他的科学家们，而不会甘心遭受核毁灭。



　　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未来了。但是未来战争中大概将遇到统帅们从有武装冲突以来一直遇到的难题：怎样避开敌人的主力，以及如何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战争将发生变化，但是战争的原则将保持不变。



　　英格兰战略家哈特说，高明将帅的目标与3000年前的希腊传说的特洛伊战争中的帕里斯的目标是一样的。帕里斯在与希腊大斗士阿喀琉斯的战斗中避实就虚，把箭射向阿喀琉斯的唯一弱点，即他的脚跟。



　　南北战争中南方军中杰出的骑兵指挥官弗里斯特概括了高明统帅的奥秘，他说，获胜的决窍是“率领最多的力量捷足先登”。



　　然而，对高明统帅的真正考验范围比这要广泛：是判断弱点在哪里，在哪里才能找到阿喀琉斯的脚跟。因为成功的指挥官集中力量打击的地方一定是敌人的要害部位。要想捷足先登，军事指挥者必须明白和实践另外一位伟大的南军领导人“石壁”杰克逊的目标——使敌人“迷惑、误入歧途和猝不及防”。



　　因为没有任何聪明的敌方指挥官愿意暴露自己的要害部位。他只有在被迫或受骗上当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为实现这种强迫或迷惑，高明的统帅几乎总是以两种方式之一行事。他调兵遣将，以使敌方统帅以为他瞄准的是另外一个部位。抑或，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队最伟大的统帅谢尔曼的话来说，他将使敌方指挥官“左右为难”，无力守卫两个或更多的地点或目标，因而被迫为保住一地而起码让出另外一地。



　　纵观全部历史，有关高明统帅的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就是，除非在拥有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功行动都是对敌人的侧翼或后部采取的，不是实际上就是在心理上。高明的统帅认识到，攻敌后部使之分散精力、猝不及防，往往使敌人溃败，因为敌人的给养、通讯和增援被切断，从精神上讲，其信心和安全感也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高明的统帅们知道，正面进攻使敌人的防御力量得到巩固，即使被击溃，也只不过迫使它退到后备力量和供应所在地。



　　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在许多军队中被普遍接受。用来对付一个虚弱或不胜其任的敌人，它们采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陆军上将施瓦茨科普夫采用这一经典理论，在100小时内打败了拥有50万人的伊拉克军队。他以从海上发动一次两栖入侵相威胁，并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和另外一些兵力正面进攻科威特，从而使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主力滞留原地；与此同时，派遣两个机动军团西进差不多200英里，进入阿拉伯沙漠。这两支部队绕到伊军后方，切断其供应线和通向巴格达的退路，将其逼入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和南来挺进的海军陆战队之间的一个狭窄的角落中。伊军数以千计地投降，抵抗力崩溃。



　　并非所有战争都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那样一边倒；敌人也并非都这样愿意投降。战争中最难以估计的就是人的抵抗力。由于敌人的反应无法预料，普通平庸的统帅们往往不了解侧面或后部进攻的全部重要性；此外，通常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统帅们不由自主地采取直截了当的战略和正面进攻，而这种做法很少具有决胜意义。



　　高明的统帅之所以高明并且罕见，一个因素就是他能够顶住大多数部下的要求，不急急忙忙地正面交战，并且能够认识到怎样才能避实就虚地打击敌人。



　　这种将领所以难得，一个原因是军界像整个社会一样，赞赏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对不直接和不熟悉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给它们戴上狡诈、不诚实或偷偷摸摸的帽子。二次大战中，美国人之所以憎恨日本人，一大原因是日本人对夏威夷的珍珠港这个始料未及的地点发动“偷袭”。军界和公众普遍认为，只有光明磊落地面对敌人的、直截了当的英雄的“好汉”美德才是理想的。这种英雄在美国西部的牛仔身上被浪漫化了；他直等到对手已经伸手掏枪时才掏出自己的六响左轮手枪。



　　几代军人一直把战争比喻为体育。惠灵顿伯爵说，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公学的体育场上打赢的。在当今的美军中，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把战争同美式橄榄球划等号。这并非偶然。橄榄球——而不是棒球——成了战争的象征，因为橄榄球主要包括进攻者对防守者的直接挑战。同棒球相比，它肯定不是一种采用微妙伎俩、出奇制胜和施展诡计的运动项目，尽管橄榄球也能具有避实击虚的方面。直到70年代中期为止，美军的理论很像本世纪中叶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进行的这种“三码和一股尘烟”的、直截了当的实力竞赛。虽然从那时以来，教学重点已经转向运动战，但是直接的解决办法和正面攻击在军界的心理中根深蒂固，很难根除。



　　真诚、坦率、光明磊落的领导人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因此，成为的高明统帅必须具有两面性格，一方面向部下表现出诚实和公开性，另一方面隐藏或掩盖品格中得以使敌人“迷惑、误入歧途和猝不及防”的部分。



　　一些高明的统帅发现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并在执行过程中吃了许多苦。“石壁”杰克逊就因守口如瓶，不愿把计划告诉部下而臭名远扬。虽然他的士兵因他给他们带来胜利而崇拜他，但是他们认为他很古怪、不平易近人，他的主要上司们认为他难以共事、苛求、不善于沟通。他对这些指责的回答令人很受启发：“如果我能瞒过我的朋友们，我就能确保瞒过敌人。”



　　能够表现出高明统帅所必须具备的两面矛盾人格的人寥寥无几。此外，军队中的体制也往往使直率的人比胸有城府的人较多地获得提升。因此，大多数将帅是老实厚道的、单纯的武士，率众发动硬拼的战役，下令从正面进攻。他们所造成的成为大多数战争特点的惨重伤亡和久攻不下是预料之中的。



　　就连一些德高望重的统帅实际上也是胸无城府的军人，并且给自己一方带来灾难。罗伯特·E·李就是一位这样的统帅——南部邦联心目中十全十美的人物。他极为正直，有正义感和忠诚；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与他对阵的北方军将领。但是，李自己并不是一位高明的统帅。



　　李在正常的和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总是选择直接硬拼的做法，而不是避实就虚。例如，当1862年攻占马里兰州的行动流产时，李并没有迅速撤回到弗吉尼亚州，而是任凭自己卷入发生在安蒂坦的一场正面对抗。他没有丝毫希望获胜。这场战斗成为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场战斗。由于南方邦联在兵力上同北方相比处于严重劣势，所以这种伤亡很大的血战只有在争取战略上的巨大好处的时候才应当进行。坚守安蒂坦是徒劳无益的，而撤退到弗吉尼亚会保住南方的进攻力量。安蒂坦之战还使林肯获得了他发表解放黑奴的宣言所需要的北方胜利，从而确保英法两国不会援助南方邦联。



　　1863年，李任凭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相同的消耗战。当李靠直接硬拚击溃联邦部队的努力失败后，他一错再错，使北弗吉尼亚军的最后一点进攻实力在穿越将近一英里弹坑累累的开阔地的皮克特冲锋中被摧毁。这场正面进攻在开始之前就注定要失败。朗斯特里特等将领认识到这一点，李本人在战斗灾难性的结尾时也承认了失误；而此时冲锋的1.5万名士兵当中只有一半回到南方邦联的阵地。



　　但是，当李在葛底斯堡与波托马克联邦军遭遇时，他的处境并不危险。他当时位于联邦军的北面；由于在这一方向上的给养比撤回到弗吉尼亚要多得多，所以他本来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冲破联邦军的阻拦，攻占哈里斯堡或约克，从而在一个方向上威胁费城，在另一方向上威胁巴尔的摩，在第三个方向上威胁华盛顿。倘若波托马克军的主力撤退回去守卫首都，李本来可以沿萨斯奎哈纳河向东南挺进，威胁费城或巴尔的摩。假如联邦军司令米德按兵不动，守卫华盛顿，李本来可以攻占巴尔的摩。那里是通往北方的所有铁路线的汇聚点，因而他本可切断华盛顿的增援和给养。如果米德出兵保卫巴尔的摩，李可以渡过萨斯奎哈纳河，夺取费城。费城当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对北方来说，失去它会是一场灾难。



　　另外一位很有名气但几乎输掉南北战争的统帅是北方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在1864年的弗吉尼亚战役中，格兰特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军队投入对严阵以待的南方邦联军队的正面进攻中。格兰特的目的是要摧毁李的部队，但他差一点毁掉自已的军队，从春季的野战到仲夏的彼得斯堡僵局为止，他损失了自己全部实力的一半。到这次战役后期，格兰特的部队不再愿意竭力进攻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已会被打败。的确，在冷港，联邦军的士兵们确信自已必死无疑，因而在冲锋之前把自已的名字和住址贴在军装背后，以便家人在战斗结束后能够得到通知。



　　格兰特唯一的战略成功不是靠战斗，而是靠部队的转移获得的。他渡过詹姆斯河，逼近南方供给里士满给养的主要铁路，因为他没有再次直接硬拼，而是决定悄悄渡过詹姆斯河，使敌人猝不及防，攻占彼得斯堡。他几乎失败；弗吉尼亚的战争出现僵持局面；是谢尔曼，而不是格兰特，通过袭击南军的尾部打破了这一僵局。



　　类似于李和格兰特行动思路的直接行动促使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司令毛奇破坏了谢里芬伯爵的著名计划，即派遣德军主力“迂回”到巴黎西面和南面。这个德军主力之“锤”按计划将回到北面，利用位于法德边境上的堡垒之中的德军之“砧”粉碎法军和英军。毛奇放弃横渡塞纳河的迂回包抄，而是在河北面发动正对巴黎的直接进攻。这使法军得以阻止德军的前进道路，制止德军的进攻，造成持续到1918年的堑壕战僵局，从而创造“马恩奇迹”。



　　1942年底，希特勒坚持主张正面进攻斯大林格勒，而不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撤走德军，结果使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毁于一旦，并失去了在东线的主动地位，最终将战争输给了俄国人和其他盟国。



　　本书旨在利用具体实例表明，以往的高明统帅们如何应用由来已久的战争规则和原理而制胜，即使只不过因为他们抢在对手前面运用了它们。这些规则不是像代数公式那样的需要机械地照搬的方法，而是必须技艺高超地看情况而应用的概念。它们不是只有军事专家和军事指挥及参谋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才能懂得的、深奥的抽象理论，而是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殊死的战争时用来解决常见问题的对常识的运用。



　　每个交战者的目的都是使对手服从他的意志。试图引诱别人遵照其意愿行事。这是适用于个人、集团和国家的很平常的人类宗旨。普通的人类争端和战争的唯一区别在于，战争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武力的暴力行动。倘若一方不动用武力即能实现其目的，它当然会这样做，因为除非存在抵抗力量，没有任何国家会发动攻击。19世纪普鲁士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是，战争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途径的继续。



　　看来可能很明显的一点是，卷入任何冲突的每个个人、集团和国家都始终应当采用帕里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只打击阿喀琉斯的脚跟。但是，战争和人际关系的历史结论性地表明，人类经常忽视或看不到对敌人或对手迂回包抄的机遇，而是正面打击他们所看到的最明显的目标。



　　人们并不经常实际或比喻性地迂回到其对手的后面去。经过100万年的文化熏陶，人类已经习惯于在一个集团中合作。这种熏陶使得我们忠诚于自己的集团，对自己集团的敌人采取好斗态度。不论是与朋友合作还是同敌人斗争，我们的趋势都是直截了当，而不是避实就虚或迂回包抄。



　　只有非凡的人才能把与敌人正面对抗的原始欲望，同为使敌人猝不及防和易受打击而掩盖或隐藏自己的行动的必要性相分离。但这却是成为高明统帅的唯一道路。大约在公元前400年，中国著名战略家孙子写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孙子还写道，在战争中，“避实而击虚”。



　　许多人误解了战争中的真正目的。这一目的并不像众多军界和文职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战场上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简称为“拿破仑主义”的观念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军事教科书和规章的编写和制订中，以及在参谋学院的教学中，都曾占据主导地位。



　　拿破仑本人并不是这一理论的始作佣者，尽管正如哈特所指出，它来自于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之战以后的做法，即倚仗重兵，而不是依靠机动性；机动性在此之前一直主宰着他的战略。耶拿之战后，拿破仑只关心战斗，信心十足地认为，短兵相接，他能够毁灭对手。



　　拿破仑后来的以纯粹进攻实力为基础的战役使得早些时候的战役中可供借鉴之处变得不明显了；在早期战役中，拿破仑把诡计、机动性和出其不意结合起来，在节省大量实力的情况下取得巨大战果。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后期的战役印象最深刻，并且成为“大兵团作战的鼓吹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战斗上。这一理论适合于普鲁士为实现“全民皆兵”目标而大量征兵的制度。这一观念在1870至1871年的法普战争中获得胜利，因为普鲁士的优势兵力占据了有利地位。此后，另外一些强国迫不及待地模仿了德国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统帅们的厮杀欲望与最新研制出的机关枪使战争沦为大规模屠杀。虽然其结果是给欧洲的青年们造成大量伤亡，但是认为战争是为了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主力的观点继续影响——在许多情况中还指导了——我们的思维，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



　　但是战争的目的根本不是厮杀，而是实现更加完善的和平。要实现和平，战斗者必须破坏敌国人民打仗的意志。没有任何国家为打仗而发动战争。它发动战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宗旨。一个国家要实现这一目的，可能必须消灭敌人的军队。但这种毁灭并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附带副产品或者是手段。



　　倘若一位指挥官研究一下他在战争结束时所要寻求的和平，他可能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实现和平的途径，即避开敌人主力，打击一些目标，从而破坏敌人作战的愿望或能力。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伟大的罗马军队统帅西庇阿不理睬敌军，而是出其不意地攻占敌军大本营、今天的卡塔赫纳，从而削弱了迦太基对西班牙的控制。在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末期，盟军避开他的军队，而攻陷巴黎，从而使法国人民丧失信心，放弃努力，迫使拿破仑投降。1864年底和1865年初，谢尔曼的军队很少打仗，但是却向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进军，从而破坏了南方人民打仗的意志，使许多叛军士兵纷纷开小差回家。



　　克劳塞维茨懂得，战争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并且在其著作中实际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是，他的句法和逻辑晦涩费解，以致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灵感的军人们不大注意他的观点的限制条件，而较多地注意了他的概括性语句——“流血的解决办法，摧毁敌军是战争的长子”；“让我们对有的将领不造成流血就实现征服的论点充耳不闻吧。”克劳塞维茨对作战的重视显示出了其理论的一个矛盾。因为假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主要目的。但是，克劳塞维茨重视战争的胜利，因而只期待着战争结束，而不是战争结束后的和平。



　　虽然克劳塞维茨实际上是说，战争是达到一国目标的最通常的办法，但是几代喜欢正面作战的军人未能权衡其论点的矛盾之处，也不能理解其晦涩的论点，因而理解为战争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现在能够给军事战略或指挥战争的目的下定义了。这就是缩小抵抗的可能性。高明的统帅利用运动战和出其不意等手段消灭或缩小抵抗的可能性。正如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实现这一目的，孙子为成功的统帅出谋划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如果统帅率军出现在敌人必须迅速前往保卫的地点，那么敌人的精力很可能分散，并且很可能削弱其它地点的防御力量，或者将其放弃，因而促成自己战败，或者使自己失败无疑。速度和机动性是战略的基本特点。拿破仑说：“空间我们能够收复，时间绝对不能。”



　　在以下的本书各章中，我们将考察像拿破仑这样高明的统帅们是怎样实践战争原理的。在这里简要概述一些最主要的原理可能是有益的，为的是使高明统帅们的行动易于追踪。



　　B·H·利德尔·哈特的两句格言体现了巨大的军事智慧。他说，成功的统帅选择（敌人）最没料到的路线或行动方向；他利用抵抗力量最弱的路线。



　　虽然这两则警句听起来似乎是不说自明的，但是统帅们很少按其行事，在它们被用来对付他们时也不知晓。“流血岭”和“伤心岭”之战是在敌人最预料到的和其抵抗力量最强大的战线上展开的。1940年5月，当德军入侵低地国家时，英军和法军的指挥官所考虑的只是迅速出兵比利时，以便从正面抗击他们所认为的德军主要的、也是正面的进攻。这使德军得以出其不意，越过“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原，在色当突破敌人防线。德军既已迂回到盟军背后，便能够奔向英吉利海峡，沿途所向披靡。类似地，1941年12月，美国领导人预料，敌人将在东印度群岛，也许还有菲律宾发动进攻；因此，日军对珍珠港的空袭使之猝不及防。



　　成吉思汗及其大将速布台实行了用兵的另外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速布台1241年入侵东欧时得到完美的运用。我们不知道蒙古人对它的称呼：但是，18世纪初的法军战略家皮埃尔·鲍塞独立地构思了同一原理，称之为“分进合围的计划”。



　　速布台向欧洲派遣了4支彼此分离的部队。一支部队冲入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波兰和德国，在那一方向上吸引了所有的欧洲力量。其他三支部队在相距很远的不同地点进入匈牙利，威胁若干不同目标，因而使奥地利等国的军队无法同匈牙利军队联合。这三支蒙古部队然后在布达佩斯附近的多瑙河畔会师，以对付现已孤立无援的匈牙利人。



　　鲍塞建议，将帅们应当将其进攻力量分散成两支或更多的前进部队，这些部队在必要时能够迅速重新会合，但却采取威胁多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从而使敌人不得不守卫这些众多目标，被迫分散力量，无法集中兵力。倘若敌人封锁一条进攻路线，统帅们便能够立即在另外一条路上形成攻势，以便为同一目的服务。联邦军将领谢尔曼在1864年至65年的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进军中采用了这一方法。他的彼此相距很远的分进部队威胁着两个或更多的目标，使邦联军被迫分散力量保卫所有的目标，因而无法守卫任何一个目标。这使叛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战而放弃保卫兵力薄弱的阵地。



　　像谢尔曼和速布台一样，采用“分进合围计划”的进攻者往往能够在敌人作出反应、集中兵力对付他之前将兵力合起来夺取一个目标。一个与此大同小异的做法是部分兵力汇集起来攻击一个已知目标，而其余兵力包抄其后部。



　　在1862年的谢南多厄谷地战役中，“石壁”杰克逊利用纯粹的诡计实施了略加修改的这种计划；他沿着主要道路正面进攻联邦军主力，然后悄悄改变路线，翻越一座高山，出其不意地降临在联邦军侧翼和后方。



　　拿破仑对鲍塞的分进合围计划加以发挥，他把单独挺进的部队分散得彼此相距很远，犹如一张沉重的鱼网。这些部队能够迅速集中起来包围在路上遇到的任何孤立的敌人。



　　拿破仑的战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归功于另外一位18世纪法国理论家——吉伯特。吉伯特提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一个弱点，迂回到敌人侧翼或后方。拿破仑充分利用了机动的战术，张开一张浮动的大网。这使他的敌人大惑不解，无法揣摩拿破仑的真实目的。他们通常分散自己的兵力，希望反击拿破仑的迷惑行动。这时拿破仑便迅速集中起其分散的部队，以便在一支单一敌军获得增援之前将其消灭，抑或用自己的全部军队犹如神兵天降，打击敌人的后部。



　　拿破仑的战略绝招就是“迂回包抄，攻其后部”。他的用兵之道体现了孙子的训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战争的艺术妙就妙在在敌人的弱点上形成强大兵力。



　　拿破仑增添了一个获胜的要素，即经常占据敌人后方的优势地形，譬如一条山脉、峡道或河流，在那里建立战略要塞，防止敌人撤退或获得给养和增援。例如，在1800年的意大利马伦戈战役中和导致他于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获胜的乌尔姆战役中，拿破仑就是利用战略要塞而获胜的。到美国南北战争时，已经没有必要夺取有利地形了。军队依靠铁路供给给养和兵源。只要在敌后阻塞一条铁路线，就能建立一个战略要塞。1863年，格兰特将军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就是这样做的，从而在维克斯堡使南方军孤立无援。这导致该市的投降、密西西比河向联邦船只的开放和南方邦联失去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



　　攻敌后方由于一些原因而具有毁灭性。敌人如果被迫改变前线位置，他往往会方寸大乱，无力应战或降低作战效率。一支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对来自后方的威胁比对前方的威胁要敏感得多。因此，攻其后部容易造成恐惧和混乱。此外，包抄敌后往往打乱敌军的部署和组织，可能使之彼此分离，威胁其退路并危及给养和增援部队的运送。一支现代军队在没有食物增添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一段时间；但是，在缺乏弹药和机动车燃料的情况下只能维持几天。



　　攻敌后部对敌军士兵造成严重的心理效应。而对敌军指挥官尤为如此。这样做往往在敌军指挥官的心里造成中计和无力抗拒的恐惧。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敌军指挥官决策能力的丧失和军队的溃败。



　　攻敌侧翼或后部必须出奇，才能完全制胜。不论战术、实战还是战略，都应遵循这一原理。倘若敌人预料到后方受到攻击，他往往能够调兵遣将来应战，并且通常做好自卫的准备。此外，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敌人被前方其他部队所牵制而腾不出兵力的时候，或者当他无法及时派兵应付突然袭击的时候，攻敌后部才能成功。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原理，战斗中损失惨重，以致他几乎丧失自己的国家。虽然腓特烈总是采取迂回战术，但是他的侧面和后方攻击的迂回路线太短，而且并没有出其不意。例如，1757年，他发现奥地利军队牢固地驻守在布拉格的河畔。他只把少量兵力留下来掩盖自己的计划，率军沿河而上，渡过河去，挺进到奥军右侧。奥军探知了这一行动，及时改变了前线方位。普鲁士步兵试图越过一个被火力严密封锁的缓坡发动正面进攻，结果成千上万地倒下。多亏了普鲁士骑兵出其不意地到来，才扭转了败局。



　　实战的基本方案是一场会合式的进攻。指挥官通过把攻击力量分成两个或更多部分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理想情况下，所有部分都在同一时刻袭击同一目标，并密切配合，但攻击的方向或路线却各不相同，从而使敌军的所有兵力都疲于应战，无法相互援助。有时一部分兵力牵制住敌人或分散其注意力，而其他兵力迂回突袭攻破防线。



　　一场真正的分进合击与由一支部队佯攻或牵制敌人，以分散敌人对主攻的注意力是截然不同的。千百年来，无数的指挥官采取被精明的敌人识破的、明显是佯装的行动，以致使自己的希望破灭；抑或试图打击的目标很分散，以致敌人的兵力没有分散，能够击退每次攻击。



　　一个分进合围的主要战例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的1632年：瑞典的古斯塔弗斯·阿道弗斯架起大炮并点燃秸杆以制造烟幕，同时在巴伐利亚的莱希河上的一点发动进攻，从而使奥地利的蒂利元帅被牵制；与此同此，另外一支瑞典部队从上游一英里处的一架浮桥上渡过莱希河。在来自两个方向的同时夹击下，蒂利无法保卫两点之中的任何一点。他的军队败退下来，他本人也受了致命伤。



　　拿破仑的典型作战计划是“包围、突破和扩大战果”。他发动强大的正面进攻，从而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使敌军全部后备力量都投入战斗。这时，拿破仑调遣大军进攻紧靠敌人给养和撤退路线的敌人侧面或后部。当敌人从前线调兵保卫侧翼时，拿破仑便在正面主要前线的一个被削弱的部位打开突破口，派骑兵和步兵从此处造成突破，然后用骑兵击败和迫击溃不成军的敌人。



　　在朝鲜战争中，挺进中的中共部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他们把主要的攻击放在夜间进行。他们的一般计策是出兵攻打敌人阵地的侧翼，以切断其逃跑路线和给养道路。然后，他们在黑暗中发动正面和侧面的夹击，以便与敌人短兵相接。中国部队一般从几方包围一支敌军小部队的阵地，直至实现突破，要么消灭之，要么使之被迫撤退。中国人然后悄悄前进，再攻击下一支小部队的暴露着的侧翼。



　　伟大统帅们所恪守的原则都不高深难懂。实际上，一俟采用成功，这些原则便暴露出其内在的简单，看上去很显而易见，有时还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切伟大思想都是简单明了的。诀窍在于，要赶在别人前面明白它们。本书所讲述的就是高瞻远瞩，在别人之前认识到明显道理的统帅们的事迹。














	

 






	















	





	







	









 





	


	







	








	




	


第01章：打败汉尼拔的将军




	







	

 



	


	


　　同其他威胁相比，罗马共和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年至202年）中所受到的来自商业大国迦太基的威胁远远严重得多；迦太基由腓尼基人创建，位于当今北非的突尼斯附近。迦太基人在汉尼拔身上拥有了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汉尼拔曾经发誓，要报罗马在公元前241年结束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打败迦太基之仇。汉尼拔所激起的恐惧深深地渗透罗马人的思想，以致只要喊一声“汉尼拔在门口！”便能吓住几代的儿童。






统帅1：汉尼拔



　　由于罗马控制着地中海西部，所以汉尼拔决定不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选择了率领他在西班牙组成的一支迦太基大军，绕过这一水上屏障，从陆路进攻。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的年代里，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基地。






地图1：第二次布匿战争



　　从公元前218年3月起，汉尼拔的5万步兵、9000骑兵和80头大象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跨过南高卢。汉尼拔回避了罗马执政官老西庇阿所率领的、姗姗来迟、试图在马塞阻止他前进的罗马军队，掉头向北挺进，顺罗讷河而上。西庇阿没有试图追击汉尼拔，而是派遣由其兄弟戈尼斯率领的、他自己的军队到西班牙去，试图阻止剩下的其余迦太基部队增援。他本人则到意大利北部去筹建新的军队，并且以逸待劳，准备迎战汉尼拔。此举是使罗马最终获胜的根本性战略决策。



　　汉尼拔向东挺进，经过德龙河谷，进入阿尔卑斯山地区。那里积雪很厚。许多士兵被冻死和在山地部落的猛烈抵抗之下阵亡。牲畜也冻死了很多。公元前218年10月，汉尼拔前出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他的步兵只剩一半，骑兵剩下2／3，大象所剩无几。



　　执政官西庇阿火速派遣其骑兵在提契诺河畔迎战汉尼拔；但是，汉尼拔的精锐得多的非洲骑兵于11月间打败了他们，将其逐回。得到来自西西里的一支由蒂伯利厄斯率领的军队增援的西庇阿在特雷比亚河以西不远处向汉尼拔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汉尼拔通过招募高卢人，已经把他的军队扩充到3万人以上。蒂伯利厄斯不听西庇阿的劝告，任凭汉尼拔引诱4万人的罗马军队于12月间横渡特雷比亚河，在又湿又冷的情况下在河的西岸上列阵。罗马军现在背靠河流，一旦战败便无法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迎战汉尼拔；汉尼拔的步兵在中央正面进攻，他的主要骑兵、大象和轻型的弓矢部队从两翼驱赶处于劣势的罗马骑兵，攻击罗马军队的侧翼。在罗马军队竭力应付这些攻击的同时，汉尼拔的兄弟马戈所率领的一支有两千人的迦太基骑兵和步兵——曾隐藏在上游的一条沟壑中——突然降临在罗马军队的后方。对前方、侧翼和后方的夹击使罗马人溃不成军。只有1万人得以逃生，主要是靠从迦太基军队的中央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其余的人都战死。汉尼拔大概只损失了5000人。



　　在冬季剩下的时间里，汉尼拔一直屯兵于波谷之中养精蓄锐，招募高卢人。他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考察该地区的地理，并探明了与其对垒的罗马军队的态势。



　　到公元前217年春季，罗马人组成了两支封锁从波谷通向意大利中部和罗马的主要道路的军队。一支部队有4万人，由执政官尼波斯率领，驻守在东托斯卡纳山区的阿雷提乌姆；另外一支部队有两万人，由执政官盖米纳斯统率，驻扎在亚德里亚海上的阿里米努姆（里米尼）。



　　虽然汉尼拔的大象在意大利的严冬中几乎全部冻死，但是他的军队拥有4万人左右。他的步兵在数量上不如罗马步兵；但是，他的装备着长矛和剑的重骑兵和放矢的轻骑兵仍然占据优势。他决定不走两条明显和直接的南进道路。倘若他采取这条意料之中的路线，这两支罗马军队会集中力量对付他。像所有伟大将帅所了解的一样，他知道，战争中最捉摸不定的因素不是物质障碍，而是人的抵抗。虽然他曾经两次打败罗马人，但是他们仍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假如汉尼拔采取明显的路线，他们会严阵以待，成竹在胸，认为他们的领导人选择了恰当的防御位置，确信他们人多势众，而且是遐迩闻名的善于短兵相接，用投枪和短剑搏斗的战士，因而定会获胜。



　　汉尼拔选择了迷惑罗马军队统帅的做法。他掉头摆脱严阵以待的罗马军队，翻越热那亚北面的亚平宁山，抵达海岸，沿海岸线进军，罗马军感到吃惊，但他们并不担忧，因为他们知道，汉尼拔必须穿过托斯卡纳的阿诺河沼泽地；那里在任何天气中都是险境，据说在春季的洪水中更是不可逾越。因此，当汉尼拔于4月份到达沼泽地时，罗马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阻挡他。



　　而迦太基人采取了完全出其不意的行动，使罗马人不知所措，从而彻底扭转战局：汉尼拔率军直接穿过被洪水淹没的沼泽，历时4天3夜，士兵们吃了许多苦，时而隐入泥潭，险些淹死，时而深深沉入水中。许多人累死。汉尼拔虽然骑着仅存的一头大象未被淹没，但是一只眼睛却感染失明。



　　汉尼拔的军队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在阿雷提乌姆南面30英里处的克卢西乌姆（丘西）附近走出沼泽，切断弗拉米尼厄斯同罗马之间的联系，使自己处于比弗拉米尼厄斯更接近罗马的位置。这位罗马执政官的将领们劝他等待瑟尔维里厄斯与他们汇合，以便以强大兵力攻击敌人。弗拉米尼厄斯拒绝采纳，部分出于傲慢，部分因为他担心，由于前方道路畅通无阻，汉尼拔会直取罗马。汉尼拔佯装如此行动，实际前进缓慢，同时在沿途农村大肆破坏，以引诱弗拉米尼厄斯追击。弗拉米尼厄斯命令其军队迅速追赶敌人，以寻求与之交锋，牺牲安全以求速决。



　　汉尼拔设下陷阱。他在特拉西梅诺湖畔找到一个绝好的地方。那里沿湖的北岸有一条路。在路边的丘陵上，汉尼拔隐藏了高卢盟军、他自己的骑兵和他的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们。在东面视野之中的高地上，他驻扎了其非洲和西班牙步兵。



　　清晨，罗马军队呈纵队队形穿过湖西面的一个隘口，沿湖畔道路进军。他们没有进行任何侦察，湖面上升起的浓雾使得能见度极差。这支纵队的前部遭遇聚集在一起的迦太基重步兵时，暂停下来，纵队的其余部分紧跟上来。汉尼拔命令他的骑兵封锁湖西的隘口，防止敌人撤退。然后，他指挥其轻步兵从山麓发动进攻。罗马人完全没有意料到，十分惊慌。由于无处藏身和只接到进军命令而不是作战命令，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屠宰了，整整3万人，其中包括弗拉米尼厄斯。1万残兵败将分散地翻过山去逃亡，向罗马禀报这场灾难。汉尼拔损失了2500人。特拉西梅诺湖之战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次伏击。



　　汉尼拔没有向罗马进军，主要因为他没有攻城设备，而罗马的城墙难以逾越。此外，汉尼拔在意大利没有基地，也没有通向迦太基的正规给养线，因而无法长期围困敌人。他的力量寓于运动及他的优越的骑兵和他的高超统帅能力之中。因此，他没有理睬罗马本身，而是集中力量试图破坏罗马与其意大利盟邦的联系，并组成一个城市联盟来反对罗马。



　　公元前217年夏天，汉尼拔屯兵于与罗马隔亚德里亚海相望的皮采努姆（马尔凯）。在整个秋季和进入冬季的一段时间里，他洗劫了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普利亚）和那不勒斯周围的坎帕尼亚。



　　罗马人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在战场上无法奈何汉尼拔。他们任命非比阿斯担任6个月的独裁官。他采取了一项使世人获得“非比阿斯式战略”总概念的方针，即回避决战，利用游击队式的袭击和骚扰提高士气，从而赢得时间，并防止可能的盟友加入敌人行列。



　　非比阿斯战略的关键内容是，罗马军队应当始终呆在山区，以抵消汉尼拔骑兵的决定性优势。罗马人在迦太基人附近徘徊，消灭掉队者和粮秣征收人员，阻止迦太基人建立永久性基地。这项战略使罗马人避免战败，使汉尼拔的荣耀黯然失色。它成功地阻止罗马的盟邦宣布站到迦太基一边参战。但是，它在罗马人自己内部引起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的城邦一直是依靠进攻性战争的传统兴旺发展的。



　　当非比阿斯的任期结束时，罗马元老院不愿延长他的独裁统治，通过了一项关于军队应当与敌人交战的决议，任命了两名执政官——无知的和做事莽撞的瓦罗和较为谨慎的保卢斯。罗马人组成了他们有史以来投入战场的最大一支军队——8万步兵和7000骑兵。这支军队开始向汉尼拔驻扎的地方进军，瓦罗和保卢斯一人一天地轮流指挥。



　　保卢斯想要等待并进行军队的调动，以获得有利的机遇；而瓦罗则迫不及待地寻求交战，利用他的轮流指挥日向着驻扎在阿普利亚的奥菲都斯（奥凡托）河畔的坎尼的4万名汉尼拔步兵和1万名骑兵挺进。



　　汉尼拔于公元前216年8月2日渡河，到达奥菲都斯河西岸。在河向东弯曲的带状地带指挥其主力列阵，从而使他的侧翼受到河岸的保护。虽然这条河在这个季节里水位很低．但是它仍形成了万一溃败阻止撤退的障碍。



　　两军都以惯常队形排列，步兵在中央，骑兵在两翼。但是，汉尼拔使其比较不可靠的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处于正中央，而使他的强大的非洲步兵位于两侧，并命令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进攻。他们的前进为前进中的罗马军队提供了一块天然的磁石；罗马人打击了高卢人和西班牙人，迫使他们后退，结果正中汉尼拔的计策。



　　原先向外凸出的迦太基防线变为向内凹陷，险象环生。罗马军的士兵们因为表面胜利而欣喜若狂，纷纷涌入这一缺口，以为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阵线。



　　这时，汉尼拨发出信号，非洲步兵突然从两侧包抄过来，从侧面攻击罗马人，把他们包围在一个人挤人的密集的狭小空间里。与此同时，左翼的汉尼拔重骑兵突破了那一边的力量较为薄弱的罗马骑兵防线，从罗马军队后方包抄过来，驱逐了罗马军队左侧的骑兵。汉尼拔留下右翼的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轻骑兵去追击罗马骑兵，其重骑兵突然出现在罗马军队后方，给这支三面受围的、由于拥挤而无法有效地抵抗的军队以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这场战斗现在变成一场屠杀。在交战的7.6万名罗马士卒当中，只有6000人左右得以冲出重围逃走。其余皆阵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罗是幸存者之一，而保卢斯却在战斗中倒下了。汉尼拔的损失为6000人左右。



　　坎尼之战表明，灵活机动的侧翼骑兵应该怎样才能利用一位杰出统帅所造成的混乱。这场战争的主要记录者波利比乌斯写道，坎尼之战“给后人留下一个教训，即在实践中，步兵与敌人相差一半，而骑兵则占优势，这比在步兵和骑兵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与敌人交战要好一些”。






地图2：坎尼之战



　　坎尼之战是作为一场完美的歼灭战而载入史册的。可是，罗马人民具有如此严明的纪律性，并且献身于国家，以致他们没有灰心丧气或考虑投降。虽然罗马遭受了空前的损失，但是她立即动员年轻人和老头们，组成了两个军团，派往南方去给罗马的盟邦鼓劲。少数人倒戈投降迦太基，但大多数人仍然忠心耿耿。由于缺少攻城设备，汉尼拔无法攻击防守严密的城池。但是，他在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一个基地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尽管迦太基没有热情支持，罗马的海军优势使大规模增援无法进行。汉尼拔不得不通过招募三心二意的意大利人来维持其军队。



　　意大利的战事陷入僵局。罗马无法打败汉尼拔，但汉尼拔也无法夺取城市，以迫使罗马的盟邦摒弃罗马而加入他的行列，从而使他获得实力和安全。



　　与此同时，对汉尼拔的一场间接攻击正在西班牙进行。在那里，一支罗马军队试图摧毁汉尼拔的基地。公元前218年，当汉尼拔向意大利北部挺进时，老西庇阿的兄弟吉尼乌斯就利用罗马的海上实力，在西班牙东北部登陆，占领了从埃布罗河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地区，从而切断汉尼拔主要的给养的增援部队的来源。次年，老西庇阿与吉尼乌斯联合；在几年中，他们在西班牙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有效地使汉尼拔失去了来自这一地区的大量援助。然而，罗马的大多数领导人对西庇阿兄弟的胜利印象并不深刻；他们认为，只要汉尼拔仍在意大利的罗马家门口，西班牙就是次要的。因此，他们没有派可观的力量到西班牙去；公元前211年，迦太基人打败了罗马人，在西班牙南部的巴埃蒂斯（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的两场分别的战斗中杀死了西庇阿兄弟。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庇阿兄弟的当地土著盟友突然遗弃了他们。



　　公元前210年，罗马的境况悲惨。8年来，汉尼拔的足迹遍及意大利；虽然他没有征服意大利，但是他自己也是不可征服的。罗马取得了少量战果，但主要还是奉行非比阿斯战略，即使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男人保持武装，但却不与敌人一决雌雄。



　　在西班牙，情况更糟：罗马军的残兵败将被驱赶到埃布罗河以北，许多西班牙部落抛弃了他们。罗马需要在那里安插一位总督；于是，元老院大概作出了安排，使西庇阿的很有名望的儿子当选。他当时24岁，参加过坎尼之战，不知怎么生还了。



　　西庇阿率领增援部队乘船来到罗马的最后一个重要基地、西班牙东北部的塔拉科（塔拉戈纳）。与大多数罗马人不同，西庇阿把西班牙视为决定同汉尼拔的整个斗争胜负的关键，因为西班牙仍旧是汉尼拔的主要活动基地，而且他的大多数新兵都是在那里招募的。






统帅2：西庇阿·阿弗里卡纳斯



　　虽然当时并非显而易见，但是西庇阿具有可与汉尼拔匹敌的军事天才。他以一项惊人的出人意料之举发起攻势。迦太基的三支主力部队相距很远地分散着，一支在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附近，另一支在当今的里斯本旁边的塔古斯河河口附近，第三支离现代的马德里不远。它们与西庇阿相比，距离迦太基人的西班牙首府和主要港口新迦太基（卡塔赫纳）不相上下。西庇阿决心在敌军能够作出反应之前夺取这个首府。



　　新迦太基当时是西班牙唯一适合舰队停泊的港口，而且提供了迦太基从非洲渡海的直接海上通道。此外，迦太基人把自己的大部分金银财宝、西班牙人质和作战物资储存在那里。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新迦太基可能遭到攻击。这座城池具有坚固的城墙，座落在延伸到水中的一个半岛上，南面是港口，北面是一个成水湖。它与大陆的唯一连接处是东面半岛脚处的一块400码宽的地带。有恃无恐的迦太基人在新迦太基只驻扎了100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



　　西庇阿认识到，他的真正目标不是打击敌人的军队，而是摧毁敌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如果占领这个首府，将会分散迦太基人的注意力，并使其士气低落，而且会使西班牙各部落重新考虑他们应当效忠于谁。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要求为达到这种目的而摧毁敌人的军队。但是，迦太基人无意中对新迦太基未加保护；西庇阿采取出其不意的方针，能够在敌军主力还在很远处的时候夺取它。尽管如此，西庇阿必须速战速决，在敌军前来解围之前迅速攻陷这座城市。



　　在离开塔拉科之前，西庇阿恰恰制订了这样一项迅速征服的计划。他除了自己的海军司令拉埃里厄斯之外，没有告诉任何人，从而减少了敌人闻风而动，与他同时向新迦太基进军的可能性。因此，公元前209年春，在西庇阿的2.75万名士兵从陆地上抵达该城的城墙外的那一天，拉埃里厄斯率领罗马舰队封锁了港口；而此时迦太基军队还在很远的地方。



　　西庇阿从塔拉科的渔民口中了解到，城北的咸水湖虽然表面看来是险境，但是实际上在低潮时很浅，可以很容易地渡过。西庇阿明白，这是新迦太基唯一的致命弱点。但是，为了分散守军的注意力，他对半岛脚处的城门和城墙发动了激烈的正面进攻。这次攻击失败了，罗马军伤亡惨重。迦太基人欣喜若狂，把军队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方向上，预料罗马军再次进攻。



　　与此同时，西庇阿在咸水湖对面的岸上纠集了500名士名，配备了梯子。西庇阿遵循了战术性攻击的主要法则：一俟水位降到低潮，士兵们便迅速渡过这个浅水湖泊，将梯子架在无人防守的城墙上；与此同时，他在另外两个地方发动了夹击，以“牵制”敌军，防止他们向咸水湖畔的城墙处移动。舰队的士兵们试图从港口那一边登陆袭击；一支劲旅再次试图攻破东面的城门并翻越城墙。



　　这500名士兵迅速登上城墙，在左右两个方向上扫清障碍，然后袭击了守卫东西城墙的迦太基人的后部，使之猝不及防，为主力部队扫清道路。为了粉碎人民的抵抗力，在敌军负隅顽抗时，西庇阿允许部下屠杀平民。但是，一俟敌人投降，他便停止杀戮。然后，他释放了新迦太基的所有市民，作为争取土著部落的一个姿态，他把所有西班牙人质遣返回家。他把大多数其他男性战俘充作缴获船只上的划桨奴隶。



　　迦太基人一举失去了其主要基地——它对他们控制西班牙至关重要——因而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如果他们试图夺回新迦太基——倘若防守得当，它是无法攻克的——而罗马人掌握着海上控制权，那么西庇阿便能够威胁他们的侧翼。假如迦太基人正面攻击西庇阿，西庇阿能够自己选择战场；鉴于西庇阿能够从海上向新迦太基调兵遣将，他能够威胁敌人的后方。面对这些现实情况，迦太基人束手无策，不得不接受其主要基地和与迦太基之间的最佳交通线的失陷的事实。



　　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一些伊比利亚部落倒戈到罗马一方。这使力量对比极为有利于罗马人；因此，迦太基军的指挥官之一、汉尼拔的兄弟哈斯德鲁拔于前208年决定赶在其他部落加入西庇阿行列之前发起攻势。



　　哈斯德鲁拔未能同其他迦太基部队联合行动，这对西庇阿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西庇阿率领大约3.5万人在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的巴埃蒂斯河上游的巴埃库拉（拜伦）镇附近袭击哈斯德鲁拔。哈斯德鲁拔占据着一个宽度足以部署其2.5万人部队的很小的双层高原上。在较低的一层上，哈斯德鲁拔部署了一个由放矢的轻型部队、努米底亚骑兵和巴利阿里投石手们构成的屏障。在较高一层高原上，哈斯德鲁拔设立了自己的营地。



　　在制订作战计划方面，西庇阿与罗马传统兵法彻底决裂。这种传统兵法即主要依靠密集的大部队正面强攻敌军。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所利用的正是这种大军的向前突击；他引诱行动不便的罗马军团纷纷进入他的阵线向内凹陷的中央，然后用他的重步兵攻击罗马军队暴露出来的侧翼。西庇阿借鉴汉尼拔的经验，把他的军队分成3部分：轻型部队在中央，重型部队在两翼。



　　西庇阿派他的装备着投枪和飞镖的轻型部队直截了当地前进，去攀登第一层高原。尽管一路上岩石很多，飞镖和石块像雨点般打来，但他们仍驱赶敌军后退，诱使哈斯德鲁拔命令其主力前进，以投入他所以为的主要战斗。这使迦太基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正面，使西庇阿得以率领其一半重型部队绕到左侧，与此同时，他的副手拉埃里厄斯率另外一半部队绕到右侧。



　　但是，罗马人的轻型部队力量太薄弱，无法牢牢牵制迦太基人的重步兵，防止他们在罗马人攻击其侧翼时脱离战斗。虽然西庇阿和拉埃里厄斯在运动中狙击了敌军主力并将其击溃，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汉尼拔的重步兵在坎尼对罗马军队所做的那样，破坏敌人的凝聚力。由于没有骑兵能够像汉尼拔的骑兵在坎尼所做的那样切断敌人后路，所以西庇阿在迦太基人的撤退路线上只截获了两个步兵队（大约1000人），不足以牵制敌军，尽管足够造成大量伤亡。



　　因此，西庇阿未能取得像坎尼之战那样的战果；哈斯德鲁拔率其军队的2／3左右逃走。



　　西庇阿明智地没有进入山区追击哈斯德鲁拔，担心敌军的其他部队会汇合起来切断他的后路。尽管如此，巴埃库拉之战后果很大。哈斯德鲁拔打算从陆路上进军意大利，用他的久经考验的西班牙和非洲军队增援他的兄弟。巴埃库拉之战削弱了这支军队的力量，迫使哈斯德鲁拔在高卢地区度过冬季，在高卢各部落中招兵。



　　当哈斯德鲁拔于公元前207年抵达意大利时，他的5万军队有一半多由不可靠的高卢人组成。一支罗马军队在梅陶卢斯（梅陶罗）河畔拦截了他；这时，确信高卢人不会向前推进的执政官卡尤斯·内罗从与迦太基军队左侧对垒的部队中抽出一支精锐力量，掉头绕过罗马军队的后方，袭击了哈斯德鲁拔防线的右后方，使迦太基军队惊慌失措。哈斯德鲁拔知道大势已去，故意骑着马冲入罗马的一个步兵队战死。迦太基人有1万名士兵阵亡，其余被打散。相传，汉尼拔第一次获悉梅陶卢斯河畔所发生的灾难是在罗马人将哈斯德鲁拔的人头弹射到他营中的时候。



　　汉尼拔放弃了获胜的所有希望，把其军队撤退到意大利半岛脚趾部位的布鲁蒂乌姆（卡拉布里亚），继续使罗马人无法迫近，尽管他的军队人数少（不到3万人），素质也很差。



　　在西班牙，西庇阿在巴埃库拉的胜利使迦太基当局大吃一惊；他们心生一计，欲从两个方向袭击西庇阿。一位名叫汉诺的新将领率领增援部队从迦太基赶来，并与汉尼拔的另外一名兄弟马戈会师；马戈当时一直在巴利阿里群岛招兵买马。他们一起着手在西班牙中部和东部武装新兵。与此同时，另一位新的迦太基将领哈斯德鲁拔·吉斯戈率大军从他在西班牙南部加的斯的基地出发，向西庇阿所在地挺进。



　　倘若西庇阿迎着他的主要威胁哈斯德鲁拔·吉斯戈向内陆进发，那么他很可能会发现汉诺和马戈在他的后方。他的解决办法是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速度惊人的打击。他一面注视着哈斯德鲁拔·吉斯戈的动向，一面派1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由副手西拉努斯率领，进行一次秘密的强行军，在汉诺和马戈意识到危险之前对其进行袭击。西拉努斯行军速度很快，以致没有任何有关他逼近的消息传到敌人耳中；他有如神兵天降，偷袭了还蒙在鼓里的西班牙人的营地，在迦太基人赶来之前驱逐了西班牙人。马戈和骑兵逃之夭夭，但汉诺和来自迦太基的新兵们要么被杀，要么被俘。征招的西班牙兵员被打散，无法再组织起来。



　　西庇阿的后方安定了，于是他便满怀信心地向着哈斯德鲁拔·吉斯戈所在方向挺进；吉斯戈大惊，忙把部队分成小股，分别驻守在西班牙南部的各个筑有城墙的城市中。西庇阿明智地决定不去一次次地逐个包围这些城市，从而耗尽他的实力。



　　西班牙的战局本来有可能无限期地陷于僵持状态之中；但是，马戈力促吉斯戈征招新兵，投入战斗，以期一举摧毁西庇阿。



　　公元前206年，西庇阿从他在塔拉科的基地向南进发，去应付这一严重的新威胁。逼近巴埃蒂斯河时，西庇阿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从间谍处获悉，迦太基军总共有7万步兵、4000骑兵和32头大象，大大超过他自己的力量。此外，西庇阿的4万兵士可能有一半是土著人。他不愿依靠这些土著人，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和叔父当年就曾经依靠他们，结果战败并阵亡。



　　他所采用的解决办法体现了诡计多端和出其不意，至今仍是一个战术行动的典范。他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敌军在总体上占优势，并且以经验丰富的非洲老兵为牢固核心。他们一对一能比得上最出色的罗马军团士兵。此外，他的西班牙兵如果受到这些非洲兵的奋力打击，则有可能溃不成军。



　　两支军队在巴埃蒂斯河畔、今天的塞维利亚北面几英里处的伊里帕（里奥堡）相遇。两军营地隔着两座很低的山岭之间的一片谷地相对。吉斯戈率军出来挑战。西庇阿等到迦太基军队已开始移动时才出来应战。吉斯戈找不到任何有利条件促使他发动攻击，便没有这样做。西庇阿也是这样。接近黄昏时分，两支疲惫的军队撤回营地；迦太基军队先撤。



　　这种情况重复了几天：迦太基人很晚才出来，随后罗马人也走出营地；双方整天武装对峙而不投入厮杀，最后精疲力尽地回到各自的宿营地。每次西庇阿都遵照现有的战术理论，把他可靠的罗马军团置于中央，直接面对敌人的迦太基和非洲人正规部队。他和吉斯戈还遵照当时的兵法，把他们的西班牙部队放在两翼；迦太基人还将其大象放在西班牙部队前面。



　　双方军队中都形成一种牢固的信念，即当双方最终交战时，将遵循这一秩序。西庇阿就是这样，总是在迦太基人之后才率部队进入战场。



　　现在西庇阿行动起来。他命令部队秣马厉兵。黎明时分，他派骑兵和轻型部队袭击敌人的前哨。这一出其不意之举使正在酣睡而无备的迦太基骑兵和放矢的轻部队猝不及防。吉斯戈命令全军赶快披挂上阵，却来不及吃饭。起码同样要紧的是，这位迦太基人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按老一套的队形应战，即使他想改变队形。



　　西庇阿以另一项意外行动打击了吉斯戈。他一反平常的战斗次序，把西班牙军放在中央正对着迦太基精锐部队的位置，而把他的罗马军团置于两翼。西庇阿利用饥饿来削弱敌军。他并不担心吉斯戈会把其非洲军调到罗马军对面。在面对敌人的情况下这样大规模调整，会使部队在调动过程中处于虚弱境地。



　　下午1点钟左右，西庇阿下令前进。但是，他指挥处于中央的西班牙人缓行，与此同时，两翼的罗马人加速前进。当他的西班牙军距非洲军还有几百码时，左右两翼的罗马军团向左转一半，向右转一半，迅速进攻迦太基军队的由同样靠不住的西班牙杂牌军守卫的侧翼。



　　西庇阿的由西班牙军组成的阵中央仍在敌人的非洲步兵够不着的地方；但是，这支最靠不住的部队构成一种威胁，因而正像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对罗马军团所使用的招数一样，这支部队牵制了敌人最主要的力量。这样一来，西庇阿便克服了他在巴埃库拉之战中的那种战术弱点，在极大地节省兵力的情况下使敌人的非洲军在即将展开的战斗中处于被动和无用的境地。



　　西庇阿的罗马军团攻击了迦太基军队的侧翼。与此同时，西庇阿的轻装部队和骑兵向外围迂回，进一步包抄敌人的侧翼。从那里，轻装部队能够从横向里对敌军放矢；同时骑兵驱赶受惊的大象纷纷逃向迦太基军队的阵中央，从而使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



　　西庇阿在两翼实现了同他在巴埃库拉所取得的战果相似的几路围攻，并且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迫使防守的敌军同时遭到来自两个方向的进攻；此外，这场战斗是决定性的，因为遭到袭击的不是敌人的非洲正规军．而是其西班牙杂牌军，而西庇阿的西班牙军则没有与敌人交战，而只是构成威胁。



　　罗马人有条不紊地摧毁了敌人两翼，迫使阵中央的饥肠辘辘和疲惫不堪的迦太基军只好撤退。这次撤退起初是井然有序的。但是，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撤退是最难完成的军事任务之一；罗马人施加了无情的压力。



　　迦太基人逃回到其壁垒森严的营地，但负隅顽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在夜幕掩护下，吉斯戈下令撤军。然而，西庇阿在他的最佳退路上埋伏了一支罗马军队。迦太基人被迫沿河的西岸逃向大西洋。在撤军过程中，迦太基人的几乎所有西班牙盟友都背弃了他们。



　　西庇阿意识到敌人已被粉碎并处于混乱状态，他命令他的军队穷追不舍，派骑兵到前边拦截，迫使敌人的步兵停下来战斗，从而使罗马步兵有时间追赶上来。后军一到，战斗就不再是战斗，而是变成了一场屠杀。吉斯戈、马戈和少数残兵败将逃到海边，乘船逃往加的斯。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巨大军事势力被永远消灭了。



　　在收拾完西班牙的残敌之后，西庇阿返回罗马，提出了一项新的、并且令罗马人大惊的建议：他想把战火燃烧到非洲去。



　　由于耽误战机而出名的非比阿斯恶毒地嘲笑西庇阿的计划。非比阿斯说，危险是汉尼拔，而汉尼拔在意大利，不应当进攻非洲的迦太基腹地，而应当与驻扎在意大利半岛脚趾部位的人数很少的汉尼拔军队作战，直接将其打败。利德尔·哈特指出，非比阿斯这样一来，便表明自己是历史上一系列把一种理论奉若神明的领导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敌人的主力部队是主要目标。



　　西庇阿没有只着眼于打败汉尼拔的军队，而是高瞻远瞩。对和平的主要威慑因素是敌人继续战争的意愿。这一意愿不在汉尼拔身上，而在迦太基国内。向非洲派遣一支远征军有可能摧毁这种意愿，使罗马获得胜利。而如果这样做只不过对迦太基构成威胁而已，那么起码会间接实现——而且是在不造成更多流血的情况下——次要的目标，而罗马十几年来一直与此无缘。这个目标就是迫使汉尼拔放弃意大利。西庇阿确信，这将会发生，因为汉尼拔将被迫在非洲追击西庇阿。



　　罗马元老院最终勉强同意了西庇阿的建议。次年，西庇阿在西西里为这次远征做准备。这样拖延时间的主要原因是，西庇阿明白，一个紧迫的需要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以对付汉尼拔的决定性武器。正是汉尼拔的骑兵在特雷比亚河畔的战斗中袭击了罗马军队的侧翼和后部，在特拉西梅诺湖战斗中封锁了罗马军队的退路，并且在坎尼之战中对罗马军队的后部给予了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在当时的罗马领导人当中，几乎只有西庇阿认识到，罗马军团的以近战牵制住敌人的强大威力只是等式的一半：另一半是骑兵；在步兵好似扼住敌人喉咙一样牵制住敌人的同时，骑兵灵活机动，迂回到敌人后方，将尖刀插入其后背。在西西里，西庇阿苦心经营，按照汉尼拔的典范，缔造了一支强大的的罗马骑兵部队。当西庇阿还在西班牙时，他就已经使敌军的骑兵干将马西尼萨相信他必胜，因而叛变到罗马一方。马西尼萨是北非努米底亚（现今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王子。因此，西庇阿不仅为他的军队争得了这些努米底亚骑兵，而且使他们背弃了迦太基人。



　　也是在西庇阿在西班牙期间，他为远征非洲做了另外一项准备。他冒着狂风恶浪进行了一次危险的海上旅行，到努米底亚去同马西尼萨的一名冤家对头塞法克斯缔结盟约。塞法克斯是努米底亚很大一部分国土上的国王，也是迦太基的一位盟友。但是，感情胜过了外交。塞法克斯在其美貌的迦太基新娘、吉斯戈之女索芳尼斯芭的恳求下恢复了与迦太基的联系。



　　公元前204年春，3万罗马大军入侵非洲。这支军队在乌提卡登陆。那里位于迦太基西北20空英里，是巴格拉达斯（迈杰尔达）河的入海处。他包围了乌提卡，企图用它当作一个给养基地；但是，吉斯戈纠集3万迦太基步兵和3000骑兵，塞法克斯也率领5万步兵和1万骑兵赶来，因此西庇阿不得不放弃这场围攻，撤退到附近的一个小地峡。



　　虽然西庇阿构筑了地峡中的防御工事，从而避免了其军队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所歼灭。但是他的处境是危险的，因为迦太基人和努米底亚人建立了彼此相距1英里、离罗马军队营地7英里左右的坚固营地。西庇阿决定假装很害怕并开始与敌人谈判，说要用撤出非洲来换取汉尼拔撤出意大利，从而化险为夷。



　　他的目的不是撤退，而是偷袭。为了这次偷袭成功，他需要了解这两处敌军营地里面都有些什么，寨门在哪里，卫兵和骑哨布置在何时何处。他的使者的拜访提供了这一情报。西庇阿弄清，塞法克斯的营地防御漏洞较多，尤其因为士兵们的一些营房设在环绕营寨的堑壕外面，营塞内还分散着许多营房，它们相互之间挨得很近，而且是用易燃材料筑成。



　　西庇阿于是取消了谈判，要求停战。然而，即使在制订进攻的最后计划时，他仍对敌人施以诡计，进行迷惑：他建造船只，在船上安放了攻城设备，还派2000士兵去夺取乌提卡附近的一座山丘，佯装准备从海上进攻该城。敌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乌提卡；而西庇阿则等到夜幕降临，率领他的军团悄悄向敌人的两个营寨进发，于午夜时分抵达。



　　西庇阿把他的军队分散开，任命马西尼萨和拉埃里尼斯负责攻打塞法克斯的营寨，而他则指挥了对迦太基营寨的袭击。不过，西庇阿说，他将等到拉埃里厄斯和马西尼萨给努米底亚营寨放起火来才会行动。



　　拉埃里厄斯和马西尼萨也把他们的部队分散开来，专门派部队去封锁所有的逃路，兵分两路分进合击敌营。罗马先头部队点燃了他们所到达的每座房子。整个营寨很快就是一片火海。努米底亚人以为这是一场天然火灾，因而未带武器便纷纷跑出来，混乱地四处逃窜。寨门处的罗马部队砍杀了跑出来的士兵。



　　在迦太基营寨中，士兵们也以为火是偶然发生的，因而纷纷前去救火，却被西庇阿的部下袭击。西庇阿的部队对已没人守卫的寨门发动袭击，很快在距离他们最近的营房放了火。整个迦太基营寨很快就是一片火海。当士兵们试图逃跑时，寨门处的罗马人将其砍杀。



　　劫营的结果是一场大屠杀。可能有4万迦太基人和努米底亚人被杀或葬身火海之中，5000人被俘。吉斯戈带着大约2500人逃走，先是躲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后来逃至迦太基。塞法克斯带走的人较多；他撤退到一处构筑了工事的阵地，那里离营寨有一段距离。



　　突如其来的厄运和两支大军的几乎消失使迦太基人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并使塞法克斯想放弃这场战争。塞法克斯的夫人索芳尼斯芭恳求他坚持下去；于是，当4000名来自西班牙的克尔蒂贝里人前来支援时，塞法克斯决定继续效忠于迦太基。他和吉斯戈竭力招兵买马，很快就纠集了一支新的、但尚未受过充分训练的3.5万大军，驻扎在乌提卡西南80英里左右的大平原上。



　　西庇阿恢复了对乌提卡的包围。但是．他只留下一支小部队呆在那里，立即赶在敌军组织好之前袭击这支新的敌军。这支军队中与西庇阿面对面的是克尔蒂贝里人，他们是最精锐的部队，位于中央，努米底亚人在左侧，迦太基人在右侧。西庇阿的骑兵袭击了敌人的两翼，很快就将其打得落花流水。这证明，他决定赶在吉斯戈和塞法克斯训练好新兵之前发动袭击是对的。与此同时，西庇阿命令他的部分重步兵从正面袭击由迦太基人组成的阵中央。在巴埃库拉，西庇阿的位于中央的轻步兵力量过于薄弱，未曾牵制住敌人主力；但在现在这场战斗中，西庇阿的配备重武装的军团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从而使罗马人的其他重步兵得以袭击敌军两侧并将其包围。克尔蒂贝里人英勇战斗；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得到饶恕，因为他们从西班牙前来援助迦太基，这构成了对罗马的背叛。他们战斗到最后，使许多其他人得以逃走，包括逃到迦太基的吉斯戈和逃到其首都锡尔塔（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的塞法克斯。



　　所向无敌的西庇阿现在派马西尼萨和拉埃里厄斯追击塞法克斯，而他自己则准备包围迦太基；他占领了15英里外的突尼斯，没有遇到抵抗，并挫败了迦太基海军摧毁乌提卡的罗马舰队的企图。



　　马西尼萨和拉埃里厄斯在向西行军15天后抵达塞法克斯的努米底亚王国马西利亚。塞法克斯纠集了一支由新兵组成的毫无纪律的军队；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罗马军队的训练有素和严明的纪律性占了上风；努米底亚人溃败并逃走，塞法克斯被俘。锡尔塔向入侵者打开大门；努米底亚人答应让马西尼萨当国王；于是马西尼萨骑马奔至王宫。索芳尼斯芭在那里迎接了他。她利用了马西尼萨的傲气和情欲；他答应不把她移交给罗马人，并于当天娶了她。拉埃里厄斯很恼火，只差没有在最后一刻把她从婚床上拖走。



　　马西尼萨回到西庇阿的营地时，这位罗马人决定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说服他；西庇阿提醒他忠于自己的天职，并且说，只有控制情欲才是明智的。马西尼萨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派人给索芳尼斯芭送去一杯毒酒，告诉她虽然罗马人阻止他当她的丈夫，但是他仍要履行自己的第二项诺言：“不让她活着落入罗马人之手”。索芳尼斯芭平静地干了这杯毒酒。



　　惊恐万状的迦太基元老院急忙把汉尼拔从意大利召回，这正是西庇阿预言迦太基受到威胁时将会发生的事情。元老院还命令汉尼拔的兄弟马戈返回。马戈当时一直在热那亚附近的利古里亚活动，并招募了一些高卢人。



　　此外，迦太基还询问了投降的条件。西庇阿期待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严重的战争结束时实现愉快的和平，因而提出了优待条件：迦太基撤离意大利、高卢和地中海上的所有岛屿，放弃对西班牙的任何领土要求，只留下20艘军舰，并交纳一笔以货币和谷物为形式的数量可观但并非沉重的赔偿。与从前和身后的许多战争中的许多胜利者不同，西庇阿没有提出无法满足的条件，从而避免为一场新的战争造成理由。



　　然而，迦太基人恢复了信心，并中断了谈判，因为汉尼拔于公元前202年率领2.4万大军在哈马马特湾登陆，那里位于迦太基东南面100空英里左右。虽然马戈在回迦太基的路上死去，但是他的1.2万军队与汉尼拔会师，此外还有来自一个仍然忠于迦太基的努米底亚王国的2000骑兵和菲利浦国王派来的4000马其顿部队。



　　西庇阿陷入了危险的处境。他的总兵力比敌人少，马西尼萨的所有骑兵和大约5000人的罗马军团远在努米底亚进行巩固马西尼萨新王国的工作。最令人害怕的是，倘若汉尼拔抵达迦太基并利用这座城堡作为活动基地，他将处于对西庇阿的优势。



　　这时西庇阿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与一般将帅们不同，他没有将自己的军队置于汉尼拔和迦太基之间，或者采取守势，等待援军到来，而是向着与迦太基和汉尼拔驻地相反的方向进军，沿巴格拉达斯河河谷向西南方行军！



　　这是战争史上最精明的迂回战略行动之一。巴格拉达斯河谷是迦太基主要的食物、给养和内陆补充兵员的来源。西庇阿每到一座城镇便以突袭方式将其占领，夺取所有谷物和其他食物，把那里的人民当奴隶卖掉。西庇阿所打击的不是汉尼拔的军队，而是迦太基负隅顽抗的能力；他确信，迦太基的人民会要求汉尼拔立即追击他，而不等到在迦太基城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地再说。此外，西庇阿每向西南方迈出一步，就离马西尼萨及派遣出去的罗马军团近一些；而马西尼萨所部正以强行军向西庇阿靠拢。



　　正如西庇阿所预料，迦太基向汉尼拔发出了紧急请求，要他与西庇阿交战，并制止巴格拉达斯河谷中的劫掠。汉尼拔希望在马西尼萨和其余罗马军队抵达之前袭击西庇阿，因而服从了这一要求，抵达了哈马马特湾以西大约70空英里处的扎马。在那里，汉尼拔缺乏一旦战败他在迦太基城中本可获得的增援、机动能力和蔽护所。



　　西庇阿此时便可自由选择战场，他选中了一处适合于他的骑兵作战并在几码之内有水源的开阔的平原。他还挫败了汉尼拔匆匆与他交战的目的：马西尼萨率领6000步兵和4000骑兵赶到，使他的兵力达到3.6万人，汉尼拔的兵力为5万人。



　　西庇阿把他的罗马重装军团放在中央，他的意大利骑兵由拉埃里厄斯率领，位于左侧，马西尼萨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右侧。后方担任后备力量的是马西尼萨的轻步兵。西庇阿的重步兵组成面对敌人的、分为3排的军团队形，每一排由一系列连队组成，每连120人左右，其左右两侧与其他连队相隔一个连的距离。



　　然而，西庇阿一反罗马军队的惯常做法，没有把第二条防线与第一排错开，以形成棋盘格式，从而封锁第一条防线的连队之间的间隔，而是将所有3条防线排列成行，在每列队伍之间留出畅通无阻的空隙，以便于前线上的轻步兵在投出投枪和飞镖之后迅速移至后方，并提供一条通路，西庇阿希望迫使汉尼拔在其前线上拥有的80头大象沿着这条路线进攻。



　　在大象和一道轻装部队屏障后面，汉尼拔部署了他的第一条由重武装步兵雇佣军构成的防线；这些雇佣兵包括利古里亚人、高卢人和摩尔人。在第二条防线上，他布署了他的1.1万迦太基和非洲新兵，以及马其顿部队。在最后一条防线上，他按住他的老兵们不动；他们距离其他部队200码，有2.4万人左右，是汉尼拔可靠的、完好无损的后备力量。在两翼，他布置了他的4000骑兵，努米底亚盟军在左翼，迦太基骑兵在右翼。



　　汉尼拔在每个方面都对西庇阿占优势，唯一例外的方面是骑兵。西庇阿在创建一支罗马骑兵和吸引努米底亚骑兵这两方面的努力都结出了硕果。



　　汉尼拔下令他的大象向罗马军队的防线冲锋，战斗便拉开序幕。西庇阿立即指挥他的小号和短号手们一阵猛吹，吓得一些大象掉头冲向汉尼拔的部队。这一出其不意之举使汉尼拔最精锐的骑兵努米底亚骑兵还没有冲锋就陷入混乱。马西尼萨看到机会来了，便发动了一场反击，使努米底亚人败走，把汉尼拔的左翼暴露出来。马西尼萨离开战场去追击。



　　剩下的大象冲击了罗马轻装步兵，踩死许多人；但是，连队之间的通道为幸存者撤退提供了一条道路。大象们采取了抵抗力最弱的路线；一些大象沿着通畅的通道猛冲过去，而另外一些被飞镖赶出通道，逃向迦太基军队的右翼，使那里的汉尼拔骑兵乱了阵脚。在混乱最严重的时刻，拉埃里厄斯向迦太基骑兵发起攻击，迫使他们不顾一切地逃走，从而使汉尼拔的右翼暴露出来。罗马骑兵也离开战场追击敌人。



　　汉尼拔的两侧暴露无遗。但是，西庇阿明白，面对汉尼拔的后备部队，包围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将自己的整个阵线向着迦太基军队正面压过去。



　　最初高卢人、利古里亚人和摩尔人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善于进行小规模战斗。但是，他们无法突破罗马人的防线，罗马军团士兵密集阵势的压力迫使他们后退。由于感到自己被弃于危难之中，前线上的士兵们掉头逃亡，但却被迦太基人密集的第二条防线所阻挡；这条防线正在向前推进，不想因为让被击溃的第一条防线透过它撤退，从而破坏它的秩序。第一条战线的成员们要么阵亡，要么绕过第二条防线的侧翼逃亡。



　　这时，迦太基人的第二条阵线迫使罗马军队后撤，造成大量流血。虽然罗马人开始动摇，但是他们的阵线比迦太基人的长，并且与其重叠；因此，他们逐渐地瓦解了迦太基人的阵线。由老兵们组成的第三条阵线不许第二条阵线穿过，因而这些残兵败将只得绕过第三条阵线逃亡。



　　此时罗马人触及了迦太基军队的中坚——仍然精力旺盛并由汉尼拔亲自指挥的老兵们。西庇阿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急忙鸣金收兵；罗马军团士兵的纪律性很强，因而他们全都服从了这一命令。西庇阿认识到，他的步兵不如敌人的第三条阵线上的人数多（大概有1.8万人左右），因而无法使自己的阵线在密集的敌军面前固若金汤。连队之间的空隙现已成为一个不利条件。他还认识到，他的打击应当尽可能集中，但是打击面也应当尽可能宽。因此，他命令第二条战线弥补第一条战线上的空档，第三条战线迅速向两翼外围移动，从而形成一条由6横列组成的长长的阵线；这条阵线此时与迦太基人的前沿相重叠。



　　此时，罗马人便向这些善战的老兵进攻。在这两位出色地利用了现有资源的伟大军事家之间进行的这次惊人较量中，决胜的关键在于哪一方实力先消耗光。汉尼拔倚重其老兵。西庇阿已命其骑兵尽快中断对敌人骑兵的追击，反过头来袭击汉尼拔阵线的后部。他把他的军队孤注一掷地投入到这场反击中。倘若西庇阿的骑兵不及时返回，较为薄弱的罗马阵线最终将被坚实得多的迦太基阵线所突破。



　　记录这场战争的主要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写道：



　　“这场较量在很长时间里胜负难卜，士兵们出于必胜的信念，坚守防线直到倒下，一直等到马西尼萨和拉埃里厄斯如同有神明暗中帮助一般及时赶到。”



　　这支骑兵攻击了迦太基人的后部，从而使汉尼拔军队注定了失败命运。汉尼拔损失惨重，两万人阵亡，几乎同样多的人被俘。汉尼拔自己和另外一些残兵败将溜走了。西庇阿损失了2000人；这一较低数字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损失发生在军队阵形被突破和兵士逃亡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几乎变成了对无组织的、往往不抵抗的士兵的屠杀。



　　扎马之战是历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战斗之一。迦太基作为一个强国从此消声匿迹；罗马获得了对地中海西部的完全控制权。罗马向着世界帝国目标前进的道路铺平了。但是，这场战斗本身使得两位跻身于人类全部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帅之列的人物对阵厮杀；双方都做出了精心安排。汉尼拔用大象开路，企图突破罗马人的阵线，使敌人陷入混乱。他迫使罗马人在决定性的最后战斗之前，在与两条阵线的拚杀中累得精疲力竭并失去锋芒。只有两个因素使战局转向有利于罗马人的方向，即西庇阿用号角来吓唬大象的英明决策；更重要的是罗马骑兵的优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向古代世界显示了骑兵所能带来的灵活机动性和突击力量的人，竟会被这一武器打败。



　　西庇阿给予迦太基宽大的条件。它保持了自己的法律和习俗，以及它在非洲的全部领土。它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海军，并支付了一大笔赔偿，但赔款分摊在50年之中。与比较常见的强加无法满足的或极具破坏性条件的贪婪胜利者不同，西庇阿实现了较为完美的和平。迦太基在50年里没有玷污这项解决方案，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富裕和人丁兴旺。只是因为西庇阿身后的自私自利的小人们的妒忌和故意挑衅才使迦太基灭亡。被勒令摧毁自己的城市的迦太基人拒绝这样做，因而被罗马人彻底毁灭。这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悲惨结局。



　　汉尼拔也遭到悲惨的下场。罗马人对迦太基迅速恢复繁荣妒火中烧，指责汉尼拔阴谋破坏和平，迫使他于公元前196年逃亡。公元前183年，在怀有报复心理的罗马人的追赶下，他在小亚细亚自杀。



　　作为失败者的汉尼拔一直被人们所怀念，获得了持久的声望。西庇阿这位确保了罗马继续成功并跻身于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之列的胜利者，却基本上被遗忘。














	

 






	















	







	







	









 





	


	







	








	




	


第02章：蒙古人的奥秘：速度和诡计




	







	

 



	


	


　　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欧亚大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在沿海地区崛起了一连串以农业、工业和贸易为基础的富裕而人口众多的伟大帝国——西部有巴比伦、埃及、亚述、希腊、波斯、迦太基和罗马等，南部有印度河文明，东部有中国。而在辽阔的内陆，人类必须同极端的温度、靠不住的降雨量等等作斗争，因而顽强得多的社会成长起来；这些游牧部落依赖牲畜群生活，跟随它们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



　　沿海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永久性定居：人们居住在村庄和城市中，年年岁岁耕种同一片土地。而在欧亚大陆内地，社会情况截然相反：随着季节变迁，人们举家赶着畜群迁移，他们居住在可在一小时内拆除并运走的毡包或其它临时性建筑之中。



　　在欧亚大陆内地的所有地方，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是，这里最富饶的部分是一片大草原；它从50度纬线两边起，延伸4000英里，从西部较为茂密的乌克兰平原到东部气候恶劣、婉延起伏的蒙古丘陵。在这个大草原地带的南面．有一个半干旱地带；它在一些地方与地球上的一些最荒凉、最令人望而却步的沙漠相毗连：里海和威海之间的乌斯秋尔特、伊朗东北部科佩特山脉以北的卡拉库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克孜勒库姆、群山环绕的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和中蒙两国之间的唯一天然屏障戈壁沙漠。



　　由于内在因素所决定，这里许多牧场比其它牧场贫瘠，而且干旱或严冬影响牧草的生长，为此，亚洲内陆的各部落总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以争夺或保护决定着其牲畜和自身生死的草原。



　　游牧生活内在的危险和为争夺或保卫草原而进行的战斗，使强悍、好斗和有纪律性的、能够克服千难万苦的民族应运而生。



　　这些仅能拥有便于携带财产的部落总是为沿海地区的财富、安逸和奢侈的生活所吸引。他们的这种欲望是由来已久的，它造成了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和定居农耕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



　　倘若这些草原部落的纪律性能够得以发挥，它们可能会对沿海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在许多世纪中，这些游牧民族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为距离太远，而且缺乏从其广袤的内地出击的机动灵活的能力。它们只能在彼此之间争夺牧场，忍受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然而，公元前8世纪初，大概是在黑海北面的草原上，一些部落成员学会了骑马。这一发展使草原上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并且改变了世界。



　　这场巨变发生了，尽管起初这些游牧民所骑的马既没有马镫，也没有马鞍。虽然他们在100万年前发明的嚼子和马笼头曾经使制造带轮子的战车成为可能，但是游牧民们用了几个世纪时间才创造了带前鞍桥和鞍后拱起部分的皮马鞍，以便骑得安稳。又过了将近100万年，印度人发明的马镫才传遍大草原。



　　尽管如此，驯服马匹是大草原上的人民的最大一项成就；它使他们成为潜在的世界征服者。从那以后，这些游牧民便在马背上度过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他们几乎把马当作自己身体的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成了天然的骑兵，马使他们能够在整个大陆上驰骋。



　　在此之前起码10个世纪，草原人民开发了另外一种武器；它与马相结合，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士。这种武器就是组合式弓，通常由其后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远远超过100磅，而且短小，便于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300码；这种箭装备上锐利的金属箭头，便能穿透最厚的盔甲。



　　这些骑马的弓箭手创造了空前的战术，其精髓是速度和突然性。马上弓箭手令步兵瞠目的是，他们能够迅速冲到敌军队伍面前，如同暴风骤雨地一阵放箭，从四面八方，袭击敌人，然后遁去，自始至终都不同敌人步兵的剑或矛交锋。他们所喜欢采用的一招是佯攻，即把马的快速奔驰同巧妙的控制和择时相结合，发动猛烈的攻击，然后诈败而后撤，假装惊恐，有时消遁到地平线下面去。只有最精明的和控制力极强的敌军才能抑制住冲动，不去追击佯装溃败的骑兵；在这一追击过程中，敌军超出自己的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丧失严密的防守队形，任凭部队和个人纷纷离散。这时，这些骑兵弓箭手突然重新组织起来，掉头迎击挺进中的敌人，逐个部队或逐个士兵地歼灭分散开的敌军。这一战术一次又一次地、一个又一个世纪地在与不熟悉它的敌人的战斗中，得到成功的运用。



　　来自大草原的骑兵弓箭手们冲出内地，袭击沿海的文明。这种袭击有时来自生活在草原边上的、一心想劫掠的部落。另外一些时候，部落间战争在欧亚大陆上的广袤地区造成的影响，使得一个个民族全体迁移，迫使生活在边缘地带的部落逃亡到定居文明的所在地区。



　　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年）之前的几世纪中，正是这些因素或这些因素的结合，造成了伊朗血统的锡西厄人向欧洲、波斯帝国和希腊的大规模迁移。在他们之后，来了另外一支伊朗血统的、更加好斗的民族——萨尔马希亚人；希腊人称之为马萨盖蒂人。他们不但派其男子作战，而且还把其年轻女子送上战场；有关亚马逊人的神话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



　　萨尔马希亚人还研制了一种新式武器，即用一把原始长矛武装着的重骑兵，以抵抗骑兵弓箭手的快速和放矢威力，并使骑兵得以同敌人的密集兵力较量。萨尔马希亚人培育了一种比草原弓箭手的坐骑高大和有劲的高头大马。他们把这种马和长矛同由皮革或装甲保护着的骑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突击武器，它有时能经受住雨点般的箭的袭击，并提供了在近战中对装备着较短的剑和矛的敌人的决定性优势。



　　其他一些游牧民族借鉴了萨尔马希亚人重骑兵和传统骑射者的结合。他们频频发动攻势，以摧毁和掠夺沿海各帝国和较为虚弱的部落；这慢慢地使被他们打败的敌人学会仿效这些使他们获胜的技术。



　　然而，尽管西庇阿树立了骑兵战斗力的榜样，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重新依赖步兵。因此，从未对地中海沿岸世界产生充分影响的这种组合式弓，便成为一种重要武器。其结果是，罗马未能向东扩张。占领了伊朗和两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安息人以其骑射手和挥舞着长矛的骑兵有效地阻止了罗马军团的前进。最使罗马屈辱的事情之一是著名的“安息人射箭法”——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射箭。罗马人无法同这些难以捉摸的骑兵交手，而且无力抵御他们射来的箭。



　　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最终采用了包括骑射手在内的骑兵，作为其主要防御力量；类似的骑兵出现在整个中东。这些发展缩小了，但并没有消除大草原和沿海定居国度之间战争能力的差别。



　　萨尔马希亚人的身穿皮衣、挥舞长矛、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士是欧洲身穿昂贵盔甲和骑着高大战马的骑士的前辈。骑士是中世纪的主要武士。但是，西方没有采纳草原民族对骑兵作战的另外一项重大贡献——身穿轻盔甲或根本不穿盔甲的、骑着跑得很快的小马的弓箭手。



　　未能采纳这项贡献在西方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盔甲、剑、长矛和战马十分昂贵；因此，国王们把土地和农奴分给武士们，以使之获得收入来购买这些东西。这使武士们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级，使其余的社会成员变为一个奴仆阶级，只有与贵族联合的一个占少数的神职阶级例外。欧洲对单一一种骑士——重骑兵——的依赖，和由此造成的费用低廉的轻骑兵（和步兵）的贬值，在欧洲的骑士们同大草原上有史以来崛起的最伟大的军队交锋时，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






地图3：蒙古在中亚和东欧的战役



　　这支军队就是在12世纪末，在其可汗成吉思汗率领下崛起的蒙古人的军队。成吉思汗同其主要干将速布台一起，培养了蒙古人及盟友们以前从未获得的效率和纪律性，使草原战争的快速和诡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取得了对任何民族或帝国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胜利。






统帅3：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和速布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当中的两位。此外，成吉思汗还拥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使他得以联合所有蒙古人，打败蒙古人的主要敌人塔塔儿人，迫使塔塔儿人中的幸存者加入蒙古人的行列，并使阿尔泰山和满洲之间地区的其他部落加入一个统一的联盟。



　　1206年，成吉思汗权衡利弊。他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财源滚滚不断。但是，他的心思在贸易和征服之间分散。他最后决定进行征服。但是，一俟他使中亚屈服，他便希望恢复贸易，尤其是重新开放丝绸之路；这条路大约始于基督生活的年代，它把东方精美的产品带到罗马，主要换取西方的金银。



　　1206年 [ 编者注：应为1218年。 ] ，成吉思汗决定向西扩张并摧毁强国契丹 [ 编者注：应为哈刺契丹。 ] 。契丹挡住了成吉思汗前往穆斯林帝国花剌子模的道路。该帝国首都是萨马尔干 [ 编者注：应为虎思斡垛，下同。 ] 。它控制着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消灭契丹人之后，成吉思汗希望同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建立和平的商业关系，并使他相信，重新开放丝绸之路，将使通过他的领土的贸易增加，从而使他受益。



　　然而，成吉思汗不敢忽略与宋帝国为邻的两个强国。他们就是来自满洲的前游牧民族、控制着南到黄河为止的中国北方的女真人，和占领黄河上游的现今中国内蒙古和宁夏的西夏。



　　经过长达12年的艰苦征战，成吉思汗终于打通了从长安经塔里木盆地到喀什的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他忙于征服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宋王朝。



　　后方既然安定了，成吉思汗便迅速掉头，只留下一支小部队继续这场战争，而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仍认为是最大危险的契丹人身上。



　　成吉思汗发现了一个几乎不流血就能夺取契丹的大好机会。契丹国王、佛教徒屈出律由于迫害占其国民大多数的穆斯林突厥人而引起强烈不满。1218年，成吉思汗的元帅之一哲别率领两万大军从辽东出发，行程2500英里来到中亚。他一到达那里便宣称自己是为恢复宗教自由而来。穆斯林突厥人欢迎了他；不出几个星期，成吉思汗便把他的势力扩大到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地方。



　　成吉思汗终于与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面对面了。穆罕默德的帝国大体上也是新的。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同时，穆罕默德把他的统治扩大到西南方的很大一部分穆斯林领土之上，并把阿富汗几乎到印度河为止的领土归为己有，把契丹人赶到锡尔河另一侧。这位国王能够动员20万人，大大超过成吉思汗的人马，其中大多数人是强悍的突厥骑士。虽然这位国王的军队不如成吉思汗的军队组织严密，但是他们也善于运用令人眩目的草原快速战术、组合式弓和长矛。



　　成吉思汗真诚地寻求与穆罕默德建立和平的关系，起码将这种关系保持一段时间；而且，重新开辟丝绸之路也是当务之急。因此，成吉思汗派遣一个使团前往萨马尔干；这个使团送给国王最精美的礼品，许下媾和诺言，但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对国王说成吉思汗把他视为自己的儿子，这表明成吉思汗把他称为臣民。



　　成吉思汗没有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人；他准备了另外一支有100头骆驼的驼队，满载稀世珍宝，在锡尔河下游渡河，进入了花剌子模的领土。驻守那里的官员夺取了驼队，并处决了其领导人。成吉思汗以为这名官员可能是擅自行事，便派遣了由一名花剌子模人和两名蒙古人组成的使团，只不过要求处罚这位官员而已。国王砍掉了这名花剌子模人的头颅，给两名蒙古人剃光了头，然后将其放回；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侮辱。



　　按照蒙古人的传统，此仇必报无疑。成吉思汗只向这位国王发出了一个信息：“你已选择战争。该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听天由命吧。”



　　穆罕默德决定保卫他的北部边疆锡尔河。但是，他没有集中他的20万人对付蒙古人的15万人，而是将大多数兵力分散在沿河500英里的各个城堡之中。他的很能干的儿子札兰丁指出，没有来自萨马尔干的增援部队，这些要塞在一场大规模袭击下都是无法守卫的。但穆罕默德确信，蒙古人无法包围或攻占构筑了工事的阵地；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兵力优势，他决意要保持守势。



　　穆罕默德作出这一决定正中了成吉思汗的计策。成吉思汗拥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战争机器。它建立在四大重要基础之上：极强的机动灵活性、武器的优势、几乎万无一失的战术体系以及战略天才。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的两员主要干将哲别和速布台就是这种天才的榜样。这两位都在25岁以前升至高级将帅职位。



　　蒙古人的全部军队都由骑兵组成。在从黄河到多瑙河之间辽阔的沙漠和草原地带，骑兵因其快速和机动灵活性而对步兵占有决定性优势。此外，从6世纪以前的一段时间起，马镫便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普遍采用；马背上的士兵便有了一个跳板，以此同步兵一样容易地射箭或使用刀剑；骑兵便能够借助于马的力量挥舞长矛打击敌人。此外，每名士兵还带领着一群马前行，以便在一匹马疲劳时换马，从而全天全速前进。



　　虽然蒙古人拥有弩炮和其他围攻用的火炮，并且使用长矛、刀剑和投枪，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仍旧是组合式弓。



　　尽管在阿拉伯世界、拜占庭和中国，人们对弓箭极其重视，但是它在蒙古人手中效力更高，主要因为蒙古人依靠它，并花了许多时间来完善对它的使用。蒙古式的弓有防水油漆的保护，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它具有100磅至160磅的拉力，而英格兰式长弓的拉力只有75磅左右，因其是用单一材料紫杉木制成。这种长弓一个多世纪后才在法国的克雷西出名，它的射程为250码，而蒙古式弓能射350码，而且速度较快。



　　蒙古人拥有能够穿透任何装甲的箭，有远程箭、发信号用的哨箭和给房屋或屋顶放火的燃烧箭。



　　蒙古人的战术在理论上很死板，但实施起来却具有很大灵活性。在首领明确信号指挥下反复运用经过验证的兵法，有着极高的效率并得到了迅速应用，这使蒙古人屡获成功。



　　蒙古人的战斗队形有五排。重骑兵组成头两排，旨在进行主要的打击。这些马穿着装甲。兵士们头戴铁盔，身穿牛皮胸甲，胸甲上面带有铁制鳞片，拿着12英尺长矛、弓和短弯刀、战斧或狼牙棒。身穿轻盔甲或根本不穿盔甲；携带短剑、投枪和弓箭的轻骑兵组成最后三排。



　　轻装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即先锋和两翼——在主力部队前边很远的位置分散开来开展小规模战斗。假如敌人攻其一翼，与他相遇的轻骑兵便自动成为先锋，其他散兵部队转向两翼，主力部队正面迎敌。



　　一俟先锋与敌人交战，主力部队后三排中的轻骑兵便穿过重骑兵行列来参加战斗。假如蒙古人正在挺进，轻装部队便把箭和投枪雨点般地射向敌人。倘若敌人正在挺进，轻装部队便赶在他前面一边撤退，一边向后放箭。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打乱敌人的阵脚，不论它是骑兵还是步兵。当敌人阵营果然乱了时，轻骑兵便脱离战斗，转移到两翼，从而给重骑兵留出畅通的道路，以便其冲上来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倘若轻骑兵未能在敌人防线上造成必要的空隙，指挥官便会命令一翼上的轻骑兵从侧面攻击敌人的侧翼。与此同时，重骑兵包抄到这一侧翼后面，从其后方发动决定性攻击。



　　蒙古人最喜欢运用的战术是动用“曼古歹”（mangudai），即一支单独向敌人进攻的、经过特别挑选的部队。“曼古歹”在发动一场令人畏惧的攻击之后，分散并逃跑，以诱使敌人穷追不舍。这一招通常十分有效。敌人骑兵奋勇追击逃跑的蒙古军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胜利了。在后方看不到的地方，蒙古弓箭手设下埋伏。敌人骑兵在来到弓箭手们面前时，便被驱散，其中许多人被击中倒下马来。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对此时发动攻击的重骑兵毫无抵御力。



　　蒙古人的战略是一种用兵如神、出其不意和施展诡计的演练。它使敌人大惑不解，将蒙古军队置于敌人最没有料到的决胜位置。



　　成吉思汗将其主力集中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额尔齐斯河畔。他选中速布台来计划这场入侵。



　　速布台想要保护会师的蒙古军队免遭穆罕默德的突然进攻，他还想掩盖他的准备工作并确保秘密。1219年春夏两季，在速布台建议下，成吉思汗派遣他的长子术赤率领一支强大的蒙古军队向锡尔河下游（北段）进军。术赤大肆破坏了巴尔喀什湖以西直到兀答刺儿附近的乡村。到札兰丁率一支强大的花剌子模军队前来应付这场入侵时，术赤已经完成任务，将所有马匹和劫掠来的物资运送回去，焚烧了城市和田野，留下一片无力养活军队的荒凉土地。在与札兰丁进行一场后卫战斗之后，蒙古人点燃了平原上的干草，然后消失在浓烟和火焰后面。



　　蒙古人在数月中毫无动静。到1220年春天，哲别率两个有一万人的师（万户）从喀什出发向西前进。他从1.3万英尺高的、埋在深雪之中的泰莱克要塞穿过帕米尔高原。虽然蒙古人失去了绝大部分给养，吃了许多苦，但是他们到达了费尔干纳谷地，向浩罕挺进。浩罕保护着药杀水防线的南端。这样一来，哲别便直接威胁着穆罕默德的右翼和他的两个实力中心：萨马尔干和更西面的不花刺。



　　术赤前一年夏天在药杀水北段地区发动的焦土攻势使穆罕默德相信，蒙古人不会再次袭击那里；与此同时，哲别出现在费尔干纳谷地，使这位国王的注意力集中在锡尔河南段。穆罕默德加强了那一地区的河上防线，并把4万大军集中在不花刺，将另外一些兵力驻扎在萨马尔干。



　　此时，成吉思汗正在谋划在别的地方进行主要的打击。他已经把他的主要攻击力量分成三支部队。他把其中一支有三个万人师的部队交由术赤指挥，另外一支也是由三个万人师组成的部队由另外两个儿子窝阔台和察合台率领。第三支由三个万人师组成的部队和精锐的皇家禁卫军仍由成吉思汗指挥；速布台任先锋。



　　这三支部队加在一起，人数超过10万；现在，它们携带着全部粮秣，沿着敌人最没有料到的路线前进，即直接穿过被术赤变成不毛之地的那片土地。1220年2月，他们出其不意地前出兀答刺儿，到达药杀水防线的左侧。在夺取这座城市之后，他们抓获了杀害蒙古使团的地方官员，并将其处决。



　　在大规模围攻兀答刺儿的战斗中．成吉思汗的4个万人师与他的儿子们所统帅的部队相比并不出色。其子所率领的这两支部队向南方挺进。开始清除锡尔河防线，攻下一个个堡垒，并向哲别靠拢；而哲别则攻克了浩罕，并向北前进，以便同他们会师。这些行动把穆罕默德的注意力固定在药杀水防线上；他把自己的所有后备力量都派到那里去了。



　　但是，成吉思汗所率领的部队没有随王子们的部队一起行进，而是不知不觉地消失在北面，它攻占了一座土库曼城市扎尔努克，只为弄到一个人；有密探对成吉思汗说，此人知道一条路，可以沿着一系列绿洲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



　　成吉思汗和他的4个万人师在这名扎尔努克向导带领下，安全地穿过克孜勒库姆沙漠，于1220年4月初出现在不花刺，即穆罕默德军队的后方，行程300多英里，而且穿过据说是不可逾越的沙漠。成吉思汗仅以此惊人一击，便破坏了穆罕默德的整个防线，切断了他同西面各省的联系；而那里有许多部队尚未召来。这是战争史上最了不起的战略行动之一，也许还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战略上出其不意的实例。



　　成吉思汗和速布台留出不花刺的一个城门未加包围，以期引诱城中的主要守军到城墙外面的开阔地带来作战。这支守军主要由康里部落雇佣军组成；该部落属于钦察族，来自咸海彼岸。这支部队的主力——大约两万名士兵——冲出此门，佯装要袭击蒙古人，但实际却向南逃窜。翌日，奥克苏斯河 [ 编者注：应为阿母河。 ]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蒙古人追赶上来并将其消灭。



　　不花刺守军的其余部分逃入城堡，而城内的教长与绅士则献出城池。蒙古人驱赶着几千名平民百姓掩护其攻击，很快便夺取了城堡。战斗中城内大多数地方都着了火；成吉思汗下令拆掉城墙。



　　成吉思汗和其他三支蒙古部队在萨马尔干会师；穆罕默德仓惶逃走。5万康里军徒步走出城池来迎战蒙军。蒙军后撤，直到能够包抄到康里军两翼为止，从而将萨马尔干守军切割成两半。剩下的康里人表示愿意放弃花剌子模，声称自己是像蒙古人一样的游牧民族，并愿意加入蒙古军队。



　　被其守卫者们遗弃的萨马尔干人投降了。大约1000人趁着夜色从城堡溜走；蒙古人很快就攻克了城堡，杀死了其余的人。在城外，他们包围了康里人，并屠杀了他们。成吉思汗说：“一次失信者便永远不可信任。”



　　由速布台等率领的一支蒙古特种部队迅速追击穆罕默德。剩下几个省中的人民失去了对他的信心；穆罕默德于1221年1月在里海的一个岛屿上死于胸膜炎。为了保护其南侧，成吉思汗有条不紊地蹂躏了阿富汗；他的儿子拖雷屠杀了呼罗珊的大多数人民。



　　在仅仅几个月内，几乎完全靠使守卫者们无法应付的战略行动，成吉思汗便把一个大王国摧毁殆尽。他首先在南部发动攻击，从而使国王的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他的第一个主要打击点的地方，即差不多500英里外的兀答刺儿。然后，成吉思汗利用猛烈但是非决定性的攻击牵制敌军，使之被拖在锡尔河沿岸，从而得以包抄到敌军后方，切断其同增援部队的联系，夺取一个重要城市，并消灭首都的守军。在每一个决战地点——兀答刺儿、不花刺和萨马尔干——他的出其不意使他得以聚集优势兵力，尽管他的总兵力不如穆罕默德强大。



　　1221年2月，速布台和哲别率领两万军队开始了对西方大草原历时两年的侦察，以便为蒙古人进一步的征服开辟道路。这一行动迄今仍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骑兵袭击。虽然这支探险队的人数少得可笑，但是速布台和哲别消灭了格鲁吉亚、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保加利亚 [ 编者注：通译不里阿尔，下同。 ] 和康里族等的军队；他们当中大多数兵力都要强大得多。他俩还用黄金招募了大批密探，以了解欧洲局势，并同威尼斯人建立了秘密联盟；威尼斯人在亚速海设有贸易站。作为提供有关欧洲地理和政治的情报的报酬，速布台和哲别答应在蒙古人所到的任何地方给予威尼斯人贸易垄断特权。



　　但是，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这使得蒙古人的计划暂停实施；这些计划包括征服伊朗剩下的部分领土、向两河流域进军、重新开辟丝绸之路，以及征服欧洲。成吉思汗仍然健在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但是，窝阔台一心谋划征服北方残存的女真族；1235年以后，他又投入了对南方宋王朝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在东亚进行的扩张受到海洋的限制。而俄罗斯大草原则提供了进行征服的大好机遇。这些大草原在1221年至1223年的西征中虽未被征服，却被分给了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速布台主张征服那里，以保护蒙古人的西侧，并使之为夺取匈牙利大草原充当跳板。有了这个天然牧场和基地秣马厉兵，蒙古人便能够逐个摧毁欧洲各国。



　　速布台的设想引起了很大热情；窝阔台向速布台提供了5万 [ 编者注：实际军队出征数约15万。 ] 名久经沙场的兵士，名义上由拔都指挥，以便在从当地征招的部队帮助下征服西面的大草原。



　　1236年，速布台征服了伏尔加河上游的保加利亚人和下游的钦察人；1237年冬季，蒙古人的12万大军越过冻结的伏尔加河进入俄罗斯。



　　在此后的3年里，蒙古人陆续摧毁了俄罗斯诸国当中的大多数国家，利用冬季结冰的河流为通道深入俄罗斯腹地。1240年12月夺取并摧毁基辅，使攻势达到高潮。俄罗斯的抵抗力量崩溃了。蒙古人很快就抵达了把俄罗斯同匈牙利分开的喀尔巴阡山脉。



　　此时，蒙古人便准备入侵东欧了。虽然欧洲的统治者们早在两年前就意识到蒙古人的意图，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竟无动于衷。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基督徒们的毁灭并不感到悲痛；但是，他对信奉天主教的匈牙利被入侵感到担忧。然而，他和统治着德意两国很多领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注意力分散在别的事情上。他们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激烈的权力冲突，因而他们无暇顾及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请求。抵御蒙古人的任务主要落在了匈牙利、波兰和条顿骑士的肩上——条顿骑士正在普鲁士、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地开拓殖民地。但是，波兰分裂为9个公国；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匈牙利的贵族还在要求国王贝拉授予特许产权，然后才愿意作战。



　　欧洲的统治者们对蒙古人知之甚少；而速布台和拔都王子却有间谍和密探不断向其提供有关欧洲政局的情报。因此，尽管由于必须派兵驻守俄罗斯和保障与东方的联系，他们只能派大约10万人马去夺取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匈牙利，他们并不为此担忧。






地图4：蒙古征服匈牙利



　　1241年1月，速布台把蒙古大军集结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伦贝格（利沃夫）和普热梅希尔附近，离当今的波兰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不远。速布台的意图是强攻喀尔巴肝山的关隘，向多瑙河畔布达和佩斯西北25空英里处的匈牙利首都格兰（埃斯泰尔戈姆）进军。但是，鉴于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可能会袭击速布台右翼，所以直接挺进匈牙利是危险的。速布台必须粉碎这些威胁、并且防备奥地利公爵和波希米亚国王从西面进攻的可能性。



　　因此，速布台将其军队分为四部分。他将三部分用于执行主要任务，即夺取匈牙利；第四部分用于消除来自右翼的危险。



　　这最后一支军队由拜达尔和合丹两位亲王率领，包括两个万人师。他们于1241年3月第一个开始行动，在以强力攻克的桑多米尔渡过维斯图拉河。波兰人惊恐万状，因为他们尚未集结起自己的军队。但是，拜达尔和合丹的任务是吸引波兰人和日耳曼人，使之无暇顾及匈牙利。因此，他们必须刺激敌人动员起来。



　　他俩将部队分开，合丹向西北移动，以便在波兰尽可能广泛的地区散播恐惧，并威胁奥德河以西的日耳曼诸国；而拜达尔则继续向西南挺进，直接威胁波兰首都克拉科夫，一路上烧杀劫掠，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拜达尔的军队在即将抵达克拉科夫时停下来并开始撤退，好像他们是一伙返回老巢的匪徒。像几世纪以来众多与草原民族遭遇的敌军一样，波兰的骑士们没有识别出其中有诈。确信自己即将大胜的他们完全丧失警惕性，放弃克拉科夫的城墙，骑着高头大马追击蒙古人。



　　拜达尔的兵士们四散逃避，放走了战俘。波兰人猛追穷寇。在离克拉科夫11英里的赫梅尔尼克，一支蒙军部队设下埋伏：聚集在一起的弓箭手们射出了雨点般的锥头箭，这种箭很容易地穿透了波兰人的盔甲。波军大多数阵亡。克拉科夫的居民们遗弃了这座城市，蒙古人将它付之一炬。



　　拜达尔和合丹计划在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会师。但拜达尔先合丹而抵达，发现该城居民焚毁了自己的城市，躲藏到城堡里去了。拜达尔获悉，西里西亚国王亨利在西面40英里处的利格尼茨（莱格尼察）集结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其中许多人是身穿盔甲、挥舞长矛的骑士，特别是亨利的西里西亚人、法兰西骑士、条顿骑士和波兰的残存骑兵。但是，其中大多数是波兰和摩拉维亚的封建士兵和在进攻性战斗中几乎毫无用处的、大多装备着长枪的步兵。



　　拜达尔获悉，波希米亚国王文西斯劳斯正在向亨利靠拢。拜达尔一面派人给速布台和合丹送信，一面出发，全速前进，以便赶在文西斯劳斯之前抵达利格尼茨。合丹在半路上与他会合；他俩于4月8日一起抵达利格尼茨。翌日，亨利出来迎战蒙古人；他不知道，文西斯劳斯率5万大军，离他只差一天路程。



　　亨利将其军队集结在城外的一个平原上。当蒙古军队的前锋以密集队形接近时，其人数显得很少，因此亨利只派一个骑兵分队应战。当这支小部队在蒙军弓箭的屠杀下溃退时，他命令其余的骑兵进攻。蒙军诈败并逃走，再次吸引欧洲骑士穷追不舍。欧洲人的冲锋很快就变成一场分散、混乱的奔跑。隐蔽在烟雾弹屏障后面的是埋伏好的蒙古弓箭手。当骑士们进入射程之内时，弓箭手们的射击使之纷纷落马，并使冲锋停止。然后，蒙古重骑兵攻击了混乱中的骑士们，杀死剩下骑士中的大多数。这时，弓箭手们骑马穿过烟雾屏障，射杀了步兵；同时，骑兵追上并杀死了西里西亚国王亨利。蒙古人把从敌军死者身上割下的右耳装满9个袋子向拔都邀功。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这支蒙古小分队奔驰400英里，进行了两次决定性的战斗。波兰举国震惊，一蹶不振；奥德河西面的日耳曼人退守自己的国土。蒙古人的这支部队基本上大功告成。



　　剩下的唯一隐患是文西斯劳斯。获悉在利格尼茨发生的灾难后，他撤退并且从图林根和萨克森征集增援部队。蒙古人发现，他的军队集结在格拉茨峡道中的克沃兹科；那里位于利格尼茨东南60英里。文西斯劳斯指望在这条峡道中设下陷阱来消灭蒙军。但是，侦察部队已经告诫拜达尔和合丹提防这一危险，因而他们没有中圈套。此外，他们在利格尼茨之战中严重损兵折将，因而对在硬拚中打败文西斯劳斯的强大军队没有把握。



　　然而，文西斯劳斯已经撤退到距离在多瑙河西岸上进行动员的匈牙利人250英里处。因此，文西斯劳斯的军队在战略上鞭长莫及，无法影响匈牙利战争的胜负。



　　为了确保长期地把文西斯劳斯牵制在北面，这两位蒙古王子佯攻西面，做出计划向德国进军的姿态。文西斯劳斯尾随而来。蒙古人此时化整为零，组成一支支小部队，迂回到波希米亚军队的后方，像拉网一样扫荡摩拉维亚，焚毁村庄和商店，以保卫蒙古人的侧翼。



　　一俟荡平摩拉维亚，王子们重新集合起部队，掉头向东南进发，去同速布台会师，准备一旦奥地利人前去援助匈牙利，便同他们决战。在这场出色的旋风式战役中，一支不起眼的蒙古军队彻底消除了比它强大许多倍的波兰、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军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然后还能及时返回到主力部队之中，以备不时之需。



　　速布台期待着这场侧面战役提供保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依靠它。调兵遣将的司令官的主要任务是使敌人误解他的目的，以防自己在路上遇到有效的抵抗。因此，速布台把主力分为3个纵队，沿着各不相同的路线进入匈牙利。由于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受到威胁，匈牙利人无法集中力量对付蒙古人的任何单一威胁，因为他们担心，另外两支部队会降临在他们的后方，抑或夺取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因此，速布台确信，敌人不会有效地抵抗三个纵队当中的任何一个，这三支部队都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多瑙河畔，在那里重新合为一支部队。



　　速布台依靠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惊呆的匈牙利人作出反应之前，在多瑙河畔部署了蒙古军队。



　　右侧即北方的纵队于3月初从普热梅希尔西进，其北侧受到维斯图拉河和王子们的侧翼小分队的保护；这支小分队早几天出发。该纵队此时掉头南进，穿过亚布洛尼察和喀尔巴阡山脉中的邻近关隘，分成两支部队，绕了一大圈，于3月17日出现在多瑙河畔，夺取了河东岸上位于布达和格兰之间的瓦茨，屠杀了当地百姓。



　　与此同时，左侧即南方纵队绕了一个大弧，向东南挺进，经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突破关隘进入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兵力阻止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和神职阶层向布达派兵，另一部分兵力在速布台率领下沿着蒂萨河下游河谷疾驰；于4月3日到达佩斯。



　　最后出发的是中间的纵队，其中包括拔都和近卫军。该纵队于3月12日攻克鲁斯克关隘，沿蒂萨河上游河谷挺进。前锋于3月15日到达多瑶河畔，主力两天后抵达。这支前锋部队的行动是历史上最迅速的行动之一：在3天中经过敌国领土，而且是在很深的积雪中行军180英里。



　　4月3日，速布台在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城外集结了他的三个纵队。贝拉已将其10万大军集中在那里。虽然蒙古人现已控制了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领土，速布台的战略也已防止欧洲各国集结重兵迎战他，但是他对局势将如何发展仍然没有把握。他的兵力仍旧处于劣势，只有7万人，因为一个万人师仍在特兰西瓦尼亚，呆在西里西亚的侧翼小分队没有参加利格尼茨之战。如果在匈牙利大军眼皮底下强渡多瑙河，那将是很危险的。此外，他在河畔逗留越久，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们出兵援助贝拉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速布台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规模上实施了蒙古人惯用的战术诡计：他向东撤退了。匈牙利人立即断定，蒙古人是被他们的兵力优势吓住了；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追击他们以为正在逃窜的蒙古人。他们转忧为喜，从担心蒙古人袭击的情绪，变成了跃跃欲试，要分享战利品和荣耀。贝拉国王命令其军队追击蒙古人。



　　匈牙利人没有认识到，速布台是在引诱他们远离多瑙河这一屏障，并失去获得增援机会。速布台以缓慢速度实施撤退，用6天时间才抵达布达佩斯东北 100英里左右的撒岳河。在绍约河西面不远、离它汇入蒂萨河处很近的莫希荒原上，拔都和速布台决定袭击追来的敌军。



　　4月9日，蒙古军队越过荒原，经过用石头筑成的唯一桥梁过河，继续行进10英里，进入了托考伊的丘陵和葡萄园西面不远处的灌木丛。在那里，蒙古军队找到了藏身之处。一支匈牙利分遣队于那天晚上越过石桥，进入灌木丛，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匈牙利人在荒原上安营扎寨；他们把马车围成一圈，用链条和绳子系在一起，在圈内设置帐篷。在匈牙利人的右面，是蒂萨河的沼泽地，在他们的正面，荒原对面，是绍约河，左面是丘陵和森林。



　　4月10日黎明前，战斗开始了。拔都率4万人向石桥发动袭击。匈牙利人顽强固守，蒙古人久攻不下，便动用了弩炮，用燃烧弹轰击，迫使匈牙利人撤退；蒙古人方才得以过河，来到西岸。



　　尽管如此，蒙古人仍很吃紧；敌军人数众多，二对一还绰绰有余，频频向蒙古骑兵发动进攻。只有弓箭的射击使蒙古人免于被密集敌军的冲锋所压倒。在令人发疯的两小时激战中，拔都和将士们经受住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攻；他们虽然兵力损失惨重，但是却完全吸引了匈军的注意力。



　　最后，速布台和另外3万蒙古军队终于出现在匈牙利人的后方。在拔都从正面牵制住全部敌军的同时，在匈牙利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速布台在绍约河下游建起一座桥 [ 编者注：据史书载，应为“结筏潜渡”。 ] ，率部队袭击敌人。



　　这使匈牙利人震惊，但久经沙场的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有秩序地撤回营地。但是，蒙古人包围了营寨，用弩炮猛轰，用燃烧箭给马车和帐篷放火，摧毁了匈牙利人的信心。



　　这时，蒙古人集合起来进行一次攻击，但却在通往两军一天前进入荒原所经过的大峡谷的方向上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隙。虽然最勇敢的骑士们组成一个楔形迎战，但是更多得多的匈牙利骑兵冲向这个峡谷逃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扔掉武器和盔甲，以使马跑得更快。蒙古人用射箭和重骑兵的攻击摧毁了匈牙利人的阵势。



　　匈牙利人自以为逃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实际上却坠入一个陷阱。蒙古轻骑兵的马一般比欧洲笨重的大战马跑得快；他们在两侧追击匈牙利人，像击中无奈的猎物一样将其击落马下。在返回佩斯的30英里路上，匈牙利人尸横遍野。起码有7万人死在战场上或西逃的路上。



　　这场战斗的观察者们对蒙古人的快速、默契和步调一致印象深刻。蒙古士兵们一丝不苟地按照黑白旗帜所发出的信号行事。观察者们还对蒙军弓箭手们的箭无虚发印象深刻。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普莱诺卡尔皮尼的约翰所说，欧洲骑士们几乎完全依靠强攻战术，而蒙古人则“杀伤大量人马；只有当弓箭已将人马消灭殆尽的时候，他们才与敌军短兵相接。”．



　　在绍约河畔的这场灾难发生后，匈牙利人的抵抗力量崩溃了。蒙古人挺进到多瑙河畔，将佩斯付之一炬，但却没有渡过河去。拔都和速布台养精蓄锐，巩固了他们对匈牙利东部的控制。教皇宣布了对蒙古人的一场三心二意的讨伐，但它没有产生结果。



　　1241年12月，多瑙河结了厚厚的冰；蒙古人于圣诞节这一天越过河去，攻占了格兰；格兰是匈牙利最富裕的城市和天主教大主教所在的地方。蒙古人将大多数财宝运走了。他们还洗劫了布达，并对奥地利进行侦察；与此同时，他们的另外一支部队掉头向南面的萨格勒布前进，并越过该市，以搜寻在绍约河之战中逃脱的贝拉，却没有找到。



　　现在，欧洲袒露在入侵者面前，没有任何屏障。不存在任何能够打败蒙古人的军队。速布台旨在逐个摧毁欧洲国家的原计划看来即将开始实施。



　　但是事与愿违。1241年12月11日，一名信使从蒙古首都和林带来消息：窝阔台病逝，其妻担任摄政，直到一位新的汗王选出为止。



　　蒙古的王子们渴望着回去竞争王位的继承权，因而决定率近卫军返回东方。拔都知道，没有这支部队，他便无法控制匈牙利；但他认为，他利用征募的土库曼军，能够保持其余绝大部分领土。于是，他决定撤出匈牙利；蒙军有条不紊地撤退了，没有受到任何干涉。蒙军在撤退的路上摧毁了一切障碍，不论是房屋建筑，还是当地人民。拔都回到他的大本营、阿斯特拉罕北面60英里处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个蒙古帝国金帐汗国的首都。



　　蒙古人再也没有机会入侵欧洲了。对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像是一场恶梦和暂时的反常现象；他们捏造了种种神话，说他们如何打败和赶走了“鞑靼人”——他们是这样称呼蒙古人的。但是，只有蒙古汗王不合时宜的去世拯救了他们，因为蒙军的战士们同欧洲最出色的武士相比都处于优势，尽管欧洲人在人数和装备上较为强大。



　　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去世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迅速发展，蒙古人最终几乎完全控制了它，因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之一蒙哥1258年夺取了伊朗 [ 编者注：实际上，这次西征大军是由蒙哥之弟旭烈兀率领，故史称“旭烈兀西征”。 ]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丝绸之路长盛不衰。



　　蒙古人的战术之所以具有毁灭性，是因为士兵们等到弓箭的射击使敌军陷入混乱时才靠近他们交战。蒙古军队很少任凭自己被卷入到与欧洲军队的重骑兵的交锋之中，而是一旦看到信号便迅速撤离，在远处集结起来，再次用弓箭袭击敌人。他们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敌人被削弱，才动用重骑兵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



　　蒙古人将其军队限制为单一军种，即骑兵，从而获得了简单性和有效性。他们避免了使一个机动兵种和机动性较差的步兵相协调的必要性。而这个协调难题始终困扰着欧洲军队。



　　但是，蒙古人之所以获胜，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几位这样的将帅：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其军队的出色机动能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第03章：拿破仑和歼灭战




	







	

 



	


	


　　在1000年漫长的岁月里，骑兵主宰着西方的战争。在蒙古人于13世纪消失在东方地平线上之后，这一优势继续存在。留下来统治几乎每个战场的是身穿盔甲、骑高头大马和使用长矛的骑士。



　　骑兵的威力开始被英式大弓和石弓所破坏；这两种弓都能够穿透骑士的盔甲，从而使之落马。但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尽管1346年在克雷西和1415年在阿金库尔，对法兰西骑士英式大弓显示出了优势。



　　最终打倒了骑士的不是弓箭，而是由火药推动的投掷物。15世纪中叶，高效的火器出现了；下一世纪初，它们的射弹便能够穿透盔甲。17世纪，从罗马帝国末期算起，步兵再次成为战斗中的佼佼者。装备着单响的前装式滑膛枪并获得机动性较强的火炮援助的步兵充满了战场，并且能够灵活机动地战胜骑兵。



　　但是，由纪律性很差的步兵，特别是匆匆招募、一心想打家劫舍的雇佣兵组成的游动匪帮有使西方文明毁灭的危险。在30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期间，欧洲中部的大片土地变成了人迹罕见的荒野，几千座城市和村庄被焚毁和遗弃。800多万人民丧生。



　　获得对欧洲主要国家控制权的专制国王们决心制止这种劫掠，因而创建了与平民百姓截然分开的常设职业军队。由于这些士兵主要来自社会渣滓，所以他们受到严明纪律的约束。这些军队常备不懈，因此耗资巨大，所以被保持在尽可能小的规模上。



　　由于必须以纪律约束士兵，所以将帅们不得不严格限制其战术行动。如不几乎每时每刻地看管，许多士兵便会开小差。这导致了密集队形的军事行动，始终在军官们眼皮底下进行。士兵们甚至很少获准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河中洗澡。由于士兵们不准自己去寻找食物，所以将军们用后方军火库中所保存的给养为士兵们提供食品。这样做严重限制了军队的机动性，导致一种消耗战略，而不是歼灭敌军的战略。主要目的不是打击敌军，而是包抄其供应线。



　　然而，在卢梭赞美民主和自由的著作推动下，社会中一场巨变即将到来。他和另外一些想要摧毁专制主义现存社会的人士的教导为法国革命做了准备。这场巨变于1789年开始；它导致了民族国家和爱国主义的崛起。国王们从前的臣民成了公民；他们养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依恋和忠诚，即类似于旧石器时代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中所形成的那种感情纽带。在部落中，人们养成了集体意识和忠于集体的信念。但是，他们也养成了对陌生人的敌视。



　　部落的成员们遵循的是彼此之间友爱和睦、对外人仇恨敌视的准则。正如斯宾塞所说，其结果是对内的友谊和对外的仇视。这种天然的和本能性的格局被转移到新兴的民族国家，它灌输了对外国人的侵略、征服和报复。这种态度的一个令人陶醉的表达就是鲁日·德·李尔的军歌《马赛曲》。这一时期战争中的一位好战的法国士兵尼古拉·沙文成为“沙文主义”一词——意为趾高气扬和狂热地献身于国家——的来源，这并非偶然。



　　寻求有限的领土或其他利益的敌对君主之间“温良恭俭让”的战事，即将让位于公民集团之间情绪激昂的战争。这种公民集团信奉一种神话，即本民族人民的崇高意愿总是正确的；它们还支持旨在进行扩张的战争，为的是在牺牲别国利益的情况下为自己国家谋求好处。



　　随着欧洲陷入这场激烈对抗，作战的武器和理论也迅速地改进。凭借着这些新的手段和大规模征兵及民族国家观念使之成为可能的强大军队，一位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谋求缔造一个伟大的法兰西帝国。虽然他的计划最终付诸东流，但是他所采用的方法改变了用兵之道。



　　等待拿破仑等人来探索的巨大改进是建立在18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的一些法国军官的创新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包括皮埃尔－约瑟夫·德·博塞（Bourcet）（1700—80）、雅各·安东尼·希波莱特和康蒂·德·吉伯特（Guibert）（1743—1790）、让·德·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1715—1789）和谢瓦利埃·让·杜泰尔（1733—1820）。



　　博塞改善了“分进合击”思想：把一支军队分成几个分散的纵队，使其向着一些不同目标进军。虽然博塞似乎是独立地产生这一用兵思想的，但是它实质上很像成吉思汗用来对付花剌子模帝国。速布台用来对付匈牙利人的战略。



　　博塞认为，鉴于敌人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强大，所以一位分兵进击的指挥官便能够迷惑敌人，使之误认为他的主攻目标是真实目标以外的某一点。这项战略会迫使敌人放弃自己的计划，并且要么分散兵力应付新的威胁，要么集中兵力守卫其主要阵地，从而削弱次要目标处的力量。因此，指挥官起码能达到一个目的，也许还能达到更多目的，只要他的各纵队遥相呼应，两个或更多纵队能够迅速会合，以压倒优势攻占因为敌人分散其兵力而兵力薄弱的一个目标。



　　吉伯特想要把一支军队划分为常备的师，彼此分开沿着不同路线进军，从而建立一种灵活机动的兵法。远距离的分散部队会迷惑敌人，使指挥官得以在他找到最佳机遇的地方进行打击。这样做还有助于结束由私人承包商从后方向行进中的部队运送食物的普遍做法。吉伯特想让军官们学会解决给养问题，他主张军队在敌国领土上应当在牺牲敌人利益的情况下就地取材。吉伯特有关向军队供应食品的思想要求要有一种新型的士兵，即随着法国革命而来的志愿者和爱国者们；他们不像职业军人那样爱开小差，因而能够守信用地四处搜寻食物。



　　在1796年至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中，波拿巴采用了师的编制；在此后的年代中，他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以营为单位的方阵”。每个方阵包含几个师和各种武器，能够单独牵制敌人一两天，从而使其他纵队得以从几个方向合击敌人。



　　吉伯特寻求提高炮兵的机动能力，以实现火力的迅速集中，摧毁敌人前线上的一部分防线，造成决定性突破。他还建议用这种新型军队立即包围敌人所占领的每一处防守阵地，从而终止静态的防御行动，使战争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格里博瓦尔提议大幅度降低野战炮的重量，以提高其机动能力。杜泰尔采用了轻型马拉滑镗炮，以跟随部队行军，从而在敌人兵力最为薄弱的一个地方集中部队和火力强攻并将其夺取。



　　到法国革命时，法国军队中已经确立了轻型机动火炮和永久性师的编制。道路已经开辟，吉伯特和博塞所提倡的分进合击思想被一位抓住这一大好机遇的统帅所采纳。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出身于科西嘉岛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由法兰西国王出资受到军事教育，于1785年被任命为炮兵军官。他的学识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发生于1788至1789年，那时，年仅19岁的他在欧克索纳的炮兵训练学校指挥了一个演示班，杜泰尔的炮兵新理论在那里得到尝试。在那里，波拿巴通过实践践和阅读军事论文，形成了其军事思想的基础。






统帅4：拿破仑·波拿巴



　　法国革命和国王被赶下台，使得“旧制度”下曾经在军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贵族纷纷辞职，为像波拿巴这样具有远大抱负的出身低微的军官创造了大好机遇。他的军事天才的最初闪现出现在地中海港口土伦的围攻之中。该市于1793年被英国人占领。他运用炮兵封锁了土伦港的出口，从而迫使英国舰队和部队立即撤出该市。



　　当企图恢复君主制度的保皇党人发动叛乱时，晋升为准将的波拿巴正在巴黎。国民公会授予独裁权力的保罗·德·巴拉斯命令波拿巴协助平息叛乱。1795年10月5日，波拿巴用大炮一阵轰击，给叛乱分子造成大量伤亡，阻止了向国民公会的进军。波拿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给新的督政府留下深刻印象。1796年3月，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获得了对意大利集团军的指挥权。



　　当时波拿巴已经胸有成竹，他的计划建立在博塞所制订的一项较早的计划基础之上，旨在打垮法兰西在意大利的敌人撒丁、皮耶迪蒙特和奥地利。在这场战役中，波拿巴最初率领着一支只有3.7万人左右的饥饿和容易哗变的军队；他采用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即通过灵活机动、奇袭和战略转移，使敌人无法反抗，从而获得全胜。波拿巴立竿见影，改造了旧的体制，使之变成旨在歼灭敌军的战争；而旧体制只不过寻求打乱敌人的方寸和获得部分成功而已。



　　仅在这一场从1796年4月开始，到1797年4月结束的意大利战役中，波拿巴就采用了他即将在欧洲直到1815年为止一直陷入的一场场大战中，非常成功地运用的几乎全部战略战术。



　　督政府1796年的计划是主攻奥地利及其盟邦，即德国那时分裂而成的几个小国。当时，奥地利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意大利之役是次要的，主要意图是把敌人驱逐出意大利北部的皮耶迪蒙特和仑巴第，从而分散奥地利对德国前线的注意力。按计划，波拿巴此时应穿过蒂罗尔地区，与据认为已获得胜利的、正在德国移动的法国军队会师。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联合战役成功的希望渺茫。这两场进攻彼此相距太远，因而无法互相支援；阿尔卑斯山把法军分隔开了；两场战役中如有任何一场放慢，奥地利人便能把部队转移到另外一侧。然而，波拿巴认为，仅在意大利就能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他照此想法制订了计划。






地图5：拿破仑·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1796－1797）



　　1796年3月，法兰西的意大利集团军部署在滨海山脉和意大利里维埃拉狭长的沿海地带上。与他们对阵的是2.5万皮耶迪蒙特部队和一支奥地利分遣队，分散在从西面的库内奥到东面切瓦的一条30英里左右的薄弱战线上。在皮耶迪蒙特人东面，由阿詹图将军率领的大约1.15万奥地利部队占领着从卡尔卡雷的丘陵地带到俯视热那亚的高峰上，绵延45英里左右的一条兵力薄弱的前哨警戒线。在他们背后的越冬营地亚历山大和另外一些皮耶迪蒙特城市，驻扎着1.95万名奥地利将士。总指挥官是约翰·彼得·博利尤将军；他时年72岁，是一位称职的军官，但是几乎毫无主动性。



　　波拿巴在海滨的萨沃纳附近集结了2.4万人的部队，计划从那里向西北挺进，越过亚平宁山脉的卡迪邦纳山口，于1796年4月15日袭击卡尔卡雷。这样一来，波拿巴将率领优势兵力，处于西面的皮耶迪蒙特人和东面的奥地利人之间。即他所说的“中央位置”。他打算首先攻击皮耶迪蒙特人的厌战之师，将其赶出战场，然后东进，来对付奥地利人。



　　波拿巴所走的这第一步显示了他后来做了一定阐述、并始终试图遵循的一项原则：“战略的实质包括，即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要在攻击地点或被攻击地点保持对敌人的优势兵力。”



　　为了欺骗敌人并使其兵力保持分散，波拿巴采用了博塞的分进合击之计，即兵分几个纵队，向着前线上的几个相距较远的地点进攻。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让－巴甫蒂斯特·塞尔沃尼的旅向热那亚西面不远的沃尔特里挺进。



　　博利尤以为自己看到了孤立和摧毁塞尔沃尼部队的机会，因而在波拿巴的进攻开始之前4天发动了一场袭击。两个纵队从亚平宁山脉进击沃尔特里；与此同时，阿詹图将军按计划将穿过卡迪邦纳山口扑向萨沃纳，切断在附近集结的法军的前进道路。



　　可是，塞尔沃尼安全地向萨沃纳撤退；阿詹图接到命令时太晚了，拉哈波的法国师集中起来截断了他的前进道路。波拿巴决定实施其在敌人两个军之间钉楔子的计划；他于4月12日派9000人的部队到萨沃纳以北12英里处的蒙特诺特迎战阿詹图的6000人马。拉哈波的师发动了正面进攻，牢牢地牵制住了阿詹图的部队，与此同时，由安德烈·马塞纳率领的一个旅迂回到敌人侧翼。阿詹图看到危险为时已晚；马塞纳袭击并击败了全部敌军。到黎明时分，阿詹图只剩下700人未被缴械。



　　波拿巴立即攻占了南面的卡尔卡雷要塞，使自己处于皮耶迪蒙特人和奥地利人之间。4月13日，波拿巴命令马塞纳率领半个师向代戈进军，以阻止奥地利人的前进，令由查理－皮埃尔－弗朗索瓦·奥格鲁率领的其余人马攻打塔纳罗河畔的皮耶迪蒙特人的城堡切瓦；与此同时，波拿巴的另一个师，由让·马修－费拉贝·塞鲁伊尔率领，正沿塔纳罗河由南向北面的切瓦挺进。这样一来，将在切瓦集中2.5万人马；而皮耶迪蒙特人在奥地利将领科利率领下在那里集结了1.3万人的部队。



　　不幸的是，奥格鲁在途中停下来发动了几次袭击，攻打由900名顽强的皮耶迪蒙特精锐部队士兵防守的一座陡峭山峰上的科塞利亚城堡废墟，但是都失败了。这些进攻使奥格鲁伤亡900人，并失去了迅速攻克切瓦的机会。



　　恼火的波拿巴命令奥格鲁只留下一支小部队包围城堡，其余人马星夜赶往切瓦。与此同时，马塞纳发现，代戈被一支实力可观的奥地利部队占领着。波拿巴命令马塞纳推迟进攻，等待奥格鲁攻克城堡。次日，科塞利亚城堡投降，马塞纳向代戈的奥地利人发动攻击，俘虏了5000人。他的部下分散开来寻找食物，进行劫掠，以致4月15日凌晨，5个奥地利营的袭击使其猝不及防，并被击溃；奥军加强工事，防守这个村庄。



　　此时，奥地利人攻击波拿巴右翼的危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于是，他取消了攻打切瓦的计划，召回一支大军来攻打代戈，并成功地攻克这个村庄。波拿巴虽然再次掌握了代戈，但是他损失了一天时间和1000人马。此外，他还担心，奥军将领博利尤仍然有可能攻打卡尔卡雷，切断他的通往萨沃纳的给养线。但是，博利尤已经厌战，他将部队驻扎在博尔米达河以北20英里的阿奎附近，以保卫亚历山大和他的与奥地利的联络线。



　　4月16日晚，相信东面没有危险的波拿巴重新掉头面向切瓦，准备以他所集结的2.4万人马，于4月18日晨发动攻击。然而，这天夜里，科利巧妙地撤走了他的1.3万皮耶迪蒙特部队，退到几英里外的、塔纳罗河与科尔萨利亚河汇合处的有利于防守的地点。愤怒的波拿巴命令塞鲁伊尔从正面攻击这一新的阵地，与此同时，奥格鲁沿塔纳罗河东岸迂回，以包抄其侧翼。法军失败了。奥格鲁找不到渡口；科利击退了塞鲁伊尔的进攻。次日同样是一场灾难。塞鲁伊尔的部下们分散开来抢劫，因而无法组织任何进攻。



　　波拿巴下令停止前进两天，以便其炮兵跟上来，并为发动一场兵分三路的攻击做好准备。此外，他还把给养线从萨沃纳方向改变为从塔纳罗河谷到奥尔梅阿的一条新路线，从而减轻他的右侧上的敌兵压力。代戈现已不再重要。波拿巴把马塞纳的部队西移，以支援对科利的攻击；这场进攻定于4月21日早晨发动。



　　科利再次逃脱圈套。他于夜间拔营，撤到西面9英里处的蒙多维。波拿巴立即命令骑兵追击，结果使科利来不及在蒙多维组织防御；与此同时，塞鲁伊尔向该城发动了正面进攻，迫使皮耶迪蒙特人撤退。



　　这是战役的转折点。在蒙多维，波拿巴抵达了皮耶迪蒙特的平原，能够弄到许多食物，并且掌握了几条前进路线。他下令兵分三路，互相之间相距不到一天的路程，向皮耶迪蒙特首都都灵进军。这是再次采用博塞的“分进合击之计”：一系列前进中的、彼此独立的纵队，像一只长着须的章鱼，能够抓住前进道路上的任何敌手，与此同时其他部分自动地将其包围。



　　对首都的威胁使皮耶迪蒙特人无法承受；因此，科利于4月23日要求停战。波拿巴加快了行军速度，把皮耶迪蒙特人与奥地利人完全隔开；4月28日，他同皮耶迪蒙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停火并允许从瓦伦扎的桥上越过宽阔的波河。



　　由于皮耶迪蒙特不再参战，奥地利人在兵力上远远处于劣势，只有2.5万人，而波拿巴则拥有4万人马，而且还有新的补充。博利尤下令撤退到波河北岸。瓦伦扎位于波拿巴进军路线之上，并且直接阻挡着波拿巴夺取下一个目标：米兰和它周围的归奥地利所有的公国。波拿巴获准从那里过河，从而使奥军注意力集中在瓦伦扎，引诱博利尤在此地集中兵力。



　　此时，波拿巴第一次采用了“迂回包抄，攻敌后部”的计策；到1815年为止，他使用此计达30次之多。波拿巴一般是在一条数英里长的广阔战线上运用这条包抄计策的。这个主意就是发动猛烈攻击或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从而在主要战线上牵制敌军，同时派遣一支大军从侧面迂回到敌后，在那里建立一条穿过敌人给养和撤退路线的战略封锁线。这样一来，将迫使敌人从其主要战线上撤退；封锁线如果建立得及时，便能阻击敌人，造成敌军溃败或毁灭。这一招是波拿巴战略计策中最强有力的一项。在他的全部军事生涯中，他只要能采取别的办法，便不进行正面攻击，并且总是设法阻止敌人撤退。他即使失败，也要依靠包抄敌后对敌军造成威胁，以动摇敌人士气，使之失误，从而乘机发动攻击。此计导致了1800年意大利马伦戈战役的胜利和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初期的成功。



　　波拿巴命马塞纳和塞鲁伊尔进行牵制性行动，咄咄逼人地佯攻瓦伦扎，从而使博利尤的部队坚守阵地；然后，波拿巴派其余部队沿波河未加防守的南岸，向东面米兰东南约40空英里处的皮亚琴察前进。5月6日抵达皮亚琴察的时候，波拿巴便已破坏奥地利人所有可能的抵抗线。他从那里乘渡船越过波河——因为该市位于中立的帕尔马公国领土上——从而有切断奥地利人的撤退路线和摧毁其军队之虞。博利尤看到这一危险，于是没放一枪便放弃了米兰和这个公国，下令向皮亚琴察以北22英里、阿达河畔的洛迪全面撤退。他的迅速撤军使波拿巴没有来得及建立一条战略阻击线。



　　当几乎全部奥地利军队都已穿过洛迪大桥，正向东撤退的时候，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法军抵达洛迪，向那里的奥地利后卫部队发动猛烈进攻。波拿巴本可在别的地方涉水过河，但他企图迅速攻击博利尤的后尾，所以直接在桥上攻击。这场战斗非常激烈和残酷，几位高级军官在部队前面率领作战，波拿巴自己也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



　　这场攻击成功了，但费时太久，以致奥军主力溜出了波拿巴兵力所能及的范围，撤回到从加尔达湖流出的明乔河畔。波拿巴于1796年5月30日突破明乔河防线，兵分几路：奥格鲁向北面的佩斯基耶拉挺进；马塞纳夺取了东面16英里处的维罗纳；塞鲁伊尔向明乔河下游曼图亚的城堡进军。博利尤的主力沿着加尔达湖东岸向北面的蒂罗尔地区的特伦托撤退。但是，被切断与主力联系的一支4500人的部队逃入曼图亚，加入了该城堡中8000名守军的行列。



　　奥地利人震惊地发现，他们的一支大部队被围困在曼图亚。虽然该城堡几乎被明乔河所环绕，极难攻克，但是它可能会围困饿而投降。奥地利人开始实施解救曼图亚的计划。



　　因此，与其说是由于波拿巴的计谋，不如说是由于意外事件，曼图亚变成了不断吸引奥地利救援部队的一个诱饵。波拿巴看到这一良机，因而想方设法吸引敌军远离其基地，进入他的口中。他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将领会采取的做法那样，构筑掩蔽工事并等候在其中，而是保持了部队的机动性，使之形成一个遥相呼应的组合，可以在短时间内在任何方向上集中。



　　这时，急需大量资财的督政府命令波拿巴到南面的托斯卡纳和诸教皇国去掠夺资财。波拿巴知道，奥地利人需要时间来组织救援部队；他还想避免腹背受敌；因此，他只给塞鲁伊尔留下一支兵力薄弱的部队守卫曼图亚，动用其余大多数力量，对意大利中部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这一行动使法国获赃甚多，但是也使这一地区在几代人时间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1796年7月中旬，波拿巴获悉奥地利人即将出征，便将其军队——此时共计4.6万人——撤回曼图亚；7月17日，塞鲁伊尔开始炮击。



　　奥地利人集结了5万人马，由沃姆塞尔将军率领，任务是解曼图亚之围，并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北部。沃姆塞尔兵分三路，两路分别沿加尔达湖两岸前进，第三路是一支只有5000人马的牵制性小部队，沿布伦塔河顺流而下；这条河从特伦托附近向东南方流淌。



　　7月29日，沃姆塞尔的中路部队2.5万人马沿着加尔达湖东面的阿迪杰河谷挺进，使马塞纳被迫渡过明乔河向南撤退，放弃维罗纳。彼得·夸斯丹诺维奇将军率1.8万人马，以较慢速度沿加尔达湖西侧前进，于8月1日在布雷西亚受到奥格鲁的阻击。此时的危险是，夸斯丹诺维奇和沃姆塞尔会在加尔达湖南面联合起来，给予奥地利人兵力上的巨大优势。然而，沃姆塞尔坚持要援救曼图亚，因而使位于这两路部队之间中央位置上的波拿巴有足够时间派马塞纳到洛纳托去阻击夸斯丹诺维奇；与此同时，奥格鲁在东面几英里的卡斯蒂廖内使沃姆塞尔的先遣部队放慢了前进速度。



　　波拿巴意识到，他再也无法继续围困曼图亚，因而于7月31日命塞鲁伊尔西进14英里，抵达奥廖河畔的马尔卡里亚。从那里，他将能增援准备进攻的其他法国部队。



　　在沃姆塞尔浪费3天时间确定对曼图亚的包围是否已解除的时候，波拿巴却抓住时机调奥格鲁的师去掩护马塞纳的后方；而马塞纳则使夸斯丹诺维奇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溃退；然后，他于1796年8月4日回去与奥格鲁会师，准备进攻沃姆塞尔。



　　尽管波拿巴的总兵力是薄弱的，但是他却集结了优势兵力——3.1万人对沃姆塞尔的2.5万人。沃姆塞尔占据了卡斯蒂廖内和索尔费里诺的山峰上的有利地形。为了打败他，波拿巴制订了一项战术计划；它将成为波拿巴所钟爱的计策，被波拿巴多次用来争取胜利。



　　在这项计划中，波拿巴把一系列诡诈的兵力调动和杜泰尔的集中炮兵攻敌一点的理论相结合。第一项步骤是派一支大军直接攻打敌人主力，进攻要猛烈并坚决，以使敌人相信，波拿巴决心造成正面突破，从而迫使敌人调集全部后备力量来遏制他。接着，波拿巴命一支强大纵队绕过敌人侧面，袭击其后部，以威胁其交通线和退路，从而迫使估计已经孤注一掷的敌人指挥官从主要战线上调兵来应付这一包抄行动。



　　由于行动要快，所以这些士兵只好从距离法军包抄行动最近的位置抽调。因此，波拿巴能够事先估计敌人的主要战线上哪一点兵力削弱得最多。于是，他在准备工作中，在这一地点的对面和他自己的主要防线后面，隐藏了一支强大的突击部队；这支部队由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由一位可信赖的副手率领。当波拿巴发现敌人阵线上兵力稀少时，他便命令这支特种部队的炮兵迅速冲上前去，用对步兵杀伤力很强的榴霰弹在兵力已经十分薄弱的点上轰出一个口子。此时，一边由其余步兵继续在全线上猛攻，一边派这支突击步兵部队冲入方寸已乱的敌军阵线上的突破口，开辟一个较宽的缝隙；于是，法军骑兵从这个缝隙中冲进去。这一突破破坏了敌人的兵力均衡，有时还导致敌军的崩溃和法军对混乱中敌军的残兵败将的追击。



　　波拿巴称这次战斗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但是他在这第一次尝试中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他命令马塞纳和奥格鲁的部队从正面攻击沃姆塞尔的主要阵线，以牢牢牵制住他，迫使他动用全部后备兵力。然而，在开始这次行动时，波拿巴采用了一项古老的计策：他在这两支法国部队占领阵地之后命其佯装撤退，似乎因为看到卡斯蒂廖内和索尔费里诺山峰上的敌军坚固工事而害怕。



　　这次假撤退恰恰产生了波拿巴所希望的效果。沃姆塞尔以为法军即将逃跑，便把他的右侧即北侧部队调到前面去，要消灭法军左翼上的马塞纳，开辟通向夸斯丹诺维奇部的道路。这使波拿巴的包抄更加有效。前一天，他曾命塞鲁伊尔部从南面14英里处的马尔卡里亚向沃姆塞尔左后部的圭迪佐洛发动攻击；该地位于沃姆塞尔向曼图亚撤退的主要通道上。因此，沃姆塞尔向法军左翼的移动使他更深地陷入波拿巴的陷阱。



　　正当沃姆塞尔强攻马塞纳、整个前线爆发战斗时，塞鲁伊尔部在沃姆塞尔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抵达圭迪佐洛，于凌晨6时发动侧翼攻击。这次攻击到来得稍早一些，沃姆塞尔尚未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战斗，因而来得及调遣部分兵力应付这一新威胁。此外，马塞纳和奥格鲁也没有动用足够的力量作战，因而没有牵制住面前的所有奥地利军队。沃姆塞尔撤到山上的阵地中去，留下一线部队阻挡马塞纳和奥格鲁，派二线部队去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以打击塞鲁伊尔部。



　　这些失误使波拿巴丧失了摧毁沃姆塞尔部的时机；但是，战局仍然有利于发动突破。波拿巴在法军右翼后面集结了这支特种突击部队，包括三个营的步兵，加上18门加农炮和一支骑兵部队。他命令炮兵冲上前去，对守卫在梅多拉诺山上的一个奥地利炮兵连展开近距离平射；这座山丘连接着奥军的两条战线。在一场猛烈的炮兵交火之后，波拿巴的步兵发动冲锋，席卷并翻越了这座山，跟随其后的是骑兵。这场战斗没有造成全面突破。然而，沃姆塞尔的整个左翼迅速溃败，并累及全军。沃姆塞尔损失了3000人，但还是撤到东北面大约10英里的佩斯基耶拉。



　　波拿巴之所以没有大获全胜，有几个原因。塞鲁伊尔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控制沃姆塞尔部以东的道路；因此，这次包抄行动并没有在奥军的撤退路线上建立一个真正的战术火力网。马塞纳和奥格鲁没有全力以赴地在前线上进行牵制性攻击。沃姆塞尔并没有被迫从梅多拉诺山上的结合部抽调兵力。此外，突击部队也太小，以致未能造成真正的突破，夺取梅多拉诺峰使攻击势头消耗殆尽，从而使沃姆塞尔有机会从容不迫地逃之夭夭。



　　在此后年代中，波拿巴锲而不舍，完善了这种“战略性战斗”的方法，特别是在选择各连续阶段的实施时机方面；他采用这一战法，赢得了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包岑等战斗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些获胜的要素在卡斯蒂廖内之战中就已经存在了。






地图6：卡斯蒂廖内之战（1796年8月5日）



　　沃姆塞尔在佩斯基耶拉只作短暂逗留，用充足时间派遣两个新的旅驻守曼图亚，撤走部分伤病员，补充城堡守军的食品。这件事办妥之后，沃姆塞尔向北面的特伦托撤退。他对撤走曼图亚守军的任何企图都未予理睬。波拿巴在卡斯蒂廖内之战的胜利之后，占据了沃姆塞尔主力和曼图亚之间的中央位置。倘若奥军撤离其城堡，在沃姆塞尔与之会合之前很早，波拿巴就能将其歼灭。奥军解救曼图亚的第一次努力给法军造成1万人的伤亡，但奥军却损失了将近1.7万人。



　　法军在德国的长期推迟的进攻终于在1796年7月开始。在波拿巴获胜之后，督政府认为，它的总计划的下一阶段可以开始实施了；于是，它命波拿巴经蒂罗尔地区挺进，翻越阿尔卑斯山，与正在向巴伐利亚挺进的、由让·维克托·莫罗将军率领的莱茵军主力合作。波拿巴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同莫罗联络，时值秋季，在蒂罗尔山区的活动将随着冬季到来而越来越困难。



　　然而，他服从了命令，留下1万人围困曼图亚，派小股部队保护维罗纳和阿迪杰河下游，率领其余的3.3万人马沿阿迪杰河逆流北上，进攻特伦托。



　　奥地利人看到了利用波拿巴的正面挺进的机遇。他们制订了一项富于想像力的计划，悄悄地派大约2.6万人马，由沃姆塞尔率领，经过特伦托东南面不远的瓦尔苏加纳，沿布伦塔河顺流而下，到达威尼斯平原，然后掉头西进，去解曼图亚之围。与此同时，保罗·冯·戴维多维奇将军率大约两万人马守卫蒂罗尔地区。奥地利人估计，波拿巴决不会忽视沃姆塞尔向其后方的挺进，为了避免受到这两支奥军的夹击，他会从原路撤回去守卫曼图亚。



　　波拿巴于1796年9月4日击溃了戴维多维奇的一支阻击部队，次日占领了特伦托。他到达那里后才获得确切消息：沃姆塞尔已经渡过瓦尔苏加纳河，正沿着布伦塔河谷向他的后方进军。



　　波拿巴作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反应。他没有沿阿迪杰河撤退，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一种更为迂回的做法来对付沃姆塞尔的迂回做法。他留下1万人封锁特伦托以北的蒂罗尔山谷，率领其余部队顺着布伦塔河谷猛烈追击沃姆塞尔的部队！这是“迂回包抄，攻其后部”战略的一个显著的变化类型。波拿巴一举将沃姆塞尔同戴维多维奇分隔开，使沃姆塞尔只有3个选择：在布伦塔河畔交战；逃往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奥军基地的里雅斯特；抑或撤退到曼图亚城内，加入那里的已被围困多时的奥地利部队的行列。



　　对波拿巴的行动大吃一惊的沃姆塞尔命两个师在特伦托东南40英里左右的布伦塔河畔的巴萨诺拦截法军。9月8日，波拿巴在那里以猛烈的正面攻击击败奥军，俘获4000名战俘，并将敌人分割成两部分。一股残余人马逃向东北方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弗里欧尔，完全退出战斗。另外一股残兵败将在沃姆塞尔率领下出人意料地继续向西南方的阿迪杰河谷和曼图亚进军，与他的剩余部队会师，使他的兵力增加到1.6万人。



　　沃姆塞尔对曼图亚城的专注使波拿已获得了另外一个良机；波拿巴抓住了这个良机。此时，他处于沃姆塞尔部的东面，从而破坏了沃姆塞尔掉头向的里雅斯特撤退的任何可能性，从而迫使他退入曼图亚。到9月12日，沃姆塞尔已经变成了躲在这座城堡中的笼中之鸟，他虽然使那里的守军人数增加到2.8万，但是却使守军的生存陷入困境，因为食物立即被消耗殆尽。不久之后，城中守军就开始靠马肉维持生命，到新年之际，每天有150人因营养不良而生命垂危。



　　波拿巴未能到巴伐利亚去与莫罗会师，但这本来就是几乎不可能的。莫罗于9月19日撤退，于10月底渡河到达莱茵河西岸。而波拿巴此时已经把奥地利的为数可观的部分军事资本包围在曼图亚，使之成为瓮中之鳖。



　　奥地利人决心挽救曼图亚的守军，并构想了一次新的、殊途同归的进军。高级指挥官约瑟夫·达尔温茨是一位曾在莱茵河畔长期服役的、经验丰富的将军。1796年11月初，他率领2.8万人向布伦塔河畔的巴萨诺进军，然后继续西行；与此同时，戴维多维奇率1．8万人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南挺进，以夺取特伦托并沿阿迪杰河谷顺流而下。这次兵分两路的进军使波拿巴分散兵力，并使达尔温茨更有可能在维罗纳——波拿巴围困曼图亚的枢钮——集结部队。



　　波拿巴留下9000人继续围困曼图亚，4000人作为预备部队驻在维罗纳，8000人驻在阿迪杰河谷中，由查理－亨利·沃布瓦率领；给他的命令是阻击戴维多维奇。波拿巴率剩下的1.8万人出发，以期把达尔温茨赶出布伦塔河谷，然后袭击戴维多维奇部的后尾。然而，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沃布瓦于11月4日被击溃，撤退到维罗纳北面仅20英里左右的里沃利。



　　波拿巴立刻增援了沃布瓦，命令他的与达尔温茨对垒的部队撤到阿迪杰河一线，占领戴维多维奇和达尔温茨部之间的中央位置。他此时的目的是阻止奥军两翼的会合。



　　达尔温茨决意要前去援助戴维多维奇，然后才进攻曼图亚；因此，他率领1.7万人马在维罗纳以东14英里的维拉诺瓦渡过阿尔彭河。法军于11月11日挫败了奥军向维罗纳的一次预备性的试探行动，从而说服达尔温茨将其主力驻守在维罗纳以东7英里的卡尔迭罗村；为保卫其南侧，他命4000人马驻扎在东南大约10英里、离阿尔彭河与阿迪杰河汇合处不远的阿科拉。



　　11月12日，马塞纳在卡尔迭罗袭击了达尔温茨，但被击败，损失了两千人马，因而被迫躲避到阿迪杰河西岸。波拿巴此时处境危险。两支强大的敌军有在维罗纳会师之虞。波拿巴只有1.8万人马，却要对抗达尔温茨的2.3万人。为了达到兵力优势，他可以取消对曼图亚的围困；但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其后方的敌军增加1.7万人（曼图亚守军剩下的仍有战斗力的人数）。



　　波拿巴决意再次运用“迂回包抄，攻其后部”的战法；他派驻在维罗纳的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队从达尔温茨的南侧迂回，途经维罗纳，到维拉诺瓦会袭击其尾部，在那里阻止其撤退，并夺取其给养库，从而迫使达尔温茨撤退，并强迫奥军在波拿巴选中的战场，即阿尔彭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沼泽地和稻田中作战。在这里，奥军只能将部队部署在寥寥无几的堤岸和桥梁上，因而失去其人数优势。



　　波拿巴的计划是一次巨额赌博。假如维罗纳在此期间失陷，就会满盘皆输。可是，他是如此胸有成竹，以致于毫无畏惧地投入了几乎所有兵力来实施迂回包抄，而只从沃布瓦那里抽调3000人马守卫维罗纳。



　　波拿巴于11月14日夜间行动，沿阿迪杰河南岸顺流南下，行进18英里，然后于拂晓从一座浮桥上重新渡河，进入阿尔彭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沼泽地。马塞纳率6000人向西北面移动，以抵御奥地利人袭击其后部；而奥格鲁则率6000人攻击阿科拉。然而，部署在一条堤岸上的奥军加农炮和克罗地亚步兵阻止了他们的前进。波拿巴急忙派3000人从两条河汇合处南面不远处渡过阿迪杰河，命令他们沿河的东岸逆流而上，以夺取阿科拉。这一行动是耗费时间的；达尔温茨察觉了波拿巴的企图，于是向维拉诺瓦撤退。虽然法军于晚7时攻占了阿科拉，但是起码半数奥军已经安然无恙地抵达维拉诺瓦。



　　这时，波拿巴获悉，沃布瓦已被驱逐到离维罗纳不远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波拿巴放弃了阿科拉，撤退到阿迪杰河南侧，以便在必要时北进，去援助沃布瓦。



　　次日，即11月16日早，波拿巴尚未听到有关戴维多维奇挺进的消息，便决意重新攻打阿科拉。他的部下们在严寒中沿着堤岸行进，重新为夺取每寸土地而战斗，一边进攻阿科拉，一边还要提防西面的奥军；这支奥军正试图把法军驱赶到阿尔彭河边并消灭之。双方的努力都失败了。但是，达尔温茨受到严重震惊。



　　11月17日晨，波拿巴为他对阿科拉的第三次进攻做准备。此时局势已经变得有利于他了，因为达尔温茨1／3的部队正在西面的沼泽中孤军作战。在马塞纳从西面正面进攻阿科拉的同时，波拿巴命令奥格鲁在阿迪杰河与阿尔彭河汇合处以南渡过阿迪杰河，前去夺取阿科拉。奥格鲁受到顽强抵抗，处境十分困难。波拿巴采用了一项在他的兵法中罕见的战术诡计，即派4名号手到奥军后面去吹冲锋号。奥地利人已经是惊弓之鸟，他们害怕遭到猛烈进攻，便迅速向北撤退。法军紧随其后追击到维拉诺瓦。在那里，达尔温茨认为自己面临着一场大规模进攻，便命其军队星夜撤往东北面20英里的维琴察。



　　11月17日，戴维多维奇终于从北面发动了人们长期拭目以待的进攻，把法军击溃到加尔达湖南端附近的新堡。18日，波拿巴将其步兵调回来援助沃布瓦；奥格鲁沿阿迪杰河东岸北上，试图在新堡北面包围戴维多维奇。这位奥地利将军及时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迅速撤往特伦托。



　　这是波拿巴的一次出色的胜利。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中央位置阻止了奥军两翼的会师，在法军只损失4000人的情况下造成敌军7000人的伤亡，打败了这两支奥军，并挫败敌人解救曼图亚的第三次努力。



　　1796年11月底，法国政府急切希望结束战争。它在德国的重大进攻尽管耗资巨大，但还是失败了。督政府开始了谈判；但是，由于奥地利人决心挽救曼图亚，这种努力失败了。维也纳要求在和谈继续期间有权给曼图亚增添给养。这样一来，拿破仑·波拿巴的许多收获将化为乌有；因此，这在法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对奥地利人来说，解救曼图亚是当务之急。这支守军开始忍饥挨饿。此时，督政府把波拿巴的兵力增加到4.5万；波拿巴派8000人围困曼图亚，保持3.7万人的机动性，以应付奥地利人解救这座城堡的第4次努力。



　　波拿巴布置兵力来封锁达尔温茨的3条进攻路线：沿阿迪杰河谷顺流而下；沿加尔达湖西岸进攻法军后部；经过布伦塔河谷，然后兵分两路西进，一路进攻维罗纳，另一路途经维罗纳东南30英里、阿迪杰河下游的莱尼亚诺，直接进攻曼图亚。



　　到1797年1月13日，波拿巴已经琢磨出达尔温茨的进攻计划。达尔温茨派亚当·冯·巴加利克率6000人经布伦塔河，袭击维罗纳，派约翰·普罗维拉率9000人进攻莱尼亚诺，以期突破到曼图亚，解救那里的守军，并袭击法军后部。与此同时，达尔温茨率其主力2.8万人向南挺进，以击败巴瑟莱密·C·儒贝守卫阿迪杰河谷的万人师。是日，达尔温茨把儒贝从维罗纳西北面20英里的拉科罗纳赶走。



　　波拿巴派马塞纳部队中的3000人留守维罗纳，并留下奥格鲁率9000人阻击普罗维拉，命马塞纳率领其部队中剩下的6000人马，安东尼·雷率4000人从加尔达湖西面出发，驻守新堡的克劳德·P·维克多率两千人向里沃利高原全速进军；该地位于拉科罗纳以南大约3英里，夹在加尔达湖和阿迪杰河之间，是一处有利的防御地势。



　　达尔温茨赶在敌军增援部队抵达之前，于1月14日早晨在里沃利发动攻击，按照一项涉及6个纵队的十分复杂的计划行事。在3个纵队从正面攻击里沃利高原的同时，两个纵队分别从两翼迂回，而第6个纵队沿阿迪杰河东岸顺流而下，旨在渡河袭击波拿巴主力部队的后方。



　　达尔温茨在阿迪杰河东面的行动失败了；但是，这些正面进攻击溃了儒贝和马塞纳；达尔温茨的东侧包抄纵队抵达高原，威胁着法军右翼；与此同时，西侧包抄的4000人部队费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出现在里沃利南面的山脊上，有封锁法军退路之虞。



　　波拿巴命一个旅袭击位于其后方的这支敌军，而派其余部队倾巢出动，对右侧攻击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炮兵和步兵还击，从而击溃了奥军的突击力量。此时，波拿巴集中兵力向奥军中心位置发动一场正面攻击，将敌军分割成两部分。与此同时，雷和维克多的部队由南向北进击，歼灭了法军后侧的4000奥军。这些行动几乎结束了战斗；达尔温茨脱离战斗，损失达8000人。



　　然而，波拿巴的处境仍很危险，因为奥格鲁未能阻止普罗维拉的9000人奥地利部队从阿迪杰河下游渡河；这支部队正向曼图亚行进。波拿巴给儒贝留下不到半数的法军防备达尔温茨，率领其余部队奔向南方去阻止普罗维拉前进。



　　次日，儒贝经受住了达尔温茨在里沃利发动的第二次攻击，然后把灰心丧气、处于混乱之中的奥军驱赶向北方，俘虏了将近5000人。与此同时，1月15日，奥格鲁率领包围曼图亚的部分兵力，在曼图亚遥遥在望的距离内阻止了普罗维拉的前进。这天下午，波拿巴率领来自里沃利的部队袭击了普罗维拉的后部；普罗维拉只得投降。



　　在5天出色的行军和作战期间，波拿巴一直保持了对曼图亚守军的围困，并使达尔温茨的4.8万人部队只剩下1.3万亡命之徒。其中，马塞纳的师在120个小时中3次交战，行军54英里。



　　达尔温茨的战役被粉碎意味着曼图亚的沦陷。沃姆塞尔于1797年2月2日投降。守军中只有1.6万人尚能列队走出来受俘。法军由此完成了对意大利北部的征服。由于损失了大多数野战部队，奥地利人无可奈何地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区。2月底，波拿巴向奥地利挺进，翻越阿尔卑斯山，于3月29日攻占维也纳西南150英里的克拉根福。



　　由于连续征战，波拿巴耗尽了实力。他转而进行外交活动，逼迫奥地利人同意实现和平；他所用来威胁敌人的，是他把守着克拉根福和莫罗终于为了渡过莱茵河与他会师，合击维也纳而正在做的准备。奥地利人于1797年4月18日在莱奥本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在10月17日的福尔米欧广场和约中得到一定的修改。波拿巴在该协议中显示出，他还拥有出色的外交才能。虽然他强迫奥地利人把比利时让给法国，把米兰公国割让给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新的、以法族为主的“山南共和国”，但是他也向奥地利人提供了巨大的好处：吞并高傲的威尼斯共和国和亚德里亚海北端附近的几块领土。



　　拿破仑·波拿巴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动性和毁灭性强得多的兵法。但是，他没有进行给敌国人民及其财产造成巨大破坏，致使其放弃一切抵抗愿望的全面战争。他的宗旨始终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虽然这使他获得了一次次巨大的胜利，但却没有造成永久的收益。他自以为依靠打败敌人的作战部队便能实现其目标。因此，他的敌人从未完全丧失信心，而是在似乎是毁灭性的惨败之后重整旗鼓。



　　在实现其摧毁敌军的目标过程中，波拿巴利用了博塞、格里博瓦尔、杜泰尔和吉伯特所创始的战争新概念。他还继续采用了新式革命军的做法，即依靠当地的给养生存，要么通过从敌人手中强征，要么让部队去抢劫。



　　波拿巴在战争方面所构思的新东西很少。但是，他对前人成果的实践取得了一次次惊人的胜利；而敌人却仍旧带着18世纪用兵思想的精神负担而作战。波拿巴使所有其他考虑都从属于实现他的主要目标，即歼灭敌人主力部队。他不断地想方设法在敌人侧翼或后方布署自己的部队，以引起恐惧和切断敌人的给养、增援及撤退路线。与此同时，他谋求保持自己的交通线安全和畅通无阻。



　　波拿巴明白，战争的制胜之道很像拳击比赛的获胜方法。拳击运动员一面攻击，一面还必须自卫。要想造成有效的打击，拳击选手必须使对手猝不及防。对军事将领来说，这意味着他必须分散兵力，才能迫使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但是，正如博塞所教导的那样，他必须能够赶在敌人之前在一个选中的地点重新集结他的部队。这成为波拿巴在其整个军事生涯中的宗旨和成功的秘密：一面打击敌人，一面避免遭受敌人打击。为此目的，波拿巴将3种战法改善到完美程度；他的对手们始终没能有效地模仿这些战法，而他却从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第一项兵法就是“迂回包抄，攻其后部”，即派大部队降临敌后，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攻击，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第二项战法是他最喜欢的战术，即“战略决战”：以一场正面进攻牵制住敌人，派一支部队从侧面迂回到敌后交通线上，由一支精锐的炮兵、步兵和骑兵混合部队，在敌人防线上为了反击迂回包抄而削弱兵力的地方实现突破，从而最终赢得战斗。他的兵法遵循了汉尼拔、西庇阿和蒙古人所曾采用的原则：在前线上牢牢牵制住敌人，然后对敌人的侧翼或后部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波拿巴的第三条决胜之道是“中央位置”战略，即在两支或更多敌军之间穿插移动，遥相呼应，打败一支敌军，然后再收拾另一支。虽然波拿巴的总兵力不如敌人多，但是他凭借此法，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打败每一支敌军。



　　波拿巴把这些惊人的革新与极强的机动性和胆量相结合，用来在法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为他自己缔造了一个帝国。然而，当上拿破仑皇帝之后，他拥有了庞大的军队和对自己军事能力的坚强信心，以致不再依靠速度和出奇制胜，而是单纯依赖兵力的大量集中或进攻实力来取得胜利。



　　1806年在耶拿举世瞩目地打败普鲁士人之后，他所关心的只有硬拼，因为他相信，只要与敌人交战，他便能够毁灭敌人。拿破仑在其新的炮兵战术中显示了这一点：集中大量火炮在敌人防线上选中的一点轰出一个洞来。



　　从此后，拿破仑便以双方兵力的大量损失来换取胜利。由于有了使用其帝国资源的实际上的空白支票，拿破仑丧失了以巧妙的诡计和诈术来取胜的决心。最终，损失变得过于惨重，他的敌人得以压倒他的被削弱了的军队。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说：“他为违反节省兵力的法则而付出了代价；而机动性和出奇制胜是实践这一法则的手段。”














	

 






	















	







	







	









 





	


	







	








	




	


第04章：“石壁”杰克逊：“迷惑、引入歧途和出其不意”




	







	

 



	


	


　　有一个情况，认识到它的军人寥寥无几，政治家则更少；这就是，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为止，战争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



　　几乎人人都看到了其缘故——射程远的单发步枪的采用；但是，起初并没有任何人认识到，这个变化对用兵之道的影响十分深刻，以致必须设计一种新的作战方法。这种步枪把步兵的防御力大大提高了；因此，在拿破仑战争和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中曾经十拿九稳的进攻不再灵验了。新式步枪的有效射程为400码；这是部队从前装备的滑膛枪射程的4倍。这种步枪使南北战争中每8次进攻中就有7次注定失败，并且使拿破仑在其后期战争中所采用的制胜方法——把滑膛炮推到距敌人前线200码左右的地方，轰出一个洞来，用弹壳或霰弹大量杀伤敌人——突然地寿终正寝了。



　　没有任何一位南北战争将领找到对付步枪防御力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当时是没有的。虽然南北战争中首次出现了大量射程远的膛线炮，但是这种炮无法压倒步枪，其杀伤力不足以使之取代霰弹，而霰弹依旧是对付步兵的主要武器。解决办法要求使火炮采用比黑色炸药威力大的化学炸药，改进炮弹的引信，找到一种方法，使火炮能够在看不到目标的距离上和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外具有较高的命中精度。这些发展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才到来的。



　　由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南北双方的大多数将领都下令从正面直接进攻防御阵地，都忍受了令人恐惧的严重伤亡，并都希望以某种方式迫使敌人绝望和放弃战争。



　　然而，有一位南方邦联的将领认识到，由于南方的白人人口仅为北方白人人口的1／3，所以南方无法长期承受战斗中的巨大损失，在一场消耗性战争中必输无疑。他千方百计地尽可能避免从正面进攻，而是以迂回、诡计和出其不意取胜。这位将军就是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外号“石壁”，因为在1861年7月21日的弗斯特马纳萨斯战斗中，南方军紧密团结在他的坚不可摧的部队的周围。



　　在弗斯特马纳萨斯之战后不久，“石壁”杰克逊提出了一项战略，即迂回到北方联邦军的后方去袭击其铁路和城市，给北方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从而使北方人民允许南方独立。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缺乏杰克逊那样的想像力，因而拒绝采取他所提议的大胆行动。



　　杰克逊坚持不懈；在1862年春在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谷地的战役中，他的用兵之道对同一战略略有修改。这次战役包含了杰克逊提议的较为笼统的决胜战略的所有要素，表明他已经琢磨出了纠正从正面攻击装备着步枪的步兵这一毁灭性难题的方法。



　　“石壁”杰克逊，弗吉尼亚州西部人，南北战争开始时37岁，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墨西哥战争中表现出色，但于1851年从美国陆军退伍，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担任了战术和力学教授。他身材高大，落落寡合，笃信宗教，很难向大多数人表达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对军事问题兴趣浓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手头的问题。






统帅5：“石壁”托马斯·杰克逊



　　1862年春，联邦军统帅乔治·麦克莱伦陆军少将为“石壁”杰克逊提供了他所谋求的机会。麦克莱伦建设了一支几乎三倍于南方邦联军高级指挥官约瑟夫·约翰斯顿所统帅的力量的军队。但是，他并不真正懂得战略，也不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他把自己的大多数军队用船通过切萨皮克湾转移到门罗堡；门罗堡是北方仍然控制着的一个哨所，位于里士满东南、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半岛的端点上。他打算从那里沿半岛直上，夺取里士满；该市系南方邦联首都、弗吉尼亚州铁路交通枢纽和南方主要的军火制造中心。



　　麦克莱伦没有采取一项防范措施，即派自己的部分军队到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马纳萨斯附近去直接抗击约翰斯顿的军队，从而牵制住它，迫使南方分散其已经捉襟见肘的兵力。其结果是，约翰斯顿得以撤走其大多数军队，以应付麦克莱伦这个唯一的威胁。



　　由于北方联邦总统林肯十分关心保卫联邦首都问题，所以麦克莱伦被迫留下一支庞大的卫戍部队，驻守在联邦军在华盛顿周围修建的城堡之中，此外还留下3支主要的野战部队：由麦克道尔率领的驻守在华盛顿南面的一个有4万人的军团，以防叛军直接进攻首都；由班克斯率领的一个有2.3万人的集团军，以防范谢南多尼山谷下段（北段）中的“石壁”杰克逊及其只有4600人的小部队；和由弗里蒙特率领的、正从西面的阿勒格尼山脉接近谢南多厄山谷的1.5万部队。



　　虽然约翰斯顿只有大约5.7万人与麦克莱伦相抗衡，但是这位联邦军司令一贯夸大南方邦联军的实力，要求林肯把麦克道尔的军团交给他，声称没有这支部队，他便不能保障攻克里士满。林肯说，一俟华盛顿不再受到威胁，麦克道尔的军团就可以前去与麦克莱伦会师。



　　有三项任务被留给“石壁”杰克逊来完成。第一项任务是保卫谢南多厄山谷，即阿勒格尼山脉和蓝岭山脉之间辽阔而富饶的地区。那里的农场对养活叛军来说很重要，其位于波托马克河畔的北出口提供了一个利于防守的要塞，南方军能够从这里入侵北方。杰克逊的第二项任务是防止班克斯派遣大部队增援麦克莱伦。杰克逊自己，而不是约翰斯顿将军，筹划出了他的第三项责任：阻止麦克道尔的庞大军团与麦克莱伦会合。假如面临这种兵力的增加，约翰斯顿将几乎毫无可能保卫南方邦联首都，而且将不得不撤退，很可能导致南方早早地投降。约翰斯顿是一位墨守成规的军官，他看不到杰克逊的寡弱之师如何能够影响麦克道尔的行动。但是，深谙林肯在保卫华盛顿问题上恐惧心理的杰克逊却不以为然。






地图7：杰克逊的谢南多厄谷地战役（1862）



　　1862年3月11日，班克斯把杰克逊从波托马克河以南大约30英里的温切斯特赶走。杰克逊下令对露营在市外约4英里处的联邦军发动夜袭。但他的军官们率部队向南多走了6英里，以致返回路程太远，无法确保使敌人猝不及防。杰克逊愤怒地放弃了进攻计划，在阿什比的骑兵掩护下向南撤退42英里，沿着山谷中的碎石路撤到杰克逊山。



　　班克斯迅速估计出了杰克逊的兵力；他很想参加麦克莱伦的战役，因而派9000人由希尔兹率领留守在山谷之中，着手把剩下的部队向东调动到马纳萨斯。阿什比通过间谍获悉了这一行动，并且获得报告说，希尔兹的大多数人马也即将东进。



　　杰克逊立即作出反应，令士兵们沿着山谷中的道路急行军；由于行动太快，所以3月23日到达克恩斯敦时，只有3000人没有掉队。已在那里的阿什比要杰克逊放心，与其对垒的只不过是联邦军的一支后卫部队。



　　杰克逊留下阿什比率领其炮兵佯动，派大多数人马西进3英里，翻过一条很长的山岭，企图绕过联邦军侧翼迂回。阿什比的情报是错误的：希尔兹的整个师都隐藏在克恩斯敦北面；杰克逊一采取行动，因希尔兹受轻伤而暂时挂帅的金鲍尔上校便派遣一支占绝对优势的部队去阻拦杰克逊。



　　战斗十分激烈，杰克逊看到自己面对着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便把他的最后3个后备团投入战斗。然而，“石壁”旅的指挥官加内特担心叛军阵线即将崩溃，便下令撤退。这使得杰克逊的部队溃不成军，逃到南面4英里处。杰克逊损失了718人，即交战部队人数的将近 1／4。他解除了加内特的指挥权，因其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撤退。



　　这对杰克逊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战术挫折。但是，克恩斯敦之战的战略结果是惊人的。希尔兹无法相信，杰克逊会在没有大量增援部队的情况下进攻。林肯因担心谢南多厄山谷的安全，命令班克斯的大多数部队撤退，把一个有7000人马的师交给了位于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弗里蒙特指挥。然而，最重要的是，林肯命麦克道尔的军团留在华盛顿附近；他向麦克莱伦保证，一俟对首都的威胁消失，麦克道尔即可进军里士满。



　　虽然杰克逊输掉一场战斗，但是他的果断行动阻止了一支大部队同麦克莱伦会师，并且吸引了班克斯和弗里蒙特两支联邦军部队的注意力。实际上，将近8万联邦军队被杰克逊的4000人部队所牵制。



　　与此同时，南方邦联的军事领导集团——戴维斯总统、其总参谋长罗伯特·E·李和国防部长乔治·W·伦道夫——拒绝接受约翰斯顿将军的一项建议，即退守到里士满的门户，而命令他守卫一条穿过半岛南部从约克敦到詹姆斯河地区的兵力薄弱的堑壕防线。麦克莱伦十分谨慎，不肯进攻这道防线，而是开始了一场历时一个月的包围。



　　杰克逊是剩下的绝无仅有的一位能够采取战略行动的南方邦联军指挥官。他采用招募的方法把自己的部队扩充到6000人左右；约翰斯顿允许他动用正在蓝岭东山坡上养精蓄锐的由尤厄尔率领的有8000人的一个师。在斯汤顿以西的阿勒格尼山区，有一支阻止弗里蒙特进入山谷的、由爱德华·约翰逊率领的有2800人的部队。



　　这时，率领着1.9万人的班克斯和率领1.5万多人的弗里蒙特开始进攻杰克逊。而杰克逊已经在克恩斯敦战斗之后向南撤退，于4月17日放弃了克恩斯敦以南将近50英里的纽马基特，退到斯汤顿以北25英里的哈里森堡。杰克逊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班克斯和弗里蒙特会师。倘若他们会合起来，将拥有两倍于杰克逊的兵力。



　　班克斯进入哈里森堡时，杰克逊率部队向东面15英里的康拉茨斯道（埃尔克顿）进军。该市坐落在马萨纳滕山麓，占了谢南多厄山谷的很大一块地方，从南部的哈里森堡和康拉茨斯道始，绵延45英里，一直延伸到北面的斯特拉斯堡和弗兰特罗亚尔。只有一条公路越过马萨纳滕山3000英尺高的山岭：在南北两端之间的半路上，一条12英里长的道路从西面的纽马基特通到东面的卢雷。沿着东面狭窄的卢雷山谷，流淌着谢南多厄河的南支流；在西面，北支流流过谢南多厄河谷的主段。两条支流在弗兰特罗亚尔汇合。



　　在康拉茨斯道，杰克逊安全地呆在南支流彼岸，而且如有必要，便能够经过东面不远的蓝岭山区的斯维夫特伦盖普逃走。可是，爱德华·约翰逊已经撤退到斯汤顿以西大约7英里处的人数很少的部队无法阻止班克斯和弗里蒙特会师。此外，弗吉尼亚州东部的局势严重恶化。麦克道尔的军团即将向弗雷德里克斯堡进军，然后走完下一半路程，加入麦克莱伦的行列，兵临南方邦联首都城下。只有采取果断举措，才能阻止他的行动。这时，杰克逊采取了一项作为最诡诈的行动之一载入战争史册的战略行动。



　　他命令尤厄尔向康拉茨斯道前进。但是，尤厄尔抵达时，杰克逊自己的部队却调动到别的地方。杰克逊只要求尤厄尔留在康拉茨斯道，如班克斯进攻斯汤顿便袭击他。杰克逊率领自己的部队南行12英里，到达里帕布里克港，然后翻越蓝岭东进！他出现在夏洛茨维尔以西约9英里的弗吉尼亚中央铁路上的梅科姆河站。



　　这次进军所产生的结果是罕见的，杰克逊通过东进故意使人认为，他打算到里士满去与麦克莱伦交战，或者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去阻击麦克道尔。这使得北方联邦的国防部长斯坦顿告知麦克道尔，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华盛顿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逗留，直到进一步了解杰克逊的意图为止。此外，杰克逊的东进还使他得以避免直接援助爱德华·约翰逊的部队，从而使率领弗里蒙特先头部队的罗伯特·米尔罗伊中计，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派大部队增援。



　　在梅科姆河站，杰克逊让其部队上了他在那里聚集的火车。但是，火车没有像士兵们所预料的那样向东行进，而是向西返回谷地之中！5月4日抵达斯汤顿的杰克逊处于弗里蒙特和班克斯两军之间，有利于他分别击败这两支联邦军。他的直接打击目标是米尔罗伊将军；米此时率领一支小部队位于斯汤顿以西35英里左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杰克逊的迂回行军具有一个出乎意料的额外好处，即把班克斯的部队切成两半。班克斯想要走出谷地进入东面较大的战场，因而要斯坦顿放心，杰克逊的目的地是里士满，建议将自己的全军派到麦克道尔或麦克莱伦那里去。斯坦顿和林肯拒绝了，但却命令班克斯派希尔兹的师到麦克道尔那里去，而只给他留下1万人守卫谷地。



　　杰克逊于约翰斯顿将军退出纽克敦防线并撤退到里士满郊外后一天抵达斯汤顿。争夺南方邦联首都的战斗打响了。



　　杰克逊迅速与爱德华·约翰逊会师，进攻米尔罗伊的先头部队。5月8日在斯汤顿以西27英里的麦克道尔，他们遇到了率领着4000人的米尔罗伊。杰克逊派一支部队从其侧翼迂回；与此同时，这位北方联邦将领袭击了位于这个村庄东面的一座高山上的南方邦联军主力部队。虽然他给叛军造成大量伤亡，但是他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联邦军连夜撤往富兰克林。杰克逊随后紧逼，攻占了富兰克林，把弗里蒙特的部队驱赶到阿勒格尼山区的深处，使之在一段时间里无法发挥任何军事作用。



　　杰克逊此时掉头返回山谷。班克斯突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于是北撤50英里，到达温切斯特以南14英里的斯特拉斯堡；在此处，马纳萨斯盖普的铁路给他带来了来自华盛顿的给养。他命自己的7500人在斯特拉斯堡挖掘堑壕以固守，把1500人部署在位于温切斯特的后方基地，把1000人部署在东面10英里的弗兰特罗亚尔；铁路从此处穿过蓝岭山脉。



　　杰克逊电告约翰斯顿将军说，班克斯正在斯特拉斯堡构筑工事，而他则正同尤厄尔师一起沿着山谷进军，去袭击班克斯。约翰斯顿回电说，进攻危险太大，应当任凭班克斯“呆在其工事中”，尤尼尔应当向东前进，帮助打败麦克莱伦，而杰克逊留下来监视班克斯。杰克逊不打算任凭班克斯“呆在其工事中”，但也不想从正面进攻他。但是，他需要尤厄尔师，于是求助于罗伯特·E·李帮助，要求戴维斯总统撤销约翰斯顿的命令。



　　杰克逊未动用一兵一卒，便第二次阻止了麦克道尔向里士满的进军。他纠集了一支占压倒优势的部队迫使弗里蒙特的先头部队后撤，使其全军暂时无法起到任何战略作用。此时，班克斯率一万人被孤立在下游河谷之中，而杰克逊则率1.7万人袭击他。



　　班克斯在斯特拉斯堡封锁了谷地中的公路，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以为他的堑壕、步枪和火炮能够打败杰克逊的正面进攻；他认为杰克逊将只得发动正面进攻。



　　杰克逊故意助长了这种想法，这正是他的企图。他命令尤厄尔派理查德·泰勒的路易斯安纳旅于5月20日顺着马萨纳滕山麓从康拉茨斯道前进到纽马基特，从而使联邦军的间谍和侦察兵以为，他正在那里进行准备，要沿着公路直接进攻斯特拉斯堡。



　　然而，杰克逊马上就要充分显示他“迷惑、引入歧途和出其不意”的能力。次日早晨，特纳·阿什比的骑兵向北疾驰，直奔斯特拉斯堡，给他的命令是在杰克逊和联邦军之间建立一条骑兵封锁线，防止任何间谍穿越，造成主力部队就在后面的印象。与此同时，与先头部队一起行进的杰克逊则悄悄地使部队的队首转向右方——沿着斜坡上的路翻越马萨纳滕山，向卢雷前进！



　　几小时后，当他的大惑不解的士兵们进入卢雷山谷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司令官所获得的成果——因为尤厄尔的师正等待在那里。杰克逊一举在联邦军的侧翼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兵力。现在，邦联军要袭击联邦军的后部，只有处于绝望劣势的弗兰特罗亚尔城的1000守军挡着南方邦联军的前进道路。



　　5月23日晨，杰克逊的部队倾巢出动，几乎全歼了弗兰特罗亚尔城中的被蒙在鼓里的联邦部队，俘虏600人，造成300多人伤亡。



　　这样，杰克逊就迅速地一举切断了班克斯同华盛顿的直接铁路联系和向东撤退的路线，使自己同班克斯设在温切斯特的后方基地的距离同班克斯一样近。班克斯获得这个惊人消息后呆若木鸡。5月23日全昼夜，他拒绝撤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现已毫无用处的工事，尽管他手下的高级指挥官们一再催促。当乔治·H·戈登上校恳求他在力所能及的期限内拯救部队时，班克斯怒吼道：“看在上帝份上，先生，我决不撤退！我们与其说怕敌人的刺刀，不如说更怕朋友们的意见！”



　　杰克逊使这位联邦军司令中计，严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以致他无法立刻作出理智的判断。直到5月24日早晨，班克斯才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灾难，下令迅速向温切斯特撤退。



　　杰克逊曾经希望在斯特拉斯堡和温切斯特之间截断班克斯的部队。但是这一天，他的往常很可靠的骑兵辜负了他的期望。组成杰克逊骑兵的来自谢南多厄河流域的骑士们既勇敢，又坚定。但是，特纳·阿什比带兵无方，其部下抵制不住诱惑，抢劫了逃往温切斯特的联邦军给养运输车；他们尤其无法忽视唾手可得的大量联邦军马匹。南方邦联军的骑兵必须自己为自己提供坐骑；这就是叛军的许多骑兵何以会暂时离开部队，把抢来的马匹送回家的原因。由于纪律不严明，阿什比的骑兵部队未能切断联邦军的退路，以致班克斯的大多数部队返回了温切斯特，尽管杰克逊在米德尔敦驱散了班克斯的后卫部队，硬逼着自己的疲惫不堪的步兵追击敌人，直到5月25日凌晨1点才收兵。



　　然而，班克斯在温切斯特的处境十分不利。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班克斯注意力严重分散，以致未能占领城市南郊、亚布拉姆斯溪畔的一道极易防守的山岭。5月25日凌晨，杰克逊发现班克斯的部队呆在北面约800码处的一条断裂的山岭上。在距离约400码左右处的另一道山岭上，有8门联邦军的膛线炮和一些神枪手。他们给南方邦联军的炮兵和杰克逊派去攻占亚布拉姆斯溪流畔山岭的两个旅造成了惨重损失。



　　杰克逊的主要努力是派两个旅，以泰勒的路易斯安纳旅为首，绕过联邦军西翼进攻。这次攻击使已经军心不稳的联邦军望风披靡。杰克逊看到联邦军的阵线崩溃，便命令南方邦联军全线出击，1万大军浩浩荡荡，从敌军侧翼和亚布拉姆斯溪畔的山岭上发动冲锋，杀声震天，席卷了温切斯特的街道，然后向北追击。



　　倘若特纳·阿什比的骑兵在场，杰克逊也许会全面围剿班克斯的有如惊弓之鸟的部队。但是他们此时大多开小差回家了，因此杰克逊只给联邦军造成3000人损失，其中大多数人是被俘，并缴获大量步枪、火炮和给养。虽然骑兵的毫无纪律性是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杰克逊的过于害怕泄露其计划也是一个因素。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有可能在温切斯特和波托马克河之间对班克斯的全军来个瓮中捉鳖。但是，他并没有事先通知他的骑兵指挥官们。假如他这样做了的话，他们本会竭力实施他的旨意。



　　杰克逊击溃班克斯和向波托马克河的进军在华盛顿引起恐慌。国防部长斯坦顿给北方各州州长打电报，要求其所有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以保卫首都。林肯第三次命麦克道尔暂停向里士满的进军，要他与弗里蒙特、班克斯和守卫哈珀渡口的萨克斯顿联合行动，切断“石壁”杰克逊的退路并摧毁其军队。林肯还电告麦克莱伦，说他认为杰克逊的总方向是向北方进军，因此，“已经快到这样的时刻，即你必须要么进攻里士满，要么放弃这项任务，前来保卫华盛顿。”



　　杰克逊的战略证明，迂回行动，进攻敌人的弱点——在此情况下是北方联邦的首都——能够牵制住敌人，而又不造成生命损失。杰克逊在波托马克河畔形成威胁，从而阻止麦克莱伦获得他认为在里士满城下打败邦联军队所必需的军团。这样一来，麦克莱伦停止了进攻，使约翰斯顿和罗伯特·李获得了更多时间来准备防御工事，调集增援部队来打败他。



　　杰克逊在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就为南方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杰克逊相信他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联邦军队绝大部分被牵制在里士满城下；假如杰克逊迂回到华盛顿后方，攻占巴尔的摩，或许还有费城，切断与首都的铁路联系，开始有条不紊地破坏北方的工厂，联邦军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里都无法作出反应。杰克逊立即向戴维斯总统和李将军重新提议发动一场他曾于1861年马纳萨斯战斗之后提议的入侵。现在，他要求获得充分的增援，以把他的军队加强到4万人。他告诉戴维斯和李，他凭着这支军队，将挺进到马里兰州，“为里士满解围，把这场战役从波托马克河畔转移到萨斯奎哈纳畔”。



　　这是一项具有宏图大志的建议。它将使南方的实力同联邦的实力——里士满城下的麦克莱伦大军——相互错开，避实击虚，打击华盛顿北面的城市和铁路。倘若能够将首都孤立起来，并切断其食品供应，林肯政府将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因为担心政府要员被俘而撤出这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人民会严重丧失对其政府的信任，英国和法国有可能会承认南方邦联，使这场战争被迫结束，因为这两国的纺织工业由于联邦海军封锁南方的港口，阻碍了棉花的出口，而受到损害。



　　倘若杰克逊向北方挺进，起码会给里士满解围，而又不会使南方邦联军的一兵一卒丧生。这样一来，还会使北方处于战略守势。



　　杰克逊的密使、美国前国会议员博特勒上校急忙赶赴里士满，以把杰克逊的计划提交给戴维斯和李。与此同时，杰克逊沿着山谷向南撤退，以迂回到企图切断他后路的联邦军背后。



　　如果杰克逊获得增援和入侵北方的授权，这次撤军不会阻碍他向北方卷土重来。他已经制订出一项计划，以试图使阻挡他的联邦部队失去效力，从而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向北进军。杰克逊期望着翻越蓝岭，到达其东坡并向北进军。这样一来，将会牵制住抵抗他的联邦军。守卫华盛顿的部队因为担心杰克逊会直接袭击首都而无法移动；谢南多厄谷地中的部队因为担心他会夺取谷地也会按兵不动。凭借交替地威胁华盛顿和这块谷地，杰克逊便能够阻止联邦军队联合，打败胆敢进攻的任何单独部队，安然地从其余部队旁边经过，渡过波托马克河。河的彼岸上没有任何强大的联邦野战部队。



　　虽然林肯和斯坦顿企图切断杰克逊的退路并将其摧毁，但是他们成功地采取这种行动的希望渺茫。滞留在杰克逊部西南面80英里的阿勒格尼山区的弗里蒙特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但是，他对自己的给养运输线极为敏感；当一小股叛军封锁通向谷地的主要峡道时，他便沿着波托马克河南支流向北转移，然后向东合击斯特拉斯堡；此时，来自麦克道尔军团的1万人在希尔兹率领下也正向此地进军，跟随其后的是由詹姆斯·里基茨率领的另外1万人。



　　由于杰克逊的大胆挺进，弗里蒙特和希尔兹都夸大了他的实际力量，都不愿单独与他交战。结果，两人都按兵不动，使杰克逊于6月1日安然无恙地经过斯特拉斯堡，沿着谷中的公路南进。



　　与此同时，约翰斯顿将军派其部队袭击了里士满东面不远处的麦克莱伦部。这场战斗在南方称为“七棵松”，在北方叫做“美丽的橡树”；其指挥是失误的。约翰斯顿所计划的一场双重包围失败了；战斗沦为一系列正面冲锋，使南方伤亡6000人，北方伤亡5000人。约翰斯顿身负重伤；戴维斯总统任命罗伯特·E·李接替他指挥南方邦联军队。



　　一俟杰克逊抵达斯特拉斯堡南面，弗里蒙特便发动猛烈攻击，邦联军的后卫部队很难制上这场攻击；特纳·阿什比在哈里森堡附近的一场激战中捐躯。这时，位于弗兰特罗亚尔的希尔兹调头向南，顺着卢雷山谷前进，企图经过穿越马萨纳滕山的唯一道路袭击杰克逊的后部。为了防备万一，希尔兹命其骑兵夺取谢南多厄河南支流上位于康拉茨斯道的桥梁，以便他的师逼近马萨纳滕山南麓，在哈里森堡阻击杰克逊。



　　杰克逊料到了这些行动，派遣一些熟悉谷地中大小路径的本地骑兵，去烧毁南支流上位于卢雷的两座桥和位于康拉茨斯道的一座桥。当希尔兹的师到达卢雷的时候，桥已不复存在，因为谷地中大雨滂沦，河水猛涨。当希尔兹的骑兵抵达康拉茨斯道时，那里的桥梁也已被摧毁。由于没有浮桥，希尔兹被孤立在南支流东面。



　　南支流上还有一座桥：在哈里森堡东南面12英里的里帕布里克港；在那里，南北两河汇集成南支流。这座桥横跨北河；而浅滩提供了涉水渡过南河的条件。杰克逊冒着无法避免的风险，保持了这座桥完好无损，因为它提供了杰克逊退避到东面不远处蓝岭山脉中布朗山口的通道。杰克逊必须把他的军队转移到这个山口，以躲避敌人的袭击，并且进军里士满——如果李呼叫他的话——抑或进军波托马克河——如果李和戴维斯批准进攻华盛顿的后方。



　　杰克逊和希尔兹都开始急行军，以火速夺取里帕布里克港的这座桥。杰克逊抢先一天，于6月7日抵达。次日早晨，联邦军的一个骑兵小分队涉水渡过南河上的一处浅滩，俘虏了杰克逊的部分参谋人员，几乎俘虏杰克逊本人。叛军在北河的桥上和附近的村庄里仓促地组织了一次进攻，才把联邦军击退。



　　杰克逊此时处于拿破仑所说的两支敌军之间的“中央位置”，能够对敌人分而治之。杰克逊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危险来自希尔兹。虽然希尔兹允许他的师广泛地分散在卢雷山谷中，但是他仍能封锁杰克逊经过布朗山口的逃路，夺取他的位于里帕布里克港附近的运输军需品的马车队；然后，他或许还会进军到韦恩斯伯勒并切断弗吉尼亚中央铁路。



　　因此，杰克逊决心先打希尔兹，迫使他向北逃亡，然后掉头打败弗里蒙特。



　　不幸的是，6月8日，弗里蒙特在克洛斯基斯与尤厄尔将军的师不期而遇，迫使杰克逊不得不首先对付他。虽然弗里蒙特兵力两倍于尤厄尔，但是他只派了大约1乃包抄邦联军右翼；结果，伊萨克·特里姆布尔的旅粉碎了这场进攻，然后迂回到联邦军左翼，迫使其战线后退一英里。杰克逊看到弗里蒙特起码在一天内不打算再做任何事情，因而留下两个旅防备他，指挥其余部队去歼灭位于北面不远处的希尔兹先头部队。杰克逊希望先摧毁这支前锋，然后掉头来粉碎弗里蒙特。



　　希尔兹的3000人先头部队由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伊拉斯图斯·泰勒指挥。泰勒占据了里帕布里克港以北大约两英里处的一条坑洼公路和一条小溪旁的地势险要的阵地。这是一条开阔的峡谷，有一英里左右宽，一侧是河流，另一侧是蓝岭树木茂密的山坡。他把8门加农炮部署在蓝岭山麓的一座露天炭窑上面。这些加农炮控制了这一阵地。



　　杰克逊率领着“石壁”旅和路易斯安纳旅前进，期望剩下的部队从一座用马车在南河的一片浅滩上临时搭成的木板桥上过河。桥搭得不牢靠；因此士兵们只肯一个个地过桥。负责此事的军官们没能纠正这个问题，以致部队费了好半天时间才过去。与此同时，射击线上的叛军士兵们在来自炭窑上的炮火和联邦军的攻击下屈服。只有当路易斯安纳旅和尤厄尔师的一部分从侧翼包围炭窑时，泰勒才失去有利阵地，被迫向北撤退9英里，撤到希尔兹所组织的新防线上。



　　战斗尚未结束，杰克逊就认识到，他掉头打败弗里蒙特的希望渺茫，于是命令防备弗部的几个旅撤退到里帕布里克港，过河来到东岸，将桥付之一炬。他们迅速完成了这项任务。



　　到傍晚时分，杰克逊已经取得了许多战果：他的军队安全地驻扎在南支流的东岸，蓝岭近在咫尺，希尔兹被迫退出战斗，向北逃窜，弗里蒙特被孤立在河西。杰克逊取消了对泰勒的追击，躲藏到布朗山口的山凹之中。



　　希尔兹次日向卢雷撤退，尽管麦克道尔批准他按兵不动，如果他有打败杰克逊的充分可能性。希尔兹显然断定他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提出这样的借口，即他本应同麦克道尔的军团一起进军里士满。但是，由于杰克逊呆在谷地之中，这场进军被无限期地中断了。鉴于希尔兹已经撤退，弗里蒙特也率部离去。在叛军骑兵追击下，他先退到哈里森堡，6月24日一直撤到温切斯特南面10英里的米德尔顿。率领联邦部队从波托马克河畔挺进的班克斯正在那里停留。



　　这场谷地战役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杰克逊于6月12日率部队从蓝岭山上下来，在里帕布里克港安营扎寨，给部队5天休息时间。



　　在克洛斯基斯战斗即将开始时，杰克逊曾收到戴维斯发来的消息说，他无法派额外部队参加拟议中的在华盛顿以北发动的进攻。此时，鉴于已经清除了希尔兹和弗里蒙特，麦克道尔也因担心杰克逊再次北进而被牵制住，杰克逊希望获准发动这次入侵。



　　他于6月13日召见博特勒上校，派他到首都去送信，解释杰克逊的入侵计划，请求增援，以使部队人数增至4万。杰克逊说，他将率领这样一支部队，翻山越岭，到蓝岭东边去，然后北进，直至找到一个山口，从那里袭击班克斯部的后部并将其击败。然后，他将进军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但是，杰克逊的反攻希望在里士满没有引起注意。戴维斯和李的心思被七棵树战斗的失利和约翰斯顿的受伤所分散。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戴维斯和李固执己见，认为保卫里士满是摆在南方邦联面前的最重要任务。他们不明白，杰克逊的建议不仅提供了十拿九稳地给里士满解围的保障，而且提供了赢得战争的大好机会。



　　李曾于6月5日写信给戴维斯说，如能像杰克逊所请求的那样给他增援，“这场战争的性质”将变为完全有利于南方。但是，李不想从里士满撤走任何部队，因而表示，应当说服南北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州长们派兵。戴维斯没有作好准备去给这些州施压，因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李给杰克逊派去了8000援军。但他的目的只是对联邦军指挥官施以诡计，使之认为杰克逊准备再次沿谢南多厄谷地发动进攻。他命杰克逊进行秘密准备，把他的全体部队调到里士满以北不远处的阿什兰，以帮助李正准备对麦克莱伦发动的反击。



　　当博特勒来到李的办公室，呈上杰克逊的信时，李回答说：“上校，你难道不认为杰克逊将军最好是到这里来帮我赶走里士满城下的这些歹徒吗？”



　　当李把杰克逊的信呈送给戴维斯时，他的批示是：“我认为杰克逊越快地向我方（里士满）靠拢越好——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打败麦克莱伦。”戴维斯的批语是：“同意你的看法。”



　　李和戴维斯都不懂得麦克莱伦陈兵于里士满东面，以致无法阻止对北方的入侵所造成的战略机遇。他们一心只想打败北方军主力，不愿理睬杰克逊的截然不同的战略：打击北方获胜的意志。



　　杰克逊想要远离北方联邦的军队，采用迂回的途径获得成功。李试图通过对着麦克莱伦强大军事力量的血盆大口正面硬拚来取胜。他的战斗计划最终在1862年6月26日至7月1日的“七天战役”中实施，将麦克莱伦驱赶到里士满东南20空英里的詹姆斯河畔的哈里森码头，使之处于守势。但是，伤亡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两万多人，即南方全部军队人数的 1／4。



　　李从未抑制住自己采取直接硬拚解决办法的冲动。在“七天战役”之后，杰克逊再次试图说服李和戴维斯采取间接方案进攻北方，避开北方联邦的野战军，而打击北方人民的士气。他再次失败了。此后，杰克逊试图在战斗中打败联邦军，从而使北方丧失防御能力。杰克逊先后4次企图说服李发动一场迂回包抄的战役来打败联邦野战军。先后4次李都拒绝了，或者未能实行之。最后，在第五次努力中，杰克逊获得李的授权，于1863年5月2日在钱瑟勒斯维尔袭击了约瑟夫·胡克联邦部队的后部，切断其退路，欲将其歼灭。不幸的是，杰克逊在即将实施这一壮观行动的时候受了致命伤，以致这一行动永远没有实施。



　　在两个月后的葛底斯堡战斗中，李重新采取了直接硬拚的战法，其策略在战斗第三天里命令1．5万名邦联将士，在乔治·皮克特率领下发动的灾难性冲锋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这支部队几乎被歼灭，从而使南方邦联的最后一点进攻力量也被摧毁。从此后，李只能像一头受伤的狮子一样攻击聚集起来、占压倒优势的庞大联邦军队。














	

 






	















	







	







	









 





	


	







	








	




	


第05章：谢尔曼：赢得南北战争胜利的将军




	







	

 



	


	


　　1864年初，在弗吉尼亚州面对着罗伯特·E·李的邦联军的北方联邦军与1861年战争爆发时一样一筹莫展。李的北弗吉尼亚军尽管损失惨重，但是仍然顽强地阻挡着试图攻占里士满的联邦部队的前进道路。



　　在阿勒格尼山脉和亚巴拉契山脉另一侧的西部战场上，情况截然不同。到1864年1月为止，在弗吉尼亚一贯面对着比李和“石壁”杰克逊逊色的邦联军指挥官的北方联邦部队夺取了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把叛军驱逐到查塔努加以南、佐治亚州北部山区的多尔顿。



　　由于密西西比河彼岸的各州被孤立起来，所以南方邦联的西部版图被缩小为密西西比州的一些部分和田纳西河以南的阿拉巴马州。尽管如此，南方邦联仍然保持了一个强大堡垒：南方文化发祥地的旧有东部4州——佐治亚、南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这一核心地带的南部中心是亚特兰大；它是东西部之间残存的铁路联系的枢纽，也是至关重要的铸造厂、机器制造厂和军火工厂的所在地。



　　倘若驻扎在多尔顿的邦联军司令官约瑟夫·约翰斯顿能够阻止联邦军攻占亚特兰大，李又能保护弗吉尼亚，那么南方也许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到北方的厌战并为损失而震惊的选民们在186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选择一位主张和平的民主党候选人，把林肯和激进的共和党人赶下台，通过谈判实现南北方之间的和平。



　　林肯完全意识到，一股反战潮流正在席卷北方。他明白，1864年是他总统任期中关键的一年。除非他在选举之前取得显著进展，否则，他肯定会落选。林肯从惨痛的经历中了解到，他在东部主要缺少的是一位不顾后果地勇往直前的将军。他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将军。一次又一次，东部的将帅们进入了南方邦联这头狮子的血盆大口，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夹着尾巴撤退了，永远不想再与李或杰克逊较量了。



　　然而在西部，林肯拥有一位强悍的将军——尤利塞斯·S·格兰特。他的主要副手是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在1862年至1863年和1863年11月的战役中，谢尔曼战功卓著，攻占了维克斯堡，开通了密西西比河，打赢了查塔努加战役，迫使叛军逃入佐治亚州北部山区。



　　1864年 3月 4日，林肯作出重大决策。他把格兰特召到华盛顿，授予他所有联邦军队的指挥权。像几乎所有共和党政界领导人一样，林肯魂萦梦绕的仍然是李的军队和攻占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他命格兰特亲自监督波托马克联邦军对李的进攻。



　　格兰特同意了；他任命谢尔曼将军在西部进行指挥，制订了一项打败南方邦联的宏伟战略。格兰特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在弗吉尼亚州拉皮丹河彼岸的李部和在多尔顿的约翰斯顿部。格兰特将指挥对李发动的战役；谢尔曼将领导对约翰斯顿的战役。为了分散邦联军的注意力，他下令分别包抄这两支叛军的战略上的侧翼。为了对付李，由本杰明·F·巴特勒率领的一支联邦部队将沿着詹姆斯河南岸向西挺进，进攻里士满。为了迎战约翰斯顿，联邦军的班克斯将军将夺取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为进入佐治亚州另辟蹊径。在实施过程中，这两项包抄行动都没有成功。小股南方邦联部队在彼得斯堡以东的詹姆斯河畔包围了巴特勒；班克斯行动太慢，因而谢尔曼不得不直接进攻亚特兰大，而不可能对邦联军后方构成威胁。



　　这样，如果按照格兰特的设想，这些战役将采用正面硬拚的方法结束战争。到1864年，正面进攻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代价巨大。装有米尼式圆锥形枪弹的来复枪的远距离杀伤力同堑壕、土筑工事和用圆木筑成的射击孔相结合，使得野战部队所占据的任何阵地几乎都坚不可摧。格兰特所以无视这一现实，是因为他想不出任何别的行动方针，而且林肯向他保证他将全力支持，格兰特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北方的人力。因此，格兰特采取了一项简单而粗暴的战略：反复强攻南方邦联军的战地工事，以主力压倒敌人。伤亡规模预计将比以前更大。



　　然而，正如人们将看到的那样，谢尔曼将军强烈意识到了正面攻击将会陷入的灾难，制定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做法，尽管他被迫沿着从多尔顿到亚特兰大的单一走廊展开了一场正面战役；他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由于给养问题而不得不死守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的单轨铁路。



　　谢尔曼是西点军校1840级毕业生；虽然他在墨西哥战争中并没有服现役，但是却以在西部，特别是在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战役中战功卓著而名望越来越高。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他即将在进攻亚特兰大及此后进军南方腹地的过程中采取迥然不同的作战方法。这些战役为北方赢得了南北战争，而格兰特的战略则几乎使北方输掉这场战争。






统帅6：威廉·谢尔曼



　　格兰特在1864年4月14日致谢尔曼的一封信中说，他将留在波托马克集团军中，并将命其司令员乔治·G·米德继续以李的部队为其唯一的打击目标，“不管李去向何方，他都要跟去”。因此，格兰特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迂回到李部后方的任何打算。对他非常信任的谢尔曼，他的指示则不那么具体。谢尔曼应当对付约翰斯顿部，将其打散，然后进入南方邦联的腹地，“对其战争资源”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他让谢尔曼自行决定如何执行这项任务。



　　谢尔曼认识到，摧毁南方人民继续战争的意志比摧毁约翰斯顿的军队重要。一旦人民厌恶战争，其军队就会不攻自灭。只要他们保持战争的决心，他们就会继续组建军队，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会组织游击队，从而可能导致无休止的战争。唯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对南方的财产和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对其“战争资源”造成严重破坏，以致南方人民宁愿投降而不愿这种破坏继续下去。南北战争初期，“石壁”杰克逊曾经认识到这一原理，想要在北方人民身上实施它。但是南方邦联领导人不肯这样做。现在，另一方的谢尔曼即将开始采用它了。



　　但是，谢尔曼首先必须对付位于多尔顿的约翰斯顿部；这支部队阻挡着经过山区通向80空英里外的亚特兰大的道路。约翰斯顿拥有大约6万人，包括由波克率领的正在从密西西比州赶来的一个军团。谢尔曼聚集了将近10万人，另外还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兵力守卫着他的从查塔努加经纳什维尔返回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铁路供应线。



　　由于南方邦联同北方联邦兵力之间的比率为3：5，所以把守像佐治亚州北部山区这样的天然的易于防守的地方是惬意的事情，尤其鉴于约翰斯顿已经用铁路两旁牢固的堑壕覆盖了多尔顿以北的铁路从中穿过的低谷。



　　约翰斯顿已经拒绝了戴维斯总统的一项建议，即在查塔努加东北面发动攻势，向西进入田纳西州中部，以期迫使谢尔曼撤退，去拯救纳什维尔。约翰斯顿对戴维斯说，他没有足够的马匹和骡子来进行这场战役。他对战场上的防御工事的威力深信不疑，认为打败谢尔曼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继续全面防守之中。



　　约翰斯顿确信，谢尔曼打算从正面向他发动进攻，因为联邦军依赖铁路，沿着铁路线移动将是最明显和最简单的方针。因此，他在多尔顿集中了他的两个军团（由威廉·哈迪和约翰·胡德率领），将由约瑟夫·惠勒率领的6000骑兵派出去监视通往多尔顿的各条道路。



　　这种依赖防守，特别是一味防守铁路线上一点的做法，是约翰斯顿的致命错误。谢尔曼明白，从正面进攻多尔顿的堑壕是自取灭亡，因而没有考虑这样做。他的做法则是于1864年5月4日，即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开始发动攻势之日命令其主力——由乔治·托马斯率领的有6.1万人的坎伯兰集团军和由约翰·舍菲尔德率领的有1.3万人的俄亥俄集团军——佯装直接进攻多尔顿，从而牵制约翰斯顿部。与此同时，他派遣由詹姆斯·麦克弗尔森率领的有2.4万人的田纳西集团军经山区绕过约翰斯顿的左翼即西侧，攻占铁路线上位于多尔顿南面15英里的雷萨卡。



　　这是拿破仑置敌于死地的最有效方法——“迂回包抄，攻其后部”——的一个惊人的翻版，旨在正好在约翰斯顿的撤退路线上建立战略屏障。如果麦克弗尔森勇往直前，夺取雷萨卡，南方邦联军将只能沿着谷地东面崎岖的山路撤退，很可能会被歼灭。



　　托马斯和舍菲尔德的部队紧逼多尔顿的叛军；但是，他们按照谢尔曼的命令，没有对固若金汤的邦联军堑壕发动认真的攻击。然而，他们的挺进使敌人注意力分散，从而掩护了麦克弗尔森的侧面包抄行动。5月8日，他的先锋师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雷萨卡西面大约5英里的蛇溪山口。



　　与此同时，波克军团的詹姆斯·坎蒂旅抵达了雷萨卡。约翰斯顿还全然不知，麦克弗尔森正从其后面包抄上来；但是，由于对联邦军队纷纷进攻他在多尔顿的阵地迷惑不解，他命令坎蒂按住其两千人部队不动，留在雷萨卡，直到局势明朗为止。



　　5月9日晨，麦克弗尔森的2.4万部队进入雷萨卡西面约4英里的山谷开阔地带，击溃了叛军的一支小骑兵巡逻队，逼近到能够看到坎蒂的士兵们匆忙筑起的一条小小的堑壕战线的距离。虽然麦克弗尔森接到谢尔曼的命令，要他大胆进攻，夺取这个村庄，但是他率领4个师采取守势，派第五个师冲上前去切断铁路，然后撤到蛇溪峡谷的入口处。这场“进攻”有气无力，以致只有18名士兵攻到铁路上，其唯一的成功是破坏了一小截电报线。



　　约翰斯顿慌忙派遣其驻在多尔顿的七个师当中的三个师到雷萨卡。他们于5月10日抵达。但是该日麦克弗尔森令其部下养精蓄锐，没有发动进攻。约翰斯顿认为敌军的行动只是一次佯攻，因而召回其部队，留下两个师驻守在雷萨卡北面18英里处的蒂尔顿，以便于向两个方向当中的任何一个方向移动，命令刚刚抵达的波克军团集结在雷萨卡。谢尔曼对麦克弗尔森恨铁不成钢，但却只说了句：“唉，麦克，你错过了一生中的大好机会。”



　　谢尔曼令托马斯留下其三个军团当中的一个在多尔顿继续佯攻，命他的其余部队和舍菲尔德部绕过约翰斯顿的左侧，去与麦克弗尔森会师并进攻雷萨卡。谢尔曼希望约翰斯顿会如他所愿，留在多尔顿，直到他的主力赶到麦克弗尔森处为止。但是，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只有出奇才能制胜，而这种奇袭的要素已经荡然无存。约翰斯顿的骑兵发现了足够的迹象，表明谢尔曼正在调兵遣将，因而于5月12日撤退，未打一仗便放弃了他在多尔顿的固若金汤的阵地。5月13日晨，约翰斯顿的部队集结在雷萨卡。



　　麦克弗尔森直逼这个村庄，而托马斯和舍菲尔德则陈兵村北。叛军在几小时内就在村子的西面和北面修筑起工事。5月14日，联邦军试探了叛军在各点上的实力，但是未发现弱点。



　　约翰斯顿是一位十足的循规蹈矩的军人，他未能领会谢尔曼战略的大刀阔斧的特性。谢尔曼轻而易举地把叛军赶出了多尔顿，这表明他很可能故伎重演。修筑堑壕无济于事。一俟约翰斯顿把部队部署在防御工事之中，谢尔曼只需绕到其背后，便可使之失败。因此，南方邦联采取全面防御策略，便注定了其最终的失败。除非约翰斯顿以攻为守，迫使谢尔曼后撤，否则他只得从一处筑有堑壕的阵地撤到另一处，直到撤回亚特兰大为止。



　　谢尔曼的弱点是其交通线——联邦军通往查塔努加的铁路。在佐治亚州北部的穷山恶水之中，部队没有这条铁路运来的食物，是会挨饿的。如果约翰斯顿派精锐部队绕过谢尔曼的侧翼封锁这条铁路，他本来是有可能阻止联邦军进攻的。他拥有足够的部队建立牢固的战略屏障。如果采取这种策略，本来会分散联邦军的注意力；即使叛军的大多数被迫撤退，他们也可能通过铁路两旁的山地和森林逃遁。由于此地的蛮荒特性，大量的半游击性质的叛军团伙本来可以在铁路全线上活动，杀死守卫和养路工，炸掉桥梁，切断铁路交通。



　　约翰斯顿从未试图对谢尔曼的铁路线发动大规模攻势，而是在雷萨卡重新采取了一项显而易见的战术方案：派胡德部向侧面迂回，袭击谢尔曼的左翼，企图切断他的退路。这种小规模行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联邦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他们挫败了这次袭击。谢尔曼已经在雷萨卡西南面的乌斯塔诺拉河上架起浮桥，准备再次从约翰斯顿的侧翼迂回。



　　5月16日，约翰斯顿获悉，联邦军已经渡过乌斯塔诺拉河，正在包抄他的后路，于是放弃雷萨卡，撤退20英里，来到卡斯维尔。波克部的最后一个师已经抵达；约翰斯顿企图率7.5万人袭击联邦军的一个孤立的纵队，将其消灭。然而，谢尔曼仿照拿破仑的前进方式进军，把各纵队分散开来，形成一张宽阔的浮动式大网，它能够迅速集结兵力打击任何一支敌军。约翰斯顿没能狙击到联邦军部队，自己却处于被谢尔曼分散得更广的纵队包围的危险之中。他无可奈何地下令撤退到埃托瓦河以南，不得不再次败退的士兵们情绪十分低落。



　　约翰斯顿在陡峭而狭窄的阿拉图纳山口旁构筑工事，那里位于玛丽埃塔西北15英里，是铁路要道。谢尔曼根本没有被约翰斯顿引入这样一个陷阱；5月23日，他略胜约翰斯顿一筹，再次从侧翼包抄，迫使全部敌军撤退到埃托瓦河南面，企图再次袭击约翰斯顿的后路。



　　联邦军此时位于一个良田万顷的地区，于是便就地取材，抢劫食物，从而开始实施了谢尔曼迫使南方人民结束战争的计划。劫掠者们无情地放火焚毁了房屋、粮仓和其他财产；这标志着谢尔曼试图在佐治亚州全境进行的肆意破坏的开端。谢尔曼给妻子写信说：“我们吞没了这片土地，我们的牲畜吃光了小麦和玉米。……居民们望风而逃；我们留下的是一片凄凉。”



　　约翰斯顿察觉了谢尔曼的南进行动，便派其部队在阿拉图纳西南15英里的达拉斯附近实施阻拦行动。两军激战数日；但是5月28日，谢尔曼开始向东面的铁路方向迂回，迫使约翰斯顿于6月4日向东南撤退15英里，到肯尼索山上构筑新堑壕，控制了离亚特兰大只有25英里的玛丽埃塔。



　　联邦军有几个星期由于阴雨连绵而受阻；6月27日，谢尔曼下令发动了战役中唯一一次正面进攻：对肯尼索山上的堑壕发动两次彼此相距一英里的同时攻击。鉴于谢尔曼一直回避正面进攻，所以他设想南方邦联军会猝不及防。两场进攻都彻底失败了；联邦军在几分钟时间里损失了3000人，而叛军却只损失了630人，而且几乎全部是被火炮所杀伤。



　　对肯尼索山发动的进攻再次证明，绝对没有理由对严阵以待的、没有动摇的敌人发动正面攻击。值得赞赏的是，谢尔曼对这种战术只尝试了一次。一俟它失败，谢尔曼便立即筹划采取新的行动沿着敌人侧翼迂回。



　　谢尔曼比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格兰特明智得多。1864年5月5日至7日，波托马克军在荒野中与罗伯特·李正面交锋之后，格兰特下令沿左翼迂回，向斯波托夕法尼亚科特豪斯进军。李在该地打败了他；格兰特从正面进攻了李的堑壕，损失严重，却没能突破南方邦联军的防线。格兰特于是溜向东南方，到达冷港，那里距离里士满足有几英里；他再次发动正面进攻，结果伤亡惊人。在一个月的战役中，格兰特损失了5.5万人，几乎占他的原有兵力的一半，差不多比李的损失多1倍。格兰特毁掉了其部队的进攻实力。他于6月12日渡过詹姆斯河，包围了彼得斯堡。但是，波托马克军在邦联军的堑壕面前，基本上陷于瘫痪。弗吉尼亚州的战局陷入了长期僵持。



　　格兰特弗吉尼亚战役的结果——惊人的损失和胜利希望的破灭——使得北方人民陷入深深的忧郁，使得以民主党为首的许多人怀疑战争是否应当继续下去。就连在共和党内部，一些领导人也开始批评林肯的政策，林肯最坚决的支持者们也担心他当选连任的希望渺茫。



　　在1864年7月和8月间笼罩着北方的忧郁情绪中，只有谢尔曼的持续挺进令人稍微松一口气。倘若他夺取亚特兰大，证明南方的虚弱，北方将会重新获得信心，不胜利决不罢休。假如他失败，他的战役像格兰特的战役一样陷入僵局，林肯会被击败，联邦会解体。



　　在谢尔曼从肯尼索山败退之后仅4天，逼近亚特兰大的最后行动就开始了，麦克弗尔森绕过约翰斯顿的左翼即西翼，悄悄迂回到距离查特胡奇河只有3英里的地方袭击邦联军的后尾。约翰斯顿察觉了这一危险，于7月2日撤走其部队。谢尔曼于7月3日早晨发现敌军撤退，派其部队猛烈追击，企图阻止邦联军渡过查特胡奇河，利用这一天然屏障建立一条新的牢固防线。



　　而约翰斯顿则已决定在查特胡奇河畔迎战联邦军；这是很冒险的，因为一旦兵败，他的部队背对河流，撤退将会有困难。约翰斯顿之所以冒险，是为了奇袭谢尔曼，在铁路越过河流的地方构筑一个6英里长的桥头堡。



　　谢尔曼根本不打算攻击叛军的这些新工事。他的部分骑兵向下游探索，似乎是在约翰斯顿桥头堡靠下游的地方寻找渡口；与此同时，另外一些骑兵找到了两处浅滩，无人防守；一处是菲利普斯渡口，位于上游10英里左右，另一处是上游大约20英里处的罗斯维尔。谢尔曼于7月8日令舍菲尔德的部队从菲利普斯渡口过河，在南岸建立一个牢固的桥头堡；与此同时，联邦军的骑兵从罗斯维尔渡河，建立了另外一个桥头堡，并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步兵军团的增援。



　　约翰斯顿只好沿着唯一的生路，赶在联邦军切断它之前撤退到亚特兰大。他再次被谢尔曼所智取，不得不放弃自己精心构筑了工事的阵地，并且丧失了把查特胡奇河当作自己的前方防线的可能性。谢尔曼迅速利用了这种局势，把他在查特胡奇河畔的桥头堡用来调兵遣将，攻击邦联军沿着桃树溪构筑的东西防线；那里位于亚特兰大北面5英里。与此同时，舍菲尔德占领了该市以东7英里的迪凯特，麦克弗尔森则进一步向东挺进，以切断胡德同南北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主要铁路联系——奥古斯塔铁路。



　　约翰斯顿的最后一次撤退使戴维斯总统再也无法忍受。7月17日，他解除了约翰斯顿的职务，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了约翰·贝尔·胡德。这对谢尔曼来说是极好的消息。胡德以其蛮干和愚蠢而声名狼藉；他从未领会米尼式枪弹和战场工事的构筑所带来的兵法上的深刻变化。



　　胡德仍然以为，决胜之道是正面进攻，他企图在联邦军横渡桃树溪时袭击他们，结果正中谢尔曼的计策。7月20日，胡德的部队跃出溪流彼岸的堑壕，袭击了托马斯集团军的胡克部。一场孤注一掷的正面战斗展开了；它持续了4个小时，包括激烈的白刃战。甚至在最初的冲锋失败，已经不再能够出奇制胜的时候，胡德仍然一再发动进攻，结果一无所获，仅仅使南方邦联军的伤亡增加。与此同时，麦克弗尔森从迪凯特向西挺进，威胁着亚特兰大东翼；胡德不得不取消进攻，分出一些兵力来阻止麦克弗尔森攻入亚特兰大城内。在造成联邦军1700人伤亡，而自己损失4800人之后，胡德撤退到保卫亚特兰大的主要防线上。



　　胡德用两个军团把守这些防线，于7月22日夜间率领哈迪部队绕了一个大圈子，去袭击麦克弗尔森的左后部。但是，麦克弗尔森预料到这一行动，派多奇军团前去迎战。多奇保护了麦克弗尔森的后部，击溃了哈迪先头部队的进攻，迫使他攻击布莱尔部的受到防御工事保护的侧翼，而不是其后部。布莱尔挫败了叛军的头几次进攻；但是，胡德仍然下令一再发动毫无希望的冲锋，结果一无所获，伤亡惨重。他损失了8500人，却只给联邦军造成3700人的损失，包括阵亡的麦克弗尔森。胡德被迫撤入亚特兰大的堑壕中去。



　　谢尔曼没有足够兵力包围亚特兰大。他的计划旨在切断铁路线，以饥饿相威胁，迫使邦联军撤出该市。通向奥古斯塔的铁路已经被切断；谢尔曼此时调遣由新司令员霍华德率领的麦克弗尔森部绕过亚特兰大，以切断胡德剩下的唯一的铁路联系——通向西南面蒙哥马利的线路和通向东南方梅肯的路线。



　　7月28日，霍华德的部队刚刚占领伊兹拉彻奇附近的阵地——在亚特兰大西面几英里，胡德就用一个师对其发动了一场正面进攻。霍华德的部下们已经筑起了一道圆木胸墙，因而能够阻止这场攻击。胡德又派上来两个师，重新发动了徒劳的正面进攻，最终损失4600人，而霍华德却只伤亡700人。这第三次惨败严重挫伤了叛军的士气。在第一次冲锋中，士兵们显然就已经丧失了锐气。胡德以其执迷不悟地强攻的战术，走上了毁灭其部队的道路。



　　谢尔曼试图夺取亚特兰大以南7英里的东点市，因为那里是蒙哥玛利和梅肯铁路的汇合处。但是他行动迟缓，以致胡德有充分时间加固东点的工事，保卫这两条铁路。战局开始呈现一种令人不快的僵持局面，因为胡德由于发动正面进攻而受到戴维斯总统的训斥，再也无法引诱他发动蛮干的攻击了。



　　此时，叛军的骑兵几乎全部在约瑟夫·惠勒统帅下，开始发动长距离的奔袭，以切断谢尔曼同查塔努加的铁路联系；他在玛丽埃塔和多尔顿两地之间切断了铁路上的一些路段。然而，谢尔曼发现，惠勒并不打算保持铁路的断状，从而迫使他派大量部队前去打通它，而是奔向田纳西州，企图在那里切断铁路线，诱使谢尔曼撤军。这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对使用膛线枪的步兵来说，骑兵是又大又容易击中的目标。为了与步兵作战，骑兵不得不下马，以致丧失机动性。其结果是，骑兵不得不采取打了就跑的策略，因为守卫铁路线的敌军步兵能够迅速包围和消灭任何停下来的骑兵部队。



　　没有惠勒的骚扰，谢尔曼便得以修复通往查塔努加的铁路。他在查塔努加储存了大量食品和其它货物，从而使自己摆脱了在给养问题上的忧虑。



　　没有叛军骑兵在旁侦察联邦军的行动，谢尔曼还得以于8月28日率大军南征，到达亚特兰大以南的地区，破坏了几英里的蒙哥马利铁路路段，于8月31日逼近琼斯伯勒——该地在亚特兰大以南20英里，位于梅肯铁路线上——试图也切断这条铁路。这天，率领两个军团的哈迪帮了倒忙，再次发动毫无希望的进攻，在坚守在匆忙构筑的工事中的联邦军面前遭受了惨重损失。



　　胡德刚愎自用地断定敌军即将对亚特兰大发动一场正面进攻，于是将其所有部队，除哈迪的军团外，全部撤到该市，命哈迪守卫梅肯。哈迪向南撤退8英里，到达拉夫乔伊；而谢尔曼的部队此时切断了这条铁路。亚特兰大陷入孤立状态。胡德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守住这座城市，便于9月1日下令撤退，将其绝大部分部队撤向东南方向，然后向西去与哈迪会合。9月2日，谢尔曼致电华盛顿说：“亚特兰大已属于我们，而且受之无愧。”喜讯使北方联邦振奋，重新萌生了胜利的希望，使林肯的当选连任成为定局，注定了南方的失败命运。



　　谢尔曼将军决心使南方人民相信，“战争和个人的家破人亡同义语”，并且立即着手表明他的意图。他命令亚特兰大的全体居民搬出这座城市，迫使男女老幼从城南不远处的一个车站撤离。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百姓们遍布佐治亚州，寻求住所、食物和安慰。许多人历尽千辛万苦。虽然谢尔曼不愿派出必要的兵力驻守拥有大量居民的亚特兰大，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是惩罚他所能够惩罚的每一个南方人，因为他们企图脱离联邦。他致电华盛顿说：“倘若他们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必须停止战争。”



　　谢尔曼允许其部队在佐治亚州北部对那里的农村采取抢劫、纵火和大肆破坏的做法，从而表明，他打算在其所到之处毁掉所有南方人的财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使之家破人亡。他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把这项计划扩大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有组织的大破坏和报复。






地图8：谢尔曼夺取亚特兰大和向海滨的进军（1864）



　　谢尔曼在夺得亚特兰大之后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向沿海地区进军，依靠劫掠来维持部队的给养，并且毁灭路途上的一切财产。他的目标是220英里之外的萨凡纳或者260英里之遥的查尔斯顿。在这两个地方当中的任何一处，联邦的船只都将能够补充他的军队的给养。在亚特兰大，他距离自己真正的大本营路易斯维尔450英里，并且依赖通向那里的唯——一条铁路；南方邦联军几乎在任何部位都能袭击它并将它切断。



　　胡德将军全然不知道谢尔曼大刀阔斧的计划。9月底，在戴维斯总统支持下，他背离谢尔曼的部队所在方位，计划向田纳西州进军，夺取纳什维尔，切断联邦军与路易斯维尔的铁路联系，断绝谢尔曼的给养，从而迫使他放弃佐治亚州。胡德的士兵们首先沿着铁路奔袭，到达查塔努加，切断了阿拉图纳和玛丽埃塔之间的铁路线，然后向多尔顿北进。但是，胡德并不打算途经佐治亚州北部山区进入田纳西州，因为那里没有食物来源，而是掉头向加兹登西进，准备直接进攻纳什维尔。与此同时，南方邦联军的弗莱斯特部袭击了亚拉巴马州的阿森斯，吓得那里的联邦军守卫部队缴械投降，然后向田纳西州长驱直入。



　　谢尔曼率大军追击了上来；但他意识到，如果向亚拉巴马州穷追不舍，将正中邦联军的奸计，即吸引他离开佐治亚州。因此，他取消了追击，把托马斯将军派回到纳什维尔去保卫田纳西州，把托马斯的部队、舍菲尔德的部队和除由基尔帕特里克率领的一个5000人的师以外的所有骑兵都置于托马斯麾下。托马斯总共有大约7.1万人，另外一支部队正走在从圣路易斯前来的途中。谢尔曼剩下4个军团和基尔帕特里克的骑兵，总计6万人。



　　1864年10月9日，谢尔曼致电格兰特说：“保护道路畅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胡德、弗莱斯特和惠勒等一大群魔鬼到处游荡，无处栖身。……我建议我们切断通向查塔努加的道路，向米莱奇维尔、米伦和萨凡纳进击。在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人民在佐治亚州安居之前，占领它是无用的。但是，彻底破坏其道路、房屋和使其人民家破人亡，将会使其军事上的人力物力损失殆尽。如果试图把守铁路，我们每月将损失1000人，却一无所获。我能够发动进军，使佐治亚哭嚎。”



　　格兰特无可奈何地同意了谢尔曼的计划，但他感到不安，尤其因为对军事战略几乎一无所知的林肯总统也抱怨说：“谢尔曼将军一步迈错，对其军队就有可能是致命的。”



　　格兰特和林肯都没有像谢尔曼那样认识到，戴维斯总统和胡德企图仅仅凭着封锁谢尔曼的后方联络路线，就迫使联邦军从佐治亚州撤走，这是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恰恰相反，胡德的撤离让出了一条通向萨凡纳的几乎毫无阻挡的道路。只有少量州属民兵和骑兵处于谢尔曼和沿海地区之间。倘若胡德依靠弗莱斯特去切断谢尔曼的铁路交通，用自己的部队来阻止向佐治亚州的挺进，他也许不会拦住谢尔曼的所有部队，但却很可能摧毁其中的一两个纵队，从而严重威胁谢尔曼的攻势。



　　率领大约3.1万人的胡德挺进到西面很远地方，以便向弗莱斯特的大约7500人的骑兵部队靠拢。10月31日，他在亚拉巴马州佛罗伦斯的田纳西河彼岸获得立足之地；那里位于查塔努加以西150英里。但是，他在那里滞留了3个星期，因为给养匮乏。胡德的行动使谢尔曼下定了进军萨凡纳的决心，因为邦联军现在到达了西部遥远的地方，要反击他已是鞭长莫及。



　　格兰特于11月1日致电谢尔曼，对谢尔曼的计划提出了新的疑问。他问道：“鉴于胡德向北长驱直入，你难道不认为先同他算总帐，然后再发动你的拟议中战役才是合理的吗？”谢尔曼耐心地回答道，追击胡德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会向西南方撤退，“充当一个引诱我离开佐治亚的诱饵。这是他的主要目的”，谢尔曼在电报中如是说。此时，格兰特对谢尔曼的计划半信半疑地给予了支持；他聊以自慰的是，兵力超过胡德一倍多的托马斯拥有足够的部队摧毁胡德。



　　于是，谢尔曼便欣然行动起来，修复胡德部在铁路上造成的中断，从而把伤病员送回田纳西州，为他的行军运来给养，然后破坏了远到阿拉图纳的大段铁路和埃托瓦河上的桥梁。



　　谢尔曼将其部队分成两翼，分别由两个军团组成；右翼由霍华德率领，左翼由斯洛克姆指挥。基尔帕特里克的骑兵则直接由谢尔曼统帅。每个军团都将按计划轻装前进，走一条单独的道路。每名士兵携带200发子弹，每门火炮200发炮弹，外加20天的给养。而且，这些给养只是为应急而准备的，因为谢尔曼准许其部队靠劫掠当地百姓的财产生存。从一开始，征集粮草和劫掠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谢尔曼想要在其部队所到之处摧毁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哈迪将军率领着南方邦联军所拥有的、能够用以阻挡这次进军的仅有部队。唯一的可直接动用的部队是7000人，主要由惠勒所率领的从田纳西返回的骑兵和几乎毫无战斗潜力的佐治亚民兵组成。另外，佐治亚洲、南卡罗莱纳州和佛罗里达州还有大约1.2万各地守军。佐治亚州政府在首府米利奇维尔号召所有有行动能力的男子动员起来保卫疆土。但是，这是一种绝望姿态，结果是虎头蛇尾。哈迪没有采取最佳策略，即把他的薄弱兵力分散成游击队，以骚扰联邦军。谢尔曼害怕这种策略；他说，敌军的伏击可能使联邦军消耗殆尽。



　　在这次进军开始前夕，即1864年11月15日，联邦军焚毁了亚特兰大的工、商业区——机器制造厂、磨坊、仓库和商店——然后放弃了这座城市。



　　这次进军本身就使南方邦联军大惑不解。由于谢尔曼兵分4路，沿着彼此相隔很远、有时达到50英里的行军路线前进，所以邦联军无法确定他的实际目标。右翼部队似乎瞄准了梅肯，但实际上却从其北面通过，而左翼部队则造成进攻奥古斯塔的假像。据谢尔曼说，这使敌人举棋不定，“左右为难”。正如18世纪法国战略家博塞在其“分进合击”计划中所建议的那样，谢尔曼佯攻不同的目标，从而迫使敌人分兵把守梅肯和奥古斯塔，以致给谢尔曼留出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从这两地中间直接进军，于11月22日夺取米利奇维尔。



　　位于梅肯的叛军掉头奔向萨凡纳；惠勒的骑兵被联邦军抛在后面。邦联军的布拉格将军急忙赶到奥古斯塔，承担了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权。他那里有大约1万人。



　　11月24日，谢尔曼离开了米利奇维尔；他派基尔帕特里克的骑兵到左翼去做出一种假像，即先头部队瞄准了奥古斯塔。这样一来，便迫使布拉格按兵不动，在基尔帕特里克掉头向东南面去切断萨奥铁路时无法进行干预。惠勒几乎挫败了这种企图；但是，基尔帕特里克在部分联邦军步兵支援下，打得惠勒大败，从而迫使叛军骑兵只能尾随在联邦军后面，在这一征途的其余路段上几乎不能造成任何损害。



　　基尔帕特里克佯装向东北方挺进，以致其余联邦军几乎没有遭到任何阻挡，就于12月9日攻占了米伦。



　　到此时为止，联邦军在佐治亚州腹地留下了一条长达200英里、宽达60英里的满目凄凉的地带。住宅、粮仓和其它建筑物被付之一炬，庄稼被吃掉或毁掉，牛马被抢走，人民被弄得一贫如洗。跟在这支抢劫军队后面的是另外一支大军，这就是获得解放的黑奴们，他们兴高采烈地追随着联邦军。但是联邦军却不喜欢这群乌合之众，怕他们成为包袱，因而拆掉了一条大河上的浮桥，以阻止他们过河。然而，一大群黑人从堤岸上涌入河中，结果许多人被淹死。



　　在萨凡纳，哈迪将军纠集了1.5万邦联军，但他的命令是放弃这座城市，而不牺牲部队。



　　当12月10日谢尔曼的部队逼近这座城市时，他先攻打了城南的麦卡利斯特堡。虽然它在海岸一边的牢固防御力量使得近海上的联邦军舰队无法靠岸，但是谢尔曼正确地估计到，它的陆上防御力量薄弱；于是，联邦军以一次迅猛的冲锋夺取了这座城堡。



　　谢尔曼同联邦海军取得了联系，发现有一条格兰特的命令等待他接受，即加固海岸上的一个基地，留下他的炮兵和骑兵，将他的步兵主力输送到弗吉尼亚州去，为对李的战役助一臂之力。这条惊人的命令表明格兰特缺乏战略眼光。谢尔曼的部队如果经过南北卡罗莱纳州进攻李的后部，要比从正面进攻他具有强得多的毁灭性。



　　谢尔曼对格兰特的指挥感到失望，但他答复说，一俟海上运输工具来到，他将直接前来。但是，他急于首先夺取萨凡纳，因而企图骗得哈迪投降。哈迪虽然拒绝了，但是他于12月20日撤退，向北撤到南卡罗莱纳州，把萨凡纳丢弃给联邦军。



　　谢尔曼的出征沿海地区使南方陷入了一股深深的悲观浪潮中，他的此举结果表明，南方邦联无力保卫其领土或人民。南方人民对其政府和事业的信心遭到了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谢尔曼是对的：结束战争的最快方法是打击敌方人民的战争意志。



　　在谢尔曼逼近萨凡纳同时，南方邦联军的胡德将军进攻了驻在纳什维尔的联邦军将领托马斯。胡德是孤注一掷。他将部队撤走是失算了，因为这样一来，便为敌军进攻萨凡纳打开了大门，并导致佐治亚州中部的毁灭。现在，他使谢尔曼离开佐治亚州的唯一机会就是夺取纳什维尔，或者使托马斯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他做成这两件事的希望很少，因为他的部队只有托马斯的一半人数，而且由于损失惨重已成惊弓之鸟。



　　此外，胡德——尽管其部队在同谢尔曼作战中遭受到一次次灾难性打击——仍然不懂得，对固若金汤的阵地发动正面进攻只会招致毁灭。



　　因此，11月30日，当胡德在纳什维尔以南20英里的富兰克林遇到舍菲尔德的孤立部队时，他便命令部队连续从正面进攻联邦军的堑壕。进攻彻底失败；胡德损失了4500人，是北方防守者们损失的3倍。这是对南方邦联军士气的致命打击；南军将士们认识到，胡德的战术正在毁灭他们。



　　舍菲尔德撤退到纳什维尔；全体联邦军都集结在那里。胡德追到此地是愚蠢的，但他恰恰这样做了；他不明白，他的部队已被重创，指挥它进入联邦军打击范围几乎肯定会使它彻底毁灭。假如他不这样做，而是溜过托马斯部所在地，威胁肯塔基州和俄亥俄河谷，他本来是有可能取得真正战果的。



　　托马斯于12月15日发动攻击，指挥主力部队进攻邦联军挖掘了堑壕的战线左翼，迫使胡德退到向南两英里处的另外一条较短的战线。尽管托马斯所发动的也是一场正面进攻，但是他只损失了1000人；这表明叛军作战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决了。实际上，向南的一条条道路上挤满了南军的掉队士兵。



　　次日，联邦军步兵突然袭击了邦联军战线的一个力量薄弱的部分；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南军即将全面崩溃。大约4500名叛军被俘；但是其主力向南逃窜，最后在密西西比州的图珀洛停留下来；在那里，残兵败将在新领导下重新组织起来。



　　谢尔曼在攻占萨凡纳以前，就着手说服格兰特撤销其调动他的步兵到弗吉尼亚州去的命令。12月17日，他要求准许他途经南北卡罗莱纳州向北进军，特别要惩罚南卡罗莱纳——该州是第一个脱离联邦的州，因而是谢尔曼憎恨的一个特殊对象。



　　他拥有一位盟友，即联邦军总参谋长亨利·哈勒克。哈勒克给谢尔曼写信说：“倘若你攻占查理斯顿，我希望由于某种意外事故，这个地方会被摧毁；假如在它的遗址上撒下一点盐，可以防止今后滋生无法无天和脱离联邦的毒草。”谢尔曼回答：“全军都燃烧着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要报复南卡罗莱纳。看到她的命运，我几乎不寒而栗。”



　　格兰特终于同意了谢尔曼的计划，但不是因为他懂得了扫荡南方邦联腹地并袭击李的后部在战略上的好处，而是因为他获悉，把谢尔曼的部队运送到弗吉尼亚要花两个月时间。



　　谢尔曼再次采用一项“分进合击”的计划来征服南北卡罗莱纳。他故意不动奥古斯塔，为的是使叛军对其目标迷惑不解，不知道是奥古斯塔，还是查理斯顿。1865年2月1日，当谢尔曼的6万大军开始北征时，他以一翼瞄准查理斯顿，另外一翼瞄准奥古斯塔。像扫荡佐治亚时一样，这使得邦联军“左右为难”，因为他们不得不把3.3万部队分散开来保卫不同的目标。而谢尔曼却从这两座城市中间通过，于2月16日攻占了南卡罗莱纳州首府哥伦比亚。



　　南军在撤退时的劫掠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喝醉酒的联邦军士兵和联邦军领导们的报复欲望导致了大规模的焚烧和纵火。2月17日夜间刮起的大风使这些单独分散的火灾变成一片火海，使半个城市被焚毁，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



　　谢尔曼对哥伦比亚的进攻将南军分割成两半，并且破坏了它们合为一体的任何可能性。其结果是，叛军无法纠集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来向谢尔曼部挑战。此外，进攻哥伦比亚切断了通往查理斯顿的铁路干线，迫使南军于2月15日放弃了这座港口城市。叛军高级指挥官博勒加德命其分散的部队集结到哥伦比亚以北45英里的切斯特，以保卫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和通往里士满的铁路。



　　但是，谢尔曼派其部队分成许多十分分散的纵队向东北方进发，经过南卡罗莱纳州的奇罗到达北卡罗莱纳州的费耶特维尔，打算继续向东北方前进，到达戈尔兹伯勒；那里有一支由舍菲尔德率领的有2.1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是途径联邦军从1861年以来一直控制着的北卡罗莱纳港口新伯尔尼抵达该地的。谢尔曼期望着在戈尔兹伯勒给其部队补充给养。



　　南军再次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以有效力量阻止谢尔曼挺进，尽管位于密西西比州图珀洛的胡德残部火速经过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前来增援南方邦联军。



　　在这场危机中，戴维斯总统重新任命约翰斯顿为最高司令。约翰斯顿认识到，阻止谢尔曼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南军所占有的处于这两支联邦军队之间的中央位置。为此目的，李必须派其很大一部分部队从弗吉尼亚州南下，与约翰斯顿的4万人马会师。只有这样，拥有优势兵力的南军才能打败谢尔曼，然后掉过头来对付格兰特。从南北卡罗莱纳战役一开始，谢尔曼就害怕这一战略，怀疑李“会不会允许我们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顺顺当当地穿过南北卡罗莱纳州，切断和消耗掉他赖以养活其军队的给养”；他评论说：“如果李是一位天才军人的话，他会谋求把他的部队从里士满转移到罗利或哥伦比亚；倘若他是一个只会执行任务的人，他会留在原地，他的迅速失败就已成定局。”



　　约翰斯顿于1865年3月1日向李提出了这样一项战略；但李却回答说，只有当联邦军抵达彼得斯堡以南仅55英里处的罗亚努克河时，他才愿意对付谢尔曼。这表明李缺乏战略眼光，并消除了打败谢尔曼的任何可能性。



　　尽管如此，李认识到了谢尔曼的进军正在迅速毁灭自己的军队。他曾经于2月24日写信给北卡罗莱纳州州长说：“当前在我们的人民中普遍存在的士气低落正在对部队造成恶劣影响，开小差正变得司空见惯；有充分理由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士兵们的家人给他们写的信……就是说，我们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他们最好自己顾自己吧。”



　　谢尔曼于3月15日从费耶特维尔渡过开普菲尔河；他暂时佯装北进，派左翼部队作出进攻罗利的姿态，以使约翰斯顿和叛军在现场的指挥官哈迪以为他的目标是北卡罗莱纳首府。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将全部军队派往东北面去攻占戈尔兹伯勒。



　　李意识到，他在北卡罗莱纳州东部的给养供应站有被荡平的危险，因而于3月14日致电约翰斯顿说，除非约翰斯顿能够打击谢尔曼，否则李的部队将被迫撤离彼得斯堡。这促使约翰斯顿主动与敌军交战。为了防止被敌人的人数优势所压倒，约翰斯顿必须在其余敌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抓住谢尔曼部的一部分。3月17日，约翰斯顿从其骑兵处获悉，戈尔兹伯勒是联邦军的进攻目标，谢尔曼的左翼已经转向那个方向，于是他便调动其军队向戈尔兹伯勒以西10英里的本顿维尔前进，企图在那里拦截北军。约翰斯顿以为谢尔曼的右翼正沿着东面很远处的路线前进。他选中本顿维尔这个地方是办了蠢事，招致了灾难，因为这个交通要道正是谢尔曼所选择的其两翼部队的会合地点！



　　然而，约翰斯顿先联邦军而抵达本顿维尔，因为他所走的路修得较好，而且大雨阻碍了联邦军的前进。3月18日夜间，联邦军左翼部队的两个先头师距离本顿维尔仍有8英里，另外两个师距此地还要远8英里。与此同时，沿着东面的道路行军的右翼部队则在左翼部队后面。



　　谢尔曼以为叛军正在集结起来保卫罗利，因而命令右翼部队直接进攻戈尔兹伯勒，而不是向北去夺取本顿维尔。因此，3月19日中午，当他的由杰夫·戴维斯将军率领的左翼部队的两个先头师到达本顿维尔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单独地碰上了南军的一条很长的堑壕战线。联邦军试图攻克敌人的战线，但是发现情况不妙，它的防守很严密，于是急忙构筑工事。约翰斯顿的由哈迪率领的右翼部队包抄了联邦军的战线，迫使戴维斯的左翼后撤；但是，约翰斯顿的左翼被戴维斯的最初进攻吓坏了，其指挥官布拉格要求增援。约翰斯顿派去了一个师，而他本来可以用这个师包抄戴维斯的左翼，从而给敌人造成灾难。这样一来，联邦军左翼的由威廉斯率领的另外两个师的部分兵力便有时间赶上来，形成一条牢固的战线。



　　到夜幕降临时，南军的攻击明显失败了；约翰斯顿意识到，谢尔曼的其余部队即将到达，于是便把部队收缩成一个向外凸出的半圆防守阵势，只图先把伤员运走，然后向西北方的史密斯菲尔德撤退。



　　与此同时，谢尔曼把他的右翼部队调往本顿维尔，企图吓退约翰斯顿，而不是进攻，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戈尔兹伯勒，那里是与舍菲尔德之间的结合部和给养的补充地。他的部队的给养已经减少到了危险地步。虽然右翼部队的一个师突破到南军的纵深部位，但是谢尔曼命其撤回；于是，约翰斯顿率其部队逃离。



　　谢尔曼继续进军，夺取了戈尔兹伯勒，完成了历史上在敌人领土上进行的最了不起的进军，行程425英里。现在，战争的结局迅速到来了，因为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李部已经不堪重击了。这支部队的瓦解部分是由于在彼得斯堡的堑壕中生活的艰苦，部分是因为谢尔曼的挺进所造成的南军给养来源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将士忍饥挨饿。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士兵们的家信；其中反映了目睹谢尔曼长驱直入并破坏其财产的家人和朋友的绝望和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将士们回归了其最根本的效忠对象，即其家庭，于是便大批地开小差，回家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最亲爱的人们。



　　3月29日，联邦军的谢里登将军的骑兵在彼得斯堡南面威胁李的右翼；次日，格兰特把这一威胁变成了一场步兵进攻，打垮了南军的一个分遣队。4月2日，联邦军的一场总攻突破了彼得斯堡的外围防线，迫使李撤退并于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这导致约翰斯顿于4月26日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伯勒投降。



　　南北战争结束了；是谢尔曼的迂回包抄战略使北方军赢得胜利。假如他未在总统选举前夺取亚特兰大，林肯是不会当选连任总统的。穿过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莱纳州的进军摧毁了南方继续这场战争的意志。



　　但是，谢尔曼残酷地给南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播下了将结出苦果的仇恨种子。如果说战争的目的是实现完美的和平，那么谢尔曼就是惨败了。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对他和他的部下所造成的破坏的记忆在整个南方世代相传。在几代人时间里，一提起谢尔曼的进军，南方人民便会想起使他们仇恨北方、共和党和联邦政府的那种肆意的毁坏。南方之所以在许多年里坚持一致投民主党的票，之所以时至今日，人们对竟然对自己人民的一部分如此施暴的联邦政府仍然怀有不信任情绪，原因就在这里。














	

 






	















	







	







	









 





	


	







	








	




	


第06章：1918年的巴勒斯坦战役：打破堑壕战的僵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次战役表明，除了面对位于法国和佛兰德的固若金汤的西部战线硬拚之外，指挥盟军的将军们本来是能够采取其他方式赢得战争的。这次战役就是1917年至1918年的巴勒斯坦战役；它的结果是歼灭了3个土耳其集团军，夺取了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使土耳其突然退出这场战争。



　　巴勒斯坦战役是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但是，同在法国和佛兰德地区部署的几百万大军相比，参加这次战役的兵力则是九牛一毛。这次战役还表明，可以在伤亡极少的情况下取得重大战果。



　　巴勒斯坦战役证明，一名指挥官，凭借着大胆和机动灵活，是能够克服防守一方对进攻一方所占据的优势的；而自从美国南北战争时起，这种优势就成为战争的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使西线的战事陷入了一场造成千百万伤亡的僵局。



　　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期间，科技使西方文明的物质要素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同时也使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得到巨大改进。



　　到南北战争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拥有了铁路，从而大大增强了人员的机动性，改善了货物的运输，并且拥有了电报，从而使彼此相距遥远的地点之间的通讯几乎立刻就可实现。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文明开发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和飞机。前者使利用公路的机动性大大提高；后者使战争从平面上的二维打法提高到三维立体式。此外还发明了无线电报；到1901年，它使得大陆之间的通讯得以进行，并且几乎把战争推进到四维，因为无线电报不仅大大缩短了空间，而且消灭了时间差别。



　　另外一些发明使兵器发生了具体的剧变。南北战争主要是用单响前装步枪打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明家们已使用铜制子弹的、用枪栓射击的高速弹仓式步枪和机关枪达到了完美的水平。虽然弹仓式步枪把子弹的射程提高了几百码，但是它的最大影响是使步兵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两倍到三倍。机关枪更甚：一挺就能产生1000支步枪的火力。



　　武器库中增添了无烟火药，使步兵破天荒地得以在射击时保持隐蔽。堑壕和其他曾经在南北战争中十分有效地保护了部队的野战工事，加上上述发明，使得防御力量大大增强，却极为不利于进攻。



　　野战炮兵的武器也发生了类似的剧变。虽然射程很远的、带来复线的火炮在南北战争前就已经开发了，但是其效力往往由于引信和黑色火药的欠佳而受到限制。到1914年，发明家们开发出了性能大为改进的引信、比黑色炸药威力大得多的无烟炸药，以及使炮兵能够从隐蔽处射击的技术。



　　火炮从隐蔽位置射击使炮兵的运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因为步兵的火力已经鞭长莫及。现在，炮兵能够在被敌人反击火力压倒之前，在敌人战线上选中的地点轰击出一个缺口。这使得火炮成为战场上最强有力的武器，扭转了南北战争的战局。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最有效的火炮是明目张胆地部署在靠近敌人的前线上并装填着霰弹的滑膛炮；这种火炮能够以致命的金属球和碎片杀伤大量敌军步兵。但是，这种滑膛炮容易遭到敌军神枪手的袭击；这种袭击能够击毙或击伤炮手和马匹。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集中运用大量火炮的有效性没给法国人留下印象，尽管其效力已经在1904至1905年的俄日战争中得到证明；法国人还无视了一个事实，即弹仓式步枪和机关枪已经大大增强了防守压倒进攻的威力。



　　他们的即将导致灾难的军事理论是“一往无前地猛攻”。他们期望着士兵们在最后400码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用刺刀将敌人赶出其堑壕。他们不喜欢弹道很高的榴弹炮，而是开发了一种弹道很平的75毫米口径的、机动性强的速射野战炮；他们企图使自己的步兵与这种炮一起，采用直接平射方法来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



　　虽然德国人采用了重榴弹炮，但是他们最初并没有认识到把自己的炮兵隐藏在后方的好处。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改变了主意；法国人也跟着这样做了，因为两方军队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情况下部署炮兵时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法国人以为德国人会穿过卢森堡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森林中的险峻地带向前挺进，呆在布鲁塞尔东面大约40英里处向北流淌的默兹河以东。法国人派两个军去从侧翼打击德军这一预料之中的挺进，切断敌人的后方联络；与此同时，另外两支法军将直接进攻德军位于洛林的中心，那里距离梅斯和蒂永维尔不远。



　　德国人不打算这样轻易地中法国人的计策；他们制订了“谢里芬计划”，它是以德军1891年全1906年的总参谋长谢里芬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谢里芬构思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包围行动，把德军主力集中在右翼，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平原，在鲁昂附近渡过塞纳河，在巴黎南面掉过头来北进，以便从后侧歼灭洛林和瑞士边境地区的法军。



　　这项计划的高明之处在于谢里芬的兵力部署。在可动用的72个德军师当中，有53个师将用于这次横扫行动，有10个师将构成面对凡尔登的支点，只有9个师将控制沿法国边界运动的左翼即东侧。计划旨在大量削弱德军左翼，以致法军会在洛林发动攻击，迫使德军左翼向莱茵河撤退。法军向莱茵河挺进得越远，就越难以在德军以钳形运动包抄其后方时脱身。



　　谢里芬的继任人毛奇却不了解这项计划，他把兵力的分布修改得面目全非，以致最终毁掉此计。他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左翼上的兵力；1914年8月，当法军的攻势扩展到洛林时，他向左翼抽调了6个新的师，从而使那里的指挥官、巴伐利亚的吕布莱施特亲王获得了足够的兵力发动进攻，而不是像谢里芬计划所要求的那样撤退。



　　德军在遭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迅速粉碎了法军刚刚发动的攻势；吕布莱施特把法军逐回到其修筑了工事的边界上。然而，这使得法军的抵抗力量增强，并使之得以将部队调往西线去反击德军的横扫行动。



　　此外，毛奇还抽调右翼的7个师去防范没有投降的安特卫普、吉维特和莫伯日，派遣4个师去增援与俄国人对垒的东普鲁士前线。这样一来，右翼的端点，即由克鲁克率领的第一军便只剩下13个师，而他们在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侧面上所面对的却是法军和英军的27个师。



　　最后，毛奇批准了克鲁克的一项决定，即向东南方前进，去增援德军的第二军，放弃向西南进军、包抄巴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从而彻底毁掉了谢里芬计划。此时，克鲁克正在巴黎东面活动，其右侧暴露给西端的法军部队。这导致1914年9月5日法英两国部队进攻他的侧翼和展开马恩之战，从而阻止了德军的进攻，使之陷于守势。



　　此后便发生了“奔向海边的赛跑”——双方都试图从西侧包抄对方的后路。其结果是从瑞士延伸到比利时海岸的一条连续不断的堑壕战线和西部前线上机动性的彻底丧失。在野战工事、步枪、机枪和集结起来的炮兵火力面前，双方都无法开辟充分的空间来恢复运动战。



　　法英两国的部队试图以正面进攻打破僵局。他们一般都进行长时间的炮火轰击，使敌人提高了警惕性，因而使自己丧失了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他们的正面进攻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尽管伤亡不计其数。德国保持守势，仅有的例外是1916年企图夺取凡尔登的又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正面攻击和1918年的也失败了的最后一次进攻。因此，僵持局面形成并持续了4年。



　　虽然位于法国和佛兰德的英军和法军指挥官们仍然认为，他们能够以正面进攻决定胜利，但是持较为客观看法的领导人们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寻找其他决胜的手段。



　　他们于1914年10月底发现了契机——土耳其站到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参战。土耳其希望恢复其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特别是英国干1882年为保护苏伊士运河而占领的埃及；它还希望提防俄国虎视眈眈，企图夺取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海洋联接处达达尼尔海峡。



　　土耳其仍然保有安纳托利亚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汉志，即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包括伊斯兰教圣城麦地那和麦加。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开辟了对俄国作战的一条新的战线，并从西奈沙漠方向威胁苏伊士运河，其好战性是符合德国利益的。



　　英国军需大臣戴维·乔治对从西线突破的可能性丧失信心，因而建议把大部分英军转移到巴尔干，从敌人的“后门”进攻。



　　法国将军加利埃尼倡仪从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以一支强大到足以诱使希腊和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行列的部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一俟攻占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就开辟了通往俄国的一条给养供应线，为沿多瑙河逆流而上，进攻奥地利和匈牙利提供了机会。



　　然而，1915年初，在法国的同盟军将领们成功地阻止了把重点放在巴尔干的建议。但是，英国海军大臣邱吉尔帮助通过了一项关于夺取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这次从1915年4月25日开始的战役最终失败了，因为现场的指挥官们没有抓住土耳其最初的无备所提供的机遇。



　　攻占达达尼尔的失败使得旨在绕过西线、摆脱僵局的任何战略努力都终结了。虽然同盟国军队最终占领了希腊的萨洛尼卡，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进攻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但是这场攻势来得太迟，已经没有了决定意义。



　　直到1917年为止，由陆军上将默里爵士率领的英国埃及远征军在同两年半来一直在西奈沙漠中与英军对垒的一支土德联军的作战中战果甚微。这场战役在从地中海岸边的加沙到东南方30空英里处的山脚下贝尔谢巴水井处的一条堑壕战线上陷入了僵局。



　　在这条穿过沙漠的战线上，条件十分恶劣：常常达到华氏110度的高温、沙暴、给养供应困难和严重的缺水。默里修建了一条从苏伊士运河到加沙的铁路和供水管道从而使后两种恶劣条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将士们幻想破灭，怒气难消，因为默里不知道怎样才能打破僵局，他一直把司令部设在开罗萨伏伊饭店的舒适环境之中，奖励殷勤侍奉其庞大司令部工作人员的人们，而这些司令部工作人员有许多从未见过前线是什么样子。



　　默里统帅期间寥寥无几的功绩之一是英国人煽动的反对土耳其人的阿拉伯暴动；这次暴动从1916年6月10日开始，是由麦加的行政司法长官、阿拉伯半岛西部汉志地区领导人侯赛因策划的。阿拉伯人在侯赛因的3个儿子阿里、费萨尔和赛义德率领下，最初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一支土耳其部队击溃了他们，阿拉伯人开始对英国人不予支持感到不满。



　　1916年10月，英国外交官罗纳德·斯托尔斯被派去同阿拉伯人商讨此事。驻开罗的英军情报官T．E．劳伦斯（1888—1935）获准与其同去。从此以后，每当人们谈到这场起义就越来越多地想到他。劳伦斯于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他的毕业论文内容是有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城堡的，战争前夕他正在进行一项秘密工作，即为军事目的绘制西奈半岛的地图。






统帅7：T．E．劳伦斯



　　劳伦斯对费萨尔印象深刻；他极为敏锐地估计了军事形势，建议给费萨尔以经费、武器和少量英国军官，但不派同盟国部队。他认为，傲气十足的阿拉伯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展开游击战，会比同欧洲的部队一起作战干得出色。而欧洲人如果同他们在一起，会视之为二流军人。默里想把自己的部队全部留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因而赞成这项建议，并把劳伦斯派回到汉志地区。



　　劳伦斯制订了一项联合计划，以夺取麦加西北400空英里处的红海之滨的沃季港。由费萨尔和劳伦斯率领的一支部队将从内陆袭击这个港口，而载着阿拉伯步兵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的6艘英国军舰则从海上进攻。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穿过沙漠，费萨尔的部下们还是来晚了，海上进攻已经攻克了沃季。这似乎证实了职业军官们的怀疑，即认为阿拉伯人不可靠；因此，劳伦斯和少数英国军官开始训练费萨尔的士兵，以便他们能以较高效率执行军事任务。



　　按照英国人的指点，阿拉伯人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打破土耳其人对从麦地那通往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铁路的控制上。这条铁路是驻汉志地区的土耳其军队的唯一的供应途径。为了建立一个便于对这条铁路展开游击战的基地，劳伦斯策划夺取离沃季250空英里的红海北端的亚喀巴港。然而，劳伦斯和费萨尔没有从正面进攻亚喀巴，而是穿过被认为不可逾越的沙漠，长途艰难跋涉，绕道800英里，于 1917年 7月 6日攻其后部，完全出其不意地迅速夺取了这个港口。



　　这项出色的战略行动使阿拉伯人获得了一个稳固的基地，把同阿拉伯军队联络的一名联络官变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这场暴动的活跃的领导人。



　　夺取亚喀巴之前不几天，将策划和进行巴勒斯坦战役的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到达开罗，以取代默里担任司令官。






统帅8：埃德蒙·艾伦比



　　艾伦比（1861—1936）是一位职业军人，曾经在法国指挥英军的第3集团军。在此之前，他并不显山露水，表明他持有同西线同盟国军高级将领们迥然不同的战略观点。这些将领确信，这场战争只能靠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正面战斗中打败德军来赢得。但是，艾伦比却认识到正面进攻的徒劳；瓦韦尔——一位熟悉这位巴勒斯坦战场司令的出色联络官——写道，艾伦比不像伦敦的国防部和法国的司令部中的大多数人那样执迷不悟，认为打击敌人的最佳地点是在敌人力量最强的地方。



　　1916年底出任英国首相的劳埃德·乔治坚持要求军方考虑如何绕过西线上的屏障。他力主向土耳其发动攻势，以紧逼德国和奥地利的后方门户。虽然军队领导们认为巴勒斯坦无关紧要，但是他们迁就了乔治，提议由艾伦比担任指挥官。



　　艾伦比于1917年6月28日步入富丽堂皇的开罗萨伏伊饭店，风尘仆仆就开始改变这里的一切。他把一大批参谋、少数几位年纪大的上校、一位师长和他的总参谋长遣送回国。没出几天，他就来到距开罗200多英里的加沙前线看望部队。不久以后，他便把司令部从萨伏伊饭店挪到距前线不远的沙漠之中的一个地方。



　　劳伦斯在夺取亚喀巴之后不久便穿过西奈沙漠来到开罗。艾伦比十分赞赏劳伦斯的功绩，接见了身穿飘逸的阿拉伯长袍的他，并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即把亚喀巴变成一个重要基地，提供装备和黄金，以实现阿拉伯人向叙利亚的北进。艾伦比把劳伦斯提升为少校，命令费萨尔的部队组成他自己部队的右翼，从而把劳伦斯和费萨尔直接置于自己麾下。



　　劳伦斯和艾伦比分手时有一个问题没有澄清。作为确定“能否不打仗就赢得一场战争”的努力的一部分，劳伦斯打算对通往汉志地区的铁路展开打了就跑的袭击，从而使之受阻，使驻麦地那的土耳其部队朝不保夕。而艾伦比则比较循规蹈矩，想要切断这条铁路。劳伦斯是正确的。出于荣誉、政治和宗教等原因，土耳其人决心使汉志铁路保持畅通，并为此花费了很大力气，以致他们无力在麦地那维持大量守军，无力守卫路轨和桥梁，使之免遭阿拉伯人袭击。



　　艾伦比的当务之急是突破加沙防线，迫使土德两国军队撤到耶路撒冷后面去。有三种可能性：他可以沿地中海岸边对加沙的主要敌军防御阵地发动正面进攻；他可以在中心部位进行打击；抑或他还可以在战线最右端向贝尔谢巴挺进。艾伦比迅速放弃了从中央部位发动进攻，因为那里水源紧缺。他还摒弃了在加沙发动攻击，因为那里是最明显的进攻地点，土耳其人早有防备，在那里，英军的左翼即沿海一侧能够得到控制着海洋的同盟国军舰保护，英军同埃及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到加沙防线背后为止。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贝尔谢巴了。但是，这里位于沙漠深处，远离加沙通向尼罗河的管道，因而对水的需求十分紧迫。贝尔谢巴有足够的水井；但是，除非英军在进攻的头几个小时里夺取它们，否则土耳其人可能会毁掉它们，从而迫使英军撤退。



　　艾伦比的解决办法十分高明：他大张旗鼓地为在加沙发动进攻做准备，吸引敌人注意其最有备无患的地点。但这完全是假象。



　　艾伦比还把劳伦斯从阿拉伯召来，指示他摧毁加利利海（太巴列湖）东面耶尔穆克河上的铁路桥。这样一来，将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唯一的铁路线，可能会迫使土德军队撤退到叙利亚。劳伦斯作出了坚决的努力，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间来到耶尔穆克峡谷，安放了炸药。但是，一名阿拉伯士兵的枪滑落了，因而惊动了敌人。劳伦斯他们不得不未引爆炸药就撤回。



　　土德军队由德军高级指挥官法尔肯海因将军率领。在毛奇进攻法国于1914年失败后，他接替毛奇担任德军总参谋长；但是，1916年，当他对凡尔登的进攻失败之后，他自己又被卢登多夫取代。他的主要副手是统帅加沙前线部队的克莱森施泰因将军。



　　为了使敌人相信英军计划的主攻地点是加沙，艾伦比的军事情报官梅纳茨黑根上校策划了一个简单的诡计：一名装做执行侦察任务的参谋引诱土军哨兵追逐，假装受伤，丢下一个装有假文件和地图的、沾有血迹的帆布背包。其中大多数文件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也有一些精心准备的文件，暗示对贝尔谢巴的进攻仅仅从属于对加沙的主攻。英军两次采取这一计策，都没能骗得土军追击。最后，在第三次尝试中，梅纳茨黑根亲自背上帆布背包故意暴露自己，结果成功了。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完全上当，在加沙做好了战斗准备。



　　艾伦比在战役开始时交替地在加沙和贝尔谢巴发动攻击，使敌人对他的意图捉摸不定。与此同时，他趁着夜色率领他的第20军团从加沙向贝尔谢巴进军，留下帐篷和假人来欺骗敌人，使之以为该军团仍准备在加沙进攻。第20军团与沙漠骑兵军团——一支有3个师的骑兵部队——会师，准备在贝尔谢巴突破防线。



　　在1917年10月的最后一周里，艾伦比命令炮兵和海军猛烈轰击了有重兵把守的加沙防线，使敌人的注意力被牵制在那里。克莱森施泰因预料英国会利用其海上力量，从加沙防线背后强行登陆。4天后，当对贝尔谢巴的进攻开始时，克莱森施泰因认为这是一场佯攻；他被帆布背包所欺骗，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增援那里的守卫部队。



　　当第20军团对贝尔谢巴的防御工事发起进攻时，土军在兵力上被完全压倒。守卫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在前线上，而沙漠骑兵军团却攻击了敌人的左侧，突破两道防线攻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夺取了敌人正准备毁掉的生命攸关的水井。



　　攻占贝尔谢巴使敌人全线崩溃，迫使土德两国军队撤退；他们于1917年12月9日放弃耶路撒冷。但是，土军的顽强抵抗使英军未能包围敌军，像艾伦比所希望的那样将其歼灭。法尔肯海因在耶路撒冷北面，以地中海和犹地亚丘陵为依托，建立了一道牢固的新防线。耶路撒冷的失陷使法尔肯海因失去了其职位。取代他的是桑德尔斯将军——他是德国骑兵，从1913年起一直在土军中服役，因为守卫加利波利坚韧不拔而遐迩闻名。



　　1918年7月，艾伦比试图从杰里科渡过耶路撒冷东面的约旦河，以便在安曼附近切断汉志铁路。他的目的是使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部位，而他却在地中海岸的西线发动主攻。但是，整个这一地区完全位于海平面以下，高温、暴晒和约旦河谷及死海岸边的尘土飞扬，令士兵们几乎无法忍耐；因此，在土军的牢固防线面前，这场进攻的结果是虎头蛇尾。



　　从此后，土军司令部对其左侧极为敏感，将大约 1／3的兵力保持在约旦河东面。这种死心眼正中艾伦比的计策；他制订了一项新战略，旨在仅以一场闪电式战役就赢得对土耳其的战争。






地图9：巴勒斯坦战役（1917年－1918年）



　　艾伦比的计划同加沙-贝尔谢巴战役相反。他决定佯攻约旦河谷，实际上却在西面的地中海岸边发动进攻，用步兵突破土德军队牢固的防线。这样一来，将会打开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骑兵部队将能够北进，穿过沙龙平原这个对马匹的驰骋来说很理想的地区，越过卡尔迈勒山脉中的高原，然后东进，在敌人前线背后40英里左右的地方切断土军所有的交通线和供应线。



　　这样一场攻击会使约旦河西面的两支士耳其部队被迫投降或遭到毁灭，并使英军距离大马士革和约旦河东面的土军一样接近。一支骑兵部队将同劳伦斯及其阿拉伯军协同作战，夺取德拉；德拉是汉志铁路上的一个汇合点，位于大马士革以南60空英里左右。这样一来，约旦河东面的土军无疑将会撤退。与此同时，其余的骑兵部队将攻占大马士革，切断这支部队的退路，使之必毁无疑。这样一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所有敌军都会被消灭，土耳其将不得不求和。



　　艾伦比的计划遵循了拿破仑的箴言：“战争艺术的全部秘密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的行家里手。”艾伦比看到了这个良机，因为服务于位于巴勒斯坦的两支土德部队的只有一条从德拉向西延伸的铁路，它越过劳伦斯未能炸掉的耶尔穆克河大桥，横跨约旦河到达贝珊，然后向西北，沿伊茨雷埃勒谷地通达阿富拉，即拿撒勒南面几十英里处。从阿富拉，有一条铁路向甫伸延，供这些部队使用。因此，倘若夺取阿富拉，将会切断土军的生命线。此外，如果派一支骑兵部队驻守阿富拉和贝珊，还会建立一个战略屏障，封锁土军的主要退路，使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只剩下从纳布卢斯东面翻过陡峭的山峰进入约旦河谷的唯一逃路。



　　但是，艾伦比的计划中包含着巨大的危险。这次战争的经验表明，装备着机枪的少量步兵能够轻而易举地拦截住骑兵。因此，即使英军步兵在敌人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使骑兵得以进入沙龙平原，如果在卡尔迈勒山区的一两个山口处有少量士兵把守，就能阻上这一挺进。艾伦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危险；为了防止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作出反应，他决心动用两种武器——他的飞机和劳伦斯的阿拉伯军队——使敌人的指挥部门耳聋眼瞎，行动迟缓。



　　1918年9月16日和17日，由劳伦斯率领的一支阿拉伯部队从沙漠中冒出来，炸毁了德拉西面、南面和北面的铁路，从而暂时切断了土德两国军队的给养运输，使其统帅部决定派遣其寥寥无几的后备力量到德拉去。在此同时，英国空军得到大量增援，直到它比士德两国空军占很大优势为止。英国空军的这支部队发动了持久的攻势，以期把敌人的飞机从天空中驱逐出去，最终使战斗机趴在了阿富拉南面10英里的杰宁土军航空站，无法起飞。当实施艾伦比计划的时候到来时，英国空军轰炸并摧毁了阿富拉的敌人主要的电报和电话交换中心。它还轰炸了约旦河西面的敌人两个陆军司令部，切断了通向各师部和设在拿撒勒的最高司令部的桑德尔斯上将处的电话线。因此，在进攻的一整天里，桑德斯和陆军司令部都丧失了联络手段。



　　为了分散敌人对沿海进攻发动地点的注意力，艾伦比实施了一些计策，以使敌人相信，英军再次计划从约旦河谷中进攻。上次在这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区展开的战役的失败对他起了帮助作用。在1918年的整个夏季中，艾伦比都命其骑兵部队驻扎在约旦河谷中，以不断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骑兵被调往西面沿岸地区去参加进攻时，艾伦比命令他们保留营地，修建新的营地，并设置1．5万假人假马，以欺骗敌人的空中侦察人员。骡子拉的雪橇经常搅得尘土飞场，给人以部队和火炮正向约旦河转移的假象。步兵白天向约旦河谷行进，夜里则掉过头来往回走，重复这一过程达数日之久。军官们接管了耶路撒冷的一家饭店，开始为在那里建立“总司令部”而进行十分讲究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英军主力趁着夜色向海滨的西侧行进；在那里，部队和装备藏在桔树丛中或者折叠起来放在现有的营房中。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这里集结着大量英军；在这一侧翼上，英军对土军和德军的优势上升到5：1。



　　虽然桑德尔斯将军担心在沿海一带遭到攻击，但是艾伦比费尽心机的欺骗使他确信，英军的主要攻势将发动于约旦河谷之中。



　　9月18日夜间，位于艾伦比极右端的英军第53师冲入约旦河谷边上的丘陵之中。这样做一箭双雕，一方面使桑德尔斯更加相信英军的进攻方向在这里，另一方面又调动该师来切断敌人的唯一退路，即向东渡过约旦河。



　　9月19日凌晨4：30分，在海岸边，385门英军火炮对土德两国军队的主要防线上被选中的一段前沿展开了持续15分钟的猛烈轰击。然后，步兵在提升式或称“滚动式”的弹幕掩护下发起冲锋，也就是说，炮兵的火力仅赶在步兵先锋前面几码的地方向前推进。英军和少量法军步兵所向披靡，压倒了惊呆了的防守者们，突破了两道堑壕防御系统，从而在土德两国部队的防线上打出一个大洞。



　　这时，步兵向着内陆包抄而来，好像一扇大门沿着合叶转动。在东面，英军的一个师和法国部队构成了这个合叶。向西5英里处，英军的3个师组成了门板中心；在海滨，英军的另外一个师组成了门板的外层。它们合在一起，逼迫溃败的敌军向东进入丘陵地带。



　　与此同时，沙漠骑兵军团的3个骑兵师从敌人防线上的巨大缺口中涌过；由于没有任何敌军挡路，他们向北驰骋，穿过了沙龙平原。掌灯时分，他们抵达了35英里外的卡尔迈勒山脉，装甲车攻占了两个重要的山口。



　　9月20日早8时，英军骑兵夺取了战略要塞阿富拉，从而切断了敌人的铁路交通。下午4时30分，第四骑兵师夺取了贝珊，他们在34小时中行程70英里，封锁了敌人向东北方向的退路。稍后，澳大利亚骑兵师向南到达杰宁，在更近的地方封锁了敌人的撤退路线。20日上午，一个英军骑兵旅还袭击了设在拿撒勒的总司令部，但是桑德尔斯将军得以逃之夭夭。



　　土军和德军现在只有一条退路，即穿过从纳布卢斯到约旦河的陡峭峡谷。在后卫部队顽强牵制进攻中的同盟国步兵的同时，9月21日上午，两支土军的残兵败将组成一个庞大的纵队，开始沿着峡谷鱼贯而行。英军的飞机发现了这个纵队；由于土德两国空军已被从天空中清除，英军飞机便开始了4小时的残酷轰炸和机枪扫射，使这两支敌军陷入混乱。幸存者们四散而逃，被骑兵轻而易举地包围和俘虏。



　　没出3天，两个土耳其集团军和敌人在巴勒斯坦的全部势力都被摧毁。只剩下约旦河东面的土耳其第四集团军。它的司令官犯了一个错误，即等到9月22日才向北撤退。此时，一条残缺不全的铁路和阿拉伯军队挡住了这支部队的退路；9月26日，第四骑兵师从贝珊东进。前来拦截这支敌军，而剩下的两个骑兵师则直取大马士革。



　　由于第四骑兵师和劳伦斯的阿拉伯军的不断蚕食，土军第四集团军很快就消耗殆尽。它的残兵败将在大马士革附近被拦截和俘虏；10月1日，古城大马士革被同盟国军队占领。



　　土军的所有有组织的抵抗都崩溃了；第五骑兵师与一支阿拉伯军队协同作战，攻占了北面200英里的阿勒颇。骑兵的装甲车先头部队于10月23日抵达该市。3天后，虽然英军曾计划发动一场进攻，但是阿拉伯军在前一天夜间溜进这座城市，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了它。



　　鉴于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抵抗英军向土耳其腹地安纳托利亚高原挺进，土耳其政府于10月31日投降。英军在38天里行程350英里，夺取了整个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并孤立了美索不达米亚，使那里的土军只得撤退。在此期间，英军俘获敌军7．5万人，而自己伤亡却不到5000人。



　　艾伦比将军几乎完全凭借出其不意和机动灵活性打赢了这场战役，而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战斗。土军和德军一旦认识到英军骑兵在阿富拉和贝珊建立了一条横跨其主要撤退路线的战略封锁线，就不战自败了。这场战役证明，一俟步兵和猛烈的炮击突破现存堑壕系统和野战工事所构成的屏障，机动灵活的战法仍是可行的。它还证明，在除法国和佛兰德外的另外一些战线上，是能够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因此，西线上的4年僵持和巨大伤亡是不必要的。














	

 






	















	







	







	









 





	


	







	








	




	


第07章：毛泽东：赢得中国




	







	

 



	


	


　　虽然共产党于1949年把国民党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真正胜利早就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即毛泽东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挽救出来的时候。



　　这次战役是战争史上最旷日持久和最艰苦卓绝的战役之一；其结果是红军从此创造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国民党认识到，他们无法摧毁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脱颖而出，不仅成为一位历史上的伟大统帅，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人。



　　毛泽东（1893-1976年）——湖南省一位农民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直到蒋介石于1927年下令屠杀他所能抓到的每个共产党人时为止，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统帅9：毛泽东



　　1927年的大屠杀使毛泽东确信，共产主义运动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经过训练的和纪律严明的军队。他有一句著名的箴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为了躲避企图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点幸存力量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率领大约1000名追随者来到中国东南部罗霄山脉。1928年春，共产党的一位军事领导人朱德带领600人加入了毛的行列；1928年7月，他们东进130空英里，转移到瑞金附近。另外一些红军领导人在其他边远地区创建了较小的农村根据地。



　　在武夷山中 [ 编者注：应为井冈山 ] ，毛泽东和朱德建立了一个很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为建立一支拥有新型军人的新型军队奠定了基础。这支军队与西方或国民党军队不同，它没有因阶级或受教育程度而同士兵分开的标志明显的军官。大家不分等级，不佩带徽章。男兵（往往还有女兵）通过显示其能力而成为领导人。士兵们按照指挥员的职位名称来称呼他们，比如“排长同志”或“连长同志”。军官们不殴打或虐待士兵。官兵同住，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红军领导禁上部队抢夺农民的食物或财产，他们严厉惩罚强奸、抢劫和暴力行为。红军战士被人民视为朋友，而不像纪律涣散的国民党兵或众多军阀部队中的士兵那样被当作瘟疫。



　　共产党的领导人鼓励士兵们解决各种日常问题，对士兵理解自己承担的军事任务及其完成任务的能力给予极大的信任。一种在其他军队中闻所未闻的做法是，领导人在战斗以前向士兵们广泛介绍其战术和战斗计划，不遗余力地解释其所下达的命令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看不起毛泽东的新型军队；1928年8月它安排李立三——来自湖南的一名28岁的工人领袖——来负责领导工作，指示他要首先夺取中国的城市，这是不合乎实际的，鉴于城市无产阶级仅占中国劳动大军的不到1％，其中被组织起来的也只是凤毛麟角。



　　毛泽东给了马列主义教条当头一击，认为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为中国人口的80％以上是农民，他门在每个村庄里都遭受地主剥削。毛泽东写道，土豪劣绅几千年来一直压榨农民。农民只有推翻地主政权，才能改善自己的境况。因此，革命必须产生于农民当中，而不是占极少数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当中。然而，毛泽东始终没有偏离一种信念，即这场斗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代表群众来进行。



　　在如何赢得革命胜利方面，毛泽东和李立三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不可避免。毛泽东想要利用共运所拥有的少量红军作为游击队，袭击虚弱的目标，然后撤退到安全的根据地。他想要有条不紊地向外扩大，建立更多的根据地或苏维埃，首先夺取一些县，然后夺取一些省。但是，共产国际却指示李立三要在城市中掀起劳工运动，领导工人起义，要求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夺取一些城市。



　　1930年，李立三命令共产党人先夺取几座中等城市，然后集结兵力，进攻武汉。虽然毛泽东及其部队短暂地占领了湖南省省会长沙，但是国民党军队十分强大，因而红军不得不全线撤退。李立三的战役遭到惨败。但是，共产国际归咎于李，而不是它的政策，把中共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曾经在苏联学习、对克里姆林宫唯命是从的年轻的中国学生。



　　蒋介石对这种夺取城市的企图十分吃惊，于1930年12月派遣10万军阀部队进行其第一次“围剿”，为的是把共产党人赶出毛泽东的“中央苏维埃”——远远超过其他根据地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红色根据地。



　　在这次战役中，毛泽东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和对游击战的灵活运用。他利用农民朋友刺探国民党军的意图和兵力部署，迅速而秘密地采取行动抗击敌人，主要是在夜间出击，只在他能够取得兵力和武器上的局部优势的时候才发动攻击，然后迅速分散开来。毛泽东引诱国民党部队进入苏区深处或者对红军友好的地区。在那里，他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孤立的国民党部队，从而暂时扭转了国民党军所占有的总的战略优势。



　　毛泽东和朱德集中兵力袭击了一个师的两个旅，将其击溃并俘虏了9000人；这次战役的高潮由此到来。这场胜利使得邻近的 两个国民党师逃跑了。红军追击了其中一个师，将其截住并歼灭了其绝大部分。这次围剿于1931年1月初不了了之，国民党军彻底失败了 [ 编者注：是役毙、伤、俘数约1．5万人。 ] 。



　　蒋介石于1931年4月再次做出尝试，他把参战的军阀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使之达到20万，派他的最忠诚的将军之一何应钦指挥。然而，他重蹈覆辙，再次采取了第一次战役的战术，分7个纵队缓慢地进入红区。毛只有3万人可用来对付国民党军，但他集中兵力袭击了其中一个纵队，击溃了几个团，摧毁了敌人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毛迅速地连续袭击了另外3个纵队，将其各个击溃，然后歼灭了第五个纵队的一部分。剩下的两个纵队没有作战就撤退了。在14天内，红军进行了5次战斗，行军8天，结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蒋终于认识到，他正在同一个坚韧不拔和足智多谋的人打交道，因而在于1931年7月开始的第三次围剿中，他亲自挂帅。他投入了自己的装备精良的10万政府军，调集20万军阀部队担任后援。



　　蒋认为，他的嫡系部队将会迅速消灭毛的装备很差的军队。但是，蒋过去一直在培训其士兵进行一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战争。从1927年起，他聘用了大约40名德国军事顾问来指导他的军队。虽然德国人的功夫造就了一种出色的军人，但是德国人所擅长的，是在欧洲野战军之间的相互硬拼的战斗中形成的正统方法。要想打败毛泽东半游击式的战法，国民党军需要与此不同的战术和训练。红军行动诡秘，集结迅速，打击凶狠，然后同样迅速地分散。他们大力依靠伏击，利用侦察员侦察敌人的兵力和行动，不建立任何战线，不分前线和后方，集中兵力专打敌人小股部队，各个歼灭，然后转移。



　　蒋的战略是极端正统的。他决定“长驱直入”，直捣苏区。他率领8个纵队每天疾行20多英里，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企图把红军挤入一隅，迫使其站下来作战，以占据优势的火炮、机枪和飞机将共产党军歼灭。



　　但是，毛根本不打算进行一场蒋式战争。他的仍然只有大约3万人的部队精疲力竭．正在瑞金东北面大约30英里的武夷山中休息。为了占据反击的有利地点，毛和朱率部队强行军到达瑞金西北大约35英里的兴国。



　　毛原先的计划是向西北面行进大约15英里，到达赣江边的万安，沿着江的东岸北上，然后向东横扫国民党军的交通线，切断其给养，打击那里出现的任何孤立的敌军部队。但是，国民党军的密探发觉了这一行动；于是，蒋急忙派两个师向赣江进发。为了避免落入圈套，毛向万安南面撤退了大约10英里。



　　毛此时在夜色掩护下向东北方向转移，从两支国民党部队之间的一个13英里长的缝隙中溜过去，向万安东面行进大约35英里，将其部队置于国民党军后方，在此处，毛袭击了一支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将其击溃。次日，毛袭击了国民党军的一个也是孤立无援的师，使之溃退。然后，红军花了3天时间，基本上夜行晓宿，向东挺进15英里，到达黄陂，以包围和击败另外一个独处一隅的敌军师。



　　蒋介石命令所有国民党军以强行军向黄陂进发，以包围红军并将其剿灭。毛的情报网向他发出警报；于是，毛在从西面包围上来的国民党部队之间的高山中找到一个7英里长的缝隙，便从中过去，在兴国附近重新集合起来。



　　蒋用了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猎物已经飞走。1931年9月底，又累又饿、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撤出苏区。毛此时猛烈追击，抓住一个旅和同支援部队分离的整个一个师，几乎将两者都消灭。第三次“剿匪战役”就这样终止了。



　　1933年1月1日 [ 编者注：应为 1932年年底。 ] ，蒋介石调集15万大军 [ 编者注：事实是30多个师，约40万人。 ] ，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清剿。但是，蒋对于1931年占领满洲的日本人的侵略无动于衷引起公愤，迫使他于3月间派5万部队北进（他并未动用这支部队），因而使红军得以击退剩下的国民党军。



　　蒋终于同日本人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他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兵力，企图彻底剿灭共产党的农村苏维埃。在这第五次战役中，蒋构想了一种与从前迥然不同的战略，很像南非战争（1899－1902年）最后阶段英国人为摧毁布尔人游击队的抵抗力量而最终制定的方法，即把老百姓迁移到集中营里，修筑相互呼应的碉堡来限制布尔战士的活动范围。



　　蒋修筑了700英里的公路，以使汽车能够通到中央苏区凹凸不平的武夷山高原；他还建立了无线电和电话网，以协调他的包围部队的行动；这支军队总共有75万人。与此同时，还有另外几十万大军正在包围其他较小的苏区。



　　1934年1月，中共在瑞金举行一次会议，为即将来临的打击作准备。会上，领导人们再次强调“向前和进攻政策”，指示红军要“拒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完全摒弃了毛的诱敌深入苏区，以将其歼灭的战略。



　　蒋的进攻得到红军中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意外帮助。李德是德国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毕业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他认为自己是一名伟大的军事专家，贬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声称红军进行正规战争的时候已经到来。他说服领导集团同意集中兵力，在国民党军修筑新碉堡时对其进行“快速的近距离突袭”。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正面硬拼的策略，必然失败，因为国民党军拥有强大的炮兵、机枪和150架战斗轰炸机，而红军则几乎没有什么进攻性武器。



　　蒋介石开始了对苏区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进攻。国民党逼迫住在苏区周围的几百万人民迁入离开战斗区域的集中营。碉堡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包围圈，限制了红军的行动。食物和盐的匾乏影响了红军的健康和体能。



　　1934年4月 [ 编者注：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 ，蒋的军队逼近了瑞金北面大约60英里的广昌——中央苏区的门户。红军领导集团按照李德的建议，认为保住广昌至关重要，于是把4个军团派往前线，并修筑了野战工事。国民党军的飞机和火炮迅速将这些工事夷为平地，红军指挥官彭德怀在第一天里损失了1000人。彭强烈反对这种战术，但却毫无结果。红军面对着国民党用火炮和机枪构成的虎口发动攻击，结果4000多人阵亡，两万人受伤。



　　这大伤了红军的元气，证明了李德战术的无效，并迫使党的领导集团为最坏的情况，即撤出中央苏区作准备。虽然国民党军直到7月间才恢复了进攻，但是红军因为营养不良、伤亡和开小差而继续每况愈下。10月间，共产党人完成了撤出中央苏区的计划。



　　他们的目的地有两个：湖南省西北部桑植及其周围的一个由贺龙领导的苏区。这个苏区也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压力；如果向那里转移，只会吸引所有的国民党军。倘若他们不能到达贺龙处，有一个由张国焘领导的更为遥远的苏维埃，它是于1932年在西南内地大省四川的通江周围建立的。



　　毛泽东在这项决策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为了进一步缩小他的影响，红军领导集团想让毛留在中央苏区，与由毛的朋友陈毅率领的大约6000人的部队呆在一起，命其保持强大的游击力量。但是，毛泽东德高望众，以致任何人都无法对他与主力部队同行的决定提出异议。



　　其余的共产党人——组成第一方面军的大约7．2万名士兵和1．45万名官员、文职人员、重要领导人的夫人以及政府工作人员，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穿过瑞金西南75英里左右的一处国民党守卫力量薄弱的警戒线。长征开始了。



　　第一方面军基本上是在夜间行军，并且是走羊肠小道，因而得以摆脱企图包围它的国民党军。蒋介石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才醒悟：猎物已经飞走。但是，他的飞机和情报网发现了红军的撤退路线，因而他得以设置路障来使红军前进速度变慢，并开始调动其军队——总共4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红军。



　　红军对蒋军的集结无可奈何，但却事先知道敌人的伏击，并能够将其粉碎，因为几年前周恩来曾派人到苏联接受密码技术培训；他们能够破译国民党人的无线电密码。



　　11月16日，红军各纵队在湖广边界北面不远的湖南境内、南岭山脉掩护下的临武集合起来。他们抛弃了几乎所有的重型装备，包括火炮，只留下650挺机枪和30门榴弹炮。这些武器，加上步枪和手榴弹，给予红军幸存所必需的火力。



　　蒋从红军的行动方向得知，红军大概正向湖南西北部桑植周围的很小的苏区前进。他把兵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上：一支部队向北去阻止这一行动，另一支部队由周浑元率领，追击红军。蒋还要求广东和广西的军阀从南面收紧包围圈。



　　红军指挥官朱德意识到，他必须摆脱这个陷阱，于是他命令红军以强行军赶到西面100空英里左右处的湘江；他知道，红军必须先跨过这一屏障，才能掉头向北面桑植的苏区前进。



　　虽然红军行动迅速而敏捷的先头部队——第一和第三军团——于1934年11月26日抵达湘江，但是与红军同行并携带着大量装备和资料的文职人员行动却慢得多；因此，蒋介石有时间包围组成红军后卫部队的第八军团，歼灭了其中大约有2500人的一个师。尽管国民党军从北面和南面逼近，但是朱德仍把作战部队集中在湘江东面，以便文职人员的纵队能够渡河。从11月28日开始，用了3天时间，所有非战斗人员渡过了湘江。在此期间，江东的红军部队承受了兵力强大得多的国民党的空军和炮兵的狂轰滥炸和步兵冲锋。共产党军损失惨重，包括有2500人的整个一个师。



　　红军现在处于绝望境地。领导人们对李德等的军事指挥不力非常不满；正是这种指挥失误导致了他们所面临的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由于战斗中的损失、疾病和开小差，红军的人数减少到不到突围时的一半。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挡住了向北通往贺龙部队的去路；与此同时，其他国民党部队使向东撤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倘若向南进入广西，将导致更多的敌军从四面八方围攻，进入一个无法逃脱的口袋。向西的前景同样令人望而却步：那里有老山界和五岭的悬崖绝壁。



　　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一项拯救红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计划：翻越老山界和五岭，向北突破，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从贵州，红军既可以前往湖南西北部的贺龙处，也可以奔赴四川东北部的张国焘处。



　　红军领袖们认识到毛是正确的：走向任何别的方向都意味着毁灭。他们命红军转向老山，开始攀登。有些地方的路不到两英尺宽，山势十分陡峭，以致爬山者仅仅能看到前面人的鞋底。只有最坚定不移的人们才翻过了老山和五岭，于1934年12月11日进入了地势较低的贵州境内。



　　红军只剩下大约3.5万人和5000左右的文职人员。许多勇士倒在途中，所有胆怯者也都离去。留下来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这些中坚分子经受住了战火考验并幸存下来。领导集团意识到，共运的整个前途都取决于这支危难中的部队的命运。



　　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仓促的会议，以讨论对策。毛泽东不是其中的成员，但却应邀出席会议。有一点已经很明显，即红军需要他的指挥。毛立即承担了主要角色。截获的电讯表明，假如红军向北前往贺龙处，会被25万国民党军拦住，其中有10万人已经到达湖南。毛建议放弃到贺龙处的设想，红军应向西北进入贵州，因为那里敌军很少，前景较好。军事领导们表示同意。



　　两天后，第一方面军攻占了黎平——一个大县城；在这里，大家能够休息并获得急需的食物。毛获得了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中的实际席位，他使政治局同意前往遵义——西北面大约150英里的贵州北部一座大约有5万人的城市。在那里，红军既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也可以向东北面转移，去与贺龙会师，或者跨过长江上游，到四川去与张国焘会合。如果实在别无去路，红军还可以向西南撤退到云南省。



　　但是，蒋介石打算阻止红军夺取遵义。他的兵力已接近25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此时他已经是长征的实际领导人——下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属于历史上最足智多谋和最成功之列。



　　为了摆脱率领着一支比第一方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的国民党将军薛岳的追击，毛命令红军的一个纵队向西佯攻，直取贵州省会贵阳。当共产党军队的主力向西北进发时，薛似乎顺应红军的意愿，将其部队派往西面去贵阳，因而致使这支部队从战略画面上消失。



　　红军并没有直取遵义，而是迅速北进从而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可能会奔向东北面去与不到200英里外的贺龙会师。此举把国民党军大量部队牵制在湘黔边界地区。此时，红军面前只有贵州本省的力量薄弱的部队，于是它掉头向西北面进攻遵义，于1935年1月7日夺取了这座城市。



　　虽然红军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是考察显示，遵义地区不适于建立一个新的苏区。这个地区很穷。此外，薛岳的国民党部队正在贵阳，使贵州军阀王家烈受到鼓舞，以致他从南面攻击红军；同时，呆在四川重庆的蒋介石封锁了长江和红军与张国焘会师的去路。



　　1935年1月15日，20名共产党领导人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为期3天的会议。这次会议是20世纪的转折点之一，它结束了使中国的马列主义毁灭殆尽的教条主义的领导。毛泽东担任了共运的领导人。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进，人数只有大约3．5万。四面八方都是国民党军和军阀部队，有40万人。武器也比共军精良得多。蒋介石相信，红军将强渡长江；因此，他派兵把守了每一个可能的渡口，夺取了每只渡船。



　　毛的确想渡江；他希望能在长江上游，即重庆西南方找到一个防守力量薄弱的渡口。但是，他遇到了一支强大的川军。他又向上游走了80英里；但是，截获的无线电报表明，蒋正在调动部队来拦截他。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和云南部队挡住西进的道路，所以继续前行将导致红军钻入一条死路。



　　毛认识到，红军的唯一希望是迷惑蒋介石，使之不明红军的去向和意图。在此后的6个星期里，他实施了这样一场战役：从其足智多谋、运动速度和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来说，都几乎是举世无双的。






地图10：中国红军比国民党军更胜一筹（1934年－1935年）



　　2月11日，毛迅速地使红军调过头来，以强行军疾驰，返回遵义。蒋的飞机一发现这一行动，蒋就开始调动其部队问东返回，以再次封锁长江的各个渡口。他还命令王家烈从南面北上，以夺取遵义北面大约12英里的娄山关——从山区南行的唯一通道。这样一来，将把红军封锁在长江和这一关口之间，使蒋得以随意地歼灭红军。



　　2月26日，红军位于娄山关北面大约12英里，截获的无线电报使毛获悉：王家烈部刚刚离开遵义。一场抢占这一关口的战斗开站了。两军到关口距离相等，红军以5分钟之差获胜，爬到山顶时，王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到300码的地方。红军的炮火驱散了故人，保住了关口。翌日，共军冲下关口，击败了王家烈所集结的部队，夺取了遵义，袭击了从后面上来的两个国民名师，将其逼到乌江江畔，迫使2000名士兵投降。



　　毛此时调转头来向长江渡口进发。他想使蒋以为这些渡口仍是他的前进目标，尽管它们已经不再是他的目标。他的计划是把蒋的主力牵制在长江沿岸。毛在毫不掩饰其行动的情况下渡过了长江支流赤水，造成一种假象，即全部红军都在向长江前进。但是，他命令部下隐藏在长江岸边，只派一个团渡过江去，进入四川，尽可能多地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这使蒋相信红军已经落入陷阱。他偕夫人宋美龄于3月24日飞到贵州省会贵阳，以便为最后歼灭共产党军而建立总部。他现在有大约50万部队包围着红军。但是，其主力位于北、东、西三面，以防毛渡过长江或者到湖南去与贺龙会师。而南面的贵阳周围却没有多少部队。这正是毛的进军方向。



　　3月21日至22日夜间，毛迅速调动红军重渡赤水，命令到四川去的那个团以强行军返回，向遵义进发，矛头指向南面。没出几天，国民党军的飞机和密探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猜想毛的目标是贵阳。蒋大惊，给云南司令孙渡打电报，要其迅速派精锐部队来守卫这座城市。3月30日，红军强渡乌江，直取贵阳。但是，云南孙渡部刚刚抵达贵阳，就接到报告，说红军从该市旁边经过，直奔东面大约25英里的龙里。



　　蒋认为红军正在向东返回湘赣边界上的老苏区，于是命令孙渡向龙里进军，追击红军。但是，次日早晨，蒋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红军已经突破包围圈穿过龙里，没有转向东面，而是向南面和西面，即云南方向。



　　然而，蒋无法确定红军的意图。毛把一个军团留在乌江北面，造成他仍有可能前去与贺龙会师的假象。这样便再次牵制了国民党军，使之为了阻止这种会合而按兵不动。这个军团在该地区一直呆到4月份，然后悄悄地沿着一条比较直接的西进路线，穿过山区的羊肠小道，去与主力部队会合。



　　蒋仍旧以为红军要回到江西。最后，当抓住他们已为时过晚时，他才意识到，红军正向西南方的云南前进，于是他命部队追击。



　　毛依然必须渡过长江。剩下来的唯一渡口在上游的一个称为金沙江的地方，即在这条江从云南和四川的高山中流出，在昆明北面大约80英里转了一个大弯的地方。这里的渡口，云南军和国民党军很容易占领。但是在这个转弯处以东，情况更糟：国民党军早已接近寥寥无几的渡口。转弯处的西面，这条河流过一条条大峡谷，安全的浅滩很少。毛知道，红军只有在金沙江的这个转弯处可以渡江。



　　幸运的是，蒋仍然以为红军可能会返回江西，而毛的西进又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红军可能会试图在云南建立一个苏维埃。为了使蒋中计，毛直取云南省会昆明。蒋上钩了；他撤走了金沙江畔的部队，命其向昆明进军。由林彪率领的一支强大的红军聒噪地逼近到昆明郊外8英里处，引起一阵恐慌，即昆明即将遭到攻击；而与此同时，红军的其余部队迅速掉头向北面的金沙江疾驰。1935年5月1日，红军的一个团从绞平渡——一个已有1000年历史的商队渡口——渡过江去；几天内，除第五军团外，其余所有的红军都渡过去了；第五军团为林彪的部队把守着这一通道。遵照毛的紧急命令，林彪以强行军奔向金沙江，在48小时里走了100英里。5月8日和9日，林彪的部队渡过江去，挡住一支云南大军的第五军团也悄悄通过，到达安全地带；他们把渡船浮放在江中，看着它们在江中的岩石上撞碎。



　　红军只剩下不到2.5万人，但是它幸存下来了。毛为渡过长江上游而展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役．此时便已成为传奇。



　　蒋介石大怒。他飞到四川的成都去动员新的部队，以便在金沙江北面大约200英里的另一条河上阻挡共军。这条大渡河水急浪大，沿着一条大峡谷流出青海省的高原。此时，红军正在高原崎岖的小路上艰难跋涉。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大渡河上的渡口安顺场，迫使河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撤退。然而，这支红军只找到很少的渡船，并获悉蒋的部队正在向这个渡口进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飞机迅速出现，前来轰炸渡口。



　　毛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红军主力向北面的上游疾驰，到达泸定的著名铁索桥。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的桥梁长370英尺，固定在两岸凸出的巨石上，东面受到泸定镇的门楼保护。它始建于1701年，许多年来一直使来自西藏和尼泊尔的商队得以前往北京的皇城。9条巨大的铁索，铺上木板，便形成了桥；桥两侧的两条锁链构成扶手，以稳定人和车辆。



　　由杨成武率领的第四团沿着大渡河西岸前进，主力部队跟随其后；与此同时，已经从安顺场渡过河去的第一师沿东岸挺进。第一师由于一支国民党部队的阻拦而行动缓慢；但第四团于5月29日到达沪定桥西岸，发现沪定镇被几百名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已经拆掉了桥上2／3的木板，使红军面对着光秃秃的铁索和下面深谷中怒涛汹涌的河水。杨派一支22人的突击队，在廖大柱（音）率领下过桥。战士们一点点地顺着铁索逼近剩下的桥板。一待踏上桥板，他们将迅速袭击桥东端的那座门楼。正当他们前进的时候，门楼前面的用柴油浸泡过的木头突然燃起大火。国民党军试图用火来阻止红军过桥。火舌猛烈地舔着桥东端的木板。成败乃是千钧一发。突击队穿过火焰，冲入镇中，击退国民党守军，使战士们有机会灭火，并使增援部队有时间过桥支援。22名突击队员中有18人幸免于伤亡。



　　不到两小时，第四团便夺取了这座桥和这座城镇。第一师沿着河的东岸从南面也来到这里。



　　战士们给这座桥铺上了新木板；次日主力部队抵达，开始兴高采烈地过河。红军战士们知道，虽然前方仍有危险，但是现在他们的军队终于能幸存下来了。这支军队人数少得可怜。从贵州到泸定桥一路上的行军和作战使部队不断遭受损失，包括伤亡、患病和掉队者在内，第一方面军只剩下大约1．3万人。尽管如此，从红军巧渡大渡河的时刻起，人们对红军战无不胜的信念就诞生了。



　　1935年6月12日，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铁索桥北面75英里处遇上了张国焘部的一支侦察部队。张国焘当时的部队人数是第一方面军剩下来的1万人的6倍；他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并且把合并起来的红军保留在四川西北部，从而威胁四川盆地中富饶的成都平原。他说，如果国民党军逼得太厉害，共产党军可以进入西藏或新疆。



　　1935年9月10日，毛和第一方面军的6000名战士悄悄向北进发，奔向中国中北部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从1931年起，那里一直有共产党苏维埃在活动。



　　1935年10月21日，当第一方面军到达苏区时，这支军队与一年前从江西撤退时相比，是人数很少的剩余力量。但是，这些幸存者——其中大多数人现在是训练有素的干部——是领导人才的无价之宝。假如他们没有经受长征的考验，共产主义运动能否顶得住国民党的强大压力是有疑问的；国民党仇恨和消灭红军的决心从未动摇。主要凭藉着毛泽东的军事天才，第一方面军才幸存下来并到达了延安。



　　这支红军，连同姗姗来迟的张国焘部的一些成员，组成了一个苏维埃的核心，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在这场战争期间，红军向中国北方扩展，其势力遍及表面上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但是，日本入侵者们实际上只控制着城市和主要公路及铁路沿线狭窄的走廊，而共产党人则控制了几乎所有别的地方，领导着9000万中国人民。



　　当1945年日本人被打败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强大，以致蒋介石无法将其击败，尽管他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支援。在1947年至1949年，共产党人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和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岛。














	

 






	















	







	







	









 





	


	







	








	




	


第08章：1940年的法兰西战事：出奇制胜




	







	

 



	


	


　　1918年以后，大多数将军被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力量的记忆所困扰；这种防御力量由机枪、密集火炮、堑壕和战场防御工事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些装备和工事造成了西部战线上的毁灭性僵局。



　　这些武器条件决定了使地面进攻成为自我屠杀的阵地战。由于相信下次战争将是上次的重演，许多将军断定，进攻战不再是可能的；因而他们集中力量使防御更加万无一失。从这种思维中产生的是现代史上最宏大的防御系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系列坚固的、相互连接的混凝土工事和机枪掩体；它们横贯整个法、德两国前线，从正面进攻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但是，并非所有军事理论家都对重新采取运动战绝望。尤其是两位英国人——哈特上尉和富勒少将；他们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原始坦克突破防线，尽管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够远，行驶速度慢，武器处于劣势，装甲很薄，而且从未以充足数量来获得胜利。这些军官和少数思想家确信，坦克能够发展成一种打破阵地战僵局的武器。1925年，哈特在其《巴黎，抑或战争的前途》一书中说，坦克是现代形式的重骑兵，应当尽可能大量地集结，从而给予敌人的弱点、交通线和指挥中心以致命打击。



　　另外一些军官认为，飞机能够摧毁部队、战场工事、堑壕、运输和给养供应，从而在战场上进行决定性的战术打击。以意大利人杜黑为首的另外一个空中力量学派认为，地面上的进攻已不再可能成功，一个国家必须对敌人的居民聚居区、政治和工业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轰炸袭击。杜黑坚持认为，这样做将为进攻战开辟一个新领域，并通过破坏敌人的士气和军工生产获胜，而不必依靠地面部队的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将军们普遍接受了认为防御仍比进攻强大的意见，而失败者们则努力寻找新的进攻性解决办法，以不再重蹈1914年至1918年的覆辙。



　　赢家和输家都考察了所有类型的军用飞机。然而，德国理论家们较为注重能够在战场上空及其附近协助获得战术胜利的俯冲打击武器，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把重点放在战略轰炸机上。德国人创造了容克87B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它能以极高命中率轰炸战场上的目标——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则研制了像B－17和兰切斯特式这样的有4个引擎的远程飞机。



　　杜黑的空中力量理论导致德国人于1940年和同盟国在此之后发动的对城市的大规模饱和轰炸。虽然这些空中打击造成了惊人的平民伤亡，但却并没有使地面战斗成为不必要的。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摧毁敌人的士气或军工生产，因而并没有决胜意义，直到美国人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新研制的原子弹。



　　德国人同法、英、美等国做法上的最大差异是，他们在坦克问题上的重点不同。1918年后，美国人设计了一些新式坦克，但并没有实际开发。然而，念念不忘未来战争将是防御战的法英两国却制造了大量的“步兵坦克”——为帮助步兵进攻有防备的阵地而设计的一种速度慢、射程近的重装甲武器。英法两国的指挥官们把大多数坦克分配给各个步兵师，期望它们同步兵一起前进，而不是单独活动。



　　德国出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构想；奇怪的是，它受到了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的启发，而他们两人的思想在英国却基本上无人理睬。德国在坦克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家海因茨·古德里安在1929年就确信，坦克单独地或者同步兵一起行动永远无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相信，坦克必须有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的支援；这些兵种的车辆将使它门获得履带式坦克的速度和越野性能，从而使它们得以跟上坦克，协助坦克摧毁敌人的抵抗力量。古德里安坚持认为，把坦克置于步兵师之中是错误的。坦克应当集中置于装甲师之中：这些装甲师应当包括使坦克得以充分发挥战斗作用所需的一切支援武器。






统帅10：海因茨·古德里安



　　装甲战的基本构想是大量集结坦克，在一点上突破敌人的主要防线，巩固两翼，然后在敌人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全速穿透其后方。古德里安坚持认为，按照这一战术，装甲师就能够创造范围广泛的进攻性运动战。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坦克都是大材小用，浪费地面进攻能够动用的最佳手段。



　　古德里安在说服德军最高司令部相信这一想法方面遇到困难。但是，由于1933年当上总理的希特勒热心于坦克，所以德军于1936年组建了3个装甲师、3个装备一定量装甲的轻型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1939年入侵波兰时，德国人发现轻型师行动不利，因而将其改编成了装甲师。到1940年，德国已经把它的所有装甲集合成10个装甲师，一些摩托化步兵师充当其后援。



　　与英法两国不同，德国所选择的是“飞毛腿”，而不是“厚皮”坦克；它认为，总的来讲，如果需要做出选择，速度比重型装甲要可取。因此，同盟国的坦克比较经受得住敌人火力的打击，武器一般也较重，但行动较慢，射程也较近。



　　马克Ⅰ型德制坦克只装备着两挺机枪，而马克Ⅱ型也只配备了一挺机枪和一门轻型的20毫米口径火炮。然而，马克Ⅲ中型坦克却配备着一门37毫米口径的火炮；马克Ⅳ中型坦克则配备了一门口径为75毫米的火炮，而其最高行驶速度为每小时25英里，并不比马克Ⅰ型和马克Ⅱ型慢多少。装甲师所携带的燃料足够其行进90至120英里，而且有飞机专门用降落伞为先头部队投掷汽油，不管部队在何时缺油。德国坦克像法、英两国的坦克一样，其炮塔上的火炮能够向四面八方射击；但是，德国坦克和其指挥官之间有着较为可靠的无线电联络装备；德制坦克还拥有优越的光学装置，可大大提高射击的命中率。相比之下，法军的光学装备差，坦克没有无线电装置。其指挥官要想改变行进方向，只能把自己的坦克停下来，以此发出信号。



　　1937年，古德里安这样概述了德国的坦克战新理论：“假如一支军队能够一鼓作气，在头一次进攻浪潮中投入敌军防御武器所无法摧毁的坦克，那么这些坦克必定会制服它们的这个最危险的对手；这必将导致敌人步兵和工兵的毁灭，……因为轻型坦克能够将他们肃清。”不过，倘若守方能够生产一种穿得透装甲的武器，并且在适当时候，在决定胜负的地方使用，那么坦克就可能失败。



　　虽然枪弹和装甲之间的争雄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但是古德里安坚持认为，坦克若在敌人防线上的一点胜过枪弹，就能够打胜仗。坦克若能迅速攻击．以足够的宽度和深度长驱直入，穿透敌人的防御系统，就能摧毁其目标，造成突破口，使后备部队，比如装甲师或摩托化师能够跟随着通过。突破后便可以在敌人后方扩大战果；还能破坏敌人进行抵抗的主要防线的作用。



　　鉴于英法两国人喜欢将其坦克力量分散在步兵师之中，古德里安指出，德国人能够通过把自己的装甲集中在一点上而获得巨大优势。



　　1940年5月10日开始的西线战役是历史上最迅速和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其部队和坦克都比敌军少的德军在六个星期中就打败了法英两国军队，迫使英军仓促地从敦克尔克撤离，把自己的几乎全部武器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



　　使这次胜利更加令人惊愕的是，它实质上是由德军兵力的很小一部分实现的，即拥有2600辆坦克（而同盟国军队有4000辆装甲车）的10个装甲师，加上德国空军，特别是斯图卡式飞机。倘若没有英吉利海峡这个屏障，德国空军又没有在从皇家空军手中夺取空中控制权方面失败，德国本来能够迅速征服英国。



　　德国获胜的最后一个引人瞩目的方面是，它归功于两位将军——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的出谋划策；它们两人职位低微，不得不与德军最高司令部抗争，以使其接受他们的想法。



　　曼施坦因研究出了使胜利成为可能的战略。古德里安在装甲部队实现战略上的纵深突破的前景鼓舞下，构思并主要地实施了向4个法英集团军后方发动的远程坦克进击。这一攻势切断了法英两国的联络线，导致了他们的毁灭或失败。






统帅11：埃里希·曼施坦因



　　1940年，法国人在从瑞士一直延伸到蒙梅迪的马奇诺防线上部署了他们的41个师。不论是德军还是盟军，都没人相信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可能被正面进攻突破。在蒙梅迪和英吉利海峡之间，同盟国军部署了39个法国师，包括法国3个“轻型机械化师”——它们是用骑兵改编的，每个师有200辆坦克——以及英国远征军的12个师。



　　德军最高司令部计划实行1914年的谢里芬计划的翻版，派绝大部分兵力穿过荷兰和比利时，以绕过马奇诺防线，进入西面的法国。同盟国准确地料到了这一招，准备抗击，派装备最现代化的3个法国集团军和也具备机动能力的英国远征军进入比利时，从正面迎战德军。



　　为了在色当附近建立枢纽，法国人派出了由4个骑兵师和12个步兵师组成的两个集团军；它们的成员主要是年纪较大的后备役士兵。蒙梅迪西面25英里左右的这一色当地段，是法军战线上最薄弱的部分。骑兵在同坦克的作战中是毫无用处的，而步兵师又没有多少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尽管如此，法军最高司令部估计，这些部队够用了，这个地区不大可能遭到德军攻击，因为要从那里进攻，就必须翻过阿登山脉——一片覆盖着比利时东部和卢森堡北部的几乎没有路的山区密林。



　　按计划，德军在北线的主要进攻将由费德尔·冯·博克少将所率领的Ｂ集团军发动。它分得了43个师，即德军主力，包括几乎全部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为保护博克的南侧，德军最高司令部把22个非机械化师分配给戈德·冯·龙德施泰特将军的Ａ集团军。为了与马奇诺防线对抗，防止法国人从这里腾出兵力，威廉·冯·利伯将军分得了18个步兵师。



　　Ａ集团军参谋长曼施坦因看到这一计划时，立刻表示反对，说它将会失败。他说，敌人必定会做好充分准备，应付这样一场战役，因为德军在北线的集结是无法掩盖的。同盟国军在北线拥有20个比利时师和10个荷兰师，与德军不相上下。曼施坦因说，即使博克集团军从正面攻入法国，同盟国军队仍然能够在索姆河下游建立一条牢固的新战线，并将其与马其诺防线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可能会造成阵地战局面，使德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



　　曼施坦因坚持认为，德国的王牌是其军队的进攻能力，这种能力不应当在对同盟国大量集结的军队发动的一场正面进攻中浪费掉。



　　他提出了一项与此截然不同的、极具独创性的巧妙计划。即仍然在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这是同盟国预料之中的动用三个装甲师和所有的航空兵，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吸引到这一方向上来。几乎可以肯定，同盟国会把这场进攻看作主要的进攻，并迅速出兵比利时去抗击它。他们越多投入这场进攻，就越注定会毁灭。



　　曼施坦因坚持认为，应当跨越阿登山脉发动主攻，因为这是同盟国所没有料到的。同盟国军队的指挥官们确信，阿登山脉不适于坦克作战，但曼施坦因却对此胸有成竹。1939年11月初，他请教古德里安，问他装甲兵能否在这一地区活动；古德里安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向他保证这是可能的。曼施坦因建议，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主力应当在法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一场防御战的时候就翻越阿登山脉，从色当强渡默兹河。这样一来，德军便会置身于同盟国军的防线后面，使装甲部队得以直接向西挺进到索姆河下游，切断仓促进入比利时的所有敌军的退路。



　　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布劳希奇和他的参谋长哈尔德将军都反对曼施坦因的选择；虽然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立场，把由古德里安率领的一支装甲部队分配给了Ａ集团军群，但是他们坚持把重点放在北线的打击上。曼施坦因继续反对，于是陆军司令部于1940年1月27日分派他去指挥一支步兵部队；这支部队在此次战役中只扮演跑龙套的角色。最高司令部的借口是，在提升时再也不能不考虑曼施坦因了。



　　与此同时，古德里安成了曼施坦因战略的全力支持者，在1940年2月7日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他正式建议，他的部队在进攻的第5天从色当附近强渡默兹河，然后立即进攻索姆河畔的亚眠。哈尔德说这想法是毫无理智的，坦克可以在默兹河上建立一个桥头堡，但是应当等待步兵赶上来，然后发动一场“合击”。



　　古德里安确信，这样耽误战机，法军会轻而易举地在默兹河畔集结大量增援部队，从而可能使这场进攻夭折。他强烈反驳哈尔德说：“我们务必动用我军的一切进攻力量，在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地点发动一场突击，打入一个又深又宽的楔子，以使我们不必担心自己的侧翼，然后立即扩大战果，而不等待步兵到来。”尽管如此，哈尔德在2月14日的一次军事演习时重申了他的反对意见，就连在场的龙德施泰特也摸不清坦克的潜力，因而表示赞成稳扎稳打。古德里安哀叹道：“现在是我们需要曼施坦因的时候了！”



　　然而，曼施坦因已经找到了一项解决办法：越过军队领导人，去求助于德国总理本人。1940年2月17日，他利用希特勒会见新上任的军团司令们的机会，介绍了自己关于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观点，发现希特勒不仅很快就领会了从阿登山区进攻的好处，而且完全同意曼施坦因的战略。



　　3天后，希特勒下令改变计划。他给Ａ集团军群增加了第三个集团军（由克鲁日率领的第4集团军），以及两个十分重要的装甲兵军团。其中一个军团——包括由莱茵哈特率领的第6和第8装甲师——加上古德里安的由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组成的军团，以及威特谢姆的有5个摩托化师的军团，结成了一个由克莱斯特领导的装甲群。克莱斯特集团中的这五个装甲师按计划将翻越阿登山脉，进行这场战役中的主要战斗：从色当附近在法军防线上突破一个较宽的缺口，然后迅速向西横扫，进攻位于比利时的同盟国军的侧翼和后方。与此同时，由两个装甲师（第五和第七）组成的、由霍特率领的新的第二军团将率领第四集团军，从色当以北大约40英里的迪南附近渡过默兹河，同样向西进攻。



　　进攻是以德军新建立的航空兵在北线发动的引人注目的攻击开始的。这些惊人的行动使同盟国军的注意力集中在比利时和荷兰北部，在数天中无力抗击德军的主攻。



　　在荷兰，只有4000人的伞兵部队的空中入侵，其后援是用运输机运载的一个有1．2万人的轻装师，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斯图登特率领的这支航空兵部队未能以奇袭夺取荷兰首都海牙，但是它攻占了多德雷赫特、鹿特丹和穆尔代克的桥梁，并使之保持畅通，直到被派来参加荷兰战役的唯一的装甲师（第9师）从德国边界赶来，并夺取荷兰的中心地带为止。荷兰人被这些惊人之举吓坏了，于战役的第五天投降，尽管他们的主要阵线仍然完好无损。



　　对比利时的入侵的开端更加具有轰动性。赖奇诺的第六集团军负责从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渡过默兹河，然后进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霍普纳的第16装甲兵团（第三和第四师）担任开路先锋。最大的危险是，一旦比利时人获悉这次进攻，他们就会炸毁默兹河及与其平行的阿尔贝运河上的桥梁。这样一来，就可能使这场进攻被阻挡数日之久，从而使英法两军得以在布鲁塞尔以东建立一条牢固的防线。



　　德军只剩下500名伞兵，便利用他们乘着夜色从天而降，夺取默兹河上的两座重要的桥梁；与此同时，只有78名航空兵的一个特别分遣队降落在比利时坚固的埃迈尔城堡的屋顶上；该城堡控制着阿尔贝运河的很长一段，由于它的火炮威力很大，所以从任何其他方向都无法接近它。勇敢的伞兵很快就制服了比利时人的高射炮，炸毁了所有炮的装甲炮塔。这实际上使城堡及其1200名守军失去作用，直到24小时后德军地面部队到来，城堡的守军缴械投降。



　　这时，霍普纳的装甲兵冲过完好无损的桥梁，在河彼岸的平原上分散开来，迫使比利时军撤退，而此时法英两国部队正好为支援他们而赶到。同盟国军仍然相信，赖奇诺的进攻是德军的主攻；由于他们已派其主要机动部队前去阻挡这一攻击，所以他们无法使之掉头向南，去对付5月13日在色当的法国边界地区突然出现的这一更大威胁。



　　1940年5月10日黎明前，有史以来在战争中集结得最多的装甲部队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上大兵压境：分为3层的三个装甲兵团；装甲师构成头两层，摩托化步兵构成第三层。在卢森堡北部边界上，承受着这次战役中主要打击的是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每个师拥有300多辆坦克，其后援是规模与其大致相同的、莱茵哈特的两个装甲师。在北面的是霍特的两个装甲师，即第五和第七师（由即将闻名遐尔的隆美尔率领），总共有542辆坦克，其次要目的是从迪南渡过默兹河，阻止位于比利时的同盟国部队干扰古德里安和莱茵哈特向西进军英吉利海峡。



　　成败完全取决于速度。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必须穿过阿登山区很难走的陡峭地带行进大约60英里，并在同盟国军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之前，从色当渡过默兹河。倘非如此，他们则可能会集结自己的装甲部队，向德军侧翼发起还击。这样一来，就可能使德军的进攻陷于瘫痪，即使仅仅因为这样做会对德军高级指挥官们产生影响——他们对曼施坦因的战略计划极不放心，只要法军在南翼有任何行动迹象，他们就会惊慌失措。



　　古德里安的装甲兵于5月10日凌晨5：30越过卢森堡边界，由于敌望风披靡，所以在夜幕降临时分就攻入比利时。他们在那里停住了，因为比利时军摧毁了一些路段，并在一些地区布下地雷。古德里安的工兵直到次日早晨才开辟出通道。坦克继续向前冲，驱散了寥寥无几的比利时部队，和迎上前来、但是对德军装甲无可奈何的法军骑兵。傍晚时分，第一装甲师抵达了距色当11英里的布永，尽管法军部队坚守这座城市直到次日早晨。



　　5月11日至12日夜间，德军司令部初次出现了焦虑和不安。克莱斯特将军——在进攻前夕接管装甲兵团之前，他从未指挥过装甲部队——命令南线的第十装甲师改变进攻方向，向边界另一侧不远处的隆维进军，因为据报法国骑兵正从那里前来。古德里安懂得，骑兵对坦克不构成任何威胁，因而发了牢骚；克莱斯特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取消了这项命令。法国骑兵明智地没有露面。



　　古德里安的第一和第十装甲师于5月12日晚夺取色当并占领了默兹河北岸。克莱斯特命他于第二天下午4：00率部队攻过河去。



　　然而，克莱斯特修改了古德里安在开战之前与德国空军一起制订的计划，即在战斗自始至终，用对敌人炮兵和机枪的不断空袭和攻击威胁来掩护他的冲锋。古德里安确信，这种空袭方法会使敌人炮手隐蔽起来，使他的部队未遇抵抗就渡过默兹河。而克莱斯特却坚持主张用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对河畔防线进行大规模轰炸。这样一来，虽然可能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但是轰炸之后飞机就会离去，使古德里安的部队仍旧面对幸存法军的机枪和火炮的射击。



　　古德里安指出，由于道路阻塞，德军的火炮无法及时赶到，为渡河冲锋提供掩护。古德里安所主张采取的选择方案是，利用飞机使法国守军无法抬头，一直坚持到德军在南岸建立一个牢固的桥头堡并筑起一座桥，把火炮和坦克接过河去。可是，克莱斯特拒绝改变其命令。



　　渡河冲锋开始时，德国空军准时赶到；古德里安惊愕地发现，只来了几群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它们在战斗机掩护下行动。它们采取了他同空军参谋部一起制订的不断发动实际和佯装的攻击战术。在此地像在整个战役中一样，德军的俯冲轰炸机使得敌人守军胆战心惊，因为它们安装着由风力驱动的警笛，它在飞机向地面俯冲时发出可怕的尖叫。古德里安事后才得知，德国空军由于来不及发动克莱斯特所希望的大规模轰炸袭击，所以依旧实施了原来的计划。



　　这样做取得了显著效果。当冲锋部队——第一步兵团——集结在色当以西不远处的默兹河畔时，法军炮兵很警觉，稍微行动就会引来炮火。但是，德军的俯冲轰炸机和轰炸机对法军阵地的不断袭击，几乎使敌人陷于瘫痪，迫使炮兵丢弃其武器，使机枪手们无法抬头射击。结果，第一步兵团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就乘橡皮艇渡过默兹河，迅速攻占了南岸的制高点，没有遇到多强的抵抗。午夜时分，该团进一步向南挺进6英里，以建立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桥头堡，尽管不论火炮、装甲车，还是反坦克炮，都没有越过河来，因为工兵直到5月14日才建成一座桥。



　　这时，古德里安的第十装甲师已经从色当附近渡过默兹河，建立了一个小型桥头堡，莱茵哈特的装甲部队也已从色当西北约18英里的蒙泰梅渡过河去，获得了一块窄小的立足之地，但是，在法军的强大压力下，他们坚持阵地吃了许多苦头。与此同时，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在北面约40英里的迪南取得重大突破。



　　法国人认识到，古德里安在色当南面的桥头堡使他们处境十分不妙。一旦古德里安把他的火炮和装甲兵弄过河去——这一行动在5月14日拂晓桥梁建成之后立即开始——法军只有其第三装甲师可以调来阻止他彻底突破法军的抵抗战线。



　　第三装甲师已经被用来对付色当之敌；但是，它的150辆坦克当中有一些被分配给了那里的步兵。尽管如此，该师的主力在能在低空飞行的法军和英军飞机的帮助下，于5月14日早晨发动了一次攻击；这些飞机勇敢地试图摧毁德军的那座畅通的桥梁，和正在建筑之中的其它桥梁。德国空军已被派去执行别的任务，因而无法帮助古德里安的士兵们。但是，这支部队的高射炮干得漂亮，击落了一些同盟国军飞机，从而使桥梁均免于被毁。



　　此外，进攻中的法军坦克行动缓慢，当其抵达色当以南约7英里的布尔森时，德军第1装甲师的坦克和反坦克炮赶来了。法军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通讯装备差，而德军坦克兵的新式无线电装备使之在运动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此外，支援法军坦克兵的行动迟缓的法军飞机，由于德军第一步兵团的机枪扫射而损失惨重，以致无力破坏德军阵地。



　　在布尔森的激烈装甲交锋中，德军摧毁了20辆法军坦克。法军还试图在西北约4英里的谢梅里取得突破；在这里，德军使50辆法军装甲车燃起熊熊烈焰。第三装甲师的残余部分退出战场，不愿再次冒险进攻。



　　色当之战给装甲战术带来巨变。在此之前，包括古德里安在内的装甲兵领导人一直使步兵和装甲兵径渭分明。因此，5月13日至14日夜间，第一步兵团没有携带坦克和重武器就渡过了默兹河，单枪匹马地前进了。假如法军立刻反击，该团的处境本来会很危险。按照理论，在准备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击时，坦克必须集中在一起；指挥官们认为，让坦克附属于步兵是不明智的。而这次战斗却表明，倘若单个的坦克同步兵一起渡河，步兵将会更为安全和有战斗力。此后，德国人就组成了包括装甲车、火炮和步兵的混合战斗群，从而重新确立了一项古老的原则，即所有武器都应当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集中。



　　与此同时，5月13日和14日在比利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坦克战，因为霍普纳的装甲部队在布鲁塞尔东南28英里的让布卢，遇上了比它强大的法国装甲兵。通讯装备的优势和部队的训练有素，使德军装甲兵得以把法军坦克赶过迪勒河。霍普纳遵照最高司令部的命令，避开布鲁塞尔，把主要力量用在桑布尔河一线，以便同沿南岸进军的霍特装甲部队保持联系。



　　古德里安部的主要任务是夺取色当以南约17英里的斯通奈周围的制高点，以使敌人失去攻克这一桥头堡的任何可能性。5月14日，步兵和装甲兵一起进攻了这些高峰，与法国的步兵和装甲兵守卫部队展开激战，斯通奈村几次易手。



　　可是，威特谢姆的摩托化部队跟了上来；于是，古德里安把夺取斯通奈和保护德军南侧的责任交给了他，并把第十装甲师分配给他的军团，直到他自己的部队能够接管为止。结果，古德里安的挺进部队暂时限于第一和第二装甲师。



　　14日早晨，在法军装甲兵被打散之后，古德里安会见了装甲兵的高级指挥官们，建议部队向英吉利海峡西进。装甲兵的首领们迫不及待地表示赞成；他们念念不忘古德里安装甲兵理论的精髓：要集中兵力打击，不要分散力量。



　　因此，古德里安命令第一和第二装甲师立即掉头西进，以图摆脱法军防御力量。14日晚上，第一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夺取了谢梅里西面13英里的辛里。



　　同天晚上，色当西面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考拉将军做出了一项招致灭亡的决定。在古德里安对东线的爆炸性压力和毫无根据的报告，即“几千辆”坦克正穿过隆美尔在迪南向西的突破口的影响下，考拉下令第九集团军放弃默兹河，向离河岸大约15至20英里的一条更靠西的防线全线撤退。然而，这条防线还没有建成时，德军第一装甲师就几乎赶到了；法军的撤退还使牵制莱茵哈特部的障碍消失了。他的部队得以绕过第九集团军的北侧，沿着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向西挺进。



　　霍特部在隆美尔率领下的挺进挫败了法军第一装甲师（150辆坦克）和第四北非师计划向迪南方向发动的反击。第一装甲师用光了燃料，因而其坦克只有少数投入战斗；与此同时，由于德军装甲兵的攻击和源源不断的难民阻塞道路，使之行动困难，此时已无保护的第四北非师垮了下来。霍特、莱茵哈特和古德里安的似乎肆无忌惮的挺进造成了严重的困惑和法军的进一步崩溃，这种崩溃很快就导致混乱。



　　在这一关键时刻（5月15日），希特勒本人患了严重的神经病。他被自己的大胆行动吓坏了，于是命令同样忐忑不安的最高司令部立即停止进攻，使第12集团军的步兵师得以赶上并接过保护南侧的任务。克莱斯特将军并没有将此全部告诉古德里安，而只是命他停止前进而已。古德里安像其他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一样，认为一场重大胜利已经唾手可得，但只有继续全速西进，不给精力分散和日益绝望的敌人以时间来还击，胜利才会有把握。



　　经过激烈争论，古德里安征得克莱斯特同意，将进军时间延长了24小时，“以使跟在后面的步兵部队获得足够的空间。”由于获准如此“扩大桥头堡”，古德里安进攻到了色当西南面24英里的布维尔蒙；这是第一装甲师所到达的最远地方；第一步兵团一直在那里激战。



　　在这座熊熊燃烧着的村庄里，古德里安发现该团的士兵们筋疲力尽。他们从5月9日起一直没有真正休息过。弹药快用光了；战士们在战壕里打吨。团长巴尔克中校对古德里安说，他的军官们曾对继续攻打这个村庄表示不满。巴尔克对他们说：“那么我只有凭自己的力量来夺取这个地方喽！”当他前去这样做时，他的尴尬的部队跟随着他，布维尔蒙被拿下了。



　　这样一来，便破坏了法军仅存的抵抗力量；德国突破到索姆河北面的一马平川，面前没有任何大股敌军。5月16日夜幕降临时，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离色当55英里的马尔勒和德西。



　　这天晚上，古德里安以为他的惊人挺进消除了对继续进攻的一切顾虑，于是便通知克莱斯特的司令部说，他打算第二天，即5月17日继续追击。凌晨时分，古德里安接到信息：克莱斯特将于早晨7：00飞抵他的简易机场。克莱斯特准时到达，甚至没有向古德里安问好就训斥起他来，说他违反命令。古德里安立即要求解除自己的指挥权；克莱斯特虽然吃了一惊，但还是表示同意，要古德里安把指挥权移交给级别仅次于他的高级将领。






地图11：德国征服低地国家和法国（1940年）



　　回到司令部后，古德里安通过无线电告知龙德施泰特的集团军群：他已放弃指挥权，即将飞到集团军群司令部，汇报所发生的事情。没出几分钟，便有回信，指示他呆在原地，等候奉命办理此事的第12集团军军长李斯特到来。李斯特在几小时内到达；他对古德里安说，停止前进的命令是集团军群司令部下达的。然而，李斯特完全同意古德里安继续前进的愿望，授权他“派出精兵强将进行侦察”。



　　感激不尽的古德里安利用这一托辞，放松了其装甲部队，他们向前冲去；17日夜间，第十装甲师夺取了色当西面70英里的莫伊附近的瓦兹河上的一个桥头堡。次日，第二装甲师抵达越过莫伊10英里的圣康坦；19日，第一装甲师攻占了圣康坦以西差不多20英里的佩罗讷附近的索姆河上的一个桥头堡。



　　假如法军做出反应，古德里安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攻速度本来会使他的埃纳河、塞尔河和索姆河一线的坦露着的南侧承受严重风险。由于德军步兵远远落在先头部队后面，所以第12集团军不得不分散其仅有的少量多余的摩托化部队来保护这一侧面：先是单个的装甲部队，然后是威特谢姆的摩托化部队；一待第12集团军的步兵在任何一地接替它们，这些部队便你追我赶地继续西进了。



　　正是这场进攻的速度本身使得强有力的反击几乎成为不可能。古德里安利用了法军的基本方案：只有到能够精确地确定敌人的所在位置时，才应采取行动。虽然8个法国师集结在巴黎附近，但是古德里安认为，只要他的装甲部队不停地前进，它们就不会攻击他的侧翼。



　　尽管如此，戴高乐将军所率领的新组建的法军第四装甲师一直同德军装甲部队同步行动；5月19日，他的少量坦克在拉昂附近发动攻击，但却被强有力地击退了。



　　即使在色当防线被突破之后，法军仍可能阻止德军的进击，倘若他们集中所有的装甲，对德军装甲部队的侧面发动一次强有力的反击。这样一来，不仅会吓住病态多疑的德军最高司令部，而且一旦成功，本来会切断德军装甲部队的三支主力的燃料和弹药供应，使之容易受到来自比利时和索姆河一线侧翼的合击。



　　然而，不论法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领会古德里安和德军装甲部队所采用的“闪电战”的彻底变革性质。法国人曾于前一年冬季组建了4个装甲师，每师只有150辆坦克；他们将其浪费在像戴高乐的第四装甲师在拉昂发动的攻击这样的孤立无援的战斗之中。法军第三装甲师在同古德里安的强大兵力作战中已被粉碎；第一装甲师用光了燃料，并被隆美尔的装甲师所压倒；第二装甲师沿着瓦兹河的一条25英里长的地段分散开，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没费吹灰之力就突破了它的防线。



　　在比利时，每个拥有200辆坦克的3个法国机械化师在同霍普纳的装甲部队在让布卢的战斗中遭受严重伤亡，但它们仍是一支强大部队。可是5月19日它们接到命令，要它们向南进攻康布雷和圣康坦，这场攻击一直都没有发动，因为许多坦克已经被派去援助步兵了。同样，驻法国的10支英军坦克部队也都已分散在步兵师之中；英军第一装甲师一直等到德军的进攻开始之后才向法国出发。



　　5月20日，德军第一装甲师夺取了亚眠，在那里的索姆河畔建立了一个纵深4英里的桥头堡。这天下午，德国第二装甲师抵达阿布维尔；晚上，该师的一个营穿过努瓦耶勒，成为到达大西洋海岸的第一支德军部队。这场进攻开始后仅仅10天，同盟国军队就被切割成两部分。



　　位于比利时的同盟国部队已从布鲁塞尔撤到斯海尔德河一线，其南侧位于距索姆河畔的佩罗讷只有25英里的阿拉斯。穿过这个狭窄的缝隙，供给德军装甲部队的给养源源不断地运输。鉴于德军装甲部队的主力此时位于佩罗讷以西，如果同盟国部队能够弥合这个缝隙的话，仍能孤立德军。



　　5月21日，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下令从阿拉斯向南反攻。他试图得到法国人的援助，但他们说，他们只有等到22日才能进攻。鉴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已经攻到英吉利海峡，戈特勋爵认为他不能等了，便命令英军第50师和第一集团军的坦克旅进攻。由于行动仓促，这场攻击只有58辆小型马克Ⅰ型坦克和16辆马克Ⅱ型马蒂尔达斯坦克参加，由两个步兵营支援，炮兵很少，而且没有任何空中支援。马克Ⅰ型坦克只装备着机枪；马蒂尔达斯坦克则拥有一门40毫米口径的火炮和3英寸厚的装甲。它们在德军标准的3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面前是坚不可摧的，就连炮兵的炮弹往往也反弹回去。



　　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于21日抵达阿拉斯南面，开始掉头向西北方挺进。与此同时，第五装甲师逼近到该市东面。隆美尔的第25装甲团——由于机械故障和损失，与其原先218辆坦克的兵力相比，它的实力削弱了许多——向前继续前进，因为下午3：00左右，他的随后来到的步兵和炮兵，在阿拉斯以南5英里左右遭到英军坦克的猛烈射击。



　　同炮兵在一起的隆美尔命令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火炮参加战斗，他自己亲自指出射击的目标。然而，英军的装甲部队使多数反坦克炮都哑了；只有重型火炮和88毫米口径的高速高射炮才阻上了它们的前进。隆美尔将这种高射炮作为反坦克武器部署，因为他发现，它的巨大的炮弹能够很容易地穿透马蒂尔达斯的厚装甲。一种对付同盟国军坦克的毁灭性新武器由此找到。这些火炮和高射炮摧毁了36辆坦克，使英军的进攻夭折。



　　与此同时，第25装甲团向阿拉斯西面进发；但是，遵照隆美尔的无线电命令，该团转向东南，袭击了英军装甲部队及其伴随炮兵的侧翼和后方。在一场坦克对坦克的激战中，该装甲团摧毁了7辆马蒂尔达斯坦克和6门反坦克炮，并突破敌人阵地，但损失了3辆Ⅴ型装甲车和6辆Ⅳ型装甲车，以及一些轻型坦克。惊慌失措的英军撤退到阿拉斯，再也没有尝试进一步的进攻。



　　尽管如此，英军的这一努力产生了广泛影响。隆美尔师在阿拉斯损失了378人，是进攻法国所遭受的损失的4倍。这次袭击还使Ａ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感到惊愕；他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曾担心，德军装甲部队会在步兵前来增援之前被切断联系。正如人们将看到的那样，龙德施泰特的不安情绪助长了希特勒的类似担忧，在几天内就导致了严重后果。



　　5月21日，古德里安从阿布维尔和海滨掉头北进，奔向海峡诸港口和英军、法军及比利时军的后方。盟军此时仍在抵御博克的Ｂ集团军群的正面进攻。龙德施泰特的装甲部队在古德里安部的北面保持着前进速度。次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围困了布洛涅，5月23日又包围了加来。这样一来，古德里安就攻到了距敦克尔克不到10英里的格雷夫兰斯；敦克尔克是位于比利时的同盟国部队能够从其撤退的最后一个港口。龙德施泰特也到达了距敦克尔克20英里的阿河畔。此时，德军装甲部队距离敦克尔克比大多数同盟国部队要近得多。



　　虽然英国远征军的右翼部队在隆美尔北进的压力下于23日撤退到拉巴塞，但是英军主力进一步向北转移，以增援比利时战线，因为博克的部队在那里施加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次日，在这一压力下，比利时军投降了。



　　尽管如此，英军在阿拉斯发动的失败了的坦克攻击对龙德施泰特产生了影响；5月24日早晨，当希特勒视察龙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时，龙作出了有些悲观的报告，喋喋不休地谈论德军坦克的损失和必须应付来自南北两方的攻击的可能性。龙德施泰特使希特勒的担忧加重，即担心装甲部队会陷入佛兰德沼泽之中；这是一种丧失理智的忧虑，因为坦克指挥官们能够很容易地避开潮湿地带。自从攻入法国境内时起，希特勒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不安状态之中。他之所以不安，恰恰是因为德军的长驱直入和所向披靡；他没有认识到，是曼施坦因的战略，和古德里安从色当突破到法军防线后方的出色行动，带来了现代军事史上最惊人的胜利。德军完全没有危险；但在希特勒看来，他们的成功太出色了，以致失真。



　　希特勒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同他的密友之一、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进行了商谈。戈林信心十足地告诉希特勒，他的空军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敌人从敦克尔克撤退。然后，希特勒召见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下令装甲部队务必在阿河一线停止前进。龙德施泰特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不满，但却收到了一份措词干脆的电报：“装甲部队停留在距敦克尔克的中等炮兵射程（8至9英里）上。只许采取侦察和掩护行动。”



　　一些观察家认为，希特勒的停止前进令具有政治动机。在龙德施泰特的司令部，希特勒说，他想从英国得到的只不过是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即希特勒故意阻止毁灭英国远征军，为的是使和平较为容易实现。如果是这样，那么希特勒就是失败了。



　　在装甲集团司令克莱斯特看来，希特勒的停止前进命令完全没有道理。他无视这项命令，渡过河去，企图切断同盟国军的退路。然而，克莱斯特接到了一项更加坚决的命令，要他撤退到河岸上。德军坦克在那里呆了3天；在此期间，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第一及第七集团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溃退到敦克尔克，急忙赶在德军收紧网口之前撤离欧洲大陆。他们在这个港口周围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德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不得不提防敌人在其鼻子底下溜掉。



　　英军仓促地临时组织了一次海运，利用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船只，共计860艘，其中有许多是老百姓的游艇、渡船和用于近海航行的小船。虽然这些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的几乎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海岸上，但是5月26日至6月4日，这些船只把33．8万部队，包括12万名法军撤到英格兰。只有少数几千名法军后卫部队成员被俘。



　　英军的此举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戈林迟迟没有发动一场猛烈的空袭。第一次沉重打击直到5月29日晚才到来。此后3天里，空袭加强了；6月2日，白天的撤退工作不得不暂停。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英勇地努力阻止德军的轰炸和扫射，但是敌众我寡，他们无法在港口上空逗留足够保持空中掩护的时间。然而，德军的炸弹大多扔在沙滩上，因而没有产生很大的杀伤力；虽然在沙滩上等待的盟军士兵也吃了苦头，但是德国空军的破坏主要是在海上造成的；它击沉了6艘英国驱逐舰、8艘运兵船和两百多艘小船。



　　5月26日，希特勒撤销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装甲部队继续前进，但所遇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此后不久，陆军司令部命令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向南转移，以越过索姆河进攻，把占领敦克尔克的任务留给博克的步兵，而这时英军已从那里撤离。



　　法国的战事很快就收场了。在三个星期的闪电战中，德军俘虏了100万以上的战俘，而自己的损失却只有6万人。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被消灭，法国军队损失了30个师和将近 1／3的总兵力，而且是机动能力最强的部分。他们还失去了12个英国师的帮助；这些英军此时已回到英格兰，装备丢弃殆尽。只有两个英国师留守在法国的索姆河南面，尽管国防部又派去两个缺乏训练的师。



　　5月20日，接替加梅林将军担任司令的法国将军魏刚只剩下66个师，其中大多兵员不足；他们守卫了一条沿索姆河和埃纳河建立的战线，坚守时间比原先的防线要长。



　　魏刚集结了49个师来守卫这条新战线，留下17个师去防守马其诺防线。但是，大多数机械化师都已经丧失或伤亡惨重。而德军却使其10个装甲师恢复了元气，而且部署了130个仅仅初试锋芒的步兵师。



　　德军重新分配了兵力；古德里安获得了两个装甲兵团的指挥权，从埃纳河畔的勒泰勒向东南进攻瑞士边界。克莱斯特剩下两个装甲兵团，要从索姆河边的亚眠和佩罗讷的桥头堡向前挺进。剩下的装甲部队由霍特率领，要从亚眠和海岸之间向前进军。德军的进攻于6月5日开始，法军迅速土崩瓦解。虽然并非所有的突破都轻而易举，但是德军装甲部队很快就在法国乡村中所向披靡。马其诺防线迅速崩溃，德军几乎一枪未发就将其拿下：他们是从背后逼进的，切断了法军的给养供应。守军别无选择，只好撤退。



　　德军于6月14日进入巴黎，于16日抵达罗讷河谷。同天夜间，法军要求停火。谈判的同时，德军继续前进，跨过卢瓦尔河。6月22日，法国人接受了德国人的条件；6月25日，双方都停火。



　　在6个星期里，法国就被淘汰出这场战争。英国军队被赶出欧洲大陆；其陆军损失殆尽，只剩下皇家空军、皇家海军和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作为防御毁灭的力量。这场胜利是由于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两位将领的军事天才才取得的；他们排除了异议，克服了上司们的胆小。














	

 






	















	







	







	









 





	


	







	








	




	


第09章：“沙漠之狐”隆美尔




	







	

 



	


	


　　纳粹德国在1941年至1942年间，曾经遇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它只要用4个装甲师就可以占领北非和苏伊士运河。一旦占领这两个地方，德军就可以把英国海军赶出地中海，具有丰富石油资源，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中东就会全部落入德国手中。占领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则会迫使土耳其和伊朗达成协议，切断英国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联系，而且还可以使苏联在西、南两面受到攻击。



　　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未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而是徒劳无益地想通过德军主力的直接进攻摧毁苏联。这种努力耗尽了德国的财力，并给了美国和英国集结军队的时间。接着，它们在苏军从东面推进的同时，从南面的地中海上进攻德国。后来，美、英军队又从法国向德国发起攻击。元气大伤的德国经不住来自两个战场的打击，以失败而告终。



　　德国本来并不一定会战败。1940年法国投降后，地中海、北非、苏伊士运河和中东本该像熟透的桃子一样纷纷落入德国手中，因为英国当时在埃及只驻有一个装备不全的装甲师和4万人的部队。到1941年和1942年，英国甚至要在北非继续驻军都很困难，其原因是意大利封锁着地中海西部水域，迫使英国军舰绕道好望角才能到达北非。



　　1940年10月，德军最高统帅部派其高级装甲兵专家之一威廉·冯·托马少将前往利比亚，以便搞清楚德军是否应该帮助意大利人。冯·托马发往德国的报告说，非洲可以驻扎德国4个装甲师。要把英军赶出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打通征服中东的通道，驻扎这些部队是必要的。当时，德国拥有的坦克师的数量比这多3倍，但是它一个坦克师都没动用。



　　然而，希特勒、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都已把精力集中到了对苏联的进攻上。他们没有看出如果德军占领苏伊士运河和中东，德国就会获得巨大战略利益。希特勒和德国最高统帅部似乎对欧洲有着特殊偏好，并且不敢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这使德国失去了取胜的机会。希特勒告诉冯·托马，他只能抽调一个装甲师。冯·托马于是说，最好完全放弃派兵的念头。这下惹恼了希特勒。希特勒说，他的全部想法都具有严格的政治意义，因为他害怕如果德国不去帮助意大利军队，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就可能改变立场。



　　希特勒从未下过决心要在非洲开战。1941年，他派埃尔温·隆美尔少将仅率第15装甲师和第五轻型装甲师开赴利比亚。隆美尔因在法国指挥第七装甲师大胆挺进而名声鹊起。希特勒派这点儿军队去非洲，只是因为意大利军队即将被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赶出非洲。英军是装甲部队，它们凭借良好的机动性包围和摧毁了意大利装备极差的步兵。



　　结果，隆美尔这位现代最伟大的将军之一，用有限的兵力进行了有史以来最辉煌和最成功的战役。但是，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他的上级军官看不到他们面临的机遇，而且也从未给他以充分的支持。



　　这一点可以从德国最高统帅部未能占领马耳他看得清清楚楚。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飞机和潜艇不断击沉意大利的护航舰只，使隆美尔得不到补给。然而，希特勒确实也曾在1941年春天下令德国伞兵部队占领希腊的克里特岛，尽管克里特岛根本不像马耳他岛那样具有战略意义。希特勒曾计划在1942年夏季夺取马耳他。但是，由于他害怕意大利海军会抛开预定要登陆的德国和意大利空降部队不管，所以他取消了这项计划。



　　1941年2月6日，当希特勒命令隆美尔指挥德国非洲军时，隆美尔年仅49岁。那几年他平步青云，但他不是容克家族成员，也不是曾控制普鲁士军队达几个世纪，以及主宰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的联合军队的德国北方贵族军官中的一个。隆美尔是德国西南部的斯瓦比亚人，他父亲是一名中学校长。然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获得德国军队的最高勋章——功勋奖章。后来他又写了一本论述军事战术的畅销书《步兵攻击》。






统帅12：埃尔温·隆美尔



　　希特勒曾要隆美尔指挥他的私人警卫营。隆美尔利用这个职务让希特勒任命他为第七装甲师师长。隆美尔指挥的装甲师行动迅速、诡秘，并且屡打胜仗，法国人因此称他的部队是“魔鬼之师”。他在入侵法国的战斗中获得了几乎与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一样高的声誉。如此高的知名度使他成为希特勒用来掩盖其出兵非洲真相的一名理想候选人。希特勒出兵非洲主要是一种对墨索里尼表示支持的外交姿态。



　　尽管隆美尔对希特勒是否对非洲真正感兴趣深表怀疑，但他不愿意躺在过去的荣誉上停上不前。他渴望成功。他一到非洲就开始策划组织一次夺回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的反攻。英国在1940年12月发动的一场战役中速战速决，占领了昔兰尼加地区。



　　英军的进攻是在英中东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自始至终的监督下、在理查德·奥康纳中将直接指挥下完成的。英军进攻得手完全出人意料。英国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是因为意军装备落后，机动性很差。在利比亚和埃及空旷的沙漠地带，军队没有藏身之处，意军容易招致机动性强的英国军队的包围，并被迫投降。



　　沙漠战与海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机动装备可以在沙漠上运动自如，就像军舰在海上行驶一样。隆美尔本人是这样描述两者的相似之处的：



　　“正如在海上一样，谁的武器射程最远，谁的胳膊就最长。谁的机动性大，谁就能凭借快速运动迫使他的敌人照他的意愿行事。”



　　北非的战争完全以机动性为基础。北非战场是唯一一个纯粹打坦克战的战场。历次战斗表明，如果没有运输车辆和摧毁敌人坦克的武器，步兵就不能生存；坦克——由于其机动性和装甲保护——是取胜的关键；步兵若没有坦克保护或有效的反坦克炮，就成了一个累赘，在其大炮射程之外，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发挥任何影响。



　　英军在俘获或歼灭了从埃及西迪拜拉尼撤退的大部分意军之后，于1941年2月5日和6日最终扫清了位于班加西南部约80英里的贝达伐姆的意军残部。英军机动步兵和炮兵沿利比亚海岸的唯一一条通道——巴尔比亚公路——切断了意军退路。与此同时，英军19辆坦克埋伏在意军退路两侧攻击意军坦克。到夜幕降临时，英军只剩下7辆坦克，但它们摧毁了意军60辆坦克。到第二天早上为止，意军又损失了40辆坦克。



　　2万多名意军在失去坦克掩护之后向英军投降，而英军在贝达伐姆的全部兵力只有3000人。



　　英军本来可以扑向的黎波里，把意军逐出非洲。但是英国首相邱吉尔把韦维尔5万军队的大部人马调往希腊，企图针对德国建立一个巴尔干国家联盟。希腊已经打退了1940年从阿尔巴尼亚侵入的意军。但是，巴尔干落后的军队根本不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对手，而且已准备侵略苏联的希特勒也决不允许其后方存在敌国军队。他得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支持，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英军被迫丢下全部坦克、大部分装备以及1．2万名官兵，撤出希腊。



　　1941年 5月 20日，德国伞兵部队在由 2．86万名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和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希腊军队驻守的克里特岛着落。德军空投了2．2万人，其中有4000人被打死。但是，他们歼灭了敌军大部，把剩余的1．65万人（包括2000名希腊人）逐出克里特岛。德军飞机还击沉英国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并炸伤其他舰只13艘，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和1艘航空母舰。



　　隆美尔坚持认为，德国在巴尔干的整个冒险行动毫无必要。他在其战史稿中写道，如果把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德国军队用于援助北非的德军，那么他们就“能够夺取英国占领的地中海海岸，这会把欧洲东南部的英军孤立起来。希腊、南斯拉夫和克里特岛的敌军就只能投降，因为他们不可能再从英帝国那里得到补给和支持”。隆美尔写道，发动这样一次战役，就会确保德国占领地中海，夺取中东石油，并且达到德国在欧洲东南部的目的。但是，隆美尔的上司对在一个通过海上获得补给的战区开展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心存顾虑，因此反对他的建议。



　　1941年2月12日，当隆美尔到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时，英军正位于的黎波里以东约380英里的阿盖拉和的黎波里东北60英里以外的阿杰达比亚地区。奥康纳将军已返回埃及，接替他的是在沙漠坦克战方面缺乏经验的菲利普·尼姆中将。此外，韦维尔将军把绰号“沙漠之鼠”的第七装甲师余部（另一半兵力已调往希腊）调回埃及休整，由第二装甲师接替。澳大利亚富有作战经验的第六步兵师则由澳大利亚第九步兵师接替。但是，由于补给困难，澳大利亚第九步兵师一部滞留在位于的黎波里东北280空英里的托卜鲁克。



　　韦维尔认为完全可以不把驻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少量意军放在眼里。尽管有情报说德国向北非派遣了“一个装甲旅”，但是韦维尔1941年3月2日还说：“我认为敌人不会凭借这支部队收复班加西。”这是个符合逻辑的结论，然而韦维尔没有考虑到隆美尔的性格。



　　隆美尔的“装甲旅”——第五轻装师的第五坦克团——的120辆坦克在侦察营和反坦克营之后于3月11日到达的黎波里。其中一半的坦克是仅用于侦察的轻型坦克，另一半是中型坦克，不是最大时速为24英里的20吨的Ⅲ型坦克，就是最大时速为26英里、18吨重的Ⅳ型坦克。



　　尽管德军坦克有着令人敬畏的名声，但是与英国坦克相比，它们根本不占什么优势，而意大利军队14吨重的坦克则处于绝对劣势。意军都是过时的、装备着火力不强的47毫米坦克炮的坦克。它们被人们叫做“自行棺材”。



　　德军此时的两种中型坦克装备的都是短筒武器：马克Ⅲ型坦克装备的是50毫米的坦克炮；Ⅳ型坦克装备的是75毫米的坦克炮。这两种坦克的火炮都不能穿透英国26吨的马蒂尔德Ⅰ型坦克，以及最高时速为15英里和越野时最高时速为6英里的步兵坦克77毫米厚的前装甲，并且它们难以阻止速度更快（时速30英里），前装甲为40毫米厚的英国马克Ⅴ型巡逻坦克的前进。此外，英国所有坦克上装备的坦克炮都能发射2磅（40毫米）的炮弹。它们比德国的坦克炮发射时的初速度高，而且穿透力也好（在1000码之内可穿透44毫米厚的装甲）。由于德国中型坦克的前装甲最初只有30毫米厚，英国的2磅坦克炮就可以阻止德国中型坦克的前进。



　　早在1940年春天，隆美尔在法国时就估算出了英军坦克装甲的厚度。在北非，他采取了新战术，最大限度发挥其长处——德军坦克的越野速度和装甲部队的高技术水平。



　　隆美尔认识到，在沙漠战中，装甲部队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被包围，因为一旦被围，它就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火力的射击。然而，装甲部队常常可以通过集中火力朝一个方向突击而冲出包围圈。因此，削弱和破坏敌军的有机凝聚力就必然成为战术目标。



　　隆美尔在其战史稿中写道，要打赢一场消耗战，指挥官必须（1）在努力分割敌军部队并在不同时间内消灭敌人时集中兵力；（2）在切断敌军补给线时要保护好自己的补给线；（3）用反坦克炮攻击敌军坦克，留着自己的坦克在对敌军实施最后打击时使用；（4）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指挥，以便当战术条件变化时迅速作出决定；（5）进行突然袭击，快速运动，并且不失时机地歼灭已被打乱的敌军编队。隆美尔写道，速度就是一切，在打乱敌人之后，必须立即追击，绝不能让其重新组织起来。



　　为了把坦克遭受攻击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隆美尔借助于两样“秘密”武器：88毫米的高射炮和50毫米的反坦克炮（它逐渐取代了战前研制的37毫米的反坦克炮）。50毫米的反坦克炮可以在1000码以内穿透50毫米的装甲，因此它只有在近距离内才能打碎马蒂尔德坦克厚重的前装甲。但是，88毫米的高射炮能够在2000码的地方击穿83毫米厚的装甲，这使它成为交战双方最令人畏惧的反坦克武器。此外，这两种武器都能发射可以击穿装甲的实心炮弹，或者发射能够摧毁或压制英军反坦克火力的高爆炮弹。



　　相比之下，英国的二磅反坦克炮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它发射实心炮弹，而且只有在直接命中时才能摧毁轴心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反坦克武器；它在200码射程内只能穿透敌军坦克两侧较薄的装甲。英国不得不把保护步兵的25磅（105毫米）榴弹炮调来用作反坦克武器。这样，英国装甲部队就多了一个保护步兵的任务。直到1942年春天，英军才得到6磅（57毫米）的反坦克炮。这种反坦克炮既能发射高爆炮弹，也能发射实心炮弹，而且其穿透力比德国50毫米反坦克炮的穿透力大30％。



　　英国人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隆美尔的战术是建立在用反坦克炮打坦克的想法的基础之上。在进攻时，他把坦克隐蔽起来。而把体积较小、较为轻便的50毫米反坦克炮从一个有利地形拖到另一个有利地形，如有可能，还要给它们以炮火掩护。一旦反坦克炮安置妥当，它们反过来又在坦克向前挺进时对其实施保护。



　　在防御时，隆美尔总是竭力诱惑敌人。他派速度较快、装备很差的轻型坦克前去与敌人接火，然后再退回来。英国人最常见的反应就是用装甲部队进攻，尽管正在退却的敌人扬起的尘土和沙子使能见度很低。德军把50毫米的反坦克炮埋伏在坑中断后，其后则是88毫米的高射炮。当英军坦克进入50毫米反坦克炮射程之内时，德军就将它们一辆一辆地摧毁。同时，德军在英国2磅坦克炮射程之外远远地向英军坦克轰击。隆美尔的战术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英国人几乎总是只把小股装甲部队投入战斗，而没有用整旅整旅的兵力进行攻击，并且从未集中几个旅的兵力进行作战。



　　英国人在三个方面让隆美尔占了便宜：他们一直把“步兵”与“巡逻”或快速坦克分开；他们组建了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机动“支援群”，使其得不到装甲部队的保护；他们分散而不是将装甲部队集中起来使用。



　　古德里安把所有坦克都应该编成装甲师作为德军的一条作战原则，而英国人则把他们的坦克分编成装甲师和“马蒂尔德”Ⅰ式或步兵坦克旅。把马蒂尔德坦克与兵步编在一起，实则使其有生力量减少了一半，因为马蒂尔德坦克虽然速度慢，但它的装甲很厚，除了88毫米的高射炮之外，没有哪种火炮能穿透它。



　　英国人之所以提出组建“支援群”的想法，是因为混编在一起的炮兵和步兵部队曾经成功地对意军进行了骚扰，尤其是因为这样一支部队在贝达伐姆堵住了意军的退路。英国人认为没有必要把坦克、步兵和大炮混编成战斗群——德国人1940年在西线战役中发现这样做很有效，隆美尔在非洲更是常常这样做。由于支援群不得不依赖于它们为数不多的25磅榴弹炮和2磅反坦克炮，因此它们在与作战顽强、装备较好的德军及其支持的意军对阵时就容易受到攻击。



　　英国人之所以产生分散兵力的想法，是因为在沙漠中要使坦克免遭空袭是不可能的。隆美尔则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把每一辆坦克和每一门大炮都集中起来，使之协调作战．以进攻一个单一目标——由于英军分散兵力，这个目标常常只是英军的一小股装甲部队。



　　尽管直到4月中旬向非洲运送第五轻装师的工作仍未完成，到5月底运送第15装甲师的工作也未结束，但是隆美尔仍然下决心阻止英国人巩固在阿盖拉以东约25英里处的卜雷加关的防御阵地。卜雷加关居高临下，它的一侧是大海，另一侧是盐碱沼泽，更远处则是坦克难于通过的法里杰干河谷。如果时间充足，英国人也许就会使这个阵地变得固若金汤。



　　英国人没有料到德军会进攻卜雷加。3月31日，隆美尔命令第五轻装师各部攻击前进。英国人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卜雷加关已落入德军手中。接着，隆美尔又驱使部队乘胜前进，去夺取阿杰达比亚。被德军的快速进攻搞得糊里糊涂的英国人过分夸大了隆美尔的实力。英军指挥官下令赶紧撤出卜雷加并向东撤退。英军撤退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地图12：沙漠之战（1941年－1942年）



　　尽管隆美尔所能得到的全部支援只有两个战斗力很弱的意大利师，但他还是决定孤注一掷，把全部赌注都押在昔兰尼加。隆美尔下令从两个方向对昔兰尼加进行包抄。他派第三侦察营沿巴尔比亚公路直奔班加西，同时下令第五坦克团和意大利阿列特装甲师（有60辆坦克）越过昔兰尼加侧翼高地前往梅奇里。梅奇里就位于阿克达“绿山”南面。如果德军坦克继续北进，他们就能断绝英国沿海岸撤退的路线。德军此举立竿见影：英国人慌忙撤出班加西，纷纷向后退却。



　　第三侦察营于4月3日夜里进入班加西。而意大利布雷西亚摩托化师则继续向前推进，让第三侦察营掉头进攻梅奇里。与此同时，第五装甲师和阿列特装甲师也正在向梅奇里方向挺进。在此紧要关头。韦维尔派奥康纳将军前去帮助尼姆将军。4月5日夜，奥康纳和尼姆在没有护卫车跟随的情况下驱车转移，结果与德军一支先头部队遭遇。他们俩人都落入德军手中，成为俘虏。



　　英国的一个坦克旅在仓皇撤退时几乎损失了全部坦克，而英军第二装甲师师长和刚到达的一个摩托化旅都向梅奇里的德军投了降。隆美尔欺骗了守卫梅奇里的英军。他让卡车扬起漫天沙尘，英国军队因此认为他的兵力远远超过了他们。



　　截至4月11日，英国人已被完全赶出昔兰尼加，退往埃及边境线内，只有一小股英军退守托卜鲁克港。意军在战前就在此构筑了工事。英国皇家海军通过海路向这里运送给养。隆美尔先前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是他运用了几个世纪沿用下来的两个原则，他欺骗敌人，使其相信自己比他们强大；他出击迅速，因此使得敌军不知所措，并破坏其凝聚力，打乱其秩序。



　　尽管隆美尔的部队战斗力很差，他的补给问题也因英国潜艇和飞机袭击德国运送给养的船队而日益严重，他还是向顽强的英国托卜鲁克守军发动了几次进攻，但每次进攻都失败了。



　　这期间，英军试图给托卜鲁克解围。邱吉尔与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不同，他认识到了北非的重要性，并且为控制北非甘愿冒巨大风险。为了加强韦维尔的防御力量，他下令5艘装载着295辆坦克和43架飓风战斗机的军舰，直接经地中海而不是绕道好望角开往北非。邱吉尔1941年4月20日在给参谋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中东战争的胜败和英国是否会失去苏伊士运河“可能完全取决于几百辆装甲车。如有可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运到北非”。英国运输船队借助于雾天于5月12日到达亚历山大港。船队没有受到来自空中或海上的攻击，但有一艘载着57辆坦克的船只在突尼斯海峡触雷沉没。



　　未等这些坦克开到前线，韦维尔就为解托卜鲁克之围于5月15日开始其首次作战行动——“短促行动”。他派26辆马蒂尔德坦克支援第22近卫旅，沿海岸直接进攻守卫萨卢姆和哈勒法亚关的德意军队。同时，一个配备29辆巡逻坦克的摩托化步兵和炮兵支援群沿沙漠边缘地带迂回前进，力图绕到德意军队的后方。在这个地区，只有从萨卢姆和哈勒法亚关，才能翻越600英尺高的从萨卢姆向东南延伸至埃及境内的悬崖峭壁。



　　尽管英国人损失了7辆马蒂尔德坦克，他们还是拿下了哈勒法亚关。然后，德军从侧翼发动反攻的威胁迫使英国人撤兵，但他们留下少数兵力把守关口。5月27日，隆美尔下令德军集中火力从几个不同方向向哈勒法亚关进攻，一举收复失地。他还命令德军挖坑把4门88毫米高炮隐蔽起来。这几门高炮在英军下一次的“战斧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战斧行动”计划的第一阶段，由步兵和英军马蒂尔德坦克旅一部进攻哈勒法亚、萨卢姆及其西面8英里处的卡普措堡，而坦克旅的另一部由沙漠边缘进攻隆美尔安置在那里的一个坦克团。“战斧行动”计划本身存在失败的种子，因英军坦克旅的一部几乎不可能在隆美尔第二坦克团从托卜鲁克赶来增援之前，摧毁德军的那个坦克团。



　　另一个问题是德军埋伏在哈勒法亚的88毫米高炮。英军称哈勒法亚是“鬼门关”。指挥坦克进攻的英军指挥官1941年6月15日发回的最后一份电报说：“他们把我的坦克打得粉碎。”英军13辆马蒂尔德坦克，只有一辆从88毫米高炮的坦克陷阱中死里逃生。英军对哈勒法亚的进攻失败了。



　　英军的一个步兵纵队在马蒂尔德坦克的掩护下占领了卡普措堡，途中未受到88毫米高炮的打击。但是，英军一个从南向北攻击的巡逻坦克旅的大部，却在卡普措西南数英里的哈菲德岭陷入德军反坦克炮和88毫米高炮构成的陷阱里，损失惨重。此时，隆美尔先遣坦克团的大部分坦克已赶到卡普措堡，并且有可能进攻英军侧翼，致使英军撤入埃及境内。到黑夜降临时，英军坦克损失过半，其中大部分是被88毫米高炮和50毫米反坦克炮击毁的，而隆美尔的坦克几乎都完好无损。



　　英国人因害怕隆美尔会切断他们的退路，便退回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



　　自从二战和开始使用坦克和俯冲轰炸机进行突然袭击以来，进攻方一直比防守方占优势。正如托卜鲁克战斗和“短促行动”所预示的那样，“战斧行动”标志着这种优势的消失。隆美尔使用88毫米高炮获得成功，并且他越来越大胆地把50毫米反坦克炮和坦克密切配合起来使用。这表明防御方可以阻止敌人坦克的前进，即使在广袤的北非沙漠里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英军指挥官对有关88毫米高炮怎样被用作反坦克武器——埋伏在坑中或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报告表示怀疑。他们也不知道未将坦克集中起来投入战斗是他们在“战斧行动”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两个错误使英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邱吉尔对“战斧行动”的失败感到失望。他决心作一次新的尝试，再向埃及增兵和运送装备。为此，他在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之后，放松了在远东的防卫，致使新加坡陷落。



　　1941年11月18日，英国人称之为“十字军远征行动”的战役开始，并且演变成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坦克战。交战双方在可以让其充分自由机动的沙漠舞台上厮杀。战斗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隆美尔自始至终都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他准备把他的最后一辆坦克和最后一门火炮投入战斗，以便与英军决一雌雄。



　　英国有巨大的空中优势。他们有将近700架飞机，而德国只有120架，意大利只有200架。他们在坦克上也同样占有优势，但是他们还是把坦克分编成步兵师和装甲师。英国人集结了5个坦克旅共724辆坦克，另有200辆作为预备队，以对付隆美尔的414辆坦克（其中有意大利的154辆坦克）和50辆尚在修理的坦克。托卜鲁克守军的一个旅有69辆马蒂尔德坦克和32辆旧的巡逻坦克，而隶属于步兵师的第一步兵坦克旅有132辆马蒂尔德坦克，或速度与其差不多一样缓慢的圣瓦伦廷重型坦克。其他3个坦克旅第4、第7和第22坦克旅——配备的是巡逻坦克，其中包括165辆新的美制斯图亚特坦克和229辆新的十字军战士坦克。斯图亚特坦克的越野速度最快（时速为36英里），但它配备的是火力不强的37毫米火炮。十字军战士坦克的最大时速为26英里，它的装甲很厚（炮塔的前装甲厚49毫米）。但这种坦克与英国其它坦克一样，配备的是火力很弱的2磅（40毫米）火炮。



　　英国人还调集了3个摩托化步兵师，把它们编成4个师，并且派英国第70师去解托卜鲁克澳大利亚第9师之围。



　　尽管希特勒提升了隆美尔，使其由一个军指挥官成为一个装甲兵团指挥官，但是隆美尔并未得到什么援助和新的装甲部队。他指挥的还是原来的那3个师：两个德国师和一个意大利师。第五轻装师改名为第21装甲师，但其坦克的数量没有任何增加，同时，隆美尔把已经抵达利比亚的独立部队编成“非洲师”，很快该师又更名为第90轻装师。这个师没有一辆坦克，只有4个步兵营和4个炮兵营，其中包括一个88毫米高炮营。隆美尔指挥的意大利军队由第20装甲军（阿列特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装甲师）和4个没有配备坦克的步兵师组成c这4个师只能发挥一种静止作用，它们妨碍了隆美尔调集军队的自由。



　　由于英军占领着马耳他岛，隆美尔的问题便更加严重了。1941年9月，以马耳他为基地的军舰、潜艇和飞机炸沉了德国运往利比亚的全部补给品的30％。10月份运送的5万吨补给品，只有1．85万吨到了利比亚。



　　“战斧行动”失败4天之后，邱吉尔解除了韦维尔的指挥权，由驻印度英军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接替他。同时，英军沙漠部队改名为第八集团军，由艾伦·坎宁安中将指挥。第八集团军分为两个军：第13军和第30军。第13军由戈德温·奥斯丁中将指挥，下辖新西兰第二师和印度第二师，以及一些马蒂尔德坦克。第30军由诺里中将指挥，下辖有“沙漠之鼠”之称的第七装甲师（第七和第22坦克旅，再加上一个步兵和炮兵支援群），第四坦克旅、第22近卫旅和南非第一师。预备队是南非第二师。



　　英国的战略有着固有的缺陷，因为奥金莱克和坎宁安都把“歼灭敌军”作为第八集团军的直接目标。装甲部队机动性很强，它们不适于被看作是一个目标。相反，英国人应该在轴心国的供应线上建立一个战略堡垒，使隆美尔在有利于英军的条件下将他的坦克投入战斗，以此间接摧毁隆美尔的装甲部队。



　　位于托卜鲁克以西20英里的阿克拉马就是一个这样的目标。它在轴心国的供应线上。集中兵力进攻阿克拉马，就会不费一兵一卒解除托卜鲁克之围，并迫使隆美尔要么进攻这个堡垒，要么因缺乏补给而撤退。但是，英国人从未想占领阿克拉马或轴心国供应线上的其他任何一个战略要地。相反，他们径直朝着隆美尔的炮口撞，被隆美尔打得落花流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此外，隆美尔经常发现英军将其坦克分散开来，并伺机予以打击。正如他在“十字军远征行动”之后对一位被俘的英国军官所说的那样：“你们有两辆坦克，而我只有一辆，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将其分散开，让我一个一个地消灭掉。”



　　英国人的计划是，第13军牵制据守在萨卢姆和哈勒法亚关到深入内陆25英里的西迪奥尔马一线的敌军，而第30军则向南横扫西迪奥尔马，摧毁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然后与距利埃边境线70英里的托卜鲁克守军会合。



　　英国人不仅分散了他们的装甲兵力，而且从一开始，英军担任主攻任务的3个坦克旅的进攻目标就各不相同。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西迪拉杰格机场。这个机场建在一个高地上．止于托卜鲁克环形防线东南方12英里处。要是德军占着它，就会对英军与托卜鲁克守军会合构成威胁。要是英国人占领了这个机场．就会威胁到轴心国的阵地。



　　11月18日夜里，第30军绕过隆美尔在沙漠侧翼的阵地。第二天，坎宁安将军派第七坦克旅的两个坦克团攻占西迪拉杰格机场。第七坦克旅的另外一个坦克团及第七装甲师的支援群直到20日早上才赶到。那时，隆美尔已调集了第90轻装师一部和大量反坦克炮阻止了英军的推进。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兵力非常分散的英国坦克旅深陷困境。刚从英国开来的第22坦克旅发动了一场攻势，遭到位于古比井（在西迪拉杰格以南22英里处）的的里雅斯特装甲师埋伏的火炮的迎头痛击。第22坦克旅共有160辆坦克，战斗打响后不久就损失了40辆坦克，进攻受阻。



　　第四坦克旅在西迪拉杰格东南30英里的贾卜尔萨莱赫停止前进，以便与13军的左翼部队取得联系。但是，这个旅的3个团中有一个团则在25英里外的地方追击德军的一支侦察部队。隆美尔派21装甲师的坦克团，外加12门野战炮和88毫米高炮，向第四坦克旅的其余两个团进攻，摧毁英军23辆斯图亚特坦克，德军损失坦克3辆。



　　非洲军军长路德维希·克鲁威尔将军在得到一份关于英国人将从卡普措堡方向发动一次大型攻势的错误报告后，于第二天早上率其全部坦克徒劳无益地扑向卡普措堡。尽管坎宁安得知非洲军已离去，但他并未打算将其坦克集中起来。第21装甲师在西迪奥马尔附近用完了汽油，直到天黑以后才得到补给。第15装甲师于当天下午回师西南，与仍在贾卜尔萨莱赫的英军第四坦克旅相遇，再次重创该旅。坎宁安虽已下令第22坦克旅增援，但直到战斗结束，第22坦克旅才从古比井走完28英里的路程，赶到贾卜尔萨莱赫，而第13军的马蒂尔德坦克旅当时就在第四坦克旅东面7英里的地方，并且打算前去增援，但是就因为它有“步兵”坦克，坎宁安就没让它去。



　　隆美尔意识到英军第七坦克旅和第七装甲师的支援群已被德军第90轻装师围困在西迪拉杰格机场，遂令非洲军于11月21日早上从它们的后面进攻，以便将其消灭。



　　诺里将军计划向托卜鲁克前进，与在坦克掩护下从托卜鲁克突围出来的部队会合。但是上午8点，他看到德军坦克从东、南两面向西迪拉杰格靠近。这时，他不是把坦克集中起来迎战，而是命令第六皇家坦克团继续向托卜鲁克进攻，派第七轻骑兵团和第二皇家坦克团与隆美尔对阵。结果是灾难性的。第六皇家坦克团进攻德军第90轻装师占据有利地形的火炮，遭到迎头痛击。隆美尔亲自指挥88毫米高炮射击，击毁英军几辆马蒂尔德坦克，阻止了托卜鲁克守军向外突围。



　　在东南方向，第15装甲师在英军第七轻骑兵团和第二皇家坦克团之间打开一个数英里宽的突破口。第21装甲师发起进攻，几乎全歼孤立无援的第七轻骑兵团。非洲军在获得补给后，下午又返回来进攻第二皇家坦克团。德军把反坦克炮排在坦克前面向前推进，并从侧翼包围了第二皇家坦克团。结果，由于从贾卜尔萨拉赫赶来的第22坦克旅未能及时赶到，第二皇家坦克团差点儿全军覆灭。英军第四坦克旅直到第二天才赶到。



　　英军支援群的火炮粉碎了非洲军占领西迪拉杰格机场的企图。但是，非洲军当时正位于支援群和从南面开过来的第22和第四坦克旅之间的中心阵地上。隆美尔认为，它可以将英军各个击破，于是命令克鲁威尔在第二天发动进攻。



　　想得到“完全的机动自由”的克鲁威尔原计划夜间率非洲军东进。但是在接到隆美尔的命令后，他下令第15装甲师向位于西迪拉杰格东北20英里的甘布特前进，同时指挥第21装甲师到贝尔哈姆德和位于西迪拉杰格北面约7英里的扎阿夫兰之间重新集合。



　　非洲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第15装甲师在西迪拉杰格以东15英里的比尔西亚夫西叶夫；第21装甲师防守着西迪拉杰格地区；意大利阿列特和的里雅斯特装甲师在南面22英里处的古比井附近集结。



　　隆美尔相信，英国人在西迪拉杰格以南大约12英里的地方，因此他命令轴心国部队从三面实施包围。他认为，只要实施一次向心攻击，就可以打垮英军。他命令意大利的两个装甲师向东北方向前进，非洲军于11月23日“包围并歼灭敌人”。然而，当隆美尔的命令到克鲁威尔手里时，克鲁威尔已经开始实施他自己的计划。



　　在此之前，新西兰第二师已在前一天从东面赶到并占领了卡普措堡，随后派其第六旅沿阿拉伯沙漠小道——卡普措小道——向西前进。11月23日天刚破晓，第六旅无意之中发现了设在西迪拉杰格东面25英里的阿里德的非洲军指挥部。此时，克鲁威尔已不在指挥部。第六旅遭到德军的激烈抵抗后夺取了这个指挥部。由于非洲军损失了参谋人员及无线电联络中断，隆美尔在随后几天里遇到了严重困难。



　　克鲁威尔命令第21装甲师的步兵和炮兵坚守西迪拉杰格机场南面的高地，其坦克团配合第15装甲师从英军第七装甲师和南非第五旅的后方发动进攻，与从古比井开来的阿列特和的里雅斯特装甲师会合。克鲁威尔计划用这种办法把其所有坦克都集结起来，然后全力以赴，对英军进行一次打击。



　　11月23日早上，当克鲁威尔的部队在雾中浩浩荡荡向西南方向前进时，偶然闯入了英国阵地的中心地段。英军阵地的位置比德国人估计的距离还要远，还在其东面。德国坦克猝然而至使英军惊慌失措，英军车辆、坦克和官兵四散而逃。克鲁威尔此时有机会将英军各个击破。但是，一心想与意大利军队会合的克鲁威尔，不让部队追击，而是摆开比先前更大的阵势向西推进。克鲁威尔就这样错过了赢得胜利的一个重大机会。他这次以及以前没有执行隆美尔的命令，将英军包围起来并予以歼灭，说明了一个下级怎样就能破坏一个伟大指挥官的计划。



　　克鲁威尔是在接近傍晚时才与意军会合，并且从西南方向向此时已遭到德军南北夹击的英军第22坦克旅和南非第五旅发起正面攻击。南非军队在克鲁威尔留给他们的那么长的时间里，把大部分火炮安置到容易受到攻击的侧翼，构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



　　这时，克鲁威尔犯了他在一天之内所犯的第3个错误。他不是按照德军的战术条例让火炮行进在前并包抄敌人侧翼，以便进攻敌人坦克、压制敌人的火炮和坦克，然后再把坦克投入战斗，而是将坦克排成一字长蛇阵，命令步兵乘汽车跟进，不顾一切地向前攻击。他们遇到一道火力墙。一辆又一辆坦克被击毁。德军调集所有火炮一齐射击，才将南非军队的炮火压住。与此同时，英军和德军的坦克和反坦克炮之间展开激战。战场上尘土飞扬，烟雾弥漫。黄昏时分，德军坦克终于把敌军阵地冲开几个缺口。德军坦克攻击前进，歼灭南非第五旅，打死和俘虏3000人。当夜幕降临时，数以百计燃烧着的车辆、坦克和火炮照亮了整个战场。



　　克鲁威尔进攻得手，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德国步兵因受到猛烈炮火的阻击伤亡惨重，而且非洲军也损失了剩余的160辆坦克中的70辆。尽管英国第30军能参战的坦克只剩下70辆——它一开始有500辆坦克，而且还很分散，但英军有庞大的坦克储备，而隆美尔却没有。



　　德军这次直接进攻南非军队坚固的阵地造成的坦克损失大大抵消了隆美尔前几天运用熟练的战术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隆美尔的进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是他的胆量丝毫未减。他立即命令乘胜向英军后方实施纵深攻击。他的目的是恢复萨卢姆－哈勒法亚关一线的局势，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迫使英国人罢战。鉴于轴心国力量弱小和英军力量强大，这是隆美尔所做的最大胆的决定。



　　有些批评家认为，隆美尔应该全歼第30军余部或击溃新西兰第二师。但是，隆美尔认识到进攻坚固的步兵防御阵地会耗尽他的兵力，而英军的巡逻坦克比他自己的坦克速度快，它们可以逃跑，以避免与德军坦克作战。他唯一取胜的希望就是大胆进攻敌军防御阵地的中心地带，旨在瓦解英军的士气，特别是利用英军指挥官的恐惧心理。



　　隆美尔勉强从各部队调集了一支战斗力很弱的兵力继续围攻托卜鲁克。他本人于11月24日中午率第21装甲师出发，命第15装甲师、阿列特和的里雅斯特装甲师跟随其后。隆美尔击溃了英军第七装甲师和南非第一师，在5个小时内到达离比尔谢费尔赞60英里的利埃边境。比尔谢费尔赞位于哈勒法亚关南面20英里处。隆美尔一到那里就立即派一支部队穿过边境铁丝网的一个缺口和通往哈勒法亚的雷区，控制第11集团军的撤退路线和补给线。



　　隆美尔此举使英军第30军惊慌失措。军长坎宁安因此计划立即退回埃及——这正是隆美尔的意图。当时的情形，很像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联军的“石壁”杰克逊将军于1862年夏天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突袭联邦军队后方时的情形。杰克逊的进攻与隆美尔的进攻一样，目的都是攻心：使敌军指挥官越来越害怕其退路被切断，以此迫使他退兵。杰克逊的行动成功了。联邦军队的约翰·波普将军迅速向华盛顿撤退。但是，隆美尔没有成功，尽管坎宁安的反应与波普一模一样。奥金莱克将军到达第30军指挥部，下令继续进行“十字军远征行动”。奥金莱克意识到隆美尔的进攻已是强弩之末，而他却不是，并且他在很多指挥官都会逃跑的情况下有进行抵抗的勇气。这项决定注定了隆美尔的失败。



　　奥金莱克认为此时必须撤换坎宁安。11月26日，他任命他的副参谋长尼尔·里奇中将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这就确保此次战役尽管存在危险但仍将继续下去。



　　隆美尔的汽车因发动机出了故障坏在了边境线东侧。克鲁威尔的指挥车——从英军手里缴获的一辆带篷子的汽车——碰巧路过，便让隆美尔上了车。德军指挥官们在黑夜里找不到边境铁丝网的那个缺口，他们及其参谋只好就地过夜。印度通讯兵在附近跑来跑去，英国坦克和卡车不断从他们身旁经过。天刚放亮，他们就悄悄地溜走了，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们越过边境，又回到了利比亚。



　　隆美尔在离开12个小时后一回到司令部，就发现第15装甲师仍未到达利埃边境，而阿列特和的里雅斯特两个装甲师在边境西侧与南非第一师的一个旅遭遇后，便停止前进。而且运送弹药和燃料的补给纵队也没有赶到。结果，隆美尔无力实施其计划：派一支部队占领哈巴塔——英军在哈勒法亚关东南35英里的地方建立的一个前方铁路终端站，或者切断英军沿哈勒法亚延伸至埃及境内的高地的补给和逃跑路线。这意味着他迫使英军迅速撤退的努力失败了。然而，隆美尔并不气馁，仍然希望有机会给英军一次决定性打击。



　　由于奥金莱克决定继续作战，第13军——以新西兰第二师和90辆马蒂尔德坦克为先导——便向西边的托卜鲁克推进。留守西迪拉杰格地区的少数德军不久就感到压力很大。11月25日，新西兰人占领了位于托卜鲁克环形防线东南仅9英里处的贝尔哈姆德。第二天夜里，托卜鲁克守军冲破轴心国部队的包围，并占领了离新西兰人只有数英里的埃德都达高地的制高点。



　　装甲兵团司令部发出紧张不安的信号，要求坦克返回。但是隆美尔不愿意轻易放弃，他命令克鲁威尔向北进军，让西面的第15装甲师和东面的第21装甲师（已经到达哈勒法亚）发动攻击，扫荡萨卢姆防线。然而，第15装甲师已回到位于萨卢姆北面15英里的巴迪亚补充燃料，而第21装甲师由于误解了命令也在向巴迪亚进发。隆美尔在意识到他的希望已经破灭之后，命令第21装甲师返回托卜鲁克布防，但是让第15装甲师留在巴迪亚南面。11月27日早晨，这个师的坦克占领了新西兰第五旅设在位于巴迪亚西南10英里处的西迪阿宰兹的指挥部，俘获了该旅旅长和800名官兵，并缴获了几门大炮。隆美尔打了这场胜仗后，命令第15装甲师也向托卜鲁克推进。



　　非洲军在利埃边境上没有取得任何有决定意义的战果。现在它只剩下少量坦克，而英军留守西迪拉杰格机场的坦克编队已经修好了很多坦克，并从埃及得到了新的坦克。尽管英军坦克现在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英军有130辆坦克，德军有40辆），但是，隆美尔把坦克集中起来使用，而英军则继续把其坦克分散开来，逐个将它们投入战斗。



　　隆美尔决意继续孤立托卜鲁克守军，消灭贝尔哈姆德地区的两个新西兰师——第二和第四师。11月2 9日，第15装甲师从西、南两面包抄西迪拉杰格。经过激烈战斗，这个师从西南方向进攻得手，占领了埃德都达。阿列特和第21装甲师从东、南两面向新西兰人进攻。但由于英军坦克从南翼攻击它们，因此它们几乎毫无进展。



　　隆美尔继续战斗的决心是其意志力的表现。官兵们疲惫不堪，气候寒冷，水源奇缺，而且轴心国的补给系统已经瓦解，尽管新西兰人几乎被合围，但是英军强大的装甲部队可能会打败南翼装备轻武器的德军，南非第一旅正赶来救援，而且托卜鲁克守军仍很强大。



　　11月30日上午，第15装甲师在第90轻装师的配合下，从西迪拉杰格北面的高地向南发起攻击。傍晚时分，该师占领了新西兰人的几个阵地，抓了600名俘虏，缴获大炮12门。与此同时，第21和阿列特两个装甲师击退了英军装甲部队为给新西兰人解围而从南面发动的进攻。



　　尽管德国人抓了1000多名俘虏并缴获了26门大炮，但大部分新西兰人都乘着夜色突围了。英军坦克和步兵向东面和南面集结，再度使托卜鲁克陷于孤立。



　　轴心国的军队似乎已经胜利了。但是，胜利的代价太高了。隆美尔认识到他已经没有进攻能力，而英军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来坦克，英军装甲部队的实力日益增强。隆美尔知道，如果他想再多打一天，就必须使其部队摆脱困境。他率兵西撤，在撤退中打了一连串漂亮仗。1942年1月6日，他终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附近的卜雷加停下来。



　　尽管巴迪亚的轴心国部队在1942年1月2日投降了，但是，哈勒法亚关那些饥饿不堪的部队却一直坚持到1月17日。由于主要通道被封锁，英国人难于运送补给，并使阿杰达比亚前方地区的守军与第201近卫旅和第一装甲师换防。这两支部队刚从英国调来，为的是接替疲惫不堪的第七装甲师。



　　与此同时，形势对隆美尔变得非常有利。希特勒向意大利的西西里调集了大批德国飞机。德国空军对英军在通往利比亚的运输线上空的优势构成威胁。1942年1月5日，意大利一支装载55辆坦克和很多大炮的船队抵达的黎波里。这些坦克，再加上正在修理的坦克，使德意在前线的坦克到1月20日分别达到111辆和89辆，另外后方还有28辆。相比之下，第一装甲师拥有150辆坦克，但驾驶坦克的都是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



　　隆美尔决定发起一次反攻。为了保密起见，他的计划既不让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知道，也不让德国最高统帅部知道。他为了麻痹英国人，禁止德军进行任何侦察活动，命令部队把坦克伪装成卡车，并通过夜间急行军集结部队。



　　因此，隆美尔在1月20日至21日夜里实施的打击是一次令英军目瞪口呆的突然袭击。隆美尔派第90轻装师的一个战斗群和部分坦克沿巴尔比亚公路北进，而非洲军则顺着距海岸约40英里的法拉杰干河床穿越沙漠，以便把英军包围起来。但是，德军坦克的大部分燃料耗费在沙丘之中，敌人因此有时间避开包围圈，向阿杰达比亚以东集中。非洲军的燃料已经用尽，但是隆美尔亲自指挥第90轻装师的战斗群直扑阿杰达比亚，并于1月22日占领该城。接着，他挥师北上，向巴尔比亚公路进军。这使英军的补给纵队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隆美尔现在试图包围第一装甲师。尽管非洲军在阿杰达比亚东北约40英里的萨苏姆附近包围了第一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并摧毁其70辆坦克，但是第一装甲师的大部都向北逃去。剩下的英军坦克部队溃不成军，向阿杰达比亚北面40英里处的姆苏斯退却。德军坦克穷追不舍，有时它们的时速竟达到15英里。德军摧毁了英军剩余的大部分坦克。



　　隆美尔要非洲军摆出一副越过昔兰尼加凸地向姆苏斯东北80英里处的梅奇里进军的姿势。由于隆美尔在1941年4月发动首次进攻时曾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因此，里奇将军中了圈套。他把所有坦克集中起来准备对付隆美尔。隆美尔没有进攻梅奇里，而是率第90轻装师沿着海岸奔向班加西。英军再次遭到突袭，损失大量补给品。印度第四师的1000名官兵成了德军的俘虏。希特勒为此提升隆美尔为上将，并把装甲兵团改名为装甲集团军。但是希特勒并未向北非增派部队。



　　隆美尔的部队疲惫不堪，已没有力量再发动进攻。里奇将军一直退到位于托卜鲁克以西仅40英里处的贾扎拉，在此动手构筑一道防线。1942年2月6日，隆美尔来到这道防线前面。他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胜利。他重新占领了昔兰尼加的大部分地区。一俟重新将兵力集结起来，他就能继续进攻。



　　邱吉尔继续源源不断地向埃及增兵和运送装备。他想要奥金莱克在1942年2月就发动进攻。但是，奥金莱克不慌不忙。他坚持要把第八集团军的兵力集结起来，以确保英军对德军占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有点儿像希特勒的盟友。隆美尔在3月份会见了希特勒，但是一心扑在对苏战争上的元首没有给他提供大批增援。然而，隆美尔仍然得到了大量补给，因为德国纳粹空军不间断的轰炸，使英军空军和潜艇的基地——马耳他岛失去了骚扰作用。



　　隆美尔认识到，他等待的时间越长，英军的实力应会越强，因此他决定尽早发动进攻。他选择的进攻日期是 1942年 5月 26日，比奥金莱克抢先一步。奥金莱克打算发动进攻的时间比这晚将近一个月。



　　截止5月26日，轴心国和英国的空军力量几乎不相上下。但是第八集团军有5个坦克旅共850辆坦克，其后方还有420辆备用坦克。而隆美尔有560辆坦克，其中只有280辆是装备有射击武器的德国马克Ⅲ型和Ⅳ型坦克，剩下的是230辆过时的意大利坦克和50辆轻型坦克。隆美尔的备用坦克包括30辆正在修理的坦克和20辆刚运抵的黎波里的坦克。在战斗开始时，英国人在坦克数量方面处于3：I的优势，如果这场战役变为一场消耗战，英国人则处于4：1的优势。



　　然而，双方在坦克方面的很大差别不是在数量上，而是在质量上。英国现在部署了170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美国的格兰特坦克携带一门侧置75毫米炮和一门塔置37毫米炮，其装甲厚度为57毫米。英军有230辆格兰特坦克备用。格兰特坦克的主要缺陷是侧影高，75毫米炮的方位角小。德军有19辆新式马克Ⅲ型特种坦克。这种坦克的性能最接近格兰特坦克。它上置一门长筒、初速度很大的50毫米炮，其装甲厚度为50毫米。装备着一门短筒50毫米炮的老式马克Ⅲ型坦克和装备着一门短筒70毫米炮的马克Ⅳ型坦克是德军坦克的主力。它们在能够射穿格兰特坦克装甲的射程之外就会被格兰特坦克摧毁。



　　英国人还给他们的摩托化步兵配备了新式6磅（57毫米）反坦克炮。这种炮的穿透力比德国50毫米反坦克炮强30％。德国88毫米高炮仍然是双方使用的最可怕的坦克杀手。但是隆美尔只有48门这样的高炮。



　　英军防线从贾扎拉海岸向南延伸50英里，直到比尔哈希姆。这条防线由第13军防守。第13军现由绰号为“强击机”的戈特中将指挥。防线北端是一段长达10英里的坚固的防御阵地，它由南非第一师防守。往南是英军第50师的3个旅防守的一些很分散的防御“箱”，周围只有雷区作为屏障。防守比尔哈希姆的是由4000人组成的自由法国第一旅和由1000人组织的犹太旅。它们非常孤立。它们的防御阵地在防守朱特瓦勒卜的第150旅的阵地南面16英里处。这些防御阵地中的部队面临被包抄或包围、然后被迫投降的危险。另一个问题是，英国的前方铁路终端站和补给基地位于贾扎拉防线以东的贝尔哈姆线，距贾扎拉防线仅45英里。它立即成为一个必须予以保护的要地，而且也是敌人的一个进攻目标。



　　与往常一样，英国人把他们的坦克分编在仍由诺里将军指挥的第30军的第一和第七装甲师的3个旅和准备对南非第一师和第50师实施支援的2个旅中。前者使用的是巡逻坦克（包括格兰特坦克），后者使用的是马蒂尔德或步兵坦克。



　　隆美尔发现贾扎拉的非机动防御战术具有英国军事思想的典型特征，并且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基础之上。英军指挥官没有从他们在沙漠中的失败中得出正确结论。隆美尔在其战史稿中写道：“在北非任何一个南翼敞开的沙漠阵地上，一成不变的防御系统定会导致灾难”，因为敌军可能会绕过任何一道这样的防线，迫使守军撤退或投降。隆美尔认为，只有以攻为守才能成功。



　　奥金莱克和里奇将军计划用那两个装甲师发动进攻。然而奇怪的是，奥金莱克不是没有想到隆美尔可能会绕过南翼进攻，但是他认为隆美尔最有可能沿卡普措小道实施中间突破。他向里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把两个装甲师部署在卡普措小道两旁，这样，里奇既可以对付德军沿小道而来发动的进攻，也可以对付德军对南翼的包抄。



　　然而，里奇把第一装甲师和第二、第22坦克旅部署在卡普措小道两侧，而派第七装甲师（只带着它的第四坦克旅）南去支援比尔哈希姆的法国人和守卫在比尔哈希姆以东数英里的掩护阵地上的印度第三摩托化旅。这样，英国的坦克一开始就分成了三部分：两个马蒂尔德坦克旅（第一和第三坦克旅）在北面，第一装甲师在中间，第七装甲师在南面。



　　隆美尔的计划一直是绕过南翼进攻。但是为了把英军吸引到中间地带，他命令德军坦克和卡车在贾扎拉防线附近兜圈子，以便制造一种德军坦克正在此集结的假象。在进攻前，他命令所有摩托化部队白天向被派去沿贾扎拉防线佯动的意大利步兵师的所在位置前进，夜里再返回它们的集结地。



　　隆美尔的突击部队包括非洲军（第15和第21装甲师）、意大利第20装甲军（阿列特和的里雅斯特装甲师）以及第90轻装师。所有这些部队都要绕过比尔哈希姆。然后，非洲军和意大利人将直接向阿克拉马和海岸进攻，分割并歼灭贾扎拉防线上的英军装甲和步兵部队。与此同时，第90轻装师——配备着一些装有飞机发动机、能够像行进中的坦克那样扬起满天沙尘的卡车——将插入托卜鲁克东南约15英里的阿德姆－贝尔哈姆德地区，切断英军与其补给品堆集地和增援部队之间的联系。



　　5月26日，当德国将军克鲁威尔指挥的意大利步兵为转移英军注意力对贾扎拉防线展开正面进攻之后，隆美尔由一万辆车辆组成的机动编队乘着月色出发了。机动编队前进时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月。它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天亮之前，它们在比尔哈希姆东南几英里的地方停下来，稍事休息后，便以最快的速度插入英军后方。



　　到5月27日上午10点，第90轻装师已占领了阿德姆并夺取了英军难以计数的补给品。不久，它与英军在这个地带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



　　此时，已由瓦尔特·内林将军指挥的非洲军，在离哈马特井不远的比尔哈希姆东北大约15英里的地方与英军第四坦克旅遭遇。而在左侧，阿列特装甲师打垮了印度第三坦克旅。内林的坦克部队没有执行隆美尔的命令，他们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就发起攻击，结果被格兰特75毫米炮的远距离炮火打得狼狈不堪。坦克一辆接一辆被摧毁。只是当他们把反坦克炮和88毫米高炮投入战斗后才能向前推进。他们的坦克对敌人实施侧翼包抄，终于打跨印度第三坦克旅，并迫使其残部向北退却。



　　将近中午时分，英军第22坦克旅从北面赶来。第15和第21装甲师对其进行向心攻击。第22坦克旅受到重创并陷于孤立，被迫撤退。非洲军向卡普措小道推进，但遭到英军的攻击。第二坦克旅从西面、装备着马蒂尔德坦克的第一步兵坦克旅从东面向非洲军进攻，英军的格兰特和马蒂尔德坦克乱打一通。各支部队之间毫无协调而言。德军的反坦克炮和88毫米高炮使英军损失惨重，但是英军的进攻还是阻止了非洲军的前进，切断了它与企图北上的德军补给纵队的联系，迫使已缺少弹药和燃料的德军装甲部队在卡普措小道以北约3英里的地区构筑了一个环形防线。



　　虽然轴心国军队在英军防线后方处于孤立无援、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非洲军阻止了所有进攻，原因是敌军的每个坦克旅都各自为战，并且里奇也没有把拥有100辆马蒂尔德和圣瓦伦廷重型坦克的第32步兵坦克旅投入战斗。



　　对隆美尔来说，英军零零散散地进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把第七装甲师牺牲在哈马特井南面更是毫无用处。隆美尔在其战史稿中写道：“对英国人来说，不管我们的坦克在那里还是在卡普措小道上都一样。他们那些完全机械化的部队本来可以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战场上任何一个有危险的地方。”



　　隆美尔速战速决的企图失败了，德军也未能摧毁英军装甲部队的主力，尤其是格兰特坦克。轴心国的坦克前进受阻，它们的补给队不得不绕道南翼，而且容易遭受英军坦克的袭击。隆美尔毫不情愿地陷入了一场消耗战中。里奇将军在5月28日有了一个大好时机：他只要发动一次向心攻击就可以摧毁非洲军，尤其是因为第32旅刚到，并且完好无损。然而，里奇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他给了隆美尔重新组织部队的时间。



　　5月28日，隆美尔计划要第90轻装师和非洲军一道向北攻击。但是，第90轻装师被英军第四坦克旅缠住不放自身难保。非洲军和阿列特师与英军小股装甲部队稀里糊涂地打了几次。到天黑，非洲军能够作战的坦克还剩150辆，意大利还有90辆，而英国人仍有420辆。



　　第90轻装师得以在夜间撤往哈马特井。5月29日早晨，隆美尔亲率一个补给纵队为非洲军补充燃料和弹药。尽管英军坦克白天一直攻击，但它们还是没能协调起来，因此到这一天结束时，德军的阵地得到了巩固。



　　然而，隆美尔认识到，如果他的补给线不能确保畅通，那么他就不能继续向北进攻，因为绕道比尔哈希姆的补给纵队不断受到英军装甲部队的袭击。



　　隆美尔现在做出一个为他挽救了这场战役的重大决定：他派第90轻装师向西出击，意大利步兵沿卡普拉小道向东进攻，并径直通过贾扎拉防线的雷区打通一条补给线，而他的其余部队在一条缩短的战线上进行防守。隆美尔计划在进行防守的同时，摧毁朱特瓦勒卜现已孤立无援的第150旅和比尔哈希姆的自由法国旅的矩形阵地。



　　这个计划存在巨大危险。由于轴心国的坦克在英军后方深陷困境，里奇理应出动他那有作战经验的步兵和炮兵击溃在贾扎拉防线北段进攻的战斗力很差的意大利师，并且切断轴心国的补给线——使隆美尔的坦克得不到燃料，在非洲的轴心国军队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然而，隆美尔深知英军指挥官害怕他向海边推进，尽管英军剩下的400辆坦克，再加上反坦克炮，完全能够阻止德军剩下的130辆装备有射击武器的坦克和意军约100辆坦克的前进。隆美尔确信，英国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轴心国装甲部队上，并“继续徒劳无益地向我们防线严密的防御阵地进攻，直到耗尽他们的力气”。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5月30日，德军用88毫米和反坦克炮粉碎了英国人断断续续又缺乏协调的进攻。到这一天结束时，轴心国的部队击毁英军57辆坦克，并且在东西走向的西德拉岭（位于卡普拉小道以北1英里处）和南面与之相隔约5英里的阿斯拉格岭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包围了一个英国人称之为“釜”地的地方。



　　5月31日，隆美尔亲率第90轻装师、阿列特装甲师和非洲军的几个分队进攻第150旅防守的矩形阵地。英国人在一个马蒂尔德坦克团的支援下顽强抵抗，但是他们的阵地已保不住了。第二天，他们遭到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在弹药用光之后被迫放弃抵抗，3000多人成了俘虏。



　　6月2日，第90轻装师和阿列特装甲师进攻比尔哈希姆的矩形阵地。这场持续10天的战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防御者在野战阵地、机枪和反坦克炮掩体以及被撕开几个缺口的堑壕阵地上进行反击。他们在9天里遭到1300架次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密集轰炸。



　　6月5日，英国人发动了数次不痛不痒的突击，试图摧毁“釜”地中的轴心国坦克。但隆美尔发现英国人的进攻很容易对付。



　　在北面，英军第32坦克旅的马蒂尔德和圣瓦伦廷重型坦克大白天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缓慢而吃力地向前推进，完全成为西德拉岭上德军第21装甲师反坦克炮的靶子。英军坦克陷在一个雷区里，一辆辆都被德军炮火击毁。第32坦克旅参战的70辆坦克中，有50辆坦克被摧毁。



　　在东面，印度第10旅把阿列特装甲师赶下阿斯拉格岭。不久，第22坦克旅从此经过，后面紧跟着印度第九旅。第22坦克旅遭到德军反坦克炮和火炮的猛烈炮击后，向位于阿斯拉格和西德拉岭之间的塔马井撤退。中午，隆美尔发起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第21装甲师向东南的塔马井发起攻击，而第15装甲师穿过阿斯拉格岭南面雷区的一个缺口，然后进攻守卫阿斯拉格岭的印度军队的侧翼和后方。到天黑时，轴心国的军队击溃了印度第九旅，并包围了阿斯拉格岭上的印度第10旅、位于岭北的第22坦克旅的战斗支援群以及4个野战炮团。英国人只有把坦克协调起来发动一次进攻才会有希望，但是英国人并未这样做。6月6日这一天结束时，非洲军摧毁英军100辆坦克，消灭印度第10旅，抓获俘虏3100人，缴获96门大炮和37门反坦克炮。英军全部坦克由400辆减少到170辆。



　　隆美尔在阻止了英国人摧毁其坦克部队的企图之后，决定在冲出“釜”地之前先消灭比尔哈希姆的守军。6月8日，第15装甲师的几个战斗力很强的分队与轴心国其他部队协同作战，从各个方向向皮埃尔·柯尼希指挥的自由法国旅发起极为猛烈的进攻。6月10日，德军一个战斗群终于插入敌人的主阵地。大部分守军乘着夜色冲出包围，后被英军一个摩托化旅收编。只有500名盟国官兵落入德国人手中，其中大部分都负了伤。



　　虽然里奇调集援军，并且还有330辆坦克——仍比非洲军的坦克多一倍，但隆美尔打击英军要害之处的通道已经畅通无阻。英国人的信心已被严重动摇，而轴心国军队尽管遭到很大削弱，却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



　　1942年6月11日，德军第15装甲师向东北方向的阿德姆推进。它的右边是现在只剩下1000人的第90轻装师，左边是的里雅斯待装甲师。到天黑时，这3个师已到达阿德姆的西面和南面，与英军第二和第四坦克族对峙。第二天，隆美尔命令第21装甲师大摇大摆地向东北方向前进，从后方实施攻击。此举使英军的两个坦克旅陷入包围之中。德军用反坦克炮攻击前进，开始了一场有步骤的大屠杀。当英军第22坦克旅从北面赶来救援时，受到第21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装甲师的重创。英军被围困的两个坦克旅试图逃跑。第二和第22坦克旅一道向北撤往几英里外的“骑士桥”矩形阵地。第二坦克旅在撤退时基本上保持了队形，而第四坦克旅则溃不成军。英国人这一仗损失120辆坦克。第二天，隆美尔掉头向北，把英国人赶出“骑士桥”矩形阵地，并继续追杀逃敌。到天黑时，里奇只剩下100辆坦克。隆美尔首次在坦克数量上占了优势，并且占据了战场，这使他得到很多坦克。



　　贾扎拉防线上的英军有被截断退路的危险，里奇因此命他们于6月14日上午后撤。同一天上午，隆美尔急令非洲军越过阿克拉马，在夜里把巴尔比亚公路封锁起来。但是，德军装甲部队过于疲惫，他们还未到达巴尔比亚公路就都躺倒了。第二天上午，第15装甲师占领了制高点，把公路封锁起来。但此时，南非的大部分步兵都已逃掉，迅速撤往埃及边境。英军第50师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逃跑路线，他们向西突破意大利人的阵地，向南兜了一大圈，然后再向东退往埃及边境。



　　被打垮的英军坦克旅现在根本不是德军装甲部队的对手。它们都退到了埃及境内。非洲军绕过托卜鲁克环形防线，避开那里的英国守军，接着夺取了位于托卜鲁克以东35英里处的甘布特的英军机场。这样就迫使英国空军往东转移，使其不能轻易飞到托卜鲁克。德国坦克随后又掉过头来。



　　托卜鲁克是英国人顽强抵抗的象征，因此隆美尔决心要占领它。看到德军坦克绕道而行的英国人没料到会受到攻击。但是隆美尔迅速发起了攻击。德军凭借火炮和俯冲轰炸机于6月20日在环形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步兵拓宽了突破口，德军坦克随之一拥而入，打跨了惊得目瞪口呆的守军。托卜鲁克于次日投降，3．5万人成为俘虏——仅次于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英军的被俘人数，那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希特勒非常感动，于是提升隆美尔为元帅。但是隆美尔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宁可让他再给我一个师。”



　　突然丢失托卜鲁克使里奇万分惊恐，结果他放弃了边境附近的萨卢姆和哈拉法亚关的坚固阵地，尽管他在那里有3倍于隆美尔的坦克和3个几乎完整无损的师，并且北面还有一个师。里奇计划在边境以东130英里的马特鲁固守。但是奥金莱克——看到里奇已丧失领导第八集团军的信心——于6月25日直接接过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他决定再往东后退110英里，一直撤到阿拉曼。阿拉曼距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生死攸关的基地亚历山大仅60英里。



　　这是个艰难的抉择，肯定会在伦敦引起巨大惊慌，因为阿拉曼简直就是英国人在中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隆美尔威胁到亚历山大，英国舰队将被迫放弃地中海，使通往马耳他的补给线中断，献出马耳他，把地中海变成轴心国的内湖。到那时，隆美尔就可获得足够的补给，用以夺取尼罗河三角洲、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但是，奥金莱克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而且从战略上讲也是很高明的。他知道隆美尔几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还有几十辆坦克，并且以前的那些兵力也所剩无几。阿拉曼可以吞噬他仅存的一点儿优势——他的机动能力，因为南面35英里的地方就是面积很大的盖塔拉洼地，那里的盐碱沼泽和软沙几乎是坦克难以逾越的障碍。奥金莱克把坦克、步兵和火炮部署在不长的阿拉曼防线上，就可以阻挡隆美尔剩下的坦克前进，并迫使隆美尔打一场他精心布置的战术消耗战，而打消耗战则是英国人的特长。



　　奥金莱克一旦挡住了隆美尔的进攻，轴心国军队的阵地就难以保住，因为英国人离其补给地近，并且可以随时调集更多的坦克、飞机、大炮和军队。另一方面，隆美尔靠的是弱小的意大利海军。由于害怕与英国皇家海军对阵，意大利海军肯定不会把船队开往托卜鲁克或马特鲁，而是把补给运往班加西或的黎波里。要把补给从这两个地方运到阿拉曼，还需要走750英里至1500英里的陆路。



　　隆美尔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他无情地驱赶着他的车辆和部下，希望在英国人组织好防御之前突破阿拉曼防线。但是，他只有40辆装备有射击武器的德国坦克和2500名德国机动步兵，而剩下的6000名意大利步兵机动性差，行进速度也较为缓慢。



　　尽管奥金莱克作了上述决定，但是英国人还是试图保卫马特鲁。隆美尔知道，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胆量、速度和建立在先前胜利基础之上的士气。于是，他在6月26日命令3个极弱的德国师发起攻击。第90轻装师在第二天晚上抵达马特鲁以东的滨海公路，截住了英军的退路。第21装甲师向南渗透，对部署在这个地区的第13军机动部队的退路构成威胁。第13军军长戈特将军下令撤退，但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告知守卫马特鲁环形防线的那两个师。到第二天夜里，几乎2／3的守军都分散逃走了，但是仍有6000人当了俘虏——这比隆美尔突击部队的全部人马还要多。



　　隆美尔命令他的所有坦克都开往阿拉曼。它们于6月30日到达指定地点。奥金莱克在从海边到盖塔拉洼地长达35英里的地带构筑了4个矩形阵地，但是阵地与阵地之间的空地只由数量很少的机动部队防守。然而，隆美尔以为奥金莱克把他的坦克部署在洼地北面，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仍在洼地东南的沙漠上，正拚命赶往阿拉曼。结果，隆美尔犹豫不决，没有组织进攻。停止进攻虽然不可避免，但却是致命的。隆美尔并不知道这些。在英军坦克到来之前，他只有一次突破阿拉曼防线的机会。假如他进攻及时，他可能已经在向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推进。然而，他没有进攻。这是北非战场的转折点。



　　第二天，即1942年7月1日，星期三，隆美尔开始进攻了。尽管他的兵力很少，但是他的名声大得令人害怕。因此，他进攻的消息吓坏了英国人。英军舰队迅速撤出亚历山大港，驶过苏伊士运河，到达红海的安全水域。在开罗，英国人焚烧了敏感的档案。英军指挥官急忙制订了撤往尼罗河三角洲的计划。



　　非洲军的进攻在海岸附近的代尔谢恩南面12英里的地方开始了。那里有一个矩形阵地。隆美尔事先并不知道。守卫这个阵地的是印度第18旅。到晚上，德国人占领了阵地，并俘获大部分守军。英军坦克终于赶到了，但为时已晚，它们未能阻止德国人占领阵地。不过，它们及时遏制了隆美尔夜间向英军后方渗透的努力。从此，轴心国在非洲的军队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尽管隆美尔次日发起了新的攻势，但是德国人只有不足40辆坦克。当他们看到英国坦克挡住他们的去路，并且一部分坦克正在包抄其侧翼时，他们被迫停止了进攻。隆美尔下定决心，又于7月3日做了一次尝试。此时他仅有26辆坦克，但是它们前进了9英里才被英军炮火阻住。这一天，新西兰的一个营从意军侧翼发动了一次进攻，缴获了阿列特师几乎所有的火炮，意军残部纷纷逃走。



　　隆美尔意识到他的部队过于疲劳，而且人数也太少。因此他停止进攻，让他们稍事休息。奥金莱克终于掌握了主动权。他于7月4日进行反攻。轴心国军队顽强坚守阵地。双方很快就因疲惫不堪停止了战斗。在随后几个星期里，他们都发动过猛烈进攻，试图突破对方防线。战术形势几乎未变，但战略形势对轴心国来说变得日益恶化，因为隆美尔没有指望能与英国集结的大量军火和兵力相匹敌。



　　8月4日，邱吉尔飞抵开罗。当他发现奥金莱克坚决顶住要其重新发动进攻的压力时，他决定要更换英国中东军的指挥官。奥金莱克想等到9月份再发动进攻，以便使新到北非的英军学会在沙漠上作战。邱吉尔让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的职务，让从英国与他一道来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第八集团军。结果，蒙哥马利甚至比奥金莱克还固执，坚持要在进攻之前集结兵力，完成准备工作，并且按照他精心设计的作战方式训练军队。邱吉尔无奈，被迫作了让步。



　　隆美尔于8月30日发动了一次进攻。尽管他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他的装甲部队怎么也无法突破英军坚固的防线。从这个时候起，轴心国军队只是在苟延残喘，等着英军打击的到来。



　　1942年10月23日，蒙哥马利发起攻击。这次进攻是有意安排在11月8日英美联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之前进行的。此时，蒙哥马利有23万军队、1440辆坦克，此外后方还有1000辆坦克。而隆美尔的兵力不足8万人（其中有2．7万是德国人），只有210辆装备有射击武器的德国坦克和280辆过时的意大利坦克。在空中，盟军拥有1500架第一流的飞机，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只有350架飞机。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潜艇已扼住了轴心国军队的脖子。9月份，英国潜艇击沉轴心国运往北非的全部补给的1／3，10月份则将其1／2的补给沉入海底。



　　当蒙哥马利开始进攻时，隆美尔在奥地利养病。他于次日飞往北非，但他已没有回天之力。然而，他表现出了一个将军的伟大才能。他组织了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大撤退，一路上从未让他的部队遭到英军的包围。



　　尽管隆美尔1943年2月19日-20日在突尼斯的塞林关大败美军，但是他的军队徒劳无益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想在突尼斯保住立足之地，阻挡第11军和从阿尔及利亚开来的英美大军的前进。这种努力消耗的兵力是1941—1942年隆美尔占领整个北非和中东所需兵力的很多倍。然而，当轴心国军队最后的失败到来时，隆美尔已经到了欧洲。他指挥德军抗击盟国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的部队。在那里，他打了一个同样毫无获胜希望的仗。














	

 






	















	







	







	









 





	


	







	








	




	


第10章：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两重性的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猛烈的碰撞点出现在朝鲜——一个从东亚延伸出来的半岛。1945年，朝鲜被沿着38度纬线分割开来。这一暂时的分割很快就得到巩固，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条相互对恃的壁垒；美国在南朝鲜建立了一个以李承晚为首的右翼政府，而在北朝鲜，建立了一个由金日成领导的共产党国家。



　　朝鲜人民普遍对自己国家的分裂感到严重不安。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人试图用武力恢复国家的统一。



　　美国趁苏联抵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 注：因为美国阻止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 ] 之机，使联合国同意展开一场攻势，把北朝鲜赶回到38度纬线彼侧。杜鲁门授权美国陆军上将、远东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征用可以立即用上的仅有的美军部队——占领着日本的4个兵力不足的师；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开始大力动员大量美军。



　　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击溃了力量薄弱很多的南朝鲜军队，他们主要依靠的是装甲很厚的苏制T34坦克。南朝鲜军的寥寥无几的美制2．36英寸口径的火箭发射器 [ 注：火箭筒。 ] 和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奈何不了这种坦克。



　　最先投入的美军部队也没有任何武器能够阻止T34坦克，因而同样溃败了，直到1950年8月，在终于装备了自己的坦克和有效的反坦克武器之后，他们才在朝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周围组成了一条很小的“釜山环形防线”。北朝鲜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了这道防线，企图迫使美国人撤退。美军拼命防守，因为他们明白，一旦他们放弃这个半岛，就很难得到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来收复南朝鲜了。



　　不管怎样，麦克阿瑟将军早就谋划了一项计策，以将北朝鲜军队连同北朝鲜国家一起摧毁。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必须把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全部牵制在釜山防线上。



　　正当全世界屏息静观这些美军和韩国军队放慢溃退速度，最终遏制住北朝鲜部队的时候，一场激烈而秘密的戏剧性事件，在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呆在其东京总部的麦克阿瑟之间发生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发生最激烈分歧的主要问题是，麦克阿瑟的处方将会取得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呢，还是有惨败的危险。



　　麦克阿瑟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西南太平洋和菲律宾同日军作战中功绩卓著，而已经享有很高的名望；此时，他的意志压倒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由于他的冒险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他成了一位传奇式人物。这就使麦克阿瑟对自己卓越贡献的感觉进一步膨胀，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沉默下来，因为他们的决策曾经严重失误。其后果是，麦克阿瑟在获得美国历史上一次惊人的胜利以后，引导美国误入歧途，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证明自己在军事上是一位具有两重性的人物，既拥有最杰出的战略洞察力，又造成最严重的失误。






统帅13：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认识到，北朝鲜军队向南推进得越远，就越深地跌入美军能够从后面任意收紧的口袋。这是因为，美军彻底控制了海洋，能够在北朝鲜军队的背后任何地方部署一支两栖部队。麦克阿瑟还发现了一处登陆的绝好地方；汉城西面仅有大约20英里的仁川港。



　　汉城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朝鲜唯一的一条双轨铁路，和能够给釜山前线上的北朝鲜军队供应给养的唯一公路都从这里经过。倘若美军能够夺取汉城，将会切断北朝鲜军队的生命线，因为汉城东面寥寥无几的土路作为北朝鲜军队的给养供应线是不够的。



　　因此，如果在仁川登陆并夺取汉城，将意味着不发一枪就摧毁北朝鲜军队，并给釜山解围。一支现代军队没有食物、石油和弹药是不能长期生存的。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后方交通线如果被切断，它便不攻自破。



　　战争开始后不久，麦克阿瑟就着手策划在仁川登陆。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选择这个地点，因为那里海浪极大，只能从南面进入的进港海峡又很狭窄。在仁川，狭窄的黄海中流动范围很小的海水造成了大浪和淤泥滩。东边是朝鲜半岛；西面是中国山东半岛。情况很像夹在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之间的加拿大芬迪湾。



　　海军专家们认为，小型登陆舰要想在仁川的淤泥滩上活动，至少将需要23英尺的海潮，而坦克登陆舰要想入港，则起码需要29英尺的海潮，因此，只有在从涨潮涨到23英尺到落潮落到23英尺这段时间，即大约3小时里，海军才能够运送士兵和装备登陆。已经登陆的部队只有等到下次潮汐，即大约12小时后才能行动。潮汐表确定，9月15日是海潮达到足够高度的最早日期。而继续等待将招致坏天气和登陆的无限期推迟。



　　由于这些限制因素，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易地，即在群山登陆：群山是仁川南面100英里左右的一个小港，在釜山前线西面只有大约70多英里。



　　麦克阿瑟指出，如果在群山登陆，将不会切断北朝鲜军队的供应线，他们将能够迅速调整，在南朝鲜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这样一来，美军以后的任何进攻都将不得不是对防御工事的正面冲锋，因而只是驱赶北朝鲜军队退守到其后备力量和给养所在地，而不是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计划是拿破仑的“迂回包抄，攻其后部”的翻版，即在敌军及其给养供应来源之间，建立一道战略弹幕或壁垒并切断敌军退路。此计利用了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因为它完全出乎北朝鲜领导的意料。北朝鲜军的指挥官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仁川担忧，或者在那里驻扎重兵，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浪大，认为实际上不可能从那里登陆。



　　而麦克阿瑟则认为，地势条件上的障碍不管多么可伯，其内在危险和难以确定性都比作战的危险小。物质上的问题是可以估计和解决的，但是人的抵抗则是不可预料的。



　　在现代战争中，一位军事领导人看到机遇，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则看到危险；其中最说明问题的事例之一，就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冲突。使这个事例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认识到，麦克阿瑟的建议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役中所采用的获胜的“岛屿跳跃”战略。美军绕过日军重兵把守的岛屿或阵地，袭击其后面的目标，以致被搁置在那里的日军毫无进一步的用武之地。美军如从仁川登陆，同样将使釜山战线上的北朝鲜军队被困在那里，迫使他们要么投降，要么因试图撤回北朝鲜而崩溃。



　　1950年7月13日，在一次有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伯格参加的会议上，麦克阿瑟第一次发表了他的关于从仁川登陆的论点。会议期间，他宣布他打算歼灭北朝鲜军队，而不仅仅是将其赶回到38度纬线后面去。只有摧毁北朝鲜这个国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柯林斯对选择仁川这个地点持怀疑态度。当他向总参谋长布莱德利汇报时，布莱德利回答说：“我必须同意，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听说的风险最大的军事建议。”他称之为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他说：“仁川可能是有史以来为两栖登陆选择的最不利的地方。”



　　参谋长联席会议竭力反对选择仁川为登陆地点，并且像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一样，没有正视麦克阿瑟把消灭北朝鲜作为目的的影响。这样一来，将会对红色中国构成巨大挑战。



　　此举所以更具挑衅性，是因为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时就在中国的台湾岛建立了一个受保护国；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国民党于1949年逃亡到那里。相信阴谋论的杜鲁门确信，红色中国人与斯大林联合，正在帮助北朝鲜人，尽管中国共产党人是无辜的，他们只不过谋求恢复国家统一而已。



　　因此，美国军队在鸭绿江这条中朝边界上大兵压境，只能被共产党理解为美军或者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入侵中国大陆的前奏。



　　麦克阿瑟于8月23日在东京向柯林斯将军、海军行动部主任谢尔曼将军和另外几位高级军官正式提出关于经仁川出兵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推迟仁川登陆，直到他确信美军 [ 注：第八集团军 ] 能够守住再次遭到攻击的釜山防线为止。但是，杜鲁门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和杜鲁门的巡回大使哈里曼对此举信心十足；杜鲁门称之为一项大胆的战略构想。因此，文官们赞成麦克阿瑟的计划，而军界最高层，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则犹豫不决。



　　这时，北朝鲜军司令部发动了最后一次的进攻，企图突破釜山环形防线，把美国和韩国军队赶下海去。他们集结了大约9．8万人，其中1／3是在南朝鲜征集的、没有训练就急忙投入战斗之中的新兵。为了与其对抗，联合国军司令部纠集了12万人的作战部队，加上6万后勤人员。联合国军的火力几倍于北朝鲜军。因此，北朝鲜军的进攻尽管十分坚决，但伤亡很大。



　　参谋长联席会议被北朝鲜军的攻击吓住了，它在9月7日发出的一份信息中暗示，仁川登陆也许最好是推迟一下，因为“除第82航空兵师以外，美国现有的所有经过训练的军队都调给你了。”麦克阿瑟措词激烈地回答道，这次登陆“标志着从敌人手中夺取主动权，从而提供进行决定性打击机会的唯一希望”。他还说，如果从仁川包抄，“将立刻解除南部防线上的压力。……夺取汉城地区敌军的分布体系的核心，将彻底破坏正在南朝鲜活动的敌军的后勤供应，因而最终造成敌军的瓦解”。



　　9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通知杜鲁门，他们支持从仁川登陆。但是，这一批准最终仍是出于无奈。布莱德利将军写道：“在这场竞赛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否决仁川登陆计划为时实在太晚了。”



　　1950年9月15日发动的仁川进攻，与比较势均力敌的地面战斗不同，它使美军和北朝鲜军队之间的悬殊差距暴露无遗。仅举一个例子：北朝鲜军拥有19架活塞驱动的飞机，而美军则拥有如此巨大的空中力量——喷气式和活塞式飞机都包括在内——以致于战场上空及其附近空中机满为患。联合国征集了230艘军舰，包括两艘护航航母和两艘攻击航母，另外还有一艘攻击航母正从加利福尼亚疾驶而来，一艘英国轻型航母在掩护部队中服役。



　　攻占仁川的关键在于使巴掌大的小岛月尾岛中立化；该岛有1000英尺宽，位于仁川近海，据说隐蔽着严密伪装的高速75毫米口径火炮，虽然美国海军和空军几天来一直在轰炸月尾岛和海滨的若干其它地方，以迷惑北朝鲜人，使之不知道美军将从何处登陆，但是海军指挥官们明白，他们必须先找到并摧毁隐蔽起来的火炮，然后才能登陆，因为这些火炮能够重创登陆时使用的装甲很薄的海军陆战车辆。



　　因此，9月13日，海军少将希金斯率领两艘美军重型巡洋舰、两艘英军轻型巡洋舰和6艘美军驱逐舰沿着狭窄的飞鱼海峡驶来，开始炮击月尾岛；其中5艘驱逐舰在该岛附近海域抛锚，故意吸引北朝鲜军炮兵开火，以找到其隐藏位置。北朝鲜炮兵指挥官等了3分钟；他明白。开火是他的职责，但是这也会招致自己和部下的毁灭。最后他的高速火炮开始射击了，虽然击中3艘驱逐舰，造成一定破坏和少量伤亡，但是也暴露了这5门火炮的所在方位。驱逐舰上的炮手们以神枪手般的精确度确定了它们的高度和方位，然后万弹齐发，正中火炮。月尾岛上的火炮陷入了沉默。



　　9月15日早晨6：33，载着第三营、海军陆战队第五团和9辆M26潘兴式坦克的登陆艇在月尾岛靠岸，迅速夺取了该岛。



　　发动主攻的道路已经打扫干净；海军陆战队第五团登上红滩，越过一道15英尺高的石筑海堤，直接攻入市中心，第一团在城市东南面的蓝滩登陆。这两次进攻都是在下午5：30进行的，而且遇到的抵抗也都很少。



　　9月16日早晨7：30，海军陆战队的这两个团相互取得联系，并封锁了该市。



　　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第七团和步兵第七师登陆，而上述两个先锋团则向汉城进军。



　　虽然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挺进切断了同南方的铁路和公路联系，从而在头几天里就实现了登陆的目的，但是北朝鲜军司令部像麦克阿瑟一样，了解汉城的巨大象征重要性，并试图死守这个首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史密斯少将正中北朝鲜人的计策。



　　史密斯忽视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连长巴罗少尉所发动的一次出色的奇袭；这次袭击使海军陆战队在永登蒲占据了一个极好的战术位置。北朝鲜军阻止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从南北两面攻占这一郊区的努力，但却没能守卫中心位置上的一片低洼的稻田。巴罗率领他的连悄悄穿过这片水田，直接进入市中心，坚守北面永登蒲的主要出口处的街垒。



　　这样一来，北朝鲜军就不得不从这个郊区撤走，使海军陆战队得以趁机从汉城南面直接渡过汉江，从而包抄北朝鲜军在汉江北岸和汉城西面不远处建立的一条3英里长的坚固防线。



　　然而，史密斯将军拒不从南面实施包围，坚持要求使海军陆战队直接从正面攻击北朝鲜军在河北岸建立的构筑了工事的阵地。虽然史密斯大量采用了空袭和炮击，这次战斗仍然沦为一次大浴血。虽然海军陆战队最终攻破了这条防线，但是却花费了3天的宝贵时间 [ 注：9月22日至25日 ] 。



　　艾尔蒙德将军对史密斯的代价极高的正面攻击十分恼火，于9月25日派陆军第七师第32团渡过汉江，从而使北朝鲜军无法守卫其汉城阵地；直到这时，北朝鲜军的司令官才下令撤出汉城。



　　虽然北朝鲜军将其机动部队北撤，但是他们在汉城街道上的许多齐胸高的街垒后面留下了小股部队；这些街垒是用装满泥土的袋子筑成，前面埋下了反坦克地雷。在街垒背后，北朝鲜军操纵着反坦克武器和机枪；而另外一些北朝鲜士兵则躲藏在附近的建筑物内，从窗户和门向外射击。这迫使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士兵们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恶战，双方都有伤亡，该市的很大部分被毁。



　　美军部队一遇到街垒，就派海军陆战队或海军的飞机对这些阵地发射火箭或进行低空扫射。然后，榴弹炮和火炮齐射，以使北朝鲜军的士兵们无法抬头，工兵趁机引爆地雷。然后，两三辆中型坦克向街垒进攻，摧毁其中的枪炮，突破屏障，而步兵则紧随其后。突破一座街垒有时要花费一小时，留下的则是汉城扭曲的、燃烧着的一部分。



　　仁川登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正是这次惊人的胜利促使美国迅速入侵北朝鲜。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的声望迅速升高；杜鲁门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他的意见，即消灭北朝鲜军队，创建一个统一的朝鲜。






地图13：仁川登陆和中国的援朝（1950年）



　　在听取麦克阿瑟意见的同时，杜鲁门政府却忽视了红色中国军队在鸭绿江畔的集结，而是断定，斯大林不会在朝鲜问题上冒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杜鲁门、艾奇逊和其他美国高级领导人确信，红色中国是苏联顺从的卫星国，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军队不会采取独立的行动。



　　杜鲁门政府在决定入侵北朝鲜时没有考虑到红色中国，而是听从了一心想击溃中共军队的麦克阿瑟的意见以及美国的舆论。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国舆论倾向于其一贯的争取彻底胜利的愿望。



　　9月27日，杜鲁门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指示，即授权麦克阿瑟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美国在下达了这项命令之后才寻求联合国通过联大授予的出兵统一该国的权力。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以47票对5票批准出兵北朝鲜和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完成在三八线以北的行动，他顾及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唯一表示，是命令麦克阿瑟在靠近朝鲜北部边界的地区使用韩国部队，但也没有禁止他在那里动用美军。



　　与仁川登陆的战略杰作不同，麦克阿瑟为出兵北朝鲜而做的准备糟糕到惊人的程度。正像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麦克阿瑟将其部队暴露在巨大的军事危险之下；而这些危险大多是可以避免的。



　　麦克阿瑟的这些决策表明，他不像拿破仑、“石壁”杰克逊或者隆美尔那样是一位高明的统帅。虽然仁川登陆证明他能够做出出色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企图征服北朝鲜的计划却显示出了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力和对所面临的挑战的忽略。高明的军事统帅像任何领导人一样也会犯错误。但是，高明帅才的一个特点是能够清楚地观察战略局势，克服危险，抓住机遇。



　　麦克阿瑟缺乏这种眼光。他看到了一些机遇，比如夺取汉城，从而切断北朝鲜军的生命线。但是，麦克阿瑟没有越过他的这一最大胜利看到更大的范围。虽然他已经对华盛顿说他打算毁灭北朝鲜，但是他并没有制定关于采取这样一项行动的计划——要么通过杜鲁门批准，权衡中苏两国干预的可能性；要么制定一项作战计划。在他夺取汉城之后的混乱之中，他本来会有一个机会，侵占北朝鲜的绝大部分领上，使北朝鲜来不及集结大部队来与他抗衡。同样，当杜鲁门批准出兵北朝鲜的时候，麦克阿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可能遇到的反击，任凭他的军队被分散成两翼，彼此无法相互支援。



　　仁川登陆的成功也许提供了现代史上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一次伟大的胜利能够在公众心目中造成一种信念，即这样一次胜利的创造者不会失误。由于麦克阿瑟也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所以他在工作中并没有遇到内部的不利因素。这种公众的爱戴和个人的傲慢加在一起，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之一。



　　消灭北朝鲜军事力量的最佳方案，是派遣具机动能力的部队从汉城前往日本海之滨的元山，以封锁集结在三八线北面不远处、半岛中部草原和金化附近的北朝鲜军的退路。此后，联合国军本可全部集合起来向北进攻北朝鲜首都平壤。但是，麦克阿瑟撤走了他的唯一新增部队——已经集中在汉城的第十军团——派它经过海上的长途航行，到元山去登陆，同时派由于从釜山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的第八集团军向北进攻平壤。



　　麦克阿瑟原来的想法是由第十军团从元山向西，第八集团军从汉城攻击，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运动，以孤立草原和金化周围的北朝鲜部队。但是第十军团的两栖运动姗姗来迟，以至于韩国步兵徒步行军，已经于10月10日到达元山，而第十军团的部队则还没有上船。因此，北朝鲜军仅存的少量训练有素的部队得以重新组成北朝鲜军队。



　　布莱德利事后说，要是在美军的指挥和总参学院的课堂上，麦克阿瑟的计划会遭到嘲笑，扔出教室。可是，麦克阿瑟的声望当时如此之高，以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未加评论就予以批准。



　　从仁川登陆开始，美国一直无视北京的抗议和中国部队在鸭绿江彼岸的大批集结。1950年10月3日早晨，中共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出了他的最强烈警告。他对印度大使——因为当时美国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进行干预，但是如果只有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他则不会干预。华盛顿于几小时后得到这一消息，但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不予理睬，而是允许麦克阿瑟的入侵于10月9日展开。



　　10月6日，红色中国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 [ 编者注：在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 ] ，做出了一项机智的决定，即派遣“志愿军”赴朝 [ 编者注：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 。



　　红色中国因而没有对美国提出直接的挑战；这项决定使美国无法进攻中国，但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杜鲁门政府担心，倘若苏联认为红色中国遭到直接威胁，便可能进行干预。



　　这场战争被限制在多山的朝鲜，这样一来，中国人便能够利用他们在军事上的长处——人力、挖掘堑壕和构筑工事的能力及轻型武器——同时使美军在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方面的优势部分地失去作用。



　　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中国人在鸭绿江沿岸集结了12万人 [ 注：12个师。 ] ，6万后备部队随后；10月18日 [ 编者注：北京时间为10月19日。 ] ，这支部队开始往朝鲜进发；这是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秘密调动之一。部队只在黄昏到凌晨4点期间行进，每天早晨5点之前就隐蔽起来。因此，美军的空中侦察人员没有看到任何行动；不出几天，全军就隐蔽在江南大约40到50英里处的高山之中。



　　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飞到东京东南2000英里的威克岛，于10月15日会见了麦克阿瑟，企图说服麦克阿瑟相信他的对外政策观点，并借助于这位将军的荣耀，争取在11月份的国会选举中使民主党同党们获胜。在这次会晤中，麦克阿瑟对杜鲁门和布莱德利将军说，中国人不会插手朝鲜战争，如果插手，将被杀戮。虽然中国人的警告是明确的，鸭绿江沿岸的备战也是未加掩饰的，但是麦克阿瑟的声望十分令人生畏，以至于杜鲁门和布莱德利没有对他的判断提出异议。



　　第八集团军突破北朝鲜军的抵抗，长驱直入，夺取了平壤，然后向北压过去；与此同时，第十军团在从元山登陆后沿东海岸北上，企图夺取朝鲜东北部。麦克阿瑟允许这两项行动在同一时间里彼此分离地进行，以至于分散了他的两支主力部队。使这种在敌人面前未能集中兵力的根本性失败加重的，是纵穿朝鲜半岛的由高山形成的脊柱。这些高山使两翼保持分散，无法相互配合。假如美军的这些师保持集结状态，它们即将遭受的灾难本来是能够避免的，起码是能够减轻的。



　　麦克阿瑟还犯了一个军事错误：他允许第八集团军指挥官沃克中将将挺进部队分散成一些彼此不连接的纵队，分别单独地沿着不同道路向鸭绿江前进。这种不协调的战术只适用于清除士气低落的敌军残余，而不适用于向着可能与一支庞大敌军对峙方向前进。



　　彭德怀将“敌人趾高气扬的、分散和莽撞的挺进”视为一个大好机会，修改了他所制订的谨慎防御战略。彭集中了9万大军来对付第八集团军，准备发动一次毁灭性和警告性的打击。



　　1950年10月23日，第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鸭绿江南面大约60英里的一条大河——清川江。虽然没有中国军队的影子，但是在如此靠近前线的地方，杜鲁门关于只动用韩国军队的命令应得到执行。但是，麦克阿瑟取消了所有限制，命令美军也向鸭绿江压过去。



　　10月25日，中共军队从清川江北岸不远处的山中冒了出来，击败了一支由3个师组成的韩国部队，使之分散成惊恐的小股部队；并歼灭了韩国军队的另外一个团。沃克将军动用了美军第一骑兵师 [ 注：实际上是一支步兵部队. ] 的一个团，但是在此后几天里的一系列激战中，中国部队歼灭其中的一个营，将其余溃不成军的部队赶回到清川江彼岸。



　　沃克大惊，撤退了他在江南的所有部队。11月6日，中国军队突然退出了战场，进入了北面的山中。中国方面从未透露过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情况很可能是，北京希望这一警告性打击会使敌人停止前进，双方能够就在鸭绿江南面某处建立一条共同停火线达成协议，从而使美军免于接触中国边界。



　　麦克阿瑟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小心翼翼地提议谨慎行事时，麦克阿瑟激烈地驳斥说，阻止中国人参战的唯一办法是向鸭绿江挺进。可是，中国军队已经在江南严阵以待，并且已经袭击了联合国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无视这些事实，听从麦克阿瑟的意见，展开了进攻。



　　在从11月6日至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动新攻势的间歇期间，彭聚集了30万以上的中国军队，18万在西部，12万在东部面对第十军团。联合国军司令部纠集了24．7万人，空战人员除外；他们的火力几倍于中国人。



　　中国军队拥有很少的火炮；他们依靠小型武器、机枪和榴弹炮。他们没有多少车辆，徒步投入战斗，靠人背肩扛运输其武器、弹药和食品。虽然这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机动性，但是他们不必依靠公路，能够翻山越岭，在完全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这种灵活性使中国军队得以利用其十分有效的战术：夜间渗透、正面攻击、侧面包抄和后方封锁。



　　第八集团军的攻势在最初几天里取得了纵深突破。但是，中国军队知道，位于右侧或东侧的、装备和素质都不如美军的、有3个师的韩国军团是联合国军链条上的薄弱环节。11月24日至25日夜间，在韩国军团的最右端、清川江沿岸的美军主要阵地东面25英里的太白山区的德川，中国军队攻击了韩国军队的第八师。从战略上讲，这是对清川江畔的美国整个阵地的一项包抄行动，它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国军队采用渗透、包抄和切断后路的战术，粉碎了这个韩国军团。到11月27日为止，他们已经突破到第九军团背后、炮兵支援部队的位置；该军团包括美军第25师和第二步兵师以及新近到来的有5200人的土耳其旅，把守着联合国军战线的中央位置。这些突破有彻底打乱第八集团军方寸的危险。此后不久，在第十军团的前线上，中国军队包围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很大一部分，在长津水库南端附近将第七步兵师的3个营歼灭殆尽。



　　11月25日至26日晚，中国军队袭击了第25师和第二师。第25师当时正在渡河，因而能够撤退到河岸上，并退向南方，从而逃脱了中国军队的最沉重打击。而位于右面的有1．5万人的第二师却首当其冲。



　　第二师的阵地集中在清川江畔球场洞附近，距离德川15英里。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打击了该师的左翼，即第九团，使之濒于崩溃。



　　虽然后备部队暂时阻止了中国军队的突破，但是这个师处境极端危险。右翼上的韩国部队的崩溃，破坏了向东南撤退的任何可能性。球场洞附近的河畔没有南北方向的道路。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撤退路线：一条沿河谷向西南15英里到达军隅里的道路；从那里才有一条18英里长的路向南通往秀泉。在那里第一骑兵师和英军第27旅严阵以待，企图阻止中国军队任何进一步南进的行动。



　　保持通往军隅里道路的畅通至关重要，否则，第二师会被阻挡在球场洞附近，被迫投降。11月26日至27日夜，中国军队像前一天夜间一样猛烈地袭击了第二师。拂晓时分，由于右翼有崩溃的危险，第九军团司令库尔特派土耳其旅沿从军隅里到德川的路东进，以期使中国军队的前进速度放慢。土耳其人只向军隅里以东走了8英里，就与一支中国部队遭遇，被其迅速包围。



　　面对这一严重威胁，沃克将军命令整个第八集团军撤退。其中的大多数部队迅速照办了，但第二师和土耳其旅处境仍十分危险。然而，土耳其人突破包围，向军隅里撤退。他们损失惨重，但是阻止了中国军队封锁第二师的退路。



　　第二师的一些部队在清川江谷地旁边的山上形成阻挡阵势，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使主力部队得以撤向军隅里。然后他们也撤向这个村庄。该师和土耳其人准备南进到顺天。



　　然而，11月29日晨，第二师师长凯泽获得惊人的消息：中国军队在军隅里南面10英里处的通往顺天的生命线上建立了一条封锁线。凯泽派一个步兵侦察连试图突破封锁，但是失败了。虽然英军第27旅从顺天北进，但是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这条封锁线。



　　凯泽将军意识到，他的师和土耳其部队有崩溃的危险，因而于次日早晨7：30命令他的第九团——此时只剩下400人，是正常兵力的1／8——在从军隅里通向顺天的路上发动进攻，该师的其余部队随后。



　　第二师和土耳其部队的溃退是惨重的。第九团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慢慢地突破了封锁。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在道路两旁的丘陵上集结，向任何行进的物体射击。美国人和土耳其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走面前这条路，不死也得重伤。



　　每当隐蔽起来的中国士兵开始射击，联合国军士兵便躲进壕沟，他们丢弃的车辆妨碍了部队的行进。虽然装备着火炮的防空半履带式车辆有时向路旁喷射火焰，但是这支部队所以死里逃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军飞机不断沿这条路飞来飞去，对路边任何显得可疑的东西都进行扫射。



　　当飞机轰炸时，中国军队的榴弹炮和枪炮便陷入沉默。但是，一待一架攻击机在扫射之后抬起机头，中国军队就重新开火。因此，行进是短暂而间断的，不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射击，就是因为被击毁或燃烧的车辆。这些车辆必须被绕过或推到路旁。剩下的卡车和运兵车辆很快就载满了伤员。沿路尸横遍野。



　　到晚9：30，先头部队清除了最后的封锁，土耳其人和美国人进入了顺天。土耳其旅大多数阵亡或被俘，而美国第二师也伤亡5000人，因而丧失战斗力。



　　虽然彻底的灾难是避免了，但是联合国军的士气崩溃了。第八军全军开始向南疯狂地溃退。到12月中旬，它已忐忑不安地守卫在三八线以南的地方，溃退120英里——这是美军历史上最长的撤退——完全丧失了主动性。



　　与此同时，在第十军团中，2.5万美国和少量韩国及英国部队在极冷的天气中开始了艰难的撤退，损失了6000人才到达海边的兴南，于12月24日撤回南朝鲜。企图征服北朝鲜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失败了。



　　杜鲁门政府如果不理睬麦克阿瑟将军的施压，而是冷静地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本来是能够避免大量伤亡和失败的屈辱的。麦克阿瑟本人的声望也丧失了许多，因为他判断失误，使美国遭到连续惨败，包括失去汉城和于1951年初向南朝鲜撤军。只是由于利用了中国人落后的后勤系统这一缺陷，美军才得以于1951年春重新逼近三八线。



　　麦克阿瑟始终都寸兵不让。1951年3月，他故意破坏了华盛顿为实现停火而做出的努力。这一叛逆行为臭名远扬，以致杜鲁门终于解除了他的职务。虽然这结束了这位将军在军事决策上的影响，但是杜鲁门政府于1951年6月拒绝了中国的一项停火建议，任凭战争继续下去。身为共和党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年7月最终结束了敌对行动；停战条件与中国人两年前所提出的基本相同——沿着战线停火。














	

 






	















	







	







	









 





	


	







	








	




	


第11章：战争的持久统一性




	







	

 



	


	


　　在本书中，我们同战士们一起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的战友们包括罗马军团的士兵、蒙古骑兵、拿破仑时代的军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叛军和北方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兵、阿拉伯的劳伦斯手下的贝都因人、中国的革命者、英国被称为“沙漠跳鼠”的装甲师士兵、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麦克阿瑟的仁川入侵者。



　　不管武器多么不同，其机动能力相差多么大，所有这些时代的士兵们所追随的指挥官都必须克服几乎完全相同的障碍。



　　现在也许应当做的一项工作是，总结我们所考察过的战役中的教训，证明在我们所研究过的两千年兵法中始终不变的战略原则。这将向我们表明，战争具有一种同一性，超越了时代和科技的发展，它使得公元前210年的西庇阿的任务同1991年指挥沙漠风暴行动的施瓦兹柯普夫的使命实际上是相同的。



　　战争仍然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尽管从有组织的社会出现以来，取得了大量的武器发明，建立了庞大的军火工业，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战争的原则很简单，任何人都能学会，但是每项原则的应用却要求人们专心致志、技艺高超、小心谨慎、我们看到，高明的统帅们认识到，在一个具体情况中，应用一项原理能够取胜，而另外一项同样合理的原理却可能带来灾难。仅举一例：南方邦联军如果抱成一团并处于消极状态，便会灭亡；面对这一情况，罗伯特·李和“石壁”杰克逊违反了集中兵力原则，把部队分散开来，以实施另外一项原理，即部分兵力出人意料地袭击敌人后部。这样一来，他们便于1862年夏季在塞肯德马纳萨斯打了胜仗。



　　让我们根据前面几章中的实例说明，不同时代的高明统帅们如何应用兵法中的一些突出的原则，并且表明这些原理是不变的，尽管它们在其中得到应用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公元前217年，汉尼拔率其军队穿过托斯卡尼的阿努斯河畔险恶的沼泽地，而不是从正面迎战罗马军队。罗马人没有料到这一招，所以没有封锁这条道路，使得汉尼拔得以在罗马军队背后出现，占据了通往罗马的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从而迫使罗马人放弃其有利地势，追击迦太基人。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湖畔设下埋伏，袭击了慌乱中的罗马人，几乎使之全军覆没。



　　位于西班牙的迦太基人认为西庇阿会袭击他们的军队，因而没有守卫其首都和主要港口新迦太基。西庇阿于公元前209年夺取这座城市，切断了同迦太基的主要海上联系，使得几个西班牙部落倒戈到罗马人一边，很快就使迦太基人陷于战略上的守势。



　　1220年，成吉思汗猛烈攻击了土耳其斯坦的锡尔河沿岸城市，从而使花剌子模军队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里。此时，他率领一支蒙古军队穿过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克孜勒库姆，以夺取敌人后方远处的不花剌，从而孤立了花剌子模首都萨马尔干，阻止了南来的增援。蒙古人一举攻克萨马尔干，摧毁了花剌子模帝国。



　　1862年，两支联邦军部队向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谷地中的斯汤顿挺进；与此同时，由麦克道尔率领的另外一支联邦军部队则从弗里德里克斯堡进军，以增援等待与其会师、共同进攻里士满的麦克莱伦。“石壁”杰克逊没有迎战这三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而是赶到蓝岭山脉以东的一处铁路汇合点。联邦军领导人以为他可能会北进，因而命麦克道尔停止前进。杰克逊未发一枪就使麦克道尔部失去作用，并使麦克莱伦对里士满的进攻推迟。这时，他回到谢南多厄谷地中，迫使一支联邦部队退入亚巴拉契山脉，使另外那支部队陷于孤立，很容易受到他的打击。



　　1940年，当德国大军袭击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英法两国的机动部队急忙北进，以阻止德军的挺进。早已料到这一招的曼施泰因说服希待勒，派其绝大部分装甲部队越过被认为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原，去夺取仅由杂牌军守卫着的色当。这样一来，德国装甲部队便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阻挡地长驱直入，到达英吉利海峡，使赶到比利时的同盟军队落入陷阱，使法国必败无疑。



　　迂回包抄，攻敌后部



　　1796年，拿破仑率领其部分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畔的瓦伦扎示威，从而使奥地利军队的指挥官相信，那里是法军的唯一目标，把奥地利的守卫部队吸引到此处。然后，拿破仑率主力部队沿河而下，来到皮亚琴察，从而破坏了敌人所有可能的防线，迫使奥军放弃除曼图亚之外的整个意大利北部。



　　1862年，“石壁”杰克逊使联邦军司令班克斯相信，他即将从正面攻打谢南多厄谷地中的斯特拉斯堡；而班克斯的绝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那里。但实际上，杰克逊却翻过马萨纳滕山，夺取了敌后的弗兰特罗亚尔，切断了同华盛顿的直接的铁路联系，迫使联邦军部队溃不成军地撤退。



　　1918年9月，英国的艾伦比将军在巴勒斯坦佯攻土德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实际上却出人意料地攻击了地中海附近的西侧前线，突破敌人防线，形成一个巨大缺口。这时骑兵和装甲车从这个缺口冲过去，迅速穿过沙龙平原，夺取了卡尔迈勒山上的关隘，封锁了土耳其人的所有铁路线和北撤路线。土德两国军队在试图向东退入约旦河谷时崩溃。英国和阿拉伯军队攻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并进一步向前推进，迫使土耳其于10月31日投降。



　　1941年初，跟在19辆坦克后面的一支英军部队绕过正沿利比亚海岸公路撤退的意大利部队，在贝达福姆建立了一条战略封锁线。在此处，英军装甲兵摧毁了试图撤退的大多数意军坦克。由于失去坦克的支援和退路被切断，其余的意军投降了。



　　占领中央位置



　　1796年，意大利战役的战幕一拉开，拿破仑就在热那亚以西的亚平宁山脉中使自己的军队处于皮耶迪蒙特军和奥地利军之间，从而得以各个击破。后来在卡斯蒂廖内，他使自己的军队处于两个奥军主要进攻纵队之间，击溃其中之一，然后打败另一个。



　　1862年，“石壁”杰克逊进军谢南多厄谷地中的共和港，从而阻止两支联邦军会师，然后攻击其中一支部队，迫使其后退，从而使得另外那支联邦军也撤退了。



　　遵循“分进合击”原则



　　虽然这一术语是法国18世纪军官皮埃尔·博塞创造的，但是在1241年蒙古对欧洲的入侵中，速布台就采用了这一原则。一个蒙古骑兵纵队向西很快地攻入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波兰和德国，从而吸引所有敌军集中到这一地区。与此同时，速不台向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派出了3个纵队，一个纵队从北面兜一个大圈包抄，另一个纵队从南面穿过特兰西瓦尼亚，第三个纵队直取这座城市。这些相距很远的分别突破使奥地利等国军队无法与匈牙利人会合。即使一个纵队被阻挡，其他部队也能到达布达佩斯。几天后，蒙古人就歼灭了已经毫无援助的匈牙利军队。



　　1796年，在意大利战役之初，拿破仑命令各纵队从前线上一些相隔很远的地点前进；他明白，敌人不能同时无处不在，假如一个法国纵队受阻，其他纵队能够继续前进，去夺取敌入的重要阵地。一待主要的抵抗力量被摧毁，拿破仑就采用了这一原理的一个变种，即派3个纵队，彼此相距一天路程，进攻皮耶迪蒙特首都都灵。每个纵队，像一只章鱼摇动着的触角，能够抓住其道路上的任何敌手，这时其他纵队就能够包围上来。这一威胁使皮耶迪蒙特政府俯首称臣。



　　1864年，联邦军的谢尔曼将军在夺取亚特兰大之后，兵分几路穿越佐治亚州。南方邦联的守军不知道北方军队是瞄准了东北方的奥古斯塔，还是东南面的梅肯，因而分兵把守两地。谢尔曼从这两地之间穿过，夺取了萨凡纳。当谢尔曼掉头向北攻入南卡罗莱纳州时，邦联军吃不准他的目标是查尔斯顿还是奥古斯塔。谢尔曼又从两地之间穿过，攻占了哥伦比亚，从而迫使叛军放弃了奥古斯塔和查理斯顿。最后，邦联军又是不知道谢尔曼是向夏洛特还是威尔明顿进军。而他却夺取了两地之间的斐德维尔，然后进军戈尔兹伯勒；这时，他已经把南方邦联的后方摧毁殆尽，迫使战争停止。



　　1935年初，在中国中南部的贵州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腹背受敌，遭到由蒋介石指挥的占有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军进攻。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命令一个纵队佯装向西直取贵州省会贵阳。这样一来，就把从他背后逼进的全部国民党部队吸引开了。这时，毛迅速向东北进军，使蒋以为他打算进人湖南省，便把一支庞大的国民党军留在湖南边界地区。可是，毛转向西北方向，袭击了他的真正目标、贵州北部的遵义；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夺取了该地。虽然毛未能像他所曾希望的那样在遵义建立一个根据地，或者渡过长江上游，进入中国西部省份四川，但是他已经大大分散了蒋的兵力，以致于当他沿旧路返回，进军西南省份云南时，国民党军无法集结起来对付他。



　　进行会合式的战术打击



　　这是实战方案的精髓，是通过把进攻力量分成两个或更多部分同时攻击目标来实现的。这一方案的最了不起的实例之一是公元前216年在坎尼发生的战斗。汉尼拔命其不大可靠的高卢和西班牙士兵作为阵势的中央部分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令两侧的比较可信赖的非洲步兵停止前进。当罗马人逼迫这条凸出的战线后退时，汉尼拔派其非洲兵攻击罗马人的两侧。与此同时，迦太基骑兵在赶走罗马骑兵之后，袭击了罗马军的后部，切断了它的退路。这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歼灭战：7.6万罗马人有7万阵亡。



　　公元前206年在西班牙的伊利帕，西庇阿出其不意地以这样一种阵形组织其只有迦太基人的阵线一半宽的、兵力也只及其一半的军队：他把他的不可信赖的西班牙新兵放在中央，把坚强的罗马军团士兵置于两翼。而吉斯艾则把他的迦太基王牌正规军放在中央。把比较虚弱的西班牙步兵置于侧翼。西庇阿命其西班牙兵缓慢地进攻迦太基正规军，将其牵制住，同时派其罗马军团士兵快速前进。在接近敌人前线时，罗马士兵们从斜刺里进攻了西班牙兵的前部和两侧，将其彻底粉碎，迫使中央位置上的迦太基正规军——他们根本未与敌人交战——溃败。



　　1796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卡斯蒂廖内，拿破仑展示了其“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法”，即“包围、突破和扩大战果”；他靠这种战术打了许多胜仗。他的第一步做法是以一场正面进攻牢牢地牵制住敌人，并吸引敌人的所有后备力量。然后，他派一支强大的部队从侧翼迂回，袭击敌人的给养供应线和撤退路线。敌人指挥官不得不派兵反击，因而削弱了侧翼防线的一部分。拿破仑能够在战斗之前确定这一点的方位，事先在其对面阵线上集结一支强大的突破力量。这支部队在这个薄弱点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骑兵和步兵从这个缺口拥入，从而破坏敌军的力量均衡，造成其溃败或解体。



　　结论



　　高明的统帅，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地，都试图遵守孙子在差不多24OO年前阐述的一条箴言：“不战而屈敌之兵，善之善者也。”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在实践中很少能够实现。但是，高明的统帅们几乎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击对敌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但没有防卫或者防卫力量薄弱的目标，从而尽量缩小自己将会遇到的抵抗力量。



　　他们有时通过攻击敌人后部来做到这一点，成吉思汗、拿破仑和“石壁”杰克逊使这一做法遐迩闻名。有时他们袭击敌人虚弱的侧翼，譬如西庇阿在伊利帕就是这样做的。还有时，他们兵分几路，使敌人对其意图迷惑不解。速布台和谢尔曼靠着这一方案征服了大片领土。



　　一位高明的统帅必须使对手以为他瞄准一个目标，而他的实际目标却是别处；抑或，他必须迫使对手为保住一地而让出另外一地。鉴于没有任何指挥官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所以高明的统帅必须智取敌军。因此，历来的伟大将帅们都实行了“石壁”杰克逊于1862年阐述的策略：对敌人，要“迷惑、引入歧途和出其不意”。














	

 






	















	







	







	









 





	


	







	








	




	


前言




	







	

 



	


	


——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一切战争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宣而战的战争(或者说国际武装冲突)，到最近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流血事件，莫不如此，今后还将是这样。



　　当然，昨天还是友好关系，但今天却晴天霹雳，突然以刀枪相见，这样的突然袭击，几乎还没有过。一般说来，都是双方处于敌对关系和紧张状态，或者有这方面的征候，然后才突如其来地进行武装入侵。完全可以断言，所有以这种形式开始的战争，亦即武装冲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由突然袭击开始的，至少在现象上是这样。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突然袭击的一方即使在其行动被对方预测到时，也有一定把握，如果计划得当，就更能取得成功。所谓突然袭击，是避开对方可能估计的时间、地点、方法和利用其他机会而实施的突然行动，它具有取得成功的必然性。而采取普通常识性的行动，则不能称其为突然袭击。进行突然袭击的一方，隐匿自己的计划，采取欺骗行动，使对方判断错误；对自己一方也进行隐瞒，实施意想不到的行动，通过周密地计算，果断地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把敌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所以能够获得成功。



　　突然袭击能成功的原因，同被袭击的一方也有关系。这是因为，即使被袭击的一方充分地估计到可能要遭到突然袭击，也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戒备，但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自始至终地保持着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即使依靠人以外的机械进行警戒，但由于机械的能力受条件的限制，突然袭击的一方利用其间隙实施行动，也不是很困难的。此外，使用机械的是人，创造机械的也是人，结果还是人的过失或者错误给突然袭击提供了机会。



　　如上所述，既然突然袭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被袭击的一方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突然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尽早地从遭到突然袭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适时转入反击，将国家引向最后的胜利。近来经常报道的有关“危机管理’的问题，不知是否是针对这方面情况的。如果是根据别的观点提出的“危机管理”，也应该从这方面进行考虑。



　　这里，应该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突然袭击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首先取得成功，但它同最后的胜利又未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突然袭击的成功能使战争初期的胜利得到保证，但不一定能关连到最后的胜利。历史上既有突然袭击成功，最终达到国家目的的例子，也有突然袭击虽然取得了初期的成功，但因后来的处理失着，反而不得不在对方面前屈服的例子。如果战争是短期决战，或者仅仅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突然袭击，可以说突然袭击的一方就是胜利者。但如果是长期战争，即使因突然袭击受到损失，只要尔后的对策得当，被袭击的一方也有获胜的机会.



　　主宰现代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害怕突然袭击的恐怖心理。哪一方一按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电钮，大约30分钟后对方就会受到核武器的破坏。如果对方不把来自北极上空的导弹压制住，本国或者盟国的领土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必须在15分钟的时间内对其进行拦截。美苏两国的这种恐怖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美苏两国的对峙，基本上就是在这“15分钟恐怖均衡”的基础上构成的。因此，上从宇宙空间的对方超高空预警卫星，下到地面和海上的警戒系统以及水下的探测系统，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严密的警戒壁障，能实时地处理突袭情报。但尽管如此，双方还是害怕发生突然袭击。可以说，惨不忍睹的击落南朝鲜民航飞机的事件，正是美苏两国这种恐怖均衡的象征。



　　美国方面正想方设法减少来自新的恐怖发源地——鄂霍次克海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而苏联方面却想使鄂霍次克海完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区域。南朝鲜民航飞机就象飞蛾扑灯一样撞上了这个看不见的激烈对峙的警戒网。仅从南朝鲜民航飞机事件来看，同美国能测试出苏联的能力相比，苏联受到南朝鲜民航飞机突然袭击的震动好象更大。从苏军有关负责人的降职和自杀事件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可以联想到，以前发生的以射击强迫南朝鲜民航飞机着陆的摩尔曼斯克事件，就同这次事件非常相似。由此可见，苏联非常害怕会受到美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据估计，美国拥有比苏联先进得多的警戒和防卫系统。但美国完全知道，即使获得充分的情报，遭受突然袭击也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美开战时的珍珠港事件是这样，最近发生的苏联侵略阿富汗和在此之前的伊朗扣留美国人质的事件也是这样。无论哪次事件，尽管得到了非常充分的情报，发现了突然袭击的征候，甚至被袭击一方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在盲目状态之中突然袭击的行动已经结束了。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进行突然袭击的一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为什么？



　　本书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发生的一些事例。当然，这里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例子，只能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从中汲取“突然袭击的教训”，总结“突然袭击的理论”，制定“对付突然袭击”即“危机管理措施”的目标和方针。



　　这里想到的是，在米格-25事件和摩尔曼斯克南朝鲜民航飞机事件相继发生的时候，正好就是笔者以珍珠港袭击事件和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为例，就“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问题发表了两、三篇论文的时候。有两、三位专家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从日本的战略环境来看，论述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出版一本以突然袭击为主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的专著。



　　访问北约军队司令部时，听说为了对付突然袭击，要求具备“5秒钟的反应能力”。新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突然袭击方式，同时，新技术又能提供对付以新形式进行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进行突然袭击一方和被袭击一方都是人，这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在人所进行的战争的历史中，很多典型事例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实际意义。



　　根据这种思想，拟研究的事例首先是同日本有关的突然袭击。其中一个是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一个是日本遭到突然袭击的例子，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进攻中国东北地区的悲惨教训。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进行的突然袭击，如突破马其诺防线的作战、“巴巴罗萨”作战和盟军进行的诺曼底登陆作战。战后的突然袭击战例则以中东的六天战争、赎罪日战争和苏联入侵捷克为素材。最后一部分介绍的不是战争，而是提出了尼克松的“奇袭外交”，对国家之间激烈的政治活动的戏剧性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积极外交中突然袭击性行动的效果与意义，进行了剖析。现在，雅尔塔体制正在发生着令人可怕的显著变化。笔者确信，在这个时候对外交上的突然袭击行动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各个方面提供重要的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想尽可能广泛地论述战时与平时突然袭击的事实和现象。此外，“突然性”和带有突然性意图的行动，全都可以称为突然袭击。














	

 






	















	





	







	









 





	


	







	








	




	


战例研究1 人的本质招致突然袭击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



　　所谓罗斯福计谋论



　　促使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获得成功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计谋。支持这种所谓“罗斯福计谋论”的人，即使在专家中也很多。尤其是日本人从减轻日本开战责任的心情出发，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最高决策集团，在日美开战前破译了日本最绝密的外交密码。根据这一密码情报，美国完全知道日本的动向。在边查明日本开战的意图，边故意地诱使日本发动进攻，并且作为美国参战理由的同时，成功地将其作为团结美国国民奋起的诱因，动员全部力量对日本进行谴责。在珍珠港事件40周年之际出版的美国普利来奖金获奖作家约翰·特兰德的《袭击珍珠港》一书认为，罗斯福知道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故意不把情报传送到现场(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是从当时的有关人士那里听来的)。可以说，该书的作者是“罗斯福计谋论”一派的代表。



　　但是，在美国人中，也有不少权威人士反对这种说法。已故的歌德·普兰盖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其遗稿《在我们沉睡的黎明时刻》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美国预测到战争的开始和日本的突然袭击将取得成功”。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由于破译了密码及获得了其他情报，预测到了战争一定会爆发，但却没有想到日本会对珍珠港进行攻击。笔者分析了这几年美国解除秘密公布的密码文件及其他大量的秘密文件后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支持普兰盖的观点。



　　其理由很多，但笔者主要是根据以下三点推论的。第一，当时美国的方针是“首先对付德国”，而把日本放在后面，以全力“压制希特勒”。为此，要全面援助丘吉尔。这是罗斯福脑子里经常盘旋的一个念头。所以，尽管获得了破译日本外交机密电报的“魔术”密码情报，了解日美谈判中日本的行动，但对“魔术”密码情报中出现的德国的动向却更加关心。同美国破译日本密码将其称为“魔术”情报一样，英国将其破译的德国“谜语”密码称为“超级”情报，并且进行了灵活运用。但据最新资料表明，在日美开战之前，这两个密码情报曾进行了对接。美国之所以将得到的情报原封不动地送到英国，无非是证明罗斯福对欧洲非常关心。



　　斋藤真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同关心对付日本相比，美国人更关心对付德国。教授的一个熟人告诉他，在太平洋战争中，一个在特种训练中学习日语的美国军人，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后便认为战争结束了(实际上美国对日战争更加激烈，以后将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决战，他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就把日语教科书烧掉了。这个故事如实反映了在美国人的头脑里，德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尽管日美两国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却没有更多地注意日本的情况。



　　第二个理由是，美国还根据破译的密码得知，日本当时怀疑自己的外交密码被破译，并进行了调查。为此，美国对后来日本仍然继续使用的同一密码，多少有些警惕。有趣的是，日本怀疑密码是否被美国破译，是因为其驻德大使大岛在柏林受到了德国的注意。起因是德国驻苏大使在莫斯科根据来自美国的情报得知，苏联已经知道德国进攻苏联的意图。但大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发往东京的密电会被破译，所以迅速报告说日美谈判的电文被破译。结果，野村大使受到调查。



　　这个插曲可再次证实前述第一个理由。美国总想压制德国，所以马上把大岛电报中得知的德国进攻苏联的意图通知了苏联。美国在以此离间苏德关系的同时，努力讨好苏联，这也表明美国对德国和欧洲非常关心。



　　排除罗斯福计谋论的第三个理由是，如果仔细研究“魔术”密码电文，就可以知道，可能译错了重要的地方，怀疑美国方面是不是把这理解为开战的前夜，充满了紧迫的危机感。美国认为最多不过是在东南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对于日本袭击美国本土的胸口——珍珠港一事，华盛顿根本没有想到。此外，在驻华盛顿的日本外交官之间，也没有露出开战前夜的危机感。日本方面“递交战书”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的责任，现在怎么说也没有用。重要的是，在日美关系恶化的最后阶段，驻华盛顿的日本外交官员还作出一副东京在日美关系决裂之前仍抱有希望的姿态。



　　笔者近几年来研究了“魔术”密码电文和有关的记录，结果认为，日本能够突然袭击珍珠港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罗斯福的计谋，而是在于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和被袭击的一方，即在日美双方的人们之中(不是罗斯福这样的领导者个人)。也就是说，进行突然袭击一方的意图及其活动，即使被袭击一方知道，突然袭击也不可避免。



　　所谓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论



　　根据这种观点，笔者对曾在美国获得班克罗夫特奖的罗伯塔·沃尔斯特德女士的《珍珠港——警报与决心》一书的看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认为，即使依靠破译密码及其他手段知道了日本攻击珍珠港，但从分析判断当时的情况来看，突然袭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该书的这种看法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记述，同时也适用于现在核时代的理论研究。这本书受到很高的评价，被称为“突然袭击研究的古典名著”，世界上一旦发生什么突然性的事件，就会立即被引用。但奇怪的是还没有翻译成日文。



　　沃尔斯特德的著作告诉我们的是“能够进行突然袭击的人的因素”。即使掌握了大量情报，建立了严密的警戒体制，但人的机能不能经常百分之百地保持警惕。纵然是在珍珠港的情况下，如果当时把应该作的事情都做到了，本应能够防御日军的攻击，但由于人的错误，还是遭到了突然袭击。一言以蔽之，沃尔斯特德的“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论”，就是根据这种逻辑推论出来的。这是被突然袭击一方的理论。我想，在这里归纳一下其要点，也是有意义的。



　　突然袭击不可避免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的错误是，在大量的情报中，真假判断失误。用沃尔斯特德的话说，就是“对珍珠港突然袭击的预测失败，不是因为有关的资料不足，而是由于无关的资料和情报太多。”如前所述，美国先入为主地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才具有“优先考虑的价值”，日本即使发动攻击，也是在东南亚方面，决不可能直接攻击美国的领土。结果，美国在情报判断上失败了。战争结束后，在最早召开的议会查问委员会上提出的记录中，有大量的证据证实这个问题。



　　华盛顿最初把11月30日设想为开战日期，后来终于预测到袭击珍珠港的日期为12月7日。事先并不是没有情报，驻日大使格尔发来了情报；海军的通信情报部发出了警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发出了警告。但是，美国直至遭到突然袭击之前还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沃尔斯特德指出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的错误是，中央(华盛顿)同现场(檀香山)在思想认识和行动姿态上存在差距，就是说华盛顿和檀香山之间对危机的感觉全然不同。华盛顿根据破译的密码，知道很快就要开战，但却没有把这个“魔术”情报通报给檀香山。华盛顿曾于1940年6月17日、1941年7月25日和同年10月16日三次发出“警报”。可是，三次都落空了。



　　有人指出，这三次警报的发出方法、途径和内容有问题，但从华盛顿传到檀香山的警报，在檀香山现场却没有理解为“真正的的危机”。檀香山的有关人员即使抱有象听到童话中“放羊孩子的喊叫声”似的心理，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另外，“魔术”情报的破译机没有设在檀香山，也加大了华盛顿和檀香山的差距。据说，华盛顿当初也想把这个密码破译机器设置在檀香山，但为了帮助英国，而把准备设在檀香山的机器交给了他们。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更能证明笔者前述的罗斯福对德国的偏向性。



　　使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第三个重要的人的错误是，人的“惰性”。也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如果当时把事都做得万无一失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华盛顿传达了准确的情报，如果檀香山做了不限那天做的事情，“如果……”这种事情很多。陆军担任沿海警戒的飞机，那天一架也没有起飞；沿海的警戒雷达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在遭受袭击前几个小时就停止了工作；海军的远洋巡逻飞机进行了巡逻飞行，但却以为日本特混舰队会在其巡逻路线的北方海面上活动；通信传递系统也没有保持正常的机能。



　　包括这些内容在内，沃尔斯特德将美国方面的原因总结归纳为以下八点：(一)被“虚假警报”所麻痹；(二)把注意力放在欧洲而忽略了迫在眉睫的“真正的危机”；(三)敌人的情报过多，未能很好地掌握运用；(四)在过多的情报中真假混杂难分；(五)固执于过去对德国方向的偏向，未能根据“新的变化”采取应付措施；(六)华盛顿和檀香山基层单位之间的通信联络不畅通；(七)警报电文含糊不清，未能明确地表达意思；(八)由于政府机构和军队内陆海空三军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各自固有的思想未能疏通。



　　沃尔斯符德指出的这几点，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



　　日本的突然袭击行动



　　那么，日本方面为了使袭击珍珠港取得成功，又是怎样想的和如何行动的呢？如果沃尔斯特德所说的是“被突然袭击一方”的理论，那么日本的行动则给“突然袭击的一方”的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材料。对于这个问题，过去(1969-1970年)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曾进行过研究。巴顿·乌埃利博士写成了《军事战略——战争中的欺骗与突然袭击》一书。该书简要地描述了日本为袭击珍珠港而动了很多脑筋，其内容同笔者在海军学校学习时教官所讲的袭击夏威夷成功的说法大体一致。



　　在1941年1月以前，日本舰队袭击夏威夷的计划还未形成。那仅是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上将个人头脑中的想法。据森存说，山本命令参谋人员对这个想法的现实性进行研究是在1941年1月底。这件事在同年8月海军大学召开战术研究会之前，一直是仅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海军大学战术研究会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因其风险和代价太大，军令部总长永野保留作出决定。陆军接触这个计划已是9月以后了。



　　10月18日东条内阁组阁后，日美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小，海军同东条妥协，开始踏上战争的道路。但同时，海军把珍珠港纳入攻击目标的想法得到了东条的批准，并且在有关石油和钢铁的分配上海军成功地取得了最大的优先权。11月5日，山本发出了联合舰队机密作战的第1号命令，其中包括以美国、英国和荷兰为作战对象。11月10日，山本同南方军队总司令官寺内对同时攻击珍珠港和东南亚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11月7日，暂定12月8日为开战日。12月2日，特混舰队收到了决定性的指令。



　　日本这样做是对命运的孤注一掷。为了使这个庞大的计划取得成功，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乌埃利研究的结果。笔者故意不使用日本的文献，而使用美国人的记述。因为日本人的叙述，总有为自己辩护的地方。当然，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也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在了解前述沃尔斯特德的研究情况的同时，了解一下受害者美国人对于加害者的看法也是很有意义的。乌埃利对于“日本的突然袭击行动”指出以下几点：



　　(一)日本的想法是，为了提高突然袭击的效果，不是对单一目标而是对珍珠港、菲律宾和马来亚三个地区的大量目标同时进行攻击。最初是逐次攻击，后来特意改变为同时攻击，企图最大限度地取得袭击珍珠港的效果。



　　(二)将攻击日选定在周末。巧妙地利用周末美国舰队一般都返回海港，大部分船员上岸休假的习惯。



　　(三)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决定对美开战以后，仍然使美国感到日本有谈判的诚意，战争的危机还很遥远。



　　(四)有关其攻击开始的时间、地点和样式，日本海军即使对外交部也隐瞒着。因此，日本外交官自己也以为是真心为了和平而进行日美谈判。关于11月5日御前会议后东京的动向和决定，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也都被蒙在鼓里。



　　(五)11月30日，东条首相尽管知道外交谈判已到最后阶段，攻击夏威夷的特混舰队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已经出港4天，但仍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野村大使正在进行谈判。



　　(六)海军为了对外部和内部隐匿夏威夷攻击计划，予以最慎重的注意。首先，在11月5日联合舰队第1号密令中，有关夏威夷作战的话一句也未提及。只是用抽象的和一般性的表达方法简单地谈到即使对美国舰队也可进行战斗的意思。据说这个命令是七OO部制定的，但有关夏威夷作战的重要内容，只以口头形式直接传达给极其有限的几个负责人。



　　(七)12月1日，日本海军所有舰船的电台呼号全部改变。这使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情报机关一时搞不清楚日本舰船的位置(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八)为了隐蔽攻击夏威夷的主力特混舰队，11月10日以后禁止同其舰船直接进行通信联络。因此，11月16日以后美海军情报部一点也不知道日本航空母舰所在位置。



　　(九)为了自始至终隐蔽特混舰队的活动，停泊在吴市、横须贺和佐世保等海港内的舰船发出假电报，使人产生特混舰队在内海或近海的错觉。据说，由于让特混舰队所属舰船的通信兵专门从事假电文的发报工作，所以连特混舰队的收报人员都搞错了(利用通信兵敲键的孤僻动作)。



　　(十)为了让人们以为特混舰队在日本，组织缀有相同标志的许多水兵在横浜和东京上岸休息。



　　(十一)为了隐蔽作战地区，对补给物资的装载也作了精心策划。也就是说，将货船集结在寒冷的单冠湾，而实际却在炎热的夏威夷海域进行作战。这样就不会由于接受补给物资而被敌人发觉。



　　(十二)为了隐匿自己的行动，特混舰队所属的32艘舰船，分别在11月10日到18日期间从内海单舰、单船出航，驶向集结地点，最后一艘舰船到达单冠湾是11月21日。



　　(十三)集结后仍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例如禁止特混舰队的所有人员上岸，禁止将垃圾投入海里，绝对禁止发射电波(只收信)。



　　(十四)11月25日特混舰队接到作战命令离港后，仍非常注意隐匿自己的行动。严格遵守下列规定，即封闭电波，离开民用船航线，避开美国的空中巡逻，在航空母舰的前方和周围派出驱逐舰进行警戒(为了及时发出有充裕时间的预先警报)。



　　(十五)11月25日日本外交部宣布，从美国和巴拿马撤回的日本人将于12月2日乘日本邮船“龙田丸”离港。“龙田丸”遂按宣布的日期离开了港口。当时日美关系尽管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但根据这个报道，美国认为至少“龙田丸”在海上航行期间不会成为敌对关系。但是，这是从一开始就经过精心策划的欺骗活动。在离开横滨港的时候，海军情报军官交给船长一个贴有封印的手提箱，上面写着12月8日上午零点启封。船长在规定的时间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一支装着子弹的手枪和命令“立即返回海港”、实行“无线电静默”的文件。“龙田丸”立即转向日本，船上的23名美国人就这样进了收容所。



　　(十六)控制通信，以便使外国情报机关误认为日本的可能行动方向是南方。主要是对通信量和比率加以控制，使日本海军使用的200电波波道的主要方向好像在南方和日本本土之间，至少不隐瞒同这个方向的通信(如前所述，同特混舰队之间的通信是绝对禁止的)。



　　乌埃利指出的这几点(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日本都是企图进行突然袭击而展开的欺骗活动)，实际而明确地描绘出了突然袭击一方的理论。这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迅速集中地搅乱对方，或者使对方产生误解。就这一点来说，日本进行的突然袭击和下一篇所讲的日本遭受的突然袭击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可笑的是，日本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突然袭击的范例。






日军袭击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


















	

 






	















	







	







	









 





	


	







	








	




	


战例研究2 法律义务被无视和被反其意而用之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



　　美国投掷原子弹后



　　一提到“突然袭击”，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珍珠港。但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不能不想起“苏联的突然袭击”，即苏联利用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打击，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几乎毫无损失地席卷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掷了第1颗原子弹(俗称“小孩”)，接着又于8月9日向长崎投掷了第2颗原子弹。在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同一天，即8月9上午零时10分，苏军便突然越过边境，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所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是在第2颗原子弹投掷以前。但日本人却由于8月6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而陷入了一片混乱。



　　当时，一般的日本国民还不知道是原子弹，大部分人只以为是一种新型的大威力的特殊炸弹。从后来政府采取的对付措施来看，人们才敏锐地感到这一定是原子弹。不用说，同一般国民相比，日本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受到的打击更大。



　　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这一天，我正在广岛以西40公里的大竹海军潜水学校。当时，我作为防备美军在本土登陆的秘密水下特攻兵器“蛟龙”号艇长，正用潜水学校的水上袭击练习器(即现在所说的模拟器)进行最后一个项目的训练。训练结束后，准备乘途经广岛的火车返回吴市的那天早上，当我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原子弹爆炸的闪光。



　　顺便提一下，这里所说的“蛟龙”号，被称为特攻兵器，但不是用身体向对方冲撞的自杀兵器，而是曾用于攻击珍珠港的特殊潜艇。这种特攻兵器，本来由两人乘坐，称为“甲标靶”，只能用电池作动力进行24小时的作战活动，现已改装为5人乘坐的大型潜艇，可以单独行动一个星期。也就是在水面航行时使用柴油机，增加了油箱和进气装置，由于体积的增大和长期的单独行动，所需乘员增加为5人。该潜艇能边以柴油机在水上航行，边转动发电机充电，以电池作动力进行潜航作战。



　　“蛟龙”号艇长训练的结束日，正好是“日本的命运日”。对于我的人生道路来说，这是个值得记念的日子。当时我感觉到闪光后，立即跑到窗前，但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在人群吵吵嚷嚷的时候，我被一阵可怕的狂风吹倒。听到扩音器里发出“全体人员隐蔽”、“卧倒”的声音。之后，我们互相喊叫着趴在床铺下和躲到隐蔽处，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我们不慌不忙地再次跑到窗前向窗外张望。这时，就看到了奇妙的蘑菇云升上了东方的天空；不久，从中间又高高地涌出一个蘑菇云来，我们默视着“两重蘑菇云”的奇特形状。



　　那天，终于未能回到家里。第二天，在火车不通的地方只好徒步行走。我在广岛市内走了一个多小时。广岛市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几乎无法进行整理。目睹这一悲惨凄凉的状况，内心感到日本受到了巨大的挫折，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基地。当时所看到的荒凉景象，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广岛遭到原子弹的破坏，这对日本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影响有多大，就连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军官从基地里收到的电文的混乱状况中也能想象到。一说象是原子弹，就立即收到了否定的电文，但紧接着又发来了指令，要采取对付原子弹的措施。例如部队要准备白布啦，如果“B-29”飞机来袭就躲到隐蔽处啦，等等。总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电报，使基层部队混乱不堪，并且越来越怀疑，情绪更加不安。



　　当日本人(包括政治家、军人和一般国民)在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挫折的时候，苏军趁虚而入。象怒涛似地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



　　外交上的突然袭击



　　据说同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样，苏军没有预先通告就进入中国东北，欺骗了日本。但是，这种说法好象也不准确。准确的情况是，8月8日下午5点(莫斯科时间)，莫洛托夫外长通知日本驻苏大使说，日苏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所以，日本在东京时间8日下午11时接到了通知。这样说来，日本是在苏军进入中国东北的70分钟前接到正式通告的。



　　但是，从当时外交关系的通信情况来看，在这70分钟的时间里，日本大使能否向东京打通电报还是个问题。此外，也查不到苏联驻日大使在东京向日本外务省通告开战的记录。这样，70分钟前苏联在莫斯科的宣战通告，在外交上是否有合法性，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苏联的对日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守国际法。可以说，苏联采取了“外交上的突然袭击”或者是“欺骗外交”。



　　为了使突然袭击取得成功，从突然袭击的一方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让对方觉察突然袭击的时间和地点。苏联首先在突然袭击的时间上没有让日本觉察到，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70分钟前的宣战通告也就是在这个意图下采取的措施。如果从一开始就考虑到预先通告的合法性后再采取行动，日本的准备时间会充裕一些，而且东京也能同时采取对付措施。



　　从其它方面也可以证实苏联的这种外交上的欺骗活动。这就是1945年4月5日宣布的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延长通告。这个条约是日苏两国于1941年4月签定的，有效期限为5年，如果到有效期限的前一年不发出废除的预先通告，就自动延长。当然，1945年4月5日苏联发表了不延长的通告，使日本方面有了精神准备，认识到1946年4月到期限后，这个条约对日苏两国将失去约束。但是，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时，这个条约分明还是有效的。



　　人们也可能认为，苏联既然真打算进行突然袭击，就必然要在1945年4月通告废除条约。在太平洋战区遭到步步紧逼，并且被逼近到本土决战的日本，已估计到结束了对德作战的苏军必将转向东方，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苏联向日本通告废除条约，不就是告诉日本要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吗？所以，苏联已经善意地劝告日本要看到自己将要失败，莫如及早停止作战！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地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出苏联的狡猾程度了。也就是，苏联使日本人认为两国的条约将在1946年春天失效，而他们却制定了在这之前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根据G·H·莱森的《奇妙的中立》一书得知，苏军可能是在1944年决定于1945年春天或秋天发动对日本作战的。他指出，显然正如苏联所打算的那样，日本根据国际法认为同苏联的战争可能在1946年春天以后。即使非常悲观的日本人，也没有想到苏联会在1945年夏天以前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



　　给日本人造成这种错误认识以后，苏军就能于1945年8月轻而易举地进入没有准备(思想准备和战备)的中国东北地区。可以说，苏联于1945年4月发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不延长的通告，是苏联为使这次外交上的突然袭击取得成功而采取的第一个招数。



　　原来，苏联人有个特点，即看到对方“好对付”时再动手。如果不是“好对付”的对手或者有利的时间，苏联就不会在外交上采取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从一开始就把战局不利的日本看成“好对付”的对手而首先在外交上采取了欺骗措施，并且成功地使日本搞不清苏联对日攻击的时间。这种看法难道不对吗？



　　军事上的突然袭击



　　苏联决定将8月作为出兵中国东北的时间，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常说，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通常要保持数量上的优势地位。在出兵中国东北之前，苏联在兵力方面对日本就保持了绝对的优势，其兵力为日本的1.2倍，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约为4.8倍，飞机约为1.5倍。



　　这样的现代化装备，还使苏军具备了仅次于“时间”和“地点”的第3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速度”。选择8月的理由之一是苏联有这样的意图，即在日本为加强在中国东北的力量而调动的兵力到达之前开始行动。也就是要在苏军明显占优势地位期间发起进攻。此外，之所以选择在8月，据说还有一个理由是斯大林同丘吉尔、罗斯福已约定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苏联对日采取行动。



　　如上所述，日本估计苏联不会在8月采取军事行动。其理由是，在外交上苏联发布了不延长互不侵犯条约的通告，所以在第二年春天以前苏联要受国际法的约束。另外，从军事上来看，8月也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适逢雨季，笨重的坦克和卡车在泥泞的地方无法实施战斗行动。所以，日军情报部据此为由，判断苏联要到第二年即1946年才能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据说，后来随着苏军兵力的不断增加，认为其行动时间可能会提前，即便如此，仍认为不是在8月，而是9月。



　　不知斯大林是否知道美国即将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但对斯大林来说，必须尽可能抢在美国之前对日本发动进攻。据估计，苏联8月开始行动的主要动机也在这里。在明知是雨季却仍然实施行动的苏联来说，反而幸运地得到了天气的帮助。从西面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与担心下雨相比，更害怕沙漠。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在进攻后的最初几天，才因下雨而停止过前进。



　　苏军从西面、东面和北面三个方向开始进入中国东北，由从西面越过沙漠和大兴安岭的第6坦克集团军担任主攻。从地图上一看就明白，按军事常识来说，大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不便在沙漠和山地作战。日军司令部也正是按照这一常识来考虑的。所以，以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发起进攻，是出乎日本预料之外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日本军事专家中有很多人认为，当时日军即使预料到苏军的进攻，但也没有办法阻挡)。在这样的地区，苏军仅作为先头部队就出动两个机械化军、一个坦克军、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两个自行炮旅和4个独立坦克营的大部队展开了进攻。



　　日军司令部将作战的重点放在了海拉尔一带。他们认为苏军如果发动进攻，肯定会把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军事上有重要价值的海拉尔。但是，从西面和东面进入的苏军，准备把进攻矛头指向长春和吉林即中国东北的中部，并且在那里汇合。不过，苏军也出动了第36集团军向日军重点防御的海拉尔实施进攻。这是苏军为使日军误认为进攻的主要方向在海拉尔而进行的佯动作战。该集团军和指挥官是一流的，但部队是二流的，而且本来就没有赋予夺取海拉尔的任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支有7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一个工兵旅且装备了许多火炮和火箭的大部队，但其目的是要把日军的主力引向这里。这样，苏军就能在主要进攻方向上将计就计，乘日军之虚取得突然袭击的成功。



　　苏军为了使突然袭击获得成功，除了“时间”、“地点”和“速度”之外，还考虑到了“集中兵力”这一重要因素。当决定对日作战之后，苏军在该方向上投入的强大兵力大大超过了日军(这是苏联决定对日作战的重要背景)。苏军不断增加力量，开始作战时已占绝对优势。其中兵力为日军的1.8倍，坦克和装甲车为4.8倍，火炮为5.2倍，飞机是1.9倍。从数量上看，苏军向该方向集中的兵力为1，577，725人，坦克、装甲车5，556辆，火炮26，137门，作战飞机3，446架。与其相对抗的日军则拥有兵力881，000人、坦克与装甲车1，115辆、火炮5，000门、飞机1，800架。



　　德军战败后，苏军迅速将这些增援部队从欧洲调往中国东北地区周围。为了不让日本发现这一行动，苏联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当然，苏联必须使用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距边境线非常近，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发觉。苏军必须想方设法使日军认为，该增援部队不是为了攻击日军而调过来的。因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让新调来的部队一到达目的地就立即构筑防御阵地，以造成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加强防御的假象。增援部队的驻地远离居民点，禁止他们同当地居民接触。同时也禁止居民活动，部队的换防均在夜间进行，以免被人发现。



　　为了使日军以为苏军没有进攻的意图，苏军还禁止进行各种强行侦察和航空侦察，只采取派遣侦察军官的手段收集必要的情报，而且经常使侦察人员着便衣潜入内地活动。此外，按惯例，在发起进攻之前要进行炮火准备，但这次却一反常规。因此，据说在苏军攻进来的时候，日军还在睡大觉。



　　由于这种极严密的措施，苏军在作战开始的第一阶段就为提高其突然袭击的效果而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7月期间，苏军向其远东地区运送了火炮炮弹320万发，轻武器弹药4亿1千万发。在中国东北的作战实际上只进行了9天，所以这些弹药几乎没有使用。但由于苏军进行了如此充分的准备，即使战争延长时间，也有能力进行下去。正因为这样，苏军在战争初期就迅速控制了空中优势，从而保障了地面军队的进攻按计划(作战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计划)进行，并且能看准情况以足够的兵力实施大胆的行动。当然，苏军也有弱点，进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完全可以说，其超过这些不利方面的主要因素使其对日军的进攻获得了成功。



　　上述有关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袭击日军的记述，主要是依据英国陆军军官学校苏联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维格尔教授的观点整理的。该教授的观点可能受到苏联资料的影响。与其相比，日本在这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点：



　　(一)日军认为，苏军可能会越过大兴安岭从西面入侵，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二)作战的重点没有放在海拉尔，这里只配置了少量部队。所谓把作战重点放在海拉尔的说法，事实上是错误的。



　　(三)苏军没有进行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斗。



　　(四)苏联人对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兵力估计过大。据说，苏联为了炫耀自己军队的功绩，故意夸大数字。



　　(五)日军只进行了局部的阻挡，几乎没有进行象样的抵抗，所以苏军坦克得以高速突击是理所当然的。



　　(六)所以，对“时间”上的突然袭击暂且不论，维格尔教授指出的“地点”上的突然袭击也是很可笑的。其“速度”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突然袭击成功的主要原因



　　日本方面的看法姑且不说，英国陆军军官学校苏联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维格尔教授在其新著的《苏联的突然袭击理论》一书中，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突然袭击日军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一)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对于苏联来说是“容易对付”的对手。



　　(二)从作战一开始，苏联就掌握了该地区的制空权。



　　(三)苏联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都能采取突然袭击行动。



　　(四)苏联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并且能在适当的时机将其优势的军事力量投入进攻的主要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袭击的效果。



　　(五)与前项相同，苏军可以灵活地利用突然袭击的效果，高速前进。



　　(六)苏军通过突然袭击并充分利用其效果，不给日军以喘息之机。



　　(七)苏联陆海空三军之间进行了密切的协同。



　　(八)苏联不仅准备了突然袭击所必需的弹药和物资，而且还准备了足以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作战的弹药和物资。



　　另一方面，维格尔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指出了苏联的不足方面：



　　(一)苏军缺乏搅乱日军后方的空降能力。当时，苏联没有适合担负这种任务的运输机和直升机，所以未能配合地面军队的进攻，在敌人后方实施空降作战。否则，苏军就能取得更有效的结果。



　　(二)苏军缺乏能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同时进行轰炸的能力。尽管以轰炸机进行了一些空袭活动，但在数量上，远不能适于担任这种轰炸任务。



　　(三)苏联没有有组织地进行扰乱社会、罢工、散布谣言和失败情绪的所谓第5纵队活动。尽管只是在有限的地区内进行过这种活动，但终究没有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有组织地实施。例如，如果能同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密切配合，出兵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维格尔教授指出的这几点，正好就是北约国家战略问题研究专家们现在感到伤脑筋的问题。也就是，由此联想到苏联如果对同其接壤的西欧采取突然袭击行动，就必定会吸取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时的经验教训，成功地席卷北约各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1945年8月苏联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到了。这一点，可以从战后苏联袭击捷克和阿富汗的事件中清楚地看出。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11天前进了900公里，达到了一天82公里的速度。从东面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步兵师进行了5天的作战，进攻速度平均每天16-23公里。在坦克、飞机、导弹和核武器等迅速发展的现代条件下，苏车在突然袭击条件下作战的进攻速度有多大，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所谓“时间”、“地点”、“速度”等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袭击日军的教训，难道我们在这个时候还不应该进行反复的研究吗？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1945年8月9日














	

 






	















	







	







	









 





	


	







	








	




	


战例研究3 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黄色”作战




　



　“卢瑟福事件”和马其诺防线突破计划



　　这是发生在1940年1月10日的事情。德国空降部队的莱茵巴格少校根据卡特将军的指示，研究和制定了对比利时和荷兰进行空降作战的计划。1月9日，他接到命令前往科隆参加会议，于是乘火车出发。但由于火车云集，铁路交通阻塞，不得不在中途停了下来。这天夜里，他在当地的军官俱乐部里住下，喝酒时遇见了一位飞行员朋友。这就是事件的开始。



　　莱茵巴格少校谈了自己准备去科隆的事情。这时，这位飞行员朋友也说有什么预定的飞行任务，商定要以飞机送他去科隆。莱茵巴格少校携带着秘密的作战计划，但由于脑子里只想着要参加会议的事情，忽视了不能乘飞机送秘密文件的规定，所以第二天早上就乘坐飞行员朋友驾驶的飞机飞往科隆。但因天气不好，飞机迷失方向，再加上硬行操纵，发动机发生故障，不得不迫降。不幸的是，他们以为这里是莱茵河畔，但迫降的地方却是默兹河畔。因此，他们很快被比利时军队逮捕了。



　　当时，莱茵巴格少校想立即烧掉秘密文件，但未能做到。在警察面前他仍试图烧掉，因受到严格监视，也未能达到目的。由于莱茵巴格少校坐卧不安地过于担心这份文件，所以引起比利时警察的注意。警察详细地查看了这份文件后，就大吃一惊。这是一份德国的入侵攻击计划及为此而进行空降作战的重要文件。不用说，比利时情报部将这一情报告诉给英国和法国，并且发出了警报。为了保守秘密，该事件用隐语取名为“卢瑟福事件”。这是因为，莱茵巴格极力试图烧毁秘密文件的火柴是“卢瑟福”牌的。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战争期间出版的比利时外交刊物《比利时——1939-1940年间所发生事件的正式记录》。



　　得知这一件事的希特勒立即给莱茵巴格的上级负责人(司令官和参谋长)以禁闭12天的处分。驻比利时的德国武官接到命令要进行调查，其结果报告说“该文件已被烧掉”(得到的是比利时方面的假情报)。但希特勒没有相信这一报告，并且将原定1月17日为“开战日”，最初推迟到1月20日，接着又推迟到“春天”，最后将预定的3月下旬改为5月10日。



　　这一推迟开战日期的结果，给希特勒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使“黄色”作战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在预定的1月17日这天，德军并没有发动进攻。在总以为今天会进攻的感觉之中，春天很快地过去了。这样，当比利时等国成了像是“放羊孩子”的故事中的心理状态时，希特勒于5月10日闪电式地同时侵入了荷兰和比利时。并且，在强大的航空部队的支援下，以坦克集群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唯一致命的弱点”即北方的低洼地带。另一方面，于5月15日出人意料地穿过阿登地区的森林进入法国腹地。



　　不宣而战的德国军队迅速席卷荷兰和比利时。荷兰女王和政府于开战后的第3天流亡到伦敦，开战后的第4天下午荷兰军队总司令官宣布投降。据说，当时荷兰军队伤亡10万人。比利时国王及其军队的投降是在开战后的第18天。在5月26日到6月4日期间，包括11万法国军人在内的约40万人的大军被从敦刻尔克赶下海去。6月22日，法国军队正式向德军投降。同德军损失156，000人相比，英法联军包括被俘人员在内共损失1，788，000人(法国为1，720，000人，英国为68，000人)，盟军遭到了1比11的惨败。这充分地说明，德军的突然袭击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由于“卢瑟福事件”而推迟开战日期，这从另一方面来看反而帮助了希特勒。这一事件使他改变了作战计划的内容。如果说推迟开战日期使希特勒具备了“时间”这一突然袭击的条件，那么这个事件还使希特勒获得了“地点”上的突然袭击条件。也就是说，莱茵巴格少校携带的秘密作战计划，正好证实了法军最高司令部估计的德军进攻路线。但希特勒在推迟开战日期期间突然改为从法军认为不可能的方向进入。



　　法军最高司令部估计，德军不会首先从马其诺防线的正面突破，很可能会迂回到马其诺防线北部防御力量比较弱的比利时的低洼地带突破进来。所以，如果法国因德军对该方向的进攻而感到吃惊，就可能是由于这种进攻是以其适时的陆空协同强行袭击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德军以大规模坦克部队穿过法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阿登地区的森林进行的突破作战，确实使法国军队体会到了名符其实的突然袭击的效果。



　　阿登地区的森林很不适于德军大规模坦克部队作战。法军认为，这里最多只限于普通的12个师在95英里的正面展开，以没有纵深的攻击能力实施进攻。但是，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森林里配置了44个师，其中有10个王牌坦克师的9个师。在这一大胆的作战行动中，突破了马其诺防线的坦克部队没有等后续部队到达，一举插入了法国腹地，“捻钻式”地突进，切断了英法联军的后方，从后方包围了马其诺防线。



　　穿过阿登地区的森林突破法军防线的计划，是早在2月17日就决定了的，但在挪威作战结束之前不能实现。原因是空军没有足够的力量。5月初，挪威作战结束后作好了对法国进攻的准备。然而，气象条件不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后拖延，但终于在5月10日希特勒下达了作战命令。后来的情况就无需再说了。



　　德国的欺骗活动



　　尽管秘密作战计划在“卢瑟福事件”中落到了对方的手里，但德国还是成功地进行了突然袭击。其原因，除上述情况外，不用说还有德国本身的欺骗活动奏效和盟国方面的疏忽。不仅作为这次“黄色”作战对象的整个盟国对突然袭击感到出乎意外，而且由于德国的这一欺骗活动，其他各国也没有预料到会分别遭到突然袭击。



　　例如荷兰，在遭到突然袭击的前一天，即5月9日，驻柏林的武官发来详细的情报和警报说，第二天德国将开始进攻低洼地带。这是从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和德国国防部搞到伪情报。从英国外交部也获得了一些隐隐约约的情报。但是，荷兰政府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谣传而没有坦率地接受。



　　此外，德国使用了“特洛伊马”作战这一隐语，竭力隐匿入侵后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在入侵攻击时为了保障坦克部队的顺利进攻，德国派出了穿着荷兰宪兵制服的先遣队，以确保5条公路和铁路的桥梁。其中，有的桥梁由于荷兰方面的破坏，已无法确保，但在其假宪兵的努力下，德军坦克部队的进攻基本上能按计划顺利进展。对于这种常有的欺骗活动，当然事前就应该有所防备，但遗憾的是，荷兰边防警备队没有得到任何警戒的指示。德国的“特洛伊马”作战的欺骗活动确实收到了效果。



　　这样，越过200英里边境线的德军10个师，很快就席卷了荷兰。德军采取了以空降部队、坦克部队、空军和大量的火炮互相配合的现代战术，对在兵力方面几乎相等的荷兰军队不动声色这一点也没有忽视。但不能不承认，在这一现代战术获得成功的后面，也有“特洛伊马”作战的成果。开战后第3天，荷兰女王和政府就流亡到伦敦，第4天荷兰军队总司令官便宣布投降。这种短期决战的事实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比利时方面，有关德国围绕“卢瑟福事件”进行的活动，已如前所述。有趣的是，作为日本大使馆的情报，比利时事前已从驻柏林的荷兰大使馆得到。但是，比利时政府却将其作为德国的“计谋”而简单地拒绝了。再加上“卢瑟福事件”预告的德国的进攻，迟迟没有发生。因而陷入了好象听到“放羊孩子”喊叫“狼来了”的心情。



　　尽管如此，比利时军队对德国现代化军队的进攻抵抗了两周时间。这期间，也得到了英法军队的反攻援助。但是，5月15月，与盟军的预测相反，当德军穿过阿登地区的森林，切断了马其诺防线后，怎么也顶不住了。比利时军队完全处于德军的包围之中，终于在18天后不得不向德国投降。



　　如前所述，法国感到震惊的不是德国的进攻本身，而是其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从兵力对比上来看，法国军队决不比德国军队少。从质量上来看，法国军队的坦克和飞机也不比德国军队的差。对法国军队打击最大的是，德军以坦克师为主力的大规模精锐部队，从完全没有想到的阿登地区森林里出现。并且，最初受到的心理上的巨大打击，对尔后的战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影响从这种打击发展为恐慌混乱。对德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冒险和赌注。但是，正因为冒险性很大，所以它的成功给对方所造成的打击就更大，从而大大提高了突然袭击的效果。



　　关于法国军队受到的巨大震惊，法国有名的鲍夫尔将军在其《1940年——法国的失败》一书中这样说：



　　“但是，对于这一魔鬼似的坦克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鲍夫尔将军短短的一句话便道出了法国受到打击的程度，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领导人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在德国陆军参谋部组织对盟军作战的同时，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正在埋头制定欺骗计划。例如，最高统帅部于1940年2月22日印发了《欺骗敌人的一般指示》和《时间表》两本小册子。据说，其《时间表》一书后来成了德国国防军的准则性手册。对苏进攻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就是根据这个准则制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计划性突然袭击”的计划。欺骗可以增加震惊的程度，而震惊则会加速军事上的不适当性和不安定性，给希特勒开辟获得巨大胜利的道路。关于法国失败的背景和经过，除上述鲍夫尔将军的著作外，笔者去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时看到在相继出版的以下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记述。例如，约翰·维利阿兹的《5月的恶梦——法国的失败和1940年5月与6月》、阿尔斯特尔·豪恩的《失去的战争——1940年的法国》、查普曼的《法国为什么失败？——1940年法国陆军的失败》和赛奥德·德莱帕的《六个星期的战争》等等。这些书里所表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分析和指出了法国失败于德国在入侵攻击中的“突然袭击”。



　　使时间发生错乱的速度



　　希特勒对法国的“黄色”作战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果把前面所讲到的内容加以归纳，可以概括为：(一)“适时”；(二)出人所料的主攻“地点”；(三)“欺骗”活动；(四)新的坦克“战术”。其中，使法国受到震惊的是(二)和(四)。特别是(四)的新坦克“战术”，同以往的传统战术思想正相反，由于这种新“战术”，与以往战争中“时间”的感觉完全不同了。没有想到如此软弱的英法军队的崩溃，是由于他们战术上的时间标准同德国进攻部队的时间存在着差距的缘故。换句话说，就是英法军队传统的战术思想的“速度”远远不及德军的闪击战术的“速度”。



　　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修筑的。在长达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互相对峙。战略家们从这种静止的堑壕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法国的战略家从这次严酷的经验教训中看出，下次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将是“火力”和“防御战术”。要求配备强大火力进行防御作战的法国军队，作为其战略性研究的结果，决定把重点放在修筑马其诺防线上。于是，该防线就成了法国的命根子。但法国人忘记了战争是发展变化的。1940年的德国完全是从另一方面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占优势的德军坦克之所以取得绝对胜利的根本原因。



　　戴高乐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对当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受到的巨大打击作了这样的描写：



　　“法国领导人所依赖的原则和整个组织系统都失去了效能，使他们丧失了力量的源泉。一种精神上的怀疑突然使一切都失去了信任。特别是，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的信任。从这时开始，离心力迅速支配了他们自己。”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初期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震惊会带来巨大的军事上的震惊。据说，如果从最初就完全作为军事方面的突然袭击来处理，其损失就会大大减少。法国的情况是，由于领导人事先未觉察列突然袭击的征候，所以在军事上受到袭击后，又转化为相当于实际打击几倍的心理上的打击，而德国的新战术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打击。由于初期受到的打击，使法国的战备活动暂时停顿下来，其后来的战略思想也未能跟上德国的进攻行动。



　　据说，在1940年春天时，德国的空军力量略超过法国，但在坦克方面却不如法国。法国的坦克无论是在装甲方面还是在火力方面都比德国优越。法国尽管知道在速度上和指挥上有问题，但在实际数量上有时过高地估计了德国。5月10日，德国确实有效地使用了这一劣势的坦克部队。使德军取得决定性突然袭击效果的关键，在于其坦克的组织指挥和使用方法。同空军的对地攻击密切配合，伴随独立的机械化步兵部队行动的独立坦克集团，没有等待后续步兵部队的到达就突入了敌人纵深。这种违反常规的战术不能不使盟军发生混乱。



　　法国也打算革新坦克的使用方法，并且新建了3个坦克师。但当时还处在试用阶段，而且将其中的一个坦克师分散使用，伴随步兵作战，使之成了小规模的坦克部队。法国和英国的坦克部队稀疏地分散配置在绵亘的战线上。与此相反，德军却将其全部坦克部队的70%的兵力，集中使用在法国认为不适于大规模坦克作战的阿登地区的森林地带。此举虽然带有冒险性，但德国还是选择了能取得最大突然袭击效果的这一进攻方向，并且取得了成功。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所谓“坦克时间”这一新的战术时间标准。不能不说戴高乐的新编第4坦克师组建得太晚，规模也太小。不能对付“坦克时间”的法国军队，由于受到初期打击所波及的连锁反应，陆续遭到了毁灭。这是比军事打击还要强大的心理战。由于“心理上的突然袭击”而引起的军事上的混乱，法军和英军放弃了战斗，一退再退。



　　败退的盟军重新整编，所需要的时间赶不上德军的“坦克时间”快。当他们正想重新编成的时候，德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了；或者盟军正想等待机会，而德军却不给以喘息的时间。盟军对自己的战略所依据的基础一失去信任，就一事无成了。上从指挥官下到一兵一卒，只顾保全自己。路只有一条，就是投降。于是，法国军队只好陆续举起了白旗，被俘人员多达150万人。谁都会认为，这么多部队都干了些什么？但这充分地说明，战争不是以数量决定胜负的。






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黄色”作战 1940年5月10日


















	

 






	















	







	







	









 





	


	







	








	




	


战例研究4 被错觉和幻想欺骗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



　　获悉德国进攻苏联



　　同美国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将其称为“魔术”情报加以灵活运用一样，英国也破译了德国的“谜语”密码，并将其作为“超级”情报由丘吉尔亲自掌握运用。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在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里多处出现“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的说法。实际上，这是指“超级”情报。在欧洲战争爆发的1939年，英国已经开始仿制和使用“谜语”密码机了。据说，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的控制下得救，就是由于雷达和这种“超级”情报所起的作用。



　　英国的情报人员从1940年6月法国投降德国的那天起，就开始对德国的下一步行动进行研究，认为在德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中也包括对苏联的入侵。实际上，早在希特勒发出准备对苏进攻的命令之前，英国已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这种卓越的洞察力不能不令人佩服。希特勒提出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前秘密命令，是在1940年12月18日，但在此之前的8月到10月，德国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就开始进行研究了。希特勒召开有关“巴巴罗萨”作战的总统府最高会议，是在1941年1月9日。英国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情报是在1941年的1月至2月。可是这一情报不是来自“超级”情报，而是来自美国驻柏林的商务专员。



　　也许是德国的保密措施取得的效果，在英国的秘密武器“谜语”密码破译机里第一次出现表示“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电报即“计划B”的信号，是在进行作战准备后近一个月的1941年5月14日，后来显示德军移动的“谜语”密码情报就陆续出现了。特别是在此之前的3月28日，丘吉尔根据有关德军将大量部队投入巴尔干的“谜语”密码情报，已看出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意图，并且判断出，该行动计划不得不推迟到5、6月份。



　　这样，英国的情报部门充分地预测到德国入侵苏联的进攻计划。美国(这时还是中立国之一)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并且提供给了丘吉尔。可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为什么能够达成突然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通过对各方面情况的回顾，英国情报人员在德国入侵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和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之间，在德苏谈判是妥协还是破裂之间，很难作出结论。



　　最近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第1卷第14章“巴巴罗萨”作战占了54页的篇幅，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英军各部队指挥员收到有关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电报，是在1941年5月31日，所以即使从法国投降后开始研究，在得出结论之前当然也需要一段时间。因而，可以充分地想象出真假情报难以判断的错综复杂情况。许多有关人士甚至在德国开始进攻的三周之前还认为，德国的进攻准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谈判成功而施加压力，直到收到最后通牒时仍然持怀疑态度，甚至在突然袭击已经开始，还不相信。人们感兴趣的是，这里究竟有什么背景？对于德国突然袭击成功的报告，斯大林却在犹豫是否立即命令苏军反攻。对于这一点，谁都想问一个“为什么”？



　　英国情报人员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去做。如前所述，英国曾估计法国投降后会立即爆发德苏战争，并且要开始进行研究。但是，英国陆军情报部认为，德国肯定会首先实施“海狮”计划先对英国作战。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结论是，1940年8月德苏之间存在着避免正面冲突的理由。但是，德国在此之前的7月29日和30日，希特勒同军事顾问们讨论后决定，在1941年5月后的5个月内对苏作战，将对英作战延迟到这年秋后或者1942年。8月5日，最初的进攻计划草案送交给希特勒了。这件事情，限制在只有希特勒和极少数几个上层人物知道。实际上，德国打消“海狮”作战的念头是在1940年10月。



　　伦敦沉浸在否定德苏战争的气氛之中，但与此同时，肯定的情绪也很强烈。这是因为，德国军队相继从西向东移动，来自外交人员的开战情报，肯定了后一种情况。例如，英国的秘密情报部报告说，1940年7月，驻柏林的苏联武官向莫斯科发出了有关德国准备对苏开战的警告电报。希特勒在大战爆发以前就在其《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了明确的信念。他对官员们说，法国投降后，反回来“下一件大事就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决战”。在英国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希特勒的心情是加紧促使这一信念成为现实。



　　进入1941年以后，证实希特勒对苏作战决心的情报越来越多，德国军队东移的情况也更加明显。3月，德国空军在东欧地区大肆修筑机场和扩建设施。德国还开始向南斯拉夫、波兰和芬兰进军。从3月下半月到5月上半月，德空军部队从海峡地区向东部移动的情报十分引人注目。



　　日本也知道德国和苏联要爆发战争



　　如前所述，英国于1941年1月或2月，从驻柏林的美国商务专员传来的情报得知，德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当然，这一情报也送到了华盛顿。罗斯福认为，这正是离间德苏关系的好机会，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但苏联对此却全然不信。该情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是2月21日，华盛顿通知驻美苏联大使则是3月1日。在苏联人的眼里，这完全是美国的挑拨和计谋。



　　美国于3月20日再次对驻美国的苏联大使警告说，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有趣的是，当时的警告是根据美国成功地破译和利用日本最高机密外交密码电文的内容提出的。也就是说，美国是以“魔术”密码情报为根据的。由于当时日本驻德国的大岛大使在担任武官的时候就赢得了德国上层人物的信任和亲密的交情，不断地把有关德国意图和动向的极其准确的情报从柏林送到东京。其中，也包括德国企图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这件事在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第1卷中有明确记载。



　　大岛大使知道了德国准备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所以反对松岗外相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日本外相访问柏林之前，大岛大使就向东京打电报，报告了德国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一计划好象被美国破译了。在柏林，大岛也向松岗表明了反对的意见，但没有被采纳，于是大岛说了许多不满意的话，再三给松岗打电报要求辞职，而这种电报也被美国破译了。在美国国防部编辑的《珍珠港的“魔术”密码破译背景》一书中，极其详细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从这时起，美国在频繁地向英国提供“魔术”密码情报的同时，还将一台密码破译机送给英国的布赖丘里伯克(密码破译部队根据地)。在政府密码破译学校里，英国开始单独进行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作业。据说，交给英国的这台“魔术”密码破译机，实际上应该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但是，同“对日作战”相比，罗斯福更加重视“对德作战”，于是就把这种设备送给了伦敦和新加坡。这样一来，檀香山就不能充分地掌握日本的情报，从而受到了日本特混舰队的突然袭击。许多人认为，罗斯福最关心的还是欧洲(美国一方面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作为英国事实上的同盟国实施行动)，所以倾注全力协助丘吉尔。



　　如前所述，在美国国防部编写的书里没有收录3月份以前大岛发出的电文，但4月16日的长篇电文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13日在莫斯科日苏两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大岛在16日的电文中指桑骂槐地对松岗表示了不满。



　　“1941年4月16日，柏林发，东京收，笫418号电报，同第413号电报相关联。以下的内容为野村海军中将、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本官开会讨论的结果。这里谨报告如下。



　　“(一)尽管苏联的态度是那样，但德国正在计划对苏联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德国对英国作战的意图好象已经取消。估计德国准备首先取得进攻苏联的胜利，目的是夺取苏联的资源宝库，并且用它来加强自己的国家以后，再对英国发动攻击。……看起来，德国好象对进攻英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已失去信心。……可以看出，德国好象担心战争拖长时间对其不利，应该给苏联以决定性的打击。总之，德苏关系急剧冷淡。……德国对苏联的善意完全失去了信任。这一点可以从希特勒及其亲信的发言中得到证明。……苏联长期以来都是德国的敌人。德国认识到，不能不同苏联作战。进入冬季以后，对苏作战就困难了，所以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行动越早越好。这一看法，所有的人都同意。



　　“(二)……在进入对苏战争以前，希特勒当然非常注意军事和政治计划的制定。德国的计划是，首先确保同苏联接壤的边境领土。德国打算控制乌克兰和高加索。现在大概已在着手执行这项计划了。苏联红军失败后，苏联的国际地位下降，斯大林体制濒临崩溃。不用说，斯大林体制即使能维持，其影响力也会消失。



　　“……(中略)……



　　“英美两国都欢迎德苏开战，虽然努力援助苏联，但最终英国和美国都不会给斯大林以很大的援助。即使英美两国给一些援助，对德苏战争的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三)德苏战争开始时，日本还应继续采取一贯的反共政策，但在日本同莫斯科缔结了中立条约的现实情况下，德国只要有对付苏联的信心，就不会期待日本同时进攻苏联。德国希望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北部地区维持日本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地区牵制苏联军队向欧洲战场的移动。这样，德国就会感到满意。此外，德国还希望日本以其在南部海域的兵力，封锁英美的活动。总之，日本没有必要采取配合德国一举一动的具体行动。……现在，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英美在远东的影响，是对日本的威协。因此，夺取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欧洲的局势正在迅速地向高峰发展。……实际上，在德苏发生战争的时候，从日本的政策角度来看，正是实现日本计划的好机会。……”



　　大岛将这些情报送到了东京。可笑的是，利用这一情报的(虽然失败了，但美国将这些情报告诉苏联，采取了离间德苏关系的计策)却是敌国，即英美两国，而不是日本。所以，如果说得极端一点，大岛其实是日本的盟国德国的叛徒。这里也有一件同被突然袭击的一方相似的事情。即，尽管取得了情报，但不能区分出情报的真假，只能从许多假情报中选出一个。如果说这时日本在外交上受到的突然袭击要比苏联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时震惊更大，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后来，大岛在柏林被施塔姆叫去，并且受到警告说：“日本的密码好象被美国破译了。”但是，不知道电报被破译原因的大岛深信，当时在日美谈判过程中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电报来往频繁是主要原因，并且发电联系说，要查证野村大使(这份电报也被美国破译)。



　　5月3日大岛的电报说：



　　“1941年5月3日，柏林发，东京收，第482号电报。今天施塔姆召见本官，要求严守这次事件的秘密后通知说，德国在国外(或美国)有很可靠的情报组织。根据这个组织得到的情报，美国政府确实看了野村大使的密码电报。关于这件事，应该采取根本的对策。



　　“从这个问题中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德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从本官以前在职时的经验来看，德国拥有大规模的破译组织……。”



　　对于大岛的电报，东京主管部门回电，要大岛进一步向德国方面查明其情报来源，同时也向华盛顿发出电令，要求迅速调查。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仍然反复使用同样的密码；而美国方面在感到松一口气的同时，还是边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欺骗，边继续利用。另一方面，从美国了解到由于破译大岛密码电报而获悉德国对苏侵略意图的苏联，直到遭受突然袭击时(甚至在被突然袭击后)都不相信。这是为什么呢？



　　此外，大岛还将6月4日同希特勒的会见情况向东京发了电报。他报告说，希特勒在会见时说：“德国下定决心要消灭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如果现在不这么做，那么5-10年后苏联的力量就会增加20倍。罗马尼亚和芬兰从属于德国，战争要尽快结束。”并且还报告说，“希特勒和里宾特罗普在那天会见时，都没有具体地说什么，但给人的印象是事态的发展迫在眉睫。”



　　日本政府取得了有关德苏开战的情报，但却好象在袖手旁观。结果，由于“不理解德国的行动”，松岗下台，内阁也重新改组了。日本给德国进行外交上的突然袭击开了绿灯。



　　德国的欺骗和苏联的错觉



　　进入1941年6月以后，英国情报部又获悉了类似“谜语”密码情报的内容，基本上相信很快会爆发德苏战争。上述6月4日大岛的电报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是英军总部和指挥体系用美国提供的“魔术”密码破译机截获的情况。6月10日德国的“谜语”密码情报说明6月15日以前不会发动进攻。从6月14日到22日(进攻开始之日)期间，德国空军的“谜语”密码通信没有肯定其进攻的日期，但进攻迫在眉睫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6月14日，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从挪威和芬兰对苏作战那样，德国第5航空队接到了写有收信地址代号的通知。15日，航空队接到指示，准备移驻芬兰。18日，在挪威建立了指挥对苏作战的空军特别参谋部。20日，发出指示，越过边境，从挪威移驻芬兰。21日，给第4航空队指示了第一次攻击的目标。16日，指示说19日以后随时都可能发起行动。



　　这种情报随时都可能传到驻伦敦的苏联大使馆，莫斯科是知道德国这一行动的，但不相信。另一方面，英国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德国进攻苏联对进攻英国会有什么影响。最初，英国认为苏联很容易被德国打败，不要多久德国就会发动“海狮”作战向英国进攻，不可放松警惕。6月25日，丘吉尔发出指示说，这种警戒到9月1日以后要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但是，对照德国进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战备逐渐减弱了。7月23日，英国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1942年以前德国不会进攻英国，8月1日又作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第二天丘吉尔决定撤回6月25日的指示。也就是说，英国作出了德国大概不会进攻英国的结论。



　　英国的活动姑且不论。遭到德国正面进攻的苏联，虽然得到了大量的情报，但还是遭到了突然袭击(在时间、地点和进攻的规模等方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时，该所乌埃利博士的研究成果《代号名称“巴巴罗萨”》一书，对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示。归纳乌埃利博士的分析，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袭击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情报和战略计划之间存在差距；第二是德国欺骗活动取得成功；第三是斯大林的估计错误。



　　情报和战略计划之间的差距：从德苏双方当时的兵力对比来看，苏联方面处在相当优势的地位。飞机，苏联6，000架，德国1，800架；坦克，苏联10，000辆，德国3，350辆。苏联有相当强大的情报组织，所以对德军在边境附近的集结和展开情况收集到了较准确的情报。但德军只用4周时间就进入苏联境内纵深400英里，这一事实使苏联大为震惊。但与其说这是情报上的错误，还不如说是苏联战略计划和防御计划的失误，其中缺乏适时的战争动员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苏军的各级指挥官充分地研究了前一年法国投降的教训。法国的失败在于缺乏伴有强大空中力量掩护的机械化“闪击部队”。明白这一道理的苏军指挥官担心苏联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这场战争赌博中，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即被德军攻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在诺门坎，实际上，朱可夫元帅率领的坦克部队明显地战胜了日军。尽管有这样的事实，但到3月以前，斯大林仍未作出决定，因此有20个机械化师行动晚了，坦克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最高水平。这样，苏军就在正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扩军计划的时候，遭到了德军的进攻，陷入了混乱状态。



　　苏军的现代化建设半途而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的前沿防御思想的错误造成的。1940年，谢波西柯夫元帅的配置计划是，主要部队配置在1936年的边境线内侧地带(这里能到处确保防御阵地，安全有利)，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使能争取动员时间的伪装部队从波兰转移到西部地区。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同时，他还批驳了把生产设施分散转移到东部地区和把储备物资从伏尔加河一线撤向后方的建议。不但没有向东移，而且移向了更靠近西部边境的危险地区。



　　德国欺骗活动的成功：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是很多的。乌埃利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列举了84次警报。内容很广泛，例如丘吉尔同斯大林的联络；德国的战争动员、兵力集结与增强、侵犯边境和侦察活动等明显的证据；美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非正式报告；派驻在欧洲和柏林的苏联谍报员和波兰的地下情报人员所取得的情报；德军高级指挥官泄露的机密；德国人的亲属从莫斯科撤回；德国大使馆烧毁记录；德国的商船离开苏联港口；截获和破译德军作战命令的电报及其他，等等。可笑的是，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也是苏联潜伏最深的情报网之一。有关“巴巴罗萨”作战的情报一个个地传到这里，苏联的间谍佐尔格于3月5日将德国大使馆收到的电报微形胶卷送到了莫斯科。但该情报说进攻苏联的时间是6月中旬。



　　为了否定这种德国进攻苏联的警报，希特勒不仅对外国而且对国内也进行了欺骗活动。希特勒平时就对其亲信说：“我的想法谁也不知道。对于那些知道我的想法的人，我更要否认这不是真的。”关于“巴巴罗萨”作战，希特勒对他的高级指挥官们说，这是为了对付苏联没有改变其政策时的紧急计划。并且秘密宣布，加强东部地区是为了准备进攻英国的“海狮”作战。为此，有必要在英国轰炸机的活动范围外进行训练，以隐蔽对英作战计划。希特勒决定增加对英国轰炸的次数，加强对英国的宣传活动，停止对苏联的宣传活动。希特勒还宣扬说，这是为了进行巴尔干作战，暂时把21个师转移到西部地区(均为第二流部队)。



　　希特勒企图使自己军队的下级指挥官们相信，加强东部边境地带的兵力，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在对其下级军官灌输这种思想的同时，命令他们努力构筑防御阵地。另一方面，希特勒还企图使苏联方面以为德军的军事行动是一种“广告气球性”的示威行动，莫如说是施加胁迫自己开始谈判和让步的压力。因此，尽管好不容易取得了有用的情报，但苏联领导人却认为，这是企图挑拨苏德关系的一种计谋。



　　德国这种巧妙的宣传活动，连英国也在5月以后又亲自根据破译德国的“谜语”密码进行确认。在进入“巴巴罗萨”作战的实施阶段以前，希特勒完全不用“谜语”密码通信传达有关“巴巴罗萨”作战的事项。因此，到1941年5月下半月以前期间，一涉及到德苏会不会发生战争，人们都对真假难辨的各种各样的情报感到一喜一忧。这些情报中，有的说“海狮”作战是德国的主要目标，有的说德国的矛头是要指向巴尔干，有的说在北欧局势稳定后德国才采取行动，有的说德国是为了谈判而施加军事压力，还有的说德国在发动进攻之前会发出最后通牒，等等。



　　斯大林先入为主地估计错误：使德国的“巴巴罗萨”突然袭击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不管怎么说还是在于斯大林自己。当时，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对希特勒抱有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疑心很重的斯大林每次收到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都认为是某个国家企图“挑拨”苏德关系的计谋而加以拒绝，不知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即使是有，但从兵力对比来看，也可能是抱有一种不现实的信念，认为以苏联的力量完全能够对付德国的进攻。在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即斯大林在事件发生后对丘吉尔说：“我知道战争要发生，但以为大约还会有6个月的时间。”斯大林采取拖延妥协的政策，想用贸易上让步的方法打开谈判的政治大门。德国的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交易”的方式。



　　这时，对于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德国是否发动进攻，而是要确认“何时”发动进攻。所以，斯大林正在期待着进攻前德国会提出某些最后要求。但是，正在考虑发动突然袭击的希特勒不想遵从国际惯例。而斯大林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行为，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军实施突然袭击时，一边预告一年后不延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边在条约的有效期间无视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国际条约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原认为希特勒的进攻可能从南边开始，但其主力部队却从中部地区攻进来了。对地点的判断错误，是导致突然袭击成功的条件之一。据说，苏联是把德国战略上的长期计划和战术上的短期行动混同一起考虑的。所以，即使到了德军进攻的前一天，斯大林也没有对这个警报采取什么对策，直至德军开始进攻后，收到前线部队发来的紧急电报，斯大林这才下令只能采取有限制的行动，并且指示要极力控制打炮。到这时，斯大林还不相信德国已开始正式进攻，只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动。



　　斯大林先入为主的估计错误是使德国突然袭击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斯大林可能感到德国进攻苏联有如“晴天霹雳”，但这“晴天”实际上不过是斯大林的幻想而已。






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 1941年6月22日














	

 






	















	







	







	









 





	


	







	








	




	


战例研究5 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使用情报




	







	

 



	


	


——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霸王”作战



　　“超级”情报的巨大作用



　　因在波兰获胜(1939年9月)、攻陷法国的马其诺防线(1940年5月)和侵入苏联(1941年6月)而洋洋得意的希特勒，从这时起运气开始转坏。在阿拉曼(1942年10月)和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被击退的德军，由于英美联合部队的登陆(1942年11月)，背后受到威胁，很快地被迫从阿拉曼狼狈逃窜到突尼斯，被追得走投无路的德军，于1943年5月在邦角地区投降。当时投降的德军达33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有10万德军投降。东线德军当时虽然还停留在高加索和克里木半岛，但已只顾后退，无心作战了，到1943年底，整个苏联领土几乎全部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因此，1942年期间再次出现了被认为不现实的盟军进攻欧洲的争论。斯大林为了摆脱本国的困境，似乎早就希望实施这一作战，罗斯福最初也是如此。但在1942年却采纳了丘吉尔的建议，决定盟军在非洲西北部实施作战。然而，在非洲作战获胜之前，于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英国认为尚无实战经验的美国军队直接在欧洲登陆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次还是通过了英国的主张，一致同意不直接进攻德国，而是于1943年7月从西西里岛和1943年9月从意大利对德国发动进攻。但在这年的圣诞节之前，正当意大利战线进展迅速，前途光明的时候，又一致决定于1944年实施登陆作战，给欧洲方向的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于是，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几支当时已经有作战经验的部队，紧急从意大利方向投入这一作战。



　　1943年12月6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并且到达英国。蒙哥马利于1944年1月15日被任命为第21集团军司令指挥登陆部队，并开始进行工作。英美两军的司令部里都有特别联络队，一直保持着“协商与合作”的精神，这就是乍一看上去像抱着很多炸弹的乌合之众的盟军能比组织严密的德国军队进展顺利的主要原因。



　　希特勒的国防军自1941年12月成立最高陆军司令部以来，一直是一支组织系统非常严密的部队，比英美联合部队的协同方式合理得多。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坚信他1941年建立的这个组织系统仍能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但是，这时的战况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德军不但要在东面和西面被迫实施两面作战，而且战线扩大到了远隔海洋的非洲地区，从当时的通信手段和运输能力来看，将相距3，000英里的两端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也可以说，德军简单的一元化组织形式，反而不适应复杂的战争的实际需要了。



　　相反，英美联合部队的“协商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反倒有效地适应了战争的潮流。所谓英美联合部队的这种组织形式的弱点，最终却显示了很强的威力。尽管德军具有最高统帅部合理的组织形式，但结果却无法对每个战区进行综合协调。然而，英美联合部队，只要保持和各战区、各级部队的互相合作和协商精神，集中一个目标，就能够顺利地对付复杂变化的战局。这种关系，在华盛顿和伦敦都不可能达到。在三个战线上实施不同类型的战争，仅仅依赖于首脑部门纸上谈兵式的指挥，终究是不可能的。隆美尔的失败，可以说就是这个原因。



　　此外，英美联合部队一转为积极作战，“超级”情报就开始发挥威力了。即丘吉尔为了掌握德军的动向，重新使用1939年波兰秘密复制的德国“谜语”密码机获取情报，并称之为“超级”情报，在整个战争期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实际上，在法国作战和在苏德战争中早已开始利用这种“超级”情报了。但是，当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整，而且战况被动，不管哪一方，都在拼命地对付对方的情报活动。虽说如此，但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提到的“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实际上就是“超级”情报，这是现在公认的历史事实。据说，英国之所以能够经得住德国空军的猛烈攻击，也是由于雷达和“超级”情报的作用。由此可见，“超级”情报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关于“超级”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问题，在英国从1979年开始出版的大型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现已出版三卷)中，有详细的记述。



　　现仅以英美联合部队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即“霸王”作战为例，介绍一下“超级”情报活动的情况。拉尔夫·贝内特是当时在布赖丘里伯克(通信情报密码破译部队的根据地)工作4年多的第3营地情报官，主要从事对德国陆军和空军的“谜语”密码破译工作。他在《西线的“超级”情报——1944至1945年的诺曼底作战》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其活动情况。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都不可能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功。



　　在计划和实施作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掌握有关敌人的兵力、配置及其活动的情报。只要能够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况，而且又不让敌人了解到我方的情报，那么就可以断定，作战的成功率将在90%以上。正如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在制定“霸王”作战计划时，上从艾森豪威尔将军，下至一兵一卒，都对德军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虽然知道非洲战线和东线的战局正在发生变化，但对德军“是无敌的，是难以摧毁”的这一点还非常不安。“超级”情报对这种不安的心理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登陆作战中要进行极其艰苦的战斗，但也使人们逐步树立了坚强的信心，确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盟军方面。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能够在短时间内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也没有一点过低估计德军抵抗能力的情绪。特别是这次作战，是以经过长途跋涉的美军为主体而重新编成的作战集团进入对方控制的区域作战。“超级”情报部队担负着三项重要任务：第一，要了解德军的实际情况；第二，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行动；第三，要使德军尽量远离盟军预定登陆的地点。这些任务虽然不能全都完成，但可以说，只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是能够圆满地完成的。在登陆作战前几个月，布赖丘里伯克的“超级”情报部队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昼役不停地工作，确实费尽了心机。



　　从心里不安到坚定信心



　　“超级”情报搞清楚了德军的什么问题呢？对于不断发生的难以预料的事情，只要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搜集，认真分析“谜语”密码通信，就会一清二楚了。



　　第一个搞清楚的问题是，德军急剧削弱的原因。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德军的战线与其国家的大小和国家实力相比，拉得过长。如前所述，首先是德军难以实施统一的指挥控制。因此，中央和战场司令缺乏思想上的交流，在指挥战争的最高领导层之间开始出现了极其不协调的空气。“超级”情报在宇宙空间传播的无线电电报中，对这种实际情况非常敏感。希特勒与隆美尔及其他将军们的对立，日益加剧。“超级”情报曾获知某个将军大骂希特勒“混蛋！赶快停止战争！”由于德国领导层内部的对立关系，必然会被盟军的欺骗和干扰工作所利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准备在其他部分介绍。



　　其次是了解到敌人武器弹药、燃料和物资严重不足，而且分配和补给也相当困难。极为有限的资源当然不可能满足延伸扩大的战线。这对新武器的研制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希特勒正在努力研制梅塞施米特式262型喷气飞机和其他新型飞机，并且集中力量研制“秘密武器”。所谓的“秘密武器”系指V-1和V-2远程无人火箭弹。但因当时还没有向英国发射过，也没有人看见过，所以有的情报认为，希特勒研制“秘密武器”优先于研制新型飞机。这对整个英国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威胁。但从担任制定登陆作战计划的人来看，根据这一情报得知德国战略计划的重点后，反而使他们感到放心了。对德国来说，无疑优先研制喷气式战斗机对其以后的作战则会更为有利，而希特勒在这个武器的优先研制问题上选择的失败，在现在看来是普通常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这个优先发展问题的选择错误，对盟军的诺曼底作战反而是个特大喜讯。



　　关于德国海军企图研制配备新式U型艇的情报，也使布赖丘里伯克“超级”情报部队惊恐不安。这主要是由于“通气管”式潜艇能使用内燃机在水中边充电，边航行。这个划时代的发明一旦实现，既能提高水中航行速度，又能增加水中行动的时间，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各国海军的精心研究。但德国一旦抢先在大西洋上使用，就会大大影响盟军搜捕U型艇的活动。因此这使盟军精神高度紧张。但幸运的是，根据“超级”情报得知，这种新型潜艇已来不及用于诺曼底作战。这才使有关人员松了口气。



　　根据英国最近出版的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第3卷第1篇记载，关于新型“通气管”式潜艇的情报，是根据破译日本驻柏林的阿部海军中将(轴心国三国同盟军事委员)发给东京的电报而获得的。英国当时已能够灵活使用从美国取得的“魔术”破密机，再不必一一从美国那里索取情报了。大概“魔术”破密机与“超级”情报相连接就可以直接显示出来。阿部中将的电报，是有关德国“通气管”式潜艇和U型艇的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1944年4月24日，阿部与驻柏林的日本海军武官一起访问了邓尼茨提督。这是邓尼茨应阿部将军要求，为其了解德国新式的高速U型艇情况的请求而专门安排的机会。会见时在座的有德国海军作战部长迈泽尔和首席造船总监富克斯。



　　“德国决定以两种新式的U型艇再次展开潜艇的攻击，企图使两种潜艇都能在水中快速行进，并且能完全在水中自由行动。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估计于1944年秋竣工。原来那种旧型潜艇对付不了盟军的雷达和飞机，作战难以成功。



　　“两种新式潜艇，外观都呈鱼形，马力为原来电池式功率的3倍，备有潜航中为电池充电的延伸供气管。



　　“预定大型的用于大西洋作战，小型的用于地中海作战。小型的还能遂行内河运输任务。



　　“主要性能如下：



　　1. 大型艇：约1，600吨。装6个鱼雷发射管、14枚预备鱼雷和30毫米机关炮4门。水上速度为18海里/小时；水中速度为15.6海里/小时。水上续航距离：以10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15，500英里，以6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28，500英里；水中续航距离：以17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24英里，以3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450英里。



　　2. 小型艇：约250吨。装两个鱼雷发射管(没有预备鱼雷)，没有机枪。水上速度为13海里/小时；水中速度为13.1海里/小时。水上续航距离：以9.7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1，350英里；水中续航距离：以3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300英里。”



　　这种新式U型艇能在登陆海域为所欲为地进行骚扰，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但是，根据阿部的电报得知，这种潜艇不可能在秋天以前建成，似乎也赶不上“霸王”作战的预定时间。因此，盟军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们都解除了后顾之忧。



　　根据“超级”情报搞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军估计的盟军预定登陆地点。盟军部队会在什么地方登陆？登陆部队有多少兵力？德军应该准备多大的兵力，预定在什么地方聚集补给物资？德军方面肯定在经常考虑这些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制定计划，调整部署。因此，只要知道德军的配置情况，就可以知道德军对这些问题是如何考虑的。“超级”情报由于细致地分析了“谜语”密码，在预定登陆日以前，对实施作战问题，就有充分把握地推断出德军的部署。



　　例如，6月6日发动“霸王”作战这天，德军约有28个师配置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雷斯特之间。根据“超级”情报，截至5月末，大体上确定了其中半数以上即15个师的具体位置(当然其中也有弄错的)。除了机动的步兵师之外，对配置在固定阵地上的各师的位置已全部掌握。也就是说，在发动登陆作战后最初能够进行抵抗和反击的德军的位置，基本上搞清了。



　　德军所炫耀的王牌坦克部队的动向，也是盟国军队最担心的问题。如果能够搞清其位置，那么在发起登陆这天敌人的反击速度和飞机对哪条道路、哪个地域、哪个方向进行支援、轰炸等等，都可以计算出来。“超级”情报对西线坦克师的配置和调动情况所进行的相当准确的分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月26日，根据“超级”情报得知，希特勒决定将两个坦克师从诺曼底转移到苏联战线，因此，盟军的指挥官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4月26日，希特勒命令由4个师组成的第1坦克军编入直辖的西线预备队，未经批准不许调动。但“超级”情报准确地得知，该第1坦克军自1943年12月以来一直常驻布鲁塞尔，1944年5月调到了巴黎以西地区，并且一一推断出该军4个师的动向。到5月19日，“超级”情报又提供了第1坦克军的兵力已超过两万人及其装备状况的资料。而且在登陆日之前，还明确地报告了德军第2坦克军、第12坦克军、第17坦克军和第11坦克军等西线坦克部队的动向。这些情报对“霸王”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们来说，确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不安的心情逐渐变成了成功的信心。然后就是将计就计地利用德军估计的登陆地点和登陆时间。但是，对于德军的这个判断，“超级”情报怎么也没有弄清楚。很明显，希特勒认为以后的大规模作战不是在东线，而是在西线，也就是指盟军在西线的登陆作战。但是，对盟军可能在何时何地进行登陆，德军的“谜语”密码却没有搞清楚。焦急不安的“超级”情报部队的有关人员不久发现，那是盟军对德国进行的欺骗活动。也就是说，对德进行的欺骗已经获得成功，它动摇了德军的决心，因此出现了不稳定的“谜语”电报。德军的态度之所以不明确，是由于盟军对德军实施欺骗活动的结果。



　　盟军对德军的欺骗活动



　　盟军为什么要进行欺骗作战呢？目的就在于使德军尽量远离实施“霸王”作战的预定地域，不让其知道实施作战的时间。为此，盟军极其秘密地制订了周密的欺骗作战计划。在弗雷德里克·摩根(陆军中将)指挥下，由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以前称为欧洲盟军总司令部)担任该项任务，从1943年3月开始工作。这个计划被称之为“帽章”计划，主要由下面三个具体计划构成。一是“廷德尔”计划，企图让德国人认为下一个主要战场是挪威；二是“瓦哈姆”计划，目的是夸大在英国集结的美国军队，使德军看上去好像是第5军，其进攻矛头指向布雷斯特；三是“星形钥”计划，企图在配置英国陆军的同时，使德国人认为盟军的主力准备以加来地区为进攻目标。总之，“帽章”计划就是为了使德军的注意力离开诺曼底，于1943年期间把德军引诱到其它地域。



　　1944年1月，在欧洲盟军总司令部改变为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的同时，“帽章”计划改变成“坚忍”计划。这个计划按时间可分为“坚忍Ⅰ”和“坚忍Ⅱ”两个阶段；按内容则可分为“北坚忍”和“南坚忍”两个方面。第一阶段，登陆日预定为7月，在此之前一直进行隐蔽活动，使德国人认为不会在诺曼底登陆；第二阶段，在诺曼底实施佯动登陆作战，使德国人认为，以后主要的攻击目标可能在别的地方。“北坚忍”计划同让德国人认为主要登陆地点在加来的“南坚忍”计划相呼应，制造并散布一连串的假情报，使德国人认为登陆地点似乎在挪威南部。关于“坚忍”计划是如何成功的问题，在亲自担任过指挥的摩根所著的《霸王作战的序幕》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战区范围的欺骗活动，只不过是丘吉尔战略欺骗计划即有名的“卫兵”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关系到英国和美国，而且也把苏联卷进去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大战略，最初是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三巨头”会谈时丘吉尔提出来的。后来由英国的贝万上校具体制订，并且在1944年2月与美国进行协商的基础上，由贝万上校和美国的秘密活动专家鲍马中校以及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迪恩少将提交给苏联。在这项计划中，苏联所担负的任务是，在挪威北部对德国进行佯动作战，使德国人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已推迟到7月；此外，苏联军队还要做出假装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实施登陆的样子。



　　在“坚忍Ⅰ”计划中最有名的活动是，在登陆日之前，英国情报五处(MI·5)将假蒙哥马利将军送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并任命其为第21集团军群司令，把德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中海方向。登陆日之前的主要伪装工作，是被称为“闪光”作战、“课税”作战和“大鼓”作战等一连串的由飞机和小型舰艇实施的佯动，其目的是在登陆时干扰德国的警戒雷达。为此，盟国新研制的“心轴”系统直到6月5日晚上还没有使用，而是在登陆当天突然用来干扰德军雷达，保障登陆舰船能安全靠近，这也可以称其为“技术上的突然袭击”。



　　“坚忍Ⅱ”和“南坚忍”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诺曼底登陆日前后使德国人相信至少有6个师组成的盟军部队在加来登陆。为此，组织了假司令部并实施了通信联络，构筑假设施，集结假部队，故意让德国空军的侦察机拍照，并且任命了有名的将军担任假进攻部队的司令。例如，任命巴顿将军为由美国第3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组成的假登陆部队的司令，并且把这支假部队归属于实际存在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该美国第1集团军群虽然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只有司令部和少数机关干部的简编部队，登陆发起后转移到诺曼底，其任务是协助美军后续部队进行调整。此外，利用情报人员谋划“故意泄漏”，传播假电报，协助英国情报五处开展活动等等，诸如此类的欺骗活动不胜枚举。



　　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登陆前的战略性欺骗活动(这一点以前都不太重视)中的作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被称为“ND98”的情报机关(一种双重间谍)，成功地将德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中海方面。这同包括英国情报五处的“蒙蒂双重”作战在内的“坚忍”计划的某一部分有关联，但该“ND98”情报机关于1944年6月1日(登陆日之前5天)向汉堡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



　　“……高速客船莱·德·弗朗塞号和新阿姆斯特丹号预计一两天内从纽约起航。去向不明，好象是地中海的港口，担负着最重要的任务，而且，看样子计划好象有变化。由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组成的大规模部队登陆船，当初预定驶向英国，现在似乎要改变为某种特别作战。详细情况有待继续努力查明”。



　　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利用命名为“艾伯特·班·卢普”的荷兰流亡宝石商(这也是一个双重间谍)协助实行“北坚忍”计划，成功地将德国的注意力吸引到挪威方面。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同英国的特别活动执行部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的特工队，以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地下组织联合在一起，在干扰破坏德国情报部方面发挥了巨大威力。这样，德国情报部被盟军的欺骗作战搞得稀里糊涂。在登陆日之前，德国情报部收到了250多份报告，但其中能够准确地提供登陆地点和登陆时间的只有一份。这一事实完全说明，盟军的欺骗是非常成功的。



　　在登陆的当天，盟军由8个师组成的(空运3个师，由2，727艘舰船输送5个师)共计156，000人的大部队集结在诺曼底，开始了登陆作战。进行抗击的德军只有力量有限的3个师，盟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德军的失败已确定无疑。后来，诺曼底登陆部队从“霸王”作战转向“眼镜蛇”作战。但盟军进行的各种欺骗作战也以不引人注目的形式支持了布莱德雷将军及其他部队的进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前面提到的摩根的著作之外，在参加过实战的人们所写的下列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即埃利斯少校的《西线的胜利》第一卷《诺曼底》、布莱德雷的《一个军人的手记》、阿尔伯特·诺曼的《“霸王”作战》、阿伦·米奇的《进攻欧洲》和贝尔菲尔德的《诺曼底之战》等等。






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霸王”作战 1944年6月6日














	

 






	















	







	







	









 





	


	







	








	




	


战例研究6 从各个方面进行扰乱




	







	

 



	


	


——1967年6月5日六天战争中的以色列军队



　　六天战争的经验



　　笔者是1968年8月底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到达美国的。当时正值美国竞选总统的高潮之中，尼克松与汉弗莱正在展开激烈的舌战。9月份，我一走进在一年之内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书店时，使我非常吃惊的是，在书架上并排陈列着几十册以一年前在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即通称“六天战争”为主题的新书。这象征着美国很多犹太人对以色列非常关心。鲜艳醒目的“以色列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对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处于进退维谷困境的美国人来说，好象从被其支持的以色列的壮举中获得了救命的灵丹妙药似的。



　　不管怎么说，笔者还是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这些反映美国人想法的书。仅冠以“六天战争”字样标题的书就可以列举如下几种：丘吉尔 [ 投笔从戎注：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孙子 ] 的《六天战争》(1967年)、多诺万与洛杉矶时报记者合著的《六天战争——为生存而战的以色列》(1967年)、美联社的《来自以色列的闪光——中东的六天战争》(1967年)和格鲁伯的《第七天的以色列》(1968年)等。



　　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的以色列，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为攻击对象，首先以闪击战袭击了其中心国家埃及。这一不动声色的闪击行动，可谓突然袭击的又一典型战例。这次闪击战虽然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与盟国共同实施的作战计划那样雄伟壮观，但不管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包括很多经验教训在内的突然袭击(含变化无常的欺骗战术)。在整个六天战争期间，以色列为了巧妙地发动突然袭击，自始至终都采取了欺骗作战的方法。它包括能达成战争突然性的战略欺骗、可以提高战争效果的战术欺骗和有助于联合国开展政治工作的外交欺骗等等。在搞清楚以色列的这些活动之前，首先对当时围绕以色列问题的中东形势和有关国家的兵力情况，简单地进行一下分析比较。



　　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深远的矛盾不须再说，而利用东西方各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援助武器)的对立，又使这一矛盾变成了发生实际战争的危机。针对下述情况，即苏制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阿拉伯各国、苏联技术顾问不断增加、边境冲突发生的频率不断提高与规模不断扩大、军事警报屡有发生、维持占总人口10%的军队所需费用负担困难、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的声明(5月22日)、纳赛尔与侯赛因签订安曼协定(5月30日)和阿拉伯国家逼近以色列的不详动向等，以色列内阁于6月1日决定开战，紧急召回达扬将军为国防部长，并决定首先给埃及以先发制人的打击(也有人说，开战决定是在开战前一天即6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总而言之，以色列最后决定于6月5日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正如前述兵力对比所表明的那样，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以色列为了压倒敌方，只有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来歼灭敌人的主要兵力。首先是要对埃及进行突然袭击。这期间，在叙利亚和约旦战线上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以色列一直坚持的基本战略方针，是很早以前由精明强干的拉宾参谋长精确制定的。而接受这一基本战略方针，准确无误和巧妙果断地发动突然袭击的技艺则是由空军司令员胡德及其参谋们施展出来的。毫无疑问，国防部长达扬主动承担了最后的战略计划的协调任务；同时还负责拟定战略上与外交上的欺骗计划与组织实施。达扬在1956年10月29日首开战端的以色列和埃及战争期间的“珈底什”作战中，以大规模的欺骗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达扬同英国和法国串通一起牵制埃及，散布伊拉克侵入约旦的谣言；尽可能推迟敌方的战争动员，不让敌人察觉攻击意图；千方百计地不让敌人知道已召集后备部队隶属南部军指挥；限定尽可能小规模地，不明显地对预定进攻地域进行侦察；即使在开战之后还要让埃及坚信预定的主要战场在其他地方，使其对开战日期及其他事项判断错误，等等。这次作战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巴巴罗萨”作战和诺曼底登陆中美英联合部队的“坚忍”作战那样，组织得非常巧妙。



　　达扬的这些欺骗活动，从“费用与效果的对比”上来看，也使以色列方面受益不浅。在1956年11月5日“珈底什”作战结束时。以色列控制了24，000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域(几乎整个西奈半岛)，确保了后来进行谈判的优势地位。在这次作战中使埃及损失8，000人，而以色列只损失900人，缴获的武器有：一艘驱逐舰、56辆坦克、260门自行火炮、122辆装甲车和2，984辆普通车辆。用这些战利品来补偿以色列的物质损失还绰绰有余。因此，可以说以色列取得了“以小力获大利”的名副其实的胜利。



　　达扬的这些活动，在他自己著的《西奈作战日记》(1967年)、休·托马斯著的《苏伊士》(1967年)和伯恩斯中将著的《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1968年)等书中都做了生动的描述。



　　开战前达扬采取的欺骗措施



　　为了使6月5日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特伦特·达扬究竟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呢？作为“鹰派”首领而闻名于世的达扬突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很显然，包括埃及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一下子就会判断出以色列的战争决心。但是，事实上却发生了使人难以想象的事情。6月3日(星期六)夜里，达扬在就任国防部长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却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他知道，他的讲话马上就会通过电报发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第二天清晨，《耶路撒冷邮报》做了如下报道：



　　“达扬国防部长说，……对于埃及封锁蒂朗海峡的问题，以军事手段来对付已经为时太晚，而采取外交行动，下结论又为时过早。达扬宣布说：‘政府……在我上任之前就采取了外交手段。我们一定要在外交上给予解决问题的机会’……”



　　达扬的这一声明通篇都是假话，这一点在他另外写的《紧急突击——以色列六天战争的战史》(1967年)一书中说得很清楚。达扬的任命使埃及及其他各国的领导人都感到吃惊，但达扬这一声明，恰恰和这些领导人原来的预料相反，这就使他们能安下心来渡过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种麻痹大意确实保证了5日(星期一)突然袭击的成功。



　　达扬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星期六所发表的声明，让数千名官兵休假，周末到热闹繁华的场所去游玩，使人们感觉不到任何开战的迹象。而且在各报星期天的晨报上都以照片的形式，大肆报道了这些官兵在海滩和酒巴间游玩的情景。不仅以色列人如此，就连埃及的高级将领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在开罗的网球场上呈现出周末的一派欢乐景象。以色列不仅欺骗了敌人，也迷惑了本国国民，而且按惯例召开了内阁例会，公开发表了新闻公报，向有关宣传报道部门公开宣布了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债券和税捐问题、移民和退伍军人的雇用问题、与比利时的文化交流问题、同秘鲁协作开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等等。第二天早晨，各报都发麦了这些内容。以色列的记者、埃及的记者和从世界各地云集而来搜集战争情报的各种人员，都同往常一样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周末，发稿后各自回去休息了。



　　在政府上层进行这些战略欺骗活动的同时，军队也在战术上采取欺骗措施，企图以此使埃及军队按照以色列所希望的那样进行配备。



　　第一，以色列海军采取的欺骗措施。只拥有落后于时代的小规模海军的以色列，为了把埃及海军的注意力从地中海吸引到红海方面来，仿效过去的作法，利用少数几艘舰船扮演临时角色，反复暴露在公众面前，实际上是为了欺骗照相机的“眼睛”而循环进行同样的活动。在开战前几天，以色列海军装扮成准备在以红海的亚喀巴湾为中心的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的样子，而且在昼间威风凛凛地从陆路将4艘鱼雷快艇运往埃拉特。但到了晚上，又偷偷地掩盖好再返回原地，这4艘鱼雷快艇就是这样来回运送，反复地进行同一行动。实际上，以色列的红海海军部队也只有3艘鱼雷快艇。由于以色列海军的这一欺骗行动，在开战的前两天，迫使埃及的两艘驱逐舰从地中海调出。虽说是两艘驱逐舰，但却占埃及海军兵力的30%，对以色列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帮助。



　　第二，以色列陆军采取的欺骗措施。南线的以色列军队必须采取措施不让埃及方面掌握到西奈地区展开行动的地面机动部队的真实情况。实施伪装是肯定无疑的，但为了更有效地蒙骗敌人的眼睛，就让小规模的坦克部队在实际配备的后方地域来回移动，并且在其周围堆起很多土堆，看上去好象有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在那里集结。开战时，在西奈地区埃及配备了7个师的兵力，以色列虽然配备了3个师，但实际上只有几个临时编成的小规模部队。



　　开战前的第三个欺骗措施也是陆军采取的。沙隆将军采取这一欺骗措施的目的是，使敌人误认为西奈中部以色列军队的进攻方向是西奈南部。他使用假坦克进行配备，假装其加强的部队能从两方面展开作战；并且利用这种假象，成功地使埃及方面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他的主力部队在一旦有事的时候便可通过孔蒂拉向亚喀巴进攻。在1956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以色列曾运用这种欺骗作战获得过成功。沙隆将军这次还要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他的实际任务却是面对苏伊士一直向西前进。



　　第四，以色列空军采取的战术欺骗措施。其主要任务是分散位于作战地域正面的埃及空军兵力。为此，以色列空军与海军采取的措施相呼应，增强对亚喀巴湾和红海地区的空中巡逻。以色列的战争计划是让人们认为，他企图对西奈南部地区进行空中攻击。埃及方面已把第一线的20架苏制飞机从北部基地转场到南部基地，结果这20架非常重要的飞机，在开战的重要时刻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不仅如此，当一听到紧急情况立即返航时，机场的跑道已被炸毁；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却被正在那里等候的以色列的飞机击落了。



　　这里拟大书特书的是空军的行动。这与其说是欺骗措施，倒不如说是出人所料的行动更好些。通常在发动空中攻击之前，都要采取电子干扰措施，而以色列空军在6月5日7时45分(开罗时间是8时45分)发动第一次空中攻击时，并没有实施电子干扰。而是以超低空秘密按照海上迂回的航线突如其来，使埃军的雷达显示器上没有丝毫显示就进入了攻击。这是因为，如果事前实施电子干扰，埃军必然会进入戒备状态，袭击就难以达成突然性，事实正是如此。这样，在开战后最初的170分钟内就在地面上成功地摧毁了埃及空军主力飞机300架，占其第一线飞机的90%。这一初战的巨大成功，完全决定了六天战争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当时，能够升空的埃及飞机只有8架。



　　最后，必须附带说明的一点是以色列对付国际舆论的措施。为了避免遭到联合国的起诉而被谴责为“侵略者”，防止以不完全的形式强行停战，必须给人们是埃及方面首先动手的印象。因此，仅以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为借口是很不充分的，必须使人们认为全面战争是由埃及首先挑起的。6月5日7时55分，以色列发出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实际上，在10分钟之前，以色列空军飞机早已经起飞离地，这个时候正好是埃及空军飞机早晨巡逻完毕后返回基地实施加油的空白时间，空中没有一架埃及作战飞机。8时15分，以色列广播电台突然中断了节目广播，由以色列国防部长匿名发言人向全体公民发表公告说：“为了对付埃及军队的攻击，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了。”



　　从此，斗争的舞台从军事转向外交。外交部长埃本立即飞往纽约，在外交上连续不断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在政治谎言和国民的愤怒交织在一起的舌战不休的联合国会议上，统一了口径，战场上的将军和提督们都一致对“埃及的挑衅行为”多次进行反击。以色列的攻击到底是“预防”还是“先发制人”暂且不论，但六天战争最初的行动，完全是按照以色列的“预定方案”展开的，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同1956年发生的战争完全一样，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从费用与效果对比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推算出令人惊奇的胜利的数字。



　　埃及方面人员损失达11，500人，而以色列仅仅损失1，084人；埃及方面被破坏的坦克达500辆，被俘获的坦克200辆，而以色列仅损失了61辆；埃及方面损失飞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歼击机等)共约310架，而以色列仅损失19架。



　　关于开战时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基本情况，本文开头列举了很多著作。除了丘吉尔的《六天战争》一书做了生动的描述之外，在拜福德琼斯的《闪击战》一书(1968年)中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叙利亚和约旦进行的类似的作战，以色列方面也同样获得了赫赫战果。但是，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作战并没有就此罢休。6月5日的袭击，只不过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战争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火花而已。



　　“战场之雾”作战



　　在对六天战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忽略以色列情报部所说的“总体战略”活动，在此提及一下也是有意义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六天战争。在开战前后，包括有组织地实施欺骗在内的军事情报活动(积极的、消极的、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等等)都隐藏在突然袭击的精彩画面里，绝对不会暴露在表面之上。但不管是在突然袭击里还是在以后的作战中，这些从不出头露面而做实际工作的人员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援。这就是所谓的“战场之雾”作战，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长卡利布准将指挥的。



　　“战场之雾”作战的任务是向己方战斗部队提供准确的敌军情报，特别是敌空军基地的情报(例如准确地通报假飞机的位置)；同时，乘双方战斗情况混乱之机，充分地利用己方的成功和敌人的失败，并尽量努力限制己方的失败和敌人的成功所造成的影响。从对敌人的效果来说，就是扰乱敌军指挥，引诱敌人进入圈套，将敌军部队引向错误的方向，使敌高级指挥机关产生混乱、误解和错觉，促使敌军丧失士气，破坏敌军的指挥体系。



　　具体来说，如对占领地区，就是与政府声明步调一致地传播情报，使之与军事上的欺骗活动相呼应，播送消息；与此同时，使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无线电通讯频道进行“无线电广播游戏”。如以色列情报部经常搜索调查埃军通信系统的情况(频率、使用密码和通信程序等等)，反过来加以利用；推迟和提前发表新闻，可以提高作战效果(故意不发表占领某个机场的消息，致使不了解情况的敌机不慌不忙、毫不戒备地着陆，轻易俘获敌机的笑话时有发生)；有时播送似乎真地占领了尚未占领的地方的消息，使敌人误解我方的行动，同时给对方在心理上增加压迫感；隐瞒事实真相，以提高欺骗敌人的效果，甚至有这样的例子，即埃及的当地居民不知道自己军队的失败，而把入侵者以色列的军队当作自己的军队加以欢迎。



　　此外，在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的杰里科的时候，以色列竟在48小时之内没有发表这一事实，以色列明明知道占领该地的消息从历史、宗教和民族的背景来看，新闻价值都很高，宣传效果亦很大，但却故意推迟发表。以色列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认为，杰里科是越过约旦通往安曼的所有道路的连接点，此处的位置在战术上很有价值。约旦军队不知道杰里科已被以色列军队占领的事实，为了向安曼撤退，都想通过杰里科。因此，以色列军队在此轻而易举地俘获了约旦的全部残存部队。



　　以色列情报部的“战场之雾”作战，除了进行上述活动之外，还监控埃及的战场通信，有选择地实施干扰破坏。其目的是，在埃军的骨干和下级指挥官向上级指挥官的报告中，凡有利于以方的报告，就不加任何干扰地让其原样上报，而对准确的报告则要实施干扰，使其不能很顺利地向上级机关传送。不久，这种干扰的效果显示出来了。埃军虽然企图设法重新建立通信系统，想大量使用有线电或者传令兵，但以色列地面军队已经封锁了道路或者在那里伏击，因此埃军的通信联络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此外，以色列情报部还努力探测这种战场上同开罗上级司令部之间的混乱与不安的状况。针对这些情况，达扬进一步加强了战略欺骗活动。



　　作战情报的来源还有谍报活动和审问俘虏。一般说来，军人和官员都有一种通病，即喜欢贪功诿过，夸大成功，而把失败和损失缩小到最小限度。特别是埃及军人，这种倾向更为严重。以色列军队情报部不仅努力获取情报和进行监控，而且也非常注意情报的安全保密工作。特别注意不牵连苏联的情报活动，同时也很注意雷达被监控和能进行电子对抗的逆火式飞机。据说，以色列军队情报部自1956年以来一直采用一次性随机密钥式密码通信方式，就连苏联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保障局都破译不了以色列的这种密码。



　　如上所述，以色列军队情报部的“战场之雾”作战充分地利用了埃及通信系统不完备的弱点，有效地对由于混乱而丧失耳目的埃及军队提供大量错误情报的活动，从而更加扩大了埃军的混乱和不安。战后，埃及方面也整理出了许多情报记录，给人的印象是以色列在这方面未必处于绝对优势。但可笑的是，这恰恰再次证明了“战场之雾”作战的成功。就是说，埃及的领导人和将军们，也把以色列所散布的假情报误认为是己方的情报而进行引用。



　　1967年6月的六天战争，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突然袭击行动，是按照意图完成突然袭击计划的典范。但其成功却在下次战争中(即1973年10月6日的所谓“赎罪日战争”)，成为把以色列置于六天战争中埃及位置的悲剧性的原因。






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的突然袭击 1967年6月5日














	

 






	















	







	







	









 





	


	







	








	




	


战例研究7 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中的阿拉伯军队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在六天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以色列，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阿拉伯方面在以色列的“赎罪节”这天发动的突然袭击，故称之为“赎罪日战争”)中，相反地却遭到了阿拉伯方面的突然袭击(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技术上和心理上的突然袭击)。在战争初期的一周时间内，以色列完全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深渊，这样讲毫不夸张。有的专家说，如果当时埃及军队在初战胜利后不停顿地一直攻占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以色列就会彻底失败。但是，由于埃及军队不想离开由各种导弹和火器构成的保障初胜的“防空保护伞”，在争夺戈兰高地的战斗结束后，以色列以勇敢战斗精神和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乘机转入反击，结果获得了最后的辉煌胜利。



　　阿拉伯方面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对以色列发动的这次战争，在当时使东西方各国的军事专家们大为吃惊。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象以色列这样一个以第一流的情报而闻名于世的国家，为什么能被阿拉伯方面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而且使自己初战惨败，几乎陷入亡国的边缘呢？



　　军事专家中有人认为，以色列在开战之前10小时发出了预先警报，进行了部分动员(10万人)，并且在4小时之前下达了总动员令，因此这次战争的开始不是突然袭击，而应该称之为“急袭”。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不仅未能阻止阿拉伯方面的攻击，而且在很多方面感到“突然”。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专门成立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后确认是遭到了“突然袭击”。所以说，“赎罪日战争”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在《耶路撒冷邮报周刊》上以整整4页的篇幅进行了大肆报道，大量列举了政权斗争中耸人听闻的有关消息。问题的中心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掌握了大量的情报，为什么容许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呢？该委员会在分析追究了各种战争的背景和发展之后。将其原因归结为“情报判断”错误，提议改正“情报系统”的缺陷。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其原因，质问“为什么情报判断会发生错误呢？”这样就不能单纯地归因于情报判断的错误和情报系统的缺陷了。最后，不得不追究到潜在的真正的原因，即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上刊登的《国家情报判断的错误——赎罪日战争中的情况》(阿维·施莱姆)和《马后炮与先知——突然袭击分析的理论结构》(阿布拉罕·本兹)两篇文章，从这个侧面进行了彻底的分析。



　　有关阿拉伯方面，特别是埃及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情报，在这之前曾多次发出警告。以色列5月份虽然下达了动员令，但却完全落空。停留在口头上的动员是很简单的，但如果作为国家的事情来考虑，那就是非同小可了，而且，尚需很多经费。因此，政府领导人和军事领导机关迟迟未能做出决断，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在特拉维夫的决策者们的心理活动中，总以为这次可能又是“假情报”，因为对“狼来了”、“狼来了”的叫喊声已经习以为常，之所以推迟决断的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心情在作怪。



　　不仅政治上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前线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心理状态同样也是听惯了“狼来了”的叫喊声。当时正好是赎罪节。此外，也可能是由于对六天战争中体验到的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过于自信了。即使下达了部分动员令，前线也不一定能够认真领会，总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没有采取对付侵略的措施。



　　在军事指挥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这就是关于对阿拉伯方面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原则的认识问题。这准备在后面详细叙述。但以色列军队首脑机关根本没有预料到，阿拉伯特别是埃及军队的地面部队会在其“防空保护伞”的掩护下前进，而且还将大量反坦克导弹投入了战斗。因此，同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渡河部队的交战中，一下子就损失了大量飞机和坦克，使作战行动遭到了很大挫折。一般来说，军队都具有难以从旧军事原则中摆脱出来的本性，而在赎罪日战争初期，这一缺点完全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在国家情报的判断方面，制度上的混乱和对立，影响着向高层领导呈报正确的判断，妨碍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且，制度上存在的缺点，更进一步加重了人的主观上的错误。一般情况下，在情报的制作者和情报的使用者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区别。决策人和情报专家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相互间也应该完全保持着独立、自由的立场，必须充分地保证各自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行政上的自主性。著名的沙曼·肯特先生也说：“对于情报来说，为了获得最大的指导价值，必须充分地接近于政策、计划、行动和作战。但也不能过分接近，以免丧失其客观性和判断的综合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开始之前，似乎面临着最严重的事态。这时，只有军事情报部门才享有作为直接辅助内阁的唯一机关的地位，政府首脑几乎要将其全部垄断，因为六天战争的巨大胜利提高了以色列军事当局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垄断的情报机构容易使决策人做出狭隘的、武断的错误结论。当时的以色列似乎正处于这种最严重事态的顶点。尽管有4个情报机关，但唯独军事情报部才能与内阁接触。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由于这些人为的和制度上存在的重要原因交织在一起，使以色列在大量情报资料面前，辨别不清“干扰”与“信号”，丧失了决断的良机，在赎罪节这天遭到了突然袭击。因此，赎罪日战争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与珍珠港事件的相同之点



　　为了研究赎罪日的突然袭击，必然要同有关的人员一起再次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典型战例，即珍珠港事件。通过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特别明显的地方有如下三点：



　　第一，遭受突然袭击的一方都获得了对方的大量情报，这一点几乎完全相似。尽管如此，但如果情报不准确或处理错误，就会影响适时地定下决心，或者错误地发出警报。



　　第二，未能判断出对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急剧变化的战略(战术)原则或者行动样式(方针)和技术革新的变化。



　　第三，遭受突然袭击的一方都存在着同样的弱点，即麻痹大意、过于自信和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情况判断。虽然形式不向，但情报机构的状况都有同样的问题。而且在政治机关、军事机关同前线之间都未能及时疏通情况。



　　在《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一书中介绍了罗伯塔·沃尔斯特德女士分析的情况，在此仅就其结论部分再简单地重复几点。据该女士说，美国方面招致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八点：



　　(一)在檀香山，对虚假的警报已经习以为常，因而以悠闲的心情等待着警报。



　　(二)华盛顿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战线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先入为主，没有看到身边迫在眉睫的真正危机。



　　(三)密码的破译和对方情报的获取都过于容易，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过于自信。



　　(四)在大量的“干扰”信号中，很难识别出“信号”的真假。



　　(五)固执于过去的倾向和原则，不能适应现在的新形势。



　　(六)华盛顿——檀香山——基层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



　　(七)传达的情报、电报和警报的内容含糊不清，容易使接收的一方产生误解。



　　(八)在政府机构和军事当局内部，缺乏统一明确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两者间还存在着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如果把美国换成以色列，把日本换成阿拉伯(埃及)，把檀香山换成西奈前线，把华盛顿换成特拉维夫，沃尔斯特德女士的这八条主要原因完全适合于赎罪日战争。尽管掌握了阿拉伯各国进行战争准备的情报，但没有采取充分的警戒措施。以色列(包括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在内)也同样过于顽固地坚持先入为主的观念，错误地解释了美苏之间缓和的意思，误解了苏联撤走技术顾问的意思——不是作为危机的临近，而是误认为苏联脱离开罗。也就是把从政治关系和战略环境中获得的先入为主的观点，错误地用来制定军事原则和指导作战行动。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都过低地估价了阿拉伯的军事力量，将1967年6月取得绝对胜利时对阿拉伯的印象，原封不动地搬到了1973年10月。仍然认为阿拉伯军队训练不严格，没有任何加强，士气低落，对现代武器的操作不熟练，不善于展开协同作战。更没有想到埃及军队会越过苏伊士运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另外还认为阿拉伯军队采取高效率的军事行动缺乏必要的精神上、文化上、民族和生理上的素质。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手册上，都是这样介绍阿拉伯军队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在赎罪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一种“能力”的突然袭击。



　　从其对能力的评价和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来看，不仅以色列，就连美国也负有很大责任。美国人的慌张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对于阿拉伯方面肯定要发动战争的消息，以色列是10月6日上午4时才知道的。当天晚些时候，获得了战争开始的情报，首相断定这是“具有权威”的情报，国防部长也认为是“可以信赖”的情报。因为这份情报不是关于军队调动的情况，而是阿拉伯方面决定开战的消息。但即使如此，达扬仍未下决心进行总动员。因为过去曾发过这样的警报，但结果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还是要美国给阿拉伯做工作，让其打消发动战争的念头。于是就把阿拉伯决定开战的情报转达给了美国。



　　首相虽然建议召回全部预备役人员，但达扬只同意进行部分动员。首相批准这一命令，用了两小时的时间，于9时零5分发布了部分动员令。但20分钟后又改为全面动员，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时。从获得真实的情报之后，实际上已经过了近6个小时，而且已经到了是战争开始前的4小时。当获得这一情报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认定阿拉伯方面要发动进攻，时间预计在下午6时(比实际爆发战争的时间晚4小时)。所以南方部队的指挥官反应非常迟钝，调动坦克部队的指令下达得也很缓慢。结果，在战争初期，南线几乎全部遭到埃及的突然袭击；在北线，也遭到了叙利亚以同样的手段进行的突然袭击。



　　尽管美国拥有庞大而严密的情报网，但美国情报部也犯了类似以色列的错误。早在1973年9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获得了有关阿拉伯方面的进攻图意和进攻时间的情报，但认为来源不可信，并且断定，即使出现了紧张状态，也不可能发展成为战争。10月份又一次获得了阿拉伯企图发动战争的情报，但中央情报局轻信了外交官员否定这一情报的说法。在开战的两天前，国家保密局的研究人员报告说：“战争即将来临”。但其上级完全不相信。甚至在阿拉伯发动突然袭击的当天早晨，情报委员会还断定战争没有逼近，而且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之所以这样，因为出席者当中，有的人对这种情报持否定态度。



　　即使在战争爆发后紧急召集的最高危机管理集团的联席会议上，除一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以色列首先发动的战争。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科尔比中央情报局局长、施莱辛格国防部长、默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些人也同样认为是以色列方面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据说，只有艾萨顿助理国务卿一人认为是阿拉伯首先发动攻击的。这个情况在科尔比和福巴斯合著的《可尊敬的人们——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一书中做了详细的描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进一步恶化。繁杂不一的情报的泛滥，使美国国防情报局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最后达到了美苏即将针锋相对的地步，美国向其驻世界各地的部队发布命令，要求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以防备同苏联一触即发的事态发生。由于不能正确地判断情报所造成的巨大“震惊”，美国的混乱状况也似乎超过了限度。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上毁灭掉。说穿了，美国最担心的是发展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大战。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的例子。



　　技术上突然袭击时代的开始



　　在赎罪日战争中，引起世界各国军事专家们特别注意的是“技术上的突然袭击”。也就是说，新的军事技术的突然出现，会招致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战场上优劣关系逆转”的现象。在赎罪日战争中，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已经变成了现实。一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弱小的阿拉伯军队，在战争初期给予实力强大的以色列军队以沉痛的打击，原因是阿拉伯军队第一次使用了新式轻型武器(新型导弹)和以最新方法使用了旧式武器。所以，以往战斗力最差的步兵，在同坦克和飞机针锋相对时，反而能处于优势地位。



　　在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攻西奈半岛的时候，前来迎击的以色列最精锐的坦克部队虽然轻而易举地突进去了。但是，在这里却遭到了由大量反坦克导弹装备起来的埃及步兵的打击。埃及步兵使用的都是苏制盗贼式(AT-1)和烧箱式(AT-3)反坦克导弹，每两人一枚，积极地同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部队相对抗。这样，没有任何交战精神准备的以色列的一个精锐的坦克旅就在西奈半岛很快被击毁了。从武器的性能上来说，可能不如以色列，但其数量却很多。以色列方面在开战之初的一周期间，大约有200辆王牌坦克无法出动，为此，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们气急败坏。阿拉伯军队的步兵部队战胜了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部队，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同样的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发生了。渡过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军队，因为没有藏身之处，好似飞蛾投火，正是飞机攻击的有利目标。以色列空军飞机对踊跃渡河的军队进行了空中攻击，但反而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毁灭。埃军的渡河作战部队几乎完全在“防空保护伞”的掩护之下，从容不迫地实施行动。展开攻击的以色列飞机，不断地被击落下来。除使用了自越南战争以来人们热知的高空、中空和低空地空导弹外，还使用了第一次露面的、抗电子干扰的SA-6得利式地空导弹，所以埃及的地面军队能有效地抗击以色列的空中突击。这样一来，在战争初期的头一周内，以色列方面就损失了100多架歼击机，占其全部飞机的五分之一，结果航空部队被步兵打败了。这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战场原则。当时的《新闻周刊》进行了如下论述：



　　“坦克未必能够控制战场”。



　　“地面军队也能够抵抗空中力量”。



　　“无论是坦克还是飞机，在作战的时候，都应该同步兵配合行动”。



　　“恶魔一样的导弹”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战争样式。



　　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以色列恐怕很难恢复元气。由于从美国引进了小牛式空地导弹和反雷达导弹，才使以色列摆脱了困境。后来，发扬了勇敢精神，一举突破了埃军的战线，冲过苏伊士运河，并且包围了埃军，看到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但是，据说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人受到的“技术上突然袭击的冲击”，比其他任何突然袭击的冲击都大得多。



　　赎罪日战争提供了很多与珍珠港事件相同的“突然袭击的经验教训”。关于突然袭击，且不论与最后胜利的关系如何，但它往往取决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企图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智慧和手段，想方设法攻其不备或乘虚而入，力图发生“预料不到的事件”；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科学技术能使以往“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的时代，因此，就使发动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在赎罪日战争中，除了“时间”、“地点”、“速度”、“战术”和“欺骗”等重要条件之外，还增加了技术方面的新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人感到具有新时代突然袭击的特征。在被称为军事专家的人们中间，存在着故意降低这种新“技术”革命意义的倾向。但是，在今后的战争和国际纠纷中，这种“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将成为胜败的关键，这已是不可掩盖的事实。



　　正如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朝鲜航空公司飞机被击落和美国侵占格林纳达等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八十年代以后发生的冠以“战争”之名称的事件中，“技术上的突然袭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与“欺骗”手段相结合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所谓的“电子欺骗”就是如此。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看不见的战争”，这时，被袭击的一方就难以对付。既老而又新的问题正在变换着样式，准备以一切手段(从有形的手段到无形的手段)投入突然袭击。这样突然袭击肯定会成功。即使在实力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对付力量强大的对手时，如果计划得当，突然袭击也会成功。所以，要获得胜利，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手段了，那怕是企图暂时获胜的一方，也必定要采取这种手段。“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方面的防空配置和地面袭击部队 1973年10月6日














	

 






	















	







	







	









 





	


	







	








	




	


战例研究8 对敌人和自己都进行欺骗




	







	

 



	


	


——1968年8月20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迈向危机的步伐



　　笔者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的第一次活动，是从1968年8月底首次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年度大会开始的。当时正值总统大选之年，尼克松与汉弗莱之间的激烈争夺战也带进了学会。会场上到处都是共和党派和民主党派的争论。但当时集中到这里来的学者和研究员们之间，主要话题则是在一周前即8月20日发生的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在学会的日程之外，散发了许多传单，号召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参加讨论。学会结束后，到了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在那里又在著名的反共学者斯特劳斯弗佩博士和金特纳博士指导下进行研究活动，这一年受益非浅。年轻的研究员们都在以捷克事件为主题从事研究工作。



　　在总统大选中，尼克松获胜。后来尼克松与基辛格配合，重新考虑了结束越南战争和对苏关系问题。从1969年11月，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预备会议一开始，在军备管理专家们之间再次出现了苏联以武力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议论。可以说，这是苏联实施“欺骗活动”的典型范例。苏联的诺言是不可信的。它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毫无顾忌地破坏国际性的协议。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即使是限制核武器的协定，也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撕毁。“不能相信苏联”，这种潜在的意识，从开始进行限制核武器会谈，到经过长期谈判签订限制核武器协议(美国不予批准)，都潜藏在美国人的心目之中。在苏联突然入侵阿富汗时，这种意识就更加强烈了。事实的确证明，苏联是在采取欺骗政策，即“利用欺骗进行突然袭击”。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一年多以前的1967年6月爆发了六天战争。以色列的突然袭击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正当以色列的后台美国人拍手称快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处于盲目状态(外交上和电子通信方面)，忽略了突然袭击事件的发生(指东欧国家中发生的事件)。当时，对苏联的这种动向并不是毫无察觉的。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与该事件相关连的情报。虽然对如何看待这些情报的价值进行了议论，但结果却没有从大量的“干扰信号”中选择出真实的情报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还面临着一个既老而又新的问题。



　　当时，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抄录的《洛杉矶星期日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观察家》、《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发表的报道和科林·查普曼撰写的题为《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被强占》的文章，都揭示了苏联是如何瞒过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眼睛，成功地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占领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是如何巧妙地欺骗捷克政府、北约军队司令部、英国情报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德国情报部的。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由于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造成的压力而陷入了极其混乱的状态。1967年12月发生了政变，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就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使苏联的绝对控制权受到了威胁。苏联认为，杜布切克所说的民族主义，即使同波兰哥穆尔卡的认识一样，对于其民主主义化的倾向，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之间连续开会，反复讨论两党之间政治上存在的分歧。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苏联在谈判失败后会不会下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从1月到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部在东欧的间谍们送来的大量情报中获悉，苏军很可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当时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很不放心和很不满意了。



　　3月23日，杜布切克的前任被赶下了台，这使苏联感到非常难堪。4月12日，《真理报》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搞多党派自由主义”。4月22日苏联发表声明，谴责捷克斯洛伐克说：“谋反分子正在协助帝国主义者进行策划，妄图打进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两国之间的危机逐渐达到了高潮。5月9日和10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纪念日这天，所有西方国家的主要电台都报道了苏联军队、波兰军队和东德军队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消息。5月10日，曾一度否定这一报道的布拉格电台，承认华约军队正在波兰南部地区进行演习。5月14日和15日，苏联和波兰的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事实。



　　6月份，华约军队在波兰和东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压力。捷克斯洛伐克也被强行卷入了这次演习，并且不得不承认大约有16，000人的苏联军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这支苏军部队原决定于6月30日正式撤出。但是，直到莫斯科宣布演习结束的7月11日以前，还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或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进进出出。这大概是为了熟悉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地形。后来，苏联军队虽然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了，但在“天盾”演习的名义下，苏联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周围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此期间，西方国家情报人员获悉，从7月29日开始，苏军将75，000人的部队配置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此外还将相当规模的部队配置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一线，东德军队也同苏联军队一起行动。到8月初以前，苏军的这些活动一直连续不断。西方国家大量地连续报道了苏军的活动情况和有关的议论与传说。但奇怪的是，任何西方国家对此都没有向苏联发出过类似警告性的声明。只是西德政府的发言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的这些行动只不过是其更大规模入侵计划的伪装。但西德很快又否定了这一发言，说这是“助长不安定因素的毫不负责任的发言。”而且，据说这一否定发言还是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



　　苏联根据西方国家的这些报道和各国政府的活动断定，即使苏联直接以武力攻占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北约各国也不会采取任何反应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加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入侵的危机进一步升级了。当时，苏联公开要求杜布切克举行最高领导人会谈。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要对付两个会议。一是7月29日至8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尔那召开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会议；另一个是8月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六国共产党会议。这些会议的结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得到这样的印象，即问题虽然很严重，但还是能够通过充分的谈判获得解决的(这是苏联特意为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印象)。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刚结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马上就外出休假了(有关这一事实的报道，实际上是欺骗宣传)。而且，8月11日预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军队已经接到了待机命令，并且下达了20日发动进攻的命令。不过，当时同1956年入侵匈牙利一样，苏联部队自己也不知道事实真相。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为举行演习而进行准备和组织行动，上级就是这样解释和说明的。为了发动突然袭击，对自己一方也进行欺骗，这同珍珠港事件及其他突然袭击事例是完全相同的。



　　8月16日和17日，苏联格列奇科元帅(国防部长)、雅库鲍夫斯基元帅(陆军总参谋长)和叶皮谢夫将军(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三人访问了东德和波兰，最后对作战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开战三天前的17日，苏联克格勃的一些人员就到了布拉格机场。他们的任务是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务部。据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务部，除了部长一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主要干部都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18日和19日，勃列日涅夫正式向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表明了苏联的真实意图，只是没有向苏联讨厌的罗马尼亚讲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日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20日傍晚，秘密警察开始行动，在逮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同时，控制了所有的通信设施。



　　这样，侵捷苏军的先头部队，即空降袭击部队，于8月20日晚上10时30分降落到布拉格机场，苏军和华约的地面联合部队在大约30分钟后(晚上11时左右)，开始越过捷克叛洛伐克边境。总指挥是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初期出动的兵力为23-26个师，计约15-20万人。与其相对抗的捷克斯洛伐克正规军只不过14个师，计约75，000人。而且，这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作为华约军队的责任区，都针对着北约军队而分散配置在西部边境一线，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束手就擒。



　　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失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苏军入侵的当天晚上正在举行会议。正式接到苏军侵入报告的时间是晚上11时40分。由于电台等广播设施都被苏联的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所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经过几番周折后，好容易才在第二天凌晨1时50分通过布拉格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向全国人民发布了声明。该声明极其简单，具体内容如下：



　　“昨天，苏联、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望全国人民保持平静，不要采取抵抗行动”。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一正式声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苏联官员大肆宣传这个广播是谣言，一时间，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安。莫斯科在捷克时间第二天的5时50分发表了正式声明。



　　苏军的行动非常迅速。首先，在发动作战的同时，以华约军队的通信设施对北约军队的雷达和通信进行了大规模的通信干扰。苏军的这种大规模的通信干扰，以前曾多次进行过。因此，北约方面仍然认为这是演习。据说，北约军队司令部知道苏军侵捷的事实时，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由此看来，在北约方面完全处于睡梦状态期间，苏联就迅速而顺利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短短的3小时内，苏军的500辆坦克从东德边境开始前进了60英里，到达了布拉格。



　　苏联的目的，是在捷克洛伐克和北约方面展开军事和政治反击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为此，苏联方面尽量隐瞒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也隐蔽其军事上的准备活动，计划在作战开始后立即以最大的速度实现占领捷克的目的。苏军按计划实施行动，并且获得了成功。尤其可悲的是，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对于苏联的这一动机、目标和决定，未能做出一致的判断。然而，西方国家情报部门虽说有些“惊奇”，但也只是部分的，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地掌握了苏军进行侵捷准备的情报。所以，如果说感到惊奇，主要是指在“时间”方面。北约、美国和西德的情报部门，对于华约军队内部军事力量的动态，已收集了相当准确的资料。从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现在是很普通的，但在当时却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美国超高空高速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东欧国家内部的西德谍报人员、北约的雷达及其他电子通信系统收集到的情报，都表明了苏联和华约军队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2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部都没有肯定地报告苏联可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到6月，西德情报部就以非常确实的情报报告说：“东欧国家部队的训练活动，是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8月初，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甚至获得了苏军进攻路线的情报。而且北约情报部还做出了苏联将发动入侵攻击的正确结论。问题是对时间判断有误，认为9月1日以前苏军不会发动进攻。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大会预定在9月9日召开，所以估计苏联的军事入侵至少不会发生在大会召开之前。



　　所有情报人员都非常担心，但不知道为什么，北约军队司令部没有发出最高一级的军事警报。英国国防部长希利后来在谈到当时北约错误地判断形势时，指出了如下弱点：



　　“随着8月危机的发展，北约的弱点也就开始暴露出来。主要是通信传递问题。不仅各国政府之间，而且各国政府与军队之间也存在这一弱点。……”



　　此外，北约的通信系统不完备，拖延了重要情报的传递。更严重的是，北约各国政府分别从本国国民的感情和国家本身的考虑出发，产生了故意歪曲这种威胁的倾向。尤其美国，更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接受了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对当时正在实行的各种军备管理政策的希望破灭，所以缺乏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施加压力的热情和积极性。



　　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这种情况，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忽视进攻前的早期警报》(特利撰写)和《观察家》杂志的《在进攻捷克时是如何使北约疏忽大意的》(威尔逊撰写)等文章中，均做了如实的描写。



　　关于西方国家为什么错误地判断了苏军进攻的时间问题，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当时在西方各国的上层部门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活动(例如北约、西德的情报部门和军队内部)，对于捷克问题，他们巧妙而成功地控制了情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间谍事件中看出来。这两件事虽然没有得到确认，但苏联的情报活动如此深入西方国家的事实，已经暴露无遗，一般的读者都会为此感到吃惊。



　　第一个间谍事件，是北约财政监查官土耳其人伊姆尔从1958年以来一直在北约内部充当苏联的间谍。1968年，他的任务是搜集北约内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资料和情况。这年3月，北约组织的有关部门加深了对他的怀疑。但在他受到严密监视之后，还直接接触不受怀疑的土耳其代表团的人员，逃避了检查。但终于在9月11日被捕。



　　第二个间谍事件，是10月份相继发生的6名西德高级官员的“自杀”事件。当时，北约的罗吉斯蒂克代理部长(海军少将)、西德国防部情报部代理部长(陆军少将)、国防部两名干部、经济部和宣传部各一名干部等6名高级官员死得很奇怪。这6名官员都被确认为是苏联情报机关人员。他们对北约和西德情报部门收集的情报(关于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苏军的配备情况、北约的对抗计划等)了解得很详细。他们提供给苏联的情报肯定会被用来对北约和美国进行欺骗活动，这种欺骗活动，还在于苏联巧妙地反过来利用西方国家对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所持的心情。



　　关于第一个事件，米格尔·阿科卡曾在《生活》杂志上以“渴望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攫取秘密的土耳其人”为题撰写文章进行了有趣的描述；关于第二个事件，菲利帕·戴·鲍斯乔利也在《生活》杂志上以“北约的内幕——间谍与‘自杀’”为题发表了饶有情趣的报告。



　　这样，在入侵之前，将苏军行动时间估计错误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炎热的夏天放心地外出休假去了。英国的阁僚和西德的高级官员们也都不在家里。事实上，在苏军发动侵捷后，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接触。因此，西方国家丧失了对付苏军侵捷行动的时机。关于苏联武装侵捷的时间问题，完全称得上是对西方国家的又一种“突然袭击”。这清楚地说明，对于苏联的动机、入侵时间的决定和入侵攻击的目标等等，即使在苏军发动入侵攻击之后，西方国家的专家们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西方国家的混乱



　　1968年8月的苏军侵捷事件，日本和世界很多专家们认为是一次非军事性的“非暴力”、“市民防卫”的典型事例。捷克人采取的这种非暴力的抵抗，一定会使苏联感到非常“惊奇”，即使对注视这一事件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说，都会感到“吃惊”。而且，捷克人本身对“不抵抗主义的抵抗”的意外成功也都感到惊讶。到底是由于苏军入侵的第二天凌晨1时50分布拉格电台发表的“禁止抵抗”的声明所产生的效果，还是在苏军入侵之前捷克人(政府官员、宣传机构的有关人员之间)就事先协商好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应保持的态度，这些都不很清楚。但是，可以说这是捷克人所表示的一种“技术上的突然袭击”或者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然袭击”。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作为另外的课题进行研究。



　　在此，笔者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苏军侵捷给西方国家造成的混乱。这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付突然袭击”手段的变换是由北约进行的。突然袭击时，预想不到的问题接连不断。因此，为了应付这些问题，必须采取灵活的富于弹性的措施。8月20日的混乱状况(也就是苏联奇袭成功的时候)，究竟又如何呢？



　　在8月初的两周期间，美国没有发现苏军作战部队向波兰移动的情况。然而，在苏军开始入侵前两小时，技术情报系统发出了有关苏军调动的警报。但这个警报没有及时地传送到华盛顿。当华盛顿得到之后，为时已晚了。华约军队几乎全部实行了无线电静默，北约军队运用普通的监听方法未能侦察到华约军队的这种异常动向。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波尔克将军最初听到这一消息是来源于布拉格的AP专电，而不是来自部队的情报机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约翰逊总统是通过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才知道这个事实的。



　　北约军队司令部当时也正在悠闲度日。事务局局长布罗希奥正在意大利休假，欧洲联军最高司令莱姆尼兹将军正在希腊视察和旅行。莱姆尼兹将军不在时，留守的英国代理参谋长也乘游艇在北海游览，而且没有随身携带无线电收音机，所以，对苏军侵捷的事实一无所知。此外，基层军官也大都外出旅行或者参加夜间娱乐活动。而且，其中很多人没有报告去向，根本无法取得联系。



　　如前所述，英国国防部长希利把这次失策的原因归结为“通信联络不完备”。北约的协议和情报传递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有个西方国家的重要情报中心，在事件发生12小时后才从布拉格发出的商业报道新闻中得到正式消息。西方盟国的领导人关于苏军侵捷的消息也不是从北约军队司令部得知的，而是来自莫斯科。总之，北约的通信系统没有向盟国发出一次警报。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喜剧。



　　事情过后，北约的大人物们集中在一起，经过讨论后才明白，原来通信处理能力太薄弱，且缺乏专门的分析研究人员，通信设备也不充分，就连硒静电复印机等设备都不能满足。即使获得情报，也不能疏通通信渠道迅速传递出去。而且，苏联对北约和捷克进行了有效的通信干扰，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就连警报手段也处于虚设状态。北约本来认为，这些通信设施在半年以前就进行了改善，但实际却依然如故，毫无改进。北约方面的这种混乱状况，波尔克将军退役后在《战略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对1968年苏军侵捷事件的反省》和乔恩·马克林写的《北约和捷克的危机》等文章中都做了详细的记述。



　　关于北约对危机和突然袭击处理如此失策的问题，如果进一步深究，还可以归结为北约对苏联采取的姿态上。当时，北约对苏联基本上采取了尽可能不挑战的姿态，即使在捷克问题上也只限定为欧洲范围之内的“一个地方问题”。北约的这种潜在意识可能就是没有决定全面发出警报的真正原因。波尔克将军等人也回忆说，要求撤回边境方面的特别侦察飞行，只允许单纯以直升机实施一般巡逻性的警戒行动。这从反面来看，是让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该事件只不过是欧洲地区之内的事，进一步说，是属于东欧地区之内的事，完全是地区性的“局部问题”。上述正是苏联进行宣传活动的成功所在。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














	

 






	















	







	







	









 





	


	







	








	




	


事例研究9 平时也有突然袭击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对中国的“冲击外交”



　　突然袭击前的信号



　　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有突然袭击。但平时与战时的突然袭击有所不同，平时突然袭击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获得重大外交成果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创造性实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过程。在确立新的外交目标，企图变更国家以往路线的时候，或者企图紧急改变政策，改变新的国家关系结构的时候，即使在平时也可以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所谓尼克松的“冲击外交”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专家们之间广泛流传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等说法，就说明平时确实存在着突然袭击。笔者专门研究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认为战后在美国国际政治生活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例，是尼克松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即确立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政策。



　　自1949年10月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来，20多年美中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双方都将对方作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五十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和法越战争，由于双方一直处在两极构造的恐怖所造成的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状态之中，美中关系没有什么特别变化。进入六十年代后，美国就陷入了越南战争，中苏对立的关系日趋明显，在这种激烈的动荡之中，美中关系才开始有所松动。这是因为，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已打算访问中国，而且他还在1967年10月号《外交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暗示了新的对华政策。尼克松在其论文中提出了如下建议：



　　“美国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是掌握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单纯地永远地将中国置于国家社会之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具有巨大潜在威力的10亿人民，不应该长期地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下生存。但是，在长期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汲取历史的教训，那就是根本的错误。



　　“在中国发生变化以前，世界大概就不会安宁。这样，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施加影响，促使其发生变化……。”



　　有人认为，这篇论文表示了尼克松对中国的基本姿态。不过，当时尼克松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促进美中接近，倒不如说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如果认为这就是尼克松向中国发出呼吁的最初“信号”，这种想法为时过早。中国方面好象也没有这种看法。据说，尼克松用心描绘的情景，是从美国国家的利益出发，想进一步利用太平洋地区的中苏对立，旨在加强他的竞选口号的意义。总而言之，虽然不知道这篇论文有没有影响，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一获胜，中国方面就立即作出反应。



　　1968年11月26日，驻华沙的中国大使向美国大使提议，希望翌年即1969年2月26日正式举行大使级会谈。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是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自1955年以来从未间断的谈判。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每年只谈判一次或两次，1968年1月8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因此，中国方面提出正式谈判的这一消息，对约翰逊来说是非常“惊奇”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向下届总统尼克松传达了对中国建议的答复。



　　尼克松在翌年即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交流思想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以这种形式迅速发出了信号。但这一点，中国方面似乎没有理解。尼克松还通过会见记者等形式发表了同类意思的间接信号，但没有出现特殊的反应。2月1日，尼克松指示刚就任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基辛格讨论“对中国的和解”问题。与此同时，国务院和基辛格的工作人员研讨了去年11月26日中国方面的建议(再次举行华沙谈判的电文)，正式回答同意中国方面的提议，并且一致同意于2月20日再次举行谈判。但是，由于2月初发生了中国驻荷兰代办的流亡事件，在接纳政治避难国家的问题上，中国增加了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因而拖延了再次举行华沙会谈的时间。



　　另一方面，奉命负责研讨对中国和解问题的基辛格，起草了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探讨了边维持所谓“两个中国”即同台湾的关系，边改善美中关系的道路。这项工作，遵照尼克松总统的严格命令，只有少数几个人接触，一般人都不知道。因为尼克松认为，要将一种政策改变成另一种政策，保守“秘密”是极为重要的。研究的结果是，由罗杰斯国务卿于2月18日以表明同中国开展科学文化交流的意思的形式出现。3天后，基辛格在回答记者问时发表谈话，说总统希望采取经常同中国进行“最大范围内接触”的政策，向中国发出了信号。但是，由于发生了前述的意外事件，美中关系又恢复了原来状况，这使美国方面非常失望。



　　然而，中国方面出现了有必要同美国接近的转机。也就是发生了乌苏里江的中苏边境纠纷。实际上，3月的再次流血事件，迫使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现实威胁，到了必须认真考虑中美关系的时候了。为了不错过这个时机，致力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依赖法国总统戴高乐从中进行了调停。3月1日，尼克松在访问巴黎和数周后戴高乐为了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访问美国时，都委托戴高乐向中国方面转达他希望缓和美中关系的意思。接受这一委托的戴高乐，于4月23日通过驻北京的法国大使向中国传达了尼克松的上述意思。据说，当时中国方面根据尼克松过去一贯的态度，曾经表示怀疑。



　　在此期间，基辛格于3月28日主持编写了以“同共产党中国间的贸易”为题的第35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提出了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一下子取消所有的限制；另一种选择是，逐步地分阶段地正常化。尼克松主张以第二种选择为好。按照这条路线，1969年下半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友好的姿态。主要表现有，主动发给学者、记者和议员访华护照；表明同意恢复美中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意思；第7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声明撤除冲绳的核武器；取消访华人员购买100美元物品的限制等等。



　　尼克松在长时间的国外访问、旅行之初，于7月25日在关岛发表的所谓“尼克松主义”中，也包含了同中国和解的意思。当时，总统的报告当然不是仅仅以中国为对象的，但要求盟国努力相助，减少美军在亚洲地区的军事保证，这些问题的内容对中国来说就意味着减少了美国的威胁，表明了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意图。后来，尼克松于8月1日在巴基斯坦向阿尤布汗总统、8月2日在罗马尼亚向齐奥塞斯库总统分别提出了要求，委托他们与中国牵线搭桥。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发表演说，提倡“美中关系正常化”，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关心。这种信号的传递和交换，看上去是零星的，片断的，但经过长时间地反复积累，其效果是非常之大的。



　　1969年10月，尼克松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开始恢复华沙会谈；12月11日，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了磋商，一致同意于1970年1月20日再次开始举行会谈(第136次会谈)。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这一决定。当时美国是第一次公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后来，在2月18日发麦的尼克松给议会的特别报告《七十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中，以很大的篇幅记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考虑了如何才能“从实际上改善同北京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表示没有利用中苏纠纷的意思。尼克松想以这个报告作为“最初对中国发出的真正的公开信号”。



　　大局已定，不可反悔。由于这种信号多次互相交换，美中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意思都已明确。但一旦进入实施阶段，就必须进行频繁的接触和明确具体的交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动荡的国际关系不断发生难以预料的事件，它将有碍于双方接触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和基辛格断定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已到，于是下定了决心。



　　这个时期的变化过程，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塔德·肖尔茨所著的《和平的幻想——尼克松时代的外交政策》两本书里做了详细的记述。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转达这种意图的方法是，想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达，时间选择在为纪念联合国成立25周年，这两位总统来美国的时候向他们表明这种意图。



　　基辛格密使的北京之行



　　10月下旬，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个渠道对中国所表示的意思，都于12月中旬分别得到北京表示同意的回答。访问过中国的埃德加·斯诺，也传达了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2月25日，尼克松在《世界形势报告》中，明确表示改善与扩大同中国的关系，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3月24日，周恩来在北京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表达了同美国举行高级会谈的决心。4月6日，中国方面在日本的名古屋发生了戏剧性的“惊奇”事件。在国际乒乓球比赛大会上，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队向美国发出邀请，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美国方面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是中国方面公开发出的第一次信号。因为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外交上的冲击力也非常之大。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成功地访问了中国。这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访华团体。他们于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后来，经过几次“加强友好”的相互交往之后，4月27日出现了“真正的跃进”即中国的密件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秘密带给了基辛格。



　　这个密件就是周恩来的信件，信中表示北京准备接待美国代表团，同时提出了一些需要讨论的事项。中国准备震惊全世界。但是，尼克松还想再看一看形势，企图选择一个最好时期。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开始考虑代表团人选问题了。最初，基辛格打算自己先去中国。以后又物色了几个人，但最后还是决定他只身先去。5月10日，美国方面将答复交给了巴基斯坦大使，经过伊斯兰堡送到了北京。主要内容是，基辛格将前往北京举行预备谈判，对他委以全权，他将于6月15日以后的某天前往，以巴基斯坦为窗口进行接触，本件要绝对保密。后来正如尼克松所说的，“大局已定，只等周恩来的回答了。”



　　5月31日，焦急等待的中国的回答经由巴基斯坦传到了华盛顿，全文于两天后由特别信使送到。当基辛格携带着刚刚接到的两页文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尼克松那里的时候，尼克松正好结束了对尼加拉瓜总统的接待。他立即启封看信。当尼克松一读完信，基辛格象少年似的满面通红地说：“总统，这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给美国总统的最为重要的消息！”



　　自那以后，他们俩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研究讨论中国问题、美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两个人不断地干杯，一下子就喝了一瓶白兰地。他们俩人为了使这一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美中关系的工作获得成功，一致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对保密”。比虚构更为有趣的基辛格密使北京之行的故事，就是从这天夜里开始的。



　　基辛格为了隐蔽行动，首先规定了这次行动计划的暗语，决定仿效马可波罗，称为“波罗计划”。日期定为7月9日至10日。收到中国方面确切回答的时间是在基辛格出发的一周之前。基辛格于7月1日从华盛顿出发，首先飞往越南，4日到达曼谷，6日在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近郊的拉瓦尔品第机场。习惯于跟随基辛格长途旅行的记者们，从他以往的谈话中，认为他这次旅行没有什么新闻价值，所以到达巴基斯坦时只剩下3人。在伊斯兰堡，他制订了如何秘密潜入北京的计划。巴基斯坦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制订了如下秘密脱离方案。



　　巴基斯坦原计划为基辛格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的90多名高级官员。但当天下午5点钟却取消了这一宴会，让大家非常失望。他们肯定会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向大家解释，说基辛格“由于过于疲劳，得了轻微的胃炎；并且向记者们发表谈话说，基辛格为了去休养，要到山里僻静的地方呆上两、三天。为了让人们认为是由于突然事故，还专门把宴会菜单交给了厨师(因为人们都对什么样的菜单很感兴趣)，白准备了90人的莱肴。而且，第二天早晨带护卫人员的高级轿车，好象载着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向山里出发了。看到这种情况的记者们，即使考虑到某些问题，也只能认为是基辛格在为了调解东西巴基斯坦的问题而奔走。谁也不会想到基辛格是为了潜入北京。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实施。于是完成了“近代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踪闹剧”的舞台设计。为了扩大这一效果，7月10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讲演时说：“为了结束中国在世界社会上的孤立状况，准备迈出最初的一步……”。这个演说，在美国倒没有怎么引起注意，但却引了中国人的极大关心。



　　另一方面，在冒充的一行人假装进山后，基辛格就隐藏在巴基斯坦的飞机里于7月9日早晨3时36分向北京出发了。在机场上见到基辛格的记者虽然向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发了电，但谁都没有注意接收，也没有作为消息发表。这对基辛格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知道基辛格这次北京之行意图的，只有基辛格身边的三个人，就连驻巴基斯坦的美国大使都不知道。在基辛格身边担任警卫任务的秘密警察，在飞机飞上天空之前还不知道去向。此外，因为该机不是定期班机，所以为了避开苏联和印度的雷达探测，必须越过喜马拉雅山绕过航线以外飞行。飞机起飞后经过5个半小时的飞行，于当天中午在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着陆了。



　　这样，基辛格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北京。由于不能及时同白宫取得联系，所以全靠发挥他自己的本领，机会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但是，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焦急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自然发展。在此之前，美国从某些方面表示了外交上的积极姿态。这次该轮到中国方面做出某些表示，最后终于盼来了。当天下午4时，周思来总理亲自来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从外交惯例来看，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有必要亲自到宾馆(即使是国宾)看望。而周恩来却打破了惯例。这就充分表明了反应效果之大。



　　基辛格和周恩来连续进行了坦率的具体的讨论。其中也包括一致同意尼克松总统将于不迟于1972年5月的某个时期访华的事项。这样，美中关系和解就确定下来了。在7月11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和周恩来决定结束在这以前在美中关系上引起了重要作用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从中介绍。因为在美中两国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中间介绍了，两国可以直接进行高级会谈。今后两国的接触，可以通过两国驻巴黎、渥太华或其他城市的大使馆直接进行。最后决定于7月15日东部夏令时间下午10时发表尼克松访华的消息。



　　基辛格回到伊斯兰堡之后，立即向尼克松总统发了唯一的一句暗语电报“尤里卡”(好极啦！)这是预先规定的作为表示北京之行成功的信号。7月13日基辛格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即7月14日，尼克松、基辛格、罗杰斯(国务卿)、哈尔姆斯(中央情报局局长)、黑格上将一起开了会，第三天即7月15日下午7时(加利福尼亚时间)尼克松总统通过伯班克电视台向美国全体国民发表了电视讲话：



　　“晚上好，请允许我借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经过我们不懈地努力，获得了很大进展。……周恩来和基辛格于7月9日-11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个消息播放时间不到90秒钟，但其影响之大却是无法形容的。完全是一种“震惊”和“突然袭击”。在基辛格的回忆录《白宫时代》一书中，对这件趣闻进行了真实生动的记述，非常感人。此外，罗伯特·G·萨特著的《中国在注视着——美中和解》一书中，也记述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且还增加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突然袭击外交的效果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冲击外交”或者“突然袭击外交”，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长期静止不动的巨型舰船突然起动一样，而且其速度非常之快。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肯定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一方面，有的人谴责说妨碍了“外交上的持续性”，也有的人批评说美国丧失了“保证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有的人称赞说这是“创造性外交”的典范，也有的人认为，作为旨在向“和平结构”变革的世界政治的推动力量，有一定的价值。其功与过，必须以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待，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而且也没有必要下结论。现在可以看出来的唯一的一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大都不欢迎“突然袭击外交”。但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大的外交活动形式和小的外交活动形式并存，而且发挥积极性的机会已呈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



　　迈克尔·I·汉德尔著的《突然袭击外交——希特勒、尼克松、萨达特》一书，对外交上的“震惊”和“变革”的意义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突然袭击外交”可在四种不同的情况下行使。(1)非民主体制中独裁的领袖；(2)民主体制中采取独裁形式的领袖；(3)民主体制中民主的领袖；(4)非民主体制中集体领导的首脑。希特勒、斯大林和萨达特为第一种类型；戴高乐、尼克松和贝京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外交上的突然袭击行动，大多数都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采用。第三种和第四种类型很少采用。1954年决定从印度支那撤退的法国总理，相当于第三种类型。1962年给古巴带来导弹危机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属于第四种类型。



　　但是，突然袭击外交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对突然袭击外交的代价和风险如何评价和分析？谈判与交换信号的方式应该怎么办？第三者介入和各个领导人的作用如何发挥？旨在变革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动机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突然袭击外交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虽然不会造成军事上的破坏，但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破坏？能够进行突然袭击外交的秘密外交果真是建设性的吗？虽然不是破坏性的，但没有危险吗？突然袭击外交能不能解除或缓和国际纠纷和战争？是否会助长国际纠纷和战争呢？



　　总之，疑问很多，且没有明确的结论。有些也许根本就无法做出结论来。因为事在人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样，“突然袭击外交”最好是根据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的不同变化，在认为必要时运用。在敌我双方的情况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的、动荡不定的现代国际社会里，我们能否时常关心此事，经常以灵活的姿态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呢？



　　这里，受益者大概是“实施突然袭击外交的一方”。因为实施突然袭击外交的国家，在外交上能否取得长期的胜利，这一点必须由将来的历史学家来判断，至少在实施阶段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具备锐利的“历史眼光”。我们是不是看错了当今的历史潮流呢？






尼克松对中国的冲击外交 1971年7月15日














	

 






	















	







	







	









 





	


	







	








	




	


总论 突然袭击为什么不可避免？




	







	

 



	


	


——情报和计策的释义



　　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



　　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然袭击的战例以及在战后的国际纠纷(战争)中和在外交上进行突然袭击的事例，本书在上述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研究。战后几个时期美国对突然袭击的研究也都同具体事件的发生有关系。其第一个时期正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议会很快召集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联系政治斗争，追究遭到突然袭击的原因。第二个时期系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这期间相继发生了1967年6月的六天战争、1968年8月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外交”和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称呼)。第三个时期即开始对紧张局势的缓和产生怀疑的时期。苏联对阿富汗的突然入侵，完全粉碎了“缓和”的论调。



　　与此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出，“突然袭击研究”中的共同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把握敌方的动向，无论掌握敌方多么丰富的情报，企图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也能周密地准备，成功地实施。因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能够对其攻击的目标进行详细的调查，认真查明其盲点，掌握其弱点，隐匿行动企图，展开欺骗作战，使敌人处于混乱状态。因此，被袭击的一方，即使准备充分，也会遭到突然袭击的。这一点，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是一样的。



　　即使不发展成为战争，类似在摩尔曼斯克发生的南朝鲜航空公司的飞机事件和后来在南桦太上空发生的南朝鲜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击毁的事件，如果从苏联的立场来看，自认为警戒严密的摩尔曼斯克(摩尔曼斯克是苏联最大的海军基地，防空体系非常完备)却轻而易举地遭到笨重的民用飞机的破坏，因而作为苏联新型核潜艇导弹发射点，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在防卫系统不断加强的鄂霍次克海上空，也同样很容易遭到民用飞机的侵犯，而且飞机差一点儿逃掉。如果这些飞机不是民用，也不是在和平环境，那么苏联的基地就将遭到沉重的打击。也就是说，这些事件表明，苏联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空中防御体系，已意外地遭到了“突然袭击”。



　　与日本密切相关的米格-25飞机逃往函馆的事件，也可以说是日本的防空网被突破，遭到了突然袭击。这一事件，使日本清楚地看到了防空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应该予以充分注意。读过别连科中尉的回忆录就可以知道，别连科中尉对日本防空系统的优点和缺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否则，就很可能被日本的防空警戒网迅速捕获。反过来说，即使日本拥有完善的探测系统，也可能遭到突然袭击。



　　笔者所列举的具有代表性的突然袭击战例都说明，即使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其结果仍然是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获得成功。巴顿·乌埃利先生1969年撰写的《军事战略——战争中的欺骗与突然袭击》一书，从欺骗的观点研究了突然袭击。书中列举的将近70年的战例，都是欺骗的一方占优势。也就是说，即使被欺骗的一方(即被突然袭击的一方)拥有大量的情报，欺骗的一方也要积极地进行情报活动(或者全面的隐蔽行动)，使对方分辨不出是“噪音”还是信号，最后达成突然袭击的意图。



　　战后对“突然袭击”的研究摆在读者面前的事例，在时间、地点、性质及伪装样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也都没有超出罗伯塔·沃尔斯特德所著的《珍珠港——警报和决心》一书(1962年)。对于该书的研究和该书的观点，前边已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这位女士的论点，从珍珠港事件的史料中找出了很多假设证明的素材，认为即使在核武器时代，也同样会发生突然袭击。在美苏之间的“恐怖的核均势”中建成了双方都认为完备无缺的警戒系统。但她警告说，不管有多么完善的防卫体系，都很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绝对不可麻痹大意。该女士使美国国民认识到，之所以能够发动突然袭击，不是警戒系统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这位女士的警告，虽然还没有发生她所担心的那种事情，也没有发生以美国本土为直接目标的突然袭击事件，但是正如这位女土所警告的那样，在当今的世界上“突然袭击”是不会断绝的。如阿富汗遭到了突然袭击；美国自己也由于伊朗人质事件的突然袭击，有着沉痛的切身体验。



　　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



　　突然袭击为什么会成功？换言之，就是“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前面介绍的9个具体战例为基础，不按次序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欺骗敌方也欺骗己方。



　　第二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无视法律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律)，或者运用巧妙的方法反其意而用之。



　　第三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实行常识上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办法，即采取令人难以想象的行动。



　　第四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利用一切途径获取情报。



　　第五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敌我双方的情况。



　　第六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从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和心理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第七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引进新技术，使用难以预测的手段。



　　第八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不仅向有形的目标渗透，而且要向无形的目标渗透。



　　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必定要采取行动创造上述条件，并要有周密的配合行动。



　　戈登·H·麦科米克先生在《奥比士》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突然袭击、认识和作战样式》(1983年)的论文，认为各国及各国国民在认识上的错误估计，是招致突然袭击或者突然事件的关键。根据麦科米克先生的论述，国家的战略行动同人的行动一样，因为长时间在一定的环境和风土人情之中，自然会形成模式化，而其样式具有一旦确立就不会轻易改变的本质。反过来况，对方一旦认定我方具有这种特性，其估计就很难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突然袭击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如，以最近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发生的福克兰岛战争为例。从英国方面来说，他完全知道阿根廷方面对福克兰岛有蠢蠢欲动的迹象，但从阿根廷的国力和国情来看，认为很难想象会以武力占领福克兰岛。从阿根廷方面来说，英国对位于南大西洋上的如此小小的群岛出动大规模部队长驱直入进行远征，也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英国还是阿根廷，双方都根据以前的两国关系和对对方的印象，认为“不会发生意外事件”。结果却由于极普通的原因爆发了战争，而且后来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两国都遭到了突然袭击。



　　麦科米克先生在这里指出的重要问题是，为了避免由于这种错误理解所造成的误解及由此而引起的突然袭击，就必须“钻进对方的鞋里去”，即头脑要灵活。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要以自己的现成概念去考虑对方，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以对方的头脑来考虑对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其动机、行动原则、目的和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假设等等，就能够找出避免突然袭击的手段。情报和探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判断和判断的方法。无论获得多么重要的情报，如果对其判断错误，就难以避免遭受突然袭击。



　　1941年6月德军对苏联的进攻也同样，之所以会发生突然袭击事件，就是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对希特勒可以信赖的错误的印象。1941年12月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也是这样，离开突然袭击而从日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对日本人的认识不深刻。如果美国领导人对日本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反之亦然)，日美两国的开战和珍珠港事件就可能避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真想大声疾呼：突然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日美两国之间在相互理解上的差距。



　　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也是如此。自从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来，以色列人的头脑中对阿拉伯和埃及人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认为阿拉伯要挑起这次战争，而且还要发动突然袭击。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未能深刻地理解埃及人对“复活心理”的需要及其努力，所以只能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叹息不止。麦科米克先生解释说，如同观察自己一样，认真地观察敌人，是避免突然袭击的最重要的条件。笔者拟表示赞同这种意见。突然袭击的真正原因，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偏见”所造成的。



　　这种突然袭击的真正原因，再加上上述的重要条件，便可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提供技术上成功的基础。因此，只要不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突然袭击就能获得成功。但是，突然袭击的成功，并不一定关连着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本书列举的战例之中，作为突然袭击成功影响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以色列的六天战争和苏联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等。如果要问是否达到了突然袭击本身的目的，可以肯定地回答，所有的突然袭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成功)。



　　被突然袭击的一方



　　如前所述，“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和“突然袭击的真正原因”，都已经谈到。这里，拟站在“被突然袭击一方”的立场上来研究一下。突然袭击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呢？这个问题也应从被突然袭击的一方来研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使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原因中有一半取决于突然袭击的对象一方。也就是说，突然袭击就是被突然袭击的国家对自己错误印象的积累。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理查德·K·贝茨在其近著《突然袭击——国防计划的教训》一书第四章和第五章“突然袭击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分别对明显的实际原因和含糊不清的政治原因，站在发动突然袭击一方和被突然袭击一方(牺牲者)两者相对的立场上进行了分析研究。贝茨在分析中，引用了日本的情况，而作为“被突然袭击一方”的参考标志，只列举了要点(因为今后日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处于被突然袭击的地位)，大部分同前面讲的重复，但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情报与警报。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使获得了可能将要遭到攻击的情报，但是发不发警报的决心还是个问题；即使发出警报，究竟采取不采取对付措施也是个问题。即使获得了情报，也发出了警报，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最终或大或小会遭到突然袭击。因此，即使遭到突然袭击，其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被突然袭击一方来说，从全面的突然袭击到局部的突然袭击，其幅度很大。贝茨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突然袭击的相对性”。通常，都会事前发出警报，并且采取一些对策，但尽管如此，也难免受到某种程度的突然袭击，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准备得完美无缺。即使能够做好准备，但攻击一方也肯定会在其发挥效力之前(不给对方充裕的时间)采取行动，况且果断地采取完备的对策也不是那么简单。



　　1939年的波兰就是这样。德国入侵的危机迫在眉睫，各种情报非常充分。波兰虽然有150万人的预备役力量，但要完全动员起来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没有希望利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波兰政府，直到德军开始发动进攻之前，还没有下决心实行总动员。1940年5月，在西线已经发现德军集结部队。驻柏林的比利时武官多次向国内传送德军发动进攻的情报。在发动进攻的前一天还发来了这样的情报。比利时政府发出了警报，并且召回了正在休假的官兵，但是，按计划一旦有事就支援比利时的法国军队，大部分正在出外训练，或者正在休养。当德军向卢森堡发动闪电式进军的消息传来时，大多数法国兵都在戏院看戏或者正在睡觉。



　　1941年6月，有关德军“巴巴罗萨”作战的情报已经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虽然斯大林在某些方面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指挥通信系统贫乏，对德军进攻部队的规模和状况没有搞清，苏军内部控制混乱，命令的传达和思想的交流很不畅通．1941年12月，日军一举摧毁珍珠港，如果驻当地的美军官兵们都能各自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雷达操纵和飞机驾驶)，是能够在事前发现日本特混舰队的。另一方面，驻在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军于12月6日向所有航空兵部队发布了全面警戒的命令。但是，日军对菲律宾的空袭比袭击夏威夷晚9小时，因此，稍一松懈就可能在地面补充燃料的时候遭到袭击。克拉克空军基地由于日军的空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当时麦克阿瑟不发出全面警戒的命令，其损失可能更加严重。



　　朝鲜战争后，麦克阿瑟将军在议会上发表证言说，即使他在北朝鲜军队入侵的3天之前收到警报，战况也是大同小异。为了将驻日本的美军第8集团军运往朝鲜作战，当时至少需要3周的时间，因此，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1968年，在越南战场上，越军“春节攻势”的情报在3周之前已送给威斯特摩兰，而威斯特摩兰一接到情报就立即发出警报，改变了部队的部署。但他没有下达如何进行反击的命令。虽然展开了警戒巡逻，但连一个如何对付的蓝图都没有制成。



　　(二)发警报过程中在组织上和手续上的障碍。为了发警报，必须有大量的情报。但是，所获得的情报是否准确，是否能够表明所有的征候？这个疑问是没有尽头的。从实际观点来说，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组织，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把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所拥有的全部信息都集中起来，另外传送不到所需要的人手里的情况也是很多的。甚至还有在本组织内由于人事关系等原因将重大情报销毁的情况。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收到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但是，没有侦收到日本的全部电文，侦收到的电报也没有全部破译出来。误译电报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情报，下面认为很重要，但上面却不那样判断，其相反的情况也有。美国认为从战争的全局来看，首先是对付希特勒。日本即使开战，可能为了夺取资源首先进攻东南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要帮助丘吉尔。就是这种心情使华盛顿没有理睬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情报。



　　也可能是机构内部的传递系统歪曲了情报的重要性。中间传递者的主观想法会增加或减少传递速度，改变传递的方向，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否传递。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今天，一切都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自动地实时处理。但是，要从“大量的情报”中抽出有价值的情报，这一工作最终还得由人来进行。与此有关的人的主观意志不仅左右着对情报的分析判断，而且还影响着情报的传递。人的这种作用却没有被信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的“谜语”密码，但是知道破译内容的只有丘吉尔和有直接关系的极少数人。英国情报部认为这一破译情报是“超级”情报，不能相信。原因是过于准确了。也就是说，由于过于准确，英国情报部反而不敢相信了。而且相反地认为更加危险，怀疑是不是里通德国情报部的人搞的。据说，如果这些情报很明显的是通过破译密码电文获得的，即使有错误或误译，也可能受到信用。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科学情报(不加入人的主观意志的情报)很受信用，对带有人的感情色彩的情报(主观认定的情报)往往抱有不信任感。



　　以最近的事件为例，苏联侵略阿富汗和在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员事件中的美国都是这样。利用卫星侦察及其他技术手段获得的情报，比通过人的关系获得的情报更加受到重视。因此，虽然有所注意，但因事前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待察觉到时，为时已晚，结果成了马后炮。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研究看得见的假情报比看不见的真情报更受到信任的这种情况。



　　贝茨除了提出以上两项之外，还研究了“突然袭击为何能获得成功”的几个主要原因。与本书战例研究中所述要点具有相同之处，而且好象在沃尔斯特德女士的论述里也有其基本观点。在此且不详细叙述，只把贝茨提到的其他几项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列举如下：



　　(三)预测的局限性。



　　(四)虚假现象。即反复地发出假警报，而一旦发出真警报时就会麻痹大意，丧失机能。



　　(五)警报可疑而复杂。



　　(六)拖延定下决心的原因。即谁也不愿意做困难多而麻烦的事情，都想尽可能选择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



　　(七)欺骗。



　　(八)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即在昨天的幻想今天可能变为现实的条件下，必须预料到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手段。



　　(九)概念上和原则上的突然袭击。即七十年代的常识不适用于八十年代；而八十年代的常识也不能保证适用于九十年代。



　　(十)无逻辑性地类推。即只根据表面情况的必要条件，就断定与过去的某些事例相同，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十一)危险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和自以为是的假设。



　　(十二)缺乏不合逻辑性的认识。即必须充分认识到，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有时可能会象希特勒那样“疯狂”，以致招灾惹祸。



　　(十三)自我欺骗。



　　(十四)估计错误。



　　(十五)政治意图。



　　(十六)是进攻还是防御，进退两难。



　　(十七)是实行防御还是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犹豫不决。



　　(十八)是遏制还是挑战，难以抉择。



　　危机回避与危机管理



　　如前所述，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袭击的一方和被袭击的一方各占一半。然而，站在“突然袭击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上来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突然袭击所带来的危机，也就是危机管理的问题。再进一步追溯，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努力回避能够预测到的危机。这就是“危机回避”或者叫做“危机前管理”。此外，危机过去之后，对恢复突然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即“危机后管理”进行研究探讨，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虽然出版了几本取名为《危机管理》的书，但其内容都是以“核危机”为主；或者虽然说是危机，但不是整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小范围的，可以说是现场指挥官(或者地位与其相当的中下级负责人)面临危机时的精神准备，即个人的处理措施，但不能作为日本国家领导人的指导方针。明确地说，国家的“危机管理”措施，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对付突然袭击(军事上和非军事上)。在日本，迄今也许还没有这种国家性的对付突然袭击的要求。但是，雅尔塔体制趋于混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世界上出现“打破现状”的动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在当今的时代里，日本人也应该站在这一认识的立场上考虑对付突然袭击的措施了。



　　在探讨国际纠纷中的“危机回避”和“危机管理”等基本问题时，作为一般的理论，可以参考美国的研究结果。这里介绍一下美国的研究情况。



　　美国的这项研究就是由俄亥俄州立大学马赛中心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协作进行的《关于国际性危机回避和危机管理的研究》。



　　这项研究工作有以下6个目的：



　　第一，开发并提高预测和识别危机及其他非危机问题的能力。



　　第二，开发和评价旨在提高对外危机管理的组织机能。



　　第三，研究出一种非常有力的手段，以提高每个决策者在危机时刻能够果断地下定正确决心的能力。



　　第四，开发并改善处理危机后的问题的能力。



　　第五，扩充同危机回避或危机管理有关的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



　　第六，确立并维持有关对付危机的正确对策、调整计划和活动。



　　马赛中心的研究提出了符合以上6个目的的研究课题。这些都是关系到美国整个国家的建议。但考虑到日本将来可能卷入的国际纠纷，对于已经进入大国行列的日本来说，今后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一、为了提高预测和识别可能发生危机事态的能力：



　　1、包括理论基础在内，开发并提高有组织的监控能力，以便监控可能直接和间接地给美国以冲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威胁。



　　2、为了提高对有关国家的政府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的能力，同其他国家建立监控和情报协作体制。



　　3、找出政府内部在组织上阻碍探测和处理潜在的危机警报信号的主要原因，并排除或削弱其影响。



　　4、鼓励有关处理危机问题的研究，并且根据政府内部条件，研究实行时的费用。



　　5、研究对付八十年代危机根源的对策和对付未来不同形式的危机的对策。



　　二、为了提高机关处理危机的能力：



　　1、以经历过危机状态的人所指出的征候为基础，改善组织机构，训练各级组织单位。



　　2、向有关机构提供关于发生各种危机时采取各种对策的情报。



　　3、研究各级组织机构和程序对危机处理政策的影响。



　　4、认真研究通信、指挥、控制(C3)程序。



　　5、整理在过去的危机中体验的处理不明确事项时所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程序化。



　　6、研究挑起危机和利用危机的条件。



　　7、研究发生危机时充当角色的“演员”在国际上的作用，研究并确立同其接触的方法。



　　8、认真归纳总结危机时应采取什么方针政策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要明确其政策在实行时的适用界限。



　　三、为了提高领导者处理危机的能力：



　　1、认真掌握主要决策者的意图，确认发生危机时的行动条件。



　　2、研究领导者处理危机时的决定方式。



　　3、研究领导者本人影响危机行动的条件，特别是不利条件(阻碍控制危机重要原因的状况)。



　　四、为了提高解决危机遗留问题的能力：



　　1、改进对政府处理危机的动向进行探测的手段。



　　2、研究危机后可能发生国际问题的各种情况。



　　3、分析研究危机前或危机后影响解决未解决问题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4、从危机前就研究政府处理危机的对策，限制危机后的混乱状况。



　　五、为了扩充有关危机回避和危机管理的技术知识：



　　1、推进对危机的标志和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并据此对近期的纠纷进行分类。



　　2、调查在不同性质的文化、社会、政体的情况下，危机处理和危机行动的差异。



　　3、根据历史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危机和纠纷的理论研究，加深对发生危机的理解，提高个人和集团对危机的适应能力。



　　4、提高危机研究的方法论和技术。



　　六、为了确立和维持适当的危机对策和调整机能：



　　1、关于危机管理方面的重要条件和具体国策，在学术领域和决定政策的水平两个方面明确定义。



　　2、建立适当的调整、统一、协作和实行的机构。



　　以上介绍的情况，仅仅是从马赛中心的调查报告中抽出来的极其一般的要点。不知读者是怎样理解的。



　　十九世纪防止危机的办法



　　一提到“危机管理”，我们都感到有些新鲜。的确，这个词及其概念，以前在日语中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专业人员的专门用语。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只要危机不断，就要努力防止危机、回避危机和控制危机。而且这种努力决不能次于现代的科学手段。蒙大拿大学的波尔·G·劳伦在题为《十九世纪在外交上防止危机》的论文中指出，十九世纪期间的努力至今仍保持着适用的价值。即使不考虑什么新的策略，我们的先辈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当然是可以想到的，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下。如果说对老问题有新的解决方法，那么这些可能就是对新问题的老的解决方法。



　　(一)互相协商和集体决定政策。一提到“维也纳会议”，似乎已经成了没有任何结论、进展缓慢、毫无意义的集会的代名词。但维也纳会议也有好的方面，即稳定了当时的均势，保证了统治者的正当利益，协调了领土主权和争议，确立了较长时期和平的基础，并为改正欧洲的版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根据以前战乱时期的经验，为了维持在战场上以很高的代价和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和平，必须规定竞争关系，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关系，设想共同的目标和政策，并且共同商量协调工作。这样，即使是暂时的也好，欧洲协调的时代还是顺利地开始了。



　　(二)建立缓冲国家。在维也纳会议上，为了保持大国的均势，作为一种措施，将德国分成30多个小国家，企图以此来吸收大国的领土要求。这样一来，法国不得不中断向东攻击的念头，奥地利停止向北移动，普鲁士向西的去路被堵住。英国和俄国之间也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印度的问题。所谓“西藏”这个缓冲国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并且由此解决了英国和俄国之间潜在的冲突。



　　(三)设置中立国家、中立地带和非武装地域。19世纪，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三个中立国家，即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由于一致同意建立这样的中立国，调整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大国之间的均势。在东欧，有必要调整包括俄国在内的力量均衡。而且在不可能使一个国家中立化的时候，一致认为可利用克拉科夫自由城市的中立化和非武装化，使大国之间相互遏制。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中立化和非武装化谈判则是另外的例子。



　　(四)限制地区性纠纷和限定地域。目的在于控制地区性小规模的纠纷，避免大国之间的直接针锋相对，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在比利时发生革命动乱的时候，由于牵连到荷兰，害怕受到影响的5个大国一致认为有义务将革命风暴封锁在欧洲洼地国家里。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事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地发生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骚乱。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情况与此相关。此外，在大国介入的可能性非常大的情况下，奥地利、俄国和德国一致同意，法国和英国也参加，共同商定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把动乱限制在巴尔干地区以内。



　　(五)限制战争手段。17个国家签订的1890年布鲁塞尔条例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即为了防止由于武器的进入而扩大危机，限制了对非洲大部分地区供给武器弹药。由于担心民用资源被用于战争，大国之间一致同意对此进行限制。例如对阿富汗的控制，英俄两国之间就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六)指明关心和介入的领域。谈判者要明确表明“绝对关心”、“特别关心”、“关心的领域”、“势力范围”、“行动范围”等自己关心的程度和意图，以便力图同对方妥协，并采取措施抑制对方的过激反应。在北非、巴尔干、黑海、苏伊士、波斯湾、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在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地利、葡萄牙、荷兰等国之间，多次进行这种协商，并且根据其一致的意见，在和平的背后，相互保证扩张势力的范围。依靠这种方法，避免了危机。



　　(七)以联合行动共同介入。某个大国的单独行动往往会招致其他大国的怀疑，担心会陷入危机。因此要采取措施，几个大国联合介入危机地域，防止危机的扩大。采取这种做法获得成功的事例很多，而且在当时似乎出人预料，效果很大。其突出的例子很多，诸如那不勒斯革命时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等三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奥地利军队代表三个国家的军队)；希腊革命时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克里特岛发生反土耳其暴动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派遣的联合部队(海军和陆军)等等。这些联合介入对防止危机产生了很大效果。



　　(八)和平解决纠纷。常设调停审判所的创立，目的就在于缔结有关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条约等等，这在当时，促进了尽量合理解决国际纠纷的这种机会。联想到由于军事对立而招来的危机，及所造成的代价问题，虽然花费一些时间，但这种条约规章的普及化，给防止危机带来了很大的效果和极大的希望。多加银行事件的解决，从这种观点上来看，确实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典型事例。



　　(九)互相交流思想和事前协商。这也许是联合介入的另一种方式。做法是，竞争的大国之间通过事前对话，避免互相误会，回避战争的危机。在武装解除荷兰要塞时，当事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等事前向法国递交了议定书的副本，以此防止将来同法国的纠葛。



　　以上是从劳伦的论述中节选的十九世纪回避危机和防止危机的方法。不管哪一种方法，好象都适用于现代。下边列举十项十九世纪在实行这些对策中所流行的基本精神，或者说主要观念：①符合情况的解决；②特定的条件；③理解内容和手段；④变革和调整；⑤评价关心和利益的偏向；⑥互相有利；⑦互相遏制；⑧权力和责任；⑨有诚意和负责任的宣传报道；⑩妥协精神。总之，向十九世纪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



　　对不测事件的处理



　　前面从突然袭击的研究开始，分析了危机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危机都是由“难以预料”的事件引起的。这样看来，“对付突然袭击”是“危机管理”的重要部分，这是一种自然趋势。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对于这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这种“危机”或“突然袭击”发生后的处理问题，而是如何努力设法阻止事态的发生。突然袭击肯定会发生，危机肯定会到来，而且事态的发生肯定都是以难以预料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出现。但是，其背后也肯定潜伏着使某些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只要能够排除或控制住这些原因，就能够防止或避免突然袭击和危机的发生。这就是说，突然袭击和危机环境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同20多年来长时期不断发生危机的津巴布韦的纠纷有关的问题。杰弗里·达维多所著的《国际危机的处理——津巴布韦的教训》一书，从津巴布韦的经验中指出了将来处理国际危机的有益的标志。他说：“头脑清醒地对付变化和革命”对防止国际危机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同笔者所说的对付难以预料的事件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他提出的13项标志虽然都极为平凡，但我认为这里面却蕴藏着伟大的真理。



　　(一)强有力的领导者。即必须拥有能全面掌握本国的国家利益，善于洞察国际上的现实情况，并能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追求战略目标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二)只解决纠纷并不等于成功。即使同一次纠纷，其性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虽然纠纷没有解决，也不能指责谈判失败。所谓杰出的政治家，就是指能够认清事物的性质，并把握本质变化的人。这种性质上的变化，是以看不见的形式进行的。



　　(三)经常脚踏实地认真做一些工作，比戏剧性地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性质的变化是逐步进行的，因此应该经常不断地进行接触，连续不断地分析判断情况。



　　(四)实行制裁并非就好。如果不能有效地制裁，反倒会引火烧身。当然，单纯的制裁、制裁性的恫吓等，如果明确其立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必须指明达成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结束制裁。



　　(五)互相交流思想比实行孤立更为有利。虽说通过互相很好地交流思想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一旦把对方孤立起来，就更无法对付了。高超的外交手段，不外乎是维持情报的自由流通，经常打开国家之间互相交流情况的渠道。



　　(六)有时月亮和蔷薇花也能起作用。对于杀气腾腾的谈判对象，必须使其在心理上得到未来想往的满足。



　　(七)有必要缩短选择时间，其时间越短越好。权力的转移花费的时间一长，形势就越来越复杂，情况就更加混乱。



　　(八)进行选举的时候，只要自由公正就可以提高效果。



　　(九)在通常情况下，有实力的不公正的中间调解人，往往是最好的调停人。并不一定同纠纷的当事国没有关系又没有权力的人才是最好的调停人。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详细了解情况，并能施加影响的人能够胜任调停工作。



　　(十)超级大国一介入竞争关系，纠纷就会变得更加准以解决。超级大国的介入，会使地区性的小问题变成全球性的大问题，很难和平解决。



　　(十一)革命运动的行动口号，并不一定能成为夺取权力后的行动的指南。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就会忘记原来作为革命政治家的立场。



　　(十二)熟练的人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商品。教育训练是控制危机的最有力的武器。



　　(十三)种族、民族和文化上的对立，在结构上必须留有余地。必须允许性质上存在的差异，使之在政治上保持满足和充裕感。统治集团的独裁，反而会露出破绽。



　　达维多的这些论述，其主要着眼点是对付以第三世界为舞台的国际危机。但其基本观点的内含是，世界形势正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以固定的观念急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危机。为了对付无形的难以预料的危机，最重要的是经常保持灵活性，经常开放自由交流情况的渠道。



　　笔者还想再附加两句。尽管如此，危机仍然会突然来袭。为了防备万一，应该经常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看错世界历史的潮流。在动荡不定的世界危机环境的变化中，如果顽固地坚持固定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会进一步为突然袭击提供机会。危机和突然袭击随时都可能在我们的门外等候，一旦把门打开，就可能乘机而入。这不是对方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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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对“突然袭击”进行了分析，回顾本书的撰写，我想抱歉地向各位读者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我本来想稍微多写几个“战例研究”，但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漏掉了“朝鲜战争”的情况。



　　在朝鲜战争中，有三个典型的突然袭击战例。首先是战争一开始时的突然袭击；其次是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突然袭击；再一次就是美军卷土重来反扑到鸭绿江边，中国军队介入的突然袭击。这几次包含着很多“突然袭击的教训”，笔者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但是，由于本人的立场过于接近日本，因此难以落笔。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战例都是过去的事情，但从中引出来的教训，理所当然地会直接影响到现在的日本(或者说将来的日本)。笔者自己认为，在各种微妙的问题堆积如山的当今时代里，把各种事例都胡乱地堆积到本书里，显然是不适当的。不过，我想迟早会在适当的时机，以另外的形式把这些事例整理出来。



　　第二，关于“突然袭击”的定义。读者肯定会提出疑问，作者是怎样给“突然袭击”下定义的？笔者自己似乎也没有在非常严密的定义范围内开始撰写。而实际情况只不过是，当英语所讲的“突然”(惊奇)迎来的战争、外交上的“突然事件”和带来经济危机的冲击等问题扩展在自己的头脑里后，才动笔写作的。



　　所谓“突然袭击”，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此，以赋予的定义在狭小范围强行突然袭击，反而更加危险。突然袭击之所以能成功，其中并没有固定模式，而是钻了既定概念的空子。因此，定义越严密，离突然袭击的教训就会越远。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上，为了对付不知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生的突然袭击，必须具备灵活的头脑和方法。对此就无需再强调了。



　　第三，本书所列举的内容，几乎全部来源于外国的资料和文献，当然不是说在日本就没有非常好的资料，但我认为，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考虑这些问题，有更大的意义。



　　因此，在读者中肯定有人认为，本书没有谈到日本人的见解。特别是有关日本的突然袭击战例的研究，这将使很多人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各位当事者)。



　　第四，关于“危机管理”与“突然袭击的处理”的联系问题。一个原因是，近来“危机管理”已成了很普通的问题，但相比之下，在日本尚未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笔者只是想介绍一点有益的外国资料。在外国，从冷战时代开始就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文献资料较多。



　　最近，笔者还搜集到了杰拉尔德·W·霍普尔的最新著作《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危机预测和危机管理》一书和其他一些研究资料。



　　把“危机管理”和“突然袭击的处理”联系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说的“危机”就是一种“突然袭击”。作为平时的突然袭击事例，如同前面所列举的尼克松的“冲击外交”一样，也会出现“经济突然袭击”“民族突然袭击”“文化突然袭击”“意识突然袭击”等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可能受到非军事性的突然袭击。如“石油冲击”、“美元冲击”等非军事性的突然袭击，我们都已亲身体会到了；而且笔者认为，这种非军事性的突然袭击在危机与军事上的突然袭击之间，理论上似乎存在着某些同一性。这些问题现在还只能是“试论”，在我自己的头脑里至今也未搞清楚，因此感到很不自然。但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特意把一些看法收进本书。希望读者毫无顾忌地提出宝贵意见。



　　第五，关于本书的结构，简单地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突然袭击战例；第二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突然袭击战例；第三部分是突然袭击的理论和构成。战例研究的1-5为第一部分，6-9为第二部分，10为第三部分。各个战例研究的顺序并不是按发生的时间排列的。编排的顺序基本上是：日本发动的“突然袭击和遭到的突然袭击、德国发动的突然袭击和遭到的突然袭击、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和遭到的突然袭击、和平时期苏联发动的军事性突然袭击以及美国进行的非军事性突然袭击。



　　本书不纯粹是对历史的研究，但历史上重要的“新事实”也都包括进去了。笔者确信，这些内容是重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重要的历史事实。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另选别的机会进行论述。笔者在美国进修两年期间的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交流”。其中有一部分即“情报和决定政策”的分析和方法在本书也有所体现。这一点，有见识的读者是能够看出来的。但在还不能称得上“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日本，对此能不能理解，不能不令人担心。所说的“突然袭击”研究，必须在必要的跨学科学领域的总体上有所入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如果多少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一点，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最后，在本书稿停笔之际，请允许我向给予我这种宝贵机会的PHP研究所特别是编辑今井章博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之所以能够集中精力写成这本书，主要是由于今井章博先生的热心鼓励和鞭策。此外，对研究会里给予很多指教的本室的各位研究员，同样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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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些构成了本著作的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本书虽然在主题上具有连贯性，但表述却更侧重于对变化的描述。这就必然导致本书与那些以叙事为主要目的的著作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比如，对罗马人战争艺术着墨较少，仅限于展示其与此前希腊人和亚历山大的战争艺术模式的区别，而对后两者的战争艺术则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本书视角有所侧重：只考虑所选择的作战可变因素，而省略了这类历史的所有非认识方面，并且不涉及战争的全部情感领域，比如精神和动机，乃至诸如约翰·吉甘(JohnKeegan)和莫利斯·詹诺维茨(MorrisJanowitz)等专家在历史学、社会学的观点。本书不仅省略了大多数政治因素，也省略了关于武装部队环境新的军事沿革记录。本书对战略作了较窄的界定，排除了大多数大战略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乃至海军的结局和手段。这就导致减缩了对海上力量的战略作用的阐述，排除了它的大多数零碎处置，从而达到类似于通常探讨陆战时的表述程度。没有包含过多的传统历史和新军事史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贬低它们。恰恰相反，对于其他的历史观点我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不过，作战史在当今好像被过于轻视了，为了重申和尽量更加适应我们对此领域的了解，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宣布新军事史也应复兴和改善分析式作战史的宣言书。



　　本书毫不动摇的观点之一是，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著的注意。在此过程中，我在提出观点以及赋予我的主题以更多的特色和确定性方面，可能有些夸大其词。我这样做，有时是故意设计的，而我确信更经常的是因为对所阐述的观点倾注了太多的热忱。为使读者充分理解本人观点，本书可能存在故意过分强调、过分夸张和重复某一观点的现象，我请求你们予以谅解。



　　我在提出军事行为的理性和逻辑性时，并不排斥军事领导品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才提到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无益于达成政治或其他目标，那么军事的效能就会受到削弱。但是，正如所有经济行为的聚合必然趋向需求的理性满足一样，大多数过去的军事方法和组织都趋向军事目标的实现。这种表述部分地强调了战争实施的合理性，因为有时依据现在的知识和条件对过去作出的草率判断并不完全适用于早先存在的条件和制约因素。



　　本书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Jomini)的著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二人曾对拿破仑时代及其之前不久的时期的战争作出了有力的解释。我尊重他们，但是，本书与他们的著作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历史的表述是基于自己的概括，而不是照搬《战争论》和《战争艺术概论》，我仅仅是参考了那些战役和会战，而且相信读者熟悉它们。虽然我确实不知道本书许多论题的具体渊源，但我还是把它们归功于这些大师及其以后的其他专家。比如，我对拿破仑之前战争中迫使对方交战的困难的理解，对新的战斗部署系统的认识，均得益于简·兰博特·阿尔芬斯·柯林(JeanLambertAlphonseColin)；关于后勤战略的观点，得益于J.F.C.富勒(Fuller)；而防御的首要性则得益于B.H.利德尔.哈特(LiddellHart)，——虽然我首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公共出版物上间接了解到这一观点时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我的游击战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在军事作家的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除了约米尼关于内线和克劳塞维茨关于同时进军外线以及时集中兵力的观点以外，我很难再具体指出受到他们的哪些直接影响。



　　虽然为了便于那些对欧洲战争或作战基本知识知之不多甚至毫无所知的读者理解，而在书中引述了那么多人们熟悉的大师们的观点，但我还是希望本书读者对上述知识了解得更多一点。不过，为了适应如此广泛的读者，我还是详细阐述和概括了那些专家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思想。这些专家读者可能会想首先阅读最后一章，然后利用内容目录、图表目录和索引去阅读他们好像最需要的部分。然而请记住，叙事解释历史进而上升到对历史的概括，根据需要以例证的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应当使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



　　本书关于西方战争的记录均非第一手资料，而全部来自标准的第二手著作。它除了参考引用语来源，没有注记；除了已经提到的大师们关于这类历史的著作，也没有参考书目。对于那些希望探索欧洲战争这个题目的人来说，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的《力量追踪》(ThePursuitofPower)就此发表了最高层次的概括。理查德.A.普雷斯顿(RichardA.Preston)和悉尼.F.怀斯(SydneyF.Wise)的《武装之人》(MeninArms)使本书置于其续篇的地位，而迪奥多尔·罗普(TheodoreRopp)的《现代世界的战争》(WarintheModernWorld)对现代时期的战争提出了高明而深刻的见解。所有这些著作以及诸如小约翰.E.杰萨普(JohnE.Jessup，Jr)和罗勃特.W.寇克雷(RobertW.Coakley)的《军事史研究与应用指南》(GuidetotheStudyandUseofMilitaryHistory)等有价值的书都是很好的参考书目。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她虽然对军事毫无爱好，却一直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并在我漫长的研究期间支持我。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感谢她对我的鼓励以及在我写作上所给予的编辑和导师式的帮助。感谢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允许我在1982-1983年离开两年从事大量的写作；感谢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当我于1976-1977年作为该院莫利逊教授(MorrisonProfessor)时，激励我抓住了难得的机遇。



　　当我逐步投入此书的著述时，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鲁·克奥夫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评和鼓励。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并提出批评建议的朋友：罗勃特.A.道蒂、杰弗里.A.冈斯勃格、马尔科姆·缪尔、迪奥多尔·罗普和T.R.杨。我非常感谢指挥与参谋学院历史委员会的全体教员，他们在1976-1977年期间教给我大量的战争和军事历史知识。在这些教员中，我特别要感谢道蒂上校、迪奥尔多·克拉克尔、L.D.F.弗拉斯奇和哈罗德.W.纳尔逊，他们都分别给予我具有特殊价值的帮助。苏珊.L.帕特森对我的著作做了极好的编辑，我对此深表谢意。我还得益于包括约翰.W.阿尔杰茨、D.K.克利夫、欧文.S.科奈利、E.W.盖尔、约翰·海尔兰德、盖尔·霍肯森和迈克尔·莱昂斯在内的其他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大大减少了本书论述和事实上的错误；至于依然存在的错误，那当然是我的责任。




















	

 






	















	





	







	









 





	


	







	








	




	


第01章 古代战争




	







	

 



	


	


　　研究西方军事作战实施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从古希腊人开始，因为学者们对希腊人在2500年前是如何战斗的已经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希腊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似乎是他们创造的作战方法在地中海盆地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介绍战争艺术从希腊人开始，还因为他们的军事系统是逐步由简单趋向复杂的。最早，他们几乎完全依靠突击行动，以棍棒、宝剑和长矛与对手格斗。只有在渐渐地采用投射武器，比如弓箭之后，他们才慢慢地开始在乘马战斗时使用两种战斗方法：突击与投射。自此开始，他们的补给方法和战略也才逐渐从初级发展到高级。同样，在这些军事艺术的门类上，他们提供了推进这一问题研究的一种模式。



　　尽管分析式研究具有明显的不利条件，包括古代军事史自身存在着大量不够清楚的东西，但是这种类型的详细研究将促使人们对战争的基本可变要素倾注心血，从而阐明变化的过程；而且，通过使得战争中的因果关系更加容易理解，就为研究以后时期的战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对军事行动进行分析式研究，使得我们能够根据战争艺术的三个重要内容来划分主题：战术、后勤和战略。战术用于战斗，包括武器、方法和战场机动。后勤考虑提供人员本身和对军事作战的支援，包括陆军和海军的运动以及士兵、水兵武器、食物、服装和防护器具的补给。战略综合考虑战术和后勤，以决定军事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手段。海军作战最好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




战术





徒步交手战斗




　　古希腊人的早期战术体现了最基本的战斗形式。希腊人徒步以矛和剑进行交手格斗，这种战斗形式叫做突击行动。被称为重装备步兵的希腊士兵，自然是以盾牌、头盔、护胸甲以及其他各种防护装备覆盖其全身各个部分。这些通常是由金属制作的防护装甲，再加上剑和矛，使士兵负载沉重，奔跑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士兵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重型步兵。



　　希腊重型步兵完备的装备及其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惟一具有专业属性的军队。民兵则由农夫、工匠、商人等组成。他们自备武器装备，参加一些训练，并努力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虽然这些构成了战备的内容，但来自同一社区，参加集体训练，也使他们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团队精神。尽管都装备了短剑，但重型步兵主要还是靠长约7英尺的长矛进行战斗。希腊人采用的战术队形使其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保持士气。长矛兵们肩并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纵深队形。



　　这种队形被称为方阵，非常适合于民兵。民兵们虽然只经过很少的训练，但也能够在盾墙后面凭着勇气执矛战斗。参战的人们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这使所有的人信心大增，而纵深各排的人则使前排的人感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战士们由于拥有了数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气。他们的身体条件、武器训练以及某些人从以前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支持着他们勇敢战斗，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通常决定会战的胜负。但是，在战斗之前，重型步兵的指挥官通常要发表演说，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人们冲锋时也要大声叫喊，以此互相激励。



　　只有前排士兵战斗；第二排士兵则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劳的士兵。由于队形具有纵深性，那些在后面的人很少参战，如果前排的人发出撤退信号，他们很少犹豫不决。虽然希腊民兵经常是凭技能和勇猛战斗，但他们对承认失败并没有愧疚感；只要第二天没有战斗，那么他们就试图重操平民职业过生活。



　　希腊小城邦之间的战争通常目标有限，因而让他们承认失败比较容易；尽管被征服者的伤亡通常大于胜利者，但战斗失利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队形的深浅所具有的价值对比并不明显。对于老兵来说，4排可能就足够了，而对缺乏经验的民兵来说，8排似乎也已足够；但某些场合，部队会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纵深队形。有一个学派认为，队形的纵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后排额外的人所提供的动力，使纵深排列的一方能够压倒装备相似而队形较浅的敌人。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坚持说，只有前排的人才战斗；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时预备队，用于接替前排伤亡的或疲惫不堪的士兵；后面的各排只是第二排的预备队。支持浅纵深队形的人将多于4排的队形视为多余。纵深队形的反对者还认为，后面的人仅仅是站立等待，因为从后面推挤只会冲撞前面的人，对帮助前排几乎毫无益处。



　　支持大纵深队形的人坚持认为，后面有大量的人员可能会增强前排人的士气，恐吓敌人，并为补充前排战斗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排列较薄弱的话，那么较大纵深的队形也具有优势，比如，在前往战斗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填补进军所造成的缺口。由于人们在战前和战斗期间很难保持始终如一的队列纵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将更加保险，当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连绵不断的前排损失惨重而可能出现缺口时，就可以及时地增强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纵深较大的队形还能够提供物质动力，特别是当最后一排由精心挑选的人员组成时更是如此。这些后排人员不仅能够防止掉队，使中间各排保持适当的位置，而且还能通过引起所有的人前推而将强大的动力传给前排。如果像希腊人作战时有发生的那样，双方前排面对面地持盾相向推挤，那么后面的推动就能使己方逼迫对方后退乃至促成对方的溃败。



　　不过，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曾经问道：“当一个方队的纵深过大，以致人们所持的武器不能触及敌人时，那么你想，他们能对敌人造成什么伤害而对自己人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希腊人发现至少在某些场合，位于纵深的后面各排还是有用处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推挤竞赛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计代价地根据战线宽度摆成大纵深队形。[注：J.K.安德森，《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博克利出版社1970年版)，第174页。]



　　在多山的希腊，双方长矛兵一般寻找平地进行战斗。比如，防御一方通常希望能够选择斜坡区域，以使进攻者不得不上坡进军和战斗，从而获得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坡上位置的优势太大，以至于进攻者拒绝正面交战，而是避开敌人的军队，去毁坏其庄稼。这样，防御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处，战斗只好在双方都同意的开阔平地上进行。



　　纵深密集的队形实际上没有机动能力，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阵没有细分，因此只能实施简单的运动，比如，允许位于翼侧的人根据命令面向不同的方向。这种协同缺陷是由队形的性质以及民兵是业余战士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对方阵细分并进行战斗中有用的训练，就需要编组，以便在下级军官领导下经常一起训练。但是希腊民兵缺乏这种实践。



　　斯巴达城邦的重型步兵部队在对其方队细分的基础上，确实具有了机动的能力。作为希腊惟一的职业军队，斯巴达人按音乐行进，并根据所有方阵在前进时都向右偏移的倾向，进行了战场训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向右偏移的倾向，是因为士兵都是左手举着巨大的盾牌，掩护其邻兵的右侧，因此，每一个士兵都会不自觉地向右运动。这就意味着，每个方阵的右翼通常与对方的左翼相遇，并在此一侧赢得战斗。斯巴达人利用了这一倾向，将其方阵右侧向左转，攻击对方方阵没有防护的翼侧，从而击败敌人。



　　这样，斯巴达人就运用其有限却高人一筹的灵活性，在战争中实施了最基本的战术运动，利用了翼侧的弱点。斯巴达人经常利用这种方式，攻击敌人士兵薄弱的翼侧，或者绕过翼侧到达并攻击敌人的后方，这种运动被称作包围。任何一种机动形式，都给进攻者以巨大的优势；因为尽管他不能指望防御者将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给攻击者，但防御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围攻，显然会使其在战斗中遇到严重麻烦；其原因在于，防御者所排列的队形本来是面向一个方向战斗，而现在却突然必须面向另一个方向战斗。这一不利条件或许还不是面对进攻者的迂回包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更严重的是，士兵们的信心和士气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可能不会继续待在新的位置上进行战斗。当然，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做得好一些；同样，区分较细的部队也具有及时转向面对来自翼侧和后方威胁的灵活性。



　　但是两翼队形对付翼侧攻击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机动到敌人后方的能力。这样，昼间作战战术留给将军的机会很少，因为会战一旦开始，领导者便失去了作用，将军通常在排列内战斗，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战术创新包括增强通常与敌相遇的左侧，隐蔽比较薄弱的右侧。但是这种改革不需要很强的机动能力，因为战术创新仅仅停留在进军中制定战斗计划上，而它不过是反映军队最初列队的方案。方阵，这种防御正面攻击的优良队形，除了在正面战斗中交战以外，缺乏任何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



　　当战争艺术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士兵开始取代民兵时，方阵也变得训练更好，机动能力更强了。斯巴达人系统利用右倾趋势打击敌人左侧的技术日趋成熟。战斗开始之前，战士列队之后，右侧部分训练有素的斯巴达人行列将面向右方并向前行进，这样，这些行列就从主力分离出去，但与战斗行列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纵队向右短距离行进之后，此部分将向左转朝向敌人，并继续前进，直至他们到达与敌军阵列的平行之处。然后，这部分斯巴达人分遣队停止前进，尔后保持战斗队列向左前进，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图解1.1)






图解1.1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



　　然后，该部从这种几何学意义上正确的翼侧位置向前运动，并击败纪律性稍逊一筹的敌人方阵，从而完全弥补了自己因左翼重叠而形成的缺陷。与此同时，经常被击败的底比斯人也在改进自己的战术，通过增大纵深而增强其左翼。斯巴达人的这种队形在两次重要的会战中打败了纪律性较差和经验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为其一次小胜而高兴。在此期间，底比斯人通过建立“神圣分队”(SacredBand)改善战术，这支精选部队由300名人员组成，能够离开自己的方阵实施机动。



　　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的系统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相遇。双方都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斯巴达人知道会遇到底比斯人的大纵深队形，而底比斯人也知道斯巴达人会使用翼侧攻击的队形。斯巴达人坚信他们标准的机动，但底比斯人聪明的指挥官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已制定了反击这种机动的计划和方法。他将大多数重型步兵排成50排，纵深等于正面的一半，形成了坚固的集群。他以这样的队形面对斯巴达人的右翼，致使他自己的右翼和斯巴达人的左翼都犹豫不前，在战斗中很少参战。在预备力量方面，他将“神圣分队”置于重型步兵主力之后，准备执行与令人生畏的斯巴达人作战的任务。伊巴密浓达早已展示了历史学家色诺芬对其后期战役所概括的特点：“精明与大胆的独特结合。”[注：色诺芬，《希腊史》，第7卷，第4、8页，转引自弗朗西斯.R.B.戈多尔芬编辑，亨利.G.戴金斯翻译的两卷本《希腊历史学家》(纽约出版社1942年版)第二卷第216页中。下文所有希腊历史学家均引自戈多尔芬编辑的两卷本。所以不再重复他的名字，仅列出有关翻译者的名字。]



　　当斯巴达人开始实施其向右进军，并对底比斯人行列形成直角队形时，伊巴密浓达就已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了。于是他带领自己纵深排列的重型步兵沿对角线横过战场，攻击斯巴达人行列的最右翼，同时，他让位于方阵之后“神圣分队”的精兵强将由其位置开始，在战场上实施独立机动。“神圣分队”执行其预先计划好的独立机动，进攻列队准备攻击底比斯重型步兵翼侧的斯巴达人分遣队。这两种机动结合运用，其效能大大超过了斯巴达人的右翼进攻能力，使斯巴达人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从而赢得了此次会战，斯巴达国王也在此役中丧生。



　　这两支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竞争表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集中兵力的价值，底比斯人正是通过加大其队形的纵深寻找集中兵力之道的。同样，希腊人也认识到攻击弱点的价值，斯巴达人正是运用他们的机动，将其方阵的一部分部署到右角，去攻击敌人薄弱翼侧的。但是，战场上的运动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底比斯人与斯巴达人作战的无树平原上，机动中的步兵确实困难重重。



　　如果不列阵，步兵就变成了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运动，也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战斗的散兵游勇。但如果组织起来，特别是列阵之后，实施机动的困难则是巨大的。即使是一列士兵在平原上前进，保持队形和防止出现间隙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斯巴达人如果能够使他们的行列比底比斯人向右运动更远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将其行列的末端向左旋转，直至与底比斯人的行列形成“T”形，从而实现其包围企图——但前提是一个步兵行列能够实施旋转运动。然而，这种运动要求位于旋转外圈的士兵比靠近轴心的士兵运动得更远、更快。要实施旋转，使部队成行成列地到达指定位置并且形成战斗队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长矛兵行列之间一旦出现间隙就可能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就把士兵脆弱的一边暴露给了敌人整齐的战斗队列。即使是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横向运动，也很艰难。底比斯人之所以能够毫无困难地实施这种机动，是因为他们巨大的纵深意味着其正面很窄。底比斯人的“神圣分队”能够实施离队机动，也是由于他们只有300人，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选士兵，执行的是预先周密计划或许还经过预演的任务。



　　斯巴达人这种预先计划好的，以呆板为特点的包围运动，也戏剧性地表现出机动步兵在战场上的困难。指挥官希望能够包围，或许还希望会战中能够改变部署或实施机动，但方阵中的步兵缺乏执行所需机动的能力。哪怕是在行列中战斗以鼓舞士气的伊巴密浓达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其任务，因为会战开始后，他就再也不能影响会战的过程了。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战斗




　　排列成密集队形的重型步兵非常适合在希腊的地形上作战。希腊是个多山国家，没有多少大块平地，而使用投射武器战斗却需要更大的空间。不过，希腊人确实启用了装备投射武器的人员，只是最通常的用法是为其重型步兵助战。



　　希腊人编组了3种投射步兵，其中最有效的是弓箭手。他们能够在80-100码的距离上射出15-20枝箭。对重型步兵的盾牌和胸甲来说，这些箭缺乏穿透力，但是箭的数量众多，且能在重型步兵未加防护的部位造成重伤，使得弓箭手成为一种潜在的可怕的武器系统。



　　尽管一把好弓和手工制造的箭代表了一笔重要的投资，但弓箭手的装备与重型步兵的盔甲、长矛和短剑相比，其花费还是少得多。可是，仅仅因为弓箭手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迅速而准确射箭的技能，其本身就要珍贵得多了。另外，由于弓箭手必须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中的一员进行战斗，所以要求他们比那些与战友并肩战斗的重型步兵具有更熟练的技能、更大的主动性和更高的士气。



　　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经济处于几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时间成为难得的资源。同样是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只能供养很少的正规士兵，而希腊又没有很多的公民拥有空闲时间进行成为合格弓箭手所必须的连续训练。因此，除了相对昂贵的武器以外，这些有生力量在希腊被当作相当珍贵的资源保留着。只有海战例外，因为在海战中，弓箭的射程赋予其极端重要性。



　　由于弓箭手不能运用重型步兵所采用的战术队形，所以大多以个体作战为主。如果弓箭手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那么重型步兵就可以通过与之靠近的方法使弓箭置于无用武之地，从而逐个地屠杀弓箭手。弓箭手不穿盔甲，就能很容易地跑离负担沉重的重型步兵；由于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避开重型步兵的突击行动，并发挥其投射武器的效能。由于单个行动比在队形之中更便于奔跑和射箭，所以希腊弓箭手通常不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编组协同战斗。因为没有重型盔甲，所以他们被称为轻型步兵，无论在行进还是战术行动中，他们的行动速度都比较快。他们依靠弓箭，并比编组行动更多地依靠个体作战的方法，一直被称为轻型步兵战术。






插图1.1轻型步兵



　　轻型步兵的另一种武器是投石器。虽然投石器花费很小，而且经常是以石头作为弹药，但由于精确发射非常困难，所以能够胜任的投石手非常缺乏。要在准确的时机射出石头，并确保将投射到正确的方向，毫不夸张地说，需要终生的训练。大多数投石手来自罗得岛。那里的居民一直以投石器作为武器，甚至对儿童也进行使用投石器的训练。投石器还有另一个弊病：投石手之间需要较大的间隔，这样，在一个地方就很难配置较多的投石手以形成较强的投射力。投石器在射程上比弓箭略占优势，如果投石手以铅丸代替石头，那么他们能够携带50枚铅丸，其数量是弓箭手所带箭枝的2-3倍。



　　第三种轻型步兵由装备标枪的人员组成。投掷标枪所需技能比使用弓箭或投石器要简单得多，而且几枝标枪也比一张弓和一袋箭的费用少。不过，标枪的缺陷是投射距离近，很少能大于20码，而且一个人只能携带很少的标枪。但是，士兵可以重复使用其标枪。因为这种耐用的大型武器远比那些小且易折的羽箭或微小的投射弹丸要容易回收得多。由于标枪费用低廉，较易学习和使用，适合在狭小地域作战，因此装备标枪的步兵成为希腊强有力的轻型步兵武器系统。



　　尽管重型步兵方阵缺乏灵活性且翼侧脆弱，但由于适合于希腊地形和社会组织，实践证明了它是一种有效的武器系统。费用昂贵的盔甲在近战中保护着士兵，其基本要求是能够抵挡长矛、短剑的刺击和砍击。费用昂贵但经久耐用、投资有效期长的装备与战术系统相结合，使得使用费用低廉的民兵成为可能。装备良好的业余士兵能够在排成8-16排纵深的方阵中卓有成效地战斗，这适应了当时的武器，支撑着士兵的士气，而且只需要最少的技能。




乘马战斗




　　希腊人也乘马作战，但最初的乘马战斗与步兵战斗的特点并无明显区别——都是突击和投射行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骑兵必须骑在没有马镫的光背马上作战，因此非常困难。那时，所有的古代文明，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均尚未发明马镫；而没有马镫，骑手就不得不依靠两膝夹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坐法对士兵特别是未经训练的骑手来说，乘马战斗就太笨拙了。投掷标枪，非常费劲；而以短剑砍击敌人，如果未能砍中，就可能导致骑手从马上跌落下来。尽管如此，希腊骑兵还是以各种方法战斗：在较远距离上投掷标枪；在近距离上以长矛刺击；乃至下马徒步战斗等。骑手通常身着盔甲，有时战马也有防护。



　　以这种方式乘马战斗的人与步兵相比，显然是较差的武器系统，不能指望他们向重型步兵进行成功的冲锋，因为徒步战斗的步兵拥有较好的武器用于突击行动，并且其作战平台——大地——更加安全。乘马战斗的人在与使用投射武器的轻型步兵交战时也同样存在不利条件。徒步战斗的人员由于其优越的作战平台而具有显著优势。徒步战斗人员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战斗；而乘马战斗的人除了战斗之外，还必须控制他们的战马。所以，徒步战斗人员能够打败乘马战斗的人。



　　但是，骑兵因其优越的机动能力而使其比步兵拥有一个强大的优势。虽然一队骑兵可能缺乏具体编组和任何协同，但是它能够运用其机动能力攻击步兵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战斗中，无镫骑兵的弱点意味着，这种带有突击行动的攻击对重型步兵还真是一个小小的威胁，迫使徒步作战的步兵不得不面向进攻者。重型步兵不能反击来自马背上的标枪攻击，因此他们极力设法在后方遭到标枪攻击之前结束战斗。因为，这种攻击为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了太多的机会。



　　不过，这种考虑对于那些冒着可能遭到骑兵标枪攻击风险的士兵来说，并不能获得多少安慰。这类翼侧或后方攻击具有极大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攻击来自意料之外的方向，对尚未列阵准备迎敌的部队来说，更是如此。战马也是影响士气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它们看上去巨大而有威胁。一位希腊将军曾寻找克服对骑兵恐惧的方法，他对他的步兵说：“谁也不会因为被马咬着或踢着而死亡。步兵可以更努力地作战，并拥有比骑兵更可靠的帮助。骑兵在战马上不能保持平衡，因此就像害怕敌人一样害怕从马上跌下来。”[注：弗兰克·埃德考克爵士，《希腊和马其顿战争艺术》(博克利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由于骑兵拥有优越的机动和不必下马即可投入行动的能力，以及攻击敌人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能力，因此，与运动缓慢的步兵相比，将其称为进攻型部队可能更为合适。但是，由于战马费用高，使得骑兵成为昂贵的武器系统；又由于骑术需要大量训练，因此希腊人的骑兵很少。再说，希腊牧场不多，骑兵在希腊崎岖起伏的地形上作战也确有困难。




要塞与攻城技巧




　　希腊人以城墙、构筑工事的小山和隘路保护他们的城市。这些要塞通常以石头建造，并充分利用各种地形的有利因素，因而非常难以攻破。此外，民兵武装常常既缺乏攻击要塞所需要的技能，又不能长期离开他们民间的职业去实施坚守防御。但是，亚洲帝国却拥有职业军队，能够在长期的作战中发展围攻城墙和塔楼的方法。这些筑垒经常是在平坦地形上以泥砖建造的，比较脆弱。



　　要塞在防御中有效地取代了许多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替换下来许多重要的劳动力，从效益上来讲，这是一种很好的置换。不像它们所替代下来的士兵那样，它们既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饲料，因而极大地缓解了防御者的补给问题。此外，它们有效地将轻型和重型步兵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城墙与沟渠提供了比盾墙强大得多的障碍，位于城墙上的防御者通常在交手战斗中比进攻者具有优势。并且，防御者能够像轻型步兵那样直接向进攻者投射武器，同时还能依靠城墙提供的防护，使自己免受进攻者投射武器的伤害，更有甚者，位于高墙之上的防御者由于居高临下，其投射武器无论在射程还是速度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具有机动性，如果以较少的力量用于防御，那么以同等的投资用于士兵，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变化。当然，要塞有助于节约防御所需兵力从而集中强大的兵力用于进攻。由于高墙便于防御，因此以城墙保护城市是明智之举，在当时非常普遍；而且，城中的居民能够为防御提供即时的预备队，这些人尽管没有战斗技能，却也管用。



　　要塞从原始年代即已存在，而且由于其早就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而一直保持到现在：(1)它们通常都要设置阻碍进攻者的障碍，最简单的是荆棘障碍。(2)要塞还要能为防御者提供保护，比如位于沟渠之后的土质堤坝或壁垒。设置于沟内或堤上的木栅增强了障碍作用。由于从沟渠中挖取的泥土为筑堤提供了原料，士兵或劳工便能很快地建成要塞；又因为士兵们能够很快地将要塞建立起来，所以它们又被称为野战要塞，以区别于那些精心设计、建造的永久性要塞。永久性要塞通常用砖石建筑。



　　古代即已建造了以砖石城墙为主要形式的要塞。城墙除了高度以外，还需要足够的厚度，以保证不易被攻破，并能为防御者在城墙上作战提供战斗平台。为了降低造价，建筑者一般以砖石建造内外层，而以土石填充其间；通常还要铺设墙顶，作为战斗平台。他们通常把外墙建得高出平台，并将其建成雉堞型，为那些与进攻者格斗和向进攻者射箭或投射其他武器的防御者提供保护。



　　军事工程师们一般以沟渠作为城墙的补充。这样，从沟渠中挖出的泥土可用作城墙的填充物。同时，构筑沟渠等于加大了城墙的高度，有助于形成阻止摧毁城墙行动的障碍。不久，建筑者们又开始在城墙上按一定间隔建造塔楼，用以增强城墙的防御。这是增大防御者力量的重要措施：由于塔楼突出于墙面，那么防御者从塔楼这个作战平台上就可以向进攻者实施侧射；同样，进攻塔楼者也要面临城墙防御者的侧射。由于向士兵的翼侧射击效果较好，向攻击邻近塔楼或城墙的敌人投射武器比直接向当面之敌投射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所以这种相互支援的原则从古代就一直作为设计和防守要塞的基本原则保留了下来。



　　亚洲人在希腊人之前很久就能建设复杂的要塞。据说(可能有很大的夸张)，早在公元前2000年，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上的尼尼微人(Nineveh)就已经据守在周长50英里、高120英尺、厚30英尺，有1500座塔楼支持的城墙内了。这样坚固的要塞必然促使进攻系统走向成熟，亚洲军队在此方面也发展到了一个完美的高水平。



　　在其攻城方法中，亚洲人运用两种方式去克服城墙。第一种是越过城墙，包括用梯子或机动塔楼越墙而过。这在平坦地形上比较有效。比梯子要好用得多的机动塔楼必须高于要攻击的城墙。






插图1.2攻城塔楼



　　这种塔楼中最大的木质轮子直径12英尺、厚4英尺。为了防止被对方火攻，塔楼的外面覆盖着生皮，塔楼内甚至存储着救火用的水。首先，位于塔楼顶上的弓箭手由上向下射箭，清除城墙上的敌人；尔后，放下塔楼内的吊桥，进攻的士兵冲上城墙，占领城头。实际上，进攻者成功的时候并不多：他们只能控制相邻两个城墙塔楼之间的墙顶，而位于塔楼上的防御者利用雉堞的掩护，用弓箭射击攻上城头的进攻者，从而控制被占领的城墙。并且，进攻者没有下城的楼梯，因为只有在防御者的塔楼内才有楼梯。机动塔楼用于瞰制城上的防御者更实用一些，这样就可以为更从容地采取其他手段攻城创造条件。



　　克服城墙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城墙下面开挖隧道，或者从下面破坏城墙。这是摧毁城墙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技术包括从城墙下面开挖通道，进攻者通常要用支柱支撑。当通道或深井达到相当的深度之后，进攻者便烧毁支柱，从而由通道坍塌引起城墙的坍塌。防御者也要进行反挖掘，要么挖洞进入进攻者尚未完成的地下通道，要么进入进攻者的隧道，将挖掘工们驱赶出去。



　　破城槌为摧毁城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进攻者将破城槌配置在一个坚固的机动篷车下，待填平护城壕沟后，将破城槌运上去。然后，使用吊物机或辊轴推动破城槌，把城墙撞塌。这种方法对付砖墙要比对付石墙有效。这种行动就像在靠近城墙处开掘坑道入口一样，需要壕沟、壁垒以及头顶保护物的掩护。以机动塔楼瞰制威胁墙段，有利于槌城或开挖坑道工作的进展。还有一种效果不太好而要求很高的攻城形式是直接挖墙，挖掉墙上的石头或砖头，而不是以槌城的方法破坏城墙的整体结构使其倒塌。



　　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有炮兵。这些炮是依靠动物筋腱张力、平衡力，或绳索、动物筋腱的扭力所提供的抛射力投射弹药。由于其射程和威力，炮兵在攻城中有许多用处。一些机械的投射距离达600码，而且真能以重达600磅的抛射物摧毁墙壁。进攻者和防御者均使用炮兵抛射一些燃烧物质或者有害物体，比如动物或人员的死尸。



　　以上只是在筑垒地域作战中所使用的众多进攻与防御装备和方法的一部分。很明显，在攻城战中，防御者即使面对装备精良且具有经验的进攻者，也占有优势。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人力和物资上的巨大优势，并采取恰当的手段，围攻者的进攻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插图1.3攻城炮



　　围攻者有时也建造自己的城墙，通常是围绕所攻城市而建的土质野战要塞。这些被称为对垒线的城墙有助于抵御被围攻者的突围，或用于彻底切断城内与城外的通信联络。攻城者常常不得不与被攻城市的解围部队作战，有时还要利用筑垒营地保护自己甚至是整个围城战线，因此，攻城者还要修第二圈向外的野战要塞，以对付解围敌军。



　　如果攻城者能够完全封锁城市，而且足够长的时间内保障自己军队的补给，就能把城内守军逐渐困死。即使攻城方法运用老练的军队，要取得攻城的胜利，也需要拥有足以克服守军巨大的优势，足够且能确保的补给流，并能够击败或抵抗住任何救援之敌。




希腊重型步兵对抗波斯轻型步兵和骑兵




　　当希腊人与巨大的波斯帝国相遇时，所面对的不仅是要塞方面的专家，而且是经过数千年发展，高度发达的军事系统的大师。最初，由于缺乏含铁金属制造优良的短剑，而主要依靠矛、斧和钉头锤，所以埃及和西亚军队与希腊军队的发展不同。比如，他们创造了合成材料制作的弓，其有效发射距离达数百码，成为支配其战争的主要武器。这充分说明，他们拥有制造这些弓的技术知识、大量制造的资源，并能提供具有射箭技能和力气的弓箭手。



　　由于有很多平坦地形，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亚洲人强调机动。因为，他们能够使驴驾驭两轮战车，并将它们作为作战平台。战车上先是配备一名标枪手，后是配备一名弓箭手。两轮战车载一名驭手和至少一名弓箭手。由于驭手通常装备一枝长矛，所以两轮战车上至少有一名长矛手再加上那名弓箭手。战车在战斗中还可以进行近距离交战，车上的长矛手既能乘车战斗，也能下车战斗。



　　当驭马执行长时间战斗任务时，亚洲人不仅以两匹马拉两轮战车，而且开始直接乘马战斗。终于，随着马鞍的发明，具有技能的骑手学习了比较困难的课程，那就是在控制战马的同时，以两手射箭。由于一名骑手比一辆战车便宜，而且骑兵还能通过战车无法通行的地形，所以骑兵逐渐取代了车兵。骑兵也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是使用长矛。尽管重型步兵在攻城战斗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弓箭手在步兵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要在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进行长期的作战，所以亚洲君主国都拥有常备军。这些军队与民众联系很少，由具有专业分工的人员组成，他们均能熟练掌握一部分武器系统，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且能很好地综合运用作战方法。这些全时士兵构成了具有该地区特色的巨大帝国的基础。



　　为了建立这些最新、最大的无边君主国，波斯人曾将他们的统治扩大到从印度到地中海的所有地区，包括埃及和小亚细亚。他们还保持着一支由大量徒步弓箭手、骑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在战斗中，他们合成使用这些部队，将轻型步兵配置在战线的中央，而将骑兵配置在两翼。由于射箭不需要其他人帮助，所以波斯人的战术不像希腊人那样依赖编组内的协同。在与其他轻型步兵交战时，这些技能熟练的波斯正规弓箭手排成几排纵深的队形，依靠其快速而准确的密集箭雨将进攻者阻止于弓箭射程之外。这里，队形的纵深不像突击行动那样有利。当方阵与方阵作战时，后面各排不能直接参战；他们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给前排提供精神支持和代替倒下的人。但是，波斯人的第二排却能够在一定距离上有效地实施超越射箭：只要抬高射角，后面各排的箭就能越过前排的头顶，将箭超越敌人前排直接射中其后排的人员。因此，波斯人将其轻型步兵编成纵深较浅的队形，这些人装备有大号柳条盾，用以抵挡对方射来的箭，有时，由助手携带和举盾。他们都不穿盔甲，常常只装备匕首而没有真正用于近战的武器。



　　波斯步兵站在射箭距离上，以箭打乱敌人的队形。装备着短矛、匕首、弓箭或标枪的波斯骑兵则离开其阵地，在两翼准备并向敌人的翼侧发起冲击，击败敌人。希腊人的作战方式正好与之相反。波斯人的战术依靠两种武器系统的结合，而希腊人则仅依靠一种武器系统。波斯人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而希腊人的这两个兵种都不过是辅助系统，对其主力——重型步兵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与重型步兵作战中，波斯人的战术并不是依靠与敌保持距离，以轻型步兵弓箭手射杀敌人，同时利用速度优势躲避重型步兵的冲击；而是依靠其职业骑兵进攻敌人的翼侧，迫使敌重型步兵停止前进。面对骑兵的冲击，重型步兵队形的翼侧势必停下来抗击进攻，从而使整个冲锋滞留在波斯人弓箭的射程之内。波斯步兵阵线的投射武器如冰雹一般射出，而位于翼侧的骑兵将击败停滞不前的重型步兵。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战术系统的第一次冲突于公元前490年发生在马拉松。当时，波斯人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利。他们渡海来到希腊，缺少许多决定性的进攻部队——骑兵。交战发生在海边的一块平原上，事实上是处于无助状态的波斯轻型步兵与希腊的重型步兵对抗。希腊民兵有小山掩护其翼侧，并以人工障碍将波斯人的少量骑兵阻止于附近地区。



　　当两条步兵线进至弓箭射程之内时，波斯人开始万箭齐发，而希腊人则以慢跑冲锋。他们的盔甲并不妨碍短距离奔跑，反而能够防护身体，免遭波斯人的箭伤。他们跑过落箭地带，与停止间的波斯弓箭手展开肉搏战。



　　由于加强了方阵的翼侧，希腊人战线两端的士兵与波斯人首先接触并交手；而中间较薄弱各排的冲锋却经不住箭雨的射击，未能抵达波斯人的战线。但是，一旦翼侧进入近战，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短剑的希腊人就击败了没有突击行动装备和训练的波斯人。波斯人逃跑了，希腊人追击了1英里。此时，希腊人重整自己的组织，然后又前进了2英里，逼近波斯人的船队。大多数波斯人上了船，希腊人只俘获了7条船。马拉松会战充分暴露了抢先占领阵地的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时的无能。对弓箭手来说，在有骑兵制止重型步兵冲锋的情况下，打了就跑似乎才有效。



　　后来的希波战争提供了这两种系统的较好实验。马拉松会战之后10年，波斯人强大的步、骑兵部队又来到希腊，这是一支能够准确反映巨大帝国正规军队军事能力的部队。除了骑兵和大量徒步弓箭手以外，波斯人还有一些希腊盟友的重型步兵。但是，波斯人没有暴露其装备着弓箭、标枪和长矛的大量的出色骑兵。希腊人缺乏任何骑兵，只是依靠其重型步兵和一些轻型步兵。






地图1.1希腊



　　在普拉蒂亚，两支军队以几乎相等的兵力相遇。从这两支指挥卓越的军队的最初部署看，希腊典型的起伏地形保护着希腊人的翼侧，使其免遭波斯骑兵的攻击。但是，当双方军队都在等待对方首先进攻时，一支暴露的重型步兵分遣队遭到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打击。这种骑兵就像轻型步兵一样，在一定的距离上以弓箭、标枪射击对方。由于希腊长矛兵无法对骑兵发起成功的冲击，因此只能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挨打。于是，希腊人便在暴露的位置配置了300名雅典重型步兵，并以一些弓箭手给予支援。这些弓箭手是以航海为业的雅典人所喜欢的一种轻型步兵。为与希腊人两种武器系统的合同作战对抗，波斯骑兵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们成群跑过来，射箭或投掷标枪；然后，一组撤走，另一组接替，如此轮番作战，不断以投射武器攻击希腊人。重型步兵则坚守阵地抗击波斯骑兵，而没有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希腊人的弓箭手重创波斯人。徒步弓箭手与乘马弓箭手相比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拉弓射箭，所以无论射箭的准确性和发射羽箭的数量均占上风。



　　经验丰富的波斯骑兵指挥官也暴露出了驭马的窘迫。据当时历史学家描写，指挥官冲在其他骑兵的前面，他的马“侧面中箭，因剧痛而暴跳起来，将他甩下马”[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22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26页。]。希腊重型步兵蜂拥而至，杀死了波斯指挥官。波斯人“狂呼乱叫”，以突击行动发起冲锋，掩护其指挥官的尸体。但是，尽管徒步士兵的人数较少，却展示了与乘马波斯正规军进行决定性肉搏战时所具有的优势。随着增援重型步兵的挺进，波斯骑兵终于败下阵来。



　　然后，希腊人继续前进，直至与波斯人隔一条小溪对峙。两军步兵隔河列阵，但都不冒险进攻，担心小溪会打乱自己的队形。指挥希腊军队的斯巴达国王、聪明而谨慎的保萨尼阿斯很难束缚其迫不及待发起进攻的盟军。而波斯正规军精明而老练的指挥官马多尼奥斯在等待更有利于发起进攻的时机方面，困难却要少得多。



　　甚至在向前运动之后，大部分希腊重型步兵仍有地形保护其免遭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直接进攻。不过，在某些位置上，波斯骑兵“用他们的标枪和弓箭——对骑兵用弓箭——使希腊部队因为不能将其拖入近距离交战而不胜其烦”。[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4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在开始向前运动之后不久，希腊人决定撤至一个有接近小溪通路的位置，从那里可以更有效地掩护其交通线。他们在夜间开始后撤行动，以免遭到敌人骑兵的骚扰。但是，一位希腊指挥官延误了时间，因为他认为撤退有损其名誉；而且一些部队迷了路。其结果是，早晨希腊人发现其军队部署一片混乱。波斯骑兵迅速利用这种有利态势，骚扰正在后撤的斯巴达人分遣队，使得希腊人不得不停下来实施防御。取得成功的波斯骑兵指挥官确信，希腊人正在溃退，于是派遣其步兵向前越过小溪，伺机利用敌人混乱。但是，斯巴达人既非撤退，亦非混乱，而波斯人却以自己的轻型步兵去面对希腊人的重型步兵。



　　来到射箭距离之内，波斯人在跨骑白马之上的马多尼奥斯的带领下，“用他们的柳条盾围成一个防卫圈，由后面发出如雨箭矢，使斯巴达人不胜其扰”。当波斯人靠得更近时，斯巴达人开始冲锋。就像在马拉松一样，希腊重型步兵有地形掩护其翼侧，使其免受波斯骑兵的进攻。由于没有骑兵迫使斯巴达人停止冲锋，他们便迅速地贴近波斯人。轻型步兵拥有机动性优势，但波斯人过于集中，尽管火力较强，却不能很快后撤：因为后面的部队不断涌来，他们被自己的众多的兵力包围了。除了与斯巴达人交战，他们别无选择。“战斗首先在柳条盾圈开始，接着当这些柳条盾被扫光后”，继之而来的就是“交手搏斗”。在搏斗中，波斯人“很多时间是抓住希腊人的长矛，将其弄断，由于其勇敢和好战精神，波斯人比希腊人一点也不差；但是他们毕竟缺乏防护和训练，并且在突击行动的技能上比希腊人确实差得太远”。在突击行动方面，希腊人训练有素，拥有相应的武器装备和盔甲。英勇善战的马多尼奥斯在战斗中丧生，波斯步兵撤退了。这次在普拉蒂亚的失败结束了他们对希腊的入侵。[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61、62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41、542页。]



　　虽然希腊人赢得了战争，而且后来波斯人也在其军队中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腊人的战术系统并没有显示其任何真正的优越性。尽管波斯弓箭手失败了，但很明显，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开突击战斗，注意保持距离，充分运用投射武器的话，轻型步兵是能够打败重型步兵的。不过，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两次使用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尝试说明，当轻型步兵缺乏骑兵帮助，不能利用其机动优势避开重型步兵冲锋时，他们是很脆弱的。



　　波斯骑兵展现了利用较大机动性避开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当骑兵试图以突击行动对抗重型步兵时，步兵则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队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斗中比无蹬骑兵占据优势，因为地面提供了更好的作战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战斗而不必分心。希腊徒步弓箭手与波斯骑马弓箭手作战的成功也有力地说明，在运用相同战术方面，轻型步兵同样比骑兵拥有明显的优越性。




与希腊重型步兵战斗的希腊轻型步兵




　　在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1个世纪之后，希腊的战争系统一直持续未变。重型步兵仍是希腊人有力的武器系统，虽然在一些场合轻型和重型步兵各自显示了他们的相对价值。一个例子是，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亚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国家。埃托利亚民兵通常装备标枪。这些标枪兵被称为皮尔塔斯特(peltast)。由于他们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机动避免直接交战，摆脱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亚人与波斯弓箭手不同，他们不进行交战，而是以标枪攻击敌人，尔后迅速撤退，以避免与向标枪投手冲锋的重型步兵交战。



　　一开始，有弓箭手分遣队伴随的雅典人很容易在海湾抓住埃托利亚人。但是，脆弱而没有盔甲的埃托利亚标枪兵在对方弓箭手羽箭耗尽之前，始终与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离。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了埃托利亚接着是怎样实施他们的标枪攻击的：“当雅典军队前进时，他们就后撤，而雅典人后撤时，他们又跟上去。持续很长时间的战斗除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撤退以外，什么都没干；而在这两种行动中，雅典人均处于劣势。”最后，雅典人“对这种漫长而沉闷的战斗厌倦了。埃托利亚人则越来越靠近，同时一刻不停地向他们投掷飞镖。最后，他们转身溃逃……埃托利亚人轻装徒步，紧随其后，投掷飞镖，雅典人很多被飞镖投中、杀死”。[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3卷第97、98页，转引自本杰明·周伊特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728页。]



　　另一位历史学家阐释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的效能，他说：“阿卡迪亚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绝对拒绝在战场上面对轻型步兵，这是他们从这些轻型步兵部队那里所得到的极深的恐惧。可以作为补偿的是，轻型部队本身对雷斯戴芒人(Lacedaemonian)也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不敢冒险进至他们重型步兵标枪的射程之内。这一教训来自于他们曾在此距离内遭到一些年轻重型步兵的冲撞，被抓住并死于短剑之下。”雷斯戴芒人对其对付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的能力充满自信，对那些害怕轻型步兵的人充满蔑视，认为他们“对这些皮尔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将其保姆视为怪物的孩子”。[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100-101页。]



　　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与装备标枪的皮尔塔斯特相遇了。皮尔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开进的路上抓住他们，在那里，“他们将被如雨的标枪歼灭”；并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险发起攻击的话，那么所有轻型步兵中最灵敏的皮尔塔斯特将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当皮尔塔斯特实施攻击时，“这里一个人受伤，那里一个被杀”。接着，斯巴达人指挥官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命令年轻人发起冲锋，赶走进攻者。但是，冲锋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无所获——在标枪射程之内，他们一个人也追不到。当重型步兵面对轻型部队时，在其接近敌人之前，就听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后撤！”抓不到任何皮尔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开始“以各人所能的速度”撤退，此时队形因刚才的全速冲锋而陷入分散状态。于是，皮尔塔斯特便“立即返回来，重新开始标枪攻击”。在首次攻击中，皮尔塔斯特“已经射倒了9或10个人，而这一胜利鼓舞了士气，激起了勇气。据说，这些进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这次用的年轻人更多)冲锋。此命令被迅速执行，但在后撤时，他们损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们的队列越来越单薄，士气越来越低落以外，这种单调的过程一再重复着，而进攻者的士气却越来越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5页第9-1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二卷第104-105页。]



　　如果能够不在道路上交战，轻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广阔无垠台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拥有足够的投射武器和耐心，并坚持其避开突击行动(重型步兵的特长)的战术，轻型步兵是能够击败重型步兵的。大多数希腊小国继续主要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轻型步兵的胜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认了轻型步兵的存在，并开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属盔甲，有时还使用毛毡代替金属做头盔。这样，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轻型步兵在速度上的优势，又保持了相当充分的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所必需的盔甲，当然，在与轻型步兵进行近战时也拥有足够的防护。



　　希腊人也发展了一些骑兵部队，虽然这种武器系统昂贵而又受到地形的限制，但是，骑兵从来也没有成为作战主力，一直处于辅助系统的地位。在会战中，主要重型步兵倾向于与其他重型步兵交战，而辅助的轻型步兵和骑兵则在分离的战场上相互作战。不过，当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击败斯巴达人时，就是把较好骑兵部队的行动与其纵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圣分队”的翼侧攻击结合起来运用的。骑兵虽未证明其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击败处于次等地位的斯巴达人骑兵之后，它的攻击对破坏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起到了作用；并且，骑兵的行动也有助于“神圣分队”对斯巴达人实施翼侧攻击分队的翼侧攻击。




亚历山大以完全合成的军队所进行的征服




　　希腊人既没有进一步发展步兵机动，也没有继续发挥在留克特拉被证明了的骑兵的作用。其他国家却有了发展，创造了合成军队的作战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老希腊人，也超过了最初波斯人的战争方式。马其顿人北希腊王国的菲利普国王喜好这种系统，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则运用这种系统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抽象地说，马其顿人的战术方法综合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系统，非常依靠骑兵，但以希腊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轻型步兵。马其顿人信赖骑兵，不仅是因为有波斯人的实践，而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适合养马的国家，具有看重骑兵的传统。



　　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骑兵部队。与希腊和波斯人骑兵使用标枪、弓箭和随时准备投掷标枪或轻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马其顿骑兵主要依靠突击行动。就像重型步兵一样，这些骑兵也穿着盔甲，携带盾牌和短矛(一种骑兵用的矛)。这种短矛长约9英尺，重约4磅，两头都有利刃。虽然骑兵没有马镫，但由于训练有素，使他们能够在近战中相当稳固地骑在马背上。当骑兵用短矛刺击时，在刺中敌人之时或之前即放手，以避开刺中敌人所产生的冲力影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马来的危险。






插图1.4重型骑兵



　　与希腊骑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马其顿骑兵纪律严明，经过在编组内协同作战的训练，并且服从指挥。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击行动之外，他们具有更好的协同、训练和技能。骑兵依靠标枪，很少靠近敌人，这一原则使得他们在突击战斗中，具有与希腊重型步兵在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拥有的相同优势。骑兵不准备进行决定性突击行动，因此不能抵抗冲锋；而重型骑兵却同样拥有重型步兵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压倒优势，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轻型步兵难以逃脱。只有身着盔甲、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队形，才能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并在交手战斗中击败他们。



　　马其顿重型骑兵是一支规模较小的精锐之师，被称为禁卫军。马其顿军队还有人数更多的传统的混合或普通骑兵。他们主要依靠投射行动作战，主要是投掷标枪。而马其顿军队的大多数仍然是步兵。其中轻型步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斗中，他们部署于重型步兵的前面，运用其投掷石头、射箭和投掷标枪等传统战术打击敌人，同时防范他们的重型步兵对手。在重型步兵交战之前，这些轻型步兵便撤至危险距离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结束了。这种战术是最早发挥了以轻型步兵掩护重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内在优势的战术。



　　马其顿人也改变了重型步兵。他们把所用长矛加长了两倍，即后排的长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长矛的两倍。较长的长矛使后面若干排的矛能够超过前排，从而使后面更多排的人发挥了作用，这样使其方阵的进军确实更强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后排人的矛逐次加长，那么若干排的长矛就能同时刺击敌人，因此几乎总是能够逼迫对手后退。加长的长矛还使护身盔甲的重要性减小，后排则可以完全不需要，从而节省了装备的费用。更多地依靠编组战斗，也降低了对士兵个人技能的要求。由于马其顿人进行了加长长矛、将方阵训练成职业士兵等战术改革，所以他们的方阵就具有了部队的功能。此外，他们将军队细分，使原本笨拙的队形具有了一定的协同和机动能力。不过，较长的长矛反映出一种精巧的变化，战斗中更多的是依靠“矛墙”的进军，而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个人努力。



　　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机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把四种武器系统结合起来，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战斗部队。重型和轻型步兵、重型和轻型骑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卫军的突击行动用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没有一种武器系统独占鳌头，也没有一种武器系统仅仅充当配角；所有武器系统都在这支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以这样一支按照马其顿模式组织起来的职业军队入侵亚洲。他们拥有先进的战术理论和亚历山大这样无可比拟的天才领导人。除了这位年轻国王具有与生具来的高超能力以外，通过训练，士兵们也具有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其中许多老兵都是在年轻国王的父亲麾下战斗过的。在他的组织下，合成军队与波斯人对阵了。但亚历山大所面对的波斯战术系统也已经过改进。波斯人不仅有骑兵和轻型步兵合成的军队，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数都是希腊雇佣兵。虽然他们惯用将轻型步兵配置于坚固的重型步兵战线之前的方法，但他们对这支较强步兵基础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依靠骑兵攻击实施决定性战斗的传统。



　　但是，波斯人没有能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相匹敌的重型骑兵。虽然波斯骑兵也穿了盔甲内衣，携带短剑，但他们仍主要依靠弓箭、标枪战斗，并没有与亚历山大挥舞长矛实施突击行动的禁卫军交战的准备。第一次会战发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为决策者的年轻国王并没有畏惧波斯人强大的阵容，命令其禁卫军越河向波斯人实施防御的骑兵发起冲锋，迎接他们的是“可怕的如蝗飞镖；但马其顿人以长矛战斗……尽管他们是在马背上作战，却更像步兵战斗；由于他们为征服而战，马与马贴在一起，人与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由于力量占有优势，军队纪律严明，亚历山大军队开始占据了上风。之所以如此，还因为希腊人使用山茱萸木制造的长矛战斗，而波斯人仅仅使用标枪作短矛。[注：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1卷，第15页，转引自爱德华.J.钦诺克译《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0-421页。]



　　波斯骑兵由于装备落后，缺乏突击行动的训练，在马其顿人的冲击面前，终于难以坚守其阵地。“投掷标枪或熟练地驾驭马匹”，一直是波斯“骑兵战斗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对付突击战术没有优势。由于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打垮了敌人，他就可以把他们用于决定性的战斗。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迅速带领取胜的重型骑兵去支援正在进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阵。他命令“重型骑兵从四面八方掩杀过去”。他满意地看到骑兵们“不久就完成了包围，开始砍杀敌人。最后，除了藏匿于尸体之中的人以外，竟无一人逃脱被杀的下场”。重型步兵虽然能够抵御重型骑兵从正面发起的直接冲击，但当身披盔甲的骑兵对其毫无防护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以长矛进行近距离交手战斗时，只能导致任其宰杀的结果。[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5页；第1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421-422页。]



　　这次辉煌的胜利显示了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为王位和战争所做的充分准备。亚历山大自幼年时代便得到了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从而磨砺了君主的智慧，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质和王者风范以外，这位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还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合成军队和重型骑兵禁卫军也表明，它们确实为其实现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在伊苏斯，亚历山大面对的是波斯人能干的国王大流士三世指挥的军队。波斯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实施防御，该地位于一条浅河入海口之后。马其顿人将其骑兵用于两翼，步兵方阵“排成紧密的队形，迈着谨慎的步伐”缓慢地向敌人靠近，“以免轻率的进军导致方阵的任何部分偏离战线，与方阵的其余部分分离”。[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8页。]当到达波斯人的战线时，以方阵越过浅河，向波斯人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占据的对岸攻击。由于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系统对抗，因此，占据精心选择阵地的防御者获胜。“马其顿人发现，河岸的许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栅栏防护，因此“在同样的战线上，马其顿人根本无法对自己方阵的前方进行保护。于是，这里的战斗陷入绝望”，而无组织的进攻只能归于失败。但在内地，也就是波斯军队的左翼，亚历山大已经率领其重型骑兵跨过了同一条河，发起冲锋并打垮了据守河岸的轻型步兵，“并转向大流士的雇佣兵”。被称为“西帕斯皮斯特”的马其顿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执传统长度的长矛，紧随骑兵前进，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坚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进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开始动摇后退，看到战斗失败不可避免，波斯国王也不得不撤退了。[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9页。]



　　精锐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密切协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训练和协同，使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可以不必依靠预先计划的列队机动(像斯巴达人所做的那样)，就能实施包围行动。包围，需要压倒优势的兵力，或者能够绕过敌人的翼侧，并在翼侧和后方攻击其战线的其余部分。由于实施比较困难，所以要求要么能够实施成功的正面进攻，突破对方的战线，要么能够迂回绕过敌人的翼侧。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阵地时，亚历山大在包围行动中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手段。迂回敌人翼侧的行动耗时颇多，除非骑兵能够按时完成包围行动，否则决定性战斗难以取胜。骑兵优越的机动速度，使之成为实施这种运动的理想部队。



　　包围行动，还需要由行军队形快速转为战斗队形的能力。骑兵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这种转换，因为无论组织得如何好，骑兵仍然是依靠个体战斗，而不像队形中的步兵那样依赖战友的行动。骑兵依靠其较快的机动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军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而且其战斗队形没有步兵那样紧密、整体性那样强，使得队形转换更加简便。骑兵依靠其较高的机动和快速展开能力，可以在行军至很近的距离时投入战斗，而且是如此具有进攻性的部队，因此人们发现，骑兵用于实施包围行动是最佳部队。



　　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适应执行包围任务的成功代表。较轻的装备提高了他们行军的速度，而高水平的个人技能训练，使得这些正规军能够较少地依赖队形。同样无疑的是，他们进行了更细的兵力区分和战斗编组，因而执行命令更灵便，展开部署更容易。通过减少精心整理队形的必要性，改进了协同和机动能力，马其顿人拥有了一支适于战场机动和执行包围任务的新型重型步兵。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够包围希腊方阵，并能进行近距离突击行动，帮助骑兵确保击败敌人，说明战争艺术自希腊人的方阵和伊巴密浓达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阵列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艾贝拉，亚历山大进行了他与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会战。此次，又是与大流士相遇。大流士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庞大军队，甚至包括战车和几头大象。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大流士在会战中迎战希腊入侵者。他聪明地选择了平坦的地形，以便于其骑兵和战车作战。由于其军队虽然力量强大，但缺少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车马的部队部署在步兵阵列的前面。亚历山大在右翼的先头，指挥其军队向前运动，攻击波斯军队。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大流士位于中央，“引人瞩目地站在卫队中间一辆高耸的战车上。他是一个高大而漂亮的人，由很多最好的骑兵保护。这些骑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队形，做好了迎敌的准备”。[注：普鲁塔克，A.H.克劳编辑的《杰出人物普鲁塔克的人生》(波士顿1901年版)，第488页。][投笔从戎注：此处注解翻译有误，应该是普鲁塔克《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上卷）。下文中的《人生》亦应为此书的简称《名人传》。]



　　当两军开始近距离交战时，亚历山大率领他的禁卫军和重型步兵方阵直逼敌人的中央，禁卫军“直扑波斯骑兵，以长矛刺击波斯人的脸面”，终于击败了波斯骑兵，打垮了波斯军队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面保卫他的部队崩溃了，向后直向他退过来。他的战车既不能转弯，也不能轻易摆脱，因为在成堆的尸体中战车的车轮受到羁绊。这些死人堆积成山，不仅难以移动，而且几乎覆盖了马匹，因而使战马暴跳起来，越来越难以控制，以致惊恐万状的驭手再也无法驾驭它们了”。被打败的波斯统治者骑马逃跑了。亚历山大率领他的人转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压力的左翼，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普鲁塔克，《人生》，第488页。]



　　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希腊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国；但是，亚历山大对突击骑兵的出色运用，对征服行动所依靠的战术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贡献。通过出色运用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亚历山大击败了强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经考验的战术系统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骑兵。马其顿人这一重要的创新，完成了对持续许多世纪的基本战术系统的发展。亚历山大还以他的灵活性发展了战争艺术：他既不依赖单一的军队战斗部署，也不依赖精心制定的计划，而是使计划和部署适应条件。此外，在破城槌、机动塔楼和对攻城技术的掌握及有效运用等方面，他也使希腊人的战争艺术达到了亚洲人的水平。



　　但在战斗中，亚历山大依然遵循亲自参与的陈规，带领他的骑兵战斗，在关键性的地点实施指挥。事实上，战斗一旦开始后，这种做法妨碍了他对部队的控制。虽然在艾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指挥其骑兵实施了由右至左的运动，但实际上，会战的初始部署通常决定了会战的整个战法。因此，在亚历山大的各次会战中，对变化做出反应主要是依靠其下级的主动性，而不是依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导。因此，能够在作战过程中指导会战，并重新部署军队的指挥官还没有出现。甚至在拥有了四种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并大大减少了战斗的刻板性之后，控制上的困难仍然使像亚历山大这样技能娴熟的指挥官也不能驾驭整个会战。



　　指挥官们还缺乏等待战机或保留部分军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的观念。部队并没有全部投入交战，完全可以将他们在战斗中重新部署或者组成预备队。但是，当时的指挥官既不知道何时、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将有足够的未交战部队去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不过，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用于在战斗中执行非预定任务，将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既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部队的价值，也没有能够实行之；同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指挥官不要亲自参加战斗的想法。




罗马人的战争艺术




　　在马其顿人正以他们的方式完善战争艺术的同时，罗马(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小国)军队则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战争艺术。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以重型步兵方阵在轻型步兵和多用途骑兵的辅助下作战。但是，罗马人早就不以长矛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而采用了多用途进攻性装备。为了防御，他们极为倚重一种宽2.5英尺，高4英尺的大型凸盾。这种木制盾牌先是用布，后又用小牛皮覆盖，并在盾的中央以铁加固，可以“挡开所有较有威胁的石块、长矛和重型羽箭的打击”。当时的人解释说：“它的上部和下部边沿以铁边加固，当放在地上时，可以防止由下方袭来的打击和伤害。”由于罗马人进行了许多攻城战，需面临希腊人的长矛或短矛的袭击，并要与善于使用双手砍剑的凯尔特人作战，因此最终设计出一种能够有效抵御所有对手的盾牌。他们的全套防护装备包括头盔、铜制胸甲，或者大多数人所穿戴的锁子甲。[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3页第2-16行，转引自W.R.巴顿译6卷本《历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19、312页。]



　　为了进攻，罗马人依靠短剑实施突击战斗，“由于剑刃非常坚硬，这种短剑用于刺击相当优异，而且剑的两面均可有效砍击”。这种短剑在与双手砍剑或长矛能被盾牌挡开的对手进行近战时，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多数步兵还携带两支叫做“皮留姆”的标枪。这种标枪的尖在碰到坚硬物体时会弯曲或破碎，因此“敌人不能将其再投回来。如果这种武器不能奏效，还可以从两边射箭”。这与罗马人的战术相适应。其战术是，首先向敌人投掷标枪，尔后快速接近敌人，以短剑和盾牌与敌人近战。[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2页第4-23页第11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3卷，第319-321页。]



　　实践证明，罗马人使其独特的组织走向成熟，要比他们使用短剑更具基础性。他们把军队分为三条战线，每条战线有6排纵深；他们还把这些战线细分为支队，每个支队有两个由60人组成的百人团。这种较细的区分编组提供了基本的协同，并保证了一定的机动性。罗马人通过在每条战线各支队之间保持间隙的方法来运用这种组织；第二条战线的支队错开位置，从而弥补了第一条战线的间隙。第三条战线与前两条不同，因为它的支队只有前面两条战线的一半，只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条战线的士兵都是比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长矛作为其主要武器。第三条战线的支队配置在第二条战线的间隙后面，使得整个队形有些像一个棋盘。这是基本队形。罗马人就是以这种队形前进并投入战斗。由于每条战线在进军中几乎必然产生间隙，所以罗马人索性有系统地安排其间隔。战斗中，在罗马人的战线靠近敌人之前，第二条战线以百人团或整个支队为单位，补进第一条战线的空隙。第三条战线则靠上前去，填补第二条战线的空白，与第二条战线剩余人员一起，如果不必去帮助补充第一条战线的大缺口的话，就作为预备队。这种组织赋予罗马人战线一种方阵所缺乏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行政组织是罗马人系统得以增强的另一个要素。10个第一和第二战线的120人的支队、和10个第三战线60人的支队组成一个称为军团的行政组织。加上一定比例的传令兵、支援、搬运工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兼作轻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骑兵)，军团总人数超过4000人。当罗马人扩充其军队时，就增设军团，这样就为任何大型野战军队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组织。



　　罗马人军事实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构筑堑壕的狂热。没有一支罗马野战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按标准计划的规定首先构筑堑壕。每天夜晚，部队都要掘壕筑堤，并以栅栏防护。由于其正规部队已经习惯于这种作业，所以罗马军队把这件对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负担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掘壕筑堤的行为意味着，罗马军队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并准备在战斗中一旦失利，能有一个筑垒地域作为避难所。



　　罗马人从马其顿人那里学到了关于挖掘堑壕的知识；马其顿人则是从希腊人那里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实践，但希腊人只有在一地驻扎一段时间时才构筑筑垒地域；而亚洲人则更是一贯地在营地挖掘堑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亚失败后，就是退居一个精心构筑的筑垒营地的。罗马人对挖掘堑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规军挖掘他们的营地，以及按标准计划构筑，以确保每个士兵和分队在营地中总是有相同的关系位置。



　　罗马士兵必须是有经验的行军者，因为，除了盔甲、短剑和标枪以外，他们还要携带铲子、斧子和架设营地栅栏的木桩。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军，以便有时间在营地挖壕。



　　像他们的行军宿营一样，罗马人实践了一种缓慢但可靠的战略，罗马人逐步统治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由于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军事上的技巧，所以他们与其控制地区结成了坚定而又心甘情愿的盟友，并将罗马人的组织和作战方式扩展到了这些盟友之中。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罗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做好了与其他地中海国家进行军事接触的准备。




罗马人面对皮洛士和汉尼拔的亚历山大系统




　　马其顿系统被亚历山大运用后，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古老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马其顿系统与罗马系统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的不是在于罗马人用剑，而马其顿人用矛；其区别是更加微妙的。罗马军队依靠他们的剑术，以及重型步兵与充当配角的轻型步兵和骑兵之间的部分协同。在由方阵向步兵中队阵列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改善了步兵，但没有沿着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系统的方向发展。马其顿系统依靠的是所有兵种的合同作战，包括受过实施真正突击战斗训练的骑兵部队。



　　在罗马人与马其顿或亚历山大系统的第一次主要作战中，合成军队取得了胜利。这些关于与伊庇鲁斯希腊王国的皮洛士国王战斗的描述晦涩难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罗马人所面对的皮洛士，绝非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和弟子，而且是一位在很多会战中赢得最尊贵声誉的将军。罗马人把皮洛士的胜利大部分归因于使用了大象。这位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在亚历山大在印度迎战大象之后，就把大象引进了马其顿系统。其实，大象经常不可靠，当遭到标枪和其他投射武器攻击时，它们会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队形中惊跑起来；实践证明，大象对付骑兵最有效，因为它们可以吓唬敌人的战马。其实，皮洛士战胜罗马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骑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打败了罗马人的骑兵，并由翼侧和后方攻击了罗马人的步兵。不过，在击败罗马人的战斗中，皮洛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以至于他评论说，如果再多几个这样的胜利，他就不得不只身返回希腊了。



　　在与罗马人的第一次作战中，非洲强国迦太基照搬了马其顿人的战争系统，甚至还保留了一位希腊将军在会战中指挥其军队，将入侵非洲的罗马人赶了回去。像通常那样，迦太基人将比较强有力的重型骑兵配置在翼侧，击败了位于翼侧的罗马骑兵，并向罗马步兵的后方攻击。罗马人三线系统所固有的协同意味着，他们后面的支队可以转身挡开对方的进攻，但这种有效的防御战术并没有挽救罗马人：迦太基人赢得了突尼斯会战，并俘虏了罗马指挥官。



　　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罗马人面对的是汉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在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中，年轻的汉尼拔仅有30岁，所依赖的也是马其顿系统。防御中的罗马人继续将其步兵作为合成军队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的第一次会战中，汉尼拔使罗马人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数量上，两支军队旗鼓相当，但汉尼拔在骑兵兵力上占有5比2的优势。一支胜利之师席卷了罗马军队的两翼，并在轻型步兵的辅助下，攻击罗马人步兵的后方。虽然后面的支队转身迎击进攻，但汉尼拔仍然打败了被包围而且不能机动的罗马军队。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军事战例，而且展示了马其顿战争艺术在一位大师手中的最后发展。出于对汉尼拔的恐惧，罗马人以超过80000人与汉尼拔的50000人作战。但是，汉尼拔有10000骑兵，而罗马人只有6000。迦太基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罗马指挥官太伦提乌斯·瓦罗不仅缺乏军事经验和技巧，而且刚愎自用和好斗成性。瓦罗计划采取加大队形纵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他虽然仍保持三线部署，但让每个支队缩小正面，直至每条战线的纵深达到通常纵深的3-4倍，企图以此压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样出于对会战的担心，汉尼拔运用其所精通的久经考验的马其顿合成军战术系统，并对该系统作了重要改进，以保障其战斗必胜和进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样将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骑兵配置在两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后将其成纵队部署在重型步兵战线的翼侧。这样，这些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的重型步兵浅薄战线中抽调出来的部队，就可以用于增强中央部分的稳定性。



　　这样，汉尼拔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真正预备队。但是，如果步兵坚持住了，他打算将这两支由最好的步兵组成的纵队用于实施包围。汉尼拔自己与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可能首当其冲的浅薄步兵战线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以此来增强该防线。然而，与亚历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极高的汉尼拔在战斗中并不是带领部队作战，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强其薄弱步兵战线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观察整个战斗，并控制其预备队。



　　正像在他先前的会战中一样，他的轻型步兵在双方战线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面起到了前哨战的作用。汉尼拔计划将其轻型步兵后撤至两翼，以便能够用于他计划之中的包围行动。他可以肯定，通过集中全部重型骑兵于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够取胜。



　　交战开始后，一切均按汉尼拔的计划发展。虽然罗马重型步兵迫使纵深较浅的迦太基人持剑步兵的阵列后退，但汉尼拔的重型骑兵却立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迅速绕过罗马军队，在相对的一侧向罗马骑兵的后方发起了冲锋。接着，轻型步兵也从两翼发起冲击，迦太基人的轻型和重型骑兵则向罗马人步兵的后方攻击。与此同时，按照计划，汉尼拔使用他的预备队步兵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预备队成纵队，在其战线的两端通过罗马人的翼侧，然后，面向敌人，向罗马人的两翼进攻。他的这种方法很像斯巴达人，使纵队与敌人的战线垂直，然后面向敌人发起攻击。



　　遭到全方位围攻的罗马军队被挤压在一起，其巨大的数量此时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随便一射便能射中一个目标以外，任何用处也没有。罗马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灾难——3/4的兵力被杀或被俘；同时，也有40%的迦太基人伤亡：要想使罗马军队遭到永远难以翻身的失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后14年，罗马人一直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当他们再一次与他对阵时，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统帅——西庇阿。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将军，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但已经是久经沙场。在参加了特雷比亚会战和坎尼会战之后，他又在西班牙指挥军队作战，通过4年的战斗，他从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战斗的胜利使他赢得了许多西班牙首领的效忠。后来，西庇阿在西西里指挥军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支精锐的军队。尽管生活奢华并具有希腊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接着，他率军进入非洲，而稳如泰山的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这次，罗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挥的是一支斗志旺盛、训练良好、沉着镇定、纪律严明，由参加过许多会战的老兵组成的军队。公元前202年，西庇阿与汉尼拔在非洲的扎马会战中相遇，在那里，他们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天才。这两位大师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加上盟军努米底亚人的兵力，罗马军队在骑兵兵力上占有决定性优势，而这一优势通常是在汉尼拔一边的。但是，西庇阿并不把骑兵作为胜利的惟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一种方式运用步兵。他不再让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靠前并掩护第一战线的间隙，而是把他们往后靠，与前一战线保持大约数百英尺的距离。他正确地相信，当六排纵深的第一战线与敌人步兵交战时，那些老兵们后面即使没有更多的排，他们也能措置裕如。一线队形之后各排组成了西庇阿的预备队，在西班牙时，他曾用预备队包围敌人步兵的两翼。



　　但是，西庇阿还不得不对付迦太基军队的80头大象。因此，他放弃了罗马人通常一开始所要排列的棋盘队形，而是将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直接排列在第一战线支队后面。他以轻型步兵填充第一战线的间隙，“命令他们放开行动，如果被大象的冲锋迫使后撤，那么那些来得及后撤的人就直接后撤至整个军队的后方，而位于两翼的部队则在战线间隙的右翼或左翼打击敌人”。[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9页第7-9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85、487页。]



　　汉尼拔意识到不能依靠骑兵取胜，于是也在步兵战线的后方部署了一支能够使用的预备队。与在坎尼一样，这支预备队仍由最好的部队组成，但是他改变了预备队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预备队成纵队配置在步兵战线的两翼，随时准备前进，从翼侧攻击罗马人。但是，要与西庇阿对阵，这样做就太明显了；因此他把预备队配置在战线之内，主要步兵战线之后并与之平行的位置。由于步兵占据优势，所以汉尼拔打算通过使用预备队包围罗马步兵战线的方法获胜。



　　战斗开始后，当两军战线之间的轻型步兵前哨战打响时，“汉尼拔命令大象驭手向敌人发起冲锋。就在刺耳的喇叭和号角在四面八方响起之际，一些大象受惊，并立即转动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后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险的牲畜确实直抵罗马人的战线，面对勇敢的罗马轻型步兵所投掷的标枪，“最终，在恐惧的驱使下，从西庇阿深谋远虑设置的罗马人战线的间隙逃了过去。”其他大象则逃往两翼，从而腾出战场，使两军步兵和骑兵进行惨烈的交战。[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2页第1-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1、493页。]



　　接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参加战斗。与此同时，正如汉尼拔准确预见的那样，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的骑兵已经将汉尼拔的骑兵从战场上赶走了。他们不是转而与步兵交战，而是远离战场去追赶敌人的骑兵。这种情况在战斗中经常发生，指挥官不能控制他们的骑兵，骑兵们则自然而然地去追赶被打的敌人。在坎尼，汉尼拔纪律严明、领导坚强的职业骑兵立即转回来攻击罗马步兵的后方，但在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则缺乏纪律、约束和领导，因而不能实施这种关键性的机动。



　　所有骑兵全部离开了战场，汉尼拔开始进行纯步兵的战斗。他迅速运动，以利用其步兵数量上的优势和预备队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协同条件。他将后方步兵队形运动出来，伸展其战线，准备包围罗马步兵的两翼。但西庇阿及时发现了这一机动，并使用其后方战线的预备队，同样伸展其战线。这样，两军的步兵只得交织在一起，进行结果不可预测的正面交战。后来，当步兵战斗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返回战场，并开始攻击迦太基人步兵相对薄弱并正全力进行战斗的战线的后方。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事实上全歼了迦太基人的军队，战场上覆盖着“仍然浸泡在鲜血之中的散落尸体和尸体堆成的小山”。[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4页第2-3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7页。]



　　扎马会战中罗马人骑兵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显示出罗马人已经接受了马其顿系统。但是，双方都运用了预备队，并以卓越的协同使之得以实现，表明此时的战争艺术已经超过了亚历山大时期。无论汉尼拔还是西庇阿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两人都位于能够指挥整个作战和在关键地点、时间使用预备队的位置。这是超过亚历山大预先计划性战斗的主要进步的标志。同样，专门而不预先赋予任务的预备队的概念，以及改进了的步兵协同，使预备队能够在战场上机动等，也是亚历山大之后的进步。罗马军队优异的协同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够指挥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不是像亚历山大那样只能指挥部分军队。



　　数年以后，当西庇阿在一个亚洲帝王的皇宫拜访流亡在那里的汉尼拔时，他请汉尼拔给大将军们排个序。汉尼拔把亚历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对于西庇阿所问，如果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获胜该怎么排序，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么他就应排在亚历山大之前。汉尼拔和西庇阿的伟大以及他们对协同的改进、对专门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自己位于能够调度整个战斗的位置等，使他们两人均无愧于汉尼拔所排列的位置。这种排序无论是明确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确应如此。




罗马人以亚历山大系统取得的胜利




　　当罗马人在希腊和亚洲作战时，他们与马其顿战争系统对抗。虽然罗马人也使用合成军队方法，但是他们仍然倚重重型步兵，从未将其骑兵提升到像亚历山大所认为的那样的质量或重要性。但是，他们也从未像亚历山大那样，利用被分割帝国的联军从事战争；他们几乎总是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作战。在他们与最难忘的对手安条克大帝(AntiochustheGreat)(叙利亚及其以东的大部分亚洲地区的统治者)所进行的主要作战中，他们就得到了来自盟军的关键性帮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内西亚所发生的冲突中，他们面对的是安条克大帝亲自率领、汉尼拔作顾问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这次会战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罗马人的盟友——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的强大骑兵，在罗马人的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人越来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骑兵。



　　对罗马人战术系统主宰地位的明显挑战并非来自于对手或许会拥有优势骑兵的可能性，而是来自于马其顿方阵的进一步发展。当公元前197年罗马人面对一支马其顿王国的军队时，他们发现方阵所使用的是长度至少为21英尺的长矛。很显然，前几排所使用的是较短的矛，大约有9英尺，士兵用一只手拿着；第五排的人所使用的则是需两只手持的长21英尺、能够伸过前几排刺击的矛。前几排的士兵持盾；而后排的士兵则用双手持长矛，没有盾，而是将一些非常小的盾片吊在横过胸前的一条皮带上。在方阵前5排的后面，还有另外的11排，这些人始终举着长矛，直至需要使用的时候。



　　这种队形肩并肩地前进，其作战效能依靠各种长矛的综合作用；个人在队形中除了持矛和保持队形之外，毫无作用。由于罗马人以短剑战斗，兵与兵之间所需要的空间要比位于方阵之中的士兵大，因此，每个罗马人要面对方阵中的两个士兵、10支长矛。据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Lius)描述：“单个人员接近方阵根本无法杀入敌阵，也毫无办法拨开对方的长矛”，因此，这种新的方阵好像能够击败所有对手，因其强大的步兵而给予马其顿人以胜利。[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0页第9-10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页。]



　　但是，协同良好的罗马步兵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看似无敌的战术改革。联系到罗马人在扎马会战中的胜利，波利比奥斯曾经指出，详细区分的罗马战术组织使得“每个人都能以个体为单位行动，也能与其同伴共同形成对任何方向的正面，距离威胁最近的支队只要采取一个运动便能转过身去面对敌人。由于他们装备的盾牌尺寸宽大，短剑坚韧，经受得住连续的砍击，因此使其既得到了防护，也增强了信心”。这样，罗马人可以实施机动，而且如果他们绕开重型步兵的长矛的话，那么他们在近战中就拥有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对付双手持矛的无盾步兵时，更是如此。[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5页第7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四卷，第499页。]



　　在第一次冲突中，罗马人赢得了步兵战斗的胜利。因为他们在对方方阵尚未排好，一些兵力正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时，便发起了攻击。但即使在有利条件下，方阵也过于依靠队形的保持，因此他们与罗马步兵对阵从未取胜过。波利比奥斯指出：“方阵需要平坦的地形，不能有诸如沟渠、树丛、山脊和水道等障碍；所有这些均能有效阻碍和割裂这种队形。”当然，方阵中的间隙将使罗马的短剑兵能够靠近前来，这对方阵中的重型步兵来说，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5-6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页。]



　　即便是在平坦地形上，实践证明方阵也具有脆弱性。因为，波利比奥斯写道，“罗马人绝不将自己的战线展开成与敌同等规模，从而使自己的所有军团暴露在敌人方阵的正面进攻面前，而是以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其余部队与敌人交战。之后，无论方阵是击败了对手，还是被其对手所击退”，“在乘胜追击逃敌，或当面之敌快速撤退时，方阵都会将自己的混乱队形暴露在敌人面前”。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方阵就会位于“他们自己军队的其他部分之后，在此态势下，”罗马人的“预备队在方阵原来据守的位置也就有了足够的空间，不再实施正面进攻”，而是“通过在翼侧和后方的侧向运动，出现在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翼侧用短剑和盾牌以近距离格斗对重型步兵实施屠杀；而此时，重型步兵的队形和武器使他们处于近乎毫无防护的状态。[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2页第2-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157页。]



　　这样，罗马人改进后的步兵帮助其在地中海盆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罗马人吸收了马其顿系统的所有优点，并从汉尼拔那里学到了步兵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军指挥作战的方法。将军应置身于战斗之外，这样他就能控制预备队，并对会战进行指挥。




罗马军团的完善




　　不久，罗马人就完善了他们的步兵。其方法是，废除老式“指骨”(phalangeal)组织的残余，并建立了一种十分合理的协同计划。他们消除了传统三条战线之间的区别，剔除了长矛和较小的第三战线队形。他们可以根据条件允许，将军团内同类重型步兵编成或多或少的战线。他们将军团区分为10个各由600人组成的重型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由3个各含200人的支队组成；每个支队包括两个百人团。每支部队都设一名对其下级拥有全权的指挥官。这种安排与现代师的组织大体相似，步兵大队相当于营，支队相当于连。指挥序列也大体相仿，一支军队由独立的军团组成，而每个下级部队直至百人团的指挥官都置于其上级指挥官的权力之下。



　　这样，罗马人就创建了一支完全协调的军队，有能力实施机动，并能对其指挥官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所遗留的指挥官的最大难题是了解战场上的情况，更困难的是向下级传递信息。信使、号角和战鼓，只提供了不太可靠的通信手段。尽管如此，罗马人对此还是作了深思熟虑的改进。他们不仅细分了军队的编制体制，而且给各支部队发放了军旗。这就使士兵能够了解他们的位置，并给指挥官提供了了解部队位置的较好机会。直至20世纪便携式电台出现，战术指挥的困难一直与当时罗马人所发现的困难基本相同，并因此而削弱了协同。



　　罗马人细分部队并建立隶属关系确实还带来另一个优点：它给了部属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真正机会。这种对职业军队的改变，使这种组织的功能在实践上达到了与理论上所能的程度，而严明的纪律、良好的训练以及经常性的战争实践，确保罗马军队总是能够心想事成。



　　军团还拥有一些轻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比例较小的骑兵。但是，步兵的技能和结构增强了对抗骑兵的能力。因为优异的协同能力使军队的一部分，军团或步兵大队，能够以机动保护翼侧，而且良好的细分建制允许指挥官分配一支或若干部队保卫两翼。由于列阵重型步兵能够制止列阵重型骑兵的冲锋，所以罗马指挥官对翼侧的顾虑很小。



　　罗马军队在每次停留时间较长时都要有掘壕的正规程序，为部队的供应和补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颇有章法而又持续不断的作战，使罗马人能够完全支持这种以职业军队和彻底、稳重的战争方法所进行的战争。




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




　　改进了的罗马军队做好了战胜高卢人，即当今法国居民的准备。罗马人把高卢人称为野蛮人。高卢人像罗马人一样，以重型步兵和骑兵作战，但缺少罗马人纪律严明、协同周密的步兵。此外，他们还更缺少罗马人的筑垒术和攻城器具；进一步说，高卢人还缺少像罗马人那样高度发展的政府所提供的财政和补给组织。尽管高卢人具有坚持的决心和抵抗的能力，但罗马人在伟大统帅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的指挥下，在7年内征服了高卢人。



　　但是，罗马人在与安息人(Parthians)的对抗中，却戏剧性地失败了。安息人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而宗教倾向于东方的印度。安息人只乘马进行战斗。这是一种适合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树地形的方法。他们的重型骑兵与轻型骑兵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贵族在训练中提供了榜样，并把他们的仆人训练成骑马弓箭手。重型骑兵及其战马身披盔甲，装备的矛枪又长又重，以致罗马人送给它一个外号，叫做“舢板撑篙”。由于盔甲和沉重的矛枪成为在无镫战马上作战的严重负担，安息贵族好像几乎不能承担什么任务。但实际上，他们精通此道，而且实践证明安息人的重型骑兵确实令人生畏。沉重矛枪的惯性不仅使刺击非常有力，而且还能减小对持矛骑手的震动。虽然弯弓射箭需要非常高的技巧，甚至在无镫战马上更是困难，但轻型骑兵在战斗中却担负相对容易的任务，他们的战术就是与敌人保持射箭距离，并发射羽箭。



　　在恺撒征服高卢人的同时，其财大气粗而又野心勃勃的同伴克拉苏(Crassus)以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入侵了安息。罗马军队大约有36000人，其中包括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型步兵。尽管自信的克拉苏已经对安息人的战争艺术略有所知，但他认为，他要解决的军事难题“仅仅是沉闷乏味的行军以及英勇追击的士兵不能及时返回参加突击所造成的麻烦”。他忽视了报告中所说的安息人“在战斗中不可能逃跑”，“而其退却时则不可能追上”，而是像对待诸如他们的盔甲坚不可摧，他们的箭“是一种奇怪的新式飞镖，快若流星”之类的情报一样，半信半疑。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描写，刚愎自用甚至缺乏智慧的克拉苏拒绝了亚美尼亚国王(他对安息人的战争方式有第一手的资料)建议罗马人经他的王国进军的邀请。因为他的王国群山连绵，“马匹几乎无法通过”。[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1页。]



　　当克拉苏劳顿远征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沙质的地形上时，安息人已经在等待与罗马人交战了。当罗马人在卡雷与安息人的军队相遇时，他们排列成正方形队形，充满信心，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排列在他们面前的安息人队形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些。在人数上，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newavatar注：这里“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是翻译错误，原文为“outnumberthreetoone”，就是说罗马人拥有三倍的优势。]，但实际上，安息指挥官将他的一些兵力隐藏在一个小山之后，罗马人首先看到的只是安息人身着盔甲部队的一部分。但是接着，安息人为了挫伤罗马人的士气，开始制造“一种可怕的噪声和巨大的喧闹声。安息人不是用短号和喇叭，而是用半球形铜鼓激励自己的军队作战。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时刻敲击铜鼓。以这些手段，他们制造了一种完全虚幻的噪声，好象野兽的嚎叫与雷声混合在一起……当他们以这种噪声对罗马人起到有效的恐吓作用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展现出来，并“脱掉盔甲的覆盖物。立刻，好像阳光点亮了他们用马吉安人磨光钢铁制造的胸甲和头盔，及其战马身上披挂的铜、铁制造的饰物”。



　　罗马人所面对的不仅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还有一个可怕而又充分准备的对手苏雷纳斯(Surenas)——安息指挥官。“他本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但其柔美的长相和脂粉气的衣着确实不像其实际所具有的那种男子汉气概；他的脸化了妆，头发分开……而其他的安息人却扮相可怕，蓬松头发在前额梳成一团。”



　　看到罗马重型步兵纵深而又强大的方阵，精明的苏雷纳斯没有命令其重型骑兵发起冲锋。相反，他展开轻型骑兵，“开始从四面八方射箭，并不需瞄准任何特定的目标(因为，实际上罗马人的序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只要想射中，就会箭无虚发)，只是简单地大力弯弓射箭。这种打击非常猛烈。罗马人的形势一开始就十分不利；如果他们要保持队形，那么他们就会受伤，而如果他们冲锋，那么他们对敌伤害不大，而自己却会伤亡不少。因为安息人会边撤边射箭”。



　　由于克拉苏的轻型步兵缺少弓箭手或投石手，对敌人的轻型骑兵不会发挥多大作用，因此，他想等待敌人箭矢耗尽。但是，当了解到敌人拥有“无数骆驼驮载箭矢”时，克拉苏就派他的儿子帕利乌斯(Publius)率一支由将近5000重型步兵、1300骑兵和500弓箭手组成的部队攻击敌人。安息人在这支部队面前且战且退，直至这支部队远离主力。虽然总人数占有优势，帕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部队的弓箭手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徒步弓箭手射箭的速度和准确性都比乘马弓箭手要好；但是，面对使用无疑更强劲的弓箭、数量也更多的乘马弓箭手，他们好像对作战结果丝毫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3页。]



　　帕利乌斯的轻型骑兵大部分是在高卢新补充的。他们又遭到了将近200年前波斯通用骑兵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的重型骑兵作战时的同样命运。安息人以重型骑兵迎战高卢骑兵。安息人的骑兵身穿盔甲，手持“坚硬生皮和铁制做的”盾牌，迎击“虚弱而缺少标枪”的帕利乌斯高卢骑兵，“相反，高卢骑兵仅穿单薄衣物，其身体暴露在敌人强有力的长矛之前”。但是，高卢骑兵也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他们“抓住敌人沉重的长矛，靠近敌人，将其拖下马来，以便利用对方盔甲沉重，不便行动的弱点；许多高卢人放弃自己的马匹，潜行到敌人的马下，刺穿敌人的马腹”。[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4页。]



　　失去马匹的高卢骑兵幸存者加入罗马重型步兵的队伍，遭到了敌人轻型骑兵的四面围攻。这些轻型骑兵将如雨之箭射向拥挤在一起的罗马人。罗马人“遭到打击和杀害死去。并不是快速轻易死去，而是在剧痛和痉挛中死去。被射中的罗马人由于带着箭矢在地上翻滚，箭折断在伤口中，当他们用力将带倒钩的断箭拔出时，倒钩则拉断了神经和血管。因此，这样做等于是撕裂和折磨他们自己。许多罗马人都是这样死去的，而那些活着的人也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当帕利乌斯命令他们向装甲骑兵冲锋时，他们让他看到的是，双手固定在盾牌上，双脚插入地里”。在以弓箭击败帕利乌斯的分遣队之后，安息人靠近其残部，“用矛枪屠杀他们，俘虏的人不超过500人。在砍下帕利乌斯的头颅之后，他们直接向克拉苏疾驰而去”。[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4页。]



　　克拉苏的处境与其儿子相差无几，因为“箭矢有如急风暴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射来，立即就有许多人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一片，许多人再也不能进行战斗，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飞来的箭矢戳进他们的眼睛，刺穿他们的双手”。至此，克拉苏的士兵发现“动弹不得也停留不得”。[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2页第4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九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3卷，第439页。]



　　虽然轻型骑兵的弓箭为安息人的胜利立了大功，但重型骑兵也为其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以长矛驱赶罗马人紧凑在一起，除了那些冲向他们的人……罗马人紧凑在一起和冲向敌人均不奏效，那就只求速死。因为安息人强有力的长矛能造成巨大而致命的创伤，而且经常一击穿透两人。”不仅是因为安息人的重型骑兵使罗马人拥挤在一起，以致安息人箭无虚发；而且也是由于罗马人自己必须一个紧靠一个，以便使用武器并把盾牌连在一起的互相掩护。因此，是罗马人使得自己在重型骑兵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重型骑兵“冲向他们，刺倒一个人就能带倒一大片；而如果他们展开队列避开重型骑兵的冲击，那么就会遭到弓箭的射杀”。[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5页；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0页第2-3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37页。]



　　在卡雷附近的开阔平原上，克拉苏的军队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第一天结束时，安息人的长矛一些“弯曲了，一些折断了，弓弦因连续射击而拉断，箭矢耗尽，短剑卷刃，大多数人也因不停的杀戮而疲惫不堪”。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最后，克拉苏及其大量将士被安息人杀死，大部被俘。[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4页第1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41页。]



　　安息人打算乘胜入侵叙利亚。但是，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与之具有相似特点的地方，几乎是战无不胜的”，然而他们缺少攻城的手段，甚至连接近城市的手段都没有。因为“城市邻近地区长满了大片的树林”。由于“他们不敢，甚至也不能使用骑兵突破这种障碍，因此制定了一个砍倒树木，使空间暴露的计划，这样他们或许能够自信而安全地接近城市。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这件事，因为这项任务太艰巨了”。于是，他们改变目标，转向另一个城镇。与此同时，罗马人则“不断袭击安息人广泛分散的部队”。不久，在丛林中损失了一些兵力之后，安息人终于放弃了在叙利亚这个与他们国家特点不同的国度所进行的战役。[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15页第4-5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27、429页。]



　　克拉苏悲惨的遭遇清楚地说明了，在适于马匹运动的地形上作战时，轻型骑兵武器系统具有压倒重型步兵的优势。重型骑兵对安息人的胜利起到了辅助作用；但如果指挥官能够精心组织箭矢保障，使之数量充足的话，那么轻型骑兵没有帮助也能赢得胜利。希腊重型步兵曾经发现波斯乘马弓箭手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希腊起伏不平的地形使希腊人幸免于难。可是，在安息人自己的国家，罗马重型步兵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关于四种武器系统性能的总结




　　图解1.2总结了古代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这四种系统都有其特殊的性能和相对的优势。安息人戏剧性地展示了在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轻型骑兵对重型步兵的威力。他们还展示了亚历山大曾经展示过的，无论轻型骑兵还是通用骑兵，不经过特殊训练，没有特殊装备，在突击行动中都不能抵抗重型骑兵。但是，安息人的重型骑兵在罗马人列成方形队形迎战时，没有向罗马步兵发起冲击。同样，亚历山大从不使用其重型骑兵由正面与步兵方阵对抗，因为列成恰当队形的重型步兵能够抗击重型骑兵的冲击。






图解1.2武器系统使用表



　　在与徒步人员的近距离交战中，乘马人员占有几方面的优势，其中包括位置较高，居高临下打击对手所必然具有的势能等。战马通常是骑兵有价值的盟友。这些优点，再加上骑兵先天具有较大机动性，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突击武器系统；当然，前提是他经过充分训练，能够克服乘马的不稳定性。



　　为了抵抗骑兵的突击，重型步兵不得不形成集群。与列成6排纵深的方阵、身穿全副盔甲、有巨大而坚硬的盾牌保护的技能熟练的罗马士兵作战，即使是全副盔甲、手持长矛的安息重型骑兵也不能战胜他们。成纵深部署，拥有地面这种较好的作战平台，具有不必分心而集中精力于战斗的能力，聚集成无懈可击的方形队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骑兵不能与这种徒步士兵组成的协同行动集群相抗衡。骑兵虽然也形成集群，并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一起行动，但他们仍然必须作为个体战斗。这种属性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快速投入行动(因为他们可以不必保持队形而全力实施战斗)，但这种个体战斗的特点也降低了他们与列阵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效能。不过，骑兵是用于执行进攻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它可以抵近并快速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乘马弓箭手与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显著不利条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于射箭，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快的发射速度，并且，即使排除稳定平台所带来的好处不说，其射箭的精度也更高。像波斯弓箭手面对希腊人那样，徒步弓箭手还可以使用重量较轻的盾牌保护自己。骑兵无法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仍然要使用弓箭和驭马。此外，就像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攻击希腊弓箭手时所看到的那样，马匹成了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目标。但是，徒步弓箭手没有机会对抗重型骑兵。正像希腊重型步兵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击败波斯徒步弓箭手一样，重型骑兵也能快速穿过落箭地带抵近敌人，并以盔甲保护自己，使用矛枪和短剑打败轻型步兵。即使弓箭手装备的分量轻也不能使其获得逃跑的机会，因为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追上他们。



　　因此很清楚，如果克拉苏的军队由一半重型步兵和一半老式波斯弓箭手组成，他就能够抵抗住安息人的进攻。重型步兵可以保护弓箭手免受安息人矛枪兵的伤害，而弓箭手可以牵制安息人的乘马弓箭手。不过，这样一支罗马军队也只是具有防御能力：它只能控制其所占的地盘。



　　但是，地形严重限制了乘马作战方式的明显优越性。骑兵在森林中难以发挥功能，若在密林中，甚至徒步弓箭手也处于劣势，因为其视界和机动均受到限制。这种可怕的限制激发了安息人想要砍倒森林的灵感。多山国家对骑兵限制小一些，但其行动通常局限在山谷之中。正因为如此，安息人在其自己的国家是无敌的，但他们从未征服过罗马人在叙利亚或亚细亚米诺的领地。



　　地理学关于地域性或民族性战争模式的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希腊人、波斯人、安息人的战争模式等。亚历山大、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但安息的地形使得安息人重新创造了能够成功对抗罗马人的本民族系统。



　　骑兵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费用高。在古代，一匹马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人；用保护性覆盖物装备马匹，更增加了花费；而要负载盔甲再加上全副武装的人，则要求健壮的战马。要饲养强壮得足以担负这种任务的战马，更提高了战马的价格。甚至是轻型骑兵使用的较轻、较快牲畜也要求是特殊的品种。此外，乘马作战的人自身也需要更大的投入，因为他们需要比徒步弓箭手更多的训练，以掌握从马背上射箭的技巧；在马上进行近距离战斗也比在地面上需要更强的技能。这样，虽然克拉苏的军队在数量上是他的安息人对手的3倍，但其费用多不了多少。虽然会战的结果充分证明安息部队每一人的价格确实与罗马步兵不一样，但是价值上的差别也强有力地说明，在政府或指挥官决定以2-3个徒步士兵的代价换取1个乘马士兵之前，必须清楚地形和战术态势对骑兵部队的使用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乘马作战方式对攻城来说无多大关系。因为马匹对克服沟渠和城墙毫无用处。实施攻城战斗只能用步兵。当然，骑兵可以下马战斗，但作为步兵战斗不仅浪费了他们所受到的训练，而且他们还可能缺乏徒步战斗所必备的某些技能。他们的骑兵背景或许会使其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攻城所必不可少的掘壕和工匠工作。



　　所以，在地形开阔的国家，由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合成的军队，可以抵抗由轻型和重型骑兵合成的军队；而在多山、多林、断裂地形较多的国家，骑兵则不能很好发挥效能。在这些地形上，步兵占据支配地位，必须以步兵同步兵作战。装备相似的步兵作战，防御的步兵比对方占有优势。停止间的人员射箭或投石精度更高，并能利用自然遮蔽物或类似波斯人盾牌那样的人工措施保护自己。居高临下的阵地将使防御者的投射武器在速度和射程上占据优势。






插图1.5重型骑兵击败轻型步兵



　　另一方面，重型步兵在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时，从防御中却得不到特别的好处；实际上，古代人认为迎击冲锋是差劲的战术，而在接触之前就向敌人发起冲击比较得利。但是，他们比较看重居高临下阵地在近战中的价值。因为能够增强防御力量，所以防御者大多提前仓促构筑野战筑垒阵地。大流土三世在伊苏斯曾使用了这种阵地，而胜利者亚历山大也运用了这些阵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罗马人每夜都在营地周围构筑壕沟时，他们的任何作战几乎都是从防御行动开始的。如果第二天他们从事战斗，那么一旦战斗失利，便已经有了事先准备好的退避之所。无论何时，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在占领阵地后就要挖壕。虽然重型步兵承担了大部分挖壕任务，但轻型步兵也能从这些野战筑垒阵地中受益。



　　骑兵在防御中与步兵相比就没有什么优势。虽然轻型骑兵或许发现，原地不动有利于发射弓箭，但是他们没有防护。对重型骑兵来说，防御则明显不利，他们在防御中只能要么后撤，要么冲锋。



　　这种不同的行为是必然的，因为骑兵虽然是以个体战斗员为单位发挥作用的，但他们是两个脑袋而不是一个脑袋，而其最得力的伙伴——战马的脑袋通常受训极少。当战马的脑袋感到的威胁比骑手更大时，它会说：“跑，和马群在一起”，于是便不停地跑下去，直至感到威胁消除为止。受惊吓的马匹不管骑手如何控制它们，都会骚动不止，从而使骑手无法使用所携带的任何武器，直至战马又能跑起来。一旦奔跑起来，战马可以提供一个相当平稳的短程武器平台，增大手持武器的速度，变成一个转瞬即逝的目标，并且，在进攻中战马本身也能变为武器，践踏它所碰到的任何防御者。[注：我得益于E.W.盖尔中校解释马匹不适于防御的段落。]



　　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展示了两类步兵之间战斗的控制因素。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重型步兵的胜利，预示了安息人乘马弓箭手对克拉苏军团的胜利。但是，由于轻型和重型步兵机动性之间的差别很小，所以皮尔塔斯特在使用其投了就跑的战术时，要冒很大的风险。波斯徒步弓箭手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的失败，显示了在战斗中使用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的困难；大量波斯弓箭手形成聚集成静止不动的集群，抵消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相比所具有的微弱优势。但是，减轻重型步兵盔甲的重量，必然提高其机动性，对阻止标枪投掷轻型步兵基于优越机动性而建立的“飞行”战术的成功大有作用。



　　在留克特拉会战重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的战斗中，伊巴密浓达应用了集中和包围的思想。汉尼拔在坎尼以重型步兵组成两支预备队，以及西庇阿在扎马对其步兵的使用，都发展了这一思想。步兵应用协同的关键在于使用预备队以及集中和包围的思想。罗马人将其纪律严明的职业步兵区分为军团、大队、支队和百人团，从而为建立具有协同和反应能力的预备队提供了条件。指挥官可以在战场上机动这样的预备队，运用它攻击敌人翼侧的弱点，从而实现对敌人的包围。



　　亚历山大创造了合成军队，使重型步兵对重型步兵战斗时的这种协同方式的实用性黯然失色。他灵活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每一种：在以轻型步兵与敌人进行前哨战的同时，依靠重型骑兵击败敌人的骑兵，并攻击敌人步兵的后方，然后运用重型步兵与敌人的步兵进行正面交战，并以轻型骑兵与敌人的某些骑兵作战。即使亚历山大没有创造重型骑兵，毫无麻烦地驱赶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他也拥有优势，因为在突击行动中，防御对骑兵没有什么好处。在对付敌人没有协同的重型步兵时，以骑兵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通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一个的例外发生在阿贝拉会战，在那次会战中，亚历山大的骑兵突破了波斯人薄弱的中央。但是，实践证明，希腊军队重型步兵的中央通常是难以突破的。



　　在无障碍、无筑垒地形上，亚历山大系统的胜利好像属于骑兵数量较多、或质量较好、或同时具有这些因素的军队。坎尼和扎马两次会战支持这一结论，尽管汉尼拔的步兵在坎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双方步兵的密切协同在扎马也起到了作用。罗马人从未完全采用亚历山大依靠骑兵的战术，但他们之所以赢得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关键性胜利，是因为其盟友在骑兵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在与高卢人作战时，他们自己的骑兵以及运用其步兵掩护翼侧的协同能力，证明足以对付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战胜高卢人，所依靠的基础是其卓越的步兵以及掘壕防御的力量。



　　在传统的亚历山大式会战中，一个主要的例外战例是一支骑兵占优势的军队反而丧失了确保的胜利。这次偶然事件发生在两个著名对手之间的内战中。其中之一是罗马的统治继承者，军事和政治天才尤利乌斯·恺撒，而另一位则是曾在三大洲取得许多著名的胜利，但缺少政治才能的斗士庞培(Pompey)。这两位超一流统帅于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当他们相互对阵时，双方各有一翼紧靠河岸。庞培理所当然地将其较强的骑兵并配属所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配置在暴露的翼侧。看到这种情况，经验丰富而机智过人的指挥官恺撒不仅将所有的骑兵部署在那里，而且以大约百分之十的重型步兵组成了预备的第四条战线。他把这支预备队部署在暴露翼侧的后方，与其战线成直角面朝外配置。



　　正像恺撒和庞培所预期的那样，庞培的骑兵驱赶走了恺撒的骑兵，并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接着转回来攻击恺撒的翼侧。接着，恺撒命令其担任预备队的步兵大队向前机动，他们“彩旗飞扬地快速前进”并“攻击庞培的骑兵。攻击是如此狂暴，以至于那些骑兵都难以站稳脚跟”。赶走庞培的骑兵之后，恺撒由重型步兵大队组成的预备队与庞培的弓箭手和投石手相遇。这些弓箭手和投石手“毫无防御，孤立无援，被残杀殆尽”。恺撒的预备队在已经返回战场的骑兵支援下继续推进，攻击庞培军团的翼侧。尽管庞培这位杰出将军拥有优秀的骑兵，但由于既没有预备队，又不能及时组建，所以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如果不是对付像罗马军团这样协同良好的步兵的话，骑兵只要能到达恺撒军队的翼侧和后方，几乎可以肯定，庞培是会取得胜利的。[注：恺撒，《内战》，第3卷，第93页，转引自A.C.皮斯克特翻译的恺撒的《内战》(伦敦，1914年版)，第329页。]



　　虽然亚历山大式会战是轻型步兵前卫与轻型步兵前卫对抗，重型步兵战线与对方的重型步兵战线对抗，而骑兵则在翼侧与敌人的骑兵交战，但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个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希腊重型步兵对毫无机动能力的波斯轻型步兵的胜利，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机动较慢的重型步兵的胜利，以及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等等，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术优势的典型战例。但是，当对方将其轻型步兵放在前面作为前卫，以投射武器对付重型步兵时，那么就必须以相同的武器系统与之战斗；同样，必须以骑兵对付骑兵，因为每一位将军都将其骑兵部署在两翼，以便能够到达对方重型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在法萨卢斯，当恺撒的重型步兵首先击败庞培的骑兵，接着又击败了他的轻型步兵，为其自己的轻型步兵、轻型骑兵以及配置在翼侧的重型步兵部队打开了道路，使之能够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从而创造了鲜有的以一个较好的武器系统战胜另一个武器系统的范例。以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弱的武器系统是双方指挥官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当双方军队均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时，要达到这个目标确实是一个困难。



　　就像在坎尼和扎马的胜利一样，恺撒在法萨卢斯的快速取胜，表明以突击行动进行的战斗结束较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皮尔塔斯特以投掷标枪，或安息人在卡雷用弓箭对付克拉苏，见效就要慢得多。但是，与恺撒在法萨卢斯的胜利不同，安息人的胜利是必然的，是建立在战术和武器系统的运用优越，并拥有在该种地形上战斗先天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优势武器系统的胜利必然性，使得古代人无论何时都有选择的机会。希望大象成为一种优越的武器系统，对古代人寻求优越武器系统的执著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可惜大象在战斗中的使用通常都是毫无效用的。最重要的武器系统消除了进攻与防御的任何区别。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为他赢得了进攻，但安息人的骑兵，以及击败重型步兵的皮尔塔斯特，都是以攻击来发挥其无上威力的，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达到防御目的。



　　筑垒几乎总是为防御者提供一个保障资源。在深沟高墙面前，骑兵毫无用武之地，而据有筑垒的防御者在对付步兵时，则能获得轻型和重型步兵的双重好处。长期持续的攻城战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剥夺防御者所拥有的优势。



　　实施进攻的指挥官面对优势武器系统时，如果他已从克拉苏的灾难中接受了一点教训的话，那么就应当放弃他的进攻计划。如果攻防双方所拥有的基本武器系统相同，而防御者也没有筑垒作为依托，那么古代人则寻找攻击其对手弱点的其他手段。事实证明，虽然重型步兵在对付同类步兵正面攻击时是强大的，而对付重型骑兵的正面冲锋时则几乎是无敌的，但他们的翼侧和后方是弱点，哪怕是对较弱的重型骑兵武器系统来说也是如此。实施包围进攻，是古代人找到的另一种打击对手弱点的手段。由于方阵容易向右偏移，所以这种包围行动实施起来比较自然，而斯巴达人所具有的较高协同水平，则使其利用这种包围的能力比其对手要更有效。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实施了一种不是建立在首先与敌人战线重叠基础上的包围行动。他还有骑兵的支援，用于掩护其行动，并防止斯巴达人看到他的“神圣分队”，以便使包围实施起来更容易一些。



　　方阵缺乏协同性，用于包围行动很困难；而亚历山大则显示出，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将其根据要求精心排列成阵，最适于实施包围运动的进攻战术。这种比步兵机动得更快，以及以与行军队形基本相同的队形直接进入战斗的能力，使骑兵成为理想的进攻部队，用于执行攻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这一最具决定性的任务。虽然在正面战斗中与重型步兵相比较弱一些，但当骑兵攻击敌人非预期翼侧和后方时却具有可怕的威力。



　　无论是使用一种或多种武器系统，两支成分基本相同的军队交战，都是以旋转的方式实施包围。在这种基本战术的基础上，发展了预备队理论和将军实施指挥而不是参加战斗的实践。罗马人改进了协同，使其更容易创建预备队和提供对翼侧及后方的保护，从而能够运用步兵实施包围。




后勤





士兵和补给品的准备




　　后勤包括对军队补给以及将补给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方法；从广义上说，甚至可以包括这些补给品的制造。经常的做法是通过战争支持战争，胜利的军队可以依靠敌人的费用维持自己。在没有这种机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民族)武装部队的规模则依其人口和生产力的规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以供养他们自己，并生产一些剩余供给只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侣和官员。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只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装。即使当国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货币经济时，原始的税收、财政和银行系统仍难以使货币快速增长。只是到了相对现代化的时代，政府才有了税收、微小的储备银行和货币铸造，才能够转移占国家产值较大比例的财力支持战争。在古代，甚至这些机构也不能筹措多少财力，因为那么多的人仅能维持生存水平，所以没有什么剩余用于战争。即使是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也只能保持少于其人口数量1%的武装部队。



　　由于既缺乏现实资源也缺乏财政资源，所以民兵成为普遍的兵员系统。在民兵系统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装部队服役一定时间的义务。通常，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费用武装自己，考虑到这点，政府可能会免除其一定的税负。一些民兵经过训练，也通常是用大部分时间训练基本技能；而其他的民兵，则缺少战斗技能乃至专门的武器，比如，一些民兵就是将农业工具作为武器。虽然有时民兵是对职业士兵的补充，但经常的是由他们构成政府的整个武装部队。



　　民兵具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在和平时期费用非常低廉；但低效能则抵消了它的低消耗。希腊人长期依靠民兵，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与其强大对手波斯人所拥有的职业军队同样数量的军队。罗马人一开始也依靠民兵，但同希腊人一样，他们发现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专业军队不仅更有效能，而且也更重要。再者，民兵不能从事长时间的战争，甚至是一次较长时间的战役，因为他们必须返回民间职业。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提供庞大的民兵，但只能提供一段很短的时期。当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时，一支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保持武装的职业军队，就具有明显的优点了。即使是不进行连绵不断战争的政府，也可能比较喜欢职业军队，因为这样可以使其公民只承担税收，而不必承担军事服务的费用、不便和潜在危险。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虽然规模小，但其优点是士兵们的战斗技能水平比民兵这种业余士兵更高。



　　在和平时期供养一支军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由民兵组成的军队通过其民间的农业、商业或工业等正常职业供养自己。政府也能比较容易地满足职业士兵的需要，因为他们通常能够对全国做出贡献，并可通过建立起来的民间市场组织稳定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基本食物。



　　无论是民兵军队还是职业军队，只要集中起来，就会带来食物供给的问题。一支集中起来进行一次战役的军队，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人口密集，又不生产自己所用的粮食。但是，军队又不同于城市，既没有原已存在的运输网，也没有任何已有的在当地供给各种需要的模式。



　　一支军队在特定地区获得食物供给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一年中的季节。如果一个地区在食物上能够自给自足，可以通过购买或强迫的方法从当地储存的食物中获得供给。收获刚结束，军队就拥有当年收成的使用权；如果处在即将收获之前，军队就会发现粮仓都是空的；而在冬季，处于两次收获之间，粮仓内将只有6个月的供给。



　　军队规模与其集中地域人口的比例也影响对军队的供养能力。假定士兵剥夺居民的所有东西，如果士兵与居民的比例是1：1，那么士兵能够生存一个居民能生存的时间。如果士兵与居民的比例达到10：1，那么士兵们的生存时间只能是居民生存时间的1/10。例如，如果军队在收获之前180天到达一个地区，而其数量是当地居民的10倍，假定它找到了所有的食物，并且一点不给当地居民，在其离开之后让当地居民毫无生存的依赖，那么它也只能在当地驻扎18天就必须离开。当然，军队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展开，从而有效地降低士兵与居民的比例，这样它就能在当地驻扎较长的时间。



　　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一地驻扎较长的时间，就必须拥有水路运输通道。在罗马帝国时代，航船通常很小，船的长度达到180英尺就是非常不一般了；其宽度是全长的1/4到1/3；较大的船上设有覆盖着甲板的深船舱。由于这些船采取短粗设计，并且只用单个桅杆，所以航速非常慢。原始的帆具使其不能顶风航行，而导航用具的缺少，则意味着水手更喜欢在能看到岸边的水域航行，而且晚上还要在岸边找一个掩蔽之所过夜。同时，哪怕是一只小船，也能运载60000磅食物，是20000人一天的消耗量。水路运输的替代办法是陆路运输，这就意味着要么使用平均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的速度缓慢的牛车，要么使用只能驮载100磅的毛驴。缺乏合适道路也限制了牛车的使用，甚至在经过修整的交通干线上，最好的陆路运输工具的费用也至少是水路运输的30倍。



　　因此，军队发现，要从其直接集中地将补给品拉来，无论距离远近，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通常必须有水路运输通道。一支与驻地居民和资源之比很大的军队，除非拥有方便的水上运输，并有可供船运的丰富补给，否则只能经常向新的地区机动。这种因后勤需求而实施的机动，可能正好适应抵抗或进攻敌人的需要。



　　骑兵带来了另一个主要的补给难题，在战斗中，一匹马一天的消耗限额是20磅。如果军队马匹数量与集中地马匹数量的比例，与士兵与当地居民的比例相同的话，那么当地供养马匹的时间与供养士兵的时间相同。但是，如果军队马匹的比例较大，那么饲料的数量将决定军队在一地能停留多长时间。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军队，比一支仅由步兵组成的军队所进行的机动要更加经常得多。如果军队的集结地区距离敌人较远，那么它可以疏散军队，从更大的地区筹集给养。如果有骑兵，可以将他们疏开得更远，因为骑兵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在相同的疏开程度下，骑兵可以比步兵更快地再次集中起来。这样，依靠骑兵较强的机动能力来满足对饲料的需求，才不致迫使步兵在消耗完当地的食物资源之前离开该地。



　　军队的其他大多数需要都是不必在战役当年必须补充的。虽然鞋(假如有的话)可能需要补充，但衣服至少可以穿着一季。由于会战并非经常发生，所以最初的携带的投射武器可能够用了。军中工匠可以修理甚至制造所需要的物件。



　　气候对军队作战也有影响。寒冷的天气和随之而来的牧草短缺，严重影响(尽管很少阻止)冬季战役。



　　道路的质量制约军队的运动。它限制军队的行军速度以及驮载牲畜和轮式运输车辆的使用。多山地形意味着道路稀少，只有山谷才有。道路的数量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军队通过地区的军民比例较大时，尤其如此。这样的军队会发现，他们需要疏开，沿数条道路行军，以便找到足够人员和马匹消耗的食物。



　　因此，军队的运动取决于几个因素。规模小、马匹少的军队会发现他们受后勤因素的制约较小，能够集中行动，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而规模较大、马匹较多的军队则不得不尽可能疏散和更经常地运动。



　　希腊民兵像雇佣兵一样，自己武装自己。在希腊城邦间战争的典型战役中，士兵们背负用于磨面和烤面包所需的小麦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他们带着小麦和磨面的手磨，因为小麦比面粉便于保存。重型步兵有许多仆人、奴隶随伴，帮助他们携带东西，研磨面粉和烘烤面包。士兵们就着肉、乳酪和蔬菜(比如洋葱)吃面包。



　　持续时间短的战役开始之前，政府给士兵们发钱去买给养，并明确战役将要延续多少天。但另一方面，政府则很少给士兵补充给养。在持续时间长的战役中，士兵只能指望用自己的薪水购买食物和饮料。士兵的薪水与熟练的工匠差不多，因此一般能够满足需要，除非供应不足迫使价格上涨。即使在长期战役中，政府也不提供给养仓库，而是使用军队原有的仓库。



　　在盟友领地上发生战役时，军队要求士兵购买补给品，但这一习惯使得他们在敌方领地也常常照此办理；而在那里，入侵者本来是可以利用敌人的资源生活，并以抢劫来代替付款的。无论购买还是抢劫，军队都依赖商人。这些商人随军行动，提供他们的物品供士兵购买。因此，希腊人信任私人企业，让他们作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甚至在敌人的领地上也是如此。在敌对国家，由于士兵们寻找给养的能力较弱，在寻找过程中也有必要疏散，从而使得指挥官们依靠本地商人，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敌方领地可以提供的给养的位置。



　　虽然依赖私人业主的活动，但希腊军队还真正拥有一种原始而又集中的物资供应系统。比如，当一位希腊指挥官俘获了一批装满食物给养的敌人船只，他就将食物出卖，并用这些收益支付那些从商人那里购买他们食品的人的工资。这一系统还确保了在敌国生成利润，因而为政府或将军们所惯用。




亚历山大在波斯战役中的后勤保障




　　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战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古代组织有效补给的范例。与希腊人不同，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不信任私人企业主为军队提供必需品补给的主动性，而是拥有一个为集结起来用于波斯战役的庞大军队提供补给的军队组织。此外，亚历山大的父亲还通过减少保障士兵的随从数量的方法，使军队的后勤需求实现了最小化。由于马其顿人不像希腊重型步兵那样，必须自己背负盔甲和武器，所以亚历山大的军队每4名士兵才有1名随从。因为一名士兵可以负重80磅进行长途行军，所以军队携行了许多自己的包裹，但是，由于随从较少，能够携带的自身食品也较少。



　　需要运输的其他军队物资，主要依靠驮马和驮骡，每匹可驮载200磅左右。尽管“牲畜拉的比驮的多”是至理名言，但比起四轮马车和牛车来马其顿人还是更喜欢驮载牲畜。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牲畜能够更容易地随军通过复杂地形，而且是因为古代低劣的马具使牛车和四轮马车比驮载牲畜的效能高不了多少。牛轭更适合公牛，而马或骡要拉车的话便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因为马具会挤压它们的气管。公牛比马更强壮，并能用脖子有效地拉车，但是牛的性情不可靠，它比马的耐力差，并且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而马却能走4英里。公牛甚至跟不上步兵每小时2.5英里的平均行军速度。



　　军队还需要驮载牲畜运输诸如帐篷、攻城器具、组合工具、医药物品以及其他物件，军中每50人至少需要1头驮载牲口。这样，当亚历山大跨入亚洲时，其军队、随从以及其他人员总共可能有65000人；他需要1300头驮载牲口运载不能由人背负的装备。



　　亚历山大计划的战役开始时间正好是在收获之前。过早开始战役，他将把自己置于一个粮仓罄尽的国度，该国的部分人口正在饥饿中挣扎，等待着谷物的成熟。此时开始，他还能保护自己的补给船队免遭更强大的波斯海军的打击。波斯海军拥有数千名划手和水手，在收获新的谷物补充其舰队所必需的库存之前，他们不可能出海。进入亚洲时，亚历山大拥有10天的谷物储存，每人每天3磅，每头牲口每天10磅。他把大多数谷物储存在船上，因为军队多携带1天的谷物，就需要另外增加1100多头驮载牲口，为65000名人员、6100匹战马、1300头驮载牲口运送269000磅的谷物。但就是这些最初的储备，使他在格拉尼卡斯与波斯军队相遇和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起自己的控制时，不必四处掠夺。



　　击败波斯军队之后，部分是出于后勤原因，亚历山大沿海岸路线推进。在那里，他找到了高产的农业和拥有便于收集食物的发达运输网的城市。这样，他通过征集或从在收获季节食物丰富的城市购买的方式补给了他的军队。沿海路线还提供了便于行军的密集而良好的道路，这样，军队每天就可以行进15英里，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这既使士兵得到了休息，又使驮载牲口可以卸载，有时间放牧去补充它们的食物。这条路线上还有主要河流，满足了军队每天90000多加仑饮用水的供给(每人每天半加仑、每头牲口每天8加仑)。亚历山大可以依靠船沿海岸从一地向另一地运输补给品，甚至在围攻一个缺水半岛的城市时用于运水。一条大型商船每天能够运输400吨物资，相当于4000头驮载牲口的运输量。



　　波斯人控制着海洋，但亚历山大却能依靠他的货船沿安纳托利亚海岸保持交通线，因为古代战船在海上只能停留有限的时间。一条小的轻型战船载有200名水手和划手，用于提供战斗力和无风时的推动力。但是，200人每天需要600磅食物和100加仑(800磅)水。那时船的设计是尽量使船上的每一样东西达到最轻，以便提高船速，因此只能携载有限的食物和饮水。船队缺乏远航的能力，只能在距岸较近的水域，以便经常靠岸补给。一次，马其顿部队通过在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沿岸巡逻的方法，赶走了波斯人的船队，使其不能靠岸补充饮水。一支如此受后勤制约的船队要实施严密的封锁确实很困难。



　　亚历山大在将近秋天时到达安纳托利亚的西南部，并在进军途中征服了这个国家。冬天，他把庞大的军队分开疏散，这样既有利于补给，也能够将此国家更多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第二年，他在7月底开始进军，这与安纳托利亚中部海拔较高的地区稍后的收获季节基本一致。但是，他不得不在通过这个极其缺水的荒凉地区之前预做准备。由于仅每头驮载牲口每天就要饮用8加仑水，所以他不能指望它们运水。



　　在首先确保该地区的人民臣服，并可能掌握一些人质，以使其继续保持忠诚之后，他派出先遣部队沿着预定路线出发了。这些部队携带着自己的给养，并携带或在当地征集更多的补给品，以建立起储藏所。此外，还在小溪上建起了堤坝，从而使溪水增加到3倍的水量。因为，在流动的小溪中，2/3的水在士兵能够解渴之前就流走了。由于在当地政府的合作下做了这些准备，所以亚历山大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原先既无食物又无饮水的82英里的地区。






地图1.2波斯帝国(虚线为亚历山大进军路线)



　　在这次沿地中海东海岸向埃及的进军中，证明海运是不可或缺的。在对筑垒港口城市提尔(Tyle)长达7个月的围攻期间，城市附近的一条河流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是附近农业地区的收成却比军队谷物需求的1/10还要少。虽然驮载牲口能够从方圆60英里的范围内运输谷物，但即使在此范围也无法满足攻城者的需要。水运使攻城成为可能。在收获季节，由提尔向南进军埃及的途中，军队找到了充足的军粮补给，但又不得不依靠水运给部队运输饮水。在深秋时节开始的征服埃及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在尼罗河谷度过了整个冬季。



　　在征服庞大波斯帝国和入侵印度的漫长战争中，亚历山大所遇到的后勤困难比从海利斯庞特到埃及的行军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但即使战役的这一部分也显示出供给的重要性，并充分说明窘迫的后勤不仅制约军队的运动，而且制约其在一地的驻扎。



　　亚历山大由印度返回的旅途展示了行军会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计划沿阿拉伯海北海岸，穿过盖得罗西安沙漠行进，以便从船队获得补给。军队应当控制海岸，并从该地区的季节河向船队提供饮水补给，这些河流在夏天的雨季将被雨水充满。但是强大的季风卷走了雨云，使船队无法出航。亚历山大不能折返，因为为了迫使当地统治者屈服，所过之处已被劫掠毁坏一空。所以，亚历山大被迫在只有一点食物，而且河流之间距离也很大的情况下，穿越150英里的沙漠地带。并且，据亚历山大征服史的历史学家记载，在行军中，军队“遇到了由很厚的砂子堆积而成的高大山脊，沙地稀松瘫软，人走上去就像走进泥沼或是走在未经践踏的雪地上”。只是由于非凡的领导，才使其军队经受住了如此残酷的考验。[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页。]



　　士兵们“宰杀了大多数马匹和骡子”以为食用，意味着军队已经没有多少手段保持其战斗力了。“这样，许多人被沿路丢在了后面，一些是由于疾病，而其他人则要么因为疲劳，要么因为炎热，要么因为不能忍受干旱饥渴。”为了避免炎热，军队“基本上是夜间行军，一些人因为困倦而倒在路上；醒来后，那些仍有力量的人跟踪军队而去，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安全地追上主力，其中的大多数都死亡在沙漠中，就像海上偏离了航线的人”。[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584页。]



　　即使是下雨，虽然使河流充满了流水，使幸存者免于渴死，但事实证明，它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一次，因为水的缘故，军队露营在一条冬季会发洪水的小溪附近。大约在夜晚的第二班哨时，因为山区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在士兵们尚未感觉之时，洪水顺河而下。山洪迅猛异常，以致卷走了随军行动的大多数士兵的妻子和孩子，扫荡了皇家所有的行李以及没有卸载的牲畜。士兵们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才得以保全了他们自己。”在这次行军中，亚历山大能将其1/4的军队带回来，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4页。]



　　这次经验最生动地说明了古代军队为什么在计划行军路线时必须选择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区，以及为什么必须避开在收获之前的时期行动。他们需要当地居民的好感，但可以依靠高压政治；不过强迫比合作获得的食物更少。将军队分散成小组，沿多条路线不同的路线行进，对保障庞大军队的食物供给能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冬季分散军队则使其能够在农产品更富足的地域筹集食物。



　　要靠后方的仓库实施补给，就要依赖海运或河运，因为驮载牲口只能在半径60英里的范围内携运有用的东西。当然，远距离水运的运用也意味着，对于实施远距离机动的军队来说，后勤组织以及用于获取水运的补给品的经费或权力是非常必要的。亚历山大的波斯战役充分说明，其严密组织起来的王国拥有所有这些后勤保障必需的条件。除了一次在沙漠中近乎灾难的经历以外，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在漫长的波斯战役整个过程中，均保持了充足的供应。



　　亚历山大卓有成效的保障系统，是罗马政府赖以维持其军队后勤组织和方法的鲜明例证。罗马严密的后勤保障系统，使其与敌人在这方面相比，总是处于同等而且通常是优势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支持其征服战略成功和保护帝国生存的基础。




战略





持久战略与袭击战略的区别




　　军事战略把战术与后勤结合在一起，以计划作战的实施。按照传统的定义，战略有三个部分。大战略，把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决定战争实施计划的广泛轮廓。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必须解决陆军和海军的集中与机动问题。战略最低的分支是大战术，考虑军队机动及为会战创造条件的通常行动等问题。本书使用战略这个术语，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和大战术。这一直是战略这个术语传统上所表述的领域。在本书所有运用这一术语的地方，均仅指其军事内涵，将不涉及政治、经济或其他这类影响力量之间关系的因素，这类因素最好限制在大战略的概念之内。如果从总体上说，这一界定与当前美军称为战役的概念略有区别。



　　正像古代战争所展现的那样，当代战术家已经考虑到的大多数可变因素，在战略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先例。古代战争艺术大师们在他们的战略中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复杂性，其后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们。



　　古代的战争经常使用袭击。袭击是一种对敌国短暂的侵扰，而入侵则是暂时或永久地占领被入侵的领土。虽然袭击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形式，但它的目标常常并非纯军事目标。比如，袭击者尽量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入侵外国领土可能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取战利品的纯经济目的。这种袭击还可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袭击者造成破坏但不能获得额外的效益；这种袭击(或这种袭击的威胁)是为了从被侵入国获得政治特权。如果袭击者拥有骑兵而对手没有，那么他们的袭击可能不必冒严重的战斗风险。如果袭击者与防御者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那么袭击者就要冒较大的冲突危险，但仍能把撤退放在首位，摆脱追击。



　　不管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袭击给袭击者和防御者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袭击的短暂性并非意味着一定要避免冲突：一支优势的军队可能确实要在敌人的领地内寻机会战，但并没有要留在那里控制被入侵国的打算。



　　这样，人们就可以区别袭击性与持久性入侵战略了。前者只是在敌人领土上短暂存在，而持久性进攻战略的目的则是要长期乃至永久地占领敌人或盟友的领土。持久性防御战略就是要设法防止这种占领。防御者和进攻者的持久性战略，都设想两支主要敌对军队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与此不同，袭击者经常能在不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达到其目标，而且他们常常设法做到这一点。



　　古希腊人经常运用袭击战略。他们只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很少设法彻底打倒敌人。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在即将收获之际侵入邻近的城邦，毁坏对方的庄稼。他们还可能以烧毁建筑物、砍倒橄榄树和葡萄树的方式进行更严重的破坏。被入侵的城邦有一个选择：要么屈服，失去农业资源；要么召集起民兵组成的重型步兵进行战斗。



　　如果被入侵的城邦抵抗，战斗通常在双方同意的平地上进行。若防御者已经在山上占领了有利的阵地，袭击者会“拒绝在这种地形上与之作战，而是绕过去”，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解释道，“去摧毁其领地”。这不仅迫使防御者离开有利阵地，而且诱使他们去攻击分散实施破坏的入侵者。若入侵者占据有利阵地等待对方来攻击，防御者就会在等待入侵者出来，因为他们很容易获得补给，而深入敌国的入侵者则不行，不得不离开阵地寻找食物。即使入侵者有办法在有利阵地上等待，他也就大大丧失了袭击的作用，因为防御者就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了。[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8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5页。]



　　较强的一方不得不依靠这些破坏性袭击，因为他不能迫使弱者在敌强己弱的条件下与之作战。较弱的军队可以躲避在城墙之后，以便在战斗中居于有利位置，或者干脆利用比强军追击更快的速度撤退。实际上，简单的办法是，弱方可以实施无规律的机动，在其机动的乡下获得补给，并相当容易地躲避强方。古代战争的指挥官们常常无法诱使不愿作战的对手与其交战，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这种窘境。破坏性袭击既提供了一种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替代物，又提供了一种迫使弱军交战的手段。



　　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袭击战略迫使敌人要么拱手让出袭击者所期望的政治特权，要么进行交战以保护自己的庄稼。如果防御者感到被打败的风险大于负担政治特权的风险，那么他就会屈服；如果相反，他就将进行战斗。但是也有第三种选择：如果防御者认为袭击者的政治要求太让人难以接受而通过会战获胜的机会又太渺茫，那么他可以忍受袭击代价，将军队始终保持在有利阵地上或者城墙之内。



　　希腊人运用袭击同时追求军事和政治目标。如果破坏敌人的庄稼能获得政治特权，那么袭击就直接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如果由此引发了与弱敌军队的作战，那么袭击也就达到了军事目标，会战的胜利也能导致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双重目的的袭击仅代表了一种袭击类型，并且在把军事与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方面是相当有特色的。



　　在重型步兵会战中获胜的一方通常也就赢得了这场短暂的战争，尽管会战可能既不血腥，失败者的损失也不惨重。但是，由于其政治目标非常有限，比如吞并一小块领土，所以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也就足以影响战争目的的达成与否了。通常，战争消耗与政治目标的大小成正比，适度的目的只需要较小的付出，而大的目标则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战争后果的重要性意味着一方比另一方更大，那么看到战争赌注更大的一方将成比例增大其努力。最好的古代统帅和政治家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为有限的目标付出无限制的努力。



　　希腊人的袭击战略是其依赖民兵部队的直接结果。常备军或许会拥有筑垒战略要点，并可在边界抵抗袭击者。使用民兵是导致战争短暂的重要原因。在一个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双方都不可能动员军队很长时间，使士兵长期离开民间职业。袭击战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斗争双方地理幅员较小，而且相对于要防御的空间和庄稼来说民兵部队的规模过大。在与波斯人进行的战争中，一位斯巴达国王曾以袭击破坏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比希腊的总面积还大。他运用这一战略只是打击了波斯偏远省份的一小部分，结果，想迫使波斯国王远远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彻底失败了。




亚历山大的战役：一个作战、后勤和持久战略的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三世所统治的波斯帝国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以占领敌人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例子。亚历山大的政治目标太野心勃勃，以致即使运用其庞大的军队在波斯领土实施非常广泛而具有破坏性的袭击，也是很困难的。



　　亚历山大率领着大约35000也可能将近50000步兵和骑兵，比波斯人驻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庞大多了，而且他还有敌人完全不了解的武器系统——禁卫军重型骑兵。虽然波斯人拥有强大的雇佣希腊重型步兵，但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在步兵方面占有优势。在国王未出席的情况下，关于是以战斗与亚历山大对抗，还是主要破坏亚历山大的后勤基地从而击败其军队的问题，在波斯将军们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希腊步兵的指挥官向将军和官员会议提出建议：“不要冒与马其顿人冲突的危险，因为他们的步兵与自己相比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是亚历山大亲自带领；相反，大流士却未在这里。这位指挥官建议，前去以马匹践踏牧草，毁坏饲料，烧掉乡下的庄稼，甚至连靠近城市的地区的庄稼也烧掉。‘这样’，他说，‘亚历山大由于缺乏给养就不能在国土上停留’。”如果切实运用这样一种后勤战略，肯定能够在一块仅有少数集中耕作的国土上击败亚历山大的入侵。而且，波斯人控制着海洋，将能阻止亚历山大横跨爱琴海从希腊运来食物补给其军队。



　　此外，在早先的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曾经运用过这种后勤战略。精明的波斯指挥官没有用进攻去打败希腊人的进军，而是运用其精良的骑兵袭击希腊军队的补给线，从而迫使希腊人从普拉蒂亚的有利阵地撤退。波斯骑兵本已截获了一些补给品，但接着被派往希腊人后方的一支骑兵分遣队，“与正向希腊人营地运送物资的、刚刚进入平原的由500匹驮载牲口组成的运输队遭遇……看到这个囊中之物，波斯人立即发起了攻击和屠杀，连人带牲口杀得一个不剩，直到屠杀够了，才带着剩下的东西”返回波斯营地。这增大了波斯人本已充裕的补给，因为在底比斯附近波斯人拥有“自己充足的粮食储备，也有足够的牲畜饲料”。[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39、41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3、534页。]由于切断了处于驻扎状态的希腊人的补给线，而且波斯骑兵还暂时控制了向希腊大部分军队提供饮水的泉眼，所以希腊军队只能“坐以待毙”。希腊军队发现他们的补给态势十分严峻，饮水缺乏，“所携带的补给品坐吃山空；派出去寻取给养的随从由于遭到波斯骑兵的阻击，通道被封锁而无法返回营地”。[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5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虽然具有这种经验，而且希腊步兵的指挥官提出了建议，但是波斯人的会议仍然拒绝采取后勤战略，距亚历山大军队最近地区的官员主张，“他将不允许其统治下的一所民房被烧毁”。[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2页，第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18页。]



　　于是，波斯人的会议选择了战斗战略，他们的军队在亚历山大军队进入亚洲或不久即与其进行了交战。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的禁卫军骑兵击败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接着又从翼侧和后方攻击了他们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从而使波斯人输了他们的防御会战。这次会战中，波斯人损失惨重，他们的步兵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此次失败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决定了在亚历山大军队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整个进军中，再无波斯野战部队与其作战。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流士开始组建新的军队。



　　在实施入侵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除了采用战斗战略别无选择，因为他没有攻击波斯军队后勤的手段。但是，他确实可以选择对付强大的波斯舰队。这支舰队有效地制止了马其顿人大部分跨爱琴海的运输。“虽然他们处于优势”，亚历山大的干将，聪明而又经验丰富的帕尔梅尼奥(Parmenio)还是“建议亚历山大进行一次海战，以期希腊人能够以自己的舰队战胜波斯舰队……他还极力解释说，如果他们赢得了海战，就能为达成这次战争的主要目标创造了重要的有利条件；而如果他们被击败，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即便如此，只不过是波斯人继续保持制海权而已”。亚历山大却坚持，他不想因如此“不可靠的一个因素”而放弃制海权，因为在海上“马其顿人拥有技能和勇气上的优势”。但是，他强调了海战一旦失败的政治后果，那将会对“他们天下无敌的战争声望造成不小的影响，还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希腊人因受其海战失败消息的鼓舞，可能会产生勇气，企图发动革命”，反对马其顿人对希腊的统治。[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8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5页。]



　　但是，亚历山大可以不采取战斗方法而采取后勤方法，即“通过在陆上击败波斯军队的方法击败波斯舰队”。亚历山大解释说，“如果他攻占了沿海城市，就能使波斯舰队化为乌有。因为那样的话，波斯舰队不仅找不到征募水手的港口，而且在亚洲的所有海港都无法得到船只”。一开始，这一战略也适应其后勤需求：沿着肥沃的安纳托利亚海岸进军，并保持与其沿岸运动的补给船队的接触。[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2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7页。]



　　这条进军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沿岸地区的人口希腊族人占大多数，经常起义反抗波斯当局。由于亚历山大代表着希腊城邦联盟，所以他发现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城市容易向他屈服。亚历山大打算寻找这样一个坚实的政治基地，以利于对波斯的征服，因为他明白这是成功的基础。面对这样一群由波斯国王臣民组成的联合起来的政治反对派，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胜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也不可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敌对国家。在亚历山大的进军过程中，希腊人的城市纷纷臣服，他扮演了一个把他们从波斯统治者手下解放出来的角色，并从这些臣服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员中指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官员。



　　亚历山大的这次入侵，显示了实施以征服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两个可变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亚历山大率领其庞大的军队进入一个像希腊那些城邦一样的小国家，那么他的军队与地域空间的比例就会使该国的人民大众不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他所进入的安纳托利亚虽然仅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地区，如果面对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要使这样一个大国臣服，并使之保持下去，那么他也会深感人手缺乏。亚历山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找到并精心而又精明地培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



　　亚历山大的成就说明了政治态度和培育政治态度的重要作用，而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的经验则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公元前130年，安条克七世由伊斯特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以收复其当时被入侵的安息人所占领的领土。安条克在战场上打败了安息人，受到希腊文化城市和许多其他不满安息人统治的城市的欢迎，他仅经过一次战役便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并把安息人赶回了自己的老家。为了确保他的征服，安条克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过冬，将其军队分散驻扎在几个城市里。但是，军队的消费，以及他们令人讨厌的行为，使这些城市疏远了安条克。这些城市渴望恢复安息人的统治。与此同时，安条克国王显然更热衷于以饮酒作乐打发冬天，而忽视了作为指挥官的职责。安息间谍设法安排安条克驻军城市的人民同时攻击其士兵，与此同时，安息人早已占领了战场，在当时欢迎安条克的地区找到了补给和支持。安息人杀了安条克，并与驻军城市的居民一起俘虏了大部分惊惶失措的军队。



　　波斯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人地区也向坚定而宽宏大量的亚历山大屈服了。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统治既宽松又精明，所以他们没有像安条克的支持者那样转过来反对他。马其顿人国王在波斯帝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稳政治形势，已经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向心趋势，当然也伴随着经常的叛乱。这些叛乱通常是由称为总督的当地统治者领导的。这些王侯要保持他们对整个波斯帝国的权威，确实困难重重，而且冲突不断。大流士三世只统治了两年，既没有建立起权威，也没有树立起威望，其原因只是由于他出身于皇族的一个远支，而且是通过暗杀两个前任爬上王位的。



　　亚历山大利用这种政治形势，而且通常能够确保大多数总督辖地的服从，叛乱的地区甚至在他跨越边界之前就屈服了。然后，他聪明而又小心翼翼地保全既得利益，常常给那些服从于他的总督赋予权力。



　　即使中央政府没有这些政治弱点，地方当局也会发现，在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军队之后，要想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也是困难重重。与希腊不同，波斯城市和省份没有民兵。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公民没有服兵役的传统，也从未经过军事训练，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国王和总督的职业军队。如果地方当局要对亚历山大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那么由于没有民兵防守其围有城墙的城市，他们只能放弃将亚历山大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持久防御战略，而代之以采取防御性袭击战略，袭扰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此后长期的征服过程中，亚历山大都面临这种反抗。



　　亚历山大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中部之后，沿着海岸向叙利亚进军。早秋时节，颇有才能的统帅大流士三世率领他的军队从巴比仑到达这里，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阵地，准备迎击敌军。该阵地位于亚历山大向叙利亚海岸推进方向地点的翼侧。波斯军队在一个肥沃的平原占领了水源充足的地区，在那里，国王能够很容易地补给军队，并且，如果战斗打响的话，他将有足够的空间运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大流士的军队占领了一处翼侧阵地，如果亚历山大通过该地前往叙利亚海岸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攻击敌人军队的后方。



　　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进攻，而是等待。他前后机动他的军队，寻找食物以及依靠船只获得补给。亚历山大预计，大流士的庞大军队会很快消耗尽附近地区的给养，从而被迫要么前进，要么撤退。但正当亚历山大的迟滞已经消耗了大流士的给养时，这位国王却令其军队向海岸运动。亚历山大还不知道大流士军队的运动。他召集了一个战争会议，决定挥师南下海岸。这样，尽管亚历山大实施了机智的迟滞，但事出意外，大流士军队从亚历山大的后方来到了海岸。在那里，波斯人拥有一条撤往叙利亚的路线，同时也切断了马其顿人的退路。



　　大流士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翼侧阵地。占领了这种阵地的军队，具有运动至由其阵地前通过的敌军后方的能力；运用这一有利态势，可以阻止敌军的前进。亚历山大没有攻击位于翼侧阵地的波斯军队，因为那里是平原，提供了便于数量众多、技能优异的波斯骑兵行动的良好地形；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后勤战略，这样，补给的短缺就会迫使大流士撤离其翼侧阵地。虽然亚历山大没有感觉到，但其后勤战略确实起了作用，大流士不得不将军队向前机动。很显然，亚历山大更喜欢在海岸而不是在平原与大流士作战，于是他指挥军队通过敌人阵地前，而恰在此时，大流士也指挥军队向前运动，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封锁了他返回安纳托利亚的路线，实现了在翼侧阵地上所能起到的威胁。



　　由于亚历山大的军队住在乡下，而且依靠沿岸航行的船只进行补给，所以大流士进至后方并未切断他的交通线。但是，这一位置确实打通了安纳托利亚通往波斯的道路，威胁到马其顿人已经征服了的土地，并有可能将亚历山大的入侵变为袭击，即通过了一个国家却未控制它。因此，亚历山大不能置这种态势于不顾，而继续向南方进军，而且，设法进入安纳托利亚绕到波斯人的后方也于事无补。这样，亚历山大就必须面对大流士的军队，与其进行并不畏惧的面对面的战斗。但是，波斯人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已经使大流士具有了在会战中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他必须进行这场战斗，以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帝国。



　　要想以后勤战略对付敌人，这对位于狭窄谷地之中的亚历山大的庞大军队和波斯人的军队都不利。于是，亚历山大立即下定决心战斗，向北进军，去攻击位于狭窄地形上的大流士军队。这种地形不便于波斯人强大的骑兵部队行动。但是，大流士由于将军队从翼侧阵地运动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而占据了进行战术防御的最大优势。波斯国王将军队部署在一条溪流的后方，以一些野战筑垒工事增强了正面，并将其骑兵集中于靠近海岸仅有的一块开阔地上。但是，亚历山大重型骑兵的战术优越性及其对四种武器系统熟练的综合运用，决定了这次作战的胜负。马其顿人在这次伊苏斯会战的胜利，使波斯人在人力和声望上遭受了沉重损失，并为亚历山大敞开了通往帝国地中海其余地区，包括埃及的大门。这些地区在亚历山大后续的征服中被占领。



　　亚历山大后勤战略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剥夺其基地的方式打败波斯人的舰队，因此他选择了征服波斯领土，而不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对大流士实施战略追击。出于这一原因，他在当年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用了7个月的时间围攻并最终占领了重要的城市和海军基地提尔，从而成功地打击了腓尼基海岸和波斯海上力量的心脏。一直延迟到第二年夏季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亚历山大已经完全征服并组织好了自己的后方，之后，他便在最佳战役季节开始其征服的第二阶段行动。这次战役，亚历山大采取以前的模式，在艾贝拉会战中赢得了另一个主要的战术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将大流士赶到了他的帝国最东部。



　　艾贝拉会战的前夜，自信的亚历山大睡得非常之好，以至于对第二天将军们叫醒他感到不耐烦。一位将军“问他，这怎么可能呢？当他就要去进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会战时，他还能睡得这样熟，就好像他已经是胜利者了。‘我们还没有取胜吗？’亚历山大微笑着回答，‘我们至少可以免受在广阔而荒芜的荒野上四处追击大流士之苦，终于使他与我们作战了。这还不是胜利？’”当然，国王对大流士的政治实力和打开波斯大门的评价过高了，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相对较小的军队在波斯帝国剩余的广大空间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迫使一个不情愿的对手与之作战所必然遇到的困难。[注：普鲁塔克，《人生》，第487页。]



　　在艾贝拉击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再次向东推进，接受波斯大多数地区总督的臣服。打败大流士之时他便宣布，波斯帝国的皇冠非他莫属，但要以仁慈宽恕和尊重之心对待被打败的波斯人，甚至开始穿着波斯式样的衣服。这些措施有助于波斯人官员归顺其统治，而大流士却被自己的一个部属贝苏斯谋杀篡位。亚历山大的进军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通常让投降的总督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他的征服补偿了他的战争，缴获了波斯国库的7290吨黄金和白银，为其继续进行征服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亚历山大与袭击战略的较量




　　总督臣服的模式不适用位于山区的大夏或沙漠附近的粟特(现阿富汗北部及其邻近的苏俄地区)。在当地领导人的带领下，这两个地区的尚武居民坚持抵抗亚历山大的统治。亚历山大率军穿过两个地区，占领了主要城市，俘虏了认为国家已经置于其统治之下的贝苏斯。但是，几乎是立刻，叛乱者们占领了他的8个位于粟特的筑垒哨所。亚历山大派出一支救援部队，奔赴距离最远的位于马拉坎达的一个哨所，并亲自指挥部队围攻并占领了其他的7个哨所。他屠杀了要塞内的全部居民，但是，这并没有吓住叛乱者，这种对恐怖的运用反而激化了对其统治的反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只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义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时，实施恐怖才能起作用。[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翻译并编辑(普林斯顿，N.J出版社，1976年版)，第77页。]



　　显然，叛乱者不相信亚历山大能够获胜，被派往马拉坎达的救援部队的命运肯定支持了这种想法。在由800名轻型骑兵和1500名中型步兵组成的马其顿部队进攻之下，坚守马拉坎达的叛乱者撤退了。救援队对其实施追击，而拥有许多装备弓箭的轻型骑兵的叛乱者在沙漠附近的平地上停止了下来。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描述道：当马其顿步兵发起进攻时，叛乱者的骑兵“在步兵方阵的周围驰骋，向其放箭”，而马其顿人的骑兵“被连续不断的行军搞得疲惫不堪，而且也缺乏饲料”，因此对演变成防御的战斗毫无贡献。骑兵弓箭手对马其顿人始终保持压力，“无论其停止还是撤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箭所伤，还有一些人死于弓箭之下。于是，其指挥官将部队列成方队，向河退去”。经过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撤到这条浅河的一个岛上。在这里，骑兵“完全包围了他们。除少数人被俘，沦为奴隶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杀”。这种结果显示了轻型骑兵的战术威力，预示了后来克拉苏败在安息人手中的厄运。叛乱者从这一胜利中受到了鼓舞，促使亚历山大镇压政治对手的恐怖主义失效。[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05页。]



　　当然，亚历山大要以牙还牙，但是，即使是使用新生的轻型骑兵也赶不上乘马的叛乱者。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态势，是古代战略家必须依此制定其战略的基础。在两种相似的武器系统之间，退却的总是比追击的快。退却的重型步兵比追击的重型步兵快；后撤的轻型步兵可以比追赶的轻型步兵快；此法则同样适用于乘马、乘车的武器系统。这是一条战略真谛，虽然在战术上可能与此不同，并且在战略上也可因诸如河流等地形障碍而改变这一规律。但是，退却的军队可以通过砍倒树木、烧毁桥梁、凿沉渡船等方法阻断道路，也可以留下后卫迟滞追击者，保障主力继续退却。退却比追击在战术和战略上所占有的优势，意味着亚历山大以轻型骑兵追击叛乱者的轻型骑兵注定要失败。



　　亚历山大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若干部分武装和乘马的叛乱者向其统治提出挑战，并控制了他的军队没有占领的地点。他的对手主要采取一种袭击战略，攻击他的前哨部队(强点除外)，避免与其大部队接触。亚历山大的对策是，将其军队区分为五部分，走遍整个叛乱国家，镇压敌人的大本营。他毫不畏惧敌人的轻型骑兵，因为他在军队数量和质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有充足的轻型骑兵、徒步弓箭手和投石手兵力。他还通过在当地招募的办法增大了自己轻型骑兵的数量。



　　亚历山大的对手以袭击迎击他的持久战略。依靠撤退比追击速度快的优势，他们设法避开马其顿人的强大军队，集中攻击较弱的分遣队，然后在亚历山大的军队迫使其战斗之前便撤走了。这些由较弱的一方实施的袭击，与希腊人所使用的著名袭击不同。希腊人是作为较强的一方实施的袭击，其目的是破坏谷物，以获得政治特权或强迫较弱的一方与之战斗。希腊城邦无法与难以捕捉的敌人战斗，只能攻击他们的资源；而大夏人和粟特人则与此不同，在追求战斗战略的同时避开主要的敌方军队。这种类型的袭击在战术上与皮尔塔斯特接近重型步兵投掷标枪尔后撤走以避开突击战斗的行动相似。这种对袭击的用法，所依靠的是袭击目标不确定和逃开追击者的能力，而此正是构成游击战争的基础。



　　攻克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剥夺游击队进行袭击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避开追击者所必需的无拘束机动能力。他在这个国家的已平定地区建立了大量筑垒军事哨所，并分别派兵驻守。这些哨所降低了他的军队在袭击者攻击面前的脆弱性，并抑制了袭击者的运动。这些哨所控制了交通线，因此像阿利安所描述的，叛乱领导人在一点上“看去，就像所有的地方都被马其顿的驻军占领了，他们连逃走的道路都没有”。地理因素也促进了制止叛乱者运动目的的实现，从而使他们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因为，大夏的群山限制了通往亚历山大占领区的山谷的道路，而粟特的干燥则限制了聚居于河流附近潮湿地区的村落。[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7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8页。]



　　亚历山大的每一个筑垒哨所都配置有骑兵部队，以便追击袭击者。阿利安描述了叛乱领导人斯比塔门尼斯及其来自斯太皮斯的西徐亚人是如何袭击的情况。他们占领了大夏的一个要塞，但发现另一个要塞太强，于是，叛乱者在“收缴了大量的战利品之后就走了”。第二个要塞的驻军包括60名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禁卫军骑兵，“这些大病初愈的骑兵听到西徐亚人的袭击之后，立即披挂上马。然后，从驻地召集了80名雇佣希腊人骑兵”，“其中一些是皇家的仆从，向外冲去”。他们“向西徐亚人进攻，西徐亚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第一次攻击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战利品，并杀了运载这些战利品的大部分人。但由于骑兵之中没有人指挥，因此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返回，结果中了斯比塔门尼斯和其他西徐亚人的埋伏，损失了7名禁卫军骑兵和60个雇佣骑兵”。[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7页。]



　　这类双重意外在游击战争中当然肯定具有典型性，一直困扰了亚历山大两年。虽然马其顿人所采取的措施增强了对攻击的防御，而且抑制了敌人的运动，但他们想去除游击队袭击的企图却失败了。要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制止在人民之中得到政治支持的游击队的袭击，入侵者的士兵显得太少了。



　　于是，亚历山大采取了一个新的政治措施：他放弃了恐怖统治，转而实施怀柔政策。安抚对手的关键一招是与大夏主要巨头之一奥克夏尔特(Oxyades)的女儿罗克桑娜(Roxana)结婚。亚历山大会发现，他的政治姿态并不太痛苦，因为据说他爱罗克桑娜，而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人们则认为，“罗克桑娜是他们所见过的亚洲女人中，除大流士妻子之外最美丽的一个”。这使得奥克夏尔特顺从了亚历山大的统治，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胜利者的征服和傲慢给其带来的羞辱”。通过其他相应的政治行动，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政治基地，这对其有效的军事措施是一个补充。最终，他克服了人民对他的统治的反抗。[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20页；柯蒂乌斯，《亚历山大史》，第8卷，第4页，第25行，转引自约翰.C.罗尔夫翻译的柯蒂乌斯著《亚历山大史》两卷本(剑桥，麦斯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第271页。]



　　就像在波斯帝国剩余地区的征服一样，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治基地支持他的军事胜利；若非如此，以这样一支小的军队，在相对广大的大流士领地上，必败无疑，就像后来安条克军事胜利的影响在面对人民的政治对立之时烟消云散一样。




没有政治支持的军事胜利：汉尼拔与费边战略斗争的经验




　　汉尼拔及其马其顿战斗系统与罗马人相比，具有亚历山大与波斯人相比相同的优势。就像亚历山大一样，迦太基领导人也热衷于取得连续的战术胜利。但是，汉尼拔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亚历山大完全不同。虽然意大利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比是渺小的，但对于汉尼拔一开始只有不超过50000人的军队来说，要征服它还是显得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汉尼拔在坎尼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仍然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是一种盟友对罗马政府的畏惧和尊敬之情”。此外，罗马人自己及其盟友均拥有民兵。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都能保卫自己，而军队如果被消灭，罗马人可以创建和替换比波斯国王所能创建和替换的更大的军队。虽然动员的民兵步兵与汉尼拔的正规军队相比缺乏战斗力，而且也无法模仿马其顿人的合成军队战术，但是他们具有构筑和防御筑垒要塞的能力。这样，汉尼拔所面对的是一种在20世纪被称为民族抗战的战争。这种战争所发生的国家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足以防止其军队的大部分不被敌人同时控制。[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页。]



　　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前，汉尼拔胜利进入意大利，就已导致费边领导下的罗马人采取更加慎重的战略。敏锐而又精明的、掌握指挥权的费边率军迎敌。当时，汉尼拔“拥有如此之多的战利品，以致其军队无论是拉还是背都无法将其全部带走”。他们在“亚德里亚附近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安营扎寨，在那里，他“付出巨大的精力用于恢复其人员和马匹的元气”。费边在距汉尼拔6英里处安营扎寨。汉尼拔“希望一鼓作气发起攻击，对敌人造成有效的威胁。于是他率军出战，想在距罗马人营地不远的地方与其交战，但等待了一些时间之后，无人出来迎战，只好又返回自己的营地休息。狡猾的费边早已决定，绝不冒任何风险，或者冒险与敌人战斗，而把保障部队安全和自己对部队的控制作为其第一位和主要的目标。他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目的”。[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86页第9-10行、第87页第1行、第89页第1-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13页、第217-219页。]



　　汉尼拔是其时代的伟大斗士，当然不会贸然进攻驻扎在筑垒营地内费边的罗马军队。因为在那里，罗马人的防御力量将会轻易地压倒迦太基老兵的战术技能。但是，费边战略的内涵绝非仅仅是避免失败。无论何时，只要迦太基人运动他们的军队，“罗马人就继续向后方运动，始终与敌人保持1-2天行程的距离，绝不接近敌人或与敌交战”。有时，费边会“与敌人平行机动，并总是在敌人的前方占领阵地。这些阵地都是他根据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所选择的最有利的阵地”。采取这种跟踪汉尼拔军队的做法，诡计多端的费边使敌人的后勤补给困难起来，并赢得了一些小冲突。因为，当时汉尼拔不得不分散其军队寻找食物，而一些人就会“远离其驻地进行掠夺”，此时，罗马人就能“抓住或杀掉一些敌人”。采取这种方法，费边就能“始终持续不断地削弱敌人有限的兵力”，并且，通过袭击掠夺者，还能“以这种部分的胜利恢复自己部队的士气”。[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9行、第90页第1行、第90页第2-4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1、219页。]



　　费边战略的基础是拒绝会战的能力、实施防御的战术力量、对有城墙城市的控制能力和优异的后勤供应。从对掠夺者和散兵游勇实施突袭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集中兵力以强击弱的小规模袭击战术；从控制国家和接受在深壕后面战斗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持久防御战略；而从他常常依靠后退方面来说，他也依赖袭击战略。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两支编制结构相同的军队之间，追击者难以赶上撤退者。只要能够避免被诸如河流等障碍物阻碍，费边总是能够摆脱汉尼拔；而他对地形的熟悉，则使他总能避免失策。当然，费边也乐于按自己的规则打仗，也就是在深壕高垒的营地内作战；但是，汉尼拔从未被敌人的费边战略所激怒，犯下在费边希望的地方作战的错误。






地图1.3迦太基势力范围



　　汉尼拔确实破坏了一个特别肥沃的地区，希望“迫使敌人战斗”，但是费边太聪明了，绝不按敌人的规则战斗。他认为，在那里他将面临的肯定是败在运用优越的亚历山大战术系统的伟大将军手中的厄运。取而代之的是，费边要么利用防御的战略力量撤退，要么利用其战术能力防守坚固的筑垒营地抗击敌人的正面进攻，并占据了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采取这些办法，他可以从自己的国家获得充足的补给。由于能够从城市的谷仓中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源，所以费边“从不允许他的士兵以任何借口从事掠夺或从营地分散出去，而是让他们始终集中在一起，寻找时间和地点上的有利战机”，抓住迦太基人的抢掠者和散兵游勇袭击之，尔后迅速逃走，以避免与迦太基人的大部队发生冲突。虽然费边战略具有某些后勤战略的成分，但其主要进攻因素却由集中兵力和以强击弱组成，所执行的是一种谨慎的袭击战斗战略。[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11行、第90页第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221页。]



　　就像在进攻战术中，伊巴密浓达那样的指挥官寻找并攻击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或集中较大兵力攻击敌人战线的一部分一样，在费边战略中，当他集中较大兵力对付迦太基人的抢掠部队时，其做法与进攻战术是同样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攻敌弱点的袭击效能在战略中与战术中是一样的，而且，在战术中，防御者的弱点只是与集中了较多兵力的进攻者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的。但与战术不同的是，在敌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时，兵力已经占优势的战略进攻的一方仍然必须找弱敌打。费边是通过达成突然性和切断迦太基人抢掠者的退路来做到这一点的。



　　汉尼拔的战略渐渐取得了成功。毁坏乡村没能迫使费边与其会战，但最终迫使罗马人的指挥官和战略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了他们在坎尼的灾难，但这场灾难反过来又促使罗马人返回费边战略，并再也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基地地区，仍能随心所欲地在意大利半岛上纵横驰骋。他的战略的基础是：罗马人改变他们的战争目的，并通过谈判实现迦太基人能够接受的和平。但是，罗马人有时有些冥顽不化，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及其军队不得不在意大利又停留了13年。



　　除了那些费边所利用的因素以外，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蕴藏于以各个城市训练有素的民兵为基础的庞大军队之中。罗马人的力量还在于对中心都市的控制以及这些城市筑垒所提供的防御能力。由于道路总是穿过人口中心，这些障碍妨碍了汉尼拔的运动，并确保了罗马人对从属乡村的控制和补给。依靠骑兵作战是汉尼拔的擅长，而对付筑垒城市，与罗马人相比则没有什么优势。罗马人在攻城技巧上同样擅长。在所有对筑垒城市的持久进攻中，汉尼拔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后勤问题。而且，他还不能依靠水路进行这类长期补给，因为强大的罗马海军统治着海洋。除了依靠驮骡补给庞大军队通常所遇到的困难以外，汉尼拔还不得不对付罗马军队对其补给地域的蚕食，捕杀其搜寻粮草人员的行动。因此，汉尼拔不愿意攻城。



　　坎尼会战的失败对罗马人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严重冲击：罗马的一些盟友背叛了，而另一些也变得不那么热情了。于是，罗马人开始集中精力对付这些不忠诚的的城市。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凡没有汉尼拔军队的地方均由罗马人的军队控制着。汉尼拔无法解救那些被围攻的城市，因为罗马人建立了一条环绕防御者的对垒战线，并为其军队建立了补给充足的筑垒营地。有时，在围攻诸如卡普阿这类非常重要的城市时，还建立了第二条筑垒战线，在攻城设施周围构筑城墙，以防止来自汉尼拔军队的围攻。一个接一个，罗马人制服了那些背叛的盟友，并逐步缩小了意大利亲汉尼拔的地区。迦太基人的将军从未比袭击者取得更多的成功，而罗马人则以持久战略作为惟一的抵抗战略，从而使迦太基人能够自由活动的地区逐步受到限制。汉尼拔消耗罗马人的企图失败了；而罗马人不屈不挠的坚持却破坏了他的战略，因为罗马人的军队不仅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慢慢地但却稳步地征服了迦太基人的西班牙。



　　汉尼拔成功地在一个敌对国家坚持了那么久，不仅反映了他的战术天才，而且反映了他的组织才能。比如，他必须征召当地部队，并以他的战斗方法去训练他们。但是他做到了，并且在他的领导下，使这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军队为他和他的事业而战斗。



　　但是，最终证明汉尼拔永远只是一个袭击者，既缺乏控制意大利所必需的足够的军队，又缺少像亚历山大在波斯帝国所寻求和培育起来的有力的政治支持。主要根据罗马人所运用的反抗战略，迦太基人漫长的战役可划分为5个阶段。初期，罗马人采取挑战性的持久防御战略，正中汉尼拔下怀。他对自己的战术优势充满信心，很乐意接受这种战略。



　　费边采取的持久防御战略使迦太基人的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费边战略的基础是其国家的筑垒特长及其拒绝会战的能力；除非战斗是在他自己选择的掘壕阵地进行，否则绝不应战。此外，当费边跟踪迦太基人的军队，并突袭其搜寻粮草的散兵游勇时，其战略中还包含有袭击成分。但是，因为费边始终处于野外，只按自己的规则作战，所以罗马人没有像大夏人和粟特人那样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无法在作战中正面对抗亚历山大。



　　在第三阶段，当罗马人短暂地恢复了基于战斗的持久战略时，坎尼会战的失败使盟友背叛的问题严重恶化了。他们不得不在第四阶段采取持久进攻战略，以攻城的方式制服背叛的城市。与此同时，他们又恢复了费边的持久防御战略，以对付迦太基人。在最后一个阶段，汉尼拔被罗马人的筑垒防御战略严重困扰，只能依靠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基地地区。同时，罗马人仍无力在进攻战斗中迎战汉尼拔，不能有效地采取进攻性持久战略对付迦太基人的基地地区。相反，他们在意大利之外的战役却取得了成功，征服了西班牙，最后还侵入了非洲。



　　汉尼拔在对付政治对手方面的失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的成功恰成鲜明对照。这两种情况都是伟大的统帅面对强大的政治对手，但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不过，亚历山大控制了对现存政权的支配权，并拥有征服大流士的合法身份。与此相反，罗马人始终保持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器，这架机器是他们花费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而且，罗马人控制着城市和交通枢纽，而在大夏和粟特，这些都是由亚历山大控制的。最后一点，亚历山大能够维持其本已强有力的组织形势，而汉尼拔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建立在最初的军事胜利之上的，因此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于没有获得当地的支持，而其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又被城墙和罗马人战场筑垒的优势所限制，所以汉尼拔失败了。他胜利的机会是建立在罗马愿意通过实现妥协的和平以摆脱汉尼拔军队的基础之上的，但实践证明，罗马人太热衷于实现其完全摧毁迦太基人力量的目标了。汉尼拔失败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政治因素对军事胜利的限制。




古代少有的内线作战战例




　　罗马人对汉尼拔军队的一次胜利会战展示了战略上集中兵力的价值。罗马人的胜利并非对汉尼拔本人，而是对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哈斯德鲁巴于公元前207年由西班牙出发，进军意大利与汉尼拔会合。罗马人已经在意大利北部配置了一支部队，以对付此举，同时另一支部队在执政官尼禄(Nero)的率领下，在坎尼旧战场附近与汉尼拔的军队对峙。哈斯德鲁巴派出信使，要求汉尼拔向北机动，与其会合。罗马人抓住了的这名信使，了解到哈斯德鲁巴对他们的威胁，而汉尼拔对其增援兵力的到达却一无所知。



　　尼禄迅速作出反应，秘密率领7000名精选士兵向北行军250英里，同与哈斯德鲁巴对峙的部队会合。哈斯德鲁巴知道对手已经获得了增援，并且不希望在没有汉尼拔的情况下与敌人作战，于是他决定拒战。但是，他的部队在夜间后撤时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梅陶鲁斯河上的渡口，于是不得不在第二天与敌人战斗。罗马人取得了战斗的彻底胜利。他们杀了哈斯德鲁巴，给其部队以严重杀伤，并驱散了剩余的人员。紧接着，尼禄又率其分遣队再次南下，重新同其监视汉尼拔的部队会合。直至罗马人将哈斯德鲁巴的人头从城墙上扔进汉尼拔的营地之前，他仍然不知道哈斯德鲁巴已经到达意大利，也不知道尼禄曾经暂时离开其面前。






作战略图1.1罗马人在内线的作战行动



　　尼禄的进军提供了一个战略集中的极好例子。这种集中只有利用位于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之间才能做到。在这种内线作战的形势下，罗马军团同时面对相距250英里的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支部队背靠背，位于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之间。每个罗马人分遣队各有一条战线，各条战线要么向敌要么背敌，而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也各有其与罗马敌人相对的战线。罗马人处于内线作战，迦太基人则处于外线作战。这就意味着，一支罗马人的分遣队可以直接向另一支分遣队派遣增援部队，而两支迦太基人的部队则实际上只有在能够绕过其当面罗马军团的情况下，才能互派增援。



　　这种对内线的运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击弱的重要战略手段。处于内线地位的军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外线军队的弱点是由于内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而自己却难以集中兵力导致的。对这种态势的潜力要有全面认识，那就是这种潜力能否发挥，依赖于能否将敌人拖入会战。假如哈斯德鲁巴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被河流所阻，那么罗马人就不能将其拖入会战，罗马人集中兵力可能也因此而徒然空忙。在强者不能迫使弱者战斗的情况下，在内线集中兵力的做法很少使用。



　　由于居于内线的军队有机会集中兵力各个破敌，所以内线作战通常能给处于内线的军队提供一种优势。这与战术中位于两个对手之间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战术中的这种态势叫做被包围，是一种严重的不利态势。战术中的被围军队不仅不能集中兵力，各个破敌，反而不得不同时与所有当面的敌人部队战斗。包围者从正面、翼侧和后方攻击敌人，其对敌攻击行动相互支援，从而剥夺了被围者的机动能力。被围者很少能够在各个方向上都打得很好。战术条件与战略形势下内外线作战的区别主要在于距离，即外线军队是否相互靠近得足以相互支援。




恺撒在征服高卢战争中的战略




　　罗马政治家和统帅尤利乌斯·恺撒为征服高卢耗费了7年的时间。高卢大致相当于当今的法国地区。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这样一个广大的领土，是由于完美地掌握了罗马人的战争艺术。他把准备、耐心、聪明的战略、高标准的工程和后勤与无比的战术技巧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而且，他没有忽视对对手采取政治安抚政策。尽管他患有不雅观的癫痫症，但是，他临危不惧，与手下共患难，从而增强了他的精明领导，使其士兵坚强无比；而他的士兵们则以勇敢和技能熟练的行动回报他对士兵的宽宏大量和近乎多余的重视。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注意到，他以“有区别的热情”激励士兵；而他们也必须以罗马人自己掘壕的技能和实施的正规化来增强自己。[注：普鲁塔克，《人生》，第511页。]



　　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是高卢人与罗马人若干世纪冲突的继续。这些冲突导致了罗马人对意大利北部高卢人的征服，并一直扩展到对罗讷河的控制。虽然恺撒面临着全民族的抵抗，但无论是高卢各部族之间还是贵族与农民之间都缺乏团结一致。正如恺撒所说，在贵族眼里，农民实际上与奴隶相同。此外，一些高卢人部族与罗马人关系友好，恺撒的骑兵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卢人。这样，恺撒在政治形势中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力量要素。



　　虽然一开始恺撒能够在同一时间只与一个部族作战，但最终，在一个冬季，他不得不面对所有的部族作战了。追求后勤战略的、具有洞察力的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是这些部族首领。根据恺撒的情况，高卢人将“制止罗马人搜寻粮草和获得补给”作为“首要目标”。对于高卢人的骑兵力量和当年的季节来说，这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在冬季没有牧草可割”，罗马人“必须分散为小群，到各地的谷仓中去寻找粮草。这样，他们就会被高卢人的骑兵一天一天消耗掉”。高卢人不仅采用了费边战略的袭击方式，而且还采用了波斯人曾经拒绝用于对付亚历山大的方法。果断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声言：“个人利益必须为共同的事业而牺牲。道路两旁的小农场、谷仓等必须烧掉，一直烧到掠夺者难以到达的地方。而他们自己由于能从战区的人民那里得到资源，所以将会获得足够的补给。必须把罗马人要么饿死，要么从其营地赶到远远的野外去冒极大的风险；不管是杀死他们还是抢到他们的物资都行，因为没有物资，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他严酷无情地运用了他的后勤战略，甚至计划烧掉那些他无法防守的城市，以便消除“备用库存”粮食“被罗马人抢走”的后顾之忧。[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59-160页。]



　　韦辛格托里克斯并非高卢战争中运用后勤战略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就曾有一位部族首领运用这种战略对付过恺撒，而恺撒也曾从运用此战略中获益。当时，高卢的一个部族比利其人曾经集中其所有军队与恺撒作战，除非依托自己营地的城墙作战，恺撒一律拒战。正如他所预料的，事实证明比利其人足够聪明，绝不进攻居于如此坚固阵地内的他，而是等待他从供给充足的营地出来；反过来，他则等待比利其人耗尽自己的补给品，就像在伊苏斯战役期间，亚历山大等待大流士在其翼侧阵地耗尽粮草一样。恺撒比亚历山大更加成功：正如恺撒自己所说的，比利其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开始枯竭了”，决定将其集中起来的庞大军队分散，以便能够返回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家园。接着，恺撒离开他的筑垒营地，发起了对分散小群的比利其人的战役。[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45页。]



　　敏感、机智的韦辛格托里克斯严格而有效地运用其战略。当恺撒向其进军时，他尽力避免会战。他始终保持距离，并防止受到战斗的诱惑，坚持后勤战略，不“在激战中碰运气，而是使敌人不能获得谷物和进行掠夺”。恺撒的反击战略是“要么将韦辛格托里克斯从丛林中引出来，要么将其封锁，迫其屈服”。他最初的措施是同时围攻两座城市。在高卢人就在附近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据恺撒描述，在围攻布尔日时，韦辛格托里克斯埋伏在附近，“监视着我们实施抢掠和收集谷物的部队。当这些部队分散到足够远的野外时，他就攻击这些部队，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形“造成了供给严重缺乏，以致若干天部队没有一粒粮食，只能靠从偏远乡村赶来的一些家畜充饥，才免于饿死”。[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89、161页。]



　　虽然恺撒设法保持了军队的供应，但他感到无法让其军队长期驻扎在高卢中部。不仅因为他无法继续补给自己的军队，而且因为韦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东部实施了对亲罗马人部族的袭击。恺撒向东进军，并以一支大部队跟踪韦辛格托里克斯。但是，韦辛格托里克斯认识到，“罗马人在扩大了自己的军队之后还会返回来，那样将永远无法结束战争”。也许是出于过分自信，也许是受到了追随者的压力，绝望的韦辛格托里克斯转而采取了持久战斗战略，并冒险出战。失败后，高卢首领退回阿莱西亚城，在那里遭到了恺撒的围攻，一支增援的大部队也被恺撒阻回去了。



　　罗马军队的补给存在着通常会遇到的困难，但罗马人的后勤供应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并保障了军队的供给，这或许是因为由45英里之外的一条可通航的河流获得了食物和饲料补给。对城市的围攻展示了罗马人工程保障的彻底性和有效性。为了实现攻城部队的合围，恺撒构筑了一条长10英里的战壕线。这些工程措施由部队挖掘的距主要塞600步远的壕沟组成。恺撒解释道，这条主要防御线包括“两条宽、深各15英尺的壕沟”，沟内注满了水，水是“穿过平原或洼地从河中引来的”。壕沟的后面筑起了“12英尺高的城墙和木栅”，并且在此“整个一圈”，工程人员“每隔80英尺就建一座塔楼”。[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94页。]



　　为了充分实现要塞“只有少数士兵便能防守”，恺撒砍倒树木，将树干和树枝“剥皮削尖”，在土墙和壕沟前面埋入5英尺的地里，使其“牢牢立住，不能被拉松，大树枝凸出”地面。“这些障碍组合并交织成5排，任何人踏进去都会被非常锐利的木桩刺穿。因此，这些尖桩被人们称为‘墓碑’。在这些尖桩的前面，又挖了一些口阔底小深3英尺的坑。”坑内“植入大腿粗细、顶部被烧成尖硬的光滑圆木，露出地面不超过4英寸。为了使圆木能够在坑内立稳，都填土并用脚将底部踩实；坑的其余部分则用细树枝和灌木等覆盖，以伪装陷阱”。这些被人们称为“百合花”的陷阱“共有8排，每排间隔3英尺”。在这些陷阱的前面，人们安置了“一英尺长的砧板，板上嵌有铁钩”。这些铁棘“全部埋入地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战场”。[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95页。]



　　接着，恺撒的军队又建了这样一整条战线作为抵抗增援部队的防线。在攻城部队进攻的协同下，高卢人的增援部队在这样一条充分准备的强大阵地面前失败了，英勇的韦辛格托里克斯最终不得不投降。这次失败使得高卢的军事控制权交到了恺撒手中，而聪明的罗马人的管理最终不仅使高卢人顺从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使高卢人的语言、文化和情感也逐渐地罗马化了。



　　但在阿莱西亚失败之前，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略曾将恺撒从高卢中部驱逐出去。除了采取焦土政策的防御性后勤战略之外，高卢人曾依靠袭击而不是迎战将罗马人拒之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种方式实践了游击战争，与大夏人和粟特人不相上下。



　　在以袭击方式实施游击战争时，他们之所以能够避免战斗，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基本武器系统与罗马人相似，因而能够利用其能力撤退和避免会战。如果韦辛格托里克斯试图在平原展开战役，而罗马人以安息人的方式武装自己，那么他早已失败了。像费边曾经对汉尼拔所做的那样，高卢人集中兵力对付罗马人的弱点，寻找和歼灭其搜寻粮草的小部队，从而取得了许多小的胜利。虽然攻击掠夺者和谷物收集者也是其战役的后勤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以骑兵为主的力量构成有助于快速集中，促进了他们战略中战斗因素的发挥。恺撒总结了对付这种战略的问题：“如果恺撒选择结束这种状况，并消灭所有卑鄙的刁民，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其建制的军队打散，派出许多小的分遣队；如果他选择保持集中的队形，就像建立罗马军队的实践所要求的那样，那么本地人将拥有地形上的优势，他们具有足够的勇气伏击这些分散的小分队，并将其逐个歼灭。在这种困难的态势下，每一种可能都要考虑再三，处理的原则是，如果要杀伤敌人而又必然导致我们部分损失的话，那么还是牺牲这样的机会为宜。”[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45页。]



　　与应用这种游击战争和防御性后勤战略相伴而来的另一个要求是：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并采取消耗巨大、缓慢见效的方法。高卢人的抵抗可能缺乏坚持实施这种战略的动机；当然，高卢人也缺少打败罗马人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团结和支持。高卢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却破坏自己的突击，焚烧自己的农场；而罗马人却是以正规部队在异国他乡作战。曾经在与罗马邻近的高卢地区所展现的罗马人统治的宽容和才能，也使相当多的高卢人认为为建立独立的政府而付出代价不值得。




恺撒的伊莱尔达战役：一次不寻常的迂回作战




　　继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在恺撒与庞培之间进行的罗马内战，可以看作是一场政治家与杰出将军之间的竞争。恺撒拥有一支较强的陆军，驻扎在当今太平洋[正版松鼠妖注：原文如此，疑为大西洋]沿岸的高卢。但庞培控制着海洋以及除高卢以外的其他所有陆地。恺撒位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进行内线作战。他首先突击实际上毫无防御的意大利半岛，在那里深受欢迎，不久就控制了那里，接着又进军西班牙。庞培逃到希腊，开始在那里以及罗马东部的地中海省份组织并集中部队。



　　当恺撒又返回西班牙时，他发现一支忠于庞培的军队驻守在那个地区。该地区是罗马人一个半世纪以前从迦太基人手里征服过来的。恺撒的副手率军向西，沿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进军，并于早春时节穿过比利牛斯而未受到庞培所属部队的抵抗。在西班牙境内，恺撒部队的数量占有优势，约35000人，对手的兵力约25000人；并且在骑兵方面力量远远胜于对方；此外，不像庞培的西班牙支持者的驻军，他的士兵都具有新鲜的战斗经验。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是庞培驻西班牙的两员能干而又忠诚的战将，他们聪明地取守势，在西班牙北部塞格雷河上的伊莱尔达占领了阵地。此处位于塞格雷河流入埃布罗河的地点以北25英里处。在伊莱尔达和河西面的小山上，庞培的军队建筑了一个筑垒营地，用以保护他们的军队，并掩护一座连接河两岸的石桥。虽然他们占领了强有力的阵地，但他们把它只看作一个前哨阵地，因为他们计划在埃布罗河上进行主要抵抗。当准备好时，他们能够利用计划在塞格雷河口建造的一座舟桥轻而易举地撤过埃布罗河。



　　由于对立的两支罗马军队都是主要依靠重型步兵军团作战，所以战役是说明两支构成相似的军队交战中防御所具有的力量的最好例子。精明的西班牙防御者精心构筑他们的阵地，接着又构筑其下级部队的阵地。阵地是如此坚固，以至于恺撒的军队难以攻击，甚至在恺撒亲自指挥之后也是如此。可是，恺撒的入侵军队也不能绕过阵地，因为绕过虽然将打开入侵西班牙的大门，但庞培的军队接着就能进入意大利，而在那里所能给恺撒造成的破坏，要比恺撒在西班牙随心所欲运动所能给庞培造成的破坏要大。



　　庞培阵地的力量关键在于伊莱尔达有充足的补给品，以及控制着石桥，这使他们有了安全的保障和通过塞格雷河的可靠通道。这是一条恺撒入侵西班牙的春季随时可能河水暴涨的河流。这座桥可以使恺撒的对手很容易在河的任何一边集中他们的军队，并给了他们到东岸地区进行掠夺的通道。



　　恺撒在庞培军队阵地的附近也建了一个筑垒营地，并试图通过在上游建造两座桥梁的方法建立通往河东岸的通道，以便向塞格雷河的东岸派出部队和搜寻粮草的分队。但是，洪水很快冲走了其中的一座。待其重建之后不久，出人意料的下了一场大雨，恺撒说：大雨“冲下山上的积雪，河水泛过河岸，一天之内就将两座桥全部冲走了”。这场洪水还阻滞了恺撒由高卢来的补给队，使其军队在晚春时供应困难。从后勤供应角度讲，“这是一年中最困难的季节，庄稼成熟的季节才刚刚过去不久，冬季储备的谷物就没有了，全社会都在缺粮”，因为在庞培军队已经将所有剩余的粮食都用于建立他们的储备去了。最终，恺撒在距伊莱尔达很远的塞格雷河上游建了桥，接到了他的补给队，缓解了后勤危机。但是，在驱赶其对手方面，仍然是无所作为。[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43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71页。]



　　即使有恺撒精明而果断的领导，而且军队数量占优势，但面对这种补给上的困难，再加上居于劣势但指挥老练的敌军拥有横跨关键性连接通道占领筑垒阵地所具有的防御能力，同样也是一筹莫展。不过，6月中旬，随着春季洪水的结束，恺撒在上游18英里处建起了一座桥，并成功地在城市附近的河里创造了一段浅滩。这些都为他提供了通往东岸的更加安全的交通线，使其较强的骑兵能够控制敌人所依赖的筹集粮草的地带。这种威胁，以及恺撒现在可能攻城的顾虑，使得庞培的将军们打算撤到埃布罗河，即他们的第二条防线。得知他们后方的一些西班牙本地人已经归顺恺撒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利用撤至埃布罗河的塞格雷河东岸尚在控制之中，且距离只有25英里的有利条件，他们顺利地在黎明之前撤出阵地，比恺撒的机动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此时，恺撒的军队由于要经由浅滩通过塞格雷河非常困难，因而行动迟缓，所以比他的撤退中的对手落后了数个小时。



　　但是，正如恺撒所说，他运用他的战斗经验丰富的轻型骑兵“骚扰并反复袭击敌人的行军队形”，迫使庞培的军队撤退十分缓慢。因为，“在行军队形的两侧有大量的骑兵蜂拥而至，妨碍了他们的行军”。有时，“庞培军队的行军纵队的尾部被拦截乃至与其他部分分隔，有时他们的旗帜推向前进”，而恺撒的骑兵“被庞培军队的步兵大队的集团冲锋赶了回来，接着恺撤的骑兵又将庞培的军队团团围住，将其压缩成一团”。[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3、64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87、89页。]



　　敌人撤退速度的减缓，使得恺撤的老兵们能够通过急行军赶到撤退的庞培军队的后方，而庞培的军队则迅速在高地上展开成作战队形。庞培军队的位置对防御非常有利，致使恺撒认为不能以自己疲惫的部队对其发起进攻。但是，庞培的军队希望尽快到达和越过埃布罗河，因为在撤退中所到达的这个起伏不平的多山地区，他们无法长时间地为其军队寻找食物，为其马匹搜寻饲料。然而，“由于被整天的战斗和跋涉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在第二天没有继续行军，而是将时间用于侦察其后方以及距横跨埃布罗河桥梁的9英里内的情况。他们的观察发现，他们的后面有“5英里的平路，接着就是崎岖不平、山峰陡峭的山地，无论谁占领了峡谷，要想阻住对方都是轻而易举之事”。于是，他们计划“第二天黎明前出发”。[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5、66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91、93页。]



　　恺撒也侦察了路线，并在第二天黎明开始行军。此次行军，他采取了迂回运动。这是一种在战争中最困难但也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机动。当恺撒“在黎明前”开始他的机动时，其路线一开始是向后，朝向伊莱尔达方向。敌人的“士兵们兴高采烈地从其营地走出来，看着这种场面”。他们认为恺撒的军队“在缺少必要粮食的压力下逃窜，正在返回伊莱尔达”。但是不久他们就看出，恺撒企图让其军队穿越“巨大而难以通行的山谷，翻过险峻陡峭的山石”，沿着一条既没有大道也没有小路的路线，绕一个“大圈”，绕到他们的后面去。



　　当看透恺撒的目的时，已经迟了，敌人迅速出发，开始走他们后方的5英里路程。此时，“整个竞争转变为速度的竞赛——看两支军队谁能首先夺占隘路和山头”。如果没有骑兵在平地上作战，迟滞敌人的行军，那么恺撒肯定会输掉这场比赛。但是“恺撒首先走完了这段路程”，并将其军队在平地上列阵，封锁了敌人的退路。[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9、70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95、97页。]



　　当发现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现在已经属于恺撒后，机敏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没有企图对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恺撒发动正面进攻。庞培的军队试图沿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恺撒要封锁其逃跑的所有路线并没有多大困难，因为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可供敌人行军的路线数量很少。此外，从地形学的角度看，恺撒更乐于利用幅员相对狭小的地域的优势与敌进行即将展开的交战，因为他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兵力空间比，恺撒就能够从容地部署他的部队控制所有可能的路线，并保持主力与这些分遣队足够近的距离，以便整个军队能够迅速支援其中任何一支遭到运动之敌全力进攻的分遣队。而在一个更大的平坦空间内，庞培的军队会有更好的机会绕过恺撒的军队。






作战略图1.2迂回运动



　　受到有效的封锁，而又不愿意与恺撒的军队正面交战，所以庞培的军队只能运用后勤战略，试图饿死恺撒的军队，迫使其因寻找食物而离开封锁阵地。但是，恺撒在这一点上也有优势，因为他不仅让他的士兵携带了数日定额的食物，而且其优秀的骑兵控制了整个平坦地带，这是敌人粮草搜寻者惟一能够找到食物或饲料的地方。恺撒的骑兵是如此有效，以致其对手连确保饮水都有困难，于是，他们的士兵开始逃到恺撒的军队中去。



　　由于遭到封锁和饥饿难耐，庞培的军队开始向北撤往伊莱尔达，恺撒的军队及其骑兵则紧随其后。在向伊莱尔达行进途中，庞培的军队发现他们已经寸步难行，因为他们的驮载牲口“由于已经4天没喂饲料”而饿倒了。军队没有“水、柴火，也不能搜寻粮草”，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不得不召集会议，决定其军队向恺撒投降。老练的政治家恺撒则提出，遣散其所有的人员，而没有用这支军队去对付庞培。[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84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115页。]



　　恺撒不经过会战便消灭了敌人的整个一支军队。他的战略进攻性迂回运动赋予了他战术防御的优势。恺撒完成了大流士在伊苏斯会战前占领翼侧阵地所想完成的事情。大流士的翼侧阵地是一次防御性机动的结果，使亚历山大面临三种选择：停止进军，攻击大流士将其驱赶出翼侧阵地，或者冒着大流士进至其后方的危险向前运动。在运用后勤战略试图将大流士赶出阵地未果之后，亚历山大选择了第三方案，结果不久便发现大流士果真进入到他的后方。于是，亚历山大转而采取战斗战略，攻击波斯人的军队。恺撒所实施的是一种进攻性迂回运动，使其同样获得了将自己的军队机动到敌人后方的优势，如果敌人向其进攻，那么他就拥有了战术防御的有利条件。



　　战术防御对恺撒比对大流士的价值更大，因为两支罗马军队的编成基本相同，而且都把重型步兵军团作为其主要的武器系统。防御提供了主要的战术优势，而迂回使恺撒获得了这种优势。地形以及较高的兵力空间比使得恺撒能够阻止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绕过他继续撤退以获得补给，使他们不能包围他们的桥梁，也不能利用埃布罗河作为障碍。恺撒精良的骑兵保证了他可以搜寻粮草而使敌人不能筹集补给。他的骑兵还封锁了庞培军队的退路，切断了他们的补给，并迫使他们往北撤向仍在其骑兵控制之下的地区。最后，恺撒以政治上的精明作出释放俘虏的决策。这样，就使敌人的指挥官在尚有一点食物和饲料补给的情况下，更容易作出投降的决定，而不是继续撤往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伊莱尔达，从而结束了这次战役。



　　恺撒成功地抵达敌人后方，从而避免了一次会战。与此相似的成功，也曾使大流土三世的波斯军队在对付亚历山大的过程中获得了实施防御会战的条件，但兵力占优势的马其顿人及其领导赢得了会战。在普拉蒂亚会战之前，波斯指挥官曾经避免了一次与此类似的形势，当他发现斯巴达军队向可能封锁其由阿提卡半岛撤退路线的地点运动时，就主动撤退了。波斯指挥官不想战斗，因为他知道“阿提卡不是一个便于骑兵发挥行动优势的地区；而且，一旦他在战斗中失败”，由于敌人切断了退路，那么“除非穿过隘路，他将无路可逃，而在隘路，只要少量兵力便可能将其全军阻住”。[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13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22页。]



　　恺撒的战役还显示了对轻型骑兵的战略运用的重要性。作为四种武器系统中机动能力最强的系统，如果在坡度适当、没有树林的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轻型骑兵拥有极强的脱离战场的能力。轻型骑兵所具有的优越的战术机动能力，使它可以避开任何其他类型的武器系统；而且它比步兵机动快两倍的速度，使其能够脱离主力一定距离作战。指挥官可以利用轻型骑兵较强的战略机动能力攻击敌人的交通线，像恺撒那样将它用于控制两军都要从中获取补给的地区。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就曾对其骑兵采取这种战略运用方法，切断希腊人的补给，从而发挥了类似的效能。



　　虽然在战术上，轻型骑兵难以攻击由轻型和重型步兵编成的部队，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徒步士兵，并控制除步兵站立地点之外的所有地区。它较强的机动能力使它能比敌人更好地实施侦察，并可快速集中，对付诸如粮草搜寻队或驮载辎重队之类的目标。甚至当有轻型步兵保护粮草搜寻队或辎重队时，轻型骑兵也能利用其机动能力集中成一支比少量轻型步兵警卫队更强的部队攻击之。



　　要成功地发挥轻型骑兵这种重要的战略作用，必须依赖于地形：林区或山地将使其丧失这种能力。但是，在不适于骑兵行动的地形上，轻型步兵可以利用其相对较强的机动能力发挥这种功能，控制粮草搜寻地区，攻击敌人的补给辎重队。当然，任何类型的士兵都能执行这类任务，只是机动能力较强的骑兵特别适于担当此任。如果交战双方都缺少骑兵，那么可使用轻型步兵非常有限、但又确有一定优势的战略机动能力去发挥轻型骑兵的功能，作为削弱敌人后勤的一种战略辅助手段。




恺撒对庞培的战役




　　征服西班牙之后，恺撒向东进军进入意大利南部，计划从那里攻击在希腊的庞培。他之所以敢于面对可怕对手的比其更强大的舰队横渡亚得里亚海，是因为重型人力战舰不能在海上长时间停留。尽管如此，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恺撒以自己能找到的舰船运送尽可能多的人，在希腊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登陆。在那里，由于既要面对庞培，又要等待后续部队渡海过来，从而导致僵持局面。庞培的封锁舰队从靠近恺撒等待航渡部队所在的意大利港口的一个小岛获得补给，即便如此，岛上的水源也难以满足船上人员的饮水供应。由于等待渡海的恺撒部队的巡逻，使庞培的封锁舰队不能停靠意大利海岸寻找水源，所以最终恺撒的船队还是溜过去了，使其全部兵力都运过海去。



　　接着发生的战役属于是非决定性阵地战，与伊莱尔达附近发生的战役有共同之处，双方经验丰富且谨慎精明的将军都不会去攻击占据坚固阵地的另一方。庞培是一位著名将领，其能力与恺撒不相上下，等待着后勤的困难迫使恺撤退去；与此同时，恺撒将庞培更强大的军队压迫在背靠海岸的位置，看上去好像占了上风，并使庞培数量较多的骑兵不能干扰其补给。由于庞培控制着海洋，所以恺撒也无法使背靠海岸的庞培军队陷入补给的困境。



　　最后，资源丰富的庞培集中兵力对付恺撒周长达15英里的筑垒阵地的一端，并以其舰队在该点登陆了一支部队，从而迫使恺撒撤退。于是，恺撒向内陆进军，精明的庞培则紧随其后。但是，“由于庞培非常担心冒战斗的风险，而且他不用担心长时间的必需品供给，所以他想疲惫恺撒的军队，消耗其精力。这样恺撒就不会坚持很久”。庞培相信，恺撒的军队除了因许多战役所造成的疲乏之外，还出现了传染病，加之是在对庞培友好的国土上，所以恺撒最终会由于“既无钱又无粮”而投降。[注：普鲁塔克，《人生》，第520页。]



　　最后，经过双方同意，他们二人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了。虽然恺撒在步兵和骑兵数量上均处劣势，但他还是同意出战，因为他已看出，除了与庞培交战别无选择。而庞培控制着海洋，除了实施后勤战略之外，还可有多种战略选择，但在其同僚的压力下，他终于屈服于以战斗方式解决战争的诱惑。在法萨卢斯，恺撒以重型步兵分遣队弥补了骑兵力量较弱的不足。他派出重型步兵分遣队，配置在庞培的翼侧，击败了庞培获胜的骑兵和轻型步兵，从而从打败了庞培。庞培的惨重损失使恺撒获得了东部的统治权，而这些地区立即就从效忠庞培转而效忠恺撒了。




陆地战争总结




　　这些概括都是从古代战争中得来的。它们更多的是从最佳典型人物(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而不是他们所做的典型事例中概括出来的。最佳人物的作用更大些，是因为他们一直吸引着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学家，而且对于理解关于战争艺术的辩论更有价值。而同时，战术系统则是适应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条件的产物，很少是某一个人天才的反映。



　　在战术方面，古代人极力寻求攻击敌人的弱点。如果他们能够以更强有力的武器系统，比如使用投掷标枪的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将会获得更大的获胜机会。但是，通常他们必须依靠运动来打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依靠敌人部署的不当之处，而不是依靠拥有较好的武器系统。重型步兵机动上的困难，使其几乎无法胜任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任务。古代人发展哪怕是非常简单的协同队形的缓慢进程，并非说明他们缺乏智力，而是说明了提出这类简单却极其重要的思想是何其困难。比如亚历山大，驾驭战术、战略和后勤可以说驾轻就熟，但他既不能将其军队提高到协调一致的水平，也无法与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持有效通信，因而无法成为一个发挥总体驾驭功能的指挥官。正是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他也仅是朦胧地看到了节省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既可赋予其战斗中集中兵力的机会，又可利用敌人的弱点或降低敌人的作战能力。



　　事实证明，不擅长突击行动的骑兵，作为一种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进攻性力量却是很有价值的。它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列队战斗的适度要求，使其成为完成这种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当然，与步兵比起来，其费用要高得多。



　　较强的机动能力对大多数会战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恺撒在法萨卢斯将其重型步兵投入与敌人骑兵和轻型步兵进行的非预期正面交战，击败了对手机动能力较强的兵种。这是一个在会战中以优势武器系统战胜劣势混合型武器系统的例子。



　　在战略上也适用同样的原则。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简明扼要地阐述道：“聪明的将军坚持攻击敌人最弱的部位，哪怕这个部位距离较远。”关于这一论述所隐含的假定(以最小的代价获胜)，色诺芬似乎仅仅是作了限定的。因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以进攻获胜，那么就倾其全力去进攻，因为过度的胜利并不会引起征服者良心自责的痛苦。”在战略上，所有对后勤战略和战斗战略的选择，都可以发现对这种最小代价原则的运用。恺撒说他更喜欢后勤战略(“通过饥饿而不是钢铁征服敌人”)就含蓄地假定了两种战略选择中的有用性，并断定以饥饿战胜敌人的代价最小。其实，这两种假定并非总是绝对的。[注：埃德考克，《希腊与马其顿战争艺术》第76-77页；弗朗提努斯，《谋略》，第4卷，第7页，第1行，转引自查尔斯.E.贝内特翻译的埃德考克著《希腊与马其顿战争艺术》(剑桥，麦斯出版社1925年版)，第309页。]



　　例如，在伊苏斯会战之前，亚历山大所面对的大流士军队已经在平原地带占领了翼侧阵地。他选择了后勤战略，企图以饥饿迫使大流士离开阵地。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与战斗战略相比，这样做的代价最小而成功的机会最大。如果进行战斗，那么他就不得不在便于占优势的波斯骑兵行动的地形上与敌交战。后来，当在海边面对大流士时，他采用了战斗战略而没有采用后勤战略，因为那里的地形不太便于波斯骑兵行动。



　　此外，军事战略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安息人可以运用后勤战略，通过剥夺克拉苏军队的食物和水源的方法将其赶回去，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无疑代价较小，也就是少损失人员、马匹和武器。他们还可以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战略性地运用其骑兵，切断罗马人获得食物和饮水的渠道。但是，安息人战术性地运用他们的骑兵，追求以战斗战略去夺取胜利。以饥饿取得胜利的政治影响比运用乘马武器系统事实上歼灭罗马军队的政治影响要小得多。通过选择政治效果最大的战略，安息人发现自己处于两种军事战略中失败风险相对较小的情况。



　　政治因素对军事胜利的影响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与汉尼拔对罗马人这两场战争胜利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安条克七世以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但紧接着，几乎是立刻就遭到了灾难性的惨败。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即使在没有正式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民众的情感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安条克七世的经验还说明，士兵的行为对民众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此事例中，民众的疏远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安息人的战斗战略是基于拥有适应地形的优势武器系统基础之上的，若无此资源，那么采用战斗战略就必须对付防御第一的战术问题。当两支由相同的基本武器系统或相同的合成武器系统组成的军队对垒时，防御者通常占领地形上有利的阵地，甚至还要像罗马人几乎始终如一所做的那样，以壕沟予以加强。防御者还拥有另一种同样有效的选择，就是撤退，并相信成分相似的军队无法追上他们。虽然以轻型骑兵迟滞敌人行军的战略运用修正了这一概括，但是恺撒在伊莱尔达旷日持久的战役及其与庞培的对抗，都说明了防御的力量。防御者无论是依托有利阵地抗击敌人正面攻击，还是撤退而不被敌人追上，都具有优势。会战只有在对抗双方都认为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恺撒通过使自己获得战术防御优势的方式，显示了迂回在克服战略防御力量中的功效。但是，成功的迂回确实很少见，因为它需要较高的兵力空间比，而这通常是古代人所缺少的；并且，地形或补给上对迂回部队的制约，也限制了迂回的运用。



　　编成成分相似军队的避战能力，严重制约了利用内线作战集中较大兵力的功效。而这一点，执政官尼禄却曾经实现过。当时，他率领从与汉尼拔对峙的军队中抽调的7000人，北上250英里去进攻刚刚进入意大利的哈斯德鲁巴的迦太基人部队。“这样”，历史学家李维说道，“一位执政官就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区防御，同时对付两支军队和两位将军，只是在这里是他的战略，而在那里则是他本人。”但是，如果哈斯德鲁巴不错误地将其军队背水列阵并进行会战，而是像一开始他所聪明地设想那样撤退，那么尼禄集中的兵力可能劳而无功。[注：利维乌斯，《罗马历史》，第28卷，第9页，第13行，转引自F.G.摩尔翻译的14卷本《利维》(剑桥，麦斯出版社1919-1959年版)，第8卷，第41页。]



　　要产生重大影响还依赖于胜利与实现政治目标的关系。在伊苏斯失败之后，大流士提出将帝国的西部割让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无情地决定要继续实施征服作战，并将目标定在控制整个波斯帝国，但他最终失败了。胜利的重要性也依赖于胜利者的兵力与潜在战区的规模之比。一支与空间之比相对较小的胜利之军，通常只能控制相应较小的地域，即使没有敌对军队与其运动对抗亦是如此。



　　防御者可能像大流士那样，使用持久战略在会战中迎敌。如果防御者感到迎击敌军自己太弱，那么他可以像希腊人那样，以撤退或者撤入有城墙的城市和要塞之中的方法，避免战斗。但是，要运用这种防御战略对付能够实施以占领土地为目标的持久战略的对手，将不会成功。对付像亚历山大这种能够在被入侵领土上获得政治支持的侵略者，除非是为了追求后勤战略，采取避战战略是必然要失败的。



　　但是，如果实施防御的政权拥有足够的政治能量，那么人民以及空间都会成为障碍。面对一个像罗马人那样有着军事传统的民族，对于一支相对于当地人口数量、障碍和地域来说较小的胜利之师，城墙环绕的城市和起伏的地形将是可怕的阵地。罗马人在其国内的政治和军事能量，使得采取费边战略的他们能够避开也追求后勤战略成功的、相对较小的迦太基人军队，从而迫使汉尼拔采取袭击而不是持久进攻战略。最终，汉尼拔发现自己几乎是被封闭在意大利南部一个狭小的被包围的土地上。



　　对于那些缺少罗马人所具有的筑垒、空间和人民条件的防御者，如果仍要坚持避战，他们就不得不采取袭击而不是持久战略，并且不得不接受其国家被占领的现实。那么，他们就要像大夏人、粟特人和高卢人那样实施袭击，打击侵略军比较孤立的分遣队和后勤补给。他们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抓住并歼灭敌人的小股部队。当他们攻击敌人的补给队或粮草搜寻队时，他们追求的是袭击和战斗战略。这类对袭击战略的运用，是以战术进攻实现战略防御，并通常被称为游击战。



　　运用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过于脆弱的防御者会发现，袭击战略非常有效，因为袭击式进攻比防御性持久战略更有力。不过，持久性防御优于持久性进攻，但劣于袭击性进攻，因为袭击者可以运用撤退这一通常属于防御者的战略资源。由于袭击者既不必展开战线，也没有掠地目标，所以他们几乎能够随意地选择目标；并且，由于撤退总是比追击快，所以他们通常能够避开持久性防御者的强大军队，并运用他们所特有的目标不确定性，突然攻击防御者较弱的战斗或后勤目标。这样，袭击者拥有集中兵力、击敌弱点的良好战机，而且，虽然具有进攻性，但他们几乎可以独占防御者所拥有的主要资源——撤退。如果没有这种袭击性进攻对于持久性防御的所固有的优势，那么大夏人和粟特人对亚历山大大帝、韦辛格托里克斯对恺撒，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胜利。



　　这样，战略可以如图解1.3所示矩阵那样划分为4类。这个矩阵应当是三维的，以便进一步区分为进攻和防御，因为标准常常因目标而异。






图解1.3战略矩阵



　　亚历山大的入侵和大流士的防御，是持久性战斗战略的例子。像亚历山大剥夺波斯海军的基地所做的那样，以征服领土为目标，要剥夺防御者的收入、补给品，属于进攻性持久后勤战略。韦辛格托里克斯破坏庄稼甚至村庄，波斯指挥官企图采取同样的焦土政策(但被否决了)，属于防御性后勤战略。普拉蒂亚会战期间，波斯骑兵以袭击杀伤或俘虏希腊人的驮骡，是袭击性后勤战略的例子，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进攻。罗马人对付汉尼拔以及韦辛格托里克斯对付恺撒都是运用了这类后勤性袭击。希腊人破坏庄稼以引诱防御者出战，汉尼拔采取同样的方法对付罗马人，都是执行的袭击性战斗战略。大夏人、粟特人和高卢人在他们的游击抵抗中，也都运用了袭击。



　　虽然这些游击性袭击战斗运用了战术进攻，但他们同样依赖撤退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一个袭击者的目标只是暂时出现于被袭击的地区，所以撤退是一种基本的因素。实践证明，这种袭击战略是防御的一种有效手段，当防御者具有足够的政治支持时，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罗马人扩张其帝国的经验显示了克服这种游击性抵抗的困难。当他们于公元43年入侵英国时，发现东南部低地地区已经由于接近高卢而罗马化了。然而，罗马人在最初依靠该国王子们建立起统治之后，仍用了4年时间才制服了这个善于接受新思想、地势平坦、人口稀少的国家。向北扩张到苏格兰边界并进入威尔士，又用了30年的时间。在占领英格兰东南部200年后，才使贵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罗马化，也才获得了平民对他们统治的默认。而在北部边缘地带和威尔士西部，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并位于山区，所以那里仍部分地处于敌对状态。在这些地区，罗马人保持了大约70个要塞哨所，控制着他们修筑的道路。这些要塞威慑着当地的居民，对袭击者起到了抑制作用。但是，由于继续处于对立状态，而且地形对袭击有利，可为游击队提供退避之所，所以罗马军团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来自要塞尚不能控制的地区的袭击者。罗马人正规军拥有战术上的绝对优势，而他们四种武器系统的合成力量、建造要塞和道路的实践、所具有的耐心和毅力，及其文化、政治技巧和机构，都使他们征服了这里以及这个欧洲帝国的其他周边地区。




海战




　　海战主要依靠两种形式的突击行动：(1)当双方舰船相互接触时，一方士兵登上另一方的舰船，以长矛、短剑和盾牌格斗。在此行动之前和之中，都可以运用弓箭、标枪和投石机作为补充，但近距离格斗是这类突击行动的主体。(2)继主要依赖于双方部队的争斗之后，就是运用双方舰船本身的突击行动。这是那时舰船设计的主要出发点。由于撞沉敌人的舰船既可以快速取胜，代价又小，所以舰船设计的主要目标是有利于在水线以下撞击敌人船只，以便撞出一个大口子，使被撞舰船进水。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军舰与商船有着明显的区别。商船短粗、坚固，主要依赖风帆航行，军舰狭长、轻巧，主要依赖划手航行。由于军舰划手多、重量轻、长宽比大，所以速度相对较快。与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军舰的长宽比达到10：1，其他方面则差不多。狭长的船只在水中运动较快，在水面骤然产生的阻力面前能够获得较高的速度。这种速度使得船头的撞击更具威胁性。



　　在希腊与波斯战争时代，战舰的发展几乎达到了顶峰。具有代表性的船只长度达80英尺，宽度8-10英尺。划手分开坐在上面，一个在一个后面，船的两侧各能坐25名划手。这样多的划手使船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而船的设计已考虑了提供抵御船头撞击的强度；但是，由于船体重量较轻，妨碍了增强船的结构强度的其他因素。这种舰船的建造方法是在附着于龙骨的肋骨上钉上厚木板，与自那以后的木质战船的设计没有多大区别。



　　尽管商船可能装载较多的士兵，但一艘由划手推进的战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艘商船。战舰的动力由遵守纪律的划手在统一指挥下划水所提供，可以不依靠风力以较高的速度航行，因而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能够追上并撞沉商船。由于设计时考虑了战舰抵御冲撞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以猛烈的撞击在水下刺穿商船，在其船身撞开一个大洞，使其很快沉没。



　　但是，当战舰之间交战时，双方都不占优势。海战战术包括战舰并排列阵前进，这样双方战舰就会头对头，互相冲撞。尽管战舰列阵与长矛兵方阵很相像，但划手们保持各船之间的间隔，并允许有一定的机动性，可以设法到达对方战舰的翼侧，撞击敌舰的一侧。这种努力能否成功，单舰舰长的技巧和划手们的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双方战舰交织在一起时，他们经常用钩子保持其位置，这时，通常就是双方战舰上的士兵来解决战斗了。



　　海上会战包含的要素与陆战相似，包括集中兵力、翼侧或包围攻击、使用预备队等。例如，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入侵希腊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位于海岸阿提密西安角附近的希腊舰队。紧靠那里，波斯陆军正在向南进军，寻找通过温泉关进入希腊的通道。希腊人在大陆与埃维亚大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占领了阵地，这样，其指挥官就能保护他的舰队的翼侧，对抗舰船数量较多的波斯舰队。



　　一开始，波斯人试图派遣一些舰船绕过埃维亚岛，到达希腊舰队的后方。但是，这些舰船在短暂的航程之中遭到突起风暴的袭击，其脆弱的舰船遭到损坏，于是波斯人发起了一场正面进攻，两支舰队迎头相遇了。波斯人的一些舰船突破希腊舰队的战线，准备利用其兵力上的优势，从后方抓住希腊舰队，用两只舰船对付希腊人的一只舰船。但是，刚从希腊舰队战线的间隙通过，暂时获胜的波斯人就遭到了希腊人预备队舰船组成的第二战线的反攻。当波斯人由希腊人一线舰船之间通过时，希腊预备队立即从两侧攻击敌方舰船，击沉了一些。遭受挫折、遇到风暴、希腊较小舰队的熟练技能，使波斯舰队沮丧，只得撤退。



　　后来，当希腊舰队又在海岸和一个岛屿之间占领阵位时，波斯人封锁了撒拉米斯岛与海岸之间狭窄海峡的两端出口，并攻击据守海峡东端的希腊船只。波斯人希望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胜利，因为他们知道希腊人因战斗还是撤退问题而分裂。海峡中的一个小岛将波斯人前进中的战斗阵列割裂，而且狭窄的通道迫使其一些舰船不是并排，而是鱼贯而入海峡。



　　希腊人利用波斯舰队接踵而至的混乱，包围了波斯舰队的右翼。由于希腊舰队能够撞击敌人舰船薄弱的翼侧，将其右翼的舰船向中央压迫，从而引起波斯舰队的更大混乱；此种混乱局面又被希腊人所利用，所以波斯人舰队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被赶了回去。遭到精神与物质上双重失败的波斯舰队撤往小亚细亚，保护其陆军在那里的交通线。波斯国王将其在希腊的军队削减成一支只够在已经征服的希腊地域生活的小部队。这样，希腊舰队的战术胜利制止了波斯人的进军，并使波斯陆军无法通过水路交通确保其所有部队的必要补给。第二年，希腊陆军在普拉蒂亚击败了规模缩小了的波斯军队。



　　海战明显地表现出与陆战的共同之处。翼侧与正面相比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翼侧攻击的当然重要性，凸显了预备队的价值。由于舰船战线不像重型步兵的纵深战线，很单薄，所以数量上的优势和集中兵力于战线的一点就具有更大的意义，甚至在舰队翼侧有陆地保护的情况亦是如此。



　　舰船在海上作战，表现出许多与陆上乘马作战相同的性质。像骑兵那样，舰船可以迅速地投入行动；而且，由于与陆军的骑兵相比常常数量更少，所以使它们比骑兵更容易保持阵形。这一点，对舰船来说比骑兵更具决定性。但是，由于它们依靠良好的战斗队形，这一点使舰队与步兵而不是骑兵队形更有共同之处。然而，这一与步兵的相似之处并不能支配舰船之间的交战，因为舰船数量较少，舰长的纪律性也比单个骑兵更强；而划手们提供的机动能力，有效地抵消了对保持队形的需要，从而使得舰队的战术属性更像骑兵而不是步兵。



　　尽管舰队很少或不依靠猛烈的冲锋克敌制胜，但是海战与陆上乘马突击行动却具有另一个共同之处，即防御与进攻相比没有优势，甚至当舰船双方均具有同样的作战条件时也是如此。除了天气，地形对双方无所谓有利或不利。由于不会拥有地形上的任何有利因素，所以在海战中，交战双方都不会从静止不动中获得好处，无论进攻或防御也都不是首选的作战样式。当然，从海岸上确实能够获得好处，就像技能熟练的希腊舰队在阿提密西安会战保护他们翼侧时所展示的那样，但是，对正面进攻没有任何好处。虽然靠岸的舰队确实在他们的停泊地域筑垒挖壕，但海上防御者却不能仿效罗马人挖壕保护自己。因此，从战术上说，船上水手的作战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乘马士兵的突击行动，而不像以投射武器进行的战斗。



　　不过，海军后勤与陆军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海军不可能以陆军的方式住在乡下。然而，在海上他们拥有最有效的交通手段，因而能够也有必要依靠基地进行补给。这在脱离水上交通线的陆军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商船由于其运载能力享有在远程航行中自给自足的优势，但军舰却不行。军舰重量轻、船体窄，缺乏商船的运载能力，而其所拥有的大量划手和士兵则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饮水。



　　战舰的脆弱性使得它们甚至比商船更有必要靠近海岸以保障安全；而吃水浅、船底平则使它们更易于靠岸过夜。沿岸航行有利于寻找食物和饮水。但是，与机动中的陆军不同，舰船缺少备选路线，甚至当它们找到有望筹集粮草的地域时，水兵的活动圆周也仅相当于陆军的一半，而且缺少驮运补给品的驮载牲畜或牛车。此外，尽管舰队有水手和那么多的划手，但它缺乏搜寻食品所必需的军事能力。仅仅是因为舰队没有牲口，才使它比陆军的生存问题简单一些。因此，海军不能长久地依靠沿岸搜寻粮草，只能依靠基地提供充足的饮水和食物补给。



　　从根本上讲，海军战略具有后勤目标。它寻求制海权，以保障自己商业的安全，阻止敌人利用海洋进行商贸活动；保障己方军队的机动和供应，制止敌人的机动和获得支援。希腊人阻断波斯军队补给线的成功，以及由此造成波斯军队兵力的减少，就是海军后勤战略发挥关键作用的例证。



　　但是，为了获得制海权，敌对双方的舰队必须互以对方为目标。撒拉米斯的胜利是一次对战斗战略的应用，使希腊人获得了运用海军后勤战略对付波斯军队交通线所必需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舰队的基地所展示的是，运用后勤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



　　但是，多数海战都是在双方均无决定性控制权的情况下发生的。较弱的舰队以停留在基地港口确保安全的方法避免会战。将较弱的舰队封锁在其港口的持久性战略，可以达成同获得胜利一样的目标，不过事实证明，这对于古代舰船来说特别困难。由于不能在海上滞留很长时间，所以舰船不能进行持续封锁。甚至连在敌方海岸搜寻粮秣也有危险，因为陆军发现靠岸的舰船是一种既脆弱又重要的目标。亚历山大大帝的补给船成功地沿小亚细亚海岸运送补给品，充分说明了战舰在制止敌方商业活动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当这种活动沿着己方海岸进行时，更是如此。但即使是亚历山大，也不过是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庞培舰队甚至在有海岛提供如此之多所需饮水的情况下，也无力切断恺撒军队横越亚得里亚海的航线，说明了以划手驱动的战舰实施封锁所遇到的障碍。但是，较强的舰队在封锁中利用战斗行动的威胁，可获得与夺取战斗胜利同样的结果，只是其战略的基本部分仍然以敌方舰队为目标。封锁的功能还可作为制止敌方商业活动、部队机动或者舰队行动的手段。但与陆上围攻不同，间歇性的封锁要想先机制敌确有困难，而且封锁者也存在陆上围攻者所遇到的一切补给问题。



　　由于封锁不力，敌方海军能够为其运兵船甚至商船护航。由于缺少护航，单个或小群袭击船只可以掠夺运载人员或货物的敌人船只。这种袭击战略，在陆战中是重要的，在海战中同样有用。在针对补给船、商船或运兵船的袭击中，袭击者不是依靠作战的战斗行动或其封锁的威胁，而是运用直接攻击敌人补给线的海军后勤战略。



　　在马拉松战役中，波斯人对海洋的控制显示了海军对陆军可以作出比运送和补给部队这种最有效的手段更大的贡献。通过运送和护送入侵陆军，海军的合作使得波斯指挥官能够追求战斗战略。波斯舰队不仅保护乘船士兵在前往马拉松的航程中免受希腊战舰的袭击，同时也使希腊陆军感到冒险横跨爱琴海攻击波斯领土是非常危险的。再进一步说，由于古代水手具有不依靠港口而靠岸的能力，从而增强了波斯陆军在希腊许多不同地方的任何一个地点登陆的能力。



　　这样，对于波斯人来说，海洋既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护城河，又是一条前往进攻希腊的大马路。这种态势赋予波斯人一种无与伦比的主动行动的力量。这种主动权使他们获得了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机会。若无这种突然性，波斯人就会发现，他们一旦在对方防御的海岸登陆，就将处于一种明显不利的战术态势。因此，海洋控制权确保了入侵者达成突然性的能力，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



　　总之，较强的波斯军队是进攻的发起者，这就使他们能够选择进军的目标和路线。但是，海洋控制权扩大了他们的有利因素：因为指挥官不必担心希腊人进攻他的领土，所以没有必要对其部队进行战略性疏散。



　　波斯人利用他们的主动权(像突然性，这不是本著作的主题)分散希腊人。波斯指挥官的目标是雅典，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在半岛的西海岸，也就是雅典附近登陆；而是在半岛的东海岸离马拉松26英里远的地点登陆。这一转移诱使雅典人的军队向马拉松机动，而同时，波斯人的另一半军队乘船绕过半岛，企图在雅典附近登陆，并利用雅典人的重型步兵与先期登陆点的敌人作战时夺占该城。



　　希腊人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之后，立即派了一个信使，带着这一消息，以现在著名的长跑到雅典，同时其军队回师西向，在波斯军队由船上登陆开始进攻之前到达了雅典。雅典人在两支敌方军队之间运用内线作战击败了波斯人，波斯舰队和陆军撤走了。不过，如果希腊人在进攻马拉松时拖延，那么当其胜利之师返回时，可能就会发现雅典已经被波斯人占领了。制海权曾经给了波斯将军分散其对手的机会，并在雅典制造了一个他非常有机会利用的弱点。海军对陆军作战的贡献及其海上作战，表现出许多与陆战相似之处。以其通过后勤对战略的影响，海战对陆战具有巨大的作用。因为海洋提供了陆地两点之间最有效而且常常是仅有的适当交通线。在此前发生的普拉蒂亚会战中，希腊人掌握制海权有效地削弱了波斯人的军队，就提供了一个海军对陆战的战略意义最典型的例证，就像马拉松战役，显示了海上力量所能给予一支侵略军队的战略好处。














	

 






	















	







	







	









 





	


	







	








	




	


第02章 中世纪战争方式的变化(200-1200)




	







	

 



	


	



罗马帝国的解体




　　当罗马军队一面在罗马的欧洲边界上对付蛮族人的猛攻，一面在东方与老对手作战时，古代战争逐步演变为中世纪战争。罗马军队逐渐改为主要集中加强了的骑兵作战。这些部队很多是从德意志[markgraf注：文中大量出现的“德意志蛮族”和“德意志部落”应译为“日尔曼蛮族”和“日尔曼部落”更合适，德意志族群是一个包含条顿系日尔曼人和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的族群，而条顿是不包括后者的。]蛮族人中招募的。这既反映出在为罗马军队提供了如此之多士兵的德意志部族中骑兵的作用日益重要，也反映出骑兵在防御边界，对付袭击者战斗中的效用。此外，在蛮族人的重型步兵获得充足的盔甲和较好的武器后，罗马步兵的优势大为丧失，需要以骑兵对敌人翼侧和后方的攻击加以辅助。到公元300年，由于在与蛮族人军队(其中一些军队依靠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两种武器系统)战斗中所需要的改变，罗马人的战争艺术已经几乎演变为马其顿(亚历山大)系统的精确复制品。



　　在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罗马军队发现了一支正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军队，并迫使其交战。虽然蛮族人的军队在数量和纪律性上居于劣势，但是他们具有惊人的勇气甚至可以称为凶悍，并且战术娴熟。两支军队都以一翼依托地形障碍，而集中各自的骑兵于暴露的另一翼。按照同时代历史学家的描述，步兵交战的同时，蛮族人的骑兵发起了冲锋。“他们右手执着武器，怪模怪样地咬牙切齿”，同时“这些离奇的疯子头发飘舞，毛发倒立，他们的眼神中透出疯狂”。如果说并非仅是由于蛮族人骑兵这种吓人的样子的话，他们的冲锋击败了罗马人的骑兵。蛮族人的骑兵表现出良好的领导和纪律性，没有追击罗马人骑兵，而是像亚历山大方式那样，返回战场攻击罗马步兵的翼侧和后方。[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2卷，《德国》，小沃尔特.J.雷弗罗译(韦斯特波特，科恩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



　　但是，罗马人出色的协同救了他们。罗马指挥官是后来当了皇帝的朱利安，一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被人称为“背教者朱利安”。他迅速以一支由重型步兵组成的预备队掩护翼侧。由于有教养的朱利安肯定读过恺撒的书，并知道正像这种冲突开始方式的法萨卢斯会战是如何进展的，因此早已部署了这样一支分遣队，用于实施这类机动。虽然未能像法萨卢斯会战那样，实施下一步的包围敌人的行动，但罗马人指挥官果断运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赢得了这场会战。罗马人俘虏了蛮族人的指挥官，其军队的主体在企图逃跑时大多淹死在莱茵河里。



　　21年之后，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遭到了近似坎尼会战的灾难。当为数众多的蛮族人骑兵击败罗马人骑兵，并包围了罗马军队的一翼之后，将罗马步兵压缩成密集的一团。在这里，他们屠杀了罗马人的大部分军队，其中包括指挥作战的皇帝。甚至是罗马军团也未能保护他们的翼侧免受蛮族人骑兵凶猛而坚决的冲锋。缺乏训练和纪律性并没有影响蛮族人骑兵效能的发挥，因为重型骑兵总体上说是作为个体作战的，就像重型步兵那样，依靠整体凝聚力和相互协同作战。



　　但是，这又更真切地回归到马其顿人发挥骑兵作用和亚历山大、汉尼拔短暂发展了的会战特点上去了。在公元5世纪期间，虽然从理论上说帝国的大多数部分仍得以保存，但实际上西部都屈服于德意志蛮族人了。尽管导致罗马人在西部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一是罗马人依靠他们的职业军队，不再拥有任何当地军事传统或民兵；二是他们没有得到当地人的爱戴，遥远的皇帝和帝国的概念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忠诚。由于大多数蛮族人入侵者承认皇帝，并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土地和权力，所以他们的征服就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



　　帝国的这种分裂逐步变为实际上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北非蛮族人王国。这种状况有助于形成战术多样性，特别是当帝国在东部延续时。古代世界从以斯特拉斯堡和阿德里安堡会战为特征的马其顿-罗马方式的共同性质，再次发展成为反映当地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宗教或民族战争系统。




军事组织和战术重点的变化




　　西方战争反映了罗马职业军队的消亡。这种军队一直是集中在营地里，受到纪律的约束，按操典和武器教范交战。蛮族人占优势的军事系统依靠民兵，他们具有许多，但不是全部职业军队的属性。人员都是猎人和牧人。他们一直把自己看作勇士，并且曾经乐于进入罗马军队服役，把全部时间贡献于被认为是他们主要的职业。在步兵战斗中，他们只依靠重型步兵，常常排列成由许多排组成的队形。他们向敌人冲锋，依靠他们的凶猛，然后是他们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以此压倒他们的对手。他们缺乏共同战斗和服从纪律的训练，他们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一个家族联系在一起，在一位领导者的领导下作战。



　　当蛮族人在罗马西部省份定居时，他们经常是分散成小群，散布在罗马人口之中。这种定居方式常常削弱了他们古老族群所提供的凝聚力，而他们人数稀少意味着他们无法实践罗马人的编队和操练方法。由于他们自己无法找到足够的勇士，因而也不能建立起群组，像希腊和罗马民兵那样进行部队训练。虽然这一概括失之简单，就像说罗马帝国没有民兵一样，但最初蛮族人的王国确实如此。他们依靠专业人员，但不是集中起来，而是零散地分布于广大乡村，只是依靠税收和偶然机会学习在纪律的约束下，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组织中一起工作。逐渐地，蛮族人的专业人员演变为农村民兵，其中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武器和训练，而许多人则两者都没有。最后，这演变为一种基于占有土地多少的封建的军事责任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等级模式发展成为较小的土地持有者对高一级的地主负有军事服务的责任；而这一金字塔的最上层是国王。



　　这种变化提高了个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单个步兵的力量、技能和勇气比整个组织及其所在群组的训练水平更重要。但是，重型步兵的力量蕴藏于组织之中，而蛮族人典型地依靠重型步兵。这种对专业人员新的、分散的安排，极大地减少了西方蛮族人王国中重型步兵的价值。



　　重型步兵质量的下降，相对提高了重型骑兵的地位。重型和轻型骑兵共占罗马军队的总数的不到20%，亚历山大大帝所使用的骑兵比例也没有超过此数。骑兵的成本——至少是步兵的两倍——不仅仅是马匹的花费，也包括通过训练以获得乘马战斗所需技能的花费。重型骑兵向重型步兵实施正面攻击的无能，限制了它在马其顿系统中的价值，而与罗马步兵较好的协同相比，其弊端就显得更加突出。罗马步兵常常能够防御自己的翼侧，并包围对方的翼侧。



　　在西方，罗马人协同良好的步兵和经过训练在方阵中协同作战的重型步兵的衰落，使骑兵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效能相对提高了。此外，专业士兵的分散以及集体训练的丧失，对骑兵的影响较小，因为重型骑兵战斗从来都不依赖重型步兵那样的群组行动。再者，对个体素质的新的强调和分散的专业人员进行个体训练的机会，更增强了重型骑兵所需要的素质。



　　骑兵人员也具有像乘马战斗一样好的徒步战斗的技能和意愿。比如，在山地或围攻筑垒地域时，主要依靠步兵，西方职业士兵随时准备而且也愿意以熟练的技能进行步战，但其作战方式同样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队形中的一部分战斗。之所以要对骑兵进行重新评价，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西部王国中，骑兵的比例上升了。不过，这种上升只是代表了平均数；至于个别王国则各不相同：比如，汪达尔人征服非洲几乎完全依靠乘马战斗，而法兰克人在高卢则在大部分战斗中喜欢徒步作战。



　　这样，在西方，继续保持小规模的职业军队，并以缺乏训练、装备较差的民兵作补充。他们强调突击行动，其中既不是轻型骑兵，也不是轻型步兵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蛮族人是继承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传统。在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的东部，战争艺术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其动因不同。




最小代价的例证：拜占庭的战术和战略




　　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与古罗马军队和先前欧洲、近东军队的模式都有很大的区别。罗马军队的特点是擅长运用工程和后勤组织，而拜占庭军队则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以致达到了非罗马化的最高程度。这部分地反映在骑兵在阿德里安堡会战的胜利中(达到了后来用于防御边界的罗马系统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拜占庭的敌人，其中包括安息人后代的变化。在最初的依靠缓冲国家和外交手段之后，罗马人逐渐采用了以自己的军队组建边界警备队的方法防守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成为这些边界的标识，就像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以土石墙标示边界一样。当然，在这样长的边界上不可能处处派兵把守，也不可能防止袭击者或入侵者从这些边界突破。



　　但是，防御确实提供了一条哨所线，用于当敌人跨越屏障时发出警报，从而使防御者迅速集中兵力击退入侵者，如果可能的话，就俘虏那些掠夺者。这条防御线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障碍，阻止袭击之敌撤退。罗马人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持久性防御，用于对付出于经济目的而实施袭击战略的较强的蛮族人进攻者，抵抗或驱逐那些坚持侵占罗马人领土企图的进攻者。



　　尽管边界的实际障碍常常迫使袭击者将马匹留在后面，但罗马人所集中的部队要对付这类袭击仍然需要行军速度超过重型步兵的行军能力。罗马骑兵恰好适应这种要求，轻型步兵也可以，因为他们毕竟比负重的徒步袭击者的行军速度要快。由于大多数袭击者都希望避免战斗，而防御者的目标一般是将撤退的入侵者逼迫于边界上的障碍之前歼灭之，所以骑兵和轻型步兵的速度就比战斗中占有优势但运动缓慢的军团更具优越性。只有在抵抗持久性入侵时，罗马军团才投入使用。因此，轻型步兵和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比例逐步上升。防御边界的部队逐步变为一种民兵，政府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农田作为报酬。



　　在公元4世纪，罗马人放弃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而代之以纵深防御，抵御沿边界持续入侵的主要敌人。这一战略所依靠的是，在帝国边界后面依托从农舍到有围墙城市的广大筑垒地域实施防御。这些筑垒要点也作为补给基地，可以封锁进入帝国的主要路线，阻滞入侵者运动，制止其撤退，并成为入侵者企图坚持进军的严重障碍。此外，这些要点还为防御者和该地域居民及其牲畜、随身财产提供了避难所。任何企图绕过这些要点的军队都会面临遭到要点守备部队后方攻击的威胁。不过，筑垒阵地只是构成了一部分防线，防御者还需要一支具有机动性的野战部队，以克服暴露在敌人面前的要塞和设置了障碍的交通线所面临的困难。这些部队要能快速到达敌人入侵的地域，要能便捷地集中起来或者避开战斗，都需要较快的速度。这一要求使得以骑兵和轻型步兵为主的部队成为理想的机动野战部队。



　　但是，对帝国东部最可怕的威胁来自于安息人的后代，即波斯人。他们像前辈一样，几乎完全以轻型和重型骑兵作战。克拉苏在卡雷的灾难，戏剧性地显示了罗马战术系统在安息人自己的地形上对付安息人骑兵时所具有的不适应性。正出于这一原因，拜占庭的重型骑兵都携带弓箭。虽然训练和装备一个士兵运用两种武器系统作战既困难又昂贵，而且拜占庭骑兵运用自己原有的重型装备就已经具有了最强的实施突击行动的能力，但是弓箭及其使用知识赋予拜占庭骑兵以极有价值的多种功能。为了进行突击战斗和保护自己免遭敌箭的伤害，他们身着钢盔、长及大腿的铠甲和铁鞋。有些战马也身披盔甲。除了弓箭以外，骑兵还携带短剑、匕首和一支长矛，尽管在使用弓箭时必须将长枪置于一边。虽然拜占庭军队也有一些轻型骑兵，然而这种具有双重功能但以重型骑兵功能为主的部队构成了骑兵部队的主体，并且占了军队数量的一半。



　　拜占庭轻型步兵携带一张弓和一个能盛40枝箭的箭袋，同时携带一面盾牌和一个斧头之类的武器，用于近战。其中少数缺乏射箭技能的士兵则用标枪武装自己。一些士兵身着轻型铠甲。这些徒步弓箭手的作战经验比敌人的马上弓箭手占有明显的优势。据当时的一位权威描述，拜占庭人面对波斯人和其他乘马弓箭手，知道这些敌人对徒步弓箭手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因而其轻型步兵成为徒步士兵中数量最多的兵种。拜占庭重型步兵除盾牌和盔甲以外，还携带一枝长矛、一把短剑和一把斧头。长矛与后来罗马人的训练一致。当时他们的训练和纪律性下降，敌人骑兵冲锋的力量迫使罗马军团加强他们的标枪分量，以便与敌人骑兵作战时当作长矛使用。重型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其作用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军队中的重型步兵相同。[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两卷本(纽约，1924年版)，第2卷，第206页。]



　　拜占庭如此之多的乘马士兵费用高昂，使得它的军队只能保持较小规模，但是，在对付环绕帝国的各国的各种战术系统时，却发挥了巨大的效能。拜占庭的军队非常适于与波斯乘马弓箭手作战，同时实践证明，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重新征服意大利的战役中，与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等蛮族人军队战斗也同样有效。



　　使蛮族人得以占领罗马帝国西部省份的同样因素，使得他们在拜占庭的再征服面前不堪一击。意大利的哥特王国的军队规模很小，必须集中起来才能成为一支野战部队，用于抵抗拜占庭的入侵，因此它不得不放弃对城市的守备。哥特人认为这些城市居民并不忠于他们，因此他们摧毁城墙，以剥夺城市居民抵抗重新占领的力量。迫于采用持久性战略的政治需要，他们冒着风险将全部赌注押在了与入侵的拜占庭人决一死战上。双方军队中均有雇佣兵。拜占庭军队雇佣了匈奴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以及许多德意志蛮族人。哥特军队中包括许多原来在拜占庭皇帝军队中服役过的人，而哥特人并不认为将其选举的王权拱手让给贝利萨利乌斯[投笔从戎注：另译贝利撒留。]，这位在早先的战役中击败他们的聪明的拜占庭将军有什么荒谬之处。



　　公元552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大帝派遣一支精锐部队重新征服意大利。他指定纳尔塞斯，而不是常胜将军贝利萨利乌斯担任指挥官。矮小瘦弱的纳尔塞斯是一位年届70，服现役仅两年多一点的宦官。很显然，除了查士丁尼信任他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推荐出任指挥官的理由。然而，曾经把他带到宫廷高位的才能，以及他在历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心计，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



　　两支军队在意大利中部的塔基尼相遇。纳尔塞斯的拜占庭军队拥兵15000人，比颇有能力的托提拉国王指挥的哥特军队数量略多。双方指挥官都渴望会战，并各自将其军队列阵于一条狭窄平坦的谷地等待对方的进攻。纳尔塞斯急于保护自己的翼侧，派出50名精选的重型步兵占领了战线左翼的一座小山。在那里，他们占据了小路上的一处阵地，“比肩而立，列成方阵队形”。当托提拉派出一队重型骑兵攻占小山时，50名拜占庭重型步兵封锁了道路，“以他们的盾牌构成屏障，并向前投掷标枪”。进攻者们极力驾驭他们激动不已的马匹，但战马“一点也不服从他们的驱策”。这些进攻者在“那些紧紧地挤在一起，不露一寸空地的人们”面前，终于失败了。[注：普罗考皮乌斯，《高卢战争》，第8卷，第24页，第15-17行、第19-20行，转引自H.B.丢英翻译的7卷本《普罗考皮乌斯》(剑桥，麦斯出版社，1961-1962年版)，第5卷，第357、359页。]



　　这场前哨战证明了关于会战结果的精确预测。哥特人依靠他们的重型骑兵，而纳尔塞斯则将其军队根据他的设想排列成阵，也就是要力争徒步士兵对骑兵实施防御的主要优势。为了加强其重型步兵，这位没有经验的拜占庭将军表现出了对各种武器系统优劣长短的清醒理解力。他命令很多骑兵下马加入步兵，并徒步穿过山谷，手持长矛和长枪列成方阵。在两翼，纳尔塞斯部署了4000名弓箭手，并将重型骑兵配置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迎击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早晨，哥特人的重型骑兵在其步兵前面列成队形，距离拜占庭队伍仅两箭射程。延迟一阵之后，哥特骑兵发起了它著名的凶猛冲锋。但在方阵面前，他们失败了，并在步兵面前停了下来，因此，哥特骑兵的两翼不得不承受来自拜占庭弓箭手的如雨箭矢。看到哥特骑兵不能打垮自己的步兵，停了下来，而自己的弓箭则射伤了敌人的战马和士兵，于是纳尔塞斯命令其重型骑兵进攻敌人翼侧，同时步兵也向前运动。哥特骑兵逃跑了，并在逃跑过程中与自己的步兵纠缠在一起。托提拉国王在逃走途中受到了致命伤。



　　这次会战推翻了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将意大利收回帝国版图。不清楚托提拉为什么要让其骑兵冲击拜占庭部队的中央，而不是冲击两翼比较薄弱的弓箭手。因为这种愚蠢之举不符合他通常的特点，也许是由于地形障碍，或者是壕沟(拜占庭人曾在早先的战斗中使用过这些障碍)迫使其实施正面进攻。这次会战再次显示了重型步兵抗击重型骑兵冲锋的能力。哪怕雇佣的徒步士兵缺乏共同训练，但他们的长矛和长枪，他们的纵深配置以及他们作为职业士兵的技能，足以击败可怕的哥特骑兵的正面冲锋。



　　从哥特人手中征服了意大利之后，纳尔塞斯又面临来自北方的法兰克军队的袭击。法兰克人可怕的重型步兵虽然没有盔甲，但装备有盾牌和头盔。他们都配备一把短剑、一把18英寸长的匕首，还携带着一把斧头和至少一支轻矛。在近距离战斗中，他们的斧头和轻矛都可以用于投掷，据说，法兰克人将轻矛投出，“如果命中敌人，矛的倒刺就会牢固地固定在敌人的身体里，根本不可能将其拔出来。如果刺中盾牌，那么敌人也不可能以折断矛头的方法将其去除，因为铁制的矛头刺得太深。此时，法兰克人就会冲将上来，用脚踩在尾部触地的矛柄上，将盾牌拽倒，劈开失去遮蔽的敌人的头颅，或用第二支矛刺穿敌人的胸膛”。法兰克人从任何可以战斗的方向，以庞大的纵队或方队投入战斗。他们虽然缺少训练或协同，但具有巨大的勇气和凝聚力。[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52页。]



　　公元554年，在卡西林纳姆，精明的纳尔塞斯首先封锁了敌人撤退的路线，尔后又采取部分重型骑兵徒步战斗以加强其自己重型步兵的方法，迎战这支可怕的重型步兵的主力。他可能具有某种自信，相信其实施防御的全身披挂的职业士兵能够抵御法兰克人。他可能还拥有一些自然或人工的条件，增强了他的防御阵地。他在两翼部署了部分骑兵，主要的盔甲长枪手也配备了弓箭。法兰克人的冲锋突破了拜占庭步兵的第一、第二战线，与其第三和最后一条战线交战。此时，纳尔塞斯命令位于翼侧的配备了弓箭的重型骑兵前进。由于受到了双重威胁，所以成密集队形的法兰克步兵不得不停下来，准备抵抗对方骑兵的冲击。但是，纳尔塞斯的骑兵并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开始向法兰克人发射密集的弓箭。如果法兰克人疏开自己的队形，就不会成为乘马弓箭手如此容易射中的目标了；但是，他们仍保持着密集的方队，因为他们认为队形一旦疏开，就必然在身着盔甲的拜占庭骑兵的冲锋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骑兵会立即放下弓箭，使用其长枪和短剑。片刻之后，在羽箭射击之下不能机动的法兰克人开始向后方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的队形失去了严整性，而纳尔塞斯的骑兵最终发起了冲锋，冲入法兰克人的队形，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这两次会战显示了拜占庭军队的多功能性。其武器系统的多样性使得指挥熟练的将军能够打击敌人的弱点。在塔基尼，纳尔塞斯使用重型步兵阻住了重型骑兵；而两年之后，在卡西林纳姆，他又用重型步兵抵抗了重型步兵，直至将投射武器投入使用，用于对付对方脆弱的重型步兵，使其不能逃跑。



　　尽管几次失败使拜占庭帝国失去了除小亚细亚以外的所有亚洲领土，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内，它仍然始终是一个可怕的东方强国。其生存依赖于拥有一支优秀的军队，这是一支由职业化和宗教狂热支撑的军队。拜占庭将其战术和战略写入今天人们称之为条令的书中，其中强调防御和以最小的代价获胜。他们将装备昂贵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视为首要资源，更乐意不战而胜，并总是精心计算胜利的收益与失败的代价。这样，在如何对付退却之敌的争论中，著名将军贝利萨利乌斯说道：“因此，如果我们迫使他们违反其意志，放弃后撤的目的并来与我们战斗的话，那么我们的胜利将什么优势也没有：假如我们胜利了——挫败一场逃亡有何意义？——如果我们不走运(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将既失去已经获得的胜利，……还会将皇上的土地在没有防御部队的情况下对敌人的进攻敞开。”[注：普罗考皮乌斯，《波斯战争》，第1卷，第18页第18-21行，转引自丢英译本第1卷，第165、167页。]



　　这种战略假定状态仅是恰当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的结果，其中隐含的假设是拜占庭所占领的阵地比敌人更脆弱。这种军事目标有限的、保守而又谨慎小心的战略在维护帝国完整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拜占庭像罗马人一样，面临保护疆土免受袭击者袭击的困难，所以他们一直坚持继承罗马人纵深防御系统的理论。比如，运用这一系统对付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袭击时，该系统首先提供关于越境乘马人员运动的早期报警。然后，当地骑兵部队跟踪袭击者，并使当地军事行政区指挥部始终了解自己的路线和位置，同时不断骚扰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迟滞其行动。与此同时，当地民兵和正规军的步兵机动至山间通道；城市和要塞在其居民进入城墙之内的避难所之后关闭大门。当袭击者向前运动时，如其规模较大，当地军事行政区的指挥官可以由邻近地区得到增援，这些出击的部队都是纯骑兵部队。他以发起一场战斗为目标，要么在袭击者返回的道路上伏击之，要么，也是最好的，将袭击之敌诱至一个通道，以早已占领阵地的步兵封闭通路的出口。这样，拜占庭人就可以瓮中捉鳖，使其不能撤退，从而消灭袭击者。



　　也许1071年发生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奇刻尔特会战提供了拜占庭保守主义战略的教训。这次失败的代价是拜占庭失去了对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此地区是他们征集军队和许多资源的地区。历史上的会战很少有像拜占庭职业军队遭受的巨大损失及其产生的重大后果。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决定惩罚塞尔柱土耳其人，他们一直袭击他的领土，并占领了几座重要的城市。罗曼努斯是一位有能力的将军，他是通过与皇后结婚登上王位的。他曾经与土耳其人进行过战斗，并取得了胜利。这次，罗曼努斯想要实施一次决定性会战，因而集中了庞大的军队。土耳其军队由来自草原的乘马弓箭手组成，已经征服了曾经是波斯和安息帝国的穆斯林，并继续继承其传统，袭击或与拜占庭帝国进行战争。



　　拜占庭人曾经长期对付熟练的草原轻型骑兵。土耳其骑兵没有护身盔甲，仅携带一把短剑，有时是携带标枪。他们主要依靠弓箭。每人携带一个装有30-50枝箭的箭袋，乘马机动。在战役中，每名骑兵至少配备一匹备用马。据一位欧洲观察家描述，他们战斗中运用的战术是，骑兵弓箭手“从不与敌人胶着在一起，但始终在其四周盘旋，一会儿从这里一会儿从那里施放弓箭；有时假装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向后发射弓箭射击追击者，杀死其人员和马匹，就像他们进行面对面战斗似的”。为了对付这种与安息人极其相象的战术，拜占庭条令中规定，始终是在骑兵附近配有徒步弓箭手，绝不在翼侧或后方没有掩护的情况作战，绝不允许分散部队。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中，罗曼努斯皇帝将其所有步兵用于围攻另一个地方；此外，他还违反了来自于与轻型骑兵长期作战经验的规范中的其他条款。[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伦敦，1981年版)，第125页。]



　　拜占庭人所面对的土耳其苏丹是一位聪明而果断的对手，他名叫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英勇雄狮”。但是，他曾三次败在拜占庭人手下，其中两次是败在罗曼努斯手下，对拜占庭的军事威力出名地尊重，同时也表现出他狐狸一样的狡猾。



　　在两位统治者进行了一次谈判之后，具有攻击性的罗曼努斯向土耳其人开战。他把全副盔甲的骑兵军队排列成一条宽大的战线，并以强大的后卫作支持。土耳其人后撤，其负载较轻的马匹可以轻易地保持与敌人的距离。但是，他们攻击拜占庭人的翼侧，以如雨之箭射击拜占庭骑兵。弓箭对身着盔甲的骑兵的杀伤无疑较小，但战马却损失较大，许多骑兵失去了他们的坐骑。一些拜占庭骑兵也有弓箭，但这些士兵不再像前几个世纪的骑兵那样具有射箭的技能。因此，土耳其人击败他们并没有什么困难。拜占庭的部队集团是良好的目标；运动中的土耳其人却不易捕捉。位于翼侧的士兵们“被土耳其人反复袭击，被迫追击敌人的弓箭手，因为若不如此，敌人的弓箭手就会从远处射箭，射杀他们的马匹。但是轻率的追击使他们陷入敌人的埋伏”。与此同时，皇帝还继续向前机动其部队，抵近持续后撤的敌人，直至“黎明之际，使他大吃一惊”。[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90页。]



　　当皇帝想要其军队利用夜暗撤回营地时，两翼的部队没有理解返回的信号，于是军队陷入混乱。罗曼努斯位于中央，与两翼分割开来。当他再次向前运动时，其后卫却继续向营地返回，这使他困惑不解。土耳其人以乘马飞驰的弓箭手返转回来，攻击并包围了分裂的军队，向毫无组织的盔甲骑兵射箭。“人叫马嘶、汗如雨下、惊恐不堪、烟尘遮天，就像是一场地震。不少土耳其人成群地在我们四周驰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速度、决心和力量，在逃跑中寻找安全。敌人追逐他们，一些人被杀死，一些人被俘虏，而其他人则被践踏在马蹄之下。其景象悲惨可怕，超过了任何哀痛和悲伤。”除了后卫，其余部队实际上全部被土耳其人杀死或俘虏。拜占庭职业军队之花被摧残了。[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91页。]



　　这次会战显示了拜占庭人早已熟知的东西，重型骑兵无力对付轻型骑兵。这一认识是其条令规定必须使轻型步兵与骑兵在一起的基础。轻型骑兵在机动能力上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种适当的优势就使其能够避免战斗而又同时使用弓箭。就像使用标枪的希腊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曾经避免与重型步兵进行突击战斗，而又以投射武器杀伤他们一样，土耳其人的乘马弓箭手击败了拜占庭的重型骑兵。



　　皇帝在曼奇刻尔特被俘，对拜占庭的内战起了重要作用。内战立即爆发了，从而加剧了帝国军事力量的衰落。于是，土耳其人突然从小亚细亚的袭击者变为征服者。但是，穆斯林土耳其人怎能占领一个人口稠密、组织严密、国土为意大利两倍，而且具有抵抗异教徒统治本性的基督教徒的领土呢？



　　土耳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已经使出了确保小亚细亚的基督教徒默认的手段。一位目击者描述了拜占庭城市落入土耳其袭击者手中的情景：“军队进入城市，屠杀当地居民，掠夺和焚烧城市，留下一片废墟，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则沦为囚徒。”这位目击者继续写道：“我想进入城市亲眼看一看。我试图找到一条不是遍布尸体的街道，但那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基督教徒，如此描述了另一座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的城市：“就像饥饿的狗，异教徒成群地扑向我们的城市，包围了它，突入进来，屠杀人民，像田野中割草者一样将一切割倒，使城市变为荒漠。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地焚烧那些隐藏在房屋和教堂中的人们。”同一作者写道：“抬眼望去，你可以看到你们的儿子们沦为奴隶，你们的儿童被毫无怜悯之情地摔死在石头上，你们的年轻人在烈焰中烧死，你们尊贵的古物被抛弃在大庭广众之下，你们那些亭亭玉立、娇生惯养的姑娘们被玷污，光脚走进奴隶的队伍。”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是聪明地想要恐吓小亚细亚剩下的居民的话，那么这位作者的描述可真是一份绝好的宣传材料。[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28、134页。]



　　如果这种无情而又彻底的恐怖统治毫无希望地继续下去，那么这种统治可以代替政治纲领。实践证明，破坏和灭绝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土耳其人在此后的10年里获得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利用恐怖手段压倒了所有的普通抵抗者。虽然拜占庭帝国又继续存在了将近4个世纪，但它的军事力量衰落了，而且也停止了对希腊和罗马战争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欧在其战术前景和战略要求方面经历了重要的变化。




马镫增强了骑兵的效能




　　公元8世纪初期，来自非洲的穆斯林人推翻了虚弱的西班牙人的哥特王朝，开始了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期。在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向法兰克人王国推进的过程中，穆斯林扩展其疆土的企图失败了。公元732年，在图尔，穆斯林的突击骑兵在与法兰克人由步兵和下马骑兵组成的合成部队的交战中失利，从而使其企图失败。这次会战是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一系列袭击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基督教的西班牙黯然失色，法兰克王国的力量和规模同步增长，使得法兰克人在基督教的西部罗马居于支配力量的地位。到公元800年，教皇册封他们的国王查理大帝为西部的皇帝，而其疆土除了包括法兰西，还包括当今德意志的大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因此，法兰克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对西欧产生了深远而长期的影响。



　　法兰克人认识到，地方分权的职业士兵体系是基于封建主义的新型军队。封建制度分散了政治权力，基本把握在那些世袭的领主手中。这些领主统治各地，并负责国王的军事部队。在实践中，这种军队体系中包含了很高比例的基本没有训练和装备极差的民兵，以及一定数量的装备较好并在许多情况下是技能熟练的步兵和骑兵。在进行远距离战役时，国王仅召唤那些装备较好并能胜任的兵员，也就是那些职业军人，民兵仅仅用于抵抗入侵。



　　无论是徒步还是乘马的法兰克人以钢盔和铠甲保护自己。徒步士兵携带一枝6英尺长的长矛和一把短剑。国王的规定要求所有步兵和所有的盔甲骑兵都要有弓和12枝箭矢，特别是，甚至那些装备极差的大多数士兵，即使没有盾牌和短剑，也都有弓箭(弓箭对于法兰克人来说历来属于外来武器)。这反映在国王与阿瓦尔人的战役中。阿瓦尔人居住在当今匈牙利一带，主要依靠乘马弓箭手作战。国王的规定是想在法兰克人中培养大批弓箭手，这种意图实际上是失败的，但它显示了面对与拜占庭人所面临的相同的战术问题所作出的相同反应。



　　与此相反，历代法兰克统治者把重点放在骑兵上却有效得多。由于来自多林国家，所以法兰克人传统上以步兵为主，但是他们开始乘马，尽管最初是下马战斗。然而，与来自东方的乘马的阿瓦尔人和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战斗，使骑兵变为基本战斗力量。就像罗马人增强骑兵，而拜占庭人曾经侧重以骑兵对付袭击者一样，法兰克人步其后尘，在他们的混合武器系统中也偏重骑兵。所不同的是，一项重大革新使得法兰克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拥有杰出重型骑兵的民族。



　　8世纪初期，马镫在西欧变为可用之物。虽然马镫不知起源于何处，但很快就在西方世界普及。它显而易见的实用性，使其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有了马镫，骑手可以免除最大的伤害——从马上跌下来。在战斗中，由于马鞍和马镫确保骑手与其战马结合为一个整体，他可以用手擎矛枪去冲锋，把马的全部动能施加在目标身上；他可以用短剑去砍劈，而不必担心一旦砍空从马上跌下来；以在马镫上站立的方法，他甚至可以提高自己的高度，凌驾于对手之上。此外，这一革新使得普通的骑手也能有上乘表现，并大大增强了最佳重型骑兵的效能。



　　马镫，这样一个在理论上如此简单的技术，对陆战产生了自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和筑垒、攻城器械出现以来最重要的革新作用。骑马取代了两轮战车，大象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钢代替了铁，就像当初铁取代了青铜一样，这两者都曾为其拥有者提供了改进武器的优势。这些变化就像改进弓箭一样，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不说是基本方式的话)对战争产生影响。马镫使重型骑兵的效能提高，其影响比上述任何一种变化的影响都重要，因为它打破了四种武器系统之间的平衡。实践证明，这一变化特别显著，因为正是它的到来，使西欧不再拥有任何职业重型步兵，甚至任何像希腊和罗马那类城市民兵。突击骑兵在对付未经训练的重型步兵时胜算较大，而马镫则明显地增大了获胜的把握。



　　法兰克人因其拥有马镫的重型骑兵而使其冲锋不可抵挡，一时名声大噪，其方法扩散到整个基督教西欧。在遇到这类骑兵之后，拜占庭人的结论是：“法兰克人的携带阔刀、矛枪和盾牌之骑兵的冲锋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最好的方法是拒绝与其进行胶着近战，直至你拥有了一切机会。”但是，拜占庭条令继续写道，最好的战略应是“延长战役，将他们引至山区和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忽视军需供应；当他们的储备耗尽之日，也就是他们的活力失去之时。他们会因饥饿和干渴而失去耐心，而饥渴交迫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大失水准，设法偷逃回家。”在对比了法兰克军队后勤方面的弱点与其可怕的骑兵的战术强点之后，拜占庭人得出结论，后勤战略是比战斗战略更容易达成胜利的路线。“所以，总而言之，通过小规模冲突、在荒芜之地延长作战时间、切断其补给线的方法消耗法兰克人，要比通过一次冲锋将其歼灭的企图更容易实现，而且代价也小。”[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04-205页。]



　　法兰克人对骑兵的改进，主要是在9世纪初完成的。实践证明其确实幸运，因为这个帝国及其后继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比阿瓦尔人和穆斯林严峻得多的挑战。




西欧与袭击者的斗争




　　正当罗马人不得不对付蛮族人时，法兰克王朝也在做同样的事，并且不久它就土崩瓦解了。公元9世纪，由当今丹麦和挪威乘船而来的维京人(Viking)袭击欧洲海岸，也包括英国海岸。就像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所面对的许多袭击者那样，这些袭击者都有基本的经济动机。公元10世纪，相似的动机推动居住在现在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袭击了德意志和意大利。



　　维京人都是天生的航海家，他们乘船来到被袭击的国家。这种船是没有甲板的小船，通常只有一张大帆，不过这些船只主要依靠其50-100名战斗士兵担当划手推进。袭击的收益巨大，以致袭击成为维京人社会的主要职业。对海洋的控制及其驾驶小船靠岸的能力，使得维京人对登陆点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因此，他们没必要采取措施避开对手的力量，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轻而易举地实施袭击战略，寻找对方防守薄弱的战利品。而且，实践证明，当他们离开船只在内地进军时并不脆弱。



　　虽然一开始没有盔甲，但维京人却创造了凶猛的重型步兵。其著名之处在于他们用双手使用柄长6英尺的重斧，只要一击便可砍透对手的盾牌和头盔。他们每人还都携带一面盾牌、一把短剑、一支标枪，尽管通常进行近战，但都携带一张硬弓，而且全是使用弓箭的行家里手。作为士兵，他们是可怕的；作为水手，他们是熟练的。因此他们在沿岸城市进行抢劫，不久就沿河而上，深入内地进行劫掠。这些抢劫团伙利用战利品中的装备，不久就用其中的头盔、铠甲武装了自己，完成了他们重型步兵的配备和全套装备，以此去对付仍然进行软弱抵抗的当地政权，削弱并与西欧君主国家进行战争。



　　袭击是如此成功，以致一些团伙在离岸的岛屿上一直待到冬天，不久就离开他们的船只，开始从海岸或河流向内地进军，实施袭击。当他们外出时，要烧毁其船只非常容易，因此，他们在船只靠岸处修建围栅，并派兵防守。为了实施内地袭击，他们在登陆点附近寻找并占用马匹，这样就能够乘马实施抢劫袭击了。但是，在遇到抵抗时，他们则下马战斗。于是，他们变成了乘马的步兵，并具有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然而在战斗中却具有重型步兵的优势，当然也包括劣势。到公元9世纪中叶，维京人的袭击已经摧毁了德意志和法国海岸的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征募的未经训练、装备极差并且常常没有盔甲的突击步兵在对付维京人时很少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变成装备精良、技能熟练的职业士兵和袭击者了。



　　与袭击者战斗成为非常困难的战略问题。由于他们没必要事先确定任何特定的目标，因此可以利用防御者的撤退能力，并在他们发现的任何方便时机实施入侵。目标的不明确性赋予袭击者无可匹敌的机会，用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将防御者实施战术防御的能力降至最小。此外，由于袭击者依靠撤退，所以他们相反却拥有了通常防御者的属性，并可利用这种防御者才具有的战略能力。因此，进攻性的袭击战略在对付持久性防御战略时要更强一些。



　　由于在遇到如此强有力的威胁时，毫无疑问要保护每一个可能的登陆点，所以纵深防御成为惟一合理的战略。法兰克人业已存在的重型骑兵经过培训并由于有了马镫而得到了增强。虽然乘马的维京人具有与重型骑兵相同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偷抢来的乡下驽马不具备法兰克骑兵精选马匹的速度和耐力，而且他们的战利品常常大大降低了维京人的运动速度。不过，防御者面对的战术问题与战略问题一样多，因为当骑兵抓住袭击者时，维京人就下马了。



　　即使他们具有骑兵的能力，维京人可能也喜欢下马战斗。骑兵在防御方面是软弱的，而且只有在与进攻者的力量相当时才能实施反冲击。但是，下马战斗，重型骑兵就变为重型步兵。早先纳尔塞斯曾在两种场合以这种方法增强他的重型步兵，而且法兰克人也曾在图尔运用这种部署对付穆斯林。因此，维京人下马，使其乘马的步兵变为重型步兵，从而使其与重型骑兵相比，仍具有防御的优越性。为了保护自己，维京人实施防御总是要选择一个有利阵地，比如小山上或溪流后，甚至是村庄或教堂里。法兰克人无法使用弓箭术，因为他们在发展其弓箭手方面是失败的，而维京人从任何方面来说却都是优秀的弓箭手。当骑兵追赶上袭击者时，这种会战经常包括重型步兵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虽然维京人缺乏训练，但他们通常获胜，因为他们是职业战士，习惯于共同战斗。



　　当然，维京人偶尔也会受挫，就像公元891年在卢万那样。在卢万，维京人在一条河流的拐弯处建立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营地。他们在营地四周挖掘了壕沟，筑起了高堤，堤的顶部还布设了栅栏。但是当时的德意志国王阿努尔夫到达后，即令骑兵下马，徒步进攻。他率领部队抵近筑垒地域，这位勇敢的国王与其武士们一起用短剑砍断木栅，将维京人赶下河去，使其许多人淹死河中。



　　因此，徒步战斗常常能够比乘马具有更好的进攻能力。维京人仍来抢劫，但没有赢得会战。不仅是因为会战使其主要目标难以达成，而且是因为哪怕跟踪其行军的一支小骑兵部队，也会通过制止其抢劫，消灭散兵游勇，阻碍其通过诸如桥梁、浅滩等地点影响其前进的方法，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筑城计划以及实施纵深防御的一些其他因素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对筑垒城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类似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胜利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对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抵抗了汉尼拔，而且对他们巩固帝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和德意志沿海地区，即使是一些小城市，也筑城成风，民兵虽然野战不行，但可以防御城市。此外，当地一些达官显贵在乡下筑起一些防御要点，垒起围墙，用于作为当地人民及其细软财物的避难所。虽然这些只是早期的城堡的一些例子，但它们就像新的城墙一样，由壕沟和设有栅栏的土堤组成，确实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维京人尽管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很在行，但他们一开始对攻城器械一无所知，再说，他们也不是来攻城的。由于无法进城，所以他们在久经掠夺的乡下所获甚少，尤其是当人民携带牲口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躲进城堡的避难所时，更是如此。



　　这样，袭击难以获得较好的收益了，而持续地与骑兵发生冲突则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危险。此外，在过冬以及后来在海岸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维京人建立了基地，以对付敌人对其袭击的遏制。当定居的维京人实施袭击掠夺时，法兰克人则以反袭击进行报复。这种反袭击具有吓阻维京人未来袭击的政治目的。最后，在公元911年，一位维京人首领从国王手中接受了法兰西的一部分——诺曼底，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以封建领主的身份效忠国王，并保证放弃袭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产生了效果，诺曼底的维京人定居者逐渐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成为法国人，并为法兰西武器系统中增加了重型骑兵[投笔从戎注：疑为“增加了重型步兵”]。



　　在抵抗维京人袭击的过程中，英国人基本采取了同样的防御。为使筑垒达到同样好的效果，他们常常使用大量泥土和木材制做围墙，这样可以庇护许多人口和牲畜。作为维京人一个多重型步兵少重型骑兵的大陆对手，他们主要利用了维京人只是暂时让最好的士兵乘马追击，以提高袭击者的速度，但战斗时仍然徒步的特点。然而不久，英国人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袭击者了，因为由丹麦人统领的维京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采取了持久征服战略。



　　英国人未能阻止丹麦人进军的大潮，直至丢掉了英格兰的半壁江山。入侵者控制了当地的政府，并在占领地区移居了大量人口。但是，英国人在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领导下联合了起来。阿尔弗烈德大帝建立了一支海军，在海上对维京人形成了威胁，从而制止了丹麦人的进军。英国人立即在阿尔弗烈德的儿子、拥有耐性和洞察力的国王大爱德华的领导下转入了进攻。大爱德华在其同样具有能力的妹妹的帮助下，实施了一场长达20年的持久战，以对付其不团结的对手。



　　爱德华继续依靠其父亲留下的巨大的土木城墙围起来的筑垒地域(每个面积达20公顷或以上)，利用其中较大的要塞为进攻服务，用于作为进攻部队的庇护所。这在某些方面像罗马人的方式。在执行持久性战略，并在所征服的国土上进行筑垒之后，他开始稳步地征服丹麦人占领的英格兰，直至确保所有的前征服者全部投降。爱德华国王采取了这样一种政治计划，也就是既不打扰丹麦移民已经占据的土地，也不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夺回当地的管辖权，从而使得让前征服者归顺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这种持久的反攻使英国人比法兰西国王所采取的类似政治解决措施得到的更多，因为法国只是让诺曼底成为维京人定居者的封建领地，而英国人则使丹麦人可靠地置于相对集中的英国皇权统治之下。



　　对现今德意志境内的居民来说，马扎尔人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就像他们在匈牙利境内所取代的阿瓦尔人一样，他们都是来自草原的轻型骑兵。虽然早在公元910年他们就曾显示过击败德意志人重型骑兵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征服，而是广泛分散抢劫，依靠其速度优势避免与德意志人接触。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们：“他们不是以一个集群行动，而是分散为小的团伙，由于在该地域没有基督教徒的军队，所以他们破坏农田和村庄，破坏之后便付之一炬。他们总是迅速出现，抓住毫无准备的居民。经常是，他们以100人或更小的规模，突然从树林中疾驰而出，扑向牺牲品：只有烟雾和被烈火照红的夜空才显示出他们的部队位于何处。”公元954年发生的最大一次袭击展示了这种袭击的特点以及马扎尔人作战的规模。进入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之后，他们向西一路抢劫，直至穿过莱茵河的入海口。他们横穿法兰西进入意大利，又穿过意大利北部，返回匈牙利。由于没有任何基地，所以袭击者可以向任何方向机动，并且没有必要沿来路返回。这种目标和撤退路线的模糊性，以及主要以撤退对付追击的做法，使得袭击者比实施持久性防御具有进攻优势。[注：奥曼，《战争艺术》，第2卷，第118-119页。]



　　如果德意志重型骑兵能够追上马扎尔人骑马弓箭手的话，那么德意志人照样会面对拜占庭人后来在曼奇刻尔特迫使维京人[投笔从戎注：应为塞尔柱土耳其人]交战时所遇到的同样战术问题。因为重型骑兵与重型步兵或轻型骑兵作战时，是一种效能较低的武器系统。不过，尽管用驮载牲口而不是用车运载战利品降低了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速度，但是他们第一流的机动能力意味着战斗很少发生。



　　只有少数马扎尔人对他们的袭击采取防护措施，使其免受维京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德意志人运用以重型骑兵追击和彻底的筑垒措施为手段的纵深防御战略，其中一位皇帝曾获得“建筑工”的雅号。以高墙围城，以筑垒和重兵把守避难之地，德意志人有效地减少了袭击者的收获，使得马扎尔人的袭击次数减少但规模增大。公元955年，一支庞大的马扎尔人袭击部队围攻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奥托以8000重型骑兵从东方向他们接近。马扎尔人越过累赫河进行战斗，将自己的部队配置在帝国部队和河流之间。马扎尔人以一个世纪之后在曼奇刻尔特土耳其人的那种方式作战，他们在正面边撤退，边从翼侧和后方向皇帝的重型骑兵射出如蝗的箭雨。但是德意志人并没有分散，而是坚守，并以一些重型骑兵实施了一次突然的翼侧冲锋，将敌人的翼侧部队赶向奥托战线正面的敌军主力。接着，皇帝命令全线发起冲锋，把马扎尔人赶回河边。在那里，重型骑兵杀死了许多马扎尔人，而更多的人则在企图渡河逃走时淹死在河中。这次噩梦般的惨重失败，使马扎尔人结束了早已被筑垒地域限制的袭击。当背靠障碍地形时，轻型骑兵与重型骑兵对阵没有获胜的机会。在马拉松会战中，波斯人的轻型骑兵[投笔从戎注：应为轻型步兵]也曾在相似的条件下与希腊人的重型步兵对阵。



　　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对付袭击者所运用的战略与罗马人、拜占庭人所用的战略大同小异；与费边和其他罗马人在对付汉尼拔的斗争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重大区别。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在人口中心区筑垒，控制交通线，同时袭击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限制其行动，无论是对付掠夺战利品的维京人，还是对付搜寻粮草的汉尼拔士兵，都是如此。此种战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对付叛乱者的斗争中，以及罗马人在巩固其欧洲新征服地区过程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根本区别，不列颠的大量城堡就是证明。袭击者或游击队主要依靠规避行动的能力，尽管如此，在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实践中，他们也可以指望有更多的机会赢得会战。这些袭击者虽然是由确保战利品的经济动机驱动，而不是追求政治或军事目标，但就像其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所遵循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即避免战斗，通过进攻敌人的后勤基地打击敌人的军队。



　　罗马人对付汉尼拔的战役虽然与对付维京人有所不同，但其战略却相像或基本相同。费边及运用其战略的人利用其避战能力，而某些西欧重型骑兵却常常败给维京人，可能会引起许多思索。但是，除了这种例外，罗马人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与用于对付维京人、马扎尔人、蛮族人、阿拉伯人的袭击者以及大夏和粟特游击队的战略，都是相同的。对于基本相同的战略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统帅也都是运用几乎相同的办法去解决。




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合成军队




　　虽然地方分权的中世纪军队既缺乏马其顿和罗马军队的后勤组织，也缺乏军队集中保持在一地而带来的训练和协同上的好处，但是，黑斯廷斯战役和会战展示了技能熟练的中世纪战役把战略与战术融合为一体的很高水平。在没有古代世界现成的军事经验和方法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中世纪的统帅们仍展示出，他们能够紧紧抓住那些使古代最佳指挥官们充满生机活力的相同的基本因素。



　　在摆脱了丹麦人统治(自阿尔弗烈德大帝和大爱德华击败最初的侵略者算起，这一时期共延续了一个世纪)之后仅数年，英格兰又迎来了征服时期。公元1066年初，国王爱德华之死引起了继承人危机：两位外国人都想夺取王位，一位是挪威国王，宣称丹麦人要求王位；另一位则是最后一任国王的堂兄弟，诺曼底的威廉公爵。英国人自己则没有选择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最近的亲属——一个孩子——而选择了他的小舅子，强有力的厄尔·哈罗德。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一直控制着虔诚的国王，实际上对国家行使统治权。果断而能干的哈罗德似乎是对付那些对王位提出要求的外国人的最佳人选。在两位外国人中，威廉公爵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好像更具威胁性。哈罗德国王的军事和政治经验是其智慧和勇气的很好补充，但是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却是他所要面对的一个可怕对手。这位一表人材却非常粗野的公爵不到40岁，已经在几次战役中获得了勇士的威名，其中包括两次对付法兰西国王的战役。



　　雄心勃勃而又坚决的威廉迅速准备好了一次支持其王位要求的战役。他集中了强大的军队。但集中这些军队并非因为他对领地内军事资源的控制，或雇佣了大量的雇佣兵，而主要是因为他向诸侯王以及其他许多人许诺，一旦他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如愿以偿，将给他们以巨大奖赏。许多人之所以带兵加入他的军队，就是出于对可能得到奖赏的孤注一掷。为了达成目标，威廉在建立成功酬金的基础上，成为一些雇佣兵的雇主；而其他许多随他而来的，是那些企图投机的人。威廉把春天和初夏全部用于集中他的军队，在靠近英格兰的法国海岸准备运输船队。



　　哈罗德国王于6月向海上派出其强大的英国舰队，并在英格兰南部集中了他的2000名皇家卫队或正规军。他已经做好全国动员的准备。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面对波斯人海上入侵时一样，哈罗德不知道威廉将在何处登陆。但是，由于他的舰队位于海上，所以使威廉公爵的运输船队将冒着暴露在英国军舰攻击面前的风险。



　　然而，恶劣天气使得威廉的军队无法在8月初航渡。此时，恰好在哈罗德的军舰必须进港补充、维修之时，他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威胁——北方挪威国王的入侵。由于对此威胁早已了然于心，所以果断的哈罗德立即决定，冒着诺曼人可能登陆的威胁，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率皇家卫队北上，抵抗挪威人的入侵。哈罗德表现出超凡的能力。他于公元1066年9月16日离开伦敦，行军200英里北上约克，于24日抵达那里。即使对于乘马部队在罗马人修建的古旧道路上行军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卓越的进军。第二天，他将他的皇家卫队与动员的北方部队会合一处，发起了一场突然进攻，在斯坦福桥击败了挪威军队，在战斗中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并迫使他们返回挪威。



　　当哈罗德在北方进行战役时，天气放晴了。在没有英国舰队的情况下，威廉于9月28日，也就是哈罗德北方大捷之后3天，毫无困难地率其军队在英格兰东南海岸登陆；而此时，国王正在约克休整他的军队，欢庆所取得的胜利。由于同时进军是对付内线作战战略优势的“解药”，而挪威人入侵与天气放晴的偶然巧合，恰好使威廉获得了掌握主动权的时机。



　　但是，威廉既没有试图进军，去夺取50英里之外的伦敦；也没有利用哈罗德不在的机会采取其他行动。毫无疑问，聪明的公爵感到在海岸附近作战会使他更舒服一些，因为他曾经希望在那里进行会战，当然也希望停留在他的船队附近，可以不必冒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他已经建立起筑垒地域，保护他的登陆场。他可能已经精确地算计过，伤亡大和被俘多的可能性要大于立即进军以获得王位的可能性。而在海岸附近，更有利于确保其领地，虽然成为国王的可能性或许要小些。



　　当哈罗德得知威廉登陆的消息后，便命令全国总动员，并迅速南下，于9天之内到达了伦敦。他当然希望从北方和西方赶来的军队全部到达并与其会合之后再去对付威廉，但是，威廉在英格兰东南部乡下的系统性破坏迫使他立即行动。由于当前登基和登基资格受到了威胁，所以哈罗德一旦行动迟缓，就难以保护他自己和臣民。迫使对方战斗的战略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在古希腊同样有效，因此，哈罗德仅率其皇家卫队和南方过来的重型步兵向威廉的登陆地点进军。10月13日傍晚，他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距离威廉的登陆点约8英里的一座小山上。



　　哈罗德将其重型步兵部队在沿小山的一处有利阵地列阵，以山势的陡峭掩护翼侧。他的军队的数量大约在5000-11000人。其一开始人数在2000人的皇家卫队在与挪威人的战斗中已经有了一些伤亡，但是仍然是哈罗德军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其他部队由“大乡绅”[译者注：指因服兵役等而受赐封地的贵族]组成，是最近动员的职业军事人员，他们负有对国王的军事义务。除装备了头盔和铠甲的“大乡绅”以外，哈罗德还有一些未经训练的民兵。这些民兵的装备五花八门，其中一些人没有任何盔甲，少数人仅有农业工具作武器。毫无疑问，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士兵站在前列；国王位于小山的制高点，在那里他可以通览其战线全局。



　　威廉公爵必须迅速发起进攻，因为哈罗德的部队每天都会增加，而且增加的不仅是民兵，还有更多的可怕的“大乡绅”。他们骑马加入哈罗德的部队，却徒步进行战斗。威廉于早晨向敌人的阵地进军，分为三个相似的师[glight注：本章中那些“师”翻译成“分队”或“分遣队”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每个师由三线队形组成，一线位于另一线的后方。公爵在第一线部署的是弓箭手；第二线是装备长矛和短剑，全副武装的重型步兵；第三线则是重型骑兵，以其冲锋的力量而著名。公爵计划以轻型和重型步兵在英国人的步兵队形中打开缺口，为骑兵突破创造条件。威廉部队的所有人员均是职业武士。不过，公爵的军队不得不以正面进攻攻击对敌人非常有利的阵地。



　　威廉以弓箭手前进开始会战。由于哈罗德部队中的弓箭手很少，所以这些弓箭手可以在受威胁相对较小的条件下发射弓箭。面对密如冰雹的弓箭射击，英国人的战线始终毫不动摇。而在与此相似的条件下，斯巴达人就会向那些向他们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发起冲锋。但是，威廉将强大的重型骑兵紧紧地掌握在手中，哈罗德的部队感到他们不应打乱阵形。接着，当威廉的弓箭手接近英国人一动不动的盾墙时，哈罗德的部队以混合投射武器向其射击，投射的包括标枪、斧子和锤子。这种锤子用石头制作，并安装有柄。公爵的弓箭手们退了回来。尽管他们不得不仰角向手持盾牌的敌人射击，但还是给英国人造成了一些伤亡。威廉以重型步兵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但是正如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并没有造成占据有利态势和削弱英国人战线的印象。接着，重型骑兵又实施冲锋，当骑兵试图在对方的步兵中打开缺口时，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诺曼人发现，英国人仍然使用维京人老式的长柄重斧(柄长达6英尺)。这种重斧一次砍击就能将马匹砍倒，因而使诺曼人的骑兵大受震动。当英国人的步兵击败威廉的骑兵之后，诺曼人左翼师的骑兵和重型步兵锐气顿挫、一片混乱地败退下去，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战场。也许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英国步兵如汹涌的潮水一般冲下山来，追击诺曼人。机警的威廉公爵则立即从他中央的位置率领中央师的骑兵攻击离开小山的英国人。厉害的诺曼骑兵迅速而容易地切断了离开阵地、没有队形的英国步兵。只有少数英国步兵逃回山上的阵地。虽然哈罗德已因箭伤损失了一些人，因为追击未受创伤的敌军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但国王的军队仍是停留在黑斯廷斯附近山顶上的一个不动目标。



　　要么是出于偶然，要么就是公爵希望模拟战斗，威廉的骑兵再次进攻又再次撤退；而英国步兵则再次犯下了追击撤退之敌的错误，而威廉也再次指挥其骑兵向敌人的翼侧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一块。英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哈罗德的军队仍然留在山上。威廉派出弓箭手射击英国人，接着指挥全军发动了进攻。他不断转换采用弓箭射击和突击进攻两种方式，给英国人这支被动接受两种形式打击的军队既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挫伤了士气。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描述了这一段战斗：“一边是以连续的运动和不停的冲锋来达到目的，另一边则除了站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被动忍受之外什么也不做。诺曼人的弓箭和短剑发挥了作用；而英国人队伍中仅有的动作就是倒下去死亡；活着的人仍然纹丝不动。”最后，一支箭射中了哈罗德的眼睛，造成致命伤，于是英国军队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全部耗尽，在对方的下一次冲锋来临之际彻底垮掉了，利用黄昏撤进了森林。[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164页。]



　　威廉公爵开始收获一系列胜利的果实了。首先，他沿海岸南下，夺取了重要的港口多佛尔，更好地确保了与诺曼底交通线的安全。接着，由于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得到王国领导人的屈服，他便向伦敦进军，将其军队分散为2-3条路线，到人烟稀少的中世纪乡村搜寻充足的补给。但是，伦敦仍然拒绝归顺哈罗德的征服者。



　　威廉并没有进攻或试图围攻这个庞大的筑垒城市，而是实施了一场夸示性袭击。他将军队分散开来，在首都周围广泛机动，破坏城市补给，同时补充自己的人员和马匹。这样，他再次施加了政治压力，并展示了他的控制权。其中，他占领了王国的教会中心坎特伯雷，接受了拥有传统政治重要性的城市温切斯特的屈服。



　　各个城市和城堡的有条件投降以及黑斯廷斯胜利者的破坏性进军，向集中于伦敦的英国领导人昭示，在英国南部进行抵抗是无用的，特别是哈罗德之死使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当威廉公爵横扫了2/3在这个国家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中心时，伦敦终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表示城市屈服，并拥护他登基。



　　作为一位统帅，威廉登上王位当之无愧。在战斗中，三匹马在他的胯下倒下。他成功地将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的性质合成起来。他运用弓箭手进攻英国人的重型步兵，而毫不畏惧英国人会向其冲锋，将他们赶出战场。当英国人确实打乱队伍时，其结果展示了有镫稳定的重型骑兵对非列队步兵的决定性优势。通过巧妙运用这些能力不同的武器系统，公爵彻底赢得了理所当然的战术胜利。这一胜利是在他对指挥和后勤、精明的战略以及对夺取王位的政治宣言等因素的卓越组织能力的支持下取得的。他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征服，有效地统治英格兰，这是对其军事冒险活动的慷慨回报。他表现出一位战略大师的战术技能水准，就像亚历山大对付大流士一样，成功地运用了持久性战斗战略。



　　尽管已经接管了国家中央政权，具有继任爱德华国王出任国王的合法性，而且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但为了实施对英格兰的基本军事占领，征服者威廉仍不得不与一些反对其统治的行为作斗争。不过，对说法语的外国人的反对因其士兵的抢掠行为而加剧了，从而引起了此后三年的叛乱。



　　威廉镇压了每一次叛乱，并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建筑要塞。这一点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以及罗马人在不列颠等地所做的一样。他引进了法兰西城堡。这种城堡与阿尔弗烈德和大爱德华那种以泥土、木材所建的围栏城堡相似，只是要小得多。这些城堡由一个小土包围以壕沟组成(挖沟取土堆包)，通常建在能够控制城市、道路交叉口、河流汇合点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比较低的土包上，建筑者通常竖起木栅或建起塔楼，这种建筑物一般附有椭圆形的木制围栏，而且通常不是围绕土包，而是在壕沟后面的低岸形成一个附属的环。木栅围绕的地域为驻军及其马匹提供了一个生活区，但是整个结构只需要相对较少的驻军。由于能够利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快速建成许多这种建筑，所以它提供了对付进攻者的有力防御，因为这些进攻者在攻城器械方面通常没有多少经验。这样，此种简陋的城堡提供了一个作战基地，控制其附近的乡村，并为征服者们提供了一个遇到麻烦时的避难所。



　　虽然威廉保留了英国人的机构，总体上试图以这种统治安抚被征服者，但是在1069年镇压第三次叛乱时，他破坏了北部数千平方英里的地区。这种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计划两手同时使用的方法，使得许多人饿死，而更多的人则逃亡他乡。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减少得是如此之多，以致15年之后这一地区仍有许多荒地。



　　这种持续的叛乱结束了威廉试图依靠国家贵族的努力，他将英国土地和管辖权交给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诺曼底人，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战斗人员随时听从召唤。这支军队的骨干包括至少4000名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通常作为重型骑兵乘马战斗，但也可以像在黑斯廷斯战斗的英国皇家卫队和“大乡绅”那样卓有成效地进行徒步战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城堡防御了入侵者入侵国家，并使得威廉能够控制土地，使英国人逐渐顺从他的统治。这样，新国王综合运用了以往各种成功的措施：政治安抚、控制交通线、筑垒和在乡下驻军以及忍耐和果断。




进攻和防御要塞




　　威廉的法国式城堡与曾经风行欧洲的城堡模式大同小异。因为进攻者必须首先攻击比较薄弱的木栅，而木栅的倒塌将不会影响土包上建筑的防御强度，所以，这种达到一定水平的城堡雏形使连续防线的原则具体化了。但是，这种简单的设计不便于发挥翼侧火力。于11世纪开始取代木制城堡的石制城堡，使这两项基本原则都得到了运用，同时也坚持了木制城堡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是中间一个坚固的石制塔楼，周围以石头围墙环绕，围墙上建有一些较小的塔楼，用于发挥翼侧火力；而在一些更精致的城堡中，会建筑两道完全同心的围墙，这就意味着建构了三道抵抗防线——外墙、内墙和主塔楼。城市要塞也开始逐步由木制向石制发展，混合运用了与古代城墙建造的相同原则。城镇通常有一座城堡或要塞，以此作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作为一个要点，统治者从这里可以控制全城。



　　但是早期的诺曼人城堡将几乎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被称为“主楼”或“高楼”的巨大塔楼内。一道外墙围成一个院子，但用于发挥翼侧火力的只有一些比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小角楼，而且它们仅具有附属性质。



　　诺曼人军事工程师喜好将它们的大部分钱用于建设独个的塔楼。这种塔楼很高，内部空间很大，但仅有一条很窄的防御圈。防御者仅需要足够的人力把守城垛，将重物投向任何试图在塔楼墙壁基础上打洞的人即可。增加塔楼的高度，使得不管投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打洞的人都难以承受，而且也能使防御者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



　　有时，城堡建有贝壳形“高楼”——一种中央空间敞口的圆形建筑。这种建筑自然是从早先土包上围着的环形木栅发展而来的，而且常常以此来取代土包，特别是当人造土包的坚固程度可能不足以承受坚固塔楼的重量时，更是如此。典型的诺曼人“高楼”非常坚固，呈正方形，四角上各有一个小塔，并常以长条状拱璧支持每边墙壁的中央。设计者通常将入口放在地面上的一层，上一段楼梯进去，在靠近主建筑的一边建有一处地势稍低的长方形休息处。那时的石匠工艺非常原始，石头很小而灰缝很宽。征服者威廉时代的“高楼”——伦敦塔中的白塔——灰缝是如此之宽，以致保留下来的灰泥比石头还多。城堡的墙在地面上的宽度也不到15英尺，顶部则只有10英尺。当建筑者要把“高楼”扩展为塔楼时，“高楼”只保留最坚固的部分，作为城堡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世纪的统帅运用了除罗马人“艾格”以外的古代所有攻城设施。“艾格”是一种攻城者在弓箭有效射程以外建立的庞大土堆，其高度可瞰制防御者，并逐渐向城墙延伸。一旦完成了这项工程，那么防御者就不得不抵抗具有相当正面的进攻纵队从水平位置甚至是居高临下的猛攻。没有一支中世纪军队能够控制或补充这样一个浩大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



　　直至12世纪初，今人所知的惟一一种炮是利用扭力和张力原理制造的投射机。扭力投石机利用重质木材做框，在靠近前面的地方紧缚一股扭紧的绳索。制造者将一根活动木杠的一端固定在扭紧的绳索之中，而木杠的另一端则吊着一个抛射袋。操作者将吊有抛射袋的一端拉向木框的后部，以增强绳索的扭力，用拉钩固定之后，将石头放置在抛射袋之内。然后，他们解脱拉钩，使活动木杠放石头的一端解脱。扭紧绳索的扭力使木杠成上前曲线运动，其运动速度之快足以将石头按一个很高的射角抛射出去。这种投石机被称为掷石机、射石器或投石器。当然，其抛射的石头重量不一，而且天气也会影响绳索的力度。因此，这种投石机抛射石头的精确度不高，一般只能用于轰击诸如城镇或城堡这类较大的目标。






插图2.1投石机



　　张力型投射机通常被称为弩炮，由一张可用绞盘拉开的大弓构成。它发射弩箭或巨大的羽箭，力量巨大，弹道低伸，精度较好。虽然它不能射穿城墙，但是攻城者和守城者均可用它射击距离较远的小型目标，比如步兵武器有效距离之外的人员等。



　　为了更好地接近敌人，攻城者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防御者在遮蔽物后面发射的抛射物的伤害。屏蔽物既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弓箭；又要比较轻便，以便于运动。攻城者可能会推上一座与防御者等高或者高于防御者的塔楼，将其推进至能够在敌人的城墙上放下吊桥的距离。然后，进攻者便可爬上塔楼，经过吊桥发起攻击。同时，弓箭手或弩箭手则守卫在塔楼顶部，射击防御者。



　　移动塔楼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不仅沉重，而且头重脚轻，因此只能在平坦、水平，尤其要坚硬的地面上向前运动。它必须防火，因此通常以生皮覆盖前部，有时也覆盖两侧。防御者以携带着燃烧麻绳团的箭向其射击。对付它最有效的武器是由张力型投石机发射的大箭。



　　向前运动某种较低的遮蔽物要稍微容易一些。这类遮蔽物能够保护那些对防御者城墙基础实施破坏的人。这些遮蔽物相当长，这样使用者才能比较自由地从它们的后部(不能太靠近城墙)进出。与其长度相比，其宽度很窄，顶部陡峭，这样它们就能抵抗由上面投下来的石头和其他重物。为了具有较大的抗力，其顶非常尖，并有生皮保护，以防止对方的火攻。



　　要么将遮蔽物运动至距城墙几英尺的地方，工兵以破城槌或钻孔器攻击城墙；要么将遮蔽物的头部紧贴城墙，掩护人员以镐头、锤子和橇棍破坏城墙。破城槌和钻孔机都有一根攻城者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木杠，利用铁链将其吊在遮蔽物的横梁上前后摇摆。破城槌有一个宽大而坚固的头(就像真正公羊的前额和羝角)，用其撞击城墙；钻孔机则有一个尖头，试图用其将对方城墙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搞掉。如果城墙不是太厚，或建造得不是太结实，那么破城槌就可通过反复撞击同一点而将城墙撞动、撞裂，最终撞塌。钻孔机与破城槌相比作业速度较慢，但定位却更加有效。






插图2.2破城槌



　　要搞清哪种破城槌能够完成对像威廉伦敦塔那样厚达15英尺的城墙的破击是困难的；要估计钻孔机(比破城槌用得少)在这类城墙上留下痕迹需要多长时间，也同样难以办到。同时，即使防御者不能从上方砸坏或烧毁攻城者的遮蔽物，那么他也可以用一把巨大的钳子抓住破城槌或钻孔机的头，使其不能将撞槌向后拉，因而也就难以再次向前撞击；防御者还可以用绳子吊下一个填满柔软填料的厚垫或袋子，将其覆盖在破城槌或钻孔机撞击点的城墙上，以减轻其破坏力。如果钳子或垫子生效，那么进攻者除了将遮蔽物靠近城墙，以手工工具对城墙的基础进行破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挖地道是进攻者的又一种手段。攻城者在靠近城墙的遮蔽物的位置开始向下挖，然后向城墙下面挖。当地道挖至城墙下面时，挖掘者用木料支撑坑道。当他们判断地道已经挖得足够长、足够大时，他们便烧毁支撑木，使地道垮掉。如果他们的地道空间挖得足够大，那么这一部分城墙便会倒塌，出现缺口。



　　由于无人能够承受攻城所需要的人力，所以城堡很少受到正规的围攻。仅仅从军事工程学优点的角度讲，进攻者最终都会取得胜利，即使防御者能够保持食物和饮水的供应。城堡防御仍然受到军事规律的支配：无论城堡如何坚固，如果受到有效封锁同时又遭到正规的围攻，那么它必然陷落。守军受到持续攻击，其战斗力必然会因伤亡和疲劳而衰减。但是，在实际上，中世纪的城堡很少以此种方式陷落。[注：前述内容已经美国陆军协会的奥利佛.L.斯波尔丁、霍夫曼·尼克松和约翰.W.莱特所著的《战争》(华盛顿特区，1937年版)第312-317页。]



　　公元885-886年，维京人长期围攻巴黎，使其称为一座孤城，从这次围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世纪早期各种已知的攻城器械运用的例子。在运用梯子攀登一个筑垒桥头堡的城墙失败之后，维京人试图运用重量较轻的鹤嘴锄打开石头城墙。但是，从城头倒下的滚油和燃烧的树脂烧毁了遮蔽物，烧伤了作业人员，使得这些人不得不跳入河中。接着，被围攻者又面临地道造成的缺口，他们用投射武器成功地保护了缺口，使维京人无法占领。在防御者强大“火力”的压制下，维京人只得暂时撤退，直至3台破城槌准备好。显然是由于两名维京人工程师被防御者弩炮发射的标枪射穿，所以他们不得不延迟了进攻。恢复进攻之后，他们填平了护城河，将破城槌推上去，开始破坏城墙。但是巴黎人从城上放下横梁，紧紧卡住了巨大的破城槌，使维京人不能把破城槌向后拉，去撞击城墙。防御者最后用扭力投石机发射重磅石头，砸毁了安装破城槌的遮蔽物，从而彻底粉碎了维京人的进攻。



　　维京人除了没用“艾格”和机动塔楼之外，实际上运用了当时的一切攻城器械。他们的失败展示了，即使是中世纪的原始要塞，也具有巨大的防御力量。对攻城者来说，制造饥饿是最有把握的方法，但是维京人却让对方救援部队把补给品运进巴黎。不过，补给问题同样困扰攻城者。实践证明，要持久保障一支攻城部队的补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经常的情况是，由于封建领主部队的服务期是有限的，因此军队集中的时间不足以使防御者耗尽他们的食物储备。在中世纪战争中，城堡和筑垒城镇的力量成为战术和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中世纪战术




　　在11-12世纪，紧随增强要塞之后的是改进重型骑兵的盔甲。改进后的重型骑兵拥有长及膝盖的铠甲，并与圆锥形头盔锁子甲相连，保护头部的侧面和后面以及颈项。头盔与铠甲加在一起，成为一套重达至少30磅的盔甲。在铠甲的下面，骑兵还穿有防护垫，以减轻遭到打击时的冲力。其他的改变包括头盔上安了一个鼻片，只能砍击的长剑，以及一个由木头和皮革制作的风筝形长盾，无论乘马还是步战都能给人员以较好的保护。这全套用具价值相当于一个小型农场。



　　就像12世纪的军队都有基本相同的装备一样，骑兵也都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全副武装的重型骑兵(骑士)都有一匹强健的战马，用以驮载武器装备重量增加了的人。缺少全副装备，比如仅有铠甲和头盔的重型骑兵，被称为军士。军士在战斗中发挥与骑士相同的作用，只是其效能要比骑士稍差，但其费用也较低。



　　12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没有任何轻型骑兵。弓箭手也许会有马匹，但徒步战斗。轻型骑兵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们更多地是发挥战略作用，通常不像在卡雷和曼奇刻尔特会战中所戏剧性展现的那样，利用其潜在的战术能力。



　　大多数轻型步兵使用弓箭，只有少数使用标枪。许多军队以弩箭取代了传统的弓箭。弩由罗马人发明，却被拜占庭人忘却，只在高卢人中幸存了下来，但在11和12世纪终于又时兴起来。弩真正是一门纤小的弩炮，它有一把短小但有力的弓，安装在一个刻有放箭凹槽的弩身上，弩身上装有扣住弓弦的抓钩以及释放抓钩的扳机。弓弩手将弩竖在地上，用脚踏住弓身，以双手回拉弓弦；然后，他插入一支短而重的箭或弩箭，瞄准并扣动扳机。与普通的弓箭相比，弩箭射速较低，造价较高。导致其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其力量强大，而对弩箭手的技能要求较低。这是一个以机械代替人力的例子，弩在瞄准技能和开弓力量的要求上都比较低。要熟练掌握普通弓箭，需要通过训练获得必要的瞄准技能和反复、连续拉满弓弦所需要的臂力。



　　12世纪的重型步兵不像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那样拥有统一的装备。最好的重型步兵(通常是雇佣兵和民兵)装备有头盔、铠甲、短剑和长矛(比长枪更长)。这些重型步兵像弓箭手一样，作为城堡守军以及在进攻或防御城镇、城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都由雇佣兵组成，为报酬而进行全时职业服务。这使得他们不需召唤就能够随时为封建领主履行军事责任。除雇佣兵之外，封建或地方分权体制造就的武器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就很少了。此外，军事系统能够召唤大量装备不全的人员，许多人来时没有铠甲，也没有多少使用武器的技能。实施总动员时，还可以产生一支全部未经训练且缺乏组织的民兵部队，这些部队仅有农具作为武器。



　　与拜占庭的军队相比，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重视重型骑兵反映了对相同战略问题的相同反应。拜占庭军队中更突出弓箭手，是由于他们总是不断地与可怕的轻型骑兵发生冲突。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西欧重型骑兵在防御作战中效能较差，因此他们采取下马战斗的方法，转化为重型步兵。重型骑兵虽然没有受过徒步共同战斗的训练和教练，但是由于其全副武装且具备熟练的武器使用技能，因此他们在抵御配备鞍镫的重型骑兵的冲锋时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像中世纪的重型步兵一样，他们毫无机动能力，并且没有像希腊或罗马步兵那样的系统和训练，因此除了在战场上迅速站好以外，很难再做其他的动作。在公元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ofBouvines)中，奥托皇帝优秀的长矛步兵前进实施正面战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质量差得多的法国步兵。在法国的步兵逃离之后，法国骑兵向获胜的长矛兵发起冲锋。由于运动中步兵队形出现混乱，使法国骑兵得以突入其队形，给其造成巨大伤亡，并将其赶出战场。步兵以简单的行动击败了对方的步兵，而向前运动时却在没有协同的长矛兵集团中造成了足够大的间隙，因而使得骑兵能够突入其队形，以重剑打击他们。



　　拜占庭军队与西欧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并非表现在合成武器系统上，而是表现在军队的组织和作战理论中。其中一些差别源于拜占庭人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国家战争系统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源于中世纪军事组织更加地方分权，且不全时服役的性质。由于缺乏类似拜占庭的正规常备军，所以大多数西方军队只能进行特定的战役。一位西方指挥官通常对其将要拥有的军队毫不知情，尽管军队中的许多人是他曾经安排使用过的雇佣兵。他不知道总数，不知道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的比例，或者其重型步兵的质量。当指挥官集中了他的军队时，他很少有时间训练部队，但马上就要着手组织战役。要是补给困难迫使其迅速机动，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服役时间受限，或者付给雇佣兵的合约资金有限，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可用的时间内使用他们。



　　指挥官确实知道军队的总体规模会很小。一名配备了昂贵武器装备和精良战马的骑士，其花费相当于好几个希腊重型步兵或波斯弓箭手。在中世纪军队中，费用昂贵的骑兵占有较高比例，说明那时在质量和数量两者中，人们更重视质量。此外，西欧那时的人口比罗马时代少，贸易、地区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可能因此而衰落下去。这些因素与效能低下的政府系统综合作用，意味着中世纪较大规模的军队也不过5000-10000人。在公元1214年，法国国王经过最大的努力，投入战场的兵力也没有超过30000人。



　　公元1264年的刘易斯会战提供了这一系统效果的例证。当时，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西蒙·德·蒙特弗特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整编他的军队。他必须将军队编制规模不等、编成和性质不同的编组，并将其配置在战线和向战场开进的序列之中。虽然他无法增强各战斗编组之间的协同性，但最起码可以将军队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成阵。他发现，在没有已经建立起的指挥链的军队中，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支军队没有统一编制的单位，没有任何训练，也没有共同战斗的经验。由于很少参加战斗，无论指挥官还是士兵均缺少经验，使得条件更加恶化。这将意味着，中世纪的会战在军队编成和列阵方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变化无常。有时，军队中没有一点步兵；有时骑兵下马；有时军队成线式部署，而有时又分成三个师，一个师位于另一个师的后方。因此，指挥官从未有过将军队区分为三个师以上的作战理论。



　　在公元1213年的斯太皮斯会战中，当洛斯伯爵和英勇而好战的列日主教将工于心计的布拉班特公爵引至海湾时，双方都有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并均将其部署在队形的中央，翼侧均配置重型骑兵。双方的步兵和骑兵各自交织在一起。当主教和伯爵一翼的骑兵成功地击溃公爵的骑兵之后，便转而攻击敌人毫无协同的重型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一攻击对击败公爵的步兵和赢得会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这场交战中，军队的部署以及步兵、骑兵的作用，与亚历山大时期的模式非常相近。



　　但这一会战并没有代表性。常常是，指挥官将其骑兵配置在重型步兵的前方，就像1176年在莱尼亚诺一样。当时，腓特烈一世皇帝这位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统帅率军快速前进，以其骑兵发起冲锋，驱散了他当面的骑兵，尔后攻击意大利的长矛兵。正当他徒劳无益地与“盾牌紧靠、手持长矛”的步兵纠缠在一起之时，意大利骑兵又集结起来，向皇帝骑兵的翼侧发起冲锋，并赢得了会战。不应攻击优势之敌的腓特烈居然在整个会战中根本没有动用其步兵。[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448页。]



　　在后来于意大利南部发生的会战(1266年的贝内文托和泰利阿克佐会战)中，双方军队都只有骑兵，并分为三个师，一个师配置在另一个师之后。那不勒斯的查理一世国王，一位能力卓越但残酷无情的统帅和君主，赢得了这两次会战。在每一次会战中，他都是最后投入第三个师。但是在泰利阿克佐会战中，查理将其第三师隐蔽起来，等待时机。无论交战按其预计发展，还是由于战斗出乎其预料，敌人将其前面的两个师赶出战场，他都没有动用第三师，直至敌人分散追赶其他两个师，并劫掠其营地时，他才运用第三师向敌人发起了突然攻击。



　　中世纪的指挥官不是位于能够控制整个会战的位置，而通常是在行列中战斗，因此他们对自己所在部分以外的部队影响十分有限。在布汶会战中，法兰西国王和皇帝两人都在战斗中被打下马来，勉强得以逃生。由于军队指挥序列不完善，协同性也很差，所以中世纪指挥官缺少汉尼拔和西庇阿所拥有的那种能够影响会战的机会。甚至在拥有那么多重型骑兵但缺少协同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指挥官的作用和预备队理论。由于骑士注重个人技能和运用长枪、短剑格斗的表现，擅长乘马持枪比武竞技，因此这些学校的指挥官们常常认为会战只不过是这一系列格斗的组合，并往往使骑兵战斗转化为更像竞技比武的格斗。这样一种文化意味着中世纪指挥官们置色诺芬关于“聪明的将军向敌人的弱点连续攻击”的理论于不顾。这类指挥官都非常刚强勇敢，但好像他们的头脑都是用同一种物质构成的。两次小行动显示了中世纪指挥官的特性，并进一步展示了中世纪战术的变化。



　　公元1119年，法国肥胖的国王路易六世率400名骑士入侵诺曼底。他首先劫掠乡村，而不是围攻城镇或城堡。当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率500名骑士出而迎战时，路易国王这位有能力而且经验丰富的统帅却极不聪明地决定进攻。亨利无愧于是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具有军事天才。他令400名骑士下马，另100名配置在已经转变为重型步兵的部队的前面。法国3个师的第一师驱散了亨利的骑兵，并突入了比其数量多得多的下马骑士之中。这些下马骑士成功地将法国骑兵一个个拖下马，将他们俘虏。在法国第二师发起冲锋并遭到同样下场之后，路易国王便率领第三师在亨利重新上马的骑兵追赶之下逃走了。



　　沃利兰伯爵是一位亨利国王的背叛者。当他的部队被国王拦截，并被封锁了道路之后，他也上演了一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为将之道。国王的一部分重型骑兵下马，并跨越道路列成防御阵形。国王的指挥官还有40名乘马弓箭手。他命令弓箭手下马，沿路配置他的左侧。在此位置，他们可以向沿路进攻的没有盾牌、手握短剑的任何敌人射击。沃利兰伯爵如果仅仅采取袭击战法，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返回去，但他却决定向这些鲁莽地封锁了他的道路的“雇佣兵和乡野村夫”们发起冲锋。他的骑兵发起冲锋后，国王的下马骑士的战线阻止了他们，而弓箭手则向他们的战马射箭。接着，国王的士兵俘虏了沃利兰伯爵和跌下马来的80名骑士，这是莽撞地发起冲锋的部队的大部分。[注：奥曼，《战争艺术》，第390页。]



　　与沃利兰伯爵的小规模冲突中，失败一方的伤亡惨重，这一特性与古代会战相同。但是，骑士中的伤亡大部分表现为被俘的形式。虽然擦伤主要是由于受到打击或从马上跌下造成的，并且常常造成重伤，但是由于全身都穿着锁子甲，所以中世纪骑士很少在战斗中死亡。失败的重型步兵失去凝聚力之后，由于胜利的骑兵大肆残酷屠杀，使得他们大部分被杀。全副武装的骑兵常常在逃避被俘命运而逃跑时遭受惨重伤亡：在许多情况下，逃跑的骑兵在横渡河流时被淹死。比如，在刘易斯会战中，西蒙·德·蒙特弗特击败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之后，国王的一些士兵试图在高潮时乘马渡过一条泥沼遍地的河流。第二天低潮时，河岸上满目皆是那些仍然骑在马上，深陷泥沼之中而淹死的骑兵。



　　但是，失败者惨重的损失并没有阻止那些无能指挥官继续实施鲁莽交战，或在失败后毫不抵抗便试图夺路而逃。相反，他们常常受到尽早作出决策的强制性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在其士兵服役期满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之前作出决定。许多中世纪的指挥官如果谨慎从事而不是勇敢地发起正面进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人看作无能，被认为是过高估计了困难、夸大了敌人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寻找借口。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可供模仿的良好榜样，但大多数中世纪将军们缺少关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人会战的记录，而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去重新发现。而且，在那个战争不断但会战很少的时期，他们具有较多的战略实践，并发展了根据古代理论而形成的僵化实践。




中世纪战略：伊夫舍姆和布汶战役




　　12世纪战略家注意利用围有宏伟石制高墙的城市和城堡防御所提供的绝对优势。虽然摧毁乡村有时可以迫使敌人走出要塞，但进攻者通常不能对防御者造成严重伤害，因为防御拥有对付进攻可用手段的条件。入侵者可以袭击一个地区，但若未夺取要塞便难以控制这个地区。围攻要塞将会消耗攻城军队整个会战季节，尽管攻城者可以在一地获得足够的补给，但也常常受到防御者解救部队的干扰。这种战略形势和方法与对付袭击者的防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非因为对付袭击者的经验使这些方法渗入了中世纪战略思想之中，而是因为在野战部队的支持下，要塞提供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和防止地域征服最有效的途径。小型部队在广阔的空间内活动，又面临可怕的要塞，要运用持久性战略几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战役的焦点经常是对交通线的控制权。1265年的伊夫舍姆战役，就是说明交通线在中世纪作战的战略中的重要性的最好例证。这是英格兰内战中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在国王的儿子，具有天才的王子爱德华殿下与岁数比他大得多的政治家和前十字军战士西蒙·德·蒙特弗特伯爵之间进行的。在威尔士边界上，机敏而绝顶聪明的德·蒙特弗特发现魁梧健壮的爱德华王子已经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配置在他的东方，阻断了他与伦敦的交通线及其与控制地盘内的主力的联系。在伯爵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之前，爱德华王子的部队便已夺取了塞文河上的城镇，破坏了桥梁，掠去了河上的所有船只，挖深了浅滩河段。不过，德·蒙特弗特甚至连抵达塞文河也存在着困难，因为他难以渡过怀河。他虽然已经夺占了城堡，但发现敌人的部队面向河上的桥梁掘壕防守。伯爵并没有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而是向南进军，夺取纽波特，并准备运送其部队渡过布里斯托尔运河向东进军。但是，王子的部队分为三个舰队由格洛斯特沿塞文河顺流而下，一举攻占了布里斯托尔，并进入纽波特港口。他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伯爵的运输船队。






地图2.1伊夫舍姆地区



　　接着，伯爵向北进军。他的士兵们在人口稀少的威尔士乡村行军，吃尽了缺吃少喝的苦头。此外，他们习惯吃面包，而当时却按威尔士以羊肉和牛奶为主的饮食习惯供应饭菜，使他们感到味道极差。但是，伯爵激励他的士兵，并且让部队休整，准备再次向东方进军。此时，他得知他的儿子正从伦敦地区向西进军，并集中了庞大的军队迎接他的到来。当德·蒙特弗特向塞文河上游运动时，他发现爱德华王子已经在那里了，并再次阻止其渡过塞文河。但是西蒙已经获得了一些相当大的船只，准备在一处未设防的河段渡河。与此同时，他儿子的军队在经过一端非常轻松的行军之后，已经到达了凯尼尔沃思，距其父亲仅30英里。但是，具有洞察力的爱德华王子利用其内线作战的条件迅速机动，抵近小西蒙。这位年轻的公子举止高雅，对他的部属很有吸引力，能够像伯爵一样激励他的士兵。因此，爱德华连夜行军，并于黎明时分突进凯尼尔沃思城中。城里的敌人军队认为敌军尚远，非常安全，还在睡大觉。除杀死了少数企图抵抗的睡眼惺忪的士兵之外，爱德华王子俘虏了小西蒙的大多数部队，只有那些位于城中城堡内的人幸免。



　　王子置城堡于不顾，只顾确保被俘人员的安全，体现了与其战略上先见之明相匹配的能力。他立即转向伯爵，伯爵此时已终于渡过了塞文河，正向其儿子靠拢。伯爵并不知道凯尼尔沃思遭突然袭击的情况，便令其饥饿的部队在一个叫做伊夫舍姆的小城中休息。伊夫舍姆位于一条河流的弯曲部，三面环水。爱德华得知西蒙到达伊夫舍姆的消息后，又实施了一次夜间行军，并再一次达成了突然性。清晨，伯爵发现该城惟一的桥梁被敌军一支强大的部队封锁，感到自己已经陷入陷阱之中了。他说：“现在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置于敌人的掌握之中了。”接着，他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惟一选择，率领自己的小部队出城，与王子的大多数军队交战，因为王子的军队封锁了该城通往陆地的惟一出路。敌我兵力对比超过3：1，伯爵与其大多数士兵一样，徒步持剑在敌人的重围中战斗，最后战死，还有许多人在企图渡河逃走的过程中淹死在河里。[注：奥曼，《战争艺术》，第438页。]



　　年轻的爱德华王子取得了与恺撒在伊莱尔达会战中几乎完全一样的胜利，只是会战的名称不同，敌人的结果不是投降而是战死。这种陷阱式态势以及王子聪明而充满活力地提出实施再一次夜间机动，是中世纪将军抓住敌人军队的惟一途径。而恺撒由于拥有有利地形、能够削弱敌人后勤的优势骑兵、较大的兵力空间比、庞大军队以及能够快速行军、机动和便于占领有利防御阵地的协同良好的重型步兵，所以能够实施通常比较困难的迂回运动。特别是，中世纪军队的数量绝达不到在没有类似伊夫舍姆河湾那样障碍物情况下，封锁敌人退路所要求的兵力空间比。



　　实际上，中世纪在实施迂回运动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与古代相比区别不大。在大多数条件下，无论古代或中世纪的军队，没有一支能够封锁住成分与自己相似、机动能力与自己相同的敌军。桥梁、浅滩或其他狭窄地域均不能长期迟滞那些与障碍物和会战空间相比相对较小的军队。由于进军有许多可用的选择路线以及与此相当的补给能力，因此一支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另一支军队，就像在象棋中，如果对阵的两个国王在一个扩大许多的棋盘上都拥有独占的领地一样。两支在一特定地域内对垒的军队，将会遇到与对付维京人袭击相同的问题：处于广大空间的一支小部队难以阻止另一支小部队忽东忽西的无序机动，并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爱德华王子通过巧妙利用河势，兜住了狡猾的伯爵，就像庞培军队在伊莱尔达利用他们的阵地长期困住恺撒一样[投笔从戎注：应为恺撒困住了庞培军队]。爱德华王子成功地阻止了伯爵与其儿子会合，也成功地防止了伯爵对英格兰不确定的政治形势产生影响。成功地封锁了伯爵，还为爱德华王子提供了内线作战的机会，他极其巧妙地利用这一态势，分别对被其分割的敌手发起了两次作战。不过，如果兜住一个对手的行动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实践证明，要迫使一个不愿意战斗的敌人进行战斗将是不可能的。处于内线的态势对于王子来说，有利之处并不在便于实施夜间突然进军，而是他先抓住一个正在熟睡的敌人，又陷另一个背水之敌于灭顶之灾。



　　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双方都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而实践的整个过程则显示出控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这类作战还表现出在意大利北部城镇密集、人口稠密地区作战的特点。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是一位著名的个性复杂的天才。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对付法兰西的较大规模作战中，他也同样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在这次作战中，他和他的侄子，年轻的奥托皇帝，故意采取外线作战。在约翰国王这一方面，他于1214年2月在法兰西的西南海岸登陆，尔后向北进军，以控制其宣称拥有权力的领地。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是一位果断的组织者和天才的政治家，已经实施了动员，并率军向南机动，以切断约翰国王的退路。但是约翰已经巩固了在西南部的阵地，并引诱法兰西国王向南，向其城堡基地退去。此时，谨慎而狡猾的法兰西国王判断来自北方奥托的威胁更严重，因此派遣其儿子路易，这位勇士和未来的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抵抗约翰，同时，自己率领主力向北方的巴黎进军，抵抗奥托。



　　奥托领导着一个低地国家[译者注：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王子联盟。在战役期间，由于面对该联盟的习惯性麻烦，比如与一位结盟王子的女儿结婚，以致耽搁了如此之多的时间。这样，腓力国王在奥托向巴黎进军之前返回了北方。在腓力国王向北进军的过程中，约翰又再次向北进发，但是，阻止法兰西国王集中兵力对付奥托的企图失败了，并遇到了路易的抵抗，就在1214年7月的布汶会战腓力与奥托交手并将其击败之前，约翰撤退了。



　　约翰的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奥托皇帝没有利用对手分兵南方之机进军巴黎，接着又因为腓力在南方仍然留有一部分部队，而没有把全部兵力带向布汶战场。约翰之所以计划一次外线战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腓力国王的兵力，使其将兵力集中于与主攻方向相反的方向。约翰国王在外线作战，可以不必顾虑必须与较强的敌人交战，因为他知道怎样运用其军队的后撤和避战能力。在战役过程中，约翰国王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不让法国国王出其不意地抓住他，或迫使其背靠障碍地形。




以持久性进攻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战例




　　中世纪统帅曾经运用精心设计、结构合理的要塞，成功地对付了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袭击。要塞赋予防御者对进攻者的绝对优势。中世纪的战略家们还运用要塞征服了敌对或好战民族占据的地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入侵展示了应用持久性战略的途径。未被罗马人征服的爱尔兰人利用其人口稀少的国家沼泽、森林密布的防御特性保护自己，抵御维京人。在沼泽中，他们横跨道路挖掘壕沟，并被覆起来。虽然爱尔兰人没有护身盔甲，也缺乏使用弓箭的技能，但他们依托这种正面筑有壕沟，且进攻者无法避开的狭窄阵地，以逸待劳地坚守。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以树枝设置鹿砦，既可划分界线又可封锁道路，这给装备不充分的防御者又增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防御限制了维京人的入侵，但当1169年英格兰人的重型骑兵到达时，爱尔兰人犯下了在开阔地迎战的错误。爱尔兰人既没有盔甲长矛，也毫无排成密集队形的概念，因此其步兵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不久，爱尔兰人就被英格兰骑士赶到沼泽和森林中去了，而入侵者则建设城堡，控制地形开阔的乡村。这样，双方各以要塞控制了自己的乡村，谁也压倒不了谁。这种僵持状态一直持续了400年。



　　在威尔士，盎格鲁诺曼人在对付坚决抵抗的人民时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人民已经投降了罗马人，却成功地抵抗了撒克逊蛮族人。群山连绵、崎岖不平、密林四布的地形保护了威尔士；而且威尔士气候潮湿，年降雨量经常超过80英寸，也使入侵者陷入困境。威尔士庞大的田园牧歌式经济也没有给入侵者提供多少后勤支持，因为威尔士人撤退时连人带畜群一起撤走，使敌人军队能够得到的食物很少。






地图2.2威尔士



　　威尔士人很少依靠骑兵作战，主要依赖装备盾牌、头盔和铠甲的步兵。在南方，步兵使用一种很长的强弓，而在北方，大多数则只有长矛。这种几乎全部依赖步兵的做法，是因为步兵比重型骑兵更适应当地的地形，而重型骑兵在威廉的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作战系统中，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在对付狂放不羁和好战的威尔士人时，英格兰人经验丰富的合成军队却占有优势。这支军队拥有轻型和重型步兵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型骑兵与威尔士步兵对抗。此外，英格兰人可利用威尔士人政治分裂的缺陷。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不仅阻止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御外侵的努力，而且在其东部边境还见到威尔士人相互之间而不是与入侵之敌战斗的情况。



　　英格兰新的诺曼政府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边境，使其不被寻机虏获战利品的威尔士人入侵。英格兰人不仅在边境上修筑了星罗棋布的城堡，而且像罗马人抵御蛮族人那样，修筑了相当数量的较小的筑垒要点，有时各要点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码。这样，英格兰人就封闭了他们的边界，可以对付小规模的侵袭；当对付规模较大的袭击时，防御者则通常能够拥有足够的预警时间集中起一支较大的军队对付敌人的进军，因为英格兰人对道路交叉点和河流汇合点的筑垒控制措施，对入侵者的行动起到了一种必要的迟滞作用。



　　威廉征服之后不久，在威尔士南部边境上，有能力的威廉(赫里福德伯爵)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防御进攻。威廉利用其对手政治上的不和，以及当地首脑权威过小，无力与其对抗的有利条件，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获得了对大约400平方英里地区的控制。伯爵建设城堡控制这一地区及其交通要道。这些城堡对控制被征服乡村的作用，与在保护英格兰人边界，使其免受威尔士人袭击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大。英格兰人的战术有时使他们能够控制低地，这迫使威尔士人进入不太肥沃的地区，从而给入侵者的持久战斗战略中加进了后勤因素。



　　英格兰人一旦控制了一个地区，并建立起他们的城堡，这些城堡反过来常常变为城镇区域和扩展英格兰人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和政治影响——即综合影响的工具，因为威尔士人感到这些城镇的市场非常具有吸引力。



　　由于建设和守卫城堡需要的劳动力和额外士兵较少，所以城堡的重要性超过了要塞。这些城堡以最有效的方式——将滚石、擂木、箭矢投掷到威尔士人的头上——发挥其防御效能，而在战略防御中，当需要夺回被敌人夺走的原来已为伯爵占领和驻守的领地，以免永久丧失时，这些城堡还要承担战术进攻的任务。以这些城堡为基础的有效的持久性进攻战略，使得威廉利用对手政治分裂和指定其领导人的政策的效能成倍增加，并使其能够在3年之内完成对这一小范围地区的征服，扩大了盎格鲁诺曼人统治的地区。



　　赫里福德伯爵的成功，例证了英格兰人应当用以征服威尔士人的方法。经过局部而不是全国性的努力，威廉的继承人在南部逐步向前推进，扩大版图，什鲁斯伯里伯爵在边境中段也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在北部边境，腰围粗大到难以乘马，精力充沛却含而不露的切斯特伯爵“胖子于格”将其领地扩展到威尔士北部。在黑斯廷斯会战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中部、北部扩展的领土与赫尔福德伯爵在南部拓展的领土一样大。在这些地区中，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伯爵采取与南部的赫里福德伯爵同样的方式，在其领地建筑了城堡，以巩固他们的统治。



　　但接着，英格兰人快速向前推进。到1094年，他们已经到达爱尔兰海，比他们统治的地区面积的三倍还要大。威尔士人对此作出反应，多次对分布广泛的英格兰城堡发动成功的攻击，甚至进入英格兰本土进行袭击。看到其广大的领域受到如此威胁，继承了其征服者父亲某些军事天才的红脸国王威廉二世进行了反击，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侵入威尔士。英格兰军队知道威尔士人避免与英格兰人战斗，但善于伏击，便缓慢地实施机动，以伐木人作先导，深入那些可能有敌人埋伏的茂密丛林。但是据其同时代的人说，他们的敌人早已驱赶着畜群“进入深山和荒野，根本不可能来迎击他们”，结果使国王进行了无谓的进军，直至他由于“这个国家难以驯服和天气恶劣”而极不愉快地放弃进行一次战役的企图。[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纽约州，伊萨卡，1966年版)，第314页。]



　　威尔士人阻止英格兰人在最后夺取的地区内获胜的企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诺曼征服后20年来英格兰人的精心巩固和这些地区的逐渐屈服，终于归于彻底失败。暴动难以夺取在较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堡。而且，在威廉二世失败之后，英格兰人逐渐开始并坚持不懈地重建城堡，在南方尤其如此。在此后的40年间，入侵者在威尔士南部的爱尔兰海沿岸严密部署，以致新获得地区内达到了平均每100平方英里就有1个主要城堡，大体相当于他们早先控制地区的比例，而相当于英格兰本土平均数的两倍。



　　英格兰边境上的伯爵们是如此执拗，而威尔士人政治上的不和则使得南部的征服趋势不断推进。英格兰人的征服模式是，控制一小片地区后，便立即建筑城堡，接着便不断提高该地区的兵力空间比，从而使其获得了执行持久战略的能力。英格兰人一旦组织起对新地区的控制，便充分利用当地的税收和军事人力资源执行扩张任务。在这种系统性推进的压力下，敌人的数量迅速减少。这样，他们的持久性战斗战略在其他后勤因素的支持下，大大增强了自身，削弱了对手。



　　发生在1134年的威尔士人另一次大规模反击，阻止了英格兰人这种渐进性的征服。威尔士人除了政治团结有所加强之外，还有了一些重型骑兵，军事方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次会战中，他们迎战人数为3000的英格兰部队。当英格兰人逃跑时踩塌了一座桥，淹死许多人之后，威尔士人的胜利演变为一场歼灭战。此后，威尔士人又烧毁了一座城镇，藏身其中的许多幸存者被烧死，至此，这支英格兰军队实际上被全歼了。城堡纷纷落入威尔士人手中，因为他们那时已经装备了攻城器械。至少一次英格兰人的救援部队被迫返回。救援部队面对的是被伐倒树木阻拦的道路和进军沿途的不断伏击。威尔士人在最新征服的地区取得了巨大胜利。比如，在一个地区，9座英格兰人的城堡只有一座未被夺取。



　　就在威尔士人的政治团结不断增强之际，英格兰人则陷入了为期10年的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内战之中。1154年，英格兰又在勇猛而精力旺盛的政治家亨利二世国王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亨利二世国王是一位有能力的统帅，发动了几次突入威尔士的重要战役，但在军事上均无功而返。一次，其部队穿过森林，越过荒野之后，发现威尔士人占据了牢不可破的阵地；另一次，亨利亲征，而且不仅从英格兰本土发兵，还从王属法国境内发兵。他的大军运动缓慢，进军中不断清除灌木和树木，以免遭敌伏击，并击退威尔士进行袭击和抢掠的小股部队。当登上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来到比较开阔的乡下时，英格兰人除了遭遇连绵阴雨之外，未遇到敌人的任何反击。连绵阴雨冲毁了道路，将国王的军队陷入泥沼之中。道路泥泞，无法机动，有着过多骑兵的大军难以获得足够的补给，不久便被迫撤退，再次重蹈了初期战役失败的覆辙。



　　边境地区的伯爵们缺乏缓慢夺取胜利的耐心和时间，便采取其他办法。造诣颇深的外交家亨利表示出准备妥协的意向。在英格兰人强大力量和陈兵于盎格鲁诺曼帝国广大范围内庞大军队的威胁下，广为人知并深受尊重的南威尔士首领里斯勋爵也持相同观点。里斯了解亨利的权威，曾帮助他镇压过叛乱，甚至在他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派人援助过他。亨利国王在他控制的威尔士南部地区任命勋爵，但英格兰人的勋爵和城堡控制的地区更大。不过在北部，威尔士领导人欧文(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一把好手)拥有对国王来说十分强大的力量，足以对那些尚未完全征服的部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欧文给予国王名义上的效忠，而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



　　英格兰人持续达百年的战争证明，由赫里福德和切斯特伯爵倡导的渐进方法是有效的。这种方法建立在耐心、坚韧之上，依靠建筑城堡和英格兰中世纪经济文化的影响，与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和其他蛮族人地区所运用的原则大同小异。亨利国王的入侵与以前威廉二世的入侵一样失败了，至少是部分地失败了。其原因既是由于威尔士人熟练地运用了防御战略的后撤能力，也是由于英格兰人缺少足够的兵力空间比，难以执行快速持久性战略，以对付那种虽然缺乏政治统一却坚决抵抗外敌控制的敌人。只有执行缓慢征服，逐步加强的持久性战略，通过不断集中兵力，然后修筑城堡的方法，才能达到征服所必需的兵力空间比和政治力量，以克服威尔士人的抵抗。



　　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相对比较稳定，尽管其间曾有断断续续的战争，但英格兰人的影响控制着南部，与此同时，一位威尔士王子(理论上说是英格兰国王的诸侯)统治着北部。当英格兰人巩固他们在南部的统治时，北部威尔士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诸侯国政府，它致力于获得与君主国和欧洲公国相同的权力。



　　英格兰人征服部分威尔士尽管进程比较缓慢，但相对于西部欧洲对维京人和其他以后勤为目标的袭击者的防御来说还是顺利的。这两场持久战争的比较说明，进攻性袭击战略比与之对抗的防御更强，而实际上以防御对付持久性战略却要更优越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袭击战略使防御的两个主要性能无效——防御对付武器系统相当或较弱的正面进攻具有优势，以及防御者撤退比追击具有优势的战略能力。由于袭击者避免与强敌作战，并依靠撤退行动，所以防御的两个主要优势无法发挥。



　　防御者要对付袭击者，就必须努力在各个地方加强自己，因此他们要运用筑垒和民兵，并通过构筑桥头堡和在道路交叉点驻守等方法，切断袭击者的交通线，以便实施战斗战略去追击袭击者。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也曾努力将劫掠后满载而归的袭击者诱至背靠河流、城墙或山隘的地方，以便消灭他们。但是，即使使用了庞大的兵力，数量较少的袭击者在攻势上仍然是胜利者。



　　但是，英格兰人以攻势行动对付采用游击战的袭击者，使袭击者的特性无从发挥。袭击者避免战斗和依靠退却的做法，对付进攻性持久战略毫无用处。实际上，这种做法反而有利于英格兰人按部就班的进军。在将领土放弃给敌人时，威尔士人将其劣等地域[投笔从戎注：译者理解有误，“劣等地域”应为“低地区域”。下同。]让给了英格兰人，而英格兰人迅速将这些地区转化为自己的领土，甚至征募当地的威尔士人参加武装部队。这样，进攻性后勤持久战略就比防御性袭击战略占了上风。偶尔发生的英格兰人进军，很少使用超过边境地区的兵力去实施实质性的征服。这一事实起码表明了实施持久性进攻的英格兰人与依靠游击战的威尔士人相当。英格兰人还把他们对威尔士的胜利归功于在其征服的小块地区集中兵力。当然，威尔士曾采用游击战，因为他们缺少执行持久性战斗防御战略和在战斗中迎击英格兰人的军事实力。



　　在以防御对付维京人以及其他袭击者和以进攻突入威尔士的这两个战例中，所采用的筑垒和瞰制交通要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英格兰人突入威尔士劣等地区的进攻战役与其早先作为防御者对付维京人和其他袭击者的入侵却是有区别的。对付这类袭击者，以战斗战略实施防御使维京人能够运用撤退方法，甚至能够抵抗正面攻击；而作为威尔士的征服者，运用持久性后勤战略，表明比对付袭击的防御更为有利。然而，侵入特定地区寻找战利品的袭击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它可以增强进攻者的力量，削弱防御者的力量；而作为威尔士持久征服者，所采用的后勤战略则能够削弱对手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且比战利品所给袭击者的力量增强得更大。



　　这种执行持久性战略渐进方法的作用，在西班牙本国基督教教徒逐步压缩穆斯林教徒控制地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证明。在那里，基督徒控制地区的每一次扩张，都明显地增强了基督徒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基础。虽然在征服居住同情基督教人口的国家时，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加进了精神因素，夸大了征服的好处；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地区征服的持久战略与后勤战略相结合的有力例证。



　　这种筑垒方法的效能及其后勤重要性，在另一场不太重要的冲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反叛斯蒂芬国王，藏身于英格兰东部的广大沼泽地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以此为基地，掠夺和恐吓邻近的乡村。照一位编年史学家的话说，杰弗里致力于“对人群和畜群贪得无厌的抢掠；凡属于保皇党人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抢走、用光、破坏掉”。他甚至袭击了剑桥城，烧杀掳掠。凭借难以通行的地形条件，杰弗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亲率大军出征的斯蒂芬国王的庞大军队。[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8页。]



　　但是，当国王转变为后勤战略时，他的阴险狡诈便无计可施了。被斯蒂芬建立起来的筑垒哨所线封闭在沼泽地形之内不久，杰弗里便无法供养他的追随者们了。他的袭击在给国王造成烦恼，并使他和他的追随者富足的同时，也枯竭了曾是他后勤基地内的资源。于是杰弗里及其追随者们不得不转而对付他们的支持者们。“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同时代的人记载道，“他们继续增加城镇的赋税”，而“当这些可怜的人们再拿不出什么的时候，他们便掠夺和烧毁城镇。……接着是谷物、奶酪、黄油的价格暴涨，因为田地已成为不毛之地了。可怜的人们饥饿而死；一些人到那些曾经富裕的人那里请求施舍”。不仅其军队的后勤需求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产出，而且由于杰弗里抢走了拉犁的耕牛，生产力也遭到了破坏。不久，杰弗里迫于饥饿，逃出了被他抢掠一空的地区，并在一次对斯蒂芬城堡不成功的进攻中受了致命伤。杰弗里的追随者们由于失去了他的领导，很快就向国王的军队投降了。[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9-140页。]



　　斯蒂芬国王的成功战役展示了当时的战略的复杂性，同时也展示了筑垒在中世纪战争中的显赫作用。战略和筑垒攻防中的实践，使得中世纪的统帅们在战场上常常不需要什么技巧。尽管中世纪的统帅可能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重型骑兵、足够的轻型步兵，以及虽然协同不好但状态甚佳而且坚定的重型步兵，可是，他们在战术上却经常表现出笨拙，而且缺少机会制定类似马其顿人、罗马人和安息人那样的，用于战场的成熟条令。如果他们的战略陷于僵化的话，那么既是由于防御者的战略智慧，也是由于筑垒比攻城器械占优势。中世纪的军事家在将城堡运用于进攻目的方面，也表现出他们的天才。必要的耐心和彻底的工作，在西班牙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而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相似的方法则为后来的迅速征服奠定了基础。部分是由于宗教狂热而激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的战役，清楚地展示了中世纪战争艺术中真正优秀的因素。




十字军的合成军队作战




　　最初，当十字军向巴勒斯坦前进，由君士坦丁堡经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行军时，表现十分笨拙。这些国土中的许多地方自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就一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据着。那次会战发生在基督教徒开始其第一次进军之前26年。十字军不仅对土耳其轻型骑兵的作战方式缺乏了解，而且对自己的重型骑兵极端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任何对手。第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在1097年，当时第一支基督教军队正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土耳其苏丹的领地。他们分为两路纵队行进，纵队之间大约相距6-7英里，以便更容易找到补给品。土耳其人集中兵力对付其左路，于一天清晨突然出现在十字军的面前。十字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将步兵大部队留下防守营地，而把重型骑兵列成阵形，对付土耳其人乘马的骑兵弓箭手。



　　当然，土耳其人并不靠近，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不形成值得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土耳其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土耳其人就将其完全包围，因而人员也伤亡惨重。数小时后，十字军收拢在一起，向营地退去，而毫无组织的步兵已被土耳其人突破。一位同时代的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骑士们被“挤得一个紧靠一个，就像关入羊栏的羊群，毫无希望又惊惶失措，我们四面八方都遭到土耳其人的进攻”。[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5页。]



　　好像又要发生一次曼奇刻尔特会战。就在这时，十字军右路的骑兵突然出现，并向土耳其人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看到这种情况，原先精神沮丧、被围攻的左路骑士们也发起了冲锋。土耳其人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其中一些人从战场上一直逃到战马跑死，尽管并没有十字军追击他们。不过，由于土耳其人机动能力强，伤亡相对来说并不大；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十字军损失的人更多。十字军之所以能够避免曼奇刻尔特会战的再次发生，是由于他们的右路纵队接到了战斗开始时左路所派出的信使的通知，因此能够在战斗开始后将近5个小时的时候从战场南方7英里外的阵地赶来；相反，土耳其苏丹既不知道十字军右路纵队的位置，在其成功的战斗正酣之时又忘记了该纵队的存在。突然性以及重型骑兵的两翼攻击，打垮了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



　　此次失败对土耳其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此后数个星期都未再骚扰基督徒的纵队，而且在剩下来的进军途中，也再未给其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土耳其人的暂停攻击并没有缓解十字军的其他问题——补给问题。十字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乘船到达圣地，因为拜占庭海军和意大利沿海城市的舰队控制着海洋。然而，海洋使十字军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因而他们选择了陆路，穿过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其对付波斯帝国战役的国家。不幸的是，十字军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而且缺少其计划能力和后勤组织。除了土耳其人的对抗之外，他们还面临着马其顿征服者所没有的其他困难。不像亚历山大，十字军背负着沉重的非战斗人员的负担，其中许多人是去圣地朝圣的。更有甚者，他们缺少地理知识，因为十字军总是忽视拜占庭人的劝告，常常断言他们的消息时过境迁。正如一位当时的人解释的：“在这块土地上，一旦大地硕果累累，就会立即遭到土耳其人野蛮的掠夺，以致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见到一小片被开垦的土地。”[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2页。]



　　十字军在行军沿线发现的补给资源很少，而且土耳其人在防御中把后勤战略与战斗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以对付胜利了的基督教军队的进军。他们破坏十字军行军道路沿线的城堡，烧毁野草、农作物甚至村庄。这是波斯人曾用于削弱亚历山大军队的有效战略。



　　实践证明，土耳其人结合运用这两种战略，给十字军造成惨重伤亡。土耳其人消灭了由君士坦丁堡向东运动的一路纵队，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在黑海边上的一个拜占庭人的港口找到了避难所，得以生存下来。另一路纵队有700名幸存者，这些徒步的骑士是因为隐藏在一座土耳其人轻型骑兵难以追击的大山里才得以生存的。第三路纵队由于返回，才得以保存。只有一路纵队徒步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把他们的马匹全部射死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也成为后勤困难的受害者。该军在到达一条河流时，大多数人几乎渴死。于是看到水后，其队形大乱，所有的人都扑向河流痛饮，但此时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结果只有很少的幸存者到达附近的山里。还有一路纵队把马吃掉而免于饿死，徒步到达了目的地。



　　包含有轻型步兵的十字军与土耳其人作战，在战术上困难并不大，但是这一武器系统对于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却毫无用处。由于土耳其人更喜欢避开行军纵队先头的骑兵，因此他们总是集中兵力攻击纵队的后方。十字军纵队的后部一般是弓箭手、弩箭手和徒步的骑士。徒步弓箭手以土耳其人及其马匹为目标射箭，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压倒土耳其人的骑兵弓箭手，而徒步骑士可以保护弓弩手免受土耳其乘马弓箭手的持剑冲锋。那些听取了已经进军部队劝告的部队，就发现这些优势武器系统的有机结合，足以对付穆斯林轻型骑兵。



　　幸运的是，在叙利亚的十字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与那些前拜占庭省份的穆斯林主人的战斗。但是，在他们与乘马弓箭手的第一次交战中，基督徒缺乏弓箭手，不过以勇敢弥补了缺陷。在得知敌人已经集中了庞大军队，准备发起对安条克的围攻之后，十字军决定迎战。由于在进军叙利亚途中损失了过多的马匹，因此只好仅以700名骑士攻击至少有12000名士兵组成的穆斯林部队。不过，十字军占据了安条克以东7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这支小部队可以得到起伏地形的遮蔽，而穆斯林军队要通过那里，则必须穿过一条河流和一个湖泊之间宽仅1英里的间隙地。当敌军在黎明时分通过这个间隙地时，十字军突然发起了冲锋。将其掩护部队赶入了同样感到突然的主力部队之中。敌军仍处于行军队形，于是十字军对没有盔甲的轻型骑兵大肆砍杀，给其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些敌人两面临水，拥挤在一起，根本无法逃跑。在穆斯林军队撤出由于其军队数量众多而无法运用其骑兵弓箭手战术的狭窄地域之前，已有2000余人被剑砍死或淹死。又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十字军重型骑兵的后方有障碍屏蔽，因而使其能够压倒潜在战斗力更强的穆斯林轻型骑兵。



　　在下一次交战中，十字军将其数量较大且编成得当的部队排列在新夺取的安条克附近。由于害怕在城外迎击敌人，但因缺少食物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基督徒便采取有利的方式组织其步兵，并以徒步骑士增强其力量。从将重型骑兵配置在步兵之后这一点来看，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以轻型步兵对付轻型骑兵的重要性。他们展开战线，一端临河、一端靠山，以保护翼侧，并迫使土耳其骑兵弓箭手采取正面攻击的战法。在正面，十字军排列着长长的步兵战线，正面配置了弓箭手，缓慢地逼近土耳其人，并在向前运动的过程中不停地发射弓箭。虽然乘马的土耳其人作为弓箭手的技能无疑更为熟练，但步兵毕竟是站在地面上射箭，而且弩箭手强有力的机械武器大大弥补了技能上的不足。



　　土耳其骑兵被连续不断的如雹箭雨压迫得渐渐后退，最后终于溃逃，与另外一队骑兵会合到一处。另一队骑兵此前曾深入基督徒部队的后方，击败了十字军的预备队。土耳其人之所以得意忘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穆斯林的胜利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徒步弓箭手对乘马弓箭手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与此优势相对抗，穆斯林曾改为突击战术：他们轻型骑兵发起冲锋，以短剑攻击步兵。然而，尽管此种行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当部队看到主力已经离开战场之后，他们还是撤退了。



　　在此次战役的两个阶段，穆斯林骑兵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当主力放弃营地而不与基督徒交战时，徒步人员便无法逃跑或抵御重型骑兵的攻击。十字军的徒步弓箭手赢得了主要的正面战斗；骑兵只是在此后的行动发展中才处于主导地位。



　　在到达叙利亚的一年内，西欧统帅们已经发现了击败土耳其人的最佳方法，那就是运用徒步弓箭手的固有优势对付骑马弓箭手。其间，他们还曾运用恰当的合成方法对付所用战术系统完全不同的，来自埃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



　　在1099年进军巴勒斯坦和围攻并夺取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十字军曾侵入属于埃及的地区，这里的穆斯林政权控制着巴勒斯坦，并常常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政府发生战争。埃及人的军队组织与其北方和东方的轻型骑兵对手完全不同：他们继续依靠早期阿拉伯重型骑兵的传统，并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进行了改进。现在，为使他们的战术系统适应与其乘马弓箭手对手作战的需要，他们首先使用大量轻型和重型步兵，其中一些装备弓箭，一些装备钉头锤；在这些步兵之后，部署拜占庭式的装甲重型骑兵，两翼则部署少量非装甲长矛骑兵。埃及人采用这种均衡的武器系统，并以弓箭手部署在重型步兵的前方以保护他们，将骑兵作为预备队，显然拥有了非常适于对付乘马弓箭手的队形。但是，就在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战术使得十字军不知所措之时，十字军的战术也使埃及人大吃一惊。



　　当1099年十字军在阿斯卡隆与埃及人相遇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基督徒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在前面部署了9个轻型与重型步兵合成的师，并在每个步兵师后面部署了1个重型骑兵师。会战是以没有盔甲的埃及骑兵企图迂回十字军暴露翼侧的行动开始的，但是，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师轻而易举地就将其驱散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步兵也以互相射箭的方式开始接触，并开始转变火力。此时，十字军的重型骑兵通过步兵师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践踏埃及人的弓箭手及其重型步兵。装备钉头锤而不是长矛的穆斯林重型步兵对十字军的冲锋毫无准备，因此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接着，冲锋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抵近埃及人的重型骑兵，其中许多人在静止中就被抓住了。但是，即使埃及人发起反击，恐怕也难逃最坏的结果，难以抵挡比他们盔甲更重、技能更熟练的法兰西骑士。由于步兵和骑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一翼靠海使许多人淹死，也有一些逃亡者成功地游到海岸外面的战舰上得以逃生。后方的城镇提供了避难所，但是狭窄的城门意味着许多人在等待入城时被杀死，还有许多人在城门附近惊惶失措的人群的拥挤中丧生。



　　十字军的能力并不总是像这些早期会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高。有两次，同样的指挥官表现出荒谬可笑的过分自信，竟以几百人冲进一支完整的穆斯林军队，在第二次尝试中损失了绝大多数人。一个世纪之后，十字军与骑兵弓箭手相遇，并在一座有着不吉利的名字“卡雷”的城市附近将其击败，尔后仅以重型骑兵追击了12英里。但是，穆斯林并没有真正失败，而是要吸引十字军过来。十字军的轻型骑兵对手消失在地平线上，于是他们决定宿营过夜，而不是令人困马乏的部队返回卡雷。当他们下马，许多人已经解掉盔甲之际，穆斯林手持短剑和弓箭发起了冲锋。在基督徒在一座小山上找到避难所之前，穆斯林攻击者杀掉了他们大约1/3的部队。十字军的大多数之所以能够逃脱，一方面是由于利用了夜暗，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穆斯林在瓜分从十字军营地获得的战利品时发生内讧。这次由于不顾后果的追击而引起的灾难，正好发生在安息人骑兵杀死克拉苏的儿子及其部队，包括高卢骑兵的几乎相同的地方。



　　在1119年的海布会战中，基督徒按照他们新近制定的原则对付骑兵弓箭手，将步兵和骑兵配置在一起，“两支部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支援，徒步弓箭手保护骑士，而徒步弓箭手则受到骑士长矛的保护”。但是，穆斯林也掌握了基督徒的要领，他们的轻型骑兵也以短剑和长矛冲锋。虽然这些没有盔甲的弓箭手对重型骑兵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与基督徒的弓箭手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既没有组织，而且装备也不适于突击行动。只有在十字军指挥官有效使用重型骑兵预备队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失败，并安全撤出双方都宣称获得胜利的会战。[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29页。]



　　将近12世纪末，建在巴勒斯坦的小小的基督教政府面临着复活了的埃及帝国强大的力量。当时，埃及在精明的统帅和政治家萨拉丁的领导之下。他已经征服了叙利亚，正向巴勒斯坦进军。他统帅着军队中，除了传统的埃及重型骑兵和步兵之外，还有更加强大了的轻型骑兵。他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位于加利利海边的太巴列，但基督徒的大本营仍然坚持着。为了抵抗如此强大的入侵之敌，基督徒们集中了王国内的所有军队，实际上，连坚守散布在国土内的城镇和城堡的驻军也集中起来了。他们将军队集中在太巴列以西16英里的一个叫做萨发里亚的村庄，但其领导人却对如何作战发生了争论。在他们的军队与萨拉丁占据的太巴列之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而且萨拉丁的军队已经掠光了该地区内的补给品，并破坏了水井。在炎热的夏季，在无水条件下行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争论的一方主张采取后勤战略。他们认为，补给品的缺乏势必迫使萨拉丁很快撤走。如果穆斯林统治者希望战斗，那么就让他们向西进军，来找十字军好了，只要他们能够在炎热和缺水的条件下穿过荒凉的乡村就行。如果基督徒必须冒险投入王国的全部军事部队来进行战斗，那么他们应当尽可能地保留一些部队驻守。但是主张战斗战略的一方赢得了争论，他们认为荣誉要求他们减少大本营的驻守力量，而且一定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萨拉丁的背后是加利利海。



　　在十字军进军太巴列的途中，穆斯林的骑兵弓箭手不断袭扰，降低了十字军行军的速度。下午，在距太巴列6英里的一座小山上，他们看到了萨拉丁的主力部队。敌人轻型骑兵的攻击已经迫使后方警戒部队停止下来与其战斗，而疲惫不堪的主力部队已经在炎热的行军中耗光了饮用水。于是，指挥官决定宿营过夜。这一夜是在无水条件和对方持续不断的弓箭射击下度过的。萨拉丁的人还在上风处的草原放火，使烟雾遮蔽了十字军的营地，这更增强了他们对水的需求。第二天清晨，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士兵和又饥又渴的马匹不得不与萨拉丁的整个大军作战。但是，就在两军接近时，基督徒的步兵却逃到了一座小山顶上，他们说他们要渴死了，而且疲劳得无法作战。穆斯林骑兵弓箭手进攻十字军的骑兵，其余兵力则向毫无锐气的基督徒步兵发起了冲锋，步兵很快就被消灭了。在如雹箭矢的打击下，十字军骑兵不久也投降了。穆斯林的弓箭伤了许多人，但只有一小部分受重伤，被射死的更少，因为他们的盔甲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由于忽视后勤而导致失败。但是，十字军还缺乏一起战斗的经验——这也是中世纪军队的特点。特别是，驻守城堡的步兵缺乏编组、指挥链、团队精神或凝聚力，也缺少能够使他们实施机动的任何协同。缺乏饮水和食物对精神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没有任何组织，则使步兵变得与乌合之众差不多。没有了徒步弓箭手，重型骑兵就无法对付对方的骑兵弓箭手。萨拉丁的精明管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优势，在弓箭射程之外避免了战斗，而让饥渴严重削弱了敌人人员、马匹的体力和精神；而且，萨拉丁这位经验丰富的帝王和统帅对其部队的补给也组织得很好。



　　消灭了基督徒军队的大部和要塞、城镇的守军之后，萨拉丁迅速夺占了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内地的大多数要塞。基督徒们仅剩下了几个港口，那里的坚固筑垒和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使他们保留了这些不稳定的立足点。但是，萨拉丁又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1191年夏天，一支新的力量强大的十字军渡海而来，并在海岸站稳了脚跟。在法兰西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和英格兰理查一世国王的统率下，基督徒军队计划在进攻内地之前，先沿海岸向南进军，企图夺取耶路撒冷。萨拉丁则打算再次在敌人进军途中打击他们。他计划仍采用早先获胜的模式，使用骑兵弓箭手在途中袭扰和疲惫敌军，尔后再以主力进攻被削弱的敌人。



　　但是，果断的萨拉丁所面对的理查国王是一位可怕的对手。此点，从理查所拥有的“狮心”绰号即可感觉到。他在军事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和热情比民事方面更胜一筹，实践证明他是一位精明而又谨慎的指挥官。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巴勒斯坦时，曾组织过一支小部队抵御骑兵弓箭手的攻击，从这次战斗中可以看出其对战术真谛的把握。在战线的前方，他配置了长矛兵，让他们单膝跪地，矛柄插入沙地，矛尖与对方的马胸平齐。在两个长矛兵之间，配置1名弩箭手，并在其后方配置另一名弩箭手，拉弦安箭；尔后，后面的弩箭手再站到前面，将原来站在前面的弩箭手换到后面拉弦安箭，如此不断轮换。几乎所有的战斗，敌人的骑兵弓箭手都在如雹弩箭面前后退，而且由于畏惧长矛战线，也不愿意靠近以短剑攻击。理查也以少量骑兵出击，但是他富有想像力地结合运用两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解决了白天的战斗。



　　理查国王在准备他的战役时，不仅充分运用了他的战术经验，而且汲取了向太巴列进军灾难的教训。在他自己的军队向南机动时，他将骑兵和步兵各分成12个战斗群，将两个兵种的部队成对使用。接着，为了使两个兵种的部队达到较高的协同水平，他将12对战斗群编成5个大小不等的师。由于他的军队早在6月初就登陆了，而直至8月下旬也没有开始作战，所以有时间相互熟悉，并适应这种组织形式。他计划紧靠海岸行军，以便由意大利海军控制的海上可靠地获得补给。萨拉丁的部队早已将理查国王军队行军道路沿线的食物和饲料横扫一空。理查国王打算部队以比较宽松的时间机动，每天行军不超过12英里，以便有较多的时间休息。萨拉丁所要面对的将是一支补给充足、休息充分、组织合理的军队。理查国王命令补给纵队紧靠海岸机动，其外侧是12个骑兵战斗群，再外侧是步兵战斗群，如此形成一个绵延不断的行军纵队。弓箭手都穿着轻便、便宜的防护服，就像骑士平常穿在盔甲下面的衬垫服。



　　行军刚一开始，敌人就开始了攻击。当时的一位人士描述道：他们“不像我们的骑士那样装备有重型盔甲，但在速度上总占优势”。国王的表现就像一位指挥官一样，不停地沿着行军纵队前后巡视，禁止任何冲锋。据当时的人解释，这是因为“当你冲锋时，他们就逃跑，而他们的马匹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马匹更加敏捷；人们把它们比作灵巧飞行的燕子。当他们看到你停止追击时，他们便不再逃跑，而是返回来打击你；他们就像令人讨厌的苍蝇，你只能把它们赶走一会儿，而只要你一停止拍打，它们便立刻飞回来了”。[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8页。]



　　由于后部是军队最薄弱的部位，像翼侧一样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因此萨拉丁将那里作为主要攻击方向，希望以此方法造成受攻击部队停止，从而形成这些部队与主力之间的间隙，逐步分割理查的军队。但是，这位经验丰富的统帅在队形的后部不断巡视，以保持行军队形。当然，他也派了一些弓箭手朝后走，以便在运动中向敌人射箭。当时的一位穆斯林人解释道：“敌人按照战斗序列机动；他们的步兵在我们与其骑兵之间行进，就像一道平行的坚固的城墙。每一名徒步士兵都穿着厚厚的毡袍”，就是那种垫在盔甲下面的衬垫。这种东西“如此坚硬，以致我们的弓箭在上面连个印记也留不下来”。这位穆斯林观察者还看到“许多人背上插着1-10根箭杆，但他们仍然按照正常的速度行进，没有一个人掉队”。于是，骑兵弓箭手瞄准远处的骑兵，“企图激怒骑兵，引逗他们脱离步兵壁垒。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些骑兵毫不为其所动”。[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310页。]



　　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攻击开始使越来越多的马匹失去战斗力，而十字军骑兵也由于其被动和出于从属地位而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萨拉丁的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来自对方弩箭手的箭矢“射倒了穆斯林军队的战马和人员”。最后，当理查的军队接近行军的终点时，要通过距海边仅3英里的一片森林。正如他所预料的，萨拉丁在此隐蔽了部队。但是理查国王早已做好了在这类地点战斗的准备。当萨拉丁的所有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以及位于他们前面的重型骑兵突然从森林中出现时，理查国王把自己组织良好、充满活力的军队紧紧地掌握在手中。萨拉丁打算沿整个战线作战，但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后方；理查国王则计划在萨拉丁集合了他们的全部部队之后再以重型骑兵发起冲锋。虽然担任后方警戒的骑兵穿过了步兵队形，并在国王发出命令之前就发起了冲锋，但总体来讲，会战的进展基本还是按理查国王的计划进行的。在经过3次连续不断的冲锋之后，基督徒的骑兵把萨拉丁的军队赶进了森林。由于战场上的穆斯林步兵与骑兵互相挡道，致使骑兵与步兵的损失一样惨重。在意识到理查对战术非常精通之后，勇敢但又非常聪明的萨拉丁在基督徒军队恢复行军之后，未再进行新的战斗。[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页。]



　　但是，理查的胜利并没有使他得到耶路撒冷。在向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进军途中，他发现萨拉丁已经破坏了沿途的所有庄稼，烧掉了牧草，水井被下了毒或被填死。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无法克服萨拉丁后勤战略所造成的困难，理查国王只好撤回其饥渴难耐的军队，打消了夺取耶路撒冷的念头。



　　由于中世纪的所有军事领导人均来自骑士阶层，所以指挥官均不重视步兵，不了解除攻城以外的步兵用法。不过，十字军时期把轻型步兵与重型骑兵成功结合的做法说明，这些指挥官能够克服他们的偏见，并解决了夺取胜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训练和骑兵行动重个体轻群体这种性质的束缚，中世纪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步兵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不管怎么说，步兵总是分散配置作为城堡驻军，或作为乡村民兵，也妨碍了他们进行成建制的训练；而且，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对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希腊市民民兵，比罗马的职业军队就差得更远。然而，对西欧来说，十字军对结合运用武器系统的理解，比与蒙古骑兵的短暂交战所取得的经验要重要得多。




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战争




　　蒙古人拥有一支非常类似安息人的骑兵部队，其中大约3/5是轻型骑兵，2/5是重型骑兵。他们的轻型骑兵带有备用弓和3袋箭，并且至少有1匹备用马。大多数重型骑兵以皮质盔甲防护，能够跟上轻型骑兵。蒙古人按照十进制将他们的军队组织成具有严格纪律和周密协同的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有9名士兵和1名领导，其上级单位共100人，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个1000人的单位，再由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支10000人的单位。他们的将军不直接参加战斗，而是位于预备队的位置指挥战斗。他们拥有组织严密的军粮供应部门，并从其已经征服的中华帝国那里学到了久经实战检验的攻城器械。在一位年轻王子成吉思汗(他凭自己的能力已经统治了亚洲西伯利亚部分的乘马牧民)的领导下，蒙古人已经冲出了他们位于亚洲平原东北部的祖国的所有疆界。



　　他们对花刺子模帝国的征服充分表现了他们作战方法的特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推翻了这个由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印度，并且包括了曾给亚历山大大帝造成很大麻烦的大夏和粟特的君主国。而且，蒙古人在完成他们的占领，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之后，就立即有了与亚历山大相同的经历。虔诚的穆斯林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征服者，而占领部队的行为则强化了这种敌意。城镇人民起义，本地人暗杀蒙古官员，屠杀小哨站的驻军。



　　蒙古人以派遣大军进行灭绝战役来报复。军队连续不断地对这个国家进行系统的再征服，他们神速围攻并占领了每一个城市。蒙古人拥有运用攻城器械的丰富经验和相应的装备，一次攻城就可以使用4000架云梯和4000部攻城机械，其中包括一些适于向被围攻城市的城墙之内投掷燃烧油罐的机械。



　　蒙古人克服了兵力与控制庞大国家的空间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不在被夺取的城市留下驻军：他们将所有人口全部杀掉或驱逐，甚至连“猫狗都不留下”。他们把囚犯、工匠和达到从军年龄的人随军携带，从而增强了蒙古军队下一次攻城的力量。他们让这些人从事必需的挖掘、建造以及辅助进攻的工作。尽管在攻击中面临严重危险，但这些非自愿被征入伍的人们仍比较配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战斗失败，他们就必死无疑。这些囚犯在战斗中伤亡极大，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幸存。[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埃登和塞达·波译本(伦敦，1967年版)，第191页。]



　　蒙古人曾经饶恕了赫拉特这座大城市的居民。但是军队离开不久，当地居民就发动了起义，杀掉了蒙古官员。宽恕的错误危险地在这座城市中蔓延。成吉思汗质问军队的指挥官道：“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怎么会发生直至赫拉特人民集中起来，屠刀都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接着，他指示指挥官返回去：“由于死人又活过来了，所以我命令你必须把他们的脑袋从身体上砍下来。”指挥官确实如此做了，他再次夺取了城市，杀掉了城中的几十万人。最终查明，幸存者仅有40人。[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2页。]



　　在与被俘的花刺子模王子谈话时，成吉思汗希望了解他的恐怖战役是否能够永久征服花刺子模帝国的人民。他问道：“你认为这种血流成河的场面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吗？”王子答道：“如果成吉思汗继续这种屠杀战役，那么将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保留这种血腥的记忆。”[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5页。]



　　这种交谈清楚地展示了蒙古人方法的两个因素：恐怖的政治战略和屠杀平民的极端的后勤战略，而平民则是潜在的支持他们的士兵和生产者。政治战略发生了作用，人民受到了震慑，即使是单个蒙古士兵驰入村庄，也能够将老百姓吓住，可以拿他任何想要的东西，或杀掉他想杀死的人，而不会受到哪怕是轻微的抵抗。就是这样，成吉思汗很快地制服了一个庞大伊斯兰民族对异教徒统治的联合抵抗。



　　东欧缺少兵力面对如此无敌的军事机器。俄罗斯依靠重型骑兵和重型步兵，波兰人仅依靠重型骑兵，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徒步弓箭手抵御蒙古人的轻型骑兵。在1238年毁灭俄罗斯，烧掉他们木制城墙围挡的城市和城堡之后，蒙古人置位于森林和沼泽之间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于不顾，掉头开走了。就像安息人一样，蒙古人在茂密的森林中难以施展。击败波兰人之后，蒙古人集中兵力对付匈牙利。匈牙利人有伟大的统帅，并有许多骑兵弓箭手。蒙古人虽然缺乏占优势的武器系统，但还是击败了匈牙利人，因为他们的将领出色，并且拥有协同密切、经验丰富的正规军队。接着，蒙古人分兵向南、向西突进，直至到达亚得里亚海。实践证明，这项任务完成得并不轻松，因为当地人在山里伏击他们，切断他们的补给。骑兵部队在山区就像在林区一样，面临许多困难。



　　由于罗马教皇和皇帝极力动员欧洲抵抗异教徒蛮族人的入侵，蒙古人比他们来时更快地消失了。远在亚洲的成吉思汗之死，为结束这场为期4年的战役提供了契机。前面征途上的高山、森林以及石砌城墙环绕的城市和城堡，也必然提供了额外的撤离理由；而且多林国家牧场和谷物很少，与全部是骑兵部队组成的蒙古军队的巨大需求相比，差距太大，因而这种明显的后勤障碍，也是他们撤离欧洲的原因之一。于是满载战利品的侵略者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大草原，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但是，这次撤退或许并没有使全部西欧摆脱像俄国一样的命运(它仍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毕竟使他们免除了更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中世纪战术和战略总结




　　中世纪战争既强调四种武器系统的不同功能，又注重它们之间各自的优势。马镫增强了突击骑兵的作战能力，其专业化倾向也更加明显，虽然拜占庭骑兵携带长矛和弓箭，但双重或全般功能的骑兵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尽管下马的骑士能够像在马背上一样熟练地进行徒步战斗，抵抗重型骑兵的攻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步兵迅速站成密集的静止队形用长矛抵抗骑兵的冲锋。虽然较强骑兵的威胁彻底排除了士兵间隔较大、挥舞短剑的罗马队形，然而中世纪军队的权力分散使形势更加恶化。未经训练、毫无协同可言的步兵排成盾挨盾的队形，除了防御什么事也干不了。中世纪重型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不上马其顿人的方阵。此外，士兵们常常缺乏经过训练和一起生活而形成的士气和凝聚力，而且通常没有长期在熟悉的领导人手下战斗所产生的那种默契。



　　由于骑兵和投射武器部队作战时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战斗，所以中世纪军队武器系统的质量很少(如果有的话)受到影响。事实上，他们的重型骑兵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在射箭术方面，以弩箭替代弓箭，补偿了欧洲许多地方射箭传统的不足。尽管有少量的骑兵弩箭手具有相当的作战能力，但欧洲人对轻型骑兵所表现出的兴趣不大。



　　由于重型步兵专门用于对付重型骑兵，轻型步兵在攻城作战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并且是在战场上对付轻型骑兵是最有效的兵种，所以1200年代的战争艺术具有如下区别鲜明的性能：(用“>”代表优越于)重型步兵>重型骑兵，重型骑兵>轻型步兵，轻型步兵>轻型骑兵，轻型骑兵>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这些关系清楚地概括在在图解2.1中。图中，A表示攻击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D表示防御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攻击包括迫使被攻击对象战斗的能力；防御仅指成功抵御进攻的能力，而不包括部队行动的能力。本图所概括的情况是指在平坦地形上。






图解2.1武器系统的战术能力



　　骑兵下马后的能力将有所不同。当重型骑兵下马作战时，它就变成了重型步兵。徒步作战士兵的总体能力肯定优于乘马作战的士兵，相同武器系统对抗时，防御一方的能力较强。轻型骑兵下马作战，也可以获得相对优势。在任何情况下，下马作战的骑兵在防御中更便于利用地形或人工障碍等有利条件，而乘马作战就不太容易做到。中世纪统帅掌握并经常利用下马重型骑兵的这种价值，但是，由于缺少轻型骑兵，所以总是不能很好地运用这种变换。他们确实偶尔让弓箭手乘马，使其拥有轻型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更少采取相似措施，让重型步兵乘马，这大概是因为重型骑兵后备力量充分的缘故。然而，让重型步兵乘驽马或许比骑士习惯于徒步战斗更要合算得多，因为这将节约培养健壮战马，训练昂贵但无用的乘马战斗技能所需要的可观费用。



　　中世纪战争及其战术安排的不同成分对战术学的贡献比这种对各种成分作用的严格区分本身还要小。在战略方面，尽管重型骑兵的进攻能力有所改善，但防御仍占据主导地位。木制及石制的城堡和城墙压倒了进攻。中世纪战略再次表明，如果两军构成基本相同，要迫使敌人在对已有利或对等的条件下作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战略问题。如果两军在适宜地形上的机动能力都比较好，那么是否进行战斗的决定权在机动能力更强的一方。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可以迫使或拒绝与任何欧洲军队作战。但是在欧洲，一位指挥官不能迫使一个具有相当警觉的敌人作战，除非他能像腓特烈皇帝在莱尼亚诺那样做。那次，他把自己的步兵留在后面，以骑兵实施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不能攻克意大利人的步兵时，就只能遭到失败。不过，中世纪的防御者不是运用撤退，而是经常运用防御的另一资源——防守坚固阵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高墙围绕的城市和城堡提供了最好的依托。进攻者所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实施袭击，要么是实施通常难以成功的攻城，所以他们很少能实施持久的决定性会战。



　　玛格雅人[正版松鼠妖注：马扎尔人，下同。]和维京人的袭击者们主要是交替运用袭击和撤退战术，因此对付他们主要采用纵深防御的持久战略，结合运用追击和在城市、交通枢纽筑城的方法。这些筑城城市和城堡还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和阻止敌人机动的障碍。实践证明，对付袭击者，这种要点系统比追击更为有效，特别是当玛格雅人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维京人具有战术优势的重型步兵面对赶上来的重型骑兵时更是如此。中世纪的征服者也把筑城系统应用于进攻性持久战略中，法兰克人的统治者查理大帝就曾建设要塞控制被他打败的撒克逊人。通过在他们的新臣民中间建立要塞，控制了交通要道，法兰克人就有了影响全国的可靠措施，特别是这些要塞不仅具有强大的防御力，而且其驻军还可以实施进攻。在西班牙和威尔士，入侵者把敌人的地区分割成一个个小块，通过在每个小块地区建立城堡的方法巩固其统治。无论在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持久战略中，筑城方法都是所要应用的重要措施。



　　筑城还意味着采用战斗战略，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占领有利阵地，利用防御力量抵抗敌人的正面进攻。此外，由于筑城体现了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双重属性，因此这些筑城构成了防御中具有优势的武器系统，并确保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一位中世纪后期的军事作家强调把依靠筑城抵抗入侵作为在战斗中迎击敌人的一种替代方式，当时他建议统治者“向边境上最重要的地方集中和补给粮食、火炮和人员”，并“对那些未实施防御的地方进行破坏”。许多地区的城堡数量使得此种战略相当可怕。在当今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不足3000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就有70座城堡，平均每50平方英里一个城堡。



　　这种强有力的防御常常能够降低入侵者通过破坏增大战争代价的袭击来获得政治让步的筹码。此类袭击的破坏性激励防御者增强其在城堡纵深实施可怕的防御战斗，采取防御性后勤战略。因此，同一作者竭力主张防御者“从国家边境及其以内的一个宽阔地带撤出所有的家畜，并将乡村所有的食物补给品放置在隐蔽安全的地方，致使敌人进来实施攻城和四处窜扰时找不到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中世纪战略防御以此作为要旨。[注：菲力普·康塔曼，《中世纪战争》，米切尔·琼斯译本(伦敦，1984年版)，第220页。]



　　为了进攻目的而运用筑城(使逐步侵入敌方领土成为可能)也能够实施进攻性后勤战略。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连续不断的筑城，就具有这种后勤效用。每一块新的基督教属领土，都使基督教政府的军事人力得以增强，同时相应减少了穆斯林帝王军事资源的数量。由于战略中几乎所有的后勤方法都需要战斗去实现，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即时目的，那么基督教徒在西班牙的战略可以体现基本后勤效能的特点。因此，持久性战略可以逐渐取胜，并作为后勤战略而获得胜利。当然，为了确保迅速获胜，如果侵略者的目标非常有限，或者防御者的抵抗意志非常薄弱，那么也可以采用战斗战略。



　　通过在边境上抗击英格兰凯尔特人、西班牙摩尔人以及东部的斯拉夫人，中世纪统帅和政府对如何征服敌方人民的方法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当然，土耳其和蒙古系统达成这一目标更为快速。杀掉凯尔特和斯拉夫民族的人员，以恐怖和剥夺其用于抵抗的人力资源而制服其抵抗。在一个场合，一时恢复使用这种措施的罗马人曾实施杀光政策，以达成其后勤目的。当时，非洲的一个叫做纳萨莫尼斯的小部落反叛，于是罗马指挥官“攻击并消灭了他们，甚至连所有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杀掉了”。皇帝“图密善对此胜利得意洋洋，对元老院说道：‘我已经禁止纳萨莫尼斯存在下去。’”但是，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们通常采用比较人道的方法(如果说这种方法比较慢的话)，也就是通过筑城以渐进征服和绥靖的方式来达到征服敌方人民的目的。[注：迪奥，《罗马史》，第62卷，第5页，第6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9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8卷，第327-329页。]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也没有改变，无论在哪种地形对何种敌人所进行的特殊战争都是如此。这对于地域性和国家性战术系统的再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03章 新的合成兵种战术的出现(1200-1600)




	







	

 



	


	



法兰西中世纪的作战思想




　　在法兰克人苦心经营的重骑兵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兰西武装力量，成为了中世纪战争观念与方法的最好样板。在陆上有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等国包围着，北面穿过英吉利海峡还有英国，法兰西在中世纪欧洲占据着极其中心的位置，因而，中世纪欧洲的边境战争对当时的法兰西战争模式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中世纪重视重骑兵和在战斗中强调进攻的思想在法兰西发展到了顶点。由于骑兵不便于实施防御作战，因而，基本上出生于骑兵贵族的法兰西军官所想到的自然是进攻，而不可能是防御。由于没有好的弓箭手，十字弓弩又不便在马上使用，再加上军队本身也没有轻骑兵的传统，因此，重骑兵的冲击在法兰西军事思想中占据了其骑兵作战思想的主导地位。



　　尽管法兰西人极大地忽视步兵在会战中所能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然而，他们有充足的战术理由轻视对战斗中轻步兵的部署使用。轻步兵虽在围攻中有用，但又免不了要对付土耳其人的马上弓箭手，因而，在当时披甲骑兵盛行的战场上，轻步兵很难找到其相应的位置。重步兵虽然也在围攻中有较大的作用，但也难以在法兰西人的作战思想中找到其相应的位置。由于以往既没有使用重步兵的传统观念，也没有好的编组方式可使重步兵发挥作用，因此，可辅助要塞防护和用于攻击城堡的这些雇佣兵，没能抵制住重视重骑兵的思想盛行。平民步兵虽可将自己排列成密集的队形，但由于缺乏训练，也没有较好的装备，因而，他们也难以抵制重视重骑兵思想的发展。法兰西的统帅们相信进攻是最强的作战样式，认为骑兵是主要的武装力量，因此，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发展能抵御骑兵的重步兵。他们的战术训练集中于骑士比武，所进行的会战则也像是在马上比武一样，他们尤为喜好战斗中的马技。



　　贵族阶层对徒步作战的、社会地位低微的平民的蔑视，也是轻视步兵的思想根源之一。偶尔有这么一次，法兰西的步兵在没有骑兵的协助下几乎都快要赢得战斗胜利了，而这却引起了法兰西贵族的妒忌。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为此他记录了一位法兰西统帅的话：“前方的大小贵族们，瞧，我们是多么的荣幸！我们打赢得了这场战斗。”一方面，社会的偏见增强了法兰西头领们轻视步兵的思想；另一方面，装备合适重步兵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也促使了法兰西指挥官们不去改变他们主要依赖重骑兵的做法。[注：奥利弗·斯帕尔丁，霍夫曼·尼克森，约翰·赖特，《战争》(华盛顿，1937年版)第371页。]



　　上述这些因素与战斗中正面攻击思想有很大的关系。骑士文化和英雄主义思想使得法兰西人乐于接受挑战，实施正面战斗。这样，促使了骑士比武中的正面战斗思想固定了下来。再加上有限的战斗经历，就更阻止了机动包围战术这种在骑兵对骑兵作战中难以实施的机动样式的产生与发展。骑兵与步兵不同，骑兵战斗很少依赖战斗队形和技术，更多涉及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行动。认为进攻是更优越的战斗样式的思想也有助于正面攻击思想的形成。当然，当重骑兵对重骑兵、轻步兵以及装备不良或准备不足的重步兵作战时，认为进攻更占优势的理论也是成立的。比如在1229年，年轻的亚拉冈国王，率领他仅有的400名骑兵在与2000名穆斯林长矛兵相遇时，竟与之交战。正如他自己所预料，他竟然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因为，长矛兵在向前推进过程中战斗队形暴露出了间隙，亚拉冈骑兵就顺着这些间隙冲进了长矛兵战斗队形，大获全胜。



　　作为中世纪军事模式的样板，法兰西人就没有更多地认识到古代战争中士兵的作用。他们很少有、甚至是几乎没有诸如机动包围、集中兵力攻敌弱点、以较少的努力赢得战斗的胜利等作战思想。他们只有保持少量预备队的思想，甚至指挥官也不是在组织指挥战斗，而是在率领其部队冲锋陷阵。由于战斗的不频繁以及具有大多数封建军队所固有的特点，法兰西的军队缺少相应的组织和多兵种联合体制，也没有任何指挥机构。事实上，由许多有财富，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人组成的法兰西军队，就相当于一群乌和之众，而不像是按马其顿或罗马风格组建的军队。上述这些因素大多也同样影响着法兰西军队组建起合适的后勤保障体制。当时只有拜占庭和蒙古军队可与古代的军队相比。



　　当然，法兰西士兵们对筑城设防的重要意义确有一定的理解。他们构筑起越来越坚固和复杂的城堡与城墙，并以永久性筑城防御为基础，巧妙设计他们的战略。中世纪的将领们在战略上能展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像国王约翰在各次作战中所表现的那样。当然，不包括他与奥托皇帝联手对付法兰西腓力国王的那次战役。法兰西军队在十字军东征作战中也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军队缺乏连古人都十分清楚的严明纪律。他们使用弓弩兵击败马上弓箭兵，以及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将弓弩兵与长矛兵混合使用的思想，都表明他们能够理解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优劣。十字军中的法兰西士兵在战斗中也使用过突然性和侧翼攻击战术。然而，在欧洲，除了他们的筑城技术外，他们几乎没有从东方学到多少东西以改进他们自己的战术。这需要有比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更邻近的边境战争才影响了后来中世纪战争方式，而这发生在军事技术与后勤保障方式转变中的背景下。




后勤保障的变革




　　商业的发展、地区的相对稳定、劳动大军的扩大带来了社会产品的丰富，再加上货币的使用，使得中世纪后期战争中的后勤保障有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就使得统治者们能够支撑起庞大的军队。越来越多的统治者们开始依赖职业军队，而民兵只用于防护城堡和抵御外敌袭击与入侵。然而，此时的职业军人已不像当年罗马时期的职业军人，是由君主征募和组织，并能保持常备状态和经常性的训练，他们是雇佣兵。士兵们只是短期内出租自己，很少有超过一年的。比如，征服者威廉就极大地依赖他的征服地(英格兰)的雇佣兵。通常，统治者们通过军事契约者从事战争。这些契约者们向统治者们为某一次战役提供所需的部队种类与数量。随着货币流通额的增大和国家税收的增加，这就使得君主及公爵们使用雇佣兵不再依赖强制性的军事税收。



　　职业军人取代了民兵，这意味着军队成份的增多，战役可在统治者财政所维持的限度内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但是，无论是单个士兵，或是成群的士兵，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年复一年地跟随同一军事契约者作战，但是，这样的军队也缺少像罗马军队和后来拜占庭常备军队拥有的那种职业精神。雇佣军人员的不稳定就意味着缺少固定的编制，没有一定的建制单位规模，缺少相应的指挥体制，也缺乏一起共同训练的经历。没有了这些，这些军队就缺少整体联合性和部队凝聚力，或者说团结精神。因而，由这样的雇佣兵组成的重步兵，虽然他们擅长城堡作战，但缺乏野外战场的机动能力。士兵的个人创造精神不足，军队的作战行动不如罗马时期国家拥有的军队那样有效。



　　农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14世纪中期瘟疫流行之前欧洲人口的增长，都增强了军队的供给能力。军队也因此能实施长时间的持久性战役。由于钱币的极大丰富，军队在战役过程中就能方便地购买到军队所需的食物、营房住所和饲料，这也促使了个人承包商供给军队所需用品的现象出现。当然，技术的进步也极大地影响着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随着马蹄铁技术的引进、马颈圈技术的完善，人们不再利用马脖子而是利用马的肩膀来牵引，这样马可以拉更重的东西。双马挽具的推广使用，使得设计精巧的运货车可以根据运货重量使用多对马。马不仅跑得快，而且也有较好的耐力，这样马就逐渐取代了牛。在道路状况较好的地方，马拉的运货车就取代了牛车或其他驮载牲畜车。这些技术的革新使运输效率得到了成倍的增长，道路运费下降了2/3。在罗马时代，每100英里谷物的运费就相当于所运谷物自身的价值，而到13世纪，每百英里的谷物运费下降为所运谷物自身价值的30%。这一显著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军队的供给方式，使得驻军可以有一个较大的作战半径，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军队在征战中自身可以携带大量的食物。



　　在中世纪的后期，舰船也处于显著的变革之中，到1600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商船的外观尺寸增大了，航运能力也有了提高。单桅杆船变成了双桅杆、三桅杆甚至四桅杆船。桅杆上的帆也增加到了三页，这样，舰船行驶起来就可以更快，而且行驶方向更贴近风吹来的方向。刚开始时，船的吃水深度较深，船舷较高，船外形呈宽而短，其宽度相当于船龙骨长度的一半，相当于船全长的1/3。实践证明，这样的船具有较好的抗恶劣天气能力，但航速较慢，机动起来不灵活。到16世纪，出现了较低而狭长的船，船的最大宽度只相当于船龙骨长的1/3。这样的船航速快，航驶性能好，机动起来极为灵活。



　　然而，水上运输更大的进步来自于导航技术的进步。罗盘的引进，使得轮船更为方便地航行至陆上视野之外的地方。水手通过测算船经过某一物体所需的时间就可以估算出航行的速度以及船已经航行的距离。尽管在海上测定纬度还有一定的困难，也不可能知道经度，导航只能是大概的而不是精确的，但是，导航技术的这些进步已极大地增强了舰船的航行能力。水手们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很自信地航行到陆上视野之外的地方。




武器装备的变化




　　在13世纪，穿铠甲的士兵开始在自己身上的薄弱部位使用厚铠甲以加强铠甲的防护。重骑兵逐渐地在自己铠甲上增加厚铠甲，直至后来普遍出现了整套的锁子甲服。它可以使穿此锁子甲的士兵不怕打击，对方的手持武器和弓弩箭也奈何不得。可以完全防护士兵面部的头盔也早已使用。这样，一套新的锁子甲服重达70磅[markgraf注：70磅约30多公斤，锁子甲不可能这么重，从上下文看是指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早期的plate-on-mail，译者勉强译为“锁子甲服”，容易造成误解，插图中用的“铠甲服”也许更为准确。]，再加上战马自身披带护甲的重量，一匹马要扛100磅的金属铠甲。由于，马为免遭长矛刺伤胸膛而披上铠甲，骑手为防伤害也严实地裹着铠甲，这样，骑士就变得更加令人生畏。然而，这一改动既增加了骑士的花费，也严重地降低了其机动能力。负担沉重的战马再也不能在战场上疾驰，骑士也难以灵活地机动，只能直走攻击。骑士下马后只能艰难地行走，且难以再上马；一旦倒下，甚至难以起来。






插图3.1铠甲服



　　黑火药的发明并没有很快影响到陆上作战。它的重大应用并不是火箭，也不是城堡围攻机械所抛射的炸药，而是用于从管内抛射物体。到14世纪中期，加农炮已经相当普遍了。然而，加农炮经过了100年的时间才有足够的威力轻易地摧毁城墙，从而才真正引起战争艺术的变革。于是，一旦城堡和城墙已经过时，军事工程专家们就会寻求新的筑城方法，防御者们也就会建构起新筑城工事。



　　以黑火药为动力的攻城炮的效果较好，因此，它取代了当时使用的机械攻城装置。一些新的加农炮威力较大，可以发射重达400磅甚至更重的加农石弹，但是，大多数这样的炮都是很难挪动的，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放置到位，因此，这样的炮都被认为是固定不动的。正如当年罗马人，先是将弩炮安放在轮式车辆上推到战场使用，尔后才演化为弓弩似的手提抛石机一样，具有机动能力的可移动炮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一类似过程。15世纪既有轮车上推的小加农炮，也有单个士兵携带的小加农炮。安装在原始车架上的可移动野炮，移动起来也不方便，瞄准起来也困难，因而，其长时间内并没有对战斗产生太大的影响。轻步兵和轻骑兵的可移动抛射装置缺乏机动性，野炮也同样缺乏这种机动能力，因而，它们都不能抵抗重武器系统的攻击。不像轻步兵和轻骑兵，炮就连逃避重步兵攻击的机动能力都没有。



　　炮主要运用于机动不十分广泛的攻城作战中。当然，后来也制成了可携带的手“炮”，即手枪。早期的手枪不便瞄准与射击，因而，并没有对作战产生太大的影响。它实际上就是将发射管安装在一根木托上罢了。要想用它实施射击，得携带一件点燃的物体，设法使之接触前装枪管后部的火门，引起点火，得以发射。通常用于点火的是一根点燃但不着的细绳，也叫火绳。枪手要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持火绳去凑近火门，这样想瞄准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手枪由于其威力并不太大，发射速度又慢，因而，它还不如精度较好的十字弓弩，即使是操作熟练，也不敌发射速度较快的弓箭。



　　在15世纪中期，火绳扳机的采用提高了手枪的瞄准射击性能。将火绳点燃的那一头夹在触发扳机的前钩上，操作者使用扳机移动火绳接触火门提供点火，而两手可同时持枪实施瞄准。但是，此火绳枪的发射速度仍然较慢。为装填射击，枪手要先量出一定量的火药，放入枪管，塞入铅球，再塞一些棉花、碎布以固定住弹丸和火药。在火门旁边有一个火药池，当里面装入火药时，用火绳点着它就可以引发枪管内的火药。枪手在射击前，装填弹药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用一个小盖封住火药池，以防火药漏出。在装填过程中，枪手既要保证火绳不灭，又得防止火绳靠近火药。装填完毕后，枪手就可以用手握住火绳已点着的那头，或把它在空中卷起来，用嘴不停地吹着以防止熄灭。准备射击时，他要将火绳固定到扳机钩上，打开火药池，进行瞄准，尔后扣动扳机。此枪的射击结果是，有一半机会是把铅球抛射到3/4英尺远的地方，还有一半的时间就是要么火绳灭了，要么火药倒出来了，再要么火药池中的火药没能引爆枪管中的火药，或者因其他意外事故而不能射击。如果射击了，枪手有50%的概率击中前面100码距离上的肩并肩挨着的士兵。



　　尽管火绳枪的威力增大了，如果不是它的花费降低的话，它还抵不上十字弓弩。将一根简单的铁管或黄铜管装置在木架上，再配上并不复杂的钩子和扳机，一枝火绳枪就算做成了。它的制作花费比弓弩的制作花费少多了。因为，弓弩还要用卷扬机或其他机械装置将弓弯曲，以增大其张力。光制作一把十字弓弩就需要技术工一周的时间，再用卷扬机使之弯曲，又得一周的时间。而制作一把枪却只需一个劳工一天的时间。制作一支弩箭需要一个技术工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制作手枪的铅球却可以成批地铸造。到15世纪末，随着火绳枪的威力赶上甚至超过弓弩，发射速度也与弓弩基本相当，火绳枪便开始取代弓弩了。






插图3.2火绳枪机



　　当火绳枪的发射速度与弓弩基本相当时，它的精度还不高，还不是十分可靠的。问题出在武器本身，因为其弹丸只是松垮地放在枪管中。尽管一名有经验的射手，由于熟悉自己弹药的药性和武器的特性，射击使用起来要比一名新手好多了，但是，射击瞄准还不是手枪训练中的一个内容。士兵重视的不是射击的精度，而是持枪运动的速度和运动中过程的可靠性(保证火药池中的装药不倒出来)，以提高发射速度。战斗力的可变因素是火绳枪的发射速度，而不是射击的精度。由于火绳枪的造价低，到16世纪，它就很快取代了弓弩。但是，火绳枪只是简单取代了弓弩，它并没有给使用发射武器系统的士兵的战斗效率带来多大的提高。尽管攻城炮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直到15世纪，攻城炮才真正使筑城变为过时。因此，黑火药并没有对中世纪后期出现的、在13世纪前后风格各异的欧洲战术产生什么影响。




持久战略和英格兰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




　　威尔士人与英格兰人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又过了一百年，到1276年，它们之间又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冲突。北威尔士在卢埃林王子时期，不仅有着卢埃林亲王这样一位精明且富有经验的领导，而且有延伸到南部纵深的疆土作为有力的基地。卢埃林在耗费英格兰人物力财力的同时，使自己的领土得以扩大。然而，到了新英格兰国王时期，他的对手却是一位善战的优秀战略家——爱德华一世。早在王子时代的爱德华，在反对德·蒙特福特的伊甫斯罕战役中就展示了其才华。在1276年，爱德华国王召集了一支雇佣大军来到威尔士。这支大军只有少量的骑兵，大多是弓箭兵、长矛兵、木匠和矿工。这次，爱德华不像他父辈那样进行轰轰烈烈的，却短暂而无效的入侵。他计划在占领地实施持久战略。他使用极少的骑兵，避免了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他雇用的是一支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荒野、山区和森林中与威尔士人作战的军队。



　　爱德华国王的首次战役很快就攻克了卢埃林的一些防备不紧的边缘目标。紧接着进入了冬天，爱德华所面临的是威尔士西北部一片充满敌意的崎岖山区。爱德华继续进行作战，实施前两个世纪就沿用的快速战略追击。当然，他并没有忽视后勤战略。他封锁了任何通往卢埃林领地的供给活动。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冬季战役是相当有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威尔士王子就不得不求和，丧失大片领土及影响范围。在确定求和时，卢埃林肯定考虑到了爱德华国王进一步实施后勤战略的结果。在1277年9月，他卢埃林虽然占领了威尔士北部海滨的安格尔西岛上大片肥沃的土地，但爱德华国王手下的人却收割了本来可以送回威尔土本土，供给爱德华对手的庄稼。



　　爱德华国王不愧为是一个彻底的建设者，他接着就开始了旧城堡的修理和新城堡的修建工程。威尔士人为他们自己统治而修建的城堡，反成了英格兰人为了控制他们的新占领地所作的准备。5年以后，在另一次持续一年的战争中，爱德华的军队占领了北威尔士的剩余领土，夺走了全部城堡。



　　这一持久战略，跨了整个冬季，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在完成征服威尔士的过程中，英国人并没有遇到像他们所想像的那么多困难。因为，卢埃林早早地加入到他的先遣队中，被一名英国士兵碰到了，而这个士兵并没有认出他就是卢埃林，很快用矛将其刺死了。爱德华那宽松的领导艺术和他部队的高昂士气，使得爱德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对威尔士的征服。爱德华很快就转入修建城堡，巩固他的统治。在7年的时间内，爱德华就按照改进的设计方案修复或新建了9座城堡。



　　在接下来的11年中，英格兰人遇到了两次反抗，但都被迅速而有效地平定了。在爱德华的整个征服战役中，威尔士人成了他的军队的主力。一个世纪后，尽管威尔士人有过一次短暂而强烈的反抗，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威尔士也就逐渐地成为更英化的、爱德华国王领地的组成部分。爱德华做了许多威尔士人的安抚工作，终于让自己那出生于威尔士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继承了当地统治者的位置。对威尔士人约两个世纪的不断渗透是其政治征服的重要内容。



　　征服威尔士的军事手段是持久战略，基本上是作战，同时重视长期的后勤斗争。如果英格兰人能更充分地调动本国的资源，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不是采取时断时续的方式，那么，英格兰人用不了两个世纪就可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任务。然而，这种方法需要耐心。对一个地区，比如某一流域的征服，并建立起能支配该地域、控制这一地域交通的要塞，需要花费时间。英格兰人在自己的不懈征服努力中，一旦控制了被征服地区，并运用这一地区的资源时，他们就应该果断地转入对下一地区的入侵，通过修筑要塞达到控制的目的。



　　要塞以最有效的形式增强了防御的威力，但也给了防御者背上了难以实施战术进攻的包袱。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占领并平定一小块地区，这可以使入侵者增大其在空间上对敌兵力的对比率。其要塞就不仅能防止威尔土人重新夺回所占领地区，也能阻止威尔士人对所占领地区的袭击活动。这样，英格兰人就可以逐渐地让战败者顺从他们的统治，并逐渐在文化上同化他们，直到用较少的兵力就控制这一地区，腾出更多的兵力去入侵并控制另一地区的领土。城镇的增长和土地的开垦加速了英格兰人的观点、制度以及语言在威尔士的逐渐传播。




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合成兵种战术体系




　　尽管英格兰人在威尔士的战役作战中有大量的城堡围攻作战，但是，两军却很少进行野战。因为，威尔士大量采取的是游击性的袭击和伏击战术。当北部威尔士人真正在野外与英格兰人交战时，他们采用的是典型的长矛兵密集方阵。像威尔士这样的小国，商业不发达，农业产品也不丰富，养不起昂贵的护甲骑士。它使用廉价的步兵，像马其顿那样，使用长矛将敌人挡在一定距离之外，这样就使昂贵的铠甲骑士没有太大作用。在对付这一强固的防御型队形时，英格兰人采用的是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庭斯会战中使用的战术。英格兰人不是用骑兵去冲击威尔士人密集的长矛兵方阵，而首先派出弓箭兵和弓弩兵，发射箭雨，极大地削弱威尔士人的消极防御，然后，骑兵一次冲击即可获得成功。



　　在威尔士南部，英格兰面对的是手持长弓的威尔士人。这种长弓比普通弓要可怕得多。它和人一般高，很结实，其威力可以与十字弓弩或者合成弓相比。有一次，一枝箭射在4英寸厚的木板上，在板的另一侧面还露出一点头来。当然，长弓的本质特征不在弓本身，而在使用长弓的人。它要求使用者经过多年的训练以培养足够的力量才能拉开它，掌握准确射击的技能。十字弓弩为人们提供了一件既便利使用，又能增长自身力量的机械；而长弓却是依赖经最好训练的人的使用，才能发挥出威力。人作战技能的提高增加了武器系统的花费，而在像威尔士这样的落后国家，情况就未必如此。威尔士人依靠民兵先后抵抗过萨克森、维京人，最后是英格兰的入侵。由于长弓的廉价，威尔士的牧羊人甚至可以将掌握长弓的射击技术作为自己的一门副业。一名技术娴熟的长弓射手可以利用自己武器的多种用途以及参加射击比赛为自己挣回食物。威尔士人对这种费力的长弓的专业化，形成一种比弓弩更有威力的武装力量体系。因为长弓的发射速度是十字弓弩的3-4倍，一名技术娴熟的射手对远距离目标快速地射击，足以保证有两枝箭同时在空中飞行。英格兰人也让威尔士的长弓射手加入他们的军队，并成功地在英格兰推广普及长弓，致使长弓实际上取代了十字弓弩。



　　然而，长弓主要还只是威尔士和英格兰人的武器，并没有在法兰西得以推广，因为掌握长弓的使用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由于火绳枪的射击速度不快，射击精度也不高，从而延迟了它在英格兰的推广使用。但是，火绳枪最终还是取代了长弓和十字弓弩。因为，射手使用长弓需要较大的力量和一定的技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就使军队装备长弓武器系统的费用高于火绳枪的费用。这一因素最终保证了人们采用火绳枪。



　　大约两个世纪以来，长弓实际上成了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惟一的主要武器系统，因而，他们拥有了西方世界最好的轻步兵。当英格兰人将精力从威尔士转移到苏格兰时，英格兰人学会了如何运用他们上乘的轻步兵武器系统。在1298年的福尔柯克会战中，爱德华一世遇到了苏格兰人。苏格兰与威尔士相似，是一个农业产品不丰富的山区小国。苏格兰人也像威尔士人一样，注重较为廉价、且比重骑兵更适宜在他们大多数地形上作战的重步兵。他们也确实有一些重骑兵，但是他们的弓箭手不如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长弓手有战斗力。



　　在福尔柯克会战中，苏格兰人知道自己的重步兵更适合于防御作战，因而他们就等着对方来进攻。苏格兰军队指挥官，威廉·华莱士是位称职的指挥官，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战中，苏格兰人在一片沼泽地后面组织防御，等待英格兰人的进攻，并因此击败了英格兰的攻击。华莱士从此学会了重步兵要以防御对付英格兰人进攻的道理。在这次会战中，苏格兰人也像上次作战那样，在一片松软土地后选择自己的防御阵地。



　　然而，爱德华国王也不愧为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下决心要进攻。苏格兰的重步兵装备了12英尺长的长矛，使用纵深很大的战斗队形。在防御时，前面一列跪着，手持长矛，将长矛柄触地，后面其余各列则平拿着他们的长矛。苏格兰将重步兵排成四个很大的战斗队形，以形成全方位的防御，而将弓箭兵放在战斗队形之间或重步兵队形的翼侧，并将少量的重骑兵放在步兵队形的后侧。英格兰人的重骑兵分散通过松软的地面，从两个翼侧接近苏格兰人。不等下令，英格兰重骑兵向静等不动的苏格兰军队发起了猛烈地攻击。这一冲击，冲散了苏格兰的轻步兵，但对四个纵深的长矛兵方阵却没有什么影响。正当英格兰的骑兵准备向重步兵再一次发起冲击时，爱德华国王赶到了。他发现，第一次自发冲击的效果来自于马对轻步兵的冲撞和践踏。这位经验丰富又十分精明的国王，很快意识到骑兵对长矛兵再次发起冲击也会无效的。因而，他阻止了骑兵的再一次冲击，而采用当时曾有效对付威尔士长矛兵的战术。他调来了长弓兵，命令他们对苏格兰阵线的几个地点集中射击。当密集箭雨重创苏格兰重步兵，并在其队形中打开缺口时，爱德华国王命令骑兵从打开的缺口处发起冲击。骑兵很快就突破且击败了对手，接着便向苏格兰的步兵发起追击。尽管苏格兰的步兵伤亡惨重，但是由于步兵已接近森林，伤亡得到了控制。苏格兰指挥官选择这一靠近森林的地点作战，就是防止一旦失败，这片森林可以作为步兵逃避骑兵伤害的避护场所。



　　英格兰人在此次会战中的胜利，在战术上类似于当年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的胜利，它再一次显示了，作为古代时期的轻步兵，尽管在重骑兵面前显得很可怜，但却可以抵挡重步兵的攻击，并给之以重创。该会战还显示了骑在马背上、穿着精心设计的铠甲的贵族，并不能胜过手持长矛的密集步兵。这后一条经验，也正是纳尔塞斯在塔基尼会战胜利的根本，可英格兰骑士们却很难学到这一点。



　　爱德华国王在福尔柯克会战的胜利，转变了英格兰人在对付苏格兰人中的好运。1297年，在爱德华国王不在的情况下，尽管知道苏格兰军队就驻扎在不远处，英格兰军队仍信心十足地通过一座很窄的桥。这种过于自信自然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部分英格兰部队已通过桥之后，苏格兰的重步兵发起了冲击。在对岸的大部分英格兰士兵或被歼灭，或被俘虏，还有一些在逃跑时掉进水里而淹死。



　　然而，爱德华国王在福尔柯克会战的典型战例，并没有很快促使英格兰人战术条令的改进。几年后，一位明知爱德华在福尔柯克会战中所采用的战术的英格兰指挥官，有一次，遇上了罗伯特一世时代的一支苏格兰重步兵部队。这支部队正封锁着两块沼泽地之间的狭窄通道。这位指挥官没有使用他的长弓兵，而是用骑兵冲击长矛兵。在连续冲击彻底失败后，这位指挥官只得撤退。任何徒步步兵都不能抵挡住重骑兵的冲击，这一错误的思想在中世纪时期的许多将帅头脑中很难得以纠正。贵族对徒步作战的平民的蔑视，加深了他们傲慢地认为重骑兵是至高无上的兵种。



　　苏格兰人成功地迫使英格兰人离开他们原先的征服地。爱德华一世的无能儿子和继位者，爱德华二世最后被激怒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在1314年，爱德华二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入侵苏格兰，以解除在罗伯特一世领导下的苏格兰军队对一个重要城堡的围困。罗伯特国王是苏格兰人独立运动的领袖，在政治活动和军事事务中都表现出了其杰出才华。他从威廉·华莱士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也从他自己与爱德华一世对阵的会战中汲取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对付英格兰军队向前推进，罗伯特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一片沼泽地后面的一个小山上。此山离被苏格兰围困的城堡不远。英格兰要想解除对城堡的包围必须首先攻取此山。罗伯特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能瞰视整个会战的制高点上。苏格兰人缺少弓箭兵，主要依靠他们的长矛兵，并以部分下马的重骑兵来加强力量。罗伯特留500名重骑兵作预备队，将步兵摆成四个分开的、有一定纵深的队形。



　　为进攻苏格兰人，英格兰的庞大军队不得不通过这片小水池星罗棋布的沼泽地。黎明时分，英格兰人才全部通过这片沼泽地，重骑兵还没有完全展开成战斗队形，而跟在后面的步兵几乎都没来得及展开。罗伯特一世改变了原先等待英格兰人攻击的计划，决心乘英格兰人未形成战斗队形前对其发起攻击。他命令他的步兵向前，实施罕见的以步兵攻击骑兵的战斗。



　　正像当年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轻松地将其重甲步兵凝聚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成一条线地向前推进一样，苏格兰庞大而密集的长矛兵方阵有序而从容地走近英格兰骑兵，前面各列没有任何间隙，始终保持着战斗队形。一股英格兰骑兵很快就以一次反冲击与苏格兰长矛兵方阵相遇。正如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这两支部队碰到一起，英格兰骑士高头大马撞到了苏格兰士兵的长矛上，就像撞到了一棵大树，爆发了巨大而可怕的碰撞，队形割裂了，马也撞死了，它们紧紧地堆在一起。”停在长矛线之外的骑兵也无能为力去改变这一惨况。[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纽约，1924年版)第95页。]



　　在苏格兰的其他方阵赶来交战的同时，英格兰总算在一侧部署了部分长弓兵。长弓兵们快速地射箭。如果长弓兵们能持续地射箭的话，那么苏格兰的处境就会相当困难。然而，经历过福尔柯克会战的罗伯特国王，“很清楚长弓箭手们是危险的，他们的射击是可怕的。”于是，他动用了500人的重骑兵预备队。预备队的这次冲击轻松地冲散了对方的弓箭手。国王使用了他的惟一能攻击并击败轻步兵的武装力量。苏格兰的长矛兵在没有弓箭兵的威胁情况下加入了战斗，将英格兰的重骑兵挤压到一块，退回到没有机动能力的步兵跟前。而这些步兵们正被围困在攻击前自己刚刚经过的沼泽地中。英格兰的后续部队都没有派上用场，就只得带着爱德华国王派遣的长蛇阵从战场上撤退。庞大的英格兰军队伤亡惨重，许多士兵在过后面的水障时被淹死。在班诺克本，英格兰军队败在了使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中。而在这以前，苏格兰人往往是站着等待实施防御战的。在以后的几次主要会战中，苏格兰人却由于自己的过于自信，再加上英格兰人改进了其战术而吃尽苦头。



　　1332年，一小股英格兰军队入侵了苏格兰，在杜普林山上取防御态势。全部由重步兵组成的苏格兰军队向山上推进，主力集中在中间，两侧各有一个小方阵。英格兰人明智地让骑兵下马，转而对付重步兵，并将他们众多的长弓兵分散在骑兵的侧翼。苏格兰人未能重视英军弓箭兵的作用，其中央集团向静止的下马骑兵发起了冲击，未能获得绝对优势的效果。正当双方徒步士兵们相互厮杀之时，英格兰的弓箭手们运动到前面，从左右两侧快速地向苏格兰两个翼侧小方阵发射弓箭，迫使它们退回，与中央集团主力挤在一起。由于前面的士兵不能向前挪动，而同时两翼的部队赶在对方箭雨到来之前向内退缩，当时的场景正如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苏格兰的军队“由于过于拥挤而互相践踏至死，其因挤压至死的人数多于被箭射死的人数。”苏格兰军队同时受到了三方面的攻击，所处的态势类似于当年罗马军队在坎尼战争中的处境，而且“那令人惊叹的场面是以往所见到过的战役战斗中所未曾真正看到或听说过的，尸体堆起的高度甚至高于长矛的长度。”当苏格兰军队最后开始撤退时，许多英格兰的骑兵们则上马追击，又给苏格兰人造成了更多的伤亡。相反，英格兰人的伤亡甚微，苏格兰人根本就没有伤着他们的弓箭手。[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纽约，1924年版)，第105页。]



　　第二年，在哈利敦西尔，苏格兰又去攻击英格兰人的队形。聪慧且精力旺盛的年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一个险峻的山上占领阵地，采用新的战术，即让骑兵下马作战，将弓箭兵分散部署在下马骑兵的两侧及队形间隙。当苏格兰军队向前推进时，弓箭手从山上往下射击，长弓兵在没有重骑兵协助的情况下转向攻击重步兵，来到停止不前的长矛兵跟前。苏格兰军队不久就后撤了，而将会战的胜利留给了爱德华三世。这位当时只有20岁的国王从此便开始了他几乎不败的军事生涯。



　　从与威尔士和苏格兰人的战争中，英格兰人发展起了一套优秀的战术体系。在部队处于防御状态的基础上，让骑兵下马成为重步兵，让厉害的轻步兵在攻击的重步兵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以成功的防御杀伤对方。以轻、重步兵混合编成，可以胜过任何武装力量系统协同进行的正面攻击。当然，全部由轻步兵实施的攻击除外。对付全部由轻步兵实施的攻击，英格兰的骑兵则又将上马作战，以马撞击弓箭手。对付同样由轻、重步兵实施的协同攻击，防御者则拥有进攻者不具有的防御作战的优势。这样，英格兰人就由原来的主张以重骑兵进攻，转而创造出这种完美的防御战术体系。运用这一战术体系，英格兰人不仅制服了苏格兰人，也能击败帕提亚人。



　　自杜普林会战和哈利敦西尔会战失败之后，苏格兰人就又回到了罗伯特国王制定的理智而有效的战略上来了。罗伯特国王曾强调指出：要避免会战，依赖山丘、沼泽地、森林提供防护，而不是依托要塞；进攻行动要局限于达成突然性或实施伏击战。他还提出了一种后勤战略思想，即当入侵者来时就破坏庄稼，因为“当入侵者看不到有任何可索取的东西，到处一片荒凉，他们也就匆匆经过而不久留”。这种后勤战略比起战争带来的破坏要小得多。因为，英格兰侵略者来时也将破坏他们所未能消耗掉的东西。而苏格兰人可以经常性地掠夺邻近英格兰的领地以作为一种补偿。在25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双方的战术、战略，以及总体态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苏格兰人始终没有培养出能与盎格鲁-威尔士的长弓射手相当的弓箭手，而英格兰人也从没有制服过苏格兰人，也没有遏制住苏格兰人的袭击。在哈利敦西尔会战胜利后不久，爱德华三世就将主要精力转到与法兰西人战争上来了。[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纽约，1924年版)，第99页。]




百年战争的开始与克雷西战役




　　在1339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开始了他对法兰西的第一次战役。他计划采用他在1333年哈利敦西尔会战中成功运用的战术体系，在防御会战中依赖下马重骑兵和长弓兵打击对方。爱德华三世在友好的荷兰省领地登陆(即现在的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兰西境内的邻近地方)，与盟军的一支部队会师后，入侵法兰西。那是一个到处建有砖砌的坚固城堡的国家。为创造一个便于实施防御的条件，以便采用他的防御战术，他对法兰西的农村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袭击，希望能迫使菲利普六世发起进攻。



　　菲利普国王是一个残忍的人，可以说是一位很合格的军人。当他率领他的庞大军队进行远距离行军时，爱德华国王就将自己的军队摆成三线，徒步的重骑兵在第一线，两翼是他的弓箭兵。然而，菲利普国王也并不进攻，而是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离对方一定距离远的地方，等待英军的攻击。尽管英格兰的战术中也规定了可以实施进攻，但爱德华国王还是犹豫不决。他解释道：因为，菲利普国王“在他的周围挖掘了许多堑壕，并砍下大树挡在路上，以阻止我们接近。”一段时间后，双方军队的粮草耗尽了，各自撤离了战场。尽管菲利普国王并不完全知道英格兰徒步重骑兵的威力，也不清楚长弓兵所能带来的致命性威胁，但是，他的谨慎防止了他向一支经严密组织的大规模部队发起攻击。[注：阿尔弗雷德·伯恩斯，《克雷西战争：百年战争前期军事史(1337-1360年)》(西港，1955年版)第50页。]



　　在1340年，爱德华三世又回到了同一战场。在这次战役中，他围困了特耐城堡近2个月，利用一条河阻止救援部队靠近城堡。由于财力不支，英格兰国王不得不同意他的盟友的休战要求。这个战役最终未能占领特耐城堡，也没能进行一次会战。



　　在1341年，爱德华国王掌握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遂将战场转移至布列塔尼的达奇。布列塔尼是位于法兰西最西部的一个省。在此，爱德华国王支持一位亲英的人[译者注：蒙特弗侯爵约翰]继承布列塔尼的侯爵地位。于是英法之间展开了多年的中世纪典型的拉锯战。与此同时，法兰西军队正稳步地向吉耶纳公国推进。这是英格兰在法兰西东南部的长期占领地。在长达6年的战役中，法军已经推进到了距波尔多25英里的地方。同时，在1345年，爱德华国王能干的侄子亨利(兰开斯特伯爵)，也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到达此地。亨利的才能使他扭转了英格兰的命运。



　　兰开斯特伯爵向占领倍尔拉镇的法兰西军队主力开进，并很快就发起了实际上短暂的围攻。在停泊在河上的轮船的支援下，在弓箭手们迅速的箭雨打击下，兰开斯特伯爵很快拿下了这个城镇，法军则逃跑了。接着，他继续向前推进，避开皮里格这个坚固的要塞，占领了距波得克斯约100英里的城镇奥柏劳齐。然而，当英格兰指挥官再回到海滨时，法军又采取攻势行动，围攻了奥柏劳齐。兰开斯特伯爵则率领一支由重骑兵和弓箭手组成的小部队，迅速赶来解救。在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他突然袭击了围攻奥柏劳齐的法军，击败了围攻者。随后，兰开斯特伯爵又占领了三个城镇，包括拉里奥。在此，他一方面运用移动堡垒接近城堡，另一方面，他告诉守军，他已经在城墙下面挖了一条坑道，并放火烧掉支撑木，以此劝说法军投降。兰开斯特不仅夺回了丢失的领地，而且威胁到了法军长期占领的地方。这些行动的成功引来了庞大的法军部队。这支部队由法兰西国王的儿子指挥，首先围攻艾吉龙，而英军只有一支非常小的部队，采取有限的救援活动，为城堡提供补给。



　　布列塔尼战役也体现了中世纪围绕城堡围攻与解围的作战特点。经过7年的战事，几乎都没有什么会战值得记载的。在1346年夏天，正当法军围攻艾吉龙时，爱德华三世国王在英格兰准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公开宣布自己的战略目标是吉耶纳。爱德华国王打算以此声明欺骗法军，所以，当他的舰队启航后，他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制海权在诺曼底登陆，在法兰西的东北部进行一次战役。



　　爱德华的战略思维能力赶不上他在战术上的造诣。看起来似乎他要和从荷兰来的盟军联合行动，但是他却在与盟军相距200英里的地方登陆。两支军队不得不对位于他们之间的法军外围线采取行动。他确实解除了在吉耶纳公国领地上英国人的压力，因为，菲利普国王下令法军离开，但是没有按时到达他指定的地方与爱德华军队会战。如果，爱德华国王希望挑起会战，并能够使用他在哈利敦西尔会战中的防御战术，那么，他或许会成功，但要冒很大的风险。



　　在靠近诺曼底的西头附近上陆后，爱德华国王为自己的步兵配备了马车，使之具有与他的骑兵相匹配的战略机动能力。他先向东行军，尔后折向北，以便在现在的法兰西边境附近与他的盟军会合。当爱德华过了诺曼底，转向东，向靠近大城市鲁昂的塞纳河接近时，他发现法军已将所有的桥摧毁，并守卫着所有的徒涉场。他的对手，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六世，早已率大军到达鲁昂城。爱德华在河的对岸有法军追赶的情况下，向东朝着巴黎方向行进。爱德华已经到很靠近法兰西首都的地方了，也没发现一座他可以夺取并很快修复的桥梁。过于靠近巴黎这本是不利的因素，但爱德华却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派一支小部队去威胁巴黎城，同时让工兵花了3天的时间修复桥梁。菲利普国王被巴黎城的威胁所迷惑，掉头来保护巴黎，而不去阻止爱德华过河了。于是，爱德华率部队过了河。之后，爱德华便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以一天行军15英里的速度向着阻隔他和他的盟军的最后一道障碍——索姆河方向开进。从荷兰方面来的盟军根据承诺已向前推进。他们过了索姆河之后，这两支军队要么联合起来与法军交战，要么到己方领地寻找一块安全地带。



　　但是，当盟军过了索姆河后，他们又面临另一个威胁。因为，菲利普国王也在快速地向这边移动，再一次在爱德华后面的一条很宽的河上封锁了通道。菲利普防守了河上所有的徒涉场。现在，菲利普国王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了，他将一支很小的英格兰军队逼到了河岸边，迫使其交战。一方面，菲利普国王通过动员民兵加入他的军队，使得本来已经够庞大的军队更加壮大，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军队经过长途跋涉，损耗了许多马匹，士兵也难以找到食物。当法军过河到达南岸准备与英军交战时，爱德华还正被索姆河困住而无所适从。他率领人马到了索姆河的一个潮汐形成的港湾处，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低潮时，水深不满膝盖的徒涉场。尽管有法军的弓弩兵和骑兵封锁，英军还是从这个徒涉场过了河。爱德华从法兰西的眼皮底下逃走了。他的马车刚过，河水开始涨潮，潮水挡住了法军的追击。



　　当爱德华国王过了挡在他与他的盟军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时，他发现盟军因为遇到了坚决的抵抗而已经后撤了。然而，爱德华国王不愧为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战术家，考虑到前面还有一道撤退的安全线，又对自己的战术体系很有信心，便决定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法军进行一次会战。因此，他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克雷西村庄附近的一个低矮的小山上。此山前面正对着一条路，法军将经过此处。爱德华将部队分编为3个大队，有两个部署在前，一个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后。每个大队都由下马的重骑兵及配置在两侧的长弓兵组成。这样，在整个阵形的前面一列不仅中间有弓箭手，两头还是弓箭手。弓箭兵占了这10000名英军的2/3。下马的重步兵有少量的威尔士长矛兵相助。英军阵形的两翼都有村庄作屏护，右边是克雷西村庄，左边是华地考特村。



　　在重新开始追击之前，菲利普国王决定向莱格兰入侵者发起攻击。他将他的部队分编为若干个梯队，并指定好它们各自在下一步战斗阵形中的位置，又从他的大队人马中抽出6000名弓弩兵，让他们先靠近追击主力的前面，以便战斗中派到阵形的前面一列。在长距离的追赶中，法军没遇到什么情况。到了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英军部署好的战斗阵形前。由于天色已晚，谨慎的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命令推迟攻击行动，到第二天早晨再说。然而，在大部分骑兵仍在抵达过程中，除了弓弩兵外，步兵们都还没有来的情况下，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法军长矛兵却坚持要打。因为局势已不好控制，菲利普国王只得同意发起攻击。



　　惟一符合国王预定计划的攻击行动是走在前面的轻步兵，他们使用弓弩射击徒步的英格兰骑兵。弓弩兵的首领，一位已习惯于在大部队服役的职业军人，将他的弓弩兵排成数列沿山坡向上推进，而山上的英军则早已严阵以待。由于轻步兵的队形松弛，弓弩兵们不得不两次停下来重整队形。他们在一个较远的距离上停下来，开始发射弩箭，而这些弩箭却射不到英国的长弓兵。这样，英格兰的长弓兵开始快速地向山下发射他们的长弓箭。长弓箭落在法军弓弩兵中间，造成了法军弓弩兵的严重伤亡，最后不得不撤下来。此时，先头的长矛兵开始冲击，嘴里喊着，“赶走这些胆小的强盗，别让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这一冲击正好与撤下来的弓弩兵撞到一块，形成一片混乱，双双在英军的箭雨中停了下来。第二组骑兵也发起了冲击，越过了第一线残缺不全的队形，但是许多战马中箭而倒，他们也遭惨败而未能到达英军的阵线前。从黄昏一直战到天黑，当不同的编队到达已乱成一团的骑兵前面时，法军先后发起了十多次的猛冲。他们避开长弓兵，直接冲向前后排成6-8列的英格兰下马骑兵队形。尽管有的冲击到达了下马骑兵跟前，但是，这些骑在马上的骑兵陷入了与徒步的骑兵的残酷交战中。其结果又一次验证了过去以重骑兵正面冲击具有良好素质、精心编队的重步兵的失败教训。尽管法军占有3：1的数量优势，但是，爱德华国王还是像汉尼拔、西庇阿一样，高高站在风车顶上从容指挥会战，始终没有用他的预备队。[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第142页。]



　　尽管有护甲的保护，法军仍然伤亡惨重。实践证明，马身上的护甲是完全没有用的，弓箭还是射伤或射死许多战马，倒下的马伤了不少骑手。然而，英格兰的战斗队形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菲利普国王能够控制住他那特定的封建军队，也能够像爱德华那样做一名精明的战术家，那么，他应该等到第二天再发起攻击，而且应该像马其顿指挥官那样，用自己的骑兵来调动英军，派一支大部队绕过村庄到英军的左侧，从侧面后攻击没有机动能力的敌人。在攻击时，无论是从正面、翼侧还是后面实施攻击，都应该首先冲散长弓兵。法军的骑兵冒着箭雨冲击英军徒步重骑兵的勇气应该用来冲击英军长弓兵，用马撞倒英军的弓箭兵，就像当年英格兰的骑兵在福尔柯克会战中撞倒苏格兰的弓箭兵，或苏格兰的骑兵在班诺克本会战中撞倒英格兰长弓兵一样。然后，菲利普国王应该派十字弓弩兵射击徒步骑兵，直到对方很脆弱时才发起冲击。



　　由于在福尔柯克会战中，轻步兵就已经暴露出了弱点，因此，英格兰军队的阵地肯定为长弓兵提供了地形避护场所，但在记述这次作战的记录材料中却没有提及。在巴赖斯丁·理查时代，狮心王理查就已经变换了弓箭手与长矛兵的战场地位，因而，挡住了土耳其没有护甲只带弓箭的轻骑兵的冲击。然而，正因为少量的长矛兵不能挡住法军重装甲防护且持重装备的骑兵的冲击，因此，英军的弓箭兵尽管不具备严密的屏障，但肯定有一定的地形作为蔽护。因为，法兰西人更喜欢俘获富有的骑士，以索取赎金。毫无疑问，骑士精神和在会战中以重骑兵一次冲击决胜负的思想，导致了纪律涣散的法兰西封建军队实施这一次灾难性的攻击，而不是发挥自己数量及机动优势，去攻击英军的侧翼和后方。



　　当然，法兰西人应该避免决战，而利用自己对领土的控制和机动优势，去对付英格兰人的弱点和初期的后勤补给困难。比如，在英格兰军队的前面领地上实施坚壁清野政策，破坏他们通行的道路，杀掉他们的粮秣征收人员，在他们的后头追赶，这样，即使未能打一次有利的战斗，而让英格兰人从海上逃回去或进入其他友好邻国，其所能给英军带来的伤亡也要比在一次击败它的会战中多得多。然而，这种费边式的战略对于法军领导人来说是太遥远了，以至于难以学来用于这一阶段的战争中。



　　爱德华国王接着开始摘取胜利的果实。他首先开始围攻海滨港口城市加莱。他对海上和地面的控制保证了他一年后夺取了该城市。在这一年中，他在外围修筑城墙，挫败了法兰西人解救加莱的企图。如果说，占领加莱这一重大的胜利还算不上伟大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小小的英格兰来说，就再也不可能对像法兰西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稠密、防范严密的国家产生别的更大影响了。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格兰军队相对于如此广阔的空间与众多的人口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百年战争：英格兰人的袭击与法兰西的持久战略




　　随着加莱的沦陷，后面的8年战争就在布列坦尼和吉耶纳公国进行，期间穿插着休战与和平谈判。在1355年的秋季，英格兰人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行动，爱德华国王从加莱出发，实施了一次短暂的远征，旨在诱惑法兰西新国王——约翰二世去攻击他。然而，约翰二世尽管也比较轻率、贪婪，并且固执，但是在这次战争中却表现得比较明智。他呆在艾米斯这个坚固的城堡不出去，集中精力破坏英军行军路线前方的城镇、村庄。实施这一后勤战略并没有给法兰西人造成太大的破坏，因为英格兰人自己也习惯性地沿路进行破坏和浪费。



　　与此同时，爱德华国王的儿子，威尔士王子爱德华从吉耶纳出发向东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袭击行动。这位年轻的王子在9年前就陪伴他的父亲爱德华参加了克雷西战役，开始学习战争。他当时年仅16岁，就在战役中指挥了一支英格兰的部队。尽管他希望吸引法兰西人与之交战，但他也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性掠夺。推行这一后勤战略，旨在消耗法兰西国王的战争资源。这次袭击的政治意图就是造成对法兰西的巨大破坏与消耗，以迫使其同意和平。王子也没有忘记以法兰西人的资源来供养他自己军队这一经济目标，在袭击中带回大量实物战利品。年轻的王子从大西洋一直打到地中海，尔后又返回，前后用了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走了675英里。一路上，法军总是避开他，但是，他沿路掠夺破坏，也算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第二年夏季，能干的兰开斯特伯爵晋升为公爵，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经诺曼底实施了一次袭击，为被围困在城堡中的英格兰军队提供补给。这支小部队在22天内行军330英里。这着实苦了法兰西国王的大规模军队，他们也不得不携带着大量的掠夺财物返回来，其中包括2000匹马。在兰开斯特公爵袭击返回不久，威尔士王子从吉耶纳公国出发实施第二次袭击。这次他们向北直取巴黎。法兰西国王约翰只得自南方赶来，决心赶上威尔士王子，并与之决战。



　　法军已经在克雷西会战中领教过英格兰军队的战术，并且他们也至少不止一次采取了补救措施，即让他们的重骑兵下马徒步攻击英格兰军队。尽管同样是攻击防御中的重步兵，重步兵并不比重骑兵占多大优势，但是，这样做也确实保护了法军的战马免遭英格兰的长弓的射击。由于骑士的铠甲通常能使发射过来的箭滑到一边去，这样，他们就能顺利地靠近英格兰的徒步步兵。法军战术的另一新特点是依赖重骑兵，保留部分骑士仍骑在马上去攻击英格兰的弓箭手。



　　法军已在若干次小的会战中尝试了这一新的战术思想，但是结果有好有坏。在1352年的莫洛会战中，骑兵分队已经将弓箭手驱赶到翼侧的一片树林中，但是由于骑兵分队的攻击行动很有限，仅仅是将弓箭手们赶到了翼侧而已，法军的中央部队和另一翼的部队却被英格兰部队击败了，因而，还是输掉了整个会战。在另一次与威尔士王子的交战中，由于法军仍然指望从正面攻击英军，因而，这一新的战术还将受到一次考验。虽然法兰西人知道了轻步兵不敌重骑兵，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理解重骑兵在古代人的作战中所发挥的地位与作用；他们能够理解各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优长，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在自己头脑中去掉实施正面攻击的思想，以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和便于快速部署的优点，去攻击对方的薄弱部位、翼侧和后方。他们让大部分骑兵下马实施徒步攻击，而保留部分骑兵骑在马上攻击英军的长弓兵，这样只是减弱了骑兵相对于弓箭手的弱点，而没有像前面所说的去发挥骑兵的长处。



　　当威尔士王子向北对罗亚尔河畔的图尔城实施一次远途袭击时，法兰西约翰国王也已集结了一支大规模的军队。当袭击部队朝吉耶纳公国往回赶时，法军在普瓦提赶上了满载货物而缓慢运动的英格兰袭击部队。愚笨的国王带着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未曾考虑英军已占领了坚固的阵地这一客观现实，决定攻击英军。威尔士王子按照英军新确立的战斗理论，让其骑兵下马防御，将弓箭手部署在徒步骑兵的两翼及其防御阵线的间隙。左翼有一片洼地作屏护，右翼有一条水沟和一些马车作掩护。阵地正面有一道坚固的障碍物。有两条通道经过这一障碍物，其中的一条已被英军兵力封锁。弓箭手们利用这一道障碍作为屏护，以此射击攻击者。



　　约翰国王将其部队编为四个梯队，一个紧跟着一个。第一梯队乘马冲击，并有300名骑兵组成的前卫，攻击英军长弓兵。后面跟着的梯队是下马的骑兵，攻击英军徒步重骑兵。



　　会战中，法军遭到惨败。第一批乘马攻击的部队将他们的战马丢在英军的箭雨之中，因为他们没能通过以一排排箭手组成的障碍。第一批徒步攻击的骑兵梯队，在步兵和十字弓弩兵的支援下，尽管也给英军造成了较大伤亡，但还是没能击败英军。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这次攻击之后，这样写道：“一些英军将受伤的士兵抬到后面的树林和灌木林，另一些士兵则将损坏的短剑、长矛从死者身上取下放回原处；弓箭手们则忙于补充自己的箭，甚至从死者和受伤者身上拔出仍可用的箭。没有一个人是完好的，要么受伤，要么被会战折腾得精疲力尽。只有预备队的400名将士未伤一根毫毛，这是爱德华王子保留的杀手锏。”[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第173页。]



　　法军的下一个徒步骑兵梯队未曾攻击就退下去了，至此，爱德华王子决定对法军的最后一个由约翰国王亲自指挥的梯队发起攻击。弓箭兵也加入到重步兵的行列进行格斗。两军经过一阵面对面的厮杀，法军发现爱德华派出了一支小规模的部队，远距离迂回攻击法军的翼侧和后方，法军只得撤退。法军丢下了2000具重骑兵的尸首，约翰国王也成了阶下囚。实践证明，徒步攻击比骑马攻击要有效得多，但是，防护射箭的盔甲却使得士兵们行走不便，更不可能跑了。笨重的盔甲使得在马上就已被拖累的士兵丧失了任何行动上的灵敏性。



　　会战胜利后，爱德华王子又开始了向吉耶纳的行军，带回了许多袭击得来的战利品。尽管这次会战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俘获国王约翰就是最大的奖赏。它带来了两年的休战，其间，英格兰人在同俘虏的法兰西国王进行谈判。



　　以约翰聪明的儿子，即后来的查理五世国王为首的政府，作为摄政者，不同意约翰国王与英格兰达成的条约，于是，爱德华国王组织了最后一次袭击。在1359年秋季，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行军到法兰西，并制止了对所到之处的掠夺与破坏，以赢得法兰西人的拥戴，接受他为法兰西的国王。法军根据查理五世的战略方针，据守城堡，爱德华又没有实施长时间围攻的计划。当时，雷姆斯拒绝向英军投降，爱德华便放弃了原先打算赢得法兰西民心的思想，又开始了一次冬季掠夺破坏性袭击。他离开巴黎向东，尔后又回到巴黎，只在外面呆了短暂的一会儿，可能因为果断的查理先于英格兰军队实施了焦土政策。但不久以后，爱德华与查理同意停战，将加莱以及附近法兰西西北部的领土给英格兰，同时扩大了英格兰在吉耶纳地区的控制范围。然而，不久战争又开始了。法兰西换了一位新国王，即那位沉稳、精明的查理。爱德华则仍继续指挥着英格兰人的战争。



　　英格兰人在与像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战争时，其战略基本上依赖袭击迫使法兰西人在政治上妥协。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法是采取持久战略，占领法兰西的领地，但是，这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去围攻城堡。法兰西人对英格兰袭击部队的追击和攻击，带来了英格兰人在克雷西、普瓦提会战的胜利。这些会战的胜利，尽管给法兰西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并没有占领要塞、城堡，也没有阻止法兰西人纠集新的军队。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百万的法兰西人口淹没了英格兰10000人甚至20000人的军队。相对于法兰西的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众多的人口，英格兰却没有相应的足够兵力去控制它，另外，他们对法兰西坚固的堡垒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重新开始的战争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这一新近的英格兰人占领地，其所有人口，包括贵族在内都对英格兰人充满敌意。查理国王采取了当年费边抵抗汉尼拔的战略。像罗马人对付汉尼拔一样，查理的法军司令官杜·盖克兰避免与英格兰人交战。由于英格兰人作战理论中的战术思想是完全依赖敌人正面攻击自己的严密防御部署，因而，法军很容易达到了避开与英格兰人交战之目的。盖克兰的外表并不给人以好感，但却是一位有经验的勇敢司令官，很能为其精明而倔强的国王推行这一高明的战略。盖克兰并不寻求与英格兰人决战，而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城镇和城堡，依托这些堡垒发起攻势行动，去围攻那些虽然被英格兰人占领着，但当地的老百姓已倾向于法兰西人的英军要塞和占领的城堡。然而，由于法兰西人并不像罗马人那样精于筑城和围攻城堡，在许多次围攻中，当英格兰人赶来时又不得不撤除包围了。当然，更多的法兰西人在围攻城堡时还是坚持下去的，并赶着英军到处逃窜，就这样逐渐地蚕食在吉耶纳公国的英格兰人占领地。



　　也像汉尼拔一样，英格兰人需要更多的会战胜利，因此，他们又回到了袭击战略上来，以挑起法兰西人实施交战，削弱他们的资源，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妥协。最大的一次袭击是从北部海滨城加莱去袭击南部波尔多的港口。英格兰人在5个月内行军1000英里。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他们自己的人马也减员过半。尽管蒙受羞辱，但是法兰西人还是避免会战。在这次袭击以及其他四次袭击中，法兰西人像罗马人尾随汉尼拔一样，也跟在英格兰的袭击部队后面，抓获粮草征收人员和掉队人马，夺回战利品。经过10年的重新战争，法兰西人重新夺回了制海权。他们的战略不仅收复了南部失去的领地，也蚕食了英格兰占领长达两个世纪的吉耶纳公国的领土。最后，两个国家终因战争和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财力不支，以言和告终。




英格兰在百年战争最后阶段的持久战略




　　战争于1415年重新开始，最初的态势对英格兰较为有利。此时的法兰西在一位精神失常的国王统治下，正值内部宗派斗争而搞得人心涣散。而与此同时，英格兰却拥有了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亨利五世，其能力超过了他伟大的祖父爱德华三世和兰开斯特公爵。这位学识渊博、诚恳务实、作风稳健的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积极加强海军建设，使英格兰重新夺回了制海权。他制订了一个征服法兰西的综合战略方针，并于1415年8月付诸实施。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塞纳河河口登陆，开始围攻坚固的港口城市哈夫勒。他受益于他的炮兵威力，因而，在5个星期内就攻取了该城。此次围攻是他征服法兰西一系列行动计划的第一步，他还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从法兰西的西北部出发，实施一次袭击行动，然后又从加来港回到了英格兰。作为他新战略的一部分，他指示他的部下不要沿路劫掠，以免偏离他的潜在政治目标。这次袭击行动的主要目的肯定是为了羞辱法兰西人，为自己的战役结局增添些光彩。亨利国王只带了1000名重骑兵、5000名轻步兵，一路上显得很不安，似乎总在设法避开与较大规模的法军部队交战。他的这次行动再一次重演了当年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战役前的情景。在那次战役中，法军企图将英军赶到河边，迫其背水一战。



　　为有意再现爱德华国王的克雷西行军的成功之处，亨利国王计划在落潮时在索姆河的河口湾处徒涉过河。当他发现河口湾处有法军防守时，他沿着河溪向上寻找徒涉场。这种情景正像他的祖父当年行军到克雷西附近，寻求渡过塞纳河一样。军队自己携带的粮草已经用尽，在当地也找不到任何可充饥的东西，他的官兵不得不用未曾磨过的小麦充饥。他的军队每天在雨水中浸泡，都得了痢疾。法军肯定抢走了乡间的粮草供给，而且，如果杜·盖克兰的战略思想还能支配法军的行动的话，那么，亨利的人马将只有极少部分能到达加莱。英军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渡河点，不得不沿索姆河上游走得很远。几天以后，在阿金库尔村庄，法军封锁了英军去往加莱的道路。



　　亨利让少量骑兵下马，将部队部署成防御态势，以弓箭兵形成长达700码的正面。部署的两侧各有一片树林作为屏护，并在弓箭手的前面设置了一排长木桩，头朝向敌人。尽管他的重骑兵比较弱小，但是他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这倒是给法军提供了一次应用后勤战略的机会，他们让英军在阵地上干坐着，迫使饥饿的英军自己下来掠夺粮草，攻击法军，或重新恢复行军。



　　但是，法军的指挥官，作为本国精神失常的国王的代表，缺少相应的能控制住为数众多有权势的封建贵族的权力。这些贵族们坚持认为，他们不能被大多由社会下层的弓箭手组成的弱小的英格兰军队所蔑视。因而，法军开始部署自己军队以实施攻击。部队阵形的前面两列是下马的骑兵，后面的第三列是留在马上的骑兵。法军指挥官在部队阵形的前部两翼，各部署了1个小的骑兵集群，以冲击英军两侧的弓箭兵。尽管亨利国王将其部队朝法军方向挪了一点，以迎战法军的攻击，但是，有两个因素使得法军向前推进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是由于重骑兵的盔甲太重，因此下马的重骑兵行动起来不如重步兵方便；二是天下大雨，在通往英军阵地的道路上形成了齐膝深的泥浆。



　　当法军的下马重骑兵终于能向前推进时，法军骑兵首先对弓箭兵的冲击却是完全失败了。一方面人数太少，每翼可能只有150人；另一方面，由于泥浆路减缓了他们冲击的速度，这样弓箭兵就阻止了骑兵。对此，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的：“(法军的)战马身受重伤，不能自主。”在骑兵攻击失败后，法军的第一线徒步重骑兵才靠近英军的第一列士兵，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重盔甲的限制，再加上较深的泥浆和英军的箭雨，因而，行动迟缓。尽管长弓兵也是英军第一列兵力的一部分，但是法军的骑士们却集中兵力突击与之社会地位相当的，且可索取赎金的英军下马骑兵。然而，亨利国王却命令自己健壮而敏捷的弓箭手们投入会战。这些弓箭手们“离开树桩，丢下弓和箭，操起刺刀、斧子和其他短兵器，开始向披带盔甲的法军士兵出击，”突入对方阵线，“杀死或刺伤法军，而这些法军却几乎没作太多的抵抗，甚至根本就未作反抗，”因为这些被过重的盔甲拖累的骑士们正陷于泥泞之中。[注：阿尔弗雷德·伯恩斯，《阿让库尔战争：百年战争后期军事史(1369-1453年)》(伦敦，1956年版)第82页。]



　　英军轻步兵在这次突击行动中的成功，并不只是依赖于法军骑兵作为重步兵的欠佳表现。尽管他们没有盾作防护，也缺乏使用刺刀和斧子的训练，但是，英军的弓箭手们每人有一顶铁盔，有一副胸铠或者有一件厚实的衣服可以保护身体。这样他们就成了法军徒步重骑兵的对手，而那些徒步重骑兵即使不被对方杀伤，就是跌倒了，如果没有人帮助都站不起来。英军击败了前面两列法军的攻击，杀死了不少，并且也俘虏了许多在地面上丧失机动能力的骑兵。由于法军的徒步重骑兵在敏捷的英军弓箭兵面前跑不动，法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第三列留在马背上的骑兵就没打算攻击。当英军在辨认倒在地下的法军，并将死的与活着的区分开时，这些骑兵中大多只在一定距离外徘徊而未采取行动。由于法兰西当地的民兵袭击了英军的驻地，再加上第三列骑兵像是要发起攻击了，英军就将许多法军俘虏杀了。命令是国王下达的，因为他担心法军要发起攻击，救回倒下的骑士，这样，那些俯卧在泥泞中装死而到得休息的骑士们又会重返战场。然而，并没有真正的攻击行动付诸实施，第二天，年仅28岁的英格兰国王就带着2000名俘虏，又向加莱方向进军了。



　　会战的胜利除了助长英军官兵的士气，提高他们的战争热情外，并没有立即给亨利国王征服法兰西领土的综合战略带来更多的有利条件。第二年，亨利国王在诺曼底又开始了征服战争行动，这次他一个要塞、一座城堡地夺取。而此时的法兰西，在王位上坐着的是一位精神失常的国王，内部各宗派争权夺势，因而，甚至当英军在围攻诺曼底的省会——鲁昂时，法兰西人都没理会英军对法兰西领土的这种夺占行动。鲁昂这座大城市，周围有5英里长的坚固城墙防护着，终因忍不住饥饿而投降。亨利国王将自己的军队据守在阵地长达5个月之久，英格兰人通过水路向军队提供补给，同时制止他们自己去掠夺。到1419年，亨利完全征服了诺曼底，并从像鲁昂这样曾经抵抗过他的各城市中收集了大量的钱财，另外，国王还通过保留当地的制度以缓解矛盾，使诺曼底人能接受他的统治。由于得到了部分法兰西人的政治支持，英格兰人很快就控制了包括巴黎在内的大片领土。后来，英格兰人想尽一切办法，在法兰西人有限反抗的情况下，将自己控制的领土扩大了许多。不列颠的资源相对于法兰西广阔的地理空间而言就显得非常有限，再加上许多法兰西人强烈地反对英国国王占有法兰西王位，因而，阻止了英国扩大征服范围。



　　然而，在圣女贞德的鼓舞下，法兰西人开始了向英国人的反攻，逐渐地夺回了法兰西北部领土。新国王查理七世，尽管天赋不高，体魄不壮，但最终在顾问团的扶持下，在圣女贞德的影响下，为法兰西的持久性反攻行动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反攻作战包括一系列围攻行动。由于炮兵性能的改进，此时的围攻速度已大为加快了。法兰西人学会了避免正面攻击作战，等待在英军行军过程中再实施攻击，或者攻击英军的驻地、未能防护的翼侧等。作为围攻者，法兰西人因而有机会发挥防御作战的威力，迫使英军实施进攻作战。



　　英军在与法兰西人长时间的战争中的胜利，应归功于他们那支事实上的职业军队。英军尽管不是一支常备军队，但是，由于人员的连续性和进行经常性的战役行动，使得这支军队具备了常备军队的许多特征。另外，为军队提供足够的资金，透彻理解后勤保障的作用，再加上能通过水路从大本营向军队提供补给，这些都是促成英军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中，英国人有着自己能干而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能理解在作战中保留预备队的重要意义，能懂得防御作战的威力，能依据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作战胜利的原则行事，而且在大多数时候，能明白指挥官应该是去指导战斗，而不只是领着部队行动。



　　尽管长弓具有发射速度快、威力大、射击精度高等特点而几乎成为英军的一种秘密武器，然而，英军的成功不只是依赖这一特别有效的轻步兵武器系统。综合使用轻、重步兵为防御作战提供了最佳组合，以重步兵抗住重骑兵的冲击，以轻步兵射击对方的轻骑兵。在抗击与己方部队相类似的、由轻重步兵混合编组的部队攻击时，防御部队则享有防御作战的优势，比如有优先选择阵地的权力，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有野战筑城工事等。在与法军的三次大的会战中，英军将阵地选在山坡上，两侧有自然屏障，并以自然或人工的障碍物保护弓箭手。除了克雷西战役外，徒步骑兵如果能充分发挥防御作战的优势，足够数量的徒步骑兵应该也能抵挡住法军的攻击。而在克雷西战役中，长弓兵击败了法军的十字弓弩兵似乎是成功的关键。然而，即使是在这次会战中，如果他们没有厉害的轻步兵(长弓兵)，而以少量的重骑兵实施骑马冲击，也能冲散射速较慢的十字弓弩兵。



　　亨利六世向阿金库尔那次冒险性的行军，表明了英军的战略和战术都是利用法兰西人那支无组织的封建军队和他们头脑中的中世纪作战思想观念的缺陷。阿金库尔战役明显地展示了英军的战术体系是利用了法军实施极为错误的正面攻击的。假如法军不这样去做，那么，在英军的作战理论中就连进攻的程序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战争中，英国人除了让弓箭手们相互射击、让骑兵下马靠在一起实施正面冲击等做法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很清楚，他们的战法连古代的战争艺术家都打不赢。尽管英国人强调轻步兵，但是，他们也还是中世纪重骑兵老大思想的奴隶。他们让长矛兵骑在马上以提高战略机动能力，并准备好了以之取代徒步重骑兵。由于给长矛兵装备一匹马所需的花费不足重骑兵的一半，也不到一名贵族骑士的1/4，英国人应该很容易将重骑兵的一半以骑马的长矛兵来代替。但是，尽管至少有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还是没有将长矛兵使用在战斗队形的第一线。



　　英国人根据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以袭击迫使对方退让，然后坚持慢慢地全面征服战略。他们在法兰西人长时间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君主与制度的情况下执行上述战略，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英国人口较少，军队规模不大，而且也像中世纪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可投入到战争中。在法兰西那广阔的地域空间和数百万的人口当中，英国人的军队相对于空间的兵力密度明显不足。如果他们发挥自身战术上的长处，利用岛国的位置提供的自然屏护优势，全面采取土耳其人-蒙古人的破坏性、屠杀性和恐怖主义的战略，他们可能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当然，这种战略对于基督教徒们来说也是不可想像的。



　　在中世纪筑垒城堡战术与战略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百年战争显示了防御作战的优势。英格兰人袭击只是争取了对方在领土上的退让，当英格兰人推行领地占领的持久战略时，却难以有足够的兵力去把守如此广阔的法兰西土地，这些都反映了法兰西广袤的空间是一个有力的战略防御要素。法兰西人在吉耶纳公国使用费边战略成功地反抗英国人的占领，以及他们之所以能在没有进行进攻性会战的情况下就吸引英国人从北面退出，这些都展示了建立在民众支持下的战略防御力量。英格兰人的重大会战胜利在战略上所带来的却是微不足道的结果，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有要塞、城堡的支撑，有辽阔的地域、有相应坚决的政治抵抗组成的战略防御，其威力是巨大的。克雷西、普瓦提、阿金库尔等战役只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意义，其结果是消耗了敌军。除非英格兰人修正其政治目标，否则它们不会有更大的价值。指望一次会战有更多的结果，那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可能：要么是失败者肯定犯了像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击败时的那种政治上失误；要么是胜利者消灭了一个国家军队的大部分兵力，就像拜占庭在曼奇克尔特会战中被击败那样。当然，一次比曼奇克尔特会战更小的胜利也可能会导致一次重大的撤退，因而有助于实施持久战略。像这样一次小的胜利给敌方所造成的消耗可能会改变双方的兵力对比，有利于胜利者成功地征服敌国。



　　没有决定性的会战、筑城防御战术的威力、费边战略的有效性，这些方面都是防御战略力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并没有让中世纪的战争与古代战争体现出多大的区别。汉尼拔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征服罗马人，反映了当防御者有宽阔的空间和政治统一的措施时，征服者就得要有持久的努力去征服防御的力量。即使是后来罗马皇帝对疆土的收复，也显示了防御战略的威力。这种力量显露在罗马人在汉尼拔势不可挡的战术胜利和消耗之后的成功防御上；也从蛮族的入侵者要用长的时间，才能从那些不好战的居民手中夺取领地这一点上得以体现，其职业军队通常只是用于国内战争。




英格兰战术在西班牙战场上的应用




　　英格兰人在与威尔士、苏格兰人的边境战争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战术，与后来这些基督教徒们在逐渐驱逐西班牙穆斯林信徒们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中世纪的重骑兵在西班牙的军事体制中也占主导地位，但是，西班牙的复杂地形却使其步兵在作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多数西班牙步兵以长矛为武器，其余则以短剑和盾武装自己。他们没有罗马时代军队所具有的那种严密组织体制，不是排成密集的队形作战，而是单个独立行动。袭击战略和不规则的战斗也在影响着骑兵的作战方法，从而带来了轻骑兵的发展。这些轻骑兵们往往头戴钢盔，身披锁子甲，手持两支标枪和短剑作战。在战场上，他们虽然具有多方面的作战能力，可以进行近距离格斗，但是，他们往往要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依赖标枪去打击对方。



　　1367年，经验丰富的战役家爱德华国王，威尔士王子，从法兰西的南部入侵西班牙，介入西班牙战争，以支持一位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者。西班牙国王亨利二世封锁了英军入侵道路，但威尔士王子又找到了另一条道路。他率领军队快速行进，迫使西班牙军队退了回去。就这样，威尔士王子的军队得以进入西班牙。英军的介入对亨利国王的王位构成了威胁，迫使亨利国王与英军作战。由于自己的骑兵较强大，亨利国王在与英军对阵时，通常以骑兵为主实施进攻作战。



　　一次在纳瓦雷特附近，为使西班牙人实施攻击，以适应自己的战术，威尔士王子采用英格兰人的战术，将徒步作战的骑兵部署成三线，而将长弓兵部署在三个徒步骑兵战线之间。亨利国王在法兰西人的支持下，沿用法兰西人的战术，以徒步的重骑兵和少量的十字弓弩兵组成第一梯队，后面跟着骑在马上的轻、重骑兵，配以少量的十字弓弩兵。第三梯队则是民兵的步兵。亨利国王首先以其徒步的骑兵向前开进，实施攻击。这些骑兵很快与威尔士王子的第一线部队交织战斗在一起。然后，亨利国王利用爱德华王子军队的翼侧暴露的弱点，指挥他的轻骑兵突击爱德华王子军队的后方阵线。然而，英格兰的长弓兵轻而易举地将以标枪为武器的西班牙轻骑兵击落马下。这比十字军的弓弩兵击落阿拉伯人的马上弓箭手要容易多了。紧接着，爱德华国王指挥他的第二、三批的部队前进，包围了亨利国王军队的第一线部队。亨利国王军队的剩余骑兵对爱德华的徒步长矛兵发起了一次冲击，但是未能冲散这些长矛兵，没有救出自己的第一线被围部队，也未能阻止西班牙军队的溃败。亨利国王军队中骑在马上的部队伤亡较小，但是，其步兵伤亡很大，许多步兵掉到战场后方的河里去了。



　　另有一次更简单的轻步兵战胜轻骑兵的战例，是发生于1385年的阿尔茹巴罗塔会战。当时，在英格兰人的支持和劝说下，荷兰人抵抗西班牙人的入侵。荷兰人让其重骑兵下马作战，将十字弓弩兵和英格兰长弓兵部署在骑兵队形的两侧，并在弓弩兵和长弓兵的前面仓促设置了拦障。这一部署既顶住了西班牙骑兵的骑马攻击，又抗住了西班牙军队的徒步冲击。西班牙的轻骑兵遭到了对方轻步兵弓箭手们的沉重打击。那些被派往翼侧实施攻击的骑兵，掉到了崎岖山地的深沟里，根本不能完成其任务。就像法兰西人抵抗英格兰人那样，如果将作战的重点放在翼侧攻击上，以正面攻击为辅，那么，强大的西班牙军队还可能会赢得战斗的胜利。




车堡




　　15世纪初期，俄罗斯的一项战术革新在欧洲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为在大草原上抗击蒙古轻骑兵的攻击，俄罗斯人将许多运货车连成一圈形成小堡垒，设置在敌人接近的道路上，以抵挡对方的骑兵冲击，同时，也以此作为己方弓箭兵射击蒙古兵的掩蔽物。在15世纪初期，捷克人也用这样的车环堡垒反抗他们的国王，并称之为车堡。实践证明，这是抵抗重骑兵冲击的绝妙装置，也是放置小加农炮的绝好平台。当然，由于它的使用受地形的限制，而且只能用于防御性目的，车堡技术只使用了20多年时间就被淘汰了。但是，它的出现确实促使了德意志人对使用手枪发生了兴趣。




瑞士人的重步兵




　　虽然欧洲人也曾考虑过轻骑兵的重要战略价值，但是，无论是轻骑兵，还是后来的车堡，都没有真正在欧洲产生过持久性的影响。在发展长弓方面，法兰西国王的成就不如苏格兰人。长时间的战争实践，迫使苏格兰去获得这方面的实力和技能，以阻止长弓在南部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扩散。然而，只有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让重骑兵实施徒步作战的做法受到了广泛关注，并被其他地方的人们效仿。而瑞士人发展起来的一种重步兵，却成为古代战争中一支最优秀的力量，对欧洲的作战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实施徒步作战的士兵自然是来自于贫困山区的人们，因为，这样既适合山区地形特点，又符合贫穷的资源供应实际。高大耸立的山脉将瑞士人分割成相对孤立的谷地部落，因而，瑞士人有着与希腊、意大利等较小城市国家相似的乡村民兵。这些民兵没有铠甲和盾防护身体，戟是他们的主要武器。这种戟是一把带有8英尺长木柄的斧头。木柄的一头是斧子，另一头有短矛和倒钩，以钩住骑兵的缰绳，或将骑士拉下马。



　　早在1315年，瑞土人在莫尔加滕会战中就展示了，其民兵具有抗住邻国奥地利人重骑兵入侵的能力。瑞士指挥官在有树林覆盖的山坡路上设一垛墙，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湖水，令其大部分士兵藏在山坡的树林之中，等待敌人的到来。当利奥波德公爵率领他的骑兵纵队到达此地时，被阻在墙前徘徊，瑞士士兵则从树林中跃出，拿着他们的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迫使奥地利重骑兵背对着一片湖水实施防御作战。奥地利重骑兵在抗击瑞士重步兵的攻击中，很快就失利了。后面未受到攻击的奥地利骑兵纵队看到先头部队被瑞士人击败，也就逃之夭夭了。



　　瑞士人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条件，再加上达成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以及居于优势的重步兵武器系统，因而，可以不必要求有太好的军队编制便可战胜对方。然而，他们也像希腊和罗马人一样，修订了一版简单而有特色的重步兵战斗条令，并训练部队能熟练地按条令精神作战。瑞士军队采用的是密集方阵式队形，而不像是古代的线式战术体系。假如作战阵形是由50行和50列组成，那么，它的正面是纵深的两倍。这是因为，士兵与士兵之间的间隔为3英尺，而前后距离仅为一英尺半。这样，一个50×50的阵形有士兵2500名，其正面50码，纵深为25码。要想形成一个方阵，其行数就得是列数的两倍。一个正面为35人，而纵深为70人的阵形，也是2450名士兵，就可形成35×35码的方阵。瑞士人在战斗中的队形基本没有偏离上述基本阵形。



　　一个由2500名士兵组成的庞大瑞士重步兵方阵，能做到在战斗中保持阵形不变，且能完全根据指令行事。这是因为，瑞士人将重步兵方阵分成许多纵列，每一列的列长排在前面，组成方阵的第一行，该行不超过50人，列长们通常肩并肩地一个挨着一个，这样，就可以保持方阵的正面成一直线，防止在他们之间出现间隙，而在队列中的士兵只需跟着前面士兵行动。这样，瑞士重步兵方阵就容易在战斗中保持好自己的阵形。正像当年古罗马军团中的支队能避免相互间出现间隙一样，经严格训练的瑞士方阵也能保持一个完好的战斗整体。



　　与罗马军团不同的是，瑞士人在战斗中不将自己的军队成一线展开，而通常部署成三个方阵。他们对翼侧防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方阵停止前进，方阵里的士兵将长矛平放指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以抵抗敌人对方阵翼侧和后方的攻击。由于他们不是将部队成一线展开，因此，整个部队不存在翼侧防护问题。这些方阵一停下来就具有全方位的防御能力。瑞士重步兵与中世纪普通的那种缺乏机动能力的重步兵不同，他们也强调进攻。瑞士的各部落在训练各自方阵时，都要求做到能在战场上快速地移动还要保持队形不变。部队在战场上以这么大的阵形快速移动，就要有严明的纪律约束，要经过良好的训练。当然，在战场上以方阵的形式行进要比以线式阵形行进更易完成战斗任务。因为，以线式阵形行进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间隙，容易出现参差不齐现象。



　　1339年劳庇会战的实践证明，瑞士的民兵能在开阔地形上赢得战斗的胜利。在此次会战中，瑞士人将自己的部队编成两个方阵，在山上占领阵地，抗击在采邑制民兵支援下的重骑兵的进攻。重骑兵选择沿坡度较缓的山坡实施攻击，而指派步兵在较陡的一面实施攻击。在两支攻击部队分别向山上抵进过程中，瑞士的两个方阵分别向各自的对手发起了冲击。这一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攻击击溃了步兵，而富有作战经验的正规骑兵很快撤了回来，尔后兵分多路，分别从正面、翼侧和后方四个方向向瑞士方阵实施攻击。对此早有准备的瑞士方阵便停止了冲击，使自己方阵能面对四个方向的攻击。正当骑兵从四个方向对静止不动的瑞士方阵攻击时，另一个瑞士方阵已经击败了对方步兵的攻击，保持着完好的方阵阵形赶过来营救被骑兵围攻的瑞士方阵，很快就击败了敌人。这一会战行动清楚地展示了瑞士方阵的战场机动能力和全方位的防御能力。当然，全方位的防御要求步兵方阵停下来不动。波斯人很清楚这点，他们在条令中要求骑兵从翼侧攻击希腊的重步兵方阵，以不让重步兵与轻步兵靠近。



　　尽管没有铠甲防护的瑞士重步兵曾成功地用戟战胜过重骑兵，但是，他们在后面的斗争还是遇到了麻烦，只勉强地击败有部分士兵实施徒步攻击的奥地利重骑兵。后来，瑞士人在面对由十字弓弩兵，以及所有重骑兵都下马实施徒步作战的意大利军队时，很自觉地撤退了。瑞士军队尽管纪律严明，士兵作战很勇敢，士气很高，但是，由于没有铠甲的防护，只有戟作为武器，他们在有铠甲防护的对手面前还是遇到了麻烦。



　　为了满足在开阔地对付重骑兵的需要，瑞士兵逐渐地采用了一顶钢盔和一件胸铠对自身进行防护。但是，更为重要、也更迅速被采用的是一杆具有很长钢头的长矛作为武器。即使是一杆短的长矛，也是一件不容易操作的武器。因为，当长矛兵将自己的长矛放平拿着时，他们就不便于再变换长矛的方向。他们得用两只手举到与肩同高持着长矛，并让长矛头稍稍朝下。然而，就是使用这种不便操作的长矛，瑞士人还是设法保持了他们以前以戟为武器时的步兵方阵具有的较好机动性的传统。瑞士人后来的成功，其中有部分原因就得归功于他们将长矛作为自己的民族武器，就连瑞士的小孩也在练习使用小型的长矛武器。但是，他们还是在方阵中保留了部分使用戟为武器的士兵。他们将这部分多才多艺的戟兵放在阵形的中间，以对付那些已突入己方长矛抗击墙的骑兵或步兵，而且他们也可以从阵形的中间向外出击，对敌人的翼侧或后方实施攻击。



　　良好的训练给瑞士步兵方阵带来了机动性。但是，除此之外，瑞士人还具有一种凝聚力，这是当时大多数其他军队所不具备的。瑞士兵的每一大队成员都来自同一部落、村镇或行会，他们相互之间很熟悉，而且也经常在一起训练。尽管瑞士军队还只是民兵，但是，他们却具有古代职业军队所具有的那种凝聚力。这种部队凝聚力和训练程度，是分散的封建采邑制军事体制所没有的，也是许多雇佣军队所不具备的。在一次大的战役开始时，瑞士人以同一指令指挥其部队进行行军和实施会战。这样，所有部队能快速行进，并迅速投入战斗。在会战中，他们通常将部队部署成三个方阵，中间方阵在前，两个翼侧方阵在后，成一种梯次部署。这样做，尽管使整个部队不能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这种部署方法至少能使最初阵形的一侧得到保护，同时还能实施连续攻击。与大多数中世纪长矛兵不同的是，瑞士长矛兵相信进攻。一旦真正实施进攻，他们喜欢快速地向敌方推进，而且总是以看起来笨拙而庞大的队形开始向前推进的。



　　随着归属瑞士联邦的部落数目增多，瑞士人开始向山区领地以外迈出了重要一步。1444年的一次会战中，瑞士人的少量部队去进攻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法兰西军队，双方兵力对比为1：15。此次会战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军骑兵从翼侧攻击瑞士步兵方阵，迫使其停止前进。其情景与554年的卡萨利那姆会战中，纳尔塞斯的骑兵冲击曾阻止了法兰克军队一样。然后，法兰西派他们的十字弓弩兵攻击停止不动的瑞士方阵集团。然而，纪律严明、信心十足的瑞士长矛兵就在原地抗击法兰西军队的多次轮番攻击以及十字弓弩兵的箭雨射击，最终，法军以极大的代价，才将瑞士长矛兵全部歼灭。



　　后来，瑞士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曾在三次会战中击败勃艮第公爵，鲁莽的查理，并在第三次会战中以戟击破了公爵的脑袋，了结了他的性命。瑞士人也因此又名声大震。瑞士人在军事上挫败了公爵扩大其领地的野心。鲁莽的查理是一位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而且也不缺乏能力。至1476年，他已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迫使格拉松城投降，但是，他在占领城镇后，便把守军将士要么吊死，要么淹死，从而，也反映出了他那残酷的本性。



　　占领格拉松城数天后，鲁莽的公爵在一次会战中遇上了瑞士军队。公爵率领的是一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素质参差不齐，又缺乏在一起合练的雇佣兵部队。这支军队不仅纪律性比瑞士军队差，而且也缺乏瑞士军队具有的那种在攻击时表现出的旺盛斗志。瑞士人在击败对方骑兵的两次冲击后，开始向前推进，此时，查理的军队已不再听从他的命令去包围敌人，而是惊慌失措，各自逃窜。3个月后，查理将自己的军队扩编成了8个师，并在一起组织训练，其后，又与瑞士兵在莫拉特相遇。在会战中，查理构筑了较好的防御工事。然而，瑞士人组织了周密协调的迅猛攻击。当查理认为，瑞士人不会发起攻击，并允许自己大部分士兵返回营地时，瑞士兵突破了查理的防御。瑞士人打败了小股小股加入战斗的查理部队，俘获了查理的炮兵，并缴获了不少战利品。紧接着到了冬季，在南锡，瑞士人以两支部队在正面实施攻击，而另一支部队穿过一片树林，迂回到查理部队的翼侧实施攻击，一举击溃了查理的军队。



　　瑞士人因此得到了“不可战胜”的名声。这就使得瑞士人更自信、更坚定，也更令人生畏。然而，与英格兰的长弓兵不同的是，瑞士人的重步兵战术体系并没有被其创立者所垄断。因为，瑞士人乐于将自己作为雇佣兵出租，在法兰西及其他欧洲军队服役。当然，尽管瑞士重步兵有部分时间是作为雇佣兵在外服役，但这并没有因此使瑞士兵丢失自己的传统特色。他们仍然代表同一部落，在他们自己指挥官的指挥下以自己的方式服役。因此，他们军队特有的高昂士气、较好的凝聚力和坚持在一起训练的做法等重要内容都没有丧失。



　　瑞士人创建的重步兵，不只是用于城堡围攻作战，或者是形成没有机动能力的队形，消极地抵抗重骑兵的攻击。相反，他们有严明的纪律约束，有经常在一起联合训练作保证，因此，可以从事各种进攻性的战术机动，从而使重步兵得以重返战场。当然，不只是瑞士才有重步兵，后来其他国家也在效仿瑞士人而发展它们自己的长矛兵。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有令人生畏的长矛兵。他们也经常在国外充当雇佣兵打仗。但是，其他国家的长矛兵，甚至包括德国的雇佣步兵，由于缺乏部落民兵的社会背景，只是因为在军队服役而长时间地在一起，因而，他们决不可能具备瑞士军队所拥有的那种高昂士气、良好凝聚力、严格训练和战场机动力等重要素质。






插图3.3重型步兵




意大利雇佣兵的消极战




　　意大利人尽管与瑞士人有一些偶尔的冲突，但是，意大利并没有与自己军事体制不同的其他陆上国家交界，因而，意大利人经常是自己打自己。比如，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或者在相互斗争，或者与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教皇帝国作斗争，或者与南部的以那不勒斯为首都的意大利王国作斗争。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货币经济较为繁荣，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认识到，花钱雇佣士兵比养义务兵更容易。正像希腊和罗马人为从事难以避免的连续性战争而放弃民兵一样，意大利人也开始几乎全部雇佣职业军队了。但是，与罗马国家拥有的军队模式不同的是，意大利人使用的是雇佣兵自己的指挥官。他们与这些雇佣兵首领签订合同，让其提供并指挥一定数量的军队替自己打仗。刚开始时，这些职业的雇佣兵只签一年或不到一年时间的合同，因此，他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年份里为不同的军队打仗。由于希望能依赖这些雇佣兵去打仗，一些国家与雇佣兵签订的合同时间就相应地延长了。到15世纪中期，主要的雇佣兵部队就已成为长久受雇于某一个国家的雇佣军队了。



　　但是，仍然有一些军队继续按照雇佣兵的模式，招募雇佣兵队长及其雇佣兵连队。当然，雇兵连不是一种战术编制单位，一个连队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队长既是一位战术指挥官，同时也是商业承包商。他依据自己作为指挥官的名声好坏、管理部队的能力大小和拥有资本的多少，召集兵源和对外担保签约。雇佣兵队长也和其他商人一样，可以从他的父亲或岳父那里继承雇佣兵连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雇佣兵队长们也在进行着市场竞争，以出卖自己的指挥才能和自己部队的质量。自然地，雇佣兵的雇主们，经常在怀疑自己所雇的雇佣兵队长，是否会在有意地避免会战和伤亡，是否在有意延长战争时间以保证自己继续被雇。当然，这些怀疑有时也是对的。有些城市甚至经常设法聘用敌方部队的指挥官为自己部队的领导，有时，这种想法还会真正实现。



　　要求自己的雇佣兵对自己更加忠诚，这一愿望导致了国家持续地供养着军队。因此，在和平时期也有部队的存在。到15世纪中期，一些意大利公国已不再是等到战争爆发才去雇军队。它们不仅有常备的指挥官，而且也有一支基本的部队，战时以此为基础，再雇更多的雇佣兵连队以扩大成一支大规模的军队。同样是出于对雇佣兵忠诚的需要，各城市开始延长合同的有效时间，雇佣兵部队实际上已成为各公国的常备力量。这也导致意大利逐渐建立起各公国自己独立的军队，由它们自己的指挥官领导，其士兵是单个雇的，而不再是以雇佣兵连的形式被雇。到15世纪后期，有一半左右的和平时期部队已成为国家的雇员。另外，政府部门设立了地方性军事管理部门，以签订合同，发放钱币，为军队提供给养，负责武装部队的其他非战斗事务。在国家拥有和官办军队方面，意大利人算不上是发明者，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方式，以及相应的成熟程度，可以说是欧洲人从中世纪封建雇佣式军队模式中走出的一个典型。



　　在战术上，意大利人仍然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依赖重骑兵的思想。到15世纪中期，意大利杰出的铠甲制作者，已制造出了重量仅为50磅的铠甲套服，因此，意大利人将重骑兵武器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程度。尽管意大利的雇佣兵中也加了一些轻骑兵以实施侦察和掠夺行动，但是，这些轻骑兵绝没有到发挥战术功能的地步。他们的步兵由十字弓弩兵、长矛兵和持盾兵组成，三者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当。持盾兵是手上持着很大的一个盾牌，将其立在地面上为其他步兵人员提供防护的士兵。意大利人将步兵适当地编组在一起，步兵躲在由盾组成的防护墙后面，抵抗各种攻击。当然，这样编成的步兵，其机动能力就比中世纪其他步兵弱，而且意大利的职业士兵也不去攻击这种步兵阵形。一支步兵部队如果缺乏机动性，那么，它在战场上所起的作用就很小，除非实施攻城作战。在战场上，像这样的步兵阵形通常只是形成一个阵地，掩护骑兵在后面重组，作好下一步行动的准备。



　　到15世纪中期，后勤保障得到了发展，军队不必隔几天就转移至一个新的有供给资源的地区。这一变化使得指挥官采用野外筑城工事，从而降低了持盾兵的作用，这就引起一些重步兵也偶尔使用剑和盾。



　　意大利的战事较为复杂。意大利人的战略还是典型的中世纪时的战略，依赖筑城防御的威力，实施城堡围攻行动，对敌国领地进行掠夺破坏。尽管相对于空间上的兵力密度不小，但是，意大利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会战。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清楚地表明，当两支军队的武器系统相同时，防御作战就占有优势。指挥官潜意识地掌握了这一道理，因而，在战斗中避免正面攻击，集中精力实施突然性攻击、伏击，或者是快速行进，攻击处于不利地位的部队，以及攻击背后有自然障碍阻挡的部队。这样，导致了大批战争间谍和情报侦察人员的使用，从而使得将军们依赖坚固阵地和野战筑城，精心设计后勤战略。比如，在对方水井中投毒。军队有了全面的系统编制，75-150名骑兵组成一个骑兵中队，8-10个这样的中队组成骑兵大队。指挥官很重视骑兵的机动性，战中通常还留有预备队。



　　意大利人对战争的精通和成熟表现在会战次数的减少。军队通常要在精心计算获胜的可能性和失败的代价之后才进行会战。这方面典型的事例，如，既野心勃勃、又老奸巨猾的弗兰切斯科·斯福尔扎，在1448年率领米兰公国军队围攻威尼斯的卡拉瓦杰罗城。他的对手是一位能力与之相当的著名雇佣军首领米切里·亚太德罗。当亚太德罗率领威尼斯军队赶来解救被围城时，他先在卡拉瓦杰罗镇附近停下来，分析当时的态势。斯福尔扎的军队从一个坚固的筑垒营地控制着围攻行动，而被围之城本身并不太重要，解救行动难以保证不至于失败，且还会因此带来较大的伤亡。另外，亚太德罗的失败会极大地伤害他的雇佣兵部队，使自己的生意遭到损失。这很可能不仅使亚太德罗本人被解除合同，而且影响到以后再被别人雇用。



　　然而，亚太德罗还意识到，整个战役季节已接近尾声，他手下的雇佣兵们都期盼着作战。这次行动如果获得决定性胜利的话，其政治意义巨大，会因此推翻米兰共和政府。因此，当他的两名得力干将报告说，经周密侦察得知，骑兵可以通过斯福尔扎用以屏护他营地一侧的一片湿软的森林地带时，他立即意识到，这将增加自己获胜的可能性，成为决定他实施此次会战的关键因素。亚太德罗军队穿越森林实施的攻击行动进展很顺利，但是，斯福尔扎的军队也作了坚决的抵抗，同时，斯福尔扎还派一支骑兵袭击了威尼斯的后方。最终，会战以亚太德罗的大部人马被俘而结束，亚太德罗自己也因此被威尼斯人解雇。然而，不管怎样说，意大利人能对会战作如此仔细的战术分析，并反复权衡会战结果的利弊，这就使意大利人的战争活动明显地区别于欧洲其他地方的战争活动。这正是意大利雇佣兵的特点，当他们发现战场态势无望时就会投降。



　　会战中的获胜者往往在收缴了战俘们的武器和马匹之后，就会将他们成批地释放。这样做，可以节省这些被俘士兵的吃住和看押的费用，而被放回的俘虏兵在他们再次拿到武器之前也没什么用处。雇佣士兵在战场上，面对极为不利的环境，不是去拚命战斗而是选择投降。战胜者释放俘虏兵的态度，引起了人们对整个雇佣兵体制的批评。受到批评的还包括本是具有科学性的战场机动战术、行军策略、掘壕设营做法等。另外，对于一些会战，其结果是失败方被俘者数量多于伤亡者数量时，人们也予以指责。然而，当战争的双方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并采用相似的战争规则时，战争僵局的出现实际上并不在于战斗者是否见过有多少血腥程度的战争。战斗者见过多少有血腥味的战争，这一点对冲突的结局影响并不大。例如，在当时的战争评论家眼里，不管战争的双方是释放战俘，还是关押战俘，亦还是杀了这些战俘，他们都认为意大利的战争方式是没有战争味的。有的评论家宣称，采用意大利的战争方式，那么会发生这样的会战：其中只有一人丧生，这一人还不是因为被敌方所杀，而是自己掉进了沼泽地里了。



　　也许，意大利战争活动最有影响的方面是：军队领导人的职业化、透彻地理解迂回包围思想、集中兵力击敌弱点、以最少的代价夺取会战的胜利，以及他们能认识到正面攻击经常是失败的，保留预备队有着重要的作用，指挥官应该是去指挥整个会战，而不是亲自参与到战斗中，等等。




冲突中的地区战术体系：法兰西入侵意大利




　　至15世纪末，欧洲各国的战术体系各不相同，形式多样。有些文化的因素阻碍了一些国家采用在别国盛行的武器。比如，法兰西国王就没能说服他的部下采用英国的长弓，其中就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兰西的贵族们不愿意使用出自社会下层人士手中的这一令人生畏的东西。因此，一些国家对一些武器的采用是因为雇用了外国士兵，比如，瑞士的重步兵和巴尔干的轻骑兵就是如此。



　　然而，各种地区性的武器系统还是被普遍使用的。披铠甲的重骑兵，尽管在战术上经常被当作重步兵使用，但它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只有英国人拥有有效的长弓，而其他所有的军队却拥有一般弓箭或者是十字弓弩，但英国人却在战场上层示了其轻步兵的作用。经常站着不动的重步兵中的长矛兵们，能抵抗优于这一武器系统的骑兵对自己的冲击。但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又让重步兵拿起了剑和盾。具有可怕机动性的瑞士长矛兵方阵，随着他们被其他国家军队所雇用而走出了瑞土山区。一些效仿者们开始模仿瑞士模式来组建步兵。甚至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的轻骑兵也在西班牙军队出现，他们配备有十字弓弩和可在马背上笨拙地射击的火绳枪。就是在这样一个多种战术形态并存的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了职业军队和职业军官。他们冲破了中世纪一些战争观念的束缚，设法寻求战争艺术中的科学成份。后来，法兰西人在意大利挑起了一次时间较长的国际性战争。一些地区性武器系统和战术风格就都汇集在这次战争中了。到16世纪末，一种新的多兵种联合战术体系便应运而生。



　　法意战争的缘由是因为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勃勃野心。与狡猾的父王路易十一不同——他的父亲在鲁莽查理的废墟上已将其领地扩大许多——这位年轻的国王却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判断力。他在设想一个巨大的规划，比如，要夺取君士坦丁堡，而征服意大利就将成为自己实现上述目标的一块踏板。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本世纪初败于英国人手下的封建军队。其部分力量是法兰西的常备军，始建于百年战争的最后几年。侵意大军的其余大部分部队是雇佣军队。法军在保留自己上乘的传统重骑兵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欧洲最好的炮兵。法军的炮兵也是百年战争最后几年的成就。它有高素质的炮手，有安装在四轮货车上的最好的青铜炮。因而，法兰西炮兵有着较强的机动力，能与部队的行进保持同步，既能用于野战行动中，也可用于围城作战中。法军的步兵除了有大量的法兰西十字弓弩兵外，查理八世国王还征用了许多瑞士重步兵的雇佣兵部队。这样，法兰西国王率领一支有25000人的庞大军队入侵意大利。这一数目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了。这支组建于百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不仅反映了法兰西人从战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也体现了法兰西人针对15世纪的变化而对军队建设作出的一些改革。



　　由于法军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有着较好的质量，意大利人未作太多的抵抗，法兰西国王就轻易地向着意大利南部目标——那不勒斯挺进。由于威尼斯公国保持中立，米兰公国则成为法兰西的盟友，查理国王就一直向前挺进。这一势头也吓住了佛罗伦萨和教皇，他们也为查理国王提供了经由本国领地入侵意大利南部，进入那不勒斯国王的西西里领地的自由通道。由于那不勒斯国王的战略目标不得人心，再加上他的许多贵族本身是前法兰西人，这样，那不勒斯国王也只是对法军的入侵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就这样，查理国王几乎没发起一次攻击就征服了那不勒斯。查理国王的成功不仅震住了威尼斯公国、米兰公国和教皇，也吓着了斐迪南国王、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当然，此时的罗马帝国的松散统治实际上仅局限于德意志、奥地利和及其邻近陆地。1495年，查理国王留下一半人马驻守那不勒斯，其余的准备撤回法兰西。此时，他发现米兰公国和威尼斯公国的军队已封锁了他经阿尔卑斯山脉回国之路。这样，优秀的法军，在一位没有战争经验的国王的率领下，不得不去面对另一支由久经沙场的职业军官指挥的、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的意大利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



　　意大利联军由蒙特尔侯爵指挥。蒙特尔侯爵没有去阻止法军行进，甚至没有封锁法军通过阿尔卑斯山脉，而是决心利用自己军队的数量优势，在法军从山上下来时，进到适于意大利骑兵行动的地形上，再攻击法军。蒙特尔侯爵希望能多次击败法军，从中获得征服法军的美名，而联军则可从中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效应。由于，法军北上不得不依赖一条夹在一条河和一片山脉之间的道路，因而，蒙特尔侯爵就选择在法军的行军途中攻击法军。因为，他认为，法军会指望这条河和这片山脉来屏护自己的翼侧，而只准备在正面作战。然而，侯爵自己却很清楚，这条河很浅，他的士兵可以轻易实施徒河攻击。因而，他计划以部分兵力攻击法军的前卫，迫使法军行军纵队停止前进，而以主力攻击法军行军纵队的中部和后部。蒙特尔侯爵率有20000人马，对法军占有2：1的数量优势。



　　然而，会战进程却未能按意大利人的计划发展。查理国王虽然算不上是一位称职的指挥官，但是，在他的行军部署中却也反映出了他的战争预见性。他知道，自己在行军路上难免一战，因而，以善战的瑞士重步兵担任前卫，并在行军队形两侧排成两线。这样，一旦受到左、右两翼的攻击，瑞士兵就可以形成一道防线，保护行军队伍。由于天下大雨，意军被迫在一个不好徒涉的地方渡河，渡河攻击行动因而推迟。这样，法军就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自己的战斗阵地。担任前卫的瑞士兵驱除了攻击法军纵队前头的意军。本来应该攻击瑞士兵的意大利轻骑兵却去抢劫了法军的兵营。由于，意军会战的总预备队未能发挥作用，因渡河延迟了的主力攻击也因此遭到失败。根据意军的计划，有一半兵力担任预备队，其指挥权仅限于侯爵叔叔一人，而他又在会战中牺牲了。这样，预备队在会战中就未能发挥作用。然而，此次会战极其短暂，只持续了一刻钟，这对预备队的使用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尽管整个会战的时间不长，但意大利联军的伤亡却不小。法军士兵杀死了掉下马的意大利重骑兵。经这次短暂的福尔诺沃会战后，法军又继续他们的行军。



　　这次会战指挥的失利，一方面是因为河水的上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蒙特尔侯爵缺乏指挥大规模军队作战的经验。他不是致力于指挥整个会战，而是亲自率领部队去实施一次攻击行动；另外，对于这种规模的军队，作战计划过于复杂也是一方面原因。此次会战增长了法军的声望，而同时却削弱了意大利雇佣军队的声誉。然而，此次会战只是进一步证实，瑞士步兵能较好实施进攻，除此之外，对16世纪初期，指挥官如何有效地发挥诸多武器系统的作用，或者说，实施多兵种联合作战方面，却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福尔诺沃会战并没有保证法兰西人对那不勒斯的拥有。在一次与贡萨洛率领的西班牙远征军的复杂战役中，法军就丢失了那不勒斯城。贡萨洛，来自科尔多瓦，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他率领的西班牙远征军由100名重骑兵、500名以标枪为武器的轻骑兵和1500名步兵组成，在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趾部登陆。在1500名步兵中，只有少量的火绳枪兵和十字弓弩兵，主要的则是手持剑和盾牌的步兵。在第一次会战中，法军重骑兵冲散了贡萨洛手持标枪的轻骑兵和一些持剑步兵，法军中的瑞士长矛兵则冲击其余的西班牙持剑步兵和持标枪轻骑兵。



　　英俊潇洒、衣着华贵的贡萨洛，在西班牙人征服穆斯林人的后期战役作战中，已有着10年的军旅生涯。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女王发现了他的杰出才华，并施加自己的影响，为这位年轻、聪明，但表面上又显得很平庸的军官在意大利军队谋得统帅职位。事实证明，女王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贡萨洛后来不仅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勇士，而且还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优秀统帅。



　　第一次会战受挫后，贡萨洛就尽量避免会战，而派他的轻骑兵去袭击敌人的护送队和粮草征收人员，并在围攻法军的作战中重视发挥筑垒工事的作用。在西班牙强大海军的支援下，又得到了被法兰西统治者疏远了的群众的同情，贡萨洛重新夺回了那不勒斯，迫使法军于1498年撤回。尽管在战术上应用费边后勤战略没有太大必要，但是，贡萨洛的努力却改进了西班牙陆军的作战方法。为帮助持剑手们守住筑垒地域，他很快增加了军队火绳枪兵的数量，并训练士兵按照瑞士人的方式使用长矛，以便在开阔地带的战斗中，能将剑手和长矛兵合成起来使用。



　　1503年，法意战争再次爆发。贡萨洛占数量优势的军队，在有壕沟防卫、且背靠大海的营地抵抗法军进攻。同时，贡萨洛派他的轻骑兵去攻击法军的后勤补给队。当法军将自己军队分成小股去寻求补给时，贡萨洛向法军发起了进攻，夺取了法军察里诺拉基地，并准备在一片开阔地再度遭遇重新集结起来的法军。他在开阔地挖掘壕沟，堆起胸墙。一方面，由于意军轻骑兵对法军侦察行动的阻碍，法军未能察觉壕沟的存在；另一方面，法军也急迫想在开阔地抓获贡萨洛，因而，法军匆忙地发起了正面攻击。实施攻击的法军骑兵未能通过对方的壕沟，而躲在胸墙后面的西班牙火绳枪手们，则以火力阻止了法军步兵的攻击，杀死了坐在马车里的法军指挥官。当实施进攻的法军在一片混乱之中停了下来时，贡萨洛实施了全线反击，小部分重骑兵从他的翼侧也加入到反突击行动中。当敌方部队撤退时，贡萨洛的轻骑兵再度给瑞士步兵造成一定的伤亡。



　　当法军的一支大规模部队南下，准备前来挽回被动局势时，贡萨洛派人袭击了法军的货物运输车，封锁了所有陆上通道。法军在原地耗尽了粮草，最后不得不通过一条海滨道路，从他们自己的舰上汲取补给。然而，贡萨洛在加里利亚诺河的渡口也部署了防御，将这条海滨通道也封锁了。在连续6个多星期的多雨天气里，法军住在到处积水的地面上，既缺少粮食，又遭到了冻雨的袭击，损失巨大。困在索罗路侯爵领地的法军，虽然有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且很有声望的指挥官，但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他也难以保持军队高昂的士气。



　　经几个星期的紧张僵持阶段，贡萨洛一反往常小心谨慎的作风，乘着自己军队士气极度高昂之时，对同样处于寒冷和潮湿环境中，但士气极度低落的法军发起了突然袭击。由于预先准备好了架桥的物资，在圣诞节后的第三天，贡萨洛很快在法军的翼侧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使自己的军队通过，击溃并重创处于惊讶之中的敌人，很快就迫使法军指挥官同意撤军。



　　贡萨洛能运用罗马的费边后勤战略，保持足够的耐心，依赖筑城工事，利用自己的轻骑兵完成后勤袭击任务，致力于以最小的代价夺取作战的胜利。这一切表明，上述战略风格不只是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所独有。贡萨洛能设法维持自己军队的士气，正确地估价形势，乘敌士气低落时实施攻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指挥才干。



　　贡萨洛为西班牙陆军战术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西班牙军队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他在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会战失败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其轻骑兵用于战略侦察、掩护和袭击对方交通运输线的任务。当然，他确实也在战术范围内使用过轻骑兵，如在察里诺拉会战之后的追击行动中，轻骑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对重步兵的优势。由于认识到以长矛兵抵抗骑兵的必要性，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创建了部分长矛兵，同时也雇用了一些瑞士长矛兵。他还将剑手和长矛兵联合起来使用，这样，西班牙步兵后来再遇到长矛兵时，剑手们经常以盾托起对方的长矛，带着剑和盾接近对方长矛兵，赢得会战的胜利。贡萨洛还不断增加军队中火绳枪兵的数量，同时辅之以筑城工事，创造了一种有效的轻步兵战术体系。西班牙军队的强盛就建立在以往的长矛和火绳枪这两件传统兵器之上。



　　贡萨洛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走在了他同时代人的前面。在法军入侵意大利的30多年战争中，发生了无数次的会战。指挥官们在这些会战中，艰难地摸索着在自己的兵力部署中如何最好地使用多种不同的武器系统，形成军队整体合力。




探索合成兵种战术体系




——1512-1525年间发生在意大利的会战



　　在意大利战场上，法兰西对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结成的联盟展开了斗争。意大利自身的力量也因此分成了两派。在战场上的雇佣兵有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非洲、瑞士、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人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战争中所采用的战略，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使用雇佣兵军队的战争实践，以及科尔多瓦的贡萨洛的战略典范作用。意大利战争使得欧洲人能因此学习、消化意大利人的高深战略。英格兰人尽管认识到了防御作战在战术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他们除了占据坚固的阵地，指望敌人能盲目地从正面实施攻击外，没能更多地发挥出防御作战的优势。然而，在15世纪，意大利的将军们也认识到了防御作战所蕴藏的威力，尤其是有了野战筑城工事的加强后，他们不是依赖同样理智的敌人去盲目地实施正面进攻，而是采取一定的策略迫使对方实施攻击。这主要有断敌退路、围城打援等，即围攻敌重要城市，迫使对方前来发起攻击以解围。在1512-1525年间所发生的5次主要会战中，有4次就是属于对方为解被围之城而发起进攻的。其中有两次，法兰西人围城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躲避战斗的敌军前来作战。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是为了发挥堑壕设施的战术优势，否则，这些防御会战在战术方面与其他会战没有什么不同了。因为，在当时这场为争夺意大利的国际性战争中，指挥官们寻求的是如何发挥出多种武器系统的最佳效能。



　　在1512年的拉韦纳会战中，西班牙军队的目的是要解除法军对一座城市的围困，但是，他们却是在被围城市附近掘壕以阻碍法军的围城行动，而不是冒险进攻。法军年轻的指挥官加斯东·德富弗瓦很清楚，要直接对付西班牙人，他就得向有壕沟和胸墙防护的西班牙人发起正面攻击。因此，他依赖自己先进的炮兵火力，迫使对方离开堑壕后再发起攻击。双方炮兵对射了近两个小时，西班牙人让自己的步兵卧倒在堑壕中，躲避对方炮火打击，而将炮兵集中在野战工事的正面，给法军步兵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法军炮兵的纵深火力最终迫使西班牙未作防护的骑兵，沿着他们的堑壕和胸墙的左翼间隙发起了冲击。战场上，法军的机动炮兵能像轻步兵一样行动，而且，加农炮的射程和威力甚至比长弓大多了。加农炮弹有效地击破了对方的骑兵队形，一发炮弹就能击倒33名骑手或马匹。



　　西班牙重骑兵遭受了法军炮火的打击，战斗力已经削弱。他们越过一片崎岖的地形，沿一狭窄的通道向法军发起了冲击。然而，他们所遇到的不是静止不动的法军炮兵，而是一支新投入战斗的法军重骑兵。这支欧洲最优秀的部队正向西班牙军队实施反冲击。当法军骑手们赶跑西班牙骑兵后，加斯东调其弓弩兵在长矛兵的掩护前来作战，命令他们以高射角发射弓箭，让弓箭越过胸墙打击卧倒的西班牙步兵。然而，西班牙军队很快又在其胸墙上部署了士兵，以火绳枪火力将法军击退。法军中的德意志雇佣长矛步兵发起的一次攻击，甚至都已经越过了火绳枪的火力线，尔后平均分布在西班牙人的胸墙正面上。这样，西班牙的剑手们就能充分地发挥近距离格斗的优势。他们以盾牌挡住对方18英尺长的长矛，以剑刺杀对手。结果，德意志长矛兵的这次攻击也告失败。此次会战，筑城工事防御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优势。但是，得胜的法军骑兵穿过西班牙军队堑壕的间隙，从后方攻击防御中的步兵，最终赢得了会战的胜利。法军的骑兵在此扮演了当年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时期会战中骑兵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许多训练有素的西班牙重步兵组织了良好的撤退，采用了从瑞士步兵那学来的紧缩队形，使对方重骑兵的追击未能达到目的。



　　在西班牙重步兵撤退过程中，加斯东，这位天赋很高、但性情急躁的法军指挥官，截住了一股沿河边堤岸小路行进的西班牙长矛兵。他率领部队匆忙地向这些长矛兵发起了一次冲击，结果法军在会战中全军覆没。受伤的加斯东和他的几位同伴，身着铠甲掉进水中而被淹死。当这股西班牙步兵后来与另一支法军骑兵分队相遇时，西班牙步兵首领冲他们喊道：“你们为什么要阻拦我们？要知道，凭你们的力量也拦不住我们！你们已经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也杀了我们许多人。请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走吧！”法军指挥官觉得他讲得也有道理，于是，两支军队未曾交战便各走各的道。看来，西班牙步兵首领比利萨瑞士的劝告还挺有说服力的。[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146页。]



　　在1513年的诺瓦拉会战中，法军与瑞士兵对阵，结果瑞士兵以其传统的战法赢得了会战的胜利。法军指挥官预计到瑞士兵肯定会来解救被围在诺瓦拉的部队，于是，在城市外围选择了一个较好的位置以等待瑞士兵前来攻击。然而，瑞士兵在黎明时分就赶来了，其速度之快使法军连移动式木栅都来不及架起，更不用说挖掘壕沟了。法军先让其炮兵投入了会战，以火力打击6000名实施主要攻击的瑞士兵方阵。在3分钟的时间内，法军的加农炮弹就给密集排列的瑞士方阵造成了700名伤亡。然而，当步兵抵达炮兵一线时，炮兵就无所作为了了。瑞士兵很快就战胜了队形混乱，且准备不充分的法军长矛兵。有些法军长矛兵在撤退时。甚至攻击他们自己的炮兵。未等法军骑兵介入会战，瑞士兵就击败了法军步兵。这样，法军骑兵只好撤退了，因为，他们很清楚，攻击瑞士长矛兵将会是什么样结局。在此次会战中，法军的炮兵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当年波斯军队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会战中，弓箭兵所扮演的角色。在步兵靠近加入会战之前，火炮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作为一种抛射武器系统，炮兵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一种更有效的轻步兵。然而，即使是在战场上可移动的火炮，它们也不具有步兵的其他关键性特征，比如机动性。



　　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会战中，法军顽固地按照波斯的作战理论行事，主要防止对方的重步兵冲击自己的轻步兵。为了能用静止不动的弓箭手阵形抵挡对方的重步兵攻击，波斯人曾派骑兵从翼侧突击对方重步兵的攻击阵形，迫使其停下来进行防守，因而，弓箭手们就可以向原地不动的敌人重步兵发射弓箭。在这次长达两天的会战中，瑞士兵贸然地向有堑壕防护的部队实施冲击，遭到了法兰西骑兵的翼侧突击，被迫停了下来，形成全方位防御阵形。这就给法军的炮兵提供了延长火力打击的机会。这样，法军的骑兵和炮兵轮番攻击瑞士步兵，最后击败了瑞士步兵。但是，这一原则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在此次会战中，瑞士兵单独实施攻击，没有得到骑兵，或者一支有影响的轻步兵部队的配合。以如此简单的解决问题方法，去对付一支多兵种的联合军队恐怕就不行了。



　　由于同行专家们的阻止，再加上精明的西班牙帝国军队雇佣兵指挥官帕劳斯帕·科隆纳的费边式机动战术的拖延，法军攻打西班牙军队的战役计划推迟了一年实施。法军于1522年才开始围攻帕维亚城。科隆纳率军抵近离城不到十英里的一个名叫比克卡(Bicocca)的地方，让自己军队掘壕据守。法军很有权威的指挥官劳特克打算切断科隆纳的后方补给线，以迫使他离开阵地，在其机动过程中再攻击之。然而，在法兰西军队中，那些好战且自信的瑞士兵向劳特克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立即向科隆纳部队发起攻击，否则，他们就要离开法军打道回府。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薪金，因此，他们想从会战中得到自认为肯定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劳特克，这位名不符实的指挥官，在自己可能丧大部分重步兵，将不得不因此放弃此次战役的情况下，竟同意向有堑壕阵地作依托的西班牙部队发起了正面攻击。



　　瑞士兵担负主要攻击任务，分两个方阵，每个方阵4000名士兵。西班牙军队在一条低洼的道路后构筑了一道胸墙，在路上垒起了一些土木工事，其中包括炮兵阵地，这样炮兵火力可以控制整个防御正面和前面的道路。科隆纳在胸墙后面布置了四排火绳枪兵，再往后是长矛兵。尽管因雨天，阵地前方道路泥泞，劳特克还是带上自己的炮兵参战，想看看能否用炮兵火力打烂对方的防御体系。但是，过于自信的瑞士兵，急不可耐地要发起攻击，以两个方阵朝着对方的胸墙和炮兵阵地前进。瑞士方阵在对方加农炮火力打击下，丧失了1000条性命，刚到达路上，立即又遭到了四排火绳枪火力的打击。瑞士方阵在路上停了下来，在对方加农炮和火绳枪的火力打击下，继续设法攀登对方胸墙。



　　实施防御的西班牙长矛兵将越过胸墙的瑞士兵挡了回去。瑞士兵退回时又丢下了3000尸首，余下的瑞士兵仓皇逃跑，为法军指挥官留下了会战失败的结局。当然，瑞士兵自己也遭惨重伤亡。野战筑城的倡导者们，对野战筑城工事能打破瑞士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感到满意。此次会战也展示了当野战炮兵和火绳枪与堑壕相结合时，具有的巨大战斗效能。



　　在年轻的法兰西斯一世国王的领导下，法军再次入侵意大利。法兰西斯一世外表华丽、端庄，是一位诙谐幽默、和蔼可亲的文学和艺术卫士，但却欠沉稳，缺乏智慧和持久恒心，热衷于打猎和打网球，对朝政并无太大兴趣。



　　在1525年冬天，法兰西人又一次围攻帕维亚城，西班牙人则再一次前来企图解救被围之城。法兰西人不仅已经构筑了围城工事，还在西班牙人接近路的一侧掘壕防守。西班牙人则在法兰西人堑壕40码以外处也挖了堑壕。因此，两军以堑壕相对。法军中部分雇佣兵的离去削弱了法军的实力，而西班牙军队也财力耗尽，决定发起攻击。西班牙人穿过了对方未部署警戒的防护墙，大部人马在拂晓前行军，绕过法军堑壕的远端。在黎明时分，西班牙人部队由原来的行军队形变为一种战斗纵队，与法军部队成直角对着法军部队。西班牙人的这次行军，使人联想起当年的贡萨洛率军渡过加里利亚诺河时的行军场景。至此，西班牙部队停下来组织防御，因为，他们知道，法军肯定会向他们发起攻击，以阻止西班牙人通过此地，切断法军与米兰基地的交通运输线。法军则担心，西班牙人会突然攻击自己尚未形成战斗队形的分散部队。于是，法兰西斯国王明智地以重骑兵立即发起攻击，以掩护其他部队的集结和形成战斗队形。这一决定带来了法军多个部队的连续攻击会战。



　　西班牙人将火绳枪兵部署在队形的两翼，重骑兵和德意志雇佣长矛兵在中间。法兰西斯一世自己率领一支法军重骑兵，成功地冲击了西班牙重骑兵，但在冲击西班牙纵深两个重步兵集团时，由密集的长矛兵组成的防护墙挡住了法军重骑兵的冲击。法军中的瑞士长矛兵紧接着又实施了一次冲击，指向火绳枪兵队形的翼侧。瑞士长矛兵并未越过西班牙轻步兵阵形，而是在火绳枪兵连绵火力面前停了下来。西班牙轻步兵在少量长矛兵的协助下，击败了瑞士长矛兵的攻击。在比克卡会战中，火器兵和胸墙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致使瑞士兵的攻击无力。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写道，自比克卡会战后，“瑞士长矛兵一方面因为数量上的减少，但是更主要的是不再大胆鲁莽了。他们回到了瑞士山区。可以肯定，瑞士兵在比克卡会战中的伤亡，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以后几年里的作战。他们再也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气势了。”[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184页。]



　　法军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由他们的德意志雇佣步兵攻击西班牙军队中的德意志雇佣步兵。正当这两支雇佣兵集团冲撞在一起时，西班牙的轻步兵开始向法军长矛兵射击。同时，第二个德意志雇佣步兵方阵从翼侧攻击法军部队。西班牙重步兵击败了法军中的德意志雇佣步兵部队后，接下来又驱散了法军其余步兵在当天发起的最后一次冲击。西班牙军队包围了勇敢的法兰西国王和他的一群骑兵，最后打败了法军，俘虏了法兰西国王。



　　此次会战，使火绳枪兵的声望大增。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顶住了瑞士兵的冲击。如果瑞士兵能有他们往日那样的行动坚决性，或者，在火绳枪兵两侧的德意志雇佣步兵长矛手们战斗中能体现出坚定决心的话，重步兵还是可以冲散轻步兵阵形的。然而，西班牙的火绳枪兵运用轻步兵传统的小分队战术，利用树丛或树林作掩护，躲避法军骑兵，以速度虽然不快，却保持连绵不断的火力打击法军骑兵和重步兵。战斗中，轻步兵展示了其在开阔地上与在堑壕阵地上同等的作战效能。当时的一位人士证实，“经常有一些最著名的指挥官和骑士们，……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被地位低下的普通轻步兵所杀害。”此话说明了轻步兵所具有的战斗效能，甚至能有效地对付骑兵。[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著(西港，1985年版)第43页。]



　　炮兵在这次非刻意安排的会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法军就没打算使用炮兵，而西班牙人将自己的大部分火炮留在了阵地上，以实施骚扰性火力打击。战斗中，重步兵显示了其能抵抗重骑兵冲击的传统作战能力。法军重骑兵击败了西班牙重骑兵，再一次展示了其在当时欧洲骑兵中的领先地位。但是，法军骑兵虽然击败了西班牙人的骑兵，法军却并没有真正打败西班牙军队。西班牙轻步兵和静止不动的重步兵稳住了战场。长矛兵集团的全方位防御阵形，使得西班牙人能挡住法军骑兵的冲击。同时，这一阵形也显示了较大的战场机动性，能从翼侧攻击法军重步兵。



　　在帕维亚的后期争夺中，爆发了一系列的会战。指挥官们在会战中尝试了重步兵、重骑兵和轻步兵的多种混合编组方法。由于从福诺沃会战到帕维亚会战的一系列会战，法军都遭到了失败，且伤亡惨重，因此，法兰西在后来进行的对西班牙人和德意志人的战争中，指挥官们明显地在减少会战的次数。但是，将士们已经消化吸收了意大利战争中的经验，并相应地发展了自己的战术理论，调整了军队组织。在实现多种武器系统的结合方面，西班牙人最为成功。他们的结合方法极大地影响着欧洲的战术。这一方面应归功于他们的查理国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着意大利，统治着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哈布斯堡领地。他经常调用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军队，交替使用当时走红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指挥官，因而，西班牙战术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西欧战场。




西班牙人的合成兵种战术




　　意大利战争使西班牙人对自己认为步兵重要的传统观念深信不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步兵的武器作了彻底的改进。由于在意大利南部战争中使用过长矛，因此，西班牙人不久就用长矛全面取代剑和盾。他们效仿瑞士长矛方阵模式，将长矛兵编组为1000-3000人不等的矩形阵形。虽然，西班牙长矛方阵还可能缺少瑞士方阵具有的机动性和活力等众多特色，但他们的训练与组织方式却都是照搬瑞士人的。西班牙陆军经常让其长矛兵形成防御阵形，抵挡对方重骑兵的冲击，为自己的骑兵进行重组提供掩护，而不是让长矛兵方阵连续不断实施进攻性行动。当然，这并不是说西班牙长矛兵就不实施进攻性行动了，正像瑞士长矛兵和德意志的雇佣长矛兵一样，他们也能在战场上行进，并向其他步兵阵形实施冲击。



　　西班牙人较早放弃使用弓弩而偏爱火绳枪，并在他们的轻步兵部队中增加火绳枪兵的比例。火绳枪兵在帕维亚会战中可实施散兵作战，这一点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会战中，树木、灌木丛、高低不平的地形，以及平坦的地形，轻步兵都显示了古代轻步兵常有的、进行单个作战的主动灵活性特点。他们利用地形逃避法军重骑兵的追赶，并保持以不间断的火力打击对方的重骑兵和重步兵。西班牙人认识到，大量的这样一些细小的战斗行动，其结果加起来就可以极大影响整个会战的结局。因此，他们让自己的众多火绳枪兵扮演这一重要的角色。正当英国人在他们的线式战术中使用长弓兵时，西班牙人却对自己的长矛兵方阵的防御力量充满信心，分派自己的轻步兵在会战中扮演独立行动的角色。



　　当然，火绳枪兵与长矛兵仍编组在同一部队，并没有完全独立作战。西班牙人知道它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自然屏障的地形上，长矛兵方阵可为轻步兵提供惟一的安全庇护场所。轻步兵可以在长矛兵方阵的一侧或后方选择自己阵地，许多轻步兵就可以躲在前几列长矛组成的防御墙后面。火绳枪兵轮流射击，可以增强长矛兵的防御。对方的重步兵集团、重骑兵众多的骑手和马匹，正好是火绳枪弹打击的目标。西班牙人逐渐地加大了步兵部队中的火绳枪兵对长矛兵的比例。到16世纪末，西班牙步兵团中的轻、重步兵人数已经相等。



　　军事统帅和军事作家们，开始较多地考虑一支军队的最佳部署方案。从理论上说，在一次会战之前，指挥官应首先勘察地形，并标注出能使己方部队与地形最相匹配的步兵阵形的位置，而后再编组军队，最后，由大家所知的总军士长，利用公式和一些表格计算出步兵方阵的规模及其组成。例如，在行军时，如果知道长矛兵中穿戴铠甲和不穿戴铠甲士兵的人数、戟兵的人数，指挥官就可以计划部署这样一个方阵，外面四列长矛兵是穿戴铠甲的，里头是八列没有护甲的长矛兵(这种长矛兵的雇用与装备费用要低些)，戟兵位于方阵的正中心。对于这个方阵，他还可以分派一些火绳枪兵在前面作为散兵，再在阵形两侧部署一些火绳枪兵，形成一个由四列火绳枪兵组成的长长的松散纵队，每列有12名火绳枪兵。在战斗中，两侧的四列火绳枪兵的前几排首先开始射击，尔后退回到后面装弹，下一排前进接着射击。这种技术叫反方向运动射击技术。军队在采用这种技术时，火绳枪兵可以保持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不间断的火力，打击射程内的任何目标。



　　到16世纪后期，上述的这种关于步兵部署的思想已在欧洲传开了。这一精心设计的战斗次序可能在实践中只偶尔出现。因为，一个国家、军队的自身特点，将决定适合特定环境的步兵阵形的规模和人数。然而，恰当地部署军队的思想却展示了战术家们面临的问题，也反映出了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在步兵阵形中，骑兵应该配置在哪？这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骑兵在西班牙陆军中的地位已经下降。因为，西班牙人扩大了军队中的步兵编制，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步兵花费较低。装备一名有适当铠甲防护的重骑兵所需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长矛兵或火绳枪兵的4倍，因此，稍微削减重骑兵的数量规模，其节省下来的经费就可以用来装备一支庞大的步兵部队。这样，就能引起了军队中步兵与骑兵比例的显著变化。虽然，西班牙人的骑兵极大部分是传统的、全身铠甲防护的持长矛重骑兵，但是，在作战中，他们也让自己的重骑兵像轻骑兵一样去实施战略侦察，攻击对方军队中的掉队人员、粮草征集人员、运输人员和后勤设施等。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任务是由骑马的火绳枪兵来担负。由于骑在马上使用火绳枪比较困难，因此，实实在在地说，这些骑马的火绳枪兵只是马背上的步兵。他们通常要下马才能使用武器。然而，至少有这么一次，在1544年的塞莱索里会战后，骑马的火绳枪兵追击了退却中的重步兵。他们追一段路，便下马射击，尔后又上马接着追。这倒也像传统的帕提亚人(安息人)、土耳其人的轻骑兵战术那样有效。



　　新的战术体系雏形在塞莱索里会战中得到了检验。此次会战中，法军由来自瑞士、意大利、法兰西的雇佣兵组成，由年轻且富有朝气的恩格伊将军指挥。对手是由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军队组成的帝国联军，由迪尔·瓦斯特指挥。瓦斯特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军事指挥官。双方都有4个步兵集团，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联合组成。这四个步兵集团成一线展开，有少量骑兵位于这四个步兵集团中间，其余的骑兵则部署在两翼。经过4个小时的火绳枪兵散兵交火，战场态势成了各支部队分别在与对方相对应的部队展开交战，即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






作战略图3.1塞莱索里会战



　　位于南翼的法军骑兵首先开始向对方南翼骑兵集团发起了冲击，击败了与之相对的帝国骑兵部队，接着又向北冲击帝国军队中相邻的步兵集团。虽未能取胜，但也迫使帝国军队步兵集团迅速停止前进，未能加入其相邻的德意志雇佣兵的攻击行动中。因此，帝国军队中由7000名德意志长矛兵组成的步兵集团在前进时，遇到了法军的两个步兵集团的冲击，其中的一个法军步兵集团从翼侧攻击德意志长矛兵集团。帝国联军的德意志雇佣兵在此则展示了其训练有素和良好的战斗技能。他们兵分两路，分别与对方的两个步兵集团交战。德意志长矛步兵在翼侧遭到冲击时，与对方刚接触，法军就让藏在第一列长矛兵后面的第二列火绳枪兵开始射击，击倒了德意志雇佣兵的第一排长矛兵，失去掩护的德意志火绳枪手们便迅速向法军第一列长矛兵开枪射击。经双方长矛兵集团的残酷交战后，德意志雇佣兵屈服了。当法军部分从南翼和中央集团过来的骑兵再一次突击其两翼时，便开始撤退了。



　　北侧的法军骑兵也击败了对面的帝国联军的骑兵集团，而位于部署中间的帝国联军骑兵集团，甚至都没有参加交战就撤离了战场，这时，帝国联军中的其他步兵阵形，在交战中原地不动，后来也开始撤退了。然而，北面的两个帝国联军步兵方阵去攻击与之相对的法军步兵方阵。法军北部步兵逃跑了，撇下南部获胜的步兵和帝国北部得胜的步兵在战场上。但是，法军三个骑兵集团的攻击都取得了胜利，决定了整个一天的战局。获胜的帝国步兵后来也撤退了，而不是去面对敌方步兵和骑兵的攻击。帝国联军中的德意志雇佣步兵损失惨重，伤亡率占全军的25%-30%，是法军损失率的两倍。



　　可以说，此次会战计划不周，且指挥不力。受伤的帝国联军指挥官离开了战场，而年轻的法军指挥官在会战中只是指挥骑兵冲击了一会儿。法军骑兵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法军骑兵在会战中能快速机动，攻击帝国联军中德意志雇佣步兵的翼侧。这再一次表明，骑兵对重步兵的冲击，即使不能成功，也能迫使步兵停止向前攻击。双方的炮兵在战斗中没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交战前，部队都保持在火炮射程之外，士兵们都卧倒以防护炮火；或者，部队在火炮射程外的小山顶上进行编组。如果能将炮兵用于攻击位于堑壕内的士兵，那么，炮兵还可以发挥其作为弹道火力的最佳效果。即使是安装在轮式车辆上的火炮，其机动力还是比较弱的。这就限制了炮兵在战场上作用的发挥。其在围攻城堡行动中的暂时优势，也很快随着筑城技术的改进而告结束。




新的筑城工事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炮火对城市和城堡护城墙摧毁能力的不断增强，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就致力于解决城防中的这一难题。不久，他们就研究出了一种新的城防体系理论，并以此改进旧的城防工事，构筑新的城防工事。为实现他们提出的使城墙免于炮火摧毁的基本设想，他们加宽、加深了护城渠，渠内砌有砖石内墙，以防两侧渠壁倒塌而填满护城渠。护城渠的砖石内墙成为进攻者攻击中的一道新的障碍，能很好地防御炮火的打击。这一新的构筑方案的断面图显示了渠内砖墙所能提供的防护作用。胸墙上的火炮照样能打击敌人，而胸墙和渠内砖墙还可以得到渠外土坎的防护。






插图3.4新的城防工事断面图






插图3.5沟渠中的侧射火力



　　防御依然依赖于侧射火力的打击，低矮而宽大的火炮阵地工事取代了原来的塔楼。阵地工事不高于胸墙，向渠外突出，这样，阵地工事上的火炮既能控制沟渠，又打击围城者和他们的火炮。






插图3.6新的城防工事平面概貌



　　新的城防工事保留了城堡防御设施的各方面优点，同时，由于砌有内石墙，还能防止围城者的炮兵火力摧毁。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由于使用了火药弹道武器，从而增强自身防御能力。因为，防御者的炮兵可以打击更远距离上的围攻者，所提供的侧射火力也可以打得更远且更有效。在16世纪，一些重要城镇的防御设施进行了重建，将阵地工事体系结合到整个城防体系之中。攻城又一次出现了像中世纪那样成为一种无望的行动。攻城者设法困住城市，以饥饿逼出防御者是夺城的惟一办法。例如，西班牙人围困荷兰海港城市澳斯坦特，时间长达3年之久。虽然荷兰人可以通过海上提供一些补给，但最终还是被西班牙人夺占了该城。当然，在这次围城战役中，西班牙人的伤亡达60000人之多，而荷兰人的伤亡却只有30000人。




技术对战术的另一方面影响




　　虽然炮兵并没有有效地增强攻城者的攻击力量，但是，它应该对战术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影响，只是这些小的影响还没有在增强野外筑城防御中体现出来。由于西班牙人成功地使火炮具有了野战机动能力(这本是弹道武器应有传统特征)，火炮也对野外作战带来了另外一些影响。在16世纪初，西班牙人制造了滑膛枪。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火绳枪，它重达20磅，相当于一支火绳枪的两倍，枪膛口径为20毫米，发射重达2盎司的枪弹，是火绳枪弹的两倍重。将枪管架在一个独立的支架上，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发射这种滑膛枪。尽管它的火力精度还不高，但由于它便于携带、威力大、有400码的射程，因而，还是很管用的。尽管滑膛枪精度不高，在西班牙的步兵部队中，滑膛枪手替换了一半火绳枪手。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军队也开始使用这种滑膛枪了。滑膛枪的成功运用，却影响了野战火炮机动能力的提高。因此，火炮只能是在预先准备好的阵地展示其巨大的威力。



　　同时，在16世纪初，枪的另一项技术改进，即轮式枪机的出现，带来了战术上的变革。轮式枪机有一个带弹簧的钢轮，枪手可以用板手上紧弹簧。然后，轮式枪机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点烟用的打火机，枪手松开弹簧，转动的轮子撞击黄铁矿石或燧石，向火药池发射出火花，点燃火药，从而将枪弹发射出去。由于轮式枪机花费较高，相当于1980年的600美元，而相比之下，火绳枪机却只要225美元。另外，轮式枪机机械装置很精密，经常需要有高薪军械工人来维修，而简单、粗糙的火绳枪机却几乎不需要太注意保养。因此，尽管轮式枪机更安全、可靠，也没能取代军用火绳枪或滑膛枪。



　　然而，轮式枪机既不需要点燃着的火绳，也不需要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以保持火绳不灭，因而，有其明显的优点。单手操作的火绳手枪，如使用者不时刻关注火绳，它几乎都无法使用。但是，有了轮式枪机，使用者就可以先将枪机上紧发条，放在手枪皮套里待用。使用装上轮式枪机手枪的骑手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握着缰绳，这就大大简化了马背上射击的难度。



　　随着轻骑兵行动技能的简化，到16世纪中期，大多数骑手就都给自己装备二至三支手枪，并相应地改进了他们的战术。骑兵们扔掉了需要一只手始终持着的长矛，换成了马刀，即一种骑兵用的剑；在他们使用手枪时可以将其插入刀鞘，这种骑兵也叫手枪骑兵。手枪骑兵们发明了一种战术，即旋转战术。他们排成较大纵深的战斗队形，前面几列骑手先用手枪射击，尔后退到队形后面进行再装填；此时，紧跟后面的几列骑手则用手枪射击，射击完成后也退到后面再次装弹，以备再射击。这样，骑兵间的战斗就成了双方的对射，直到一方失去信心而退出战斗。



　　不过，手枪骑兵的旋转战术并没有在山地作战中起决定作用。在1574年的穆克海德会战中，荷兰的手枪骑兵打完了他们的手枪弹后，遇到了一群手持长矛的老式西班牙骑兵。西班牙骑兵趁荷兰手枪骑兵正在再装填中，向他们发起了冲击，很快就击溃了对方手枪骑兵队，就像以往的重骑兵冲散轻骑兵一样容易。在1590年法兰西内战期间的艾夫累会战中，亨利四世国王的许多精神抖擞的手枪骑兵，没有使用手枪进行对射，直接向企图应用旋转战术进行手枪对射、而不想使用马刀进行近距离格斗的对方骑兵发起了冲击，赢得了胜利。这再一次展示了在近距离格斗中，冲击震撼效果是最重要的。因而，骑兵对骑兵的战术就有了一种折衷战术，即通常是既有手枪对射，又有冲击行动。同时，面对厉害的滑膛枪，手枪骑兵还减少了护甲重量。骑手们保留了防手枪弹的胸铠，省去了腿上的护甲，而穿着能挡手枪弹的重靴子。这一改进，降低了装备骑手的开支。这样，军队中这种多能骑手数量上的增多，大大地抵消了其质量水准下降的不足。






插图3.7轮式枪机手枪



　　掌握骑兵旋转战术需要平时的操练。要想熟练运用这种战术，部队要有严格纪律、较好的凝聚力，士兵必须听从指挥。因此，部队在战场上的整体战斗效能发挥就远大于旧式骑士单个行动效能的聚合。在战场上，骑兵部队经常会发现旋转战术并不好使，骑兵部队间的战斗经常是既用手枪又用马刀的混战。因此，训练有素的手枪骑兵继续与训练不多的长矛骑手一起参加战斗。这样，他们就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由于新武器的使用并不需要掌握太多的技能，因此，供养使用马刀和手枪的骑手比长矛骑兵更省钱。在16世纪末的几年中，装备有手枪与马刀、更易控制的新骑手们就逐渐取代了长矛骑兵。



　　手枪的使用并没有因此剥夺骑兵实施冲击行动的能力。骑兵们还可以自由地穿戴铠甲，使用马刀，这样，骑兵还可以保留重骑兵的各种特点，丝毫不丢失其可贵的冲击震撼行动的能力。在1600年的尼帕特会战中，荷兰手枪骑兵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能力。他们十分成功地冲击并击败了一直很厉害的西班牙步兵。此次会战经历了长时间的步兵间混战，西班牙长矛兵离开了他们的队形，加入到火绳枪兵一起，虽然很艰难，但最终还是击退了荷兰步兵的进攻。此时，荷兰手枪骑兵便实施了重骑兵式的冲击，手持马刀向着未经统一组织的西班牙轻重步兵混合队形冲去，几乎不费力就击败了敌方的步兵。



　　但是，手枪骑兵与带有弓箭的老式拜占庭重骑兵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着可靠的双重战术效能。在1597年图尔诺特会战中，能干的荷兰手枪骑兵使用他们的手枪向西班牙长矛兵阵形射击，直至对方阵形出现裂口，然后持马刀从裂口处突入，打败了西班牙重步兵。到16世纪末，只有西班牙人还保留了一些长矛骑兵，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重骑兵，无论是在武器装备、战术技能、平时训练，还是在多能性方面都已表现为真正的手枪骑兵了。



　　在十字军东征作战中，尽管只有埃及人全部使用过轻、重骑兵，轻、重步兵四种武器系统，但这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却充分展示了各自的性能特点，也显示了各自相对的强弱，如图解3.1所示(转引自第二章)。图中字母A表示箭尾的武器系统能击败箭头所指的武器系统，字母D表示箭尾的武器系统能成功地防御箭头所指武器系统。






图解3.1没有手枪骑兵时各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能力关系



　　但是，轮式枪机手枪的发明，身着铠甲，既佩带马刀又持有手枪，具有双重战术效能的手枪骑兵，改变了武器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图解3.2有手枪骑兵时各武器系统间的战术能力关系



　　就像帕提亚人的骑马弓箭手进攻罗马重步兵一样，手枪骑兵也可以进攻重步兵。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上持枪射击重步兵，一直到对方长矛兵队形出现混乱，才持马刀进行冲击。手枪骑兵也能进攻轻步兵，但是，此时他们不能再用手枪去与对方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火绳枪和滑膛枪交战了，因为，轻步兵比轻骑兵更厉害。相反，骑兵应该实施冲击，利用马快速捷跑的特点，利用对方枪射速较慢的弱点迅速通过火力危险区，使穿有护甲的剑手立即出现于历来非常惧怕冲击作战的轻步兵队列的中间。



　　手枪和马刀的使用，给了轻、重骑兵以进攻能力，但也较多地剥夺了他们实施防御的价值。手枪骑兵由于没有了长矛，在他们下马时不能作为长矛兵使用。如果将他们作为剑手，却又没有了传统上与剑相匹配的盾。这样，不像中世纪的重骑兵，可以下马增强自身的防御力量，以对付重骑兵和步兵的冲击。具有双重战术功效的手枪骑兵，面对对方进攻时，其下马后的防御力量远不如留在马上，以与进攻者相同的方式实施反冲击，或者以自己的机动性能避开对方的步兵进攻。手枪骑兵的手枪不如轻步兵的火绳枪和滑膛枪，因此，一旦徒步行动，手枪骑兵就成为一种最差的轻步兵。英格兰人在克雷西会战中，很好的展示了重骑兵下马实施防御作战的能力，有效地抵抗了对方的进攻，而手枪骑兵以失去重骑兵的这一战斗效能为代价，换来了更强的进攻能力和其他多种战斗功效。



　　具有双重战斗效能的手枪骑兵给步兵带来的挑战，促使了轻、重步兵间的作战配合。在长矛兵方阵的两侧部署几列火绳枪兵，以保持连续不断的火力，这是当时主要的战法。指挥官们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在长矛兵方阵的四周部署上四列轻步兵，第一列先射击，尔后脆下装填，后面两列接着射击，射击完毕脆下装填，最后一列再接着射击，射击完毕再接着脆下装弹。由于这种队形妨碍了长矛兵的动作，指挥官们又发明了一种操作办法，让长矛兵方阵打开，以便火绳枪兵们发射完了后可以进到方阵里面，尔后再重新形成密集的长矛方阵。然而，这一方法虽然为轻步兵提供了掩护，但实施起来非常不便，同时也使长矛方阵变得稀疏了。当轻步兵向方阵里头运动时，一旦被对方骑兵赶上了，那么，这种阵形就会遭至厄运。因此，这种战法在实践中并未带来多大的好处。轻步兵经常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动灵活性，以树木、灌木、建筑物以及不平的地形作掩护，逃避骑兵的马刀，但是，他们又不能丢下长矛兵不管，让他们去承受对方骑兵手枪的火力打击。指挥官们始终没有想出有效的办法以对付已熟练掌握双重战斗效能的手枪骑兵。



　　到1600年，欧洲的战术也基本上像古代战术那样复杂和成熟。手枪的出现改变了骑兵的战术，也改变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战争模式。尽管西欧人使用的重步兵方阵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线式阵形，但最终的战术在外形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1600年的兵员体制




　　到16世纪末，军队后勤补给方面还停留于古代水平，没有太大的发展。道路交通的改进已提高了马匹运输的效率，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军队补给的状况。船体更大、有罗盘导航的更好风帆船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水上运输的特点及其相对的优势。缺乏良好的道路交通，限制了四轮马车运输潜能的挖掘。虽然人口稠密的地区有较密集的道路交通网，但没有几条道路的路面状况是好的，大多只是比乡间小路稍好些，到了雨天几乎就不能通行了。



　　大多数西欧国家军队，雇佣由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发展起来的兵员体制，保持一支数量较小的常备正规军，战时则利用雇佣兵扩大其军队规模。由于缺乏资金储备，也没有大的政府机构，统治者在扩充军队时，经常是求助于一些单个的协约商。他们或者是招幕有250-300名士兵的上尉连长，或者是召集有10-12个连队的上校团长。当然，这样的上校团长通常又将自己的团队承包给若干上尉连长。这些雇佣兵部队的承包商通常在政府提供任何东西之前，自己出钱装备部队。有时，他们也由雇用他们部队的王子提供一定的预付贷款来养活部队。为准备作战，政府经常向这些雇佣兵承包商提供一定的雇用费。这样，就使得这些承包商保持其部队的完好，并承诺效忠于出钱的王子，而不去替王子的敌人卖命。这些雇佣兵承包商通过向王子们提供士兵挣取钱财，并作为上尉连长或上校团长，指挥自己经营的雇佣兵部队作战。王子们也经常从这些军人承包商中选用军队的指挥官。



　　在尼德兰的革命运动之初，西班牙人就向人们展示了，采用雇佣兵兵役体制能保证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建一支庞大的军队。西班牙人在尼德兰只保留了一支13000人的常备军队。当然，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相当大了。1572年4月1日，西班牙人召集了自己的雇佣兵承包商，到8月31日，他们就组建了一支有67000士兵的军队，其中包括原先的13000名常备军部队。在短时间内能如此迅速地征集这么多的士兵，就使得不少政府挡不住诱惑，雇用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雇佣兵部队。因为，一方面担心敌人会有更多的部队，再加上当时人们相信，只要作战胜利了，怎么也能支付雇佣兵的工资，而一旦失败了，就会有许多士兵不会来领取自己工资的，因而，政府们往往雇用过多的士兵。由于政府不能支付士兵用来换取自己食物的薪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所雇佣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未领到薪金士兵的兵变。士兵们为挣回自己薪金的斗争，削弱了西班牙军队的力量。士兵代表在与贫穷的执政者谈判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给薪金就不再参加战役。在1576年，曾出现过几次，士兵们以武力强迫要回自己报酬的事件。那一年，未领到酬金的西班牙士兵们洗劫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安特卫普，杀死了6000名老百姓，烧死了800匹马。在这次西班牙人的暴行中，士兵们所摧毁东西的价值远大于他们应得的薪金。



　　由于长期无力支付士兵薪金，经常导致西班牙人只给他们士兵部分酬金，如通过分发士兵们一些食品而相应地降低他们的薪金。这一措施倒是防止了士兵们铤而走险而干出不当的事情，因为，士兵们没有钱购食品。西班牙人习惯性地欠他们的士兵部分现金工资，后来甚至发现这一做法还具有防止士兵开小差的功效。一位西班牙指挥官评论说：“要想让士兵们不会散开，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欠他们一些东西。”同期的一位人士也赞同说：“不时地让士兵们缺钱花是件好事，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听话，使他们总有盼头。”这样，钱就成为了惟一的战争支柱，它决定着其他一切东西。当时的另一位人士说得好，“谁有钱，谁就是胜利者。”当时，不止一位指挥官都认同这么一个观点：战争需要三样东西，那就是：钱，钱，还是钱。[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73页。]



　　雇佣兵部队承包商既可在己方友好国家征集士兵，也可在中立国征集士兵。所征集的人既有常年作战的职业军人，也可以是一些无业人员和其他希望通过抢劫发财的人，以及想尝试当兵生活的人。有时，雇佣兵队长们设置骗局，骗人参军。比如，让一名贵妇人以答应给穷困的讨饭食物为由，将他们骗至地窖里，尔后，她“突然将地窖门关上，让他们在里面挨饿，直到他们答应参军，领取津贴”。[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46页。]



　　征兵没有固定的时间。然而，大多数政府坚持在每年的秋季战役结束后，解散部队，来年春季再重新招募士兵。但是，由于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战役年复一年，持续不断，这就使得他们让士兵们常年保持武装，在被解雇前都有参战的职责。当雇佣兵承包商招募职业军人时，他们要求步兵要自带火绳枪、滑膛枪或长矛，骑兵要自带马匹及相应的武器。士兵的津贴数目取决于士兵的武器装备情况，通常骑兵可以领取两倍于步兵的酬金额，带有铠甲的徒步兵可以因为带有昂贵的装备而得到一定的奖赏。承包商或政府也可以为不带武器的士兵提供武器装备，但要降低其酬金份额。



　　雇佣兵士兵很少有正规的训练，也没有更多的武器操练经验。即使是西班牙的常备军也忽视操练。著名的西班牙指挥官，阿尔巴坚持认为，一名士兵需要有一至两年的军队服役经历，才能适合作战。在行军途中，士兵们呆在城镇里，带着家属在营外过夜。到了敌人的领地，部队就抢人家的食物，住人家的房舍，就像是在自己国家一样随便。即使在自己国家，老百姓也担心部队到来。即使是很有节制，他们通常也干些破坏性的事，如恶意地烧老百姓的粮仓。在主人不情愿的哀求下，他们才控制自己不去破坏财产。



　　在西班牙人的军队中，士兵通常是外国人。因为，西班牙人有这么一个政策，部队要远离士兵的家乡，以免开小差，防止士兵有不忠的行为。一位西班牙军官曾强调，从一个地方征召的士兵应该放到另一个地方去打仗，他指出：“由来自作战地区本地士兵组成的部队很快就会解散，只有外国士兵组成的部队更为稳定。”西班牙人还大量地从自己大片领地征集士兵，或从他们的哈布斯堡亲属领地征集士兵。当然，外籍兵员的部队对其他国家还是重要的，如同他们在中世纪以及16世纪一样。一位法军指挥官后来在总结外籍兵员的优点时指出：“一个德意志人到我们军队参军，相当于3个士兵的作用，首先他省去了我们一个法兰西人的名额，同时他还相当于从敌人部队争取了一个人，最后他还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一名士兵。”[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30页，第27页。]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良好的训练或操练，缺乏对自己民族的忠心和对事业的忠诚，那么，它在作战中就缺乏能形成凝聚力的多方面基础。然而，年复一年保留下来的团队，士兵们的家眷倒是给部队带来了一种团结精神，成为战时维持他们作战的士气源泉。这一社会群体包括一些非正式的、但却是军队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军官的佣人、随军小贩、军官妻子、女佣人、娼妓等。有一次，一支只有步兵8646名、骑兵965名的西班牙军队，其行军队伍人员总数达16000人，马匹3000匹。当时一位人士稍有夸大地评说另一支西班牙队伍，“你从没见过一个小小的身体，会有一根如此长尾巴的东西。”它是“一支相当小规模的队伍，却有如此众多的运货车、驮行李的马、小马驹、随军小贩、男仆人、女人、小孩，还有一群总数远超过军队自身数量的乱民。”然而，负担如此沉重的军队，却竟然一天行走12英里。这个距离相当于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一支受到较好训练的部队在得到沿路补给情况下所能走的路程。军队的这些额外人员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帮助士兵们安置家眷，但是，这却增加了补给上的困难，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在行军途中，老百姓得为他们提供住处。[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76页。]




16世纪的战略、战役和会战




　　由于军队的后勤保障与古代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战术体系对组织不严、训练不多的雇佣重步兵要求不高，因而，战略指挥官应考虑的内容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早些时候，指挥官主要关注创造一个良好的作战环境，避免在可能导致失败的不利条件下作战。他们尤其关注战场态势，尽量不造成让军队背水一战的局面。另外，16世纪的指挥官还有另外两种危险要注意避免，或者说另外有两种机会需要把握。一是军队从行军纵队展开为战斗队形，这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其战斗队形与在一条道路上并肩行进的四路纵队都相差较大。一支部队要部署成战斗队形需要有一套计划。重步兵要形成方阵，在方阵侧翼要配上一些轻步兵作为散兵，以提供火力支援，还要将重骑兵部署成六至八列纵深的阵形，根据计划，还要部署一些骑马的火绳枪手或无铠甲骑兵。军队可以在将要进行交战的地域，或在敌人阵地的附近地区完成战斗队形的部署。进攻的部队然后以这一展开的战斗阵形在战场上接敌，去攻击早已部署准备好的对手。军队即使是从行军队形转换为一种简单的、由几个大的步兵群和骑兵群组成的战斗阵形，其转换过程也通常是缓慢且麻烦的。



　　当两军相对峙时，队形的转换更是危险。两支军队通常会在一个时间内呈对峙状态达数天之久，首先撤离的部队往往是迫于粮食的缺乏，这样，它们不得不在摆开阵势的敌人眼皮底下将部队阵形转换成行军队形。希腊军队在普拉蒂亚会战中就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况。波斯骑兵捕获了希腊人运有粮食的辎重队，毁坏了他们的水源。希腊军队经一晚上的撤退行动，呈现了无序状态，陷入了波斯军队的攻击之中。还有一次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553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赶上了帝国军队，见他们正在前面挖掘壕沟，法军也在与之相距150码的地方构筑工事。双方都未实施攻击。一个星期后，法军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因为，敌方炮兵轰击了法军的水源，法军部队开始减员，最终不得不撤退。由于担心晚上撤退引起的队形混乱，法军指挥官斯特齐企图在中午撤出其部队。然而，对方察觉到了法军行动意图，立即发起了攻击，并给总共有1.2万人的法军造成了4000-5000人的伤亡。用当时一位人士的话说，“法军的骑兵与辎重队混杂在一起，步兵被歼灭在路上，”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军未能做它惟一能做的事，即牺牲它的后卫，这大约有300-400名火绳枪兵，而让骑兵带本队逃脱。”虽然在部队队形转换的运动过程中，惨重的失败不会经常发生，但战场机动还是危险的，指挥官应该周密计划，尽快实施，以避免灾祸的发生。[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219页。]



　　骑兵的机动性以及能从行军队形快速地转换为战斗队形的能力，给行军部队带来了其他的麻烦。尽管实施追击的部队未必比撤退的部队机动得更快，但是，骑兵可以单独赶上一支有步兵的军队。这一情景出现在1578年的杰布路斯会战中。荷兰人在骑兵的掩护下，退回到一个新的阵地。而西班牙骑兵发觉了对方这一企图后，迅速发起了攻击，但被荷兰人的骑兵顶住了。后来，帕尔马公爵的儿子，后来成名的将军，率领另一支西班牙骑兵迂回到荷兰人骑兵的后面，从侧后和翼侧发起了攻击。击败荷兰人骑兵之后，西班牙骑兵接着向正行进在路上的荷兰步兵发起了攻击。在对方步兵未能展开成战斗队形前，西班牙人赶上了他们。擅长攻击的西班牙长矛骑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将荷兰人步兵团击败。西班牙骑兵利用骑兵的良好机动性能以及由行军队形向战斗队形快速转换的能力，以很小的代价给荷兰军队造成了5000-6000名的人员伤亡。



　　20多年之后，在图尔诺特，800名荷兰骑兵追上并袭击了有5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组成的西班牙行军纵队。西班牙骑兵未作有效的抵抗，就被对方驱散了，荷兰骑兵接着突击西班牙步兵纵队的两头，击败了堪称一流的西班牙步兵行军编队。800名荷兰骑兵在少量火绳枪兵的帮助下(他们协助攻击西班牙行军纵队的侧后)，共消灭2000名西班牙步兵，并俘虏了500名战俘。



　　骑兵在追击行动中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它的高速机动能力，也包括它能快速地从行军队形向战斗队形转换。骑兵之所以具有队形转换的熟练性，是因为骑兵部队行动的单一性。骑兵们主要依赖单独行动，相应地很少需要步兵部队的配合。骑兵的上述进攻性特征，不仅使骑兵成为在行军过程中最理想的突击力量，也给骑兵以从敌人队伍侧后和翼侧攻击的能力。因此，尽管野战筑城具有的战场优势，自然地使骑兵作战陷入了困境，而且步兵阵形又综合了轻重步兵的防御作战能力，但是，骑兵仍然占有一定的战术地位。骑兵虽然失去了往常战场上的战术威力，然而，荷兰骑兵在图尔诺特会战中成功地战胜了西班牙行军纵队，显示出了骑兵较好的行军机动能力。正是这种机动能力，使骑兵具有追击步兵的战略性进攻能力。在追击中，骑兵可以发挥它的战术进攻特长，去攻击未有准备的敌军步兵。



　　因此，指挥官在战略上追求的是避免发生会战，除非态势对自己特别有利。到16世纪后期，将军们对两军从战斗相对峙状态下的撤退所带来的机会和危险特别敏感。由于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减少了已方部队与敌军在距离上的安全感，因此，指挥官们在率军行军途中普遍面临着一种危机感。尽管会战的可能性和可能的结果仍然是决定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但是，战场两军会战的次数却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将军们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能迫使既不想会战、又很警惕的对手投入交战。



　　从1495年至1600年，在西欧发生的众多著名的会战中，有11次是建立在两军自愿的前提下的。双方要么相信自己能赢得正面交战的胜利，要么选择从战斗中撤退。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军队后勤保障上的困难，尤其是军队吃的东西没了，进攻者不得不选择实施正面作战或者组织撤退。有7次会战主要是由于围城作战的结果，两次就是因为后勤保障问题及其他原因，有3次是因为围攻者偷渡城河成功而达成包围或者使防御部队崩溃，还有另外两次是因为骑兵在行军途中追上了对方部队，很大程度上是骑兵部队独立赢得了会战的胜利。在11次双方都同意的正面交战中，其中有5次是发生在法兰西内战中的非职业军队之间，有4次是由毫无作战经验的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军队进行的。对于有较丰富战场经验的将土们来说，他们的行动表现为非常地谨慎，有时甚至是有点悲观。他们倾向于双方在战斗输赢的可能性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且寻求避免正面的进攻作战。



　　军队的伤亡损耗数据不如会战前的军队总数那么可信。因为，这些数据往往局限于会战中死亡的人数和抓获战俘的人数，而忽略了伤亡人数。在1495年至1600年20次会战中，失败的一方减员率为38%，而胜利的一方减员率仅为6%。这一极大的反差反映了失败一方的军队缺乏组织。如果一支军队只是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各自特色明显，缺少部队间的整体凝聚力和团结协作精神，那么情况会更糟糕。没有详细的行动编组，没有指挥层次的分工，军队在会战失利后就难以进行重组，难以组织后卫行动，因此，就不能有效地组织部队撤退和转移。士兵们平时很少在一起，相互间缺乏信赖，处于危难中就会感到绝望。通常情况下，部队的主力要么很快就投降，要么很容易就出现惊惶失措。这样，就使得本来不利的态势雪上加霜。另外，如果有一道水障挡住他们的退路时，步兵经常会有比铠甲重骑兵更多的生还机会。但是，步兵在一般隋况下还是要承受不应有的重大伤亡，因为，步兵不仅不如骑兵跑得快，而且在撤退中，没有了固定的战场，这就为本来厉害的骑兵提供了战胜比自己弱小的步兵的更多机会。例如，次序混乱的重步兵，在撤退中就使自己在重骑兵面前表现为更脆弱。同样，由于重步兵对轻步兵、骑马火绳枪兵和手枪骑兵等兵种部队本来就没有多少防护能力，次序的混乱就使重步兵处境更危险。逃跑途中的轻步兵也为追击中的重骑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打击目标。



　　会战获胜的部队也会出现次序混乱现象。这也是部队在会战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部队间本来缺乏必要的联系，次序混乱现象就会加重。其实，部队间原本缺乏必要的联系，也正是困扰着会战失利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如此，军队伤亡人数不相称的情况也会出现。获胜的军队即使没有完全耗尽人力物力，也经常会出现与失败部队同样的巨大消耗和混乱局面，缺少自我保存力量的意识，经常在追击中表现出不如撤退者更精神。获胜部队经常会因为会战的胜利而得意洋洋，放松对敌反败为胜的警惕，也不会好好地组织部队去追击在会战中失利的部队。



　　一次普通的会战胜利会产生较大的战术效果。一次强有力的追击行动毫无疑问将提高双方损耗的对比。会战也会产生战略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开始于会战失利一方的撤退行动。胜利一方通过战略追击可以扩大战果，或者是迫使对方延长撤退时间，或者迫使对方再次交战。战斗的损耗将打破双方力量上的平衡，使之更有利于胜利一方，胜者将占有会战前所没有的数量优势。假定16世纪的一次普通会战前，双方军队的人数皆为10000名。会战后，胜利一方将还有9400人，而失利一方将只有6200人，双方都包括一些受伤人员在内。这样，双方的力量对比率就成了3：2。



　　会战也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失利一方部队的士气低落，可能会造成过激的反应，导致与新的力量对比不相称的更惨重的失败。心理影响还可能左右政治环境，引起对改变战略态势的过高反应。



　　会战的实际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法兰西内战期间，勇敢而富有进取精神的国王亨利四世，在一次会战胜利后，即向巴黎挺进，而在另一次会战胜利后，他却放松斗志，利用战争的间隙去会他的情人。法兰西人在意大利的一次会战胜利后，占领了米兰公国，而在另一次会战胜利后，他们却撤退了。因为，对方得到了大量的增援部队。荷兰军队一次在击败了企图阻止围攻尼波特城的西班牙军队后，荷兰军队指挥官利用这次有影响的胜利得来的声誉却打道回府了，而不是开始他本不同意进行的围攻行动。然而，没有一次会战胜利能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态势。在1513年，诺瓦拉会战失利后，法兰西人放弃了入侵意大利的企图。但是，对于法兰西人来说，要想征服意大利这么一个广大且又相对不容易进入的半岛，是不现实的。首先在政治上，这一要求就不是很有力，况且对方还有帝国联军以及西班牙舰队和陆军。会战即使是胜利了，这对于要占领如此广大的领土同样是无效的。一位16世纪法兰西小品文作者说道，一次会战的胜利“不是胜利，除非它结束了这场战争。”按这个标准，实际上，16世纪发生的所有会战，也包括其他时期的大多数会战都没有真正的胜利，因为，都没有因此结束战争。[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20页。]



　　有一次，查理五世这位很有权威的皇帝，利用他军事上的优势，在庄稼成熟之季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法兰西南部。但是，法兰西国王实施后勤封锁战略，赶走了所有的家畜，将所有的庄稼都烧毁在田野上，毁坏了面粉厂。查理五世皇帝一方面缺乏后勤补给，另一方面则面对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在防御，迫于无奈，不得不撤军。还有一次，帝国的军队与法兰西国王的军队相峙三周，双方都认为不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就可以击败对方。结果，两位君主耗尽了所有可支付士兵的钱财后，不得不都撤退了。



　　因为，当时的社会在维系生存之外所剩产品不多，再加上低效率的税收体制和金融机制，使态势不断恶化，使得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征集足够的军队，去控制敌国的全部领地空间，征服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夺占它国的筑城堡垒。在回顾英格兰人在15世纪对法兰西的征战时，法兰西的德·蒙吕克元帅写道：“如果法兰西团结起来，就不会因为十几次会战而被征服的。因为，法兰西绅士们都有着爱国精神，法兰西还有大量的堡垒。我始终坚信，那种认为失去巴黎就意味着失去法兰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补充道：对于一个筑有堡垒设防的国家，还有忠诚的绅士，除了巴黎以外，“在法兰西这片领土上，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和堡垒，这将需要30支军队来占领并守卫它。要想守住所有已占领的城市，入侵者就得将征集其国内的所有人参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入侵者占领这片地方，他就得失去另一片地方，因为他不可能提供这么多的人来驻守占领地。”[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221页。]



　　德·蒙吕克元帅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英格兰人在百年战争初期要采用袭击战略，以及为什么在没有得到比亨利五世国王更多的政治支援情况下，他后来的持久战略也失败了。在意大利和荷兰北部的小片城市地区，入侵者因为有相对于地理空间而言足够的兵力，因而，能实施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情况就不一样了，入侵者遇到了自己难以战胜的更多的对方部队。除了要击败对方的将士们外，入侵者还得克服大量的筑垒城镇和强固支撑点。



　　被占国在自己国土空间上有更多的部队，可以在多个地区分片击败入侵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以支持抵抗，有城镇民兵协助防御，有先进的筑城技术实施城市防护。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有利因素，荷兰人，现在的荷兰各省，顶住了不仅数量规模大而且素质较高的西班牙军队的入侵。在西班牙人取得了一次重大会战胜利后，一位英国观察家就指出，这些会战的胜利在荷兰这么一个具有良好筑城防护的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要想利用会战胜利的优势，西班牙指挥官就得“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占领，要占领够最起码数量的城堡，就得不少于半年的时间，而这必将造成其部队减员、名声丧失、前途暗淡，因为，只要一个防御严密的城堡就足以拖垮一支原本强大的部队。”在尼德兰，西班牙人最终调集的33000名士兵去驻守208个地方，一个地方少至10名士兵，多至1000名士兵，平均每个地方要用160名士兵驻守。荷兰人也在构筑城防设施，驻守其余城镇。用当时一位人士的话说，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战事尽是一些“小规模战斗、遭遇战、小分队间冲突、伏击战、偶尔的一两次会战、小规模的攻城战、袭击战、用云梯登上对方城墙捕获俘虏、偷袭对方城镇等行动。”正如罗马人早期所做的那样，荷兰人也在不断地进行土工作业，以加固未被占领的领地。[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0、12页。]



　　在有大量筑城设施的地区，会战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不大。其重要程度也赶不上其他无筑城设防地区。由于失败者也会给战胜者带来较大的伤亡损耗，因此，越是有经验的职业军人越是要避免发生会战，除非自己有很大的胜利把握。这一点不足为奇。更进一步说，由于会战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就不好要求部队不要一味地避免会战。在1568年和1572年，驻守尼德兰的西班牙指挥官阿尔巴公爵先后两次击败荷兰人的进犯，不是通过会战，而是设法避免会战，直到冬季降临，等他们的钱花光了，物资耗尽了，荷兰人自己也就撤退了。然而，尽管阿尔巴将军可以在战场上通过会战，或者甚至不通过会战就赢得荷兰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战胜荷兰人的大量堡垒要塞。他的天才继任者也没能超过他。因此，西欧的会战类似于汉尼拔在意大利时的会战，而不像亚历山大征战亚洲时的那些会战。面对坚固的要塞堡垒、强烈的政治反抗，另外，还有大片的领土需要控制，征服者即使在战场上给失败者以大量的消耗，最终也不能产生相应的战略结局。



　　发生在法兰西北部的自1590-1592年的大规模战役，清楚地展示了指挥官们的高超指挥艺术。这种指挥艺术产生于意大利战争时期的雇佣兵作战中，成熟于16世纪。查理五世皇帝的孙子帕尔马公爵，这位接受西班牙教育的意大利公爵，从尼德兰率领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军队，前去援助法兰西内战中的天主教徒。当时的情况是，在1590年，天主教徒占领了巴黎城，新教徒亨利四世国王前来镇压，双方于是摆开了战场。亨利四世国王有着鲁莽的性格，阻碍了他自己从法兰西内战中学到的战术才能的充分发挥，同样，他那娴熟的战术才能却又往往妨碍了他对战略全局的把握与理解。实践证明，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体贴普通百姓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他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作风更增添了他的威望。他不仅有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也有精明的治国才能，因而，他牢固地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统治大权。而帕尔马公爵在20岁时，就已是一位勇敢的骑兵指挥官。他非常清楚有雇佣兵参加的作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因而，被公认为是在他那个时代中最优秀的将军。亨利国王尽管从没亲自率领骑兵进行过冲击，但是，他有过成功的军队高层指挥经历，因此，他与帕尔马可谓是棋逢对手。



　　他们两个第一次相遇是在1590年夏季。亨利国王封锁了巴黎城，断绝了天主教徒们的粮食供应，终于迫使帕尔马公爵从尼德兰率西班牙军队前来解救。帕尔马公爵的作战目标就是使巴黎城能重新实现自我供给。亨利国王尽最大可能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在帕尔马军队正向巴黎东面挺进途中与之相遇。帕尔马军队于是停了下来，摆开阵势，邀请亨利国王首先发起攻击。法兰西内战应该说是一场专业水平不高的战争，正是在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亨利国王，在他勘察了帕尔马军队的堑壕之后便也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位新的对手。亨利国王并不真想去攻击有筑城工事的防御军队，他只是对帕尔马军队采取了一些威胁行动，帕尔马果然又占领了一道新阵地，并又开始工事构筑。正当亨利国王在寻找帕尔马军队的弱点而徒劳无获之时，西班牙军队的一支先遣队占领了一座桥，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通道，这样，巴黎城很快地获得了重新补给。帕尔马公爵的确使巴黎城恢复了原样，而他自己的军队虽然就在大城市附近，却找不到任何可吃的食物。因为，亨利国王的军队已在此呆了4个月，几乎消耗尽了这附近所有的粮食。由于军队没吃的，钱也花完了，帕尔马公爵便率军返回尼德兰，其部队的一些掉队落伍者被当地敌对的老百姓杀了。这样，帕尔马公爵的这次小小的干预行动，以微小的代价救活了巴黎城，达成了他在这场几乎不流血战役中的预定目标。



　　1591年，亨利国王为了加强他在法兰西北部的统治，在秋季开始围攻塞纳河河口附近的城市鲁昂。西班牙国王又一次派帕尔马公爵率军前去解救。帕尔马公爵于1592年1月中旬率军出发。其实，他并不愿意离开尼德兰，因为，那里也即将开始新的一轮战事；再者，帕尔马也与其他将军们一样，不喜欢冬季战役，因为，寒冷的气候给部队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相当于实际战斗减员。例如，在法兰西内战期间，发生在12月份的一次冬季战役中，因寒冷的天气和持续不断的雨雪，不少士兵因此生病，也有一些士兵开小差，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人数达1/3。



　　亨利国王已经清楚了帕尔马公爵的罗马式作战方式，因此，这次他不想再在战场上去面对西班牙军队的堑壕防御，而是率7000名骑兵去追击行军途中的西班牙军队。但是，亨利并不期望通过追击能达成多大战果，只想骚扰一下西班牙军队，抓获几名掉队者，拦截西班牙军队的先遣支队和辎重队，以此阻止帕尔马公爵率军向鲁昂开进。尽管亨利率领的大部分是重骑兵，但他也带了1000名骑马的火枪手。从国王采取的战略行动，以及他在追击中带上部分轻骑兵这点可以看出，亨利国王非常了解轻骑兵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伊莱尔达战役中的恺撒和意大利南部战争中的贡萨洛，亨利国王也计划使用骑兵去实施当年费边对汉尼拔时采用的战略。



　　由于法兰西骑兵是一支较优秀的部队，而且，以往的战争实践又表明，行军途中的部队比较脆弱，因此，帕尔马公爵在率军行军途中采取了一种并不稀奇的预防措施，即他不是将部队部署成行军队形，而是采取了战斗阵形。他将步兵排成长方形阵形，重骑兵摆在阵形当中，让轻骑兵担任行军侦察任务。由于阵形较大，部队并不能完全沿路行进，这就影响了行军的速度。正像当时一位人士解释道：“部队始终处于临战状态，因此，只能在非常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行军，而且部队行军前方的地形必须经过严密的勘察，每天下午又得准时停止行军，以保证有时间在部队营地周围构筑好堑壕。”就这样，帕尔马的部队在行军中几乎没给法兰西骑兵留有任何打击的机会。帕尔马公爵以这种罗马时代的作战方式挫败了亨利国王的费边战略。[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517页。]



　　西班牙军队这种蜗牛式的不停行军始终也没能到达鲁昂城。正当亨利国王设法对付帕尔马公爵时，鲁昂城的天主教徒指挥官也成功地从城市中突围出来了，炸毁了围攻部队的弹药仓库，填平了他们的堑壕，打开了鲁昂城与外界的联系。由于不再需要继续向鲁昂城开进了，再加上天主教徒们也希望自己的事情不要有太多的外国军队参与，帕尔马公爵就停止了行军，并希望亨利国王也能像他一样停止行动。



　　而在4月中旬，亨利国王又调集自己所有的部队到鲁昂，在鲁昂城恢复相应的自我补给能力之前再次围攻该城。帕尔马公爵又迅速赶往鲁昂，亨利国王觉得自己实力不如对方，因此，自觉地解除了对鲁昂城的围攻。于是，帕尔马公爵便率军绕过鲁昂城，向西围攻起一个小镇来了。一向小心谨慎的帕尔马公爵，这次却低估了亨利国王的能力和智谋。亨利国王很快又从远处调集部队，并请回了因躲避冬季战役而离开部队的贵族绅士，在短时间内就又集中了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切断了西班牙军队与鲁昂城之间的联系，将其逼到塞纳河边。这样，西班牙人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正面攻击法兰西人的构筑有堑壕的阵地防御，要么撤到勒阿弗尔港。该港早已被法兰西的盟友——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舰船所封锁。



　　亨利国王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战术技能，实现了16世纪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想达到的目标，即迫使敌人要么进行一次无望的会战，要么最终甘愿投降。然而，足智多谋的帕尔马公爵，撤到塞纳河边的一个筑垒阵地后，他利用夜晚时间架起了一条由许多小船连接起来的浮桥，并让其部队在法兰西人赶来之前全部渡过了河。然后，帕尔马公爵便展示了自己因在战役作战中总是小心谨慎行事而不易被人觉察的潜在指挥能力，以每天18英里的最快速度率军赶到巴黎附近，加强了那里的防守，尔后，回到荷兰，开始对付荷兰人新的攻势作战。



　　亨利国王和帕尔马公爵所具有的这种熟练驾驭战役的能力，展示了他们这些16世纪后期的将领们在战略上的成熟。他们不进行会战，因为，他们都清楚会战的可能结果。好战的亨利国王本可以很容易地向尚未到巴黎城的掘壕据守的西班牙军队发起攻击，或者在西班牙军队向鲁昂城开进途中实施攻击，以求对整个战役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可能影响；同样，多谋的帕尔马公爵在渡过塞纳河之前也可以正面攻击法军部队，当然，其选择会战的结果将没有别的，只能是一支受创的部队。然而，正像不轻易会战原则的创始人一样，无论是亨利国王，还是帕尔马公爵，在明显知道会战结局的情况下，谁都没有贸然实施会战。



　　在欧洲，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随着更多年轻人成为指挥官，并长时间地呆在军队指挥位置，许多经战争锤练的成熟老练的将军们将指挥着一支身经百战的老兵队伍，拉开三十年战争的序幕。他们将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战争，采用西班牙陆军的战术方法，主宰着三十年战争的第一个10年的军事行动。




海军战术及其后勤保障的革命




　　在地中海，中世纪的海战与古代时期的海战没什么大的区别。海战舰队仍然是由单层甲板大帆船组成。然而，在大西洋和北欧地区，由于海上风暴较多，海浪较大，窄形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容易损坏，因此，在此区域不便使用。这样，稳定性较好的风帆船成为海军的主要舰船。随着海上航行技术的提高，水手们学会了尽可能将船保持顺风的方向。这样，单层甲板大帆船可以不依赖海风进行航行的优势也就不明显了。逐渐地，在北欧地区，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地位与作用就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世纪北欧各国政府也无力维持大规模专门用于作战的舰队。海上战船就越来越主要依赖于风帆航行，同时以船桨作为辅助的航行设施，越来越多的商船加入到了海军行列中。



　　这一变化意味着海军舰队不再是靠舰船相撞决胜负了。海战通常就是一场混战，士兵们先跳到对方的船上，尔后再是短兵相接以决胜负。海战战术不再是决定于舰队的航行阵形。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舰船阵形在当时这种原始的航行技术条件下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样，海战实际上是由船队运载着步兵，尔后，步兵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实施冲击。为了防止对方步兵上船，舰船的四周用绳子搭起了防护网。这使得敌方士兵得设法先割断绳子。这样，士兵在割绳子时就容易被对方的抛射武器及打击武器所杀伤。同时，在船头和船尾还建造了高层阁楼，也叫船楼，为船上弓箭手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防御位置，便于其射击对方船上士兵和那些企图跳船士兵。如果敌方士兵跳到己方船上，且控制了船上两头船楼之间的甲板时，船楼上的弓箭手们也可以很好地支援己方的轻重步兵与之战斗。船楼也可为跳到敌方船上的己方士兵提供抛射武器类的支援行动。



　　尽管使用笨拙的帆船不如单层甲板帆船方便，既不便海上机动，也不能实施有效的撞击，翼侧攻击战术已不再有效，舰队不能再指望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使用预备队了，但是，海风并不影响集中兵力这一战术要素。一支处于下风位置的舰队，要么回避战斗，要么设法航行到对方的上风位置。由于顶风航行比较困难，处于下风位置的舰队就没有战斗的主动权。因此，海军指挥官都设法寻求上风位置，率领自己的舰队去攻击对方舰队的一部分船只，在对方舰队的其他船只顶风艰难地赶来解救之前击败它们。总之，即使这样，舰队经常是一群没有很好组织的船队，作战时，它们航行到对方船只旁边，跳到对方船上进行格斗。



　　有一次，一支英国舰队在海上拦截了入侵的敌方舰队。英国海军舰长充分利用了上风位置的双重效果。在他顺风航行靠近对方满载人员的敌方旗舰时，他让手下的士兵向空中抛洒石灰。石灰顺风吹进了敌方船上，迷住了对方士兵和舵手的眼睛，这样，英国士兵就轻而易举地靠近对方的船边，跳上去俘虏了对方船上人员，缴获了船只。



　　因此，在中世纪，两种海战方式同时存在。一种是地中海地区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撞击战，另一种是在北欧和大西洋的帆船战。加农炮的出现，并没有给陆战带来长期的影响，但对海战的影响却意义深远。它使得普通帆船比单层甲板大帆船更有利。刚开始，海战将士们只是简单地以黑火药取代弓箭。在一些商船的船楼上以及一些专门建造用于作战的船只上，安装数门小型的加农炮作为杀伤人员的武器。这些加农炮为船上重步兵的作战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援，因为，这里的加农炮不必是便携的，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威力大于火绳枪和西班牙人的滑膛枪。



　　这些变化，类似于陆上发生的一切，其对海战方式的变革也没超过陆战场上的火绳枪取代十字弓弩时所带来陆战的变化。然而，将加农炮带到海战场上，就像当时将加农炮用于围城作战一样，其的确带来了海战方式的一场革命。这些大炮可用于攻击船体，并严重毁坏船体结构，就像它可以炸毁中世纪城堡的砖石城墙一样，为海军提供了一种具有类似于单层甲板大帆船撞击效果的武器系统。大炮不仅可以摧毁船体，降低其浮力，使船下沉，损坏船的帆缆，而且当加农炮弹穿透木制的船体，其裂片还会伤到船体内的人员，包括水手和船上运载的士兵。



　　在一艘船的每一侧可以携带20或30，甚至更多门加农炮。所有的火炮都可以发射重达9磅、甚至更重的炮弹。在海军战船上配置必要的加农炮，改变了船对船的交战方式。原来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是船首对船首的对撞，现在则是船侧舷的火炮列阵对火炮列阵。尽管航速缓慢的帆船侧舷易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撞击，但是，这种新的安装有加农炮的帆船却可以战胜地中海地区的单层甲板大帆船。20-30门火炮的一次齐射通常就可以对结构灵巧但容易损坏的单层甲板大帆船造成极大的损坏，因此，只要一侧火炮的打击就基本可以使大帆船丧失战斗力。



　　这种新的海战方式出现，不仅意味着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末日已到，也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海战中将船锁定在一起，以进行士兵与士兵、水手与水手之间的步兵格斗方式。一次能很好地展示了海战已经开始向海上炮战转变的主要战役是，西班牙庞大舰队与英格兰舰队的一次海战。



　　在1588年的夏季，100多艘西班牙舰船来到了英吉利海峡。其目的是掩护由著名的帕尔马公爵率领的、驻守在荷兰的西班牙陆军入侵英格兰。由于一支与英格兰舰队协同作战的荷兰舰队封锁了公爵的陆军部队，西班牙舰队派出的一支分舰队前来救助，却未能起多大作用。一支规模更大的英格兰舰队早已等候着西班牙舰队的到来。



　　西班牙海军指挥官梅地纳·西道亚公爵与帕尔马公爵不同。他之所以成为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因为他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支付这次行动的花费。因此，尽管他明确地说过，自己对海战一无所知，还借口自己经常晕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还是任命他为舰队指挥。



　　英格兰海军舰队由贝朗·霍华德指挥。霍华德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位骑兵指挥官和训练有素的水手。他不打算与西班牙舰队展开一场列阵交战。霍华德有着作为一名海员的丰富经历，曾经在许多名人手下干过，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一位精干的私掠船船长；马丁·弗罗比歇，一位探险者；约翰·霍金斯，曾经是一位私掠船船长，后来成为一位内行的海军行政长官等。



　　西班牙的舰队运载着18000名士兵，其船体较大，有一半船只的排水量在500吨以上；而英格兰舰队只运载了5000名士兵，船体较小，几乎所有的船只的排水量都不到500吨。从这些区别就可以看出，西班牙舰队仍然指望以传统的士兵跳船格斗战术取胜，而英格兰人却已经是强调依赖船上火炮的火力交战了。这就意味着英格兰的舰船比起高大的西班牙舰船，具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



　　英格兰的舰船上携带有1972门火炮，而相比之下，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却只有1124门火炮。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船上的火炮都是卡尔维林炮。这是一种长炮身火炮，发射一种重为17磅的金属弹。西班牙人的炮更大，大多发射一种效果较差的重达25磅的石弹。西班牙人在火炮方面的优势是有163门重型加农炮，而英格兰却只有55门这种重型加农炮。这种重型加农炮能发射重达50磅的金属弹。这种金属弹可以在短距离上迅猛轰击船只，但射程不如卡尔维林炮远。然而，西班牙人的海军战术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优秀步兵实施跳船格斗，有1000余门主要安装在船头和船尾的船楼上的反步兵小炮支援步兵跳船格斗。



　　当两支舰队相遇时，英格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他们利用这一位置优势，以一列纵队的编队形式接近西班牙舰队。当经过西班牙舰队时，他们以船侧舷的火炮炮击西班牙船只。而西班牙舰队的编队仍然是大甲板帆船作战时的并列纵队，因而，对此未能作出有效的反映。但是，英格兰人的舰队也并没有给西班牙舰船以多大的毁坏。因为，他们惧怕西班牙人的重型加农炮，因而，不敢过于靠近西班牙的船只，而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卡尔维林炮的火力精度就较差，而且炮弹到达对方船体时的速度也很慢了。然而，英格兰人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相反，却给西班牙人一定的人员伤亡，削弱了其士气。



　　机动灵活的英格兰舰船很好地贯彻了霍华德关于不让对方舰船靠近的策略，这样，西班牙众多装备精良的步兵就不能登上英格兰人的舰船，实施其近距离格斗战术。这次交战很类似于灵活机动的标枪兵对重步兵的成功攻击行动，标枪兵也是不让对方靠近，使敌人无用武之地。



　　此次海战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直到西班牙人通过了英吉利海峡。双方舰队都已耗尽了各自的弹药。然而，英格兰舰队很快又回到港口补充了弹药，并且了解到，西班牙舰队的火炮已经没有50磅的重型炮弹了，这样，英格兰人就敢靠近西班牙舰船，也不再担心西班牙人登到自己机动灵活的舰船上来。随着英舰船靠近了西班牙舰船后，英舰船上的高速炮弹不断地穿透西班牙人的船体。在这次近距离战斗中，西班牙人死亡600人，伤800人，许多舰船丧失了航行能力。



　　为帕尔马公爵率领的西班牙陆军打开通道的计划遭到挫败后，梅地纳·西道亚公爵既不想逆风而上，也不想再冒与英格兰舰队交战的风险，他率领西班牙舰队以及那些已损坏了的船只，在一个有风暴的天气里，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绕经英格兰和爱尔兰回西班牙去了。在航行中，西道亚公爵丢失了一半多船只。由于此次海军战役的紧张压力和返回西班牙航行途中的艰辛，使年仅38岁的西道亚公爵愁白了头。



　　英格兰人在此次海战中的成功，主要依赖其船载火炮的火力威力。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海战方式的出现。这种海战方式在16世纪缓慢地得到了发展。船载火炮的火力战已取代了海战中以船相撞和以步兵格斗的交战方式。



　　海军舰船由船体较窄、吃水较浅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过渡到船体较宽、吃水较深的帆船，对海军作战中的后勤保障也带来了较大影响。由于对海的控制依赖岸边基地，舰船必须在基地得到物资补充和修复船体，这样，采用更结实、运载力更大的帆船明显地对海军舰船的活动半径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新的具有较大运载能力的帆船极大地扩大了舰船距基地的活动半径。例如，当时一艘大型的帆船战舰可以在海上停留3-5个月，而不需要回到基地补充食物和淡水。这种舰船可以相对独立于港口行动，其续航时间的加长增大了海军部队对所控制海域范围的比率，即用较少的海军兵力就可以控制较大的海域面积。



　　然而，采用风力推动的帆船航行速度较慢，且速度不稳定，这就意味着这样的舰船还需要在作战地带的附近要有海军基地。这是因为，舰船要返回港口进行物资补充和维修，再回到原来的编队位置，这其间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且时间往往还不固定。由于供应基地距作战海域较远，这样，只有相对较少的舰船可以用来控制预定的海域。



　　因此，海军仍然需要在作战海域附近有能提供食物、补充淡水、维修船只的己方港口。在与力量规模不如自己、又不愿离开自己基地的舰队作战时，远离自己基地作战的大规模舰队可以放弃与之作战，或者迫使对方只能断断续续地控制那片海域。与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相比，新的风帆船使海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战略控制范围也大为扩大。














	

 






	















	







	







	









 





	


	







	








	




	


第04章 新战术体系的改革与发展(1600-1700)




	







	

 



	


	



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




　　从1618-1648年，发生于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为各种新的作战方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也为新的线式战术崭露头角提供了场所。三十年战争还鲜明地展示了，先前几个世纪中欧洲战争的特定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从最早时期开始，就一直程度不同地为战争提供基础。



　　此次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不说几句。当然，只需简短的一段话，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战争相关的几个主要政治因素。在德意志，新教徒与各天主教公国进行了一场国内战争，德意志因此分化为许多自治公国。加尔文派与路德派两派新教徒有思想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所有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们在天主教权威领袖，神圣罗马帝国教皇的协调下，在各个方面都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最早介入德意志战争的外国势力是罗马帝国教皇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亲戚。他们前来援助教皇。后来，丹麦、瑞典、法国也逐渐地加入到战争中来，使德意志也像上个世纪的意大利一样，成为欧洲的战场。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对后来的战略、战术和军队后勤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战争于1618年爆发于波希米亚。在波希米亚，新教徒们反抗哈布斯堡天主教徒的统治，推选新教徒王子莱茵伯爵为自己的国王。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因此进行干涉。这些军队采用西班牙的军事体制，拥有一批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如提利、斯皮诺拉、巴奎依、丹皮尔瑞等，充分展示了当时世界军事的水准。面对更高明的指挥官、更职业化的军队，波希米亚人很快就失败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天主教势力推翻了莱茵伯爵，蹂躏了他控制的领地。丹麦国王为了支持新教徒而介入战争，也被罗马帝国教皇和天主教徒的军队击败。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公爵的军队因此劫掠了丹麦，将丹麦国王驱逐出了战争。经过10年的征战，交战各方于1629年暂时停止了敌对行动。这第一个10年的战争，充分展示了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一时期也是雇佣兵军队承包商的军队体制发展到了其顶峰的历史时期。



　　相对于新教徒所控制的地域来说，天主教势力力量强大，因而，很容易就处理了新教徒们的反叛。然而，天主教势力的目标仅限于对付丹麦国王。在对付刚执政不久的新教徒势力的战役中，天主教势力在波希米亚领地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当时的军队习惯于将掠取敌人的财产作为战争的一个目标。他们即使不想专门进行会战、去削弱敌人的后勤补给或者迫使对方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他们也设法寻求在对方领地实施战役，以获得后勤资源补给，这样，他们就可以依赖花费敌人资源来维持自己军队的供给。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政府机构往往雇用超出自己经济支付能力的军队，这也就导致了军队将中立国，甚至是己方友好国家的领地作为掠夺的目标。



　　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军事生涯，鲜明地展示了军队是如何依赖从自己作战地区的老百姓那里榨取钱物维持生存的。曼斯菲尔德是新教徒在波希米亚的指挥官，是一位军事经纪人，也是一位专业水平很高的、足智多谋的军事指挥官。当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伯爵失败后，曼斯菲尔德率领他的军队离开了波希米亚公国，向莱茵公国开进，到其雇主——莱茵伯爵领地去了。由于军队没有自己的专门后勤基地，曼斯菲尔德出色地进行了临时补给。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钱财、食物和饲料，为自己军队的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黑柏、纽伦堡、威芬等城镇，有的是为避免曼斯菲尔德的军队经过他们的领地，有的则希望军队在通过他们国土时不要洗劫老百姓，因而，都为曼斯菲尔德军队提供钱物。然而，曼斯菲尔德还在其他4个城镇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的方式搜括了更多的钱财。各城镇所支付的钱物，有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遭受像黑柏等其他城镇所承受的极大毁坏而交的保证金，还有一部分则是为维持战争而强行征收的特殊税收，即战争特别税。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军队指挥官们往往从己方友好国家、中立国，以及敌对国家的领地强行征收战争特别税，如果哪个国家不交，那它就可能遭受军队的抢劫与毁坏。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可以是部队吃的食物、支付士兵的薪金，还可以是其他供应物资。指挥官们捞走所搜括全部钱财的1/3左右份额。因此，有时军队承包商还向一些城市放发贷款，使之以此支付军队强行征收的战争特别税。



　　曼斯菲尔德公爵通过上述各种手段搜括到的钱财，再加上一个被其从西班牙军队围攻中解救出来的城市自愿赞助的钱，维持着其军队的供给以及支付士兵部分酬金，保证军队穿过德意志，并在莱茵河附近作战。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曾答应转变自己的战争立场，条件是天主教派为其军队提供资金，并向他个人支付一笔奖金。但是，天主教公爵们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未能同意。这样，当新教徒解雇了他以后，曼斯菲尔德就成了一位没有雇主的军队指挥官。



　　后来，曼斯菲尔德除继续与自己原先的对手协商外，还与其他雇主协商，希望再次被雇用。这些人包括：法兰西国王，因为当时法兰西的一位公爵正在策划一次推翻他的战役；在尼德兰的西班牙统治者和正与西班牙人作战的荷兰人等。在与荷兰人签定了3个月的合同后，他就率军到荷兰，击败了正在行军途中的一支西班牙军队，解救了一座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城镇。当3个月的合同到期后，曼斯菲尔德率军队去了靠近荷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德意志海滨小国——奥斯特芬兰。曼斯菲尔德的军队洗劫了这个国家。在所抢掠的财物中，有18桶正准备装船运往维也纳的金子，这是一位富翁打算给其女儿的嫁妆。后来，奥斯特芬兰政府给了他很多钱，请其离开了该国。这样，曼斯菲尔德便付清了雇用士兵的工资，解散了军队，暂时离开了经营雇佣兵的职业。当他再次重操旧业时，支付士兵的工资已不成问题，因为，他的军队现在只有5000名士兵，比起他到奥斯特芬兰时有19000名士兵的大军要小多了。他的军队人数之所以大幅下跌，是因为军队的抢劫行为使得士兵不仅有了开小差的动机，也有了大量的开小差机会。比如，一名士兵拿走了一件值钱的金银器具后，他就不再会回来拿他的那份工资了，骑上一匹偷来的马，就可以跑回家去购买农场了。曼斯菲尔德自己不久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后来，曼斯菲尔德又征集了一支新的军队，以开始反对罗马帝国皇帝对奥地利统治的战役。他率军进入匈牙利。他的对手最后又迫使他再一次解散了自己军队。然后，他到了威尼斯公国，并于1626年死于达尔马提亚海滨。



　　曼斯菲尔德军队的短暂历史，充分展示了当时军队的后勤保障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后勤的显著特色。曼斯菲尔德本人没有任何官方的政治背景，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却能够维持其军队，并实施后勤袭击，这也显示了军队承包商的能力和自身独立性。曼斯菲尔德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一方面是依赖他人的捐赠，另一方面则是依赖未领取报酬士兵的掠夺。军队所处的这种不理想条件，以及军队所做的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活动，一直是以往战争所具有的特色，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三十年战争就像一幅讽刺性漫画，将以往欧洲战争中士兵的这些令人讨厌的破坏性行为加以放大，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这次战争的实施，也以一种夸大的形式，将通过签约而招募雇佣兵军队的军事体制所固有的缺点暴露无遗。



　　士兵每到一个村庄，先是将能吃的都吃了，吃不完的东西，比如，鸡、猪、牛，还有马，则统统带走。他们也抢掠平民百姓的家，拿走床单做成口袋用来装掠夺来的物品。还有像铜壶之类的东西，则打成碎片以便携带(因为，士兵所感兴趣的是铜的价值，而不是成品的铜壶。)他们还经常拷问老百姓，迫使他们交出藏东西的地方。这样的暴力行为导致了对社会财产的挥霍浪费，如砸碎家庭用品、烧房子等。部队军官对未支付工资的士兵的这些破坏性行为几乎不加制止，而且还认为，放纵士兵的这些行为可以带来他们对军队的忠诚。



　　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的苏格兰军官，曾清楚记载了士兵对一个新到地方的抢掠行动。他写道：所有士兵“都没有空手而归的”。军队的掠夺行为富了部队官兵，却毁了军队的纪律。“一阵疯狂的抢掠过后，街上就会挤满装着各种财物的马车和运货车。这些财物包括：金银餐具、珠宝、金子、钱、衣物，骡子和马则用来拉马车和运货车。所有的士兵现在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职责，而一心扑在抢掠财物上了。我从来没见过士兵还有比这个时候更不听指挥、不尊重自己军官的。我很清楚，在抢掠风暴结束之前，有些团已经没有士兵再佩带着他们徽章了。有些人则干脆整个晚上扔掉徽章，直到第二天才又捡回来戴上。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贪婪的缘故。”[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士兵不断掉队，这一直在削弱着部队的实力，还因此形成了一批以抢掠为生的士兵群体。“如果一名骑兵的马丢了，或者一名滑膛枪手身体不行了，或者士兵的妻子或孩子病了，而必须呆在部队的后面，”他们就成为暂时的掉队者。这位苏格兰军官将他们比作吉普赛流浪者。他在书中写道：“有许多村庄就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烧掉的。”他还有些夸大地说：“他们抢掠军队行进途中前后左右所有能找到的东西，而且，还是能消费的就消费掉了，不能及时消费的就糟蹋掉，因此，当团队到达营地时，甚至连一口能喝的水也找不到。”[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3页。]



　　在有行军部队经过或部队掉队者活动的地方，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只是他们花费的一部分。除了抢劫东西和进行一些无缘无故的、蓄意的破坏活动外，他们还经常干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强奸妇女则是经常发生的事。一支人数不过250名士兵的西班牙部队，在一次算是比较平静、纪律还算好的行军途中，在某地呆了不到两天，就有被指控的犯罪人次达43次之多。单是军士长一人，就占了6次。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属于暴力行为。由于士兵和部队的到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致使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己方国家、中立国，还是敌对国，紧张的军民关系经常会导致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且经常是不分敌方部队还是己方部队。



　　在战争爆发的同一时间里，天主教统治下的奥地利新教徒村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然而，他们的天主教统治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先是烧了他们村庄，而后让士兵们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都杀了。天主教统治者用这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残暴方式来对付反叛的异教徒，倒是很快就将反抗行动镇压下去了。然而，随着天主教统治者号召他的部下杀了所有反抗力量，他们与农民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紧张，以至出现敌对状态。例如，在1625年，村民们在自己的伯爵号召下，与提利率领的可怕的天主教部队展开了激战。村民们袭击了部队营区，将营地内所有的部队士兵，以及随队的妇女、小孩统统杀绝。士兵们自然地对村民进行残忍的报复，烧了他们的村庄，杀了所有能找到的村民。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村民们一直对士兵所犯的抢掠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进行反击。他们零星地，但却是相当广泛地伏击部队的掉队者，袭击小股部队。前面提到的那位曾评述士兵抢掠行为的苏格兰军官也经历过与老百姓为敌的场面。他称这些村民为乡下土匪，村庄为匪窝。他写道，在一次行军途中，“鲍斯威尔上尉落在团队的后面，结果被一群经常与士兵为敌的乡下土匪给杀了。……部队对此没有什么报复行动。当然，那些乡下土匪跑了，匪窝也被烧了。”还有一次，他记载了村民们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残忍地对付我们那些出去抢劫的士兵。他们割了士兵的鼻子和耳朵，挖了他们的眼睛，剁了他们的手和脚。当然，我们的士兵以其他各种同样是残忍的手段，对村民们也进行了应有的报复。在行军途中，部队烧了许多村寨，杀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他甚至还描述了一段农民对驻守部队的屠杀行为。当驻守部队被围而投降时，士兵从驻守的镇中走出来，身上没带武器，“一贯残忍地对待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看到没带武器的士兵出来时，想起了这些士兵们在冬季曾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情景，便疯狂地对士兵施行了暴力，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击倒在地。”“对这些可怜士兵们的屠杀行为”，一直持续到这位苏格兰军官的上司下令，让他派兵进行干预，“镇压这些村民”以保护自己士兵。他的士兵照此做了，“抢走了这些村民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各种财物，尔后，则统统将他们击倒在地。”[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24-525页。]



　　在与那些经常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们的斗争中，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赢家。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一方面，士兵自己在抢掠，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得向军队提供战争特别税，这已耗尽了德意志的资源。军队的破坏行动不仅耗尽了劳动产品，也严重阻碍许多地区发展生产。比如，在1618年战争刚开始时，某地区有1717间房子，到1649年只剩下627间，有316户家庭幸存下来。原来的4616头绵羊已经不见了，原来的1402头牛也只剩244头。像这种地区已不可能再养活军队以及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他随队人员了。例如，一支只有480名士兵的步兵部队，还带有74名佣人，3名随军小贩，314名妇女和儿童，160匹马。1635年，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将军，嘉拉斯伯爵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到一块资源枯竭的地区过冬。虽然部队已尽全力进行抢掠，但是，这一带已确实没什么可抢的，士兵很快就不断地死去。部队每天得焚烧士兵的尸体，以免发臭。只有几匹奄奄一息的马和几头牛拉着部队在向前挪动。最终，随着冬季的到来，嘉拉斯伯爵只得带着他的部队到了另一块还能为部队提供给养的地方过冬。在这次雪天行军中，有1万到1.2万人死去，妇女们干脆将婴儿扔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饿死。可见，有关在战争中存在人吃人的各种说法，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施战役也会拖垮一支部队。巴伐利亚伯爵在描述他的部队在一次秋季战役中的情景时说：“绝大部分骑兵只能是徒步行军了。那些不幸的士兵破衣烂衫，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穷困潦倒，疲惫不堪，让人一看顿生同情之心。像这样的部队，如果明年春天还想再使用的话，必须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驻守部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政府不能给他们发放津贴。一位曼斯菲尔德军队的上校，竟然将他驻守的城堡卖给了敌人，用换回来的钱发给士兵工资。后来，曼斯菲尔德还肯定了这位上校的做法，又重新给他安排了一个指挥职位。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许多指挥官还是守着他们的城堡，但是，他们通过向驻守地区人民征收特别税来维持生活。经常有一些资源匮乏的乡村，不能为部队士兵提供足够的食物。一位小说中的驻守士兵，在谈到他每天的口粮时说：“每天早上，当我拿到我那份口粮时，我就开始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得用这份一餐都不够吃的口粮来维持一天肚子。一些‘精明善赌的士兵’则以赌博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他们通过掷骰子从自己战友那骗取钱财。”会一点手艺的士兵就在镇里找点活干，其他大多数士兵则“让自己妻子找点所谓的妇女活干，比如缝纫、洗涤、纺纱，还有卖旧衣服、讨价还价，还有的甚至去偷东西。”一位与助产婆结婚的士兵，他的日子就过得好一些，而另一位士兵的妻子没有手艺，因而“只能在野外采集野生果菜来过日子，在冬天采集蜗牛，春天采集生菜，夏天掏鸟窝，秋天采集各种水果。”[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5页，第507-508页。]



　　部队官兵与地方老百姓之间的敌对关系，大多是由于未领到工资的士兵从老百姓那掠取口粮和工资造成的。未领工资的官兵还干了许多破坏性的事，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表面看起来，他们通过对老百姓的掠夺改善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守军的供给，但实际上，这却是在毁灭嘉拉斯伯爵的军队。士兵之所以去抢或偷老百姓的粮食和日用品，根源还在于统治者雇用了总数超出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士兵。由于不能支付士兵酬金，这就带来了军队这种低效率而且往往是破坏生产的后勤保障体制。尽管统治者还欠着士兵的工资，但军队的抢掠行为带来了部队出现掉队和开小差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使部队的规模在缩小。由于不能给士兵支付工资，部队就难以控制士兵的抢掠行为，也影响着部队的纪律。而军队的纪律，是指挥官们公认的决定战术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士兵的抢掠行为还激起了老百姓的敌对情绪，阻碍了官兵的行动，导致了军队兵员的小规模持续外流，使得当地村民要么藏起来，要么与部队展开斗争，以保护他们自己本打算出卖的货物。统治者尽管自己难以抵挡招募过多士兵的诱惑，但是，还是想摆脱这种有害军队自身的后勤保障体制。这种后勤体制不仅降低自己领地的价值，同时也减低了自己希望得到的敌对领地的价值，相反却有益于增大对方军队的力量。这种后勤体制不仅不能用于维持军队作战，相反却暗中起着破坏性作用。



　　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希米亚军队承包商——阿尔伯特·冯·华伦斯坦看到了现有后勤保障方式对后勤和战术的不利影响，因而，引进了一种更有计划、管理更好的后勤体制。



　　华伦斯坦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小贵族家庭。由于与一位比自己年长但很有钱的寡妇结婚而成为富有人士。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他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位法定的军队承包商和财政家。当皇帝将从新教徒手中夺来的庄园作为回报送给华伦斯坦后，他便成了皇帝的总军事签约商。在1626年，他用自己的钱负责为罗马教皇招募整个军队，并答应提供全部财政支出。教皇则授予他任命自己手下的所有军官的权力，同时，准许他征集维持军队的战争特别税，以偿还他招募军队的初始费用。



　　华伦斯坦在自己领地内是一位有胆有识、有魄力的统治者。当筹建起他的军队后，他将作为自己军队后勤保障基础的战争特别税扩大使用范围，用来维持新招募的军队。在早些时候，曼德菲尔德就指出，“如果不支付士兵薪水，而光靠军队纪律是难以保证将士兵们留在军队的。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战马，都不是光喝西北风就可以生存的。他们使用的武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会不断磨损、消耗和破裂的。如果他们还想再购置一些，那就需要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些东西，而又不能为之提供，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在哪看到，就从哪儿拿。这不光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12页。]



　　华伦斯坦也认为，不支付士兵工资会坏了军队一切大事，士兵会因此不守纪律。他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筹集钱财和粮食，以及时支付给他部队的士兵。他通过几乎近似残酷的强制方式征收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税收。这种以战争税收养活军队的方式对于提高后勤保障效率是有益的。由于他定期地支付士兵工资，士兵的抢掠行为相对减少了许多。他的这种后勤保障体制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装备，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效能。华伦斯坦既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又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强调，他的士兵不能去扰乱地方老百姓，相反要小心地保护当地的村庄和居民，以保证农业生产能正常进行。他也从地方购买食物以供应部队，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生意是他与自己在做。他一般从自己波希利亚庄园购买谷物和烤面包，他还在自己庄园内为部队生产服装和加农炮弹。



　　华伦斯坦和提利的天主教联盟军队成功地击败了丹麦人，获得了一大半丹麦国领地，同时占领了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地。这一大片领地的资源很好地养活着他们的军队。因此，罗马皇帝几乎都未动用那本已是空虚的国库为华伦斯坦军队提供给养。华伦斯坦那兴旺的商业军事事业，收回了他招募军队时的投资。这也可以说是对他出色管理能力的有力回报。这巨大成就促使他萌发了要改组罗马帝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华伦斯坦在生活上的铺张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他外出旅行时，光他自己和随身侍从就用了5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其他私人服务人员又占了另外1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厨房工作人员和保障人员又占了50辆4匹马拉的马车。另外，还有50名马夫赶着100匹马以供他个人使用。他成功地击败了丹麦军队，消灭了对手，这使得他的势力大增，连他的天主教雇主们都感到不安。最终，天主教皇削减了他的部队规模，并于1630年解雇了他。华伦斯坦因此回到了波希米亚，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然而，实践证明，罗马教皇于1630年解雇华伦斯坦并不合适。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荷兰战术体系的改进




　　华伦斯坦自击败荷兰后，他的威望大长，行动更加独断，引起了帝国诸公国君主们的不满。他们向教皇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教皇于1630年解雇了华伦斯坦。然而，战争远没有结束。教皇颁布法令，要求新教徒归还所有自1552年以来夺走的天主教徒的土地。此举利害关系重大，且牵涉到多方面因素，教皇先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后来又运用武力以实现其更大的战略目标。许多德意志的新教徒们则早已做好了再战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瑞典的新教徒们介入了战争。即使不考虑其他潜在力量的支援，光是瑞典新教徒就将是教皇的一个强劲对手。因为，瑞典人有一支依据新的战术思想体系而组建起来的陆军，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的新战术来自于对荷兰军队战术的改革，又经受了与波兰、俄罗斯人的战争实践的检验。荷兰军队战术形成于16世纪末的一场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在荷兰新战术形成不久，一名荷兰军人到了瑞典，帮助瑞典人组建陆军，因此，将这一新的战术带到瑞典。荷兰人认真研究了古人关于古罗马军团的各种记载，对现行步兵部队的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荷兰新的军事体制。荷兰的开明领导莫里斯认识到，古罗马精巧设计的步兵队形，将所有部队成三线部署，每个部队成一线展开，这样，可以具体体现出预备队作战的思想。这种部署正好有利于击败成集团部署的西班牙步兵方阵。莫里斯取消了以3000人为一个集团的固定编制，取而代之为很小的战斗编组，并将它们部署成一线。刚开始时，每个线式队形编为10列的纵深，后来则变为由50人正面和5人纵深的长矛兵阵形。在一线部署的部队两侧，莫里斯各配置3个小组的火绳枪兵，他们4人为一排，前后共有10排。另外，他还留出60名火绳枪兵作为散兵火力队。他将这些有500人组成的步兵营部署成三线，这样，指挥官就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的需要，将兵种搭配均衡的步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使用到相应的地点。这样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队编组，也为下级指挥官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更好地发挥这种部署的优势，满足指挥官对部队高度机动性的需要，莫里斯在部队中配置了较高比例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以控制部队的行进。



　　由于战斗队形的纵深较浅，更多的荷兰长矛兵可以同时面对敌人作战，不再有人呆在阵形的中央，像是战斗的局外人似的。火绳枪兵战斗编组的纵深较大，主要是为了保持连续的火力。前一排士兵射击后就退到队形的最后装填弹药，紧跟其后的一排士兵前进接着射击，而后又退到阵形的后面装填。这种新编制的营，其长矛兵队形的纵深较浅，在战场上要想保持这种浅纵深的队形部署，维持长矛兵与火绳兵之间的固定支援关系，发挥小编组部队应有的高度机动能力，就要求长矛兵进行反复的练习。因此，为解决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问题，莫里斯采用了罗马军团的训练方法，甚至连指挥官的训练口令也照搬使用。这就使得荷兰军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采用线式战斗队形的军队。为使士兵遵守必要的纪律，达到训练要求，要定期地给士兵发放军饷。因此，莫里斯不得不改变以往军队的不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而采用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有支付军饷能力的荷兰政府所进行的一种革新。这样，莫里斯在其步兵部队实行定期发放军饷，士兵年复一年地服役。这支部队军事素质较强，纪律严明，凝聚力强，有较强的机动力，这些是西方军队自罗马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要发挥荷兰军队新的战斗部署方式的作战优势，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的训练和定期发饷。这种正面50人、纵深5人的长矛兵线式阵形，其侧翼和侧后较为脆弱，缺乏瑞士方阵所具有的抗冲击能力。以骑兵冲击一个瑞士步兵方阵的侧翼或侧后，步兵方阵就可以停止前进，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然而，如果以同样的骑兵冲击荷兰步兵线式部署的侧翼或侧后，荷兰军队就将遭到打击。另外，由于军队部署成许多小的战斗阵形，这样，便于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集中兵力对付进攻者的强点，或者对敌人弱点实施打击。但是，这却不便于整个军队的战场机动。尽管500人的步兵营比3000人的部队更容易机动，但要使这些步兵营在前进中保持整个军队的线式部署则不太容易。指挥官的指挥控制跨度相当于以前的6倍。这不仅意味着同一命令要传送6遍，而且要认真制定机动计划，以保证各营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会在机动过程中被打乱。相比之下，指挥官要调动3000人的士兵集团部署成一个新的队形，往往要比将500人左右规模的线式队形调整为一个新的部署容易得多。非线式集团部署，可以采用瑞士方阵的有效做法在机动中保持队形不乱，而线式战斗部署，就像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的纵深阵形，就很难在前进中始终保持其队形在一线，防止在其翼侧出现间隙。当然，士兵们如果都能及时地拿到自己的薪水，又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同时，指派更多的军官在前面引导，那么，军队就可以克服新的线式战斗阵形在战场机动不便等困难，其优势就可以得到发挥。



　　在尼德兰战争中，会战的次数不多，因而，莫里斯针对西班牙步兵方阵战术而提出的新战术体系，没有在战争中得到全面的检验。但是，年轻的古斯塔夫国王还是接受了荷兰人的战术思想。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多才多艺，精通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数国语言，熟读古典著作，认真研读了古罗马和荷兰作者关于军队训练和线式步兵部署的有关著作。然而，在实践中，他对荷兰步兵的线式部署也作了较大的改进。他将长矛兵部署为正面36人、纵深6排的长方形阵形，在长矛兵阵形的两侧各配置96名火绳枪兵，也是纵深为6行。这种浅纵深的部署反映了古斯塔夫想提高火力射速的愿望。由于采用了纸壳弹药筒，事先量好火药，这样，提高士兵在战场上的射速便成为可能。后来，他又以重量更轻、使用更方便的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并给士兵配发军服。总之，他组建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为提高部队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在滑膛枪兵中采用了并排齐射技术，缩小士兵之间的间隙，以若干排交替射击以保持连续火力。当所有的士兵装填完毕后，他将以往的纵深为6行阵形减少为3行，后面的士兵填补在前面士兵的间隙处。由于以往使用火绳枪时，士兵的手中都要拿着一根点着的火绳，同时，在装填火药时，还要避免另一名士兵手中的火绳靠近自己，因此，在战斗队形中，士兵间要保持一肘以上的间隙。这样，即使是原先安排最紧密的队形，士兵间也有足够的间隙空间保证后面的士兵可以前来填补士兵的间隙。由于使用了滑膛枪，士兵可以肩并肩挨着，原先的6行纵深变为了3行，第一行士兵跪着射击，第二行士兵弯下腰射击，第三行站着射击，这样，所有士兵就可以同时进行一次齐射了。按照古斯塔夫的战术思想，士兵的一次齐射就可以为经严格训练的长矛兵实施冲击作好充分的准备。用一位英国专家的话说，这样的一次齐射，不仅可以给敌人“更大的杀伤”，而且“还可以对敌人造成3倍于以往单排射击所带来的恐惧和震惊效果，可极大地挫伤敌人的勇气。道理很简单，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声持续时间长的惊雷所带来的震憾和可怕效果，会比10个间断的雷声的震憾和恐吓效果之和还要大。”[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61页。]



　　古斯塔夫的战术变革不只是引进了荷兰的战术体系并加以改进，而且，他在步兵营中编设了一门小的加农炮以加大火力。这种加农炮可以发射三磅重的炮弹，更多的时候是发射一种葡萄弹或者是霰弹。这些葡萄弹或霰弹与滑膛枪弹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三磅重的加农炮弹一次发射就可以产生有两打多的子弹。一匹马就可以拉走这种加农炮，在战场上，两至三人就可以搬走一门炮。



　　古斯塔夫没有改进骑兵的武器，但是，修改了骑兵的战斗条令。古斯塔夫在17世纪20年代与波兰人的一次战争中，学到了不少有关骑兵作战的有益经验。在此次战争中，古斯塔夫尝试了他的新战术体系，而他的骑兵则是装配短手枪，作为轻骑兵使用。然而，他却发现，波兰的老式重骑兵，手持长矛实施冲击撞倒了他的轻骑兵，刺死他的长矛步兵，致使他的步兵营成为以轻步兵的火绳枪兵为主。古斯塔夫并没有因此让骑兵重新使用长矛，而是将骑兵部署成线式的冲击队形，指示他们以前面一排利用手中火枪进行一次射击，而后再持马刀实施骑马冲击。骑兵自有了火枪以来，变得过于依赖手中的火枪进行火力战，每射击一次后则退回装填。尤其在德意志，骑兵不再像以往那样，手持马刀向步兵或其他骑兵实施冲击行动了。然而，根据古斯塔夫的新一代骑兵战斗条令的精神，战场上的轻重骑兵又将在相互对冲战斗中决胜负了。这应该会使德意志的骑兵感到意外，就像当年波兰的长矛兵曾使瑞典人感到意外一样；还有当年的波斯骑兵，他们本来计划在前进中停下来投掷标枪，以避免被冲散，结果还是被亚历山大的部队打晕了。当然，古斯塔夫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骑兵们愿望，要求在战斗中有抛射武器的支援。他给骑兵部队编设了一些滑膛枪兵，以配合骑兵作战。




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和机动诱敌战术的应用




　　古斯塔夫率领其按照新的体制组建的1.3万人的部队，于1630年7月4日在德意志北部海岸登陆。10年战争的经历，使得这位身材魁梧、年龄仅为33岁的瑞典国王成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官。虽然，他有时喜欢亲自率领侦察分队深入敌后，有时甚至亲自参加突击行动，但是，应该说，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指挥官。他不仅精通各种战争艺术，并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作战技能。就在他17岁生日前夕，他当上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自13岁起，他的父亲就让他参与一些国家的事务管理，因此，他对自己担任国王充满信心。古斯塔夫不仅善于指挥打仗，而且也善于治理国家，他在自己的臣民中有较大影响，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指使一位相当能干的大臣管理国家事务。



　　古斯塔夫率军队在德意志北部登陆后，就像当年征服者威廉初到英格兰一样，加紧在登陆地点构筑阵地工事。古斯塔夫的部队每到一处，就加紧构筑野战工事。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继承了自200年前意大利雇佣兵军队就开始有的传统做法。几年前，古斯塔夫的对手，愚笨的波兰人曾这样抱怨过古斯塔夫：与他简直没法打仗，他“像个鼹鼠，总藏在地下。他的骑兵较弱，但他却总以堑壕和堡垒工事作为掩护。”[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00页。]






地图4.1德意志



　　初到德意志时，古斯塔夫的军队中没有骑兵，这限制了其行动。因此，古斯塔夫决定在部队向前推进之前，应首先建立一个牢固的前进基地。两年前，波兰军队曾打败过古斯塔夫，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控制其后勤供应，避免与其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在古斯塔夫军队前进的道路前方进行破坏，实施焦土政策，致使其军队有1/3的减员率。因此，古斯塔夫这次作好了与敌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方面，确保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设法剥夺敌人可能得到的后勤资源。



　　古斯塔夫刚开始占领的一片领地是被华伦斯坦彻底洗劫过的地方。古斯塔夫就从瑞典本土通过海上运送军队所需的后勤物资。后来，他逐渐地沿海岸线扩张，同时加大岸边桥头堡的纵深，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片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搜集到足够的粮草，然后，才将自己的骑兵派到德意志。他的对手则显得软弱无力，眼看着古斯塔夫扩大所占的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公爵，虽然还想保持中立，但还是将奥得河口北部附近的什切青让给了古斯塔夫。这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古斯塔夫利用夏季和秋季时间加紧在波美拉尼亚公国巩固其所占地盘。这期间，他没得到其他新教徒领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古斯塔夫还持有怀疑态度。马格德堡城的新教徒倒是对罗马帝国进行了反抗行动，但却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对古斯塔夫没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古斯塔夫相信，自己此时还不能深入内地过深。由于他的介入所收到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因此，他既不敢冒险前进，也不能进入敌占区过深。



　　古斯塔夫即使真想前去救援马格德堡，也得穿过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古斯塔夫始终对政治较为敏感，他到德意志后也想多结交朋友，既不想冒犯天主教的选帝侯，也不想得罪其他新教徒公爵们。假如，他想将自己军队开赴去救援马格德堡，那就会对其他诸侯们构成威胁，因而疏远了相互间关系。再者，罗马教皇用于围困马格德堡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古斯塔夫想，马格德堡的新教徒们可以独立坚持下去，除非可怕的提利伯爵率领他那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天主教军队东行去加入围攻作战。随着1630年底冬季的来临，提利的部队行动迟缓，而在东西海岸线上，古斯塔夫的其他对手们也死气沉沉，包括驻守在奥得河上游、离什切青城不远处，已构筑了良好阵地工事的嘎知城敌人也一样。



　　后勤保障问题一直困扰着古斯塔夫，因为，他在波美拉尼亚所能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以及从瑞典带来的钱已不足以保证维持其部队的生活。结果是士兵们洗劫老百姓村庄，这又使情况更为“糟糕”。用他部队的一位士兵的话说，“部队处境还不如在敌对国领地。”这样不仅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也疏远了军队与波美拉尼亚新教徒们的关系。这位军人还沮丧地写道：“群众的情感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然而，古斯塔夫还是想尽办法为其部队提供吃的和穿的，同时采取行动削弱敌人的后勤保障能力。1630年12月24日，古斯塔夫调集了1.4万人的部队，通过步行和乘船沿未结冻的奥得河南下，去攻击驻守在嘎知的敌人。该敌是一支同样遭受饥饿、纪律涣散的罗马帝国部队。后来，古斯塔夫将部队规模减为4000名精干步兵和大部骑兵，南下搜集粮草，嘎知的守军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守军指挥官就率领守军快速向南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守军指挥官放慢速度，焚烧了沿途所有的村庄，给古斯塔夫军队的追击行动制造了困难。古斯塔夫并没有紧随尾追，而是依赖水路供应，向奥得河上游推进，直逼法兰克福，在奥得河边构筑了营地。[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446页。]



　　古斯塔夫的这一行动解除了罗马帝国军队对马格德堡的直接威胁。提利因为担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可能进攻法兰克福，进入西里西亚帝国领地，于是，他率领帝国军队的主力向东进行一次冬季行军，绕过只有少数帝国部队围困的马格德堡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提利军队的行动意图是阻止古斯塔夫军队入侵西里西亚。因为，一旦古斯塔夫军队进入西里西亚，就可以征收到战争特别税，这就富了瑞典军队而穷了帝国臣民们。古斯塔夫尽管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巨大作用，知道进入西里西亚，或者甚至更远些延伸到波希米亚，再向维也纳挺进，这其中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他不想通过这样一次远程奔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想通过有条不紊的持久战去征服这个国家，占领并驻守各城市。这样，他就可以将新教徒们的领地稳稳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修筑城防工事，派兵驻守。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开创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以供养他不断扩大的军队。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当年在阿金库尔会战胜利后，曾采取持久战略，一片一片地蚕食法兰西国土。古斯塔夫也效仿这一做法，其目的是要永久地占领土地和资源，为新教徒和瑞典人民提供可靠而有力的支持。事实上，被占领领土上的新教力量已对这位外国国王的入侵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作战略图4.1古斯塔夫的第一次机动诱敌行动



　　嘎知城的沦陷果真促使提利定下了增强法兰克福防御的决策。他以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部队在10天内行军200英里，根据态势的需要以最大速度去实现自己的决心。现在，古斯塔夫所面临的是一支由杰出将军指挥下的罗马帝国的一流军队。提利将军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长着个长鼻子，15岁就作为雇佣兵开始服役，至今，已有60年的现役兵龄，当了27年的将军。他曾在帕尔马公爵的指挥下打过土耳其人。多年来，他几乎成为一个常胜将军。然而，年轻的瑞典国王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他举兵攻击嘎知城，牵制了提利将军的注意力，在别处造成了弱点。尽管提利本不打算举兵给马格德堡施加压力，但古斯塔夫的行动已吸引提利的部队进至他的环形防御阵地东侧，这样，古斯塔夫就可以改变原先的防御计划，而乘势发起进攻。而且，古斯塔夫正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还可以再进一步吸引、分散提利的注意力，在内线进行西征，拓宽自己根据地的正面，扩大领地面积，以征收更多的战争特别税，供应自己的部队。



　　古斯塔夫向西朝着代明的梅克伦堡城进犯，开始了他与对手斗争中的第二回合较量。整个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古斯塔夫在此遇到了两位精通17世纪战争艺术的高手。他们所实施的那些漂亮战役，展示了军队在当时战场条件下作战应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筑城技术和地形障碍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降低作战中的兵力密度。当两支成份相似的军队处于这种环境中，往往谁也不能迫使不愿交战的对方实施会战。



　　1631年1月29日，古斯塔夫率军向代明方向开进，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占领了6座城镇，包括防御工事坚固、有强大守军的代明城。该城守军指挥官是个无能之辈，很快就投降了。尽管提利迅速前去挽救这不利的态势，但是，瑞典军队控制了主要道路上的城镇，占领了奥得河渡口，提利不得不先西行，绕至柏林的南侧，而后再北上。等到提利赶上来时，古斯塔夫早已结束了战役，扩大了自己的基地。古斯塔夫又一次击败了提利。他安排好所占领地的安全防卫部署后，便回其冬季营地休整去了。






作战略图4.2古斯塔夫的内线扩张行动



　　然而，提利为挽回战役败局，想与古斯塔夫进行一次会战。他率领自己1.3万人的部队进攻附近的一座瑞典人占领的城市——新勃兰登堡。该城只有守军750人，没有野战火炮的支援，也没有现代的筑城工事。古斯塔夫相应调集了1.9万人的部队以解救该城，但是，考虑到可能会与厉害的提利发生会战，而他的骑兵大多是未支付薪金的德意志雇佣兵，在作战中很可能不可靠，因此，古斯塔夫再一次采取以前成功应用过的围魏救赵战略。他率军南下直逼法兰克福，包括触及到提利与马格德堡部队的交通线。然而，古斯塔夫的这次行动失败了。因为，提利在获悉古斯塔夫向法兰克福进军之前，就已经席卷了新勃兰登堡，杀了1/3的守军将士，洗劫了该城。



　　强占新勃兰登堡后，提利挥师南下，向马格德堡开进，想乘势加快围攻马格德堡城。在提利率部队到来之前，围攻马格德堡城的部队很弱小，不足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只能对该城进行部分封锁。随着提利部队的到来，围城部队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同时又起用精明的老兵亲自指挥作战，围城部队开始对该城采取更严密的封锁行动，并以炮兵攻击城防工事，在工事下挖坑道，运用了各种攻城设施进行攻城准备，以期在时机成熟时发起突击。



　　3月7日，为再一次调动提利离开马格德堡城，古斯塔夫率领1.4万名士兵，200门火炮，乘船沿奥得河南下，攻击法兰克福城。马格德堡城有6000名防御官兵，有着善战的指挥官，因此，天主教部队的围攻作战不可避免地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古斯塔夫部队沿奥得河南下的航行却非常顺利。3月31日，提利获悉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南下，便匆忙地率领部队离开马格德堡，前来解救法兰克福。然而，4月3日，古斯塔夫国王率部队到达法兰克福的第二天，便强行攻占了法兰克福城，屠杀了守军将士，洗劫了这座新教徒城镇。古斯塔夫成功地攻击法兰克福却又意味着整个诱敌计划的失败，因为，提利得知法兰克福城已经失去，便又打道回府去围攻马格德堡城了。






作战略图4.3古斯塔夫第二次诱敌计划的失败



　　古斯塔夫在法兰克福白等了提利一段时间后，便转而想直接率兵去解救马格德堡城。然而，要这样做，他还得与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协商，以让他们准许自己的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4月20日，在古斯塔夫获得准许通过这些中立国领地前，提利就成功地对马格德堡城实施了突然袭击，得手后，他手下那些既没领到薪金，平时又吃不饱的士兵放火烧了该城，杀了2万市民，占该城居民总数的2/3。在马格德堡城被洗劫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流经马格德堡城的一条小河塞满了死者的尸首。



　　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古斯塔夫，还是提利，实际上都实施防御战役。古斯塔夫是要保护马格德堡，而提利则是要限制古斯塔夫占领和扩大桥头堡，屏护教皇帝国的西里西亚领地。但是，他们也都有各自进攻作战的目标：提利是想夺取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格德堡城，而古斯塔夫则是要扩大他的根据地。他们俩的防御任务虽然都未完成，却都实现了进攻目标。



　　瑞典人的战略方针是机动战，依托半圆形桥头堡地域内的筑垒防守城市进行内线作战，以调动敌人作战。在夺取嘎知城后，吸引提利到了奥得河边，而古斯塔夫又调动兵力到战区的另一边，夺占了六七个城镇，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桥头堡地域。古斯塔夫较好地奉行了色诺芬的格言，“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于攻击敌人的最弱处，即使敌人的弱点在一定距离之外。”当然，敌人通常不会主动展示自己的弱点，让你去攻击。古斯塔夫对嘎知城的攻击作战吸引了提利的注意力，巧妙地在代明制造敌弱点，古斯塔夫便利用这个有利机会实施内线作战。这次行动较好地展示了古斯塔夫善于调动对方部队处于运动中，制造敌弱点，而后集中兵力攻击之的高超战争艺术。



　　在防御战役中，古斯塔夫也巧妙利用这种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达成防御目的。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古斯塔夫不愿率部队穿过中立国的地盘进入敌占区去营救马格德堡城，另外，直接率军营救，在作战中还可能会失利。因此，古斯塔夫通过夺取嘎知城的行动，去证实提利事先对奥得河一线的担忧，因而，提利便被吸引而离开瑞典人的弱点——马格德堡城。然而，古斯塔夫再一次调动帝国将军——提利，以防其攻击新勃兰登堡的计划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提利在攻击发起前并不知道古斯塔夫已威胁其他地方。同样，进攻法兰克福城之所以不能算成功，也是因为整个攻击行动进程时间太短，未能吸引提利前来营救。很清楚，在进攻和防御中调动敌人的行动恰好是相对的。在进攻作战中，想调动敌人，制造敌人的弱点，其方法是吸引敌人离开自己预定的攻击地点。在防御作战中，则是调动敌人在不正确的地方集中兵力，以保护自己防御的弱点。



　　除了提利率兵进攻新勃兰登堡城之外，双方指挥官实际上是在斗智，真正的交战在这些机动行动中没起什么作用。既然任何一方军队都不可能迫使另一方进行会战，以会战为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为双方军队提供了各种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战争发展到现在，要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通过会战击退敌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意志北部，地形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规模较小的部队很容易就相互避开。有利的地形障碍可以诱逼一支部队进行会战，或者投降，但是，无论是瑞典的古斯塔夫，还是罗马帝国的提利，都是经验丰富的精明指挥官，都能自己化解这种困境。围攻某一重要城市，也可以诱使对方前来会战，然而，古斯塔夫却没有因为马格德堡的被围而前去会战。



　　机动诱敌战法在古斯塔夫的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古斯塔夫的引诱方式有两种。夺取嘎知城，而后直逼法兰克福，这是在扩大根据地，是与持久战略方针相符的。而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则是要袭击一片帝国控制的地盘。然而，事实上，这与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并不矛盾。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或者说这之前的几千年战争中，小规模军队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奔袭。



　　古斯塔夫和提利运用的实际上都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持久作战。这是机动诱敌行动的特征。它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反奔袭以迫使对方放弃他的奔袭目标。一位西班牙大臣曾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战略：“如果我们投入战场的是40000人的部队，则它会带动对方同等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军队。由于敌军的存在，我们难以做任何事情。假如我们想在一个地方渡河，另一支部队则也在另一个地方渡河；假如我们围攻一座城市，则另一支部队也在围攻另一座城市。因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需要两支军队才能在战争中得到我们所想的地区。”[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9页。]



　　在整个战役中，古斯塔夫实际上采取的是攻势战略，而提利采取的则是防御型战略。尽管提利最终也成功地攻占了马格德堡城，但是，他的战略目标是抵御古斯塔夫对德意志的进攻。虽然，他们俩都没有将会战作为主要目标，但是，他们实际上所推行的都是作战战略，而不是在打后勤战，即主要精力是放在防守筑垒城市和攻取筑垒城市上，而不是设法限制对方的后勤补给活动。



　　在这两位优秀将军的斗争中，双方的弱点都带有政治和后勤两方面的特征。在进攻中，是机动诱敌制造弱点；在防御中，则是设法保护自己的弱点。因此，双方都在尽量利用对方在政治或后勤方面的弱点，同时保护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弱点。在麦克轮堡，古斯塔夫在扩大自己的根据地，是为剥夺敌人的粮草供应和战争特别税，同时，以同等数量的钱物补充自己的资源。提利在威胁马格德堡，则更多是为造成政治上的诱惑。因为，马格德堡城的沦陷，将主要在政治上给提利带来巨大影响，通过镇压马格德堡的反叛者以恐吓其他新教徒。古斯塔夫进击西里西亚，以及可能包括波希米亚，这也不光是奔袭作战的问题。他可以从中搜集到不少粮草，征收到大量战争特别税，壮大自己实力，同时也是在削弱罗马帝国军队的实力。这样的奔袭反过来也是对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打击。因此，军事行动中的政治目标与后勤目标往往是一致的。



　　当战争的政治目标不大时，进攻型的持久战战略是通过夺取大片领土，最终赢得战争。但是，当战争的政治目标过大，通过夺取大片领土难以实现时，持久战略则包含有后勤战略，如剥夺敌人的资源，如果政治条件许可，不断壮大入侵者的力量。就这样，古斯塔夫有条不紊地逐步蚕食新教徒的领地，同时构筑工事进行防御。通过这种方法，他逐渐稳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粮草供应和资金筹集基地。天主教部队则在抵御瑞典人的进攻，寻求夺回失去的领地。因为，领地的丢失意味着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夺回领地本身就是抵御瑞典人持久战略的行动。



　　换句话说，实施持久战略的一方，在占领敌人大量的陆地面积和城镇，获取足够的筹码以迫使敌人在战争目标上作出让步之前，夺占领地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勤战略。政治目标的大小决定了在军事上应夺取多大的胜利成果。如果政治目标有限，在军事上就只需夺取较小的胜利；反之，要想实现更大的政治目标，则要夺取更大军事行动的胜利。既然，古斯塔夫想扭转已进行了10多年战争的大潮流，那么，他在德意志北部所取得的这点辉煌成就还不足以保证实现自己和平的愿望。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在布赖腾费尔德的成功应用




　　在马格德堡城沦陷不久，古斯塔夫与勃兰登堡选帝侯城达成协议，准许他在其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并招募新兵。有了这些人力、物力方面的补充，古斯塔夫又开始了根据地的扩张行动，向西延伸至波罗的海岸，西南方向进至土地肥沃、目前战争尚未波及的哈威河以东地区。在这一带，他在各城镇构筑工事，沿河布设了一道防线。与此同时，提利也因为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无法维持部队的生活，离开了马格德堡城。他在马格德堡城附近留下小部分兵力，率领大部人马南下寻求粮草供应，同时也为与意大利的援兵会合。然而，当他获悉，古斯塔夫已经渡过了哈威河，到达了易北河一带，占领了两河流域之间的丰产地，提利便在得到增援力量后折向北，准备与瑞典人的战争基地扩张行动再次抗争。



　　在1631年7月下旬，当提利率领强大的部队向北开进时，古斯塔夫则开始在易北河的月牙型弯曲处——沃奔构筑工事，修筑阵地。古斯塔夫利用三面环靠易北河的优势，在陆地颈脖处精心构筑了一道防线。这样，古斯塔夫的部队背靠易北河，有充足的水源保障，有河中鱼虾可食用，两翼有河水自然屏护。不过，在这一河段，只有一座桥横跨易北河。然而，古斯塔夫表现出很自信，就像17世纪将军们对筑垒阵地防御那样地自信。事实上，一旦敌人向防御正面的筑垒阵地发起攻击，并攻克了该阵地，那么，古斯塔夫的部队就只有一座桥可用于部队撤退，这将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古斯塔夫也和提利一样，对战斗有些担心，因此，他充分挖掘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组织部队迅速进行土工作业，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完成了所有的堑壕修筑任务。正如一位当时在瑞典军队服役的英格兰人所记载的，提利率领部队“在白天匆忙行军，我们则挥动铁锨、铁铲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干活。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敌人的加农炮已经打不着我们了。”聪明的提利率军到达沃奔之后，也被眼前可怕的筑垒工事所吓倒了。他只组织了小规模的战斗，用加农炮打了打，就将自己的部队向南撤了20英里。[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20页。]



　　8月下旬，提利占据了战场主动。他率军进至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在这里补给自己的部队，同时在这一领地内进行破坏，以迫使萨克森选帝侯放弃与瑞典人结成联盟。古斯塔夫快速赶来，率自己的军队前来与萨克森选帝侯军队联合，以迎战提利的部队，或者将提利的部队赶出萨克森的领地也行。得到了额外补给的提利军队，此时不再躲避因自己实施焦土政策而促成的会战了，他在莱比锡北部一个叫布赖腾费尔德的平原上占领阵地准备会战。古斯塔夫与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也赶来迎战提利。



　　当时的瑞典军队是一些老兵，而萨克森军队则招募了一些新兵，另外从守军中补充了一些士兵，因此，这两支军队在外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苏格兰军官是这样描述当时萨克森军队的，“令人爽心悦目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齐装满员的部队。每个成员都是那么气度不凡，装备完好，穿戴整齐。我的视线被他们所吸引，我的军官们也都盯着他们看。似乎他们正穿着最好的服装，携带最好的装备，去请人画像似的。”然而，瑞典军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前一晚上，他们睡在一块耕地里，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看起来，一个个像厨房里的雇工。”一位瑞典评论家也曾就瑞典军队与罗马帝国军队的外观作了比较性评述。他说，“我们的士兵们，身上穿的是又旧又脏的破衣烂衫(这是由于一年多来连续不断征战的缘故)；而旁边站的却是衣着华丽，胸前挂着勋章的罗马帝国军队。生长于我们瑞典以及芬兰的马是又矮又小，而德意志的战骑则是又高又大。我们那些出生于农村的小伙子，在战场上看起来不那么英勇、威武，而对面提利军队的士兵则一个个是长着挺拔的鹰勾鼻，留着蓬松的大胡子，看起来很是威风。”因此，这两方军队指挥官对会战的结局很是自信，认为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进行一次会战是再好不过了。[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34、537页。]



　　古斯塔夫在会战前的傍晚就已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晚上，战士们就按照事先部署好的队形原地休息。第二天，即9月17日早晨，部队仍保持着预先部署好的队形开赴布赖腾费尔德村庄附近的战场，准备会战。瑞典军队是每500人为一个步兵单位，古斯塔夫将军队作两个横队部署，在两个横队兵力之间有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在两个横队兵力之后还编设有一个骑兵预备队。古斯塔夫的线式体系中长矛兵的纵深为5列，滑膛枪兵纵深为6列。这样，古斯塔夫的兵力部署，其正面宽度与提利的部署一样，然而，他还留有较大的预备队兵力。瑞典人的兵力部署与罗马时代的兵力部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提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则按照传统条令的精神，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3个长方形的阵形，正面50人、纵深30人。中间一个长方形阵形稍稍靠前，两侧两个则在其后，基本上成一线部署，除了有一些骑兵在步兵后面之外，没有专门建立预备队。提利的长方形方队纵深较大，其优点是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这是古斯塔夫的横队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双方都在自己的部署两翼放了较大的骑兵部队。古斯塔夫的第一横队部署的两翼是骑兵与滑膛枪手组成的预备队。在瑞典部队的左侧是萨克森选帝侯的部队。其部署是：步兵在中间形成大型的传统方阵，方阵两翼是骑兵。这样，瑞典人与萨克森联军的部署就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队，隔在两支军队步兵战斗队形之间的是他们的骑兵。这样，这支合成的部队在其中间和两侧都有骑兵。



　　早上，瑞典军队以战斗队形行进，穿越旷野，朝着提利部署好的部队走去。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是很优秀的军队。古斯塔夫有训练有素的瑞典士兵，提利有历经多年征战的老兵。然而，这两支部队的整体水平都被一些不理想的部队所影响。古斯塔夫这边有未接受严格训练的萨克森新兵，提利这边有素质不高的增援部队。古斯塔夫，这位虽然年轻却富有作战经验的国王，遇上了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提利。提利是一位精通欧洲16世纪战术的代表者，而且，正是欧洲16世纪的战术，支配着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前10年的战场。






作战略图4.4布赖腾费尔德会战双方兵力部署和战场机动



　　在战鼓喧天、号角齐鸣、炮火轰击的同时，提利部队的左翼骑兵发起了冲击。瑞典骑兵原地等待对方的攻击，以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迎战罗马帝国骑兵的手枪射击，骑兵则手持马刀实施短促突击。瑞典人以先进的滑膛枪火力压制了对方骑兵的火枪射击，而后手持马刀的骑兵则像以前的重骑兵一样实施冲击，造成震撼效果，击败了提利的军队中像轻骑兵那样依赖手枪射击的攻击行动。在长时间的交战中，罗马帝国骑兵，在英勇善战但性情鲁莽的巴本海姆伯爵率领下，共发起了7次冲击，但都被瑞典兵所击退。巴本海姆伯爵率领的骑兵是按照轻骑兵的战术，依赖手中火枪射击进行冲击，而瑞典人却以混编在骑兵中的轻步兵滑膛枪手实施抗击，同时让骑兵实施短促突击造成震撼效果，最后迫使罗马帝国的火枪骑兵退了回去。作为预备队的瑞典骑兵则乘势扩大作战正面，实施反冲击，迫使巴本海姆的部队调转头去。巴本海姆在第7次冲击被击败后，便率领骑兵从战场上撤了下来。



　　在提利的左翼骑兵实施冲击的同时，双方步兵却站着不动。因为，此时双方军队的炮兵正向对方的阵形发射加农炮弹。罗马帝国右翼的骑兵也发起了冲击，击溃了萨克森的骑兵。尽管瑞典人有骑兵保护着自己的步兵，但是，富有洞察力的提利将军还是看到了这一有利的战机，决心集中自己步兵主力，乘萨克森军队溃败之际攻击瑞典步兵。



　　虽然，提利的步兵缺少像瑞士步兵那样的严格训练，但是，这群长矛兵以及配属的火绳枪兵和滑膛枪兵在平地上还是很方便地右转去攻击早已溃散的萨克森步兵。萨克森步兵则迅速逃窜，在其逃离战场过程中，只在抢劫瑞典军营时稍停了片刻。随着萨克森人的溃逃，古斯塔夫的总兵力下降了40%，同时，瑞典部队的左翼暴露在对方的步兵攻击中。然而，在提利调整自己步兵部署，准备卷击瑞典部队左翼时，古斯塔夫和他的左翼部队指挥官，能征善战的霍恩将军，迅速调动部署在第二线的瑞典步兵右转，形成左翼正面的战斗队形。正是在这关键的时候，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就完成了重新部署，使瑞典步兵又以线式的部署正对提利的步兵。



　　会战后期的详细过程不太清楚，但是，古斯塔夫国王左翼的骑兵冲击驱散了提利的骑兵。在骑兵冲击的支援下，瑞典步兵占据了上风。其优势的获取部分原因在于其6列纵深的滑膛枪手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射更强的火力。而罗马帝国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纵深为30列，作战中应用反向运动技术，前面的步兵不断运动到后面进行重新装填，以保证在一个较窄的正面上有连续不断的火力。瑞典人采用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兵力部署办法，可以在某一时间集中己方火力威力。实践证明，它很好地为其骑兵和长矛兵实施冲击提供了火力支援。除此之外，瑞典轻步兵也与对方的轻步兵直接交战。瑞典军队中一位亲身参加会战的人是这样描述他的连队在战场上进击对方部队的，“首先，我让配置在我前面的三门小加农炮实施射击，然后，我令滑膛枪手们在敌人进至火枪火力射程之内才进行齐射。先是前面三列齐射，接着是后面三列。然后，我们冲进敌人队形，用滑膛枪和马刀击倒他们。”这位上尉同时也记录了罗马帝国骑兵成功地攻击了没有滑膛枪火力支援的瑞典长矛兵的过程。“他们(罗马帝国骑兵)走向长矛兵，以手枪进行一至两次齐射，杀了所有抬伤员的苏格兰担架手，一下子，许多伤员都同时倒在地上。”[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175-176页。]



　　在会战的结束阶段，提利部队两翼的战败骑兵丢下了步兵逃离了战场。其步兵不得不面对优秀的瑞典炮兵，以及包括被瑞典人俘虏后而调转炮口的自己炮兵的火力射击。最后，提利自己也受了伤，部队损失巨大，丢下7600名尸体，不得不撤离战场。瑞典骑兵，也可能是当地的贫民，为寻求报复，在帝国军队撤退过程中杀了更多的士兵，同时，瑞典人还在战场上活捉了6000名战俘。后来，战俘人数又有所增加。这些战俘逐渐地又加入到瑞典军队的行列中。会战中，瑞典兵阵亡1500人，萨克森人阵亡3000人。



　　在这次会战，古斯塔夫的步兵线式战术，以及其骑兵不是依赖手枪进行射击而是持刀进行冲击的骑兵战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会战中，古斯塔夫将瑞典军队部署成两线，以形成一个预备队用来保护军队的翼侧，这一点与古代的西庇阿和恺撒对自己军队部署中第二线部队的使用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说明，传统的方法仍具有传统的功效。



　　提利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部署了3.4万名将士，最后只剩1.3万人。战后，他率领这些剩余人员向西撤退，渡过了威悉河(德意志北部一河名)。而古斯塔夫在会战中给对方造成了60%还多的伤亡，战后又招募了超过自己伤亡人数的俘虏兵入伍。可以说，他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战术上的成就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许多新教徒公爵们都愿与他结成联盟，这一方面是被古斯塔夫的成就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可能慑于古斯塔夫的莫大威力。古斯塔夫将这些公爵们的军队改造成自己的军队，为己所用，同时，占领他们的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以养活他迅速膨胀的军队。为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古斯塔夫很快就又开始扩大自己的战争基地，即将这些地区变为由自己军队驻守，同时还可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地区，以养活自己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削弱罗马帝国可以征兵和维持军队给养的地盘。这种稳步占领领地的持久战略方针，既可保证实现政治目标，又可以在军事上起到与敌争夺后勤补给资源的战略效果。从这一点上看，古斯塔夫的战略与当年英格兰人征服威尔士的战略，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英法百年战争最后一阶段推行的持久战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在规模上和实施的速度上稍有不同。



　　如果古斯塔夫能够坚持他在前12月中采用的保守型政策，那么，他就可以充分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沿威悉河西岸不断扩大自己领地，全面征服威悉河与荷兰边境线之间的这片领地。这一目标将是他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以较大的军队伤亡代价夺取的战术胜利的最好回报。这也是与他早期制定的不进占过多的领地，以免超出自己的征服、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实际能力的战略方针相一致的。这种稳步的进展，可以充分保证所占领地的范围与自己能用于控制领地的兵力相匹配。



　　然而，古斯塔夫国王被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扩大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将威悉河以西的这片领地留给自己的部下去征服，自己则向南进至美因河畔，沿路占领土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征募新兵。与此同时，萨克森的军队进占西里西亚，并向波希米亚推进。古斯塔夫则又计划向西推进，沿美因河而下至莱茵河河畔。除了要控制这一大片领地外，古斯塔夫还想以此吸引提利离开他所撤至的威悉河西岸，以使瑞典军队能尽快征服那片国土。



　　提利通过争取了一些要塞守军加入自己军队，同时又征召了一些新兵，这样，又组建了一支有2.5万士兵的军队。他在古斯塔夫的吸引下，会同另一支罗马帝国军队到达美因河附近。此时，他的军队人数至少有4万人。一向谨慎的古斯塔夫被提利庞大的军队规模所吓，未敢靠近提利。而提利则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士气较低落，生活给养和武器装备供应不足，因而，也未再继续靠近瑞典军队，而向西去威胁纽伦堡，希望能迫使古斯塔夫不再沿美因河而下。纽伦堡是一座很坚固的城市，提利的部队是不可能夺占的。然而，提利率领的这支死而复生的、长生鸟似的军队对纽伦堡的威胁行动，反而清楚地显示出过于乐观的古斯塔夫，其此时的企图远超出了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胜利所能带来的效果。他现在要去的不是威悉河西岸，而是向南到美因河畔。他已经偏离了他自己以前的政策，即军队每到一片地方，必须在巩固了以后再进占新的一片领地，部队所进占的地区不能超出自己可以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以达到稳定控制的能力。古斯塔夫在战略上的这一变动，导致了其兵力相对于所占地域空间的比率低于他想保持的标准。因此，他新占的沿美因河以及河南岸的一大片领地，就很难以有效进行防卫。虽然古斯塔夫依然奉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他扩展得太快，大大降低了他对所占地盘实际的控制效果，因此，如果说他还没有超出持久战战略的界线的话，那他实际上也已经接近了袭击战的战略。



　　就在提利向东去威胁纽伦堡的同时，古斯塔夫国王又开始了他沿美因河而下计划，夺占了不少富裕的城市，从而，大大地补足了他的军队，“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和平。他们(瑞典军队)因此有了充足的谷物、美酒、水果、金子、银子、珠宝，以及其他可以想像得到的各种财富。”当部队到达莱茵河畔后，古斯塔夫就开始巩固他所占领的河岸这片富饶的地方，同时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并计划征召21万士兵，以准备1632年的战役，保证有足够的兵力进占巴伐利亚，而后再向维也纳推进，此外，还要保持有6个野战兵团。然而，古斯塔夫过高估计了他所占领地的资源，所征召的士兵人数没超过140000。不过，古斯塔夫成功地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他的这支140000名士兵的大军中，瑞典人只占13000。对于这些非瑞典士兵的生活给养所需要的钱，极大部分来源于在德意志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尽管，古斯塔夫实际征召的人数还未达到预定计划人数，但这也远超出了古斯塔夫自己的供养能力。[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56页。]




古斯塔夫对付华伦斯坦：后勤战略和作战战略




　　在古斯塔夫搜集人力资源扩军的同时，华伦斯坦也在积极征兵。这就使得德意志的兵源趋于枯竭。瑞典人的突然到来，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威胁，教皇于是召回许多以前有所成就的军事签约人，华伦斯坦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632年初，在波希米亚筹建了一支军队。他尽量使自己的征兵工作范围不波及到布拉格城。萨克森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正在消耗着敌人的资源而过冬。华伦斯坦因为担心萨克森再一次变为中立，因此，尽量小心地避免与正占领着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城的萨克森军队发生冲突。古斯塔夫，尽管知道华伦斯坦已筹建起了一支新的军队，也清楚华伦斯坦对萨克森人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发起了春季战役，旨在扩大自己在德意志南部的根据地，将根据地范围扩大至多瑙河甚至巴伐利亚附近。3月下旬，古斯塔夫国王进至多瑙河附近，很快就控制了多瑙河从乌尔姆到多纳维茨河段，将自己的控制范围推进至忠实的天主教国——巴伐利亚的边境线，即莱希河的附近。这条河在春天雪化时，河水较深，水流也较急。



　　古斯塔夫在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为自己招来了一些新的盟友，开辟了新的战场。古斯塔夫让萨克森军队向波希米亚地区扩张，进展较为顺利，已突入其首府布拉格城。然而，他自己的部下在将自己最初的根据地向西推进至荷兰边境线的努力却未获成功，遇到了罗马帝国的一位英勇善战的杰出指挥官巴本海姆伯爵的有效抵抗。古斯塔夫在美因河和多瑙河附近已占领了许多城市。他向德意志东部和南部的快步推进，本来也可以建立起类似于北部的那种稳固而可靠的战争基地，然而，古斯塔夫现在并不打算就地巩固阵地，还想侵占巴伐利亚。对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侵占行动只能是一种袭击，而且，华伦斯坦在巴伐利亚新组建的军队给此行动笼罩了一种不祥的阴影。但就是这样，古斯塔夫还是实施了侵占巴伐利亚的战役计划。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古斯塔夫展示了其综合的机动诱敌技术，以及集中兵力攻击敌之弱点的战法，顺利渡过了一条不容易渡涉且有敌严密防御的河流。



　　提利已经拆毁了莱希河上的所有桥梁，转移走了所有的船只，并在河对岸部署了与古斯塔夫部队实力相当的兵力防守，但是，古斯塔夫还是想横渡此河。他在河道的非真正渡涉地点进行炮火袭击以欺骗敌人，而在真正的渡涉点上以火药烟雾和焚烧稻草发出的烟雾做掩护，让部队通过一座预先搭好的浮桥渡过莱希河，并在己方炮兵火力的掩护下，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桥头堡。莱希河对岸有一片森林，加农炮弹打在树上，击落了许多树枝，砸伤了不少提利部队的士兵。这实际上增大了瑞典炮兵的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应用战术欺骗，有效地保证了部队顺利渡过防范严密的河流，同时，在预先选定的敌防御弱点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进行了成功的攻击。



　　在渡河战斗中，由于敌军统帅提利身负重伤，其部队撤离了战场。古斯塔夫率部队渡过莱希河后，便在巴伐利亚开始了军队有组织的抢劫行动。在政治上，古斯塔夫想以此相要挟，迫使对方妥协；在军事上，他想通过抢劫行动，与敌在这片至今战争尚未触及的、富饶的领地上争夺资源。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号召他的臣民与入侵者展开搏斗。然而，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却打开城门迎接瑞典军队进城。其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围困，另一方面，则担心要承担巨额的战争特别税而带来的经济洗劫。古斯塔夫入侵巴伐利亚，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充实了自己军队，削弱了选帝侯的资源。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华伦斯坦率军开赴萨克森领地以阻止萨克森选帝侯与瑞典人的联盟。



　　对政治较敏感的华伦斯坦，在萨克森领地内一直是小心行事。后来，自己筹建起军队后，仍然是将自己的作战目标定在重新夺回布拉格城，将萨克森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然而，华伦斯坦是一位杰出的组织管理人才，自17世纪初起便开始服兵役，后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军队服役。他在与古斯塔夫作战中，也展示了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也是一位难得的战略家。华伦斯坦的个不高，身材微瘦，红头发，性情孤僻，作风专横。他那能支配周围一切的气度，能够很好地鼓舞部队士气，振奋官兵精神。罗马帝国军队的这位新指挥官，将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古斯塔夫国王的强劲对手。



　　正当古斯塔夫为寻求保护萨克森军队，而率军袭击巴伐利亚，旨在吸引华伦斯坦南下保护巴伐利亚时，华伦斯坦也在想通过威胁萨克森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最后，华伦斯坦的诱敌计划得以实现，古斯塔夫率领他的一半人马前来与萨克森军队联合。然而，极其精明的华伦斯坦立即率军南下，企图阻止古斯塔夫与萨克森军队的会合。古斯塔夫赶到纽伦堡时，得知可怕的华伦斯坦正率军南下，可能寻求会战时，他便开始仿造自己以前曾用堑壕工事成功地阻挡了提利军队前进的做法，在纽伦堡外围挖掘堑壕、构筑工事，同时调威悉河以外的瑞典军队和驻在莱茵河、多瑙河的瑞典军队前来增援。在6月下旬，华伦斯坦联合了提利的老部队，共4.8万素质参差不齐的官兵，向纽伦堡接近，急切寻求会战。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古斯塔夫的2万名官兵，在城外已挖掘好了堑壕工事。



　　古斯塔夫，这位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者，突然发现只有他自己部队在纽伦堡组织防御，他的萨克森盟军已被赶出了波希米亚。他在威悉河以西的战役行动陷入了困境，遇到了巴本海姆部队的坚决抵抗。由于自己在纽伦堡对付华伦斯坦，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巩固所占领地的行动也迟滞不前。如果，华伦斯坦令其大规模的强大军队去进攻古斯塔夫在纽伦堡外围修筑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阵地，那么，进攻不仅要失败，而且，瑞典军队的胜利又将使古斯塔夫夺回战场主动权。然而，正如提利在沃奔表现的那样，谨慎的华伦斯坦也不愿进攻瑞典军队的工事阵地。



　　华伦斯坦，这位足智多谋的罗马帝国指挥官，放弃了实施交战的机会，而改用剥夺其后勤资源的战略方针，以通过饥饿迫使古斯塔夫的军队投降。华伦斯坦凭借其众多的人马，依托自己所占的纽伦堡附近的一些小城镇，控制了纽伦堡城东面、南面和北面的大片领土。他在距古斯塔夫军队7英里外的一条小河边修筑工事，构筑阵地，坚信只要断绝瑞典军队的后勤供应，古斯塔夫就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向已构筑好工事的华伦斯坦防御军队发起进攻；要么乖乖地撤退，从此名声扫地。就在华伦斯坦精心准备战场的同时，古斯塔夫也在从其他地方调集自己的部队前来应战。在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赶来之前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两方的军队都在抢劫粮草，同时破坏对方的搜集粮草行动，等待着将对方饿出战场。然而，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相比之下，华伦斯坦的大规模军队抢劫的范围更远些，生活也相对好些。当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聚集到一定距离上时，古斯塔夫命令他们在向自己靠拢过程中沿路进行抢劫，大量毁坏华伦斯坦的后勤供应。8月中旬，古斯塔夫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有近3万人，这样，古斯塔夫的军队总数达到4.5万人。



　　然而，军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明显地改善古斯塔夫的艰难处境。瑞典军队并没有主动从华伦斯坦军队的背后向其挑战，倒是华伦斯坦希望古斯塔夫的军队去攻击自己构筑有良好堑壕工事的阵地。当然，古斯塔夫国王应该放弃进攻对方，而仍然以饥饿困死对方。然而，当华伦斯坦主动将自己的部队从西侧的阵地撤回东侧，以引诱对方攻击自己强固的阵地时，一名愚蠢的瑞典侦察兵报告说，罗马帝国军队在组织撤退了。古斯塔夫信以为真，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向华伦斯坦的东北侧阵地发起攻击。华伦斯坦的部队撤退是假，将人员调回后面的阵地进行防御是真，因此，帝国军队仅以伤亡600人的代价就挡住了瑞典军队的攻击，而瑞典军队的伤亡则高达2400人。



　　8月底，瑞典军队的这次小小攻击行动的失败，标志着瑞典军队全面撤退时间的到来，当然，瑞典军队的撤退并不是由这次攻击行动的失败所造成的。瑞典军队的人数是罗马帝国军队人数的两倍，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最后发挥了作用，而且效果良好。到9月初，有1万名瑞典士兵离开了部队，6000匹战马被饿死。9月8日，古斯塔夫开始撤离战场，此时他的骑兵已从1.6万名下降到4000名，步兵连的平均人数由原来的150人下降到57人。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给瑞典军队造成的损失相当于一次重大的战斗失败带来的损失。这位既是商人，又是军人的帝国将军，却很好地安排了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因此，在整个战役中，其军队的损失较小。



　　当这两支大军相互撤离之后，双方指挥官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只知道离开纽伦堡这一资源匮乏的地区。古斯塔夫率军向南行进，最后决定回到多瑙河地区，以完成巩固这一地区，准备1633年的战役。同时，为保护萨克森，他向巴伐利亚又发起一次佯攻，并将攻击方向直指维也纳。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华伦斯坦最后决定向萨克森开进。他认为，萨克森是部队进行冬季休整的好地方。另外，他还想在与巴本海姆伯爵会合后，去威胁萨克森的领地和古斯塔夫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效果的诱骗计划，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想利用袭击的攻势效果，去袭击对方的战争基地，以迫使对方实施防守。双方都在比着使用诱骗战术，一方是在威胁德意志北部地区和萨克森领地，另一方是在威逼巴伐利亚。相比之下，华伦斯坦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瑞典古斯塔夫国王对自己在北部精心创建的根据地受到威胁而感到极大的焦虑。他知道，如果萨克森的领地遭到蹂躏，萨克森选帝侯就很可能退出战争，相反，巴伐利亚是天主教联盟的中坚力量，将会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



　　古斯塔夫以其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自己军队向北行军，目标是保护萨克森领地，同时掩护自己整个北部地区的根据地，免遭华伦斯坦及其下级指挥官——巴本海姆军队的侵占。巴本海姆是一位相当能干且精力充沛的将军，是他，阻止了瑞典军队征服威悉河和荷兰边境线之间的大片领土。由于考虑到敌人会封锁通往萨克森领地的山间通道，古斯塔夫国王率领军队以平均每天22英里的速度，在17天内走完了380英里的路程，顺利穿过了通道。在这种高强度的急行军中，瑞典军队的非战斗减员很少。这不能不说明瑞典军队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官兵们士气高昂，能吃苦耐劳。



　　10月底，瑞典军队到达了萨勒河附近的纳姆堡，并夺取了这个防范不严的小城，赶在华伦斯坦的援军到来之前，渡过了萨勒河。此时，古斯塔夫既不知道华伦斯坦的军队在哪，也不清楚萨克森盟军的位置，就开始在纳姆堡外围挖壕修筑工事阵地了，就像自己在沃奔和纽伦堡所做的一样。当华伦斯坦侦察到古斯塔夫军队已构筑了坚固阵地后，他不仅不考虑向瑞典军队发起攻击，而且还错误地认为，眼下已经是11月初，天气寒冷，古斯塔夫是要在纳姆堡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了。因此，华伦斯坦也计划将自己的军队放在萨克森领地进行冬季休整，同时考虑实施后勤资源抢夺战略，也像在纽伦堡那样控制大面积的国土，控制军队的后勤资源供应。于是，华伦斯坦将自己的军队分散到各地，以实施后勤资源争夺战，自己呆在莱比锡以南的一个叫吕岑的地方，派巴本海姆将军带大部人马去20英里以外的哈雷城。



　　然而，华伦斯坦错误判断了古斯塔夫的意图。当古斯塔夫国王得知华伦斯坦已将自己军队分散到各地后，他立即率领部队赶赴华伦斯坦所在的吕岑。此时，华伦斯坦意识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瑞典军队就将与萨克森军队会合，而且自己也不想放弃目前正处于这两支敌人军队之间的中间阵地，不想失去与奥地利以及与巴本海姆军队间的联系，因此，他决定实施一次防御作战。因为，他相信，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肯定会首先向自己发起进攻。



　　身患中风的华伦斯坦被用椅子抬到战场上，指挥部队尽最大可能利用这片平坦的地形。他使自己的部署左翼紧挨一个村庄，将炮兵配置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保证炮兵火力能打到部队的整个正面。部队部署的右翼有一条几乎构不成障碍的小溪作屏护。骑兵配置在右翼。在部队的正面前方有一条道路，他令士兵在路两侧各挖一条壕沟。靠近瑞典军队一侧的壕沟，将挖出的松土堆在敌方，这样，他的滑膛枪手就可以站在渠里进行射击，前面有一垛胸墙挡着。在路内侧的壕沟挖得深些，挖出的松土堆在内侧，这样，又筑起了一道胸墙，胸墙的前面还有一壕沟作掩护，滑膛枪手们可以躲在胸墙后面，越过站在前面一条渠里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除了进行这些常规性准备之外，华伦斯坦还灵活地采用小编组战斗队形，每个编组队形的纵深不超过10列，并将这些小型战斗编组作两线部署。骑兵队形的纵深更浅，华伦斯坦指示他们像瑞典骑兵那样实施冲击行动。另外，他还按照瑞典人的模式，让滑膛枪兵以火力支援骑兵的冲击行动，以几门轻便小炮支援步兵作战。经过这一番精心准备后，华伦斯坦就等着古斯塔夫军队的进攻。然而，他更焦急的是等待著名的巴本海姆将军率领3000名骑兵从哈雷赶来支援自己的战斗。



　　瑞典军队赶到华伦斯坦军队的阵地前面已是近黄昏，古斯塔夫便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准备在第二天一早就抵近华伦斯坦的部队，赶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进行决战。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华伦斯坦的部队大约有1.6万人，有一半是骑兵；瑞典军队大约有1.9万人，1/3是骑兵。瑞典军队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传统阵形，骑兵部署在两翼，最好的骑兵部署在右翼。古斯塔夫国王准备让右翼优秀的骑兵先冲击华伦斯坦军队暴露的左翼，得手后再从翼侧和侧后攻击敌步兵。






作战略图4.5吕岑会战的作战部署与作战经过



　　然而，第二天早上有大雾，瑞典军队将攻击时间推迟到11点。正当其骑兵击败了帝国军队的骑兵，转而准备去攻击敌步兵时，巴本海姆将军的援兵赶到了，挡住了这一关键性的骑兵冲击势头。同时，瑞典步兵在古斯塔夫国王的率领下也发起了攻击，一发滑膛枪弹击中了古斯塔夫国王的胳膊，但他仍率众击败了守在渠里的敌滑膛枪兵，在左翼骑兵的协助下，与第一线的罗马帝国部队主力展开了拉锯战。在双方骑兵战斗中，一发加农炮弹将巴本海姆将军击成重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因此，瑞典军队右翼的骑兵部队再一次扭转了战场不利态势。正当瑞典骑兵乘胜攻击，开始向华伦斯坦的步兵发起攻击时，天又降大雾，战斗实际上又停了下来。华伦斯坦利用这一战斗间隙，将自己手头剩余的骑兵调遣到左翼，同时派遣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官——奥塔沃·皮克勒米尼接替巴本海姆将军的指挥。当雾散了以后，华伦斯坦左翼的骑兵在古斯塔夫国王阵亡消息的鼓舞下，在皮克勒米尼强有力的指挥下，再一次改变了左翼的不利态势。皮克勒米尼将军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曾6次中弹受伤，曾有5匹马在他的胯下战死在战场上，后来成长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和总司令官。



　　眼看华伦斯坦通过成功地组织防御，似乎要赢得此次会战胜利了。然而，瑞典士兵为了替死去的国王报仇雪恨，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行动，最终在左翼赢得了胜利，占领了吕岑村以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缴获了帝国军队的火炮，同时还占领了帝国军队最坚固的一段阵地。尽管太阳已经落山，华伦斯坦的防线依然完好，但是，意志消沉的华伦斯坦决心组织部队撤退。在自己骑兵以及新到来的巴本海姆将军的步兵掩护下，华伦斯坦部队在撤退中没遇到什么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意志坚定的指挥官，那么，他很可能会坚守阵地，最后夺取吕岑会战的胜利。瑞典军队此时已丧失了1/3的战斗力，无力实施追击，即便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损失也不下于这个比率。如果说，此次会战有什么战术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带来了重要的战略结局。华伦斯坦因此决定撤到波希米亚，将萨克森领地留给了瑞典人，撤走了对德意志北部瑞典人根据地的威胁。不久，华伦斯坦被刺杀，从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的影响




　　虽然，古斯塔夫战死在疆场，但是，他的战术改革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随着华伦斯坦吸收了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基本原则的绝大部分内容，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传遍了整个西欧。古斯塔夫对骑兵条令所进行的修改，强调骑兵与其他骑兵作战时的突击动作，成为了一种标准行动。虽然绝大多数欧洲骑兵在手枪的使用上比古斯塔夫所认可的程度要更广泛得多，但是，这种条令的修正只是使现有的骑兵恢复了其真正的多功能性。这种多功能性已经在16世纪后半叶的法兰西骑兵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古斯塔夫变革中最长久的影响就是使步兵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步兵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要力量。



　　瑞士人将长矛兵布设为密集方阵，使得瑞士步兵能够有效抵挡骑兵从任何方向的冲击。而且，瑞士军队训练有素，富有攻击性，因而，瑞士长矛方阵在战场上具有进攻能力。最初，轻步兵在瑞士步兵战术体系中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因为有了瑞士长矛方阵这种无懈可击的方阵出现，轻步兵才能够有机会在重骑兵主宰的战场上有所作为。最早的时候，轻步兵仅局限于在防御会战中担负防御任务。比如，在英军战术体系中，英国人就通常把他们的长弓兵配置在自然障碍物后面进行作战。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瑞士重步兵，它与下马作战的英军重骑兵不同，能够在战场上实施机动。这就使得轻步兵可在长矛兵的掩护下，参与各种作战行动，而不必过于依赖障碍物进行防御。



　　于是，瑞士步兵便成了一种通用的模式。然而，与此同时，以十字弓弩兵和火绳枪兵也就逐渐地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其他长矛兵通常不像瑞士兵那样训练有素，往往缺乏凝聚力和进取精神，因此，并不真正具备瑞士长矛方阵所具有的战场机动能力。轻步兵自身具有进攻性的要素，他们部署成散兵，向敌人的长矛兵进行射击，而且，如果轻步兵能够得到掩护，他们甚至能杀伤骑兵。火绳枪特别是滑膛枪的威力越来越大，就使得步兵对全副装甲的士兵和他们的马匹构成了威胁。新骑兵及其用手枪对长矛兵进行攻击的发展增强了滑膛枪手的重要性，当时，滑膛枪手已经被认为在保护重步兵免受骑兵的手枪攻击时是必不可少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开始起到了长弓手在与土耳其轻骑兵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战争中相同的作用。



　　16世纪的兵力系统也使轻步兵的进攻价值更显突出。在每次战役之后照例遣散雇佣军队常常使长矛兵无法得到训练，以及无法获得瑞士社团系统给予其部队的凝聚力。但是，同样这个兵力系统并没有对轻步兵的价值产生影响，轻步兵在传统上是作为单兵作战的，它们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的技能和进取心，除非它们为了寻求长矛队形的保护而加入长矛队形以及帮助抵抗骑兵的冲锋。不管怎样，当滑膛枪手射击时，他们完成的是一种单兵动作，要求最好有一个松散的队形。参加过几次战役之后，经验丰富的职业轻步兵将会获得散兵作战和射击的技能。但是，具有同样经历的长矛兵，由于他们常常与不熟悉的同胞一起服役，所以，它们并不能展示出与依靠协同的战术所具有的相同效能。



　　因而，各国军队中轻步兵的比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兵力系统对其技能发展的阻力要比重步兵的小。与此同时，轻步兵也剥夺了训练不力的长矛兵的很多进攻潜能。德意志骑兵的出现提高了轻步兵的重要性，这不是仅仅因为轻步兵在保护长矛兵免受骑兵手枪攻击时的作用，而是因为德意志骑兵为了使用手枪，已经放弃了长矛而采用马刀作为其突击武器。由于长矛兵不再需要面对老式长矛轻骑兵的冲锋，长矛兵也就失去了一些重要性，因为德意志骑兵在对以长矛为武器的重步兵采取突击动作时缺乏同样的威力。骑兵之间相互作战的手枪战术的发展也降低了骑兵的能力，也减小了骑兵对一线长矛兵发动一次强有力和危险的冲锋的倾向。因而，这不仅使轻步兵变得在保护重步兵免受手枪射击时至关重要，而且当更弱小的骑兵进行攻击时，只需要比例更小的长矛兵来对骑兵进行抵抗。到17世纪时，这两种武器已经成为完全的合作伙伴，它们的作用有着相同的声望，而且在数量上也相当。古斯塔夫试图通过训练和条令使长矛兵重新恢复它们过去的进攻能力，但是，随着他的军队不久开始包含大量的德意志雇佣军，他的新会战条令中的这一部分未能坚持下去。



　　付给两种武器系统工资的变化也反映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相对的战术价值和表现质量上的变化。在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长矛兵的工资待遇要稍好于火绳枪手或滑膛枪手的待遇，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枪手的工资已经接近长矛兵的两倍。华伦斯坦早就抱怨说，最差的新兵成为长矛兵，而工资和战术期望则反映了这种发展。



　　因而，莫里斯和古斯塔夫的变化与一个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相吻合。古斯塔夫的变化进一步地使轻步兵的作用更加突出，主要是通过使轻步兵在抵抗骑兵的攻击中担当主要的角色。通过给所有的手枪手装备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并且提供齐射火力，这使他们能将火力集中于关键的时刻，滑膛枪手并不是仅仅躲避在长矛之后，他们能够成为击退骑兵冲锋的伙伴。通过采用一种线式队形，莫里斯和古斯塔夫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引进瑞士方阵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如果长矛兵最初需要一个50行乘50列的方阵去抵抗装备有长矛、全铠甲的老式骑兵进行的坚决和熟练的攻击，那么，为了击败部分着铠甲的骑兵使用马刀进行攻击的冲锋，他们几乎不需要这样的纵深。只有5列或6列纵深的线式队形能够同样很好地抵抗这样的猛攻。甚至是长矛兵所使用的长矛也变得更短了，只是因为它不再需要比轻骑兵的长矛更长。浅纵深队形使节省人员成为可能，也使在会战中使用两个横队变得相当容易，因而也就在军队的会战队形中建立起了预备队。



　　绝大多数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在西班牙系统里，包括队形更小以及提高了轻步兵与重步兵之间的协同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古斯塔夫的改革传播得很快，虽然古斯塔夫新的骑兵条令中强调骑兵实施强劲的冲锋提高了骑兵的突击力量，但是，这些改革的作用依然很好。纵深更浅的长矛队形在来自滑膛枪手齐射火力的支援下，不仅拥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去抵抗以马刀为武器的重骑兵的坚决的冲锋，而且甚至能抵抗古斯塔夫的步兵已经成功地面对过的波兰长矛骑兵的冲锋。古斯塔夫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与古罗马军队相同的战术系统，在新战术系统中，编有两个横队，并需要对滑膛枪手齐射进行训练，也需要对第二个横队执行预备队任务进行训练，保证有良好的运动秩序。但是，新的队形排列比古罗马的队形具有更大的多功能性，因为新队形中有50%的轻步兵，使新队形能抵抗由手枪兵进行的帕提亚式攻击以及由哥特骑兵进行的冲锋。



　　古斯塔夫的古罗马式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缺陷：缺乏瑞士方阵所固有的由队形提供的全方位保护。一个只有5列纵深的横队只能面向一个方向，意味着这种横队有易于遭到攻击的翼侧和一个易遭到袭击的后方。在这方面，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时的队形毫无区别，而且，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的队形一样，编有第二个横队的力量去支援第一个横队。而新队形的纪律、训练和连贯性是完全比得上古罗马队形的，这提供了另一种用于保护翼侧和后方的资源。新的战术队形的第二个不足在于缺乏在采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线式队形时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尽管瑞士方阵能够以一种彼此相互支援的关系向前机动而不必考虑将它们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直线，因为它们各自掩护着自己的翼侧，而一个线式队形则不得不将各自的队形与其他队形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另外，每支部队只有6列纵深而却有由100或更多人组成的正面，这使自己队形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线时有一些困难，而这样的问题在只有其一半正面的方阵中是从未遇到过的。而且，将队形的正面很好地保持成一条直线对滑膛枪手特别重要，当滑膛枪手进行齐射时，如果他们不是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将有可能造成误伤。



　　横队的机动能力不足已经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当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通过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机动去攻击斯巴达人的横队时，已经展示了一个方阵所具有有优势机动能力。后来，苏格兰人和瑞士人经常向世人展示他们士兵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机动能力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上的损失，因为未经训练的三十年战争的长矛兵并不能利用密集队形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即使提利的老兵们在布赖腾费尔德笨重地机动，而训练有素的瑞士人在机动能力上只与他们相当。



　　古斯塔夫通过给每名轻步兵提供一枝滑膛枪而明显地提高了火力，但是，他试图增强火炮作用的努力却收效甚微。他的能够在会战中机动的轻型火炮仍然不足以在进攻中提供许多支援。火炮更多的机动能力使其更易于在行军中跟上陆军的行军步伐，也使其具有更大的保证去成为作战组成成份。然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火炮的改进继续有利于防御，因为，进行防御的横队拥有火炮增加的火力，而实施进攻的横队却通常没有这种增加的火力。线式系统的采用确实降低了火炮对步兵的杀伤力，因为一枚炮弹只能穿过6列纵深。但是，这提高了横向射击火力的价值。指挥官们像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中那样设法将他们的火炮配置在队形翼侧，火炮从翼侧能向敌人的横队射击或使炮弹经对角线穿过敌方的线式队形。骑兵排列成一种线式队形进行突击行作，而不是以一种纵深队形利用手枪进行半旋转动作，使骑兵获得了一些免受远程火炮火力毁伤的保护，但骑兵仍然易于遭到横向射击火力的杀伤。



　　火炮通过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更大的效能。在平坦地形上，一枚以小角度着地的炮弹将产生跳弹，以一种小石片在水面上跳跃的方式沿地面跳跃。跳弹火力增强了炮弹对部队的威胁，因为它们通常在人脑以下的高度上跳跃，而且，尽管由于炮弹与地面进行了接触而降低了速度，但跳弹对于人员和马匹来说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在进攻中跳弹火力增加了火炮的效能，它提供了一种更强有力的手段以在猛攻之前对敌方的会战队形进行攻击。但是，一旦己方部队开始了突击行动，火炮除非能伴随攻击部队前进，否则，火炮通常将停止射击，因为它们害怕命中己方的突击士兵。



　　火炮使力量基本上很强大、但战术机动能力不足的轻步兵得以继续存在。火炮的机动能力足以进入战场和参加会战，但火炮仍然缺乏使用便携式投射武器的轻步兵的机动力特点。火炮在会战中的作用类似于仅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的英国长弓手。但是在围城作战中，火炮对进攻和防御方都起着主要的作用，火炮射程远，无论是炮弹还是霰弹，其威力都使火炮具有令人生畏的多种用途，并能造成不可逾越的界线。使用投射武器进行较微弱打击的传统已经随着滑膛枪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火炮的威力使滑膛枪、长矛和剑都相形见绌。



　　尽管古斯塔夫的变革在整个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遭到一些削弱，但是，所有国家的军队最终都采纳了牺牲全方位防御的两个横队会战队形和长矛兵横队。但是，线式队形使得两个横队能够在很大的宽度上形成一个基本上连续不断的正面，这个正面的宽度与以前由一排老式纵深队形掩护的宽度相当。在长矛队形中通过较大的纵深形成的全方位防御，或者是需要一个较短的横队，或者是需要一个部队之间留有间隙地的横队，短横队易于被敌人使用浅纵深线式队形包围和迂回翼侧，而部队之间留下的间隙地太大，以至于几乎无法拦截敌人骑兵或甚至是敌人步兵队形从中通过。因而，使用排列成两个横队的更小队形去提供一个预备队，也同样使其具备了线式部署思想。



　　随着该系统在17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向前发展，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滑膛枪手甚至占据了比长矛兵更有利的优势地位。更慢速燃烧火药的广泛使用，使爆炸装药能给弹丸提供更持久的推动力，并且大多数滑膛枪使用了长枪管，增加了枪弹速度。尽管火绳枪仍然是不可靠的，并且射速很少超过每分钟一发，但是，其强大的威力及其在250码距离上的杀伤力意味着滑膛枪手在保护他们自己免受骑兵的攻击时很少需要长矛兵的帮助。火力重要性的提高也要求采用一种每个滑膛枪手都能利用其滑膛枪进行射击的线式队形。



　　即使将军们趋向于继续同意长矛兵基本上具有防御的作用，而古斯塔夫的战术方法已经在需求上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求轻步兵采取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实现的统一和协调的行动。与他们通常作为散兵以及传统上依赖于个人技能和主动性所不同的是，使用轻步兵排成一列进行齐射，需要他们一同前进并保持他们相互之间的间隔和距离，而且他们要以同样的速度装弹和按命令射击。即使指挥官们已经使他们自己同意轻步兵具有防御的作用，在很多方面与他们的长矛兵一样，而依赖于齐射进行防御使轻步兵的训练极为重要。新的战术使一支未经训练的部队在面对一个经过充分训练的对手时，将会置于非常严重的战术不利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越来越强调提高步兵的火力。各国军队在忽视古斯塔夫使长矛兵恢复进攻机动能力的思想的情况下，寻求通过数量更多和训练更有素的滑膛枪手来达成进攻以及防御力量。因而，长矛兵的比例下降了，比例一直降低至整个步兵的1／4。步兵之间的会战趋向于变成轻步兵使用投射武器但排列成横队的搏斗，很像波斯人弓箭手相互搏斗一样。



　　标准的步兵部队已经变成了营，通常约为600或700多人，营在排列队形时将长矛兵聚集在中央，滑膛枪手排列在两翼，都是5列纵深。如果敌人骑兵的冲锋很有威胁而使营的滑膛枪手处于危险之中，长矛兵就形成一个方阵，一些滑膛枪手就躲避在方阵中间，而剩余的滑膛枪手则配置在长矛兵之间以使用他们的火力去协助长矛兵对骑兵进行防御。队形的稳固和滑膛枪手的火力使得长矛兵的浅纵深横队能够击退装备有马刀的骑兵的冲锋。



　　但是，营常用的队形远不够紧凑，因为，给火绳枪安装正在燃烧的火绳要求火绳枪手之间至少有1码的间隔。为了与敌方的步兵交战，只有5列纵深和多达150人排成一列的营，慢慢地向前移动，仔细地保持其队形成一条直线，直至距敌人不到100码的距离。尔后，交战双方的滑膛枪手开始互相射击，或者是每列发射一次齐射并撤到后面去再装填，或者是所有的列从横队不同的部分向前机动，分散开进行射击，尔后撤退回他们原来的位置进行再装填，而同时另一组人机动出去进行射击。由于士兵只能在直立着时才能完成滑膛枪复杂的再装填程序，双方部队都成为精度不高但是威力很大的滑膛枪的绝好目标，除非像华伦斯坦在吕岑的做法那样，为滑膛枪手提供胸墙保护的一方将具有优势。当一方开始溃逃时，双方的交战就结束了，数量很小的长矛兵除了作为对付骑兵冲锋的保护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由于作战只限于轻步兵的投射武器，即使滑膛枪手携带着剑，会战在理论上从没有涉及到敌对双方步兵的突击动作，而在实践上也很少涉及到。



　　尽管线式系统拥有规模更小以及机动力可能更强的部队，但线式系统并没有向步兵提供更多的机动力。将军们对于缓慢地机动和仔细地保持很长的正面成一条直线的要求并无什么应对的良策。古希腊的密集方阵和古罗马的军团在前进时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特别要注意防止在横队中有间隙。古罗马人最终还是留下了间隙，留下的间隙在第一个横队与敌人接触之前由第二个横队的步兵填补上。在一个持矛士兵或佩剑士兵横队中的间隙将产生会被敌人利用的翼侧，使敌人的重步兵利用间隙去进行穿插和攻击。17世纪末期的横队队形沿袭了古罗马人的做法，将营与营之间的间隔作为每个横队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古罗马人重步兵横队的使用方法所不同的是，17世纪的将军们并没有设法去填补队形中留下的间隙。因为他们轻步兵占据优势的部队并没有打算距敌人很近，将军们并不害怕间隙地所产生的内部翼侧。滑膛枪手无论如何能够使用他们的火力来掩护这些翼侧。



　　但是，17世纪末期的轻步兵横队有其自己的问题。在向前行军时并不能过度地扩大任何两个营之间的间隔，因为一个巨大的间隙将会产生一个薄弱的部位，使敌人能够集中3个营的火力来对付在前进期间失去了恰当间隔的两个营。另一个困难是轻步兵所特有的一个困难，其根源在于横队的编组上。除了其5列纵深之外，这个纵深与纵深更大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队形相比是浅薄的，训练进行射击的横队，不仅仅依靠每个士兵保持其在横列和纵行中的恰当位置，而且还需要士兵之间保持恰当的空间和距离，因为火绳枪的再装填和发射动作相当复杂和危险。因而，火绳枪手需要精确地保持他们的队形去完成他们的射击和再装填动作，并且防止火绳点燃每个士兵携带的火药，以及防止滑膛枪手们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战场上从一个紧凑的、变形的或紊乱的队形里射击时造成互相误伤的危险。



　　尽管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滑膛枪手们具有良好的纪律和很好的训练，但是军队除了营这种固定的组成成分之外缺乏许多的体系完整性。虽然营编制有约12个由上尉指挥的连，但这些连队从没有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过。射击纪律的要求、营自身成一条直线以及与其他营恰当地成一条直线，使连在会战中没有任何的战术价值，除非作为营的独立集团实施射击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营处于一种射击纪律要求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古罗马人需要独立的有机动能力的支队，并且几个世纪一直用第二个横队去填补第一个横队中的间隙地，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刺激因素去促使17世纪末期的横队形成这样的下级单位和有效的体系完整性，因为，连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将会打破正面的连续性，降低横队的火力，并且很容易会遮蔽横队的部分火力或者导致己方队形互相误伤。同样，虽然指挥官们经常组建特别旅，部队中也不存在比营级别更高的固定编制。将整个部队的正面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线式系统使营这种固定的下级单位没有任何的战术位置，也就不能更多地使用连这种编制的存在所固有的机动能力。由于营所辖连明显地不需要单独地行动或者由于不需要提供旅这种固定编制，新的陆军虽然像古罗马军队一样是线式的，但它却缺乏罗马军队的体系完整性，因而也就缺乏古罗马军队的机动力量以及在失去秩序时的适应力。



　　由于队形更加复杂和更易于被打乱以及需要协调更多数量的士兵，步兵缺乏瑞士方阵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展示出来的进攻行动的力量。尽管欧洲军队基本上用轻步兵取代了重步兵，但是，它们最终所处的战术地位与亚历山大和古罗马军队曾经所经历的地位完全相同。骑兵将不得不起到与古代相同的决定性作用。线式系统和营缺乏全方位防御能力使步兵特别易于遭到骑兵对其翼侧进行的攻击。而且，与古罗马重步兵所不同的是，滑膛枪手并不能保护自己躲避以马刀为武器的骑兵的突击动作。与古罗马人相比，他们缺乏那种体系完整性，这种体系完整性常常使古罗马人的重步兵能够实施规避动作以向敌方的重骑兵呈现一个正面，以及甚至像在法萨卢斯一样，能向企图攻击步兵翼侧的重骑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考虑到骑兵比步兵所具有的固有的武器系统优势，因为骑兵可以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以及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骑兵通过其所具有的更好的机动能力，能够利用步兵在其线式队形中越来越大的脆弱性。随着步兵的弱点更暴露于骑兵，而且很少能对敌人的步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17世纪末期的陆军中骑兵与步兵的比例要远高于古罗马军队的比例也就毫不奇怪了。



　　新的系统使骑马作战的士兵具有与他们处于亚历山大指挥下完全相同的作用。通常像古代时那样部署在翼侧，骑兵以击败敌方的骑兵作为其首要的目标，这一任务完成后，骑兵就像汉尼拔的骑兵在坎尼会战一样，目标是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对于完成这个任务而言，骑兵具有恰当的优势，因为其具有更大的机动力以及在实施攻击之前仔细排列队形的需求最小。如果进攻部队是指那些比他们马上就要作战的对手具有机动力优势和有能力毫不耽搁地投入作战行动的部队的话，那么，骑兵就完全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古斯塔夫的改革所带来的。以小跑速度进行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手们能够将他们的队形保持为3个横队，并能够随时改变方向，这使骑兵在击败了敌方的骑兵之后，能够立即使用他们的马刀向敌方滑膛枪手横队的翼侧或后方发起冲锋。任何指挥官如果尝试使用运动速度很慢、难于部署的步兵去实施这样攻击，都将会有诸如前进速度缓慢、耗费时间和棘手的攻击偏离方向的问题，使敌人的步兵有充裕的时间来改变其正面去对付攻击。骑兵更大的机动力和易于投入作战行动使其成为理想的进攻力量，也就是实施机动去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薄弱部位。



　　在骑兵对骑兵的作战中，依靠使用马刀实施冲锋突击动作的瑞典战术虽然影响了所有的欧洲骑兵部队，但是，这一战术并没有完全地取消骑兵对手枪的依赖，许多骑兵在向敌人的骑兵冲锋之前都要进行一次手枪齐射。骑兵通常将突击动作专门用于对付敌方的滑膛枪手，因为，如果骑兵也花费时间对敌人的滑膛枪手进行一次手枪射击，将会使骑兵暴露于步兵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的齐射火力之下。因而，绝大多数骑兵采用了使突击动作变得很便利的3个横队的浅纵深队形，但是，在骑兵与骑兵的交战中骑兵继续使用手枪，并且在向不受滑膛枪手保护的长矛兵进行冲锋时也依靠手枪作准备。



　　将军们也认识到骑兵作为武器系统，拥有决定会战胜负所需的进攻能力。与古代作战一样，步兵与步兵通常进行非决定性的作战，防御方有选择地形、充分利用自然障碍物优势，以及防御方不需要前进去攻打敌人，也就免除了由此而产生队形紊乱的困扰；骑兵与骑兵作战，双方都承担进攻任务，因为马匹的自然特性使骑兵不适宜在停顿中接受敌方的冲锋。由于骑兵不再使用长矛，加上战场上有大量的步兵部队存在，除了使用滑膛枪的骑手外，没有骑兵部队再下马作战。



　　1643年的劳克劳依会战很好地证明了骑兵的决定性作用。当时法兰西人在孔代亲王天才的儿子的指挥下，前去救援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劳克劳依要塞。西班牙的指挥官对他手下经验丰富的士兵在防御作战中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位西班牙指挥官部署其部队保护其围攻的队形。急于去作战的法兰西人向前移动，当法兰西人在白天花费了许多时间把他们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西班牙人在远距离上对他们进行炮击。交战双方的部队都编有两个步兵横队，骑兵配置在步兵的两翼，但是，法兰西人在他们的第二个横队之后又有一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作为一个有三次战役经验的老手，这位未来的孔代亲王当时只有21岁，在这次会战中展示出了所有的将使他成为当时杰出将领的特性。他的会战欲望、他的快速下定决心并且坚定执行决心的力量，以及他在逆境中的无所畏惧的行为都是他取得首次胜利的原因。亲自指挥着位于他右翼骑兵的孔代用一次技艺高超和猛烈的攻击揭开了这次会战的序幕，在这次会战行动中，传统上很优秀的法兰西骑兵打败了与他们对抗的西班牙骑兵部队。孔代使用部分骑兵去追赶被打败的敌方骑手，当他知道法军的左翼遭到失败之后，他将剩余的法兰西骑兵部队转而用于对付西班牙的步兵。



　　在法兰西人的左翼，法兰西的骑兵冲锋太快，遭到了敌人强劲的反冲锋，法兰西骑兵部队的马匹掉头就跑，使队形的行列发生了紊乱。西班牙的骑兵们打败了法兰西人左翼的骑兵之后，在西班牙右翼步兵部队的支援下，对法兰西的步兵发动攻击，并击败了法兰西的两个步兵横队。只是由于法兰西预备队的迅速行动才阻止了法军在左翼遭受全面失败，但是法兰西人的阵地仍然危急万分。孔代迅速看清了战场上的态势，立即率领他的骑兵绕过了西班牙步兵的后方，到达了法兰西横队的左翼，并从这里向获胜的西班牙骑兵的后方发起攻击，赶得西班牙骑兵在战场上仓皇溃逃。



　　在击败了所有的西班牙骑兵之后，孔代转而对付西班牙步兵，此时它们已经采取了用于抵抗骑兵的密集队形。孔代在首先派他的骑兵们向沉着的西班牙老兵们进行了徒劳的猛击之后，他接着使用他的火炮和滑膛枪在西班牙人的行列中打开了一个法兰西骑兵随后能够用冲锋的缺口。当法兰西人继续进行攻击，并没有意识到西班牙士兵正试图投降时，许多西班牙士兵被杀死了。西班牙的步兵遭受了巨大的死亡和被俘虏的损失。在会战结束之后，一位法兰西人问一位西班牙军官，“你们有多少人？”这位西班牙军官问答道：“把死去的和俘虏加起来的总数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马”。法兰西人的损失约占其部队总数的10%。在劳克劳依骑兵赢得了会战，步兵却伤亡惨重。这种说法夸大了事实，但是，这场会战确实证明了骑兵在陆军的进攻能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和易于部署的特点使其能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但是，骑兵在劳克劳依并没有发挥新的作用，在17世纪末将军们的思想中也没有什么新的作用。骑兵在古代、拜占庭时代和中世纪的军队以及在16世纪通常拥有决定性的进攻任务。只是由于未能充分利用骑兵攻击敌方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进攻能力，才使其在法兰西与英格兰人进行的作战中降低了价值，而且瑞士方阵的无懈可击再一次表明重骑兵并不能独自击败重步兵，就如同西班牙步兵在劳克劳依再一次所表明的，没有一支骑兵能够击败一个长矛兵与滑膛枪手有效地协同的作战集群。因而，骑兵在劳克劳依的决定性作用代表了在骑兵固有的进攻特性的传统运用上没有任何变化。




17世纪末期的军队后勤




　　三十年战争是军队后勤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在随后的数年间，由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所提倡的做法开始在绝大多数军队中盛行。各国军队都设法以战养战。其方法并不是通过士兵的掠夺，而是通过指挥官们征收战争特别税。华伦斯坦已经非常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目标是招募20多万名士兵的古斯塔夫最终却陷入了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支付能力的错误之中。1632年，当他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不到他工资总额的1/4时，瑞典军队发生了哗变。所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一个企业家或政府的支付能力将会导致士兵在占领地进行掠夺，这是一个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十分厌恶的后果，因为他们知道，掠夺的士兵所造成的破坏将多达他们掠夺走财物的两倍。这样的破坏以及低效率地使用资源不仅会降低一个地区能够立即补给的军队的规模，而且常常会彻底地毁灭该地区在未来支持军队的补充能力。



　　亲身经历过这种三十年战争后勤的军人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其缺点。一位作者评论道，如果一个地区“能够从士兵的恣意掠夺中被拯救出来”，该地区就能有效地支持一支军队。由于古斯塔夫未给部队支付薪水，导致了随后发生的罪恶：“几乎是无法限制骑手们……他们只是简单地以野蛮的劫掠为生。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地毁灭了，以至于士兵们在城镇或村庄里再也找不到任何的东西”。1632年，华伦斯坦在进入萨克森时发出了如下命令时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即：“不允许毁坏农民的任何东西，也不允许从农民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在冬季期间必须保证能在这里找到维持我们生存的东西”。这些理解驱动了后勤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17世纪后半叶后勤的标志。



　　因而，政府开始将他们军队的规模保持在他们能够稳定支付的数量之下。由于他们因此能够养活和支付他们自己的士兵，他们也就能够强制执行禁止掠夺的禁令。通过从占领地区惟一地收取通常由当地政府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他们最有效地将一个国家的资源转化为对入侵军队的支援。这一程序还使当地政权的仇恨降到最低，并且避免了引起农民产生强烈的敌意，以及避免了农民随后可能会采取的极严厉的行动和对付士兵的游击战。军队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那些向中立国或己方领土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三十年战争中很普遍，它还增加了军队的敌人。



　　这个防止士兵掠夺的政策培养了一种尊重平民财产的态度，这在18世纪已经成为实施战争的一条原则。这种做法的结果使平民脱离了战争，因为它使平民除了税和政府债务之外，不再受战争绝大多数有害影响的伤害。这种新的途径既保护了统治者自己领地和他们渴望得到的地方的平民生产力，又降低了平民对军队的敌意。



　　这种新的补给方法及其常常严格认真地关注平民的财产确实降低了战争不必要的费用，就这一点而言它也限制了战争的费用。有时，军队对士兵的行为进行约束时显得极度的荒谬。例如，一小支法兰西部队在奥地利人追赶下逃跑时，乘坐一艘渡船渡过了一条河，并及时为渡船工人的服务支付了费用。当奥地利人到达渡口时，他们放弃了对法兰西人的追赶，因为奥地利人没有钱给渡船工人支付费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退的法兰西人不尊重平民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并沉没渡船，不管奥利地人是否愿意虏获渡船，他们也同样不能过河。



　　新的战术高度重视士兵相当稳定地被提供恰当的支持和薪水，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支军队才会有恰当的纪律。富裕和管理有方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及时地酬报他们的士兵，因而，也就拥有一支纪律严明、足以贯彻实施莫里斯的战术原则的军队。只有这种类型军队的训练水平，才能适应新的浅纵深队形和强调按命令进行齐射的要求。



　　部队更加训练有素的要求还改变了征招军队的方法。与每次战役之后遣散士兵所不同的是，政府在和平时期将部队保持在兵营里。许多节省工资的做法已经无论如何变成了不切实际的事情，雇主们节约冬季的工资，但是在战役进行期间不得不给他们季节性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费用。全年保持士兵的费用要稍多一些，但在军队的效能上将会予以巨大的回报。冬季服役期间所完成的训练，虽然对于一支常备军来说收效不算太大，部队年复一年地继续存在形成了一个团结和有集体荣誉感的集体，使士兵习惯于在同一军官和专业军士的领导下继续服役，进一步增强了部队在面对战役困难时的纪律、士气和适应力。甚至是战场实践所需的训练也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团结和士气，可在士兵之间产生一种团结和信任的感觉以及增强遵守纪律的习惯。



　　常备性团的存在使统一训练和使用统一的条件成为可能，它取代不同团各行其事的状态。法兰西的步兵监察长琼·马丁尼特在法兰西陆军中坚持这种统一性标准时非常严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名字从此在纪律和训练方面代表了一丝不苟。



　　在17世纪后半叶的战争继续存在意味着在有限的和平时期也要继续维持营存在的经费，这并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额外负担，而且，即使是这项费用，政府也通过在和平期间减少营所辖连的数量来降低费用。当战争爆发时，统治者将连队的数量招募到满额，在一个长期建立、全面训练的部队中增加新兵，可以预见新兵在这种部队里能够迅速地了解他们的职责，并很容易就会从老兵那里获得丰富经验，提高部队的士气。



　　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的做法引发了在战争期间及时支付工资和补给的另一个争论。掠夺会鼓励士兵开小差，因为掠夺会给分散的士兵提供离开部队的机会，而且当士兵们认为，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一部分有价值的掠夺物，他们应当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不要被拖欠的工资，这就会鼓励士兵开小差而离开部队。这样的兵员损失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一种严重消耗，但是，一名在和平时期接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士兵开小差则是一种更大的浪费。这样的士兵损失以及他们被未经训练的新兵替代，导致了部队效能的降低，其降低的程度比那些每次战役季节结束之后有可能被解散的部队中训练很差的雇佣兵连所导致的效能降低的程度还要大。各国军队都能够提高它们对付士兵开小差的预防措施，因为食物和工资允许他们设法使他们的士兵遵守纪律和集中置于军官和专业军士的监督之下。



　　在和平期间保持编制存在降低了军事承包商的许多作用。由于战争只需要很少新的团队或连队，以招收军队谋生的商人逐渐消失，产生了由政府拥有军队。尽管私有连和团继续存在，但国家控制和管理不久就成为了现实。



　　军队继续通过征召志愿者来招募新兵，其中常常包括诈骗和高压统治。公众越来越把军队看做是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地方，市民们富有成效地忙于逃避兵役。外国人继续被欢迎作为新兵被招募，因为军队从当地的劳动力中招募不到人。这样的士兵有时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心的要开小差的倾向，指挥官们不得不为防止士兵开小差而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甚至在部队机动时也避免经过有利于士兵开小差的地区。例如，普鲁士皇帝曾向他的军官作过这样的陈述“要使他们自己熟悉他们兵营周围的地形”，这并没有任何准备作战的意思，而是因为“所有军官最大的需要是要知道到哪里寻找开小差的士兵”。



　　这样的士兵受到如此全面和严厉的纪律约束，以至于这使得他们完全适应了不加思考地遵守纪律。普鲁士军队中有多达2/3的外国人，并且依靠高压统治来招募当地人。这支部队有着非常残忍的纪律，它不仅包括正常的肉体处罚，而且训练也非常艰苦。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指令“在训练中，任何人不应被殴打、或推搡、或责骂。要学会用耐心和方法进行训练，而不是殴打”。他还指出“所有的一切必须通过友好的解释去教会一名新招募的士兵，而不应有责骂和羞辱，因而，他不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沮丧和害怕，反而会对服役产生快乐和热爱感”。但是军官们继续依靠殴打、恫吓和威胁作为他们纪律的基础。甚至是皇帝也认为，士兵必须比害怕敌人更害怕他们的军官。



　　军官在所有欧洲陆军中越来越变成一个孤立的和孤傲的阶级。绝大多数军官来自于贵族，军官职位很少委任给平民。他们在社会分工以及在编制职责和特权上与士兵区分开。这使军官与招募的士兵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离，这种分离大于军事承包商豢养的部队中的分离程度。这种变化通过增加了建立在社会阶级基础之上的差别，从而增强了军队对统治阶级的从属，但却也增加了军队两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



　　出身高贵的人专门地作为军官服役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这些职位是这种军事体制惟一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的特性。所有的其他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私人拥有政府和军事力量开始，西欧已经开始了一种首先是政治制度最后到武装部队的社会所有化过程。其结果与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方法并无多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古罗马人的战术已经促成了一种固定设立的职业军队的古罗马编制，其属于国家，并且能集中进行部队的训练，促进团队精神的发展。在西欧王国和公国所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这种转变。经济资源的发展，就是在征税和贷款这两方面的发展，使得统治者能够建立起足够大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去管理他们扩大的资源能够恰当地资助的大小适当的永久性的军事集团。



　　后勤上的变化对战略需求作出了反应。随着三十年战争的发展，后勤越来越成为战略的羁绊。在资源枯竭的地区进行的战役不可避免地遇到无法补给的情况，而军队在此种区域作战甚至基本上是一种毁灭。当帝国的总司令嘉拉斯伯爵率领部队进入他们无法生存的荒芜地区后，因为失去了帝国的军队而变得臭名昭著。更聪明的将军允许后勤支配战略，但到战争结束时，战役行动中常常包括为了寻找到能够补给军队的地区而忽视敌人的行动。法兰西大臣黎塞留恰当地总结了三十年战争给后勤的教训：“历史知道，更多的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敌人的行动毁灭的，而是被必需品和秩序混乱毁灭的，我已经目睹了我的时代进行的所有雄心勃勃的事业是如何只因缺少后勤而惨败的”。



　　用战争特别税和讲究实际的补给方法取代由不支薪水的部队进行的掠夺，增加了任何地区能够向一支军队提供的补给的产出量。但是，将军们需要其他的选择，以使军队变得不再需要将他们的机动被替士兵寻找食品和为马匹寻找草料的需要所支配。然而，与古代时一样，补给考虑将一直是战略的先决条件，罗马军队的后勤编制，比如亚历山大的后勤编制，已经向军队提供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战略目标的自由。17世纪末期的军队追随了这一传统，当时他们修建仓库去收集和贮藏做面包用的小麦甚至为马匹收集和贮藏燕麦和干草。通过拥有初期的库存并以此来开始战役，加上拥有一定的储备可以在后来随意使用，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战略自由。他们仍然主要依靠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维持部队，而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仍然保留着：试图入侵到敌人的土地上，以牺牲敌人为代价来支持自己的军队。但是，政府已经拥有金钱，而军队则拥有后勤编制在需要时去补给他们的士兵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补给他们的马匹。



　　但是，即使政府曾经期望由他们自己的仓库为他们军队提供所有的需求，并且假定他们的物质和经济资源也将允许它们这样做，运输的限制也通常将会使这种想法破灭。只有水路运输有能力为马匹运输足够的饲料，而糟糕的道路则使通过非常远的距离向士兵进行补给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尽管一匹马能拉动的重量是它能驮运的重量的两倍，以及道路已经进行了改善，马车运输依然不能满足部队在远距离上的必需品需求。无论如何，改善了的后勤使17世纪末期的陆军具备了以前的欧洲军队所缺乏的能力。但是，政府提高了税收意味着军队规模的增长，部队的巨大数量继续严重地耗费它们作战地区的资源，而且促使部队的军需部门和军需官们不停地寻找补给的办法。




17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的战役和会战




　　随着对军队支持能力的扩大，军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以古斯塔夫占领德意志北部为榜样的持久战战略。而新的后勤也通过降低当地平民对入侵者的敌意态度而使这一战略很易实行。因而，军人们更少地从袭击的角度考虑，因为袭击只能暂时地保障他们的部队和取得政治支持，他们更多地从稳固的领土占有的角度来考虑，因为稳固地占有领土将能提供一种持续的补给来源以及一种统治者将以政治目标为交换代价的征服。然而，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要求通过许多次的围攻战，以及一次缓慢的战役才能实现和巩固战果。但是，17世纪下半叶更大规模的军队通过提高力量与空间比例而促进了这种变化。



　　然而，这种向持久战略的转变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可能很小，比如，在德意志进行的一次著名战役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673年，法兰西大元帅蒂雷纳在法兰西军队继续进行他们对付荷兰人的战役时，不得不防守莱茵河地区。蒂雷纳是好战的国王路易十四的主要将领，是这位国王部队的元帅将军，将近5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军人生涯。在能力很强的指挥官手下服役之后，蒂雷纳23岁已经成为一名将军，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断地得以提升。在一个战争不断的年代里，他曾在许多次战役中服役，参与了许许多多次的会战和围攻战。在这些作战中，有一次是于1640年进行的都灵围攻战，充分表明了他丰富的作战经历。当意大利人在都灵围困住了位于城堡里的一个法军兵营时，一支法兰西军队围困住了这座城市，但随后又不得不去对付被敌方军队形成的合围。从这些长期的服役中，蒂雷纳同时学到了很好的战略和战术技能，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赢得他手下战士的喜爱。



　　蒂雷纳预料帝国天才的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将进行一次进攻行动，因为，其军队已经出现在德意志西部。作为一名军事学者和一位布赖腾费尔德和吕岑会战的老手，这位帝国的陆军元帅早就经历过与蒂雷纳同样多的服役，而这些服役也同样使他赢得了作为当时主要将领应有的声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对付蒂雷纳的进攻战役中拥有可以选择战略目标的优势。他或者可以向北前进去增援荷兰人，或者可以向最南端前进越过莱茵河并入侵阿尔萨斯。由于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拥有主动权和对目标的选择权，使他有机会去采取行动迷惑他的对手，他明显地瞄向一个目标把蒂雷纳的兵力吸引开，随后集中兵力去打击其他目标，也就是他的真正目标。



　　由于这位帝国指挥官的计划是去增援荷兰人，为了分散蒂雷纳的注意力，他制造了要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假像。因而，他把部队向西朝美因河的南侧运动而没有向波恩方向机动，他计划在波恩与荷兰人会合，占领这座城市，并将法兰西的盟友科隆选帝侯赶出战争。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纽伦堡之后，蒂雷纳在了解到对手的行军方向之后，向美因河的南侧前进，并与美因茨选帝侯谈判以使用他在阿沙芬堡的桥梁。蒂雷纳越过桥之后，转向南去占领陶伯河的防线，计划将这条防线作为一道障碍，去阻止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莱茵河实现他明显的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任务。



　　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接着从纽伦堡向西行军时，这位法兰西元帅向东推进去与他遭遇。一位在法兰西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人写道：如果蒂雷纳能够赶上“处于优势条件的帝国部队，我们将肯定会与他们作战，毫无疑问他们也有同样的企图，因而，现在两位最伟大的将军在基督教世界使用了他们长期的经验已经教会他们的所有一切……在知道了一场会战失败将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巨大后果的情况下”，蒂雷纳希望进行一场会战，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并没有与蒂雷纳进行会战的意图，只是因为在这里进行一次会战将会耽搁德荷联盟在波恩完成集结。但是，当他开始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在温德塞姆进行会战时，这位德意志指挥官利用作战可能性帮助他完成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并帮助他实施向北朝波恩方向的机动。当蒂雷纳到温德塞姆并开始组织他的部队进入会战阵地进行缓慢的会战准备过程时，德意志的部队悄悄地避开了，它们的辎重和一条会战线将蒂雷纳引入了位于马克伯特的美因河上的桥梁。蒂雷纳匆忙地将他的人马恢复成行军队形，追赶德意志的部队，并在德意志部队过河之前到达了马克伯特，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坚固阵地，准备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渡河这个缓慢过程中不得不分割部队时对德意志部队发动攻击。双方的军队在那里相互对峙了一个星期。



　　尽管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未能在蒂雷纳赶上他之前过河，而且他接着没有办法立即使用桥梁，但是，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将他的部队配置在一个有利的阵地上。就如同一位德意志将军在德意志进行的战役一样，虽然该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处于中立，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基本上是在己方领土上作战。这意味着他控制了除阿沙芬堡之外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蒂雷纳已经使用阿沙芬堡的桥过了河并在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很少量的驻军。一旦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了河上，这位帝国指挥官可以随意地过河和再过河，采用一条直的行军路线，在被迫于河南侧行军的蒂雷纳之前到达阿沙芬堡桥。而后，通过占领了阿沙芬堡桥在美因河南侧包围住法兰西军队之后，他可以向波恩地区前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精明地运用了他对河的控制权，使其成为防御者的一个障碍，而一般来说，防御者享有使用河流障碍物的有利条件。



　　后勤帮助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完成了过河行动。整个国家对法兰西的敌对态度使法兰西军队搜集补给非常困难。当蒂雷纳看到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的军队时，他写信给法兰西国防大臣说他需要更多的骑兵，因为“整个农村都反对我，将需要更多的部队去获得食品”。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补给困难之后，蒂雷纳向陶伯后撤，他精明地意识到，即使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随后过河到达美因河的北侧，德军对阿尔萨斯的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这位帝国指挥官对桥梁的控制权使他能再过河，又一次威胁法兰西的这个省。由于这个理由，蒂雷纳并没有让部队向阿沙芬堡行军并企图在这里过河，他仍然对敌人的最终目标十分怀疑，并且有点被法兰西政府要求保护阿尔萨斯的严格的指令束缚住了。



　　在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渡过了美因河之后其他的调动敌人的行动中，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继续利用他的两个潜在目标所产生的假像。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最终控制了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之后，向北朝波恩行军，而波恩不久就被他和他的盟友占领了，德荷联盟侵占了接壤的领土并将科隆选帝侯赶出了法兰西联盟。与此同时，蒂雷纳由于缺乏对桥梁的控制权，被迫向南行军在菲利普斯堡过河，在这里他又一次地耽搁了时间，因为他不得不为部队搜寻补给。在蒂雷纳的军队能够再一次参加作战行动之前，战役季度已经结束了。



　　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娴熟地利用了两个潜在目标赋予给他的主动权，使蒂雷纳不停地怀疑他的真正目标。他成功地将分散敌人注意力与他对美因河桥梁的控制权结合起来，使他不仅仅避开了敌方的军队，而且使敌方的军队不能及时地跟随他之后，对他与他的盟军的会合进行干扰。另外，他还迫使他的对手进行了许多急行军，相应地使敌人的部队出现了掉队、开小差和装备损失的现象。这次战役的实施过程和战役目标既与古斯塔夫的那些战役的实质没有什么不同，也与4个世纪前的战役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当时爱德华王子和德·孟福尔机动去欺骗以及利用或克服一个河流障碍，腓力皇帝在爱德华三世向克雷西行军途中挫败了爱德华三世，都有着相类似的战役目标和战役实施过程。



　　大同盟战争(1689-1697)的开始阶段清楚地展示了17世纪末期的军事行动。1688年，法兰西军队在德意志的袭击几乎远到慕尼黑，但这次袭击并没有胁迫德意志屈服，相反，这次袭击导致了一个由西班牙、荷兰、联合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许多德意志的州组成的大同盟的形成。法兰西军队的规模庞大、水平较高，又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尽管抵消了联盟明显的优势，但是，法兰西还是处于防御地位，使用军队守卫其西班牙、意大利、莱茵河和荷兰边境。



　　由于沿莱茵河边境最薄弱，法兰西在该地区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当时他们的骑兵毁灭了巴拉丁领地，使该地区处于不能维持敌方军队的境地。这一方法确实封锁了那部分边境，但是，尽管蒂雷纳使用的是15年前在德意志曾使用过的方法，但法兰西骑兵在他们破坏工作中的彻底性使毁灭行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毁灭行动在德意志引起的敌对情绪，增加了德意志人民对付法兰西人的战争推动力，与此同时，其对法兰西自己部队的影响也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对将军们放弃掠夺作为一种补给和给士兵发放工资及奖赏的来源的手段不满。尽管没有对抗行动，法兰西还是损失了4000名骑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小差的原因。法兰西损失了更多的马匹，因为在没有节制的劫掠行为中，士兵忽视喂养他们的马匹，尔后让他们的马匹负担过多的劫掠物。当法兰西的战争大臣对“糟蹋掉的骑兵”感到惋惜时，他对一名指挥官的“对于士兵而言，没有什么比过度的掠夺更危险”的结论作出了回应。部队的严重伤亡和政治反抗的增强几乎使这种后勤战略的运用没有任何回报，特别是当盟军的部队向被毁灭地区的北侧前进，去围攻和占领位于美因茨和波恩、莱茵河边的城市时。1689年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役证明是正常的。



　　1690年，盟军在机动他们的力量去进行对付法兰西的决定性战役时又一次遇到了困难。但是，卢森堡公爵这位天才的和积极进取的法兰西元帅在荷兰的成功行动，很清楚地表明了在一个完全筑垒地区的许多战役具有的持久战战略特征。由于法兰西一方在这个完全筑垒地区就部署了10万人，所以该地区的作战人员在行动时具有非常高的兵力与空间比例。随后，驼背的卢森堡，这位路易斯十四皇帝最得力的元帅，从孔代亲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位元帅的声望既建立在他高超的战场战术技巧上，又建立在他行军和宿营方面的技能上。



　　卢森堡元帅指挥着法兰西派往荷兰的三支部队的中间集团。战役开始时，他将部队向占据着根特的西班牙部队机动，占领了邻国一个月，利用敌人的资源为他的士兵和马匹提供补给。但是在6月12日，当他得知一支由一位帝国陆军元帅瓦尔德克亲王指挥的盟军部队正在前进，该部队前进的目的很显然是围攻迪南特时，卢森堡元帅开始向南机动，尔后向东机动去拦截瓦尔德克。他让部队在后半阶段行军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行军方式，就是在行军过程中既计划了宿营又计划了作战。这种方式遵循了帕尔马公爵在法兰西的实践和蒙特库科利的格言：“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拥有一个如此稳固和攻不破的坚固整体，以至于无论它在哪里或无论可能去哪里，它应当像一个机动的堡垒，并且能够自我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部队通常至少以5个纵队越野行军，骑兵位于两翼，接着是步兵，而辎重和火炮则位于中央。部队就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敌人骑兵的攻击，并且当其意外地遭遇到一支敌人的部队时，能迅速地各就各位到会战队形中。



　　当瓦尔德克了解到法兰西人的到来之后，瓦尔德克在弗勒侣斯停顿下来并配置了他的部队，他的翼侧位于村庄里，他的正面被一个沼泽的溪流阻碍着。盟军的指挥官乐意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通常也意味着他的对手将不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但是，好战的卢森堡元帅已经从位于他右翼的法兰西部队中召集到增援力量，在现场勘察了阵地之后，将他的部队向前移动去攻打德意志人。当他的一部分部队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正面突击时，这位元帅率领其他人马包抄到瓦尔德克的翼侧。他的包抄行动并没有被德意志人侦察到，因为树林和庄稼隐蔽了行军的步兵和骑兵。在会战开始后三小时，卢森堡的迂回部队开始在盟军的后方列阵准备开战。尽管瓦尔德克使用他的预备队和第二个横队去建立一个正面去面对这位法兰西元帅并保护他的后方，但是，瓦尔德克发现他正进行着一场失败的会战。最后，步兵撤退到相邻的破碎地形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通过行军和停顿交替进行来抵抗法兰西骑兵直至躲避到一个不适合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






作战略图4.6弗勒侣斯会战



　　这次在弗勒侣斯的会战生动地层示了那个时代军队的战术和战略局限性。卢森堡的行军队形提供了对付骑兵优于滑膛枪手的机动力和优势的保护。然而，这种行军队形使机动变得非常缓慢，尽管卢森堡以行军技能著名，但当他带领3万人越野行军时，每天只能设法前进11英里。他成功地进行了战术迂回机动，通过这次迂回机动到达了敌人的后方，但这次迂回行动却未能达成突然性，因为他花费了大量地时间将步兵转变成会战队形。步兵营通常以稳固的队形进行越野行军，其正面从8-20列不等。在到达作战地区时，营需要找到它们在横队中的位置，将他们自己改变成五列纵深，并将长矛兵集中于中央。当卢森堡的部队完成了会战队形部署时，瓦尔德克已经重新布置了他的第二个横队和预备队来形成一个对付他们的正面。尽管如此，卢森堡的机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因为他的迂回部队击败了敌方的骑兵和步兵。如果他的步兵有能力能以他们行军时相同的队形作战的话，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惊人战果。但是，通过使用他的正面攻击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且对一个坚固阵地实施了一次没有被观察到的迂回行动，卢森堡赢得了这次会战，对盟军军队中最薄弱的部位进行了攻击。盟军遭到1.8万人的伤亡，接近他们部队的一半，法兰西损失了6000人，是他们部队的15%。瓦尔德克后撤到筑垒城市布鲁塞尔的周围地区。



　　尽管作战行动在荷兰又继续了几年的时间，而且卢森堡元帅又赢得两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对手势均力敌，以及这个国家拥有太多的严密筑垒地点阻断了其交通，使哪一方也不能向前前进得太远，卢森堡的胜利也只能使法兰西人通过围困和占领重要的城市来进占敌国领土。



　　这些作战行动与15年前的那些行动大不相同，当时蒂雷纳与蒙特库科利曾经用不到3万人的部队沿着美因河两岸相互对峙着。军队相对于空间来说是很小的，除了像美因河和莱茵河之类的主要河流的限制之外，这一地区也没有多少足以阻挡部队任意机动的筑垒地点。哪一方也不能指望驱除对方，一个入侵者所做的只能是袭击，除非像古斯塔夫在同一地区所做的那样，系统地围攻、占领城市并派兵驻守城市。在荷兰很高的力量与空间比例使作战双方形成了一个僵局，在美因河的农村，如果蒂雷纳试图用他的小规模军队去制服这样大的一个领土，他将有可能面对一种不同类型的僵局，他的部队将永远只能控制该地区的一点区域。



　　在其他战线上，由于盟军不能利用他们在莱茵河的优势，大同盟战争迟迟没有结果。一支法兰西军队确实进入了西班牙，这支部队逗留在西班牙并围攻巴塞罗那，它们在西班牙实施了一次理想的防御战役，使自己设法在敌方的领土上存在，通过向敌人征收战争特别税来为其提供必需品。在意大利的拉锯战导致盟军向法兰西南部进行了一次入侵。但是，由法兰西的贵族阶级领导的法兰西农民积极的抵抗，入侵的盟军部队非常难于获得补给，因而不得不很快地回撤到意大利境内。



　　17世纪给战术带来了线式部署方法的重大变化。在线式部署中，队形中轻步兵的火力取代了长矛兵的方阵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系统。除了轻步兵在横队中的作用之外，编制中固有的第二个横队预备队与古罗马人的完全相似。但是，由于步兵的进攻力量比古罗马重步兵的要小，而且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滑膛枪手难以对付骑兵进行的突击，骑兵在17世纪末期的会战中比古罗马军团最兴盛时期的骑兵更重要。



　　后勤与古罗马时期的不同就在于其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军需部门补给部队、组织运输，并且在仓库里积累储备以确保补给以给军队提供更大的自由去追求它的战略目标。新的固定的和平时期军队的系统，由于其部队的连续性和人员的稳定性，因此，也效仿了古罗马将部队保持在一起进行训练和操练的做法。



　　因而，战略的变化很小。同样地，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将会战强加给一个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在弗勒侣斯，卢森堡未能立即攻击瓦尔德克后方的根源就在于，步兵没有办法立即从其密集的行军队形迅速地形成组织周密的会战横队。步兵的这种相对的无能束缚了任何军队去迫使另一方作战的能力。当将采取进攻行动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不愿意交战的对手就撤走了。但是，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是在17世纪首次出现的，它们是步兵队形内在的固有本质。古希腊和古罗马步兵已经遇到过同样的局限性，而中世纪的重步兵则已经表现出了实际上的不可机动性。只有简单的瑞士队形通过其训练和士气已经有能力前进去按其预先安排会战的队形进行作战。但是，其未经训练的继承者失去了这种机动能力，而线式系统增加了步兵行军和会战队形之间的不同，并且给部署问题增加了困难。只有骑兵拥有更好的机动力的进攻特性，快速部署的能力使他们几乎具有行进作战的能力。但是即使如此，一支骑兵并不能将会战强加给一支骑兵，它能迫使一支有步兵的军队战斗，但此时只能面对步兵防御的绝对优势。徒步士兵在莱尼亚诺击败腓特烈帝国的骑兵表明了，为什么骑兵很少试图进行这种对付成熟步兵的会战。



　　18世纪将同时目睹在步兵能力上的变化和更加强调17世纪的一些趋向，就是军事思想家们寻求给予轻步兵新的线式队形以增强的进攻能力。




海上炮战的发展




　　16世纪海战中，以击败西班牙舰队为标志的大口径火炮革命在17世纪产生了结果。军舰设计师们设计让战舰的舷侧与舷侧作战，并且在战舰上只安装了重炮，将重炮配置在舰船低下部分的坚固甲板上。最大型的舰船是战列舰，有两层甚至是三层甲板安装有长身管重型火炮，这些炮发射重量从12磅到30磅以上的炮弹。这些战列舰安装了多达90门火炮，其设计意图是用于与敌方的战列舰作战，舰身逐渐地变得更低和更庞大。这种舰装有牢固的木壳板，特别是在水线的附近更坚固，它们的动力比那些仍然继续携带火炮的商船要大得多。这种设计携带最大数量重炮的战舰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大西洋和北部水域的一种不寻常级别的军舰，与它们曾经在地中海上一直所处的地位一样。



　　除了战列舰之外，各国海军的编制定额中都包括各种不同型号的体积更小和速度更快的战舰，这些小型战舰安装有数量较少和口径也较小的火炮。这些战舰与较大的商船相比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大，但是它们比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和操纵费用更低，它们在商船航线上巡逻并且为舰队提供侦察。这些小型战舰中威力最强大的舰种是护卫舰，护卫舰上安装有30-40门体积与大型舰船上最小口径火炮相当的火炮。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登船和搏斗仍然是17世纪海战的重要作战样式，但是，近距离上的快速射击通常决定着会战结果。遭到重创的战舰通常投降，或者在遭到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下，易于遭到敌方战舰的乘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船攻击。



　　随着海军战术在17世纪后半叶的进一步发展，海军战术包括战舰排成横队向前机动，舰与舰之间保持约100码的间隔。由于战舰用它们的舷侧作战而不是舰艏作战，横队的前部或尾部是潜在的薄弱部位，而不是像古代战舰和陆上作战中那样，翼侧是会战队形的薄弱部位。在海上，率领一个战舰横队通过敌人纵队的前部或后方类似于陆上的翼侧攻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使整个战舰攻击序列能够将其所有的舷侧炮持续地向敌方战舰射击，而敌方被打击的战舰并不能予以还击，因为它们面对着敌人没有武器的一端。但是，横队形的后方实际上并不是很脆弱的，因为攻击的舰队通常会发现被攻击的舰队会驶离它们。



　　而对一个横队的前部进行攻击，则又使进行攻击的舰队面临自己的横队被敌人分割的危险。由于火炮一英里多一点的较近射程以及精度不高，火炮的这一缺点又因为波浪的运动而更加突出，所以，一艘打乱敌人横队的战舰只是有限地暴露于敌人的炮击之下。即使在近距离上，也只有很少的战舰能向那些打乱它们横队的战舰射击，因为火炮从船舷两侧的火炮发射窗里射击时，它们射击方向角的变化量很小，不能向斜对着船一侧的目标进行射击，火炮瞄准时转动的方向角如果过大则需要战舰调整方向。由于在两门舷侧炮之间有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间隔，一艘以不超过5英里或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运动的战舰，在一段危险距离上有可能遭受不超过两门舷侧炮的射击。[松鼠注：此段译文混乱，要核对原文]



　　当一个战舰横队穿透另一个战舰横队时，在通过敌人船只之间时通过向各个方向发射单发、近距离的舷侧炮火力，其舰炮可以在接近的过程中对遭受的打击进行还击。而且，已经打乱了敌人横队的舰队还分割了敌人的舰队，并有机会集中火力去对付敌人舰队中的一部分。



　　因而，一支舰队通常没有在陆军中能发现的弱点。将队形的会战正面与其横队的前进方向成直角度的特性使舰队的机动非常困难。当双方舰队以平行航线航行时，舰队司令员可以通过降低它们舰船之间的间隔来实现力量集中，但是，敌人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作出反应。力量集中的另一种形式包括用一个中队的一部分去打乱敌人的横队，或者以另外的方式，就是在敌人的部分横队两侧都配置舰船。舰船每侧火炮数量相同，但只配备了够操纵舰船一侧全部火炮的炮手。为了同时使用舰船两侧的火炮而不仅仅使用一侧的火炮将会严重地降低火炮的射速，使所有火炮实际上都失去了优势。



　　这种机动证明是难于实施的，在一个地方的集中就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弱点，敌人能够侦察到这些弱点并通过攻击加以利用，或者是对舰队中面对着强敌的队形进行增援。例如，在1690年的比奇会战中，托尔顿伯爵在他上司的压力下，使用他的迎风阵地将他的英荷舰队与一支更强大的法兰西舰队并排列阵。当托尔顿的舰队开火时，他的舰艇分队之间存在着缺口，而且，当较弱的英荷横队中最前端和最后部分舰船在近距离上向法兰西的前部和后部开火时，中央的英国舰船仍然在远距离上。这使得法兰西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之一图维尔海军上将，能指挥其舰船从他的中央插入在英荷舰队先头舰船的那一侧，而法兰西横队前部没有交火的舰船掉转船头采取同样的行动。由于遭到两侧的袭击，领头的英荷联盟的军舰船遭到了重创，在舰队撤退之前，其57艘舰船损失了10艘。



　　尽管海上的防御者在抵抗攻击时没有战术优势，但是它们保留了防御的其他传统优势，即撤退的能力。一般来说，具有同样速度的舰队并不能相互追赶，不过在实践中，由于风向的变化无常、航海技能的差别以及舰船底部的流线型确实使成功的追赶成为可能。然而，敌方的舰队司令总是拥有基本上同一兵种的部队，所有的舰船都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尽管更小的船只比战列舰拥有更大的速度，它们的弱点和弱小的火炮威力使它们在对付大型舰船时几乎是没有用的。即使在追赶中，更快的舰船也几乎没有多大的价值，除非在攻击由于失去了船桅而没有作战能力的战列舰时。因而，它们不能使用它们更好的机动力去起到骑兵在攻击或追赶中的作用。



　　因此，由于在海上没有有效的速度优势以及武器上没有差别，进攻行动享有非常小的优势。虽然正在撤退的舰队不能阻碍或迟滞追赶者的前进，但对抗双方在速度上的等同使进攻的舰队无法迫使处于劣势的舰队进行作战。海上作战者甚至缺乏迫使对方进行作战的包围战设施。与包围战相类似的海上包围战是将一支舰队封锁在一个筑垒港口里，但是，海上包围战既不能占据港口又不能断敌粮草而迫敌投降。然而，封锁能够起到陆上作战中毁灭农村迫敌会战的作用，因为封锁拦截了港口的贸易。如果被封锁的舰队通过反抗封锁能够击败和赶走进行封锁的敌方舰队，被封锁的舰队将有可能开放港口进行贸易。



　　附近的海岸常常使劣势舰队免于陷入困境，虽然被保护的锚地以及甚至周密筑垒的港口有时也不能阻挡敢于冒险之敌的进攻。但是，这样的胜利几乎无法与劣势舰队在筑垒锚地所享有的长期的安全期相比。无论在什么样的火炮战中，陆上筑垒阵地里的大口径火炮很容易就能击败舰船。



　　当然，舰队有时只为海上控制权而突然投入会战。但是，与在陆地上一样，只有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可能取胜，而且风险较小时，舰队司令和政府愿意冒险一搏，双方之间的会战才会发生。



　　但是，在战术和后勤上的革命对海军战略的基本后勤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运输和补给部队仍然是海上行动一个重要的目标，同时，随着战舰发展了进行封锁作战，贯彻海上持久战略的海上续航能力而使拦截商船变得更容易。战舰抗海上风浪性能的提高扩展了对商船进行袭击的战略的效能。



　　一支更强大的海上力量将另一支处于劣势的舰队控制在港口里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封锁，或者是后者害怕面对敌方的舰队或害怕自己远离基地。封锁为更强大的舰队的小型舰船提供了拦截弱小舰队商业运输的自由。尽管从未完全实现过商业封锁，但是商业封锁常常阻碍了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国家的商业发展，并使海上力量处于优势的国家俘获了敌人许多的商用船只。但是，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对敌人商船进行袭击。小型、快速的武装舰船比战舰速度更快，在海上能很容易地进行大范围的巡航，俘获海上强国的商船。他们可以在这些虏获的商船上安排船员，并试图悄悄地将虏获的商船驶回己方的港口。



　　这种战争对于私人企业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俘获一艘商船及其货物有着巨大的利益。许多拥有较弱小海军力量的国家的目标是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这种战争变成了法兰西的一种专长，他们把对手英国和荷兰的大型商船作为目标进行袭击。在大同盟战争中，英国获取了海上控制权，并通过封锁法兰西的港口而彻底毁灭了法兰西的海外贸易。在另一方面，法兰西在战争期间袭击俘获了4000艘英国的商船，这对英国的商业来说是一个危险但并不是致命的打击。



　　因而，双方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这种后勤战略与古罗马拜占庭保护他们的边境以及西欧试图对付维京袭击者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相类似。然而，海上后勤战略的不同就在于，海上力量强大的一方针对袭击者的防御，包括对敌人商业的持久封锁，一种比袭击更有效的后勤战略。



　　海上会战的次数有时超过了陆上会战的频率。保护贸易常常促成海上行动。英国、荷兰或法兰西舰队寻求防御或袭击商船运输。海上作战的赌注有时很大：曾有一次，法兰西舰队袭击了一支有140艘船的运输队并俘获了其中的80艘船。一次海上入侵也会导致一次会战，比如，处于劣势的荷兰舰队与法英联合舰队作战，以及后来一支法兰西舰队于1692年在拉荷攻击一支要大得多的英荷舰队，为一支法兰西陆军在英国登陆打开通路进行徒劳的努力。




脱漏的注释




　　[扫校者注：以下附在章节后的注释，由于中文版出版社的疏漏，没有在正文中标记出相应位置，需要核对原文]



　　14[注：西奥多·道奇，《古斯塔夫·阿道夫》(波斯顿，1896年版)第475页。]



　　15[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14页；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第17页；J.米切尔，《华伦斯坦生平》(纽约，1968年)第240页。]



　　16[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51-252页。]



　　17[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53页。]



　　18[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17页。]



　　19[注：卡尔·爱克伯格，《伟大首领的最大错误：图仁元帅的德国之战(1673年)》，《军事论坛》，第41期，1977年10月，第116页。]



　　20[注：卡尔·爱克伯格，《伟大首领的最大错误：图仁元帅的德国之战(1673年)》，《军事论坛》，第41期，1977年10月，第115页。]



　　21[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2页。]



　　22[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11页。]














	

 






	















	







	







	









 





	


	







	








	




	


第05章 刺刀的出现对线式战术发展的巨大影响(1700-1791)




	







	

 



	


	



刺刀、燧发枪的出现与战术的进一步变革




　　18世纪初，技术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战术发展。轻步兵开始排成线式战斗队形，依赖其火力进行作战，从而成为步兵中实施进攻和防御的主要力量。自从战争中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形成以来，武器自身的任何改进都对战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成功地将滑膛枪作些改进，以成为一杆短的长矛，这对陆地作战的战术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滑膛枪的第一步改进，是在枪管上加装一把1英尺长的短刀。早在17世纪中叶，这种被称为刺刀的短刀，最先在法国军队中出现，而后在其他国家军队中也相继出现。一位当时的学者曾将这种短刀描述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护手盘的宽刃短剑，只是将其一端简单地加工成圆锥形，以便插入滑膛枪枪口固定。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取代长矛以对付骑兵的攻击。在装上刺刀前，士兵们首先可发挥滑膛枪射击的优长”，而装上刺刀后，滑膛枪手又都变成了长矛兵。[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82页。]



　　即使滑膛枪装上刺刀后，其总长度也只不过6-7英尺。可见，滑膛枪这一武器系统的不足不在于长矛的长短问题。事实上，在与骑兵的对抗中，步兵是把装有刺刀的滑膛枪当作类似于短矛和利剑那样的刺杀武器使用的，而不是像密集方阵中的长矛兵那样使用长矛的。但是，对付手持长枪的骑兵，带刺刀的滑膛枪就不那么有效了，因为，这时需要的是防御者用长矛构成的一道带刺的防护屏障。但对于只装备马刀而不是长枪的骑兵，只要所有步兵都装备上长矛型武器，哪怕性能不如长矛也行，骑兵就难以突破这种可以取代传统重步兵的步兵阵形。但是，对于滑膛枪兵来说，如果放弃成排齐射的优势，就容易受到骑兵的攻击，因为，他们往往还来不及装上刺刀，敌骑兵就已经到了。



　　直到17世纪90年代，卡座式刺刀替代了插入式短刀，长矛兵才彻底退出了战争舞台。卡座式刺刀是将刺刀的刀身插入固定在滑膛枪枪头一侧的金属套筒上，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带刺刀射击了。这样，装备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同时担负以往由重步兵和轻步兵分别担负的任务。到1700年，当步兵中已普遍装备了卡座式刺刀后，骑兵就不可能从正面再对步兵队形实施有效的攻击了。如果骑兵仍想从正面接近步兵，它将首先遭到来自滑膛枪队形的排枪齐射，之后，还将遇到像长矛兵队形一样的有力抵抗。



　　手枪在与马刀结合使用后，使得骑兵成为同时具有了重骑兵和轻骑兵双重功效的武器系统。骑兵武器的这一发展，增强了骑兵对步兵的攻击能力，而成为在开阔地带最厉害的武器系统，除非轻步兵和重步兵能密切配合作战，可以对骑兵造成一定威胁。但是，步兵装备上卡座式刺刀以后，情况就倒过来了。由于骑兵手枪不敌滑膛枪，马刀更不能有效地对抗由刺刀构成的屏障，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骑兵，就很难对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形成有效攻击。



　　从下面的这段训词中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带刺刀滑膛枪步兵此时已经优于骑兵。1730年，一名西班牙将军在给他的步兵训话时讲到：为了检验步兵的抗击能力，指挥官“应该骑上一匹健壮的战马”，用“战马去撞击站在地上、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士兵；士兵们则用棍子去戳战马的眼睛或击其头部，最终使战马因害怕而拒绝前进”。此时，指挥官抓住机会地向士兵们说明：“既然一匹强健的战马都不能撞倒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步兵，那么，在吼声震天的战场上，面对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营，骑兵则更不可能取胜——战马更容易受到惊吓。”[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4页。]



　　但是，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不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和准备就能迅速投入战斗，因此，骑兵仍然拥有明确的进攻作战优势。再加上线式步兵队形的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也便于骑兵充分发挥它的这些进攻作战优势。由于3列纵深的步兵线式队形就可以抵挡住骑兵的突击，因此，步兵就形成一种每边由3列步兵线式队形组成的空心正方形全方位防御阵形。可是，形成这种全方位防御队形需要一定时间，而且，骑兵的攻击速度又很快，在烟尘滚滚的战场上，骑兵的出现往往很突然，因此，步兵总是来不及组成这种能够有效对付骑兵攻击的全方位防御队形。然而，不管怎么说，刺刀的出现还是大大动摇了骑兵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在整个18世纪，骑兵在西欧各国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成份趋于同一，从而，也使战术家们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在古代，由于军队包括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四种作战力量组成，因此，战术家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作战力量有效组合起来，寻求以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去对付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比如，拜占庭军队之所以多次战胜对手，就是因为他们能根据不同的对手，灵活使用不同的作战力量。在塔吉纳会战中，他们使用重型步兵和下马骑兵改装成的步兵攻击哥特军队的重型骑兵；在卡西里努姆会战中，他们则使用轻步兵来对付法兰克军队的重型步兵。十字军的战术也是在使用强大的武器系统去对付处于弱势的武器系统。



　　由于西欧各国从未重视过使用轻型骑兵，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轻骑兵的出现，也并没有使他们的战术问题简单化。他们仍然保留着骑兵和轻、重两种步兵，两种步兵如果没有密切配合，就极易遭受骑兵的攻击。然而，刺刀的出现，不仅使军队中只剩下了步兵和骑兵，而且步兵也已代替骑兵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果，用D表示抵御攻击的力量，那么，图解5.1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武器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与早期战争中的4种作战力量相比，战术经历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图解5.1带刺刀滑膛枪步兵与骑兵的相互关系



　　战术家们不再像以往的战争中那样，面临着如何去抵挡更先进武器系统的攻击问题，也没有机会利用一种先进武器系统的优势去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战术家应考虑的是如何利用骑兵突击效果攻击队形散乱的步兵，或者去攻击成线式战斗队形的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对于聪明的指挥官来说，失去了一些发挥自己创造能力的机会，而对于平庸的指挥官来说，则少一些造成重大失误的机会。由于军队成份的趋于同一，会战不再具有较大的决定性，战败方的人员伤亡也大大减少了。



　　滑膛枪的重大改进也增大了其火力威力，从而使步兵更依赖火力的杀伤力。经过大约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到17世纪90年代，部队开始大量装备燧发枪。这种枪是靠燧石撞击钢片发出火花而点着火药池中的火药的。燧石夹在弹簧击锤上，扣动扳机时，弹簧突然松开击锤，撞击火药池上的金属盖片，撞击的同时打开火药池上的盖片，并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中的引火药，从而将弹丸射出(插图5.1)。显然，燧发枪的机械原理比火绳枪要可靠得多，最初，燧发枪的点火有效率为2/3，而火绳枪的有效率仅为50%。后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改进，滑膛枪的点火有效率提高到了85%。






插图5.1燧发枪点火装置



　　一种内装火药和弹丸的长椭圆形纸壳弹筒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燧发枪的射击速度。对于旧式的火绳枪来说，枪手首先要用一个牛角制成的药筒，将火药池装满引火药；然后，将一个小木管内的火药装入枪管；再从随身携带的弹药袋里取出一粒弹丸，从帽子里取出一片布包上弹丸，一同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布条捅紧；最后，取出燃着的火绳，拴在枪机上，以备最后点火射击。而对于燧发枪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枪手用牙咬掉纸壳弹筒的尾盖，用嘴含住弹丸；然后，将弹筒内的火药倒入火药池中一部分，剩下的火药则装入枪管内；将用嘴含着的弹丸和弹筒的纸壳一起，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纸壳往下捅到火药处，这就可以准备射击了。火绳枪每分钟只能射击一次，而使用纸壳弹筒的燧发枪每分钟可以射击2-3次，甚至更多。



　　滑膛枪的另一个改进，是枪管采用硬度更强的金属，以使其能承受更大的火药装填量，从而大大提高弹丸的初速。改装后的滑膛枪可以使1盎司重的弹丸在枪口的初速达到每秒1000英尺。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尽管枪管既短又轻，口径也不超过0.75英寸，但是，这些滑膛枪在射程和杀伤力方面，却一点也不比枪管下侧装有一叉状的笨重支架的老式西班牙滑膛枪逊色。新滑膛枪的射速是老式滑膛枪的3倍，枪机的击发成功率也大有提高。



　　燧发枪的装弹程序简单了，同时，在装填过程中，枪手不需要专门注意防备点着的火绳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因此，燧发枪带来了步兵战斗队形的重大变化。火绳枪步兵，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至少要1码，以便装填弹药，燧发枪步兵却可以肩并肩挨着一起进行装填，每个人只要有22英寸的空间就足够了。这就是说，在每一列队形中，装备燧发枪步兵的人数要比装备火绳枪步兵的人数多一倍多。这种更密集的步兵战斗队形，不但大大增加了每码正面的火器密度，而且也使抵抗骑兵攻击的刺刀屏障更密集。由于燧发枪装弹速度快，步兵的战斗队形纵深可从以前的6列横队变为3列横队，同时还能保持1/3的人装填好弹药准备射击，因此，指挥官就可以在正面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将步兵组成一个更加密集的战斗队形。



　　尽管燧发枪的出现，要求战术队形做出相应的变革，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一变革过程却是很缓慢的。直到18世纪中期，许多国家的军队在作战时还没有采用适应燧发枪射击特点的3列横队队形，而仍然采用4列横队队形。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军队才逐渐接受了这种可以同时射击的3列横队队形。射击时，第一列跪着，第二列弯腰半蹲着，第三列则完全站着。还有一种同时的射击的方法是，第一列仍跪着，第二列完全站立，第三列移动一下，从第二列士兵的间隙进行射击。然而，采用第一种同时射击的方法，第二列士兵的锁骨很容易被击伤，而采用第二种方法，第三列士兵射击时又很容易伤着第二列士兵的手和胳膊，因此，三列士兵同时射击很难完全令人满意。最终，各国军队放弃了这种3列横队同时射击的做法，当然，直到19世纪，这种做法才正式被取消。



　　由于此时的枪管是滑膛的，所以精度很差。再加上枪管内的黑火药燃烧后很容易弄脏枪管，为了避免在战斗中擦洗枪管，弹丸不得不做得小一些，其直径一般比枪管直径小1/20英寸还要多，因此装填得很松。这样做虽然影响了弹丸的初速和射击的精度，但却有利于装填火药，也不必擦洗枪管。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各国军队都没有使用有膛线的来复枪。因为，为了使弹丸在膛线作用下旋转射出，弹丸必须紧紧与枪管贴在一起被送入枪管底部。少数来复枪手甚至带上木槌，敲打送弹棍才能将弹丸送到枪管底部。



　　由于所有步兵都使用滑膛枪，射击就更小心。当士兵们肩并肩站立着射击时，他们所穿的军服都必须改换，以免影响射击。17世纪后期的宽边帽子和全下摆的大衣，被换上了窄檐或无檐头盔以及紧身军服，以便士兵形成密集队形。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一直困惑着战术家们。他们从火绳枪的使用程序中去寻找更好的射击方法。法国人将火绳枪改换成燧发枪的进度最慢，一直坚持采用较大纵深的队形，通过增减队形纵深的列数控制火力密度。当编成5列横队队形时，一般首先是前4列先跪着，第5列站立着射击；第5列射击完毕后，第4列再站起射击，依此类推，一直到5列都射击完毕。由于只是一列一列地射击，这样他们就能够根据情况合理分配或保留火力。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整营的兵力进行射击，则显得很困难。为了更有效控制射击，另外一些军队将一个营的兵力分编为18个排进行射击。他们从整个营队形的每个部位各抽出一个排编成3个组，每一组都可以独立指挥射击。由于每一组的各排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因此，在任何时候的射击火力都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同时，整个正面不仅任何时候都有1/3的火力射击，也都有1/3的火力预备着。让每排的3列士兵同时射击，可以使营指挥官较好地指挥控制部队，同时，也可以利用营下级指挥官控制部队以更好地行动。另外，以排为单位进行射击，不仅使士兵装填弹药方便了，因为，这样整个排的所有3列士兵同时在装填，而且，还保证了在任一时刻，营队形的任何一部位都有部分士兵在射击，而另一些士兵则装填好了弹药准备射击。



　　平时的训练有助于士兵在战斗中保持整齐的队形，但是，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或者其他平时多么“精彩的队列动作”，在实际的作战中实施起来都是困难的。“一块耕种过的庄稼地或者深翻过的牧场，就足以打乱整齐的队形。当一些士兵的步子走错时，为了和其他士兵步子保持一致，就得赶紧调整，而当他们调整步子时，就可能掉到后面。而当他们赶上步伐前进时，其他人则又很快走错了步子。这样，整个前进的队形就变得混乱，以致停下来。”平时的军事训练可以使士兵熟练掌握装弹的技能，提高射击的速度，但是，当两排士兵彼此相距100码开始对射时，本来有指挥的射击就会变成单个自由射击，因为，一旦射击开始后，指挥官就再也不能有效控制他的士兵了。“特别是在持续时间长，战斗又十分激烈时，当不少士兵被击毙时，指挥官们就控制不住士兵们的随意射击。”另一位当时的学者描述了这样一次使用滑膛枪的战斗情景：“各排刚开始射击时，或许只有二三个士兵没有参加齐射而独自射击。紧接着队形中就出现一片火海，各排与各列的士兵们混杂在一起，士兵们装好子弹后就自行立即开火射击，第一列的士兵也不再跪着射击了，虽然他们也想那么去做。此时，上至将军，下至排长，面对这混乱局面，谁也无能为力。只有等待部队自行进退了。”[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88-89页。]



　　指挥官们在平时除了训练士兵的射击技能外，还训练士兵形成用于对付骑兵冲击的方阵，以及形成线式战斗队形。通过训练，指挥官们使士兵们在硝烟弥漫、人喊马嘶、血流成河的残酷战场上，仍能做到纪律严明，熟练地进行射击、前进，尽可能快速地进行战术变化。总的看来，尽管这些贵族出身的指挥官们，不重视采用引导的方式，指导士兵们进行训练，而是更多地采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士兵训练，但是，他们的训练应该说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8世纪的后勤




　　自从马匹用于运输以来，陆上运输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运输工具方面的一些小改进，使得运输效率也有一定的提高。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的四轮马车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四轮马车能载1吨多重的货物，可以很好地利用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快速发展起来的地面道路，从而提高运输效率。另外，内陆运河数量的增多也使陆上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再者，地图精度的提高，使用起来更方便，这为战役筹划和战役实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样，望远镜的出现，也使人们计划和实施会战更加方便了。轮船质量的不断提高，航行性能更加稳定可靠，也使海上运输有了极大地发展。航行表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计算航行中的经度。这些较精密仪器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在海上航行中确定自己所处位置的经度和纬度的精度。



　　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既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得到了同步增长，当然，恶性流行性疾病的减少也是促使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土豆的发现，不仅仅使人们增加了一种食物，更重要的是军队发现了一种能代替面包的口粮。它不需要精心地制作，士兵自己就可以从庄稼地里挖来煮着吃。



　　然而，以上这些变化并没改变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形成的军队后勤供应方式。利用仓库进行战争物资储备的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后勤供应方式主要是用于保障战役初期，或者是供应围城作战。即使这样，仓储式后勤供应方式只能是勉强供应做面包用的面粉，根本不可能满足军队战马所需的大量饲料。一支典型的军队，其战马的数量相当于人员数量的2/3还要多。在一次战役中，一匹战马一天需要消耗20磅草料，而一名士兵只消耗可烤成2磅面包的1.5磅面粉、1磅肉、干酪和一些其他食物。即使是在围城作战中，弹药的消耗量与人员、马匹所需粮草的消耗量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



　　军队继续依靠国家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渠道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生存，但是，除此之外，军队还得靠自己去寻找当地的食物资源，特别是战马的草料资源。因此，即使当地有良好的道路条件，有足够数量的四轮马车可以保证从更远的地方将物资运送过来，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过长。驻守军队常常不得不亲自动手组织当地的物资资源，如建立面包加工厂、去牧场打干草为战马准备草料，甚至还要自己种小麦磨面粉。而这些活动常常会导致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些分散的生产性活动，不但给士兵们开小差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极容易遭到敌人的骑兵甚至步兵的袭击。特别是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常常成为敌人小股骑兵偷袭的目标。因此，一般要派出数量众多的战斗部队来保护割草的士兵和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这样，整个大部队就常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



　　虽然，这时国家的财政税收多了，借贷资源充足了，更高效的商业化军队后勤保障方式，使得军队不像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那样过于考虑后勤供应问题。但是，军队还是像在亚历山大时期一样，将后勤供应能力作为确定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条件。围城作战的频繁更显得后勤的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占据地盘较大，且有坚固筑垒防御工事之敌的围攻，围攻者后勤供应能力的强弱就成了决定围攻作战成败的关键。因此，围攻者经常给先投降的敌人较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并威胁坚持抵抗者，如果坚持下去就会被困死在城内。当然，如果围攻部队在守城部队物资消耗完毕之前，就将周围地区的资源消耗尽了，那么困死守城部队的日子就将永远不会到来。



　　就像古希腊军队一样(但亚历山大军队除外)，18世纪各国军队中仍然有许多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许多富有军官的行李也常常是形成18世纪军队庞大辎重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军队行军过程中，许多军官带有床、椅子、写字桌、移动厨房，甚至还带着铜制烛台，另外还有衣柜以及睡帽、拖鞋、衣服刷等等。以至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家军队对军官携带的行李不得不进行限制，普通军官只能有1辆私人四轮马车，上校只能有2辆，将官可以有2-4辆，元帅(皇家军队中有许多元帅)则可以拥有5辆。所有国家的军队中非常富有的军官们，都将他们平时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战场上。这些军官们都带着贴身男仆、厨师以及昂贵的衣柜和银制的餐具，有的甚至还带着一个剧团。当法国国王出征时，元帅布夫莱尔公爵所提供的随军人员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布夫莱尔公爵“带着至少72名厨师、340名家人，其中120名身穿制服的仆人，另外，还带着400打餐巾纸、80打银制盘子、6打盛水果的瓷盘和银碗，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等。平常的时候，他们一天要用掉50打瓶子，如果国王和王子过来就餐则要用掉80打瓶子。有一天他们一共用掉了2000磅咖啡和268升酒”。即使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在世，面对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也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7页。]




马尔伯勒将军的战略与战术




　　除围城行动外，当时的作战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进攻战术的运用。因为，尽管指挥官们对自己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作战能力都很自信，但他们却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调动对手，再加上当时还没有一种有效的进攻型武器系统，面对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士兵构成的防御队形，进攻战术往往很难奏效。所以，作战能力相当的两支部队遭遇时，采取防守的一方常常容易争得主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比如，古罗马的后勤保障、线式战术、战场个人作战技能以及坚固防御要塞等等，并不完全代表古罗马人作战方法的全部一样。庞培在伊莱尔达对恺撒的成功阻击，以及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占有兵力优势且采取防守的庞培的主动进攻，并大获全胜，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进攻的一方常常陷入被动的僵持局面。在这一点上，18世纪的战争和上一个世纪的战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即使是重型骑兵成为战场主宰的时期，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要塞仍然在战略防御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战略家们仍然将作战目标瞄向对方的后勤供应，而且基本上放弃了运用袭击手段来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最终迫使对方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方法。战略家们主张通过占领敌方领土，以得到比偷袭更加可靠、更加有效、长久的物资供应，还可以彻底摧毁敌人的后勤资源，并在尽可能减少引起当地政府和居民反感情况下，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最大的压力。法国军队偷袭巴拉丁，并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极其被动地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清楚地反映了18世纪初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当时的军事行动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17世纪后期刺刀出现以前的作战模式。这场战争是在法国、西班牙联盟和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大部分德意志小诸侯国联盟之间爆发的。但当时的巴伐利亚站在了法国一边。1704年，法国元帅马尔桑率领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与巴伐利亚军队组成联军。这支法巴联军前出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地带——奥地利。



　　在莱茵河畔，由巴登侯爵率领的一支帝国军队与塔拉尔元帅率领的一支法国军队相遇。在西班牙属尼德兰，维勒鲁瓦元帅率领的法国军队则与马尔伯勒公爵率领的以英军为主的英荷联军相对峙。虽然，马尔桑和塔拉尔元帅得到的后勤供应比卢森堡等一些小国军队还要少，但作为指挥官，他们仍尽职尽责地指挥部队作战，并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然而，仅仅由于和国王路易十四的私人关系才得以领兵出征的维勒鲁瓦元帅，却是一个只懂得溜须拍马的官场老手，实践证明，他根本不胜任他的指挥岗位。在英、荷、奥联军方面，由于与宫廷的关系已身居高位的马尔伯勒公爵，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马尔伯勒公爵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具迷人魅力的言谈举止，使他在联盟国中具有很强的外交能力。另外，他长期关心士兵的疾苦，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战略上，善于详细计划，战术上讲究作战方法，在战场上总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考虑到法巴联军对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威胁，马尔伯勒公爵决定将尼德兰战区的一部分兵力调往奥地利方向。5月初，马尔伯勒公爵亲率一部分兵力首先沿莱茵河东岸向南挺进，给敌人造成要横跨莱茵河往西的假象。然后，马尔伯勒公爵突然离开莱茵河向东挺进，以支援多瑙河地区面临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果然，维勒鲁瓦元帅立即率军向南拦截。然而，法军的作战计划是，当塔拉尔元帅率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做试探性机动时，维勒鲁瓦元帅的部队必须拖住巴登侯爵的帝国军队。而这时，帝国最优秀的将军、萨瓦王室的欧根王子已接替了巴登侯爵的指挥位置，巴登侯爵则率一支小增援部队归于马尔伯勒公爵的麾下。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增援被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时，欧根王子的任务是将法军拖在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率领大军向东行进了350英里，终于在一个较有利的时机到达了多瑙河地区。他只在上午行军，其他时间让部队休息，这样平均每天走9英里多。由于在部队出发前就已确定好了行军路线，马尔伯勒公爵在沿途准备了充足的后勤供应，甚至连士兵换的靴子都准备好了。另外，马尔伯勒公爵常常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并供应足够的粮食，士兵在部队行军过程中，开小差的很少。沿途友好的或中立的当地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一些物资供应。对这些供应品，马尔伯勒公爵都答应要偿还，并且态度十分诚恳有礼貌。这一点可以从他给美因茨选帝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非常感谢阁下大人的慷慨资助！……我们在行军途中得到了很好的物资供应，我们会尽快偿还的。这样对我的部队和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都非常有利。”假如得不到供应，饥饿狂暴的军队肯定会疯狂掠夺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30页。]



　　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多瑙河北岸时，他发现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法巴联军占领。马尔伯勒公爵只好率军沿河向东机动寻找机会，终于在多纳维茨夺取了一个由敌人把守的桥头堡。在这次对有着最坚固防御工事敌人的进攻中，马尔伯勒公爵采取各种方法使敌人分散了兵力，保证了主要攻击方向上的顺利突破。战斗结束，马尔伯勒公爵损失了5000人，而总数为1.4万名的守军却损失1万名。马尔伯勒公爵的部队在夺取了桥头堡、跨过多瑙河后，迅速向巴伐利亚突击，将法巴联军赶到了莱希以西地区。



　　在完全控制了跨越多瑙河的桥梁、并能自由往返多瑙河两岸之后，马尔伯勒公爵继续采用夺占敌方物资资源的后勤供应战略。由于他不能同时夺占敌人所有的资源，因此，正如欧根王子所建议的那样，他必须毁掉巴伐利亚。“经过最后分析，我认为，为了完全破坏敌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必须全部毁坏巴伐利亚及其周围地区。”[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史中的战争艺术》，第4卷，《新时代》，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02页。]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马尔伯勒公爵对巴伐利亚进行了大肆毁坏，烧毁了300个可能成为敌人物资供应源的村庄。由于敌人在巴伐利亚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为了寻找食物和马料，敌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位于莱希和多瑙河之间的一块狭小地带，以等待马尔桑元帅从莱茵河地区赶来增援。为了能抓住时机，马尔伯勒公爵总是留有足够的力量。此时，欧根王子也已摆脱了维勒鲁瓦元帅的纠缠，并尾随着塔拉尔元帅向东机动，等待着与马尔伯勒公爵在多瑙河北岸会合。



　　然而，法巴联军也在霍彻斯特渡过了多瑙河，夺占了一个坚固要塞，并以此为屏障防守着他们的后勤供应区，同时也切断了帝国联盟军队从北部纽伦堡地区获取物资供应的通道。由于帝国联盟军队的南部只有已经被毁坏的巴伐利亚，所以，面对法巴联军刚刚抢占的这个要塞，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撤退，或者进攻夺占这个要塞。尽管是塔拉尔元帅挑起的这场战斗，但他却坚信，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决不会冒险向他发起进攻。因为，他的翼侧有很好的屏护，正面又有一些村庄和一条河成为天然屏障，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撤退。但是，恰恰相反，公爵和王子却最终做出了进攻的决定。



　　对于马尔伯勒公爵来说，欧根王子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出生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从外表上看丝毫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王子从小就非常渴望成为一名著名的军事统帅，但由于得不到法国国王的器重，于是就投奔了罗马帝国皇帝，在奥土战争和意法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在他这个年龄中最优秀的将军。欧根王子不但能熟练运用战略战术，在作战中他还非常喜欢冒险。欧根王子和马尔伯勒公爵一样，在战略战术上也主张积极进攻。两人曾多次联手指挥过一些非常艰苦的战斗，并很快成了好朋友。



　　像古斯塔夫二世在赖滕费尔德会战中一样，法国的塔拉尔元帅也指挥着两支部队，一支是他自己亲率的部队，另一支则是马尔桑元帅和巴伐利亚选帝侯率领的法巴联军。他模仿古斯塔夫，将部队成线式排列，中央位置集中了大部分骑兵，左翼以一片树林为屏障，右翼则依托多瑙河边上一个叫布伦海姆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塔拉尔元帅布设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力量。中午刚过，马尔伯勒公爵从右翼、欧根王子从左翼，开始向法巴联军实施攻击。欧根王子负责吸引敌人注意力，马尔伯勒公爵则集中了20个营的步兵向布伦海姆村实施了猛烈进攻。第一批2400名英军刚刚逼近法军，立即就遭到了相距只有30步远的4000名法军士兵的集中射击，英军马上就伤亡了800人。然而，英军士兵毫不退缩，仍然顽强进攻。惊慌失措的法军将所有的步兵预备队都调到了布伦海姆村。立时，这个小小的村庄就塞满了1.8万名士兵，连人都难以挤下，更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行动了。一名目击者写道：“村子里的人非常拥挤，士兵们甚至都不能进行射击了，更不用说排成整齐的队形了。敌人的射击没有一发打不中，而我们只有站在最外面的人才能进行一下还击。”[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45页。]



　　马尔伯勒公爵在成功地将敌人的主要兵力吸引在两翼之后，立即集中步兵和骑兵，跨过那条小河猛攻法军的中央地带。虽然步兵和骑兵的兵力相当，马尔伯勒公爵还是决定使用一半多的骑兵和23个步兵营中的9个营实施攻击。这是因为，法军的步兵和步兵预备队几乎全部被牵制在右翼，中部只有5000名用于防守的步兵。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但骑兵的优势是进攻，在防守中也只是实施反击行动。不得已，法军只好使用不善于防守的骑兵来抗击英军的攻击。



　　在马尔伯勒公爵步、骑兵联合攻击下，法军的中部被突破，大部分骑兵沿多瑙河仓皇逃走。一名在那次惊慌逃跑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回忆道：“我紧紧伏在马背上狂奔，突然冲到了一个深深的溪谷边上，我和战马一起跌进了一个20英尺宽的沼泽地里。紧接着被敌人紧紧追赶的一些骑兵，连人带马也跌进了池里，压在了我的身上。我费劲地从战马上抽出身子。”大概有3000多名法国骑兵在逃跑时跳入多瑙河中试图游过该河。英、奥、荷联军在拥挤的布伦海姆村子里抓获了大量的法军俘虏。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共损失了3.5万人，其中包括1.4万名俘虏，几乎占其总兵力的2/3，而英、奥、荷联军只损失了23%的兵力。[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54页。]






作战略图5.1布伦海姆会战：分散与集中



　　布伦海姆会战是整个18世纪西欧发生的一些主要战争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次会战。它不但使帝国联军在战略上彻底解除了法巴联军对奥地利帝国的威胁，而且还占领了巴伐利亚，并迫使法军退回到了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的其他战役行动是在尼德兰展开的。当法国国王的孙子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时，法西两国结成了同盟，法军因此占领了西班牙属尼德兰省。英国和荷兰也都想插手尼德兰问题，将法军赶走，因此，马尔伯勒公爵率领英荷联军为达到这一目的和法军周旋了7年。他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散布在尼德兰地区的城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这些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在16世纪曾让西班牙人头痛不已，现在又对马尔伯勒公爵这样的一个天才提出了挑战。像西班牙人遇到的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遇到的正如罗马人防守他们的国境线时一样的纵深很大的防御。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既有各种各样的物资仓库，还有士兵避弹所。另外，它还可以牢牢控制经过这个地区的主要道路和河流。因此，要想通过这样的城镇，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很危险。因为，城镇里的守军随时都可以出来袭击运送物资的车队或其他的小股部队。



　　好在这时攻城技术和后勤供应体制都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尼德兰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可以维持城外部队1-2个月的生活，以使其有较充裕的时间对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实施围攻。但是，进攻一方却需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以对被围攻的要塞形成包围之势，有时需要10倍于防守之敌的兵力。另外，即使围城的一方还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也要时时小心防守之敌的突然袭击。这意味着，单一的攻城行动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要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



　　幸运的是，在1706年，马尔伯勒的对手是无能的法国元帅维勒鲁瓦。5月份，维勒鲁瓦元帅匆忙出发，急于寻找马尔伯勒公爵的联军主力决战。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负，梦想着能替路易十四国王报布伦海姆惨败的一箭之仇。法军将6万兵力全部摆在了一个低洼地带，这个地带的中部有一个叫拉米伊的村子。马尔伯勒公爵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打败维勒鲁瓦。中午一过，他立即将部队展开，前方部队已和法军接上了火。双方都采用传统的布阵方法，步兵位于中央，骑兵和少量的步兵位于两翼。一开始，马尔伯勒公爵对法军的两翼进行试探性攻击。在左翼，公爵的骑兵对法军没有骑马的骑兵给予了重创，步兵也夺占了两个村子；在右翼，公爵集中了英军12个步兵营，诱使维勒鲁瓦元帅急忙抽掉中央的步兵，以增援其薄弱的右翼。



　　当对法军中部的攻击没有奏效，而法国的骑兵已经撤回，步兵的翼侧完全暴露时，马尔伯勒公爵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开始行动。当发现到他的骑兵难以迅速通过右侧那条泥泞的小河，而法军的骑兵却容易利用地形实施反冲击时，公爵果断放弃了对右翼的攻击，悄悄将骑兵调往左翼，战场上的浓烟和不平坦的地形使维勒鲁瓦元帅没有发现公爵的兵力转移。公爵首先使用在数量上占有2比1优势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然后猛攻法军中部的步兵，攻击行动很快奏效。当维勒鲁瓦元帅发现自己的右翼和中部都处于危险境地，急调左翼的骑兵增援右翼和中部时，为时已晚。此时，他的右翼和中部已全线溃败。这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3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0%还多，而英、荷联军只损失了不到总兵力的5%。和布伦海姆会战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首先使用步兵进行佯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当敌军阵形中出现暴露的翼侧时，然后再集中优势的骑兵实施突击。



　　与布伦海姆之战相比，此次会战在战术上没有太突出的战果，但在战略上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尔伯勒公爵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法军的抵抗斗志。正如有人评论：“有些被认为可以有效对付攻击的城镇，没有经过任何打击就拱手相让了”，因为维勒鲁瓦元帅彻底丧失了斗志，随着他的败退，他的下属们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有着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当地的居民较友好，对英荷联军的继续推进没有产生妨碍。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对尼德兰地区统治的时间较长，因此新的波旁王朝的统治地位并不牢固，特别是随着包括原西班牙国王的堂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军入侵之后，其统治地位更不牢固。马尔伯勒公爵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同时抓住罗马帝国皇帝的兄弟想取得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而成为查理三世的心理，对查理三世许诺，保证不影响他对尼德兰的控制，“全部优良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品将原封呈上。我们特此公告，严格约束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尽量不使当地居民遭到侵扰”。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马尔伯勒公爵的军队没有遭受当地老百姓的抵抗，不久即攻占了尼德兰地区当时的首府布鲁塞尔，以及曾被西班牙军队控制、现由一部分法军防守的安特卫普。最后，在战役季节结束，以及精力充沛、接替维勒鲁瓦元帅指挥权的旺多姆元帅制止轻易放弃筑有坚固工事的要塞之前，英荷联军已控制了尼德兰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马尔伯勒公爵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维勒鲁瓦元帅有着天壤之别、指挥才能超众的对手。旺多姆元帅是法国亨利四世国王的孙子，他在18岁时就领兵打仗，当时已有30多年的指挥经历。旺多姆元帅不但有着非凡的指挥才能，而且在战场上还有着超常的胆识、丰富的想像力和独特的感召力。然而，由于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机敏的旺多姆元帅要对付一些潜在的威胁，而马尔伯勒公爵也要尽量减少开支，所以在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在战略上都采取了防御的态势。第二年，法军利用当地居民对联盟军队统治的不满，只用了一小部分兵力，就又重新夺占了两个重要的城市，重新控制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此时法军的指挥权力分散了，国王的小孙子与旺多姆共同分享权力，这又给马尔伯勒公爵带来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当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收复一个反叛的城镇时，两支部队终于遭遇了。在两天半的时间内，马尔伯勒公爵率军机动了50英里，到达了奥德纳德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与向同一个方向渡河的法军只相隔6英里。当两军的骑兵小分队遭遇时，旺多姆元帅意识到英联军的大部队就在附近。此时，法军已全部渡过了这条河，元帅决定立即攻击。马尔伯勒公爵知道法军的指挥权分散，相信自己这次同样一定能取得会战的胜利。因为，指挥权分散在两个人手里，两个人必然要争功抢胜，绝不会相互配合形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果然，旺多姆元帅自恃重兵在握，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将联军击败，但他的作战计划却瞒着国王的小孙子，以至于在他实施进攻时，其翼侧却失去了应有的防护。马尔伯勒公爵及时抓住了这一时机，集中骑兵和步兵猛攻法军薄弱的翼侧，从而取得了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法军在夜幕降临时，也成功地将部队撤离了战场。这次交战，联军只损失了总兵力的3%，而法军却损失了15%。从此，两支军队再次相遇时，一改过去既不主动交战，又不抢占地盘的做法，双方都既积极进攻，又注重防守。在法军撤退后，马尔伯勒公爵实施了一系列的迷惑行动，使对方搞不清他下一步的意图是围攻图尔内，还是伊普雷、蒙斯或者里尔。其实，公爵的下一个目标是里尔，8月初，他就率军出发了。



　　里尔是法国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的战略价值。法军派资格较老、又有才能的布夫莱尔元帅，率领1.6万名士兵在此驻守。英联军约10万大军参与了这次围城作战行动。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元帅——欧根王子，负责指挥攻城部队；英军名将——马尔伯勒公爵，负责指挥掩护部队。由于城墙隐藏在护城壕沟和土制斜堤的后面，当时炮兵的射程够不着。因此，实施攻击的士兵挖掘了一些锯齿状的工事，以接近护城壕沟。这样，炮兵就可以利用这些工事做掩护向前机动。密集的炮火开始对城墙四围的防御工事实施猛烈的轰击，炮弹也纷纷落入了城内。进行突击的士兵需要这样的炮火，同样，实施防守的法军也需要炮火支援。为了能抗住联军利用堑壕发起多次的突击，为对付这些堑壕，防御者也设置炮火以摧毁进攻部队挖掘的堑壕。



　　正当欧根王子运用这种规范的攻城方法，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固若金汤的里尔城堡防御时，马尔伯勒公爵也在与城外11万法军周旋，以免其对围城作战行动产生影响。围城作战引起了长时间的会战，但是，由于马尔伯勒公爵占据坚固的阵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的名声在外，法军先后两次放弃会战的念头，第一次是在9月初，第二次是10月，旺多姆元帅率增援部队赶来，也没敢贸然交战。



　　法军两千名骑兵，每人携带一个装有100磅火药的袋子，突然冲破联军的防御，给守城部队运送了一批弹药。然而，此次行动中，只有一半的骑兵冲了进去，其余的却倒了大霉。有人曾这样描述，随着联军围城士兵的枪响，“一些敌人的火药袋子被击中；在一阵阵可怕的爆炸声中，数以百计的敌人立即被抛向了天空”。幸免于难者仓皇逃跑，其中一些人的火药袋子“被颠破，火药漏了出来，在他们身后的路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火药尾巴。战马狂奔，马蹄铁掌踏出的火星点燃了火药尾巴，紧接着就又点燃了他们的火药袋子，大部分的士兵和战马都被炸死。没死的景象更惨，士兵和战马没有一个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树上都挂着残肢断臂”。[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261-262页。]



　　法军成功地切断了联军从大本营布鲁塞尔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里尔要塞仍被法军牢牢控制着。这时，马尔伯勒公爵又重新开辟了一条从港口城市奥斯坦德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而且多次击退了法军的袭扰。当法军引海水冲毁这条运输线时，公爵又仍设法使用船只建立了一条自奥斯坦德至里尔的水上运输线。至此，法军为了解除联军对里尔的围攻，使用了最后的一招——围魏救赵的办法，即派兵威胁联军的大本营布鲁塞尔。然而，法军对布鲁塞尔的炮火轰击，既没有动摇联军对布鲁塞尔的防御，也没有达到使马尔伯勒公爵分散兵力的目的。相反，公爵却率军威胁法军的退路，并彻底解了布鲁塞尔之围。



　　4个月后，里尔城守军终于投降了。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英联军充分考虑到了围攻行动所需要的巨大物资消耗。另外，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对联军夺取里尔城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双方重视里尔城的争夺，其重要意义表明，面对有着坚周筑垒工事做支撑，有纵深防御部署的对手，进攻部队的快速推进是相当困难的。



　　1709年，法军起用了优秀的指挥官维拉尔元帅，但由于法军此时元气已伤，所以英联军在没有遭到严重阻击的情况下就包围了图尔纳。维拉尔元帅曾在法国著名将领孔代、图仁、卢森堡的麾下领兵作战，从他的上司们那里，富有理想的维拉尔学到了许多指挥作战的本领。当英联军攻破图尔纳，开始围攻蒙斯时，维拉尔元帅立即采取了行动。考虑到马尔伯勒公爵乐于进攻，元帅将部队机动到距蒙斯很近，几乎和围城的联军可能遭遇的位置，抢占了一个叫马尔普拉凯的村子，并利用树林对其翼侧进行了充分的防护。等到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并展开队形时，法军已经利用一天一夜的宝贵时间在其正面构筑了防御工事、设置了障碍物，而且还留出了一些可供其骑兵机动的通路。



　　正如狡猾的维拉尔元帅所预料的那样，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这对在战场上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果然计划先以部分兵力攻击法军的翼侧，当法军中部的主力回援时，然后，就像他们在布伦海姆之战中那样，集中优势的骑兵猛烈攻击法军薄弱的后方，直至取得交战的胜利。然而，英联军对法军两翼的最初攻击，很快就惨遭失败。左翼，纵深为四列横队的法军步兵方阵，在50步远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齐射击退了联军的进攻；右翼，法军隐蔽配置的20门火炮，在步兵密切配合下，突然以猛烈的炮火轰击联军，使联军在半个小时内就伤亡了5000余人。维拉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左翼和布夫莱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右翼，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牢牢连在一起，避免了再犯布伦海姆之战中的错误。



　　但是，联军却占领了法军做为左翼屏障的一片树林，迫使维拉尔元帅不得不从中部抽调一部分步兵来夺回这片树林。维拉尔元帅从中部抽调了1.5万名步兵以解除其左翼的威胁，这样一来，他的中部防御实际上就已经非常薄弱，只剩下了骑兵仍在对抗着联军步兵的攻击。马尔伯勒公爵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集中了3万名骑兵，利用法军前沿障碍物中的间隙，对维拉尔元帅的中部防御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当发现法军的左翼开始溃败后，布夫莱尔元帅指挥他的部队对联军的骑兵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抗击，然后也就从战场上撤退了。



　　法军虽然败退了，但是从士兵到指挥官，整个部队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由于英联军连续作战，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对蒙斯进行有效的围攻了。马尔伯勒公爵原指望通过这次作战胜利就能进军法国本土，然而，在这次会战中，他却损失惨重，11万大军，阵亡了2.5万人，伤员也占了总兵力的22%。而法军只死了1.2万人，伤员和被俘的人员只占了8万总兵力的15%。就像古希腊的皮洛斯，虽然勉强取得了在古罗马作战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落了个孤身一人逃回希腊的下场。因此，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失利后，维拉尔元帅曾给路易十四国王写了一封信，“如果上帝开恩，再让我们的敌人取得这样的一次胜利，那他们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如果能再这样拖下去，法国就将赢得这场战争。



　　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马尔伯勒采取分兵攻敌两翼的策略，其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即使其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这仍不能弥补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此次会战也表明，马尔伯勒是一位高明的战术家，他在会战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么一种原则：先攻击敌部署的某一点，吸引敌人调动预备队救援，这样，敌必然会在其他部位露出破绽，然后，再集中兵力进行决定性的突击以赢得胜利。马尔伯勒公爵通常使用骑兵担任最后主攻的任务，因为，骑兵具有快速机动和灵活部署的优长。




意大利北部的持久战略




　　意大利北部战役主要发生在一片东西长150英里、南北相距约70英里的地区，其面积与尼德兰地区差不多。尽管这个地区内也散布着许多城镇，德法两国也经常将此作为实力较量的战场，但是，这个地区不像尼德兰地区那样，有着较多的具有筑垒工事的城镇。大部分的城市都集中建在波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波河及其支流是影响这个地区东西交通的主要天然屏障。因此，一旦一支军队渡过一支河流，它就可以相当自由地在两条河流之间地带行动。此地区的作战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因为，在整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投入此地区的兵力数量不多，总兵力相对于空间面积上的兵力密度不大。相比之下，交战双方投入尼德兰的兵力数量要多些，因为，尼德兰距法国、英国和荷兰都比较近，其位置也相对更为重要。



　　法国与萨瓦公爵的联军位于法国边境，而与西班牙的联军仍然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大片领土。这就意味着，至1701年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军队和萨瓦公爵的军队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至中立国威尼斯边界及阿迪杰河的所有地区。法军指挥官卡蒂纳元帅，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官，从指挥意大利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他指挥法军采取防御态势，派兵驻守了大部分城镇，并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瑞沃里地区，以控制和封锁介于阿迪杰河和加尔达湖之间的帝国军队入侵的通道。为避免和卡蒂纳元帅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帝国指挥官欧根王子决定，率军穿过中立的威尼斯领地，穿过阿迪杰河东部地形复杂的地区向南行军。为了迷惑和欺骗卡蒂纳元帅，欧根王子在北部虚张声势，实际上却率领大军利用阿迪杰河和河以东复杂地形做掩护南下，在法军真正发觉意图之前，到达了维罗纳。之后，聪明的欧根王子又摆出要在维罗纳以北渡过阿迪杰河的样子，选择了7个渡河地点，而实际上，他却在维罗纳以南很远的卡斯特巴多架起了一座桥，并于7月9日率军渡过了阿迪杰河。



　　帝国军队的大部人马还在河岸东侧，卡蒂纳元帅的部队已经溃散。卡蒂纳元帅不太清楚欧根王子下一步的目标，于是退回到明西奥河进行防守。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欧根王子率军远远地向西北机动，并于7月28日越过法军驻地北部，在佩斯基拉南侧几英里处架桥渡过明西奥河。过河后，欧根王子继续快速向西朝基耶塞河方向行军。溃散的法军再次组织后撤，最后在奥廖河南岸占领了一个阵地。欧根王子通过不断地吸引法军，利用其分散兵力、层层防守各条河流的机会，率军连续突破三条河障，并抢占了意大利北部1/3的地区。






作战略图5.2欧根王子吸引卡蒂纳元帅分散兵力



　　欧根王子在向意大利北部进犯过程中，没有采取袭击的手段，而是每到一处，便派兵控制这一片地区，以作为自己的战争后勤供应基地。他实际上所采用的是古斯塔夫的不断蚕食敌方领土的持久战略。除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外，在意大利北部，交战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战略，尽量抢占、控制领土，以掠夺肥沃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资源。



　　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十分关注法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事，当得知卡蒂纳元帅初战失利后，他立即派毫无指挥才能的维勒鲁瓦元帅接替卡蒂纳的指挥，并不断派兵增援，最后法军的总兵力达到了4.5万人，而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兵力只有3万人。8月底，维勒鲁瓦率军渡过了奥廖河，向欧根王子的重兵驻地赤阿瑞发动进攻。幸好维勒鲁瓦元帅并没有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图，法军损失仅为2500人，而帝国军队则几乎无一人伤亡。在秋季的后面一段日子里，双方部队在进入冬季营房休整前，都采取了各种行动以破坏对方的粮草征收。这期间，欧根王子率军包围了仍被法军占领的曼托瓦要塞。



　　在冬季的一次袭击行动中，王子的士兵偶然俘虏了法军维勒鲁瓦元帅。但这却对王子极为不利，因为路易十四国王马上另派了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旺多姆元帅接替了他的指挥。旺多姆元帅很快就扭转了局势。1702年5月12日，他出人意料地率军从克雷莫纳向北机动，在篷特维克渡过了奥廖河，在马内尔比奥渡过了麦拉河，在梅多特渡过了基耶塞河，于5月23日出现在古爱多地区，并解除了帝国军队对曼托瓦的包围。通过这一行动，旺多姆元帅控制了曼托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并抢占了位于欧根和奥地利之间的一块要地，迫使帝国元帅收缩兵力，在曼托瓦以南地区挖掘工事进行防御，并自己从波河南面原先建立的仓库里去提取军队的后勤供应。



　　在又得到一批增援部队之后，旺多姆元帅分出2.3万人继续驻守里瓦多和欧根对抗。他则亲率另一部分兵力向西朝着波河方向机动，在远离帝国军队的波河上游地段渡过波河，尔后迅速向东，夺占了波河以南欧根王子战争基地内的好几座城市。然后，旺多姆元帅向北进攻卢萨拉，计划夺占波河上的桥梁，以迫使欧根退到威尼斯境内，并进而退回奥地利。然而，在不了解法军里瓦多守军指挥官的情况下，欧根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向南渡过波河，进军卢萨拉，试图以优势兵力消灭旺多姆元帅的另一部分兵力，从而扭转战局，夺取战场主动。



　　欧根王子率领军队利用卢萨拉周围的一些河沟、堤坝、树林做掩护，悄悄向法军接近，希望能在法军安营扎寨时打它个措手不及。然而，当他正率领其军队以5路具有正常防范措施的纵队行进时，旺多姆发现了帝国军队，因此，旺多姆元帅赶在敌人还没有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进行了伏击部署，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虽然被法军发现，欧根王子仍然在下午5点向法军发起了攻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帝国军队也没有能将法军驱逐出战场。第二天，两支军队继续对阵作战，只是交战的规模局限在相互炮击之上。



　　事实上，双方部队对阵相持又过了55天。期间，法军曾多次派兵袭击欧根王子军队的后勤供应基地，当然，欧根王子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以保护自己。最后，法军把欧根的帝国军队赶到了塞基亚河以东地区。帝国军队在此进行冬季休整。战术娴熟的旺多姆元帅，以其双倍于欧根王子军队数量的法国军队，将欧根王子赶出了去年所夺占的大部分地盘，使其所占地域范围仅限于波河以南地区。但是，他还没能将欧根王子赶出意大利。欧根王子，这位杰出的罗马帝国元帅，却通过消耗敌人的资源养活自己的军队，迫使法军及其盟友萨瓦公爵以双倍的兵力与自己进行战役作战。



　　像以往一样，会战只有在双方部队都自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旺多姆元帅采取了防守的态势，而欧根王子为了确保其后勤供应基地的安全，却冒险采取了进攻行动。通过5月份的突然性进攻行动，旺多姆元帅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领土。同时，他留一半兵力防守曼托瓦附近的里瓦多，自己率部分兵力向西挺进渡过波河，并入侵欧根王子的战争基地，这的确吸引了欧根王子南下。但是，旺多姆元帅的这一分兵行动，却为目光敏锐的欧根王子提供了一次内线作战的机会。于是，欧根王子便可以在卢萨拉以与法军相同规模的兵力进行交战。



　　1703年，萨瓦公爵改变了战争立场，站在了罗马帝国一边与法国人对抗。这样一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在曼托瓦以东和加尔达湖地区，是法军与帝国军队对阵；而在萨瓦首府——都灵周围地区，是萨瓦军队与法军交战。1703年，欧根王子离开了意大利，而战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一支帝国军队越过法军占领区，去支援萨瓦公爵的军队。1704年，欧根王子仍然没在意大利战场，法军在旺多姆元帅的指挥下，重创了萨瓦公爵的军队，夺占了他占领的一些重要城市。1705年，欧根王子受命率军重返意大利战场，以解救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萨瓦公爵。



　　欧根王子率军机动至加尔达湖以西地区，在此与旺多姆元帅相持了一个月以等待援军的到来。这时，旺多姆元帅为了亲自指挥都灵附近与萨瓦公爵军队对阵的法军，暂时将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了自己那毫无作为的弟弟。欧根王子便利用这一机会，迅速越过了旺多姆之弟所率部队左翼的山区，并在旺多姆元帅返回之前渡过了奥廖河。欧根王子向北跃进，想在帕拉底斯沃渡过阿达河，旺多姆及时察觉到了他的企图，并提前阻止了他。欧根王子只好率领他的2.4万人南下，去夺占位于卡萨诺的桥头堡。王子发现，只有元帅自己指挥1万人在此防守。由于未能使狡猾的法军元帅上当，以避开法军去救援萨瓦公爵，最后，欧根王子决定攻击位于卡萨诺的法军坚固筑垒阵地。






作战略图5.3欧根王子的内线作战



　　法军背靠阿达河，前面有一条20英尺宽、4-5英尺深的小河沟作屏护。齐颈深的河水，浸湿了涉水过河攻击的帝国士兵的火药，欧根王子军队的第一次攻击很容易就被击退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小河沟上的一座石桥。帝国军队的士兵曾两次夺占了它，但又被法军夺了回去。最后，信心十足的欧根王子亲自率领士兵冲击，终于第三次夺占了这座石桥，并已快到达河边，将要把法军拦腰截成二半，迫使法军下水了。但是，继承了其祖辈亨利四世勇敢顽强作战精神的旺多姆元帅，率领法军实施一次反击。最后，欧根王子的颈部和膝盖都被击伤，法军夺取了胜利，帝国军队退了回来。此次作战，帝国军队损失了4000人，伤亡人数约为总兵力的1/6。然而，法军也付出了较惨重的代价，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还多。单从双方的战术损耗来看，欧根王子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但是，从战略的全局看，旺多姆元帅守住了阿达河，应该说，是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虽然，帝国军队和法军在兵力对比上超过于2.5：1，但结果却是法军取胜了，这再次证明了防御作战的优势。另外，法军的胜利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指挥官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很脆弱的小分队，比如像旺多姆元帅率领的这样的先遣队，其背后还有一条河，也说明了指挥官为什么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危险的阵地。



　　欧根王子再一次尝试了绕过法军，但也失败了，于是退回去占领曼托瓦附近的冬季营地。然而，当欧根王子向东行军准备夺占曼托瓦地区时，旺多姆元帅也尾追过来。接近曼托瓦地区时，法军向南抢占了曼托瓦北侧比较富饶的地区，迫使王子率军到加尔达湖西侧十分贫瘠的地区过冬。旺多姆元帅虽然成功地阻止了王子对萨瓦公爵的增援，但王子的种种增援努力也极大地消耗了元帅的精力，使其不能有更多的兵力去围攻都灵城。欧根王子曾恰当地描述意大利北部的战役行动：“这既不是一场领地征服战，也不是为建立冬季营地，而是一场相互牵制的战争。它使法军为此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因为，法军在意大利不得不始终保持一支8万人的兵力，而帝国军队却只有4万人。”欧根王子明白，法国在意大利有着传统的利益要求，只要法国仍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有和平。[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页。]



　　1705年秋天，意大利的战局对欧根王子极为不利。军队不能及时得到军饷，为此他曾给皇帝写信：“士兵们强忍着体罚，我不得不在严肃军纪和宽厚仁慈之间做出选择。”在冬季来临时，他又向皇帝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近崩溃，战马疲惫不堪，部队都快要没有立足之地了。敌人却正在我们的前面重新调集兵力。另外，威尼斯宣称，如果我们不马上从他们的领土上撤出去，他们就要向我们宣战了。”1706年4月，欧根王子自己离开了意大利战场，旺多姆元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袭击了帝国军队的冬季营地，并将帝国军队重新赶到了山区。在这次交战中，包括逃跑开小差的人员在内，帝国军队损失了近1万人。5月中旬，法军开始围攻都灵。为了保障大军安全渡过阿迪杰河，以及防备帝国军队对攻城行动的骚扰，旺多姆元帅指挥法军在都灵东侧150英里处修筑防御工事。如果法军攻占了都灵城，那么，它不仅可以迫使萨瓦公爵退出战争，而且还可以牢牢控制住意大利北部地区。[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121页。]



　　5月中旬，欧根王子率领3.8万人去迎击旺多姆元帅以及他用于防守阿迪杰河的4万法军。出发前，欧根王子在威尼斯境内等候着援军的到来，他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当地居民对他的驻扎产生反感。他给皇帝写道：“我在部队中发布了十分严厉的军纪，以防发生意外；没有一名士兵敢动果园里的果子，居民收割的庄稼没有一点丢失。相反，法军在此驻扎时，曾大肆掠夺居民的财物。”帝国军队的秋毫无犯和法军的疯狂掠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当地的威尼斯人对帝国军队的驻扎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法军的这种坏名声，使其在对德战争中也尝到了苦头，由于当地居民不堪忍受过重的战争特别税，纷纷迁到了外地。[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29页。]



　　7月初，欧根王子留下部分兵力在维罗纳地区，成功地欺骗了法军，使其误认为王子要在阿迪杰河上游过河。事实上，欧根王子却率军秘密地沿河大踏步地向南并向东行进，在丝毫没有遭到法军抵抗的情况下安全渡过了阿迪杰河。过河后，欧根王子没有转而向西，而是率领他的2.7万人继续向南机动，渡过了波河。此时，为了挽救法军在拉米伊的败局，路易十四国王急调旺多姆元帅去尼德兰战场，意大利北部战区的法军交给国王年轻的堂弟，缺乏作战经验的奥尔良公爵指挥。公爵一上任，立即对欧根王子的秘密机动作出了反应，抽调围攻都灵城的部队前来增援，并回防明西奥河。他用3万兵力防守明西奥河，另派3万兵力拦阻波河南侧正向西挺进的帝国部队。然而，当欧根王子留在维罗纳的那部分兵力趁机向前机动时，奥尔良公爵担心失去明西奥河防线，将他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波河以北。欧根王子则趁机率军继续在波河以南迅速向前机动。结果，年轻的奥尔良公爵甚至连明西奥河防线也没保住。假如是足智多谋、老谋深算的旺多姆元帅，欧根王子绝不会如此容易得手。



　　奥尔良公爵意识到，拦阻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的最后希望只有寄托在斯特拉代拉。在这个地方，亚平宁山脉几乎延伸到了波河河岸。为阻止欧根王子的部队通过，公爵派出了一支7000人的步骑混合先遣部队，冒着意大利夏季炎热酷暑，快速行军以抢占有利阵地。为提高行军速度，让步兵乘坐四轮马车前进。欧根王子则采取中速前进，且由于天热，部队只在晚上行军。当得知公爵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正急行军后，他也率领他的7000士兵飞速前进，同时也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全由骑兵组成，由他亲自指挥。欧根王子的先遣部队在斯特拉代击败了法军，王子则率领主力迅速越过斯特拉代，并绕过法军防守的要塞，在都灵城附近与他的堂兄——萨瓦公爵会合。奥尔良公爵则率领大部法军尾随其后。



　　然而，欧根王子的这次机动，却与早些时候在意大利拉锯战中的机动有着明显不同。像是一次袭击行动，欧根王子率军只是穿过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并未去夺占法军防守的要塞和大部领土。他的这次战役行动是非常漂亮，也是相当精彩的，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行军去增援被围困的都灵城守军。如果不能因此解救都灵城，那么，他所有的行动只能说是使法军惊慌失措，而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欧根王子成功地吸引了法军的行动，率军快速地到达都灵城附近与法军对阵。法军共有8万兵力，而帝国联军方面，在要塞内防守的兵力有1.5万人，用于解都灵之围的兵力为4.2万人。联军此时也遇到了解救被围攻之城的同样问题，即围攻都灵城的法军在城市外围修筑了一道防御工事。围城者占据这道环形筑城工事阵地，有着防御作战的优势。正因如此，一支庞大的法军在两年后解救里尔城时遭到失败。要解救都灵城，欧根王子的兵力数量还不占优势，其难度就更大了。由于法军呆在环形防御工事内，所以，要想解都灵城之围，联军必须实施进攻。经过一番侦察之后，欧根王子发现，在都灵城西侧有一段法军没有很好修筑工事的地方，其防守较弱。法军认为这一段是敌人不可通过的。于是，欧根王子以一部分兵力在城东实施攻击，以吸引法军的注意力，并让守军派一些民兵从内威胁法军，自己则集中大部兵力对法军防御较弱的西侧实施猛烈攻击。



　　欧根王子集中了8万人马向法军8千至1万的防御部队发起了猛攻。他将步兵部署成两线，步兵后面跟着骑兵，也成两线部署。都灵城守军的正规部队从背后向法军进行了袭击，在此行动的牵制下，欧根王子迅速在城西侧法军未修好筑城工事的地段突破了法军防御。增援西线的法军援军赶来了，但在他们相继到达过程中均被欧根王子的部队逐一消灭了，法军全线崩溃。此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万人，帝国联军只损失了3千多人。法军在溃退途中，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直接逃回了法国，而没有向米兰方向以及向意大利北部仍在法军的控制之下的大片地区。欧根则乘胜前进，俘获了法军在意大利的剩余守军。1707年3月，路易十四和罗马帝国皇帝达成协议，遣返了法军的被俘人员，大约有2万人。



　　欧根王子率军征战的彻底胜利，粉碎了旺多姆元帅的信念，认为法军有“多道防御阵地可以有效阻止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梦想的实现。”尽管机动途中，天气炎热，水源稀少，物资供应匮乏，欧根王子仍然率军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远程奔袭了240英里。但仅有成功的机动还不足以解都灵之围。因为，法军不但有足够的兵力控制着都灵城周围地区，以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后勤供应，而且，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欧根王子的救援部队。另外，法军在都灵城的东部还有大片的战争基地，足以继续保证其控制意大利的大片领地。然而，都灵战役的胜利，没有远距离的行军是不可能的。都灵战役的胜利在解救被围之城的作战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法军失败后不是向东退回到他们控制区，而是向西逃回了法国，帝国军队因此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这是影响战役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法军在阻止欧根王子军队前来救援途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在都灵城外围防御工事的构筑上出现的漏洞，都为欧根王子夺取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当然，不管怎么说，欧根王子能够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败强大的对手，确实展示了他非凡的指挥才能。他的战略风格是，机动诱敌，使敌出现防守上的漏洞，借此绕过敌人；在战术层次上也同样，他也像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以一部兵力在都灵的东侧牵制敌人，自己则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西侧。总之，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艺术，使欧根王子周密的计划得以实现。”[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31页。]




线式战术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将军们和理论家都十分关注线式战术问题。随着刺刀的出现，线式战术可以说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和将军们依然留恋方阵冲击战术，倡导回到冲击战术时代。1724年，法军的一位将军，曾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一名老兵福拉尔建议，作战中以纵深相当于正面两倍的纵式队形实施冲击行动。他注意到，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曾以重型步兵大败斯巴达的线式部署。受此影响，福拉尔坚信，以纵式队形对纵深只有3列的滑膛兵线式队形实施集中猛烈冲击，肯定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其队形。突破后，纵式队形就可一分为二，分别向两个相反方向实施卷击。因此，他还建议，在这种纵式队形最外边的一列士兵要装备短的长矛。福拉尔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但是，福拉尔还是没能说服大多数人，在实际作战中，他的纵式队形能否真的敢冒着滑膛枪火力齐射的危险前去突破对方的线式队形；当然，他的这一想法却对18世纪后期的军事理论研究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军队，在其规则中要求部队部署成纵式队形。



　　另一位法国元帅萨克斯，虽然不赞成采用纵式队形，却也倾向于实施冲击战术。他提出，应该让一部分部队装备长矛和盾牌。更重要的是，当萨克斯的想法实施后，他确实发现纵深较大、正面较窄的纵式队形，要比为最大限度发挥火力威力而部署成纵深浅、正面宽的线式队形，更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



　　主张使用滑膛枪在一定距离外进行火力作战的人，仍然不能接受纵式队形的集团冲击战术思想。于是，在军事思想界另有一派人提出重新采用轻步兵战术。传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轻步兵，无论是使用标枪、抛石器，还是弓箭，他们在作战中都是各自为战，而不是排成密集队形，这样，他们可以发挥投掷兵器的威力，对付敌人的重步兵；而避免与敌方的重步兵或重骑兵进行近距离搏斗。大多数16世纪的火绳枪兵们也采用传统轻步兵的散兵战术，当然，他们在战场上也以长矛兵方阵提供可靠的掩护。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将所有的轻步兵都装备滑膛枪，并与长矛兵部署在一线，这样，这些滑膛枪手们就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轻步兵的战术。刺刀的出现，轻、重步兵合二为一，步兵队形又回到了以前传统重步兵的队形上去了。



　　但是，步兵队形的这一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训练，要求所有的步兵在战斗中都要保持线式队形实施集团作战的战术技能，使得步兵完全丢失了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在战场上，步兵如果采用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士兵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战场上的地形、建筑物作掩护，很好地向对方线式队形射击，却可以避免自己暴露于对方线式队形的齐射火力之下。另外，一些部队采用这种战术，还可以有效地侦察、袭击敌后勤运输队和供应基地。



　　随着人们对轻步兵的战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在18世纪，步兵又进一步被区分为轻步兵和线式列阵步兵。两种步兵的区别不在于他们使用的武器有什么不一样，而在于他们的行动方式不同。这两种步兵都主要装备滑膛枪。线式列阵步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们排成队形以抵挡敌方骑兵的冲击，最大限度地加快火力射击速度。轻步兵在战术上主要强调分散独立作战，称之为散兵作战。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条件隐蔽自己，以避免敌人的骑兵或线式列阵步兵的火力齐射，同时集中自己的火力打击对方的列阵步兵目标。



　　训练轻步兵作为散兵作战，使得轻步兵在战场特别适合担负警戒、侦察以及袭击等小规模行动。骑兵也分化出一种类似轻步兵的轻骑兵。轻骑兵一般装备马刀和手枪，专门担负一些战略性任务。而那些装备差不多，但仍保留沉重护体盔甲、骑着体形高大战马的骑兵，仍然被训练为在战场上实施冲击行动。装备轻便滑膛枪的龙骑兵，在战场上可以作为步兵使用，也主要执行一些战略性的侦察或袭击任务。






插图5.2轻型骑兵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使步兵和骑兵的射击武器和冲击武器合二为一，但是，轻步兵和轻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能力，轻步兵不再依赖相互制约的战斗队形，这就使得他们适合担负一些独立性的战斗功能。自此以后，轻步兵和轻骑兵区别于其他步兵和骑兵，不再是看他们身上的盔甲或者所使用的武器，而在于他们平时的训练及所担负的战略、战术任务不同。当然，士兵身着制服的不同以及武器装备的不同通常是区分不同种类部队的主要标志。一些轻步兵部队开始装备装填速度慢，但精度高的来复枪，而且，由于他们一般不用于对付骑兵的冲击，所以，轻步兵的来复枪上都不装刺刀。



　　18世纪上半叶，在战术思想上的第三种改进措施是，提高对同一类步兵的战斗队形控制使用。由于没有专门的长矛兵和滑膛枪手，部队形成战斗队形应该变得更简单。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普鲁士军队，他们在反复、认真的训练中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鲁士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军队不同，它们所有的团都采用统一的训练体系。每个营包括8个排，每排是一个独立的火力单位。各个火力单位都要进行装填和射击训练，要求全营能达到每分钟进行5次齐射。由于木制的送弹棍不适应如此频繁的装填射击，很容易折断，于是普鲁士军队就用铁制送弹棍代替了木制送弹棍。另外，普鲁士军队还很注意训练的长期性，要求士兵在队形行进中保持很精确的步伐，这样，全营在行进中能保持排面整齐。当有许多部队在一起作战时，也要求它们能在行进中保持线式队形。为使各个营并列行进，保持一线，条令规定队列行进的速度较慢，每分钟75步。



　　普鲁士军队让每一列中的士兵肩并肩地挨着，各列之间的间距为5英尺。在战场上，一步一步地行进，反复使用这种技能以形成一个方阵，以抵挡骑兵冲击。但是，他们希望在战场上尽量不用这种愚笨的方法，因为当骑兵从后面冲击时，他们可以让后面几列的士兵向后转，快速地对来自后面的袭击作出反应。当然，普鲁士军队的严格训练，的确促使了部队在战场上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的改进。由于军队士兵成份相同，每个步兵团又都掌握了相同的技能，因此，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普鲁士军队将步兵编成二路纵队。每一纵队就是战斗中标准的两条战斗横队中的一列。在行进中，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这样，整个部队在前进时就已是保持着战斗队形，在战斗前，不需要再重新编成线式战斗队形。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他们的行进方向是朝向敌人部署的垂直方向时，各个营如何转动方向，才能形成营与营并列的、与敌方队形平行的线式战斗队形。



　　普鲁士军队的行军序列与作战时线式队形次序一致，每营以各排为单位，一个排紧跟着一个排前进，就像他们在横队中一样，成三列横队，每排有24名士兵组成并肩站立，两侧分别为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官。这种三列纵深的队形正面不足20码，纵深为4码。每营的8个排一个跟一个行进，但保持一定距离，各排间距离为20码，这个距离正好是一个排队形的正面宽度。当营停止前进时，各排作一个90°转向，这样，整个营就可以成一线式战斗队形了。因为，在行进纵队中，每排前后距离正好是一个排的正面宽度(图解5.2)。






图解5.2普鲁士纵队行进队形



　　这样，一个营行进纵队之长约为150码，变为战斗队形时，其正面也为150码。如果是一支有40个步兵营的军队，行军时就编成两个平行的由营组成的纵队，每一个纵队的长度约为2英里。部队要转换为战斗队形时，部队必须停止前进，然后所有的排都转个90°角。



　　为了使部队转过来后能面对敌人，普鲁士军队可能以两列并列纵队在预定战场的左侧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左端时，行军纵队右转90°继续前进，在整个纵队向与敌人部署平行的方向行进过程中，各排依次右转90°角，填补预先留出的各排空隙，形成线式战斗队形。第二线部署也同样先右转行进，在前一线部署的后面几百码的距离上，与第一线部署平行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右端时，所有各营停止前进，所有各排再向左转90°。这样，整个部队就面向敌人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图解5.3)。






图解5.3纵队变换成战斗队形



　　只要各排、各营熟练地掌握自己的行进技能，普鲁士军队就能采取这种行军方式，使军队在战场上形成像指挥官预先计划的战斗队形。迅速、准确地实施此种行进方式，普鲁士就能快速地进行部署，出人预料地、或在敌人还没准备好之前出现在敌人前面。当然，如果军队能够在与敌人线式战斗队形平行方向行进，那么部队展开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指挥官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方法，当行进纵队行进到敌人前面时，所有各排只需转90°就行了。也就是说，部队不需要专门进行部署，部队只要停止前进，各排迅速转90°角就行了。因此，如果普鲁士的指挥官能够设计出这种与敌人线式队形平行的行进纵队，那么，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就更容易实现在敌人准备好之前、或者预料之外展开成战斗队形。




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1740年，腓特烈当上了普鲁士国王。他很快着手使用这支从他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强大军队。年轻、富有教养的腓特烈大帝，缺乏战争的实践经验，但是，以后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驾驭战争和管理国家的天才。除了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外，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一个管理有序、经济节俭的国家。上任不久，腓特烈大帝就在臣民和官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随后进行的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展示了他对不熟悉的使命的独特驾驭才能。普鲁士军队军事体制方式和成功经验，为整个欧洲的军事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战争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腓特烈大帝首次动用军队是在1740年。当时，罗马皇帝死后，将哈布斯堡王室的王位传给了他23岁的女儿玛丽亚·特丽萨。当法国和巴伐利亚对玛丽亚·特丽萨的王位继承都表现有一定的兴趣时，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秋天，率领一支2.7万人的部队抢先侵入了玛丽亚的领地西里西亚省。由于整个西里西亚省只有6000兵力，且缺乏坚固的筑城工事，玛丽亚的小部队不得不退到了摩拉维亚山区。腓特烈大帝因此又拥有了100万的统治人口，这几乎相当于这位年轻国王其他统治人口的一半。



　　但是，腓特烈大帝这次却惹了一个可怕的对手玛丽亚·特丽萨。其统治区包括尼德兰、摩拉维亚、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奥地利公国、匈牙利王国以及波希米亚。玛丽亚·特丽萨不仅外表漂亮，有着热情、迷人的气质，也很能干，富有判断力和决策力，在许多方面不亚于腓特烈大帝。然而，目前，玛丽亚·特丽萨却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当然，即使是奥地利军队只受到普鲁士单方面的威胁，腓特烈的9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再加上充实的国库，也足以与奥地利10.8万散兵游勇的军队相抗衡，而且奥地利还国库空虚。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就暴露出了长时间不打仗的军队所常有的各种弊病。军队缺乏统一的训练，各团都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军队训练不足。其将军们抱怨说，士兵们是在战场上学会作战的，而不是在操场上训练出来的。



　　1741年初春，奥地利军队实施反击。尼波格元帅率领1.8万人的部队进入西里西亚，试图夺回该省。尼波格元帅将部队驻扎在摩尔维特斯村庄附近的一个易受攻击的阵地上，他的步兵绝大多数都是刚征募来的新兵。虽然没有多少作战经验，但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决定，前去攻击奥军。在以后的作战中，我们还将看到腓特烈大帝始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由于，普军行军方向指向的是尼波格元帅仓促部署的线式队形的中间部位，普军步兵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用了较长时间，致使本来准备不充分的奥军抓住了这一时机，部署好了战斗队形以待交战。正当普军步兵形成战斗队形时，尼波格元帅的骑兵发起了突击，击败了普军的骑兵。尼波格元帅在与土耳其人作战中学到的经验，有效地保证了在对付普军骑兵作战中的胜利，而骑兵正是普军建设中被忽视的一个兵种。但是，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完成部署后立即向前接敌，将奥军步兵营置于密集的火力射击之下。缺乏训练的奥军步兵仍然使用木制送弹棍，因此根本不能和普军步兵进行对抗。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写道：“奥军各营马上陷入了混乱之中。可怜的新兵，只知道往彼此身后躲藏，一个营的纵深成了有三四十人之多，营的间隙变得非常大，整个骑兵团都可以从中间穿过。整个第二线队形都成了第一线了。”[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9页。]



　　奥军步兵的溃败对骑兵的震动很大。他们不再去发挥自身特长，向普军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尼波格元帅战败了，但组织了有序的撤退。这次交战，奥军损失了1/4的人马，而部队人数与奥军相同的普军，虽然获胜了，但损失率也和奥军一样。之后，尼波格元帅率残部仍然留在西里西亚南部。然而，29岁的腓特烈大帝在奥军的骑兵初战胜利时，就悄悄离开了战场。在整个作战季节，奥军独自在西里西亚战场，而腓特烈大帝却回去训练其骑兵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根据第一次会战中学到的经验来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大帝在每天早上4点就开始巡视部队，以推行一个极为严格的训练计划。一位法国目击者曾看到国王在亲自训练一个营。他写道：“天气非常恶劣，空中飘着鹅毛大雪，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全营的训练，他们还好像在好天气一样照常训练。在我来之前，我对这支军队的严明纪律、士兵的服从意识、行动的准确性有所耳闻，但现在我不得不说，他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61页。]



　　1742年2月，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摩拉维亚，打算利用敌人国土的资源对军队进行冬季休整，但由于当地居民怀有敌对情绪，以及一些其他因素，迫使他后来转移到波希米亚过冬。5月份，一支奥地利部队对普军的乔图斯冬季营地达成了突然袭击，因为，普军的轻骑兵没有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乔图斯之战又一次再现了摩尔维特斯会战的情景，奥军的骑兵同样战胜了普军的骑兵，但未能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战果，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再一次迫使奥军撤退，双方的伤亡人数又相差不多。在这次非决定性会战之后，波希米亚出现了和平。奥地利人转移到其他前线去了，西里西亚则让给了腓特烈大帝。



　　由于担心奥地利对法战争的胜利，腓特烈大帝重新挑起了战争。1744年，他率军侵入波希米亚，并于9月16日，只经过短暂交战就攻占了布拉格，俘获了该城的一支小小的防守部队。奥地利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派洛林查理亲王率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来与腓特烈对抗。查理亲王是一位不称职的指挥官，但由于他的妻子是玛丽亚的妹妹，而他的哥哥则是玛丽亚的丈夫，再加上他充满自信的态度，弄到了一些重要的职位。但是，实际掌握奥军指挥权的是帝国元帅奥恩。奥恩元帅有着近50年的军事生涯，是一位擅长防御的精明指挥官。他有意避开腓特烈军队，而发挥自己的轻步兵和轻骑兵优势袭击普军的后勤供应。奥军的这些轻型部队士兵大多来自于奥地利与土耳其边境地区。



　　这支拥有2-3万人的轻步兵部队是奥地利取胜的关键。在破坏、限制普军获得后勤供应的同时，他们自己征集了大量粮草，筹建了一个大的后勤供应基地。这支轻型部队常常靠近普军，迫使他们筑壕防守自己营地，并且经常袭击普军的粮草征收队，俘获普军粮草供应队，使得腓特烈国王难以为部队找到粮食。有一次，当一支普军小分队进入波希米亚的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发现这个村庄的所有居民以及各种物资都已被奥军抢光。就像伊莱尔达战役中，恺撒骑兵部队通过控制后勤供应区从而削弱庞培的作战能力一样，尽管普军在战术上占有优势，但最后奥军还是迫使腓特烈率军撤退。然而，腓特烈始终没能迫使这狡猾的对手进行过正面会战。即使有时他已经很接近奥恩元帅了，但是，发现对方已经构筑了完好的堑壕工事，不好攻取。



　　最后，腓特烈大帝不得不率领剩余的4万人离开波希米亚，而在侵入波希米亚时，他的总兵力是8万人。另4万人，包括重炮兵以及大量的四轮马车，或者是饿死、病死，或者是开小差逃跑，还有一些是在与奥军的轻步兵、轻骑兵交战中伤亡。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腓特烈对这位熟练运用费边战略的奥恩元帅评价说：“在实施作战指挥上，元帅是一个完善的典范。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指挥官，都应该向他学习。”奥恩元帅采用这种切断后勤供应的战略，使腓特烈大帝蒙受了比前两次与奥军会战中的损失之和还要多的损失。这次惨痛的教训使腓特烈大帝强烈地意识到，深入敌人领土纵深是危险的。[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著，(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0页。]



　　年轻的查理亲王将奥恩元帅取得的巨大战绩都归到了自己头上，所以，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取得了独立指挥大规模奥地利军队的大权。1745年5月，他率领大军从西边进入了西里西亚。这时，腓特烈大帝将分散过冬的部队集中起来，准备趁奥军穿越山区进入西里西亚时，突然攻击他们。而查理亲王则认为，普军还没有从波希米亚退却失败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因此，很是自信地、毫无戒备地慢慢开进。6月3日，当7万人的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在霍亨福德堡附近宿营时，腓特烈大帝率领全部6.5万人，成疏开纵队队形在夜间向奥萨联军接近，以便尽快展开战斗队形。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骑兵寄予了厚望，他命令他们：“必须手握利剑，对敌人实施突然攻击，在作战中不准有一人被俘；首先攻击敌人的先头；在击溃敌人的骑兵之后，根据态势需要，再从翼侧或者后方攻击敌人的步兵队形。”[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著，(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1页。]



　　整个霍亨福德堡会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普军的右翼部队击败了在奥军左翼宿营的萨克森部队。早上7点战斗开始，普鲁士骑兵展示了他们平时严格训练的成果，很快击败了萨克森骑兵，而且，普军的步兵也克服了沼泽、村庄等障碍，迫使萨克森步兵全线撤退。与此同时，当查理亲王还在讨论来自战场的喧哗只是不重要的小冲突时，腓特烈大帝的左翼部署也已展开，他的骑兵彻底地击败了骄横的奥军骑兵，但步兵却遇到了麻烦。他们遭到了装备铁制送弹棍的奥军老兵的顽强抵抗，有些步兵营伤亡达到了40%。正当奥军步兵因为两翼骑兵和萨克森步兵的全线溃败而失去抵抗信心时，1500名普军骑兵冲入奥军步兵队形中，击溃了奥军20个步兵营，俘获了2500战俘。



　　腓特烈大帝对疏于防范的敌人达成了突然性，利用他训练有素而能迅速展开的军队，通过正面冲击就击败了奥军，仅以损失不到5000人的代价给敌人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在自己的官兵通过夜行军，艰难地赢得会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乘胜追击，毫不费力就又占领了波希米亚，并在这里呆了整个夏季。9月份，查理亲王也试图对驻在索尔营地、看起来防范不严的腓特烈大帝实施突然攻击。然而，当奥军完成了他们那错误的接敌行军后，从一片树林里走出时，腓特烈大帝已经知道了奥军的企图，很快调集部队展开，指挥步兵和骑兵对奥军实施了有效的打击。之后不久，波希米亚又出现了和平，再一次肯定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的占领。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结束后，他们都致力加强军队建设。奥地利在全军所有各团统一了训练方法，并极大地提高了炮兵素质，而且进行年度军事演习，使指挥官和士兵都熟悉这种大规模编队的作战方法。腓特烈大帝则继续加强骑兵训练，并进一步提高步兵展开成战斗队形的速度。在以往战争中，一些不预期的会战充分证明了步兵快速展开的战术价值。他清楚地看到，在向敌人线式队形接近时，以疏开的行军纵队接敌，到位后，各排都转90°，整个部队就会立即由行军队形变成线式战斗队形。战争的实践，使腓特烈大帝成了一名有经验的将军，他的军队也成为一支有经验的部队。在和平时期，他仍加紧训练军队，以便在下一次战争中更好地的使用这支军队。因为，玛丽亚决定要收回西里西亚，普奥之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在所难免。然而，在这段和平时期内，奥地利军队也进行了较大改进，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对此，腓特烈大帝并不十分清楚。




七年战争：对使用后勤资源掠夺战的持久战略的防御战略与战术




　　1756年，经过奥地利的一番外交努力，奥、法、俄即将达成联盟来共同对付普鲁士。为了破坏奥、法、俄结盟，七年战争一开始，腓特烈大帝就主动采取了进攻行动。1756年秋天，腓特烈大帝突然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之后又长驱直入率领大军进入波希米亚，结果在洛波斯特斯被奥军打得头破血流，而他还以为自己所遇到的只是奥军的一支警戒部队。然而，奥军却很快就撤退了。腓特烈大帝迫使数量不多的萨克森军队投降，完全占领了萨克森。这是一片富饶的国土，占领了萨克森，腓特烈大帝就又得到了一个可以为自己军队提供足够保障的战争基地。萨克森也像西里西亚一样，人口稠密，人口总数相当于尼德兰的2/3，农产品丰富，可以给军队提供很好的后勤供应。



　　1757年，腓特烈大帝将同时对付奥军和法军，因为，他预计法军在这一年的某一时间将从西向东朝萨克森方向开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法军到来时能有精力对付它，腓特烈大帝必须在法军到来之前，就把奥军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领地赶出去。于是在当年春天，他率领普军沿多路进入波希米亚，于5月初到达布拉格。腓特烈大帝让部队在布拉格北侧的一个高地上停下，在此他发现了查理亲王行动迟缓的部队。当腓特烈大帝指挥普军以纵队向南机动，以便各排向右转90°，整个战斗队形正好面对奥军的右翼时，查理亲王手下一名很有才干的指挥官，不仅率领奥军的第二线部队赶往右翼，而且在普军正通过一处复杂地形时，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普军发起反冲击。普军快速机动，避开了奥军的第一线部队。普军发起全线攻击，奥军尽管停止了前进，但在右翼还是被突破了，奥军前后两线部队绞在了一起。最后，奥军大部分退回到布拉格城中。会战中，双方的战损率都在22%左右。



　　查理亲王的一小部分兵力，加入到了正从东面向布拉格方向开进的道恩元帅部队当中。道恩元帅是一位很有经验、很能干，又很谨慎的指挥官，可以说，奥军近几年军事建设的成就与他分不开。为了解救被围攻的查理亲王，道恩元帅率军逼近布拉格城，采取行动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腓特烈大帝率普军前去迎战道恩元帅率领的奥军，在科林与其相遇。当发现奥军已在几个低矮的山丘上展开成战斗队形时，腓特烈大帝首先率军发起了攻击。腓特烈大帝本想越过奥军队形，攻击其右翼。但道恩元帅很快发现了普军的企图，立即将部队部署成面向右方。普军的正面攻击受到可怕的奥军轻步兵的顽强阻止，在奥军炮兵火力、高速度的滑膛枪齐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近黄昏时，普军全线败退。交战中，普军损失近1.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43%，而奥军只损失了9000人，占其总兵力的20%。



　　在像上面这类防御性的会战中，奥军的炮兵起到巨大的作用。正如一名参加过当时会战的普鲁士人证实：“炮弹像暴雨一样从我们头顶飞过，绝大多数都落在了我们的队列中，许多士兵纷纷倒下。……我向旁边看了一眼，看见一名军士的身体被附近的一发炮弹撕裂，其惨象是那么的可怕，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接着说道：“我们奔向一块齐颈高或许可以藏身的庄稼地，当快到达时，密集的霰弹像下雹子一样覆盖了我们整个的队形。我们仍然背着枪，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霰弹击中刺刀的声音。”[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2页。]



　　在前两次的会战中，腓特烈大帝的损失比奥军稍多一点，但是这一次会战，他的损失却非常惨重。由于奥军在兵力总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腓特烈大帝还得去对付其他的对手，这样，腓特烈大帝似乎已没有能力，再去攻击预先选择好阵地的敌人。腓特烈大帝采取与敌线式战斗队形平行前进，然后突然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术，取得了布拉格会战的胜利，但是，紧接着在科林，再采用这种战术，只能是让自己的部队去正面攻击占据有坚固阵地的敌人，而这正是道恩元帅所希望的。战争实践证明，训练有素的奥军不但非常难以对付，而且战败后的恢复能力也很强。



　　另外，查理亲王的策略运用，也为奥军科林之战取胜提供了必要保证。在布拉格之战失败后，他没有像腓特烈所希望的那样撤到波希米亚南部，而是继续坚守在布拉格。他这样做，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预设方案，即首先将奥军逼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然后再抽出主力对付法军。科林交战的失败，不仅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战略计划，而且也迫使他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困，并从波希米亚撒出，暂时不管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转而准备对付法军。



　　当腓特烈大帝率军退回萨克森，并在萨克森集中部队时，查理亲王又率领奥军不慌不忙地进入西里西亚，包围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如果攻破这个要塞，奥军主力将直接威胁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而此时，腓特烈大帝却正在向西机动，准备迎击法军。



　　腓特烈大帝在西线面对的是一支由苏比兹王子指挥的、纪律松散的法军。苏比兹王子很早就以在战场上生活奢侈而闻名，而且他手下的军官都效仿他的做法。这在会战结束后，普军从法军营地俘获的战利品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普军骑兵的战利品中不仅有仆人，而且还有演员，以及其他贵族化的生活用品，包括“成箱的香水，连火药都有香水味。数不清的礼服、帽子、遮阳伞和睡衣，甚至还有鹦鹉”。另外，由奥地利元帅希尔德伯格豪森率领的一支德意志军队，不久也加入了王子的法军队伍。这支军队是德意志诸侯国军队的一部分，纪律同样松散。按照合约，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供应主要都由王子负责。这两支部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就采取疯狂掠夺占领区的方法来供养自己。当腓特烈大帝只率领其总兵力的一半，即2.2万人向法德联军冲击时，聪明的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立即就率军撤走了。然而，当腓特烈率军转而向东来威胁西里西亚时，他俩就马上返了回来，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一次率军赶回来。终于，在罗斯巴赫要塞附近，腓特烈大帝率军赶上了他们。此时法联军已面向东，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采取防守态势。[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4页。]



　　普军在联军对面展开后，亲王和元帅决定将部队在罗斯巴赫南侧摆开成战斗队形，以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线。然而，他俩的意见并不统一，元帅希望和普军决战，而亲王却不愿将兵力全部投入。看到联军向罗斯巴赫南侧机动，腓特烈大帝立即将部队调回，而联军的指挥官却错误判断普军要撤退，于是改防御为追击。利用两个小山丘做掩护，腓特烈大帝重新将部队埋伏在联军必经之地。在普军骑兵对惊慌失措的联军骑兵实施突然攻击，并击败他们后，普军一些步兵营以整齐的队形攻击缺乏严格训练的联军步兵。而此时，绝大多数的联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队形毫无组织、混乱不堪。在普军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下，联军全线溃败。罗斯巴赫之战，普军仅损失了不到600人，而联军却损失了1万多人。



　　这次交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急忙转向了东线。因为查理亲王不仅攻下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而且还击败了布雷斯劳数量不多的守军，攻占了布雷斯劳，使腓特烈大帝失去了这个地区近1/3的领土。经过12天150英里的强行军，10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和布雷斯劳3300名守军会合，并在一个叫洛伊滕的村庄附近，与6.5万名已排成战斗队形的奥军相遇。



　　腓特烈大帝率军直接向奥军队形挺进，做出要威胁其右翼的样子。然后，普军的纵队突然向右转，改为与奥军队形平行前进，并消失在一片小山丘之中。虽然站在洛伊滕教堂的塔上，但查理亲王却什么也看不到，得知普军威胁其右翼后，就立即将预备队调向了他的右翼。此时，训练有素的普军两个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直到越过了奥军的一翼才停止前进。各排之间的距离与每排正面的宽度保持精确一致，在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两个纵队的各排同时向左转90°，面对整个奥军队形，所有的普军突然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像勇敢、刚毅的斯巴达人一样，普军士兵向奥军的翼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普军步兵摆成传统的二列战斗队形，采用交替射击方式猛烈冲击奥军的翼侧。查理亲王急匆匆地一会儿率军赶到右翼，一会儿又率军赶到左翼。但是，奥军队形的纵深太大，有100列之多，相互扎成了堆，彼此不能支援。只有奥军的骑兵从右翼冲出来实施反击，但很快就被普军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击退。最后，奥军全线溃败，损失了2.2万人，而普军只损失了不到1.2万人。普军乘胜追击，很快包围并夺回了布雷斯劳，俘虏了1.7万名守军。






作战略图5.4腓特烈大帝的内线作战



　　通过积极、灵活的机动，腓特烈大帝牢牢控制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另外，通过与苏比兹王子、查理亲王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的几次交战，他还缴获了大量的物资，这使得他在这两个地区的占领更加牢固。奥地利军队撤回到了波希米亚，玛丽亚从战争中惟一得到的，就是她的妹夫、查理亲王的辞呈。



　　腓特烈大帝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阻止了奥军想重新占领西里西亚的企图。其实，在和腓特烈大帝最初的对抗中，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进行战争的必需手段——机动。在腓特烈大帝率军到来之前，俩人立即率军撤走，而当腓特烈大帝离开之后，俩人就又率军赶了回来。这迫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急忙撤回来，使查理亲王得以使用绝对优势兵力，不慌不忙地从普军手里又夺回了西里西亚。只不过，腓特烈大帝利用战略机动是在空间上取了优势，而他的对手运用相同的战略是在时间上取得了优势。而且，苏比兹王子和查理亲王通过这样的密切配合，保证了对布雷斯劳的攻占。假如他俩能像那次一样，密切协作、共同对付腓特烈大帝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胜利。



　　古罗马的尼禄将军，在和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对抗时，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制造了一个绝好机会，将毫无防备的迦太基将军逼到了一条大河边；英格兰的爱德华亲王，也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巧妙地周旋在蒙特福特父子之间，并以突然的行动分别击败了优势的敌人。然而，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却放弃了经过机动获得的优势，并由于俩人意见不统一，致使在罗斯巴赫遭到惨败。查理亲王也没能抓住机会，本来他可以坚守不出，却选择了在一个地形不利的地区和普军交战。不过，查理亲王还是迫使腓特烈大帝，为了抢收庄稼，并夺回他的重要军事基地西里西亚，不得不和两倍于他兵力的部队交战。然而，在这次交战中，查理亲王却犯了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所忌讳的错误，给了敌人第二次取胜的机会；他本来可以利用时间上的优势，打破腓特烈在空间上的优势，并取得交战的胜利。



　　灵活运用机动战略，强调积极进攻，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以及集中主要兵力攻敌一翼的战术，所有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敢于多次与强敌作战的关键。另外，对手的不称职，也有助于腓特烈大帝在对手选择好的战场上交战，并取得胜利。再者，不像1757年上半年进行的交战，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后勤供应也很充足。



　　1758年，由于腓特烈大帝的盟友英国派出一支部队加入战争，并成功地牵制了法军，所以腓特烈不再担心法军的威胁。然而，俄军却又成了他的心腹大患。俄军在占领了东普鲁士之后，继续向西推进，直接威胁着普鲁士的心脏地带奥德地区。为了解除俄军的威胁，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和去年对付法军一样的战略：在对付俄军之前，首先将波希米亚的奥军赶走。为了避开把守进入波希米亚要道的奥军，1758年春天，腓特烈大帝率军侵入摩拉维亚，包围了有着坚固防御工事，且有重兵把守的奥姆特斯要塞。他希望奥军前来增援奥姆特斯，从而能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击败奥军。



　　然而，他面临的对手却是十分谨慎的道恩元帅。尽管道恩元帅已经和普军很接近了，他的轻骑兵甚至袭击了普军的草料队，但他却不从正面实施攻击，而坚持运用破坏普军后勤供应线的战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位置。当得知普军4000辆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队正从西里西亚赶来，道恩元帅马上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在训练有素的轻步兵协助下，袭击了这支运输队。结果不但破坏了所有的四轮马车，还使护送运输队的9000人损失了2000。曾经领教过道恩的后勤消耗战的厉害，腓特烈大帝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对奥姆特斯的围攻，退回了西里西亚，然后向北迎击正向奥德挺进的俄军。



　　虽然去年普军曾和俄军交过手，并领教了俄军步兵和炮兵的厉害，但腓特烈大帝仍对俄军有点蔑视。腓特烈大帝率领1.4万人赶到奥德附近，并和负责阻止俄军的另一支部队会合。由于缺乏应有的攻城训练，俄军只是对奥德城进行了毫无成效地封锁。腓特烈决定对俄军实施诱攻，以分散其兵力。



　　当俄军指挥官费莫尔将军，将他的部队布置在佐恩多夫附近一条小河后面的一块十分荒凉的地带时，腓特烈大帝立即率军从各个方向将俄军围住，然后从后面发起攻击。但俄军巧妙地倒转了一下队形，使腓特烈不得不从正面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普军的攻击：“他们的武器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情景是多么的令人害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威武行进中的普军队形，”他接着回忆，“一个辉煌、令人害怕的时刻，行进中的普鲁士军队，突然展开成二个纵深很浅，令人吃惊的战斗队形……之后，普军震耳欲聋的战鼓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在这次交战中，俄军也同样非常顽强，另外一名目击者回忆：“俄军的这种顽强、勇敢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描述；人们心目中最勇敢的部队都赶不上它。尽管普军的炮弹炸倒了一排一排的士兵，但没有一个人乱，没有一个人有撤退的意思，第一列战斗队形出现空隙后，马上就会从第二列或者预备队中补上来。”[注：克里斯托弗·达菲，《俄罗斯军事大国的起源与特点(1700-1800年)》(纽约，1974年版)第87-89页。]



　　经过较长时间的血战，俄军只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但两天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俄军开始全线败退。交战结束后，一名普鲁士军官在战场看到普军伤员“手脚并用向前爬，还有一些伤员将滑膛枪的枪托夹在腋下当拐杖蹒跚而行”。他还看到“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和手推车被烧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车子附近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士兵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战马也难逃厄运，他描述“战场上到处是俄军的二轮马车和被打死的战马，地上流满了战马的肠子”。这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5%，俄军损失了总兵力的53%。[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83页。]



　　俄军撤退后，腓特烈大帝运用机动战略，以每天22英里的行军速度，急忙率领部分兵力向萨克森挺进。因为这时道恩元帅正率军威胁萨克森的首府德雷斯顿。当腓特烈大帝率军赶到时，道恩立即就撤退了，双方互不进攻相持了1个多月。当过于自负的腓特烈大帝，非常粗心地将部队布置在一个离奥军很近且又十分暴露，名叫豪斯克斯的地区时，不善于进攻的道恩元帅，却反其道而行之，率军经过一个晚上的行军，于黎明时突然向普军营地发起攻击，奥军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入普军阵地。经过严格训练的普军只损失了9千人就撤了出来，而奥军也损失了7千人。然而，当腓特烈得知另一支奥军正在威胁西里西亚时，立即率军赶了过去，并很快解了尼斯之围。然后，腓特烈又以最快的速度率军返回萨克森，以阻止道恩元帅对德雷斯顿的骚扰。总之，在1758年，奥联军依靠时间优势，也没有能打败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他依靠机动取得了空间优势。



　　腓特烈大帝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内线战略，但是在佐恩多夫和豪斯克斯，他却又损失了大量战前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虽然经过补充兵员，军队的数量没有减少，但质量却下降了。而奥地利军队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官赶出了部队，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还学会了在防御中有效地使用炮兵。特别是奥军改革了指挥体制，在军队中设立了参谋部，可以高效率地帮助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指导部队机动、组织后勤供应，甚至有时还直接协助指挥官组织指挥作战。



　　1759年，俄军和奥军联合起来对付腓特烈大帝。这支俄奥联军计划以主力向西里西亚挺进，然后再联合驻守在罗斯巴赫的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威胁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使用3万兵力对付投入战争的6万俄军，使用另外3万兵力防守萨克森。另外，他在西里西亚还有5万大军，随时准备以战略机动的方式增援萨克森的守军或与俄军作战的普军。他的盟友英军则继续在德意志的西部牵制法军。在这一年，腓特烈大帝不再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而是以防守的态势静候敌军的到来。



　　俄军在聪明过人的萨尔特科夫将军指挥下，向奥德河方向挺进，在凯伊遇到了一支普军的拦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俄军很快击败了这支由一名好战但头脑简单的指挥官指挥的普军。俄军重新向东挺进，不久就到达了奥德河。攻占了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并与一支2.4万人的奥军会合。这支奥军是道恩元帅派来的，由经验丰富的劳登将军指挥。8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从西里西亚撤走。而在豪斯克斯打过一次漂亮的攻击战后，道恩元帅又恢复了他以往小心谨慎的作战风格。



　　在与道恩的主力相距只有50英里时，腓特烈大帝指挥5万人，在库纳斯多夫对萨尔特科夫和劳登指挥的6万联军发起了攻击。下午2点，腓特烈大帝集中所有的兵力猛攻联军阵地的后方和一翼。然而，联军依托良好的防御工事，用密集的炮火实施了反击。普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7%，联军损失了26%。在这次交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快速机动战略，除了使他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其他的任何好处，当然，奥联军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与道恩元帅率领的大军会合后，奥联军开始在柏兰登堡地区疯狂掠夺过冬物资，并企图通过破坏当地的物资供应、税收以及兵员来源，来削弱普军的力量，尔后计划向柏林挺进。然而，由于俄军损失较多，再加上谨慎的道恩也开始怀疑仅靠从柏兰登堡掠夺的物资能供联军度过冬天的设想，于是，联军的指挥官们开始犹豫不决，计划在原地驻守，以静等另外一支奥军攻占萨克森，然后再在冬季占领西里西亚。



　　然而，俄军却不同意这个方案，最终还是像以往一样，向东机动，进入维斯图拉地区过冬。道恩元帅率领奥军进入萨克森，并攻占了德累斯顿。由于腓特烈大帝仍控制着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所以道恩也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就这样双方相持了近一年时间。最终普军冒险实施了一次突然进攻，才打破了僵局，并俘虏了1.3万名奥军。



　　虽然腓特烈大帝的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库纳斯多夫的失利，但从此以后，普军却采取了防御战略，尽量避免交战。对此腓特烈大帝回忆道：“客观形势是，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进行交战，而要想进行交战，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战争，必须要等到敌人毫无戒备地宿营或开进。”然而，当时道恩元帅却十分谨慎，参战的俄军又非常顽固，再加上奥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所以要想等到那样有利的交战时机，可谓难上又难。回忆起好战的瑞典国王查理六世，他继续写道：“而且，确确实实，几乎所有的将军们又不善于考虑其他的因素，只知道作战。不是损害他们的名誉，我认为这是缺乏卓越指挥才能的表现。”[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58-359页。]



　　1760年7月，萨尔特科夫和劳登分别指挥俄军和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西里西亚。于是，在道恩元帅的尾随下，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西里西亚。9万俄奥联军向只有3万人的腓特烈大帝发起攻击。然而，腓特烈大帝实施灵活的机动，不断变换位置，寻找战机。在里格尼斯，劳登在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向腓特烈大帝的主力实施了一次徒劳的进攻，结果损失了其总兵力的1/3。而腓特烈大帝在他指挥的第一次防御作战中，只损失了总兵力的11%。



　　在对柏林进行了一次袭击，获取了一些急需物资之后，道恩元帅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中部的托尔高，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腓特烈大帝绝对不能失去萨克森这个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于是决定对有275门大炮，并依托坚固工事实施防御的道恩进行冒险攻击。他派手下的齐腾将军率领1/3的兵力在正面牵制奥军，自己亲率主力攻击奥军的后方。然而，十分沉着冷静、警觉的道恩元帅发觉了腓特烈的企图，立即将主力调往了后部，挫败了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攻击。腓特烈大帝错误地认为才能平庸的齐腾将军已经率领他的部队开始行动，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有人对普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做了记述：“甚至普军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被炮弹削掉的树盖就砸在了他们头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整个树林里回响。”当树林里的普鲁士士兵冲到开阔地上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一个屠宰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齐腾终于率军赶来，并发现了奥军一个薄弱的翼侧。腓特烈大帝重新收集兵力猛攻奥军的翼侧，迫使奥军撤向德雷斯顿。为了保住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了其总兵力的33%，奥军也损失了29%。[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5页。]



　　1761年，当腓特烈大帝率军与奥俄联军在西里西亚交战时，他借鉴道恩元帅的做法，运用防御战略，构筑了有利的坚固阵地。三周中，双方多次交手，各方都无法解决补给困难。但是，腓特烈大帝有较充足的物资储备，可以和对手打消耗战。9月份，随着俄军开始撤退，这一年的战役就结束了。1762年，俄国不但退出了战争，而且还和普鲁士结盟。直到1763年他和奥地利停战议和前，腓特烈大帝再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所有。腓特烈大帝实施防御战略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而玛丽亚第三次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想要重新收回西里西亚的梦想破灭了。



　　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损失了18万人，国家财政也受到了极大损失。腓特烈大帝的战争负担一部分来自制造钱币，这和通货膨胀一样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表5.1显示了战争消耗的不同来源。由于腓特烈大帝对战争所需的物资都是采用现购现买的方式，因此，战争后期的国家借款要比初期多得多。[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9页。]






　　在七年战争期间进行的10次交战中，有7次腓特烈大帝采取的是进攻行动。而且，除了洛波斯特斯之战，其他的交战都是在敌人预先选好的地点实施进攻的。罗斯巴赫之战也是这样，但由于一开始敌人就实施了错误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守势。在这些交战中，普军损失了大约10.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7%，奥联军损失了12.3万人，占总兵力的24%。即使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对手一样，不能够承受住这样的战争损失，但面对多个对手，主动实施进攻作战，对于腓特烈大帝面临的严峻形势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将敌人阻于国门之外防御战略，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腓特烈大帝积极的进攻，使他的对手不得不十分谨慎。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如此评价道恩元帅，他曾和腓特烈大帝进行过三次交战，且两次取胜：“可以说元帅是一个胆小鬼，当然这只是瞎想。胆小与谨慎之间的差别很小，面对腓特烈大帝时，你必须要谨慎。”腓特烈的才能、好战精神，还有巨大伤亡造成的心理影响等等，都至少使敌人不敢贸然前进。在这些战术运用的基础上，腓特烈总是牢牢地把握着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不能丢失他赖以进行战争的基地萨克森，以及决不让敌人威胁易受攻击的本国领土。[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89页。]



　　与奥地利进行作战的战场，总是从波希米亚到萨克森再到西里西亚。因为萨克森是奥地利的同盟国，而西里西亚又曾长期属于哈布斯堡奥地利，所以腓特烈大帝在这里作战，不但缺少当地居民的支持，特别是还会遭到玛丽亚·特丽萨的丈夫、帝国皇帝率领的大多数德意志联邦小国军队的抗击。俄国的攻击轴线通常是从柏兰登堡至西普鲁士，包括了腓特烈大帝的主要领土。虽然俄军对普鲁士本土没有要求，但却一心想侵占东普鲁士。以上这些地区，既不像尼德兰地区有众多的防御要塞，也不像意大利北部有许多河流可以做天然屏障。所有的这些地区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奥俄联军则显得很小，敌军很容易侵占并控制它们。



　　无论是对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争夺，还是在尼德兰地区的交战，双方都没有把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当做维持其军队进行战争的源泉。但这种情况和腓特烈大帝有着根本不同。萨克森、西里西亚、柏兰登堡以及西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物资和兵员补充的基地，一旦丢掉任何一个地区，不但会在以后的作战中大大削弱普军的作战能力，而且还会严重威胁到其他地区。相反对于奥联军来说，如果抢占了其中的一个地区，无疑也将会增加一个后勤供应基地。



　　在这样的战略部署指导下，为了保护好这些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腓特烈大帝很像古斯塔夫和蒙特库科利那样运用牵制战略。因为这些目标，不像奥军控制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不像意大利北部战争，有许多河流可以阻挡敌军的前进。在这些地区，他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利用。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奥军攻占了西里西亚，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源来补充军队的消耗，同时还会迫使普军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寻找资源，这样一来就几乎抢占了腓特烈大帝1/3的领土。所以，腓特烈大帝和奥军在波希米亚作战时，他就得首先将敌人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赶走。这个弱点，使得腓特烈大帝在战争中不得不经常受到敌人的摆布，疲于奔命。



　　腓特烈大帝的这个战略弱点，可以解释他之所以冒险对托尔高实施进攻的原因。当时，道恩元帅在托尔高不仅修筑了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而且拥有数量众多的火炮，每1000人就拥有5门。尽管取胜的希望很小，但道恩如果控制了托尔高，就等于控制了大部分的萨克森，于是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冒险进攻。如果重新占领了萨克森，他就可以征募兵员补充部队的损失；而如果失去了萨克森，他不但将失去近1/3的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很难再将战争维持下去。对道恩和其他对手实施的进攻行动，造就了腓特烈大帝杰出的指挥才能。因为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指挥官，也能打败只知道呆板、机械进行防守的对手。腓特烈大帝之所以能坚持将战争打完，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像旺多姆元帅这样足智多谋、又有着强烈进攻意识的对手。以他这样在后勤供应上的弱点，如果对手是马尔伯勒、欧根王子、卢森堡或者维拉尔，其结果也就不用说了。



　　在腓特烈大帝准备和奥地利进行另一场战争时，关于战略后勤供应基地，他曾直率地说：“首先我要攻占更多的地区，以获取充足的战争资源。在敌人的国土上作战，利用敌人的资源进行战争，对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在敌人赶到之前，我将迅速修筑防御工事来保护这些地区。”[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13页。]



　　腓特烈大帝不但在战略运用上很成功，在战术运用上也很出色。洛伊滕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面对奥军，他将部队成斜形展开，这样不仅可以集中主力对抗敌人的一翼，而且总能对敌人最薄弱的翼侧实施攻击。这种斜形攻击战术，常常在敌人的一翼还没加入战斗时，另一翼已经被击溃了。斜形战术的关键之处很简单，就是强调集中使用兵力。腓特烈大帝总是集中主要兵力于交战的那一翼，这样不交战那一翼的兵力，与敌人相对应那一翼的兵力相比要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部队在前进时，成梯形布置，两个梯队之间的距离为50-100码，兵力较强与敌交战的那一翼的梯队行进速度快，而兵力较弱的那一翼行进速度慢，这样交战时，兵力较弱的那一翼就与敌人相距较远。腓特烈大帝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梯队队形，是因为步兵的火力足以弥补梯队之间的空隙。



　　运用这样的战术，腓特烈大帝总能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在敌人薄弱的翼侧。在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首先利用兵力调动，使查理亲王判断错了普军的主攻方向，从而将兵力分散。虽然在其他的进攻中，腓特烈大帝都没有像洛伊滕之战这样成功，但每一次交战他都想方设法寻找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和马尔伯勒公爵的战术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尔伯勒的战术是从正面发起攻击，一般首先使用步兵攻击吸引敌人的预备队，等到敌人分散兵力，暴露出薄弱部位时，再集中主要的骑兵实施决定性攻击。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是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虽然腓特烈大帝精良的骑兵在战争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斜形战术却主要是依靠步兵实施。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术，在某些方面，与古希腊统帅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大败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队时运用的密集楔形阵战术有相似之处。




军队构成所引起的伤亡变化




　　尽管由于近距离内的快速齐射对人员的杀伤力大大提高，但是，腓特烈大帝及其对手的军队在交战中，双方人员的伤亡比人们预想的要小。两个世纪以来，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在不断减少。在三十年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人员伤亡占其总兵力的12.5%，战败一方则为37.4%。这个数据与发生在100年以前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比例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得出什么结论，因为，这一数据缺乏可比性。



　　然而，如果对1649-1701年间发生的战争伤亡数据进行比较，就会看出一个明显变化。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12.6%；而战败一方的伤亡比例则减少为27.6%。虽然这个时期线式战术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及在这个时期的后期，许多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刺刀，但这些都不是使伤亡比例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部队的严格训练、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的出现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训练有素、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肯定要比三十年战争中缺乏训练的雇佣军队，更能经得住战败的考验。



　　1702-1763年，部队广泛装备卡座式刺刀。这个时期，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12.5%；战败一方伤亡比例略有下降，为21.9%。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手组成的步兵，成份单一，是一种优于骑兵的兵种。战斗中失利后，其受到的损失会比以前的长矛兵和不带刺刀的滑膛枪兵要小。武器装备的变化，似乎是这个时期战败一方伤亡率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个时期的军队在作战中，不再成集团式集中部署，而是以横队方式展开，这或许也是导致伤亡比例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获胜的一方，要想发现仓皇败退的敌人，必须进行较大范围的搜索，而且所发现的、可以对之攻击的敌人往往规模很小。[注：加斯东·博达尔，《克列格列克西肯的军事历史(1618-1905年)》(维恩和莱比锡，1908年)。]



　　由训练有素、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步兵组成的常备军队，导致了在会战中战败一方伤亡比例明显减小。这个比例的减小，使得会战对双方军队的战术影响在变小，这应该会使军队会战的次数增多。道恩元帅对雇佣兵制度以来指挥官们对会战的态度，发表了简明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在一次会战取胜后所获得的优势，要比被打败后所遭受的损失，或者组织撤退所存在的危害要大的多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决定会战。”如果道恩元帅再考虑上对交战取胜可能性的估计，那他将会有更坚定实施会战的决心。[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4页。]



　　如果战败一方的伤亡损失下降的话，那么一个指挥官将更愿意冒险实施会战。即使对于获胜的一方，虽然不会再像以前会战中那样取得巨大的战术胜利，那他也应该更愿意实施会战。因为，就像大多数的赌徒在赌博时一样，在赔率相同的情况下，宁愿多次下小的赌注，而不会一次性下大的赌注。



　　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指挥官们相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不像马尔伯勒那样很少作战，他积极作战，也承受了一些失败。但是，正是通过积极、主动的频繁会战，腓特烈大帝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后勤封锁战略，保住了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




法国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腓特烈大帝指挥有着超一流训练的普军，成功地应用斜形攻击战术，集中兵力攻敌弱点之时，法军从另一方面也对战术进行了改进。受福拉尔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法军在七年战争中运用了纵队战术。其实，腓特烈大帝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受过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这种纵队主要用于作为预备队队形，或者部队在向战场接近及在战场上移动时使用。另外，法军还在队形的先头有计划地部署一些散兵。这种做法最初被腓特烈大帝所忽视，但奥地利军队在作战中也常常使用。法军在作战中使用多路纵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展开的速度，以能够和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对手相抗衡。



　　这种战术改革，使得法国人将军队分编为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常备师。每个步兵师最多16个营，人员不超过1万人。在即将交战时，法军以4个师向敌人接近，每个师再编成2个纵队，每个纵队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都有4个营。运用这种方法，法军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比训练有素的对手一点也不慢。在1760年战役中，富有创新精神和理解能力的布罗格利元帅，运用这种多路纵队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效率，在战争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实用性。



　　将部队编成师后，其机动速度比以前的集团式编组大大提高了，因为，这样可以利用更多的道路实施机动。将军队集中起来以集群编队实施行军，是为了能对付敌人骑兵的攻击。可是法军认识到，现在的步兵都装备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将它们分编成有较好训练的各营，军队在机动中也不必惧怕骑兵的攻击，因此，军队在行军中不必继续使用帕尔马元帅曾经熟练运用过的、蒙特库科利积极推崇的、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集团式行军编队方式。为防止与敌人不期遭遇，布罗格利元帅使用轻步兵及轻骑兵来掩护部队行军。在快要接近敌人时，布罗格利元帅就指挥部队分散行进，加快行进速度。当然，原则上只是按各编制单位分散行进，以保证能执行命令，准备随时再次快速集中。



　　战争结束后，法军继续坚持战术革新。1766年，法军引进了一种可由密集纵队展开为面向纵队行进方向的横队队形的方法。虽然，当时就有一些由纵队队形展开为横队队形的方法，但它们不仅展开速度慢，行动起来比较笨拙，而且通常要以疏开的纵队为基础进行转换。当时惟一的一种可以较快完成由纵队向线式横队转换的方法是腓特烈大帝采用的那种，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在疏开纵队中的所有各排同时进行方向变换，而且，转换过来的线式横队必须是与行军纵队轴线成90°角。法军引进的这种新的方法，却可以使部队方便且快速地由排列紧凑的纵队转换为面向原来行军方向的三列线式横队。实施时，只要纵队停止前进，纵队中各独立的小分队，采用斜方向行进，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采用这种队形展开方法，甚至不需要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在先头分队继续前进的同时，纵队中其他分队则快速跑步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即可形成线式战斗队形。



　　军队拥有的这种由纵队队形转换为线式横队的能力，蕴含着对战术的革命性影响。因为，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在战场上行进的速度很慢。即使腓特烈大帝引入了营一级编队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战术家们也认识到，燧发枪的火力能够弥补各营之间的实际间隙，但各营自己却不得不保持整齐的队形，以便集中火力，不至于造成自伤。每列正面为200人，纵深为3列的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也不得不缓慢行进。但是，如果将这支部队分成8个连，形成一个连挨着一个连的紧凑纵队，纵队正面为25列，宽度50英尺，纵深为24行，长约150英尺，形成一个长方形队形，这样，各营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向战场开进，并很快展开为线式队形以集中火力。由于各营的间隙可用火力来控制，所以，各营之间彼此就不需要再保持非常整齐的队形。



　　法军在军队中实行了师的编制，并探索了以多路纵队向战场开进，但交战时又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与此同时，法军还对炮兵进行了许多技术方面的重大改进。经研究表明，将火炮的身管减短，让炮弹与身管内膛更加密合，即使以更少的装药，也能使火炮的射程和原先一样。火炮铸造厂还在缩短炮管长度的同时，将火炮的身管造得更薄，使火炮的重量减轻了一半。拉炮的马车重量减轻了，马具改进了，炮兵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另外，升高观测装置使炮兵的观察瞄准效果更好了，火炮的射速也提高，这些都增强了炮兵的威力。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使炮兵在各种行军中可以跟上步兵速度，这使法军官兵确信，炮兵不仅在防御作战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进攻作战中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既然带许多小子弹的霰弹发射的距离比滑膛枪远，那么，只要将炮兵带到战场上并使用得当，炮兵将是步兵攻击中最有力的支援。






插图5.3发射12磅炮弹的火炮



　　法军在对步兵和炮兵进行诸多改进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军事理论的探讨和争论。许多军事思想家对法军的部队训练、军队队形，以及军事教育和军官思想等方面内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像当年瑞士步兵方阵的突然出现，曾对欧洲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样，法军在步兵方面的改革影响也很大。瑞士步兵的密集实心方阵，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而且还可以以战斗队形向战场开进，并能够迅速投入交战。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只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士气高昂的话，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用停止前进就能对付向其翼侧实施攻击的骑兵，假如瑞士这种实心的步兵方阵能够克服易受敌人投掷兵器或火器杀伤的弱点，并可以向后转动的话，那么，瑞士步兵的这种便于机动的方阵队形将还会更长久地统治战场。



　　16世纪，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混合编成的步兵成了战场的主角。但是，这样的步兵在战斗中必须进行很好的编组，以确保在与装备长矛和马刀的骑兵交战时，长矛兵与火绳枪兵能够相互支援，同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长矛兵，免遭对方滑膛枪兵和装备手枪的轻骑兵的杀伤。由于这样的混合编队需要两种相互支援的步兵，并要使队形尽量与战场上地形相匹配，所以，它既不能以战斗队形向战场机动，也不可能在交战中有更多的战场机动能力。因此，这样的步兵混合编队，缺少了瑞士步兵单一兵种方阵的两种最基本的优点。



　　人们习惯于寻求进攻型军队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已使骑兵降为不利的兵种后，骑兵为什么还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瑞士步兵与后来步兵之间差异的重要意义。瑞士军队能够以行军队形直接进行交战，也正是因为这点，瑞士军队才能够在摩拉特大胜有坚固防御阵地的勃艮第的军队。



　　由于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在行军队形的基础上，骑兵可以不需要专门展开就能实施攻击，使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所以，军队在敌人骑兵所攻击的范围内机动时，都应编成曾被蒙特库科利所建议的一种行进速度较慢、能够实施自我防御的准战斗队形。尽管瑞士军队能够快速机动至战场，并能迅速展开投入交战，从而使对方措手不及，而16世纪的其他不同类步兵组成的军队，不仅向战场机动的速度很慢，而且到达战场后，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时间也相当长。因此，除了诱骗敌人陷入障碍物之中，或迫使敌人进攻以解某地之围外，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会想到去与不愿意会战的对手进行会战，这就不足为怪了。



　　古斯塔夫以线式战术代替了传统的方阵战术，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步兵仍由多个不同类兵种组成，需要编成彼此能够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而且，除了部队编得更细，各部队配合更加密切外，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甚至比滑膛枪配合下的长矛方阵还要差。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中的步兵成份趋于单一，这样，如何机动向敌人接近和展开等问题也就明显好转了。任何一支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只要编成战斗队形，都能有效对付骑兵的攻击。行军纵队不仅易于形成方阵队形，而且更易于展开成线式战斗队形，以对付攻击的骑兵。在战场上展开时，只要每一个士兵以及他们的步伐能与其他的士兵较好协调，展开成战斗队形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此，在训练中，军队主要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线式队形，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这样，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就能有多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新型步兵的作战潜能。



　　但是，对于18世纪的军事家们来说，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这种同类型的步兵，能替代骑兵而主宰战场的可能性。由于当时的步兵必须编成线式队形，以发挥所有滑膛枪火力威力，但是采取线式队形，却又大大削弱了步兵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这就使得当时的军事家们还是认为，骑兵是惟一能够真正实施进攻作战的力量。因为考虑军队的战场机动问题，人们提出了编组成纵队队形的想法，同样，上世纪的冲击战术思想也被重新提出。但是，这种思路实际上是限制滑膛枪火力、射击可靠性和燧发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发挥。装备燧发枪机的滑膛枪，是一种宣判集团冲击战术，以及其他一切不能充分发挥滑膛枪火力威力的战斗队形末日到来的武器。



　　军事家们很难找到理想的进攻型部队。这种部队应该具有在行进中与敌交战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能够快速机动到敌人的后方实施攻击。这样的行动通常只有骑兵才能担任。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开始，很久以来，编成结构差不多的两支军队进行交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除了实施双方互相同意的正面会战外，再也不会想到其他的交战方式。例如，当一名普鲁士将军偶然遭遇敌人的翼侧时，他还要费尽周折将部队调到敌人的正面，以便于使用传统的方法作战。



　　腓特烈大帝通过运用斜形攻击战术，基本上同时解决了部队战场机动、迅速展开以及翼侧攻击等问题。这种斜形攻击战术，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场机动速度，而且还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翼侧。但是，他也只是对以前的战术进行了一些改进，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然而，法军采用了一种纵队队形。这种纵队队形，实际上仍然是正面宽，纵深浅。一个营纵队一般是纵深12列，而正面却至少是纵深列数的4倍。这种纵队其实就是一个实心的密集方阵，具有和中世纪瑞士步兵方阵一样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这种纵队具有迅速展开成纵深为3列的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这种具有机动能力的纵队基本上可以在行进间进行交战了。虽然法军的条令中，还是要求部队以线式队形前进，以纵队实施集团冲击，但是，在实际的战场运用中，部队通常以多路纵队机动至战场，并接近敌人，而以线式队形用于与敌人进行实际交战。



　　法军采用这种纵队队形，使得其步兵的机动速度比对方线式队形部队更快，而且几乎能在行进中投入交战。骑兵正是具有这种特征，才长时间地被作为一种进攻型部队。利用这些优点，步兵既可迅速集中主要兵力于战场上的一点，也可利用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机动速度，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由于不需要保持整齐的队列，所以这种纵队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上机动。再加上步兵的火力完全可以覆盖各营之间的间隙，因此，当机动至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时，纵队队形可迅速展开成甚至是不规则的3列线式战斗队形。另外，此时法军步兵实行的旅、团、营编制，也为这种纵队队形的战术运用和机动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法军将一个营进一步编成九个连，使法军步兵的编制体制更加完善。



　　就像马尔伯勒公爵集中使用骑兵一样，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也使炮兵在步兵运用便于机动的纵队队形集中兵力的同时，集中火力于一点。法国炮兵专家泰尔勋爵曾写道“将炮兵集中使用在实施攻击的地方，对于会战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确信集中使用炮兵可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泰尔进一步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在预定实施攻击的地点，集中最大量的步兵、高质量的炮兵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通过在其他地点的牵制行动，确保这一点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比如，可以采取机动威胁其他的部位，或者实施诱骗攻击等行动。”[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296页。]



　　这种新的战术，使得部队在战场上能够实施战术包围和迂回行动，在作战中，还可以得到炮兵火力的集中支援。这与法军在军队中采取常备师的编制做法是分不开的。运用这种编制方法，法军在接近敌人时，不必再采取准战斗队形，因为装备刺刀的步兵可以不再担心遇到骑兵的攻击。部队即使来不及形成腹中空的对外防御队形，而只是在道路上以8-12路密集纵队机动的一个步兵营，就足以令敌人骑兵毫无办法。以营纵队为基础，充分利用道路实施多路机动，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由于军队分成师，并且能快速由纵队转换成线式战斗队形，因此，步兵在与敌遭遇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近敌人。从战略角度上说，这实现了步兵在机动中与敌交战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步兵具备了以往只有骑兵才具备的战略进攻能力，尽管与骑兵的战略进攻能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军队分成若干师，也有利于迫使对手进行会战。一旦和敌人遭遇，此类军队会让对方的撤退行动更危险。长期的战争实践证明，一旦双方军队摆好阵形交战，不想再战的一方很难从战场上撤出。现在，如果一方不想结束交战，那么另一方就更难从战场撤出了。



　　军队分成若干师，还提供了实施战略进攻的机会。16世纪骑兵手枪的出现，骑兵成份变得单一，战斗功效多样化，再加上刺刀的出现，步兵的种类也单一，整个军队的成份就简单化了。由于现在的步兵就是一种更好的兵种，军队不再需要有多种不同武器系统的力量组合在一起，并细心地处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一情况持续到18世纪，人们便容易设想将军队分为许多分开独立的、可自己控制、可相互代替的组成部分。



　　军队以师为单位进行分编，这一思想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前，军队一般只是为了分担不同方向战役任务而将一支军队分为若干部分，或者派出分遣队去守卫城市、防守要塞、守桥，或者防守其他战略要点等等。但是，这种根据执行具体任务而将部队分派出去的做法，实际上是削弱了军队的整体实力。因为，一旦将他们派遣出去后，指挥官常常就不再把这些分遣支队看做是整个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军队分编成师，各个师仍然是整个军队的组成部分。这些师可以在一起作战，根据需要，还可以很快将这些师重新集中起来，构成一个整体。这样，法国军事家实际上引进了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军队建设思想。



　　依据每天所需的最快行军速度，确定分编师的数目。所分编师的数目越多，被军队用于行军的道路数目就越多，这样，不仅行军速度更快，而且行军队形覆盖的地盘范围更大，还便于获得更多的物资供应。



　　一支分编为数个师的军队，其行军正面宽度将超过25英里。这意味着它与敌人遭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采用师级编制的军队，具有快速机动接近敌人，并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略性进攻能力，因此，一旦与敌人接触，这支军队就像马尔伯勒公爵和旺多姆元帅在奥德纳德之战那样，很容易迫使敌人实施一次遭遇战。当然，在遭遇战中，这支军队的四个师中，只有其中一个师与整个敌人军队遭遇，其后果肯定是很糟糕的。



　　然而，战败一方人员伤亡比例的下降，大大减轻了战败一方对失败结局的顾及。就平均水平而言，经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的军队，其战败后的人员伤亡率一般都不到战胜一方的两倍。具有相对严密组织的法国军队，大大减轻了军队在战败后的混乱局面，相应地减少了人员伤亡。而且，即使一个师独立作战时，也不必整个师完全地投入会战。如果这个师和敌人交战一天，而没有太大的伤亡，或者这个师可以用部分兵力与敌人作战，那么，它就可以将本不愿意交战的敌人拖住，以待己方军队的其他几个师赶来袭击敌人。其他各师可以从另外的方向实施攻击，使得正集中兵力与那一个师交战的敌人感到措手不及。比如，从敌人的侧翼实施攻击，并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投入交战，那么，这些师在战场上汇集在一起，就可以占据极其有利的位置。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会战，其结果肯定与以往彼此都同意的正面交战大不相同。



　　类似奥德纳德那样的遭遇战，虽然以前确实发生了，但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军队除了在小心地回避这样遭遇战外，并没有对军事思想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当军队采用师一级编制后，遭遇战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而且开始成为一种能够达成战略目的作战样式。这种遭遇战不仅可以给预期遭遇的军队带来好处，也为采用师级编制的军队提供了优势。采用师级编制，使军队体制更加完善，事先就确定了明确的指挥关系，因此，在作战中指挥官可以实施更高效的指挥。



　　法军将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在行军中就不必过于小心谨慎，其行军速度要比集团式军队快。在战场上，可以将这些师调集到一起，以师纵队迅速投入作战。在将所有的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法军指挥官可以先利用纵队队形的快速机动能力，让步兵绕到敌人线式队形的翼侧或后方实施攻击，或者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的其他薄弱部位。这样，与采用七年战争中作战方法的对手相比，法军步兵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一支进攻型力量。自瑞士步兵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其他各国军队的步兵还都不具有这种特性。



　　对于像法军这样的军队，作战就成为一个现实的战略目标。以往军队间的会战基本上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急于进攻的一方，常常不得不对已精心选择了阵地、有时还修筑有堑壕的敌人发起攻击。军队采用师的编制后，只要敌人不是直接撤离到后方，指挥官就可以尽量迫使敌人进行会战，或在与敌人遭遇中进行会战，而不必再向精心选择好阵地的敌人发起攻击。法军由于实行较完备的编制体制，军队不仅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还形成了从营指挥官到军队统帅的完善的指挥体系，因此，即使在敌方事先选择好的地点交战，情况也不同以往。因为，法军步兵在战场上可以非常迅速地集中起来，很容易地避开敌方的强点去攻击其翼侧和后方。



　　法军在体制编制上的这一变化，使得军队在战略上将更加注重作战。而在以前的战争中，军队的战略目标一直都是在与敌方争夺后勤资源。尽管法国的军事理论家们，并没有依据进攻型军队的想法，去分析研究战略、战术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法军在战略战术上的潜在变化。布尔塞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敌人军队的作战目标就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敌人的兵力分散，其效果与以往战争中集团式编组部队一次成功的佯攻行动差不多。布尔塞特还提议，指挥官在制定战役作战计划时，应拟制多个作战方案，以便抓住敌人因分散兵力而导致薄弱部位，集中力量攻击之。他还认识到，采用师编制的军队可以诱使敌人离开他们选择好的作战阵地，通过部队机动和反向机动，迷惑敌人，以便于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部位。



　　布尔塞特很欣赏色诺芬的一句名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于能够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即使这个薄弱部位距离较远。”他非常强调，要运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以便于使敌人暴露出薄弱部位，然后集中兵力攻击它。另外，他还提出了以师为单位编成的军队，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略效益。



　　曾在布罗格利元帅手下服过役，且设计出军队如何由行进的纵队展开成面向行军方向的横队队形方法的吉贝尔，可谓少年老成。吉贝尔以他特有的观察能力，看到了他所设想的新型军队的战略、战术变革的可能性。他认识到，对于一支拥有坚固阵地的传统军队指挥官来说，这支新型军队是一支“能够自行机动，能够迅速在阵地薄弱部位突破，能够立刻由整齐的行军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军队，”同时，这样一支军队还随时可能“攻击防御阵地的翼侧或后方。”这支新型军队剥夺了传统军队的指挥官所拥有的“依赖地形优势，被迫实施会战。”这种新型军队的机动速度之快，“就像你刚看到火光，闪电就来了。当敌人刚刚发现先头部队的踪影，整个大部队立即就到达了预定位置，使敌人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击。”[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59页。]



　　吉贝尔设想的新型军队模式，其组成部队“便于实施重大机动，能迅速展开，”并能够“在敌人发现攻击的企图之前，或者即使敌人发现了攻击企图，而在其调整部署之前，”对敌实施攻击。然而，如果一支吉贝尔模式的军队“到达了敌人附近，并发现敌人处于有利位置时，”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指挥部队在敌人对面机动，以欺骗敌人，利用各种地形条件和战术手段来迷惑敌人，使敌不能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目标上。他还可以在敌左翼实施佯击，而真正要攻击的是右翼”，他还可以“抛出一个诱饵，使敌放弃或占领一个处于暴露位置的阵地，或者在某处变得薄弱，或者在某地留下极少的兵力，或者在某地的兵力不足以实施有效防御，或者将军队中战斗力最差的部队留下。通过这种办法诱敌行动，发现敌人弱点，一旦找到敌人的纰漏，有才干且善于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就可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薄弱部位。”如果诱骗行动失败，“敌人既没有使自己的阵地暴露，也没有让自己的部署暴露，那么，指挥官就等于什么也没做，指挥部队撤退，换一个地方，等待更有利的机会到来”，避免实施损失大又不可能胜利的进攻性会战。[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59-160页。]



　　因此，吉贝尔将作战方法描述为：调动敌人，使其分散精力，以便于我方能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从而以小的代价，取得作战的胜利。吉贝尔认为，其新型军队的作战行动，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新型军队指挥官“将使敌人感到窘迫，使敌人措手不及，没地方躲藏，迫使敌作战，或者不断地撤退。”[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68页。]



　　1791年，法国军队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预计要实行40年，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吉贝尔的战术思想。军队的一些指挥官都读过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有关著作。因此，即使他们缺乏远见，不胜任自己的职位，但至少他们和他们的部队对这些新的战术还是有些了解的。随着国家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更加发达，这更加有利于在军队中推行师的编制体制。通向同一方向的道路不再局限于少数几条，军队可以师为单位分开行军，纵向道路之间的一些横向道路可便于沿纵向道路行军的各师之间的通信联络。另外，绘图技术的发展，地图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这些都可以保证指挥官按照吉贝尔的设想，计划与协调军队分若干部分实施机动。




发生在西半球的战争




　　虽然，欧洲人将他们的武器和军事思想带到了西半球，但是，地理环境的差别带来了这一地区战争的自身特色。比如，在有着茂密森林的北美地区，骑兵在作战中起的作用很小。由于不存在骑兵的严重威胁，重步兵在此几乎也没有什么用途。因此，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是步兵的主要成份。他们既能实施要塞防御，也便于在森林中作战。随着刺刀的引入，轻步兵战术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在这森林型地形上，又没有重骑兵的防护，呆板、机械的线式战术在此几乎不能使用。



　　在美洲的南部和中部，欧洲人很容易就征服了大多数的国家。其中主要原因是，欧洲人把曾经在欧洲肆虐横行的流行疾病带了过来，造成了大批居民的死亡。在人口稀少的北美洲，大量的欧洲移民涌来，其数量渐渐地超过了当地居民，抢占了大片能耕种的土地。数量占优势，武器装备又先进的欧洲人，能够很容易对付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且又没有正规军队支援的对手。



　　在1775-1783年间的美国革命期间，在北美洲地区发生了类似于欧洲的会战。但是，英国以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要想控制面积巨大的殖民地，这是不可能的。英军数量比起在百年战争时与法军作战时多不了多少，但却要控制与当年差不多的地盘。



　　英军在会战或战役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比汉尼拔远征意大利时还要少。事实上，英国人在控制美国时所遇到的困难要比汉尼拔征服意大利时遇到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迦太基人追求的只是领土和物质利益，而英国人却想在政治上也彻底征服这一地区。政治上虽然野心勃勃，但在军事行动上却没有办法击败对手，特别是在美国人得到法国和西班牙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的支援后，英国更是毫无办法。




海上作战




　　18世纪的海战基本上是17世纪海战的延续。战舰逐渐地依据其装备火炮数量的多少而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每艘战舰上装备的火炮数量一般为70-100门，或者更多，分装在为重型火炮设计的2-3层甲板上。比如，英国的战舰“胜利”号，就有3层甲板，装备了100门火炮。最下面的一层甲板装备了30门发射32磅重炮弹的火炮；第二层甲板装备了28门发射24磅重炮弹的火炮；最上面的甲板和船头船尾共装备了42门发射12磅重炮弹的火炮。在战舰中，比较小的战舰吨位为2000吨，比较大一些达到了3000吨。护卫舰的吨位也增加到了700吨甚至更大。舰船上的火炮也像滑膛枪一样，用燧发装置取代了点燃火绳的点火发射装置。另外，还有舰船操作装置、火炮工作装置等都作了一些改进，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18世纪海军装备的逐步发展。



　　这时期的海军战术，仍然是敌我双方的舰队摆成平行的队形相互炮击。进攻者都尽量抢占上风位置。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强大，因此，他们之间的海上作战方式，基本代表了当时海战的模式。海上会战通常是非决定性的，会战中，法国的舰队通常较小。鉴于在会战中舰队处于劣势的客观现实，法军舰队并不想消灭英军舰队，其主要任务就是护航，或保证海外远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应地，法国海军的战术条令比较保守，在交战时，总是选择下风位置，以便于能够随时从会战中撤离。在会战中，他们主要的射击目标是英军战舰的航行操纵装置，使其不能再航行，而不是歼灭人员、毁坏火炮或者将敌舰击沉。这种战术可以确保法军安全撤离战场，甚至也能迫使英舰返回港口修理其操纵设备。一旦英舰返回港口修理舰船的操纵装置，法军舰队就可以获得短时间的制海权。



　　18世纪末，1782年的圣坦斯海战中，英军舰队司令乔治·罗德尼对战术进行了重要的革新。罗德尼是一位有着50多年军队生涯，经验非常丰富的指挥官。他的对手——德·格拉斯伯爵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而且很有才能的指挥官，其战舰船体大，且航行性能好。当英军由36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与法舰相对的航线上，经过法军由31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时，罗德尼利用其优势指挥舰船插入法军舰队队形的间隙。他和他的舰队后卫指挥官分别率领一部分兵力，冲入法军队形的两个空隙，这样，将法军舰队拦腰截成相互孤立的3截。法军舰队最后面的一段，有12艘战舰，面临着英军舰队中部和后部的攻击，同时，英舰队前部也转而围攻之。这样，英军舰队就集中了自己的兵力对付法军舰队后面的一段，使法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开始撤退。英军俘获了5艘战舰，其中包括法军的旗舰。在旗舰上，英军找到了舰队司令德·格拉斯伯爵和400名士兵的尸体。这次海战，展示了先冲破敌人舰队队形，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潜在威力。



　　海上力量使用战略与以往一样。英国人推行持久战略，经常靠近法国沿海港口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法国海军经常袭击英国的商船。在1740-1748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双方都损失了3300艘商船。然而，法国遭受的损失更大，因为英军通过封锁和俘获船只等手段，大大削弱了法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在七年战争中，英军封锁了法国所有的沿海城市，几乎使法国的商业贸易濒临崩溃。在战争期间，英军利用制海权大肆进行海外掠夺活动，收获巨大，尤其是将法国人从加拿大和印度赶了出去。英国人对法国商业的扼制，以及对法国经济的制约影响，间接支援了他的盟友——普鲁士人，使得他们在德意志能够维持一支陆上力量以对付法军。














	

 






	















	







	







	









 





	


	







	








	




	


第06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战术和战略变化(1791-1815)




	







	

 



	


	



北部最初战役中的战术和战略




　　1789年，法国重新启用了弃之已久的君主制议会。通过这种方式，一场革命首先削弱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权力，之后又终于将其赶下台并处以绞刑。接替的当选议会为一个革命政府提供了执政官和议会领导人，并使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变为现实。在法国这一传统上由贵族统治的社会里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不仅引起了君主制欧洲的敌视，而且当法国革命政府宣布要将其政治信仰传播到整个欧洲时，也将法国同其邻国分裂开来。当战争来临时，双方的目标远比酝酿以久的欧洲战争要宏大得多，也危险得多。尽管法国及其对手都以公开推翻敌对政权为目标，但传统的政治任务和更为有限的目标在指导军事行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场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法国军队，因为对贵族特权的敌视造成了军官和士兵的分裂。政权动摇使得法国军队的规模和作战效能受到了极大削弱。政府于1791年秋征召志愿军，11万人的军队被扩编了1/3。志愿军组成单独的部队，身着蓝色军服而不是国王军队的白色军装，并选举他们自己的军官，他们还开始用1791年的新条令进行训练。法国用这支部队于1792年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大军队作战。



　　考虑到东欧的情况，奥地利和普鲁士没有将其全部兵力投入战役，法国流亡者向他们保证，帮助路易十六国王重返王位的外国干涉军队在战役中会得到普遍欢迎。盟军沿莱茵河和在荷兰部署了部队，在那里，法国军队使用由志愿军和十分混乱的正规军组成的军队发动了一次进攻。这些士兵面对军纪严明的奥地利职业军人时纷纷逃跑，还指责他们的军官，甚至还以叛国罪枪毙了一位将军。之后，普鲁士军队发起攻击，包围了里尔并向南推进与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奥地利-普鲁士联军会合。该部队一直在前进，于8月下旬攻占法国要塞隆维，并于9月初与从荷兰出发的、已经攻占了凡尔登的奥地利军队会合。布伦瑞克公爵(腓特烈大帝的亲戚、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姐夫)在七年战争期间所指挥的重大的作战行动中已经表现出了军事才能。他在指挥军队时的表现如同他统治其公国那样有能力和小心谨慎。



　　进入法国后，布伦瑞克公爵的部队没有受到法国民众的欢迎，反倒饱受痢疾和暴雨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不凡的法国政治军事家迪穆里埃将军不从荷兰赶来迎击他们，也不将其部队与从梅斯出发的由凯勒曼将军(一位有经验的职业军官和这场革命的支持者)[投笔从戎注：克勒曼(1735-1820)，1804年晋封荣誉元帅；瓦尔米公爵]率领的部队会合的话，他们长途跋涉到巴黎、在敌国的心脏里行动也是不大现实的。迪穆里埃将军早已向其志愿部队成功地传授了一些训练和纪律，而凯勒曼将军的部队中职业军人的比例要高一些。迪穆里埃将军指挥这支联合部队在瓦尔米这条布伦瑞克公爵通往巴黎的必经之路的翼侧构筑了工事，准备与敌会战。



　　布伦瑞克公爵前去与迪穆里埃和凯勒曼交战，他非常重视此次会战，虽然在大革命情况下军队很可能表现得作战不力。这场战役以奥普联军的连续炮击开始，但当法国步兵依然坚守阵地、其炮兵在失去了1/3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良好状态时，布伦瑞克公爵没有向显然是很坚定的法军部队发起进攻。



　　两支军队面对面地僵持了10天后，联军开始向莱茵河方向撤退，结束由一支5万人的军队向一个拥有2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实施的所谓威胁。由于缺乏国王的党羽们实质上的和公开的政治支持，特别是考虑到革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活力时，这支军队不可能构成严重威胁。



　　迪穆里埃留下凯勒曼继续监视布伦瑞克的撤退，他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荷兰战区。到达荷兰后，他将6个师的部队兵分两路，于11月初对奥地利防守严密的冬季营地发起突然袭击，以至少2：1的优势兵力，在热马普会战中将奥军击败，迫使其撤退，并占领了布鲁塞尔。法军士兵在炮火下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沉着镇定，也像他们的将军一样，学会了简单有效地使用1791年的新训练条令。在热马普作战中，大部分法军都以纵队方式前进，以两列横队的方式部署，以横队队形发起进攻。其他部队也按照新条令以进攻纵队成功地在一个村庄实施了攻击。



　　战争爆发后，法国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以加强军队，再一次用选举出来的军官来领导穿蓝色军服的独立部队。独立部队的士兵们希望推举有经验的士兵作他们的领导，其中有9位军官成为了后来的元帅，这充分表现出他们准确的判断力。但当一名前军士成为军官后，他在试图操练他一个营的部队时发现，部队的精神与纪律发生了冲突。他的手下谴责他们的新训练官对自由和平等抱有专制的敌意，经过审判将其绞死。尽管如此，志愿军和招募的士兵们对祖国和革命理想的巨大热情使之成为好学之兵，这为在与士兵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非贵族军官的领导下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纪律打下了基础。3个月的训练就能使步兵编入各营，并实施相应的新式训练。



　　为了执行纪律和监督高级军官，政府向各部队派遣了名为议员代表的文职政治代表，这些代表成功地向士兵们灌输了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同时也监视、偶尔也指挥那些他们有权解除其职务的军官们。但热情高涨却又缺乏纪律和训练的士兵并不能为实现新的战术条令的军事潜力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理想提供最佳的人才基础。面对国内的叛军和与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革命政府虽然于1793年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但仍然缺乏足够的军事资源。由于这些新部队几乎没什么军事价值，所以当令人敬畏的反法联盟忙于其他政治问题而没有实施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或以更大的热情来实施其战役行动时，法国还是很幸运的。



　　2月，当迪穆里埃试图入侵荷兰时，皇家指挥官、正统的萨克森科堡的乔西赛亚王子在优秀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参谋班子的扶佐下迅速前出予以迎击。迪穆里埃以4.5万人的部队立即发起进攻，于1793年3月18日在内尔温顿遇到4万人的联军。但科堡已经部署了足够的兵力对其翼侧加以防护，以抵御迪穆里埃的8支散布于广阔空间的进攻部队，并在熟练的克勒法伊特这位在七年战争中就表现出色的下属和年轻的查尔斯大公协作下，这位奥地利指挥官顶住了法军的进攻。在大公强有力的反击下，科堡部队最终将迪穆里埃的部队赶出这一地区。这一失败，再加上随后的撤退，极大地削弱了法军的士气，以至于有一半的法军部队很快就逃跑了。迪穆里埃在没能说服其手下向巴黎进军、恢复君主制的情况下，转而投降了联盟军。科堡坚持占领重要地方为主的持久战略以便保持或用于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他们立即重新占领荷兰，并开始对法国城市孔代进行包围。



　　一位新的法国将军集合起法军，但在一次解救孔代的战斗中丧生。另外两位将军也由于没能解救了该城而被以叛国罪处决。巴黎的共和国领导人和议会代表无法理解为何他们庞大的但却缺乏训练的军队不能迎战规模小但却指挥得当的联盟各国的职业军队。



　　继孔代陷落之后，瓦朗谢讷也遭到围困并投降，英国的特遣舰队开始包围敦克尔刻这一法国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基地。新任法军司令胡查德，一位无能的老骑兵，在一个能力颇强的参谋机构指导下，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并指挥这支部队跌跌撞撞地在洪德库特向掩护对里尔的包围的奥地利军队发起了攻击。派出进攻的部队因损失惨重而退回。鉴于敌军纪律严明，胡查德想要撤退。德尔布莱尔这位议会代表说服他不要撤退，而且当胡查德去指挥右翼发起攻击时，他实际上接替了指挥权，命令位于中央的部队指挥官、年轻的儒尔当将军向敌军方向推进。



　　在发布了攻击命令之后，德尔布莱尔将指挥权交给儒尔当。在儒尔当执行攻击任务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助手协助工作。德尔布莱尔和另外一个议会代表都系着红、白、蓝三色的围巾，头戴带有三色羽翎的帽子，身先士卒冲在前头。当时的报刊认为“这些代表的勇敢精神，那些飘动在他们头上的羽翎和三色围巾的标志，对士兵们始终产生着令人振奋的效果”。胡查德的成功反击对取得洪德库特的胜利至关重要。[注：拉姆齐·韦斯顿·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和拿破仑一世的元帅们的崛起》，5卷本(牛津出版社，1926至1939年版)，第1卷，第238页。]



　　胡查德及其4万法军部队在打退了不足其兵力一半的敌军并打通了与敦克尔刻的交通线之后，率部向东前进，在梅宁向敌发起攻击并将其击退。但他在继续向前推进时，被集中兵力对付他的联军打败，并向后撤退。



　　与此同时，在更远的东部地区，科堡又占领了一座城市并开始包围莫伯日。政府立即将胡查德召回巴黎，经过审判，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年轻有为的儒尔当毫无疑问地在惊恐之中接受了指挥权，并继续执行胡查德所沿用的战略，包括利用分散兵力在长达100多英里的战线上的做法。9月时胡查德已经攻击了敦克尔刻和梅宁的掩护部队；10月儒尔当率领10万部队解救莫伯日。在瓦提尼经过两天的激战，儒尔当凭借两倍于对手的数量优势，打退了科堡的部队并解除了包围。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大批士兵以散兵形式进行有效作战时，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已经被纪律和训练所取代。儒尔当将部队以纵队形式部署在战场之外，直至散兵扰乱了敌人时才率领编组好的部队快速投入战斗。成功地解除了莫伯日的包围后，政府便可以将部队派往东南方向的莱茵河，在那里于11月和12月打退了联军的部队。



　　1793年，虽然丢失了荷兰和一些重要的边界城镇，但法国毕竟得以生存，而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又给其新军增加了一些信心和经验。尽管他们的胜利仅给敌人造成了很小的伤亡、而自身所受到的损失比敌人大得多，但他们解救了敦克尔刻和莫伯日。该战役显示出了集中兵力对缺乏统一指挥的敌人各要点实施连续攻击的战略优势，以及将这一战法用于进攻或运用同一方法对在防御中相应集中兵力的战略优势。尽管主要的边界交战只不过是将敌人的部队赶走，但这些战役显示了在年轻将领的指挥下部队实施分散作战所产生的战略潜能，他们受到了议会代表和被送上断头台的阴影的双重激励，所以敢于在战斗中冒险。



　　在莱茵河和其他战线上，联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革命军积累了经验，也部分由于1793年处决了17名将军，使一些有能力的年轻军官被提拔到更高的指挥岗位上。天才和机遇加快了对将军的提升速度，例如，儒尔当在革命刚开始的4年中便由一名上尉被提升至军团司令。但到1794年，当法国政府处决了67名将军后，人们发现军官们都不愿意得到提升，甚至是列兵，虽然在前线作战非常危险，但他们也说不希望成为将军。



　　法国使用了1793年征兵法征兵，补充老的正规部队各营的实力和1791年及1792年招募的志愿兵部队的实力。在增加了老的部队和利用老兵指导及训练新兵的情况下，为实施1794年战役，法国将不同的志愿军和招募部队混编在一起，并将两个这样的营级单位同一个老的正规军营合并成一个被称做“半旅”的作战单位。他们甚至将不同的新老部队以建制连为单位进行轮换，直至组成3个新的完整的营。一个旅由两个半旅组成，一个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旅组成。这种编制把所有老兵都分派到了各军团，使营以上各部队能够进行的最佳组合。主要的步兵分队及各师都有自己的炮兵和骑兵。虽然还无法超过其对手，但1794年的法国各军团要比1793年保卫革命时的那支军队要强大得多。



　　法国的革命士兵有许多把士气和动机转变成遵守纪律和加强训练的动因。军队的环境增强了士兵们为了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战的信念和意愿，而这一理想也正是这场革命的根本。在消除了贵族军官之后，士兵们与军官的距离大为缩短，也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军官，而这些军官又将其下属看做是共和国平等的公民。士兵们的爱国主义、自尊和对理想的忠诚也大大激励了军官们。



　　部队的编制也对士气有很大影响。如许多招募士兵和志愿军都来自于同一个地区，而这正如一位士兵在申请中写道的，“公民们与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在一起战斗”会产生出“更大的热情”。当军队打乱他们的小分队时，另一位士兵也委婉地提到了这同一个问题，他说“同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一起作战没有一点乐趣，许多同志返回了巴黎，有几位回到了我们单位。”[注：约翰·林恩《共和国的刺刀：革命法国军队中的动力和战术》(厄尔巴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将军队编为一些经常吃住在一起的小分队，可以使这些小单位得到改进，相互之间的接触也会不断增加，这将使士兵之间得到更好的合作，促进士兵统一思想和表现。这支军队在战斗中对失败的承受能力要比原来的军队大得多，因为后者将部队进一步分化成了一群单个士兵，是一支既缺乏较好的机动能力、又没有像新编分队所能提供的强大凝聚力的部队。



　　新组建的各军团具有许多士气和精神动力的源泉，有一些是长期形成的职业部队所具有的，另一些则是法军独自具有的特征。新条令的简化和减少对以精确的横队队形进行长途行军所必需的过于死板的训练的依赖，也有助于很快将公民转变成有战斗力的士兵。3个月的训练已使士兵们掌握了适当的机动技能，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运用新战术、发扬献身精神、发挥良好的作战能力的基础。



　　在战略方面，通过分散使用那些便于和愿意进攻的师，法国大革命后缺乏经验的各军团的将军们早已开始用新战法来对付他们的对手了。联军在掩护包围部队或是保护领土时总是以分散兵力形成警戒线，而缺少一个军团中各师之间的认识上的统一行动，而对这种统一行动，法国的将军们也是刚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在运用上还很不熟练。尽管如此，革命军将领们还是在1793年连续集中了很大的优势兵力打击其兵力分散的对手，并通过这一战略，使敌人陷入困境。



　　1794年4月，在荷兰境内向东推进的法国最北部的军团突然遭遇到一场冲突，而这场作战显示了战争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当法军到达里尔和库特赖(即科特赖克)时，它发现自己处在图尔奈的科堡和利斯河(即莱厄河)以北的克勒法伊特的部队之间。苏汉姆这位年轻的法军临时指挥官，原来是皇家军队里的一名二等兵，他立即计划用自己的内线兵力来牵制科堡，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克勒法伊特。但科堡已经抢先一步，他采纳了参谋军官麦克上校富有想象力的作战方案，准备同时集中兵力向苏汉姆发起向心攻击。该方案要求主力军团分兵3路由图尔奈向西北推进，攻击正面长达6英里；另外两支特遣部队将由南面推进，在里尔附近击败法军部队之后，与主力部队和克勒法伊特部队会合，克勒法伊特的部队在沃韦克渡过利斯河后便发起攻击。



　　如果科堡的部队能够迅速机动，如果苏汉姆没能及时做出反应，那么联军就可以完成对法军的包围，由可相互支援进攻的7万人的联军包围8万人的法军。但苏汉姆已经认清了敌人的企图，立即改变了作战计划，集中兵力打击科堡。5月17日三支联军纵队遇到了苏汉姆的部队，其中两支打退了法军；但克勒法伊特遇到了抵抗，在其浮桥部队赶到之前无法渡过利斯河。与此同时，在南部的两支部队行动迟缓，特别是在查理大公率领下的最南面的纵队出发时就晚了，且以传统的防御队形行进，所以没能到达里尔。联军协调进攻未能实现第一天的目标。



　　5月18日，苏汉姆集中兵力打击敌两支主要特遣支队——因为它们最突出冒进，同时派自己一支下属部队在克勒法伊特部队向前开进时攻击其翼侧，以阻止他投入交战。科堡南面的两支特遣支队行动缓慢，大公也没有根据科堡的紧急请求做出反应——因为当加急书信到达时，他的参谋人员拒绝打扰他的休息。在兵力达到2：1的数量优势时，法军在图尔宽对距离最近的敌人的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并将两支联军特遣支队几乎击退到斯海尔德附近。法军作战很出色，一个对手把他们的散兵描述为“眼光像雪貂一样锐利，行动像松鼠一样灵活”。法军完全掌握了新的部署，一个士兵证实道，当时他们的纵队冒着炮火，“以冲锋的步伐前进，甚至是飞跑，以尽早投入战斗。”[注：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第1卷，第303页；《共和国的士兵》，第276页。]



　　法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不仅打退了敌人，而且还在敌人的撤退道路上缴获了56门排列成一线的火炮。当法国的步兵赶上被炮火所阻的联军撤退的骑兵时，他们射杀了许多联军骑兵，而且正在冲锋的法军甚至还将自己携带的火炮投入了战斗。他们不仅向骑兵开炮，而且还向随军的平民射击，一名英国士兵报告说他“看见一名士兵的妻子从怀里抱出一个婴儿，吻了一下，然后将其扔进一个小溪或是阴沟里。当她惊慌地向前跑时，还没等跑出10码便被一发炮弹打进了她背部，那声音像是一袋煤被倒空一样。”但进攻一方也损失很大，他们发现敌人的火力在防御中也很强大。一名跑动当中的士兵处在第二排的位置上，他前面是一个叫勒布隆的士兵，当一枚霰弹飞来时，他说，“击中了在第一排挡住了我的不幸的勒布隆。我看见他双手交叉，跪在地上，然后极其痛苦地捂着肚子打滚。我真地想帮他，但被恐惧震慑住了……我随着连队往回撤，全连四散开来以寻找能躲避敌炮兵的掩蔽处。”[注：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第1卷，第306页；《共和国的士兵》，第276页。]



　　成功地打退了科堡的北方纵队之后，加之敌南方纵队行动迟缓，使得苏汉姆能够于5月19日集中兵力对付克勒法伊特，但他却发现克勒法伊特已经预料到了他的来攻，早已率兵撤回到利斯河之后。靠自己的能力和对中央阵地的充分利用，苏汉姆从一个计划周密、威胁极大的包围圈中挽救了自己的部队。但敌部队的部署，使法军处于包围与内线之间的边缘的态势，两翼集中之敌仅有十几英里的距离。假如联军各部队间的距离再小一点，他们早就包围并重创了法军；如果他们的距离再大一点，那么法军也会很容易地利用他们的内线阵地。但苏汉姆的能力和联军无法协调在外围的那些行动拖拉的部队，形成了内线的形势，结果把胜利送给了法军。






作战略图6.1科堡设想的包围行动






作战略图6.2苏汉姆在内线的行动



　　在新的战术条令中，法军设想以纵队队形实施机动，作战中用滑膛枪手迅速部署成横队队形，在运用中法军表现出了折衷性和随机性。他们将纵队队形既用于进攻又用于机动，当一支纵队的兵力超过一支没有准备的敌人部队时，他们将抓住机会，甚至用刺刀与对峙的敌人作战。纵队可有效地在敌人的横队队形上打开缺口，同时也容易对未做好准备的敌横队队形以统一、连续的火炮齐射进行攻击，而这种齐射通常能够阻止敌纵队的攻击。法国人还充分利用部署在前面的轻步兵和横队步兵实施散兵战术，采取保护和隐蔽行动，以便向敌人的队形持续地开火。散兵可为纵队的进攻创造机会，可在法军以横队队形进攻之前动摇敌人，或削弱敌人的进攻力量。



　　法国的散兵，主要是分散进行诸如掷石手、弓箭手和标枪手所实施的投掷作战，这些作战行动能够给敌人造成伤亡——虽然双方都有此类武器。法国的散兵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敌人的步兵在使用一种既能用刺刀实施突击行动又能充分发挥其滑膛枪的潜在火力的横队队形。散兵们利用沟堑、地面掩护物、房屋、树木、庄稼和篱笆，在不用受到多大伤害的情况下可以对敌人的重型步兵和火炮炮手造成重创。散兵作为法国步兵的一小部分，是受到了特别训练的人，或是熟知轻型步兵职责的横队步兵，以在该世纪早些时候以来很少运用过的程度被部署在各横队队形之间，并在双方的横队队形相遇之前投入交战。一位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德国将军这样描述道，轻型步兵“总是像小偷和盗贼一样藏在树后，从不在开阔的地方露面”。法国士兵拥有作战的动力，不依赖机械的训练，在这种作战中的表现令人钦佩。散兵如果能在编队的步兵交战之前就将敌人的横队队形打乱和削弱，那么它的作用会更大。它们还在补充和取代缺乏主动性和技能低下的法国骑兵来执行侦察任务方面表现出色。[注：汉斯·德尔布鲁克《政治历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篇》，小沃尔特·J·仑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81页。]



　　因此，法国步兵在进攻和机动时不仅有散兵，还有横队队形和纵队。另外还由于法国陆军有一支火炮质量最好、机动性优越的炮兵部队，使得法军拥有了一个非常灵活和有效的战术系统，使之成为了一支能够适应各种自然或战术环境的、无论在防御、进攻、撤退还是前进中均能有出色表现的军队。



　　在战略上，这些行动因兵力分散的广度而有所区别。联军在防守城镇和交通要道时，习惯于将兵力分布成一个薄薄的警戒圈；而革命将领们却以师级为单位平均分布各军团。1793年，法军以整体一致的思想运用其部队，连续集中兵力，以攻击位于洪德库特、梅宁以及后来的瓦提尼的联军。但是科堡接受了麦克的建议，集中兵力实施了向心攻击，在此次攻击中，除了克勒法伊特的分兵前进之外，他将5万部队分布于18英里的正面上。因此，无论是联军还是法军都充分展示了步兵所固有的灵活性，其中配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成为了主要的武器系统。5月18日那一天，当法军在图尔宽取得了胜利之后，克勒法伊特进行了反击并打退了攻击他的法军时，军纪严明的联军所遭受的损失达8%；而缺乏训练但却配合密切的法军的伤亡人数的比例也大致相同。此次作战还有其他作战行动表明，指挥官在广泛分散这种富有弹性的作战队形上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这种分散兵力对加快战斗节奏和改变其特征均起到重要作用。以密集列队来实施集中指挥的双方军队在交战时，由防御一方来选择战场地点的情况不再发生。腓特烈认为，步兵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骑兵的重要性却进一步下降，步兵在进攻中则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分散兵力的战略与布尔塞特和吉贝尔所预想的完全一致，麦克以及苏汉姆也已经认识到了新的形势所表现出的一些潜在内容。但由于苏汉姆只是临时指挥部队，而麦克则仅仅是一名参谋军官，所以最终利用这些新情况潜在特点的使命留给了后来了解战争的将军。




波拿巴将军时代的到来




　　1796年初，良好的政治关系使得当时仅仅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接受了意大利方向的法国主要军团的指挥权。政府给他的任务是将撒丁王国和具有战略地位的萨伏依公国驱逐出战争，并打退奥地利军队。除了具有战争天才和对任何情况的驾驭欲望外，作为18世纪80年代的一名青年军官的波拿巴将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法国军队的作战条令。奥地利情报部门准确地将其描述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理论家”，因为他十分了解布尔塞特的思想，发起了一个堪称吉贝尔作品翻板的战役。他对如何发挥法国军队的潜能有着超凡的理解力。[注：《拿破仑战争的军事史和地图集》(纽约出版社，1964版)，地图第3页。]



　　波拿巴指挥着一支经验丰富的、但纪律不大严明的军队。他没有什么骑兵力量，由于冬季的补给不足，绝大部分马匹没能生存下来，还致使士兵无法得到充足的食品和服装。由于船只尚能沿海岸自由航行，部队还能勉强得到补给，使他们能够防守一些防止敌人进攻的要点，不让英国海军利用其优势来封闭这些商业中心。在4月初开始的进攻行动中，极富吸引力的波拿巴早已激励了他的下属，并指出意大利北部的富裕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补给。



　　面对联合作战但却缺乏统一指挥的联军，法军计划将其分割，并通过击败科利的撒丁部队，迫使撒丁王国脱离战争；他们希望奥地利的指挥官博利厄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护奥地利的领地米兰上。战役开始后，当博利厄集中兵力猛攻暴露在沃尔垂的法军时，这位奥地利指挥官自己却为波拿巴提供了机会，他分散了兵力，致使拿破仑能够向北挺进德戈，分割了撒丁和奥地利的军队。4月12日，在博利厄成功地对沃尔垂实施攻击两天之后，法军开始从海岸向德戈实施夜行军，当位于蒙特诺脱附近一支7，500人的法军对4，500人的奥地利军队实施正面攻击时，另外3，500名法军已经完成了对其后方的迂回行动，从背后对奥军发起了攻击。奥军溃败，其主力部队再未投入交战。博利厄这位年逾70的老兵开始没能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后来又没有真正努力去重新集结自己的部队；撒丁王国的部队也由同他一样年迈、而且有些优柔寡断的科利指挥。



　　在经历很多困难后攻占的德戈随后又失于一位有冒险精神的奥地利指挥官之手。当时守军在熟睡，他们的将军正与一个女人在床上鬼混。波拿巴轻而易举地让毫无生气的博利厄陷入了困境，并通过要迂回其阵地的连续威胁，迫使科利后撤。强有力的正面攻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位法国未来的元帅塞律西埃[投笔从戎注：塞律里埃(1754-1818)，1804年晋封为荣誉元帅；伯爵]参加了进攻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这位年纪较长的将军和七年战争中的老兵在此次行动中发挥了表率作用。“他将部队分成三列纵队，自己则位于中路纵队的前方。他派出大量的散兵，自己手持宝剑，跑步前进，冲在他纵队前面十几步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做法。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一位老将军，坚决而果断，他的斗志由于敌人的出现而更加振奋。”冲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他率领部队取得了胜利。由于这些激烈而有效的行动，再加上已攻占了科利的阵地，从而迫使在敌撤退至都灵附近时，撒丁国王要求停战。4月28日，在法军开始向前推进两个多星期之后，撒丁王国退出了战争。[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万幸的是战役迅速结束，因为在战役的这一阶段法军在山区无法找到食物、缺少预备队并且从海边向部队运送补给的骡子数量也太少。对沿海可征集粮秣的地区进行控制导致了法军对沃尔垂的占领和博利厄对它的争夺。有一次由于缺少补给，士兵到农村去四处寻找食物，致使作战行动整整延误了一天。



　　各国军队在作战时都十分分散，法军的散布范围最多达30英里。但波拿巴可以把他的军团像一支小部队那样加以运用，并指挥其部队各部分的行动来完成他的战略目标。尽管交战双方没有典型的战例出现，但交战从未间断，因为双方部队始终都有接触。小型战斗和包围时断时续，使分割奥地利和撒丁军队的机动成为可能。



　　波拿巴不仅故意将他的部队部署在两支敌军之间，而且还尽力创造条件打开缺口以便于他的部队在里面行动。在一个与苏汉姆处于科堡和克勒法伊特之间的情况很相似的态势下，波拿巴利用对手之间的不统一，运用他的中央阵地打退了奥地利军队，然后又集中兵力对付撒丁国的军队。尽管在实力上是以4万兵力对5万兵力，但由于位于中央，使他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均能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在驱逐科利向都灵方向撤退的战斗中，这一比例最高，为2：1。他和他的下属知道如何将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利用数量优势，运用部队的机动和协同，连续地实施迂回和包围行动以打败或击退敌军。



　　法军的胜利使他们进入了萨伏依的富庶地区，可以为部队提供充足的食物。再加上令人振奋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意大利军团的士气，增强了他们对将军的信心。波拿巴迅速前进，企图越过波河，进入富饶且人口众多的米兰公国，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一个为他的军队提供补给的富裕的基地，还可使他能与法国保持自由联络。在越过波河的问题上，他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撒丁国停战协议中包含允许法军在瓦朗西亚渡河的条款，这一事实博利厄也是知道的。在瓦朗西亚附近集结兵力之后，波拿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如果博利厄集中兵力在瓦朗西亚准备抵抗大张旗鼓的渡河，那么他将派部队向东前进并在皮亚琴察过河；另一方案是，如果博利厄破坏其在东部渡河的方案，他则在瓦朗西亚渡河。



　　博利厄在沿河防御上很有经验，他将主力部署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之间。5月4日他向东派遣一支部队去防守波河，防守范围最远到皮亚琴察。但到了次日，法军开始行动，经过挑选的士兵在大部队的前面快速行军，到达皮亚琴察后，渡过了波河，在奥地利军队前来阻止之前已经抢夺了船只。在奥军指挥官下令进行防御而不是发起进攻的时候，全部法军已经渡过了波河。博利厄眼看防守波河和提契诺无望，便撤回到阿达河对岸。运气和对机会的充分利用这两者相结合，使得法军一支部队在波拿巴亲自领导下，在洛迪夺占了一座通往阿达的桥梁。受挫的博利厄向明西奥河方向撤退。占领这座桥梁使波拿巴的士兵们对他们年轻的将军更加忠心耿耿，他那矮小的身材并未有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指挥能力。



　　撒丁王国停战后两周之内，波拿巴便占领了米兰公国，并将敌人打退了100多英里。如同1702年旺多姆元帅利用兵力的数量优势来吸引欧根的注意力、同时派部分兵力迂回到亲王位于波河的阵地侧后一样，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运用他那数量占优势的部队。与欧根这位试图通过运用其全部力量来对付法军的一半兵力、以一仗来挽救局势的做法不同的是，博利厄采取了撤退的方式；而波拿巴也与旺多姆不同，他迅速集结了全部兵力，准备应付博利厄的可能攻击。博利厄在法军面前采实施退却很可能显示出了自己的明智，他率军快速向东撤退，并再次渡过波河；否则他那分散的部队无疑会在与聪明过人的波拿巴将军协调指挥的法军各师的冲突中，遭受惨重的损失。



　　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使法军占领了米兰，并在该公国强行征收了大量的军税。法军虽然最初受到一些反抗，但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的政治上的支持。波拿巴也试图维持他的士兵们的军纪，防止共和国军队通常都具有的掠夺事件发生，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法国大革命中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对意大利的中产阶级来讲很有吸引力，形成了支持拿破仑的重要基础。米兰的民众对法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部分由于法军士兵的行为，该城8天后举行过反法起义。荷兰人也表现出相似的政治支持，加之史无前例的严冬将水上障碍全部封冻，使法军能够攻占该国，这一丰功伟绩一直以来就是西班牙和路易十四的最优秀的指挥官和士兵都梦寐以求的。



　　在他的部队被付给报酬和得到充分补给、部队得到休整以及农民的游击战之类的反叛被镇压之后，波拿巴于5月末挥师东进。他迅速把分兵三路的行军部队集中起来，在博格赫托强渡明西奥河，并分割了博利厄的部队。奥地利一半部队留下来继续守卫强大的城堡曼托瓦[投笔从戎注：另译曼图亚]，其余的部队跟随博利厄沿阿迪杰河北岸撤退。由于东部的威尼斯保持中立，波拿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将奥军驱逐出意大利。



　　得到来自法国的支援之后，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波拿巴主要致力于组织实施他的征服活动、征收军税、镇压反对法国统治的反叛和派部队南下，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强制恢复和平和征收重税。波拿巴的胜利使他不仅能向法国送回金钱，而且还能运回各博物馆中珍贵的绘画精品。他将部队部署在曼托瓦附近，开始是包围1.2万兵力的守军，后来当其攻城炮兵部队到达时，于7月中旬开始挖掘堑壕，以便让围城部队能在隐蔽的情况下到达城堡的护城沟，为破城创造机会。为了支援这支部队，法国通过陆路从米兰经由布雷西亚沿一条固定的、有兵力防守的道路向其提供补给。






作战略图6.3拿破仑的分散部署






作战略图6.4在内线上集中兵力



　　奥地利军队对法军进攻的反击行动自然是为了打退围城的法军以解救曼托瓦的守军而调兵遣将，以便给守军提供补给和填平围城的堑壕。为到达曼托瓦，奥地利军队分兵两路实施进攻，认为只要有一支部队能够突破围困，就能为守军提供充足的补给和破坏敌人的围城工事。1.8万兵力在夸斯多诺维奇的率领下沿加尔达湖的西侧南下；在东面，总司令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率领2.4万兵力沿阿迪杰河南下。波拿巴几乎是平均分布兵力以保护围攻部队，两支部队用于防护从维罗纳到莱尼亚诺的阿迪杰河，一支部队在能力非凡的马塞纳将军的指挥下阻止武尔姆泽尔的部队，一支部队则实施攻城，只有大约4，500人的部队部署在夸斯多诺维奇通路上的萨洛周围。所以当奥军于7月28日经过快速行军突然在各点出现时，法军没有中央预备队。



　　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已年过七旬，还相当耳背，但实践却证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位能够激励其部属的统帅。当他打退了马塞纳之后，夸斯多诺维奇也挥师南下，攻占了布雷西亚，切断了法军的交通线。7月30日晚上，当波拿巴完全了解了形势、意识到他正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时，他放弃了对曼托瓦的围困，集中绝大部分兵力攻击夸斯多诺维奇并将其击退。如果他能取得成功，那么法军指挥官便可以利用其内线来对付奥军元帅；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不得不通过布雷西亚或更南面的道路撤退。



　　但他迅速集结兵力用于对付夸斯多诺维奇并打败了该支奥军，重新占领了布雷西亚。与此同时在曼托瓦，法军已经向东撤退以保护其交通线和撤退线路，武尔姆泽尔进入了该城。之后奥军元帅计划渡过明西奥河，在他和夸斯多诺维奇的部队之间抓住法军。但在武尔姆泽尔采取行动之前，法军已经打退了夸斯多诺维奇，而这位奥军将领断定法军也已经打败了陆军元帅，于是开始向北撤退。这样，波拿巴便可以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武尔姆泽尔，而他此时已经渡过了明西奥河并在卡斯蒂利奥内这一片不利于使用他大量的骑兵的地形上部署了他的部队。






作战略图6.5利用内线



　　由于要集结所有的部队，法军司令推迟了他的主要攻击，直至最初围困曼托瓦的部队赶到并根据指令在奥军的左后翼占领了阵地。武尔姆泽尔调用其第二线部队应付这一威胁，但这一行动却打乱了自己的部队。法军从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很快将奥军赶出这一地域，并渡过明西奥河。奥军元帅差点被法国的骑兵部队俘虏，他命令部队沿阿迪杰河向北撤退。这被证实是一次有序而不受干扰的撤退，正如波拿巴在报告中所说的，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疲劳至极，追击行动仅进行了3个小时。”[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199页。]



　　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从两面和背后同时攻击道恩，但他在敌人的视野之内配置兵力使得奥军司令有充足的时间改变他的部队部署。波拿巴在他的部队到达作战地域之前没有进行兵力集结，所以就没有给武尔姆泽尔以同样的机会。



　　法军宣布它取得了卡斯蒂利奥内会战的胜利，并成功地从武尔姆泽尔和夸斯多诺维奇手中挽救了法军被击败的命运。但奥军元帅也完成了对曼托瓦守军的加强、补充给养和破坏了法军包围之企图，并缴获了法军179门攻城炮和400万磅的子弹。从此以后，法军由于缺少炮兵，只能对曼托瓦进行封锁。



　　当波拿巴的下属部队加入交战、从背后攻击敌人时，法军以师级为单位的体制在卡斯蒂利奥内会战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法军虽然兵力分散但却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战的这种能力，使法军在对敌人所有证明有威胁的向心攻击做出反应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苏汉姆面临的形势很相似，当时他发现自己处于克勒法伊特和科堡的部队之间，波拿巴同样用自己的内线集中兵力，首先攻击一个方向的敌人，之后再攻击另一支敌军。同苏汉姆一样，波拿巴也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奥军也真的有机会从正面和侧后同时向法军发起进攻。



　　尽管卡斯蒂利奥内会战的获胜给法军作战行动罩上了一缕胜利的光环，但波拿巴很明显没能完成对围攻曼托瓦部队的掩护任务，而且奥军还差点将其打败或将其击退。尽管波拿巴的个人能力与避免这两种结果有很大关系，但法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法军新的战争系统中两条固有的作战原则。波拿巴显然是按照传统的做法，用警戒部队来掩护每支行军部队的方式来进行兵力的分散，对受到威胁的地点也没有提供中央预备队的加强。他在战略配置上似乎没有运用古代人早就掌握的战术方法——始终抽出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以便在进攻或防御的关键时刻投入交战。但波拿巴高效、迅速的行动以及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表明，分散的法军没有担任警戒的分队，也没有专门用于掩护某一路部队的分队。相反，法军各部队都保持相对的独立，只对自己的司令官负责。另外，这种负责制表明波拿巴也有预备队，他可以调动那些没有同敌人交战的任何部队，这些部队就像是从中央位置抽调出来的一样可以使用的预备队。从战术上讲，将军们发现要一支与敌交战的部队停止作战行动是很困难的，但从战略上讲这一问题就简单得多了。这样，他那分散的部队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而不参与抵御敌人的主要突击的部队，则作为预备队置于指挥官的支配之下。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为波拿巴的防御真正注入了活力，其军团与师及其下属各级单位得到有效的衔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编制体制来实现由对波拿巴影响极大的军事理论家所设想的战略。



　　所有这些特征在波拿巴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它们在大革命初期当胡查德和儒尔当在荷兰集中兵力打击联军警戒部队的一些要点时就已现端倪。但有鉴于苏汉姆在图尔宽战役开始之前就慌忙组成中央阵地，波拿巴刻意制造这种态势，他强行将自己的部队置于博利厄和撒丁王国的部队之间。正如内线是波拿巴的战役行动中的一种样式一样，运用法军的战略和战术机动对敌人阵地实施迂回或包围也同样是他的一贯做法。在波拿巴的首次传统会战——卡斯蒂利奥内会战中，一支远在20英里之外的法军被用来对敌实施突然的背后攻击成为该会战取胜的关键因素。作战行动自始至终都表明，当小规模部队用以迟滞大规模敌军部队的行动时分散兵力是很安全的，密切协调的各老兵分队在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作战时所遭受的伤亡相对来讲是很小的。



　　在抗击奥地利军队的另外三次解救曼托瓦的作战中，波拿巴继续依靠快速集中兵力的方法和法国步兵部队迅速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的能力；他再次利用敌人的分散兵力，首先集中兵力打击一支敌军，之后再消灭另一支敌军部队；他同他的部属通常都是最大限度地对敌人翼侧实施迂回和包围。尽管奥地利军队也已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但基本的编制体制、战术条令和战略思想远远落后于法国。最后，曼托瓦陷落，波拿巴将军向奥地利的进军导致了停火。在此次停火协议中，法军除获得其他的利益之外，主要是得到了对意大利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控制权，这一胜利也是交战双方在执行的持久战略中所追求的。



　　尽管连续征战，波拿巴的取胜所付出的代价很小。在他与奥地利军队的几次成功的交战中，他所遭受的损失平均占其参战兵力的不到9%，而奥军则损失26%的兵力，这一比例比18世纪的所有会战都要好。




马伦戈战役中的战略迂回




　　到1800年，波拿巴将军在入侵埃及之后，便成为了一位独裁者。他后来直接指挥了重新夺回意大利的战役，该国在他离开时已经被奥地利占领。一支1万兵力的奥地利军队在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米拉斯率领下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在热那亚包围了马塞纳指挥的法军，并沿里维埃拉河向法国进军，迎击只有1.4万兵力的法国守军。奥地利军队驻守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并把守着阿尔卑斯山的各关隘。波拿巴利用了一支新的部队对付强大的敌军，这支部队不足4万，大部分是未受训练的部队，另外还从德意志南部调集了1.2万兵力。



　　法军部队利用阿尔卑斯山的5条通路，于5月上旬开始进军意大利，其中大部分部队是从著名的圣贝尔纳关隘通过的。冰雪给炮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士兵们临时制作了雪橇，将火炮运过了关口。在下山的山坡上，法军遇到了巴德堡，“一个位于峡谷的最窄处、耸立于一块陡峭的巨石之上的小城堡。”该城堡控制着通路和一个村镇，成功地阻止了法军的攻击。后来法军发现了一条可以绕过它的小道，步兵可以通过，但炮兵无法通行。最后，他们携带少量火炮在夜晚绕过了该城堡，炮手们“在城堡敌人枪口之下，在黑暗中拖拽着大炮穿过小镇。为避免发出一点响声，他们在大街上撒上稻草和马粪，大炮的轮子也被包了起来。”[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279页，280页。]



　　因此，波拿巴的主力部队和一小部分火炮兵能于5月23日在伊夫雷亚集结。此时，波拿巴面临两种选择，或是率军南下与米拉斯交战，去解救被困于热那亚的意志坚定而又足智多谋的马塞纳，或是率兵东进米兰。他选择了米兰。波拿巴派出他的前进卫队向都灵进军，以欺骗敌人误认为那是他的目标，而自己则带领部队挺进米兰。他希望在那里可以与通过辛普朗和圣戈塔德两个关隘的来自德意志的部队会合。



　　米拉斯错误地判断了法军的行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热那亚的包围上和里维埃拉河战役上，另外通过塞尼山的一小股法军的行动也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认为他只要对付这股敌人就行了，因为波拿巴的前进卫队在完成佯动之后，已经向东运动，以参加在米兰的兵力集结。在米拉斯开始领悟法军的行动意图时，波拿巴已于6月2日攻下了米兰，占领了该公国，缴获了奥军大量的补给品，建立了一个为他的部队提供充足保障和供应的基地。他将圣戈塔德山口作为交通线和撤退的道路。



　　当米拉斯从里维埃拉召回自己的部队、集中兵力与法军交战时，波拿巴已南下波河以阻止奥军的东撤路线。在克服了奥地利守军的抵抗之后，他的部队渡过了波河，在奥地利军队的先遣部队赶到之前占领了斯特拉代拉的隘路。1706年，欧根王子领兵解救都灵时，曾抢先于法军占领了这一位于波河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峡谷。现在法军封住它之后，不再是阻止敌人前进的问题，而是防止敌人逃跑。



　　波拿巴将军实施了一次比恺撒在西班牙与庞培的部队作战时在伊莱尔达所运用的迂回规模更大的迂回行动。当恺撒在庞培的撤退路线上部署了优势的兵力之后，他已经取得了战术防御上的主动权。恺撒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敌人的撤退，因为能够占据山区中的各个关隘；他用大约2.5万人的部队掩护长达10英里的前线，他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是很高的。另外，他的对手缺少食品，恺撒却可以利用他占优势的骑兵部队来控制农村，使他的部队得到给养，而敌人却无法得到补给。



　　但波拿巴却面临着完全不同而又更加困难的问题。奥地利军队不仅拥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很容易得到相对富饶的领土，而且马赛纳最终放弃了热那亚。奥军可以通过这一港口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因为它的英国盟友已经控制了地中海。除此之外，法军对奥军在数量上并未形成多大优势，且奥军部署在波拿巴的迂回部队和位于里维埃拉的小规模部队之间。另外，如果波拿巴拥有与恺撒类似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优势的话，那么他的战术防御上优势还是可以超过任何数量优势的。但是，法军司令官虽然拥有两倍于恺撒的兵力，但他的老问题是如何阻止敌人穿他而过。



　　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4年前也曾困扰过博利厄，当时他试图将波拿巴赶出米兰公国。在大山之间的缺口北边，有波河、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三条河流提供了很好的屏障，但在波河的南侧却没有河流可以对波拿巴1796年用于打击博利厄的路线形成障碍。波河也对防守一方不利，因为它分割了两山之间的地域，为在北部或南部迅速集结兵力形成了障碍。与4年前博利厄不同的是，波拿巴冒险采取了分散兵力的方法，他率一半多的部队部署在河的南岸。另外，他还担心米拉斯会退兵到热那亚，因为在那里米拉斯有英国舰队的支持，既可以长期据守也可以从海上将部队撤走。



　　波拿巴认为米拉斯会向波河南岸逃走，但同时又担心他会向热那亚撤退，也对奥军在波河上的卡萨莱修建桥梁表示关注。于是他领兵东进亚历山德里亚，认为在那里米拉斯集结的奥军肯定比波河以南的2.8万人的法军要少。接近亚历山德里亚时波拿巴没有发现有奥军的任何迹象，便派5，000人南下进行侦察，阻止敌人向热那亚运动，并将其他兵力分散部署，一旦米拉斯率军向北运动，便立即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在6月4日早晨，当米拉斯突然领兵杀出亚历山德里亚城、用3.1万人的部队发起进攻，以期在波河南岸打开一个向东突破的缺口时，波拿巴在该城堡外的马伦戈村只有1.4万人的部队。奥军的主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展开，与法军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交战，试图从法军手中夺下马伦戈村。法军发现众多的沟堑和农家房舍为防御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正当奥军顽强的进攻要将法军赶出马伦戈时，另一支奥军也从法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杀了过来。法军开始撤退。而71岁的米拉斯忍受不了酷热，当他的两匹坐骑被敌人的炮火打死时他也受了点轻伤，于是返回亚历山德里亚城，留下自己的部属去继续完成胜利任务。



　　奥军在追击法军时行动迟缓，致使法军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在马伦戈东面3英里的地方组成了一条新的战线。奥军的先头部队下午5时展开后，向波拿巴派往南面但又被及时召回以便参加会战的第二阶段的那5，000人的部队发起攻击。这一短促而又孤注一掷的交战在法军几个旅发起攻击时达到了高潮，当时法军4门火炮被运到前面，在近距离上对奥军进行射击，引起一辆奥军弹药车爆炸，另外400名法国骑兵也向奥军侧翼发起攻击。奥军开始仓惶逃跑，其骑兵部队冲过已方在道路上以进军纵队前进的部队向后方逃窜，整个奥军都掉头向亚历山德里亚退却。






作战略图6.6拿破仑的战略迂回行动



　　在成功地完成了防御作战行动之后，法军遭受的损失不到6，000人，而奥军则伤亡9，000人。尽管马伦戈会战阻止了奥军的向东撤军，但其军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其部队仍可得到充足的补给，因为在会战开始之前米拉斯向他的部队分发了额外的食品和新军装。于是双方通过谈判商定奥地利军队撤向曼托瓦地区，波拿巴和米拉斯同意不再进行下一步结果未卜的作战行动。与恺撒不同的是，波拿巴的迂回行动没能消灭敌人的军队，但却以不大的伤亡迅速将敌军击退200英里，夺回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取得了法军持久战略的目标。



　　他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役行动表现出了法军新的战术条令的巨大潜力和其中所蕴含的战略上的可能性。法军从纵队到线式队形的迅速展开能力大大增强了其作战能力，而奥地利军队则不得不一再撤退。但是，作战的增加主要不是交战双方的军队在适合于作战的地形上、以相同的正面展开、以传统的作战方式所进行的作战时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双方的军队都分散兵力、有频繁的接触、法军急于采取进攻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法军纵队的战术机动使之能够更加容易地集中兵力、更易于包围和迂回其对手。在所发生的许多战术情况中，灵活机动而又协调密切的法军步兵部队都是主要采取进攻行动来对抗由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奥地利老兵以陈旧的作战方式所实施的防御行动。



　　对这些战术能力的战略应用以及在战略上采取分散兵力的做法，增加了交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点，使像波拿巴这类经验不足但才智过人的指挥官能够利用分散但仍协调统一的部队，集中兵力首先打败一支敌军，之后再击败另一支敌军部队。波拿巴在卡斯蒂利奥内和马伦戈的战场上能够重新集结其部队的各部分，就充分证明了他对自己分散的部队的控制能力。在对付科利的撒丁王国的军队、博利厄的奥地利军队以及在对付武尔姆泽尔和夸斯多诺维奇时，他都在内线运用了比敌人强大的兵力，不用征得对手的同意、也不必在敌人认为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就集中兵力，在比腓特烈大帝早些时候运用内线的战区小得多的地域里连续地实施内线作战。由于战斗常常在没有经过精心挑选以利于保护翼侧的地方实施，所以法军要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对对手实施包围或迂回。



　　尽管波拿巴的方法有时也略有不同，但他在两次机智地攻取意大利北部的战役中所运用的战略却和他的前人没有多大区别。在每次战役中，各个指挥官都将以攻占能够为其提供政治、财力和后勤支援的领土为目标。波拿巴未采取阻止敌人通过河流的阻碍、之后再占领战术和战略要点控制已占领土这一必要的后勤战略，而是依靠大量的作战行动、较小规模的会战将敌击退；他取胜主要是靠他与敌交战的能力，而不是靠敌人耗尽粮草，主动结束战役。这种作战战略和法军步兵的进攻力量以及对步兵的新式运用，使法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作战的胜利。但攻克意大利北部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理想的后勤和政治上的效果却是和旺多姆及欧根所实施的战役相一致的。



　　拿破仑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乌尔姆的战略迂回行动和在奥斯特利茨分散敌兵力和集中己兵力行动



　　1805年的波拿巴，已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他在德意志运用了迂回、分散和集中的方法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战果。虽然在德意志南部他要面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的军队对峙，但在德意志的其他地区和在荷兰却没有任何人与他为敌。有巴伐利亚作为自己的盟友，拿破仑此时拥有的军队的规模和质量与路易十四时期的军队相差无几，他手中掌握着16.5万人的部队，准备实施一场迫使奥地利媾和的战役。由于手中掌有与路易十四的军队规模相当的部队，也没有了众多的对手，拿破仑试图实施一次过去法国国王无论是在力量上还是在想像力方面都无法比拟的战役行动。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了拿破仑很大的帮助，如道路状况得到改善、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提高都能够向其庞大的军队提供各种供应和保障。另外，法国军队的辎重也比它的对手轻便得多。例如，它们不用携带富裕的贵族军官们的个人物品。在后来与普鲁士的一次战役中，法军的辎重只有其对手的1/8。这样一来，法军所喂养的马匹就比对手少得多，行动起来就更迅速，因为他们所占用的道路要少许多。从这一方面来讲，法军的补给同亚历山大大帝类似。



　　拿破仑将比他以前所统领的部队大3倍的野战军团分编成一些称做“军”的小型军团。他的作战区域从美因河到多瑙河南部，比意大利战区的宽度宽1倍。如果他率部行军400英里到达维也纳，战区纵深将比原来大2倍。除了计划开始在富饶而友好的德意志地区行军之外，拿破仑还精心准备了在他所不熟悉的地区对其庞大的军队进行保障的工作，虽然这一准备工作并不是很完美。在进入早秋时，他已经从最近的大丰收中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贮存。拿一个人口在1.5-1.6万人的地区来说，它能够为他的军队提供12.75万磅的面包、2.4万磅的食盐、3，600磅的干草饲料、6，000袋燕麦、5，000品脱葡萄酒、8，000蒲式耳稻草和100辆四马马车。军需供应军官采用一种叫做征购单的收集军税的方法，在征集物资时打收据，在自己领土或是盟友地域内的征购单由法国政府负责兑付；在敌对的地区内，这些征购单的持有者则试图向其政府索要。在一个拥有大量的粮食和饲料的国家行军时，拿破仑拥有一套彻底检查的供应机构和一整套安排从法国运来弹药和衣物的运输马车的交通路线的计划，他在当时运输技术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给他的部队提供了各种尽可能多的支持。[注：来自马丁·冯·克里维尔德的资料《后勤补给战争：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剑桥出版社，1977年版)，第54页。]






作战略图6.7拿破仑在乌尔姆的迂回行动



　　奥地利军队于9月上旬开始发起攻击，当斐迪南大公率7万人进入巴伐利亚后，巴伐利亚军队为避免与之交战，向北转移以与法军会合。当奥军到达乌尔姆后，他们停止进军，等待其俄国盟军库图佐夫及其部队的到来；与此同时他们用巴伐利亚的物资对其军队进行了补给。奥军的指挥权实际上没在大公手中，而是被麦克将军所掌握，他曾于10多年前指导过科堡王子的作战行动。麦克这位行伍出身、由寒微发迹的、能力非凡的军人，几乎被拿破仑一半的手下所低估；他也估计到法军会向乌尔姆进军。



　　拿破仑所率军队规模之庞大是德意志这一地区前所未见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变了此次作战行动的特征。1673年，当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沿美因河机动时，每人所率领的部队不足3万人，在他们进行战役的广大地域中就像几何图形中的几个点差不多。尽管马尔伯勒和欧根统领的军队达6万人，其对手的部队数量也大致相当，他们的部队在对战役所进行的大部分地域进行控制上还是颇有困难的。9月25日，拿破仑的大军分成7个军，在宽达100英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而每个军的规模都与蒂雷纳或蒙特库科利的整个军队规模相差无几。所有7个军均向乌尔姆北部进军。



　　法军各部在前进之中距离逐渐靠近，均以乌尔姆东侧的多瑙河为目标向前推进，使自己处于奥地利军队和其行动迟缓的俄国盟军之间，同时也处在位于乌尔姆的斐迪南和麦克的部队的后面。到10月6日法军抵达多瑙河时，麦克已经在乌尔姆加固的防御阵地上集中了自己的兵力。拿破仑完全可以宣布他的“出乎意料和新颖”的举动已经指导其军队“在敌人的后面行军数日，他们如想要避免一场灭顶之灾便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当法军越过多瑙河到达其南岸和唐纳沃斯东侧时，麦克终于清楚地了解了其处境，计划通过从乌尔姆向东北移动来完成撤退行动。但拿破仑猜想麦克会去夺占米拉斯，之后直接或先向南再向东退却。因此这位法国皇帝准备在乌尔姆东面进行一场会战，并将其所有部队集中于多瑙河南岸，一是准备进行一次会战，一是防止奥军由南面撤退。[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396页。]



　　奥地利军队过于深思熟虑，行动又迟缓，加之道路被多瑙河的河水淹没，只有一支部队从北面的道路上逃脱，拿破仑了解情况后立即派部队前往多瑙河北岸以封堵缺口。10月20日，在斐迪南大公已经逃走之后，麦克2.7万兵力的奥军在乌尔姆向法军投降；法军手中已经关押了大量俘虏，此次奥军又丢弃了众多的人员。法军官方宣布，此役共俘获6万名敌人，并指出：“从没有任何胜利像这样完全彻底和代价如此之微小。”这位年轻的皇帝通过宏大的战略迂回行动、基本消灭了奥地利庞大的军队，从而顺利地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但拿破仑的执政能力却无法同他在面对敌人时非凡的想象力相比。麦克的表现太糟糕，例如，当他得知法军向西朝乌尔姆方向行进时，就匆匆错误地判定法军是在撤退，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已经被奥军征集了大量粮秣和掠夺过的地区生存下来。但两人在战争中对情况的处理都显示出了超人的才能，能与此战役相提并论的是1800年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402页。]



　　拿破仑在此役中的成功远比马伦戈战役辉煌得多，因为在这场战役中，他拥有2：1的数量优势，而且在单位空间上的兵力比率要大得多。这两个因素便可以确保他有能力阻止奥军除向西朝法国边界撤退外别无选择，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奥军的失败。



　　在组织了其后勤补给、派部队控制这一地区并解决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军之后，拿破仑开始向东朝维也纳方向前进，但其前进道路被库图佐夫率领的4万俄国军队所阻挡。这位才能出众的将军从自己长达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受益匪浅。俄军开始迅速撤退，于是法军很快占领了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的各种仓库中找到了充足的弹药和食品。俄军继续朝北撤退，进入摩拉维亚地区，在那里得到了加强，并与另一支奥军会合。联军在摩拉维亚的奥尔慕茨集结了兵力，拿破仑也在距布鲁恩西南40英里的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那里同样也发现了奥军装满了弹药物资的仓库。



　　由于在奥尔慕茨无法长期支持8.5万兵力的军队，于是联军开始前进，向拿破仑发起攻击，企图迂回其右侧以切断他与维也纳的联系。拿破仑试图诱联军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攻击其右侧上。为了分散敌兵的兵力，他首先故意让其右翼显露出薄弱不足，使敌人没有意识到在才能卓著的达武元帅的军的后方是一个设计好的陷阱，之后元帅急速行军与其皇帝会合。这样，拿破仑就已经完成了兵力集中的工作，但其战线南部的兵力远不如北部多。拿破仑早就精心策划了他第一个经典的会战行动。首先采取防守态势，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对手的愚蠢行为和他们对其右翼实施的毁灭性地打击的明显意图。他计划对敌人的中央实施一次强大的、预先筹划好的反击行动，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他通过引诱敌人对其右翼发起攻击而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他自己的部队已经集中于他的中央和左翼，以攻击敌人薄弱的中央部位。所有这些都有赖于作战技巧高超的达武元帅坚守右翼的能力。



　　联军的联合部队在俄国沙皇的指挥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过于自信的俄国人对待最近刚被打败的奥地利军队时以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沙皇还对库图佐夫这位俄军高级将领的建议不予理睬。会战发起之前的高级军官会议的情形说明了联军的状况：当一名奥军军官说明沙皇的作战计划时，许多出席的军官对此置若罔闻，库图佐夫甚至熟睡了起来。这样联军司令部便为拿破仑发挥日臻成熟的军事才能提供了绝好的陪衬。即使是像拿破仑这样的将军要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愚蠢无能的对手，如同罗马人在坎尼与汉尼拔作战时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会战按照拿破仑的计划进行。达武率兵前进，抗击俄奥联军对法军右翼的攻击。当时由于要调动如此众多的部队前进，并将其部署在泥泞有时甚至是无法通行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联军的进攻已成停止状态。当法军完成自己的部署、达武开始进行成功的抵抗之后，拿破仑立即命令向敌人中央部队发起攻击。在打破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之后，法军完成了突破并将敌分割为三部分：正在退却的中央部队；其右翼，当时正忙于与数量相当的法军进行着不分胜负的交战；攻击法军左翼的联军大部。当达武在敌人的正面发起强有力的穿插行动时，拿破仑指挥自己的中央部队的主力向联军的翼侧和其左翼部队的后方发起了攻击。两个巨大的结了冰的水塘阻碍了乱作一团的联军的逃跑，其中一个水塘上的冰面由于逃命的士兵过多和法军的炮火而坍塌。






作战略图6.8奥斯特利茨的作战行动



　　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会战是在拿破仑当上皇帝一周年之后实施的，从战术角度来看既让人高兴，又令人失望。法军的7.3万人中损失约9000人，这是胜利者一方长期以来传统的12%的损失率。联军占有数量优势的部队中伤亡1.5万人，如加上1.1万被俘人员，这一数字占到了联军的30%。尽管惨败于在战术行动上占优势、且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和军官所占比例很高的法军手里，联军30%的损失率同1702-1763年这一时期失败一方的军队损失率占22%相比还是相当高的。但与布伦海姆的近60%的损失相比，联军在奥斯特利茨的损失还是微乎其微的。训练有素、讲求纪律和相互协同使得即使是守旧的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在失败后的恢复也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的部队要快得多。



　　尽管如此，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胜利取得了喜人的政治结果：奥地利皇帝迅速讲和。此役的战术结果已远远超出了消耗的范畴，因为俄军和奥地利军队当时已经是混乱至极、士气也是十分低落。这一严重失败由于发生在奥地利领地的心脏地区，因而对奥地利皇帝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令他感到十分悲观，于是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并在领土上做出让步，以满足拿破仑的议和条件。俄国沙皇由于是在国外且距自己的国土较远的地方遭受失败，且所处的境地与奥地利的统治者有很大不同，所以拒绝议和。



　　奥地利本可以继续抵抗。因为拿破仑已从莱茵河前进了约500英里，在奥斯特利茨的兵力还不到战役发起之前的一半。其余部队则用于驻守他业已攻占的领土和占据各阵地以抵御各地战场上仍存在着的奥地利军队。现在奥地利虽然不依赖于俄国了，但仅仅由于其广阔的领土这一点，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波希米亚、奥地利、波兰以及匈牙利王国的广阔领地远比法国所征服的土地要大得多。法军虽然在德意志西南部地区来讲数量巨大，但相对那些由于他们缺少对奥地利皇帝的臣民有吸引力的政治措施而无法控制的如此巨大的领地来讲，法军数量就显得极为渺小了。



　　与大流士三世不同的是，弗兰西斯皇帝获得了他的各个王国中很大的忠诚，法国那些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对于以农村为主的人口来讲是没什么吸引力的。另外，法国人反宗教的名声也给法国的统治带来了更多的敌意。奥地利皇帝在奥斯特利茨的政治势力太强大了，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或阿伯拉会战胜利的意义。但拿破仑相对温和的政治目标也推进了和平的发展，奥地利持续不断的抵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所要求的让步。同过去一样，政治领导人以军事手段取得了政治目标。




拿破仑战役行动的特点




　　拿破仑对奥地利的三次胜利展示了许多不同的新旧战役特点。他在后勤保障上的做法同在18世纪已经完善了的后勤保障制度没有什么不同，通常通过向征服地区的人民征收军税来募集补给，并尽量避免在三十年战争和共和国早期所发生的抢劫现象再次出现。他不大依靠后方来提供弹药和补给，因为他很少实施包围行动。避免在荷兰进行交战使他省却了许多包围行动，而他情愿绕过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许多坚固的要点也使这些要塞变得无足轻重了。他留下足够的兵力来镇守已占领的地区也有助于达成这一结果，而他将作战强加于敌人头上的能力大大改变了包围所具有的传统的诱惑力——刺激敌方的援军按围困者一方的意愿进行交战。



　　这些战役中的战术行动是继续执行1791年的条令这一法国革命的传统，虽然已进行了多次修改。法军各营以纵深12行长、50-60列宽的纵队机动，可以迅速变换成排列整齐的一些3排战斗队形。各营并未形成延绵不断的一条线式队形，但滑膛枪的火力可以覆盖队列之间的间隔。通常情况下，有些营呈线式队形，而其他营则保持纵队，随时准备利用敌人的弱点或是仍以纵队队形利用敌人线式队形上的缺口实施突破。他的战术的显著特点是多样性，而且拿破仑很喜欢这一点，其精神通常能激励他下属进行多种多样的部署。



　　尽管奥地利人最终开始采取一些法国人的思想，但根据1791年的条令所产生的战术给了法国人以更好的战术机动和通过快速部署来利用这一机动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拥有一种更好的武器系统。正如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使他掌握了战役主动一样，法军的战术体系使之拥有了稳固的优势。尽管奥地利军队优秀的骑兵部队占有很大优势，但法国人一直保持着战术上的优势，直到1800年之后拿破仑才像早期的腓特烈大帝那样改进了法军的骑兵部队。



　　拿破仑战役的最显著特点是会战的频率高。尽管在失败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使所有指挥官更愿意冒交战的风险，但这与18世纪的战役会战数量的大量增加没什么关系。在拿破仑刺激会战次数的不断增加的时代，战斗伤亡不再减少了。法军拥有较好的武器系统构成了一个新的制胜因素，它不仅让法军对交战结果感到十分自信，而且减少了补充士兵的花费：他们的战术减少了对训练的要求。虽然法军主要运用线式战术，只有营一级才需要适当地排成横队队形，由滑膛枪火力来覆盖线式队形间的间隙。这是对一个准确的线式列阵这一很小的要求，加之大部分行动是在纵队中发生的，这就意味着要使众多的人以线式队形的部署前进，并不需要士兵在平时操练中进行多少训练。另外，由于法军不以传统的双方在连绵的正面上进行交战这种方式作战，而是利用其机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或包围敌人的阵地，所以他们不大依靠与敌人部队在前线作战上的较快的火力射击速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滑膛枪手的射击训练。新补充的人员很快就会成为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士兵，特别是在那些新兵数量没有超过老兵太多的营里。虽然按人口和军队比例来讲，拿破仑时期的军队规模没有超过路易十四，但征兵制度保证了相对无需太多训练的人员的不间断供应。除此之外，法军比其绝大部分对手都更愿意利用这一人力资源，更加依靠这些招募人员的爱国主义和机动。



　　但这些因素只是很小一部分地解释了这些变化。最重要的是一个军团能分散成一些师级单位来迫使敌人进行交战。一个分散的军团能够绕过敌坚固的阵地，而这种机动对于过于集中兵力的、不得不作为一个部队进行交战的军团来讲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法军步兵的进攻特点——快速行军、迅速投入战斗——迫使其对手或者进行抵抗或者向后方撤退。再想通过向两边撤退，或是像蒙特库科利对蒂雷纳那样绕过自己部队的一翼来撤退是不可能了。当时这样的撤退部队必定会遇到1个师的追击，而该师很快就会又得到军团其他部队的加强。



　　拿破仑根据诸多不同的原因实施了许多会战。他以自己的天才和激励下属、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能力不断寻求交战，因为他了解胜利给敌人所造成的消耗的价值，了解一场战役中戏剧性的胜利所带来的政治和心理影响。但他的所有战役行动都始终具有重要的战略内容。



　　在他与撒丁王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最初作战中，拿破仑没有进行重大的战役行动，而是通过交战将自己的部队置于对手的部队之间，先打退一支部队后再击败另一支。在其随后渡过波河和明西奥河时，他采用了分散敌人精力的传统方法，在出奇不意的地点渡河，这些方法是他在意大利沿河战线上所采用的典型作战行动。



　　他在防守曼托瓦时，没有采用包围一方的掩护部队、在选择好的地点做好准备以迎击对方救援部队的进攻的做法。相反，奥地利军队分为两支纵队前进，寄希望于其中一支能够完成突破，这威胁到了波拿巴的后方，但同时也给拿破仑提供了集中兵力分别对付两支纵队的机会和必要条件。这导致了武尔姆泽尔接受在卡斯特利奥内进行交战、波拿巴以一支迂回部队通过攻击奥地利左翼的后方取得了胜利的结果。在随后的3次奥地利解救曼托瓦的行动中，这一战法反复运用，分散兵力的奥地利军队总是给对方提供一个可以利用内线的机会，其中还有一次还曾试图采取包围行动。但在每次作战中波拿巴总能打败对手，并最终保证了曼托瓦城和得到武尔姆泽尔元帅加强的守城部队及部分第二支援军部队的投降。



　　在对其围城部队实施的战略防御行动中，波拿巴在战术上采用了进攻行动以对付奥地利的营救行动，并利用了他的师级编制。在长达6个多月的行动中，奥地利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部队在战斗中和在曼托瓦的损失要远远超过法军的损失。那些以在内线集中兵力为目标的战役和小规模冲突并未算做是主要的战役行动。法军由纵队向线式队形转换的运用方法，及其军队的以师为单位的编制体制和相互间的协调，给内线作战赋予了新的、重要的内容，迫使敌人与之交战或是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拿破仑集中兵力的做法及其成功的作战行动，在战略上迫使敌救援部队撤兵，在战术上消耗了敌人，对削弱奥地利救援部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1797年3月，曼托瓦城及其守军已落入法军之手后，波拿巴就拥有对奥地利领土发起进攻行动的足够的兵力了。



　　在马伦戈战役中，作战行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波拿巴再一次颠倒了战略和战术的一般对应关系。虽然战略防御一般会导致作战中在战术上的防御行动，但波拿巴却在其对曼托瓦包围部队的防御中采取了进攻作战行动。在意大利的战略进攻中，他却在马伦戈采取防御态势：奥地利军队不得不进行交战以返回其主要基地和与其祖国相连的交通线上。马伦戈战役对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虽没有导致奥地利军队的投降，但的确使其放弃了意大利北部的绝大部分领土。



　　在乌尔姆也出现了同样的结局，在那次会战中集结了兵力的奥地利的大部分军队没有进行交战便缴械投降了。拿破仑从1796年进入意大利开始，围绕在乌尔姆所进行一系列的小规模会战——像从卡斯蒂利奥内到马伦戈战役那样——均执行并完成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战略机动。这些交战，不管规模大小，都使机动变得可能，而且机动又使这些作战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许多作战行动便是摘取了那些通过行军达成在内线集中兵力或迂回的胜利果实。利用内线同样也使战场取胜成为可能，随后的胜利会迫使敌人撤退。战略迂回行动由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而迫使其投降；但当敌人试图撤退时则必须采取相应的防御行动，正如米拉斯在马伦戈所做的那样。如果没有战略迂回行动，作战行动便不会发生；没有作战行动，或是没有在切断敌人撤退路线的情况下进行交战，则迂回行动便失去了其重要意义。



　　迫使敌人与之交战的能力，加上良好的战术体制，都大大增强了法军取胜的可能性，而这些又使内线作战和战略迂回行动具备了先前所没有的重要性。执政官尼禄抗击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恺撒抗击庞培、爱德华王子抗击蒙福尔、腓特烈抗击包围他的敌军时都曾运用过内线作战和战略迂回行动，但它们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直到法军的散兵的出现及其在交战中所具有的与敌进行纠缠的能力才使其突然间具有了重要的作用。



　　但拿破仑并未改变从古斯塔夫运用持久战略中出现的基本的战略目标。他志在夺取敌人的领土以便支持其部队、削弱对手的力量并为获取战争的政治目标而取得必要的力量和影响。尽管在乌尔姆战役中他基本上消灭了奥地利的主力部队，但他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不断取得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的战略。他已经用以机动和交战为基础的作战战略取代了先辈们的以后勤为基础的战略。他用新的作战战略取代了缓慢的包围行动。他用重要的后勤战略通过进入并占领敌人的基地区域来迫使敌人撤退的方法，取代了分散敌人兵力和绕过敌部队这些被旺多姆和欧根所贯用的典型战法。



　　这一早期的战略行动的确预示了马伦戈和乌尔姆战役中的战略迂回行动。旺多姆元帅在与欧根王子的对抗中完成了这一机动行动，而皇家指挥官也发起了进攻以夺回其基地地区。但乌尔姆战役却极具戏剧性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因为拿破仑已经阻止了奥军的撤退并将其缴械，而这又超出了旺多姆及其集中了兵力的部队的能力。旧的、绕过敌军部队的后勤战略只能通过剥夺敌人的后勤补给来迫使其撤退；而新的作战战略却可以俘获敌军部队，因为大量分散的部队可以阻止敌人的所有退却道路，而指挥官在此时也拥有有利于己方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



　　拿破仑通过一个全新的作战战略，充满智慧地展示了运用新型军队执行持久战略的潜能，在奥斯特利茨的传统战役中第三次击败了奥地利军队，从而证明了他在传统作战中的表现同他在战略中的表现一样，聪明过人。由乌尔姆战役的胜利所造成的向敌人领土长驱直入，使奥斯特利茨成为结束战争的关键性会战。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的作战行动代表了战争形态转变时期的一个特殊阶段。两支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部队在对抗时，战术防御总是占有优势。结果是自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将军们便不愿意采取进攻作战行动，都试图利用防御行动来诱使敌人向障碍发起攻击，就像亨利四世在帕尔马几乎得手那样，或是迫使敌人发起进攻以解除围困。在战略上，他们通常运用后勤战略而不是作战战略来攻取敌方领土，避免在不利的战术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交战。



　　拿破仑在马伦戈和乌尔姆所采取的战略性迂回行动，为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方法。另外，他的进攻战略也运用战术防御行动，但却给会战赋予了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而这些是以往的交战所不具备的：敌人的退却路线已被阻断，就像塞纳河已经提前切断了帕尔马的撤退路线一样，在马伦戈的防御行动上的胜利于是便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军队虽然以师为单位，但在行动上却能协调统一，使这一战略迂回行动成为可能。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组成的战术力量使得指挥官能够自如分散兵力，以诱使敌人骑兵进攻，这些骑兵虽擅长机动但其武器系统却很弱。



　　而且，拿破仑在利用其内线，集中兵力，并向那些常常在自己选择的地形上部署部队、准备作战的对手(像武尔姆泽尔在卡斯蒂利奥内那样)发起进攻时也能有效地运用战术进攻行动。拿破仑之所以能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有更好的在战场上集中兵力的能力，具有更大的战术机动性，法国步兵能够快速机动和部署以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这些本来是骑兵的传统战法。



　　同腓特烈大帝一样，拿破仑也有能力采取战术上的进攻行动。腓特烈和拿破仑利用内线作战增加了他们用于交战的兵力数量；要利用内线，就需要采取进攻性作战行动，除非敌人对得到加强的对方的部队发起攻击。




数量优势的重要意义




　　军队的规模在作战中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势均力敌的古希腊铠甲步兵间的交战中，作战技巧比部队数量更为重要，除非双方一直战斗到底时，部队数量多的一方才能说是占有优势。例如，一支1万人的部队在将一支5000人的部队全部消灭或击伤之后，还有至少5000人保留了下来。在整个16世纪及其随后的一个时期里，作战技巧始终比部队数量占有优势：双方的前线保持均等的力量，而将军们则小心谨慎地将其翼侧部署于障碍物边。



　　但随着滑膛枪和火炮的运用，参加作战兵力逐渐比单独正面作战所需的兵力要多得多，而且当迂回和包围行动延长了战线之后，部队的数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支更为庞大的部队不仅能够随时延长其前线，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集中较多的兵力投入作战行动。因此，在一个并不连贯的前线上，针对敌人翼侧机动的结果，拥有数量优势的一方便可以用两个营的兵力来对付敌人一个营。



　　指挥官以这种方法来运用其数量优势便可以取得比其数量优势比率要大得多的优势。如果两支部队的作战技巧相同而数量却不一样，双方都向对方开火，那么交战双方所遭受的伤亡同其所受到的对方射击的子弹数量的比率是相一致的。因此，如果A方部队比B方部队的人员数量大一倍，那么B方部队所受到的子弹射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伤亡将是A方部队的一倍。如果A方部队拥有2000人而B方部队仅有1000人，当在交战初期A方部队损失了1个人时，B方部队可能已损失了2个人。两支部队的比率再也不是2：1了：A方部队将拥有1，999人，而B方部队则剩下998人，双方的比率为2：0.9985。A方部队所拥有的兵力可能要比开战初期要大一些了。随着双方作战的进展，A方部队将取得消灭B方部队的力量。如果我们按照F·W·兰彻斯特理论，运用他的微分方程式来求人员伤亡这一数值，A方部队如同在常规突袭行动那样，可能不需要伤亡1，000人而是仅伤亡268人，便可以使B方部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挨上一颗子弹。



　　因此，当交战双方的士兵都会使用投掷武器时，如果双方指挥官都将其所有兵力投入交战，那么兵力的数量优势将产生不均衡的优势。事实上，在上述条件下交战双方的作战兵力将是其力量的平方：即一支2000人的部队所拥有的力量将是一支1000人部队的力量的4倍。这一规则的创造者F·W·兰彻斯特称之为N平方法则，前提是双方交战的士兵具有相同的作战能力。如果作战能力不同，那么只能通过将每一方士兵的作战力量平方以后的力量相乘来修改作战力量的数值。例如，如果B方部队士兵和作战效能是A方部队的2倍，它们之间的比率将是2：1，而不是4：1(2000×2000：1000×1000×2)。



　　这一条件也同样适用于不同的武器系统。例如，假设A方部队由穆斯林骑兵弓箭手组成，而B方部队由十字军弓弩手组成，双方都十分勇猛并都能熟练运用其手中的武器。但由于徒步的步兵没有骑马者的那种不稳定性，也不用分散精力去驾驭自己的坐骑，相对骑马者来讲他会占有优势。我们假定弓弩手的作战效能是骑兵弓箭手的2倍，那么A方部队的作战效能仅是B方部队的2倍而不是4倍(2000×2000：1000×1000×2)。



　　N平方法则还假定双方都采取进攻行动。但比如在滑膛枪手之间，防御一方便拥有了保持不间断的齐射而不用停止前进或是考虑队列问题的优势。另外，他们还可拥有堑壕和堤岸等掩蔽。同样我们还需要针对由于在特殊地形上实施防御作战而增强了作战效能这一情况来修改N平方法则的计算结果。[注：前面所述是根据F·W·兰彻斯特的《战争中的飞机：第四种武器的黎明》(伦敦出版社，1916年版)，第39-53页。]



　　除了防御的好处之外，拥有占数量优势的部队在指挥官指挥作战中想将其他额外的兵力投入交战时则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能够集中占数量优势的兵力，不管如何集中兵力，都能取得巨大的优势。当将法国步兵的出色的战术作战能力与其以师为单位的分散兵力的好处相结合时，拿破仑便具有了他的对手所不具备的在战术上采取进攻行动的机会，虽然法军士兵缺乏奥地利军队的那种齐射技巧。但由于奥地利军队在战术进攻上没有这种得到增强的力量，法军则可以在马伦戈充分利用防御行动的传统优势，而在卡斯蒂利奥内和其他地方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在进攻上的出色表现。法军在两个领域均占有绝对优势，拿破仑的战略又最大限度地将其加以利用。他所取得的胜利和所遭受的微小损失证明，他并未放过任何取胜的捷径。但他的对手也开始采用法军的做法。到1813年，法国在战术方法上、在协调行动上和以师为单位的分散兵力上不再拥有任何优势。




拿破仑后期的一些战役行动




　　拿破仑后来的作战行动同他早期的战役行动是相一致的。在1806年与普鲁士作战中，他率领领导有方的作战老兵们同一支有40多年没有重大作战经历的、其和平时期的训练只是强调腓特烈大帝所提出的方法的军队交战。他通过一次迂回行动将其部队置于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优势，并突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尽管普鲁士军队顽强抵抗进攻者，但法军的战术优势很轻松地便打退了普军。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达特取得两次战役胜利之后，通过强大而不停顿的战略追击横扫了普鲁士的大部分领土，确保了对其绝大部分由士气低落的士兵防守的要点及其部队的俘获。强大的法军部队迅速占领了这一小国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包括其最重要的和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只有西里西亚的一些要塞和位于波兰的一些偏远的省份及东普鲁士没被攻占。



　　拿破仑于是率军东进与俄国及残余的普鲁士军队交战。在人烟稀少、几乎无路可行的波兰和东普鲁士实施的一次冬季战役中，拿破仑有时被俄军飘忽不定的行动所迷惑，但还是将躲躲闪闪的敌军击退了150英里，此时其指挥官才决定在退却中实施一次防御作战行动，并在埃劳进行部署准备作战。在这里，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试图在战场上集中兵力以攻击俄军的翼侧和后方。他没能达到俄军的后方，但却在前沿与历来很顽强的俄军作战中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双方都损失了大约30%的兵力。在冬季营地经过了4个月的修整和补充给养之后，拿破仑又开始了他的战役行动。当俄军再次决定进行交战而非退却时，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那令人敬畏的军队给指挥不当、位置不利的俄国军队造成了30%多的损失，而法军自己的伤亡还不到14%。



　　这些胜利的结果使拿破仑占领了普鲁士的剩余领土，虽然已远离莱茵河1000多英里，但他也只是达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而沙皇却提出议和，他所付出的很小的代价，只是被迫放弃了援助普鲁士。



　　1809年4月法军与一支可怕的奥地利军队开战，而后者强大力量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具有深邃洞察力的指挥官查理大公。这位大公虽然有癫痫病，但却在37岁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深谋远虑的专家，他战胜的许多法军将领威望极高。但他还未与拿破仑交过手。他的成就、他在高级司令部长达10多年的工作经历以及由他指导实施的、虽然尚未完成的奥地利军队的改革使他产生了自信心，可以从容面对这项令人畏惧的任务。



　　拿破仑虽然身在巴黎，但却始终警惕着奥地利军队随时可能采取的进攻行动，他与位于德意志的法军司令部通过一项重要的发明、在法国15年前就已安装了的沙佩信号机来保持联系。沙佩信号机包括一系列彼此在视野之内的信号站，在天气晴朗时，各信号站传递信息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600英里。当查理大公突然率20万奥地利大军向前推进时，拿破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这一信息从拉特斯堡传送到巴黎用了24小时。在他赶到战区，亲自接管指挥权之前，虽然由于风暴使人们的视线受到了影响，而且也的确延误了一项重要的信号命令，但他仍通过这种信号机来指挥其军队的部署。



　　当奥地利军队在多瑙河上以6个军的兵力沿河北岸、2个军的兵力沿河南岸前进时，查理大公在寻找机会，以便对分散在法军各冬季营地内17万的法军实施攻击。他发现了机会，并指挥1个军的兵力在河北岸、5个军的兵力在河南岸去打击能征善战的达武元帅，他的部队在拉特斯堡占领了一个前进阵地。查尔斯大公将2个军的兵力部署在西面，以迟滞法军沿多瑙河两岸的行动，并计划用5个军的兵力在河南岸迅速消灭达武的部队，而另外1个军则在河北岸阻止法军的撤退。但拿破仑率军快速前进，将奥地利军队一分为二，把一部分赶向了南面，另一部分赶过多瑙河使其退入波希米亚。拿破仑再一次分割了对手，迫使其两翼处于相反的方向。



　　当这一作战行动快要结束时，这位善于鼓动的皇帝在路过一个步兵团时停了下来，并问上校他能否见一下该团最勇敢的士兵。当上校将一名乐队队员引见给他时，这位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这个团里最勇敢的士兵。我现在任命你为法国荣誉军团的骑士，帝国的男爵，并奖励你4000法郎退休金。”这一举动，包括将一名招募的列兵提升为贵族的故事很快在全法军中传遍开来，这对所有官兵士气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687页。]



　　拿破仑对撤退的奥地利军队进行追击，但当他抵达维也纳时，在他成功地将查尔斯大公从该河北岸击退之前，他不得不进行一场以两次会战为标志的持久作战。他再一次迫使奥地利议和，并从日益缩小的奥地利帝国中割去了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



　　1812年拿破仑入侵了俄罗斯。他统率40万法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前进，并对后勤补给做了精心的安排，以适应其大部队在人烟稀少的国家作战的需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波兰到莫斯科行进了600多英里，俄军在他的军队到来之前就先行撤退，并退到他的翼侧。俄军进行了两次作战，遭受了两次正面作战的失败。在9月中旬占领了俄罗斯传统的重要城市莫斯科之后，法国皇帝向俄国沙皇提出了议和建议。



　　沙皇对议和倡议并不感兴趣，如同法国国王在百年战争中对英国袭击骚扰不感兴趣一样。尽管拿破仑的法军对俄国的欧洲部分来讲其兵力比要比英国部队对法国领土的兵力要多一些，但法军在俄国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其向前推进后的一些交通线上的要点进行防守罢了。庞大的法国军队在俄国的大部分地方的影响并不比英军在法国的影响大。法军及其无组织的掠夺行径使其士兵在俄国如同英国在法国抢劫一样不受欢迎。尽管拿破仑的袭击同英国的袭击一样激起了俄国在作战中的抵抗，沙皇却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决心，不向任何袭击战略低头，正像14世纪时期的法兰西各个国王所做的那样。



　　拿破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袭击已经遭到了失败，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于10月的第三个星期率军向波兰撤退。正像1356年威尔士亲王的袭击者向普瓦捷方向撤退一样，拿破仑的部队也满载着战利品，加之俄罗斯军队对其行军不断进行骚扰，所以行动非常迟缓。与威尔士王子不同的是，拿破仑没有温和的9月份的气候和富饶、人口稠密的法国乡村以便进行粮秣的征集。另外，法军在向回撤退当中走的是他们原来前进时已经搜刮过的地区。他们回撤路线上的补给仓库的管理和库存的东西也令法军失望。正像法国国王在普瓦捷纠缠住了威尔士亲王一样，俄军也抓住了撤退的法军，使其差点过不了别列津纳河。



　　像拿破仑和百年战争中的许多袭击行动一样，袭击者一方通常都要出现许多掉队者。英军在法兰西实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行动中，其部队在5个月的时间里长途行军达1000英里，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法军在俄国行军距离比它长一倍，面对着组织严密的对手，还不得不同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俄国乡村做斗争。其损失，虽然有许多推算，但肯定会远远超过投入该战役兵力的一半，其中包括许多法国老兵。



　　这一失败使俄国和普鲁士于1813年开始了反法战争。拿破仑指挥着一支由新兵组成的新的军队，表现出了他的正常才能，将10多万人的部队分散机动到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他将俄军和普军从易北河驱逐到了西里西亚，并在此期间赢得了两场大规模会战的胜利。



　　在经历了1813年6月和7月的停战之后，联军又增添了奥地利军队，派遣了由3位天才的指挥官统领的3支大军。在北部的柏林地区，由能力非凡的前法国元帅和瑞典王储贝纳多特指挥着约10万人的部队。在东面的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老元帅布吕歇尔统帅的兵力也是10万人左右。这位老骑兵的头脑已经老化了：他有时会踮起脚尖走路因为他认为法国的间谍已经把地板烧烫了，而且他还经常做梦，认为自己腹中怀了一头大象。但他具有许多无价的力量，包括坚韧不拔的毅力、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做出果敢决定的权力和与他的能力非凡的参谋长格奈泽瑙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南部的波希米亚，查理大公已经退休，奥地利军队的指挥权便交给了机敏、年轻的军人外交家，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王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施瓦岑贝格统帅着24万人的部队，而他的提升部分是由于在他出使巴黎时给拿破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奥地利指挥官还拥有对所有联军部队实施指挥的权力。但是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两位著名的军事家都和施瓦岑贝格在一起，这些君主又都能决定他的所有决策。由于自己的参谋机构过于弱小，加之有一大群君王及其亲信，就连这位颇具外交能力的施瓦岑贝格也不得不哀叹道，“我所承担和忍受的的确是太不人道了。在我周围是一群低能的人、偏心的骗子、阴谋家、评论家、胡言乱语之人和麻烦的批评家们。”[注：冈瑟·E·罗林伯格《拿破仑时代的战争艺术》(印地安纳州布卢明斯顿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页。]



　　联军也的确制定了一项对付拿破仑的内线作战的计划。如果拿破仑集中兵力对付三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那么该部队将撤退并避免与之交战，而其余两支部队则向前推进。于是在腓特烈于1758年曾经出色地实施过内线作战的地方，联军将避免交战，让法军疲惫于不断的行军，而他们自己则将及时集中兵力并最终包围法军，直至三支部队达到能相互进行作战支援的距离上。尽管指挥官们都十分畏惧拿破仑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许多军官和士兵的训练水平和作战经验都比拿破仑的毫无经验的部队要高得多、丰富得多，并且所有的联军都采用了法军的战术和战略条令，奥地利和普鲁士部队的战术作战能力长期以来就优于法军。拿破仑抗击联军45万人可怕大军的部队只有30万人。



　　当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发起战役、率军向西前进时，拿破仑看出波希米亚的敌军集中兵力可能很迟缓，于是决定在迂回打击施瓦岑贝格之前先前出击退布吕歇尔。布吕歇尔得到加强了的部队接近拿破仑时，遵守了联军的计划，避免与之交战，而是匆忙向东撤退，与此同时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出现并威胁到了德累斯顿。拿破仑率军迅速西进德累斯顿，其中一支部队在4天的时间里行军达120英里。他及时集中了10万人防守德累斯顿，击退了联军20万人的进攻，并在战斗中将其击败，造成联军的3万人的伤亡，而他的部队伤亡为1万人。但在追击撤退的联军时，他却损失了1.9万人，而联军在退往波希米亚行军中却仅伤亡1.1万人。在被令人敬畏的拿破仑打败之后取得这一微小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联军统帅们的士气，用俄国军官的话说，“弥漫整个波希米亚谷地的绝望情绪变成了阵阵欢呼”。[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912页。]



　　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再一次入侵了西里西亚，在交战中打败了由于连降暴雨致使许多火枪手都无法射击而受到削弱的法军部队。但由于贝纳多特在北部的前进行动踌躇不决而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计划集中兵力打击联军北部部队，将其击退后占领柏林。但布吕歇尔继续向前推进，于是拿破仑亲率得到加强的部队去迎击他，而派勇猛无比但常常十分愚蠢的内伊元帅率领部队北上抗击贝纳多特。在一次十分草率的战斗中，内伊被贝纳多特打败。而布吕歇尔在拿破仑面前却突然退却，与此同时波希米亚的联军再一次威胁到德累斯顿。当拿破仑返回德累斯顿时，联军又一次通过山区回到波希米亚。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往返，拿破仑决定向西撤退到莱比锡，那里可为他提供一个较好的中央阵地，除此之外它还远离为联军提供避难场地的波希米亚山区。此时，联军已经得到了俄国5万人的加强，该支部队进驻波希米亚，而布吕歇尔则向西北前进以增援贝纳多特。联军目前在外线只有两支部队，相互间分开180°。



　　拿破仑退到莱比锡之后，给内伊派去了部队，并指挥他们向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的东部翼侧和后方前进。为消除这一威胁，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率军向西撤退而不是向东退却。到10月初，布吕歇尔已开始沿一条通往莱比锡西侧的道路向南前进。由于法军在他们的后方，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这样调动部队，是要将他们自己机动到法军的后方，对其造成威胁。尽管双方均运用了如此庞大的军队，最近的大丰收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给养，然而这一令人不可思议的积极的战役行动使得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收集食物或烤面包。



　　在拿破仑将注意力集中在北部时，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出现了，率部向北进军并从南面威胁到了莱比锡。但当拿破仑率军南下击退波希米亚的联军时，布吕歇尔和紧随其后的贝纳多特也向莱比锡推进。到10月16日，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虽然分别位于莱比锡的北面和南面，但却到达了可相互支援的距离上。在随后的莱比锡战役中，联军击败了拿破仑，32.5万人的部队伤亡8万人；而拿破仑的17.5万人的部队损失了6万人。



　　联军的计划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其北部和东部的部队有宽阔的地域可保障其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而波希米亚山区为施瓦岑贝格的部队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可以避免交战并最终形成对拿破仑的包围圈。但在德累斯顿除外，在那里，联军虽然有2：1的数量优势，却仍采取防御行动。他们避免与拿破仑本人作战，但却以优势兵力与他的部属交战并取得了胜利。利用内线主要依靠迫使不愿意交战的敌人进行作战的能力，有时当不愿意作战的敌军拥有广阔的空间可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时、以及当处于外线的军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动以打击与之对抗的、已受到削弱的对手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通过协调其行动，联军得以及时集中兵力，并有效地抵消了拿破仑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做法，联军同时或协同实施的行动阻碍了对方在内线集中兵力的行动。




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法军遭遇游击战争的袭击战略




　　除了在俄国实施袭击行动之外，拿破仑一直采用持久战略，他的对手也采用同样的战略，但在西班牙除外。拿破仑1807年占领了葡萄牙，1808年废黜了西班牙国王，立其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但拿破仑没有估计到西班牙会对其采取敌对的态度，在那里只有很少的城市商人对自由和平等感兴趣，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憎恨法国人的无神论思想，该民族对其君主的国家体制也是忠贞不二。缺乏军纪约束的法国的招募士兵的掠夺行径彻底破坏了两国的关系。



　　法军的处境尤如汉尼拔在意大利。法军对付西班牙的正规军如同对付由西班牙当地政府征募的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的部队一样容易。法军开始有10万军队，是汉尼拔当年兵力的4倍，但伊比里亚半岛的面积起码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所要控制的地区的4倍。尽管西班牙缺少坚固的要塞城市和训练有素的民兵，但其国家大部分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其农作物生长也很缓慢。法军在为其军队提供给养上有很多困难，他们没有遇到在城市里的反抗，却遭到了在农村地区的飘忽不定的抵抗，在这种抵抗中他们的对手实施了游击战中的袭击战。



　　西班牙人不管是徒步还是骑马，他们手中的武器系统基本上是和法军的相同，那么在双方作战人员的武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他们便主要依靠在对方追击时的撤退中实施袭击来取胜。罗马人在抗击汉尼拔时尽管采用退却的方法来避免与之交战，但他们不得不大量运用防御的优势来抗击对方的正面进攻，特别是当得到要塞的帮助时。而西班牙人即使在采取防御时，法军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他们，所以只能采取退却行动。



　　法军在追击西班牙的袭扰部队时运用了作战战略，但发现他们极力规避会战。由于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情，西班牙士兵能很好地掌握法军行动的情报，并能巧妙地躲避开被派来与之交战的法军部队。如有必要，西班牙的游击队员可以通过化整为零来实施退却，甚至改装成当地居民的模样。一位法国将军在描述对这些东躲西藏的对手的愤怒时说道：“在敌人被赶跑48小时之后，他们又会重新出现，并进行一场对我们来说毫无效果的小型交战，相反，这些小规模的交战对于他们增强那些莽撞的山区居民的希望却大有益处。”[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西班牙人对法国统治的好处“视而不见”，但却能提供法军正在赶来的警报，所提供的情报使得游击队员们得以集中兵力打击法军的小股分队和哨所以及防护兵力弱小的运输队和仓库。而法军却遵循持久战略，驻守着城市和交通要道。但他们缺乏阻止西班牙袭击者行动的力量，并且其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也太少，根本无法统治整个国家。



　　法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是因为他们依靠这个国家而生活，而且法军还经常允许其下属自行征购粮秣，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们所做的那样。一位法国将军抱怨道“志在根除”游击队员的行动失败了，使得游击队员反倒“得到被激怒的居民们的支持，因为法军部队的掠夺抢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所以法军的毁坏房屋、各种破坏和残暴行径造成农民与法军间的进一步不和，却使游击队得到了更多的支援，因为他们也要靠农村来生存。由于游击队也采用法国人的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有时其残忍程度与法国人一样，要不是法国人首先采用这些方法来对付西班牙人民，那么西班牙游击队很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民众支持。另外，法军用强奸、谋杀和焚烧村庄等暴行来报复那些为游击队提供支援的人的行径更加剧了他们与当地人的不和，其结果比游击队以更为有组织的、有理由的惩罚那些与法国人合作的人员更恶劣。作战双方之间的这些不愉快的情况使许多农民感到很失望，并以暴力形式反对两个压迫者。[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由于交战双方都对对方实施报复，所以战争具有了一种野蛮性。法国人面对着不穿军装的对手，经常不按战争法的规定来对待游击队员，杀害俘虏。西班牙人也以牙还牙，例如有一位游击队首领，在审问法军的俘虏前通常先割下他一只耳朵。



　　经过在与法国人的小规模作战中失败的教训，游击队掌握了适合他们所进行的这种战争的方法。他们以小部队行动，袭击法军的信使、小分队、补给货车以及防守薄弱的城镇和补给运输队。他们充分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知道如何摆脱对方的追击部队。他们迫使入侵者在他们所占据的所有没有堡垒的要点上筑城设防，最后迫使他们为那些携带重要的急件或官方邮件的信使派出护送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多达300人。他们给法军造成了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有一个时期法军派出的用于防止袭击的部队多达9万人，而此时法军在该国的兵力总共大约才23万人。



　　西班牙人除了掌握了游击战争的袭击战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英国干涉部队的支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领导有方的英国军队大大增强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的实力，迫使法军在西班牙增兵，保持有较多的部队，以便实施持久作战的战役行动，抗击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联军。另外，英国还向游击队提供武器、给养和经费，这些对于提高他们的士气、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英国与游击队共同实施的最初一次战役中，英国军官从他们的战略中学到了一课。他目睹了16个法国骑兵向400名骑马的西班牙游击队员发起冲击的情景，看到了西班牙人仓皇逃跑的样子。他们惊慌向后方奔跑，把一支英军小分队赶下了路。在英国骑兵把法军赶跑之后，西班牙指挥官向这位惊诧不已和十分愤怒的英国军官解释了他的战争方法。这位游击队指挥官解释道，西班牙战略并不打算对法国骑兵进行反冲锋，因为敌人是按这种作战进行训练和准备的；而他的手下人的任务是掠夺法军并打断他们的补给线。因此，虽然西班牙人掌握了适当的战略，但在交战中却十分可悲地却又十分聪明地注意避免与法军作战。总有一天他们的战术技巧也会同他们熟练掌握的战略一样熟练起来。[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英国人开始时很蔑视他们的盟军在服装和武器上的五花八门以及他们缺乏与英国的线式步兵和骑兵相适应的训练和纪律。但时间长了他们便看出，西班牙人也有自己的纪律和组织体制，很适合于他们频繁使用的轻步兵和轻骑兵战术，也适合于在袭击中需要快速前进、在撤退中迅速躲避的战略要求。



　　法军在西班牙东北省份阿拉贡取得了对付游击战抵抗的最大胜利。在那里，常规部队在持久围困战中的失利以及随后的一次战斗令该省人民如此失望，以至于使法军的指挥官、狡猾的絮歇将军在该统治地区得到当地许多贵族的合作。意志消沉的反对派和愚蠢的游击队数量有限，使得絮歇得以在1810年初平息了该地区的反抗，当然他还要面对怀有敌意的人民。



　　絮歇指挥部队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游击队。1809年6月他通过一系列行动，派遣2个团的兵力去攻击西班牙3000名游击队员的基地。在他们撤退之后，法国人烧毁了他们的给养，然后成扇形散开，以控制该地区。当一个团到达卡拉塔尤城时，发现游击队已经俘虏了法国人4月份才安排到那里的官员。但当法军刚一离开该城后，西班牙人又返回了这里，撤掉了新近任命的法国官员。8月初法国人又返回来，给游击队造成了100多人的伤亡，再一次占领了卡拉塔尤城。随后不久，絮歇的部队又一次离开了，而游击队的首领又返回，在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小哨所之后，开始招集自己的部队。这促使法军从两个不同方向派出两支纵队，但由于游击队的逃跑，宣告了他们行动的失败。于是法军决定驻守该城。



　　由于这种连续不断的行军，有时是快速行军以便给敌方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法军掉队者众多并由此而造成了严重伤亡，这种伤亡比与他们躲闪不定、战术上十分愚笨而且通常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对手作战时所造成的伤亡还要大得多。游击队也同样遭受到了伤亡，由于法军两支纵队的扫荡而失了安全的基地，绝大部分游击队员撤退到絮歇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



　　1809年12月，邻近的纳瓦拉地区的指挥官与絮歇协同实施了一次战役行动。他们派遣出三支向心攻击纵队，兵力达到3个营，试图围歼一支游击队。但由于其中一支纵队在途中打散了150人的游击队员，而让其主力躲过法军的向心攻击，致使法军指挥官之间相互指责。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法军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努力，派出的兵力为上一次的3倍，在一个地区内动用了6个营的兵力，以铲除游击队。在单位空间内投入这样多的兵力却没有俘虏多少西班牙游击队，但的确迫使游击队完全分散了。他们要重新组织起来并再次对法国的占领构成威胁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于是法国制服了绝大部分游击队的反抗。絮歇驻守在该地区，控制了各个城镇或在女修道院设防，通常每一地的留守兵力在100人左右。这一计划使得法军在阿拉贡地区每500平方英里便有一个哨所，而英军在新占领的威尔士地区每100平方英里就有一个哨所。尽管如此，这一制度虽然没有阻止游击队众多的交通线，但却效果良好；这些哨所控制了邻近的地区，并为法军纵队在该地区实施扫荡、搜索游击队或是收敛税金及给养提供了基地。但当絮歇离开阿拉贡去邻近的省参加战役行动时，他便不得不将自己的兵力一分为二，通常至少要留下1万人。



　　这些间隙为游击队重新开始他们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在1810年法军兵力减少的情况下，一位游击队首领实施了一次围城作战、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打败了一支160多人的法军分队，并在打击另外一支法军小部队时俘虏了170多人。后来，虽然游击队在进攻一座城镇时和向只有80人护送的运输队发起攻击时失利，但却俘虏了一个据点中的54名法国守军，并在打败了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法军护送人员之后缴获了其运输队。之后游击队击败了一个营的新兵，他们当时正在行军去加入各个老兵团，并俘获了更多的运输队。另外一支游击队也打败了一支法军收税分队，缴获了8000只绵羊，使自己变得富足、使法军变得贫穷起来。这些游击队作战行动的例子都是发生在1810年法军兵力空虚之时，当时絮歇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守军去支援其他地方的战役行动。



　　当法军返回之后，他们便开始采取进攻行动驱赶游击队，常常是将整个游击队赶走，有一次还俘虏了其首领，或是将他们全部赶出阿拉贡地区。当游击队有时与法军作战时，他们很少能取得胜利，一位有经验的游击队指挥官在防御作战中虽然拥有2：1的数量优势，但仍被打败了。不过游击队通常都表现出飘忽不定的特点；有两次，当法军的向心攻击部队似乎肯定能消灭由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米纳率领的一支游击队时，这位西班牙游击队首领将其部队分散成许多小组，躲过了密集的法军部队。



　　所以法国人在阿拉贡的统治还是相当好的，根据他们在该省的兵力数量交替使用进攻和防御战略。这一方法的不利之处在于，在有些地方他们只能实施零散的统治。在法军撤退之后，游击队便时常返回，重新建立他们的政权，对那些发誓效忠法国人的官员进行报复。有一次当游击队俘虏了一名他们认为是特别效忠于法国人的市长时，竟将其活活烧死。不过在该地区这类的扫荡的确破坏了游击队的基地，便利了法军的收税和征集给养以支持在阿拉贡地区的法军及其在邻近省份的作战行动。



　　1811年9月，絮歇将其在阿拉贡地区的兵力减少到7400人，以便为实施攻克瓦伦西亚的战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此时，一支6000多人的游击队从南部进入阿拉贡地区，并包围了卡拉塔尤城，当时该城只有800名新兵和疗养的病人。3000名游击队员实施围城，将守军赶进一个女修道院，另外3000名游击队员则占领了一个隘口，并打退了试图打开通路并解救该城的一支900多人的法军。当用地雷炸开女修道院的城墙后，守军投降了。第二天第二支更大的救援部队赶到时，发现游击队和他们的俘虏早已离开了。



　　与此同时，游击队首领米纳从西面的纳瓦拉进攻阿拉贡北部，摧毁了一个100人的法军哨所，并包围了另一个哨所，袭击在行军途中的1000人的救援部队，击毙200人，伤271人，并接受了其投降。之后他又继续占领了阿拉贡的第二大城市。当地守军在他的部队到来之前就已经撤退了。他在该城征收了大量的钱物之后率军西返，在此期间摆脱了两支大的追击纵队的追击。这些事件，加之法军丢失越来越多的哨所以及法军主要的纵队在与游击队的两次并不重要的会战中失利，证明了游击队在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之后其战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些事件促使拿破仑组建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计划为3.6万人，但实际上规模要小得多，以便通过一次迅速的战役行动来彻底根除西班牙东北部的游击队。法军在1811年冬季和1812年春季的作战中，遇到了面貌一新的游击队的进攻，他们得到了阿拉贡人民积极的支持；游击队的胜利给予了他们希望。法军打败了1811年占领了卡拉塔尤城的一支游击队，取得重大的胜利，俘虏了对方1100人。但在其他地方，法军却遭受到了一系列失败。米纳集中兵力对付追击他的两支法军纵队中的一支，并对其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俘获了其所有火炮；一个月后，米纳又对法军3个营发起攻击并将其打败，迫使其撤退。法军以4个规模从105人到整个营不等的特遣队实施向心攻击，试图俘获游击队另一位重要首领，结果以法军各特遣队失败告终。这位首领采取了撤退行动，因为他有1000多名俘虏的沉重负担，再继续实施作战行动很困难。游击队还俘获了法军一个运输队，缴获了3000双鞋、2000件衬衫和8万法郎。有座城市的官员邀请驻军的指挥官去参加宴会，以便于游击队很容易地攻占该城并俘虏其指挥官和守军，从这些可以看出法军的政治形势衰弱到了何种程度。更有甚者，西班牙部队竟然还到法国境内进行袭扰，打败了一个法军营，向当地两座城市征收了税物，赶着2000头牛羊返回了西班牙。



　　1812年的失利使得法军在阿拉贡的控制能力呈下降趋势。随着俄国发起的战役行动的开始，拿破仑已经没有部队派往西班牙以增加那里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游击队便灵活地利用了法军呈防御态势的弱点。游击队的一些袭击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他们自己，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法军。比如他们缴获了法军的运输队，或是攻入一座城市，那里有法军储存在斗牛场内的攻城炮，他们破坏了19门大炮，带着6门榴弹炮和一些马匹逃跑了。最后游击队的数量超过了法军数量的1倍多，并在战术运用上与法军不相上下，只是在作战中法军比他们更懂得如何运用骑兵和炮兵。法军在1812年前10个月就损失了3400人，这证明了西班牙人的战术水平，也说明了法军在许多小的和几次大的失败中的消耗。



　　法军在兵力占优势时所占据的那些要塞的确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当他们一旦采取守势时却发现它们已经成了一种负担。这些哨所以小规模的驻军形式占用了许多部队，这些驻军兵力太小，以致于不敢走出高墙去试图控制其周围的乡村。这样一来，法军就失去其机动性，而游击队则拥有了大量的行动自由去集中兵力攻击那些诱人的目标；在西班牙游击队掌握了利用爆破实施围城的技术或在拥有了火炮之后，那些小哨所所拥有的防御力量也消失殆尽了。尽管如此，堡垒防御仍具有其传统的威力。例如，一支700人的游击队没能攻克一座仅由22位坚强的守军把守的有高墙围绕的要塞。西班牙人被高墙所吓倒，他们用了3天时间挖开了一条穿过高墙的通道；但进攻者却无法通过，反倒造成了30多人的伤亡，于是他们放弃了对该堡垒的围攻。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守军都表现得如此勇敢。



　　通常法国人解救一座被困堡垒的方法，仅仅是利用机会从暴露的阵地上撤走守军并放弃该哨所。这就加快将拉阿贡转交到西班牙人手里的进程。西班牙人控制了法国薄弱守军地区的周围区域，并对法军已撤离的区域实施理所当然的控制。在那些法军仍很强大的地区，游击队便将农民的牲畜拉走，这样他们就无法向法国人的仓库运送以税收的名义征集来的谷物了。在那些法国人的控制较弱的地区，农民们便在法国收税分队到来之前携带着值钱的东西逃跑。游击队也向农民收税，只是收税率比法国人低罢了。



　　于是渐渐地，法国人的基地区域不断缩小，西班牙人的基地的区域不断扩大，游击队的数量也随着其基地的不断延伸而不断壮大起来。这种情况同百年战争后期的法国人采取的进攻行动有相似之处。当时法国人慢慢地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城市和城堡，赶走了数量处于劣势但在防守上却很强大的英国人。到1813年春，西班牙人已经控制了阿拉贡地区一半以上的行政区域，法国人所能做的仅仅是保持其交通线的畅通。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命令实施另一次针对游击队的战役行动，所动用的部队是他计划将来用于对付英国军队的。法国皇帝将这一战役交给了克劳泽尔这位才能出众但却没有对付游击队经验的将军。这位将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米纳上，因为他首先消灭了克劳泽尔的两个营，俘获了1000多名俘虏。面对克劳泽尔的进攻行动，米纳分散了其部队的兵力，而法国将军则将其兵力分为两支纵队去对付他其中一股力量。其中一支法军纵队追上了米纳，双方进行了伤亡巨大的交战，迫使米纳分散其兵力实施退却。尽管克劳泽尔认为这次交战“决定不了什么”，但他还是向其上司呈送了一个乐观的报告，称米纳已被他打败，这类报告也是絮歇的报告所具有的特性。于是就这样结束了打击游击队的最后一次战役行动；法军在英国军队将其击败并逼近法国边境之后迅速撤离了阿拉贡地区。



　　许多游击队首领都是原西班牙正规军官出身，他们从法国占领军和软弱的约瑟夫国王的政府手中夺占了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米纳这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当法国入侵时米纳还仅仅是一位年轻的农场主，后来成为了模范的组织者和战略家。他声称自己在两年的时间里共参加了143场战斗，攻占了14座城堡，俘虏了1.4万法国人。在随后对待其俘虏的行为上比其他的游击队领导人都要更人道一些。他在迅速集中兵力实施袭击和快速撤退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甚至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分散他那些组织严密有序、纪律严明的部队并在安全的时候将其重新召集起来时，也都表现出这种天才。同其他西班牙领导人一样，他也充分利用了纳瓦拉和阿拉贡北部的崎岖山地来躲避其对手。



　　做事认真的米纳将其控制的地区组织得非常严密，他甚至有自己的火药厂。他对自己控制的西班牙北部地区的交通垄断得如此严格，以至于向那些想要通过该地区的商人和其他人出售通行证。这些收入不仅使他能够付给手下薪金，而且还能够使他仅仅局限于抢掠法国人。这一政策成为他的部队的严格纪律的补充，并且由于解除了战争给小农场主这些他最可信赖的支持者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而确保了他在人民之中的政治地位。后来他通过缴获法国军装来为自己的部队提供军服，并通过中间商与占领者进行贸易来解决自己的许多其他需要。最后他安排了几条从法国到西班牙的线路，他只没收战争物资，其他商品在给他上交关税之后均可放行。



　　因此，西班牙游击队的战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打破法国人试图控制西班牙的企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也在其他地方遭到过此类的抵抗，但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的规模和这样不懈的抵抗。安东尼·亨利·约米尼这位与法国人一起在西班牙呆过的军官，作为拿破仑战争和腓特烈大帝战争的著名诠释者，曾对法军在西班牙遭遇到的困难做过如下描述：



　　入侵者只有一支部队：他的对手也有一支部队和一个武装起来的整个或几乎是整个民族，他们以一切形式实施抵抗，其民族的每一位成员都齐心协力地对付其共同的敌人；甚至连非战斗人员也都对他的毁灭感兴趣，并运用其力所能及的所有方式来加速这一结果到来。他除了宿营地之外几乎无立足之地；在他的营地之外，所有东西都对他充满敌意，他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成千上万的困难。



　　当该国很顽强抵抗时，这些障碍就变得几乎无法逾越了。每一个武装的当地居民都了解那些极狭窄的小道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为他提供帮助的亲戚和朋友；指挥官对该地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对侵略者在途中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立即了解到，并能采取适当的行动挫败敌人的计划；而后者对对方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派出分队去收集情报，除了刺刀别无其他资源，只有在兵力集中时方能安全，同盲人无异：其配合总是失败；当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行动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经过令人疲劳不堪的行军，他认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并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时，却发现敌人踪影皆无，只剩下堆堆篝火；因此当他自己正像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时，他的对手已经占领了他的交通线，消灭了留下来守卫的分队，突然袭击了他的运输队、他的仓库，并发动了一场对入侵者来讲是灾难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



　　随后约米尼又描述了游击队的无处不在和其机敏灵巧。他曾与一个炮兵辎重队的一行人马一起住宿在“距营地2-3里格[译者注：长度名，约为3英里]的4座桥梁之间的地方，在50英里之内的地方还未发现过西班牙的部队……但是，”他继续描绘道，“在一个晴朗的夜晚，辎重队的一行人马——包括人员和马匹——都消失了，我们很可能会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被单独监禁的受伤下士逃回来报告说，农民们在僧侣和牧师的带领下把他们抢走了。”这场战争，他描述道，“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和它一样的惊人故事。用墨西哥的所有黄金也无法买来法国人可值得信赖的情报；给他们的情报只不过是引他们进入早已设计好的陷阱的诱饵。”



　　他阐述了在这类战争中取胜所必需的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和持久战略。“任何一支军队，不管纪律多么严明，都无法在与适用于一个伟大国家的体系的对抗中取胜，除非它极为强大，可能占领该国的所有要点地区、能够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同时还能提供充足的军队以便在敌人出没的任何地方将其打败。”



　　在如此描述了与亚历山大大帝在大夏和粟特所运用十分相似的军事行动之后，约米尼又对这场斗争进行了政治上的评论。亚历山大通过与当地的公主罗克桑娜结婚而成功地利用了政治手段，而拿破仑用其兄长来取代西班牙国王却没有了这些有利条件。约米尼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低层次的政治上面，“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使取胜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下面的一系列方法可确保它的实现——具体讲：通过向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抵抗分配兵力来展示强大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来安抚民众的情绪，用时间和耐心来消磨他们，对其表现出热情、友好，并辅之以严厉，另外还特别重要的，是对人公平合理。”



　　绝大多数法国军官都依靠过于残忍的严厉甚至是恐怖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能威吓住西班牙人，但却无法抑制他们的敌对情绪。从絮歇在阿拉贡的统治中，约米尼总结出了他对付游击队的政治方法。絮歇在运用军事手段对付游击队方面并不是什么典范，但在运用政治手段上却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很幸运的是，他在刚开始实施统治的7个月里，他手中掌握着2万人的军队，所对付只是一群愚蠢而又低级的游击队员，使他能够着手安抚西班牙人。他通过吸引重要人物参与他的政府管理的手段，机敏地安抚了大部分反对派，他还通过现有的低级官员来实施统治，并尽最大努力去安抚教堂，约束自己部队士兵的怪异和粗鲁行为。对那些上交了税赋和不积极从事反抗的农民，他便不再去打扰他们。这位将军很现实地采取默认的态度，只对那些与法军对抗的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例如，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持有武器的牧师要处以绞刑。只要他拥有足够的兵力、不去支援邻近那些没有像他那样征服了当地人的省份进攻游击队的行动，那么他的政策还是很成功的。他建立的帮助法国军队的西班牙军队无法招募到400人便证明他的外国统治普及化的失败。絮歇如果没有向阿拉贡地区的人民征收沉重的税赋以支撑其部队及其在其他省份的作战行动，他还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随着英国人的介入，法国人面临着又一个困难，因为英国人向西班牙人提供了各种支援，并将自己指挥有方的部队也部署到了那里。约米尼看到了英国人通过提供“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并以它为核心召集当地群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特别注意到这些部队抵消了法军所拥有的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优势，他问道：“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够有充足的兵力以便在所有地方达成优势和确保面对无数敌人的漫长交通线的安全？”亚历山大不必面对这些问题，英国人在长期的、有条不紊的征服威尔士当中也没遇到这些问题。[注：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由G·H·门德尔和W·P·克雷格希尔译(费城出版社1862年版，1971年重印)，第31-33页。]



　　于是，英国军队及其支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迫使法军士兵集中在一起，使法军缺少足够的兵力去实施军事征服的问题更加恶化，也更无法胜任政治绥靖的任务了。英国指挥官的指挥技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威灵顿公爵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也熟知撤退的优长并了解在自己的后方有一支舰队的价值。



　　法国人面临着与中世纪的征服者相似的问题。英国人在威尔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他们通过一小片一小片地征服其领土并通过构筑城堡来稳固其统治的循序渐进的做法克服了这些障碍。但这一过程几乎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所以它不是迅速巩固约瑟夫国王统治所需要的方法。土耳其人和蒙古人通过大肆杀戮当地居民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采用将消除敌人参战人员的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相结合的方法。但法国人接受这种战略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不仅仅由于他们还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尽管基督徒对屠杀非教徒或异教徒并不在乎，但西班牙人两者都不是，而且法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允许全部采纳土耳其-蒙古人的战略。



　　所以法国人采用一种持久作战战略，并打输了这场战争，它表明袭击战略对持久防御战略的优势。法国人最初想占领其整个国家，后来却不断地产生动摇，他们果真对游击队的袭击采取了防御态势。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入侵者却通过集中兵力于一个小地区、将其平定之后再向前推进的做法，实施了持久进攻战略。在统治这些接连不断的地区时，英国人也采用了一种后勤战略方法，将一定数量的威尔士人赶出他们的基地地区并控制他们的所需资源。法国人只是表面上把西班牙游击队赶出了他们的基地；但法国人的表面上的控制实际上却把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



　　如果在单位空间内有较多的兵力或是再多一些重要的政治基地，法国很可能取得胜利。通过法国士兵和当地招募的部队长时间的耐心工作和小心谨慎的举止，很有可能最终使约瑟夫国王的统治合法化。但是由于有指挥有方的英国军队和葡萄牙及西班牙军队，加之急于完成此项任务，法国人坚持实施了十分浅薄的持久战略。伊比利亚半岛的面积和如此众多的西班牙人的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注定了法国的失败。




法国征服的基础




　　由于几支大军进入法国实施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战役作战行动，使战争于1814年结束。为对付这些军队，拿破仑调动了大批的军队，试图通过利用他的中央阵地来阻止联军的进攻，但没有成功。双方参战士兵的数量虽然很大，但却与以前的作战行动，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军队与英国、荷兰和帝国皇帝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法国各军团间和盟国的各支军队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双方军队在同一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同一支部队的各个分队一样，使得这些作战行动与以前那种相互分开的部队受领不同的任务并大部分依靠独立作战来实施的作战行动有了很大不同。



　　这些部队的分散兵力和迫使对方交战的能力与以前的战役行动有了明显区别。所有部队经常在不连贯的正面上和轻松地在战场上调动步兵分队所表现出的战术灵活性，也与过去的作战行动有了明显不同。但双方军队如果组织结构相似、都协调得很好，那么当法军不再垄断这些方法时，进攻就丧失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例如，在1813年5月的鲍岑战役后的第二天，拿破仑便在战场上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将其派遣到俄国-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一个军与保护联军翼侧的部队进行了交战，而另一个军则到达了联军的后方。但被包抄的部队实施了反击，并实施了有效的自我保护，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不过这次攻击尽管实施得很糟糕，但普鲁士人还是取得了像腓特烈在洛伊滕打败奥地利部队那样的胜利，这是因为普鲁士军队发挥出密切协调和战术机动这些长期以来法军所具有的特长。



　　作战双方如具有相同的战术和战略能力，那么在组织结构相似、都运用持久战略的时候，防御的传统优势便再次显示了出来。新的战略通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利用将会战强加于敌的能力来迫使其撤退。于是单独的会战变得重要起来，其发生频率也是以往所闻所未闻的。但是会战在战术上并不能给对手造成严重杀伤，作战伤亡的比率也仅仅比胜利一方的12.5%、失败一方的21.9%上升了1%，而这些数据在刺刀时代的前60年中的作战中是具有代表意义的。甚至在法军拥有较优秀的指挥官和拥有具有明显优势的战术系统时，胜利者一方也无法对军纪严明、配合密切的常规军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得到提高的法军密切协同方法的扩散传播也只能是对被击败者一方的恢复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指挥官不再拥有像汉尼拔在坎尼或是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和阿伯拉那种取得胜利的机会——胜利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协同密切，且交战双方均没有在亚历山大作战时的重型骑兵所提供的那种重要的武器系统。



　　不像一些古代交战那样要造成重大消耗，因此会战的频率加快了，但这并非由于战术重要性的结果，而是由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正确而成功地给予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并非由于某一场单独的作战政治意义有多么重要。会战的影响力增强，是因为它们在执行传统的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夺取敌方领土并加强对其控制的战略中成为该战略的主要工具。通过加强配合而使失败的效应降低之后，将军们便更愿意冒会战的风险，而会战频率的加快也有助于给胜利者增光添彩，给失败者增加耻辱。



　　新战略的确依赖于敌对双方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内，像欧洲的俄罗斯，即使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集中庞大的重兵集团，也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会战。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即使是庞大而分散的军队所占领的土地也不过比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于1673年沿美因河机动时所占领的地域仅仅多一点点，甚至连拿破仑的军队于1800年在意大利通过阻止米拉斯的撤退时，在摘取其迂回的胜利果实时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在乌尔姆战役中由于拥有更高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使拿破仑在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上更为容易。正如拿破仑1805年在奥地利的战役中所显示的，假如奥地利再稍微有一点不愿意求和或是拿破仑的要求再多一些，正如他在俄罗斯的行动所戏剧般证明地那样，占领土地如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则需要更大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中，法军在荷兰的城市地区、德意志的莱茵河地区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政治基础，并为其征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荷兰的成功，包括对整个荷兰的侵略，与1706年英国皇家军队在拉米伊战役击败维勒鲁瓦元帅之后侵略西班牙属荷兰十分相似。众多筑有大量堡垒的地区向那些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胜利者投降。同样，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政治自由和平等纲领的确对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帮助法国克服了有史以来难以攻破的尼德兰和荷兰的坚固防御。这一政治因素同样也在意大利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并帮助他们占领了德意志的更大面积的领土。



　　但由于法国人像三十年战争中那样放纵其部队去搜集粮秣和进行抢劫，他们丧失了这一优势。正如从前一样，西班牙属尼德兰人由于对其新的统治者大失所望，他们把法军作为西班牙新波旁国王的代表而予以欢迎，但被法国人占领的地区由于法国征服者的恶劣的举止而对其产生了憎恶情绪。



　　法国临时拼凑的部队由于军纪涣散和缺少军费来购买部队的给养，导致了士兵们只能靠掠夺来维持生计。经过一个世纪对个人财产抢掠的禁止，法军士兵的抢劫行径使公众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敌对反应，特别当盟国军队坚持遵守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政策时更是如此。例如，当在尼德兰爆发战争时，迪穆里埃将军就曾评论道：“我非常畏惧在一个由于我们的抢劫和纪律涣散而引起居民反抗的国家里进行撤退时的可怕后果。”[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当时甚至在法国国内，这些部队也将平民与新的自由与平等的政府对立起来了。在指出这一结果时，有位士兵报告了许多法国农民对他的诉说的情景，“他们眼中充满泪水，说他们对旧政府的喜爱程度要比对我们的政权多一千倍，因为那时至少没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政府曾试图控制部队，但面临着与三十年战争时期同样的困难。伟大的拉扎尔·卡诺曾负责共和国的战争事宜，他强调指出，他和“将军们发现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混乱现象；喝醉了的士兵什么都听不进去，犯罪人员数目太大，根本无法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执行惩罚。”当试图将这些部队调往前线与敌人作战时，卡诺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几乎都是醉熏熏的……士兵的包裹里装满了偷来的东西，这些包裹重得他们都几乎背不动”。[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看到由于重蹈覆辙而导致的上述军事弊端，卡诺总结道：“如果一名士兵在偷盗一根针之后没有被立即枪决的话，那么你将一事无成。”但士兵们仍然继续浪费共和国的政治资本，并大大削弱了他们征服的重要基础。正如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将对美索不达尼亚的欢迎转变成厌恶一样，法军也同样疏远了他们的支持者。[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5页。]



　　1796年拿破仑军队的举动在米兰引起一场起义，这便是法军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同一年一位法国将军从德意志报告说：“我在尽我的最大所能来控制这种抢掠行为，但部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放军饷了，食物供应支队跟不上部队的快速行军；农民们已经四处逃散，士兵们便毁坏掉他们空荡荡的房舍。”另一位将军也从德意志发回报告，称“士兵对该地区的肆虐达到最为恶劣的程度；我得知一支部队竟会采取如此卑劣的方式时羞愧地脸红。”[注：德尔布鲁克《现代篇》，第410页。]当普鲁士军队1814年入侵法国时，他们对这种法军早些时候的劫掠进行了报复。结果是：普鲁士军队开始时是面对颇为无动于衷的法国老百姓，但后来却使得他们转为进行积极地反抗。但这场战争结束的太快了，以至于这种敌视态度还未来得及影响到军事行动。由于军饷的匮乏、纪律的涣散、有效管理的不足而导致的法军纵容其士兵采取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低地国家[译者注：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和德意志对法国人的好感，浪费了宝贵的政治资本。



　　开始时，公众的支持是早期法军攻克那些公然反抗法国统治的地区而取得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在拥有广阔农村地区的奥地利帝国，法军将无法找到自己的盟友，还将在分派驻守部队和进行有效统治上面临着严重困难。在俄国，他们的战役行动也不过只相当于一次壮观的袭击。在西班牙，法国人看到，要对付全国性的敌对情绪，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他们想要迅速征服该国而又不对其大部分人口进行屠杀的话，那么将需要更充足的部队。



　　在单位空间内保持适当的兵力使得新的以会战为目标的战略能够迅速攻占敌方领土。但即使是在面积很小、可以运用这一战略的地区，如果入侵者面对着严重的政治反抗时，这仍然是要导致失败的大问题。那么入侵者或是需要一个政治纲领以赢得支持，或是增大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以作为对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的反应。在西班牙，法国军队遇到了太强大的政治反抗，他们所面对的形势与汉尼拔在意大利和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遭遇到的颇为相似。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战形式的转变，加之投入到相关地理区域的兵力对比率，对法国的胜利大有帮助。当再加上影响到战败者一方对征服者一方的统治的接受能力的政治因素在内时，这三个因素提供了一个便捷(即使是过于简单的)理解法国这种史无前例的(即使是暂时的)扩张其领土和影响的方法。法国成功地征服尼德兰、与德意志的相邻地区和意大利证明是这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在西班牙，他们用军事手段进行了征服并派兵力把守诺大的一个国家，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而导致了失败。在俄国，他们仅仅拥有军事优势，拿破仑的进攻只是变成了一次袭击行动，持久战略超出了军事手段本身。



　　人们在探索拿破仑及其革命前辈的成功因由时，发现有些理由颇为不妥。一些人认为拿破仑军队的行军速度比过去政府的军队要快许多。他的部队有时行军的确很敏捷，但并不比诸如蒂利和古斯塔夫的军队的行军速度快。拿破仑的正常行军速度与自古以来的军队每天行军12英里的特征并无相异之处。他的确比前几个世纪的将军们更为经常地以比这一速度更快的速度行军，因为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的战略创造了更多的快速行军的机会。他在长途行军中表现出的更大的机动性，如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战役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观察家们相信，在行军途中进行粮秣的征集上他与前辈有所不同。他依赖当地生存，而他们则需要从后方运送补给。但古代的军队除了在进行包围行动时，也主要以同样的方式靠当地生存。土豆播种面积的扩大为士兵们在战役实施的地区寻找食物提供了很大帮助。土豆几乎与面包一样有营养，但却不需要磨成面粉或是在炉中进行烘烤便可以食用。



　　当然，大革命的军队，有时还有拿破仑的部队，获取食物和进行抢劫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也是事实。但法国人为重复使用这一陈旧的补给方法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着游击战，在其他地方也牺牲了真正的当地人的政治支持。



　　但对部队进行补给保障的方法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惟一的区别是征集补给品的方式。这一时期的军队与战争史上的所有军队一样，通常都依靠当地维持生活。由于拿破仑较少采取包围行动，所以对支援一支固定不动的部队的弹药和补给运输队的依赖性较小。他继续依靠军税，在他统治的前12年中，其他国家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正如萨克森由于进行七年战争而支付腓特烈的费用一样。



　　观察家认为，拿破仑因为对其方法或目标没有限制，所以收获也颇丰。由于其无人可及的军事天才、由于18世纪法国改革家的努力而创造的新型军队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他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创建的新型军队和首创的军事战略给他赋予了他的先辈们所无法掌握的军事方法。他拥有非常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宏大目标扩大了其军事机器更高的工作效率。曾经一时，他统治了老神圣罗马帝国的非奥地利的那部分地区，并使奥地利成为不情愿的盟友。这一目标超出了路易十四的能力，其军队也缺乏拿破仑军队的作战能力；另外，该国王也没有能够使帝国内各州顺从其统治的政治基础。但拿破仑利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政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他能够拥有一个脆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后来证明是十分短命的欧洲帝国。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所面临的软弱的政治反抗，拿破仑也不会再造马其顿一样的超级胜利。



　　拿破仑在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采取了适当的和传统的做法。但当他提高了他的政治目标、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并引进了法国的革命思想之后，他发现他所确立的政治目标，如同在俄国一样，超出了他的军事能力。也许他的政治目标比自查理十三以来的所有法国君王的都要宏大，都不切实际，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将意大利作为征服目标，但他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军事手段，因为法国的战争艺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尽管如此，拿破仑没能利用他所支配的所有手段。虽然法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征兵制度，但从军人数的比例很小，比如说小于英国，而且法国的盟国、附属国和卫星国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的大部分。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遗产




　　1792-1815年的战争变化并未影响到战术的本质。装备了投射武器的步兵仍然使用重型步兵所运用的传统的线式部署，火力上的优势仍然在军事较量中起决定性作用。刺刀仍然在阻挡骑兵冲击方面起到威胁作用，有时还被步兵用于战斗。在步兵队形中用一支纵队的冲击力量来恢复18世纪的突击思想已经少有踪迹，能够取得成功的更是寥寥无几。在粉碎使用刺刀对步兵实施突击行动中，防御者一方享有在停止状态进行火力齐射的优势，他们在选定的地形上进行弹药的装填而又不至于使士兵在行进中发起攻击时产生混乱。纵深队形证明并未对这些防御一方的优势有何化解作用，后方多余的士兵并未对前沿的部队产生任何推动力量，而前沿的士兵在到达敌人的火枪线和刺刀线之前则必须面对着敌方的齐射火力。



　　因此在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间作战时，防御一方要占有优势。骑兵的手枪被滑膛枪所压制、其利用军刀发起攻击又被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的作战线所压制，因而是一个低劣的武器系统。尽管炮兵更为灵活的机动使之能够更加经常地随伴进攻，但它在防御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在进攻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大口径弹丸打击远距离之敌，霰弹筒的小弹丸覆盖400码或更近的距离，这大大增强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因此武器系统的相对火力并未有大的改变，如图解6.1所示，其中D代表成功防御的能力。






图解6.1步兵与骑兵的作战关系



　　但骑兵可以拒绝会战，如果说要退缩的话，其更大的机动性保证了它在陆军中一贯的战术地位，而且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对骑兵向其翼侧和后方的攻击仍然显得很脆弱。就像训练有素并有高超射击技能的英国部队与那些试图替拿破仑的兄长攻占西班牙的法军相遇时一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会战证明了这些战术的多变性。例如在阿尔布埃拉战役中，大约有2.2万人的法国部队在能力非凡、经验丰富的战役指挥家苏尔特元帅的指挥下，与一支由英国独眼将军贝雷斯福德统领的由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组成的3.5万人的部队相遇，贝雷斯福德还是一位葡萄牙元帅，曾卓有成效地重组了葡萄牙军队。苏尔特元帅派出一支小部队攻击联军正面以吸引其注意力，而他自己则指挥主力于己方左侧包抄联军的阵地。但在法军攻击联军的翼侧和后方之前，警觉的贝雷斯福德对其大部分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并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以抵御法军的攻击。



　　实施进攻的法军有4个营，一个营在另一个营之后，每个营都呈纵深50列、横队9排的队形。在这些营的两侧，法军师长以线式队形各部署了一个营，以150人成3列横队。为了保护其师免遭敌骑兵的攻击，他在已部署了的各营的两翼又各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每横排25人，共18列。师的两翼各有12门火炮用以支援进攻行动，向500码以外的西班牙部队进行射击；而西班牙一方拥有10门大炮。法军师保持其混合队形推进至西班牙队形前60码，之后停下来还击顽强的西班牙步兵的齐射。此时，一支由4个英国营组成的部队在西班牙部队的右侧进行集结、向前推进、向法军翼侧进行射击来对其提供支援。



　　在这个时刻，一阵突然的狂风暴雨遮蔽了整个战场上空。法军一支骑兵部队向仅仅有两列横队呈线式队形的英国各营的翼侧发起攻击并完全击败了其3个营，只有1个营由于采取方阵队形并保护了自己而没被击败。于是双方又对战场进行了增援，6个英国营接替了西班牙部队，法军也投入了第二个师的兵力。当该师与第一个师混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正面400人，纵深20行的密集队形，这并非法军的典型方阵。呈两条线式队形的3，000名英国士兵中，约有2，100名可以向法军射击，其射击范围从法军方阵正前方60码的距离到翼侧200码的距离不等。法军宽达400人的横队中只有前两排约800名滑膛枪手投入战斗，因为要使第三排兵力射击历来是困难的，拿破仑后来很快取消了这种队形，因为它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作为前两列的预备队而并非在提供火力。法军的炮兵可以发射一些炮弹，但由于配置在步兵后面，射击距离增加，所以能够提供的支援也很少。英国则有7门火炮可用于向法军射击，它们对拥挤在一起的易受打击的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杀伤效果。



　　这场会战持续了45分钟，以法军撤退告终。英军一方伤亡1500人，占其兵力的一半，而法军8000人的部队损失了3000人。英军的炮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占其伤亡人数的1/3，法军炮兵也给英军造成了三四百人的伤亡。剩下的伤亡都是由滑膛枪造成的。如果英军由于其中央部分遭受损失而压缩其线式队形，那么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他们平均有1850名滑膛枪手在一直射击；如果他们未收缩其翼侧部队补充被法军在中央造成的伤亡空隙的话，则只有1350名枪手在射击。如果法军的第三排士兵不射击，他们可能始终保持有800人在不停顿地射击，后排的士兵则对前两排士兵倒下后的空缺予以补充。射击的结果是，双方的老兵均射击50次，打死打伤敌人约一个或一个半士兵。[注：以B·P·休斯的《火力：1630年-1850年的战场上的武器效果》为基础，并做了适当修改，(纽约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27页。]



　　这场会战的伤亡大致符合兰彻斯特的论断。假设英国军队始终保持其线式队形，不给法军的密集方阵提供空隙，他们便有1850人向法军的800人射击。那么由轻型武器所造成的英军1150人的伤亡，而法军则要伤亡2000多人。这一伤亡人数与火器的射击数量基本一致，但并不反映出英军部队在滑膛枪火力上的优势，而法军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分散使用滑膛枪，加之前面死亡士兵的尸体所提供的保护，很可能是造成数量不相符的原因。但是如果法军继续坚持战斗，即使是仍然采取其作战效能很差的方阵队形，他们也将会最终大大压缩英军的线式队形，拥有更多的士兵进行射击，因而他们可能会很快消灭其对手。但他们作战效能低下的滑膛枪方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可能要比兰彻斯特法则所指出的大得多。法军妨碍了其众多士兵的射击可以解释这一问题。



　　这场会战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以苏尔特的迂回行动为开端，这一行动至少在指挥其随后对敌阵地的正面攻击方面是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当时贝雷斯福德元帅没有做好迎击他们的准备。法军纵深方阵利用刺刀进行搏斗的失败说明了其对手的突击行动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对纵深队形能够增强进攻动力的怀疑的正确性。当面对敌人的齐射时，队形的前面几排会停下来进行还击，后面的各排士兵则停止不动，由前面的人为其遮挡敌火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中，当英国军队的火力阻止了法军纵队的前进之后进行冲锋时，密集的法军方队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士气也十分低落，其很大的纵深一点也起不到作用。



　　在西班牙的许多战斗中，法军都没有以线式队形而是以纵队向敌发起攻击。在有些情况下是指挥官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更经常的是被迫采取这一队形，因为他们错误判断了敌人的方位，常常也由于采取守势的英军将其部队以线式队形部署在远离法军的山坡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军机动纵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处于英军齐射火力之下。于是法军指挥官就会发现，他等待了太长时间，已无法将部队部署成线式队形，倒不如放弃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将机动队形转变成线式队形的作法，而以纵队队形投入战斗。



　　骑兵虽然是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但法军骑兵部队成功的攻击行动却清楚地表明了骑兵仍能在行军中利用其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攻击敌人步兵薄弱的翼侧。



　　人们目睹了许多会战重复了“阿尔布埃拉会战”，双方作战队形之间仅间隔40码并向对方射击，直至一方退却。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纵队队形都没能与敌人进行搏斗，尽管它通常拥有更多的部队数量和在重要的接触地点上集中了更强大的力量。但这些战斗的确证明了使用射击武器的部队运用线式队形进行作战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的价值，它可使该方能将更多的人投入战斗。



　　随着延绵不断的线式队形的被抛弃，在法军当中最初在线式队形中使用射击武器的步兵所采用的训练和射击练习方法经常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轻型和重型步兵的界线趋于模糊。轻型步兵学会了采用线式队形作战，而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也学会了传统上由装备了射击武器的士兵所运用的散兵战术。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轻型和重型步兵可以相互替代了，并形成了可以运用两种不同战术的通用步兵。



　　拿破仑最初是一名炮兵军官，因此他不断给炮兵增强进攻性作用。炮兵们更好地学会了如何将其火炮运送到战场上并在距敌人步兵仅300码的距离上做好射击准备。在这一距离上敌滑膛枪火力对炮手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却能够向敌步兵有效地发射霰弹或更大一些的炮弹。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炮兵火力可对敌步兵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以至于步兵所能做的只是扩张炮兵的胜利战果。在一个地点集中大量的火炮方便了在进攻中对炮兵火力的利用，而且当将军们利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定的炮兵条令时，他们如同步兵指挥官指挥他们的步兵营纵队一样，集中利用了炮兵的力量。



　　这些坚韧不拔的炮兵通过将更多的火炮运到战场上，大大提高了机动投射武器的价值。这些由马拉着的火炮可以发射比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发明的小型步兵火器大得多的炮弹，与手持的滑膛枪相比更增强了重型、威力巨大的机动投射武器的优势。例如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会战中，法军有30门大炮与一个师一同前进，向俄军进攻。开始时，法军炮兵在霰弹射击的最大极限距离上有效地利用火力效果，之后分阶段向前推进，首先到达120码的距离，最后到达60码的距离，在俄军的步兵线中撕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缺口。这一会战的高潮，是在一个25分钟的战斗中法军炮兵给敌人造成了4000人的伤亡，迫使果敢勇猛的俄军士兵退却。当俄军骑兵从翼侧向法军炮兵发起攻击时，法军指挥官及时对其炮兵进行了重新部署，并利用两次齐射阻止了俄军骑兵。之后法军炮兵跟随步兵渡过了一条河流，进入一个村庄，给拥挤在狭窄的街道里的俄军步兵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尽管这些炮兵经典的运用，充分地显示了炮兵在进攻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炮兵仍然在防御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在防御作战中炮兵能准确地找到更适当的目标。炮兵的威胁使得指挥官们，特别是精明的英军指挥官威灵顿，将其步兵部署在山顶的后面，在这里既可从远距离上防御炮兵火力，又可将山顶置于己方的滑膛枪的射程之内，以便当进攻的步兵出现时使其处于火力打击之下。除包围作战外，炮兵仍然是一种十分有效，但机动性不强的基本的投射武器系统。



　　各小型旅、旅和师之间的更多的协同行动以及营在机动中的灵活应用和部署仍然是这一时期永久的战术遗产。在这些发明创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机动基础之上的，是步兵能够在战场实施集中和分散对敌阵地实施迂回和包围的这一新的能力。这些变化也解释了防御者一方所具有的改变防御正面并将其延长以抵御来自翼侧和后方的攻击的能力、步兵得到增强的与骑兵协同的能力以及步兵在防御中所具有的更大弹性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军队的供应补给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向军队所提供的人员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英国外，义务兵役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队也越来越国家化了。军事承包人，像国外招募的士兵，除在广大的法兰西帝国还有许多不同种类成分存在的军队外，已经逐渐减少，没有了实际意义。在法兰西帝国中，形形色色的领土和附属王国提供了国家的各种小分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和法国，民兵在投入作战的部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军队提供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的军队中，国家感情和对皇朝的忠诚对鼓舞士兵起到了一定作用，许多士兵作战勇猛是因为他们的团队和他们军官的领导才能所提供的凝聚力。法国革命的模式得到了实质性的传播，当然也有许多士兵是被迫入伍的，但更多的是受到国家事业的激励而参军的。



　　战略上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依靠战术上的变革，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是通过关注战斗的方法或这种方法给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的双方军队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程度实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给战略环境增添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执意会战而不是双方都愿意，会战一定会发生，除非不情愿的一方撤退。这为推动采取战略进攻行动的决策提供了资源和能力，而且会战的地位十分突出，使得许多成功的战役行动能够攻陷或占领敌人的大片领土。就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战利品和作战地域而言，规模较大的军队与这些更大的征服密切相关，但新的作战战略对战略上取胜的速度和规模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相应地减少了赢得战争所需的努力。




海上战争中的战术行动




　　英国与法国海军之间的海上争夺延续了上一个世纪所形成的模式。英国封锁了法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船，而法国海军同英军相比则继续处于劣势，这主要是由于法国海军的各个中队始终被围困在自己的港口内，军官和士兵缺少海上作战的经验。法国海军在完成其战略目标时，总是力求避免会战，或是使会战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大革命战争中第一次重要的海战发生在1794年5月下旬，法军英勇善战的海军舰队司令维拉雷德·德·乔约斯率领布雷斯特舰队的26艘军舰出海，为由130艘舰船组成的、装载着小麦、糖和咖啡的运输船队顺利到达法国去护航。当双方相遭遇时，法国海军占有上风的有利阵位，将英军舰队司令豪这位有着50多年航海经验的老水兵和他的26艘英国战舰困在港口整整两天。而当豪取得了上风的优势时，又遇上了暴风雨天气，将战斗拖延了两天。



　　6月1日，当天气好转后，英国舰队以惯用的方式投入了会战，将其呈线式队形的每艘军舰都转舵向着平行航行的法国舰队斜行进。富有创新精神的豪显然是试图将其军舰从法国军舰之间的间隙穿插过去，从下风的一侧与之交战，并阻止其逃跑。但只有8艘军舰完成了这一机动。而这些军舰大部分也遭到了法国军舰的打击，法军将一些军舰驶到英国军舰的下风一侧的位置上，对英国军舰进行夹击。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海军官兵的熟练技能和法国军官素质太差——由于大革命，法国失去了许多最优秀的军官。



　　法军舰队在1艘军舰被击沉、6艘被俘的情况下逃跑了。英军将这一会战称作“光荣的6月1日”，因为这一伟大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损失。法国人也对他们在战略上取得的胜利进行庆贺，因为他们的运输船队完好无损地到达了。



　　1797年在西班牙沿岸的圣维森特角附近爆发了另一场海战。西班牙地中海分舰队的24艘军舰进入大西洋，为一支前去与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会合的运输船队护航，布雷斯特舰队试图掩护法军运送兵力与大不列颠作战。这位西班牙海军舰队司令虽然拥有精良的军舰，但却没有足够的水兵员，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寥寥无几。他也知道自己所率领的舰队不适合于作战。而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虽然只有15艘军舰，但这位严格的清教徒却对西班牙海军的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向敌舰发起攻击时，他发现对方的舰队分为了两部分，其中较小的一部分由8艘军舰组成，在后方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舰队。英国军舰从西班牙舰队这一阵形的间隙穿行而过，并向西班牙分舰队前面部分中最后面的几艘军舰进行不间断的弦侧炮轰击，之后英国舰队没有转向西班牙舰队的那支小的部分，而是打击西班牙舰队前方的主力的后部。尽管西班牙后面的小舰队赶来支援，而且前面主力也调转了船头，但英国舰队仍然制服了4艘西班牙军舰并确保了其投降。获胜的英军舰队司令突然停止了战斗以保护这些被俘的军舰，因为数量占有很大优势的两部分西班牙舰队最后集中在了英国舰队的两侧。



　　为了穿过西班牙舰队两部分之间的极为重要的间隙，海军将领杰维斯对所攻击的西班牙军舰集中了2：1的数量优势的军舰。于是他运用了很像罗德尼的方法，所取得的胜利可与他在维森特角面对一支力量几乎比他大一倍的敌舰队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相媲美。英国海军一流的水兵对战胜西班牙舰队起到了很大作用，西班牙军舰近一个时期很少有航海经历。受过良好训练的英国炮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一艘装备有72门大炮的军舰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拥有4层甲板、装备有130门火炮的巨型军舰“圣蒂斯玛·特立尼达”号相遇，不仅得以生还，而且还给其造成创伤便是一个例证。



　　对敌舰队阵形进行成功地穿插为1797年在堪姆波唐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当时富于进攻性的舰队司令邓肯所率领的16艘英国军舰与数量相同但却小一些的荷兰舰队相遇。由于担心荷兰人逃跑，英国舰队分成两部分，没等到布好阵形便急速地冲向荷兰舰队，一些英国军舰占据了下风的位置，阻止了荷兰人的撤退，并从两侧向荷兰一些舰队发起攻击，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战斗，在激烈的交战中英国海军俘虏了9艘荷兰军舰。



　　1798年，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率领14艘军舰在埃及的阿伯克湾向毫无准备、所有13艘军舰都处在抛锚状态的法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英国舰队以2：1的方式打击法军阵形前面部分的军舰，另外还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法国军舰上的水兵上岸取水，人员奇缺，每艘军舰只有一侧弦侧炮能够开火。由于英军舰队司令纳尔逊用2艘军舰对付法军舰队前面部分的1艘军舰，但没有把一艘法军军舰包括在内，至使装备有74门火炮的英军“柏勒洛丰”号军舰不得不面对装备有120门火炮的法军旗舰“东方”号。尽管“东方”号上威力巨大的弦侧炮击倒了“柏勒洛丰”号上所有的桅杆并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胜利还是倒向了英军一边。“东方”号起了火，并且当大火漫延到火药库时发生了爆炸。“柏勒洛丰”号仅用一张帆驶离危险地域。其他法国军舰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处境毕竟好一些，不过还是先后投降了。于是英国舰队集中兵力逐渐占领了法国军舰的锚地，只有2艘军舰逃脱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既没有缴获运输船队也没有阻止法军的入侵企图，不过却通过消灭法国地中海舰队的重要部分而改变了海军力量的平衡态势。



　　这场战役显示了纳尔逊作为战术家和对其舰长及水兵的激励才能。他20岁时便被提升为舰长，靠的不是权势，而是个人魅力和才能。在为其祖国效力时，他早已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由于在圣维森特角会战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而获得了在地中海的指挥权，这为他率领舰队在阿伯克湾取胜提供了机会。也使他后来有可能在与维尔纳夫将军的会战中表现出自己对海军战术的熟练运用的才能。部分由于法国海军因为阵亡或移居国外而失去了太多的军官的缘故，维尔纳夫在33岁时便晋升为海军少将。他参加了阿伯克湾的战斗并率领2艘军舰逃脱了。



　　从圣维森特角战役开始的并在这些会战中所展示的战术趋势，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会战中达到了高潮。纳尔逊将军率领的舰队由于有6艘在补充淡水，所以在与维尔纳夫率领的34艘法国-西班牙军舰的联合舰队相遇时，只有27艘战舰。纳尔逊将舰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军舰由他自己指挥，直指敌舰队阵形的中央；另一部分较多的军舰则攻击敌人舰队的后部。纳尔逊利用其上风的有利位置，不等两部分舰队各自列好队形，便试图在敌舰队队形的前方军舰调转船头投入战斗之前率其舰队冲入维尔纳夫舰队的阵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中央和后部军舰实施打击。于是纳尔逊投入了所有27艘军舰来对付敌人的23艘军舰。由于所有军舰都可以相互开火，按兰彻斯特的理论，英国军舰的火力优势为272：232，或者为729：529。由于经验丰富的英军具有优秀的水兵和炮手而具有的优势，使双方之间的优劣之差比兰彻斯特的增加法所表示的还要更多地朝着有利于英军一方倾斜。[注：兰彻斯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思想。参见他的著作《战争中的飞机》第62-66页。]



　　所以，敏锐的纳尔逊能通过运用罗德尼在圣维森特角战役初期所采用的垂直攻击而不是试图从传统的平行作战线上实施突破的方法，完善了突破敌战线的理论。他对邓肯在堪姆波唐会战中即兴发挥的作战方法进行了精心设计。但与邓肯不同的是，他指挥其分舰队集中优势的军舰用于打击敌人的后方。通过放弃对其舰队的两部分进行横队排列并用的同样队形接近敌人，纳尔逊从舰队必须以弦侧面对敌舰的队形进行机动和作战的理论中解脱了出来。他还实施分散控制，给其下属执行作战计划的全部权力，并给其各军舰舰长完全的决定权，来执行其到达敌人作战线的上风一侧、并击沉或俘获尽可能多的敌舰的进攻计划。当到达维尔纳夫舰队队形的下风一侧的远处并阻止了法军传统的战术退却的线路时，纳尔逊完全成功地并系统化地发展了海上战术体系，它与陆上包围和迂回行动有共同之处。由于军舰在防御中无足轻重，因而只要集中较多的军舰便可以比陆上正面作战中集中兵力更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所以海军将领们无需实施翼侧攻击——因为除了队形的先头部分和尾部过于暴露外、舰队确实没有易受打击的翼侧——也无法实施任何翼侧攻击。



　　在纳尔逊放弃以舰队航行的横队形来向敌发起攻击的这一作战阵形的同一个时期，陆上作战也存在着许多变化。通过向舰队分散后的分舰队指挥官和各军舰舰长下放指挥权，他保留了法国陆军颇具代表性的那种协调权。正如法国陆军以营纵队为单位实施机动但作战时则将其部署成横队队形一样，英国军舰也是分散且直接地向敌舰队前进，但在交战时它们将弦侧转向敌人。在穿过敌战线时，军舰利用了航行中的舰船的类似于翼侧攻击的战法，利用弦侧炮打击对它们掠过的敌军舰的船首、尤其是其易受到破坏的船尾进行攻击。



　　因此纳尔逊的作战计划代表了从很难造成决定性交战的僵硬的横队部署到以航行队形实施分散攻击的转变，这一计划有利于迫使敌人与之进行近距离交战。这一转变同陆上作战样式从单一的陆军以横队阵形这一无法迫使敌人进行交战的方阵，向法国陆军各师分散行动、其各营可以纵队队形机动但却以横队队形作战的队形转变十分相似。



　　敏锐的维尔纳夫将军意识到了英军的优势，预料到了纳尔逊的战法，试图通过将其舰队的33艘军舰中的12艘作为预备队的方法来对付英军，而他自己则位于处在主要作战队形下风的第二线作战队形上。当两支舰队在来自特拉法尔加角的微风中相遇时，悲观的维尔纳夫改变了其舰队的航行路线，要求舰队靠近西班牙港口加的斯，以作为被击败后的避难所。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他的预备队结果成了其队形的后部，根本无法完成其使命了。



　　纳尔逊的作战是按他的意图进行的。他的军舰全部按计划准确到达并穿过法国-西班牙舰队的战线，在维尔纳夫的先头军舰调转船头并驶回以支援其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同胞时，他已经将敌人的后方和中央舰队击败。联军共有17艘军舰被俘，一艘爆炸，约有1.4万人被击毙、击伤和被俘，其中包括两名西班牙将军被打死，维尔纳夫将军也做了俘虏。虽然一场风暴将除4艘之外的所有被俘军舰卷入了海底，但损失如此众多的军舰和人员却彻底摧毁了法国-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解除了未来可能入侵英国的威胁。维尔纳夫被俘后很快被释放，但当他回到法国时自杀身亡。




海上作战战略




　　战术上的变化，以特拉法尔加战役为顶点并以具有重要的消耗意义的会战代替了法国人长期以来能够进行出色防御的无关紧要的作战行动，但在战略上却没有出现相同的变化。不过在特拉法尔加会战之前，长期的封锁战和袭击战也包括着法国军队对英国进行入侵的断断续续的威胁。具体地说，第一次这种威胁发生在1796年12月，当时一支法国船队搭乘着1.4万名士兵溜出布雷斯特港，要不是法国舰队被长达3星期的剧烈的风暴所打散，士兵们很可能会在爱尔兰登陆。为了再次完成任务，法国盟友西班牙的地中海舰队从卡塔赫纳驶向加的斯，英军驻里斯本的分舰队在圣维森特角附近对其进行拦截，并在该战役中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英国在加的斯对西班牙舰队的剩余军舰进行了封锁。



　　英国面对着三支可用于进攻英国的舰队，在加的斯的西班牙舰队、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和法国的盟友荷兰的舰队。英军派出军舰对三支舰队分别进行着监视，但它也知道，一旦其中一支舰队逃脱了英国海军舰队的封锁并驶向另一个被封锁的港口，那么法军及其盟友将有两支舰队来对付英国的一支舰队，并有可能获得制海权。但是由于只有当敌人控制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时才能造成入侵的严重威胁，所以英军的战略条令规定，当敌人一支舰队逃脱封锁时，那么该封锁舰队应立即驶回英吉利海峡，与封锁布雷斯特的舰队会合并防守该海峡。



　　当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参战并改变了海上力量的对比之后，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在科西嘉的基地并从地中海撤出，但1798年当波拿巴将军率军队从法国港口土伦出发远征埃及时，他们重新强行进入了地中海。虽然法国军队于1798年8月控制了埃及，但当纳尔逊将军在阿伯克湾摧毁了法军土伦舰队的大部分军舰时，英军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并在位于西地中海的梅诺卡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但在法国迅速挽回局势的努力中，使英军将敌舰队封锁在相距甚远的各个港口的战略所始终存在的困难暴露无遗。



　　法军命令其位于布雷斯特的军舰驶往地中海。1799年4月，当一股吹向海面的强风将封锁舰队吹向大海深处时，布鲁因克斯将军乘风率领25艘军舰驶出布雷斯特并突破了英军的封锁舰队。由于遵循保卫英国防止入侵的条令和中了法国人的诡计，英国海军将领部署其舰队对爱尔兰进行保护。于是，法国将军根据命令，指挥着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所派遣出海的配备了最优秀的水兵的舰队，驶向地中海，并躲避开了封锁加的斯的英国舰队和位于直布罗陀的一股小部队，率领该舰队到达土伦。



　　为了应付新土伦舰队的威胁，英国的加的斯封锁分舰队进入了地中海，使英军在那里的军舰达到37艘。但当西班牙加的斯舰队的17艘军舰尾随着这支封锁舰队一同进入地中海并到达卡塔赫纳时，英国的敌人共拥有了42艘军舰。考虑到其在梅诺卡的基地没有要塞防护，英国将军将其舰队部署在可以保护其基地的位置，同时又将其集中配置，部署于土伦和卡塔赫纳之间，以防止两支敌方舰队的汇合，并准备向首先出现的舰队发起攻击。但由于这种集中配置无法封锁土伦，因此另外一支16艘军舰的分舰队被用于防护东地中海的航线，以保护英国和土耳其击败波拿巴将军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的行动。



　　作为新的土伦舰队的第一项任务，法国派遣其随同运送部队和补给的船队行动，以解救被困于热那亚的一支法军陆军部队。当部署于卡塔赫纳和土伦之间的英国舰队司令离开其驻守海域跟随布鲁因克斯将军到达热那亚时，布鲁因克斯却驶离热那亚，避开了英国分舰队并向卡塔赫纳驶去，位于该地的西班牙舰队前来与其会合。法国将军在拥有40艘军舰的情况下，率领该舰队向大西洋前进，基思将军和英国的地中海分舰队尾随其后。当基思将军于布鲁因斯到达后的次日在布雷斯特外面与英军其他力量汇合时，他又重新恢复了海峡里双方海军兵力的平衡。假如他错误判断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动机，比如朝埃及方向航进的话，那么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会取得在海峡里的兵力优势。



　　于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被封锁于布雷斯特，英国人却面临着更为简单的战略问题。当被封锁的敌舰队中的一支逃走时，整个战役行动的形势便会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从表面上看，由于法军不得不将其舰队分别部署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英军在两洋之间的直布罗陀和里斯本拥有基地，英国人好像处于内线。但是只要法军舰队停泊在港口，英国人便无法利用其内线集中兵力，并对被分割的法国海军实施攻击；而法国军舰根本无需进行任何防护措施，因为其精心设防的基地可使其军舰免受敌海军的攻击。所以内线对英国人采取防守没有任何裨益，对其采取攻势也无甚帮助，因为当一支被封锁舰队摆脱了封锁时，英国将军通常对法国军舰到底在何处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应在何处集中兵力了。更有甚者，各舰队间的距离很遥远也就意味着通讯联络的缓慢，尽管沿海岸有一个护卫舰环链，可以大大提高对法军逃跑信息的传递速度。



　　因此，不但英国人无法对位于得到很好保护的港口内的敌舰队采取进攻行动，而且一旦其中一支法军舰队逃脱了封锁舰队的封锁，那么法军便拥有了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发现他们完全处于一种防御作战的战略环境之中。这种情况当然是和其实施封锁的强大后勤战略分不开的。法国各分舰队由于其设防的港口拥有强大的陆上防御能力，可承担保护军舰的全部负担，所以拥有采取进攻行动的优势，拥有在一旦风向或天气对其有利时实施突然而迅速地出击的能力。法国军舰突破封锁后可选择至少两个以上的港口作为航行方向，当到达该港口时他们将拥有联合其部队的机会，并实现集中兵力，形成有威胁的力量。因此法军所拥有的战略机遇，与拥有利用内线集中兵力、打击延绵相联的敌军部队能力的陆地作战的指挥官很相似。



　　当波拿巴将军取得了对所有法军的统率权后，他也着手利用这一战略契机将入侵英国变为可能。1805年春天，当其部队在英格兰对面做好准备后，拿破仑发起了一次海上战役，旨在在英吉利海峡取得足够的优势，以便使军队能够渡海到达英格兰。拿破仑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计划在西印度群岛集中兵力。他这样做不仅可以在集结舰队时减少与英军舰队相遇的危险，而且还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由于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是法国和英国远征的传统目的所在，那么英国人不可能无视法军在该地的兵力集结。这样拿破仑的战略便有可能将英军舰队吸引到西印度群岛，正如他在海峡中集中兵力以掩护其入侵行动一样。如同陆上作战中通过分散敌人通常会造成一些可集中兵力予以打击的弱点一样，拿破仑试图在海上也运用这一原则。



　　他精心构想的这一计划面临着严重困难，那就是克服对其取胜具有决定性意义结果的惟一可能的目标：英吉利海峡。谋图夺取一个极为明显的目标对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极为不利。而且英国的条令长期以来便强调，封锁舰队一旦让其封锁的敌舰队逃跑便要驶向英吉利海峡。还有，反复无常的海风和天气也使得海上作战行动比陆上作战更无确定性。除此之外，在海上作战拿破仑不是依靠那些受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所统领的老兵们，而是依靠那些呆在港口里比在海上的时间长得多的水兵们和那些缺乏他的陆军将帅们所拥有的成功的作战经验的海军将领们。



　　拿破仑计划土伦舰队首先摆脱封锁，在卡塔赫纳与西班牙军舰会合，再与位于加的斯的舰队会合，之后一同驶往西印度群岛。布雷斯特舰队也可能逃脱出来，前去解救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费罗尔的舰队，并前往西印度群岛的集合地点。整个舰队会驶向英吉利海峡并掩护入侵行动。如果布雷斯特舰队无法逃脱封锁前去西印度群岛，则土伦、卡塔赫纳和加的斯舰队则兵合一处驶向英吉利海峡，解救布雷斯特的舰队，并取得进攻所需的海上优势。



　　3月30日，维尔纳夫将军摆脱了纳尔逊将军的封锁舰队驶出土伦港，但当他到达卡塔赫纳时，他发现西班牙军舰尚未做好出海准备。出于对纳尔逊的惧怕和其军舰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实际情况，他没有等待而是驶入了大西洋，由于比英国监视加的斯的兵力强大得多，加的斯的8艘军舰加入了他的舰队，之后驶向西印度群岛。纳尔逊没有立即追击，而是停下来以阻断维尔纳夫驶往东地中海的航线。位于加的斯的英国小舰队按照条令，向北航行，驶往英吉利海峡，纳尔逊也很快起锚驶向直布罗陀海峡。



　　逆风航行使他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维尔纳夫已经通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由于没有得到维尔纳夫朝英吉利海峡方向航行的报告，并断定他已经去了西印度群岛，纳尔逊便出发前去追赶。拿破仑计划的这一部分实施得较顺利，但由于布雷斯特舰队没有逃脱，拿破仑于是改变了其战略，命令维尔纳夫再稍稍等待一点时间，如果它还不出现，便返回费罗尔去搭救那里的军舰，之后驶向英吉利海峡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



　　接到拿破仑的命令3天后，维尔纳夫得到了纳尔逊已到达了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考虑到纳尔逊的出现并意识到皇帝的战略确实已经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维尔纳夫立即起航前去解救费罗尔舰队的16艘军舰并向布雷斯特驶去。3天之后，纳尔逊听说了维尔纳夫已驶往欧洲；他推断法军是以加的斯为目标，于是也朝那一方向前进。但从一名碰巧观察到了航行中的法国舰队的护卫舰舰长的报告中，英国海军部发现了维尔纳夫的真正航行方向，于是派出8艘军舰前去增援费罗尔的考尔德将军，并命令其向西巡逻100海里以拦截维尔纳夫。



　　除了命令考尔德在西面部署舰队以便在远离费罗尔的地方迎击法国-西班牙舰队外，英国海军部还采取了有效措施，防止维尔纳夫的舰队与费罗尔的西班牙分舰队会合。费罗尔的西班牙将军必然是对维尔纳夫已接近的消息得到得太迟了。事实上，他的位置使考尔德得到了处于两支部队之间的内线的有利位置，尽管多变的海风有可能会消除这种优势。例如，一阵由陆地吹向海面的风便可以将西班牙的费罗尔分舰队解救出来，但会使之处于上风的位置，使敌人无法向其发起攻击。但这同一种风向也会阻止维尔纳夫向前航行，却有利于考尔德集中兵力对付他。而从海面吹向海岸的风会阻止费罗尔分舰队驶出，但却能够阻止敌人对维尔纳夫的进攻。不管怎样，两支敌军间的距离在阻止他们集中兵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除非维尔纳夫能够摆脱考尔德进入费罗尔。



　　7月22日，在考尔德得到8艘军舰的加强使其分舰队军舰数量达到15艘的1周之后，他观察到了维尔纳夫的20艘军舰驶近菲尼斯特雷角。尽管风从西面刮来，考尔德这位令人满意的指挥官很显然抓住了战机，占领了下风的位置，堵住了维尔纳夫接近费罗尔的航线，类似于陆军在敌人的退却路线上部署了一支部队。虽然如此，考尔德还是采取了进攻行动，两支舰队均采用传统的队形来实施机动，他试图攻击法国分舰队的后部。但当维尔纳夫令其先头军舰带领其舰队队形朝相反方向航行时，两支舰队的最远部分的军舰在浓雾中发生了一次无足轻重的交战。尽管考尔德俘获了其对手2艘军舰，但他在接近敌人时过于保守，考虑到他的战利品和费罗尔舰队，在随后的两天中避免再次进行交战，而维尔纳夫也同样希望避免作战，最终穿过了考尔德并朝费罗尔驶去。



　　在考尔德与维尔纳夫相遇的3天之前，纳尔逊到达了直布罗陀并在8月3日，即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3天之后，纳尔逊起锚驶向考尔德早已离开的海峡。拿破仑的计划已经分散了纳尔逊的注意力，但维尔纳夫却在不恰当的时机利用了它。当维尔纳夫的舰队扩大到29艘军舰时，按照皇帝的朝布雷斯特前进、之后绕过爱尔兰和苏格兰去与荷兰舰队会合的命令，他于8月13日驶离费罗尔港。拥有29艘战舰的他，本可以对付海峡中的27艘英国军舰，这支舰队处在他的舰队和布雷斯特舰队的21艘军舰之间的中央位置。纳尔逊率领12艘军舰驶向海峡，在海上航行5天之后，勇气不足和焦虑不安的维尔纳夫知道，他的舰队中的西班牙军舰比法国军舰还差，于是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朝加的斯方向驶去，试图重返地中海。



　　假如布雷斯特舰队能够逃往西印度群岛或是维尔纳夫能够表现出法国陆军众多将帅所拥有的那种力量和信心特点的话，拿破仑的计划很有可能会奏效。但即使法军领导有能力并有分散纳尔逊的好办法，也会被英国的老水手和舰长的高超的作战技能所抵消。拿破仑没再重新实施海上战役，因为在8月底之前，他准备在陆上实施一次导致他后来实施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战役行动。



　　随着进攻威胁的消除，英国又重新开始了它的封锁行动。在经历了土伦和加的斯舰队在西印度群岛会合的威胁之后，这一任务则似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但维尔纳夫重返地中海并再次显示法国海军的强大存在的努力使得英国以作战战略采取进攻行动。当维尔纳夫离开加的斯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附近的战役中与之交战，在该处他摧毁了维尔纳夫舰队的一半军舰。在令人难忘的1805年之后，法国海军再也无法对英国军舰的封锁和对英国的进攻构成严重威胁。



　　于是拿破仑命令欧洲绝大部分重要港口对英国进行封锁，那些受他控制的港口要拒绝英国船只和英国货物。英国则禁止中立国的船只在这些港口进行贸易，除非中立国的船只首先抵达英国港口，花钱购买可与拿破仑的港口进行贸易的执照并对其运载的货物上关税。拿破仑则将那些遵守英国这一规定的中立国船只按英国船只来对待进行报复。



　　拿破仑的办法对英国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走私活动日渐猖獗。但当英国从被封锁的法国和荷兰手中夺取了美洲和亚洲市场时，其贸易和出口得到增长，其兴盛的商业为对抗拿破仑的长期战争提供了资金，包括对其大陆盟友提供重要的财政援助。法国商业贸易的损失相应地起到了削弱对手的作用。拿破仑的后勤战略于是遭到了失败，而英国的战略则在当时的国际贸易状况下运用得十分成功。



　　英国海军在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作战行动方面还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它运送和增援了英国陆军并向它及其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国提供后勤补给。由于拥有更好海上补给线并有机会从海上撤退使得法国的敌人在西班牙占有了重要优势。














	

 






	















	







	







	









 





	


	







	








	




	


第07章 技术变革和条令的相对稳定(1815-1914)




	







	

 



	


	



拉德茨基胜利中的拿破仑传统




　　尽管重大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射击武器和后勤，但19世纪的战争仍然保留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主要特征。配备了装有刺刀的滑膛枪的步兵仍然是重要的武器系统。骑兵在作战中也继续发挥其作用，主要是用军刀实施突袭行动，并继续执行其侦察和袭击交通线等战略任务。从战法上看，在拿破仑的战役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诸多新的能力，如战术系统的部署、相互协调、分散兵力和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仍反映了19世纪初的战争方法。



　　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战役便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一贯性。一大部分撒丁王国的正规军和一些仓促征集的意大利志愿兵所组成的军队试图利用奥地利的动乱趁机将奥地利军队赶出米兰和古老领地威尼斯。面对米兰和其他地方广大民众的反抗，奥地利军队退回明西奥并等待来自奥地利的增援部队。撒丁国的意大利公国国王查尔斯·阿尔贝特，一位优柔寡断且能力平平的人，指挥着意大利军队。除了年轻时在一次围困行动中表现出超人的英勇之外，这位国王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历。但他的部队却训练有素，而且他所率领的所有部队都将对奥地利军队赶出意大利这一广受欢迎的使命抱有巨大的热情。由于得到了那不勒斯和教皇所提供的大部分未经训练的志愿人员和部队的支援，他在部队数量上超过了奥地利军队。



　　意大利人面对的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奥地利正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位被其部属尊称为“拉德茨基老爹”的指挥官率领。拉德茨基参加了自1792年以来的所有战争，他于1813年和1814年曾出色地担任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1834年他担任了意大利部队的司令官，两年后在他70岁时，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曾经非常内行地对其司令部进行训练并培养了参谋人员的士气；当时他已经年满82岁，他也面临着其军事生涯的巨大机遇，并表现出他的智力并未受到任何削弱，他的体力仍然很充沛，以至于他的参谋人员要骑马赶上他都很困难。这位陆军元帅有一个出色的参谋部为其服务，将要向世人显示他未曾忘记拿破仑的战争传统。



　　当查尔斯·阿尔贝特国王率领大军在高托渡过明西奥并向维罗纳推进时，拉德茨基此时已经等到援军，阻止了他的前进。于是这位陆军元帅向西北的维琴察行进，在那里他利用两支敌军之间的内线，集中了3万人的部队将2万名天主教和那不勒斯人的部队打退了。拉德茨基此时就可以集中其得到加强的部队来对抗查尔斯·阿尔贝特了，他利用了撒丁王国军队长达45英里的战线，集中兵力打击其中央部分，在库斯托扎将其击败，并将撒丁军队赶回边界地区，重新占领了米兰，结束了当年的战役行动。施特劳斯为庆祝库斯托扎的胜利，创作了“拉德茨基进行曲”。



　　1849年3月，查尔斯·阿尔贝特在诺瓦拉附近集中了军队，准备渡过提契诺河，试图重新占领米兰。这位陆军元帅应在帕维亚以东集结兵力，给人一种他准备再次撤退的印象。拉德茨基拥有7万人的军队，而他的对手也有6.5万兵力。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将在沿提契诺河35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行动。



　　由于撒丁国的军队集中在战场的北面，而奥地利的军队则集中于战场的南面，双方如果通过绕过对方的翼侧并在对方的后方占领阵地的话，则都有迂回对方的机会。双方都有大规模的部队，足以阻止其对手的撤退并迫使他采取战术进攻行动，以便恢复其交通线和基地地域。虽然对于双方来讲，谁抢先采取行动、行动更迅速，谁就更有可能迂回对方，但拉德茨基却占有更为有利的位置，因为即使是不包括他在波河南侧的撤退路线，他在撒丁军队和他的交通线及撤退路线之间的距离，比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后方同奥地利军队之间的距离要更大一些。这位陆军元帅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一直将其军队强大的兵力隐藏在提契诺河以东的左翼，以免引起那位国王的担忧。



　　撒丁王国军队第一个师渡过提契诺河后向米兰进军，未遇到抵抗。拉德茨基率部队快速向帕维亚前进，并用浮舟架起两座浮桥，迅速渡过了该河。撒丁王国的一个师被留下来，一旦奥地利军队在帕维亚渡河，就对其进行迟滞作战。该师师长拉莫里纳将军却突然违背命令退往波河以南。(战争结束后，撒丁王国的军队对其进行了军事审判并将其枪决。)由于奥地利军队的向南推进给撒丁军队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查尔斯·阿尔贝特在北部给拉德茨基所造成的威胁，于是撒丁军队迅速向南移动，组成对抗奥地利军队的战线。双方军队在维杰瓦诺和莫尔塔拉之间的8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时断时续的接触；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一直不出战，直到奥地利一个军的兵力占领了莫尔塔拉。撒丁军队的阵地被包抄，于是它向诺瓦拉撤退，在该城南面主动会战。



　　尽管向北朝诺瓦拉推进，拉德茨基还命令一个军向韦尔切利前进，以切断撒丁军队的退路。在诺瓦拉，奥地利军队4个军中的3个在一次与撒丁军队的主要的正面作战中相遇，当战役结束之时，指向韦尔切利推进的那个奥地利军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对撒丁军队的包抄。胜利属于奥地利军队的官兵们，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们已是久经战斗考验并经受过了全面的训练。胜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的陆军元帅的信任。






作战略图7.1拉德茨基的迂回行动



　　而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则被打败，被赶出撤退路线并被赶到阿尔卑斯山山脚下，他也退位，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新国王为准备议和而停止了作战，而为意大利的自由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的老国王却在3个月后死于一个葡萄牙的修道院。取得胜利的拉德茨基9年之后才去世，当时虽然年老体衰但却仍在服现役。



　　拉德茨基的战役行动与拿破仑时代的战役行动并无区别。1848年他就曾利用内线击败与他交战的两支敌军中的一支。之后对另一支采取了迂回行动时，他利用了对方兵力的过于分散，将其打败并将其向西赶过了意大利北部。1849年他实施了一次迂回行动，在该行动中当他取得了将敌人赶出其交通线会战的胜利后，他将自己的部队横向部署到撒丁王国军队的退却路线之上。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和在一个小小的王国里所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确保了奥地利在和平条约中所提出的诸多条件的实现。




19世纪中叶的新式步兵武器




　　拉德茨基的会战行动所造成的伤亡很小，胜利者一方的损失只有4%，失败者一方的损失也只有6.5%。主要的武器系统仍然是可靠性得到了提高的、由发火帽代替了燧石的滑膛枪。但各国陆军均已拥有了适用于军事用途的线膛枪。线膛枪使用一种比枪筒略小一些的椭圆形子弹，装填子弹相当容易，因为弹丸的直径比枪筒小。这种简单的“米尼埃”子弹后部是空心的，以便于当火药爆炸所产生的压力能够进入这一空心时，子弹的后部得以膨胀，使得子弹从枪筒中运行时能够紧扣膛线。这将产生一种密不透气的配合，使膛线得以向子弹传送一种稳定的旋转力。与传统的滑膛武器相比，密闭和旋转所产生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比滑膛枪有成倍的提高。但由于子弹很容易从枪筒中滑落，所以线膛枪的射击速度与非线膛枪相同。



　　1859年当法国与奥地利作战时，法军对奥地利的线膛枪部队采取了进攻行动。而法军在这场基本上属于正面作战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双方指挥官都没有表现出拉德茨基的那种能力和敏锐。法国的正规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并拥有十足的信心，按照其作战条令，通过尽可能迅速地接近奥地利部队以弥补其武器上的不足并将奥军打败。



　　1859年的法军条令与拿破仑战争后各国陆军所形成的制度化的战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改变。由于认识到线式步兵和轻型步兵之间的可以相互替代，经过修改的战术条令大大提高了散兵的重要作用。以前散兵只是略优于线式步兵；到该世纪中叶，散兵在其后方梯队予以支援的情况下，承担了进攻的重任。单个士兵和小分队指挥官的主动性便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经过专门训练并信心十足的法军执行起此项任务来可谓轻而易举。



　　虽然经过激烈的会战而且奥地利军队还拥有致命的杀伤武器，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法军只损失了10%的兵力，而被打败的奥地利一方也仅损失了不到17%的兵力。考虑到法军采取的是战术攻击行动，其伤亡人员与奥地利军队相差无几，只是在战俘的数量上才能看出双方损失的差别。在这些职业军队的作战中，伤亡率已降至18世纪和拿破仑时期战争的水平以下。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军纪，加之协调和战术的提高，无疑是伤亡或被俘数量继续下降的原因。随着后膛线膛枪的采用，步兵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一倍。士兵们始终把一个战士的射击速度看得比其射击精度要更重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制造工艺使枪管不能容纳爆炸后所产生的气体，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普鲁士才生产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后膛装填的线膛枪，并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装备了其部队。除了更大的射击速度之外，后膛线膛枪可使士兵以卧倒姿势进行射击，因为他再也不需要使用送弹棍，也不需要用身体的重力来帮助装填火药了。他可以将整个定装药筒放入枪筒，击铁和撞针将引爆发火帽并点燃一体化的装药。可以以卧姿射击使防御者自动取得了对进攻者的巨大优势，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野战堡垒以防护来自进攻者一方的火力了。



　　呈卧姿的部队无法利用其刺刀来对付骑兵。但由于后膛线膛枪比前膛滑膛枪的射击速度、射击精度以及射程都至少提高了一倍，所以线膛枪手仅仅利用其火力便可以自我防护了。骑兵的突袭行动对这一步兵火力上的革命束手无策。长期以来相对于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手来讲便是一种较弱的武器系统的骑兵，在士兵们装备了后膛线膛枪后便失去了其绝大部分战术价值。



　　这一新式线膛枪还降低了炮兵的作用。炮兵再也不可能在距敌步兵300码的距离上，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从牵引车上卸下火炮、准备射击了。不仅线膛枪可在1，000码的距离上瞄准炮手射击，而且士兵们呈卧倒姿势也使对方的霰弹射击失去目标。但榴霰弹却为炮兵提供了一种恢复类似于霰弹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手段。这些炮弹里面装满了小弹丸，包含一个由定时引信引爆的装药。爆炸将炮弹炸开，使小弹丸向四下散射；炮弹的向前飞行带着小弹丸一同前进，使小弹丸从天空向下面的地面上一个相当大的地域散射。但19世纪榴霰弹的引信缺少精确度，不能保证榴霰弹在炮手瞄准的敌部队的上空爆炸，即使是炮手已经准确地测量出了距离。



　　法国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后膛机关枪，它加强了进攻火力，弥补了炮兵及其霰弹无法提供、而榴霰弹的误差又造成很不可靠的缺陷。这种后膛机关枪是在拿破仑三世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作为火炮的另一种发明创造，它由一捆25支线膛枪枪管安装在火炮托架上组成。该机枪以机械方式快速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射击，并由一个班组的士兵同时快速装弹，其枪筒每分钟可发射125发子弹，所射出的经过瞄准的火力可到达2英里的距离。1870年该机枪被用于为步兵冲击开辟通路，但它对卧倒的部队没太大作用，而且拿破仑三世一直对它严格保密，没有给陆军配备此武器。炮兵对这种武器的运用方法也不熟悉，而敌人的炮兵则将其作为特殊目标。另外一种类似的武器，格特林机枪[译者注：由一组枪管组成的转管机枪]也曾被使用，但其作用仅仅是对步兵早已令人生畏的火力的加强。



　　到1860年，技术的变化已经增强了那些随着燧发枪和刺刀的引入而产生的变革。新的武器系统巩固了射击步兵的最重要地位，并进一步降低了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突袭骑兵的作用。炮兵需要有膛线的后膛炮筒，但这些改进只是抵消了使用后膛枪的卧姿步兵的新的防御力量，使炮兵仍然是一种强大的但却相对来讲不大灵活的投射武器系统。虽然在围攻行动中它必不可少，但其在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进攻中更为令人可畏。




普鲁士的参谋机构和兵役制度




　　正如1791年法军的条令对战术和战略上所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做出了贡献一样，在人力资源的利用上有两项根本性的变革对19世纪的作战规模和军队管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指挥官的参谋部得到完善，大大提高了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效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参谋部的质量和重要性在拿破仑的军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一改革的又一个飞跃发生在普鲁士军队。到18世纪时，军需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谋军官，负责军队的补给和调动。在普鲁士军队，这一职责使得军需官实际上完全承担了行动指挥的重担。



　　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在相当大的地域分散展开，需要对军队进行比以往旧的编制体制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管理。一个集中了4万兵力的军队指挥官对参谋部的需求，与对20万人的军队散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的需求是有很大不同的。普鲁士军队发展了更大规模的参谋部，由一些受过军事训练的人组成，以便于他们使用相同的条令和词汇。服务于集团军司令和野战军军长的参谋部的这些参谋军官，可以很容易地彼此间相互理解，并向其指挥官不断提出建议。参谋部由一位代表他们向指挥官报告他们的观点的参谋长进行协调，负责提出建议和执行指挥官的命令。作为顾问和执行者，参谋部便代表指挥官并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由于各个不同级别的司令部间的参谋部可以协调一致并保持联络，所以协调和管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参谋部全面运用了这些原则，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轮流担任过参谋和部队指挥官的军人，很出色地完成着参谋部的职责。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发布命令、监督其执行情况，并管理集团军及其下属各分队的所有方面的事宜，包括作战、情报、人事、补给和机动。普鲁士军队的参谋部的卓越不凡，虽然并不完全是以其军需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体制，但却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军队竞相仿效的榜样。到20世纪，欧洲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一个由经过训练的、能够胜任的参谋人员组成的管理小组，以协助作战指挥官完成其传统的拟制作战计划、作战、行军和管理人员及马匹的工作。



　　正如普鲁士的参谋部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一样，普鲁士创建的兵役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创举。普鲁士的体制有如此独特之处，以至于它与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民兵或类似的体制有着本质上的而并非程度上的不同。



　　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这样可以避免将从事生产工作的普鲁士人抽调走，但它也从其农村人口中选拔一些公民，他们在经过训练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村庄上去休假。这些士兵被定期地召回以进行额外训练，并使他们的连队齐装满员以参加各种军事演习，他们虽然缺少长期服役的正规军的训练和机智，但却以实实在在的方式为国家节约了资源：他们在休假时不拿军饷，而他们的村庄也没有失去其所有的劳动力。



　　当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国王并迫使其求和之后，他将普鲁士的军队限制在4.2万人之内，还不允许拥有预备役。但普鲁士却偷偷地每月让每一个连的一部分士兵回家休假，同时用一些未受过训练的人员来填补这些位置。在1808年和1813年间，有3.6万人的未服现役的人员得到了军事训练。当战争再次来临时，这些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重新回到其连队，给普鲁士带来了战争的实力。这些士兵与民兵及那些由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招募的大量新兵所组成的普鲁士的大部分军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3.6万名受过训练的人员被召回后，就在他们曾经接受过训练的正规分队服役，并在那些早就属于该分队一部分的、与士兵并肩作战的职业军官和军土领导之下。另外，这些预备役人员由于曾在这些分队受过训练，并熟悉其绝大部分军官、军士以及许多曾与其共同服役的列兵，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共享这些部队的文化。因此，这些平民士兵在不必明显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情况下，使其正规军的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



　　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普鲁士从根本上改变了其陈旧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的体制，只保留军官和军士作为终生职业。取而代之的是，军队每年征招4万人，步兵服役3年，骑兵和炮兵的服役期要更长一些。每年军队都要同时征招新的士兵，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完成其服役期的人员立即退役。



　　应征士兵退役之后，将进入预备役部队2年。他们每年夏天要被召集在一起参加军事演习，使其分队保持战斗力，与1808年至1813年间受训的预备役人员所具有的特征一样，他们也同样具有熟悉其指挥官和战友们的优势。普鲁士还通过给每个团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的办法来进行征兵，以便于这些士兵拥有共同的凝聚力以保障其士气和作战动力，进一步加强团队精神。普鲁士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有条不紊、广泛运用的这一计划，最早起源于给普鲁士本国的士兵休假的古老体制。



　　普鲁士也有一种民兵组织，称作“后备军”，需要那些已经服满2年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再在后备军中呆7年。后备军和现役部队以及预备役部队便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除了职业军官和军士为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提供干部并领导后备军外，如果所有人员均服役3年而且不计士兵死亡、移民或残废的话，那么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如下(见表7.1)：






　　普鲁士还有另外一种编制组织，吸收从后备军中退役的人员再服役8年。他们并不指望这些年龄较大的人员去上战场，而是希望他们防守要塞、协助抵御入侵并为长期战争提供一个可用于补充部队的、受过训练的、可集中待命的人力资源。



　　这一预备役体制为现役军队增加了40%的士兵，由于这些预备人员回到了他们曾经服过现役的部队，所以并不会太大削弱部队的质量。因此，这支陆军保留了一支长期服役的力量，因为职业军人担当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支陆军也颇具民兵或平民部队的特征，是由正规干部领导的、由受过全面的训练人员组成的部队。



　　除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职业化领导的优势之外，普鲁士兵役制还有许多长期、不间断的优势。尽管并非所有的人员都曾在一起服过役，但有许多是这样的，加之在本地征招士兵，使许多士兵在未参军之前就彼此间相互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各部队拥有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兵所具有的士气、集体主义精神和凝聚力等绝大部分特征。虽然普鲁士军队运用预备役人员失去了一些部队的灵敏和反应能力，但它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在数量上的大大增加。这种方法还节省了财政预算，因为政府不必向征招的新兵支付工资来将其从地方工作岗位上竞争过来。当然，经济与抽调现役士兵是有关系的，不过由于预备役人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平民的职业，从而使经济和预算均未受到严重的损失。



　　后备军提供了另外一半野战军，它还有在和平时期花费很少的优势。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后备军由于其成员都曾经受过很长时间的现役军队的训练，所有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后备军军官是从受教育的阶层中选择出来的，作为民兵军官在上任之前都要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与这一模式有些出入，但普鲁士的确以较小的代价为自己提供了一支近50万人的经过训练的军队。虽然与欧洲大陆其他军事强国相比它面积小、人口少，但普鲁士依靠其体制拥有了一支可与其强大的邻国相媲美的军队。



　　但到19世纪中叶，当普鲁士动员军队以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危机时，其后备军却表现得极其令人失望。由于缺少和平时期的继续存在，后备军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士兵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于是普鲁士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以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1861年他们对军队进行了改革，根据人口的增长率将每年的征招新兵的数量增加到6.3万人，更为重要的是，将预备役服役期延长到5年。他们只赋予了在后备军中服役的人员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普鲁士军队的新模式几乎全部是以骨干为基础的部队(见表7.2)。






　　这一改革的结果是，现役部队及其预备役部队在数量上持平，而质量上则远远超过过去现役部队和后备军两者之和。另外，普鲁士通过向后备军派遣正规军军官并用被动员到了现役部队中的职务较低的预备役军官来替换他们的方法，改进后备军。在其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普鲁士成功地以较小的代价将职业化军队的特征和民兵的庞大数量相结合并保留了两种体制的大部分优点。通过给其现役部队发展一支高效的预备役部队，普鲁士广泛地影响了其自身人力资源的后勤，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以如此高的效能，独自地运用了这一体制。



　　但所有国家都立即感受到了电报和蒸汽铁路的影响。由于比沙佩的可视信号杆通信造价更低廉、速度更快和可靠性更高，到19世纪60年代，电报已经将欧洲各国的所有主要地点连接在了一起。这一结果意味着军队和指挥官及其司令部之间可以达到几乎是即时的联络。如果预备役或民兵团体一旦拥有这种通信方式的话，电报也能加快动员速度。到19世纪60年代，蒸汽铁路为西欧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它不仅方便了军队的动员和集结，而且得以从基地向军队提供后勤补给，这在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水运来单独承担的。






插图7.1蒸汽铁路与电报线路



　　1850年奥地利人用铁路将7.5万兵力运往了波希米亚，也许再加上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紧急赶来实施指挥，使得普鲁士放弃了让其军队和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后备军与奥地利经验丰富的正规军和其令人生畏的陆军元帅的对抗。几年之后，在一场法国与奥地利的短促战争中，在3个月的时间内用火车运送了60多万人的军队和12.9万匹马。但同电报一样，铁路也有很大的脆弱性，对于一支入侵到敌对国家的军队来讲，当对方军队撤退时破坏了铁路和电报系统后，它们便无法立即为其利用了。




普鲁士新军与奥地利的对抗




　　当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与奥地利作战时，其兵役体制得到了全面的考验。认真筹划的普鲁士预备役部队的动员工作实施得很顺利，军队利用铁路得到了迅速而高效的集结。出色的普鲁士参谋部精心地计划和监督了其战略的执行情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很明智地选择了他儿子的副官赫尔穆斯·冯·毛奇为总参谋长。这位出色的军人是在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里一步步提升起来的。他任少尉12年反映出他仍未对自己失去信心，他的上司送他去军事学院学习3年，并将其分派到了总参谋部。颇具学者气的毛奇出版了好几部历史著作和一部小说，曾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也拓宽了他的阅历。他沉默寡言的举止和近似完美的社交风度掩蔽了他对军事行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是他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坚持不懈的自学来获取的。威廉国王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期的一位老兵，如同他在政治和外交上依靠其最优秀的首相俾斯麦一样，他将大部分军事行动交给了其参谋长去完成。



　　毛奇所面对的奥地利军队基本上是一支比普鲁士军队服役时间要长的职业部队，其和平时期的作战能力也要高一些，而且不太需要通过动员来加强其力量。由于强调动员速度，普鲁士参谋部集结了3个军团的兵力掩护从西里西亚到奥地利的协约国萨克森的边界地区200英里的正面。所以普鲁士军队只得从外线进入波希米亚，而奥地利军队正为后勤补给的困难和拙劣的参谋工作所困扰，根本没有努力去对这一形势加以利用。奥军指挥官贝尼德克虽然在1859年奥地利与法军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却表现得缺乏活力，并对此次战役表现得有些心灰意冷。



　　普鲁士最西部的2个军团会合很快，在两个星期内两支部队便到达可以相互进行支援的距离。之后它们分别采取行动打击奥地利，又在克尼格雷茨的战场上共同作战，在那里一支部队从正面阻止了奥地利军队，而另一支部队则进攻其翼侧。但奥地利这支军队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组成，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它很有秩序地、成功地实施了撤退，最终撤向了维也纳，在那里与来自意大利的援军汇合。如果不是国内政治危机和最初的失败促使奥地利国王接受由普鲁士及其盟国意大利所提出的十分有限的政治让步的话，那么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敌对状态仅仅持续了7个星期。



　　这场战争证明了由正规军军官作为骨干所领导的由应征新兵组成的普鲁士军队的作战效能。尽管在作战中没有经验，并面对着最少也已经服役7年的奥地利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但普鲁士军队的作战还是很出色的。其参谋部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动员行动并恰当地指挥了各军团及其各军和师的行动。虽然普鲁士军队的后膛枪还不如奥地利军队的前装填枪，但也证明了其价值。尽管只有奥地利前膛枪射程的一半，加上其枪尾部的密封性很差，所释放出的火光可能会致盲射击士兵的一只眼睛，但其射击速度快，加上又能进行卧倒姿势射击可以隐蔽自己，实战证明它对前装填枪和不得不站立着进行装弹的奥地利士兵拥有决定性的压倒优势。



　　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早期会战中，散兵线成为进攻部署的主流，并最终为成建制的部队所采用。普鲁士军队采用以连为单位来代替以营为单位的纵队进行机动，他们发现自己做出了一项明智的选择。但即使是这些很小的、相对来讲散布很广的队形，他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士兵都对向前行进并与可以找到掩蔽物并向敌人还击散兵线会合表现出很大担心。后膛枪使这一发展简单化了，因为它使普鲁士军队的散兵在无法找到掩蔽物时可以卧倒在地。



　　炮兵在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克尼格雷茨会战的后期，当奥地利的炮兵摆脱了其困难境地时，熟练的炮兵为其军队提供了极好的防护。




普法战争中的决定性迂回行动




　　在1870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同法国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双方军队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普鲁士军队拥有后膛炮，对使用前膛炮的法军占有优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国人将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原因归功于使用后膛枪，于是也给其士兵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线膛枪。法军的线膛枪由于具有更大的射程、枪后膛部分密封也要好得多，所以法军士兵并不想仿效普鲁士士兵扭头射击以保护其眼睛。法军虽然也有一些预备役，但同奥地利一样，仍然保留着一支服役时间较长的职业军队。



　　除双方的武器系统和兵役体制外，两国军队间还有无形的差别。普鲁士军队不仅拥有一个无比优秀的参谋部，而且其成员均得到了能够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实施给予足够重视的教育。法国军队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机智多谋和积极灵活，而是强调勇气和小分队的领导艺术。军事教育的质量有所下降，进入各种军校学习的军官更少了。法军从士兵中提拔了许多军官，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文盲且提升后仍是文盲。由于长期以来在殖民地战争中取得胜利，法军十分强调那些在殖民地作战行动中所需要的战法，而忽视了对实施重要的战役行动所必需的后勤和战略的掌握。法军在克里米亚对俄国作战和在意大利对奥地利作战的胜利，是在其参谋工作十分拙劣、其战役行动也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却使得其绝大部分领导人都坚信这样一种观点，即法军还是一支有效的部队。加之拥有更为优良的线膛枪和高昂的士气，法军和法国都确信训练有素的法国职业士兵会赢得未来的胜利。



　　当普法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军对突然发起战役行动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计划。它已将其各个团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与本来就很少的预备役分离开来，并将其补给品集中在了很少几个主要的军供补给站。为了采取进攻行动，法国平庸的参谋部同时集结了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将它们混合编入各师、军和军团，向其分配补给，并将这些士兵集中起来实施此次战役行动。即便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种做法也将证明是实际上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法军参谋部又缺少适当的计划。



　　在普鲁士，每个军的司令部都控制着一个地区，并在该区域内动员其部队，同时该军就近招收其预备役人员。由于人员、物资和补给品都在同一个地区并受该军控制，动员迅速得到实施，每个军都根据陆军总参谋部制定和指导的计划进驻到自己的地域进行集结。铁路和电报保证了这一过程在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国各地的同时和相对顺利地进行。



　　普鲁士军队与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时相比规模扩大了许多。在这4年里，普鲁士有额外的4个年度的6.3万人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的兵力，使新兵役体制于1861年得以全面实施。因此，在莱茵河和卢森堡之间的战线上，普鲁士国王威廉和毛奇将军集中了超过45万人的兵力；而法军在拿破仑三世的率领下，只有这一数量的一半的兵力可用于阻止普军向没有受到莱茵河或者孚日山区保护的法国边界的部分地区推进。虽然对军事事务很感兴趣，但病魔缠身的法国皇帝对军队指挥丝毫不感兴趣，也没有指挥才能，还缺少高效的参谋部和一位聪明的参谋长来指挥战役行动。法国皇帝虽然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也具备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却不具备领导军队的气质和体魄。不过由于拿破仑的地位使其必须与军队在一起，所以他仍然亲自上战场，为其工作的下属无能，效率低。



　　在沿梅斯河以东的边界地区集结了大部分兵力之后，拿破仑三世发现他的后勤补给一片混乱，他的部队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于是等待普鲁士军队首先采取行动。而毛奇的部队相互间距离较近，而且部署得同4年前在波希米亚战役中一样，希望以自己的中央军团抵挡住法军的进攻，而另外两个军团则用于包围法军。



　　由于法军没有能力进攻和不得不首先采取行动都没有使毛奇改变他的基本思想，他试图通过将其较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分散配置来促进这一思想的实现。但8月6日，位于普军右翼的兵力较少的第1军团司令、过分富于进攻精神且不太听从命令的施泰因梅茨将军，在斯皮彻雷向法军发起攻击。在该地法军不仅有坚固的工事，而且在战场周围也拥有数量更多的部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的进攻惨遭失败，法军指挥官弗罗萨德将军都没有请求紧急增援。但最后当一支迂回的普军纵队出现时，弗罗萨德已用完了手中所掌握的预备队，被迫撤退。



　　德意志人虽然遭受了严重伤亡，仍然对这次胜利进行了庆贺，尽管它与冯·毛奇的战略目标没有关系。法军的士气也相应受到了影响，因为虽然他们成功地抗击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他们还是撤退了。在边境小镇维斯曼堡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普鲁士3个军的兵力总共5万人对法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将6，000名法军打败，此次行动也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两次作战行动都证明了在防御行动中后膛装填武器的战术效能，也证明了普鲁士线膛炮及其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在进攻中的价值。



　　但在8月6日的斯皮彻雷会战进行的同时，普鲁士的王储所率领的普军左翼第3军团由于各军军长违背王储的意愿，在弗拉斯切维勒实施了一次会战行动，强行突破了孚日山山区。在这崎岖的边境地带的山区中，法军元帅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占领了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他深信普鲁士人不会对其发动进攻，因而没有指挥其部队进行掘壕作业。麦克马洪作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的老兵，是法军一位坚韧不拔但并不聪明的元帅。但在违背双方指挥官意愿的情况下，一场会战行动开始了。普鲁士军队一个军接一个军地向法军发起攻击，王储不得不介入，去组织一场由下属擅自决定的会战。



　　由于数量上的优势，最终使得普军在连续实施没有成功的正面攻击、与法军的中央部队进行作战的同时，还以2个巴伐利亚军的兵力与普鲁士右翼的法军师进行交战并对其实施了翼侧迂回。普军在其左翼集中了整整1个军的兵力，渡河向占领了很不便于防御的地形的法军发起攻击。很快法国人就看见“黑压压一大片普军冒出来，乱哄哄地从冈斯泰特大桥跑过来。好像变魔术一般，这尤如蚁群的密集人群迅速组成了一个个连纵队，并毫不迟疑地形成了一个正规军作战队形”。很快，法军的右翼为避免包围而采取了撤退行动。[注：米切尔·霍华德《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入侵》(纽约出版社，1962年)，第111页。]



　　麦克马洪元帅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其受到威胁的部队解救了出来并向东南方向撤退。在他4.2万人的步兵当中，死伤1.1万人，9，000人被俘。而普军的8.9万人的步兵当中，只有1.05万人的伤亡。按照兰彻斯特的理论，占数量优势的普鲁士军队给其弱小的对手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尽管防御给法军一方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这一场重要会战行动显示了法国职业军队的许多优点。例如，法军有一个最初兵力为2，200人的团，它一直坚守到有1，775人伤亡之后才开始撤退。普军步兵虽然由于其低劣的步枪而处于不利地位，但却在机动和以连纵队实施攻击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训练水平。但普军的攻击纵队很快就分散成了散兵线，士兵们卧倒在地或是寻找到掩蔽位置进行还击。在拥有了后膛装填的线膛枪之后，士兵们不再需要以站立的姿势在100码的距离内相互进行射击，直至一方撤退。但由于无法使士兵保持作战队形，军官们也无法在攻击中实施队形控制。为了发展与奥地利军队的膛线枪部队作战的战术，法军改变了其战术，更加依靠士兵个人的主动性，越来越少地依靠由上级指挥官控制的作战队形，这样就要求下级军官和军士要在战术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普军在其作战队形变为散兵线之后也得到了这同一个经验，将主动权和领导权交给了下属。



　　防御力量的增强使得炮兵在进攻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普鲁士由于其炮兵在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中表现很差而对其火炮加以了改进，并完成了对其炮兵用钢质、后膛线膛炮进行重新装备的工作。普军炮兵的炮弹在着地后爆炸，证明比法军的铜质、前膛膛线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要强一些。不过法军炮兵的主要缺陷是因其选择弹药不当造成的。他们开始只用榴霰弹炮弹，而这种炮弹使用的是定时引信，除了不稳定的性能外，它在1，700-3，300码的距离上还不会爆炸。虽然后来法军改用了使用撞击引信的炮弹，但这些缺陷已使普军炮兵得以压制法军炮兵，并给未挖堑壕便进行防御的法国步兵造成了严重伤亡。



　　双方的骑兵都没发挥什么作用，普军的骑兵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由步枪控制的战场之外。法军的骑兵实施了两次攻击行动，都是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作为掩护撤退的最后手段来实施的。第一次攻击在开始时看上去似乎锐不可挡，但普军的步兵早已隐藏在篱笆、墙和树后，对骑兵实施了快速而准确的射击。这次试图穿过一个村庄的街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尝试，所处的地形比第一次还差，至少不比那次好，普军步兵也是从掩蔽物后向法军骑兵射击。马刀也许没有砍到一个步兵，步兵也没有机会用刺刀来进行自我防卫。传统观念上的突袭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骑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而且还无法进行掩蔽，所以已经失去其战术价值。



　　随着后膛线膛枪得到采用，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战场上得到生存，即轻型(射击)步兵，他们甚至不再需要刺刀，也不需要站立着组成方队以抗击骑兵。步兵的战术越来越像长期以来轻型步兵所采取的战术。士兵们像散兵一样离开他们的队形，在不削弱其火力的情况下增强了他们的安全性。



　　在战争爆发之前毛奇就曾写道：“毫无疑问，那些在射击时不晃动的士兵要优于在前进中射击的士兵。如果一方在地上找到一个防护之所，那么对于另一方来讲也就是发现了一个障碍。如果最富有锐气的一方发起猛攻遇到了沉着而坚定的抵抗，那么将由当今变得如此强大的火力来决定战斗的结局。”最初的交战证实了他的判断，因为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双方的战术的结果，展示了防御一方在交战中的传统优势。虽然炮兵与步兵在战场的上作用相似，但却不如步兵那么灵活机动，经过改进的炮兵仍然证明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的作用更为强大。我们没有用作战图解来展示步兵对骑兵的优势，而图解7.1则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19世纪70年代的战术现实。[注：J·柯林《战争的转变》L·H·R·波普-亨尼西译(伦敦出版社，1912年)，第33页。]






图解7.1轻型步兵的优势和防御



　　但战术现实并不能决定战役行动。卓越的才能与全面的无能之间的对抗的胜负取决于战略。8月6日当拿破仑三世得知了其部队失败的消息之后，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原来就被肾结石所困扰，现在又面对可能导致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垮台的事件，他表现得十分软弱，不堪重负，在这一个时期与他接触的军官们将他描述成一个“十分苍老、极其虚弱的人，不具备作为一支军队统帅的任何素质”。他首先指挥部队向西撤退到沙隆，后在他认识到这种撤退的政治影响时又中止了命令。因为他对放弃对巴黎的掩护感到不安，所以这位皇帝反对向南运动与撤退下来的麦克马洪的部队以及位于贝尔福的部队会合，如果法军在这一翼侧的位置上集中了兵力之后，便可以对任何向筑有防御工事的巴黎城进军的军队构成威胁。于是从边境上退下来的部队便撤往了梅斯要塞。[注：霍华德《普法战争》，第133页。]



　　拿破仑也的确决定将作战指挥权交与他的一位元帅，并选择了曾在克里米亚担当过指挥官的康罗贝尔元帅。但当康罗贝尔考虑到自身的不足而婉言拒绝时，这位皇帝便选择了巴赞元帅。巴赞是在海外军团中从士兵提升起来的，作为初级军官他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和巨大的勇气。他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并在墨西哥的一次重要的殖民地战争中首次独自担当了指挥官的重任。他不适合于领导一支大规模的军队，这一提拔对巴赞来说是在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彼得原则”[译者注：一种普遍的结论：在等级制度中，每一个雇员都有可能晋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为止]：他被提升到大大超过他所能胜任的水平的岗位。他还将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他对皇帝为他配备的参谋长不满，所以对自己的参谋部置之不理，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副官来指挥部队。除此之外，由于皇帝就在身边并提出建议，他在行动上也有困难，好像被人控制着一般。



　　法军因为遵循在非洲与叛乱军队作战时的安全警戒措施，每天晚上都要将纵队集中靠拢，而不是沿道路宿营以便于次日的行军，所以很缓慢地向梅斯方向撤退。甚至连骑兵也遵循其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集中起来与步兵部队紧紧靠拢在一起，没有采取侦察行动以确定普军的位置。与此同时，麦克马洪元帅在弗拉斯切维勒遭受失败之后，很想远离普鲁士军队，于是不顾与前往梅斯集中的各部队要紧密靠拢在一起的命令，率军向东前进。到8月10日，他已到达铁路沿线，并利用它将自己的部队运送到了沙隆。



　　到8月9日普军已经得知了法军撤退的方向，毛奇命令所有3个军团沿50英里的正面向前推进。毛奇没有具体的方案，但他如此广泛地分布兵力可以保证他在与法军相遇时对其进行迂回，于是他的出色的参谋部便会迅速集中兵力打击法军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指令是将1个军团派往梅斯，另外2个军团，即第二和第三军团派往通向该要塞和小城以南的道路上。实际上普鲁士所有的部队都在一个宽大的正面上。法军通过铁路向梅斯增援后兵力达到18万人，而普军的兵力是法军的2.5倍。



　　到8月13日，普鲁士第二军团的步兵已经渡过了梅斯以南的摩泽尔河，3天后第三军团的步兵也渡过了该河。毛奇广泛地分散兵力为实施迂回包围行动提供了机会。拿破仑三世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早在13日催促部队立即从要塞撤军之前，便命令在梅斯架设穿越摩泽尔河的浮桥。尽管有3座永久性的桥梁，但由于河水水位很高损坏了浮桥，巴赞拖到14日才开始撤退；而此时他自行决断，忘记了利用其中一座桥梁。如此庞大的军队要穿过一个小镇的各条街道并通过6座桥梁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普军还发起了攻击以阻止法军撤退。普军的各个下属指挥官再次自行决定，没有等待命令便实施了进攻。虽然法军的后方警戒部队轻易地将其击退，巴赞的撤退还是被拖延了12个小时。



　　当法军最终通过了梅斯城之后，其撤退行动仍然很缓慢。巴赞仍然对其参谋部置之不理，他指挥部队仅仅利用一条道路向西撤退，甚至禁止使用第二条道路。尽管前进十分缓慢并有少量普鲁士骑兵出现，但通往西面的道路在8月16日仍然是畅通的。但毫无主动精神的巴赞直到16日下午才命令继续撤退。将所有部队集中在一起使他感到很安慰，而且在离十分强大的要塞梅斯不远时他也感到很安全，所以巴赞元帅丝毫没有紧迫感或是采取最基本的措施将其军队从最为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8月15日，毛奇开始抓住敌人的弱点，命令第二军团迅速向西面和北面进军，对撤退的法军发起攻击。但第二军团的司令官推断法军肯定已经到达了凡尔登地区，于是将其绝大部分部队派往了西面。不过，法军事实上还毫无反应地呆在梅斯之外，这刚好证明了需要完成一次诸如拿破仑一世在乌尔姆所实施的那种迂回行动。但是如同拉德茨基在诺瓦拉所实施的迂回行动一样，普鲁士军队也需要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来巩固其决定性的战略位置。



　　巴赞的军队再也没有进行下午的向西行军行动，因为2个普鲁士师在他们沿凡尔登的道路上等待时向其发起了攻击。这位富于进攻性和能力不凡的普军指挥官不相信法军的行动会如此缓慢，试图切断他所认为的法军后卫部队。下午在得到2个师的增援之后，他整整一天都在沿雷佐维尔至马斯拉托的道路上实施攻击。巴赞元帅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2个军投入了交战，另外2个军用作预备队，本可以将其右翼向西发展并击败普军，并打通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但这位元帅却将大部分部队集中在未受到威胁的左翼，以保护其与梅斯之间的联络。他不想失去撤往这一要塞的安全路线。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法军损失近1.4万人，普军伤亡近1.6万人。法军仍然坚守着其阵地，但普军却堵住了向西通往两个地方的道路。



　　不过在2-3英里的北面还有一条可用于向西面撤退的道路。但巴赞不想失去对梅斯的安全依赖，仍然决定利用8月17日这一天退至一条面向西的战线上。从这里他在得到了来自梅斯的军需仓库的弹药和补给的补充之后，他计划了随后继续实施的撤退行动。在法军利用17日缓慢向梅斯撤退之时，毛奇发布命令，以便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军正向东撤退、好像是在加速他们自投罗网的步伐，因此毛奇只是希望将法军赶向北面的卢森堡边界，所以他令第一军团在梅斯城以南渡过了摩泽尔河，而指挥整个第二军团向北朝着前一天曾经交战过的地方前进。



　　第二军团的司令官不顾巴赞的下落所在，命令其部队于17日向北进军，认为“向北或是向南实施旋转运动到底是否有必要现在还无法决定”。在确信法军已经向西逃跑之后，该司令官寄希望于与敌人的后卫部队相遇，于是命令其部属“明天早晨向北前进，发现敌人并与作战”。但巴赞的胆怯与迟钝再一次给普军造成了混乱。普鲁士军队是如此想打一仗以便不让巴赞离开梅斯，以至于16日在雷佐维尔和马斯拉托之间进行了一次交战。不过他们又毫无章法地开始了另一次作战，就好像他们期望进行作战以取得巴赞无偿赠予他们的令其部队朝梅斯方向撤退的结果一样。[注：霍华德《普法战争》，168页，167页。]



　　在切断了法军的撤退路线并已经拥有了一旦敌人试图逃跑便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之后，18.8万名德意志士兵向战壕内的11.2万名法军发起攻击，当法军还击时战役便开始了。一名德意志军官报告说：“在整个战场范围之内，火炮在到处闪烁着火光并喷冒出团团烟雾。冰雹般的炮弹和榴霰弹，特别是后者还有一些小小的白烟，看上去很像一个个汽球，它们爆炸后还会在空中持续一段时间，算是对我方战争式问候的回应。从一片混乱声中能听到刺耳的机枪声，它淹过了作战的所有喧哗。”该日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友实施了数次攻击。其中一次进攻，从普鲁士一方来观察，披露指出：“成群结队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拥挤在深谷之中，其中一些在拥挤着向前线前进，其他人则随着枪炮射程的缩短、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向后撤退，受伤的和没有受伤的人员，有秩序的步兵和没有秩序的步兵在朝相反的方向涌动，搅乱在一起，炮弹在森林或树梢上爆炸后的回声和双方子弹从头顶飞过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团团尘埃使太阳黯然失色。”[注：霍华德《普法战争》，170页，172页。]



　　数量上占优势的普鲁士军队通过延长其战线并对法军右翼进行迂回，将巴赞赶至了梅斯的安全地域，这也是他所一直向往的地方。格拉沃拉特-圣普里瓦特会战再一次证明了防御的战术力量。当普鲁士禁卫军这支由近3万名步兵组成的精英部队排成战斗队形实施进攻时，在这支贵族禁卫军的士兵们以卧倒姿势向敌人还击之前的短短20多分钟里，便死伤了8，000多人，他们拒绝再向法军前线前进。法军打退这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对普鲁士卫队所造成的伤亡的大部分，是由于法军对其完美的后膛枪炮的运用所至。



　　此次会战从战略上看内容很丰富，它使普鲁士损失了2万人，使法军损失了1.2万人，双方人员的损失率都占其参战人员的10%多一点。巴赞立即退往了梅斯的安全地域之内。普鲁士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摩泽尔以东地区，巴赞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撤出梅斯城向东南方向前进；但是到那时，他没有一个撤退方案，于是他给皇帝发电报，称他的部队休息几天时间之后，将向西北方向前进，该方向有普鲁士军队的主力。但实际上巴赞并不想从梅斯向任何方向撤退。



　　因此，巴赞损失了一半的法军部队。这除了进一步说明“彼得原则”外，它也说明了巴赞在担任指挥重任时所表现出的完全的畏缩。他已经变成了法国人所称的“软蛋”。由于被责任和逆境所征服，他失去了采取决断的能力，仅仅想依赖熟悉的梅斯要塞以及它所能提供的临时避难场所。



　　毛奇立即组织对梅斯的封锁，向西派出一支部队。它与南面的第三军团军并肩行动，该军团在弗拉斯切维勒击败了麦克马洪之后，一直留在梅斯以南，没有参加围困巴赞的行动。毛奇指挥这两支部队向沙隆进军。






作战略图7.2毛奇的迂回行动



　　经过一阵犹豫不决之后，位于沙隆的法军决定，由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法军应该向梅斯西北方向推进，以解救不情愿离开的巴赞。麦克马洪所选择的是使他能够从铁路线上得到补给的路线，这导致他不得不绕道去梅斯，以便接应巴赞声称的但又不想真正实施的向西北方向的突围。认识到这一行动的危险性之后，麦克马洪希望率兵返回，但又不得不继续前进，因为他收到了来自巴黎的语气强硬的电报，警告说如果法军放弃巴赞就会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危险。麦克马洪于是继续前进，病魔缠身、十分疲惫的拿破仑三世也一同前往，但麦克马洪对这次行动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当毛奇查明麦克马洪的部队的行动方向之后，他利用了他位于原地不动的巴赞和正在推进的麦克马洪之间的内线，将其2个军团向右转向，令其向北推进以迂回敌人，将麦克马洪压迫至比利时边境。这一点取得了成功，由于法军三个方向的撤退路线均被敌人的军团所切断，另外一个方向的路线被比利时边境所切断，从而迫使法国皇帝和在色当的10万部队投降。2：1的数量优势，以及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很高，使这一任务简单化了，而这一任务对拿破仑一世在马伦戈战役中来说，由于兵力较少而倍感形势严峻。






作战略图7.3内线作战和迂回行动



　　麦克马洪很清楚他向色当进军的危险性，但在巴黎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上的危险性，却没能理解军事现实，命令其军队走向了毁灭。普鲁士军队再一次取得了可与乌尔姆战役相媲美的战略胜利。法国皇帝和法军的投降导致了帝国被推翻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以巨大的活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征招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军，给他们配备了最新生产和进口的武器。



　　随后的作战行动主要集中在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围困和法军解除围困的努力上。普军在封锁一个人口密集、层层筑垒和拥有强大守军的城市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要打退大规模的、虽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军的解围部队。由于巴赞在梅斯的17.3万人于10月底投降，普鲁士增强了对巴黎实施包围的部队的掩护部队；并增加了对付法军非正规部队对普鲁士交通线的攻击部队。1871年1月底，在食品补给消耗殆尽之后，巴黎陷落，以法国割让2个省给新德意志帝国并给予巨额赔款而换来和平。



　　法军为解除巴黎的包围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普军不仅拥有战术防御上的优势以抗击巴黎守军和救援部队，而且在训练和通过战役及战斗实践来提高军事技能方面，普军也占有优势。与这些训练有素、又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和指挥官以及在实施战役指挥中已经完善了其方法的参谋部相对抗的，是一些法国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由于绝大部分正规军都在梅斯和色当投降，法军极为缺少赖以组建新的部队的正规军骨干。除了使用水兵和退役军官之外，他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创建一支可以与训练有素并得到精确指挥的普鲁士有实践经验的老兵组成的部队相抗衡的军队。



　　正因为如此，在梅斯和色当的胜利便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早在2，000多年以前，一位无能的指挥官给了汉尼拔在坎尼消灭罗马军队的机会。但这场会战并未决定战争的结局，因为罗马又集结了新的部队，而且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都在继续反抗迦太基人。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普鲁士试图控制法国1/3的土地，它所应付的地域是汉尼拔所希望控制的意大利部分领土的一半。普鲁士军队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实施持久作战战略，因为它有几乎一百万军队。普军所拥有的部队足可以控制法国大片的领土以便取得其政治目标。同迦太基人一样，普鲁士所追求的目标也很有限；如果普鲁士人像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试图完全控制一个诺大的国家，并将一个普鲁士国王强加于法国人民的头上，那么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会与拿破仑所遇到的相同，其中可能包括从根本上转变兵力对比的反抗外国干涉的行动。




普法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概述




　　在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和法军之间的那些会战中，胜利者一方损失了其参战兵力的9.4%，而失败者一方损失的兵力超过了16%。这两个百分数与18世纪和拿破仑战争相比双方损失的数量显著减少。尽管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很大提高，普军大量的正面进攻以及对后膛枪的运用证明了战术防御力量有了很大增强，但人员伤亡呈下降趋势。良好的作战条令和训练，加之对战术的运用，是这些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普鲁士一方几乎始终在采取进攻行动，运用连级的小规模纵队以充分利用地形，并通常将其部署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进攻者很快就变成了散兵，前进是在其散兵线上的各部分散兵的一系列突击中进行的。这些进攻战术也被法军所运用，减少了部队在杀伤力更强的新式武器面前的暴露程度。进攻者一方也像防御者一样，由于后膛枪的运用使采取卧倒姿势以寻求防护成为可能。由于新式武器的采用以及它们为部队所提供的进行防护的更大的机会，导致了进攻和防御双方伤亡人数的减少。大量的训练、得到提高的协调、各分队间的密切配合使失败者一方的伤亡率也很低。



　　在普法战争中后勤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普军以及法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传统方式依赖农村。铁路虽然加快了普军的动员和集中速度，但却对后勤补给贡献很小。法国的各要塞对铁路线产生了阻滞作用，直到1871年1月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普鲁士才在德意志和对巴黎实施包围的部队之间开通了第二条铁路线。第一条铁路线于1870年9月下旬开始投入使用，的确对围困巴黎的部队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为其运送了攻城大炮，为轰击法国首都积蓄了弹药。



　　但对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友庞大军队的补给，则主要依靠法国稠密的人口和其巨大的农业生产能力。在庄稼收获的季节开始实施战役行动对毛奇的军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当时他们也面临给围城部队提供给养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普军士兵利用其农村生活的背景，自己挖土豆，收割庄稼并用小麦磨面。征用、采购和一些强行征敛的军税使法国的产品处于普鲁士人的支配之下。即使是当军队离铁路不远时，后勤补给部门也没能解决好在铁路所能运送到的铁路运输终点储存大量的补给品的问题，以及未能解决好如何向部队分发这些补给品的问题。



　　尽管膛线枪和火炮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但弹药的补给没有给后勤部门加重负担。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对轻兵器弹药的预算为每人56发子弹，比每个士兵携带的还少，火炮每门只消耗199发炮弹，这种消耗仅比炮手们所携带的和其他由军需运输队运送的多一点点。弹药的使用大体上保持了正常水平，而且没有加重后勤补给的困难。



　　这场战争的战略对拿破仑式的战略的表现，无论是在程度的提高上还是在时间的缩短上都超过了拿破仑所取得的成就。他在耶拿对普鲁士的胜利和对奥地利在乌尔姆的胜利与普军此次的胜利都有共同之处，但毛奇却是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两次这样的胜利。正如毛奇运用拿破仑式的、广泛分散部队以便有机会对对手实施迂回对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样，普军参谋部对规模空前的大部队的出色掌握和运用对战胜两支令人生畏的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数量上至少达到2：1的优势为这种战略迂回行动变为可能及轻而易举地实施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



　　但如果不是巴赞元帅表现出如此典型的无能、神经完全崩溃，以及无法承担指挥重任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失败。在殖民地战争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成功并不能说明该元帅适合于担当高级指挥官，尽管这些成功充分展示了他在指挥小规模部队中的勇敢和能力。缺乏战略上的足够锻炼和对大部队的指挥经验对巴赞狭小而不适当的成长背景无法起到补救作用。尽管麦克马洪元帅在色当的失败主要归结于决定一支军队战略的政治原因，但这位元帅应该放弃对部队的指挥权，而不应该率领其部队进行如此危险、注定要失败的进军。



　　法军在1870年的失败与其在18世纪的失败有明显的不同，在18世纪法军制定了1791年的条令。令人惊奇的是，多由趾高气扬的贵族组成的司令部指挥的皇家军队的表现远远比为有才能的人提升到高级指挥官位置打开方便之门的帝国军队要好得多。过多的胜利无疑使法国的军事和文官政府领导人骄傲自满和过分自信，而且缺乏对18世纪军队所拥有的那种理智的激情和普鲁士人对历史和战略的研究精神，这促使这支1870年缺乏适当指挥官的军队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拿破仑三世肯定会因这一戏剧性的失败而受到指责。但法军的这些弱点并不能说明普军没有取得巨大的胜利；即使是拿破仑和汉尼拔也需要有愚笨的对手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




美国内战中的战略




　　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的规模达到了西半球的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的战争中所运用的陆上军事手段的规模。为了争取独立，南方人或者称之为南部邦联一方建立了一支近30万人的军队。这使得缺少大量正规军的美国各州联邦或称之为北方联邦的一方，也创建了一支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最终超过60万人的现代军队。双方军队均由少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军官进行指挥，都可与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相媲美，双方将领的才能与拉德茨基或毛奇的军队中的将领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战争的作战行动不仅表现出了将领们对拿破仑式战争的完美把握，而且还出色地运用电报和铁路来控制和实施战略机动。有鉴于法军曾在1859年的战争中使用铁路进行后勤补给和向前线机动部队、普鲁士及法军也曾运用它来进行兵力动员和部队集中，美国人，特别是联邦军一方也使用火车来实施主要的战略机动。他们曾经3次使用铁路将大规模的部队运送到数百英里之外，以增援那里的部队和实施主要的进攻行动。铁路和蒸汽船能航行的河流为作战行动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手段。



　　南方邦联军在夏洛战役中首次实施这种机动，该战例详细地说明了在一个陌生的地区运用电报和铁路对部队进行分散和集中的方法。南方邦联军在作战中实施战略防御，而这一战役行动，与拿破仑在曼托瓦的围困行动中抗击武尔姆泽尔元帅的首次进攻十分相似。1862年3月，北方联邦军在西线的指挥官H·W·哈勒克(一位十足的拿破仑战争的学生)，派遣了一支由能力非凡的格兰特率领的部队沿田纳西河而上。哈勒克害怕南方邦联军会集中兵力对付格兰特，催促小心谨慎的比尔将军从纳什维尔加快行军速度以与格兰特汇合，并发电报给格兰特，告之如可能可发起进攻行动。与此同时，在西部的南方邦联军一方也开始在密西西比北部集中其分散的部队。



　　他们使用电报命令位于密西西比河、田纳西东部和阿肯色的部队向这里集中。与此同时，南方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看清了在比尔与格兰特汇合之前打击格兰特的机会，向位于查理斯顿、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部队发出了命令。所有这些部队都使用了铁路或是混合使用河道蒸汽船和铁路进行了部队机动，但阿肯色的部队除外，它到达得太迟了。规模最小且路途最远的来自查尔斯顿的部队虽然使用了铁路干线，也没能及时赶到。于是南部邦联军发起了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行动。



　　这些部队在格兰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集中到了他的周围，于4月初发动了突然进攻，即开始了夏洛战役。由于格兰特是背靠河作战，因此确保了翼侧的安全。南方邦联军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进行他们并不熟练的正面进攻。在战役的第一天格兰特故意拖延南方军队，第二天在已经到达田纳西河、位于格兰特下游仅几英里的地方的比尔的增援下，才实施了强有力的反击行动。



　　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用全部兵力的战略思想，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只有电报、铁路和蒸汽船才能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很显然，交战双方都对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都想利用新的交通和通讯方法来将其发扬光大。






作战略图7.4拿破仑在武尔姆泽尔第一次援救曼托瓦之前所面临的形势






作战略图7.51862年3月相似的战略形势






作战略图7.6拿破仑集中兵力对付夸斯多诺维奇






作战略图7.7南部邦联集中兵力对付格兰特






作战略图7.8拿破仑打退夸斯多诺维奇转而对付武尔姆泽尔






作战略图7.9如果南方邦联军在比尔与格兰特汇合之前就已将格兰特击败的可能结果



　　这些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方式证明对后勤补给特别重要。与欧洲相比，美国南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稀少，且其农产品主要为棉花和烟草。所以双方僵持的大规模部队极其依赖水上和铁路运输。



　　除了采用铁路和电报来为单一的作战线集中兵力之外，双方还都表现出了对诸如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的战略迂回行动的特别钟爱。虽然他们总是试图到达其对手的后方，但总是没有成功。不过并不是由于兵力不足而造成这种失败，因为战争的区域十分广阔，双方军队又都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的撤退。导致了所有这些行动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实施这种机动去对付一个十分警觉的对手所固有的难度。



　　美国北方联邦军队的格兰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为总参谋长，曾经两次成功地实施了这种机动行动。格兰特被证明是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战将，他知道如何使用有才能的部属。起初，他面对着一位据守维克斯堡的对手，该要塞位于密西西比河畔。格兰特恢复铁路交通线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不得不坚守水上通道。最后，他通过沿维克斯堡对面的河岸而下，在该城下游利用海军船队将部队运送到对岸，之后率军北上到达敌人的后方，完成了他的迂回行动。在这里，南方邦联军的司令官彭伯顿在与格兰特的部队经过一次交战之后，撤退到了维克斯堡，并将自己紧闭在城堡之中。如同巴赞在梅斯一样，彭伯顿在丧师失地之后最终也举起白旗了。格兰特称彭伯顿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给了南方邦联军应有的信誉，但这位北方联邦军的将军清晰的头脑和出色的指挥使这次战役行动成为战略迂回行动最成功的战例之一。






作战略图7.10格兰特对维克斯堡的迂回



　　格兰特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实施了另外一次迂回战役，当时他正在追击从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撤退出来的罗伯特·E·李将军的部队。由于无法摆脱格兰特庞大得多的军队，不能直接向其基地撤退，李不得不采取斜线运动，而这又使得格兰特可以利用总是处于李和他自己的基地之间的平行路线赶上他。之后，格兰特展示了美国人对骑兵作用的理解，将其骑兵部队派向前方，然后下马作战，迟滞李的部队。格兰特后来也运动到了李的前面，在阿波马托克斯小镇迫使对方投降结束了该战役。由于李是南方邦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并且他的部队规模也最大，所以和平也随之而至。



　　李自己也出色地掌握了战争艺术并在防御作战中灵敏地运用了战略迂回行动。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他通过威胁对手的后方而迫使其撤退。这三次战役行动，至少前两次都是李试图避免进行交战，希望通过机动在不造成交战所导致的伤亡的情况下迫使其撤退。



　　在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李推进到没有坚守这些地域所必需的交通线的地区，并在对敌防御中实施了很英明的迂回行动。在每次行动中，他对比他强大得多的对手的后方所造成的威胁都迫使敌人撤退。因此，李对敌人后方造成威胁的机动，实际上是一种袭击行动，起到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作用；它与古斯塔夫斯或华伦斯坦的袭击行动、或是法国国王对法兰克福的袭击以便将蒂利从马格德堡引开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李在防御以及进攻中对迂回行动的掌握，同他对内线的利用一样，由于具备了在战略上应用拿破仑在革命中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才能，使他成为美国内战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






作战略图7.11连续的迂回行动






作战略图7.12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的迂回行动迫使波普撤退






作战略图7.13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迂回行动迫使胡克撤退



　　在战术方面，双方军队也都从法国战争中受益匪浅，但美国人却在这里修改了这些经验教训。虽然双方参战人员拥有少量的后膛或带弹仓的连发膛线枪，但他们主要的还是给自己绝大部分部队装备了前装填枪。



　　随着战争的发展，不管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御一方，所挖的战壕越来越多。步枪的射程迫使士兵们在接近敌人时寻找掩蔽物，进攻者不断增加的易受伤害性和防御一方得到增强的安全性极大地增加了战术防御的力量。到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挖掘战壕，经常保持僵持的双方军队常常面对面地对峙达几周之久的情形，使人回想起旺多姆和欧根在卢扎拉的对抗。铁路的不断补给允许这些大规模军队长时间地对峙。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以工程学为主，双方的领导人都曾在此受过训，加之在该校所教授的条令理论，更加深了他们对野战筑城工事的重视程度。而这又是针对那些装备了步枪的威胁不断增大的士兵而做出的反应。因此，随着经验增加，提高了训练水平，双方军队要不是使用挖掘了战壕的营地的话，在外表上看上去同罗马军队差不多。



　　美国人完全避免了欧洲人认为重型骑兵在战场上仍能发挥作用的错误，他们这种洞察力来自于在森林密布的国家里骑兵较弱小的传统和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骑兵没法向装备了步枪的步兵发起攻击。尽管如此，双方都拥有大量的骑兵，南方邦联军的骑兵数量还超过了他们的对手。当与步兵作战时，骑兵通常是下马作战。通过给这些骑兵装备步枪以及手枪和军刀，美国人给他们19世纪的骑兵部队恢复了下马后的防御作战能力，这一能力在骑兵放弃了长矛之后就已丧失了。与长矛不同的是，士兵们可以把步枪挂在马鞍上，腾出手来去握缰绳和军刀或是手枪。



　　从战略角度上看，这些多功能的骑马步兵已经填补了轻型骑兵的作用。除了执行侦察任务之外，这些骑马的部队证明作为袭击部队价值不菲。南方优秀的骑兵部队对铁路的易受攻击性和军队对铁路的依赖性这些弱点利用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他们仅仅通过袭击对方的交通线便阻止了北方联邦军军队的主力部队的两次进攻。于是这些部队的命运同腓特烈的两支普鲁士军队成为奥地利元帅特劳恩和道恩的高超的后勤战略的牺牲品一样。



　　北方联邦军队虽然取得了战役胜利，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他们的装甲蒸汽船控制了可以通航的河流，但他们却在控制一个在地域上比法国、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加起来还要大的地区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除了受到骑兵的袭击外，他们还面对着充满敌意的老百姓，这些人实施游击战来破坏入侵者的交通线，北方联邦军不得不以1/3的兵力来驻守1863年就已占领的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于是北方联邦军队的持久战略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后勤战略：占领领土、通过剥夺兵源、农业及工业资源来削弱南方邦联军的力量。但与游击战行动和邦联军骑兵的袭击行动作战用去了联邦军太多的部队，从而使这一战略归于失败。从所占领地区的政治反抗来看，北方联邦军一方需要太多的军队。所以北方联邦军队从军事角度来看其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是很适当的，但无法满足政治形势所提出的兵力要求。而且尽管联邦军队所占领的土地比普鲁士后来在法国所征服的地区大得多，但他们却没有占领足够多的土地来实现其战争的目标：消灭南方邦联政府和废除奴隶制度。



　　1864年北方联邦军试图通过采取袭击战略，实施袭击而不是持久的后勤战略，来克服那些很明显无法逾越的单位空间内兵力密度不适当的障碍。这些袭击行动，旨在破坏向南方邦联军提供食品、衣物和弹药的铁路线。



　　第一次袭击行动由一支6万人的部队在聪明、富有创新精神、对政治十分敏锐的W·T·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下实施。他率领该部队从内陆城市亚特兰大行军250多英里，与位于大西洋海岸边的萨瓦纳的联邦军舰队会合。南方邦联军的司令官C·T·博雷加德开始时虽然不了解谢尔曼的意图，但却熟知军事历史，认为谢尔曼的部队控制亚特兰大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十分不妥，通过电报告诫下属要采取“费边体制”，并提醒他们说“汉尼拔占据意大利中心地区达16年之久，之后才被击败”。但谢尔曼和格兰特对形势的了解同博雷加德一样，只是采取一次袭击行动而已。这次袭击和随后的袭击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北方联邦军的陆军和海军最终封锁了沿岸各港口。长期以来，商船都能想方设法逃避联邦政府的封锁舰队进出这些港口。[注：《反叛战争：联邦和邦联军官方档案汇编，128卷》(华盛顿特区出版社，1880-1901年)第1套，第45页，第一部，第1218页。]



　　但北方联邦军的后勤战略从没有机会来展示其效能，联邦陆军也从未能检验其打击游击战的能力。虽然北方有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征服南方，但南方邦联军在其部队有大量士兵开小差逃跑，以及受到削弱的军队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却突然垮台了。北方联邦政府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做出了贡献，他没有对无条件投降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是邀请叛乱各州只要放弃奴隶制度，便可以不受任何政治惩罚地回到联邦政府中来。



　　虽然南方各州主要因为坚持保留奴隶制度而退出了联邦政府，但也认识到，继续斗争下去将会进一步损害种族关系。绝大部分黑人奴隶都对北方联邦军队表示欢迎，而且其中许多人很乐意加入北方进攻的军队。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特别是一场主要依赖游击战行动的战争，只能招致得到奴隶支持的联邦部队与南方人之间的争斗加剧，并摧毁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各民族的社会机构。袭击部队，特别是谢尔曼的部队也向南方人表明，如同谢尔曼所参与的那些战役一样，邦联已经失去了其领土的统一，而袭击者的劫掠拥有与传统袭击相同的迫使对方在政治上让步的效果。这种战略虽然在百年战争中没能打败法国，但却强迫法国国王做出让步。它在美国内战中也证明很有效，降低了南方民众的士气。



　　于是南方邦联投降了。奴隶制度几乎是造成双方分裂的惟一的原因，证明继续进行耗费巨大的争斗没有充分的基础，而这一斗争中的敌人除了对奴隶制抱有不同的态度之外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因为北方联邦军队所担负的军事任务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征服一个地域广大而且充满敌意的地区，这一使命比早些时候在美国革命中英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轻松多少。通过对对方的工厂、铸造厂以及铁路进行袭击，北方联邦军队采取了最为有效的后勤战略，它使其军队从必需占领敌国土的任务中解脱了出来，这一目标也是他们最初持久的后勤战略所难以克服的困难。袭击战略本应迫使南方邦联军将其主要军队划分成小部队，分散部署在邦联全境。北方联邦军也本不应该控制比它所占领的领土还要大的地域，并且本来有可能面临一种可与法国在西班牙所面临的相似的情况，但因为不必保持大规模部队以对付敌人的军队，所以使这种情况缓解了下来。



　　但南方邦联军放弃战争，使这些军事后果未能发生。联邦军队成功的战役行动及其在最后的袭击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比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还要好，那些胜利使他得到了波斯帝国；也比汉尼拔战胜罗马人的军事胜利还要重要，因为由于罗马的政治力量，它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两个反游击战袭击战略的战例




　　在19世纪，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保持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地位，对运用袭击战略或是游击战抵抗运动的对手发动了许多次战争。在该世纪末，他们实施了两次类似的战争对付拥有欧洲文化的民族。为了保持对其古老的殖民地古巴的控制，西班牙发动了一场这样的战争，以对付使用西班牙语和拥有西班牙文化背景的反抗者，而英国在运用持久作战战略打败了两个由布尔人这些荷兰定居者的后裔建立的共和国之后，在南非面临着游击战抵抗运动。两国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对其实施游击战的对手。这些对手以袭击战战法来袭扰占领军较弱小的各分遣队，还将其袭击予头指向铁路和其他后勤目标。



　　西班牙和英国均采取了阻止游击队运动的战略。西班牙人通过建立两条要塞和碉堡线将古巴分为三个区域。他们计划逐次在三个隔离区内集中兵力以取得超过游击队所必需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由于出现许多困难，包括最终导致与美国之间进行战争的复杂形势，使这一战略没能完成。



　　英国人在一个面积要大得多的、以平坦的牧地为特征的国家里，以更大的雄心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也同样是对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运用的方法的延续，同征服者威廉在英国的做法也很相似。技术熟练、积极活跃的布尔人几乎全都骑马，在12个月的时间内破坏英国人的铁路达250次。他们还实施了许多其他的袭击，其中包括在冲突初期的持久作战阶段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攻占了主要城市布隆方丹的自来水厂并据守达27天之久。对后勤战略这一强有力的运用迫使驻守在该城的英国部队使用被污染的水井，这成为随后由于伤寒而引起的死亡率成倍增长的主要原因。



　　英国做出反应，设置了多道横跨国家带刺的铁丝网障碍，并由相互间距离很近的碉堡进行保护，使这些铁丝网处于步枪的射程之内。他们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大规模的方案，制造了可以移动的铁碉堡，这些碉堡由20-30名士兵和劳工在一天内就可建立一个。最后，英国人共使用了9，000个碉堡来保护5，000英里的带刺铁丝网的网状系统，这些网状系统将一个广阔的国家分割成了许多隔离区。这些铁丝网的确有效地抑制了袭击者的行动，使扫荡各隔离区的机动纵队的行动变得容易得多，并俘获了许多游击队员。英国充足的资源，再加上向布尔人所提出的安抚性的政治建议，使他们得以征服布尔人长达两年的灵活而顽强的抵抗运动。



　　另外，英国和西班牙也对其敌人采取了后勤战略，他们的基地就设在这些强国所要征服的地区内。他们烧毁农庄和庄稼，赶走牲畜，所作所为同征服者威廉在英国北部进行的劫掠一样。但与威廉不同的是，两国在实施掠夺的同时还结合运用将友好的平民和妇女及儿童带进入营地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房的政策。虽然这些营地并没有充足的食品和住房，也受到了许多人道主义方面的指责，但这一做法的确使许多平民免受严酷的后勤战略之苦，由于能部分地保护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支持者免受这种后勤战略所固有的恐怖行为的影响，因而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欧洲的武器、军队和条令




　　从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武器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后膛枪改进成了带弹匣的步枪，步枪手通过操纵把手，可将子弹从能装5至10发子弹的弹盒中装入枪膛。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配备有经过改进的8发装弹弹匣的步枪，每分钟可向瞄准的目标发射16颗子弹。



　　1883年，英国投资商资助美国电器工程师希兰·马克辛发明了一种自动枪。这种“马克辛”自动枪，或称之为机枪，利用第一次射击所产生的后坐力来进行再次装弹并再次扳起机枪的击铁，每分钟可连续射击600发子弹。弹药由一个布的子弹带来装载，由于该机枪有连续射击的能力，所以马克辛式机枪上有一个冷水套以保持枪筒的冷却。虽然从本质上看该机枪是一种轻型、方便的武器，但由于装有冷水套和需要大量的子弹补给，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可机动的武器而不是一种便携式武器。因此各国军队给每个营只配备了很少几挺这种可怕的机枪，因为他们还有陈旧的营级火炮。






插图7.2马克辛式机枪



　　到19世纪末，火炮已经经历了变革。普法战争中的钢质后膛加农炮没有抗后坐力的缓冲装置，这也就是说火炮在射击时会弹跳起来，每发射一发炮弹还要重新进行瞄准。除此之外，这些火炮也没有安装有效的遮护板，因为在火炮射击时炮手们要从其旁边站开。到该世纪末，火炮拥有了抗后坐力的缓冲机，它是在压迫一个弹簧或气体并用液压减震器进行减震缓冲的基础上工作的。这将保持炮架的稳定，同时又允许火炮身管移动，于是抵消了射击时的后坐能量，可以不用再瞄准便可进行反复射击；炮手们也可以站在固定的火炮遮护板后面了。典型的野战火炮的口径为3英寸，每分钟可发射6发炮弹，在紧急情况下最多可发射20发炮弹。炮弹重量为15-18磅，射程为7，500码。除了发射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外，火炮还发射装有精确的、且十分可靠的定时引信的炮弹，使炮弹在远处的大片敌军上空爆炸，把暴雨般的小子弹倾泄在敌人头上。与步枪和机枪一样，火炮也采用了无烟炸药，从而提高了战场的可见度，并对正在开火的火炮的方位起到了隐蔽作用。



　　虽然火力的增强本应该加强战术防御的力量，但军事家却不这样认为。一些军事家忽视了毛奇对防御一方在火力战中的优势地位的重新肯定，却相信数量占优势的进攻一方的火力能压制住防御一方的火力。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既然防御一方需要较少的部队，那么各国军队就可以集中更多的部队用于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在1870年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迂回行动。他们认为，新式武器的更大射程和射击速度可在集中火力压制防御一方的情况下，使包围行动更为有效。没有人，如果有的话人数也很少，推想如果防御一方能够集中更多的力量用于迂回行动，那么各国军队则将需要更少的部队用于迟滞或阻止迂回的部队。



　　这种有缺陷的推理对欧洲各国军队出现迷恋进攻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认识到士气的重要性也在这种崇拜中起着主要作用。历史上有许多数量上占优势、装备精良的军队被那些对自己有能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并极力主张进攻的部队所打败的战例。罗马老兵们在几乎没遭受伤亡的情况下击败了许多数量众多但却缺乏作战技能和信心的军团。但许多人考虑到火力的增强这一情况，将这一很有价值的见解发展到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极端的程度。



　　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士兵具有更高昂的士气和战胜对手所必需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世界观是由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达尔文主义和一些不切实际的舆论所培养出来的。一些有思想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对此持有异议，并说明了布尔人和日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防御的力量。但进攻性条令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这一思潮的一位极端的热衷者还贬低利用内线来集中优势兵力，认为“18世纪那些计谋和策略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和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未来成功领导的实质是……快速而连续地进攻将用其强大的势能来摧毁所有抵抗”。[注：F·N·莫德《现代战略的演变》(伦敦出版社，1905年)，第126页。]



　　这一陈述颇有中世纪的味道，自然会对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抱有蔑视的态度。正像中世纪的典型指挥官，他们受比赛、锦标赛及骑士文化的影响，希望看到由骑兵发起正面攻击所进行的交战那样，许多20世纪初的军人受有效而且很重要的强调士气的做法的影响，受对得到增强的火力效果的曲解的引导和受到舆论的诱导而误入歧途，认为当交战双方使用相同的武器系统时，战术进攻比防御有更大的力量。虽然没有忽视18世纪迂回行动的谋略运用和在内线集中兵力的做法，但到1914年时，各国军队都在筹划如何在战争中采取进攻行动。



　　虽然各国的战术思想都源于普法战争中的经验，但在实现中很快就暴露出了缺点。由于指挥官们无法对由散兵发起的进攻进行控制，他们有继续保持营和连纵队作用的想法。对过去富有戏剧性的进攻行动的怀旧思潮也影响到了战术思想，如同相信一支深信自己的优势和得到更强烈的必胜愿望支持的无形的军队一样。军事作家们甚至还提到了突然袭击行动和使用刺刀的士兵相互进行厮杀场面。所以进攻战术以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古老的思想与普法战争的实践结合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继续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来实施突袭行动更能说明战术思想上的虚妄成分了。到了1914年，德国还给其骑兵装备长矛，而各国陆军由于认识到了火炮的重要性和得到完善的榴弹的效果，计划在进攻准备时实施炮火突击。



　　铁路系统的改进及其铁路线的延伸，增强了铁路对军队动员的影响，使之为大规模军队提供补给成为可能，从而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了后勤。虽然汽车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的效率，但各国军队却很少使用这种昂贵的、仍十分稀有的而且还不大可靠的运载工具，而是依然依靠马匹。自行车在花费不大的情况下，可增强步兵的战略机动能力。无线电报使分散的军队各分队之间的通讯成为可能，电话也提高了有线通讯利用率。各国军队都有一些飞艇和初级的飞机，虽然还不能满足在预想的广阔的战线上执行侦察任务的要求。



　　普鲁士参谋部的成就使得各国军队竞相采用相似的体制。虽然其工作效率不同，但所有参谋部都能对大规模部队运动进行控制并能协调他们在战斗的行动。其他国家也很快照搬了普鲁士的兵役体制，由职业军官训练招募的新兵，再加上其预备役人员，便构成了他们的现役军队。所有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有很大差异，但除英国之外的各国都效仿了这一成功的、花费不多的体制，拥有一支庞大的、经过完整训练的、由职业军官领导的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军队。



　　到1914年3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庞大的步兵部队，分编成许多师，每个师里面有12个营(见表7.3)。






　　德国和法国的军队可以在3周的时间内全部动员完毕并集中起来；俄国由于国家要大得多，则需要长一些的时间。以法国军队为例，除了步兵武器和马匹需要运输外，还有大约4，500门火炮，2，100挺机枪，19，000辆汽车和200架飞机。军队如果全部动员起来，所需要的预算按1984年的美元计算，平均每个军人每年200多美元，法国4，000万人口约人均每年30美元。新的兵役制度所创建的装备了先进的火力系统的庞大的军队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看到法国像其他国家那样保持了10个几乎齐装满员的骑兵师时，这种费用的低廉就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工业、农业和商业革命使这种大规模军队成为现实。铁路、蒸汽船和得到改进的公路状况使市场不断扩大，劳动力更进一步的分工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生产能力主要在得到发展的蒸汽动力、电力和得到提高的金属加工业的帮助下有了很大提高。技术和机械化使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劳动力在粮食生产中的效率得到提高。在18世纪末期时，西欧各国要保持占其人口3%的军队都感到负担过重，而在1914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财政状况的改善，使各国保持占其人口10%的军队的这一目标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在拿破仑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并被毛奇在战争中取得戏剧性的成功所验证的分散部署兵力的做法，继续作为一种标准的作战方法而存在。战略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到了1914年，各国的将军们都确信，所有战争都会在几次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之后迅速结束。相信进攻的力量进一步过分增强了对19世纪中期那些短期战争的战例的作用的认识。如果他们充分研究一下持久的美国内战的话，欧洲的军事领导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把美国内战看做是一场由业余军队进行的争斗，这些未受训练的作战人员不可能做出快速的决策。



　　1871年至1914年的欧洲军事思想，与18世纪理性主义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8世纪中期产生了吉贝尔和布尔塞特的思想以及1791年的法军条令。许多士兵似乎都忽视了以最小代价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则，忘记了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在作战中采取战术防御一方所拥有的传统优势。但1914年开始的战争表明，不管是新式武器还是强调士气，都没有否定以往的经验。




海上装备的革命及其在日俄战争中的运用




　　蒸汽、电力上的革命和冶金工业及其制造工业的提高对海上运输和海上作战的影响，同它们对陆地上的后勤和武器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大。实际上，无线电报对海上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为舰船同陆地及各舰船相互之间的远距离通讯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讯方法。



　　到19世纪30年代，航行的舰船开始采用蒸汽发动机，最初时是使用边轮式推进器推进，到后来采用了更为高效的螺旋桨。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大和发动机的效率提高，舰船可以很方便地装载足够的燃料，使舰船可以完全依靠蒸汽来推进。到20世纪时，蒸汽船已经取代了其他航海工具，承担了货物航运的绝大部分工作和运送乘客的全部工作，因为在这项成就中速度显得更为重要。蒸汽船航行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保持一定的速度连续航行，更是由于它们的航线。蒸汽船不是采取迂回航行的方法以使自己保持顺风或洋流的有利方向，而是使用最直接的航线。



　　蒸汽船速度的提高以及其更为直接的航线和运转的稳定性使舰船和舰队的行动变得十分神速，在推进领域里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在单位空间内的海军力量的密度。当与无线电报结合运用时，它为海上的各舰船传输通讯，方便了海上侦察和舰队的行动及集中，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的改变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所拥有的优势比以前更大。这一变化的结果完全可与由划船向使用风帆的转变相媲美，这也就意味着装备有无线电报的侦察舰船只需要对被封锁的港口进行监视即可，相信它们可以继续观察一支试图躲避开封锁者的敌舰队，并用无线电报召唤其大型军舰与企图逃跑的舰队进行交战。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蒸汽也使补给的问题复杂化，而这反过来又以与蒸汽推进恰恰相反的方式影响到了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依靠基地频繁进行燃煤的再补充也就意味着舰队有相当一部分舰船要致力于往来于补给基地之间进行燃料补充的工作。虽然在完成此项工作时比帆船要快得多，但蒸汽船很明显对基地的依赖性要比帆船大得多，因为后者根本就不装载燃料。这样一来，由于在专门的港口分散了舰船数量，使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反倒降低了。于是基地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因为在远离己方基地的海上作战给一支占有优势的海军所造成的兵力的急剧减少，比使用风帆的时代还要严重。



　　这些同样的因素还限制了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活动，使它们向海上逃跑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商船也装配了无线电报，确保了掌握制海权的海军的巡洋舰从受害船最后发出的通讯联络中可以得知到哪里去搜寻这些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另外，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也发现，蒸汽机的使用已经剥夺了其在风帆船时代所具有的不依赖基地和补给的独立性。这不仅使它们更加依赖己方的港口，而且为占优势地位的海上强国了解其下落提供了机会。



　　铁以及后来的钢为水上运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另外一个源泉。铁制船在某种强度下重量要轻一些，而且证明更坚固耐用，维修起来花费也要少一些。造船工程师甚至用铁制造了帆船，在设计运载货物的船只时研制了一种节能货船，它利用风力代替燃料慢速航行，从而使成本降到了最低。性能良好的操帆机械装置使船员人数减少，同时使帆船在某些服务领域还很有竞争力。铁路弥补了陆地和水上运输之间的费用差距，但水上运输还是拥有很大的优势。



　　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军舰产生了影响。当各国海军刚刚给其军舰和护卫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快速帆船)加装了辅助的蒸汽发动机时，火炮上的进步便促成了军舰制造工程的革命。膛线火炮和一种爆炸式炮弹的发明意味着弹头可以穿透木质船体并在船内爆炸。这一变化，再加上火炮的射程更远、射击精度更高，使过去的战舰很容易受到摧毁。木质的船弦虽然在吃水线的地方厚度要大一些，但还是无法再满足保护军舰的需要了。1859年，法国启用了一艘吃水线以及部分弦侧被厚达5英寸锻铁装甲片保护起来的军舰。除了金属装甲和蒸汽发动机使其航行速度达到13节之外，它与以前的军舰没有什么区别。英国也做出反应，于次年造出了类似的军舰，但整个船体都是由铁造成的。两国的军舰都有足够厚的装甲来抵挡当时所有火炮的打击，但军械工程师很快就生产出了威力更大的火炮，而造船工程师又给军舰加装了更厚的装甲。



　　在随后的30多年里又进行了许多实验，装甲战船上的火炮的威力越来越大，装甲也越来越厚。设计人员改进了装甲的质量，开始时是在硬性、脆性金属板上背衬一层软性、韧性锻铁片，后来是将一层硬的金属板粘贴在一层弹性钢片上。最后，到19世纪末，炼钢工人生产出一种单一的金属板，其表面是硬性金属，不过其中碳的含量逐渐减少，到背面时就变成了能抗爆裂的弹性钢。造船用的金属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什么变化了。



　　后膛火炮成为海军的主要武器，新式后膛可以迅速打开和关闭而且密封很好。缓燃炸药在炮身加长后用途更大，这些炸药可在相对稳定的压力之下给弹丸一个连续的推力。由于提高弹头的速度比提高其重量更能穿透装甲，所以火炮的口径开始变小但炮身变得越来越长，这样便可以提高炮弹的速度和增强穿透力。设计用来穿透装甲的用上等的淬火钢制造的弹丸，所携带的炸药虽然不多，但仍是非常可怕的，里面安装的引信使弹丸在穿透装甲后才爆炸。



　　设计人员在转动炮塔或固定炮塔上安装了大型火炮，这些炮塔均装有装甲护罩，大炮可在其中移动。这些火炮可以旋转射击，最大的旋转弧度为整个圆周。战列舰开始在其船弦的暗炮台上安装较小的火炮。到该世纪末，发射100磅重的炮弹的口径6英寸的火炮以及口径更小的火炮，每分钟可发射6发或更多的炮弹，大型火炮使用重型弹药和较笨重的爆炸装药，所以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炮弹。



　　到这时，被称为战列舰的新型战舰的排水量在1万到1.5万吨之间，是上一个世纪的木质战船的排水量的5倍。英国的军舰装备了4门口径为12英寸、发射870磅重的炮弹的火炮。这些战列舰上在舰首和舰尾的炮塔里各安装了一对此种火炮，使军舰可有2门大炮向前或向后射击，有4门向船弦方向射击。这些战列舰上还在炮塔里装有12门口径为6英寸的火炮，每侧船弦6门。厚达12英寸的装甲被用来保护大型火炮，而小型火炮则由6英寸的装甲来防护，吃水线部位的装甲厚度为12英寸，其后面还加装了第二层1英寸或更厚一点的倾斜金属片。船弦的装甲没有一直延伸到船头和船尾，但却覆盖到了炮塔所在部位，以便对弹药仓和发动机进行保护。



　　战列舰的航速为18节，能够完成由数艘排列成线式队形战舰的任务。这些战列舰的设计是用来实施船弦对船弦作战的，火炮射程的增加防止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运用的垂直接近的方法。如果实施进攻的舰队以垂直的方式接近横排成一线的防御舰队，那么它只能使用其一半的火炮。如果防御一方的舰队在6，000码的距离上射击，那么进攻一方便不得不面对10个舰弦上的火炮的射击，而自己只能用比这个数目少一半的火炮进行还击。海军将领们认识到，虽然各军舰仍安装了撞击角，但它们还是要回到平行线式队形上进行作战。安装在固定炮塔或是转塔上的火炮可以进行非常斜角度的射击，使呈横排一线的各军舰上的绝大部分火炮，如果不是所有火炮的话，可以向以垂直队形或是以首尾相连的方式实施攻击的敌军舰进行瞄准。这种在远距离上可以集中火力的能力不仅能够消除敌人的此种攻击，而且还使海军将领们希望能够有机会率领其舰队切断敌舰队的先头部队，并在那里集中众多军舰的火力以打击敌先头的战列舰。



　　与木质帆船时代护卫舰(快速帆船)及一些更小的舰船是战列舰缩小的复制品一样，在蒸汽和钢铁时代较小一些的军舰叫做巡洋舰，除了从向两个舰弦向下弯曲直至吃水线以下的部分使用装甲以对发动机和弹药仓进行一些保护之外，它们在其他部位没有使用装甲。虽然没有装甲炮塔，但巡洋舰将其火炮安装在位于甲板上的带有护罩的旋座式固定炮架上。巡洋舰的航速为21至23节，其体积从2，000吨到几乎与战列舰一样庞大。所装备的火炮以口径为4英寸或6英寸的为主。



　　在世纪之交，另外一种新型的中型军舰——装甲巡洋舰变得十分重要起来，其排水量从8，000吨到比战列舰体积还要大不等，其装甲厚度只有战列舰的一半，能够抵御对方巡洋舰炮火的打击。这些巡洋舰上的火炮口径为10英寸，同战列舰上的火炮一样，安装在固定炮架和暗炮台上，可摧毁敌巡洋舰。设计人员通过将这些大型军舰设计得相对狭窄一些并为其配装更大的动力，使其航行速度同小型巡洋舰一样。



　　比巡洋舰小一些的鱼雷艇主要依靠自己的速度和鱼雷。鱼雷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其体积跟一艘小船差不多，长度可达20英尺，利用压缩空气或蒸汽在水下预先设定的深度航行。它可以瞄准1英里之外的军舰，航行速度为25节或更快，攻击敌军舰的吃水线以下部位，并引爆大量的炸药。由于它是对军舰的水下的薄弱部分进行攻击，所造成的威胁十分严重，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海军曾考虑主要依靠鱼雷艇作战。小型军舰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攻击大型军舰，并有很大希望取得成功。



　　但这些鱼雷艇导致了鱼雷艇驱逐舰的出现，其速度同鱼雷艇一样快，只是体积大一些，装有摧毁鱼雷艇的大炮。到19世纪末期，鱼雷艇驱逐舰(简称为驱逐舰)已经同鱼雷艇融合在了一起。它体积增大，比巡洋舰小一些、速度快一些，但不如巡洋舰那样更适于航海。驱逐舰已经部分加入巡洋舰，用于执行舰队的侦察任务和作为贸易航线的保护者。不过所有的军舰，包括战列舰，都携带鱼雷。



　　海军结构的整个革命和从风帆船到蒸汽、从木质到钢质的转变都是在各主要海军力量的新型军舰没有进行相互交战的情况下发生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目睹了交战中的新式舰队，该战争表现出了海上作战中内线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当时日军的战略位置使之得以击败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俄国战列舰舰队。



　　在冲突刚开始时，俄国除了被限制在黑海的几艘战列舰之外，拥有14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均装有10或12英寸的火炮。这些设计良好、装甲很厚、数量上占优势的军舰，使俄国对日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日本只有6艘军舰，比俄国的军舰要更新一些、速度更快一些、体积也要大一些，并均装配有12英寸火炮。



　　日本在俄国有7艘军舰位于波罗的海、7艘位于他们在满洲的基地旅顺港时发动了战争。俄军这种部署正好将日军舰队置于了俄舰队的两部分主力舰队之间。日军于1904年2月宣战之前突然向位于旅顺港的俄军舰队实施了鱼雷艇攻击之后，立即取得了在远东地区的海上优势。此次攻击的结果是，3艘俄军战列舰暂时失去了作战能力，并使日军可以利用位于日本和朝鲜的邻近的基地封锁俄军的分舰队。



　　由于能够利用其中央位置以集中兵力对付俄国的亚洲舰队，日本人试图在波罗的海的俄国军舰到达之前将其消灭。日本陆军通过运用一种类似于亚历山大对付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为完成此项任务提供了主要的手段，且日军所掌握的制海权为日本陆军完成此任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除了确保通过海上提供充足的补给之外，日本海军如同马拉松战役中的波斯舰队，可以为其陆军提供选择登陆地点的主动权，而且丝毫不必考虑俄国人会渡海向位于朝鲜或他们国家岛屿上的日军发起攻击。






地图7.1日俄战争中的战场



　　日本有一个军团在位于旅顺港口地与满洲大陆之间的旅顺港半岛蜂腰部登陆，因而切断了该基地与俄国各主要集团军的联络。之后日本的集团军包围了旅顺港，并在占领该港之后摧毁了在那里的俄国舰队。在日本军团缓慢行动与反包围的强有力抵抗进行作战并进攻俄舰队的基地时，日本的战列舰也向港口进行轰击以摧毁更多的俄军舰，甚至试图通过在港口的水道上沉没自己的军舰来封锁俄国的小舰队，并在港口外面布下水雷。与此同时，俄军聪明过人、精力旺盛的指挥官马卡罗夫海军上将，也在刻苦地训练自己的分舰队，使其作战技能达到可与日本舰队相媲美的水平；这位海军上将准备以这种方法在完成受伤军舰的修复工作之后与日本进行交战。



　　很快俄军的海岸炮迫使日军放弃了炮击，而且所有的日军沉船都没有阻挡住港口的通道。俄军的防御者再一次证明了海岸防御工事对海上进攻的传统优势。只有雷区发挥了作用。4月份日军的水雷炸沉了俄军一艘战列舰，600名官兵阵亡，其中包括无法替代的海军上将马卡罗夫。他的继任者，有能力但却很悲观的海军上将维特杰夫特保持防御态势，集中力量利用舰队协助其陆军进行防御行动，以抗击围攻的日军。



　　海军上将马卡罗夫无疑会充分利用俄军水雷战中那令人难忘的胜利，5月15日双方交战仅几分钟便有2艘日本战列舰被炸沉。随着日军第3艘主力舰沉没和俄军3艘受伤军舰的被修复，俄军便拥有了以6艘对4艘的战列舰优势。但维特杰夫特海军上将一直到8月才开始采取行动，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对旅顺港形成了包围，他感觉到为了挽救舰队他不得不撤离。于是日本陆军的包围迫使俄国海军进行交战——正如围攻部队传统上给救援部队施加巨大压力以迫使它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来解除围困一样。由于在满洲的俄国各集团军没有为旅顺港解围的能力，那么这位海军上将只能冒险进行此次会战了。



　　除了在主力战舰上处于劣势外，日军如果要利用其内线以阻止敌人两支舰队的汇合就必须进行作战。要是允许俄国人向北驶向其安全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么就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的压倒优势，因为维特杰夫特可以在那里安全地等待俄国正准备派往远东地区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如果拒绝交战，那么就会形成俄国掌握制海权和切断在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各军团与其日本基地的联系的第一步。如果想在晚些时候再与波罗的海舰队交战，而又要封锁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么日本将会面临的形势同维尔纳夫从西印度群岛驶来时科尔德将军在费罗尔港附近所面临的形势一样——而且还没有可能将帆船舰队吹散的盛行风的优势。通过利用其内线，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集中兵力对旅顺港分舰队进行打击。日本陆军付出巨大代价的包围和攻击行动尽到了应尽的职责，海军必须将俄舰队赶回旅顺港并将其尽数歼灭，最终使该港口陷落。日本海军出色的指挥官东乡平八郎海军上将以及他的政府都完全了解这一战略形势并知道它需要什么。



　　为了补偿主力舰的不足，日军战舰中增加了4艘装甲巡洋舰。这些速度快但体积小的军舰上的火炮威力小，装甲厚度薄：其中3艘各装备了4门8英寸火炮，1艘装备了2门8英寸火炮和1门10英寸火炮。日军战列舰上各装备了4门12英寸火炮，而俄军的4艘主力舰上各装备了4门12英寸火炮，另外2艘则各装备了4门10英寸的火炮。由于10英寸火炮的炮弹的重量是8英寸火炮的2倍，而12英寸火炮的炮弹重量是它的3倍，所以装甲巡洋舰上的火炮既不大可能穿透大型军舰上的装甲，也不可能穿透巡洋舰上的装甲，虽然其装甲厚度还不及战列舰上的一半。而战列舰上的装甲抵御敌舰队的重型火炮穿透力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1904年8月10日，俄国分舰队驶出港口。中午12点30分时两支敌对的舰队可以相互看见对方。经过一些复杂的机动，由于日本分舰队的航速要快一些，东乡平八郎将军试图横穿俄舰队薄弱的先头部队，但后来发现自己却在俄舰队的后面，一无所获。于是东乡平八郎将军以平行航线追赶上维特杰夫特将军并于下午5时30分在8，000码的距离上开炮射击，这一距离对所使用的火炮和火控装备来说有点太远，但却对俄国人有利，因为他们大型火炮的数量多。



　　经过1个多小时的交火，这场战斗似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日本的射击效果比俄军要好，正因如此，再加之火炮数量占有优势，所以命中的目标要多。但维特杰夫特将军的各军舰上很厚的装甲对这些炮弹起到了防护作用，与此同时俄军的穿甲弹却摧毁了日军舰队里17门重型火炮中的5门。由于日军火力只消灭了俄军舰队里23门重型火炮中的4门，所以俄军重型火炮的优势，按照兰彻斯特后来所推理的，似乎是在逐渐累加。



　　但后来日军2门12英寸火炮击中了俄军的旗舰的控制台，将该海军上将击毙，毁坏了船舵，使该舰开始旋转。俄军分舰队由于其旗舰的这种古怪行动而陷入混乱之中，纷纷逃跑，除了受伤的旗舰之外都逃入了旅顺港。俄旗舰则驶进了一个中国港口。东乡平八郎将军在将敌舰队赶回到了其陆军的包围圈之后，除了出动鱼雷艇实施了无效的攻击之外，没有采取行动去摧毁逃跑的俄军舰。他没有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光线中去延长战斗，拿自己失去了就无法再弥补的战列舰去冒险，而是像拜占庭的贝利萨利乌斯[投笔从戎注：另译贝利撒留]早已提出的劝告那样，很满足于摘取这一战略果实，保留下自己的舰队准备同来自波罗的海的俄军舰进行无法避免的交战。东乡平八郎将军无疑将自己的小心谨慎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之上，即日军依靠水上交通来实施其在亚洲大陆的战役行动，可能在海上输掉这场战争；而俄军则不会。



　　受到削弱的俄旅顺港分舰队再也不敢冒险出海，12月份处于日本陆军的攻城炮的火力打击之下，次年1月饱受轰击的俄剩余军舰和俄陆军一起向日本陆军部队投降。



　　波罗的海舰队直到1905年5月才到达，它完全不是举世无双的东乡平八郎将军的那些得到重新修复的军舰和饱经战争洗礼的官兵的对手。另外，在试图加强该分舰队的一项错误做法指导之下，俄海军部广泛收罗海军“古董”的做法反倒加重了其舰队的负担。所以当部分这类古董加入舰队到达远东时，让一位目击者联想起了“一群猫头鹰被从森林中轰出来后飞入强烈的阳光之下”的情景。另外，派出如此众多的军舰又过分分散了有作战技能的海军人力资源，致使连其最好的军舰上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水兵，因此舰上炮手的熟练程度和其他作战技能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注：查尔斯·莫拉《海上二万里：拉兹德斯特温斯基将军的长期漂泊》(美国海军学院学刊(1955年5月)，第570页。]



　　当从其侦察船的无线电中得知了俄舰队的方位和航线之后，东乡平八郎将军将所有8艘装甲巡洋舰全都编入舰队的作战队形之中，并在对马海峡与行动迟缓的俄舰队相遇。于是他利用自己舰队较快的速度迫使敌人进行2天的残酷交战，并完全击败了俄舰队，击沉6艘战列舰、俘获2艘。交战是在4，000至8，000码的距离上进行的。日本海军利用了自己的内线，首先击败了敌人一支舰队，之后又打败另一支，不过其陆军在消灭旅顺港舰队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日俄战争并没有影响到热衷于进攻的欧洲各国陆军的思想，但各国海军却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英国把在远距离上进行交战的双方舰队平行的线式作战队形看做是对他们的观点的肯定，于是得出了最有影响的结论，即更加努力地实施他们业已进行的、改进火炮射击技术的工作。长期以来各国海军就依靠火炮射击方法，木质军舰通常就依靠每个炮手的火炮瞄准技术。但如果炮手在较远的距离上从一个移动中的、左右摆动、前后颠簸的平台上瞄准一个移动的目标，这就远远不够了。为了能够发射集中控制的齐射火力并可尽可能多地观察和校正其火力，英国引进了一种军舰，即“无畏”号，它在一个舰弦便可以用8门12英寸口径的火炮进行射击。如果每次齐射只用一半的火炮，那么“无畏”号要比在一个舰弦仅有4门火炮的军舰校正瞄准的次数多一倍，或者是在每个弦侧比它们发射的炮弹多一倍。到1914年，所有国家的海军都采用了“无畏”号这种类型的军舰，并在他们的大型军舰上装备了集中瞄准和集中控制的火炮系统，这些火炮还得到了计算器的辅助，并依赖安装在坚固桅杆上的作用很大的测距仪。它们可以观察其齐射火力的落点，并在每一组炮弹着地后校正其射击。



　　英国还断定口径为6英寸的快速射击火炮在装甲战舰之间的远距离作战将无用武之地。所以在“无畏号”上他们取消了这些火炮，只保留了一定数量的3英寸火炮以对付鱼雷艇。其他国家的海军也像英国一样，开始一直是不断扩大其携带的小型火炮的数量，后来终于学着英国人的方法，将小型火炮的作用降至为对付从鱼雷艇和驱逐舰上发射的鱼雷攻击。



　　与此同时，英国还引进了一种新型军舰，战列巡洋舰。与“无畏”号一样，它以更大的大型炮群的形式集中使用其火力，这样可以取得更多的大型火炮射击技术的优势。有别于其装甲巡洋舰上装备了口径为6英寸、7.5英寸和9.2英寸的火炮，新型战列巡洋舰上装备了口径为12英寸的火炮。但由于英国在其战列巡洋舰上所使用的装甲厚度同装甲巡洋舰一样，他们还有一些军舰没有安装装甲以抵御类似的军舰上的火炮。这种新型军舰使装甲巡洋舰被逐渐淘汰，并使英国只要拥有这一种战列巡洋舰便可以处于优势地位。但与德国的竞争也随之开始，德国人在其战列巡洋舰上所安装的装甲几乎和战列舰上的一样厚。






插图7.3大型战列巡洋舰H.M.S“猛虎”号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0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此次竞赛中，战列舰的体积增大了60%，英国最后在其战列舰上安装了可发射1，920磅重的炮弹的口径为15英寸的火炮。但这一竞赛还不包括可潜入水下的鱼雷艇或称潜艇。这种舰艇可通过将水灌入水柜而沉入水下，通过压缩空气将水排出便可浮出水面。虽然最初是法国对这种潜艇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给英国的封锁分舰队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各国海军都竟相建造自己的潜艇。为了与他们要建立最强大的海军的政策相一致，英国拥有最多数量的潜艇，法国紧随其后。



　　潜艇到1914年时已经很完善了，一艘潜艇的排水量可达几百吨，可携带十几条鱼雷，可向瞄准的军舰同时发射4条鱼雷。它还配有一门口径为3至4英寸的火炮。在水面上航行由柴油发动机推进，最高时速为12节，在水下时由蓄电池推进，最快可以9节的速度航行很短一段时间，蓄电池要在水面上时由柴油发动机充电。潜艇可下潜至200英尺深的水下，但在作战时则必须上升至水面附近，以便于使用潜望镜发现目标并为鱼雷瞄准。



　　尽管各国海军对如何攻击潜入水下的潜艇一筹莫展，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潜艇，虽然改进型的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在水面上进行较长时间的巡逻，在海上呆两星期。潜艇的战术是在水面上巡逻时发现目标，之后潜入水中发起攻击。但由于它在潜入水下后速度会更慢，而且从被攻击的军舰上可以看到来袭的鱼雷，此时军舰可以改变航线，所以大部分国家的海军当局都认为，潜艇不会发挥太大作用。














	

 






	















	







	







	









 





	


	







	








	




	


第08章 防御的巅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德国在内线集中兵力和迂回法国的企图




　　1914年，英国、法国、俄国与德国、奥地利开战。当时，欧洲各国的陆军都拥有极优秀的参谋机构以及基本上相同的武器和条令，只有英国职业军队的规模很小，而且既没有保留相当数量的预备役部队，又没有保留一定规模受过训练的民兵部队。但是，英国陆军在法国和比利时进行的一些战役中展示出了只有一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队才能拥有的较高素质。然而，在德国人的眼中，英国军队与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军队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当有人曾经问到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假如英国军队在德国军队防守的海岸上登陆，德国军队将如何行动时，据称，俾斯麦首相自信地回答说，德国军队将会俘虏所有的英国登陆部队。



　　英国既拥有威力巨大的野炮又拥有性能良好的榴弹炮，这两种炮能够进行高角度射击，在围攻战中的作用特别巨大。法国的野炮在某些方面要优于英国的野炮，比如法国75毫米口径野炮的重量就不到英国的2/3，但法国陆军还装备了一些威力巨大的新型105毫米榴弹炮。德国野炮的射程和威力不如英国和法国的野炮，而且德国榴弹炮的性能相比之下也不如英国和法国的榴弹炮，但德国却拥有数量巨大的105毫米榴弹炮。无论如何，各国陆军拥有如此强大的火力，使它们在武器上的差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尽管所有的参战国都拥有令人生畏的火力，但各国都计划采取攻势行动，而德国人却制定了最周密的行动计划。德国人的计划名叫“施里芬计划”，是以制定这一计划的德军总参谋长的名字命名的。该计划准备利用德国与俄国、法国之间的内线，首先集中兵力对付法国，同时由奥地利阻击俄国部队，使俄国部队无法接近。该计划的成功还取决于一点，就是俄军的规模很庞大，动员速度慢，因而，在德国打败法国之前，俄国人不能将其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作战，而德国人则可以在打败法国之后，利用铁路重新集中兵力来对付俄国。



　　为了打败法国，施里芬需要实施一次规模庞大的迂回行动，这样规模庞大的迂回行动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拿破仑在乌尔姆战役中实施迂回行动时，其迂回部队的兵力不到20万人，而德国人却设想使用总兵力达100万人的5个集团军去实施迂回行动。在德国实施迂回行动的这5个集团军中，有4个集团军需要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德国计划用一个集团军从巴黎以西实施包抄，另一个集团军从巴黎以东实施包抄，剩余的3个集团军将从侧后包抄巴黎。从巴黎侧后实施包抄的这3个集团军需要先向西运动，而后向南行进，最后再向东进军。就像拿破仑对付麦克和费迪南德大公一样，德国人也想要达成战略突然性，他们的意图是让这5个集团军迂回到法国人的后方，迫使法国部队为恢复他们的交通线而沿法德边境发动攻击。德军参谋人员认为，法国部队在东部战线将面对德国的数个集团军和要塞，而在法国部队的后方又是迂回过去的占德国总兵力3/4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将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但是，德国人的这项计划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难题。首先，巴黎是一座大型的筑垒城市，因而是德军迂回部队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其次，德军迂回部队中人员和马匹的数量巨大，所需的给养需要长期依靠铁路线顺利地从德国经比利时运入法国，因为，德军完成这次战役任务所需的巨大数量的人员及众多的马匹，即使是富饶的法国也难以维持它们。



　　然而，法国人在指挥官方面却具有优势。德军的总参谋长是66岁的毛奇，虽然他继承了他著名的叔叔老毛奇的名字，但是，他却缺乏老毛奇高超的指挥才能。毛奇是一名仔细的参谋军官，他对“施里芬计划”进行了修改，缩小了德国迂回部队的规模，使德国迂回部队的规模更与德军的后勤补给能力相一致。法军的总司令是约瑟夫·霞飞，霞飞当时已经62岁，是一名工兵出身的指挥官。在法国占领廷巴克图期间，霞飞曾在塞内加尔参与修建铁路。当时，军衔还是少校的霞飞奉命指挥一支法军小部队向廷巴克图进军，虽然他已经知道法国在廷巴克图的独立分遣队已被打败，而且其指挥官也已经被打死了，但他依然果敢地率领部队继续前进，沿尼日尔河向上游前进了将近500英里，恢复了当地的形势，巩固了法国对廷巴克图的统治。此后，他除了被任命为工兵部队指挥官外，还被任命为战斗部队指挥官。因而，与巴赞元帅一样，霞飞曾在法国的许多殖民地服役，但除此之外，肥胖的霞飞在其他各方面总是作为巴赞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整个战役期间，霞飞在面对逆境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果敢和冷静，这是一名肩负着重要职责的指挥官通常必须具备的性格。与毛奇一样，霞飞拥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参谋机构。






作战略图8.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迂回运动



　　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法国和德国陆军均已被动员和集中起来。德军越过了比利时，其强大的陆军征服了弱小的比利时职业军队，使用305毫米和420毫米攻城迫击炮摧毁了比利时的要塞。法国人也完成了他们在边境集中兵力的行动，而且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为了夺取主动权和收复于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领土，法军发起了攻击。当德国人挫败了法国人的突击以及法国人抵挡住了德国人的反击时，防御增强了的力量首次在这里向世人展示了它的威力。一个法国外籍军团正规师曾经发起一次不成功的冲锋，当该师在一座桥上被榴霰弹火力切断了退路时，这个共有1.7万人的师损失了1.1万人。



　　8月份第3周初，当霞飞在边境的攻击行动遭到失败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德国人经比利时实施的迂回行动的严重性。法国人曾预见到会有这种可能性，并且已经派驻了法军第五集团军来保护他们的左翼。第五集团军下辖8个步兵师，每个师辖12个营。另外，英国远征军的4个正规步兵师已经在法军第五集团军的左翼占领了阵地。然而，虽然霞飞又向第五集团军增派了3个师，但是，这些部队显然很难抵挡住德国的迂回部队。



　　德国人把他们迂回部队的5个集团军从右翼向左翼依次编号为第一到第五集团军，左翼的两个集团军是德军第五和第四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的正面是法军第四和第三集团军，法军这两个集团军与法军第五集团军相邻并保护着法军的翼侧，德军第五和第四集团军成功地击退了法军第四和第三集团军的攻击。德军剩下的3个集团军从比利时迂回过来后，很容易地就击退了法军第五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在这种情况下，霞飞不得不命令部队向西和向南撤退，由英国远征军抵挡德军第一集团军，法军第五集团军抵挡德军第二集团军，而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法军第四集团军，在德军第三、第四集团军进攻之前退却了。






作战略图8.2霞飞展开的战略机动



　　与此同时，法军的这位总司令还将更多的没有骨干队伍的法国部队投入了战场，利用铁路将法军部队从右翼运动至左翼。虽然霞飞缺少兵力作为预备队，但是，他还是在那些没有陷入与德军纠缠作战的法军部队中设法组建了一些预备队，而且与拿破仑在首次曼托瓦防御战中的做法一样，及时地将预备队召唤到法军受威胁的部位。



　　霞飞将他的反应建立在重要的战略机动能力基础之上，而这种战略机动能力是由于他拥有极好的法国铁路才得到的。尽管德军迂回部队在前进道路上发现的只是被破坏了的铁路，但霞飞却利用铁路新组建了一个集团军，即法军第六集团军，他将该集团军配置在巴黎。因而，完好无损的法国铁路为这位正处于守势的法国将军提供了战略进攻部队，他也就准备利用这个能力去实施一次反攻行动。一般来说，战术进攻部队既要有更好的机动能力，又要有能力不停顿地投入作战，向敌人的翼侧或者后方发动攻击，比如骑兵部队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但是，在一次只有战略目的的行动中，进攻部队只需要拥有更好的机动能力就可以了，因为只有在战术环境下才需要部队进行快速部署。为了实现战略力量的集中或者到达敌人的战略翼侧，像铁路之类的运输工具所提供的强大机动能力就能满足要求，并能形成相应的优势，然而，在战术环境下，仅有这种优势还不够，还需要部队立即实施攻击来迅速地利用这种优势，而不能因为需要周密的部署部队而延误战机。



　　当规模庞大的德军迂回部队迅速地向前推进，追赶正在撤退的法军和英军部队时，德军迂回部队转向南前进，超越了德军所有位于巴黎东侧的集团军，而恰恰就是在这里，他们把法军新组建的第六集团军留在了他们的翼侧。因而，由铁路所提供的战略机动能力使法国人具备了向德国人的迂回行动实施反迂回的能力。在进行了将近两周的后撤之后，霞飞于9月6日向马恩河方向发起反击。虽然德军第一集团军配置了一些部队掩护其右翼，抵抗法军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但盟军攻击的气势以及由于在德军第一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间隙地，迫使德军不得不于9月9日开始撤退。






作战略图8.3马恩河和阿夫特尔迈斯会战



　　在一周之内，德军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后撤了25-30英里，并且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一样，从第一集团军向东一直延伸到瑞士边界的所有德军部队都开始为他们的防御阵地挖掘壕沟。由于盟军的突击行动未能完全打败德军的第一和第二集团军，霞飞就试图从翼侧包抄德国人的防线，但德军新的总司令福尔金汉也想采取同样的行动，因而，在几周之内，法军和德军的翼侧都延伸到了北海一线。德军在海岸附近发动攻击，而盟军则进行反击，但交战双方在战线上均无多大建树，使交战双方都开始在瑞士到海边之间的战线上挖掘壕沟。




战争的战术、后勤和战略环境




　　除了把战术防御提高到首要地位之外，战役中所运用的战术也进一步地肯定了在1870-1871年间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在装有10发子弹步枪的射击术方面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在900码的距离上击退了德国人的攻击。英国人还曾在另一次战斗中多次击退了德国人的冲锋，由于步枪的射击次数过多，使英国人的步枪变得太热而无法正常射击，但德国人在那一刻却丧失了勇气或兵力，也就未能实施将有可能打跨英国人的攻击。盟军在第一个月的伤亡为25万人，而德军的伤亡则要稍多一些。



　　由于有上百万的士兵都在瑞士到英吉利海峡之间挖掘堑壕，所以交战双方都没有对方可以进行迂回的翼侧。如果正面攻击能够突破对方的防线，那么它就成了惟一的能够产生翼侧的手段，随后这个翼侧才能被用于实施迂回行动。机枪在战斗中充分证明了其价值，所有的军队都增添了机动性相对较差、水冷型、弹带送弹式机枪的数量，并且增添了轻型便携式自动步枪的数量。虽然步枪是气冷型武器，不能进行连续射击，但是，步枪的高速短点射却增大了步兵的火力。



　　战争的经验证明，炮弹破片能有效地杀伤步兵，迫使各国军队最终都在防御中采用钢盔对士兵进行保护。但很深的堑壕挡住了炮弹破片，使火炮越来越多地使用能够破坏堑壕的高爆弹。有刺铁丝网也成为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取代了老式的壕沟和木棘篱障碍物。不久，密集的有刺铁丝网障碍开始用于掩护堑壕，这些广泛使用的弹性铁丝网带使敌人在为攻击的步兵打开缺口时，需要消耗大量的高爆弹。



　　德军迂回部队实施战役行动的地区是法国境内富饶的、人口密集的地区。1914年8月，规模庞大的德国迂回部队的士兵们还能够找到充足的食品，但是，他们的马匹却不像他们那样幸运，因为士兵们只能找到相对较少的干草。到9月初，一些牵引火炮的马匹已经再也跟不上部队的前进步伐了。而恰恰就在德国军队的马匹达到忍耐极限时，马恩河战役爆发了。



　　弹药补给也成了严重的问题，各国军队以1870年4倍的速度消耗炮弹，而轻武器的弹药消耗量则多达1870年的12倍。德国部队的弹药首先要由铁路运送到比利时或法国境内那些铁路还未被破坏的地点，再从那些地点经公路运抵德国部队。但是，德国部队的前进速度很快，使德国部队不停地到达没有草料的地区，这意味着马车的运输速度将不能满足德国部队数量极大的弹药需求。少量德国载重卡车与被征用的汽车一起维持着德军的弹药补给，但到马恩河战役爆发时，德军60%的载重卡车已经由于过度的使用而被损坏了。



　　从德国陆军中马匹和汽车的运输状况，以及德国部队距铁路卸载点很远的距离来看，德国人将远离马恩河继续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很值得怀疑。在进行了如此长距离的行军之后，部队的疲惫程度也很容易使部队进一步向前推进变得十分困难。绝大多数的士兵在不到一个月以前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同寻常了，只要从一支部队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经过三周连续不断的行军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位军官这样写道：“在战争之前，我就应当认识到这种超出了最强壮的青年农民承受能力的忍耐力……士兵们的双脚遭受了何等的痛苦。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他们，看着我手下那些不幸的青年小伙子们红肿的脚跟、脚底和脚趾，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有的皮肤碎片剥落后露出了里面的嫩肉。”但是，除了行军的劳累之外，法国人并未遇到这些后勤补给的难题：法国部队总是能回撤到他们自己苦心经营的铁路网上，由这些铁路网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食品、饲料和弹药补给。[注：约翰·基甘，《开始的行动：1914年8月》，纽约，1971年，第136页。]



　　德国人曾经计划使用一支一百万人的部队实施迂回行动，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却失败了。虽然由如此众多的士兵所带来的后勤补给问题并不是导致这项计划失败的根源，但这项计划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敌人的指挥能力。沉默寡言的霞飞不只是保持充沛的精力，而是继续每天睡眠10个小时并精心饱餐。曾有一次，霞飞在享用了一顿美餐之后接到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一座重要的城镇的报告。这位总司令显然相当镇定，拍着他肥胖的肚子，只是说，德国人将控制不住这座城镇。霞飞手下拥有极优秀的参谋人员，加上他自己反应敏捷、处置果断，这意味着他已经看到德军迂回行动所产生的危险，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去消除这种危险。为了履行指挥职能，霞飞展示出了一种深藏于他的温和外表之下的冷酷无情。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解除了80位法军师长和更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其中有一些人被提升，但绝大多数人是被免职的，目的是为其他的霞飞认为更胜任的军官腾出位置。



　　交战双方巨大数量的部队还将有可能使交战双方陷入一个僵局，这么巨大数量的部队对德国人提出了后勤补给问题，但是，如果德军迂回部队确实迂回到了法国人的后方，德国人将拥有足够的兵力优势来阻止法国人后撤。由于骑兵几乎是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防御的战术力量正处于巅峰，以及战场上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将可能远远超出了对抗双方所能达到的范围。由于如此众多的士兵拥有如此巨大的防御火力，除非交战双方特别的不称职，否则，交战双方陷入一个僵局将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巴赞元帅的指挥不当肯定会导致法军的失败，但是，全面训练有素的、工作高效的参谋人员将有可能使法军不会轻易地就认输。



　　兵力与空间之比长期以来一直对决定军事行动的结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之间的战役中，交战双方曾经拥有很高的兵力与空间比率，使他们足以实现其迅速定下的决心，因为在这样大的力量与空间比率的情况下，交战双方中至少有一方能分散其部队，在靠近敌人时使用战场空间容量快速行军，使绝大部分作战力量迅速地从行军纵队展开为战斗横队。由于力量与空间的比例太低，新的军队和新的战略既不能迫使敌人按照己方的意志作战，又不能迫使敌人直接后撤到其后方。因而，当拿破仑进入俄国后，战区的空间与其部队相比显得太大，他也就不能迫使俄国人按照他的意志去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间，在法国的作战行动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率，加上防御居于前所未有的首要位置，强烈地影响着其他战区的进展情况。正如太小的力量与空间比率可能使作战行动不具备决定性一样，太大的力量与空间比率也同样使作战行动不具备决定性，比如在荷兰筑垒地区的作战行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没有可以利用的翼侧，正面攻击不可避免，并因此使交战双方形成了一个僵局。交战士兵的数量、在漫长前线上不断的接触以及正面攻击作为惟一的战术权宜之计，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增加了交战双方的人员伤亡数量。例如，常常对德国采取攻势行动的法国，一年内死伤的士兵人数超过一百万。在4年的战争中，法国战死的人数为138.5万人，英国为94.7万人，俄国为170万人，德国为180.8万人。意大利损失了46万人，美国亡11.5万人。在被交战国动员起来的所有6500万名士兵中，在战斗中的死伤人数达到了2900万人。



　　在这些巨大的伤亡之中，有许多是由于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对固守在壕沟里的德国防御部队进行的徒劳无用的攻击所造成的。这些行动回顾起来似乎很愚蠢，而且实际上有很多行动就是很愚蠢的，但是，那些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在实施了许多次这样的愚蠢行动之后却发现，他们很难理解堑壕防御所具有的几乎绝对的优势，这种防御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实与战前的思想大不一样。他们也很难放弃数量占据优势就能获得胜利、就能突破战线的思想，也就不能把军队从对防御非常有利的围攻战一统天下的王国里解放出来。




德国利用内线和迂回行动击败俄国人




　　为了防御俄国人对东普鲁士的进攻，德国人实施了一次具有拿破仑作战特点的以智取胜的战役。德国人只用少量部队占领东普鲁士，同时面对着俄国人由莱恩坎普夫的军队从西方和萨姆索诺夫统率的大军从南方实施的协同进攻。德国的指挥官普里特维茨计划首先利用内线击退莱恩坎普夫，尔后，再对前进速度更慢的萨姆索诺夫实施迂回行动。俄国部队的数量更大，并且已经预料到了普里特维茨的行动，计划让萨姆索诺夫绕到普里特维茨的后方去切断他的退路。



　　当普里特维茨对莱恩坎普夫实施的攻击行动于8月20日遭到失败之后，他便惊慌失措地打电话向德军最高司令部汇报他准备向维斯瓦河方向撤退，从而放弃东普鲁士大部地区的企图。毛奇将军迅速解除了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并委派保罗·冯·兴登堡将军[投笔从戎注：本书译作“亨顿伯格”，扫校时改为常用译名“兴登堡”。其它根据通用译名所作修改不再一一加注。]来替代他，保罗将军是一位富有柯尼希洛雷茨战役和普法战争经验的老手。兴登堡曾在德军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任职，并在和平时期担任过军长，他给德军的指挥带来了一种与霞飞非常相似的镇静和决断。毛奇同时委派一位49岁的专职参谋军官埃里克·鲁登道夫任兴登堡的参谋长。鲁登道夫刚刚因为离开了第2集团军参谋部，指挥一个旅攻占了堡垒重重的比利时城市列日市而使自己出人头地。鲁登道夫将军是一位敏锐、敏感、才华横溢的参谋军官，展示出了娴熟的作战技艺，在指挥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兴登堡则提供了逆境中的稳定和一种平衡关系，因此兴登堡称两人的这种关系为一次愉快的结合。



　　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上任时，普里特维茨的参谋人员已经制定出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计划的制定者是德军的霍夫曼中校，他了解到莱恩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两人相互不和，认为德国可以安全地对莱恩坎普夫集团军的行动不予理睬，而集中德军的力量对付萨姆索诺夫向德军后方极具威胁的推进。德军从俄军被截获的没有加密的无线电通信情报中也证实，莱恩坎普夫并不准备急速向前冒进。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该计划把弗朗索瓦将军指挥的军由铁路从莱恩坎普夫的正面阵地上全部机动到萨姆索诺夫的左翼，而其他两个军向南向萨姆索诺夫的中央和右翼前进。德国人只留了一个骑兵师和6个步兵营抗击莱恩坎普夫的集团军。德国向南前进的两个军利用了内线的传统战略环境。利用铁路到达萨姆索诺夫左翼的弗朗索瓦的那个军，走了一条迂回路线，运动的距离非常远。但铁路输送完全克服了这个额外机动的距离使该军到达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这就如同霞飞重新集结部队并在德军翼侧组建了第六集团军一样，铁路还向处于守势的德军指挥官提供了战略进攻部队，使他们能更迅速地集中兵力，并对进攻的俄军部队实施迂回攻击。



　　德军于8月25日开始向前推进，来自北翼的部队打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弗朗索瓦则攻击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当俄军抵抗弗朗索瓦的军向南撤退时，精力充沛和积极进取的弗朗索瓦指挥部队推进到俄军的后方，并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切断俄国人的退路。为了使迂回行动有效，全面切断俄军的退路，弗朗索瓦只用了25个营去防守一个37英里宽的正面。但实践证明，当组织涣散的俄军四处寻找退路时，这一薄弱的火力屏障却足以牵制住俄军。这次坦能堡战役的结果是，俄军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部队中有12.5万人投降，并被缴获500门火炮，萨姆索诺夫将军本人并未投降，而是步入森林开枪自杀了。



　　而后，德国人转而集中兵力去对付莱恩坎普夫，当莱恩坎普夫意识到德国人有对他的翼侧进行迂回的威胁时，他立即后撤，迅速向东撤退。极优秀的德国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内线和铁路提供的第一流机动能力的支援下，以拿破仑的方式击败了俄军这一次基本上是临时拼凑成的、平庸指挥下的进攻行动。






作战略图8.4德军利用内线机动和铁路的迂回运动



　　海军战役的开端



　　尽管仅从战前预期的角度看，陆地上固守壕沟的僵局代表了双方势均力敌，但盟军在海上的优势却与海军将领们战前的预料一致。由于英国“无畏”级战列舰有50%的优势，在更老式战列舰上有2：1的优势，所以，德国的海军舰船不得不停泊在他们自己的基地里面。英国人拥有强大的巡洋舰力量，通过把德国人的主力作战舰队控制在其基地内，英国人既封锁住了德国人的海军舰船，又封锁住了德国的运输商船。因为英国有许多小岛靠近德国，这些小岛向英国海军提供了大量的就近基地，所以，英国海军一方面具备了由于力量与空间比率而增大形成的优势，这种力量与空间比例的增大是随着蒸汽机和无线电出现之后产生的；另一方面，英国海军又不会因为依赖远方基地提供燃料而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英国这些小岛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地对德国海军形成了封锁，英国海军很容易地就在距德国港口不远的距离上对德国进行持续的后勤封锁战略。而比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海军要强大的法国海军，甚至在没有英国海军支援的情况下也控制住了地中海海域，由于意大利刚开始时是保持中立，而后又于1915年春加入到了法国和英国这一边，使法国控制地中海海域的这项任务变得非常简单。



　　德国和英国分别在其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基地里都驻有海军部队。英国海军立即开始执行搜寻和摧毁这些德国舰船，防止它们袭击英国商船。英国海军基本上于1914年末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行动过程中，有一些新级别的巡洋舰投入了作战，同时这些行动又一次证明了蒸汽机和钢铁给海战带来的变化。



　　1914年的秋季，德国拥有5艘巡洋舰的亚洲中队穿越大西洋到达了智利海岸，并于1914年11月在智利科罗内尔以外的海面上遭遇到一支有4艘巡洋舰的英国海军部队。德国海军亚洲中队的骨干力量是两艘现代化的装甲巡洋舰，这两艘装甲巡洋舰的舷炮火力主要是6门210毫米火炮。英国的舰队也拥有两艘更老式的装甲巡洋舰，但这两艘装甲巡洋舰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两艘舰都设计仅在一侧舷有2门9.2英寸炮和多门6英寸炮。尽管英国军舰在火力上居于劣势，而且船员中有大量的预备役军人，但富于进取的英国海军独眼将军克拉多克海军上将，认为他是在执行命令的情况下，积极地寻找机会与德军交战。反应敏锐的德国海军施佩海军上将非常乐于交战，率领他的军舰在一条与克拉多克平行的航线上航行，英国的舰船被它们身后的落日衬映出轮廓，而施佩的舰船则被黑暗遮掩着，加上来了一阵飓风更使英国人处于不利的境地。施佩在一小时之内就彻底地击沉了英国的两艘装甲巡洋舰，而德国的装甲巡洋舰只被命中6次，对他们的舰船基本上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



　　虽然克拉多克海军上将以英国海军的传统方式行动，但他再也没有享受到英国海军在过去与法国、西班牙海军作战中经常拥有的优势。过去，英国海军总是使用一支经过海战锤炼的部队去对付一支长期停留在港口中的敌人，现在则不同，他需要率领老式舰船上的预备役军人去对付全面戒备和更现代化的德国军舰，这些德国军舰在中国驻扎时曾获得过一次射击大奖。另外，到1914年时，与特拉法尔角之类海战时的条件相比，军舰和它们的武器系统要比人员相对更重要一些。



　　英国海军部正确地推测到施佩海军上将将会继续率领舰队向南大西洋挺进，就采取了严厉的行动。英国海军部并没有集结一支数量更大的装甲巡洋舰舰队，而是任命了一名新的舰队司令，就是业务精通但非常迂腐的斯特迪海军中将，把他派遣到南大西洋，同时给他派遣了2艘战列巡洋舰。当斯特迪中将抵达阿根廷外海的福克兰群岛时，他早就派遣战列巡洋舰加入到3艘英国装甲巡洋舰的编队之中，这个编队中还有2艘小型的非装甲巡洋舰和1艘克拉多克从他的中队里淘汰出来的老式的慢速战列舰。斯特迪中将在发动机舱参谋希望进行维修保养而反对进行作战的情况下，要求除了战列舰之外的所有舰艇随时准备在4小时内提到全速。



　　12月初的一个早晨，施佩前去对福克兰群岛锚地进行现地勘察，即使当他看到烟云开始覆盖这个港口时，他仍没有推测到英国海军已经在这个港口重新集结了力量。这片烟云的形成原因是由于斯特迪中将拼命地将蒸汽机提高到全速所致，同时，其老式战列舰为了将德国人封锁在海湾里，使用其不准确的火力，超越一小块夹在双方舰队之间的陆地对德国舰队进行射击。当斯特迪的蒸汽机速度达到15节时，他率领他的战列巡洋舰驶出了港口。当这些大型舰船从港口的烟云中钻出来，以及施佩可以看到代表战列巡洋舰特征的三脚主桅时，他知道他已是在劫难逃了。他立即发出信号要求他的三艘小型巡洋舰分散开，勇敢的施佩准备用他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与英军的两艘战列巡洋舰作战来掩护它们的逃跑。他面临着如表8.1所列的无法克服的差距。






　　斯特迪发出信号要求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两艘更小型的巡洋舰追赶更小型的德国舰船，与此同时，使用他的战列巡洋舰和拥有4门7.5英寸舰炮的最强大的装甲巡洋舰“卡那封”号跟随在德国的装甲巡洋舰之后。对于英国人完成任务而言，他们拥有晴朗的天气、平静的海面以及夏至月份所特有的长白昼等优势。当斯特迪的军舰速度达到了25节并且很容易就超过了德国人之后，斯特迪为了寻求一种多余的优势而放慢了速度，等待蒸汽机速度意外地很慢的“卡那封”号赶上来。斯特迪中将让船员们利用机会享用了一顿早餐，随后，他又放弃了等待“卡那封”号的想法，这位被恰当地提名的舰队司令，在被恰当地命名的旗舰“无敌”号上，与饱餐之后的船员们一起，再一次提高速度并在12，000码的距离上与德国人交火，德国人210毫米炮在如此远距离上几乎无法击穿英国舰船的装甲。



　　几分钟后，英国舰船的重炮已经摧毁了德国军舰的炮塔座和炮塔，使它们降低了速度，处于毫无进攻能力的地步。但是，交战的结果却证明，要想击沉这些德国军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这两艘德国装甲巡洋舰的船体被划分为无数个防水舱，而且又很难命中吃水线。为了击沉这两艘德国装甲巡洋舰，英国人不得不消耗了他们60%的12英寸炮弹。与英国人在科罗内尔海战中一样，德国舰船几乎没有几名幸存者，施佩上将与他的旗舰一起沉入海底。英国军舰展示了他们在远距离上的无懈可击：“无敌”号被命中22次，却只有一名水手受伤。



　　当斯特迪与施佩的装甲巡洋舰交战时，其他的英国装甲巡洋舰赶上了更小型的德国巡洋舰中的两艘，但其中有一艘英国舰船不得不烧掉绝大多数木材使火烧得更旺来获得稍多一点的蒸汽。当排水量为3，300吨、装备有105毫米舰炮的两艘小型德国巡洋舰遭遇到排水量为9，800吨装备有6英寸舰炮的英国装甲巡洋舰时，它们遭到了与前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相同的命运。第三艘德国巡洋舰则幸运地逃脱了。



　　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的行动，充分展示了武器装备在蒸汽机和钢铁海战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在英国人与法国人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发生的多次冲突中，英国人曾用处于劣势的舰船作战，但英国人在海上不停地服役所获得的好得多的技能却远远抵消了法国舰船更好的质量。然而，到了1914年，所有国家的海军都能在港口的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获得更多的操纵测距机、主要机械辅助火炮装填和操纵蒸汽发动机所需的技能。



　　平行战线上的会战的决定性业已在科罗内尔被证明，因为克拉多克决心使用其更高速度与一支更强大的部队交战，正如日本和俄国进行的第二次会战一样，斯特迪在福克兰群岛也是使用其更高速度的军舰与施佩更弱小和更不情愿的舰队交战，必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当德国和英国战舰舰队在传统战线相遭遇时，德国舰船表明，它们胜过了法国的老式舰船并能幸运地逃脱开。




盟军海军优势的验证：日德兰半岛会战




　　日德兰半岛会战发生于1916年5月31日。当时德国的战列舰舰队正机动去掩护对英国到挪威之间的运输船进行的攻击，与此同时，约翰·杰利科爵士上将率领的英国舰队正在北海进行定期的扫雷行动。英国拥有28艘“无畏”级战列舰，德国有16艘。英国的战列舰一般比德国战列舰的船体更大、速度更快，而且拥有更强大的火力。英国的战列舰大都装备有8门12英寸或10门13.5英寸舷炮，其中有一艘在一侧装备有14门12英寸舷炮，有6艘在两侧装备有8门15英寸舷炮。德国战列舰装备有8门11英寸或8至10门12英寸舷炮，德国战列舰比英国战列舰的装甲稍厚一点，而且德国战列舰拥有更好的火控设备和更有效的穿甲弹，但英国战列舰的装甲板比同样厚度的德国装甲板具有更好的抗穿透性能。



　　英国拥有9艘战列巡洋舰，德国只有5艘。英国的战列巡洋舰比德国的战列巡洋舰速度更快、火炮口径更大，但英国战列巡洋舰的装甲厚度比德国战列巡洋舰的要薄得多。整个英国海军舰队的速度要比德国海军舰队要快得多，因为德国海军舰队在“无畏”级战列舰的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补偿这一劣势，德国海军舰队中增加了6艘在一侧装备有4门舷炮、慢速的早期“无畏”级战列舰。



　　当德国舰队的搜索支队遭遇到英国舰队的搜索部队时，两支舰队相互发现了对方。当时，德国舰队的搜索支队由德国海军的所有5艘战列巡洋舰组成，英国舰队的搜索部队则由英国海军9艘战列巡洋舰中的6艘组成。双方的战列巡洋舰在16，000多码的距离上开始相互射击。双方交火的结果证明，由于英国的战列巡洋舰只有适合于装甲巡洋舰的装甲保护，所以当它们暴露在德国战列巡洋舰11英寸和12英寸火炮下时有着许多的缺点：英国的一艘小型战列巡洋舰爆炸了，很显然该舰被一枚炮弹击穿了其露天炮塔并引爆了一个弹药库。不久之后，英国的一艘最大型战列巡洋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艘舰的弹药库爆炸后在空中形成了一股高达1，000英尺的烟云，同时这艘舰也折成了两半。



　　下午的交火使得富于进取的英国战列巡洋舰支队并不善罢甘休，他们派了部分战列舰去追赶德国的战列舰舰队，但是，当英国的战列巡洋舰进入了德国战列舰的射程之内以后，它们却掉转了方向，随后，双方交换了角色，德国人又变成了追赶者。实际上，英国的战列巡洋舰已经把毫不怀疑的德国人引向了英国战列舰的埋伏圈，谨慎小心的杰利科上将已经把6个战列舰中队并肩展开成一个横队，对准也成一线的德国战列舰舰队。当德国战列线进入到英国战列舰的射程之内后，德国人发现：数量要大得多的英国战列舰正占领了阵地并将集中火力打击德国舰队先头的战列舰，而这些德国战列舰却不能用它们全部的舷炮进行还击。但是，德国人却实施了一个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这样危险境地的机动动作，每艘战列舰都调转船头180度，开足马力驶离了英国人的埋伏圈。



　　然而，实施这一行动的英国舰队的航线位于德国舰队与其基地之间。当德国人掉转船头向基地前进以逃避意想不到和不愿意进行的战斗时，他们的战斗编队又一次直指英国舰队，舰队再次调转了船头180度。德国舰队的新航线又指向了英国舰队，但当德国舰船在微弱的夜光下看到英国战舰时，他们迂回开了。



　　杰利科并不愿意在夜间与德国人作战，因为鱼雷和水雷可能会抵消他的优势，加上冒险作战将有可能使他丧失优势，所以，谨慎小心的杰利科并没有强行使用他的优势。而且，杰利科也知道，即使他击败德国人，他在战略上将一无所获，并且甚至有可能损失盟军的海上优势。因而，他表现出了与多哥上将在1904年8月10日胜利之后同样值得称赞的小心。这样，遭到重创的德国舰队在夜间通过了杰利科的后方，回到了他们的基地。



　　从战术上讲，德国人确实取得了一场胜利，击沉了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只付出了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老式战列舰的代价。英国损失3艘装甲巡洋舰，德国损失4艘小型巡洋舰，使英国损失舰船的总吨位数达111，980吨，德国则为62，233吨。但像与法国进行了许多次的海上作战后一样，英国人以前所拥有的海上优势并没有消失，战斗的结果也并没有引起德国人再进行一次海上作战的兴趣。英国人立即将注意力投入到改进他们的火控装备、弹药和弹药库防范炮座爆炸的安全性上。




潜艇：袭击商船的新兵器




　　德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发现，他们处于一个与法国人过去曾经历过的相类似的境地，这种境地就是法国人在他们与英国人进行的无数次战争中所经历过的那种严密封锁。但是，由于速度很快、装备有无线电设备的英国舰船监视着在德国港口防御和雷场之外的海上交通线，德国人所面对的封锁远比法国人所要对付的所有封锁要严密得多。而且，工业变革在使新式舰船能够投入作战的同时，也使德国经济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达到了18世纪所无法想象的程度。另外，德国人还发现，变化了的环境使德国人无法效仿法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所擅长的袭击英国商船的毁灭性后勤战略。英国对德国进行封锁的舰船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风和天候，这种特点使得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很难像以前的法国舰船习惯的做法那样悄悄地驶入大西洋的深处。由于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依赖于煤而不是风，更进一步地阻碍了德国人继续进行这种传统的袭击战略的尝试。而且，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具有更大的效能，使德国人几乎不可能把俘获的英国商船押回德国的港口，而这一直是刺激法国人对商船进行袭击的一个动机和一种收益。



　　潜艇则为德国人继续以处于弱势的海军力量运用袭击性后勤战略提供了手段。潜艇开始了具有惊人战果的战争。曾有一艘德国潜艇在看到一个有3艘排水量分别为1.2万吨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队后，该艇立即下潜，并向其中一艘英国装甲巡洋舰发射了鱼雷。当这艘被命中的英国装甲巡洋舰开始慢慢下沉时，其他两艘装甲巡洋舰只是停在一旁打捞幸存者。英国装甲巡洋舰这种不明智的举动使德国潜艇的艇长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攻击，从而全部击沉了英国这些总排水量达3.6万吨的强大的水面舰艇。



　　但战舰很快就学会了对付潜艇的方法，主要是警惕地观察海上有无袭击的鱼雷，保持很快的航速使潜艇无法接近，采用不规则航线，使潜艇无法让鱼雷的航线与目标船只的航线交汇。如果战舰发现了一枚对其进行攻击的鱼雷，战舰常常不仅仅是采取规避动作，而且会径直驶向鱼雷的发射阵位，设法在潜艇下潜到安全深度之前撞毁它。



　　另一方面，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意想不到的发展过程中，商船证明是易于遭到潜艇攻击的。潜艇在水面上利用它们的甲板武器迫使商船投降。然而，小型潜艇又不能搭载足够多的水手来操纵捕俘的船只，而且，即使潜艇能够搭载足够多的水手，严密的海上封锁也基本上排除了德国潜艇将它们的战利品带回德国的可能性。因而，德国潜艇就击沉它们虏获的商船，让船员们乘坐救生艇逃生。



　　随后，英国人又恢复了对他们的商船进行武装的行动。尽管平民海员并不能与作为射手的德国海军士兵相提并论，而且商船携带着各种各样的常常是淘汰了的旧武器，但是，潜艇自身的脆弱性使得潜艇就是与一艘武装商船交火也相当危险。另外，英国还给一些商船装备了隐蔽的现代化武器，并由海军士兵操纵这些武器。当这些商船被德国潜艇艇长误认为是非武装的商船时，它们就能很容易地击沉德国潜艇。



　　由于德国潜艇艇长并不能提前得知商船里是否拥有由训练有素的海军士兵操纵的隐蔽武器，他们开始在事先不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向一些商船发射鱼雷。这种行动存在着缺点：它不仅会用光鱼雷，因为潜艇只能携带很少量的这类体积庞大的自动推进武器；而且，这种做法公然违犯了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遵守的不攻击民用船只的传统和公认的国际法。由于中立国的商船携带着重要的货物并提供了有价值的目标，德国潜艇也对它们进行攻击。但是，攻击中立国船只的作战行动涉及到德国与美国之间的争端问题，而当时美国是惟一的仍然保持中立的超级大国，所以，德国政府在运用这一政策的严厉程度上犹豫不决。



　　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潜艇向他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海军兵器，他们可以使用这种兵器去对付他们的敌人拥有的占据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他们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开始强有力地运用潜艇袭击商船的后勤战略。德国开始这场战争时只有28艘潜艇，相比之下英国则有56艘，但到1915年1月，德国已有160艘潜艇正在建造之中或者已经订购。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潜艇在1914年只击沉了3，382吨的商船，在1915年则击沉了1，193，004吨商船，盟军基本上是用新建造的船只来替代这一损失的。进入1916年时，德国已拥有了68艘潜艇(与之相比，1915年初只有24艘)，而且已经替代了超过23艘他们自1914以来损失了的潜艇。1916年，德国击沉了2，209，709吨运输船只，是盟军船只新增加吨位的两倍还要多。因此，德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能够攻击盟军商船的部队，它所取得的战果已经等同或者已经超过了法国在17和18世纪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最大胜利。




火炮在陆上围攻战中的优势




　　面对着围攻战，所有的参战国迅速作出反应，增加了围攻战中火炮这种主要武器的数量。所有参战国都匆忙地将老式火炮调往前线，尽管这些老式火炮的射速很慢并且只有简单的后座装置，但它们在各国工厂能够向军队交付新式火炮之前填补了空白，而且它们也证明：即使是过时的武器也同样能非常有效地消灭敌方的士兵。交战国也都抽出了它们那些未受威胁的要塞里的火炮。最初，德国人在榴弹炮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榴弹炮对围攻战特别有用，因为榴弹炮可以发射重量更大的炮弹，并适合于对射手看不到的远距离目标进行高角度的间瞄射击。但法国匆忙地将他们的1913年型榴弹炮投入生产，生产出了很多种类对攻击野战防御工事非常有用的更重型火炮。



　　法国人在岸防火炮的数量和型号上抓住了特别好的机遇。当初，法国人在构筑海岸防御时选择使用了一种炮架价格非常便宜的火炮，这使他们拥有了很大数量的岸防火炮。他们并没有选择炮架价格非常昂贵且防护性能很好的火炮，因为如果使用那种火炮，他们拥有的岸防炮的数量将很少。他们把岸防火炮的炮架安装在轨上，炮架沿轨道运动既实现了火炮在水平方向上的瞄准，同时也吸收了火炮的一部分后座力。由于法国人配置这些火炮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防御英国海军，所以，他们可以迅速拆除这些火炮并将它们运送到前线，由于这些火炮采用的是简单铁轨型炮架，而且，由于炮架很便宜而使这种火炮的数量很大，这种火炮在前线被证明是法国人一个极好的选择，因为它使法国在这场已经发展成为意想不到类型的战争中拥有优势的重型围攻战火炮。



　　英国人由于主要依赖于他们的海军进行防御，所以也就没有可以抽出火炮的要塞或海岸防御。这一现状加上英国本来就只有很小规模的陆军，意味着在战争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迅速扩充的英国陆军将面临由于生产持续地滞后于需求而形成的火炮紧缺问题。弹药的短缺困扰着所有的交战国，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尤为严重，因为它们在火炮更密集的法国西线采取进攻行动。在1914年以前，各国军队都没有足够数量的更重型火炮和所需的弹药补给。由于俄国部队相对于其工业生产能力来说规模过于庞大，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能够恰当地满足其军队对火炮新的、扩大的需求。



　　火炮体积的扩大可能比火炮数量的增加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身管最长的火炮，其身管长度已经达到火炮口径的30倍以上；榴弹炮身管的长度也达到了火炮口径的20-30倍；而迫击炮身管的长度则不到其口径的20倍。一门火炮的重量是与其长度成正比的，更短型、更轻型火炮的重量要更轻一些，与更长型火炮发射同样重量的炮弹时，其初速度要更慢一些，相应地其射程也要更近一些。炮身短的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的主要作用是超越夹在火炮与目标之间的高地进行高角度射击，以及对堑壕进行高角度射击。远射程的火炮在向敌人后方诸如铁路线和补给设施之类的目标进行射击时具有更大的效用。






插图8.1“巴黎”炮



　　1918年，德国引进了一种射程达75英里的火炮，这一射程几乎是最大口径火炮射程的4倍。为了达到这么远的射程，德国人改装了一种380毫米口径的火炮，在其身管上增加了很长的滑膛附加身管，并用这种炮发射210毫米炮弹。长身管、轻炮弹和强劲的发射装药使这种炮的初速度是常规火炮的2倍，使炮弹能够在高空飞行，降低了风对炮弹的阻力，从而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射程。但这种炮的命中精度很低，只能命中像城市那么大规模的目标。德国人使用这种火炮轰炸巴黎，这种攻击行动只具有心理意义而不具有军事意义。“巴黎”炮产生了轰动效应，法国和意大利也开始了研制这种炮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在战争期间及时地完成研制工作，也就没能用于实战。



　　表8.2省略了“巴黎”炮，但包括了绝大多数法国和德国在战争期间所使用过的火炮。



 



　　火炮口径的度量单位是毫米。75毫米和77毫米野战炮部分约占据了双方所有火炮的一半，使用的炮弹重量从13磅到17磅不等。520毫米榴弹炮的重量达2，800磅。更大口径的火炮需要铁轨型炮座。




空军的发展及其运用




　　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飞行技术已经得到了发展。飞艇进步得最迅速，甚至被用于运送乘客，而且各国陆军和海军都已经认识到了飞艇用于侦察的价值。飞艇能够在空中逗留几天，使它们对于执行侦察任务特别有用，而德国人更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但飞艇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飞艇容易遭到地面火力的攻击，而且有时在逆风时又缺乏动力去保持航线。德国人最终使用飞艇携带重达两吨的炸弹在伦敦城的上空进行投弹。最终证明，这些空中袭击仅仅是一种骚扰行为。德国人为了具有更大的安全性，让他们的“齐伯林”可操纵式飞艇在夜间飞行，飞艇经常完全偏离城市，把运载的炸弹投掷在空阔的农村。最终，德国人用飞机取代飞艇进行袭击，随后，又完全放弃了这些袭击行动。德国进行袭击的目的是打击英国平民的士气，德国一共投掷了300吨炸弹，炸死了1，400人，但这些死伤的人员中并没有几个人是英国的陆军或海军士兵。



　　在战争期间，有翼飞机被证明具有更大的军事价值。到1913年，飞机已经能在1小时内飞行126英里，能爬升到1.5万英尺的高度。俄国已经制造了一架有4台发动机的飞机，这架飞机带有一个能搭载16名乘客的舱室。但交战国在战争开始时所仅有的几百架飞机所具有的能力都很有限，由于这些飞机的目的基本上是用于侦察，它们的速度每小时几乎很少超过70英里，一些飞机的爬升高度也不超过3，000英尺。但由于它们很易于制造和价格很便宜，而且相当易于学会驾驶，各国陆军迅速地增加了他们飞机的数量。



　　由于法国在飞机研制上的领先地位以及盟军制造了比德国及其盟友数量要多得多的飞机，盟军占据了空中优势。与德国大约4.8万架飞机的产量相比，法国制造了大约5.1万架飞机，英国约5.2万架飞机，于1915年加盟的意大利则生产了2万架飞机。法国生产了9.2万台发动机，其中有许多被他们的盟国使用。俄国和奥匈帝国则生产得非常少。美国生产了1.5万架飞机，但实际上这些飞机几乎没有一架投入了作战。1918年，参战国已将它们战争期间总产量中5%-6%的飞机用做作战飞机。1918年，盟军拥有相当强大的空中优势，仅在法国，法军就驻扎有260个飞行中队、英军有100个飞行中队，相比之下，德国却只有200个飞行中队。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曾被使用过的系留气球，为炮兵提供了基本的空中观察手段，但是，当飞机在携带了与炮兵进行联络的无线电报之后，系留气球被最终取代了。飞机更典型的作用是提供侦察，主要观察敌军部队和火炮的运动以及敌军兵力集结行动。在一场拥有连绵战线的战争中，飞机完成了传统上保留给轻骑兵的侦察职责。机载摄像机以及后续的对照片进行的专家分析，促成了由这种新型空中轻骑兵所进行的有效观察。



　　1914年9月，法国组建了首支专门用于轰炸行动的飞行部队。尽管陆军已经研究了空中轰炸，而且意大利已经在他们1911年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战争中与空中侦察一起使用了空中轰炸，但法国并没有对空中轰炸行动做好准备，只得把90毫米炮弹临时改制成航空炸弹。不久，所有的参战国都开始实施空中轰炸行动，并研制了专用的轰炸机。它们主要轰炸诸如铁路车站之类超出火炮射程的目标，并且使用机载炸弹和机枪攻击敌方的火炮和部队。飞机通过攻击炮兵没有命中的目标来支援地面进攻行动，但空中轰炸的不准确性使得这些尝试相对来说效果较小。最终证明，装备有机枪的飞机在对付处于开阔地的部队时确实非常有效，因而也就承担了轻骑兵的战术任务。



　　法国也对战略轰炸重点进行了尝试，目标是位于布里埃盆地的铁矿。这一地区在1914年被德国占领，向德国提供制造钢铁所需的原材料。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轰炸行动中，法国对运输矿石的铁路终端进行了轰炸。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法国人投掷了1，800吨炸弹，是德国在英国投弹量的6倍。但在战争结束之后，法国人发现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投在一个车站里的1，300吨炸弹中，只有100吨命中了目标，而且这些炸弹并没有妨碍矿石的运输。法国人得出的结论是：除非他们轰炸得更准确一些，否则为了封锁从布里埃盆地的铁路运输，他们将不得不投掷18万吨炸弹。



　　但在战争期间，交战国并不知道他们轰炸行动的无效性，他们不停地扩大和改进他们的轰炸机。到1918年，德国已经装备了能向伦敦投掷1吨重、13英尺长炸弹的飞机。英国曾研制出巨大的“汉德利·佩奇”型4个发动机的飞机，这种飞机并没有投入作战，能够在一次短途飞行中携带重达6，900磅的炸弹。



　　对轰炸机的防御主要依赖于使用其他飞机对它们进行攻击。随后，轰炸机就在夜间发动攻击，因为防御的飞机在夜间看到轰炸机的机会很小，因而对轰炸机的攻击机会也就更小。但是，轰炸机在夜间投弹，使本来就令人沮丧的投弹的精度更进一步地降低。



　　防空火力的首次有效使用发生于一支法国步兵部队的射击行动中，当时这支法国步兵部队使用一次步枪齐射击落了一架德国飞机。不久安装用于进行高角度射击的机枪提供了对低空飞行飞机的防御，同样安装用于进行高角度射击的野炮也被用于向高空目标射击。但防空武器对付在三维运动的目标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即使使用探照灯，它们在夜间的效果也更差一些。实际上，对空中打击的最佳防御并不是高射炮，而是由于拥有了防御性飞机以及使敌轰炸机轰炸行动的不准确，才是对空中打击的真正防御。



　　因而在战争的初期，飞机相互之间进行作战。尽管飞机之间相互作战是件新奇的事情，但其基本样式却发展得相当快。首先，侦察机的飞行员和观察员使用手枪和步枪进行交战，而后是使用气冷式机枪进行交战。有一种飞机的发动机在后部推进、前部有一名装备有机枪的观察员，这种飞机被证明是最好的战斗机，因为这样的配置使观察员拥有广阔的、不受阻碍的射界。






插图8.2“普舍尔”推动式飞机



　　但是，发动机和螺旋桨在前部的更轻型单座飞机比双人推进式飞机具有更高的速度和机动能力。一位法国飞行员在尝试将机枪从螺旋桨里进行同步射击未能取得成功之后，将钢板安装在飞机的螺旋桨上，因为飞机一般使用向前射击的机枪进行射击，所以这些钢板将会使射向螺旋桨的子弹偏转方向。此后，由于绝大多数子弹不能打坏螺旋桨，飞行员就可以驾驶这种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牵引式飞机进行战斗，牵引式飞机的飞行员在为机枪进行瞄准时，需要把自己飞机的机头瞄向敌机。



　　而后，德国人研制出了发挥作用的同步齿轮，它能使机枪从螺旋桨里射击。到战争中期时，作战飞机或战斗机、驱逐机都采用了这种同步技术。到1918年，战斗机已经装备有两挺步枪口径、气冷式从螺旋桨里射击的机枪，其飞行速度每小时已达130英里。侦察机除了搭载一名观察员和重量更重之外，其他方面与以前相似，速度更小和机动性能更差一些。绝大多数轰炸机在许多方面与侦察机相同，但有一些轰炸机有两台或3台发动机，有的甚至有4台发动机。






插图8.3安装有同步机枪的“索普维恩凯摩尔”牵引式飞机



　　因而，空战也就变得与古代时的海战相类似，在古代海战中，轻型的、机动性更好的战舰通过撞击来摧毁敌方的舰船。而飞机却是向敌方的飞机发射机枪子弹。作战的方法也更多地集中于单机作战，这一特点只是在飞机按飞行中队编组以后才稍有改变。当飞行中队相互作战时，才开始出现空中混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中，轰炸机和侦察机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它们的体积和重量更大，加上它们的速度更慢，使它们具有某些与老式商船相同的特点。尽管观察员拥有一挺机枪以及后来轰炸机和观察飞机装备有向前射击的机枪，但这些武器并不能提供全方位的保护。战斗机使用它们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机动能力从一个未受防护的角度来攻击这些速度更慢的飞机，就好像战舰将从一艘商船的一侧撞击商船一样。而携带着炸弹的轰炸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好像是空中的武装商船一样。



　　由于只有轰炸机和观察机能够完成飞机的基本任务，战斗机就起到了攻击它们的防御性作用，而且还有给更脆弱的飞机实施护航的进攻性任务，这种做法非常像护航舰船保护商船运输时所做的那样。从战术胜利以战斗消耗来衡量的角度看，防御方拥有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攻击敌方脆弱的轰炸机和侦察机。防御的战斗机常常还有另一个防御优势，即作战空域离己方的机场较近，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投入作战时拥有更多燃料，因而也就在它们需要返回基地之前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而且，如果飞行员和飞机落到了自己的领土上，他们还有机会再一次行动。但是，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侦察机所获取的情报，也能获取得战术上的利益，同时这些进攻性行动还能带来战略效果。



　　尽管盟军在飞机的数量上占有优势，但盟军的空军部队并没有获得像它们的舰队控制海域那样的制空权。德国拥有相当多的空中力量，而且盟军的飞机过于专门用于进行封锁，使盟军并不能取得绝对的制空权。例如，当对一个敌方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时，飞机需要不停的换班，而在以前，一艘正在海上对敌方港口进行近距离封锁的舰船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的。飞机进行轮换通常就意味着：进行封锁的空军在某一时刻将在一个机场的上空拥有太少的飞机，使处于劣势的空军很容易在其自己的空域内达成优势。在敌方不知道攻击和没有敌方的战斗机在空中时，对位于地面上的飞机进行空中突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行动非常难于实施。被改装进行高角度射击的机枪和野炮的防空能力也有助于挫败由一支更强大的空军实施的这类突袭。



　　因而，从战略上讲，空战同时涉及到空袭和反空袭这两个方面，而空中力量更强大的一方则更多地实施空袭。盟军就利用它们的空中进攻行动来配合地面进攻。虽然盟军的飞机数量更多，使它们在不受妨碍的空战区域内将拥有更多的机载火炮向更少的目标射击，这本应该使盟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盟军却承受着比德国更大的损失。



　　公众更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它们却通常忽视更为平凡的轰炸机飞行员和他们的机组人员。单机作战所隐含的英雄主义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使一些空中英雄崭露头角，这些飞行员根据被他们击落的敌机数量而被授予“王牌飞行员”的称号。被击落的敌机要求被另一位观察员证实，或者要在地面上寻找到飞机的残骸。实战的结果证明，那些没有经验的飞行员，常常是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那些飞行员，很容易成为那些技艺娴熟的飞行员的牺牲品，这些技艺娴熟的飞行员们大多是在长期飞行和战斗行动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因而，德国最杰出的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他由于不停地战斗而精疲力竭地被击垮台之前，共击落了80架敌机。英国最成功的王牌飞行员是爱德华·曼诺克，他在战死之前击落敌机的总数达到了73架。威廉·A·毕晓普是加拿大的一名王牌飞行员，他共击落了72架敌机，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法国最杰出的王牌飞行员勒内·冯诺克也一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共击落了75架敌机。




堑壕战战术




　　1915年，在法国处于守势的德国人，小心地在他们的前线构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一系列的堑壕线。位于第一道堑壕内的步兵和机枪火力控制着第一道堑壕前的地形，并与其后200码距离上的第二道堑壕相联系。德国人在其之后700-1，000码的距离上设置了另一道构筑有混凝土工事机枪阵地。由认真的、办事有条不紊的德军总参谋长福尔金汉制定的德军条令规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对这道防线进行防御，使用反击恢复任何的损失。尽管这种行动是被围城市防御战的标准行动，但这种行动在这里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在战线后面拥有几千平方英里的占领地。



　　1915年春，英国人试图先进行30-40分钟的炮击，而后使用一次突然冲击来突破德国人的这道防线。英军确实在一个方向上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但随后德军的预备队和机枪阵地线挡住了英军的前进，直至德军更多的预备队到达这里并建立了新的防御正面。英军还有机会向前推进得更远，但是他们在等待来自位于后方的将军的命令时延误了战机。当信使送去报告并带回了将军的命令时，战场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将军们通常缺少像小山这类能够进行观察的有利地点，加上他们指挥着几英里长正面的作战行动，使他们既不能及时掌握战场的态势，也没有控制作战的快速通信能力。防御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指挥官们逐渐地认识到：堑壕战需要分散指挥，赋予小部队指挥官更多的指挥权。



　　在另一次突击中，英国步兵从进攻堑壕到防御堑壕只需要前进200码。他们以6个连续战斗线依次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只有三步远。德国步兵和几挺机枪击退了前3个攻击波次的突击，德国炮兵向英国堑壕射击，击中了爬上堑壕顶开始冲锋的第4个攻击波次。而英军的最后两个攻击波次根本就没有发起攻击。在这一次攻击行动和随后重新进行的一次攻击行动中，英国损失了6，340人，德国只损失了902人。



　　按攻击波次进行攻击反应了自17世纪以来的一种线式系统的传统。所有欧洲陆军战前的条令都强调，进攻方需要建立起对防御方的火力优势，为了达到最大火力则需要这种线式配置队形。这一理论设想，俯卧的步兵在压制住了防御方的火力之后需要快速前进，但由于其还设想步兵需要前进更远的距离，使实战中从200码距离上的突击只代表了步兵的最后冲刺。然而攻击的步兵并没有奔跑，相反他们前进的速度却是按规定速度前进的，目的是使敌人的防御阵地一直处于己方炮火射击之下直至最后一刻。战前的理论既没有考虑到如此完全的堑壕，也没有认识到防御火力的密度和效能。英国使用了许多只是新招募的和没有经过战前训练的部队和军官，使他们的战术笨拙而又僵化。



　　在这两次攻击行动中，虽然英国人在他们发动突击的狭窄正面上每7码就配置了一门炮，但是英国炮兵却未能削弱德国人的防御阵地，甚至没能严重地破坏有刺铁丝网。绝大多数英国火炮是发射18磅重炮弹的野炮，这种野炮在如此短促的轰炸行动中缺乏严重的破坏德国野战工事的威力。炮火的不准确性是失败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炮弹未能命中堑壕和有刺铁丝网，因为每名炮手都没有进行试射。试射就是指提前对目标进行射击，并观察和校正其火力以确保能命中指定的目标。而且600门火炮试射也需要时间。缺少试射的轰炸就缺少精度，而进行试射又会使攻击失去突然性。



　　法国人并没有依赖于步兵的突然突击，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像围攻战那样对拥有堑壕的德军防御阵地进行攻击。工兵出身的霞飞制定的解决措施就是炮兵攻克、步兵占领。他放弃了突然性，而通过具有围攻战特点的持续的炮火轰炸来达成优势。但由于霞飞的长时间轰炸需要巨大数量的弹药储备，他的进攻需要等待，直至他已经积累了足够数量的弹药。在1915年冬季和春季不成功的努力之后，他于秋季重点进行了两次进攻行动的尝试，其中有一次是在北翼与英国人的合作。



　　在第二次行动中，在香巴尼一个80英里宽的正面上，霞飞集中了20个步兵师进行攻击，使用了8个步兵师和6个骑兵师作为预备队以利用突破的效果。德国的防御兵力只有5个师。除了无数的野炮之外，法国还使用了850门更大口径的火炮进行了基本上摧毁德国人堑壕的为期3天的轰炸。步兵的攻击在大约一半正面上突破了德国人的堑壕线，在其中8英里宽的正面上，法军的冲锋突破了拥有混凝土工事的机枪阵地。但是德国人在3天轰炸所提供的时间的帮助下，在他们第一道防线之后2，500-3，000码的距离上又构筑了另一道防线，从而增强了他们的防御力量。为了攻击德国人的这道新防线，法国人不得不停顿下来，等待他们的火炮运动上来实施另一次火力突击。



　　实践证明，德国人的这道新防线更不易于遭到炮兵火力的攻击，因为德国人将其构筑在山体的反斜面上。当德国人构筑他们原来的防线时，他们将防线构筑在山体的正斜面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步兵需要好的射界来击退敌人的攻击。但他们后来得知，在山体正斜面阵地里，士兵的火力由于射界的原因只能在几百码的距离上阻止敌方的步兵前进。位于反斜面上的堑壕线为德国人防护敌方火炮的射击提供了极好的保护，因为这些阵地为德国人提供了防护直瞄射击的庇护所，并且妨碍了法国炮兵观察员的视界，因为火炮需要通过观察员观察炮弹的弹着点来修正榴弹炮和其他间瞄武器的射击偏差。



　　法国人也按攻击波次进行攻击，但由于他们拥有受过更好训练的部队，以及更专业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他们给予下级部队更大的主动权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机动和利用敌人部署上的薄弱部位，法国人的行动程序也与围攻战传统非常一致。然而，法国人的总原则要求把步兵与炮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进攻行动带来了一种缓慢和僵化。



　　这种利用反斜面的预防措施，与拿破仑战争时期威灵顿元帅保护他的步兵免受法国火炮射击所使用的措施几乎没有区别。另外，德国立即开始在他们第二道防线之后挖掘两条新的防线。然而，德国人的确没有使用这些新的防线，因为他们处于有利位置上的第二道防线在他们火炮的支援下击败了法国人重新组织的突击。



　　法国在北线进攻的进展情况并不太好，英国人也同样好不到哪里，英国人无法实施法国人长时间炮击的技巧，因为他们并没有法国人所拥有的充足的重型火炮补给的优势。即使长时间炮击能够大量地杀伤德国的防御部队，并且毁坏德国的堑壕，但德国的防御部队拥有太强大的火力，只需要很小一部分的部队接触就能够打退一次步兵的冲锋。例如，一挺德国机枪曾在一个下午发射了12，500发子弹。这是对英国人的一次攻击行动所进行的射击，虽然当时英国人进行了持续4天、耗费25万发炮弹的轰炸，但英国还是遭受了8，000人的伤亡损失。



　　在这些秋季进攻中，英国损失了5万人，德国损失了2万人。为了对付法国人，德国人损失了12万人，而法国人损失了19.2万人。德国人大量地实施反击行动，以及他们坚持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放弃任何领土的原则，使他们在对付技能更为熟练和武装更强大的法国部队时损失更为严重。



　　盟军将骑兵师保留为预备队以利用从未出现的突破口。后来有一天，英国骑兵在误认为德国人正在撤退时，向构筑了工事的德军阵地发起冲锋。一名德国士兵这样写道：“当英国骑兵中队骑马冲向我们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解释说德国士兵“在英国骑兵到达步枪射程之内后，他们站起来，大笑着用一阵弹雨欢迎这群少有的目标。幸存的马匹掉头就跑，带着许多空空的马鞍逃了回去”。在另一个阵地上，英国骑兵并没有给德国士兵提供任何的狩猎机会，因为，如同一位德国士兵补充的，“几个炮兵连向一群骑兵射击，我们的机枪完成他们的消灭行动。无数的没有骑手的马匹在战场上到处奔驰，我们缴获了许多英国军队的马匹”。[注：G·C·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伦敦，1940年，第198、199页。]




1915年和1916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后勤与以前所有的战争都不同，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铁路运输为驻止军队提供了所需的食品、饲料和数量巨大的弹药。围困一直使后勤补给面临着问题，但没有了铁路，各国军队是不可能在相互围困的情况下保持静止不动的。交战国要求它们的工业经济满足它们总人口中超过10%的人处于武装状态的要求。这些军队通常不能依靠敌人来生存，需要后勤提供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弹药以及新的和替代的武器。



　　盟军的战略对这种战争和经济之间的新关系作出了反应，当时，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锁性的后勤战略。这种封锁性后勤战略并不能决定战争，因为德国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牢固的农业、丰富的煤碳和钢铁，而且，德国除了在水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相连之外，还在陆上与东欧接壤。但英国的封锁确实限制了德国的粮食补给，而且还限制了德国从国外进口诸如棉花、橡胶和石油之类的物资。德国武装了其士兵，养活了其军队和平民人口，但还是有短缺、麻烦、某些困难和部队士气下降的问题。相反，盟军利用它们的制海权、海外的投资和信誉，大量地进口其工业、军队和平民人口所需的物资。






地图8.1中东欧(阴影部分为1915年初德国和他的盟国)



　　德国人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内线。1915年，他们转而在法国进行防御，并集中兵力对付俄国。在内线上，交战双方部队的作战正面约为700英里，是西线从瑞士到海边的两倍多，双方都分别拥有基本上与西线相当的力量。俄国和奥地利在1914年发动的攻势行动形成了正面冲突，在俄国人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俄国对德国、奥地利的作战正面于当年秋末稳定下来。德国和奥地利的意图是利用1915年的攻势行动击退俄国，削弱其力量，减缓对奥地利的威胁。



　　德国和奥地利首先通过在战线的最北端发动一次进攻来分散俄国人的注意力，随后于5月初在南翼发动进攻，俄国人在南翼只有6个师坚守着一个28英里宽的正面。俄国部队只拥有惟一的一道堑壕线，它们却要面对得到1，500门火炮支援的14个奥地利和德国师的进攻。奥德部队进攻的突然性，加上俄国人的堑壕在持续4小时的精心计划和准确瞄准的炮火轰炸之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俄国人退却了，奥德部队在12天内迅速向前推进了80英里。由于奥德部队向前推进威胁到俄军友邻部队翼侧和后方的安全，俄国人不得不在一个250英里的正面上全面后退，利用一道新的堑壕线重新组织防御。



　　由于俄国人在作战正面上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低于奥德部队的比例，德国人才有可能突破俄国人的防御，这种突破在法国的盟军指挥官曾经避免过。在一系列这样的进攻之后，德国和奥地利将俄国军队从波兰赶了出去，并使俄国人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后，德国和奥地利又在秋季转而对付塞尔维亚，占领了其领土，但塞尔维亚军队逃到了亚得里亚海边，并在那里登上了盟军的舰船。当德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进攻能力之后，他们接着就转向对付法国，于1916年在凡尔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代价昂贵和犹豫不决的战争。



　　为了确保盟军能及时地集中兵力，霞飞于1915年12月召集了一次会议，俄国、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英国在会上都同意于1916年6月同时发动进攻。



　　但是，盟军却没能成功地利用它们自己的内线。1914年秋，奥斯曼帝国加入了这场战争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因为在1915年初，交战国塞尔维亚以及中立国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把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德国分隔开了，盟军与德国、奥地利拥有数量相同的内线，这样盟军可以集中兵力或者是来对付德国和奥地利，或者是去对付土耳其。由于盟军在海上具有优势，所以它们应该很容易就能运来绝对优势的部队对付奥斯曼帝国，并把奥斯曼帝国从战争中赶出去。取得这样的胜利后又可以把整个战争期间用于对付土耳其的资源解脱出来，用于对付德国和奥地利。



　　相反，盟军却试图用其海军打通海峡进入到黑海，而当这个企图失败之后，又把部队在土耳其人预先做了准备的地方进行登陆，企图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当这个企图也遭到失败，就像西线一样以固守壕沟的围攻战宣告结束之后，盟军撤回了其部队，将其中一些部队在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宣告参战，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边，参与击败塞尔维亚的行动，这样就打通了德国、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铁路交通线，并可以利用这条铁路线来运输德国的弹药和补给物品。因而盟军也就失去了他们位于土耳其与德国、奥地利之间的中间阵地。



　　首先击败弱小的奥斯曼帝国，而后集中所有的资源对付更强大的奥德联军，本应该是内线原则的正统应用方法。因为首先完成击败更弱小敌人这个更简单的任务，就会增强用于对付更难打之敌的力量。但是，德国刚刚出名的战争理论权威克劳塞维茨却提出了与这一方法相反的论点，他提出应当首先以敌人的主力为目标。盟军只有首先对德国发动进攻才能满足这种要求，如果盟军战胜了德国人，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就必然垮台。但是如果消灭了奥斯曼帝国，盟军将既不能打败德国，也不能结束战争。



　　然而，建立在内线基础上的论点确实似乎更占上风，因为盟军首先集中兵力对付奥斯曼帝国，将使盟军最终能集中更大规模的部队去对付德国。首先征服更弱小的对手只需要最小的努力，这一因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决定盟军的战略。确切地说，由于法国处于优势地位，加上法国的意图是把德国军队从其领土上赶出去，这意味着盟军将会把他们的主要行动集中在法国，虽然盟军暂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陆上部队去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相当数量的部队去正面对抗保加利亚和德国军队。



　　1916年的同时进攻确实给德国施加了压力，就在其他的奥地利军队正在向意大利部队发动进攻时，俄国在6月份的进攻行动严重地挫败了奥地利军队，而德国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陷入了在凡尔登对法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进攻作战当中。6月末，法国和英国部队在法国沿索姆河发动了一次联合进攻，它们以此结束了这次同时作战行动。这次索姆河的进攻行动持续5个月，结果又是一次代价昂贵的作战行动。



　　在这次联合进攻行动中，英国承担了主要的进攻任务，在14英里宽的正面上发起攻击，而法国人的攻击正面只有9英里。自1914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从志愿者中组建了大规模的陆军。这些人有他们的的优势，就是他们有非常的作战热情，但是他们也存在着缺点，就是缺乏经验和几乎没有正规的军官或专业军士来领导他们。英国人在开始行动时进行了一次持续7天、消耗了160多万发炮弹的炮击行动。德国人在构筑防御工事时，把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把人员地下掩蔽部设在地下20至30英尺深处，这也恰好值得英军炮兵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炮击。德国人把有刺铁丝网捆绑在铁桩和架子上，形成了两道分别为30码宽的隔离带。英国人的炮击最终炸毁了德军所有的这些工事，甚至德军设在地下很深的庇护所也被炸坍塌了，常常使藏在里面的德军士兵窒息而死。但英军大规模的炮击不得不以牺牲突然性为代价，虽然英国人在精心地进行作战准备时并没有提前引起德国人足够的警觉。然而，英国人的大规模炮火轰击却引起了德国人足够的重视，德军把预备队运动到了受威胁的部位，并开始构筑另一道防线。



　　当英国人开始突击时，幸存的德国士兵从他们的地下掩蔽部里钻出来，在炮弹坑里建立起了一道防线。按攻击波次发动进攻的英国士兵，因而也就遭遇到步枪和机枪火力的沉重打击，英国人的伤亡很惨重，在第一天就伤亡了5.7万人，约占参战人员的40%。英国人这样的突击行动使伤亡损失的水平恢复到18世纪的水平，当时，腓烈特在科林的不成功进攻行动中导致了43%的伤亡，在另外3次作战中伤亡的损失超过30%。



　　虽然防御方是躲避在炮弹坑里，但防御方也拥有一定的掩护，这完全能抵消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如果攻防双方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能相互向对方进行射击，在进攻方迅速消灭防御方的条件下，N平方定律会把进攻方3：1的数量优势转化为9：1的绝对优势。但是，由地面上炮弹坑向防御方提供的掩护，不仅仅是抵消了进攻方所具有的更大数量优势，而且使进攻方部队的损失更加惨重。



　　地形也帮助了德国人，一份当时的评论这样说：“几乎在这条古老战线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人不得不爬向小山向上攻击……敌人拥有观察所，对法国人有较好的视界，并有一种优势感。我们的人处在下方，多余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堡垒，就在我们的上面，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坚固。”因而，德国人的防御阵地除了使他们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之外，还使他们具有心理上的优势。[注：B·H·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波斯顿，1930年，第232页。]



　　盟军确实没有任何突破德国人防御的希望，因为在德军第一道防线之后的2，000码处，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拥有与第一道防线同样强大的力量，这道防线也包括完整的有刺铁丝网带，而且在第二道防线之后的3，000码处，德国人早就建立起了一道预备队防线。另外，福尔金汉将军还没有放弃他寸土不放的决心。他已经把前线布满了部队，并且在长时间炮击发出的警告提示下，随时准备用预备队进行反击。他已经重申了他的原则，就是要“寸土不让，如果丢失，则必须立即不惜以任何代价实施反击将其夺回”。[注：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第118页。]



　　这一防御原则使德国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为它把大量的人员配置在敌人更强大的炮兵火力之下，而且在反击行动中的损失也很大。这次为期5个月的会战确确实实是一次围攻战，英国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约42万人，法国约20万人，德国的损失无法确定，可能比60万人稍微多一点。德国为了保留他们在法国的占领地而进行如此残酷的战斗，使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远远抵消了战术防御给予他们的巨大优势。盟军在步兵及炮兵上力量更强、德军暴露在炮火突击之下以及德军不断地进行反击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术防御将使进攻方遭受更大伤亡的威力。




寻找一种解决战术僵局的技术措施




　　尽管统帅们在作战中损失上百万名的士兵，而他们得失常常是几平方英里的战果，而且他们还是面临着一个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势。过去的几百年，将军们已经习惯和理解了僵局，这些僵局建立在城堡或要塞的力量之上，也因将军们没有能力去迫使拥有巨大空间可回避好战对手的敌人进行会战。随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似乎肯定了拿破仑的战争方式，在拿破仑式的战争中，进攻一方或是能够迫使防御一方会战，或是迫使其撤退。而现在将军们突然面对着一种僵局，这种僵局是随着力量与空间比例的巨大提高和战术防御力量的增强而产生的。



　　军事统帅们发现，他们很难放弃一生坚持的并且又被战前错觉加强的思想，战前的错觉认为，火力已经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而且必胜的士气和决心将能够将攻方的意志强加给敌人并获得胜利。以“火力杀伤”是法国贝当将军的格言，这句格言事后看来似乎只是表现出了他对这个显易而见道理的掌握。但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被作为一种对战前过分强调火力、士气和意志取胜的思想的矫正方法。一位德国军官在与俄国人作战中向世人们展示了对战前观点进行调整的需要，当时他的部队成功地击退了俄国人的一次进攻。他的部队是岁数较大的后备役军人，体重超重、秃头，看上去丝毫不像一支部队，虽然他们的视力较差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目标，但是他们还是击败了俄国人。特别令德国军官震惊的是，俄国人的攻击部队是他们的警卫部队和精锐部队，这些部队拥有更上乘的军官和更勇敢及体能更强壮的士兵。舆论的导向已经使人们确信了弱肉强食的原则，也就使人们很难接受拥有机枪的弱方打败了更强大一方的现实。



　　虽然参谋们和将军们要处理他们所面对的意想不到的和前所未有的战术形势自然相当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设法寻找一些解决战术问题的措施。例如，炮兵的重要性突然得到了提高，它们并没有预想到它们所面对的形势。绝大多数人曾计划使用野炮向他们能够看到的目标射击，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进行着围攻作战，向他们看不到的目标射击，依赖于远在地面或搭载在飞机、气球里逗留在空中的观察员。



　　炮手们很容易就从围攻战炮兵的行动中学会了间瞄射击的技巧，随后就转向解决摒弃试射的问题。如果炮兵能够摒弃试射，射手就能够为步兵提供突然和准确的炮击，由于精度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这种炮击可以持续得很简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面临着每门炮都有不同初速的问题，火炮的初速由发射过多少发炮弹和生产中的微小差异来决定。火药的温度也影响到初速，寒冷天气的冷火药与温暖天气的热火药的推进力并不相同。空中的风以及空气的密度也会对发射出去的炮弹的飞行弹道产生影响。



　　法国炮兵们从海岸炮中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测定所有炮弹的初速，计算后续使用的影响，测定火药温度影响的结果，学会了向空中施放小型气球来测量空气密度、风速和风向。由于拥有精确的地图和对每门炮炮位的测勘，知道了一门炮在不同的温度、风和空气密度条件下的初速之后，炮兵就能提前计算每门炮的射击诸元。拥有了这种新的技能之后，更多的火炮就能够秘密地运动至计划进行进攻的地区，并计算出如何以首发炮弹命中它们的目标。到1918年，炮兵们已经能够摒弃试射，能够在敌人没有发现新的炮兵连到来的情况下，向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具有强大火力和精度的突然炮击。



　　新式武器在战争中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并没有改变战术力量的平衡。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和小型便携式迫击炮证明是很重要的武器，而且它们被用于支援进攻的可能性比用于防御的可能性要大。但是轻型的、便携的、气冷式机枪的广泛使用却给防御提供了更强大的火力。



　　德国人大规模引进了毒气，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化学工业上具有优势，使他们在开发更致命种类的毒气上处于领先地位。毒气首次是用圆筒施放在进攻方的堑壕里，后来又用炮弹进行施放，在战争中它被证明是一种非常致命但又需要慎重对待的武器。毒气的使用需要由风来决定。不久士兵们就拥有了能保护他们免受窒息性毒气伤害的防毒面具，实际结果证明，毒气并没有对作战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在一次得到足够支援的攻击行动中，突然大量地使用毒气，这毫无疑问地会实现大范围的突破，但是德国人却忽视了这个机会。实际上，毒气在对付预有准备的敌人时，似乎不太可能改变双方的力量平衡，所以在第二次大战中，所有的交战国都没有使用毒气。



　　法国和英国都很早就开始寻找一种将霍尔特农用拖拉机的工作方法应用于堑壕战的途径。霍尔特拖拉机是履带式拖拉机，因而使其能够离开道路作业，而这正是装甲车所缺乏的一种能力。最初，法国和英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且没有相互共享他们的成果。



　　英国陆军的斯温顿中校提出了一种能够越过堑壕的履带式机枪车的想法，而英国海军部的陆上运输车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了一辆，于1915年初生产出产品，车重28吨，车长26英尺。陆上运输车是一个菱形的装甲箱，它的履带围绕着车身转动，使该车具有最大的越壕能力。在车身的两侧各有一个凸出部，凸出部上或者是携带一挺机枪和一门海军的57毫米炮，或者是装备有两挺机枪。如果在两侧各装备有一门57毫米炮，英国人就称之为雄车；如果两侧各装备有一挺机枪，则称之为雌车；如果其在一侧装备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炮，在另一侧装备有机枪，则就被称为阴阳车；所有型号的车除了这些安装在凸出部的武器外都有两挺机枪。陆上运输车最初使用了一台105马力的发动机，随后又使用了一台150马力的发动机，其最大时速为4至5英里每小时。由于霍尔特拖拉机的设计意图是牵引犁使用的，所以不管陆上运输车拥有多大的功率，履带式设计使该车并没有较高的速度。当陆上运输车首次运到法国时，为了保密的原因被称为水柜，不久又被缩写为坦克。






插图8.4最早的坦克原型



　　法国人的坦克原型也可以追溯到1914年秋，是法军埃蒂安纳上校的主意。埃蒂安纳上校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希望炮兵能够在攻击中跟随在步兵之后。他的两个模型由两个不同的厂家设计，都包括一门安装在霍尔特拖拉机上装甲箱子里的75毫米野炮。一个模型重15吨，另一个重25吨。两个模型都装备有机枪，速度约每小时5英里。法国人的设计缺乏想象力，因为装甲箱超出了履带之外，限制了该车的越壕能力或通过崎岖地形的能力。法国人实际上并不是生产出了一种越壕机器，而实际上只是生产出了一种自行火炮。



　　英法这两个盟国除了向德国人保守他们的坦克研究的秘密之外，它们相互之间也保守秘密。法国人对这些履带式车辆比英国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甚至在看到一台完整的试验样车之前就已经订购了800辆，计划积累较大的数量以在一次主要的进攻行动中突然使用这种车。但是，英国人在索姆河进攻作战的后期使用了一些坦克，也就向德国人提醒了坦克这种武器的存在。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德国人与绝大多数的英国指挥官一样对坦克持怀疑态度，也就没有努力地去使他们自己的部队装备坦克。即使是德国人也装备了坦克，他们也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因为法国在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只是近来才把头号汽车生产大国的位置让位于美国人。由于英国也拥有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工业，盟军拥有占据绝对多数的汽车制造厂，它们能很容易地转产制造坦克。



　　与此同时，埃蒂安纳上校与雷诺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出了一辆与陆上运输车或自行火炮完全不同的装甲车。这种新型坦克重量只有6.5吨，其履带延伸至出车体前部，加上该车体积较小，使其具有较好的越壕能力。该车的车身高度比英国或法国早期型号的坦克更低一些，其顶部有一个能旋转360度的炮塔。炮塔上或者是装有一门用于向机枪掩体射击的37毫米炮，或者是装有一挺机枪。法国人的战术计划设想，由一辆装备有一门炮的坦克与两辆装备有机枪的坦克协同行动。



　　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坦克都沿用了这些设计原则，法国人在认识到他们拥有了一个合适的构想之后，订购了4，000辆这种“雷诺”型坦克。到1918年，英国和法国都拥有了很大数量的可以使用的坦克，已经组织和训练了人员操纵它们，而且他们也从思想上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了坦克在一场攻击行动中的作用。




德国人寻求使用潜艇实现后勤战略的胜利




　　到1917年1月，德国海军已拥有111艘潜艇，与此相比1916年初却只有68艘。德国海军认为，如果不管任何的有关鱼雷攻击商船的限制，德国海军能每个月击沉60万吨盟军的运输船。这样的战果将能把英国人从战争中赶出去，因为潜艇击沉的商船将比盟军所能建造的船只多得多，因而也将能够中断那些保持英国工业得以继续发展、其人民能够工作、其军队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相应地到1917年1月末，德国人在认识到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又重新开始了对商船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认为，如果德国封闭了盟军的海上交通线，美国人的参战将毫无意义，而且美国海军在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上力量较强，而在用于对付潜艇的驱逐舰上力量较弱，对潜艇战将无能为力。



　　德国人潜艇战略的预测结果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一战略在战术和战略这两个相关的可变因素上却失败了。到1917年时，英国海军已经能够使用一种水下声纳跟踪运动的潜艇，水下声纳能测听到潜艇螺旋桨的声音，并判定出潜艇的概略位置。英国海军还能使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进行攻击。当对潜艇进行攻击的驱逐舰判定在某个海域的某个位置存在一艘潜艇之后，驱逐舰就会把那些装满炸药的深水炸弹投放到所判定的位置，设定炸弹或者是在潜艇可能的深度上爆炸，或者是在不同的深度爆炸。深水炸弹并不需要直接命中潜艇就可以摧毁潜艇，因为水是一种不可压缩的液体，很容易就会把炸药所产生的压力传递到潜艇的艇身上。



　　护航在很久以前被英国海军用于保护商船对付法国和其他敌人的武装快船，现在则被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去保护商船，而且当得到护航保护的商船遭到潜艇不顾一切的攻击时，护航舰艇使用装备有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战舰与潜艇作战。被击沉的船只的数据既反映了德国人的期望得到了实现，因为最初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远远超出了英国人所能建造船只的出厂量，同时它又反映了英国人作出的反应的效能，当英国战舰开始实施护航之后，被击沉商船的数量开始下降，而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则开始上升(如表8.3)。







德国的新防御方法




　　1916年末，法国政府解除了霞飞的职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及法军进攻行动的巨大伤亡，使霞飞在1914年所获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为了以体面的方式处理霞飞，法兰西共和国将法国元帅这一古老的王室和帝国头衔重新授予给霞飞，这个头衔古老的荣誉与霞飞真正成就之间的结合，是法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把霞飞束之高阁的方法，也是对霞飞的军衔、七星勋章和新的元帅称号的真正的尊称。



　　法国政府用尼韦勒接替了霞飞，尼韦勒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资历较浅的将军，他于4月份开始了新一轮的被猜测将可能使用一种新方法的攻势行动。尽管他在一个25英里宽的正面上拥有5，000门炮，几乎平均每8码的进攻正面上就配置了一门炮，但这次进攻行动由于缺乏预见性而令人沮丧地失败了。由于对尼韦勒被提升的期望值与他的攻势行动的断然失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使法国士兵士气低落，声称他们将只进行防御而不再进行进攻。随后，法国政府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贝当将军1914年8月参战时只是一名上校，但由于他的表现极为出色，霞飞于当年10月就把他任命为军长。1915年，贝当被晋升为集团军军长，1916年，他成功地组织了凡尔登防御并被任命为集团军群司令。就在贝当将军61岁生日的前夕，这位反应敏锐而又十分务实的将军接管了法国陆军。贝当将军是火力至上和防御居于首要地位原则的一位忠实信徒，而且行动迅速、果断，他逐渐地恢复了法国陆军的士气。因而，法国陆军在1917年承担了一少部分的进攻任务。由于法国人死板地强调安全，使他们仍然对德国比较惧怕，战斗士气并不太高，也就没有承担主要的进攻任务。



　　但是，德国人必须面对来自英国人的进攻，英国人已经明显地加强了他们的炮兵，并且提高了他们弹药的质量和数量。英国人于5月初开始了他们的炮击行动，由于他们在飞机上具有6：1的优势，即使是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红色中队也不能有所作为，使英国人能够广泛地使用飞机执行炮兵观察任务。英国人使用了2，300多门火炮进行轰炸行动，不断增强的炮击行动夷平了德国人的阵地。德国的守备部队，由于十分害怕被埋藏在地下掩蔽物里，只好利用炮弹坑躲藏。当英国炮兵炸毁空荡荡的堑壕时，他们过着一种危险的而又极不舒服的日子。在最后7天的炮击中共有300多万发炮弹落在了一个6英里宽的正面上，随后，英国人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墨西内斯山脉的地下挖掘坑道，引爆在德国防线19英尺地下的炸药。100万磅炸药的爆炸威力，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可以感觉到。英国人最终占领了墨西内斯山脉，防御的德军部队比进攻的英军部队损失的人员还要多。



　　在英国人重新开始他们向附近的帕斯谢德勒攻击之前，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防御体系，他们在这次历时3个多月的帕斯谢德勒战役期间出色地使用了这种新防御体系。这一方法早就受到德国陆军新的领导人兴登堡元帅和他的同事鲁登道夫将军的赞同，鲁登道夫将军是坦能堡战役的获胜者和战胜俄罗斯陆军的设计师。虽然被德国政府于1916年夏季解除职务的福尔金汉将军仍坚持寸土不放的原则，但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却鼓励实施一种弹性防御。他们并没有把前线堑壕塞满部队，因为这样做在敌人的炮火突击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德国的新理论规定，用装备有轻机枪的几个班组成一条前哨警戒线来坚守前沿。当敌人轰炸开始时，位于前哨警戒线和2，000码后第二道防线上的部队从他们的堑壕和地下掩蔽物中撤出，利用炮弹坑进行掩护。实际上，英国炮兵巨大的威力使德国人的堑壕、地下掩蔽物和混凝土机枪阵地只是在吸引英国炮兵的火力时才有用。



　　在前哨警戒线和第二道防线之后，德国人另设有三条防线，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构筑第六道防线。但德国人计划使用他们的预备队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的地带实施反击，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位德国集团军群司令十分自信地在日记中吐露了秘密：“我对于打退敌人的攻击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从未配置过如此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与前沿抗击敌攻击部队一样训练有素。”[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40页。]



　　英国人在一个15英里宽的正面上重新开始了驱赶德国人的行动，使用2，300门火炮进行了为期10天的炮击，消耗了总重量达6.5万吨的600万发炮弹。当英国人在德国防御阵地里慢慢杀出一条血路时，德国的防御部队逐渐完美地实践着他们的弹性防御技巧，使用少量部队占领前线阵地吸引英国炮兵的炮弹，将部队分散在炮弹坑里以避免成为英国炮兵射击的靶子。德国人也在防御中增加了对炮兵的使用，或者是在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挖好掩体之前立即实施反击，或者是在一两天后，德国炮兵能够提供恰当的支援时实施反击。但无论如何，英国人不得不运动得很慢，因为，英军每前进2，000码或更远距离时，他们通常就需要停顿多达3天的时间，英军炮兵需要向前转移阵地才能向德军新的阵地进行炮击。在这场为期4个月的作战的全过程里，布满了弹坑和相当潮湿的地面妨碍了火炮的运动，也使提供足够的弹药补给十分困难。



　　地形又一次有利于德国人，因为在这一次行动中，当英国炮兵火力摧毁了德军阵地上的排水系统之后，这块原来周密地布置了排水系统、位置十分低下的地面，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沼泽地。英国士兵不得不铺设木板人行道，以防止他们自己陷入烂泥里。至少曾经有一次，有一名士兵失足陷入到烂泥里，并开始向烂泥里下沉，他的同伴们想救他却无能为力。当烂泥快要吞没他时，这位士兵要求他的同伴开枪打死他，他认为这种死法比窒息而死要更令人容易接受。高级指挥官常常严重忽视这些地形条件，而这些地形条件又对进攻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例如，一位来自司令部的英国军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将要结束时来到前线，首先由于他的汽车时常抛锚而对战士们的处境相当理解，随后，他又完全认识到了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泪流满面并大叫道：“天哪！我们真的把士兵投入了这样的作战环境了吗？”[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43页。]



　　由于德军的这种弹性防御方式取得了成功，德国人将这种方法作为一个作战经验进行推广，规定所有的西线部队都要采用这一防御方法。出乎意料的是，通常采取攻势行动的法国人，却在保卫他们自己领土的防御作战中最早采用了这种弹性防御的方法。与弹性防御最初的原则一样，法国人将一个坚固支撑点系统用作主要防线，这些坚固支撑点间隔200码配置，并组织进行全方位防御。在坚固支撑点的前面，法国人保持了一道前哨警戒线，在坚固支撑点的后面是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上还构筑了一些掩蔽部，这些掩蔽部是为进行反击的预备队准备的。由于受到福尔金汉的限制，德国人在1917年之前未能使用这种弹性防御方法，但是当他们将这种防御方法付诸实践之后，他们又把它进一步向深度、广度和复杂性方面发展，使其成为一个体系。



　　德军这种新的防御配置充分证明了它们自己的价值。尽管英国人拥有可怕的火力，并且对德军进行了长时间炮火轰炸，轰炸时间之长使德军士兵的神经饱受折磨，但是由于德国占领前沿的部队很分散，并在英军开始炮击之后就隐蔽在炮弹坑里，故极大地降低了德军的伤亡。结果证明，这道防线对于攻击部队来说仍然是难于克服的，并将使攻击部队遭受严重的伤亡。然而防御的重担却落在一个位于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纵深为1-3英里的区域里。这个区域的地形常常由于小山挡住了英军炮兵部队的视线，使英军直瞄火力无法对其进行射击，德军对防御阵地也进行了恰当的伪装来对付英军的空中侦察，而且这一地域还处于英军轻型火炮的射程之外，德军就在这一区域实施主要防御行动。除了许多位于混凝土工事内的机枪之外，德军还大量地使用火炮，德军火炮拥有极好的火控系统并且完全熟悉这些地区交通情况。德军还依赖于防御的纵深，每个团把所属3个营纵深梯次地配置。在这个战斗地带之后，德军还有一条防线，由每个团最后方的营占领，用于保护德军的炮兵，而且如果在更远的后方没有提前构筑其他防线，则也要计划其他阵地。



　　除此之外，德国弹性防御还将最基本方法建立在反击、反冲击行动之上。由于德军在前沿轻兵把守，使德军能够保持强大的预备队，远远地配置在英军火力突击的主要地域之后。由于英军进攻时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准备，使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将预备队增强到最强大的力量。由于反击在德国的这种新防御原则中具有如此基础性的作用，德军预备队在占领反击阵地时使用战斗行进的方法行动。



　　作为一种理想的反应，德国人设想实施一次几乎是即时的反击行动，用反击行动的突然性打败攻击的英军部队，并预想英军部队会由于德军的攻势行动而组织紊乱。为了确保突击的时间表以及整个防御的效能，团的第一线营的营长负责指挥这一地带作战行动，包括在其后面的营。第一线师的师长对投入到该师作战地带行动的其他师实施同样的控制。因而，德国人极好地保证了分权指挥，这是一种由于堑壕战所需要的变化。如果在提前进行准备并且拥有极好的炮兵控制的情况下，即时的反击行动还是遭到失败的话，德军还准备使用更多的部队和火炮，实施一次更周密的突击行动，这仍然比盟军部队享有更好的组织方式，即使盟军并不能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到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上，他们还是需要占领阵地并为新攻占的阵地构筑工事。



　　虽然有利的地形、筑垒地带和构筑好的炮兵阵地确实构成了拥有领土的重要优势，但这些反击行动并没有把恢复失地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对毫无准备的敌人进行成功的反击行动，在击败了敌人突击行动的同时，也会使防御者遭受不利的损耗，常常使德军许多士兵被俘虏。



　　德军通过分散指挥权，提高了德军业已建立完整体系的部队的效能。在那些战斗小组占领分散的防御阵地或炮弹坑的战斗中，要求在营以下分队中进行一种在战争之前所无法想像的分权指挥并保持体系完整性。不仅营所属连及连长和连所属排及排长拥有想像不到的自主权和职责，而且，就是排所属各班的中士班长也有着重要的机会去调动他手下有12名士兵的班，并且使中士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以前有关中士班长职责的设想截然不同。



　　营的编制体制相当完整并且增强了适应力，使营能在防御作战中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攻击，在反击行动中能够集中力量利用英军的薄弱部位。电话及炮兵控制手段的周密性和分散化，使火炮在防御中起到了基本上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用，因为火炮能向看得到的攻击线发射霰弹。火炮能非常有效地参与到反击行动中，因为敌方的突击部队早就进入火炮的射击范围，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反击部队将不太有可能前出超出他们火炮的支援范围。无论这种战争与18和19世纪的战争看起来有什么不同，它都是对法国军队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战争样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德国的新进攻条令




　　1917年，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进攻方法，这种进攻方法在某些方面应该归功于法国人的灵感。法国人原来的进攻方法，被德国人应用并也被英国人采用：它要求把进攻的步兵以连续的士兵战斗线或以攻击波次的方式进行使用。这些连续战斗线或攻击波次一般都按照预先规定的时间表前进，战斗线或攻击波次的运用更有利于上级司令部控制作战，同时也利于步兵运动与炮兵火力计划之间进行协调。最后，炮兵发射出一道弹幕，在攻击的步兵前面设置一道爆炸炮弹的弹幕，这道弹幕也按照提前制定的时间表向前移动，而步兵则在这道弹幕之后按照炮兵的时间表前进。这种使步兵从属于炮兵的方法，是霞飞将军“炮兵征服、步兵占领”进攻战原则的最好例证。



　　1915年初，法国的一位名叫拉法哥的上尉军官体验了这种进攻方法的最原始形态，他立即将这种进攻方法写成了一本手册。他曾提到步兵以战斗线行动的价值：“经历过一次突击中一个队形在那些最关键几分钟的影响，就会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其作用是“把任何犹豫的单兵拖在它后面，限制过于冲动，给所有人以彼此信任的温暖和舒适感”。然而，他却更偏向于使用装备有机枪和手榴弹的战斗小组，让这些战斗小组在战斗线的先头前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样，就能够从敌人机枪阵地的后方对其进行攻击，并穿插到敌人阵地的纵深。[注：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第55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步兵线的战术一部分是由于炮兵的作用以及炮兵火力难于控制所要求的，这种战术使人们回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线式作战系统，那时以战斗线行动的营与它们友邻保持相接并成一条直线。拉法哥提出了一个与采用营纵队相类似的方法，营纵队能在战场上迅速机动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战斗线中的薄弱部位。当然他还设想要使用一种散兵小队，但是同样要更周密的组织和集中兵力对付敌人薄弱部位的能力，才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实现。



　　法国司令部印刷并下发了拉法哥的手册，但并没有将手册中的原则作为法军基本的进攻条令来贯彻执行。拉法哥的方法要求把指挥权下放到班长这一级，这进一步剥夺了将军们对战斗的控制权，法军仍然只是在炮兵的火力计划和以波次行动的步兵中局部地实施这种指挥。处于守势的德国人也发现，低级指挥官也同样需要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拉法哥的思想在步兵从属于炮兵方面还与霞飞的围攻战思想相矛盾。



　　1916年，德国人得到了一本拉法哥的手册，由于拉法哥的思想与德军早就正在逐步发展的那些思想十分吻合，德国人就把这本册子翻译过来，在整个德国陆军范围内广泛地散发。到1917年，从未把进攻作战完全看作是围攻战的德国陆军，开始把渗透战术作为德国步兵进攻的条令，而渗透战术则与拉法哥的思想十分相似。德军新的防御方法是让防御部队在炮弹坑里作战而不是在野战工事里作战，并且设法使用预备队实施突然反击。德军新的进攻条令与其新的防御方法一样，充分利用了适合于疏开作战的原则而不是围攻战的原则，并且不再让炮兵为满足步兵的需要而从属于步兵的行动。



　　法军纵深配置部队的防御，虽然依赖于堑壕线，但它包括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使这种防御易于被渗透战术进行穿插。坚固支撑点使用火力掩护着间隙地，其掩护能力又取决于观察能力，反过来，观察能力除了会由于炮兵火力迫使观察员进行隐蔽而被削弱之外，又会被雾、烟和毒气等因素所削弱。



　　渗透战术放弃了运用攻击波次的方法，转而青睐于运用若干战斗群向前推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渗透战术中，攻击部队并不需要耽搁某个波次的前进以等待突击部队去克服一个正在防御的敌坚固支撑点，相反攻击人员渗透到敌人的防御阵地内，一直向前推进，而把征服坚固支撑点的任务留给跟随在后面的步兵部队。集中兵力对付薄弱部位以及迂回和包围敌方部队的古老思想使这些战术得以实现。1917-1918年冬季，德国人将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对其大多数陆军重新进行训练，向他们的部队传授这些原则，并且训练他们应用这些新的攻击方式。这样，德军的基本攻击要素变成了大约12名装备有轻机枪的士兵。德国人把他们的部队区分为素质好、士气高涨的部队和素质差、士气低落的部队，让素质更好的部队集中进行进攻能力训练，组建了许多训练有素的突击师，而让事业心、勇气和技能较差的士兵去坚守防御阵地。随后，德军在西线的192个师中确立56个师为训练有素的突击师。



　　1918年，士兵已经使用钢盔来保护他们免受炮弹破片和高爆弹破片的杀伤。他们携带弹仓式步枪和手榴弹。手榴弹装有短时引信，使士兵能够在手榴弹爆炸并释放反人员碎片之前将其投掷出去。手榴弹微缩复制了榴弹炮的能力，一些士兵已经开始使用榴弹发射器使手榴弹作用的距离更远。在德国陆军中，排下辖几个有12人的分排，在每个分排里，有一个班有5名战士，该班操纵并保障一挺轻型气冷式机枪，另一个班只由步兵组成，机枪通常用于提供火力支援，而步兵常常就构成了分排的机动或进攻要素。



　　在渗透战术中，营仍然包含突击队形，突击队形使用水冷式机枪、火焰喷射器和便携式迫击炮支援步兵分排。火焰喷射器是法国人的一项发明，使用压力将燃烧的石油喷射出去。便携式迫击炮与榴弹发射器相似，但迫击炮的精度更高、威力更大。工兵拥有装备，通常为跟随在后面的人员、火炮和车辆构筑轻型桥梁。营还拥有自己的炮兵，这些火炮是德国陆军中型号较早、射程较近、重量较轻的野战火炮。这些类型的火炮是德国陆军中最便于机动的火炮，能够伴随步兵前进。



　　在攻击过程中，第一步兵战斗群确定敌人阵地的位置，第二群发现敌人的薄弱部位并向前推进越过敌人的薄弱部位，第三群对第二群进行支援并保护其翼侧。师的剩余部队跟随在后面，通过利用位于坚固支撑点周围的间隙地来减少绕过的坚固支撑点的数量。先头部队不停顿地继续前进，不停地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部署中的薄弱部位。整个进攻条令的目标是完全突破盟军的防御地带。



　　在这些进攻行动中，飞机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步兵和炮兵一样，德军秘密地集结了足以形成数量优势的飞机，使用飞机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部队，赶走盟军的观察飞机，辅助炮兵进行轰炸并攻击偶然出现的目标，特别是攻击盟军在道路上运动的预备队。



　　1917年的下半年，德国人对新的战术进行了几次试验。在这些试验中，有一次是于11月份对英国人进行的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反击行动。《英国官方历史》称，德国人前进时“以小的纵队前进，携带着许多轻机枪，其中一些携带着火焰射喷器。头顶上，在低空飞行的飞机数量比以往看到的要多，这些飞机对英国防御部队进行轰炸并用机枪扫射，这导致了英军的更大伤亡，特别是使英军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混乱”。《英国官方历史》还指出，没有几个坚固支撑点“看上去是遭到正面攻击的，突击部队两面夹击，从翼侧和后方包围它们”。[注：提莫西·T·路普弗尔，《条令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术条令的变化》，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作战研究协会，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1981年，第40页。]



　　把渗透战术与其它方法相结合以确保一次有效的进攻，这种方法开始被人们称为胡蒂尔系统，因为这一方法是1917年9月由德军的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在对俄国人发动的一次进攻行动中最早使用的，而且这种攻击方法的效果很好。这种攻击依赖于突然性。由于火炮既具有进行准确射击的能力，又不会提前泄露其存在和位置，使指挥官们能够突然集中火炮。由于在火炮技术方面的改进使射击的精度得以提高，也使对敌人的防御阵地进行严重的破坏不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轰炸。在冯·胡蒂尔系统中所使用的短促、密集的轰炸也依赖于较大比例的毒气弹和烟幕弹。毒气弹和烟幕弹不仅降低了防御部队的效能，因为他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观察能力，而且在毒气弹和烟幕弹中装药量很小，所以对地面的干扰和对道路的破坏也很有限，使德军的炮兵、增援兵力和后勤补给向前机动时变得很便利。在首次的火力突击之后，炮兵对步兵进行支援，并使其火力与步兵的运动相一致，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征服，而不是炮兵征服和步兵占领。炮兵以这种方式使其条令与新的渗透战术相结合，而突然性则是冯·胡蒂尔系统成功的核心。



　　由于以潜艇为基础的后勤战略遭到失败，所以德国人计划在1918年用作战战略赢得战争。俄国退出了战争，奥地利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意大利，而德国并没有参加集中兵力将意大利赶出战争，而是将他们所有的力量投入到对付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国人并没有避开攻击，并不相信防御已经证明了的力量，也没有利用俄国和东欧的资源，相反德国人选择了进攻，因为美国人正非常迅速地组建起大规模的陆军。由于美国的人口约是德国的两倍，加上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工业、农业资源、武器，以及得到来自法国与英国专家的指导，美国似乎有可能在1919年将基本上是不可战胜的陆军投入战场。



　　鲁登道夫对他作战的战略将获得成功充满了信心，但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他拥有更大数量部队的基础之上：他在法国只有207个师与盟军的169个师作战，所有的师当时只有9个营而不是12个营。他依赖于他的新的战术方法，以及用新组建的、经过重新训练的、由德军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的那些师来对付疲惫的盟军部队——盟军部队已经被4年来不成功的进攻搞得精疲力竭。




1918年的西线战役




　　德军在1918年3月的进攻目标是法国和英国战线的接合部。鲁登道夫将军把主攻方向直接指向英军，因为他认为，由于法国部队拥有更强大的火炮和极优秀的战术技能，法国部队的抵抗力会更大。他大规模强攻的目标是设法迫使英国人向海岸线后撤。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力，鲁登道夫将军准备进行另外3次的进攻行动，其中两次是对付英国部队，一次是对付法国部队。鲁登道夫将军把他的预备队保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使他能把预备队及时投入到任何位置上作战。但是，他已经在一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配置了6，000门火炮，他同样让火炮在夜间进入阵地，用细麻布等材料包裹车轮来消除车轮的声音。就在进攻发起之前，连夜急行军的德军预备队也赶到了。



　　当在3月21日的清晨发起攻击时，德军在这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已经拥有63个师。攻击几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英国人只是在前一天晚上才肯定地得到了德国人将发动攻击的消息。一层薄雾帮助了德国人长达5小时的烟幕弹和毒气弹的密集轰炸，胡蒂尔系统也发挥了极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军高夫将军第5集团军防守的薄弱防线作用更为明显。



　　火力准备的强度和精度使英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并在英军的有刺铁丝网中撕开了缺口，破坏了英军的野战防御工事。训练有素的德国突击部队跟随在炮兵的徐进弹幕之后，充分利用烟幕所造成的低能见度渗透到惶惑的英国防御部队之中。在战线上的许多部分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突破，对进行抵抗的英军坚固支撑点实施迂回攻击，在许多地方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越过了英军的防御，到达了位于英军防御阵地后方的广阔乡村。



　　德国人成功的攻击行动战胜了英军第五集团军，德军缴获的200万瓶威士忌酒就很好地表明了德军的胜利程度。实际上，英军奢侈的补给使德国部队得到消遣，并且滋养了德国部队。1916年，一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士兵们都希望进攻，因为“期望得到战利品……一罐英国果子酱或一把剃刀要比一位英国军官的笔记本更重要”。到3月份，英国富豪们的士气已经变得相当低落。这名德国军官指出，部队已经开始感觉到“英国人好像是使用橡胶或是黄铜制造了一切，因为这两种物资是我们最长时间没有看到的东西”。[注：B·H·利德尔·哈特，《透过战争迷雾》，纽约，1938年，第221、224页。]



　　在英国第五集团军的南翼，德国人的进攻行动包围住了法国的一个集团军，这次攻击行动进展得出人意料地顺利。然而，鲁登道夫将军的计划是设想把英国人赶回海岸边，他需要在北翼的胜利，但能干的宾将军的英军第3集团军在北翼阻挡住了德国人的前进步伐。



　　与此同时，在南翼对付高夫集团军残部以及正在撤退的法军部队的德国部队，已经在6天内向前推进了近40英里。鲁登道夫在派出预备队对付宾将军而没能攻克英国人的顽强防御之后，他开始增援南翼的成功行动。因而丧失了战机的鲁登道夫将军开始在他的战略中运用“最低抵抗道路”原则，这种原则给渗透战术赋予了生命。他早就已经阐述过这种观点，当他阐述“在纯粹的战略目标之前必须考虑战术，除非战术胜利是可能的，否则追求战略目标是无效的”这个观点时候，他指出，战术和防御力量必须决定战略。但英国人的顽强抵抗，加上法国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来自贝当将军17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的增援，阻止了德国人迟来的增援，也使德国人未能进一步扩大南翼初期胜利的战果。到3月末，德国人就再没有机会把盟军部队分割开了。[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68页。]



　　德国人已经取得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使防御部队遭受了比进攻部队更大的伤亡。德军部队已经很明确地突破了防御，在一个宽正面上到达了广阔的乡村。但是，进攻却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后勤补给能力的局限性阻止了德国人利用战术成功去产生战略结果，这种战略结果需要由大量集中的、战术技能熟练的新锐部队突破敌人的防御来实现。由于受到崎岖的路面、破坏了的桥梁、大量的集结部队以及弹药需求量过大等因素的限制，德军的预备队、火炮和补给跟不上突破的战术成功步伐。



　　在盟军战线的后面是法国的铁路，其向盟军提供补给并把贝当将军派出的预备队送上前线。如同在1914年一样，由于处于守势的盟军能够利用正常发挥作用的铁路，使盟军具有更大的战略机动能力。防御的盟军拥有由铁路运输的战略进攻部队，而进攻的德军却在很大程度上用马拉的运输工具在一个道路被破坏了的、不能满足需要的交通网上吃力地前进。



　　然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在4月份的第2周和第3周向更北翼的英军发动攻击。鲁登道夫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并没有任何突破。然而鲁登道夫的胜利却使盟军首次实现了联合指挥，当时法国在盟军委员会的代表是斐南迪·福煦将军，他首先是被任命为协调官，随后又被任命为盟军部队总司令。福煦以前曾经是战争学院的一名教员，于1914年由军长提升为集团军军长。他曾与霞飞一起被搁置起来，于67岁时成为盟军的总司令。虽然福煦缺乏鲁登道夫的现实性和作战技巧，而且还是士气占先和进攻原则的虔诚追随者，但福煦仍然是适合当时的需要的。他坚信胜利属于不服输的指挥官，他的乐观主义、他急于恢复进攻的想法、他的富有见解力的观点，以及他与盟军指挥官合作的能力，都使他成为当时、当地最恰当的人选。



　　鲁登道夫仍然追求着把英国人赶回到英吉利海峡的目标，他接着又对法国人发动攻击，其目的是把盟军的预备队吸引到南翼，为他在北翼向英国人的最后一击做准备。德国人又一次实施了全面、有效的保密措施，又一次在夜间部署他们的部队，当德军在夜暗的掩护下将火炮转移至隐蔽阵地时又一次包裹住了火炮的轮子。为了检查伪装的效果，德军甚至从空中拍摄了他们自己阵地的照片。



　　由于法军的侦察没有发现德国人有发动进攻的迹象，这又与他们原来的想法相吻合，使法军进一步深信，德国人将永远不会向夏蒙斯黛达姆斯山脉恶劣的地形发动攻击。由于法国人深信德国人将在北翼实施又一次打击，以及由于法军在这一地带防御阵地的地形十分有利，他们只用非常薄弱的力量占领着这一地带，在一个55英里宽的正面上只有11个师，并将绝大多数的部队用于前方防御，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山脉和阵地前的沼泽地所提供的优势。只是在德军发起突击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指挥官才从俘虏那里得知德军将对他们发动攻击。法国人采取了惟一可行的对抗措施，立即下令距此很远的师向受威胁的地带前进。



　　4月27日清晨，德军在照例进行的猛烈炮击之后发动攻击，在40英里宽的正面上使用了41个师，完全突破了法国人纵深很浅的防御，在一天内前进了13英里。德军对法军重兵把守的前沿堑壕进行的经过精心瞄准的射击，其效果很好，这种射击的效果使德军对法军轻兵防守且没有多大纵深的堑壕实施的渗透战术的效果更显突出。鲁登道夫对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都感到十分震惊，指挥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德军补给出现了困难，以及法国由铁路运输来的预备队重新构筑起一道堑壕线之前，就在敌防御中造成一个大纵深的突出部。



　　德国人意想不到和令人钦佩的胜利导致法国集团军群司令被解职，并使法国政府决心要解除贝当将军的职务，但法国政府后来又改变了这一决心。对于鲁登道夫而言，由于交通线比较脆弱，他的大纵深突出部证明是一个难题。他不能撤退，因为占据如此众多的土地象征着他取得了胜利。因而，他试图把这个突出部与他于3月份建立起来的较大突出部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而后，他又试图通过占领兰斯市把他的新领地向东延伸。这次攻击将把更多的盟军预备队从北翼吸引过来，这也是他把炮兵撤至北翼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突击之前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鲁登道夫计划于8月份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的突击。



　　但是，鲁登道夫持续的进攻却大量地消耗了德军训练用于进攻行动的新锐部队的预备队。在他进行的4次进攻行动中，他有3次取得了战术胜利，由于盟军的预备队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战略成就与鲁登道夫擦肩而过，而且将继续离他而去。盟军的后撤部队享有更好的交通线，确保盟军能够在任何的战术失败之后重新构筑战线，恢复到双方固守堑壕的局面。作战进程增强了福煦的信心，胜任职责的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元帅持有相同的态度。黑格元帅拥有一个完善的参谋机构，这使他在1918年表现非凡。意义重大的美国部队到达了法国，并鼓舞了盟军普通士兵的士气，而鲁登道夫的进攻则使他最精锐的部队的信心丧失殆尽，这些最精锐的部队被他用在这些持续的进攻行动的最前沿队形中。



　　德军对兰斯市两侧攻击行动的保密措施缺乏在此之前所进行的进攻行动的那种谨慎，因为盟军的空中观察发现了德军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动行动，空中照片也发现了德军伪装不好的弹药补给。福煦把15个师机动到这一地区，并预告了另外8个师。他把这些部队保留为由他直接控制的预备队。他还给这些可以利用的预备队增加了9个飞行中队。盟军飞机的作用除了作为盟军的空中侦察力量和抑制德军的空中观察之外，它们还用炸弹对德军交通线进行轰炸，并且使机枪向德军正在行军的部队或部署在开阔地的部队进行射击。



　　指挥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是充满魅力和好战的古劳德将军，他充分利用了德军集结的情报。这位蓄着红胡子的将军很不情愿地计划使用一种德国型的防御模式，在德国人发动攻击时只在第一道防线保留很少的人员。他使用积极有为的巡逻补充他的空中侦察。法军在7月14日的一次袭击中捕获了27名德军俘虏，其中一名德军俘虏交待德军将于第二天发起攻击，并将于午夜12点10分开始进行轰炸。这位德军俘虏急于要戴上防毒面具，使讯问者确信了德军俘虏所交待的事实，确信德军不久将进行一次集中于毒气弹的胡蒂尔式轰炸。古戈尔将军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



　　午夜12点，就在德军俘虏所交待的德军将开始轰炸前的10分钟，法国炮兵开始射击，目标是射手们预料德军的攻击部队将集结的区域。随后，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德军开始炮击行动，其密度达每8码的正面上有一门火炮，而且是急速射击。在100英里以外的巴黎，市民们都可以听到火炮的怒吼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靠近前沿的沙隆市的街道上，火焰将天空照得相当明亮，看上去就像白天一样。



　　在进行了4小时的炮击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向前机动，并且很容易地就攻占了第一道防线。德军发现法军并没有多少伤亡，这使他们有点感到茫然不安，但德军并没有意识到，法军已经基本上撤出了他们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德军继续向前推进以扩大他们的战果。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德军在他们野战火炮的最大射程上，到达了法国人重兵防守的第二道防线，就在法军第二道防线的有刺铁丝网之后，法国人的步兵、机枪、轻型迫击炮和1，500门火炮开火了。德军在撤退到法军第一道防线的掩蔽所之前，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其他的德国进攻部队并没有遭遇到同样明显的失败，但进攻并未能对法国的防御产生多大的影响。就在7月18日这一天，福煦将军使用他的预备队对5月末形成的突出部的西侧进行反击。在没有进行周密准备和只有很简短炮击的情况下，21个法国师对新近建立起来的德军防御进行攻击，德军的这道防御线由德军用于进攻的部队防守着，这支德军部队是从德军更勇敢和士气更高涨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组成的精锐部队。法军的攻击本来无论如何肯定会成功，但法军又使用了700辆小型雷诺型坦克和120门大口径自行野炮，确保法国人很容易就能攻占德国人的第一道防线。



　　坦克在此之前早就已经在作战中取得过胜利。1917年秋，英国人在进行了预备性的炮击后，已经使用坦克在康布雷取得了胜利，当时英国步兵与200辆“陆上战舰”相互合作，轻易地就突破了被吓坏了的德国人组织的防御。现在与康布雷战役一样，步兵与坦克共同协作，坦克夷平了有刺的铁丝网，并且用它们的火炮摧毁机枪阵地，而协同的步兵则保护坦克免受步兵的攻击。一位法国作家曾这样描述道，当法军一支小部队到达一个高地时，看到一辆法军的坦克被一群德军士兵包围着，德军士兵将一小块木头楔人坦克的履带里使坦克停了下来。法军坦克并不能向德军步兵射击，因为德军步兵离坦克距离太近，德军士兵则想办法用他们的刺刀撬开坦克舱盖，并试图把一枚手榴弹塞进坦克的通气口。正在集中精力攻击法军坦克的德军士兵并没有注意到正在接近的法军步兵，法军步兵向围在坦克四周的德军士兵开火，打死和打伤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救出了被包围的坦克。为了向坦克提供对付步兵的保护能力，法国条令规定，一个排的三辆坦克中有两辆使用机枪相互进行保护，第三辆则使用其火炮对付德军的机枪阵地。



　　在福煦的大规模反击行动中，法军坦克和步兵一起攻占了德军的阵地，直至他们到达了德军野炮连的阵地线。在这里坦克停了下来，因为坦克薄弱的装甲易于遭到德军77毫米野炮高爆弹火力的攻击。但对突出部的迂回行动导致德国人迅速从他们5月份的绝大多数占领地上进行撤退。



　　福煦立即计划实施更多的进攻行动，他的目的并不是鲁登道夫所渴求的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而是迫使德国人从横向的铁路后退。与更早的攻势行动相比，那些1918年的攻势行动更现实地寻求达成有限的目标。当盟军已经吸引了敌人的预备队并肯定迫使它们开始进行早就已经拖延了的和代价昂贵的进攻作战时，盟军并没有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因而福煦将军的新方法避开了更早的、延长了的非决定性作战，那些非决定性的作战通常都是精心组织一次防御去对付一次强大的进攻。8月8日，福煦将军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开始了，这次进攻行动是一次盟军行动，但很大程度上是英军的部队，这次进攻依靠了400多辆坦克而不是过去那种长时间的炮击，并且了使用1，700架飞机，使行动达成了完全的突然性。盟军的部队在对付德军的那些防御师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军的那些防御师在力量上处于弱势并且稍有点士气低落。在坦克的支援下，盟军的战术依靠来自于德国渗透战术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由于遭到盟军意想不到的进攻，以及盟军的进攻行动获得了胜利，使鲁登道夫完全丧失了斗志，他宣称德国必须与盟军讲和。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福煦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取得胜之后，他们将福煦的军衔晋升为法兰西元帅。



　　英国、法国在北翼的进攻行动结束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陆军就成功地攻击了凡尔登南部的德国突出部。而且就在这次进攻行动结束之后，美国部队几乎立即与法国联合进行了另一次攻击。在不到两个月内，正被福煦元帅的进攻行动困扰的德军就被赶出了法国，德国被败溃了的盟友所抛弃，不得不停战。




通过优势机动力实现的迂回行动：美吉多战役




　　德国人在法国境内在福煦元帅的一系列进攻面前的撤退，与盟军在其他前线的一系列胜利同时发生。意大利的一次进攻行动击退了士气低落和正在崩溃的奥匈帝国部队；一支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在一位法国将军的指挥下把保加利亚赶出了战争。这支部队前进至多瑙河，准备进入奥匈帝国，而且这种进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占领，而是实际的占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部队在巴勒斯坦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导致奥斯曼帝国退出了战争，而这次胜利具有最重要的军事意义。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指挥官是埃德蒙·埃伦比爵士，他1914年在法国参加战争时还只是一名师长，在调任到巴勒斯坦前被提升为军长和集团军军长，他指挥了一场基本上绝无伦比的天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几乎体现了所有典型的决定性胜利的要素。



　　埃伦比将军于1918年9月使用5.7万名步兵坚守着一条60英里长的战线，这条战线从地中海向东延伸到约旦河，并沿约旦河向南延伸到死海。他面对着3.2万名固守堑壕沟的步兵，这些步兵中绝大多数人是土耳其人，由一名能力很强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指挥。埃伦比拥有压倒优势的空中优势加上1.2万名骑兵，而土耳其人却只有4000名骑兵。



　　从双方的形势来看，英军似乎有可能在战线的东翼对土耳其人的铁路交通线进行一次攻击，这似乎是英军显而易见要采取的一个动作，埃伦比则采取行动鼓励敌人的这种猜测，而他与此同时则计划进攻土耳其人的右翼。



　　为了支援他的进攻计划，这位英国将军进行了一次最周密和最成功的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欺骗行动。在整个夏季里，他把英军骑兵部队都留在他的前沿的以东部分，而当他把骑兵部队向西转移时，他用假模型替代它们，这些假模型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是在凝视的马匹。白天，英军部队在敌人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下向东行军，到了夜间，部队又回头向西行军，在第二天又一次重复这一过程。在小山挡住了视线的道路上，骡马在白天拖着雪撬向东飞驰扬起尘土，模仿正在行军的部队。他还设置了营地模型，模仿虚假的向战线东翼增援部队的营地。为了增加这些原始欺骗措施所产生假象的逼真性，埃伦比让英军在约旦东侧的特工人员购买饲料，使敌人推测英军骑兵将在东翼进行一次攻势行动。他与没有所属部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司令部之间建立起了活跃的无线电联络网。他在耶路撒冷的一家旅馆预订了一套房间，并且很显眼地住了进去，以表明他的司令部已经向东转移了。



　　同样也是为了注意他的保密措施，埃伦比建立了一个空情警报电话网，以发出敌军侦察机临空的警报，并让英军空军随时准备击落任何有可能对英军战线后方进行观察的敌军飞机。为了确保遮断敌军的空中观察，英军飞机对敌军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以迫使所有的敌军飞机都停留在地面上，基本上封锁了敌军的机场。



　　到9月18日，埃伦比已经在他战线最西端15英里正面上拥有了4：1的数量优势，土耳其人在剩余的45英里正面上的数量超过英国人。由于英军集结了这样强大的兵力，并且在整个前线上拥有相对较低的力量与空间比率，埃伦比可以预期实现一次突破，虽然他只有540门火炮，在整个进攻正面上的火炮密度每英里只有9门炮。



　　9月19日的清晨，在进行了15分钟的炮击之后，英军部队发起攻击，在3个小时内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前沿，迫使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向北和向东逃窜。打开了突破口，埃伦比由此投入了他的骑兵部队。由于没有步兵阻挡英国的骑兵部队，英国骑兵乘马向北到达海岸并在美吉多挥师东进，一直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一个师在34小时内乘马前进70英里到达了约旦的贝森地区。






作战略图8.5埃伦比的分散、突破和迂回运动



　　当骑兵部队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之后，他们下马作战，使用由马鞍携带的步枪和机枪切断了土耳其人的退路。骑兵出身的埃伦比，就像乘车步兵一样使用他的骑兵部队，这是英国陆军的标准理论。英国人得益于他们对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的许多研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两支军队都让他们的步兵乘马行军，但通常都用作步兵作战。然而，这一战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战略，仍然依赖于骑兵能够把便携式步枪系附在马鞍上行军，以及防御占据优势的步兵装备了步枪之后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骑兵的主要装备是手枪和马刀的300年间，下马作战的骑兵(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有火枪而被用作轻步兵作战)并没有恰当的对付敌方步兵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骑兵的方法。为了抵抗一次敌人骑兵的冲锋，他们将有可能需要刺刀、彻底的训练以及重步兵的齐射技术。但步枪已经使骑兵重新恢复了下马防御的力量，使肯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英军部队去效仿百年战争的英军战术的一个方面，就是让骑士离开他们的马匹，用作步兵作战，去提供更强大的防御力量。



　　然而，埃伦比将军不仅仅让他的骑兵在作战中下马作战而使骑兵具有更大的效能，他所做的要更多。在他的进攻行动中，他利用了骑兵最好的战略机动能力，实际上，他们被用作乘马的步兵去对敌人进行迂回。他已经使用了骑兵潜在的作为战略进攻部队的能力去实施一次迂回行动，就如同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所做的一样，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敌人的后撤道路，并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英军骑兵部队的较大规模及其与步兵一样强大的火力，使埃伦比能够部分地切断土耳其人向北的退路，确保迫使许多土耳其人不得不投降。



　　但英军只是对土耳其人的西翼发动攻击，而西翼是土耳其人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因为土耳其人认为西翼更不易于遭到攻击，埃伦比将军并未能全面地封锁土耳其人的撤退路线。但当土耳其人沿着山脉向西溃逃时，埃伦比将军的飞机进行了攻击。在从纳布卢斯到约旦的深深峡谷里，飞机使用机枪和小型炸弹打击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飞机杀伤了炮手以及牵引火炮的骡马，这些火炮和牲畜的尸体随后又阻塞了道路。不能运动的纵队又成为飞机绝好的靶子。士气低落的土耳其人，不能对实施攻击的飞机进行任何的还击，急于向英国人投降。



　　由于埃伦比将军已经使用了周密和有效的分散敌方注意力的欺骗措施以使敌人的防御体系形成薄弱部位，并在薄弱部位集中兵力，突破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而后他又使用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能力但战术上却无关紧要的骑兵，充分利用英军的突破成果，对土耳其人实施了一次迂回运动。通过把他所拥有的战术效能较低的骑兵转变为防御上难对付的步兵之后，他利用了骑兵的优势。埃伦比将军在战略进攻中把他的骑兵用于迂回土耳其人，并且把骑兵在由此形成的战术防御中用作步兵，他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他的老式骑兵的潜力。为了完成胜利，他的新型轻骑兵——双翼飞机已经表明了它们能如何有效地效仿古代帕提亚、土耳其和蒙古轻骑兵的战术。



　　美吉多战役的战果是：英国人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前进了360英里，俘获了7.5万名俘虏，只付出了5，000人伤亡的代价。埃伦比将军也因此成为美吉多埃伦比子爵元帅。




对武器、战术和后勤变化的总结




　　在战争期间，随着步兵以散兵线作战，战术已经发生了变化。散兵线在普法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现在已形成了使用大约有12名步兵组成的班的散兵线体系，在这个12人的步兵班中有一个人配备了一挺便携式轻机枪。在新的编制体制中，班被编入一个由一名军官指挥的排里，排则被编进了营的组成部分连之中。这种编制结构扩展了编制系统的完整性，使集团军长期以来就已确立的从营向上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体制延伸到了散兵，这便于更好地控制部队。这种新的编制结构与渗透战术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各国陆军的标准编制。



　　这种新的结构使营采用了吉贝尔已经阐述过的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从集团军向下至营的陆军部队。因而，营的组成成份在进攻行动中能够集中兵力并采取行动，以充分利用敌人的薄弱部位，就像拿破仑的军队曾经使用营和更大规模部队的那种方式。这一编制也适用于防御，因为就像在相当完善的德国防御方法中，德国条令要求小群兵力占领炮弹坑，并发挥主动性在炮兵火力的引导下运动至另一个炮弹坑，同时还要运动以占据最为有利的阵地去击退敌方步兵的攻击。实践证明，在防御中机动和集中兵力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敌军的兵力和火炮的数量更大。



　　这种新的条令提高了对专业军士以及资历较浅军官的职责、主动性和能力的要求。相应地，它剥夺了更高级指挥官对战斗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不能像以前年代的更高级军官所做的那样，在实施指挥时拥有很好的视野。尽管这种在战术和编制上的明显改进看上去似乎是对火力提高作出的反应，但它与几乎和战争本身同龄的原则及各国军队已经显而易见地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作战方法相一致。



　　火力的提高使挖掘野战工事成为标准的行动，进攻以及防御的部队需要迅速地挖掘掩体，而后周密稳定地组织防御。传统防御的连绵堑壕或胸墙逐步地让位于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这些坚固支撑点之间有一些由机枪火力掩护的间隙地，如果防御方有时间进行部署，则可以计划自己的炮兵火力来掩护这些间隙地。便携式轻机枪的数量得到增加，而且步枪逐渐地成为机枪的补充，而不是把机枪作为步枪的补充。这些便携式机枪在数量上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法国陆军部署的所有用于对付德国人的机枪数量得到增加，法国陆军的机枪从1914年的2，100挺增至1918年6.5万挺。



　　由于战场上具有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率，也就出现了真正的围攻战。为了有足够的力量去迫使敌人重新回到围攻战的方法中，指挥官们非常倾向于在他们必须防御的正面上每3英里就配置1个师。这意味着他们在所防守的战线上每英里就约有4，000人，而将预备队随时准备用于增援、反击，或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敌人的攻击获得了突破时重新构成防御正面。这一数量大约只有拿破仑时代战斗队形平均力量的1/4，然而，这未包括飞机以及随时准备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师的预备队。而且这种对比还忽略了拿破仑军队所缺乏的组织周密的野战工事。当然，虽然防御的人员更薄弱，但它们却还有能力提供更大密度、更为准确的火力。



　　为了克服如此高的火力与空间的比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野战工事，要求进攻方拥有比防御方多达3倍的兵力、6倍的火力和18倍的弹药。但除非进攻方达成了突然性，否则防御方将能够在他们的后方部署一系列的防御线，并且就在进攻方在防御方首道防线里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时，尽可能快地构筑这些防线。由于需要将必要的围攻战的火炮向前转移，并恰当地进行配置，这意味着在缺乏突然性和一次性突破的情况下，进攻方必须在每2，000码或3，000码的距离上停顿一下。



　　虽然战术代表了绝对优势轻步兵或射击武器步兵的作战行动方法的发展，而自从飞机和坦克这两种新型武器系统引进之后，才形成了战争中战术上真正意义的革命，虽然这两种武器还都没有对作战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在18世纪初，当火枪手装备了一把刺刀之后，他变得基本上不害怕骑兵的正面攻击。他用刺刀可以抵抗骑兵手中马刀的突击动作，而用火枪又可以击败骑兵的手枪。但到第一次大战末，火枪手的继承者——步枪兵，虽然变得更难对付，并且装备有弹仓式步枪，但是他们极易受到坦克这种新型骑兵的攻击。步兵的步枪和刺刀对坦克没有任何作用，而坦克则可像老式重骑兵一样冲击步兵，用机枪消灭步兵，而且坦克拥有装甲不易于受到步兵的攻击。同样地，步兵还发现它们的步枪在对付快速运动的飞行目标时基本上也是没有用的，而飞机则能轰炸他们，用机枪对他们进行射击，就像老式的轻骑兵一样，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依靠投射武器打击他们。在18世纪初，从骑兵的角度考虑，装备有刺刀的火枪手同时具备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的能力。两个世纪后，不仅步兵防御坦克冲击的能力不比轻步兵弓箭手对付老式装甲骑兵的能力多，而且步兵对付飞机的能力也比不上罗马武士对付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的能力好。



　　在西线的围攻战中，野战炮兵已经有效地遏制住了坦克，但只是在坦克征服了前方防御地带的步兵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没有给德国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付坦克，在这场战争中，只有德国人单独面对过坦克的攻击。飞机则相反，很早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去采取防御措施，通常包括使用机枪或车载式野炮对飞机进行射击。但向一个快速运动目标射击十分困难，使用这样的防空武器相对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坦克和飞机对步兵有着明显的战术优势，而这种优势，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本身就没有给予专门的关注。尽管各国军队既没有全面理解新式武器可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掌握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的方法，但法国陆军的飞机从1914年的约200架增长到1918年的3，300架却反应了它们的效用，其坦克到1918年末也增长到了4，600辆。



　　但是，就如同过去的轻骑兵和重骑兵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地形都适于飞机和坦克使用。犹如叙利亚的森林挫败了帕提亚的骑兵一样，森林也同样妨碍了坦克的运动和飞机的观察能力。山地也有几乎同样的约束效应，坦克不得不呆在峡谷里，而飞机在崎岖的而且常常是长满树木的山体斜面上则很难发现合适的打击目标。



　　其结果是把新型武器系统限制在平坦地形上。山地的地形使得亚美尼亚人能够对铠甲骑兵和技能熟练的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此相同的是，地形也将同样限制坦克和飞机的效用。瑞士的国民军在地形的帮助下，他们没有铠甲，只装备有戟，保护了他们自己免受他们低地邻居可怕的专业骑兵的攻击。虽然只有原始的武器并且徒步作战，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人长期地将他们强大的乘马入侵者都限制在低地里。同样地，地形也会又一次地使战争分为两部分。新的武器能够在平坦地形上占据优势，而步枪手、机枪射手和炮手这些19世纪的主要武器系统，将继续在山地和丛林地中占据优势地位。



　　铁路当然地主宰着西线兵力集中的、驻止的军队的后勤，并控制着所有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军队。但卡车在1914年向德国人提供弹药时体现了其价值，而且后来在法国使用较大数量的卡车向缺乏铁路的凡尔登地区提供补给时也展示了潜能。1918年9月，法国人使用卡车在夜间将100万美国部队中的1/3以上人员在6天内向前运输了50英里。在认识到卡车的价值之后，法国人将其卡车的数量从1914年的1.9万辆猛增到1918年的8.8万辆。卡车在战争期间很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的后勤价值，并在满足大规模驻止陆军的巨大的补给需求时给铁路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同时还表现出了用于部队战略机动的潜力。



　　如同在东普鲁士的早期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自普法战争以来在火力上的提高阻止了对内线的利用，或是阻止实施代表着拿破仑马伦戈战役以来行动特征的那种迂回行动。实际上，火力的提高，通过提高防御的力量，也提高了迂回行动的潜在价值。迂回行动所依赖的是迫使敌人战术进攻以恢复其交通线。在坦能堡战役中，弗朗索瓦的军在到达了俄国人的后方之后，他的稀疏地分散的部队，平均每1.5英里一个营，曾经成功地阻击了几倍于已的俄国人的撤退。当然，如此少的兵力本不应该能阻挡如此多的人进行的预有准备的攻击，但是，当组织涣散的俄国人在他们的东翼和北翼被包围住之后，并不能发动有效的攻击行动。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战线不存在翼侧阻碍了充分利用增强防御力量给迂回行动带来的机会。埃伦比将军天才的美吉多战役又一次展示了这种优势，在这次战役中由他创造性地把骑兵用作战略进攻部队，并充分利用了骑兵在下马作战时的战术防御力量。



　　当然，绝大多数会战只有战术意义，就像拿破仑战争之前的许多会战一样，按照它们的消耗衡量其结果。西线的会战常常在范围和持久力方面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很少产生了突破性的战略结果，能对防御者的翼侧造成威胁而迫使其撤退。当西线的前线战斗获得了一次突破之后，又未能实施有效的穿插行动去实现重要的战略结果。



　　德国人在他们的战略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内线，加上盟军相互之间的协同很差，不能充分地利用同步行动来及时地集中兵力达成优势，使德军的内线优势进一步扩大。德国人首先集中兵力对付俄国，接着于1915年对付塞尔维亚人，而后，又于1916年初发起了重点对付法国战役行动。在索姆河的盟军行动、奥地利参与攻击意大利，以及俄国在夏季成功的进攻行动，这些行动的结果并没有阻止放弃凡尔登作战的德国人，他们坚持防御，集中力量击败了于1916年夏季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人。在1917年，德国和奥地利又一次充分利用他们的内线来集中兵力对付和打击意大利，这次打击使意大利接近瘫痪。除了1813年盟军与拿破仑作战中那种周密地组织实施的内线行动之外，内线的行动很清楚地赋予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优势，特别当与一个联盟作战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铁路增强了在战略防御中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如果铁路被毁会使一支正在前进的军队的后勤变得复杂，而且是因为控制了未被毁的铁路，就会掌握优势的机动力，给防御者提供战略进攻部队。德国人在坦能堡战役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使用东普鲁士铁路把一个军不仅从一个集团军转移至另一个集团军，而且还把该军转移至更远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另一翼来实施他们的迂回行动。正如德国人通过铁路进行战略机动一样，法国的霞飞也同样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可以比拟的优势，在巴黎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并部署在一个能够对德军的迂回行动实施反迂回的阵地上。1918年的行动又一次展示了防御由于铁路机动力所获得的关键性优势，当时盟军迅速集结了所需的部队封闭了一个突破口，德军企图利用这个突破口，以徒步士兵加上由马匹牵引的火炮和补给车辆来扩大战果。



　　飞机影响了战略，因为其完成了轻骑兵的侦察作用，并通过空中照相提高其效能。实际上，在正面进攻战中而不是翼侧迂回战中，没有了飞机和气球，军队将没有任何的侦察，因为骑兵不能在那些条件下进行现地勘察。飞机甚至能取代轻骑兵实施远距离的袭击。飞机轰炸的不准确性以及飞机的携弹量有限，意味着飞机所造成的破坏没有由人员在地面所造成的破坏的那种彻底性。袭击的飞机既不能利用敌人的资源生存，又不能成功地缴获战利品。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证明，铁路易于遭到飞机轰炸的攻击，飞机的机枪以及它们的炸弹能够攻击道路上的部队和车辆以及运动之中的火车。很显然，最终证明飞机是实施轻骑兵战略作用的值得称道的替代物。



　　由于坦克最大速度每小时只有5英里，行程只有15至25英里，因此它并没有任何的战略价值。由于坦克需要铁路运输才能进行战略机动，它们的机动也只有战术意义。坦克履带的易毁性以及它们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它们的运动只能限制于己方火力的保护之下。毒气被证明是非常致命的，继续成为所有军队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从未再一次看到毒气被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使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间，军事思想家们权衡了1914-1918年间围攻战的教训，认识到这是由于两种新型武器出现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尽管潜艇和飞机的出现使每一次海战转向了三维战场，海军的编制却只有较小的变化。实际上，战争已经相当全面地发展了潜艇的能力，相应地也刺激了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发明。虽然战舰在装甲布局上有缺点，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战舰的设计以及它们的火控方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海军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开创了在海上使用飞机的先河，英国在1914年前就着手了水上飞机母舰的工作，在冲突期间则由其它战舰改装成航母，其中一艘改装成为飞机除了能起飞之外也能降落的航空母舰。飞机在海上如同在陆地上一样，在以后漫长的20年间人们看到它们的潜能得以实实在在的发展，人们对有关飞机在海战中作用的争论在不断地深入。



　　陆上作战的规模和强度的扩大，以及由这一刺激所导致的经济消耗的极大增长，增强了海上力量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航海运输业的作用是提供了从1914年至1918年的更为工业化的竞争所需产品的支援。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的封锁已经对法国的经济产生过一定的伤害，但从未有过对德国封锁的这种效果——迫使德国降低了食品供给并妨碍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因为德国已经减少或关闭了诸如石油或铜等关键性补给品的供给。当然，法国攻击英国舰船的袭击战略也从未像德国的潜艇战役对付盟军那样，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经济以及英军继续进行作战的能力。海军的后勤战略已经在工业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














	

 






	















	







	







	









 





	


	







	








	




	


第09章 冲突再度发生之前的序幕(1919-1939)




	







	

 



	


	



四种新式武器系统的完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都没有与力量上相近的国家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在这期间却依然发生了许多变化，欧洲所有的主要军队和私人武器制造商都投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武器系统。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那段不寻常的时光一样，在经济萧条、独裁统治以及领悟战争的艰难困苦的20年间，就在军人们设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以及新式武器系统的影响时，新的思想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对这些思想和改善了的武器系统进行检验。



　　飞机技术的进步比较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商用潜能，经常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鼓励其发展。1918年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机装有一台200马力的发动机，速度为每小时130英里。到1939年时，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已经增加了5倍，一些飞机每小时能飞行350英里以上。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于发动机功率的增大，而且由于飞机是单翼机而不是双翼机，以及使用了收放式起落架，从而降低了风对飞机的阻力。飞机技术上所采的其他措施，比如使用了横截面狭小的12汽缸V型发动机，一改以前转缸式发动机或星形发动机庞大的体积，也减小了风对战斗机的阻力。金属材料也大量地取代了木制和纤维材料，使飞机变得较大较重。虽然新型飞机缺乏老式双翼飞机的可机动能力，但它们速度更快和火力更强大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尽管1918年的战斗机拥有两挺步枪口径的机枪，但1939年型战斗机的机枪数量却已经多达8挺或加装与之相当的大口径武器，而且绝大多数战斗机还能携带一些小型炸弹。



　　轰炸机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进程，演变成拥有1-4台发动机的轻、中、重型三种型号，其载弹量高达数吨。战斗机的速度比轰炸机每小时快50到100英里，俯冲式轰炸机专门用于以大角度向目标俯冲，由于临近目标因而能更准确地进行投弹。尽管飞机的轰炸瞄准性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炮兵火力相比，即使是俯冲式轰炸的误差依旧很大。因为炮兵通常在已知射击距离和火炮性能的情况下射击，而且可以对后续射击进行修正。观察机继续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飞机存在，但它们的任务经常由小型的轰炸机来完成。



　　从地面对抗飞机的手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开始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发展，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于完善。对高空飞行飞机的防范措施多是使用口径在3-4英寸之间的高速炮，这些炮一般都发射使用定时引信、能够在飞机飞行高度爆炸的榴霰弹。但是，要瞄准一个不知速度和距离、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目标却是一个难题。



　　当进行对空射击时，防空武器依靠接收机测听正在接近的飞机的发动机声音，操作手移动接收机直至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之后，就可以将光学测距仪瞄向正确的方向，在夜间就能将探照灯指向正确的方向。当测距仪跟踪目标时，一台原始的机械计算机在知道了距离的情况下，计算飞机的飞行速度和方向以及炮弹的弹着点，以便其榴霰弹能拦截飞机并在恰当的时刻爆炸。当这一信息传送到火炮之后，炮手便设定时间引信，进行瞄准并开始射击。



　　这套系统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对付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是很有效的，但对在低空快速接近的飞机的攻击进行防御时却没有任何的应用价值。比如，英军在美吉多战役中攻击土耳其撤退部队的飞机就使土耳其人束手无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范低空飞行的飞机，步兵曾使用过机枪。这种防空手段主要是靠火力的密度而不是火力的精度，在战后仍是防空手段的发展方向，只是增加了口径在20至50毫米之间、发射触发爆炸子弹的大口径机枪。这些轻型防空武器和更小口径的机枪，经常成群配置，能迅速发射高密度的对飞机非常致命的子弹。这些武器进行瞄准时主要依靠火炮瞄准具以及炮手的肉眼判断，或者是使用早期的火控系统。射弹的数量以及曳光弹的帮助弥补了这种精度差的不足。使用曳光弹时，射手们可以看到射弹飞向目标时在空中经过的轨迹。陆军用卡车或履带运输车牵引这种武器，或者将它们安装到车上。



　　如果一支海军或陆军决定装备大量的防空火炮，那么它就能利用防空力量保护自己，这种保护是如此的令人惊叹，而且证明了徒步士兵比骑马士兵具有优势这一古老的原则仍具有正确性。考虑到飞机昂贵的造价、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及其需要专门地勤人员必要的支援，防空火炮不必打下很多飞机就能取得消耗敌人的最佳效果。然而，飞机不会再像更早时候的轻骑兵去攻击轻步兵那样对防空火炮实施攻击，飞机的攻击目标像过去的轻骑兵一样，是十分脆弱和没有防御的武器系统，以及后勤装备和设施。



　　为了对付穆斯林的马上弓箭手，十字军战士使用了弩。防空火炮起到了弩的作用，但其效能更差，而且还有缺乏机动能力这一非常严重的缺限。虽然弩手拥有步兵的所有机动能力，但步兵却携带不了有效的防空武器。为了使对低空飞机进行防范的防空火炮具有机动能力，就需要用卡车或履带式运输车牵引它们或将火炮安装在车上。这种机动能力可能超过了徒步步兵，但这是付出了资源和灵活性的巨大代价之后才获得的能力。大威力防高空袭击的高射炮营及其相关的复杂火控仪器，不能像伴随着部队行军或部署的自行防空机枪那样迅速地进入战斗。然而，高空轰炸的误差实质上减轻了部队防御高空飞机威胁的困难。与弩手面对的形势所不同的是，可资利用的防空武器限制了处于运动之中的部队对敌低空飞机的防护能力，它们只有使用代价昂贵的摩托化车载式或牵引式防空武器才能成功地进行防护。毫无疑问，很多国家的军队，似乎低估了空中轻骑兵所带来的战术危险。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坦克的质量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法国依旧保持了其成功的“雷诺”型坦克的设计，而英国的武器生产商则做了大量的出口生意，在生产拥有能旋转360度炮塔的小型坦克方面沿袭了法国的模式。不久，制造商们生产出了耐用的履带和悬挂系统，使坦克速度达到每小时20英里，然后又提高到每小时30英里。坦克重量一般都在6至12吨之间，装备有机枪以及与最早用在“雷诺”型坦克上的37毫米炮相同的火炮。坦克的装甲厚度通常在10到20毫米之间，可绰绰有余地防敌轻武器的射击。



　　陆军试图将坦克分成两类：一类速度较慢，装甲较厚，用于支援步兵的攻击行动；一类装甲较薄，速度较快，作用与骑兵大体相当。然而，与轻步兵的步枪手和机枪手相比，两类坦克都起到了重骑兵的作用。与海军设计家一样，坦克设计者面临着速度、装甲和火力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



　　由于坦克的持续作战能力和机械可靠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上道路速度达到每小时20公里，1930年的坦克具备了极大地增强了的战术价值，同时还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机动能力。为了对付坦克这种提高了的潜能，各国陆军都在寻找一种防范措施。正像罗马军队、中世纪雇佣兵和瑞士步兵为对付重骑兵的冲锋所采用的矛一样，陆军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武器来对付坦克。他们在寻找一种火炮，要求比野炮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更少的操作人员、更小的牵引需求，而且更便于进行正常的防护和隐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引进了一种口径比其标准步枪大2/3的放大型步枪。这种枪与步枪的关系就好像西班牙毛瑟枪与火绳枪的关系一样，它可由一个人操作，虽然十分困难，但其钢弹的高速度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但战后坦克拥有更厚的装甲使这种反坦克武器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子弹穿透装甲的能力取决于子弹的能量，即其重量和速度的平方以及某种程度上子弹穿孔大小的乘积。因为体积更大的射弹需要在装甲板上形成更大的穿孔，因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所以一枚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高速射弹将比一枚具有相同能量但体积更大、重量更重的慢速射弹具有更好的穿透效果。但要使射弹达到较高的速度，必须有一个又长又重的身管，以及能够承受产生速度的炸药所形成的后座力的炮架。






插图9.1德国小口径、高射速反坦克炮



　　只有小型的加农炮拥有这些特性。大多数陆军改装了一种口径在25到50毫米的低射界、易于构筑工事、有射击屏蔽的火炮，随着坦克装甲的改进，加长火炮的身管并提高其初速，或者是增大火炮口径和射弹重量。但是，即使这种早期的和小型的反坦克火炮也有0.25吨至0.5吨重，需要卡车、履带式车辆或马匹去牵引它。与防空火炮相比，反坦克火炮有很好的防护能力，但这是以牺牲步兵的战术机动能力为代价的，此时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未经过训练的中世纪雇佣兵还差。但是由于采取直瞄射击，反坦克火炮可迅速、准确地对暴露的坦克目标进行射击，而且即使未修筑掩蔽工事，坦克炮也很难对其进行射击。反坦克炮比野炮造价更低、更易于构筑阵地、机动性也稍微好一些，但它基本上仍然和防空火炮一样需要费劲的机动和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投入战斗。



　　所以，为了建立起对飞机和坦克的防御，各国陆军不得不最终选择了火炮，这种做法与以前的便携式弩和矛不同，它们妨碍了使用机动武器系统的战术机动能力。对于投射武器来说，其机动能力与重量成反比，并直接影响到投射武器的威力。例如，围攻战中使用的弩在威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便携式武器，但弩却需要动物牵引它们。因而，武器的威力与其机动能力有着反比例的关系(图解9.1)。火绳枪适合于曲线的上部，而西班牙火枪、古斯塔夫轻型团火炮和各种各样的重装备则在这条机动能力与威力替代关系曲线上依次排在它的下部。各种反坦克火炮也将遵循这条曲线，而高射炮及野战火炮则由轻型野战火炮到最重型的铁轨火炮照此排列。






图解9.1机动能力与威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对坦克的可以利用的防御措施特别适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围攻战。但是在机动作战中，由于这些武器要像野战火炮一样需要牵引或自行，同样具有不能迅速投入作战的缺点，而且由于它们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机动能力更强的武器系统，所以它们原则上只能用于防御作战。



　　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在弹道特征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使它们很易于使用对方的弹药来交换打击目标。然而火炮炮架拉开了一种通用武器系统的序幕，使得它们能够集中火力对付坦克或飞机这两种运动目标中当时威胁更大的目标。为了进行高角度射击，高射炮需要很高的炮架，而直瞄反坦克武器则需要很小的射角，因而与高射炮不同的是，反坦克炮需要尽可能低的炮架，以使其在坦克炮手面前暴露的目标尽可能小和便于构筑简易掩体。然而，特别是在有机会构筑了更完善的掩体之后，高射炮能非常有效地对付坦克，而重型高射炮也能很好地作为野战火炮使用。



　　四种武器系统的传统矩阵(如图解9.2）已经恢复到一个不同的形式。






图解9.2传统的武器系统矩阵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四种武器系统已经达到了如图解9.3所示的水平。






图解9.3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矩阵



　　最初，坦克和飞机间根本不能相互作战。坦克炮不能向飞机射击，对飞机来说，坦克也是没有把握的打击目标。坦克作为一个小目标，即使是在静止状态下，飞机的炸弹也很难命中它，其装甲可防护飞机机枪对它的射击。虽然坦克车体和炮塔顶部的装甲很薄，但飞机子弹以锐角撞击坦克顶部时，坦克顶部装甲也能使子弹改变飞行方向。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在战斗机上加装了一门20毫米加农炮，这种炮能穿透坦克的水平装甲。到1939年，把他们的空军和陆军的作战需求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法国、德国和苏联已经在他们的战斗机上至少安装了一门20毫米的加农炮。飞机的这种变化使得它们能够攻击坦克，而坦克除了炮塔从顶部进行暴露射击的一挺机枪外，没有任何的能对俯冲射击的飞机进行防卫的武器。正如穆斯林的轻骑兵能避开拜占庭或十字军战士的重骑兵而用弩消灭他们一样，飞机以同样的方式对付坦克。



　　在中世纪末期，这四种武器间已经形成了如图解9.4所示的关系，D代表防御攻击的能力，A代表成功地进行攻击的能力，箭头代表作用的方向。到20世纪30年代末，四种新的充分发展了的武器系统间形成了与之几乎完全对应的关系(如图解9.5)。






图解9.4传统的武器系统的能力






图解9.5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这张表过分地夸大了中世纪与现代态势的对称性，例如，坦克已绝少有必要或者有机会像中世纪的重骑兵乘马攻击弩手那样去攻击高射炮。这张表同时也忽略了高射炮的能力，如经过恰当的战斗准备，调整好射击位置后，高射炮也能攻击坦克。野战火炮在表中没有显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在攻击反坦克炮时作用大于飞机。重型高射炮能起到野战火炮的作用，所以它们也能对反坦克炮进行攻击。



　　飞机和坦克的出现再现了骑兵部队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分化，而这种差别在16世纪由于手枪和军刀的采用已经消失了。这种恢复到过去的二分法，使得坦克在防御其他坦克时具备了与徒步的中世纪武士防御骑兵时相同的优势。一些法国坦克装备的37毫米或75毫米加农炮和很多英国坦克装备的57毫米火炮使得早期坦克具有击穿其他坦克装甲的能力。



　　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坦克继续拥有火炮装备，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新型重骑兵具有与古老的重骑兵可以比拟的防御能力。静止的坦克在防御运动坦克时，有选择作战地域、使用掩体以及更好的射界和预有准备地射击的传统优势，这种防御的传统优势使步兵在防御同样武器系统时的优势更为突出。当然，廉价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就像爱德华国王的徒步武士比只有很少身体铠甲的威尔士长矛兵具有防御的优势一样，价格更昂贵、全装甲的坦克要比只有一个护板和低的外形防护的反坦克炮表现要更好。坦克能防御其他坦克的这种能力，逐渐地令坦克设计者们除了给几乎所有的坦克除装备机枪外，还装备了能穿透坦克装甲以及能对步兵机枪阵地发射爆破弹并具有更大射速的火炮。



　　另一方面，飞机的飞行员没有下机进行防御作战的能力，而这是老式的轻骑兵所特有的能力。尽管骑马的弓箭手能离开他们的马匹利用防御的地形之利和步兵对骑兵的优势，或者承担像城墙或要塞里的弓箭手一样的职责，但飞机的飞行员却没有老式骑兵下马作战的多用途性，而坦克则恢复了重骑兵的这种能力，因为如果骑兵除了装备手枪和军刀之外再装备一枝步枪，所有的骑兵都将拥有这种下马作战能力。



　　与中世纪一样，武器系统能力的图表只与适合于飞机和坦克作战的地形有关。在不适合乘车作战的森林或山地地形，使用步枪、机枪和机动野战火炮的步兵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一样，依旧是这类地形的统治者。但是，如果在平原地或没有障碍物的地形作战，这种19世纪的陆军就会遇到一支主要由飞机和坦克组成的部队，并将遭受罗马人在卡雷受帕提亚人轻骑兵弓弩射击相同的命运。除非他们的火炮能像罗马重步兵把帕提亚重骑兵控制在不能接近的位置上一样保护他们免受坦克的攻击，否则这支以装备步枪的步兵为主的军队将遭受更惨重的损失。



　　即使是在适合于乘车作战的地区，指挥官也将面对基本上与中世纪将军们相同的问题，他们需要把各种武器系统综合起来保护他们的薄弱部位并加强他们的力量。指挥官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6世纪，他们实现了由火绳枪手支援的长矛兵与骑兵之间的兵种合成，并随时准备将合成部队投入作战用于完成进攻任务后，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将他们的新式武器系统投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指挥官和军事思想家们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诸兵种合成的问题。



　　即使指挥官们能够及时地发现新式武器正确的合成样式，新式武器系统的存在依然增强了进攻的力量。因为在有利的地形上，将军们指挥着各种各样的军队，这些军队由各种武器系统组成，每种武器系统对敌方的某种武器有着固有的优势，又可能与敌方的另一种武器相比处于劣势。即使双方的陆军都是以最优的组合设计，不同武器系统的出现仍会形成两个多世纪来都不存在的局面，一方发挥异常的潜能或另一方铸成大错所形成的机会，将会创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兵种陆军间相互进行的非决定性进攻战斗所没有的优势。



　　某种武器系统对另一种武器系统具有固有的优势，比如反坦克炮比坦克就具有优势，这种优势的存在确保了防御在战术上继续居于首要位置。但是合成的需求、由缺乏合成而产生的脆弱性以及不同武器系统各种集中所形成的局面，都为战术进攻提供了自16世纪初以来所一直缺乏的机会。



　　无线电增强了指挥官的控制能力，改善了通信的质量。到20世纪30年代末，战场上的飞机、坦克和部队都装备有无线电台。它们不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报有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无线电语音通信增强了无线电通信的效用。



　　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国家发现了如何靠从目标反射的无线电波来确定目标位置的方法。这种装置被称为雷达，主要用于搜索飞机。由于雷达的性能在二次大战期间得到改进，它在防空中首先是取代了探测来袭飞机方向和概略位置的测听系统，而后取代了进行测距和瞄准的光学系统。尽管雷达有很高的精度并能在夜间不使用探照灯的情况下工作，但飞机仍然能通过抛洒将无线电波束反射回去的金属箔条来欺骗雷达。但雷达毕竟比依靠声音、光学及探照灯等方法进行防空的效果更佳。



　　火炮和轻武器依然与20世纪开始时的情况一样。除了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和较好的通信系统外，各国军队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拥有的装备非常接近。




法国在摩洛哥：新式武器和老式战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新式武器系统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多次考验，一些将军们认识到了它们的潜能。法国在拓展其对摩洛哥的控制行动中，对新式武器进行了最稳定、最有限的运用。法国在摩洛哥进行了26年的战役，采取了他们在19世纪殖民地征服期间完美地使用过的方法。然而，他们最初于1830年入侵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时却非常的残酷。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通过摒弃火炮、减轻步兵的负重、使用骡马替代四轮运货马车等措施，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但即使是提高了法国部队相对于敌人的机动能力，采取了包围战战法，法军仍然发现游击队太神出鬼没了。这简单地验证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指挥官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的经验，比若元帅曾于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占领西班牙期间在西班牙服役，经历了西班牙人的游击战。



　　所以，比若元帅采取了一种特别残忍但十分有效的策略。当他更强大的部队在这个国家里行军时，他不仅毁坏了粮仓，包括地下的秘密粮仓，而且掠走牲畜，在收获的季节焚毁庄稼，砍倒果树。虽然他因此在敌人的根据地里采取一种袭击性的后勤战略，烧毁帐篷和房屋，毁坏家俱和日用器皿，但他还是采取了一种与古希腊人相同的反袭击策略，寻求通过破坏性袭击来确保政治目标。比若的策略是使不同部落的首领屈服，法国就通过这些首领来统治这个国家。承认法国统治并向法国赋税的首领可以得到法国政治上的支持，并且会拥有与法国共同统治这个国家所应得的礼遇和地位。但是对那些拒绝服从或反抗的首领，比若元帅将无情地予以严惩。



　　由于比若并没有采取西班牙在古巴和英国在南非的后期政策，丝毫不考虑平民免受战争之苦，所以他的后勤和政治袭击战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袭击与土耳其于曼奇刻尔特之战胜利之后在安纳托利亚实施的策略几乎没有差别。这种后勤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一位法军将领在返回被毁的村庄时发现“尸体堆积如山，人们在夜间受冻而死”。但是，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系统的恐怖主义活动，与蒙古人在花刺子模帝国采取的行动如出一辙。一位法国军官把这种政策归纳为“杀死所有15岁以上的男人”，并驱逐女人和儿童。“一句话，杀死所有不能像狗一样屈服的人”。[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哈姆登·康恩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当数百名当地人在一个洞中避难时，一位法军指挥官下令在洞口放火使洞里的所有人窒息而亡。后来，又有一位指挥官下令将一个山洞里满是人的洞口封死。一名法国士兵记述说这些在阿尔及利亚所使用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法国新闻界报导的这些暴行和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方式，充分证明了法军的暴行。比若元帅在指挥了6年之后退役了，但他的方法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在此后的20年间，法国巩固了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第127页。]



　　但是，法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扩大其殖民帝国时却没有采取比若这种令人厌恶的模式。虽然他们依然强调部队的机动力，以及通过当地首领和王公实施统治的政治途径，但他们所使用的却是更人道的策略，而这些策略经过巧妙运用之后效果一点也不逊色。他们在19世纪末的征服印度支那半岛和马达加斯加时又发展了他们的征服策略。他们于20世纪曾在摩洛哥在利奥泰的领导下应用了这些策略。利奥泰是一位果敢、足智多谋的军人和具有自我表现天才的精明管理者。在摩洛哥的长期指挥中，显示出了他在印度支那半岛服役和在马达加斯加与阿尔及利亚的任职中受益匪浅。



　　当法国人于1908年在摩洛哥开始行动时，他们开始有条理地应用与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一致的征服方法，并建立起了一套调和人民服从他们统治的手段。法国部队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苏丹，利用一种缓慢渗透的系统扩展他们的统治。法国在扩展统治时，依靠当地政府实施统治，利用他们想要控制地区的人民中各种派别或组织。同时，他们还遵循了一条尊重当地法律、宗教和习俗并使他们的统治有吸引力的政策，依靠人为地以低价销售商品、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建设诸如道路和水井之类的公共设施。这些经济刺激有助于使民众顺从法国的统治，但却不能消除人民反抗的动机。



　　为了使这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产生作用，法国通常是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习惯上是集中大规模部队去对付一个较小的、不顺从的地区，常常是突然四面出击以包围和征服该地区。当部队的集中已经确保当地政府俯首称臣之后，法国在这一地区仍保持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为了加强对所征服地区的统治，他们要建立坚固支撑点和对新征服的地区保持巡逻，同时还要使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有机会促使被征服的人民甘心服从法国和苏丹的统治。



　　这种征服方法中的军事战略与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人在威尔士所采取的军事战略相似，它使用了一种持久战的战略，这种持久战战略在逐步缩小敌人的控制区上包含有很大的后勤成分。同样与在威尔士一样，低地的产量比高原地的要大，也就使运用后勤战略去征服某一特定地区成为可能。当地武装部队通常驻扎在山区，他们通过到低地放牧和向低地的农业、商业人口敛税或收取贡金来维持自己。控制着低地的法军常常通过切断山上部队从定居人口中获取畜牧和补给来征服附近山上的部队。这种征服系统还有赖于在被征服地区招募和训练部队，用他们来戍卫这一地区，并且在征服新的地区时让他们担当主要角色。



　　法国人在1921年被提升为元帅的利奥泰的领导下，已经运用这种缓慢征服方法有15年多，但这种方法在1925年遭到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挑战，当时阿卜杜勒·克里姆控制着位于北部或者说位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的里夫山脉。在此之前，阿卜杜勒·克里姆已经打败了西班牙人，摧毁了西班牙人很多营区并基本上消灭了一支2万人的部队，他建立了一支拥有机枪、火炮甚至还有少量飞机的正规部队。他将这支部队向南机动，在法国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之间的边境以南和与这条边境线平行的较长正面上，他向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法军发动攻击。



　　阿卜杜勒·克里姆击退了数量上不如他们的法军，攻占了这个山区内法军2/3的筑垒营区，但是他却未能迫使法军后退很远。法军非常得益于他们优势的炮兵、战法以及他们的纪律、训练和作战经验。他们数量更多的飞机也有助于防御，但是即使由三个轰炸机中队的袭击在一个营区成功的后撤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数量很少的可资利用的飞机并没有对取得了胜利的防御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飞机也偶尔地证明在补给方面是有用的，它们向被围困的营区投掷冰块和水，有时还将大量的勋章运到前线，使将军们通过在火线颁奖来鼓舞士气。



　　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成就使法军立即获得了来自法国的增援，并导致了一场法西联合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法军1918年大捷的总司令贝当元帅像西班牙首相普里德里维拉将军的做法一样，亲临战场指挥。贝当元帅带来了更多的士兵、飞机、重型火炮和坦克。1925年秋和1926年春，这些强大的部队击败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并俘虏了阿卜杜勒·克里姆。战争又回到了法国自1911年就开始系统实施的缓慢渗透模式。



　　坦克在这场战争中证明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法军早就征服了绝大数的坦克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原地。法军将他们原来对低地的征服建立在他们更好的训练、纪律和组织等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军得到了对现代步枪垄断的帮助。当摩洛哥人装备了现代步枪并掌握了散兵线作战技巧时，坦克在战斗中的作用十分显著。但法军早就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而绝大多数剩余的行动发生在海拔高达1万英尺的山地，坦克在这些地区则难以发挥作用。然而，在一片绿洲上进行的一次沙漠战役中，尽管大量的棕榈树成为了坦克的障碍，但坦克还是证明了它们的价值。



　　1934年，在平息摩洛哥的战役即将结束时，法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卡车。在与西班牙的殖民地里奥德奥罗接壤的南部地区，那里地质坚硬、地面平坦且没有树木，每辆车上乘坐了14个人的100辆卡车构成了一支包括摩托化机枪以及37毫米和57毫米火炮纵队的主力。这支纵队在平坦的路面上迅速、突然地前进，对当地的骑兵部队实施迂回行动。法国人每天以近乎悠闲的步伐前进60英里，占领了敌人南翼的阵地，切断了他们向西班牙边界的退路，迫使当地部队在发现他们已被夹在南面摩托化部队和北面徒步而来步兵之间时投降了。法国用卡车替代马匹以确保他们拥有更强的战略机动能力，再现了埃伦比的美吉多迂回行动，再一次表明了装备有速射步枪武器的乘车步兵的重要性。



　　由于山地通常缺少树木的掩护，飞机可承担轻骑兵进行侦察这一传统战略任务，而使其作用非凡。航空照片使法军能在几次典型的快速、突然的前出行动之前就已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在这几次行动中，规模相对较大的部队攻占了较小的地区。利用飞机从空中对敌人部队实施攻击的作用较小，因为法军是依靠小部队寻求平定而不是消灭敌人。但当已经在高山上构筑了工事的敌人击退了攻击，能很容易地抵抗了一个月之久的围困和轰炸时，在这种情况下，空中侦察对作战的作用就意义非凡了。飞机能够帮助搜寻被围困的敌人赖以提供水源的秘密泉眼，并协助炮兵摧毁它们。法国人应用了与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时异常相似的后勤战略，而且最终比波斯人运用得更为成功，迫使被围的摩洛哥人在失去了泉眼和水源之后不得不投降了。




飞机的战术和战略运用




　　在1935年到1936年对付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战争中，飞机担当了主要角色。在对补给线和部队攻击当中，意大利人对三发动机的轰炸机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一些飞机的最高速度每小时达200英里并且携弹量重达2，600多磅。意大利飞机对在平坦、开阔的战场上撤退的2万名埃塞俄比亚败军进行攻击时，获得了最辉煌的战绩。意大利的飞机向饥饿的、丧失了斗志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布撒糜烂性毒气，投掷了73吨炸弹，这些炸弹的重量相当于1万多发75毫米的炮弹。埃塞俄比亚人的尸体数以千计。由于没有高射炮，埃塞俄比亚人就如同徒步的罗马或十字军战士在遭到马上弩手攻击时一样，毫无防范能力，而且由于没有装甲而更加脆弱。



　　意大利的坦克在战争中被证明是作用巨大的，但是在取得胜利和征服这个巨大国家的重要中心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意大利数量更大、占据绝对优势的火力。在向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最后推进中，1.2万人的意大利部队搭乘1，785辆汽车和卡车长驱200英里。但敌人对道路的破坏使意大利的摩托化纵队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在这段路程上意大利人竟用了10天时间。



　　在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政府军在击退两个意大利师(这两个意大利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摩托化)伴随50辆坦克进行的进攻行动中，政府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辅助作用，但也是起到了主要的辅助作用。当时反政府武装的摩托化部行军纵队被大雨困在瓜达拉哈托附近的道路上，成了政府军飞机绝好的靶子。



　　尽管天气恶劣，但携带着炸弹的政府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被道路束缚了的意大利人进行了有效的突击。遭到空中攻击沉重打击和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又被前面顽强的抗击阻挡下来，加之由于车辆被毁使他们的撤退十分困难。当这些道路被炸弹炸得坑洼不平和被破坏了的卡车堵塞了之后，撤退变得尤为艰难。士兵们放弃了车辆，徒步穿过泥泞的田野，大多数四散而逃，但其他成群逃跑的士兵却成了战斗机最佳的攻击目标，战斗机上四挺机枪向他们扫射时就好像土耳其的轻骑兵撂倒在小亚细亚行军的十字军战士一样。




苏联的一次坎尼战役




　　1939年，在满洲与蒙古边境平坦而没有树木的地形上，日本和苏联的部队在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发生冲突。双方的力量都是集团军规模，双方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坦克以及防空火炮和反坦克火炮。交战双方在这一地区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构筑工事，在交战中，反坦克炮显示了其威力，因为双方都抗击住了对方坦克的攻击。在一次不成功的攻击行动中，日本人损失了其73辆坦克中的一半，但日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却证明能非常有效地对付更大型的苏联坦克，因为苏联坦克虽然重达13吨，但其装甲厚度却不到一英寸厚。



　　苏联人使用数量更多的部队最终战胜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并没有想到苏联能将如此强大的部队从离铁路500英里的地方集中起来。但苏联人使用4，000多辆卡车运送了5.7万人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也几乎不应该对构筑了工事、装备有机枪和火炮的3万名日军构成决定性的优势。苏联人的胜利得益于他们对498辆坦克和346辆装甲车的合理使用，而在这场持久战役的战场上，日本人只能使用野战火炮和数量不足的反坦克炮进行抵抗。苏联人将坦克集中于两翼，粉碎了日军的防御，推进到日军防御步兵的后方并对其形成包围，也就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坦克部队包围住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军部队。这场在哈尔欣科的战役在很多方面与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胜利有共同之处，在汉尼拔的胜利中，迦太基人的重骑兵对罗马人的包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整个战役中，日本人的伤亡人数达1.7万人，差不多是苏联人伤亡人数的两倍。




海军对新式武器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的设计者们认识到，他们舰船的装甲根本经不住远程火力的攻击。从1.5万到2万码的距离上发射的炮弹，以垂直角度能够击穿只能防范小角度炮弹打击的甲板。解决的办法不仅包括增加甲板厚度，而且包括使用表面坚固的装甲来取代普通钢板，普通钢板似乎只能抵挡偏斜打击。海军设计者们还提高了所有战舰抗水下爆炸的程度和周密性的设计。除此之外，全大口径火炮战舰已经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



　　对现有战列舰的改造和新舰的建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排水量增至4万多吨的新式战列舰，装甲在重量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速度也从20-21节提高至27-31节。由于很多巡洋舰的速度都不超过31节，所以如果不抛弃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之间的区别，新式主力舰的概念就模糊了。设计者对战列舰上原来用于对付鱼雷艇的副炮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防空火炮，有的则是使副炮具备两用功能，既适合用作重型防空火炮又能用于对驱逐舰进行防范。



　　战列舰的这些安全防护变化使其具备了防鱼雷和远程火力的能力，又提供了绝好的防空袭能力。舰上甲板结实得足以承受穿甲弹的俯射，这使其完全能防御当时炸弹的攻击；而改进的水下鱼雷和水雷防御系统，则又使舰船能有效地防范未能命中战舰和在战舰附近爆炸的炸弹所产生的水雷效应。将战舰上的副炮改成高射炮或者增加重型高射炮，使战舰具备了足够的对付高空飞机低精度轰炸的安全措施，陆军用于防御低空飞机的20毫米到40毫米自动火炮则又向军舰提供了同样的安全。但是海军将军们却没能真正地认识到，舰船需要巨大数量的小口径火炮来提供一定量的火力，这样才能对低空飞机更具威胁的攻击进行恰当的防御，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被人们所认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巡洋舰和驱逐舰都采用了旋转炮塔设计，通常是2-3门炮在一起。巡洋舰通常的航速约为32节，大小在0.5万吨到1万吨之间，它与战列舰在基本设计构想上区别甚微，区别就在于它们装备有6门或更多的口径通常是6英寸或8英寸火炮，以及一种主要用于对付飞机也可对付鱼雷艇的两用副炮。巡洋舰的装甲较薄，但结构与战列舰非常相似。驱逐舰也有所增大，在1，000到2，500吨之间，标准型在1，800吨左右。驱逐舰看上去很像小型巡洋舰，除了没有装甲防护和它们的速度更快之外，驱逐舰与巡洋舰的区别极小，驱逐舰的速度为35节或更高。驱逐舰炮塔炮的口径通常为4英寸到5英寸，既能打击水面目标又能打击飞机，同样它们也装备了更小口径的高射炮以对付低空飞机。



　　尽管在美国进行了一些公开的试验，但由高空飞机对军舰进行轰炸，特别是对运动中军舰的轰炸被证明是无效的。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只好转而依靠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机对军舰进行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成功地从一架飞机上发射鱼雷击沉了土耳其的商船。很明显，攻击军舰的浮力系统要比用炸弹攻击装甲板有一些优点。当俯冲式轰炸机吸引了军舰防空系统的注意力，并用炸弹摧毁了军舰的防空武器后，飞行速度很慢、防护能力差的鱼雷机在低空飞行，向军舰发射致命的水下推进武器。无论如何，对没有装甲防护的军舰来说，炸弹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航空母舰却导致了海战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随着英国将3艘航速30节、1.8万吨的舰船转变为航母，航空母舰得到了发展。航空母舰有一个平坦的甲板，这个甲板占据了舰平面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飞机可在这个甲板上着落或者从上面起飞。当一艘航母以30节的速度迎风行驶时，迎风飞行的飞机在着落或起飞时，相对于甲板基本是不运动的。在飞机着落过程中，当飞机提高速度时，横向展开在甲板上的缆绳能钩住飞机上的着落拦阻钩，阻止其前冲。



　　飞机在作战范围上超过了舰炮。在100英里的距离上，一艘快速行驶、没有装甲防护的航空母舰可以派遣它的飞机去攻击海面上的任何舰只，而它又不必惧怕敌人舰炮的袭击。海战中对投射武器的依赖没有改变，而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具有更大的作战范围，使飞机比火炮具有潜在的优势。英国制造了7艘航母，是其战列舰数量的一半，另两个主要的海上强国美国和日本也各有7艘航母，而法国却只有1艘航母。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英国开始实施其舰队现代化计划时，准备建造同样数量的新航母和战列舰，即各造5艘。



　　从陆地起飞的飞机能在海上飞行很远的距离，这也改变了海战的形势。更大型的陆基飞机比那些舰载机的航程要远，经常表现更佳，而且由于它们不需要昂贵的航母作为基地，费用也更低。意大利由于横跨地中海，觉得不需要航母。正如他们低估了对低空飞机所需的防空一样，海军将领们同样没能充分认识到航母对海战的影响程度。



　　航母飞机的航程和侦察能力使航母与战列舰或巡洋舰完全区别开。自从古罗马军舰出现以及重炮战术与登船战术暂时共存的时代以来，海军首次在武器系统上出现了多类并存。就如同陆军正在从单一的武器系统(装备步枪的步兵)时代返回到多种武器并存的时代一样，海军也面临着处理两类性质迥异的武器系统相互关系的问题。一点也不奇怪，海军将军们像陆军将军们一样也很难立即找到最好的合成原则。



　　在反潜作战中，海军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引进了一种新型装置。这种装置发射出一束水下声波，当声波被潜艇艇身反射回来时，可以测出潜艇的方位和距离。这种装置被英国人称为潜艇探测器，美国人则称之为声纳，它既能发现静止的潜艇，又能发现运动的潜艇，也相应地增强了水面舰艇对付水下敌人的能力。



　　雷达在对付潜艇时也有作用，因为潜艇在大部分时间需要呆在水面上。雷达在夜间进行的观察使水面舰船在探测潜艇时又具有另一方面的优势。当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搭载到飞机上之后，雷达又扩展了其侦察能力。但是雷达不仅有益于侦察，不久它又具备了一些精密性和准确性，使其除了能用于高射炮之外，还可以用作其他主要装备的火控系统。海军欣然地接受了雷达。




作战理论的差异




　　尽管陆军与1918年时的编制结构非常相近，但作战的思想却改变了。热衷于坦克的人坚持认为坦克能起到1918年的作用，并将起到与1918年时远远不同的作用，1918年时坦克主要被用于协助步兵摧毁机枪。保守的思想则继续把坦克看作是用于支援轻步兵的运动很慢的重骑兵。坦克理论家预想了一种步兵和炮兵全摩托化的部队，其中大量的坦克将提供强大的突击力。



　　尽管包括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在内的英国作家以及小型英国陆军在这些观念上是领先的，而且法国也于1933年用坦克组建了一个摩托化师，但只有德国人广泛深入地运用了这些理论，并将其写进了他们的陆军条令中。1935年，德国组建了第一个坦克师，或称装甲师，该师的编制最初要求有500多辆坦克，两个乘坐卡车的步兵营，以及摩托化炮兵和反坦克炮。大量的坦克在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提供了强大的突破敌人防御的战术进攻能力。整个部队的摩托化使其具有战略机动能力，以利用敌人防御体系内的突破口。如果计划向敌人的后方不间断地推进，绕过障碍物，或依靠大量的坦克消灭障碍，装甲师将能够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切断敌人补给和预备队的运动。热衷于坦克的军事家在其作战原则中设想了在攻击防御者的交通线、部队机动和司令部等作战行动中与空军进行的战略合作，在战役行动中提供战术支援，支援的方法是以俯冲式轰炸机加强或替代火炮。无线电不仅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指挥与协调，也可对空军进行指挥与协调。因而德国设想了一种“帕提亚”式的陆军，在轻、重步兵的支援下，乘车实施战略机动。



　　在随后的几年，虽然德国陆军的更高级指挥官对装甲师的运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心存疑虑且认识不清，但德国还是又组建了一些装甲师。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因为自中世纪以来从未存在过相似的战斗队形。当骑士们追赶骑在偷来的马上的北欧海盗袭击者时，装甲师中相同数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已在对方阵营中出现了。在法国进行袭击的英国军队，除了重骑兵外，还让长弓手以及还有少量的长矛手骑马进行战略机动。但是这些集中起来的部队与其作战的空间相比是很小的，只能控制他们的营区，为了给自己提供补给还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使用与坦克师倡议者倡议的目的没有任何联系，这些目的是坦克倡议者为那些极为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的20世纪部队设想的。



　　已经接受类似的坦克作战理论但而后又暂时放弃了这一理论的苏联人，在与日本人进行的不公开作战中成功地运用了坦克。哈尔欣科战役展示了坦克在1917年和1918年西线围攻战以外其他条件下作为进攻武器的威力。坦克具有更强大的机动能力这一进攻特点，加上无须费时进行部署就能作战的能力使苏联人包围住了日本部队，并向其侧翼和后方进行攻击。很明显在前沿形成了任何突破之后，坦克都使用它们在哈尔欣科所展示出的相同的难以抵挡的进攻特性，并使进攻重新具有了亚力山大伟大的重骑兵和运用重骑兵的天才原则所赋予它的威力。但哈尔欣科战役只是展示了坦克的战术价值，并没有体现一些设想中的坦克师所具有的纵深穿插的战略作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拥有最强大的和最现代化的陆军，对于坦克除了作为围攻作战中炮兵和步兵的支援力量之外，坦克是否具有任何其他作用都持更怀疑的态度，并又一次希望大部队的行动仍主要沿着他们的边境进行。法国也组建了装甲师，但数量上却少于德国，而且每个装甲师的坦克也少于德国。然而，对于如何使用坦克却有着相似的思想，至少都对使用坦克的结果缺乏清楚的认识。法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将所有的坦克都分配到坦克师，而是将一半以上的坦克分配给了步兵师去支援步兵师的攻击或反击。法国使他们的几个师实现了摩托化，用卡车搭载步兵，汽车牵引火炮。与德国一样，法国陆军的规模和1918年时保持一致，包括用骡马牵引火炮和许多骡马运输进行行军的步兵。



　　对飞机持更狂热态度的人并没有把飞机看成一种武器系统，并不认为这种武器系统将使陆军重新拥有轻骑兵这一兵种，也不认为由于飞机在海上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而会替代海军的大口径火炮。相反他们把飞机看成是惟一的和全能的武器，在基本上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能够赢得各种战争的胜利。以意大利的吉利奥·杜黑为首的飞机制胜论派很快就制定出了一条很明显的飞机运用原则。



　　这些航空兵至上的热心鼓吹者信赖轰炸机，认为对轰炸机的任何防御都是无效的。由于一些轰炸机总是能到达它们的目标，只有隐蔽部这种被动防护措施才能起到某些防御作用，所以对付轰炸机的主要措施是用己方的轰炸机去采取攻势行动。但是他们认为，轰炸机的目标不是敌方的陆军或海军部队，而是打击敌方的工业和人口中心。杜黑认为，这样的攻击将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使得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成为多余的部分，除了把空中力量用于攻击这些目标之外，任何其他的行动都将是对空中力量的愚蠢的分散。



　　这一原则基本上是一种使用飞机摧毁敌人武装部队赖以生存的经济的后勤战略。它还体现了一种政治目标，因为空中力量的极端支持者认为，对敌人大城市的轰炸将在市民中造成恐慌，进而带来和平的要求。因此，空军制胜战略不知不觉地效仿了古代轻骑兵强国土耳其和成吉思汗所运用的战略。他们后勤战略的袭击目标是大量杀死敌方的人口，因而消灭了敌人军队的人力补充资源，将政治计划建立在由他们的袭击所造成的恐怖之上。土耳其人也就征服了拜占庭控制下的小亚细亚，他们是运用马弓手袭击来实施征服的，这种方式与空军支持者倡议的轰炸机使用方式非常相同。



　　这些偏激的思想未能统治任何国家的空军或战略，但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势力都很强。而在法国、德国和苏联，由于陆军在国防力量中占据主要地位，空军仍与用作陆军的轻骑兵这一任务紧密相关。



　　因此经过20年的和平，1918年就已经拥有的武器的性能已经得到了提高，使士兵和军事专家们有机会去评价和制定坦克与飞机的运用原则。但军事家们却发现了不一致的意见，第二次大战将作为不同思想的试验田，而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是一致意见的墓地。














	

 






	















	







	







	









 





	


	







	








	




	


第10章 现代战争的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首先进攻法国、英国和波兰。德国人重演了1914年的战略，所不同的是首先运用内线兵力，集中力量打击较弱的波兰军队，以便实现速战速决，而与此同时法国则正在进行战争动员。德国拥有48个现役师，波兰陆军则有30个现役师和组建起来的10个后备师。德军装备了比波兰多得多的坦克，而波兰则几乎没有反坦克火炮。由于德波边境线长达1，750英里，所以波兰没有足够的兵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那样，建立起一条哪怕是脆弱的稳定防线，更不能像同一场战争中的西方战线那样筑壕对峙。






作战略图10.1德军多方向同时进攻波兰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配有能参善谋的参谋部的德军于1939年9月1日秘密集结，由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进攻。由于波兰军队将很多部队控制在后方准备反击，使得首次突击就全力投入的德军得以快速突进。在南方德军集中起来的军队所面对是波兰最薄弱的部队，因此德军仅用9天时间就推进了140英里，抵达华沙以南的维斯图拉河，因而使德军能调头北上，沿该河西岸发展，与其横扫南方的军队会合，抵达大批波兰军队集团的后方。通过两翼包抄，德军完成了对波军的战略包围。在波兰军队的后方，德军迅速粉碎了波兰为恢复后方交通线而进行的组织不力的攻击，到达华沙。此次战役按预先计划于9月17日结束，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从东方发起了进攻，与德国瓜分了波兰。



　　9月17日，法国军队完成了动员、集结，准备以由反坦克障碍物加强的筑垒地域迎战德军大规模后备役类型师的部队。波兰的失败和俄国人的入侵，使法国放弃了任何以进攻行动支援波兰的企图，取而代之采取了防御的战法。虽然双方军队面对面地对峙，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几百码范围内挖掘战壕，实施小规模的战斗和相互炮击。不仅如此，正如数千年来不主动实施战役的军队的传统作法一样，双方都保持着较大的距离。法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训练了军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报纸把这一缺乏主动性和没有接触的时期称为“假战争”。



　　在波兰战役中，德军的坦克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展示了比1918年盟国坦克在对付德军大纵深筑垒防御和集中的大密度野战炮兵方面大得多的效能。规模更大、训练更为有素的德国空军很好地履行了传统上由轻骑兵执行的战略职能，不仅在侦察，而且在瘫痪波兰铁路和有效攻击公路交通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使用摩托化车辆输送补给和部队，对快速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德军的14个装甲或全摩托化师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其重要作用是当时许多观察家所没有意识到的。




法国和德国军队




　　德国在东线取得胜利之后，所要面对的将是法国。但是，这一战役直到1940年5月之前都没开始。因为1919年的和平条约把德国陆军限制在10万人以内，因此德国与法国相比，缺少武器储备和训练有素的兵员储备。但是，德国利用这一段战争间隙训练和组建了新的作战师。到战役爆发时，德国已经拥有了136个师，其中包括10个装甲师，用于对法国作战。而法国由于受到意大利怀有敌意的中立的牵制，仅将其110个师中的94个师用于对德作战。不过，从许多本质方面来说，德军所面临的还是比他强大得多的军队。



　　由于信赖防御的战术力量，英法联盟依据长期战争的判断制定战略，企图发挥基于封锁作战的后勤战略的作用，一旦英国有效地扩大了空军力量，便用以轰炸德国的工业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以与此相同的程序组建大规模陆军之前，法国决不计划进攻，而这一过程持续了战争的前一年半时间；而且，法国本身要使其军队达到理想的标准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914年，德国仅占领了法国北部的一小片领土就剥夺了法国很大的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为防止此类意外的后勤战略发生作用，法国特别强调保护其领土。由于保存人力资源与此战略是一致的，所以法国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上构筑了新的防线，而这条防线是普法战争以来从未据守过的边境线。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仅计划将用于增加防御边界部队人力的资金用于构筑要塞，而且打算以此减少因缺少永备工事而造成的戍边法国人的牺牲。



　　事实证明，加强东部的对德防御比较容易，因为孚日山脉位于莱茵河这道天然屏障的西岸，但从莱茵河至卢森堡之间就没有多少易守难攻的防御屏障了。于是法国工兵在这条边境线上构筑了绵亘的坚固要塞，而要塞的构筑则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经验。这样法国将其与德国接壤的全部边境要塞化，而且越是薄弱的地区工事越坚固。由于在1914年重型榴弹炮的火力便已经能够击穿比利时要塞的炮台，所以新型炮台装有厚达15英寸的装甲。为防止炮塔被落在附近的重型炮弹炸毁，法国工兵还在其周围砌了块石、混凝土，并在外面用每块面积为1平方米的铸铁块包起来。由于采用机械装置输送和装填炮弹，所以要塞火炮的射速比野战火炮快得多。



　　为守备部队精心构筑的防毒气掩蔽部的前方布设了铁丝网和反坦克障碍物，并由从机枪到135毫米火炮各种武器构成的交叉火力掩护。这些防御仅仅为部队提供了第一、第二道防线，防御部队还必须挖掘两道防线之间以及通向后方的堑壕。由于现存炮兵均无法对这些钢铁和混凝土构筑的防御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所以法国人能够有效地坚守第一道防线，并能安全抵御以猛烈突然轰炸为特点的“胡蒂尔”进攻系统。任何企图突破这条以国防部长安德鲁·马其诺名字命名的防线的进攻，都必将陷入持久的作战。在这种作战中，防御者所占有的防御优势和在炮兵上的优势将决定作战结局。



　　法国倚重其拥有11，000门野战火炮的炮兵，每个师的火炮几乎比德军多50%。双方陆军主要使用的仍是在某些方面经过改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炮，并保留了野炮和榴炮。法国除了拥有5，600门75毫米野炮外，还装备了6，000门25毫米反坦克炮。这种反坦克炮的初速为3，000英尺/秒，能击穿任何类型的德国坦克。此外，法国还装备有1，000门新型的47毫米反坦克炮，其弹丸不仅能击穿任何德军坦克的装甲，而且如果在其继续飞行的弹道上有坦克的话，还能再次击穿。



　　坦克是法国依赖的另一种优势。针对德国的2，600辆坦克，法国部署了大约3，000辆。此外，法国还修复了500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雷诺型坦克和一些装有机枪的小坦克。双方都装备有装甲车，德国稍微比法国多一些。法国坦克外形比德国大，加厚了装甲，加强了火炮，但牺牲了一些速度。表10.1列出了法国R-35轻型坦克与德国轻型坦克的性能。较小口径的德国坦克炮比大口径的法国坦克炮初速快得多，但几乎没有可能击穿法国坦克的厚装甲，而法国的坦克炮虽然初速较慢，却能击穿德国坦克的防护装甲。双方坦克在停止生产前，都进行了改进，并加大了重量。法国还装备了另一种比R-35型坦克速度更快、装甲稍薄的轻型坦克，但其中有一些比R-35型坦克的火炮射速更快，且装甲厚度相当。



　　中型坦克的区别不大。当时德国的III型坦克与法国的S-35型坦克有过性能比较(见表10.2)。1939年德国开始装备这种新型坦克，它装有1门身管较短的50毫米火炮，其性能类似于法国的47毫米火炮，装甲加厚到30毫米，时速达25英里。






　　法国还有重32吨的夏尔-B重型坦克，其时速为17英里，装甲厚度60毫米，在炮塔上装有1门47毫米火炮，在坦克车身上装有1门75毫米榴弹炮。德国坦克在重量上无法与法国坦克匹敌，虽然德国也有一种重18吨、在炮塔上装有1门75毫米榴弹炮的坦克。






插图10.1夏尔-B型坦克



　　这些都是很概略的比较，有许多性能没有进行对比。比如法国坦克的装甲有较大的倾角，因此法国的坦克比德国的坦克有较大的抗毁能力。但是法国决定节约兵力，减少了坦克乘员的数量，这对法国坦克的战斗力影响重大。德国坦克的炮塔较大，易受攻击，却给炮手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而在法国坦克的炮塔中，只有车长能够操炮，作业困难，特别是在又要指挥引导坦克又要射击时更是如此。



　　尽管德国和法国的军事理论就像它们的武器一样，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但这些区别却是重大的。有鉴于此，德国人坚信并力图完善其1918年的分散渗透战术，而法国则偏爱集中指挥和控制，包括对炮兵射击目标的选择。例如，法国式的渗透战术要求下级部队在遇到支撑点的时候，使用攻击分队包围和攻击之，而不是迂回到敌人后方，以此对上级负责。法国人之所以喜欢反映其信念的严密控制和按部就班的作战，是基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进攻的一方不能对敌人的防线实施战略突破，因为守方总是能够使用机动能力更强的预备队重新建立堑壕式防御。而另一方，德国人则继续强调1918年他们所实施的突破作战，突破之后的目的是达成“连续的包围作战”。[注：罗伯特·阿伦·道蒂《灾难之源：法国陆军理论的发展(1919-1939)》(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因此，法国的进攻作战理论虽然体现了霞飞元帅有关包围作战的探讨，却明显缺乏实质性进步。虽然法国并未放弃进攻，但他们显然认为防御是主要作战形式，并将其进攻理论与火力优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经验。当然德国人既不相信防御能力的优势，也不相信法国军队所倚重的火力令人生畏，因为他们自己的补给非常充足。



　　除了法国外，德国还必须与英国职业军队的9个师作战。这些英国师拥有600多辆坦克。由于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因此就像比他们规模小得多的前辈在1914年那样，能够做出与其规模极不相称的重大贡献。当1940年5月法国和德国开战之时，双方都与其前辈在1918年作战那样，大多数的师都是徒步行军，马拉火炮。双方陆军都编有7个全摩托化步兵师，这种师的士兵均可乘车行军。德国还有10个装甲师，每师装备200至300辆坦克。法国有3个由骑兵发展起来的轻机械化师，3个由步兵改建的装甲师，在这两类部队中，都还有至少1个以上的师正在组建之中。这两种师各有坦克约200辆。另外，法国还有5个骑兵师，每个师都有一些坦克、小坦克、装甲汽车、摩托化步兵和骑兵。总体上看，德国有17个全摩托化师，而法国有18个。由于法国军队规模略小，因此比例稍显高一点。除此之外，法国的每个集团军还有一些用于配属步兵师作战或作为独立分队使用的坦克；而德国则不同，他们将数量有限的坦克集中组建了装甲师。



　　德国与法国关于坦克使用理论上的差异比坦克数质量上的差别更重要。许多法国领导人仍抱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观点，把坦克看作步兵和炮兵实施突破的助手。确有法国人曾计划使用装甲师进攻堑壕式防御体系，他们也确曾设想赋予轻型机械化骑兵师以多种作战任务，包括突破后迅速发展胜利；但是，惜用拥有1，000多辆坦克的这两种类型师，反映了在按部就班的进攻中把坦克作为步兵和炮兵随伴兵器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反，德国将其所有坦克都集中在10个强大的装甲师中。虽然德国高层指挥官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把坦克集中起来的思想，但其下级指挥官却早有想法。同时这些师的存在，并且集中在军里，使德军坦克部队具有了与法国坦克完全不同作战潜力。



　　在空军方面，德国具有物质上的优势。法国不重视空军的历史同德国重视空军历史一样长，而这种滞后又由于他们在重建航空工业时不愿放弃正在生产的飞机型号而更加严重了。他们以为只要等待，就一定会有更好的飞机。这就意味着法国的作战飞机不仅数量少，而且性能落后。例如，法国只有200轰炸机，而德国却有1，700架轰炸机。法国侦察机和战斗机的数量仅及德国的70%。法国大多数战斗机时速仅300英里，而德军战斗机时速却达到350英里。直至1940年春季战役爆发时，法国的飞行中队才开始接到大规模战时生产的现代化飞机。



　　英国部署在法国的轰炸机数量是其盟国的两倍，战斗机数量则是其盟国的1.2倍，飞机质量也比盟国的好一些。到1940年春天，英国飞机生产量超过了德国，但盟军要以这种生产优势创造出与德国空军相匹敌的均势，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制空权理论的宣传和怀疑者的嘲笑使人们对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半信半疑。但空中劣势却使许多盟国指挥官极为不安，尽管他们对这种力量失衡的结果尚没有明确的概念。



　　法国不希望德国沿边境进攻，而希望德国像1914年那样，通过比利时实施迂回运动。但与此同时，法国在比利时边境却没有精心构筑防御工事，甚至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业区靠近比利时边界。为了不使这一重要地区成为战场，法国计划快速向比利时机动部队，在距法国边界尽可能远的地方与德国交战。这一战略不仅可以保护法国的工业区，而且还可以对比利时工业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建立的强大陆军(20多个师)提供最大的支援。德国如果像法国设想的那样作战，还必须通过荷兰，那么它将面临荷兰的10个师。除此之外，盟国还在安特卫普至险峻的阿登山区之间地区，每2公里就部署了1个师的兵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不采取突然袭击的话，如此密度的防御，即使进攻一方炮兵拥有3：1的优势也不可能突破。何况盟国的炮兵还比德国强大，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且还没有把比利时的要塞炮兵计算在内。



　　德国将军们的计划确实与法国所期望的相同——仍按1914年的计划，经比利时实施大迂回。由于考虑到盟军的火力和防御的战术密度，德国选择这一作战计划并非出于狂热，而是因为若向马其诺防线进攻，希望更加渺茫。经比利时、荷兰进攻，使盟国在该方向的力量至少增至136个师，与德国实施进攻的136个师相当，但盟国在炮兵和坦克方面则力量更强，而且比利时和荷兰拥有筑垒据守的防御优势。



　　但是，德国拥有一个被人们低估了的优势，那就是与对手相比，其军队士气高昂、战术技能娴熟。德国拥有这种优势，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法国军队的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法国停止了动员预备役补充现役部队的制度，而采用由正规部队训练新兵，另外组建正规的部队架子，当需要扩编新部队时，即在此基础上组建。这一制度与陆军各部队训练自己的预备役人员的制度相比，在组织上远不能令人满意，如由各部队训练自己的预备役人员，那么当预备役人员被征召时，就能立即找到早已熟悉的领导和战友。



　　为了动员，法国现役师(其中一半稍多的师未用于占领筑垒地域固守)失去了2/3的现役军官，而以预备役军官取而代之。但是各师保留了2/3的士官和55%的士兵，缺额由预备役补充。如果这些师在动员后有机会进行共同训练的话，那么尽管其中预备役军官占了很大比例，其效能就会很快接近1914年现役师的水平。除这些师外，法国还组建了1/4的野战师，其中23%的军官和17%的士官是从现役部队中抽调的，剩余部分则由预备役人员补充；而所有士兵则都是预备役人员。法国陆军1/5机动师是一种很像旧时德国战时后备军的二级预备役师。这些部队的军官除5%左右是正规军官外，其余全部是预备役人员，其中最老的预备役军人只在很久以前接受过最简单的军事训练。这些临时组建的部队缺乏共同服役的经验和训练有素的领导。



　　此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较低，在1935-1938年期间法国军队训练并退役到预备役的人员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应年份的一半。早年退役官兵中的较大部分仅受过1年训练，而不是1934年和1905-1913年间所采用的两年训练制。某些正在陆军服役的预备役人员原先接受的是水兵或飞行人员的训练。因此，1939年的法国军队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训练上，均比1914年的状况差得多。与此相反，德国虽然仅编组了50个现役师，但它们以正规军为骨干，按传统的方式征兵、训练和编成，人员也是从同一地理区域抽调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曾参加过波兰战役。



　　由此不难看出，在法国众多部队乃至现役师中没有一个师达到德国常备师的水平。虽然法国士兵都曾接受1年的训练，但其技能不熟练，在1939年以前没有受过更多的训练，不具备服役经历，而且对他们的指挥官也不熟悉。同时，现役部队中由预备役人员补充的2/3的军官既没有正规军官的技能，也不熟悉其下属军官和士官。



　　法国的现役师尽管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但自1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缺乏实战经验的不足。依靠军事契约虽能集中起由老兵组成的部队，但他们互不相识，也不熟悉他们的指挥官，而且法国军队非常缺乏地区性征兵所带来的凝聚力。这种兵员所具有的勇敢精神曾为一位法国革命的战士赞美过：“我们愿意一同当兵，因为当一个士兵被他人所熟悉、所热爱时，失败便不那么可怕，胜利则更加辉煌。”[注：约翰·林恩《共和国的刺刀：革命的法兰西的陆军战术和动力》(伊利诺伊州，厄本纳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除此之外，一级预备役师几乎全部都是预备役人员，现役军官和士官的数量不足1/4，有经验的军官则更少，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缺少职业士兵，预备役军人从未在同一部队服过役。缺乏共同服役的经历，妨碍了军官之间及其与其他级别人员之间的协同工作。除上述问题之外，二级预备役部队几乎完全没有训练有素又有经验的军官。



　　由于这一制度把训练和作战编成分离开来，所以在动员时就失去了那种由共同服役或来自同一村庄、地区所产生的团队意识。就活力来说：法军部队没有士气和凝聚力；战友之间互不熟悉；外行充斥着重要的指挥领导岗位。



　　法国高层司令部意识到了这支被其参谋长称为“由极易激动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军队的弱点，他们认为克服这些弱点的办法就是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直至指挥官和士兵在服役中获得了足够的能力，部队培养起了团队精神。法军的进攻理论忽视了军队成员的缺陷所起的作用，因为他们把进攻作战看做按部就班、深思熟虑实施的行动，认为部队行动完全由师以上司令部控制，依赖炮兵从后方打击看不见的目标，更多的是依靠步兵在训练中所获得的技能，对战术经验和部队士气则依赖较少。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性，并需要计划周密且以炮兵为依靠的进攻，但是法军兵员系统在作战初期也未给法国高层司令部多少选择余地，因而更加强了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决策，几乎从一开始就摆出了防御的态势。[注：道蒂《灾难之源》，第32页。]



　　这段“假战争”为法国军队提供了无价的准备时间。由于在一起服役和训练，士兵及其指挥官在提高作战技能、协同工作能力和部队凝聚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法军与德军相比，时间还是太短暂了。德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其后备役军人的基本训练就进行了两年。



　　德国也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参加春季战役部队中几乎一半的师都完成了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训练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新组建的部队都从参加过波兰战役的部队中抽调了一批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官。德军不仅运用波兰战役的经验教训来训练新部队，而且根据与波兰军队作战的经验充实和修正了老部队的训练计划，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但是，这些额外的训练都不能与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的价值相比，那就是在波兰的作战。那次战役完成了在任何最精心计划的训练中都无法比拟的机动训练。前线士兵、指挥官和参谋人员除了学到作战知识外，还学到了在实战条件下大部队运动和作战的经验。机动能够充分检验通信状况和某些补给计划，但与实力几乎与自己相当的坚决抗击的对手作战，并实施250英里的对进进攻，却检验和教育了德军的每一支部队。



　　与波兰军队作战，德军付出了伤亡3万人的代价，但它却给德国军队提供了一次提高模拟难度的训练机会。炮兵发现平时训练的高度价值，因为他们射击的是看不见的目标，确实就像作战中一样。但是对于以班、排、连为单位进行机动的步兵来说，平时训练就不可能逼真模拟战斗情况了。在线式作战的全盛时期，腓特烈大帝经过周密全面战前训练的步兵虽然没有打过仗，却能在奥地利老兵面前显示出优势。但是与需要在进攻中运用渗透战术和防御中必须依靠某些运动等非典型反应相比，在队列中射击、列队和行军，训练与作战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与波兰人的作战，提供了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提供的训练机会。担负法国战役指挥的两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都曾在波兰战役中统率过德国集团军群，主要集团军4/5的指挥官同样也在波兰指挥过作战。所有法国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而这一根本区别对所有曾在波兰作战过的军和师都产生了影响。当德国进攻时，德军显示了比法军高得多的作战技能，就主要得益于参加了波兰战役。



　　然而，德军在实战中所获得的训练不会是永久的财富，因为当他们进攻比利时时，盟军也将获得同样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利用其力量和火力确保阻止德军推进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明显可见的确定性因素。




法国和德国的计划




　　德国击败波兰之后，令将军们惊恐不已的阿道夫·希特勒下达了立即经比利时和荷兰进攻法国的命令。由于许多部队在波兰战役役后尚未进行足够的训练，而且摩托化装备也正在检修维护之中，所以德军将领认为进攻法国的时机还不成熟。通过推诿、阻止、拖延以及恶劣天气的帮助，他们把进攻一直推迟到1940年5月。前个秋季制定的战役计划仅仅确定了有限目标，即使用主力进入比利时，向西部的根特和海岸推进。与1914年计划所预想的一样，此次战役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德军参谋部企图进行决定性战役。在以施利芬流产的决定性战役开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期间，关于防御优势的理解和对法国军队战斗力的畏惧，使德国参谋部始终不敢考虑任何比推进到海岸和占领比利时大部更大胆的进取性目标。



　　由法军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最后确定的法国作战计划，把法国第一集团军装备精良的10个师和英国远征军的9个师部署在那慕尔北部前线20英里的正面上，比利时军队的14个师则负责掩护其余到安特卫普40多英里的正面。其他比利时师从前沿阵地后撤，准备用于增强前沿部队。此外，法国第七集团军(编有7个师)打算沿海岸向安特卫普推进，那里是与荷兰接合部，并有位于德军进军部队翼侧的阵地。由于甘末林将军1914年曾在霞飞元帅的司令部任职，第七集团军可能具有霞飞缔造的第六集团军的某些相同的作用，1914年该集团军被部署在德军进攻队形的翼侧。该计划希望法国部队快速运动，以便在东部尽可能远的地方与德军交战，因此要求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军队控制安特卫普与那慕尔之间的戴尔河一线。






作战略图10.2法国和德国的初期计划



　　在那慕尔以南，甘末林计划以其第九集团军向前运动，占领从法国边境以北到那慕尔的默兹河段这道难以克服的屏障。他推测德军通过阿登山区进攻到达默兹河一线至少要用一周多的时间，而且到达的部队不多，因为阿登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稀少。由于第九集团军面临的是相对软弱的对手，并有充分的时间增强默兹河防线，所以其每英里部署的兵力还不到其他地区的一半。德军和法军早就知道，阿登山区的地形对于大部队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能通行，也是严重障碍。已经占领阵地的法国第二集团军控制着法(国)-比(利时)边界，组成了一道连接第九集团军和位于法(国)-卢(森堡)边界的马其诺防线。所有这些集团军组成法国第1集团军群，由比劳特将军指挥。



　　法国其余绝大部分部队部署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上，同时监视德军可能通过瑞士所进行的机动。这一兵力区分方案并没有得到甘末林的副手阿尔方斯·乔治斯将军(负责指挥德国当面的部队)的赞同。



　　甘末林(68岁)、乔治斯(65岁，不同意甘末林的兵力区分)这两位法国将军互不对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差别。甘末林离开霞飞的司令部后曾成功地指挥了一个师，并当过一个短时期的军长。乔治斯1914年在法国指挥一个营作战时负伤，其余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参谋岗位上度过的。在甘末林因学者气质和待人冷淡而使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的同时，乔治斯却形成了广泛的交际圈，并有许多赞赏者。尽管1934年在马赛，乔治斯与法国外交部长欢迎南斯拉夫国王时发生了几乎致命的事故，但认识他的人仍认为，他精力充沛、直言不讳，适于担任指挥官。当时，他们在码头迎接国王，此后3人同乘敞篷汽车缓慢通过街道接受人们的欢迎；突然，一名刺客跳上汽车向国王和外交部部长开枪。在汽车停止的同时，乔治斯勇敢地冲出汽车与刺客搏斗，身体数处受伤。医生只救活了乔治斯，从此以后，将军似乎从来就没有完全康复。



　　乔治斯认为，掩护马其诺防线和莱茵河的集团军群的师太多，但当他未能劝说该集团军群司令官分出一些之后，并未命令该司令官放弃任何一个师。不过，乔治斯的不安扩展到整个作战计划，因为投入了如此众多的兵力，本来就小的预备队所剩的兵力更寥寥无几了。



　　这样部署的结果，使甘末林只有3个师可以机动使用到任何地方，乔治斯仅有21个师作为不大的预备队。其中还有5个师，包括另外1个正在组建中的装甲师尚未完全做好战斗准备。21个师中的6个师部署在比利时正面作为预备队，5个师靠近瑞士部署，以防德国经由该国绕过筑垒地域。其余的10个师(包括1个摩托化师和2个装甲师)则部署在瑞士到海岸的漫长防线的中央。



　　甘末林并未感到不安，因为整个兵力区分，包括指定这么多的预备队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先例，1914年甘末林曾在霞飞的司令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经验告诉他，所有未完全投入作战的是士兵都能组成预备队，霞飞就运用过这一思想。当时从洛林和阿尔萨斯前线抽调兵力组建了第六集团军去打击正在实施迂回的德军。由于他知道只要4天时间就可以把1个师的兵力通过铁路输送到法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并曾在1914年协助对这些战略进攻部队的运用，所以甘末林显然没有考虑那位1914年担任营长的人的担心。



　　而且，甘末林的计划适合当时的条件。实践证明在长期战争中，保护比利时的领土、劳动力和资源将是十分重要的，而只有快速的行动和强大的陆军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莱茵河到卢森堡之间适合大部队行动的地形上，有马其诺防线的坚固筑垒地域作为屏障，并有机动部队支援。对于那些不适合大部队行动的地区：莱茵河边境、南部的孚日山脉，以及马其诺防线与平原之间的阿登地区(比利时预期战场)，都有足够的部队守卫这些工事比较薄弱的地区。



　　德国最初的计划确实正如甘末林所期望的那样，并同法国人一样，也相信法国人具有实施成功防御的能力，这些因素都使甘末林的计划得以批准。如果不是德国人完全改变了他们进行战役的整个路线，那么乔治斯的疑虑就会被人彻底误解。




德国新的进攻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最有能力的军人对于改变德国的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战役时的南方集群司令官格鲁德·冯·伦德斯泰特将军，接任了阿登山区当面的A集团军群司令官，其参谋长是埃里克·冯·曼斯坦因将军。他们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生涯中，因其卓越的指挥才能获得了极高声誉。贵族出身的伦德斯泰特在其退休后63岁时被召回，在波兰指挥一个集团军群时，就充分展示了他的指挥才能。由于和平时期的职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军参谋长在俄罗斯作战，使其成为成熟的指挥官。曼斯坦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一名参谋军官。他比伦德斯泰特小10岁，曾在陆军总参谋部任职，并在波兰战役中担任伦德斯泰特的参谋长。在这次战役中，他们的集团军群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战绩。



　　当伦德斯泰特和曼斯坦因了解了向比利时进攻的计划后，由曼斯坦因起草，伦德斯泰特签发了一系列表示反对的备忘录，并建议把主要力量转换到A集团军群方向，设想由此突破后从南部和西部割裂比利时的盟军部队。



　　11月，曼斯坦因与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进行了商讨。古德里安是20年代由学校分配来的中尉参谋，那时他就在研究坦克的作用，并在坦克的使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30年代他晋升很快，193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坦克战的专著，并且成为德国豹式坦克师作用的带头鼓吹者。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负责一支无线电特遣队，使古德里安具备了给德国坦克装备优秀的通信系统的条件和能力。这些鲜明的理论和保障，使各豹式坦克师理解了古德里安对他们的热切希望。



　　开始讨论的问题是装甲师能否通过阿登山区。步兵出身的曼斯坦因受到从古德里安关于坦克师一旦突破就应向纵深突贯的观点的极大影响。曼斯坦因新的备忘录反映了他从古德里安那里所受的影响，并导致这位心情急切的参谋长被任命担任一支远征军的指挥官。



　　一件看似不幸的事件帮了曼斯坦因和德国的忙。一位携带进攻比利时战役部分进攻计划的德国军官去一个空军基地的军官俱乐部。在酒吧欢快的气氛中，他受命乘飞机而不是坐火车去参加会议。第二天早上，飞行中碰上了恶劣天气，这位军官的轻型飞机被迫在比利时着陆。由于打火机打不着火，因而在被比利时军队抓住之前，他未能将全部计划毁掉。比利时把所获得的情报通报了法国。



　　这一事件和德国计划本身的不足，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了进攻时间。这既给德军参谋部赢得了时间，但也迫使他们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在重新审查中，曼斯坦因的建议受到了重视。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获悉了曼斯坦因的计划，并立即召见了他。希特勒意识到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有过的一个念头，但当时他只是下士，还不能清晰、系统地表述这一思想。希特勒接受了曼斯坦因的思想，立即命令参谋部制定相应计划。



　　现在，受命制定新计划的德军司令部设计了这样一个方案：集中45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中的7个)组成A集团军群，配置在阿登山区当面；B集团军群只编29个师，仍按原计划行动，以制造假相，使法国人深信德国是在那慕尔以北实施主要进攻。新的计划对沿默兹河的突破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在那里德军的坦克师会遇到掘壕防御的法国部队的抵抗。许多德国将领不相信他们能在无援助的情况下突破默兹河，仍然认为他们必须一直等待，待步兵完成其为时9天的行军后，才能在炮兵的的支援下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传统突破。但是当许多德国将领持与甘末林相同想法的同时，另外一些像古德里安那样的德国将领则认为，面对掘壕防御之敌的抵抗，坦克师能够突破默兹河。






作战略图10.3法国和德国的最终计划



　　事实上，德军参谋部对突然集中兵力和解决突破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如此之大，以致于除了追求胜利的行动之外，什么也不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破层层设防的阵地是如此困难，成功的希望是如此渺茫，以致变成了谁对这种防御进攻，谁就等于自取灭亡。执行突破任务的部队突破后可以转而向南，打击沿马其诺防线部署的法国军队；也可以向西，直指英吉利海峡，甚至可以直接进攻巴黎。但是在缺乏明确方向的情况下，坦克师的指挥官们都希望达成曼斯坦因的目标，向海岸推进。




1940年德国的突破




　　1940年5月10日晨，德国发动了进攻。根据自波兰战役以来煞费苦心制定的战略，德军首先进攻荷兰和比利时，由于没有得到德军在阿登地区当面集中了绝大多数坦克师和步兵师的情报，甘末林将军命令其部队向比利时增援。与忧郁的乔治斯将军不同，满面笑容而又自信的甘末林嘴里还哼唱着军乐，下达了反击德军进攻的命令。法国第7和第1集团军的摩托化部队第一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徒步部队仍在后面缓慢前进，部分坦克还在铁路平板车上输送。



　　德国以空袭法国50个机场的行动揭开了战役序幕，共摧毁了4个机场和60架法国飞机，以及一些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飞机。第二天，此类空袭又摧毁了3架法国飞机和少量其他国家的飞机。在这些空袭中，德国也损失惨重，一个航次的21架中程轰炸机就被法国战斗机击落7架，被防空炮火击落1架。德军空军似乎把主要方向集中在荷兰，盟军向比利时的推进未受干扰。



　　德国计划避开对设有筑垒地域的法国边境进攻，开始只与荷兰军队作战，并克服比利时边境的筑垒地域。双方主力部队在到达戴尔防线前，不应在比利时境内遭遇。在阿登地区几乎没有战斗，比利时的大多数部队都向北撤退，从比利时边境到默兹河之间的65英里，德军行动只能叫做开进。于是德军在崎岖多林，地形非常不适于大量坦克行驶的阿登地区没有遇到任何坚决的抵抗。



　　由于7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和35个步兵师必须通过一个道路稀少的地区，所以德军参谋部制定了异常周密的行动计划，各部队的准备是如此充分，实施是如此精确，以致数千台车辆根据其雄心勃勃的计划推进时几乎没有碰到任何困难。



　　德国进入比利时的纵队是为了引诱盟国轰炸机，英国立即用其过时的费尔雷战斗攻击轰炸机低空攻击。5月10日英军被德军防空火力和战斗机击落了13架轰炸机。第二天，英军又损失了攻击同一目标的全部8架飞机。与此同时，英军和比利时军队空军在突击更靠北面的德军纵队时遭受了惨重损失。



　　5月12日，法国6架布雷盖式轻型轰炸机的遭遇说明了进攻者的困难。这些现代化高速飞机以树顶高度进入，突击德军的一支行军纵队。但是，装有炮塔的德军20毫米和37毫米自动高炮击落了6架中的5架，而剩下的1架也丧失了返回基地的能力。其中一架飞机空投了数枚炸弹击中装载德国士兵的卡车，另一架法国轰炸机撞进了德军纵队。德军非常重视防空，实际上使盟国空军无懈可击，甚至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地保护庞大的集中起来的军队进入阿登地区。后来法国空军为了安全，从较高的高度袭击德军，但是对德军的毁伤效果甚微。



　　战斗机使轰炸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这种局面在德国12架过时的J-87俯冲式轰炸机的悲惨命运中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些飞机尽管是固定起落架，速度也比较慢，但作为轰炸机还是有效的。当时这些飞机刚完成了一次空袭正在返航，突然遇到了法国的5架低速战斗机。这些具有时速100英里优势的战斗机配备1门20毫米航炮和2挺机枪，把比它们更过时的德国轰炸机全部击落，并立即以空中格斗将一群正在出动的德国俯冲轰炸机驱散，而自己却无一损失。



　　虽然这些事件凸显了空中进攻者的困境，但展示了充足的由训练有素人员操纵的防空飞机上的火炮的威力；同时也证明，这种现像与轻型步兵与轻型骑兵的对抗的情景类似。这些空战也再次肯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充分显示了轰炸机和侦察机面临战斗机攻击时的脆弱性。战斗机是设计用于专门与其他飞机作战的飞机。



　　同时，敌对双方的部队根据其计划展开运动，除德国针对比利时和荷兰防御的机动取得成功外，法国投入部队的时机也比他们曾经希望的更早。为了在法国第1集团军全部抵达戴尔防线之前迟滞德军行动，法国的2个装甲师向戴尔防线以东推进，与正向戴尔防线推进的2个更强的装甲师之一发生交战。这场第一次以坦克为主的交战结果虽然对作战胜负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对德军的机动却起到了阻止作用。这次交战再一次说明，在同类武器系统的交战中，防御的一方具有优势。在更北方，当法国第7集团军抵达荷兰领土时，发现荷兰军队已经后撤，向安特卫普撤去，从而使甘末林对保留一支部队在翼侧阵地，威胁德军进攻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5月13日和14日，比利时根据甘末林计划与法国装甲师共同作战，在比他们强大的德军对手之前后撤，不过他们还是守住了戴尔防线，直至法国第一集团军于14日全部到达。由于强大的盟军在安特卫普至那慕尔一线构筑了工事，德军进攻受阻。他们最初的尝试性进攻被击退。态势相对稳定下来。






作战略图10.4德国进军比利时



　　但是在阿登地区，战事的发展一如德军计划。由于对盟军航空兵空袭进行了有效的防御，德军在通过阿登山区的进军中，只遇到了被派来迟滞德军的法国5个骑兵师的有限抵抗。法军希望且不幸的是他们也深信，德军在这一地区的进攻主要使用步兵，而且兵力有限。由于法军骑兵师基本上是侦察部队，所以只编有炮兵、车载步兵、装有机枪的小坦克和少量轻型坦克及乘马骑兵。这种脆弱的部队对德军的迟滞只能是短暂的，其主要原因是德军庞大的坦克师集群几乎都自动迂回或包围法军占领的任何阵地。坦克部队展示了他们战术进攻的性质。例如，当坦克遭到法军105毫米榴弹炮的拦阻时，它们就向翼侧迂回，攻击这些炮兵阵地的后方。即使在不便行动的国家，坦克部队也证明它们适于采用德军步兵所擅长的渗透战术。






作战略图10.5坦克师抵达默兹河



　　到5月12日傍晚，进军3天之后，德军已经抵达默兹河。5月12-13日夜间，德军坦克师的车辆打开前灯快速接近该河，并计划于第二天发起进攻。2个装甲师将抵达默兹河北部的迪南，2个师位于中部的蒙泰米，3个位于南部的色当。虽然乔治斯和甘末林都意识到他们在阿登山区所面临的德军比原来预想的更多，但仍未察觉德军企图。5月11日，乔治斯虽然命令其预备队按最初计划向前运动，但基于早先对其军队部署中部薄弱区的担心，所派的5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都给了第二集团军。他之所以加强第二集团军，是因为他毫不怀疑，德军将实施迂回，并会把主要方向指向第二集团军的翼侧，其目的是到达面向德国的筑垒地域部队的后方。这种机动企图早在1914年德军就曾尝试过。



　　乔治斯以投入预备队的方式开始增强默兹河的南部防线，这是战线的一部分。尽管乔治斯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在该地区他所拥有的部队比计划的更少。法军以2个二级预备役师占领了色当周围地区，而向其进攻的却是德军的3个坦克师。法军的预备役师不仅只有20名正规军官，而且部队士气低落、训练缺乏。两个师的兵员都仅在十多年前受过一年半的训练，现实战斗效能完全得益于自9月动员以来所进行的训练科目。这些科目的训练质量因单位而异，而部署在色当的两个师的下属单位在5月10日前的7个月中，却几乎没有从这些科目的训练中取得任何效果。此外，这些部队还没有完成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补充。就算这些部队受过良好训练，开战以来它们的任务也只是警戒毫无战事的防区。



　　再往北的迪南附近，一个现役摩托化师连接着第九集团军和配置在那慕尔以北的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并有2个一级预备役师正在开进，准备占领该师右翼的阵地。这2个预备役师有23%的正规军官和17%的正规土官。虽然两个师距离目的地都很远，但他们计算了充足的时间，因为法国既没有想到德军会在5月16日前抵达默兹河，更没有想到此后不久就会发起进攻。但是德军到达得比法国人预料的更早，尽管到达的只有1个师所属的乘卡车行军的2个营。而在德军到达默兹河时，所有法国部队均未到达。5月13日晨，第9集团军3个师的27个营中只有19个到达默兹河。此时，法军在默兹河战线上平均每6英里正面只有不足1个师的兵力，其中还算上了1个很弱的骑兵师。这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最小的兵力密度。除骑兵师外，有一个师据守15英里正面，而另一个师则据守21英里。在法军作战条令中，每个师的防御正面不得大于5-6英里。



　　德军2个坦克师对位于迪南的尚未完全占领阵地且未做好准备的法军部队发起进攻，并立即取得重要胜利。甚至在5月13日发起攻击的前夜，能征善战的欧文·隆美尔将军麾下的德军就已经渡过了默兹河。5月13日全天，领导有方、作战经验丰富的德军士兵不断涌过默兹河，炮兵和坦克火炮则在岸边给予火力支援。胆量、能力和坚韧使德军在对岸站稳了脚跟；工兵开始架设浮桥，反坦克炮和坦克也开始输送过河。



　　5月13日日终时分，尽管不得不对付周边法军小股部队的抵抗，但德军已由默兹河向内陆推进了2英里，并控制了3英里宽的河岸。法军实施了2次缺乏组织的反冲击，其中一次是骑兵师的坦克部队实施的，但均被德军击败。第二天，正当扩大登陆场，并使用刚建成的舟桥通过坦克之时，德军又击退了法军一次无力的反冲击。接着，德军3个步兵师加入战斗，会同2个装甲师把登陆场向纵深扩展了10-12英里。尽管法军又调上来另一个师，但德军滩头阵地的扩展，使其防线上各个师的正面几乎达到10英里。






作战略图10.6法军从迪南溃退



　　由于放弃了迪南沿河防线，兵力薄弱、战线绵长的法军防线面临着被拥有2个坦克师(装备有500多辆坦克)的德军突破的危险。法军惟一的预备队第一装甲师行动迟缓，最初是因为铁路输送时遭到德军空袭的迟滞，后来又因为等待上级关于支援迪南方向还是支援戴尔防线的决定，最后则是因为司令部工作效率低下，燃料补给安排极差。直到5月14日黄昏，它才到达第二天实施反击的出发阵地，但此时它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在波兰作战的背景上又增加了勇敢而又顺利地渡过默兹河的战绩。



　　与此相反，南部的蒙泰米周围，战事的发展基本符合法军的计划。在这里，5月13日德军2个坦克师中的1个试图渡河，但没成功；14日，2个刚刚在南部渡河未成的步兵师与之会合。法国守备师是一支扼守默兹河中部防区的现役部队，自战争开始时就已占领了阵地。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占有熟悉其整个阵地的优势，沿河岸筑有坚固工事，并有极好的炮兵观察点。当德军士兵企图用橡皮船渡河时，法军的机枪和准确的炮火击退了他们，乘船的士兵尚未被击毙或击伤，火力就击穿了他们的橡皮艇。两天来，只有很少的德军士兵到达对岸，但是在法军的炮火和反击面前，只能勉强守在原地。



　　由于缺乏突然性和炮兵优势，德军没有取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条件下对预有准备防御之敌进攻相同的成功。由于构筑了良好的工事，这里为数不多的法国人(法军现役师的代表)以行动表明，在熟悉地形的筑垒防御中，经过充分训练但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也能有良好表现。这些在默兹河防御的法军，在炮兵按照观察员指示准确射击，机枪射手从混凝土工事、隐蔽良好且构筑有堑壕的支撑点向河面扫射等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德军得益于波兰战役的战术技能上的优势，在这里却无用武之地；而其大量坦克在默兹河天然障碍面前也无能为力。



　　但是在南部的色当附近，德军的进攻甚至比北部迪南附近取得的进展更大。在那里，德军计划用3个坦克师渡河粉碎法国2个缺乏训练的二级预备役师的抵抗。每个坦克师都对进攻作了周密计划，中央的第1坦克师在其原有3个步兵营的基础上又加强了1个工兵营和4个步兵营，并得到其他两个师炮兵火力的支援。法军只有1个师，也就是第五十五师，收到了德军军长兼坦克专家古德里安麾下3个坦克师将于5月13日下午3时发起进攻的情报。



　　但是，法军军长不相信德军能于13日发起进攻，因为他认为德军要等到重型炮兵到达后才能发起进攻。然而，古德里安是战术航空兵和坦克师的鼓吹者，他有高空水平轰炸机300架、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各200架的支援。由于他能够以这些飞机替代重型炮兵实施火力支援，所以他计划立即发起一次典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进攻。紧接着，德军发动了强大空中突击，而法军在第9和第2集团军的整个战线，只出动了250多架次飞机。据悉，他们击落了21架德军飞机，而自己损失了12架。



　　在德军步兵试图乘橡皮艇强渡60码宽的默兹河之前，德军中型轰炸机就于上午7时从高空开始了袭击。中午120架俯冲式轰炸机每架投放了2枚500磅重的炸弹。由于一枚500磅的炸弹与10英寸炮弹的重量差不多，而且薄壳的炸弹装药比炮弹装的多得多，所以飞机对法军部队的突击效果相当于许多超重型火炮。虽然轰炸机没有炮兵精度高，但是他们的巨型炸弹确实具有破坏力，它掀起的烟云，使许多法军师的后备役老兵惊惶失措，也驱使许多炮兵士兵急于寻找掩蔽部而不是向集中在默兹河东岸的德军射击。这种高强度的空袭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而后向法军阵地的后方延伸。



　　下午3时，德军第1装甲师发起攻击，并立即取得了成功。进攻中它们只遭到少量零星炮火和微弱的机枪射击，训练有素、技术熟练的德军毫不费力地渡过默兹河，并完全制服了意志消沉的防御者。到下午4点，德军工兵已开设了一个渡口，半小时之后开始架桥。其他两个装甲师由于没有得到空军的支援，面对据壕防御的步兵和强大的炮兵火力，突击多次失利，只有少量人员渡过了河。但是第1坦克师在夜间取得显著进展，使德军的登陆场扩展到宽4英里，纵深6英里。



　　德军进攻的成功部分地归于法军第五十五师的自行瓦解。这些首次参战的法军士兵，士气低落、凝聚力缺乏、训练不足，在夜间面临强大空袭和德军第1坦克师进攻的快速胜利时便惊慌逃窜。第五十五师逃跑的士兵错把己方的坦克当作德军的坦克，将失败的情绪扩散到后方和右翼的第七十一师，而当时七十一师既没有遭到轰炸，防御也没有失利，甚至还以加强它的炮兵支援了五十五师。



　　当军心涣散的法国士兵于当夜和5月13-14日凌晨溃退的时候，乔治斯就认识到了这场灾难的后果。14日凌晨3时，到其司令部的访问者发现他在为前线崩溃以及德军在阿登地区、比利时和荷兰以料想不到的速度推进的现实而伤心落泪。尽管他刚命令2个师增援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并命令装甲师加速运动，但是他明白这些部队以及先前命令增援第二集团军的预备队在5月14日是不可能赶到的。虽然14日这天乔治斯看起来身体不适，并显露出紧张情绪，但他和他的司令部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然而，极力效仿霞飞元帅虚伪沉着风度的甘末林将军却没有认为事态已发展到有必要进行干预的程度。5月14日，乔治斯已耗尽了他的预备队，便命令从驻守在法德边境的部队撤出1个军又1个师。



　　在5月14日的色当登陆场，虽然法军军长很快就使用1个由坦克营支援的步兵团实施反击，但事态的发展还是充分证明了乔治斯在凌晨的担心是正确的。法军对德军步兵和坦克的反击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德军的坦克立即实施反冲击，并以巨大代价击退了法军的步兵和坦克。这次反冲击是第七十一师崩溃的序幕，该师有病的师长带头逃窜，全师随即土崩瓦解。



　　抓住了法军的弱点，强悍精明的古德里安将军命令其3个坦克师中的2个向西发起进攻，留下步兵团和1个坦克师防守登陆场，以免遭到当地法军预备队的微弱反击，以及早被德军空军发现的正沿铁路和公路向色当运动的法军新锐部队的突击。这些部队在德国空军的突击下，已经损伤过半。虽然德军向西进攻的坦克师面对法军推进到突破口的1个二级预备役师、1个旅的殖民地职业部队和1个骑兵师，但德军还是成功地向西推进了6英里，而且在当夜2个装甲师均完成了前出运动，做好了15日晨再次发起进攻的准备。古德里安的下级指挥官们担心法军会从南侧实施反击，反对如此冒险的进攻，但是古德里安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企图。



　　德军指挥官之所以担心，很可能是因为当天盟军空军的行动已显示出对在色当渡过默兹河的德军极大的关注。5月14日，盟军对色当的桥梁实施了5次独立的袭击。其中一次，共出动了67架英国老式单引擎轰炸机，并有比此数量更多的战斗机护航。但是德军高炮和战斗机给予迎头痛击，击落32架英国、7架法国轰炸机，可能还有40架战斗机遭到毁伤。要击中桥梁是很困难的，它们只受到了极小的破坏。实际上，当日白天盟军的轰炸机部队受到重创。由于盟国战斗机的生产能力大，足以抵消其损失量，所以其空中力量成为对付德军飞机的一种基本防御力量。尽管战斗机，特别是法国装有加农炮的战斗机，只能装载小型炸弹，但仍能对道路上的车辆和部队实施对地攻击。



　　5月15日是德军进攻的第6天，法国面临一个全新的态势：德军在色当、迪南周围已经站稳了脚根。德军登陆场的扩大削弱了法军防线，降低了防御法军的兵力密度，而德军的坦克师已全部渡河，其中800辆位于色当方向，500辆位于迪南方向。如此大量集中的坦克面对仓促掘壕据守、反坦克炮和地雷极少，而且没有天然障碍可资凭借的薄弱防御，是根本不可能失败的。再者，士气旺盛而又拥有优势的德军，在每个登陆场均处于内线，因此他们能够在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实施进攻敌人时，而在其余两个方向实施防御。






作战略图10.7德军坦克师在色当的突破



　　5月15日，古德里安将军在色当方向利用已有阵地继续向西进攻，粉碎了法军的坚决抵抗。其当面的法国殖民地旅一直抵抗至兵力损失30%，德军击毙了该旅的2名上校，并俘虏了另一名上校。在稍远的南线，法军两天前派出的预备队中的1个现役团，由于指挥得力，训练有素，坚守了整整一个白天，只是在兵力损失达1/3，击毁20辆德军坦克而自己损失了所有反坦克火炮之后才撤退。在该团的防御战斗中，他们得到了3辆作为固定火力发射点的32吨夏尔-B型坦克的火力支援。这种坦克几乎是德军最大型坦克的2倍。在此次战役中，夏尔-B型坦克多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这一方面显示了法军坦克装甲政策的明智之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德军37毫米反坦克炮的弱点。击败了法军的这些部队，使德军能够调头向北，攻击法军1个二级预备役师防守的防线。在拥有500辆坦克和富有战斗经验的德军老兵进攻面前，法军薄弱的防线一触即溃。古德里安的坦克师于5月15日完成了向西进攻的突破。



　　在古德里安集中兵力突贯法军仓促准备的防线的同时，他的其余部队阻止了乔治斯将军前一天所坚持的向其登陆场南翼实施的反击。法军预备队1个摩托化师和1个装甲师根据乔治斯5月11日命令所实施的反击是如此拖遢，即使没有发生军长临阵撤换先头装甲师师长的错误，该部队面对1个半师的德国老兵，也毫无取胜的希望。学究式的准备、按部就班的攻击已成习惯，使法军难以随机应变。5月16日，德军摩托化师到达，接替防御任务，使执行防御任务的坦克师得以加入其他两个师，增强了向西进攻的力量。



　　5月15日，在迪南附近，当德军2个坦克师向西进攻的同时，3个步兵师也控制了登陆场，从而也分享了类似于色当的胜利。这些由精明强干的隆美尔将军从前线一直带过来的坦克师，向正从默兹河西撤，企图在后方15英里处建立新防线的法军发起了进攻。但是，德军先头师的进攻迅雷不及掩耳，抓住了歼敌的最佳时机——法军第一装甲师正在加油。德军先头坦克师在重创法军这支现役部队的坦克后继续推进，而将法军装甲师的剩余部队交给后续坦克师做最后的歼灭。法军150辆坦克确实令人生畏，但更有作战经验的德国人运用其2个师的500辆坦克，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损失坦克不到20%，而法军则损失达80%。尽管从正面基本无法击穿法军重型坦克的前装甲，但是德军用超常的技能打破了这种神话，而且损失率近似于根据兰切斯特N平方律计算的预期结果。



　　与此同时，法军从默兹河的撤退让开了德军2个坦克师的进军道路。这两个师企图在蒙泰米附近渡过默兹河中段的进攻已被阻滞了两天。法军撤回其部队是为了保护其翼侧，但其撤退中的步兵在进攻的德军坦克面前不堪一击。正像古代重骑兵能够赶上并战胜轻步兵一样，德军的坦克沿公路扫荡了正在行军的法国步兵，摧毁了他们的火炮和运输车辆。德军坦克及伴随的机械化步兵高速推进，其炮兵不断对法军实施突然的火力打击，而且也像迪南方向坦克部队进攻时一样，正好抓住了法军坦克加油的机会予以攻击。仅用1天，德军就在默兹河中部方向向前推进了37英里。






作战略图10.8德军突破



　　像德军飞机突击向前线增援的法军开进部队一样，德军的空中轻骑兵积极突击后撤的法军人员和车辆，其效果很像1918年老式英国飞机对退却的土耳其部队的突击。由于在突击交战后退却部队和在色当轰炸缺少防空力量的法军中所显示出战术价值，从战役开始以来，德空军就扮演了历史上战略轻骑兵的角色，深入法国后方纵深袭击铁路以及公路上的士兵和车辆。




德军突破的原因




　　德军通过集中兵力于阿登山区当面盟军的薄弱部位，实施战略上的突然进攻，如果还不能突破，则猛烈地攻击荷兰和比利时，因此德军得以强渡默兹河。当然，双方的高级司令部最初都认为阿登山区没有适合进攻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此次机动具有了出其不意的特点。



　　但是，德军计划是基于使用步兵，在防御仍具有优势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传统条件下，对默兹河实施进攻的。他们并没有占压倒优势的炮兵和战术上的突然性，其成功是因为法军部队部署在较长的战线上，兵力密度相对较低，防御纵深较浅，以及对法军支撑点采取了渗透战术原则。在这里，德军部队的杰出训练，及许多人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许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然以飞机取代炮兵实施火力支援，使德军在色当迅速取胜成为可能，但是在迪南德军的胜利中却未看到轰炸机的明显作用。德军惟一的失败是在默兹河防线的中部，其原因是这里的法军筑有良好的防御阵地，而且是一个现役师。该师1/3的军官和大多数士兵平时就在一起服现役，经过了6个月的共同训练，并且对他们坚固的阵地非常熟悉。



　　当德军成功的进攻把法军赶回数英里时，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看，这是一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攻。但是，进攻者并未像他们父辈那样，在内线机动中遇到比防御者更大的障碍。因为防御者并未破坏道路，而且为准备实施铁路输送也没有破坏铁路；守方既没有盘根错节的堑壕，也没有以高强度轰炸严重削弱攻方沿道路机动的能力；而且，德军拥有足够的履带和轮式车辆，用于实施机动和为坦克师提供补给。因此，德军的机动性相当或高于法军，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象没有再现。那时，攻方突破后就会立即发现，防御者机动得比自己更快，而且能够迅速建立起新的防线。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不同之处还不止于此。当步兵一登上默兹河对岸，工兵便在这个天然的反坦克障碍物上架起了桥梁，而后集中令人生畏的大量坦克于这一地区，戏剧性地改变了战术态势。将如此众多的坦克用于如此狭窄的正面，使德军能够迅速压倒法军的反坦克炮兵和野战炮兵，更何况法军根本没有反坦克障碍或反坦克地雷的帮助。此外，坦克在集中兵力，打击弱点的渗透战术运用上，在实施纵深战术突贯、为步兵打开通路以及从翼侧和后方夺取支撑点方面，均表现出巨大的能力。由于坦克拥有极强的机动能力、机枪、火炮和360度旋转的炮塔，以及以相同队形机动和作战的能力，所以坦克成为完美的战术进攻部队。坦克间的无线电通信，赋予它们迄今为止在战争中尚不被人们了解的协同作战能力。



　　由于德军坦克师渡过默兹河，赋予德军的战术优势是如此强大，使他们在三处突破了法军防线。第二天，德军开始扩大突破口。1918年3月他们也曾实现了这一点，当时德军虽然已经突贯了40英里，却并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因为同盟国运用其更强的战略机动性阻止了德国的进攻。在那里，法国和英国用火车运来的预备队构筑了一条新的防线，抵抗德军进攻。



　　在1940年5月，形势彻底发生了变化。到这时，德军已经建立起2个可以实施快速进攻的登陆场，而法国不仅从未命令任何预备队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去对付德军形成的战略威胁，甚至也未指示那些位于德军装甲军向西进攻路线上的预备队实施抵抗。



　　此外，德军包括步兵的反坦克炮和高炮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具有乘轮式或履带式车辆的机动能力，因此与位于其东方，驻守德法边境尚未投入战斗的法国大多数部队相比，具有战略态势上的优势。因为法军预备队位于向西进攻的德军的东方，因此他们所在的方向迫使他们必须超过德军，才能在其前方阻止德军。当敌人已在法国公路上乘车进军时，要想通过铁路输送士兵赶到德军之前，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师不能赶到德军之前，只能赶到他们的翼侧。尽管从德国人的角度看，翼侧的敌人构成了威胁，但法军只有发起进攻才能发挥实际作用。1918年时，法军只需横挡在突破口上进行防御就行了，而此时，法军指挥官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够实施按部就班的进攻，就更不要说实施仓促进攻了。



　　因此，进攻者较强的机动能力以及防御者对预备队的部署，注定了法国必需使用预备队实施进攻，而不能像1918年那样获得防御的优势。当然，这种局面也是进攻者实施战略迂回给防御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德国的迂回运动




　　随着5月15日德军向纵深推进，法国高级指挥官才意识到他们已被敌人突破。为了重建防线，法军需要知道德军计划发展的方向。乔治斯和甘末林将军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判断德军的矛头会指向法德边境上法国军队的后方。出于这种考虑，在部署预备队的时候，乔治斯派出8个师到色当以南的第2集团军，而没给默兹河边向东防御的第9集团军1个师。但是这些预备队能否及时到位令人怀疑，所以当5月16日德军坦克师继续向西进攻时，除遇到第9集团军正在撤退的零星部队的抵抗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乔治斯下令从法德边境抽调另外3个师增援，但这些部队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赶到作战地区。



　　5月16日，德军实施战略扩张的第一天，其1个坦克军推进了40英里，而另1个则推进了将近50英里。而且，乘胜进攻的坦克师在推进中缴获或摧毁了法军的炮兵和运输车辆。当时，有1个坦克师就俘虏了法军1万人，摧毁或缴获了200辆坦克。那种场景就像17世纪以前的会战中，乘胜追击的骑兵如秋风扫落叶似的屠杀败退的步兵。5月16日的大纵深推进，使德军坦克师以及紧随其后的摩托化和徒步步兵具备了向部署在比利时戴尔防线的盟军迂回的有利位置。刚在戴尔防线阻止了当面德军进攻的盟军，面对这一威胁不得不开始向西撤退，以一个师且战且退，迟滞紧随其后的德军。在撤退中，并不是盟军放弃了荷兰，而是它已经在5月14日就屈服了。






作战略图10.9战略迂回运动



　　17日，德军暂停进攻，进行休整、补给和装备维修。这种暂停也反映出他们对暴露的机动部队南翼的担心，需要徒步步兵跟上来，保护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进军的后方。



　　德军面临着法军持续不断的局部性反击。他们再一次碰到法国重型坦克的麻烦，有一辆坦克顶住了德军25发反坦克炮弹的射击，直至第26发击断其履带才使它不能动弹。德军最后把88毫米高速高炮当作反坦克炮使用，才打退了法军的一次反击。但是实践证明，法国其他坦克的装甲也不好对付，一种还不到重型坦克的一半大的坦克，竟然抗御了42发德军反坦克炮弹。然而，法军试图将德军赶回去的反冲击均归于失败，因为法军在突破口周边分散使用预备队，在各个攻击点上，没有一个攻击点兵力超过1个装甲师。如果法军等到把其装甲师集中起来，并在步兵师的支援下实施反击，那么德军的进军几乎就如人无人之境。但是，如果预备队的反冲击采取谁到谁打的方法，事实证明也很难奏效，因为德军粉碎这种局部的无力反击毫无困难。



　　在此后的3天中(5月18-20日)，得到进入荷兰和比利时集团军群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加强的德军，通过一个40英里宽，仅部署了少量法国部队的缺口，抵达了海边。18、19日，德军在缓慢的进攻中击败了法军2个装甲师，并俘虏11万人，其中包括1名集团军军长和他的参谋部。5月20日德军加速进攻，一天推进60英里，坦克师抵达海边，完成了他们的迂回运动，并将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部队包围在海峡边。



　　5月19日，法国政府用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取代了甘末林将军。虽然已有73岁高龄，但他看上去及其行动却像50多岁的人。他更喜欢百米短跑而不喜欢慢跑，这就是他接替对德作战指挥，完成任务的精神的写照，他的精力和进攻性得益于他的良师益友福煦元帅，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福煦的参谋长。



　　魏刚所面对的是溃军指挥官所面临的典型处境，就像马伦戈战役之前或乌尔姆战役中的奥地利人，或像梅斯城内的巴赞。但是魏刚面临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有未被德军包围在海边的剩余部队，因此可从南北两翼威胁迂回的德军部队。魏刚企图对德军迂回的装甲部队发起反击，运用两翼包抄的原理，对从海岸到默兹河的薄弱走廊实施攻击。在德军徒步步兵到达这里，并对其进行保护之前，这条交通线似乎是相当脆弱的。但是盟军缺乏利用敌人弱点的力量，因为大多数部队正向东抵抗德军向比利时的进攻。第一次从北部实施的反击只能集中法军1个师和英军2个师，而在5月21日实际实施反击时，只有英军2个步兵营和不足100辆坦克。没过多久，法军从北部实施的反击就没有后劲了。这点部队的反击对德军来说还不如被蚊子叮一下。法军从南部实施的反击更晚，这些从东部乘火车而来的部队需要经过下车、编组和部署才能发起进攻。最终，从南部实施的无力攻击比北部的结果好不了多少。



　　因此，并不像实施迂回运动通常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德军不必为对付盟军向南突围而组织必要的防御。大批比利时部队投降，进一步削弱了盟军部队向德军后方实施反击的能力。盟军与入侵比利时的德军交战时，几乎抽不出足够的兵力保护其后方免遭迂回的德军坦克师的攻击，而德军坦克师则又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后方，以免法军集结沿索姆河部署的部队由南方向其攻击。虽然南方的法军部队赶到并占领了阵地，但其速度太慢了，使德军坦克师能够抽调部分兵力对由比利时撤退的盟军部队的后方实施了成功的攻击，同时德军还从战斗中抽出许多坦克师进行休整和装备维修，做好迎战法军主力(首先是乔治斯，接着又是正向北运动，在默兹河和英吉利海峡之间展开的魏刚)的战役准备。



　　这次迂回运动与乌尔姆战役所不同的，是盟军得以从海上撤退。天气恶劣、烟雾弥漫，再加上英国战斗机飞跃英吉利海峡阻止了德国空军突击从敦刻尔克撤出部队的舰船，使得盟军能够撤出22.7万英军、11万法军，其代价是6艘英国驱逐舰、3艘法国驱逐舰和一些非作战舰船沉没，同时甩下了许多不得不在海湾抵挡德军的法军士兵。但是这些撤出的部队丢弃了他们的火炮和运输车辆，不能立即重新投入作战。



　　一俟盟军剩下的士兵或由海上撤走或缴械投降，德军便立即开始向法军进攻。法军大都部署在默兹河到英吉利海峡一线。由于兵力对比仅为2：1，而且仅有的50个师部署在225英里仓促构筑的防线上，因此法军无法阻止德军坦克师集中兵力突破防御，并迂回法国守军的后方。尽管德国并未明确具体的政治目的，但由于站在德国一边的意大利亦已参战，正以32个师实施进攻，所以法国只得请求停战。






作战略图10.10德军在法国的最后进攻



　　法国人被驱赶至巴黎以南与1870年的失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在普法战争中，当普鲁士军队迂回至梅斯和色当时，法军只有一少部分军事潜力遭受失败。而在1940年，由于法国进行了总动员，所以德国不仅瓦解了法国的全部潜力，而且解决了法国所有的现役部队。并且，德军兵力是1870年的数倍，有充足的兵力占领整个法国。以拥有强大军队、筑垒地域和丰富防御经验为荣的法国，被他们的迅速失败严重地挫伤了元气，以致他们没有立即效法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做法，也没有组织游击队进行抵抗。相反，就像普鲁士人也曾在1806-1807年认为其军队不可能战胜拿破仑一样，法国人不仅同样认为德军不可战胜，甚至其屈从于德国占领者比1807年普鲁士向法国投降还快。




德国的胜利：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拿破仑式战争




　　法国能避免失败吗？如果第一集团军群司令比尔罗特将军在第七集团军从荷兰撤退后，立即迅速而积极地把它作为预备队，与他的装甲师会合一处，甚至如果把部分兵力编入英国和比利时军队的预备队，那么他就会拥有一支难以对付的力量，实施反击或阻断德军坦克部队迂回的路线。但是，即使由东方进攻的德国生力军没有预防到这一手，或者说德军也确实没有预防，比尔罗特将军认为这样做也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有力的行动并不会改变结果。比尔罗特不可避免地低估了德军的进攻速度，未能赶到德军坦克师的前头，要组织反击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反而实施防御要容易得多。德军集中了如此强大的部队，拥有如此高超的战术技巧，以致很难设想他们在以2个坦克师完成直插海岸任务的同时，会抵挡不住这样的进攻。



　　甘末林和魏刚两位将军之间的谈话暗示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甘末林曾在报告中提到，在魏刚接替他担任最高指挥官时进行的简短交接中，魏刚说他已掌握了福煦元帅成功的秘诀。甘末林想回答他，自己也掌握了霞飞元帅的那些秘诀，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没有证明能与福煦和霞飞同日而语。如果甘末林这位1914年霞飞司令部中的得力成员，能像机敏、富有远见和主动性的元帅那样作出反应，那么战役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在5月14日德军开始巩固色当和迪南登陆场之前，甘末林几乎没有掌握德军的作战企图。1914年，霞飞限定用一周时间组建第六集团军并完成其部署，而且事实上在11天之内并没有开始他的反攻。这样的时间表在1914年或许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1940年它就太慢了：德军在6天之内就到达了海岸。



　　由于甘末林把战役的实施交给了乔治斯，所以他认为5月14日早间默兹河防线崩溃后，法军应该有时间迅速重新集中兵力。但是，当时战略态势的不确定性迷惑了法军。因为德军突破后可以向法军的任何一翼迂回。乔治斯一直坚信德军会向部署在法德边界上的法军，而不是部署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迂回，于是指示其大部分新到的部队增援配置在色当担负向北防御任务的第二集团军。假如他在5月14日正确地判明了德军目的，命令从边界筑垒地域抽出部分部队，并且给已经派到色当地区充当预备队的部队重新下达任务(他确实这样做了)，那么他可以有15乃至20个师用于阻止德军发展，但是即便如此，这些部队能够及时赶到吗？



　　由于允许法国有4天时间利用铁路输送部队，至少可以假定，这15个或20个师能够阻截住德军坦克师向海边突进的势头，因为德国空军还从未在遮断铁路输送的法军部队方面取得过真正重大的成功。几个师沿前线横向运动，实际上对提高铁路输送速度有利，1个师把1个团投入战斗，从出发算起最快需用2天。但是，由铁路向西输送兵力，法国统帅部命令这些部队要在距敌一定距离的地方下车，以便在输送之后组织和投入战斗。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显然，法军不可能插到德军坦克师与英吉利海峡之间，对付这些迅猛前出、完全展开的全摩托化德军部队。



　　但是，如果德军空中侦察发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其敏感的统帅部可能会停止向英吉利海峡的推进，以避免广泛暴露翼侧，遭到集中起来的兵力可观的法军进攻。即便如此，德军统帅部仍可能为了显示古德里安将军和其他坦克师指挥官的必胜信心，继续完成迂回运动，而由其原来实施突破的7个坦克师和2个摩托化师控制南部漫长的暴露翼侧。从北方集团军群新调来的2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足以保护其迂回走廊免受位于比利时的盟军部队的攻击。原先配置在比利时的盟军9个师几乎无暇顾及德军迂回部队的翼侧，因为他们无法从东部正在遭受德军攻击的部队中抽出足够的兵力，去威胁负责掩护坦克部队进攻走廊北翼的德军3个师。在防御方面，德军面向南方的2个机动师能够轻而易举地对付20个步兵师的进攻，守住长达100英里的翼侧，因为索姆河占据了南线的大部分，形成了天然屏障。



　　因此，即使假定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乔治斯将军在5月14日就果断做出反应，法军也几乎不可能阻止德军向海边的进攻并完成迂回运动。1914年，霞飞元帅使用铁路输送对没有充分后勤基地的战略突袭做出反应，但到了1940年，铁路同摩托化车辆竞争，在输送和补充人员、火炮方面不会获胜，而坦克则提供了一种战胜轻型步兵(其防御力量曾在1914年主宰战场)的武器系统。



　　于是，德军将其胜利建立在坦克师卓越的战略机动能力之上。不过，这种机动能力远远超过了曾作为战略进攻部队的骑兵的传统作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骑兵曾促使指挥官们确信，以作战队形行进就必须采用缓慢而麻烦的方法，而在16世纪后期，帕尔马公爵就是用这种方法战胜亨利四世国王的骑兵的。



　　以坦克师为代表的大部队及其分散作战能力，使德军具备了实施战略迂回的能力。这种战役最近的生动先例，是埃伦比在梅基多战役中运用机动能力较强的大量骑兵迂回土耳其人。正像埃伦比曾经使用马匹令其部队进行了一次战略运动一样，德军使用卡车和履带车辆运送其步兵、炮兵、反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兵，也进行了一次战略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早在6年之前，就在摩洛哥使用摩托化部队实施了这样的迂回运动。德军坦克师装备精良，在迂回运动中通常会在战术防御方面具有绝对战术优势。这些坦克师很好地运用了编成内的步兵、炮兵和反坦克炮兵的防御能力，从德军渡过默兹河到抵达海岸期间，这些部队击退了法军发动的多次小规模反击。



　　尽管坦克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特别是在最初的突破阶段，但在一定意义上，坦克对这次战役的战略性结局的作用要小于卡车和履带车辆。这些车辆不仅能输送步兵、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而且能为坦克师补充所需弹药和油料。如果没有后勤系统的“卡车革命”，坦克独自也不能使其战术性能发挥战略作用。



　　毫无疑问，1940年的坦克已经具有了战略机动能力，这是1918年的行程近且机械性能不可靠的坦克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卡车提供补给，坦克仍然不能进行深远的战略突贯；而且即使有卡车实施后勤补给，这种突贯可能也只是一种破坏性袭击，正如亨利四世希望对帕尔马所做的那样。只有同卡车及其运载的具有防御优势的步兵、炮兵、反坦克和高射炮兵协同作战，坦克才具有必要的防御能力和实施战略迂回的兵力密度。而且只有装备了卡车，步兵以及其他机动武器系统才能具备抢在铁路输送的法国预备队的前头所需要的机动能力。



　　德军的胜利也依赖于人们所熟悉的一些因素。强大甚至虚张声势的对荷兰、比利时的进攻，使德国达成对法国的战略突然性，而法国人认为阿登地区不利于德军进攻，也给德军突袭成功帮了大忙。德军的战术技巧有助于战略机动的组织，也有助于果断实施分散与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强渡默兹河的德军由装甲步兵和大量有作战经验的老兵组成，而与之相对的缺乏类似经验、训练和领导的法军不能不畏之如虎。但在色当地区，当他们的轰炸机突击缺乏足够防空武器的法国步兵时，确实是使用了性能上占优势的武器系统。躲避轰炸的法国预备役人员也同样毫无斗志，就像过去重型步兵受到骑兵弓箭手或手枪手攻击时不能作出反应一样。



　　当德军坦克师渡过默兹河障碍后，一次又一次地在发挥武器系统的优势上大做文章。如果法军师有足够的反坦克火炮，他们就能在广阔的战线上挡住德军坦克支持下的步兵进攻，这种进攻的特点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成功突击一样。但是法军缺乏大量反坦克武器，而这正是在默兹河3个登陆场抵抗德军大量集中的坦克所必需的，也是阻止德军向海边推进所常常需要的。



　　德军在这方面的战术成功，类似于运用重型骑兵的巨大躯体冲击轻型步兵集团(这些轻型步兵也能得到少数长矛兵的支援，偶尔还能得到少量重型骑兵的支援)。毫无疑问，轻步兵在战斗中和后退时，均会遭到重型骑兵的屠杀。亚历山大的无镫重型骑兵曾沉浸在攻击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的胜利之中，当然装有无线电台、密切协同的理想进攻部队——坦克部队压倒轻型步兵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他们遇到强大的对手时，渗透战术原则使他们能够利用机动性迂回至对方炮兵和反坦克火炮的翼侧和后方。当他们不能绕过反坦克火炮组成的支撑点时，便集中步兵和炮兵去占领敌人阵地，实施一次类似于轻型步兵战胜重型步兵的作战行动。德国人对最大限度发挥新型武器系统能力的关注，使他们自己装备的反坦克火炮甚至比法军还多。这样德军就在对于成功防御法军强大装甲部队至关重要的武器系统上，占有数量上的压倒优势。



　　德军飞机——空中轻骑兵发挥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作用。他们在对付徒步开进的法军部队方面发挥了较大的战略性作用，但并不能延缓，更不能阻止法军部队利用铁路和公路实施战略机动。迪南方向的德军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就突破了法军一类预备役师防线，渡过了默兹河。这一事实表明，德军步兵师可以不必像在色当突破法军二类预备役师防线那样，要求飞机实施战术支援。



　　显然，德军取胜还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其他原因。不管必要还是不必要，在突破色当防线时对飞机的使用显示了德军用兵的集中程度，这不仅表现在默兹河突破作战中德军集中了7个坦克师的兵力，而且表现在集中坦克师本身所代表的作战能力上。德军熟练地将坦克作为战术进攻武器系统使用，并运用无线电台使坦克部队建立起密切的协同。通过把坦克师中的坦克与其他摩托化武器系统紧密合成，再加上飞机支援，德军创造了一支战略性进攻部队。它在战区内拥有足够的兵力密度，用于实施战略迂回机动。这样，德军聪明地把飞机、坦克与其他新的非乘骑随伴武器系统、反坦克炮和高射炮结合起来，从而以新的形式实现了新的后勤能力与乘骑武器系统相结合的活力。当与拿破仑战争理论结合起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包围战几乎过时，由此导致新老战争因素的融合，从而引发了相对于拿破仑战争理论的变革。于是，德国人打破了1914-1918年在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过分注重兵力密度的作战思想。



　　因此与其说法军失败了，不如说德军综合地运用新老战争因素使战役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在1个多月的战役中，法军伤亡29万人，德国伤亡约13.8万人。这个数字对比说明，德国人为了获得这次战役非凡的胜利，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尽管乔治斯将军在压力下显露出崩溃的苗头，但是他的表现与70年前的巴扎因有明显不同，他和他的参谋部继续发挥职能。法国人并不把失败归咎于乔治斯将军，或归咎于甘末林的计划及其干预的失败，因为即使更早地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也几乎难以改变这次战役的结局。德军将分散与集中的传统因素巧妙结合起来打击敌人的弱点，并渡过了默兹河之后，法国人所面对的是将大量坦克集中在狭窄正面上的战术变革；是将坦克机动力与强大火力在战术进攻和防御中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是摩托化车辆带来的后勤革命；是大量强有力飞机辅助下的极有价值的战术和战略；是集中坦克和摩托化师所形成的一支如此强大以致能够实施重大战略迂回运动的战略进攻力量所带来的战略变革。



　　由于传统的重要因素加上了德国人如此重大的战术战略变革，所以肯定没有任何法国指挥官能够预见并应付1940年5月的战役。这次战役的全部思想及其内涵就连德军许多战役组织者和执行者也难以完全把握。




空军起决定作用：不列颠战役




　　由于英国渺小陆军的武器装备大多留在了法国，因此在陆地上抵抗乘胜前进的德军的手段缺乏。英国防御主要依靠海军封锁德国地面部队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能力。仅就海军力量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没有问题，因为英国海军拥有便利的基地，并有为数众多的装备着6至8英寸火炮和4英寸高射炮的巡洋舰。所有这些武器以及大多数驱逐舰的4.7英寸火炮，均能击沉敌人的大型运兵船。能发射2磅高爆炮弹的自动高射炮在对付小型舰船方面，也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面对此类巡洋舰的频繁巡逻，德国人根本没有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机会。



　　拿破仑同他以前的数次战争中的法国人一样，都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他有一点与其他人不同，那就是如果他能在英吉利海峡集中比英国人更多的舰船的话，那么他是有潜力获得海上霸权的。但是德国的海军力量同英国相比微不足道，即使意大利的舰队拥有相当于过去法国地中海舰队，并愿意进入英吉利海峡，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舰队也无望战胜英国舰队，因为他们的8艘战列舰根本无法与英国海军的14艘战列舰和众多巡洋舰较量。



　　但是德国有较强的空军，可以赶走英国舰队，为陆军打开前进的道路。海上作战就像陆地作战一样，德国轰炸机可以像轻骑兵那样行动，有可能击败英国的军舰。尽管军舰和陆军一样拥有防空能力，但只要有更多数量的飞机就有希望取胜。1940年夏，德国拥有1，300架轰炸机可用于英吉利海峡作战，其中约300架俯冲式轰炸机使用重型炸弹，具有命中轻装甲巡洋舰和非装甲驱遂舰的精度。由于德军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飞机并培训出新的飞行员，用以补充他们的飞机损失，而英国人却不具备相应的舰船生产能力，所以这种飞机对战船的数量优势能够确保德军在空海对抗中的优势。



　　毫无疑问，这场对抗将是长期的，而且还要不断与影响飞机飞行的恶劣天气进行艰苦的斗争。英国也希望在港口内能保留很多舰船，以便当德军派兵入侵时实施突围。但这样，他们就等于为飞机提供了一些容易攻击的静止目标，必须依靠陆基高射炮的支援和更大的由战斗机掩护的空域。德军即使战胜了皇家海军，进攻的德军舰船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渡过英吉利海峡。他们登陆上岸后，还要面临后续登陆和补充足够人员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才不至于被英军地面部队阻挡在狭窄的登陆场上，并将被包围在没有补给港口的登陆场附近的海滩上。



　　但是在英德开始这些战役之前，德军首先不得不对付英国的空军。只要英国那支能从基地飞过英吉利海峡的强大战斗机部队尚存，德国空军要攻击英国海军就不那么容易。德军在试图用自己的空军阻挡法国海岸上的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时，就已发现了这一点。英军战斗机从英格兰的基地起飞参战，对敦刻尔克大撤退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在同英国海军决斗之前，德国空军必须首先打败英国空军。在这场斗争中，战斗机将扮演关键性角色。德军拥有800架性能优越的梅瑟施米特109型单发单翼战斗机，其对手英军拥有600架现代单发单翼战斗机。在英军战斗机中，性能与梅瑟施米特相当的“喷火式”战斗机还不到一半；其余战斗机均为“飓风式”，它的火力虽与梅瑟施米特和“喷火式”飞机相当，但其速度却比这两种飞机慢10%，这就使它同德军飞机相比处于严重劣势。两国的空军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德军计划用战斗机为轰炸机严密护航，以轰炸机场的方法迫使英国空军战斗。尽管英军在德军飞机航程之外隐蔽着很多飞机，但是这种战略要求英军飞机迎战德军飞机，而不能让其飞机在地面遭到攻击，也不能让其机场设施受到轰炸。为对抗德军飞机的突然袭击和防止在地面上损失飞机，英军拥有雷达和地面观察哨，并从地面上发出命令，指挥空中的战斗机拦截德军轰炸机。此外，英军还能通过破译密码获得德军企图的情报。这样除非确实受到战斗威胁，英国战斗机可以留在地面。



　　在这次较量中，英国空军拥有一些优势。尽管英国在战斗机数量和质量上处于劣势，但它有将近300架飞机储备，而且拥有每月475架的生产能力，而德国每月只能生产200架。补充损失的飞行员是一个严重问题，但英军能解决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在自己领空作战，很多飞行员能平安跳伞着陆，而后重新飞行。此外，他们还可从海军抽调飞行员，使用这些飞行员驾驶他们少量过时的战斗机；并开始对轰炸机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使其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实施战略防御除了节约飞行员外，还有另一个优越性：那就是德军飞行员远离基地同靠近基地的英军飞机交战，不得不像远离基地的军舰一样消耗很多燃料。在英国本土的某些空域，德军飞机只有20分钟的作战时间。对德军来说，在作战空域留空时间越短，就等于作战飞机越少。



　　在战术上，英军不得不采取进攻行动。但是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德军的轰炸机，其飞行速度慢，易受攻击，在很多方面如同海上航行的商船一样，这就使英国能以其性能优越的战斗机武器系统，同性能较差的轰炸机对阵。德国的轰炸机仅装备了1-2挺防御性的机枪，用以对抗英军机身较小、飞行快速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的8门前射机关炮。



　　为了控制作战，英国开设了性能卓越的地面观测和雷达站系统，能对德国飞机及其航线做出预报。这种情报，使得英军能够根据预警系统报告的敌军队形和位置，把分散配置在各个不同机场上的战斗机集中起来拦击敌机。战术进攻也使英军战斗机在与德军战斗机对抗时拥有某些主动权的优势，因为德军战斗机必须靠近轰炸机以保护它们。英国人力图用其速度较慢的“飓风式”战斗机与轰炸机作战，而使用“喷火式”战斗机与德军的“梅瑟施米特”式战斗机作战。“飓风式”战斗机对付轰炸机在高度和火力上是绰绰有余了。



　　在经过了一段试探性进攻之后，德军于1940年8月12日以袭击英军雷达站揭开了大规模空中战役的序幕。有些雷达站遭到破坏，但只有一个雷达站丧失了作战能力。第二天，德军动用了近1，500架次飞机，发动了总攻。英军飞机起飞迎战，击落了45架敌机，自己仅损失13架飞机。双方都过高地估计了对方的损失。例如，德国人确信在1周内就击落了300架英国飞机，而实际上只击落了99架。8月14日只有一些小规模战斗，次日德军又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共出动了轰炸机520架次和1，270架战斗机。英、德飞机损失比为34：75。第二天，德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共出动飞机1，700架次，损失45架，英军也损失21架飞机。但是德国人再一次过高地估计了英军的损失，他们认为，已经把英国的战斗机削减到了300架，事实上正如8月18日战斗所表明的那样，英军仍然有600架以上的战斗机参战。这一天，英军共击落了71架敌机，自己损失了27架。从8月8日到8月18日，德军共损失了365架飞机，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181架，在地面被击毁30架。



　　尽管已无望速胜，德军还是继续轰炸英国的机场，其中包括指挥英国战斗机作战的地面控制中心。从8月24日到9月6日，德军共发动了33次大规模攻击，出动的大多是战斗机，仅有少量易受攻击的俯冲式轰炸机，共损失了380架。与其相比，英军损失了286架飞机。双方空军损失惨重，均难以保持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速度。



　　为了报复英军袭击柏林，德军于9月5日开始轰炸伦敦。但是不良的气象条件制约了德国人的进攻，直至9月15日气象好转，才出动了1，000架次飞机轰炸伦敦。战斗中，德军损失了60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了26架，但其被击落的飞行员半数得以生还。这时，德军已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打败英国空军，便放弃了立即入侵英国的计划，但空中进攻仍在继续。从8月1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里，双方作战损失惨重，但是每一方都认为对方的损失比自己更大。从8月5日到9月20日这段时间里，德军共损失了1，155架飞机，英军损失了666架。尽管英军伤亡和失踪了422名飞行员，但在这场被称作“不列颠之战”的战役中，英国空军力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8月5日，他们投入了373架“飓风式”战斗机和257架“喷火式”战斗机。到9月20日，他们仍拥有391架“飓风式”战斗机和237架“喷火式”战斗机。飞机的制造和新飞行员的补充与损失的数量相当。看到英国人在战斗和战役中技能熟练，人力和物力资源充足，德国人很清楚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在“不列颠之战”中获胜。



　　虽然进攻一方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损失也更为惨重。因为他们不得不把轰炸机暴露给配备武器系统更好的战斗机。假若以战斗机对战斗机，作战空域又距各自的基地距离相同，那么德国人也许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为他们的战斗机数量稍占优势，而且“梅瑟施米特”式战斗机的性能明显优于“飓风式”战斗机。在没有防御优势的情况下，战斗机作战是按照兰切斯特N平方定律的条件实施的。但是英国人没有理由接受这种条件下的挑战。正像古希腊人通常用使敌国领土成为废墟的办法迫使对手出战或损失谷物一样，德军必须攻击英国的机场、港口或伦敦，从而迫使英国空军参战，但这样做就会暴露其易受攻击的轰炸机，并需动用战斗机远离机场到敌国上空护航。



　　假如英国缺乏“喷火式”战斗机，德国人或许会取得优势。在设计上较“喷火式”陈旧，但安装有相同发动机、机体较大的“飓风式”战斗机，在性能方面远未达到性能优良的德国战斗机的标准，这就使“飓风式”飞行员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英军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将其作为战斗机使用，而性能与“梅瑟施米特”相似的“喷火式”则一直在军中服役，直到这次战争结束。但是其性能不断改进，时速最终增加了100英里。法国空军深受主战飞机设计陈旧之苦，俄国人和意大利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俄国人采用新型设计恢复了空军的实力，而意大利却没有这样做。



　　正如海军上将斯特迪及其战列巡洋舰1914年在福克兰群岛外很容易地击沉德国装甲巡洋舰一样，驾驶性能优良飞机的飞行员同样可以如此。因为把飞行速度、爬升速度、武器配备和机动能力等各种性能中的一些或全部优长结合起来，就能具有战列巡洋舰同样的优势。飞行员还有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像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优势，而是更现代化的设计所带来的优势。当武器系统日趋成熟时，便会延长使用时间而降低其开发速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经过两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就会过时，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飞机型号却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军舰也存在同样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现代化战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如果德国人打败了英国空军的战斗机，他们将会使用自己疲惫不堪、几乎消耗殆尽的空军转而攻击英国的海军，去发展新的胜利。德国人一直以为，在打败敌人的飞机之后，就能立即进攻英国本土。但是，德军轰炸机即使没有英军战斗机的麻烦，是否具有阻止英国舰队拦截其入侵舰队的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运送部队的运输船和驳船将是英军巡洋舰和驱逐舰队强大火力的极好目标。



　　如果面对英国更高的战斗机生产量，德国人仍能保持其假定的空中优势，那么他们就得发挥更大的聪明才智去利用这种优势，对英军舰队发动持久战役，同时增大入侵舰船的数量、入侵军队的规模和进攻正面的宽度。这样，战役无疑会拖至第二年春天才能进行，因为那时参加入侵的舰队和飞机才能在良好的气象条件下作战。但是，在此期间，德国人进攻正面宽度、参战兵力以及英国战舰损失的增加，都会被春季时英军防御部队数量的增多而抵消。



　　不过，德国人或许会发现，发挥其空中优势的最好方法是攻击英国船队和港口，保持入侵威胁，继续转移英军的注意力，使其不能完成为防止德国潜艇攻击而进行的护航任务，从而对英国实施封锁后勤战略。




俄德战争的战略战术条件




　　德国人使用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在比利时迂回盟军，为此后战争中使用摩托化车辆和新式武器系统提供了一种战略模式。1941年，他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就再次使用了这种模式。为实施这一战略，德国将摩托化师增至14个，并通过减少各师坦克的数量，使其坦克师的数量增至19个。这就显著降低了重型骑兵坦克与步兵、炮兵、反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兵的比例，更加注重坦克师的战略机动性，而降低了对其战术进攻性、重型骑兵部队、坦克的偏重。正像亚历山大的禁卫军骑兵在其军队占的分量很小一样，德军的坦克也仅占德军的一小部分，现在，摩托化和装甲部队的比例更小了。德国人有了一支与中世纪以重型骑兵为中心的模式完全不同的陆军。



　　为了完成业已完全理解的迂回运动战略，德国计划在两个方向突破，而不是仅在法国一个方向，在那里大海是一个天然屏障。德军拟以两个由坦克师和摩托化师组成的集群突入敌深远纵深并在敌后会师，同时以步兵师沿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开辟的道路徒步开进，以提供足够兵力封闭被两侧迂回运动部队所包围的敌军的退路。这种行动通常被称为战略合围。



　　在俄国，德国人遇到的有利条件比在法国交战时少。他们的兵力密度相对较低，仅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突破的兵力密度，但面临的后勤问题却非常严重，要像1940年5月合围那样多的敌军，就更困难了。而且，兵力密度低，将会增大封闭和兜住被包围之敌的困难。气象条件也很不利：俄国大部分地区比法国更靠北，而且整个俄国远离大西洋的暖气流。此外，俄国有众多流量丰富的大江河。国家贫穷且人口密度低，意味着德军将难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饲料补充。道路、桥梁稀少，未铺装路面、未干涸沼泽地和未砍伐的森林众多。这些地形条件虽能制约，但还无法阻止德国人成功地发动这场建立在决定性战略胜利基础上的战争。



　　另一方面，同进攻法国的战役相比较，德军战术水平已有所提高。在法国作战之后，德军明显地加强了原本很高的战术运用水平，指挥官和参谋部成员的经验和能力也有明显提高。同法国人相比，俄国人的缺陷拉大了双方的差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力次于法军的俄军在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随后又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国重建和重新武装了陆军，重组了高级指挥机关，清洗了被怀疑政治上不可靠的一些高级指挥官，从而也损失了很大比例的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指挥官。



　　德国人必须依靠其战术运用的技巧来抵消俄国人在火炮和坦克上所占的优势。俄国人以爱国热情鼓舞其强大的炮兵和装甲部队，尽管很多履带车辆设计陈旧，而且早已不能用于作战，需要修理，但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进攻俄国的德国陆军拥有3，500辆坦克，俄军的坦克则是其3倍。众多俄国轻型坦克中的一种是BT7型，它与德国II型轻型坦克性能比较如表10.3所示：



　　但是德国人这样的轻型坦克极少，其2/3的坦克是两种型号类似重约20吨的中型坦克。俄国人正生产一种性能优良的T-34型中型坦克，但其数量明显少于德国。1940年可用于战争的俄德两国中型坦克性能比较见表10.4。俄国坦克上的装甲倾斜角比德国坦克大，而其火炮的穿甲能力却是炮身较短的75毫米火炮的两倍，比德国坦克上装备的长炮身50毫米火炮的穿甲能力也要强一些。俄国坦克上的柴油发动机使其作战半径是德国汽油发动机坦克的两倍，同时也减少了因燃料着火所造成的危险。就作战性能而言，俄国的T-34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最好的坦克。






　　此外，俄国人还制造了一种KV型坦克，1941年生产的此型坦克重47吨，装甲厚110毫米，装备有火力强大的76毫米火炮，但时速仅21英里。不过与法国同类坦克相比，其速度、作战半径和装甲防护等均略胜一筹。法国人的坦克曾使德国人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并使他们认识到应当增加自己坦克装甲的厚度并增强坦克炮的火力。但是，俄国的T-34中型坦克和KV型重型坦克大约总共才有1，500辆。



　　俄德两国的陆军兵力大体相等。德国人用法国武器装备了88个师，扩充了陆军实力。德国留下了将近15个师用于留驻被征服国家、非洲战役和对英警戒，在东方则部署了145个师。经过全国动员的俄国在西部地区也有相当兵力。俄国飞机较多，而且生产能力较强，但其战斗机型号陈旧，空军和地面部队都缺乏德军所具有的丰富战役战斗经验。



　　在作战理论方面，两国军队差别不大。俄国人像德国人一样知道不能把坦克当作帮助步兵战胜机枪的主要武器。但是，众多高级指挥官被清洗引起俄军装甲部队的重组；战争爆发时，俄军再次开始调整，企图恢复类似德军装甲部队的运用。但这种转变尚未完成，战争就爆发了，这时他们发现其装甲部队还没有做好准备。



　　以300万兵力入侵俄国的德国人没有重复拿破仑1812年的突袭。他们的处境与1870-1871年针对法国的普鲁士战役相似，缺乏征服整个俄国所需的兵力。当时，他们的兵力虽有较大优势，但不能控制整个法国。俄国欧洲部分的面积大约是法国陆地面积的8倍，而德国和它的巴尔干同盟国只有普鲁士及其盟友70年前所有兵力的5-6倍。如果他们能够打败俄国军队，就有望征服欧洲的俄罗斯，打退准备不周的军队的反击，强制实现和平。



　　但他们的处境与1870年比，有许多不祥的变化。德国有意大利做盟国，俄国则有其盟友英国、美国的帮助。俄国的人口是德国的两倍以上，而1870年普鲁士及其德国盟友的总人口与法国人口相同。此外，俄国有很多适龄男青年可以应征入伍，还有相当多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尚未补充进抗击德军的部队；同时，远东部署的军队也没有用于对德作战，他们曾经在哈尔欣科击败过相当现代化的日本军队。而且，俄国的亚洲部分还有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和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如果比较一下包括俄国亚洲部分在内的兵力密度的话，俄国国土是法国的40倍，这对于任何没有强大政治基础，实施土耳其-蒙古式屠杀和恐怖战略的征服者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尽管很多俄国人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心怀不满，但德国人没有拿出一个对俄国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不过，阿道夫·希特勒的目标就是彻底推翻斯大林政府，吞并拥有许多物产丰富的农业区、工业区和矿山的俄国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



　　德国人的目标野心太大，是其1870-1871年的有限军事行动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这不仅因为他们未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也因为他们以一种有助于引起俄国人仇恨的方式对待被征服地区的全体居民。令人奇怪的是，希特勒不能依靠恐怖的政治战略或者灭绝军事力量的后勤战略。尽管希特勒认为俄国人是劣等人种，但他并没有因厌恶而屠杀俄国人。因为他希望保留俄国农产品作为德国的资源，如果该地区人口减少，那么维持粮食产量将是不可能的。进攻俄国的手段和方法同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比较起来，真是值得怀疑。



　　事实上，德国人毫无节制的政治目标，在伦理和意识形态上对俄国人及其政治制度的敌意，及其在初期所暴露出来的残忍，以及在德国铁蹄下苟且偷安的法国人的先例，都激发起俄国领导人、人民和士兵奋不顾身进行抵抗的决心。德国统帅们既知道其对手仇恨的深度和力量的强大，也清楚他们自己同样要在一场无限的战争中为自身的最后生存而战。后来，当英美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时，只是使德国人早已理解的东西变成了现实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的士兵不仅为理想和爱国热情而战，而且都知道是为了生存而战。




1941年俄国战役中的战略性包围




　　德俄双方都把自己的军队编成3个集团军群。在北线，贵族出身的野战元帅李勃面对的是伏罗希洛夫元帅，两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不过伏罗希洛夫的背景是与作战部联系在一起的，并参与政治；而李勃却在法国战役中成功地指挥了一个集团军群。在中部，瘦而顽强的陆军元帅包克也曾在法国统帅1个集团军群，其对手是俄国最优秀的元帅铁木辛格。南线是德国最出色的指挥官伦德斯泰特陆军元帅，他遇到了俄国最弱的，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骑兵布琼尼元帅。后者的小胡子比起领导一个集团军群的能力来更为引人注意。德军从高级司令部到班排，在训练、作战经验以及在胜任指挥官的数量方面都占优势。在最高层，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在优秀的参谋部成员的协助下行使最高的指挥权力，尽管俄国参谋部的准备不太充分。协助斯大林的是具有果断性格、观察力和革新精神的朱可夫总参谋长。朱可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骑兵，后来成为装甲兵专家，在1939年哈尔欣科河对日作战中取得了非凡战果而一举成名。他信守早期的诺言，成为斯大林不可缺少的顾问和关键位置上的指挥官。但是，考虑到德国人在法国所表现出的战略能力，从拥有广阔回旋空间的角度看，如果斯大林更明智的话，就不应将军队集中在德国边境附近。



　　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进攻，3个集团军群中最弱的一个向东北方的列宁格勒突进，最强的集团军群则向东方的莫斯科进攻，第三个集团军群向东南方向的平原进攻，那里是肥沃的乌克兰农业区，再向东则是克里米亚北部的工业区。德军将其33个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分成4个集群，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各辖1个集群，中央集团军群辖2个集群，两翼各1个。



　　面对尚未展开的敌军，达成战术突然性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机械化集群5天向俄国境内推进了近200英里，在明斯克会师，与跟进的步兵一起，包围了大量俄军。尽管有一半俄军突破了必然很弱的包围圈逃了出去，德国人还是俘虏了30万俄国人，缴获了2，500辆坦克和1，400门火炮。他们像一年前战胜英法联军一样战胜了俄国人。他们的胜利没有类似的战略突然性，也没有一年前在比利时攻击盟军的翼侧阵地。他们的胜利是利用坦克战术进攻的质量以及坦克师与机械化师的战略进攻能力取得的。



　　完成这次作战行动之后，德军又迅速重复了一次类似的进攻，向更远的东方突进了100英里以上，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并于7月26日前包围了俄国的另一支大部队。此时，由于后勤原因，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尽管德军从俄国乡村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但他们还得依靠机动车辆提供大量弹药和燃料。由于德军的卡车最远只能向斯摩棱斯克的部队提供补给，抵抗俄军反击时的燃料和弹药消耗使形势严峻起来。



　　在德军具备继续进攻的能力之前，他们必须恢复铁路运输。由于需要重建一些桥梁，还要把俄国铁路变为窄轨铁路，所以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这项工作是困难的，而且事实证明，要使已被占领的俄国国土上的铁路运行起来，比预期的还要困难。其铁道兵无论如何都不够用，在诸如确定储水池位置和改变铁路主线、辅线轨距等一些琐碎小事上，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障碍。除俄国士兵和武装人员外，平民也制造麻烦。整个夏天和秋天，铁路运输也没能满足需要，从而妨碍和延误了德军的进军。



　　在中央集团军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战略性胜利的同时，北方集团军群最初也取得了快速进展，到7月中旬为止推进了400英里。但向列宁格勒的进攻后来停止了，这不仅是因为后勤保障问题，也因为在俄国北部茂密的森林中遇到了困难。事实证明，坦克在那里根本无法行动，致使德军统帅部在9月不得不撤出机械化集群。损失了坦克，北方的战争就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面对俄国人所拥有的防御力量、决心以及毫不含糊的战略目标，德军即使有超常的战术技能，也未能占领列宁格勒。



　　在南方，德军面对数量更多的俄军，尽管有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盟军的协助，地形也适宜坦克机动，但进展仍然缓慢。不过到8月上旬，他们包围了俄军的大部队集群，并抵达第聂伯河。这一进攻与中央集团军群在北部向斯摩棱斯克的进攻，使俄国的战线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外点的向东突出部。中央集团军群派出一个机械化集群向南突击，南方集团军群向北对进，到8月底，德军成功地包围了大量俄军。尽管俄军进行了反击，并努力突围，但还是损失了5个集团军中的一部分。到9月底，德国人共俘虏了俄军60多万人。



　　德国人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成功地改善了中央集团军群的补给状况。其兵力增加到70个师，4个机械化集群有3个并入了中央集团军群。9月底，中央集团军群开始向莫斯科进攻。德军再一次突破了俄军防线，向前方派出两个机械化集群，于10月8日进抵维亚济马。他们再次包围了大量俄军，并肃清了顽强抵抗的俄军部队，截至10月底又俘虏了60万人。






作战略图10.11德国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维亚济马的胜利



　　不过，向莫斯科推进就意味着延长公路运输线。俄国道路大多数是未铺装公路，路上的泥浆使运输异常困难。同富裕、人口稠密的德国不同，俄国铺装公路极少。这些道路被德军使用不久，就变得毫无用处，因而在未上冻之前，机动车辆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1月初，冰冻期到来，温度骤然下降到华氏零下4度，2/3的火车头水管被冻坏，使本来就不能很好运行的铁路运输雪上加霜。铁路运输量的明显减少，则抵消了刚刚改善的公路运输形势。



　　但是，德军仍然急速向莫斯科进攻，并在南方渡过了第聂伯河。12月初，他们遇到俄国人的猛烈反攻。在朱可夫直接指挥下，俄军对接近莫斯科德军部队的两翼实施进攻。这些反攻，再加上整个前线部队实施的反击，迫使德军在整个冬天只得实施防御，从而使一些地方又被俄军夺回。这些俄军通过未损坏的铁路输送回来，并且拥有充足补给和较好的战略机动能力。而德军部队缺少足够的冬季战役所需的供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提供御寒服装和装备造成的。



　　1941年，当德军包围了俄军几支主力时，他们运用的战斗性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战术和战略胜利。其实，在平均6英里正面一个师的战线上实现突破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这些突破不可避免地给俄国人带来了战略上的灾难，他们徒步后退的速度不可能像以坦克为先导的向俄国后方挺进的德军机械化部队一样快。俄军只有使用由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庞大预备队才能阻止德国机械化部队的推进，或攻击其薄弱的翼侧。俄国统帅部既不懂得也无能力组建和合理使用这样的预备队。



　　德军展示了卓越的战术和战役技能，完全打败了毫无经验并经常铸成大错的俄军领导。但是，像在法国一样，德军也遇到了一些敌军武器装备所造成的意外麻烦。在北方集团军群的战役初期，俄军一辆停止不动的重达47吨的KV式坦克控制了德国补给车辆正在使用的公路。为了排除这一障碍，德军先后调来12门新型50毫米反坦克炮，其穿甲力是那种无法对付法国坦克的37毫米火炮的3倍。但是，这些反坦克炮不仅未能击穿KV式坦克的厚装甲，反而被俄坦克的76毫米加农炮全部击毁，而且德军一种火力强、但防护力弱的88毫米的高射炮未发一弹便也被击毁。最后，还是另一门高射炮用穿甲弹从后面射击，才摧毁了这辆坦克。



　　然而，德国人早已磨练出来的作战技能常常被俄军在装备数量或质量上的优势所抵消。这一点也被空军所证明。德国空军运用战术突然袭击将俄军飞机大量击毁于地面。不过，尽管飞机损失多，但俄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损失并不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俄国生产高性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速度比德国快得多。截至1941年底，双方损失惨重，各剩下1500架飞机尚能投入战斗。但俄国空军恢复其空军作战能力的速度非常之快，并稳固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他们不仅增加了大量性能改进的飞机，而且作战经验也丰富起来了。



　　在1941年的战役中，俄军伤亡了300万人，而德军大约伤亡了80万人。毫无疑问，仅损失80万人是因为德军具有比俄军更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它却给生存下来的俄国人上了有价值的一课，使他们取得了实际作战经验，并掌握了德国人的战略战术。当德国开始进攻时，德军已具有了很高的作战水平，而俄国人却相对缺乏经验，其结果自然是俄国人学到的比德国人学到的要多。



　　尽管严密组织的军工生产弥补了因部分工厂被德军占领而降低的火炮和坦克产量，而且在俄国人控制区还有大量人口，使斯大林能够组织新的部队补充被歼灭的军队，但是，新组建部队的大部分指战员缺乏经验和足够训练，而且那些取代因失败而被解职军官的高级指挥官，对德军在法国完善的作战形式及其在俄国的优势有了深刻的理解。



　　随着俄军指挥官指挥能力的改善，德国人开始丧失指挥官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部队之中，在作战中保存下来的部队取得了战斗经验和技能。到1941年夏季和秋季，俄国人已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广阔的战区使俄军有后撤的空间，并使用新组建的部队加强新的防线，打败因受到后勤保障限制的德军。若在100年前，像这样一支大军，在像俄国一样大、人口一样多的国家进行军事行动，也许能靠这个国家的资源生存，找到足够的粮草。但今天，德军机械化部队所需的燃料和弹药则意味着德军最大限度地依靠铁路进行补给。在冬季作战的继续，不仅使德军不能不分散过冬，而且使补给问题更加严峻。整个夏季和秋季，德国人需要重修铁路给卡车运送补给品，而卡车再向离铁路300英里范围的机械化集群提供支援。即使泥泞粗糙的俄国公路未能阻止德军的推进，但这也意味着德军不得不在一系列狭长地带内前进，正如从前用马车输送军队一样。这样的后勤不仅限制了1941年德军向俄国腹地突贯的纵深，而且限制了德军实施战略合围的次数。




德军1942年后勤战略的失败和俄德战争的结局




　　战斗战略未能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于是1942年德军转而采用后勤战略。它们计划利用其战役优势实施一次纵深进攻，目标是占领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产油区。没有燃料和润滑油，俄军将不得不回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部队的补给和作战能力，从而使德军在1943年占据空军、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垄断性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增加德军自己不充足的油料储备，对于德国统帅部来说，是一个比占领俄国油田的影响更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德军直到1942年6月才开始其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必须完成人力物力的补充，使前一年战争中的损耗得以恢复，并对经受了俄军冬季和春季攻击的部队进行补充。由于掌握了被占俄国领土上大部分谷物，所以开始进攻时他们居于有利地位。他们未运用连续战线的理论完成这次作战行动，因为太低兵力密度将使作战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方法是用巨大而坚固甚至实际上坚不可摧的支撑点阻断俄军交通线，从这些支撑点它们还可以反击插入其支撑点之间的俄国部队的翼侧。对那些被俄军包围的支撑点，德军便用空军进行补给。这种防御体系与16、17世纪荷兰筑垒城市的防御体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筑垒城市曾在阻止诸如阿尔巴、帕尔马、拉克萨母伯格等指挥官进攻的作战中取得了成功。



　　6月，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向前推进到伏龙芝地区的顿河，并转向南方挺进，同时另一支部队从更远的南方向东进攻，然后也转向南方。这些部队的进攻虽然也包围了一些俄军部队，但不如1941年包围得多。而后，机械化部队向南方油田进攻，而另一支徒步行进的部队沿顿河向东南前进，保护主攻部队的翼侧。到8月初，机械化部队越过光秃秃的平原地形，前进了400多英里，并且达到了在为其使用的铁路重新开通之前德军所能进攻的极限。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向油田区进攻的德军部队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遇到了俄军的强大抵抗。俄军在强大的轰炸机部队战术和战略突击的支援下，制止了德军的攻势。地形也帮助了俄国人，高加索地区的多山地形限制了坦克的攻击能力，森林覆盖的山区为格罗兹尼油田提供了有效的掩护。



　　与此同时，掩护翼侧的德军越过了顿河，抵达伏尔加河，接近了斯大林格勒。这时，对德军作战控制越来越多的希特勒决心攻占位于宽阔伏尔加河西岸的斯大林格勒，而俄军统帅部也定下了要守住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希特勒的决定导致投入大量预备队进攻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是一座天然要塞，因为许多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在受到地面炮兵和飞机的轰炸后，仍可起到防御工事和障碍物的作用。该市位于伏尔加河西岸，在这条流入里海的2，500英里河流的入海口附近。该河成为德军不可逾越的障碍，掩护了斯大林格勒的翼侧。



　　德军抽调预备队徒劳地进攻斯大林格勒，使德国整个计划的弱点更加突出：拉长了战线，并暴露了从伏龙芝到斯大林格勒长达300英里的翼侧。战线拉长迫使德军使用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盟军的部队控制翼侧。这些盟军的作战能力不及德军，而且其数量也不足以完成任务，每一个师必须控制40英里正面。



　　俄国统帅部注意到了这些弱点，并发现了德军非常明显的兵力集中点，于是将其预备队机动到顿河沿线和斯大林格勒南部。由于希特勒忽视了这些再明白不过的动机，因此俄军预备队在精明而经验丰富的朱可夫指挥下，于11月19日和20日发起了进攻，击败了斯大林格勒以北的罗马尼亚军队，并突破了薄弱的德军南部防线。23日，执行合围任务的机械化部队在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背后会师。这些俄军部队立即组织防御，阻止德军后撤，并向西派出第2个集群，开设了一条新的战线，阻止德军救援。俄国人建立了对内、对外战略防线，与德军前一年在法国向海边挺进和对付被包围俄军部队时所做的一样。



　　正像德军在12月中旬发动的增援性进攻一样，俄军在伏龙芝以东顿河地区的进攻也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进攻虽然突破了薄弱的意大利军队的防线，但没有抵达黑海，因而未能击退靠近油田和意欲打开通往斯大林格勒通路的德军。尽管俄军再次发起进攻，但都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距己方的铁路太远，而油田附近的德军则能设法自救。但是，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未能逃出包围圈，并于1943年1月末投降。德军曾试图从空中向陷入重围的军队进行补给，但其结果只能是让俄国战斗机击落了许多运输机。



　　俄国人首次反攻就歼灭德军30万人。这次反攻利用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部署的弱点，并利用德军愚蠢地深入俄国南部那么远距离而给自己带来的有利条件，在而后的进攻中俘虏了更多的战俘。即使顿河沿线漫长的翼侧未给德军带来战略灾难，德军战线的过度拉长，也会削弱他们在漫长战线上的兵力密度，失去运用连续战线所具有的防御能力。他们薄弱力量控制的战线几乎没有抵抗力，俄军的任何进攻都会突破其脆弱部位。



　　面对俄军的攻势，1942-1943年的冬季，德军被迫退至1942年进攻起始线之后，并于1943年9月企图攻击俄军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但是针对这次显而易见的行动，俄军精心构筑了防御阵地、布设了雷场，而且集结了大量随时可用的预备队。德军的行动最终以付出沉重代价而告失败。在一次战役中，反攻的俄国装甲部队与进攻的德军坦克部队遭遇，发生了数千辆坦克参加的大会战。



　　自此以后，德俄作战一直是以俄军的一系列进攻为主要形式。在进攻中俄军机械化部队实施纵深突贯，直至距铁路补给站太远时才被迫停止。每次向前的推进都伴随有长时间的停顿，以便重建交通补给线。尽管德军的力量在减弱，俄军的力量在增强，而且还有美国人提供的大量卡车相助，但俄军从来也未像德军在1941年对俄军所做的那样，对德军实现战略合围。不过，装甲师和摩托化师还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战争从表面上看，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方式突破，集中大量炮兵和步兵，在突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机械化部队利用战术胜利能向前推进400英里。如果没有轮式和履带车辆的机动性，那么很多次进攻即便能成功，但其推进的距离也不会超过前次战争。实施进攻的俄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大火力和机动力迫使德军后退，直至与其预备队会合进行防御、反攻，或者俄军摩托化部队因运输线拉得太长而被迫停止前进，德国人的后撤才会停止。




分散、集中和再次迂回：登陆与诺曼底战役




　　当1944年英军与美军部队一起，在美国将军统率下返回法国时，英美联军的编成形式和战略与德国人1940年开创、被德俄两军所应用的模式完全一致。英美联军必须乘船从英国出发，在设防的法国海岸登陆。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包括提供5，000多艘舰船、大量的登陆工具和登陆后在法国海岸建立人工港口的材料。盟军有45个师可用于作战，当面德军有58个师，其大部分战斗力较弱，半数是不能机动的要塞守备师和10个兵力不足的坦克师。



　　尽管制海权使英美联军拥有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这种先发制人的优势波斯人在马拉松战役中曾拥有，日本人也曾在围攻旅顺港的登陆作战中拥有过)，但英美联军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因为其统帅们不希望在得到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作战飞机所提供的保护之前开始行动。不过，由于拥有登陆舰艇和预制港口，所以他们能够仿效波斯人，在法国的海滩登陆。



　　通过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盟军保住了计划和部署的秘密。他们使用无线电网造成在法国加来附近海岸对面的英国东南部集结大部队的假象，有效地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这些措施成功地欺骗了德军高级司令部，有助于英美联军在更靠西的海岸登陆。



　　德军统帅部既不同意以重兵防守海岸，也不同意后撤大量的预备队集中在一个便于反登陆的地域。在北非战役中一举成名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对防守海岸负直接责任。他确信大量性能优越的敌空军飞机确实能使他的预备队失去机动能力，因此决定集中力量防守海岸。但是当1944年6月6日登陆开始时，证明德军要在勒阿弗尔港和瑟堡之间40英里的海岸阻止盟军登陆，其兵力是不够的。而且德军预备队到达后，也缺乏将盟军赶回大海所必须的力量。但是，德军在建立了从卡昂附近海岸向西延伸到大海的长达100英里的防线(包含瑟堡半岛和瑟堡港)之后，确实牵制了入侵的盟军。6月底，这条防线被盟军攻陷，英军和加拿大军队控制了防线的东端，美国人控制了西端。



　　7月上旬，英、美、加军队共有34个师；德军兵力大约是盟军的1/3，分布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师中。因此，德军战线的兵力只能维持低密度。尽管强大的英美空军轰炸了塞纳河和其他河流上的桥梁，有效地阻止了德军预备队的调动，但德军仍可通过公路调动部队，并拥有充足的尚未投入作战的新锐力量。这些部队退缩到加来海峡的岸边，准备抵抗可怕的第二次登陆。因为德国人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同波斯人在马拉松的登陆一样，是为了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在加来当面的英国开通的无线电通信网以及其他欺骗措施，再加上德国人先入为主的错觉，使盟军成功地掩盖了行动，造成德军行动的错乱。



　　德军在防线的东端集中了大量兵力，因为盟军若在那里突破，就可以在德军与其祖国之间插入一支部队，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经验丰富的盟军地面部队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极力主张通过对卡昂实施不间断威胁的方法集中兵力。此次战役中，这位有争议的傲慢而又才华横溢的蒙哥马利再次取得了胜利，其战绩可与在北非同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作战取得的胜利相媲美。7月18日，在英美两军开始分别向顽强抵抗的敌人慢慢推进之后，蒙哥马利一次就使用了3个英军装甲师向卡昂两翼发起了进攻。同德军1940年在色当强渡默兹河一样，蒙哥马利用飞机轰炸代替炮兵支援地面作战。他集中了2，000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对一个狭小地域狂轰滥炸。爆炸声震耳欲聋，以致幸存下来的德军战俘有些人在24小时之内都无法接受审讯。



　　但是德军防御纵深很大，尽管进攻取得成功，但毕竟受到了迟滞。蒙哥马利派出3个装甲师和英加军队的主力进入德军后方占领阵地，切断德军向东的退路。这一行动还实现了其他目的，那就是吸引前线的两支预备队向东运动，并分散德军高级司令部的注意力。正像埃伦比1918年在美吉多进攻战役中发现很容易使土耳其-德国统帅部相信最薄弱的翼侧会遭到攻击一样，蒙哥马利在1944年7月中旬也取得了同样成功。






作战略图10.12蒙哥马利的诱敌行动



　　7月25日，美军开始攻击他们当面力量薄弱的德军阵地，同样也是依靠飞机的轰炸。盟军飞机在不足5平方英里的面积上投下了4，200吨炸弹。这些炸弹相当于17，000发10英寸炮弹或500，000发75毫米炮弹的重量，但其杀伤力超过了这两种炮弹，因为薄壳炸弹具有更远更强的爆炸力。美军3个步兵师完成了对德军阵地的突破，接着1个摩托化师和2个装甲师通过了突破口。



　　而后，美军预备队也穿过了突破口。3个师(包括2个装甲师)向西方的布雷斯特突击，其他部队则向南向东发展。这种分散兵力的做法，主要是想占领相对没有设防的地区，包围重兵设防但有潜在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这种战法同德军不同，德军通常集中兵力迂回敌人。尽管受到向其后方运动的美军部队的威胁，德军还是发动了的反击，企图抵达海岸，割裂已经突破的盟军。他们成功地从加来地区调来了增援部队。当时，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英美空军不断空袭，因此他们的增援部队只能利用夜间行军。这种方法法国人在1940年也曾用过，用以保护其调动中的部队免遭德国空军的袭击。



　　但是，控制突破口两翼的美军防御力量太强。在美军挫败德军反攻的同时，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一直对向北防御的德军保持强大的压力。8月13日，实施反击的德军到达阿让腾，恰好被美国的几个师包围了未设防的翼侧。德军奋力从美军迂回运动所形成的包围圈中突围，但有5，000人被俘。尽管后有重兵追击，渡过塞纳河面临困难，头上又有空军袭击，但很多德国人还是逃到了法国边界。不过，虽然德军损失惨重，达到了1个坦克集团军，但其对外报道只损失了24辆坦克、1，300人。从盟军登陆到这次战役结束，德军伤亡超过50万人。实际上，盟军成功地全歼了德军部署在边境的部队，但是，推进300英里的距离使供应线拉长，即使对于美军重型摩托化部队和英加军队来说也显得太长，以致德军有时间调动兵力，重建防线。






作战略图10.13突破和迂回行动



　　这样，就像以往一样，后勤供应对军事行动行使了永恒的制约权。与其说在诺曼底取得巨大胜利的盟军发现自己受到需要通过机动去寻找补给品，或避开已经一无所有或物产不丰的地区的限制，不如说是发现自己被限制在补给基地的范围内。事实上，盟军需要打开港口，增加卸载能力，缩短陆上交通线。这些需求不仅对这次战役本身，而且对后续作战的战略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军在北非的首次乘车作战和击败意大利军队




　　北非为略有不同的类型的作战样式提供了战场。作战样式的共同之处是继承了中世纪骑马作战的特点和在筑垒的支撑点使用徒步步兵，而不同之处在于作战双方都广泛运用了空中轻骑兵。广阔的作战空间和较低的兵力密度也是与欧洲作战样式的不同之处。



　　来自殖民地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同控制埃及的英国人作战。在镇压利比亚起义者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显示出毫无同情心的格拉兹尼元帅指挥着比较精锐的意大利部队，英军的指挥官则是一位成熟而具有学者风度的战将韦维尔。韦维尔熟悉怎样以较少的兵力去战胜强大的敌人。



　　作战开始于1940年9月，意大利8万兵力向埃及进攻，推进80英里到达西迪拜拉尼，途中仅遇到集结起来准备东进的英军警戒部队。一到西迪拜拉尼，意军便停止了进攻，将自己的优势步兵投进了6个严密设防的要塞。由于没有制海权，所在国贫瘠，而且缺少机动的运输能力，所以意大利面临补给困难，其中包括没有足够的水。交战双方都没有一流的武器系统，因为两国都把陈旧的武器投到非洲这个第二战场。英军的装甲车只装备机枪。双方都使用相似的小坦克，空中力量也都依靠基本上相似的完全过时的双翼战斗机。这种飞机速度慢，火力有限。



　　西迪拜拉尼的意军在最东端构筑了一系列严密设防的哨所，一直向后延伸到本哈兹，深入利比亚境内300英里以上。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决定进攻西迪拜拉尼。尽管他们兵力只有3万人，而要打败的意军却有8万人，但英军拥有新型单翼战斗机的支援，从而使他们掌握了空中优势，并得到50辆马蒂尔达坦克的支援。这种坦克重26吨，是意大利最好坦克重量的两倍，速度每小时15英里，装有难以击穿的3英寸装甲和1门40毫米火力强大的反坦克炮。更为重要的是，英军没有徒步步兵师，其部队仅有1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韦维尔将军向他的部下、求胜心切但又慎重的奥康纳将军授予全权。



　　1940年12月上旬，奥康纳的两个师利用月夜穿越沙漠，绕过意军筑垒阵地，通过这些阵地最远端的正北。装甲师在清晨轻易地抵达海边，攻克了位于西迪拜拉尼后方20英里处意军严密设防的一个兵营。同时，步兵师在马蒂尔达坦克和野战炮兵的支援下，从后方攻击了意军西迪拜拉尼的支撑点。由于后方突然遭到攻击，使得意军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士气沮丧，再加上缺乏反坦克炮，结果4万人被俘，400门火炮被缴获。



　　由于对这次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意外，而且准备不足，所以英军直到1月上旬才发动新的攻势。奥康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迂回运动，绕过防御沿海通道意军的南翼，共缴获坦克129辆、火炮462门，俘敌4.5万人。1月下旬，英军采取类似的机动又攻克另一个要塞，俘虏意军3万人，缴获坦克87辆。至此，英军由于机械装备的破损和作战消耗而使战斗力下降很多，剩余的装甲部队被派向西去切断残留在利比亚东部的意军的退路。



　　奥康纳派出的这支由一些装甲车和少量乘车步兵、牵引野战火炮、反坦克火炮组成的非履带式快速先遣队，赶在意军之前到达了沿海岸的公路。由于意军很自然地将其兵力作集中在其撤退纵队的后部，所以英军这支小部队阻止了意军，直至意军坦克到达。尽管马蒂尔达式坦克在前几次作战中已全部损耗，但英军还有少量薄装甲高速坦克。这些坦克也装备着火力强大的40毫米火炮。这些坦克占领了高地顶部后侧的阵地，从这些阵地上向沿海岸公路撤退的意军坦克射击，而不会暴露自己的车身。此次作战，3，000人组成的英军机械化部队俘虏了2万名意军并缴获了120辆坦克。






战略图10.14英军迂回西迪拜拉尼



　　在这次战役中，乘车步兵、牵引火炮和反坦克炮起到了中世纪长矛兵的作用。长矛兵骑马是为了战略机动，打起仗来却步行。坦克占领发射阵地后仅暴露其炮塔，其作战方式与下马作为重型步兵作战的中世纪骑兵相似。在这次作战中，坦克是作为占领阵地的反坦克炮使用的。在阻击企图沿海滨公路撤退的意军时，英军迫使他们背靠大海，切断其退路，与中世纪迂回运动的特点极为相似。这次作战，不仅与埃伦比战役和法军在摩洛哥的摩托化机动类似，而且与格兰特成功地将李追击到阿波马托克斯过程中骑兵的作用相似。



　　对意军实施的一系列打击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英军以3万兵力打败了比自己兵力兵器多几倍的对手。整个战役英军伤亡不足2，000人，而意军却有13万人被俘，并损失了400辆坦克和800多门火炮。意军损失的大部分是装备步枪、机枪和火炮的步兵，此类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圆满完成作战任务，但在英国人发动的乘车作战中仅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尽管意军的坦克比英军多，但从未像英军那样集中使用，或脱离步兵独立行动，以便发挥其机动性的作用。意军也没有集中反坦克炮去有效地打击英军占多数的薄装甲坦克。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武装起来的步兵在欧洲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阻止了与自己装备相似的敌军步兵占领己方的领土。而在北非，虽能利用大海保护一翼，但在那样一个幅圆辽阔的国家，另一翼必然无法设防，因此这类步兵除了使后勤补给复杂化和在战场上更多伤亡以外，毫无用处。




乘车英军与乘车德军之战




　　英军打退意军，并将部分兵力转移到另一战场不久，德军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就赶来援助意军，同时意军非洲军团又得到1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的增援。因在法国指挥坦克师作战而一举成名的隆美尔将军成为德军非洲战场的主将。他们将遭到突然袭击、尚未准备就绪的英军赶回到埃及边界附近，其速度之快出乎奥康纳将军意料之外，并使之做了德军的俘虏。当双方都增强了兵力之后，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在作战中显示出锐气、胆略及战术能力的隆美尔将军统一指挥意大利、德国军队的作战行动。其对手是取代了韦维尔的，1941年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印度最高指挥官，能力颇强、招人喜爱但又是极易动怒的奥金莱克将军。1942年，奥金莱克被具有魅力且很自信的亚历山大将军接替。



　　这些英军司令官并未给英军带来好运，几乎无人能与奥康纳相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2年夏，蒙哥马利接替指挥权才得以改观。



　　隆美尔上任和德军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接下来的18个月，作战双方虽交替占据优势，但德国和意大利主要由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军队，通常在与更强一点的英军部队作战时取胜。英军不仅有较多的坦克，而且从整体上讲装备也比较好。其新型高速坦克有40毫米装甲，而德军坦克装甲厚度只有30毫米，而且这种有40毫米装甲、性能优越的坦克及其反坦克炮的穿甲力与德国50毫米的火炮相似。继续把高速坦克和随伴步兵坦克区别运用的英国人还拥有装甲厚达75毫米的马蒂尔达式坦克和一种形体稍小，装甲厚度为65毫米的步兵坦克。这两种坦克都装有性能优良的40毫米火炮。比英军和德军坦克都小的意军坦克，不仅速度比英军步兵坦克慢，而且装甲也不厚。正当德军为其坦克改装较厚装甲，并引进少量装甲为50毫米的坦克之时，英军也得到了一种美国制造的28吨的坦克。这种坦克装甲厚达57毫米，并有一定的倾角。该坦克配备的75毫米火炮可与德军少数新型坦克上改装的50毫米火炮匹敌。此外，德军还装备有更多的火炮威力不大的轻型坦克。



　　德军的反坦克火炮也处于劣势。战争初期，其2/3的反坦克炮是37毫米火炮。实战证明，它不能对付法军坦克，只能在近距离上击穿英军高速坦克的薄装甲，与低速步兵坦克对抗则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当德军有了一些性能优越的50毫米反坦克炮时，英军很多部队则换装了火力更强的新式57毫米反坦克炮。



　　德军以88毫米高射炮作为反坦克炮与英军对抗。尽管这种高射炮体积大，但德军通过精心设置阵地使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火力强、射速快，炮膛同德国海军驱逐舰上装备的一种火炮炮膛相同，发射20磅重的炮弹，虽然比50毫米反坦克炮4.5磅重的炮弹重得多，但发射速度却非常接近。这种高炮并非德国所独有，俄国85毫米高炮，法国、美国和意大利90毫米高炮以及英国94毫米高炮都与德国高炮的特点相似。但是，非洲的德军需要将其作为反坦克火炮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德军对此道也非常娴熟。



　　尽管德军和意军在作战人员数量和某些物资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但他们还是坚持住了。他们具备很多德国所有的一流战术技巧，特别是对集中运用坦克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并具有防御优势。攻击和消灭敌人的陈腐思想在英军作战理论中有重要影响，英军将装甲部队仅用于进攻，而德军却懂得把反坦克炮同坦克结合起来，引诱英军对自己的防御阵地进攻，并在防御中将其坦克和反坦克炮击毁。



　　例如，1942年6月，隆美尔的军队通过迂回绕过了英军阵地靠近沙漠一侧，这是作战双方几乎所有进攻都采用的典型机动样式。当发现英军坦克的抵抗太强以致德军无法抵达海边时，隆美尔便占领了一处能够威胁英军交通线的位置进行防御。英军企图用坦克攻击将他们赶走，而德国人则使用坦克和反坦克炮将其击退。经过一个时期，英军损耗惊人，德军便重新发动进攻，完成了他们的迂回运动，将英军全部赶回了埃及。德军就是这样利用迂回运动的传统优势诱使被迂回军队实施居于劣势的战术进攻，然后使用其坦克，在反坦克炮的支援下消灭进攻之敌。这一战例充分证明，迂回运动的威胁足以迫使英军实施进攻。



　　防御的坦克比进攻的坦克更有优势。防御者了解其火力杀伤范围，车组人员都能全神贯注地进行射击。此外，防御坦克总是配置在高地和小丘顶部，使其暴露部分比较小，并以有良好装甲防护的炮塔火力给暴露无遗的进攻坦克以杀伤。这样，防御坦克就具有了下马重型骑兵抵御乘马重型骑兵进攻时所占有的优势。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人曾在克雷西会战中熟练运用此种战法对抗法国人，并在最近的作战中迂回意大利军队)，最广泛地运用了坦克防御战术，并以掩体中的牵引反坦克炮和难以对付的88毫米高射炮作为补充。英国人不久便对进攻甚至追击变得谨慎起来，认识到自己也应有效地运用克雷西战术。例如，有一次德军虽然打败了防御的英军，歼灭其3，000人，但德军自己则损失了一半的坦克。正像皮洛士一样，德国人打不起这样的胜仗。



　　步兵在堑壕防御作战中发挥了作用，他们通常配置在支撑点周围的堑壕中，进行全方位防御，使用反坦克炮和野战火炮，并毫不吝惜使用地雷，抗击敌人坦克攻击。例如，为了防守一条战线，英军共埋设了50万枚地雷。实践证明，这种防御对德军和意军的坦克是致命的。特别是，充足的反坦克炮对英军和德军的坦克而言都是克星。4门88毫米高炮能摧毁进攻中的13辆英军马蒂尔达式坦克中的12辆，尽管它们的装甲较厚。



　　就像中世纪完全乘马的战争一样，由雷场保护的城堡式筑垒阵地阻断了轮式车辆穿越崎岖不平的荒漠地区的最好路线，作战双方不得不围绕着它进行坦克对坦克的对抗。这种作战与那些在战场上持矛作战的重型骑兵有某些传统上的联系，只是在白天空军起了轻骑兵的作用。空军用炸弹和机枪攻击敌方地面部队和脆弱的补给车队。



　　延伸到沙漠腹地几百英里的暴露翼侧，为部队作战提供了如此广阔的空间，以至于军队(很少达到5万人和500辆坦克)难以控制所占领的地区。这些作战与遥远过去的作战有很多因素是相同的。那时，军队通过在与其规模相对来说广阔的战争区域内来回机动的方法，能够避免作战行动，而且后勤补给不局限于已知范围，可让马匹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找草料。现代军队对于燃料、弹药、食品和水的需要使作战对交通问题非常敏感，不能像古代骑兵那样自由行动。不过，当一支运动中的部队向另一支运动中的部队机动时，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使作战区域缩小了；而前进速度较快与交火距离增大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非预期遭遇更可能发生，迫使驻止以企图避战的敌人进行交战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对于沿海道路及与其连接的港口的控制，支配着机械化部队的战略，部队依靠这些道路和港口补充燃料。这样的战争就具有了低兵力密度的特征，但是交通使防御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以大到使迂回运动和保护交通成为主要的战略变化形式。



　　迂回运动传统上要依靠交通线或其他等同要素，因为交通线引导迂回部队到达对手后方，这样也使对手向迂回者发起进攻，重新夺回交通线。迂回运动还依靠战术防御的有利地位，以获得战术优势。这就是在北非遇到的一种情况，因为防御坦克像反坦克炮一样，在抗击进攻坦克时占有优势。但迂回运动仍然要靠适度的兵力密度，用以阻止被迂回部队后撤，就像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所经历的那样。在那次战役中，他以刚好够用的兵力击败了奥地利人并阻止其撤退。



　　这样在北非战役中，迂回运动并未套住乘车部队。由于坦克部队之间用无线电通讯保持密切协同，从而成为理想的进攻部队。因为实践证明，在相对广阔的北非战场上，坦克部队特别难以捕捉和牵制。遇到拦阻时，由于作战双方为了避免犯下把进攻坦克展开为防御队形的错误，所以机械化部队一般先后撤，而后利用其机动性绕过企图封锁他们的敌人的侧翼，或使用其快速集中能力打败在其前进道路上遇到的薄弱之敌。



　　虽然德军、意军和英军都试图依靠战术防御的优势，但坦克部队之间的遭遇战却常常具有间歇性和激烈性的特点。作战双方都损失了大量坦克，例如，两个主要参战国的各方都损失了80%的坦克乘员。在一次持久的消耗战中，德军损失了260辆坦克中的230辆；而在将他们带入埃及的胜利之战中，德军和意军在战斗开始时拥560辆坦克，但当越过埃及边界时，只剩下58辆了。在双方交战中，英军损失坦克的数量也大体相当。



　　这些交战的战术结果，也就是使敌方与己方的消耗，对战略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损失是灾难性的，但军队仍能保持士气继续作战，因为坦克的损失并不反映人员的伤亡。车组人员常常未受伤害地从损毁的坦克中逃出来。而且高强度的使用和高低不平的地形也意味着更多的机械故障，这也是造成坦克损失的主要原因。因为控制战场，胜利者能够占有那些失去作战能力的坦克，其中许多能够修好，这样就明显地减少了自己的消耗，同时还可以占有很多敌人遗弃的卡车。




新式和改进的武器




　　在这场战争中，飞机的改进相对地较小。很多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军中服役的飞机，经过一些改进后一直用到战争结束。发动机功率、速度和携带能力的增加是改进的主要标志。美国使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大型4个发动机的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以前就有。他们的这种飞机主要用于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随着除俯冲轰炸以外的交战方法的改进，低空对地攻击飞机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低空单发和双发飞机投弹轰炸卡车、铁路和桥梁，用航炮、机枪乃至火箭袭击地面部队和车辆。战斗机机体和功率也增大了，不仅装有航炮，也能携带炸弹或火箭，使其很容易地变成了战斗轰炸机，其装备可以很好地执行空中格斗和对地轰炸两种任务。俄军使用的这类飞机以及一些专用对地攻击飞机，装有37毫米航炮，其火力甚至能击穿大型坦克的薄水平装甲。使用这类航炮、炸弹和火箭的飞机，对没有防护的坦克是极具杀伤力的。于是，这类飞机复活了轻骑兵的优势。当年，土耳其骑兵弓箭手所具有的这种优势，在曼齐克尔特对抗拜占庭重型骑兵的战斗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场战争使坦克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开始阶段，在欧洲军队中有代表性的主要类型的坦克重10到15吨，装有37毫米口径、射速适中的火炮。到1945年，这种坦克已几乎没有用处。替代的坦克重25到35吨，装有3英寸高射速火炮，在所有参战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和俄国人拥有重量超过40吨的坦克，其中一些装有大于3英寸的高速炮。坦克装甲也越来越厚，4英寸厚的装甲像战争爆发时1.5英寸的装甲一样普通。坦克的速度几乎没有变化，每小时20-30英里仍是典型的速度。



　　坦克的这些改进，特别是装上了较大口径的高射速火炮，并不是为了满足坦克原来的目的——攻击步兵和机枪；相反，攻击步兵的能力逐步演变为同坦克战斗。随着用于反击甚至防御成为主要目的，使军队装备能够击败敌人坦克的坦克成为必需。德军和俄军还都采用了一种自行火炮。这是一种将火力强大的火炮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无炮塔坦克，虽然其炮口旋转角度不大，但它的底盘较小且性能良好，并拥有对付较大反坦克炮的装甲。



　　装甲卡车继续使用，装甲运兵车数量有所增加。这种车辆常常是前有车轮后有履带，具有较强越野机动能力，用于运载装甲师中伴随坦克的部分步兵。由于很多这样的装甲车两边装有装甲，并装有机枪，因此能够执行攻击仅配备步枪和机枪的步兵这些原来由坦克执行的任务。



　　坦克的发展很像中世纪装甲重型骑兵。由于重型骑兵相互交战，骑兵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战马和铠甲，而对于践踏使用弓箭的轻型步兵或成功地攻击重型步兵队形的侧翼或后方来说，其花费较多的改进当然也是值得的。坦克的改进也是如此，其获得火力更强火炮的需求远比进攻机枪阵地的需求要大得多。因此，坦克体积之所以越来越大，不仅因为坦克要安装较大的火炮，也因为要安装更厚的装甲，这是抵抗对方坦克火力更强的火炮和步兵反坦克武器的攻击所必需的。



　　坦克装甲向越来越厚的方向发展，使现役反坦克火炮很快过时。实战证明，3英寸口径的野战炮作为反坦克炮和重高射炮都是有用的。英国反坦克炮的进步可以作为火炮增大威力，以发挥反坦克作用的设计的例子。战争开始时，英军使用的是一种有效的高初速的火炮，其弹丸重2.5磅，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军使用的是一种在发射7磅重炮弹火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发射17磅重炮弹的大炮。由于在炮弹重量增长的同时，其炮弹初速的提高较小，所以其发射药量增大了7倍多；而缩小火炮体积的初衷则意味着火炮的重量仅增加了2.5倍多一点。不过，反坦克火炮发展的结果是，比同口径的野战火炮重，炮弹重量相当于标准榴弹炮炮弹的两倍。为了对付大型坦克的厚装甲，反坦克火炮变得像传统火炮一样笨重和难以机动。



　　但是，另一个变化也是重要的，就是使反坦克武器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肩射反坦克枪的灵活性。这种反坦克枪与很久以前用来抵抗重型骑兵进攻的长矛所具有的便携性差不多。战争中出现了一种由一名士兵携带，1-2名士兵就能发射的反坦克火箭筒，美军给它的绰号是“巴祖卡”。这种武器在战争中期开始使用，并证明能有效地穿透坦克钢板。由于火箭初速低，火箭弹依靠动能不能穿透坦克钢板，所以火箭弹要靠炮弹中的锥形装药。这种装药成很深的锥形凹形，火药爆炸时，爆炸力集中在空的圆锥形的空间，由此而产生的定向热流能熔化坦克钢板，在上面穿透一个小洞，爆炸的冲击波同熔化钢板所产生的某些物质就通过这个小洞进入坦克。由于坦克里空间有限，因此能对坦克乘员和坦克部件造成灾难性影响。



　　火箭筒和专用火箭弹的便携性，使技能熟练、作战勇敢的士兵能够从两侧伏击敌人坦克。只是这种火箭筒的威力较小，若从正面射击，就难以穿透很厚的坦克前装甲。于是到战争结束时，步兵虽然又获得了一种反坦克武器，但对于反坦克防御来说，它仍不足以弥补火力猛、初速大的反坦克火炮以及隐蔽于防御掩体、像中世纪下马骑兵那样作战的机动坦克之火力的不足。



　　无后坐力炮兵分队获得了一种弹道低伸的便携武器，用以补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装备部队的轻型迫击炮。火炮的设计者推出了这种新型火炮。这种火炮允许推进弹丸的一部分火药气体从炮尾释放出去，正好抵消了推进弹丸时火药气体所产生的力，因此这种炮发射时没有后坐力。由于这种炮不必将发射药的全部爆炸力控制在炮膛内，所以其重量较轻，以致炮手从肩上就能发射57毫米炮弹，而炮尾喷出的气流消除了任何后坐力。



　　这样，步兵获得了一种灵活的便携式火炮，其直射火力对步兵的轻型迫击炮的间瞄火力起到了补充作用。不过，无后坐力炮也有几个缺陷。由于无后坐力炮发射时向后喷火，因此不但存在士兵被烧伤的危险，而且向敌人暴露了射击位置；初速低和射程有限使它们只能作为步兵武器；最主要的是其穿甲力较差，尽管有些无后坐力武器的口径超过了4英寸。于是为了用于反坦克，无后坐力炮不得不依靠锥形装药，以弥补炮弹不旋转而造成的穿甲力差的弱点。火箭弹飞行时靠尾翼起稳定作用，而不是像普通炮弹那样靠旋转。实战证明，无后坐力炮是一种不错的反坦克武器。步兵由此得到了一种多用途武器，增强了反坦克能力。






插图10.275毫米无后坐力炮



　　火箭还有很多其他用途，例如，作为区域压制的支援火炮。火箭在飞机上也有用处，战斗机可以使用火箭攻击轰炸机队形，而低空轰炸机、战斗轰炸机也可以使用火箭攻击地面目标。德国人也使用一种叫做V2的弹道火箭攻击英国目标。这种重8吨的火箭能携带1，000磅炸药，射程为200英里，先升至高达8英里的空中，而后以截击机和高射炮难以拦截的速度下降。但它准确性较差，其最小的攻击目标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这样它才能瞄准并捕获目标。






插图10.3火箭炮



　　小型雷达装置的发展，使其能够被安装在炮弹里，当炮弹接近目标时，雷达引爆炮弹。这种改进了炮弹性能的引信虽然费用最为昂贵，但对付高空飞行的飞机却有较大价值，因为它无需精确计算飞机的高度。只要装有雷达引信的炮弹接近敌机，引信就能在恰当的时间和高度引爆炮弹。



　　大部分武器变化都引起作战方法的改进。例如，高炮的火控雷达取替了听觉侦察、视觉观察、距离修正，也取代了探照灯。而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特别是火箭，对步兵作战所产生的重大改变在于解放了步兵，使其不再依赖牵引反坦克火炮。改进了的火箭筒，使从中世纪后期直到刺刀出现以前，一直由重型步兵的长矛兵对抗骑兵的任务还给了轻型步兵。



　　德国人的V2弹道导弹是武器革新的一个代表，其射程可达200英里，远远超过了火炮射程，而且像炮弹一样不易受到拦击。但是，由于其精度较差，装药量较小(弹头仅重1，000磅重)，所以在这次战争中还显得不够重要。不过，作为一种初生的武器，与用于战争的其他火箭一样，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炮兵的一项变革。古代发明的大炮，基本是一种支援进攻和防御筑垒据点的固定武器，其他用处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像弹射器和古炮(尚有相当的机动性)的火炮不能伴随装备效能虽不如炮但便于携带的同类武器系统的轻型步兵行动。即使在30年战争中引入重量较轻和比较便于机动的火炮后，炮兵仍只能在进攻中发挥有限作用，而几乎不能在轻型步兵的小规模交战中使用。



　　18世纪对于大炮在火力、精度和机动性方面的改进，使其对进攻做出较大的贡献。架设稳妥的火炮发射的炮弹斜向穿过步兵防线，为进攻进行火力准备。其增强了的机动性使进攻型的炮手能将其较轻的火炮推向前进，支援步兵冲锋，或者有的军队甚至有用人将火炮推到步兵前面占领阵地，而使对方步兵处于炮兵霰弹的火力之下。留在原地的防御步兵抵抗骑兵的攻击，并准备给其火炮快速装填炮弹。攻方炮兵的霰弹使防守者遭受损失严重。实践证明，这些霰弹即使在防御者滑膛枪射程之外发射也是有效的。



　　但是，19世纪的技术发展再一次使炮兵进攻能力贬值。步枪技术的发展使其射程远远超过炮兵的滑膛炮，以致过时的滑膛炮失去了进攻的潜力，再一次成为步兵射击的对象。后膛枪使步兵采用卧姿时也能以较快的速度射击，从而使火炮彻底贬值，因为炮手在射击时必须保持立姿，因而增大了目标，更容易遭到步枪火力的射击。



　　新式的远程线膛炮也未能恢复炮兵与步兵的均势，因为它仍须发射榴霰弹。这种炮弹内部装满了小的飞弹，并装有强力炸药，以便炸开弹壳并将霰弹从空中打向敌人部队。这种炮弹若能具有足够精确的导火线，保证炮弹在敌部队上空爆炸，那它将证明是有效的。这个问题导致法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开发了一种每分钟发射125发的多管机关枪以取代霰弹。为此，法国人将这种机关枪与不能有效压制步枪步兵的线膛炮兵一起使用。但是实践证明，多管机关枪也不能提供预期的进攻火力。



　　19世纪末对导火线的改进使线膛炮终于真正实现了榴霰弹全部威力，而优异的驻退系统则使火炮得以安装防护板。这种射速较快的新式火炮终于恢复了打击步兵的威力，在法国的拿破仑时代着实风光了一阵。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新式火炮未能充分发挥其已经恢复的进攻潜力。不仅步枪的子弹和炮兵的射击驱使步兵构筑地下工事以免受伤，而且在缺少机动性的战争中，新式野炮还不能发挥其机动能力。火炮在战争中主要起进攻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它最古老、最传统的特性，在典型的最主要的攻城战中，火炮是必备武器。不过，火炮造成的伤亡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战争。



　　攻城战使重型火炮增加，并使步兵配备了小型直射火炮、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步兵所拥有的爆炸子弹以及直瞄、间瞄火炮，使其结束了黑火药子弹武器的步兵装备的时代。这些武器中的大多数都是便携式的，能携带机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成为火炮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对火炮的补充。随着飞行速度和载弹量的增加，其作用肯定会不断扩大。炸弹装药量与其重量要比炮弹高得多，因为炸弹不需承受火炮开炮时所产生的力量。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炸弹缺乏火炮的准确性。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炮兵和飞机的分析是一个分水岭，它意味着陆军在地面部队缺少炮兵时，便依靠飞机的炸弹。轰炸取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型炮兵和远程炮兵。因此，轰炸常常在战术态势中发挥主要作用，飞机通常保留其轰炸的战术运用，以便攻击敌人后方的坦克和步兵，并执行袭击交通线和补给仓库等过去由战略轻骑兵执行的任务。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那些年代里，摩托化牵引炮兵的广泛应用，增强的是炮兵的战略机动能力而非其战术作用。当坦克的底盘为榴弹炮提供了能自行的炮架时，炮兵的巨大变化到来了。因为榴弹炮在跟上步兵的战术移动的同时，还能提供间瞄火力支援。这些能自己开动的榴弹炮有足够厚的装甲保护自身和炮组成员免受轻武器火力的伤害。自行火炮除炮以外通常还配备一挺机枪。自行火炮的型号不太好定义：例如，俄国人在坦克底盘上装配了一门射速相当高的76.2毫米炮，其装甲钢板的厚度抵御轻武器射击绰绰有余。自行反坦克炮和用于反坦克的自行野炮中，有一些装甲的厚度不逊于坦克，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自行火炮与坦克的差别。到战争结束时，某些坦克装上了比大多数自行火炮更大的火炮。例如，有一种俄国坦克装的是高速122毫米火炮。法国、英国和美国制造了一种性能可靠的混合式武器——一种车身上装有榴弹炮或机枪，炮塔上装反坦克炮的坦克。这种坦克能像自行火炮一样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近距离内实施直瞄射击。



　　所有这些自行火炮中，一些可以进行间瞄射击，而一些只能实施直瞄射击。由于它们比步兵拥有更强的战术机动能力，并具有更强的独立战略机动能力，所以它们并不纯粹属于几个世纪以来的火炮类武器。



　　如果有人把重型骑兵的主要任务定义为攻击轻型步兵，那么所有自行火炮都可以看作是重型骑兵。但是，如果重型骑兵也必须同其他重型骑兵作战，那么只有那些装有高速火炮的自行火炮才能称为重型骑兵，而自行榴弹炮仍旧仅相当于步兵。不过，正如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如果重型骑兵有时也必须对付重型步兵的话，那么事实证明，自行榴弹炮在对付敌人反坦克炮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在战场上，既无反坦克武器又无防空武器的步兵是没有地位的，自行榴弹炮可以有效对付装备反坦克武器的重型步兵，而对于仅装备防空武器的轻型步兵，其效能甚至更大。



　　显然，通常的武器分类，不再适合于自行火炮，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在不同战斗编组中发挥作用。当榴弹炮运用间瞄火力打击反坦克火炮时，就像持弓箭或火绳枪的轻型步兵进攻长矛兵。当它们打击高射炮时，其行动又有点像重型骑兵骑马撞倒轻步兵。自行火炮的上述两种作用是难以将该兵种划入哪一种传统兵种的原因。因此，这种武器的多种适用性使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精确分类，并且打破了现代武器系统关系中的对称性。不过，这也很容易地解释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目前普遍使用的原因，尽管它的价格比传统的牵引火炮昂贵。




技术与战略的相互作用




　　重要的是不要仅以新武器的质和量为基础来解释战役的结果。请看1940年5月和6月德国人发动的战役。当时德军与敌人相比，人数相等，火炮性能相当但数量却比敌人少得多，然而他们打赢了。在新武器方面，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拥有足够的反坦克炮，其数量与德军坦克相比完全占有优势，并且拥有大量坦克，其平均重量和作战性能均优于德军的坦克。



　　只有在飞机和高炮方面，德军数量较多而且技高一筹。不过，飞机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尽管在战术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削弱法军战略机动性方面没有多大作为。飞机曾在德军于色当附近强渡默兹河的过程中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但即使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德军在此强渡失败，从其北方迪南强渡默兹河的德军也能迂回位于色当和蒙泰米默兹河边的两个法军阵地。因此，德国空军技术上的优势在决定这次战役的结果方面起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其数量较多的高炮和反坦克炮大。



　　技术的重要影响经历了重建长期制约战术的4种基本武器系统的过程，这一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得以完成。坦克获得了重型骑兵战略机动能力的特性，装备航炮和火箭的飞机仿效古代的轻骑兵攻击坦克这种重型骑兵。卡车扩大了战争的空间，给步兵及其枪炮以及非乘骑新式武器系统，如反坦克炮和高射炮赋予了战略机动能力。此外，卡车还解决了流动性很强、兵力密度很高的战争中的军火、燃料和食物的供应问题。



　　4种武器系统的回归并非再现遥远过去的战争。以前将军们通常的共识是，在1英里或更宽一点的战场上部署其武器系统，以使其阵形能够相互支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大兵力密度与拿破仑式疏散——不可能再现古代、中世纪或30年战争的战术和战略环境。



　　这些拿破仑式的条件增加了保持对各武器系统进行恰当合成编组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军队只有步兵和重骑兵，而且步兵比骑兵在防御上占优势，但兵力疏散问题就已出现了。1940年的战争形势明显不同，兵力疏散意味着乘车部队集中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攻击防御者，就像一支人数众多的重型骑兵部队击溃少量长矛兵，或像一大批土耳其乘马弓箭手战胜一小群弩箭手。兰切斯特关于当部队拥有投射武器时，数量较大的部队就拥有优势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较大数量的坦克能战胜数量较少的反坦克火炮，尽管后者拥有固定不动进行防御的有利条件。



　　由于将军们已不能再依靠与敌武器系统编成相似的部队作战，所以各类乘车和徒步部队的战略区分就具有了过去所没有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军队，各兵种的编成形式都是相似的。当德国人集中其全部坦克和全部摩托化步兵武器组建成坦克师，并与空军建立起协同时，就建立起了一支由配属牵引反坦克火炮和高射炮的乘车部队组成的、具有战略机动能力的强大的战略性联合作战部队。法国人也这样做了，但德国人运用这种多兵种合成部队实施拿破仑最重要的机动。



　　当战略机动能力与敌相同时，将军们实施迂回运动总会遇到困难。这意味着具有洞察力并保持警惕的敌人总能避免被对方迂回。但将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集中在一起，使德军将领拥有了迂回机警之敌所需要的战略机动能力的优势。德军先在法国小试牛刀，而后在俄国一次又一次运用这种优势，实施战略钳形合围。坦克师由于拥有那样多的坦克而具有充足的战略机动能力，再现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亚历山大大帝重型骑兵部队战术进攻的风采。而且像亚历山大的军队一样，德军坦克师也具有所有4种武器系统的合适比例。德国人知道怎样将4种武器系统的战术结合起来，而且做的同亚历山大一样出色。另外，他还应用了拿破仑会战的疏散方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表现出高水平的协同，而这种协同因无线电通信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这些拿破仑式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其对手虽然拥有大量士兵，但缺乏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所具有的战略机动能力。在北非沙漠战役的初期，英军曾再次对意大利步兵实施了迂回运动。但是当德军抵达，意大利军队也向北非派遣了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之后，4种武器系统以最纯粹的形式再现生机。高射炮或反坦克火炮负责防御敌人的坦克和飞机，步兵只要离开高射炮及其火力范围，就无所作为。此外，除了守卫要塞和城市的部队以外，所有的师都有乘车实施战略机动的能力。



　　当然，在双方战略机动能力都不强时，也会出现迂回运动，正如过去那样，在不具备机动能力优势的情况下，将军们也曾抵达其对手的后方。但是，在兵力密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敌军特别依赖交通线，用以补充因沙漠地形而造成的燃料和军火的大量消耗，但这些断敌退路的迂回运动也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造成这种低兵力密度现象的原因，一是战场的广阔，二是双方都把非洲战场视为次要地位。但是，车载武器系统以及为反坦克火炮、高射炮及其炮手提供战略机动能力的卡车、履带车辆，费用相对高昂，因而就提高了军队的费用，也意味着部队的数量较少。北非车载军队同拜占庭军队有很多相同之处。拜占庭军队与早期主要依靠步兵作战的罗马帝国军队相比，在规模上就要小得多。



　　当然，这种在沙漠地形和在1940年的法国都取得成功的新战争样式，并不总是成功的。例如，在俄国北部的森林地区，地形使坦克和飞机处于辅助地位，因而在那里进行的战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大区别。




战略轰炸




　　英国和美国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创建重型轰炸机部队，企图用这支部队削弱敌人经济，以后勤战略打赢这场战争。但两国在卷入战争时都没有准备好足够的飞机，英国仅有少量双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其载弹能力有限。



　　1939年英国人使用小型远程轰炸机进行轰炸，到1940年，在实施空袭完成后勤战略任务时出现了未预见到的问题。实践证明，要准确投弹确实很难，有时甚至连寻找目标城市都会成为巨大的挑战。此外，没有护航的轰炸机尽管有机载防御机枪，但在战斗机的攻击下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灾难性的脆弱性。比如，在早期的一次空袭中，起飞的22架英国轰炸机有15架没有返回基地。这样，英国轰炸机有了同德国1940年夏攻击英国时相同的遭遇战斗机的经历。由于战斗机不具有为轰炸机护航所需要的航程，所以英国人不久便采取了夜间轰炸的作战计划。因为在夜间，截击机性能大为降低，防空炮火也需要依赖靠不住甚至常常无效的探照灯的帮助。



　　但是，夜间轰炸也增加了搜寻目标的困难性和轰炸目标的盲目性。对夜间轰炸所进行的航空侦察发现，只有1/10的炸弹落在目标周围1英里的范围内。同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夜间轰炸布里盆地相比，英国人的轰炸只是有了些许改进而已。这些问题导致英国人修改轰炸敌人工业的目标。他们不再试图攻击敌人特定的工厂或铁路调车场，而是轰炸整个敌占区，攻击的目标则是生产力要素——建筑物、机器和生产工具，而不是首都。城市、士气、工人的生命就这样变成了夜间空袭的后勤性目标。



　　后勤性轰炸目标的变化改变了轰炸的性质。进行夜间区域性轰炸，必须考虑战略轰炸理论——通过袭击的恐怖迫使敌人放弃战争——的政治影响。很多空军理论的阐述者认为，空袭通过破坏财产和杀死市民，像土耳其人在小亚西亚、蒙古人在花刺子模所做的那样，能迫使敌人投降。但是德国1940年对英国城市的空袭并没产生这样的效果，英国公民的士气和决心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坚强了。这样，英国人就没有理由期待德国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



　　到1943年，英国人有了继续其破坏敌人城市战略所需要的资源。其四发动机飞机的生产规模扩大，直到生产出700-8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通过使用雷达和无线电信号发射机，改善了投弹的准确性，由1941年只有20%的炸弹落在瞄准点5英里之内，上升至1943年60%的炸弹落在瞄准点3英里之内。这样的精度对于轰炸大城市是足够了。在轰炸的实施过程中，英国人也增加了4磅燃烧弹的比重，结合使用某些高爆炸弹，用以破坏建筑物，使城市成为对消防人员来说也是不安全的场所。



　　英国人还进一步完善了轰炸方法，集中兵力夜袭一座城市。轰炸时，整个空袭兵力可达400-500架轰炸机，在1-3个小时内相继飞临目标城市的上空。这样，保证了兵力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的集中。此外，他们还使用金属化的纸箔，当这些纸箔从飞机上投下时，通过反射雷达波干扰敌人的雷达，使其失去作用。这项技术在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了德军，即影响了对防空火力的控制和对起飞飞机的指挥。



　　1943年夏，英国人将其全部最新技术应用到对德国第二大城市、港口和工业城市汉堡的轰炸之中。24日夜到25日凌晨，791架几乎全是4发动机的轰炸机空袭了这座城市。这次，英国人仅损失20架飞机。在此后的3个夜间，共有787架飞机投掷了1，200吨燃烧弹和炸弹，引起一场大火，大火产生的风又助长了火势。这场大火引起的大风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并将很多树和人刮进大火之中。



　　温度达华氏1，400度以上的热浪闷死或烧死了很多市民，位于地下掩蔽部内的市民未受损伤。这次空袭及其引起的大火彻底摧毁了城市的消防能力，也摧毁了民间防御能力。轰炸使超过9平方英里的市区成为废墟，300，000所房子遭到破坏或损伤。第3次空袭由于受到不良气象条件的影响，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在轰炸汉堡中，对于城市、市民和士气的攻击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空袭中遭殃的人数超过40，000，这几乎是整个城市的市民。



　　不过，这次恐怖政治战略的惩戒性应用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小规模空袭并未带来和平。毫无疑问，德国人对空袭所作的准备比较充分，以及其城市的建筑物更加现代化，有助于解释使汉堡出现很高伤亡率的空袭为什么再没有重演的原因。空袭的恐怖未能使德国民众精神屈服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德国政府，在于政府对无线电广播和报纸等舆论的控制，以及他们影响公众观点的能力。空袭者不明确的战争目标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空袭的结果与土耳其人和蒙古人恐怖战略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这是令人费解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在1942年美国轰炸机参战后，单纯后勤战略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因为有了更精确的轰炸瞄准具，而且轰炸机装备了防卫能力更强的机枪，美国人想坚持原来的主张，采取白天准确轰炸的方法，破坏敌人重要的后勤供应目标，削弱敌人的经济力。于是在1943年初，美国轰炸机开始了小规模无战斗机护航的对德国的昼间空袭。这样的空袭使轰炸机损失惨重。在一次空袭中，出动轰炸机14架，损失4架。尽管损失惨重，美国轰炸机仍坚持出动。他们相信当兵力增大时，众多轰炸机上装备的机枪能提供足够的防卫。



　　1943年8月1日，147架飞机轰炸了罗马尼亚油田，共损失54架飞机。8月17日，315架飞机轰炸了两个在后勤上更加重要的目标：梅瑟施米特飞机制造厂和一个滚珠轴承厂。空袭中，美国轰炸机群遇到了高射炮和300架战斗机的抵抗，自己损失60架飞机，击落德国飞机27架。美国人相信他们击落了288架德国战斗机，但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士气的鼓舞而已。这次空袭尽管投下了724吨炸弹，但对目标的破坏甚小。若照这样损失下去，美国轰炸机部队不久就会消耗殆尽。



　　10月29日，291架美国轰炸机对滚珠轴承厂又进行了一次高强度轰炸，共损失了60架飞机，但对该工厂的生产没有造成明显破坏。这次空袭是一周轰炸的顶峰，一周来共损失了88架飞机。显然，无护航白天轰炸的原则再一次失败了。而且，虽然美国的轰炸机群增加了，但德国的战斗机群照样增加了，从1943年初的1，100架战斗机，增加到到1944年初的1，600架。



　　英国人也未能使其在汉堡的胜利重演。德国人学会了对付金属箔片干扰的方法，使防空炮火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有效性，对战斗机夜战的地面指挥能力也同样恢复了。这些战斗机根据指示接近由地面雷达定位的轰炸机，使用机载雷达接近并击落英国轰炸机。至1943年秋，英国每次空袭损失的飞机平均数超过了5%，几乎接近了英国空军相信的可能会阻止其继续轰炸的7%的损失率。而且英国也不能像在汉堡那样使更多德国城市沦为焦土。对柏林的空袭失败了，其原因是柏林市布局不紧，现代化建筑较多，难以引起像汉堡那样大的火灾。



　　1944年，英美空军将其大部分作战力量转移到支持即将到来的登陆行动上。他们减少了深入德国上空的活动，因而减少了飞机特别是美军飞机的损失。但是，英国人的困难仍在继续。例如，1944年3月，英国一次空袭出动飞机791架，损失了94架，还有一些飞机损坏到需要大修的程度。根据英国轰炸机司令部证实的消息，在这次战争中，夜间轰炸付出了沉重代价，共死亡55，000人。



　　但是到1944年春季，美国通过为轰炸机护航，取得了对德国昼间防空的决定性胜利。他们为战斗机加装了另外的油箱，即副油箱，其燃料可以使战斗机飞至目标上空。接着，战斗机扔掉副油箱，同德国战斗机格斗，保护自己的轰炸机，并重创德机。战斗机所带的主油箱足够空战和返回基地之用。



　　到1944年夏季，盟军增加了大量4发动机轰炸机实施定期空袭。到那时为止，英美轰炸机在德国领土上共投下了大约750，000吨炸弹。但是，在1942年到1944年期间，德国的军工生产翻了一番。德国经济更加彻底的动员，以及战俘和外国劳工的劳动，不仅补偿了空袭造成的有限损失，甚至还有余。



　　1944年9月，盟军在法国战役中的胜利使英美空军能够全力对德国实施有增无减的连续轰炸。尽管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英国人关于利用雷达指示轰炸城市的观点，但他们仍在寻找重要的后勤目标实施轰炸。运输设施和合成油生产工厂是注意的重点，因为德国经济和军队若没有这些重要的后勤支柱便运转失灵。



　　盟军空军为这次战役动用了前所未有的资源。英国用1000架重型轰炸机，美国在联合王国驻有2000架，还有1200架以意大利为基地。他们拥有足够的战斗机为美国轰炸机护航，而英国则有机载电子设备，可干扰德国的雷达和无线电信号，破坏敌人的夜间防空能力。



　　这次战役取得了重大效果。例如，在1944年的最后几个月，英机投弹总量是上一年同期的4倍。从1944年中期到第二年春天战争结束，英、美又投下了将近2百万吨炸弹。实践证明，美国曾努力实施的昼间轰炸的后勤战略原则，除了破坏房屋和杀死平民以外，并无更大意义。他们也曾试图轰炸德国的飞机制造厂，但由于这些工厂比较分散，没取得很大成功。德国飞机的产量在1944年9月达到了高峰。那时，德国飞机制造业已经生产了3，538架飞机，而1944年秋季与往年同期相比，飞机的产量达到最高峰。



　　对铁路、汽油合成工厂等新目标的轰炸产生了重要成果。比如，从鲁尔运出的煤减少了75%，煤的减少又使包括钢铁在内的工业生产减少了。轰炸及罗马尼亚油田的损失，导致了石油产量的灾难性下降，以至于飞行员训练飞行的时间不得不缩短，最终发现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事实证明，单纯后勤战略，即扩大了战斗机护航的航程，用轻型轰炸机对敌人的后勤目标进行适当而又精确的轰炸是有效的。但效果的出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即盟军已经在海上打败了德国人，并即将在陆地上打败他们。即使是此时，也很难看出轰炸机部队能够很快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后勤战略任务。只有白天精确的轰炸才能确保击中并摧毁敌人石油和运输目标。而且，实践证明，工厂和铁路的抗空袭能力是如此之强，而其修复又是如此容易，以致只有连续实施大规模白天空袭才能有效地摧毁它们。这样的袭击若在早些时候进行，必会受到尚未受损失的德国防空力量的抵抗，而若集中打击这些目标，德国人的防空力量也必然会在这里做相应的集中。



　　英美战略轰炸机部队若按原来的编成，可能缺乏实施1943年战役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一支结构不同的部队，也就是一支由较少轰炸机、大量航程增大的护航战斗机编成的部队，才能实施1943年这样的后勤轰炸战役。若如此，战争时间可能会适当缩短。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轰炸与海上封锁有点类似：没有海军优势，就不能封锁，只能实施袭击并造成一定损害，但难以封死海上运输线。



　　分析的最终结论是，战略轰炸计划对于打赢这场战争没有做出多大贡献。英国投入战略轰炸的兵力接近其总兵力的1/3，而且运用得还不错。美国投入战略轰炸的兵力所占比重可能同英国差不多。这些用于战略轰炸的投入无疑超过了德国人用于防空和重建被毁工厂、铁路资源的费用，尽管这些任务使用了200万人和近一半的德国空军力量。



　　英国在1944年共制造了40，000架飞机，其中包括很多双发动机和4发动机飞机。德国和俄国也制造了同样数量的飞机，尽管其中小型单发动机飞机所占比重较大。即使不算这一年美国生产的100，000架飞机中用于欧洲战场的数量，仅英国和俄国就已经占据了飞机数量上的战术优势。



　　对飞机的比较可以说明战略轰炸所需要的巨大投入。1944年，英、美共投入了4200架4发动机飞机进行战略轰炸，德军投入1600架战斗机防御。由于轰炸机的重量是战斗机的6倍，两种部队财力投入的比率同其重量的比率相似，即252：16，或近似16：1。这是真的，轰炸机只有4个发动机和7个以上人员组成的机组，但轰炸机组人员的平均素质不如战斗机的飞行员。不过，由于3200架轰炸机都有两个机组，所以16：1的资源消耗比例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当然，若再考虑到德国人复杂的防空体系、英美投入战斗机对轰炸机护航，16：1的比率尚不能完全反映总资源消耗的比例，但这已足以说明战略轰炸计划的巨大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结束时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仅仅完成了在日本和德国已经进行的普通轰炸任务。一颗原子弹虽然至多相当于20000吨普通炸弹的爆炸力，但一次空袭，由一架飞机完成了早些时候需要1000架飞机几次才能完成的轰炸任务。当然，原子弹的意义不仅是轰炸效率的提高，它带来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武器。战后核弹能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体积的减小，突出了新旧两种炸弹的区别。




以两类主力战舰进行的海战




　　从主要轮廓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与25年前差别不大。面对英军在战舰方面的较大优势，德国人没有努力保持一支作战舰队。相反，德国海军把舰队当作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使用。这些袭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为战列舰的强大的火力会很快击沉相当数量被战舰护航的商船。对于这些武装快船的搜寻不仅显示出蒸气推进船和无线电如何增大了兵力密度，同时也显示了以陆地和海上为基地的飞机，使从帆船取代划船时就已开始的这种倾向加强到了何种程度。



　　最壮观的袭击发生在1941年，当时德国1艘大型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驶入了大西洋。由于英国有13艘战列舰、3艘战斗巡洋舰，所以仅一艘德国战列舰应该不会对英国舰船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英国战列舰中有11艘是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舰，航速低于24节。两艘新式战列舰具有与“俾斯麦”号相似的速度(30节)，但是造船厂将它们建造得如此现代化，以致于全舰人员不能充分使用火炮，或者无法满载弹药，以保证全速射击。事实上，英军打算依靠两艘速度快的现代化法国战列舰去对付“俾斯麦号”，可是由于法国战败，因而也就失去了法国的这部分战斗力。英军只能依靠自己的新式战列舰和战斗巡洋舰。这是仅有的航速足以同“俾斯麦”号交战的军舰。



　　1941年5月，英军得知“俾斯麦”号去了挪威，并准备进行一次袭击，于是派出两个舰艇编队去拦截它，并保护11艘正在北大西洋护航的军舰。英军将“乔治国王五世”号(舰载10门14英寸火炮，装甲厚度为14英寸)和战斗巡洋舰“击退”号(舰载6门15英寸火炮，装甲厚度9英寸)编为一队；将“威尔士王子”号同战斗巡洋舰“胡德”号编为一队。“威尔士王子”号是一艘新建的船，下海时还有工人在甲板上干活。“胡德”号舰载8门15英寸火炮，甲板厚度为12英寸，其体积和航速与“俾斯麦”号相当，但其侧甲板代表了起源于一战时期的设计，其厚度缺乏足够防护能力，特别是难以抵抗“俾斯麦”号的8门15英寸火炮的轰击。“击退”号的薄弱甲板根本抗不住“俾斯麦”号的轰击，但英军的假设是德军将集中“俾斯麦”号的火力打击“乔治五世国王”号，这样“击退”号就可以其舰载的6门15英寸火炮和其它两艘较小的军舰一起，形成对“俾斯麦”号的火力优势。尽管英国海军司令知道“胡德”号的不足，但他们就是不相信“胡德”号根本没资格同“俾斯麦”号交战。



　　当“俾斯麦”号同一艘巡洋舰正向挪威海岸航行之时，英军飞机发现了它们的航线，后来又在它离开挪威海岸时得到了确认。英国上将托维是位天才的司令官，在日德兰半岛战斗中赢得了荣誉。他自己的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由“击退”号和“胜利”号航空母舰伴随，正在冰岛东部水域航行。他派出两艘巡洋舰去观察冰岛和格陵兰岛之间的通路，以“胡德”号和“威尔士王子”号跟随支援。派出的巡洋舰发现了“俾斯麦”号，尾随其后并用雷达测定了它的位置。1941年5月24日下午，“胡德”号和“威尔士王子”号拦截“俾斯麦”号，并以近乎垂直的接近方式快速缩短与德国军舰的距离。“俾斯麦”号向英军首舰“胡德”号开炮，该舰中弹爆炸，几乎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正像3艘巡洋舰在日德兰半岛海战中所经历的那样。可能是由于“胡德”号采取端点接近方式，“俾斯麦”号在打击“胡德”号薄弱的后甲板之前，一发15英寸炮弹不必穿透厚厚的侧甲板，就击中了“胡德”号的弹药库。



　　由于下水时几乎还没完工，所以“威尔士王子”号缓慢地发射了10发14英寸的炮弹之后，就迅速撤离了战场。不过，它在撤离前又给了“俾斯麦”号最后一击，击中了一个油箱。由于油箱漏油，德舰队司令放弃巡航，决定在绕向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之前向南行驶。由于英军巡洋舰仍在追踪追击，所以“胜利”号的飞机驾驶员知道“俾斯麦”号的位置，并用鱼雷攻击它。他们确保至少有一枚鱼雷击中，但这种老式航空母舰飞机携带的小鱼雷对“俾斯麦”号的影响很小。



　　然后“俾斯麦”号巧妙地甩掉跟踪的英国巡洋舰，向法国海岸驶去。英国人继续搜索，直到5月26日早晨，一架从陆上基地起飞的侦察机才找到它。此时，海军上将托维的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位于“俾斯麦”号的西方，正在速度慢但火力强大、装甲坚固的老式战列舰“罗德尼”号的伴随下航行。不过，英国已从直布罗陀向西北方向派出了现代化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老式战斗巡洋舰“声望”号。这艘战斗巡洋舰与“击退”号一样甲板很薄。尽管海面波涛汹涌，使航空母舰飞机甲板升降落差达50多英尺，但飞机还是实施了二次攻击，有两枚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击毁了它的舵，使它不能继续向法国海岸航行，也不能以1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



　　海军上将托维追上了“俾斯麦”号。事实证明，“罗德尼”号是“俾斯麦”号最可怕的克星，它始终保持高射速用其16英寸火炮向“俾斯麦”号射击。英舰很快就摧毁了“俾斯麦”号的露天炮塔。当“罗德尼”号向前靠拢，射程缩小到5，000码时，一些16英寸炮弹甚至穿过“俾斯麦”号未装甲部分，落在很远的水里。另一些炮弹击中了装甲部分，彻底地摧毁了它的进攻能力。老式的“罗德尼”号甚至还携带着鱼雷，并确实用一枚特大号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然而，像在福克兰群岛之战中的德国装甲巡洋舰一样，“俾斯麦”号虽然被打败了，但想用炮火击沉它却是困难的。英国巡洋舰上的一枚鱼雷最终完成了击沉它的任务。



　　击沉“俾斯麦”号战役显示了飞机和航空母舰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以巨浪和低能见度为特征的北大西洋天气限制了飞机和航空母舰的使用。若海面平静、万里无云，各舰载60多架飞机的航空母舰“胜利”号和“皇家方舟”号，就有能力在“俾斯麦”号的大炮射程之外将其发现并击沉。不过，以陆地为基地的侦察机和“皇家方舟”号舰载鱼雷攻击机在击沉“俾斯麦”号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皇家方舟”号有“声望”号战斗巡洋舰护航，也显示了飞机与炮舰的互相依存性质。如果伴随“俾斯麦”号的火力强大的巡洋舰向“皇家方舟”攻击，这艘航空母舰就需要战斗巡洋舰提供保护。



　　在地中海，海洋和气候条件均适于航空母舰作战，但紧靠意大利国土的作战行动很多，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对航空母舰也是严重威胁。与装甲战列舰不同，非装甲航空母舰除了船体上的防鱼雷和水雷的密封仓外，并无被动防卫设施。英国新型航空母舰有较薄的装甲，但在关键的1940-1942年期间，只有极少数使用。此外，英国地中海舰队很少保持一艘以上的航空母舰。但是英国人充分使用了速度慢的老式战列舰，使这些装有8门15英寸大炮的战列舰比意大利体积较小、速度很快，装有320毫米大炮的老式战列舰表现更好，而且比意军两艘装有9门15英寸大炮的高速新式战列舰也不差。这样意大利在分舰队的速度上占优势，英国则在舰队的火力和航空母舰上占优势(意大利人尚无航空母舰)。



　　意大利对处于英国直布罗陀舰队和较大的埃及舰队之间的中心地带颇为得意。由于较弱的英国舰队不在港口停留，所以意大利舰队就有机会使用其位处内线、兵力较大、速度较快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英国舰队，使其遭受决定性失败。但是，飞机和雷达使观察的改善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速度较慢的英国舰队能对意大利舰队的接近适时报警，并以后撤的方法(像陆军一样)避免战斗，而英国的舰载飞机则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容易了。然而，海战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相反双方舰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陆军非洲作战部队的补给线和攻击敌人的补给线上。



　　因此，双方均未控制地中海，都在威胁对方的主要运输线。双方的运输线是交叉的：英国穿越地中海向他们在埃及的部队进行补给，正好同意大利向驻利比亚部队提供补给的运输线交叉。于是舰队经常遭遇，相互攻击，以保卫自己的运输船队。一开始，英国拥有老式航空母舰“鹰”号及其以埃及为基地的编队。该舰首战击沉了一艘意大利驱逐舰和在北非港口的货船，接着又支援与意大利舰队遭遇的英国舰队作战。当时双方舰队都正在为运输船队护航。从“鹰”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发起攻击，但未对意大利舰船造成任何损失。从陆上起飞的意大利轰炸机在高空袭击了英国船只，但也只有一枚炸弹命中了英国一艘巡洋舰，其他舰船只受到轻微破坏，“鹰”号航空母舰未被击中。对意大利人来说，这还算幸运，事实证明高空轰炸基本无效；不仅如此，他们的轰炸机不仅攻击了英国人，也错误地攻击了己方舰队。



　　后来，“鹰”号航空母舰共击沉了4艘意大利驱逐舰。在此之后，它又进行了一次也许是本次战争中最伟大的打击。战争期间英国首任海军司令，精于算计而又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决定进攻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为了使较强的意大利空军失去作战能力，他计划在夜间使用舰载飞机实施攻击。于是，在11月11日夜间，在从陆地上起飞的飞机配合下，用一艘航空母舰攻击了驻扎在工事坚固的塔兰托港的意大利舰队。在两波攻击之间，英军使用照明弹照亮港口，鱼雷攻击机实施攻击，意军一艘大型新式战列舰被命中3枚，而另外两艘虽然较老但进行了彻底现代化改造的战列舰各被命中一枚。两艘意舰被击沉，另一艘也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次攻击，使意大利海军战舰的作战能力损失一半，而英军仅损失了2架飞机。






插图10.4鱼雷攻击机



　　对塔兰托港意军舰队的成功空袭，达到了运用海军进行轰炸而又不使自己的战列舰暴露在岸炮强大火力之下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岸防炮兵保持着长期以来建立起的对海作战的优势。因为岸防炮仍具有发射平台稳固的优势。在雷达运用之前，由于岸防炮位于陆地，所以不仅能较好地确定射程，而且能得到坚固防护掩体的保护，使自己免受敌人炮火的攻击，同时火炮重量也不会像海上舰船那样受到限制。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海军一直能够成功地执行了对设防港口的夜袭任务，但英国鱼雷攻击机所取得的胜利不同于水面舰艇利用夜暗躲过岸防炮火所取得的那些胜利。更确切地说，这次胜利是鱼雷攻击机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防御体系，即防守港口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的挑战。即使不具有突然性和夜暗条件，英国这次攻击也改变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作战方式。他们不是像日本人在亚速港所做的那样，以主力战舰冒着岸防炮火去攻击锚地的敌人军舰，而是冒险仅以容易补充的飞机实施攻击，从而使意大利舰队的一半主力战舰失去了作战能力。



　　当然，意大利也可对英国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发起反攻，但反攻不仅需要有足够的俯冲和鱼雷攻击机兵力，而且需要足够的侦察机去发现岸防炮台观察不到的英国舰队。



　　因此，航空母舰作为主力舰种战列舰的陪伴，突破了确实坚不可摧的港口防御，然而既没有完全改变充分准备的防御的优势，也没有消除港口附近负责保卫港口的飞机可能给进攻者造成主力舰损失的危险性。航空母舰的出现还将明显增加保卫海军基地的费用，同时降低了海军基地的安全系数。另一方向，对于进攻的预警，能使防御者快速集结岸上飞机，加强港口的防空能力，并打击敌人的航空母舰。



　　但是，英国只有在海上发现强大的意大利舰队时，才主要用航空母舰与其作战。塔兰托胜利之后不到一周，英国直布罗陀舰队在护航中，其飞机发现了意大利舰队，当这艘惟一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对其进行攻击时，意舰未受损失地撤退了。1941年3月，英国海军护航一支部队增援希腊，意大利海军出动攻击这支护航部队。他们出动了14艘驱逐舰，8艘巡洋舰以及他们惟一的现代化战列舰“维托里奥·维那托”号(时速30节，装有9门15英寸大炮。)若从英国巡洋舰来看，意大利的这支海军力量似乎是足够了。意大利海军坚信：英国只有一艘战列舰能够投入海战。



　　知道意大利海军将攻击护航部队这样有价值的目标之后，海军上将坎宁安命令4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从希腊出航，与其从埃及之南克里特岛出发的舰队会合。坎宁安海军上将麾下共有9艘驱逐舰和3艘(而不是1艘)航速24节的老式战列舰(各装有8门15英寸火炮)。深受英勇无敌、无往不胜海军上将鼓舞的英国舰长和水兵们，以高涨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迎战意大利舰队。从英国航空母舰起飞的一架飞机发现了意大利巡洋舰队的一支小分队，而此时正好意大利战列舰上的一架海上飞机也发现了英国巡洋舰。双方都只看到了对方舰队的一部分。



　　英国巡洋舰看到了意大利巡洋舰，由于后者在数量和火炮的口径上都占优势，英国巡洋舰便向其前进中的舰队退去。意大利军舰在后面追赶，一直到他们担心受到英军克里特岛飞机的攻击才返回；英国巡洋舰又尾随其后，直至遇到“维托里奥·维那托”号战列舰。正当英国巡洋舰在烟幕掩蔽下撤退时，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开始了第一波次攻击。尽管这次攻击未给“维托里奥·维那托”号造成损伤，但确实使意大利舰队司令相信，返回意大利是明智的。于是，他们开足马力返航，英国巡洋舰则紧随其后，后面相当距离上还有3艘航速较慢的英国战列舰跟随。



　　意大利舰队虽然避开了火力较强的英海军分遣舰队的打击，却未能躲过航空母舰上鱼雷攻击机对“维托里奥·维那托”号的第二波次攻击，使其航速降到了19节；傍晚时分所进行的第3波次攻击则确实使1万吨级的“波拉”号巡洋舰瘫痪了。意大利舰队司令命令部队继续撤退，同时命令两艘与“波拉”号类似的巡洋舰在黑夜中回去帮助那艘被击中的巡洋舰。由于没有雷达，3艘装有8门8英寸火炮的意大利巡洋舰未发现装备有8门15英寸火炮、装甲厚度足以抵抗8英寸炮弹轰击的3艘英舰正在靠近。直至英舰探照灯照亮意军一艘巡洋舰，其两侧同时被仅4000码外发射的15英寸炮弹击中时，意大利人才知道英军的到来。就在2艘战列舰这样迅速地摧毁意大利1艘巡洋舰之后，第3艘英国战列舰与其他2艘战列舰一起向意大利的另一艘巡洋舰同时开火，至少有15发重型炮弹命中。在这次击沉3艘意大利巡洋舰的夜间作战中，英国也沉没了2艘驱逐舰。



　　在马塔潘角外进行的灾难性海战之后，意大利人放弃了攻击英海军护航舰队的一切努力，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空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证实了德国以陆地为基地的俯冲轰炸机的有效性。它们严重击伤了4艘航空母舰、击沉了3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还造成了一些其他舰艇的损坏。



　　因此，德国和意大利陆基航空兵、英国老式战列舰的有效运用，以及英国航空母舰太少等因素的存在，便意味着地中海海战只能遵循“俾斯麦”号巡航那样的模式。由于战列舰和航空母舰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停止了单艘大型战舰的孤军作战。如果舰船或主力舰种仅指火力最强的军舰，那么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都可看作主力舰种。易受攻击的航空母舰能够提供侦察和远远大于最大火炮射程的打击能力，成为坚固而防护严密的战列舰的补充，增强了战列舰在强大火炮射程之内打败任何舰种的能力。



　　英国海军之所以在与意大利舰队的作战中连续取胜，是因为他们在两种主力舰上都占优势。虽然英国从来没有超过三、四艘老式战列舰，但他们还是保持了对意大利4艘较快但火力较弱的老式战列舰的优势，对于意大利的两艘新式军舰，除速度外，在其他方面也近于均势。英国甘愿让老式军舰冒险，对取得胜利也起到了作用。英国虽然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但在对手没有一艘，并得不到陆基航空兵有效支援的情况下，也拥有了航空母舰方面的相对优势。



　　然而在太平洋，航空母舰几乎用不着与战列舰分享主力战舰的殊荣。大洋空间广阔，气候宜于空战，而且舰载飞机比任何舰载火炮的射程都远，因而航空母舰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力战舰。由于在太平洋航空母舰与战列舰只有两次遭遇交战，而且在战斗中，双方都有航空母舰的飞机助战，因此航空母舰的交战决定了太平洋制海权的归属和海战的结果。



　　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一样，鱼雷攻击飞机被证明是攻击太平洋上装甲舰的关键武器。鱼雷最初是为水面鱼雷艇设计的，其原始作用已令人生畏，但若是从水下鱼雷艇(潜艇)和空中鱼雷艇(鱼雷攻击机)发射，对海战的影响要大得多。



　　航空母舰还改变了主力舰种的防护性质。英国的航空母舰尽管装有装甲飞行甲板，也同美国非装甲航空母舰一样主要靠高炮实施主动防御，而不像战列舰那样靠装甲板，或像早期战船那样靠厚厚的侧甲板。由于缺少装甲的被动防护，航空母舰还是很脆弱，必须依靠其他战舰的支援而获得防御能力。驱逐舰上的防空武器，原是打算用于同水面鱼雷艇作战的，但它同巡洋舰载防空武器一样，都能为航空母舰提供对空掩护。英国和美国的海军甚至还有高射炮巡洋舰。此外，航空母舰载有战斗机，也能对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提供防卫，使其免受来自对方舰载飞机的攻击。




德国潜艇战役




　　飞机在对抗潜艇的作战行动中也起主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也曾参加海战，但那时潜艇的作用确实值得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战的继续，除了潜艇探测仪或声纳等探测设备外，实践证明在发现敌人潜艇方面要比1918年的水听器好得多。德国人克服早期鱼雷性能较差所造成的困难之后，从无尾波的电子鱼雷[松鼠注：应为电动力鱼雷]和使用电磁、声学设备的寻的鱼雷方面得到了好处。典型的德国潜艇排水量约500吨，下潜深度将近500英尺，水面航速16节，巡航距离超过8，000英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只有56艘潜艇，并非全部都能适于大西洋海战，缺少彻底扼死英国国际贸易航线的能力，但同时，英国也需要更多的护航舰只，以阻止德国潜艇的攻击。不过，在战争的头6个月，德国平均每月击沉英国船舶的总吨数超过了14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18年因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月损失量的一半。大多数潜艇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攻击单独航行的船只。英国未对这些船只护航，是因为要么航速很快，不必护航；要么因为航速太慢，从运输效益角度出发，英国海军部决定不对其护航。



　　1940年3-5月，由于德国派了很多潜艇增援入侵挪威，所以英国船只损失下降了60%；但在这年6月，德国投入战斗的潜艇又达到57艘，而且大部齐装满员，同时出海作战，所以造成的英国船舶损失总吨位达到了35万吨。其他武器系统，如水面武装快船、飞机和水雷的使用，使损失的总吨位接近60万吨。德国潜艇战役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兹引进的一种新战略。






插图10.5德国潜艇



　　邓尼兹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艇指挥官，于1935年掌握了德国潜艇的指挥权。作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有先见之明的策划者和战略家，他很早就决定用集中潜艇的办法对付集中护航。为此，当一艘潜艇发现了一支护航舰队时，它不是进行攻击，而是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护航舰队的位置；其他潜艇则根据来自位于岸上的邓尼兹本人的命令集结起来一起向其攻击。这种战略一次特别成功的应用，是以7艘潜艇击沉了被护航的34艘船中的17艘。这支护航舰队力量不足，仅有4艘战舰。



　　德军的成功还由于他们运用了夜间袭击水面船舶的新的有效战术。夜间袭击使潜艇有更好的观察机会，并利于发挥其水面航速快的优势。潜艇水面航速大约是普通护航舰船的两倍。潜艇在水面作战，不仅由于潜艇的驾驶指挥塔很小而难以被发现，而且还能使敌舰上的潜艇观测器材失去作用。较好的战术与较好的战略相得益彰，使盟军在1940年6-10月这段时间内共损失了150万吨船舶。在此期间，德国人也从占领的挪威和法国海岸得到了重要的长期利益，那就是由这些海岸出发，缩短了潜艇出入商船航线的时间，增加了潜艇攻击商船的数量。



　　由于德国6月派出的潜艇不得不返回基地补充和修理，而且英国面对德国潜艇的威胁增强了护航力量，因而受攻击而沉没的船只减少。英国还加强了空中巡逻。呼啸而过的水上飞机即使速度慢，对潜艇也能构成严重威胁。因为飞机携带深水炸弹，而潜艇防空武器很弱。此外，哪怕是轻微损伤也会使潜艇不能安全下潜，并使其追踪护航船舰队的任务难以完成。



　　1941年潜艇攻击商船的战争仍遵循1940年末建立起来的模式。每月船舶的损失将近20万吨。从战争开始，德国仅损失了31艘潜艇，但他们是忽视了加速建造潜艇的工作，以致制造的潜艇数量仅能补充损失。但是英国建造了更多的护航舰船，并从美国得到了50艘老式驱逐舰，而且美国海军有时直接支援护航，从而抵消了意大利舰队的扩大和德国潜艇的增加。这样就使他们有能力加强护航兵力，将护航线延长到大西洋航线全程护航，而不是仅限于出发和到达前一段航程的护航。



　　1942年，盟军因潜艇攻击而遭受的船舶损失吨位猛增到1941年月平均数的2.5倍，不过这个数字比德国人预期的70万吨还少20万吨。德国海军的胜利部分地归功于潜艇数量的增加。1942年初，德国共有249艘潜艇，可用于作战的为91艘；此年年末，其潜艇总数达到393艘，能用于作战的潜艇增至212艘。潜艇制造计划和乘员的培训急剧增强了德国海军的实力。



　　海军上将邓尼兹集中优势潜艇对付较弱护航舰队的战略是其击沉船舶数量增加的另一个因素。美国一宣布参战，邓尼兹就派潜艇开赴北美海岸，把那里变成了自由攻击无护航船只的狩猎场。美国海军组织起护航舰队之后，邓尼兹又把他的潜艇转移到了加勒比海，接着再一次将潜艇集中在北大西洋一条减弱了护航的新航线上。这一年的后期，他派一支力量很大的潜艇部队去南大西洋，并使用了一些新型远程潜艇和大型补给潜艇。这种补给潜艇集合在海上的指定地点，向小型作战潜艇提供燃料和补给品。



　　为了对付德国潜艇强有力的进攻，英国使用了一种改进型雷达。这种雷达能够发现像潜艇驾驶指挥塔那样的小目标。英国还制造了一种结构紧凑的机载雷达，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夜间在水面航行的潜艇。发现潜艇后，飞机便打开亮度达8千万烛光的探照灯，照亮被雷达发现的潜艇，而后对它进行攻击。德国为了对付英国的雷达，在潜艇上安上了一种能发现雷达的接受器，一旦发现装有雷达的飞机或舰船，便立即下潜。对此，英国在秋天又制造出一种能够使德国雷达探测器失效的，具有不同波长的雷达。这样水上飞机仍对潜艇构成威胁，特别是当英国继续增加空中巡逻次数和范围以后，更是如此。



　　1943年对德国人来说，有希望成为1942年的战事的继续。尽管他们在1942年损失了87艘潜艇，但潜艇总数仍从249艘增加到393艘。这种增长意味着，尽管潜艇部队扩大如此之快，需要大批经过训练的新人加入进来，但也有足够的潜艇官兵生存下来，更精通了潜艇作战。但是，稳步增长的盟军护航舰队官兵的技战术熟练程度提高更快。因为与潜艇和运输舰船相比，护航舰船的损失是很小的，因此防御者技战术熟练程度的提高相对比进攻者快。



　　1943年开始时，德国有理由期待更大的胜利，因为他们现在每月能生产30艘潜艇。3月中旬，两支盟军护航舰队受到总数超过40艘的潜艇集群采用“群狼战术”的协同攻击。在15天的战斗中，潜艇共击沉了21艘盟军舰船，总吨位达14.1万吨。整个3月份，德国潜艇仅在北大西洋就击沉了总吨位达49万吨的盟军舰船。不过，这也是德国潜艇部队的顶点。英美海军改善了作战技能和方法，增和了护航力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其从此开始胜过德国人。



　　英国已经给护航舰队加强了少量飞机。它们利用谷物船或油船无障碍的长甲板，放飞和回收三四架速度慢的老式单发动机“箭鱼”式舰载飞机。不过，早在1941年12月，英国人就开始了用货船改装航空母舰的行动。这些改装后的航空母舰只能携带12架飞机，必须使用弹射器才能使飞机起飞。尽管功能比较原始，但确能为护航舰队提供空中支援。第一架改装的航空母舰是“大胆”号，护航12次之后，在带领一支由32艘舰艇组成的护航舰队从直布罗陀向英国航行时，遭到9艘德国潜艇的攻击，不幸沉没，同时还有一艘驱逐舰也被击沉。不过，护航舰队仅损失了两艘船，而德国则损失了5艘潜艇。



　　到了1943年4月，英国和美国已经有了几艘护航航空母舰，使很多护航舰队有了空中保护，甚至在陆基飞机巡逻不到的大西洋中部水域，也有了空中保护。此外，他们还组建了6到8支护航支援集群，为任何受到德国潜艇群狼战术攻击的护航舰队提供支援，而不是为特定护航舰队提供支援。这些护航支援集群使英美海军能够应用防御者集中兵力的天然优势，反击邓尼兹以进攻性群狼战术攻击单个护航舰队的行动。



　　1943年5月上旬，德国20多艘潜艇攻击了一支得到一个护航支援集群支援的护航舰队。此战，德国潜艇成功地击沉了12艘舰船，但付出了7艘潜艇的代价。当德国潜艇后来集中起来攻击另一支护航舰队时，击沉了3艘舰船，但其1艘潜艇被护航航空母舰“咬人的动物”号上的飞机击沉，另一艘被陆基飞机击沉，第3艘则是被护航舰队和陆基飞机联合击沉的。德国潜艇集中攻击第3支护航舰队时，又遇上被派去支援的“咬人的动物”号。德国潜艇仅击沉了两艘舰船，而德国潜艇2艘被击沉，1艘被击伤。还有一支护航舰队受到4支不同的“群狼”号的攻击，护航舰队无一损伤，而攻击者损却失了5艘潜艇。在5月的一段时间内，12支护航舰队穿越北大西洋，仅损失5艘船，但德国却损失了13艘潜艇。



　　这些作战结果象征着战争未来的格局，那就是随着英美海军战术水平的提高，在陆基飞机和护航航空母舰飞机的支援下，以足够数量的护航舰队完全能够打败德国潜艇的进攻。在英国，随着护航舰队的增加，护航部队的比例也相应扩大，它们再一次证明，加强防御力量就可以改变战争的结果。虽然易受攻击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但并未相应增大防御者的任务，或者说进攻者的机会并未增多。



　　5月份，德国击沉盟军船舶的总吨位不到25万吨，却损失了31艘潜艇。此后，随着防御越来越明显成功，商船的损失率不断下降。整个1943年，德国仅击沉了盟国250万吨船舶；而在这一年里，盟国的造船速度超过了1，400万吨。正像法国人在两个世纪前遇到的情况一样，德国袭击商船的战争遭到了失败。新的技术，像英国破译德国密码的能力，对这场斗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是这场海战，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战争中都是如此。



　　事实上，德国潜艇确实对装有雷达的陆基和舰载飞机的巡逻进行了防御。盟军陆基飞机无情地搔扰驻在法国海岸比斯开湾的德军潜艇，一经发现便用炸弹和深水炸弹攻击。所以，德国潜艇除充电时间外，一般都潜入水下。如果在水面上被发现，那么它们不是下潜就是以加强的防空武器还击。这两种防卫方法都未能证明其足够有效。在1943年7月和8月的5个星期中，德国共损失15艘潜艇。



　　事实证明，飞机这支空中轻骑兵，在对付缺少防空武器和装甲保护的水面船舶方面是有潜力的。但飞机不能把它的成功仅归功于接近目标的速度，机载雷达对那些雷达探测器频率不符的舰艇占有特殊的优势。



　　德国为对付雷达侦察，研制成功了一种通气管，可在水面留有空气出入口，其体积很小，足以避开雷达的探测。这项技术可使潜艇下潜时开动其柴油发动机。不过这只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持续下潜降低了潜艇成员观察的有限辨别力。战争将要结束时，德国人引进了一种水下速度为16节的大型战斗潜艇。这仍然未能改变潜艇和护航舰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德国人开发出不用通气管的过氧化氢发动机无疑也未能达到这个目的。



　　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究其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一样：护航舰队的打击。德国的敌人在这次战争中共损失了2775艘舰船，但其中只有27%的舰船是在护航条件下被击沉驶的。潜艇破坏的船舶总吨位为1457.3万吨，其代价是德国损失781艘、意大利损失85艘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共损失了178艘潜艇，而其对手损失了几乎同样吨位的商船。德国人做出了较大的努力，但结果与付出相比却显得较小。德国的敌人也把较多的资源投入防御。防御性武器较进攻性武器有更多的改进。潜艇探测器比水听器更有效，而飞机和雷达极大地增强了防御者的力量，以致防御部队能够向潜艇发起进攻，即使较好的鱼雷和潜艇也不能抵消这些防御武器的优势。



　　德国人曾运用过一种有效的战略，那就是在一些无护航地区成功地集中优势潜艇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无护航地区包括大西洋中部、北美洲沿岸、加勒比海、南美洲和非洲沿岸，甚至还有印度洋。使用群狼战术攻击护航舰队证明是一种好的战略，但面对获得飞机和雷达支援的力量较强的护航舰队，以及后来集中使用的护航集群的防御火力，德国潜艇无能为力。



　　作战技能在击败潜艇的过程也起到一定作用。德国损失了那么多潜艇，仅1943年就有237艘，结果他们不得不继续派遣新的潜艇和缺乏实战经验的人员参战。但是，由于它们的目标是击沉商船而不是护航舰船，所以敌方的护航舰船和飞机损失微不足道。结果德国潜艇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曾成功击沉潜艇的士兵、指挥官、水兵和飞行员。



　　在潜艇战役期间，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新武器、战术和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水面海战中，舰队的最初力量和造船速度决定了战争的结局，而潜艇战则与其不同，必须经过严酷的交战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



　　德国未能一以贯之地应用后勤战略。实践证明，这种战略不仅对英国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可以建立起一条封锁线，有效地阻止美国支援欧洲盟军。与此相反，英国却熟练地应用了后勤封锁战略，只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未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德国占领了包括罗马尼亚油田在内的欧洲资源丰富的地区，由于可以依赖替代资源，所以尽管有海上封锁，仍能维持其战争努力。



　　但是在亚洲，后勤封锁战略取得了多重胜利。不仅美国潜艇打击日本商船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而且在战争临近结束，日本已经损失大批商船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列岛建立起了一条相当有效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如果实施全面封锁的话，将使日本的钢铁生产减少为涓涓细流，在农业不增产的情况下，日本的食物消耗量将减少到每人1200卡。对于一个岛国应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后勤封锁战略，美国仍不满足，又使用空军进行战略轰炸，加强海上封锁。不过，尽管海军的后勤封锁和空军的战略轰炸都取得了成功，但美国也还是计划以入侵日本列岛的战斗战略夺取胜利。只是入侵战役尚未开始，日本就投降了。














	

 






	















	







	







	









 





	


	







	








	




	


第1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力量的加强和技术变革





(1945-1985)




	







	

 



	


	



武器的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起，经历了一个新式武器和武器改良快速发展的时期，各国政府发起并慷慨地资助武器发展的系统研究。现在大多数的武器系统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或期间的这些研究工作。比较成熟的武器系统变化较小，例如火炮、军舰和坦克虽然在性能上大幅提高，但并没有质的变化。但核动力潜艇是个例外，由于核动力发动机取代了内燃机发动机，改变了潜艇需要不断浮上水面来补充空气的情况。潜艇可以在水下全力前进，从而获得更高的速度。大量的水下试验使船舶建筑师们得以设计出能获得最高水下速度的潜艇。当然，由于核燃料可持续使用数年，也大大增加了其航程，核潜艇还可以为其船员携带足够多的氧气以增长潜航时间。早期的核潜艇已完成过在北极冰层下的巡航，显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火炮虽然变化不大，但也有所变化，不再使用马拉火炮，而开始使用自行火炮，军队改用更大口径的火炮，彻底放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野战炮。



　　战争后期，德国人和英国人开始使用喷气式发动机，使飞机的速度显著提高。在战争后期螺旋桨飞机的速度为450英里/小时，而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巡航速度就达到650英里/小时，许多战斗机的速度甚至可以两倍于此。飞机的体积开始变大，战斗机增大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的大小差不多，轰炸机也相应增大。






　　除了潜艇性能的革命性变化外，上述变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与大多数其他武器系统相似，步兵武器的变化代表了早期变化的趋势。首先是寻求更高的射速，这是从前装枪就开始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军队每个士兵都装备上小巧、轻便的机枪时达到了其顶峰。



　　但战后却成了导弹的时代，事实上导弹的发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箭最先在飞机上使用，以加强火炮的作用，德国人也研制出远程弹道导弹。到20世纪60年代，弹道导弹的精度得以提高，其射程也达到5000英里以上。这种导弹可以携带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原子弹的两倍威力的核弹头，并轻而易举地突破对空防御。这使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或其他国家拥有了难以防御的针对人口中心进行打击的进攻武器。这使原先的战略轰炸的概念发展到极限，它不仅可以彻底破坏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而且可以迫使其人民屈服。随后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并使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颗打击不同目标的弹头。导弹精度已经达到战争计划者设想敌人可能发起导弹攻击前将其摧毁的水平。



　　小型导弹对传统的战斗样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对高空的飞机防御中，导弹取代火炮被用来对付高空飞行的目标。雷达利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和跟踪敌机，以引导高射炮射击目标，但如果防御者使用导弹，只需向目标发射装有数百磅炸药的一枚导弹就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另外一部雷达控制着发射出去的导弹，从一台计算机中发出指令转动导弹上的方向舵，引导导弹拦截来袭飞机，当接近飞机时引爆导弹。任何喷气式飞机都不如这种火箭动力的导弹飞得更高更快。



　　有些导弹的制导系统将无线电波束瞄准目标，导弹沿波束飞行直到拦截到飞行中的飞机。其他导弹通过寻找热源制导，例如飞机的尾气。还有通过电视图像制导的导弹。一种导弹可能轮流使用多种制导系统，例如，开始接受无线方向制导指令，到足够近的距离上时使用热寻的制导。






插图11.2防空导弹



　　士兵之间可以使用导弹互相攻击，飞机也可以使用它们攻击地面目标。这些在防空和空战中特别有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机枪和火炮难以达到的距离上，可以使用这些导弹交战。军舰之间也可以使用导弹作战，这些导弹在雷达上几乎是看不见的，并且由于其只在高于海平面数英尺的高度上飞行，所以难以将其击落。飞机也可以使用此类导弹攻击军舰。



　　导弹对飞机的改变不大，但导弹和航空母舰的共同作用对军舰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设想未来海战将在更远的距离上使用飞机和导弹进行，使得火炮不再是军舰的基本军备，军舰也不再为防御炮火而使用装甲。军舰变成了没有装甲的船舶，上面载有大量防空武器，也经常装载反潜武器，同时还装备大量的电子设备以发现敌人和为导弹制导。以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流行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军舰过于脆弱，必须更多地依靠使用导弹及其探测和制导装置所进行的积极防御，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厚装甲、防护甲板和结实的构造而形成的消极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有限规模的海战证实了这种脆弱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上称霸的航空母舰，仍然是美国海军的核心战舰，但没有其他国家在这种海战中向美国提出挑战。其他国家几乎全部依赖导弹进攻和对导弹与飞机的防御。



　　空军仍然依靠炸弹，其中有些已成为制导炸弹。但与军舰不同的是，机身较大、坚固的喷气式飞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相比有更强的抵抗力。



　　尽管在陆战中大量采用高级电子侦察设备和有着复杂制导系统的导弹，但陆战的变化很小。事实上，导弹加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的趋势，即提高步兵对付机械化武器系统的能力。改进的反坦克火箭和无后坐力炮，提高了步兵的反坦克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使用一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导弹飞向目标时通过其后拖曳的导线传递指令。这种显然十分原始的办法确保了操纵手在导弹飞向运动着的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不间断的控制。携带有定向能装药的这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大于一英里的范围内是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小型号的反坦克武器是便携式的。



　　步兵也开始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士兵的肩上发射。热寻的制导系统可以引导火箭推动的小型导弹跟踪来袭飞机的尾气。这样步兵就拥有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自己免受低空袭击的手段，其作用类似于十字军中的十字弩兵防御敌人轻骑兵时所起的作用。



　　为步兵提供经济、轻便的武器，使步兵起到了古代轻步兵和重步兵所起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引起对步兵作用的重新重视。尽管便携式热寻的导弹的性能优越，但雷达引导的武器系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十分有效的小型火炮，仍然需要对空防御。并且由于坦克在反坦克作战中的有效性的不断提高，加之坦克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使军人更宠爱坦克。正如在克雷西战役中，英国下马骑士抵抗住了法国重骑兵的进攻，处于防御部署的坦克比进攻中处于运动状态的坦克更具优越性。在14世纪英国人如果像威尔士长矛兵那样骑上便宜的马匹作战，他们可以获得和威尔士人一样的战略机动性。但和对抗法国骑兵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长矛兵而不是下马骑士，由于长矛兵缺乏像骑兵一样作战的能力。因此，正如几个世纪以前的英国那样，军队出于类似今日对坦克的依赖，努力谋求使所有部队都骑兵化、机械化。



　　事实上，在北非沙漠的战争预示了未来，欧洲军队越来越和拜占庭花费巨大的使用弓箭的装甲骑兵一样。军队中大部分的士兵开始依赖飞机、坦克和自动火炮作战。军队还大量使用履带装甲输送车运载士兵，这些车辆不仅可以作战，而且起到威尔士长矛兵所使用的马匹的作用。和拜占庭的重装骑兵相同，欧洲军队的坦克可以高速冲锋，或像下马骑兵防御敌人重装骑兵一样防御敌人坦克的冲锋。坦克上安装的防空武器与拜占庭的重装骑兵携带的弓箭相似，自动防空火炮也伴随坦克行动。军队仍然保留着步兵，但他们通常是车载步兵，乘坐装备有轻型武器的装甲履带输送车，这种车辆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输送装甲步兵师的半履带车辆演变而来的。乘车步兵下车后，可以使用其反坦克火箭筒、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去攻击或防御敌人的步兵，或保护他们自己，或与敌人的坦克和其他车辆作战，这是一种19世纪的战斗和1945年以来的机械化战争的混合作战样式。



　　然而，在步兵打飞机和反坦克的战斗中主要使用导弹，及在飞机空战中使用导弹，改变了西方战争长期以来的传统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士兵们对火力强度比其精度更为重视，而且给所有士兵都装备自动火器加强了这一趋势。但是，导弹制导更重要的是精度而不是射速，导弹弹药的昂贵费用也妨碍了提高火力强度。



　　各国军队都下大力研制新武器和改进现有武器系统，致力于提高武器的精度和采用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它们似乎认为是武器的质量和先进程度决定了战斗的结局。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小规模的冲突表明，领导、训练以及在作战中获得的技能，像过去一样对取得胜利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虽然武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对熟练掌握这些武器所必须的手工技巧，但上述因素仍然十分重要。例如，士兵们不再需要使用长弓时所必须的力量和技能，使用前膛枪时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获得的重新装填弹药的技巧，使用步枪时熟练地拉动枪机和迅速瞄准目标的能力，现在的自动枪手只需对准目标扣动扳机，把空弹匣换成装满子弹的实弹匣即可。



　　但是新式武器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后勤保障能力。一些复杂的武器系统，特别是电子制导和侦察设备，要求必须有专业知识的修理工维护其正常工作。另外，尽管注意对这些设备的维护，一些新式的没有经过长期使用检验的设备是不可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队又回到了火绳枪时代，当时火绳枪手扣动扳机时只有一半的武器开火。但和火绳枪不同的是，现代武器达不到其设计性能难以正常地工作，迫使军队必须配备合格的修理工。



　　装备有直升机的军队相当于有了自己的轻骑兵。由于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并能在空中悬停，它完全重现了历史上轻骑兵的所有功能。装备有机枪和导弹的直升机对付敌人步兵十分有效，如果携带上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它即成为坦克的克星。直升机还可以输送十几名甚至更多的士兵。但低速飞行的直升机容易受到防空火力的攻击，其脆弱性就像古代轻骑兵容易受到轻步兵的打击一样，所以直升机很少被用于攻击装备有防空火力的部队。但直升机具有很大的后勤价值，它可以迅速地机动，可以克服复杂地形和飞渡江河水面，可以飞越敌人没有防空武器防御的地区深入敌人后方。






插图11.3直升机




完全机械化的军队




　　许多军队还拥有了可以使用地面炮兵发射的战术核武器。一枚炮弹就可以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它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核爆炸还不可避免地造成放射性污染。一枚核炮弹或核炸弹就可以形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炮兵齐射的同样效果。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如此集中炮兵火力的方法对进攻至关重要，无疑地战术核武器使进攻方有了突然袭击的机会，因为它可以不使用集中的炮兵，而炮兵的集中行动是难以保密的。



　　但由于进攻行动通常需要集中兵力，这样防御方则由于使用新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迅速地向敌人的集结地使用一枚核武器。这种防御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它不需要针对敌人进攻的集结行动采取反措施。由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增强火力总是相对地增强防御的力量，因此可以逻辑地认为核武器的运用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但欧洲军队通常在防御中并不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因为担心对核武器的战术使用会导致对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其结果是造成众多城市的毁灭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的伤亡，战争计划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然而，上述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促使军队全部机械化。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使得它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疏散保证安全，机械化部队能够以比步兵部队快得多的速度重新集结。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可以保护部队免受核爆炸的危害，也使得这些武器系统更具有吸引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一代乘车作战的军队将坦克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之前军队对重骑兵的依赖。今天的机械化军队继承的是十字军和拜占庭的传统，而不是土耳其轻骑兵的模式，部分原因是费用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装甲重骑兵的人员装备和战马的花费要比一位轻骑兵和其较为便宜的马匹的花费大得多。但到20世纪60年代，一架战斗轰炸机的费用大约是一辆坦克的10倍，而且对飞行员的技能、后勤和维护设施的要求高得多。相当于古代重骑兵作用的坦克反而比相当于古代轻骑兵的飞机的价钱便宜的多，尽管有更加安全的具有抗战术核武器性能的飞机出现，但坦克还是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现代机械化军队拥有许多昂贵的战斗轰炸机，大量的高技术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但人员却远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军队的水平。大量的电子侦察和制导系统以及昂贵的弹药的费用，加剧了这些军队资本密集型的特征，数百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不再像在1914年至1939年期间那样起生死攸关的关键作用了。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对其经济现实做出的合理的反映。由于军队大量使用文职人员，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资本密集型军队更为敏感。然而在一些地区，欧洲国家不愿意为防御投资。从有城堡和用围墙围起来的城市就开始了的西欧永久性要塞的重要传统，在德国和法国的防御计划中被抛弃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马其诺地下堡垒防线也无声无息地被废弃，尽管它可以防御核爆炸及其辐射。




1973年的以色列-埃及战争




　　欧洲和美国的机械化战争方式和最新的以导弹技术为特征的武器系统在中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几次检验。它不仅证明了新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证明现代技术并不降低技能和作战经验的作用。有一种倾向认为技术水平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以色列军队的轻易取胜驳斥了这种想法。



　　在一次战役中，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没有战术技能上的明显优势，这就给武器性能和军事理论的不同特点提供了其展示的机会。到1973年中东战争中敌对的各方军队都有充足的现代化武器供应，以及现代化的军事理论、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很好地利用它们。俄国人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而以色列军备中的绝大部分由美国人提供，许多国家中还有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武器。各国军队武器的种类不尽相同，但基本特性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坦克和俄国的相比体积大、装甲厚，但火炮较小。



　　以色列西邻埃及，东与叙利亚和约旦接壤，处于其中央位置。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仔细地协调他们出其不意的进攻行动，同时开始敌对行动以削弱以色列内线作战的优势。他们成功地达成了战术突然性，但由于其战略态势和明显的进攻目标，没有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



　　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的对抗展示了战争的两个方面，使用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战争形态的变化，和战术及战略在所有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的持续性。虽然双方军队都有大量的坦克，并且有装甲师，但和1940年法国的做法一样，这些坦克被分散到它们所有的陆军师。但所有的师都实现了摩托化输送，许多士兵乘坐有薄装甲的履带输送车作战。



　　苏伊士运河，其最窄处约有200码，将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隔开。双方军队都沿运河修筑工事，运河两岸筑起的泥土防护堤至少有50英尺高。堤坝类似古代的堡垒，对士兵和车辆起到障碍物的作用，也保护着它后面的道路、炮兵指挥所或支撑点。使用炮火很难破坏堤坝。但为防守运河防线，以色列主要依靠部署在堤坝后面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以色列的道路网可以使其军队方便地侧向移动和集结，但除此之外运河附近荒无树木的地区履带车辆甚至轮式车辆都可以通行。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和叙利亚在没有预备队的情况下开始向以色列军队发起进攻。按照精心安排的作战计划，在一位优秀的参谋人员的带领下，8，000名埃及步兵使用小船在50英里的正面上渡过了运河，只避开了北部的沼泽地区和南部的湖区。埃及士兵在4，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其中包括坦克上的火炮，在发起进攻的第一分钟内发射了1万发炮弹。士兵们使用云梯爬上以色列一边河岸的堤坝，向前推进了半英里多。每个士兵推一辆小车，装着他的枪支和主要的武器装备。有些士兵携带着有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其射程远达1，100码，其他士兵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其最大射程为200码。如果敌坦克和导弹距离过近，则进入了火箭筒的有效距离。这种防御系统与瑞士方阵十分相似，其方阵外围是长矛投掷手，内层是长枪兵，与冲过长矛防线的敌骑兵搏斗。



　　另外，许多埃及步兵携带着热寻的防空导弹，它可以有效地对付低空飞行的敌机。为防御高空敌机，埃及人使用沿其运河一线部署的雷达控制的远程防空导弹，只要步兵离运河不远，就可很容易地得到保护。



　　轻便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发展，使步兵又恢复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作用。像长矛兵可以抵御重骑兵，十字弩手能够给骑马的弓箭兵以重大打击一样，埃及人在部署在运河东侧固定阵地上的防空导弹的掩护下，抵抗住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像古代的帕提亚人和蒙古人一样，适于机械化作战。因为战斗已经扩展到了三维，埃及不必采用复杂的队形，携带防空导弹的士兵紧随在携带反坦克武器的士兵其后行动。



　　在运河的对岸，当埃及人稳步地加强了其军队力量的同时，以色列最好的空军开始发动攻击，但在埃及的对空防御的打击下损失了半数的飞机。士兵们携带的防空导弹的精确度很高，但经常不能击落敌机，因为它的小弹头在喷气机的高温尾气中就爆炸了。但这种爆炸仍对飞机造成破坏，考虑到这两种武器系统的费用，步兵携带的小型导弹和飞行员驾驶的昂贵的飞机，对飞机的破坏确定是战术上的重大胜利。在一次攻击中，以色列的飞机的80%被击中。当埃及军队的自行4管23毫米雷达控制的自动高射炮渡过运河后，埃及人形成了完整的防空体系，使以色列空军不敢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



　　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在向埃及步兵反击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训练有素和充满自信的埃及士兵在当天下午抵抗了少量以色列坦克的反击，这些坦克全部被毁。同时，埃及为其步兵加强了无后坐力炮和85毫米、100毫米反坦克炮。埃及人还有小型的轻型装甲车，上面载有反坦克导弹，有些装有一门小型反坦克炮。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以色列重型坦克进行了反击，他们发起反击不久就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10分钟内以色列人损失了90%的坦克。进攻的装甲师损失了其2/3的力量。



　　第二天，即10月8日，以色列增援了3个师，组织了又一次反攻，过分自信和由于埃及防空体系限制了以色列空军的活动造成的情报缺乏又将以色列引入歧途，以色列军队在只有4门大炮的支援下，发起了使用力量不当和目标不清的反击。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参加了反攻，它损失了其一半的坦克。在这些局部反攻中，以色列损失了250辆坦克。在此之后，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军队保持距离，继续进行防御。



　　但埃及军队并没有充分利用其胜利态势，相反他们却停留在运河附近，架设桥梁，将800辆坦克和9个师的部队渡过运河，小心地加强其桥头堡阵地，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基本上采取了防御态势，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夺回了土地，达成了战役的政治目的。他们已经证明了其防御能力，不愿意继续向前推进与以色列人进行机械化交战，这种交战对后者是极其有利的。



　　在埃及人加强其运河东岸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打退以色列后续部队的反击，埃及人向运河东岸派遣了一支轻型两栖坦克部队去封闭以军通道。但以色列坦克先于埃及人到达阵地，并很容易地将脆弱的埃及坦克打败。30架埃及直升机，每架载有25名士兵，机降到运河东岸。他们装备着反坦克火箭筒，封锁了主要道路以迟滞以军的增援。但埃军这支小部队只能在短时间里迟滞以军强大的坦克部队。



　　直升机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是在后来增援阻击部队时被以军击落了一些。这些直升机的损失也证明，如果敌方具有完善的防空体系，直升机是很脆弱的。预见到这一点，双方都将其对直升机运用限制在后勤方面。



　　埃及人对于防御需要必要的支援的认识，来源于一支攻入了以色列的纵深地区的埃军部队的作战经验。这支由3个营大约200辆车辆组成的部队，包括坦克、汽车和步兵装甲输送车在内，从运河向前推进了10英里，遭到了以色列的空中打击，以及以军1个步兵营和20辆坦克的阻击。在埃及人撤回运河之前，他们损失了半数的车辆。



　　但被以色列发起的成功的进攻击退的叙利亚人，迫使埃及人放弃防御，于10月14日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在埃及雷达制导防空导弹渡过运河和步兵与坦克得到加强后，埃及全线发起进攻，但事实证明埃及的进攻比武装游行强不了多少。由于没有集中起力量，在各处遭遇到大致相等的以色列军队的抵抗。埃及的进攻也证明了坦克在防御中的作用。



　　以色列坦克进入了其预设的防御阵地，阵地中有一些提前挖好的防御工事，以军的坦克只有炮塔和火炮暴露在外，和进攻中的全部暴露在外的脆弱的埃及坦克相比，以军占据了优势。以军坦克通过从提前选择好的受到保护的阵地之间进行转移的办法避免了埃及榴弹炮和炮兵火力的打击。以色列坦克还对前进中的埃及坦克侧翼进行反攻，以军士兵显示了其在机动和使用坦克火炮射击方面的压倒性战术技能优势。在这一天不成功的进攻中，埃及军队损失了其1000辆坦克中的260辆，以色列的损失少于埃军损失的1/4，而且损失的大多数坦克很快就被修复。



　　机枪被证明在对付携带有线制导的导弹的埃及步兵时非常有效。机枪火力压制得埃及携带导弹的步兵难以移动，要抬起头操纵导弹瞄准目标就更难了。以色列的地面炮兵在埃军薄装甲的导弹车辆面前同样显示了它的威力。



　　第二天，虽然埃及的有些部队仍有进展，但几乎所有部队都退回了其出发阵地。以色列空军已经攻击了过分突出的埃军部队，迫使埃军撤退。埃及指挥部遵循古老的拜占庭原则不把其重骑兵和轻骑兵分开。进攻目标有限，并且没有集中兵力也是埃军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只有一部分埃及部队在作战，撤退的埃军和先前抵抗以军反攻的数量相当。一个像埃军总司令伊斯梅尔将军那样聪明正统的统帅，在指挥进攻时，很难接受达不到他预期的结果，于是限制部队的进攻，以免使部队一无所获且遭受伤亡。以色列军队也没有试图追击，而是小心地避开埃军难以对付的反坦克和防空部队。






作战略图11.1以色列的反攻和迂回行动



　　以军制定了反攻计划，突破口选在他们发现的埃军运河东侧防线的一个缺口处。埃军这一弱点位于大苦湖以北，恰好是以军原先计划的渡河地点。这里的运河堤坝不太坚固，在此附近还藏有架桥设备和设计好的通往渡河地点的道路。以军集结兵力出其不意地到达运河东岸的这一点，埃军完全无法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在随后几天，埃军使用其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大苦湖以北向以军发动反攻，以军则向北进攻以保护其侧翼和扫清通向运河堤坝的通道。许多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被称为是中国农场的地方。以军向北攻击也给埃军造成了以军要在运河东侧向北发展进攻，威胁埃及担负运河东岸自湖区至运河北部沼泽地区防御任务的第二集团军侧翼的错觉。



　　这个迷惑行动很奏效，甚至在运河西侧发现以军后，埃及指挥部还不相信以军渡河的可能性。以色列为避免其军队被发现，将渡过河的步兵全部隐藏在运河西侧的灌木丛中，坦克隐藏在他们占领的飞机库中。以军没能像事先设想的那样快速架好浮桥，这也使埃及人无法判断以军的真正意图。埃军知道只依靠在运河中摆渡是无法在运河以西支持一支大部队的。



　　以色列的进攻对埃及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埃及军队为实施其为时一天的流产的进攻行动，他们保留在运河西岸的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已受到严重消耗。当以色列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时，使埃及人继续迷惑不解。以军扩大了其通往桥头阵地的走廊，并为建造预制桥扫清了道路。河西的以色列小部队进攻了埃军部署在那里的没有保护的防空导弹阵地，破坏了3个防空阵地，并迫使另一个仓促转移。这样，这些对空军致命的武器而对坦克和其他地面部队毫无抵抗力的防空导弹的被歼，为随后以色列使用空军作好了准备。为此目的，以军将一个装备175毫米远程火炮的炮兵连渡过运河，向附近的埃及导弹阵地开火，造成了一些破坏并迫使埃军转移阵地。



　　以色列在渡河点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决定由其中的一个师防守渡口，其余两个师对埃及第3集团军实施迂回包围。埃及第3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部署在运河东岸湖区以南地区。10月17日夜，以军在运河上架桥完毕，迂回部队从桥上顺利通过运河，准备在第二天实施决定性的战略迂回。这种形势与1940年5月德国人渡过默兹河的情形一样。埃及最高指挥部和法国一样，将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威胁上——以军在运河东侧向北的推进就像1940年德国向比利时推进时迷惑了乔治和甘末林将军一样。但在1973年的埃及军队已经全部机械化，不像乔治和甘末林将军那样面对的敌人在战略机动性上优于自己。



　　10月18日，上述以色列师开始向西前进，遭到部署在防御掩体中的埃及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顽强抵抗。以军努力向前推进以便获得足够的安全距离在第二天向南发展进攻。以军又破坏了3处导弹基地，并击退了埃及空军对桥梁的轰炸，其中包括一次直升机轰炸，以军击落了5架直升机。这时，伊斯梅尔将军了解到以军桥梁的存在，派遣他的参谋长到前线调查。在10月18日，参谋长视察了前沿，对以军的威胁做出了悲观的判断。



　　10月19日，以军先头师向南推进了6英里，在遇到埃及人的强大抵抗后停了下来。埃军参谋长报告了以军的严重威胁，他建议将所有部队撤往运河以西。伊斯梅尔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命令他的两个军将以军击退或至少阻止住以军的前进。然而，他既没有建立独立的指挥所协调运河西岸部队的战斗，也没有发布命令将其部队集中起来。



　　第二天，以军先头师绕过了前一天阻止其前进的支撑点，向南推进了15英里。由于埃军为避免被推进中的以军所伤，撤走了其大多数在西岸部署的防空导弹，但仍保留了大量对付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步兵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所以这一天以空军能够很容易地支援部队前进。



　　在10月21日以军向南推进途中，遇到了埃军一个装甲师2/3兵力的阻击，但阻击阵地仅数英里宽。紧跟在后面的第二个以军师粉碎了埃军的抵抗，先头师遵照渗透战术的原则，绕过埃军阵地继续向南推进。第二天，虽然埃军仍然顽强抵抗，以军也只攻克了部分埃军防御阵地，但先头师还是到达了小湖的西岸，这里距离运河南出口仅10英里。



　　10月23日，以军先头师在得到来自叙利亚战线的步兵师的加强后，向苏伊士湾的海岸挺进，后续师的一些部队向南部更西的方向上前进。这样，以军在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形成了内、外两层包围圈，防守着运河西岸的苏伊士城和东岸的桥头阵地的水。以军包围了埃及两个步兵师和其余两个师的部分部队，总共约4万人。在这次战役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天，双方同意停火，但由于以军采取绕过埃军支撑点的战术，双方部队混杂在一起，停火难以生效。



　　在6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推进了50多英里，完成了对埃及军队的迂回包围。以军两个师克服了对方至少同样多的部队的连续抵抗，其中包括埃军有坦克部队的两个师。以军的胜利不仅在于其久经考验的战术技能，而且在于它得到压倒性优势的空军的支援，而他们敌人的兵力却没有集中起来并且组织混乱，只能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埃及西岸军队中的反坦克导弹部队又被派往东岸。



　　以色列人胜利了，像1940年德国军队取得的胜利一样，但与德国人在1940年的情况相比，以色列人面临更加困难的任务。苏伊士城和运河保护着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第三集团军和它完善的防御体系保护着它的东部前线。第三集团军还拥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和1940年在比利时的盟军所处的困难境地大不相同。不像在比利时的盟军部队在后方受到威胁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退，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渡河作战和打退了以军的反攻而士气高涨，他们在精神上、物质上都能坚持作战。



　　由于以军迂回部队和埃及第三集团军都有充足的补给，战场情况更像是围攻而不像迂回行动。在运河西岸控制埃及第三集团军退路的以军两个师面对着埃军的5个师的救援部队。但停火生效，避免了大规模的攻城战和迂回部队与救援部队之间的大战。




新老战术的混合




　　以军借助表面上在运河东岸向埃及第二集团军南部侧翼进攻的迷惑行动，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以军正确地实行了吉贝尔的进攻原则：分散敌人以诱使其形成弱点，集中兵力充分利用其弱点。因此，以军在与强大的、领导有方的和人数多于自己的军队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埃及军队指挥官精心计划、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指挥面前，以军的成功来之不易，也降低了迂回包围行动的效果。正如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的胜利，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起对战争结果产生影响，如马伦戈失败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抵抗的力量。



　　埃及人的战术表现的是对完全复兴的过去步兵武器系统运用的充分掌握。像17世纪的将军们那样，他们在保证侧翼安全的情况下对使用长矛和火枪进行防御充满信心，埃及同样选择了水障保护其侧后。埃及利用反坦克和防空导弹武装起来的步兵，也证明了他们对于防御的传统信念：步兵只要有合适的武器就可以对付其骑马或乘车的对手。另外，埃及人还使用坦克加强其步兵的防御。这些被部署在掩体内只将炮塔暴露在外又有良好的射界的坦克起到的是古代马下骑兵的作用，同时坦克又可以用来进行局部的乘车反冲击。埃及步兵完善的战术编组、畅通的无线电联系和纵深防御部署保护了埃及军队，没有像古代战争中骑兵冲入步兵方阵后所造成的被长矛兵队形瓦解而带来的损失。



　　苏伊士运河保护了埃及军队的翼侧，虽然表面上看并非如此，因为埃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是沼泽地，南部翼侧是苏伊士湾。但如果以军进攻埃及军队的正面，进攻者面对的将是运河，而没有机会突破埃军防线并随后进攻其后方的任何一翼。但这道屏障没能完全保护埃及，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战前准备了渡河点，包括预先在渡河点附近存放了架桥材料。



　　以色列的防御战术，主要依靠的是骑兵下马作战的老概念，并充分利用空间纵深进行防御。以军掩体内的坦克可以使用其火炮有效地打击埃军进攻中的坦克，并能利用坦克自身的机动性对埃及攻击部队的脆弱翼侧进行反击。但埃及人能够利用步兵攻击坦克。由于导弹精确度高，埃及导弹操纵手能够控制导弹直接命中以军坦克的炮塔，这使埃军拥有了一定的战术优势。



　　由于反坦克导弹操纵手的脆弱性，以色列的机枪阻止了埃及反坦克导弹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对小兵器火力的运用，和地面炮兵一起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单一的轻步兵武器系统战争的样式，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以4种传统的武器系统为基础的战争样式相混合。



　　以色列炮兵对埃及防空导弹所取得的成功表明，19世纪末的战争手段对防空武器和对反坦克武器一样都形成威胁。在对付固定部署的防空导弹和士兵携带的单兵防空导弹时，步枪和机枪火力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具有灾难性的影响。新型的防空轻步兵和携带反坦克炮及导弹的重步兵一样，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明显过时了的携带普通轻兵器的轻步兵的伤害。最有效的保护方法恐怕是给防空和反坦克步兵配署19世纪式的使用机枪和火炮的步兵。这样，将老式战术与新式战术混合使用，利用编组中配备步枪和机枪的步兵来对付敌人同样装备的步兵，从而使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得到保护。



　　由于坦克、飞机、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传统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图解11.1中A代表箭头方向上的进攻能力，D代表箭头方向上的防御能力。






　　但在1918年以前60年，战争里占统治地位的步兵和炮兵也可以用此图解来表示。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炮兵只有榴弹炮，步兵则装备有无后坐力炮、机枪和轻型迫击炮。为简便起见，新的图解没有标出反坦克能力。图解11.2是过渡性的，只为了说明增加步兵和炮兵后的作用过程。为了在图解上留出位置，图解11.2没有标明坦克对防空武器的进攻关系，也没有标明飞机攻击反坦克武器的能力。






图解11.2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在新的图解11.3中，加上了步兵和炮兵，以及其和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在坦克和飞机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他们可以用来攻击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如果防空武器是自行式的，老式的步兵只能在防御中对付它们，因为除非防空武器停下来或正在与飞机作战，老式步兵不可能追上和进攻它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的角度来看，装甲输送车上的防空武器和车载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图解11.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和炮兵与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



　　因此，除有些地形只能运用新式武器外，新式武器和老式武器的混合运用，提供给指挥官更多的手段，因而也带来更复杂的问题。武器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武器系统互相支援的问题，也使进攻行动复杂化，要求在组织进攻时要充分利用对手综合武器系统的薄弱环节。



　　1945年后发生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战争，有些西方大国也参加了。美国参加的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类似。英国在马来亚和法国与其后的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及其他的许多战争，是和实行袭击战略的游击战相对抗，而不是参与像阿以战争那样的连续进行的正规战。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的欧洲战争大多是正规战。在这些战争和其他冲突中，地形因素限制了使用新式的机械化武器系统，所以这些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和更遥远的过去的战争很相似。














	

 






	















	







	







	









 





	


	







	








	




	


第12章 连续性和变化




	







	

 



	


	


　　本章是对西方世界战争主题的一个概括，主要研究军事行动的本质，并解释为什么战争经常成为持久战，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场会战、战役或一系列战役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并不都能促成战争的迅速结束。并且即使是最聪明的指挥官也会犯错误，也难以完全认识清楚他们的处境。指挥中的人为因素和本章中忽略的其他战争行为妨碍着在战争初期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因素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阻力。如果战争达不成明显的政治目的，战争自身内在特性经常对交战国的政治耐心提出严峻的考验，使交战国的经济资源和士气受到严重消耗。交战国经常认识不到是军事因素妨碍了取得胜利，而通常过高地估计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下面的总结有助于理解许多军事因素如何延长了很多冲突的持续时间。



　　在本章的总结中，首先像以上篇章一样阐明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战略区分。由于本书主要研究陆上战争，本章集中研究这种最常见的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问题，这些和第一章的编写结构完全相同。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历史回顾和对主要问题的总结。




海战和空战




　　历史总结



　　尽管海战是受火药影响最早和最深刻的一个战争领域，但和陆战相比其变化不大。在陆战中，火炮的发明只迫使筑城方式发生改变，手枪也只是代替了弓箭而已；但在海战中火药引发了一场革命。在16世纪火炮开始代替士兵的接舷格斗和金属撞角船之间的撞击战。到那个世纪末，海战已完全成为火炮之间的炮击战；装备有大量的重型火炮的庞大的木制军舰成为海军的主力战舰。



　　军舰作战的队形也由金属撞角船时期的并肩横队作战，变成便于使用舷炮后的艏艉相接的横队队形。随着在战争中海军战术的不断提高，舰队司令们学会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队形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战斗在近距离上进行，数量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军舰交战时所有的军舰都能向敌人开火。例如在尼罗海战中，纳尔逊集中两艘军舰攻击法国军舰队中的首舰，以确保英国可以迅速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但火药的运用只影响到战术的变化。对更好的航海性能和导航性能的舰船的依赖引发了海军后勤的革命。虽然这种变化使封锁更加容易，但海军战略并没有改变。海军实力强大的一方仍然实行持久战略，对敌方进行封锁以断绝其贸易和确保己方海上运输部队的安全；实力较弱的一方只能依赖袭击战略，通过派遣小型快船袭扰占优势一方的商业。海军继续担负保卫海上交通线和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任务，继续执行远征任务，这些典型的作战行动早在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中就已经有了。马拉松战役表明了拥有制海权的一方的军队所拥有的巨大战略优势，该方的指挥官可以集中所有兵力对付敌人的弱点，而不必担心海上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进攻他。



　　19世纪铁壳蒸汽船和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火炮的运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军战术和战略。但由采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军舰速度的提高和对军舰机动的依赖性的加强，以及由于使用无线电通信引起的集中兵力速度的提高，增大了兵力和空间的比率，它对强大的一方更加有利。另一方面，由于蒸汽机对煤炭和燃料油的依赖，需要不断地返回装添燃料，难以远离基地行动，又降低了兵力空间比。



　　蒸汽机、钢铁和无线电时期的海军也对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强大的一方的商业航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线电给针对商船的袭扰行动造成了困难，因为当袭击发生时，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立即报告。蒸汽船对燃料的依赖也进一步限制袭击者的活动，削弱了它的力量。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邻近的基地出发所进行的远距离封锁样式，也打击了商船袭击者的行动，因为采用了无线电和蒸汽机不依赖风向的特点，封锁方可以迅速出动兵力拦截任何出海的袭击船。由于船体越来越大，许多浅湾难以再被当作袭击者的基地，再加上蒸汽船的费用越来越大，将私掠船从袭击者的队伍中排挤了出去。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对敌人的商业进行袭击，这样保护商船免遭袭击者破坏的任务也就大大简化了。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利用海下作为其暂时隐蔽和作战的空间，再次使袭击战略复兴，而这一时期海军的基本的后勤战略意义重大，因为战争已经高度依赖于工业产品和关键性的海外补给品。在德国人对付英国的海上运输上，潜艇的袭击战略一直很成功，直到英国采取在战略上集中使用护航兵力，在战术上使用声纳和深水炸弹才打败了袭击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袭击者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再次在战略上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起的远距离火炮的作用影响着海军战术，使脆弱的航空母舰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具有了和战列舰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太平洋航空母舰的地位超过了战列舰。由于陆基飞机的航程远超过岸防炮的射程，如果没有来自航母或邻近陆上基地飞机的空中优势，舰队就不可能在敌对的海岸外作稍长时间的游弋。无论是以陆地还是以海上为基地的飞机，像有无线电装备的蒸汽船一样，进一步增大了兵力空间比，虽然军舰的数量减少了，但至少和帆船海军的时期相比如此。不列颠之战提供了一个证明陆基飞机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机会，但英国空军的规模和效率都很高使得陆基空军和海基空军对抗的可能性没有机会成为现实。



　　飞机还被证明是对付商业运输的有价值的袭击者，德国在战争中曾试图利用飞机断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然而，由于飞机的高速度也使它们在对付商业袭击者潜艇方面极具价值。



　　便宜的小型飞机在对付浮在水面上的潜艇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有效性，这使人们想起马上弓箭手对身披令人生畏的装甲的拜占庭骑兵和十字军重骑兵所形成的巨大威胁。虽然飞机速度快和难以命中，但浮在水面的潜艇速度慢、防护火力差、十分脆弱，飞机对潜艇构成了严重威胁。只要潜艇必须浮到水面上，它在遇到具有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高速度的袭击者时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因素都没有改变海军战略，强大的海军国家继续奉行持续后勤战略进行封锁，而由于有了飞机和潜艇，弱小的海军国家能够继续执行袭击后勤战略。同样，拥有制海权的国家可以利用海洋运输补给和运送部队，正如英美在诺曼底登陆所表明的那样，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早在马拉松战役中已经得到证明。英国也对德国控制的海岸实施袭击战，例如1942年对法国海岸迪耶普的袭击，以引起德国人对海岸安全的担心和迷惑他们。和法国在百年战争中的作法不同，德国没有计划从海上对英国海岸进行任何袭击，而是使用飞机和导弹轰炸进行报复。



　　飞机第一次用于军事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主要贡献是在连续的筑垒前线上的战斗中作为惟一的侦察手段。飞机也被用来袭击敌人交通线，但由于其载弹量有限和精确度差，限制了它在战略上的作用。飞机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术成功是在巴勒斯坦，在那里十字军曾与穆斯林轻骑兵进行过可与此比拟的战斗。在1918年，英国飞机发现土耳其步兵正在行军，正如早年的土耳其马上弓箭手遇到在安纳托利亚行军中的十字军一样。英国的空中轻骑兵向行军中毫无还手之力的土耳其人射击轰炸，土耳其人和以前的十字军一样没有任何武器系统能够向这种高速机动的、致命的和够不着的袭击者还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使经过改进的飞机与地面作战行动相结合，确立了飞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轻骑兵的战术和战略作用。为扩大空军的作用，英美奉行一种代价高昂的后勤和政治战略，试图通过对工业和城市的轰炸打赢在欧洲的战争，但没有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核弹与远程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相结合，使空军的战略轰炸及其后勤和政治目标的地位达到顶峰，但飞机所担负的任务及其性能基本没变。和对地面战争、海上战争一样，导弹也对空中战争产生影响，另外，在地面战争中也可以用飞机投掷战术核武器。在海战中，导弹取代了航空母舰上飞机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导弹提供了一种不太昂贵的远射程火炮的作用，但其射程更远、精确度更大和其威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从16世纪就开始了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



　　海战特点概述



　　战略学的作者们经常将陆战和海战严格地区分开，有时还声称某种因素和其他因素相比起主导作用。但海战和陆战的相似性要比差异性多得多。在海战和陆战中都会运用袭击战略或持久战略以控制某一特定的地区。在海战中，基本的后勤目标就是战略目标，即剥夺敌人对海上交通线的运用和确保它们为己方军队所利用。控制了海洋就拥有了自由机动部队和补给陆地部队的能力。这样可以得到特别的利益，因为即使是在发生了后勤革命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水上运输仍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另外，海军可以通过在敌人没有预见到的地点或战略要点实施登陆，以有效地和陆军协同作战。然而由于陆军的装备越来越多，使运输一支摩托化部队登陆所需要的船只数量巨大，相应地增加了运输部队进行海外远征任务的复杂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证明了海上力量所提供的机动性对陆上战争产生的传统的战略影响。当1944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军队在法国登陆时，再次表明海洋对于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就像是高速公路；但1940年的情况也表明，海洋对于海军弱国则是无法逾越的天堑。在1944年，如果德国控制了海洋，就像雅典人在击败波斯舰队之后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的部队会比波斯人丢掉制海权所进行的撤退更快更彻底。在为了对付北欧海盗而建立海军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经历证实了争夺制海权对于陆上作战行动的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利用低成本的海上运输所达成的机动性的例子，例如，英国曾从海上运兵到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在失败后又从海上将其撤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北上对付德军的盟军在试图进行迂回机动时，总是把陆上机动和海上机动密切配合。但德军集中兵力阻止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德军保护了自己的交通线并将登陆部队包围起来，1915年土耳其人的作法与之相似，他们阻止了由于拥有海上力量而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盟军登陆部队。



　　在现代战争中，海上力量在追求后勤目标的作战能力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可以剥夺敌人的海外贸易和重要进口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控制海洋不仅保护了英国免遭强大的法国陆军的入侵，而且使之可以封锁法国，并从某种程度上封锁整个欧洲大陆，以剥夺法国的产品和海外经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外，制海权还使英国可以占有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并利用其海上的战略机动性集中力量打击和征服法荷两国的许多重要的殖民地。



　　由于英国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他们能够奉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包括能够将法国的分舰队围困起来，并切断法国的商业活动。英国的海军基地距离被封锁的法国港口很近，再加上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使得从法国港口进行的海外贸易减少到涓涓细流的程度。如果英国和法国都只有一支小舰队，英国即使能够封锁停泊法国主要海军分舰队的几个港口，但也只能对法国的海上贸易进行袭扰。所以，兵力空间比在海上战争和陆上战争一样都是奉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条件。



　　为与英国的封锁相对抗，法国也采用了持续后勤战略，他们关闭了所有向英国出口的港口，并继续其传统的后勤战略作法，派遣舰船袭击英国的商船。法国将大部分袭扰活动交由私掠船承担，捕获英国船只和货物的好处刺激私人为法国的利益而战。除了官方的禁运令外，这种海上战争和海盗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参加海上战争的人的经济动机和北欧海盗对西欧的袭击、蛮族对罗马的袭击、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袭击的目的完全一致。



　　为对付法国袭击者，英国将其商船武装起来，并派军舰为商船队护航。虽然有些商船因为需要等待出航增大了运输成本，但这些代价无疑比他们要避免的损失小得多。海上运输的高效率使采用保护船队的运输方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船队在海洋中只占有很小的一块水域，和陆上运输队相比，海上运输可以在更小的空间里运输大量的货物。这种办法就是集中足够多的力量让袭击者难以应付，事实证明这是对付袭击者有效的办法，因为袭击者是很少能集中起数个舰艇中队这样令人生畏规模的兵力的，但这种办法在陆地上很难实行。



　　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执行的后勤战略都没有给对方维持其陆军和海军的能力造成严重危害。他们所运用的战略也只和陆上战略有细微的差别，海军力量强大的一方使用持续作战战略控制海洋，然后再实行后勤战略进行封锁。海军力量弱小的法国则主要采用袭击商船的办法实施后勤战略。



　　工业革命后，各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加大，海军实行的后勤战略更为重要。例如，在欧洲，石油和铜的矿藏资源的供应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这两种矿物在20世纪的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的战争中，实行后勤战略对它们进行全面封锁，可以造成被封锁国工业生产萎缩，不得不将资源用于农业以保证粮食自给，实施封锁的国家可以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



　　飞机和潜艇为海军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海军力量占优势一方的海上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由于水面舰艇的发动机依赖燃料，并且被袭击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告它们的位置，所以使用水面舰艇袭击商船十分困难。然而，虽然飞机和潜艇是新的袭击手段，但和其他海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样式一样，并没有改变海军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没有改变交战国按照海军战略行动的方式。



　　所以，虽然海军战术从16世纪开始完成了从撞击到使用火力作战的转变，但海军战略基本没有变化。对陆战中的战略的分类也基本适用于海军战略的分类，可以区分为持续作战战略和袭击作战战略，以及持续后勤战略和袭击后勤战略。这种区分方法适合于海军对敌人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行动，而对海军与敌人舰队之间的对抗不太适合。例如，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舰队取得了巨大的进攻，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夺取波斯舰队基地和包围与夺取亚瑟港[松鼠妖注：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舰队都依靠陆军。



　　然而，在对敌人国土和军队的进攻中，诺曼底登陆和威廉大帝的登陆是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的典范，就像英国的封锁是后勤持久战略的范例，法国的商业袭击船和德国的潜艇是利用后勤袭击战略的范例。对敌人的国土和军队执行袭击战略的例子十分少见，迪耶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的行动也可以归入作战袭击战略这一类，因为它只是一次迷惑行动，波斯指挥官并不想长久地据守此点，它与英国在迪耶普的登陆和法国袭击船在百年战争时在英国海岸的行动类似。



　　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综述



　　战略作家们也经常将空战与陆战和海战严格区分开。当军用飞机刚刚开始使用时，许多战略理论家认为这种武器系统自身就能将军舰逐出海洋，并单独打赢地面战争。就飞机恢复了陆军中的轻骑兵的战术作用而言，是十分有效，但飞机和当年土耳其轻骑兵在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联合部队产生的影响一样，并没有造成其他武器系统失去作用。



　　就轻骑兵起到的侦察和破坏交通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飞越地形障碍和敌人军队。如果没有这种空中轻骑兵，在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蔓延不断的前线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侦察活动和对敌人交通线进行破坏。飞机能够飞越对峙着的战线的能力使杜黑将军相信(他是空军制胜论的早期提倡者)在地面战争中如果有足够大的兵力空间比可以决定性地运用持久战略时，飞机所执行的袭击战略提供了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手段。这种情况和指挥官在他们的兵力空间比过低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袭击战略对付陆军占优势并执行持久战略的一方的情形类似，他们也可以采取空中袭击作为对付兵力空间比过大的一方的手段。



　　使用飞机执行轻骑兵的传统任务，实施袭击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交通线是十分重要的。但空中袭击者在对付交通线的破坏中缺乏精确性，从而也不如地面袭击者有效。例如，在对桥梁的破坏上，传统的袭击者只要在桥梁适当位置上安装上少量炸药就能将其炸毁，但飞机很难击中桥梁目标，并且桥梁通常也有一定的抗炸性。举例来说，英美空军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在对大型桥梁的轰炸上平均要用220吨炸弹才能炸毁一座桥梁。



　　在执行袭击任务时，许多轰炸机缺乏陆地乘车袭击者在速度上的优势。携带炸弹的飞机通常比侦察机和战斗机的体积大速度慢，并且战斗机是专门为对付轰炸机而设计的武器系统。虽然轰炸机也并不是毫无防御能力，而且经常编队飞行并由战斗机护航，但轰炸机缺乏袭击者所应有的灵活机动的能力。轰炸机遭到战斗机攻击的情形与轻骑兵攻击重骑兵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十分相似。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所以空军特别急于打败敌人的空军，从而使其轰炸机不受威胁地进行轰炸。所以，尽管空军的战略作用主要依赖于袭击，但其战斗机与敌人战斗机的战斗和海军军舰之间的海战一样，是执行持久战略以获得制空权，使己方的飞机不受敌人干扰地自由飞翔。



　　为了进行空袭和减少飞机的损失，必须拥有制空权，这样才能将没有武装的飞机用于后勤运输。但由于飞机运输的费用远超过其他运输方式，所以限制了飞机的后勤价值。举例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运输的吨公里费用4倍于水运，汽车运输的费用5倍于铁路，空运的费用又是公路运输的3倍。



　　但空运人员和物资具有速度快和可以飞越敌占区领土的优势。飞机在没有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德国人试图利用空运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提供给养，但失败了。在德国飞机蒙受重大损失之后，俄国人控制了天空。但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其他比较有限的空运计划却获得了成功。有时，轰炸机也被用来空运以缓解关键性的短缺。



　　拥有制空权不仅可以空投大量伞兵发动袭击，也可以保障进行重大的战役。1941年，在德国征服了希腊本土后，他们使用空军投送伞兵到克里特岛。尽管形势对德国人很不利，他们基本上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而面对的却是装备有坦克和大炮的敌人，但德军空降部队在海军的支援下夺占了该岛。其后在1944年秋，英美联军想使用空降部队为装甲部队开辟一条前进走廊。虽然英美联军拥有完全的空中优势，并使用了大量的空降部队，但仍然没有成功。在与德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只有轻装备的空降部队有许多不利因素，类似于轻步兵在防御重骑兵的情形。



　　就更重要意义上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对德国经济实施后勤袭击战略，袭击德国的人口中心，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政治恐怖战略。这种使用轰炸机的方式与早先的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和蒙古人在花刺子模使用的恐怖战略相似。考虑到实行这种战略在资源上的巨大消耗，和难以对敌人的经济和士气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在战后对这一后勤战略在未来战争中的运用的价值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原子弹使这种争论变得不重要，原子弹及其携带它的弹道导弹一起使战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由于只要很少的几架带有核弹头的飞机突破防御就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这种土耳其-蒙古式的战略可以和历史上的恐怖战略一样有效。目前对弹道导弹还没有可行的防御手段。它提高了袭击者的能力，可以保证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弹道导弹的射程也使世界上每个国家在这种毁灭性的进攻面前十分脆弱。事实上，出于对在两个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会造成核战争的政治结果的恐惧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因此，这种后勤袭击战略的攻击目标是人民及其财产，渗透着恐怖心理战的因素。这种威胁强有力地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就像土耳其和蒙古使用恐怖战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



　　两者异乎寻常地使用同一战略，惟一的区别只是手段的不同，前者是空中投掷的原子弹，后者则依靠土耳其和蒙古骑兵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它和海军运用后勤战略的不同之处是，即使是与对一个弱小的岛国进行封锁相比，其效果也更加迅速和更为恐怖。



　　因此，在空中投掷核弹的时代，不是反空袭，而仅仅威胁进行核袭击，也比过去30年里对付空袭最好的防御更有效。



　　像轻骑兵一样，空军是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参加战斗，正如海军通过控制海洋、输送部队和对军队进行补给为陆上力量服务。但和陆军一样，空军和海军也担负更大的独立的战略任务。空中和海上进行的破坏敌人经济的后勤战略行动，和陆军通过占领土地或通过不太有效的袭击手段破坏敌人经济的作用完全一致。海军在执行其独立的战略使命时，首先通过作战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利用后勤战略进行封锁；如果达不成目的，它们只能依靠袭击战略破坏敌人的商业；空军则执行持续作战战略夺取制空权，以使己方的轰炸机不受阻碍地轰炸；不太有效的方法是依靠空袭的对抗。按照大致相似的次序，陆军的首要目标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或持久后勤战略打击敌人的军队，或将两种战略结合起来使用；如果成功，他们就直接占领敌方领土而取得战争胜利。如果他们缺乏实行持久战略的手段，他们也使用袭击战略，甚至以削弱敌方经济为目标。



　　所有3个军种都可实行袭击战略，陆军和海军也可以执行持久战略直接达成政治目标。在海上对敌方经济进行袭击的任务曾经由海盗船和私掠船承担。像陆军一样，海军捕获敌人商船，从敌方获得补给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但空军却不得不只能依靠袭击战略以达成其目标，而陆军和海军在方法上可以选择直接袭击敌人的经济或实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所以，在战略上放弃将陆战、海战和空战分别看待的作法，可能是有益的。然而，根据战场空间的要素对战略手段和战略目的进行区分可能不仅有用，而且是有启发意义的。



　　陆战、海战和空战在更大的战略目标上也是相互联系的。海军封锁和空军对敌人经济目标的袭击一样，在军事上也具有削弱敌人军队和保障陆军完成任务的效果。所有的军事战略必须以控制军队所在地区的人民和土地为目标。如果要通过军事手段达成军事目标才能达成政治目标，军队必须将敌人的陆军、空军、海军作为自己的目标，使用自己的陆海空军按照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去打击敌人，利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或两者相结合，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战术




　　历史总结



　　在长达2500年的期间里，欧洲的战术经历了许多变革，这些变革在特点上更多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直线发展的。一些关于战术研究的历史总结常从古希腊开始。希腊人的军队完全由重步兵组成，在进行正面战斗时军队不作更进一步的战术单位划分。当他们占据一处高地，防御一方主要采用防御战术，由于交战双方的机动性都不太好，军队规模和他们的作战空间相比也很小，只有双方都同意时战斗才会发生。所以，在这样两支相同成分的军队之间，战术防御的好处取决于其抵抗敌人正面攻击的能力。



　　在希腊战争中，防御的优势由于坚固的城堡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它加强了对付敌人正面攻击时防御的力量，以更多的资金节约战斗中战士们的劳作。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人发明了建立在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的先进的战争方法。重骑兵，这种武器系统基本上还不为波斯人所知，被作为战术进攻部队使用：依靠其更大的机动性和基本上不需要明显的停顿就可以组成战斗队形投入战斗的能力，攻击由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令人生畏的希腊重步兵组成的侧翼和后部。同时，他们也利用重骑兵的能力在突击行动中攻击轻步兵或压制波斯轻骑兵。



　　亚历山大使用所有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战术，利用重骑兵攻击敌人重步兵的侧翼和后方的方法，直至罗马时代之前一直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罗马人对这种战术进行了改进，他们的战术主要依靠其划分了战术单位的持剑步兵。排成数行队形，并保留有预备队的罗马步兵不仅能机动作战，甚至还可以在遇到敌人骑兵攻击时保护自己的侧翼。依靠同盟者的骑兵，和他们有条理的战争体系以及优秀的工程和野战筑城能力，罗马人打败了他们的对手们，控制了地中海的沿岸地区。



　　在几个世纪里，罗马人职业步兵部队的战术技能是他们战胜蛮族人武装的基础。但蛮族人骑兵异常凶猛的冲锋迫使罗马人使用长矛和长枪。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袭击者，罗马人逐步提高了骑兵的份额。变化后的罗马战术掺杂了各种蛮族部落的传统作法，包括一些步兵和骑兵的作战形式，伴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过渡，出现了战术上的多样性。



　　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所进行的复杂的战争，其基础是利用其战术多样性，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落后的武器系统。在对付敌人骑兵时，拜占庭军队以步兵加强下马骑兵；在对付敌人重步兵时，他们主要依靠徒步和马上弓箭兵，以削弱蛮族人的军队并为重骑兵对敌人侧翼的冲锋作准备。罗马初期在对付安息骑兵时的惨败，和长期与亚洲骑兵作战所获得的教训，使罗马人学会了运用一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或对其进行防御。



　　西欧引进马镫，提高了重骑兵的作用，也使其天然对手的弱点更加明显。事实上，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的威力几乎使步兵对骑兵的传统优势完全丧失，人们通常总是夸大步兵以防御态势对付敌人骑兵的作用。只有装备有长矛的优秀的步兵才能抵挡住敌人的新式骑兵。虽然缺乏轻骑兵，但由于西欧茂密的丛林地区的保护，西欧重骑兵避免了拜占庭骑兵在曼齐刻尔特的那种失败——由于缺乏在野战中与重骑兵协同作战的正规步兵，这意味着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在野战军队中占有不适当的突出地位。因为防御更多地依赖筑城工事，步兵在进攻或防御堡垒和城市占有适当的位置。



　　虽然出现了重骑兵，但防御仍占主导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筑城工事越来越复杂坚固，兵力空间比仍然很小，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供养起一支职业化的野战军，或按照系统的方式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尽管产生了封建政治综合体，西欧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术模式，而统一的战术是亚历山大或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的一个特点。



　　地区多样性是欧洲战争的一个特点。西班牙人利用使用标枪的轻骑兵袭击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英格兰使用携带长弓的轻骑兵与苏格兰重步兵作战；十字军使用携带十字弓的轻步兵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打败土耳其轻骑兵；许多城镇一般都有一支非机动性的，很少经过训练的用长矛武装起来的重步兵抵抗敌人重骑兵的进攻。重骑兵是惟一常备军，无论是在骑马作战还是徒步作战中都作为缺乏进一步战术单位区分的重装步兵的核心。



　　瑞土发展起一支经过完善训练的长矛重步兵，他们能以大的方阵进行机动，而且能抵挡住敌人重骑兵的冲锋，欧洲此时获得了促成新的武器系统配合作战所必须的武器系统的成分。在武器系统多样化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更为职业化的军队，以及在15世纪的意大利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将领，他们致力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不是仅仅依靠防御进行战争。此时西欧拥有了建立野战军队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这种军队在和所有的地区性的战争体系相比都占优势。



　　重步兵缺乏罗马式的战术单位区分，但通过避免线式列阵保护其侧翼，每个大的方阵都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轻步兵开始很适合进行袭击战，他们骚扰敌人的骑兵，射击敌人的马匹，到16世纪末期他们成为步兵部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西欧发明了步枪并将之引入轻骑兵的战术以后，轻步兵的火绳枪手开始担负保护重步兵免受敌步枪火力杀伤的任务。步兵缺乏机动力，及其由之造成的难以执行进攻任务的缺陷，使重骑兵作为进攻力量的传统地位得到加强。



　　1600年前后的联合武器系统战术模式，和以往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的战术模式具有相同的原理，它依靠的是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每种武器系统都保护另外一种来抵抗更强的武器系统的进攻。和亚历山大的方式一样，指挥官依靠重骑兵的机动性打败实质上较强的重步兵，主要方法要么是向由于分散而变得脆弱敌步兵冲锋，要么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攻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技术上和过去的惟一区别是骑兵使用的是步枪和马刀，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一种双用途武器系统。但骑兵的多能性并没有改变战斗的条件，只是迫使步兵队形更加密集和相互支援的方式更加复杂而已。



　　到17世纪古代战争的全部能力都得以恢复，包括亚历山大式的在作战中对骑兵的依赖，和古罗马式的持久战中对筑城和围攻方法的依赖。线式战术甚至罗马式的指挥口令都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此外，还产生了职业化的军队，军人领取固定的薪金和通过组织严密的后勤系统获得补给。然而虽然线式步兵队形十分盛行，但与罗马式的战术相比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轻步兵的滑膛枪手不是作为散兵部署在重步兵的前面，而在线式队形中具有重要的位置。滑膛枪手也不是单独射击，而是听命令一齐射击，轻步兵在战斗中的位置与波斯军队的作法和英国人使用其长弓兵的作法相似。



　　筑城工事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即使是攻城方在兵力、技能、战术和资源上都占优势也难以保证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运用进攻战术与政治组织力较弱的欧洲之外的对手作战时，这些战术取得了类似罗马人对蛮族人的战争和马其顿人对叙利亚人那样的胜利。例如在印度，18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他们的战术体系不仅适合于当地的地形，而且适合印度人强调骑兵作用的战法。



　　然而，古代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刚刚重新出现，一项简单的发明将刺刀直接安装在滑膛枪上，就将轻步兵和重步兵合二为一，并从而降低了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作用。燧发枪的有效性意味着在战斗中射击行动的作用超过了突击行动，战斗中的步兵队形越来越细长，线式队形朝着发挥最大的火力的方向发展。然而骑兵仍很重要，它在战术上的进攻特点，例如很高的机动性和容易组成战斗队形的特点使其可以进攻步兵队形的侧翼和后方，而步兵队形由于采取了线式战术变得更加脆弱。骑兵又重新被部署在线式队形的两翼，战斗和古代波斯人的方式十分相似。



　　但步兵的优势及其在防御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其与具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战斗时，加强了防御的战术力量。但下马骑兵由于其只装备了马刀和步枪，难以抵挡住骑兵的冲锋，也无法与步兵平分秋色。只有装备了滑膛枪的骑兵才能发挥像步兵一样的有效。并且更加复杂的筑城工事进一步增强了防御的战术抵抗力。



　　但久拖不决的战争和时代的科学精神激励和引导人们成功地探索新的战争方法，其中一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起来。在战术方面，纵队战术不仅提高了战场上的机动性，而且可以迅速地将部队部署成线式战斗队形，它使步兵从此成为前所未知的进攻力量。和部署为线式队形的敌人相比，部署为纵队队形的步兵军队具有战术上的进攻能力，因为纵队比线式队形前进的更快，能迅速地到达敌人的侧翼或后方，能在敌人重新编组队形应付威胁前快速地完成进攻部署。同样纵队可以在战场上机动，使指挥官可以集中步兵攻击敌人队形的弱点。



　　这种增强步兵战斗力的战法，其基础是训练水平的提高和那些构思巧妙的简单的革新，它加强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兵在防御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前进中的步兵在骑兵面前不太脆弱。这种额外增加的安全性使麻烦的行军方法不必要了，而在过去，当接近敌人时必须首先进行防御以防敌人骑兵的进攻。一支军队中的步兵可以迅速地组成作战队形以抵抗敌人骑兵，或突然遭遇敌人步兵时迅速投入战斗，它还可以迅速机动，因为即使是在接近敌人时它仍然可以以行军时的步速前进。这种机动性和迅速集中的能力使其在分散时也更安全，通过使用滑膛枪火力掩护住部队之间的间隙，军队也不必部署成僵硬的线式队形——这种队形不仅编组困难而且难以快速机动。这种由古代线式部署的突击行动对火力的依赖，使18世纪的线式部署的步兵具有了希腊和罗马军队不曾有的灵活性，而希腊和罗马军队为防止出现间隙，不能将其任何侧翼显露给敌人的持剑兵或长矛兵。



　　当这种新组成的军队在与按照老式队形前进的军队作战时，它们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性。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这种新式步兵具有了长期为骑兵垄断的进攻能力，而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却比不上装备有刺刀的滑膛枪步兵了。当这种步兵组织成为欧洲19世纪军队的典范时，它的普及不仅使战术进攻步兵的格斗没有必要，也降低了骑兵的作用。来复枪和后膛枪的出现对军队引起的变化更大，它使骑兵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战术武器系统。从战术上看，军队成为完全由同一的步枪上装有刺刀的步兵和机动缓慢的炮兵组成。刺刀也是多余的，因为步枪的射程和射速排除了步兵间格斗行动的可能性，也排除了骑兵对步兵的冲击行动。然而，军队仍因骑兵的战略作用将其保留，并抱有骑兵仍具有战术作用的不现实的想法。骑兵具有如此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他使农民出身的人成为军官。而且在农村，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仍占重要地位，要完全放弃它是不容易的。



　　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军队还从来没有只使用如此单一的武器系统。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忽视对武器系统进行选择，也不是保守地坚持老的方法，或其他的武器系统不适应地形条件。而是，从19世纪末期以后，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在战斗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价值。由于骑兵不再进行战术使用，甚至不对敌人步兵侧翼攻击，由单一的轻步兵组成的军队缺少一种机动性强的武器系统。当所有的军队都使用快速机动和快速部署的法国革命式的纵队时，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中的步兵部队比其他军队的机动性更强。所以，由于军队之间的机动性完全没有差别，没有一支军队拥有任何战术进攻成分。战术防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闻的巨大的伤亡数字表明了防御的绝对优势地位，将军们面对的形势十分独特，并且与他们以往的想象完全不同。新武器造成的伤亡开始并不大，或在短时期里的损失比例并不高；它更像过去的攻城战，掘壕而战的军队由于日复一日和月复一月的长期战斗伤亡巨大。由于总人口中有10%在服现役，远高于以往两个世纪里2%到3%的比例，所以伤亡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虽然有时在某个具体的战斗中伤亡数字和历史上的战争相比并不高。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随着武器杀伤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主要原因被解释为战术单位的进一步细分、对武器系统防护的重视、战斗中兵力的密度下降，此外，士兵在战壕中作战也使军队从视野里消失。



　　但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单一兵种军队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由此造成的长期性的代价高昂的会战给战术带来了新的复杂性。拿破仑时期机动和集中兵力的意思是指挥官命令营纵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直立前进，但在战壕战中则是指十几人的小组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跃进，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这些渗透战术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利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小的步兵集团通过其成功的渗透，突破敌防御，向敌人侧翼和后方攻击。



　　这种战术学说的基本点是避免正面攻击，采用迂回战术绕过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向防御纵深发展胜利，让跟随先头队形其后的预备队去解决先头部队没有攻击的敌人防御要点。渗透战术要求坚持向敌人后方推进，因为防御是纵深组织的，正像城堡有一系列的城墙，分布的据点就像城堡上的塔楼，切断它们之间的通道并利用火力互相保护。虽然带刺铁丝网起到以往城墙和壕沟所起的物理障碍作用，但防御者主要是依靠火力，并越来越多地依靠梯次防御和反冲击将渗透进来的敌人赶走。和进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一样，防御者也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进攻。



　　炮兵起到的是加强攻势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最初的战术理论曾经是以攻城战的方法作为进攻掘壕固守的敌人的模式，而且火炮精度的提高，及对在已知条件下经过校准的火炮的间接火力的精确控制，使炮兵的高爆炮弹可以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支援进攻。但由于炮兵的机动性较低——其机动性不仅由于道路和桥梁被破坏进一步降低，而且战场上的壕沟、甚至它自己造成的弹坑都能妨碍其机动，限制了进攻的距离。进攻有时不得不等待炮兵艰难地向前推进。



　　但不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飞机和坦克改变了向单一的武器系统发展的趋势，使战争重新恢复为四种武器系统的作战——四种武器系统作战曾因16世纪火枪的出现而消失。军队很快又恢复了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的武器系统多样性。就像16世纪初期的情形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指挥官们和军事思想家们开始评价这些武器系统的相对重要性，并设计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最佳组合。



　　虽然坦克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却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它具有与马镫时期的装甲重骑兵相同的进攻特性，同时又具有从中世纪就开始的纪律不断加强和战术单位的区分越来越精细所带来的部队灵活性的提高的好处。无线电的运用进一步加强了战术单位细分的趋势，使坦克可以运用渗透战术，并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内在特性。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战略分散已经成为军队的基本作法，这种趋势由于坦克的高效性进一步得到加强，不像老式战争的情形那样，交战国的大部分部队不必参加任何特定的会战。坦克可以集中在一个点上，并对部署在那里的相对较少的反坦克炮形成战术优势。另外，和坦克相比，初期的反坦克炮是活动式的但不是便携式的，其战术机动性甚至比不上早先的长矛兵方阵。反坦克炮部队不能像在法萨卢斯会战和班诺克本会战中的重步兵那样发起进攻。



　　飞机不仅再现了轻骑兵的特性，而且具有和坦克一样的在无线电通信上的优势。飞机比坦克在某些方面更占优势，它可以迅速地集中。飞机和防空炮的机动能力的差距远比轻骑兵和轻步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飞机不仅可以起到轻骑兵的杰出的战略作用，而且在战术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作战部队，是由在反坦克炮和防空炮支援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和炮兵组成。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总兵力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空军有时在某些国家中占较大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中的摩托化部队比例不断增加，徒步步兵部队实际上已经消失。同时，军队中还加大了坦克的数量，几乎每个师都有一定数量的坦克。与此同时，火炮和防空炮成了自行式武器，步兵成为乘车步兵，当他们有了装有防弹装甲和自身武器系统的履带输送车后，他们和以往的骑兵相类似。装有机枪和火箭的直升飞机也可以输送步兵，有了完全机械化的师。装备着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步兵使这种武器系统的机动性可以与古代长矛兵和十字弓兵的机动性相比，通过装甲输送车和直升飞机输送部队，在战术上和在战略上都十分迅速。



　　随着轻骑兵以直升飞机和空军飞机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上，使得欧洲战后的军队具有了某种安息军队的特性，但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存在却使它们更像拜占庭军队。军队在不断采取更为昂贵的机械化战争方式的同时规模在不断缩小。在这方面它们也与几乎完全是骑兵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和中世纪的西欧军队相似。对坦克的运用也遵循西方中世纪的模式，军队主要依赖坦克部队的冲锋。与此相一致，坦克越来越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坦克武器的趋势发展，它的所有性能都是为了与相似的武器系统作战。军队中拥有如此多的坦克，而且也主要依靠它们对坦克进行防御。坦克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坦克交战。



　　技术和四种基本武器系统



　　上述总结强调了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以及在配置这些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它们。地形因素和它们的花费以及提供军队的社会条件一样，对它们的使用产生影响。正如拜占庭的实战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对付武器较差的军队可以造成压倒性的战术胜利。装备有不同武器系统的指挥官在设法使其拥有的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攻击敌方孤立的较弱的武器系统。这种装备多样的军队和装备单一的军队相比，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



　　但即使是在最适合运用这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们。步枪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间的差别，17世纪末刺刀的出现使轻重步兵间的区别消失。这使得在随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欧洲战场上只使用双重用途的步兵和骑兵作战。在此之后，来复枪和后膛枪的火力使步兵取代了以往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种双重用途的步兵作为惟一的武器系统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坦克又扮演了以往重骑兵的角色，飞机充任了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和重步兵和轻步兵相比拟的是现代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因此，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这些变革，在1700年至1916年的战争史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士兵开始有两种武器系统，随后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早些时间里，马镫的发明曾对战斗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在战争中使用马匹，铁兵器取代铜兵器和对弓的改进都曾引起战斗样式的根本性变革。很清楚，技术是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战斗样式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概念。在现代战争史上，技术的发展首先使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从战场上消失，然后又使其得以恢复。



　　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经常是以很小的革新的形式出现，例如刺刀的出现，它影响到战斗中的行为，武器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战斗中的地位。像燧发枪这样重大的技术发明却对战术的影响很少，这类似早些时候手枪出现时的情况，它只起到了改进已有的武器系统和作战方法的作用，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变化，而没有引起质的不同。马镫的出现使重骑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很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十字弩的发明也是质的变化，它使力量较弱和缺乏训练的士兵可以使用一种强弓，它的威力巨大但精度较差。



　　火药引起陆战场上的革命令人奇怪地缓慢。筑垒技术很快就适应了攻城炮的发展，枪在很长时间里其性能比不上弓箭。但骑兵却可以容易地使用手枪这种一只手使用的武器，加上骑兵配备的一把马刀，就成为双重用途的骑兵。这是火药对陆战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滑膛枪上装上一把刺刀就很容易地使之成为一支短矛，这是在作战中滑膛枪与弓箭相比的第一个重要的长处。火炮对战场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和滑膛枪相比，它只是威力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从微观角度对火炮时代作一分析，可能需要使用复杂的方法对武器系统进行重新分类。但来复枪是建立在米尼式子弹的简单概念之上，后膛枪的出现彻底消除了骑兵存在的战术价值。这些武器种类上的差异是火药对战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也产生了节约力量的概念——为完成任务只使用必要的力量。这种节约使未被使用的资源可用于其他目的。这种观念通常意味着在最大程度地集中主要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同时，通过最小的花费在武器系统之间进行选择以形成最大的战斗力。




部队编成的经济学




　　只是在不久以前，对花费的精心计算才在确定部队编成时起到明确的作用。但在很早以前这些因素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点了。使用开始时作战效能较差但较便宜的火枪手代替十字弓手便是考虑花费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作战效能较高但却较贵的击发枪出现后继续在作战中保留便宜的火绳枪也是出于费用的考虑。然而，对费用的考虑往往不仅仅是在火枪手和十字弓手价钱上的比较，而涉及到复杂的战术考虑，需要考虑有多少名火枪手才可以取代一定数量的十字弓手。



　　举例来说，假如在14世纪，一支英国军队惟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抵抗法国马上骑兵的冲击，英国国王会使用便宜的威尔士长矛兵。假设3名长矛兵可以代替两名作为步兵使用的马下骑士，一名长矛兵加上配备给他用于战略机动的马匹的费用只是一名骑士的1/4。如果这些假设成立，英国国王为完成其作战任务只需花费使用骑士作战的费用的37.5%，两名骑士花费8个单位的金钱，但具有相同战斗力的3名长矛手只要3个单位的金钱。



　　但如果英国国王不仅要面对法国骑士，还要面对法国十字弓手，单独使用长矛枪手是不够的：法国可能会使用威廉在黑斯廷斯使用的方法，用十字弓手来射击机动力差的长矛手直到英军中出现可以使法国骑兵冲击的缺口。为应付此种危险，英国国王需要使用一些英国骑士攻击和驱散法国十字弓手，就像在班诺克本战役中苏格兰骑士驱逐了英国的长弓手一样。



　　当英国国王在决定费用高的骑士和便宜的长矛手的比例时，要对花费和作战的因素共同加以考虑。骑士和长矛手在抗击进攻时可以互相替代，但长矛手却完不成由骑士承担的驱逐十字弓手的任务。另外，英国国王还会考虑到一些马下骑士与长矛手混合编组可以加强防御的力量，他还需要一些骑士担负侦察和应付可能妨碍军队前进的乡村游击战的任务。这样，假如他原先只想使用一些长矛手的话，现在他将用两名骑士代替3名长矛手。但他想用更多的骑士代替长矛手时，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比仅仅抗击敌人正面冲击的考虑更为重要，如果这种取代过程继续下去，国王将逐渐达到甚至超过4名或更多的长矛手代替一名骑士的比例。最后，他得到一个不能再少的比例，比方说，必须有10%的骑士应付敌方的十字弓手。由于在长矛手数目增加时费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递减率的例子，图解12.1上关于假设的国王在长矛手和骑士间相互取代的例子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






　　图解12.1长矛兵和下马骑士之间相互替代率，在特定条件下相同的战斗效能表现为一条曲线



　　此图表明，英国国王相信他需要保留一些马上骑士以应付敌人的弓箭手，并使用一些马下骑士，他们起到和长矛手相同的作用，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击。但在从极限情况下的90%的长矛手和10%的骑士到全部使用骑士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国王可以进行选择，因为图中的曲线表示的是同样的战斗力。在国王看来，任何一种比例的骑士和长矛手的组合在对付法国军队时具有相同的效能。



　　在进行选择时，国王会比较骑士和长矛手之间的价钱，试验各种不同的组合情况直到他找到费用最低的比例为止。在图解12.2中，切线表示的是长矛手和骑士费用的比例1：4，从图上可以得出费用最低的组合是16%的骑士和84%的长矛手。






图解12.2在选择长矛兵和下马骑士组合比例时费用的影响



　　国王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他可以使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骑在马上的长弓手代替骑士。在有天然或人工伪装的良好阵地上，长弓手能够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另外，英国在苏格兰的经验表明，长弓手对于打败骑兵冲锋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许多长弓手配备有剑、斧和其他保护身体的装具，他们可以起到重步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国王使用长弓手防御十字弓手，英军的长矛手和马下骑士需要忍受法国十字弓手发射的箭，直到英国长弓手将其驱散。马下骑士的良好护甲和脆弱的长矛手相比，其战斗能力更强。



　　按照花费最少的原则，可以画出一个类似的曲线表示骑士和长弓手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样也可以画出一条直线表示两种武器之间的费用比。如果将骑士、长矛手和长弓手之间的关系画出，需要一个三维图，代表费用关系的将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之外的因素，整个战役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会战的需要也十分重要，它和完全没有某种武器系统和政治、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对战术选择产生限制。



　　事实上，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军队中几乎有2/3是长弓手，其余大部分是骑士，只有少部分是长矛手。为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国王主要依靠其部署在山上的长弓手打败了法国十字弓手的主冲锋。随后，长弓手又对打败法国骑兵冲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弓箭射倒了许多法国马匹。



　　历史上有为了对付特定对象而组建一支军队的例子，科尔多瓦的冈萨洛率领一支军队在意大利登陆，这支军队的组成适合于进行在西班牙经常发生的西班牙人和穆斯林之间进行的那种袭击战。但当这支由轻骑兵和携带剑和盾牌的重步兵组成的军队遇到法国的重骑兵和瑞士的长矛兵后，他们迅速被打败了。冈萨洛为对付法军重组了军队，他保留了他的大部分装备有标枪的骑兵以执行轻骑兵的战略任务，他还训练了一部分士兵使用长矛，以支援持剑步兵抵抗法国骑兵，在重步兵中他还增加了火绳枪手，用来防守他为使强大的法国骑兵陷入困境而挖掘的壕沟。这样，为对付一个新的对手，他重建了他的军队，他将具有不同特点的武器系统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战术和战略需要。由于缺乏经费并且又无法付给他的西班牙雇佣兵更少的佣金，他在重建其军队以对付法国的重骑兵和他们可怕的瑞士长矛手时，费用问题必然是其考虑问题的一个限制因素。



　　最近的类似于在克雷西战役中所假设的那种选择是对坦克的防御问题。很显然，坦克是最佳的反坦武器。不仅由于其装甲和大威力的火炮使坦克适合用于在火力掩护下的阵地防御作战，而且坦克的装甲保护其免受一些野战炮火的危害。坦克还具有不受战场上小型兵器和炮火影响的机动力，这使其成为对付敌方坦克的主战武器系统。



　　但是，现代陆军可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配备制导和非制导反坦克火箭，这相当于爱德华国王将威尔士长矛手用于克雷西战场上时所进行的选择。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德国都拥有超过其坦克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德国在反坦克武器与坦克的比例和反坦克武器的绝对数量上都超过法国。在最近的例子中，为渡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人使用了大量的几乎没有坦克支援的携带火箭发射器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防御以色列坦克部队最初的进攻。埃及人对步兵在反坦克防御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们选择了使用步兵而不是更为昂贵的坦克，是其对这两种武器系统费用进行比较的结果。购买、维护坦克和为坦克配备人员的费用远远大于具有相同反坦克作战效能的使用火箭的步兵的费用。所以，效能较低但有足够能力的步兵和威力巨大具有多种战斗用途的坦克配合使用，可在比单纯使用坦克更少的花费下得到同样的防御能力。



　　上述因素是在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中影响部队构成的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军队中，禁卫骑兵在其整个军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些训练有素，费用高昂的重骑兵在完成其基本的战术任务时仅仅够用，一点也不多余。其他费用较低的骑兵完成一些除突击任务之外的需要由骑兵担负的任务。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法国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法国放弃骑兵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将使法国丧失高质量马匹的天然优势。如果他不只是出于对马匹的感伤和对骑兵的怀旧情绪，他是指大量的优良马匹使法国不必仅仅依靠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和德国、俄国陆军一样，在使用坦克的同时使用了一些骑兵，在使用汽车的同时也使用了马车。




划分战术单位的作用和进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弱点




　　虽然士兵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提出以最小的花费配备不同的武器系统的问题，但他们经常公开谈论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斯巴达和底比斯人使用的翼侧攻击战术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军队的例子，亚历山大的作战方法是使用多兵种部队的实例。我们时代早期的一些将军们理解预备队的概念，理解将军作为司令官而不是作为战斗指挥官的作用，所以本书中不打算对这些论点进行复杂的或特别的强调，只想指出司令官们是被迫保留预备队，而不是明确地为保留预备队而不使其参加战斗。除已经减少了数量的部队外，组成预备队的士兵并不都是从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来的。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使用了临时组建立的预备队，他将原先部署在右翼的士兵调去支援受到严重压制的左翼。由于在紧张的战斗中很难从已经部署的部队中抽调预备队，临时组建预备队的思想在战略上更为适当。拿破仑在与乌尔姆的战争中和霞飞在1914年的战争中都使用这种预备队。另一方面，指挥官面临的战术问题在本书的不同专题中都进行了讨论。



　　防御的基本情况通常不是面对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而是一个相似的武器系统，特别是两支军队在战斗中正面对抗的情况。因此，战术的问题是，如何在缺少先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更好地战胜防御的优势地位。攻击敌人的弱点无疑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答案。



　　敌方队形的侧翼和后方无疑是最明显的弱点，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斯巴达和底比斯人就将他们的进攻指向敌人的侧翼。为攻击敌人侧翼，他们改善了其军队的战术编成，将方阵进一步划小，使之相互配合，这又体现了另一条作战原则，形成了一支机动和打击敌人侧翼的力量。罗马人的战术编成更完善，它起到预备队的作用，可以用于集中力量防御敌人的进攻，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就使用这一方法打败了汉尼拔的迂回攻击。



　　对必须防止队形出现缺口的突击步兵尤其重要的战术编成在中世纪退化了，因为中世纪的民兵缺乏希腊和罗马军队士兵的技能，职业军人也不在永久性的部队中服役。然而，骑兵与步兵相比受战术编成退化的影响较小。



　　瑞士军队的战术单位区分方法较好，但由于他们不使用笨拙的线式部署，很少用到战术单位。但他们有时使用他们方阵的机动性去攻击敌人的侧翼。他们的模仿者没有很好地学到他们的区分战术单位的方法，只采用了他们僵硬的队形。当荷兰人和瑞典人采用罗马模式时，比较好的战术编组方式在战场上重新出现。这刺激了战术编组的发展，因为排列和机动一支线式的步兵比纵队更困难。但在几个世纪里战术编组方法没有达到罗马人的水平，在500人的营中没有战术单位区分，这是因为战术家们没有在营中建立可以单独行动的连。



　　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陆军被划分为可以独立行动的师和军，同时也使用旅、半旅和营作为改进了的战术单位。这使拿破仑的部队可以在战场上独立机动，而不是停留在僵化的线式队形中。营作为编成师的更小的战术单位成为基本的机动单位，它们可以被部署到作战队形中，或集中使用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但有效的战术编组方法仍然没有延伸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



　　到19世纪，随着散兵和线式队形的合二为一，连获得了战术上的重要性，出现了将实用的战术编组推进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的潮流。这种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达到了顶峰，连里有排，排里有班，都成了可以独立执行集中攻击敌人弱点和实行渗透战术的单位。新的组织结构使战场上的士兵更加分散，也分散了战斗指挥，这和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是一致的。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寻找掩护，或至少是匍匐在地上。这种分散的结果是剥夺了高级指挥官直接对部队的大部分控制权，也提高了部属的主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时在班一级就可以装备便携式的干电池无线电通信装置，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集中指挥，同时也使军队具有了以往梦想不到的相互协同水平。在装甲部队中通常每辆坦克都有电台。



　　战术编组水平的发展和它延伸到更小的分队单位通常提高了个人的作战能力，这也是战术单位编组固定化的结果。这种编制上的细化增强了士兵间的社会联系力，提高了士气，提高了士兵的作战效率。



　　战术编组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步兵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例如在渗透战术中，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的营具有调动其兵力绕过敌人坚强据点的侧翼实施攻击的能力，相反，在面对敌人进攻时，可以灵活地机动兵力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然而，由于骑兵主要依靠冲锋战术作战，不像步兵那样需要严密的队形，即使是在旋转击发方式的火力出现之后，也不太需要更加细致的战术编组。但无线电使坦克和飞机的战术单位细划达到了骑兵从未达到的水平。



　　在会战前沿的一点上集中强大的兵力，是攻击敌人弱点的另一种方法，但它在突击行动中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队形纵深过大难以增强进攻的力量。但马尔伯勒在会战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前沿的弱点促成了会战的胜利。他的成功在于他将集中和分散原则结合使用，利用分散造成敌人出现弱点。例如，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他攻击敌人的侧翼，吸引法军削弱了中央的防御力量，因为部署在中央的法军主要是手枪和马刀装备起来的骑兵，这些骑兵在马下进行防御作战发挥不出优势。这时，他集中强大的骑兵对法军战线中央实施了毁灭性的突破。这次胜利，并不要求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也主要不是依靠精心设计的战术编组，而是骑兵的机动性和快速攻击的能力。



　　法国大革命后的作战方式是在部队被快速部署到战线之前，使用纵队进行战场机动以在前沿形成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态势，也是对战术编组原则和战术集中的原则的综合运用。举例来说，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拿破仑分散了盟军的力量，诱使他们集中兵力于他的右翼，然后使用其已经集中起来的快速机动的步兵对盟军战线中央实施强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改善了的战术单位编组和提高了机动能力的法军的优越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步兵战术单位的细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战术单位划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渗透战术找到敌人前沿上的弱点，增加敌人侧翼的脆弱性和提高到达敌人后方的机会。在防御中德国人学会了利用相对的机动性和反冲击抵抗进攻一方更多的部队。由于没有侧翼，渗透战术是攻击敌人弱点的惟一手段。



　　除不言而喻地仿效安息人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夺取胜利外，优秀的指挥官经常喜欢攻击敌人较弱的侧翼或后方。在这方面进攻部队的战法有助于理解这一原则，它也是这一原则的一部分。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是进攻部队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进攻了波斯军队重甲步兵的侧翼。



　　为实现这次成功的进攻，亚历山大的精锐骑兵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比重甲步兵更快的机动力可以使他们到达波斯军队的侧翼；不必进行消耗时间的编组战斗队形就可以直接实施攻击。但是，亚历山大的重装骑兵在对付波斯重装步兵时并没有优势，它只适合于攻击重甲步兵脆弱的侧翼和后方。



　　重装骑兵的马上机动力和对战斗队形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其可以一边前进一边进行战斗，所以在其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重装骑兵一直是主要的进攻武器系统。即使是在它面对具有全方位防御能力的瑞士步兵方阵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只有骑兵才具有的机动性和可以快速进入战斗的能力仍然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兵器，骑兵指挥官需要利用敌方军队的任何部署不当所造成的弱点或重装步兵队形中的任何混乱。



　　然而，步兵也可以被用作进攻部队。斯巴达人首先使用步兵进攻，他们使其队形的一部分前出，与敌方的侧翼形成直角。他们利用加强部队训练和进行战术编组的方法达成机动性，以攻击已经列阵准备会战的敌方侧翼。他们使用的是预先计划好的，经过训练的运动代替更好的机动性。在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得到成功。底比斯人神圣分队利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一部分步兵变成进攻部队。汉尼拔在坎尼和扎马会战中，使用训练有素的和经过编组的步兵代替其他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攻击罗马军队的侧翼，他进行了机动以使其步兵攻击敌人战斗队形的侧翼。由于敌人没有料到这一点，汉尼拔取得了成功。



　　由于中世纪步兵训练水平下降，步兵只能在一起投入战斗，这使得进攻的任务实际上完全由骑兵承担。到18世纪，经过完善的训练的普鲁士军队可以进行斜线攻击，使按照死板的线式排列的军队可以攻击敌方的侧翼。是训练，而不是将军队进行战术编组，使军队获得了更高的机动性。普鲁士军队采用的战斗队形中每一排士兵的转动方法使其可以边前进边战斗。腓特烈的方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结果上完全和斯巴达人、底比斯人和迦太基人的方法一致。



　　法国大革命后的步兵纵队，可以快速地部署到作战队形中去，这使步兵战斗队形具有进攻能力。拿破仑的旅由半旅组成，而在这些旅的基础上进一步组成师，由数个战术单位组成的师既可以集中起来攻击敌人的弱点，也可以展开攻击敌人的侧翼。由于不受线式队形的限制，纵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它几乎可以瞬间形成滑膛枪所必需的线式队形。即使部队没有被部署成线式队形，部队的火力也足以抵抗骑兵的进攻。部队采用这种方法前进和部署，在绕过敌人线式队形攻击其侧翼上具有令人称赞的能力。



　　根据战术单位分级编组的原则，将军队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并由一套完整的指挥链加以控制，再配合以操练和训练，可以使军队和各级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优秀的统帅运用军队所具有的这种能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特别是进攻敌人脆弱的侧翼和后方。例如，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提利打算抓住由部署在侧翼的一群萨克森人造成的机会，使用其步兵攻击古斯塔夫脆弱的侧翼。但在帝国将军笨拙的和不适当的操练下形成的队形，证明其运动速度不足以阻止经过良好训练和由若干战术单位组成的瑞典军队的包抄行动，被瑞典军队打败。



　　由此可见，将部队区分为若干战术单位可以使其具有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的能力。如果一支军队具有这方面的显著优势，例如就像普鲁士军队通过严格的完善的操练的作法，或以后法国军队通过使用划分战术单位的作法(法军中的师，其战术单位都能独立机动，营能够快速冲击)，都可以使其步兵获得骑兵具有的进攻特征，使步兵队形能够作为进攻部队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在19世纪里普遍采用的法国战术和组织形式，意味着所有的军队都具有同等水平的部署能力，这也意味着防御者能够同样移动其部队保护其侧翼。这样，步兵也就再次失去了进攻的特征，这种情况与早期的“神圣分队”和西庇阿的由战术单位编组的预备队粉碎斯巴达人和汉尼拔的包抄企图一样。



　　在重装骑兵以坦克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时，进攻部队又在战场上出现，因为坦克可以利用其高速机动能力，及在行进队形下作战的能力，绕到在正面可以抵抗住坦克进攻的防御部队的侧翼和后方。飞机也起到进攻部队的作用，但老式飞机类似轻骑兵，不是战斗中决定性的因素，除非敌方军队地处开阔地形上，又缺少防空武器。




会战和伤亡




　　在全部军事史中，都有有关会战数据的记载，这可能与这些数字所表达的戏剧性效果有关。但与这些数字表达出来的意义相比，它们对某场特定的战争的结局的贡献要小得多。它们只表示其本身的或战术意义上的消耗(所遭受的伤亡)。在传统经验上看，胜利者受的损失一般较小，战败者由于部队瓦解伤亡较大。会战的战略效果往往要依靠其心理上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庞培的胜利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对罗马人的胜利相比，远不具有毁灭性。会战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非战术性后果，坎尼会战的后果与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三世的两次胜利相比也是如此。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打赢的几场会战，例如马尔伯勒对法军的3次会战胜利，及七年战争中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之间胜败情况，就表明著名的会战胜利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现代战争中，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迂回运动中有更多的会战，例如马伦戈战役和德国人在1940年渡过默兹河的战斗，在战略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虽然会战的本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会战的影响仍然在于其在战略上、政治上、心理上和其他因素上的意义，但在过去的200年里，会战的频率增加了，其部分原因在于进行会战更加容易，并且会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增加了。失败方伤亡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趋势无疑也鼓励将军们更愿意冒冲突的风险。



　　会战的次数增加，但其战术意义却在下降，这和战略条件的变化并不矛盾，但却和可能引起伤亡率提高的两个因素的明显影响相矛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带防护装具的战斗员几乎完全使用强大的射击武器，按理来说，随着武器威力的增大，失败方的损失应该稳步提高。



　　然而，从17世纪初期开始，战败方的伤亡数字比战胜方的下降要快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战争一方胜利占领了土地，但以人员消耗来衡量却是失败者。按理来说，随着射击武器威力越来越大，伤亡应该成倍增加，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应该更容易地取得胜利，而失败方应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才符合兰彻斯特N平方律的规律。武器射程的增大和部队的进一步分散化，使战斗更接近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的情况。



　　当所有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部队的战斗力不只和他们的数量有关系，而是和其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在这种条件下，一支数量相对较多的部队可以很快地歼灭一支数量较小的部队。当然，每一支部队中的所有士兵和武器系统不可能都能向对方射击，他们只是在相对提高了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比如，炮兵的间接火力对敌方部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外，也有许多因素对战场条件造成反面影响使之难以符合兰彻斯特规律的要求。



　　数量优势价值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并没有削弱战术防御的力量。防御者可以继续占有可以选择防御阵地，可以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掩体，可以集中使用其武器系统的火力而不必因进攻行动造成武器系统的分散和发挥火力的困难。射击武器的大量运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对防御者比对进攻一方更加有利。防御者使用射击武器有许多有利条件，他可以利用掩体的掩护，还能够比进攻者更快更精确地射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使用证明兰彻斯特规律在起作用，特别是当德国人顽固地不放弃任何土地，而坚守在敌人远为强大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下的阵地上时更是如此。但当德国人充分利用其良好的战术编组，采用弹性防御战术后，(这种战术是在战术水平上结合使用防御者传统的战略上退却的方法)德国人重新恢复了防御的优势地位，给进攻者造成了高得多的伤亡率。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会战中，失败一方通常比胜利者遭受更大的伤亡，因为胜利一方经常屠杀战败了的没有纪律和组织崩溃的军队，使用重骑兵追逐轻步兵，或使用轻骑兵攻击退却中的脆弱的敌方突击部队。



　　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在20世纪的战场上重新出现，使胜利者重新获得了给战败方造成重大伤亡的机会。意大利轰炸机对奔逃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造成失败者重大伤亡的因素的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术编组程度，主要出于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的目的，但却带来两个显著的连带影响：第一，小的战术单位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凝结力和团队精神；第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提高，使军队可以应付由于战败或撤退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的情况。



　　下面对与17世纪会战情况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两个附带影响的意义。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建立常备军制度，在和平时期保留战时需要的大部分兵员。这种变化提高了部队的操练和训练水平，其结果也因平时就保持战术编组，提高了部队的团队意识、士气和凝结力。这种变化还可以解释战败一方在17世纪下半叶和上半叶相比伤亡率下降的原因。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方的伤亡率水平一般占其总人数的37.4%。在其后的常备军之间的会战中，由于其有更高的战术编组水平和更强的团队意识，伤亡率下降到27.6%。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造成人员损失水平下降的原因。在随后的63年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使用了刺刀。刺刀的使用使步兵不像原来那样过于脆弱，失败方的伤亡率也因此进一步下降到21.9%。燧发枪、统一的操练和常备军制度的完善可能和刺刀一起对伤亡率的下降产生影响。



　　但在17世纪里，战术单位编组还没有度过其幼年期。它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也更加统一和彻底，并随着火力射程、威力和射速的提高，军队对火力的信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军队在战败时不再出现混乱和无组织的情况，经过更好的战术编组的军队能够在较小的伤亡下更有效地作战和更容易地退却。



　　在经过良好的战术编组和固定番号的部队中的下级单位训练的一群士兵，往往有着更好的合作，也具有更强的主动精神，因为他们懂得配合其伙伴的行动，忠于战友和团体的纪律。这种军队比以往历史上的军队在战斗中更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历史上的那些军队往往更容易瓦解为溃散的逃兵，因为它们不仅机动性很差，而且缺乏必要的战术编组，在溃散的士兵群体之间没有联结力。而有良好的战术编组和训练的军队即使在面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强大火力，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攻者占压倒优势的坦克和飞机的轰炸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使失败者的损失下降的趋势，随着后膛枪的采用进一步得到加强。后膛枪不仅提高了射速，而且可以使步枪手匍匐射击。这一点和对战场上火力密度提高而寻找防护的反应一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武器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的怪现象。火力的增强和早期对线式战术的采用，特别是在20世纪的情况，使战线进一步扩大，而不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堆集大量的兵力。兵员密度的下降意味着在战线上某一点的战术失败只具有更为局部性的影响，因为它只涉及到战败一方的很小的一部分军队。



　　一个影响伤亡率下降的因素，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的坦克战和不久前的阿以战争中的坦克战中都起作用。交战双方，特别是失败的一方，从武器系统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坦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在仅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其总计1300架飞机的1/4，6000辆坦克的一半。尽管对于如此短暂的战争来说，其损失率似乎很高，但如果认识到其间每天都有战斗，特别是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发生多次战斗，那么这些数字看起来就不那么令人触目惊心了。每天损失的数量平均小于坦克部队总数的5%，如果指挥官在战斗中只投入了一半的兵力，损失率则是10%；如果只有1/4的兵力投入战斗，则损失率是20%。另外，从人员损失的角度来看，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死亡2万人，平均每损失一辆坦克损失7个人。



　　所以，与战争中所进行的大量的战斗相比，这些损失似乎并不太严重。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久的进攻战及其每天的重大伤亡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会战的频度与较高的兵力空间比有关，所有部队全部乘车作战造成的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也增大了作战的次数。由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的边境和一些重要目标如苏伊士运河和叙利亚首都靠近战区，交战各方军队都具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各交战国都清楚地感受到在战争中退却的危险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士兵都顽强作战，而指挥官们和其士兵一样不愿意承认失败和进行撤退。指挥官也可以将这种在敌人压力面前顽强战斗的精神归功于良好的纪律，和现代化军队从上到下彻底的战术编组。战斗人员不愿意撤退也反映出战斗的政治背景的影响，这是在危险情况下敌对各方看重的因素。现在还不清楚这样高的损失率，是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上的机械化作战的高损失率一样，是由强大的火力和庞大的武器系统所进行的机械化战争的必然结果，就像在18世纪的滑膛枪手一样，由于其难以和后膛枪手一样方便地隐蔽而显得过于脆弱。政治和地理条件可能是影响损失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已被欧洲的战争所证实。虽然一日战斗的损失率没有达到18世纪及更早的时期那样高的比例，但由于持续战斗，损失率也相当高。



　　根据一个特定时期里损失水平的不同，或军队是单一兵种还是由混合武器系统组成的不同情况，战斗消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遭受坎尼会战的灾难性损失之后，罗马人避免了许多次会战，并通过征集在其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大量的民兵预备队弥补了这些损失。与此相似，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中许多会战的重大损失之后，许多指挥官都设法弥补了损失，例如提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之后雇用了更多的雇佣兵。另一种情况，例如拜占庭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却无法补充其军队，它实际上损失了其全部职业化的受过高度训练的重骑兵，更严重的是，会战的一个后果是使其失去了主要的征兵区安纳托利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军事制度都可以很容易地将平民征召为士兵，但一些国家由于在连绵不断的战线上所进行的长期恶战伤亡巨大，以至于找不到适合服役条件的男性参军。所以，军队补充的能力，像对战败时可能遭受的损失的估计一样，制约着指挥官和政府冒险参加会战的意愿。



　　总之，在现代战争中，对相当大的部队的战术歼灭战越来越少见。战术后果价值的降低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考虑对不断发生的会战产生影响的后勤、战略、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勤




　　历史总结



　　在本书所研究的战争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供应和移动的样式变化不大。军队的人员和牲畜的供给通常依赖于他们作战的地区。所以，作战区的人口、生产力水平和季节对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如果他对补给系统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即使在波斯没有明确地执行后勤战略的情况下，他也可能输掉战争。亚历山大通过减少行李和非战斗人员，利用被围城市的供应线，提前仔细地作准备，区分前进路线和攻击目标以满足他的军队在波斯生存的需要，竖立了当时后勤系统的典范，这在20世纪也不完全过时。他的战争实践还证明他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他利用陆军夺取了波斯舰队的基地，通过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波斯海军。



　　在过去的2500年里，获得粮秣的方法从抢劫到购买不一而足。对补给品的浪费、对人员的遗弃，以及当地人民的敌对反应，经常使军队从政治上考虑倾向于采用一种有秩序的方式从友好地区或敌对地区获得补给。通常的作法是军队向当地政治当局征收粮秣，或征收金钱再从商人或生产者手中购买补给品。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称之为战争税和征集补给品。在友好的地区和在中立的地区，军队通常使用本国的资财购买补给品，有时即使在敌对的地区，军队出于争取群众的特殊目的也采用购买的方法。无论何种方法，军队通常都能找到他们在作战中需要的大部分物资。次数有限的会战一般不会将军队携带的弹药消耗完。



　　从远处获得补给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围攻战中，或者是一次战役的初期，因为冬季的消耗已无法满足未来战役的需要。水路运输效率较高，可以通过海洋、湖泊和河流从基地运输补给，甚至包括牲畜饲料。通过陆地运输给养则比较困难，一般只限于士兵的口粮。进行围城战时，周围地区的道路情况和生产力水平对作战影响极大。骑兵在围城战中对改善给养情况作用不大。



　　道路的改善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马掌、挽具、舰船和导航技术的新发展都对提高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作出了贡献。19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提高了河流和海洋运输的速度和经济性，铁路也引起了陆地运输的重大变革。虽然铁路比水上运输贵，但铁路运输速度更快。铁路在19世纪后期的大发展可能比更方便的水上运输对后勤的影响更大，因为众多的铁路线意味着几乎任何一支军队都可以从基地获得补给，可以交互地使用发达的道路、铁路和水上交通系统获取一个广大的农业地区的资源。



　　高效快速的铁路系统使军队获得了新的战略机动性。它首先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铁路运输可以在远距离上集中起大部队，这拓宽了战略机动的范围，和过去相比其差别之大就像步行速度与火车速度之差那样。由于撤退的军队通常总要破坏铁路系统，防御者往往比进攻者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1914年在法国和东普鲁士的战役证明了铁路对防御者抵抗战略进攻部队的价值。同盟国也是通过铁路快速运输集中起预备队防御1918年德国的进攻的。



　　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为了满足民间对更好的交通手段的需要，但汽车的发明，也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汽车运输远比铁路运输昂贵，但汽车可以运输补给和士兵到没有铁路的地方，甚至直接运往前线。正是由于有了汽车和铁路运输，才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庞大的军队之间的阵地战有可能发生，在这次战争中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补给。在1940年，汽车是德国取得的惊人的战略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在满足进攻方的战略进攻部队的需要上，汽车的多方面用途远超过铁路。



　　飞机运输要比汽车运输昂贵得多，但和便宜但速度慢的水上和陆地运输相比，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在快速运输兵力和补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或在部队被包围的情况下，飞机运输是基本的补给手段。



　　因此，技术进步已经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过去的100年里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和许多武器的变化不同，但和电报、电话、无线电、收音机、数据处理器等在战争中的运用的情况相类似，许多改变后勤方式的发明首先来自民间。在这里，民间的需要和军事上的需要差别不大，而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不断要求改善运输方式和通信手段。同时，也不像技术的发展对战术所产生的循环性的影响那样，它总是不断地改善补给、运动及对部队管理的情况。这种变化几乎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不断地提高效率和降低费用的过程。



　　选择性的兵员制度



　　后勤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敌人是远是近，对后勤的需要总是十分迫切的；后勤的复杂性也和后勤是一种运动状态的本质相关，军队的后勤活动在现代军队参谋制度的演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经过无数年缓慢的演变，参谋系统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基本的计划和管理机构。指挥官不仅通过参谋系统安排以满足庞大军队的后勤需要，而且依靠参谋系统协调情报和作战行动。19世纪引入军队的兵员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对参谋系统进行更好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兵员的征集和训练影响到会战、战役和战争的结局。在过去的2500年的欧洲战争史中，兵员制度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希腊人使用民兵，他们通过训练使其具有一定的战术能力，又由于他们都以所在的小城市为基地，希腊民兵之间有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波斯人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使用职业化士兵组成的军队，职业化士兵经过连续的年复一年的专职训练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连续不断的战争最终也迫使希腊人实行了职业化士兵的制度。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开始采用民兵制度，但其后也使用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其组织结构和纪律都具有典型性。这两种制度，民兵制和职业制在随后的若干世纪里一再重复出现。民兵和常备军相比，花费较少，还具有数量多和作为潜在的预备队的长处；这种制度是罗马人在意大利能够抵抗住汉尼拔入侵的重要原因。职业士兵个人素质较好，具有额外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部队中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相互信任，并提高部队的团结精神。



　　民兵不能打长期战争，特别是那些远离家乡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最终采用职业化制度的原因。民兵在短期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大量的袭扰者中，许多人自身就是平民，例如阿拉伯人和马扎尔人，他们甚至没有形成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民兵在防御袭扰时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在防御中他们可以依靠堡垒，这样对民兵的战术技能要求更低。



　　中世纪的军队只是表面上与民兵制度和职业士兵制度一致。虽然城市民兵与希腊制度基本相似，它在战术上主要依靠密集的长矛手；但农村的民兵只是徒有其名，他们不经任何训练，经常使用农具代替武器。由于农村民兵来自分散的乡村，它也缺乏城市民兵部队中的凝聚力。但也有一些农村民兵的表现非常出色。例如，由居住在紧密的山谷社区里的瑞士民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拥有武器而且训练有素，很难把它与正规部队区分开。



　　中世纪的职业军队也和希腊和罗马模式大相径庭。中世纪的职业制度中不仅没有固定的编制和部分集中的部队，而且将其正规军分散到许多小兵营里，甚至将士兵个人也分散到全国各地。这种制度下的士兵具有一定的，或相对较高的技能，但这些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不习惯于纪律和服从，也缺乏配合作战经验和集体意识。对士兵的雇佣一般以一年的战争为限，有的直接和士兵签订合同，有的则通过军事经纪人签订。这种作法无助于减少中世纪雇佣兵制度的缺陷，虽然有时候也有成群的男人冬季里也生活在一起，指望着能为来年签订上合同。直到17世纪后半叶，欧洲职业军队才开始采用更为有效的罗马军队的组织模式，所有的正规军都年复一年地在一起生活和训练，依靠有组织的军粮筹集部门供应给养。



　　可见，民兵制度在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后期就失去了其大部分重要意义。这种情况持续到17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民兵制度才重新获得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加强和征召民兵，匆忙征集起来的男人们被编入军队，但他们在战争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实行了这种方法，普鲁士在战争结束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由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改进，使得在战场上机动可以采用纵队样式，它克服了以早期的瑞士密集队形为代表的线式战术的大部分缺点。这种从单一的线式战术所完成的变化，使得由平民转化成士兵的过程大大地简化，也更加迅速了。由于在前沿战斗中较少地依靠步兵线式队形之间的对射所需要的僵硬的射击纪律，使得可以快速训练平民担负战斗任务。



　　在19世纪，普鲁士在其武装部队中连续地执行了将民兵和职业兵融为一体的政策，并实际上获得了两者的好处。通过将平民预备队加强到专职的部队中去的作法，他们将民兵和正规军以一种有益的方式结合了起来。正规部队训练预备役人员，他们或者在民兵组织中服役，经过3年的训练，将产生一批经过良好训练的平民，然后正规军可以在短时间里征召他们完成进一步的任务，或者在战时动员征召他们入伍。



　　由于每一特定的部队都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拥有基地，兵员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通常，他们以前就认识，或将一些社会关系带入当地部队。他们在军官或军士指挥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在这些军官或军士指挥下作战。这种基于地区性的征兵制度密切了士兵和指挥官的关系。在一年一度的动员中，所有人员都在一起进行模拟战争条件的演习或其他训练。所以，普鲁士在其各单位的平民之间培养起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他们接受的训练条件完全接近于长期服役的正规部队的训练水平。



　　普鲁士实际上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使用的所有干部全部是职业军人。由于拥有大量的民兵预备役人员，普鲁士在花费较小的情况下拥有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当预备役人员加入现役时，他们可能使军队的规模增加两倍，但却不会降低军队的素质。由职业军人指挥、完善的训练、有共同执行任务的经验，动员后新组成的普鲁士军队几乎具有长期服役军队的所有优点。即使是真正的民兵，“后备军”也大部分经过现役士兵水平的训练，并由部分正规军人指挥，其战斗力水平超过欧洲曾经有过的大多数民兵部队。



　　这种制度在普鲁士进行的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证明了其有效性，在这些战争中由职业军官和平民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打败了奥地利正规军。1870年的对法战争充分显示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潜力，普鲁士军队扩大到最高水平，它拥有一支是法国军队两倍规模的军队，质量稍逊于法国职业军队。如果不是法军处于如此悬殊的数量劣势之下，即使巴赞不称职达到惊人的地步，普鲁士也可能不会打败法国。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采用了普鲁士军事制度，而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推迟了完全参加战争的时间，它们的军队也因为缺乏得到彻底训练的人员而受到了影响。法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利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士兵所受到的训练只适应经过动员扩充后的军队的作战样式。由于轻视平时就存在的作战部队的优越性，法国重复了中世纪类型的将职业军人分散驻防所造成的困难。另外，法国的军事承包人也没有将士兵集中训练，使这些士兵组成有效的战斗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由正规军官和经过训练的预备役组成的庞大的军队的依赖开始减少，只有俄国军队保留了这种由职业军官和大量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军队的样式，这种军队在人数上与本世纪上半叶那些典型的军队样式相似。为组建一支和其人口水平相比规模很大的军队，以色列和瑞士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其人员参加反复的阶段性的服役，以保持和提高其战斗能力。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军队已经向机械化部队过渡，其后果是部队规模缩小。虽然欧洲国家仍然在征召适龄男人参军，并因此形成了大批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现役部队将在预见到战争爆发进行动员后组建的较小的军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正规部队和在过去战争中的情况一样，仍将战斗在最前沿。



　　军事训练仍是件困难的工作，有些因素的发展使训练工作简化，有些则使训练变得更加复杂。掌握使用弓箭的方法，需要进行多年的训练才有力量把弓拉开，并准确地向目标射击，但后膛枪只需要学会快速可靠地安装子弹就可以了。现代自动步枪具有良好的视线和平直的弹道，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学就会。使用自动火炮所需的训练也不比学会使用老式的手动操作的步枪更复杂；学会操作坦克，这是一组人员的工作，也不比在学会骑马的同时一手持矛或剑，一手驾马更麻烦。即使驾驶飞机，也不比学会骑在没有马镫的马上用两只手又准又快地射击强弓需要更多的练习。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将平民转变为合格军人的任务更加方便。



　　但另一方面，使用许多武器模拟战斗情景却越来越难了。不像古代的重步兵可以进行击剑训练，也不像重骑兵可以进行马上格斗训练，现代士兵虽然可以使用模拟器材进行训练，但失去了老式的类似体育队之间所进行的混战那样的训练所得到的东西。即使是18世纪的士兵，他们也可以不断地重复地操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辛劳可以换得战场上的能力。灵活多变的渗透战术使步兵再也无法学会所有必要的技能，坦克在运动中作战的特点也使驾驶手和指挥官很少有机会学习他们在未来战斗中将重复的运动样式。即使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操作熟练性的炮兵，如果在战斗中他们平时使用的复杂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也将遇到困难。



　　可见，随着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实战中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训练越来越简单，但与集体行动有关或集体作战行动的训练却更困难了。并且，由于军队越来越依赖于精密的装备，又出现了另一种困难：对新式武器的维修人员的训练——新式武器的可靠性不如过去简单的老式武器。这些方面对士兵能力的要求至少相当于或超过过去对士兵的要求，但平时的训练和修理武器的经验像许多老的战斗技能一样，将使修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战时工作。总之，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只有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及集体的重要性这些本书的次要论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战略




　　历史总结



　　在两支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的战术优势首先体现在正面作战中。在战略层次上，在两支结构相似军队之间的战争中，防御的战略优势依赖于战术上的优势，及其在撤退中对追击方所形成的在持久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当进攻中的敌人利用袭击战略对抗持久战略时，撤退行动对追击行动所形成的优势则使进攻方更强大，因为他们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就撤退了。战略上的袭击与战术上使用轻型部队对抗重型部队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马上弓箭手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败拜占庭重骑兵的。袭击战术和袭击战略的基本方法就是打了就跑，除非是战略上的袭击部队。由于袭击者占有撤退的优势，并不需要拥有机动性更强的武器系统。



　　所以，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军队之间，无论是实行袭击战略还是持久战略，在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历史中，较强的一方军队通常难以仅靠战略手段迫使较弱方进行会战。行动灵活的长矛投掷兵(皮尔塔斯特)可以迫使一支由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按照他们的条件作战，这对通常情况下只有双方同意才能进行战斗的情形而言是个例外。主要由徒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在卡雷落入由骑兵组成的安息人军队控制之中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战争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军队的结构都使双方具有相同的战略上的机动性，而此时实施撤退行动的一方占有优势。



　　通常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也使许多军队难以达成进行关键性决战的目的，因为较强大的一方也经常缺乏足够的兵力按照持久战略的要求控制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以迫使兵力较弱但政治条件较好的对手进行决战或投降。即使是一支强大到能够进行系统的征服并在全国和战略要点上驻守军队的入侵者，往往也由于缺少持久战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或政治耐心和毅力而失败。



　　所以只有在作战双方都认为有最大的获胜机会时才会爆发战争，否则就是政治因素要求必须会战，例如，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斯进行会战，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与威廉交手。为了防止出现撤退者对追击者的优势情况，军队往往采取袭击战略以形成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袭击战略，它在袭击了较强大的敌人军队中较弱的一部分后立即撤退。在大夏和粟特发生的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中，就采用了袭击战略，抵抗者首先攻击了亚历山大的一支小部队，但在马其顿强大的部队面前，抵抗者为避免进一步的战斗撤退了。



　　避免与敌人进行会战的能力，使弱者实行进攻战略比强者奉行防御战略更为有力。再加上变退却对追击的优势为进攻者的优势，袭击战略可以抵消战术防御的大部分优点。由于袭击者只追求小的战术胜利的累积效果，他们可以将与自己的力量是否大于作战目标的力量，作为选择攻击目标的惟一标准。对目标选择的如此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使敌人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无法使其处处都强。无疑他们必然失败，而袭击者通常在袭击中使用局部优势兵力，取得相当程度上胜利，以此抵消战术防御的优越性。



　　亚历山大想通过在交通枢纽上驻扎兵力的方法迟滞游击队的运动。这样，他不仅迟滞了袭击者撤退的速度，而且妨碍了袭击者前往袭击目标的速度。当被入侵者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采取持久战略中的战术防御，而实行这种袭击战略利用游击队抵抗对手时，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这种持续防御方法在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者所采用。罗马人在他们征服坚决抵抗的蛮族部落时，经常采用持久战略，还配合以广泛修建的堡垒群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恺撒采用了罗马人的作法，不采取过多的作战行动，修建堡垒和耐心等待，他采取后勤战略分散比利其人，在壕沟深掘的堡垒中静待比利其人的供应消耗殆尽。



　　在面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精明的后勤战略和焦土政策，以及法比安采用袭击战略对粮草搜集人员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恺撒撤退了，他接受了暂时的挫折，但坚持了他的原则：“在给敌人打击的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最好放弃打击敌人的机会。”但韦辛格托里克斯由于认识到罗马人的毅力和“永不停止战争”的态度，冒险作战，被打败后逃往阿莱西亚城。在这里罗马人利用精心设计的围城和封锁堡垒线，成功地打败了城中被围部队的突围和城外部队的救援。当然这次胜利只是罗马人征服的第一步，罗马人还在全境驻防军队，建立堡垒哨所，并镇压了随后发生的起义和游击战。罗马人最终的征服还归功于罗马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文化力量和执行持久战略的耐心。



　　军事行动中往往不仅交互使用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而且使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世纪的战争中显示了堡垒及城市的附属城堡的作用。防御部队躲进粮草充足的城市或堡垒中，除长期的围攻外，一般可以抵抗住兵力强大但后勤落后的对手的进攻。



　　百年战争体现了中世纪战争的许多特点。在14世纪，英国采取的是政治性的袭击战略，最终迫使法国作出了让步。英国和法国在对法国西南部的争夺中都采用持久战略，围绕控制该地区的城堡和城市进行争夺。法国成功地使用了罗马费边在抵抗汉尼拔时采取的方法；依靠当地人民对法军的政治同情，法军努力避免与英军作战，而只是围困英军占领的城堡和市镇，由于英军奉行战术防御的学说，法军很容易地就实现了目的。



　　在15世纪，英国在法国寻找到了政治支持，转而采取持久战略，系统地征服法国的城市和堡垒。但英国人发现法国太大了，也有太多的法国城镇居民和士绅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使英国人无法征服法国。英国军队逐渐地被分散到占领的地区，以至于他们无法应付法国不断恢复的抵抗力，法国人随后也采取持久战略将英国人逐出法国。



　　除了通过断绝被包围的城市或堡垒的防御者粮食来源的方法迫使防御者投降的明显例子外，后勤战略在战争中通常不起主要作用。法国和苏格兰人曾经通过焦土式的防御性后勤战略来对付英国人。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前进路线，那么对庄稼、粮食和饲料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因为既然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采用袭击战略，例如希腊军队，来达成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袭击者甚至入侵者经常将他们没有消耗完的物资破坏掉。



　　中世纪战争形态的发展，对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采用进攻性袭击战略的情况来说，影响不大。像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国王们也面临着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袭击者的骚扰，这些袭击者的目标是战利品，他们也奉行持久战略，利用堡垒和对交通线的控制保护自己。英国人在他们长期的控制威尔士的进攻战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由于缺乏在威尔士全境同时设防的能力，英国人一小块一小块地征服威尔士，每占领一块领土就在上面修建堡垒。通过对人员和堡垒的结合使用，他们在每一块领土上都形成了很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英国人能够在每一小块新征服的领土上都能建立起适当的防御。因此，通过剥夺使袭击战略占据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英国人利用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打败了威尔士游击队。中世纪的战争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战争样式的连续性，也预示着当武器、战术、后勤，乃至战略发生变化时，也无法改变袭击战的基本样式。



　　英国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中主要依靠堡垒，威尔士人最终也开始模仿英国的做法，自然也包括围城战。但他们这些行动缺乏重要性，因为这些行动最终变成按照作战持久战略而进行的作战行动。对于执行作战战略，围城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即迫使救援部队作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初法国对北意大利的征服中发生了那么多的会战。对于围城者来说，城市陷落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增加财富，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时间更长的围城战。这样，其结果是经常迫使将军们为了挽救城市，在战斗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被迫作战。



　　三十年战争中又出现另一种情况，战斗力较强、目的坚决的两支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但每一支军队的兵力空间比都很小，不足以牢固地控制德国的广大地区，也无法迫使对方进行决战。古斯塔夫从占领新教徒占多数的德意志北部地区开始，按照持久战略系统地向前推进。这种袭击方式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它可以使敌对的统治者丧失威信，也可能因敌对的统治者的屈服而夺占这一地区，或至少使这一地区中立。另外，实行后勤战略还可以剥夺这一地区的资源，以防敌人军队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所以，古斯塔夫将实行持续作战战略的围城战和后勤战略的袭击战相结合，以及缓慢地占领北方领土的作法，将该地区的资源为己所用。



　　虽然古斯塔夫和他当时的对头提利都奉行作战战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爆发战争。相反，每一方都采取袭击对方基地地区的方法，保护自己，消耗对方。因此，在1631年，古斯塔夫两次进兵威胁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随后又进兵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开展袭击战。第二年，古斯塔夫又进入巴伐利亚进行袭扰，帝国新司令官华伦斯坦通过向北进军威胁瑞典国王摇摆不定的盟友萨克森和瑞典军队在北方的基地，分散了瑞典国王的兵力。由此可见，当交战双方都存在脆弱的基地地区，和都是小型的结构相似的军队在一个相对大的地区里作战时，袭击和反袭击具有一种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在对敌人有利的条件下作战，所以会战很少发生。古斯塔夫在韦尔伯恩有利的阵地条件下向提利挑战，和在纽纶堡向华伦斯坦挑战的情况都是如此。华伦斯坦由于在瑞典阵地前受到挫折，转而实行后勤战略破坏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得到加强的瑞典国王也以同种方法进行报复。当两支军队撤离战斗时，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消耗。



　　三十年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战略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虽然当时的军队都由职业军人组成，但每年都需要重新征集的军队，缺乏士兵在一起长期服役所形成的凝聚力、战术单位的固定编组和士气。这主要是因为养兵的方法采取的是封建制度，统治者依靠独立的承包人为他们提供兵源。军队也没有类似亚历山大或罗马军队的后勤系统，承包人和他们的贫穷的雇佣兵主要依靠战争支持战争。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关心后勤供应和休养军队的同时坚定地追求其战略目标，在17世纪初期，给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是项关键性的任务，指挥官们经常为了满足迫切的后勤需要而行动，而不是为了追求战役要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常常为了满足后勤需要而改变政治目标，并且由于引起受到劫掠的平民的敌视，这些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危害。



　　欧洲人口的发展、生产率和政府税收的提高，允许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军队，这样提高了的兵力空间比往往允许实行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由于有很多筑垒城市，交战者会发现这里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如果没有敌人领土上的当地居民的帮助，军队的进展会很慢。作战行动经常是一系列的围城战。



　　在意大利北部，兵力空间比有利于进行更加决定性的会战，但军队长期具有的避免作战的能力妨碍实行作战战略。河流是防御性的障碍物，在渡河作战时，军队利用突然袭击，分散敌人和集中力量击敌弱点的方法完成任务。进攻中的军队在渡河时，经常采取占领控制着粮草征集区的阵地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这些粮草征集区过去是防御者的基地，但现在为入侵者所利用。所以，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是采取袭击敌人基地地区的方法，而是将敌人驱逐，使其成为自己的基地。他们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后勤战略的内容，与古斯坦夫早期在德意志北部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人时的作法相似。



　　18世纪中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在波希米亚、萨克森、西里西亚进行的各场战役中，有利的兵力空间比使入侵的军队可以实行持久战略以控制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对腓特烈的生存至关重要，持久战略中的后勤因素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保护和恢复这些地区的财政和兵员资源，腓特烈进行了许多次进攻性会战，其动机与敌人想解围的目的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则利用其强大的骑兵和占优势的轻步兵，两次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普鲁士人的入侵。一次是奥恩元帅通过袭击普鲁士运输队和限制其粮草征集人员活动的方法将普鲁士入侵军赶走；另一次是奥恩元帅在消灭了普鲁士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和夺取了他们的给养品后，为奥姆特斯解了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战争形态。法国的战术体制是利用纵队机动，但以线式队形作战，这使军队无法乘对方缓慢部署成作战队形时为避免作战而离开战场。提高了战术编组水平和作战能力的法军，能够迅速地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为保卫自己不受对方步兵或骑兵的袭击而以笨拙的作战队形缓慢前进。法军在接近敌方军队时能够加快前进速度。



　　法国军队平时以师为建制单位活动，它们经常由师编组为军，而不是将所有的师都集中起来使用。这样法军不仅能够控制其占领的地区，而且可以在许多路线上迟滞敌人，或者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威胁敌人。法军的部队虽然高度分散，却属于某一个固定编制的战术单位，能够迅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或抵抗敌人集中的兵力。军队的高度分散，也使敌人对主攻方向难以判断，提高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强了进攻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作战能力。



　　一支分散部署的战略性进攻军队，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行军机动能力，加之它主要由战术进攻性的步兵和骑兵组成，具有迫使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决战的能力。在此之前，具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撤退中的军队的机动速度高于追击的军队，一支集中起来的军队无法迫使另一支军队作战。但只要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新式军队中分散的部队可以迫使敌人的部分军队作战，从而迟滞敌人整个军队的运动，直到所有的军队都赶来参加会战。



　　所以，军队可以迫使敌人要么进行战斗，要么采取另外的选择——向后方撤退。集中的、和整个战区相比较小的防御军队，再也无法通过转移到对方的活动范围之外的方式避免会战了。防御者甚至丧失了通过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以避免战斗的能力，因为广泛分布的法军能够将之包围，并夺取之。但分散开的军队也存在被集中起来的对手打击其一部分的危险。



　　这些分散的部队，当以适当的兵力空间比协同作战时，不仅可以使战争更具决定性，而且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地位，首先攻击敌人一部，再及其余。在以往，当敌人军队拒绝战斗时，兵力集中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点，交战也就很难发生。当尼禄运用这一战略使用一支大部队进攻哈斯德鲁巴时，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哈斯德鲁巴的愚蠢，这是后者被迫应战的原因。爱德华王子曾先后和小德蒙特福特、老德蒙特福特作战，但他的胜利依靠的是凌晨发起的突然袭击，和将敌人诱到背靠大河的战场作战。腓特烈大帝也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但必须在敌人设定的条件下接受会战，使用其集中起来的兵力。因而，在通常情况下，敌人可以拒绝会战的能力剥夺了集中起一支大部队所带来的一贯的好处。由于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具有分散和容易部署的特点，它可以容易地迫使敌人交战或进行灾难性的撤退。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成为一种主要的战略手段，它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御。所以，将军们既可能将其人数众多的大部队投入会战并很可能取得胜利，也可能在敌人压力下被迫进行灾难性的撤退。拿破仑在其担任将军之初就有意地在两支敌人的军队之间行军，这样他可以有选择地攻击它们，这表明内线作战的价值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拿破仑的分散部署、但在面对威胁时可以快速集中的军队，可以插到敌人后方切断其退路。在马伦戈战役初期，拿破仑占领了奥地利的后方，控制了米兰及其周围地区，他在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基地，这使他可以保持他的地位。但拿破仑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旺多姆元帅在渡过河并在奥地利建立基地的成就更大。但不同之处在于，不像旺多姆，拿破仑分散的军队能够断绝奥地利人的退路，这是他在马伦戈战役中取胜的关键。



　　所以新的战略和军队的战术能力改变了占领敌人后方的意义。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再能超越另一支军队。虽然军队任意依靠他们所占据的地区补给，除集中兵力进行围攻战外很少依赖补给线，但在马伦戈战役胜利后拿破仑军队占据的地区使奥地利人感到十分窘迫，虽然他们仍占据着广大的地区并拥有海上交通线，但他们同意从意大利北部撤出。在乌尔姆战役的另一次迂回运动中，较弱的奥地利军队被迫要么交战，要么直接向莱茵河或法国撤退。



　　与单独实施会战相比，战略途径是达成更具决定性胜利的道路。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由于马尔伯勒熟练地运用了集中和分散的战法，一举歼灭了法国2/3的军队，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的会战，其伤亡和战术后果都可与坎尼会战相比。但法国人战略上的胜利补救了其会战中的失败，这次会战逐渐丧失其战术上的意义。迂回运动能导致决定性的战略后果，只要进攻一方能以在战术上不太重要的防御会战阻止住敌人的撤退行动，这种机动行动就可确保取得重大胜利。



　　军队新的作战能力和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相结合就可以达成决定性的战役。当法国将上述因素与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结合使用时，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征服力。



　　政治因素历来对军事产生影响，它经常制约着所需要的军事努力的程度，并对会战和战役的胜利赋予某种意义。大流士三世在政治上的弱点迫使他在战场上与亚历山大交战，从而使入侵者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使其丧失了对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与罗克桑那的婚姻消除了大夏和粟特人的抵抗，所以虽然他在以后采取的军事措施远远不够，但仍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的歼灭战没有产生任何战略上的成果，这是因为罗马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足以抵抗他。这些因素也影响军事决策，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们无法迫使其臣民实行焦土后勤战略，否则就可以打败亚历山大。



　　三十年战争表明了士兵们在征集粮食、饲料中所引起的反抗程度。这些征集活动时常直接针对公众，这种后勤方法中的大量浪费、破坏和抢劫事件加重了恶果。占领军的行为引发的政治上反对占领军的情形并不始于三十年战争，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就是这样。仅一个冬天，占领军的士兵就将欢迎他们的、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希腊人变成了敌人。希腊人配合安息人杀死了安条克七世和他的士兵。三十年战争中受到劫掠的农民没有采取如此有决定性的行动，但他们经常一有机会就袭击或杀害征集粮秣的士兵，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补给品落入进行抢劫的军队手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通常是难以征服的荷兰，这是因为他们自由平等的原则对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法国人由于在政治上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受到政治上相当的欢迎之后，轻易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征服。但由于法国人仍按照三十年战争的方法允许士兵直接从百姓中获得补给，法国人很快就丧失了其政治资本，只是没有像安条克七世所犯的类似的错误那样导致直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入侵西班牙的战争中，法国人拥有必要的军事手段及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以此为前提条件，他们实施了决定性的战役并控制了整个国家。他们没能实现征服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基础。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兄弟成为国王，也反对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悖于他们的宗教。法国士兵的行为加剧了他们和人民交往的困难。由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只有两原则获得成功，他们只能打败敌对的军队但却无法控制整个国家。法国人战胜了弱小一方有效地利用袭击战略所进行的游击战，这种情形和亚历山大刚占领大夏和粟特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法国人却找不到政治手段绥靖这个国家。



　　在俄罗斯，法国只占有军事体制上的优势。他们面对的是顽固的沙皇、在政治上对法国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民，和极小的兵力空间比，以至于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交战，也难以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取得胜利的三个重要的必要条件中的两个，使法国人只能进行袭击，希望以此得到俄国在政治上让步。法国人落后的后勤补给方法增加了他们撤退时的灾难，他们被迫沿着向俄国进军时的同一条路线撤退，从那些已经害怕和痛恨法国人的俄国农民中取得补给。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战争成为19世纪欧洲战争的样板。拉德茨基的奥地利人和莫尔特克的普鲁士人依靠成功地实施战略迂回行动取得了拿破仑式的胜利。他们的军队按照法国模式进行组织，并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作战。由于其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在短暂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具有迫使敌人会战的能力，但又实施战术防御，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当时的各国军队基本上都得到了适当的指挥，并得到新出现的铁路的支持，使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部署状态的军队成为可能，并出现了正规军队得到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加强的有效的兵员系统，这使兵力空间比增大，军队可以布满整个战区，翼侧消失了。和拿破仑战争前低的兵力空间比使作战行动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形相同，在1914-1918年西线上过高的兵力空间比也造成同样的结果。由于所有军队都掘壕据守且其翼侧得到保护，各国军队面临的情况是过高的兵力空间比消除了拿破仑时代进攻所获得的一切战略上的可能性，而使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在东线，俄国人力量太弱无法阻止对其前沿的突破，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与俄国辽阔的空间相比其兵力空间比也太小。只是俄国政治崩溃才使德奥在东线取得胜利，而德国政治上的虚弱和士气丧失对西线的结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围攻战表明，即使在东线，炮兵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出作用，这和炮兵在围攻战中的传统作用是一致的。但对炮兵的依赖，以及带弹匣步枪和各种机枪火力对炮兵配合的依赖，与通过铁路进行防御的高机动性相比，机动性较低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新的弱点。无论是在1914年战争中的运动战，还是战壕战及在1918年偶然性的突破中，防御者建立在铁路运输基础上的机动性，使其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补给，而且可以迅速地集中兵力。对于反攻或为防御集中兵力对付敌军而言，铁路为防御者提供了战略性的反攻部队，防御者可以比徒步行军的敌人更快地进行战略机动。虽然改进的战术使突破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容易，而且较差的机动性很可能使战术上的创造性所造成的进攻机会丧失。



　　汽车是引起后勤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战术上的革命则是由于四种基本武器系统的重新出现造成的。这四种武器系统是战争形态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兵力空间比仍然很高但决定性的战役又成为可能。这种巨大变化在1940年5-6月间德国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战役中突然发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坦克的战略运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种革新对汽车的依赖与对坦克的依赖相同甚至更多。在把庞大的相对集中的军队及其对弹药的巨大需求从铁路线上解放出来上，汽车在后勤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当然汽车的油料又产生出新的后勤需求。但汽车及其相似的履带车在运输士兵和火炮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可以和铁路相媲美。另外，由于汽车可以利用各种道路，并且可以成建制地运输部队及其武器，这使士兵可以更快地投入战斗。



　　当坦克在无线电支援下作战成为主要的进攻要素时，当乘坐汽车携带机枪、火炮、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的步兵成为主要的防御力量，并得到使用汽车的后勤补给时，这种部队具有了进行拿破仑样式的战略迂回运动的所有要素。当1918年埃伦比将军将其骑兵作为马上步兵使用，利用马匹的较好的机动性携带人员和机枪迂回到土耳其后方时，埃伦比将军依靠的是脆弱的马匹运输一支几乎没有防御力的部队。在1934年的摩洛哥，法国人使用汽车运输火炮、人员和机枪，其机动性和防御能力都相应地有所提高。但他们都不具有战术进攻能力，因为敌人步兵可以容易地迟滞马匹和汽车的机动，使迂回部队要克服对方防御的战术优势。但使用坦克后迂回部队获得了战术进攻能力，除拥有大量反坦克武器的大部队外，迂回部队能够克服敌人步兵的防御，直到到达敌人的后方，并在那里展开防御。



　　同时，飞机还被用于轰炸敌人的补给线，迟滞敌人的机动和提供间断性的战术支援。这种将机械化战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后勤的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所引起的战略革命，由德国人在1940年5月使其成为现实。它在要领上是如此简单甚至完美，只有马镫或刺刀曾获得同样的成功，它的创造和运用是运气、热情、能力和想像力在克服保守主义方面的完美结合。能成功地实施这种有飞机轰炸敌后方的战役是因为运用了以往2500年中所有被发现的战争艺术的精髓。



　　这次战役标志着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进了两种新的武器系统，空中轻骑兵和重装甲骑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武器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式，已达到了应用上的成熟阶段。德国人对其飞机战术性能的利用也十分有意义，德国飞机在薄弱的法国对空防御面前几乎是不受阻拦地轰炸了位于默兹河的防御部队，并在德军渡过这条河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还有效地利用飞机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并像1918年英国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那样，对法国和英国沿道路后退的军队进行攻击。德国坦克虽然在装甲和火力上存在缺点，但通过无线电通信相联系的战术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德国人能够包围强点或方便地集中兵力在连绵的前沿上攻击敌人的弱点。德国坦克十分熟练地担负了重骑兵在克服敌人轻骑兵和对翼侧和后方的重步兵进行攻击的任务。



　　由于德国人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比法国人要多的反坦克炮，这充分表明他们掌握了所有武器系统的特点。法国坦克引导的反攻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数量众多但比例仍不适当的德国反坦克炮的强烈抵抗。就像古代的长矛兵一样，德国反坦克炮手勇敢熟练的表现是制止这些反攻的关键。与此类似，德国人并没有忽视对弱小的但仍很危险的英法空军的防御。当德国行军纵队在道路上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时，他们把这种情形和十字军遭到土耳其轻骑兵袭击看做是一样的。德国人使用的不是十字弓，而是利用高射机枪和自动火炮，其中有些是自行火炮，它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



　　但对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能力的明智运用只是代表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的变化的成果。在战略上，德国人利用汽车所带来的新的后勤实现了拿破仑、拉德茨基和莫尔特克那样的战略成就。1939年在蒙古，俄国人也证明了新式后勤的力量，他们使用4000辆汽车在远离铁路500英里的距离上供应一支5.7万人的部队和8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德国人将其反坦克炮和防空炮自行化，以及让部分步兵、炮兵和后勤使用汽车，他们重复了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在1914年当德国人试图发动乌尔姆战役式的大规模机动战时，法国人由于占据铁路线而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这使法国人能够组织战略进攻部队，即使德国人的计划没有其他错误，法国人也能打败德国人。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及其他伴随的机械化步兵师能够抢到法国依靠铁路输送的预备队的前面。法国人也拥有这些可进行有效的战略机动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但德国人将它们集中起来用于了战略迂回行动。



　　由于轻、重骑兵的重新出现而带来的进攻威力的增强，促成了德国人的胜利；少数的配备步枪和机枪的军队不再能迟滞是他们人数许多倍的大部队的行动，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坦克可以直接从他们中间冲过去。高度分散的军队，这是拿破仑战争的一个特点，可以集中起数量上占优势的坦克。德国飞机有时通过攻击法国迟滞德军前进的部队配合作战。



　　事实证明，法国人难以像1918年那样通过铁路重新组织战线。在1940年不再有落后的后勤可以妨碍德国人使用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部队，也不像1914-1918年那样防御具有较强的力量。德国人的成功还归功于其在集中兵力上的大胆作法。他们根据集中的组织原则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并只在一部分作战行动中集中了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这样又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德国飞机也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它们的航程和战区大小相当，也使德国人拥有了另一种很容易集中的力量。最后，在战略上德国人集中兵力攻击战线的弱点阿登地区，并为此在比利时实施了有效的牵制行动。他们将突然的集中行动和沿连绵不断的战线的分散行动结合起来运用。



　　德国人将战术的、后勤的和战略的要素结合使用以实施战略上的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种作法在古代为恺撒所使用，在近代被拿破仑引入战争。他们大胆但又慎重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深深地插入敌人后方，这主要归功于汽车的运用。一旦到达敌人背后，德国人利用战术防御的力量守住阵地，确保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争取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在这次战役结束时，法国和英国剩余的兵力已极为有限，无法阻止德国人占领法国；而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足以占领整个法国；而目瞪口呆的法国人还来不及组织大规模的抵抗。



　　德国人征服了法国，虽然两国势均力敌、人数相当，物资上也总体相等。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对新的武器系统的有效运用，而不是对旧的战争艺术的运用。德国人将早期的相对应的武器系统坦克、飞机和反坦克、防空武器结合运用，并与后勤领域的革命及彻底的拿破仑式的战略相结合，德国人打垮了其对手强大的防御。也只有这种办法，他们才有可能在如此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战场条件下粉碎防御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因此，这次战役改变了战争形态，军事作战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所有交战国都采用了上述战术、后勤和战略原则。但没有谁能比得上德国人，他们如此正确地混合运用了这些武器系统，并成为军事理论和战略领域的先驱，他们还具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获得经验的优势，然后他们又将其作战方法运用于俄国，但俄国却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在随后的欧洲各场战役中，各交战国使用复兴的拿破仑式的战略，通常都有足以进行决定性战役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



　　如果进攻者能达成突然性，前沿突破很难被避免，因为集中起来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能充分利用这种突然性。对这种战略进攻方式的惟一解救办法是对进攻部队翼侧实施反攻，但防御方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巨大的领土和后勤方面的损失。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就是例证，在1944年12月英美联军在面对德国进攻时也采取了这一方法。运用反攻击退敌人的战略突破，需要有摩托化部队预备队，以及没有投入战斗的部队或在敌人附近并与敌人有接触但可以撤出战斗投入反攻的部队。为达成最大效果，反攻部队必须采用敌人突破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和敌人一样地快速前进。在这方面俄国人在对德国向斯大林格勒和油田的挺进所实施的反攻中取得了这种作战样式的最高成就。从方法上看，这一行动和1914年霞飞元帅努力改变德国迂回运动的行动相同，为战胜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军，俄国人实施了迂回行动，有两个集团军参加以使其发展为战略包围。



　　1973年战役中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基本战略与1790年以来战争的基本特性是一致的，其间只有1914-1918年的阵地战僵局除外。然而，虽然在1973年以色列成功地对埃及第三集团军实施了迂回，但这一事件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大相径庭。这些全部机械化的部队，其武器系统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各师、军、集团军都具有相似的编制。在这方面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队大不相同。所以，指挥官们不再能容易地达成坦克部队的战略突破，像40年代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克服对坦克组织的防御。另外，由于所有部队都具有相同的机动性，指挥官也难以依赖机动性上的差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差异能使摩托化行进的部队迂回徒步行进的敌人。



　　所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开创了作战持久战略主导战争的新时代。由于和空间相比有相对多的部队，袭击者很难找到容易攻击的敌人，甚至难以到达敌人交通线附近而无法实施袭击后勤战略。撤退中的军队有时也实施焦土后勤战略，将桥梁、铁路和一切拿不走的补给品加以破坏。然而，飞机出现后，对敌人交通线和城市的轰炸又使袭击战略和后勤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出起来，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军事战略的分类




　　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在过去250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战术和后勤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限制着指挥官所能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长期的战争中交战方通常可以选择作战战略直接攻击敌人的军队，或采取打击敌人的后勤的间接手段。同样，在不排除上述选择的同时，他们还可以选择通过袭击进行防御或进攻，也可以实施持久战略冒险进行会战以保护自己或占领敌人的领土。图解12.3清楚地表示出本书中对战略的分类。这只是对军事战略的分类，其目标是敌人的军队。图解12.4中则包括了不是严格的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






图解12.3战略分类






图解12.4广泛意义上的战略



　　这种分类可能不是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的好方法。然而，它确实包括了本书中提到的使用军队的其他例子。通过袭击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使用与敌人军队交战的方式，在纯粹的军事手段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是有用的方法。希腊城邦国家经常运用这种战略，英国在百年战争中也采用了这一战略，这是政治袭击战略最明显的例子。



　　这种战略还出现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后土耳其人对安纳托利亚的袭击中，以及比若元帅19世纪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中。在上述两例中有许多平民死亡，这种伤亡是以夺取和破坏财产为目的的劫掠活动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由于某种巧合。这种生命的损失所产生的恐怖有助于对领土的征服。虽然袭击的直接目标是财产，例如希腊人和英国人所进行的袭击，但无疑也杀死或伤害平民。所以，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区分开，袭击的目标中就包括屠杀平民，正如蒙古人屠杀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居民那样。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恐怖主义在作法上时常与军事袭击相类似，在本质上与政治袭击战略也没有区别，它主要是依靠屠杀以恐吓平民而不是破坏财产。使用持久战略获得领土不能被看作是使用军事行动达成政治目标的例子，因为持久战略几乎总是面对着敌人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与军事战略有关。



　　事实上，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总是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区分没有必要。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袭击的目的是满足进行袭击的部队供给的需要，实施后勤战略以消耗敌人的资源的方式实施作战战略夺取小城市的防御据点，并且通过这些破坏，直接地加强政治上的压力。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联邦军进行的袭击中，其实施的后勤战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但它却是更加重要的政治效果(南方人对继续进行战争的代价的认识)，以及心理上的影响(改变了南方人对获胜机会的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在实施后勤袭击军事战略中也夹带着类似的政治目标，并有恐吓的成份。



　　实行持久战略，在缺乏歼灭敌军的战术或战略手段时，只能将获取敌人领土作为目标，但如果它并不构成战争的政治目标，领土可以以其对防御者的某种价值而被进攻者用来达成战争目的。如果进攻者具有雄心勃勃的政治目的，他可能会占领敌人的全部领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作法那样。在上述情况中，德国对手众多的和强大的军队不仅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以达成无限的战争目标，而且有充分的动机在必要长的时间里使用军事手段以谋取彻底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的，在战争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无限的政治和军事胜利，丰富了军事和政治思维的内容，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观点相比，认为完全的胜利更容易实现。以往冲突的一个特点是战争目的和胜利往往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亚历山大对波斯大流士三世和罗马人对高卢的征服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总之，政治目标后面的动机的力量影响到致力于战争所需要的动用国家资源的大小，以及失败时接受敌人要求条件的程度。可以用经济上的供需关系来进行类比，政治动机可比为顾客对产品的欲望，战争中的军事和其他代价与经济上商品的价格相似。战争中冲突双方起到的是买方和卖方的作用。一个胜利的进攻方可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却发现敌人不想接受他关于失败的现实，而他已经付出了他认为取得胜利所值得的全部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事件不会改变双方的政治欲望。但如果由此达成妥协，双方意志的坚定程度将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这可能和市场上买方购买了少量的商品但付出了高昂的单位价格的情形相似。确实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即胜利者为达成政治目的而愿意付出的军事努力的程度，与失败者承认失败和接受较强一方要求的程度相一致。但认识动机和目的、军事代价与军事成果、军事前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本书的内容。



　　但有时政治意愿和在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交战者在战争中有多大的士气和战斗决心取决于其政治目的，战争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与失败时所需付出的政治代价直接相关。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当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军队打败丹麦后，他们似乎已使他们的敌人感到害怕并接受了失败。但皇帝的《归还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财产，提高了战争的要价，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另一方面，战争的长短和强度也会影响到政治目的，这是手段影响最终意愿的例子。这种情况与下面经济上的例子大致相似：一位买方在付出了超出计划的金钱后要求得到更多的产品，以作为对增加的支出的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不断提高战争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时在战争目的和强度或持续时间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三国同盟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在1865年，表面上是由于领土纠纷引起了巴拉圭对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巴拉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令人惊奇的顽强精神。在长达5年的战争中，三国同盟彻底打垮了巴拉圭，仅战争中征召的巴西民兵的数量就超过了巴拉圭的全国人数。如果说同盟国取得胜利花费的时间显得过长的话，那么巴拉圭的努力就更异乎寻常了：巴拉圭政府将征兵年令降低到12岁，征招了妇女参军以代替短缺的牲畜拖拉火炮和大车，随后又实施了无情的后勤战略，破坏了入侵者前进道路上所有村庄，屠杀了所有动物。在战争结束时巴拉圭的人口下降了55%，只剩下2.9万名男人，10.7万名妇女和8.7万名儿童。巴拉圭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已经和原来的政治目的或战争的结局几乎没有关系。



　　历史上也有大量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使政治目标受到限制的例子，这些情况包括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要求超越经济资源可能支持战争的能力，或者虽然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军事手段但却缺乏使用这些手段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所以，可以容易地发现，虽然有巴拉圭这样极端的情形，在战争与政治的分界处，选择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组合去实现一个特定的军事使命，类似于顾客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在市场中比较挑选货物。



　　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是蛮族人、阿拉伯人、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袭击战略的基本特点。当然，对商店和银行抢劫的背后也有同样的动机。虽然使用军事手段追求经济目的的主要方式是袭击，但正如使用袭击战略可以直接达成政治目的一样，在19世纪也有大国运用持久战略达成经济目的的例子，这些国家使用军队夺取外国的港口，没收其关税收入以偿付拖欠的债务。



　　实施和防御此类作战行动与维护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进行的作战行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只研究军事战略也就相应地解决了这种类型的行动的军事问题，当然它们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有些因素，例如兵力空间比，对所有四种类型的战略都有影响。如果和战场大小相比，进攻方没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进攻方就无法迫使防御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进攻方的军队也就没有有效的战略手段迫使敌人战斗，除非是防御者自己要与进攻方作战。另一方面，如果兵力空间比过高，进攻方所面对的将是绵延不断的筑垒战线，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就是这样。






图解12.5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图解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图解12.5中的垂直线作为空间的尺度，水平线代表军队的数量，45°线附近区域代表能取得战略决定性胜利的区域，这种情况下的军队组织样式类似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情况，它能够实施一种持久战略并迫使敌人要么战斗，要么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如果军队是在较大的空间中作战，从图上看将位于45°线的上方区域，它们将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拿破仑在俄国就面临这种情况，更早的历史中集中整体的军队之间的战役也与之相似。正如蒙特库科利能避免与图仁作战，提利和古斯塔夫都无法迫使对方与自己作战一样，拿破仑只有在俄军愿意的时候才能与之作战。这种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不仅有利于实行袭击战略，而且经常是惟一的选择。



　　191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兵力空间比的比率远低于45°线。这种情况下交战军队之间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其结果是陷入战壕战的僵局。对掘壕据守的敌人没有任何翼侧可以对其发起进攻，也没有任何替代正面进攻的方法时，只能进行阵地战。但和两个世纪之前荷兰阵地战中那种典型的城堡体系不同的是，交战国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在整个前线构成绵延不断的战线。以往防御者必须解救被围攻的城市，这为进攻方提供了迫使防御方向进攻方的掩护部队进攻的机会，但在绵延不断的正面战线的情况下，进攻方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实施战术进攻。当然，阵地战自身就是兵力空间比过高的表现。



　　兵力空间比的这种可能的影响，只在双方军队编成和武器系统相似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例如，当罗马人在几乎没有地形障碍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与安息人作战时，兵力空间比所起的作用很小。安息骑兵利用其较高的机动性可以避免与罗马人作战，或迫使罗马步兵战斗，而不论双方人数的多少。但如果双方军队具有相似的机动性时，兵力空间比就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双方军队在编成和机动性上相差不多时，防御方有两种能力：它可以正面抵御进攻；也可以利用退却对追击方形成的基本的战略优势。当在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实行持久战略时，就像1914年的情况，防御方抵抗正面进攻的能力就成为防御方促成僵局出现的主要手段。当兵力空间比较低时，历史上大多数战役的情况都是如此，防御方可以利用避免会战的能力迷惑进攻者。对此，指挥官们没有必要在战术和战略手段间进行选择，正如罗马人依靠城堡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并将其战胜一样。



　　汉尼拔的经验也表明，兵力空间比影响到胜利的军队所能达成的战果。如果兵力空间比较小，而且对方是一个在政治上敌视占领军的国家，那么即使是在打败了对方的军队之后，也很难将其控制。英国在百年战争中的经验就表明辽阔的法国是如何吞没了英国入侵者的。罗马人通过漫长的时间和系统的步骤才将其征服巩固下来，这又是兵力空间比对胜利的军队将其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产生影响的又一例子。



　　上述论述只适用于持久战略，对袭击战略而言情况并不复杂。袭击者只有在远离45°线的上方区域才能奏效。如果在战场上敌人的兵力空间比不是很低的话，袭击者会发现他们机动困难，而敌人的抵抗到处都很强。所以，对于袭击来说进攻强于防御，但袭击只适用于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




退却对追击的优势




　　从古希腊以来，退却对追击的优势对战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重要的原理只适用于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情况，当然，轻步兵在行军时能超过重步兵，轻骑兵能超过重骑兵，乘车人员的机动速度更是远超过徒步人员。在撤退时，具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不会被追击方追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追击者使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例如破坏桥梁和伐倒树木。另外，撤退的军队还可以使用后卫迟滞追击者。后卫通常不必作持久的战斗，只需迫使敌人由行军队形改成战斗队形，然后就立即后撤，这样撤退中的军队就与追击之敌拉开了距离。



　　如果两支军队编成相当，弱小的一方如果缺乏力量、战斗意愿，或没有机会使用战术手段抵抗正面进攻的话，他可能会撤退。通常，当在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有利条件下，后撤的军队可以从容地向任意方向撤退，直到19世纪末为止，它的对手没有任何可以迫使其进行会战的手段，因为在强大的一方部署战斗时弱小的一方可以逃走。



　　这种规避行动，经常使强大的一方在迫使弱小一方战斗上无能为力，促使弱小方采取袭击战略，这种情况也是袭击行动成为可能的基础，并确保进攻者在面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时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没有退却对追击的战略优势，袭击者在试图逃脱时总会遭受灾难性的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无法接近其袭击目标。当然，适用于袭击的条件也制约着撤退对追击的优势，即较低的兵力空间比，袭击者与防御者具有在机动性上相同或较好的武器系统。




集中兵力攻击弱点、分散敌人和战争原则




　　拿破仑曾说过这样的战争名言：“战略的本质就是，在攻击处或被攻击处集中比敌人更多的兵力，即使是对一支弱小的军队也是如此。”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战术，对作战战略、后勤战略、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都产生影响。正如在会战中交战双方都努力攻击敌人和保卫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寻找己方或对方战线上的脆弱点一样，在战略上指挥官在进攻时也要寻找并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并将敌人的军队作为威胁的根源集中兵力对其进行防御。敌人的后勤系统通常比其战斗部队更加脆弱，构成最佳的攻击目标，因为后勤战略通常也意味着进行某些战斗(在防御时实行焦土战略的情况除外)，与之相应的攻击敌人弱点的要领与后勤战略的要领几乎没有差别。[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小沃尔特上雷弗罗译(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在执行其任务时，无论是将攻击目标定为敌人军队或后勤系统，袭击者总是攻击其弱点。防御者也总是尽可能地使其最强的军队面对袭击者或诱其攻击。但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通过积累许多战斗或后勤的小胜为战争胜利，必须比实行持久战略的一方更巧妙地利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这些袭击者通常力量较弱，他们利用退却的优势避免受到强大的防御一方的打击，因为他们除直接的袭击目标外并不追求其他的战略目的，所以可以对任何战斗或后勤目标进行攻击。由于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袭击战略将分散防御者的力量，并为进攻者造成更多的袭击机会，它能容易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从而使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在进攻上强于实行持久战略的防御方。由于所有类型的战略都包括战斗的可能性，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或取得最好的战略地位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的必然推理就是分散敌人的思想，相反，如果防御者隐真示假以假的弱点欺骗进攻者将有助于防御。古斯塔夫在其对提利的战役初期曾巧妙地运用分散敌人的原则，其后又运用这一原则渡过莱希河天险；欧根也曾利用分散原则迷惑卡蒂纳元帅，渡过阿迪杰河和另外两条河。现代的战略性分散敌人的行动曾促成更具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1940年5月德国进攻地形条件更有利的荷兰和比利时时，将法国的预备队吸引到比利时，德国人则乘机进攻法国阿登地区。埃伦比在向西发起1918年美吉多进攻前将土耳其的注意力引向东方，1944年蒙哥马利在对诺曼底以西登陆场进攻前，首先对诺曼底以东海岸猛烈进攻，也是以明显的威胁加强敌方指挥官的错觉。虽然这并不是成功的分散行动的必要条件，但它却有助于达成上述目的，也要求在寻找敌人较弱的目标时要避免选择明显的目标。



　　由于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对进攻中运用集中兵力打击弱点的原则，比在防御中对应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力量的原则的论述要多得多。但这一思想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集中原则，这种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普遍适用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不适用的。如果指挥官利用集中的原则对付敌军的主力，这种集中可能会违反进攻时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许多国家军队今天遵循的战争原则指的是普遍的集中原则。然而，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应遵循的这些原则反映出军事行动的本质，即在进攻中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或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对付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目前美军在战争中遵循以下九条致胜原则。



　　目标原则是指指挥官必须对其要实现的目标十分清楚。进攻原则认为，防御无论它是多么强的作战形式，都无法单独取得胜利。只有进攻才能支配敌人并夺取胜利。简单原则指出复杂的计划和行动方案在实施时将遇到过多的困难，只有简单的方案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机动原则强调在战斗和战略上的机动性。统一指挥原则强调，分散指挥由于缺乏对行动的协调和对目标的一致认同，有导致失败的风险。突然原则的价值在于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无法最有效地行动。安全原则要求指挥官要防止自己不了解敌人的情况，并使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不为敌人所知。做到这点意味着要组织好查明敌情的情报工作。节约兵力原则即不使用超过完成任务需要的兵力。集中原则是对节约兵力原则的补充：指挥官必须在其他地方节约兵力，从而在主要进攻方向或防御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



　　所有上述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达成适当的兵力集中的手段。对目标有明确的认识要求有统一的指挥，执行简单的计划以集中并节约使用兵力去攻击防御之敌的弱点或防御进攻之敌。这种集中兵力要求实施机动，且在完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将无法达成突然性。没有突然性，在进攻中就不能找到敌人的弱点，在防御时也无法使敌人毫无觉察地进攻已经集中兵力准备应付进攻的强点。无论是进攻自身，还是成功地进行防御后再转入进攻都适用进攻原则。



　　上述原则也包括受主动性思想的影响，这是个重要的思想，虽然它不是上述战争原则之一。集中兵力需要有主动行动的能力，包括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主动性通常为进攻方或较强的军队所有，它通常建立在对敌人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缺乏主动性，指挥官会发现很难达成突然性。因此，和九条战争原则一样，主动权是暗含于集中兵力要领之内的，所有上述原则不仅起到达成在进攻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防御时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的作用，而且是几乎所有军队行动取胜的重要手段。




迫使敌人战斗、迂回行动和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兵力




　　这几个原则在持续作战战略中经常得到运用。这种战争是过去200年中欧洲战争的基本特征，得到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研究，但在实行上述原则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在进攻中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如果它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缺乏压倒性的武器系统的话，综观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通常缺乏适应广大战场空间的足够大的兵力迫使敌人会战，除非是按照防御方选择的条件作战，进攻方这时遇到的敌人通常处于掘壕据守的坚固防御阵地上。例如，虽然提利急于战斗，但发现古斯塔夫在沃奔已严阵以待，故而被迫放弃进攻。大多数情况下，防御方都是据守在城堡或筑垒城市之中。



　　在许多世纪里，进攻方只有很少的手段迫使对方会战，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进攻方可以像古希腊人或在意大利的汉尼拔那样，通过蹂躏其国土而迫使对手战斗。但由于进攻方在日常的作战行动中已经消耗或破坏了大部分财富，特别是在防御方军队通常在进攻方周围活动阻止他们的掠夺和破坏活动时，这种方法很难发挥作用。进攻方还可以像16世纪初法国人在意大利进行的几次战役那样，利用围攻战迫使敌人战斗。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迫使援军采取战术进攻行动。



　　指挥官们还努力实现更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即诱使敌军进入绝地，从而迫使其要么投降，要么进攻拦住其道路的军队。爱德华王子在伊夫舍姆迫使德蒙特福特与之交战。法国亨利四世国王以为他实现了迫使狡猾的帕尔马公爵战斗的目的，但机智的公爵通过在河上架起桥梁逃脱了。在实施这一战略中迫使敌人对无法通过的障碍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与抓住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对手的困难性同样大。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使进攻者即使在有较好的手段诱使和迫使其对手会战时，也很难成功。由于这一原因，在战略上经常依靠毁灭性的袭击以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达成某一具体的军事目的。战略家们发现，和实施持久战略下成功的进攻同等效果的是对敌国城市和筑垒要点的系统的征服，并从而占领敌人国土。罗马人利用这种方法限制和缩小了汉尼拔控制的地区。但这种办法见效缓慢，并且如果在被占领国家得不到政治支持的话，就需要有不可能得到的大部队去防守被占领领土。古斯塔夫在德意志新教徒地区进行战争时使用了这种类型的持久战略，但他很快就谋求占领超出其控制能力之外的领土，其结果是，他不得不重新采取以后勤和政治为目标，和迫使敌人战斗为目的的袭击战略。



　　通过夺取城市和使农村堡垒化的方式缓慢地取得领土的标准程序是，通过限制敌人的机动将敌军从这一地区赶出去，这也是后勤战略的作法，为同样的目的，在敌人采取袭击战略时限敌机动可保护新取得的地区不受敌人的袭击。在荷兰的作战中也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在那里指挥官们面对着众多的军队所带来的问题，有些是有关筑垒的问题，有些则是士兵的问题，它们形成了一个僵局。然而，在18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将军们有足够的兵力控制战区，但其兵力又不足以形成僵局，虽然他们不能迫使其较弱的对手战斗，但却可在实施持久战略时迅速取得进展。为做到这一点，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绕开防御者的强点，进攻和控制敌人取得补给的地区，迫使敌人为寻找食物而后撤，或者像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进攻做好充分准备的道恩时那样，被迫救援萨克森，从而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上述战略表明，持久战略中通常暗含着后勤战略的成份。



　　由于防御方可以规避会战，会战只有在双方都同意时才会发生，这种同意通常是因为战争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判断，或出于迫切的政治上的需要。而且，虽然防御通常占有优势，但指挥官们都不愿意放弃通过战术上的决定性的会战来对敌人造成消耗和形成心理上的优势，从而按照自己的条件达成和平，或至少有机会占领被削弱了的或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对手放弃的大片领土。因此，将军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以战术方式解决问题，通过占领敌方领土的关键性部分，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被迫战斗。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战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军队的分散化和可以从纵队迅速转变为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增加了防御方避免会战的困难。防御方除直接向后方撤退外，其他方法难以避免战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有利于进攻方，它可以通过迂回运动，诱使敌人进入绝地或为被围困的部队解围，从而使进攻方占有战术防御的有利地位。然而，战略性迂回运动远比战术性迂回运动的价值大得多，它不仅可以通过围点打援，以防御战斗消耗敌人，而且如果敌人无法阻止迂回部队完成包围，它就有可能迫使敌人投降而全部将其歼灭。



　　战略迂回从拿破仑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是对战术迂回的模仿。正如在战术上绕过敌人侧翼攻击其后方能取得重大的战术成果一样，战略迂回攻击敌人后方也能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拿破仑在他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就是利用这种战略迂回，并切断防御者的退路而取得胜利的。大量的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战役中被俘和被打散，使这次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具有较大机动性的战术进攻部队有助于对翼侧和后方的进攻一样，具有较高机动力的战略进攻部队也提高了迂回行动成功的机会。德国人在1914年对俄国人的坦能堡战役中利用铁路进行战略迂回将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包围，1918年埃伦比将军利用骑兵对步兵机动性的差别完成了战略迂回，之后，又命令骑兵下马作战，执行对步兵的战术防御任务。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在战略机动性上的优势标志着以机械化部队对徒步步兵部队的战略机动优势达到了顶峰。



　　在没有战略进攻部队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得不利用战略突然性实现迂回行动的成功。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以出其不意的前进方向进行了迂回，而在乌尔姆战役中则利用前进的正面宽度和由此带来的战略上的各种机会达成了迂回。在1870年，毛奇以同样的宽大正面进攻为其造成了迂回巴赞的机会。很显然，战略突然性比战术突然性更为重要，如果使用的是较大的部队，很可能获得较大的成果。



　　在对实行持久战略的敌人的防御中，战略迂回也有重要的作用。防御方并不必真的对敌人后方实施困难的迂回行动，而只需进行迂回的威胁就能达到效果。在面对迂回威胁时，进攻之敌为保护自己，将被迫后撤相当大的距离，否则有可能在会战中造成严重的失败。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迂回的杰出的实践者是联邦军队的R·E·李将军。



　　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而实行内线作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为部队的进攻和防御部队的反攻创造了机会。进行内线作战的前提是具有迫使对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的能力，虽然尼禄在对哈斯德鲁巴和爱德华王子在对德蒙特福特的战争中都取得了成功，但腓特烈在对苏比兹和查理的作战表明，运气有时是会转换的。



　　内线作战之敌具有空间上集中兵力的能力，为向占据内线作战地位的敌人实施反攻，指挥官们需要在外线上同时采取行动——在时间上集中兵力。这是有许多困难的，特别是在沙佩式可视信号和电报发明之前缺乏快速通信手段时尤其如此。在进攻中，两支相距甚远的军队根据提前的协议安排同时行动，比协调对内线之敌的行动临时作出反应要相对容易些。即使如此，相距很远的两支军队要同时行动也是很不容易的，两支军队使时间拖延的机会增加了一倍。然而，英格兰国王约翰和皇帝奥托在对法国国王菲利浦的战争中在外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皇帝的行动比较拖拉。腓特烈的敌人们在1757年和1758年曾对他构成过严重的威胁，拿破仑的对手们在莱比锡取得了辉煌的和重要的胜利，根据仔细的计划实施向心攻击之后，将其军队集中起来。



　　在战略上将许多内线战役协调起来，可能得到重要的优势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利用其东线和西线对手们相对孤立的形势，在1914年集中兵力对付法国人，1915年对付俄国人和塞尔维亚，在1916年初对付法国人，1916年底临时集中兵力对付罗马尼亚人，1917年对意大利人进行打击。同盟国利用其海上力量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分离的形势，发起了强有力的和有效的进攻，迫使后者退出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利用其欧洲和亚洲的敌人互相隔离的情况，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德国。



　　然而，如果两面作战，其地形或其他条件相差不大时，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从本质上看要优于在空间上集中兵力。举例来说，假如一支有10万士兵的军队在内线，与外线两支5万人的军队作战，处于内线的军队可以集中7.5万人对付敌人的一支5万人的军队，让其余的2.5万人抵抗另一支5万人的敌军。这使进攻方在兵力上具有1.5：1的优势。但如果外线作战的军队采取在时间上集中兵力的对应措施，其中一支5万人的外线作战部队将在进攻时面对2.5万人所进行的防御，它将具有2：1的优势，而其友军将面对1：1.5的兵力上的劣势。然而，如果军队占据着坚固的阵地或地形特别适于进行防御，这将使兵力优势不起作用。而且内线作战军队通常具有更有效的统一的指挥，这是一项重要的战争原则，它也使内线军队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的大师腓特烈大帝曾指出在空间上集中兵力的另一个不利之处，这与他的时代的后勤系统状态有关，他写道：“在这样的战争中疲劳和不得不进行的许多行军会把军队拖垮。”[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第371页。]



　　不仅迫使敌人战斗或使其直接向后方撤退的能力使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具有重要性意义，而且对射程不断增大的热兵器的完全依赖增大了数量优势的重要性。根据兰彻斯特N平方率的假说，每个士兵都能向对方射击，这是不适合古希腊士兵之间面对面的白刃格斗的战斗情况的。即使是18世纪滑膛枪手线式队形之间的齐射，也是不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条件的。但装备有远射程的快速火力兵器和间接火力火炮的分散的军队之间的战争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当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军队战斗力的变化不是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而是和军队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相应地，特别是对平时分散行动的军队来说，近期数量优势有了重要意义，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则更加重要，无论是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还是在时间上协调行动，或同时前进或进攻。分散的军队的这些形式的集中兵力的行动不仅为防御者，而且为进攻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战略上拥有可达成决定性结果的兵力空间比，军队拥有战术能力，并且分散行动的军队能迫使对手要么作战，要么直接向其后方撤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和战略迂回事实上代替了持久战略的老的方法：通过占领敌人领土，迫使其援救被围部队，或以诱使其进攻坚固阵地的方法迫使其进行会战。




袭击战略的本质及其目标




　　除使用飞机进行袭击外，拿破仑以后的欧洲战争中作战或后勤袭击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在拿破仑之前的整个战争史中，作战和后勤袭击战略作用显著，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袭击通常把敌人的经济或后勤资源作为目标，或袭击敌人的弱点——脆弱的易受攻击的部队。大多数袭击者都努力避免与敌人主力接触，完成袭击后就主动撤离。在受到敌人主力威胁时，他们通常就撤退，他们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目标，将军队转移到可以避免与较大的敌军作战的地区。袭击者攻击目标和前进路线的不确定性使其不会受到拦截，而且在撤退时他们也可以选择许多路线，这也使他们在完成袭击后容易撤退。在进攻中，袭击战略与持久战略大不相同，后者以占领土地为一般目的。在防御中，袭击的进攻特征体现在防御者通常依靠堡垒和只有在占据坚固阵地时才愿意作战，以及较弱的防御者主要关心保卫自己的领土，而不是进攻对手所控制的领土。



　　许多袭击行动有其后勤目的，但在破坏或劫掠过程中，袭击者也需要与平民或敌军小部队进行战斗，所以，袭击并不只局限于后勤目标。袭击者有时将敌军而不是他们的补给系统作为攻击的目标。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运输队的袭击，既体现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也是有意实行后勤战略的例子。



　　袭击者也采取进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有时候他们远离对手军队，去袭击其领土而分散敌人兵力，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强大的一方军队也利用袭击作为迫使不愿意作战的敌军主力参加会战或将其削弱的手段，他们通过破坏庄稼、财产达到目的。希腊人和汉尼拔以破坏性的进军迫使罗马人会战就是这种情况。



　　但在一些典型的例子中，当袭击者在力量上弱于敌人时，他们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行动避免与强大的敌军作战，同时则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普瓦蒂埃战役就是弱小的英军在避免与法军作战的同时，实施了毁灭性的袭击而取得胜利的例子。法国人到了普瓦蒂埃才追上英国人，这是因为英国王子受到他们携带的大量战利品的拖累，丧失了撤退军队比追击军队速度快的能力。在普瓦蒂埃英国人由撤退转换成防御，这种战术防御使他们打赢了战斗，又重新撤退，胜利地带走了他们的掠夺物。如果英国王子的目的只是破坏或与法国战斗部队脱离接触的话，他不必进行战斗也能进行袭击。具有较好的机动性的部队，例如马扎尔轻骑兵更适合实施袭击战略，但普瓦蒂埃战役表明袭击取得圆满结果并不依靠这一因素。然而，由于袭击者通常缺乏与敌人主力进行防御战斗的力量或意愿，他们更典型的作法是以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来保卫自己。



　　所以，袭击为弱小的一方对付较强的一方提供了战术和战略进攻手段。像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所进行的那些袭击一样，弱者并不必有进攻目的。奥地利人将袭击用于防御目的，他们主要使用轻步兵袭击腓特烈大帝的小部队，消灭后勤运输队的警戒部队并破坏运输车辆。采取这种办法，较弱的奥地利利用袭击打败了普鲁士的两次入侵。奥地利人采用袭击作为胜利地实施后勤战略的手段，由于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防御，这使奥地利人只能将袭击目标局限于普鲁士军队，而没有机会袭击更为脆弱的敌国平民。奥地利轻步兵与普鲁士重步兵相比机动性更强，虽然这两种步兵只是在装备上有所不同，而在机动方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进一步扩大了胜利。



　　这些类型的袭击者，使用战术手段与防御方撤退的战略优势相结合，与不太强大的敌人作战。由于袭击者有许多条路线可供选择，并在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选择进攻目标，而且这些目标的战斗力通常较弱，袭击者和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相比通常也具有更好的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所以，袭击本身的特点意味着进攻者或防御者无论实行后勤战略，还是作战战略都可以采用袭击方式。由于后勤系统的战斗力相对较弱，对这些目标的攻击实际是执行后勤战略。但法国人在西班牙的经验也表明，袭击者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军较弱的战斗部队，并在他们得到增援之前将其歼灭。



　　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有共同的战争目的。对作战战略来说，袭击的目的是通过将许多小的战术胜利积累起来达成消耗敌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作战持久战略是通过打赢一场或多场重要的会战实现对敌人的消耗。两种战略的目的都是使敌人丧失信心，使其相信他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但在一场会战中的胜利者总是努力发展其胜利，加重对战败者的打击程度，而袭击者却立即开始撤退。因此，不是在作战中对敌军给予重大的打击或控制大片的领土，袭击者依靠的是当时对敌人作战和后勤资源的破坏，以及取得战略胜利所必须的许多此类胜利所带来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好处。



　　执行持久战略以敌人的主力部队为目标，也能带来后勤目标的副产品，因为对敌人领土的占领能剥夺敌人的财产，并使这些资源用于支持进攻者。也可以按照进攻性后勤战略进行袭击，但其效果要差得多，因为它无法避免使该地区的所有财产被敌人所利用，另外，像英国人在普瓦蒂埃战役中携带战利品所遇到的困难表明，袭击者只能利用敌人领土上极少量的物资。



　　在防御中，袭击可以被用来代替防御性的持续后勤战略所采取的焦土策略，美国南部邦联就是以这种方法对付联邦军的。采用后勤袭击战略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点，上面提到波斯的属民们就曾反对用焦土战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试图在实施焦土战的国家内生存下去的外国军队会发现，它对残存的物资进行劫掠时更容易受到攻击；而袭击者也会发现，如果他们要在先前根据防御性的后勤持久战略实行过焦土战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话，也会使自己受到严重的制约。



　　结果是袭击战与将敌人的主力部队、领土作为目标的作战和后勤战略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完全依靠袭击，而不是在实行持久战略中只作为达成某些或全部后勤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和持久战略的作战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它意味着胜利要依赖于许多小的战斗和后勤胜利的积累，它比通过决定性的突击或少数几场会战取得的胜利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额外增加的时间和因此增多的消耗意味着很少有强大的军队会主要以袭击方式作战，除非它的兵力空间比非常低，无法迫使敌人主力作战或完成征服全部领土。但袭击战却为弱者提供了一种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手段，他可以在战略进攻或防御中运用袭击战。



　　因此，袭击和持续后勤战略相比，在剥夺敌人对其领土资源的利用和将敌人土地上的资源为袭击者所利用方面，并不太有效。然而，袭击还是为较弱的一方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一种方法。强大的一方在实行后勤战略时也使用袭击。袭击还可以通过在基本的作战战略中增加后勤因素而作为对持久战略的补充。



　　相应的，袭击是较弱小的一方对超出其能力而无法实行更有效的代价较低的持久战略的替代物，而强者运用袭击不仅是出于后勤战略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配合主要战略造成敌人的损失，以及进一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袭击是实施后勤战略的主要手段，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可以利用它。



　　即使是在抵抗敌人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时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持续防御，它的力量也不足以抵抗袭击者，虽然袭击者有时弱于防御者。袭击者将防御的两项主要优势之一——退却转化为主动地位。相反，为追上袭击者并用作战持久战略将其歼灭，防御者被迫采取较弱的作战形式追击，而袭击者却占有较强的作战形式撤退。另外，由于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袭击目标，他们比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有更多的机会集中兵力攻击对方的弱点，他们也就容易克服对方的战术防御，而战术防御是防御者继续占有的防御的另一项主要优势。



　　为实施压倒性的进攻，袭击者利用战术进攻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攻击目标。袭击者由于占有防御中撤退的战略能力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典型的作法是，他们避免较深地、频繁地卷入战斗，从而使其享有撤退的战术能力。



　　然而，袭击者只能进行战略进攻。在防御中，如果追击其他袭击者，或直接阻滞敌人的持续进攻，他们就不再是袭击者。所以，袭击者的战法在进攻和防御时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实施进攻，袭击敌人的基地、敌人的力量来源和其最脆弱之处。即使袭击者无法接近敌人的后勤系统，或他们自己受到威胁必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时，袭击者仍将继续进攻，而将袭击目标选择为实行持久战略的入侵军队自身。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否定了袭击的本质，他们也就不再是袭击者，因为不进攻是无法进行袭击的。



　　如果敌对双方都采用袭击战略打击对方的力量基础，战争结果将取决于他们力量的相对大小、他们战争基地的相对脆弱程度，以及政治和其他因素的情况。如果一方的后方基地暴露易受攻击，而另一方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比较脆弱的一方是不会采取袭击战略对付其受到保护的对手的。持续防御将是对付敌人袭击的惟一可以选择的战争形式。北欧海盗从海上对西欧袭击，以及来自遥远的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袭击传统上既具有军事目的，也具有政治和经济目的。希腊人利用袭击破坏敌国的庄稼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妥协，北欧海盗的袭击是为了经济目的，英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两种目的兼而有之。军队采用袭击战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消耗敌人，养活自己。袭击为战争中人数和武器装备上过于弱小的一方，在无法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敌人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防御手段。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于弱小无法进行战术防御的一方，虽然他们缺乏会战能力，但他们利用袭击手段对远较自己强大的敌人实施战术进攻，却达成了战略上的防御目的。当然，弱者能够作到这些是因为袭击在本质上是一种转换性的行动，其进攻性较强，并且可以依靠撤退的战略优势。



　　但如果战争中弱小的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对敌实行正规防御战斗，且能够依靠防御的优势抵抗住敌人的正面进攻，放弃正规战斗采取袭击战就不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只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对敌组织防御战斗时，才应采取袭击。因为如果不直接抵抗敌人就将自己的国家暴露给敌人入侵和蹂躏，乃至部分或全部领土被占领，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战争将成为持久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



　　总之，战争中较强的一方采用袭击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破坏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迫使敌人会战。



　　较弱的一方采用袭击战是为了下列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摧毁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代替会战。



　　袭击战的一种样式：游击战



　　当弱小的一方利用袭击作为作战战略的手段时，他的主要目的是施加政治压力，打击敌人的后勤，及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弱者还可以将基本上是以后勤为目的的袭击，与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进行的作战持久战略相结合使用。如果弱小的一方主要不是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所进行的防御战斗，而是采用一些或全部类型的袭击战，那么他进行的就是游击战，这是本书讨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游击战可能包括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的一种或全部内容，但是根据定义，它不是依靠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强者进攻的作战样式。相反，在游击战中，弱者利用的是防御者在撤退时的优势。而且游击战中的袭击者，不必以退却或分散的形式撤退，他们只需扔掉他们的军装，混入周围的人群，就没有人能把他们和普通平民区分开来。



　　在行动中，游击战的袭击战法运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游击战在近代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军队的抵抗，西班牙游击队在力量上远弱于他们的对手，但他们避开法军主力和强大的支队，专门攻击弱小的和分散的小部队，以及警卫力量薄弱的后勤仓库和运输队。他们攻击这些目标并努力将其歼灭，随后立即撤退，以避免与敌人增援部队接触。他们还破坏桥梁等没有得到保护的后勤设施。在他们对一小股警卫部队发起的进攻中，他们奉行的是单一的作战战略。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攻击运输车队及其警卫部队，他们追求的既是后勤目标，又是作战目标。而在对没有保护的桥梁的破坏中，他们只有后勤目的。游击队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许多机会获得突然性。袭击战略明显地有利于取得突然性，因为袭击者既没有固定不变的路线，也没有明显的进攻目标。行军中的部队就是其攻击的一个脆弱的目标。



　　但游击战的前提是敌人只有小的兵力空间比。如果敌人具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军队部署在一条连续的战线上，实际上它的正面除强大的进攻外不会受到其他小的进攻。它暴露的后方也将受到保护免受袭击者的袭击。当敌人的主力部队在其战线上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预防攻击后，连续的战线在面对袭击者的袭击时和受到小股部队的进攻时相比并不显得更脆弱。只有军队强大到能在其占领区的大多数交通线上都修建堡垒和派兵把守，才能有效地限制袭击战略的实施。因为游击队前进和撤退的路线受到限制，在他们的袭击中容易暴露，有被歼灭的危险。



　　地形在实施游击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山区或丛林地带游击队与骑兵作战效果较佳，因为骑兵不适合于在上述地形上作战。游击队在这些地形中得以隐藏和受到庇护，并且在这些地区一般都缺乏良好道路和通信网，游击队经常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态势，对在上述地形运动速度缓慢、人数众多的强大对手实施攻击。威尔士人对英国人成功地开展的游击战，与西班牙人对法国人开展的游击战一样，都表明了地形因素对游击战的重要性。



　　游击战需要有基地。虽然游击队传统上部分补给取之于敌，来源于对敌人后勤仓库和运输队的袭击，但游击队仍需要有一个能够可靠地得到补给的来源，例如隐藏的地区和火药工厂。如果没有这种基地，对食品、燃料、装备和弹药的需要将制约着作战行动，它不仅对游击队的行动，而且对袭击目标的选择都产生严重影响，迫使他们为了寻找补给，忙于从一次袭击之后又搞另一次袭击，耗尽其物资和心理资源。另外，基地还是休息和恢复的场所，也是退却的终点。威尔士崎岖不平的高山区就为威尔士人防御英国人入侵提供了理想的地形。



　　游击队的活动需要在公开支持他们的人民中进行。对游击队持敌对态度的人民将提高他们敌人的兵力空间比。汉尼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因此，和许多其他的军事形式一样，游击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游击战的目的就是通过许多小战斗的胜利把对敌人的消耗和对敌人后勤的破坏积累起来，从肉体上和心理上打败敌人。胜利可能意味着敌人完全放弃其努力，也可能是减少了他企图控制的土地数量。这种减少将使游击队彻底控制一个新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上招募新的游击队员。随着新生力量的参加，他们可能会获得战胜敌人的必要力量，而他们的敌人由于所占领土的缩小，其兵力空间比将会提高。



　　游击队在其新获得的政治上抱同情态度的土地上将奉行一种明确的后勤战略，以加强他们的补给和人员。但这种胜利并不一定能相应地削弱敌人的战斗能力。像法国人在摩洛哥的情况，法国人经常从一些地区撤出，他们也能够从这些地区轻易地撤离，带走他们大部分的税收、补给品，并仍从双方争夺区之外的基地征集新兵。



　　假设游击队力量不断增强，直到强大到能够放弃袭击而采用进攻性持久战略，这将更快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敌人放弃的地区上游击队得到政治拥护的程度。由于同样的原因，敌人无法利用持久战略防御游击战，他缺乏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的政治基础。




对游击战的防御和进攻




　　防御方经常依靠作战战略对付袭击者，他们追赶击袭击者，而袭击者却不受阻拦地撤走。然而，作战战略比后勤战略更适合于对付袭击者，因为袭击者将无法袭击交通线，并且由于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奉行防御性后勤战略实行焦土策略也难以对付袭击者。



　　为对付以经济目的为目标的袭击，罗马人和拜占庭人通过控制交通枢纽限制袭击者的机动，和对袭击者撤退时进行阻击的方法俘虏袭击者。罗马人修筑的边界城墙在蛮族人越过城墙进入内地袭扰时，有助于拦截他们的后撤；拜占庭的安纳托利亚山地关隘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为对付人数通常很少的袭击者，要动用大量的资源进行防御，这充分说明了袭击对持久战略占有优势。



　　将交通枢纽堡垒化，并给城市修筑城墙，在整个国家设置障碍限制袭击者的行动，这种做法和在16-18世纪荷兰和比利时为限制敌人军队机动修筑的防御工事的做法相似。当然，它们对袭击者的限制程度达不到堡垒密布的地区对入侵军的妨碍程度，但两者的作战思想和效果是明显相似的。



　　受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的对象都使用类似的战略，但法国人在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采取的战略除外。北欧海盗们将其海上基地迁到陆地上，以便可以迅速接近法国重骑兵所在的地区。法国人随后利用反袭击战法进攻北欧海盗的基地，由于海盗们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其做法付出的代价超过了袭击可能给其带来的好处。这促使北欧海盗停止其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并使两个对手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因为游击战通常具有政治动机，这对防御者提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政治目标通常比经济目标有更强的吸引力。另外，游击队通常扎根于在政治上同情他们的地区，而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则发生在敌对的地区里。防御者不是采取在游击队撤退时追赶上他们与之作战的方法，而是按照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方法，破坏游击队作战的基础，这是对付袭击者袭击行动的最好途径。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控制交通要点限制游击队的活动，通过与罗克桑娜结婚消除了对游击队政治上的支持。由于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亚历山大在两年内平息了主要的游击队的抵抗。但由于法国人在西班牙缺乏政治上的措施，他们失败了。



　　与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防御者的处境不同，亚历山大在其最先对大夏和粟特的入侵中采取的是进攻行动。然而虽然他占领这个国家，却没有使之屈服，也没有攻占游击队的基地，这样他被迫进行防御，并克服了持续防御在对付袭击战略时所固有的弱点。同时，亚历山大的防御地位却使他得以控制住沿山谷和河岸的交通枢纽，并从而有能力限制游击队的行动。他的做法与英国人在南非的做法相似，后者是在辽阔无际没有树木的平原上作战。英国人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树立了长达5000英里的铁丝网封锁线，设立了9000个封锁哨所，这有效地限制了布尔人袭击者的行动，并使他们容易被抓获。



　　受到游击队抵抗的入侵的例子属于另外的类型，虽然入侵者拥有通过限制游击队机动来提高追击游击队的能力，但实行后勤战略效果更佳。而且，进攻者利用袭击及其最有力的退却要素来对付防御者，它无法指望依赖追击为主的作战战略能取得比后勤战略更大的胜利。



　　利用后勤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方法包括，对袭击者的基地进行袭击，或持续不断地攻占其领土。但如果以进攻对付袭击者，必须能接近他们的基地。中世纪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防御者们做不到这一点，直到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才改变这种状态。由于北欧海盗的战斗力和中世纪防御的力量，法国明智地采纳袭击战略迫使北欧海盗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采取持久战略。



　　英国人对威尔士的征服就证明了持久战略的力量，他们奉行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攻击防御者的基地，也表明了强大的军队在遇到那种抵抗时所遇到的困难处境。威尔士人在英国入侵时，并不是和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亚历山大入侵时的情况那样，先经过几次大的会战，战败以后向英国人屈服，而是和大夏和粟特人那样用游击战抵抗入侵者。但英国人的处境与亚历山大不同，他们将持久战略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御。



　　由于缺乏像亚历山大那样一举占领整个国家的兵力，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进展很慢，他们执行持久战略，运用的方法类似于游击队所进行的进攻。和游击队通过进攻将许多小战斗和后勤的胜利积累起来赢得战争那样，英国人表现出了同样的耐心，通过逐步蚕食领土取得了胜利。英国人精心设计的完善的征服计划与罗马人征服的方式非常相似。



　　考虑到英国人在威尔士受到抵抗的激烈程度，以及地形对英国军队主战兵力——重骑兵的严重不利，没有其他方法比英国人当时采取的方法更有效了。同时，英国人也没有像亚历山大的婚姻那样方便的政治资本可以用来减轻他们敌人的抵抗热情。



　　实施袭击或反袭击战略对英国人并无很大帮助，这是因为袭击不仅无法消除威尔士人在政治上的敌意，而且也难以进行。威尔士所有不屈服的山地地区构成了抵抗的根据地，这种崎岖不平交通闭塞的地形使袭击十分困难。另外，英国袭击者在打击威尔士人时也会碰到其他困难，他们灵活机动的对手会赶走牲畜，只留下几个村庄让英国人焚烧。在很久以前，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试图使他的游牧部落对手们与他作战时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游牧部落的首领答复说，我的人民“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耕耘的土地，我们不必因害怕它们被抢走或遭到破坏而诱使我们急于同你作战”。[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4卷，第127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269页。]



　　所以英国人只好依靠持久战略阻碍他们的对手们的行动，并提高其兵力空间比。为提高兵力空间比，他们将兵力集中在他们能够控制住的单一的狭窄地区。他们通过修筑堡垒加强其力量，并通过它们控制最方便的交通路线，阻滞威尔士人的行动。



　　他们通常将其作战主要方向限制在其骑兵能发挥作用的平原地带，但为了控制最肥沃的农业地区，他们运用后勤战略对付威尔士人，将他们围困在贫瘠的山区里。英国人对某条山谷持续的明显不可逆转的控制迫使那里的居民向英国统治者妥协，同时英国在那里修筑堡垒和驻扎军队，这也遏制了威尔士袭击者。在政治的许多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改善，使英国人能够将其军事控制从威尔士的一小部分地区延伸到另一小部分地区，而后重复这一进程。英国人在一条山谷的胜利也加强了他们在下一条山谷中的作战力量，因为新征服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的税收和资源。另外，补充当地的威尔士长矛兵和长弓兵加强了英军的力量，这些兵种在战斗中和对城堡的防御中都十分有用。



　　上述方法表明，持久战略中包含后勤战略的因素。英国人不言而明的彻底征服威尔士的政治目的，招致威尔士人的坚决抵抗。获得一些土地既不会导致双方在政治上的妥协，也不会使威尔士人丧失士气，以便使英国人迅速将其征服。但英国人不断从威尔士人手中获得土地，削弱了威尔士人的军事人力资源，并最终使英国人获得人力和其他物质资源。因此，除在最先对威尔士的征服和对袭击的防御以外，英国人遵循的是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以渐进的持久战略对付威尔士人，而威尔士人只能用袭击方式与英国人作战。



　　所以，虽然英国人在威尔士游击战面前存在明显的弱点，但仍然达到了他们的战争目的，英国人的作法和北欧海盗的袭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和北欧海盗不同，威尔士人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在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的英国人的面前过于脆弱。这样，战争双方都采取的是进攻，但却使用的是不同的战略。



　　虽然威尔士人努力避免与多兵种的英国军队作战，并使用袭击方法，但他们都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因为袭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是建立在几乎不受限制地选择袭击目标的前提之上的。然而为抵抗英国人对一小块威尔士领土的入侵，威尔士袭击目标的选择立即受到限制，除非他们袭击设防严密的英格兰，或征服者已经巩固了其统治的那部分威尔士领土。否则，威尔士人只能袭击敌人刚刚占领，并在其上建立起一个或数个堡垒的狭小地区。在一个地区里，研究者们发现了300座堡垒的遗迹，平均每25平方英里有一个，新征服的土地通常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区，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英国人前进过快，或企图占领超过他们控制能力的大片土地而在他们军队前进的背后留下易受攻击的地区时，才会如此。但在威尔士新丢失的土地上，其目标十分明显，英国人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英国人还可以依靠堡垒的战术防御力量，并且又控制了关键的交通线。威尔士人丧失了许多使袭击强于持久战略的有利条件。



　　通过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和集中兵力于一系列狭小的地区，英国人能够赢得防御，因为他们在新征服的地区具有很高的兵力空间比。另外，英国人总的战略瓦解了游击战的两个先决条件：根据地和政治上的支持。英国人不仅不断蚕食威尔士人的基地，而且不断地赢得威尔士人对英国统治的默认，居民们即使并不是出于忠诚，也还是服从了英国人的统治。这样，集中兵力所进行的进攻，克服了在兵力稀薄的宽大正面的防御中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目标的不利条件。另外，集中兵力决定性地剥夺了威尔士人将被征服的领土作为根据地的可能性，而且强大的英国军队的存在，还加强了英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在少数人对辽阔的土地的征服中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北欧海盗的防御者们却不曾有英国人拥有的有利条件，他们无法确定袭击者的攻击目标，也没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遏制袭击。另外，威尔士的入侵者还占有对敌国领土进行战略进攻的好处，他们持续后勤战略的每一次成功都削弱了威尔士，加强了英国人的力量。在通过进攻使对手的袭击不起作用方面，切斯特伯爵和其他边界伯爵们取得了成功。而英国的历代国王率领大军攻入威尔士，试图用作战战略将其征服，但每次征讨只证明了退却对追击占有优势的道理而已。当聪明的爱德华一世国王运用君主政体的巨大力量，影响地方伯爵们长期采用的后勤战略后，他很快就消除了威尔士残余部分的抵抗。



　　下面对袭击者的能力和弱点作一小结：当兵力空间比较低，其对手实行持久战略时，袭击者的进攻较强；当双方都采取袭击时，双方都不占优势，除非有一方能进攻其对手的根据地，而其对手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袭击战略的特点使在实行持久战略的两个对手间的对抗中防御所具有的优势不存在了。



　　然而，袭击者的优势要随具体情况而定。当袭击者拥有不受对方袭击或持久战略影响的安全的根据地时，他们可以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避开敌人，利用低的兵力空间比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以及不确定袭击目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这将迫使防御者依赖作战战略，要么以追击，要么处处设防，这两种选择在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都十分困难。但如果兵力空间比很高，袭击者会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在许多据点上防御者在数量上都占优势。



　　如果袭击者的根据地容易受到攻击，防御者可以反袭击方式发起进攻，这将抵消袭击者的袭击行动，或采取持续的入侵行动。如果有足够的兵力空间比，实行作战持久战略能够打败袭击者，因为他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脆弱的目标可以袭击，而且在撤退时还会受到前后夹击的威胁。另外，如果他们丧失其根据地，袭击者会由于缺乏给养和无法运动而迅速灭亡。



　　如果对袭击者根据地的进攻方兵力空间比较低，没有足够的兵力实施一次将其占领的战役，可以增长时间达到同样的目的。为此目的，可以依靠渐进的方式，在其选择征服的一系列的地区上逐一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为防御上述每一地区，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袭击者在每处都遇到强大的力量，而袭击者撤退时也将受到阻击。另外，这种做法也将使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变小，因为对其部分根据地有可能丧失的预计会诱使袭击者攻击不久前刚被征服的地区，而不是接连不断地对入侵者自身的基地进行袭击。因此，在英国人开始他们对威尔士的渗透后，威尔士人集中兵力防御他们的根据地，而很少对防守严密的英国边界地区发动袭击。



　　因此，袭击战略的力量部分依赖于其根据地易受攻击的程度。这要求将袭击者分成两类，如图解12.6所示，它表示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的相对力量强弱，A表示进攻占优势，D表示防御具有更强的力量。图解12.6中的关系的前提是假定兵力空间比很低，有利于袭击者的活动，还假定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撤退对追击者具有战略上的优势。






图解12.6对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力量的比较



　　在不直接涉及游击战，而包括袭击或躲避对手的行动时，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具有可比性。英国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和百年战争后期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法国北部采取的缓慢的而系统的征服，做法基本相同。英国的做法也和古斯塔夫在德国北部实行的持久战略相似。在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古斯塔夫用的攻占后即将城市和交通枢纽堡垒化的方法，和英国人在威尔士的作法基本一致。由于和英国人面对的是类似的问题，古斯塔夫使用了和英国人相同的方法。虽然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运用的也是类似的渐进的持久战略。实行进攻性持久战略逐步占领并使之堡垒化，是古代小型的而且部署很慢的军队对付那些躲避他们，不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有效办法。



　　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且有代表苏丹的政治优势，法国在20世纪对摩洛哥的征服中精心运用了英国人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法国人首先缓慢连续地征服了低地地区，他们遵循同样耐心的战略，对在山区的对手经常保持同样的后勤压力。他们还执行一项巧妙的计划，通过提供免费医疗和以补贴的价格出售商品，绥靖摩洛哥人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招募摩洛哥人参加他们的军队，在法国人指挥下的摩洛哥部队很快成为法国扩展在该地区统治的军队中的主体。经过长期的战争，法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26年的时间里将其统治扩大到整个辽阔的摩洛哥，这与英国在对小得多的威尔士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征服中的那些零星的、部分的和有时是不得要领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国人并没有有意识地以英国人的战略为样板，但他们认识到早先在阿尔及利亚，他们试图通过作战持久战略对付其对手时所遇到的困难。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经常摆脱那些派去攻打他们的法国军队，但阿尔及利亚最后屈服于后勤袭击战略及与之相伴随的恐怖政策，虽然法国公众认为这种方法声誉不好。采用缓慢的程序，连续地在一些地区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并配合以政治利诱，这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到法国人着手征服摩洛哥时，这已成为法国标准的征服方法。



　　法国的战略和英国的战略一样有着相同的后勤战略的因素，他们通过占领敌人的领土削弱其力量，并利用其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法国军队服务。这种战略需要同样的耐心，它和游击队不断发展胜利的的结果十分相似。正如游击队通过迫使其对手撤出作战地区而获得土地的方法一样，法国人在摩洛哥、英国人在威尔士都在逐步加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



　　游击战必然是一种持久战，而反游击战同样也进展缓慢。游击战代价高昂，因为它既耗费时日，又会将其要保卫的国土的一部分或全部让敌人占领。从技术上看这种方法代价高昂，根据时间来计算，消耗的人力等于参加战争的人数乘以进行战争的年数。游击队如果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在战斗中抵抗入侵者的话，他们是不会采取游击战的；而要征服他们，进攻的一方如果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可以更迅速地运动并从而能更经济地进行战争，而不会采取这种需要耐心的战略。



　　反游击战的防御，包括使用建立在用军事手段打击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基础之上的持续作战战略。通过断绝交通线和游击队后撤路线，防御者能限制袭击者的行动，再在纵深组织防御，通过增加投资为作战部队修筑堡垒，防御者可以用这种相对提高兵力空间比的方式遏制袭击者。他们还通过缩小敌人根据地的范围，并经常效仿罗马人对每一批被征服的人群实行政治上的绥靖，以利于取得胜利。



　　在反游击战中，游击队的对手不应主要采用作战战略的方法对撤退中的游击队进行追击，而应成功地运用一种表面上是作战战略而实际上是后勤战略的方法，占领游击队获得补给的地区。从英国人在威尔士和法国人在摩洛哥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对补给地区的占领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并无二致。当然，正是因为游击队根据地的脆弱性，才使这一战略成为可能，这也经常是对付任何类型的袭击者最佳的防御办法。利用袭击战略进攻袭击者脆弱的根据地的方法也同样有效，当然它需要依赖于其他因素，包括激发游击队作战动机的强弱。



　　无论是对游击队的进攻，还是防御，都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战争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破坏对手的政治力量。游击队特别依赖公众的支持，例如，在摩洛哥对法国人的抵抗中，法国人明显地将其战争的目的规定为赢得摩洛哥人对法国及其控制的苏丹的支持。图解12.7对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可选择方法进行了总结。






图解12.7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战略选择



　　一般的程序是通过连续的集中兵力攻占土地，修筑堡垒和绥靖行动逐步地征服敌人的根据地，这种方法有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它没有在图解上表示出来，但确能导致快速的结果。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省的征服采用的是恐怖的袭击方法，他们用5年的时间震慑了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大部分人民。恐怖是土耳其征服计划的重要政治内容，但土耳其屠杀了如此多的人口，破坏了如此多的财富，使人可以恰当地认为与其政治计划相伴的有一个以消灭人口和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军事后勤战略。然而，这种战略使其丧失了征服立即带来的大部分经济上的利益。其后，成吉思汗在占领花剌子模帝国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后勤战略，其不同之处在于他屠杀了大城市的人口，他的后勤战略是以人口为目的的，他同时也达到使帝国居民由于恐惧而屈服的政治目的。比若元帅曾将这种方法用于阿尔及利亚，发现它很起作用，但从其运用的规模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恐怖成份，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政治效果，没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罗马人至少有两次采取了极端手段对付其对手。他们在打败迦太基之后，驱逐了居民，摧毁了城市，用犁翻了土地，并在上面撒盐。在处理反叛的纳萨莫尼斯人时，图密善皇帝下令将他们全部屠杀，他指示：“禁止纳萨莫尼斯人生存下去。”




对指挥官面临选择的总结




　　西方世界中陆战的战术发展可以被视为螺旋式的。技术因素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但并不是惟一的影响；后勤保障方法直到工业革命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相应变化彻底地改变了后勤。战略明显地相对稳定，而古代那些重要的要素却保持着和谐的变化。



　　有几种方法可以分析和解释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例如，在1920年代英国和美国陆军引入的那些战争原则，提出一种连续性和多样性理论解释这些时期战争的方法。他们给士兵们讲授这一方面的知识，教导他们在未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其他的解释方法中，地理学家能解释战争史上的大部分情况。例如，他们不是仅仅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形适于安息人的骑兵作战，而且说如果在这种地形上不使用骑兵作战肯定会输。不是输给作战战略，就是败给后勤战略。人的因素，包括成功的指挥官的个人品质，也是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法。



　　本书所使用的解释从公元前500年至今的陆战的一些命题，和战争原则一样，并不会自动地提供经久不变普遍适用于作战行动的解释和将军们需要遵守的准则。然而，从历史中提炼出一些连续性的规律是值得的，即使是部分的成功，这种努力也会得到报偿。最值得重视的可能是优秀的指挥官利用开拓各种趋势和可能性的方法，这些趋势和可能性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在本书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并视它们为战争的内在规律。这些命题中的四个具有突出的价值，它们在我们所论及的整个战争史中都是恒定不变的。两个广为人知的思想就是防御具有战术优势，及要有超过对手武器系统的优势才有资格会战。另一个是退却比追击具有优势，这使实行战略防御的一方对其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构成优势，也使在进攻中的袭击者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形成优势。最后，兵力空间比是影响所有战略的条件。面对这些限制因素，军人学会了如何克服它们所代表的不利因素，和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利因素。由于这一方法强调了上述主题，下面将对指挥官面临的各种选择，以及如何使他们的战略与这些因素所反映的战争本质造成的障碍和机遇相适应的情况作一总结。




战略目标的选择




　　战略目标的选择，即使是像本书中给出的狭义的定义，首先也需确定军事行动的目标。为完成任务并不一定以敌人军队为战略目标。英国在百年战争中运用袭击战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让步，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以及其他一些人曾因经济目的运用袭击战略的情况都证明如此。还有许多其他难以分类的战争动机，无疑使军事行动不仅仅追求严格的军事目标。那些谋求非军事目的的统帅倾向于运用袭击战略，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进攻性较强的作战形式，也因为它通常避免与敌人军队作战，而持久战略通常都是军事战略，因为它需要与敌人军队作战。



　　战略目标可以按图解12.8中的方法进行选择。






图解12.8在军事战略和利用军事手段达成非军事目标之间的选择



　　军事战略是利用各种战争手段直接打击敌人的武装部队来达成政治或其他非军事目的。但如图所示，也可以运用军队直接达成非军事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原则要求做这种选择，正像在军事战略中随后要进行的选择那样，政治和其他非军事因素之间很少没有联系。



　　但谋求非军事成果的战略，像以劫掠为目的的袭击，主要还不是军事战略。按本书的定义，军事战略作战目标就是敌人的军队。然而，除只讨论军事战略外，下面的总结中还涉及到实施和防御为非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诸方面的问题。




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选择




　　为攻击敌人的军队，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将选择他们认为受到最小抵抗的方法，因此也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取胜。例如，萨拉丁运用后勤战略，实行焦土政策挫败了理查国王的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进攻。他采用的是饥饿而不是钢铁的战略，这被证明是对付由理查这一精明的斗士率领着的一群怯懦的士兵的军队的代价最小最有效的办法。德国人在1942年试图用后勤战略打败俄国人，但他们却没有夺取和控制俄国油田的作战能力。但这一失败也恰好证明了这样的选择，如果德国人没有力量夺占和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奉行作战战略对俄军实施追击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力将其歼灭。



　　根据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原则，在军事决策中，指挥官通常选择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决策，因为按最小的代价原则所需要的兵力可能与现实所有的兵力差距甚远。这一思想与传统的节约兵力的战争原则联系密切。使用最少资源的思想不仅包括要避免浪费，还包括在指挥官认为最重要的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运用资源。节约兵力并不意味反对为保险起见增加额外的兵力，正如色诺芬所说：“虽然浪费，但只要胜利就不会使任何征服者感到一丝的懊悔。”



　　历史上有许多实施后勤战略的例子，虽然恺撒说，他宁愿使用饥饿而不愿意使用钢铁，但指挥官们却并不一定能运用后勤战略轻易地取胜，即使是能找到有效地攻击敌人后勤的方法时也是如此。



　　这又是第二个双重选择的情况(图解12.9)。最小代价的原则制约着对付敌人军队所可能进行的两种选择。






图解12.9在攻击敌人军队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之间的选择



　　以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的方式实施后勤战略



　　在实行后勤战略时，进攻者可能会选择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中的一种。持久战略通常包括占领敌人有后勤价值的领土。虽然这经常很明显的是作战战略的副产品，像1942年德国人试图占领俄国的油田那样，交战一方有可能使其进攻矛头指向在后勤上更加重要的地区。这种持久战略通常要求大规模地运用作战战略以达成目的，但它与单独依赖作战战略打击相比，敌人军队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小。对于防御者来说，抵抗这样的持续后勤战略和对纯粹的作战战略的防御没有什么区别。



　　在对一支单独的军队所实施的后勤战略的例子中，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在他们滞留在纽纶堡所进行的持久战，表现出对邻近敌人的粮秣征集区的控制能力。由于双方都不愿意撤退，双方都因饥饿损失了大量的马匹，许多人员逃亡。其结果事实上等同于一次会战，但使用的战略是“饥饿”而不是“钢铁”。



　　对于后勤战略中的进攻而言，袭击是占领敌人土地的一种有价值的选择。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后勤运输队的成功的袭击迫使他们撤军。奥地利人对普鲁士人也有两次类似的成功，它表明了后勤袭击战略的力量。美国联邦军队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对邦联铁路和工厂的袭击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敌对军队的补给来源的打击方式，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对布里埃盆地所进行的战略轰炸，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战略轰炸。



　　图解12.10对此部分内容进行了总结。






图解12.10在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军队时的选择




对袭击战略的战斗防御




　　防御者可以运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对付袭击战略。为将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结合运用对付袭击者，防御者可以将追击与对交通线和敌人撤退路线的拦截结合起来。罗马人的方法是将国家纵深堡垒化以限制袭击者机动，依靠边墙迟滞袭击者的撤退。这些拦阻设施经常使追击和撤退相比占有优势，防御者能追上并打败袭击者。拜占庭也运用同样的方法，古斯塔夫运用进攻性持久战略征服了德国北部，并使城镇堡垒化，这有利于其封闭所占领土以防御敌军的袭击。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抗袭击时，堡垒化的城市、要塞、设防的庄园和房屋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抵抗袭击者方面，民兵是防御者节约兵力的重要手段。用民兵代替职业兵担负警卫任务，只要不遇到真正的威胁民兵都可胜任，这节约了费用高昂的职业兵的使用。堡垒和民兵都提高了兵力空间比，这就消除了成功地实行袭击战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罗马人为保护他们的帝国免受蛮族的袭击，给职业兵在受到威胁的地区分配土地，并除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外不派遣其他差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人将其职业兵变成了某种类型的民兵，改变了古代通常的兵民转换的方向。民兵能特别有效地完成任务，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担负的只是简单的防御任务，并常常是依赖堡垒进行防御。所以，这些全家的战斗员增加了防御者的数量，同时减少了耗费。而且，罗马人建筑的城墙和堡垒节约了士兵人数和经费。同时，使用民兵防守这些堡垒工事不仅较为经济，而且也是有用的军事补充，因为民兵在依托永备工事作战时十分有效。



　　如果能对袭击者的根据地进行攻击，使用反袭击防御袭击战略是极有潜力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之间相互攻击的基本特点是空袭和以相同的空袭进行报复。德国在战争快结束时开始使用无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袭击英国。所有遏制的努力失败表明了那些关于运用反袭击的观点：每一方的报复行动将招致更多的袭击；威胁比行动更有效，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都准备使用毒气，但却没有使用；有许多问题与战争中的情感或行为学领域有关，它们同时也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



　　图解12.11是对本部分内容的总结。






图解12.11运用战斗防御对付实行后勤袭击战略的敌人的选择




用后勤防御战略对付袭击战略




　　针对进攻者实施袭击必需的后勤资源进行的反袭击，是用后勤袭击战略防御同样战略的一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轰炸德国生产用于攻击英国的导弹工厂，其惟一目的是减少这些武器的生产。



　　防御中实行持续后勤战略的一种方法是焦土政策，破坏袭击者必须依靠的各种资源。例如，法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使用此种方法对付英国袭击者。但在使用这种战略对付袭击者时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袭击目标，对适当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将对袭击者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袭击者的攻击目标往往无法得知，而且他们的袭击路线可以有许多选择。另一种方法是破坏所有袭击路线上的资源，但这将使防御比袭击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在对付飞机袭击时，防御者无法组织上述防御，而且对不依赖乡村资源补给的现代机械化部队袭击者来说，上述持续后勤战略也不起作用，但对桥梁等设施的破坏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图解12.12表明了上述选择。






图解12.12运用后勤战略防御实行后勤袭击战略的敌人的选择手段




作战战略追击的选择




　　实施作战战略进行追击的选择，如果指挥官在进攻时采取作战战略，而不是后勤战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战术手段上利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土耳其人使用其马上弓箭兵对付拜占庭和十字军重骑兵，这种战术可能是由于胆怯演变而来，他们躲过敌人重骑兵的冲锋，轻易取胜。而一贯坚持以最小的代价和失败的风险达成目的的拜占庭人，只有在他们的弓箭兵能攻击到敌人的重步兵，或他们的重步兵和下马骑兵迎击蛮族重骑兵冲锋时，才会乐意接受会战。在与来自法兰西的凶猛的西欧骑兵作战时，他们发现后勤战略的战略手段和作战战略的战术手段相比，要付出的代价和冒的风险都要小。



　　当指挥官拥有一种机动性相对较高的武器系统时，他的工作变得很简单。这就像希腊标枪兵能打败希腊重步兵，安息人的骑兵能轻易地迫使罗马重步兵在无遮无掩的平原地区作战，意大利在1935年用轰炸机追歼埃塞俄比亚步兵一样。然而，如果一种武器系统只能在防御时才能发挥优势，这种方法就难以运用。例如，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下马骑兵只能依靠中世纪骑士的进攻嗜好等待对方发起冲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上，德国人使用反坦克武器和防御配置的坦克对付英国坦克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但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指挥官才有机会使用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落后的武器系统。通常的情况是交战双方具有相似的单一兵种的军队。更多的情况是两支装备有超过一种武器系统的多兵种军队之间的对抗，这时战术就涉及到利用敌人军队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支援的弱点的问题。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火绳枪兵准备向骑兵射击，或长矛兵离开受地形或己方的长矛兵保护的阵地时，骑兵向火绳枪兵冲锋或使用手枪攻击不受保护的长矛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战例，在野外开阔地上的坦克部队成为敌人炮兵或载有火箭的飞机的靶子，或者是这样的情况，坦克部队轻易地击败没有装备足够的反坦克武器的步兵部队。



　　但是，虽然在一些例子中表现出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的重要性，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对会战产生重要影响，对战役的影响就更小了。在现代战争中，随着取得重大战术胜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这种关键的战术差别很少造成重要的不同。例如，在1973年，当埃及步兵利用突然性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这一对埃以双方在政治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区后，埃及人估计虽然埃及军队为其士兵精心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和防空火炮及导弹，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坦克仍将迅速地对其步兵发动进攻。由于以军存在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弱点，其仓促组织的进攻损失了大约250辆坦克，但这并没有损害其战略地位。数天之后，当埃及坦克进攻以色列防御部署的并得到飞机支援的坦克部队时，防御者轻易地打败了埃及人的进攻，由于没有得到集中起来的军队的支援，埃及的坦克部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这又是一次只有战术成果的行动，损失的250辆坦克，仍没有有效地改变双方力量的平衡，也没有造成战略形势的任何变化。



　　然而，在多兵种军队之间战斗中取得战术胜利比在单一的由步枪武装起来的步兵之间的战斗中取胜要复杂得多，单一的由步兵组成的军队之间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特征。与这一期间的战术条件可比拟的情况很少，可与之相比的时期是希腊战争初期重步兵在战场上称雄的时期。对于那些由单一兵种组成的军队，除骑兵占优势和不下马作战的那些中世纪的战斗外，战术防御通常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是因为在两支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能抵抗正面进攻。只有在法国人发明了纵队及其快速部署投入战斗的方法之后，进攻成为两支结构相似单兵种军队之间作战的较强的作战形式，直到他们的对手也采用了相同的战术。即使在当时，在战术上抵抗正面进攻时，防御仍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战略上撤退比追击占优势。由法国最先使用并在19世纪被各国普遍采用的新的战术体制稍微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这是因为在新的战术体制下，步兵获得了迂回包围坚固阵地的能力，并提高了快速集中步兵于战场上实施正面攻击的机会。



　　图解12.13对本部分的要点进行了总结。在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取决于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反过来讲，一种先进的武器系统取决于军队的构成，或更进一步讲，取决于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军队习惯的作战地形等因素。






图解12.13在作战战略中两种基本的进攻可能性




进攻性作战战略的两种选择：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




　　为了以作战战略克服防御的战术优势，进攻者可以选择运用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指挥官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进行选择时，并不一定会发现进攻性更强的袭击战略比持续进攻战更合适。虽然袭击的进攻性较强，它常常难以很快地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因此导致战争持久化，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虽然以最小的代价打赢战争，通常是在两种战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但进攻者可能会因为被进攻的国家幅员辽阔，而且受到政治上的反对，使其缺乏必要的兵力空间比去控制该国家，而被迫选择袭击战略。在实行袭击战略时，进攻者必须遵循攻击弱点的原则，因为袭击的部分本质是避开敌军强点，打击弱小的敌军和脆弱的目标。



　　例如，后勤运输队通常既是个脆弱的目标，又是值得进攻的目标。所以，针对它们的袭击战略通常既包括后勤战略的内容，又包括作战战略的成份。袭击战略的胜利是通过将许多次袭击的小胜利积累起来对敌人产生的消耗取得的。然而，因为对敌国平民的屠杀和对财产的破坏既对敌人、也对军事资源造成损害，这一战略也包括通过政治战略迫使敌人作出让步。



　　图解12.14是指挥官在奉行作战战略时需进行的选择。实行持久战略的目的通常是消灭敌人军队，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它是通过军事胜利的心理影响，在短时间里赢得战争或占领大量领土。但在典型的战例中明智的指挥官实行持久战略的惟一方法是占领敌人领土。像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取得的那种歼灭战的胜利，在没有先进的武器系统或军事学说的情况下是很难达成的。例如，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汉尼拔对罗马人的胜利、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拿破仑在他的事业的早期对他的对手们的胜利、德国在1940年对其对手们的胜利等。






图解12.14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选择



　　即使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只实现攻占敌人领土的比较现实的目标，进攻者面对的也是一项令人气馁的任务。由于防御在对付正面进攻时的强大的战术力量，进攻方在军队补给方面面对着更大的困难。防御方还具有可以利用退却避免战斗的能力。所以，大多数军事史和军事理论都研究实行作战战略进行持续进攻行动时所需要运用的战术和战略途径。防御者可以选择实行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每种战略都可以采用持续进攻或袭击方式，而且它通常将这些战略中的几种或全部结合起来使用。




对作战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几种选择




　　实行焦土政策是执行持续后勤战略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抵抗手段。韦辛格托里克斯曾烧毁粮仓以防止粮食被恺撒的军队利用，法国人曾破坏查理五世皇帝军队前进道路上的补给品，以抵抗其对法兰西南部的入侵。对实行防御性袭击后勤战略的防御者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通过对敌人的后勤进行袭击对付进攻者，就像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做法那样。



　　游击战是另一种类型的袭击战略。在防御者没有能力抵抗入侵者或敌人的正面进攻时，以及撤退不及而不得不把军队分散时，游击战是很有价值的方法。用游击队进行抵抗，意味着敌人控制了防御者的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因为游击战历时太长，需通过大量袭击逐步消耗敌人，这将是代价高昂、耗时持久和消耗巨大的。所以，虽然袭击在战略上占有优势，游击战却需要巨大的政治支持。



　　作为一种防御的手段，游击战依赖的是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它是以战术上的进攻实行战略上的防御。通过运用袭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或后勤目标，以及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达成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性，游击队能系统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游击队需要有一个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环境，但西班牙抗击法军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即使是能在战略上达成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作战行动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取得胜利。



　　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要么有和入侵者的武器系统相同的机动性，要么有复杂的地形降低对手的机动性，例如崎岖的农村保护了威尔士人免受英国武装骑兵的攻击，而山区则在乘坐汽车、坦克的法国兵进攻时保护了摩洛哥人。最后，游击队必须控制部分国土用作补给和休整的根据地。在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并且有强于对手的政治决心的情况下，游击队可以通过无数次小的后勤和战斗的胜利积累起来的对敌人的消耗赢得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图解12.15总结了上述选择。袭击战略的游击战可用于防御后勤战略，也可以防御作战战略。但防御者通常会发现运用持续作战战略取得胜利的代价最小，可以此避免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游击战或较小牺牲的持续后勤战略。例如，苏格兰人只是在认为没有在战斗中战胜英国人的可能性之后才避免与其作战并实行焦土政策的。






图解12.15对付作战持久战略时防御者的选择




作战持久战略中的防御




　　要实行持续作战战略，防御者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在他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与入侵者正面作战。这样，如果他担心会战的后果或不能在最有利的阵地上与敌人作战，他就可以以其战线的正面面向敌人或进行撤退。他在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可以像图解12.16所总结的那样使用防御者的较强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防御者将会仿效大流士三世那样冒丧失一切的风险进行战斗而不是撤退。如果有强大的政治力量，防御者可能模仿罗马人在费边领导下与汉尼拔战斗，或像俄国沙皇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做法。






图解12.16防御者运用作战战略对付实行同样战略的敌人进攻的选择



　　但防御者通常具有一定的力量，可以避免撤退过远造成的不利情况。他经常把正面战斗中防御战术的力量和通过运用撤退对追击的优势而避免会战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面对这样的防御，即使进攻者有足够的力量实行作战持久战略，他遇到的阻力也令其气馁。




用进攻对付游击队的防御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付游击队的防御时，进攻者通常和他的对手一样将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结合使用。运用持久战略控制国家，特别是控制其交通线，可使追击方有机会追上撤退者。同样，进攻者为对抗游击战略的消耗战，也采用一种相对的渐进性持久战略，从控制一块地区到逐步控制整个国家。进攻者不断地占领、修筑堡垒并控制游击队的根据地，利用持久战略中基本的后勤战略的成份剥夺游击战取胜所必需的后勤基础。罗马人在不列颠、英国人在威尔士都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在削弱游击队后勤补给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它的政治支持。



　　亚历山大的实践证明，如果进攻具有了政治内容，它可以剥夺对游击战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政治支持。亚历山大在运用恐怖手段无法取胜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方法绥靖敌人。如果进攻者运用反袭击战略，无论是对持久战略的替代还是补充，都意味着与亚历山大谋求政治妥协的模式背道而驰，因为这种袭击无疑会产生敌意。比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无情地运用了袭击战略，并使之与政治恐怖计划相结合吓倒了其对手。很显然，由于这两种政治方法互相排斥，混合运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时要求有很高的政治判断力。



　　图解12.17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总结。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成份通常是相互结合的，而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的区别构成军事战略的基本区别。战役中的政治成份经常制约着军事战略的运用，当然游击队必须有一个可接近的根据地。






图解12.17以进攻对付游击队抵抗时的选择




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中的进攻和防御




　　虽然防御方常在他们占有坚不可摧的阵地时才主动进行会战，但入侵方指挥官经常明智地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应战，有时甚至他们在军事学说或武器装备方面并不占有优势，或进攻兵力没有敌人多的情况下应战。腓特烈大帝经常在其对手愿意作战的条件下会战，但也不总能取胜，虽然他总能熟练地运用他的间接作战方法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使他能得到相应的进攻兵力，以及使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手段。另一方面，马尔伯勒伯爵在他打败法国人的4次会战中，在人数、武器系统和编制体系上都不占优势。伯爵在敌人指挥官选择的条件下作战，但仍然取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他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以及利用分散敌人的行动创造了弱点。他的会战是在战术行动中运用那些经久不变的规律的范例。



　　但是，在马尔伯勒的胜利中只有一次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成果。从近代以来，战略而不是战术为运用作战持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里战胜运用同样战略的对手提供了方法，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典型战例。但在此之前，实行持续作战战略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弱军总能避免与强军交战，而进攻方难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整个敌对的国家。坚固据点和堡垒化的城市经常进一步增加了进攻者的难度。



　　虽然指挥官希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战，但这很难实现。围攻、诱使敌人救援部队进攻设置的阻击阵地，或通过蹂躏其领土均可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



　　如果入侵者具备财力和耐力，即使是在兵力空间比很低时仍可实行持久战略。他可以接连攻占城市，并在被征服国土修筑要塞和堡垒，以确保防御者在这些地区无法行动。如果需要征服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渐进持久战略，以据点和哨所的形式控制国家需要大量的兵力，除非入侵者能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英格兰在百年战争后期成功地运用这种战略，但在无法使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归依后垮台了，他们的大部队也无法控制哪怕是一小片法国领土。



　　如果在合适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要控制领土上没有复杂的要塞体系的国家(这些要塞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军队比较容易执行持久战略。他们只需进攻并控制防御军队的供应基地，并迫使其撤退即可。当然，持久战略也会威胁到防御方的后勤供应或政治立场，并迫使其进攻处于坚固防御阵地中的入侵军。腓特烈在面对丢失萨克森的危险时——这是他支持战争的财富来源的1/3，他的反应是在托尔高对道恩发起进攻。腓特烈的反应和萨克森的重要性使道恩在会战中取胜，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后勤因素对作战持久战略的影响。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引起的战争的变化使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相对容易起来。分散的军队能以许多纵队实施战术机动，并能迅速部署成战斗队形，能够在战场上的许多点上威胁敌人，迫使对手要么交战，要么直接撤离作战地区。



　　这一变化使作战持久战略成为取胜的捷径，并实际上成为目前所有欧洲战争战略的基本特征。这种迫使敌人战斗或进行灾难性后撤的能力，使得利用外线作战的形势在时间上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实施进攻和防御成为可能。军队的分散与快速集中兵力相结合，能阻止任何敌军在不与自己会战的情况下从旁边溜走，也使战略迂回成为可能。虽然在缺乏战略进攻部队时，迂回运动很难对付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敌人，但在敌人试图恢复与其根据地的联系时，迂回运动仍为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采取战术进攻创造了条件。



　　然而，迂回运动除作为在战略上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方法外(其他的方法有：诱使敌人面对障碍发起进攻；围攻；蹂躏敌人的土地)，还能造成比只在战术上消耗敌人重要得多的后果，即包围并歼灭整个敌军。迂回运动在普法战争中两次取得成功，使法军意外地不堪一击。在二战爆发初期，德国坦克和机械化军团利用其战略进攻的高速机动力，将其对手困在海岸边。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迂回运动只是发展了迫使对手面对障碍物的古老方法而已。



　　图解12.18中罗列了指挥官在研究军事行动时所面临的可能性和选择的过程。






图解12.18当进攻者和防御者都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的可能选择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指导着优秀的指挥官们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或结合使用以上的方法。图解12.19是对前面各图解的综合，它总结了西方世界2000多年战争史中体现的许多基本的军事思想。






图解12.19各种战略选择一览图




连续性和变化




　　图解12.19对西方2500年历史中影响战略的因素，及据此采取的方法作了总结。我们简单地认为可以将战略的问题及选择归结为这一期间战争史中所提示的三种主要的不变因素。即：在交战双方都采用持久战略时撤退具有优势地位，及战术防御通常具有的优势使防御成为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较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撤退的一方有利；而较高的兵力空间比则要求实行战术防御。上述因素中的两个对运用袭击战略比较有利，因为在敌人的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情况下，他既可以利用后退的优势，又可以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获得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大量机会。



　　持久战略的相对劣势和在对付实行持久战略对手的防御时袭击战略力量的两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战争史上袭击广受欢迎。然而，袭击虽重要却只能给敌人造成小的伤害，而要征服袭击者的土地，却需要依赖于持久战略。在对上述两种战略进行选择时，指挥官通常都将打击的目标对准敌人的弱点。事实上，如果给图解12.19加标题的话，可以用“寻找弱点”加以总结。军队在进攻时，总是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线，运用优势的武器系统进攻敌人的战术弱点，例如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或以众击寡。即使是迫使敌人保护自己的军队、救援被围部队或恢复其交通线，进攻军队都可以成功地迫使防御者使用战术上较弱的形式——进攻。



　　如果进攻者满足于夺取领土的战役目的，他经常运用战略上分散敌人的迂回运动，以及其他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虽然有人将这种战争视为懦弱的战争。但完全避免与敌人作战则不符合寻找弱点的思想，除非有人将避开敌人定义为打击敌人弱点。当然，威胁敌人的后方或某个脆弱的省份的情况，也确实是打击敌人弱点的手段。而且明智的指挥官在认识到其对手在战术上较强，而不是在战略上较强时，才选择战略手段而不是战术手段作为致胜的手段。



　　避免出现弱点也是防御者经常考虑的主题。当他面对正面进攻时，他通常借助筑垒地域，或实施撤退以保护其侧翼或后方。为应付敌人对某点事实上的或可能的进攻，防御者通常努力运用一种优势的武器系统，或水平相当的武器系统并要充分利用防御的优势对付敌人。



　　敌人的弱点也影响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之间所进行的选择。当恺撒的强大的征粮队在与比利其人的征粮队对抗中，恺撒在他掘壕而守的营地中静等到比利其人分散出去寻找补给时，才利用他们的弱点攻击他们。西班牙阿尔巴将军也避免与他的荷兰敌人作战，直到他们因无钱支付雇佣兵薪水被迫放弃作战行动。所以，恺撒避免与在集中时在战术上十分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阿尔巴则根本避免了作战，他们都利用的是其对手在后勤方面上的弱点。尽管他们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却采用了这种后勤战略。



　　金钱和生命的代价经常制约着后勤补给，因为价钱较低就意味着有较多的供给；它还制约着战术和战略，这和其对军队构成产生影响的情况一样。像皮洛士对罗马人的胜利，马尔伯勒在马尔普拉凯对维拉尔的胜利，其伤亡的代价远超过其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成果。当然，不仅胜利或失败的代价，而且补充的可能都是战术和战略代价计算要考虑的内容。在运用袭击战略或游击战战略问题上，为考虑代价问题对利用敌人弱点和避免自己弱点的原则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例子。由于游击战依赖的是对许多小胜利的积累，而不是直接攻占领土，它取得胜利通常比利用持久战略时间要长。较长的时间和敌人对自己领土的占领所造成的大量损失，使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代价远大于持久战略。这意味着政府都不愿承受这些代价，经常倾向于运用持久战略取得胜利，而把游击战作为最后的手段。事实上，他们有时宁愿承认失败也不愿进行游击战。



　　以最小的努力赢得胜利的概念很容易与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选择制胜方法时考虑代价的思想相联系。虽然由于长期和短期考虑的不同、不完全的情报、以及政治和其他非作战因素的影响，使情况变得比较复杂，但使用最小的努力的原则确实和军事行动的内在本质密切相关。



　　战略学家们经常争论一位将军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的领土或敌人军队。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这是在作战战略或后勤持久战略之间进行选择，也不将其视为是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选择。本书并不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只将两种方法都包括在作战持久战略的概念中。其原因之一是通常没有选择的机会。例如，当进攻军队在辽阔的战场上作战时，其对手可能会避开对方的进攻而避免会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攻军队有足够的人力及资源，他只能将目标选择为防御者的全部版图。当然，围攻战经常和取得敌人领土密不可分，它可以实现征服敌人国土和迫使敌指挥官救援被围部队而被迫作战的双重目的。



　　有时，选择的机会并不是出于机会本身不同的原因。例如，腓特烈大帝开始入侵西里西亚，由于那个省份里的要塞防御不多，无法有效地阻止瑞典国王[松鼠注：似乎应为普鲁士国王]实现其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达成目的之后，腓特烈开始实行防御。有时以敌人军队为目标的进攻，其结果也可能是得到敌人的国土。现代战争中的战略迂回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如果其对手以撤退来挫败这一迂回企图的话，会使进攻者获得大片的领土。1914年德国流产的迂回行动就是这种情况：它使德国占领了大片的法国土地，包括工业区和布里埃盆地的铁矿，它不仅有巨大的潜在政治上的好处，而且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是后勤战略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奖赏。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中打败大流士三世后，本可以追击波斯国王的军队向东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然而他却继续其沿海岸线进行的战役，并最终征服了埃及。当时即使亚历山大不愿意继续执行其对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他也应充分利用其胜利，沿地中海海岸扩大他的统治。如果这样就能迅速扩大战争的政治成果，并在他最终实施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前，在其后方消除一个潜在的敌人，还可以为其随后的战役增加资源。此外，亚历山大认为如果他在大流士庞大帝国的深处作战会面临困难。但事实上，亚历山大考虑的不应是他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军队还是它的国土，而应从以最小的努力征服波斯帝国出发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



　　当然，指挥官在过去面临这一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后勤制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且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非军事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书没有明确地刻意强调后勤的制约因素这一问题，而只是提出以最小努力取得胜利的命题，它是影响着这一选择的决策以及许多其他的决策的重要因素。



　　尽管这一思想制约着对军事作战编制体制方面的问题，但却使人想起许多不同的途径，而不是本书在这些命题中所用的分类。例如，有人可能会强调战术，并将作战战略区分为技术的和作战的途径。技术的途径可能包括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优良的武器系统，就像安息人对罗马人的战争那样。由于20世纪的军队拥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代又一代的武器，这一途径越来越成为20世纪战争的基本特征。作战的途径包括作战战略的其他方面，并强调进攻敌人弱点或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其他手段。几乎单独强调后一途径是从引进刺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军队的构成越来越单一的时期。



　　许多其他的分类和命题方法将使读者认识到他们也能对军事战略问题做出他们自己的划分。他也可能找到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所有要素都综合到两个世纪以前的战略理论家们所归纳的简明的理论体系中去。



　　这样一种完整的简单的理论综合可能产生向未来的真实飞跃，但即使在过去2500年里发现的许多要素的连续性限定了变化，仍不足以认清未来。指挥官们所面对的一系列选择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它们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拿破仑革命所带来的战略上的机会使现代作战条件与古代大为不同，而战术核武器威胁着集中原则的运用，也使大型永备工事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不复存在，战术核武器一旦运用肯定会带来许多无法估量的后果。



　　突然爆发灾难性核战争的威胁不仅限制了战术核武器的运用，而且限制战术核武器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军事行动的爆发，对欧洲的军事行动有着不同寻常的限制。欧洲没有战争的情况，加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范围的各交战国不再运用持久战略的趋势。持久战略曾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占主导地位，也是同一时期欧洲人在海外战役中的基本特点。由于欧洲国家之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运用四种战略方法中的一种——持续作战战略进行战争，至使他们将这种战争称之为常规战争，而将在较短时期里运用袭击战略的战争称之为非常规战争。或许这些经验使得欧洲人把后勤战略和通常海军或空军实行的袭击战略与陆上战争严格区分开来。



　　在过去500年的战争史中，战术、后勤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为认识现在和未来的变化提供了指导。例如，作为地理、文化或资源等制约因素变化的结果，在未来，武器系统的数量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1500年至1870年之间的战术条件重新出现。在这一时期，作战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武器系统的数量由四种变成三种，而在采用手枪和马刀之后，又将重骑兵与轻骑兵两兵种结合于骑兵一身，这时武器系统的数量又变成两种，刺刀和滑膛枪的共同作用又使重步兵和轻步兵合二为一成为近代步兵，武器系统的数量只剩下一种，来复枪实际上将骑兵赶出了战场。



　　在欧洲，相伴发生的兵力空间比的稳步增长和拿破仑时期在战略和战术领域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武器系统由四种变成一种的影响。起初，多能的双用途骑兵可能加强了进攻的力量并削弱了防御的力量，因为使用手枪和马刀，而不是使用火绳枪和长矛的下马骑兵难以有效地起到轻步兵或重步兵的作用。但刺刀的发明，和比骑兵优越的单一结构的步兵的出现，使情形开始有利于防御。来复枪的使用和骑兵最终消失使军队结构完全单一化，使指挥官们没有了战术进攻部队，也使战术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



　　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由于地形的差异和武器系统不同组合的差别，肯定会再现从1500年至1914年之间曾出现过的许多战术条件，也会出现类似于更早的时期里交战者之间很少运用全部四种武器系统的特点。因此，如果交战一方拥有适合于地形的武器系统，而另一方却没有，这将像安息人在卡雷、拜占庭在塔基尼和卡西林纳姆对蛮族的胜利一样，战术进攻占优势。但如果地形因素限制交战双方运用少于现代的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几种，将有利于战术防御。正如地形因素限制骑兵作战那样，如果无法运用飞机和坦克，防御又将和1870年至1914年期间的情况一样占优势地位。



　　战略条件可能会重现遥远的过去的那些情况，在部队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远远超过可产生战略上决定性结果的比例时，作战行动的样式也大不相同。在早先，阵地战实际上是兵力空间比很高，以至于使防御具有明显的惟一的优势。本世纪在广大的城市地区作战的特点也给阵地战带来了另一种情况，交战双方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难以进行决定性战役。



　　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况是很低的兵力空间比，这是西方世界从古代至距今二三百年之前典型的战争情况，是十分多见的。当军队再次不能控制住除他们当前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而且其对手可以向任何方向撤退时，作战条件和近些年里各国的军人们被迫广泛进行的反游击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但这种战略环境与数千年来指挥官们面对的兵力空间比很低以至于只能采取袭击战略的情形差别很小。



　　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这些战略条件有可能和决定性作战行动达到顶峰的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相距甚远。随着军事手段无法迅速达成决定性后果的这种普遍情形的重新出现，政治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对亚历山大和汉尼拔军事胜利产生的政治后果的巨大差别的比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像三十年战争、征服者威廉对英国的征服、土耳其人对小亚细亚和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征服等事件，也表明了政治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现代战争中的政治条件无疑将比历史上的情况复杂得多。文学、图书、报纸和电子媒介一起使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响应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召唤，而在过去他们只对宗教感情和义务作出反应。



　　所以，军事和政治领导们或者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上获得经验，或者从更遥远的战争史上，特别是从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持久战略之间的对抗史中获得经验，这是20世纪上半叶战争的重要特点。根据这些经验，他们将袭击战略置于尤为突出的地位，这仍是除西方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战争的特点。在这些冲突中有些和19世纪中为抵抗罗马帝国的持续扩张所进行的斗争十分相似。另一些则和蛮族利用袭击对抗罗马人发明的系统防御的情形大致相同。相应地，近年来战略改变了它的侧重点，但它仍未超出传统的四种战略的范围。



　　另外，袭击战略也有一些细微变化。今天的恐怖主义利用袭击截获人质、屠杀平民、或投放炸弹，其目的通常是迫使对手作出政治让步。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也证明了袭击是一种较强的行动，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显的基地，无法对其实施反袭击或持续进攻战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地点也和过去大不相同，它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城市像森林一样为恐怖分子提供掩护和隐藏地，为其撤退提供方便，他们只需要使自己混入城市人群之中就可以方便撤退了。



　　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并且似乎也看不到像拿破仑时代那样革命性变化的前景。而且，虽然传输手段和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发展，但在后勤方面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兵力编成上会产生类似19世纪参谋工作改进那样的重大变革和进步。机械化时代新的后勤样式及军队对输油管线、弹药和零部件的依赖，将仍然制约着大多数作战行动，地形因素的制约也没有变化。至于战术的发展，它曾受军队战术单位细分的深刻影响发生过重大的变化，但在未来却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因为战略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战术和后勤的变化，而技术是影响战术和后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自然地认为技术是未来战斗变化的源泉。由于技术对日常生活影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认识这种影响有助于判断技术对战斗和后勤影响的前景。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这些革命也转而深刻地影响西方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除因食品、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的生活标准的极大提高，和巨大的财富带来的良好的住房和教育等变化外，交通和通信的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首先是铁路和蒸汽机，随后又是汽车和飞机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力。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利和富于娱乐色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都不像先前那样突出。除在50多年前发明的电视外，所有的技术变革的影响都明显地受到作用递减性规律的影响。例如，家庭制冷方面由手摇芭蕉扇到电风扇使生活舒适程度的改善，远较由电风扇发展到空调要大得多。研究一下从伦敦到巴黎旅行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的影响呈递减的规律。早先，上述旅行中途需先搭乘海上交通工具，再改为陆上交通工具。到1930年，乘坐38人的普通客机可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其间可享用一次豪华的午餐。如果考虑到往返飞机场的时间，在上述区间内乘坐喷气式飞机其速度和舒适程度并没有增加多少。没有比下面的例子更生动地表明了技术对人类影响的递减规律了，在1985年乘坐一辆1935年生产的汽车在州际公路或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不比在1935年乘坐一辆1985年生产的汽车在双向车道上的旅行更累人。



　　和1935年相比，1985年人们在更好的道路上驾驶着更好的汽车，使用着更好的收音机，在炎热的夏季里也更凉爽，但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35年以前而不是以后。同样的，在1985年家庭中的电视、先进制冷电冰箱和家用空调器与1935年城市家庭中的收音机、冰箱和电风扇的差别，要比1935年家庭的情况与集中供暖、室内管道、家庭电器化和电话机进人家所引起的变化要小得多。所以，虽然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生产方式，但新的和改进的产品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都呈递减规律。例如，电力生产包括对核电运用的显著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对电的使用方式，进入家庭的仍是和以往相同的110伏或220伏交流电，对电力的使用在过去5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



　　这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革命也影响着战争，像它们引起商业运输的变化那样改变着后勤，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成比例地增加。但技术对战术的影响却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像它对平民生活和后勤那样的直线影响。19世纪中叶在火器方面的革新淘汰了骑兵，使之不再是一种战术上有用的武器系统，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只有一种武器系统的时代，即装备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步兵以及与他们相似的炮兵。然而，在经过和漫长的战争史相比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之后，技术的发展使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又以新的形式在1917年得以恢复。



　　从1917年开始，战术又恢复为历史上长期的多种武器系统并存的战术传统，而后勤则保持近代以来的使用基地和陆上、海上和空中机动运输的样式。因此，虽然从1861年至1917年战术周期性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似乎遵循作用递减律。当然，战略和战术核武器是被禁止使用的。



　　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研与开发对飞机的更新，特别是对坦克的改进，要比这些武器在1917年至1945年期间的改进小得多。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可能也是如此；而火炮和轻型兵器这些出现时间较长的兵器的改进就更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的便携式无线电报话机可能比其后的进一步改进的产品对战术通信的影响重要得多。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军事领域似乎也和大众生活领域一样符合技术作用递减性规律，技术对未来战争的改变并不比它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大。例如，晶体管改进了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品质，但却对听众和观众没有什么影响；计算机降低了办公和生产费用，却丝毫没有引起产品的变化。相应地，晶体管和计算机对战术和后勤的影响和其对大众生产的影响一样微不足道。士兵们必须和平民一样学习新知识，并抛弃那些旧的技能，但最终产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于没有任何变化能比后膛枪和坦克的出现或后勤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更大，战略在上述变革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而战略的基础——战术和后勤似乎也没有改变。所以在作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景并不比平民生活变化的前景更大。



　　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技术影响所产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可能是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一种或几种消失或合并起来。最可能的前景是出现一种既能有效地对付坦克，又可以对付飞机的武器系统，但这点目前尚未被武器开发商所认识。即使如此，因为反坦克和防空武器都使用弹药发射器，其可行性至少比中世纪大的多，因为十字弓和长矛之间的差异太大。



　　所以，虽然从整体上看武器系统存在差异，但战术却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由于地形仍然制约着战斗的性质，武器系统仍具有多样性，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也和古代和中世纪的武器系统可以比拟，似乎连续性要超过其变化。今天，对各种武器系统的综合运用仍是战术的主题，这和亚历山大、拜占庭、征服者威廉、十字军及古斯塔夫的时代是相同的。



　　但从电子和火箭技术的持续高速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对战术的另一种形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开始火力射速明显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轻兵器射击精度的提高。然而，火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的提高却比射速的提高重要得多。自雷达发明以后在电子学方面不断的进步，以及在导弹方面重要的进展延续着从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的火炮发展的趋势。



　　上述发展以及观察战场目标能力上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梦想不到的高的火力精度，可能会使战术发生急剧的变化。研究上述进展的观察家们能容易地得出结论，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技术给大众生活产生影响的递减规律在军事上的类比，在这里不起作用了。无论武器系统将来是否仍保持传统的四种分类，在情报、目标获知、射程和精度的综合影响造成了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并将深刻地改变战术。



　　今天的军人设想将完善的敌对电子情报与百发百中的制导武器相结合将引起战斗的一场革命。他们设想纵深战斗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战术飞行，它能以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线膛炮火力的精度对纵深目标实施攻击。



　　在如此大的距离上的战斗将使侧翼和后方这些传统的弱点毫无意义。如果士兵们被热辐射、可见光、雷达等侦察手段发现，他们在来自空中的攻击面前是十分脆弱的，各种反措施也无法对抗如此多种类的侦察传感器，传统隐藏和掩蔽措施失去了其意义，战斗可能和兰彻斯特模型中假设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都能互相攻击的情形极其相似。这种远距离战争将剥夺防御者在许多方面的传统，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借助类似于马其诺防线那样的现代筑垒阵地的力量。如果远距离武器使常规兵力集中没有必要，那么战术核武器在防御中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虽然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每一种都保持其独特的作战能力，但是，由于防御失去所具有的某些传统优势，较强的军队会更容易占居优势而不会形成僵持局面。虽然电子侦察和制导武器还远不完善，但在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这是完善坦克和飞机的设计及可靠性所用的时间)这种电子情报和制导武器的战争将接近成为现实。



　　然而各种电子反措施甚至战争环境中最古老的成员烟雾也能阻碍情报的搜集和导弹的制导，这将引起实际情况与全部的情报和完美无缺的精度的理论模型之间的偏差，也将使战斗与模型不一致。战斗中也可能会摧毁对方的导弹，破坏他们的电子设备并使其丧失能力。正如拜占庭帝国大部分是骑兵的精锐部队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欧洲这些新式的军队在人员和设备上可能难以补充。



　　但和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克尔特被消灭后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了军队，战斗将转化成历史上以往的武器系统之间的战争样式。随着战争的发展，敌对的双方军队可能会转变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直到装备得到补充以后再部分恢复到战争开始时的会战条件。所以，在两支小型的精心装备的机械化军队之间的战斗的某些阶段中，不久前历史中的战术可能会重新被采用。



　　这种战术的转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呢？很明显，建设小型化资本密集型的军队的趋势仍将继续，复杂的武器和昂贵的弹药耗尽了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这些资源在本世纪初足以装备数百万之众的军队。这种军队是否会和安息人骑兵相类似，它们在平原地形上不可战胜，但却不能适应亚美尼亚的山地和叙利亚的丛林地形？当然，考虑到这是一种地(水)面和空中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并使用大量的导弹和电子侦察设备，这种军队和老式的骑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相比，克服丛林和山地障碍的能力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军队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和同样性质的军队作战。相应地，如果和一支装备着20世纪上半叶特点的军队作战，它会发现它处于一种被自己打败的境地，因为它发射的导弹比目标要昂贵的多。因为，这些军队的主体可能类似于中世纪的精锐重骑兵，他们在战场上能压倒敌人，但要依靠步兵进行阵地战或在需控制国家时担任警卫任务。



　　也许，军队规模的小型化可能会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以战争中的绵延的战线不复存在。在这方面，作战行动可能类似在北非进行的第一次主要是在机械化军队之间进行的现代化作战。另外，军队规模的缩小可能对其战略作用形成重要的限制，对这种军队来说，大量的装备和相对较少的人员将限制其控制被征服领土的能力。随着军队规模的缩小，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战略结局的传统的限制可能重新出现。这种军队对后勤补给线的依赖也使其比古代马背上的军队更加脆弱，因为古代军队能依赖其占领的土地生存下去，而且没有对弹药的额外需要。



　　当然，这种有强大战斗力的小型军队在其补给线被游击队破坏后可以依赖空中补给，但这并不能弥补其规模小而要控制的国家幅员广阔的巨大差距问题。在一个庞大的政治上敌对的国度里，它的行动并不会比汉尼拔在意大利打败罗马人的胜利更有影响。只有实行蒙古人的恐怖和灭绝战略，这种军队才有可能使其顽强的对手屈服，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会发现其复杂的导弹武器和昂贵的弹药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似乎这种昂贵的电子和导弹战只是全球众多战争样式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多样性在3个世纪前欧洲人开始向全球加速扩张时就存在了。在本世纪初出现的世界范围的部分一致性，也因新的机械化战争的样式所面临的地理障碍而消失了。在丛林、山地和城市，19世纪式的用枪炮进行的战争仍然流行着，虽然有时也运用坦克和飞机。经济因素似乎仍在限制对新型电子和导弹武器的运用，而未来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将和许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和计划中的战争的区别越来越大。相应地，世界战争将重新趋向多样性，战争将因交战国经济资源和政治、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样世界军事形势将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每一地区为满足其独特的需要都有其相应的方法。由于战争中重新出现的多样性和地区主义和历史上的情况具有同样的原因，所以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不是未来战争的一个特点。



　　以上试图窥见未来战争的特点，像许多类似的作法一样，只能从近期一些十分明显的趋势加以推断。由其他明显的趋势出发无疑可能会得出对明天的另一种认识。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比历史更能预见未来了。它将推论的起点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希望如果其作法正确的话，能够更加准确地描绘出未来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的，它还通过对历史类比的潜在价值的认识去理解当前的变化和事件的可能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历史还对现在提出其自身的问题，并为其后的发展提出假说。如果本书中的各种命题和连续性能够帮助读者提出这些问题，并形成自己的假说和战略选择方法，本书就完成了它对未来所担负的使命。














	

 






	















	







	







	









 





	


	







	








	




	


“先发制人”和“速胜论”的基石之作




	







	

 



	


	


　　如果没有2003年3-4月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国的读者也许不会知道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等几位美军将领，更不会知道他们在七八年以前在华盛顿葱绿的郊外高谈新战略和新战法所得出的结论：以“震慑与畏惧”来达成“迅速制敌”，即被这场战争“炒热”了的“震慑论”。



　　也就在美英联军还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狂轰滥炸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哈伦·厄尔曼和小詹姆士·韦德的两部著作：《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和《迅速制敌：建设一支全天候的军队，达成震慑与畏惧的技术与系统：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同时也围绕“震慑论”的相关问题，在国际互联网上采访了主要作者之一——哈伦·厄尔曼先生。在完成第一部著作《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的翻译出版工作之后，我和我的同事王春生同志又立即着手翻译第二部著作《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作为“震慑论”的姊妹篇，《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达成“迅速制敌”目标的理念、特点、部队编成、使用的技术以及这一理念将要面临的政治、预算和社会等方面的反应。该书认为，“迅速制敌”理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行理念的国防理念，而且由此所产生的“迅速制敌”部队也完全不同于现有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对力量”型的部队。如果说《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是对“震慑论”的初步探讨，偏重于“震慑与畏惧”的话，那么《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则更偏重于具体方法的研究，偏重于“迅速制敌”之道的论证。作者提出，他们的用意就是要给国家决策者提供一整套能够快速应付危机、打赢大规模地区战争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工具包”，提供一种“革命性”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路。两部著作构成了“震慑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美国现行的国家安全战略(“先发制人”)和作战思想(“速胜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著作的最后，作者还附录了一个长长的技术清单。据作者自己认为，这样一些技术(不是全部)为达成“迅速制敌”目标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证，从而把“迅速制敌”理念所提出的四个特性变成现实：对敌、对友和对自己的全面认知；达成“迅速性”；在行动中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才能；对战争环境的控制。最后，作者大声疾呼：要把“迅速制敌”理念立即付诸实验，为全面实现“震慑论”中提出的目标而准备。



　　正如译者在《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一书的说明中所写道的，“震慑论”从默默无闻沉睡档案馆中到今天一鸣惊人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是美国政府对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考的结果，这里不多赘述。想补充的一点就是，“震慑论”从战略和战役层次上满足了小布什政府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理论需求。



　　在战略上，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要推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美国媒体评论称，“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主导冷战时期、以“遏制”和“威慑”为核心的安全战略的终结。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前言中写道，“今天的美国正在享有无可比拟的军事力量、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保卫美国不受敌打击是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今天，这一任务已发生剧变。在过去，敌人需要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工业能力来置美国于危险中。现在，隐蔽的个人网络系统可用低于一辆坦克的代价给美国带来浩劫。恐怖分子组织起来，进入开放的社会中，并把现代技术变成对付美国的工具。”布什认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敌人的舰队和集团军对美国的征服，而是美国正处于激进主义和技术进步的十字路口，美国的敌人正在寻求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以及投送工具。因此，美国将完全放弃坚持了50多年的“遏制”和“威慑”思想，而随时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政府主张，“在谋求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如果有必要，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干，以能对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来行使美国的自卫权。”“先发制人”打击的设想是，“在威胁成形之前便对它们采取行动。”在新世纪，“和平与安全的惟一途径就是走行动之路。”布什政府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型战略，对像伊拉克、朝鲜等所谓的“流氓国家”动不动就提出武力解决的威胁，直至一举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显示出本届政府的强权政治和霸权选择的走势。



　　在战役层次上，近年来，“速胜论”占据美军作战理论的主导地位。1999年，美国国防部提出要“开发新的联合作战概念和能力，以提高未来联合部队指挥官快速和决定性地实施特别有挑战性的重要作战任务的能力。”2002年，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在“千年挑战——2002”的实兵演练中检验了“快速决定性作战”(RDC)概念。“这是联合部队司令部提出的一个试验性作战概念，旨在同时且连续不断地打击敌人。它利用美国联合部队在认知、精确打击和机动上的不对称优势，打击敌人的关键性能力，产生最大的震撼效果，从而挫败其作战能力和战斗意志。”



　　可以说，“震慑论”与美军主张的“速胜论”相吻合，因此为美军所吸纳就不足以为奇了。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提出的“震慑论”从战略和战役两个层次上顺应了美国当前的现实需要，成为美国现行国防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石之一，因此为美国当局所吸纳，几位作者和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而走红。



　　为了让广大读者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提出的“震慑论”，我们此次把他们的第二部著作《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一书翻译了出来，作为《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的补充，以飨广大读者。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武志铭、鲁国仁、石天华、沈明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了新的技术用语和新理念用语，加之时间仓促，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滕建群



2003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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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战争的技术领域发生着一场革命。全新的武器已经诞生。在毁伤力、射程和投送速度方面，它们超过了我们已知的所有武器……



　　面对这种迫切的需要，无论在作战计划与控制，还是在新型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上，我们都不能允许不同军种的观点去决定美国防务的本质内涵。此时此刻，放任管理上的混乱和军种之间的争吵，都将引向灾难。我坚信，美国国家的安全需要绝对不能受制于陈腐的或某一军种的战争观念，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美国总统、陆军上将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咨文》



1958年4月3日














	

 






	















	







	







	









 





	


	







	








	




	


前言




	







	

 



	


	


　　研究小组的说明



　　我们提出了一种挑战。在深思熟虑的过程中，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确立出一种作战理念，这种理念可提供一种完全另类而且又十分可取的方法，来利用国家政策工具保护美国的安全。我们提出的挑战在于，如何更好地提供达成上述更广泛政策目标所必需的能力、硬件和结构。



　　1995年，我们研究小组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我们很乐观地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成为筹划和使用军事力量“新”的、或者至少是“可供选择”的战略理论的基础。后来成员稍有增加的本研究小组独具特色地汇聚了一批富有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经验的人士，包括多位负责制订和执行1990年和1991年“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计划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将官。他们是：前大西洋总部司令、前北约南欧盟军司令部司令、前科威特战区多国部队的空军部队指挥官、前美国第7军和第18军军长。另外，还有两位资深的前国防部官员，他们在制订政策以及研究、发展和技术方面有着特殊的专长。



　　产生“迅速制敌”这一构想的原因，部分在于直觉，部分在于我们所面对战略环境不确定性特点的担心，部分在于我们对如何为未来塑造和如何建设美国军事力量所怀有的忧虑。直觉指引着我们回归到公认的主要政治和战争原则上，而且以这些原则作为我们开始这次探索之旅的指针和地图。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判断：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如果不是像当前广泛使用的“决定性力量”理论所构想的那样，不仅仅专注于摧毁和消耗敌方军事能力，而是主要集中精力去左右、影响并最终控制敌人的意志和看法，那么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会变得更有效些。



　　我们断定，可引起和造成影响和塑造敌人意志和看法这一结果的方法，是使用“震慑与畏惧”。我们认识到，要使这种理念行之有效，“震慑与畏惧”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恐吓力、胁迫力和威胁力，以说服、逼迫或威吓敌人，使它接受我们强加于其上的战略、政治或作战目标和目的。如果“震慑与畏惧”未能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决定性力量”的能力仍将是美国军事态势的必要组成部分。1997年初，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题目是《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



　　正如我们在那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使用武力去影响敌人的意志或依靠“震慑与畏惧”去达成必要的目标，这种见解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而且按照我们的判断，我们这项研究确实富有新意之处也是它所提出的根本性挑战，在于把影响敌人意志和看法的意图转变为造成“震慑与畏惧”的实际能力。反过来，这一点又意味着把这些“迅速制敌”要求用作主要的决定因素，来发展军事理论、战术、能力和武器系统，以产生足以影响意志和看法的“震慑与畏惧”。这是我们所提出的主要挑战。如果你认为值得行动起来去应付这种挑战，那么我们请你继续往下读这部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年复一年出现的2500亿美元问题 [ 译者注：指美国每年一次的国防预算问题。 ] 就是如何达成上述目标。作为回答，我们认定，本过程的下一步将是：以进行并打赢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为根据，发展通过使用“震慑与畏惧”而达成“迅速制敌”的具体部队和能力，然后验证、评估和试验这种部队设计。



　　我们更进一步地希望，这支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实际性“迅速制敌”部队，其能力和潜力能够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这样，我们便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向下一个步骤，即参照当前的部队结构及美国政府规划好的未来型部队的结构来对其进行比较和验证。建立这支“迅速制敌”部队的主要意图是，在战略和战役的数个方面——包括在不同时间上——扩充和扩大可供总统和国家使用的政治与军事“工具箱”。



　　我们的设想是，达成“迅速制敌”部队的能力必须适用于完成从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到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全谱”任务，并且可随时用于整个范畴。只有这样，这支部队才能算作可行和有效。因为“迅速性”的含义正在于此，我们寻求为总统提供一系列几近于即时反应的手段，保证他能够投送致命性或非致命性武器，并且能够采取其他重要行动，以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为了确保可信度，不管美国在其关注的地区有没有已经部署好了的部队，这些反应举措必须是及时的，而且也是可以利用的。因此，我们寻求去确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构想出一系列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所需要的能力和选择方案。目前已计划好的系统，即在某种程度上能力十分有限、难以达成“迅速制敌”目标的系统，无法实现这其中的许多构想。



　　最后，我们期望，“迅速制敌”部队及其为影响意志和看法而对“震慑与畏惧”的应用，将能够以数量“减少”、但拥有至少和今天作战效果相同的部队去达成既定的战略、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且，取得上述结果也会更加快捷些——如果部队没有(预先)部署在发生危机的地区附近，这将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创造“迅速制敌”这个术语，正是基于这些优先考虑的作战因素。“迅速”一词由此又从另一个方面使“迅速制敌”这一概念跟其他的战役和战略原则区分开来。



　　在许多危机中以及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部队集结阶段，如果拥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能力和不需花费相当长时间用于部署或协调的方案，那么美国将显然处于有利的地位。例如，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我们费时整整6个月才部署完当时据认为能以最大的冲击力和最低的我方伤亡代价将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所需要的所有部队。我们知道，组建国际联盟和在国内赢得对战争的支持既需要时间，又需要慎重的外交活动。但是，即使在强调战备的今天，用30天至60天的时间部署“决定性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证明为时过长。“迅速制敌”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一个军事“工具箱”，其中含有的选择方案可更迅捷地投入使用。



　　在粗略地描述了“迅速制敌”的基本原理后，我们想强调应注意的几点。



　　首先，对人类的易犯错误性和历史保持客观的认识至关重要。例如，回顾1941年，我们认为，当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美军并没有在思想上或战备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只是在太平洋、北非等地以及欧洲上空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失败之后，我们才取得了确保胜利的作战技能和优势。换句话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时候除了惨败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够消除平时的一些习惯了。



　　那场战争结束20年后，我们又卷入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是在越南。我们认为，我们在军事、战术和技术上都远远优越于一支似乎只善于打游击战的军队。1965年，发生了艾阿德兰山谷之战。3000多名越南北方士兵被打死。我们的损失只相当于其一小部分。我们把这次战役看做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完全是一边倒作战行动。但是，这一结论有其谬误。



　　越南北方的总指挥官武元甲将军有意用其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对美军战术的了解。这种了解，加上耐心以及旨在影响美国公众意志和看法的战略，为越南北方赢得了优势地位。10年后，他们取得了胜利，而我们和越南南方输了。



　　与越南有关的这些记忆一直挥之不去，而美军竭力摆脱这些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公众眼里，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美军摆脱了越南战争阴影的有力佐证，也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有力证明。在美国历史上，这可能是一场绝对一边倒、实施得最漂亮的战争。然而，如果我们允许骄傲自满和自鸣得意来替代有益的怀疑，替代避免把下一场战争只看作这场战争之重演的努力，那么我们既不明智，也不慎重。我们必须记住，在未来的危机中，我们也许没有6个月的时间去做好准备。



　　第二，尽管技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技术当成“银弹”，或当成具有魔力的惟一药方。我们一直在努力根据“迅速制敌”及其主要特性和要求，来选择和引导技术和技术系统支持“迅速制敌”的目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来说，我们在此列举的系统要么已经开发出原型，要么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可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系统都将具有实际作战的能力。然而，我们认为，即使所列举的系统在未来被证明存在着问题或不足，美国也有足够的技术活力来提供替代性的选择方案。



　　我们还注意到，任何单位或机构的成功程度取决于组成该单位或机构的人员。如果美国想在世界上保持一支最好的军队，我们必须毫无疑问地继续在征募、训练和保留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优秀军人方面进行绝对必要的投入。



　　要说在我们的这项研究中存在什么遗憾的话，我们倒是注意到一点。人们习惯于根据其活动空间范围来指称军事力量，即海、空、陆和太空部队。我们想起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提出的忠告，因此竭力寻求取代“海、空和太空”这样一些说法。我们认为，以活动空间范围或军种的划分来指称部队，可能常常带来太多的包袱，这些包袱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则是无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尚未取得成功，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使用“无缝隙”这一表达方式。和“联合”一词比较，我们使用“无缝隙”一词类似于把莫扎特只称作为作曲家。 [ 译者注：其含义是，使用“无缝隙”一词替代“联合”一词并不能十分恰当和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本来用意，只是一种不全面的比喻。 ] 我们希望，“迅速制敌”这一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部队结构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从而使这种定义上的不足可以谅解。



　　最后，我们向美国战略思想界的泰斗安德鲁·马歇尔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长期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厅基本力量办公室主任。安迪 [ 译者注：作者对安德鲁·马歇尔的呢称。 ] 既是确认和评估当前这场军事革命的“教父”，也是据以确认和评估这场军事革命的思想基础的创始人。我们的这项研究起源于这场军事革命，而且我们为我们与这场军事革命相联系，更重要的是与安迪相联系，感到骄傲。



　　下列人员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参与者，没有他们的智慧、指导以及批评指正，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也不会认识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是：



　　海军上将巴德·埃德内(退役)



　　海军上将乔恩·豪(退役)



　　原研究开发局执行副局长约翰·福斯特博士



　　陆军上将加里·拉克(退役)



　　陆军上将弗雷德·弗兰克斯(退役)



　　海军陆战队上将汤姆·摩根(退役)



　　空军上将查克·霍纳(退役)



　　作为本书的主要作者，我们声明书中所有或任何不足都属我们所为。而且，我们对基思·布伦德利先生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他是我们的执行秘书。



哈伦·厄尔曼博士 詹姆斯·韦德博士














	

 






	















	







	







	









 





	


	







	








	




	


第一章 “迅速制敌”




	







	

 



	


	


　　“迅速制敌”基于下面所提到的假想和理念之上。虽然这种架构和我们描述它时所表现出的信心可能会使人想到“迅速制敌”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但是我们还想提醒读者，“迅速制敌”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把“迅速制敌”及其对“震慑与畏惧”的依赖用作驱动器，来选定和引入技术以发展达成这些目标的能力。我们还相信，这种挑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创新精神来应对，因此它可以激励技术界来采取行动。



　　一、“迅速制敌”的主要内容



　　首先(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迅速制敌”旨在通过“震慑与畏惧”的应用来左右和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通过施加“震慑与畏惧”的战略、战术和手段，特别是在全面了解敌人并且突然袭击、快速行动和充分利用欺骗与错误信息的情况下，“震慑与畏惧”的效果与冲击力会得到加强。这就意味着，“迅速制敌”部队必须具备几近于即时投入使用的能力；必须具备同时攻击所有必要目标以产生足够的“震慑与畏惧”的能力；而且必须具备可持续不懈地行动的能力。



　　第二，“迅速制敌”可通过四个主要特性得到界定：对自己、敌人和环境的全面认知；“迅速性”；卓越的行动能力；对作战环境的控制。这些特性要求部队“无缝隙”地投入使用，这种应用完全根据地理、战术和政治现实来全面整合海上、空中、太空以及地面部队。这些特性将在第一章中得到进一步探讨。



　　第三，“迅速制敌”基于美国人性格中的创业精神之上，基于工商领域和一系列信息技术、与信息相关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之上。



　　第四，“迅速制敌”可应用于从和平、危机到战争的整个范围并可几近于即时地投入使用——不管实际战事是否已经开始，而且都可以同时和持续不懈地应用。



　　第五，“迅速制敌”可用于对多种目标进行一系列“打击波次”的持续不懈的有力打击。这种打击将综合使用海上、空中、地面和太空部队，从而左右和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而不管美国和盟国部队是否部署在前沿都将如此。然而，如果有必要，“迅速制敌”还包括对领土的有形夺取和占领。



　　最后，我们认为“迅速制敌”部队应具有的许多能力可在未来5-15年内形成和投入使用。这样，我们竭力呼吁采取循序渐进的试验程序，发展和验证这种部队的理念、能力和效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从为“迅速制敌”战略进行抽象概念和理念设计迈向对名义上的部队结构的设计，这种部队结构具有可应用于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和战争肘期的整个范围并据此进行评估的具体能力。我们认为，对“迅速制敌”部队的这种当前和正在演变的设计，已经在概念上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在作战上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理应得到更全面的评估和试验。事实上，随着读者进一步阅读我们对这种能力的论述，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革命性”一词是界定“迅速制敌”的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对“迅速制敌”所需能力的探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引起人们对“迅速制敌”部队及其结构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及其结构的有益对比和分析。



　　为了评估“迅速制敌”的效用和适用性，在发展这一理念和构想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必须考虑五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与我们当前及已经计划好的应对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相比较，“迅速制敌”部队会是什么样子？该部队将如何提高这种能力？如果还需要应对另外一场此类战争，对这支部队来说它将意味着什么？



　　第二，这样一支“迅速制敌”部队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何作用？



　　第三，“迅速制敌”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以及这种能力在什么条件下能够造成一种可加强我们未来安全的政治威慑？这种形式的政治威慑如能达成，它会为我们的盟国以及美国公众接受吗？



　　第四，“迅速制敌”对盟友、盟国以及未来盟军与联军作战的实施意味着什么？



　　第五，“迅速制敌”对未来的国防资源投入和预算有何影响？对我们维持和支撑技术基础的能力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迅速制敌”的现实问题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认为引起读者对下面一点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政府的运作程序和决策进行或施加重大改变，必定遇到困难和明显的制约与障碍。这些障碍是我们政治程序的一部分，而且通常存在已久。国防机构也不例外，特别是当我们当前的军事态势被打上成功的印记，而且公众对其能力与表现也抱有相同看法的时候。为改革我们非常成功的国防态势进行辩护并找出变革的激励因素和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并非易事。在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对大多数或许多安全挑战的界定存在模糊性的情况下，变革的阻力不会减弱。



　　在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根据《1996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授权，国防部已经完成了《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DR)的第一部分。这一审查要求国防部对我们未来的国防需求进行认真的研究，包括确定和分析反映出创新思维或“跳出框框的思维”(套用《1996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用语)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然而，这一法案并没有要求或指示白宫去监督这一审查，总统以宪法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实施监督除外。此外，该法案也没有给予对国家安全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进行类似或其他综合审查的授权。



　　此时此刻，国防部已经完全认识到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应该关注和论述的主要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保持如下能力为根据确定了规划未来军事需求的框架：即“塑造”战略环境；“打”大规模地区战争、对这种战争做出“反应”并赢得这种战争；以及“准备”或“过渡”到尚未确定的“21世纪部队”的能力。与此同时，各军种也在孜孜不倦地开展工作，以制订其自己的具体概念、理论和部队结构，作为说明当前及未来美国军事力量的合理性以及对其进行建设的根据。陆军正在推行“21世纪部队”和“后2l世纪陆军”；海军已经确定了“由海向前”战略；陆战队有“海龙计划”；而空军则继续沿着“全球抵达，全球力量” [ 译者注：美军的构想系列产生于冷战结束后，最早提出“构想”的是美国空军。1990年6月，美国空军发表了《全球抵达，全球力量》白皮书。2000年6月，美国空军在此基础上发表了《2020年空军构想：全球警戒，全球抵达和全球力量》报告。 ] 指定的方向前进。



　　人们认识到，这些单独的计划在目前阶段存在的现实情况和不足是，驱动每项计划的主要是军种的观点和需要，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司令部司令、国防部长办公室、甚至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眼界更加开阔的观点。军种驱动需求这一现实恰恰正是40年前促使艾森豪威尔表达其担忧的现象。换句话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套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来说)联合构想，根据这种构想可确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部队结构，而这种结构本身又可转换成特定的部队，作为分析和计划的根据。 [ 译者注：1996年，也就是在撰写此书当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开发表了《2010年联合构想》，成为美军共同迈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陆、海、空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队随后也发表了各自的构想。2000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发表《2020年联合构想》，各军种也紧随其后提出了相应的构想。可以说，两个联合构想为结束军种间矛盾和冲突、建设“无缝隙”部队确立了方向，特别是为迈向2l世纪的美军确定了基本的路线图。 ] 因此，尽管各军种做出了所有这些单独的努力，我们绝对没有把握，政府，更不用说国防部了，将能够利用这次的四年防务审查，作为对未来的可能需求进行彻底调查分析的机会，并作为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手段。理由非常明显。



　　众所周知，在试图平衡当前在战略、资源和部队规模上存在的“不匹配”的过程中，国防部已经遇到根本性而且或许很棘手的问题。这些“不匹配”或不足存在于下列不同需求之间和其内部：支持“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战略；将大约由140万现役人员组成的当前部队结构维持在高度的战备和士气水平上；在今天不稳定的世界里不断增加的用兵需要；以及在预算内——多数人认为当前的预算几乎完全以应对现代化和采办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其特性——进行这支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在我们看来，不匹配的问题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严重。



　　消除这种“不匹配”现象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国防部改变据以确定墓本国防态势并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或多个标准：转而采用一种比当前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战略的要求有所降低的战略；对当前的145万人现役部队进行削减，同时减少海外存在的义务和维和活动，以缓解预算压力；向上或向下调整现代化需求和计划；或者成功地要到更多的经费。孤立地看，这些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案每一项都是可行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解决方法只能部分地解决不平衡问题，没有一项能解决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目前不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法，亦即克服这种不平衡的综合性计划。在没有外部危机或其他突发事件促使我们采取这样的应对计划的情况下，可以预料的结果只能是一些边缘性的改变。



　　导致这种可能结果的问题及原因同样是明显的。在不增加计划的国防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不做出什么改变而让不平衡状态持续下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或者适当地降低一个或多个关键标准。关闭和削减军事基地和墓础设施将疏远或惹恼国内支持这些基地与设施且拥有强大实力的人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支持者将对国会或白宫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以达到阻止拟议的变化的目的。



　　在面对艰难的政治选择的情况下，政府的做法往往是选取一条政治阻力最小的道路。这是一条普遍的原则，很少有什么例外。然而，事实是，如果我们的军事态势和／或开支没有重大变化，我们将肯定会看到这样一支未来的部队，这支部队将被“空壳”化，远比今天虚弱，而且在执行任务的准备上没有潜在敌人充分。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测出来的，但不能肯定的是这种状况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后果。



　　变革受阻同样还因为现在并不存在真正或明显的刺激变革的因素，尤其是当这些变革会引来资源的大幅度削减和工作岗位的减少时。有人会争辩说，国防工业基础已经削减得够多了。为了阻止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削减，有些国会议员会说，军事基地也已经“重组”、关闭或规模压缩得够多了。因此，官僚和政客对这次四年防务审查的反应几乎肯定是赞成维持现状，而且抵制真正的——相对于装饰门面的或表面上的——变革。



　　此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其历史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如何设计其军事力量和证明其军事力量的合理性的。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没有与国家最高级别的文职军事领导人进行讨论和达成一致意见，为具体界定各军种的设计要求而确定比例、义务和标准，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四个军种。 [ 译者注：按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国的武装力量由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队等几部分组成，平时人们一般称为三个军种，陆战队在行政和预算开支等方面归属海军，但美国人有时喜欢把陆战队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看，所以经常出现四个军种的说法。 ] 换句话说，各军种在确定总体部队结构中各自那一部分上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改变这种军种自主局面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多大成功，相反却受到各军种及它们在国会山和工业界中的盟友的强烈反对。因此，尽管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界定联合作战概念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军种和军种部仍牢牢地掌握着确定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师、空军战术战斗机联队和海军航母战斗群未来样式的权力。这种体制并没有什么错误或有什么坏处。问题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量。然而，现在威胁已经扩散，而且从单独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或应对这个角度来看，确定威胁也要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或许需要评估任务和资源的新方法或可供选择的方法，当然也应该对这种方法进行检验。这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观点是，在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和激励因素的情况下，改变军种权力的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将依然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迅速制敌”对军种提出的挑战是，聚焦于应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意志和看法的目标，努力形成新的能力。



　　与此同时，要做出类似的努力，以改革过去和现在一直被认为对维护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情报”机构。考虑到“信息战”的影响和“制战场感知权”的要求，情报今天比过去或许更为重要，而且肯定会发挥与先前不同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情报的全面利用有关的关键问题反映出政府的跨机构程序内部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迫使用户和客户向情报系统提出更多的要求。权力和职责呈分散状态，分布到多个机构和部门。例如，在情报程序中适当地分开或融合执法及其相关职能这个难题现在如同过去一样仍未解决，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按照我们在这个更为广泛的跨机构背景下对“情报”的界定，“情报”今天和将来都再也不能与军事行动保持分开或分割的状态。例如，对我们来说，再清楚不过的是，尤其在“情报”与“作战”之间甚至不能有薄膜般的分隔。战斗员必须拥有情报官的技能和意识，而情报官要了解战斗员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成为战斗员(并且当然必须像战斗员那样去思考)。此外，在“迅速制敌”理念中，“情报”的定义和作用变得特别广泛，其要求也特别高。



　　情报不只是简单地了解战场情况，知道我们的部队部署在哪里，知道敌人部署在哪里，以及知道敌人战斗序列中的哪些部队和能力与我们对垒。情报还必须包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局限以及我们的强点拥有更全面的了解。在这些情况下怀有自负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臆断，敌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动，或者受似乎较低水平技术的制约。



　　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当时美国的指挥官对敌方与其对应的指挥官有大量的了解。然而，如果有人要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甚至海湾战争的具有高级职务的老战士说出敌方对等人物的名字，或者叙述敌高级指挥官的一些背景情况，答案很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或“我为什么要知道？知不知道有什么两样？”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情报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可以获得。



　　读者将会意识到，为了确保在军事以及战术和战略层面上成功地整合作战与情报，我们必须考虑解决与跨机构层面相同的问题。为了着手克服跨机构情报程序存在的一些不足，可能早该对《国家安全法》进行修改了——或许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那样的由立法授权的改组来进行。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变革未必能得到推行，因此解决情报与作战整合问题的办法开始必须在国防部内部寻求。



　　对军事能力以及相关系统，包括与情报相关的系统，进行改革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经验表明。军事力量几乎总是具有内在的灵活性，常常可以发挥各种战略作用，其中有些作用与其最初投入使用时所设想的根本不同。航空母舰和大型轰炸机就是例证。



　　这两种武器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用来进行战术决战的，尽管某些目标、任务或战役具有“战略”价值。随着核与热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战略支配地位，以及在潜射弹道导弹出现之前，航空母舰和轰炸机拥有的灵活能力足以让其扮演核打击任务的主要角色。今天，随着热核战争威胁的远去，这些相同的系统虽然其中许多系统的服役年数要比其操纵人员的年龄大得多，还非常可靠地用于执行常规和非常规作战任务，而这些任务远远超出了20-30年前的大规模报复 [ 译者注：原文为massive relation，疑为massive retaliation的拼写错误，即“大规模报复”。 ] 和核战争的要求。



　　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如果战略突然发生变化，现有的部队必须能够执行由此产生的新任务。我们的大型平台所具有的内在灵活性无疑能够发挥短期作用，或许也能发挥长期作用，尤其是在系统的现代化得以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但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基本平台的那种我们曾习以为常的内在灵活性也许不适用，特别是如果无人操纵或遥控的新系统确实能够实际发挥作用并担负新的任务。然而，就我们目前的运作程序来说，将新型或替换系统投入使用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目前从概念开发到实际部署的采办周期要以数十年来计算。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最后一种制约和障碍：在未来能力的采办和试验方面存在的制约和障碍。我们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当前管制过多、行动速度极慢的国防采购程序如何能够应对充满活力和快速变化的私营企业。正是从私营企业中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许多新的能力，特别是“信息”和电子领域的新能力。在这一领域里，竞争正迫使研究与发展周期从几年压缩到几个月，但对产品的改进确是数量级的，而且这些产品比其淘汰的产品也便宜得多。问题是，国防采办程序能不能呼应私营企业发展的方向；如果能，那么这种呼应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是否负担得起。



　　新系统的试验也面临相同的制约和障碍。为了取得有效的结果，试验必须有足够高的要求，甚至达到使系统崩溃的程度。这意味着，“失败”必须成为试验程序的一部分。而我们当前的试验程序已经与“没有错误”的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作为抵御这些年来变得铺天盖地的猛烈的公众和政治批评的自卫机制。把失败的观念引入这样一种试验程序难度将如何？














	

 






	















	







	







	









 





	


	







	








	




	


第二章 “迅速制敌”部队的定性与定量




	







	

 



	


	


　　我们反复强调，“迅速制敌”是一种理念，用于构建、使用和部署一种能够通过应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意志、理解力和看法的部队。“震慑与畏惧”是迫使或诱使敌人接受我们的目标或企图的手段。在《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一书中，我们描述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和概念基础。下一步的目标是：把“迅速制敌”理念转变成具体的部队和部队结构；确定产生足够的“震慑与畏惧”以影响敌人意志和思维过程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系统；以及建议把“迅速制敌”理念转向更全面的验证和试验阶段应采取的那些行动。



　　一、“震慑与畏惧”



　　使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有史以来就有之。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就在这种用法的最有名记述者之列。更近一些时候，大约在20年前，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写道：“看法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国家实力所引起的畏惧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柯林·鲍威尔上将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他充分领悟了应用“震慑与畏惧”影响敌人看法的意义，而且在危机中成功地应用了“震慑与畏惧”：在菲律宾，美国空军F-4“鬼怪”式战斗机只做了凌空飞行，便慑止了潜在的暴乱者；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在萨达姆投降之前，伊拉克军队被毫不夸张地“肢解”，然后被实际“宰杀”，或者至少变得不堪一击和可被“宰杀”，上述行动堪称是“震慑与畏惧”的绝好应用。



　　“震慑与畏惧”的应用是实施影响敌人意志和看法的战略的明确的核心基础。我们说“震慑”是指以下能力：恫吓，或许是进行无所保留的恫吓；施加压倒性的恐惧、恐怖、脆弱性以及毁灭或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给敌人造成失能、恐慌、无助和瘫痪的感觉及投降的心理动因。一般来说，这种效果将通过极大的突然性、“迅速性”和难以预料性来取得。



　　如果“震慑”意味着造成这种结果与效果时的突然性和“迅速性”，那么具有持续时间更长久之特征的则是“畏惧”。正如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否使用“震慑”，都有可能造成“畏惧”。敌人也许仅仅因为我们的力量或能力而“畏惧”。在实际应用中，“震慑”常常能够造成和强化“畏惧”。“震慑”与“畏惧”两者分别或一起使用，都可能足以随我们所愿去影响敌人的意志。1996年公共广播公司(PBS)播放的电视系列片《伟大的战争》有大量镜头，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士兵遭受“炮弹震慑”的情景。其中的画面形象生动，令人骇然，那些受到心理打击或创伤的士兵根本照顾不了自己；更不用说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了。



　　我们无需进一步界定“震慑”与“畏惧”的界限。两者都必须用于影响敌人的意志。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震慑与畏惧”必须根据逐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界定，要考虑到敌人所在国家、集团或特殊环境的文化及其独特方面。换句话说，在施加“震慑与畏惧”以影响一个对手的意志上适用的方法，对于另外一个对手也许会产生相去甚远的效果。



　　对于这一概念所蕴含的认知与理解之重要性，我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施加“震慑与畏惧”并了解其作用，这一要求把我们引向我们对“迅速制敌”的四个核心特性的界定。



　　二、四个特性



　　“迅速制敌”基于四个特性之上。首先是对自己、敌人和环境的全面认知。这一特性远远不止于达到所谓的“全面战场感知”，其本身就是“迅速制敌”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子成分。“认知”必须包括对敌方领导层和普通民众的思维过程和价值体系的了解。“认知”还必须包括对“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了解，如果存在这种相互影响的话。



　　很明显，这种了解对于采取适当的“震慑与畏惧”机制来左右和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至关重要。这种全面的了解必须包括：什么是敌方的领导层和普通百姓所思所想的，什么是他们所珍视的，以及什么是他们所不以为重的。这种了解对于我们搞清楚以下情况至关重要：在什么情况下和采取什么方法，我们能够或无法左右和影响敌人的看法和控制其意志；在什么情况下，施加“震慑与畏惧”可以造成巨大的毁伤和痛苦，但仍然不能完全实现最初使用武力时所要达成的目的和目标。评估敌人并非美国所擅长，而要对敌人形成一定程度的足够了解则需要相当多的时间、耐心和努力。事实上，“迅速制敌”的要求之一就是为认知和理解所固有的那些问题找到答案。



　　这一认知特性意味着能够几乎在决策过程的所有层面都比对手更加思维敏捷(和更加精明)，并且能够预测到敌人的意图。这一特性还包括对敌方政治和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和机制的几乎所有层面的了解。此外，这种特性还要求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和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了解和理解。这种全面的认知将使我们能够选择适当的目标来打击敌人，以使“震慑与畏惧”的效果最大化，从而对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施加最大的影响，进而影响敌人的抵抗手段。这种目标分析适用于战略、政治和作战层次，而且必须反映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心理特性以及恐惧所在。



　　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争辩说，这种考虑到社会、战略、经济、心理因素的目标选择并非什么新鲜玩艺，这种制订作战计划的方式一直是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核心内容。但是，需要强调的不同点是，“迅速制敌”不仅仅聚焦于兵力对抗和打击军事能力型的目标选择原则。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这种要求和重点有可能不仅仅需要兵力对抗和消耗型目标打击行动，而且还将提高我们的指挥官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增加可供其选择的方案。



　　举例来说，有了适当的认知，就能够打击真正的影响点。在战术层面上，以敌方领导层，从班到军或集团军群的任何必要层次的领导层为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就是一系列的影响点。1943年预先策划好的由美国飞行员除掉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同样，正如在下面环境控制一节所要论述的那样，在社会层面上，“瘫痪一个国家”则代表了一种内涵更广泛的作战计划。这些行动都离不开对敌人的全面认知。



　　“迅速制敌”，正如美国当前制订计划时所预期的那样，当然要力争取得对作战区域和战术态势的(几近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识到，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迷雾和摩擦”仍继续存在；我们也像克劳塞维茨那样明白，在战争中，即使最简单的任务也可能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从我们个人在战争和危机中取得的经验看，我们完全明白，在这些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混乱和迷惑，特别是当鲜血在眼前流淌和生命悬于一发之际。我们同样注意到人为失误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失误无法预测，然而又是存在的。



　　有可能强有力地改变这种状况的，正是“迅速制敌”所具有的那些特性，以及为提供一套明显不同的方法而进行的基于认知的执著努力——一套与技术相结合、计划和遂行军事行动的方法。考虑到信息技术及相关系统的迅猛发展，这种以认知为先导的结合促使我们期待，“迅速制敌”部队在克服战争“迷雾和摩擦”上理应能够超过许多怀疑论者的可能预期。其目标必须是，竭人之所能且以最低限度的人为失误来达到尽可能全面的认知，从而确保部队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以清楚、简洁和可用形式提供的必要信息。



　　第二个特性是“迅速性”。“迅速性”不仅涉及战区内部和战区之间的运动和机动，而且也指对敌方行动在最佳时间做出预先的或及时的反应。通过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上达成“迅速性”，我们或可加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或可导致两者发生。“迅速性”也意味着在攻击不同类别的目标时需保持的高度同步性，以及持续不断行动的能力。让敌人在适当的时间明确知道我们能迅速地完成我们的任务，至少可增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震慑与畏惧”的效果同样可通过突袭和欺骗来加强，而突袭和欺骗本身也可通过“迅速性”来增强效果。



　　如前所述，我们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为总统提供一支“迅速制敌”部队，这支部队具有可立即使用的特性和能力，它只受到向敌人投送力量所需的飞行时间的限制。这种“迅速性”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理论上讲，几近于即时的反应具有潜在的威慑价值，而且能够使入侵性进攻或侵略性进犯从一开始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当这种打击能力不需要我们的部队马上抵达现场时。正是这种“迅速性”、同步性和持续性的结合，可最大限度地增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



　　在战术和战役层次上，“迅速性”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我们能在敌人决策的时间限度内灵活应变，而且能够比敌人更快地行动和做出反应。这种“迅速性”必须发生在各个层次，从直接参战的部队(尽管这些部队可能离其打击的目标数百英里)到后续和连续攻击波的指挥官。第二，“迅速性”与机动性有关。然而，由于远距离传感器、先进指挥与控制系统和精确弹药的使用，机动性还包括从各个方向同时、快速地使用多种火力的灵活性。



　　关于“迅速性”的最后一点是：我们认为，或许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运输和机动领域不可能出现技术突破，航速“100节”的舰船和运载部队的火箭也不会列入部队的装备序列。因此，更快地运送某些类型部队的惟一办法，将是轻装化(即把一个作战师的重量从目前94000吨的水平向下大幅度削减)和更多地依靠预置好的武器装备。



　　“迅速制敌”部队的第三个特性是行动中的卓越能力。几乎没有什么比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占尽优势、无法抗拒和能力高超的对手更能带来“震慑与畏惧”了。当然，任何能力都可能激起对抗性和不受欢迎的反应。敌人也许喜欢奋起应对这种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卓越能力可在战前促使敌人形成我们不可战胜的看法，在战斗期间造成我们不可战胜的现实，那么“震慑与畏惧”的效果将随之达成。落实和达到取得卓越能力的战术和战略要求，将需要相当规模的资源投入，也需要在条令、训练、编制和装备上进行重大变革。这就需要新型的战场管理计划器和模拟器，需要对作战地区的三维显示，需要交互式通信，特别还需要对单兵进入作战时所穿戴和携带的装备进行重新调整。事实上，早就该调整投资，为单兵配备更有效和高度现代化的工具和个人防护装备了。



　　我们所追求的卓越能力，其一般水平必须要超过多国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表现。当时的空战部队以及陆军第7军、第18军和陆战队第1师、第2师的部队表现都是一流水平的。然而，“沙漠风暴”的实际情况是，当时有预先配置的部队，有长时间的部队集结和在比较有利的环境里长达数月的训练这些难得的因素，而这种情况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会出现。“迅速制敌”部队的卓越能力必须从任何部署伊始就能实际发挥出来，而且应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认识到确定和达到这一标准所面临的明显困难。



　　最后一个特性是确保对环境控制的能力，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施加终极“震慑与畏惧”、直至并包括让对手意识到抵抗实属徒劳的能力。但是，控制绝不仅意味着摧毁敌方军事能力或有形地占领敌方领土的能力，尽管必须保持这些能力作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控制意味着控制“以太”，即从红外、雷达、电子到视觉传感器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甚至无线电和电视所发出的所有“特征”或可探测辐射信号。如加以适当应用，控制将能够监控和调节可让敌人看到和理解的东西，以及不让敌人看到或理解的东西。



　　在“迅速制敌”理念中，对控制的这种界定意味着能够“隐身”作战，而且既能支配白昼，也能支配夜晚。反过来，对环境的控制使我们能够利用欺骗和假信息，对我们的战斗编成进行修饰，使其呈现出我们希望敌人“看见”的样子；同时，这种控制也使我们能够侦听、干扰、欺骗敌人和以其他手段迷惑敌人。因此，这种控制类型必须得到广泛运用，从封锁与全面干扰敌人及其社会到消除敌方最小规模的部队遂行其任务和使命的能力，无所不包。



　　以这种方式加以使用，环境控制可迫使或说服对手要么投降，要么接受我们的目标，而不需要施加大规模的毁灭。通过以可信的方式威胁施加或实际施加充分的“震慑与畏惧”(亦即让敌人感到完全无助、绝望和恐惧)，可导致的惟一明显结局就是敌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和意志。如果“震慑与畏惧”未能迫使敌人认识到抵抗是无济于事的，而且需要更大规模的用兵才能取得成功，那么环境控制将会增强进一步作战行动的效果，可能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小些，同时又使敌人受到的惩罚和痛苦更大些。



　　专注于这四个特性的目的是扩大和增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使其足以达到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意志的水平。正如我们所要讨论的那样，威胁使用“迅速制敌”也可能造成一种威慑，而这种威慑可阻止或遏制潜在敌人采取敌对行动。



　　在对“迅速制敌”部队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之前，指出它与当前及计划的美国军事战略所包含的基本假定之间的主要区别，将有助于更好地说明运用“迅速制敌”部队要达成的目的和目标。当前的美国军事战略是基于智能化地运用火力和机动力之上的。在这方面，美国保持着决定性、甚至或许是压倒性的能力，可打败和摧毁任何可能之敌的军事力量。“精确打击、制敌机动和制战场感知权”是其关键成分，这些成分应该能够使美军用兵时达到其战略和政治目标。



　　事实上，虽然“沙漠风暴”行动作为评估未来能力的模型只具有部分效用，但当前的美国部队还是要在摧毁未来之敌的军事力量和保障性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达成类似的结果。因此，这主要是一种“力量对力量的对抗”型理论，它所依靠的是先进的技术、战技高超和士气昂扬的部队以及在作战中对这些部队的联合运用。衡量效果的总体标准仍然是传统的：消灭了多少敌人；摧毁了多少坦克、飞机和舰艇；以及夺取或占领了多少土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军的基本模式仍将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好地为我们发挥了作用的那种模式：即依靠由分配给海上、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先进平台构成的大型编队。而且，尽管未必正确，但可以争辩说，这种传统模式应用普遍，打破它会导致战时用兵能力的大幅度削弱。



　　我们设想，虽然我们可以探索达成军事目标的革命性新方法，但是甚至是在50年以后，布莱德雷、巴顿、艾克 [ 译者注：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 、哈尔西等过去的勇士们对未来的部队模式仍有可能产生似曾相识和舒心自在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先不要做出最后的判断，而是要继续进行试验。假如“迅速制敌”部队投入实际应用，并且达到了施加有效程度的“震慑与畏惧”的目标，那么它在结构、编制、训练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同最初可能会让这些伟大人物感到不舒服——也就是说，直到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作为目前正在实施的改进战略和结构的举措的一部分，国防部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在刚刚过去的夏天里集中研究了“用于取得21世纪军事优势的战术与技术”问题，并于1996年10月报告了它以小规模部队行动为对象取得的研究成果；“国防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向国防部长负责的独立的联邦咨询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国防科学委员会”的第一个结论就是：“除非美国能够提高它可非常迅速地用于海外危机的部队的有效性，否则它在21世纪影响事件、保护其利益和承担其义务的能力将会降低。”



　　“国防科学委员会”接着主要探讨了利用“……新兴能力所蕴含的巨大但几乎尚未开发的潜力，来提供整个战区范围的态势感知、有效的远程火力和一个强有力的且互联互通的信息基础设施。”换句话说，“国防科学委员会”所设想的新型远征部队“将依靠可有效打击各种目标的远程火力”。它所设想的这些目标大多是部队以及保障性基础设施或与军事有关的目标，关键是源自小型化、远距离和分散部署的部队的集中火力。我们相信，“国防科学委员会”做出了贡献，其贡献在于进行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推动“军事革命”又前进了一步。依我们看，这一点将会清楚地显示出来。然而，我们认为，如同“决定性力量”理论一样，“国防科学委员会”所提出的运用小部队的概念仍然不如“迅速制敌”意义深远，涵盖广泛，而且“迅速制敌”将把这些导向更广泛的目的、目标和行动的有用技术和理论出发点纳入其中。“迅速制敌”与这些现行的和筹划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和理解“迅速制敌”的广泛目标和潜力十分重要。“迅速制敌”要求具备能够左右、影响和控制敌人的意志、理解力和看法，采用的方法是施加足以恫吓、制服、支配和扰乱敌人并因此达成我方目标的“震慑与畏惧”。这种能力是以分打击波次投入部队的形式应用的，而这些部队则是迅速、同时和持续不懈地投人使用的。



　　按照其定义，“迅速制敌”旨在左右和影响敌人的思维过程和决策结构，包括在适当情况下左右和影响平民大众的思维过程，从而迫使、诱导或说服敌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和意志。因此，在界定我们的理念时，我们不是以“远程火力”和“强有力的信息基础设施”之类的词语为起点。“迅速制敌”涉及以下能力和行动确定要求：最大限度地使对手意识到自己的巨大脆弱性和我们的无懈可击；使敌人确信其遭受毁灭和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和“迅速性”；给敌人造成一种可加强其恐惧的绝望和无助感；以及造成足以压垮敌人反应和抵抗能力的迷茫、混乱、甚至瘫痪。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迅速制敌”理念与“决定性力量”理念的另外一个不同。“迅速制敌”基于利用私营部门所具有的美国创业精神，基于把新的能力和系统快速地投入使用，以用于加强、补充和在某些情况下替代现有的施加“震慑与畏惧”的能力。私营部门所具有的活力和朝气因美国教育体系每年培养出来的数量不断增长、受过良好教育的技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得到促进。我们对新的或迅猛发展的技术和对私营部门的力量所给予的这一切强调意味着，除了要了解潜在敌人的强点、弱点和价值观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脆弱性，包括美国和“迅速制敌”面对非常规对抗形式时的潜在脆弱性。



　　在牛顿的物理学说中，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尽管对称性在战争问题上有所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任何军事或能力领域里的改进都可能导致对抗措施的产生。措施与对抗措施以及进攻与防御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现象自有了战争就开始存在。正如我们在艾阿德兰山谷一例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自大或自满地认为我们的军事系统和技术所具有的优势无可匹敌，无法抵消，甚至不可战胜，那么我们在战略上、政治上和作战上就会变得脆弱。对于当前的部队结构如此，对于任何可供选择的部队结构亦如此。



　　在明确说明基于一次“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未来“迅速制敌”部队的数量规划之前，从定性的角度来描述“迅速制敌”部队将如何使用以及这种部队在具体情况下可能如何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提出一个假设的情节，借以说明这种部队应该拥有的一些能力类型，以及这种部队可如何用来施加“震慑与畏惧”，以达到更广泛的政治、战略和军事目的。



　　三、定性描述



　　首先，“迅速制敌”部队必须是“无缝隙”的。正如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上将所定义的那样，这种力量必须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地区指挥官提供一个“工具箱”，供其以最适合特定行动的方式使用。这个“工具箱”在提供力量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或其内必须没有分界线。



　　“迅速制敌”部队是要以连续打击波次的形式极其迅速和持续不懈地用于危机和冲突中，当然要考虑到支配部队使用和部署的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最先部署的那些打击波次可通过太空和大气层马上投入使用，其中有些打击波次以光速运动，有些具有全球抵达能力的打击波次用30-40分钟可抵达目标区，还有些打击波次所用的时间则以小时或天来计算。



　　很明显，视任务的行动特性、地理环境和其他现实情况，“迅速制敌”部队的各打击波次可通过空中、海上、太空或陆地进行部署。介入可以是强制性的(即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或者被动式的。在诸如沙特阿拉伯和朝鲜半岛这样的地区，因为有充足的前进基地和岸上预置装备，我们可在不需马上发动突击或进行强制性介入的情况下，快速空运部队。



　　在其他情况下，通道、前进基地和预置装备无法利用或根本就不存在，部队将被编组成适合强行进入敌对环境的形式，并且要有自给的后勤保障。在这些具体情况中，每一个特定情况中，目标都是一旦接到命令，就尽可能迅速地将一支完备的“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按照这一标准，最具有挑战性的情况将是没有可用基地或远离海洋的遥远或偏僻地区，如那些深入内陆数百英里的危机地点(伊拉克北部或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非洲内陆)。



　　在使用根据“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来设计和装备“迅速制敌”部队的这套方法时，我们同时既关注大部队(即相当于旅、战术战斗机联队和战斗群规模的部队)的战斗序列，也关注针对特定战场装备单兵可能受到的影响。



　　这种方法使我们得以确定几种关键性系统与技术，这些系统与技术反映出四个特性的需求，而且将有助于造就可同时和持续不懈地使用的部队。下面给出了几个具体的例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部队要能够全面(或近似全面)地了解自己、敌人和作战环境；具有“迅速性”；具有卓越才能；能够达成对环境的控制。这意味着，每个单位和分队(可能也要求每个单兵)都携带必要的“部队任务计划器”，这些计划器可提供对获得“全面认知”至关重要的多条信息。作为这一方面也许最为重要的一步，全面地整合情报和作战(即联合参谋部情报部和联合参谋部作战部)行动至关重要，其目的是尽量提前取得与潜在敌人有关的适当而具体的信息和分析，以支持认知需求。



　　为了利用认知和美国企业的领先地位来促进“迅速制敌”的其他标准，我们需要几乎无法探测、无法干扰、完全可靠、加密且即时的多媒体通信，这种通信通过低轨道卫星、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可提供可靠、全面信息传播能力的其他地基或空基中继系统转送。我们还建议开发一种“芯片”大小的一次性监视设备，它能够在数百米之外发现“值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组合能力在解决敌我识别问题上也可取得重大进展。各单位可实时地识别友邻。此外，在小型(手提式)单兵战场管理系统上，使用者还可进行自动和快速的兵棋推演，以验证各种战术和战略方案。



　　要提高远距离部署的“迅速性”，不可避免地在空运、后勤、运力方面出现时间同步的问题和发生冲突。有几种系统或方法可提供新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一种明显的方法是利用现有的运力——存在于战略机动部队(C-17运输机和海运部队)、航空母舰和其他大甲板舰艇以及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部队。这种利用要求更加强调“模块化”，即把诸如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光纤制导导弹的改进型设计得便于这些大型部队携载和作战使用。换而言之，规范所谓的“任务能力包”这一理念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实战作用。



　　我们还要求研制一种新型的革命性装甲车(RAC)。它是轮式车辆，可载15人。1架C-17运输机可装运6辆此型车辆，为了装运和容纳更多的武器(包括硬杀伤和软杀伤武器) [ 译者注：所谓的硬杀伤主要是指使用以枪炮等传统弹药投掷手段对所选定的目标进行毁伤性的打击；软杀伤实际上是近年来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种杀伤手段，是指利用电磁能量摧毁和压制敌人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计算机系统，瘫痪社会、政府动作能力，从而形成所谓的不见血刃的毁伤，是信息时代在战争中采用的一种重要杀伤样式。 ] “综合信息系统”(C4ISR) [ 译者注：指挥、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的英文缩写。 ] 系统，我们主张发展可携载数百枚以上相对便宜、射程在50-100英里的光纤制导导弹类武器的“B-53／联合星”飞机——一种飞行型武库舰。



　　最后，也许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迅速性”必须包含即时的反应。这意味着，必须要有一种系统，能够在30-40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完成甚远距离(洲际火力)投送任务。我们有数个选择方案，每种方案尽管在技术上都具有可行性，但必须从作战效能和成本效益两方面进行仔细的评估。其中的一种方案基于使用导弹类投送系统。根据确定导弹费用的经验估算法，每投送1磅有效载荷约需费用10000美元。另一种方案是使用远程隐形投送工具。第三种方案是使用射程极远的“全球炮”。



　　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投送有效载荷已经得到充分演示，而且其地位得到确立已有数十年。但是，费用、与谈判达成的军控协议相关的政治制约以及公众的完全接受，这些因素必须得到仔细考虑。很显然，根据需要由火箭发射送入太空的可重复使用运载工具，可提供向目标投送有效载荷的快速反应能力。但是，这些由火箭发射的运载工具费用同样昂贵，携载的有效载荷可能有限，必须保持即时可用的状态，而且可能遭到针对太空进一步军事化的政治反对。目前，B-2轰炸机可充当过渡性解决方法。然而，列装的B-2轰炸机数量有限，需要长时间飞行才能抵达目标，从而提出了持续作战和维持保障的问题。但是，如果相对少量的武器能够达成战略目标，而且能够保障飞行10000英里，那么B-2轰炸机将为我们提供过渡性能力。



　　在做出即时和洲际反应方面最有意思的一种可能方案也许是使用我们称其为“全球炮”的一种武器系统。这种“炮”能够把大的有效载荷发射到数千英里之外。这种“炮”已经开发出小比例的原型，而且经过发射试验，但未达到洲际射程。我们意识到，要使“全球炮”具有遂行这项任务的能力，两个必须仔细研究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按比例放大这些“炮”，使其具有洲际射程，同时还要取得连续不断的射击速度。



　　确保反应“迅速性”的第二种手段是我们将称之为“全球侵入”的方法。这意味着要依靠曾归在“国家技术手段”类下的电子及其他系统。出于保密和这些系统的专利方面原因，我们不能透露我们的全部设想。



　　作战中的卓越才能或许是最难以确定和满足的标准。这将需要在各种层次上进行广泛的训练和再训练。由于需要计算机素养和熟谙信息系统与信息处理，必须认识到士兵和军官在应征和应聘初期有必要接受大量的教育和训练。这种发生了变化的训练将扩展到各个级别的军人。很明显，“迅速制敌”的特性可互为加强。认知和理解可促进卓越才能。“迅速性”使认知和卓越才能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卓越才能确立为战场上的一个作战标准并且然后去保持它，将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最后一个特性是环境控制。控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念，其含义不仅仅是操纵环境。至关重要的是使敌人感觉被完全控制住了。



　　控制是没有限制的，从有形控制、电子控制到心理控制无所不包。一方面，对领土的有形占领或摧毁敌人的能力可能成为一场具体冲突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控制因素。“迅速制敌”保留了这种能力。“迅速制敌”还寻求通过全面的特征管理和控制来对电磁“以太”进行控制。这意味着充分利用假信息、欺骗以及干扰。“迅速制敌”显然要设法操纵敌人的看法和意志，因此，那些能够影响心理反应的目标非常重要。



　　另外，确保环境控制的系统还必须扩展到单兵。使用“特征管理”技术的轻型自卫和防护服将使士兵能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特征。在基层的连一级单位，部队将装备各种类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驾驶地面车，来遂行从侦察到摧毁目标的各阶段作战行动。既便宜又有效的自动地面系统将被大量地部署。这些系统具有确保控制和促进认知的双重能力。“部队任务计划器”只比背包尺寸稍大点，但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用来协调这些众多的不同传感器——射击者能力。飞行员和水兵也将配备类似的装备，但这些装备在构造上要反映他们往往在其中度过大部分作战时间的活动空间的实际情况。



　　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迅速制敌”部队可像下面情况中所设想的那样来使用。假设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发生在200X年，而不是1990年。在白宫，总统得到了卫星照片和用电子手段截获的情报。这些照片和情报证实了伊拉克部队向科威特北部边境的集结。情报机构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的进攻迫在眉睫；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外交努力不会产生作用。鉴于此前的政治形势，包括同伊拉克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海湾国家的强烈建议，美国已经不情愿地从这一地区撤出了大部分前沿部署的部队，以作为一种表示善意的姿态。该地区剩余的美军部队不足以击退或挫败伊拉克的入侵，而让海空力量重新进人海湾并发动进攻需要花费数天时间。在听完简要报告之后，总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们能做什么？”他的顾问们向他提供了他们的意见、一系列选择方案以及可对意志造成最大影响的实施这些方案的作战原则。



　　总统立即决定，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迫使伊拉克撤退，而且要最低限度地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他的命令是“摧毁萨达姆的意志”。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顾问们提醒总统，“迅速制敌”部队拥有能力提供几近于即时的反应。由于战术航空部队和巡航导弹部队此前重新部署到了打击距离之外，作为第一打击波次立即做出反应的美国力量可来自两个方面。在第一种方案中，“全球炮”作为一种洲际火炮将被投入使用，而不是用弹道导弹或其他的天基技术手段。这种“火炮”或使用“轻气体”，或使用“线圈”技术。它们部署在美国，可发射1000磅重的弹头，对地球上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实施精确打击，弹头的飞行时间在30-40分钟之间。这种炮已经造好了12门，分别部署在美国东、西海岸。每门炮每小时可以发射两发炮弹。这些炮昼夜不停，一天共可发射480吨精确弹药。



　　立即实施干预的第二种方案是使用外部电子侵入信息战系统。这些系统能毁掉或控制伊拉克的大量通信、电力和电子基础设施。这种用于控制环境的侵入能力能够施加影响，压制伊拉克对其自己的基本通信系统的控制。作为这种能力的一部分，我们可插入或塞加我们可能选择用来制造错误信息与假信息和进行欺骗的任何消息或信号，也可利用“仿形”技术。



　　使用“仿形”技术，包括描绘出一个“虚拟的”(虚构的)萨达姆·侯赛因，可向伊拉克军人播放我们所选定的消息，作为影响意志和看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伊拉克社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节点、运输、通信、电源以及其他电子链路或电力连线，从交通信号灯到电话系统，我们都可将其切断或对其进行干扰，以显示和表明我们阻止或抵制伊拉克向南进攻的决心，并由此开始影响伊拉克人的意志和看法。这些都是可为我们服务的重要辅助手段和能力。



　　由于有了“全球炮”，总统还可选择是发射非杀伤性弹头还是发射杀伤性弹头。非杀伤性有效载荷其中有一种可造成我们称之为大型“声光”演出的效果，也就是一系列眩目耀眼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噪音——由以高马赫数飞临巴格达(或其他重要中心)上空而后引爆的爆炸物产生。这样的爆炸可持续数日，以传递必要的政治信号，劝阻伊拉克不要发动侵略。与此同时，我们还可采取行动，控制伊拉克的电台与电视台以及其他的通信手段。这些非杀伤性攻击的目的是左右和影响伊拉克领导层与民众的意志和看法。这种类型的攻击造成的“震慑与畏惧”可能相当强烈：至少，伊拉克易受我们的武器攻击的脆弱性变得显而易见；而且，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达到扰乱和瘫痪伊拉克社会的效果，这无疑将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足以让伊拉克撤退，那么我们将实施下一阶段的“震慑与畏惧”。



　　总是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第一打击波次的打击未能使伊拉克做出积极的明确反应。萨达姆也许会表现得无动于衷。即使先发制人地使用非杀伤性武器，也还可能存在其他的风险。如果伊拉克随后发动了任何进攻，那么是不是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实际促成了伊拉克的这种行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特别是在一个可能引起激烈政治反应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在这种环境中，评估责任可能成为政治反对派的优先考虑事项。国内和盟国做出负面政治反应的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此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肯定会赢得国会对抵御这种侵略的支持，特别是在没有什么机会就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与国会进行磋商和向其进行通报的情况下。1990和1991年围绕那场真正的伊拉克入侵而展开、迫使国会极不情愿地支持“沙漠风暴”行动的辩论和争论，凸显了这种政治风险。



　　如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而伊拉克还是发动了进攻，那么“迅速制敌”可为总统提供进一步的选择方案和不同阶段的选择方案。“全球炮”可用来发射杀伤性弹头，内含先进的精确弹药。这些火力将用于打击和消耗向前推进的敌军部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而且用于瘫痪伊拉克的机场、关键的后勤基地以及基础设施。“全球炮”将不需要征得任何国家的越界飞行许可，将几乎无法阻止或对抗，并且将不会马上遭到伊拉克雷达和电子传感器的发现与跟踪。



　　这种第一打击波次的打击目的是影响伊拉克领导层的意志和看法，以及消耗入侵的部队，造成大量伤亡。这意味着，既要打击入侵部队，也要打击其他的高价值日标，特别是那些被萨达姆视为伊拉克的“皇冠上的宝石”一类的目标。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火力很有效，但是单凭“全球炮”的火力不大可能击败或击退入侵。然而，“全球炮”造成的消耗可大大增加随后打击波次的“迅速制敌”部队或任何部队的应用效果。



　　在综合使用“全球炮”和电子侵入手段发动第一波攻击之后，第二打击波次的部队将受命开始行动。如果美国部队尚未抵达指定的阵位，那么第二打击波次的打击将由B-2轰炸机来进行，其他的陆基战术空军部队和巡航导弹应尽可能紧随其后。根据任务的基本情况和飞抵目标所需的时间，这些部队将以持续不懈和同时的攻击支援“全球炮”的火力打击，以期摧垮敌人的意志。控制环境的信息战及其他侵入式系统将被用于迷惑、干扰和误导敌人。



　　一旦基于航空母舰的攻击飞机、巡航导弹和海军战术导弹进入打击距离内，海上力量将组成第三攻击波。在这一阶段，三个攻击波将实施持续、周密和不懈的打击。为了对付海基水雷战和潜艇威胁，“迅速制敌”部队将考虑使用大量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为侦察和监视手段。这些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较迅速地扫清所选定航道的水雷。



　　如果需要，总统将命令第四攻击波进入战斗。这一攻击波由“可早期部署迅速制敌部队”组成。他们将被空运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除了自身携带的武器外，他们还会得到预置的装备。这支大约25000-50000人由每5000人一个编制的独立“疯子旅”组成的部队，将在2-5天内部署到位。这支部队将用来牵制和遏止敌人的进攻势头，继续消耗敌人，以及展示我们赢得胜利的决心。



　　通常情况下，这支部队被认为是“轻型”的，而且能够以自带物品实现自给，包括防空和导弹防御。然而，预置装备，特别是装甲车和机械化部队所用车辆，使这支部队具备了遂行“重型”作战任务的潜力。这支部队自己携带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光纤制导导弹、其他防区外精确弹药以及数以千计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驾驶地面车。可便捷地空运的轻型装甲车、轻型直升机以及现场可得到的预置装备都可为其提供机动力。



　　无人驾驶航空器和其他机器人系统将开始对敌人进行监视与侦察。而且如果需要，它们进行欺骗和摧毁。实兵部队 [ 译者注：指与无人驾驶或机器人系统构成的军事力量相对应的军事力量。 ] 将实实在在地拥有数以千计的智能弹药供其使用，从射程为数百千米的光纤制导导弹，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到空中和海上发射的武器，无所不包。



　　根据战术情况、对伊拉克继续其侵略行动的欲望的判断以及三个打击波次的连续打击的情况，我们将对具有特定价值的适当目标实施威胁或打击；以继续对伊拉克施加持续不懈的压力，迫使其投降或撤退。我们将高度控制整个作战环境，致使敌人的通信，包括媒体、电话和无线电系统，传送我们选择插入的信息，或者受到我们的彻底干扰而无法使用。我们将部署与作战目标相匹配的足量部队，而且我们将具有能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部署一整支下文所界定的“迅速制敌”部队。很显然，预置的和部署的装备与物资将根据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实际情况加以使用。



　　在五天或者更短的时间里，“迅速制敌”部队的早期部署部队将开始对敌人遂行直接的作战行动，使用的战术类似于“国防科学委员会”在其夏天对小部队作战的研究中所设想的那些战术。利用防区外传感器和武器，这支部队将在数百千米以外的距离上攻击敌人。所有四个打击波次的打击不断地消耗敌人，而且对其意志和看法施加持续影响。这种多打击波次的打击昼夜不停地全方位进行。通过持续不懈的精确打击，也许加之烦扰和恫吓敌方前线部队、领导层和民众的声光“表演”，“迅速制敌”必然摧垮敌人的抵抗意志。



　　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对扰乱、欺骗和假信息的利用，继续干扰、控制或破坏伊拉克的社会基础设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战斗前线，伊拉克人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希望他们看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采用口头交谈的形式作为惟一有效的交流手段。



　　总统得到的建议是，尽管伊拉克的部队和伊拉克的集体抵抗意志受到严重消耗，美国及其盟国必须筹划发动一场解放科威特被占领土的全面反击。虽然有人提出“疯子旅”可使用重型装备发动这场反击，但是总统还是决定要尽量减少多国部队的伤亡。所以，重型和两栖部队受命进入这一地区。这些部队计有一个整军的陆军部队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另外还有六个战术战斗机联队和五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为其提供支援。整个部署，即把所有必要的部队和后勤物资运送到位并使其作好发动最后攻击的准备，可能需要花费从几个周到数个月不等的时间。与此同时，原来的四个攻击波继续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可能需要不超过250000美军参战(约是当前计划需求的二分之一)。如果需要发动最后的地面攻击，那么这一攻击可在总统最初下达击退入侵的命令之后一至两个月内开始进行。我们注意到，尽管盟国的贡献依然重要，但是这样运用“迅速制敌”部队不需要像1990年与1991年那样建立大规模的联盟和确立交战的政治基础。而且，冲突持续的时间越短，战争的代价也就越低。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我们还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恐怖行动，以阻止伊拉克的任何袭击。对于“迅速制敌”部队在上述情况下的使用，观察家和批评者可能会争辩：1990年真实发生的“沙漠盾牌”行动是不可能重现的独特情况；沙特阿拉伯当时拥有可接待这些部队的非常有利和适宜的基础设施，而且其军队所拥有的系统与美军的相似，甚至相同。此外，通常天气晴朗的沙漠环境与欧洲北部和中部常常阴云笼罩的平原、朝鲜“三八线”附近的恶劣地形以及越南和拉了美洲部分地区的茂密丛林大相径庭，因此堪称美军的理想作战环境。而且，萨达姆是一个比较顺从的敌人，使我们得到充分的不受限制的行动的自由。未来，另外一个敌人或许不会如此顺从。因此，观察家和批评者可能禁不住认为任何的比较都过多地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而不予考虑。



　　我们接受和理解这些批评和言论。然而，我们认定，为某种形式的比较选择一个起点很有用。而且，我们感觉，与其虚构一系列假设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根本涵盖不了在朦胧的未来某一时间可能发生的事情，还不如诉诸历史，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作为起点的事实记录。“沙漠盾牌”行动是否会重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大量的事实数据来以这种方法进行比较。



　　四、定量描述



　　我们充分地讨论了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标准“迅速制敌”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并探讨了编组部队的多种基本单位：以地面部队为例，从15万人的加强军到几百人的营级单位都曾考虑过。目前看，“相当于旅规模的”模块看起来是编组地面部队最有用的单位。这些各编有5千人的旅将根据各自在作战中的使用方式进行配置，所以会有数个变种。例如，究竟是配置成灵活、偏轻型的干预部队，还是采用偏重型的结构，可能取决于战术部署。我们把这些单位叫做“疯子旅”，它们的职能就是给敌人造成混乱，随后施加控制。



　　“疯子旅”还配有支援性导弹部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光纤制导导弹)；大量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特种部队；陆基和海基隐形战斗机／轰炸机；以及大约5千人的侦察、加油、太空和其他支援部队——其中大部分是空中或航空支援部队。这样，一个基本模块共含有约3万战斗部队。这其中包括一支专门用于制造和保持混乱局面的分队。



　　尽管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作为“初步设计”，我们使用三个这样的梯队组成一支“迅速制敌”部队。这支部队按照设计将由8.5万-10万人构成，而且拥有足够的能力在从大规模冲突到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诸多情况下成功、有效地遂行任务。就非战争军事行动而言，我们认识到，还有其他的要求得纳入组建这支部队的考虑之中。作为后备队，我们保持一支重型干预部队，含有一个军和／或一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 [ 译者注：原文为MEB，根据上下文疑为MEF之误。前者是Matin Expeditionary Brigade的缩写，意为“陆战队远征旅”，后者为Marine Expeditionary Fore的缩写，意为“陆战队远征部队”。 ] ，共计15万人。



　　我们一直参照“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标准来确定轻型部队拟增加的效能，而且把这些标准用于我们的部队以达到我们的如下目标：与今天的部队相比能力增加十倍；具有在5-7天全部部署到位的能力；具有以足额的后勤保障进行无限期作战的能力；而且以5-15年为时限投入使用。



　　当然，这种“初步设计”的部队只经过最基本的探讨。还需要大量的进一步研究、模拟、试验和严格的验证，才能使任何“迅速制敌”部队得以组成，更不用说将其投入使用了。我们提出的六种“图纸上”的系统代表着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



　　在每个基本梯队中(即30000人的单位)，旅规模的组成部分围绕这种部队编成，该部队或者可使用预置装备部署到冲突区，或者将强行进入。为了取得这样一系列的能力，今天的地面部队，特别是陆军的重型部队、陆军较轻型的第18军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其当前的作战原则和能力应互为促进。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这些部队之间的传统区别，而是要消除障碍和界限，因为决定使用什么工具的将是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战术地缘战略形势。这就赋予互通性以全新的含义，陆军轻型与重型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必须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各自的作战原则和作战程序。



　　那些拥有5000人的旅，或许可重新命名为师梯队，将采取以25个连规模的单位特混编组的形式，每个连规模的单位约拥有200人。这种单位是“疯子旅”的基本单位和标准模块。



　　每个“连”将接受“迅速制敌”的基本作战训练，将能够完成探测、定位、监视、瞄准和毁伤敌方部队与力量等关键任务。在这方面，“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足以说明如何能够完成这些职能。



　　然而，连将要实行与旅的职能相匹配的专业化分工。例如，在25个连中，10个可能属“通用”型。5个可能要担负具体的“火力”任务，虽然这些火力许多或大部分是远程火力。5个连可能被赋予包括后勤保障在内的“支援”任务。然而，每个连将拥有自己的“综合信息系统”(C4ISR)能力，而且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其余的5个连拥有针对战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区域防御”任务。很明显，空中和海上资源将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



　　温和介入的部队和强行进入的部队之间的重大区别是装备。强行进入部队更像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其大部分装备自行携带。这涉及到一艘经过重大改进的改型LHD-1两栖攻击舰或两艘LPD-17船坞型两栖运输舰，及其搭载的高速滩头登陆艇、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和AV-8B攻击机／联合攻击战斗机。



　　两个战术空军联队将得到其他陆基航空和支援部队的支持。例如，在战术责任区内驻扎B-2(或B-52)轰炸机将没有必要，甚至不可取。这些飞机可根据情况从其他基地展开部署。战术战斗机联队将用于夺取制空权，为直接支援与敌人正面接触的部队和实施较远距离的空中遮断而进行打击，提供“综合信息系统”(C4ISR)能力，以及协调通信与信息的流动。



　　每个联队将拥有5个中队，每个中队将拥有15架飞机。其中的两个中队将配置夺取空中优势和遂行打击任务的能力。一个中队将拥有支援性C4I [ 译者注：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的英文缩写。 ] 以及进攻／防御性信息战平台(B-53／“联合星”飞机、“铆钉”电子侦察机的改进型)。一个中队将承担支援、加油和后勤任务。还有一个中队将拥有特殊的平台，包括F-117战斗机、联合攻击战斗机和其他直接为交战部队提供支援的部队。



　　海上战斗群的配置将包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下一代航空母舰、1—2艘武库舰或者是取而代之的SC-21舰艇 [ 译者注：美国海军提出的“21世纪水面战斗舰艇计划”中规定的水面舰艇包括：新型巡洋舰、驱逐舰等作战舰艇，实际上是一个舰艇族。 ] 、两艘“宙斯盾”巡洋舰、两艘“宙斯盾”驱逐舰、4艘核动力潜艇以及相关的机动后勤支援大队和扫雷部队。核动力航空母舰上将配备10-15架F-117N战斗机／全向隐形战斗轰炸机。



　　三个这样的梯队 [ 译者注：指上文所说的30000人规模的单位。 ] 将组成一支完整的“迅速制敌”部队。我们期望，一支(或者可能两支)这样的部队将能够应付一场未来的大规模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另外一场“沙漠风暴”行动根据目前的估算需要投入50万部队，那么我们的目标是用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来进行并打赢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支部队能够在一周内部署完毕。



　　最后，我们再次提醒，这种设计仍然只是一个“初步设计”，其意图只在于说明而不在于规定未来的“迅速制敌”部队。这只是一个长期试验过程的第一步。



　　原文尾注：



　　验证“震慑与畏惧”和“迅速制敌”之应用的一种方法是对过去的战争和冲突进行历史回顾。诚然，必要的技术和理论或许还没有诞生。然而，在以后的某个试验阶段，我们希望这种方法能够得到应用。有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1945年初，美国发动了一场两栖攻击，以夺取硫磺岛。这是一座小小的火山岛，由20000多名日军部队把守，他们凭借堑壕等坚固防御工事准备抵抗到底。在许多方面，硫磺岛战役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对我们历史上最残酷和代价最昂贵的战役的普遍记忆。说它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役，是因为双方都血流成河，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逐寸争夺阵地的肉搏战。“迅速制敌”能改变这一状况吗？



　　我们在这里无需过多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但值得指出的是，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来看，美国本来或许能够以更少的伤亡——当然是我方的——来取得更大的战果。首先，我们当时对许多至关重要的情况所知相当有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清楚，日本人制订了防御战役计划，准备依托防御阵地实施作战，而这些防御阵地由庞大的地下通道网和互连的散兵掩蔽坑连在一起。其次，我们并不了解岛上的火山灰——特别是折钵山上的火山灰——的坚硬度，这些火山灰令人举步维艰。



　　结果，登陆前的大规模轰炸并未收到什么效果，而且上岸后的陆战队员刚开始并没有准备打一场没有“前线”、日本人几乎不发动反攻或自杀性进攻的战役。认知、“迅速性”、卓越才能和控制能改变这一状况吗？我们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三章 集中利用和引入“迅速制敌”的技术与系统




	







	

 



	


	


　　一、简介



　　一个长期困扰国防官员的顽固问题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如何选定广泛的科学技术并将其引入切实可行、有效而且负担得起的研究与发展计划中。我们相信，“迅速制敌”能够提供促进这个过程的手段，因为“迅速制敌”可促使国防界将“震慑与畏惧”用作“驱动器”，来选定和引入技术，生成能左右和影响敌人意志和看法的方法。我们认为，正是这个独特的框架及其一系列要求，使“迅速制敌”同其他当代战略理念区别开来。



　　在这个选定和引入技术的过程中，“迅速制敌”的四个关键特性通过指明和强调利用与应用技术的许多重要标准，可充实运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意志的广泛要求。全面的认知、迅速性、卓越才能和对环境的控制，每一个特性都导向技术应带来的必要能力。“迅速制敌”在实际作战应用中要求达成震慑的同时性和连续不断性，这进一步为评估和鉴定潜在技术方案的有效性提供了标准。



　　在众多可用于“迅速制敌”的赋能技术中，我们选择了六种具有代表性的作为“图纸上”的系统。这六种未必是最引人注目的或意义最深远的，我们在后面的附件中给出了潜在系统和技术的综合清单。但是，它们显示了“震慑与畏惧”通过“迅速制敌”的四个主要特性转变成左右和影响意志与看法能力的过程。而且，根据初步的技术可行性审查，这六种系统似乎无一存在任何阻碍研发的技术与物理障碍。



　　全面认知要求掌握最广泛的信息、情报和数据，超出了所谓“态势感知”或“战场感知”的范围。这既涉及到物理层面的也涉及到思想或心理层面的信息与情报，包括了解潜在敌人如何思维、推理和行动。这后一种信息与情报显然是最难掌握的。



　　我们相信，在进行试验与验证以达成全面认知的道路上，关键的一步在于充分和全面地整合情报与作战。



　　1、全面认知



　　我们推荐了两种“图纸上”的系统，作为取得全面认知的努力的一部分。认知需结合思想与物理层面的情报以及信息、数据和理解力。广义“情报”是我们的最初出发点。



　　为了取得全面认知，我们强烈要求充分和全面地整合情报与作战。虽然这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体制、官僚政治和长期投入的问题，但我们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方法，通过一种叫做“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的系统至少可提供部分解决方案。



　　另外，正如我们在本书中通篇强调的那样，全面认知来自对形势、环境和潜在敌人长期的彻底观察和了解。部队一经部署，对近距离观察、态势感知、目标指引信息以及关键资源定位的要求就会成倍提高。虽然在研的传感器平台和技术有多种，但我们还是构想和探讨了这样一种系统。“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SDSN)成本极低，可快速部署，可提供大量目标指引和情报信息，而且可用于对关键区域进行持续观察和为成本比较高、数量比较少的高价值平台进行提示。



　　2、“迅速性”



　　为了以非凡的“迅速性”和冲击力施加“震慑”，我们提出了“全球炮”的建议。其设想是在接到授权后数分钟内就以巨大的火力打击目标，而不管是否已有部队部署到位。在我们先前考虑过的四种可能性中，即隐形轰炸机、可重复使用战略运载工具、洲际导弹和洲际炮，最后一种方案看起来最有前途。



　　3、环境控制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生物武器，带来一些明显的难题。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由于其体积与投射工具的双重原因，存在某些明显的对抗措施。生物战刑由于对这些对抗措施不敏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问题。作为环境控制的一部分，控制或遏制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可能至关重要。



　　考虑到生物武器所构成的特殊威胁，我们提出一种叫做“生命之光”的系统，用以在生物武器撒播后使其失效。



　　“迅速制敌”的核心原则是“震慑与畏惧”，因此它与影响敌人意志和控制军队与民众的能力息息相关。国家，不管是不是自由国家，都依赖于使用大众传播工具。专制国家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为对付大众传播和控制领导层与其追随者进行联系与交流的能力，“侵入式信息战”作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系统应运而生。



　　4、卓越才能



　　尽管各军种和国防部长办公室正在做出种种努力，研制更好的指挥与控制系统，我们还是探讨了一种大量基于现成商用技术和开放式软件标准的系统，我们称其为“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通过在一个“自然的”三维环境中显示复杂的信息，指挥官将能够更快和更有效地汲取和传播信息，因此给人以表现“卓越”的印象。



　　下面的图表总结了这些系统及其支持的“迅速制敌”特性。






　　二、“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



　　1、“迅速制敌”之主要特性：全面认知



　　我们当前的情报能力和结构是40年的冷战和遏制苏联这一首要任务的反映。当时，机构与要求不断产生和扩大，以综合使用技术和人工手段，获取和分析高技术领域里的信息并对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经济情况进行评估。其结果是，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烟囱”式的，而且由于条块分割，缺乏搜集和分发其他领域可能需要的信息的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苏联威胁的消失，原有的情报要求可能反映不了指挥官和作战人员现在需要知道的东西。换句话说，无论是要求，还是搜集过程，反映的仍然是冷战时期的组织与结构，并不一定适合今天和明天的需要。



　　加快我们改进步伐的是地区性司令部司令和其他指挥官成为情报机构原始用户的要求。这反过来又要求地区性司令部司令全面描述其需要和要求，说明他们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须了解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需求，指挥官必须给情报机构指派提供情报的任务，而且他们必须对执行情况进行果决的跟踪监督，从而确保情报产品符合其需要并能及时提供。



　　“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是一个过程和一套工具，用来更好地把用户与其工作所需要的情报信息联系起来。这个过程类似于新闻机构的出版过程，因为新闻机构毕竟每天向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有关世界的“情报”。正如将要讨论的那样，作战人员的信息需求与普通大众的信息需求是重要的区别，但是这种类比对于解释这个过程是有益处的。



　　2、“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的体系结构



　　“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必须以用户为着眼点。尽管该系统可为多种用户使用，但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作战人员和指挥官。



　　指挥结构的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信息需求。每位指挥官都可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并非每种情况都相似。在一个完美的系统中，信息的分发方式既要适合于每一位用户，同时又要形成一种可靠、准确、及时和通用的基础，用以提供情报、数据和态势感知。如果保留传统的手段，如编制和发送作为情报产品载体的高度机密的文件，那么提供有如此广泛差别的信息将是一个不可及的目标。



　　因此，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创造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把用户的信息需求以信息提供者能够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信息提供者。以新闻出版作类比，信息消费者必须与信息提供者保持联系。这一联系的任务就落在编辑的肩上。他们必须从他们可得到的大量新闻线索中挑出最适宜的选题，然后给记者(信息提供者)分派任务，并且监督新闻作品的质量。一位优秀的编辑具有“新闻嗅觉力”(能确定什么是读者应了解的重要信息，以及什么是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博学多才，而且能够游刃有余地调动他拥有的资源。在向用户提供可据以行动的信息方面，我们给“协调者”确定了类似于新闻编辑室编辑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编辑外，他们的出版物通常情况下还对正在产出的一组信息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而在减少重叠的同时确保所有的必要方面都得到报道。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统筹功能需要强化，使其更像一个“情报处理所”的功能。对新闻机构的模式的这种修改很有必要，因为在新闻界20名记者追踪某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消息源完全可以接受，但20个“协调者”向同一个信息提供者要求同一条信息就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所建议的信息流体系结构如图2—1所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协调者”(编辑)依据指挥链编配。“协调者”的确切编配方式与数量需求随这种模型的演变而变化。“协调者”将与用户互动，并将用户的信息需要融合成不同的信息请求，然后把这些请求提交“情报处理所”的程序审查。






　　人们很可能设想到情报机构并非最可靠信息源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协调者”将不但有权给美国情报机构内的个人分派任务，而且也有预算经费去签约聘用现有新闻机构、学术机构等内的信息源。后者的作用更多在于重新整编已经搜集到的信息以供发表，而不是去搜集任何专用或保密类信息。虽然各种不同的信息提供机构能够而且也许将整编自己的输出信息，但“协调者”仍将与许多提供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判断其产品。






　　3、确保“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的技术



　　用新闻机构作类比，虽然对确立一个宽泛的结构形式是有益的，但不足以满足作战人员的全部需要。他们的需要与公众的大部分信息消费需要不同，因为他们的需要：



　　◇容易受敌人的攻击(信息战、实际攻击和电子情报战等)；



　　◇更直接(“人工情报告诉我们，二号领导人正在向第20区运动。”)；



　　◇更具有专业性(“技能分析表明，当地百姓中有大量柴油机修理工。”)；



　　◇更不能容忍错误信息(“有消息称，‘慈善医院’实际上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



　　◇保密——有基于许可和“需要知道”原则的不同保密等级；



　　◇可利用为信息接收、整理和存储而提供的专门训练和数据库；



　　◇可利用信息片断(“可疑化学武器库位于23459坐标方格。”)。



　　在设计“情报协调者”的支持工具和选择支持这一过程的格式与技术时，这些区别很重要。为应对这些区别，我们转向新近出现的一种发布信息的方法，即内联网 [ 译者注：亦称“企业内部互联网”、“企业内部网”等。 ] ，以寻求帮助。内联网如今在美国的公司和部分国防领域中比较通用。它们之所以迅速流行起来，是因为它们能够：



　　◇把文件广泛地提供给公司分散在各处的办公室；



　　◇提供令人满意的保密程度；



　　◇访问公司的数据库；



　　◇定期更新信息。



　　出于许多相同的原因，内联网方法对“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也具有吸引力。在图2-2所显示的客户与服务器结构中，信息请求是由“协调者”与“使用者”共同提出的。这些请求或者是自动的(“我要这一令人关注领域的全部卫星图像。”)，或者是具体指定的任务(“给我提供伊拉克南部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关系的背景信息。”)。通过“情报处理所程序”，“协调者”确定最好的信息源(提供者)，并与其洽谈一份“合同”。“协调者”一方的数据库和视图系统或许也可以访问其他信息源，如依附于“全球指挥与控制系统(GCCS)通用操作环境(COE)”的信息源。



　　信息将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提供给用户：日志文件(包括访问搜索引擎的路径)、“推”文件和作为三维虚拟环境下的信息对象。这一概念从技术角度看似乎具有明显的可行性，而我们认为主要挑战来自体制编制和官僚政治，话说到这种程度也就够了。



　　三、“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



　　1、“迅速制敌”之主要特性：全面认知



　　“迅速制敌”要求全面的态势感知，因此，除了其他技术外，尤其需要可迅速大面积布设以进行连续监视的传感器系统。目前，许多技术专家设想了一系列机器人系统，包括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驾驶水下航行器和自动地面传感器，让它们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正在考虑的系统，其成本每套从数百万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决定其成本的因素包括平台的搜索与监视速率和覆盖范围、远距离通信的需求、智能化自主行动的需要以及在每个传感器点进行大量目标信息处理的要求。



　　虽然功能强大的昂贵平台肯定能够发挥作用，但通过使用成本低得多、甚至一次性的传感器可以提高它们的投资价值。我们提出“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的建议。它由这样的传感器组成：当它们与有人或无人驾驶平台一起使用时，可使广大的区域得到不间断和负担得起的监控。通过采用适当的体系结构和明智地利用商业技术，我们可以得到智能传感器系统，而这种传感器系统如果成百万地制造，每个成本只有几美元。我们设想的体系结构采用大量功能相对有限的传感器系统，它们收集信息，然后将其传送到一个中心地点进行处理。在那里，模式识别是根据许多间隔部署的传感器输出的信息进行的，而不是基于从任何一个特定传感器收集来的信息。传感器网络将使用一种独特的低成本、低功率通信系统，这种通信系统基于定向能的回射。最后，我们探讨了一种16位版本的Java编程语言，它将赋予该系统真正的体系结构灵活性和工作状态下的可重编程序性，而且将使网络能够既容易又花费不多地升级。



　　2、一种可行的“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



　　我们举一个“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体系结构的例子，它涉及到一架疏开部署许多可撒布传感器平台(SSP)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当然，这种传感器也可由多种其他手段同样简便地投放，包括火炮和人工放置。这些传感器由无人驾驶航空器再次飞越其分散部署的区域上空来进行定位。方法是使用宽的低位率定向能射束(如激光或者毫米波)，使传感器系统打开一个反向反射器。这种较强的信号响应可被无人驾驶航空器上搭载的一个传感器探测到，无人驾驶航空器据此可判断出所撒布的传感器的位置。此后，每个可撒布传感器平台监控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寻找预编程输入模式。这种传感器运行一种16位版本的基于Java的操作系统，这使得程序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过来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下行链路信号而改变。当接收到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询问性编码信号后，传感器的反向反射器调制来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等幅波束，然后以非常低的功率使其上行传输至无人驾驶航空器。每个传感器上传给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数据都将下传到一个中心站，在那里这些数据被处理成信息。



　　本系统所具有的属性列举如下：



　　◇成本大幅度降低的传感器网络；



　　◇与现有和计划中的无人驾驶系统的一体化；



　　◇低位率、低成本定向能回射通信系统；



　　◇可重构、低功率、基于Java的微处理器控制；



　　◇安装在中央服务器上、可将来自分散部署的传感器的数据转变成威胁及其他信息的模式识别软件。



　　或许，本计划最令人关注的方面是其采用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依靠从大量小型、廉价和功能较弱的传感器系统“拉”取信息。这和当前使用的大多数方法不同，这些方法从数量少得多、成本高得多和功能比较强的平台获取信息。



　　3、“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的潜在用途：给重要移动目标的个案研究



　　给重要移动目标定位的难题在于，要以较大的区域为范围监视采用使隐形程度最大化之战术的单个车辆。在海湾战争期间，“飞毛腿”导弹发射装置的一般作战范围大约为1600平方千米。“飞毛腿”导弹的运输车可以从一个有防护和伪装的阵地移向另外一个。事实证明，即使运用了大量的监视和侦察手段在开阔地也很难发现它们。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每平方千米的坐标方格里随机部署五个低成本传感器，而且每个传感器在0.2千米的探测距离内具有记录下“事件”的很高概率。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我们希望记录下不同传感器对目标的3次探测，而三次探测均发生的概率为90%。这种情况相当于2.7千米的“飞毛腿”导弹运输车路径长度。如果“飞毛腿”导弹以平均每小时10千米的速度行进，传感器网络只需15多分钟就会记录到足够的数据，从而开始跟踪它。



　　4、对技术方法的评价



　　虽然在本报告中详细介绍整个技术方法没有什么必要，但三个方面的技术挑战也许值得审视：①低成本的可撒布传感器平台；②回射通信系统的研制；③Java微处理器控制器。这些方法使我们能够解决使传感器平台成本提高的两大因素：远距离通信和传感器平台自带的处理能力。附件所含的初步分析表明，这一概念具有可行性。



　　四、“全球炮”



　　1、“迅速制敌”之主要特性：“迅速性”



　　在本文前面，我们提到了总统的“工具箱”，即可用以取得具体政策目标的一系列能力。一种具有异常效力的能力将是在授权后几分钟内以有效的方式打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前面提到了几种洲际投掷系统：B-2轰炸机、改进后的洲际弹道导弹、从太空作战的可重复使用运载工具以及“全球炮”。



　　按照我们的构想，“全球炮”应具有的属性包括：



　　◇全球作用范围；



　　◇足以使常规精确武器得到适当使用的准确性(圆周概率误差等于或小于2千米)；



　　◇可观的有效载荷(等于或大于500千克)；



　　◇高效、持续的射速(每小时6发)；



　　◇快速的首次发射反应(等于或小于10分钟)；



　　◇成本比现有投掷方法低(每磅等于或小于1000美元)；



　　◇具有吸引力的弹头组合(非杀伤性“震慑”弹药、精确子弹药、钻地弹等)；



　　◇与目标指示资源的一体化；



　　◇可以接受的研发和部署费用以及人员要求；



　　◇易维护性；



　　◇生存能力强和不易对抗。



　　2、系统与技术问题



　　“全球炮”这一方案似乎具有几种优势。这些系统将部署在美国，或者也可能部署在海上。不像导弹，这种“助推器”可重复使用。可以想象，这种方案可让我们制造出一种投射系统，这种系统每磅有效载荷成本较低，可以发射超高速弹丸，而且具有从作战角度看可行的再装弹速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可避免国际“路障”，不需要条约和越界飞行许可。然而，技术可行性仍是一种挑战。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制造或操纵过洲际火炮。按比例放大、持续射速、准确性和可维护性都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要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弹丸应达到轨道速度。考虑到飞出大气层所需的能量，初速需要达到大约9千米／秒，远远超过现在的火炮和大初速火炮0.5-1.6千米／秒的典型初速。“全球炮”大体上不需完全达到这样的初速，因为弹丸可以自行推进。但是，这种炮仍将需要达到多倍于现役大型火炮的初速。



　　另外，每门炮必须能够连续发射，在换炮管和对炮进行大修之前可累计发射数百发炮弹，而且有可能数千发炮弹。最终，其成本将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既包括达到性能目标所需的初期研制成本，也包括使用该系统所需的连续成本。



　　这些问题在下面关于两种可研制的“全球炮”的讨论中将得到论述：氢气炮和电磁发射器。



　　3、氢气炮



　　在常规火炮中，发射药与空气的燃烧产生高压气体，推动弹丸沿炮膛向前运动。决定火炮最大速度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推进气体的音速，而其提高方法只有两种：或是提高温度，或是降低分子量。常规火炮已经接近钢制炮管的热量极限，所以提高初速最实用的方法是使用较轻的气体，如氢气。由氢气推进的气体炮已应用了数十年，一般能达到“全球炮”所需的初速。然而，目前的弹丸与“全球炮”的要求相去甚远，通常重量不足1千克。现有的最大氢气炮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夏普发射场火炮”，它保持着火炮的大多数世界记录。



　　气体炮所面临的挑战是把它放大到需要的尺寸，并取得持续作战的能力。大多数气体炮属于两级装置。它们使用常规发射装药推动一个大型活塞加速运动，进而使堵在向前推进的活塞与要发射的弹丸之间的部分氢气加热和压缩。氢气起到气体“弹簧”的作用，先是被活塞压缩，然后反弹，从而推动弹丸沿着炮膛向前运动。这种两级过程造成几个瓶颈：点火药的放置、活塞的退回以及炮膛(因燃气和活塞)和活塞(通常因向前冲击逐渐变窄的炮膛而变形)所受损害的修复。



　　尽管两级方法可以改进，但是更简便的解决方法可能要求单级火炮设计。有两种不同的单级设计已被提出：一种使用电热器，另一种使用粒子床。在电热炮中，氢气以适当的密度和在常温条件下置于弹丸之后。然后，电源极快地加热气体，使其膨胀并推动弹丸加速运动。在另外一种方法中，受热的粒子床迅速将其能量转换成注入炮尾的氢气流。



　　对于这种气体炮来说，炮膛的寿命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由热氢气造成的损害将不会像反作用燃气对常规火炮的炮膛造成的损害那样严重，但由甚高速弹丸造成的损害则是个问题。尽管通过选用适当的炮弹软壳和炮膛壁涂层可将损害降到最低点，但是炮膛仍将需要定期检查和整修。



　　4、电磁炮



　　电磁炮也可充当“全球炮”。尽管人们制造和研究电磁炮已有多年，但人们在电磁炮方面取得的经验远远少于氢气炮。



　　电磁炮主要有两种：轨道炮和线圈炮。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是轨道炮，这种炮的炮膛有两个长导体(称为轨道)。弹丸或其后的电枢接触两个导体并接通它们的电流，从而在沿着炮膛向前滑动的过程中充当它们之间的移动连接。这种炮的发射是通过在两个轨道的炮尾端施加驱动电压进行的。电流沿着一个轨道流动，随后通过弹丸到达对面的轨道，然后又回到炮尾，从而产生一种力(称为“洛伦兹力”)。这种力寻求扩大由炮尾、轨道和弹丸构成的回路，从而推动弹丸沿炮膛向前运动。



　　轨道炮存在炮膛磨损和电力调节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电枢由于通过它的强大电流而变成一个等离子体，往往对炮膛有严重的磨损作用。一个1000千克的弹丸(包括电枢和弹丸软壳)和9千米／秒的发射速度意味着，炮口动能达到约40000兆焦耳，大约比“夏普”氢气炮大3个数量级。这样的能量级远远超过电磁炮的现有能量调节系统(高能量密度电容器、单极发电机、补偿交流脉冲发电机、高安培开关等)的能力，造成很大的工程设计风险。



　　线圈炮是电磁发射器的另一种主要类型。线圈炮具有一种潜在的优势，因为弹丸与炮膛的接触可能减少，从而可降低磨损。然而，线圈炮远不及轨道炮或气体炮发展成熟，目前可被视为不需像轨道炮或气体炮那样认真对待的选择方案。



　　以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发射速度和负担得起的成本将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地方，这种能力对于“全球炮”系统当然不可或缺。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能够精确地打击具体目标。这需要达到两个不同阶段的精确性：抵达目标区，然后打击目标。



　　五、“生命之光”



　　为了控制环境，拥有生物武器威胁的对抗措施至关重要。考虑到生物战剂具有致命性，可比较容易地部署，以及需要的剂量小，我们集中探讨了一种特定的对抗措施——“生命之光”。



　　目前，许多机构在开发有助于对付生物战剂威胁的技术。总的来看，现有和在研的大多数系统都试图做到以下几点：发现战剂的存在，保护人员使其不接触战剂或在暴露于战剂的情况下不被感染，或者对暴露过的物体进行消毒。由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试验室提出的“生命之光”概念则不同，它用以在战剂播撒后但沾染人之前使其失效。



　　这一概念设想使用短波长紫外光来有效地杀灭几乎一切类型的细菌、病毒和芽孢。这样一种系统对人、设施和环境的危害比较小。紫外光束将由一种高辐射性的激光源生成，这种光源能够以精确控制的方式高效地生成紫外光。这种光束可以在空气中照射数千米远，而且可以利用光纤线路进行远距离传播。



　　通过对微生物含有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分子发生作用，紫外光可以对几乎所有的微生物产生影响。脱氧核糖核酸有一个宽约260纳米的强吸收带。所吸收的能量主要起到引起胸腺嘧啶二聚化的作用，其中水合脱氧核糖核酸中的相邻碱基的化学键合可抑制复制。次要作用还包括引起脱氧核糖核酸碱基错误、脱氧核糖核酸蛋白质结合和脱氧核糖核酸链断裂。通过这样一些机制，致死性辐射剂量在纳米范围内很有可能为每平方厘米1—100毫焦耳(每平方厘米1-10毫焦耳可杀灭大多数的细菌，每平方厘米10-100毫焦耳可杀灭病毒和芽孢)。



　　六、“侵入型信息战”



　　1、“迅速制敌”之主要特性：环境控制



　　按照“迅速制敌”理念里的界定，环境控制指控制可影响敌人意志的那些东西，并剥夺其控制自己军队和民众的能力。即使是在专制政权下，领导人也会设法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其民众。在这一节里，我们探讨这样一些技术，它们可被用来扰乱领导人的信息，方法是嵌入假信息，或者至少造成对真实信息的怀疑。



　　看过《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或不少电视广告的任何人，即使是不经意地看，也可能被这种现象逗乐过，即把当代人物放到历史背景中。很明显，在有足够时间和经费的情况下，甚至创造出著名人物的看似真实、实属合成的图像也是可能的。在这一节里，我们考察与极迅速地、甚至实时地创造合成图像有关的研究的公开文献。这种能力可使指挥官将假信息迅速插入进行中的讲话或新闻广播中，从而起码使大众传媒工具变成敌人使用起来极具危险的一种工具。



　　我们特别注意探讨的是，试图实时扰乱敌方领导人的电视讲话所面临的技术挑战。指挥官或许想以在观众看来天衣无缝的方式插入一段“事先录制好的”信息。或者，也许可对整个广播进行修改，使讲话者显得恐惧、病态和木然。作为首要的要求，观众必须无法轻易分清真假。这意味着，不仅要有强有力的技术，而且还要有好的“脚本”。



　　当前的最新技术水平可生成具有照片般真实感的脸部图像和动画，并使其与讲话同步。这是通过使用一个基本模型对脸部视频图像进行变形处理完成的。目前，这是在脱机情况下借助艺术手段和三维模型控制系统(附着在演员脸上以监控表情的装置)进行的。通过对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适当的处理，可生成讲话。这还是在脱机的情况下以极大的努力完成的。这些制作可能会有不同的真实感水平；随着场景复杂性和制作速度的提高，成本也相应增加。



　　未来的系统将需要现有的多种不同技术的一体化，也需要计算能力的增强。为了可以用部分合成的图像代替领导人的真实图像，我们必须首先建立领导人的当前图像和声音的模型。在需要部分替代领导人的脸部、动作和讲话时，图像与声音生成器将访问这一模型。



　　从对周围场景和在场人物的复杂建模，到对含有领导人突出面部特征的现有模型的简单修改，可以进行各种水平的模型构建。 [ 原作者注：人们对人类面孔的具体组成部分已经有所研究。有关人类头发及其与头皮的相互影响的逼真模型是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开展的研究的一部分。安彦渡边和安彦未永的“用于毛发图像生成的基于三棱柱的方法”一文试图解决由人发的高分辨率绘制引起的绘制问题。安田、叶子、鸟协和稻垣在“一种用于织物的浓淡模型”一文中研究了织物——特别是人造丝织物和丝绸织物的绘制特性。这些文章刊登在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主办的《计算机图形与应用》杂志，1992年11月号第15-24页上。 ] 建模涉及的计算需要相当多的计算资源，尽管模型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根据现有资料脱机构建。 [ 注：关于人类面孔识别的一部开创性著作是T·卡纳德的《计算机对人类面孔的识别》(博克豪塞出版杜1977年出版)。面部表情与讲话的协调，是成夫守岛在多伦多大学的课题“更好的面部交流”的研究内容。他们逼真的面部模型需要约4000个多边形，但可以每秒钟20多帧的速度合成。面部模型的自动生成是未永在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研究课题，以“三维面部模型的自动生成”为题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主办的《计算机图形与应用》杂志，1993年9月号第17-21页上。他们的方法只需要两幅正交的面部视图就可生成适当模型。 ] 一些商用系统，如“运动分析公司”(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的系统，依靠对安装好的目标的视频定位来生成动作。其他一些系统在本质上是机械的，用于测量关节角度，对于表现面部不是很有用。



　　音频建模也是必要的。如果讲话者得了感冒，合成的讲话也必须听起来有鼻塞的感觉。如果需要以一种外国方言进行合成，这一过程就会变得复杂化。有几种合成模式具有可行性：



　　◇完全使用计算机根据脚本和音素生成；



　　◇对说本族语者的话语的修改；



　　◇部分使用录制的话语生成。



　　当前的研究试图改进对整句的建模，而不是单个的短语、单词和音素。实际上，音素生成器芯片已经问世多年。 [ 注：关于最新发展水平的精彩描述，可参见“人类语言技术的最新发展调查”，这一项目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部分赞助。 ] 最终，讲话者的面部表情和唇部动作必须与内容相吻合。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至少对于欧洲语言是这样。



　　一旦建成领导人的模型，人们就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合成话语来部分代替领导人的任何讲话。这样做面临的第一个技术挑战，是真实图像与部分或完全合成图像之间的转换。这里有一个等待时间的问题，即对新场景的计算将使现实情景有数分之几秒的延迟。如果场景全部是合成的，这也许不成问题，因为插入的部分多是预先录制好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平稳的过渡。



　　现在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来在脱机的情况下生成合成图像和声音，特别是当使用的是常规低质电视广播设备时更是如此。然而，高清晰度电视的出现将要求更多的计算资源，否则要冒生成的图像一看就知道是合成图像的风险。



　　实际操作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插入的话语在各方面必须符合讲话人的性格，否则就会受到观众的怀疑。知道在什么地方插入信息和知道如何表述，需要操作者掌握大量技巧。



　　七、“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



　　1、“迅速制敌”之主要特性：卓越才能



　　按照“迅速制敌”的构想，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将有巨大的需求，这些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配置上要适合担任广泛的角色和任务。这种任务的扩大预计将需要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和赋予“信息消费者”更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创新性方法。从地面站的角度看，现在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常常只不过是了解难以融入更大任务目标视野中的场景的一个窄小窗口。这种方法现在可最低限度地满足需要，而对于未来范围扩大了的任务就不能胜任了。未来，无人驾驶航空器将被要求执行难度高、互动性强的作战行动，如打击、防空、遮断，甚至近距离空中支援。另外，同一平台上载有不同的有效载荷，甚至多种有效载荷，将对系统提出整合各类不同图像以取得对态势的协调一致掌握的新要求。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信息整合系统，叫做“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这种系统使用户拥有更强的能力，不仅控制单架飞机，而且控制多种无人驾驶航空器和取得对战场态势的全面感知。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使用者将在一种增强型现实环境中操作。这种环境将虚拟和真实场景数据无缝隙地融合起来，以增强态势感知能力和取得对平台、传感器套件和其他作为有效载荷的装备的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使用者也将能够在时间紧迫和紧急情况下做出更有效的反应。



　　这种系统的构想是，用户可在战场空间内采取任何视点：无人驾驶航空器内部；无人驾驶航空器之后；太空或地面的任何一个固定点；“附加”于行驶在战场上的敌人坦克上或者进入战区的己方喷气式战斗机上。操作员看到的场景将是数字化地形数据和特征数据的高度融合，这些数据可能来自卫星或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合成孔径雷达图像，而这些图像将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自己的数据不断地加以更新。因此，操作员所处的环境是一种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环境，是一种增强型现实环境。如果有适当的网络连接，更新数据也可同样容易地得自其他信息源，如最近的卫星图像、盟国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自动地面传感器(UGS)。许多对象和地形特征的数据将可从基本数据库得到。操作员进行查询，可“点击”能使数据出现的特征——与当前互联网浏览器支持的模式相同，只是这里是以三维的形式调用的。



　　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员或“自动目标识别”程序所识别的目标和其他事物，将被转变成带有适当图标和行为模型的永久对象。例如，如果一位观察员及其“自动目标识别”程序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认为，他们发现了3辆坦克以纵队形式沿着道路行驶，那么就可以看见3个坦克图标以发现的速度前进。这种环境可以由许多分布式用户共享。对于协作性和多操作员的互动和行动，这是一种理想的安排。最后，这种体系结构允许将高质量的训练工具嵌入操作员的控制台，方法是加上“插入式”软件模块，如飞行动态、“计算机生成的部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场景生成。






　　[ 译者注：图中的GCCS、UAV和ATR分别指“全球指挥与控制系统”，“无人驾驶航空器”和“自动目标识别”。 ]



　　虚拟现实控制是上面所构想的系统的至关重要部分，但是“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的体系结构还必须支持其他的能力：



　　◇智能化援助；



　　◇多操作员决策支持；



　　◇最佳态势感知；



　　◇多传感器图像整合；



　　◇任务管理；



　　◇训练。



　　要实现这样的构想，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在虚拟场景中准确放置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数据的能力；计算机图像生成器(CIG)实时更新场景的能力；所采用的算法给多源模拟视频图像纠错和建立相互关联的效率；浸入式人与系统界面(HIS)的总体功效；以及，也许是最为重要的，用户本身充分利用和了解所支配的工具的能力。模拟领域出现的高度有效的技术、计算机硬件日益增强的功能以及我们对人机界面机理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应对上述方面存在的风险。



　　2、“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的体系结构



　　我们所描述的构想可以通过图2-3所示体系结构来实现。无人驾驶航空器和顶部的3个模块(无人驾驶航空器控制模块、独立作战模块和用户界面)的总体功能类似于现有的控制结构。就大多数系统而言，操作员拥有一系列显示器和控制工具；无人驾驶航空器由一套航线计划算法来导航；而且，两者之间有双向通信链路。另外，操作员的控制台有时候还有一套数量有限的态势感知工具，如数字化地图和无人驾驶航空器数据监控工具。图中下方的3个软件模块以及相关的数据库和网络连接，可能与现有的系统能力没有现成的可比之处。它们使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员”可为更大的用户群发挥作用，包括指挥官和战场上的战士。



　　新的模块代表了能力的大幅度增加。使这些我们所提议的能力增加能够得以实现的技术来自这样一些领域，包括：分布式模拟、开放式系统图形显示法、客户／服务器结构、浸入式人与系统界面、快速数据库转换、永久对象管理、用于指挥与控制的通用操作环境、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结构、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系统以及数据收集和代理系统。



　　人们凭直觉就会感到利用迅速发展的开放式系统协议具有吸引力。然而，人们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这些技术能否无缝隙地整合；如果不能，那么其中哪些技术可带来比较大的潜在收益，因此人们理应为其整合投入较大的资金和努力。虽然开放式系统通常情况下比封闭式传统系统更容易连接，但这一断言将需要得到详细的探讨。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真实数据可以什么样的速度叠加到虚拟地形数据库，以及真实数据与虚拟数据库之间的位置差异会达到什么程度。答案的第一部分几乎是取决于两种技术之间的竞争：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操作员控制台之间的通信带宽相对于处理器的能力和用于图像矫正(即把图像放人标准坐标系)和图像变形等操作的算法的灵巧程度。很明显，如果有人想简单地拿来得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所有数据并试图将其叠加到地形上，那么到某一点就会达到处理系统将不支持的数据率。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方法我们将需要考虑，如只处理那些“新”的和有用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数据，以生成达到规定转换率的系统。



　　另一个研究领域将是系统的效能：“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可在何种程度上赋予操作员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完成一系列任务的能力。由于对人类理解和使用信息的方式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试验来解决。对此，我们只需说没有什么技术障碍能阻止开发像这里所提出的增强型现实系统就够了。我们需要做的是评估这种系统相对于其他方法和系统的最终效用。



　　概括起来说，本章所列举的六种“图纸上”的系统具有代表性，能够说明可如何根据“迅速制敌”理念来选定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可如何帮助达成影响意志和看法所需要的“震慑与畏惧”的效果。正是这个过程和这些互动，才是读者应考虑和用来确定有助于达成“迅速制敌”的其他或更好系统的最重要方面。














	

 






	















	







	







	









 





	


	







	








	




	


第四章 验证“迅速制敌”




	







	

 



	


	


　　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前面我们提出了“迅速制敌”部队的目标、作战原则、战略、结构与规划。我们必须使用五个 [ 译者注：原文如此。 ] 重要的“测验题”来对其进行评估，并将其与国防部计划中的部队的相应要素进行对照比较。这些“测验题”包括：



　　◇在应付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中，该部队与当前及计划中的能力相比较的结果如何？该部队如何提高这些能力？



　　◇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这支部队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迅速制敌”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会不会带来强化未来安全的政治威慑？



　　◇如果能够达成这种形式的政治威慑，它会为盟国以及美国的公众所接受吗？



　　◇“迅速制敌”理念对联盟与临时联盟以及未来实施盟军与联军作战意味着什么？



　　◇“迅速制敌”对未来的国防资源投入和预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章提及“迅速制敌”部队与国防部计划中的部队在大规模地区战争方面的一些主要的概念与理论差别。大规模地区战争模型以及依据伊拉克与朝鲜的“名义”威胁来规划力量规模所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方案以美国人在战争遂行方式上的“常规”与“传统”偏好为前提。这种现象在“沙漠风暴”中发生过，而且如果朝鲜进攻韩国，美国可能卷入面对面的激烈交火。但是，美国如何应对过渡期以及在那些威胁得到解决或发生变化后的伊拉克与朝鲜所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未来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可能大不相同：敌人可能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并利用军事革命的潜力转而对付美国。未来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也可能围绕资源、环境或人道主义问题展开，美国可能不只是要面对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有素且战斗力强的军队，而且还要应对暴民、难民和大自然的变迁。美国的男女将士们无疑具有多种能力和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回应每种新的挑战。然而，计划中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应急行动视作例外而非标准的行动。



　　另一方面，由于其重点放在认知、“迅速性”、卓越才能和控制四个特性上，“迅速制敌”从理论上讲似乎能更好地应对变化中的或意外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此外，“迅速制敌”理念可为总统和指挥官提供一个更大的“工具箱”，使他们能够更自由地从中选取政策工具，也使他们能够运用这些工具更迅速地做出反应。虽然我们强调这些差别目前只存在于理论上，但它们还是有重要的区别。



　　一、大规模地区战争



　　“迅速制敌”理念的背景是包含和平、危机和冲突的整个连续体或谱系。随着局势趋向紧张，危机不断发展，或许还要爆发冲突；显然，“迅速制敌”部队要在其中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作用，虽然这种能力不一定实际使用。这一要求或意图进一步意味着，“迅速制敌”部队必须具备在该连续体每一点上施加一定的威慑、胁迫与影响力。如下文所要讨论的，在危机前的条件下以及在劝阻有关方面不要进而采取下一步更高级的暴力等行动时，“迅速制敌”部队的胁迫和威慑能力对我们来说或许被最终证明具有最大的作用。我们所要进行初步比较的出发点是在下面的情况发生之后：前文提到的危机前与冲突前抑制措施未能取得成功，或者没有投入使用，大规模地区战争随后爆发。



　　就大规模地区应急行动而言，制订兵力计划的一般指导原则是，进行并赢得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将需要大约50万人的美国部队，而且这样一场冲突将需要3至5个月的时间才能胜利结束。这些是估算的计划标准。在重新确定对伊拉克与朝鲜所具有能力的威胁判断之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实际上可能降低所需要的应对兵力与部署时间。完成相同的任务，“迅速制敌”部队可能需要不超过25万人的兵力，而且在下达作战命令之后30-40分钟之内即可开始采取行动，不管部队是否靠近发生冲突的地区都是如此。在目前阶段，由于尚未充分界定该部队的全套能力，也没有界定有助于达成“震慑与畏惧”效果的全套“图纸上”系统的能力，这种估计只是基于判断与直觉，而非精心的模拟、兵棋推演和作战试验。这些正是以后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在非线式或所谓的非对称大规模地区战争中，敌人可能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作战或者真正利用美国的弱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制敌”部队可得到令人更加感兴趣的运用。我们来假设几种非对称应急行动，借以比较不同的部队结构与作战理论。



　　其一，存在全面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使人想到这种情况。如发生这种冲突，美国可能要扮演棘手的角色，作为外部力量去设法隔离冲突双方并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或蔓延。



　　其二，敌人有可能采取非对称的行动措施，摧毁或干扰美国的精密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和信息系统。预计最常见的战术是，采取包括计算机黑客行动在内的进攻性信息战。而且，这种冲突的结局可能不取决于潜在敌人的数量。卓越才能和创造性并非总是由大国所专有。



　　其三，敌人可能选择通过游击战术和城市战进行大规模的地区战争。这可能发生在美国被迫进行干预(如当波斯尼亚的局势演变为真正的热战)以及不稳定与混乱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巨变局势下。



　　其四，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在这种冲突中，美国面对的对手拥有中国或印度那样的巨大人力资源，美国在先进系统和战术上拥有的优势仅仅因为敌人的庞大数量而被平衡或抵消掉。甚至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消耗比例也不会给这种敌人造成多大的削弱，反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哪怕微小的损失最后也会产生令人觉得难以接受之巨大的效果。



　　在发生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时，核武器可对所有的部队都构成了潜在威胁，使其变得脆弱不堪。对部队进行广泛的战术疏散可降低核武器的效果；然而，哪怕只使用一件核武器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实施打击，也可能越过某个心理或道义界限，从而在随后可能引起的行动或报复方面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如果美国对美国将遭到核攻击颇为肯定，美国会不会实施报复或先发制人的打击？在那一刻真正来临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如此，如果美国完全抛弃核报复与先发制人打击的威慑作用，那美国将是十分愚蠢的。



　　在这方面，“迅速制敌”部队较之当前的能力确实具有若干优势。凭借其达成“震慑与畏惧”效果以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四个特性，有一些开放的步骤没有必要与现有的理论相一致。运用“侵入式信息战”以及非杀伤性“全球炮”技术和能力很重要。在敌人攻击火力远远达不到的距离上采取行动以及部队广泛疏散部署的能力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势。然而，如同在所有作战条件下一样，“迅速制敌”部队也将存在着其他任何部队都不能免受攻击的情况。但是，“迅速制敌”部队确实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打非对称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是对手最感兴趣的事情，或许也是最难以控制的。聪明的对手可能手中握有一整套针对美国“先进”能力的对抗措施，静候时机发动突然袭击。任何电子系统都存在着受到干扰或对抗的潜在脆弱性。无论是国防部计划中的部队还是“迅速制敌”部队，如果其“综合信息系统”(C4ISR)的中枢神经系统和网络遭到破坏或其运行中断，任何部队都会受到损害。在说明美国的潜在脆弱性时，全球定位系统被终止正常运行或遭到干扰，是频频引用的例证。可以想象，这种脆弱性会削弱美国进行精确确定目标的能力和对我方与敌方部队实施即时准确定位的能力。公开争辩或间接暗示，计划中的部队和“迅速制敌”部队都可塑造成不受这些对抗技术影响的部队，这是毫无意义和不负责任的推测，是一个有害的假定。



　　我们相信，“迅速制敌”有望使部队具备能力，以更好地对付这些对抗措施。“迅速制敌”部队在认知与卓越才能上对我们有所要求和期待，这两个特性有助于降低美国在“综合信息系统”(C4ISR)方面存在的脆弱性。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可以进一步减少美国所受到的于扰，因为这种一体可以使美国对遭到干扰的可能性保持警觉，并促使美国尽早提前考虑美国自己的对抗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战斗管理的单个计划人员也可抵消这种干扰。此外，一次性“芯片”传感器同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迅速制敌”理论与技术系统的结合，可构成应对敌人的这种非对称对抗措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在配以广泛的训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另外一种棘手的情况是。敌人将游击战术或城市战用作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基本手段。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情况会如何？我们认识到，使用越南战争作类比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界限，而未必在于部队的功用。我们研究小组的共识是，如果“打赢”意味着迫使北越放弃入侵南越的企图，美国有能力在越南“打赢”，只要我们愿意对南越承担义务，并部署相当规模的兵力来履行这种义务。



　　扩大对北方的空袭、把红河河堤作为目标并淹没大片的可耕地、早一点布雷封锁港口，甚至在北方发动进攻以将该国一分为二并永久性地关闭“胡志明小道”，这些战术都因政治制约而非实际军事潜力的内在限制而被认为不能使用。



　　但是，“迅速制敌”在越南能行得通吗？公平地说，在取得或强力取得公正的和平方面，美国现有能力不是远比“迅速制敌”部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吗？例如，通过在夜间使用隐形飞机，我们的空袭相对来说就不会受到敌人雷达指引的火力攻击的威胁。巡航导弹可大幅度降低美国的损失和提高我们空袭的杀伤力与效果。“全球炮”难说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美国深陷战争之中，也因为美国现有能力几乎可以取得与“迅速制敌”能力相同的目标。



　　然而，就地面战而言，尽管美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如在C4I方面，在夜间作战的能力方面以及在更迅速使用精确火力的能力上。但不清楚的是，仅仅依靠在军事能力上取得的这些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不管其威力有多大，能否扭转乾坤。如果同样的政治制约与交战规定仍然起作用，我们得给在南方作战的敌正规与非正规地面部队造成大得多的伤亡才能迫使河内停止和放弃。



　　“迅速制敌”理念的独特之处使其成为在越南可选取的具有优势的作战理论，那就是它把重点放在通过运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与看法上。这一理论可能要求美国汇集美国的最优作战与概念资源，来确定这一目标是否能够达到以及如何达到。美国在1972年-1973年的圣诞节轰炸中几乎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尽管假借了不同的名义。这一事实表明，将注意力聚焦于意志和“震慑与畏惧”，是会获得其功效与发挥作用的。



　　在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中，第四种是在许多方面最棘手的一种，是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地区大国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所持有的那种美国永远也不要在亚洲卷入地面战的看法，依然属于金口玉言。如果一个人接受毛泽东式观点，认为“几枚原子弹就够了”，中国有耐心等待多年再对外来侵略进行报复，那么与中国或印度打一场地面战就没有什么军事或战略意义了。



　　即使美国能够决定性地而且同时打败这样一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主力，如何结束战争，是否需要占领或保持某种其他形式的有形存在，甚至是否能够开始执行这些任务，以及是否会让美国陷入另外一场以游击战术进行的人民战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慑止因素。当然，如果“迅速制敌”部队可以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提高2倍、3倍、甚至4倍的战斗力，但这足以应对等待美国的数百万军队和10亿或更多的人口吗？



　　如我们在《震慑与畏惧》一书中所慎重强调的那样，没有可以避免愚蠢或错误行为的“银弹”或预防措施。我们需要慎之又慎，避免在以下情况投入兵力：我的没有适当或指导性政策与战略；美国的政治目标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希望达到；以及美国缺乏盟友与政治支持。在亚洲或南亚进行地面战意味着美国卷入一场十分不明智的冲突。这样一场冲突是否会导致热核或核武器的使用，这一相关问题关系重大，而且使我们又回到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看待威慑的问题。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



　　由于缺乏实际存在的威胁，缺乏我们可以据此其计划、衡量和评估美国所需能力的明确而具体的威胁，我们在为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进行的准备变得非常困难；而“非战争军事行动”使美国面临正好与此相反的困境。有许多具体的事例有助于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索马里与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伊拉克北部与南部“禁飞区”的强制执行和平行动、反毒品行动，诸如1996年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轻微摩擦期间等场合进行的危机部署、反恐与打击犯罪行动等等。实际上，与“和平”搭配的词语，如“缔造”、“维持”、“强加”和“强制执行”等，描述了一系列军队可能难以有效地执行的棘手的军事行动。美国当前也许是正确地认为，在一定限度内，为进行战争而训练的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能够发挥作用。然而，备战依然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且，当第1装甲师被派往波斯尼亚时，它已经接受的广泛训练依然是着眼于它很可能在国内遇到的任务类型。这种训练迄今证明非常具有价值，但是其代价与成本相当高。



　　“非战争军事行动”使美国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克林顿政府对“参与和扩展”政策的偏好以及前苏联卫星国与欠发达国家(重新)出现的明显不稳定，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人道主义干预，并为此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缺乏进行普遍干预、消除或减轻人道主义危机或政治不稳定的资源。军队在这种纷争之中进退维谷，既要忠诚和服从于政治领导，又要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不利方面——特别是那些可能削弱其战斗力和战备水平的方面——以及政治追求超出军事能力范围的风险忧心忡忡。



　　对此，我们提出两组看法。首先，美国考虑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另行组建部队的时机或许正在来临。我们据以提出，这种部队结构建议的根据是作战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以及这两项职责的不同要求。我们很清楚对这种结构所提出的批评。没有准备好作战的部队可能缺乏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可信度。如果“非战争军事行动”演变成全面的冲突，那么这些部队可能很快大量伤亡或成为俘虏。最后，这种结构可能造成一个“A”队和一个“B”队，亦即一个主力队和一个替补队，因此实际上对整个部队的总体士气和战斗力造成损害。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不断削减预算的压力会大幅度削弱当前的军事能力。我们也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与平时支援性部署的增加会逐渐侵害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无论是已经计划好的部队，还是“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都必须考虑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及相关的“和平”任务分离出来。



　　在许多方面，如果有可能进行专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设计和组建部队的试验，那么缓和前文提到的批评的方法是使其适合“迅速制敌”部队的设计。整个部队将接受“迅速制敌”的训练。美国将始终保持一支能够赢得大规模地区战争、训练有素的待机“拳头”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将轮流调入和调出该“拳头”部队，而且将利用在其中受到的训练以及大量“迅速制敌”系统履行其职责。其设想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与“迅速制敌”部队之间以及其各自内部调换人员，以保持重新结合成一种整体能力并确保待机或“拳头”部队的合理战备水平。因为“迅速制敌”部队属轻型部队，这支“疯子旅”部队将装备有一次性传感器、“作战与情报行动战场整合器”、战斗管理系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或无人驾驶地面车辆，并且其作战原则聚焦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疯子旅”似乎非常适合这些任务。



　　其次，我们认为，“迅速制敌”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优势能力。“非战争军事行动”若要成功，或许首先要求对相关环境和行为者有充分和全面的了解。认知至关重要。“迅速制敌”部队可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作战与情报一体化整合是确保该认知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的手段。



　　认知能力有助于满足反复提出的影响意志与看法的需要。“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不要求纯粹意义上的“震慑”，它要求的很可能是“畏惧”，这种畏惧通过激发或引起对我方行动的感激和真正理解，或者通过引来顺从与接受的恫吓或恐惧才确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当地人”及环境的了解就变得非常重要。“迅速制敌”部队能够始终适应这些要求，因此理应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优势。



　　如果任务普通平凡，“迅速性”与卓越能力也有所帮助，但未必至关重要。如同在大规模地区战争中一样，这两个标准可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障并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发挥缓解错误之严重性的作用。然而，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具有特别用途的似乎应属环境控制。控制与特征管理在自我防护中至关重要。如果得到日常使用，其结果可降低美国部队被作为目标受到攻击的脆弱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另一个优势是为执行特定任务而广播选定信息和管制环境的能力。通过这种控制来施加压力和实施制裁的威胁或能力，以及这种控制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影响，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一个看起来像索马里那样原始的地区，这种形式的环境控制也会发挥作用。



　　当然，就目前而言，“迅速制敌”部队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之间的这种比较带有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可实用于有效的军事行动这一假定之上的。目前，这种一般层面上的比较目前阶段无疑还是公平的。随着试验继续进行以及因“迅速制敌”之需而不断利用支持性技术，人们有可能进行量化比较。



　　三、政治威慑



　　关于“迅速制敌”的比较有意思的政治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施加“震慑与畏惧”和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能力会造成新的或可供选择的威慑形式。我们使用“新的”与“可供选择的”这两个词，是为了指出这种威慑——如果能够形成的话——与核威慑在威慑的基本原理上存在的差别。核与热核威慑的革命性特性是，不管发动战争者是谁，它都与人类社会遭受大规模毁灭的不可改变和无法避免的威胁性存在必然的、固定不变的联系。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时期，潜在的战败国仍有可能毁灭潜在的战胜国。实际上，战争没有赢者，只有输家。这一点以及可能做出的核反应几近于即时，使这种形式的威慑显示出其独特性。



　　还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核威慑不能阻止所有层次上的所有冲突；不能阻止一个超级大国寻求超过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优势，或者为此向其对手的盟国宣战和发动进攻；也不能阻止小国和弱国甚至在核威慑与恫吓的阴影下利用超级大国。然而，核威慑确实让双方三思并理智地行事，因为他们意识到，判断上出现错误就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两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迅速制敌”并不意味着胜利者和战败者几乎同时给对方造成浩劫的能力。然而，它的确意味着在整个政治范围采取一系列引起我们倍加关注的行动。我们假设，美国将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而这支部队能够通过施加“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我们进一步假设，这支部队有可能对付的国家或行为者普遍了解这种能力。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严密封锁我们具有“迅速制敌”能力的消息，而是允许一般的有关信息透露给公众，尽管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把这种能力的特殊性为需要而严格保守的秘密。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潜在的敌人或美国有可能与其发生利益冲突的当事者将会明白，凭借“迅速制敌”部队的能力，美国可给其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施加巨大的压力。美国的敌人、不可知论者、美国的朋友以及善意的批评者会如何看待这种“迅速制敌”能力？



　　利比亚、伊朗或伊拉克这样的无赖国家很可能会谨慎一点行事。我们对这些国家每个都使用过武力，因此人们不能不认为，美国有可能实施报复或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点不容置疑。尽管我们在使用武力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政策和进行了制裁，但我们尚未能给其意志或思想施加足够的影响，使其改变对美国政策的根本厌恶，或说服它们改变把美国视作敌人的偏好。使这其中的每个国家瘫痪，给其造成更大的损害、破坏和痛苦，这样的侵入式及具体的能力会产生作用并施加更多的约束吗？抑或如此能力会被这些国家看做特别具有挑衅性，而且在美国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国家手中，成为做出过度反应和采取危险升级行动的理由，从而妨碍“迅速制敌”的使用吗？这些国家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表面上的自卫或作为对抗措施，而美国会因此处境更有力，还是更不利？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实际事件发生之前可以争论，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慎重周密地考虑最后结果的必要性。但是，假如“迅速制敌”在施加其影响上不可抗拒，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对抗措施，就像在冷战时期核攻击一旦发动就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制止它的措施一样。那么，这种能力及其适用性就会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当前现有的部队。从“迅速制敌”确实可以影响意志与看法这个意义上讲，它也肯定会影响那些国家的领导层的思维过程，很可能使其更小心谨慎地行事。小心谨慎完全可能使敌人更加聪明狡猾，使其能够更容易地规避美国的威胁。不可能存在一系列清楚或明确的事实，从而保证美国达到所偏好或预期的结果。我们必须确认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对其进行辩论，以便得出更接近正确答案的判断。虽然如此，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取得“迅速制敌”的能力，那么有了这种能力，美国国家的处境就会好得多。



　　善意的批评者对美国的态度和意图并不抱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把其意志强加于外部事件能力方面的增强，将不会使得人们普遍而放心地去接受这种局面。美国常被他国看做一个傲慢自私的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在有些情况下不可靠，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具有挑衅性的国家。显然，可加强美国影响的任何能力，以及加强美国施加影响和自行其是能力的任何能力都将受到批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最大的耐心充分解释“迅速制敌”的理念，就像美国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解释“威慑”所做的那样，并且想方设法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一理论构建会如何有利于和平与稳定，将如何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朋友也不会完全称赞这种新能力。随着促使北约得以组建的威胁以及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的消失，美国把自己的政策与偏好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灵活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失去了把不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或其他跨国因素，贸易、竞争、国内政治与社会压力等自然离心力，以及其他因素就会削弱联盟的权威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独立的国家体系。这一趋势下文还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与此同时，国内对“迅速制敌”所构想出来的能力的反应这一问题也赫然耸现。上文提到的关于如何应对或延缓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职责的纷争在这里也有其相关性。我们回顾一下冷战期间的有关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那时，有些美国人担心美国政府易于出错几近于他们担心苏联易于出错。因此，美国要求自我克制，并争论美国可容忍拥有多少武器，容忍美国的何种武器尤其可能破坏稳定。围绕MX与“民兵Ⅲ”等“打击军事力量”的导弹以及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或其数量上的不足而发生的争论，反映了这些政治观点与看法上的分歧，而且常常造成政治分化。“迅速制敌”理念也具有导致政治分化的可能性。人们关注的将很可能不仅包括军事问题，也包括宪法问题。



　　“迅速制敌”的侵入能力和瘫痪社会的能力会引起人们这样的担心，即这些系统可能被用来针对美国公民。但是，所担心的不是使用武力。例如，神志正常的美国人没有人会认为或相信总统可能针对美国发射核武器。然而，政府中出现过对个人权利和隐私的侵犯性行为，有的是以消遣为目的，如国内收入署的人员浏览纳税申报单，也有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与地方检察官为起诉和定罪目的而伪造案件与证据的少数事例。鉴于此，政府是否能够始终合法并合乎道德地运用“迅速制敌”，这一点将受到质疑。有些可用于对付外部威胁的“迅速制敌”的能力同样可能被得到或未得到授权的人或机构用于对付美国公民。



　　档案、交易和银行账户等各种形式的个人及敏感信息都可得到并加以篡改。假如目的不是导致敌人的银行系统瘫痪，而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把美国人的私人账户或储蓄银行作为目标，结果将会怎么样？款项可以被删除、转走或施以其他形式的处理。不管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臆想的，这些行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构成了严峻的威胁。考虑到许多美国人从根本上对政府怀有一种近似于不信任的不安感，“迅速制敌”的侵入手段与方法所具有的国内干预能力可能被人们视为一种危险，因此可能成为公众反对实践这种理论与构想的理由。



　　然而，我们可以举出有力的先例和明确的历史实例，来回答国内可能对“迅速制敌”及其可为政府提供的能力的关注、担心和批评。最有用的例子是核战略的50年历史以及授予总统并且其宪法指定的总司令职位明确含有的紧急核发射权。我们能够权且接受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美国人毫不夸张地拥有下令摧毁世界广大地区的权力。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差错，美国得到苏联发动核攻击的某些迹象，结果是虚惊一场。此外，也出现过危急局势，如1973年10月的阿以战争、达到高潮的“水门事件”以及已宣布的美国戒备状态交织在一起，那时总统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受到公开的质疑，人们流露出对核发射程序的严重担心。但是，事实是美国坚持住了，这种把巨大责任授予一人的空前做法也经历了冷战的结束而保持了下来。



　　有三权的分立和彼此的严格监督，就不会出现“迅速制敌”能力或将被用于不符合国家安全目的以外的情况。如果“迅速制敌”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威慑和劝阻形式，使潜在敌人不敢对美国发动侵略和采取敌对行动，那么我们不开展缜密、客观的工作来评估和确定其优势与可能的滥用，然后决定针对这些潜在问题可采取何种补救、保证和预防措施，就轻率地抛弃这种机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举动。



　　四、盟友、盟国和同盟



　　对美国盟友的军事态势与军费进行一番研究分析很能说明问题。首先，美国几乎所有的盟友都在大幅度压缩部队规模和削减国防开支。例如，在北约，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德国、法国和英国陆军继续缩小规模，那么北约(假定俄罗斯不被接纳)中的第二大陆军可能就要算美国陆战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国继续大步流星地走在提高其军事能力(如F-22战斗机、“联合星”系统、精确目标打击、“综合信息系统”)和利用军事革命成果的道路上，而美国的盟友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一个重要的作战焦点是协调美国与其他联盟成员的军事能力和战斗力。美军与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条令、战术、能力以及纯兵力规模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作战行动的协调。事实是这些差距今天远比6年前大而明显。如果美国和美国的北约盟友及其他友好国家实施联军作战，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协调作战行动，确保美国和美国的伙伴国以互为加强而非相反的方式作战。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虽然补充了其他几个国家的战舰，美国海军本身凭借其航空母舰战斗群、航空联队和巡航导弹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海上作战能力。这种海上的非对称性甚至比联军在地面部队之间存在的岸上军事差距更为明显。今天，这种巨大的非对称性不仅存在于海上力量对比，也延伸到空中与陆上力量的对比。换句话说，美国的盟友拥有的能力远远低于美国，而且缺乏可与美国的所有部队和系统进行整合与互动的许多手段，因此若得不到大量额外支援和训练，它们根本无法与美军有效地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美国的盟友可能将自己视作“象征性”部队。“迅速制敌”可能加剧这些能力差距，因为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实际使用这种能力的国家。对美国来说，解决能力差距必须成为最为优先的任务。



　　不管是否使用“迅速制敌”，美国都应采取几个与联盟和临时联盟有关的预防措施和行动。就是在已经计划好的部队的情况下，考虑到美国与其盟友的能力差距日趋扩大，这些行动无论如何也是有必要采取的。如同政治威慑的情形一样，幸运的是，我们有绝好的与联盟和临时联盟有关的历史实例和先例。



　　例如，在北约内部，美国总是拥有远远超过盟友的独特能力。例如，虽然英国和法国持有核力量，但只相当于美国来说，它们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是美国的核保护伞在为联盟提供保护，尽管英国和法国保留着核力量作为最后的安全保证。美国提供了绝大部分空运与机动后勤支援。美国提供了广泛的情报与预警系统。美国提供了广泛的C4I基础设施。而且，在早期，美国提供了绝大部分支持联盟的经济力量。



　　冰岛、比利时、荷兰等小国提供的部队比较少，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小。在一定程度上，北约的运作能力是基于每个国家提供其所能提供。美国还采取了专业化的方法。小国家承担执行特定任务的责任，这使美国以及其他大国可推迟发展相关能力。扫雷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未来有或没有“迅速制敌”的安排中，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参照这些先例。



　　在这方面，美国可为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和为“迅速制敌”提供决定性能力。美国可用核保护伞作类比。像核武器在过去一样，“迅速制敌”就是北约政治与军事理论的最新版本和基础。因此，美国依靠其“迅速制敌”基础设施，依靠这种基础设施对作战与情报一体化以确保认知能力，依靠战斗管理、侦察和“综合信息系统”能力的注入，将为联盟提供决定性能力，就像其在过去提供了主要情报与空运力量那样。显然，北约的参谋人员必须接受了解和使用这些能力的培训，而且美国的盟友没有理由不能承担具体的任务。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情，因为美国以前做到过。



　　对此可能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美国的盟友及其工业界可能以某种方式“窃取”美国的秘密和技术。国防工业情报的刺探活动和公然窃取依然令人坐立不安。然而，存在更有力的事实和因素，可以打消这些担忧。



　　首先，支撑美国军事力量的能力靠技术驱动的程度比以前下降，现在远比以前更依靠把技术集成为系统的能力。换句话说，由工程师与科学家构成的庞大技术基础和把技术结合成作战系统的能力是目前惟有美国才拥有的优势。技术本身难以控制，将扩散到境外。但是，系统集成的能力就不那么容易扩散了，因为它要求有规模和深度，而且由于耗资巨大不可能为许多其他国家所拥有。



　　例如，虽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或许有能力生产出堪与F-22、“宙斯盾”或“科曼奇”直升机匹敌的先进的单体系统，但是要将这种能力提升到美国已经达到的特别高的性能水平，靠的是这些技术中的数种或多种在大系统基础上的综合效果。其他国家不可能拥有效法美国的资源和兴趣。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也不可能轻易被窃取或以其他方式得到利用。实际上，这种集成优势带来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允许和鼓励技术在盟友之间更加自由地流动。考虑到我们担心的不是盟友滥用美国的单项技术，保持对其他国家的技术的接触机会对美国有利。



　　那么，什么样的分工可能是美国与其关键军事盟友之间有效的任务与专业分工呢？就北约而言，我们可以想到三种专业化分工。北约盟友可以重点提供一定数量的传统意义上的“重型”部队。这些部队或多或少符合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当前方案和预定计划。如果作战任务要求对领土实施直接的军事占领或需要可进行“沙漠风暴”式常规战争的部队，那么这些部队可派上用场。



　　其次，北约部队可更多地将重点放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与维和任务上。这与英军和法军数十年来所实行的、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任务相一致。德国也开始试用其军队执行此类任务。划分责任不是要解除美国的任何义务，但这使美国除了提供基础设施、空运和C4I支援外，在必要的时候还有可能提供配有革命性装备的战斗部队去保护维和者。



　　第三，北约盟友可依靠美国的援助和支援进行“迅速制敌”部队试验。因为“迅速制敌”意在以不同的部 队结构和压缩的部队规模提供特定的结果，这一发展方向符合北约中可能持续存在下去的预算降低和力量减少的趋势。的确，如果“迅速制敌”证明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即使需要重新调整部队类型和所采购的系统类型，“迅速制敌”对美国的盟友具有的吸引力应当丝毫不亚于对美国。



　　我们的核心意思是，“迅速制敌”不会让美国的联盟在具体系统与实际作战的未来互通性上面临困难或无法接受的选择，而可能证明是应对冷战后世界的许多挑战的指导原则。“迅速制敌”是需要加以探索的一个机会。



　　五、对国防预算与资源的影响



　　总的来说，讨论资源问题有两个方面需要涉及。基于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迅速制敌”部队大约相当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的一半规模。要保持应对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待机部队，将需要部署总共约50万人。因为这些部队使用的舰艇、飞机和装甲车的总数将有所降低，但这些部队将需要以新代旧的一系列能力，所以我们粗略判断，研究、开发、鉴定、试验和采购费用不会低于当前为已经计划好的部队做出的估计。因此，长期的节省将是在人员方面。



　　根据“非战争军事行动”、平时存在和其他的非作战义务所需要的部队规模和部队调入和调出“迅速制敌”部队的方式，我们可计算出费用和费用差。粗略地计算，假设美国像今天一样高于和超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要求保持50万左右的兵力，那么年费用差约为500亿现值美元，而由此得出的年国防预算约为2000亿现值美元。然而，这支核心或“拳头”部队必须始终保持在已得到训练、做好了准备、可用于作战并打赢战争的“迅速制敌”部队之中。



　　正像沙利卡什维利上将所说，主要的挑战在于过渡。美国如何从今天的部队过渡到未来的部队，特别是像“迅速制敌”部队这样一支大相径庭的部队？如我们在我们的建议中所提到的，这项工作应该在逐步试验的基础上完成，确保只有在证明了当前阶段的试验的可信性和效用之后才往下继续进行。关于向“迅速制敌”部队过渡的资源影响，初步试验所需经费估算如下。



　　除“全球炮”外，每种“图纸上”的系统将需要400-500万美元为原型开发进行工业与技术可行性研究，或者将总共需要约2000-2500万美元。“全球炮”必须仔细地调查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应放在“按比例放大”和确定持续射速上。这项工作估计大约需要1000万美元。如这项工作取得成功，将另外需要2000万美元用于原型开发。



　　关于部队结构，我们的建议是，30-50人组成“迅速制敌”部队“图纸上”的或基干的参谋机构，明确规定完整的战斗序列，然后通过一系列模拟来对结果进行“兵棋推演”和测试。六种“图纸上”的系统将同其他名义上的系统一起纳入这项分析，以对其进行对照比较和评估。继这项工作之后，将有一个约由5000人组成的“疯子旅”开始服役。这一初步的部队结构设计程序将花费约1000万美元。连同在“图纸上”的系统上进行的工作，该程序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视我们取得的结果，我们将进而进行下一步的原型开发工作，然后进行全面开发工作。



　　采用这种逐步进行的方式，我们估计，“迅速制敌”的许多能力可在5年的时间投入使用，一支完整的部队可在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














	

 






	















	







	







	









 





	


	







	








	




	


第五章 建议、结论与影响




	







	

 



	


	


　　“迅速制敌”要求高度关注左右和影响以及控制敌人意志与看法的能力。这一明确要求把“迅速制敌”理念与当前的“决定性力量”理论区别开来。“迅速制敌”把“震慑与畏惧”用作达到其目标的主要机制。明确地强调，“震慑与畏惧”是“迅速制敌”与“决定性力量”的另一个区别因素。这些差别引向一种主要的建议。



　　首先，我们竭力主张，用以把美国意志强加给潜在敌人并达成美国目标、用以影响和塑造国际体系使其符合美国及美国朋友的利益的这种理论构建和方法，应得到最为细致的研究。正是这种方法与框架使“迅速制敌”卓尔不群。这也是用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阶段试验的框架和基础。除非在这一框架及其支撑原则与战略上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对它们怀有足够的兴趣，否则费心去试验和改进“迅速制敌”部队就没有什么意义。



　　“迅速制敌”有四个主要特性：对自己、环境和敌人的全面认知；“迅速性”；执行过程中的卓越才能；以及环境控制。根据政治、地理、战术和其他相关实际情况与因素，这些特性必须得到“无缝隙”的利用。这就引出了下面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建议。



　　第二，对这四个特性独具特色的运用，将要求对部队的编组、训练、装备配备、部署和使用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下面将有所论述。我们的建议是，需要充分了解这些影响，也需要有应付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与挑战的意愿。



　　第三，在整合与运用部队时，“无缝隙性”必须取代“联合性”，必须使它成为运用部队的标准。“无缝隙”意味着部队各组成部分更为完全彻底的一体化。可能需要新的法律或法规保证这种转变。换句话说，需要新的或经过修改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任何的法案修正都应特别注意竭力促进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



　　第四，由于“迅速制敌”基于对美国人性格中的创业精神，基于对工商界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利用，改变采购过程以允许充分利用这种能力势在必行。依我们看，当前的采购过程不能满足这项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认为，需要一个新的采购与开发机构来支持“迅速制敌”理念的实施。利用“迅速制敌”的这种方式可以把它比做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最初构想，只是这个新的机构将专注于“迅速制敌”理念，并拥有依据私营部门的现有资源而不受政府过分管制所约束的权限。



　　“迅速制敌”理念适用于包括和平、危机和冲突“全谱”任务要求，可在任何时候投入使用，不管是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在战争爆发后，并且在命令下达后数分钟内即可开始行动。这种“迅速性”引出了第五条建议，涉及“迅速制敌”的威慑／胁迫／劝阻方面。



　　第五，我们建议，对“迅速制敌”威慑和遏制两方面可能产生的政治与战略影响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研究可生成切实可行且广泛适用的政治约束工具或理论，非常适合于冷战后世界的国家安全环境。“迅速制敌”所具有的可在从和平到战争的“全谱”范围的任何阶段使用杀伤性与非杀伤性力量的能力，可成为国家“工具箱”的有力和关键性组成部分。这种能力的效果不容误解，而且如果不做到更充分了解其后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就不会获得这种能力。



　　第六，“迅速制敌”可以根据一系列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攻击波”的形式使用于实战，而不管美国和己方部队有无预先部署或前沿部署。这些“攻击波”也可考虑用于提供同时攻击和持续攻击的不懈能力的选择方案中。第一打击波次采用以瘫痪敌国为目的的“侵入式信息战”和具有洲际射程的“全球炮”(其他候选发射系统包括弹道导弹、火炮或空中平台)。这一打击波次可以使用杀伤性或非杀伤性武器。



　　第二打击波次使用具有洲际航程或射程的隐形武器装备，如B-2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随后是第三打击波次，该打击波次属于海、陆联合打击行动，使用F-117战斗机、F-22战斗机和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中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等。视战斗部署与驻扎远近的情况，第二和第三打击波次的攻击次序可以互换。第四打击波次的攻击是部署多达12个“疯子旅”的部队，每个旅约有5000人。部署这些旅意在牵制地面和敌人的战役，实际部署地面部队是前三个打击波次的后续行动。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些部队有可能，但远非肯定，足以在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总是出现这种理想的结局。



　　最后，作为慎重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前四个打击波次没有迫使敌人放弃行动，或没有接受美国的条件，美国将发动第五打击波次的攻击，采取的形式是部署一个“常规”重型军。这支部队可以是陆军部队，也可以是陆战队的部队，也可以是混合编组的部队，到底使用何种类型的部队合适还是取决于战斗情况。



　　第七条建议是，有必要对“迅速制敌”的这种设计能力进行实验、模拟和“兵棋推演”，以全面衡量何为其能做到，何为其不能做到。



　　第八，由于使作战与情报一体化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建议给予“作战情报一体化整合器”以高度且优先的考虑，并指定一个联合司令部作为研究和检验本建议的有效性及其落实方法的试验平台。我们把情报的重要性一直挂在口头上。这是证明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机会。



　　总起来说，我们的首要建议是，将“迅速制敌”推向研究、开发和试验的下一阶段。这一步骤要求，对“迅速制敌”的理念和作战基本原理从战略、政治和军事角度进行综合评估，并要求对旨在协助达成“迅速制敌”的“图纸上”的系统进行技术可行性鉴定和原型开发。我们认为，这个阶段的费用可以控制在2500-5000万美元以下，需要大约1—2年时间来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我们希望，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将引起和加速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以探讨国家安全的未来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为其有何作为。这场辩论要有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参与，并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量让公众也参与其中。要引起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广泛兴趣十分困难，原因有数条。



　　第一，美国基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被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有意设计成如下模式：促进制约和平衡，通常在达成广泛的政治一致性或面对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才适合行动。目前，在公众眼里，关于国家安全，既不存在一致意见，也不存在真正危险。联邦政府由于关注更多的是公众的态度而不是塑造公众的态度，因此迄今还在推迟让公众加入关于国家安全的大辩论。



　　第二，公众现在往往几乎仅从个人安全与安康的角度，而不是从担心苏联热核攻击的角度看待安全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关于这场讨论，公众普遍处于不感兴趣或无知的状态。



　　第三，我们认为，当前在国防领域里存在的发展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并可能加剧战斗力以及部队执行其任务的战备水平与士气的下降。总审计署已经开始提出报告，由于需要执行的任务数量相对于可用于执行这些任务的部队数量有相当大的增加，面对部署任务的增加，现役部队已经出现人员严重紧缺的状况。考虑到政治上存在的平衡预算与减税偏好，预算压力将要求减少开支，而最大的全权账户则是“050”——国防。国防开支只有可能降低，而且大概要相当大幅度地降低。



　　总的来说，这些情形的影响将导致军队战斗力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国防开支的继续压缩，最近刚经历过并购、现在含有少数航空航天巨头的国防工业界将对政治过程施加更大但或许不适当的影响，以推销其产品与服务。这些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它们也许超出了美国的需要，或者采购它们可能破坏已经吃紧的预算开支，结果有可能削弱而未必能加强美国的部队建设。



　　“迅速制敌”，以其不同的理论与战略重点，以其可能带来革命性能力与变化的前景，可以在激发美国所需要的全国性辩论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竭力主张，应进行这样一场辩论，对美国真正的国防需要、选择方案和行动方案予以充分、公开的探讨。



　　一、结论



　　我们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许多根本不同于超级大国两极对抗时期的挑战。我们也认为，在评估未来发展和探索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直比较谨慎。例如，对主要威胁的核威慑与遏制框架过去经受住了考验，但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就不是很适应。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可供选择的战略基础。



　　我们还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的名言，今天如同200年前一样依然正确。因此，通过着眼于影响潜在敌人及其他行为者的意志和看法以及由此影响其行为的方法，我们又回到了那些不仅从本质上看“首要的”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将要面对的世界的原则。随着“塑造”环境等说法成为政策的一部分，美国需要达到该目标的工具。塑造意味着更广泛的互动，因此需要更多且有效的政策工具。



　　我们希望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为应用“迅速制敌”而开发的作战概念，可以提供比当前的部队结构大得多的优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一结论将证明是令人信服的。然而，正如我们在本报告中通篇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识到，通观历史和经验，容易出错是人的天性，我们都不能幸免。预测不确定的未来需要什么，既是一门推测艺术，也部分是一门科学。因此，我们建议，对“迅速制敌”进行认真客观的评估，作为证明或否定我们对这一新理论的有效性和潜力所下结论的中间步骤。



　　第二，我们判断和断定，未来美国将需要，也将运用相当规模的部队。在这些运用中，有些将属于日常性与和平相关的军事部署。有些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或不在这种背景下的人道主义运用。还有一些将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能需要使用致命的或压倒性力量。我们要特别明智地想出新的方法，以便更有效和高效地用兵而且以我方较低的代价达到政治目的，否则，我们可能陷于陈旧且低效的方法与日趋下降的军事能力的困境中。我们确信，美国的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解决的办法不仅在于技术或美元，也在于智慧、判断力、经验和直觉的应用。在严肃认真地应用美国的才智为美国的安全确定保障措施的过程中，我们选中了“迅速制敌”。



　　本质上，这一结论，即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基于技术，也不是基于美元，与过去40年的大部分历史截然相反。我们过去的举动常常显得似乎可以靠花钱摆脱困境。钱并非不重要。但是，今天，我们认为，可转变为战略、政策和军事原则的概念与思想必须发挥牵引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确定了有助于达成“迅速制敌”的六种“图纸上”的系统。我们的结论是，这六种技术及相关的系统具有技术与物理可行性，当然是从理论上讲。我们认为，这一粗略的可行性审查过程，加上“迅速制敌”的目标，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理应得到更仔细的调研。组成美国国防机构的各部分种类浩繁、范围广阔，对分析可供选择的观念与方法构成令人生畏的制约与挑战。



　　我们的结论是，美国当前的国防虽然拥有我们国家可提供的最出色的公职人员，但是，在缺乏新的危险或者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不可能找到国家安全难题的自我纠正的答案。这不是批评。这是承认现实。“迅速制敌”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审视国防的基础，并因此提供外部的刺激因素，以促成积极的变化和引起对下个世纪可供选择的国防手段的思考。



　　我们的最终结论是，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将给我们教育、训练和激励我们未来的领导者——包括士兵领导者和军官领导者——的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过去，对久已存在的那种威胁的熟悉是一种安慰。无论是敌人的战斗序列，还是其宣布的战术和操练的机动形式，都有我们了然的标准和衡量尺度，为我们训练我们的人实施领导和进行作战确定了正确的要求。今天与明天，那些标准与衡量尺度往好的方向说将不断地变化，往坏的方向说将可悲地有失准确。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应对战争、危机与和平的这种“迷雾与摩擦”的有备程度，一种方法是改进美国为其进行准备的方式。这一长期任务与挑战可能要求不同的视角与观察方法，以保证聚焦于正确的目标以及那些以可接受的政治代价能够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这一任务与挑战可能证明是最难以把握和最棘手的。



　　二、几点影响



　　如果“迅速制敌”部队能够达到我们提出的期望指标，这大概将是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据以界定和达到军事目的和目标的基础将与今天的有根本性差别，而手段与方法将明显地反映出这些差别。“迅速制敌”的四个主要特性表明了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在全面认知方面，虽然将始终存在空白与错误或误差，但想一想追求这一特性将会给当前的编组、指挥、训练、教育以及运用部队的基础样式带来何种变化。军队在接受训练与教育以了解其基本武器与系统及其使用方法的同时，也将被提出类似的要求以取得对潜在敌人的了解。“我如何去影响敌人的意志与看法”这个问题将像对武器与战术的基本了解一样成为第二天性。这意味着，在所有人员的基本训练与入伍训练中，将有必要进行相当大的改革，以便从入伍开始就采用这种训练与教育方式。随着人员得到不断提升，这种训练与教育在伴有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同样得到提升，发展到专业学校、参谋学院和高级军事学院等阶段。内容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专业领域训练和专门知识将被给予更高的优先权和重要性。



　　在认知方面，意义最重大的建议和影响是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整合。通过在作战与参谋指挥系统的各适当层次强行推动这种一体化整合，落实认知要求将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并成为指挥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将对当前的情报界和作战界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像任何重大变革一样，这种一体化整合也不可能轻松地进行。



　　“迅速性”是下一个特性，其影响也将证明是深刻的。要获得拥有可迅速使用的致命与非致命性力量的这种能力，将要求对军事计划的制订方式进行重大改变。总司令用致命或非致命性力量几乎即时地做出反应的能力，将标志着与当前情况的重大不同。提供的军事建议与咨询将反映复杂性的增加。



　　推行卓越才能的标准将同样带来令人关注的影响。达到并保持这一标准不仅将困难重重，而且代价也不会低。为这一目标进行训练和提供支持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进行适当的变革。对取得卓越才能的鉴定将要求进行一些考查，而这些考查在难度上远远超出衡量当前战备水平这一已不算轻松的工作了，即是一项常被批评为不精确、采用了判断式而非量化指标的工作。



　　最后，控制环境也许将证明是这些特性中最难以取得的内容。我们要记住，部队将得学会“隐身”作战，也就是说，既要支配白昼，也要支配夜晚。如何调节与控制所有特征，什么要显示出来或隐藏起来，这些都是需要学会和知道的颇具挑战性的技能。对利用欺骗、错误信息和假信息的依赖程度将有所提高，而且这种利用将和战术与技术能力结合到一起。



　　这些影响累加起来，效果将非常明显。按照我们共同的判断，“迅速制敌”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其范围涉及战略、政策、部队的实际使用、部队结构和基础设施，甚至在更大范围上涉及与维护和平、预防或控制危机和赢得战争有关的政治机制。“迅速制敌”有可能改变国防的内容和结构，并促进一场关于我们应如何为国防做准备的热烈辩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恭敬地敦促，将“迅速制敌”推向下一阶段的试验鉴定。














	

 






	















	







	







	









 





	


	







	








	




	


附录 可产生“震慑与畏惧”效果的技术清单




	







	

 



	


	


 
 
 
 
 
 
 
 
 
 
 
 
 














	

 






	















	







	







	









 





	


	







	








	




	


译后记 我在互联网上采访“震慑先生”——哈伦·厄尔曼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过去漂洋过海、跨越国界才能得以相见的事情在互联网上轻松地得以完成。笔者对“震慑论”提出者哈伦·厄尔曼先生的采访就是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的。



　　一、“伊拉克自由”行动让国人知道了“震慑先生”——哈伦·厄尔曼和他的“震慑论”



　　从2002年底开始，美英等国加紧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准备，“震慑”一词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国际互联网上。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几大报纸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美国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渲染联军对伊拉克的战争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震慑性打击”，指出在第一天的军事打击中，美军将出动数千架飞机，发射数百枚导弹，一举瘫痪伊拉克的国家机器。“震慑论”的主要倡导者哈伦·厄尔曼和詹姆士·韦德等人也多次接受专访，介绍他们的主张。



　　根据他们的介绍，“震慑论”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一群退出现役的高级军官经常在华盛顿翠绿的郊外聚会，高谈阔论现代战法。他们中包括多位在1990年-1991年负责和实施“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军官，分别是前大西洋司令部司令、前北约南欧盟军司令部司令、前科威特战区盟军空军司令、前美国第7集团军和第18空降军司令，还有国防部两位政策和研究与发展及技术高级官员。美国战略界的老前辈、长期担任国防部办公室基本力量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讨论。这些将军的初衷是，用另类思维来研究美国在冷战后的国防和军队建设。1991年的海湾战争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想像力。他们提出能不能用比海湾战争少得多的部队和在更短一些时间里打赢一场如此规模的地区战争。



　　随着神仙般侃大山的继续，这些将军们的思想慢慢地集中到了“震慑”上来，最后形成报告，以内部参考的形式上报了美国国防部。1996年10月，哈伦·厄尔曼和詹姆士·韦德等人一起编辑出版了《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一书，论述了“震慑论”的基本原理、产生的背景、内涵、战略和战役层次的应用、系统与技术一体化和发展趋势等几方面内容。作者的前言中解释说，他们的一些主张并不成熟，只希望以此来抛砖引玉，激励愿意探索的人们共同寻找新的作战方法。1997年，他们又合伙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迅速制敌：全天候的军队，达成震慑的技术与系统：一场真正的军事变革》(Rapid Dominance：A Force for All Seasons，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for Achieving Shock and Awe， A RealRevolutionin Military Affairs)。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入研究结果，着重于“震慑论”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介绍达成“震慑”和“迅速制敌”的手段与方法。至此，哈伦·厄尔曼等人提出的“震慑论”思想基本成形。



　　然而，不知是人们没有注意这一理论的价值，还是认为其过于理想化，在当时，“震慑论”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有些人甚至批评说，它只是古代“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翻版。直到6年后的春天，随着美英联军以“震慑”为行动代号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人们才注意到“震慑论”以及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哈伦·厄尔曼等人。笔者作为一位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随即萌发了采访厄尔曼的创意，主要目的是直接与作者交流，就中国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请他作以回答。 [ 注：采访全部内容已发表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一书的附录里，2003年第8期《世界军事》杂志也刊登了此次采访的全部内容，请参阅。 ]



　　二、采访哈伦·厄尔曼前的案头准备工作



　　笔者是在和同事翻译完哈伦·厄尔曼等人的《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后开始准备采访提纲的，该书中文版已经于近日由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笔者不仅了解了“震慑论”，而且对厄氏本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哈伦·厄尔曼，现任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拥有国际事务、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专业领域是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国防、经济和金融。厄尔曼早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越南战争。在越南战场上，他参与执行了150余次战斗和巡逻任务。到海湾战争时，他已经是一名驱逐舰的舰长。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未完成的事业：阿富汗、中东及其未来》(2002年，肯辛顿公司出版)，该著作论及了从阿富汗到朝鲜的未展开的问题。退出现役后，他转到了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政治与军事和战略计划主任。他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商人，同时还是许多政府高级部门和私营企业的顾问，与财富杂志100强中的多家公司有业务来往，自己还经办基洛威集团公司，主要从事金融领域里的咨询业务。2003年3月当“伊拉克自由”行动打响后，他的“震慑论”广为传播开来，甚至有媒体直接称呼厄尔曼为“震慑先生”。



　　采访前的案头需要还让我进了图书馆。在一本由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写的回忆录《我的美国之路》里我还找到了这样几段与厄氏相关联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反映出厄尔曼的学术水平和为人。



　　故事一：厄尔曼是鲍威尔崇拜的“战略奇才”。鲍威尔写道：20世纪70年代在国防大学学习时，“有一位老师把我的眼光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海军少校哈伦·厄尔曼，他讲授军事战略。在此之前，我只接触过实干家，他们中几乎没有谁同时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厄尔曼是个奇才，集穿军装的学者、海上作战部队指挥官于一身。他拥有一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好脑筋。厄尔曼和他的同事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相互联系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政治的全景衔接了起来。”



　　故事二：此鲍威尔非彼鲍威尔。在美国军队中，上下级关系是很分明的。但鲍威尔却认为，当时身为校官的厄尔曼先生活跃于将军群中。一次，厄尔曼和他英国出生的太太朱丽安邀请鲍威尔夫妇到他在乔治敦的家中与朋友座客，最高级别的客人是杜克·贝恩，他是美国国防大学的校长。美军少校一般不与将军们一起喝酒聊天，可厄尔曼却把鲍威尔引见给了贝恩将军。鲍威尔回忆道：“将军很友好，但当我被介绍认识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后来鲍威尔才明白，原来将军来时希望见到的是美国最高法官L·鲍威尔，而不是他自己学校的这位鲍威尔。



　　故事三：鲍威尔和厄尔曼夫人一起睡过觉。鲍家和厄家关系非同一般。鲍威尔在自己50岁生日时向来宾说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段子：他和厄尔曼夫人一起睡过觉。其实背景是这样的，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教员和学员妻子允许旁听。厄尔曼的妻子朱丽安经常听丈夫的课。而且经常与鲍威尔并排坐在一起。夏天，华盛顿的下午总会让人困倦。很少有人能不打盹就听完厄尔曼的“布匿战争给予我们今天的教训”这一课的。50岁时，鲍威尔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副助理，厄尔曼夫妇应邀参加鲍威尔的生日。到了鲍威尔讲话时，他把厄尔曼的妻子朱丽安招呼到了身边，她跟鲍威尔是同一天的生日。鲍威尔用胳膊搂着朱丽安的肩膀向大家介绍说：“当我在国防大学学习时，她和我曾一起睡过觉。”讲到这里，鲍威尔故意停顿了片刻，大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了许久，鲍威尔才说，“当然是在听她丈夫的课时。”一席话顿时引起全场大笑，厄尔曼和夫人也笑得很厉害。



　　可以说，由于厄尔曼所具有的战略奇才，加上他与华盛顿军政要员和经济界人士的良好关系，他不仅可以把许多刚从一线上退下来的高级将领招安于旗下，共商美国国防与建军的新方略，而且还能够利用与军政要员推销他的“震慑论”思想，从而坐上“震慑论”创始人的第一把交椅。



　　三、在国际互联网上采访哈伦·厄尔曼



　　准备好提纲是做好采访工作的内容。1999年北约打完南联盟后，笔者趁在英国学习之机先后采访过英国前工党主席托尼·本、前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前国防大臣汤姆·金等高级官员。后来在斯里兰卡开会，又采访了印度退役空军参谋长梅赫拉先生和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汗先生。总的感觉是，尽管这些人曾身居高位，但他们还是很平易近人。有了这样一些采访的基础，笔者想，只要提的问题合理，厄尔曼先生也不会拒绝采访的。结果采访还是费了一番周折。



　　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后。我告诉厄尔曼先生，美英联军开始对伊拉克的“震慑”行动后，中国读者开始对他的“震慑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的《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已经由中国的新华出版社买下了中文版版权，由笔者等5位军官翻译成了中文，衷心希望他能够在百忙之中回答笔者提出的9个问题。



　　从4月17日下午把采访提纲发出到24日收到厄尔曼的正式答复，来回折腾了5次。第一次，老先生回复得很快，而且也很客气地告诉我，愿意回答我的提问，但他又说我所列举的那本书已经在美国公开发表，我可以通过书店购买到他的书。回信只有短短的三行字。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连个结尾都没有。看着他的回信，我在计算机前想了半天，可能是太忙的原因吧，那我就等两天吧。



　　两天过后，我又给厄尔曼先生发去了请他接受采访的邀请。这次回信也很快，而且还带有附件。打开附件一看，我心里的激动顿时没有了。原来老先生给我发了他刚写完的一篇小短文，题目是“把线如何穿到针眼里”。文章也就两页多，但很精干，讲的还是如何利用和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达成战略目标的事。在信中，厄尔曼还告诉我，文章的版权属于他个人，但我可以引用。读到这个地方，我一下子乐了。一乐厄尔曼的干练和精明。他的意思是想用这篇文章把我给打发掉，但是文章和我想要挖掘的“震慑论”思想相差了许多，我当时就想，老先生啊，你别想蒙混过关。二乐老先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若在中国学者眼里，不就是2000多字的小稿件吗，别人引用就引用吧，甚至抄袭也没有多大的危险。而厄尔曼不这样想，他首先声明文章的版权归他，但我可以引用。这也反映出厄尔曼其人的经济头脑是何等的灵活。这其实也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



　　随后，双方通过国际互联网又做了几次信件交流。在笔者的步步紧逼下，4月22日厄尔曼告诉我，“你的采访提纲不见了，能再给我发一次吗？”我心里想：好嘛，“震慑先生”，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重视我的采访。但现在毕竟答应了接受采访，笔者当即给他发了过去。其实按我当时的设想，他至少要给我回答6000字以上的文字量，而且我也告诉他这一篇幅限制。当4月24日我再次打开自己的信箱时，我发现厄尔曼先生的采访终于过来了，但篇幅不长。有些问题简单得比我提问的字数还要少，但十分到位。比如，他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就直接告诉笔者，他们提出“震慑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满老布什和克林顿的国防与军队建设政策，他们要另辟蹊径。细品他的回答，笔者能够看出厄尔曼思维方式的敏捷和工作作风的干练。他就是笔者要采访的“震慑先生”——哈伦·厄尔曼将军。



　　四、采访完厄尔曼后再看



　　整理完对厄尔曼先生的采访，再回过头来翻阅他主编的两本“震慑论”著作，眼前浮现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如何评价这一理论，也许是大家思考的问题。



　　第一，“震慑论”并非道义理论。减少战争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越来越被战争发动者所看重，但道义升级不表明战争不再是“人类最肮脏的事业”，它只是战争发动者和参与者为自己找出的更冠冕堂皇的借口，为自己披上所谓人道主义的外衣。“震慑论”有着浓重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色彩，完全是仗势欺人。对目标国实行“斩首”、对国家基础设施进行精确毁坏，尽管贴上“道义”标签，但完全是一种非人道行径，践踏了国际准则，侵犯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震慑论”是“威慑论”和“遏制论”的延续，但又不同于“威慑论”和“遏制论”。“威慑论”主要指通过拥有和显示足以杀死对手数次的能力来阻止其进攻。“遏制论”同样强调防范对手。“震慑论”除了威吓对手外，还主张使用包括欺骗、动用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手段达成迫敌就范的目的。它既关注通过显示能力威吓对手，也关注战场的实战效果，达到了理论与实战的有机结合。根据作者介绍，他们就是要找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期间指导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方法。



　　第三，“震慑论”体现出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哲学。崇敬自我、珍惜生命和自由是美国实用主义价值观所在。战争伤亡一直是美国社会的敏感问题，特别是越南战争后，对技术和钢铁的依赖和崇拜成为美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者的绝对追求。在战场层上，美国要利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减少己方和对方军民的损伤。“震慑论”希望通过发挥技术优势来达到不流血而迫敌就范，这种主张完全吻合了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



　　第四，“震慑论”为“先发制人”战略和“速胜论”思想提供理论依据。“震慑论”既强调威慑思想，也坚持拥有实战能力，特别是对相对弱小的对手，理论提出者主张使用“斩首”、“闪击战”和欺骗之类战争行为，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发起军事行动，把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当作“震慑”对手从而达成战争目标的手段，为本届政府提出“先发制人”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具有进攻意义的理论，因此受到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重视。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1．矛、弓、弩、剑、盾和古代战车





(公元前2000-前500年)




　　战争和战争史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之前，武装冲突早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了。最初，人类使用石块和棍棒作为寻找食物、配偶和栖身之所的工具，或者将它们用来征服他人，以满足其生来就有的欲望，从而认识了石块和棍棒作为“武器”的价值。后来，人类又发现，边缘锋利的石块或者削尖的棍棒要比圆石或钝棒威力更大。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懂得，在进攻敌人或猎取食物时，如果隐藏在草丛中或者猛然从树上、岩石上跳下，就更容易得计。这样，人类就确立起一种典型方式，即采用跟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特定手段来发明、改进、选择和使用武器。人类在整个战争史上，始终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



　　早期的战争工具



　　由于人类最初的几千年历史一直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当时的武器库中的许多原始兵器已经无从查考。金属的启用，剑、弓和矛的发明，曾给战争和战术的发展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可惜都未能留下只字片语。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里，这些基本的作战武器及其使用方法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发展，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战争。



　　兵器从开始就分为两大类：劈刺式和投掷式。史前人类所用的棍棒是最原始的劈刺式兵器，最早的投掷式兵器是人类投向敌人或猎物的石块。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就会用兽皮制成投石器来投掷小而光滑的石块，这要比单纯用手臂投掷力量更大，距离更远。这种投掷器还使用泥土烧制的弹丸，后来又采用铅制弹丸。在庞培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已发现了橡子形状的弹丸实物。生活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都有一套特别高超的投石技术。他们通常配有三种投石器，分别用于远、中、近距离的投掷。大卫(公元前1040年-前970年，以色列王)就是用投石器杀死歌利亚的 [ 译者注：据《圣经》记载 ] 。在好几个世纪里，投石兵在作战阵容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有些地区，投掷石块逐渐改为投掷尖利的棍棒，后来就演变为投枪、标枪和曲形硬木飞镖。荷马勇士每人都携带两支标枪。作战时先向敌人投掷标枪，然后再用剑进行白刃战。跟标枪相配合的冲刺式兵器是沉重的长矛或梭镖。在许多古代社会中，梭镖是作战勇猛的标记，也是君权的神圣象征。在古罗马的玛尔斯(战神)神殿和希腊的各种圣堂中，梭镖是人们崇拜的圣物。



　　希腊梭镖的普通长度为六至九英尺。但由于是手工制作，所以实际上是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的。梭镖和长矛是古希腊甲兵的制式武器。这种甲兵配备有重型兵器和盔甲，是古希腊战斗队形——方阵的基本成员。



　　在整个石器时代里，棍棒兵器种类繁多。其中北美印第安人用的石斧属于战斧型兵器。如果将棍棒削出锐利的刀口，就成了剑的雏型。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人们冶炼出坚硬而富有韧性的金属，制造出了刀口长而薄的剑。青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由于自然界中存在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最早始于何时。青铜工具的使用，希腊的克里特岛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则始于公元前2800年，特洛伊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和几个世纪后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发展。由于青铜具有坚固、柔韧和耐磨等特性，因此很适宜用来制作非常尖锐和刀口锋利的武器。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金属制造工匠的技术日益提高，发明了许多新的制作和浇铸技术，生产出来的剑不仅外形有了改进，而且更加耐用。青铜剑起初是尖头的，剑头比剑身要大，看来既可用于刺杀(类似决斗用的轻剑)，也可以用于劈砍(类似军刀)，因为青铜质地较软，故青铜剑最初主要是用于刺杀。



　　铁制工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进行上述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



　　尽管最初铁的造价十分昂贵，而且产量有限，但是，铁的发现毕竟给古代兵器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公元前1200年时，锋利的剑开始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出现了。由于这种金属坚硬而不易断裂，因此剑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剑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形似马刀用于砍杀的长剑，这种剑没有尖头，后来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用的就是这种剑。另一种剑比较短，很象一柄匕首，是古希腊甲兵佩带的武器。这种剑的剑身长约16至18英寸，宽2至2.5英寸，剑柄长4至5英寸。它就是后来比它稍长稍宽的古罗马短剑的雏型。——古罗马以前的剑虽然仍是一种劈砍兼刺杀的兵器，但主要用于劈砍。



　　金属武器的使用也导致护身甲具制造业的兴盛发达。原始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护身具是盾。最初它仅仅是一张兽皮，几乎总是用左手拿着或者挡在左臂上，这样，右手就可以腾出来操持武器。后来，人们常常将兽皮包在一个简单的木框架上，制成了盾。但有些古盾完全用木料制成。在亚洲常用的是柳条盾。用来保护头部、躯干和腿的护身具最初也是用兽皮、柳条、衬有垫料的布套或木头等材料制成的。



　　尽管金属已被用于兵器的制造，但皮革仍然是制盾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材料。当然，有时也用金属来增强盾的牢度。锤制金属铠甲和头盔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费时的劳动，而用熟铁小片制成的鳞甲则较为便宜和实用。古代东方的亚述武土得益于新的金属制造技术，他们手里拿着很长的铁制砍剑，身披外面缝有铁鳞片的皮里盔甲。自从铁出现以后，希腊甲兵的梭镖便装上了铁的尖头，腰上佩带的剑也用铁制成，而他们的盔甲、盾和头盔都是青铜的。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胸甲，是在皮革上缀以重叠的青铜片或铁片制成的。



　　弓问世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在发明黑火药之前，它一直是士兵手中基本的投射式兵器。在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东、印度和中国早就使用它。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



　　印度弓的长度为4至5英尺，在22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原样。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也试用过一些包括金属在内的别的材料。箭的长度为2至3英尺，用竹子或藤条制成，通常采用金属箭头。弓箭兵一般不带盾，由前面一排持盾的标枪兵来保护。在印度，不论弓箭兵或是标枪兵都配备有相当长而宽的砍剑。



　　为了有效地使用弓，士兵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技术训练，同时，还需要适宜于作战的开阔地形。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手中的兵器。如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岛的雇佣弓箭兵(马其顿和古罗马人对他们十分称赞)以及游牧狩猎者都使用这种武器。



　　早期的弓是一种“单材弓”，它只用一种木料制成。大约到公元前1500年，中东和亚洲出现了“混材弓”，有时也称作“角弓”，所用的混合制作材料取决于工匠能够得到哪些材料。这种角弓后来就成为整个亚洲和有些欧洲人所用的制式兵器。直到现在，地球上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在使用它。



　　混材弓是用几层不同材料制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年代里，这种弓通常用一条扁平的木质基板做成弓的中心骨架，在对着弓箭手的一面压上一层劈开的角片材料；在弓架的另一面再加上一层野兽的腱。多数混材弓是反射式的，弓弦松弛时弓的弯曲方向跟弓弦拉紧时的弯曲方向恰好相反。混材弓的长度一般不足4英尺，而土耳其弓和蒙古弓则在5英尺以上。



　　角弓种类繁多，其射击距离和穿透力也各不相同。比如土耳其角弓的射击距离在300码以上，穿透力也相当大。但是，直到公元16世纪左右，经过改良的土耳其弓方能穿透锁子甲。到了骑兵用上角弓时，它的威力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而使军队的机动性和兵器的杀伤力得到了令人生畏的有机结合。



　　古代战车是一种小型马车，由一匹或多匹披带盔甲的战马牵引。它在很古的时候就发展起来了。早在特洛伊战争时(约公元前1200年)，战车就作为弓箭兵和梭镖兵的机动平台来使用了。在古希腊末期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在印度和中国，战车的形体较大，主要用作国王和贵族的移动指挥所。车上还载有击鼓传令兵、驭手和一名或几名弓箭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车逐渐变成了亚洲多数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部队的士兵。由于在车轴和车轮上装上了长柄大勾刀和别的刀剑兵器，车的四周还挂上了盾等不同的装甲护具，因而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突击威力。圣经上曾经记载说，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特别害怕埃及法老的战车。亚述战争中的战车对当时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战车所用的牵引马匹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而且必须有平坦开阔的地形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



　　骑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次等的贵族组成。他们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盔甲和好武器，还占有许多马匹。但是，大多数军队中的精锐突击队里仍旧保留着一支战车队，用来运载大贵族或皇室成员奔赴战场。



　　在印度，由于气候的关系难以培育出品种优良的马匹，而最好的牲口又都用于马拉战车，这就是古代印度很少骑兵的缘故。因此，约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印度开始用大象进行作战。这种巨型动物组成的部队的突然出现常常使敌人惊恐不已。不过，实战表明，它大不了只能起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当大象所引起的惊恐平静下来之后，训练有素的部队便可以找到对付大象的有效手段。这些野兽很容易四散乱窜，反而将自己的队伍搞得乱七八糟。为此，驱赶战象的士兵在大象乱窜时就用一根尖铁刺入它的头部。在印度则用沉重的铁箭和燃烧的火箭射击大象。希腊有些天才的无名将士曾用与现在的反坦克雷场相似的办法，将铁尖桩连环埋在适当的地方，以划破厚皮动物大象柔软的脚。



　　尽管大象作战有很大的局限性，又容易被击伤，但敌人从来不敢等闲视之，因而大象的使用逐步扩大到了近东和北非地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古罗马人曾迫使迦太基人接受和谈，规定作战中禁止使用大象。可以说，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器限制。



　　在古代军队的组成、兵器的使用以及战术的运用方面，能否灵活机动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军队通常由大批手持矛和盾的步兵组成，另外还有配备着投掷式兵器的投石兵和弓箭兵，这支步兵构成了整个部队的一个坚强基地。这就使装备更好的战车队、骑兵队和战象队可以在其周围顺利地进行作战活动。



　　当两军对阵时，大群梭镖手集中在一起，前面是密集的轻装弓箭兵和投石兵，再前面和侧翼是骑在马上或乘坐战车的贵族队伍。两军互相接近时，弓箭兵和投石兵连续不断地向敌阵进行骚扰性投射，一直到战车或骑兵向敌人发起冲锋。接着，轻装部队就穿过重步兵之间的空隙移向阵营的侧翼和后背。除象麦吉多战斗中图特摩斯作战方式那样的少数例外情况外，部队的运动只是相机而行的举动，并非事先有计划的安排。通常，混战中的双方互相咬在一起，踩着地上越来越多的尸体和伤兵，时面向前，时而退后。有时一方的战车和骑兵在发起冲锋时就吓垮了对方，那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追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军事战术、军队的编制和军事学说，不仅受武器不断更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如何用兵、如何使用武器的新的思想和概念的影响。合理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武器的思想，大大地促进着军事的发展。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从亚述人采用的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体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战争机器的具体情况。公元前700年左右，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废弃了当时的民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支常备正规军。当然，国家必须给士兵发放军饷，而这支军队又最容易靠对外扩张来得到维持。因此，这个国家的首要事务变成了从事战争。它依靠战利品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真正的军事体制来保持它的财源和兴旺繁荣。他们不遗余力地设法保持军队的高效能。依靠这支军队，提格拉·帕拉萨扩展了穷兵黩武的亚述先王已经建立的帝国疆界。



　　有迹象表明，世界上最先充分认识铁的性能比铜优良的是亚述人。他们的军队全部配备了铁制兵器、战车和铠甲。由于他们不断地、系统地改良兵器，并严格训练土兵，使他们熟练地掌握兵器的使用方法，因此，亚述军队长期保持着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亚述军队的主力由大量的梭镖兵组成。他们行动缓慢而且相当笨重，但是，与当时别国的同类步兵相比，技术尚算较好，机动性也比较强。在亚述人的典型作战方案中，高潮阶段便是以不可抗拒之势向敌人发起突击。



　　亚述军队的弓箭兵比敌人组织得更加严密，弓的威力更大，并能以极高的命中率发射铁头箭。他们的射击常常使敌人队伍乱作一团，从而，为战车和骑兵的密切协同，进行冲锋创造了条件。



　　亚述军的主要进攻力量是马匹牵引的双轮战车队。它的任务是在敌人的步兵队伍中冲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跟当时别国军队一样，亚述人利用战车强大而凶猛的作战威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与弓箭兵、梭镖兵和骑兵紧密配合进行作战。



　　骑兵在亚述军队中所占比例最小，但技术训练最严，装备最好。那些贵族将士都是骑马奔赴战场的。到了战场上，一部分人下马徒步作战，也有的坐在战车上进行战斗，但是，许多人是骑在马上跟敌人厮杀的。骑兵比别的兵种纪律更严，技术更熟练，而且更加机动灵活。作战时唯有使用骑兵方能实施机动。



　　亚述军队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这清楚地说明，它的组织编制是高明的。亚述军队的详细编制情况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它的野战部队有时可能接近五万人的兵力。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要能够在沙漠和山地作战，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军需供给的辎重队，同时也要有一套效能极高的作战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恐怖战术是亚述军队取胜的另一重要手段。当时，多数国家的军队都以狠毒凶残而著称，亚述人采取的正是这种恐怖政策——这可能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实例。他们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往往杷男女老少斩尽杀绝，或者把所有的人都监禁起来，他们以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手段实施着恐怖政策，实践证明，这对亚述军队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海战的开端



　　大约在亚述人大力发展常备军的同时，腓尼基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最早的专用海军战船了。居住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以航海为生的人早就将船只应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当时只局限于将商船用于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这些带着帆和桨的又短又宽的小船，基本上是用来支援陆地部队的。腓尼基人制造的新式战船是用桨推进的帆船。与典型的商船相比，它的船身更长，更窄，速度更快。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腓尼基帆船的设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使海军具备了当时在陆上或海上战斗最熟练和最完善的技术。雅典人的三层桨帆船是一种船身既长，又浅又窄的战船，由于它的桨在船的两边各排成三组，故而得此船名。为了提高船的速度、动力和机动性，他们不惜降低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货物容量和最大航程。船的两个桅杆上安装了风帆，作为桨的辅助动力，但在作战时只划桨驱动，划浆手的数量从75人加到150余人。



　　三层桨帆船的主要战斗部位是位于吃水线处突出于船头约十英尺的金属撞角。如果撞角插进敌船的舷侧，必然造成致命的创伤。但是，大多数希腊人宁肯采取陈旧的战术，即划到敌船的旁边，然后强行登上船去袭击敌人，因此，他们的船上往往装载着登船部队。



　　雅典的海军是依靠高超的航海技术、船的高速度和机动性取胜的。如果雅典战船就近没有机会直接撞击敌船舷侧，那末，它就在敌船旁边突然转弯，并在最后一刻把桨取下放入船内，再去撞击那惊慌失措的敌船，这时无能为力的敌船好比一只只伏窝的鸭子，听凭雅典战船用撞角进行猛烈的撞击。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古代腓尼基人及其在迦太基和叙拉古斯的“继承人”在海军作战方面的影响，因为腓尼基人用了几百年的战船和战术一直是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所效仿的典型。当然，他们没有照抄照搬，作了许多改进。譬如，桨的数量有增有减，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船身变得更浅更长，船上增加了放置战斗武器的炮塔，使用了能够钩住敌船的挠钩和攻占敌船的渡桥。在两千年左右的时期里，长而浅的帆桅战船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作战舰型。冲撞和跳帮也一直是海军作战的基本战术。直到公元十五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的海军冲出地中海，离开近海水域，开始了向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外扩张和征服战，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根据我们对亚述人从事战争的情况的了解，加上麦吉多这种早期战争的零散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将领已经具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和战术之类相当高明的军事思想了。而且古代帝国的国王和法老也必定具备了一些朦胧的军事战略观念。只是我们对此所知不多，因此只能作些推测罢了。



　　显然，那时肯定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



　　我曾在别的场合 [ 注：参见历史分析和研究组织的《战略思想和现代战争性质的变化》第一卷第239页(1966年华盛顿出版)。 ] 将作战条令一词定义为“由作战原则、策略和思想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用来支配作战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确保连贯协调地使用这些组成部分。条令的产生可以来源于作战经验或者军事理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它代表了用兵的最佳指导思想，并依靠理智来确保它的实施。条令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法，只有军队的一切部门都知道它，弄懂它，并遵守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条令是通过战术来实施的。我把战术定义为将可能得到的分散部队加以调度部署和巧妙的运用，以实现既定之作战目的的技术。



　　尽管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有关古代战争的详细描述寥寥无几，但依靠我们已知的情况，足可证明古代(远远早于公元前500年)的军事将领已经制定了原始的作战条令、良好的用兵战术和武器的使用方法。他们能够很好地组织和部署兵力，使之处于优势的地位，派遣各种类型的士兵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他们已经深知突然袭击的优越性，懂得采用典型的机动作战方法（直至现代仍在继续使用着），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动包围的方法。此外，他们也能够很好地使用投射式兵器。投射式兵器的作用距离大大超过了白刃格斗兵器，它能造成敌人队伍的严重混乱。倘若跟突击冲锋很好地配合，就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



　　古代战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给施展兵器留出足够的空间，并在军队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每个士兵平均要占一平方米的位置。一支有五万人的亚述军队，其中步兵有四万五千人，编成纵深为20人的密集队形，骑兵和战车队的纵深约5排，各编队单元之间的间隔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占位置的面积，合计总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宽度约二千五百米，纵深约一百米。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2．方阵和长矛(公元前500-前200年)




　　方阵（由步兵梭镖兵组成的密集部队），是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苏梅里亚的一种作战队形。在希腊，也许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就开始采用方阵进行作战了。除了北部的塞萨利和马其顿等较为平坦的地区外，多山的希腊很不适宜骑兵的机动。因此，一般说来，希腊不很重视骑兵这一兵种，而着重依靠经过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



　　重步兵部队纪律很严，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为8至12排不等。训练有素而且纪律严明的古希腊方阵的每个士兵——甲兵，通过体育运动和频繁的作战，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他们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其长度通常为6至9英尺。他们戴头盔，挂胸铠，裹胫甲(保护膝盖至踝节之间的小腿)，手持圆盾，腰间常常插着或挂着一把短剑。交战时，前面的2至3排甲兵将矛对着敌人，后面各排把矛架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形成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射来的箭。



　　方阵及其各个组成单元可按战斗队形作有限的运动。方阵在展开时往往要在长而紧密的横队之间留有狭窄间隔，以便轻步兵在战斗需要时穿行。战斗通常要经双方商定，在最平坦的地面进行。因为部队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运动会造成首尾脱节，这对整个队形的衔接十分不利。



　　古希腊甲兵由各城邦的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装步兵无论在装备和训练上或者在纪律养成上一般都比不上甲兵，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许多轻装步兵，特别是配备有特种兵器并有熟练技术的弓箭兵和投石兵均为雇佣军。他们跟不太强大的骑兵共同负责保卫前进中的方阵侧翼。战斗开始时，他们在方阵前面组成一支散兵屏护部队。



　　古希腊甲兵除了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强壮的体格外，还具备独立城邦自由民的优缺点。他们机灵聪慧，识文认字，因此，颇有点妄自尊大。尽管他们明显地接受了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战术体制和秩序，但是仍然不太相信严密的组织体制那一套。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希腊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原先尚处于野蛮状态的马其顿完全希腊化了。但马其顿在军事上的发展却独具一格。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初，马其顿国王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步兵。不过它的军事实力主要依赖于王国的贵族骑兵。当菲利普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公元前359年)，他彻底改组了马其顿军队。他一面改革骑兵，一面又特别关注步兵的建设。菲利普王的军队由马其顿本地的专职士兵组成，而不是从别的希腊军队中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募而来，按照籍贯地区编成方队中的连，因此都具有一种团结精神，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菲利普王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效忠于他。



　　经过改组，马其顿军队成了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精良的部队。这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军队，它将希腊雇佣军高超的作战技能跟希腊公民士兵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结成了一体。通过对人和武器装备的能力及局限性的透彻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初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思想，即通过科学周密的计划，实现合成兵种协调一致的战术行动。精心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把众多士兵结成一部完整的军事机器。假如在菲利普，后来又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统帅下，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即在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



　　跟以前的希腊军队和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一样，马其顿军队的基本武器是梭镖和长矛。到了菲利普王的时候，他启用了一种更长的矛，即马其顿长矛，其长度约为13至14英尺。长矛加长后，士兵可以在敌人的梭镖还够不着自己的时候，先用长矛向敌人进攻。因此，马其顿方阵比手持梭镖的希腊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这就是古代出于夺取战争优势的动机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良兵器的一个实例，也是早期军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一个例证。在亚历山大之后，也许在他当政期间，长矛的长度曾进一步增加到15至18英尺，需要用两只手方能操持。有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作战用的长矛为21英尺，训练用的长矛达24英尺。不过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菲利普军队的支柱是步兵。马其顿方阵是仿照希腊方阵组建的。不过它的纵深是16人而不是8至12人。它的队形也不象希腊方阵那样肩靠肩的十分密集，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象一把攻城锤猛烈冲击敌人的队伍。在这种紧凑的队形中单兵退却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甲兵分为两种类型：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前者数量较多，携带马其顿长矛，后者配备制式希腊长矛。每个士兵的肩上都背着盾。正规常备兵的盾直径约二英尺，而轻装步兵盾的尺寸则足以遮住跪着的士兵的身体。马其顿长矛通常握在离柄端3至6英尺的位置，方阵头上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握矛的姿势有的倾斜，有的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艾米留斯·保罗斯报告军情时说，在皮德那战役中，他一见到“密密层层向前伸出的长矛阵势，顿时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密集紧凑的方阵队形移动起来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它队形庞大，士兵又携带着很重的兵器，但经过不断的训练，正规常备兵部队比普通的希腊方阵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正如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在多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个连都能以完整的队形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机动。但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正规常备兵则把长矛跟行李放在一起，改用较短的希腊长矛进行战斗。



　　轻装步兵更能适应各种战斗的要求。他们是步兵的精华，跟正规常备兵的区别仅仅在于矛的长度短一些，盾的直径大一些，盔甲稍轻一些。它的方阵队形和展开样式跟正规常备兵方队相同。他们也经过同样良好的训练，但轻装步兵可能目的性更明确，机动速度更快更敏捷。亚历山大善于使用斜线战斗队形，轻装步兵往往从右翼骑兵的后面梯次展开，这样，在骑兵跟横队中央速度较慢的正规常备兵之间形成了一个机动枢纽。轻装步兵还能作快速夜行军，袭击筑有城墙的据点，或者跟随骑兵扩张战果和进行追击。



　　菲利普把正规常备兵组成的重步兵方阵当作骑兵实施突击冲锋的机动基地，其实它自身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它能以完整的横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给尚未从骑兵袭击中恢复过来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为了便于运用这种进攻性战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常常选择地形平坦的战场。不过，即使地形坎坷，同样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马其顿重骑兵的武器装备跟正规常备兵基本相同。他们也都手持一根马其顿长矛，可惜在马背上很难施展。在等待交战的间隙里，往往将长矛搁在肩上，矛头稍向下。冲锋时，虽然长矛可以手不过肩地握着，但还是向下方刺出的。刺中第一个敌人后，往往让长矛留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拔出，然后，再用刀剑继续进行战斗。等到战斗胜利结束后，再去找回那些长矛。



　　马其顿军的精锐部队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由于他们总是伴随国王出征，因此被称为“御林军”。从许多方面看来，他们就是中世纪骑士团中骑士的原型。



　　为了保护方阵的侧翼和后方，并且与分散在广阔战场上的骑兵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因此增加了二种更轻装的步兵。每四名甲兵配二名轻装盾兵和一名辅助兵。在战斗开始前，轻装长矛兵在方阵的后面排成纵深约8人的横队，而辅助兵(大部分是重步兵的勤务兵和粮秣征收员)则在方阵前面排成散兵横队，他们使用的是弓、标枪、投镖和投石器等古代常用的混合兵器。



　　马其顿方阵这种军事编制跟现代军队的编制极其相似。通常64名甲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024人组成一个团，4096人组成一个师(即初级方阵)。初级方阵跟现代的一个师相同，是自成体系的多兵种作战部队，它除了重步兵外，还包括(在满编的情况下)2048名轻装盾兵，1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024人的骑兵团，总计8192人。每个联合方阵由四个初级方阵组成，相当于现代一个小型的军或野战军，约32，000人。这就是亚历山大典型的远征部队的编成情况。



　　从两个战例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其顿军队，特别是方阵的作战情况。



　　公元前338年，菲利普在喀罗尼亚彻底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军队，在希腊赢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有关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统帅着左路军，菲利普率领着右路军。在初次交战后，菲利普佯装退却，将雅典军拖在自己的后面。这时亚历山大加紧向底比斯军队压过去。当他突破底比斯军队的防线后，菲利普突然停止撤退，冲向并突破了雅典军队的防线。接着，菲利普率部向左侧转弯，亚历山大则转向右侧，两军会合后，猛烈袭击并压垮了位于他们中间的敌人心脏部位。作为方阵这种编队形式，要实施包括退却、前进以及协调一致的两面包围这样复杂的作战机动，必须经过高度严格的训练。不仅要能够熟练使用自身的兵器，而且要和侧翼的骑兵部队作好紧密的协调配合。



　　公元前331年的亚卑拉之战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一仗。简单说来，位于右侧的亚历山大军队由一支人数不多的轻骑兵和轻步兵先行，迅速地斜向大流士一世（古波斯王）军队的左侧中央挺进。马其顿轻骑兵跟波斯骑兵接火后，便在密集的波斯军队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大流士立即派遣装有长柄大钩刀的战车前往迎战。马其顿轻步兵击毙了战车的驾车兵，使敌人的缺口更加扩大。当亚历山大看到敌军队伍中出现了突破口后，便将军队的前进方向稍向左前方移了一下。然后，在四个轻装步兵初级方阵的紧密配合下，率领左侧亲随骑兵穿过突破口，直接冲向大流士。惊恐万状的波斯王仓惶逃出了战场。



　　由于亚历山大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过快，因此，在马其顿军队方阵中的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之间也出现了缺口。于是一些印度和波斯骑兵部队便突破了这个缺口。然而，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后面进攻马其顿方阵，相反，波斯骑兵却继续向方阵更后面的行李车队前进，据说，那里囚禁着波斯王室的成员 [ 注：他们是公元前333年伊索斯城战役中被俘的。 ] 。亚历山大预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就准备好了一支强大的后备队，跟冲进阵来的波斯骑兵进行交战。方阵中的一些部队也回过头来袭击波斯骑兵，最后把他们赶到了方阵的侧翼。



　　与此同时，马其顿军队的左翼却遭到另一支波斯骑兵的强大进攻。亚历山大在敌军中央取胜后，转身支援其左翼部队。当时左翼部队正逐渐开始占据优势。波斯军虽经顽强挣扎，但最后还是在马其顿两翼部队的夹攻下彻底溃败了。



　　所有的古代战争，有关参战军队的数量及伤亡人数等情况均无可靠的数据供查考。不过在一些显然是可靠的报道中却有许多关于作战详情的逼真描写。亚卑拉战役的胜利跟许多别的胜利一样，是优良的武器、合理的组织编制以及亚历山大高明的战术相结合而取得的。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3．短剑、重标枪和古罗马军团(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当马其顿运用方阵作战达到了精通熟练的地步时，古罗马也开始崛起为难以对付的军事强国了。在古罗马王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士兵是从公民中动员来的。由于他们必需自备武器，因此，骑兵以及装备最好的重步兵均来自最富裕的阶层。如同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一样，古罗马军队中也有装备稍差的步兵分队，如标枪兵、投石兵和其它一些不带盔甲的辅助兵。各种部队均以一百人为单位进行编队，称为百人队。这些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也是方阵。盔甲较好的重步兵排在正面，轻步兵在方阵主体的前面作战并负责掩护方阵的侧翼。



　　古罗马军队多年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的军事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进行了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有些是伴随着兵器的改良而进行的，有些则是政治因素或社会性质所促成的。



　　到了大约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古罗马逐渐形成了由支队组成的军团作战体制。在人类军事史上，单兵作战的士兵第一次从密集队形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了，而且在他的侧面和背后还能得到必要的支援。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短剑和重标枪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而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古罗马军团才有可能形成。



　　在此之前，骑兵和步兵主要采用长矛和弓进行作战，剑是他们的辅助兵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用于砍杀的剑，改用一种稍短的剑，用于刺杀，称为短剑。据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和罗马历史家李维说，这种剑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它的长度约为两英尺，剑宽约两英寸，很重，剑头十分尖利。剑柄可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



　　古罗马短剑使用起来比梭镖更加灵便，用处更广。它可以作为劈刺式兵器，砍下敌人方阵中梭镖兵的脑袋。它比单纯用于刺杀的剑更能杀伤敌人。在当时不管什么伤(特别是砍裂刀伤)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剑有这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李维曾在著作中描述过马其顿士兵“当见到西班牙士兵用剑把人体剁成碎块，将胳膊从人体上剁下，肩、四肢或脑袋与身体分离，颈部被刺得血肉模糊，内脏裸露在外”的情景时，都吓得魂不附体。



　　另一方面，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较近，不象梭镖那样能够拒敌于较远的距离之外，它对士兵的保护功能要差一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把盾作了较大的改进。马其顿人加大了原来较小的希腊圆盾的直径，古罗马军队则把盾改成结实的长圆形凸面体，高约四英尺，宽两英尺，可以将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住。其形状有些象琵琶桶的平面。它用木头制成，上面蒙有兽皮，并用窄条金属加固。用这种护身装具，古罗马士兵比马其顿甲兵行动较为轻便。



　　古罗马士兵使用短剑时，在其右前方需要大约六英尺的空间。他必须逼近敌人才能刺伤敌人，因此，这样的战斗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短兵相接，需要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古罗马直到共和国时期才具备了成熟的政治和心理条件，使得士兵基本上能够独立自主地使用兵器。共和国的罗马人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再是君主国的臣民。



　　古罗马兵器的一项重大发展是重标枪。它是标枪的一种，跟短剑一样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据考证，标枪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已问世。在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中，在战斗的开始阶段，辅助部队用标枪来动摇敌人的士气，打开突破口或者骚扰其侧翼。古罗马军队曾经试用过多种不同类型的标枪，到公元前二世纪时似乎基本定了型。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它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长四点五英尺的铁杆插入一根四点五英尺长的木杆，其总长度约为七英尺。为了将标枪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通常是用两个销钉。从古罗马的马略将军时起，这两个销钉中有一个是木制的，因此标枪在插入盾或人体时很容易断裂。后来，到凯撒大帝时期，在软金属杆上加了一个坚硬的铁枪尖，这样，标枪在穿透盾或人体后枪身便随之弯曲而不会断裂，不过要重新拔出则比较困难。



　　重标枪用单手投出，最大投射距离约六十英尺，但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远。作战时，军团士兵一齐投出，这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心理威慑效果。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也为了增加投射距离，因此，在重标枪的木杆上绕一根绳索，在投射的霎那间用劲一拉，使标枪旋转着向前飞去。倘若正好穿透敌人的盾，盾就失去作用，持盾的士兵只好听凭古罗马士兵冲上来用短剑砍刺。如果重标枪的入射角为45°或45°以上，就能穿透胸铠和头盔。假如把重标枪握在手里则完全可以当作一支威力强大的近刺长矛来使用。起初，重标枪只是剑的辅助兵器，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它的作用就变得跟剑同样重要了。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通常都携带着这一重一轻的两种兵器。



　　短剑的启用和由分队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军团的发展，使古罗马军团进入了作战效能最高的阶段。这种高度机动的军团取代了早期的方阵队形。古罗马依靠这种军团冲出了意大利，经过一连串几乎很少吃败仗的战争，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古罗马军队的士兵有四种类型，他们都是自由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强烈意识，第一类是少年兵或称轻步兵，他们年龄最小，最灵活敏捷，但又最缺乏训练；第二类是青年兵，他们年龄稍大，经验较多，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一战列；第三类是壮年兵，平均年龄约三十岁，他们成熟，顽强，经验丰富，是整个军队的中坚力量，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二战列；第四类是成年兵，他们年龄最大，老成稳健，正好弥补了少年兵鲁莽的缺点，组成了重步兵的第三战列。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战术组织是小队，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每个小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排。百人队原先为一百人，后来改为60至80人。每个成年兵小队只包含一个百人队。鉴于由一名军官(百人队长)来指挥一百人的队伍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减少了人数，但百人队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营，由450至570人组成，其中有120至160名少年兵，还有相同数量的青年兵和壮年兵，60至80名成年兵，另加一队30人的骑兵。大队里的骑兵很少跟大队一同作战，而是自己合起来组成较大的骑兵队伍。



　　古罗马军团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一个师，它由10个大队组成，约4500至5000士兵，其中包括300名骑兵。每个古罗马军团配有(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联合军团。它们两者的组织体制相同，不过联合军团的骑兵通常有600人。有些人士认为，联合军团的组织体制跟古罗马军团不一样，它是古罗马采取的一种策略，以大约相等数量的联合部队来支援各古罗马军团。联合部队最大的正式编制是大队。但至少在凯撒时期，联合军团跟古罗马军团的组织体制是同样正规的。



　　古罗马军团和联合军团合起来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军，约9000至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两个古罗马军团加上两个联合军团组成一个野战军，称为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由两名罗马执政官当中的一名指挥。每个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通常有18000至2万人，其正面战线宽约二千五百米；整个集团军战斗编队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大约三倍于同样规模的古希腊方阵队形。



　　军团的机动性取决于每个横队中各分队之间的战术关系，也取决于重步兵的各个作战横队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小队就象一个古希腊小方阵，它的每个横列约20人，纵深6人，士兵间隔略大于古希腊方阵的士兵间隔。每个士兵所占位置约1.5平方米，横队的各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相当于小队正面宽度的间隔，约30米。各小队交错排列，第二和第三横队中的小队正好对着前面横队的间隔，形成棋盘状的纵横交错队形。二个重步兵横队之间约有100米的间隔。



　　这种棋盘方格状的作战队形较之古希腊方阵有许多优点。它比较容易在地形崎岖的乡村实施机动，不用担心部队前后失去紧密的联系，也不必担心横队中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因为队伍本来就有一定的间隔)。必要时，第一横队可以穿过第二横队进行撤退，第二横队也可以穿过第一横队向前推进。成年兵横队实际上是军团的一支有机的后备队。不管怎样说，指挥官是有意识地把它当作后备队来使用的。各部队之间的间隔当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前两个横队的间隔后面会有其他部队来加以填补，因此，这种危险性始终是有限的。作战时，前两个横队可以合成一体，形成一种方阵队形。一旦部队重新需要实施机动时，又可以迅速拉开间隔距离。



　　青年兵和壮年兵均配备有两支重标枪和一支宽刃的护身短剑。每人还携带着长圆形凸面体的古罗马盾。成年兵不配备重标枪，也不带短剑，只有一根12英尺长的长矛。少年兵配备有普通标枪和投镖。为了使远距离投掷兵器能够取得多种效果，古罗马人有时还使用外国雇佣军，如巴利阿利投石兵和爱琴海地区的弓箭手等，跟古罗马军队的少年兵配合作战。



　　作战时，青年兵(可能也有壮年兵)推进到接近敌人时便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接着，用剑跟敌人进行近战。当他们拼杀得精疲力尽时，壮年兵便上来替换，青年兵下去休息。进攻在一条很宽的战线上展开，通常要进行好几个批次的替换。士兵都是按进攻战的要求配备武器和进行训练的。只要可能，指挥官总是力图先发制人。



　　在对付野蛮民族的部队时，古罗马军团用齐投重标枪的办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然后用短剑进行近战。这种战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剑术的较量。由于古罗马军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其军事组织体制又能经得起战斗的考验，因此总是稳操胜券。



　　在跟马其顿方阵作战时，一名古罗马军团的士兵要对付方阵第一排的两名梭镖手，还要抵挡他们后面四排士兵的梭镖的袭击。他用手中的二支重标枪可以抵销敌人的一、二支兵器的作用。然后，他必须采取边进边退边机动的办法，用短剑架起、拨开或击断敌人的梭镖，最后，在敌人的队伍中打开一个突破口。接着，军团士兵才能用短剑在方阵的密集队伍中进行拼杀。



　　马其顿方阵和古罗马军团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交战。一次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一次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皮德那战役。两次战役均由古罗马军团获胜。公元前197年在希腊东北部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两支军队(各有约26000人的兵力)在大雾中的山间乡村不期而遇。马其顿军由菲利普五世统帅，罗马军(当时正支持独立的希腊，企图反抗马其顿征服希腊半岛)由卓越的年轻将军泰特斯·奎因克修斯·弗拉米尼纳斯率领。菲利普因初战告捷而忘乎所以，在不适宜方阵作战的地形上与古罗马军全面开战。他的右翼部队将罗马军的左翼顶了回去，但当马其顿的左翼部队正要由行进纵队在平坦地形上摆开阵势时，却遭到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罗马军右翼的袭击而被击溃。一部分前进中的罗马军右翼转过来进攻马其顿军队的右翼，将混乱中的马其顿军赶出了战场，使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充分表现出古罗马军团的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由于马其顿国王柏修斯(菲利普五世之子)重新试图控制希腊而引起的。罗马人再次干预了马其顿的举动。战争在皮德那达到了高潮。柏修斯率领一支32000人的军队跟阿森河对岸由卢修斯·艾米留斯·保罗斯率领的一支规模稍小的罗马军相对峙。公元前168年6月22日，正当阿森河两岸的军队都在饮马时，因发生某一偶然事件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柏修斯抓住主动，首先集合方阵，向河对岸发起攻击。艾米留斯虽然竭力设法集合他的队伍，马其顿方阵则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靠近河岸的平坦地区席卷而去。但马其顿军在继续南进时遇到起伏不平的地形，队伍无法保持前后呼应。这时艾米留斯乘机挥师反击，突破了马其顿军方阵中出现的缺口。缺口一经突破，整个方阵便土崩瓦解。战争结果使罗马人控制了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古罗马军团是由可以单独机动的部队组成的，他们能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利用缺口进攻敌人。而每个军团士兵也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在较小规模上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战斗。他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以这种战术队形、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也是最早以剑而不是梭镖为主要兵器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训练素养，标志着一个团结一致的罗马国的崛起。它的军队能够长年不息地打仗。罗马士兵是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意识到是为自己肩负的重任而战。



　　古罗马逐步扩展成为一个地中海帝国，从而导致了由步兵大队组成的古罗马军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军团是从步兵分队组成的军团演变而来的。它在公元二世纪时得到发展，在二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盖尤斯·马略将军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体制。由于罗马帝国扩张的需要，加之许多外国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军事上进行了巨大和必要的改革，同时也导致罗马政府由共和国改成了帝国。



　　由于罗马帝国的疆土步步扩张，使得连年不断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采用每年征募公民来组建民兵的办法已不能满足军队兵力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专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许多士兵是从不太可靠的社会成分中征集而来，他们的纪律、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程度下降了，官兵之间互不信赖。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控制，不得不缩小军团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古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实际上开始向陈旧的古希腊方阵演变了。这就使古罗马军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他们在帝国边缘地区的作战连连失利。



　　由于事态的发展，迫使罗马执政官马略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对罗马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的讲究实际的高级首脑也多次从事过这样的改革。马略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期间，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纪元初年。该体制消除了民兵内各旧贵族间的界限，又消除了他们的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差别，增进了各部队之间和士兵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兵员的补充和更新。他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训练教范，虽然后来几经修改，但在凯撒时代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法规。由于军队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因而克服了士兵在尚武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方面日益下降的弊病。



　　马略接受了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向，并把步兵大队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小分队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仅仅作为大队里的一个行政单位。每个军团由十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400-500人。



　　作战时，大队编为十或八列横队，每列横队约有50人。在排成密集队形时，士兵间距约三英尺，这样很适合部队的机动和密集的标枪投掷，但不宜用于白刃战，因为间距太小，剑无法施展。为此，在进行近战时采用了间距为六英尺的疏开队形。为使密集队形能够迅速扩展为疏开队形，在交战前各大队之间必须留出相当于一个大队宽度的间隔距离。如果一个军团由二或三个横队组成，马略就把横队中的各大队按棋盘方格形状加以排列，从而使军团保持了原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在士兵之间保留了战斗中挥剑所需的间隔距离。同时利用这种队形的灵活性可以适应方阵中士兵往往自然而然地挤到一起去的倾向，使军团在近战时正面阵线始终保持连贯均衡，不致产生缺口。这是一项简单、高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使古罗马军团继续保持了固有的灵活多变的特性。



　　大队在行进时编成四路或五路纵队。若要变为战斗横队，只须先合并成二路纵队，然后作向右或向左转即可。行进间的队伍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排面和方向的变换时，跟现代军队密集队形的操练方式相似。



　　军团通常编为三个横队。第一横队包括四个大队，第二和第三横队各为三个大队，后面横队中的各大队对准前一横队的大队间隔，以传统的棋盘方格形式交错排列。如果将军团编成二个横队，那末，显然每个横队就由五个大队组成。军团的队形很少编为一个横队，编成四个横队则更属罕见。每个大队正面宽度约为120至150英尺，各大队的间距相等，这就是说，正规的三横队军团正面宽度约为1000英尺。各横队的间距通常约为150英尺，因此军团的纵深约为350英尺。



　　一支由每个军团平均兵力为4500人的八个军团组成的军队，排成三横队式的队形，其正面总宽度约为2500英尺，跟过去以分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相似，但纵深要稍浅一些。即使如此，马略将军率领的军团正面每公尺宽的距离后面平均排有13人，而马其顿方阵则为25人，因此，军团队形的密度约为方阵的一半。



　　军团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等。横队通常由十个大队排成一列，部署在设防阵地或战壕的后面。方队按普通三横队形式组成，其中三个大队朝正面，七个大队分别朝着其余三个方向，三个大队向后，另四个大队两两面朝两个侧面。方队和圆队(即方队的变形)均用来对付骑兵。通常若侧翼受自己骑兵或辅助轻步兵的保护，那末军团喜欢以横队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将重标枪、盾和短剑结合使用，就足以抵挡最强大的骑兵冲锋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军团最杰出的统帅凯撒在战术上虽无重大贡献，但在军团的运用上却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能手。由于改组了后勤供应车队，作战部队只需携带自身的基本必需品，因此他和他的部队能够迅速前进。侦察兵和骑兵部队能够超前部队主力20英里实施敌情侦察。这是极不简单的。因为原先的军队往往都是莽莽撞撞地进入遭遇战斗的。



　　古罗马的将军们都强调打进攻战，只要可能，就尽量寻找机会袭击或逼近敌人的侧翼。他们跟敌人一样，总是力争占领制高点，这样可以增加兵器投掷的距离，冲锋时不仅有力，而且冲击力量更大，同时剑和梭镖刺出时也更加容易些。凯撒通常把最得力的大队安排为第一横队，这样一开始突击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轻步兵进行小规模袭击和用投掷式兵器进行骚扰之后，双方的主力横队便开始互相接近。罗马军团的横队或者主动前进，或者等候敌军逼近至相隔20码的距离。这时，第一横队的前面两列士兵便将标枪投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军团已经采取半方阵式的疏开队形。但有时疏开队形的动作有迟滞的现象，要待标枪投出之后才完成疏开动作。



　　军团几乎总是在主力横队开始跟敌人进行白刃战前发起冲锋。这时，第一横队的8或10列士兵就迅猛冲向敌人，但只有前面的两列士兵能够用上剑，后面各列士兵则将手中的标枪从混战中的士兵头顶掷过去。几分钟后，双方的第二批士兵便上前替换正在交战中的士兵。这样周而复始地替换着打下去，直至战斗结束。与此同时，轻步兵要负责给后面各列士兵补充标枪。这些轻步兵除了要掩护军团的背后和侧翼外，还要负责找回所有能够找到并尚能使用的标枪和投镖。



　　若第一横队的进攻未能取胜，或者被敌人压住，那末第二横队的士兵就穿过第一横队士兵的六英尺间隔向前推进，第一横队中精疲力尽的士兵则退下来休息并重新编队，最后便作为后备队的第三横队使用。因此在整个战斗中，横队中的各列士兵以及二个或三个主力横队之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调动。要进行这样的调动和替换，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正因为古罗马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在高明的军事将领的指挥下，不断战胜规模更大的野蛮人的乌合之众以及别的文明国家的军队。



　　马略军团并没有启用过什么新型兵器，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采用斗剑术以及士兵的真正专业化，提高了当时兵器的效能。长期服役的士兵编成了常备军，佩戴着银鹰标志。忠于自己的军队是对每个士兵的基本要求。古罗马长盾堪称古代最好的盾，巧妙地使用它，再配以头盔、胸铠、皮制的或金属制的上身盔甲及胫甲(只包右腿)，使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体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当时小型投射式兵器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凯撒大帝时，每个军团均配有30架小型弹弩和投石器，每架投石器由10人操作。这些武器除用于围城战、保卫野战工事和掩护渡河外，有时在重步兵横队实施突击行动前也在开阔的战场上使用。



　　约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0年，古罗马军事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几个世纪来它的军事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同时也说明古罗马在其国力鼎盛时期曾经不遗余力地使当时的技术适应了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的需要。



　　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为了把帝国的安全与经济的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曾按照“经济效能”的合理比例关系制定了他的军事方针。在他的领导下，除保留10000名古罗马禁卫军负责维护国内安全外，军队的二十五个军团全部分散部署在边境上。为此建设了一套优质道路网，使军队在遭到外来威胁时能够从一个地区迅速运动到另一地区。



　　为了支援这二十五个军团，奥古斯都又建立了一支规模与之相当的辅助部队。这支部队包括弓箭兵、投石兵、轻步兵和骑兵。他们大多是从帝国外面的野蛮或半野蛮部落中征募来的。开始时允许辅助部队保留其部落组织和头领。后来发现这样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叛和兵变，因此规定野蛮人辅助部队必须调离故乡去守卫别的边疆地区，并按罗马人的规定改造其部落组织，掺进其他部落的人来冲淡原部落人的成份。



　　古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公元117-138年在位)登基后，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边境的坚固防御。他在边境建造了许多人工障碍以弥补河流山脉等天然屏障之不足。德国的要塞边界和英国的哈德里安墙都是用土筑成的高墙，并在墙头上设置了木栅栏。这种设防的界墙为古罗马边境巡逻部队提供了保护和隐蔽物，同时也使野蛮部落的入侵者更难偷越边境。



　　后来又有一些古罗马皇帝继续改革从别的边境向发生战事的边境派送援兵的边防体制。最后认为原先的边防措施容易引起各部队内部的混乱乃至解体，有时甚至数年不能恢复，因而不能适应边防要求。为此，决定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队以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采取了奥古斯都和哈德里安两种边防思想的折衷方案。军队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为边境常备军，另一部分为机动野战部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边境要塞，剩下的三分之一为机动部队，集中部署在几个战区内。



　　早在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罗马人为其所组织的野蛮人辅助部队进行编组、加以训练和提供装备，所有这些，有时反而被野蛮人用来反对罗马人自己了。一些被遣散的辅助部队士兵和逃兵参加了野蛮人对罗马边境的袭击。野蛮人的军队在跟罗马军队作战中也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最后，终于推翻了罗马帝国。不过，由于罗马人毕竟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社会结构又相当严密，加之许多卓越的罗马将领具有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因此罗马帝国还是苟延残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4．筑城和攻城技术(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古代的军事首领在掌握战争的基本战略之前，就已经普遍懂得并十分强调打经济战了，对阵战打得比较少。敌对双方往往把进攻目标集中在对方的财产资源上，并竭力保护自己的资源。这就导致首批有组织地采取建筑城堡和城墙的安全措施，以保卫城镇居民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最早的永久性城堡防御工事是在需要加以保卫的地区四周用泥土或石头构筑起来的城墙。这种城墙的上面常常设有木制的栅栏。栅栏通常也是永久性的。有的是在遭到敌人进攻时修建的，和平时期就拆除了。这种原始的城防设施可使防御部队免遭敌人投掷式兵器的袭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控制周围地域的制高点。人们自然能够发现，如果直接从城墙前面挖土筑墙，那末留下的一条沟就会形成敌人接近城墙的又一道障碍。简单的沟渠以及从中挖土筑成的壁垒是古代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防御障碍设施。



　　随着攻城部队不断研制和改进武器、技术和器材，防御部队也在努力加固其城堡防御工事。由于攻防相长的结果，因而出现了更高的砖石结构的城墙。城墙上间隔一定的距离还构筑了许多更高的城楼。在城楼上可以用侧面火力阻止攻城部队突破或攀登城墙。城墙前面的沟保留了下来，里面灌了水，于是成了护城河，其防御作用更大了。当时有人构筑了一种砖石结构的双层隔墙，并在隔墙之间填进了泥土，从而形成了防御效果最好的城墙。



　　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时候，中东 [ 注：本书中的“中东”(系现代地理名称)，指的是从尼罗河至开伯尔山口之间、地中海的南部和东部、里海和黑海这一广阔地区，包括埃及以及同红海、波斯湾接壤的地区。 ] 的城防设施建筑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当时有限的攻城手段对于大城市的高大城墙来说几乎无济于事。古代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以有一条沿底格里斯河两英里半的宏伟石墙而闻名于世，该城的内城墙总长度竟达八英里。



　　长期致力于防御设施建设的最杰出的例子当推中国的长城(它始建于公元前200年，其中大部分区段建于公元14世纪)。城墙的平均高度为22英尺，形成一道1200多英里长的防御屏障。如果加上城墙的分支，则总长达2000英里。 [ 译者注：此数不确，中国长城全长约6700公里。 ]



　　到了西历纪元开始的时候，永久性筑城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当时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古罗马在军事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扎营技术或称兵营构筑技术。至少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凡是古罗马军队，无论规模大小，也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只要在野外过夜，都要安扎设防的兵营。无论部队离开罗马多远，都能得到一个安全的营地。究竟是打进攻战还是防御战，部队将领也有选择的余地。兵营的构筑，相当迅速，每个士兵都分配有一项专门的工作。每人携带的行军装备中包括两根栅柱，用于构筑栅栏。围绕兵营的四周挖有壕沟，挖出的泥土堆放在紧靠栅柱的地方，以增加栅栏的厚度和牢固度。约从公元前200年起，古罗马军队就以空前高超的水平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在许多场合下，他们用铁锹和斧头构筑的野战工事与积极的进攻作战计划相结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亚述国改民兵为常备军，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约公元前1000年-前700年)的时候，它已经是精于构筑永久性堡垒防御工事和从事攻城作战技术的国家了。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征服许多邻国，主要原因是他们运用良好的组织、才能和高超技术，努力研究与改进攻克邻国的城堡防御工事的方法和手段，创建了最早的攻城作战体制。跟随攻城部队的是一支攻城辎重队，它携带着各种专用的攻城器材，包括建造大型移动式木塔架(上面覆盖着浸湿的皮革以抵挡敌人的燃烧箭)的材料和重型攻城槌。技艺高超的弓箭兵站在塔架的顶部向城墙上的敌兵进行射击，使敌人不能干扰攻城部队破坏城墙的工作，其余的弓箭兵在持盾梭镖兵的掩护下，以很高的角度向城墙上面射箭(其中一部分为燃烧箭)以骚扰守城部队，恐吓城里的居民。



　　亚述军队的基本攻城武器是攻城槌和移动式塔架，并且常常在紧挨城墙的地方用土垒起一条进攻的斜坡。此外还采用地道、对抗地道、防护板、抓钩、夹钳、杠杆、云梯、吊索、火箭、液体燃烧剂以及其他各种攻防器材。亚述军队在攻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使他们自己的城防设施也变得更加坚固了。因此，在几个世纪里敌人的攻城技术一直跟不上亚述城防设施的发展步伐。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这一期间，虽然通过突然袭击、计赚智取和收买反叛者等手段取得过一些攻城战的胜利，但一般来说，除了采取饿困迫降的办法之外，筑有城墙的城堡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



　　印度人在攻城时常常使用大象来猛撞堡垒或城市的大门。他们用的攻城槌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通常是一根装有铁头的完整的树干。这种攻城槌既可装在轮子上，也可放在巨大的木塔架上。塔架可以造得很高来俯瞰城堡的城墙，因此攻城士兵占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城堡的城楼通常设有升降斜梯，需要时可以降下来作为通向防护胸墙的渡桥。攻城塔架往往放在圆木上或装在粗糙的轮子上，有成百上千的士兵用杠杆或硬拚体力将其推滚到进攻的位置上。塔架上最大的攻城槌有的长200英尺，需要1000个士兵才能推进。



　　火攻术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年代。古代的化学除了服务于冶金技术外，一直很不发达。人们没有研究出火攻武器真正的化学配方，以便在各国军队之间推广应用，或者传给后代。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采用他们认为有效的火攻方法。亚述人用的是燃烧的松脂或原油(在那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储量就已经相当丰富)来保卫遭到围攻的城墙。古罗马人则使用弓箭和弩炮来发射火箭。燃烧材料品种繁多，有硫黄、松脂、石脑油、沥青和生石灰等，古代东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使用过这些材料。



　　为了保护攻城部队的前卫，有时也为了保护使用攻城机械和推滚攻城塔架的士兵，使之不受守城部队兵器的杀伤，使用了弹盾、巨大的柳条盾和木盾。这些盾有时可以装在轮子上使用。有一种形同小屋的一节节移动的廊房拼接在一起，上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构成一条既能防火又能防备投掷兵器袭击的走廊。攻城部队和工兵可以通过这条走廊进入最前面的攻城工事和战壕。



　　亚历山大手下有一位名叫戴德斯的工匠，发明了一种吊杆，这是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棍或杠杆，从很高的垂直支架上吊下，可以用来捣毁城墙顶部的胸墙。他还发明了一种升降吊箱。这是一只巨大的箱子或篮子，里面可以装进许多士兵，箱子挂在罗马人称之为“撬棍”的吊杆上。吊杆由很高的桅杆或垂直支架支撑，牵拉索具就可以使吊杆上升或下降。利用这种升降器可将一组步兵吊过城墙的胸墙，越过诸如护城河那样的障碍，把箱子直接放到敌人的城墙上。



　　阿基米德特别爱用巨大的抓钩或夹钳器械来对付攻城槌，甚至曾用它们抓捕进犯叙拉古海堤的敌舰。



　　虽然亚述人早就懂得使用各种投掷器械来对付城防工事，但是，几百年后当数学知识和机械工程学应用于这种兵器制造的时候，弹弩和弩炮等攻城兵器才真正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叙拉古斯暴君迪奥尼修斯于公元前399年最先开始研制此类原始炮的。经马其顿人改进，最后罗马人把这种兵器的性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世纪期间，特别是东罗马帝国一直使用着这种攻城兵器。



　　这类武器应用了张力或扭力的原理，能以低伸的、弯曲的和抛物线等不同的弹道发射各种类型的弹体。在某些情况下，还运用了投掷的原理。当时，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由于使用了这样那样的名称和非技术性的描述，因此造成了兵器术语的严重混乱。



　　最初的弹射器用来发射一种带柄的大型箭，弹道是低伸的。原始的抛石机可能是以弯曲的或抛物线弹道投射石弹或类似的物体。近代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使用张力(弓或长木板弯曲时产生的力)应称为抛石机，而使用扭曲力(扭绞绳索或纤维产生的力)原理的器械则应叫做弹弩。还有一些人更加客观地把它们统称为弹射型武器。尽管此类器械形体大小相差甚远，战术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性能却是没有区别的。



　　尤塞托能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抛石机的一种武器(说明多年来它的含义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一种靠张力以低伸弹道发射弹体的武器。它基本上由炮架、弹射装置、弹射槽(相当于近代加农炮的炮管)和底座等部分构成。炮架由两根水平横杆组成，横杆被四根坚硬的垂直木条隔开，炮架被牢固地放置在底座上。这样炮架就形成了三个窗口，弹射槽穿过中间的一个窗口，旁边二个窗口的外侧支撑杆上各系着一束稍微扭绞着的垂直绳索(用人的头发和动物的腱制成)。在扭绞着的绳索中插两根坚硬的木梢，然后同另一根结实的弓弦绑在一起。用很大的拉力将弓弦安放在弹射槽中弹射物(通常为投枪)的后面，然后拨动扳机装置将弹射物弹出。



　　弹射器和抛石机有各种大小不同的形体。古罗马帝国大量使用的最小的一种弹弩约重85磅，能发射长约26英寸，重达一磅的投镖，弹射距离约275码。它主要用来杀伤人。公元200年后，普遍使用了另一种比上面那种稍大一些的抛石机，它装在带轮子的弹射架上，罗马人称之为炮车。最小的弩炮每组炮手为2至4人，最大的需10至15人。



　　另一种经过改进的弹弩名叫里索波弩机，它能通过弹射槽发射石弹和铅弹。



　　希腊有一种类似弹弩的抛石机名叫排林托能。它的原理跟弹弩相同，不过它的两根导杆在一个斜面上，连在两根木臂上的弓弦将滑动弹射槽内的石弹沿此斜面弹射出去。这种弹射器长达10码，高5码，宽4码，体积很大。发射的石弹重达8磅，射距300码甚至更远。它基本上用于攻城，也可用来防守。



　　典型的靠扭力发射的抛石机由地上的坚固沉重的长方形框架，一根直立的弹射杆，顶上装有横梁的两根结实的柱子构成。弹射杆的下端插在一根扭绞得很紧的水平绳索里，绳索绑在长方形框架的两端，正好位于支撑架下面的位置。平时绳索使弹射杆紧紧顶牢支撑架上的横梁。弹射杆的顶部通常做成勺子的形状，有时在弹射杆的顶端装一皮弹袋。弹射时，先用绞盘将弹射杆拉至接近水平的位置，再在“勺子”或皮弹袋里放进岩石或其他种类的弹体。当用扳机装置松开绞盘绳索时，弹射杆便以很大的力量恢复到垂直位置，并与横梁撞击，产生的惯性力便将弹体以弧形轨道弹向目标。罗马士兵将这种机械称为野驴，表示弹射杆撞击横梁时长方形框架的后端向上提起的样子就象驴子“弹跳”一般。这种抛石机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攻城武器，它最多可以将四十至六十磅的石块弹出450码的距离。



　　上述武器的威力均受弹射力和机动性的局限。小型弹射器只能用来杀伤人，而且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它的发射速率很低，因而，光靠小型弹射器本身无法抵挡敌人的冲锋。但是，后来古罗马军团将小型弹射器部署在帝国边境沿线的防御阵地里，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较重型的攻城机械在用途上则更显专一。即使是最强大的抛石机，除了弹体自由落下时的重量所产生的作用力外，只有很小的一点弹能，几乎无法攻破古代及中世纪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不过它在攻防作战中对付敌人的步兵和机械时则非常有效。进攻时，抛石机和弹射器能使城墙上的守城部队难以行动，这样攻城槌，攻城塔架和云梯就可以在它们的火力掩护下架设起来；防御时，又可用它们严重干扰敌人的攻城作战行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强大的城堡防御工事之所以较难攻破，抛石机和弹射器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400年前，无论是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国人，都未能对亚述人发展起来的工程技术作过重大的改进。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少数奋发有为的军事领袖和数学大师却已经开始努力改良攻城武器的设计及其在战术上的应用。



　　马其顿的菲利普王看来是最先让攻城辎重队携带预先装配好的轻型抛石机和弹射器的。虽然他曾试图进一步减轻这些武器的重量，但并未成功。除了攻城作战外，不清楚他是否在别的场合使用过这些武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成功地把弹射器的重量减到了85磅左右，他的野战辎重队曾携带过约150架尤塞托能抛石机和25架排林托能抛石机。他喜欢在穿山渡水这种不需要快速机动的战术条件下使用这些武器。亚历山大堪称是野战炮的真正鼻祖。



　　菲利普所用的这类武器的设计十分巧妙。它的基本部件可以用一匹骡子或马驮载，而体积庞大的木件则可在作战现场砍伐树干临时制作。当然这可能会延误野外作战对武器的使用，因此亚历山大总是用马车驮运许多组装好了的武器，以便一旦需要就能迅速投入作战使用。



　　菲利普、亚历山大以及工兵们发明了许多攻城作战的新技术。在攻城战中，他们比亚洲或希腊的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是发明黑火药之前攻城战中最伟大的统帅。在这方面跟别的方面一样，只有成吉思汗才能和他相提并论。马其顿军队中有一支组织严密技艺高超的工兵队伍，负责攻城辎重队和攻城作战的技术工作。



　　有两次迥然不同的战例说明了亚历山大攻城技术的巨大成功。一次是对提尔的攻占，一次是对加沙的征战。另外还有一次是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位继承人迪米特里厄斯对罗得岛 [ 译者注：位于爱琴海 ] 发动的战争，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可以说更为典型。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关键一着便是要攻占腓尼基的提尔城。它是波斯海军在地中海的主要基地。提尔城位于离腓尼基大陆约半英里的一个岛上。为了登上海岛，亚历山大要用山岩和泥土修筑一条从大陆伸向海岛宽200英尺的坚固堤道。对此提尔人进行了激烈的骚扰，他们使用火攻船，几次中断了马其顿军的修堤工作，烧毁了堆砌岩石的木制脚手架，摧毁和破坏了架设在堤道上的木制攻城塔架。亚历山大好不容易集结起一支海军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海战终于击败了提尔人，封锁了海岛，把剩下的提尔战舰封锁在港内。最后，当堤道修筑到岛城的城墙时，堤道侧面海上的马其顿舰载攻城机械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马其顿军队从两个方向攻占了提尔城。



　　这次胜利后不久，亚历山大又挥师南进，经巴勒斯坦直逼埃及。但是，该部在加沙要塞受阻，于是又进行了一场攻城战。这次作战最显著的特点是亚历山大在接近城墙不远的地方构筑了一座巨大的土台。它高达250英尺，台底周长为四分之一英里，上面放置了几架弹射器和一架抛石机，用来袭击敌人的守城部队并掩护自己的部队继续向城墙方向扩展土台。当土台最终靠上城墙时，他们只用一次不费大力的冲锋便占领了城市。土台技术并不新鲜，但亚历山大是运用这一技术的能手。后来在波斯、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攻城战中他常常使用并不断改进了这一技术。



　　公元前305年，迪米特里厄斯向罗得岛普托勒密的守备部队发起了进攻。战争一直持续了两年，双方都使尽了当时已有的一切武器装备，如攻城槌，攻城塔架，液火，地道和对抗地道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攻防机械，从各个方向展开进攻和突击。但是普托勒密的海军为守备部队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最后迪米特里厄斯不得不撤兵回到希腊，致使罗得岛仍然掌握在普托勒密的手中。



　　古罗马军队早期的攻城技术比较落后。他们通常采用的是持久消耗战。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前201年)吸取了跟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局面方有改观。后来，继亚历山大之后，凯撒成了古代指挥攻城作战的杰出将帅。从此以后，每支罗马军队均配备了一支工兵分队，这支分队能够熟练地进行桥梁架设以及攻城作战专用武器的安装和使用。虽然他们主要依靠在战斗现场来寻找木材和杂料，但工兵分队有个专门的辎重队，携带着施工所必须的工具和装备。那时罗马军队普遍使用了小型弩炮机械，每个军团均配备有30架小型弹射器和抛石机，每架由10人操纵。这些武器主要用于攻城作战和野战工事的防卫，有时也用于特定的野外作战，如掩护部队渡河等。



　　凯撒是位思维逻辑严密，组织才能出众的典型古罗马将领，他创造了一整套系统的攻城作战方法。在不同的攻城作战中，攻城机械的架设和操纵以及作战的具体步骤是各不相同的。这要看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守城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定。



　　下面从一种典型的古罗马攻城作战体制的概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古代攻城作战的清晰画面。 [ 注：系根据T·A·道奇著《朱理叶·凯撒》(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892年出版)一书中的论述而写，有修改。 ]



　　(1) 罗马军队进入作战区域，必先安扎设防的兵营，兵营即攻城作战的基地。



　　(2) 总指挥官在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协助下，首先对敌城堡防御设施及周围地域实施全面侦察，查清当地的木材、石料、牲畜、食物、饲料等资源的状况，作为全面估计形势的基础。



　　(3) 一俟作出攻城决策，即令军队之一部分封锁敌城堡防御设施，其余部队着手搜集构筑工事和攻城机械所需之材料。



　　(4) 制成移动防护板和移动廊房，架好攻城机械的支架。



　　(5) 沿攻城阵地的周围建立一条防护障碍带，这样原先孤立的攻城碉堡就由一条围城工事连接了起来，从而对守城部队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项工作是与(3)、(4)两项步骤同时进行的。另外，有时还要修筑一条面向城外的壁垒，以对付守城部队的援兵的进攻和袭击。凯撒几乎是无例外地构筑这种双重防御墙的。



　　(6) 由移动防护板、移动廊房和堡垒等形成了一整套有护盖的野战防御工事，通常在几个不同地点同时向着城墙移动。他们逐步推进到坑道口、地下通道和前方攻城机械的阵地。不久，攻城机械立即开始骚扰守城部队和居民。这时双方开始连续使用轻、重型武器，弹射器、抛石机及其他各种类似的武器袭击对方。



　　(7) 在移动防护板的掩护下，从离敌城的防御壁垒较远的位置起，开始修筑阶梯式平台(类似亚历山大在加沙所筑的那种平台)，每隔一段升高一级，逐步向城墙延伸。



　　(8) (通常在土台上)构筑几座能够俯瞰城墙的塔架，再将这些塔架放置在相当大的圆木上，然后逐步推至城墙。塔架的正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以防敌人的燃烧箭将它烧毁。塔架的底部由步兵部队警惕地守卫，他们各自用弹盾保护自己免受守城部队的破坏性袭击。



　　(9) 倘若城堡或要塞的周围开掘有护城河，那末在构筑攻城平台的前方以及想要打开突破口的那一段河道，通常要用土将它填平。



　　打开城墙突破口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移动廊房的掩护下使用攻城槌；二是将地下坑道一直挖到城墙下面，然后毁掉坑道，使城墙倒坍。但是拚死守城的部队往往在城墙危险区段的后面筑一道内城墙。这样，打开突破口的战斗有时需要数次反复方能奏效。守城部队也采用对抗地道来破坏对方构筑攻城的地道。



　　突破口打开后，接着就越过它发起攻城突击。有时攻城部队也在没有突破口的情况下实施攻城突击。他们从移动塔架或云梯，或用升降吊箱，或者同时使用这几种手段千方百计登上城墙的壁垒。有时则通过地道将一支先遣队秘密送至城内，然后打开城门，或者在里面袭击守城部队。在攻城突击阶段，古罗马军队曾有过一项典型的创举，那就是将许多士兵的盾联成一片，举在头顶，形成一个龟甲形的防护物，在它的掩护下可将一个步兵中队推进到城墙脚下。



　　古罗马人特别善于使用野战防御工事以节省攻城作战所需的兵力，表明他们深知后来克劳塞维茨所总结的一条基本作战原理：“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野战防御工事好比“倍增器”，它用人不多，作用颇大。古罗马人用它扩展自己的前线阵地，又将它作为机动野战部队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节约兵力通常被当作一条作战原则。下面是这种作战思想的一个典型战例。



　　自凯撒大帝之后，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公元193-211年)也许可称得上是最能干有为的古罗马统帅。他极其精通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并能配合使用战场上的移动式作战机械——弹射器和抛石机。他在位期间，古罗马的常备军于公元三世纪初增加到40个军团。他始终保持34个军械工厂，忙于生产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小型作战机械。



　　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及其继承者还使用紧急构筑的防御工事，并将其大胆地强行构筑到敌人的脚下。这种工事不光是一种围攻作战技术，而且在威胁到敌人侧翼或交通运输时，必然会引诱敌人发起突击。规模较小的罗马军队一方面配备有足够的轻型作战机械，另一方面野战工事又使其战斗力量倍增，因而往往敢于跟兵力强大得多的敌军交战，并严重消耗敌军的力量。然后，发起反攻，或者由预先安排好的后备队将敌军包围，从而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些战术又使罗马军队重新回到了方阵这种作战队形。防御工事必须是线式的，而线式的部署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作战机械的火力范围。



　　上述作战思想和战术极大地发挥了当时的兵器和技术的效能，可以说，它们跟老式的梅花阵的效果完全一样。这些作战思想和战术不仅适合公元三世纪，有时也适用于20世纪的今天。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5．马镫和长矛：骑兵的崛起(公元300-500年)




　　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骑兵就开始协同步兵进行作战了。不过那时他们在军队中所占比重很小，通常只有皇族和贵族方能充当骑兵。他们或者乘坐战车，或者骑着高头大马奔赴战场。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时，在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广阔平原地区，骑兵在作战中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力量了。为此，波斯和中国都不得不使自己适应骑马作战的要求，以对付野蛮民族敌手所主要依赖的骑兵。到了赛勒斯王的时代，波斯的重骑兵和弓箭骑兵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旅。纪元初期，弓箭骑兵在中亚和西南亚已经是所向无敌的了。但是，亚洲骑兵在对付训练有素的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步兵时从未做到屡战屡胜。



　　在菲利普王和亚历山大时期，骑兵是马其顿军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它跟步兵一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它的精华是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随从骑兵”。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菲利普和后来的亚历山大都习惯于亲率这支骑兵出征。在技术上与它几乎不相上下的是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在战斗队形中，随从骑兵通常占据步兵方阵右侧的荣誉位置，而塞萨利亚骑兵则位于左侧。塞萨利亚重骑兵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约10英尺的长矛。这种长矛轻的可以远投，重的可用其将对手挑下马来，或刺穿敌人步兵的心脏。随从骑兵携带着跟正规重步兵相同的长矛。每个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重骑兵都头戴头盔，胸挂鳞甲，腿裹胫甲，手持盾牌，腰插短剑，而且他们的坐骑也披着鳞状头胄和胸甲。



　　马其顿军队也包括配备有长矛、标枪或弓等武器的轻骑兵和中型骑兵，他们担负着掩护、侦察和侧翼保护等任务。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则负责突击冲锋。



　　在古罗马军团战功卓著的时期，他们使用骑兵的方式跟马其顿军队并无二致。但效果却差了许多。他们的玛利安军团加上其配属部队总兵力约达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作战时，罗马骑兵通常象军团中的大队那样，以棋盘方格阵势排列于步兵的侧翼。但是，他们在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时，从来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而这种协调配合恰恰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取胜的重要原因。罗马军主要依靠步兵赢得作战的胜利。



　　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卡尔海战役，它预示了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向。在这次战役中，帕提亚将领苏伦纳斯率领的弓箭骑兵以强大的优势战胜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斯的步兵军团。尽管亚历山大没有跟帕提亚人发生过较大的摩擦，但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出现一位象他那样的天才统帅，在对付非正规的弓箭骑兵时，能够把训练有素的步兵和骑兵协调配合得象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卡尔海战役之后的几十年里，帕提亚人当然变得害怕和尊重罗马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后者害怕和尊重前者。尽管如此，卡尔海战役还是代表了军事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几个世纪后，弓箭骑兵终于取代军团步兵，成了罗马和拜占庭东部边境的主要防卫力量。



　　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可以看作是古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作为几个世纪来罗马军队战斗编队核心的重步兵逐步丧失了它的重要性，让位于骑兵，最后，骑兵不仅是古罗马军队而且也是西方其他各国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



　　骑兵的兴起虽然主要应归之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与政治社会因素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罗马人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他们的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与此同时，投射式兵器(弹射器、弹弩和抛石机)的扩大应用，使步兵的队形逐步趋向于又长又窄，更容易被骑兵冲锋突破，同时，也减少了步兵白刃战的机会。此外，由于古罗马军队的纪律正在缓慢而又明显地削弱，军团士兵更难抵挡敌人骑兵的冲锋突击。最后，由于野蛮民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野蛮人骑兵压境，罗马人需要大力加强其漫长的边界防卫，不得不逐步削减军团重步兵的力量，扩大骑兵和轻步兵的比例。



　　古罗马发展骑兵，特别是将骑兵运用于突击行动，最主要的刺激因素是来自亚洲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带马镫的马鞍问世了。在发明马镫之前，骑兵是坐在垫毯和鞍毯上，甚至没有马鞍而骑在马的光脊背上，从头顶来挥刺长矛的。马镫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虽已无从查考，但印度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使用马镫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马镫的应用使士兵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这种力量由于马和骑马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敌人。



　　其次，在波斯和亚洲中部平原培育出了特别适合于突击冲锋的新品种高头大马。到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人已经采用了这种马匹。他们也跟波斯人一样，给士兵和马匹披上了锁子甲，使他们不容易遭到小型投掷式兵器和轻型白刃战兵器的袭击。



　　公元四世纪初，古罗马军队中的骑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马留和凯撒将军时代则不足百分之十，在东部沙漠地区跟波斯和阿拉伯军作战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重骑兵首次大败古罗马步兵。东罗马帝国皇帝法伦斯集结一支大军要与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决一死战。东、西哥特人在各自洗劫了多瑙河各省之后两军会师，渡过多瑙河侵入巴尔干半岛。西哥特军由菲列德根酋长统帅，东哥特人由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



　　公元378年8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法伦斯率部抵达阿德里安堡。侦察兵在附近发现以马车作为壁垒的哥特兵营，并得知大部分哥特骑兵已外出搜集粮草。于是，法伦斯当机立断令部队向哥特兵营进击。当罗马军队逼近时，兵营里留下的唯一主将菲列德根才派人前去召回领兵搜集粮草的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并设法寻找机会跟法伦斯谈判以争取时间。



　　尽管法伦斯的部队在仲夏烈日下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但还是即刻布阵以待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却又诡称同意与菲列德根进行谈判。可是这时罗马军的辅助部队却突然向西哥特一方的谈判组开火，在双方都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拉开了战幕。这时，罗马军团还只是将一部分行军纵队改成了作战队形。不过，位于侧翼的骑兵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因此法伦斯只好命令部队发起全面攻击。



　　当两军激战犹酣之际，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率领哥特骑兵的主力抵达正在进行战斗的河谷旁的高地。就在罗马骑兵的右翼抵达哥特兵营时，哥特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袭击，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哥特骑兵的冲锋是如此之猛和如此之有力，以致整个罗马军队乱作了一团。接着哥特骑兵又转身进攻罗马军的左翼骑兵。有的穿过了兵营，有的紧跟在罗马军的后面左砍右杀。与此同时，菲列德根命令西哥特军从兵营的马车壁垒后面发起反攻，罗马骑兵即告全面崩溃。哥特军接着又进攻并席卷了罗马军的左翼步兵，把他们压向罗马军队的中央。步兵你推我拥，挤成了一堆，其中一部分还保持着原先的行军纵队，根本无法展开成作战队形。在挤压过程中，军团士兵也无法施展手中的剑和梭镖，又不能逃跑，无奈，只得任凭手持矛和剑的哥特骑兵从侧翼和背后肆意戮杀，这时，哥特步兵也杀出兵营，冲向罗马军的正面。



　　在这次战斗中，罗马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皇帝法伦斯和所有的主要将领阵亡，士兵死亡多达四万之众。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右翼和中央的数千步兵。没有参战的骑兵总算突围出去免于一死。罗马军实际上被彻底歼灭了。



　　战斗的胜方哥特人所使用的长矛和剑并非新式武器。但是，这两种兵器跟骑兵的机动性充分结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杀伤力。决定这次战斗结局的四项因素是：机动性(使大批骑兵从远处迅速逼近敌人的侧翼)，突然性，翼侧突袭和长矛兵冲锋的猛烈性。一方面由于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菲列德根及其同僚们的天才智慧，使得这四项因素协调一致地发挥了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和骑兵的勇敢精神。在后来的十个世纪里，这四项因素构成了骑兵战术的基础。



　　就罗马一方说来，阿德里安堡一战的失败意味着军团步兵作为进攻性作战体制的时代已告结束。从此由弓箭骑兵和长矛骑兵组成的重骑兵取代了军团步兵，成为罗马军的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称雄了约1000年的时间。



　　从军团步兵到骑兵的转变势必带来兵器上的变革。因此在后来的1000多年时间里，骑兵使用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不过，大多数是由人们早已使用过的兵器改进而成的。



　　骑兵的主要兵器之一是标枪或矛。希腊、马其顿和古罗马骑兵都曾以不同方式使用过它。到了公元四世纪，标枪的枪身一般长约9至11英尺，直径2至3英寸，从头至尾一样粗细，顶端有一枪尖。查理曼王朝的军队曾用过一种带翼的梭镖，在梭镖尖头的后部有一横档，这样，在刺穿敌人后可以更容易地拔出来。



　　骑兵的另一重要兵器是剑。各个日尔曼部落都使用它，不过，他们的剑是用未经淬火的铁制成的，质量较差。这种剑两面有刀锋，剑头削尖，剑身长约25至32英寸，既可劈砍又可刺杀。到了西罗马帝国查理曼皇帝的时代，剑有了很大改进。它质地坚硬，剑身约40英寸(包括一个有着交叉形护挡的剑柄)。它既可骑在马上使用，也可以在马下挥刺。使用这种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因此，用来对付那些训练良好，纪律严格的野蛮民族的骑兵是不在话下的。



　　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发现，使用重型长矛和剑的骑兵并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国和中亚人长时间来有效使用着的轻重弓箭骑兵。这两种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弓箭骑兵先把敌人围住，为长矛兵的冲锋作好准备。长矛兵的进攻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保住密集队形，这样，就更容易受弓箭骑兵的袭击，因此，从古罗马的后期开始，欧洲军事上弓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了。



　　要能有效地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也需要合适的开阔地形，它成了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雇佣弓箭兵的专用兵器。



　　公元5世纪时，东西罗马帝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野蛮民族的雇佣军。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当然优先录用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的士兵。因此，来自亚洲血统部落的匈奴人、阿兰人、艾伐尔人和布尔加人等均被编为弓箭轻骑兵，而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平原地区的日尔曼部落，其中主要是哥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盖皮达人和伦巴族人则编入了重骑兵队伍，他们主要用长枪或长矛实施突击冲锋。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跟匈奴弓箭骑兵和波斯军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对罗马骑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起初，罗马军主要使用轻骑兵。它跟野蛮民族的雇佣骑兵相比，只不过组织得较好，纪律性较强而已。后来，罗马骑兵逐步披上了重型盔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这样，到了公元6世纪初的时候，便出现了所谓的重骑兵。它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的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可靠的一支部队。这种重弓箭骑兵将兵器的威力、纪律性、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古罗马军团之后的又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6．残忍的大屠杀(公元500-1000年)




　　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也日益衰败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在组织领导、指挥谋略、技术水平以及纪律养成等方面的全面倒退。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军事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在军队的使用上手段凶残毒辣，缺乏系统理智的理论指导，军事上无所创见，因此，根本谈不上优良的组织体制与足智多谋的作战指挥的有机结合。



　　狂乱中的罗马人为了寻找对付敌人投掷式兵器和骑兵突击双重威胁的新办法，在骑兵作战的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步兵方面则一无所成。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没有一种步兵组织体制能将老式军团的作战威力跟机动灵活严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果，步兵完全成了骑兵的辅助部队。缺乏机动性的密集步兵(有时配备有投掷式兵器)成了骑兵实现机动作战的基地。轻型步兵(弓箭兵、标枪兵或两者兼有)用来搞乱、迷惑或削弱敌人，为自己的骑兵冲锋创造条件。不过，当时的西方军事将领感到，在固定不动的使用投掷兵器的步兵和灵活机动的骑兵突击之间很难做到很好的密切协同，结果不得不重新拣起陈旧的战术，全面恢复步兵方阵的作战方法。



　　中世纪初，也有某些不依赖骑兵的例外情况。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北条顿民族，特别是他们中的法兰克人，直到公元5、6世纪的时候几乎仍然全靠徒步作战。他们的密集的步兵在机动性、使用投掷兵器和实施突击行动等方面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公元6世纪前，法兰克军队只有很少的盔甲，有时甚至根本不披盔甲。他们采用的仍是其祖先对付早期古罗马军队的那种战术，象一群乌合之众仓促上阵。当快要接近敌人时，便挥舞一种头很重的单面刀锋的战斧，它能够劈开古罗马人坚固的盾或头盔，或投出标枪，然后在混乱中执剑冲进敌阵。这些不怕死的野蛮民族士兵常常排着密集的队形等待敌人骑兵冲过来，然后在停下来的骑兵周围或马下挥剑将马和士兵砍倒。



　　这一时期，法兰克人之所以能够在作战中取胜，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非凡的勇敢精神，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敌人在军事技术上的大倒退。经过跟罗马人几个世纪的交战，他们在兵器、纪律或战术等方面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有迹象表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一世曾经给他的凶猛的勇土灌输过一点纪律观念，并且他还是古罗马军事体制的崇拜者。他对自己规模较小的军队曾作过某种程度的组织管理改革和战术控制，因此在跟其他条顿部落的多次战斗中，尽管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向英国进行移民入侵时，采用了跟法兰克人同样的毫无组织的步兵战术。公元600年到800年期间，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战争艺术堕落到象英国那样糟糕的地步。狂暴的野蛮性使得古罗马的优良作战体制荡然无存；人们已经根本不知战略和纪律为何物；所谓战术只是以大致平行的战斗序列将敌对双方的士兵毫无次序地列队成行，接着便是一阵混战，直至其中一方抱头鼠窜为止。防御工事只是些原始的木栅栏或者简陋的战壕；盔甲很少并且质量极差。在英国，步兵之所以一直保持着优势，仅仅是因为敌人没有强大的骑兵，因此他们也就无需对付这方面的挑战。到了将近公元8世纪末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开始出现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岛的沿岸以寻找可供征服的对象。



　　法兰克人经过跟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族人、艾伐尔人和东罗马人较量之后，逐步懂得必须十分重视骑兵。从公元7世纪起，法兰克军队中骑兵的比例逐步增加，并开始越来越依赖携带长枪的重骑兵的突击冲锋。到了查理曼大帝执政时，骑兵在法兰克军队中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这个时期，西欧各国都没有启用什么新式兵器，只是对原有兵器作了某些改进。作为中世纪兵器的剑终于定了型，在作战中主要用来劈砍。它在靠近剑柄的部位最宽，往剑头方向逐渐变细；剑身两面有刀锋，从剑柄的圆头到剑的尖端长约44英寸。由于使用这种剑的士兵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具备高超的技术，因此，它主要限于贵族使用。无论马上马下，他们都能挥舞自如。



　　查理曼大帝曾使弓箭重新成为西欧使用的一种兵器。但他死后不久，多数军队又很快将它淘汰了。诺曼底人有时也使用弓箭，不过通常用来狩猎而不是用来打仗。



　　这期间，护甲日益变得普遍而有效。古代的鸡冠状头盔不见了，代之以带护鼻的圆锥形铁盔。锁子甲戎装是使用最普遍的盔甲，其长度逐渐加大，它的下摆可以遮住骑兵的膝盖。中世纪初，西欧护甲最重要的革新之一便是风筝形状的盾的出现，它也许是将古罗马长盾板与常用的圆盾这两者的优点相结合的产物。对骑兵来说，中世纪的盾是一件更为实用的装备。它没有古罗马长盾那样笨重，与圆盾相比，它面积虽小，但保护功能却更强。另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锁子甲护披，用来保护头盔与甲衣之间的颈部。



　　由于野蛮民族的侵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城防设施重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也必然促进了围攻技术的相应提高。在进攻要塞与要塞防御的作战中，西欧人曾设法尽量根据他们的理解仿效罗马人常用的战术方法，并进一步加以改进，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骑兵突击的需要。但是，他们的兵器和技术跟一千年前罗马人使用的相比均显得相当原始。



　　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公元771-814年)，创建了一种军事体制，从而克服了三个多世纪来西欧在军事上普遍存在的混沌状态，开始了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可惜在他死后，这种混沌状态又故态复萌了。查理曼即位以前，法兰克军的主要作战特点是骁勇异常而纪律极差。他们的作战常常胜负难测，他们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的。



　　查理曼大帝登基后，即着手用严格的纪律和有效的组织体制整顿法兰克军队，使其勇猛的战斗精神得以正常的发挥。与此同时，又努力建立他个人统帅的高度权威。这要归因于以封地采邑为基础的封建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查理曼大帝恢复了因罗马帝国崩溃而消失了的一种社会秩序。



　　经过两次短暂的交战，查理曼轻易地击败了伦巴族军队，不过，他感到伦巴人的骑兵有它固有的优越性。于是，他就着手改进他自己的骑兵，并取得了成功，同时，又将伦巴人编入法兰克军，作为其军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利用这样的一支军队击退了艾伐尔人的进攻。可是，在伦巴人被查理曼改编和训练之前，他们几乎无法抵抗艾伐尔人对意大利北部的袭击。



　　法兰克军也缺乏良好的后勤组织。他们只好靠掠夺粮草而生存。这样做，在友邦地区往往使百姓怨声载道，内部骚乱不安，在敌占地区从事掠夺粮草的分散部队常常会落入机警而集中的敌人之手，因而招来不测横祸。由于后勤物资供应不足，法兰克军在战场上只需待上几个星期，必定自行瓦解无疑。为此，查理曼设法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后勤体制。其中包括运送食物和装备的辎重队，它足以维持部队几个星期的需要。物资的补充也有了正规的渠道，或者靠有组织的征集，或者靠护送队给野战部队补运。具备这些条件后，查理曼就能够在离高卢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作战，军队在整个冬天也能够从事野外作战或围城战。



　　查理曼又重新象古罗马和马其顿那样，在军队中建立起攻城装备辎重队以对付敌人的城防设施。虽然后勤物资和攻城装备这两个辎重队减慢了部队主力的前进速度，但是，确保了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由于进一步依靠了骑兵的力量，又使用了由骡马驮载的辎重队，因而，他仍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查理曼军事体制的关键一环是沿着被征服的地区边境设置一连串的边防哨所和堡垒。并建立了一套道路网，将新边界上的堡垒串连起来，跟老边界上的城堡相连接。这些堡垒用来贮存大批给养物资，于是成了法兰克骑兵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



　　查理曼建立了经由贵族诸侯这条渠道进行征兵的体制，因此能够长期维持一支野战常备军，但又不会给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也用不着去征募那些不可靠的社会渣滓来充数，并且不致于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而将各省的财政资源花光用尽。他对贵族提供的这支部队的军事素养要求很高。



　　由于执行了从贵族阶层中进行征兵的政策，因而加快了封建制度的建立。而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则进一步直接刺激了加速西欧实现封建制的进程。国王和贵族慌忙采取种种措施以保护他们的人民、牲畜和商业中心不受敌人的侵犯。



　　查理曼大帝死后，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朝廷大乱，以致无法集中力量对付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马扎尔人对法兰克的劫掠蹂躏。当时找不到一位称职的领袖能够重建国家集中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机器。防御敌人和保卫家园的战斗成了各地分散和不协调的行动。因此，构筑了更多的要塞堡垒以保护乡村居民以及商业和交通中心，常备军驻地的地方首领各自派人保卫自己的要塞以随时抵御入侵者的袭击。骑兵的力量仍在继续不断地扩大，常备军全部都是骑兵、骑士和重骑兵。偶尔贵族把他们手下所有体格强壮并受过一定训练的士兵召来当步兵。一般来说，他们的武器不够精良，缺乏护身盔甲，组织也不严密，因此，这样的步兵只能用于防御目的。



　　每年各大封建领主都要奉国王之命率领他的士兵参加一段时间的皇家远征。这种军事体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当各支皇家部队集中起来打仗时，他们的素质往往参差不齐，他们之间没有忠于国王和民族的联系纽带。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体制和集中的训练，因而缺乏严格的纪律，更谈不上有效的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在北欧地区也出现了另一不同的军事体制。斯堪的纳维亚人基本上是些海盗，他们对抢劫和掠夺到的战利品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被征服地区的长期占领。另一方面，他们技术精，不怕死，讲纪律，对上级忠贞不二。他们都是步兵，一般配备有梭镖、剑和战斧等兵器，有时佩带弓箭，并有头盔、圆盾和皮制甲衣等护甲，后来许多士兵还配备了锁子甲戎装。



　　北欧海盗发现，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战术能够有效地对付他们最初在西欧遭遇的民兵部队。这些民兵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装备、训练和作战指挥都很差。这种战术也可用于对抗西欧新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是西欧专门组建用来对付北欧海盗威胁的。由于西欧人越来越能够有效地抵抗北欧海盗的入侵，原先为100至200人一伙的分散海盗帮开始采取合并的办法，组成规模较大的队伍。根据史料记载，公元885至886年进攻巴黎的北欧海盗人数接近三万，不过实际数字也许要小得多。



　　欧洲人认为，专业化骑兵跟城防设施相结合是对付北欧海盗的有效办法。假如数量上不处于劣势，那末，重骑兵利用自己的突击能力至少可以跟北欧海盗打个平手，甚至战而胜之。倘若北欧海盗实力太强，那末快速机动的骑兵则可从安全的设防基地出发，紧紧盯住海盗的步兵纵队，不时而有效地袭击它。他们还可以迅速地跟其他分遣队汇合起来围攻北欧海盗部队。



　　这样，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他们不管在那里上岸，就把附近所有的马匹抢来，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骑上马匹，以实现部队的快速运动。最初他们将马用于运输，后来，由于他们越来越难以对付西欧的骑兵进攻，因此在沿海或河流、半岛以及岛屿上建立起大规模坚固的永久性防卫基地，并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过，直到最后，他们军队的主体仍然是步兵。



　　马扎尔人的作战方法跟人类创史初期的塞西亚人和其他中亚人的骑兵一样。他们都是轻骑兵，通常不披盔甲，主要兵器是弓箭，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机动性特别强。他们对付不了西欧重骑兵，总是尽量避免打白刃战，利用自己的机动优势，充分发挥弓箭这种投射式兵器的威力。他们设法将比较笨拙的西欧军队包围起来，然后从各个方向进行几个小时的袭扰，最后在敌人出现大量伤亡，又被拖得精疲力尽灰心丧气的时候，设法在敌人阵营中打开突破口。然后再利用这些缺口，从背后发动进攻，将孤立之敌制服并予以歼灭。



　　在长期的作战中，马扎尔人依靠高速度和迅速改变进攻方向的办法来避开大规模集结的西欧骑兵部队。但是，由于西欧的重骑兵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效能和机动性，加之又建立起许多堡垒要塞，因此马扎尔人进攻的威力也日见下降。



　　到了9世纪末，陈旧的古罗马军事体制完全销声匿迹。在西方代之而起的是由披盔带甲的骑士组成的小规模骑兵部队。他们是具有专门技术的职业士兵，服务于国王或富有贵族的门下。正是这帮披盔带甲的骑兵最终击退了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挫败了他们对西欧的入侵。正是这些胜利，保证了封建制度下的骑兵在西方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后来一直延续了400年之久。



　　封建时代是军事上战略和战术完全停止不前的一个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贵族血统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军事训练。不过这种训练的唯一目的是使这些未来的骑士能够驾驭马匹，熟练地挥舞长枪和剑，在冲击敌人时炫耀他的勇猛和果敢精神。



　　大多数封建军队集合在一起作战时，突出的问题是普遍缺乏纪律养成，不服从命令，并且总有一些下级指挥官不听上级指挥而喜欢我行我素。结果往往在不适当的时候突然引起一场全面的交战，或者在关键时刻打乱了自己的队形。指挥官级别的高低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的专业技能或作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打仗就根本不讲究什么战术，往往也不搞侦察，也不实施包围或翼侧运动，而是一见到敌人就猛冲一气，或者盲目地从正面发起攻击。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7．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630-1000年)




　　正当西方军队衰败到极点的时候，骤然兴盛起来的伊斯兰国家无视古罗马帝国曾经高度发展的战争艺术，依靠其心狠手辣的军队，采用十分原始的战术，开始了几乎横扫半个文明世界的穆斯林侵略扩张。



　　伊斯兰国家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为时不长的侵略战争，并非因为他们发明了什么新武器，创立了什么新的战略或战术，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力量(西方人称之为狂热)。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穆罕默德领袖超凡入圣的魅力以及他所教诲的这样一种特殊信条，即：那些在讨伐异教徒的圣战中的亡灵将能升入天国永享极乐。还有一个因素是哈里发在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等方面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能象伊斯兰教那样如此持久如此狂热地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在战斗中表现出那样不怕牺牲不怕危险的勇敢精神。



　　伊斯兰侵略扩张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技术发挥了作用(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因素)，不如说是精神力量产生的结果，与其说它依赖于优越的军事体制，不如说它靠的是煽动宗教狂热；与其说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征兵体制，不如说是依靠了宗教的宣传鼓动，召来无数士兵为圣战卖命。当然，它的胜利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条件。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加之缺乏坚强的政治或军事机器和领袖，因而任何胆大妄为的侵略者征服西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在亚洲西南部，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因连年混战而两败俱伤，两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动乱，其边远地区纷纷起来造反，因而这些地区也都成了伊斯兰征服的最好目标。假如不是首先比较容易地攻占了这些边远地区，那末穆斯林的侵略扩张要进行得如此迅速和遥远则是难以想象的。



　　起初，穆斯林军队几乎全部都是不披盔甲的骑兵，使用的兵器是长枪和剑。由于这一时期弓箭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兵器，因此，阿拉伯首领也开始认识到它的效能和用途，并逐步加以采用了。弓箭特别适用于轻骑兵。后来，他们又懂得了护身盔甲的功用，因此让骑兵披上了锁子甲。不过他们从来不让盔甲的重量妨碍士兵和马的机动能力。



　　穆斯林军队所采取的战术是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换句话说也就是采用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后来他们又模仿过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战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纪律和组织指挥，因而并不十分成功。



　　伊斯兰教的教祖穆罕默德离世前(公元632年)，甚至在他还没有完全巩固对阿拉伯的统治之前，就开始针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向西北和东北方向的地区煽动新的伊斯兰宗教狂热。由于基督教教派发生内部争端，造成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跟君士坦丁堡分裂了。这次教派分裂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大部分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把穆斯林当作驱除暴政的救星一样来欢迎。他们不支持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某些场合却给侵略者以帮助。这时候，波斯帝国也因作战连吃败仗而瘫痪了，政治上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和埃及把拜占庭人赶回到了安纳托利亚的陶鲁斯山脉。与此同时，萨珊王朝被彻底摧毁，庞大的波斯帝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



　　由于阿拉伯人发生内部争端，伊斯兰扩张行动曾一度出现短暂的停顿。但不久之后便以离心力般的强大威势，重新向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表现了伊斯兰人惊人的活力。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同时又分兵沿北非海岸向西挺进。向东袭击印度，向北穿过高加索进逼卡扎尔斯，向东北渡过奥克苏斯河进入了中亚地区。



　　穆斯林的进攻在君士坦丁堡两次被拜占庭军队击退，沿高加索山脉一线又遭到卡扎尔斯人的激烈抵抗。但是他们继续缓慢地向亚洲的南部和中部推进，同时又横穿北非占领了西班牙。



　　穆斯林迅速征服了西班牙，当地的伊比利亚-罗马居民对于能够摆脱东哥特人的君主统治表现得欣喜若狂。穆斯林人允许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继续保留其宗教信仰。这时，逃亡的东哥特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山区的狭长地带定居了下来。伊斯兰的阿卜杜尔·拉赫曼·伊本·毛威亚王子便在西班牙建立起了阿拉伯人的集权统治。



　　穆斯林在取得了这些重大胜利后，因多方面的原因，于八世纪初，始中断了它的扩张浪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拜占庭帝国的复活(参见第八章)。其次，也许是慑于法兰克人在查理·马泰尔(查理曼大帝的祖父)领导下在法国图尔(或普瓦蒂埃)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这次战役是说明阿拉伯军事体制的优点和弱点的极好例证，同时也显示了马泰尔富于感召力的领导才能。这在当时缺乏优良战术的情况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阿卜杜尔·拉赫曼从西班牙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进入阿基坦(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封建制省份，其中的贵族大部分为东哥特人，他们效忠于法兰克的梅罗文加[默罗温]王朝的国王)，悄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西侧。穆斯林军队几乎全是骑兵，大多数由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组成，作战指挥带有阿拉伯色彩。他们全部兵力不足二万人。阿卜杜尔·拉赫曼在波尔多港跟一支法兰克军遭遇并击败了法军。查理·马泰尔，作为腐败的梅罗文加王朝中精明强干的大宰相，查理曼大帝以前最有天才的法兰克领袖，在得知穆斯林来犯的消息之后，立即从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抽身，沿多瑙河上游迅速赶回了阿基坦。



　　穆斯林侵略军在设防城市普瓦蒂埃暂时受阻。阿卜杜尔·拉赫曼留下一部分军队包围该城，率领余部继续向卢瓦尔进发，直逼图尔城。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该部刚刚发起对图尔城的围攻时，便得悉位于卢瓦尔南部的查理已经从东面秘密而迅速地向自己逼近，并威胁着自己的交通线。阿卜杜尔·拉赫曼慌忙将装有掠夺财物的浩荡车队向南调遣。紧接着，部队也缓慢地向普瓦蒂埃撤退。



　　很明显，在图尔城南部某地，法兰克军跟穆斯林进行了交战。在后来的六天里，阿卜杜尔·拉赫曼以频繁却又无力的散兵袭击方式进行了典型的阻滞战斗，企图掩护装有掠夺物的车队撤退。而查理则始终对穆斯林军施加着强大的军事压力，逐步将他们逼回普瓦蒂埃。最后，阿卜杜尔·拉赫曼不得不决定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或许在靠近维埃纳河边的塞南(Cenon)决一死战。



　　双方的军事实力人们并不详知。法兰克军也许大于穆斯林军。查理既有步兵也有骑兵，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参半。当时法兰克的骑兵正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查理率部向都兰秘密而迅速的推进，以及决战前的一周该部所进行的小规模袭扰战，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率领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对穆斯林的骑兵实施过有力的进攻。



　　在比利牛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一带，法兰克军队不时跟穆斯林打仗，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毫无疑问，查理很明白阿卜杜尔·拉赫曼和他自己的军队各有那些优点和弱点。他清楚地知道跟机动灵活的穆斯林轻骑兵相比，法兰克重骑兵既缺乏纪律性，又十分呆笨，在骑兵作战中极难指挥控制。他也知道穆斯林军队仅仅在进攻时显得颇具威力，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敌人阵线上出现的突破口，但是，他们缺乏防御的耐久力，也不会采取突击行动给有充分准备的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打击。从这些考虑出发，当查理发现穆斯林准备跟他打一场遭遇性决战时，他决定让骑兵下马作战。他把军队编成坚固的步兵方阵，并将他们部署在法国中西部起伏不平的乡村中居高临下的优越地形上。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穆斯林骑兵反复猛烈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法兰克方阵奋力击退了。激战一直持续到了黄昏。这时，查尔斯还明显地保持着实施部队机动的能力。从一份战报中可以看出，法兰克军的右翼部队包围了穆斯林军的左翼，迫使他们向后撤退以保护其岌岌可危的兵营。黄昏时分，那些垂头丧气精疲力竭的穆斯林终于撤回兵营。此时他们发现阿卜杜尔·拉赫曼已在混战中阵亡。穆斯林军在惊恐万状之中丢弃了装着战利品的车队，在朦胧的夜色中仓皇向南溃逃。



　　翌日黎明，查理重新布阵准备抵抗穆斯林军新的进攻。但经过仔细侦察后，发现敌人已经逃跑。于是他正确地决定不予追击。因为如果发起追击，那末他的自由散漫的部队将是十分脆弱的，肯定不会服从作战指挥。他懂得阿拉伯人喜欢采用的战术正是引诱不灵活的法兰克骑兵前来追击，然后当法兰克军摆开阵势时便回过头来进行拚杀。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图尔一战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至此，穆斯林穷凶极恶的扩张势头终于被阻挡住了，从而保证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有几个世纪的兴盛和发展。



　　当穆斯林轻率冒险的对外扩张还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感到，轻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在对付中国和拜占庭精明强干的弓箭兵和坚固的法兰克方阵作战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即使靠着狂热的宗教热情，也无法承受如此惊人的损失。在跟当时各种重要的军事体制接触之后，穆斯林认为拜占庭的军事体制最为优越，因而致力于效仿拜占庭的许多军事上的做法。可惜他们从来不具备东罗马人那样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他们作战主要依靠从部落中征募来的士兵而不是常备军。然而，穆斯林那种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加上对拜占庭的战略战术方法加以灵活改变，适应了他们自己军事体制的需要，因此，他们的军队仍然是8世纪末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进攻力量。



　　尽管穆斯林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激励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教民象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信徒那样发挥出很大的宗教热情，但是，过分的侵略扩张却无疑耗尽了穆斯林的各种资源。宗教内部和朝廷里的剧烈争斗也猛烈冲击着早期的哈里发及其继承者的统治。这些宗教和政治力量导致许多大大小小独立的穆斯林侯国以及异教徒团体的兴起。由于这些独立的穆斯林集团内部以及集团跟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遭到拜占庭、卡扎尔斯、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基督教国家的进攻，穆斯林不得不也采用当时西欧那样的区域性防御设施和防卫手段。防御能力的加强促进了伊斯兰帝国封建制度的兴起，也有利于其内部分裂状态的弥合。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8．拜占庭的诡计和技巧(公元630-1000年)




　　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重建了旧拜占庭城，并将它定为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陷落时，东罗马帝国却免遭劫难幸存了下来。尽管它几经兴衰变迁，但却兴旺发达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人们照常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着，很象古罗马时期一样，不过明显带上了希腊的色彩和情调。



　　在公元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以及整个6世纪的时期里，拜占庭披盔带甲的骑兵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这并非因为这支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也不是因为它采用了什么新式武器。相反，跟许多敌人相比，它在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它的优势是由于它透彻地了解敌人的长处和短处，因而能够运用优越和灵活的战术，同时也由于它将各个不同的兵种巧妙地纳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军事组织体制，并且象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有效地运用这种组织体制。拜占庭战争艺术的水平，在贾斯蒂尼安[查士丁尼]一世(520-565年)在位期间达到了高峰。当时，他手下有两位著名将领，即贝利撒留和诺塞斯[纳尔塞斯]。他们曾再次征服过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地区，挡住了日尔曼人的侵略扩张，一度避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公元7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并且一开始就伤亡惨重的战争，最后，东罗马帝国在赫勒克留皇帝的天才统帅下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就在这一关头，伊斯兰军队从阿拉伯地区向波斯和拜占庭帝国袭来。两败俱伤的波斯和拜占庭根本无力还击穆斯林，波斯帝国迅速灭亡，拜占庭丢失了陶鲁斯山脉以东的全部省份，只剩下帝国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半岛两块地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拜占庭的统治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拚死抵抗阿拉伯人的反复进攻上。尽管穆斯林曾无数次打进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多次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是它还是基本上保住了沿东陶鲁斯山脉的边界线。



　　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兴盛不衰，主要在于它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继承了罗马帝国军队的所有特点：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武器精良，战术巧妙，并具有无与伦比的团结精神。他们之所以具备并保持了这些优点，完全是因为他们十分强调知己知彼，并对战争的地形地物因素进行透彻分析的结果。



　　透过《战略学》这部论述战术艺术的名著(出现于6世纪末，系莫里斯皇帝所作)，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骑兵的组织体制、兵器和战术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学》一书描述的后来300年拜占庭的全部军事体制，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并无大的偏差。这在另一部著名军事著作《战术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该书出现于公元900年，系利奥六世皇帝所作)，(《战略学》和《战术学》两书也许是许多位作者共同所著，在上述两位皇帝当政期间汇编而成。其学说所阐明的思想和理论代表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两本著作所阐述的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学说是伊斯兰对外扩张之后数世纪内出现的情况。这种体制并非处处都能奏效。尽管它有时会有失误甚至根本行不通，但是，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说明当时的军事将领是富于卓越思想和杰出才能的。令人惊叹的是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期里，在关键时刻总能及时产生这样的军事将领，以重新确立拜占庭的军事优势，战胜邻国的侵犯。在后来的四个世纪里，这种体制所遗存下来的影响又延长了拜占庭帝国最后崩溃的过程。



　　《战略学》是涉及战争和军事领导各个方面的一部全面论著，很象现代军队的野战教范。它的内容包括作战训练、战术实施、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并讨论了对付拜占庭帝国各种敌人时所遇到的主要军事课题。



　　拜占庭军队中不管步兵还是骑兵，其基本行政和战术单位是中队，人数300到400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营。每个中队由一名古罗马护民官或伯爵负责指挥。五至八个中队合成一个联队，或称为师，由一名联队指挥官或公爵指挥。二个或三个联队组成一个纵队或称为军，由纵队指挥官指挥。拜占庭故意避免一成不变的大规模部队编制，这样敌人就难以估计他们军队的确切兵力。



　　拜占庭的野战部队被纳入了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军区体制。地方政府的职权由负责地区防卫的军事长官行使。每个军区由一名纵队指挥官领导，他所指挥的纵队便驻扎在该军区。在比较重要的边境地区，驻军经常处于特别高度的戒备状态，以对付任何外来的进攻。



　　在公元7世纪末的时候，拜占庭共划分了十三个军区。其中七个在安纳托利亚，三个在巴尔干半岛，三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中的岛上及沿岸领地。到了公元10世纪时，军区数增至30个，但军队的总规模并没有相应的扩大，因而每个军区的兵力相应减少了。这时常备军中的骑兵和步兵大约各占一半。



　　靠近边境的军区所驻扎的常备军通常要比内地多。当接到作战命令时，每个纵队指挥官平均可以率领二至四个重骑兵纵队前往参战。他手下大约还有相等数量的步兵。步兵的作用远不如骑兵重要。因此，究竟是留下部分步兵还是全数步兵都用于负责地方的保卫任务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敌人的性质或作战的区域等)。



　　理论上拜占庭实行的是全民性的兵役制。但实际上每个军区的常备军是从当地最好的老百姓中征选来的。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常常还保留着一支由野蛮民族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但它基本上不再依赖野蛮民族来当兵了。军区这种军事体制含有用民兵进行地方自卫的军事思想。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这些地区这种体制效果较好。因为当地人英勇善战，民兵游击战在抵抗和击溃侵略军的战斗中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正规军。在10和11世纪拜占庭复兴时期，帝国的财力使它能够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雇佣军。



　　在拜占庭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期里，它并无征服或侵略别国的企图。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财力资源始终为掠夺成性的邻国野蛮民族所垂涎。因此，它基本上奉行了一条防御性的军事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疆土和资源。他们的战略基础是中世纪式的军事威慑和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假如不得不打，则尽量少用人力和财力，对侵略者实行抵抗、惩罚和骚扰。他们的作战方法通常是灵活的攻防战，奋力将侵略者逼向自己坚固设防的山口或河流渡口，然后用二个或更多一些的纵队兵力协调一致地向心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



　　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可以辅助并常可避免军事武力的使用。在多事的邻国之间很容易激起争端，为此，拜占庭常跟他们结成同盟，以减少来自一些难对付的敌人方面的威胁。给盟国以及有争端的边界上半独立野蛮民族的头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有助于减轻外界对本国军队的压力。为了帝国军事行动的需要，他们利用商人并收买一批间谍，付以极高的报酬，在敌国和友邦宫廷的要害部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拜占庭皇帝还常常使用宗教手段以达到某些暂时性的目的。他们发现传教士能对皈依宗教信仰的统治者的宫廷施以微妙而有益的影响，并且发现人们普遍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必然会形成一个抵御异教和穆斯林影响的屏障。



　　拜占庭帝国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是纪律严明的重骑兵。就象古罗马军团体现了罗马的强盛一样，拜占庭帝国的重骑兵队也是君士坦丁堡巨大威力的象征。



　　骑兵头戴古盔或圆锥形头盔，头盔顶上有一簇彩色马鬃；锁子甲戎装从颈项一直覆盖到大腿；他们脚蹬铁履，上部为皮靴或胫甲以保护小腿，手和腕部戴有铁手套。他们手执圆盾，盾通常用皮带缚在左臂上，这样，两只手就都可以空出来操纵马缰或挥舞兵器，而且在白刃战时还可以保护易受伤害的左侧身体。在盔甲外面套有一件较轻的棉制披风或长衣，每一支部队的衣服、头盔上的马鬃以及圆盾都染成统一的颜色以区别于其他的部队。每个骑兵的马鞍上还绑有一件较重的大氅，一方面可以在冷天穿着御寒，一方面也可作为毯子来用。部署在正面前排位置的骑兵马匹的头、颈、胸等部位也都挂着盔甲。马鞍制作得相当结实，而且充填得很好，每付马鞍都带有宽大的铁马镫。(拜占庭军队是在6世纪前就开始采用马镫的)。



　　重骑兵队的兵器通常包括弓、箭袋、长枪、大刀、短箭等，有时在马鞍上还绑有一把战斧。大多数骑兵看来既有弓箭又有长枪。不过一部分重骑兵只有长枪。据推想，当他用弓射箭时，他的长枪便插在马镫或马鞍套里，就象现代骑兵放置卡宾枪那样。反过来，当他使用长枪、大刀或战斧时，便将弓吊在马鞍上。长枪上挂着一面狭长三角旗，其颜色跟头盔上的马鬃、长衣和圆盾相同。



　　骑兵和马匹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够在练兵场和战场上进行复杂的队形变换。他们特别强调射箭技术，并不断训练其它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



　　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有时全部使用骑兵，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骑兵和步兵以差不多相等的比例进行联合作战。步兵中通常是轻重步兵的数量各半。



　　重步兵亦名圆盾兵，据其携带的圆盾而得名。他们装备的盔甲和兵器跟重骑兵大体相同，有头盔、锁子甲、铁手套、胫甲(或套到膝盖的靴子)和锁子甲外面套的长衣。所用的兵器有长枪、盾、剑，有时还有战斧。长衣、头盔上的马鬃及盾均涂上统一的颜色，那是区别不同部队的标志。



　　轻步兵大部分是弓箭兵，也有些是标枪兵。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他们披的盔甲很少，也不多带别的兵器。当然，根据各人的要求也可有一定的灵活性。大多数轻步兵穿皮制戎装，有的士兵戴头盔，除了弓、箭袋或长枪外，通常还带着短剑。



　　奇怪的是，跟2至4世纪的罗马军相比，他们较少使用抛石机和弹射器等作战机械。当然，有时也用，不过大多用于防御。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式武器，那就是液火喷射器。公元717年穆斯林首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最先开始使用。在击退穆斯林的进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惜我们对这种武器的详细情况知道得很少。有关它的易爆易燃材料的确切成分的资料也未能幸存至今。不过，很明显，这种现代喷火器的雏型采用了硫磺、石脑油、生石灰等混合而成的材料，一旦遇水便能轰然烧起大火。



　　这种易燃混合材料装在包有黄铜的木头管壳或管状容器内。水经软管用高压打入管状容器，易燃材料便能立即燃烧起来。依靠它自己的膨胀力和水的压力能使火焰喷出相当远的距离。可以想象，这种武器对于木船或敌人的肉体会有多么可怕的伤害威力。液火喷射器使拜占庭在对付强大的穆斯林的挑战中保持了明显的海上优势，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六个世纪长的时期内始终坚不可摧。






图1 拜占庭军队的标准战斗队形



　　拜占庭军事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打进攻战或积极防御式的进攻战，给敌以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它的基本战术队形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根据具体的作战环境可以有较大的变动)（见图1）：一、中央第一横队；二、中央第二横队；三、预备队/后卫队(通常分为两组，放在两个侧翼的后面)；四、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五、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在步兵和骑兵数量大致相等的联合部队中，前两个部分由步兵组成，其中圆盾兵居于中间位置，轻步兵位于侧翼，后面三个部分都是骑兵。倘若步兵部队太少，那末步兵只充当中央第二横队，或者作为一支附属预备队放在二个中央骑兵横队的后面。



　　如果敌人主要是骑兵，而拜占庭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步兵，那末，步兵第一横队首先迎战敌人。拜占庭圆盾兵确信自己的侧翼和背后有骑兵的保护，因此能够象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那样有效地对付敌人骑兵的进攻。敌人最初的进攻首先要遭到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对它翼侧的抵抗。不久，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很快会给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以更沉重的袭击。假如拜占庭军队的这些反击未能奏效，而且第一横队被迫撤退，那末该横队就会象古罗马军团的传统做法一样，穿过第二横队的间隔向后移位，由第二横队接战。负责包围作战的部队也同时后撤，以便重新编队后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击。最后，如果第二横队也支持不住，而原来的第一横队还没有来得及重新集结时，还可以调用预备队发起猛烈的反击。他们常常不是正面进攻敌人，而是实施两面包围，这样仍然可以确保战斗的胜利。



　　显然上面这种战斗形式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不同变化，以对付不同的敌人和不同类型的军队，并且也可以摆成各种各样的阵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标准的战术条令和经常性的作战训练，而且十分重视实施包围战和协同作战(包括兵器投掷和突击行动的协同，步兵和骑兵这两个基本兵种的协同以及整个部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等)。此外，他们还保留一支精力饱满的预备队，以此来赢得一场恶战的胜利。



　　虽然拜占庭的步兵从属于骑兵，但步兵的作战原则决不是消极被动的。当圆盾兵跟敌人步兵遭遇时，不管是联合兵种作战还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进行单纯的步兵作战，他们总是抓住战斗的主动权，跟弓箭兵和投掷兵密切协同，对敌人实施突击。圆盾兵的战斗队形通常纵深为16人。各步兵中队能够各自将部队展开，象古罗马军团的中队那样将各排拉开距离或并拢。进攻时，他们向敌人猛冲过去，不等靠近便将长枪投出。这跟古罗马军团的中队战斗方式也是一样的。因此，圆盾兵中队同时具备了军团和方阵两方面的优点。



　　骑兵中队的队形通常纵深为8至10列。拜占庭人懂得这种队形要比2至8列骑兵组成的横队来得呆笨些，但是，他们宁肯稍微牺牲一点部队的机动性，以换取纵深较厚的队形所具有的较大的安全性。



　　拜占庭的军事理论家在研究敌人的各种特点和精心确定他们自己的战术队形方面化费了一样多的时间。只要可能，他们总是根据各个邻国的不同情况，在他们最缺乏准备的季节和环境条件下发动战争。隆冬时节是进攻斯拉夫沼泽地区居民的最好机会，因为拜占庭军队可以滑冰接近他们的居住地，而斯拉夫人则无法在水中和芦苇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2、3月份匈奴人和塞西亚人的骑兵常会遇到饲草匮乏的困难。秋、冬、春三季，对山区部落的敌人来说，大雪会暴露他们的行踪，植物也掉光了叶子，使他们全无掩蔽之物。寒冷和阴雨的天气是进攻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极好时机，因为此时，他们往往情绪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 [ 注：对近代战争的研究分析表明，不利的气候条件会直接而明显地降低部队的战斗力。 ]



　　由于拜占庭经常不断地研究分析上述作战环境条件，因而始终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



　　虽然拜占庭的每个士兵都带着自己的武器，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够吃数天的食物，但仍给每支部队配备了补给品和辎重车队，上面装载着足够的给养和装备物资，一旦需要，可供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和装运攻城设备之用。辎重车队一部分是四轮运输马车，一部分是用于驮载的牲口。



　　拜占庭军队跟早期的古罗马军队完全一样，他们的基本装备必定包括扎营用的镐和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由工兵部队预先选定并标出兵营的位置。扎营时，一部分部队负责警戒，其余部队从驮畜身上取下镐和锹，迅速挖好战壕，筑起栅栏。



　　每个中队均设有医疗小分队，部队中时时都有牧师跟随，他们还有相当不错的通信勤务。拜占庭军队中除了有一支通信部队外，还采用一种烽火报信系统，用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敌人来犯的消息从边境一直传到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军队的军官从年轻时就开始接受培养训练。他们通常出身于贵族家庭，应征加入士官训练队。和平时期的训练课目可能跟现代军官的训练内容大同小异，重点是学习士兵的基本勤务，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和骑马术，研究军事专家的著作，参加将军事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演习等。战时，士官训练队则服务于各纵队的参谋部，从事文书或通信员的工作，有时协助参谋军官起草一些简单的作战命令，和制订作战方案的工作。



　　经过参谋和各种指挥业务的学习锻炼后，年轻的士官生逐步取得了作战指挥的经验，并使上级有机会对他们进行实战考察，然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在实习阶段的几年时间里，训练的重点放在鼓励他们提高客观分析的能力上。因为拜占庭认为这是他们将来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培养优秀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兵不厌诈是拜占庭军队所崇尚的作战原则，只要有可能，他们便屡屡使用。他们对西方骑士那种虚伪的荣誉感嗤之以鼻。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损失，化费最少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不发一枪一箭来赢得战争的胜利。阴谋诡计和威胁利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而且认为完全是正当体面的。拜占庭人也是进行各种各样心理战的行家里手，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引起敌人内部的混乱和纠纷，甚至大言不惭地使用欺骗性宣传来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



　　从某些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人们不必过分责难拜占庭的那种不够道德的实用主义做法。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解决其民族生存这一基本问题所采取的积极有效而又并非胡作非为的手段。而且他们也遵循了一种战争的道德准则，只不过没有始终坚持罢了。(通常)他们对于已经签订的条约是信守不渝的，俘虏来的男女百姓尽可能根据条件的许可予以妥善对待。对于勇敢的但却战败了的敌人通常也给予宽大和尊重。



　　这就是拜占庭的军事体制。从公元700年至1000年这一时期内，拜占庭依靠这种体制击退了斯拉夫人和撒拉逊人对帝国边境日甚一日的蚕食进攻。到了这一时期末，拜占庭帝国的疆界在巴尔干、小亚细亚、叙利亚、亚美尼亚、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岛屿等地区得到了稳步的扩展。疆土的扩展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防御性战略，而恰恰正是合乎逻辑地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同时也是客观地估计到自己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和穆斯林威胁逐步减弱的结果。



　　11世纪期间，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国内条件和行政管理状况逐步恶化，但是，在曼兹喀特战役(1071年)之前，它的军队始终没有削弱。曼兹喀特战役是拜占庭和塞尔柱王朝之间的一场骑兵战。战斗结果，拜占庭皇帝罗曼纳斯·戴奥真尼斯彻底败北。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的军队对这次战役没有充分的准备。其次，他坚持在开阔而又起伏不平的乡村地形上用重骑兵袭击土耳其行动敏捷的弓箭骑兵，而侧翼和背后又得不到充分的掩护。最后，预备队又偷偷撤退，使部队主力的后背失去了掩护，从而使拜占庭军队的形势更加恶化了。结果拜占庭全军覆没，负了伤的皇帝被俘。一夜之间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疆土全部落入土耳其之手。



　　曼兹喀特战役惨败后，拜占庭国内战乱四起，不久又丧失了作为它军队的(特别是骑兵)主要来源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从此，拜占庭帝国一蹶不振，再无复兴之日。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9．远征：沟通东西方(公元1100-1300年)




　　由于塞尔柱克土耳其的穆斯林军在曼兹喀特一战中彻底击败了拜占庭，同年塞尔柱王朝又在耶路撒冷征服了更加逆来顺受的开罗法蒂玛哈里发，从而激起有关国家组成十字军开始了历时二个世纪的东征行动。塞尔柱王朝征服了拜占庭的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迫害，这一切激起所有的基督教徒群起而攻之。其结果，是在现在人们称之为近东的亚洲西部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将近两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这期间夹杂着几次大规模的基督教远征，即十字军东侵战争。其中开头的三次远征具有最为重要的历史和军事意义。这三次远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王及贵族率领军队参加，时间分别为1096-1099年、1147-1149年，1189-1192年，前后历时长达一个世纪。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人从事的军事远征，主要是为了达到宗教上的目的，但实际上政治目的却常常占着主要地位。它的直接或表面上的目的是把耶稣圣地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圣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跟土耳其的穆斯林军相比，欧洲军队，特别是欧洲的重骑兵占有强大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却比较原始。倘若不是近东地区的穆斯林由于内部勾心斗角造成严重分裂的话，首次十字军东征是必败无疑的。在整个11世纪里，近东穆斯林小头领之间争斗不休，十字军的出现和长期驻守，才使整个12世纪期间这一地区的局面稳定了下来。



　　十字军的主要敌人是塞尔柱王朝。他们人数众多，善于骑马作战，主要兵器是弓箭，是一支很难对付的军队。他们采用了亚洲骑兵典型的野蛮疯狂，出没无常、不正规的打了就跑的战术。自从波斯帝国建立以后，这支亚洲骑兵曾经挫败了比较正规的西方军队。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成功地对付他们，而他在戴多齐的继承者以及罗马人在一系列战争中虽然也想战胜他们，但都失败了。其中，公元前55年的卡尔海战役和公元1071年的曼兹喀特战役最为典型。在公元451年的夏龙战役中，艾特尤斯战胜了阿蒂拉，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查理·马泰尔也击败了阿卜杜尔·拉赫曼，但是这都属于防御性作战的胜利。在这些战役中，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比较了解自己装备较好但纪律较差的士兵的优点和弱点；因此能够使士兵始终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不致于在捉摸不定的敌人挑逗下贸然发起冲锋。



　　在十字军跟塞尔柱克人的冲突中情况也是如此。轻装的土耳其骑兵常常骑着飞快的马匹，避开笨重的十字军骑兵的直接进攻，佯装逃跑而将他们诱入开阔的平坦地域。一旦十字军的队形在追击中变得散乱时，塞尔柱克人便回过头来从四面八方连续不断以乱箭进行袭击，并重点进攻其侧翼与后背。



　　在1097年的多里拉尤姆战役中，首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士领教了土耳其战术。这次交战充分说明了中世纪西方封建制骑兵的优缺点。



　　十字军首先攻克了尼卡亚，接着便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挺进。两路部队间隔约十公里，互相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络。一路部队由罗梅茵公爵戈弗雷·戴布依仑和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联合指挥；另一路在前一路部队的北面，或称左路，由塔兰托的诺曼底公爵博希蒙德率领。当博希蒙德率领的部队穿过适合于土耳其人作战的起伏不平的乡间地区时，土耳其军发起了攻击。他们突然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将出来，逼近十字军的侧翼、后背以及正面，用乱箭雨点般地射向密集的十字军重骑兵。但却不暴露其主力，以免十字军乘机发起突击冲锋。起初土耳其兵的箭无法伤害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士兵，但杀死了许多马匹。十字军被大量土耳其弓箭兵所围困，有好几个小时一直遭到土耳其密集的弓箭的袭击，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位于右侧戈弗雷率领的骑兵部队接到博希蒙德信使报告的消息，立即赶到战场，尽其全力向紧紧包围着博希蒙德十字军部队的土耳其军的侧翼和后背发起猛烈冲锋。这一出其不意的袭击产生了巨大而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土耳其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跑，十字军则穷追不舍。



　　从这次交战投入的实际兵力来看(确切数字不详)，双方的损失都很轻微。土耳其军只是在战斗的最后，其左翼部队受十字军两面夹攻时伤亡严重些(总数约3000人)。戈弗雷的部队实际上没有伤亡，博希蒙德的部队经过土耳其弓箭兵五个小时的袭击，损失约4000人，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兵营里被土耳其军杀死的步兵。骑兵因有铠甲的保护伤亡不多，但马匹的损失极其严重。



　　在十字军东征战争的几个世纪里，兵器和盔甲有几项重大改进。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十字弓了。实际上这是老兵器新使用。因为早在约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广泛使用类似的弓了。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军队也曾采用过一种小型石弩，但是，后来这种兵器便销声匿迹了。即使是保留了多种罗马攻城机械的拜占庭也没有用过它。到了11世纪初期，十字弓重新出现在西欧，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后来十字军才把它改进成重骑兵使用的战术兵器。经过不断完善并逐步提高作战性能，十字弓在欧洲大陆一直延用到了公元16世纪。



　　十字弓有一个比较小但十分坚固的弓架，与箭杆在其顶端部位交叉成十字形状。最初十字弓用柔韧易弯的木料或角材制成。大约到了公元1560年后就通常采用钢材来制造了。十字弓的弓架上有一槽口，用来卡夹弓弦，另外，上面还有一个发箭扳机。为增加弓的弹性，有的十字弓采用复合材料制成。



　　这种形体较短但力量很强的十字弓发射初速很快，因此与普通弓相比，它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大。通常用手或臂力就不能产生获得这样高的初速所需要的张力。所以还需采用多种机械装置来提高弓的张力。最简单的一种是在弓的前面加一根小小蹬筋，弓箭手用脚踩住，弯起身子将弓箭挂在他腰带的钩子上，这时只要挺直身体，便能将弓弦拉入发箭扳机的槽口。在做好上述准备后将弓提起，瞄准后就可向目标射击。14世纪末，欧洲采用了一种曲柄卷绕机用来张开比较重的十字弓。而东亚地区早在13世纪就已经使用这种装置了。



　　到了15世纪初，人们对卷绕机又作了改进。装上了一组滑轮。但最常用的还是杠杆和嵌齿轮。用杠杆或把手推动一端装有弯钩的铁齿轴，使嵌齿轮转动。弯钩抓住弓绳并使之绷紧。这种装置既简单又灵便，甚至弓箭兵骑在马上也能使用。



　　最初，十字弓所用的箭是一根较短的木制箭柄加一个叶状箭头。到了1100年时开始普遍采用方镞箭(箭头为方形，能穿透铠甲)。



　　虽然十字弓装箭的速度要比普通弓慢得多，但弓箭兵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射箭速率。每次战斗要给每个弓箭兵提供五百支箭。十字弓射出的箭能穿透铠甲，形成一个很大的伤口，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可惜它的射程较近，最好的十字弓也只有150码左右。尽管它是威力很大的武器，但发射特性很平常，因为弓弦很重，其重量常常跟箭差不多，耗费了弓所产生的很大一部分能量。



　　1139年梵蒂冈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在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十字弓，这就间接证明了它的强大威力。可是，用它对付穆斯林或其他异教徒则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武器限制的一个例子。



　　西欧军队使用的另一种新式步兵武器是戟。它是在长矛的头上加一战斧。这样，既可进行刺杀又可用来劈砍。当时军队把重点放在发展戟和十字弓这些新式步兵武器上，表明军队重新开始重视步兵作战。



　　改进兵器的另一个例子是穆斯林改进并完善了短弯刀的性能。这种刀身弯曲的轻便砍刀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意义，不是因为它的式样有了什么大的改进，而是在于冶炼技术的进步使金属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马士革和托莱多的工匠因能制作优质钢刀而闻名于世。他们的刀具有较好的韧性和硬度，而且刀口也磨得十分锋利。



　　欧洲士兵的护身盔甲不断有所改进。但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他们的锁子甲衣改短了，原先拖长的下摆改成了铠甲马裤。铠袖长及手腕，头上的头盔防护帽或锁子甲兜帽取代了原先的头盔。这样一套锁子甲戎装重达30到50磅。为了增加锁子甲坚硬的表面受到打击后对人体造成伤害时的防护作用，因此在它的里面又加了一层结实的皮衣或毡衣。对步兵来说，这种皮衣或毡衣通常是他们唯一的护身甲，用它就足以抵挡敌箭了。土耳其的史学作家常把作战中的十字军步兵身上中箭描绘成好象插满了针一样，但他们仍安然无恙。



　　头盔跟头形结合得更好了，护鼻变得更长更牢固。一些制盔匠制成了能遮住整个脸部的头盔，这种头盔顶部是平的，可以盖住整个脑袋和颈部，只在正面开有目视和呼吸用的狭缝。它戴在头上既重又闷，因此士兵常常把它放在马鞍的前桥上，等战斗快要开始时再戴上。当时最常用的锅形头盔重量为15或20磅。13世纪时，制盔匠试制了一种正面向前突出的头盔，使对方难以进行正面刺砍，减少了头盔被打烂后嵌入脸部的可能性。



　　由于中世纪欧洲冶金技术的不断提高，因此到了13世纪时，制盔匠便制成了金属片铠甲。最初这种金属片铠甲是穿在锁子甲里面的，用来覆盖肩和大腿这样一些重要而容易受伤害的部位。到了13世纪中叶，金属片铠甲就穿在锁子甲的外面，用来遮盖肩、肘、膝盖、小腿和大腿，有时甚至根本不穿锁子甲。13世纪末，金属片胸甲或胸铠开始取代锁子甲。



　　早期的金属片铠甲和锁子甲合用时，它们的接合部以及肘、肩和膝盖的内侧有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到了14世纪时，制盔匠巧妙地制成了全套金属片铠甲，用来代替锁子甲。



　　灵巧的欧洲铁匠在13世纪初制成了锁子甲连指手套，接着又很快做出了五指分开的铠甲手套。



　　以上这些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盔甲的重量，以致于一旦骑兵被击倒或从马上摔下来，如果没有别人帮忙拉一把，他就无法站起来。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伤害敌人笨重的马匹，这就导致人们设法增加马的护具。到了14世纪末期，重骑兵的马匹所驮载的盔甲和装备(包括它自己的和骑士的)不算骑兵的基本体重，总重量至少达到一百五十磅。这样，就必须选择健壮而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重骑兵的坐骑。即使这样的马匹，也只能用小跑和慢跑进行冲锋。



　　骑兵为了加强对身体安全的保护，因而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而机动性本应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说，骑兵牺牲了体现其作战优势的质量，换取了一些自卫的能力。



　　在欧洲的大多数战役中，因为盔甲的改进，军队的伤亡数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可是有时因为败兵跌下马来后无法迅速逃跑，因此造成大量被杀。一般来说，在近东地区的作战中，十字军跟穆斯林军的伤亡比例相差十分悬殊。十字军在打胜仗时，伤亡总是比较轻微，而一旦失败，那末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无法逃避灵活机动的敌人的屠杀。



　　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式攻城机械。它有一根巨大的投石横杆，装在一座直立的支架上，由一队士兵站在远离投石器的地方一齐牵拉连在横杆上的绳索将石弹抛出。欧洲人于1147年将这种武器用于作战。另外，波斯人制成一种较为复杂的投石武器，称为抛石机或射石机，并且很快被欧洲人拿去用于攻城作战。这种机械将原先用人牵拉绳索改为用滑动平衡重锤来抛射石弹。



　　抛石机是一种抛射石弹以袭击城堡防御工事的机械，也可用来朝城墙抛射石块或其他物体。它跟以张力或扭力作抛射力的抛石机和弹射器不同，抛石机是以平衡重锤的力量作抛射力的。



　　抛石机是一种极好的攻城武器。近代试验表明，吊杆长50英尺，平衡重锤为10吨的抛石机能将200到300磅的石块抛射约300码的距离。到了14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有的抛石机竟能抛射将近1000磅重的弹体。例如，许多历史记载中曾说到把化脓腐烂的马尸抛射到被围困的城市，以传播疾病，引起人们的混乱和不安。



　　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构筑城防设施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当时西欧流行的城市防卫指导原则。不过欧洲人在应用这些经验时，有一个重要方面跟拜占庭不同。拜占庭基本上将城堡用作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因此，他们的军队往往驻扎在居高临下而又容易进退的地形位置上。而欧洲人则更重视打防御战，加之还受着这样一种封建式作战原则的束缚：那就是军事行动时间要短，规模要小。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将要塞和堡垒建立在敌人最难接近的位置。这样敌人进攻当然极其困难，但是堡垒的驻军要想迅速地冲出来，也就同样的困难。因此，他们很难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去袭击围攻封锁堡垒的敌军。



　　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西欧人就已经认识到军队里如果有一支可靠的步兵，那末，肯定要比单纯由骑兵组成的部队强。步兵为骑兵实施机动作战提供了基地，又能夺取并扼守制高点或重要的地形。为此，许多欧洲军事将领常常将一部分骑士和重骑兵改成步兵，并让他们作为用封建征兵制招来的步兵的坚强核心。有时军队中的步兵全部由不骑马的骑士组成。显然，这是对颇费钱财而建立起来的骑兵的一种浪费。因此，出于中世纪的经济效能观，欧洲人不得不着手发展一种装备优良、纪律性强的常备步兵。



　　十字军东征的作战经验更加促进了常备步兵的发展。在跟穆斯林作战时，十字军感到必须建立一个牢固的步兵基地，以便骑兵发起猛烈的冲锋。因此，到了第三次东征时，标准的十字军战斗队形中就有一支十字弓步兵横队作为掩护屏障，部署在骑兵的前面。当重骑兵要发起冲锋时，步兵屏障就让开一条通路。很快，穆斯林军队看出了这种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好处，因此，竭力将十字军的骑兵跟步兵分开，然后加以各个击破。穆斯林的这种战术促使十字军更加重视步兵和骑兵作战和运动的紧密配合，从而实现了真正有效的联合兵种协同作战。



　　从欧洲出发的重骑兵，由于作战和自然减员，数量不断减少，迫使十字军不断扩大步兵的使用，许多重骑兵和骑士不得不改成徒步作战或者改为轻骑兵。但是，即使在只剩几百名重骑兵的时候，十字军仍然把他们当作夺取胜利的关键性战斗力量。



　　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重点之一是火力和部队的机动性。由于十字军认识到他们需要强大的火力来对付土耳其的弓箭骑兵，于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十字弓的杀伤威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总是在步兵用十字弓齐射袭击敌军后，立即由重骑兵发起冲锋以夺取战斗的胜利。



　　后来，土耳其人也感到他们必须以联合兵种来对付十字军的强大进攻。萨拉丁是最早将阿拉伯和埃及步兵跟马穆鲁克(原系土耳其奴隶)弓箭骑兵有效地联合起来进行作战的一位统帅。然而，在这种激烈争夺中，轻装的穆斯林很难敌得过密切协同的欧洲联合兵种军队。



　　这一时期的骑兵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拜占庭和土耳其军队中的弓箭骑兵，其中拜占庭的骑兵训练要好得多，披戴的盔甲也完善得多，因此实际上能起到第二种骑兵——突击型重骑兵的功能。在这第二种骑兵的力量上西欧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对付得了等量的欧洲铠甲骑士和重骑兵。第三种类型是轻骑兵，他们通常披着轻型盔甲，配有长枪和剑等兵器。只有阿拉伯、埃及和北非国家才用这种轻骑兵实施突击冲锋，但根本对付不了十字军。在萨拉丁之前，十字军在骑兵作战中已经成功地战胜了数量更多的穆斯林军。



　　十字军向拜占庭和穆斯林军队学习，将轻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将轻弓箭骑兵用于作战。后来他们除了雇用穆斯林人充当轻骑兵外，还建立了由欧洲人组成的轻装弓箭骑兵部队。这些弓箭兵通常是在叙利亚出身的第二代欧洲人。不过西欧军队在使用弓箭骑兵作战时往往是不成功的。



　　十字军曾试图让十字弓箭兵骑马作战，但是发现，这样一来他们的机动性虽有提高，命中率和射箭的速率却大大下降了。(奇怪的是就在这同一时期，亚洲鞑靼王正是用十字弓箭骑兵进行作战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初步胜利，以及耶路撒冷和其它十字军拉丁国的建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地区，三种不同的文明交叉混合起来了。穆斯林的东方文明由于当时土耳其人的迁移而得到了复兴。拜占庭高度发达的典雅而幽默的复兴式文明，早已跟同样充满了高度智慧修养的穆斯林东方文明互相影响而卓有成效。这两种文明社会都用敬畏、好奇和厌恶相混的目光看待粗鲁、蛮横而又原始的欧洲文明。后者依仗着军事武力，强行渗进了拜占庭和穆斯林东方文明。



　　虽然在十字军东征的两个世纪里，三种文明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但是它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的社会联系，而且在互相对抗的战争中，以及当一国发生内部动乱邻国必定起来干预的过程中，经常变更结盟的对象，因此更增加了互相之间的接触。



　　在这些接触中，十字军收益最大。因为他们要学的东西最多。欧洲那充满活力的国内社会正是向近东地区学习而建立起来的。西方在军事上所学到的东西跟在文化、科学和经济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军事战术方面，十字军学会了包围和伏击等战术机动的实施方法，用轻骑兵进行侦察和掩护以及运用弓箭骑兵的火力的方法，特别是在对付足智多谋、灵活机动的敌人时，运用步兵和骑兵联合兵种的协同作战以及步兵投掷兵器跟骑兵突击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法。



　　十字军东征取得的最突出的军事成果是欧洲在防御设施构筑技术上的进步。对于拜占庭的那种二层或三层同心圆式的城堡以及筑有大量塔楼的城市和堡垒，欧洲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在西方还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因此在12世纪期间，西欧的城堡建设和城市防卫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英王查理德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返回诺曼底后建成的盖亚尔大城堡。



　　在攻城技术方面十字军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也改进了一些当时使用的攻城手段和攻城机械。在兵器方面收获也不大，只是更加重视弓的使用罢了。在兵器和盔甲方面，与其说他们学到了点什么，不如说他们教会了敌人许多东西。不过，在这一方面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那就是学到了许多更好的生产制造轻型装备的方法，因而提高了他们的防御功能和进攻能力。



　　十字军的另一重要收获是重新认识到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自从罗马陷落后，这项工作在西方军队中实际上被取消了。欧洲军队依靠农村生存，否则他们就会维持不下去。由于封建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较短，因此作战时间一般也不太长。当然，国王和贵族率领的规模较小的雇佣常备军所进行的攻城战和小规模战斗以及突袭属于例外。在近东地区的长期战斗中，常常要在荒无人烟的乡村作长途行军，因此十字军不得不学会后勤保障的组织方法，否则就会自取灭亡。事实上，在第一、第二两次东征作战中，由于饥饿和缺乏马匹饲料而死亡的十字军士兵超过了土耳其砍刀和弓箭的杀伤人数。



　　在学习后勤保障经验方面，英王理查德一世的成就较为突出。他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中间物资供应基地；他充分利用了海军具备的后勤供应潜力；他出色地组织了十字军从阿克(今以色列境内)至阿什克伦(今加沙境内)的行军途中的后勤保障。他还拒绝在后勤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向耶路撒冷发动长时间的围攻战。在这次战役中，理查德一世因在阿苏夫取得卓越的战术胜利，并在对付萨拉丁时施展了成功而实用主义的外交手腕而名噪一时。说明他是中世纪西方首屈一指足智多谋的将领，并且也是包括爱德华一世(也许是最杰出的一位)，黑王子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在内的卓越的英国皇家将领中出类拔萃的一员。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10．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中国北部的蒙古族，由成吉思汗创建并由他的继承者保持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骑兵部队。这支蒙古骑兵摆脱了欧洲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建立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这支军队的建立应归功于窝阔台 [ 扫校者注：此处有误，应为也速该 ] 之子铁木真。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非凡的领袖。正是他把一个由于妒嫉和连年不断的战争而分裂为许多部落的民族建成为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军事组织。1211年，他在统一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后即着手统一中国。五年内，蒙古人迅速占领了华北和朝鲜，他们对城市和乡村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就在这时，成吉思汗发现单纯依赖骑兵无法攻占筑有高墙的城市，因此向中国工匠学会了制造攻城机械和使用射石机、弹弩的方法。



　　最后，成吉思汗认识到要统一中国这样辽阔的地区需要化费很长的岁月。这时他又得知蒙古内部发生了动乱，因此只得留下少量部队后返回蒙古。后来他又率领军队进攻波斯花剌子模帝国，并于1221年使之臣服。接着继续领兵向南、向西、向东，席卷了整个亚洲，毁坏了大批城市和乡镇，残酷地屠杀那些对蒙古人来说一文不值的老百姓，使这个地区备受蹂躏。接着蒙古军队又从波斯出发向西北方向推进。经过广泛的兵力侦察，一支大约20，000人的军队在苏布台和笳卑将军的率领下穿过高加索进入俄罗斯，并派探哨四出察看地形。1223年，蒙古军击败了卡尔卡(kalka)河岸的一支由俄罗斯人和库曼人(库曼百姓在蒙古人越过高加索前就逃走了)组成的军队，接着又跟卡马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军队遭遇并将其击溃，然后向东折回。根据这次远征所收集到的大量情报，十五年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制订出了征服欧洲的详细作战计划。



　　“汗国”一词原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后来变成了“巨额数量”的同义词。因为蒙古在西方的敌人，不相信他们会被一支小小的军队压服。13世纪的欧洲人确实但又错误地认为，蒙古军队是一群声势浩大却又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服别国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优势。这其实一方面是欧洲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托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蒙古人采用了一种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因而能够以飓风般的速度和力量进行作战。



　　对于现代军队来说，要想重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树立的功绩，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成吉思汗他们有着一支前所未有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纪律极其严格的军队。蒙古军队通常比它主要敌手的军队规模要小。成吉思汗组建的最大一支军队是他用来征服波斯的那支军队，但人数也不到24万。后来他们用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以及中欧地区的军队也没有超过15万。



　　蒙古军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单一简洁的组织体制是其军队的显著特征。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由三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有一万骑兵，大体相当于一个现代骑兵师。每个骑兵纵队包括十个骑兵团，每团1000人；每个骑兵团包括10个骑兵连，每连100人；每个骑兵连包括十个骑兵班，每班10人。所有骑兵一般都是骑马作战，但是假如许多马匹垮掉，那末一部分士兵就只好在骑马部队的掩护下立于马后进行射箭。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不过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上作了一些创新。



　　典型的蒙古军队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他们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或者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锁子铠甲。他们头戴当时中国和拜占庭士兵通常所用的简易头盔。重骑兵骑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挂在腰间，或者置于马鞍上。



　　蒙古军的百分之六十是轻骑兵，他们除了戴一头盔外，身上不披盔甲。轻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



　　轻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这是一种很大的弓，至少需要166磅的拉力，比英国长弓还要重，射击距离为200至3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比较轻，箭头小而尖利，用于远射；另一种比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跟重骑兵一样，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者一根套索，有时还带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



　　蒙古士兵在战斗开始前要披一件绸长袍。这种绸用生丝制成，编织得十分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箭很难穿透这种绸衣，只会连箭带布一同插进伤口。因此蒙军招来的中国外科医生只须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为了确保和加强骑兵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对完成预定的任务影响最小。



　　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选出的。他们从三、四岁开始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他们具有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惊人本领。比如，他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他后面的敌人。他们很能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只要一点点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身体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随时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人人都能严守不怠。纪律已形成制度，这在中世纪时期别处还未有所闻。



　　骑兵所用的马匹也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跟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必要时可以连日行走而不吃一点东西，总之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长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例如，1241年，苏布台的先遣部队只化了三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路上大部分地区有很深的积雪，而且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行军。



　　由于行军时不需要为马匹备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都只要最小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都能靠喝马奶生活，因此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一开始，他们运用原有的进攻战术未能攻占筑有城墙的中国城市。后来向中国学会了攻城炮的使用方法。尽管这种炮很容易用牦牛和骆驼来驮运，但是他们的部队还是尽量少带这种装备。象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那样，蒙古士兵能够就地取材迅速把攻城机械架设起来，因此蒙古军队的机动能力是任何别的军队所达不到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系统，经常超前作战部队上百英里进行侦察警戒，从而使部队能够最充分地发挥机动性。



　　在战斗开始时，蒙古骑兵纵队通常摆开极宽的阵势高速向前冲去，各主要部队之间由传令兵传送信息。当发现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送往总指挥部，然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近的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敌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把它吃掉，那末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敌人分散击溃。



　　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下属将领在作战方法上从不因循守旧。如果已经发现敌人的确切位置，他们就率领主力袭击敌人的后背或者侧翼。有时他们佯装撤退，然后在更换新的马匹后重新发起冲锋。



　　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很宽的一条阵线向前推进。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者停止前进或者向后稍退，其余纵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敌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乘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并彻底歼灭。



　　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由五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为重骑兵，其余三队为轻骑兵。在这五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部队负责侦察掩护。



　　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三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毒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列重骑兵首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乱箭袭击下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扰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如果纵队指挥官认为预备性袭击已使敌人完全瓦解，那末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但如果需要，这时就命令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用灯光或火光。



　　作战时，各个骑兵连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那末两翼部队便向翼侧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和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彻底击溃。这种包围运动是蒙古军队常用的作战方法，而且他们特别善用计谋来实施这种方法。



　　蒙古人跟好讲义气和面子的西欧骑士不同，他们不赞成欧洲人堂堂正正的打法，而喜欢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这里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战例。



　　蒙古人喜欢冬季作战，封冻的沼泽河流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为了测定什么时候河上的冰层能够足以承受马匹的重量，他们往往驱使当地的老百姓为他们上冰察看。1241年末在匈牙利，他们把无人照看的牛群留在多瑙河的东岸，而眼看着那年年初被他们驱赶到对岸去的难民受饥挨饿。当匈牙利人渡过河来牵回牛群时，蒙古军队又决定继续向前推进了。



　　另外一种计谋，我们把它称为战术手段可能更为恰当些，那就是在作战中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遣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及行动。



　　蒙军首领常常喜欢先派一支先遣队迎战敌人，打一下便向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要好几天，最后敌人发现自己落入了蒙军的陷阱，四周已经被埋伏着的蒙军骑兵包围了。



　　成吉思汗在中国作战的初期，他的骑兵部队常常在中国城市高大的城墙面前束手无策。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采用了中国南方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几年之内蒙军将领就创建了一种能够攻占原先似乎无法攻破的城防设施的作战体制。这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攻城部队和一批最优秀的工兵，他们被蒙军征募而来，充当攻城部队的士兵。



　　在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部将苏布台后来所进行的战役中，任何城防堡垒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军队进军的步伐。对于有重兵把守的城市，蒙军往往用一个纵队来围攻，并派部分或全部工兵辎重队予以协助。主力部队仍旧继续前进。由于蒙军常常巧施计谋，大胆行动，急速直捣敌城，因此，领头的轻骑兵总是在对方还来不及关闭城门之前就紧跟着冲进城去。假如敌人预先充分戒备，使蒙军冲不进去，那末围城的纵队和工兵就迅速有效地开展常规围攻战，蒙军主力也竭力寻找对方的主力野战部队交战。一旦胜利在握，被围城池常常不战自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老百姓常可少受一些灾殃。



　　但是，如果守城部队竟敢公然抵抗，那末成吉思汗的工兵就会很快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或者迅速为不骑马的纵队骑兵作好攻城准备。为了造成守城部队的混乱，增加防守的困难，蒙军在进攻之前先派轻骑兵在城墙前冲击一番，发射燃烧箭，使被围攻的兵营或城市烧成一片火海。当他们准备穿过城墙上的突破口或越过对抗工事发动最后进攻时，常常采用一种残忍的但却十分成功的办法。他们让一大群俘虏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行的骑兵。这样守城部队要击中他们就会先杀死自己的同胞。



　　对于成吉思汗的参谋体制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其原因很可能是他的作战历史大多是由其敌人撰写的，而他的敌人又很少了解他是如何赢得战争胜利的。显然，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



　　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价，整个战役的进军路线便预先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每个下级指挥官都有一段很宽的地域范围以实现其作战目标。战斗中只要不违背总的作战方案，他可以率领部队在其作战地域范围内自由运动，迎战敌人。骑马传令兵迅速敏捷地来往于作战总部和下属各部队之间，传递命令交换战斗情报，以确保各级指挥机构的协调统一，并使成吉思汗始终能够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



　　1237年12月，苏布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蒙军再次渡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在这次远征中，蒙军的情报搜集、严密的作战计划、严格的训练以及巧施计谋策略等各种手段得到了全面运用。一路上所到之处他们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击败了遇到的所有敌军，大搞血腥恐怖。蒙军骑兵横越俄罗斯，几个月内摧毁了北俄罗斯的各个诸侯国。到了1238年，大部分俄罗斯地区都遭到蒙军铁蹄的蹂躏。接下来的两年中，苏布台的部队进行休整，以便巩固他在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统治，并着手搜集有关欧洲的情报。1241年初，苏布台在喀尔巴阡山东南以及黑海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作战基地后，便着手开始下一场战役。这时他的野战部队可能达到了10至12万的兵力。



　　这时蒙军的主体由两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分为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由苏布台和拔都分别率领。他们的任务是强行越过中央喀尔巴阡山山脉，两军将会师于匈牙利平原上的佩斯城前，此城在多瑙河东岸首都布达城的对面。另外还有两个纵队，各由一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其任务是保卫主力纵队的南北两个侧翼。



　　按照计划，北部侧翼纵队横扫了波兰、西里西亚和普鲁士东部地区，行进中击败了大量敌军，把中西欧各君主国的注意力从蒙军主要进攻目标上吸引了过来。南部侧翼纵队进军同样顺利。经过三次激战，敌军在德兰西瓦尼亚的抵抗遂告失败，该纵队穿过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铁门，然后向北来到匈牙利平原，跟佩斯城附近的苏布台军会合。



　　与此同时，蒙军的两个主力纵队于3月12日突破了喀尔巴阡山口的匈军防线。匈牙利国王贝拉得到这一消息后在200英里外的布达城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尚未结束，3月15日他又得悉蒙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多瑙河的对岸。



　　贝拉急忙在两周之内集结了一支将近10万兵力的军队。这时蒙军被宽阔的多瑙河和佩斯城坚固的防御工事挡住而前进不得。四月初，国王贝拉率部队从佩斯城向东进发，小心翼翼寻找机会跟蒙军交战。而蒙军则在匈牙利军队的前面缓慢退却。4月10日，在布达和佩斯两城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绍约河附近，两军开始接战。贝拉的军队给苏布台一个措手不及，迅速有力地占领绍约河上的一座桥梁，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他又在河西岸将四轮马车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兵营，让其余部队驻守其中。他知道，蒙军约有6万兵力，而他的军队达9万以上，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黎明前，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发现飞来一阵密集的石块和箭，紧接着蒙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桥头守军瞬即崩溃，蒙军急速穿桥而过。贝拉的主力慌忙从兵营出击。接着两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突然，人们恍然大悟，这只不过是蒙军的一次牵制性进攻战。



　　蒙军的主攻战是由三个骑兵纵队实施的，总兵力约三万，由苏布台亲自指挥。在黎明前的朦胧夜色中，他率部在离桥头堡以南很远处涉过绍约河冰冷的河水，然后折向北袭击匈军的右翼和后背。匈军挡不住蒙军猛烈的冲锋，慌忙退回兵营，但很快又被蒙军包围，并遭到几个小时的石块、箭和燃烧油的袭击。



　　一些绝望中的匈军士兵发现其西侧有一缺口，于是夺路冲了出去。此时蒙军对别处的进攻越来越猛，因此更多的匈军士兵乘机逃走，很快他们成群结队越过缺口向西窜逃。随着匈军防线的崩溃，幸存者慌忙加入了逃兵的行列。为了跑得快些，他们丢弃了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盔甲。这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敌人的又一个陷阱。蒙军已经骑上新的快马，从四面八方围截过来，猛砍精疲力竭的匈军士兵，追得他们只好逃进沼泽。蒙军又袭击了匈军企图藏身的村庄。经过几小时的血腥厮杀，匈军全军覆没，一小股幸存的士兵带着恐怖的消息逃回了佩斯城。



　　整个欧洲都为蒙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正当蒙军于1242年初逼近维也纳的时候，从遥远的蒙古传来了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薨毙的消息。拔都和苏布台必须返回喀喇昆仑重新推选一位新的领袖，因此，整个西欧又惊又喜，蒙古人终于退回到了他们冲杀出来的那块不可思议的鬼地方，只在俄罗斯留下了一支占领军。



　　蒙古军队撤离后，他们留给匈牙利、亚里西亚和波兰的浩劫灾难令人触目惊心。整个地区变成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以佩斯城为例，死亡人数共达10万人之多，光是绍约河一战就有7万人阵亡。那里的经济也陷入一片混乱。



　　蒙古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养成，建立了一支以弓箭为武器，骑兵为基础的军队。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并且充分运用了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了智取计赚和残酷无情的心理战手段。13世纪时，他们在欧洲所遇到的敌人则显得十分笨拙，缺乏机动性，根本无法对付骑着骠悍大马的高度机动的蒙古军队。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充分可靠的数据材料，那末毫无疑问，欧洲军队跟蒙军的伤亡比例即使不是历史上最高，也是名列前茅的。蒙古的侵略战争，杀伤了大量军民，对被侵略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而长期的恶劣影响。遗憾的是，不能长期抵抗蒙古侵略的欧洲军队不仅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蒙古的军队，而且根本就没有学到多少有益的东西。蒙古人对喀尔巴阡山地区的短期入侵并没有对欧洲中西部国家的军事战术和传统的作战方法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是，俄罗斯人从蒙古骑兵作战的理论和战术中可以说是得益非浅的。著名军事历史家休·科尔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说：“1914年喀尔巴阡山战役中，俄国轻骑兵所采取的战术便是以当年蒙军战术为范本的。”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当年蒙古人对我们今天的军事还有着深远影响，西方正在对蒙军的战例、战术以及军事技术进行着广泛的研究。休·科尔曾进一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利德尔·哈特曾以蒙古军队为例，说服人们将骑兵作战方法运用于坦克。并请注意，美军总参谋长麦克阿瑟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曾敦促国会吸取蒙古军队的经验教训，批准他关于要求为美军机械化拨款的提案。”



　　那末，究竟为什么蒙古人的作战经验对当时欧洲人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从来还没有得到过一种完满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全面的答案。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也许就可以了解事情的原委。



　　首先，蒙古人在欧洲遇到了许多地方部队，它们根本无力对付外来的侵略者。大多数正规精锐部队又都被打垮了，幸存下来的部队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作进一步的抵抗，敌人却撤走了。在俄国，蒙军的壕沟防御工事构筑得是如此坚固，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俄军也别想有效地对付他们。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梦，一场恶梦，一场难以忘怀的讨厌的梦。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只有三个世纪后墨西哥和秘鲁军事力量的彻底毁灭方能与之相比拟。



　　绍约河战斗之后不到20年，蒙古人又开始大举进兵勒旺岛。不过，这两次战争所处的环境条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此时，蒙军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它所面对的敌人已经有了一套比欧洲成熟得多的军事体制，那就是土耳其军事体制。经过上两个世纪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战争，土耳其从后者学到并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当蒙军实力最强的时候，波斯巴比教祖和它的奴隶军队能否挡住成吉思汗或者苏布台军队的侵犯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到了1260年艾因加鲁特战役时，土耳其奴隶军队的猛烈抵抗以及蒙军遇到的严重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便都成了成吉思汗的后继者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艾因加鲁特战役中，蒙军败得并不很惨，不过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当蒙军的侵略势头衰退的时候，中东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体制，一种集蒙古、撒拉逊、拜占庭、十字军传统于一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事体制。这一军事体制(不同于蒙古)成功地推进到了地中海地区，甚至到达多瑙河流域，并在那里驻留了几个世纪之久。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11．步兵的复兴：英国长弓和瑞士长矛





(公元1200-1500年)




　　在蒙古人征服别国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达到了顶点，正在这时，西欧战场上的步兵却已开始重新得势。大约从13世纪中叶起，中世纪的重骑兵便走上了下坡路。当时有三种经过改进并以不同方式使用的老式步兵兵器，在使配有长枪的中世纪骑兵失去优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三种兵器是：经过改进后效果更好、威力更大的十字弓，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长弓和在瑞士人手中变得确实令人可怕的长矛。



　　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两种影响颇大的技术变化，一是由十字军将欧洲马与阿拉伯马杂交所得的马种逐渐退化了，二是锁子甲被金属片铠甲所取化。杂交良种马和锁子甲曾使重骑兵具备了高度的战术机动性，从而使之成为13世纪战场上的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而上面出现的两种技术变化则使重骑兵丧失了原有的战术机动性。14世纪的重骑兵，由于全身披挂着金属片铠甲，其战马也披有同样沉重的护甲(总重量达140至150磅)，加上手执剑、盾和又长又重的长枪，因此成了一群行动迟钝十分笨重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一股劲儿地朝前冲去，但速度又快不了，更做不到快速停顿和立即起步。这样的骑兵在长弓和十字弓的袭击下，或者到14世纪末在遭到黑火药兵器的袭击时往往很容易乱作一团。即使是披着金属护甲的马匹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弓箭的伤害。一旦马匹受伤，根本无法驾驭。要是碰上比较灵活敏捷的骑兵或步兵对手，披着全副铠甲的重骑兵更是束手无策。尽管如此，由于自我护卫是作战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护身盔甲越变越重的趋向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13世纪，长弓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它加速了当时作为优势兵种的骑兵的衰落。从爱德华一世(1272-1307)到亨利八世(1509-1547)，这一时期内的英国君主无不果断地大力发展弓箭部队，提高弓的杀伤威力，从而使长弓这一兵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威力和使用灵便的优点最终导致了十字弓的淘汰。



　　长弓用榆木、榛木和罗勒木制成，后来主要用紫杉木制造。最好的紫杉木并不产于英国，而是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的。长弓的长度为六英尺，箭长三英尺。弓身的中间用手握住的地方为一点五英寸宽，往两端方向逐渐变细。弓的两端用角料镶包。弓架的前部为圆形，后面是平的。长弓不仅射程是十字弓的两倍(最远达400码，有效射程接近250码)，而且射箭速率要高得多(每分钟可发10至12箭)。在技术熟练的英国士兵手中，长弓的命中率大大高于十字弓。它显得更轻便、更容易掌握，适用于散兵射击或齐射。就当时来说，它是战场上最有效和用途最广的单兵武器。



　　长弓有一项不足之处，那就是使用长弓必须有很强的体力、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和高超的技术，为此非经常年累月的训练和实践不可。为了使青年能够致力于这种艰苦的训练，因此踢足球在14世纪的英国是不合法的。而十字弓的士兵则不然，他们只须稍作训练便能很快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



　　在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战役中，步兵作为步、骑联合兵种战斗编队中的主要成份，无疑在战斗中重新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这次战斗中，弓箭兵是英国步兵中的关键力量，击败并重创了当时最难对付的法国骑兵。



　　同年7月，英王爱德华三世率部从朴次茅斯出发，渡海抵法国北部，支援佛兰德和布列塔尼处境危急的盟军。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穿过法国西北部地区，来到欧洲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背后，法王菲利普六世率领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紧紧追赶着。英军渡过塞纳河后，爱德华认为，这时假如需要进一步撤退到佛兰德的话，就不会遇到重大障碍，因此决定在此跟法军开战。他在克雷西-茵彭特尤村庄附近找到一块合适的战场，那里正好有一平缓的斜坡，控制着法军将要经过的路线。



　　英军精心地摆好了作战的阵势。其右翼部队靠近克雷赛城，有一条河流作屏障；其左翼部队位于瓦迪库尔特村的前方，有树林和步兵挖掘的战壕作掩护。英军分为三支分队或称“战斗大队”，各队兵力大致相等。其中有两个分队并排在一起，右分队由韦尔斯王子(黑王子)率领，左分队由诺萨姆顿伯爵指挥，第三分队位于它们的后面，由爱德华国王亲率。英军总兵力约为2万。国王立于一座风车内，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整个战斗的进展情况，并向下属指挥官适时发出作战命令。



　　每个分队的中央是一个由大约一千名不骑马的重骑兵组成的方阵，纵深为六排，每排长二百五十码。英国骑兵多数不骑马作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出于军事作战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为弓箭兵以及从事反击的小股骑兵预备队提供一个作战机动的坚强后盾。第二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使弓箭兵坚信他们不会被自己的骑兵丢弃不管，一定能够顶住法国骑兵的冲锋。



　　弓箭兵部署在每个分队侧翼的外层，按梯队形式向前排列，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互不影响的集中的火力区域。位于前面的两个分队的侧翼弓箭兵恰好在英军中央的正面，会合成一个倒V字队形对准了敌人。在每个分队中央的后面是一小部分骑在马上的重骑兵预备队。如果法军突破了正面防线，预备队便可发起反击。白天英格兰和威尔士步兵在阵地前面起伏不平的地域挖掘了许许多多的陷坑，以阻止法军骑兵的进攻。



　　据估计，法军兵力接近6万，其中约有12000名重骑兵(由骑士和普通重骑兵组成)，约六千名雇佣的热那亚十字弓步兵，17000名轻骑兵和25000名公社征募兵(一群跟在后面缺乏纪律的步兵)。



　　下午大约六点钟的时候，这支部队排成冗长的一路行进纵队，在没有任何侦察警戒的情况下，毫无准备地踏入英军作战阵地。法王菲利普竭力想让部队停止前进，并将部队集结整顿好。他把十字弓步兵拉到队伍的前面，但是那些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鲁莽骑士却无法加以控制。就这样，法军先头部队跟在热那亚步兵的后面一窝蜂地向前冲了过去。



　　很有纪律的热那亚雇佣十字弓步兵排成整齐的队伍，穿过谷地开始爬坡。他们在离英军阵地大约150码的地方停下来，向英军射箭，但是多数箭都没有射中目标。接着他们继续向前移动，但遭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英军长箭的袭击。顿时，热那亚人溃不成军，退了下去。这时早已不耐烦的法军先头部队立即策马向前，他们排着乱七八糟的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踩着热那亚人发起了冲锋。霎那间斜坡上布满了乱糟糟的披着盔甲的士兵和马匹。他们把可怜的热那亚人踩倒在地，而英军的箭又雨点般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由于法军冲得太猛，有些士兵一直冲到了英军队伍的前面，于是几分钟内便掀起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法军的进攻被强大的英军骑兵分队赶了回去。



　　这时，法国部队依然毫无道理地一批接着一批冲进了这场可怕的混战之中，并相继被英军的乱箭所击中。厮杀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法军经过大约十五或十六次突击冲锋，把自己的部队搞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好倒旗彻底认输。



　　在一片小小的谷地里，躺着一堆堆法国人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其中有1542位勋爵和骑士，约15000名重骑兵、十字弓士兵和步兵，还有成千上万匹马尸。而英军总共死伤仅约200人。在英军阵亡人员中，只有2名骑士，40名重骑兵和弓箭手，另外还有100名左右的威尔士步兵。



　　英军击败了约三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对于这次胜利的全部意义就连英国人自己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至于14世纪的别国将领们，虽都纷纷效仿英国人的做法，让重骑兵下马作战，可惜他们没有能够找到英国人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们岂知英国人胜利的奥秘不仅仅在于让骑士和弓箭骑兵下马作战，而且在于明智地让下马作战的骑士与弓箭骑兵互相合作，并使他们跟骑在马上的骑兵紧密结合，从而把投射式兵器的火力、防御的耐久力跟机动突击力灵活地结合了起来。



　　在14、15世纪期间，重骑兵的作战能力不仅受到了英国长弓的威胁，而且还遭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猛烈冲击，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前途。在一个半世纪里，由瑞士山民组成的长矛方阵曾多次击败了先是奥地利后是法国勃艮第的骑兵。随着黑火药兵器的日益发展，骑兵越来越经不起训练有素的步兵的袭击。



　　从14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瑞士反抗奥地利公爵的统治，争取自身独立斗争的发展，它象英国发展长弓那样，把长矛变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兵器。当然长弓跟长矛有着很大的区别。长弓基本上是一种单兵使用的武器，弓箭兵的技术也就是一种单兵技术，而瑞士长矛兵则与此不同，他手执长而不灵便的长矛，一旦离开了他的队列，则既无用武之地，又会变得孤立无援。跟英国弓箭手一样，瑞士长矛兵从小就开始技术训练，目的是要使他成为方阵中一名动作熟练而称职的士兵。这样一支军队的创建，并不是哪一个非凡天才的杰作，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瑞士长矛兵都是些体格强壮的山民(自治市的公民或庄稼人)，他们均属自由民。在瑞士方阵大发展的初期，他们出于反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小国(或州县)的爱国心而操戈从军。当时方阵所用的主要兵器长矛，经过15世纪前的一个世纪的改进，其长度达到了20英尺。矛的端部有三英尺长的一段用铁制成，以防止它被敌人的砍刀或战斧砍断。在方阵的正面往往形成一道由四至六排长矛兵组成的密集长矛屏障，除非敌人有类似或更长的兵器，否则是无法突破的。瑞士长矛兵很少披带盔甲，只有前几排的士兵有时佩有胸铠。



　　进攻时，长矛兵手持的长矛往往稍高于肩部，矛头微微向下。采取这样的姿势可以得到极大的向下插刺的力量(瑞士人很少接受剑术训练，他们主要依靠兵器的强大冲击力)，这对敌人来说，要想不受任何伤害把矛头挡向上方就更加困难，而且不因矛柄后坐的力量而可能伤及身后的士兵。防御时，头排士兵将矛柄支在地上，柄端顶住右脚，稍往上一点则靠近左腿膝部，左手前伸握住矛杆，矛头与胸高相平。后面几排仍保持进攻的姿势，四至六排以后的士兵则将长矛直立于地，随时准备走向前去替补倒下士兵的位置。



　　方阵士兵的主要辅助兵器是戟。最初，瑞士人曾经想把它作为瑞士民族特有的兵器，而且它在早期跟奥地利人作战的某些战役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也许它是中世纪武器库中杀伤力最大的单兵武器。



　　戟是一种长约6至10英尺的长矛型兵器，头上有一很重的斧头，背面是一尖铁(有时是弯曲的)或钩子，顶端是矛或梭标的尖头。14世纪初，瑞士人重新开始大量使用这种兵器。它能一下子穿透头盔，砍断剑锋或者击倒马匹。它也可以当作短矛来用，它的弯钩还能将骑兵拖下马来。



　　早期采用纵队进行作战的瑞士军队用戟十分普遍。尽管这种兵器有着许多厉害之处，但是在以密集队形作战时，特别是对付穿着盔甲和排着难以攻破的队形的敌人时，它的缺陷就十分明显。在1386年的曾帕赫战斗中，瑞士军几乎全部使用戟。虽然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从此，他们便把戟跟长矛(它延长了士兵的杀伤作用距离)结合起来使用。瑞士军首先让长矛兵发起冲锋，骚扰敌人的横队或方队，然后位于纵阵两翼的戟兵就跟着冲进敌阵。



　　在曾帕赫战役之前，瑞士的武器库里也还包括不少别的兵器。比如用双手执的剑，晨星棍(头上装有尖铁的棍棒兵器)，卢塞恩锤(戟的一种，头上不是斧刀而是弯曲的尖叉)，当然还有十字弓等。这些兵器因威廉·特尔而曾经变得相当出名。但到了1500年，在由长矛兵和戟兵组成的瑞士军队中，除了十字弓外所有这些兵器都销声匿迹或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瑞士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他们通过尽可能减少累赘的办法取得了作战的机动性，并认识到了它的好处。同时他们又重新象古希腊人那样利用密集的长矛部队居高临下地进行冲锋，从而发挥出强大的冲击力。他们还进一步懂得，在平坦地域上，如果长矛兵能够不留丝毫间隔始终保持密集的战斗队形，那末仍然可以运用冲锋作战的方法的。要很好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需要古罗马时代以来空前高超的组织技能、严格的训练和铁的纪律。意志坚强的瑞士人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从而建成了一支在武器、机动性、团结精神和突击力量等方面可与马其顿方阵相比拟的军队。这样，到了14世纪中叶时，瑞士军队终于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劲旅。



　　瑞士方阵基本上是一种以进攻性武器为主的作战体制，同时也具备长矛步兵通常所有的防御能力。当它前进时，但见林立的长矛以排山倒海之势袭击对方的队伍，其威势和速度在当时步兵中是罕见的。勇敢敏捷又不穿盔甲的瑞士兵总是排成整齐的队形向前推进，其速度只稍稍慢于他们常常与之交战的披着盔甲因而过于笨重的骑兵。这是瑞士兵接受严格训练的结果。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为使密集的队伍在高速前进时保持整齐的队形，必须进行反复不断的操练。瑞士军队在操练、行军、甚至发动攻击时都是按照战鼓声音的节奏进行的，根据某些人士的说法，是打着拍子行军的。(倘若如此，那末这是军队齐步行军的最早先例。 [ 注：使人奇怪的是，在此之前没有人搞过按节拍行军，但可能有人试过。不过找不到确凿证据表明有哪一支军队作过齐步行军，斯巴达人也许这样做过。 ] )方阵能够迅速变换方向，越过或绕过障碍，组成防御方队(菱形拒马)，并且能够带着伤兵井然有序地撤退。不过它象其他以密集队形作战的步兵一样，也要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只是比别的步兵少受些限制罢了。瑞士军队素以善于克服一切天然的障碍而著称。遇到深沟，陡坡或者野战工事，尽管有时伤亡很大，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强攻。



　　瑞士军以300人左右规模的连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中约有250名长矛兵，排成16乘16的方队，其余为戟兵或十字弓士兵。典型的瑞士纵阵通常由横排着的两个或三个连组成，其纵深至少跟横宽相等。



　　速度和机动性是瑞士军队的战术要素。他们的军队(跟多国军队中的瑞士分遣队不同)通常编为两个或三个“战斗队”或纵队。作战方案往往在发动进攻前的数小时，由州官委员会以多数票表决通过。部队在敌人看不到的地方排成作战队形，然后迅速向前推进。他们不采用传统的方式，花费很多时间在战场上举行集队出发的仪式，这样，有时队伍尚未集结好就能够向敌人发起进攻。战斗队行进时通常采用梯队形式，而不是平行或前后跟进的形式。有时，第二或第三队停止前进，或者来一个大转弯，让先锋队将敌人咬住。有时侧翼部队停在原地不动，由中央队发动进攻，或者中央队不动，翼侧队发动进攻。还有一种进攻队形叫做“楔形队形”，实际上这是一种纵深很深的密集纵队(不是三角形纵队)。防御时，方阵通常编成为空方队，所有的长矛都一致向外伸出，形成一种其他步兵或骑兵无法摧垮的队形。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瑞士士兵的勇猛精神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即不准索要也不给予宿营的住房，即使是在瑞士赢得独立很久以后，这条规定也很少打破。它的士兵仅仅是为了远离故土求得外国君主的雇佣而已，但外国君主所从事的事业却是他们所不感兴趣的。在这个雇佣时期，激励他们奋勇抗击奥地利和勃艮第军队的爱国热忱，变成了无比勇猛的职业自豪感，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作战动力。



　　自古以来山区居民一直处于贫困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瑞士人采用什么样的兵器和战术，而且也导致从15世纪末期以来，老百姓受雇佣而从军(州和市政府为订约人)实际上成了一项民族的职业。日尔曼小君主国的人民以及(因不同的原因)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也小规模地仿效瑞士人从事着这种职业。作为雇佣军，瑞士士兵遵循着给多少钱就在战斗中出多少力的原则。“没有金钱，瑞士人就不给卖命”成了雇主们无法忽视的通例。确实，尽管有合同条款的约束，瑞士人竟可毫不疚愧地离开原来的雇主，改换门庭服务于给钱多的雇主。



　　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英国人在运用长弓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得欧洲战争中防御战和进攻战相比前者在战术上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有防御工事的情况下，防御战的固有作战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加强。自从古罗马军团衰亡以来，正是瑞士人首先使步兵重新成了进攻战中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



　　尽管重骑兵成为英国长弓兵和瑞士长矛兵手下败军的真正原因一直没有找到(而且由于新型黑火药兵器的使用，重骑兵败得更惨)，但是它始终是西欧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阶级的自负感和封建的偏见意识，使得那些骑士绝不采用有损他们尊严的战术和兵器。



　　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在欧洲开始出现兵器和盔甲都比较轻装的骑兵。有些参加过东欧土耳其战争的西方士兵发现匈牙利、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轻装骑兵战斗力比较强，他们把不披盔甲的轻骑兵所具备的纪律性和突击力量跟它们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结合了起来。他们是弓箭骑兵和长枪骑兵的混合体，他们在组织上以及采用的兵器和战术方面跟过去的拜占庭重骑兵十分相近，只是盔甲较轻而已。



　　这是欧洲骑兵一系列重大变革的第一步，不过一直要到17世纪的时候，它才真正开始发挥战斗力。



　　骑兵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由于别的原因，这一时期在历史上称之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较为直接的作用，使那些有见地的军事将领认识到这两个兵种的性质和特点是各有千秋，可以互为补充的，从而产生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将军曾经有效地采用过的联合兵种作战体制。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思想重新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黑火药兵器的发明和战争的日益复杂化，军事技术的培训，操练以及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都需要技术熟练的专职内行，而不是封建式的兼职外行。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2．射石炮、火绳枪、爆炸盒和榴弹





(公元1400-1600年)




　　黑火药的问世



　　黑火药的本身只是一种威力中等的炸药，欧洲到了1250年才懂得了它的作用。又过了50至75年后，有人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壳内并点燃它，就具备了杀伤威力。



　　公元14世纪，随着黑火药应用于欧洲战争，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奇迹。将硝酸钾、硫黄和木炭的混合物装在密闭容器内，利用点燃后产生燃烧气体的爆炸力，使兵器和兵器系统具备了比以往的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杀伤力。不过，早期的火枪命中率低，射程短，射击速率慢而且使用起来极不灵便。表一列举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兵器的相对杀伤力。从表中可以看出早期火枪的杀伤力实际上还不如同时代的长弓和十字弓。但是，火枪的使用比较简便，步兵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可很快掌握，相反，要有效地使用十字弓，就得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练习，而要真正精通则需数年时间的刻苦训练。因此从冷兵器到黑火药兵器之间有着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转变过程。经过年长日久的发展阶段，黑火药兵器才逐步代替长矛、十字弓和长弓，成了战场上威力空前的兵器。



 



　　法国直到1566年才淘汰了十字弓，而英国直到1596年才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同样，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特别是它的骑兵部队极不愿意废弃早已用惯了的弓箭。公元16世纪，土耳其的精锐骑兵拒绝用火枪代替手中的弓，因此从当时观察家观点来看，兵器的更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直到17世纪末，十字弓和长弓才完全从战场上销声匿迹。



　　炸药和火枪的出现并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必须看作是区域性技术并行发展的综合结果。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发展黑火药和火箭兵器，而中国和欧洲又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里启用了原始的枪炮，然而，枪炮在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到了1350年，大口径的枪和最初的手枪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而中国早期使用枪的记录也可以追溯到跟欧洲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不过中国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使用原始的竹火箭来恐吓敌军或进行火攻了。



　　铸铁技术的发明是促使黑火药兵器发展的最重大最突出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一直延用着陈旧的冶炼技术。新技术的出现，例如用水力锤粉碎矿石，利用水力进行锻处理，以及用水力驱动更大的风箱等，使得熔炼物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使铁液化并吸进碳，这样铁熔液就可以从炉底通过粘土封口流出来，进入预先准备好的砂和粘土制成的模子。从14世纪开始，莱茵河沿岸的高炉就能生产出各种形状的铸铁。由于铁比较便宜，因此铸铁产品的市场迅速扩大。15世纪中叶，发明了用铅将银从含银的铜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样，铜和青铜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



　　火枪的演变发展



　　轻型手枪是跟比较大的枪同时发明生产并得到发展的，因为，如果枪的尺寸较小，那末枪管的锻造和铸造也就比较容易。最早的手枪只是由一根很短的枪管构成，用铁或黄铜制造，长度不到10英寸，口径为25至45毫米。用一只手持枪，另一只手射击。火门通常在枪管的上方。这样小的枪很难掌握和瞄准，枪管会很快发烫以致无法用手握住。因此，有时只好把它们装在木板上进行射击。有迹象表明这种兵器曾经在克莱赛 [ 译者注：位于法国 ] 战役被使用过。不久在它们的基础上逐步研制成了各种各样的手枪。



　　约在14世纪中叶，发明了枪托或称枪柄，用来支持手枪的枪管。起初枪管只是简单地夹在一根四至五英尺长的木杆上，这样，纵然是有了一个依托，但命中率仍然很低。



　　由于当时火药的质量不高，因此也影响了枪的效能。火药在运输过程中，比较重的硝酸钾沉到了下面，而比较轻的炭则跑到了上面，射击前必须将火药稍稍地重新加以搅和方能使用。另外，在细小的粉末火药颗粒之间缺少足够的空隙，爆炸也就不能充分地进行。由于黑火药存在这些缺点，因此它的用量特别大。往往火药要占据枪管四分之三的容积。当火药装好后，在枪管上面要放一木栓(称为弹底板)，最后装上弹丸，这时候弹丸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枪管的口子上了。由于火药燃烧得又慢又差，因此不得不在枪弹内放上一些碎布片和粘土，让火药有足够的燃烧空间，使枪膛内的压力逐渐增大。所以，起初手枪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威力，可以说只是一种心理战的武器。火药爆炸时所产生的巨大声响，烟尘和火光往往使敌人骑兵的马匹惊吓不已。



　　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从而解决了手枪火药爆炸所应达到的压力问题。由于构成粒状火药的三种成份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加之火药颗粒之间有均衡的空隙，因此粒状火药的爆炸更加均匀，几乎做到了即时爆炸。



　　早期的手枪用上了这种新的火药之后，最大射程可接近200码。不过实际有效射程仅为50码。与长弓相比，虽然手枪的穿透力要大得多，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长弓在速度、攻击目标的数量、精确度和机动性等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之所以手枪的使用不够灵便，原因之一是它需要点火。点火的方法是将一块烧红的炭或一片烧红的铁插进枪的火门。为此，士兵就总得站在靠近火的地方，要射击时便从火里取出炭或铁块进行点火。



　　最初的枪精确度很低，部分原因是很难握住枪柄。通常左手握在枪管后面的地方，左臂和身体夹住枪托，另一只手用来点火。有时，士兵将枪托支在地上或放在叉状支架上。不管怎样，士兵的眼睛必须始终盯住枪的火门，才不致于点错位置或烧了自己的手。因此射击时不能用眼睛来观察射击的目标，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瞄准。



　　到了公元15世纪，发明了较为安全的点火装置。采用这种装置后就可以比较精确地进行射击瞄准，因而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时枪的火门从枪管的上面移到了枪管的右侧，枪上还加了个小小的突槽或称“火药池”，用来放置引火药，这样，点火就较有把握。枪管的长度增加了，而枪柄则缩短了。最为突出的一项技术进步是采用了一种可以燃烧的“火绳”和放置这种“火绳”的装置。所谓火绳就是一根绳线或捻紧的布条，放在硝酸钾溶液中浸泡后晾干。它能燃烧(除非受雨淋而熄灭)并点燃火药池内的引火药。



　　最初用来放置火绳的装置是个简单的绕轴旋转的盘管，可以用手升降。不久，有人将盘管跟一扳机连接起来，制成了火绳点火开关。如果拉下扳机，盘管的下端便向上抬起，而夹着火绳的盘管上端便恰好降到了火药池。这样，士兵在射击的时候就不受点火装置的妨害而可以看清他所瞄准的目标进行瞄准了。



　　这种枪的枪托经过缩短并弯曲成适于贴近面颊、顶住肩胸的形状，这就非常有助于瞄准。这种新型兵器在德文中叫做hackbut，法文中叫枪(Arquebus)，字面上的意思是“钩状枪”。



　　钩状枪重约10至15磅，弹丸不足一盎司，初速约为每秒800英尺，射程大约100至200码。这种枪的发射速率仍然很低，到16世纪70年代时，每三分钟发射二发子弹就是极好的了。尽管它还有许多不足，但毕竟是最早可以真正用于实战的轻型黑火药兵器。而且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始终是步兵的制式武器。由于它的穿透力比较小，而步兵又越来越多地使用盔甲，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既能穿透金属盔甲又能阻挡敌人重骑兵进攻的新型兵器。



　　滑膛火绳枪是西班牙人研制成功的一种较重型的兵器，其弹道特性也有所改进。16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战争中初次用于阵地防御。它的枪管变得更长，发射的弹丸更重，可以穿透盔甲，阻击骑兵的冲锋。枪管的延长和火药的改进使枪弹具有更高的速度，射程也更远。另一方面，由于枪变得很重，因此，实际上象一门小型的加农炮，其机动性也差了。



　　最初滑膛枪长达6至7英尺，重25磅，甚至更多，弹丸重10至14分之1磅。虽然赞成滑膛枪的人声称，如果火药质量好，这种枪能击毙600步 [ 译者注：一步等于0.75米 ] 开外的人。但是，实际上它的有效射程远远不足200码。后来虽然几经改进，一直到它代替火绳枪的时候，重量仍达14磅以上，而且必须放在叉形支架上才能射击。



　　火绳枪只能在气候干燥的时候使用。火绳的消耗量很大，而且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进行时火绳必须始终闷烧着，因此，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夜间作战时易暴露，有时士兵携带的弹药会发生爆炸，火药的供应工作也十分危险。由于火绳必须在战斗之前就点燃，因此，有时部队遭到突然袭击时不能及时地进行还击。



　　16世纪出现了一种机械式点火装置，即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片撞击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内的引火药。还有一种转轮点火开关，曾对骑兵武器及其战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这种装置价格太贵又很娇气，因此无法普遍采用。骑兵和特种步兵曾经使用过这种点火开关，不过这种枪从未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取代过火绳枪。



　　另一种使用燧石与钢片撞击的点火装置名叫弹簧点火开关，其结构是枪管侧面有一击铁，击铁夹着燧石，扣动扳机时，一个V形弹簧将击铁松开，撞击装在绞链上的弯钢片，钢片盖在引火药池上，这样就产生一片火花，将子弹射出。火药池上有一保护盖，用来防止雨水进入和火药溢出，盖子在射击前通过扳机打开，装上弹药后再用手盖上。



　　公元16世纪，当作战中已经有条件使用火枪兵器的时候，战场上却仍然被长矛方阵和披盔甲的重骑兵这二种敌对的突击作战体制统治着。当时枪在战场上的主要作用是加强长矛方阵的防御力量，或者专门用来保护战壕和堡垒等防御工事。



　　早期的火枪精确度差，射程短，发射速率低，很笨重，使用很不灵便，因此使用火枪的士兵比长弓兵和十字弓兵更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在一般情况下，火枪不是单兵使用的，而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齐射，并用来对付密集的敌人，以求总有一些子弹会击中一些敌人。在近距离内进行密集的齐射时，枪的精确度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再加上子弹的冲击力和穿透力，因而火枪比早期的投掷式兵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是，15世纪时，用枪进行密集射击的部队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还得借助于长矛兵和防御工事的保护。如果以最大射程作骚扰射击，或者在大规模战斗开始之前进行散兵袭扰，这种枪的用处就非常有限。



　　由于火绳枪手、滑膛枪手和炮手在作战时不可能既用火枪，又用格斗式冷兵器，因此，他们一直仍处于辅助部队的地位，大多编成较小的战斗队形，附属于密集的长矛兵部队，与长矛兵分开但又不独立进行战斗。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火绳枪和十字弓之间冲突的情况表明，前者的各种战斗性能均占优势。不过火绳枪与英国长弓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十分直接的冲突，因为随着上个世纪中叶英国人被逐出欧洲大陆之后，长弓实际上已经从欧洲消失。这两种兵器在作战中的性能记录表明，总的来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火枪的杀伤力并不高于长弓。在射击精确度、射程、发射速率、轻便性以及生产制造等方面，长弓明显地优于当时处于初级阶段的火枪。与弓箭相比，火枪发射的一或二盎司重的弹丸具有更大的和更容易使人伤残的冲击力(包括穿透力)，由于当时的火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行精确的瞄准，因此也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另外，枪弹所引起的伤口常常会引起血液中毒，这些方面也是枪的优点。由于这两种兵器各有利弊，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英国军队中长弓的废弃过程十分缓慢，甚至直到18世纪，还有人企图让长弓东山再起，这一点是并不奇怪的。



　　公元16世纪，由于火枪处于当时兵器和战术中的从属辅助地位，因此它的杀伤力受到了限制。在整个16世纪里，尽管作战中火枪对长矛的使用比例在缓慢增长着，同时火枪的性能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多数战斗是通过白刃战决定胜负的。当时杀伤力最大的兵器不是新流行的火枪，而是老式的长矛、长枪和剑。不过，火枪虽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作战中却是不可缺少的。16世纪的军队倘若手里没有火枪，它是决不敢跟有火枪的军队交战的。如何将火枪和长矛纳入同一个武器体系，乃是16世纪末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战术技术课题。



　　炮的演变发展



　　世界上最早于何时采用浇铸法制成加农长管炮，这一点已无从查考。人们只知最先出现的是青铜铸炮。根据记载，15世纪中叶之前已在法国第戎炼出了铸铁块，显然这是仍处于初级阶段而不太成功的一项孤立的技术成果。英国都铎王朝初期，这种铸铁新技术传到了英国，从而为苏塞克斯的炼铁业奠定了基础。瑞典的炼铁业兴起于17世纪。在此之前，苏塞克斯的炼铁业一直在欧洲的枪炮制造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铸铁的优点在于价格便宜，而不是它的性能优于别的金属，无论黄铜或者是青铜，虽然价格昂贵，但质地坚韧，不易爆裂。



　　大型炮的铸造吸取了钟的铸造技术。它是将金属熔液注入一个粘土模子而成的。模子由模蕊和横壳构成。粘土模型放在一个凹坑里，熔铁炉有一出口，以便铁水流进模子。当铸件冷却后，便打碎模子，再取出铸件。这样铸成的每一门炮就象一件雕塑制品一样都是各自独立的产品，上面的精细饰纹也是相同的。炮的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工匠浇铸技艺的高低。过了200年之后，人们才设法用一个模子进行加农炮的连续浇铸。



　　在打碎模子取出炮的铸件毛坯后，就要用装在一根长轴上的钻头利用水轮机作动力进行镗孔。因为装钻头的轴只是一头有支架，因此，镗孔常常不能做到精确，而且由于镗孔工序的问题，模子上原有的误差无法纠正。镗孔后要进行炮的测试，包括目测，用铁锤敲打，进行逐步加大火药量的发射，最后一次发射的火药量与弹丸重量要相等。如果试验合格，这门炮就可交付使用。到了18世纪，荷兰在整体浇铸炮管的镗孔技术方面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19世纪中叶前，在炮的制造上，除了海军重炮外，青铜炮和黄铜炮始终以优势压倒了铸铁炮。但是，青铜炮的炮管比较软，在多次发射圆形炮弹时，炮弹以不正圆的方式穿过炮管，容易使它变形，因此青铜不适宜制造重型炮。



　　14世纪末，战争使加农炮发生了变化。随着熟铁和铸铁新技术的采用，这一变化就更加明显而突出。



　　11世纪在中国出现了抛石机，并迅速在欧洲得到推广应用。它大量取代了希腊和古罗马陈旧的靠张力和扭力的攻城机械，在黑火药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种抛石机一直被延用着。这种机械制作简便，造价低廉，而且投掷量大，使用非常可靠。但是，除了这种老式机械外，新型炮已开始显露头角。黑火药问世后发明的加农炮比手枪效能更佳，使用更方便，这就是黑火药对攻城炮所产生的最初的重大影响。但是，直到15世纪下半叶，加农炮才真正有效地取代了抛石机，成了重要的攻城炮。



　　14世纪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重型加农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称为射石炮的巨型炮。这种炮的炮管较短，通常用青铜或铁浇铸而成，有时也用紫铜和黄铜制造。由于它发射的石弹重达300磅，因此，必须使用大量的火药。火药常常塞满整个炮管，石弹则突出在炮管的外面，因此发射谈不上什么精确度，而且初速也极低。为了提高炮的效能，不得不将炮放到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这样石弹才能轰击到目标。



　　据说，铸铁射石炮曾在1340年用于轰击意大利的特尔尼城。英国可能(但不肯定)于1346年使用较小的射石炮袭击了克雷赛城 [ 注：在1324年围攻法国梅斯城和1342年进攻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时也可能使用了射石炮。 ] 。到了14世纪末，人们将熟铁条焊接起来，再用环套加以固定，制成了更长的射石炮。理查德二世曾制造过一些这样的炮用来保卫伦敦塔。英国爱丁堡著名的蒙斯梅格炮就是用螺扣将几段铸铁接起来，再用环套将整个炮管焊接加固而成的。



　　随着炮管的加长，铸铁工艺的改进，攻城加农炮的效能有了很大提高。1450年左右，铸铁制的炮弹取代了石弹，因而减少了炮的游隙(即炮膛内径与弹体之间的空隙)，提高了炮弹的初速，增强了炮弹的冲击力。从1470年起，攻城炮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摧毁中世纪的城墙防御工事。由于受炮的重量及弹道的限制，因此无法将适合用于对付敌攻城炮的大型加农炮设置在城堡和有城墙的城市里。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堡垒防御工事变得不堪一击了。(参见第13节)



　　新型炮对攻城作战产生了十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表明它在战争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和效能。尽管它的前景令人十分乐观，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对它在战场上的作用却存在着某种分歧的意见。



　　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约翰·齐斯卡手下严阵以待的胡斯拥护者曾将一批各种各样的原始炮放在由马车围成的营垒中，在作战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对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式兵器可以与它相媲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将二轮或四轮马车排成纵队前进。大部分马车有金属装甲，车子的两边开着炮眼。在有装甲的或敞篷的四轮马车上，装了许多小型射石炮，军队里大多是徒步作战的士兵，有的配有手枪，而大部分手执长矛。此外，还有少量披着轻型盔甲的骑兵，负责进行侦察和反击敌人。齐斯卡总是想法避免在野外发起进攻战。他的战略是尽量深入敌区，选择一个有利的防御阵地，建立起由马车构成的营垒。这种马车营垒可以用来发起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炮的牵引马车常常围成一个临时防御营地，用链子将马车连接起来，并在防御营地前面挖一条防护沟。射石炮设置在车与车之间的地方，或者放在四轮敞篷马车的上面，但更可能架在泥土筑的工事上或坚固的木制炮架上。火枪手和十字弓手在车与车之间或者通过装甲马车的枪眼进行射击。还有一些长矛兵负责保护射石炮，防止敌人步兵砍断连接马车的链子。不过敌人往往早被炮火压住，因此长矛兵很少有用武之地。一旦敌人的进攻被击退，齐斯卡部队的长矛兵和骑兵就发起反攻，以最后解决战斗。



　　齐斯卡并没有使用过真正的野炮，也没有将黑火药兵器用于战术进攻，但他却创造性地以进攻精神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他指挥的战斗采用典型的攻防相结合的战术。但是，假如敌军处于高度的戒备和进攻状态，那末就无法建立这种车寨；如果车寨建成后敌人不向他们发起进攻，那末他们也谈不上取得战斗的胜利。而且车寨极易受敌人真正的野炮和高效能轻兵器的攻击，因此很快就废弃不用了。



　　西欧最早使用野炮是在“百年大战”的最后阶段。吉恩和加斯帕德·比幽儒兄弟为法王查理七世设计了一种新型炮。这种炮很机动灵活，因此在多次战役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450年，在丰米尼有一支英国小部队驻扎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遭到法国炮兵的骚扰时他们忍无可忍，在不利条件下向法军发起进攻，最后全军覆没。三年后，在卡斯蒂隆又一支英国军队向有炮兵护守的法国兵营正面发动进攻，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在这两次冲突中，都没有使用真正的野炮。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冲突中，法军借以取胜的长炮(一种轻型远程加农炮)和射石炮在以前都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后来才改成用来击退英国援兵。这些炮在战场上都是不能机动的。



　　野炮是在15世纪的最后十来年里突然而又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出现的。法国军队将比较轻型的铜铸加农炮装在马拉的两轮车架上，从而成了一种野炮。这种新式法国野炮可以在战场上很快地从炮车上卸下来并作好战斗准备。就在这十来年里，法国又提出炮耳的设计原理，这样，炮就可以很方便地装在永久性的带轮子的炮架上，并可进行较为精确的瞄准和测距。在早期，人们采用在炮架的尾部下面挖坑或在车轮下面填木块等笨办法来升降炮管。



　　1515年9月13日至14日，法国和瑞士在法国的马里尼安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夺战。战斗证明，这种改进后的法国野炮性能优良。法国用这种炮击败了瑞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瑞士在称霸欧洲战场一个多世纪后初次遭到这样严重的挫折，不得不立即跟法国议和。这次和平一直延续到二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但是，16世纪炮兵武器的发展却没有能够跟得上轻型兵器发展的步伐。主要原因是炮兵还无法使炮既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同时又做到十分可靠，而且射程又远。人们早就知道，要使炮做到射程远、精确、破坏力(或称杀伤力)大，那末最好炮的长度必须是炮的口径的20倍或20倍以上(即炮管长度是膛径的20倍)，同时炮管的管壁要厚，以承受装药量大的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管壁较薄的炮和装药量较少的炮弹虽然也能发射同样重的弹丸，但是，精确度和射程要打很大的折扣。因此即使是最轻型的炮，仍然很不灵便，移动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发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炮具有这些缺点，因此，15世纪末，法国在野炮方面所取得的优势很快被西班牙在步兵轻武器以及步兵战术方面的惊人改良所抵消了。法国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结果在16世纪里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只是在攻防堡垒和海军作战中有一点用处。尽管当时的一些大的战役还都用到了炮，但在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场激战之后，一般情况下轻武器成了战争胜负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就在这一时期，法国在炮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上的优势被更能干的德国枪炮制造者和炮兵取代了。接着，西班牙人又很快夺取了这一优势。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跟军事科学的其它多数领域里一样，西班牙在造炮技术方面始终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炮的制造者不断对炮的新型设计、炮膛直径、炮管管壁内的厚度、炮弹的炸药装填量和弹丸重量的综合性能进行多方面的验证。结果造成炮的型号繁杂多样，使弹药的供应成了一个极重的负担，因此，炮在野战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6世纪中期前不久，西班牙王查理五世下令将所有帝国制造的炮标准化为七种型号。不久法王亨利二世也效仿西班牙，将法国炮规定为六种标准型号。但是炮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在原有标准型号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型号，不过，总算比以前更有系统更有计划了一些。(见表2)当时各国有许多炮是仿照西班牙的设计而制造的，但国与国之间炮的型号一直各不相同。



　　到了17世纪，炮的生产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以致于在后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炮的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这时炮的改进主要限于机动性的提高，编制的改良，战术以及射击技术等方面。



　　这一时期，炮兵武器开始组合成作为现代化炮兵原型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长炮型，相当于现代的火炮；第二类是加农炮，即榴弹炮的原型；第三类是一种炮管管壁较薄，弹道较高的炮(根据其特性可叫做不同的名称，如射石炮或迫击炮等)，即现代迫击炮的雏型。



　　长炮类似于现代的野战火炮，其炮管较长(约为口径的30倍)，炮弹初速较快，因此它的弹道低平，射程远，精确度较高。为使炮弹达到所需的初速，又不引起炮管爆炸杀伤炮手，因此长炮的炮管都很厚，造成炮的重量很大，机动性较差。因此大口径长炮只能用于攻城作战。



　　第二种类型的炮，其炮身较轻较短，用来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较近。这种炮虽然牺牲了射程和精确性，却换来了较大的机动性，又不降低它的威力。这就是所谓的加农炮。它的炮管长度约为口径的20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榴弹炮。但是，早期加农炮的机动性甚至还不如长炮，有的实际上比最大的长炮还要庞大而笨重。



 



　　就象15世纪胡斯的拥护者和法国军队所做的那样，轻型加农炮可以装在马拉的四轮车架上，很容易运到战场上的阵地。最初，炮必须放在现场制作的炮座或炮架上，一旦战斗开始，炮就无法移动。后来发明了带牵引杆的两轮炮车(不久又发明了炮耳，这样不必移动整个炮身就可以使炮管升降)，这就是现代野炮的开始。



　　粒状火药的发明加上炮管的延长，提高了炮弹的速度和射击的精确度。但是，炮管延长后，炮的重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妨碍了大型加农炮在战场上的应用。



　　17世纪初，聪敏的士兵显然感到需要这样一种野炮，它既要有加农炮那样远的射程和那样高的精确度，又要有14至15世纪的射石炮(见表2)那样好的机动性。荷兰率先研制成功了这样的一种新式兵器，这就是人们所知的榴弹炮。到了17世纪末，它成了欧洲各国军队标准化的炮兵武器。



　　榴弹炮是一种炮管较短、口径较大、装在两轮炮车上的野炮。这种炮的架尾很短，因此，射角比较大，它的炮管要比长炮或火炮短而轻，比迫击炮长。这样，弹道就更加低伸，精确度也更高了。榴弹炮的优点在于它的攻击火力更强，炮身更轻，因此机动性更大。在可以用炮弹袭击和需要扫清障碍的地方，榴弹炮(跟迫击炮一样)由于弹道适宜，因此比使用加农炮更加优越。



　　从黑火药时期一开始，人们就知道短炮管的迫击炮能以抛物线弹道发射弹体。由于迫击炮能够发射炸裂弹，它的抛物线弹道能使炮弹越过城墙这样的防御物，击中弹药库、兵营以及后备队等目标，因此在攻城作战中变得十分重要。迫击炮的主要优点是炮管短，炮管的管壁薄(可能是由于炸药装填量少的缘故)，因此重量轻，机动性大，缺点是射程短，精确度低。



　　迫击炮的大小尺寸不一，有的很大，有的却小得只能用来抛掷手榴弹。它的炮口较大，炮管较短，可以固定在一个方形底座上。炮管与底座之间有时是固定的45度角，有时角度可以调节。17和18世纪有一种颇负盛名的炮，名叫科霍恩，1673年由巴伦·科霍恩发明，它能发射重达24磅的炮弹。还有一种重达几吨的巨型攻城炮，能发射直径10至12英寸的炮弹。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3．新的筑城攻城技术(公元1400-1700年)




　　欧洲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西欧城堡防御工事和城市防卫的概念。拜占庭帝国那筑有高大城墙的城市和坚固的要塞工事，以及建有高大结实城楼的两道甚至三道同心圆式的城墙，给西欧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这些东西在西欧还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此，12世纪的西欧在城堡的建筑和城市防卫方面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革命。



　　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城堡防御工事的唯一重大改进是古城堡和设防城市的永久性城墙上用石头筑成的堞眼。这些堞眼高出于城墙的顶部，这样守城士兵就可以通过狭长的堞眼直接向城墙下或城楼下的敌人射击(或者将沸腾的油或其他东西向下倾倒)，而不致遭受任何危险。但是，以前的堞眼是挂在城墙顶上的木制瞭望台或“临时围板”，因此很容易被攻城器械和射石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而彻底摧毁。



　　经过一个周而复始的历史时期后，攻城技术又远远落后于城堡防御工事的建筑技术。人们显然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很少有哪国的君主具有足够的技巧、能力和财富，能够并且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去攻克敌人十分强大的城防工事。封建军队很难长时间的待在野外从事无休止的围攻战。封建征兵制征募来的士兵一年里只有几个星期能应召作战，而雇佣军的费用开支又高得惊人，因此只好不定期地加以雇佣。当时，攻城战的胜败多半取决于城里贮藏了多少食物和水，或者取决于守城部队坚守城堡的决心。



　　15世纪初，黑火药兵器的问世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新型炮对城堡的攻守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15世纪初原始的射石炮、迫击炮和加农炮也要比黑火药出现之前的攻城兵器威力强大得多。面对发射石弹的早期加农炮，最坚固的中世纪砖石建筑也会土崩瓦解。



　　但是，这种局面并非出现于一夜之间。起初黑火药攻城炮只能起到提高士气的作用，还算不上是一种真正能够杀伤敌人的武器。1356年爱德华三世调用20门炮进攻法国加来城，在该城断绝了一切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仍然坚守了11个月以上的时间。1422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拥护者向卡尔斯坦城堡发起进攻，他们动用了46门轻型加农炮，5门重型加农炮，其中包括1门中型速射炮(速射炮每天可以射击30次，而别的炮只有5至6次)，另外还有5架抛石机，总共发射了11000发加农炮弹，932发石弹，13支燃烧筒和大约32吨腐尸，但是城堡依旧巍然不动。最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只得放弃攻城。



　　但是，30年后的1453年，在突破坚固的君士坦丁堡防御设施的战斗中，土耳其炮兵集中火力攻击了不到二个月的时间，终于戏剧性地解决了战斗，从而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时期，那就是通过使用技术装备进行持久不懈的攻击并采用饿降的办法，设防坚固的城市不再是不可攻破的了。



　　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所使用的巨型射石炮也许是最有名气和最令人生畏的了。12门这样的射石炮包括1门叫做“巴西利卡”的超级射石炮是匈牙利技师厄本为土耳其苏丹设计制造的。厄本原受雇于拜占庭皇帝，后来背离出走。“巴西利卡”炮用熟铁条制成，并用铁箍加以焊接，它的炮膛直径达36英寸，发射的石弹重1600磅，射程在一英里以上，须要200人和六十头牛才能牵引。根据设计，它一天大约可以发射7发炮弹，但在打了开头几炮后，炮就炸毁了。在土耳其苏丹的大量攻城炮中，小一点的炮效能较好。其中有些炮在过了354年后对付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海军中队时仍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5世纪中叶，法国将英国军队从法国北部驱逐走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进行的是一连串的包围战，法国国王利用新式炮迅速摧毁了英军驻守的要塞。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他的最新式的机动炮队迅速攻克一个又一个意大利堡垒，以至于马基雅维里 [ 译者注：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 ] 把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推进描写成实际上是“手执粉笔”所进行的列队行进(也就是说，简直是用粉笔在地图上标出他们所经过的路线一样简单)。几年后，西班牙将领贡萨罗·德·科尔多瓦手下的一位名叫佩德罗·纳瓦罗的著名技师发明了一种攻城新技术，他们将地道挖到敌人堡垒的城墙下面，然后用黑火药将其炸毁。



　　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城防工事过时了。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城堡和筑有城墙的城市无法架设对付敌人炮击的大型加农炮。城墙上的轻型炮又打不着敌人的攻城远程炮，稍重一些的炮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以拖到城墙上面，但却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炮的后坐力会使墙基发生巨大的震动，严重影响城墙的坚固度，因此反而更容易被攻破。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而使围攻战中进攻和防守的能力又趋于平衡。在这一循环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又是炮的威力。



　　容易被攻破的老式高大屏障式城墙和城楼被低矮而厚实的城墙取代了。新式城墙不仅足可架设护城炮，而且更难被攻城炮突破。新式城防工事筑有宽大低矮的城墙，从城墙上又延伸出三角形的棱堡。这样，护城炮就可以封锁接近城堡的所有通道。因此，当时各国都为原有的城防工事构筑了新的城墙和三角形棱堡，并尽可能给老式城墙加宽并降低高度。有的还在城堡周围挖掘了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壕沟边再构筑一个较低的外崖，崖边又是缓斜坡或土木工事，沿着缓斜坡的顶部再铺设一条廊道，这样城防部队就可以从一地迅速运动到另一地。护城壕沟的外崖上可以架设一些轻型炮，以对付大量的攻城炮，不使靠近。



　　根据构筑城防工事的新理论，人们在对付敌人的围攻战时，不主张采用一般的障碍物，因为敌人不需化费很大力量就可以将它摧毁。而是构筑一条低矮而厚实的屏障式工事，用来部署有巨大威力的反击火力，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扼制住敌人的进攻。位于护城壕沟内侧的城堡壁垒上筑有宽阔的胸墙，胸墙上和胸墙后的炮火可以封锁城墙下的缓斜坡。这些壁垒只稍高于护城壕沟边的外崖，在壁垒拐角处每隔一定的距离还筑有突出在外的角度很大的棱堡，以确保在城墙隐蔽位置上的炮射出的侧翼火力覆盖城墙周围的所有地段。



　　由于黑火药兵器的启用，战争变得日益复杂了，加之发动战争时更多地考虑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意义，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人们对战争理论重新发生兴趣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军事的各个方面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设计新型城防工事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计算好炮火射击的角度和火力覆盖的面积，不留任何射击的死角。在中世纪的城堡中这种死角往往使攻城部队能够在城防工事的下面找到避开城防炮火袭击的隐蔽处。当时有两位比较高明的军事理论专家都是数学家，这一点是绝非偶然的。一位专家名叫尼科洛·塔尔塔利亚(1500-1557年)，他曾发表过许多有关枪炮学、弹道学和城防工事建筑学等方面的著作，另一位名叫西蒙·史蒂文(1548-1620年)，他曾于16世纪末担任摩利士 [ 译者注：荷兰将军及政治家 ] 的顾问，他特别重视使用城防炮火来摧毁攻城部队的防御工事。



　　由于16世纪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落后于理论，因此，当时大多数的军事著作，包括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一书，着重讨论的课题都是在敌人突破主要的城堡壁垒后，如何构筑临时性的内部防御工事的问题。很少有哪个城市愿意毁掉旧城，又从平地修筑一条新的城墙。人们一般只好采取这样的变通办法：将炮架在旧的城堡壁垒上(这常常需要对城墙进行加固)，将原有的城楼临时改建成棱堡，另外，在一些特别关键的地段加修一些棱堡的外围简易工事和防御工事。不过，在16世纪末之前，只有安特卫普(1540年，比利时)、赫士汀(1554年)、维罗纳(1520年后，意大利)、阿弗尔(法国)和马赛(法国)等少数城市完全按新的办法重新设计改进了防御工事。



　　新型城防工事的设计还有另一个附带的但却是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敌人很难把地道挖到城墙下面，因为地道必须掘得很长，挖地道的人很难吸到新鲜空气。挖掘地道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黑火药的代价昂贵。在可以挖掘地道的时候，通常采用崩坍的办法而不是爆破，这正好又回到了古代采用烧毁地道坑木使城墙倒塌的办法。



　　新型城防工事的出现，必然会刺激人们去努力改进攻城技术和方法。在进攻与防守这两个方面，围攻城堡的方法变得更加高明，组织更加周密，以便跟上新的科学的城堡防御工事的发展步伐。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进攻和防守的方法超过了枪炮技术的发展速度。当然，这两者的差距本来并不很大。当时必须寻找一种比较安全的办法，把进攻城堡需要的炮和轻武器尽可能送到离城防工事较近的位置上，以便充分发挥武器的火力。攻城用的老式弹盾和塔架已经不适于对付城防用的黑火药兵器的袭击。为此，攻城部队不得不求助挖掘壕沟的办法。在远程长炮的掩护下，攻城部队的工兵和步兵对准城堡防御工事中可能比较薄弱的地段挖掘壕沟，当挖到炮火可以打到城防工事的外崖时，便在宽而浅的壕沟前面迅速筑起一道厚厚的土墙，作为放置攻城炮的工事。然后在夜幕笼罩下，将重炮推进炮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炮轰。在炮火的掩护下，壕沟不断向前延伸，直到炮兵和步兵联合发动进攻，制服城防工事壁垒上的防守部队。这时，攻城炮继续向前推进，集中火力轰击敌人的主城防工事。



　　16世纪末以前，掘壕攻城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它比17世纪沃邦的技术改进还是要原始一些。用来对付高度戒备的城防部队时，挖壕是一项费时、费力、费钱、还要流血牺牲甚至几乎是不忍心采用的攻城手段。16世纪时的城堡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和弹药储备，那末就象13世纪时的城堡一样坚不可摧。不过到了16世纪下半叶，围攻城堡又变成了象两个世纪前那样慢吞吞而又煞费苦心的一件事情。战争重新成了一连串的城池攻守。鉴于部队的机动技术、过分的自信或者后勤供应的压力等方面的综合因素，有时也会促使双方军队跑到野外来面对面地打上一仗。



　　新的城堡防御工事以及对付它的攻城手段的进步，极大地刺激了古罗马时代以来在欧洲早就基本退化了的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不过首先还是由贡萨罗·德·科尔多瓦领导的颇有远见的西班牙士兵促进了野战防御工事的发展。显然是他最早认识到野战防御工事与新式轻型黑火药兵器相结合的潜在威力。后来，佩德罗·纳瓦柔和帕尔马·亚历山大也效法贡萨罗·德·科尔多瓦，使西班牙高超的工程技术和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成了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期间取得军事优势的主要因素。



　　摩利士(见第16章)对攻城战作出了长期而实际的贡献，他对炮的口径实施了标准化，从而使杂乱的炮种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他采用集中式弹幕射击的方法来对付小段围廊式防御工事，然后在城防工事上打开突破口。他还采用很长的攻城壕沟来掩护移到攻城阵地上的火炮。虽然荷兰地区土壤潮湿，但在条件许可时他也用过挖掘地道的办法来进攻城堡。对于攻占了的城池，他并不提出苛刻的条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因此大大减少了掠夺和抢劫的现象，这就促使被围军民更快地放下武器，因而他的做法常常缩短了攻城所需的时间。



　　法国技师塞巴斯蒂安·戴·沃邦曾在攻城技术和城防工事的构筑技术的发展上作出过最为突出的贡献。由于他的努力，只配备有前装式兵器和黑火药的军队在城堡的攻防能力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路易十四的国防大臣弗朗索瓦·路瓦易的指挥下，沿法国北部边界构筑了一系列城堡，充分配备并储存了军队所需的各种军用物资。这种沃邦-洛弗易斯的设防体系只是部分地用于防御，主要是为联合兵种提供进攻的基地——一种设防的兵站体制。沃邦总共构筑了33个新城堡，又对另外的300个旧城堡进行了改建。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堡都可以作为行进中的军队基地，那里保证可以得到包括重炮武器在内的一切军需物资。而对敌人来说，要想一个接一个地攻克这些城堡则是极其棘手的事情。



　　还是这个沃邦，创造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攻城体制，他把攻城作战变成了一种技巧和科学。进攻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要用攻城炮火在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并扫清攻城道路上的障碍物，以便步兵纵队顺利出击，另一方面还要使步兵能够不等炮火打开敌人城墙上的突破口，在壕沟里的炮火掩护下向城墙发起攻击。在后一种情况下，进攻前通常先用大量柴捆(细树枝或灌木柴捆)填没护城壕沟和护城河，然后攻城士兵在炮火和轻武器的掩护下越过护城河爬上城墙。



　　在沃邦的攻城体制中，他创造了一种逼近敌人城堡的格式化的方法。先在离敌人城防工事600至700码的地方挖一条战壕，这条战壕跟选定的突袭点的防御工事走向平行。这样就可以防止城防部队的纵射炮火对整个战壕的袭击。战壕与城堡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它接近于当时进攻或防御火炮的最大有效射程。在挖好第一条战壕后，在它的前面再构筑一个土木工事，用来保护部署在那里的攻城炮。然后在这些炮火的掩护下，攻城工兵开始向城堡挖掘“坑道”或进攻战壕(这就是军事上“坑道兵”一字的由来)。这些坑道跟敌人的城防工事总是构成一定的角度，以“之”字形盘旋向前，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纵射炮火袭击的机会。坑道兵将装满泥土的篾筐和柳条篮放在带轮子的车上，在坑道里推着走，这样可以避免敌人炮火的直接射击。



　　当进军通道离敌人防线约300码时，开始挖第二条平行战壕，放置新的攻城炮。攻城炮从这里以猛烈的炮火将守城部队从壁垒上赶走，压制住敌人的炮火火力，并开始在城墙上轰击出突破口。这时如果可能，守城部队会以有限的反击力量出击，以阻止构筑第二条平行战壕，并设法毁坏或“塞住”攻城炮。(塞炮是用尖铁、钉子或刺刀塞进炮的火门，使炮不能使用，如要使用必须将塞物取走。)攻城部队必须随时准备对付守城部队的这种出击，因此在平行战壕里始终要保留一支很强的步兵来保护自己的炮和炮手。



　　如果守城部队死守阵地，而攻城部队感到从第二条平行战壕发起攻击不能取胜，那末就要将坑道继续向前掘进。这时攻城部队要对付守城部队轻武器火力的威胁，但可得到自己第二条平行战壕的炮火掩护。新的坑道一直要挖到离城墙底下的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几码远的地方。在那里修筑第三条平行战壕。当攻城步兵的火力使守城部队无法进入壁垒上的阵地时，攻城炮队便进入第三条平行战壕，向城墙进行近距离炮击。有时他们也采用改进了的坑道挖掘技术，它既利于攻倒城墙，也可使小股攻城部队进入敌人城防工事的里边，然后再跑出来投入战斗。当然守城部队往往也会利用对抗地道来对付这种地道攻城手段。



　　通常从第三条平行战壕进行一、二天炮火轰击后，就可以从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如果敌军尚未缴械投降，那末就发起攻城突击。



　　18世纪的主要作战形式是阵地战，因此，城堡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布整个欧洲。作战的主要对象是设防的城堡要塞、仓库和一些重要据点。攻占要塞有一套刻板的程序可依。同样，何时以及如何不失体面地投降也有固定的章程可循。



　　从15世纪后期发明青铜加农炮到19世纪淘汰滑膛前装炮这段时期里，炮的设计并没有很大改进，但沃邦的防御工事构筑技术和攻城技术却一直延用到了19世纪的中期。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4．西班牙方阵和大帆船(公元1500-1600年)




　　一般来说，是西班牙人，特别是他们的伟大的将领贡萨罗·德·科尔多瓦，最早懂得了火绳枪在作战中的巨大作用。16世纪初将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南部的这场重大战役中，火绳枪是他们使用的主要兵器。由于西班牙人积极启用轻兵器，在改进轻兵器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为了提高这种新兵器的效能，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新式战术队形，因而开创了西班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独占军事优势的新纪元。



　　在这个兵器发展的时期里，由于火绳枪和滑膛枪在装弹时，士兵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使兵器的效能大受影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负责作战指挥的军事将领在协调联合兵种作战时遇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步兵轻兵器的威力，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技术上进行了各种试验，包括骑兵突击行动，骑兵用轻兵器出击，炮轰，长矛冲击和构筑野战防御工事等等。



　　中世纪由三个“战斗大队”或密集的骑兵和步兵方队组成的作战队形一直延用到了16世纪初期。但是，这种作战队形特别容易遭受敌人的火枪和炮火的袭击而溃散。为此西班牙人首先对这种队形进行了周到细致的试验和改进。



　　野心勃勃的西班牙君主在对西半球广阔地区的窥探、征服和殖民活动中，一直致力于确立它的制海权。他们跟法国和土耳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支持在欧洲各地建立哈布斯堡帝国的事业，这一切对西班牙薄弱的人力资源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就象早期的马其顿和蒙古曾经昙花一现式地称霸于世那样，西班牙这一幅员窄小的国家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也产生过颇大的影响。当然，它的结果也是一样，它在地球上耀武扬威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便一天天地衰亡了。



　　步兵的战术



　　15世纪末，在支持那不勒斯的国王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贡萨罗·德·科尔多瓦首先认识到并充分发挥了轻兵器的威力。也许是他发现了黑火药兵器最重要的一种战术功能：即火力是大大加强防御力量的倍增器。无论怎样说，是他第一个利用了这个新发现。他将火绳枪士兵部署在堑壕中，以守卫广阔的正面阵地，因而节省下许多兵力，使他能够用更多的部队来对付、机动制胜并击败数量比他大得多的法国军队。他还设法解决了15世纪的一个基本步兵作战课题：即如何保卫野外作战中正在装子弹的火绳枪手的问题。他把火绳枪手与长矛兵混合编在一起，长矛兵为火绳枪手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并利用进攻突击使火绳枪手的轻兵器火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贡萨罗·德·科尔多瓦在1505年那不勒斯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经阿拉贡王国 [ 译者注：西班牙东北部 ] 的斐迪南二世批准，将他的军队编成20支部队，称为纵队。每个纵队有1000至1250人(混合编有长矛兵、戟兵、火绳枪手和剑盾兵)，这些人又编为5个连。这就是自从古罗马步兵中队这种编队形式淘汰后，根据兵器使用的有关理论在西欧建立起来的第一种正规的战术编队。这种纵队从它的实际作战任务来看，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营和团，它由纵队司令或上校负责指挥。



　　在后来的20年里，西班牙人逐步采用了一种称为步兵团的编队体制，来代替中世纪老式的“战斗大队”。最初，每个步兵团由数量不等的几个纵队组成，最后标准化为3个纵队。这样每个步兵团总兵力为3000多人。当步兵团成了西班牙军队的标准编队时，剑盾兵和戟兵便消失了。代之以长矛兵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步兵团或称“西班牙方阵”。在16世纪的一段时期里，这种军事体制统治了整个欧洲战场。在兵器技术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西班牙方阵中包括着数量相等的火绳枪连和长矛连，但是一个熟练的火绳枪士兵每月最多可挣四个埃斯库多 [ 译者注：葡萄牙货币单位 ] ，而长矛兵最多不会超过三个埃斯库多。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曾经威震一时。其原因正是它采用了西班牙方阵这种军队体制的缘故。战场上长矛兵排成密集的三个横队，每个横队正面为50至60人，纵深为20列。在四个边角上是排成密集方队的火绳枪士兵。这种坚固而具有机动能力的密集队形其宽度约为150米，纵深100米。在方阵的四边外侧各排列着一列火绳枪士兵，还派出一独立的分遣队从事小规模出击。



　　由于西班牙纵队作战思想的成功，不久法国也模仿组成了地区性的常备部队。它起初称为军团，后又改为团，每个军团由6个大队组成，每大队1000人，其中包括600名长矛兵，300名火绳枪士兵，100名戟兵。



　　随着法国军团和西班牙方阵中火枪兵对长矛兵的比例逐步增加，出现了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战术：后退装弹战术。这是一种作战时士兵运动的方式，即列队的火绳枪或滑膛枪士兵在进行齐射后，沿着排与排之间的空隙，一列接一列地依次退到后排装子弹。在使用滑膛枪时，要保证射击火力的不间断，一个战斗编队至少要有10个横列。人们不清楚这种编队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但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燧发枪问世并逐步得到完善时，这种战术仍然是弥补火枪发射速率太慢这一缺陷的主要手段。由于后退装弹能够保证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射击，因此在野外进攻与防御作战中可以十分方便而有效地大量使用火绳枪士兵和长矛兵。而且，这种战术还使长矛兵编队所特有的纵队战术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



　　无论西班牙的长矛兵、火绳枪士兵还是滑膛枪士兵都具有沉着镇定的战斗精神，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期称霸于欧洲战场。16世纪前，西班牙兵团跟瑞士方阵不同，尽管它在当时来说成效最为卓著，但只不过是一种带代表性的战术体制，而不是最具特色的战术体制。跟别的战术体制相比，它并没有采用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新式兵器，相反，它的对手都使用或者迅速采用了能大大提高当时兵器杀伤力的新战术。西班牙步兵团取得成功的根源在于作战技术和作战形式的进步，在于单兵和集团作战的常规技巧的缓慢改进，在于作战指挥管理的一套既定程序的改良。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远离故土，远离已经开始动摇西班牙国力的国内衰败环境，在同样的旗帜下，并在为同样事业而战斗的口号下，经受了多年战争的磨炼，终于成为欧洲一支出类拔萃、战技不凡的军队。西班牙的老兵跟瑞士兵一样能够吃苦耐劳，而且是一样训练有素的多面手。他们具有同样坚定的自信心和集体主义精神，而且他们的指挥(控制)体制更为优越。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采用了一种较重的轻武器——最大射程为300码的滑膛枪，目的是想努力加强它的步兵战斗力。虽然这种火绳式滑膛枪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枪械，但实际操作却相当复杂，光是装填弹药就有大约90个不同的步骤。这种滑膛枪必须支在木叉架上进行射击，装弹和射击比火绳枪花的时间更长，这样，原来已经相当复杂的操作和装弹训练就变得更加繁琐了。由于枪体要用木叉架支撑，因此操练的安排更为复杂，造成发射速率很低。滑膛枪在发射以后，士兵光是移动木叉架就要做大约15个动作，然后才能开始换装弹药。换装弹药究竟需要多少次动作取决于计算动作的方法。譬如，把子弹从弹盒里取出来可以算作1个动作，也可以说是4个动作：打开弹盒，取出子弹，放到嘴里，关上弹盒。为了确保训练和操练时特别是紧张的战斗中动作的正规化，每个简单动作都要分开练习并十分重视。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改进滑膛枪并减轻了它的重量、提高了它的发射速率之前(参见第16章)，它最多每三分钟可以射两发子弹。但是，由于滑膛枪在射程、精确度和冲击力方面大大优于火绳枪，因此人们并不在乎它发射速率较低的缺陷。到了16世纪末，滑膛枪基本上代替了火绳枪，成了欧洲步兵使用的基本兵器。



　　使火枪适用于骑兵作战



　　上个世纪，瑞士方阵所用的长矛、英国的长弓以及胡斯拥护者的马车牵引的射石炮，都曾使重骑兵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随着轻型火炮的扩大使用，重骑兵变得更加不能适应作战的要求了。为了保持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量，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尝试，其中包括增加轻骑兵的比例和改进黑火药轻兵器使之适用于骑兵作战的需要等等。



　　由于上述努力，16世纪初，人们制造成功一种骑兵用的小而轻的火绳枪。理论上，这种手枪的雏型一只手就可使用。但由于操持粗陋的火绳动作比较复杂，实际上要同时用二只手才能射击。骑兵火绳枪手通常既要掌握射击技术又要具备熟练的马术。但一般来说，他们很难做到两者兼优，因此往往手忙脚乱的配合不起来。大约到了1515年，发明了转轮式点火开关。这种点火开关虽然造价昂贵，使用起来更加娇气，而且在步兵中一直没有用来代替较为可靠的火绳点火装置，但是它却能使骑兵用一只手进行射击。为了保证少量的不间断火力，骑兵通常备有三支手枪，两支放在枪套里，一支插在右靴里。在三支手枪都射击完毕后，骑兵或者放下最后一支手枪，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或者下马重新装弹——装弹必须两只手同时进行操作。



　　在这个兵器试验时期，德国建立了一支配备有新式转轮手枪的重骑兵。起初他们穿锁子甲，后来改为头盔，胸铠和一直套到大腿的笨重皮靴。冲锋时，他们排成由一些不大的密集纵队组成的横队。每个纵队由几个横排组成，纵行之间相隔约两匹马的距离。当他们接近敌人时，前排士兵把所带的三支手枪全部射击完毕，然后，突然转弯180度向后跑去。这就称为“半旋转”战术。当他们跑到自己一行的最后一排位置上装弹时，最前面的一排骑兵也开始按步就班地前进、射击，然后转弯向回跑。通常“半旋转”战术是在骑兵全面向前推进之前采用的。要顺利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相当困难，很容易遭到敌人骑兵反冲锋的破坏。



　　德国雇佣军在改进黑火药兵器使之适合骑兵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德国骑兵通常披着黑色盔甲，使用的武器也带黑色，因此他们最初被称做“黑色骑士”，后简称骑士，通常用来称谓16世纪的德国雇佣骑兵。



　　虽然16世纪下半叶德国在骑兵采用黑火药轻兵器方面最初处于领先地位，但不久法国骑兵夺取了它在欧洲的优势。法国重骑兵通常排成很长的横队，快速向前冲锋。横队的纵深只有二至三个横列，他们先用手枪开道，然后挥舞马刀实施突击冲锋。到了16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骑兵都装备了黑火药轻兵器。唯一例外的是西班牙和波兰的长矛兵。西班牙长矛兵是一种阿拉伯-摩尔人的轻骑兵，附属于重型手枪队。而波兰骑兵更是完全避而不用黑火药轻兵器，仅仅依赖轻重骑兵的突击作用和长矛的作用，而且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



　　古希腊罗马战船的没落



　　16世纪的海军作战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随着海军炮火潜在威力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延续使用了2000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战船时代遂告结束。尽管这种战船后来又在地中海区域活跃了一个多世纪，但装备有舷侧炮的新型战船时代已经开始。古希腊罗马战船成了新型战船的辅助船。



　　从公元前450年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到公元1571年的勒班托海战期间，海军战船和海军战术的变化很小。海军作战的目标是撞毁或攻占敌人的战船。勒班托海战时不太坚固的战船跟布匿战争时的战船相比并无很大的差异。这些战船又长又窄，只有一层甲板，长度约为150英尺，最大宽度为20英尺，由54支桨推进，每边各27支。船上还装有二至三个三角帆，用来让划手得到轮换休息，或者在顺风时加快船行的速度。每支桨配有4至6名划手(通常是奴隶)。在基督教徒使用的战船上，划手通常可以用弹盾来保护自己，而土耳其人则根本不考虑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战船上的奴隶。每艘战船上的船员总共约有400人，包括划手、水手和一个作战士兵分遣队。勒班托海战时，基督教徒的战船船头装有五门小型加农炮，稍小一点的土耳其战船只装有三门。在船头前面吃水线的上方伸出一个金属撞角，长约10至20英尺，用来撞击敌船。



　　在勒班托海战时期，还有两种类似古希腊罗马战船的重要变型船。一种是土耳其帆桨两用小战船，它是仿照早期拜占庭帝国的一种战船制造的。其船体较小，但速度更快。船上有18至24名划手，船员共约100人。另一种是地中海另一侧的威尼斯人用的三桅帆装战船。它比古希腊罗马战船大一倍，因此船速较慢，但威力更大，适航性更强，装载的士兵更多。这种战船并不是地中海的快速古希腊罗马战船和北欧的新式多门加农炮桅帆战船的一种十分成功的折衷产物。三桅帆装战船装有50至70门炮，但其中大部分是鹰炮或用来杀伤人而不是击毁敌船的小炮。



　　黑火药和桅帆战船



　　直到16世纪中叶，象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北欧的桅帆战船也是作为载运士兵的浮动堡垒或战台而用的。它的任务是跟敌船上的敌军交战。海战跟陆地作战的打法基本相同。当双方战船进入弓箭或轻型加农炮的射程范围内时，战斗便开始进行。在战斗进行到高潮时，一方的士兵就攻上敌船并将其俘获。当时的战船基本上仍是由“圆形”商船改建的。船的长度勉强是船宽的两倍。黑火药出现后，在战船的船头和称为船楼的高层建筑的后面，以及沿上甲板的栏杆等位置均装备了轻型加农炮，从而延长了战船的作战距离。为了避免战船倾覆的危险，在船上和甲板上均不设置重型加农炮。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的出现



　　16世纪初，战船上开始设置“舷窗”。这是开在船侧的窗口，上面有用绞链开启的窗盖，这样，不必从船边吊装而通过窗口就可以很方便地给船装卸货物。英国造船家运用这个思路，设法使加农炮从船的下甲板进行射击。这样，舷侧炮便告问世。它的重量正好安全地分布在它的重心下面。西班牙立即步英国的后尘，建造了一种长约100英尺、宽30英尺的战船，称为西班牙大桅帆战船。它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是专门为海军作战而设计的。它的船身趋于狭长，在吃水线上方有个较低的撞角，用来冲撞敌船。这种战船有三个桅杆，上面装有横帆。船头船尾建有船楼，水线以上的船体装有许多门轻型加农炮。在主船体上有一排大型加农炮，这样，海战的初始阶段就大大延长。但如果不能对敌船作猛烈的冲撞，并象早期海战那样士兵登上敌船，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那末战斗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不同，它具有远距离海上航行的适航能力。其主要缺点是它的行驶主要受风力的支配。由于新式战船比老式圆弧形战船机动性更大，索具也有了改进，因而它可以“逆”风驶行，这样，上述缺陷部分地得到了弥补。



　　不久，英国人认识到舷侧炮的应用有可能改变海军战术，因此越来越重视发展适合装备远射程炮的战船而不再注重攻占敌船这种作战方法了，结果，位于战船头尾的船楼变得越来越矮，船头上的撞角也很快取消了，重型炮的比例也有稳步增长。不过，西班牙的战船还依然保留着船头上的撞角，杀伤人员和摧毁敌船的两种火炮的数量继续保持平衡。他们仿照英国，降低了船头上船楼的高度，但船尾的船楼仍然造得很高，并在上面设置了敌人难以对付的轻型炮组。



　　西班牙人仍然把他们的战船看作是主要用来携带陆军的海上浮动堡垒。与此相反，英国人则不愿浪费船上的舱位和人力来装载不懂海战的陆地部队，他们将水手训练成能够离开炮位或者攀下帆缆，操起长矛或短剑，强行登上敌船或者竭力把自己舰上的敌人赶走。



　　这些就是各国海军战术理论的区别，他们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在这次海战中，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畏舰队，开创了海军作战史上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纪元，并标志着英国谋求制海权的开始。



　　海军强国的出现



　　16世纪前，海军战略基本上是依附于陆地战略的。16世纪初，葡萄牙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奎尔寇最先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让海军远涉重洋，为本国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他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一个海军基地网，使葡萄牙得以控制其海上航线和海岸线。而西班牙人似乎从未象葡萄牙人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不过，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他们也利用海军巩固了对西半球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并控制了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



　　西班牙的海军基地以及西班牙对重要海上航线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对于象弗朗西斯·德雷克那样的英国海军将领来说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德雷克确信采用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战术使他和他的同胞取得了对西班牙明显的海上优势，因此，他比别人更加尽力精心策划发起了一连串的海战，从而使英国实现了它的海上霸权。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5．战列舰：黑火药兵器支配海洋(公元1550-1800年)




　　英国对西班牙海上霸权的挑战



　　在西班牙称霸于欧洲陆地战争，并寻求海上霸权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不列颠诸岛正处于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之下。在他们当政期间，曾为建立大不列颠海上帝国奠定了基础，刺激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创了英国皇家海军发展的新时期。不列颠岛国的劲敌是当时称霸于海洋并垄断着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贸易的国家——西班牙。



　　但是，16世纪期间英国跟法国时有摩擦，这与法国经常卷入一些重大的内外冲突有关。法国曾先后企图于1545年和1546年两次在英国海岸登陆，从而导致亨利八世在他当政快要结束的几年里，实施了一项细致周密的海军建设计划，这就是近代英国皇家海军的真正开始。



　　伊丽莎白执政后(1558-1603年)，她的基本国策是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上的重大战争，但暗中却不断向欧洲大陆派遣小规模的远征部队。在她当政期间，英国和西班牙的敌对状态达到了高潮。在荷兰反抗西班牙的长期叛乱中，英国经常派分遣部队予以支援，最终叛乱取得了胜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他作环球航行的时候(1577-1580年)，曾对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卡塔赫纳和圣奥古斯丁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并对西印度群岛的居民进行威胁恐吓。这十来年中，由于英国和西班牙在公海上、在南北美洲以及在荷兰的暗中争斗，终于酿成两国之间正式公开的敌对行动，从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无畏舰队的远征。



　　西班牙无畏舰队



　　1585年，西班牙天才的海军将领圣克鲁斯侯爵阿尔万柔·德·巴赞建议派一支海军远征舰队入侵英格兰。经菲利普二世批准，于1586年3月命令西班牙驻荷兰军队总指挥帕尔马公爵(当时的一位伟大军事家)作好准备，于次年让其部队由圣克鲁斯侯爵的舰队护送去英国。当英国德雷克爵士得悉西班牙海军正在积极筹划这次远征时，于1587年春将一支拥有23艘战船的舰队派往西班牙加的斯。这支舰队摧毁了大大小小33艘西班牙战船，在返回英国时又袭扰了西班牙港口圣文森特角 [ 译者注：今葡萄牙境内 ] ，摧毁了里斯本的港口设施，并在亚速尔群岛俘获一艘西班牙珍宝船。



　　尽管西班牙倾全力以恢复这次战争的创伤，但毕竟将其原计划推迟了一年。远征尚未准备就绪，圣克鲁斯侯爵去世。他的死也许是英国暂时避免了这次西班牙入侵的最重要原因。不久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朗索·佩里斯·德·格茨曼接替了圣克鲁斯侯爵的职位。他是个勇敢而富有才华的人，但缺乏高级军事指挥的经验，对海军作战更是一窍不通。海军上将迪戈·德·瓦尔德茨担任副总指挥，而帕尔马公爵则负责远征军抵达荷兰后的全面指挥。



　　当然，英国已经知道西班牙试图再次入侵的严重危险。1587年12月21日，伊丽莎白女皇任命埃芬厄姆勋爵霍华德为舰队总指挥，德雷克作为英国的主要海军将领和下议员被任命为舰队副总指挥。霍华德在海军作战上经验也不多，因此依赖德雷克和别的优秀海军将领服务于他。



　　1588年5月，西班牙无畏舰队由里斯本出发，途中因遇大风暴，在拉科鲁尼亚停泊避风，同时修理一些不适航的战船。7月12日，舰队离拉科鲁尼亚继续前进，19日 [ 注：这里引用的日期采用的是西洋旧历，因此跟加勒特·马丁利所著的《西班牙无畏舰队》(1959年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人所熟知的描述日期相差10天。 ] ，在利沙海角附近海面被英国侦察船发现。西班牙无畏舰队共由130艘战船组成，其中包括20艘西班牙大桅帆战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运输船，35艘小战船，4艘三桅帆装战船和4艘古希腊罗马式战船。全舰队共有8500名水兵和奴隶划手，19000名士兵。战船上总共装有2431门炮，其中1100门为重炮(包括约600门长炮)，其余为加农炮，用来对付敌舰的轻型炮，这种炮是根据陈旧的海军战术中需要进行白刃战而设计的。



　　英吉利海峡之战



　　由霍华德勋爵统帅用以对付西班牙舰队的英国海军包括：由他自己指挥的一个海军中队，34艘战船，驻普利茅斯；德雷克指挥的一个海军中队，34艘战船，驻普利茅斯；伦敦海军中队，30艘战船；以及由亨利·西摩勋爵指挥的另一个海军中队，23艘战船，驻东英吉利海峡道恩港附近。此外，还有大约50艘其它不同类型的战船，上面装备了少量的大炮，它们大多是运输供应船，在后期参与了少量的作战行动。英国舰队的主要船只总共装有1800门重型加农炮，其中大部分是射程较远的长炮。



　　7月21日两国舰队在普利茅斯附近首次交战。英舰在航行速度上和炮的射程上都超过了西班牙。在英舰远程炮轰击下，一艘西班牙战船被击沉，全舰队遭到重创，损失惨重，7月23日，双方在德文港附近海面再次进行一整天交火，双方差不多耗尽了弹药，但都没有给对方造成重大伤亡。到了25日，英国舰队得到了足够的弹药补充，但西班牙没有补给机会，不得不放弃预定在怀特岛登陆的计划，改道前往法国加来，希望能从帕尔马补给仓库得到弹药的补充。



　　这时，只剩下124条战船的西班牙舰队在加来港附近海面停泊了下来。而英国霍华德的4个海军中队共有各种类型的战船136艘。他把大部分舰只停泊在西班牙战船的炮火射程以外的海面，而自己还有少量舰只的炮火可以打到西班牙的战船，对此感到满意。他知道，如果他的舰只不靠近西班牙战船，那末就不可能重创它们，但是，如果靠得很近，西班牙士兵就可以设法攻占英国战船，因此，他不愿意冒这个危险。这时，帕尔马也无法前来支援西班牙无畏舰队，因为他被荷兰舰队严密封锁在布鲁日 [ 译者注：今比利时境内 ] 。



　　28日黎明前，英军派出几艘火攻船袭击西班牙舰队。当英舰驶向西班牙舰队总指挥梅迪纳·西多尼亚的舰只时，他命令砍断锚缆。他打算等危险过后再回到这抛锚地。但是，他的下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变得惊慌失措，舰队顶着逆风无法靠到一起，只好以散乱的队形向北漂去。英国战船紧随其后，以十分贴近的距离向着暴露的西班牙战船进行了持续一整天的袭击。英国舰队始终占着上风位置，几条舰集中在一起，用舷侧炮轮流发射的办法攻打西班牙的孤立战船。尽管西班牙人奋力战斗，但因缺少重型炮弹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还击。他们的轻型炮和火绳枪根本敌不过英国人的长炮和重型加农炮。西班牙战船受到严重创伤，士兵大量伤亡，不过没有船只被击沉。快到天黑时，英国人开始包围西班牙战船，并把它们分割开来，攻占受伤最重的舰只。他们总共俘获16条西班牙战船，其余舰只由于突然刮起海上风暴而得以死里逃生。



　　梅迪纳·西多尼亚原计划让西班牙舰队到敦刻尔克和布鲁日进行修整，补充弹药并跟帕尔马舰队汇合，但由于风向不顺，无法进港。他不愿冒险顶着逆风驶向荷兰海岸，否则将导致当时实际上已经解除武装的战船暴露在英国舰队的舷侧炮火之下。因此他决定环绕不列颠岛，经欧洲北海返回西班牙。直到8月2日，西班牙舰队才勉强集结了起来。接着粮弹也显不足的英国舰队也集结返回基地港。



　　8、9两个月，一方面由于大风暴的袭击，更严重的是饥渴的煎熬，西班牙舰队在返回途中吃尽苦头，成千士兵死亡，损失巨大。出发时130艘战船，9月份只有63艘零零落落地回到了西班牙港口。其中被英国舰队俘去18艘，19艘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遇难，另30艘下落不明。



　　英国海军战术的发展



　　在跟西班牙进行的海战中，英国海军将领创造性地运用了海军作战火力，从而说明17世纪初英国在海军战术上遥遥领先于它的所有对手。令人奇怪的是，它的所有对手，甚至包括深受其苦的西班牙和聪明能干的荷兰，似乎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取胜的秘密在于强大的舷侧炮火力。或许英国取胜的关键也在于它在航海技术上的优势，不过，英国决没有垄断这项技术。



　　17世纪初叶，射击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是用绳子来制止火炮后坐，使得从炮门起，相当一段炮身留在船舱内，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装填弹药。而过去，为制止炮身后坐，炮被紧紧固定在船的舱壁上，炮管伸出船外，因此装填弹药相当困难。在激烈战斗中，简直无法进行。



　　英国海军的基本战术是以五艘舰为一组，每次只有一艘战船用舷侧炮向敌舰射击，其余各舰忙着装填弹药。一艘舰射击完毕后第二艘射击，一艘接一艘依次进行。由于妥善解决了火炮的后坐问题，因而提高了舰炮的射击速率，实际上使火力提高到原来的五倍左右。



　　根据这个经验，英国的罗伯特·布莱克正式确立了舰队纵列这一战术思想，即作战时将所有舰只以一定的间隔排成一个纵队。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炮火的威力，同时海军指挥官也可根据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井然有序的舰形实施最有效的作战指挥。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分布在海面数英里的大量战船，就会在海军战术和航海技术的结合方面造成极大的问题。当时的海军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旗语，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旗语已经相当成熟的时候，海军指挥官仍然很难将准确的命令传达给他的下级。即使利用旗语可以把他的命令准确而又迅速地发出去(这两方面实际上都做不到)，但距离、雾气、硝烟以及作战时的混乱状态统统会使旗语变得靠不住。为此，英国海军研究了一种战斗指令，为处理战斗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偶然情况，规定了一套通用易懂的条令式规则。这套指令经过海上试用，并在发生海战前由一位海军将领向其下属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详细的规定，扩充了内容。但是，每次海战的情况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的敌人打仗的方法也不都相同，作战中不断发生新的偶然情况，因此这套指令无法把它们一一包括进去。



　　这时出现了两种海军战术思想派别。两种派别都主张舰队在进入战斗时采用纵队形式，努力抢占上风位置，这样就可以根据战斗进展情况来决定是否逼近敌舰还是避开敌舰。但是一旦投入战斗，两派在打法上就发生分歧，简单来说，分歧有如下几个方面：



　　“正规”派主张在取得海战全胜之前或者除非取得了海战全胜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始终保持舰队纵列的队形。战舰应尽可能逼近敌舰再开炮，同时后面的战舰必须紧随前面战舰的航线，这样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各舰的位置，一旦需要就能令其一起撤出战斗。



　　“混战”派则主张舰队总指挥应相机派单个海军中队和战舰指挥官离开舰队阵线，以密集炮火轰击敌舰队中明显易于击毁的船只。“混战”派往往依赖下级指挥官的判断力和经验，发扬皇家海军的传统战斗精神，尽量利用这种战机，因为在当时向所属各舰迅速而充分地传递命令，显然是很困难的。



　　到了17世纪末，两派主张都得到了验证，结果各有成败。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正规”派得势，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欧洲大陆的挑战



　　好战的荷兰总是在战术上紧步英国的后尘。尽管他们仿效过英国的舰队纵列作战队形，但实战中总是宁肯采取攻占敌舰进行短兵相接的打法。在航海技术方面，荷兰的海军主将(特朗帕斯兄弟和戴吕泰尔)可以跟英国最好的将领媲美。他们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英国人并不甘愿认输，由于他们在炮火的威力上保持着明显的威势，因此还是取得了微弱优胜。



　　到了16世纪80年代，当英国在跟荷兰的残酷战争中胜利地再度得势时，法国也靠实力登上了争夺海上强权的舞台。法王路易十四采纳了国防大臣弗朗索瓦·路易瓦关于建立法国海军力量的建议，否定了财经大臣琼·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的主张。财经大臣认为法国想要在陆地和海上出人头地是危险的。从此，法国大力发展舰船的科学设计和制造，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采用了英国发展海军的最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就舰与舰相比而言，新的法国海军战舰在速度和质量上都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大同盟战争爆发时(1688年)，法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劲旅了。它的数量等于英荷联合舰队的总和。按照逻辑，法国海军完全可以将英国舰队从英吉利海峡赶走，但是实际上它并未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是路易十四未能抓住有利的战机，而且又不让法国高级将领安尼·希莱林·戴·图尔维利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作战。后来，英国又进一步发展它的海军力量，法国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将英国人打败。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又近乎重演了。



　　18世纪海军战术的发展



　　公元1750年前，海军战术一直是既简单又原始的。交战双方的舰队均排成纵队(舰队纵列)航行，航线互相平行，这样才能互相靠近，进行舰对舰的交锋。各战舰以舷侧相对进行战斗，有时，实际上是舷侧靠着舷侧，用炮火猛烈对射，直到一方屈服为止。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始终掌握着制海权，这并非因为他们运用了新的海军作战思想，而是由于它的卓越海军将领掌握了强大的海上攻击力量，由于他们为取得炮兵技术的优势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由于他们的战舰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



　　法国的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舰与舰相比，法国的质量优于英国，但法舰数量较少。总的来说，英国的航海技术比法国强。英法海军战术的基本差异在于，法国常常由于数量上处于劣势，因而更注重保全其舰只不使受损；而英国则愿意拿自己的战舰进行较大的冒险。结果，法国人常常喜欢在敌舰的下风一侧进入战斗。这样，一旦需要就可以很快脱离冲突。战斗一旦开始，他们就将炮火对准敌舰的桅杆和帆缆轰击，使敌舰速度慢下来。英国人也一样，用船头上的远程火炮击毁敌舰的桅杆和帆缆，使敌不能逃跑。一旦初战胜利，便改为轰击敌舰的船壳，将它击沉或摧毁。为此，英国战舰常常占据上风一侧的位置，这样比较容易靠近敌舰。



　　舷侧炮齐射和舰队纵列战术



　　战舰的舷侧炮火力对海战起着支配的作用，航海技术和战舰的操纵技术是海军炮射击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除非能够敏捷地操纵战舰，使位置几乎固定的火炮能很好地瞄准射击目标，否则舰炮火力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数据而已。英国皇家海军严格规定不准战舰各行其事，它所规定的战斗指令已经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单行纵队是战舰编队的唯一形式，不允许进行别的试验或革新，如果这样做，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到处罚，有时(虽然极少)甚至处以死刑。由于当时没有其它更好的海军体制，而别的体制还比之不如，因此，英国的海军体制一般来说算是成功的。不过，只有杰出的海军指挥官才能在对付跟自己力量差不多的敌军舰队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倘若不是英国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新的战术派别大胆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否则就不能设想战舰可以离开战斗队列进行作战。不过，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圣次海战中，有些指挥官确曾指挥自己的舰队向着敌舰扬帆冲击，突破敌舰防线，将敌舰分割袭击，集中优势炮火接连摧毁了它们的舰只。到了1800年，海战便增加了这种作战方法，但实际应用仍属罕见。



　　这个时候正是配备有大量舷侧炮的大战舰的黄金时代。这种舰的名称表明，它在规模上和武器装备上都要在海战阵列中大显身手。这种战舰最大的长达300多英尺，有的排水量达2500吨左右，载员约1000人。



　　到了18世纪中叶，战舰大体上标准化为六个“等级”。头三个等级属于大战舰：一级有三层甲板，共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火炮；二级也有三层甲板，共配备约90门炮；三级也就是作战舰队中的载重舰，有两层甲板，共配备64至74门炮。四级是按折衷方案建造的，配备有50门炮(两层甲板)，称为巡洋舰，有时也用在海军作战队列中。象所有按折衷方案建造的战舰一样，它的战斗力不很强大，因此在舰队中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不够灵活，很难充当巡洋舰的角色。真正的巡洋舰是形体更小一些的五级和六级战舰，它们有24至40门炮，往往全都设置在一层甲板上。这些战舰比大战舰更轻便，航速更快，因此适用于袭击商船，担负侦察搜索和警戒掩护任务。所有的等级舰，包括大战舰和巡洋舰，用地道的航海术语来说，均属于三桅横帆战舰。



　　以上的等级舰之下，便是几种桅帆小炮舰(“桅帆”一词与船具装置方法无关)，它们通常是双桅横帆炮舰或双桅纵横帆炮舰(双桅，前桅为横帆，主桅为纵帆)，舰上配备有16至24门炮。最后，便是按船具装置方法定名的单桅快船或其它小型桅帆炮舰(如单桅纵装帆船，双桅纵帆船，双桅小帆船等)。



　　这个时期的造船技术有两项重大的革新。1700年，舵柄(系从舵伸到船内的一根大杠杆，用它对舵进行操纵)已经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从而大大方便了舰船的驾驶。舰的水下部分覆盖以铜护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藤壶(附在船底的甲壳动物)和可怕的凿船虫(一种咬啮木头的蠕虫)对栎木船底的侵蚀。



　　海军炮技术



　　这个时期大型战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已经是完全标准化的16、18和24磅炮弹的加农炮。多层甲板的战舰通常在上甲板配备16磅炮弹的加农炮，下甲板是24磅炮弹的加农炮。轻型桅帆战船装有4、6和9磅炮弹的加农炮，大型战舰常常也装备一些轻型炮，作为主炮的补充。



　　当时的海军炮术分为二派。英国人用炮击穿敌舰的船壳，摧毁栋木制的舷侧使之沉没，或者丧失战斗力，同时给敌舰船员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而法国人则用炮轰击敌舰顶部的船具，通过摧毁桅杆和帆缆使之不能行驶。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提出了第二次挑战，这对实现美国的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英国在技术上素有突出的创造性(不过这种创造性发挥得为时过晚，结果它未能保住其殖民地)，在海军炮上进行了许多项技术革新，使其舰炮火力继续处于优势，从而保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些技术革新包括了一种燧发机装置，它产生火花进入火门引起点火，代替了过去松散的点火药和火绳杆(一种慢速火绳点火装置)点火方法；另外火药盒也有了改进；他们把火药和弹丸之间的填弹塞弄潮湿，以防过早发射；在防止后坐的驻退索上加了金属弹簧；炮架轮子的下面放置了斜面木块，这样，便于炮架吸收后坐力；他们还装置了滑车组滑轮，使每一门炮可以向右或向左旋转，这是射击技术的一项重大进步，从此，不必为了瞄准目标而将整个战舰作直角旋转了。另一项技术是向木制的敌舰发射炽热的加农炮弹。英国最早于1782年在直布罗陀海战中采用了这种技术。这种炮弹极易燃烧，命中目标也比较精确，与过去效果没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确是一项很大的改进。



　　由于英国采用了大口径短炮，因而大大加强了炮的火力。这种炮短而粗，能够发射32磅甚至更重的炮弹，其近距离的摧毁能力大大超过了当时大战舰和巡洋舰上的12、16和24磅炮弹的长炮。大口径短炮的造价比长炮低，炮身又轻，而且操作简便。在18世纪末期英国战胜法国的关键性战斗中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到了1812年战争时这个缺陷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装备了大口径短炮的战舰必须比装备长炮的敌舰舰速更快，并要更容易驾驶，否则不等大口径短炮进入轰击敌舰的射程就会先被对方击毁。



　　英国海军采用了一种改进了的旗语，使战术指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采用这种旗语后，在海军历史上指挥官第一次能够在交战开始前对舰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和发布命令。旗语的改进是逐步进行的，到了18世纪末，实践证明这种改进效果良好。



　　这个时期里各国海军的舰上生活条件是十分恶劣的。20世纪的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一千个人竟能生活在一艘2500吨的船上。平均每人只占有20平方英尺面积的甲板，船上还要装载弹药、足够的水和食物以便一年或更长时间巡航在海上而不得进港补充。经过海上几个月的存放，食物的质量和状况已经是很难用文字形容了。舰上的主要饮食是几片被象鼻虫爬过啃过的砖头一样坚硬的面包，用几口带盐味的水冲进肚里了事。有时能给一点在水里加些甜酒而制成的“淡酒”。这样的饮食对人体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在战斗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水兵常常很快衰老，年纪轻轻就过早去世了。英国皇家海军发现柠檬果汁可以预防坏血病，正是由于英国水兵大量服用柠檬果，因此就出现“莱米”这一俚语，用来专指英国人。



　　除了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外，海军的纪律也极为严酷。舰上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海军跟陆军一样，军官跟士兵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军官对士兵几乎拥有生杀之权。也许这就是用以确保野蛮的和被搞得野蛮的士兵对上司绝对服从的唯一办法。许多士兵是违背自己心愿被迫入伍的。



　　18世纪末，英国皇家海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兵变(1797年)，结果，当局假惺惺地改善了水兵的待遇。由于公众对水兵所遭遇的种种不平和痛苦极为关注，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实质性的补救措施。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6．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时代：步兵与炮兵结合





(公元1600-1700年)




　　军事上的过渡时期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军事过渡是在公元17世纪完成的。从此，滑膛枪取代了长矛，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的披盔带甲的重骑兵经过改良，最后又被淘汰。原先的方阵作战队形变成了线式队形。机动性很差的攻城炮变成了密集的机动炮。这种机动炮是跟步兵及骑兵协同作战使用的主要作战武器。军事技术的这些进步大部分是荷兰的摩利士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里，人们对轻武器进行了许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火绳滑膛枪的改进。古斯塔夫·阿道夫发现这种枪本来重达15至25磅，必须放在木叉支架上才能射击，使用很不灵便。因此，他设法将它减到11磅，这样射击时就不必再用支架。他还采用了一种纸质弹壳——一种定量装药，即里面装有仔细秤量的火药(可使弹道匀称一致)和弹丸。标准的滑膛枪弹丸重量只有一盎司多，约为一磅的十二或十四分之一。到了17世纪中叶，滑膛枪的长度减为标准的4英尺或一又四分之一米。在英国内战 [ 译者注：1642-1649年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 ] 时期，滑膛枪的长度又缩短为3英尺或1米左右。这些改进使滑膛枪变得更轻，更灵便，更容易装弹，发射速率比原来翻了一番，即每分钟达一发以上，因此成为一种火力很强的兵器。



　　16世纪期间，启用了一种弹簧点火开关，即用燧石与打火镰相撞击产生火花引起点火。1615年，法国军械工人勒布儒耶发明了真正的明火枪或称燧发机滑膛枪，后经改进约于1630年变成了一种运动枪械。它成为作战兵器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一部分原因是造价太高，另一部分原因是军事将领们保守的传统习惯。他们对于火绳枪已经心满意足。英国在克伦威尔 [ 译者注：英国将领和政治家，1599-1658。 ] 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其中有两个步兵连装备了燧发机滑膛枪。1670年法国有一个团全部配备了燧发机滑膛枪。虽然这种枪在精确性和发射速率方面还不如改进后的火绳枪，但是它的优点却弥补了它的缺点。它不仅很少受变化无常的气候的影响，而且消除了燃烧着的火绳所能引起的危险。这样，士兵与士兵就可以靠得很近，从而增加了既定战区里士兵的数量和火力的密度。到了1699年，燧发枪成了欧洲各国军队的制式武器。



　　有些国家的军队得到了一种命中率更高的来复式滑膛枪，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使用。少数骑兵部队还开始将来复式卡宾枪跟剑配合起来用。但是来复式兵器造价比较高，因此当时还不可能大规模地加以应用，



　　到了17世纪中期，一种插在滑膛枪枪口的刺刀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部分地代替了长矛。最初使用滑膛枪的士兵在跟敌人进行白刃战时捡起折断的长矛头，塞进滑膛枪的枪口进行战斗，也许这就是刺刀的来历。这佯一来，枪就不能再作为火器使用了，因此长矛兵仍是步兵编队的必要补充，用以保证火力不至于间断。大约在1680年，可能是沃邦采用套环将刺刀固定在枪管上，这样枪膛就空出来可以进行射击了。不久，有人又作了改进，在刺刀的把上安一个套节，用螺栓使它跟枪管牢固地固定在一起。17世纪末，欧洲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这种刺刀。从此，滑膛枪士兵自己也成了长矛兵，真正的长矛兵则很快从步兵编队中消失了。



　　16世纪期间，法国和西班牙都修改并缩小了野炮的口径。17世纪摩利士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只采用四种口径，即48、24、12和8磅炮弹的炮。所有这些炮都装在轮子上，炮的架尾连在另一辆两轮牵引车或前车上，最重的炮需要三十匹马才能牵引。



　　荷兰将军摩利士



　　为了使火绳枪成为一种有效的步兵兵器，西班牙采用了方队这样的作战队形。接着又着手寻求更加灵活，更加节省兵力的战术体制。当时有位军事家为此迈出了最初的重要一步，创建了古罗马军团这一军事体制的完美翻版。十七岁的奥朗日王子摩利士，在他的父亲威廉一世 [ 译者注：1533-1584年荷兰独立战争的领袖。 ] 于1584年遇刺身亡后，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1590年他担任乌特勒支省和奥弗里塞尔省的省长。不久，他在为反对西班牙而进行的叛乱中被推举为海军上将和联军总司令。由于他对经典军事著作有着颇深的研究，又有丰富的野战经验，因此他对当时的军事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始了17世纪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战术的一场革命。



　　摩利士对战争艺术的主要贡献就是从最佳的战术角度来使用兵力。他在古罗马军团这种军事体制的基础上，减少了步兵编队的纵深厚度，通过严格的训练和操练使它变得更加灵活，更有战斗力。他把西班牙长矛步兵团的横排数先从40排减到10排，最后又减到5排，这样所有的士兵就能够一次将全部兵器投向敌阵。摩利士创建的这种由5个横排组成，每排约有50名长矛兵，士兵间距约3英尺的战术队形，可以说是近代线式编队的雏形。在这种队形的各个侧翼，是3个由滑膛枪士兵组成的排，每排40人，面对敌人编成四路纵队，每纵队10人，这样滑膛枪士兵射击完毕后就可以采用西班牙式的反方向行进方式，到最后一排去换装子弹。这种编队中，滑膛枪士兵和长矛兵仍被编在同一个队形里，但不再是混合在一起。以免大部分人不能发挥作用。



　　随着编队纵深层数的减少，部队规模也缩小了。摩利士将连的兵力从150人减到了80人，长矛兵和滑膛枪士兵的数量各占一半。团(当时称为营)的兵力约为500人，大体相当于古罗马军团中的大队规模。团的正面最大宽度约250米，长矛兵居于中间，滑膛枪士兵位于侧翼。它避免了原来的西班牙步兵团中浪费兵力的现象，灵活性也更大了。士兵与士兵相比较，他们的作战效能实际上成倍地提高了。每个营被分成6个分队，象古罗马军团那样按棋盘方格形状摆成3个作战横队。



　　在跟敌人步兵进行正面交战时，这种队形效果很好。长矛兵打起来很顺手，滑膛枪士兵也可以稳稳当当地射击。但是，在对付敌人骑兵的正面冲锋时，滑膛枪士兵必须以长矛兵作掩护，艰难而杂乱地向后移动。当敌人向自己侧翼进攻时，必须把队形的正面转过来面向侧翼，这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摩利士鼓励人们研制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式武器(包括毒气弹和爆炸弹)，他赞助军用地图绘制者的工作，并用双筒望远镜进行侦察。这一切都是他的同代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作战中他大量构筑野战工事，在攻城战中采取了许多新颖的作战方法，因此大大缩短了攻占堡垒所需要的时间。



　　摩利士作战体制的成功依靠的是士气，靠的是严格的训练以及操练所取得的士兵的高度纪律性。甚至在不打仗的间隙，士兵仍然要不停地进行操练，直到精疲力尽为止。因此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迅速进行编队和变换队形。摩利士的操练和训练方法是他在军事上的一项传之最为久远的贡献。这种方法不仅改变了军官教导队的职责，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训练部队，而且也给军队确立了在和平时期以及打仗间隙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有些标准的训练项目，如齐步行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尽管摩利士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能够克服长矛兵和滑膛枪士兵的线式编队所固有的死板而不灵活的缺点。虽然单个步兵部队由于缩小了规模，比过去灵活了，但要独立作战却又嫌规模太小。而且实践证明，它跟原来作战体制一样，也是属于防御性的。长矛兵的作用跟过去一样，滑膛枪士兵仍然要依赖长矛兵的保护。



　　摩利士的大部分军事改革工作是在1609年完成的。这些改革标志着黑火药时期的早期作战方式开始向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的过渡。古斯塔夫创建的军事体制几经改进延用到了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而他的基本的线式机动作战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到了20世纪。



　　古斯塔夫·阿道夫



　　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登上瑞典王位时，瑞典军队正处于相当糟糕的境况。组织松弛涣散，兵力严重不足，长矛部队薄弱，士兵的武器还是老掉牙的火绳枪，军队的领导软弱无力，军队的管理有名无实，兵员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士气低落，与丹麦的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就在这关键时刻，不幸中之大幸是出了一位能力非凡的统治者。他不但是一位战术家，而且是一位战略家，是一位有治国治军之才和将帅之才的君主。



　　就象当时别国的君主一样，古斯塔夫早年学习过军事。他跟摩利士一样，博览过经典军事著作，熟悉西班牙的军事体制，也了解摩利士对军事技术所作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在德国作战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战术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步兵部队的运用上，而且表现在炮术、马术、攻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训练和后勤等各个方面的技能上。对于地形他有高超的观察判断力，在作战指挥方面他是一位杰出的天才。



　　但是，除了精通各种军事技术外，更重要的他是位革新家。对于武器装备、战术和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他称得上是位行家里手。



　　古斯塔夫即位以后的第一件事是重建军队。究竟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雇佣军，一种是募兵制的本国军，他决定建立国家募兵制，作为改组军队的基础。他在国家设立几个征兵区，负责供养和维持国家的军队。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瑞典人无法满足君主对兵力的需求，因此军队常常以雇佣军作为兵力不足的补充。



　　瑞典步兵



　　瑞典军队的基本战术步兵单位是中队，由408人组成，其中长矛兵216人，滑膛枪士兵192人。长矛兵排成6列，居于编队的中心。滑膛枪士兵位于长矛兵的左右两翼，每边96人，也是排成6列。另外，每个中队通常还附加96名滑膛枪士兵，这样中队的正面共84人，宽约700米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有可能是70米之误。 ] 。另加的滑膛枪士兵通常负责执行警戒，侦察和其他派遣任务，因此往往不跟中队在一起。



　　很明显，这种中队跟摩利士作战体制中的营很相似。但是如果不计附加的滑膛枪士兵，那末中队的规模略小一些。从战术上来说，瑞典的中队跟荷兰的营一样，基本上都是防御性的。如果跟别的步兵部队很好配合，并跟骑兵和炮兵合作，那末也可以用来从事进攻战。



　　为了使中队具有进攻作战的能力，首先要把3个或4个中队合并为1个大队。但是，如果要使联合兵种部队具备各种各样的作战能力，那末就必须对骑兵和炮兵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瑞典的骑兵和炮兵



　　瑞典骑兵是通过志愿兵制征募而来的。他们多数为轻骑兵。尽管瑞典马匹体格较小，但它的骑兵部队却仍能承担古斯塔夫所规定的任务。为使骑兵能够保持高昂的士气，采用了跟步兵一样的付以固定高薪的办法，而且常常给他们土地或出租土地的租金这样一些额外津贴。到1630年的时候，古斯塔夫共有8000名瑞典国民在骑兵部队服役。



　　古斯塔夫认为，光靠他当时已有的作战火力是无法赢得战争胜利的，他需要能够进行近战的突击力量，这只有骑兵方能胜任。为此，古斯塔夫竭力寻找能充分发挥瑞典矮种马的战斗力的方法。他淘汰了骑兵的半旋转战术和纵深很厚的骑兵队形。把骑兵队形搞成纵深只有6个横排，后来又改为3排。骑兵的手枪只是摆摆样子的，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手持马刀的冲锋。当骑兵的第一排接近敌人时，便开始用手枪射击，另外二排作好射击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滑膛枪分遣队设置在骑兵的中队与中队之间，为骑兵冲锋提供火力支援以震撼敌人。当骑兵发起冲锋时，滑膛枪士兵趁机换装弹药，准备下一次齐射，以便骑兵发起第二次冲锋或者掩护骑兵撤退。在吕岑会战中，又增加了改组后的瑞典炮兵团对骑兵的炮火支援。



　　在古斯塔夫掌管军队以前，炮在瑞典被看作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装备，通常由雇佣来的老百姓和炮手操纵。但是这些人自由散漫，目无军纪，因此古斯塔夫认为必须建立一种更坚强更正规的炮兵体制。1623年他组建了一个炮兵连，1629年，又扩建为由6个连组成的炮兵团。由他手下最优秀的炮手，27岁的伦纳特·托斯坦森担任指挥。该团的6个连中，4个连由炮和炮手组成，一个连为工兵，一个连负责使用专门的爆炸装置。这样炮兵首次成为瑞典军队中一个正规的专门兵种。他们几乎完全由瑞典部队组成，这在雇佣军盛行的时代来说是很不一般的。瑞典炮兵和同时代的别国炮兵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使用了新式炮和新式操纵技术。



　　瑞典的武器装备



　　除了革新军事体制外，古斯塔夫在武器装备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步兵已经不再使用盔甲，但古斯塔夫却仍让长矛兵穿上胸铠和胫甲。为了防止敌人的骑兵用剑劈断瑞典士兵手中的长矛，他在长矛的上段包上了铁。为了不使长矛太重，以致无法挥刺，他把长矛的长度从16英尺缩短为11英尺。他用火绳滑膛枪取代了普通火绳枪，并把火绳滑膛枪的重量减少到比别国的更轻。他使枪的口径和装药标准化，并发明了纸弹筒。所有这一切技术上的革新既提高了瑞典步兵的火力，也提高了他们的防御能力。



　　古斯塔夫在炮兵武器上进行了最为重大的技术革新，目的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炸药的质量，他使炸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古斯塔夫努力发展团属炮，体现了近代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有趣现象，那就是人们总是设法寻求一种方法来提高兵器的火力和杀伤力，以满足前线士兵的需要。步兵作战对“随伴炮”的需求始终影响着军队的战术理论，编制和兵器的发展。



　　训练和战术



　　没有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纪律，新的军事编制和改良后的兵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古斯塔夫跟摩利士完全一样，也是位杰出的军训教官。士兵从入伍开始，古斯塔夫就对他们不断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他们先要接受为时两周的基础训练，例如，按击鼓的点子走步，学习滑膛枪装弹和使用长矛的技术。他们还经常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的机动演习，不给部队一点空闲。部队纪律十分严格。团的指挥官必须每月给部队宣读一遍作战条例。违背这些条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古斯塔夫的士兵素以纪律严明举止端正而闻名，这在当时各国军队中是十分突出的。



　　所有这些军事改革都成了瑞典军队在战场上持续取胜的重要因素。古斯塔夫从事改革的目的旨在提高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质量，使这三个兵种都具备更大的战斗力，从而充分发挥他们联合作战的威力。



　　但是，这种联合兵种作战体系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将骑兵跟步兵和炮兵组合在一起之后势必要牺牲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量，骑兵只能在最后大约100码的距离内才可以作最后冲刺。不过好在瑞典骑兵可以而且一直是用于传统的侦察和掩护的，因此，联合兵种作战体制还是比当时别的体制来得优越，它毕竟取得了成功，因此许多国家争相效仿。



　　在将火枪与长矛、兵器投掷与部队冲刺相结合的过程中，古斯塔夫仍然保留了摩利士创建的6个横排的步兵线式编队。他将这两种步兵武器结合起来使用，火力更强大了。在第一排士兵射击完毕作反方向行进换装弹药前，后面两排士兵已经作好了射击的准备。而且在实施反方向行进的过程中，整个队形仍然在向前推进，因此整个队伍的作战火力好象是向前席卷的轻武器火力网。编队向前运动时，滑膛枪士兵换装弹药受到长矛兵的掩护。后来古斯塔夫又发明了齐射的方法，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火力。所谓齐射也就是让三排滑膛枪士兵同时向敌人进行射击。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保持火力的不间断，但是实践证明，在发起冲锋高潮前逼近敌人的几分钟内进行一阵猛烈的射击，其效果是很好的。如果用反方向行进换装弹药的方式，那末就要化费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加强轻武器的火力，他们还增加了团属3磅炮弹的炮火支援。



　　在齐射后换装弹药时，士兵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因此这时长矛兵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保护滑膛枪士兵的最好办法是长矛兵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样长矛兵就不仅仅用来保护滑膛枪士兵，它的作用范围变得更广了。它可以用来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滑膛枪齐射只是作为长矛突击的前奏，就象骑兵冲锋时的情况一样。正当长矛兵在别国军队中迅速淘汰的时候，古斯塔夫把它跟射弹兵器的火力结合起来，从而重新使长矛成为一种进攻性兵器。



　　古斯塔夫还把炮变成了一种进攻性武器，跟骑兵和步兵结合起来加以使用。他使用炮的目的是要让炮和别的兵器一起，共同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敌人目标实施最强大的火力进攻。通过提高炮的机动能力，他达到了这一目的。过去，炮通常必须在战斗开始前预先占领阵地，在整个交战过程中火炮都固定在阵地上无法移动。在吕岑会战中，古斯塔夫在关键时刻移动野炮给步兵及骑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这种轻型团属炮可以随意移动，因此在作战中用途十分广泛。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



　　对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成就有时很容易言过其实。实际上，他在军事技术上的大部分革新都来源于别人的成果和心血，况且改革当时军事体制的人也并非他一个。但是应该说没有人能够象他那样扎扎实实地把一些思路设想变成了现实，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用自己的一些总体原则将众多的技术革新应用到了一个完整的军事体制之中。他的成就是举不胜举的。他使步兵和骑兵具备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无可比拟的进攻能力；他提高了它们的火力强度，并使这种火力成为突击冲锋的前奏；他使炮兵具备了机动能力；他使线式编队可以根据指挥官的意图灵活变化，从而使它具备了更强的生命力；他解决了联合兵种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他使小部队的指挥官成为作战行动的关键。虽然在法王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结束之前，军事技术上还曾有过许多革新和改善，但是他把16世纪中叶开始的军事变革推向了高潮。尽管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并非全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是他对欧洲战争的影响毕竟是十分深刻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承者



　　古斯塔夫死后，他的军事体制在不同国家的许多军事首脑的领导下得到了改革。兵器的发展，特别是刺刀的使用，不断影响着战术和作战编队的形式。在此期间，欧洲军队的规模和组成也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它体现在17世纪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之中，同时又对后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欧洲除英国之外正处于专制君主统治的时代。以严格的纪律，刻苦的训练和集中管理为基础的军事体制和一支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军队特别适合于这种形式的政府的需要。当时，瑞典君主名叫伊普索·法克托，他是国家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首脑都十分重视他在军队里的作用，以至于他们平常总是以身着军服为荣。由于战争开支越来越大，不得不将民用经济集中起来，因此，仿照军事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而且正是战争，以及为应付战争而供养着的一支军队，对王室政府的财政资源提出的需求最大，迫使政府征收高额赋税，从而产生了税务机构，它反过来又加强了君主的权力。



　　另一方面，军事的发展对社会或者至少对社会的某些部分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战争不再仅仅与上层阶级有关了。骑兵，过去曾经只是王公贵族涉足的领地，现在，只要你能够骑马就都有资格参加。无论雇佣军还是本国军都开始提拔中层阶级担任军官职务。但下层阶级仍然很少被吸引投身于军队的行列，只是在有些国家里，他们可以成为民兵组织中的一员。



　　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多地用来为战争服务。摩利士和古斯塔夫曾使用过轻便的望远镜；制图学也被用于军事目的；从军，至少对军官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接受系统化的教育日益变得重要了。



　　盔甲的淘汰，军人制服的推广，以及固定的薪俸使得许多原来没有考虑执戟从戎的人开始了军人的生涯。另外，由于强调了军队的灵活性，并又建立了许多小部队，因此下级军官的职位开始由一些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地位较高者)来担任。日益重要的炮兵比别的兵种更加开放，那些受过一些科技训练的人，无论出身和背景如何，都被吸收加入了军队。



　　17世纪下半叶，人们作了大量实验，来论证和试验内弹道学的基本理论。根据伽利略提出的原理对迫击炮的弹道也进行了研究。在法国科尔伯特创建了皇家科学院，标志着要将科学应用于战争。随着战争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因此知识、科研和学校教学变得更加重要了。近代第一所军事学院是由拿骚的约翰于1617年创办的。那些向来独占军队领导职位的王公贵族也不得不前去学校深造以掌握作战的技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事技术对社会起到了一种平衡和民主化的作用，把过去存在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明显界线抹去了。军衔开始正规化，又建立了专业军官队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这种军官队伍虽属于某一个国家，但又属于整个欧洲。由于他们缺乏强力的民族意识，因此就象斯图亚特王朝倒台后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追随者那样，朝三暮四，开始时为这个君主供职，不久又服务于另一位国王。



　　17世纪军队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摩利士、古斯塔夫及其追随者对战争和军事改革的结果，但更加重要的原因却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前，军队的数目很少达到5万人以上。古斯塔夫在1631年时的军队人数约为3万，他的对手的军队仅稍多于这个数目。但是到了路易十四当政时，他就拥有一支40万人的庞大军队。其中野战部队有时接近10万人。据说17世纪一个国家能够供养的军队人数约为人口的百分之一，法国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扩建军队的趋向到了18世纪的时候慢了下来，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时期又再度出现了扩军的势头。



　　随着军事机构和野战部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及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发动战争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口和国家资源对战争是同样重要的。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数军队是雇佣军，到了17世纪末，基本上都成了国内供养的皇家常备军，不过雇佣军的部队仍然不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囿于当时的财政和政治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军事因素造成的。尽管从10月至翌年5月这段时间很少从事作战活动，但不管在打仗和休战时期，训练是全年始终不停的。只有坚持训练，才能保证部队常备不懈。



　　一旦军队变成了常备军，它就开始以现代军事机构的面貌出现了。军人有了标准的制服，军衔也正规化了，团指挥官被授予上校军衔而不再称做合约人，健全了规章制度和惩戒条例；组织了专门的供应和支援机构代替原来的民政部门行使职能(士兵很快住进了由王国政府提供的兵营)；兵器进行了制式化，使用兵器的士兵也按标准进行配备；总之，军队变成国家的军队，或者说变成了王国政府的军队，当然，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真正成为国家的军队。



　　法国的军事体制



　　在古斯塔夫于1632年死后的一段时期里，军事战术并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早些时候许多法国军官曾在荷兰军队中供职，联合跟西班牙打过仗，并把摩利士的军事技术革新应用于法国自己的军队。后来法国人又跟瑞典人建立过联盟，因此对古斯塔夫的军事体制也相当熟悉。这时瑞典在德国境内的军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639年当萨克森的魏玛公爵领地的伯纳德死后，法国接管了古斯塔夫留下的8千人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成了黎塞留 [ 译者注：1585-1642年，法国政治家和红衣主教。 ] 时期法国军队的主力，并被路易十四保留了下来。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军事家亨利·戴蒂雷纳是古斯塔夫军事上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当政期间，法国军队采用了瑞典步兵的基本编队体制——营(或称团)，规模约为600人。它通常编成横队的形式，纵深为6个横排，每排长约100码。位于中央的是250名长矛兵，两侧各150名滑膛枪士兵。另外，每个营还配属有150名滑膛枪士兵。一般作为支援骑兵的分遣队。标准的步兵作战队形由前后两个横队组成，横队之间通常相隔300至400步远的距离。各个营以棋盘方格的形式进行部署，营与营之间的间距估计相当于营的正面宽度，这样，第二横队就可以穿过第一横队营与营之间的间隔向前推进。另外还有后备队，通常编为不完整的第三横队，实力约为主横队的一半，在战斗开始阶段，后备队一般位于第二横队后面的600步远的地方。



　　路易十四登基时，他接管了先王留下的139个团的一支军队。其中20个团是外国雇佣军，约有30个团是骑兵。当时法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内乱和内战的剧烈动荡时期，因此军队纪律松弛，管理松散。路弗伊斯承担了重建和训练军队的任务。他制定了许多束缚人们手脚的规定，来限制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工作。不过他毕竟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他改进了军队的管理，并沿法国边境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从而弥补了他的上述缺陷。



　　路易十四的骑兵部队包括重骑兵，轻骑兵，马枪队和龙骑兵。17世纪初，他有8个马枪团，共约3千兵力，配备了来复式卡宾枪和剑等武器。1650年法军只有一个龙骑兵团，1690年时增加到了43个团，士兵总数达16000人，他们配备有新式的带刺刀的滑膛枪，马鞍上还绑着掘壕用的工具。这两种骑兵，特别是龙骑兵，集步兵与骑兵的长处于一身，机动性很强，因此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英国军队



　　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英国在陆地战争方面的战绩并不十分突出，相反，却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但是到了17世纪下半叶，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帅下，他们迅速进步了。当英国爆发国内战争(1642年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的时候，担任国内防卫的部队是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空头组织民兵。1644年英国议会授权克伦威尔组建一支新型军队。



　　1645年，新型军队建成。它共有约2万2千名士兵，分成12个步兵团，11个骑兵团和1个龙骑兵团。起初，约有一半人是强征入伍的，后来改成了志愿兵。



　　每个步兵团有1200人组成。它的编制和装备跟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大致相似，长矛兵与滑膛枪士兵的人数通常为一与二之比，后来又变成了一比三。这反映了火枪的重要性增加了。



　　步兵的战术和编队形式模仿了瑞典的体制。编队纵深为6个横排，长矛兵居中。特别是在跟敌人骑兵作战时，这种编队既具备从事进攻的火枪的火力，也包含了用于防卫的长矛。但是，由于长矛兵的比例较少，因此，对他们的训练和机动演习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会降低他们的防卫能力。作战中滑膛枪的使用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各横排依次射击然后反方向行进装换弹药；各横排依次前进并射击，也就是说第一排射击后在原地保持不动，然后第二排前进到第一排的前面进行射击；每一次由二个横排或三个横排(象古斯塔夫那样)，甚至六个横排密度加倍(即把六个横排压缩成密集的三个横排)进行齐射。总之，英国的新型军队所采用的作战方法基本上都是古斯塔夫那一套。



　　在对付敌人骑兵的进攻时，长矛兵编成为密集的方队，方队四周各有两排滑膛枪士兵。第一排跪在地上，第二排在第一排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当敌人的骑兵冲到离方队二十码左右时，滑膛枪士兵或者一齐或者依次向敌人的马腿进行低射。如果这样还不能挡住敌人的冲锋，那末长矛兵就作好出击的准备，将手中十六英尺长的长矛向远处投掷以保护滑膛枪士兵。如果方队被敌人的骑兵冲垮，那末每个士兵就利用他手中所有的一切利器，包括滑膛枪的枪托，继续还击。



　　公元17世纪，虽然步兵在作战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在整个军队里骑兵的比例仍然高于步兵。在英国皇家陆军中大约是一比二，而在议会党人的军队中则大约为一与三之比。在英国国内战争初年，新型陆军中的骑兵分为两类：火绳枪骑兵和龙骑兵。前者指的是骑着马，配有卡宾枪的士兵，这种枪约有两英尺半长，子弹重约一盎司或二十分之一磅。枪的点火装置是转轮点火开关或燧发机。火绳枪手还带着一支手枪，一把剑，有时还有一把短柄斧。他通常身披轻型盔甲或软皮甲，头戴“罐状”头盔。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双方的骑兵都不再使用卡宾枪，而改为手枪和剑。所谓龙骑兵实际上就是骑在马上的步兵，它属于一种随便什么样的马都骑的低级骑兵。他们配备有滑膛枪或别种火枪，还有一把剑。龙骑兵负责执行侦察任务，在进军和撤退时负责保卫桥梁和道路，在设防区域设置障碍和控制围栏。他们还常常下马改用滑膛枪，支援骑兵作战。



　　经过多次争论，英国新型陆军中的骑兵摒弃了荷兰战术，决定采取瑞典的战术。但拥护荷兰战术的人势力也相当强大。骑兵编成三列横队，冲锋时不向敌人进行射击，而是挥舞着剑迅速冲向敌人。克伦威尔总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在敌人之前首先发起冲锋。



　　英国内战时期，炮兵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曾经在低地国家 [ 译者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和德国服役过的英国人对于古斯塔夫的教训依然记忆犹新。他们使用的炮有长炮、半长炮、赛寇炮、轻型长炮和德来克斯炮(或鹰炮) [ 注：参见表2 ] 。英国人对当时的作战方式没有作任何改进。



　　克伦威尔所拥有的军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效能很高的军队，后来马尔巴勒 [ 译者注：1650-172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 和惠灵顿 [ 译者注：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 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用燧发枪代替火绳枪，用刺刀代替长矛。在17世纪末之前，这两项改革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7．腓特烈和黑火药兵器战术的完善





(公元1700-1780年)




　　公元18世纪的战争



　　始于16和17世纪战争的发展，至18世纪时达到了高潮。野战部队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在继续，不过，步子稍稍放慢了。与此同时，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发展。譬如，军队实施了统一的管理；为了维持更加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必要的高级领导机关和具有各种职能的参谋机构，战争进一步复杂化，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作战编队的机动方式进一步完善，变得精确而恰到好处。这些早期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18世纪中叶日臻完善的。



　　兵器和战术在此期间也经历了缓慢而重大的变革。燧发枪完全取代了火绳滑膛枪；随着刺刀成为作战中的重要兵器，长矛在战场上消失了。18世纪初由于沃邦的努力，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几乎所有军队防线都构筑有防御工事。军队在作战和后勤两个方面跟防御工事的关系日益紧密，军队的机动减少了。战争要精心策划，打法也更正规和格式化，甚至有点艺术化了。



　　18世纪的战争是按照明确而详细的作战原则来打的。由于敌对双方都要寻找适合于他们各自军事体制的设防兵营和仓库的有利阵地，因此作战的目标不是为了打一仗，而是在于实施部队的机动。战争是在王朝统治者之间进行的。战争的目的局限于为了夺得一个省份，或者调整一下边界，或者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或者为了争取一些王室成员的权益，因而冲突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倘若把对方完全消灭，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战争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当时军队所采用的兵器和战术的缘故，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打对阵战，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燧发枪是一种比火绳枪更复杂更昂贵的兵器，每一支枪都必须按照标准尺寸精心制造，才能装得上用环套固定的刺刀。由于军队日益强调作战的火力，因此在枪炮和弹药上化费的钱越来越多。整个欧洲到处都在加紧生产制造黑火药的硝酸钾。所用的士兵、材料和工人越多，意味着产品的成本也更高。



　　18世纪的战争冲突范围有限，打得也比较正规，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战争的费用大大增加，空前庞大的军队需要衣、食、住和武器装备。没有一位君主希望或者敢于承担“三十年战争”给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因此民用经济才最大限度地避开了严酷战争的影响。军队及其将领不得依靠乡村供养，即使在敌国的土地上也是如此。供应物资及武器装备均存放在设防的仓库里，部队士兵要住在兵营里，打仗时则住在他们自己的营地，不允许外出掠夺百姓。



　　当时，所有军队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他们是否忠于所服务的军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打仗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什么事业，当然不会打算为此而卖命。本国军士兵通常是些社会渣滓，用征募方式被迫应征入伍，对军队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只要有一丝机会，军队就可能分崩离析。要把这样一些人组成一支能够作战的部队，必须要有严厉的强制性的命令，严肃的军纪，正规的教育和长期的训练。士兵的一切行动必须完全服从作战指挥，在当时密集的作战队形中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



　　军队的这种性质，士兵普遍的不可信赖，使得君主们更有理由对士兵严加管制和监视。不管是在名义上友好的国家里，还是在敌人的国土上都不让士兵在作战地区跟老百姓混在一起。这样就使老百姓跟他们的君主统治者所进行的战争隔绝开来。除了交纳税款外，只要不在老百姓所在的地区打仗，他们是不会对王朝的战争给予多大注意的。



　　18世纪多数国家的军队是按照同一格式建立起来的。18世纪初，法国军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劲旅。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超过了法国。到了该世纪末，法军又最新夺回了它的优势地位。



　　18世纪战术和编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了燧发枪和刺刀的缘故。这就要求部队在教练场上进行刻苦的训练，并执行严格的纪律。燧发枪装换弹药需要化费一定的时间，作战编队的纵深厚度取决于装换弹药这一因素。由于兵器的精确度不高，因此，不得不采取齐射的方式。一排排士兵按照命令统一进行射击。操练的目的之一是要训练士兵齐步前进，协调一致地进行射击，并能迅速装弹。由于作战编队采取了很长的横队，因此对作战地形和气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丘陵、山坡、沼泽和村庄都会破坏整齐的编队，雨天会使弹药受潮，不烘干就毫无用处。



　　有趣的是，当人们普遍把燧发枪称为滑膛枪的时候，使用它的士兵却总是被称为燧发枪士兵。到1700年时，燧发枪兵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滑膛枪兵。虽然燧发枪兵还携带着一把剑，可他的穿着并不象以前那样笨拙。他用的燧发枪，或称为燧发滑膛枪，要比火绳滑膛枪更轻更灵便。枪的口径变小了，弹丸的重量为18分之1磅或18至20分之1磅，而不是原先的12分之1磅。



　　长矛兵从战场上消失，并不标志着这种类型步兵功能的完结。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投弹兵又问世了。手榴弹(一种圆形炸弹，它有一根不长的能够很快燃烧的导火线，在投掷前的一瞬间进行点火)在“三十年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1670年法国军队在杜劳埃团里建立了一个手榴弹独立连，不久到处进行了推广。手榴弹连的士兵是专门挑选的，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这样才能掷得动重达三磅或三磅以上的手榴弹。除了手榴弹外他们还配备了标准的燧发枪和刺刀。后来，由于手榴弹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停止了使用。但手榴弹兵仍保留着，专门负责特别艰巨的任务。手榴弹兵实际上变成了燧发枪兵。不过，他们通常是些更优秀更可靠的士兵。



　　轻步兵重新崛起



　　18世纪上半叶，欧洲战术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在战争中重新使用轻步兵。早些时候，轻步兵曾经以各种形式在军队里出现过，但一般来说他们只属于非正规部队：如作为弓箭兵、投掷兵、标枪兵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士兵。他们通常负责把战斗打响，而在主要作战行动中则退居一边。在刚刚开始使用黑火药兵器的时候军队中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战斗小组。



　　18世纪初，由于采用了刻板的线式战术，因此正规步兵的作用也变得拘泥而缺乏灵活性。在步兵营占领战斗阵地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很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因此必须对他们实施掩护。另外，后勤补给仓库和运输部队也会受到敌人的进攻而应加以保卫。为了实施这些掩护和保卫任务，1740年后，在欧洲军队中再次使用了轻装部队。他们主要是步兵，还有一些轻骑兵“军团”。除上述任务外，他们也负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捕捉俘虏。后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又改为在主要战线的前方或侧翼对敌人进行骚扰并掩护自己的作战部队。也就是说，他们担负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轻步兵的任务。



　　大规模的轻装部队最早出现于奥匈帝国的分裂战争时期(1740-1748年)。1740年奥地利遭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及其法国和巴伐利亚盟国的优势军队的进攻。玛丽亚·特里萨把所有军队集中起来置于她的指挥之下，并立即号召边境居民(即曾作为奥地利边防军的一部分，抵抗过土耳其入侵的克罗地亚和潘杜尔土著人)帮助对付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威胁，保卫她的王国。1741年初，他们将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投入到中部欧洲的战场。由于这支军队威力强大，因此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并使用同样的军队。腓特烈匆忙增加他的轻骑兵，集结了几个非正规的“自由”营来对付克罗特土著军队。1744年后，法国也建立了几个轻装步兵团和许多步兵和骑兵的联合部队(称为“军团”)。



　　18世纪50年代，英国在美国服务的一些正规营在特定情况下组建了一些轻装连。在此以前，英国军队一直没有轻装部队。1753年英国在孟农加希拉 [ 译者注：位于美国。 ] 战役中布拉多克一仗的失败，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刻板的欧洲线式作战队形，充分发挥在野外战斗中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为此，英国军队作了大量尝试，在每个步兵团内，建立一个“轻装”连，该连通常由营负责派遣，从事掩护部队前进或其他特殊使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的做法是把轻装连从团里分出来，组成临时性的作战部队。另外，手榴弹连(也是每团一个连，不跟手榴弹警备团混同)也跟团分开，并在作战时组成特别部队。



　　有人批评说，英国的这种作战编制虽然建立起了一支精锐部队，但是会在团的“正规”连中造成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人们怀疑建立这种精锐部队作用何在？它的缺点能否得到完满克服？因为在组成这种部队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将来军队中也无疑会有精锐部队的。)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有人辩解说，英国步兵的这些特种部队实际上是尝试性的，因此在19世纪初，在发展欧洲最先进的步兵理论中它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那时英国使用正规部队从事小规模袭扰战，因而导致了“轻装”团和“来复枪”团的建立，但实际上这两种团并无多大区别。



　　事实上轻步兵并没有成为欧洲军队中占支配地位的兵种。奥地利的边民部队在开始时冲撞一阵后，表明它们对整个战斗结局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普鲁士，腓特烈继续依赖作战横队密集的齐射火力，并化费很多的时间和力量，采取措施以提高兵器的发射速率。他建立了许多轻步兵部队(在普鲁士称为燧发枪部队)，不过它们是按照正规步兵进行训练和配备武器的。奥地利人重又回到解决问题的老办法上来了，对边民团进行了线式战术的训练。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试验和实践，此时的步兵火力在作战中变得最为重要，而突击冲锋则退到了第二位。当然长矛的淘汰所引起战斗力的削弱被刺刀的启用所弥补了。但放弃重型密集的长矛突击对作战还是有所损失的。燧发枪兵的线式队形没有方阵队形那样强大的进攻性、冲击力和防御能力。防御工事和堑壕设施提供了18世纪作战所需要的防护作用，它们不仅可以用来阻止敌人骑兵的进攻，也能对付敌人炮火的袭击。不过，构筑这些设施的费用很大。总之，18世纪战争的特点是：打法固定，阵地战多，目标有限，原则死板，墨守成规，优柔寡断。



　　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军队



　　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在军事战术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发展，跟当时的普通情况大相径庭。他对线式战术所作的改革是无人可与他相比的。他在18世纪普鲁士所具备的技术水平和政治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就。在欧洲事务中，普鲁士赢得了显赫地位，这种地位与其国家的幅员和财富是不相称的。



　　当1740年腓特烈继承王位的时候，他的父亲留给他一支第一流水平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当时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其兵力已接近8万人，这对于一个只有250万人口，年收入约100万英镑的国家来说确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军队。到了1786年，常备军达到了20万，人口也比1740年增长了一倍。普鲁士国家年收入的五分之四都化费在军队上。



　　从腓特烈大帝的个性、教养和才华来看，人们不应该对他只作简单的分析。他既是个思想敏锐的受过很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又是个残忍、冷酷无情的惩罚主义者。作为一国之主，他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可以是一个狡滑、奸诈、不可信赖的敌人，有时也可以成为你的盟友。他找到并接受了一种军事体制，但又发现这种军事体制有着许多弱点：迟钝、不灵活，拘泥死板，兵器的射击速率也很低。他成了一位保守的革新者，把机动性、速度、射击速率纳入了他的军事体制。他积极地运用了骑兵部队，特别是在战斗快要打响的时候和战斗的早期阶段，他总是先向敌人发起攻击。他发明了骑兵炮，使高速运动的骑兵具备了更强的火力。他特别重视使用榴弹炮，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因此机动性更强。同时又因为它的弹道比较高，因此可以袭击隐藏在山背后敌人的后备队。他懂得利用军队高速敏捷的运动，可以在迟钝的敌人来不及作出有效反应之前，在关键性的阵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通过反复加强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训练方法和纪律手段，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速度。



　　普鲁士人依赖它的军官队，来确保其军队的质量。军官队的成员几乎全部是从乡村贵族中招募来的。普鲁士军官在军队中的权威和地位不是靠他们的专业技能或所受的教育，而是靠高度的责任感和铁的纪律。他们早年就在军官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接着又在部队服役数年。他们的军队生活始终是反复不停的操练。为了补偿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因而被定为王国的一等臣民，并称为国王的低级勋爵。他们的地位高于所有的政府官员，对下属士兵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作战时一旦失利，往往以自杀表示效忠。



　　普鲁士军队比当时任何别国军队更加重视军事训练。这不仅为了使军队能够适应线式战术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指挥管理。腓特烈大帝不相信士兵对他的忠诚和他们的荣誉感。这些士兵和别国军队一样都是从社会的最下层征募来的，因此对他们不可信赖，决不能也决不允许让他们离开部队去单独执行任务。18世纪所有的作战指挥机构都具有防止士兵开小差的职能，甚至当时的战术也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由于担心士兵开小差，因此行军速度不能太快，也无法开展散兵袭击战或跟踪追击溃败的敌军。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普鲁士军队中士兵的逃跑现象仍然超过其他各国的军队。如果战斗失败，那末逃散的人数往往要三倍于战斗伤亡数。



　　腓特烈大帝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物资补给的陈规，但也不允许士兵抢劫(因为这会给士兵提供逃跑的机会)。他采取的办法是，每个士兵的背袋里装带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部队8天的面包定量，军的补给车队携带1个月的食品供应量。腓特烈创建了一种十分有效的运输体系，将部队跟兵站连结起来，从而保证了部队的物资供应。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把步兵作战编队的纵深减到了3列，并让他们互相靠得更近。他把早已用在手枪上的铁制推弹杆应用于滑膛枪。当时的许多军事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把普鲁士军队的枪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发射速率的原因归之于这一革新的结果。普军士兵每分钟能够发射5发子弹，而别国军队只能发射2发。但是很清楚，普军的优势原因在于他们的士兵进行了严格的技术训练，具有很强的纪律，而不单纯是铁制推弹杆的神奇力量。



　　作战时普鲁士步兵横队以缓慢的节奏稳健的步伐作齐步行进。在距敌100步起，便按命令间隔一定时间开始齐射。射击的顺序，先是第一列，接着是后面两列。射击时枪上都插着刺刀。由于减少了横队的行列数，缩小了间隔距离，因此，很容易将队形变换成行进纵队，其排头宽度正好适合普通道路的宽窄。在开战之前，部队是以连纵队或更小的队列单位行进的，象现代步兵的操练方法一样，采取立定转向，行进间转向，队列转弯前进或排头变成横队等方法可以将行进纵队变换成横队。



　　腓特烈大帝不仅对军队作了重大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以严格的纪律和训练方法完善了部队的机动行进，因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普军的步兵编队由两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纵深为三列，二个横队之间相隔约300步。骑兵排成两个或三个单列横队，位于步兵横队的两翼。整个部队共设四个指挥点，分别位于步兵的两翼和骑兵的两翼，在这种刻板的作战体制中，想要实施某一部分的机动是困难的。由于编队形式的局限，同时为了对步兵实施最佳的战术配置，因此也不允许作这样的机动。为此，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前部署和变更某种训练场上的技术使之特别适合战场配置这两种办法。后者就是所谓的“斜行战斗序列”。很明显，这是腓特烈仿照特班·义巴敏诺达 [ 译者注：古希腊将军及政治家。 ] 在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和曼提尼亚战役(公元前362年)中的先例而构想出来的。



　　斜行战斗序列在作战中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依赖普鲁士步兵完善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要有效地运用这种队形，指挥官首先必须了解敌军的部署，并等待机会在敌人还来不及加强其侧翼力量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向敌人斜向插入。因而部队必须加强侦察和情报搜集，并利用所有能够增加战斗突然性效果的条件——如气候、地形和夜暗等。此外，还要派一支前卫部队把敌人牵制在原来的位置上，防止它临时调动兵力对抗主攻。这种进攻的特点是猛烈，步兵和炮兵的火力几乎是连续不停，持续射击。



　　普鲁士骑兵包括胸甲骑兵、龙骑兵和骠骑兵。前两种骑兵通常以5个中队编成1个团，后一种骑兵则以10个中队组成1个团，每个中队约120人。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对付奥地利军的边防轻步兵部队，腓特烈大帝增加了骠骑兵或称轻骑兵的数量。另外，他又重新强调了作战中骑兵的突击力量和战场外围侦察的重要性。胸甲骑兵不再配备手枪，龙骑兵也不再配备卡宾枪，因此变成了无装甲保护的骑兵。他们把骑兵训练成手中执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敌人全速冲锋的勇士。骑兵的武器装备被减到最轻的程度，以提高前进的速度和增强冲锋的猛烈程度。通过不断的训练，骑兵队形变得十分紧凑，以至于普鲁士的骑兵能够象步兵那样准确而秩序井然地行进。8千到1万名骑兵能够排成整齐的队形冲锋几百码的距离。并在经过一场混战之后立即整好队继续前进。在腓特烈20年胜利征战的大部分战斗中，这支骑兵曾立下了汗马功劳。



　　普鲁士炮兵是以营为单位组建的。使用的炮从轻型3磅炮弹的炮到最重型的24磅炮弹的炮。在腓特烈大帝之前，普鲁士炮兵跟别国的炮兵一样，在战斗开始前就将炮部署在很靠前的阵地上。战斗常常是由炮战打响的。但腓特烈很快发现，他所喜欢的激烈进攻战往往使他自己的步兵和骑兵先陷入敌人炮兵的火力圈内，而自己的炮兵则无法给他们以炮火支援，使他们在前进中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之中。他还发现奥地利的炮兵威力特别强大，常给进攻中的普军造成大量伤亡。为此，腓特烈设法提高炮兵机动性，使炮能够随着部队的进攻而向前推进，为步兵和骑兵提供不间断的炮火支援。



　　要给迅速前进中的普鲁士骑兵提供炮火支援是个特别尖锐的课题。为此腓特烈建立了一种能够跟着骑兵前进的骑兵炮队(跟马拉炮不同)。跟普通的炮兵不同，骑炮兵的炮手和弹药手不是靠步行也不是靠车拉，而是骑马行进的，骑炮兵部队配备有可以迅速移动的轻型炮和榴弹炮。



　　从技术上看，骑兵炮和马拉炮是相同的。它们的唯一区别是骑兵炮的机动性更强。在进入战斗时，炮兵(特别是3磅和6磅炮弹的炮兵部队)先于被支援的作战部队出发，在离敌人500步远时，炮手下马，将炮拉到炮阵地上，接着便开始向敌人发起炮击，直到步兵队伍跟上来为止。然后采用交替跃进的方式，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半数炮以不间断的炮火支援其进攻部队。腓特烈还利用榴弹炮弹道较弯曲的特性，袭击隐蔽在树丛和山后的敌军后备队，显示了间接火力的潜在威力。



　　洛伊滕战役



　　洛伊滕战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一次巧妙地运用战术的杰作，它清楚地说明了腓特烈军事体制成功之所在。公元1757年，腓特烈已经有了16年的作战指挥经验，因此这次战役代表了他成熟的军事见解和他对自己亲手缔造的军队的指挥才能。他刚刚在罗斯巴赫击败了比普军规模大得多的法国军队，紧接着又挥师向布雷斯劳 [ 译者注：波兰境内。 ] 进军。在那里，加上增援部队的人数，普军总兵力达3万6千人。而洛林的查尔斯亲王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布雷斯劳部署了两倍于普军的兵力，约8万人。



　　当腓特烈从布雷斯劳出发东进时，发现奥地利军队集结在一条长达5英里的战线上。周围是地势起伏的乡村，一部分部队隐蔽在一片低矮的丘陵后面(奥军尽管在兵力上处于二比一的优势，但仍然决定打防御战，这有助于腓特烈发挥技巧，获得声誉)。奥军的右边是一片沼泽地，左边是森林密布的山脉，两翼都部署了骑兵。另外，左翼还挖了一些战壕，让后备队隐蔽在内，以对付普军可能向侧翼发动的进攻。但是，跟奥军的预料相反，腓特烈将部队编成四个纵队，向奥军的中部和右翼运动，中间两个纵队是步兵，两侧各有一个骑兵纵队。



　　根据普军的动向，查尔斯亲王匆忙调动后备队以对付普军对其左翼的威胁。但是，正当普军在低矮丘陵的隐蔽下不为奥军所知向前推进的时候，腓特烈将其部队主力的前进方向改为向右斜插，而让敌人能够看得见的一部分左翼骑兵纵队开始向奥军的右侧佯动。普军的一个步兵纵队避开奥军的视线，越过了敌人的正面防线，它的骑兵(由于左侧骑兵的佯攻行动)警戒着自己部队的侧翼，同时掩护着步兵部队的头尾。



　　普军纵队在丘陵掩护下继续向前推进，这时已经开始踏上奥军的左翼阵地。腓特烈突然命令步兵向左转，从右向左排成两个横梯队，以有名的斜行战斗序列向前推进。普军的炮兵迅速冲过山丘，立即投入了战斗。正好在普军先头步兵营袭击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军队的时候，以密集的炮火，V字形的落点射向奥军左翼阵地。随着普鲁士步兵营一个接一个向奥军左翼逼近，奥军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整个战线终于开始动摇。这时位于步兵两翼的普军骑兵也向奥军左翼发起冲锋，从中间将奥军向后驱赶。



　　查尔斯亲王企图组织一条新的防线来抵抗普军进攻。他将右翼骑兵调去对付普军的左翼进攻部队，但奥军的骑兵炮队与早已守候着的普军骑兵遭遇并被冲散。普军骑兵接着又向奥军右翼发起冲锋。由于两翼失去平衡，奥军再也无法重新集结。虽然夜幕的降临帮助了溃败的奥军残部向布雷斯劳逃跑，但整个军队彻底崩溃了，大约只有一半士兵回到了布雷斯劳和他们的冬季营房。



　　腓特烈大帝此战大捷对整个欧洲的军事思想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许多军事家竞相仿效他的作战体制。大量外国军官云集于波茨坦，以求亲眼目睹并领教普鲁士军队复杂的作战调遣方法，然后回国同样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把线式战术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几乎无人可与他的成就相比拟，超过他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了。倘若不是腓特烈这样的一代雄才，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当时西班牙和俄国都曾采用过他的军事体制，但是未能造就出一支举世惊叹的军队。腓特烈死后，这种体制本应对他的后继者大有裨益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后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再也没有人认真运用过这种体制，可是世人对它的赞美之声却仍在回荡着。 [ 注：这是休·科尔的论点，我表示赞同。 ]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8．拿破仑和战争中的革命(公元1795-1815年)




　　作为最杰出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他把整个欧洲作为其军事活动的舞台，而他的海军敌手则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协同海战。



　　—— 引自西奥多·罗普教授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拿破仑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自成吉思汗以来，年青的拿破仑·波拿巴在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的早期战役中，最先表现出了跟成吉思汗一脉相承但又是崭新的军事思想。在他的驾驭下，这种军事思想直接支配了19世纪头15年年中所发生的战争。而它的巨大影响则延续得更加久远。尽管拿破仑的敌人力求一丝不拘地仿效他的军事体制，尽管他们以数量上的优势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懂拿破仑从事巨大军事变革的思想基础。



　　法国大革命中的军队



　　人们显然都已经注意到，拿破仑所使用的军事工具是他的军事体制的基础，而这种军事工具很多又是他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他的军队，军队的纪律制度，特别是军队中的炮兵体制，都是在18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大革命初期军官团和军队组织出现过激烈的动乱，但在大革命的天才军事组织者拉扎尔·N·卡诺的领导下，法国军队的发展始终没有间断。在19世纪的头10年中，拿破仑果断地改造并大大地改进了法国军队，但是这些都只是些改良而已，称不上革命性的变革。能够称得上革命性变革的是他运用军事工具的方法，也就是他的作战方法，或叫做“大战术”，以及他的军队的战略运用。



　　18世纪初，轻步兵重新被用于欧洲战争，唯独法国未受影响。法国的军事思想受的是萨瓦利埃·福拉德和莫里斯·戴萨克斯元帅的熏陶，他们基本上都不相信火器的威力和线式编队的优点，因此极力提倡以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和古罗马军团队形为基础的战术体制。结果，当时的战术发展到了由“纵阵”发起突击这样的形式。丰特努瓦内一仗(1745年)，塞克西元帅战胜英国军队便是这种战术的典型例证。但是到17世纪下半叶，在支援火力应该提前多久，在何种程度上来支援纵阵进攻，进攻的火力是采用横队、横队与散兵袭击相结合还是密集的散兵袭击等问题上，法国军事家们发生了争论和分歧。因此这一时期法军的战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



　　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普遍运用的作战队形是“纵阵”，它实际上是线式体制的一种变形。所谓纵阵，也就是将许多线式分队（通常为营）进行纵深排列，这样就加强了进攻的力度，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必要时各分队仍然可以用线形编队进行作战，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由于法国的纵阵使用起来十分灵活，而且变化多端，因此具有极大的战术价值。跟形式刻板的横队相比，纵阵的指挥官可用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指挥方法在战场上调动数量相当可观的兵力。特别是在多山的地形上，纵阵的作战效果比横队更好。它可以很容易地变换成种类不同的队形，特别是把行军纵阵变成进攻纵阵所化费的时间要比线式编队的变换少得多。要派遣散兵袭扰敌人时，不需对纵阵队形作很大的调整，而且可以迅速组成纵深为二列或三列的横队和方队，对敌实施火力袭击。此外也不必象过去那样需要保持横队中各部分侧翼之间的紧密连接。战斗进行时，战术格局是开放型的，因此变得更有生气了。



　　进攻时的纵阵有二项主要功能。第一，它能使排成密集队形的士兵迅速扑向敌人。这种作战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依靠炮兵首先向敌人发起炮击，并由散兵预先对敌人进行袭扰，从而为纵阵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敌人的伤亡主要是炮兵和散兵的火力造成的，并非纵阵本身的功劳。这是因为纵阵在向前运动时，它自身的火力比较小，靠刺刀打败强敌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进攻纵阵更为经常的是作为后续支援部队来使用。通常纵阵先派遣散兵部队把战斗打响，然后作为散兵兵力的替换基地和直接的战术后备队。如果散兵袭击遇到敌人的顽固抵抗，那末纵阵便展开成横队用齐射的方式继续进行战斗。一旦敌阵开始动摇，横队就向前推进，或者再次减少排头的宽度，变换成纵队前进。



　　另外，人们还应注意，拿破仑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能够利用(并告诉别人如何利用)新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法国大革命正是在比较早的时期显示出了这些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由卡诺和其他大革命的早期领袖首先应用于作战的“由群众组成的军队”，是拿破仑发动的旋风般强大的战役和那些最终把他自己推翻的战役中的基本军事力量。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由广大群众组成的军队，是由于工业革命将人力从农村解放了出来，他们可以被动员来为实现某个吸引人的社会目标而战斗。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对拿破仑的成功起了极大的作用。他本应更好地利用这个宗旨，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宗旨跟他想要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而必须实施的独裁和专制之间本来就矛盾重重，更何况他一向树敌太多。



　　进攻型纵阵作为法国大革命战争中的标准战斗队形并没有导致步兵战术的革命。纵阵作用的发挥靠的是战场上其他军事技术的革新。后来，指挥官根据作战环境把队形紧密的纵阵与队形松散的散兵部队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步兵的新战术。由于散兵袭扰吸引住了敌人的火力，因此进攻纵阵向前推进时就不会过分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在第一次同盟战争(1792-1795年)中，法国步兵广泛采用了散兵部队作战的方式。到了1793年，所有的营级部队都作为轻步兵进行作战。一旦交战开始，立即分成许多小股散兵部队。这种作战方式有时也叫做“群落战术”。1795年又出现了重新使用指挥得当的进攻纵阵以取代“群落战术”的趋势。纵阵在发起进攻前由散兵先进行侦察活动并用分散火力袭击敌人。



　　法国散兵作战体制的特点在于这种散兵不是专门的轻装部队，而是正规部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采用这种作战体制的好处是步兵会变得更加机动灵活，从而预示着专门的轻装部队很快会被一种全能步兵来代替。



　　英国的轻步兵在对付法国的这种作战体制时效果最好。尽管它们的战术特点不同，但英国的轻步兵也逐渐开始变成全能作战部队。在英国作战体制中，他们尽量将机动灵活的散兵部队跟坚强而稳固的横排主力部队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他们容易掌握和瞄准的滑膛枪火力。在约翰·摩尔爵士和阿瑟·韦尔斯利爵士(后来成为惠灵顿公爵)的领导下，英军常常趋向于采取防守战术，以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他们通常将部队编成纵深只有两列的横队，隐蔽在山脊的后面，利用这种地形条件作为部队的掩护。当发起进攻的法军纵阵靠近时，英军横队便从隐蔽的山脊后面发射出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火力。



　　快到18世纪末的时候，来复枪逐渐被应用于军事，从而大大改变了轻步兵的特性和作用。来复枪本是一种比较重而且用起来不很灵便的手持式枪械。本来是作为一种运动枪械的。它的枪管内的膛线能给子弹一股旋转的力量，因此与滑膛枪相比，它的精确度较高，射程较远。来复枪从它的原产地西德莱茵兰(那里的猎人已经用了近二百年)越洋过海传到了北美。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德籍工匠又把它们改制为殖民地的樵夫使用的重量较轻，枪管较长的来复枪。



　　来复枪的发射速率比滑膛枪慢，这是因为每颗子弹(用浸过润滑油的布包裹着)都必须用木槌敲到枪管里去，装弹十分费时。来复枪上也不装刺刀，因为装上刺刀后就可能降低射击的精确性，有碍射手掌握更高的射击技术。来复枪是一种单兵武器。在沿北美西部边缘13个殖民地的技术熟练士兵中得到了应用。欧洲吸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经验，到18世纪末时，来复枪和来复枪手已经成了欧洲战争中的兵器和士兵的一部分。但是，来复枪的造价较高，加之发射速度又比较慢，因此，直到19世纪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在欧洲正规连级部队中还只是有选择地配备到少数部队和个人。



　　19世纪初，英国轻步兵最先对来复枪作了改进，使之适合正规作战需要。在队形密集的滑膛枪士兵队伍中，插进了少量来复枪士兵。他们的枪采用了次口径子弹，子弹并不嵌进膛线，因此发射速度较快。如果需要单兵瞄准射击，士兵就使用正常大小的用润滑油布包着的子弹。很明显，这样的来复枪手必须是遇事冷静，训练有素而且有高度纪律性的士兵。由于他既能单兵作战，又能在密集的队列中进行射击，因此实质上相当于后来所谓的全能步兵中的士兵。



　　法国和英国的新式轻步兵战术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影响的。轻步兵常常分散单兵作战的，不象在队形密集的纵阵或横队中要受长官的直接指挥和监督。不管是法国革命军还是英国的作战体制都废除了18世纪军队中粗暴横蛮的纪律制度。他们鼓励部队将正当而有力的纪律制裁跟严格的训练结合起来，并大力提倡发扬部队的荣誉、革命的热忱和民族主义的精神。



　　炮兵在拿破仑作战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战斗中杀伤敌人的主要兵种，敌人约有一半以上的伤亡是炮兵造成的。法国炮兵军官琼·巴普蒂斯特·瓦奎特·格里比乌伏尔(1715-1789年)创建了一种杰出的野战炮兵体制，法国军队于1776年正式应用了这种体制，法国大革命军队正是继承了原君主国的这样一种炮兵体制。在菲特烈大帝的巨大影响下，格里比乌伏尔通过缩短炮管的长度，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使法国炮具备了很强的机动性。此外，又给炮车架装上了铁制轴杆和结实的大直径车轮，因此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行进。由于造出了更加精密的正球体和直径精确的炮弹，因此保证了炮的射程和精确性，并减少了炮弹的装药量，结果又进一步减轻了炮管的重量。预制好的弹药筒代替了过去的弹药和弹筒分开的状况，提高了炮弹发射的速率。炮的牵引马分成了双行而不是过去的单行。这样6匹马足可牵引一门12磅炮弹的炮，而8、4磅炮弹的炮和新式6英寸榴弹炮等只需4匹马就够了。



　　拿破仑的作战体制



　　拿破仑把炮兵作为最主要的作战工具，并注意充分发挥它的机动性。他最喜欢用的作战技术之一是大规模的炮队作战。由于战争的大量需要，部队质量的降低，因此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后期这种炮战得到了特别的重用。1809年的韦格拉姆战役便是运用这种作战技术的典型战例。当时法国集中了数量优势的炮兵，支援战场上的主攻部队，摧毁了敌人的一段防线，为步兵前进打开了缺口。



　　这一时期的骑兵仍然是担负突击行动的兵种，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和马刀。由于拿破仑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传统作用，因而他军队中的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区别跟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军队同样的明显。重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部分遮体的胸甲；而轻骑兵则由比较灵活敏捷的士兵组成，骑的马也较小，他们既能骚扰敌人，也能进行突击。



　　拿破仑的骑兵中也有骑兵炮队，他们常常以很大的规模和紧凑的密集队形突然向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发起进攻，威力十分强大。他们常常在敌人的步兵被自己密集的炮火或步兵的进攻打散了的情况下猛扑上去。法国骑兵袭击溃退中的步兵效果特别大，但对于尚能集结成方队的精力饱满的步兵往往威胁性不大。法国骑兵正是利用这种有力的追击，以自己最小的伤亡赢得了胜利。此外，拿破仑还有效地利用骑兵进行侦察和掩护。



　　在拿破仑战争初期，在精明强干的将领指挥下法国骑兵以锐不可当的冲锋压倒了欧洲其它国家最强大的骑兵。后来，由于岁月流逝，骑兵遭到不断的伤亡，拿破仑感到再也难以保持骑兵部队较高的作战水平了。与此同时，他的敌人则仿效法国骑兵的编队、战术和作战方法，努力加强其组织体制和训练，因而不断改进了他们的骑兵素质。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惠灵顿战役中，英国骑兵在阻挡法国步兵的进攻和向拿破仑的保皇部队发动总攻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拿破仑帝国的后期，法国骑兵的衰落标志着整个法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国家军事机器的运转必须以社会和经济为基础。虽然结构严密的社会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军事机构具备很高的效能，但是，离开了社会和经济实力，这台机器就不能运转下去，更不能运转自如。经过20年几乎从不间断的战争，法国的牲畜资源，特别是马匹资源已被消耗殆尽。



　　十八世纪的法国出现了步兵师。它是一级大规模的常备军战术和行政管理体制。1759年，达克·戴布罗格利在法国军队中又采用了一种师级规模的步兵和炮兵混合的常备军作战体制。



　　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作战部长卡诺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三兵种组成的能够独立进行作战的师。到了1796年，在法国军队中这种作战体制已十分普遍。拿破仑·波拿巴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全部威力，并将它作为机动部队应用于运动战。所属士兵必须进行机动快速行军训练和反复磨炼。他还改革了后勤供应体制，使之能对快速机动的大小部队提供支援勤务。炮兵经过改进后能够在战场上跟上步兵和整个部队的机动速度，这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



　　当法国将野战部队的规模扩大到超过10万人的时候，便感到有必要将师合并成军，以简化部队的作战指挥。法国最早于1800年建立了军一级编制。当时莫罗将莱茵大军的11个师组建成4个军，从而使他的指挥控制范围更加集中了。1804年，当拿破仑为入侵英国而筹建一支拥有20万兵力的大军时，他将这种常备兵体制运用于法国军队，并象以前的师那样来使用它。不过师一级部队仍然是他的主要战术单位，通常由步兵和炮兵组成，并委之以特定的作战任务。军一级部队也配属有骑兵，通常师里面也有，负责整个军的侦察任务。此外，拿破仑还单独组建过骑兵军。



　　拿破仑的步兵师由2个或3个步兵旅和1个炮兵旅组成。每个步兵旅包含2个步兵团，每个炮兵旅包括2个炮兵中队，每个炮兵中队配备有4门野炮和2门榴弹炮。他用改变组成每个师的旅和炮队数量的办法故意变化师的规模，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构。



　　在实际战斗中拿破仑总是通过巧妙的部队调遣以夺取战略上的优势。如若可能，就占领或威胁敌人的交通线，或者把部队插到分散的敌人的后面，设法寻找机会打一场大仗。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战术上他极力采用集中兵力和部队高度机动相结合的方法，尽快地先发制人，迫使敌人就范于他的作战方案。他并不拘泥于死板的战术模式，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部队调度来攻击敌人的侧翼。他常常把敌人的侧翼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同时又向敌人的正面发起进攻；有时他用主力插向敌人正面阵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与此同时又向某个侧翼实施机动包围。负责进攻重要目标的师常常得到炮兵预备队的密集炮火支援。侧翼向敌人暴露着的师则受到军的骑兵部队甚至野战部队的骑兵后备队的掩护。在上述进攻取得胜利后，拿破仑便用骑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跟踪追击，接着整个野战部队紧跟上去。只有当歼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之后，他才去占领敌国的主要战略和政治中心。



　　敌人的联合军事力量几乎总是超过拿破仑的军队。为了欺骗和迷惑敌人，同时也为了他的部队能够实施迅速的机动和有效的进攻，只要情况允许，拿破仑总是先让他的部队分散在阵地上，需要时再迅速集结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些关键性的位置上形成优势的兵力。(他有一句名言：“我们食则分散，战则集中。”)他喜欢的另一种打法是把兵力集结起来，部署在敌军的两个部队的中间，以便对敌实施各个击破。他打的头一个和最后一个战役，即蒙特诺特和滑铁卢战役是两个属于这种打法的杰出战例。第二次战役的失败原因是他和他的下级都没有认真贯彻他的卓越战略思想。



　　拿破仑的作战原则



　　拿破仑军事体制的精髓可以用他的作战原则来加以最好的说明。后来研究战争的学者也正是通过他所指挥的战役才认识到他的这些原则的，并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才将它们作了汇集和整理。



　　作战目标



　　拿破仑总是把敌人的主力作为主要目标，设法以最快的速度将敌人的主力置于不利的条件之下，并用一次主攻战予以歼灭。他认为地理位置方面的目标，如居高临下的地形、重要的交通枢纽、补给仓库等始终是第二位的，对于摧毁敌军战斗力这一基本目标来说只起间接的作用。



　　作战方案力求简单



　　有许多原因促使拿破仑更喜欢制订简单的战略战术方案。他认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下级的精力都应该协调一致地用来取得最大的作战效果。由于他感到军队内部容易发生“战争摩擦”(这是后来由克劳塞威茨定名的一种现象。他也许可称得上是研究拿破仑战争的最伟大最有见地的权威)，因此他认为作战方案太过复杂会引起错误的理解和不正确的解释，而且这样的作战方案往往需要依赖周密的时间安排方能实施。但在作战行动中，特别是有人反对那些作战行动时，这一点很难做到。



　　统一作战指挥



　　或称协调配合，或象拿破仑那样称为统一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施统一的作战指挥是作战方案简单的结果。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拿破仑简单的联合作战行动，都要求并且往往也取得了他的军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以达到其中间的和最终的作战目标。



　　一贯采取攻势



　　作战时拿破仑总是无例外地力图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即使是敌人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迫使他处于守势的时候，他也要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让敌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他绝不鲁莽行事，而总是沉着冷静地审时度势，(虽然他的敌人常常处于数量上的优势)他始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认为在战斗进行的高潮时向敌人发动强大攻势，可以抢先将敌置于相对劣势。



　　积极实施部队机动



　　这是拿破仑破坏敌人数量上的优势，置敌于劣势地位所采取的两种手段中的一种。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部队机动是拿破仑作战的特点。1796年他在蒙特诺特和德戈的首次大捷中，象他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大捷一样，都是靠积极实施部队的机动而获胜的。通过灵活的部队调动，即使他的军队数量比敌人少得多，他也能在局部的关键性战场上集结起优势的兵力。他在马仑戈、乌尔姆和耶拿战役中对部队所作的战略调动，使他的军队横跨在敌人的交通线上。这样，在战斗还没有进入高潮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集中兵力进行作战



　　或称集中优势兵力。拿破仑喜欢引用伏尔泰 [ 译者注：1694-1778，法国作家。 ] 的一句格言：“上帝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他懂得，交战双方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战场上的兵力的优势便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总是力图在关键位置部署数量优势的兵力，以取得较大的战斗力。但是，他也懂得，高强的军事技术可以起到兵力倍增的作用。(他曾说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是三与一之比”。可惜他被人们稍稍地误解了。)为了获得优势的战斗力以战胜数量上优势的敌人，他采取的两项主要手段是积极实施部队的机动和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



　　节省兵力



　　这一原则恰是集中兵力的另一面。为了实现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特别是当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少于敌人时)，拿破仑便在不太重要的阵地上大幅度削减兵力。他认为(正如后来克劳塞维茨在著文时写到他的一些战役情况时那样)“防御是一种更强有力的作战方式。”为此，他使少量部队处于防御态势，以阻挡或拖住大量的敌人，而集中最大数量的兵力来对付最关键或最脆弱的那部分敌人。因此，节省兵力往往是实现兵力集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突然袭击



　　拿破仑认为，战争中所有的精神力量中最有效和最强大的力量倍增因素是出其不意的奇袭。他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实现进攻的突然性：“例如，将部队讯速移动到敌人意想不到的阵地；在敌人认为是拿破仑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动进攻；穿过敌人认为无法逾越的地形；在敌人认为拿破仑及其部队正在休息的时候发动攻击；在敌人认为拿破仑不能亲临的战场上意外地露面等等。(拿破仑的两个最强的敌手惠灵顿、布吕歇尔都曾这样说过：“拿破仑亲临战场相当于4万士兵的威势”。当我们想起这句话时，就清楚的感到拿破仑突然出现在战场时的重大意义。)



　　注意部队的安全警戒



　　拿破仑懂得突然袭击这种作战方法好比一把双刃利剑。虽然他知道他的敌人的脑袋都不如他聪明灵活，他也知道他必须设法猜透敌人可能对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为此，他经常派遣间谍或用骑兵进行侦察，或者随时保留一支后备队来应付意外情况，并且小心翼翼地部署他自己的部队，尽量减少敌人对他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一旦敌人发动突袭，他也能沉着有效地进行反击。即使是在滑铁卢战役中，他也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安全防卫措施。但是他的下级(特别是格鲁切)没有能够履行交给他的安全警戒使命。



　　拿破仑不仅是位战略战术天才，而且是位擅长于物资的计划和适时供应的天才。他全面改革了18世纪战争中依赖仓库的后勤供应体制。他的师级部队常常驻扎在城镇和乡村，那里的老百姓必须为军队提供食品。每个士兵自身携带4天的食物定量，部队后面的补给车队也负责运载4天的食物。这8天的食物定量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动用；在可能情况下，每天的食物均通过向当地老百姓征用或索要的办法获取。军需物资贮存在军队的主要基地和中转仓库，中转仓库是跟着部队向前移动的。



　　这种后勤补给体制一直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但到了1812年俄罗斯战役时，由于俄国的道路很差，农村又很贫困，俄罗斯游击队积极抵抗，加之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将军运用了“焦土”政策，因此这种体制完全失败了。



　　拿破仑从来没有著文系统地总结过他的军事思想。但是从他的一些随笔以及战绩纪录里，人们可以窥视到他的一整套作战方法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军事上他总是极力避免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在制订每个战役和每次战斗的作战方案时都试图让敌人无法预料他究竟如何行事。只要可能，拿破仑总是力争在第一仗打响之前，先在战略上取胜于这场战役。只要一有机会他便采取高速机动和巧妙欺骗相结合的手段，让部队绕过敌人的侧翼，直插敌人的交通线，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应战。



　　当欧洲别国的军事将领刚刚吃了拿破仑败仗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模仿拿破仑。他们逐步把师和军的作战体制应用于自己的军队，用纵深较厚的作战编队代替线式战术，在战场上普遍地特别是关键战区采用集中兵力的作战方法，并且也开始组织和运用他们的预备队。尽管拿破仑的敌人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经验，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军事机器和效能，然而，他们永远也无法跟拿破仑这样的伟大军事家相匹敌。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这位军事天才的奥秘。最后他们采取兵力上的强大优势和在法国打消耗战的办法战胜了拿破仑。而这两种办法的得逞都应归咎于拿破仑外交上的失策。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是那些打败了拿破仑的将领们，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是位超群出众的军事天才。



　　惠灵顿的军队及其战术



　　在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军事家还一直在运用着线式战术，因为许多人认为惠灵顿在佩尼苏拉和滑铁卢战役中的胜利表明横队作战有它极大的优越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军事技术的改进，军队的火力，机动性和通讯联络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普遍产生了怀疑。鉴于惠灵顿采取的战术能够如此地连连战胜敌人的战术，而敌人的战术又将他的取而代之，因此，他的战术确实值得很好地加以研究。



　　英国直到1807年才采用师的作战编制，而1809年伊比利亚半岛战役时惠灵顿的军队仍然是由独立旅组成的。尽管法军作战体制早已在实战中取得了成功，但英国军队仍然保留着纵深为两列横队的形式，因为横队比纵队更能发挥士兵兵器的火力。无疑这是惠灵顿取得胜利的一部分原因。但另一方面他的胜利也是他采取了自己的战术的结果。(应该记住，惠灵顿和拿破仑只进行过一次大交战，这就是滑铁卢战役。他的胜利与其说是靠他的高超指挥技巧，不如说是普鲁士军队增援的结果。)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惠灵顿决定采用三种作战办法来战胜法军的战术，一是在战斗打响前不暴露自己的横队位置；二是要防止法国军队用散兵部队袭扰自己的横队；三是保护好自己部队的侧翼。第一种办法往往是在可能时将自己步兵部署在山后反斜面，第二种办法是建立轻装部队，而第三种办法则是运用天然障碍和巧妙地使用骑兵。



　　英国军队是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当然要比法国军队小。但是它的技术的训练搞得比较好。它的步兵在滑膛枪的性能和使用技术方面都胜过欧洲的其他国家，加之又采用了两列横队的编队体制，因此它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是欧洲唯一能够用轻武器不断给敌人造成一半以上伤亡人数的一支部队。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1809-1814年)，惠灵顿的部队起初编为8个旅，每个旅由2至3个营组成。后来英军兵力有所增加，因此编成7个师，1个轻装师和1个独立骑兵师。虽然组成每个师的成分不同，但通常都有6000人的兵力。其中包括2个由英国士兵组成的旅，1个葡萄牙士兵组成的旅。每个旅通常包括3个营。每个骑兵师由3个骑兵旅组成，每个旅包含2个骑兵团。轻装师一般部署在离阵地正面很远的地方，负责掩护整个部队作战。



　　惠灵顿作战编队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在部队周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散兵警戒网以对付法军散兵的袭击。按标准英军每个旅配备有三个轻装来复枪连，而他又为每个旅增设了一个连，此外，轻装师的每个旅也配备有好几个来复枪连。



　　因此，英国的轻步兵配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兵器，一种是来复枪，另一种是滑膛枪。轻步兵所使用的滑膛枪是一种特殊型号的滑膛枪，它比著名的“塔瓦式滑膛枪”或“明火枪”等基本步兵兵器更轻、更短、更便于瞄准，命中率更高。正规营用的是明火枪。英国人认为(也许是错误地认为)它比欧洲大陆国家所用的枪威力更大更可靠。它的重量约为九磅，有效射程300码(但真正能够精确命中人的距离仅约100码)，是一种比较重的燧发枪，具有同类枪的一些优缺点，它使用圆形铅弹和比较重的纸质弹药筒。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惠灵顿军队的骑兵所起作用较小。一部分原因是很难将马从英国运往欧洲大陆。不过惠灵顿极其重视对付法国的骑兵。英国步兵坚固的横队和精确的射击一般都能击退法国骑兵的冲锋。有一次英国步兵横队硬是顶着法国骑兵向前推进，结果把他们赶出了战场。当英军组成步兵方队时就更难被敌人攻破了。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英国的一个轻装师编成了5个方队，在法军4个骑兵旅的进攻下撤退了2英里，仅仅只有35人伤亡。



　　惠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很少使用骑兵，这并不是说在条件允许有效地使用骑兵时他无力为之。在滑铁卢战役的一次战斗高潮中，一个英国龙骑兵旅(有1000名骑兵)越过英国步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进攻中的法国步兵。当时法国步兵已经来不及组织方队，虽然法国骑兵立即挡住了英国骑兵的冲锋，但法军强大的进攻势头被压了下去，一些英国人(他们忘记了普鲁士人在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声称，英军骑兵的冲锋是法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炮兵，惠灵顿是根据情况有选择地加以使用的。那就是在关键性的时机，在慎重选择的地点，以少量单炮组的形式来加以使用的。他把炮组全部部署在阵地的前沿，用来对步兵实施火力支援。这在攻防战术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比较小，但却十分重要。



　　在对付法国大革命军队的初期，英军作战不力。后来在惠灵顿将军的统帅下开始转败为胜。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末期，英军的声威大振。伊比利亚半岛和滑铁卢两次战役均在惠灵顿领导下获胜，惠灵顿将军因此而赢得了极高的军事荣誉。



　　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由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引导和促进，黑火药时代的各种兵器最终跟相应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了。自从战场上出现黑火药兵器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三者实质上的统一。带刺刀的燧发机滑膛枪和滑膛炮都在技术上得到了完善，达到了它们最大的潜在威力。经过几个世纪的尝试，不断改进了战术手段，从而使这些兵器能够配合使用，并能跟骑兵作战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熟练的军事指挥官只需化费最小的代价就能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在蒙古和英国的战术体系中，军事指挥官曾对他们的作战工具和手段实施各有区别的控制，最后做到这一点是在13世纪。正当这两种战术体制在士兵和兵器的使用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时，由于黑火药兵器的问世，它们过早地被淘汰了。而19世纪初的主要战术体系(即法国和英国的陆军战术体系和英国的海军战术体系)则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短命早夭了。



　　由于早期的军事发展，这半个世纪里出现的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互相统一的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一局面的形成毕竟得到了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军事天才的促进，因此它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没有人象拿破仑那样给时代打上了如此深刻的个性烙印。在他的一生中以及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甚至他的军事思想，都被许多人以其自身标准及有关的作战思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而海军作战的权威们则试图重新拣起曾经在最后击败拿破仑时起过巨大作用的“纳尔逊当机立断的作战本领”来加以比较。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19．技术和工业革命(公元1800-1900年)




　　十九世纪初期的技术和战争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的整个世纪里，战争的演变是一场长期的革命，它由政治、经济、社会多种力量所创造和支持，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但在许多方面它的影响最为深远和引人瞩目。在技术领域里，诸如冶金、化学、弹道学和电子学方面的进步是军事变革的突出因素，但还不是全部因素。这场变革中的武器，大量生产的各种工具和标志新工业文明的消费品，都是机器产品，而机器本身就是机械学和工程学的革命性创造。没有机械学和工程学，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新知识将如2000年前希腊的科学发明一样贫乏。



　　整个十九世纪，新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一个特点。迟至1860年，实际服役的舰炮与三个世纪前使用的大炮在主要方面并无区别。例如，英国皇家海军1840年装备的最重的68磅级滑膛炮，基本上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海军炮一样笨重而且后坐猛烈，只能作为最大战舰的旋座火炮。当然，上述几世纪中(尤其后一世纪)在铸铁质量、火药配料、镗孔精度方面的许多精心改进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炮战和造炮的基本原理依然如故。



　　然而，伟大的变革正在蕴酿之中，事实上，当时许多改革虽然尚未应用于陆、海军的制式装备，但已经进行了试验并为人们所熟知。1863年以前，现代海军炮的基本原理，在当时的军械制作中实际上已经采用， [ 注：见贝纳德·布罗迪著《机器时代的海军》，普林斯顿1941年版，第198页。 ] 在其他材料种类和陆战武器方面已出现了同样重要的变革。随即出现了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发展平静时期，此时陆军和海军则努力吸收新技术。



　　十九世纪早期的武器和战术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在滑膛前装炮支援之下，相互结合的燧发枪和刺刀是战场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武器。火炮比燧发枪在射击距离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战斗中差不多半数死伤是炮火所致。战斗中陆军是成线式防御或以火力进攻，进攻时队形有较大纵深(所谓纵队)。这种战术体系到1820年时大约已有200年的历史。在线式防御条件下，到拿破仑时代以前，整个有生力量的伤亡比例从三十年战争的胜方15%、败方30%降到法国革命时的9%和16%。拿破仑后来在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或容忍了纵队进攻，使伤亡率突然上升到15%和20%。但在拿破仑以后的几次小战斗中，运用线式战术，伤亡率比法国革命时还低。这意味着，所用武器的杀伤力和持该武器士兵的线式战术效能之间已经趋于平衡。



　　墨西哥战争是美军以滑膛枪运用线式战术对抗情况与之相同的对手的最后一次战争，那次战争中有关伤亡的经验开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纪 [ 注：吉尔伯特·W·毕比和迈克尔·E·德巴基所著《战斗伤亡》(伊利诺斯，斯普林菲尔德，查理·C·托马斯出版社1952年出版)。 ] 。表3所指是年度数字，而不是象上面讨论的单个战斗伤亡数字；表3不包括伤兵数字，战斗中一般受伤者约为死亡者的三倍半。






　　1858年，美国采用了前装滑膛枪圆锥形子弹，这是美国内战中南北两方使用的标准武器，它的杀伤距离大于当时火炮发射的榴霰弹和圆形霰弹。滑膛炮发射的实心弹或其他炮弹和滑膛步枪发射的圆锥形子弹距离等同，但当时炮弹爆炸后只裂成二三片或四五片，而实心炮弹直接击中目标则极为罕见。



　　总之，步兵武器和火炮的杀伤力之间的关系已经逆转。从144，000名内战伤亡人员抽样调查，各种武器弹药造成的伤亡数为：






　　总而言之，轻武器(大多数是步枪)造成的伤亡占86%，火炮9%，带刃武器5%。



　　美国内战中双方都用线式战术，许多情况下，是在崎岖地形上作战，部队往往自动散开成为小组，相互掩护作战，这点最为明显。但是为了进攻或者防御，要把士兵作二或三线配置；为加强进攻，象拿破仑时代那样，一个团的阵线之后还要配置一条阵线，以加强进攻队形。这样，一方面步兵武器具有较大的杀伤潜力，另一方面，所用战术都只适应于前代武器，导致双方伤亡增大，与拿破仑时代最残酷的战斗不相上下。然而，当这场战争结束时，虽然缓慢但却是清楚地出现了一种疏散配置的倾向。



　　从1866年起，西欧的后装步枪是标准装备，步枪射击速度提高了，对野战炮性能的提高似乎是一种补偿。野战炮性能提高，是不久以后采用后膛装填和膛线的结果。这样，在法国-普鲁士战争中，象美国内战一样，步枪子弹造成的伤亡率大约等于火炮的十倍。但这事实的含义起初并未为法、普军队所认识，这点并不比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高明多少。或许普鲁士军队能较快适应新的情况，但是直到法普战争结束阿道尔夫·古斯塔夫的线式战术仍然风行一时。



　　由于采用来福线和子弹后装的方法，步兵武器的杀伤力大为提高，普鲁士放弃了密集队形白刃冲锋战术，第一次显示了步兵武器杀伤力提高的影响。普鲁士的战斗配置采用了“疏散队形”，所有步兵就是散兵，这和美国前几年内战末期的非正式做法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德国人认真地吸取了他们十九世纪战争的教训，加上研究了日俄战争，比起同时代各国，效果较好。



　　科学和技术的背景



　　为了叙述十九世纪初期军事演变与有关技术的发展情形，必须回顾一下冶金学、化学、弹道学和电子学等领域中基础知识的线索。



　　已如前述，从公元前1400年以来，铁的出现，熔解矿砂为金属的新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武器制造。十六世纪中叶，重型军械铸造技术的发展，为以后两个半世纪的火炮制造奠定了基础。



　　十八世纪后期，由于欧洲木材资源短缺，锻铁(亦称碳铁)费用上涨，形成了严重问题。为适应需要，就采用了所谓搅炼工艺，就是用长长的钢棒将反射炉中的金属溶液加以搅拌。炉子用焦炭燃烧，这样，不仅使炉面溶液，而且全炉的溶液都能接触空气，从而使脱炭更加彻底，成为可锻铸铁。



　　用搅拌法生产的锻铁，质量不如炭铁，但价格便宜得多。1829年又前进了一步，即应用鼓风炉本身余气进行预热鼓风，这种发明使得在消耗同等燃料的情况下，搅炼熟铁产量增加到三倍。



　　还有一种改进是“湿”搅拌法，即在炉膛铺以含有氧化铁的小块炉渣，它与金属中的碳素相化合，在表层之下产生一氧化碳，形成加速脱炭进程泡沸搅动。1720年英国铁产量为20000吨，1806年上升到250000吨，到1850年英国每年可产250万吨，铸铁和锻铁的产量都有增长。



　　自古以来，炼钢的方法几乎并无根本性改变，仍然是小规模的个体作坊产品。英国所用的基本材料是优质的和价格相等的瑞典条形铁，结果，钢的费用等于锻铁费用的五倍。



　　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古代工艺有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改进。本杰明·亨茨曼将特种小型粘土坩埚放置在焦碳燃烧的炉膛内加高温，就有一种特殊的熔剂持续地生产铸钢。这种铸钢不含二氧化硅和其他矿渣，成本略低于以其他方法生产的钢材。但遗憾的是这种产品不能焊接，太硬，不合乎某些用途。不过这种技术终究成了谢菲尔德钢铁企业的基础，在欧洲广为传播，被人仿效。就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再无显著改进，加上钢材本身的缺陷，制造重型军械时使用这种钢材继续受到限制。



　　十九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莱茵兰的克虏伯公司，因制造优质铸钢并在该世纪中叶制造了少量钢质火炮而名噪一时。1851年，在英国大博览会上展出的设计先进的模型极为瞩目，证明是未来发展的先驱。克虏伯钢铁的拉力强度相当于铸钢的四倍，锻钢的二倍。但是火炮专家普遍认为这种钢太脆(1847年首批制造的几门克虏伯炮已经爆裂)，所以在废弃更为可靠的铸铁、锻铁、青铜武器方面，意见难以一致，因为恰恰在这时期，火炮的设计制造上在采用传统材料方面开始了一场革命。



　　通过酸性转炉炼钢法，大批量生产优质钢在费用上与铸铁和锻铁相比不相上下。几乎与此同时，英国西门子兄弟公司发明了一种热再生炼钢法，利用热废气或用劣质煤生产的气体对需进炉的燃料和空气加以预热。以后几年发展的“平炉”法，就是用回热炉熔化混杂有废钢铁的生铁块。以上这些工艺的基本产品是“低碳钢”，比锻铁硬，但比老工艺生产的“泡钢”要软，能作多种用途，如制造钢轨、锅炉钢板、结构钢(造船、建屋、水泥钢筋)以及薄钢板。1856年到1870年之间，钢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产量增加了六倍。1863年建造了第一艘钢壳船和第一辆机车。英国从1870年年产钢22万吨，(实际用的全是转炉工艺)，到1900年年产钢490万吨，(其中310万吨用的是平炉法)从上述情况就可得到英国钢铁产量上升的概念。美国1900年的钢铁总产量为1000万吨，德国约800万吨。



　　随后在冶炼钢铁方面意义重大的发展是特殊应用的合金钢。法拉第早在1819年就制造了铬镍钢，但直到1868年穆谢特才开始制造高碳钨锰合金钢，用这种钢材虽没有淬火技术也能制成高强度工具。1877年法国生产了制造装甲钢板和炮弹的铬钢作为商品出售；1882年谢菲尔德公司的罗伯特·哈德菲尔德发明了用淬火法制造锰钢，勒·克罗索特于1888年制成镍钢。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发源于新冶金科学和对金属结构的研究。1895年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后，除了其他进步以外，还出现了结晶学，更加改善了对于金属的使用。



　　与冶炼方面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相适应，19世纪后期，在精轧工艺上也有改进，锤锻大部分已让位于轧制工艺，根本的改进是使用可逆轧机，将金属锭式薄片放在机器里来回轧制，可大大节省时间。三辊式轧机用第三个轧辊，回转轧制金属，机器无需开倒车。后续轧机具有一系列不同尺寸和功率的轧辊机座。这些方法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并不断有所改进。



　　作为现代飞机工业基本材料的铝，是19世纪早期首先从矿砂中以实验方法提炼出来的。这种工艺，费用过于昂贵。1886年，查理·马丁·霍尔发明电解法，从熔化铝土(氧化铝)中提炼铝，这种铝土(开采于格陵兰，但后来以合成法生产)，是从熔化的冰晶石分解而来。这就以廉价的电力为基础，开创了制造轻金属及其合金的时代。铝和镁合金和其他轻金属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包括空中运输、电力输送、炊具制造、建筑行业等方面向钢和铜进行了挑战，后者在制造行业中早先占有支配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铝及其合金能加以浇铸、锻造、挤压、轧制、旋压、锤薄、喷镀等，以适应各种用途。



　　18、19世纪，由于科研兴趣扩大，人们的化学物理知识大为增长，新发明刺激着工业发展，但尚未致力于将新知识用来改进武器。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政府运用科学保卫国家，重点是改进方法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制造较好的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武器。火炮、滑膛枪、火药、弹药与已经用了一些时候的旧品相同或者几乎相似。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大踏步前进时，才开始认真应用科学知识解决战场上的问题。



　　这些发展特别重要，首先是罐头食品的制造及其保藏。早在1795年，法国革命政府觉得解决了食物保藏，就有可能较易于供应和养活一支大为扩编的军队。政府提出谁能想出实际保藏食品的方法便可得奖12000法郎。直到1809年尼古拉斯·阿珀特才得了这笔奖金，他能把专门玻璃容器内灭菌的食品保藏下来(但原因何在，直到1860年通过路易斯·帕斯特的努力才明白)。军人和科学家显然都明白如用金属容器比瓶子更实用，但问题是要发明一种焊接法，既要使罐头密封又要防止食品在储存中被污染。19世纪中叶，这个问题已获解决，但能够大批量生产罐头食品还是19世纪末叶的事。



　　还有个相关联的领域是制造轻武器的子弹壳。首批完整的子弹壳大约出现于1850年，这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同时各自独立研究的结果。全金属弹壳装有加以保护的爆炸复合装置，以武器的撞针撞击发火，这在理论上问题不大，但在实践中还有不少问题。如怎样使金属软硬适度，既得经得住发射药的爆炸，又能被撞针击出凹形，就是一个问题。一旦有了这种软硬适度的金属，又怎样来设计一种机器大批量地冲压弹壳？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上述问题才完满解决，关于机关枪的设想才能实现。



　　第三是战场外科抗菌和无菌操作的出现。帕斯特在18世纪60年代就表明感染和疾病是由细菌所引起。1867年前约瑟夫·洛德·利斯特把这个发现转化为实际的抗菌措施。但把抗菌的一套过程在战时应用于战场外科，又是另一码事。在解决抗菌问题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就联系到无菌法：如消毒品需加包装，以便在使用前不受污染。当然，无菌法是得力于罐头食品制造的成就，罐头里的食品在食用前能一直保持无菌。



　　新武器



　　19世纪对于武器最重要的贡献是火帽的发明，使步兵滑膛枪发生明显改变。1798年L·G·布朗哈特里发现银雷汞。次年，E·C·霍华德制造出雷汞，这是首批能通过撞击进行点火的几种炸药。1807年，一个为人和睦，名叫亚历山大·福赛思的苏格兰牧师又继续研究，经过若干年的试验，发明出一种用锤一击即炸的雷汞，炸时火星通过火门，引燃枪管中的发射药。1814年，才开始用这种雷汞制造火帽，火帽的材料先用铁、锡，最后是用铜。后来，火帽就慢慢地成为枪、炮点燃发射药的基本装置。开始时火帽与子弹是分开的，使用者须将火帽安装在武器击锤下方的火门上，后来就和弹壳、弹头合成一体了。



　　大约直到1860年，发现了级进式燃烧的原理，火药本身才有了真正的改进。将粒状药压缩成密度更大的药粒后，发现火药在枪膛内的燃烧速度和膨胀气体的压力可以延缓。因为压缩的药粒开始点燃时空气接触面小，燃烧初期瞬间产生气体较少，当弹丸沿膛壁前进时继续产生气体，所以初速较大，最高膛压较低。这一发现继续推动着普通黑火药的改进，黑火药仍然是该世纪轻武器的基本发射药。线膛炮的发明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既定口径的条件下，线膛炮能够发射较重的炮弹。延长炮身可加大初速。结果在19世纪末，火炮初速几乎达到每秒钟3000英尺，射击距离有了相应的增加。



　　火药缓燃和无烟火药的发展伴随而来，并且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应用。使用新无烟火药的好处，除不易暴露炮阵地外，如上所述，因燃烧较慢，形成推力型动力，用于线膛炮，效果最好，因持续的膛压较小，可造较大的火炮。长形弹丸比球形实心弹精度较高，在空气阻力条件下能维持较高初速——射击距离较远时，尤其如此。



　　该世纪后期，主要通过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努力，新炸药TNT、三硝基苯(替)甲硝胺、苦味酸、季戊炸药和旋风炸药等的性质及爆炸技术已为人所知。日俄战争(1904-1905)中第一次用了苦味酸炸药，而TNT炸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成为标准军用炸药。



　　这里还需提一下化学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其他应用，那就是整个的化学毒剂、内燃机、火箭和喷气发动机以及20世纪的改良高爆炸药。顺便提一下与此有关的问题，即由于缺少硝石而引起的火药短缺的老问题得到了解决。首先在印度和智利的硝酸盐矿中发现了丰富的硝石资源，后来发明了从空气和炼焦的副产品中提取氮的新工艺。



　　大家认为，十六世纪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尼科洛·塔尔塔利亚是弹道学的创始者之一，他曾写了两篇关于炮兵，一篇关于筑城的论文，想根据动力学理论推导出算表来计算火炮距离。但是他缺乏军事经验和火炮的技术知识。他对后人最有用的贡献是发明了射手象限仪，这是测量火炮仰角的仪器。许多塔尔塔利亚学术上的继承者对于他的基本理论写了许多文章，提了很多改进意见，但未能改正他的错误(一些根本性错误)，因而益处不大。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伽利略把弹道学作为他研究物理和动力学规律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全新的革命性探讨。他沉迷于弹道的理论，把研究当时的火炮作为验证他数学理论的最好方法，从研究中他发现了抛物线理论(1638年)。虽然这理论本身并不正确，但确实纠正了塔尔塔利亚理论中大部分根本性错误。然而当时人们却普遍相信塔尔塔利亚的理论，直到1674年出现的伽利略的观点普及之后，他的理论才在18世纪象真理一般被广为接受。



　　但炮术和火炮设计的技艺和实践仍未受弹道学的影响，教科书上的弹道学理论，不论其科学准确性如何，对当时战争关系很小。火器全然不统一，弹丸飘忽不定，无法预测其飞行弹道，进行分析就显得毫无意义。十八世纪的一个英国数学家名叫本杰明·罗宾斯，曾试图进行实验，发现在800米射击距离上，炮弹向左或向右偏离射向约100码，弹丸首次触地的距离变化多至200码。只是在17世纪的战争中，迫击炮使用愈来愈多的情况下，理论和实践似乎才有所联系。但即使如此，从炮兵的观点看，由于当时资料不完善，这些科学家的理论并无用处。



　　但是，本杰明·罗宾斯确实第一次提出了成功的办法，为炮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不仅研究以前所有的理论性题目——外弹道学，并且研究了内弹道学(弹丸在火身管内部的运动)和末端弹道学(弹丸在飞行末端的情形)。罗宾斯了解伽利略和牛顿的理论中有许多错误，如忽视了气流的作用等——从而完善了卡西尼1707年发明的弹道摆，成为测量弹丸初速的有效仪器。



　　到19世纪科学弹道学才获得胜利，那时冶金学和机械学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武器设计制造方面规格尺寸已相当准确，并能预测其性能，从而提供了科学分析的基础。科学弹道学对于军事技术的影响，从新冶金学对于19世纪军事革命的影响中可得到最确当的了解。



　　出现电子通信



　　迄今(1980年)为止，谁曾被纯军用电子武器所杀死，很值得怀疑，虽然这种潜力无疑是存在的。通观历史，电子设备在军事上的作用一直是为了提高其他武器的杀伤力。最早的电子设备用于异地间传递命令、情报和射击诸元传递中不受声音、目视信号、通信员的传统生理条件所限制。



　　最早的电子设备是商用电报机，约于1830年几乎同时出现于欧洲和美洲。这种电报机用单根导线连接通信地点，一端或两端装有电池，并有人工操纵的开关，用以连接或中断电池和导线之间的接触。另有一圈导线，缠绕在一根铁棒上，电流通过线圈，铁棒磁化，吸住可移动的铁片，二者相接触，产生的嗒声，接收一端的操作员将的嗒声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接收一端的的嗒间歇声和发送一端开关发出的完全一样。密码即可将的嗒声顺序译成字母。这种机器每分钟可发送50个字母。两个电台可通过中间站“接力”进行通信，所以，它可以在无限长的线路上传递信息。电报在军事上首先用于克里米亚战争。海底电报约于1851年始用于多佛和加来之间，然后发展到一方面用于伦敦和巴黎之间远距电报通讯，另一方面又用于协约国克里米亚战争的瓦诺基地。美国内战双方曾广泛使用电报，到1866年，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已经沟通。电报出现时所处工业环境，对电报的发展并无多少支持。导线(裸露线及绝缘线)，电线杆绝缘子和电池都是后来发明的。电报方面的仪表器具也生产很少，不足以促进新工业生产结构的形成或新工业品的生产。倒是电灯出现后，生产了上述所需设备，开发了新的工业途径。



　　当电话和无线电出现之后，因为效果更好，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使电报黯然失色。不过近来，由于电报应用了电传打字的方式，设备更为精良，尚能独立支撑下去。无线电在处理信息方面比口头语词的形式远为迅速，而且那也将是机器人之间的自然通信方式，机器人在军民两方面的用途要逐渐增加。



　　象电报一样，电话几乎同时出现于欧、美各地。实用机型完成于1876年，通常却把这功劳归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当电话出现时，已有现成的电子工业支持其发展。电子工业绝大部分由电灯行业及其发电系统行业转化而来。当时关于电流流经长途导线的数学理论，也已开始形成，这是努力改良电报的结果。



　　无线电能传送电报、电话或更为复杂的信号。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输电波信号不用导线，因此在架线困难的地方也能通信。在机动电台之间和固定电台之间亦可通信。1885年德国的海因里希·赫兹第一次论证了无线电现象，但约在1908年才被古列尔莫·马科尼用于通信。与电报和电话不同，无线电大部分是应军事当局的主动要求而发展的。不过无线电虽然大多出于军事需要而发展，研究工作却几乎全在私人工业实验室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丰富多彩的技术发展使有时不太积极的军事专业人员扩大了眼界，提出了新的标准，以应付工业革命给战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业化除具有革新、改进战争工具的直接效果之外，对战争指导也有重大影响。从一个基本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就是国家转而把大量人力投向武装力量和战争工业。比过去，国家可以赡养和供应一支更加庞大的军队。蒸汽车辆运输和电报的发展，便利了大部队的运动和指挥。



　　然而新技术的最大效果还是体现在武器的改进和大量生产方面。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0．伟大的变革：帆船->蒸汽船；木->钢铁；舷炮->炮塔





(公元1800-1865年)




　　海军革命



　　18世纪后半叶，英国海军霸权引起的政治、经济后果使全欧洲各国领导人明白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打破了海军战术老框框的霍雷肖·纳尔逊对海军战略思想有巨大影响，犹如拿破仑对陆战的影响。但是，凭藉纳尔逊的天才，海战艺术的实践，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已达到了最高限度。工业革命的到来，使海军摆脱了对于风力、对于原始而粗糙的舰炮的依赖，以至最后摆脱了对于旗语的严重束缚。



　　从特拉法尔加到汉普顿路战役的56年间，海战发生了革命，其变化速度比过去的三个世纪要快，比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的变化也不慢。纳尔逊于1805年10月21日在特拉法尔加用以击败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维莱努夫的战舰与两个世纪以前霍华德和德雷克在英国海峡击败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战舰并无多少差别。1862年3月9日在汉普顿路作战的不论那艘船本来都能够单独消灭纳尔逊和维莱努夫的联合舰队。



　　纳尔逊和特拉法尔加



　　1805年，两国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准备在战争高潮中对阵一搏，以彻底夺取为其斗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和世界殖民地统治权。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27艘战舰组成整列舰队，拦截了沿西班牙特拉法尔加海岬20英里处维莱努夫的33艘战舰。



　　原在加的斯的维莱努夫正按拿破仑命令驶往直布罗陀和地中海途中，当时这位皇帝正拟对奥地利发动胜利的乌尔姆-奥斯特利茨战役，要法国舰队攻击奥地利盟国那不勒斯以支援此战役。维莱努夫知道英国舰队离得不远，但他希望到达直布罗陀，在地中海实施支援之前，纳尔逊不至于识破他的意图。然而富有战略见识的纳尔逊立即掌握了这位法国海军上将的意图。当两舰队相望时，纳尔逊处于上风位置，法海军已无法回避战斗。



　　纳尔逊知道，在木质战舰对阵，舰队整列舷炮开火的情况下，要夺取决定性胜利是困难的。他在等待法国舰队的同时，一直思索着战术上如何对付此役。他曾给舰长们写过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以迫使敌人接战的方式获得决定性胜利……”这样一个总的战术计划。他对舰长们说，自由而灵活地向敌舰开火似乎最好，英国舰队成两列纵队，一队由他指挥，一队归副司令洛得·科林伍德海军上将指挥。纳尔逊准备攻击他设想的法军横列队形中部，并“赶在敌先头舰队进行援救之前压倒其后尾舰队。”纳尔逊在备忘录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总结了他的战术：只要情况容许，副司令指挥舰队航行时应尽一切可能保持队形紧密有序，舰长们应把他们的特定队形作为集合点，如果见不到或不完全了解信号，舰长们就应指挥战舰与敌舰并进，这样做基本不会犯重大错误。



　　有两位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写道：这备忘录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充满着进攻精神，信任下级，简单明了，对胜利怀有充分信心。这备忘录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对英军海军战术家们关于混战对列阵战长期不休的争议，有所结论。纳尔逊发挥两者所长，他保持了战舰列阵的队形，有控制地接战，但他采用二列横队，以混战派所主张的形式打破敌编队，以最大火力袭击敌舰队中的部份兵力。



　　两个舰队互相靠近时，纳尔逊所在胜利号舰率英北线纵队冲向法国整列舰队的前卫，使法国人以为这是传统的一路纵队攻击。当时在桁端还挂起了信号旗表示：“英国希望每个士兵各司其职。”然后，当舰队将靠近目标，接近其火炮射击范围之际，他命令改变航向，冲向法军舰队中心，并发出了另外的信号：“靠近击敌”。



　　胜利号桁端上的信号旗一直张挂着，在激烈的战斗中才被打坏。在帆船时代，纳尔逊的战术已属完好，正象他在备忘录中写的那样：“与别的相比，海战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确有把握的。”战斗结果，英国俘获了18艘法国和西班牙战船，而英国舰船未受损失。



　　然而英国亦遭受了可悲的损失。纳尔逊受了致命伤。二小时的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就死去了。但是这损失也是英国的胜利。一个英雄在胜利中光荣战死，他的英名将永远生辉。但他的死去，对英国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纳尔逊已经歼灭了法国海军，历史上，无论从战略和战术上讲，英国在最具有决定性意义胜利的大海战中，已建立起海上霸主的地位。



　　再者，工业革命引起了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将很快消灭纳尔逊式的舰队，但消灭不了英国的海上霸权。1783年，法国第一次成功地在索恩河下水一艘蒸汽船，在特拉法尔加后不到二年，罗伯特·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克莱蒙号在赫德森河上纽约、奥尔巴尼之间来回航行。



　　海军新军械



　　工业革命对于海战的重大影响不是在造船领域，而是首先在重型海军军械方面。最富有革命性的发明是环箍炮或套筒炮，与后一阶段发展的膛线相结合，开始了向20世纪威力强大的海军火炮的过渡。



　　早在1829年，法国海军军官A·蒂埃里用铁箍紧套铸铁炮管，获得成功。1843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特雷德韦尔教授用此法为美国政府制造了几门套筒炮。这环箍技术使炮管大大加强了应压强度，应力与发射药爆炸瞬间所产生的膨胀力和热力相对抗。仅用50或100多年前的铸造或锻冶技术来造这种炮是不可能的。并且，如果没有金属特性和膛内弹道学发展方面的知识，连套筒的作用也不会明白。看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知识增长、技术进步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迫于某种特殊需要而产生的，需要不是这项发明的缘由。



　　然而海军并不乐意采用套筒炮，却愿意用改进型铸铁炮。1851年，美国海军司令约翰·A·达尔格伦发展了一种五年后被海军采用的铸铁炮。达尔格伦炮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它的明显特征是外形象啤酒瓶，那是因为设计上需要，在压力最大的部位使用了最厚的金属。1860年，美陆军少校托马斯丁·罗德曼，发明了空心铸件工艺，即围绕型芯进行铸炮，再以流水进行冷却，这是一个使炮膛内部先行硬化的方法，是早先套筒炮试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外层金属冷却时向内缩拢，向已经硬化的内层继续加压。这样，发射药的爆炸力就为炮膛四周的整个厚金属层所吸收，而不是层层向外膨胀。空心铸件工艺曾应用于制造达尔格伦炮，在美国内战及以后的20年里，用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部份美海军其它重型铸铁炮。达尔格伦大炮和罗德曼滑膛炮口径达15英寸，能有效地击穿美国南部邦联装甲舰的钢板。因而，在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炮。



　　1859年，英国海军部为对付即将下水的法国装甲舰光荣号，从著名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炮厂定购了一大批40磅、70磅级的套筒炮。阿姆斯特朗炮具有三个先进特点：后装、套筒、有膛线。这种炮的炮弹上缠绕着软金属凸纹——螺旋突纹，啮合于来福线的凹槽之内。来福线提高了弹丸命中精度和末速，所以普遍认为线膛炮是对付装甲的一种办法。



　　套筒炮当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然而，来福线和套筒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来福线的设计主要用于提高命中精度，但因弹丸紧卡在来福线上，发射药爆炸时，炮管管壁的压力大为增加，炮管的拉伸张力更为紧张。细长形弹丸，是来福线的自然匹配物，使用细长形弹丸是为了增加射击距离，提高命中精度，位于发射药前的这种弹丸，惯性质量大于同直径的球形实心弹，结果，早期火炮常发生膛炸。炮管需要造得更为坚实，套筒炮制造术是个解决办法，虽然这一点一开始还不太明显。



　　大概就在这时，在埃森的克虏伯公司率先发展造炮钢铁，完善了酸性转炉炼钢法，他们提供的渗碳钢对发展新型火炮进一步作出了贡献。



　　蒸气动力的出现



　　与此同时，18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世界各国海军开始试验蒸气发动机。海军人士除了传统上的保守主义外，还有两个原因阻碍着海军采用蒸气机。第一，18世纪40年代以前蒸气舰船的动力来自船体两侧的大型蹼轮。蹼轮不仅挤占了约三分之一的装置火炮的位置，而且推动蹼轮的机器往往暴露在外，易遭敌炮火损伤。其次，蒸气船装一次燃料只能航行数百英里，而帆船能数月不进港，航行数千里之遥。



　　当1812年战争之际，罗伯特·富尔顿曾设计了一种蒸气船，企图解决第一个问题。当时为突破英国对美国大西洋海岸的封锁，美国船迪莫洛格斯号设计成双船体间夹单蹼轮型式，蹼轮外层壁厚达五英尺。但该船在战争结束时尚未完工，从未在海上使用。以后二十多年，没有一家海军再要蒸气船，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叶，出现过一艘样船，是把蒸气作为篷帆的辅助手段设计的。



　　然后，在1837年，出生于瑞士的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发明了螺旋桨。这样就及时解决了前述蹼轮问题，并容许将机器装置于舰船吃水线以下的舱室。美国海军上尉罗伯特·F·斯托克顿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当英国海军部拒绝试用螺旋桨时，斯托克顿劝导埃里克森到美国去帮助他设计一艘新型蒸气船。



　　埃里克森、斯托克顿和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



　　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是世界上第一艘螺旋桨战舰，也是第一艘将机器置于吃水线以下部位的战舰。斯托克顿为普林斯顿号设计了装置两门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在当时，至少在理论上这艘舰船的火力最为强大。聪明、乖僻，美国军事史上争论不休的人物斯托克顿拒绝就任泰勒总统的海军部长，目的是为了完成普林斯顿号和其他强大武器装备的制造。



　　埃里克森尤其才华横溢，可能是海军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家。他不仅发明了螺旋桨，成为军舰建造上的革命性创举，而且首次生产了大块锻铁和套筒炮——那就是装在普林斯顿号后甲板上的12英寸“俄勒冈”炮。他后来发明了大炮炮塔，并使美国第一艘铁壳舰班长号进入战斗，从而完成了战舰制造上的革命。



　　不久，这两位不寻常的人物之间产生了磨擦的火花，争论使他们后来的关系疏远了，主因是普林斯顿号上其余12英寸火炮的设计和制造问题。这种炮，斯托克顿称作“调解人”，埃里克森反对斯托克顿用锻铁加工“调解人”炮管，认为那种方法会留下隐患而危及火炮。斯托克顿专横地撤销了埃里克森的职务，完成了火炮制造。当刚服役的普林斯顿号驶向华盛顿南边的波托马克河时，斯托克顿邀请了首都主要官员参观“调解人”火炮试射。



　　射击时火炮爆炸，当场炸死了国务卿、海军部长以及几名议员，而爆炸时站在炮旁边的斯托克顿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难。泰勒总统也未罹难。他在舱下正与贵宾们交谈，而夫人们正在斯托克顿准备的豪华餐室中便餐。调查委员会开脱了斯托克顿的罪责(他应负有责任)，授予他准将衔，成了海军的高级军官。他在墨西哥战争中，征服和平定加利福尼亚时与斯蒂芬·W·卡尼将军进行了剧烈的对抗。



　　尽管埃里克森的俄勒冈炮试射早巳成功，但美国海军还是禁止使用锻铁和套筒炮，冶金技术和火炮设计都遭受了严重挫折。



　　锡诺普



　　然而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铸铁炮逐步改良，与炮弹的改进相结合，使海军军械的威力大为增强。这在下述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1853年11月20日，装备有新型炮弹火炮的俄国海军中队，在锡诺普歼灭了土耳其舰队。这事件触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表明改良的海军武器具有摧毁性的潜力，暴露了木船在这些武器的射击下的无比脆弱性。那场战争中，双方都匆忙成立了装甲浮动炮群，这些炮群后来都参加了克里米亚海战。按演进的规律，法国制造了装有装甲铁板的木船光荣号。当她1859年服役时，在英国引起一片恐慌。英国海军部被迫匆忙地制造了第一艘装甲战舰勇士号。到1860年，铁壳装甲舰才下水，并参加了次年的战争。



　　弗吉尼亚号和班长号



　　1862年3月8日，美国南部邦联军的一艘装甲舰才无可挽回地敲响了木质战舰的丧钟。



　　当弗吉尼亚号1861年4月脱离北军时，美国南部邦联军占领了诺福克海军军港。此港停泊着海军最现代化的舰船，装有50门大炮的蒸气动力护卫舰梅里麦克号，因蒸气锅炉尚未起动，此舰未能逃脱，船上官兵将船凿沉而逃，但南军把该船打捞出水面，以法国光荣号、英国勇士号为榜样，加强了该舰的结构，在船顶上装置了装甲炮塔，重新命名为CSS弗吉尼亚号。



　　在爆发内战的刺激下，美国海军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发明。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及其顾问们获悉南部邦联军在诺福克将梅里麦克号改装成弗吉尼亚号的情形后，很快认识到这种新装甲舰可能会冲破北部对南部的封锁，甚至沿波托马克河上驶威胁华盛顿，从而可能赢得战争。面对这个挑战，海军部迅速通过了约翰·埃里克森提出的全新舰艇设计方案。



　　埃里克森的设计是：军舰的船型较小，比较低矮，铁壳结构，具有装甲和装甲甲板，单个旋转的炮塔上装两门口径11英寸的达尔格伦滑膛炮。它比弗吉尼亚号上三门9英寸达尔格伦和两门6英寸、两门7英寸的线膛炮，威力还要强大。1861年9月中旬，吉迪恩·韦尔斯和埃里克森签订合同，在不可置信的101个工作日中，命名为班长号的新舰竟然落成。她在2月25日服役，3月6日自纽约出发进行试验巡航，这也是她投入切萨皮克湾战斗的试航。据悉，弗吉尼亚号几乎已准备就绪，所以，班长号拟参加北部联邦舰队对诺福克和詹姆斯河进行封锁。



　　正如所料，3月8日，弗吉尼亚号在海军将军富兰克林·布坎南——前美国海军司令指挥之下，驶出诺福克，进入汉普顿，大约在三个小时占压倒优势的战斗中，弗吉尼亚号击沉了装有44门大炮的篷帆护卫舰国会号，21门炮的小型护卫舰坎伯兰号，以及重创其姊妹舰有五十门炮的螺旋桨护卫舰明尼苏达号，在这之前，她已搁浅。50门炮的螺旋桨驱逐领舰罗阿诺克号，44门炮的篷机护卫舰圣·劳伦斯号以及其他封锁中队的较小舰只命运相似，都逃到门罗堡警戒炮台附近的浅水区了。弗吉尼亚号用加农炮弹对敌轰击了整整一个下午。她本来能够经受住岸上炮兵的火力，但因装甲重量大，吃水深，南部同盟军舰队司令不愿意让舰船靠岸太近，而况，当弗吉尼亚号撞击国会号时，国会号下沉迅速，使弗吉尼亚号撞角断裂，稍有漏水，两门炮口的突出部撞击后已损坏，于是弗吉尼亚号回到诺福克，修复轻微损伤，加燃料后，准备于9日再次出击，以完成歼灭北部联邦海军封锁中队。



　　那天晚上，班长号从纽约到达。这艘新舰航行颇为艰难，事实证明，她并不完全适宜于航海。上午九点，班长号在汉普顿与遭受攻击的北部联邦军舰船会师。于是，这战场象舞台，上演着将要永远改变海战样式的战斗话剧。班长号舰长中尉约翰·L·沃登，把自己的舰船抛锚停泊，利用军港直接保护搁浅的明尼苏达号。



　　第二天早晨，弗吉尼亚号出战，希冀突破包围，在班长号封锁之下寻求逃路。后四小时中，这两艘舰船在明尼苏达号附近机动，以大炮在直射距离上互相轰击，双方都未遭到严重损伤。班长号机动力超过笨拙的弗吉尼亚号，互射中似略占优势。最后，弗吉尼亚号搁浅了。如果此时，沃登中尉不是恰巧在低位驾驶舱狭长观察孔被击中受伤，南部舰只可能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获。事实上，弗吉尼亚号总算有了逃脱的可能，乘联邦舰只驾驶室暂时混乱之际，严重漏水的弗吉尼亚号退出战斗，缓慢费力地驶回了诺福克。



　　从战术上讲，这次战斗是一场平局，但从战略上看，班长号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联邦军又重新组织了封锁，而且从此再未遭受严重损失，但南部同盟军已注定要灭亡。



　　在内战中，海军首次使用另外两项发展成果很有意义。第一项是潜艇，南部同盟军海军工程师对潜艇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直到该世纪交替之际，发明了汽油发动机和蓄电池，水下推力问题才不再是障碍。



　　第二项发展就是水雷(原称鱼雷)，也是在内战期间普遍使用的。南部用水雷保卫军港，加强海防，以对抗北部舰船，很奏效。南北双方都曾将水雷系在潜艇或其它小船的吊杆一端进行攻击。该世纪末，这些系在吊杆一端的鱼雷已改用自动压缩空气推进，就更具有威胁性，已成为现代鱼雷的原型。随后，世界各国海军出现了快速然而脆弱的鱼雷艇，紧接着出现了更大型更快速的鱼雷快艇驱逐舰。



　　美国内战中海军最重要的发展成果是班长号及其炮塔的建成，使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年下半年，不适于航行的班长号在哈特拉斯角附近暴风雨中搁浅，而其它装甲舰已参加了联邦海军。埃里克森和其他海军设计师把班长号上的旋转炮台，装置到适于航行的具有装甲船壳的其他舰船上，这样就很快解决了问题。



　　美国内战的经验打破了职业海军人员对于以铁代木建造舰只的怀疑和抵制，实际上完成了早在内战爆发前早就开始的从篷帆向蒸气的转变。美国内战是首次现代战争，战争中在海军建设、海上战争方面所表现的趋向，在下一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将得到体现。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1．来福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





(公元1800-1875年)




　　来福枪的出现



　　十九世纪影响陆战很有意义的最早的技术改革是发明和应用火帽，情形已如前述。几世纪以来，在战场上使用手中火器时的射击动作本身，是所有动作中最不可靠的。火帽出现后，就消灭了这种现象。燧发枪大约每射击七发子弹，要瞎火一发。火帽的应用，就使瞎火子弹降为低于每两百发出现一发。



　　然而，更为革命性的改进是圆柱锥形子弹，这使高度精确的远射程来福枪最终替代了精度差、射程近的滑膛枪，成为基本的步兵武器。在发明新子弹之前，来福枪的射击速度比滑膛枪慢，因为装弹很困难。由于火药气体对铅弹弹底凹部发生作用，使弹丸具有膨胀的特性。子弹形体小，便于装填，但射击后体积膨胀，紧嵌入枪管来福线中，获得最大转速以保持精度。弹丸形体改进后，减少了空气阻力，又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和增大了射程。



　　如要使滑膛枪与来福枪射击效果相当，在200步距离处射击，前者需费相当于后者二倍的子弹，300步处五倍，400步处至少十倍。超过400步射击距离，滑膛枪已完全失效，而来福枪在800码处还可射击军队队形等大目标。在1000码处，弹丸还具有足够的末端能量，可穿透四英寸厚的软质松木板。



　　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后的新武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当然，如果现在战场上出现战术核武器，估计会有更大的影响，但在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福枪。



　　主要理由是：因为轻武器与火炮和冷兵器相比，它的杀伤力突然提高了，除了山头或者山瘠挡住视线是个限制外，等于每个握有来福枪的步兵有了一门具有同样有效射程和最大威力的火炮。况且，炮兵人员更易受步兵火力杀伤。当然，若在防御工事坚固的炮台中是例外。因而炮兵再也不能持续发扬火力，象在拿破仑的战场上那样支配一切了。



　　早期火器的另一特点是后膛装填，此法当时久已废弃，19世纪的科学技术让它在古时无所作为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传统上，后膛武器的困难在于金属部分装填接合不严密，燃烧火药产生的气体和火焰从后膛的缝隙中喷射出来。为了与19世纪后膛武器的发展相适应，终于发明了金属弹药筒，它连结弹丸、火药和火帽于一体。这种子弹用特制铜和其他软金属制成，爆炸受热后就会膨胀，能有效封闭向后逃逸的气体。后膛装填法使步枪手能够快速装弹，免得在敌火下站立或暴露。



　　后来轻火器最重要的基本进步是发现了连发射击和自动射击的原理。此原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应用极为广泛。自动武器并非发源于新冶金学的进步，而是由于机械学方面的发明。当然，早期的冶金学和弹道学上的进步，的确提高了自动化武器的效能。



　　新炮



　　19世纪的新冶金学、化学和弹道学，是在火炮、尤其在重武器的发展中最终获得了辉煌效果的，至于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是20世纪的事了。意大利的卡韦利于1846年制造第一门线膛炮获得成功，该炮后膛装填，炮管中有两条旋转的来福线，使用圆柱形炮弹。稍后，一个英国的重要制炮商约瑟夫·惠特沃思，也生产了一门“线膛炮”，也是后膛装填，用的是盘旋的六角炮膛以代替旋转的来福线。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证明拿破仑三世的线膛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绝对优于奥地利的滑膛炮，但多数军队直到该世纪70年代才不再依赖滑膛炮。主要因为滑膛炮比试验中的火炮造价便宜，更加可靠。实际上，由于战场上新炮的有效射程受炮手视力限制，制造这种新炮并不真正合算，除非观察距离能大幅度增加。在美国内战中，线膛炮、滑膛炮，南北双方都用过，双方都同样喜好前装滑膛青铜“拿破仑”炮。这种便于使用的火炮，实际上是在欧洲早已过时，在美国寿命也不长的12磅级榴炮。青铜性质较软，这一直是个严重缺点。人们将新的冶金技术结合膛内弹道学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利用了钢的坚硬和耐久的优越性。



　　来福枪本身既不是新冶金学又不是新弹道学的产物，因为靠来福线增加精度和射程的原理早已众所周知。但是十九世纪线膛武器的发展大大得益于上述两门知识的增长。随着技术的改进，又有了金属加工机械，就能空前提高镗孔精度，并在身管中刻划来福线。几世纪以来，制造手枪常常是熟练军械匠的任务，每一件武器他都是作为个人产品生产的，往往是一件艺术品。造枪的基本金属材料是锻铁，所用工艺通常是在芯管周围绑扎或焊接铁条。十九世纪，在纽约雷明顿枪炮厂，第一次用铸铁镗孔，制造出带来福线的身管。生产装备线也是雷明顿枪炮厂第一家发展的，它的基础是该世纪早期伊莱·惠特尼和其他人创导的零部件通用互换原则。人们运用弹道科学，设法对这个时期的新线膛武器进行了系统的试验，从而迅速积累并总结了对于弹丸性状等各方面的知识。



　　新武器对战术和编制的影响



　　随着作战武器经历了深刻的技术革命，射程增加，精度提高，射速加快，显然在编制、战术和后勤支援方面也需要作相应改进。在拿破仑发展了军、师编制之后，在编制和战术方面，如果说不是倒退的话，起码经历了相当长的停滞时期。1815年到1845年之间著名的一场冲突——即俄土战争(1828-1829)中，所使用的陈旧步兵战术就是明显例子。俄国人放弃了拿破仑的集中兵力的战术和战略原则，同样，法国和英国部队仍然坚持阅兵式的操练而损害了战斗训练。



　　编制和战术适应武器的变化较为缓慢，大部分原因在于新武器要求战场兵力配置分散，而职业军人却害怕一旦部队分散会失去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问题在于如果士兵分散到让敌人难以发现，自己的司令官自然也一样很难观察到他们。如果中层指挥官未能改变战术机动动作以适应清楚而容易识别的友军的部署，那么和友邻协同也非常困难，甚至令人恼火。因此，要求战术跟上武器的发展，就要涉及到工业革命的另一个范畴，即电和电子。



　　在那时的军事专业文献里和各国军事指挥部门的上层圈子里，对于新武器发展的讨论相当透彻，有时甚至很激烈。但主要由于担心战场失去控制，该世纪中叶大部分职业军人不同意改变基本的编制和战术。骑兵的作用未受影响。现在回顾起来就很明白，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军事专家们对明显的问题竟熟视无睹，这一点，到后来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时期，欧美作战各国的大多数军队，旅、团都不是战术基本单位，而师是便于管理和机动的标准建制。“师”这个词用得不严格，一般按中世纪习惯是指部分战线，或者指一支大于旅、然而在规模上还是模糊的步兵或炮兵部队(事实上，这个词仍然使用得很松，没有什么标准)。



　　英国和美国有保持师一级的法律和条例，但在和平时期，两国都不保持大于团的现役编制。在战时，这些团或多或少还可任意编成旅或师，到战事结束，就又解散。和平时期的参谋人员，不能按扩编需要保留那么多，所以在战时，参谋军官担任严峻的任务往往缺少实践机会。



　　但在上述军队里，和平时期也有保持师和军的建制的，它们的编制和参谋人员从现代标准看还很幼稚。普鲁士虽然主要集中精力于军一级的编制，但在参谋总部的建设方面也已跨出了很大的步子。其他各国军队的参谋人员，主要担负行政和后勤供应任务，而不进行计划和指挥作战，认为那是司令官和战争委员会的特权。司令官只要求下级指挥官提供建议(而不要求参谋人员提供意见)。如普鲁士新任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1864年所说，这种做法在普鲁士司令官中也无一例外。



　　从理论上讲，在一切现有或预期要建立的军队中，师是个合成军队单位，主要包括步兵、炮兵、骑兵，有时还有编制的或临时配属的工程兵支援部队。一般情况是一个师包括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战斗支援问题各国不一样，甚至各师之间也不一样。在法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个作战师的实力通常不多于5000人，不少于2500人。然而在俄国和普鲁士，师的实力达12000人，甚至更多。因此，实力数字不大可靠，就是在有些国家里勉力按文件或编制配足了兵员的部队，也会迅速减员，从而低于规定的编制数，原因是生病、开小差、掉队和战斗伤亡。研究这时期的战斗，障碍往往在于很难断定实力数字是真的呢还是纸面上的？



　　这时期最重要的冲突对抗是美国-墨西哥战争(1846-1848)、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美国内战(1861-1865)、奥普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



　　欧洲对墨西哥战争其实未加注意，它的主要军事意义在于当时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军官具有罕见的高度军事素养，决定性地击败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墨西哥军队。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部分经验教训都是反面的。在武器装备、编制和战术方面没有剧烈的变革，甚至连温和的变革也没有。事实上，双方的战术水平一般都很糟糕。当时几乎没有察觉到野战筑城对武器的防御还卓有成效，这一点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表现了出来。该战役历时12个月，英、法用2，587门炮共发射了2，381，042发炮弹，消耗大，战果较小，与当时军事上的要求不相符合，只引起了内行人一阵短暂的兴趣。以电报为方式的电子通讯的出现也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内战



　　许多历史学家把美国内战说成是最后一个老式战争和第一个现代战争，这并未言过其实。这次战争中发生了武器和战术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导致了1914年的血腥大战——虽然当时欧洲士兵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战争开头，双方军队主要装备各种型号和口径的前装火帽滑膛枪。北部联邦军队最后普遍装备的步兵武器是斯普林菲尔德0.58吋口径步枪，也是火帽前装枪，射击小型圆锥形弹丸。南方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也成了同盟军的标准步兵装备，他们从国外购买少量来福枪作为补充。从北军缴获部分装备也有助于南军的发明创造。



　　象海勒姆·伯登上校的两个一等射手团这样的特别部队，装备了0.58吋口径的夏普后膛枪。内战的最后两年，北军骑兵越来越多地装备了夏普后膛卡宾枪、斯潘塞卡宾枪和亨利弹仓卡宾枪。步兵部队也装备了一些斯潘塞步枪。南军缴获这些武器后并不适用，因为南方没有这种枪使用的金属边缘发火弹。



　　新固定式弹药对所有武器的使用都有影响。炮兵方面，三英寸口径的锻铁前装线膛炮，逐渐在南军中得到普遍使用。具有火帽和时间引信的低杀伤力炮弹双方也已普遍使用。榴霰弹的使用也已广泛。双方并广泛应用大口径火炮作为对抗炮兵作战的火力。双方还普及了地雷，尤其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武器杀伤力日益提高，双方被迫分散配置兵力，在采用野战筑城的情况下，更注意使用地雷。



　　美国内战时期，自始至终采用线式战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少明显的变化。在早期战斗中，双方兵力向前配置，靠拢对方，用排枪射击或任意射击，直到其中一方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随着来福枪使用的增加，这类冲锋代价太大，所以防御时兵力分散配置已成常规。战争末期，攻方还试验了渗透战术。战壕战已成习惯，为攻防双方机动提供了发扬火力的基点。这些虽然没有条例和规范的认可，却是双方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因为火器的杀伤力日益提高，先在墙壁或篱笆后隐蔽，后在速成野战工事中隐蔽，最后在完善的筑城工事里隐蔽。在维克斯堡、彼得堡、里士满和诺克斯维尔的战斗中都是如此。由于双方都重视了隐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美国内战中火器杀伤力提高的效力。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步兵战术发生的变革并未得到官方认可。



　　战争第一年底，北军曾重新编制为师、军。每军由二到三个师组成，每师由二到三个旅、每旅由四个(偶尔三个)团组成。炮兵，通常每师编有四个炮兵连。每个军配备一个骑兵团，这个团有时将一个骑兵连或骑兵中队配到师一级。但是直到战争结束，编制上还有两个例外。第一个是骑兵终于归并到各该军、师，这大大增进了骑兵的使用价值(当然，这和拿破仑集中使用兵力的观念是抵触的，但与现代装甲兵的使用可以相比拟)。另一个例外也是违犯拿破仑逻辑的，即军和集团军一级编制了炮兵预备队，这极大地加强了火炮的作用。



　　1861年冬-1862年，南军组成步兵师。师和旅都缺乏统一编制。师可以包括2-6个旅，每旅则可包括3-6个团。偶而也可能将一个炮兵连配属给旅，但通常这种武器又归军部或“侧翼”司令部使用。在南军西翼，军又往往组成临时“侧翼”，置于某一师长的指挥之下，直到1862年后期，才正式采取了永久性的军的编制。



　　整个战争中，南、北两军步兵的基本战术单位是配置成一线的旅。南军首先倾向于集中使用骑兵和炮兵，并屡次表明这样使用相当成功。北军也采用了这种配置方法。这次战争并未使师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而师编制本身也未直接影响战争指挥。



　　莫尔特克(毛奇)的影响和普鲁士总参谋部



　　在历时七周的奥普战争中，后膛枪首次受到了全面考验。尽管设计上还有严重缺点，但普鲁士后膛“针枪”(因有很长的撞针，所以称“针枪”)在危急的克尼希格拉茨或萨多瓦战斗中却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各国军队中反对后膛枪的意见，从此悄然无声。



　　但是，毛奇认为普鲁士骑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与下级指挥官未能果敢派遣骑兵在陆军前面进行警戒和侦察，这对为时一周的克尼希格拉茨战斗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普鲁士军队盲目地跋涉通过波希米亚山垭口时，其中一部分前卫部队在波希米亚北部外围与奥地利军队不期遭遇而发生战斗。此后，毛奇提醒各级指挥官要注意骑兵的重要性。因为骑兵可以进行侦察，与敌保持接触，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活动；骑兵亦可用于屏护主力，防止敌方骑兵侦察，获取类似情报；骑兵前出作为警戒分队，可以滞迟或骚扰接近之敌。



　　毛奇还发现了普鲁士炮兵武器和炮兵学说上的缺点，这点也很重要。就武器而言，普鲁士炮兵应尽量加快完成钢质、线膛、后膛装填的技术转变，这一点是清楚的，但问题的根本是这些大炮的使用。普鲁士习惯于把炮兵配置在行军纵队的后尾，因为大家都了解，除了预备队和后卫部队外，炮兵往往配置在所有步兵的后方位置。这就意味着，从山垭口涌出来的普鲁士军与山脚下的奥军遭遇作战时，就全然脱离了炮火支援。虽然还不是那样严重，但在克尼希格拉茨主要战场上出现了炮火支援战斗分队迟缓的问题。从此，所有用得上的普鲁士炮兵都及早投入了战斗。普鲁士率先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炮兵的预备队就是弹药。



　　普鲁士人把1866年的教训彻底应用于军队，投入普法战争(1870-1871)，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比当时任何陆军都准备充分。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占有压倒优势，战胜了法国皇帝。



　　法国和普鲁士一样，已经认识了1859年、1861-1865年和1866年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对这些教训有错误的解释。从美国内战和奥普战争时膛线防御火器的破坏性威力中，他们推论出适宜的战术是阵地防御，让敌人面对膛线火器，消耗自己。普鲁士也已经注意到了防御的威力，但作了进一步推论，认为指挥有方的战术防御不仅是对弱敌的适当攻击基地，而且在逻辑上是战略进攻的结果。



　　由于新步枪射程远，使用精度高的圆锥形子弹，毛奇在奥普战争之前就已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效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普鲁士陆军采用德赖泽后装针枪，以便与提高精度、增加射程相结合，发扬最大的火力。后来又在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中，他了解到丹麦防御普鲁士进攻时的火力效果，或许再加上美国内战的报道，使他相信一场武器杀伤效果的真正革命正在进行。



　　于是，他在1865年年中时写道：



　　很明显，对阵地攻击比之防御更为困难，防御战斗的第一阶段往往具有压倒优势，巧妙进攻的任务也包括迫使敌人攻击我方选择的阵地，当敌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疲惫不堪时，我们就进行战术进攻……，我们的战略必须是进攻性的，战术是防御性的。



　　毛奇的著作反映出他对美国内战兴趣甚少，似乎还没有可靠权威肯定他说过：“南北两军都是武装暴徒”这样轻蔑的话，这种话是有争议而不足凭信的。他自己1864、1866和1871年的经历也证实了内战的大部分经验。在上述战争中，步兵的线膛枪导致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伤亡，而炮火造成的伤亡只占总伤亡数百分之九到十。这与19世纪初叶的情况明显不同。后来的美国墨西哥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火炮杀伤的人员占总伤亡数将近百分之五十，步兵火器杀伤的人员占将近百分之四十。这证明了步兵轻武器日益增大的杀伤力，使总的伤亡率大大高于19世纪早期，比拿破仑时代血腥战斗的伤亡率还要高。



　　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在与奥地利爆发战争之前，还来不及把上述概念上升为有效的战术理论(这理论象促使它形成的武器变革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虽然毛奇在判定克尼希格拉茨包围战计划时，可能有过这种想法。不过战场和其他战场所显示的火力效果进一步证明上述战术概念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即把它总结上升为理论。



　　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都装备了后膛枪，普鲁士还装备了针枪。法国则装备了.51毫米口径的夏斯波枪，它的枪机附有橡皮圈，射击时可封闭枪膛，防止漏气。这种枪象普鲁士武器一样，它使用装在纸药筒上的圆柱锥形子弹，除射速之外，各方面都比针枪优良，尤其在精度和射程方面。



　　普鲁士野炮虽然全部是克虏伯后装线膛钢炮，法国却仍然依靠前装线膛炮，此外，法国还采用一种摇柄操纵的机枪，但他们严格保密，使人难以捉摸，所以使用这种机枪应采取何种战术并无发展。法国把这种机枪作为火炮而不是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这样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灾难，因为它造成了法国高级司令部的盲目优越感。他们把机枪作为火炮使用遭到了惨重失败。但不幸的是许多观察家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失败(德国除外)，因此在英、法军队中推迟了使用机枪。这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遭受了严重挫折。事实上，英国士兵在19世纪末叶曾推荐使用机枪，但考虑到费用昂贵，议会拒绝为研制机枪拨款，结果，英国陆军只依赖使用标准步枪进行速射操练。这种做法，在1914年使有些德国人误以为驻蒙斯地区的英步兵正规军已装备了机枪。与此同时，英国人认为德国在机枪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争论。德国采用机枪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其预备队射击能力上的缺陷，但当时德国正规部队也已装备了机枪。



　　骑兵在大多数陆军中仍然是一支精锐部队。1866年骑兵的失败并未影响其在冲锋中的传统作用。1870-1871年，普鲁士曾适时而果断地把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但在新式步兵武器面前，骑兵遭到了失败。尽管如此，大部份陆军中的骑兵仍然认为其失败是由于对他们的使用不当，而不是在致命武器面前易遭杀伤这一固有的弱点。



　　普鲁士军队的编制，虽然毛奇作过调整，还改良了总参谋部，但基本上还是1866年作战时的编制样式。法国编制着重于把陆军的军这一级作为行政机动作战单位。每个军编有二个师，每师编有二个旅，每旅二个团，每团配属有炮兵，一般四个炮兵连。其严重缺点是在总部和野战军中缺乏中心协调参谋机构。



　　双方用的都是纵队、横队相结合的线式战术，当部队需要时或接敌前，就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部队训练是按这种设想安排的。法国继续使用大群散兵，他们在过远的距离上射击，因而往往影响效果，难以在有利情况下发起攻击。



　　毛奇的“战略的进攻性、战术的防御性”这一概念，表述准确，是战术方面极有意义的发展。这是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特和色当战役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两次战役中，毛奇在骑兵帮助下进行巧妙的掩护和侦察，在大包围圈中，沿着法军交通线，在法军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进。法军别无选择，只有立即进攻以防止普鲁士军队的伏击。普军主要依靠防御火力的优势赢得了战斗。



　　毛奇把步兵配置在能够发扬战术防御火力、对抗翼侧或后方敌人的位置上。这个战略概念或进攻性机动，事实上并不新鲜，这个概念是李和杰克逊在1862、1863年的第二次马纳塞斯和昌斯洛维尔战斗中首创，而格兰特经历了1864、1865年早期在里士满附近的残酷战斗后又加以改进的。美国内战中，北军将军还曾出色地运用这种战术把李将军最终驱赶到阿波马托克斯。



　　这一时期诸兵种合成师的编制及其应用，在战略战术上对战争指导未见明显效果。从1845年线膛枪大量使用到1878年后装线膛枪的推广，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那只是技术上的变革，还不是编制和战术上的变革。火帽击发线膛式步枪确实把炮兵逐出了步兵阵线，迫使火炮也采用线膛和后装。这就最终广泛地加强了战场上炮兵的作用。线膛枪以及后来的线膛后装枪，使线式战术在战斗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在美国内战的教训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但密集队形的线式战术仍被坚持运用，这使部队遭受了不必要的巨大伤亡。



　　铁路和战争



　　在接近19世纪中叶时，出现了铁路，它成了新武器得力的后勤输送手段，因而军队很快就利用铁路以迅速运送人员及装备。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于三个月内用铁路输送了604，000名士兵和129，000匹马。



　　美国内战表明，保证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铁路起到了主要作用。毛奇透彻地研究了这种新运输方式的潜在作用。在他的鼓励下，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后来又在1870-1871年间广泛地利用了铁路。19世纪末，铁路已日益显示其重要性。19、20世纪交替之际，各国都动用了大量军队，如果没有铁路，就无法动员、机动及保证供应。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2．战列舰->无畏舰->航空母舰(公元1865-1945年)




　　战舰的兴起



　　美国内战以后的八十年中，海战变革的剧烈程度与19世纪前55年几乎相同。海战连续变化的关键是1862年约翰·埃里克森的班长号战舰的出现。该舰装有旋转装甲炮台。该世纪末，这艘战舰是海上霸王，但不久，约翰·费希尔的无畏号及其后继者却发挥了最大的潜力。



　　这几十年中，蒸气动力已成为国家大战略计划需要考虑的紧要问题。加煤站地点不只是殖民扩张方向和扩张程度的限制性因素，而且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由于缺乏加煤站，海军上将乔治·杜威靠现场购买英国运煤船上的煤碳，他的舰船中队才从香港开到了马尼拉。美国军舰俄勒冈号从旧金山绕过合恩角到古巴海域，与那里的舰队会师，这次长途巡航约13000海里，使美国后来获得了巴拿马地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



　　与舰船设计和蒸气推力装置的革命性发展并驾齐驱，武器装备也经历着急剧的变革。



　　18世纪60年代初，大型线膛炮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与射击球形弹丸的滑膛巨炮相比，似乎在穿甲效能上较差。对于相隔臼炮时代不远的海军一代来说，他们很明白，球形弹丸比之同口径的长形炮弹，装药要多，因而在短距离上打击力更大。这在美国内战中达尔格伦炮和罗德曼斯炮与南军装甲舰作战时，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事实上直到18世纪60年代慢燃火药发展之后，重型线膛武器的充分潜力才得以发挥。使用慢燃火药比瞬发火药能推动重量更大的长形弹丸，初速更大，射程更远。



　　约在同时，阿姆斯特朗套筒炮正风行一时，英国上尉A·T·布莱克利发展和总结了加固炮身的方法，即在炮身应力最大处热装环箍以及应用不同张力的同心炮管技术。大家看到，由于廉价的酸性转炉钢的出现，钢炮更为普及，也生产出了合金钢锻铁和铸铁，使用的是环箍和套筒造炮技术。约在1881年以后，随着马丁炉炼钢法的完善，已能完全控制钢的质量。这样，钢的使用就普及起来。从此，威力最强大的海军炮有铸钢、锻钢套筒炮管或铸钢环箍加强炮管。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火炮的强度；慢燃火药，推力大，对膛壁压力小，可以减少对火炮强度的要求，于是就有可能制造细长的、前所未有的大威力火炮了。



　　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无烟火药，因此，连发射击时视界仍然清楚。发展了制造短后坐炮架的技术，才有可能进行快速射击。当时新炸药也促进了炮弹的发展，使用高爆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炮兵的最后重要作战手段。



　　19世纪中叶，战斗中一路纵队(舰船成单一纵列)仍是正常的战术编队，使用舷侧炮火，大家认为最适宜。然而，1866年7月20日，在利萨，双方拥有装甲舰的第一次舰队作战中，认为较为弱小的奥地利一方却赢得了胜利。奥方利用锲形队形向意大利舰船纵队队形的间隙处集中兵力突击。奥地利海军上将威廉·冯·特格特霍夫再次表明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海上同陆上一样，是可行的。这和纳尔逊61年以前在特拉法尔加的突击是相似的。



　　但是，这些大胆偏离常规的海军战术例子，只不过是制造或者利用了意外的机会而成功的，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采用阵线严密、指挥得当的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击，就有得胜的机会，如编成其他队形，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海军炮射程增大，一线纵队集火射击的能力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另一次重要海战中，即1894年9月19日鸭绿江之战，日本海军上将伊东佑亨所指挥的舰队与丁汝昌的中国军队实力悬殊，约略相当于利萨战斗中意、奥双方的实力。战斗开始，情况如常，日本人以一线纵列队形开进，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不大整齐的锲形队形。丁将军采用这种队形的部分原因是，他想用最大的两艘战舰上的最大舰炮先敌开火；还希望有机会以战船的撞角撞击日舰舷侧。丁将军似乎也受到了利萨之战中特格特霍夫将军的影响，或者无意识地追随了影响过特格特霍夫的某种战术理论。但是伊东佑亨将严密控制的一线队形的火力与机动相结合，以两个中队的实力在远距离上击沉了大部分中国较小的舰艇，逼迫丁将军幸存的重型装甲舰撤回中国海岸。



　　同时，美国虽然在内战结束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装甲舰队，现在竟听任其舰队衰退败落。内战后20年，美国海军军官都羞于见到南美小国的军官，因为这些小国的海军比美国的现代化， [ 注：波特和尼米兹所著《海上力量：海军历史》340页。 ] 而且数量也比美国多。



　　但是从18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多半因为受到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作的影响，美国海军事务变化极大。1898年两次意义重大的西班牙-美国海战中，由于美国舰船新型，水兵称职，指挥官熟练，美国面对的敌人虽然很勇敢，但技术落后，所以美国海军在兵力数量和火器威力上都占压倒优势。1898年5月1日，乔治·杜威上将在马尼拉湾战斗中的胜利，证明了美国是太平洋的强国。1898年7月3日在圣地亚哥湾，威廉·T·桑普森上将的舰队表明了美国海军在西半球也处于霸主地位。



　　19世纪后期，出现了鱼雷、鱼雷艇和驱逐舰，但无论如何，纵列编队仍然是战斗舰队最乐意采取的队形。要“越过敌人的T字队形”是新的强调重点。那就是把舰船纵列横向敌纵列队形前端，这种机动和帆船时代的“纵射”相似，让横向队形的舰船集中火力射击敌先头舰艇，而敌先头舰艇只能以前炮射击射程之内的横向舰船。快速的鱼雷艇式驱逐舰可以同时或独立地攻击敌队形内的个别舰船，进行骚扰。



　　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上将占优势的舰队，有效地运用了这些新战术，摧毁了季洛夫·P·罗杰斯特伦斯基指挥下的波罗的海舰队。日本鱼雷快艇和驱逐舰分割了俄国舰队队形，起到了一定作用，然后较为快速强大的日本军舰越过罗杰斯特伦斯基的T字队形时，击败了为数众多的俄国军舰。



　　一当俄国纵列队形被打乱，残存的俄国军舰狼狈逃窜，大部分舰船当晚被日本装甲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所击沉。



　　这次日本占压倒优势的胜利，加上陆上战事顺利，立即制止了俄国的殖民扩张，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海上、陆上入侵亚洲的军事行动，几乎无不获胜的局面从此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畏战舰和潜艇



　　1906年2月10日，英国无畏号下水，这是一艘具有厚重装甲、安装了12门同类大口径(12英寸)火炮、且能全向射击的战舰。相比之下，以前建造的所有战舰都显得陈旧了。结果大国都被迫陷入海军军备竞赛。海军舰船设计家们力求将火力和机动相结合，很快制造出了战斗巡洋舰，装备的火炮与无畏号不相上下，但缺乏装甲保护层——作出这点牺牲以获得较快的速度。战斗巡洋舰和大多数混合舰只在1916年的日德兰半岛战斗中证明效果不佳，立刻在世界海军中消失了。



　　日德兰半岛海战标志着海战中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敌对双方在目视距离之内恶斗的最后一次大型舰队战。数量众多的英国舰队利落地打败了顽强灵巧的德国人——虽然不是决定性胜利。若不是英国杰利科上将较为谨慎，德国人可能被消灭。象陆战一样，海上敌对双方直接接触，战力不相上下，则往往以兵力数量多寡来决定胜负。但指挥的英明与否往往决定胜利成果的大小。



　　20世纪初期，海战中意义重大的发展是出现了改良型潜艇，作为封锁反封锁武器加以使用。英国海上霸权只受到过一次挑战(在日德兰半岛)，且未受严重危害，但在1917年，德国U型潜艇进攻英国商船后，几乎使英国屈膝投降。潜艇击沉商船，企图使英国挨饿而降，后来成立了配备有美国驱逐舰的护航队，才使英国摆脱危机。



　　协约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虽不象德国潜艇封锁英国那样壮观，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德国经济的慢性扼杀，在战争最后年月很有意义。引起厌战情绪的德国人民要求和平，而协约国拒绝与德皇政府谈判，是为了推翻君主政府达成停战。继续封锁就迫使勉强的德国政府和饥饿的人民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条款。



　　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只有8万人兵力的海军主要关心的是反潜和护航活动。由五艘战舰组成的分队参加了英国大舰队。另三艘在爱尔兰洋面与海上入侵者作战。总计，美国有79艘驱逐舰担负护航任务，135艘猎潜舰艇就在欧洲近海活动。美国海军还撒布了总共7万个水雷中的5万个，形成了从苏格兰伸向挪威的北海水雷带。这是美国参加战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困住德国潜艇所作的部分努力。海军航空中队沿着比利时海岸轰炸德国潜艇基地，也发挥了作用。



　　电子通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线电的发报装备和初级接收机虽然不大可靠，但它是挫败德国海上侵略者的重要因素。为了在远距离上收发电报，军舰后面拖着长长的天线，有些长达一英里或者更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子技术空前发展，尤其发明雷达及改良无线电通信，在海战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发展了三极管，用以产生和控制发射机的功率。以较小的三极管型号为基础的放大器已应用在无线电接收机中，长天线已不再需要，原来几百英里的通信距离需几千瓦电能，现在几瓦电能就足以进行全球通讯。有了三极管及其更为复杂的后代产品，就能够在无线电上发射传输声音，而这一点，陈旧的电花式发射机就做不到。



　　与电报、电话相比，无线电大部分发展为军用，这方面的努力美国海军处于领先地位。海军舰队里对无线电方面的发明似乎无人反对，一旦有效即被采纳。因为这解决了公海上的通信问题。这一点，海军战略、战术家们早已深感需要。当蒸气动力出现以后，他们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行动安全问题，通信的需要更为迫切。在日本海战、福克兰群岛海战以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事件中，完全表现出了无线电通信的优越性。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是在无线电通信出现了十余年之后发生的。



　　无线电通信出现后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雷达就完全为了军事的需要而得到发展。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转为民用。它是无线电研究的副产品，它发射高频信号，从远距离目标上反射回来，然后用强方向天线接收反射信号，以光的速度(或无线电波发射的速度)比较回波到达的时间，测出目标的角度和距离。



　　约在1938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第一次作了雷达的实际试验，但是，约在一年以后，英国人在雷达技术研究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罗伯特·沃森-瓦特发明了磁控管，这是和三极管在原理上全然不相同的真空管，它能产生短促的高频高能脉冲信号。1940年夏、秋，英国战役情况危急，皇家空军获胜诸因素中，恐怕雷达的意义最为深远。雷达在空中和海上使用时，成效卓著，但当时对陆战尚无显著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武器、运输、通信方面的进步改良，给战术和作战技巧带来了极大变化，对海上、陆上的后勤支援本身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美海军支援组解决了海战中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即舰船必须返回陆上基地进行加油、供应和维修的问题。海上快速运输辎重舰和浮动修理所都成了特混舰队的组成部分，这样，海军战斗单位即使必要时撤出战斗，也不过是几天或几个小时的问题，而不需要几星期或几个月那样长的时间了。



　　海上空中力量



　　对海战特点和现代舰队组成影响最大的是飞机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飞机在北欧战场进行战斗支援以后，对于飞机的能力，尤其飞机能使水面大型舰船沦为废物这一点，成了争论的题目。大部分人赞成美国陆军航空兵少将威廉·米切尔的坚定见解，认为飞机出现后，战舰和其他大型舰只再也不能生存。对于飞机炸沉停泊舰只的能力，在1921年和1923年进行过试验。试验后，许多有影响的人士相信米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大型舰只却继续建造，海军战略家们另辟途径，把飞机移到海上，以迅速利用飞机击沉舰船的能力。这首先要用大舰装载飞机，然后从舰上把飞机弹射飞出去，把老式的船体改装成发射平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从巨型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前出到远离舰队的前方去攻击敌船，从而使舰对舰的作战编队陈旧过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



　　以陆上为基地，或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轰炸机、鱼雷机对水面舰攻击，颇有效果。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很明显。从而人们很快明白，不论双方水面舰船实力如何，有了空中优势，自然也就有了海上优势。引人注目的中途岛海战的情况表明，上述观点是无可怀疑的。那次战役中，日本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击沉，才保证了规模较小的美国舰队取得了胜利。



　　战争早期就明显看出，以航母为基地的飞机，不仅是海军水面部队的支援者，而且实际上是首要的海上攻击分队。航空母舰提供武器歼灭敌水面部队，这是明显的火力延伸，这样航母就很快取代了战列舰作为主力战舰的地位，此刻正是具有各式大炮的、超无畏级军舰的火力已达顶峰。一些令人生畏的战舰，如德国俾斯麦号，1941年12月建造的最大的日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对她们进行炮击也不能造成损伤。大和号装载9门18.1英寸口径火炮，射程42000码，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军舰。她的姊妹舰武藏号建造于1942年7月。



　　从战列舰拥有的海上支配地位向航母和舰载机转移，始于日本航母攻击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后二天，英国军舰声望号和韦尔斯王子号，在马来西亚近海被击沉，说明水面舰艇无力对抗猛烈准确的陆基或舰载飞机的空中突击。



　　二次大战结束前，海上大规模的争夺战往往是在空中用舰载机轰炸或发射鱼雷获胜的，而双方舰只并不照面。1942年5月7日和8日，在珊瑚海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航母战，整个战斗期间，双方根本看不到对方舰艇。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些海战仍是以水面舰艇的炮火决定胜负的。普拉特河战役、科曼多尔群岛战斗就是著名的例子。而苏里高海峡战斗本身，就是一场水上机动和火力的竞赛。它是大规模的莱特湾海战的一部分。在这场海战中，舰载机发挥了主要作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的所罗门群岛之战是现代海战的缩影，因为日本海军凶猛而徒劳地企图孤立在瓜达卡纳尔岛的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自17世纪英荷海战以来，还未见两支强大的海军进行过这样长期的、激烈的毁灭性海战。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潜艇已成为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商船。德国的大西洋潜艇战几乎总是对纳粹有利。在太平洋，日本虽拥有技术上最先进的“长矛”鱼雷，但并不了解潜艇的战略使用，在战术使用上效果也不好，尤其在中途岛战斗中是如此，所以一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反潜原则。结果，美国潜艇战扼杀了日本海运商船。从这场对抗中，看出了一个合理的前提，即进行潜艇战，无论是攻是防，象当时的所有军事行动一样，都要求官兵具有高度专业水平和远见卓识。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吕宋战斗之初，第一次企图利用潜艇突破洋面封锁。这个战法，日本以后在南太平洋曾加以高度发展。水下潜艇运载人员物资，配合快速驱逐运输舰执行同样任务。



　　用海军火力支援登陆作战是水面作战的突出发展。英、美在欧洲外围和横越西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中，火控和瞄准装置都有改良，所以当登陆部队的突击火炮登岸之前的敏感阶段，英美海军飞机常在此刻或先于此刻，对最有效的敌炮兵支援火力进行压制。



　　雷达，尤其声纳，以及其他电子通讯等方面的技术发明，广泛而巧妙地改善了指挥控制系统。截获无线电报已成为普通常事，破译密码极大地影响了大西洋作战中潜艇和反潜部队的行动。



　　发展电子技术的重要结果是出现了指挥舰。在海战中，在主力战舰上的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从此不再是麻烦的累赘。两栖登陆战中，水上指挥所可以使海军和地面指挥官密切合作。海军指挥官负责运送地面部队上岸，陆地指挥官一当登陆部队在滩头立足，立即负责指挥控制。



　　中太平洋、南太平洋的跳岛战略，要求迅速发展两栖作战的有效战术、技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大败后，海军理论家一直把这特种形式的战斗作为研究的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几个月，日本军队在一些地方登陆，很少遇到抵抗。但进攻日本的主要作战样式是海军及其陆战队或海、陆军在敌火下向滩头阵地联合大举登陆。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这种作战样式中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核能正在发展为实用的动力能源。世界各国海军面临着新能源的应用问题。这种新能源的潜力，远远胜过前两次能源的转变。那两次是从划船奴隶向风帆转变，又从风帆向蒸气转变，这种转变推动了海战的革命。



　　这样，不到一个世纪，海军舰船的动力从风帆转变为由煤、油烧出的蒸气，又转变到由核裂变产生的蒸气。世界上海军武器装备的变化大于陆军，因为冶金学、重型机械发展了，就有可能将木船换成厚装甲舰，舰上安装的大口径大威力火炮，在陆地上不易操纵。



　　但是，十九世纪海军战术变化不大，而陆战的战术变革比海战普遍，这很可能是由于从出现装甲舰的美国内战到该世纪末缺乏海战机会所致。海军战术家准备作战，舰队模拟打仗，研究两栖作战、研究侦察、封锁以及舰队作战时各型舰艇的协同等等，这些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很少进行的，实践就更少。总之，从1860年到1914年间，重要的舰队作战只发生过两次。



　　人们曾经仔细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随战争而来的技术发展。在1939年就可看出，世界各国海军对于世界大战所作的准备比起25年前要充分。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3．堑壕、铁丝网、机枪和高爆炸药(公元1870-1918年)




　　战术和军事学说的落后



　　美国内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技术上的发明接踵而至，武器的潜在杀伤能力大为增加，对当时陆上战术学说的旧有形式有所冲击。有个美国人翻译了法国上校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的《战斗研究》一书，书中精当地估量了战争中的人类行为。这位美国译者在1902年引述了阿登特·迪·庇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不久写的一封信并评论说，所写内容，今天看来仍象当年一样正确。信中写道：



　　上一世纪，在步枪和野炮改进以后……近来普鲁士在战斗中获胜，部分原因是上述武器有了发展。我们发现所有军队里肯动脑筋的人都自问道：“明天将怎样打？”我们尚未有作战的理论，而各种对立的战法(那些都是作为建议提出的)把军界人士弄得糊涂不堪。



　　那些话如写在1950年或1980年，其实也可以。



　　普法战争后(阿登特·迪·庇克在这次战争中战死)，技术上除其他发展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885年完善了无烟火药，这样就消除了暴露己方阵地，妨碍观察敌人的烟云。对于19世纪末美国战备的情况无需作进一步评论，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在西班牙同美国战争中，美国用的是黑火药子弹，而所谓“颓废分子”西班牙人却有了无烟火药。



　　这半个世纪中，陆战最重要的发展是，炮兵又逐渐恢复了1850年前所具有的支配战场的地位。此外，出现了线膛枪。这次又摇摆回来，是因为军事技术上有了许多新发明，或者采纳了一些原来的革新方法，例如无烟火药、膛线、后膛装填、反后坐装置和无后坐炮架等。上述革新互相结合，就能够使火炮射击精确、射程远、射速快。1886年首次出现高爆榴弹，证明比老式黑火药弹杀伤力高得多，摧毁硬目标也更有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英寸口径的标准榴弹爆炸后形成初速很高的上千块破片，而美国内战时期的黑火药炮弹只炸成2-5片，到普法战争时，可炸成20-30片。



　　快速发射火炮之所以能成为战场上的支配性武器，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通信技术的改进。依靠配置在视界最好位置上的观察员的及时报告，新型火炮利用其弯曲弹道和较远的射程，可进行超越射击，对步兵进行间接的火力支援。火炮可离开前线，配置在山后或树木等遮蔽物后的阵地上。



　　一当步枪在美国内战时期占支配地位后，那暴露在外、缺少防护、易遭杀伤的炮手应撤离步兵线，很清楚，这样是必要的。显然，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火炮射程远，弹道弯曲这个特点。但要找到火炮的瞄准方法，以便从不能通视目标的阵地上打击敌人。早在1794年曾试验过利用气球，美国内战时还认真使用过，但成效不大。后来又试用过新式电报、回光通讯机以及基于莫尔斯电码改编本的旗语。但是这些通讯方法都很缓慢，回光通讯机又受天候条件限制。旗语和战争的资格同样老，双旗旗语技术能快速传递准确的信息，20世纪初就曾广泛应用。站在山顶上能看到敌人的观察员，通过旗语讯号人员向隐藏在山后遮蔽物中的火炮发出射击命令，然后观察员往往通过信号员发出补充命令，修正对目标的射击。



　　这时又出现了野战电话，给火炮技术的改革带来了新成果。观察员从此不必通视目标和火炮，射击指挥命令传递也不再因旗语的来回翻译而被耽误。而且通过电话，数炮或数个炮兵连可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集火射击。在火力控制和射击指挥上这样灵活，又加上火炮和弹药的改良，使火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比拿破仑时代更占有优势地位。



　　在1886年和1900年之间，大多数陆军已放弃使用配有软铅黑火药子弹的单发步兵武器，采用了德国毛瑟式连发步枪。这种步枪是机柄式，弹夹装填，并用无烟火药发射弹丸。弹丸裹以硬金属，口径在8到10毫米之间，或者大约等于十分之三英寸，叫做0.30口径。新子弹弹丸飞行速度加快了一倍，从大约每秒1300英尺加快到每秒初速2800英尺，超过音速。初速越快，弹丸打击目标的力量越强，对击中的身体或其他目标造成的损伤越大。有了机柄式装置，步枪手只用一个动作就可抛出弹壳，同时把新弹推进枪膛，这样就大大加快了装填子弹和射击的速度。



　　1885年到1900年的同一时期内，现代机枪作为军事上的发明出现了。生产连发火器的意图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制造自动机枪需要等待金属子弹完善之后才可能。第一支灵验的机枪是多管加特林机枪，曾为美国内战时期北军所采用。这种机枪用手摇机柄操作，但可自动装退子弹。其实可以把这种机枪称为“半自动”，假定当时使用这个名词的话。全自动现代机枪是利用枪的后坐力(约于1885年出现的马克沁机枪)或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1897年出现的霍奇基斯机枪)来装退子弹和射击的。完善的自动机枪理论射速要高于机柄式步枪许多倍。机柄式步枪每分钟最高射速为30发。



　　同四十年前一样，武器杀伤力方面新的技术进步一般并未引起战术上的相应改革。南非战争(1899-1902)和日俄战争(1904-1905)明显表现了机柄式步枪、弹合装弹、战壕和速射火炮的战场效果。对于夺取主动权，发动无坚不摧的大规模进攻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和实际效果，虽有上述例子，也未能促使军方重新加以充分估量。



　　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克劳塞维茨曾经写道，防御是“更有效的作战方式”，但他告诫要使战斗胜利告终还需进攻。在18世纪60年代，毛奇发展了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的概念。毛奇也懂得掌握主动的重要性，并知道在激励人心的指挥官指挥下，纪律严明的大量士兵进行强攻，无论对于防者、攻者所产生的心理作用是何等强大。



　　一方面由于毛奇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因为具有参谋部体制，德国人对于新武器的估量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更为客观，对新武器的效能有所了解。在20世纪初，德国的战术较为灵活；按人均计算，他们的机枪和火炮数量比其他各国陆军多。他们还记得1864年普鲁士人在杜佩尔战斗中冲击成功，赢得了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对1870年法国人在圣普里瓦特的冲击基本获得成功，也还记忆犹新，对法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当·迪庇克强调军队士气重要这一点，有深刻印象。他们也非常了解法国上校福熙和格兰梅森在本世纪初提出的进攻理论。但是，就是德国的战术理论，也未能把新武器的强大火力与战争心理因素的关系，作出充分估计。



　　1914年前的四十年间，欧洲国家在武器装备、士兵动员的数量、质量方面竞相争夺优势。除英国外，各国都采取了国家短期征兵制。所有强国都建立了各种样式的总参谋部体制。各参谋总部一般都这样设想，由于新式武器威力强大，如果发生战争，将是短暂的，战争的进程将为英勇的突击进攻所决定，在战备中缺乏经济方面的筹划，正是反映了短期作战的设想。



　　理论家们对下一次战争的描绘与1866和1870年的战争惊人地相似。那两次战争都是经过初期突击就成定局，败者决无挽回余地。于是这些理论家们从历史上的战例出发争辩说，所组建的庞大军队似乎只能按历史上战例的样式来进行作战。 [ 注：德国人象英法军队一样，制式步兵营只配备两挺机枪，但在军直属部队和军属骑兵师，增编几个狙击营，每营配六挺机枪。西奥多·罗普《现代世界战争》(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204页。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六强中的五个强国(法、英、俄、德和奥匈帝国)作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成员，都把他们长期准备的作战动员计划付诸实施(意大利保持中立。他是钻了同盟国条约的空子，拒绝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合，否则必须对英国宣战)。这些计划没有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的设想。



　　根据德军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1905年提出的战略原则，经过修改之后，制订了德军作战计划。这计划曾主动设想未来战争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点很有意义。施利芬害怕战争僵局，主张在东线用少量部队抵挡动员缓慢的俄国人，用德军主力横扫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以便包围粉碎法军。施利芬相信用这个办法可以防止出现僵局。但由于小毛奇对施利芬原来的原则修改不当，加上体现上述原则的战术与新武器并不适应，所以德国计划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施利芬曾想竭力避免的长期血腥的僵持局面。



　　按照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德国人越过比利时入侵法国，战斗就此爆发。英国长期服役的正规野战军，虽然人数不多(10万人)，但训练有素，装备了李-恩菲尔德步枪，射击技术精良，在法、比边境的蒙斯战斗中，德军的连续冲击都被击退，德国人还误认为是机枪火力。而英国高级司令部却因此而低估了机枪的必要性，不愿立即大批购买。



　　蒙斯的士兵因不能装备机枪，很快就完蛋了，英国头三个月的兵力损失，毙、伤、俘共85000名。同期法国损失854000名，德国损失677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机枪、现代步枪以及德、法两国的速射火炮的杀伤能力表现得十分充分，僵局延续了三年。



　　从1915-1917年期间，协约国常常企图从西线突破僵局，但伤亡惨重，进展甚少，双方对峙的战壕一直从北海伸展到中立的瑞士边界。因没有翼侧，要进攻就是对强固野战工事的直接正面攻击。工事内有隐蔽的机枪(英国陆军每营有32挺)，并装置有刺铁丝网加以防护，这样就增大了士兵伤亡。



　　由于指挥进攻的方法不当，进攻未能保持突然性。例如从兵员物资的集中到长达两星期的火力准备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突击方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估计出攻击的时间。针对这些迹象，防御一方显然就要采取对策。往往把预备队集结于离被威胁地段一、二天的行程之内，进行纵深配置，适时进行反冲击。1916年7月到11月的索姆进攻战中，英国伤亡惨重(共计伤亡41万，第一天伤亡就将近6万)，为此英国议会和公众进行了抗议。1917年法国将军尼韦尔指挥的埃纳进攻战，代价沉重，在法军54个师中掀起了逃亡的浪潮。进攻中，尽管进行了炮火准备，伤亡数往往还是比防者高出一倍。



　　指挥官们认为要进攻成功，威力强大的火炮是必须的，但为什么又得不到火力上的优势呢？原因是火炮自身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能发挥更好的效果。炮火与铁丝网和机枪相结合，迟滞了进攻者的速度，使攻者更加暴露在炮兵火力之下，高爆弹就大大杀伤，这种情况下，就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部队也要受阻。反炮兵火力用重型、中型炮企图摧毁防御火炮，或至少暂时压制对方，但总是不能完全取得成功。防御一方的炮火往往能够滞迟进攻的部队(起码1918年8月以前的情况是如此)，然后等待预备队及时赶到增援受威胁阵地，于是进攻部队突破阵地的一切希望破灭。



　　用榴霰弹杀伤行进中(在战壕掩体之外的)、或在战壕中的士兵，特别有效。军语中经常被用错的莫过于“榴霰弹”一词了，就是知识较多的专业人员也如此。因此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它怎么被用错的，会有些用处。



　　19世纪初期，一名外国炮兵，名叫亨利·施雷普内尔研制了一种新颖的葡萄弹，那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主要用以杀伤人员的炮弹，把小铁珠用布、网状织品或木匣子包装在一起，用炮射击出去，就是葡萄弹。用这种炮弹杀伤开阔地形上行进的步兵，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缺点是射程近，对利用起伏地形之敌，杀伤效果不大。后来，施雷普内尔把葡萄弹作了些改进。把弹珠(通常小于葡萄弹的铁珠，常用铅而不用铁制造)安装在炮弹内，装上定时引信，使其在敌步兵上空飞行时爆炸。这样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弹的两个缺点：炮弹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飞行相当距离，而在开阔地上的部队无法躲避空中爆炸后飞溅下来的弹丸。但是这种以它的发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弹药，有它严重的固有缺点，如很难让引信在准确的瞬时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练的炮手，综合考虑距离、方向、敌上空爆炸高度等诸元以后才能进行射击。所以榴霰弹尽管成效卓著，在19世纪使用尚不普遍。



　　有一种炮弹弹头的铁皮较厚，爆炸后它的破片杀伤效果和榴霰弹铅球相似，但由于引信和其他技术问题，这种炮弹也未普遍使用。况且，炮手需要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步兵时，才可使用早爆榴霰弹或其他早爆炮弹，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敌人靠近时，则用葡萄弹射击较为方便和有效。当亨利·施雷普内尔死后第五年的1847年，据说扎卡里·泰勒曾在布埃维斯塔说过这句话：“还要点葡萄，布雷格上尉！”(实际上更为可靠的引述应是“布雷格，加倍开炮，让他们够呛！”)这句话，为他当上美国总统，帮了点忙。



　　20世纪初期，出现间接瞄准射击，榴霰弹原理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战僵持期间，榴霰弹威力特别明显。而威力大得多的弹头引信高爆弹对付战壕里的部队，效果并不好。但是榴霰弹片象倾盆大雨似地落在战壕里或开阔地的士兵头上，却具有致命的效果。尽管引信的可靠性大为增加，空中爆炸却还有问题。空中爆炸过高，弹珠飞散了，杀伤效力就小；爆炸过低，则杀伤力更小。要想使用榴霰弹成功，观察员需要娴熟的技术，以便调整火力，使之命中目标。1914-1917年双方对峙期间，陆军中炮手们时间充裕，炮弹数量几乎不限，实践机会很多，使他们的技术有了提高。



　　后来在战争中发现，高爆弹以同样引信在空中爆炸，效果比榴霰弹还好，那锯齿状的弹片比榴霰弹打击力量大，破坏效果好。步兵不了解榴霰弹丸与炮弹片在技术性能上的差别，以前只知道凡空中爆炸的，都是榴霰弹，凡空中爆炸弹致伤的，都叫“榴霰弹伤”，治疗这些伤兵的医生也同样把这些炮弹一律称为“榴霰弹”。由于装有弹头引信的高爆弹的破片与空中高爆弹破片效果并无不同，凡是上述弹片所致伤口都称作“榴霰弹伤”。这种用词不当的现象存在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来，就是有位老炮兵要来纠正这个错误，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种火炮，是人所共知的德国远射程“巴黎炮”。或者有时人们误称它为“大伯莎”(这是德国18英寸的强有力的攻城迫击榴炮，射程较近，但在列日、那慕尔和安特卫普各次战斗中，使用初期都很成功，所以被使用者亲昵地称呼为大伯莎)，借以对刚刚继承克虏伯家业的豪富，大伯莎夫人表示尊敬。



　　巴黎炮口径9英寸，炮管长117英尺，于1918年3月23日的战斗中首次使用，所有火炮中，它的炮管最长。凭借炮管长，装药多——药柱长10英寸，该炮最大射程可达80英里。这种炮共有7门，在1918年3月到8月之间服役。炮弹第一次袭击巴黎时，引起了恐慌，因为头上未见飞机，战线在70英里之外，已知火炮最大射程不过30英里。但法国军械专家迅速而准确地分析了弹片，利用日益精湛的反炮兵侦察技术，很快侦察出火炮阵地，使用自己的大炮在靠近前线的阵地上进行了反炮兵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武器



　　武器方面除上述发展以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出现了三种很有意义的新武器，即飞机、毒气和坦克。不过毒气和坦克都未能成为赢得战争的决定因素，因为技术不完善，数量不足，使用时又没有适当战术，而且因为缺乏预备队，武器首次使用时获得的短暂优势，未能加以充分利用并扩大这种优势。



　　而飞机对于军事行动的指挥具有重要意义。1915年末，飞机已成为侦察的主要手段。因为自北海延伸到瑞士，都挖有战壕，地面侦察的效果受到了限制。飞机用作炮兵观察和远程骚扰轰炸也很有用。1918年，飞机对地面部队进行直接支援，成了地面战斗的重要参加者。



　　装甲车辆的出现



　　坦克是差不多同时在英国和法国发展的。发展坦克有其单一而特殊的目的——即为步兵在前沿向战壕和铁丝网后的步枪、机枪冲击时开辟道路。因此，坦克是仅仅作为突破工具而发展和应用的。在海军部长温斯顿·邱吉尔的热情支持下，英国在1916年9月15日，首次将这种新武器用于战斗，希望借此重新发动在索姆地区陷于停顿的进攻。



　　当时英国派到法国的有两个坦克连的60辆坦克。但这两个连的官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战斗，坦克分散配置在9个师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竟不顾及坦克连自身的编制。60辆坦克中开出车场的49辆，其中36辆到达了进攻出发线，在步兵前面或和步兵一起发起了冲击，局部战绩很好。但只有9辆依靠自己的能力又开了回来，其余都因为机械故障或翻在沟里而动弹不得，被德国人的炮火所击毁。



　　英国坦克投入战斗前的七个月，最早的坦克提倡者之一，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提出了装甲兵使用原则，有如下几点：



　　1．除通过伴随步兵的有线电话外，还应另外设法沟通司令官和坦克之间的通讯联系，斯温顿明确地设想过无线电通讯，但当时技术不够完善，还不能将无线电通讯设备安装到坦克里面去。



　　2．坦克最忌火炮和地雷，前者应使用支援飞机或反炮兵火力予以攻击和压制。



　　3．为了保密，这些坦克不要零星使用，应当作好充分准备，乘员在接受大规模协同作战训练之后，才能投入使用。(斯温顿激烈抗议9月15日的坦克进攻，他认为那样做是不成熟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4．要仔细选择攻击地段，以减少对于坦克的限制，加强坦克的战斗力。



　　5．从集结地域运动到进攻出发线应在夜间进行，距离以不超过二英里为宜，坦克进攻应在拂晓进行。



　　6．冲击时坦克应先于步兵，在步兵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应与步兵保持一定距离，把敌步枪、机枪火力集中引向坦克。



　　7．一当步兵到达，坦克即向下一道战壕进发，对敌进行纵向射击，并轰击敌预备队和向前沿行进的部队。



　　8．坦克应持续而不停顿地攻击前进，突破敌炮兵阵地(约12公里)。



　　9．要在一次进攻中深入突破敌阵地，并维持攻击势头，必须仔细计划后勤支援事宜，以便持续地充分供应油料弹药和其他必须物资。



　　10．要尽最大可能利用烟幕来掩护坦克进攻。



　　对于今天的装甲兵军官来说，这些战术观念是很粗浅的，但在1916年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提出这些原则还是大胆而激进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还未被证实，当时战争的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事实上，当时斯温顿似乎过高估计了坦克的能力。



　　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英国坦克兵在六英里宽的阵线上对有限的目标发动了进攻，这是一次把理论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机会。450多辆坦克中，有300辆到达进攻出发线。头12个小时战斗中，已有一大半伤残毁损，所剩坦克，大部分不是因机械故障而未能坚持到24小时结束，就是因驾驶员精疲力竭而无法开动，只剩少量坦克，集中起来又进行了一天的战斗。第二天攻占了宽度低于12英里的突出部，当时坦克已突入德国领土6英里。这是从1914年以来在西线最成功的一次突破，而这突破又是在不可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



　　英国高级司令部因不重视坦克在战术变革上的价值又未能将康布雷之战打成一场胜利的突防战而受到了严厉批评(主要批评者之一是J·F·C·富勒少将，他作为参谋官，参与制定了康布雷作战计划，他对高级司令部未能抓住有利战机感到失望)。有些批评比较轻率和感情用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坦克的机件性能还不能维持长期战斗，也还缺乏必要的速度和行程进行非常深远的突破。通讯方面除目视联系外，还没有其他通讯联系方法，因而要实施计划之外的大规模战场机动就不可能了。也有些批评者好象是以1940年的坦克性能的标准来评价1917年的坦克使用的。但J·F·C·富勒的批评并不是这样的，他不同意把他的批评扩大化，也不同意夸大反批评的意见。



　　康布雷战斗最好的教训或许是认识了坦克的首要功能，那就是坦克有控制地面的能力而无需占领地面，但这一点，许多年来却未被军界所认识。后来明显不顾安全和集中的传统原则，大胆利用坦克扩张战果，是以上述认识为基础的。



　　确实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条经验是坦克进攻对士气有巨大影响。如富勒在评论康布雷地区的坦克作战时曾说：“坦克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士气的影响，武装部队的真正目的是威慑而不是摧毁敌人。”这确实是一条深刻的教训，虽然在开始不免失之过窄。1939年当时所有准备参战的国家中，只有德国和苏联把这一条教训写进了装甲兵条令——苏联是从1925-1933年与德国人的七年密切协作中学到了这一道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要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为时尚早。但自动武器和速射火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人们所期望的一切，因为工业和技术带来了后勤系统的更新和改进，不仅提供了武器所需的弹药，而且为武器的使用者——几百万士兵提供了食物、燃料、衣服以及其他许多物资和各种服务。各军能够长期互相对峙，有了铁路运输是个主要原因。铁路与最庞大的马车队相比，火车运输的食品更多，距离更远。火车还要运输由工厂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几百万磅弹药。



　　内燃机也有助于武器杀伤力的利用提高。假如没有卡车，那么铁路终点站就好象瓶颈卡住了口子。因为用马车运输，需要大量饲料，这就限制了向前方运送物资。而卡车则能够将物资运达战区的物资分发站，再用马车从分发站运到前线，进行最终分发。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境内英军所需的卡车、火车所用之燃料以及马匹本身的运输，差不多占去了他们供应吨位总数的一半。



　　1917年末，德国在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和罗马尼亚，这样就可从东线机动出大批部队。德国拥有大量经过训练的人员；法军、英军已精疲力尽；加上德国攻击英国潜艇获得胜利，这三者结合，对德国高级司令部来说，出现了干脆战胜或谈判逼和以结束战争的机会。德国人需及早作出决定，因德国军队士气和素质不断下降，美国又介入了战争，协约国海上封锁导致德国经济萧条以及反德国潜艇战的成功，这些因素都逼迫德国及早作出抉择，而且压力越来越大。



　　德陆军军需兵司令埃里希·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参谋长)认识到只有通过进攻才有可能获得积极的军事结果，不能满足于消耗战的战略，只有对英、法致命的战略要点实施深入突破，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以前，尽管双方作了种种努力，动用了部队，使用了武器，在前沿发动过进攻，但哪一方也未能深入突破。英国在康布雷的坦克冲击，也是收效甚微，大胆的德国人一反击，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德国人在最近的将来能否发动一场坦克进攻，他们自己也是无从设想。他们看到英国发明坦克后，也仓促生产坦克，只是数量很少，把从协约国缴获来的坦克也算进去，仍是寥寥无几。



　　德国新的战术原则



　　鲁登道夫和他的参谋总部认为在战术范围内决战决胜是可能的。他们对1917年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战术体系。认为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各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突然性，然后是找出敌防御阵地的薄弱点，并进行突破，避免对强固防御设施进行持久攻击，要迅速、猛烈而深入地扩大突破口，要自始至终的进行火力支援，以维持攻击的势头。



　　德国人为在战场上造成上述因素，采取了如下战术：



　　1．突然性



　　(1)采取措施，把表示攻击发起时间的征候，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避免长时间的航空火力准备，炮火准备不得在攻击发起时间的四小时之前进行。



　　(2)限制新到炮兵连的检验射击，以隐蔽攻击地段的炮兵集结情况。



　　(3)攻击部队只能在晚上向前运动，然后隐蔽在攻击地段后方的集结地域。



　　(4)在前线其他地区佯装战备活动，以进行伪装欺骗。



　　2．突破弱点



　　(1)要把“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思想灌输给部队。攻击后向前推进要有一定限度，只有当敌抵抗微弱或无效时才紧接着进攻。这一原则对于从班排到野战军各级都是适用的。



　　(2)攻击部队应绕过坚固支撑点或坚固设防地区，留待下一步后续梯队加以“扫清”。



　　3．扩张战果



　　(1)突破成功后，突击部队不管大小，应迳直向前强攻。



　　(2)跟随突击队的部队应向突破地区两翼施加压力，以扩大突破口，进而包围其翼侧。



　　(3)团、师扩大突破口间隙时，与最初攻击时一样使用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



　　4．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



　　(1)步兵班(在德国军队中相当于半个排，14-18人)可得到一支自动步枪(或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轻型迫击炮的支援(自动步枪一般是指20磅重的马德森步枪。也用过伯格曼枪和22磅重的帕拉贝吕姆步枪。)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是班里步枪手进行机动时的火力基础。



　　(2)掷弹筒(近来从法国的维维安枪榴弹射座改装而来)每步枪班装备一支，每个士兵的手榴弹分配数应增加。



　　(3)除标准的炮火支援技术装备以外，步兵营应配属轻型火炮，以提供直接近距火力支援。



　　(4)营机枪连应靠近集中于步兵突击部队之后，还可指定少数火炮前移，进行隐蔽，然后以超越射击或从步兵编队间隙射击的方式进行火力支援。



　　(5)轻型、中型和重型支援火炮，不要按习惯严格地作线式配置，而应在隐蔽阵地上作不规则配置。炮兵连和炮兵营应准备跳跃式地向前变换阵地，以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



　　(6)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也要提供直接的火力支援。应攻击进行顽抗的小块孤立地区及向前行进的敌预备队等临时目标。而侦察机应协同修正火炮弹着点。



　　5．维持攻击的势头



　　(1)装备有架桥器材的工兵应配属突击部队，以保障伴随火炮和供应车辆前进。



　　(2)不要给先头突击部队指定目标点，仅指示其照直攻击前进，不要理睬翼侧的迟滞干扰。



　　(3)增援和补充，尤其是自动步枪和迫击炮的增援和补充，要用从后方到前线直接补充的办法予以满足。疲惫不堪，伤亡减员的突击部队的补充增援，也以同样方法完成。



　　(4)使用紧跟的步兵预备队，发扬机枪和火炮火力，迅速而猛烈地扩大局部战果。



　　前面所说，好象是现代战场的战术总结，如果有这个印象，那就对了。鲁登道夫1918年有所创新，尤其在编制、装备和班以上战斗编组、战术运用上的创新，是现代编制和战术的基础。现代战斗队的概念是鲁登道夫的班这一级编制的扩大。至于战斗队的战术，也是鲁登道夫班战术的更大规模上的运用而已。



　　如果德国的一些军官不提出抗议的话，他们的陆军还不会采纳上述新的战术原则。首先，陆军认为强调半自主小部队的独立行动，就有离心的倾向。这似乎与德国长期坚持的严密控制的原则相违背。其次，让下级军官、军士和个别士兵负起重大的战术责任，这对许多德国军官来说是一种侮谩。但是德国陆军兵力不足(他们比其他国家陆军早几年编成三三制步兵师)，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早就表示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于1917年9月的里加进攻战中，运用了上述新的战术原则获得成功。同年10月、11月，在卡波雷托与意大利军作战中，又获辉煌胜利。因为冯·胡蒂尔首先使用这套战术，所以很快被称为“胡蒂尔战术”。



　　德国人1918年的进攻



　　鲁登道夫深信他已掌握战术上致胜的秘诀，他和参谋部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战术在1918年赢得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断定在萨温谷地英、法军接合部是协约国一方最薄弱部分。英国第五军兵员不足，配置稀疏，在该处突破，对巴黎和英国远征军所依重的海峡港将构成威胁。进攻的结果，自然是法军退守巴黎，英军退而保护其交通线。由于英、法军分路撤退，突破战也就成了持久战。



　　冬天，德国人从战略、战术上积极进行准备。所有35岁以上的士兵从现役作战师调往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把35岁以下的士兵从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中调到现役作战部队。所有师，包括东线师，在1917-1918年之交的冬天，实施了紧张的新的战术训练。训练中强调渗透作战并不光是专业部队的任务，而是所有步兵的任务。此外，炮兵不仅训练从遮蔽物后进行射击，而且还在使用前进观察员改进讯号的情况下，进行按地图试射，和以一分钟40米的速度进行徐进弹幕射击的训练。



　　1918年3月21日，在努瓦荣、阿拉斯之间，德国与英第5军、第2军、第1军作战时用了“胡蒂尔战术”。攻击前进行了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对炮阵地、指挥所、交叉路口、停车场以及后方的其他敏感地区，施放了百分之五十剂量的毒气。大约两小时后，主要火力转移，轰击英国一线阵地和供应线。又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步兵跟随徐进弹幕前进。这种徐进弹幕射击是由专门指定的炮兵连负责实施的，所以不会突然中断火力，表示步兵突击正在进行。



　　这次战斗中，德国各步兵班如预料，表现正常。但遇到了浓雾，迟延了计划中的空中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枪和近距火炮的火力支援。使用新战术的最后结果是，在15天中德国人突进了对方阵地，最深时达40英里。这样，德军第二军就进到了离重要交通枢纽亚眠仅9英里处。从1914年9月以后，还未见过各交战国在西线上有如此深入的突破。



　　如果德国人的运输和后勤支援能力与新战术的发展相适应，或许德国还有可能达成他们的战略目标。到4月5日，德国军队终于停止前进。此时进攻部队已精疲力尽，弹尽粮绝，且已远离其炮火支援的范围。



　　德国在运输和后勤上出现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由于他们进攻时选择地点不当。他们这次所选的作战地域，也是他们自己在1917年向兴登堡防线撤退的地域。由于撤退时把这里洗劫一空，今天已找不到一草一木来支持或帮助他们进军，而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在弹坑累累、战壕纵横、铁丝网密密层层、道路缺少、泥泞不堪的地区负重前进。



　　在以后几个月里，鲁登道夫又发动了四次进攻，也都失败了。其原因不仅因为德国火炮依然无能，后勤供应跟不上步兵，而且还因为德步兵遭受损失后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紧急关键时刻，协约国一方最后任命了费迪南·福煦为最高司令，他了解德国人的意图和行动，能迅速采取充分的反措施。



　　尽管德国人在1918年的进攻中战略上失败了，但在战术上给协约国司令官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当年7月，协约国将德国战术稍加修改，与空军和坦克相结合，转而自己发动了进攻。这场进攻持续到11月11日停战时才结束。战后，所有陆军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以1918年的德国战术为基础来更改编制的。



　　战术革新的显著特点也许是对班这一级的运用，有革命性的创造。1918年以前，班这一级不过是部队内部的一个小单位，主要为了便于基层行政管理和机动中纵横队的变换。1918年以后，步兵班才以一件或数件自动武器为火力基础，以火力和运动相结合，在排、连建制内成了一个战术单位。鲁登道夫及其参谋人员首创的班一级编制及其战术，后来被扩大运用到营、团、师，所以每一级都成为一个战术单位，能够在其自己的基础火力支援之下进行机动。1937年，美军在莱斯利·J·麦克奈尔准将指挥下，进行野战实验以后，美国陆军采用了三三制编制师。师本身是个战斗单位，又可以分成具有特定战斗能力的更小的战斗单位。



　　大家确认1918年鲁登道夫的战术改革具有革新的性质，对陆地作战的影响可以与马其顿的方队、古罗马军团、瑞士进攻中的长矛兵集群、英国防御中的弓箭手集群、西班牙方队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横队的影响相媲美。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4．从建立新军种到闪击战(公元1919-194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各国军队都乘机将战争中出现的武器方面的进步加以吸收，尤其注重坦克和军用飞机。吸收的方式就是以1918年德国人的战术革新为基础的那种原则，我们称之为20世纪战斗队。这原则就是火力队和实施机动的突击群相结合，每个战斗群相互之间和总的作战计划之间互有关联。1939年的装甲师、空中突击队、英美登陆队都是火力队和实施机动的突击群相结合的例子。这是充分发挥空运、战斗航空兵、装甲车辆、登陆艇、海军火炮等各种军事装备和军事手段作用的一种方式。联合勤务特混部队的组成就是企图将海、陆、空部队的进攻能力和支援能力相结合，以执行单一的任务。



　　协约国一方的估量和军事行动



　　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各国关于装甲兵的军事指导思想存在着矛盾心理。象英国著名的J·F·C富勒少将及其信徒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和法国的J·B·埃斯蒂安纳少将等热情支持者都明确预言装甲兵将有巨大作用，虽然他们的理论有些言过其实(富勒承认这一点，但并未将这一点报告关键的领导人)。上述三位军人作风细致，但脾气急躁，在坦克方面所提主张，往往过于轻率而容易引起争议。这种种情况可能影响了他们的上级，从而低估了装甲兵的潜在能力。还有一点很重要，军事领导人往往并不愿意将尚在试验中的东西，贸然取代成熟的武器及其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协约国在革新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冷漠情绪，这点不可否认。例如在法国，当国防部长保罗·雷诺想在1935年组建装甲兵部队时，遭到了军、政界人物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他们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胜利的关键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作这样一般的回顾就像一般的概括，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反对装甲兵的观点含有多种因素，有些是基本因素，有些是从一国国情和政治衍生而来的。法国依重防御工事，认为防御火力效果可靠。英国相信，依靠其海空军力量能够避免卷入未来的欧洲大战，保证其岛国安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惨重，人们厌战情绪遍及四方，形成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潮流。尤其在英国和美国，许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国际间交往应排除与战争的任何关系。在美国，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情绪有关。孤立主义的基础是该国与世界各大国隔着广阔的大洋，具有安全感，让别人打他们自己的仗去，美国自己资源丰富，再也不必介入战争。



　　西方国家并不是要放弃坦克，只是把坦克仅仅看作是突破的工具，起到辅助步兵的作用。这个观点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而且还留下数以千计的剩余坦克可资证明。当时坦克速度慢(每小时4-8英里)，限制了行程(12-25英里)，机械性能不可靠，装甲防护力弱，武器不足，这样就把装甲兵的发展局限于与步兵同步，并接受了步兵的战术思想。这种状况延续到所有老坦克都磨损报废才停止。



　　坦克在设计和性能上的改进，成果丰硕。30年代制造的新式坦克就是这些成果的体现，其中坦克悬挂装置、装甲、发电和传动装置以及车辆自身之间的通讯联络最为重要。此外还有液压气动装置，可增大火炮威力而不增加后坐力。陀螺稳定仪，在理论上讲可使坦克在行进中进行稳定射击。斯温顿所预见的装甲车辆无线电通讯系统也是成果之一。虽然上述成果在理论上还未达到预想的要求，30年代的坦克也远非富勒所想像的那样理想，但与1918年笨拙的装甲车相比较，是一种很大的改进。就像1906年的无畏号战舰是1862年班长号的改进型一样，进步很大。坦克改进后，车速、行程增大，在通行性能，机件的坚牢度，单车和集体的机动性等方面都日益提高。



　　但是，从理论上人们仍然把坦克归结为步兵支援武器，把坦克武器限制在与杀伤人员的自动武器和小口径炮的同样水平上。虽然研究装甲兵理论的人赞成坦克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将引起坦克对坦克的作战，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陆军中具有反坦克能力的坦克却很少。从法国加厚坦克装甲，英国提高坦克机动能力的情况看，各国已经从一般意义上模糊地预见到坦克战的可能性。对此，美国决策人员却并无多少印象，美国步兵、骑兵之间内部争吵不休，法律限制坦克只能作为步兵武器使用。



　　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留了坦克部队，但实力大为减少。他们沿着两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坦克：一是发展归属坦克部队并在其中作战的“巡洋坦克”，二是发展在步兵控制之下直接作战的“配属坦克”。美国在1928、1930年的演习中试验了机械化诸兵种合成部队，1932年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组建了第七骑兵旅(机械化部队)。为完成组建任务，美国陆军把机械化部队的坦克称作“轻型装甲车”，这权宜之计虽然荒谬，但也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巧妙应付把坦克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法律限制。法国保留坦克营的唯一目的是支援步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开始组建装甲师。组建之后，也很难抵制要把坦克分往各步兵部队的要求。



　　德国人的估计和军事行动



　　在德国，需要坦克的理由很多，上层也有发展坦克的眼力和胆识，但情况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队不超过10万人，特别禁止德国拥有装甲车和战斗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半由于工业条件限制，德国很少使用坦克。战后，在汉斯·冯·泽克特将军领导下，偷偷地加强了军事训练，重点放在装甲兵及其理论的训练和学习。德国起先注重机械化以代替被凡尔赛和约所严加限制的兵力。德国总参谋部认真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结合装甲车辆在野战训练试验应用中的经验，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满足替代人力不足的需求，这在军事上震撼了全世界。



　　德国隐蔽试验计划需在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监督之下进行，这个委员会负责执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条款。德国人竟然和俄国进行秘密合作，以欺骗控制委员会。德国陆军部队以其建制的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发展为装甲师。自行火炮的发展较慢，近程步兵突击炮的发展较快。训练开始用的是卡车车身制作的假坦克，以代替凡尔赛条约禁止的真坦克。德国人在突然袭击和装甲部队快速作战理论方面的发展比协约国原来想象的都要先进。



　　德国装甲兵得到发展，并不是因为大家已经认可，也不是出于军事统治集团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装甲兵的热情支持者也遇到了许多类似的阻力，如隋性、狭隘观念以及职业军人团体的公开反对等。但在德国具有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某些有力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国并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继承过有关坦克的特殊理论，也没有如协约国那样拥有过剩的旧坦克那种累赘。德国以其参谋总部研究分析军事问题的传统习惯，比较易于接受改良的新坦克及其使用的战术理论。当德国能够购买或制造坦克时，他要求坦克设计先进，操作运用的理论也要先进。当德国坦克出现时，无线电报话已经发展，司令部门已经能够借以对装甲部队进行控制和指挥。



　　和协约国相比，虽然德国在战术理论和编制方面具有远见，但仍然把装甲兵仅仅看作是突破的工具。协约国倾向于把这个工具作为步兵的助手，德国却认为，要圆满贯彻坦克使用原则，必须把装甲兵集中，组成装甲兵师、装甲兵军，并与摩托化步兵师一起作战。摩托化步兵师是为扩大快速行进坦克的战果而专门组建的。由于缺乏建制的自行火炮，德国空军考虑用俯冲轰炸机能否提供与机动火炮相等的火力以支援快速行进坦克。



　　1935年德国空军亮相，开始试飞容克Ju-87俯冲轰炸机样机，试飞成功，驳回了许多德国军官的反对意见。1937年出现了首批实战的容克Ju-87，这些飞机列入编队，在有关空军大队长指挥下，以代替机动火炮。后来，这些飞机安装了叫啸装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富勒所强调的鼓励或瓦解士气的作用。飞机与坦克协同并不始于德国，斯温顿在他的1916年装甲兵概则草稿中就已提到过飞机的使用问题。1918年8月英国进攻亚眠时，就把双座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型飞机一个中队配属坦克部队，进行紧密火力支援，使用一个中队的索普威思骆驼型飞机，试验能否起到反坦克火炮的作用。富勒在《野战条令(三)》讲义(1932年)中写道：“坦克和飞机是互为补充的，从长远看，只有其一，而无其二，则不可能安全地进行作战……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和飞机的协同将远比坦克和步兵的协同重要。”然而在作战需要，又要进行野战试验的双重压力下，真正发展了“坦克-飞机协同作战”的是德国人。



　　30年代早期，德国陆军秘密发布命令制造装有37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和装有75毫米口径的中型坦克，并要求以低碳钢制造，而不用装甲钢板。在总部参谋官海因茨·古德里安中校的鼓励之下，于1931年，一支坦克部队逐渐组建完成。1932年德国又把从英国购买的卡登-劳埃德履带高射炮架为底盘制造了一些训练坦克。这就是1939-1940年间实际参加作战的一型坦克。



　　希特勒当总理后，他不仅赞成和支持年轻的装甲部队的宗旨，而且在1934年下令，公开制造装甲完善的、设计方面符合新战术要求的坦克。这次任务十分紧迫，终于在1935年10月15日德国首批建立了三个坦克师。坦克师的编制如下：



　　一个坦克旅，包括二个坦克团，每团二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十五辆坦克，全师共有240辆坦克。



　　一个摩托化步兵旅，包括一个步兵团和一个摩托车营，步兵总数约3000名。



　　一个反坦克营，包括三个连，起先装备了37毫米炮。



　　一个装甲侦察营，每营有二个装甲车连，一个摩托车连，一个混合连。装甲车总数约有50辆。



　　一个炮兵团，每团二个营(每营六个炮兵连)，装备有牵引轻型榴炮，每师72门。



　　一个摩托化通信营。



　　一个摩托化轻装工兵连。



　　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中，对于装甲兵及其学术理论的考验，一般较为失望，得失并无定论。德国人却把装甲兵的失败归因于缺乏经验，坦克乘员不全，指挥失当和友邻部队的缺点等等，这是正确的。他们对于空中侦察的结果和利用俯冲轰炸机对付炮兵表示满意。总的来说，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编制和学术理论的正确性已为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所证实。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敌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除有将近一百个步兵师之外，还集中了六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意在扩张战果。在骑兵的坚决要求之下，还组建了三个轻型师遂行传统的侦察和搜索警戒任务。波兰战役中，装甲师被用作突破的工具。从战役的性质来看，装甲部队扩张战果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



　　1939年波兰战役之后，装甲师有了加强，计增编了一个高炮营，一个航空侦察中队，一个供给营，原有工兵连扩编为营。发现轻型师战斗力不强，机动力不足，不宜继续存在，所以三个轻型师在波兰战役之后，全部改编为装甲师，第二年冬天又新组建一个装甲师，所以在1940年入侵法国时，德国已有十个装甲师。



　　这十个装甲师装备2574辆坦克，其中135辆用作指挥车。2349辆作战坦克有四种是德国型号，两种是捷克型号。其中装备20毫米火炮的德国马克II型数量最大(40%)。



　　1939-1940年秋天之际，当时指挥19军的古德里安将军强烈要求使用装甲部队开辟突破口并扩张战果。虽然他的意见与总参谋部计划局长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完全相同，但对于他们的建议，陆军高级司令部感到怀疑。在1940年2月7日和14日的两次重要的图上演习中，古德里安应用他的部队扩大战果，获得明显效果，他和曼斯坦因战胜了昔日的怀疑论者参谋总长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曼斯坦因在阿登地区的闪击突破计划和古德里安的突破的观点都被采纳了。1940年5月古德里安实施进攻时，势如破竹，15天内就打到了英吉利海峡。



　　德国在准备坦克战中，将物质因素和原则理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自拿破仑全盛时代以来，还未见到这样完美的结合。法国和英国在30年代后期才迟迟开始组建装甲部队。法国认为装甲兵仅仅是支援步兵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直到1938年9月法国才成立了第一个装甲师。这个师包括四个重型坦克营和二个配有初级支援分队的摩托步兵营。每二个坦克营又组成一个团。1940年1月组建了第二个装甲师，同年5月又组建了第三、第四个师。此时每个团又重新改编，编有一个重型坦克营，配备34辆坦克，一个轻型坦克营，配备45辆坦克。全师共有坦克158辆。摩托化步兵分遣队减少到一个营。炮兵减为二个群，每炮兵群配属12门牵引炮。1940年5月投入战斗时，这些师装备不全，训练不足。而且，大部分装甲兵部队只进行逐次突击，收益甚微。英国是激进而精明的坦克战倡导者的故乡，但在发展坦克师方面竟然比法国还落后。尽管英国已对各种类型的机械化部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试验，直到1938年才组织了装甲试验师，作为机械化骑兵师使用。英国在1939年4月才开始组建现代意义上的装甲师，这种师包括轻重型坦克旅各一，每旅三个坦克营，全师共有坦克321辆，一个摩托化步营，一个“支援大队”。这个支援大队由一个摩托化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连组成，炮兵团拥有16门炮。战争爆发时，这个师装备不充分，所以当德国人首战获胜以后，才调到法国，且未接战。



　　采用闪击战



　　德国关于装甲兵编制和战术的观念，对于积极大胆使用装甲兵及其与支援飞机密切协同的观念，大家从1939年的闪击战就已看清楚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40年欧洲西部的战役，这是战争史上一次势如破竹的胜利。冯·龙得施泰特的A集团军的装甲兵先头部队尽力通过阿登地区，15天内到达了海峡地区，然后北向比利时，与冯·伯克的B集团军会师，把盟国部队困在两个集团军和海峡之间。在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全力支援下，大部分英国远征军进行了“奇迹般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军的重装备被悉数抛弃。6月5日英军从敦刻尔克完全撤退之后，重新集结的德国陆军南下越过索姆地区，迫使法国在三星期内投降。就这样，闪击战的型式形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中，技术上出现了惊人的发明和改进。例如无线电引信、“锥形装药”、火箭筒(反坦克火箭的原型)、无后坐力炮、火箭(消失了一个世纪，又回来了)以及伴随出现的炮火瞄准和控制方面的改良。机动军用器材、快速坦克、自行反坦克火炮和其他越野车辆的广泛改进，结合在一起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以来，美国陆军在加强炮兵火力方面的发展，意义最为重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的野战炮兵学校发展了集火射击技术。单一的射击指挥所能够在宽阔的阵地上迅速而准确地指挥许多炮兵连，或许多炮兵营的火力进行转移，因而炮兵火力效果增强了许多倍。火力集体转移的能力和对单一目标的多炮同时弹着集火射击技术，形成了瓦解士气的强大摧毁力。美国在战场上的火力优势确非其他国家可比，不过苏联同样重视火力，他们以数量充质量，即以炮的数量代替技术改进的不足。



　　德国人偶尔发现其高初速88毫米高射炮用以反坦克非常有效。事实上，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炮，在平地或起伏地形上亦可用于常规的火炮支援，在那种地形上，低伸的弹道不构成障碍。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在北非沙漠中使用88毫米火炮的效果最好，他积极调遣88毫米炮与装甲兵一同前进，形成威胁性极大的火力基地，基地周围的坦克迅速向前机动，使英军惊恐万状。



　　1941年美国、英国同意在两国分工生产当时还在设计之中的新武器。美国负责发展英国首先设计的无线电引信。英国科学家曾致力于设计测试大气电场变化的设施，但美国科学家断定这种静电设施不如雷达引信有前途，所以在最后发展中，用的是雷达引信。这种引信是装置于普通炮弹顶端的小型雷达。当小型雷达感知附近导电体时，炮弹即行爆炸，临近固体目标时，如树林、地面或飞机时，就触发引信，一般在离目标20英尺到50英尺时在空中爆炸，形成数百片具有杀伤力的散射弹片。



　　无线电引信第一次用于布尔基战的地面战斗中，不久之后就在英国用以抗击V-1火箭，效果很好，在太平洋战场上曾用于高射炮弹。使用这种引信，不再需要调整空中爆炸的高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曾研究过炮弹空中爆炸问题，遇到很多困难)，瞄准飞机，也不必如定点射击时那样精确。但是据《布尔基战斗》作者休·M·科尔说，那种作用“被严重夸大了。”



　　战前，英国、美国和日本各自独立地设计武器、装备，研究技术以改进突击登陆战。三国都发展了浅水艇和斜板卸载登陆艇，使登陆部队能够靠近滩头，卸载迅速。在战争期间，英、美制造了如坦克登陆艇、步兵登陆艇等远洋舰船，把突击部队运送过海洋，把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运往敌方滩头。



　　19世纪在陆战和海战中都用过火箭，但是从效果看，壮观有余，杀伤力则不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箭型导弹才真正成为有效的军用武器。从1945年以来这类武器都有迅速改进(见第27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罗伯特·H·戈达德博士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和计算表明，燃烧液体化学混合剂所获推力和末速要大于以前使用的固体推进剂。戈达德博士发明的火箭是具有简单高压推进系统的自由飞翔器，他除了在美国提供了描述其试验和成果的技术文献之外，在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通信时，也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



　　这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尤其在德国是得到了承认的。德国火箭学会成立于1927年。在奥地利、英国和俄国也进行了液体推进火箭的实验。希特勒很重视火箭式导弹的潜力，他建立了工程师、科学家专门小组来加以研究发展。他为此花了无数金钱，并深信如用以攻击英国，会摧垮英国人的战斗意志，因为这种火箭会导致严重破坏和巨大伤亡。



　　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后，德国亚音速脉动喷气式V-1火箭第一次发射，它精度很差，易被侦察发现，也易于被飞机或高炮所击落。更大型的超音速V-2火箭是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弹道导弹，其弹道计算的基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巴黎炮”是一样的。火箭发动机燃烧酒精或液氧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使V-2火箭能运载半吨重的高爆炸药弹头，射程达200英里以上。1944年初，虽然希特勒已拥有数千枚V-1弹道火箭，但直到六月他才下令使用。从九月初到1945年初，对英国和海峡港口发射了大量V-2火箭弹，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希特勒把这种火箭看作复仇武器，用以摧毁非军事目标，作为向盟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的报复。



　　德国V-2火箭大约燃烧二吨液氧和酒精，产生20000磅推力，持续62秒或一分钟多一点时间，起飞重量约8吨。在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能量可将火箭推到约80英里的高度。在“燃料燃尽”时，火箭的初速可达每小时3000英里，或四倍音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以后陆上、海上使用的战术火箭，当然比V-1和V-2火箭小得多，并且用的几乎全是固体推进剂。第一枚“火箭筒”和防卫伦敦的防空火箭，是用无烟火药作为推进剂的，改良的速燃硝化纤维推进剂，具有足够推力以发射无后坐力炮炮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比赛机动力、人力和后勤支援能力的战争。这次战争中作为机动出发点的工事——不论是永久的或是临时的，再次证明还是有价值的。至于包围战，除了心理作用之外，并无明显效果。空军作为战斗力量与陆军、海军已处于同等重要地位。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5．空军(公元1935年迄今)




　　空战起源



　　从神话和民间的传说中证明，自人类进行有组织的战争之后，从空中进行攻击一直是人们渴望的梦想。骑上飞马的勇士，训练有素的天鹰运载着部队，这样的故事难以数计，更不必说骑着炮弹飞越敌人阵线的那些过于夸大其词的神话了。



　　自从1782年热空气球首次飞行成功以后，专业军人和军事学的初步涉猎者梦想把部队或弹药从空中运往敌后方敏感地区，就有了实现的可能。1794年在莫伯日的法国革命战争中，气球首次用于军事。美国内战中，气球广泛应用，但成效不大。当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被围四个月，共有65个气球在巴黎煤气厂充气后，执行向城外单程空运任务，共运输了23485磅急件，164名人员和381只信鸽。



　　正是这次任务表明战争中不能用气球进攻，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要失败。许多巴黎气球降落在德国阵地之内，有些飘落出海，至少有一个气球已飘到挪威。很清楚，气球必须有了更加容易控制上升和推进的方法之后，才能梦想飞到敌人后方去。



　　1903年莱特兄弟的发明找到了更好的路子。从第一次动力飞行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间隔11年时间，飞机已发展成为战斗武器。第一架飞机意在补充信鸽进行通信和加强骑兵侦察。1907年美国陆军为此目的建立了陆军通信兵所属航空小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



　　从一开始，美国军人和军事航空人员就在考虑使用飞机遂行直接作战任务的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军队都想使用飞机。从仅能进行观察的侦察机演进到战斗机，是在飞机上装置机枪之后不久的事。机枪可以由驾驶员或观察员射击。这样，虽然军用飞机的主要用途仍是侦察，但飞机已具备了积极作战的能力，从此在战场上获得制空权就成为机载武器的任务了。



　　飞机里安装机枪的想法在战争中双方早有酝酿，但当时的飞机和武器有许多缺点，机枪需装置在螺旋桨翼旋转的半径之外，如装置在机翼上下，但这样很难进行有效地射击。解决的办法是把机枪安装在驾驶舱飞行员的旁边，这样飞机头部和武器可同时瞄向地面或空中的敌人。但是麻烦在于机枪子弹碰击螺旋桨，会很快把桨翼打坏。



　　法国人临时想出了一个原始的解决办法，即在螺旋桨翼上包一层钢板，这样本来要穿透桨翼的子弹就可弹跳出去。德国人从缴获的法国飞机上看到了这粗糙的防弹装置，进而在福克尔型单翼机上安装了性能良好的固定机枪，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处于领先地位。德国机枪射击时与螺旋桨旋转同步，子弹可在旋转的螺旋桨翼之间射出。后来在此基础上，法国人在纽波尔特飞机上安装机枪时，又作了改进。机枪装在机翼上的做法，当时还很少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三种不同的军用飞机：即侦察机、战斗机和更为笨重的轰炸机，轰炸机通常装置多个发动机。大多数是双翼机，也有三翼机和少数单翼机。



　　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队长休·特伦查德将军于1917年发展了合成战斗轰炸机，这是最重要的进步。把战斗机稍作改动，携带四颗轻型(25磅)炸弹，用以支援地面战斗，而战斗机的性质未变。这样，战斗机夺取空中优势的主要目的达到之后，就可以单独使用机枪，也可投掷轻型炸弹以支援地面部队。1918年使用战斗轰炸机，对于德国大规模进攻获得初胜是有贡献的。英国的战斗轰炸机在抑制德方进攻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索姆河反攻(1918年8月)和美国的圣米耶尔进攻中(1918年9月)，首次大规模使用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进行航空火力准备。



　　空军领导人员，尤其特伦查德将军强烈要求组建独立的空战军种，就象陆战有陆军，海战有海军一样。1918年初，特伦查德将军获得如愿，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改编成了独立的皇家空军。当然，应否独立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争论的，但采取空军独立方针的英国和别的国家，总的看来，更加有利于灵活而大胆地使用空军。



　　空军的热心倡导者



　　20年代、30年代关于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军事理论家当中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等学英国的样子，建立了独立的空军，使空军与陆、海军平起平坐。但大多数国家还是把军事航空部队作为陆军的组成单位，在多数情况下，如像在美国，把军事航空部队分别编入陆军、海军。



　　虽然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创建了独立的空军，皇家海军却坚持要继续控制海上的飞机，尤其是舰载机。所以海军航空兵隶属于皇家海军，而不是皇家空军的组成部份。美国海军同样坚决要求控制海上空中力量，因美国的其他军事航空部队仍然置于陆军控制之下，这个问题争议不大。



　　最著名的空军倡导者是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杜黑。他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空中指挥》。有些人把他比拟为伟大的美国海军倡导者——称他为“空中的马汉”。世界上的空军人员，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空军人员是同意杜黑下述论点的：即在未来战争中，将依靠空军取胜，空军需要袭击敌国后方地区和地面战线。早在严阵以待的敌方地面部队作出反应之前，敌方工业国家的作战能力已被破坏，人民受到恐吓，继续作战的意志已被摧毁，杜黑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中，空军占据第一位，而陆、海军已沦为空军的支援部队。无怪乎大多数将帅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空军人员和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文职著述家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有趣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际，美国空军虽然还在陆军控制之下，却像英国皇家空军人员一样，热情地采纳了杜黑的主张，同样有意思的是，德国空军虽然是个独立的军种，但只作为陆军和海军(一定程度上)的助手在使用，从未真正试验过杜黑的论点。许多英国人把特伦查德的理论，许多美国人把米切尔的理论和杜黑的论点是等量齐观的。



　　事实上，诚如我们所见，空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指挥和结局的影响，比大多数将帅在战前的估计要大，但还达不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料的那种程度。事实很显然，如果武器的杀伤力能够达到极大数量级，战略空军理论才能成立。高爆炸药可以造成惊人的破坏，但炸药本身还不能如杜黑所言，可以摧毁某个国家及其作战能力。原子弹的使用(这一点杜黑并未估计到)才给他的理论赋予了真正的意义。



　　技术和飞机的发展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技术进步，尤其在发动机和飞机结构上的进步，明显增大了飞机的速度、航程和运载能力。这期间出现了现代高速战斗机和近程、远程轰炸机样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殖民地边界战争或种族战争中把飞机看作是一种效果极好的惩罚性武器，使用飞机不仅对地区暴乱能作出快速反应，而且常常因此而避免了代价高昂的地面讨伐战。



　　英国的飓风，尤其是喷火式战斗机是下单翼单发动机的典型机种，在德国，梅塞施密特Me109是典型机种。这些飞机在机翼上安装了多达6挺或8挺机枪，改装后并可运载轻型炸弹，起到轰炸机的作用。其飞行速度每小时达350到400英里。



　　双发动机的下单翼轰炸机(道尼尔、海因克尔、布伦海姆等各型号)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轻型、中型轰炸机的样机。这些飞机的航程、速度、载荷量都有提高，可以装载更多的杀伤武器，航程可达500英里。这些飞机在当时已可大批量生产。



　　1935年，美国生产了战略轰炸机样机，设计者意在实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言的那种战争。B-17或“飞行堡垒”是第一种现代化的四发动机远程轰炸机。B-17和基本相似的B-24“解放者”和更先进的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在击败德国和日本时起了主要作用。



　　1939年，英国雷达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战斗机的引导方法。无线电通讯和控制中心发展后，就能够十分有效地使用战斗截击机。新引导系统增大了英空军单机或多机作战的效果，为英国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英国喷火式战斗机的质量稍优于Me-109，实际上在英国战役中，喷火式战斗机尚未充分发挥潜力。大部分喷火式战斗机装备有甚高频无线电，但因有些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和大部分飓风战斗机中队尚未装备无线电，所以只能以高频通讯实施无线电指挥。



　　德国空军和闪击战



　　新型战斗机和轻、中型轰炸机性能日益提高，为创建第一支现代战术空军——德国空军提供了手段。西班牙内战为地面武器及其原理的发展提供了试验场地，同样也为飞机和空战提供了试验场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对于飞机的战术运用都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将军的西班牙“叛乱者”；苏联帮助“忠于共和政府者”部队。后来，德国空军与装甲师、步兵师互相协同，才得以快速蹂躏波兰、法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和苏联西部。德国进行闪击战，几乎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就能决胜。



　　当然，闪击战大大得力于德国人有效而彻底地改革了战术空中支援。他们从闪击战的原理出发，把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组合成一个战术武器系统进行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和英国都试验过战斗轰炸机空中战术支援的原则。但实施这个原则最成功的第一个战例还是德国入侵波兰之战。德国人在此次入侵中，飞机和装甲车辆的协同也是成功的。这一点早在20年前就为某些英国人如斯温顿和富勒所预见。



　　在飞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支援之下，装甲纵队的包围行动体现了战术空军的三个基本功用，就是：(1)击败空中之敌，摧毁和压制敌空军基地以取得空中优势；(2)遮断交通线以断绝敌方增援和供应；(3)用航炮对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火力支援，攻击战场目标。德国起先最强调第二方面。因为德国第一个对手在空中只能进行微弱抵抗，而德国空中武器对于暴露的静止目标最为有效。经过西线八个月的“假”的战争僵持局面之后，德国继续对荷兰、比利时、法国进行了同样的闪击战。上述战争中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飞机大力支援地面部队行动，尤其对于交通中心和车辆集中地区是个致命的威胁，这些飞机还承担侧翼掩护的任务。



　　英国和美国空中支援的基本原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也想要发挥空中支援的潜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空中支援方面最重大的发展是在中东战场。1943年英空军在阻止隆美尔向埃及进攻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空中和地面部队之间灵活协同的程序由英国战场司令官制定。司令们在这时候才能第一次搞清楚德国人早已实施的战术空中支援三大任务。英国和德国在方法上的主要不同点是空、地指挥关系问题。按德国的体制，空军指挥官隶属于地面指挥官，并按地面指挥官的要求部署部队。如无重大空战，这样也无多大问题。但英国人发现在与凶恶之敌较量中，若要夺取或阻止敌人取得空中优势，空军将顾不得地面战斗如何，只能把夺取空中优势作为第一位目的。因此，空军指挥官必须从最适宜于空战的原则出发来部署和使用部队，对地面目标则顾及甚少或不予关照。



　　美国参战后，起先是按德国的体制行事的，但在突尼斯早期空战和地面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之后，美国采取了英国体制，成了美国认可的空战原则。战后，根据飞机的急剧变化，对于上述原则是否正确，又引起了许多争论。不过从1942-1945年的飞机和武器情况看，当时采取这种原则，无疑是最好地发挥了现有能力。



　　在对日本的战争中，确定战斗机的首要任务从未象在北非和欧洲作战中那样成为严重问题。部份原因是，经过几个月的交锋之后，日本在空中的抵抗不象德国在西线那样激烈。因而在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战场上，陆军飞机、海军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作用与早期欧战中德国空军的战术支援作用十分相像。太平洋地面战斗中飞机的最佳使用是对敌滩头防御实施猛烈轰炸和支援两栖登陆。在中太平洋作战中，航空火力准备的任务以及随后对地面战斗的紧密火力支援，主要由舰载机执行。



　　在西南太平洋，空中支援任务通常由第五航空队的战斗机执行，其机场在离滩头堡500英里之内。只在霍兰迪亚和莱特湾登陆战中，突击部队起初依靠舰载机支援。两次登陆战斗空中支援效果都很好。只是莱特湾海战时，日本陆基飞机在滩头与虚弱的美国舰载航空部队较量中，一度短暂地占有空中优势。由于美军快速改建了岸上机场，陆基战斗机迅速到达，加上航空母舰的增援，形势立即有了改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再未遇见严重的空中抵抗。



　　在缅甸和中国作战中，1941年底和1942年初，日本具有空中优势，但到1943年，情况有变化，主要因为日本被迫把绝大部份空中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上以对抗美国，这样盟国完全控制住了缅甸上空，盟国飞机在华南和华中上空也很少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类主要武器(空中格斗武器除外)与对地战术空中支援有关。第一类是防空武器，这是地面部队用以回击进攻飞机，以限制其夺取空中优势；第二类是飞机用以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这有助于夺取空中优势。



　　防御空袭



　　首批防空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步枪和机枪，用以对抗扫射的战斗机。这些武器一般用处不大，仅仅对维护受到惊吓的部队士气有所帮助。后来使用了特别装配的0.3英寸和0.5英寸口径的机枪，附有粗糙的瞄准装置，可以使机枪对攻击飞机作“前置瞄准”。也还使用了附有类似粗糙瞄准装置的轻型火炮。这些火炮发射装有瞬发引信和定时引信的高爆弹。可是这些防空武器效果仍不理想。



　　两次大战之间，所有国家的高射炮都有极大改进。由于加强防空的需要，军用电子技术大为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有了较为精巧的计算装置(与现代光学设备相结合)，可以精确追踪飞机，预测飞行路线，测算距离、高度和高爆弹到达拦截射向点的飞行时间。通过这种计算装置可以电动调整火器的左右高低射向。这些改良，对于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确是致命的威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飞机性能已有提高，那些改进后的武器，精度相对又显得差了。所以这次战争中飞机损失率虽极高，原因还不在于此。



　　无线电引信或者延炸引信的发展(见第24节)，大大增进了高射炮的杀伤力。由于雷达跟踪设施和电子装备的发展，高炮对于低空飞机的杀伤力进一步增大，然而为抵销新技术效果的反措施又跟着出现。如1943年盟国轰炸机进攻时，撒布“金属干扰带”或者无数金属箔片以干扰德国电子防御设施。具有“机载导航雷达”系统的飞机，高速、高空飞行能力日益提高，能够用雷达发现并指示目标。这就大大抵销了新的防空技术的优势。



　　防空武器的近期发展包括大型火箭发射的自动寻的导弹或电子制导导弹。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谈到空对地武器，至少直到50年代，主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两种，即机枪火力和小型杀伤高爆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增加了很重要的两种，即凝固汽油燃烧弹和火箭。这两种武器增强了空中支援的实际效果，亦有助于增长己方士气和瓦解敌军士气。



　　空中对地面目标的袭击效果，就摧毁杀伤力而言，不能尽如人意，而人们对一架较小的飞机能集中装载数量惊人的武器弹药，曾寄以更大的希望。飞机历来在发现和攻击远距离目标时精度差，飞越目标时速度高，飞机作为射击平台与地面相比不太稳定。不过当炮兵支援有限，或火力不能有效打击目标时，飞机常常在支援地面部队时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支援飞机对地面部队的士气影响极大，对被攻者可使其士气消沉，对被支援者可使其士气振奋。



　　空军和后勤



　　飞机的后勤支援潜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尚未被完全认识，但使用运输机进行空降突击，许多国家在战前就认识到了，德国人和俄国人曾进一步发展了空降作战原则。使用运输机对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后勤支援，大量地面部队的战略性空中转移，日常的和大规模的空中后送伤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美国人在英国大力配合下首先实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缅、印战场上，最广泛实施的是空中运输。史迪威将军在北缅的作战部队(最后战斗实力超过六个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全由空运解决供应。能远程突进温盖特的钦迪特旅全是依靠了空军进行突击、空中战斗支援和空中后勤支援。斯利姆将军的第14军在中缅进攻的胜利高潮中，主要依靠的也是空中供应。与此同时，在更靠北的地区，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是靠空中供应进行作战的。上述种种显示了飞机惊人的空中后勤支援能力。



　　空降作战



　　空中突击部队如同装甲师，是属于20世纪型的部队，它的特点、训练、武器和技术等方面都需从特定任务出发加以考虑。部队的使用原则必须和其特点和所执行的任务相一致。不仅空降部队内部要协同，还必须和执行共同任务的其他作战部队协同。例如在空降突击的情况下，有一条主要原则是：空降部队必须迅速和配备有重武器的常规部队会合，这就是协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机件不可靠，载荷能力有限，起飞性能不稳定，这样，作战中就不能用飞机运载部队作战术上的调度。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普通的和驾驶员专用的降落伞才得以改进完善，这种降落伞能快速张开，便于携带，牢固结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部队进行空运的必需条件已开始趋于成熟。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结束，美驻法勤务部队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准备于1919年进行空降作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德两个政治上具有明显侵略性的国家曾坚持不懈地试验过空降作战，或许这也是自然的。苏联在1930年就进行过试验。德国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也跟着进行试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德两国已拥有师规模的伞降部队和空运部队。



　　当时其他西方国家这方面的进步不太显著。美国在1928年的陆军训练中，曾用降落伞投降过少量人员和装备，随后，还偶尔进行伞降训练，但直到1938年才将空降作战列入陆军条令，到1940年才开始整编和训练空降部队。英国虽然早在1927年已进行试验，但也是到1940年才组建了空降部队。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空降部队。



　　俄国在空降部队的发展方面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虽然就空降作战而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接着1940年，空降部队在芬兰的作战也令人失望。所以大家都不再重视空降作战，直到1940年和1941年德国分别在荷兰和克里特岛空降成功，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也使苏联恢复了对空降作战的兴趣。德国对苏侵略时(1941年6月)苏联有三个前出的军，每军配属了一个空降旅，装备齐全。以后几次主要作战中，苏联空降部队屡遭挫折加上飞机缺乏，作战又有紧急需要，所以就把空降部队作为常规地面部队使用了。



　　1940年以后，德国空降部队的发展情况很少透露，但成效显著。德国在大战之初，空降战获得成功，不仅因为实事求是地估量了空降部队的局限性，而且还能冷静地对待任务和客观地估计他们的能力。所以除一、二次例外德国人一般不给仅装备轻武器的空降部队分配不适当的任务。他们在条令上规定空降部队应与装备重武器的常规部队迅速会合，条令中最后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突然性的作战原则。



　　1940年春天，德国以经过训练的空降兵4500人组成第七空降师。该师隶属于空军，而不归陆军领导。德国空降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一个通信营、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高炮营。辅助部队和其中的一个步兵团是由滑翔机运输的。



　　德国为增进空军空降师的能力，将陆军第22步兵师(12000多人)进行了机降训练。用来进行空降作战、投伞空运、滑翔机牵引和部队运载的飞机都是容克52式运输机，这是一种能装载22名武装士兵的三引擎单翼机。1940年时的滑翔机是DSF230式，能载9名士兵。



　　从现代意义上说，上述两个师中只有一个才是空降师，另外的一个步兵师可以机降，这就是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西线进攻时所拥有的全部空降力量。考虑到德国空降部队人数不多，其所获战绩已很辉煌，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富有胆识，战术上足智多谋。例如德国人用了投降假伞兵的办法把敌方注意力引离实际投降地域，并在这些地域造成增大实力的印象。另外一个办法是对空降地域实施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有可能时，也进行炮兵火力准备。1940年5月10日德国实施空降战，主要针对荷兰，只留下500名士兵的预备队用于比利时。对荷兰实施空降战的主要目标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莫尔地克的桥梁。海牙只作为第二位目标。四个伞兵营、一个空降团进攻三个主要目标，获得完全成功，损失极小。一个伞兵营、二个空降团进攻海牙，伤亡惨重而导致失败。



　　德国在比利时的空降作战获得险胜，但战绩出乎意外地辉煌。此次作战的目标是“马斯特里赫特附属地”以西阿尔贝河上的两座桥梁和埃邦埃米尔堡，该地扼守空降地域翼侧。攻占运河上的桥梁和要塞是场漂亮仗，并不费事。但荷兰人成功地炸掉了马斯特里赫特的默兹桥，滞迟了自东而来的会师部队，但并未影响最后结局。



　　此外，德国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进行了四次空降作战，其中克里特岛是一次大规模的空降战，是历史上唯一仅由空降部队进行的主要战役。德国空降部队和飞机的损失十分严重，从此再也无法进行重大的空降战。



　　进攻克里特岛是由第7空降师在希腊第五山地师支援下进行的。按计划此次登陆战可以立即得到舰载部队的支援，但海上支援遭受英国海军阻挠。该岛英国战斗机的防御十分微弱，空降第7师着陆是在德国空军严密掩护下进行的。但空降部队着陆后受阻，遭受严重伤亡，于是决定第5山地师着陆。若不是冒着英国人的炮火，在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山地第5师的增援也要失败。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为最后进攻获胜奠定了基础。



　　德国空降战虽有局限性，但对所有参战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以后又为盟国的经验所印证。空降作战中突然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达成突然性，就必需迅速猛烈地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和作出反应的机会。



　　空降作战中陆军和空军各自分开指挥会造成困难，因为伞兵和滑翔机降部队不可能装备齐全，以对付地面的顽强防御，尤其缺乏装甲车辆和反坦克武器，使情形更为困难。所以，空降部队着陆后，必须迅速在短时间与常规部队会师，这一点对于取得胜利十分重要。最后要注意，空运要和地面部队的行动相适应。



　　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英国在进攻中经常实施空降。部队经常由飞机空运，然后伞降到地面，或者由滑翔机运载，进行“摔机”着陆。



　　在海上，飞机对于水面部队的支援，其原理与陆上相似，虽然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有不同之处。两次大战接近结束之际，专家们对于空军能力及其局限性的看法，意见极为分歧，但空军已成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6．从登陆队到联合特混舰队(公元1940年迄今)




　　两栖作战的来历



　　自从人类开始“上船下海”，不论他干什么“海上营生”，在航行中总是要牵涉到在外方陆地登岸的问题，而在陆上的人们又往往企图阻止船上人员登岸，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传统的对抗形势就形成了，船上人员进行登岸的战斗，而岸上的人进行反登陆战斗，对于守在岸上的人来说，进行这种战斗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对于登陆者，战斗就比较特殊。有关的水手就要从船上活动过渡到生疏的陆上战斗，这是很棘手的问题。但多半情况是水手留在船上，作为船上乘客的士兵就要承担登岸的任务，并要求其登上岸后立稳脚跟。从乘客转变为战斗员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转变时期，使得登陆作战——近来才称为“两栖作战”，变得既复杂又危险。为减少危险，把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规定操纵船只，运载士兵(或者也就是其他水手)上岸，是水手的责任，为了使士兵上岸后迅速方便地到达滩头，登陆还应选择在岸上人员抵抗较微弱之处。所以很显然，作战若要成功，船只操纵人员和参战人员之间需有相当的计划和协同。



　　纵观历史上无数登陆作战，成功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水手负责船只操纵和运载士兵上岸，士兵上岸后负责战斗。这两种人员之间在计划和准备阶段，除少数情况外往往意见不一致。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水手、士兵之间观点不同，在进行复杂的登陆作战中，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水手们要保证船只不搁浅，希望不要在无准备情况下被不意出现的敌方舰队卷入海战，士兵则希望不湿衣服就能上岸，希望在全部上岸摆开阵势之前不要遇见敌人。这种希望也是不奇怪的，但对立的愿望很少能够完全得到调和。所以，很自然，士兵和水手只要可能总是回避两栖作战或登陆作战。历史上，20世纪之前这是通常的情况，只有少数重要例外：如古希腊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爱琴海上和在岩石重垒的海岬之中几乎感到同样舒适而习惯。北欧海盗又以他们善于在海上、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滩头上作战而自豪。



　　到17世纪末，士兵和水手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常常转化，有时甚至已经消除。例如在军官和高级船员之间尤其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舰队入海，船上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都是军人。那时大多数海军将领往往是原来的陆军将领。但火器改良完善之后，出现了海上作战的帆船，海战陆战就各自向专门化发展而区别越来越大。随着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军舰“海上将军”布莱克和蒙克号的出现，后甲板上、马背上——即海上、陆上指挥官相等的时代就此结束。



　　往后250年，海、陆军事专业进一步分野并趋于专业化，当需要进行登陆作战时，协同更加困难。也有例外：如1759年沃尔夫将军和桑德斯海军上将在魁北克，1801年海军上将基思和艾伯克龙比将军在阿布基尔都曾进行协同。尽管在协同过程中有些摩擦和误会，甚至常常提出临动议，但英国陆、海军司令官们在上述两次战斗中，至少是努力合作的，他们真正共同计划，共同努力作战。



　　上述例子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迫使皇家海军和陆军在两栖作战中进行协同。这种被迫协同的因素多于自觉的因素。19世纪，英国作战中胜败参半。1814年打算占领华盛顿的登陆作战，以及后来1815年新奥尔良之战都失败了。



　　在该世纪，美国也吸取了一些教训。美国早期最能干的两栖登陆战实践家是温菲尔德·斯科特。由于他的1813年安大略湖乔治堡之战和1847年墨西哥湾维拉克鲁斯之战获胜而名声卓著。(第一次作战是和海军准将奥利夫·哈泽德·佩里合作，第二次作战是和他的弟弟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美国内战中，在北卡罗莱娜的开普菲尔河口的菲什尔堡是北军发动数次两栖作战的战场。1864年12月，在愚昧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指挥下，打过一仗失败了。一月之后，艾尔弗雷德·H·特里将军和戴维·D·波特海军上将协同之下，共同计划，共同指挥作战，获得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两次登陆战失利，这表明英国和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海上力量。登陆战原则应与当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充分地保持同步。1914年11月在坦噶，德国将军保罗·冯·莱特欧·沃尔贝克打退了英国登陆部队。这是他连续四年在东非所获一连串胜利中的首次胜利。然而那是1915年4月和8月，在加利波利的失败才使英国最清楚地暴露了陆、海军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经验，事实上导致当局认为面对现代精锐陆军，两栖登陆战不可能获胜。防者凭借野战工事掩护，处于有利地位，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进行射击，这对于蹒跚上岸、处于开阔滩头上的攻者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其他军事分析家对于加利波利的结局又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了解他们争论的性质及其结果，理应回顾一下过去。



　　1915年2月，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进攻流产，这是个预先警告。土耳其在德国奥托·利蒙·冯·桑德斯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集结部队，并在可能登陆地区建筑了工事。1915年3月底，一支规模巨大的协约国舰队，集合在靠近海峡出口的希腊群岛上，防御者也迅速作好了应战准备。



　　出乎意料，由于英军措置失当，土耳其赢得了更多的战备时间。当英国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命令部队做好登陆准备时发现，部队已上了运兵船，装备和枪炮已装在货船上。如果平时行动，无疑人员和装备分船装运比较方便，但对于两栖登陆，却十分不利。于是船只开回亚历山大，按单位进行战斗装载，人、枪、弹药、装备在同一船上运载。



　　与此同时，利蒙·冯·桑德斯充分多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组织指挥大约6万人进行弹性防御，尽可能作好准备，以对付英国可能沿长达几百英里海岸线上任何地点进行登陆。



　　4月23日，登陆战开始，登陆部队由各种不相匹配的小船装载，形成杂乱的纵队进行登陆，舰炮进行火力支援。尽管损失重大，英国人仍夺取了两个主要据点，并很快就要占领两个能够鸟瞰整个半岛和海岬的制高点。但由于动作十分迟缓，加上指挥无方，竟失去了取胜的机会。而迅速集中的土耳其人却占领了高地，并在狭窄的滩头四周挖壕据守。



　　战后，研究这次作战的分析家认识到，英国没有取胜，并非由于土耳其火力猛烈，虽然土耳其的火力也使英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分析家注意到火力优势是在英国一边，英国能够突然集中重型大炮火力射向选择的登陆点。而土耳其人并不知道英国将在何处发动攻击，所以把绝大多数人员和武器作为预备队配置，直到英国人发起攻击才投入使用。所以当英国部队靠岸时，尽管据守若干滩头的土耳其部队以战壕为依托，重创了英军，但开始时的火力对比，英国占优势。并且，英国部队登岸后，其增援部队要快于土耳其预备队的陆上增援。英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原则，缺乏计划，缺乏协同和缺乏果敢的指挥。



　　1915年仲夏，已登陆英军陷于半岛一端的几个令人烦恼的浅滩之中，英国人决心在新到的一个步兵军共25000人的增援之下准备再战。



　　8月6日晚，新到的步兵军在苏夫拉湾上岸。目的是重新夺取全局的主动，解除来自筑垒环形防御的压力。登陆时间预定22点30分，恰值下弦月亮上升之际，作战由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指挥，他被选定担当这个重任，并不是因为他英明果断，而是因为资格老。他和他的部队均无作战经验，他的下级指挥官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对于此次作战的特殊战术问题一无所知。而海军已把许多舰船，包括威力最强大的战舰调遣回国，所以不能提供足够的炮火支援。



　　在夜暗中登陆成了组织指挥和没有经验的官兵的沉重负担。单位建制互相混杂，官不能指挥，兵难于受命，因为谁也弄不清他在和谁对话。敌人火力又加剧了混乱，后果自然是一片惊慌，失去控制。



　　其实，射向一片混乱的登陆人员的敌人火力是微弱的，但那么微弱的火力也被证明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登陆部队经过一夜惊吓，变得死气沉沉，第二天天亮，也不能使士兵们有所振奋，要沿着海滩连接的盐碱地直到远处的高地，用靴子把士兵们踢醒过来。少数勇敢的士兵已向东边攻打过去，大量的还在离水边不远处纹丝不动地耽着。斯托普福德将军上了一艘英国战舰，似乎也无法恢复对部队的控制。他的师长们既无指挥也无引导，实在是等而下之。土耳其部队却向前靠拢，固守鸟瞰海湾的山瘠。这山瘠本来英国人早在7日就应抢占，哪怕没有海军炮火支援也必须抢占。加利波利的希望成了泡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大规模登陆战告吹，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栖登陆战原则



　　从加利波利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变化剧烈，引人注目。历史清楚地表明，不研究这个时期中两栖登陆战的曲折发展过程，就无法叙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在大战的最关键时刻，欧洲轴心国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海岸线。日本则占据着包括西太平洋海岸的整个环形地带，只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留出了一条海上通道。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只有在一个战场上从海上入侵欧洲大陆，在另一个战场上一环一环地夺回日本人设防的群岛和环礁岛。日本人在这些岛上严密设防，抵抗敌对力量以保卫本土。



　　同盟国执行了上述任务。在恢复战局过程中，同盟国的两栖攻击从未失败，这看来似乎是个奇迹。因攻击部队人员易被杀伤这个固有特点仍然未变，防者往往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那么登陆战为何又能获胜呢？这种现象只能作如下解释，即两次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理论已发展健全，火力支援包括航空火力支援有了改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了新的、专门设计的登陆车辆和舰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的两栖登陆战原则，大部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22-1935年之间发展的。虽然大部队实际投入两栖攻击战时，这些原则要作大量修正，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原则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军事思想家约米尼的一个格言的修正而已。约米尼说：“在选定登陆点方面要欺诈敌人，选择滩头时，在水形和地形条件上要有利于攻击者，要使用海军炮为部队开路，要尽早将火炮搬运上岸，抢占能扼守登陆地区的高地，把攻击推向前进。” [ 注：杰特·A·艾斯莱和菲利浦·A·克劳尔著《美国陆战队和两栖登陆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页。 ]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试行教范》(1934年)强调了海军炮代替陆上火炮的支援作用。在步兵进攻时应当有陆上炮火的支援。教范重点强调了人员、供应品的战斗装载规则，作出了先登陆、先卸载、在岸上先使用的安排。部队各单位应靠拢，以维持统一指挥。需研制能在船首开门，使部队和装备能快速登岸的低吃水线的登陆舰，滩头调整哨分队应首先登陆，对滩头进行标示，维护通向舰船的交通，指挥各部队单位离开登陆地域，这样可避免登陆地域的拥挤和混乱。教范认为，空中优势要达到三比一的强度，这个比例是进行成功突击所必须的。还需解决空对舰船、空对地面的通讯联络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栖作战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栖作战的原则作了修正和改良，然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首先运用。比较重要的最新改进有：(1)重点强调对登陆地域敌防御设施、敌部队集结地域、公路、铁路，尤其对滩头后方地域要进行火力准备。(2)大力改进支援火力的组织指挥，大力增加舰炮火力数量。(3)制造一批船身较低的中小型登陆舰，要求速度更快，防护力更强，性能高度可靠，以保证统一运载，是一种真正的、具有两栖作战特点的、更加新型的先进登陆艇。(4)发展另一类远洋运输舰，最有代表性的是坦克登陆舰。它具有紧闭的舰首翼门，可直接向海滩卸货(人员、重武器和供应品)，从而更便于在滩头阵地集结力量，加强攻击，船对岸的后勤供应大为简化，火力支援大为增强。登陆部队进攻，可以与航空火力和舰炮的火力的准备准确地同步进行。所有这些，都能震撼防御部队。无线电话通讯的发展对上述进步也是至关重要。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30年代都曾试验过平底登陆船，并各自发展过具有防弹性能前跳板的类似舰船，这种船在接近滩头时有防护能力，一旦船首在水边搁浅，放下跳板，船上人、货、装备可迅速登岸。日本也曾试验类似舰船，在和中国作战时，曾实际应用。日本人还建造过比英美更大的舰艇和驳船。最早在侵略马来亚和爪哇战争中使用过这些舰船，这样就引起了英美仿造的连锁反应。1944年8月13日，罗斯福总统在提到这种舰只时曾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我们在二年半以前还未梦想过的全新的登陆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大批量生产登陆舰船，生产登陆舰并不是由佛兰德和敦刻尔克失败的刺激而引起，而是发生在珍珠港灾祸之后。



　　另外，生产弹药也十分重要。攻击前的火力准备所需弹药，往往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贾法尼”作战(1943年入侵吉尔伯特岛)之后，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上将不得不电告海军说，这短暂一战竟耗尽了他60%的弹药，这些弹药本拟用以对付整个战争。



　　两栖攻击部队或登陆队，在开始登陆时与空降作战肯定有相似之处，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却与其他步兵进攻相反。突击部队最终到达战场之后，易受防御者火力杀伤，而自身武器因不能发挥作用而几乎无能为力。这方面单个空降兵比登陆队士兵就更加孤立，在敌火下更加暴露。登陆队士兵在登陆艇中对敌火还有所防护，也还有同伴。空降兵突然自天而降对敌士气有更大的瓦解作用，而登陆艇公开向敌海岸靠近，缺乏突然性，对敌士气瓦解的作用较小。空降兵具有突然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它不利的一面。然而，登陆部队不仅有运载自己上岸的舰上固定机枪的掩护，也还受到支援舰火力的掩护，包括外海舰重炮和近距火箭炮火力的掩护，他们还能观察到对敌防御阵地摧毁性航空火力准备的情形。



　　然而当第一突击波到达海滩时，步兵此时是精神上最脆弱、肉体上最疲劳的时刻，登陆虽然亦可能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在水上接敌时，一般不易遭受损失。但事实上，他们的体力疲劳和害怕紧张肯定要比岸上驻守部队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不管火力准备的效果如何，防御部队凭借普通的土木工事，经受空中和舰炮的“饱和”火力袭击，而仍能保持有效的战斗力。



　　登陆部队由于在船上拥挤、晕船，加上陆地进发过程中对于前程的长期忧惧，所以往往病员猛增，一旦遭受射击，他们又无能为力，无法作出反应。美国联合特混舰队对欧洲、北非沿海和太平洋、地中海诸岛的突击差不多有数百次之多。其中许多次攻击避开了严密设防的滩头，但其他多次攻击却遭到了防者水线瞄准火力的致命射击。其中较重要者至少有三例，即中太平洋的塔拉瓦之战，意大利的萨莱诺之战和诺曼底的奥马哈滩头之战。这些战斗开始时，对于结局如何，攻方是极为焦虑的。往往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结局仍然是成败未定。这三次登陆若被击退，对于美国是骇人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但每次都获得了险胜，原因是在不同程度上攻者受到了四种援助：在盟国占空中优势的背景下，空中支援得力；准确有效的舰炮火力支援；攻方越过滩头的增援部队比防者数量多、行动速度快；部队按两栖登陆战的原则受过很好的训练，指挥官又都信奉这些原则。



　　两栖登陆战原则中的关键因素是作战的目的，这点谁都能理解。就是说登陆部队的作战目的不仅要通过水线，而且要通过滩头到海滨沙石地区，进而到达岸边高地。行进时尽可能队形严密，武器、主要供应品尽量齐全。加利波利战斗证明，登陆部队如在滩头被困住，就会彻底失败，如能到达滩头，并前出到道路出口，就能如其他野战一样，进一步以火力和运动相结合，来分割和攻击敌军。1933年，共同博德出版社出版的登陆战旧教范中叙述两栖登陆战发展到上述阶段后，和其他作战的区别只是“登陆战事实上不过是对有组织的防御之敌的阵地攻击，只是以舰炮火力支援代替师、军和集团军炮兵火力，以一般的海军飞机的支援替代了陆军飞机的支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需要在北非、大西洋、地中海欧洲沿岸、东南亚沿岸和太平洋岛屿进行登陆战，但小型两栖登陆舰未能满足这种需要。结果作战原则普及了，但遇到某些具体问题却拿不出真正的标准。如从舰到岸的车船一次载运量是多少；攻击舰波中究竟应使用何种型号的舰艇，要多少；要多少非编制的支援火力和装甲车辆，用以掩护靠岸中的营基本登陆队。



　　处理这些问题的规则是尽可能使用现有物资器材。在欧洲，直到最后一次登陆战，营登陆队都以希金斯舰船——即步兵登陆艇、车辆人员登陆艇、坦克登陆艇和水陆车辆来装载登陆人员和装备器材。这些舰船都很引人注目，却无装甲防护，因为实在拿不出别的舰艇来满足需要。但是到进行太平洋战争时，除上述基本舰船之外，真正的两栖登陆车辆的数量日益增多。如鳄鱼式(履带式，无装甲防护)，水牛式(履带、有装甲防护，炮塔上装有一门37毫米炮和二挺机枪)，还有普遍应用的“鸭子”式水陆两用运载车。这些目标小、防护能力强的登陆车辆，攻击舰波能携带多少，每个战役也大不一样。其数量多少并不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而要根据美国工厂能生产多少，并可以送过大洋供应战场。



　　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



　　舰炮火力支援和战术航空轰炸的样式和数量，也是各不相同的。火力支援要看对于突然性的强调程度如何，参战的战舰有多少，基地和目标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司令部对周密炮火准备中的目标递减律的估计如何等等而定。



　　要提供火力准备的样板是没有的，但带有启迪性的战例是有的。两栖登陆战中有两个例子表明，火力支援固然重要，但火力支援再猛烈，其本身还不能保证对防者取得战斗优势。



　　1943年11月，“贾法尼”作战的火力准备中，第七航空队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和马金岛二个目标反复地进行了轰炸，轰炸的时机是在发起直接攻击之前的一个星期，当舰载部队向目标进发之时。后来发现只有敌表面工事有所损毁，军事人员伤亡甚少。1943年11月20日，海军舰载轰炸机就先于舰波直接对马金岛进行了轰炸。对海岸炮兵阵地的重型高炮、发射点、仓库和人员投掷了每枚重一吨或半吨炸弹，轰炸长达一个半小时。轰炸完毕，相对而言，工事破坏不大，只在工事中间及其附近发现四个弹坑。



　　与此同时，在塔拉瓦环状珊瑚岛主岛贝蒂奥的两次分阶段登陆战中，舰炮进行了大力支援。这两次登陆战，一次是在黎明时分，另一次则在上午稍晚的时候。火力计划规定射击14英寸口径的炮弹1990发，8英寸炮弹1645发和5英寸炮弹7496发。这些炮弹是从四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上发射的。在首批突击部队到达海滩前的四个小时，差不多有3000吨舰炮炮弹倾泻到敌人阵地上。(实际突击前的炮火准备时间稍少于三小时。)



　　这次大规模轰击的目击者，尤其在旗舰上和武装运输舰上的人员，比之拥挤在旋转小艇里的人员观察得要清楚，他们确信敌抵抗能力已完全被摧毁。攻击主岛的火力支援大队的指挥官霍华德·F·金曼少将说：“贝蒂奥岛上还有人生还似乎已无可能。”但他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觉。轰击后的主要影响是通讯设施破坏，防御体系解体，道路被毁，雷达设施和铁丝网被破坏，日本人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守卫分队除大多数有地下工事掩护的以外，留下的已被炸死。表层工事结构已被破坏或颠覆，但战壕工事和土木强固支撑点未被触动。事实上对攻者而言，在有限时间里，目标太多，炸不胜炸，而且许多炮弹都炸在空旷野地里浪费了。



　　攻占塔拉瓦一役，估计歼灭日本人达4690名，陆战队伤亡人员达3178名。马金岛战斗结束，毙俘敌550人，(除一名外，其余俘虏全是朝鲜劳动部队人员)，美军总伤亡218名。这样，总共每亡三名士兵，就有二名美军士兵或伤或亡。这数字表明，火力准备的杀伤能力并未严重影响防者的抵抗能力。在两个岛上剩下的警卫部队，从数量和士气看，还可以与同等规模的进攻部队作战，并能抵御得住。这次攻击所以获胜，因为有得力的支援和攻方有预备队的增援，而防者却得不到增援。



　　尼米兹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环状珊瑚岛。该岛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轰炸，也没有自然地形可用来防御海上火炮的轰击。这里除少数礁岩外，几乎全是平地，土层很浅。此岛平均高出海面一人高。日本人在岛上清除地面、建造基地及修筑道路网之后，植被亦不复茂盛。在岛的一端，除了保护海岸炮兵的工事之外，没有明显的水泥建筑。该岛屿长2.5英里，大部分地区平均宽800码。夸贾林岛就是这样一个仅有1.5平方英里面积的、没有自然地形可资利用以限制高爆弹爆炸威力的小岛。



　　夸贾林岛之战的前一个“燧发枪”战役，美国人有充分时间从吉尔伯特的新机场对目标进行系统的陆基轰炸，也用舰载机进行了轰炸。1943年12月21日，美第7航空队首次轰炸夸贾林岛时，4架B-24型飞机投掷了6吨炸弹，1月份又炸了9次。在这个环状珊瑚岛上，共投下了200吨炸弹。



　　1944年1月29日开始，第59特混舰队的海军轰炸机对该岛轰炸了2天，共有4批独立的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及700架舰载飞机参加了这次攻击。



　　1月31日是大规模进攻之日，那天一早，近岸炮轰恢复，战列舰开到了靠近本岛1500码距离之内。美官方陆军史描述，当时所形成的火力“在数量和威力上是空前的”。每秒有2颗炮弹在夸贾林岛上爆炸，共约7000颗舰炮炮弹(口径分为14英寸、8英寸和5英寸)，把该岛从一端到另一端耙了一遍。从附近的卡尔森岛有五个营的野战炮兵，又对夸贾林岛发射了29000发炮弹，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击最为密集的一天。6架解放者轰炸机，就在炮弹飞行轨迹上空飞行，对同一目标投掷了15颗1000-2000磅的炸弹，袭击了岛上的重型火炮设施，接着又有18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攻击岛的一端，同等数目的战斗机以机枪和火箭扫射岛的另一端。总计，此役共有96架次飞机从6艘航母上起飞参加作战。



　　一天过去，该岛已成废墟。即使见识过其他战场的经验丰富的人看来，夸贾林岛上似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已经消灭。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是当时美军火炮和炸弹造成的最混乱的惨景。当夜，在废墟瓦砾堆中还燃烧着熊熊大火。



　　2月1日，美军第7步兵师两个团从小船登上夸贾林岛南端，越过沙滩，仅遇到微弱抵抗，几乎是跑步进入有效防御火力圈之内的，然后一步步打到北端。到此，已是2月7日，战斗结束，卡尔森岛刚近的5个炮兵营，直接的全股支援火力跟着进攻线延伸，未曾懈怠。



　　战斗第三天，对散布在大约六英亩面积上的敌军尸体进行力所能及的检查，以确定死因。从伤口的性质、尸体附近的弹坑，加上一定限度的误差率综合考虑，以抽样抽查为基础，计算出大约70%以上的地表面敌人死于陆军野炮或迫击炮的火力。从检查的地表面敌尸体看来，这些敌军显然是死于美军登陆之后。



　　这次战役和其他战役证明，估计只有4%的日军伤亡为海、空火力准备所造成。虽然伤亡不大，但生还者惊魂未定，足以影响防御者的意志，待攻者上岸之际，日军已无力集体抵抗。随后的抵抗比起塔瓦拉岛的情形也大为不如了。对夸贾林岛按计划实施三天火力准备，规模大，火力猛，比起仅实施了三小时火力准备的塔瓦堡岛战斗，在削弱日本的抵抗能力方面，作用要大得多。



　　对贾夸林岛的野炮射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战中是最猛烈、最得法的一次。目标很适合于运用逐次弹幕射击，以掩护步兵在战场上向纵深前进。这是个较小的目标，总面积大约为4，500，000平方码。倾泻在它上面的105毫米、155毫米的炮弹共65000发，这意味着平均每69平方码就爆炸一发炮弹。在攻击发起前的火力准备期间，大约每100平方码就有一发炮弹或一枚炸弹爆炸。但结果证明，就是这样猛烈的火力还不是“饱和”轰炸，躲在战壕、防空洞或水泥掩体里的士兵，如不被直接命中，也还能生还，可能受点小伤或者被震昏过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所有火力的杀伤效果，使登陆队达到了登陆和建立滩头阵地的目的，但即使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对于防御者的杀伤率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到五，那就意味着95%以上的防御人员并未遭受火力准备的杀伤。但每次战斗中，火力准备已足以压制和瓦解敌军，而保证登陆成功。火力准备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打乱防御者的通信系统。大规模轰炸对防御士兵个人会引起震惊、混乱和士气低落，防御的效果估计要降低一倍半到三倍，这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蔓延到极为广泛的地区，许多战斗涉及到两栖作战，因此联合特混舰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虽然军种间的矛盾，使得合同指挥的原则很难向战略的高度发展，但联合军种的战术原则是得到了证明的。从前，各海战、陆战严格分家的现象消失了，一种新的陆、海、空协同的“立体战争”，对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7．导弹、核武器及其威慑作用(公元1945年)




　　广岛和长崎



　　1945年8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是一颗原子弹，其威力超过了2万吨梯恩梯当量。”



　　1942年12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底下，建成了一座著名的实验型核反应堆，它具有一个反应系统，其输出功率仅0.5瓦。这样小功率的输出，后来却证明它具有大功率核反应堆的生产潜力。当时，首次从这个实验堆，制造出了0.5克钚。而这种钚是以化学方法，由铀所产生的裂变物蜕变而成。用这种方法较适应于进行批量生产。制造原子弹最突出的课题是，核材料要便于大量采集和加工，零件便于组装，弹体的形状和重量要适宜于运载等问题。而这一切又是要通过秘密的科学工程和科学管理来实现的。经过短短的30个月，原子弹的研制获得了成功。



　　在早期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曾刊载过人们对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这一新发展的评论：“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 [ 注：英国下议员M·P·罗伯特·布思比著《世界新闻》1945年8月，伦敦出版。 ] 在核时代必将出现运用核武器于战争的前景，成为各国政府和有影响人士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主宰着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方针政策。



　　关于核武器的评论，自然是从评述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投在日本的这两颗原子弹的性能和威力入手的。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实际威力，显然要小于杜鲁门总统最初的报告所宣布的2万吨梯恩梯当量，估计约1万5千吨梯恩梯当量；而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其威力显然要稍大一些。



　　据调查统计，这两颗核弹爆炸，其后果是令人吃惊的。广岛约有3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8，400人，而伤亡竟达144，000人(其中死亡约68，000人)，长崎约有2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5，700人，伤亡竟达59，000人(其中死亡约38，000人)。在广岛大约有67%的建筑物，在长崎大约有4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被损坏。核弹爆炸后，这两个城市瞬时火焰蔓延，浓烟翻滚。在广岛的火焰扩展到了市中心，在长崎的火焰比较小。



　　核弹爆炸后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的火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炎热，天气晴朗、干燥，伤亡者衣着简陋、单薄；加上在爆炸后极关键的48小时内，大多数伤员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据调查统计，伤员中约有70%是由于爆炸冲击波效应而受的伤(几乎全部是由于间接效应或物理效应引起的)；约有65%是由于光辐射效应而受的伤，约有30%是由于放射性效应而受的伤(不计因放射性效应而引起的后遗症患者)。还有许多伤员是由于多种效应而受的伤，所以，统计中的百分数超过了百分之一百。在室外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1.3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在室内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0.8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



　　在战场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作用，那是1945年以后的数年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感到奇怪，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抑制了战术核武器这一概念的发展。原子弹在战争中首次运用，有它特殊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重点是用作战略轰炸。最初所研制的原子弹是较笨重的，需要用大型轰炸机来携载，而且当时只试制了有限的几颗，是准备用于对付极为重要目标的。1946年，美国以旧海军舰船作为目标，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一次核弹爆炸试验，但这次试验并未展现出新的远景。



　　1950年，曾对这种新型武器作了些改进，使其自重减轻，威力增加数倍。当时，美国空军装备中出现了喷气式飞机。这样，轻型的武器用较小型的快速飞机来携载才成为可能。于是，才开始认真考虑研制和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进行战术核武器设计时，为给它稍留“余地”，得到了军方的协助和支持。当时曾决定由海军和空军资助，共同致力于战术核武器的研制。同时，也由于陆军和海、空军共同分担了战术核武器的研制经费，才决定将260毫米口径炮(1949年发展的)改为280毫米口径炮。这种炮及其运载的车辆是按常规火炮设计的，只增设了一套辅助操作规程，使其具有可以发射原子炮弹的战斗性能。1951年和1952年所试制的弹丸(原子弹头)试验成功，设计方案被验收获准。陆军参谋长上将J·劳顿·柯林斯，对这样一个能机动转移的庞然大物十分重视，并主张军队必须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原子炮兵。虽然，当时所研制的280毫米原子炮注定将会早日被废弃，但它却成了美国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现代炮兵的先驱。



　　美国在致力于将核装置的重量减轻，体积缩小的改进过程中，同时加紧研制战术核武器。195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两次核爆炸试验，证实了苏联曾早在1949年进行过核试验，于是，苏联人也有了“原子弹”。



　　在这以前，早已开始研制具有更大杀伤威力的核装置，这种核装置是以核聚变反应，而不是以核裂变反应为基础的。经杜鲁门总统批准，1952年11月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这次氢弹试验是在埃尼威托克岛上进行的。试验结果，证明其威力很大，试验中心点是选定埃尼威托克附近的一个小岛，爆炸后该小岛消失，海底炸成一个直径为一英里，深为175英尺的大弹坑。1953年苏联也爆炸了一个核聚变装置。这两次特大功率的核聚变爆炸试验，表明美、苏两国已拥有能产生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的能力。



　　当地面部队为适应核武器时代对编制上和战术上的要求时，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各种复杂的考虑。这就是在朝鲜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曾进行过多次没作定论的专门讨论。(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即当时得悉杜鲁门总统暗示有可能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时，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仓促的访问华盛顿之行中，对此深表惊讶，这时美国就作了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对核战争作战原则的探索



　　考虑到未来战场将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一事实，军界开始对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战术和作战原则方面同时进行了探索。美军曾确定：要求“扩大疏散配置间隔，提高作战机动性，节制后勤补给，加强小部队作战的独立性”这一作战原则，曾把一些师改变成若干独立作战的部队，以利于达到上述作战原则的要求。



　　可是，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作战的实际考虑，战争是否可在核条件下进行。无论参战的某一方，一旦使用战术核武器，是否会使问题更加恶化，使战争突然升级到“大决战”的程度。



　　“总体战”这一术语，往往和“核战略”这一术语混同使用。“核战略”的含义是表示用核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即用远程战略轰炸机携载核弹，或用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等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进行核武器抗衡将会导致十分可怕的恶果。可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一直在发展核力量，以便相互进行核对抗。虽然，英国、法国以及中国也先后发展了核武器，使问题复杂化了，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两极对抗的态势。



　　在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结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签定了华沙条约。



　　美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好象在其盟国的领土上撑开了一把“核保护伞”。50年代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公布了一项原则，对于来自任何一个华约国家的进攻，将以战术核武器回击。但如何执行这一原则却并未部署就绪。当时认为只要申述这一原则就能抑制苏联的侵略。因为北约国家比华约国家拥有更多的战术核武器，美国比苏联又拥有更多的战略核武器，所以战争要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70年代末，关于核武器的战术使用问题，是决策者和分析家所关注的一个论题。但无论怎样议论，究竟用不用战术核武器问题，实际上仍没有解决。



　　关于技术的发展



　　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在美国和苏联开发宇宙空间计划的推动下，武器的技术加工能力迅速提高，促使旧式武器普遍更新换代。新型武器装备的出现，对战争性质有着极大影响。由于形势急剧变化，有些新型武器几乎是刚一使用，就被淘汰。但由于不了解新型武器的数量，也由于许多国家对新型武器都严加保密，所以对此尚不可能详加论述。一般来说，美国和苏联发展新型武器的想法大同小异，所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也相类似。在其它国家，虽然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为数较少，但情况也相同。美国研制新型武器倾向于较为“公开化”，其中某些武器，或多或少是作为某种通用武器型号的代表而公布的。



　　各种类型的导弹，在新型武器中名列前茅。导弹弹头既可以是核弹头，也可以是高能炸药的普通弹头。导弹种类包括从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到单兵反坦克火箭，其射程几乎可遍及全球。由于控制系统和导引装置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这类新型武器命中目标的概率。人们常把这类精确制导武器叫作“灵巧炸弹”。要达到增大射程，连续跟踪目标，首要的问题是要研制出具有更高能量，更为稳定的推进剂。从制导理论上说，要研制出攻击多个目标的新型武器是可以实现的。



　　导弹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地地导弹(包括潜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战后，美国最初研制的惯性制导型导弹，是美国陆军曾装备过的“下士”导弹。它具有以固体推进剂作燃料的助推器，并具有以液体推进剂来维持运转的发动机。这种导弹于1945年9月末，在新墨西哥州怀特沙漠试验场，利用固定发射台，首次发射成功，弹体是沿着一条很高的抛物线轨道飞行。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美国发展了带有末段制导的、改进的大型防空武器，它在大部分航程内，是沿弹道式轨道飞行。这是美国陆军曾装备的一种远程战术武器。其中象“中士”地地导弹，是一种取代“下士”地地导弹，带固体推进器的弹道式导弹。这种导弹在机动性、可靠性和精度等方面作了许多改进。接着，美国还研制了具有多种作战性能的另一类新型武器。如“红石”地地导弹、“诚实约翰”地地导弹、“长矛”地地导弹等等。



　　当时，根据美国阿伯丁试验场1947年2月28日的报告书证明：高射炮弹尽管其飞行时限大约为40秒钟，但若用它来打喷气式飞机，弹丸需要30秒钟飞抵目标，则用高射炮弹就无效。要有效击毁喷气式飞机，需要用火箭型的防空导弹。于是，在原来固定发射的“下士”地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了“奈基”I型地空导弹，并在1953年开始装备使用。与此同时，美国又发展了全部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新型的“奈基”II型地空导弹。它比“奈基”I型连续飞行时间长，射程更远，毁伤能力更强。不久，美国在其国境周围所部署的防空武器中，绝大多数用“奈基”II型防空导弹取代了“奈基”I型防空导弹。



　　自从1945年以来，许多采用固体推进剂的各类防空和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早已陆续研制成功。在1970年和1973年期间，苏制的地空导弹实际上已在越南用于对付美国飞机，以及在中东用于对付以色列飞机。据以色列和埃及双方的评论，部署在以色列机场要地周围的美制“霍克”地空导弹，其毁伤目标的能力，至少和阿拉伯人使用的苏制地空导弹一样高；或者“霍克”地空导弹命中精度要更加高些 [ 注：参见表5，表中各项表示在十月战争(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所使用的导弹和火箭的性能(选自《难以理解的胜利》第610-611页)。 ] 。



 
 
 
 
 



　　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是用作地对地反击坦克的导弹。这种导弹首创于法国。它是在原来基础上，经过改进后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其自重约54磅(24.516公斤)，可以从吉普车上或在三脚架上发射。若装填充足的火箭燃料，在两英里(3.213公里)范围内能准确命中目标。当该导弹发射后，其后面拖带两条细导线，用以传输脉冲信号进行有线制导。其制导的基本过程是：当发射后，射手操持发射瞄准装置，始终保持瞄准装置中的十字瞄准线对准目标；同时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及时把信息转换成制导指令，启动弹上的火箭舵，并适时校正其飞行轨迹。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用直升飞机作“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用直升飞机作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在发射中要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这样却又易遭受地面火力的毁伤。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除埃及人使用的类似有线制导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外，还有改进后的火箭筒型式的反坦克武器——RPG-7反坦克火箭筒。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使用过两种空对地自动寻的制导炸弹。其中一种是“灵巧炸弹”，这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其光电系统和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跟踪目标和自动投弹，当炸弹下落时，借助其重力使其信息存储器启动和控制弹的尾翼，保持弹体始终对准目标。另一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激光束从载机上射向目标，炸弹自动跟踪激光束朝向目标下落 [ 注：译者注：这类炸弹叫作“激光制导炸弹” ] 。这两种制导系统的炸弹，可以由高速飞行的飞机投掷。对于轰炸小的点目标，比用不带制导的散落性炸弹轰炸，命中精度高，投弹量少，因而每枚弹重也较大。



　　70年代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老式B-52轰炸机可携带20枚空地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实际上是按预定飞行程序，朝其预定目标，在大气层飞行的无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其制导系统是利用地形匹配，并装有含电子计算机的雷达系统。导弹发射后，制导系统开始工作，导引其按预定航迹飞行，它飞行于离地面约100英尺(30.48米)的高度，弹上雷达不断将实测的地形参数，与预先贮存在弹上微型计算机中的三维地图的目标参数，适时进行比较，以不断修正其飞行轨迹。



　　美国海军装备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是在实战中攻击敌方飞机的第一种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装有红外自动寻的制导装置，用于从海面到50，000英尺(15，240米)以上高空中，搜索和击毁敌方高性能飞机。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曾使用“响尾蛇”空空导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米格”飞机。这种“响尾蛇”空空导弹装常规弹头，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其飞行速度为2.5马赫数。



　　美国海军所装备的许多火炮，已经显得陈旧，多已换装成具有巨大威力，以传感器或其它装置进行制导的导弹。美国已有了“鞑靼人”舰舰导弹，“小猎犬”和“黄铜骑士”舰空导弹，以及“阿斯罗克”反潜火箭(即火箭助推反潜鱼雷)、潜射火箭等反潜武器。苏联也有类似的武器。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苏联和美国已研制出远射程、高精度多种型号的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宇宙神”和“大力神”这类型号，是早期研制的，采用液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洲际弹道导弹；后来又研制了“丘辟特”和“雷神”这类型号，这是中程地地弹道导弹；再后又新研制了采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现代化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并以它逐渐取代“宇宙神”和“大力神”等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美国还最先采用带多弹头的导弹。1970年末，美国和苏联在其武器装备中，都有了这类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集束式多弹头。它是当导弹抵近目标区域时，弹头散开。采用集束式多弹头，借助弹头瞬时散开爆炸，比以一个同等当量或更大当量的单弹头，将可产生更大爆压，提高杀伤威力。有的集束式多弹头还带有假弹头，当其在空间散开后，可使敌方雷达不易分辨真假弹头，以提高其突防能力。第二种类型是分导式多弹头。它是当助推火箭脱落后，弹头各自沿不同弹道，自行校正导向不同目标。为了使弹头达到按预定程序理想分离，可以附加再入飞行器。



　　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已有“北极星”和“海神”等型号，它成了美国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装备这类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潜航几个月，航行于世界各海域。该艇设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用于在作战中适时从水下发射导弹。



　　导弹的发展是十分惊人的。现在导弹的攻击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而且还可携带核弹头，命中精度也非常高。不久前，美国和苏联两国为了防御对方导弹的攻击，不得不致力于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反击来袭导弹，欲得到命中的机会是极小的，因为只要有一枚来袭导弹穿过拦截，就将会摧毁整个区域。所以，对于拦截来袭导弹颇感失望。随着相控阵雷达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在远距离侦获目标(即来袭导弹)的能力。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装置，能分辨真假弹头和火箭助推器，以及飘浮在空间的干扰物，并能适时跟踪和导引拦截导弹，有效地击毁来袭导弹，但其所需费用十分昂贵。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反弹道导弹导弹的研究，建立了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该防御系统究竟是用以防卫人口稠密的重要城市和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呢？还是用于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而这种防卫力量对于敌方企图发动战争，将是一种最有效的威慑。1972年，美国和苏联首次举行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达成了部分协议，双方同意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协议规定：苏联仅保留已经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用来保卫首都莫斯科；美国在两个重要城市所保存的反弹道导弹导弹，限制不超过200枚。



　　海上核战争



　　在海上，由于核动力技术和火箭技术的紧密结合，推动了舰船动力装置及其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迫使舰船结构也同样急速发展变化。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如果能定期从流动的补给站，及时补充军需物资和军火，则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时间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仍然是海上武力的王牌。虽然某些观察家对其在海上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装备有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却空前增强了其对陆地目标攻击的能力。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舰船的典型。



　　通常认为：一旦大战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所挫败。对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小规模两栖作战，利用直升飞机似乎是一种作战手段，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有易遭击毁的弱点。所以，在当代战争中，掌握制空权，成了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迫切的问题。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如何正确选择空中力量，有人主张：似乎应取决于自由世界造成空中威慑的效果如何。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存在分歧。



　　当前，由于空中力量在技术上的迅速发展，促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和距离。飞机的航程和爬高率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日益增加，武器系统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但要求空中和地面部队，象战术分队那样，必须相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情况并未改变。



　　但是，要达到地面和空中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客观事实是：在固定翼飞机用于近距火力支援时，存在如下更为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增大，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越目标。这样将会限制其火力效能，也将会大大降低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并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察的价值。另外，由于地面防空武器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普遍有了提高和改进，这样又使空军用于支援地面战斗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了。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封锁战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样，也必然进一步增加作战中的复杂性。因为指挥通信是在对抗条件下进行的，它们所采用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己方所采用的电子通信设备同样精良。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对其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也带来重大影响。



　　在19世纪，曾有过许多设想，企图在一些国家中，制定某些约章，以便控制和限制使用武装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认真而巧妙地进行了军备控制，这一点，和19世纪所处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将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将破坏人类文明，因此，深切感到迫切需要控制这类武器的使用和发展。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8．在核保护伞下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





(公元1950-1973年)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来一些被混淆、纠缠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地、系统地进行历史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还难以从中观察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但是，在这期间，人们还是很快地觉察到武器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武器和战争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内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战后的二、三十年是一个战争和具有战争威慑的时期，军方人员在试验和挫折的迷雾中，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新型核武器的途径；此外也在探索不使用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条件下，如何改善利用常规武器进行作战的样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殖民帝国纷纷崩溃，建立了许多新国家。这些新国家对怎样领导好本国的建设，往往未能作充分准备，而且这些新国家的领导者，又往往是在势力真空的形势下，被迫推上领导岗位的。当然那里的局势会动荡不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在20世纪中叶，由于在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库中，出现了核武器，又由于两国政治观点对立，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发展情况，以及使用和控制这类新型武器的方式方法有了变化等原因，对战争的性质有着强烈影响。两个超级大国所确立的核战略思想是：依靠核武器相互进行威慑，而防止直接的军事冲突。虽然美、苏两国在战场上没有直接对抗；但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战争和武力冲突中，两个超级大国却采取了某种方式部署这类核武器，互相对抗。



　　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逐步升级到核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迫使政界的首脑们不得不对当时战场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周密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可利用其先进的电子通信设备，观察每天战场的动态。譬如，总统可以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并可直接与参战部队进行通信联络。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文职当局对军方过多的干预，而文职当局对于军队的行政和战术方面的详情并不熟悉，甚至还难以充分理解，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的头六个月里，战绩象摆锤似地大幅度摆动着。



　　美军从后来作战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在战争的第一年末，中、朝部队全面展开，供应补给线延长，交通运输处于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缓慢向北推进。后来，正当美军加速向朝鲜北部推进之时，联合国的苏联代表，于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停火建议。美军司令受命停战，尽管他当时曾提出乘敌处于崩溃边缘进行“穷追”的主张。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支持朝鲜是记忆犹新的，因而对于苏联和其它国家接连发出的警告很敏感。所以，决定不做任何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从回顾中，很容易证实当时富有洞察力的战略家的看法，即已看出当时苏联是无意于冒险介入战争的。



　　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前线附近相会，起先在朝鲜的开城，后来在朝鲜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而双方的局部冲突，始终不断在前线发生。中、朝部队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充实、扩大自己的兵力。到年末，中、朝地面部队，估计已发展达800，000人，其中中国军队约占四分之三。这时，大量的苏联火炮，包括配有高性能雷达控制的高射炮，也陆续被运到了北朝鲜。但美军的制空权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也未预示将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共产党部队仍继续在白天隐蔽，不断积极开山挖洞和构筑其它地下工事。



　　停战谈判几经中断之后，双方又重新发生冲突，然后又恢复停战谈判。最后，在1953年7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当时所确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是实际的交战线。该线大约在38纬度线上，这也是交战前已经划定的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关于这次战争的意义，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这是核时代第一次发生的重大冲突。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没有使用核武器，但原子弹却严重威胁着参战各方，尤其影响美国部队。因为原子弹的威胁，抑制了美国部队扩大战果。



　　朝鲜战争，还证实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现代战争成功作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这也从实战中提醒我们，空军既不能单独完成对地面的侦察任务，也不能最后解决地面战斗。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国部队掌握了空中优势，促使共产党部队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这种飞机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气式战斗机，它远比美国的F-84战斗机性能好，在某些性能方面还超过了美国的F-86战斗机。“米格”战斗机是1950年末在朝鲜首次见到，在1951年期间，数量上有所增加。当时，绝大部分美国飞行员训练有素技能高超，弥补了其飞机性能较差的弱点。虽然，当时绝不允许美国部队的飞机越过鸭绿江上空追击“米格”飞机，但却阻止了中国部队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军事基地计划的实施。



　　此外，朝鲜战争也完全证实了直升飞机具有很大的作战潜力，它可作为机动运输、侦察、撤离和战场救援的一种新型作战工具。



　　在朝鲜战争中，比空军，尤其是美国空军起更大作用的是海军。美国海军不仅担负着横越太平洋，进行军需物资的运输供给任务；而且担负着参与两栖作战任务。在两栖作战中，美国海军常利用舰炮攻击射程内的目标，并使用了海军陆战队对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还利用海军飞机进行近距支援和遮断轰炸，以攻击地面目标。美国海军还担负着海上封锁任务，千方百计切断中、朝部队的海上后勤供应线。



　　越南战争



　　与此同时，在越南亦进行着一场持久战。这场冲突是1945年，作为殖民地人民起义，反对法国统治而开始的。1954年演变为越南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从1965年到1973年间，由于美国积极介入，而发展成为一场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美军支援南越反对北越和越共；而北越和越共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援(这种支援是两国各自进行的，并未协同配合)。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也是一场没有固定战线，四处出现敌人的战争。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是1945年至1954年反法战争的胜利者。他已经把游击战这一作战科学加以掌握和运用。而美军只能在千百次野蛮战斗中，固守已占的地盘。这种作战都不是一种现代常规战的主要作战模式。战争是残酷的战斗，也是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发的产物，经历着无数挫折和变幻不定的场景。华盛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次军事行动施加了严重影响。



　　美军作战，往往是以所构筑或设防的基地为出发点，进行搜索和突破，以求歼灭共产党有生力量，扫荡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除包围战外，一般作战只动用排到营的兵力，有时即使是较大规模的作战，也只动用不大的兵力。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通常运用直升飞机，作为枪炮和人员等的运载工具，以及伤员营救、撤离的救援工具。这样，大大地提高了美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机动性。



　　1966年，美军发动了一次长期攻势。他们不是采用近距交战，突然袭击的策略，而是采用长时间，不断扫荡的策略。越共部队被迫无奈，凭借其熟悉地形，一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迅速潜入森林，就近转移，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隐蔽休整，待机出击。当美军和南越军扫荡缓和时，越共部队又秘密返回其原来所占据的地域。



　　1968年初，美军前线指挥官送出了一份公开而又悲观的战场报告，越共部队公然违犯停火协定，突然发动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新年攻势。这次新年攻势的规模、范围和剧烈性，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美军撤出越南。



　　虽然，在这次新年攻势中，越共部队被完全击退，且遭受到了严重伤亡。共产党方面既未收复失地，巩固立足点；又未能对南越共产党加强支援。但是，这次新年攻势，对北越和越共来说，是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或许也是迫使美军在1973年最后撤出东南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东战争



　　1917年，英国外交部长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勋爵发表一项宣言，刺激了各种力量，不断引起冲突。于是，当时这个归属英国的古老国家——巴勒斯坦，开始经历了动乱的三十年，接着又经历了战争的三十年。这种动乱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波及整个中东，并影响着全世界。而对于这些事态，既不能谴责鲍尔弗勋爵，又不可责怪英国政府。由于酿成上述事件的各派势力早已出现，并积极活动。所以，就是没有鲍尔弗宣言，也会被别的事件激发起冲突。



　　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在以色列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1948年到1973年期间在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其中1973年10月最后发生的这次战争最关重要。这次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提供。这次战争为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效果如何，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



　　当阿拉伯军队已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首战告捷，到10月25日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之前，以色列军队恢复了主动，在上述两个战区，已获得实质性的局部胜利，切断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第三军。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进攻将结束的时候，企图攻夺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这两个城市的以色列军队却被击退；而在戈兰高地前线，叙利亚人在伊拉克和约旦支援下，又在计划进行反攻。虽然，毫无疑问，以色列军队在战斗中仍占据优势，但却已不象1948年、1956年和1967年前三次战争中那样，它每战都是占据压倒优势了。



　　在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阿拉伯人发起攻击后大约四十分钟，以色列飞机起飞，出现在战场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突然遭到强大威力和为数众多的苏制阿拉伯导弹的轰击。天黑前，以色列飞机被击毁三十多架。以后几天，埃及的机动SA-6地空导弹和ZSU-23-4四管自行机关炮，又击落了许多以色列飞机。此外，埃及还使用了手提式固定发射的轻型苏制SA-7“箭”地空导弹，但其威力较小。用它虽击中了许多以色列飞机，但多数只能造成损伤，未能予以击毁。所以，激战的头几天，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不久，以色列很快运用其所发明的战术，在战场上空，用飞机施撒金属箔片干扰物和采用其他电子对抗手段。这样，以色列的飞机对地面战斗支援，特别是对在北部前线的地面战斗支援，才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更大贡献。



　　苏制地空导弹，特别是SA-6地空导弹和“箭”SA-7地空导弹，使用于对空作战后，实战表明，其情况不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那样，只要空中力量强大，就自然可获得空中优势。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拚命努力采取措施，特别是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来对付阿方苏制导弹的威胁。这样，在战场上空，以方才在小范围内恢复了空中优势。但是，地面作战的行动，对于空中作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首先，有些战果，是通过远程火炮的火力攻击取得的，这些火炮，可用以压制对方地面导弹发射阵地。后来，在以色列军队推进到苏伊士运河以西时，曾以这些远程火炮进行火力压制，迫使埃及许多导弹发射阵地转移。这样，才使以色列空军有可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更为有力的支援。



　　在海上，以色列装备了本国制造的“加布利埃尔”反舰导弹的“萨尔”级导弹快艇，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水域，使以色列海岸免遭来自海上的炮火和导弹的袭击。另一方面埃及也在曼德海峡(向南流入红海)的港口，进行严密封锁，切断了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埃及还公然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大大减少了海上船只的来往。



　　埃及和叙利亚在和以色列作战中，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支援，来补充、修理武器装备及其配件。开战后两天，以色列也开始从美国空运供应品。第一周末，美国人开始使用自己的飞机，支援以色列航空公司空运货物。接近停火时，苏联空运物资约15，000吨，美国空运物资约20，000吨以上。



　　1973年10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和苏联同意之下，决定在6个月内，派遣一支7，0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到苏伊士运河沿线和戈兰高地，强迫双方停火。



　　其它战争



　　在这一时期，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其它类型的战争，其中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中国内战结束阶段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内战争，在军事上最重要的经验是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成功地运用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使游击战演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



　　7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以亲苏的古巴为一方，和亲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次战争。战争结束，亲苏的一方打败了亲美的一方。70年代中期，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大批古巴军队，开始控制了安哥拉这个国家。在1978年，同样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长期争夺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也由于有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军队的介入，加上苏联的野战指挥，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胜利。



　　评价



　　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变化的共同特征，是研究武器和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领域。虽然，在这些战争中未曾使用过任何一种核武器，也没有显露出要进行核战争的迹象。但是，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新型武器的运用，必然会给参战的一方和敌对双方的战斗行动，带来重大影响，在中东、越南和朝鲜战争中，这一共同特征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就这些战争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新变化，基本还是采用以往四百年来典型的作战样式。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近代战争中使用了先进的通信工具，但这不过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发展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研究这些战争特征中，已经看到：在绝大部分战争的背景中，都有对立的超级大国的影子出现。当然在战争中，这两个主要对手并不直接对抗，所以如此，是因为采用了相互威慑的战略。事实上，人们已将上述情况贴切地归纳成为一个共同特点了。未经直接较量的对抗或威慑战略，这就包含着将使用大规模破坏性核武器的潜在可能。仆从国家代理人之间，甚至主要国家代理人之间，常常发生局部战争，但对抗双方的主要对手，还是玩弄相互威慑战略，尽量避免直接交战，害怕发生严重后果，这已不是罕见的新奇现象。



　　在如下冲突、敌对行动中，也表现出上述这一共同特征。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古罗马和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古罗马和帕提亚、波斯(现称伊朗)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冲突；不列颠(今苏格兰、威尔斯、英格兰的总称)和俄罗斯之间19世纪在中亚发生的冲突；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冲突；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美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和东南亚殖民地而发生的冲突等等。其中某些冲突最后导致摊牌性的对抗；某些冲突则没有发展到这种摊牌性对抗的程度。所以，在冲突中，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代理人或半代理人之间战争的进程。这些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



　　譬如，朝鲜战争，就可以和意大利、迦太基对抗期间，在罗马的马其顿战争相比拟，或者和不列颠、俄罗斯对抗期间，在英属阿富汗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当然，这种类比是不完全确切的。因历史本身决不会重演，但其格局却十分类似，这是十分明显的。



　　大国卷入局部的战争或骚乱，而其主要对手只在旁边观战，这种冲突的格局是很多的。如1978年到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旁观者。再如公元前2世纪，在以色列发生了骚乱，犹太人战胜了叙利亚人。当时，首先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后来是帕提亚的波斯，只在旁边观战。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如3世纪后，罗马帝国在以色列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而帕提亚仍然只在附近观望，情节相类似，只是结局有所不同罢了。在现代，与上述战争相类似的是，19世纪末，英国反对苏丹伊斯兰教托钵僧这一长期而痛苦的战争。在这期间，法国利用此机会吞并了附近的非洲地区。在这些战争中，以及有大国插手所发生的外部暴乱的战斗中，正规军总是面临着与难以捉摸的敌手较量，并总是遭受失败。因为对方在作战中，得到了当地群众秘密的、实际的有力支持。



　　历史上类似1956年以来，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是很多的。在近代，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可提供有趣的对照。当然，把古希腊的战争作为对照，也同样恰当。那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企图避免冲突，但最后相互被毁灭了。而在罗马-马其顿对抗中，却以迦太基人失败而告终。



　　因此，历代战例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武器和技术怎样变化，无论怎样使用或玩弄这些技术和武器，战争中的共性规律，都与古代和历史上出现的人类冲突相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敏感的作家，采用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来阐述为何每一代人都需研究历史，以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但在阐述关于新与旧的关系中，譬如，阐述武器和战争的相互关系，没有谁比阿方斯·卡尔把它比喻得更恰当：“万变不离其宗” [ 注：阿方斯·卡尔《万变不离其宗》，1849年1月。 ] 。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29．各个时代兵器的杀伤力




　　所有的兵器，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杀伤力，即使人致伤，如可能则使人毙命的能力。战争的历史，就是一些集团的人们，通过比敌方更为有效地使用兵器，或换言之，充分发挥或者接近发挥兵器的最大杀伤力，力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些集团的人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回顾。



　　当然，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一把剑，有人操之能置对手于死地，那末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把剑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了。然而，剑的杀伤力却要受时间、距离、乃至持剑人的身体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假如我们给这些或者其它因素赋以一定的数值概念，便可将剑的杀伤力跟氢弹、坦克或其它任何兵器加以比较。显然，能在较短时间里歼敌越多的兵器其杀伤力也就越大。表1(见第12节)和图2表示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有代表性的兵器的杀伤力。这些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是用标准公式计算所得之结果(见表1)，并用半对数方法加以图示的(见图2)。






图2 各历史时期兵器杀伤力和士兵分散率的变化



　　读者从图表上不难看出，在我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表示杀伤力的曲线相当平直，但从启用黑火药兵器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开始，曲线便急剧上升。



　　为了提高兵器杀伤力，促使人们采取两项重大的做法。第一，人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型兵器的效能；第二，人们同时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手段来限制敌方使用新型兵器的效能。



　　这两者相互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兵器的效能以打击敌人，同时又限制敌人兵器效能的发挥，导致了我们所说的战术的发展，即作战中用兵技巧的发展。这些战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火力，或称杀伤力；(2)运动，旨在使部队及其兵器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阵地，或者说运动到敌方对我方具有最小杀伤力的阵地，或者实现这两种要求的某一结合；(3)军队的部署，即要达到下述之双重目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方使用兵器的效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兵器的效能。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从本书前面所述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战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在技术方面的变化使兵器发生了变革，并进一步导致战争中战术的变化。但是，尽管有着这样一些变化和变革，战争仍然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特性，而且，这些不变特性跟那些变化和变革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战争的不变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的目的不变，即使用致命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第二是进行战争的方法不变，这些方法可归纳为一套原则，通常称为战争之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的本性不变。



　　如表1和图2所示，在以往的整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只有过很少的几次重大提高，并且主要是在大约1850年之后。每次杀伤力的大提高均可看成是足以改变战争特性的新飞跃。这种飞跃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随之能引起一系列的革新。革命和革新是不容混为一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用后坐力来带动的带式送弹马克沁机枪是一种兵器上的革命，而后来出现的一些机枪虽然性能更佳，但却只能算作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革新而已。一种新型兵器的出现，只有当它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因而引起战术及作战时的军事编制的变化，或者在使用原有兵器来对付它或用它进行作战而引起战争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方能充分估价其真正的影响和意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组建了装甲师并投入实战，便表明坦克这种新型兵器已被成功地吸收作为德军的制式装备，并由此带来了兵器技术及战术的许多重大的进步。



　　相对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兵器技术和战术的突出进步是为数不多的。现用下面几页篇幅先介绍一下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设法提高长矛的杀伤力，并通过建立方阵(约公元前355年) [ 注：这一时间顺序可能被颠倒了。 ] 使长矛的作战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以来，直至发明原子弹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兵器及其杀伤力的十八项重大进步。



　　冷兵器时代



　　马其顿长矛：公元前359年后不久，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下令增加矛的长度，因此这种长矛要比同时代的矛明显地长一些。它曾用于由4096名训练有素的专职长矛兵组成的方阵作战，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极其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方阵队形，它近似于现代的一个师。



　　短剑：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种古罗马短剑，长度为两英尺，系一种沉重兵器，主要用来刺人体的要害部位，造成当场死亡或致命的感染。它的重量和宽度还使之适合于作为手斧来使用。古罗马短剑兵通常编成120人左右的小队，作战时可按预先规定的简短指令灵活编队，这样就可以在作战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进行运动或战斗。每个短剑兵都经过专门的训练，他既能单兵作战，同时又是协调良好的整个战斗机器中的一员。这种小型编队，再加上轻步兵和轻骑兵，便组成4500人左右兵力的作战部队，即所谓的古罗马军团，它差不多也类似现代的一个师。



　　英国长弓：公元1200年前 [ 注：有迹象表明，约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就已经出现了长弓的完整的雏形。而英国弓来源于威尔士的说法也是有疑问的，也许本来就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 ] ，威尔士山民发明一种可以快速放箭的长弓。它用紫杉木制成，据说它的箭头能射入栎木四英寸的深度。弓箭兵必须从小开始训练才能熟练地使用这种兵器。虽然长弓的杀伤力要比欧洲所有其它种类的弓箭强得多，但实际上却并不比制作较为粗陋，使用不大灵便的石弓好。石弓在欧洲出现比英国长弓大约要早一个世纪。直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时期，长弓才在作战中真正得到有效的使用。他们选用大量长弓兵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火力基地，并由弓箭兵、轻重步兵及小股带盔甲的精锐骑兵紧密有序地配合作战，从而实施一种能攻能防的战术。



　　蒙古弓：一种反射式弓，用动物的角和木头制成，样子与普通弓差异颇大，长度则与英国长弓相近。射箭是骑在马背上进行的，因此弓箭兵从小就要苦练骑马和射箭的本领。蒙古弓箭兵按照成吉思汗建立的完善的作战指挥系统进行编队，在权威首领的指挥下，手持性能大大优于所有对手的兵器，与全身披盔带甲的长矛骑手协同作战。在十三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蒙古军曾所向披靡，称雄一时。



　　黑火药时代



　　黑火药本身只是一种危险性属于中等的炸药。欧洲人直到1250年才懂得使用它，在中国则可能要早一些。当时，人们花了50至75年的时间才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内并进行点燃，便具有杀伤力。但黑火药兵器被正式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则化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到了15世纪中叶，黑火药兵器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才清楚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最早的火炮：公元1326年，黑火药被用来在城堡门楼上发射小型弹体。这种发射装置尽管十分原始，但已经属于一种火炮了。它使黑火药成了能够使人致命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是使黑火药具备杀伤力的一次带根本意义的飞跃。



　　火绳枪：在出现火炮后约120年，发明了最早的安全可靠的枪。到了15世纪中叶，又在此基础上制成了火绳枪。由于这种枪的射击速率很慢，在射击完毕装填子弹时，射手既不能射击又不能防卫，因此使用起来很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由长矛兵来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火绳枪兵，二是将火绳枪兵编成十列横队，当第一列打完一发子弹后，便退回最后一列去装子弹，接着后面各列依次轮流射击。16世纪初的西班牙方队便是采取这种战术的最好例证。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兵器的改进：这位国王改进了当时的兵器，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些兵器成了他全面改革后的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战术以及军事编制方面的改革则成了后来三个世纪中欧洲军事实践的基础。他通过改进子(炮)弹(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思路)，大大提高了滑膛枪和火炮的射击速率。为了发挥步兵的火力，他发明了“线式战术”，将士兵编成行数较少的队列，而不是象西班牙方队那样密集的队形。为了发挥炮兵的火力，他设法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改进炮队的编组，使之比当时其它军队的炮兵具有大得多的战术机动性和效能。



　　燧发枪和刺刀：这两种兵器组成了一种更简单更可靠的枪械。枪上带有可进行肉搏战的装置，这样，当枪在射击之后仍然具有杀伤的能力。由于使用了环套固定的刺刀，因而结束了黑火药兵器很长的一段过渡时期，从此，不再要由长矛兵来保护手持空枪的士兵了。在欧洲，约从1700年起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组合式兵器，直到下一世纪仍是部队的制式装备，前后经历了约125年时间。燧发枪和刺刀在杀伤力方面完全可与线式战术和滑膛枪相匹配。



　　技术变革时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兵器的杀伤力比之黑火药时期的早期兵器有了一个量的飞跃。由于这些兵器近代才使用，又有较好的资料记录，兵器在哪种情况下发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取得了哪些进步等情况都比较清楚，因此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圆锥形步枪子弹(1849-1860年)：即通常所说的米尼枪弹。这种子弹用于前装枪，由能防风雨的火帽引发，其初速快，有效射程相当于当时的滑膛枪，而精确度则大大优于老式燧发枪。采用这种子弹的步枪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主要步兵武器，当时战斗中的大部分伤亡是这种兵器造成的，同时它还导致了步兵战术的重大变革，不过这种变革进程比较缓慢。由于采用圆锥形子弹的步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此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兵器革命，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是如此。



　　后装枪(1848-1864年)：这种枪的特点是射手可以俯伏射击和俯伏装弹，因此它使前装枪过时了。后装枪的技术思路并不新，它的雏型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在实战中使用了。1848年普鲁士军队率先将这种枪大量用于步兵作战，但直到1864年丹麦战争时才公开撞针枪的秘密。



　　后装线膛炮(1845-1870年)：虽然1845年左右就已制成可供实战用的后膛炮雏型，但此后的25年内却一直没有得到广泛采用。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在普-法战争(德国操纵)中显示出它比老式的法国前装炮要明显优越。由于它的射程更远，发射速率更高，因而杀伤力就更大。



　　马克沁机枪(1883年)：这种用后坐力来推动的带式送弹机枪是现代自动化兵器的雏型。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机枪是黑火药出现以来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效果最好的一种兵器。



　　榴弹(1886年)：装有烈性炸药的轻型火炮炮弹能够在爆炸点周围20英尺的范围内产生1000多块具有杀伤力的弹片。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用的老式黑火药炮弹只有2-5块弹片，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所用的炮弹也只能产生30块弹片。因此，仅从爆炸所产生的弹片来推算，理论上榴弹的杀伤力是普通黑火药炮弹的35至200倍。



　　机柄弹仓式步枪(约1895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军队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弹仓式步枪，但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过大量改进的毛瑟枪成了各国军队标准的步兵步枪的原型。这种枪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主要原因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美国的M1903型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是这类枪中的佼佼者。但是，主要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枪才逐步被半自动步枪(系机关枪原理的改进)所取代。



　　坦克(1916年)：这是一种内燃机驱动的环状履带车，它使机枪和轻型火炮具备了越野机动能力并得到了装甲的保护。这就使之比没有装甲保护的人背马驮式兵器具备了大得多的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当时一些兵器杀伤力的提高，曾经形成了战术上的一种僵持局面，坦克的出现从机械化的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



　　战斗轰炸机(1917年)：这种飞机在作战灵活性，航程以及将相对来说把较大的炮弹(或机枪子弹)射向点状目标所用的反应时间等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请注意，在特定条件下也可在作战中使用中型和重型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使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可以说是短暂却又成功的反常现象，并不能说明飞机的杀伤力得到多少提高，因为作战环境有可能变得对这种飞机的活动十分不利。)



　　弹道导弹(1944年)：这是一项德国人的发明 [ 注：主要是在美国人罗伯特·H·戈达德(1882-1945)的火箭理论基础上发明的。 ] 。(此情于1944年披露)由于这种导弹射程远，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并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弹头的杀伤力。这种导弹是导弹家族的雏型，这导弹家族正在引起战术和军队编制的变化，即使射程大幅度地增加，也就大大提高了杀伤力。



　　原子弹(1945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全世界都知道原子弹首次用于战略轰炸，同时也因为人们承认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杀伤力，因此，尽管原子弹尚未用于战术目的，但它在促使战术和军事编制的改变方面已经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何对核武器作出恰当的应变，也许是当今或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军事课题。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要了解战争的演变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杀伤力的提高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作用。当然，给敌人造成伤亡的是兵器，因此兵器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工具。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兵器的实际杀伤能力一直是受辅助性技术进展的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相应提高的。



　　正因为历史上兵器本身的杀伤力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真正重大的提高，因此，对兵器杀伤力起着直接影响的辅助性技术的进展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尽管这些进展数量不多，却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



　　下面列举辅助性技术的19项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看来确已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正如武器本身一样，这些进展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技术革命时代出现的。



　　冷兵器时代



　　盔甲：史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袭击，开始使用原始的兽皮制成的盾，后又改为木制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士兵曾用过最原始的盔甲，后来希腊人制成了金属头盔，护胸铁甲和金属盾，使盔甲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到了基督纪元初期，锁子甲的使用使盔甲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在12和13世纪期间，锁子甲一直是士兵用来保护身体和四肢的主要防护具，直到14世纪，金属片盔甲开始取代它为止。当然，盔甲的作用在于抵御敌人兵器的伤害，而它的保护作用又能使士兵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以便更勇猛地，并以更大的威力使用手中的兵器。



　　马镫：在亚洲一些地区也许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开始使用，但在欧洲则到6或7世纪才得到推广。当使用长矛兵器时，马镫能把马和骑手的全部重量变作挥刺长矛的合力，大大提高了长矛的威力；而在使用弓和剑的时候，马镫使骑手能够安全稳当地骑在马上使用手中的兵器，因此也提高了弓和剑的杀伤能力。



　　由于以上的技术进展，在当时形成了一支披盔带甲的骑兵部队。在后来的800年内，直至长弓和瑞士长矛相继发挥威力之前，它们一直是称雄称霸于欧洲的军队。



　　黑火药时代



　　稳定性黑火药(即粒状火药)：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黑火药，它能长期保持爆炸特性，不会分解成原来的配料成份，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可靠，效能很高。



　　火绳枪点火装置：15世纪西班牙人研制成一种火绳枪的点火装置，它使射击更加安全，射手也可用枪进行瞄准，因此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当然也就提高了枪的杀伤力。



　　燧发枪点火装置：这是用于滑膛枪的一种更安全，更准确，速度更快的点火装置。这种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上原有的点火装置。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是：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件相撞击产生火花，使火药池内的火药点火。这种装置提高了滑膛枪的效率，在夜战中不致暴露枪的点火动作，避免了射手的危险；另外，它使枪在雨天也可进行射击。士兵在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更快地出手还击。



　　铁制推弹杆：据有些历史学家称，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采用了一种铁制的推弹杆，以代替原先容易折断的木制推弹杆。普鲁士步兵经过训练后使用这种新工具(枪的本身未加改动)，每分钟平均射击速率至少提高了一至二倍。 [ 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射击速率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由于加强了训练和提高了纪律性的结果。 ]



　　技术变革时代 [ 注 ]



　　蒸汽机(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随之又出现了铁路和机车，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兵员的运输，并能按数量要求将弹药及时送上前线，使士兵能以更高的射击速率来使用兵器。蒸汽动力也引起了海军作战的革命性变化，它实现了兵器的大批量生产，用以武装大规模的部队并使舰队具有了空前大的动力。



　　火帽(约1851年)：19世纪初，美国人本杰明·肖发明了火帽以代替燧发机。它除了应用于滑膛枪外，还为1835年发明柯尔特式自动左轮手枪准备了条件。



　　电子通信：19世纪中叶，用电首次达成了远距离瞬间通信，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



　　(1)电报(约1840年)是电信发展中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曾广泛应用于大部队的战略战术指挥。



　　(2)更近一点，用野战电话首先实现了瞬间话音传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得到大量应用，主要作炮兵通信，用来将炮兵观测员的射击数据和修正数据传达给炮位。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早期的无线电话。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便成了战略战术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它既可以作为有线电话的补充，而且在远距离高度机动部队的作战指挥中完全取代了有线电话通信。



　　带刺铁丝网：它原先是农民用的一种对人无害的器材，在军事上用来将射击目标限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并把目标与支援的武器及人员隔离开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动武器的杀伤力。这种器材最早于1874年被用于此类军事目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它的作用。



　　无烟火药(1887年)：使用这种火药后，射手一面能以稳定的速率进行射击，一面还可以连续地观察射击的目标，因此，无烟火药的启用标志着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而且由于射击时不产生烟云，不致于暴露自己，所以不易受到对方反击的伤害。



　　内燃机(1887年)：在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问世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用它制造坦克和飞机，并因此而产生了全新的战争概念。当它被用来驱动卡车和履带车后，步兵、炮兵和补给机车等便具备了在道路上和越野的机动能力。



　　带后坐装置的高速射击火炮(1890-1910年)：要充分发挥后膛炮的效能，必须找到炮架承受后坐力的办法。有了这种炮架，就不必在每次发射炮弹后再用人力将炮送回原来的位置并重新确定射击方向和距离。在发明了先进的后坐装置后，这个问题便随之解决了。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火炮，其特点是射程远，射击的精度更高，特别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些象套筒炮管这样的重炮结构方法也在提高火炮杀伤力上发挥了作用。到1914年，由于火炮杀伤力的大提高，终于使“线式战术”过时了。



　　侦察机：于1907年研制成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得到充分的利用。侦察机能发现过去来说隐蔽而无法发现的目标(主要供炮击用)。



　　空中摄影：照相机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又一项技术进展，它与侦察机相结合(主要是空中摄影，但不全是)，成为发现敌人目标的基本手段。



　　雷达：它实质上是发出脉冲信号，在遇到目标时将脉冲反射回来的一种电子设备。其用途有：



　　(1)用于防卫(1938年)：雷达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发现和识别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的全新手段；在确定目标之后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手中兵器的杀伤力。英国最先懂得了它的作用，并用之于防空系统，这便是他们取得1940年不列颠战役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原因。



　　(2)用于进攻(1944年)：无线电变时引信或称近发引信，它运用雷达原理，能在接近目标时引发高爆弹。以往只采用带定时装置的引信对炮弹进行空中引爆。这种引爆方法比较费钱，并需进行复杂的有时还不太可靠的计算，因此定时引信在作战时只能说是勉强有效。如果给引信装上一个微小的雷达装置，那末，当炮弹飞过地面上规定的一段距离，或者碰到地面上突起的目标，或者遇到明确指定的空中目标，比如一架飞机，就会引爆。因此，只要炮弹对准任何一个目标并在越过目标时靠到足够近的距离，就能使高爆弹发挥最大的潜在杀伤力。



　　惯性制导和无线电制导：这是两种制导或导航方法，可以为远程弹道导弹、飞机、海军舰艇以及地面车辆提供精确的方位和距离。



　　电子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1940年)：最早供军用的近代电子计算机雏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破译德军密码电报而研制成功的。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仍然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这种可以用来进行计算和存取信息的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轻的电子设备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人造地球卫星：把这项技术进展放在这里叙述很没有把握，因为从战争角度来说，这项技术并无历史基础，况且人造卫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弹道导弹技术引伸发展的结果。不过卫星与导弹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人造卫星在侦察、通信乃至作为武器的空间发射台等方面的潜在能力将会给未来战争带来明显巨大的影响。因此，似有在此略加提及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19世纪前，提高兵器的杀伤力并利用这种成果的工作是一些发明家独自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偶然性。到了19世纪时，即从19世纪30年代燧发枪被逐步淘汰起，欧洲和北美列强便开始设立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研和管理机构，从事开发“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创造发明。” [ 注：此文引自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5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著《科学与当代世界》一书第141页。 ]



　　那时对科研工作的新兴趣，加之从事科研工作的各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互通信息，使得军事思想家们能够比以往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成果。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科技变革便开始初见成效了：兵器的杀伤力有了提高，战术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了与兵器杀伤力及战术发展相适应的军队组织体制。不过这些成效在起初的阶段来得较慢，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处于落后状态的。



　　奇怪的是，技术革命时代的重大技术进展的时间都是紧挨着连在一起的。圆锥形步枪子弹、高效后装枪和线膛野战后膛炮相继出现于1841至1849年之间；近代机关枪、高爆弹、机柄弹仓式毛瑟枪、无烟火药以及近代速射火炮等先后于1883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问世；坦克和战斗轰炸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个年头的时间里(1916-1917年)出现的，而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着的二年之内相继发明的。



　　19世纪新兵器的技术进步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的雏型是在上几次重大战事结束后大约十五年的和平时期里出现的。为何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间隔呢？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时财政预算上的困难；二是由于战时化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因而使人们对发展技术产生了某种冷淡态度；三是需要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进行考虑和试验。



　　20世纪兵器杀伤力的提高(如坦克和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都是战争时期的科研成果。每种兵器装备的发展，其基本思路产生于和平时期，但是往往缺乏推动力。总要等到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因而出现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方才着手进行研制。1911年奥匈联军曾经拒绝制造一种可供实战的坦克；而美国国会在两次大战中间的年头里也肯定会否决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几十亿美元经费的提案。



　　发明者的身份



　　近代，究竟是谁从事着提高兵器杀伤力的研究工作呢？是个人还是集体？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科研部门呢？大体上说，从事轻兵器，火炮和弹药研制工作的是文职科研人员，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当然也有不少军事人员在从事这种工作。由于火炮及其弹药的研制需要铸工厂、化工厂以及金属加工机床，因此，在英国由私人厂家，在法国和德国则由政府兵工厂负责牵头从事这种工作。



　　直到1900年，黑火药兵器尚有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兵器太重，冒烟，后坐力，射击的速率、射程，引信，弹片的数量以及精确度等。(当时由于已经发明了整装式金属弹壳制的炮弹，因此后膛装填兵器的封闭或密封问题就早一步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已是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当时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动提出想要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有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机会，于是搞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并把它们奉献给政府。在解决上述技术课题的过程中，政府兵工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充其量不过是少量火炮的研制工作。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发明家将他的新发明卖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发明家研制新的和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兵器倒是鲜见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器的发明过程开始有所变化。不论是飞机还是坦克，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原子弹，都是由最初的设想先变为科研人员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军队和地方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个或几个政府科研机构的努力，最终研制成可供实用的新型兵器。这就是从小型私有工业向大规模政府科研机构的一种转变。



　　就国家来说，1914年前的大多数发明项目差不多都是法、德、英三大工业强国分别着搞出来的。近代机关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原是美国人，但在当时美国的一种潮流影响下，他移居到了英国，与著名的维克斯兵工厂合作从事科研工作。三大工业强国非常清楚它们需要高效能的兵器装备，又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有足够的预算经费，因而为发明家和生产厂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前景。1917年后，美国开始跻身于三国集团，从此便在兵器的科研生产上始终占据着领先地位。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例如，在坦克和飞机出现之前约450年的时候，伦纳德·达·芬奇就已经提出了这两种装备的设想，在这同一时期，还有人进行了后膛炮和高爆弹的试验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当然有的发明家可能并不知道某些思路设想早就有了)，然后再对它们作一些大的改进。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从研制出最初的后膛炮到生产可供实战使用的安全火炮至少花了400年。而后来改进成法国75毫米火炮则仅花了51年。从1795年第一架小型的飞机样机上天到1903年制成莱特兄弟驾驶的载人飞机，中间共经过了108年，而到1917年制造出战斗轰炸机则仅仅花了14年时间。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我们看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了，但是，兵器被军事系统所吸收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快。



　　以往发明一种可供实战使用的新型兵器后，并不能保证立即有军队来购买，即使买，也不能保证买走足够的数量作为军队的制式装备。1776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发明了一种后装枪，(法国和奥地利早在50年前就已试验了后装毛瑟卡宾枪。)但是过了60-70年后，也就是弗格森死后约80年，那些大国才迟疑不决地开始采用这种兵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购买了只够装备一小部分军队的后装式连发枪，而大部分军队却仍然使用单发前装枪。直到1866年的七星期战役时，前装枪才真正从它的实用军事装备清单上被后装枪取代。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还须记住，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经费预算问题以及大批过时的装备物资告诉人们，在1914年前出现的两次兵器杀伤力的大提高中，为什么第一次的提高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5至20年的时间里，而第二次的提高则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曾有一位大物理家这样说过：“试图说服反对者而使新的科学真理取胜那是办不到的……但只是因为反对者终将寿终正寝，而了解科学真理的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实现其使命。” [ 注：此文引自1949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斯·普朗克著，F·盖纳译的《科学传纪文学和其他论文》一书第33-34页。 ]



　　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处处适用的，但在采用新兵器时各国却并无明显的固定的做法。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因为某些做法，使得某个大国未能及时采用某种新型兵器。不过这仅仅是个情况而并非典型事例。俄国曾经十分重视用刺刀而在使用机枪方面落后了；德国则强调用机枪而没有及时采用英国发明用来对付德国机枪的坦克。想从这些例子中就各国采用新兵器的做法得出点什么结论，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危险的。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一种兵器，要成为军火库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长和潜在效能，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那种新型兵器装备，按照常规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看一看怎样才能使它达到最佳的战斗状态。况且和平时期进行的试验，不管搞得如何逼真，都无法代替严格的实战环境。这个间隔时间的长短还要受当时军事思想模式的影响。该模式总是力图使新型兵器去顺应已有的战术。而战术的变化则往往又要等到新型兵器允许或者要求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而姗姗来迟。



　　从火绳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这样的典型情况。火绳枪是经过充分的研制后最早被大量使用的枪械。它于16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采用。最初是以当时密集的步兵常用的齐射方式来使用的。在射击过程中，士兵无法防卫，在装填子弹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对战斗无所作为，反而要大批长矛兵来保护他们。后来大约过了50年，才想出后退装弹的办法，即排在第一列的士兵射击，射击完毕便走到最后一排去装子弹，其余九列士兵依次照办。



　　这是最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解决单兵使用黑火药兵器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从此以后，只要发明了新型枪械，就可以很快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使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使用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找到兵器的最佳战术使用方法需要20至30年的试验过程。同样，19世纪末炮兵武器最初给作战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是如此。坦克和战斗机是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或用于作战的同时人们就要求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挥其应有的杀伤力。弹道导弹从一开始实际上被当作远程火炮使用的，它被吸收到作战理论中去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有关战术的根本概念性质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影响使用高效黑火药轻武器的那些问题是相类似的。就目前来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会变得更容易和更快些。



　　很明显，在核时代的初期，核武器在发明和公开之后，直到制定出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令，这中间要相隔一段时间。1945年，最早的两颗原子弹是作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恐怖武器来使用的。1948年实施柏林封锁的时候，使用战术核武器成了现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是，当时的美国既没有确定地面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策略和战术，也没有制定出有关的条令。事实上，直到下一个年头，即1949年，美国才开始考虑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战术、条令及军事编制如何进行重大的修改。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根据观察和记录，如果一种兵器的威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还没有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就极容易肯定这种兵器没有被吸收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当然，要确定一种兵器事实上已经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并且成了军事建制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那也是不难的。但是，若要断定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过程完成于何时那就并非易事了。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人们含含糊糊而又犹豫不决地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为此，我们就新型兵器是否已被采用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规定下列几项标准：



　　(1)能够按照条令，保证新旧两种兵器配合使用，采取与两种兵器特性都适合的方法，熟练地使用新兵器。



　　(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以便充分利用优势的作战指挥和/或武器装备等有利条件。



　　(3)能够有效地对付预料中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对方反击。



　　(4)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使用新兵器士兵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大得多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或新的军事思想被采用需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要有熟悉军事业务的聪明而又博学多才的领导，对现行军事体制的性质及背景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处理军务的卓越能力。



　　2．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



　　3．能对新型兵器进行战场试验，以作为评价和分析其性能优劣的基础。



　　当这些条件齐备后，新型兵器从试用到成为部队的制式装备之间大约还需20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兵器或兵器的改进型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面所说的那个间隔时间却并无多大改变。倘若三项先决条件不具备(1830年前常有这种情况)，那末新兵器被采用为制式装备的过程还会更慢。



　　新兵器或者兵器的改进通常要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士兵确感条件成熟时才能着手进行研制。一种新兵器专门用来解决某个战术课题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假如不经过严格的实战检验，就大量启用从未试用过的新型兵器，并很快改变战术和编制，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某些非结论性的事例表明，在这方面采取鲁莽冒失的行动是要付出可观代价的(就象普鲁士采用撞针枪的例子那样)。尽管人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把新兵器当作制式装备来使用是不妥当的，但是，新兵器越来越快地发明出来迫使军事部门不得不迅速地改变作战战术和军队编制。



　　大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于1840-1942年之间)，起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国，始终在军事上(指陆地作战)处于稳固的领先地位。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在智力、科学或者作战等方面处于优势，而是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工业革命使兵器以及使用兵器的方法变得愈来愈复杂，因而对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普鲁士人则比别的国家更早地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而不是靠偶然的机遇来获取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需要的第一、二两项先决条件。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充分而又及时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有关新型兵器战场试验的成果。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 [ 注：参见1979年纽约鲍勃斯-梅里尔公司出版的T·N·杜普伊著《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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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提高”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 [ 注：引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的《论战争》一书第三卷第八章。 ]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典型情况。 [ 注：参阅T·N·杜普伊的下列著作：《数字、预言和战争》(1979年纽约出版)；《战争之天才——德军及其总参谋部》一书的附录；《1807-1905年和难以捉摸的胜利》的有关内容(1977年恩格尔伍德·克利夫出版社出版)；《1947-1974年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一书(1978年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出版)。以及《陆军》杂志、《武装部队杂志》、《国防》杂志和《历史、数字和战争》一书等等。 ] 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



　　脑子里带着这些数量可能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让我们看一看在杀伤力、伤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数量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公式(已在别处作过说明 [ 注：引自1979年纽约出版的T·N·杜普伊著的《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 ] )来计算兵器的各项性能，其结果如表1所示(见第12节)。这些数字——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S——考虑到了兵器的下列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袭击目标的数量，相对失效率，有效射程(或称射击初速)，精确度，可靠性，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活动半径以及易损性等等。



　　为了得到杀伤力的精确数字，还必须将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单位数量的兵器对付的目标密度联系起来进行计算。表6表示的是从古代到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地面部队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看到，如果说古代战斗序列中每10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系根据我们所知的古代军事编队作出的合理估算)，那末到十月战争时就是每4万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也就是说士兵分散率提高到原来的4千倍。如果将表1(见第12节)中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用表6中对应的士兵分布系数来除，得出的数值就叫做杀伤力的作战指数，它表示不同历史时期兵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的相对数值。表7列出了计算的结果。杀伤力的作战指数(简称OLIS)也叫“试验场”数值。这是因为，当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当时的士兵分散率相除后，即使把气候、地形、防御态势、部队的机动性和易损性等战场上的可变因素给兵器造成的性能下降也考虑在内，杀伤力的作战指数仍然是最理想的和最佳的数值。图2中，表示兵器杀伤力曲线的上方所附加的一条曲线，是用来表示战场上士兵分散率与兵器杀伤力同步变化的情形的(见第29节)。






 
 



　　实际上，战场上的士兵分散率要比兵器的杀伤力提高得更快。就一支10万人的合成兵种部队来说，从古代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兵器杀伤的人数平均增加到了2000人。(当然许多兵器的杀伤力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在典型的现代军队中，1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卡车驾驶员、文书、炊事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在古代军队中则纯粹是作战的士兵。)这就是说，兵器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而士兵分散率则提高到4000倍。



　　鉴于这一情况，则图3所示16世纪以来作战伤亡的变化趋势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伤亡率的下降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士兵分散率的提高超过了兵器的杀伤力。图中还反映了其它的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士兵分散率跟杀伤力的比例关系。






图3 1600-1973年间三万至七万兵力的战役平均伤亡率



　　表8所示实际战例的年和日伤亡率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反映了上面这样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包含着相当多的意义。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方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日伤亡率平均每天下降百分之二左右。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伤亡率要比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再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伤亡率要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低得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旷日持久而又你死我活的战斗却造成了很高的年度伤亡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伤亡率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年度伤亡率(虽然战斗是同样的旷日持久和你死我活)则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数字的比较，显示了战争中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加以论述。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 [ 注：参见罗普著《当今世界的战争》一书第314页。 ] 。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 [ 注：参见194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温斯顿·S·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一卷本中的表A、B和I。 ] 。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 [ 注：参见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第66页。 ] 。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 [ 注：参见毕比和德巴基著文的表4B，其中只是比较了战斗中的死亡人数而不是全部伤亡人数，因此避开了不同的医疗条件引起伤亡的问题。 ] 。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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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和思想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场。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一种是英美对德国以空降兵先行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改革，另一种是英美对两栖进攻技术作了完善。说到底，尽管当时双方进行了大量独自的和平行的研究发展，但这些合成军特遣部队的作战方式都不过是德国战斗队基本战术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军事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借鉴前人总结的作战经验，采用前人的作战兵器、战术和战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新东西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尽管好几个世纪中有关战争、战争的情况以及作战方法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试图对战争进行从理论上的总结整理，将战争涉及到的基本要素以及军事将领如何打仗和指挥部队进行条理系统的描述。



　　近代，最早试图就战争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是拿破仑。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把他的军事理论书写成文，但是他确实总结和升华了大量的军事格言，后人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拿破仑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格言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得来的：



　　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所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摒弃那些与伟大军事将领所坚持的准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



　　很明显，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为此，许多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根据他的言论，特别是根据他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根据拿破仑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军事理论的理论家最突出的有十位。由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形成了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作战原则。



　　亨利·约米尼：他曾试图解释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他对拿破仑的思想了解得十分透彻。然而，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既没有能够抓住拿破仑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也未能提取其理论的精髓，结果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一些警句格言的大杂烩。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许他称得上是继拿破仑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的思想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但是，他跟约米尼一样，在从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哲理中提取理论精华时遇到了障碍。好比神学中的圣经，在军事上人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来证明他所想要阐明的一切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是位故弄玄虚或自相矛盾的学者，只是说，人们的引文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从未能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一本总集刊印出版。



　　有人常常指责说，克劳塞维茨喜欢讥笑那种认为世界上可能或者应该有一套固定的作战原则的想法。这是人们对他言论的断章取义的曲解。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用好几个章节讨论过战争理论的问题。他断言作战原则是确实存在的。他列举了我们公认的九条作战原则中的八条。但是他也明确承认，光靠《战争论》一书，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采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系统阐明战争的理论问题，这需要人们作进一步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想为战争制定一套精确无误的数学公式，让将军们在战场上按图索骥就会无往而不胜的可笑企图。



　　丹尼斯·哈特·马汉：他是最早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通过阅读约米尼的著作而成了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军事格言和原则编汇成册。他认为这本书十分符合美国军事理论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从未试图(从他已有的著作中看这一点十分明显)阐明过这样的美国军事理论。



　　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组织者。他的关于必须把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论述是他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实际上他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杰出军事机构的化身。当时在普军中有一大批象他那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他是关于精神力量(即士兵的品行)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他的《战例研究》一书是少数真正伟大的经典军事著作之一，而且是这少数经典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当他的这部书还未编选入理论著作的时候，他就在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这对法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位跟约米尼、他的父亲以及毛奇等人风格相同的军事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军事思想家，特别是在海军作战上他的成就更为突出。对于军事历史跟他当时遇到的军事课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而对现成的作战原则，他总是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有分析地加以运用。遗憾的是他从来不敢试图对军事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



　　科尔默·冯·德·戈尔兹男爵：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和施利芬领导下的全盛时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日尔曼军事思想家，他就是其中之一。把他包括在这里所介绍的智囊团里，他也许当之有愧。但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法国、特别是英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他是又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从未试图从他那广博的军事史和当时战争的知识中提升精确而又抽象的理论。他既是士兵，又是将军，因此很可能要比毛奇高明些，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看起来，假如他在1914年负责统帅德国军队的话，那末他的作战计划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样子了。



　　费迪南·福熙：他既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又是阿登特·迪·庇克的崇拜者。他是继拿破仑之后经过战火考验上升到高级指挥岗位的少数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跟别人一样，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比多数德国人理解得还要深)。但是，有一点却显得有些荒谬，那就是他误解了自己同胞阿登特·迪·庇克的思想。他尽量运用科学的和理论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进行写作，他对军事理论的探讨有许多东西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以及他对进攻战的精神作用的极端信仰，因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



　　约翰·F·C·富勒：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也是克劳塞维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早期著作常常贬低克劳塞维茨，但后来他开始认识到他自己正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来探讨军事理论的。他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比作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不过，他并未言过其实。是他最先把作战原则归纳整理成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公认的那个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装甲兵战术家。富勒懂得，作为战争理论，除了战争原则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内容和更严密的科学性)，不过他在阐明这种理论时并不十分成功。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这些人进行了不很协调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战争理论，即作战原则。



　　有些读者或许会奇怪，这里为何没有提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有人一直指责我对利德尔·哈特抱有偏见，但我决无贬低他的意思。利德尔·哈特是靠窃取福煦的思想成果才骗取了军事理论家称号的。他确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资格跟本书列举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相提并论。他写的一部蹩脚的福煦传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关施利芬的著作书写前言时，曾对施利芬和施利芬计划作过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和不正确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说得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因此，这样一个人决不可以称作是具有军事才略或军事理论的杰出学者。



　　作战原则



　　现将作战原则的条文列举如下，这些条文跟正式的美军条令中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 注：这里列举的作战原则跟美军野战手册FM100-1中的顺序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具体概念则是用本书作者的话加以概括的。 ] 。近代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对于作战原则的反映和评价分歧十分尖锐，但是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战争理论的最系统的总结。



　　作战的目标：每次军事行动都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又可达成的目标。



　　积极实施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一切力求简明：战时处处事事都有危难，繁琐必然会引起混乱、曲解和错误。



　　加强统一指挥：要充分发挥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我喜欢把它叫做控制)。



　　部队集结：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应投入最大限度的兵力；有人喜欢把这一作战原则称为集中优势兵力。



　　节省兵力：为了保证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必须尽量减少次要地段上的兵力。



　　努力实施机动：兵力的部署应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的战斗力。



　　注重出奇制胜：奇袭可以使敌人仓促应战。利用意外的时间、地点、条件或特殊的方法手段均可达到奇袭的效果。



　　安全保障：尽量不让敌人找到机会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应极力设法减轻损失。



　　作战原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骨架。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预料。士兵、武器、气候、士气、将领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因素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战争结果孰胜孰负，也都很难把握。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当代战争分析家和作战计划制订者的极大兴趣。对过去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从世间有战争以来，也许人们就开始搞战争模拟演习了。其中，现今人们仍然喜欢的国际象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围棋和略有不同的日本围棋可能跟国际象棋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人员都为每次战斗制订出作战方案，并在事先或事后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战斗进行的情况加以图解。运用沙盘研究战例或制订作战方案则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总参谋部所特别提倡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实战模拟演习进一步成了制订全面的作战方案特别是确定作战所需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基本手段。这些以高深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模拟演习课题，经改成代表兵器和其他各种作战因素特性的数字后，(这些特性大多数是根据兵器试验程序或其他模拟演习结果而取得的)再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在目前运用的这些作战模拟演习中，只有一种完全是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取得影响战争的一切因素的。这就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QJM)，它基本上是一长串简单的代数公式，它不仅能够计算出决定战斗进展和结果所需要的兵力和兵器的数量，而且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兵力和兵器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是根据实战经验的有关数据研究出来的。



　　但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并不能解决实际战争中的一切问题。虽然它可以把战争中的许多模糊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还有一些因素以及它们对战争的作用仍是很难捉摸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人们正在努力探索各种各样的未知因素，并深入研究广泛的作战理论问题。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33．未来的战争和作战的基本原则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军事部门和军事将领们一直是头脑灵敏的知识界讽刺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新闻界人士更喜欢揭露将军们的所谓短处，说他们愚蠢，思想上固步自封，不注重严格执行军队的规章等等。自命不凡的军事批评家总爱这样的格言：“战争太重要了，决不能让那些将军们随意行事。”“军事将领们一直在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



　　就军人来说，从将军到下级官兵，他们都是人，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对他们的批评通常也带有一定的真实成份。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绝大多数战功卓著的军人是勤奋的有才华的职业军人。他们在努力掌握军事这门半是技艺半是科学的极难掌握的学科方面竭尽了全力。



　　那些共同性批评的最大不公也许是关于他们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的说法。翻开上个世纪许多文种的军事报刊就会发现，许多不同年龄、背景和国籍的职业军人都曾认真地试图将过去的军事经验跟现代军事技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搞清未来战争的打法。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然而，对于那些狂热分子来说，却很容易沉迷于脱离实际不着边际的思想。在上两次世界大战前发行的军事报刊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些狂热分子常常引用一些实际上错误的历史实例、说法或概念，来证明他们种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从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回顾1914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可知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不过德国人的见解要比法国人更加客观、现实和符合逻辑。



　　基本作战原则



　　未来的战争究竟将会怎样，人们现在是不可能做到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去努力了解通过历代战争形成的一些带共性的基本作战特性。虽然兵器和军队的特点改变了，由此也引起了战术的变化，但是，作战的基本特点，我称之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则丝毫未变。下面我列举其中的十三项并未改变的作战特性或作战思想，并加以必要的说明。



　　(1)要取得积极的战果必须实施进攻战。这好比是说，“足球赛中，球队只有控制球才能射门得分。”虽然下面的一些作战原则强调了兵力、战斗力以及防御的重要性，但决没有贬低进攻战对赢得战斗最后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使有时采取防御战略可以取得胜利(如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所采取的战略)，但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如果有可能取胜的机会，则必须有选择地实行进攻战术和进攻作战。



　　(2)防御的作用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说过，“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如果我们将许多战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对的。军队利用地形和防御工事，无论是仓促修建的简易工事还是精心构筑的复杂工事，都会对它的战斗力起到成倍增长的功效。在许多著名战例中，进攻的一方为了战胜地势优越工事坚固的防御的一方，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回顾一下塞莫皮莱、阿拉莫、安堤塔姆、彼得堡以及阿拉曼等战役，人们就可以看到，防御的一方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防御设施，因此仍然拥有着作战的优势。 [ 注：参见《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第12至15页。 ]



　　(3)当进攻不能取胜时就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虽然进攻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手段，但在对付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军事指挥官除了采取防御态势外别无其它选择。由于防御态势实际上可以起到增强部队实力的作用，因此防御一方的指挥官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实力的不平衡状态。他至少可以减慢敌人进攻的速度，甚至能够袭击它。这样(利用相反的作战效果)防御的一方就有希望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从而由最初的相对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最终采取攻势以赢得积极的战果。



　　如果总指挥官抽调数量占优势的进攻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以便在关键阵地上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取得绝对优势，此时剩余的部队就应采取防御态势。虽然部队总的作战态势是进攻，但兵力减少了的部队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而另一支部队则实际上正利用优势的兵力实施着进攻。



　　(4)从侧翼或背后进攻比正面进攻更容易取胜。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进攻部队从侧翼和背后实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大；而防御的一方不可能同时加强其各处的防守力量，正面常常是防守的重点；当明显出现可能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时，防御一方的士气就会动摇。历史上这种战例很多。那种认为实施包围或“迂回战略”的作战思想，是由于现代化作战武器的使用或是现代军事著述家思维的产物，这种观点都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对早期军事思想家的贬低。



　　“寻找敌人侧翼”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重要军事格言。从19世纪中叶，后装线膛步枪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后，从此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由此毛奇在1867年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兵器火力的杀伤力大大提高，战略进攻必须跟战术防御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一种依靠包围来达成目的的战术思想。图四说明了1870年法国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略上的应用，图五则是梅斯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术上的体现。在梅斯战役中，巴赞元帅的军队通向巴黎的交通线被德军包围而切断，因此被迫发动进攻，结果失败了。






图4 梅斯-色当战役中毛奇战略进攻态势图






图5 毛奇战略防御态势图(1870年8月18日下午6点时的战场形势)



　　(5)只有掌握作战主动权才能充分运用优势的战斗力。这一原则一直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军事将领成功的秘诀。麦克阿瑟、亚历山大、格兰特以及拿破仑概无例外。有些苏联的现代军事理论家认为，与早期相比，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里，这一原则更显得重要，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可以肯定，抓住并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丝毫没有减少，到将来也决不会降低。



　　(6)防御一方取胜的机会跟防御设施的坚固性成正比。对某些近代军事思想家来说，这是自明之理，毋需解释与说明。但是，有的人却认为防御工事不过是诱人上当的陷阱，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去搞此类设施。这种观点不是无视就是看错了历史上的战例。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历史学家不应使用“总是”或“永不”之类的词汇。但我想斗胆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历史上作战防御永远不会因为有了防御工事而遭到削弱，防御工事总是只会增强战斗力。防御工事起码可以挡住进攻的敌人并增加敌人的伤亡，甚至可使防御的一方击败进攻的敌人。



　　有人认为，在近代史上防御阵线曾被多次突破，从而说明采取防御态势或防御工事总要破产，这是严重的自欺欺人。我读了大量近代的官方和专业军事著作，使我相信当今美军内部普遍存在着这种观点。这个问题(跟8、9两条原则一起)比本书阐明的内容更值得人们给于极大的注意。



　　有人可能会引用马其诺防线、曼纳海姆防线、齐格菲防线和巴列夫防线被突破的历史实例，从而得出结论说那些防御设施是不成功的。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确实，这些防御设施都被攻破了，其原因是强大的敌军甘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马其诺防线不是1940年攻破的，德军深知该防线的坚固程度，因此采取了迂回进攻的办法。)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为防御一方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重新部署兵力，建立起后备队或动员新的兵力。它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挡敌人，使防御部队能够惩罚进攻部队，特别是阻滞敌人。在这些方面，上述所有的防线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巴列夫防线还使以色列免遭惨败。



　　(7)进攻的一方只要不惜代价总能攻破最坚固的敌人防御设施。无论防御的一方如何戒备森严，也不管它为防止或减缓敌人的突然袭击以及对其侧翼、后背进攻的影响而作了多么巧妙的部署，高明的进攻部队总能在他选择的进攻点上取得一定时间的暂时优势。(这就是拿破仑以及别的军事家总是力争抓住和保持作战主动权的一个原因。)在1864年和1865年弗吉尼亚州的多次大战中，李将军始终充分利用了他的防御优势，而格兰特将军也同样总能在他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取得暂时的进攻优势。但是联邦军并没有因此而总是获胜(尽管李将军防御巧妙)，却仍然被迫一再撤退，最后他又借助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再次跟敌人进行了暂时的对峙。



　　(8)防御要获成功必须实施纵深防御并运用好后备队。有人认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无法抵挡敌人强大的火力，因而只好甘居挨打的态势。历史表明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其实不然的观点。线式防御极易被敌攻破。拿破仑在他第一次战役中胜利渡过波河(位于意大利)可说是线式防御失败的典型例证。



　　防御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全部火力投入预定的作战区域，但掌握着作战主动权的进攻一方则常能使防御的许多火力变得毫无用处。那些认为现代技术能转移作战火力的人忽略了以下三个因素：1．进攻一方能采取直接和间接手段阻止或防止这种火力的转移；2．倘若防御一方在对付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的有限进攻时毫无战果，那末他们在身心上都不能协调一致地实施侧翼机动(即使敌人并不预防也不阻止这种调动，也不行)。3．如果(即使可能)从防线上撤回部队，那末处于高度戒备的进攻部队就会将进攻的矛头对准防线上出现空隙的地段。



　　拿破仑认为，硬仗的胜利往往是由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一方取得的。马伦戈、博罗季诺和林尼等战役是拿破仑取胜的典型战例，说明利用各种手段来扭转战局的重要性。而他遭到的两次最大的失败——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则是由于在他投入了全部后备军后，敌人仍然拥有后备力量。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重要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安堤塔姆战役中显得更为突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役则可称是最典型的例子。



　　(9)优势的兵力总能取胜。近年来，通过对两三次近代作战经验的考察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一份近代战争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用力量对比的办法来判断战争谁胜谁负是缺乏说服力的。”



　　表9列出了近代史上的十次战例。从兵力和兵器的数量上看，上面所引的结论似乎表面上可以成立。表中有7次战役是由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取胜的，3次是兵力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赢得了胜利。表10同样列举了这几次战例，只不过它的格式可供人们分析当时的作战条件和双方的实力情况而已。如果我们将战斗的突然性(如果有的话)、相对的作战效能、地形特点和防御态势的有利因素等考虑进去，并象前面提到的数字化典型分析法那样，以某种统一的方式用数字来表示这些因素对作战的影响，那末，每次战例中胜方的实力就会增大。若别的条件都不相上下，那末上帝总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这在将来也是这样。






 



　　(10)采取突然袭击可以大大增强战斗力。作战中实施突然袭击的重要性是一直为人们所公认的。许多人，包括本书作者和现代苏联军事决策者都认为这一原则在当今比以往更重要。表10中的数字说明了突然袭击是如何在这些交战中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突然袭击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条作战原则，至少跟集中兵力和机动作战等原则同样重要。



　　(11)火力能够给分散的敌人以杀伤、破坏和压制，并造成兵力的进一步分散。如果正在书写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战争带来什么影响的著作的人，却不同意上述论点，恐怕不会吧。但许多人把以下情况说成是一条定理，即火力的杀伤力越大，那末给敌人造成的伤亡、破坏和打击就越大。正如第30章中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定理是不正确的。1973年战争中兵员和坦克的损失率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激烈的战斗中坦克的损失率。因此人们通常认为1973年战争的伤亡损失率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错误的。



　　(12)作战行动往往不会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有效和富于成果。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战争中的摩擦”。这是作战火力的破坏、压制以及使敌疏开的直接结果。这一特性的意义就在于，如果相信(正如近来某些军事条令编写人认为的那样)战场试验和训练演习甚至高度真实的演习结果会在未来战场上直接反映出来，那是错误的。要真正符合实际，我们的作战计划必须依照历史经验来反映战场试验和训练的结果。



　　(13)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无法简单地用一句格言来加以描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各段里作了充分的说明。所有军事著述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应经常提醒自己牢记这一点。在进行军事分析时，必须着眼于战争的一些特殊方面，而且应当用严酷的、多样丰富的战争现实来反复检验和评价这些分析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战争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13条基本作战原则不仅适用于拿破仑时代，适用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成吉思汗、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克等人的时代，而且也适用于近代150年里的大多数战争。



　　当然，情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尽管战争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们从事战争的基本目的没有改变，即运用致命的工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持不同观点的敌对一方。



　　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未来战争何时发生，怎样进行，它将怎样发展，每次战争结果如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会给它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基本作战原则”将完全适用于未来的战争。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至于欧洲，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广泛流传的新闻报导和军事专业出版物，就可以了解到北约和华约双方的特性和能力、以及双方技术条件的概貌。很明显，(当本书在80年代中期付印时)北约凭借其军事力量还无法采取攻势，而且在今后5年内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所改变。因此，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华约将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可能会对北约实施突袭并具有采取进攻态势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局限性。与此同时，从理论上说北约至少也可利用防御态势所应具备的有利条件。根据这一分析，只要北约有着充分的戒备，并能赢得时间展开兵力，特别是要赶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构筑好强固的野战防御工事，那末，华约进攻取胜的机会将是十分渺茫的。



　　在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里，有许多军职和文职官员认为，依靠现代化的电子监测手段可以确保北约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有充分的时间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作为现代军事史学家应该记住这样两件事：



　　第一，以色列曾有同样正当的理由确信他们不可能在1973年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偷袭，实际上他们当时手头已经掌握了(假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表明阿拉伯国家将要对它发动进攻的一切必要情报，并能为此作好充分的防范准备，但是他们未作准备。尽管他们有一套完善的防御系统，又拥有全面作战效能的优势，但却差点儿被击败。



　　第二，如果说目前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了苏军现代作战的特点，并且在苏联的军事学说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那倒是令人惊奇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还不会向欧洲发动突然袭击。但是，他们是有能力象1973年阿拉伯国家那样实施这样的突袭的。这样(请记住“基本的作战原则”)，由于北约现在尚未建成野战防御设施，又不具备以色列对阿拉伯那样高的作战效能的优势，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华约发动突然袭击是会成功的，我们将在这场欧洲战争中败北。














	

 






	















	







	







	









 





	


	







	








	




	


本书内容的小结




	







	

 



	


	


　　本小结旨在将全书内容加以归纳和升华，以指导我们的军事研究，保持并发扬我国军事上的长处。现将本书思想内容之精华以观点和建议的形式陈述于下。我从历史经验中搜集整理这些思想精华，是从事军事研究迈出的第一步。



　　观点



　　1．在核武器得到发展以前，兵器的杀伤力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提高，使军事战术和编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黑火药兵器的启用；(2)使用圆柱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的启用；(3)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的实战应用。



　　2．由于战斗中士兵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军队不仅必须改进训练方法，增强士兵的纪律性和主动性，搞好相互间的协调，而且要求下级的每一个人注意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和分析判断能力。



　　3．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或采用重要得多。



　　4．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从以下几项标志中得到体现：(1)兵力部署趋向于分散，因而减少了暴露在敌新兵器下的人数；(2)部队有实施机动的更大自由；(3)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得到加强。



　　5．上两个世纪里，军事发明以及新兵器的研制改进的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加快了，因此，从形成新兵器或改进型兵器的思路，到实战中采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6．从近代来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大战结束后约15至20年内投入实战应用的；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部分原因，是军事预算不足和兵器库存过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时军事将领满足于他们已经熟悉的各种兵器和作战方法，因此(除少数例外)对发展新兵器不感兴趣。除非新一代军事领导人出现，情况才能改观。老一代当中有些人，正因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为军事指挥官的，但一旦地位变化，就不再关心新兵器的发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时期，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军事首脑方面的阻力。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当前战术核武器的应用被列入美军作战条令的情况也是如此。



　　8．判断新兵器或重大的改进型兵器能否被吸收应用有以下标准：(1)按照条令保证新旧兵器能够配合，从而能充满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战指挥和手段上的优势。(3)能够按照条令的要求有效地对付预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对方反击。(4)能够大大减少使用新兵器人员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9．采用新兵器的先决条件有：(1)要有能干称职而博学多才的军事领导。(2)能够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3)能够进行战场经验的评价和分析。



　　10．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这个阶段里，人们尚未找到办法来保证实现上述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未能在和平时期利用战场条件，对新兵器进行真正的实战试验。但是，若能设置下列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1)设置工业的、开发性的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一般的和技术性的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之间，以及跟政府的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2)这些科研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从事科研、开发和试验活动，以便各科研机构的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3)这些科研机构在兵器技术和学术理论的一切研究课题上，都应朝着一个共同而明确的目标各尽其力。



　　11．有迹象表明，通过对军事创造力及其基本性质的全面分析，努力发展用以刺激和加强创造力的各种手段，消除并减少对这种创造力的阻力，就可确保或者至少促进能干称职而又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官的成长。



　　12．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



　　13．从1848年到1945年间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之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别国更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要求它们按照9、10两项提出的办法，采取系统的方法，来实现新兵器跟军事条令的兼容统一。这种由普鲁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采用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德国比别国，或者比那些兵力上处于优势，而科学技术上差不多甚至更强大的盟国，占有重大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4．和平时期采用新兵器所必备的真实战场试验条件，近期内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因此，和平时期的试验结果，应当参照历史经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验，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确保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尽量做到真实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现的战略核武器外，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新兵器或杀伤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够改变战争的打法，或者改变力量的平衡。除非它们已经被新的战术体制所吸收，从而使其杀伤力得到充分发挥，并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个例外。它的全部意义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给战争带来的变化，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尚待实战的检验。



　　16．直到目前，将合理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指导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要比发明任何新兵器意义重要得多。这种军事思想对于兵器枝术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没有新式兵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也能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



　　17．计算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应考虑下列兵器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进攻的目标数，每次攻击的相对杀伤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战场机动性(如有可能)和作战机构的能力(如有可能)等。



　　18．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为以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了依据：(1)选择历史上兵器的重大发展，供专门性的分析研究；(2)将兵器的杀伤力跟兵力的分散配置及机动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



　　19．对军事统计资料，应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充分利用那些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大量试验数据。



　　20．历史上战斗的杀伤力、兵力分散率和预备队的机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来验证现行的或拟采取的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核战争部队的作战条令，能否经得住战场考验的问题。



　　21．要将战术核武器写入实用的军事条令中去，困难很大，有三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值得认真考虑，即士气、生存能力和核战条件下的军事指挥。



　　22．必须进一步考察以往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以便深入了解未来战争中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23．必须认真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在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里的中级人员中，促进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24．在人类军事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跟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一些胜负难分的战役和伤亡率很高的战斗中，这种不平衡显得更为突出。它多半反映战争中兵器跟使用兵器的方法和战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近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的典型例证。



　　25．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过六个重要的战术体制，它们的兵器和战术配合得十分协调，它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却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这些体制是：



　　约公元前34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体制



　　约公元前200年古罗马的西庇阿和弗拉米尼纳斯军事体制



　　约公元1200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军事体制



　　约公元135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三世和亨利五世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800年法国拿破仑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940年的德国闪电战军事体制



　　26．很明显，上述六种军事体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部分原因是出现了军事天才和其它的一些历史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从年代上看，这六个军事体制可以分成三组，每组中的两个军事体制相隔140至150年，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1500年，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600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历代战争中兵器跟战术之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些军事体制的周期性关系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建议



　　1．为了更好地吸收未来的新兵器，必须根据战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条令的发展变化，全面考察当前美军的作战方法、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考察的重点是军事预算、组织机构、现行手段的利用以及新的手段的开发，以保证平时和战时能进行最充分的兵器试验和评价。



　　2．必须设法开发具有创造精神的军事人才。



　　3．必须对军队的战情处理方法进行严格的考察，做好体制分析，确保不断获取、处理、存贮、检索、分析和公布有关作战效能的数据和结果，并及时提供给有关的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官。



　　4．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兵器的发明、采用以及它们被新的战术、编制体制和条令的吸收。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德军总参谋部实际工作效能的官方研究结果，但它是发展现代军事实践的关键因素。有关历代重大战术进步和兵器杀伤力提高的学术性专著，为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度并提出建议，提供了材料上的依据。



　　5．美军应该象现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提倡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军事参谋机构和制度。



　　6．必须着手研究更好的数字化方法，用以表示军事经验及有关统计资料，努力探索新的数字化分析手段和理论。



　　7．必须研究人的因素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重点研究战术核战争条件下的士气、生存能力和军事领导等方面的课题。



　　8．必须对军事行动中的文化智力因素，特别是战争中心理因素对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多学科的考察研究。



　　9．必须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如可能，应在全国各军兵种之间开展教育)，以增进目前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包括军职和文职)里中级人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10．必须根据新技术的发展和“基本的作战原则”之间合理的相互关系，通过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未来战争作出预测。



　　11．必须对历史上那些兵器和战术取得协调统一的军事体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弄清协调统一的军事和历史上的原因和条件，以指导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兵器与战术之间更好的协调统一。














	

 






	















	







	







	









 





	


	







	








	




	


献给卡米洛




	







	

 



	


	


　　本书是为献给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而写的。他本应阅读和修改它，可是，他的命运已阻止他这样做了！这里的几行字和下面的章节都可以作为起义军对它的伟大司令员、发起古巴革命的游击队最伟大的首领、完美的革命家和亲密朋友的怀念。



　　卡米洛是我们身经百战的战友，是菲德尔在战争的困难时刻所信赖的同志，而且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他总是把牺牲精神作为考验自己的品格和锻炼部队素质的一种手段。我相信，他会赞成这本书的。因为我们在书中总结了游击战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都是我们游击生活本身的产物。但卡米洛将其气质、智慧和勇敢的基本生命力赋予了我们在这里所表达的一切。他的这些品质，历史上只有少数人物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是，我们不应把卡米洛看作是一个孤单的英雄，仅凭他天才的冲动就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功绩，而应该把他看作是人民本身的一分子。人民过去培育卡米洛，正如现在培育许多英雄、烈士和领导人一样，是经过在严酷条件下所进行的战斗反复挑选出来的。



　　我不知道卡米洛是不是晓得丹东关于革命运动的名言：“勇敢，勇敢，更勇敢。”但不管怎样，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句名言；不仅如此，他还给游击队员增添了其他一些必要条件的要素：能正确而迅速地分析当时形势，对未来所要解决的问题能事先加以深思熟虑。



　　虽然本文是作为我个人和全民族对我们英雄的悼文，但我并不想把它写成传记或描述他的动人事迹。卡米洛有很多动人事迹，他的一生自然地谱写了千百篇。这是因为他的个性特点就是性格开朗和尊敬人民相结合，而正是这一点有时会被人遗忘，或未被人所理解，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所固有的一切都打上了卡米洛的烙印。很少有人在自己的每个行动上能够留下这样可贵的标记。菲德尔曾经说过：卡米洛役有书本知识，但却具有人民的天生智慧。人民在千万人中间把他挑选出来，要他担任要职，而他就怀着勇敢突击的精神、刚直和机智的品质以及无比的忠诚走上了岗位。



　　卡米洛的忠诚好象是对宗教信仰那样的虔诚。他既忠于菲德尔本人（因为菲德尔无与伦比地体现着人民的意志），也忠于他的人民。人民和菲德尔肩并肩地前进，这位不可战胜的游击队员的忠诚也与日俱增。



　　谁杀害了卡米洛？



　　也许可以更确切地问：谁消灭了他的肉体？因为象他这样的人，其生命是会继续活在人间的，只要人民不愿他死去，他的生命是不会结束的。



　　是敌人杀害了他。敌人之所以杀害他，是因为想要他死亡。但他的死又是因为没有安全的飞机，飞行员没有掌握一切必要的经验，同时因为他工作很忙，想快点抵达哈瓦那……而且，他自己的性格也是他致死的原因。卡米洛素来不把危险放在眼里，他把危险当作儿戏，戏弄它，嘲笑它，逗引它，操纵它。在这位游击战士的思想中，没有什么阴影可以阻止他的行动或改变他的既定路线。



　　正当全体人民熟识他，赞美他，敬爱他的时候，他死了。他可能在早些时候死去，要是这样，他的历史就只能是一个游击队司令员的简单历史。菲德尔说过，我们将有许多卡米洛。我还可以说，我们已有了许多卡米洛，他们在卡米洛所走完的这个光辉历史阶段而载入史册之前都已献出了生命。卡米洛和其他卡米洛（死去的和未来的卡米洛）都是人民力量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所能作出贡献的最高表现，即这个民族准备用战争来捍卫它最纯洁的理想，并对于实现其最崇高的目标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心。



　　我们不准备用固定的条条框框来描写我们的卡米洛，也就是说，我们不想把他毁掉。关于他，就让我们概括地谈这些吧。我们没有精细地修饰他那本来就没有定型的社会经济思想。但是，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在这次解放战争中，没有一个战士能够与之相比。他是个完美的革命家，人民的好儿子，又是古巴民族为解放自己而发动这次革命的巨匠。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闪现过疲倦或沮丧的阴影，那怕是最轻微的阴影。卡米洛作为一个游击队员，永远是我们天天回忆的对象。就是他，无论做这件事或那件事，都做出了“卡米洛式的业绩”；就是他，在古巴革命史上打下了清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就是他，屹立在一切已故的和未来的革命家的行列之中。



　　在卡米洛的不断革新和永垂不朽的精神中，卡米洛是人民的象征。














	

 






	















	





	







	









 





	


	







	








	




	


第一章 游击战的一般原则




	







	

 



	


	


　　一、游击战的本质



　　古巴人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除了被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描述为史诗般的胜利之外，它还改变了那些对拉丁美洲人民群众的行为的旧观念，清楚地显示了人民通过游击战从野蛮政府的统治下解放自己的能力。



　　我们认为，古巴革命对美洲革命运动的方式作出了三个基本贡献，这就是：



　　1．人民力量可以战胜反动军队；



　　2．并不一定要等待一切革命条件都成熟，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条件；



　　3．在不发达的美洲，武装斗争的战场基本上应该是农村。



　　在这三个贡献中，前两个是同那些革命家或假革命家所采取的无为主义 [ 译者注：无为主义，宿命论者所持的对生活抱着冷淡、消极、神秘静规的态度。无为主义的唯心和宗教宣传，引诱人们放弃为改善社会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 ] 的态度相抵触的，因为他们躲起来，借口说什么反抗职业军队是万万办不到的，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无所作为。还有些人坐等一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自然形成，而不去努力争取。这两条不容置疑的真理，今天大家都清楚了，但过去在古巴争论过，现在可能还在美洲争论着。



　　当然谈到革命条件，不能认为都是在游击中心的推动力下创造出来的。但必须随时想到，使第一个游击中心可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的。就是说，要向人民明确指出，在合法斗争的和平环境中，不可能坚持争取社会权利的斗争，因为和平恰恰使被那些保持其政权而违反所制定的法律的压迫者所破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表面化，激起日益强烈的反响，形成反抗状态。在某个时刻，由于当局的态度而引起的斗争爆发时，这种反抗就具体化了。



　　如果某一个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的形式上台的，不管这种选举是不是一种骗局，但至少表面上还能维持宪法的合法性，那末，在这个时候，在没有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斗争手段之前，游击队是不可能产生的。



　　第三个贡献基本上是属于战略性的。它应该引起这些人的注意：他们抱着教条主义的观点，妄图把群众斗争集中于城市运动，而完全忘记了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美洲所有不发达国家的生活这一事实。这并不是轻视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斗争，而只是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武装斗争的各种可能性。因为在城市里，用来装饰国家宪法门面的各项权利保障已告废止或被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势必要转入地下，他们没有武器，冒着巨大危险，处于非法状态，在广阔的农村，在居民有武装的游击队的支持和在镇压的军队不能到达的地方，形势就不是这样困难了。



　　对于从古巴革命经验中所得出的上述三各结论，我们在后面再作详细分析；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把这些结论放在本书的开头，是因为把它们看作我们古巴革命的基本贡献。



　　游击战是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基础，虽然争取解放的根本愿望永远是一样的，但却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和侧面。显然（论述这个题目的作者们对此已经说得很多了）战争是符合一定的科学规律的，谁要违反这些规律，谁就要遭到失败。游击战争，作为战争的一个阶段，必须受到所有这些规律的支配；但就其特殊性来说，又具有一系列其本身附带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是为把游击战向前推进所必须遵循的。当然，每个国家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着游击战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但游击战的根本规律对其本身的任何战斗都是普遍适用的。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游击战所依据的基础，找出谋求解放的人民所应遵守的规则，把我们的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为理论并进行推广，作为别国人民的借鉴。



　　首先必须确定，谁是游击战中的战斗员？一方面，我们面对着的，是压迫者的核心政权和它的支柱--职业军队。这些军队装备良好，训练有素，往往得到外国的支持，得到为这个压迫者的核心政权职务的小官僚仆从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全国或有关地区的人民。必须强调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游击队，作为一个武装的核心，是人民的战斗先锋队，它的强大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即使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劣于敌军，但绝不能认为在人数上少于他们。因此，当自己处在人多武器少的情况下，为了对付镇压，必须采取游击战这种方式。



　　所以，游击队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全力支援，这是绝对必需的条件。很明显，就拿在一个地区活动的土匪来说吧，他们也具有游击队的一切特点：团结一致、尊敬首领、勇敢、熟识地形、甚至往往精通战术。但所缺少的，恰恰是人民的支持。所以，这帮土匪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治安部队捕获或消灭。



　　我们分析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式和作战形式，了解了它的群众基础之后，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游击队员为什么要作战？我们应该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游击队员是社会的改革者，他们响应人民愤怒反抗压迫者的呼声，拿起武器，为改变那个使手无寸铁的兄弟受侮辱受苦难的旧制度而斗争；他们反对一定时期统治制度特定的现状，并全力以赴地（只要环境许可）打破这一制度的框框。当我们更深入一步分析游击战的战术时，便可以看到，游击队员应当完全熟悉其所处的地形、进攻和退却的道路、迅速运动的各种可能性、人民提供支援的情况，自然，也要熟悉隐蔽的地方。这一切表明，游击队员要在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进行活动。而在这些地区，人民谋求自身权利的斗争主要地、甚至几乎唯一地是旨在改变土地占有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游击队员首先是农业的革命者。他们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占有土地、生产资料、耕畜，以及长期来所渴望和构成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将他们葬身之所的一切东西。



　　就对游击战的通常理解来说，应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大规模正规军作战的补充形式，象苏联乌克兰游击战的情况那样。对于这种类型的游击战，本文不作分析。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种游击战：在反对现存政权--不管是不是殖民地性质的--的斗争中逐渐成长的一支武装队伍，它作为唯一的基础建立起来并在农村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鼓舞斗志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游击队的经济基础却是建立在农民渴望占有土地之上的。



　　毛的中国以南方工人组织的萌芽而开始，但遭到摧残并几乎被消灭。只是在长征到达延安后，立足于农村并实现了基本权益--土地改革的时候，革命才取得稳定并开始上升。在印度支那，胡志明的斗争是以法国殖民主义压迫下种植稻谷的农民为基础的。他依靠这支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终于打败法国殖民主义者。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战争的共同插曲，但土地斗争这一经济基础，却始终没有消失。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思想，在其经济方面，就是反对上百万法国殖民者霸占阿尔及利亚几乎全部的可耕地。在其他国家里，如在波多黎各，海岛上的特殊条件从不允许有游击队的萌芽出现，那里的农民天天受到歧视，而其深受伤害的民族主义精神基本上就是他们（虽然许多场合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渴望夺回被美国侵略者强行霸占的土地。正是这个中心思想推动了（尽管反响不同）在巴东部庄园的小庄园主，农民和农奴的联合。为持续三十年的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土地所有权而共同斗争。



　　既然上述特点使游击战成为战争的一种类型，又考虑到游击战随着游击队能力的增强可能发展成为阵地战这一因素，所以应当认为游击战是阵地战的雏形和草图，而既然又可能扩大游击战，改变战斗类型直至成为常规战争，那么同样有可能在每个不同的战役、战斗和前哨遭遇战之中打败敌人。因此，一个基本原则是：无论是战役或大小战斗，决部打无把握取胜之仗。有一种令人讨厌的说法：“游击队员是战争的耶稣会分子 [ 译者注：耶稣会是一种教派的名称，1534为西班牙人洛约拉创立。耶稣会分子，在欧洲已成为“奸诈者”、“阴险者”的同义语。 ] ”。这句话是指一种特性：偷袭、突击、夜战。这些显然都是游击战的主要因素。自然，这种特殊的耶稣会的手段，是形势逼出来的，形势有时强迫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而这种决定是和某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战争使按照浪漫主义和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这一概念不同的。



　　战争永远是作战双方力图消灭对方的一种斗争。因此，双方除诉诸武力以外，还采用一切欺骗的方法和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以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战略和战术都是代表作战一方的目标以及实现其目标的方法的，而这种方法就是伺机利用敌方的一切弱点。在阵地战中，如果把大兵团的每个排的行动分开来，就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单独的战斗也都具有游击战同样的特点：有偷袭、有夜战、有突击；如果没有这样做，也只是因为对方已有戒备使人无机可乘。但因为游击队是一支绝对独立的小分队，又拥有敌人所不能控制的广阔地带，所以，它常常能够以袭击的方式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而这样做，乃是游击队的职责。



　　有人轻蔑地称游击战是“打了就跑”。游击战正是这样。打了就跑，等待，窥探，再打了就跑，如此循环往复，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这一切似乎是消极的，然而，这种退却、却不正面作战等特点，都来自于游击战的总战略，而游击战的总战略同其他任何战争的总战略一样，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赢得胜利，消灭敌人。



　　很明显，游击战是战争的一个阶段，单靠它本身不可能取得胜利。游击战又是一个战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扩充和发展，直到游击队在其不断壮大中具备正规军的特征。到那时候，它就会作好准备，以便给敌人毁灭性的打击而夺取胜利。战争的胜利永远是正规军的产物，虽然正规军起源于游击队。



　　然而，正象一个师长在近代战争中不应该在士兵的前头牺牲生命一样，游击队员作为指挥自己的将领，也不该在每次战役中牺牲自己。游击队员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每一个游击队员不是为了捍卫一种理想，而是为了把这种理想变成为现实才随时准备牺牲的，这正是游击战的积极因素。一小队人，即广大人民群众所支持的武装先锋队，看到比当前的战术目标还要远的将来，坚定不移地要达到一个理想，建立一个新社会，砸烂旧社会的枷锁，最后取得为之而奋战的社会正义，这确实是个奇迹。



　　一切藐视游击队的言论，经过这样分析之后，就看出了游击队的真正的伟大，即其追求的目的的伟大。因为很清楚，人们并没有谈及实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迂回曲折的方式；他们那种战斗姿态，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有所逊色的战斗姿态，他们在对待最终目标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桡的精神，也同样都是游击队的伟大所在。



　　二、游击战的战略



　　在战争术语中，所谓战略，就是分析所要实现的目标，研究军事总形势和如何达到这些目标的总形式。



　　从游击战的观点来看，为了在战略上进行正确的判断，就必须着重分析敌人将采用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敌方理想。如果这种看法对某个时期来讲是正确的，那么，游击战这种内战形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敌人力图全部歼灭游击队的成员；相反，游击队员则应分析敌方凭借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分析敌军人力、机动性、民援、武器装备和指挥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应根据这种研究来制定我们的战略，同时始终不忘最终目的在于消灭敌军。



　　有几个基本方面需要研究，例如：武器装备及利用这些武器装备的方式；精确分析在游击战中坦克、飞机的效果；分析敌人使用何种武器弹药及其行动规律，因为游击队最重要的给养正是来源于敌人的武器装备。如果有选择武器的机会，最好选择和敌人所使用的类型相同的武器，因为游击队最大的危险，就是缺乏武器弹药，而武器弹药是应该由敌方供给的。



　　研究了这些情况并且确定和分析了所要达到的目的之后，就应该进一步研究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是可以预先制定的，但在斗争过程中要不断加以修改，使之适应可能出现的未能预见到的一系列情况。



　　开始的时候，对游击队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让人消灭。一支游击队（或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击队）的成员，逐步地、越来越易于做到的，就是适应游击生活方式，并且使逃避和摆脱跟踪之敌等项行动成为一种日常的（因而也是简便的）行动。达到了这个目的，又占据了敌人无法到达的阵地，或者力量已增长到足以阻止敌人进攻之后，就应着手逐步削弱敌方力量。刚开始，要在离敌人猖狂反对游击战的斗争地点最近的地区削弱敌人；随后，向敌占区纵深推进，袭击其交通线；接着，袭击或扰乱其作战基地和中心基地，在游击队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



　　袭击应是经常性的。不让在作战区的敌军有睡觉的机会，要有步骤地袭击和摧毁敌岗哨，使敌人每时每刻都感到他们处在严密的包围之中。在密林和岗峦起伏的地区，白天开展活动；在平原或敌人巡逻队易于窜犯的地区，夜间发动攻击。为此，需要有人民绝对的配合和对地形的完全熟悉。这两个条件对游击队员每一分钟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在作战区建立研究机构，在未来的作战区也要建立研究机构。与此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去做群众工作，向他们说明革命的原因、革命的目的，并宣传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谁反对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谁不懂得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谁就不能当游击队员。



　　这项群众工作，开始的时候，应着重于保密教育，就是说，在游击队活动地区，要求每个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对所见所闻保守机密，不要乱说。接着，争取最靠拢革命的农民的支援。然后，利用这些人在他们所熟悉的地区做联络、运送给养或武器以及充当向导等项工作。再后，游击队的工作就可以伸展到工矿区等有组织的群众活动方面去，其最终结果便是群众性的总罢工。



　　罢工是内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发动罢工则需要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经常存在的，也很少是自发产生。所以，必须创造这些必要的条件。这种创造要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解释革命的原因，说明是有力量的，而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也可以使用一些在完成危险性较少的任务中表现突出、战斗能力相近的人组成的小组来从事破坏工作。破坏工作是游击队的另一种震撼敌人的武器，它可以使整个敌军瘫痪，可以使一个区的工业生产停顿，可以使整个城市的居民停止工作，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任何交通往来，除非在一定时间内和走某条指定的道路，否则就不能冒险出城。如果做到了这一切，敌人的精神状态就逐渐颓废，他们军队的士气就日渐低落。待果子成熟，在适当时机，就可以摘取。



　　这一切使以假定游击队的活动地区已经扩大为前提的，但游击队的活动地区决不应过于扩大。应当始终保持一个牢固的作战基地，并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地巩固它。应当采取措施教育该地区的人民，加强对顽敌斗争的措施，并且改进该地区内一切纯粹的防御体系，如战壕、坑道以及交通线等。



　　当游击队在武器和人数上已相当强大的时候，就应该去组织新的纵队。如同一个蜂窠那样，到一定时候，就放出一个新的蜂王，带着部分蜜蜂飞到另一个地区去。原来的那个母窠同最有名的游击队首长一起，留在危险性较小的地区，而新的纵队则打进敌占区去，并按照这个公式循环下去。



　　有时候，各游击纵队控制的地区太小，没有回旋余地，而当他们向戒备森严的敌占区挺进的时候，又必须抗击强敌。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就要集结起来，组成一个密集的战线，打阵地战即开展正规军所进行的那种战争。但是，最先的一支游击队不能离开老基地，应当组织新的游击纵队打入敌后。这些新的纵队要以最早的纵队原先在其他区域内采用的那种方式进行活动，并逐步深入敌区，直至占领之。



　　游击队就是这样地展开进攻，包围敌据点，打垮敌人的增援，迎接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达到战争的最后目标：胜利。



　　三、游击战的战术



　　在军事术语中，战术就是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实践方法。



　　战术，一方面，它是战略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它又是战略的一种规则。战术手段比战略的最终目标有更大的可变性和灵活性，因为战术手段要符合斗争每一阶段的要求。有整个战争过程中不变的战术目标，也有不断变化的战术目标。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要使游击队的活动适应敌人的活动。



　　游击队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机动性。如果有必要，就能在几分钟内远离一定的战场，在几小时内远离作战的地区，还能不断改变战线，避开任何形式的包围。就游击战的某些时刻而言，游击队要特别注意避开包围，这种包围是敌人迫使游击队进行可能很不利的决战的唯一形式。游击队也要注意组织反包围（估计某些游击小队被敌人包围了，这些包围游击小队之敌，马上又受到比他们数量更多的游击队包围，或者游击小队据守在某一安全地带作为诱饵，等增援之敌和给养到达，就全部包围并设法歼灭之）。游击队机动性这个特点很象一种称为“小步舞”的舞蹈特点：游击队包围一个敌人阵地，譬如说，包围一支在运动中的敌军，游击队从四面把这支敌军紧紧包围，但每个方向只有五六个游击战士，最好相隔远些，以免受反包围。任何一个点发起战斗，敌军必然向这个点冲去。这时，这个点的战土可向后撤，但始终与敌人保持能看得见的距离。于是另一点也向敌人开火，敌人又向那个点扑去，而那个点的战士也照此办理。这样，所有各个点依次循环往复，就可以钳制住这支敌军，使他们消耗大量弹药，削弱他们的士气，而游击队则不至于有重大危险。



　　这种方法，也应该使用在夜袭方面。夜袭采用这种方法更容易接近敌人，更富于进攻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对我的包围要困难得多。就是说，夜袭是游击战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它便于接近所要进攻的敌人阵地，而且也便于在陌生的、有被告密危险的地区活动。自然，因为游击队人数少，就更十分需要时常采用袭击的方法。夜袭的最大的优点是能使敌人遭受伤亡而自己不受损失，因为这和以十对百而双方各损一人的那种战斗不同。在那种战斗中，敌方伤亡一人随时可以得到补充，而且只占百分之一；游击队伤亡一人，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补充，因为一个游击队员是要经过精心培养的，而且伤亡一人相当于损失整个战斗力的百分之十。



　　如果一个游击队员阵亡了，我们决不应该把他的武器弹药丢掉，武器弹药是战斗中极宝贵的东西。一个战友倒下了，别人就立即拣起他的武器弹药，这是游击队员的责任。弹药，爱护弹药和有计划地使用弹药，正是游击战的另一个特点。在反动的正规军和游击队的任何一次战斗中，都可以根据他们的火力辨别出哪是敌方，哪是我方：反动的正规军火力高度密集，而游击队则进行单发和准确的射击。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英雄（现已牺牲）须用自己的机关枪进行约五分钟的连发射击，以阻止敌人的前进。这件事情当时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因为根据射击的速度断定这个主要阵地是被敌人占领了。因为防御阵地的重要而不顾节约子弹，这种情况是很少有过的。



　　游击队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灵活性，能适应任何环境并把战斗中的一切意外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游击队不受旧式战争条规的束缚，在战斗的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自己的打法，不断地袭击敌人。



　　首先，只能有一种机动性的阵地，就是一些敌人不能通过的特殊地区，一种钳制敌人的地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敌人向我袭击，顺利地通过障碍，缓慢向前推进，但突然碰到铁壁般的阻挡，不能继续前进。这是因为游击队对地形经过周密研究之后而设置的防御阵地，是不可攻克的。不需要计算有多少敌兵来进攻，只需要计算要多少游击队员来防守它，而防守人数一旦确定了，就可以抵御整营的敌军，即使不说永远能获胜，也可以说几乎永远能获胜。游击队领导人的重要职责，是恰当地选择时机和将要坚守的阵地。



　　游击队的进攻形式也是不同的：开始时出其不意，雷霆万钧，毫不容情，然后突然转入一个完全沉寂状态。残存的敌人，认为游击队已经走了，慢慢地平静下来，开始放心了，恢复兵营或被围城市内部的正常生活。突然，一次新的与上次特点相同的进攻，在另一个地方爆发了。与此同时，游击队的主力则在等候敌人可能增援的部队；或者，守卫敌人兵营的岗哨突然受到袭击后，又被占领了，继而整个兵营落入游击队之手。主要的就是突袭和进攻快速。



　　破坏活动很重要。但必须把破坏活动这种战争中极有效的革命手段与恐怖主义（即那种不考虑后果的、一般效能极低的手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为恐怖主义往往使无辜的人们枉受伤害，使许多对革命来说非常宝贵的生命白白损失。然而，恐怖手段在用于处决敌军中某些臭名昭著、凶狠残暴、恶贯满盈的指挥官时，也应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鉴于这些坏家伙的一系列罪行，消灭他们是有好处的。但决不能对那些小人物妄加杀戮，因为这样做就会招致敌人的疯狂镇压。



　　在对恐怖主义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个争论的焦点。许多人认为，采用恐怖手段会加剧警察的镇压，同时会阻碍同群众多少带有合法性的或半公开的一切联系，并使群众不能在某一必要的时刻进行联合行动。这个论点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在内战时期，反动政权在某些城镇所进行的镇压已达到如此残酷的程度，以致一切合法活动实际上已被取缔，而群众的活动如果没有武装的支持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因此，采用这种恐怖手段，应特别慎重，并应分析可能给革命带来哪些一般性的有利后果。总而言之，破坏活动，如果掌握得好，则永远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不应该搞对生产资料方面无益的破坏。这种破坏会使城镇的某一部门陷于瘫痪，也就是说，使人们失业，但不能使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处于瘫痪状态。破坏一个饮料厂，那是滑稽可笑的，但破坏一个发电站，这是绝对正确和可取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会开除几个工人，但不能改变工业生活的节奏；在后一种情况下，也会开除一些工人，但可以使整个区的生活完全瘫痪，这种破坏活动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破坏活动的技术问题，我们下文还要谈到。



　　飞机是敌军最喜爱的一种武器，他们力图使之成为当代一种决定性的武器。然而，当游击队还处于初级阶段，人数很少，出没于陡峭的山区，飞机就不起任何作用。飞机的作用在于系统地摧毁已结成的、看得见的防线；组成这种防线，需要集中大批人员，而这种情况在游击战中是不可能有的。对于在平原或开阔地区行军，飞机也起作用，但夜行军就很容易避免这个问题了。



　　敌人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公路和铁路的运输。对于一条运输线，一条公路，一条铁路，每一米都要加以守卫，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以在任何地方放一包适量的炸药，就能把道路毁坏，也能同时颠覆通过的车辆；除炸毁道路之外，还可使敌人在人力和物力上遭受巨大损失。



　　炸药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别的地区带来，也可以利用敌人扔下来的炸弹（因为扔下来的炸弹不一定都爆炸），还可以在秘密实验室里以及游击区内制造。引爆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炸药的生产也取决于游击队的种种条件。



　　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制造了一种用作雷管的火药，并研制了一些引爆装置，使这些定时地雷爆炸。其中效果最好的，是电发雷。我们爆炸成功的第一个地雷，却是敌机扔下来的炸弹。我们在这颗炸弹里放进几个雷管，再配上一枝猎枪，猎枪的扳机由一根绳索牵引着。当敌人的一辆军车开过来时，我们便拉动扳机，于是炸弹就爆炸了。



　　这项技术可以日月日臻完善，以至达到达到极高的水平。据悉：在阿尔及利亚，现在用于对付法国殖民地统治的。有一种遥控雷，即远离埋雷地点用无线电遥控系统引爆的一种地雷。



　　使地雷爆炸和消灭残敌而在各条道路上打伏击战这项技术，是补充弹药武器的最有效的方法。惊惶失措的敌人，不会开枪放炮，也来不及逃跑，我们只要耗费少量弹药就会取得可观的战果。



　　敌人不断受到打击，也会逐步改变自己的战术。他们出动的，不是零星的车辆，而是真正的车队。然而，如果很好地选择地形，把车队一段段地切开，集中力量打一辆车，那么，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战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随时注意到游击战的几个主要因素：绝对熟悉地形，准备退路并加以守卫，熟悉并监视敌人可能潜来进犯的一切岔道；熟悉当地居民，取得他们的全面支援，如给养、运输、临时和长期掩护需要留下的伤员；在某一作战地点提供足够的人员以及拥有机动性非常强而又尽可能多的后备队员。



　　如果这一切必要的战术条件都具备了，那末袭击敌人交通线，就会产生显著的效果。



　　游击战术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如何对待当地一切居民的态度问题。如何对待敌人，同样也是个重要问题。这里要遵循的准则应该是，进攻时绝对不讲宽容，对待那些从事告密和杀人行凶的坏分子绝对不讲宽容；但对于那些履行或自以为在履行军事义务而打仗的敌军士兵则尽可能采用宽大的办法。在没有相当大的作战基地，没有巩固的作战地区的情况下，不收俘虏是个好办法，要释放他们；对敌伤兵，应就战时所能做到的一切给予护理。对待老百姓，则应十分尊重他们的一切传统习惯和风土人情，用事实来有效地表明游击队在道德上优于反动军队。除特殊情况外，不应不给罪犯赎罪机会就予以处决。



　　四、有利地形上的作战



　　如上所述，游击战并不总是在最有利于施展其战术的地形上进行的。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游击队处在敌人难于进犯的区域（有稠密的森林，道路崎岖的山地，不可穿越的荒原或招泽地区），那末，它的总战术应始终不变，并且应以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为基础。



　　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同敌人接触的方式问题。如果所处地区的地形如此复杂，如此难于跋涉而使得敌正规部队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到达，那么，游击队就应该把队伍推进到敌正规部队能够到达的地区，推进到可以开展战斗的地区。



　　游击队到这个地区站稳脚跟以后不久，就应立即进行战斗，应经常走出自己隐蔽的驻地去战斗。这时，游击队的流动无须象在不利地形上那样频繁，它需要适应敌人的情况，但也没有必要象在敌人能迅速集结大量兵力的地方那样频繁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夜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在许多场合，可以白天作战。尤其是白天运动，都是在敌人地面和空中监视下进行的。同时，还可以坚持历时更长的战斗(特别是在山岭上)，可以用少数人进行长时间的战斗而且很可能挡住敌人的援军，使他们无法到达战场。



　　虽然游击队决不应忘记的一个明显道理，就是监视敌人可能窜犯的通路，但游击队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敌人本身也很难得到援兵），它可以更紧地围攻敌人，更直接地向敌人袭击，更能从正面和在更长时间里打击敌人，虽然这一切都受到一系列条件的限制，例如弹药数量的限制。



　　在有利地形上，特别是在山区作战，虽然有这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缺点，这就是很难在一次战斗中得到大量武器弹药，因为在这些地区的敌人戒备森严（游击队员决不能忘记弹药和武器的给养应是来自敌人方面）。但游击队在有利地形的区域比在不利地形的区域能够更快地站稳脚跟，驻扎下来，也就是说，可以组织一个能打阵地战的中心，在那里适当构筑一些防空工事或防止远射程炮火袭击的工事，创办一些急需的小型工业，设立医院、学校、训练所以及百货商店、宣传机关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的人数可以大大地增加，甚至可以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工作，使受训人员学会使用可能落到游击队手中的武器。



　　一支游击队可以有多少人数，这是个极其灵活的计算课题。因为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大小、供应的难易、从别的地区受压迫的群众逃来多少、实有的武器数量、游击队本身的需要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游击队完全可以站住脚，也会随着新战士的加入而发展壮大起来。



　　游击队活动范围的大小，可以按毗邻地区游击队的条件和作战情况所能允许的程度而定。整个活动范围以从作战地点到游击安全区所需的时间为度，就是说，按夜里行军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不能到距离最起码的安全地点五六小时路程以外的地区去作战。因为，从游击安全区派出的游击小分队通过不断地削弱敌占区，自然能够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有利地形作战中最受欢迎的武器，就是射程远而耗弹少的武器。它是一种自动或半自动武器。在美国市场上所有的步枪，机关枪中，最值得推荐的是一种叫做“加仑”的M-1式自动步枪。但这种枪应由有一定经验的人使用，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消耗弹药太多。也可以使用一种半重型的武器，如装有三脚架的机枪。在有利地形内作战，对这种武器和使用这种武器的人来说，都更安全。但它永远只能用作牵制，决不应用来进攻。



　　一个二十五人的游击队，其武器的理想组合是：十到十五支单发步枪，约十支自动武器，其中除“加仑”枪和手提机枪若干挺外，应有携带方便和轻巧的武器，如勃朗宁式手提机枪或最新式的比利时的FAL自动步枪和M-14式自动步枪。在手提机枪中，最可取的是那种能装很多子弹的九毫米口径的机枪，而且它的构造简单更值得推荐，因为调换零件方便。所有这些武器都要与敌人使用的武器相同，因为敌人用的弹药，就是我们缴获敌人这些武器时要用的弹药。敌人能用的重型武器，我们实际上是不能用的。飞机看不到东西，不起作用，坦克和大炮，由于这些地区行进困难，也很少用得上。



　　给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一般地说，闭塞的地区，正因为闭塞，也就带来了困难。因为农民少，所以直接提供的农畜产品也就少，为了能经常备有最低限度的食粮，以应不时之需，必须保持稳定的补给线。



　　在这样的作战区域，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一般说来，可能性是不大的。如上所述，因为地区闭塞，可以被直接进行破坏的建筑物、电话线、自来水总管等等是很少的。



　　为了运输给养，重要的是要有牲口。对于在坎坷不平的地区来说，最好的牲口是骡子。应当有合适的、能提供丰富饲料的放牧场。骡子这种牲口，能通过极不平坦的、别的牲口无法通过的地带。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需用人力运输。每个人可以背二十五公斤东西，连续走好几个小时甚至连续走好几天。



　　对外的交通线路需要有完全可靠的人组成一系列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要能够储存物品，能在一定的时候掩护交通员；此外，还可以逐步建立对内的通讯联络网，联络网的范围大小看游击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定。过去在古巴革命战争中，前方某些作战区架设了一些许多公里长的电话线，修建了道路，并经常设有通信站，能尽快地向所有地区通报。



　　然而，还有在古巴革命战争中未曾应用的、但完全可以应用的其他一系列手段，例如：烽火信号、阳光镜信号以及军用通信鸽。



　　游击队迫切要做的事是保养好武器，搞到弹药，而特别需要足够的鞋子。在这个时候，工厂首先应致力于这些方面的生产。制鞋厂，在开始的时候，可以是个给旧鞋钉鞋掌的修理工场。然后，对工作进行组织安排，逐渐建成平均日产量高的各种制鞋厂。制造火药使相当简单的，有一个小型实验室，从外地搞来必要的材料，就能够造很多。布雷区是对敌人的严重威胁，可以大面积地布雷，一次就能埋葬数以百计的敌人。



　　五、不利地形上的作战



　　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就是说在不太崎岖、没有森林、道路四通八达的地区作战，应当遵循游击战的一切基本原则，要改变的，只是贯彻这些原则的形式。要改变的，也许可以说，只是游击战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譬如，要执行和在有利地形上相同的战斗命令，游击战在不利地形上机动性应特别大。袭击（以夜袭为宜）应该是极其迅速的，几乎是爆炸性的，而撤退不仅要敏捷，而且要撤往原来出发地点之外的地区，尽量远离袭击区。要经常这样想：决没有反动军队所不能到达而游击队可以藏身的地方。



　　一个人在夜间可以步行三十到五十公里。但也可以在凌晨行军，除非战区没有被我完全掌握。或者有这样的危险，就是当地居民看见游击队走过，便把游击队的情况、发现的地点和行军的方向报告给尾追的敌人。如果是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夜间行动，在战斗打响前后，尽量保持高度的沉默，战斗应该选择在上半夜进行。但也可能打错算盘，因为有时下半夜反而更好。决不应让敌人掌握我方的战斗规律，应当不断地变换作战地点、时间和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行动不能迟缓而要迅速，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取得很大效果，然后马上撤退。使用的武器也不应和在有利地形的区域所使用的武器相同，最好有数量较多的自动武器；在夜袭中起决定因素的并不是瞄准，而是火力的集中。近距离射击的自动武器愈多，杀伤敌人的可能性就愈大。



　　此外，用地雷破坏道路和桥梁，是不容忽视的十分重要的因素。用地雷爆破攻打，其不足之处是不能持续，因而它的进攻性就大为减弱，但是地雷爆破的威力巨大猛烈，而且还可以配合使用各种武器，如前面讲过的那种地雷和猎枪。对于一般用作运送军队的满载敌兵的敞篷车，以及对于那些没有特别防护设备的象公共汽车之类的篷车，猎枪是一种使敌生畏的武器。一支装满霰弹的猎枪，就能大显神通。这并不是游击战的秘密，猎枪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也在应用。美国人就曾有过猎枪队，配备了带刺刀的优质猎枪，专门袭击对方的机枪巢。



　　有一个要说明的重要问题，就是弹药问题。我们的弹药几乎总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因此，要袭击的地方应当是有绝对把握可以补充所耗弹药的地方，除非安全地带有大量弹药可以补给。换言之，如果必须耗费全部弹药而又得不到补充的话，那就不应冒险进行歼灭这支敌军的战斗。在游击战的战术中，赖以维持战斗的基本军用物资的供应，永远是个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所以，除某些武器（指它们的弹药可以在本地区内或城市内搞到的）如左轮枪或猎枪之外，应当相应地使用敌人所用的那种武器。



　　一支在不利地形上作战的游击队，其人数不得超过十至十五人。随时注意控制一个单独的战斗集体的组成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个、十二个、十五个人什么地方都能隐蔽，同时能给敌人以强有力的反击，并可互相支援；四五个人也许太少，但如果超过十个，那么在驻地或行军途中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应当记住，一支游击队行军的速度等于其中一个走得最慢的队员的速度。二十、三十或四十个人的行军速度要和十个人的行军速度一样，是很困难的。一个在平原上作战的游击队员，基本上应是个赛跑运动员。平原是最能体现打了就跑的地方。平原游击队如果没有可以进行坚决反抗的安全地带的话，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会很快被敌人包围。因此，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需要在绝密的条件下度过。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居民，未经充分考察，不能予以信任。敌人的镇压如此疯狂，如此残暴（在一般情况下不仅祸及家长，而且往往牵累妇孺），以致那些意志不太坚定的人随时可能发生动摇并且向敌人泄露和指明游击队的所在地及其动向，从而使敌人立即来个包围，给游击队带来严重的（即使不一定是毁灭性的）恶果。当形势的发展，武器的积聚，人民反抗情绪的高涨等使游击队人数已有相当增长的时候，游击队应当分散，必要时可以集中起来进行袭击。但袭击后，应随即仍按原来分成的十个、十二个或十五个人的小队，再分散到原来的地区去。



　　各支游击队完全可以各自组成正规军，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要尊重和服从这个指挥部，但无须集中起来。因此，十分重要的是挑选各游击队队长，并保证他们个人能在思想上向全区的最高首长负责。



　　火箭筒是游击队所能够使用的一种重型武器。由于携带和操作都很方便，它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目前，反坦克枪榴弹可以代替它。当然，火箭筒是要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一种武器；它用来打装甲车以至无装甲的运兵车辆，迅速攻取驻军少的小兵营是理想的。但必须指出，火箭筒的榴弹每人最多只能带三个，而且还要花相当大的气力。



　　对于从敌人方面缴获的重型武器，当然每件都应好好爱惜。但有些武器，如三脚架机枪、五十毫米口径的重型机关炮等，缴获后，在使用时偶然丢失，是可以允许的。就是说，不可以在我们本节所述的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只为了保护一挺重机枪或其他重型装备而进行战斗。重型武器只作一般性的使用，到战术上需要的时刻，就可以把它抛弃在阵地上。过去，在我们解放战争中，丢下武器就是莫大的犯罪，尽管现在我们说明那种特殊情况不能构成犯罪行为的原因，但决不允许把这种情况作为借口。游击队员在不利地形上使用的武器，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快速武器。



　　出入方便的地区的特点，一般说来就是可以居住和农民相当集中，这就大大地便利于游击队的给养。游击队有了可靠的人，取得了与城镇粮食代销站的联系，就可以很好地维持下去，而不需要把很多时间和金钱花在漫长的和危险的交通线上。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人数越少，越容易搞到粮食。主要的给养，如吊床、毯子、雨布，蚊帐、鞋子，药品和食品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地区找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当地居民的日用品。



　　通讯人数多，通讯的渠道就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地区的通讯联络要容易得多，但就进行远距离通讯所必需的安全来说，通讯联络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远距离通讯必需有许多可以信赖的联络点，而且经常穿越敌占区的交通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如果不是很重要的通信，应当采用口头形式进行，如属重要，则必须用书面和密码的形式进行。因为经验表明，口头传信，你传给我我传给他，结果把原来的通讯内容弄得面目全非。



　　根据上述理由，游击队除了考虑到在这种地区搞工业生产极端的困难之外，还要考虑到这种工业并不太重要。我们既不能建造制鞋厂，也不能建造兵工厂。实际上，我们只应建造一些隐蔽得很好的小工场，装填猎枪子弹，搞些土造地雷、爆炸物，一句话，就是用土办法造一些适用于当时需要的东西。不过，也可以依靠当地一切有友好关系的工厂生产所必需的东西。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中，合乎逻辑地得出两个结论。



　　一个结论是：游击队的驻扎条件是同当地生产发展的程度成反比的。凡对人们生活有利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都吸引人们在那里安家落户，而对游击队则完全相反。凡对人们生活越便利的地方，就是游击队员越要过那种极不稳定的、流动生活的地方。这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受着同一个原则支配的。本节的标题之所以叫做“不利地形上的作战”，正是因为通讯发达、大小城镇较多、居民大量集中、车辆四通八达等等造成人们生活便利的一切条件，而把游击队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第二个结论是：如果伴随游击队的工作而来的必然是极端重要的群众工作的话，那么，游击队在不利地形区域，即在敌人一袭击就会引起极大灾难的区域的群众工作，就更为重要。应该在那里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断争取工人、当地农民以及当地可能有的其他一些阶级的联合，以求达到适合游击队要求的内部阵线的完全统一。在这项群众工作中，在涉及游击队同当地居民关系的这项经常性的群众工作中，也应当注意到个别的顽固敌人，他们一旦构成危险，就要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消灭。在这点上，游击队应该决不手软，决不能让敌人在不安全地带内的作战区中存在。



　　六，在城郊地区的作战



　　如果有时游击战逼近城市而打入城郊地区，环境又比较安全可以驻扎下来，那么，这时就应给游击队以专门性的教育，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对它进行特殊的组织。



　　必须明确，城郊游击队决不能自发地产生。它的产生必需是在创造了使它能够存在的某些必要条件之后。这种情况本身表明，城郊游击队将直接受其他地区的游击队负责人所指挥。因此，城郊游击队的行动，不是独立地进行的，而是按照预定的战略计划、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即它的行动应有助于其他地区较大的游击队的活动，应特别有助于某一策略的顺利实施，而它的活动范围不能象其他区域的游击队那样广阔。这就是说，城郊游击队不能自动去选择这样那样的行动；或去切断电话线路，或到别处去进行破坏，或到道路上去袭击敌军巡逻队等等，而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定的任务。如果它的任务是砍断电线杆，切断供电线、地下排水管道、铁路线、自来水总管等，那么它也就只能限于彻底地完成这些任务。



　　城郊游击队的人数不得超过四五人。限制人数很重要，因为它所处的地区应被看作是异常不利的地区，在那里敌人的防守要严密得多，随时被镇压和被告发的可能性也大大地增加了。必须把这样的事实看作是严重的情况：城郊游击队不能离作战的地方太远；然而，它应该把离开作战地点较近这一点同迅速行动、迅速转移这三者结合起来，在白天处于完全隐蔽的状态。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夜战游击队，在起义力量发展到足以包围城市，而这支游击队已作为一个积极的战斗单位参加攻城战之前，它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的。



　　城郊游击队的主要素质，就是纪律严明(其纪律严明也许是其他游击队所不能比拟的)以及严守机密。他们只能靠两三户有友好关系的人家供给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受围就等于死亡，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此外，他们的武器也不同于其他游击队的武器，只属个人自卫的、便于迅速撤退和安全隐蔽的武韶。他们只应有一支卡宾枪或一两支可折的小型猎枪，而其余的队员最好是用手枪。



　　他们除对敌军个别一两个人或对敌军密探进行袭击外，决不能采取其他的武装行动，而应集中进行有计划的破坏活动。



　　为此，他们必须配备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必须有合适的锯子、大量的炸药、鹤嘴锄、铲子、起铁轨用的工具，总之，必须有全套搞破坏用的器械，平时藏在可靠的地方，要用时随手可以拿到。



　　如果城郊游击队不止有一支，那么它们就应受一个领导人指挥。这个领导人则通过经受考验而忠实可靠的平民作交通员，领导必要的工作。在某种情况下，城郊游击队可以从事和平时的那种工作，但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具有军队的特色，又处在本节所讲的这种不利条件下，实际上已处在非法地位。



　　城郊游击战一直不被人重视，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搞好这种工作，把工作扩展到广阔的地区，就会使这个地区的商业和工业几乎全部陷于瘫痪，就会使整个城市居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忐忑不安，忧心如焚，几乎渴望暴动的爆发，以摆脱这种处境。如果从游击战一开始，就想到未来的发展可能并逐步培训一些专门从事城郊游击战的人材，那么，就能保证速度更高的行动，从而也就会减少牺牲而赢得民族解放的宝贵时间。














	

 






	















	







	







	









 





	


	







	








	




	


第二章 游击队




	







	

 



	


	


　　一、游击队员——社会改革者



　　我们在上面说过，游击队员是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战士。他们在为人民的解放使尽了各种和平手段以后，便不得不开始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而成为战斗人民的武装先锋队。他们在一开始进行这种斗争时，就已带着粉碎不合理的旧秩序的意图，因而或多或少隐藏着用某种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意图。



　　我们也说过，在整个美洲，至少在美洲的几乎所有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目前情况下，对开展斗争具有理想条件的地区是农业区。因此，游击队发起的争取社会权利的斗争基础便是改变土地所有制。



　　这整个时期中的斗争旗帜，是土地改革。在开始的时候，这面旗帜可能或者不完全可能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规定的范围树立起来，或者只能涉及农民经年累月所渴望得到的正在耕种或想要耕种的土地问题。



　　实现土地改革所需要的条件，取决于游击斗争开始前存在的条件以及游击斗争的社会深度。但是，游击队员作为人民先锋队有觉悟的分子，应有-种使他们获得想个真正立志于改革的教士一样的品德。除战争困难环境造成的艰苦之外，还要加上因严厉的自我克制而产生的那种艰苦，这种自我克制会制止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可能犯的罪过和失足行为，所以，游击队员应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至于社会关系，要随战争的发展而改变。在刚刚开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游击队甚至不能指望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上发生任何变化。



　　不能用现款购买的商品，可以用债券的形式来支付。一有机会就把债券兑现。



　　对于农民，必须经常在技术、经济、道德和文化方面给予帮助。在游击战发展初期，游击队就是降临到当地的保护天使，是来永远帮助穷人的；而对于富人，也尽可能少加骚扰。但随着游击战的发展，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终于有一天，许多原来对革命尚抱好感的人会站到一个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并在反对人民武装力量的战斗中迈出第一步。在这个时刻，游击队应该采取行动，成为人民事业的旗手，要依法惩办任何叛变行为。各战区的私人财产应该发挥它们的社会作用，就是说，凡属维持一个富裕家庭所多余的土地和牲畜，一律收归人民所有，并作出公平合理的分配。



　　应该永远尊重财产所有者对其用于社会公益的财产享有收受现款报酬的权利。但这项现款报酬是以债券的形式支付的(这种债券，我们的老师巴约将军在谈到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时，把它叫做“信用券”)。



　　凡属臭名昭著、明目张胆的革命敌人所有的土地、财物或工厂，均应立即由革命武装力量接管。并在利用这种战斗热情(这时人们兄弟般的友爱达到空前的高度)，把当地居民所能够接受的各项合作社事业推向前进。



　　游击队员作为社会的改革者，不仅应在自己的生活上起模范作用，而且应在解决思想问题上经常起指导作用。他们用以指导人们的，是他们所知的、在某个时期所要做的以及在战争岁月里所学到的一切。战争的岁月给游击队员的思想以有利的影响，而随着游击队的武装业已显示出自己的威力，随着当地人民的状况业已体现游击队的精神，成为游击队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游击队员就更加激进了。同时，他们也懂得了一系列变革的正义性和迫切需要性；对这些变革的重要意义，从前他们只是从理论上了解的，而在大多数场合对其实际的迫切意义是不清楚的。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游击战的倡导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游击战的领导者，并不是每日在田地上弯腰劳动的农民，而是懂得必须改变农民的社会待遇，但大多数却未尝受过这种待遇之苦的人们。于是，就出现一种真正互相作用的情况(我在这里推广古巴的经验并以这个经验为出发点)：游击战的领导者用事实向人民表明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而人民就奋起斗争，向这些领导者表明有必要实现上述变革。游击队员和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作用的结果，导致革命的不断激化，增强了运动的革命特色，从而使运动具有全国性的规模。



　　二、游击队员是战斗员



　　上文已简略地谈到游击队员的生活和特点，要求游击队员在体质上、思想上和道德品质上都具有能适应这种生活并能彻底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的一系列条件。



　　第一个要提出的问题是：游击队员应该是怎样的人？回答应是：游击队员最好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当地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对本地地形熟悉--熟悉地形是游击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因为他们习惯于那里所经历的变化，那就能做出较好的工作，更不用说，他们还会把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或为改变危及其所在天地的社会制度而迸发出来的那股热情倾注到整个工作中去了。



　　游击队员是夜战的战士。谈到这一点叫也应该谈谈他们所具有的夜间作战的种种特点。他们应当神出鬼没，在通过平原或山地向战斗地点进发时而不被人发觉行踪，在扑向敌人时，要利用出其不意这一游击战中特别要强调的因素。出其不意的袭击造成敌人一片慌乱之后，应毫不留情地投入战斗。这时，决不容许自己队伍中有丝毫懦弱的表现，应该尽量利用敌方任何怯懦之机。旋风般白天而降，摧毁一切，若非策略上的需要，决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处决应受处决的人；造成敌军恐怖的心理状态，但同时优待已无自卫能力的战败者，也要尊重死者。



　　敌军伤兵应受到格外尊重，应尽可能予以治疗--过去干尽坏事、应按历史罪行处理者例外。决不能带着俘虏走，除非已有敌军难于攻克的巩固的作战基地；否则，这些俘虏就会成为十分危险的祸害，威胁当地居民和游击队本身的安全，因为他们一旦逃跑，就会向原来的敌军提供情报。所以，若非罪大恶极者，一律训话后予以释放。



　　游击队员，必要时应冒生命危险。他应随时准备在紧要关头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同时又要机智谨慎，决不作无谓的牺牲。游击队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戒备，以避免不幸的结局或被消灭。为此，在整个战斗中极端重要的是全面监视增援之敌可能通过的地点，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预防受围。敌军包围所造成的恶果，往往在肉体上并不那么严重；而在士气方面，则往往造成对斗争胜利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信心。



　　然而，游击队员应是大无畏的。他应正确分析每一行动中存在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对任何环境永远抱乐观主义的态度，并且即使在对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分析得不出值得重视的肯定结果的时刻，也能作出有利的决策。



　　为使游击队员能在战斗的和敌人活动的环境下生存下来，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能适应他所生活的环境，同它浑然成为一体，尽可能利用它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还要有敏锐的思考力和当机立断的创造力，能按其决定性行动的前进步伐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



　　人民军队的这种适应性和创造力能粉碎敌人的一切预谋，能制止敌正规军突然的冲击。



　　游击队员决不应让一个受伤的战友落到敌军手中，因为如果这样，这个战友的命运几乎可以肯定是白白送死。所以，无论花什么代价，都应把他从战场上撒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应不怕极度的疲劳，甘冒最大的危险。游击队员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战友。



　　同时，游击队员又是守口如瓶的人，对于所见所闻，都应严守机密，只有自己知道；即使对自己的战友，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因为敌人随时随地竭力想把他们的人打到游击队组织内部来刺探游击队的计划、地点和生存的手段。



　　除上述的道德品质外，游击队员还应有一系列极重要的体质上的特点。他必须是不知疲倦的人，在疲劳似乎已达到不能忍受的时刻，还能具有超人的精力。他必须始终精神焕发，这来自坚定不移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他再迈出一步，当然不是最后的一步，于是一步又一步地直至到达首长指定的地点为止。



　　游击队员应能极度茹苦含辛，不仅能随时忍受缺粮、缺水、缺衣、缺住房的艰苦，而且还要忍受病、伤的痛苦。往往挂了彩，没有外科医生来动大手术，而只是靠大自然的作用来治疗。也只能够这样，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开游击区去治疗病伤，就会被敌人杀害。



　　为实现这些条件的要求，游击队员又需要有钢铁般的体质，而这种体质能使他经受这一切艰苦而不致病倒，并把他那种被追捕的野兽般的生活变成增强体质的另一要素，以便在自然适应能力的帮助之下好象自己也变成战斗所在地本身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看法使我们不禁要问：游击队员理想的年龄是多大？这个界限是很难定的，由于一系列社会的以至个人的特点，这个年龄有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农民比城里人耐劳的能力要强得多。城里人，如果是习惯体育锻炼和讲究生活卫生的，就比一辈子坐办公室的人要耐劳得多。但是，一般地说，一个游击队员的年龄，在游击队完全处于流动阶段，最高不应超过四十岁，除了若干例外情况，特别是农民中间的例外情况。我们古巴革命斗争的一位英雄，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司令员上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时，年已六十五岁。当时在我们的队伍中他是最有用的人材之一。



　　我们还要问，是否有必要考虑游击队的社会成分问题。有人说，游击队的社会成分应该同作战中心区的社会成分相适应，换言之，游击队的战斗主体应该是农民。很明显，农民是最好的战斗员，但这决不是说排斥居民中的其他成分，不让他们有机会为正义事业而斗争。此外，在成分问题上，允许有个别的例外，也是十分重要的。



　　还没有明确规定游击队员最低的年龄。我们认为，除非常特殊的情况外，不能吸收十六岁以下的人参加。一般说来，这些人几乎还是孩子，经历不多，在战斗中经受不住要碰到的艰难、残酷和痛苦的折磨。



　　游击队员最恰当的年龄可以说是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在这个年龄内，大家都已确定了生活道路，凡是抛开自己的家庭子女和一切而参加游击队的人，都已好好考虑过要肩负的责任并为此下决心不后退一步。在孩子中，当然也由达到我们起义军那样高度素养的战士这种特殊情况，但这不是正常的情况。即使其中有一个具备优秀战士的条件，那末其中就会有几十个在长期中给游击队造成危险障碍而需要送回家去的人。



　　游击队员，我们已经说过，是象蜗牛一样把全部“家当”背在身上的战士。因此，他必须把背包收拾到这样的地步：使最少的用具发挥最大的作用，只带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即使经历千难万险，也要把这些东西作为基本物件保留住，只有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方可丢弃。



　　正因为这样，游击队员的军火也仅仅是-些能随身携带的。补充军火，特别是补充子弹非常困难。所以，子弹不得弄潮，要经常检查，一颗颗地数清楚，以免丢失，这就成了一项行动的准则。枪枝要经常保持清洁，经常上油，保持枪筒闪光发亮。凡是没有把军火保持在这种状态的人，每个小队的负责人都应给予一定的处分。



　　凡具有如此忠诚和坚定的高尚品质因而能在上述那样不利条件下活动的人，都必须具有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简单的、朴素的、没有奢望，一般也并不好高骛远，但这种理想却是那样坚定，那样明确，以致为它献出生命而毫不犹豫。几乎所有出身于农民的人，他们的理想都是要求获得自己的一块耕地和享受公平的社会待遇的权利；出身于工人的人，他们的理想是要求有工作、领取合理工资以及也享受公平的社会待遇的权利：而来自学生和教职员中的人则抱着象争取自由之类的较为抽象的理想。



　　讲到这一切，我们不禁要问：游击队员是怎样生活的？它的正常生活便是行军。让我们举森林地带的山区游击队员为例。我们假设他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追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游击队白天不断转移阵地，无法吃东西；黑夜来临了，才在一块林中空地上，一个水泉边，按照老习惯扎下营来，集合各个小队共进晚餐。入夜便就地取材，燃起篝火。



　　游击队员是什么时候能吃就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的。有时，一大堆口粮一下子就绐战士们吃光了；有时，他们两三天不进食，工作能力却毫不减退。



　　他们露天宿营，睡吊床，吊床上空遮一块与床大小相当的尼龙雨布，吊床下面就是背包、枪枝和子弹，即游击队员的宝贝。有的地方，敌人有可能突然发起袭击，睡觉就不好脱鞋子。鞋子也是游击队员的珍宝。谁有一双鞋子，就可以保证在非常紧张的环境中顺利地生存下去。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靠近任何村镇，不同任何事先没建立关系的人接头，生活在山峦起伏荒无人烟的地带，忍饥挨饿，有时受渴，忍受严寒酷暑，连续行军则汗流浃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而没有可能搞搞清洁卫生（尽管这也象在所有情况下一样都要靠个人自己妥善安排）。



　　在古巴革命战争过程中，有一次，我们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度过了好多天，又在烈日下战斗了两小时四十五分钟，然后行军十六公里进入乌维罗村。该村地处海滨，但当时气温很高，骄阳似火，我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臭味，谁靠近我们都要退避三舍。但我们的嗅觉完全适应于这种生活，连游击队员们的吊床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特有的气味辨别出来。



　　在上述情况下，宿营用物应该是容易拆除的，不应留下会泄露情况的任何痕迹；应采取极端严密的警戒措施；每十个人睡觉，就应有一两个人值班，要不断地换岗，对宿营地的各处进口都应严加警戒。



　　野营生活教会他们许多做饭的技巧：怎样很快把饭做好，怎样用山上采摘来的小东西作调味，怎样发明一些小菜来换换花样（其中主要是用根茎类植物、谷物、食盐、一点动植物油，很个别的情况下有块打来的野兽肉），这都是指游击队在热带地区活动的情况。



　　在战斗生活的内容中，最有趣的、能引起大家喜悦、使大家精神焕发继续前进的事情便是战斗。战斗，是游击队生活的最高潮，它往往发生在一个防守薄弱、能够一举消灭的敌驻营地被发现并经过侦察以后的某一适当时刻，或者发生在敌军部队直接向解放武装力量占领的区域进犯的时刻。这两种情形是不同的。



　　攻打敌驻营地的战斗是总体战，而且重点是打来解围的援敌，因为阵地设防之敌永远不是游击队员所喜爱的猎物，而在运动中的敌人，由于他们异常紧张、不熟悉地形、草木皆兵，又没有可供防御的自然掩蔽物，所以是理想的猎物。凡是筑了工事，又有强大武器可击退进攻的人，无论情况怎么糟，同那一长串的行军队伍的处境相比较，永远是不问的。因为行军中的队伍突然在两三处遭到袭击，就被切成一段一段。进攻者若不能把它围住并全部吃掉的话，不要等到被进攻者进行反击。进攻者就已经溜之大吉了。



　　如果通过断粮、断水或直接出击都不能把设有工事防御的敌驻营地拿下来，在粉碎了前来解围之援敌，突破包围，并已取得成果，那么游击队就应该撤退。如果游击队过弱而前来增援之敌过强，游击队应集中力量打其前卫。不管结果怎样，必须特别致力于打前卫，因为打它几次以后，敌军土兵就知道，在前头的人几乎总是要送命的，那么谁也不愿走在前面，而这种违抗命令的行动甚至会引起真正的哗变。为此，应当经常打其前卫，当然，除打其前卫之外，也可以打其他任何的部位。



　　游击队员完成任务和适应环境的顺利程度，或多或少取决于游击队员的装备程度。游击队员，虽是组成战斗集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有个人行动的特点。因此，每个人在自己的背包里应携带维持单独生活一个时期所必需的食物和日常“家当”。



　　在讲到装备时，我们主要讲在游击战刚开始时，一个人处于地势崎岖，经常下雨，天气较冷，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所能携带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处于古巴解放战争刚开始阶段所带的东西。



　　一个游击队员的装备可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主要的一类中有吊床。有了吊床，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休息，再说，拴吊床的两棵树随时都可以找到，如果要睡在地上，吊床还可以作睡垫用。只要是下雨或地方潮湿（在热带山区是常有的现象），吊床对于睡觉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块尼龙雨布是吊床的附属品，尼龙布的大小以能遮盖住吊床为度。尼龙布的四只角系四根绳子，当中再穿一根绳子，两端系在绑吊床的那两棵树上。尼龙布中间的这根绳子，下雨时，就起到排水的作用。而它四只角的绳矛则系结在附近的灌木上，便形成为一个小小的帐篷。



　　毯子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山上一到夜里就很冷。也必需有件大衣，以防气温剧变。衣服是长裤和粗制衬衣（不管是否制服）。应有尽量结实的鞋子，鞋子是主要的用品之一，应留有后备，因为没有鞋子行军就非常困难。



　　因为游击队员把他的全部“家当”都打在背包里背在身上，所以背包就相当重要。最原始的背包可以用个随便什么口袋配上两只把手就成了；把手用麻绳做，但最好用市场上出售的帆布来做或者由皮匠做。除了全队带的或全队在休息的地方吃的食品之外，每个人自己还应随时带有个人的食品。必需的食品中最主要的有：人体的脂肪消耗所需要的动植物油、罐头食品（不到找不着东西煮来吃或罐头过多已影响行军的时候，不得动用），营养丰富的鱼罐头、炼乳（一种很好的营养品，特别是糖分多且美味可口）；也可以带奶粉；食糖也是必需品之一，食盐也是必需品，没有盐可就苦了。有些东西可作调味品，最通常的是用洋葱和大蒜，当然也可根据当地特点用其他东西。关于装备的主要种类，我们就讲这些。



　　游击队员应该带盘子，勺子和可作多种用途的猎刀。盘子可以是野外用的那种，也可以是一种饭锅或马口铁罐，用来烧肉以至烧芋头、土豆，或泡茶和咖啡。



　　保养枪枝要用特种油。油（如果没有特种油，缝纫机油也很好）应妥善使用。应常备有擦枪用的小布或呢绒布和擦枪筒的通条；应当经常地揩擦枪枝。应有标准的子弹带，也可按实际可能自己做，不过要做得相当好，不让一颗子弹丢失。子弹是战斗的基础；没有子弹，其他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应该象爱护金子一样爱护子弹。



　　每人应该带一只军用水壶或水瓶，因为需要大量喝水，而且水不一定能够随时找到。在药物方面，应该带常用药，如青霉素或其他种类的抗菌素；特别是口服的、密封得很好的镇痛解热药（如阿司匹林）以及适于治疗当地常见病的药品：抗疟片、治痢疾的磺胺、抗寄生虫药等，总之是符合当地特点的药物。有猛兽出没的地方，宜带适当的血浆，其余的医药配备应是外科方面的。此外，个人还应带治疗小毛病的小药包。



　　游击队员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补充，便是抽烟。既然歇下来的时候抽抽烟最能解除游击队员的寂寞，那就不管抽的是烟叶、雪茄烟或用烟斗吸的烟丝了。烟斗很有用处，烟斗可以在缺烟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整支香烟或雪茄烟头。火柴最重要，不仅用来点烟，而且也用来点火。火是森林雨季的一个严重问题。最好带火柴和打火机，如果打火机没有油了，那火柴就可以代替。



　　游击队员应带肥皂。肥皂不仅可供个人卫生用，也可洗涤碗盘，因为碗盘肮脏，把发霉的东西连同新鲜的食物一起吃进而引起肠道感染或剧痛是经常发生的。有了上述的一切装备，游击队员就可以在森林中，在任何不利的条件下，安全地度过为避免任何险恶情况所必需的日子。



　　有些附带品，有时用得着，有时就成了累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指南针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某一地区，开始时常常用作确定方向的辅助物，但随着对地形的熟悉，也就逐渐用不上了，另外，在山区使用这个工具就很根难，因为它所指示的走向。对于从一地到另一地来说，虽然是直线，但往往被无法排除的障碍所隔断，所以并非总是很理想的。另一个有用的东西，就是雨天用来遮盖所有装备的一块优质尼龙布。应该记住，在热带地区，有几个月份经常下雨，而雨水则是游击队员装备（不论食品、军火、药品、纸张或衣服）的冤家对头。



　　可以带更换的衣服，不过一般说来，这会给新队员增加负担。通常最多就是带一条长裤，而不带内衣和毛巾之类的其他东西。因为游击生活表明，背着背包走来走去，就需要体力，而且逐渐会把作用不大的东西甩掉。



　　一块既可用来洗涤碗盘又可作个人卫生用的肥皂一把牙刷、一支牙膏，这都是整洁用的附带东西。最好还带些书籍让队员们相互传阅：过去的英雄传记、历史或经济地理（最好是关于本国的）以及某些一般性的书籍，目的在于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并使他们少去打牌、下棋或用其他方式来消磨时间。在游击队员的生活中，有时时间太多了。



　　只要背包里有空隙的地方，就要装上吃的东西，除非当地的条件极有利于找到食品。可以带些好吃的东西或次要的食品作为主要食物的补充。饼干便是其中的一种，尽管占地方多些而且容易压碎。在茂密的森林中，带把砍刀是有用处的。在十分潮湿的地区，带瓶汽油或弄些松树之类有树脂的木柴，这样，在需要时，即使柴火湿也能靠这些东西把火点着。



　　笔记簿应是游击队员日常的附带品，作记录资料、对外发信以及与其他游击队通讯联络之用；还要有铅笔或钢笔。手头应经常有几段细绳或粗绳，其用处很广，还要带缝补衣服用的针线和纽扣。带这种装备的游击队员把结结实实的全部“家当”背在自己身上，是相当重的，但足以保证在野营的艰苦活动中过得比较舒适。



　　三、游击队的组织



　　游击队不能按照死板的模式来进行组织。由于要适应所处的环境，所以就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为了阐述方便起见，假设我们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但要时刻注意，在推广这一经验时要随时留有余地，可能还有另一种更适合于各武装组织特点的推广经验方式。



　　游击队的人数是个最难确定的问题。人数有不同，部队的组成有不同，这些我们已经说过了。让我们假设一支游击队，处在有利地形，在山区，条件不象经常要转移那样坏，但也不象有了作战基地那样好。一支处在这样情况下的武装组织，作为一个战斗单位，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已经是相当大的了，理想的是一百人左右。这是一个纵队，由一个少校（仍按古巴军衔）指挥。应该强调一下，在我们古巴革命战争中取消了下士和中士的军衔，因为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暴政的象征。



　　从上述前提出发，一个少校指挥一百到一百五十人的整个纵队，可以由三十或四十人组成几个小队，有几个小队就设几个上尉。上尉的职责就是带领和团结他的小队，使它几乎永远团结一致地战斗，并负责小队的给养分配和一般的组织工作。在游击战中，班是个实战单位。每个班约八至十二人，有一个中尉；中尉对本班履行类似上尉的职能，但必须经常听从上尉的指挥。



　　由于要分成小单位进行活动，游击队作战的趋势就是以一个班为一个真正的作战单位。要在上述条件下作战而不失散，一个班最多只能有八至十人；因而，这班人在自己班长的指挥下活动，即使在一条战线上往往也脱离上尉的指挥（特殊情况除外）。永远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作战单位拆散，而且在没有战斗的时候仍旧保持拆散状态。每个班、每个小队都应指定各自的领导接班人，如果班长、小队长倒下，就可以接替上去，接班人应是受过充分锻炼的能立即胜任新职务的人。



　　这支队伍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给养问题。这支队伍的官兵应享受同等待遇。给养之所以极端重要，不仅是因为长期缺乏营养，而且也是由于每天只能分一次。部队对公平十分敏感，对每日的给养总是斤斤计较的，所以，决不应对任何人有所偏袒。若有机会在整个纵队分配食品，那就应订出一条分配规则，并严格按照这条规则办事，同时还要重视分配给每人的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分配衣服问题上，情形就不同了。衣服是属于个人使用的东西，在这方面应首先考虑两个情况；第一，申请人的需要（需要量几乎总是超过衣服分配量的）；第二，他们每人参加斗争的时间和功绩。全队人员参军时间和功绩很难记得清楚，应有专人负责填表记录，并经纵队负责人直接审核。偶然得到的、非集体使用的用品分配情况与此完全相同。烟叶和雪茄烟也应按人人平等这条普通准则来分配。



　　这项分配工作应有专人负责办理。这些人最好是直属司令部的。司令部负责很重要的行政、联络任务以及其他一切必须完成的特殊任务等。应让较有才智的军官参加司令部工作，而到司令部工作的士兵应是那种机灵的、最富有牺牲精神的战士，因为在大多数场合对他们的要求比对全队其他官兵的要求要严格得多；然而，他们在食品分配问题上却又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除每个游击队员自己要带的整套装备外，还有许多全队性的集体装备需要平均分担。为此，可以采取两个解决办法（但都取决于部队非武装人员的数量）。一个办法是：把一切物品，如医药、外科或牙科医疗器械、多余的食品、衣服、一般器具、重型军事装备等，平均分配给各小队，由各小队负责保护。每个上尉把东西分到各班，每个班长再把东西分到个人。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如果不是全队人员都有武器，那就组成专门负责运输的班或小队。这种做法颇有好处，非武装人员不需要背枪和看管枪枝，就可以多背点东西，这就大大减轻携带武器的战士的负担；这样做法不大会有丢失东西的危险，因为东西比较集中。同时，可以答应将来发枪给背东西的战士作为一种奖励，便能激励他们背得多些，背得好些，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这些负责运输的班或小队行军时走在队伍的最后，并与全队其他的班、小队承担同样的义务和享受同等的待遇。



　　纵队执行的任务随纵队活动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若在营地驻扎下来，就应有专门的警卫小组。警卫小组应由受过战斗考验、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组成，对其警卫任务应予以一定的奖励：一般是给他们某种独立性或把全队分配后某些多余的点心或烟草分发给他们。譬如，若一百人有一百十五包香烟，那么，多余的十五包就应分配给他们。前卫队和后卫队与部队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站岗放哨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其余的每个小队也应有自己的警卫任务。放哨放得离营地愈远（特别是在自由区），各队的安全性就愈大。



　　宿营地点应选择高地，白天能控制广阔地带，夜里敌人也难于接近。如果要驻扎几天，则宜构筑防御工事万一受到袭击，可以很好作战。这种工事在游击队撤离时可以拆除，或者，如果形势已不需要完全掩盖纵队的行踪的话，则无须拆除。



　　常驻营地的防御工事应不断加以完善。应当记住，在山区，在经我适当选择的地形上，敌人所能使用的唯一有效的重型武器，便是迫击炮。利用当地的材料如木材、石头等搭起适当的防护顶，这就成了完善的掩蔽所，能够阻挡敌军的逼近而保护自己免受炮弹的轰击。



　　在驻营地维持纪律是十分重要的。纪律应具有教育的性质，让游击队员们按时就寝，按时起床，制止没有公益的、涣散部队精神的娱乐，禁止酗酒等等。这些任务由内部秩序委员会执行，这个委员会是经过选择由最有革命功劳的战士组成的；它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制止在那些从远处望得见的地方生火或尚未入夜便升起烟柱等行为，在纵队撤离时，如果要对行踪绝对保密，还要监督营地的清理工作。



　　要特别留心篝火。篝火的痕迹存留的时间长，所以要用土盖上，还要把废纸、空罐头和残羹剩饭统统埋起来。行军时，全队应保持肃静。命令是甩手势或耳语一个个地传到最后一人的。如果游击队是在陌生地区由自己开辟道路或由向导带路前进的，那么，前卫队应当按地形的特点走在前头一百米或二百米，或更远一点。在可能走错路的地方，在叉路口上留下一人等后面一个人来，如此一个一个接替，直到后卫队的最后一个人到达为止。后卫队也稍微落在部队后面一点，监视后面的道路，尽量消除部队走过的足迹。如果有可能引起危险的支路，则每条支路必须有小组进行监视，直到最后一个人走过去为止。专门由一个小队派出这样的小组，较为实际，虽然也可以由每个小队负责把监视哨移交给后续的小队，已交班的小组重新归队，这样一直等到全队走过为止。



　　行军不仅要步调一致，秩序井然，而且要始终保持下去。很清楚，第一小队是前卫队，其后接第二小队，中间是第三小队（可能是指挥部），然后第四小队，以及后卫队或叫第五小队，或按构成全队的小队数而定，但次序始终不变。夜行军要保持高度肃静，每人之间的距离要缩短，以免掉队迷路以致被迫放声讲话或点火的危险。火光是游击队员夜间的最大危险。



　　然而，如果上述行军是以袭击为目的的，那么，在到达某一指定地点（任务完成后统统要撤到那里）时，就把多余的负荷，如背包、饭锅等物卸下来，每个小队只带武器和军事装备继续前进。袭击点应事先有可靠的人调查过；他们事先接通关系，带来有关敌人警卫队、敌兵营的方位及守营人数等情报。于是制定明确的袭击计划，部署兵力，始终要考虑把全队精干部分用于牵制援敌。如果袭击敌兵营是牵制敌人，目的在于吸引援敌，以便在其必经的而易于埋伏的地方伏击之，那末，袭击敌兵营之后，应迅速派人向指挥部报告战果，看是否需要撤除伏击圈以防敌军从背后攻击。但不管怎样，在进行包围或直接出击时，在通往战斗地点的各条道路上始终都应有人站岗放哨。



　　黑夜里最宜用直接出击方式。如果游击队有足够的精力和胆量又不冒很大危险，就可以直接攻打敌军的营房。



　　包围敌人以后，就只有等待时机，逐步构筑战壕向敌收缩包围圈，用各种办法扰乱他们，特别是用火力迫使他们出来。在相当接近敌人时，“莫洛托夫鸡尾酒” [ 译者注：即汽油燃烧瓶 ] 是非常有效的武器。如果“莫洛托夫大鸡尾酒”还投掷不到，可以用加特殊装置的猎枪发射。在古巴革命战争中，我们把这种武器叫做M-16。M-16的构成是：口径十六毫米可折猎枪装上两只撑脚，连同枪托构成三脚架，角度大约是四十五度；把前面两只撑脚向前或向后移动就可改变角度；给猎枪装上一只开口弹筒，在装弹筒之前把筒内全部霰弹取净，给它安上一支圆的木棍，越圆越好，与弹筒内壁紧紧吻合；这支木棍伸出在枪筒外面起投掷器的作用，棍的顶端加上一个合金装置，装置的底部有个橡皮垫起缓冲作用；然后在这个装置上放上汽油燃烧瓶。这种装置能把点燃的燃烧瓶投射到一百米或一百米以外的地方，而且命中率相当高。对于被包围的有许多木头建筑物或有易燃物质之敌，这是一种理想的武器，对在坷坎地带反击坦克，也是一种理想的武器。






图1 “莫洛托夫鸡尾酒”和猎枪装配图



　　一旦胜利完成包围任务或达到既定目的而解除包围之后，各小队按次序撤到原来放背包的地方，恢复正常的生活。



　　游击队员在这个阶段过的流动生活，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友谊，但有时也使他们班与班，小队与小队之间发生危险的争功现象。如果不是引导得法，把这种现象变为有益的竞赛，那就会有破坏纵队团结的危险。最好从战斗初期就对游击队员进行教育，向他们阐明斗争的社会意义和他们的责任，旨在澄清他们的思想；并且对他们进行道德方面的教育，以便锻炼他们的性格，使得所获得的每一项经验成为新的取胜的武器，而不是成为争取生存的一种最普通的辅助物。



　　榜样是巨大的教育因素之一。因此，游击队指挥员应经常在战斗生活中作出光明磊落，富于牺牲精神的榜样。战士的提升应以勇敢、才能和牺牲精神这三者为依据，没有完全具备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就不能担任负责工作，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闹出乱子来。



　　一个游击队员的品行如何，从他走到老百姓家里要东西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地居民根据游击队要求派公差，要求粮食和某项必需品的方式以及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就可以得出游击队是好还是坏的结论。对于这些问题，指挥员应当非常慎重，要对战士详细说明，给以应有的重要地位，也应以身作则进行教育。如果是进入城镇，应禁止喝酒，要事先通告部队，为部队作出遵守纪律的卓越榜样，并对城镇的进出口始终进行警戒。



　　游击队的组织性、战斗力、英勇气概以及精神面貌都应受到被敌包围的战火考验。被围是游击战最危险的形势。在我们游击队员过去革命战争的行话中，把吓得要死的人那种惊惶的面孔叫做“被围攻者的面孔”。旧政权的头目们嚣张地把他们的进犯叫做“围剿”。然而，对于思想感情上同自己的指挥员一致又非常熟悉地形的游击队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只要步步为营，避开敌人的锋芒，避开敌人重型武器的袭击，等到黑夜--这个游击队员的天然盟友--来临，就可去进行侦察，选择一条稳妥的道路，使用最恰当的突围办法，保持绝对的肃静，悄悄地溜之大吉。在上述的情况下，敌人要在黑夜里阻止一小队人突围，那是很难办到的。



　　四、战斗



　　战斗是游击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它在整个斗争发展过程中只占短暂的时间，然而这种关键性的短暂时间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每次小的接触，对于游击队员来说，都是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战斗。



　　前面我们说过，进攻一定要有胜利的把握。除了运用游击战在进攻时的战术这些一般特点外，还应指出每次战斗行动可能产生的不同特点。为了叙述方便，我们首先举有利地形上的战斗为例，因为这种形式的战斗实际上是游击战起源的标准形式，同时又是游击战取得实战经验来解决实战问题以前必须掌握的原则的一个方面。至于平原游击战，则永远是游击战发展壮大及其所处的环境巩固发展的结果，而伴随这种结果而来的，便是进行平原游击战的人们经验的积累，从而是这种经验的应用。



　　在游击战的最初阶段，敌军部队会深入起义区。这时，针对敌军的兵力情况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袭击方式。一种是，用几个月的时间，有步骤地削弱敌人的进攻力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采用第二种形式：打击进犯敌军的前卫邵队。对敌军不利的地形起到阻碍他们前进的作用，因为他们要用相当的力量来防卫其侧翼，因此，敌军前卫队又必须有尖刀班，在向我纵深推进的时候，让尖刀班冒生命危险以保卫其后续部队的安全。游击队在没有足够的兵力，没有后备兵员而且敌人又很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歼灭敌人的尖刀班。方法是很简单的，只要配合得好。当敌前卫队尖刀班出现在我预先确定的地段（尽可能险陡）时，让他们进来，然后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这时，应另派一个小组去阻击敌军的后续部队，好让我们的人去收拾敌尖刀班留下的武器、弹药和装备。每个游击队员必须时刻牢记：游击队的武器来源于敌人；除特殊情况外，决不打无军火补充之仗。



　　如果游击队的实力足以全部包围敌军整个部队，那就包围之，或至少给这支敌军造成被围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前卫队要有强大的实力和构筑坚固的战壕，能够抵御敌军正面的猛扑（当然要把敌之进攻力量和士气估计在内）。当敌军被阻于某一特定地带时，我后卫部队便在敌军背后出现，发起进攻。由于所选择的地形使敌人难于侧翼运动，所以就易于布置狙击手，使也许八倍或十倍于我的敌军陷于火力圈之中。这时，只要还有足够的力量，便应控制各条来路，进行伏击，以牵制增援之敌。包围圈要逐渐（尤其是到黑夜）收缩；游击队员熟悉战地，而进犯的敌军则不熟悉，游击队员在黑夜越战越强，而敌人在黑暗中则越打越害怕。



　　用这种方法较易于全歼敌军或予以重创，以致使这支敌军不能重返战场，或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如果游击队的力量还很小而又想阻止或击退敌军前进，那就应分成两至十人为一组的射手小组，从四面包围敌军。这种形式的战斗，比如说，是从右翼开始的，那么敌人必然倾全力于右翼并向它猛扑，正在这时，左翼又开火了，敌人又转向左翼；然后后卫或前卫又开火了，就这样轮番地打下去。这样做，游击队弹药消耗极少，却能使一支进犯的敌军不断受到威胁。



　　袭击敌军车队或敌军阵地的技术要适应作战地点的条件。但一般应保证，对一个被我包围的地方的第一次攻击是夜间突击某一个前哨。派有经验的人去袭击敌人阵地，很容易就打下来，其原因就是依靠攻其无备这个条件。对一次正常的包围来说，在敌人可能突围逃窜的地方只派少数人控制，而敌人可能来增援的通路则埋下伏兵来保卫。伏兵应这样配置：当第一道埋伏被突破以后。就散开或索性后搬，留下第二道伏兵，就这样一道道地伏击下去。但如果没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个因素存在，拿下敌营房这个意图是否能胜利实现，取决于游击队的包围力量是否能制止敌之增援。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方面往往有大炮、迫击炮、飞机以及坦克的支援。但在有利于游击队的地形上，坦克这种武器是无足轻重的；它需要越过狭隘的道路，并容易被地雷炸毁。一般说来，这种列队前进的车辆，在这里就丧失进攻能力，因为它们要一辆跟着一辆走，充其量两辆、两辆并排前进。反坦克最好的、最可靠的武器，是地雷。但是在白刃战中，易于在崎岖地带使用的“莫洛托夫鸡尾酒”，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武器，姑且不说火箭筒了。火箭筒对于游击队来说，是一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但很难搞到，至少在游击战初期难于搞到。对付迫击炮，可以采用战壕加护顶的办法。迫击炮用来轰击被围点威力巨大，但反过来，对付游动的围攻，如果不用大量排炮，那么它的威力就会降低。炮兵在游击战中作用不很大，因为它要安置在便于通行的地方，而且看不到游动的目标。飞机是敌军的主要武器，但攻击力也很有限，因为飞机的唯一目标是小小的战壕，而这些战壕一般又都构筑在看不见的地方。飞机可以投掷爆炸力很强的炸弹或凝固汽油弹，然而这些东西与其说是真正的危险，不如说是真正的缺陷。而且当我们尽量逼近敌军防线的时候，飞机就很难有效地袭击我们前卫的这些尖兵。



　　当包围用木料建筑的或易燃物建筑的敌营房时，如能到达近距离的地方，那么上述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如果是较远的距离，那么也可以用十六毫米猎枪（如上文所述）来发射已点燃导火线的燃烧瓶。



　　在使用的各种地雷中，效能最高的（但其技术要求并不是经常能够达到），便是遥控雷。但是，触发雷、延期雷，尤其是拉线电发雷都非常有效，而且在山路上对人民武装来说几乎是不可攻克的防御力量。



　　一种很好的防装甲车的方法，就是在路上挖掘有一定倾斜度的深沟，使坦克陷进容易，爬出来困难，就象下面这幅图那样，而且容易伪装，使敌人不易发现，尤其是在敌人夜间进犯或因游击队的抵抗不能指挥步兵走在坦克前面时。



　　在不全是崎岖不平的地区内，敌人进犯的另一种普通方式，就是使用大体上是敞篷的卡车。敌军总是让一些装甲车开路，然后再开来运载步兵的卡车。这时，游击队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将全队包围或把车队一段段切开，袭击其中的某一辆卡车，同时用地雷爆炸。在这种场合，行动要迅速，夺取敌军死者的武器后就撤退。若条件允许，可以进行全面包围，则如前面所述，遵循全面包围的一般规则包围之。



　　对于袭击敞篷卡车，有一种很重要的、可以发挥全部效能的武器，这便是猎枪。一支口径十六毫米的、装满霰弹的猎枪，其杀伤范围达十米，几乎是卡车的全部面积，可以同时把车上的人打死一些，打伤一些，给敌人造成莫大的慌乱。在这种场合，如果有手榴弹，那也是极好的武器。



　　对上述所有的袭击来说，最基本的是攻其无备。因为游击战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在于攻其无备，至少在打响第一枪的时刻是这样。如果当地农民知道有游击队出现，那就不可能做攻其无备。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关袭击的各项活动都应在黑夜进行。只有那些经过考验证明善守机密，忠诚可靠的人，才可以知道这些活动，从事联络工作。游击队员出发时背包应装满粮食，以便能在伏击的地方度过两天、三天或四天。



　　决不可过分相信农民能慎重保密，这首先是因为农民有一种爱说话、爱同家属或知己说长道短的习惯。其次是因为敌军士兵在战败后自然要对当地居民采取野蛮手段，在居民中制造恐怖；而在这种气氛下，一些要保命的人就会被迫说出不应该说的话，泄漏有关游击队的重要消息。



　　一般说来，游击队选择的伏击地点，应当距离它的常驻营地至少有一天的路程。这是因为敌人对游击队的常驻营地总是多少知道一点的。



　　前面我们说过，在战斗中只要根据射击的方式便能分辨作战的双方：一方枪声猛烈而密集，是敌军散兵线的火力（他们弹药充足，惯于滥放枪炮）；另一方的枪声是有秩序的、单响的，这是游击队的火力。游击队员懂得每颗子弹的价值，使用起来非常节约，决不虚发一枪。同时，也决不为了节约弹药而放掉一个敌人或使我之伏击不能充分发挥效力。但他要预先把弹药计算好，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情况下应当控制使用。



　　弹药是游击队员的一个大问题。游击队经常可以搞到武器，而且一旦弄到就不会丢失，但是弹药却要逐渐打光，而且一般都是武器连同其弹药一起缴获的，从来没有或很少有单独缴获弹药的。每支缴来的武器只有供它本身使用的弹药，而没有多余的弹药供其他枪枝使用。所以，节约弹药是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原则。



　　一个以当领导而自豪的游击队指挥员，决不能忽视部队的撤退。撤退应当及时，利落，要能抢救出游击队的全部辎重，不管是伤员、背包、弹药等都要统统撤出来，而决不能让队伍在撤退途中遭到意外袭击，更不容许荒唐到让队伍受到包围。



　　为此，在选作撤退的道路上，对敌人可能派遣部队向我包围的一切地方，都应当严密警戒，并必须有一个传递消息的系统；若遇敌人妄图向我包围，便可迅速地通知全体战友。



　　在战斗中一定要有非武装人员，让他们负责收拾伤员或牺牲同志的枪枝和原属敌俘的枪枝，照管战俘，运送伤员，传递信件。此外，还要有一个组织良好的通讯队，铁腿、认真、受过考验、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必要的通知送到。



　　武装人员身边所需的非武装人员的数量，是个十分相对的数字，但可以考虑给每十个武装人员配备两三个非武装人员。他们参加战斗，在后卫队从事各项必要的工作，保卫后撤阵地或传递信件（如上文所说）。



　　当游击队进行防御性战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游击队坚守阵地，阻止敌军通过某一特定地区的时候，这就成为阵地战。但这种阵地战一开始的时候，也应始终带着出其不意的色彩。在这种场合，构筑战壕和其他一系列防御体系，是很容易被当地农民看到的，所以，一定要使农民留在友邻区内。一般说来，在这种阵地战中，反动政府会对该地区进行封锁，而没有走的农民必须到非游击活动区的商店去购买必要的食品。这些农民在关键时刻（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们走出这个地区，便会有意无意地向敌军走漏消息，这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情况下，焦土政策应成为游击队的战略基础。



　　然而，应该构筑成这样的防御工事和整个防御系统：只要敌军前卫队一到，就使它陷入我埋伏圈之中。在每次战斗中给敌前卫队的人造成总不免要送死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敌军内部这种心理作用日益强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充当前卫了。显然，一支部队没有前卫便不能动弹，所以又不得不有人充当前卫。



　　此外，如果认为适宜，还可以对敌进行包围战，侧翼袭击，牵制敌军或索性正面阻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凡易于被敌军用作侧翼进攻的地方，都应当加强防御工事。



　　显然，这说明要有比在前面说过的战斗更多的人员和武器，因为很清楚，敌人从四面八方封锁，可能突然进犯的道路又是那么多，所以游击队需要的人员就多了。这里，应当增加使用陷阱以及反装甲车的所有办法，并对永久性的因而也就容易被发现的战壕尽可能予以加强。一般说来，在这种防御战中，只要命令一下，就是死守防御阵地，并且必须最大限度地确保每个守卫阵地的战士的生命安全。



　　作远距离观察的战壕愈隐蔽愈好，特别是最好给它造个保护顶，以防迫击炮的轰击。六十·一或八十六毫米野战迫击炮打不穿一个好的、就地取材搭起来的简易护顶。这种护顶可用一层木头、泥土和石头筑成，再用一层东西伪装起来，使敌人看不见。一定要设一个出口，以便防守的人在情况危急时能出来而不至有很大的生命危险。



　　下图便是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防御工事形式，它们有效地保护了我们兔受迫击炮的轰击。



　　上面的概述清楚地表明，固定的火线是不存在的。火线是个多少带点理论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在某一高潮时刻发生的，而又是非常灵活的、双方都可以渗透的东西。真正存在的是广大的“无人地带”，然而，游击战“无人地带”的特点，却是有老百姓的，而且老百姓是以某种方式同作战双方的某一方合作，当然大多数是同起义队伍这一方合作的。不能把老百姓从整个地区大批地赶走，因为要是这样做了，向大批居民提供食粮，这对作战的任何一方都会产生粮食供应问题。这种“无人地带”是敌军（一般在白天）和游击队（在黑夜）经常来的地方。游击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部队给养的十分重要的基地。为此，游击队在政治上必须加强整顿，并经常建立同农民和商人的良好关系。



　　在游击战中，非直接参战的人员（即不携带武器的人员）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指出过关于作战地区通讯联络的某些特点，但通讯是游击队组织内部的一个机构。对最远的指挥部（如果有指挥部的话），或最远的游击小组的通讯联络应做到这样的地步：利用当地最简捷的方法，随时把信息从一地区送到另一地区；这个通讯系统不但应当在易防守地带（即有利地形区）有效，而且应当在不利地形区也同样起作用。有些情况是不能做到的，比如说，就不允许游击队在不利地形区域活动时，拥有现代化通讯联络系统，如电报机、公路等等；除非使用无线电报，因为无线电报是不可能被破坏的。但这种无线电报机只是使用无线电系统的防守严密的敌警备队才有，所以，如果这种无线电报机落到游击队手中，就必须改变密码和频率，这有时是相当麻烦的。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追述古巴解放战争时发生的情形。有关敌人活动的每天的可靠情报，靠情报人员的报告而得到充实。所以，情报系统应该好好研究，细细琢磨，对情报人员要极其慎重挑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反间谍”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损失还不是最大；一个不确切的情报，突然造成的损失才是最大的，不管它是夸大了危险或缩小了危险，但危险是很难缩小的。农村的人对危险有扩大和夸张的普遍倾向，他们的幻觉产生各种妖魔鬼怪，一旦看到敌人一个排、一支巡逻队，就看成是千军万马，草木皆兵了。此外，情报人员应尽可能在表面上持中立的态度，使敌人察觉不到他们同游击队的种种联系。这项任务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困难，通过战争可以找到许多人：商人、教职员，以至宗教界人士，都可以给这项任务以帮助，及时提供情报。



　　游击队获得情报和敌人掌握情报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游击战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敌人需要穿越完全敌对的区域，遭到农民的冷遇；而游击队是农民的保卫者，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他们通过通讯联络系统把情报不断送进到游击队中央总部或本区的游击组织。



　　当敌军窜犯已暴露的游击地区时候，那里的全体农民响应人民的事业，便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民愿意抛开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事务，同人民军队一起撤退。一些农民要带着全家走；另一些农民则要留下来等待事态的发展。敌人向游击区进犯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有大量人家处于饥寒交迫以至危险绝望的境地。游击队应当尽量给他们支援，但必须防止他们由于远离自己的家乡逃到生疏的地区去可能遭到意外的不幸，防止他们在这种场合往往会遭遇到的灾祸。



　　要进行什么“式样的镇压”这一点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讲的。在每个地区，根据社会、历史和经济的不同状况，人民的敌人进行犯罪活动的残酷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用来镇压的一般方法始终一样）。有的地方，人们逃难到游击区而把家眷留在家里，但这没有引起敌人很大的反应；有的地方，这样做的人，其个人财产就会被烧毁或充公；还有的地方，人外逃，而家中老小全部惨遭杀害。当然，游击队应该按照当地（或某一国家）同敌人作战所掌握的规律，对将要受到敌军蹂躏的农民事先进行妥善的安排和组织。



　　显然，必须作好准备把敌军从为害地区内赶走，这时，就要着重地搞敌人的给养方面，完全切断其交通线，出动小股力量粉碎他们取得补给的意图或迫使他们在这方面付出巨大的人力。



　　在上述战斗的各种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战斗一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正确使用后备兵员。游击队，就其特点说来，能够拥有后备兵员的情况是很少的，因为它经常进行战斗，而在战斗中没有一个人不是有所安排和使用的。但是，根据游击队的特点，无论在这个或那个地方游击队都必须拥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事件，钳制敌人的反扑或在某一关头起决定战局的作用。为此，游击队可以根据它的组织情况和某个时期的特点和可能，建立一个“王牌”小队，哪里最危险，就让它到哪里去；这个小队可以命名为“敢死队”或其他什么名称均可，只要它实际上能完成这个名称所赋予的使命。“敢死队”应出没在一切有决定性战斗的地方：对敌人前卫队进行突然袭击，保卫最薄弱、最危险的地点，总之，出现在敌军威胁到突破火线的任何地段。加入这个小队，应当是完全志愿的，而且对加入这个小队的人来说，应几乎象得到一次奖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敢死队”终将成为任何一支游击队的宝贝，而荣获‘敢死队员”称号的游击队员会深受全体战友的敬佩和爱戴。



　　五、游击战的开始、发展和终结



　　关于游击战，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那末，现在我们来说说关于游击战合乎理想的发展。假设它诞生时只有一个组织，处在地形有利的地区。我们的叙述就从这里开始。



　　换言之，我们把古巴的经验再次进行抽象的概括。开始时，只有一小队人，多少有些武器，人员成分也比较单纯，差不多只隐蔽在山峦起伏、有稠密森林的地区，同农民很少接触。它进行了几次成功的奇袭，名声就传开了，于是千些被剥夺了土地或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斗争的农民以及其它阶级的有理想的青年来参加游击队。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胆量大了，便出没在没有局面点的区域，同当地群众接触也多了。它又进行几次袭击，总是打了就跑；它还突然地同敌军某部队展开一次战斗并歼灭其前卫队，人们又陆续加入游击队。游击队人数增加了，但仍然完全保留原来那样一个组织形式，只是无须那样小心翼翼，而且也敢于在居民点更多的区域活动了。



　　不久，这支游击队可以扎下历时几天的临时营地：只要听到敌军迫近或受敌机轰炸或仅仅是怀疑有那样的危险，就立即拔营离去。随着群众工作的开展，游击队人数继续增加；群众工作逐步使每个农民都成为解放战争的积极参加者。终于有一天，选到了一块敌人难于到达的地方，安营扎寨，建立起头一批小型的工厂：制鞋厂、卷烟厂、缝纫工场、兵工厂、面包房、医院、电台（如果可能有的话）、印刷所等等。



　　于是，游击队就有了新的组织、新的机构。它是伟大运动的首脑、具有政府一切特征的小型政府。建立法院审判案件，颁布法律（如果可能），并继续对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也对工人群众（如果附近有的话）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吸引他们参加革命事业。敌军发动一些进攻，但被打垮了，游击队拥有的枪枝数量增加了，因而人数也增加了。但到了一定时候，它的活动范围如果没有按人数增加的比例而相应扩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就把适当的力量（一个纵队、一个小队等等）分出来，派到另一个地区去战斗。



　　这支新的游击队伍到那里去工作，尽管其工作特点有所书同，然而是按照自己带去的经验，按照各支游击部队渗透到各战区所得的普遍经验而开始工作的。与此同时，中央总部不断壮大，它得到来自远方各处的粮食、有时是枪枝这种物质支援；人员也不断增加。总部以颁布法令来继续进行政府的各项管理工作；建立各种学校，对新兵进行教育和训练。各级指挥员则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掌握战争的知识，而他们的指挥能力也伴随其所负责的部队数量和质量的增长和提高而不断地得到增长和提高。



　　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还有远的地区，那么又要派出新的纵队把已获得的先进经验带到那里去，如此继续循环不已。



　　但这时候还会有敌占区，即对开展游击战不利的地区。可以派小分队到那里去袭击公路，炸毁桥梁，埋置地雷，制造不安气氛。随着战争本身的变迁，运动也继续发展；大量的群众工作使得这些游击力量在这个不利地形区的活动较为自如了。于是，就进入游击战的最后阶段--城郊地区的游击战。



　　破坏活动在这个地区大大地扩展。整个区的生活陷于瘫痪，这个区就被我占领了。于是又向另外几个区发展，与敌军展开固定战线的战斗，可以向他们夺取重型武器（甚至坦克），战斗双方的力量均衡了。当游击队从局部胜利转变到最终胜利时，敌人就垮台了，就是说，迫使敌人在游击队所安排的条件下接受战斗，于是他们就被歼灭或举手投降。



　　这就是过去古巴革命战争各个阶段的简要情况，但其内容大体上具有普遍意义。只不过在别的国家里并不一定具备象我们解放战争中人民、形势和领袖这三者那样密切的配合。更不用说，菲德尔·卡斯特罗集中表现了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我们的登陆、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胜利都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他，人民就不能胜利；但我们可以说，没有他，人民的这次胜利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效果也不会这样圆满。














	

 






	















	







	







	









 





	


	







	








	




	


第三章 游击阵线的组织




	







	

 



	


	


　　一、给养问题



　　正确解决给养是游击战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凡在一地活动的游击队必须依靠当地的物产而生活，同时也必须使当地的农民--向游击队提供物品的人们--能生活。因为在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尤其是初期，游击队不可能抽出力量来搞自己的给养，更不要说，在镇压部队随时可以进入活动的地区里，这样的给养是容易被敌军找到和破坏的。所以，在最初阶段，游击队的给养总是取之于当地的。



　　随着游击战形势的发展，游击队必须有来自战线或战区以外的给养。起初，游击队的生活只能是依靠农民所生产的东西；也可以到杂货店去购买一些东西，但决不会有自己的补给线，因为没有地盘能建立这样的补给线。补给线和食品店的建立是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条件的。



　　首先，游击队要赢得当地居民的绝对信任。要取得这种信任，游击队应对他们的问题采取积极态度，经常给予帮助和指导，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惩办坏人。这些坏人妄图利用当地混乱时刻横行霸道，驱逐农民，夺占他们的产品，放高利贷，等等。我们的路线应是温和的，同时又是强硬的。对待一切革命运动的真诚同情分子，采用温和与自然协作的办法；而对于直接攻击革命运动，挑拨离间，或向敌军提供重要情报者，则采用严厉强硬的手段。



　　游击队会逐步熟悉当地的情况，从而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活动。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从友人那里拿来的一切货物，一定要付给代价。这些货物可以是当地的土产或商店出售的物品。这些货物经常是赠送的，但是，有的时候农民的经济情况使他们无力赠送。有的时候为了战争的需要，游击队被迫闯入粮店或食品商店，但无法付款，理由很简单，因为无钱可付。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一定要给商人以债券，即债款证明，也就是上文已说过的“信用券”。这种办法最好是对解放区以外的人们实施，所以遇到这样情况，要尽可能早一些付还或部分偿还欠款。当形势发展到足以在敌军统治区之外能长久保持一块地区时，可以进行集体种植。在那里，农民为游击队耕种。这样，就能确保一个经常性的妥善的农产品给养来源。



　　如果游击队的志愿兵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要的人数，又没有武器，而且政治形势也不容许派遣这些人到敌占区去，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可以叫他们和其他人员去收集农产品，用以保证给养；并填写他们的履历表，以便使他们今后转正为战斗员。然而，最好还是由农民直接去耕种，因为他们更善于农活，劳动热情更高，收效也更大。当条件更加成熟时，可以购买全部农产品，并根据各类产品的情况，或存放在农村，或存放在商店，以供游击队之用。



　　在负责供应军队兼顾农村居民的机构建立以后，为办理农民之间交换产品的工作，就要把所有的粮食集中在这些机构中，游击队成为他们产品交换的中间人。



　　如果形势发展得更好，在游击区内可以确定各种税收，这些税收尽可能不要太重，特别是不能伤害小生产者。首先应该注意农民阶级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因为游击队本身就是来自这个阶级的。



　　在某些情况下，捐税可以用现款支付；而在其他情况下，则要用实物支付，用以扩充给养。肉类是必需品之一。必须保证肉类的生产和储藏。如果没有安全的地区，就可由表面上与游击队毫无关系的农民来建立农场，饲养母鸡、山羊、猪等。所有这些牲畜是购买来的，或直接从大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在有大庄园的地区里，往往有大量的牲畜。可把它们宰了腌起来，这样储藏的肉类可供长期食用。



　　这样，还可以得到畜皮，用以发展初步的皮革工业，为制鞋业提供原料。鞋子是游击战争的基本用品之一。游击队的食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产品，但是一般说来，那些必不可少的食品是肉类、食盐、蔬菜、薯类或谷物。基本食品总是由农民生产的。在古巴奥连特省的山区，基本食品是芋头；在墨西哥、中美洲或秘鲁山区，是玉米；在秘鲁还有土豆；在有些地区如阿根廷，基本食品是肉类；其他地区则是小麦。必须始终保证部队有基本食品和油脂的给养，无论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都能使基本食品更加好吃。



　　食盐是做菜必不可少的东西。当游击队的驻地在近海靠海的时候，必须马上建立小型晒盐场，以确保一定盐产量供应部队，还经常要有剩余。请记得，对于上述只能生产某些食品得农村地区，敌人容易进行包围，并使它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为了防备这种情况，最好是依靠农民组织和一般民众组织。要保证当地居民能有最低限度的供应品，使他们在最艰苦的斗争时刻，至少能够生活下去。应该力图尽快地拥有充足的不易霉烂的食品，例如玉米、小麦、稻米等谷物，因为这些谷物能储藏相当长时间，还要储藏面粉、食盐、砂糖及各种罐头食品；同时也要种植必要的农作物。



　　在当地驻军的粮食给养问题获得解决的时候，仍需大量的其他物品，如制鞋所需的皮革(如果还不能建立硝皮工业以满足当地需要的话)，做衣服所需的布匹以及其他用品；出版报纸所需的纸张、油墨、印刷机、油印机和其他一切工具。



　　总之，随着各个游击队逐步建成和其组织程度逐步复杂化，需取于外界的东西也日益增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必须充分发挥各补给线的作用。而这些补给线，基本上是由对游击队友好的农民构成的。补给线有两头，也就是说，一头在游击阵线内，另一头在城市中。它从游击区出发，穿过一切许可物资通过的地方。农民渐渐习惯于这种运输的危险(分成小组，他们会干得更加出色)，不冒极大的危险就能把所需要的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按照当地的情况，用骡子一类的牲口，或用卡车运输，这种运输可在夜间进行，这样，给养工作就能很好地进行。但必须考虑到，这种补给线是在作战地区附近的。



　　还必须组织一条来自远方地区的补给线。这些远方地区应提供必要的现款来采购物品以及提供在村镇和地方城市搞不到的工具。这样的补给线必须靠采用秘密债券使游击战争的同情者直接捐赠的办法来加强。对于负责运输的人员，一定要经常严格监督，当他们没有按照起码道德标准办事情的时候，对他们要严肃追究责任。采购付款，可用现钱；而当游击队离开他们作战根据地，闯入新地区活动的时候，也可使用“信用券”付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随便哪一个商人那里拿取货物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这个商人也只能靠游击队的信用，看它是否有可能偿还这笔账目。



　　在所有这些经过农村的补给线上，必需有一系列人家作为落脚点或中间站，在那里，白天人们把货物隐藏起来，到夜间，继续搬运。这些人家只有直接负责办理给养的人才能知道，并尽量使他们家庭成员少知道转运之事，尽管他们都是游击队较信任的人们。



　　骡子是这种运输工作最有用的牲口之一。骡子具有难以置信的吃苦耐劳的能力，能穿过最崎岖的地带，能驮上一百多公斤货物一天又一天地行走，而且对饲料的要求不高，所以骡子是最理想的运输牲口。骡子应该装上完整的铁蹄，内行的赶强人应尽量地照顾它。这样，游击队就能拥有非常有用的真正的四脚队伍。但是，在许多悄况下，尽管骡子能吃苦耐劳，有承受繁重劳动的能力，但是在极难通过的特殊地方，也不得不把骡子驮的货物卸下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要有一个小组负责修路，以便让骡子通过。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已具备，能恰当地组织给养，并且起义军与农民保持最好的关系，那么对整个游击队来说，就有一条有效而持久的补给线了。



　　二、民政组织



　　起义运动的民政组织，无论在内部战线上或外部战线上都是很重要的。当然，内部战线和外部战线有很不相同的特点，其职能也同样如此，即使它们在同一名称之下也有所不同。例如，收税这一项工作，在外部战线所能做的与在内部战线所能做的就有不同；宣传工作，给养工作也都不一样。让我们先从内部战线的工作谈起。



　　所谓“内部战线”，我们已经说过，它至少是相对地已由解放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也可认为是有利于开展游击战的地区。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例，也就是说，如果游击队是在不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那么游击队组织只能在广度方面而不是在深度方面得到发展。游击队可以逐步开辟一些新的地区，但不会有内部组织，因为这样的地区，容易被敌军渗透。在内部战线，我们可以有一系列组织，它们各自执行特殊任务，使民政工作办得更好。宣传工作一般地是直接属于部队的，但是也可在部队监督之下从部队分出去。(总而言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将另行讨论。)收税工作是属于民政组织和属于一般农民组织的，如果有工人的话，同样属于工人组织，不过这两个组织要归一个局管辖。



　　如前一章已说明的那样，可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得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捐献和没收财，所有这一切都将大大充实游击部队的给养。



　　必须非常重视的一点是，游击队无论如何不应该以直接行动损害当地的剂益，虽然由于敌人包围所造成的损害我们负有间接责任，敌人会利用这点来反复进行宣传。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决不应该制造与当地农民冲突的直接原因。例如不应该明文规定禁止解放区的农民到外区去出售他们的产品；遇到临时的非常情况时，那应另作别论，即使如此，也应把原因向农民解释清楚。对于游击队的每一个行动，一定要由必要的宣传部门说明这一行动的理由。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农民有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或亲戚在游击队里，那么这个农民就比较容易了解游击队的行动，并把这种行动看作为自己的事情。



　　既然与农民的关系是如此重要，就应该建立一些组织加以指导和管理。这些组织不仅仅限于在解放区，而且还要与附近的地方有联系。正是通过这些联系，游击队可以渗透到整个地区，以便将来扩大游击阵线。农民逐渐散播革命种子，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讲述在其他地区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宣传已颁布的保护小农的法令以及宣传起义军的牺牲精神。总之，这一切为支援起义军造成了必要的气氛。



　　各农民组织也应建立一定形式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游击队能随时调节农产品，能通过一些比较公道的中间人和农民阶级中较老实的人，把产品销售到敌占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间商人对革命事业有好感，因而他们可以不顾危险；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热衷于追求金钱，这就驱使他们去利用危险来达到获利的目的。



　　在谈到给养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筑路部门的重要性。当游击战争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已有几个比较固定的中心点，就不必象没有驻地在而在各地区流动了。那时应修筑一系列道路，从只可通过一头骡子的羊肠小道到可通汽车的宽阔大路。但这样做时必须考虑到起义军的组织能力和敌人进攻的能力，考虑到敌人可以破坏这些道路，甚至可以利用这些由我们修筑的道路，轻而易举地攻入我们的驻地。因此，筑路应该按照下面基本的原则进行：筑路的地区只能是在那些不筑路就无法运输给养的地区，而且只能在游击队已有把握打退敌人进攻、保持自己阵地的情况下修筑。如果筑路是为了联系一些地点使交通更为方便，而这些路又不是那么重要，修筑时也不会引起危险，那可另作别论。



　　此外，还可以开辟其他通讯线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通讯线路就是电话线，可以把它敷设在山上，其方便之处是可以把山上的树木作为电线杆，其优点是不容易被敌人从高处的了望哨所发现。并且这个电话敷设网的所在地也是敌人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司法部门或司法、革命法律和行政的中央部门，是有了自己区域的游击队的极重要的机关之一。这个机关应由熟悉国家法律的人员负责，如果他们能从司法观点了解当地的需要，那就更好了。他们可逐渐颁发一系列法令和条例，帮助在游击区内的农民生活正常化、制度化。



　　例如，根据我们古巴战争的经验，我们制定了一部刑事法典，一部民事法典；制定了对农民的供应条例，土改条例。随后，制定了几条法律，用以惩办那些切望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选举中当选的人；还制定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土地改革法。此外，司法部还负责各游击纵队的会计事务，负责解决它们的钱款问题，有时还直接参与它们的给养事务。



　　我们所介绍的这一切都是有灵活性的。它的依据就是在特定的地区内在一定地理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生动经验，所以在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的其他地区，应该按照那里的经验，对上述的内容加以修改。



　　除了司法工作以外，还必须非常注意游击区内的一般卫生工作，这个工作应通过能给全体农民以尽量完备的医疗的各个总医院，即各个中央军医院来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提供适当的医疗条件，也取决于革命所获得的成就。民众医院和民众一般卫生工作是直接与起义军联系的，其职务由起义军的军官和士兵负责。他们执行双重任务：一方面治疗民众的疾病，另一方面指导民众增强健康，因为处在这样条件下的居民，其卫生方面的严重问题，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最起码的卫生知识，因而使他们卫生方面的不良情况更加严重了。



　　我已经说过，税收工作也是属于司法总部的。



　　商店是很重要的。一旦游击队建立了一块可以开始定居的地方，就应立即开设尽量整齐的商店，逐步加强对商品的最起码的保管，尤其要为以后对商品的公平分配加强监督，这是改变过去不公平分配的唯一方法。



　　在外部战线上所进行的工作，无论是工作性质和工作量都有所同。例如宣传工作，应是全国范围的，带有指导性的，宣传游击队员所获得的胜利，号召工人和农民参加群众的现实斗争；如果在外部战线上有取得了胜利的消息，也应予以报导。外部战线上的税收工作是完全秘密的，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最基层的收税员和游击队税局出纳员之间的联系应完全隔断。



　　税局这个机构应分布在能构成一个整体的各地区里。这些地区可以是一些省、一些州、一些城市、或一些村庄，这都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在所有这些地方，应有一个财政委员会，负责决定税收的方针。最初可以通过债券或直接捐献的办法搞到钱款；而当游击战争处在深入阶段，就可以征税，因为那时工厂主慑于起义军的强大威力，就会不得不交纳税款。给养工作应符合游击队提出的需要，并且把各种商品组成有机的联系，这样，最普通的商品就可从附近地区获得，而那些真正稀少的货物或其他地区难以弄到的货物就到大城市去采购。然而要不断设法使这种联系尽可能在最小范围内进行，只让极少数人知道这回事，这样就能够有较充足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使命。



　　破坏工作应由外部战线民政组织进行指导，并取得总司令部的配合。在特殊情况下，是否采用暗杀手段，要加以分析。一般说来，我们认为暗杀活动是消极的，但用以消灭个别由于反人民的暴行和残酷镇压手段而罪恶昭彰的坏人，可作为例外。我们古巴斗争的经验表明，有许多优秀同志的生命原是可以保存的，但是为了执行意义不大的任务而有时牺牲于敌人报复的枪弹之下。他们付出的代价和他们执行任务所得的结果是根本不能相比的。所以不应当采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恐怖手段。我们赞成团结群众的办法，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使他们逐步成熟起来，以便在一定时刻，在武装力量的支持下他们能够动员起来，以决定有利于革命的均势。



　　因此，必须依靠专业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组织。它们在各自组织内的群众之间，散播革命种子，让他们宣讲起义军的刊物，指出事物的真相，因为革命宣传工作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样，逐步地争取群众，并在他们中间选择工作优秀的人，吸收他们参加起义军，或使之担当很重大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所勾划的在人民斗争时刻的游击区内外民政组织的一幅草图。有可能使之达到最完美的地步。再重复一遍，我所说的是我们古巴的经验。新的经验可能使这些观点改变和完善。我们所提供的是一幅草图，而不是一部圣经。



　　三、妇女的作用



　　在革命发展的全过程中，妇女所能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们这些国家里，由于殖民思想作怪，低估妇女的作用，因而她们处在真正被歧视和不利的地位。



　　妇女能做较困难的工作，能和男人并肩战斗，在部队中并没有造成象某些人想象的所谓男女两性关系的冲突。



　　在严格的战斗生活中，妇女是具有自己特性的战友，她们能做同男人一样的工作。她们也能战斗，在体力上虽然比男人弱，但是战斗力并不比男人差。她们能执行男人在一定时刻所执行的各种战斗任务。她们在古巴斗争的某些时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当然，女战斗员人数较少。有些时候，游击队为了整顿内部战线，要力求削减那些体质较差的战斗员。在这种时刻，妇女可以调去做大量的特殊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各种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工作，尤其是驻在敌区内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工作。运送货物，传递消息，转送钱款以及小型的但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应该委托那些游击队绝对信任的妇女办理。她们会千方百计地去完成这些运送工作。应该看到，不管反动派如何野蛮镇压，也不管搜查如何严厉，与男人相比，妇女的遭遇总是要稍微好一些，她们能够把所带的消息或重要的机密信件送到目的地。



　　作为普通的通讯员，无论是口头的或书面的传递，妇女总比男人能更自由地执行她们的任务，因为她们较少引起敌方士兵的注意，同时也使敌方士兵有减轻危险的感觉。敌人之所以常常干出野蛮行动，是因为害怕陌生人对他进行袭击，游击队的行动方式往往就是这样。



　　妇女可以担任那些被隔开的部队之间的联络工作，她们可以把信件传递到战线以外甚至国外，她们甚至还能把一些体积不大的东西如子弹藏在特制的腰带里，束在裙子里面运送出去。在这时期，妇女也可以担任她们习惯做的日常炊事工作。对于生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的战士来说能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莱，一定会感到十分高兴(游击战争中的战士所受的最大痛苦之一，就是吃一种有粘性的、冷的、完全无味的干食品)。女炊事员可大大改善部队的伙食；此外，妇女也能安心做这些家务工作。因为游击队中所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担负日常平凡工作的男战士瞧不起这类工作，经常想丢下这类工作去参加积极战斗的部队。



　　妇女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初级教育和革命理论教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农民，但也可以是革命战士。学校是民政组织一部分，基本上应有妇女担任教师，因为她们对儿童有更大的热情，也能博得儿童对她们的好感。此外，当游击战线已经巩固并有了一个后方的时候，社会调查工作也可由妇女来做。她们对当地各种经济和社会弊病进行调查，以便在可能范围内消除这些弊病。



　　在卫生工作方面，妇女无沦是当护士还是当医生，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她们比那些粗鲁的男战友具有无限的温柔。当伤病员丧失战斗能力，忍受着艰难的生活，也许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并冒着游击战本身所具有的许多危险的时候，这种女性的温柔是十分可贵的。



　　如果游击队已经到达建立小型战争工业的阶段，妇女也能在这里工作，特别是在缝制军服工作方面。这种工作在拉丁美洲国家里一向是妇女的传统职务。用一台普通的缝纫机和几件衣服样品，她们就能干得很出色。在民政组织的其他工作中，妇女也能给予帮助，并能完全顶替男人。在缺少人员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妇女还应携带武器，虽然这在游击队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对队伍中的男女战土必须经常给予适当的教育，为的是要避免一切不规矩的行为，这些行为能使部队的风纪受到腐蚀。但是，按照游击队法律的简单规定，应该准许无婚约的男女故士谈恋爱或结婚，在山区过夫妻生活。



　　四、医务工作



　　游击队员所碰到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难以避免生活中会出现的一切事情，特别是难以避免负伤和生病，而这类事情在游击战争中是常常碰到的。在游击队里，医生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严格地讲，他不仅仅是起挽救生命的作用(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携带的药品和器材极少，他的医疗技术就不那么重要)，而且他还有从精神上鼓励伤病员的任务，要使伤病员感到在他身边有人用全力在减轻他的痛苦，要使伤病员确信这个人会留在他身边，直到把他的病治好或脱离危险为止。



　　游击队的医疗机构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可以建立三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以适应各种生活方式。



　　在游击队历史发展中，有一个最初的流动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有医生的话，他始终跟随着游击队员。由于他是游击队里的成员，就必须做游击队员应做的一切工作，甚至包括战斗，他肩负着繁重的抢救生命的工作，有些病症经过适当治疗是可以挽救生命的，但因缺乏医疗手段，有时就没有希望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一阶段，医生对部队有较大的影响，他对部队精神面貌起着较重要的作用。在游击队这个发展时期，医生充分发挥了真正传教士的作用，他身上背有一只空空的行军包，仿佛带着为伤病员所需的安慰。一片普通的阿司匹林，出自富有同情心的医生的友谊之手，对痛苦的伤病员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意义。因此，在初期骱段，医生应是充满革命理想的人，因为与部队里其他人相比，他对部队的宣传鼓动会产生更大的效力。



　　随着游击战争正常的发展，游击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半流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已有了驻营地，至少是游击部队可常去的驻营地；还有完全可信赖的友好人家，在那里可以保藏东西，甚至可以留下伤病员。于是部队定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到了这个时期，医生的任务已不象初期阶段那么繁重劳累，他的行军包里已有一套急救的外科设备，甚至有更完善的设备，他可在友好人家较安静地进行手术。伤病员可以留给农民照顾，这些农民会热情地护理他们。游击队还可能拥有保藏在适当地方的多种药品，按照当地的情况，把这些药品编好目录，或尽可能地编好目录。在这半流动阶段里，如能建立为敌人绝对进不去的地区，就可以设立医院或医疗站，伤病员可以去那里进行治疗。



　　到了第三阶段，当游击队已有了为敌人攻不破的地区的时候，就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医疗机构。在其尽可能完善的阶段里，这个医疗机构可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医疗站。在战斗的前线，应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战士，是部队里最受爱戴的成员，他也能参加战斗，他不一定要精通医道，我这样说，使因为那时，他首要的工作是安慰和安排伤病员，真正的医疗工作要到后方医院去做。应让一个称职的外科医生牺牲在火线上。



　　既然游击队有了医疗机构，当一个战士在第一线上倒下时，就应该有担架队把他送到第一医疗站。如果没有担架队，他的战友们应担负起这项任务。在不平坦的地区转运伤员，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也是一个战士可能经历的最不幸的、最难对付的事情之一。转运伤员也许比任何严重的伤势更沉痛，因为伤员的惨状会引起战士们精神上更难受的痛苦，同时也会影响部队战土的自我牺牲精神。根据地形的特点，转运伤员可采用多种方式。但是，在那些适合于游击战争的不平坦的森林地区，由于道路狭窄，人只能一个跟一个通过，在这种情况下，转运伤员的办法最好是先把伤员放在吊床内，然后挂在一根长木棍上，由两个人抬着走。



　　战士们轮流抬伤员，一前一后地走着，但是抬的人得很快就把这副重担让给另外两位战友，因为肩膀压得难受，体力逐渐消耗，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们抬的担子不仅分量相当重，而且还要抬得小心。



　　伤员经过第一医疗站以后，到达第二医疗站，伤情报告亦随之转来。在第二医疗站就部队可能范围之内设有外科医生和专家，可为伤员进行一切必要的和较大的手术来抢救或维持伤员的生命。这就是第二医疗站。此后，转到第三医疗站，那里有设备条件较好的医院，可以对危害当地居民的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直接调查。第三医疗站的医院，与定居生活相适应，它们不仅是休养的地方和进行不十分紧迫的手术的场所，而且是联系当地老百姓和指导他们卫生工作的机构。还应建立诊疗所，使每人都能得到适当检查和治疗。第三医疗站的医院，按照民政组织的供应能力，可有一系列方便的工作条件，包括能进行化验诊断和X光透视。



　　其他有用的人员是医生的助理员，一般说来，这些助理员是具有一定本领、一定文化知识、身体强壮的青年人。他们不拿武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是医务人员，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分配给所有想拿起武器的人。这些助理员的任务是负责携带大部分药品、若干担架或吊床，这些都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而定。一旦发生战斗，他们还须护理伤员。



　　一些必要的药品应该通过同敌后卫生组织的联系获得。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从国际红十字会那里得到，但是不应该依赖这种可能性；在游击战争的最初阶段更不要去指望这种可能性。游击队应组织一个机构，保证在危险时刻迅速地把必要的药品运来并逐步把它供给急需药品的各个医院(无论军医院或民众医院)，保证其医疗工作的进行。此外，还应同附近地方上的医务人员取得联系，他们能替某些伤员进行手术，因为这些手术是超出游击队医务人员的能力和设备的范围的。



　　游击战争需要具有不同特点的医务工作者。第一阶段所需的是医生兼战斗员，也就是部队中的一员，随着游击队活动的复杂化和它的一系列附属机关的设立，这个医生兼战斗员的职能就逐步完成。对游击队来说，有普通的外科医生已是很理想的事了。要是有一个麻醉师那就更好了。尽管现在几乎所有的手术都使用以“氯普吗嗉”和硫喷妥钠这两种药为主的吸入麻醉剂；这种麻醉剂使用方便，又容易获得和保存。除了普通外科医生外矫形科医生是很有用的，因为一些人由于事故骨折，也有些人经常由于子弹打中了四肢而骨折。诊疗所也有医治农民群众疾病的任务。因为一般说来，游击队员的病症很容易诊断，随便哪一个医生就能办到，而最困难的是诊断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的疾病。



　　在游击队大为发展的阶段里，如果有良好的医院，应有化验员，以便进行系统全面的工作。应向游击队所需要的各种医务人员发出号召，他们很容易响应这种号召，来提供帮助。需要各种专业医务人员，外科医生是十分有用的，牙科医生也同样如此。应号召牙科医生，要他们带一些乡村用的简易器械和一部乡村用的旋床来参加游击队，有了这些东西，他们便能工作和进行其他一切必要的修理。



　　五、破坏活动



　　破坏工作是进行游击战争的人民所使用的一种非常宝贵的手段。负责破坏工作的组织应直接属于民政部门或秘密工作部门，因为破坏工作只能在革命军队控制的区域以外进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组织应受游击队参谋部的直接指挥和领导，参谋都负责决定重点破坏哪些工业，哪些交通线。哪些目标等。



　　破坏工作完全不同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和暗杀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我们坦率地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手段，它决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反而会把人们推到一定的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并使行动者的生命损失大大超过所获得的利益。相反，暗杀是正当得行动，尽管也只能在经过慎重选择的特定情况下进行。例如，在需要消灭一个反动头子的时候就必须这样干。游击队不能也不应该做的事，是让一个经过专门训练的，坚强勇敢的战士去暗杀一个微不足道的凶手；后者的被杀可能引起敌人的报复，对参与这件事的全部革命分子和其他人员大肆屠杀。



　　破坏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全国范围内就一定的目标进行破坏，另一类是在战线附近进行破坏。全国性的破坏工作基本上应该是破坏交通线。每一种交通线都可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破坏，各种类型交通线都是可以破坏的。例如，电线杆就很容易被毁坏掉，在夜间，把它们几乎全部锯断，仍看不出有倒下来的危险。只要把一根电线杆踢倒，其他所有被锯过的电线杆马上都被拖倒，大片地区的灯就熄灭了。



　　也可以袭击桥梁，把它们炸毁。至于铁桥，如果没有炸药，可用氢氧吹管使之完全倒塌。一座钢铁建造的吊桥，可割断其大梁和支撑桥架的上梁。一旦用氢氧吹管割断了这两根大梁后，就走到它另一端，把它相应部分也割断，这样，这座铁桥就完全向一边倾倒、扭歪而被破坏了。这是在没有火药的情况下破坏铁桥最有效的方法。根据游击队的实力，也应该破坏铁路、道路和小桥，有时还要炸毁列车。



　　在关键时刻，每个地区的重要工厂也要破坏，为此需要用小分队。在这种糟况下，对问题要有全局观念，要确实符合这样一个原则，即不是决定性时刻，决不能破坏工人劳动场所，否则就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和挨饿的后果。反动政府的代理人的工厂一定要破坏(在这样做的时候，要向工人说明这个破坏工作的必要性)，如果这一破坏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那么就另作别论。



　　我们坚持必须破坏交通要道的原则。敌军在较平坦的地区内对付起义军的强大武器，就是快速交通。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毁坏这个武器，切断铁路的桥梁、排水管系统、电灯、电话线和自来水总管。总之，要破坏一切为现代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在战线的附近地区内，破坏工作也应照此办理，但要更大胆，更精心，更经常。为此，要依靠得力的助手，如游击队的快速巡逻队，他们能进入这些地带，协助民政组织的成员完成这项任务。在这里，破坏交通的工作也得放在优先的地位，还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此外，要毁掉所有能为敌军供给必需品的工厂和生产场所，因为敌军就是靠这些必需品来维持它对人民军队的进攻活动的。



　　要坚持夺取敌人的商品物资，尽可能切断敌人的给养线。如有必要，要恐吓那些企图把农畜产品出售给敌军的大地主；要烧毁通过公路的车辆，并用这些车辆封锁公路；在每次破坏活动中，游击小队要与某些交叉路口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些交叉路口与敌军经常有联系，一定要遵守“打了就跑”的原则。在那里，不必进行认真的抵抗，只要向敌人表明：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方，有游击队的武装力量，他们准备战斗，并迫使敌人带上大量部队小心翼翼地进去，或者不去。



　　这样，靠近游击区一带得所有城市就会逐渐陷入瘫痪状态。



　　六、战争工业



　　从游击部队全局来看，战争工业是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还应当指出，这种工业要在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地理区域之内。在游击队已有几块解放区而敌军又对解放区的给养进行严密封锁的时候，就应该组织各种必要的部门，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关于工业部门，应有两种基本工业，制鞋工场，制革工场就是其中之一。在森杯地区，在崎岖不平乱石成堆、荆棘丛生的地方，部队没有鞋子就不能行走。在这种条件下行军是很困难的，只有那里的部分本地人才能赤脚走路，其他人走路都必须穿鞋。制鞋工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修补损坏的鞋子，另一部分是制作粗糙的鞋子。应有制鞋工场的一整套小工具。在这些地区，这样的工具是很容易搞到的，从而就可建立有许多人参加劳动的手工工业。制革工场应始终是制鞋工场的附属部分，在制革工场里，可产生部队所需的各种用品，例如用帆布或皮革制的子弹带、背包和其他东西。这些用品，虽然不是非常重要，却为部队生活提供很多方便，也使人感到这个部队是自给自足和自谋福利的。



　　为了游击队内部各种小型机构的需要，另一种基本工业就是建造军火。它同样有几种职能：检修损坏的零件、各种枪支和其他一些武器；生产群众发明的一些战斗武器，制造和管理各种地雷。当具备良好的条件时，应添置设备，制造火药。如果军火工场除制造一些武器零件外还能在解放区内制造爆炸物，那么它就可以作出出色的成就。爆炸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适当地使用地雷，就可使敌军公路交通完全陷于瘫痪。



　　其他一系列工业，也有它的重要作用。例如，打铁工场和白铁工场。在打铁工场里，制造骡子的装备用具和铁蹄。在白铁工场里，制造各种黄铜用具，重要的用具有饭盆，特别是军用水壶。附属白铁工场的，有一个熔炼车间。熔炼各种软金属，可制造手榴弹，配上特殊的零件，可为部队提供重要武器。还应有一般性修理和建造的技术设备，可进行多种多样的冶炼；在军营里称之为“服务炮台”(Bateria dc servicio)。在这方面，它或多或少地成了服务炮台，负责满足各种需要，而没有官僚主义的气息。



　　关于通讯联络工作也应有一个机构负责。这个机构不仅负责对外的宣传工作，如广播电台，而且要负责电话和各种途径的通讯。要依靠必要的民政组织来有效地完成它的使命。切切记住：我们是处在战争时期，我们可能受到敌人攻击，有时候许多人的生命取决于及时的通讯。



　　为了满足部队的需要，应有卷烟厂，向经过选择的地区采购烟叶，运到解放区，在那里制造为战士消费的各种烟卷。另一种很重要的工业就是硝皮业。所有这些工场都是简易的，在任何适合于游击战争形势的地方都完全可以兴建。硝皮工场需要一些小型水泥建筑物，尤其需要大量的盐，但是有了熟皮作原料，就给制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盐应在游击区内生产，并大量储存。要生产盐，必须到含盐量很大的地方去晒盐。海水是生产盐的最好来源，还可能有其他来源。无需滤净盐中其他杂志，只要能用就行，虽然一开始盐的味道不好。



　　肉类要用风干腌肉的方法保藏起来。这个方法相当简便。在部队处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咸肉可以拯救好多人的生命。肉类可以用盐腌在大木桶里，这样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对付任何外界形势的变化。



　　七、宣传工作



　　传播革命思想应通过必要的传播方法，尽量深入地进行。宣传工作要有全套设备，要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为了使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个机构应该具有两种类型，并且应该完善，也就是说，对外，有全国性的民政组织，对内，有游击部队内部组织。这两种宣传组织的工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了使它们协调起来，应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



　　解放区之外的民政组织所进行的全国性宣传工作应采用发行报纸、散发战报、张贴传单等形式来进行。在比较重要的报纸上，应刊载关于国家的一般情况，向公众报导游击部队确切的情况，报导要始终注意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从而逐渐达到对人民有利的结果。除了这些一般性刊物以外，对各阶层居民，还应有其他针对性的刊物。农民刊物应对农民阶级报导他们在所有解放区内的农民的消息，报导解放区的农民已尝到了革命甜头的事例。通过这种方式，宣传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工人报纸也应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不同的就是这类报纸不一定会有解放区工人阶级进行战斗的消息，因为很可能在最初阶段，在进行游击战争的范围内，还没有工人组织。



　　报纸应该阐明革命运动的各种伟大口号，如在适当时机举行总罢工的口号、支援起义军的口号、团结的口号等等。还可以出版有关革命活动的其他报纸，例如阐明古巴岛上在游击队内非直接参战人员的任务，虽然是非战斗员，但他们担负着破坏、扰敌等活动。宣传机构还可以出版一些针对敌方士兵的报纸，宣传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宣传运动现状的战报和传单是非常有用的。



　　在游击区内所进行的宣传，效果更好。这种宣传是针对游击区本地人的，偏重宣传革命思想，从理论上说明他们所知道的起义的重要性。在游击区里，除了广播电台外，还有农民的报纸，游击部队的中央机关报，各种战报和布告。



　　通过电台广播，解释各种问题，讲解防御空袭的方法，告知敌机经过的路线，指示众所熟知的飞机名称。全固性的宣传也要靠前面提到的各种类型的报纸，但要报导为一般读者所感兴趣的一系列事实和战役。这些消息要比别人报导得更加及时，更加确切。关于国际新闻，只限于或几乎只限于评论那些和解放战争直接有关的事件。



　　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是电台广播。不管什么情况，它能较自由地对全国进行宣传，触及人们的心灵，打动他们的感情。电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宣传工具。当战斗的激情或多或少触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心弦的时刻，电台广播的热情奔放的鼓动性言词，就会提高这种战斗的激情，并把这种激情感染给未来的战斗者。电台对人们进行宣讲、教导和鼓励，使他们确定今后对朋友和敌人所采取的立场。但是电台宣传应遵循人民的宣传这一基本原则，即宣传要真实。说老实话，即使只说了几句老实话，也要比说得天花乱坠的大量谎话要好得多。电台要首先广播关于战斗、交锋、敌人杀害我方人员等真实动人的消息，此外，对老百姓还要作理论上的指导，切实的教育；有时还可以广播革命领导人的讲话。



　　革命运动的主要报纸要以国内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从而使人们回想起某种伟大的统一的事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很有用的。在报纸的社论中，必须经常说明这个武装革命运动的趋向，逐步使大家认识全国的重大问题。报纸还应开辟一些量能使读者感到兴趣的专栏。



　　八、情报工作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中国格言对于游击战争犹如圣经上的赞美诗一样有用。再没有什么能比正确的情报给予游击部队更大的帮助了。情报有当地居民自动提供的，他们把这里或那里发生的情况报告给他们的友好部队，他们的同盟者，但这种情报还应该经过仔细整理。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应该设立邮局，驿站等，设立这些机构，在游击区内是为了必要的联系；在游击区外是为了取得货物。但是情报基本上必须与敌军战线直接接触得来，男女情报人员应打进那里去，尤其是妇女，要经常与敌方士兵接触，慢慢地大打听可以打听到的消息。还必须建立联络制度，使情报人员穿过敌人封锁线进入游击区时能畅通无阻。



　　如果情报工作做得好，又有精明能干的情报人员，那么在起义军驻营地里就能比较安心地睡觉了。



　　我已说过，情报工作，作为游击队的基本战线应包括敌军的第一火线或者与“无人地带”最接近的敌人军营。但是随着游击队不断的发展，情报工作也应逐步发展，逐步增长它的能力，以便能侦察到敌军在其后方所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更广泛的调动情况。在游击队已控制或已去过的地方，那里的居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人员。但是为了搞到情报最好有自己专门的情报人员，因为不能完全相信农民的话，他们话里有夸大的成分，而且他们也不大习惯准确地使用战争术语。如果把群众协助提供情报的各种自发形式加以组织或指导，情报机构不仅可成为游击部队非常重要的助手，而且可成为反攻的支柱，例如派出“制造恐惧气氛”的人员，把气馁沮丧的消息传到敌方士兵中间去，乔装成他们的人，在敌人部队中间制造不安定的和恐惧的气氛。在这里，灵活机动性这一基本战术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当我们确切地知道了敌人队伍的进攻方向之后，我们就能很容易避开敌军锐气，或者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对敌军进行突然袭击。



　　九、训练和教育



　　解放战士的训练基本上就是游击队本身的生活；没有一个游击队领导人不是从每天使用各种武器中学会了他的困难工作。一个游击队员能和一些战友生活在一起，他们教他使用各种武器、辨认方向，教他如何对待老百姓、如何打仗等等；但是游击队宝贵的时间不应用在或消耗在系统的教育训练上。只有在有了广大的解放区之后，在需要大量人员来执行战斗任务时才能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因而设立新兵训练学校。



　　新兵训练学校在这个时候执行着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即训练新兵。新兵是没有经过大熔炉——游击队极端艰苦的战斗生活考验的。起初，艰苦的生活使这些新兵成为真正精干的战士；在经过多次极其困难的考验之后，他们才能加入这支神出鬼没的“叫化子部队”。体力方面的训练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训练适应小队出击的敏捷动作，敏捷的进攻和退却，另一种是训练急行军，不顾疲劳，使新兵逐步锻炼出过硬本领，以适应这种生活。特别要习惯过露天生活，要经受大自然各种恶劣气候的袭击，就象在游击战争所遇到的那样。



　　新兵训练学校应配备负责自给的工作人员。为此，要有饲养场、农场、菜园、畜牧场，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为的是不加重游击队的总开支。学员可轮流担负给养工作，也可以把那些表现不好的人派去作为惩罚，或者干脆把自愿去的人派去种菜养牛马。



　　这种惩罚方式要依据训练学校所在地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认为把自愿者派到那里去，并以行为恶劣或学习打仗态度不端正的人来补足必要的劳动力，这个原则很好。



　　训练学校应有一个小卫生室，根据可能，配上一个医生或男卫生员，尽一切可能照顾好新兵。



　　射击是新兵的基本学习项目。在这一点上，游击队员应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要尽一切可能来减少弹药的浪费。可以从“射击预习”开始训练。象在附图里所看到的那样，把来福枪放稳在木架子上，新兵拿稳枪，瞄准好在一定距离上的目标。目标设在射击场的底端，可以左右移动。如果三次射击都打中在同一点上，那就是优秀的。只要有一点点可能，就可以开始用口径二十二毫米的小来福枪进行射击练习，在这种场合，小来福枪是很有用的。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多余的弹药或迫切需要训练战士，可以给他们实弹射击的机会。



　　新兵训练学校最重要的训练课目之一就是防空。我们把它当作基本课目，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样的课目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敌机从上空完全可以看清我们的训练学校，所以每天总有一两次对学校进行轰炸。学员们对付这种不断轰炸的方式实际上就奠定了这些年青人可成为战争中良好战士的基础。



　　新兵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不可忽视的部分，就是思想教育。思想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来参加游击队的人们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来参加游击队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观念，而对自由、新闻自由等只有一种完全模糊的观念，根本没有任何理性的认识。因此，要用较多的时间，较为细心地进行思想教育。在思想教育的过程中，要给予他们本国历史的基础知识，讲清引起每次历史事件的经济原因和其他事实；还要给他们讲解民族英雄及其反抗某种不合理制度的方式。然后，还要对全国形势和地方形势进行分析，编成简明小册子，以供起义军战斗员很好学习，为以后事态的发展描绘一个轮廓。



　　此外，要有一所教员训练所，在那里可商定所选的课本，交流每个教员在教学方面所能提供的经验。



　　要时时刻刻提倡读书，努力选择好书籍，使大家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要逐渐协助新兵接触文化，关心国家大事。学员内心逐步产生的求知欲望或令人不安的周围客观形势的逼迫，都能推动学员们由浅入深地去阅读书刊。经过努力，会逐渐达到这种地步。新兵训练学校通过它的日常工作将会逐步证实：凡经过它训练的人员，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和遵守严格纪律的程度都会大大胜过部队其他人员。纪律教育也是新兵训练学校基本教育课目之一。



　　内部的纪律应完全采取以理服人的办法，而决不能机械地执行。这样，在战斗时刻，纪律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十、革命军队的组织结构



　　我们已经看到，游击队形式的革命军队，无论在什么地区作战，都必须拥有一个非武装组织来提供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支援以完成它的使命。那时我们就会看到整个非武装组织都向军队集中，来向它所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因为很清楚，武装斗争是赢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军事组织应建立在有一个首长的基础上，就古巴的经验来说，是建立在司令部的基础上。总司令任命各地或各区的司令员，而这些司令员有权管辖他活动的地区，任命纵队司令员以及下级军官。



　　总司令下面设区司令员。也就是说，一个区司令员统率若干纵队，各纵队司令员都归他指挥，其编制大小按具体情况而定。区司令员以下，有纵队司令员，小队长和班长。在古巴游击队的组织中，班长是最低一级军官，这就是说士兵提升起来便是班长。



　　上面所说的，并不是典范，而是实际情况的写照，只是说明这个武装组织在一个国家是怎样活动的，是怎样战胜了一支组织装备相当良好的反动军队的。这决不是典范，我们这次所说的比在其他场合说的更少典范。这里只是说明古巴革命是怎样逐步发生，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总之，军衔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决不要把军衔授予与实际战斗能力不相称的人，决不要把军衔授予违法乱纪的人以及没有经过生死考验和战斗考验的人。



　　我们在上面所讲的是一支已经进行严肃战斗的重要军队的情况，而不是游击队的初期形象。在初期，游击队的领导人要什么军衔都行，事实上他指挥的只不过是一个小组的人数而已。



　　军事组织的全部措施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纪律处分。纪律应是游击队的活动基础之一(这一点必须反复强调)。我们前面已指出，纪律应是从内心的信仰中所产生的力量，是完全有道理作为依据的力量，由此涌现出自觉遵守纪律的人。谁破坏纪律，谁就一定要受到处分，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人，都要给予严厉处分，并且这种处分一定要使他感到痛苦。



　　这样做很重要，因为一个游击队员的痛苦与兵营内的一个战士的痛苦是不一样的。在游击队里，把违反纪律的战士禁闭十天，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休息。在十天时间内，他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吃饭，他无需行军，无需做工，无需站岗，要睡就睡，休息休息、看看书报等等。由此可见，把剥夺自由作为处分的办法，在游击队里是不适宜的。



　　有这样的情况：违反纪律的人战斗情绪很高，他的自尊心也相当大，剥夺他携带枪枝的权利，倒能起积极作用，对违反纪律的人是一种真正的处分。遇到这种情况，执行这样的处分是合适的。



　　下面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件可资证明：那是在进攻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一座城市的时候，在战斗的最后几天中，我们碰到一位战士睡在沙发上，当时别人正在攻打城中几个阵地。这位违反纪律的战士受到质问时说，他睡在那里是因为他的武器被收走了。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他不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受处分是因为他不小心，枪走了火；并告诉他想要取回他的武器，只有到战斗第一线去。



　　过了几天，我们对圣克拉腊城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当战斗打响的时候，我们正在访问野战医院。有一位：临死的伤员向我们伸出了手，并向我提起上面所讲的那件事，并且肯定地说，他已经能够重新得到他的武器，并获得了携带武器的权利。说完，他就死去。



　　这就是我们军队在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所达到的革命精神的高度。这种精神在战斗初期是不会有的，因为那时仍有许多害怕心理。许多阻碍革命影响的主观思潮。但是，通过工作，通过榜样的不断的启发，终于获得了这种革命精神。



　　处分也可采用通宵站岗和强行军的办法。但强行军有严重的缺点，没有实际效果，它只是为了单纯的处分，这不仅使违反纪律的人精疲力竭，而且使看守他的战士也疲劳不堪。通宵站岗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因为这种办法也得派人看守受处分的人——缺乏革命思想的士兵。



　　在我直接指挥的部队里，对违反纪律的人均采用禁闭。对违反纪律较轻者不给可口的食物或香烟；对违反纪律较重者，在一定时间内不给饭吃。这种处分办法虽然可怕，但效果良好，不过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














	

 






	















	







	







	









 





	


	







	








	




	


第四章 附录




	







	

 



	


	


　　一、游击队初期的秘密组织



　　游击战争遵循从一般战争中得来的一系列规律和它本身所特有的规律。但是，如果真正想从另外一个国家或从本国边远地区打响一场游击战争的话，很明显，就必须从秘密工作开始。这项秘密工作是由少数创始人来进行的，而且与人民的行动无联系。如果游击运动是通过一批人反抗任何压迫的自发行动而诞生的，那么很可能只需要进一步组织这支游击队的领导核心，以防它被消灭。但是，一般说来，游击战争是经过思想准备而开始的，是由某个有威信的领导人物为了拯救他的人民而发动起来的。这位领导人物起初应在某一外国、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



　　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所有旨在反独裁的人民运动，都有准备不足这个根本缺点。就我们上面所谈的情况而言，一般都没有遵循秘密活动的规则，这些规则要求工作极端机密和小心谨慎。最常见的情况是：本国反动政府对地下小组或若干地下小组的种种打算，早有所闻。反动政府得到这些情报是通过它的特务机关、利用地下小组本身轻率的暴露或在某些情况下利用地下小组的直接宣布。例如我们搞的登陆活动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用下面这句话来宣布的：“1956年我们要做自由人，否则就成为殉难者。”



　　这就是说，游击运动的建立的基础，第一必须是绝对的秘密，使敌人完全得不到情报。第二必须挑选人员，这一点也很重要。挑选人员，有时很容易办到，有时很难办到，因此必须依靠容易找到的流亡国外多年的人员。他们有的一听到号召就自动来报到，有的只是懂得一点参加解放祖国斗争是他们的义务等等，然而缺乏对每个人进行全面审查所必需的依据。虽然如此，即使可能有敌方分子打进来，由于上述可能会泄漏机密的人员是不能宽恕的。因此在开始游击活动之前，凡参加游击活动的人都应集中在只有一两人知道的秘密地点，由他们的头头严密监视，使他们不得和周围有任何接触。在必须去进行预定的训练，或者只是为了避开警察，而把人员集中起来准备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始终使一切新参加的来历不十分清楚的人远离这些机密要地。



　　处在地下活动的情况下，除了非知道不可的事情，其余事情谁都不应该知道，也决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论。在上述人员集中以后，必须控制来往信件，从而完全掌握每个人员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不允许任何人单独生活，甚至不允许单独外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未来的解放军战士与外界有任何性质的个人接触。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妇女这一因素，在战斗中，妇女起积极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则往往起消极作用。大家知道，青年男子，在远离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环境时，即使处在特姝精神状态之下他们也有追逐女人的弱点。而独裁者是很了解青年人的这个弱点的，因此，他们妄图把女特务打到我们队伍中来。有时候，这些女人和她们上司的两性关系是明显的，几乎是不知羞耻的；有时候，这种两性关系是极难发觉的。因此必须阻止游击队员与女人的联系。



　　处于秘密状态准备战斗的革命者，应是一个完全的禁欲主义者。与遵守纪律一样，这一点也用来检验一个革命者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是将来当领导的根据。如果有人屡次无视上级的命令而和女人接触，发生不准许的朋友关系等，应立即把他调离开。理由很简单，他破坏了革命纪律，这里且不说他这种接触的潜在危险。



　　决不应该把某个政府(或对游击队友好的，或对游击队掉以轻心的)无条件的援助当作在其国土上活动的基础；而是应该经常认真对待形势，就象是在完全敌对的地区一样。当然，在这方面也可能会有一些例外，但是这些例外恰恰证实了一般的规则。



　　这里，无法确定要多少人才能进行游击战争。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复杂和多变，要确定一个固定的人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谈谈游击战争开始时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人数。考虑到虽然经过极严格挑选，但自然还会有开小差的和体质差的人，我认为一支基本队伍拥有的人数应是三十人到五十人。不管美洲哪一个国家，只要有有利于作战的地形、有严重的土地问题、有怨声载道的民情等等，上述这个人数就足以在那里发动一场武装斗争。



　　游击队使用的武器，应是敌人所使用的同一类型的武器，这一点已经说过。由于在原则上总是认为所有政府对于在其领土内发起的游击行动都是抱敌对态度的，每支核心队伍大体上不应超过五十人到一百人。我们并不反对五百人开始游击战争，但是这五百人决不应该集中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人数众多，容易引人注目，其次，如果有什么背叛、干扰、泄密之类事情发生，就会全军覆没；何况要同时占领几个地方也是比较困难的。



　　游击队的中心会址大体上能让大家都知道，流亡国外而已参加游击队的人可到那里举行各种会议。但游击队长们只能个别地分散去出席会议，在那里不要留下会招来麻烦的文件。队长们开会和居住的地方要尽可能多一些，而且要更隐蔽。储藏武器的仓库，应该绝对保密，只许一两个人知道；如有可能，武器仓库应分散在几个地方。



　　枪枝弹药应该只在游击行动开始之前发到那些即将使用它的游击队员的手里。这样在游击队员受训练的时候，即使有敌军的围剿，也可避免人员被捕、枪枝损失的情况，因为这些枪枝极难搞到；其费用，人民军队是无力支付的。



　　另一个必需重视的因素，就是要训练游击队准备进行极为艰苦的战斗。游击队应有严格的纪律、高昂的土气，完全明确所要执行的任务；不虚张声势，不空想，没有轻易取胜的侥幸心理。战斗将是艰难的，长期的；游击队可能受到挫折，可能处于被消灭的边缘。只有它的崇高精神，它的纪律性，它的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以及领袖的特殊的才干，才能战胜一切。这是我们古巴的经验。当初由于在古巴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又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我们十二人才能创建了已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核心。



　　除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之外，还必须进行体力上的严格训练。很明显游击队要选择山区或荒野地区来开展活动；在任何情况下，游击队的基本活动就是行军。动作要迅速，要不怕疲劳。所谓有效的训练就是日以继夜，日复一日的艰苦行军，并逐步增加这种行军，要拿出最后一点力气来进行这种行军，而且还要进行速度竞赛。速度和耐力是首批核心游击队员的基本功。此外，要给予他们一系列的理论知识，如辨别方向，查看地图，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方法。如有可能，要进行有关使用枪枝、各种射击的训练，尤其是远距离打靶的训练；使用子弹的各种方式，也要多方予以指导。



　　每个游击队员都必须把节省弹药当作几乎是信条来执行，直到使用最后一颗子弹电要如此。如果上述各项都做到了，游击队就能很容易完成它的使命。



　　二、捍卫已夺取的政权



　　如果没有全面地彻底地摧毁维持旧政权的军队，那么，自然就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要有步骤地打碎维护旧政权的一切机构。鉴于本书是一本有关游击队的手册，我们只谈在发生战争和敌人侵犯新政权的情况下保卫国家的任务。



　　我们所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世界舆论——美国和其他垄断资本国家的各类“严肃的报刊”、各家“公正的”通讯社——开始攻击我们这个解放了的国家，攻击它蓄谋侵犯别国，攻击它那些符合人民正当要求的法律也是蓄谋的、咄咄逼人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有旧军队的框框，也不许可旧日军人参加我们的军队。因为他们的军阀主义、机械服从，军人的旧义务观念、旧纪律观念、旧道德观念等，都不是一举就能肃清其影响的。更何况胜利的、有战争经验的、高尚的、善良的但几乎缺少起码的文化基础知识的游击队员是很难同战败的旧军人生活在一起的，因为这些旧军人自以为有军事知识，如他们自以为长与某种作战武器，懂得数学，熟悉设防工程、后勤业务等等，而对无文化的游击队员十分仇视。



　　当然，在这些军人中间，会有少数例外，他们与过去的一切旧东西完全决裂，怀着绝对合作的精神参加了新军队。若是这样，这些人就加倍有用，因为他们热爱人民的事业，就能运用他们的专门知识，促进新的人民军队的建设。一事物应为另一事物所代替，这就是说，旧军队被粉碎了，旧军事机构被瓦解了，新的军队，新的军事机构应立即取而代之。值得指出，游击队的原来的组织结构，它的分散的、带有某种考迪罗主义 [ 译者注：音译，意为首领，引伸为独裁者。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军人以暴力攫取政权的独裁统治被称为考迪罗主义。 ] 倾向的、毫无计划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有一点要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改变必须从游击队的军事行动观念出发，给人民军队以有组织的形式，这就是说，要根据游击部队的要求，给人民军队建立一套合适的体制。不应该重犯我们在最初几个月中所犯过的错误，就是企图把原来组织的这一套军纪和组织形式硬加给新的人民军队身上。这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导致无组织状态。



　　在目前，应该为人民军队必须开展的新的保卫战开始作准备。这支人民军队已习惯于在统一准则下的独立指挥，能很灵活地调用下属各部队。现在这支军队立即会碰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胜利的高潮中，最终很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加入革命队伍，其中好的坏的都会有，为此，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游击队生活的锻炼，抓紧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革命思想教育是统一人民军队思想的需要，是现在和将来国家安全的基础。另一个问题是适应新组织形式时所遇到的困难。



　　必须立即设立一个机构，负责把革命新道理传描到整个部队中去。向来自人民中间的士兵、农民、工人宣传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真理性，解释有哪些革命目标，为什么要进行革命斗争，为什么许多同志未能看到胜利而牺牲了。结合这种强有力的革命思想教育，也要加强初级文化教育，可以先从扫盲着手，然后逐步把革命军队改造成为具有高度技术基础、可靠思想方法和强大战斗力的队伍。



　　培养这三种品质，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以后，军事机构就可以逐步完善，使老战士，经过专门训练班，成为职业军人，他们每年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所采用的方法或是义务兵役制，或是志愿兵役制。这取决于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强求一律。



　　1959年底和1960年初，古巴遇到了当今世界外国侵略的威胁，对于这个明显的敌人，古巴作了分析、估计，并无畏地等待着它。面对这样具体的事实，下面就谈谈起义军领导对于在古巴情况下要采取的政策的看法。这就是说，这并不是把我们已做的事变为理论条条，以便让大家知道，而是总结别人已做的事，以便把它应用于我们的国防上。



　　因为我们要总结古巴的情况，对美洲的现实情况提出我们的设想以及促使它向前发展，所以我们把下面的分析作为结束语。



　　三、分析古巴现在和未来的形势



　　从古巴独裁者逃亡之后，已过去一年多了；他的逃亡是古巴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的必然结果。革命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还必须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还必须向人民讲明我们古巴革命的确切规模。这是因为我国革命基本上是土地革命，但是由于工人、中间阶级人士的热烈参加，目前还有工商业人士的支持，这个革命在美洲大陆，甚至在世界上都有重大意义。古巴人民以坚定不移的决心保卫着这个革命，而这个革命的特点又使它更富有生气。



　　对于已颁布的一系列无疑是有利于人民的法令，我们不准备进行综合性的哪怕是很扼要的论述。只要对其中几条法令给予必要的强调，同时指明国家如何关心古巴人民的需要，逐步而必要地颁布一系列法令，只要指明这些法令的逻辑联系就足够了。



　　对于我国寄生阶级欲望的第一次引人注意的打击，就是迅速地接二连三地颁布了租赁法、电费减价、清查电话公司以及随之降低电话费等法令。有些人曾企图把留有大胡子这个唯一特点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进行这次革命的人看作为旧式政客，或看作为容易被操纵的傻瓜。现在这些人开始怀疑，古巴人民内心深处是否已产生更为深刻的东西，他们的特权是否处于被剥夺的危险时刻。他们开始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攻击革命领导人和胜利的游击队员；结果，按照对立的辩证法的观点，“反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开始把所有那些对革命不满的家伙和被剥夺了特权的家伙纠集在一起。



　　地产法或分期付款法在重利盘剥的资本家中间逐步引起了不安。但是，这些法令只不过是对反动派所进行的一些小战役；他们想：好吧！一切都是可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疯小子”可能由于杜波依斯(Dubois)或波特(Porter)的规劝而有所转变，会走上“民主”的道路。应该寄希望于未来。



　　土地改革法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部分受到影响的人已看清楚了。反动派的代言人加斯东·巴克罗(Gaston Baquero)比他们更早地看清了这一点，他曾确切地指出将要发生的事变，并隐退到西班牙独裁统治下的最安静的角落里去了。那时，还有人这样想“法令总归是法令”，其他政府也曾颁布过一些理论上对人民有好处的法令；但是执行这些法令却是另一回事了。起初，一些人以长者冷漠或怜悯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顽皮的、惹人麻烦的孩子——全国土地改革委员金(它的简称INRA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些人是站在天赋的社会学和可敬的公众财政理论高度上来看待土地改革委员会的，而无文化的，思想荒谬的游击队员是无法攀登这个高度的。但是，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象拖拉机和坦克那样前进。同时它确是拖拉机和坦克，其辙迹所及之处，把一切大庄园的围栅压得粉碎，从而建立了新的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古巴的土地改革带着一些重要特点出现在美洲大地上。是的，古巴的土地改革是反封建的，在古巴的情况下，它铲除了大庄园制度，废除了种种缴付实物地租的契约，消除了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在咖啡、烟草生产中所存在的奴隶制关系。另外，古巴的土地改革也是反资本主义的，它要打破垄断资本对农村的压力；因为由于这种压力，农民无法单独地或集体地在自己土地上辛勤劳动而不必畏惧债主即土地主。古巴的土地改革还有这样的特点：从一开始就向农民和农业工人保证，给他们土地，派专门人员和提供机器设备给他们以必要的技术援助，由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或国家代理银行提供信贷给他们以经济援助。此外，“人民商店协会”给他们以巨大的支持；这种“人民商店协会”在奥连特省已有很大的发展，在其他各省正在发展过程中。在那些地方，国营商店已代替了过去的敲竹杠的中间商，买卖公平，价格合理。



　　古巴的土地改革与美洲其他三次大的土地改革(即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所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看来最重要的不同点是：毫不犹豫，毫不妥协，决心把土地改革进行到底。整个古巴的土地改革只尊重人民的权利，而不尊重别的什么人的权利，也不只针对某一阶级或某一国籍的人，因为无论对待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或金氏牧场，还是对待本国的大庄园主，都用这个土地改革法来衡量 。



　　在这种情况下，古巴极为重要的农产品的生产，如稻米。油料作物和棉花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已成为生产计划的重点。但是古巴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要收回一切被掠夺的古巴财富。古巴富饶的地下资源，是垄断资本家争夺的舞台、抢劫的场所。我们用石油法实际上已把它收归国有了。石油法，正如革命政府所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其他各项法令一样，都是符合古巴的正当需要的，也是符合古巴人民刻不容缓的迫切愿望的。古巴人民希望自由，希望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人，希望繁荣和达到越来越高的社会发展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古巴才成了石油垄断集团所害怕的美洲大陆上的一个榜样。石油垄断集团的这种害怕不是由于古巴直接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要把古巴看成是宝贵的燃料中心，即使它很有希望能满足本国的需要。相反，垄断集团所害怕的则是古巴的法令给美洲的兄弟人民所作出的活生生的榜样。许多美洲兄弟是这些垄断集团掠夺的对象；而另一些兄弟人民则被推向内战，以满足这些托拉斯集团的欲望和需要。同时古巴的榜样也向美洲各国表明这样做的可能性，指出应该考虑这样做的确切时间。大垄断资本集团也忧心忡忡地看着古巴，因为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小岛国不仅敢于向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后继人——联合果品公司清算其巨额资产，而且还打击了洛克菲勒先生的石油帝国。同时使荷英壳牌石油垄断集团也尝到了古巴人民革命给予的滋味。



　　一些人企图用武力威胁；用空中袭击，用别的什么制裁办法迫使古巴人民屈服，古巴人民就用土地法、矿业法来回答他们。有人说矿业法和土地法同样重要。一般说，矿业法在我国经济中尚未达到如此重要地位。但是现在出现了另一个新现象：占全部出口产品税百分之二十五应由把我国矿石出售给外国的那些公司缴纳(现在这些公司除了在我国土地上留下一个矿坑之外，还算是留了一些税款)，这笔税收额不仅增加了古巴的财富，而且相对地还增强了加拿大垄断资本家对开发我国镍矿的[美国]资本家的竞争力量。清算了大庄园制的古巴革命，就是这样限制了外国垄断资本家的利润，限制了外国中间商和从事进口贸易的寄生资本家的利润。古巴革命在美洲提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同时它也敢于打破矿业巨头的垄断资本的现状，至少使其中一位矿业巨头陷入困难境地。这就意味着再一次强烈地提请最大垄断资本国家的邻居们的注意，而且也在全美洲引起了反响。古巴革命还打破了新闻事业中的一切障碍，使古巴革命的真理非常迅速地传播到渴望美好生活的美洲人民群众之中。古巴是新兴民族的象征，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解放事业的象征。



　　象是一条普通的万有引力定律在起作用那样，古巴这个面积十一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五十万的小岛国担负起美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由于美洲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动摇犹豫之状，这就使得古巴站到了英雄的、光荣的和危险的前哨阵地。在殖民地的美洲，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些与外国垄断资本进行连续不断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无情情斗争而艰难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国家，逐步地让位于这个小小的新兴的自由强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斗争既不是简单的，没有危险的，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它需要全体人民作为后盾，需要高尚的理想和牺牲的精神，才能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美洲进行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过去曾有些小国想站在这个前哨的阵地上。危地马拉，以自由之鸟“格查尔”(关进笼子即死的一种鸟)作为象征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特库姆·乌曼(Tecum Uman) [ 译者注：16世纪印第安基切人的一个国王。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征服拉丁美洲的时候，他带领基切人奋起反抗，最后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 ] 的危地马拉，在殖民主义者直接进攻面前倒下了。玻利维亚、美洲独立运动的前驱莫里略的玻利维亚，在斗争的巨大困难面前屈服了，虽然它在以下三方面所作的事情基本上为古巴革命树立了榜样：废除原有军队，进行土地改革和矿业国有化——矿业是玻利维亚的最大财富资源，也是它的悲剧的最大根源。



　　古巴知道这些以前的榜样，了解它们的失败和困难，但也懂得它现在正处于世界新时代的黎明时刻，亚非人民的民族斗争浪潮冲垮了殖民主义的基石。世界人民要团结，这不是由于他们的宗教、风俗、愿望或种族亲疏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同，由于他们要求进步和复兴的渴望相同所促成的。亚洲和非洲已在万隆会议上携起手来。现在，亚洲和非洲，通过古巴，即通过哈瓦那，终于和殖民地的印第安美洲携起手来了。



　　另一方面，在各国人民斗争面前，殖民主义强国不得不让出它们的地盘。比利时和荷兰已成为描绘殖民帝国的两幅漫画；德意志和意大利丧失了它们的殖民地；法国在一场已失败的殖民战争的痛苦中挣扎；老奸巨猾的善于施展外交手腕的英国放弃了它在殖民地的政治统治而保持了它的经济联系。



　　在那些已经开始独立生活的国家中，美国资本主义替代了某些老牌殖民资本主义，但是它知道这是不会长久的，在这些新兴国家里，它的投机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真正扎下根：他们能象章鱼那样吸吮，但是却不能象章鱼那样使用它的巨大触角把东西紧紧缠住。帝国的鹰爪已被锉平。殖民主义在世界的这些地方已经死亡，或正处在自然死亡的过程中。



　　美洲则是另一种情况。英国狮子早已把它贪吃的嘴巴从我们美洲缩了回去；而年轻的、彬彬有礼的美国资本家们，则把英国的俱乐部变成了“民主”的俱乐部，把它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强加给拉丁美洲二十个共和国的头上。



　　这就是美国垄断集团的殖民领地，美国的“后院”，这也是它们现在所以能活着和可能活着的理由。如果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象古巴那样，举起庄严的旗帜，垄断资本家就要发抖，不得不屈服于政治经济的新局面，屈服于利润大为减少的新局面。垄断资本家是不喜欢削减他们的利润的。古巴的榜样——国家和国际尊严的“坏榜样”——正在美洲各国广为传播。每当一个被压迫民族发出解放的呼声时，古巴就要挨骂。在一定程度上，古巴是应该挨骂的，因为古巴指明了一条反对所谓不可战胜的军队的人民武装斗争道路，指明了一条消耗并粉碎敌人于他们基地之外的农村斗争道路。总之，指出了一条庄严的道路。



　　古巴是个坏榜样，是个很坏的榜样。当这个坏榜样站稳脚跟并不顾危险奋勇向前的时候，垄断资本家就睡不安宁了。他们的代言人叫嚷：必须摧毁古巴！披着议员外衣的垄断资本家的走狗们狂吠：得管管这个“共产主义”桥头堡！托拉斯的最狡猾的辩护士说：“古巴的形势使我们深感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想说：“必须破坏古巴的形势。”



　　那么，要摧毁这个坏榜样，有哪些可能采用的侵略手段呢？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纯经济侵略。美国银行和贷款者对古巴商人、各银行以及古巴国家银行限制贷款。这个办法不但在美国实行，而且还通过它的伙伴使西欧各国也这样做。但是，仅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



　　不给贷款的办法最初严重地影响了古巴的经济。但是古巴马上对经济进行重新调整，使贸易收支达到平衡，使受损害的古巴习惯于按日安排生活。必须继续[给古巴经济]施加压力。古巴的砂糖出口额开始不稳定，经过了上升、下降，再下降、又回升的过程。垄断资本家的各个代办处的计算机迅速地算出各种账目，最后得出结论：减少古巴糖的出口额是非常危险的，取消它更是不可能。为什么非常危险呢？因为这种做法，不仅可能是失策，而且还很容易引起十个至十五个供应砂糖的国家出口更多砂糖的欲望，在它们中间引起极大的不安，因为它们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多出口砂糖的权利。为什么取消它更是不可能呢？因为古巴是美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最廉价的砂糖供应者，又因为直接与古巴砂糖生产和贸易相联系的百分之六十的利润是归美国的。另外，贸易差额一向是有利于美国的，谁不出售，谁就不能买进，而且还可能作出破坏协定的坏榜样。但是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美国又以“赠送”的名义，付给每公斤古巴砂糖的价格比世界市场的价格高出三美分左右，这是由于美国不能生产廉价砂糖的结果。高工资和土地生产率低使这个大国不能生产跟古巴糖价一样的砂糖。然而，它们依靠这种用较高价格收购古巴砂糖的办法，把损人利己的协定不仅强加给古巴，而且强加给其他国家。所以不可能取消古巴的砂糖出口额。



　　垄断集团会不会把炸毁甘蔗田以减少砂糖生产作为一种变相的经济侵略手段呢？我们没有把这种可能性看得很严重。我们倒认为他们轰炸甘蔗田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不相信革命政府的强大(美国雇佣军的碎尸的脏血只不过染污古巴一二间房子而已，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政策，那么大规模地轰炸起义军又怎么说呢？）。



　　古巴经济还有其他一些薄弱环节会受到压力，原料的供应，例如棉花的供应。但是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世界上棉花生产是过剩的，这种困难是暂时的。燃料呢？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一个国家没有燃料就会瘫痪，而古巴所产的石油是很少的。古巴有一些煤焦油可利用来烧锅炉，还有一些酒精，在关键时刻，可用来发动车辆。但是世界上出产很多石油，埃及会出售石油，苏联会出售石油，也许不久伊拉克也会出售石油。由此可见，敌人的单纯经济战略是起不了作用的。



　　除了这些经济压力之外，美国还有可能利用某个“囊中之强国”，例如多米尼加，进行某些干涉。这种干涉可能引起一点麻烦，但联合国最终会出来干涉，不过不会有什么具体结果。



　　美洲国家组织所奉行的新政策，意外地造成了危险的干涉先例。垄断资本家利用特鲁希略 [ 译者注：特鲁希略（1891-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从1930年起美国扶植特鲁希略家族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达三十年。 ] 的陈腐借口，心安理得地建筑他们侵略的桥梁。可悲的是，委内瑞拉的民主使我们处于不得不拒绝对特鲁希略进行干涉的困境。这对于美洲大陆的海盗们是帮了何等的大忙啊！



　　在几种新的侵略可能性中，还包括暗杀，从肉体上消灭老“疯小子”——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已成了垄断资本家的眼中钉。自然，他们也会采取措施来消灭另外两名危险的“国际特务”劳尔·卡斯特罗和本书作者。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解决办法，如果能顺利地同时干掉这三位或至少干掉其首脑，这对反动派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垄断资本家先生及其走狗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人民，不要忘了威力无比的人民。人民对于这类罪恶，会感到极端愤怒，一定会给予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各级革命领导人的坏蛋以坚决的镇压。任何情况，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人民的行动）。



　　可能会有另一个危地马拉事件，这就是对古巴的军火供应施加压力，迫使古巴向共产主义国家购买军火，借此对古巴进行更凶恶的咒骂。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他们可以我们当作“共产主义者”来攻击，但不能把我们当作傻瓜来消灭，我们政府里有人这样说。



　　由于垄断集团直接侵略的必要性越来越清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将对各种可能性进行计算和研究。目前，我们可能会碰到类似西班牙的事件。所谓类似西班牙的事件就是借用一些流亡分子，在志愿兵的支持下进行入侵；志愿兵自然是某一大国的雇佣兵或干脆就是这个大国的士兵，他们得到海军和空军的大力支援。我们说，他们之所以得到海、空军大力的配合，其目的是为了使入侵成功。也有可能，由一个国家如多米尼加直接侵犯，它派遣一些士兵——我们的兄弟和许多雇佣兵到我们海滩来卖命，以挑起战争，从而使垄断集团的清白无辜的祖国被迫宣布说，它们是不愿意干涉弟兄之间“悲惨的”残杀的；说它们要做的只是要阻止这场不幸的战争，把它限止于目前的范围内。然后，它们用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母舰、潜水艇、扫雷艇、鱼雷艇以及飞机，对美洲这一部分的空中和海面进行监视。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热衷于美洲大陆和平的卫土们，不准许任何一只船载运任何货物驶向古巴的时候，驶向特鲁希略的不幸国家的一些船只、或许多船只、或全部船只却能“逃过”上述“铁一般”的监视。他们也可能通过某个有点“名气”的美洲组织进行干预，来结束“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个岛国上所发动的‘疯狂的战争”。或者，如果这个有点“名气”的美洲组织不起作用，那么他们就会假借它的名义，借口维护和平和保卫美国公民的利益直进行干涉，从而制造另一个朝鲜事件。



　　也许侵略的第一步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合法政府，以肃清美洲大陆上支持我们的最后一个据点。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中心就可能从古巴转移到博利瓦尔的伟大祖国。那时，委内瑞拉的人民就会挺身而出，奋起保卫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失败了就会出现最黑暗的暴政；胜利了就会有美洲光辉的前程。人民斗争的洪流一定能冲破我们受奴役的姊妹国家已成为垄断集团墓地的平静。



　　可以引证很多情况说明敌人不能取胜，但是有两个基本情况可以说明：第一是外部情况，就是我们处在1960年的情况，这个年代是不发达国家的年代，自由人民的年代，又是尚未为掌握生杀大权者所统治的儿百万人民的呼声最终会得到永远尊重的年代。其次，更为重要的情况是一支六百万古巴人的队伍将拿起武器，团结一致，保卫他们的领土与革命。在这个战场上，部队只不过是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一部分。如果这支部队在正面斗争中被打败了，那么还会有几百支游击部队，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能动地指挥下，将在国内每一个角落里进行战斗。在城市里，工人们在自己工厂或工作场所奋起杀敌；在农村，农民们在每株棕榈树后或在革命给予他们新式机械犁犁过的每块土地上消灭侵略者。



　　从世界范围来说，还有国际声援，它将筑起由千百万人的胸膛组成的抗议侵略的长城。垄断集团将会看到自己腐朽的支柱怎样受到动摇，几个通讯社所编造的弥天大谎怎么象蜘蛛网似地被狂风刮走。但是，假定他们还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我们在这里又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海岛的地位容易被攻破，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十分单薄，我们没有重型武器，所以我们显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游击战争的原则坚定地贯彻到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去。



　　我们的地面部队将以古巴革命的儿女们在这些光荣的历史年代里所能表现出的毅力、决心和热情来进行战斗。但是，即使遇到最糟糕的情况，即使在战斗的前线我们整个军队组织被打散，我们也要保持我们各个战斗单位。换句话说，在敌军集结大量兵力打散我们军队的情况下，应立即把它化成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其纵队一级首长有巨大的指挥权；但是它听从设在国内某一地点的中央指挥部的指挥，而中央指挥部要及时发布命令，确定在各种情况下一般的战略方针。



　　山岭地带可能是人民有组织的武装先锋队（即起义军）最后保卫的据点，但是战斗必定由后方的大部队（即全体人民）在人民的每座住宅里、每条道路上、每座小山上、每寸国土上继续打下去。下面我们将要谈谈人民如何训练和武装的问题。



　　鉴于我们的步兵没有重型武器，我们一定要在反坦克和防空袭方面集中力量。除了迫击炮之外，大量的地雷、反坦克火箭筒、或反坦克榴弹以及活动性能很强的高射炮就是我们唯一的具有一定威力的武器。配有自动武器的老步兵，懂得弹药的意义，会爱惜地使用它们。我们特别辎重队甚至极其困难得情况下，也保持有后备弹药，它们会跟随我们的每支部队前进。



　　在敌人这种侵犯的初期，我们的空军可能会遭到较大的打击。因为我们估计到入侵的是头等强国，或者是由这个强国暗地里和公开地支持的某个小强国的雇佣军。如上所说，我们的空军可能被摧毁或几乎被摧毁，剩下的只有侦察机和联络机，特别是直升飞机，以供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之用。



　　我们海军的结构也要适应于这种流动的战略。我们的小快艇不但行动要非常迅速，而且尽量不让敌人发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象过去那样，使敌军感到失望的事情是它一直碰不到什么坚实的东西可以攻击。它所碰到的一切都是软绵绵的、滑溜溜的、打不进的、往后退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构成一条坚实的战线，但是却从各个角度杀伤敌人。



　　人民的军队，作好了准备，即使在一次正面战斗中失败以后也不溃散，要打垮这样的军队是不容易的。在人民军队的周围团结着农民和工人这两支伟大的人民群众队伍。农民在比那尔德里奥附近阻击一小股匪徒的抢劫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大多数的农民将在本地受训，但是，小队长以上的军官要象现在他们在接受的训练一样，在我们军事基地内接受训练。受训之后，把他们派到全国已经划分成的三十个农业发展的地区，以便建立三十个农村的斗争中心。这些斗争中心负责最大限度地保卫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社会成果，他们的新建房子、他们的运河、他们的堤坝、他们的丰收成果、他们的独立地位，一句话，保卫他们的生存权利。



　　在开始，农民对于敌军任何的侵犯，都会给予坚决的抵抗，但是如果敌军的力量太强，农民的力量应分散开来。每个农民，在白天是和平的种田人，而在夜间是可怕的游击队员，狠狠打击敌军的力量。工人也是这样，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将受到训练，来领导他们的同志，并对他们进行国防教育。但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几项不同的任务。农民从事典型的游击战争，他应该成为优秀的射击手，学会善于利用各种不利的地形，学会神出鬼没。工人的有利条件是处在象一座现代化城市那样巨大的高效力的堡垒里，不利的条件是工人难于流动。工人首先要学会用车辆、家具、工具筑成的街垒堵塞街道；要学会把街区当作大堡垒来使用，在墙上打开洞口，使各座房子联通起来；要学会使用可怕的自卫武器——“莫洛托夫鸡尾酒”，还要学会从现代化城市的楼房的无数门窗口上配置火力点。



　　由于得到国家警察和负责保卫城市的武装部队的支援，工人群众将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它可能付出极大的牺牲。不能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斗争会有农村斗争那么方便和灵活。在城市的人民斗争中，很多人，或者说我们中间很多人会牺牲。敌人会使用坦克，如果人民善于对付坦克的弱点而且不害怕它们，那么敌人的坦克会很快地被摧毁，但得付出牺牲。



　　也存在着与工人农民的组织相似的民众组织。首先是由起义军领导和协助的学生民兵（起义军将拥有优秀的青年学生）；还有一般青年组织，其组成形式也是相同的；还有妇女组织，她们会给其他人以巨大的鼓舞，她们能协助男战友们担负起做饭、护理伤员、安慰即将死去的同志、洗涤等重要的工作。总之，妇女们向男战友们表明：在革命困难时刻她们是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对群众进行广泛的组织工作和耐心的全面教育而取得的。这种教育从基础知识开始，或在这方面打下基础，但其中心点应该从道理上真实地阐明革命事业。



　　在每次会议上，在每次代表大会上，在革命人员开会交谈问题的每个场所，都应该对革命法律进行议论，讲解和研究。此外，对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对我们无可争辩的领袖的讲话也应该经常进行学习，讲解和讨论，以便引导群众前进。我们的总理经常发表出色的通俗的讲话，大家应集中起来听，在农村可通过无线电广播，在技术没备较先进的地方则可利用电视广播。



　　人民应经常关心政治，这就是说，人民应经常关心那些反映他们愿望的法律、命令和决议。对于一切反对革命的表现应经常保持革命的警惕；在道德监督方面，如有可能，对革命群众要比对不革命者或旁观者应更严格。任何革命者，不管他是处在什么地位，也不管从什么观点来说，只要在道德方面犯了严重过错，我们决不因为他是革命者而对他宽恕。不这样，就会使革命走上机会主义的危险道路。然而他是革命者这一事实可能构成减轻处分的理由，而在处分他的时候，也可能总是提出他以前的功劳，不过，他所犯的严重过错本身，则一定要受到处分。



　　应该鼓励热爱劳动，特别是集体劳动和为了集体利益的劳动。应大大发展志愿劳动突击队，修建公路、桥梁、码头、堤坝、学生城，使他们不断地团睁起来，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对革命的热爱。



　　一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军队，一支来自工农并与他们休戚相关的军队，一支掌握特殊军事技术的军队，一支在思想上准备应付最坏事变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永垂不朽的卡米洛讲的“部队是穿上军装的人民”这句名言更深入军民之心的话，那么我们的军队就更加是不可战胜的了。因此，正因为这一切，尽管垄断集团要消灭古巴这个“坏榜样”，但是我们的未来却会比任何时候更加光辉灿烂。














	

 






	















	







	







	









 





	


	







	








	




	


译者的话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中国]



　　《战略入门》是法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博福尔1963年出版的一本战略理论著作。



　　博福尔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50年代末，他先后担任驻德法军副司令、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法国代表。60年代初，他退出现役，专心研究军事理论并著书立说。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1940年法国的陷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洲》和《历史的本质》等。



　　本书探讨了战略的内容、分类、原则和运用等问题。作者认为，战略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他这里所说的“力量”是指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各种力量。他十分推崇“间接战略”，即“使用军事胜利以外方式取得某一结果”。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中颇有影响的一种流派。为了使读者了解这种理论的内容，现全文译出。书中有些观点是片面的或错误的。请读者在阅读中分析、鉴别。



　　中译本是根据1965年版R·H·巴里少将的英译本转译的。译文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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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哈特 [英国]



　　在当代，没有一个撰写战略专著的人，具有比博福尔将军更为丰富的实际经验。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对这个问题曾写过如此全面而出色的理论研究专著。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35年，他那时是在法国总参谋部供职的一个最年轻的军官。但是他敏锐的洞察力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记下了那一次访问法国我遇到4位最有希望的军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4个人当中有3个还活着，都在法国陆军中升到了高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安德烈·博福尔已经是法国第1集团军的作战处长。



　　当我在1950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倏，他是西欧地面部队的副参谋长，后来去远东，当了越南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元帅的副手。回到欧洲后，他又被派去领导盟军战术研究小组。我在巴特诺因阿尔他的总部访问他时，了解到在这个研究小组他对如何应付苏联入侵西德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新概念。以后他又接任法国第2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他成功地研究出一种新的五群制，那就是我早已提倡的概念，而在法国陆军则是首次试行。1955年，他奉派前往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战区，次年又被选派指挥在苏伊士参战的法军。此后升为驻德法军副司令。1958年，又调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主管后勤及行政。两年后又前往华盛顿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中的法国代表。



　　这些非凡的经验，给这位好学深思的军人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和机会，使他能在实际情况下和作战中研究战略的计划和应用。最近，当他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令人惋惜地退休了。他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个深远的主题上著书立说，这足以实现其经验的最大潜在价值。



　　他称其书为《战略入门》，但对于任何有知识的读者或研究这个主题的人来说，这明显地是个过于谦虚的书名。事实上，他的书是迄今所出版的一本内容最丰富、写得最严谨的战略专著，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任何著作。这本书可能成为这门学问方面最优秀的一本教科书。诚然，在某些观点上，我和他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在相当多的观点上，我同意他的见解。这本书对于战争基本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杰出的贡献，我非常欢迎它的出版。



　　B·H·利德尔·哈特



　　1963年3月


















	

 






	















	







	







	









 





	


	







	








	




	


引言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在现时（1963年），任何人出版一本讨论战略的书，似乎都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的鲁莽行为。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战略天才。两次大战的巨变和当前各种事变的压力，已经使那些伟大的战略家销声匿迹。他们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留下他们以其朴素简单的手法和惊人出色的行动所创造的光辉战绩，留下古老文明解体过程中一幅幅难忘的画面。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工业化的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和平与战争看来都要以比较复杂的技术为基础：一方面是科学性的技术，它与美国所发动的核军备竞赛有关；另一方面是更神秘的心理技术，那是苏联革命的产儿。战略这个词现在仍然常被使用，不过其意义已被曲解或误解，而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却早已像腓特烈大帝的鼻烟壶或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只有克劳塞维茨 [ 译者注：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 ] 还能保持相当的威望，尽管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学术界之所以还有人崇拜他，主要是由于列宁对他的推崇。



　　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巨大的事变纷至沓来，正如我们所看到，历史以缓慢而庄严的步伐，展示着自从罗马衰亡之后人类所经历的一次最大变动。那些芸芸众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幸福的——毫无疑问，这是自然的一种恩赐，有助于我们度过这个漫长的艰苦时期。也有迹象说明，某些人开始尝试了解这种变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企图对它施加某种影响，但是即令如此，他们的步履还是落后于事变的进展。经过一场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 [ 译者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在其小说《里普·万·温克尔》中叙述主人公里普·万·温克尔在山中一睡20年，醒来发现世事全非 ] ，被马克思宣称为支配因素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或至少是一门技术），能够产生相当可靠的预测。社会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渴望在其广阔的活动领域内，清除各种障碍物。在这种革命中，国防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家正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并且试图建立作为进步基础的知识储备。但是，在社会科学所造成的这种迟缓和痛苦的进步中，缺少了两样东西：一是指导性原则，也就是一种哲学；一是行动的思想，也就是战略。这两个学术活动领域虽然最近也受到了某种注意，但总的说来，还是落后的和被忽视的。



　　40年来，当时代的大多数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或者是观众，或者就在台上。因此，我深信正是由于缺乏这两种指导之光，我们才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因为缺乏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哲学，我们在变乱中就会随波逐流；当一些较有活力的哲学思想向我们发动攻击时，我们就会屈从。这些思想本身，不一定有多少正确性，这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在表面上都能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统一体，因而其正确与否就不太要紧了。同样，因为缺乏一种战略，我们就始终未能了解敌人企图打垮我们而采取的行动，我们也就经常不断地把自己的努力引向死胡同。1936年3月，希特勒第一次证实了我们缺乏反应能力，于是从那一年起，直到1939年止，他作了一连串的跃进。我们先是听任他横行，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孤注一掷，予以回击，结果必然导致我们自己的毁灭，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军事体系是根据错误的假定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以战术为基础，而且是过时的战术！法兰西垮台了，整个欧洲同归于尽。从1942年到1945年，发动反攻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哲学和一种战略。胜利不久，在巨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我们又再度发生偏差。印度支那的丧失，是因为我们为敌人的战略所击败。我们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战略回击，虽然我们的战术可能还是出色的。我们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在阿尔及利亚又在更大的规模上犯了同样的错误。苏伊士是一个战术的胜利，却带来了可怕的政治失败，因为我们对于促成这一行动成功的必要战略条件甚至一无所知。以上只列举了法国人的失败，我同样能描绘出在朝鲜、古巴、柏林和北约组织的类似的景象。我认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略的无知已经是我们的致命性错误。



　　这种无知的原因是有趣的，我将在本书中及时指出。然而重要的事实是，1918年的胜利者们对战略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被教给了唯一的一种战略，据说它囊括了这门艺术的全部内容。这种特殊的战略被证明是谬误的。于是，偶像破灭了；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战略之所以使他们失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背离了它。



　　我们将会看到的一点是：战略不是能够简单地下个定义的教条；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把事件加以整理，将它们按先后次序排列，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步骤。对于每一种情况，都有一种相应的特殊战略；某种战略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最适当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又可能变为最不适当的了。这是基本的道理。



　　至于方法的选择，我自然无意认为，仅限定在军事领域内进行。任何人都知道，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性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换句话说，战争将在所有领域内展开，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无论其着重点如何不同，这样的战争样式（我在1939年称它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就是冷战。同样，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这个要求十分尖锐地引出了政策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自的真正活动领域是什么。更进一步的结果是：战略不能再是军人独占的禁区。我个人对此是欢迎的。因为只有当战略不再是一种奥妙的、特殊的活动时，它才能同其他的思想活动协调起来，才能担当它永远应当担当的角色——是一代代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而不是为眼前的事件所左右的不断随意改变的思想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个太艰难的时代，人类征服自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太大，以致我们不能再象过去漫长时期里已经做的那样顺其自然地继续工作下去。战争曾经是国王们进行的一种竞赛，现在却成为孕育着极大死亡危险的一个行当。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研究如何采取行动的科学，而在这种科学里，战略能够也应该起关键性的作用。战略应该保证对未来某种政策所作的决定都是自觉的和经过充分思考的。这是任何战略研究都企求达到的目标，也正是我自己所拟定的目标。



　　读者们也许感到奇怪，我这本书与大多数战略著作不同，对于历史很少引用。我对于往事的提及往往简单得只用一个词——一个将军或一场战争的名字。主要原因是我试图简化论述，只写出体现思想概念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几乎任何一种结论都是可以用历史来论证的。同样，虽然我非常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我对于战争的情感方面却并不那样重视。而从克劳塞维茨和福煦以来，战争的情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主题。我试图掌握支撑战争这一暴力表现形式的“代数学”；其无理成分虽被公认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必须作为有理成分来考虑。



　　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致我也许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那些我认为是合理行动之必要基础的思想概念清楚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只应看成是这个领域的开篇。我挑起担子去写它，尽管写得也许很粗糙，还是希望它成为其他著作的先驱，这些著作将使当代迫切需要的、不朽的战略艺术得以恢复其青春的活力。














	

 






	















	







	







	









 





	


	







	








	




	


第一章 战略概述




	







	

 



	


	


　　莫利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象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不过，他们同约尔丹先生不同的是，产生好的战略要比写出好的散文困难得多。战略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了解其意义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产生这种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用得很多的词，长期以来只是指一位统帅所实际使用的科学或艺术。很明显，这种科学或艺术只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行当。其诀窍多少采取秘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跟着著名指挥官的范例去学，就象在其他各行学习名师的手艺一样。尽管战争比起其他任何手艺，是一个远较复杂的行业，但因为战争的发展缓慢，所以这种向经验学习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变革时期，这种传统的传授手艺的方法就变得不适用了。作战行动的实施会造成许多显然不可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旧有思想破产，并且使整个上层社会，而不仅是某些王公或将帅，都面临着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于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战略领域内努力研究。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韦格提乌斯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内去寻找当代战争的秘密；到了18世纪，纯理性主义又产生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来被拿破仑出色地加以利用；在19世纪，人们仍然迷信拿破仑的成功，相信他对于那时的一切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不过在19世纪，又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一代宗师的理论，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哲学，其地位介乎康德和卡尔·马克思之间。造成20世纪战争具有异乎寻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种理论作了过分浪漫化的解释。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战略却蒙上了一层阴影。1914年到1918年的阵地战，常被人用来证明“战略破产”，但事实上，它所证明的不过是一种特殊战略的破产而已。主要在法国（但当时的法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一种虽然与战争有关，但已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方法。变革看来使物质较之思想、战争潜力较之作战行动、工业和科学较之哲学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结果，“战略家”被认为是一群赶不上时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战术和装备方面。可是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法国人在1940年遭到军事上的失败，但德国人也同样未能消化其胜利的成果；其原因是双方对于情况的分析判断都犯了错误，双方都是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的。



　　于是欧洲的世界霸权随之崩溃，剩下来的是面对面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由于有了核武器而显得更加可怕，现在已经对真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投下阴影，但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还不存在。我们只说一切都要归咎于新出现的核武器，但没有真正认清，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全盘性的观念，以致不能预知和控制世事的演变。在苏联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研究战略，并在斯大林统治下，发展了一套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总体战理论；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技术发展的考验的。在美国方面，人们嘴上推崇克劳塞维茨，而实际上轻率地想解决完全以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技术问题。然而战略这个主题毕竟太重要，它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循着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开始以一种分析的体系为基础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都有充足的经费供其支配。研究论文大量积累，许多几乎是故弄玄虚的抽象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样，现阶段最需要的全面战略中的某些精粹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问世了。不过，这种热烈的思想追求对于欧洲却难以产生影响。某些材料偶尔也有人研读，但一般说来，欧洲人都认为只要采用美国的术语和美国的装备就够了——因为人们还是相信装备比思想重要，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法国的雷蒙特·艾仑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都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军人，都不曾产生影响，军人还是只根据技术的进步与战术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度支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战役失败的教训，这多少使人们模糊地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关战争的一切现象。所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15年被判死刑的战略，现在将恢复生命并进入鼎盛期。




第一节 战略的分析




　　战略的含义



　　战略这个词作何解释？



　　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它应该指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这个定义是利德尔·哈特1929年拟定的，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差异。雷蒙特·阿龙在他的近著中，几乎一字不漏地照抄这个定义。



　　依我看，这个定义的局限性太大，因为它只说到军事力量。我愿予以修正如下：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不过，这个定义对于整个的战争艺术都可以适用。按照传统，战争艺术分为战略和战术，最近又加上了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后勤。如果战略既非战术，又非后勤，那它又是什么呢？战术显然是在会战中使用武器的艺术，其方式要能使武器产生最大的威力。后勤是补给与运动的科学。二者所关心的都是“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二者更多地具有物质科学的性质，例如工程学。



　　劳埃德曾经划清“天赐的火花”与“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而在拿破仑的词汇中“天赐的火花”就是战略。从这里只要再前进一步（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战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说天才就是一种无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赐的火花，战略必须以思想和理智为基础。如果它既不是一种物质科学，又不是政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看，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说法，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战略是一种艺术，它使一个人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能驾驭任何意志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结果也就能使技术的使用发挥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措词很普通。但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战略的思想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原则，就必须从这个水准上来思考。



　　战略的目的



　　一旦开始研究战略的目的，上述定义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



　　可以认为，战略的目的就是对于所能动用的资源作最好的利用，以达到政策所拟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或者是进攻性的（例如胁迫对方接受某种不利的条件），或者是防御性的（例如保护某些地区或利益），也可能只是维持政治现状而已。因此，十分明显，象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公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用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己经产生某种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已深信再发动或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



　　自然，这种结果可以用军事胜利来获得，但那并非唯一的方式。有时，军事胜利可能是无法获得的（例如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力量）；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为有效，这常为事实所证明。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且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思想过程，使其对于战场上的直接军事胜利，以及所谓新的核威慑战略，都能同样适用。



　　在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分析中，列宁曾经创造了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明白地指出决定性因素是心理性的。他说：“在战争中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延迟行动，直到敌人的精神崩溃，足以使一个致命的打击变得可能和容易时才动手。”不过，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考虑问题的。他把政治行动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炮火准备——这和克劳塞维茨的古典的军事观念恰好相反，后者认为要用军事的胜利来摧毁敌人的精神。所以，照我看来，可以拟出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如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



　　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



　　战略可用的手段



　　当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战略所应用的手段时，这种正确的推理过程就更为清楚了。



　　要想达到所要求的结果，战略必须有一整套可用的手段，包括从核轰炸到宣传鼓动或贸易协定这个范围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



　　要想选择最适当手段，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选定敌人的弱点。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分析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决定性精神效果。我们想要使谁屈服呢？最后必定是敌方的政府；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在领袖人物身上做工作，可能比较容易（例如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或慕尼黑的张伯伦）。所选择的论据必须是他们所最易接受的。有时，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针对某一部分舆论做工作，这种舆论可能影响对方的政府，或其同盟国的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如果争执的问题颇小，则这样的压力也就足够了。如果所争执的问题比较重大，也许就必须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但在选择手段时，还需要对敌方的弱点和我方的能力都加以充分的考虑。举例来说，一个传统形式的军事胜利也许是不可能获得的，或是冒险太大的。如果是这样，也还有其他许多方案可以采用：（1）以引起国际行动为目的的革命暴动。例如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苏台德区的日尔曼人所采取的行动。（2）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暴动。例如1948年在布拉格发生的政变。（3）经济压力。例如1935年对意大利所作的经济制裁。（4）与国际压力相配合的长期游击战。例如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对抗。在作选择时，还必须分析：在所有各种可能的方案中，哪一种最足以对敌人领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最后还是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目标是什么？是否应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这是否可能？如不可能，则是否应以局部的成功为满足（例如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如果应当这样，则应在何处寻求成功？敌人的哪一部分兵力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在英国为海军，而在法国则为陆军）？哪个地理区域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对其首都的占领是否极为重要或者毫无价值？是否仅作毁灭的威胁就够了？如此等等。这种分析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直到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手段，我们既有能力使用它们，而它们也适用于产生我们所要求的结果。



　　战略计划



　　现在就可以做出战略计划来了。我们讨论的是辩证法问题；所以对于每一个拟议中的行动，都必须计算敌方可能的反应，并做好防范的准备。敌人的反应可能是国际性的或国内性的，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所计划的每一个连续性行动和对于敌人反应的对策，应综合成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其目的是确保执行计划的能力，而不受敌人抵抗的影响。如果计划是良好的，则应无挫折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一种“防风险”战略，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自然，战略对于导致最后解决问题的一连串事件，都应有清晰的构想——但过去在法国，无论在1870年或1939年，在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情况都并非如此。还应当记住，在国际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使两个对手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同盟国甚至中立国的压力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苏伊士。德国人正因为未能掌握这一点，才在两次战争中失败。它入侵比利时而导致英国参战，又采取无限制潜艇攻击的政策，而使美国也投入战争。所以，正确断判国际形势对于我方行动自由的影响，是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核武器的出现，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赖性更加突出了。



　　战略的样式



　　依照双方所能动用的相对资源，以及所争执问题的重要性，战略计划通常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样式。下面是最典型的几种。



　　（1）如果目标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所能动用的资源比较大（或者所拟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使强大的盟国资源也被引入行动之中），那么，也许只要以使用这些资源作为威胁就能促使敌人接受我方所提出的条件。如果只想迫使他放弃其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则可能更为容易。这一战略样式，称为直接威胁，作为核武器出现的结果，在今天最为流行。它也是威慑战略的结构基础。



　　（2）如果目标仍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却不足以构成一种决定性的威胁，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必须采取比较阴险的方法：那可能是政治的、外交的、或经济的方法。这种战略样式称为间接压迫，曾为希特勒和苏联所惯用，这主要不是因为德国和苏联缺乏实行压制所需的资源，而是由于敌方力量的直接威胁产生了威慑效果。当行动自由有限制时，这种战略样式最为适用。



　　（3）如果行动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所能动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目标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那么要想达到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系列连续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威胁和间接压迫与有限度使用武力相配合。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一系列连续行动，为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9年所使用。不过仅当其目标的重要性显然较小时，他才能够获得成功。一旦这种“蚕食”的办法可能影响到主要目标时，他就还是不免陷入大战之中而不能自拔。英国的岛国形势使之通常都是采取这种间接实现的战略，这是利德尔·哈特曾经详细分析过的。那些据有坚强的防御地位（或受到自然良好保护）的国家、那些想动用较小的攻势资源并采取缓进的方法以期达到重要结果的国家，采取这种战略特别适宜。这种分段前进、间接实现的方法在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那时各国所能动用的资源通常都是相当有限的。



　　（4）如果行动自由很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不足以保障军事胜利的实现，那么，也许就须求助于一种长期斗争的战略。其目的是使敌人士气低落、身心疲惫。为了保证这种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使用的资源必然是极为原始的，但其技术却要迫使敌人作极大的消耗，以至于无法持久，这通常就是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用游击战术为主的总体战争。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低军事强度的持久斗争。通常应用于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并已取得成功。其主要的理论家是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种战略需要战争的参加者有相当的精神忍耐力，其先决条件就是在斗争中必须有强烈感情因素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团结精神。因此，这种战略在解放战争中最为适用。不过，要能获得成功，则所争的目标对于作战一方的重要性必须远比对于另一方重大（在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就是如此）；或者必须获得正规兵力的援助，而游击兵力只居于辅助者的地位（例如1944年到1945年的欧洲解放战争，和1813年到1814年的西班牙战争）。



　　（5）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很充足，则可以通过军事胜利来解决问题。冲突将是很猛烈的，但应设法使冲突时间尽量缩短。只要在会战中消灭敌方的兵力也许就足够了，尤其是当所争执的问题对于敌人并非绝对重要时，更是如此。如还不够，则必须进一步占领其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分，以使舆论认清失败的事实，并强迫他接受我方的条件。自然，如果胜利者早就埋伏了一支第五纵队在敌人的后方，那就更易于促使失败者认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胜利都是例证。第五纵队在支援军事行动方面当然也可以起重要作用。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猛烈冲突，那也是拿破仑时代的传统战略。其主要理论家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他的理论却经常为其门徒所曲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段，欧洲的战略思想也以这种样式为主流。它被误认为唯一的正统战略。所以才产生了1914-1918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都证明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略的局限性。军事胜利很象外科手术，要想成功地解决问题，则当时的军事能力必须足以保证军事胜利的迅速和彻底。在整个战术和作战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这种局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稍后在讨论作战战略时将加以评论）。撇开这些特殊的时间，使用克劳塞维茨战略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斗争，最后形成僵局。例如，从1914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打的都是阵地战；德国人在1940年虽然在欧洲大陆取得了胜利，但未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并且终于陷在毫无希望的俄国战争中，在上述这些情况中，都是仅在长期耗消之后，才确定胜负，而巨大的消耗比起战争的目标，完全是得不偿失。其结局是，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完全筋疲力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拿破仑的战争中已早见端倪；拿破仑正是因为同时与英俄两国作战而终于失败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和他的门徒们，却似乎是只注意到那位皇帝的胜利，而不曾认清其战略的局限。很可能就是这种思想上的错误，才使欧洲丧失其世界霸权。



　　结论



　　以上所讲的5种战略样式，只应看成是几个例子，而不是说战略的分类仅此而已。



　　这些样式的主要价值在于使我们认清，战略可能选择的行动方案是各种各样的，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战略思考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应用在战术或后勤上的思考过程几乎完全是有条理的，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合理使用现有的军事资源，以产生预想的结果；政治思考过程则必须能够判断何者是舆论所希望的，或何者是其所能接受的；因此，心理学和直觉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战略思想是一种精神过程，既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并且必须能够综合心理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资料。一个战略家必须具有分析和综合这两方面的巨大能力；要搜集资料以便据此作出判断，就必须进行分析，而综合则是为了根据资料产生出判断来。而所谓判断，事实上就是在许多不同的行动方案之间作一个选择。



　　上述5个例子也表明，有许多战略家认为天下只有一种战略样式，那是错了。上述每一种样式都各有其提倡者，而且也都建立了一套理论，宣称那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至少也是最好的答案。事实上，每一种样式都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不过那只限定在某种环境中。如不对支配战略的各种因素加以适当的分析，则选择行动方案时，往往以习惯为依据，或为当时的风气所左右。结果是各国政府不能控制事变的发生，目标的冲突终于引起可怕的国际灾难。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再调整危机，与此同时，科学、工业化和心理作用对于军事艺术的影响日益增大。所以，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我们都更需要发展一种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控制事变，而不受事变的左右。这就是战略为什么在当前如此重要、如此值得研究的缘故。




第二节 战略的分类




　　就目标和方法而言，战略可以是一个统一体，但当谈到应用时，则必须再加以分类，使每一类战略仅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事实上，战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物质因素的支配，而每一活动领域中物质因素的特点彼此不同，从而产生出只能适用于那一领域的一连串特殊结果。例如海军战略一直是与陆军战略分开的。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互有差异又互相依赖的战略形式组成的金字塔。必须明确规定它们的含义，才能使它们结合成为一系列协调的行动，指向同一个总目标。



　　在金字塔的顶端并在政府（即最高政治权威）直接控制下的是总体战略 [ 作者注：“总体战略”这个词当用于“总体战争”时，在我看来比英国人（特别是利德尔·哈特）有时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用的“国家战略”要明确。“国防”这个词除了制造思想混乱之外毫无意义，也达不到任何目的。 ] 。其任务是决定总体战争应如何进行。此外应替每一类特殊战略规定目标，并决定如何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一切方面协调在一起。



　　这个层次的战略毫无疑问应由政府的首脑亲自掌握，由国防部的一位参谋长以及某些高级国防委员会或一般的委员会辅佐之。前面所说的5种战略样式，都属于“总体战略”。这些样式表明，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的相对重要性会根据情况而有一定的变化。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样式内（第5种），军事才居于主导地位。



　　在总体战略这一层之下，每一个领域（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其功能是在某个特殊领域内分配任务并协调各种不同的活动。应该注意的是，在军事领域内，这种全面战略的概念早已存在；其目的即为协调陆上、空中和海上的行动。不过在政治领域（例如一般政治策略、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宣传的协调）尚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经济领域（例如生产、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协调）也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但是在这些活动领域，战略又几乎每天都在应用而不为人所认识。由于不认识它，人们就不是通过有条理的推理过程得出一种概念，据此采取行动，而许多机会也就因此错过。事实上，每一个活动领域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由有关的部长来执行，辅佐他的是其参谋长或常务次长。



　　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中，活动的每一个分支应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类别。这是一个思想概念与实践结合的层次，这时必须根据技术的限制，把条件尽可能调整到最佳。在军事领域，德国人把这种结合的重要过程称为“作战战略”。不管人们是否已有这种认识，事实上，活动的每一个分支都早已有这种作战战略。其目的不仅要使全面战略所拟定的目标同有关分支的战术和技术能力在使用中相配合，而且还应能使那些战术和技术朝着指定的方向发展，以求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战略要求。所以，作战战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常为人所误解。以陆上战争的传统战略为例，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战术的和后勤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例如与作战地区面积相比的兵力大小，战略和战术机动力，进攻和防御能力）。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战争所应采取的形式（阵地战或运动战，速决战或消耗战，等等）；因此，也是这些因素决定战略可能性。由于对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和结构缺乏了解，我们在1914年的陆地战面前惊惶失措，在1940年我们更遭到出乎意料的失败。而二者都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在战略这个层次上还有一种平时战略；它主要涉及新装备的生产，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居于落后的地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战略变得非常重要；它已被称为“后勤战略”。在它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真正的战略（而不是预算和财务计划的大杂烩）之前，在它在这个战略金字塔中占有应得的地位之前，这种战略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执行，因而我们还不能以最低的代价保持我们的威慑作用。



　　很明显，以上对于各类战略的分析，并不能使问题简化，反而证明这个主题的复杂性。不过，必须认清，战略虽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却能产生实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被发现，就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将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维持和平。




第三节 战略的原则




　　当选择行动方案时，是否有某些战略原则能作为思想的指导路线呢？传统的军事战略曾经拟定了这些原则；甚至于还有人相信它们是可以普遍适用和持久有效的原则。所以，与随着装备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战术相比，战略被认为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艺术。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战略是否永远不变。尽管如此，假若这些原则是能够发展演变的，则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固定点，让战略思想环绕着它旋转，而只有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跟着演变的进程变化。



　　对于这个重要的主题要想作精密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我打算就这个问题的主要思想概念作迅速的审视，但是读者们不久会发现能得出的结论实在不多。



　　理论



　　若干最负盛名的战略作家所提出的原则，有相当大的差异。我在下面对它们的综述太简短，以致在某些方面也许曲解了它们。但我的综述至少表明，这些原则可以归为3类。依照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战略一共只有3条主要的原则：（1）集中兵力，（2）狠狠打击敌人的主要兵力并在主战场中求决战，（3）若可能，应采用先守后攻的战术。这些原则都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二者都是军事战略。它们主要应用于我在前面所举的第5种战略样式。与克劳塞维茨相对立，利德尔·哈特提出了6条积极的原则和两条消极的原则，实质上可以归并成为下述4条：（1）使用间接手段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2）选择意想不到的行动方案获得奇袭的效果，（3）打击敌人的弱点，（4）必要时通过次要战场上的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原则也象克劳塞维茨的一样，只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但一般应用于上述第3种战略样式。毛泽东制定了6条原则：（1）敌进我退，（2）敌退我追，（3）战略上以一当五，（4）战术上以五当一，（5）补给取之于敌，（6）军队和人民紧密团结。这些也还是只与全面的和作战的军事战略有关，但应用于上述4种战略样式。列宁和斯大林制定了3条主要原则：（1）在总体战争中，国家与军队必须在心理上团结成为一个整体，（2）后方非常重要，（3）心理行动应替军事行动铺路。这些原则与总体战略有关，那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适用于许多战略样式。现代美国战略思想也产生了2条原则：（1）分级威慑，（2）灵活反应。这又是总体战略，但把重点放在威慑和对武装冲突的限制上，这些主要应用于上述第1种战略样式。回过头来看，马汉也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原则，即公海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麦金德却认为大陆战场是至高无上的。到了30年代，杜黑预言空中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以福煦为代表的法国传统战略学派也曾总结出两条高度抽象化的原则：（1）兵力的节约，（2）行动的自由。这些原则都是如此的抽象，所以可应用于一切的战略样式。



　　主要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原则在性质上往往是对某些特殊情况的一般指导路线，而并非可以普遍应用的法则。这就解释了它们的多样性。只有福煦的那些东西还称得上真正的战略原则，但它们表述得太一般，以致初看起来很难从中引出具体的结论。不过我们将会发现，在战略问题的分析方面，它们提供的框架还是不坏的。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精确的意义。作为一个起点，值得温习一下本书对战略所下的定义：“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在这种意志的战斗中，两个大致相似的体系将彼此对抗；每一方都将尝试采取准备的动作，以求打中另一方的要害，其目的是想造成恐怖，使对方瘫痪和惊惶失措。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心理上的，过去也早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任何战略中都有两个相互有差异而又同等重要的成分：（1）选择所应攻击的决定点（这取决于对方弱点之位置），（2）选择有助于达到决定点的准备动作。因为双方都会采取这同样的步骤，所以两方面的准备动作将发生冲突。哪一方能阻止对方的动作，至使自己的动作达到目标，哪一方就将获胜。这就是福煦所谓“保持行动自由”这一传统战略术语的意义。所以意志的战斗就变为争夺行动自由的斗争，每一方都企图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不让对方有行动自由。



　　如果我们远较敌人强大，则保持行动自由就容易；我们只须使用足够的力量来阻止敌方的动作，同时保留适当的资源，以供决定性打击之用。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形，事实上是很少遇见的。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资源必须作明智的分配：既要保护自己不受敌方准备动作的妨碍，实施自己的准备动作，又要能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资源的这种最佳分配，在传统的战略术语中叫作“兵力的节约”。



　　所以这种抽象的分析可以简化成下述的公式：“必须合理地节约兵力，才能获得行动自由，然后才能达到决定点”。但是在实用时，我们又必须研究使用何种方法，才能达到节约兵力和行动自由的目的。



　　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从来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研究，也许就是这些问题具有一种神秘感的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那些作为战略决定原材料的各种可能性。




第四节 战略决定的成分




　　任何战略决定抓必须在下述3个“主要坐标”所形成的框架之内采取。这3个坐标就是：（1）时间，（2）空间，（3）所能动用的兵力之大小和精神素质。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支配任何情况。不过还应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因素，那就是我所说的“动作”。左右连续情况的次序和相互关系的就是这个因素。



　　（a）动作的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因素可以支配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句话说，是双方之间的抽象对抗。拿击剑术作比拟，很明显，有许多可能的行动方式和反应方式。在进攻方面共有8种态势：“攻击”，攻击可在“威胁”之前或之后实施，“奇袭”，“佯攻”，“欺诈”，“突击”，“消耗”，“追击”。在防御方面共有6种态势：“戒备”，“挡开”，“反击”，“摆脱”，“退却”，“脱离”。至于说到实际使用的力量，则有5种可能的决定形式：“集中”，“分散”，“节约”，“增加”，“减少”。



　　这样一共获得了19个单元，可根据时间和空间关系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弹动这些单元组成的键盘，就能奏出战略的组曲。



　　下列表1把所有这些行动都列举了出来，给予定义，说明其应用的条件，指出所期待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行动自由，或者是想要获得和重新获得它，或者是想要敌人丧失它。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保持主动，这也正是动作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拿击剑术作比拟，初看起来，似乎与近代战略并无太多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表2给出了由相应的决定产生的各种行动的实例，上栏的决定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下栏取自当前的威慑战略。对于总体战略，间接战略，甚至财政、外交和政治战略，也都可以制成这样的表。例如，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944年的阿登攻势，在威慑战略方面与苏联的洲际导弹计划类似；1943年到1944年间，同盟国在地中海的海军行动，与战术核武器的发展类似。在传统战略中，安全的含义是兵力的合理分配，而在威慑战略中，其意义则是获得对敌人的某种技术优势。在传统战略中，行动自由是主动的产物。而在威慑战略中，却依赖潜力的优势（即安全）加上求生能力，再加上与逐步升级的可能性有关的不确定性（即威胁）。



 



　　如果我们想在实施我们的战略时弄清在进展中的动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比拟是合适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b）动作的原则



　　对于如何行动的问题，我们固然面对着许多不同的选择，但在同时，我们又面对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力量的合理应用”。其含义是首先取得可以动用的实力，然后选择行动方案使这些力量产生最大的效果。目的是集中兵力以击败敌人的主力，因为主力若被击败，则其余的部分就会自动崩溃。我方兵力的主体必须集中对付敌方最强之点，决定性的会战也必须在主战场上进行。这就是19世纪末叶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战略，它也是1914年著名的法国第17号计划的基础。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狡诈”。其基本概念就是重视行动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所选择的行动方案应有最好的计算，使敌人丧失平衡，迷失方向，受到欺骗。通常必须分散我方自己的力量（或努力）以引诱敌人也照样去做。目的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弱点，以获得胜利。必要时可在次要的战场上，甚至可在遥远的战场上采取如此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利德尔·哈特在他所著的《英国式的战争与战略》一书中，对这种战略曾有卓越的分析。他认为这种战略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的解毒药，而且也是典型的、传统的英国式战略。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不过今天都已过时了，例如普鲁士人从菲德烈二世的梯次战斗序列中演化出“几何”原则，约米尼以对于拿破仑胜利所作的一种解释为基础产生出“地理”原则。



　　事实上，所有这些原则没有一个是具有普遍效力的。“几何”原则确已死亡（尽管有人会问，它在30年代的法国军事理论中曾否披着另一种伪装而复活），我们且不去考虑它；其他每一个原则都会导致一个行动方案，它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最佳，但在另外的环境中却可能最糟。“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况：（1）当我们远比敌人强大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为理论操心？）（2）或者敌人虽然较大，但兵力分散，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狡诈”原则是在我们自己较弱、获得局部优势极有价值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它要求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程度不可超过敌人。“地理”原则在军事战略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其采用的条件是：战场上交通困难（例如拿破仑时代欧洲的情形），并已构成了一种有良好划分的棋盘（现在这个棋盘由洋和洲所构成）。



　　所以对于行动方案的选择，务必以对当时情况的研究为基础。往往需要先后采用几种不同的原则。



　　（c）战略的“调式”



　　当研究行动计划时，通常必须决定总的态势；这又要看哪一个原则对于双方的相对地位最为适用。这就回到如何选择前面所说的某一战略样式的问题上。根据刚刚讨论过的原则，这些样式可分为两种调式：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



　　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1、第3和第5三种战略样式。其基本概念是：军事力量为主要武器，实现胜利或威慑都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维持。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事实上，也就是“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的重述。这种战略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官们采用，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两国的领袖所遵循。现在操纵核兵力的潜在冲突的，也是这种战略。不过直接战略也可以应用“狡诈”原则，尤其是在采用间接路线时为然。



　　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2、第3和第4三种战略样式。一切不直接利用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只用不太直接的方法以决定胜负的斗争形式都以这种战略为基础。这些斗争形式可能是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例如一次革命战争），或者虽也使用军事力量，但采取分段跃进的方式，中间夹着政治谈判（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所采取的战略）。由于直接战略所带来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毁灭，所以在今天，这种间接战略也就越来越时兴了。不过，这种理论既复杂又微妙，尚不能被充分了解。在冷战中它正在不断被使用。今天，核武器的威胁已经使直接战略无能为力，所以间接战略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事实上，两种战略调式仍然同时存在，而且相辅相成。在今天世界上，辩证法的斗争具有两个方面。在直接战略的调式中，表现为核辩证法，其结果是双方的巨大经济和工业潜力都抵消掉了。与此同时，在间接战略调式中政治辩证法从威慑体系的裂缝中钻了出来，正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发展着。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用大调，也可以用小调。



　　（d）易变性因素



　　但还不止于此。在创造一种战略概念时，还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资源及其应用的易变性。



　　世界一直在迅速地前进，尤以当今的时代为然。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譬如说1963年的德国与1938年的德国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世界的舆论并非受着同一种信仰的支配，所以其反应也各不相同。战略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1945年的飞机到1950年就废弃不用了，1950年的飞机到1960年也废弃了。其他不必赘述。



　　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历史上的先例，他手头也没有永久不变的度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经常考虑变化中的事实，不仅考虑可以想见的将来，而且考虑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观演绎法来发展；它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利用真正有独创性的思想来产生答案。



　　一直到近年为止，战略的这一个方面都是很难掌握的。在过去的长时间内，世界的变化缓慢，所以拿过去的经验作为决定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历史在今天仍然还有价值，但单凭历史不够了。保罗·瓦莱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许多年前就曾意识到那种完全信赖历史的危险。现在，战略还不得不利用假设，但战略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经随着空间的变化起作用一样。它必须抛弃那些僵化、危险的假设。例如美国人最近创造的某些理论就利用这样的假设，它们以对概率的数学评估为基础。相反，战略必须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时时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观察，以使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区分开。这是动作的另一个要素。它要求我们有预测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袭击，并保证自己与时代并肩前进。



　　要想对估计中的未来情况，做出一个如何在未来利用新的或改进的工具进行处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种发明的能力，这里并无成规可循。所能够说的就是那绝对不能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很不幸，军事演习受“规则”支配，所以从根本上说，那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要获得发明能力，必须发挥想象力，发明是深思的结果。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代战略也象我们的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学拖着向前跑。其结果必然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作彻底的改变。应当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不管是新装备的生产也好，心理气氛的改变也好，国际权力平衡的交替也好，任何行动的时间间隔现在都是按年来计算；但这些却是足以控制将来的因素。



　　现在，准备要比执行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为一个未来效力有疑问的防御体系耗费成百万的巨资是无益的，而获得充分的情报、培养远见卓识是必要的。这两个要求意味着今天必须集中力量和不惜耗费，以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才能在时机成熟时以充分考虑作出的决定控制力量演变的过程。



　　在这一小段结束时，我可以作一个并不夸张的简单比喻：战略家好像是一位外科医生，被请去给一个病人施行手术，那个病人的身体正在继续不断地以极高的速度成长着，所以他对于病人的详细解剖部位无法确定；而他的手术台也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下，同时他还必须在现在就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仪器。



　　小结



　　很明显，战略的棋局是复杂的。不同层次的一切战略，都必须拿到一起作为背景以供作出决定。电脑也许有助于选取下棋的步子，但它不能预测一切可能的行动和反应，而只能预测前几步棋。所以任何想使战略“科学化”的企图都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少，才会有此种可能性，拿破仑时代曾有此特例。



　　通常，战略家必须采取计算的方法选定具有支配性的因素，它们为数可能是很多的，他将这些因素作为推理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战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没有一位艺术家在绘一幅图画时，会遵守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则。他有时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检查他的作品，以保证其作品符合一般标准。



　　战略也是如此。那也许就是许多错误都会发生的原因。




第五节 战略的应用




　　拿破仑在讨论战略的常识性规则时，说过：“对于这种艺术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实行。”这说明战略执行的重要。很清楚，以下各条都是必要的：（1）坚强的意志，（2）冷静的头脑以保证一切的决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3）坚定的决心以保证始终集中全力去实现选定的目标。同时具备这几种素质的人是不常见的。所以事实上，真正合格的战争领导者很少。他们必须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



　　说到思想，在执行中也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曾酿成了许多惨重的失败——包括1940年法兰西的失败在内。我所指的是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战略是执行政策的方法，而战术又是执行战略的方法。这就是说，战术为战略所用，而不是相反。



　　有一批作者，例如富勒、劳吉仑和托因比——这里只列举现代的几个人——都曾试图证明，战略的演变以战术的演变为基础。照他们的看法，象希腊的方阵、罗马的兵团、蒙古的弓手、火药、速射步枪、机关枪、铁路、坦克和摩托化装备、飞机、原子弹等，都曾经引起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结论是：应当集中努力去发明新技术，完善作为其结果的战术。他们又说，尽管战略必须指导战术，但战略却应从属于战术。



　　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为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不过是部分真理），所以更是危险。



　　在当前的权力平衡中，技术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很明显，步枪不足以阻挡坦克，弓箭无法击落飞机。大家都知道罗马人能够征服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主要应归功于罗马兵团的武器和战术的优越。很明显，哪一方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领先，哪一方就拥有相当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优越的武器和战术给战略增添了更多可供利用的物质。



　　不过，技术和战术的优势如果用来执行一种错误的战略，就不会发生效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牢记在心中。试想一下，我们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我们有的是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却并不曾使我们获得成功。事实上，那种最理想的战术是没有的，说某些战术好，不过是说它们与敌人的相比是好的。举例来说，在游击战中，飞机和坦克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美国尽管拥有核武器，但在朝鲜所能获得的不过是妥协的和平。这就是说，必须有某种东西来支配战术，事实上也就是选择战术。如果你决定用步枪来对付坦克，象我们在1940年的情形，那就要失败。同样，如果你想要用若干战术据点组成的防御体系来对付游击队的运动战，象蒋介石在某一时期做过的那样，也同样要失败。但是战术的选择，事实上就是战略。战略正是决定斗争进行的方式的：取攻势还是取守势，使用兵力还是暗中颠覆，使用兵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和分阶段的，主要的斗争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原子武器是打算使用还是不使用等等。倘若阿尔及利亚的反抗者用加强财政和工业实力的方法，或采取1940年或1945年的模式用正规战的方法取胜，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完全合乎逻辑地选择了游击战术，用拖垮法国人并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的办法，来争取胜利。这就是战略的含义，也是为什么战术应受战略支配的道理。



　　不过，战术的选择又并非战略的唯一任务。战略同时还应指导战术的演变，使其对于达成胜利能起适当的作用。举例来说，1918年的进攻战术所用的装备太笨重，以致不能实现突破。所以那虽然是“可能”的战术，却不是取得决定性结果所要求的战术。从作战战略的观点上来看，当时所要求的战术是一种能使运动尽量加速的战术——德国人在1940年利用装甲师才取得这个结果。因为在当时采用了不能配合需要的战术，我们的战略也没有效果了。所以，战略必须规定技术家的发明和战术家的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导行动沿着有利的航道推进，以达到任何冲突中的目标，即取得决定性结果。




第六节 结论




　　在吉劳道所写的剧本《西格弗里德》中，德国的将军们似乎不时在寻找这样一种万能的公式，好象点金石一样，能够解决一切战争问题。这个描写是对战略的一种歪曲，正好象炼金术是对科学的歪曲一样。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太复杂，不可能凭任何简单的公式来控制。现代科学最终还是使古代炼金术想把贱金属变为贵金属的愿望实现了，但所用的方法却与炼金术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现代科学已经把社会科学也包括在内，所以寻找指导人类命运的方法和手段是现代科学的责任。而在过去，指导人类命运只能使用粗糙的经验主义的方法。



　　在这种寻求中，战略是一种最重要的思想演练。国际政治是通过战略而行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战略的思想方法将应用到纯政治领域，甚至应用到有对立意志冲突的任何领域。



　　只有了解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才能在不可避免的任何未来冲突中，不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对当年欧洲的毁灭曾经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能精通战略的原则，也许将能够避免一切的冲击。说不定（谁知道？）对战争艺术的了解会导致一种和平艺术的诞生，这种艺术不以思想倾向为基础，而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例如今天的威慑战略。



　　但是，战略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决定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政策的需要，而政策基本上受我们希望看到它能取胜的那种哲学所支配。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对它所选择的哲学，也取决于它试图保证那种哲学必胜所来用的战略。














	

 






	















	







	







	









 





	


	







	








	




	


第二章 传统军事战略




	







	

 



	


	



第一节 军事战略的演进性




　　传统军事战略本应是人们最为了解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战略原则经常被当今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挤到了幕后的地位，那些新发现在当时看来似乎都具有持久的价值，而事实上却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存在。在这一章中我只想讨论战争的演进性，并指明其若干要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其真正的性质。



　　传统的军事战略，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按总体战要求制定的。譬如说，它总是含有重要的经济和财政成分（在欧洲古代，你若没有钱，就不能招到瑞士的雇佣兵）。很明显，它也总含有重要的外交成分（中立、同盟等）。它还时常含有重要的政治成分，通常又具有思想性（例如民主对纳粹之战）。这些因素很少不在一次战争中起某种作用，尽管它们发生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差异。



　　战争是个综合的结构，它主要是政府或国王的职务。军队在这个结构内所扮演的角色是常有变化的。虽然一般说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实际上仅在某些最有利的时期中，它才是一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其他时期，它几乎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很明显，军队地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指挥官的相对能力；但不管指挥官的素质如何，军队的地位取决于武装力量在总体上获得完全军事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比较大，有时则比较小。在任何指定的时期内，总体战争被迫使用一切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或军事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有当武装力量本身能够起决定性作用时，它才能扮演超越一切的角色。



　　纵观历史，武装部队是否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基本上是随着它当时作战能力变化的，而作战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的兵器、装备、战术和补给方法。但对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这种变化，却极少有人给予重视。通常，事态演进的过程使双方感到意外，他们都必须摸索新的方案以求战胜对方。一个真正天才的军事领袖（拿破仑当然是一个最杰出的榜样），有时能够确保暂时性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从而他对各种新发现的把握——超越了他的对手。不过，敌人通常随后学习他的做法，并作必要的调整。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又一次达到一个水平上。



　　因此，传统军事战略中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总是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能比敌人更迅速地把握战争艺术中的各种变化，并能够预知新因素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些变化对于诸如要塞防御，决定性会战，或闪击战等等的成功，有时是有利的，但有时又是有害的。战争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各个发展阶段，其间，有的战争是短促而干脆的，有的是长期而造成巨大消耗的，还有的是不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的。每当阶段改变时，当时的人一定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那些老办法不灵了。新办法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完善的答案，但通常不过是一时有效。所以，要掌握军事战略，关键在于了解武装部队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第二节 会战中的战略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项军事上的胜利就是一次胜利会战的结果。



　　会战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会战的结构可以简化为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陆上会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两道由战斗人员组成的人墙彼此对立地排列着。



　　产生这种横线队形是由于每个人都需要在他的侧面和后方获得其邻人的掩护。每个人都应掩护他人，同时也应受他人掩护，所以必然的结果是形成这样的横列，其队形的密集程度和纵深的大小根据当时的战术决定。不过，当你达到横列的端点时，那里就不再有侧面保护。所以在整个部署上，侧翼明显是最易于遭受损害的部分。正由于侧翼的易损性，人们企图用迂回和包围对方侧翼的手段寻求胜利，并试图使自己的战斗正面比敌人的长。但是，除非双方兵员的数量相差悬殊，延长正面不得不使战线上的某一点变弱；这就引起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从弱点突破敌线，人工造成敌方新的侧翼，这个侧翼当然也是易遭损害的。所以会战的目的就变为以破坏敌方战斗人员构成的人墙的完整为手段瓦解敌方的组织；而实现瓦解的方法或者是包围其侧翼，或者是突破其战线。



　　一旦敌方战线被突破，其防御便瓦解。危险威胁着每个兵员，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震动，结果维持其团结的精神纽带松弛了。这样一支被瓦解的军队就变成乌合之众。在古代，这种乌合之众很容易为胜利者所歼灭。结果在这一场大屠杀中，败者尸横遍野，而胜者的损失极为轻微。在现代，这种肉搏式的战斗已经很少，突破防御后，往往一方溃败逃走，另一方乘胜追击，其目的是防止敌军重新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



　　迂回侧翼的行动比在战线中的行动要求更大的机动能力。因此，侧翼部分通常都是用骑兵组成，近时又改用摩托化和装甲化的部队。一方要想执行一个突破的行动，则必须有远比敌方优越的攻势能力；要获得这种能力，必须使突击部队（例如重骑兵、战象、坦克等）与支援火力（例如箭矢、石弩、步兵及炮兵的支援火力等）巧妙地结合。一方在总体上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才能迅速突破对方的正面。



　　在这两种攻击方法之间应如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以及双方兵力的相对大小，但也受制于一方的攻击技术较之敌方的防御技术的有效程度——而防御能力却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最初，防御的基础是战线中每人使用其武器的技巧，尽管他也许会受到一个防护物的保护，有时还受到一些障碍物如壕沟或栅栏等的保护。不久防御者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投射武器，从弓矢到枪炮。攻击者被迫采取适当的战术来对付，即使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敌方的火力（换句话说，就是使其效力减少到可以忍受的程度），甚或在准备突破的点上，将敌方的人墙摧毁。随着兵器的发展，在某些时期防御占上风，在另一些时期进攻占上风；这就使战争的方法发生很多的变化。



　　一个会战的设计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包围或突破行动的准备，还会采取佯攻和扰乱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牵制敌军的兵力，使他们害怕、疲倦和受损失以动摇其军心，然后再集中力量打击侧翼或中央的决定的点。不过，敌人通常也都有预备队，以抵挡我方的决定性打击。所以在准备阶段中，必须使敌人消耗其预备队。其办法或者是通过佯攻，将它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或者使敌人将实力消耗在局部性的行动中。所以，一次会战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时间或长或短的准备阶段，一是决定性阶段。



　　所以从本质上说，会战的战略是简单的。其所以会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其工具是人而不是机器，尽管有时人也许是为机器服务的。一支军队就是一群有组织的人，而维系其内在团结的因素是纪律和相互信任。所以与一切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计划不同，会战的艺术更多地强调维持和加强我方部队的心理团结，同时破坏敌人的心理团结。总而言之，心理因素十分重要。它是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计谋的基础，例如，出战前以染料涂身、战斗呐喊、或者佯攻和奇袭时使斯托卡俯冲轰炸机投下啸声炸弹，其设计都以产生拿破仑所说的“高潮”为目的，所谓“高潮”就是敌人的崩溃。要产生这种“高潮”，在战略上并无规则可循。其目标有时为敌方行列中的士兵；有时也可能是敌方的指挥官，为的是摧毁他对自己的部署所具有的信心。



　　所以，运用优越的战略，从而仅仅采取军事手段，有时即可决定胜负，而不必经过一场严格意义的大会战。



　　以上的分析仅适用于陆战。在海上或空中心理因素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人受其装备的约束而团结在一起——你不能放弃你的船只或你的飞机。所以在海军和空军的战略中，一般说来装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象速度、机动能力、射（航）程、保护、齐射（齐投）的威力等因素通常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更进一步说，在陆上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而在海上或空中却是要使敌人遭到毁灭。海军重视其所击沉的船只数字，空军重视其击毁飞机的数字。由此可以推断，除非双方的实力大致平衡，就一定有一方会拒绝会战。因此，在装备方面如能保持优势，则仅凭此种优势的“存在”，就能构成重要的威慑。海空军的战略与陆军战略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海上和空中不象地面那样受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由于海上或空中的会战是在一望无际的海面或在天空实施的，其仅有的障碍是风向、日光和云雾，因此可以事先作出更好的计划和图解。此外，使用行列队形来进行战斗的观念在陆战中非常重要，但在海战中只是暂时还在应用，在空战中则从来不曾应用过。一次空中会战是许多个别战斗的总和，其目的是消耗敌人的实力，方法是击毁其在地面或空中的装备。所以其观念与陆战的观念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应当注意的是，在今天，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对于我们的全面战争观念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陆上战略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所以它凭借计划和谋略来实现决定。空中战略则纯粹以物质性的毁灭为目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工业潜力作为计算的基础。在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思考中，这两个观念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




第三节 陆上作战的战略




　　在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战争中，会战的行动时间是极有限的。所使用的兵力必须首先使其达到可以互相搏斗的距离，自然，每一方都试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进入会战。构成这个过程的部署和调动的总和就称为“作战”。



　　作战的结构



　　作战也象会战一样，甚至还有过之。由于武器和装备的改变，作战也处在大范围的演进之中。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企图使作战发生更大的变化，例如地形以及与所使用的兵力及其机动性相比的战场大小。



　　第一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而各自独立



　　这个第一阶段包括的时间很长。从古代一直到18世纪末叶。在这个时期中，作战与会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其原因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装备的条件使一个孤立的分队只能具有一种极有限的抵抗能力。要想在行动时获得安全，必须经常保持兵力集中。当时的军队规模相当小，所以在空间中只不过是构成一个点而已，其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击败空间另外一个点，也就是敌方的军队。此外，一支军队在摆成“战斗序列”之后，也就是延迟几个钟点到一整天之后，才能开始战斗。因此，当两军遭遇时，一方或双方都经常可以用撤退的方式拒绝会战。一支军队可以向敌方要求会战，也可以接受敌方的会战要求，但也可以拒绝。这就是所谓“互相同意的会战”。



　　在这种环境中，作战的目的就是强迫敌人在对他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其方法即为侵入和蹂躏他的国土。为了使这种作战方法归于失败，防御者可以利用一种棋盘式的据点体系掩护自己，而军队则在棋盘上运动。结果，进攻者为强迫防御者出而应战，不得不围攻某些重要的城市，并以占领它们相威胁。这种以筑垒城镇网为基础的作战方法，就成了作战艺术的最高表现，在17世纪尤其是这样。后来人们认为这种战略是胆小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十分明显，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答案。而且，会战总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其结果可能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好的影响，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本身所代表的巨大财富。所以一个将军将会作一切的努力，使自己只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接受会战；或者他确认自己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或者他认为在地形上据有高度有利的位置，这些都使他有几乎必胜的把握。其结果是战争往往旷日持久，而不具有决定性，其间穿插着一些围城战。这种观念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沙克斯元帅在其所著《战争艺术总论》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论述：“我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这就是古代作战的性质和目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导战争的软弱无力的方法，还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作者过于小心谨慎的表现。这些议论是多么错误！



　　第二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但互相联系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有一些最好的军事首脑，例如普希古尔，弗拉德，尤其是吉伯特开始明白，新的武器将使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形式变为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滑膛枪的发展使火力大为增强，这就有可能采用三列的单薄战斗序列；同时这转而使筑垒的防线越来越扩大，最后导致一切作战行动的瘫痪。于是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火力的增强意味着一个孤立的支队都能作长久的抵抗。所以现在一支军队可以分开运动，并能从农村取得给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理论家所发明的“区分的原则”，这个原则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注定了将在作战的艺术上产生一次伟大的革命。吉伯特曾经呼唤“新的亚历山大”将他的理论变为实践。回答他的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拿破仑作战体系的基础，把以下两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严格区分开：一是由疏开队形编织成的散松的网，这是他用于作战的部署；二是会战要求的集中部署，他的敌人还是依照传统的老规矩行动，或多或少地保持集中的方式。拿破仑的那种广为分散的部署，使敌人无法看出他企图在哪里集中兵力，以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如果敌人静止不动（如在乌尔姆），他就可予以包围，或者做得更好些，即迂回到敌人后方并切断其交通线，从而迫使敌人反转身来背向正面战斗（如在耶拿）。不管怎样，甚至在不利的条件下，他总能够使敌人无法撤退，被迫接受会战。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支配的因素是作战而不是会战。战争又再度变成了一种具有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行动。



　　在拿破仑时期，作战的技术固然是活跃的，但它还是要以后勤为基础。其基本内容就是一连串的行动计算（是否有集中的可能性，各部队是否能互相支援，敌人能否被包围等等），再加上使这些行动变为可能的后勤计算。此外，拿破仑的军队行动敏捷，所以能很快地投入战斗或脱离战斗。因此他的作战战略就使他能够连战连胜。



　　不过，慢慢地他的敌人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他们逐渐地不再跟着拿破仑的曲调跳舞了。结果，在他们这一方也采取散松的网式作战部署，以掩护战场的大部分。因此我方再按拿破仑传统模式行动就日益困难。最后，法国在资源方面的全盘劣势导致拿破仑的失败。



　　人们从拿破仑的作战战略中获得的教训，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为在他的行动里可以找到一套普遍有效的答案，而事实上，那些答案只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我们不应因为这位大皇帝的计算所具有的数学正确性而受骗，事实上，他有其他的优势。他的思想远比他的敌人先进，而且法国陆军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战的，这个政治光环增强了他的优势。几乎在任何地方（例如意大利和日尔曼），爱国者们都给予法军以帮助和抚慰。但是，当不再有爱国者的时候，例如在西班牙和俄国，他的那种作战方法所冒的危险就太大了。拿破仑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运用他的那种作战体系。



　　第三阶段：作战和会战合而为一



　　拿破仑体系的消亡还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那个体系，对于火力曾一度是最为适应的。但随着火力的继续增强，拿破仑的战略就不灵了。在19世纪时，火力和军队的数量同时增加，使得本来适宜于运动的部署，越来越快地转变为会战所要求的部署。过去为了运动而作的部署，是用平行纵队组成的广为散开的网，现在却变成了“正面”，无论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会战，在地面上的部队都足够密集，可以构成一道几乎连续不断的人墙。在演进的最后阶段，作战和会战合为一体。沙克斯元帅和拿破仑运用的那种古老的作战艺术就完全消亡。而会战的战略变得像过去的作战战略同样重要。火力的突破行动变得困难了。因此，重要的作战变为把正面延伸得宽于敌人，以实施对其未设防侧翼的包围（例如沃尔斯、色当、沈阳之战，以及施利芬计划）。由于武器生产成本日益低廉，加上征兵制的普遍实施和铁路的出现，这就有可能建立和维持越来越庞大的陆军，同时正面日益加宽，而防御的人力可以不断减少。



　　这样，就出现了当时人士所不理解的新发展，这就是：要使对敌人侧翼的包围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迅速予以实施，不让敌人有时间撤退或动用其预备队。只要正面仍相当狭小，而敌方预备队的机动性并不比我方实施包围的兵力高，这种局面就可以造成。但是到了1914年，这种部署也没有效果了；这时正面已延伸到了两百哩的长度，而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用徒步前进的步兵去包围法军的一个侧翼。在侧面受到迂回时，正面采取撤退的方法自救。忠于这一时期战略学说的敌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迂回运动，结果又受到反迂回。这就是所谓“奔向大海”，它标志着包围战术的最后破产。于是，正面一直从瑞士延展到北海，作战的活跃时期就告一结束。



　　第四阶段：战斗正面与战场共终点



　　横跨整个战场，构成一道稳定的正面，这是双方都感到十分惊奇的现象。然而，在美国内战和日俄战争时，就已见到这种现象了。在那两次战争中，野战工事曾大规模地被使用，不过仍存在开放的侧翼，就是说迂回的行动仍有可能发生。出现这样一条连续、固定的战线，是由于下述两个事实：步兵装备了机枪并得到有刺铁丝网及堑壕的保护，其防御能力已非常强；同时所用兵员的数量非常大。因为迂回的行动已不再可能发生，于是作战或会战都只剩下了一个企图，就是突破敌方的正面，以求随之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所以，战争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而是一个火力的问题。其要点是首先集中足够的装备（火炮和弹药），以摧毁敌方的正面，然后再使用大量的步兵来扩大火力所造成的缺口。正如包围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迂回的侧翼缺乏适当的机动性，现在，突破行动的失败同样是由于以步兵实施攻击，不能象敌方的预备队那象可以利用铁路或公路实现快速运动。于是攻击陷入“口袋”，这使参谋部的军官们大失所望，他们不了解战术机动性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效果。突破既已不可能，于是作战退化成为消耗战（凡尔登和索姆河之战），而人们却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正在消耗敌方的预备队。福煦终于想到一种连续有限攻势的作战观念，其目的是制造许多可以互相支援的“口袋”。不过，在法国这种战术必须使用大量的资源。作战，或者如当时所称的“战略”，除了双方在物质资源上作拼命的竞赛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原则，进入1940年的战争的。



　　第五阶段：会战成为作战的准备



　　1940年的战役显示了上述这个原则的失效。在战术方面的新因素是飞机和坦克的结合，面对着我们的静态直线式的正面，敌人到处都可以实现迅速的突破。其原因是攻击的战术机动性与对方的预备队的战略机动性相比，终于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样，运动战又再度是可能的了。作战于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短促而猛烈的阶段，这时供突破之用的兵力进入位置，发动攻击；接着就是扩张的阶段，进行深入的穿透和包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说来也奇怪，这恰好是18世纪体系的复归：会战的行动在前，并构成决定性作战的准备。运动因素又再度占有主要的地位。



　　不过到了上次大战的末期，这种发展有点过时了，这是因为防御的战术已经使突破的行动变得不那样容易。在苏联和西线的作战都包含一连串的会战，每个会战后面都接着有一个扩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内的主要因素为攻击能力，在第二阶段内则为机动性。几乎没有一次作战象18世纪那样纯粹是运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利比亚，因为在那里的兵力与广阔的战场相比太小。所以作战与会战仍然混为一体。



　　此外，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有一个新的作战概念第一次应用于实际，这就是：利用空军所造成的消耗，也有实现决定的可能。在30年代，这个概念各自同时在英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其前提是陆军已不能实现一个决定。事实上，从杜黑的观点来看，由于当时的战术限制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障碍，陆军是软弱无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希望仅凭空中行动来决定胜负，尽管事实上，1940年刚刚证明在陆上仍有决定胜负的可能。于是英国的轰炸机指挥部以炸毁德国为己任，以后他们又获得美国人的增援。所使用的资源非常巨大，其消耗也很惊人，但轰炸本身却没有决定意义。正象1918年一样，战争的胜利是一连串陆上会战或陆空会战的结果，封锁和轰炸造成的消耗起辅助作用。



　　第六阶段：正面小于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原子武器，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但是就常规战争而言，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供现代装备而且准备核战争都需要较大的军费开支，所以各国武装部队的数量相对变得较小。同时，兵力的机动性也比过去增大，所以陆上的兵力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疏开以掩护一个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太大的地区呢？还是相对集中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而宁愿出现由此产生的缺口和未设防的侧翼呢？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只获得一部分的解决；从技术上说，如不使用相当的兵力，要想使大片地区处于日夜监视之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疏开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是能够获得适当防护的地区就太小了。由于摩托化或空运的兵力所具有的机动性太高，所采取的正面若不足以掩护整个的战场，那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在二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从对以往战略演进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常规战争即非核战争中获得第一次大战式的那种稳定正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战略情况是非常多变的。摩托化和高度的通信已使现代兵力获得了很大的机动性，所以机动变得更为重要。现在非常迅速地决定战争的胜负也许是可能的。



　　最后，由于有了空军和空运兵力。陆上会战就有了巨大的纵深。会战将在一个地区而不是只沿着一个正面进行。



　　结论



　　从这个简短的分析，可以引出下述的结论：



　　（1）从根本上说，作战中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其一端为运动，另一端为兵力。有时前者最为重要，有时后者最为重要，但在中间阶段内，二者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2）这种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战术因素的支配。这些战术因素，视武器、装备和战斗方法的不同而变化，可以简化成为下列四项：（a）攻击能力。（b）防御能力。（c）战略机动性（即非会战时的机动性）。（d）战术机动性（即会战时的机动性）。由于这四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经常变化，所以作战问题的答案也就多种多样。



　　（3）所能动用的兵力与空间相比的大小是另外一个支配演进的因素。



　　（4）当作战（按照确切的词义解释）已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力就转移到打消耗战上，其结果是花费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双方的战斗员都精疲力尽。



　　（5）根据上述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作战可以是：运动战但不具有决定性；运动战并具有高度的决定性；持久战或纯粹的阵地战。每一种变化来临都使当时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每一个时期，人们都认为当时流行的作战战略原则是永久有效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经常改变之中。



　　这最后一点表明，了解作战战略结构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它改变时惊惶失措，才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比敌人迅速而正确地评价这些变化。




第四节 作战与战略态势




　　在演进的每一个阶段，战略对策只能在一定限制内运用；这些限制是由技术上可行的作战行动确定的。在这些限制内，军事指挥官要决定他应采取何种动作，以执行政治当局所赋予他的任务。



　　这种动作种类的选择，显然要根据所指定的任务、敌方和己方兵力的相对强弱以及地形诸条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所给的任务可以归并如下：



　　（a）征服领土或不让敌人征服领土。



　　（b）消灭敌方兵力或消耗敌方兵力。



　　（c）采取迅速行动或争取时间。



　　在考虑了当时的武器和其他条件加在战术和作战计划上的限制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可能难些也可能易些，但将会严格限制在几种可能性之内。在第一章的战略分析中曾经指出，指挥官必须作出的行动步骤选择就是战略的一个方面。决定在一次战争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态势就是这种选择。



　　我不拟在这里将有关战略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复杂问题再重述一遍，因为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现在只准备对战略对策中迄今所应用的几种主要手法略加审视：



　　（1）当我方的资源优于敌方，且我方的打击能力适当时，战争应取攻势，其目的是为寻求决定性的会战。这就是使用直接手段的攻势战略；其目的是集中最大量的资源，以摧毁敌人的主力。



　　（2）如果我方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或者是由于当时战术条件的限制，攻势行动很少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则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a）先用防御行动消耗敌人，随之进行反攻。这就是直接的攻守并用战略。（b）在主力行动之前，先用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使敌人丧失平衡。这就是使用间接手段的直接战略。



　　（3）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不足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则军事行动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时的行动部署将是一种间接“调式”的总体战略，决定胜负有赖于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适当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可用于以有限的作战作局部性的力量比试，或用于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再或用于以仅凭其存在的威胁对胜利作出贡献。




第五节 作战与战略对抗的关系




　　一般性的战略态势一经决定，剩下来的事就是成功地执行计划。由于敌人也同样试图使自己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这就导致一种辩证法式的冲突，双方都企图在冲突中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分析过控制这种冲突的原则。不过，这些原则的应用在各个时期不相同，所以战略对抗的形式也就纷繁复杂，以致令人几乎不能认清。



　　根据当时的条件，这种冲突或象两个剑客用轻剑作灵巧的决斗，或象使用重型马刀互相砍杀，或象用重得几乎难以举起的长槊比武，或象两个徒手者之间的角力。此外，在这种决斗中，双方的战斗人员同古代的斗剑士一样并不限定使用同一种武器。轻剑（拿破仑）可能与重型马刀（马克）对抗。一个徒手的人（殖民地人民）可能与佩有短剑的人（殖民主义者的军队）对抗。又好象一卷影片的放映可快可慢一样，战斗者有时动作神速．有时行动非常迟缓。在斗争性质上的每一变化都是当时的作战和后勤能力及双方指挥官的才智合成的直接结果。



　　1934年，甘末林将军曾经在为一本书作序时指出，1918年法兰西之战的最后阶段与1914年攻入阿登的第17号计划所依据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于是解释说，在这之间的几年，作战方法已经能同战略的要求相协调，于是战略终于获得了必要的资源，使行动部署变得实际可行。这种观点以地理上的相似作为唯一根据显然是错误的。这两个军事行动，虽然表面上很相似，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地域，却处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中。1914年的阿登攻势是一种疯狂的行动，其理由有三点：



　　（a）当时法军的进攻能力非常有限，注定了这个行动要失败。



　　（b）地形极为不利。



　　（c）在中央前进，只留下不适当的兵力对抗德军的右翼，致使我们有被包围的可能。



　　在1918年，上面三个情况有两个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尽管地形仍然不利，但是：



　　（a）进攻能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b）敌人到处被牵制，其预备队早已用尽；因此我们从中央前进时，就能以包围德军的整个右翼威胁他。



　　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看出1914年与1918年的另一点差异：1914年的兵力具有显著的机动性，而1918年的却极其笨重。换句话说，在这四年内，战略对抗的原则已经完全改变了。在1918年到1940年之间，甚至有更带根本性的变化，而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变化更多。



　　所有这些显示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困难，那就是军事艺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过去的军事总能通过有条不紊的推理过程予以解释，尽管可能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推测。而在最近的将来，战略思想必定受到极大的关注。因此，我们既要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同时又要用有创造性的思想调整过去的经验，使之与新的方法相适应。任何新发明可能都会遭到巨大的困难，但一切例行公事的老办法注定要失败。



　　在这种主要依靠猜测、多少有点令人害怕的对策中，理顺思想进程的关键在于了解作战战略的变化。


















	

 






	















	







	







	









 





	


	







	








	




	


第三章 核战略




	







	

 



	


	


　　所谓核战略，实际上就是核武器发展成果在战略上的应用。不管是进行战争，还是维护和平，这种战略都已经使整个武力使用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变化的规模，也许能预测当今这种演进的过程正把我们引向何方。




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与现代投射工具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它的威力使它自成一类，而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一颗普通大小的1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则与2亿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 [ 作者注：在高空爆炸时，其火球所影响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英里。 ] 。这种爆炸的效果可以通过放射性微尘扩散 [ 作者注：在低空爆炸时，其放射性微尘可沾染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 ] 。而这样巨大的爆炸能力只有极少数人就可以发射和指导。这实在是一次彻底的革命。



　　此外，这种投射武器的射程正趋近地球的半个圆周，因此有可能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攻击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甚至于目前的射程已达到了经度或纬度90度。这就是说，只要1枚核武器就能威胁整个半球。



　　威力与射程这两种性能加在一起，使原子武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即军事力量的威力与其大小，现在已没有关系。仅仅在几年之前，要想毁灭汉堡，必须出动1000架飞机；要想毁灭柏林，必须使用1个军团的火炮。而今天要毁灭这样1座城市，只要用1架飞机或1枚导弹。



　　而且与庞大武装部队的笨重相比，现在的这种巨大的毁灭威力却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可达到一个国家领土的任何一点。过去，沿着国境线用军队构成一道人墙，这种防御方式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一个国家免受物质毁灭或核沾染。所以常规的武装力量似乎完全无用了——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




　　为了对这种空前未有的威胁进行防护，看来有四种不同的行动方式。



　　（a）对敌方武器进行预防性的摧毁（直接攻击方法）。



　　（b）拦截飞行中的敌方核武器（防御法）。



　　（c）针对核爆炸的效果作实质性的防护（进一步防御法）。



　　（d）报复威胁（间接攻击法）。



　　这四种反应形式曾同时被使用，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最后则结合成为一种极复杂的战略理论。



　　（1）起初，最好的办法看来是预防性的摧毁，因为核武器本身的位置是难于发现的，所以不必以其本身为目标，而以敌人的生产和发射基地为目标。当时美国人拥有相当的优势；敌人除飞机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射工具，而飞机却限制在基地上，基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所以敌人的核武器资源几乎可以全部毁灭的假定是合理的。由此产生了歼灭战术，其核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使每个已知的目标都难逃攻击的核火力计划。



　　这种有利的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敌人资源增多并采取疏散的战术，所要攻击的目标数量就增加了，而目标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因为敌人已准备好在得到警报后把飞机疏散到一些临时性的机场上，那是很不易发现或根本无法发现的。最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的防御政策也使西方难以主动地发动一场核战争。所以原子攻势只能想象为报复手段，就是说，让敌人进行第一次打击。这也就是说，对敌方核武器的摧毁，已经不再可能是预防性的，所以其他的防护形式，即拦截、实质性防护和报复威胁也就都变得十分重要了。对此，稍后再详细讨论。



　　与此同时，对于毁灭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的能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旦敌人的能力达到某种水平，一次突然袭击造成的巨大破坏足以使我方的报复能力发生疑问。多年来，参谋人员都担心会出现“珍珠港事件”，结果促使“反突然袭击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效率水平，这将在另外的题目下加以分析。



　　要想使报复政策有效，则报复能力必须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以消灭或至少大大降低敌方的毁灭能力。但投射系统的种类繁多和火箭的出现，使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战术 [ 作者注：目前通用的名词是“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事实上，那是应用战略的一种方法，所以是一种战术形式。 ] 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不可能把一切的目标都完全毁灭掉，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敌人核部队的任何相当巨大的部分仍继续存在，那是有极大危险的。从最低限度说，把敌方兵力中较易被毁的部分加以毁灭那总是可能的，例如逐渐过时的飞机和雷达网；事实上，这些东西仍占其资源的相当大部分。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打击军事力量”战术只可能有一部分效力；但仍然是必要的，结果促使我们继续设法增加我们的投射工具。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目标都在卫星国内，在那些地区，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毁灭只限于军事设施，所以在“歼灭战术”中，高度的精确性是必要的，而太大威力的武器则不能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计划太庞大，耗资太多。



　　所以这个演进阶段以真正预防性行动这一观念的复活而告终；一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更好，这不仅因为我们将不会遭致敌方第一次打击造成的后果，而且因为敌方可能没有戒备或没有疏散，以致他遭受到更惨重的损失。为了使此种预防性行动多多少少令人信服地同互不侵犯的政治观点相调和，“预防性行动”便改称为“先发制人”。其着重点在于：只有在已经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确实知道敌人即将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可以主动发动攻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敌人的核资源实施预防性的摧毁能否使我方得到完全的防御似乎大有疑问 [ 作者注：这种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原子潜艇已经出现之后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曾使美国人最近的理论发生动摇。他们还是公开宣称，宁可采用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而不采用打击城市的战术。我们在讨论威慑问题时还要提到这一点。 ] 。一旦战争爆发，这种政策虽然可能会付诸实施，但充其量只能达到预期的部分效果。因此，其他的防护方法还是必要的。



　　（2）不久人们看清楚了，拦截飞行中的核武器，很可能成为新战略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拦截系统，则预防性行动（那是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和实质性防护也就都没有必要了；敌方的报复威胁也将丧失其效力。



　　这是一个理想的答案，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这极难实现，而且极难维持适当的效率水平。在拦截和突防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技术竞赛。拦截能力每前进一步，突防能力也会以新的进步作回答。于是，一种新的战略形式在平时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的“军备竞赛”这个词组已经远不能反映这种新战略的含义了。



　　在这种战略中并没有战斗，双方都只尝试改进其装备的性能，使之超过对方。它被称为“后勤的战略”。其战术手段是工业的、技术的和财政的。这个战略采取间接消耗敌人的形式，而不直接毁灭敌人的资源，其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迅速过时，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举例来说，在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曾经造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空中防御的胜利。接下去就是超高空飞行的飞机，使当时所有的雷达和高射炮迅速过时。然后出现了地对地导弹，它是不可拦截的，使所有的飞机都很快成为落后的东西，因为飞机是被束缚在固定的从而易毁的基地上的；与此同时，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使高空飞机有被拦截击落的可能。接着又研制出空对地导弹，使飞机能在敌方地对空导弹射程之外攻击目标；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拦截地对地导弹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一个宁静的、看起来是和平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这个战争本身很可能就具有决定性。这种竞赛决不会结束；尽管拦截能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但要实现完全有效的拦截却还是有疑问的。



　　（3）于是，再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实质性的防护，使核攻击的效力减低到相当的程度。在热核武器尚未出现之前，似乎已有一些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地下防护，疏散，机动和混凝土工事防护等等。虽然这些办法中没有哪一个是能够提供绝对的防护的，但它们却带来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核攻击效力的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几乎降低25%）。但是自从有了热核武器，虽然防护仍然具有同样的相对价值，可是由于攻击的威力已经大大增加，要想再希望获得有效的实质性防护，似乎很难。而且，耗资之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许多人认为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发展进攻武器及其突防能力。



　　（4）事实是，所有防御方法的效率都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唯一真正的防护存在于报复的威胁之中。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打击力量”（称为“进攻力量”或者更好些），其威力的强大足够威慑敌人，使之不敢使用自己的打击力量。这就是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威慑战略，其目的是对敌人的意志力发挥直接的效力，但不必为此动起手来。这就是根据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提出的一般概念，这种战略已经越来越复杂和越微妙了。




第三节 威慑战略




　　核威慑



　　威慑的基础是一种物质因素：必须有巨大的毁灭能力，高度的精确性和适当的突防能力。在分析拦截式防护时，我们已经看出，在这种持久的斗争中，保持适当的突防能力是多么重要。但因为战争实际并未进行，所以拦截和突防能力的精确的相对水平不过是一种猜想，就象敌人毁灭能力实际上也是猜想一样。这就说明U2飞机的飞行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估计敌人的拦截能力；这也说明为什么苏联在弄清了对方正在进行的试验时提出那样强烈的抗议。



　　所以围绕着这个物质因素，早已有足够的不确定性，但是两个对手究竟谁先开火，当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假定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飞机飞行速度还是相当低时，这个因素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有足够的警报时间使攻击和报复性攻击的兵力在空中交错。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导弹，敌方先动手打击的毁灭能力非常大，以致我方作出反应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这样，威慑的效果等于零了。所以威慑的效果不由打击兵力原有的能力决定，而由它遭受了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剩余的能力决定，换句话说，由其求生能力决定。这就导致了求生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运用起来耗资巨大而且非常复杂。目的是：第一，把警报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缩短到零（使用大功率雷达、人造卫星、自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第二，确保在敌方打击到来之前，飞机已在空中，导弹已发射（飞机经常作升空的戒备，在15分钟内即可起飞，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等）；第三，保护发射平台的安全，办法是加强机动性（用原子潜艇），疏散配置或以混凝土加固，以迫使敌人对每一个目标都必须消耗大量的武器。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与我方的报复的结果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这决定于双方的求生战术的相对效率，决定于被估计的拦截战术，还决定于对打击精度的预测。所以最后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猜测。



　　但是比起重要得多、也不可捉摸得多的心理因素来，上述的一切变得象几何定理一样简单。目的就是要对敌人的思想产生一种效果，足以阻止他使用其打击兵力。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具有适当的毁灭能力，足以使敌人感到害怕；第二点，必须使敌人相信无论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发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或者是对敌方的攻击作出反应，或者是我方进行第一次打击。



　　从心理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叫“适当”的毁灭能力，看法颇有分歧。根据广岛和长崎的先例，有些人相信，只要能毁灭少量几个大城市，就足以使任何现代国家投降。另一些人认为必须先计算，敌人的经济潜力要毁灭掉多大部分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损害，然后予以打击，使他的能力丧失到一蹶不振、难以忍受的地步。美国某些理论家则坚信只有毁灭敌人的核武器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所以毁灭必须大到足以使非常高度发展的反炮兵活动能够开始，活动的效果将随着敌人用以攻击我方发射点的武器储备的消耗而增强。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成为两种互相冲突的战术原则，即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和“打击城市”的战术。要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作出选择是件难事。我们早已知道，倘若能保证其目标几乎百分之一百地达到，那么“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应该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除去不可避免地耗资极其巨大这一事实以外，由于求生战术的进步，其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了。这就驱使某些人宁愿选择“打击城市”的战术。它比较容易执行，而且耗资较少，被称为“最低威慑的战略”。不过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曾攻击、因此也不曾摧毁掉敌方的主要打击力量，我们就只得听任敌人对我们所作的每一个毁灭性打击进行可怕的报复。在这种交替打击之下，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总体性的互相毁灭状态，其结果甚至于会对我们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动过程都是愚蠢的。我们显然是在威慑自己，其效果至少跟敌人的威慑一样。再说，威慑的效力显然不是绝对平衡的。譬如说，主要城市的毁灭对于美国的影响将远比对于苏联的更为严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赞成“打击军事力量”战术而苏联人赞成“打击城市”战术 [ 作者注：据估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相当少，这也许可以说明他们宁愿选择“打击城市”战术，或者说明他们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不能实现“打击军事力量”计划。后者是苏联公开坚持的理论。1962年在古巴的尝试，其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提早获得“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 ] 。对这两种战术形式的选择显示的损害与其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将不成比例。这就是较大国家的威慑在逻辑上的正当性。很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一张牌，打这张牌必须以对威慑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为前提。如果能够使敌人相信我们已经下决心，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使用我们的威慑兵力，则敌人就更可能相信这些兵力形成的威胁。应当注意的是这张牌双方都可以打，所以两个具有同等可信性的威慑，用到一个对双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利害关系上，它们就有互相抵销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增强压力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非理性行动。如果你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你一定不要一直把他逼到墙角里去。杜勒斯的僵硬死板，赫鲁晓夫的勃然大怒和用他的鞋子敲打桌子，戴高乐的目中无人，都是这种心理角逐中的伎俩，那也许要比以物质考虑为基础的一切合理计算更为重要。在这里真正决定的因素就是那种一定要使灾难烟消云散的意志。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应使别人相信你具有这种意志。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恫吓人，但就看效果如何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辩证法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运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估计敌方的可能反应，这种估计不仅应以我方就敌方资源及其运用资源的意志所作的评价为基础，而且应以我方就敌方对我方资源和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评价为基础；甚至还要考虑到敌方就我方对其资源及其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估计。估计必然是猜想的，假定和评价也都必然是以直觉、而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这样层层堆积上去形成的唯一的一个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分析到最后，威慑的本质因素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成了一种特殊战术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或至少能维持不确定性。我们在地面上的部署必须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必须让敌人也知道。必须对任何能帮助敌人估计我方真正意图的东西广布疑阵。很明显，一切言行都不应帮助敌人排除可能使他感到畏惧的假定。例如，主张废除战术核武器的理论就完全违反了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对“导弹差距”及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同样违反了这些原则。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现在已有的资源，加上不确定因素，就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不过今天双方都已有了核武器，所以核威慑不再绝对有效了。这就等于说，某一领域中，威慑是不生效的，换句话说，从小型的冒险行动起，经过外围行动到以有限战争告终，在整个行动范围内双方都仍保持有一定的自由；在每一情况下的守则是，其所争的利益必须小到不值得以核报复相威胁。这些行动就象别的许多事情一样，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的，但这一切的结果是在威慑战略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核威慑的效力；或者说，其目的是减少并在可能时消灭敌人的行动自由。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威慑效力。第一种是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以综合的军事力量面向敌人，以击败敌人在行动自由的领域内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自由是敌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这是“盾牌”部队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一种“盾牌”战略方针：假如苏联对其成员国发动攻击，则应在初期竭力迟滞苏军前进，然后予以反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称“盾牌”部队。 ] （即防御易受破坏地区的战术性陆空或海空部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保留机动预备队以便能调动到受威胁地区的理由。这些兵力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摆脱著名的“全有或全无”的两难困境，即不必再在以下二者之间作选择：要么发动一场相互大屠杀，要么甘愿接受既成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心理性的。那就是当局部突冲发生时创造和维持一种报复的威胁。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意味着某种利害之争的重要性被蒙上了不确定的因素，尽管最初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很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战术原子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这种武器所意味着逐步升级的全部风险，在威慑战略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是一种危险。如果威慑没有效果，那的确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升级的威胁倒是一个额外的安全因素。事情的这一面我们不应忘记。



　　战略的这个领域对核威慑战略起着补充作用，当主要的核威慑互相抵销时，其重要性就更增大。核报复的“可信性”正日益减低，逐步升级的威胁也是一样。威慑战略由于耗资巨大看来正走向死胡同。事实上，我们正被诱惑向非核战略转变，这种战略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在核领域所作耗资过大的努力已经到顶时，必须在常规装备领域作相应的努力，就好象不曾存在过核武器一样。打击兵力现在已有、或者不久就会有相当的求生能力，这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原有的起点上，或者说回到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局面。核武器仍然存在的事实，足以表示危险也仍然存在，危险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两个因素，我们在前面都已讨论过。只要这两个因素仍然能产生某种影响，就不可想象还能发生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常规大战，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那种情况下不会逐步升级。正由于这个原因，常规兵力即使数量很小，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一方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兵力，另一方要为击败这些兵力而冒险，这就可能产生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致很难有希望去避免逐步升级。所以，现在似乎有了几乎很完整的威慑体系：打击的兵力互相平衡，对全面核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常规兵力对有限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因为逐步升级的风险是经常存在着的，它将制止人们为了不太重要的争执去发动有限战争。这三种行动方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因素，它们互相补充，联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使全面平衡有了可能。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经验所清楚地表明的，也仍然存在着某种行动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很小，但很重要，它在世界这个棋盘上为苏联的间接战略所利用。至少按我们研究过的表现形式说，威慑没有力量阻止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任何行动，阻止利用外国的革命运动，甚至阻止由代理人进行的战争。一个逻辑思维的结果是，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常规的威慑。作为核威慑的补充，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步骤在间接领域内，建立一个威慑体系。



　　西方曾经尝试寻找一个有效的答案，但不曾找到，主要是因为西方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其内容太复杂，不能在这里作概括的叙述，而将另行讨论。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在威慑体系中出现了任何一个小裂缝，就会为狡猾的敌人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从长远的观点看，其行动可能威胁西方的整个安全体系。




第五节 战争中的战略




　　尽管我们对于威慑作了艰巨的尝试，但并不能肯定战争就不会发生。从上面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因素来看，更是如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什么人发了疯（这总是有可能的，不久前就曾有过希特勒），战争的爆发就只会是“计算错误”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对于敌人的可能反应必定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有人本来在想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干某种事情，哪知道他们已在事实上发动了一场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核时代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



　　最初，当威慑战略主要以大规模报复原则为基础时，战争的战略与威慑的战略就是一回事；为了威慑目的而拟定的火力计划将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双方都将遭到可怕的毁灭。一方（假定为敌方）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还要以所有残余的力量从事彻底消灭敌人这样一个阶段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断脊背战略”。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进行大规模的、经过全面计划的毁灭性打击；接着就是扩张阶段，其详细情形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在被委婉地称之为“核交换”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种种无法估计的问题。



　　“核交换”至少应该说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但它对于军事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因为所有为测验和改进威慑性能而设计的平时演习，也都以核交换为其中心。这就促使人们相信未来战争的样式就是这样。



　　很幸运，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可说这种样式纯粹是假想。要在赌博一开始时就投下极大的赌注这是很少见的。由于敌方核武器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战争中的战略必须与威慑战略区别开的见解也就逐渐盛行。威慑战略的目的就是构成恐怖；所以很明显，它应有能力造成最可怕的毁灭，但又应有不必使用这种能力的明确目的。不过，如果毁灭成为相互的，谁还能从敌人的毁灭中得到什么呢？一方发起一个行动，另一方予以回击，置他于死地，则发起行动的一方只不过表演了剖腹自杀罢了。这不是战略。相反，我们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假定双方都会按照这个推理处理问题，因此，敌人极不可能以大规模的核攻击来发动战争。只有当他拥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能够有把握以第一次打击将我方打垮时，他才会采取这种政策。如果我方的打击兵力具有适当的求生能力，他是不可能将我方打垮的。既然如此，敌人就比较可能以或多或少的有限行动作为冲突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作何反应？



　　很奇怪，这个反应的问题已成为长期争论的题目。常识似乎指出，应该尽量设法限制冲突。但是许多人坚持这样的理论，认为任何限制冲突的意图一宣布，只能减低威慑的价值，并且认为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报复，是制止敌人发动其有限攻击的唯一方法。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示的，这种理论又继续指出，一次大规模报复所造成的毁灭程度必须是以将敌方的反应能力减低到相当的、也就是可以忍受的程度。在威慑问题上，这是一种最有分量的论点，我在下文还要论及。不过，最近已经很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敌方反应的效果是可怕的，这是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这个原因，肯尼迪总统支持这样一个学派，它主张放弃用大规模报复作出反应的原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对于这种新的战争战略已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他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的意思是，对于敌人的每一种行动，都应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作出反应所使用的力量应足够击败敌人，但不应超过实施这个目标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仿效敌人（譬如对敌人的常规攻击的反应可以是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发动一次有限的战略核攻击）。它的真正含义在于，对于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利害得失来处理，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大规模报复作为最后的一着。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产生有效的反应，同时又使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这种战略的原始构想是将局部军事行动与全面威慑结合起来。其目的是把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由于有预备队行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以“平时”的威慑仍可维持其大部分效力。因为威慑是相互起作用的，所以双方都以不使冲突扩大为目的。如果双方都不破坏原则，而所争执的利益又是十分有限的，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而不至于逐步升级。



　　这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对策，不过似乎并无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它。为了使它尽量获得安全，必须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控制系统，以确实保证逐步升级不会自发地变为局部行动的一个结果而发生，致使一个局部事件转变成全面战争。这样，就必须有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术。应当安置几道逐步登高的门槛，非经政治当局专门批准，决不许越过。还要有保护措施，以保证未经批准不得越过门槛。所以战争呈现为楼梯式，上面分成了许多层次（局部事件，常规战争，战术原子武器的使用，有限战略核进攻，全面战略核进攻等等）。所希望的是任何冲突一旦开始，就都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获得解决。



　　采取这种战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它却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自然来自那些可能变成有限冲突现场的国家，他们并不觉得充当战场——也许还是原子战战场——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假如这场灾难是全球性的，那么要求他们作那样的牺牲，看来倒也不是太不公平的。但他们会说，是不是为了那些重要地区的利益，迫使敌人分散其力量，而把他们的安全廉价地出卖了？第二种反对意见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涉及威慑问题。如果承认冲突必须保持在有限范围内，那么这是不是等于邀请敌人发起冲突，从而降低了威慑的作用；而且一旦有限冲突爆发，逐步升级的风险是不是变得更大呢？



　　上述这两种反对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真理：那两种风险都是存在的。但对于它们的有效性却不应估计过高。诚然，威慑战略（逐步升级的威胁）与战争战略（冲突的有限性）所使用的方法确有某些矛盾。但是这两种战略并非同时起作用，威慑战略先于战争战略发生作用。此外，两者有两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二者的矛盾，因为即使战略的目标非常清楚地是要把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但是你也决不能保证没有逐步升级的可能。这样，威慑的作用就可以维持，而“后方”地区就不会漠视战斗首先打响地区的安全。事实上，所有各地区的安全与威慑的连续有效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还有某些行动，其本身为有限性的，却可以用来增强和突出二者的相互关系。譬如说，可以把敌方某一个目标作为抵押品，宣称如果我方某某前方地区被攻击，则将用战略部队把那个目标摧毁；还可以进一步声明说，如果敌人也以有限的战略进攻作答复，则敌方的其他某某目标也就要被摧毁。战略部队的这种逐步升级的有限使用方法可以使那些有可能以其疆土作战场的国家感到它们并不曾被抛弃。



　　不过，这种有限责任的战争战略概念，并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预先设置“战场”，另一方面预先设置“庇护所”。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敌人的侵略行动不会引起报复的地区，我们应当准备在这里立即接受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保护的地区。如此把威慑按先后次序和地理特点区分，只能减弱战场地区的安全，并在庇护所地区万一发生冲突时，使本来存在的逐步升级的风险大大增加。事实上，自动的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于庇护所并不比对于战场能增加多少安全，因为在当前形势下，报复只能使敌人作出蹂躏我方的反应。因此，我方施加于敌方的毁灭程度差不多与我方所遭受的等同，这对我方来说是不上算的。正确的做法是威慑同时对战场和庇护所两种地区发生作用，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威慑都应该是“分级”的，换句话说，必须具有“灵活”反应的能力；为了使可贵的不确定因素不致受损，这种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难以预测的。



　　因此，似乎可以说，在核时代，武力的使用通常只限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1）在要害地区内，行动可能只限于速战速决的形式，其目的是首先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2）在外围地区内，斗争则可能采取长期消耗的格式，紧张程度较低，并采用常规作战或游击战的方法。第一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的战役；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是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老挝战争。任何其他的战争形式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引起逐步升级。



　　不过，如果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就足以阻止一切武装冲突的发生，那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过去10年已经证明，甚至当西方拥有相当大的核优势时，这种冲突还是可能发生的。现在双方的打击兵力既已形成了平衡，所以在将来，这种冲突的猛烈程度和所争利益的重要程度都可能大大增加。为了减小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盾牌部队，以增强核部队的威慑作用。同时又必须采用适当的战术，保证我们的威慑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些措施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第六节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




　　上节的内容不过是对核时代战略的基本概念所作的一个合于逻辑顺序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为了使它不进一步复杂化，我不拟再讨论各种不同的战术，尽管它们同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关系（例如截击、突破、求生、军备控制、防护、不确定性等等）。



　　要想对于问题获得一个总的概念，同时了解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探讨战后15年来美苏之间斗争的发展。我曾武断地把它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从苏联方面某种具有重大战略后果的技术进步开始，接下去就是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某种特殊技术成就的结果。



　　（1）在第一阶段中，苏军在战后并未真正复员，仍拥有非常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它使用一种半军事和半革命化的作战战略，苏联有可能颠覆和吞并欧洲。在这个阶段，美国空军的能力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美国以欧洲的复兴（马歇尔计划）和重建欧洲防御用的常规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里斯本计划）作基础，采取威慑战略，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组成一支进攻性的空中核打击兵力，以贯彻执行大规模报复政策。美国给欧洲以财政经济援助，并按军事援助计划把装备运往欧洲，发展了原子弹以及载运原子弹的飞机，并以B-36的作战半径为根据，在外围地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基地网。这种战略挫败了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所以，威慑是有效的，苏联在欧洲的攻势也因此受阻。



　　（2）在第二阶段中，苏联只能用防御性的威慑战略和间接战略领域内的反攻（例如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相配合以对付美国。由于一开始就缺乏可用的物质资源，苏联的威慑主要是心理上的，其主要做法是由和平大会发动反核运动。事实上，这至少在欧洲和中立世界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不久由于科学工作和间谍活动的空前努力，苏联很快制造出了少量的原子弹，并且以B-36为蓝本，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打击兵力。同时，它建立雷达网以加强其防空体系。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它第一次感到核威胁，并感到对方有效的防空力量已经存在。由于美国增加其报复的威胁，以维持其威慑战略的有效性，这样做之所以更有必要，是由于欧洲重建武装的进展迟缓而且不适当，部分地由于法国的兵力已陷入印度支那战争，而西德武装力量的形成还只是在预期之中。因此，空中威胁必须维持的水平应能使盾牌部队仅仅成为战略部队的用来迟滞敌人的绊网。正当此时，热核弹的出现又使报复兵力的有效性大大增强。尽管苏联已有相当的防空能力，但由于美国研制出了高空飞机能超越敌人雷达搜索的上限飞行并且速度快于敌人的战斗机，所以保持了突防能力。在1954年到1955年之间，美国的优势还是无以伦比的。不仅其威慑仍能充分地维持，而且苏联被迫停止其在印度支那和朝鲜的间接战役，而接受妥协的解决办法。应当指出，在这时，美国是能够——按麦克阿瑟将军的说法是应当——利用其地位获得更大利益的。



　　（3）在第三阶段中，苏联在威慑战略的领域开始追上了美国。他们此时也有了热核弹，并有一支并非无足轻重的打击兵力，他们还增强了防空体系的效力；这就使他们能在中东和北非重新展开其间接性的反攻。苏联拥有热核武器这一事实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面对着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美国的战略不免犹豫不决了。许多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是应该增强报复的威胁以保持威慑的效果，还是建设防空体系以部分地抵消敌人的威胁呢？能否使报复的威胁更加可信，以致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使用，甚至连小型冲突也不例外呢？如果不是这样，是否应求助于其他形式的威慑，因而必须增强战术防护兵力，才不至于被迫在投降与全面反应之间作选择呢？于是在1955年展开了大辩论；结果是主张采取攻势的思想流派失败了，这一派希望着手实行大规模装备不可拦截的火箭的计划。这一派的领袖加文将军因此辞职。



　　当时的决定是：第一，建立一个覆盖美国本土的庞大的防空体系；第二，发展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突袭战术（飞机处于戒备状态等），以及以美空中堡垒为基础的洲际轰炸机，这些可以配置在苏联初期打击的航程之外；第三，以战术核武器来加强当时常规力量还不太充实的欧洲盾牌部队；这些战术核武器虽大量分配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仍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政策也被称为MC70号政策）。1955年的这个决定曾经起了某种暂时的稳定作用 [ 作者注：由于有了这种决定，在1957年，西方在黎巴嫩和约旦所采取的行动就能够阻止苏联在中东的进攻。 ] ，但显然太保守。它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到了下一个阶段其严重的后果就被感觉到了。



　　（4）在第四阶段中，苏联的火箭计划获得了成功，达到了比美国领先的地位，其所采取的路线也正是美国人所认为不应追求的路线。到了1957年，苏联拥有了1枚洲际导弹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以后，苏联人登上了月球 [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1959年9月12日，苏联无人驾驶探测飞船“Luna 2”号成功抵达月球表面，撞毁在月球正面差不多中央位置，它成为碰到另一个星球的第一个人造物体。 ] ，他们还通过试验证明他们的导弹精确度和爆炸当量都是高的。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在威慑战略领域中已经追上并超过了美国。美国刚刚花了极大的成本建立起来的防空体系，只有对付飞机才生效，而不能对付苏联火箭的威胁。同时，苏联也增强了它的防空能力，并改进其地面部队的装备，使之配备战术核武器并全部实现摩托化，其中包括拥有大量的水陆两用车辆，从而能实施进攻战。这样，他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比美国占了优势。从心理的观点看，人造卫星的辉煌成就更使这个强大优势锦上添花。随之苏联重新提柏林问题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整体地位问题，并在刚果和古巴对美国直接挑战。



　　对于美国总还算侥幸，因为苏联的优势还不能在弹指间就发生效力。当1961年初肯尼迪继任总统时，“导弹差距”还不过是将来的事，但美国已经不能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位总统周围有一批学者，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思路，产生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战略。新战略是在第三阶段拟制出来的，那时大规模报复战略仍然有效，此时作为第一步把这个战略正式放弃了。至此美国的战略观念开始变成了“分级威慑”。其目的是要在核力量、常规力量和间接力量等一切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假如战争不幸爆发，则应努力使用“灵活反应”的手段，使战争不致扩大。这些理论我们已经讨论过。结果是核打击兵力变成了“盾牌”的一部份，而不是“利剑”，但其强大反应能力，却仍然应不惜一切花费来加以维持。基于这个观念，美国迅速在上一阶段就着手研究北极星和民兵这类导弹，此时研制出来了；它还采取求生战术（原子潜艇，地下的及可移动的发射台等）以使其投射系统不至于为敌方的第一次打击所摧毁。在常规力量方面，主要的步骤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盟国家增强他们的战术性盾牌部队，此时这已经变成了战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为了应付间接的威胁，又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空运常规预备队。最后，为了阻止战争自动升级，发展了更有效的战术，以控制核武器；同时，努力向苏联指明使冲突不致扩大的方法（苏联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些方法）。



　　这种再调整正好适时地填补了开始出现的导弹差距，同时也证明苏联在火箭领域中的优势并不象最初所害怕的那样巨大。一切的情报来源都指出，苏联的洲际打击力量只具有有限的能力，只适用于“打击城市”的战术，而不适用于“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美国的确已经作了非常巨大的努力，并似乎再度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克纳马拉先生才开始感到他可以宣布，他的分级威慑战略以灵活反应为基础。



　　似乎就在这时，苏联把中程导弹配置到古巴，试图也来弥合“导弹差距”，这样使他们有可能对美国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从而对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仅仅使用中程导弹，他们就能在几个月之内达到用洲际弹道导弹在几年内都达不到的优势。这自然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因为苏联居于局部劣势的地位，而古巴又是在美国很容易侵入的距离之内。他们发动一个宣传运动作掩护，宣称苏联在古巴只限于搞防御性的设施。不过，美国人却及时认清了这一危险。他们的反应迅速、坚定，而又很能自制。因为居于劣势，所以苏联只好放弃其企图。这是在核威胁的潜在战争中双方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双方的行动都是精确的、现实的、冷静的，而最后还是美国人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苏联被迫与美国作硬碰硬的军备竞赛，冒着风险同远比自己富有、强大的对手去拼经济实力。



　　（5）不过，又有了第五阶段的迹象。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仍然居于引人注目的领先地位。这就可能导致生产新型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将被引向何方，在今天尚难预测。此外，他们的核政策以取得少量大型武器的原则为基础，这比美国建立大量小型武器系统，因而花钱明显较多的政策要高明。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中子弹的生产，我们将会在威慑战略的领域中看到新的发展。



　　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基辛格。他们把威慑战略的重点放在盾牌部队的增强上。这种理论是说，既然战略性核战争所固有的危险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威慑政策就应改为以直接保护受威胁的地区为基础，必要时可以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这种思想代表一种倒退的趋向，从空中战略又回到具有较悠久的历史的陆上战略。这种思想也包含一定的真理。如能证明其有效，则它对于世界军事平衡的重建大有帮助。



　　对战后15年发展过程的匆勿一瞥，产生了下面一些想法。



　　首先要说的是，每次出现的局势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一种防御体系都只有暂时的效力。装备和战术现在每隔5年就要更新一次，而过去从一次战争结束到下一次战争才会更新。花费那样巨大的财富，而所换得的安全却靠不住，看来这是很不上算的。结果总有一天不是打仗，就是经济破产，或者是就限制军备达成某种协议；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和平是很难维持的。



　　还要说明的是，苏联在爬威慑的楼梯时，由于其出色的努力，几乎已经获得成功；而美国曾经两次占有相当的优势（一次在第一阶段，又一次在第二阶段），但它不曾加以充分的利用。这就表明，尽管争夺是激烈的，但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立即受到惩罚。苏联的举措也许比美国强硬毒辣，但除非它能确信某种优势具有持久的价值，它是不敢把这种优势作太大的扩张的。如此谨慎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不确定因素存在，一般说来，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处的地位是怎样。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斗争中并无突出的大行动，但很清楚的是，自从第三阶段开始以来，在威慑能力的增长上，苏联占了上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攻势战略；分级威慑战略则是一种守势战略，其应付苏联间接战略的有效性尚待证明。



　　至于说到战略的结构，这一时期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表示，新装备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战术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新的战术反过来又可以导致战略平衡的改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倒转的程序：为了重建战略平衡，必须先作出一个战略选择（例如，在1955年），结果希望应用的战术被确定了下来（截击、突防、求生等）。由此提出必须研制的新装备（雷达、导弹、潜艇等）。有的作家曾说过，今天唯一存在的战略就是资源战略。如果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方应有必要的资源，才能实现所希望的战略，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装备应该支配战略。相反，从逻辑上说，发明家应该接受战略要求的指导，或者至少是战略应当从已有的发明中选用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有时，某一方会缺乏必要的资源（例如，苏联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任务就是：寻找弥补缺陷的措施（例如，和平大会的心理战），并且选择一个能利用现有资源击败敌人战略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智慧与想象力的问题。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对于核时代的战略所作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极不相同的结论。我现在仅略举其最重要者如下。



　　（1）核战略必须要在总体战略这个层次上实施。其中有许多心理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形式的总体战略。



　　任何成功的战略总是总体性的，甚至象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战略，那样明显地用于作战为主，也还是总体性的。但是，著名会战的光辉常常掩盖了战略是总体性的这一事实，甚至历史学家也都受了骗。核武器一直都不曾产生任何的会战，它所做到的是强迫我们认清战略的艺术应该如何总体化，各种不同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又是如何强烈。总体战略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首脑随意地、直观地处理的事情；现在，它必然是科学地设计出来的。总体战略已经变成了任何领袖都必须精通的战略思想方法。古巴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2）核时代的总体战略已经清除了19世纪的、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学派的战略思想。这一学派的续承者们曲解了他们祖师的思想，因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清除了陈腐的思想，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且这一次不应在建立太专门化的理论，以致把我们引入更严重的错误中去。所以，我们不应做的事情，就是仅仅拟制出“核战略”，以适用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不仅能够应付核武器及其可能的继承者（外层空间，生物战等）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应付其他的难题和间接战争。



　　（3）新战略也必须应付由于科学与工业的资源应用于国防而产生的许多巨大变化。



　　国防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变化，这不仅因为新武器的射程和威力都已增大，而且因为生产这些武器耗资巨大。国防问题的分量不断加重，不可避免地会很快使一个国家不堪承受。古希腊的城邦和16世纪的王国正是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安全问题有可能在国际实体的形成中又一次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业因素的影响，也使国防问题的性质有了改变。对行动的准备，现在远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事实比使用资源的方法更具有决定性。这同拿破仑时代的战略艺术完全相反；他曾经说过：“整个问题不过是如何实行而已。”过去，安全有赖于军队的直接保护；而现在，安全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依赖的是你应比你的敌人有较高的准备。过去注重前哨的警戒，现在注重科学的侦察。动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抽象化，我们所重视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内运动并在地图上用红兰圆圈和箭头来表示的兵力，而是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变动着的科学和工业潜力，而这是毫无可能用图解的方式来表示的。在任何对于潜力的估计中，素质（包括技术与精神）已比数量更为重要，所以任何对于情况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主观考虑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中，时间的尺度是较小的，在19世纪时，一个战役可能持续1个月，一次会战不过几小时。在20世纪的大战中，时间的尺度放长了，这首先是因为战场扩大了，其次是对资源的要求都不是预先知道的，一旦需要，则从设计到投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天进行着的平时后勤战争中，产品从设计到投产需要5年左右。所以，只能以苦苦猜想的未来情况为基础，提前5年作打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预测已经变成了绝对必要的思想过程。



　　政治和改革技术的连续使用，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不过时间的尺度却甚至还要伸长。举例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才算是获得了1921年巴库会议所希望的成果。



　　（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斗争是“事先”和在“平时”决定的，所以双方通常都试图不求助于战争而能解决问题。战争现在不过是对所作准备的效率的精确检查。这就是威慑战略所依据的逻辑，不过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到今天尚未完成。



　　威慑战略的演进表明，作为核报复威胁的补充，其他各种形势的威慑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也象过去的一切武器一样，核武器只是对旧武器系列的补充，并不能代替旧武器。现有的武器库包括从刺刀到氢弹的一切武器。刺刀在今天可能很少使用，但它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其他尚未完全过时的所谓“常规”武器，也都是如此。一个新的平衡已经达到，但与某些现代预言家的预言恰好相反，大规模常规兵力的存在仍然是保持这种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毫无疑问，威慑系统还有待于我们在间接战略领域内用现在尚难了解的其他方法加以完善。



　　（5）随着威慑战略的发展，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越来越缩小。为了相互威慑，已经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所以今后实际的、公开的冲突将只会限于范围非常有节制的外围行动。这种外围行动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一方能估量一方的资源储备和士气，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也应该有良好的机会，使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能取胜。直到目前为止，所有间接战略的行动和威胁所产生的危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古巴危机也曾是这样解决的，尽管它属于直接核战略的范围。所以我们同19世纪那些战争理论所想象的全面冲突越来越疏远了。现代化的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政治权威对它的控制，远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严密。



　　不过，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仍然是有的，然而这样的区域也许很小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小型行动显示出新的重要性。旧式的战争连同其会战在内，是一种流血的外科手术。而新式的战争尽管有千差万别，都更象一种疾病在缓慢地传染。行动比较迟缓，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不那样剧烈而受欺骗，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固然是一点一滴的，但其结果足以使整个世界变色。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对症下药，把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冲突不仅发展了非殖民化的狂热，而且扩大了现代化生产需求再凋整以及现代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造成的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危机。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间接战略，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着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我将留待下一章再作详细的分析。



　　（6）从威慑中可能发现一种维持和平的真正办法。如果把过去10年间在这方面的进步审视一番，我们也许会感到还该有更大的进步。总有一天会找到一种比迄今已经尝试过的更为理性、更为有效的和平组织。在过去的尝试中，我们过分地受到感情因素和道德原则的牵制。维持和平的战略可能引导我们最后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平衡，在那种平衡之下，真正的军备控制也许是可能的，或者还能组成一支国际部队，用来制裁任何的和平扰乱者以维持平衡。这种理想也许超越了当前实际，却并非不可以想象的。我们如果对和平的寻求具有明智的指导，我们终于会找到一个在有利的环境中切实有效的答案。



　　（7）简单地说，我们究竟是在走互相残杀之路，还是在走和平之路？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并无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断言，和平或战争都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自从有史以来，战争就成为玩弄的对象，最初说是上帝的意志，然后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军，到了近代又说是人口压力的后果。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可以由人决定，而且受到理性法则的支配，那么，核武器虽然把战争和危险增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却也许能够带来较稳定的和平。除非命运愚弄我们，或者我们遭到了某种突然的变故，今后军队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战略计谋的附属物，将按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被使用。人类将不会再以感情为基础而陷入战争的深渊，至少这种机会很少了。总之，“大战”可能是不会再有了，那是20世纪的瘟疫，欧洲衰颓的无可置疑的根源。



　　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我们可以断言，并非如此。人类对于权力的贪欲还不会消灭。这种贪欲同那些我们仍然只能模糊地了解却主宰着人类经济进步和生物进化的力量相结合，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将决定权力的更迭，你争我夺，犹如钟摆摇晃不定。过去那种战鼓咚咚、战旗飘飘使用军队的战争也许变成历史的陈迹，从此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战争，其形式是革命战争的发展，是种族斗争，是重复出现的危机，是工业和军事领域中的科学竞赛。



　　20世纪的人类，经过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毫无意义的大战，今天真有谈虎色变之感。今天借助于现代科学的一切资源也许能使他们终于找到一种预防这种浩劫重演的方法。但是命运的嘲弄要人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这就是：斗争将以较小的规模继续发生，但将永远继续下去。



　　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将一起进入坟墓。














	

 






	















	







	







	









 





	


	







	








	




	


第四章 间接战略




	







	

 



	


	



第一节 词的意义




　　间接战略这个词似乎含义模糊。利德尔·哈特曾经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间接手段”的理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在作战的领域内，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不要“硬打死拼”，换句话说，不要对敌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须从一般认为不大可能的方向上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先使敌人动摇、惊慌、丧失平衡，然后再向他进攻。这方面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在进军波斯之前，首先攻占巴勒斯坦和埃及；西庇阿在攻击迦太基之前，首先征服西班牙，等等。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1918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也都可以纳入间接手段这一类。



　　事实上，若一方不能肯定其实力已足够强大，可以在敌人所选择的地形上进行会战以击败敌人，那么间接手段的战略就是必需的了。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肯定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而且即使如此，如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何乐而不为。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有系统地使用间接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其理论的主旨却是想在会战的考验之前，改变双方兵力之间的平衡，采取的方式是军队的调动而不是战斗。他主张不应直接去和敌人硬拼，而同敌人斗智，其目的在于补偿数量方面的劣势。



　　就常规的军事战略而论，间接手段战略的中心思想可以解释为地面上的调动。就总体战略而论，它已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被应用。当一方希望以劣于敌方的军事资源达到某一结果时就要采取间接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给这种战略一个通用的名称，即“间接战略”。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加上反殖民主义的煽动，这种战略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其有效性令人吃惊。因为它是间接的，所以其阴险的性质常为人所不了解，而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这个领域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间接手段与间接战略之间的主要差异，不仅是如上文所说，前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间接手段的目的在于获得军事胜利，其所谓的间接性只是就这种胜利的准备动作而言的。所以，我仍然要把间接手段列入直接战略一类。间接战略的特点就是使用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其某一结果。



　　间接战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这种战略中，行动自由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幌子下实现。在现时（甚至核武器出现前），行动自由有一个确定的范围，任何冲突都要受其限制；这种范围的界线是由冲突的发展对于国际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确定的。举例来说，在1912年，巴尔干诸国不敢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刺激俄国去占领该城。在摩洛哥，法国必须同时顾及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利益。在前一章我也曾指出德国人在第一次大战时所犯的错误：1914年侵入比利时，1916年又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在那个时代，约束的因素就是害怕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趋向极端”，换句话说，也就是害怕由一个不很重要的争执所引起的冲突，可能燃起一场完全与战争目标不成比例的大火。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的目的就是想不必发动一次世界大战而能达到他的目标。现在有了核武器，逐步升级的危险变得更大，以致行动自由的范围相对缩小了。不过，行动自由仍然存在：自从1950年以来，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有限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北非、以色列、匈牙利、苏伊士、刚果、古巴、柏林等），就是明证。



　　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越应对它作最好的利用，因为这就是突破现状的唯一途径，而核威慑是被假定用来维持这种现状的。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利用它的方式也就越微妙，甚至已经很难认清其为战争的一方面了。可是，获得的成果非常大，甚至可能比经过一次大战获得的还要大。西方人已经被逐出了中国和几乎整个东南亚，中东已经发生大动荡，非洲也处于混乱之中，甚至中美南美也受到了影响。所有这些事件并不仅仅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后果，它们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战略的产物。这种战略利用了精心设计的、明智地顺应自然发展趋势的动作。我打算称它为间接战略。正是这种战略已被证明是治疗所谓“核瘫痪”的良药。



　　所以，间接战略也是一种艺术。核武器的存在产生的威慑作用使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间接战略作为艺术能最好地利用这个有限的范围。同时，它还有助于获得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胜利，尽管为了胜利所能动用的军事资源通常都极有限。



　　以这个定义为起点，我们现在就试着分析这种非常微妙的战略所具有的一些原则。




第二节 间接战略的概念




　　在间接战略中，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决定在当前情况下行动自由的范围究竟还有多大，然后确保这个范围可以维持住而不缩小，如有可能则还应扩大，同时应使敌人能利用的行动自由范围尽量缩小。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对战略作一般分析时（第一章）已经强调过的原则上。任何辩证法式的竞争都是行动自由的竞争。不过，间接战略的真正特点是，可能实现的行动自由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同在有争议的地理区域内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关，它几乎完全是由这个地区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对核威慑有效性的估计，对国际反应、敌人精神力量和敌人对外来压力的敏感等的估计。



　　所以，任何特殊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世界性的高层行动的成功。我打算称此为“外部动作”。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人们不理解斗争的焦点不在战争发生的地区之内而是在其外。我们遭受过许多严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严重的误会。



　　“外部动作”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主要特点是确保自己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同时用各种威慑性牵制手段，使敌人瘫痪。就象“小人国”里的人弄得旅行家格列佛动弹不得一样。因为一切军事行动的设计，都以威慑为目的，所以行动当然以心理的为主，不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指挥也都应全面配合，以实现同一目标。



　　为了发挥这种威慑的效力，使用的手段从最文雅巧妙的，到最粗暴残忍的，各不相同：有时应根据国内法及国际法提出合法的要求；有时应强调道义和人道的原则，试图使敌人怀疑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从而感到理屈。利用这些方法，可以激起敌方一部分内部舆论反对其当局，同时能发动一部分国际舆论来支持我们。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道义上的联合，有可能以那些比较纯朴的同情者自己的见解为基础展开辩论，把他们完全争取过来。例如，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性的集会中，就要造成有利于我的舆论气氛，主要是为了威胁敌人，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可采取虚张声势的或实实在在的间接介入行动，例如供给军火、专家和志愿人员等。必要时，还可以用政治和经济的报复作威胁，直至以直接行动相威胁，其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方法是不胜枚举的，读者可以从最近的历史中找出许多著名的例证。



　　但是，这一类手段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军事威慑力量（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威慑）应能形成充分的、全面的威胁，足以阻止敌人作大规模的反应。第二，一切行动的构想都必须与一条明确的政策路线相协调，这条政策路线的表达应形成合乎逻辑的论点。举例来说，美国是具有自由传统的，当他们插手古巴，在猪湾采取行动时，即使是间接介入，但从心理方面说，他们做得是不恰当的。在直接战略方面，这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当那个行动已经成功时，更是如此 [ 作者注：已被1962年的古巴事件所证实。 ] 。但在间接战略方面，这个错误不得不使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虽然放弃它的黑色非洲殖民地，并自动撤出了摩洛哥和突尼斯，但对于阿尔及利亚还是紧抓不放，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政策路线的选择对于整个行动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让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正象在军事行动中，我们应攻占某一阵地，而不让敌人攻占它一样，在心理领域中也有可能占领某些抽象的阵地，并同样应阻止敌人攻占它们，举例来说，苏联已经成功地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承认，铁幕在从西到东的方向上是一个严密得不透水的政治壁垒，但在从东到西的方向上它并不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大肆宣扬和平，主张销毁原子武器，而自己却继续发展这种武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而自己却统治着现今仅存的殖民帝国。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都属于心理战术的内容，此处不拟讨论。不过，这种“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另一方完全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占领的思想阵地，将会被西方“攻克”；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西方在其间接战略中，已经认识到了思考和计算的价值，而不只是尝试应用法律或道德的原则，那是他们的敌人经常对他们使用的。



　　在选择所追随的政治路线时，当然必须考虑当时的心理倾向（例如对于和平的热望，反殖民主义，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心，等等）；另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敌人的弱点。以及敌人所企图利用的任何同盟国的弱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冲突将间接进行，或由代理人进行。装模作样的做法并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在心理上却仍具有其重要性。此外，对敌方的可能反应，当然必须加以预测，并应准备有效的对策。事实上，这种“政治路线”是心理领域中真正作战计划的总概括，所以它必须事先加以拟定，其精确程度应和军事战略领域内的作战计划相同。



　　“内部动作”的概念



　　在确保了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拟制出在希望达到一定结果的地理区域内的动作方案。我打算称此为“内部动作”。



　　这个问题的主要成分是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时间。如果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远比敌人优越，则精神压力也就变得不大需要，而军事行动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动用的物质力量相当微弱，则精神压力就必须非常的强大，而军事行动势必是长期性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形式，各居于天平的一端。



　　就第一种情形说，其目的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物质力量的强大的优势，迅速达到某种中间目标。然后暂停一下，而采取下一个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由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作战所构成，而中间夹着外交谈判。这可称为“蚕食”法 [ 作者注：德国人称之为“香肠”战术。 ] 。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对于这种方法曾经作过锋芒毕露的表演。苏联也曾作过几次尝试，获得了不同的成功（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朝鲜）。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上所打的各次战役，也属于这同一类型，不过却只具有防御性的目标。



　　就第二种情况说，其理想是达到某种（可能相当重要）的目标，不过多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主要靠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的长期斗争，把敌人弄得越来越不堪重负。这叫“削弱”法或“腐蚀”法。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持久斗争。毛泽东既是这种方法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最成功的指挥员。最近的也许是最完整的一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柏林也属于这一类，不过那里的动作远较阴险。



　　当然，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可以有许多逐渐转化的阶段。朝鲜战争最初趋向于“蚕食”战，而结果却变成了消耗战。反之，印度支那战役最初以“腐蚀”战略为基础，但几乎是以一种军事“蚕食”行动告终。



　　腐蚀法



　　腐蚀的概念十分有趣，因为事实上，它运用起来很巧妙。其含义是促使一个实力远较你强大的敌人，接受可能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你对付他仅仅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这就必须充分运用上述的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行动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能利用精神压力，以补偿军事力量方面的劣势。这样作战应同时在两个领域进行：物质领域，即使用军事力量的领域；精神领域，即采取心理行动的领域。



　　物质领域



　　在物质领域，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支持下去。照艾仑看来，这是一切战略的最后目标。不管怎么说，这显然是以腐蚀战术为基础的一切作战的最后目标。如果一方在物质上处于相当的劣势，那么它就只有拒绝会战，并用困扰的战术使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有维持生存的希望。这种困扰的战术就是游击战。它具有极悠久的历史，但已为几代人所忘记，需要重新学习。而在最近40年间，对于这种作战方法，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极重要的战略原则 [ 作者注：尤其是劳伦斯制定的成为苏联官方指令的战略原则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原则。 ] 。因此，这方面的行动现在就可以根据一些经过良好思考的原则来进行，从而获得相当高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力量上的劣势。毛泽东曾拟定了7条原则当作游击战的基础；（1）军民密切合作；（2）敌进我退；（3）敌退我扰、我打；（4）战略上以一当五；（5）战术上以五当一；（6）实现后面这一条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说的“集中退却”，也就是在退却中集中兵力（因为他在中国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才能如此）；（7）最后，在补给和装备方面，游击队必须以敌方为供应来源。上述7条是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最低限度要求。不过常常有人不承认这是“最低限度”要求，例如，有人曾考虑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建立一个“多面堡”式的基地，而美国人更批准了在古巴建立常规的“桥头堡”的构想。



　　除了上述的最低限度要求以外，还有两个基本概念，对于保持游击战行动的自由也是必要的。第一个概念是苏联人首先提出的，虽然过去爱尔兰也曾使用过。这是一种有系统的恐怖政策，其目的是阻止人民把任何情报供给敌人，我们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都曾看见这种方法如何有效，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野蛮性却不曾引起世界舆论的抗议。第二个概念是劳伦斯就汉志铁路①问题提出的。其原则是尽量扩大游击威胁地区的范围，而不致惹起敌人的任何反应，但结果却使敌人面临着越来越难解决的安全问题。于是敌人被迫使用强大的兵力，去防守那些不断增加的据点。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游击队在兵力方面的劣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30余万法军对付不足3万的抵抗者还感到很吃力。



　　最后，游击队员的数量不仅应维持现状，而且还要不断扩大，这样对敌人的压力才能增强。但游击队对物资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因此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军人走私的体系（或者采用象1944年在法国所用的空投方法）。接着就要尽可能在邻近的境外建立基地，以“外部动作”产生的威慑作用保障其安全。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基地所担负的就是这种任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先在埃及，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在葡属安哥拉作战中，原比属刚果也建立了这样的基地，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基地的组织在这一类战争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却是可以断言的。应当指出，所有失败了的游击运动，例如在肯尼亚和马来亚的游击运动，事实上无一不是孤立无援的。这就表明，“外部动作”除了对于全面行动自由的保持起关键作用外，对作战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心理领域



　　在心理领域，总的概念也是要尽量拖下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战斗人员和一般人民的精神素质都要保持在高水平上。对精神状态的控制至关重要。其目的仍然是用这种腐蚀的方法，促使敌人放弃斗争。在这一情况下，为了从任何的成功中抽取最大的利益，心理方面的行动也是必要的。



　　这一心理行动是一种极复杂的工作，因为它同时以我方和敌方的军民为其对象，它必须接受两个主要因素的指导，即基本的“政治路线”以及所选定的心理战术。



　　这里的基本政治路线，必须与在“外部动作”中所运用的政治路线协调起来。它要能激发人民那种希望投入行动的潜在感情（包括爱国感情，宗教感情和社会感情等）激发起来，而争论的结果应能表明，吁请他们支持斗争的理由是正当的。同样对作战的胜利应坚定信心，相信我们必胜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强者”，而是“因为上帝（或者某一历史潮流）向着我们这一边”。要宣传历史决定论，以引导形势稳步地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能鼓舞群众去从事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壮举，就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宿命论的心理状态，但这是涂上乐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它同敌人的涂上悲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恰好相反；这种心理状态不同于穆斯林的宿命论，穆斯林认为不做征服者就得做奴隶，别无其他选择。



　　这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未真正认清白种人当年迅速征服世界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征服的民族都觉得，白种人是天之骄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主宰未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人的屡遭挫败所证明。我们西方人从此失去了面子，于是那些过去为我们起有利作用的精神因素，现在反过来为敌人起有利作用了。



　　心理战术明显地包括今天各种著名的技巧——宣传、训练和组织群众。它们由纪律森严、控制严密的干部来执行。在这一类的战争中，必须把握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心理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战场上，一切的行动只有当它们能够提高我方军民的士气或威望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说来，进行游击战必须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未能取得胜利，或者胜利很小，就应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必要时可以完全歪曲事实。同样，敌人也会扩大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心理效果，其办法是发表大量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正是西方报刊喜欢报道的。这里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尽管政治路线应当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但宣传有对内和对外之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能够充分配合起来，则冲突就会象星星之火一样，会迅速发展，而形成燎原之势。只要造成环境气氛的行动能够产生必要的最低威慑作用，而局部性的行动不是一开始即被扑灭，那么这种作战总是会有最后成功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是敌人自动放弃这一斗争（例如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如果“外部动作”未能阻止其他强国插手，则可能以划分成几部分的形式达成一种妥协（以色列和印度支那）。如果“外部动作”不能给“内部动作”以适当的支援，而敌人又有充分的决心，则作战就会失败（肯尼亚和马来亚）。尽管如此，那些在斗争期内所播下的种子，以后还是会萌芽生长的，或至少能够迫使敌人作极大的努力，而我方所消耗的资源却很小。



　　这最后一点指出了腐蚀法十分重要：如果作战是经过很好的思考并顺利进行的，则所冒的危险将极小，而可能的收获却极大。即使作战失败了，而敌人也会被迫花费巨大的努力来对付我方微不足道的努力。23年前，我曾以希特勒的战术为例，预言这类冲突是注定了将来要发展的。今天的事实早已超过了我所预言的范围。今天，我相信在核保护伞掩护之下，除非已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对策，除非在这个领域中也能象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建立有效的威慑，这一战争一定仍会继续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我们将在稍后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谈“蚕食”法。



　　“蚕食”法



　　就有关地点行动而言，“蚕食”战术比较简单，它主要以军事战略的计算为基础。不过，在这里，“外部动作”的重要性还象在腐蚀法中一样。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战例就是明证。在这里，军事行动是完全成功的，但因完全缺乏外在掩护，所以难免最后失败。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蚕食”作战中，军事战略不曾受到某种限制。行动自由肯定是很小的，即使“外部动作”已有良好的构思，但除非局部行动能够获得奇袭的效果，并迅速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足以当作尔后谈判的基础，那也还会遭致相当大的失败或冒逐步升级的风险。苏联在朝鲜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作战未能产生迅速的结果，而陷入长期战役之中。如果没有釜山的桥头堡，则仁川的反攻也就不可能，而美国人以后的一切反应也都自然不会再有了。苏联的计划未能保证适当的速度和实力，所以终于不免失败。同样，在苏伊士作战时，在登陆之前已经花了10天的时间，以执行一种“软化”的空中作战，那也完全是愚蠢的行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使敌人在盟军登陆之前，已有机会去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的既成事实。与此对比，希特勒的每一次行动，例如强占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对于国际外交来说，那是最低限度的反应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行动必须具有大规模突袭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出其不意和快速。首先对敌人的弱点迅速猛击，然后立即加以扩张。那主要是空降部队、摩托化或装甲部队的责任。要想保证行动的迅速，不仅应有准确的情报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面都有最严密的准备。象这种性质的作战是不可以临时应付的。



　　“外部动作”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于成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但另有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所选定的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有限性，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希勒特在这一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他的每一个目标都表示这是他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他这种花招一共成功了三次，包括慕尼黑在内。但自从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再没有人受他的“蚕食”战略的骗了。下一个行动就是对波兰的侵略；虽然西方许多人就在那时还想把冲突控制在有限阶段，但结果还是逐步升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战略的有限性。要想用这种战略以一连串的跃进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标，那是不妙的，尽管大大延长作战时间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必然是猛烈的，自然容易刺激感情，因此比起腐蚀法要危险得多。但在某种特殊有利的环境中，它还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收获颇丰——尤其是当它象以色列在若干场合所做的那样，能够表现为防御性质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自从1935年以来，间接战略就不断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获得成功。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它为希特勒所使用，主要是用“蚕食”战术。从1939年到1945年，直接战略曾一度风行，但后来间接战略又再次崭露头角。现在的提倡者是苏联，其重点则已经放在腐蚀战术上了。



　　间接战略已经流行了许久的时间，今后可能还要更流行。这个事实是现代战争的条件产生的。自1918年以后，尤其在广岛以后，任何人都已经明了全面战争是一种罪恶，而且任何人都已经尝试去避免它。这就自然产生了间接战略。那是一种较微妙的手法，每个在舞台上的伟大演员也都有其别出心裁的表现方法。希特勒以眼明手快著称，他的方法是忽软忽硬，变化迅速。苏联所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方法是在一种潜在威胁的掩护下，作缓慢的爬行。



　　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战略形式（百年战争实际上不过是一次非常长久的游击战），但其每一种新的表现，通常都能使人感到出乎意外和仓皇失措。19世纪的黑白分明理论使人变得盲目了，所以大家也就相信和平与战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把间接战略看成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策略。因为人们相信要么就打全面战争，要么就没有战争，除此别无选择；所以才会放纵希特勒横行达4年之久，最后仍不免打一次世界大战，而使欧洲变成一片废墟。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于希特勒是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击败的。1946年以后，斯大林主义者的进攻似乎又使危险复苏了；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反应战略（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具有某种间按战略的意味。不过，其主要的努力却还是在直接战略方面，并以核武器为重心。这就产生了威慑战略，其结果是驱使苏联（及其他国家）更加速了其间接战略行动的步调。对这一连串的发展人们记忆犹新：1946年他们在伊朗受到了阻拦，就立即改向希腊方向推进，直到1950年才被赶跑；1949年，他们在中国获得一个胜利；1950年来到朝鲜，并插足印度支那；1953年到1954年之间又对中东发动了一次间接性的进攻；1954年北非也燃起战火；1959年又来到古巴；1960年来到刚果，1961年来到安哥拉；此外德国也一直都在一连串的柏林危机压迫之下。15年来，虽然几上几下，但苏联已经获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它以任何重要军事胜利所能获得的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西方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就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不曾认清问题的症结，所以，采取的对策往往只是治标，而且实际上时常有利于敌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间接战略的真正性质，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我并不敢如此自负，以为我可以对于间接战略的防御对策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我所希望去做的是指出某些总概念，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所谓“和平”的特殊年代，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一个有效的答案。而在这个年代，我们迄今能做到的就是放弃或大或小的领土。在下面的篇幅中，读者不应期望过殷，我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以我们最近的经验为基础，对于早些可能的解答所作的初步尝试和概括的说明。



　　“反外部动作”



　　在战略领域，比在任何其它的活动领域，我们更能从次要的因素中找出主要的因素。直接战略的主要因素就是实力，换句话说，就是物质资源。我们获得必要行动自由的容易程度，是由物质资源的大小来决定的。在间接战略中，行动自由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所最关心的却是为获取行动自由而设计的间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外部动作”。在这里的一个最重大因素，当然就是直接核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威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努力。但假若象某些美国理论家所说，一切不过如此而已，那就无异于允许敌人在间接战略领域内，可以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反过来说，假若我们的对抗行动能够完全成功，则一切的间接战略问题就都将获得解决。所以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外部动作”，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努力。



　　对于敌方“外部动作”的对策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威慑以补充全面核威慑的不足。正象敌人的行动针对我们的弱点一样，我们对于这些威慑的选择，必须以敌方的弱点为依据（例如，其内部的舆论，经济，卫星国和政治同情者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或黑人的心理禁忌等等）。从这些考虑中，就能推演出一条政治路线；换句话说，就能对应当防守的和应当予以威慑的思想阵地和地理阵地作出选择。很明显，一个纯粹防守的政治路线很少有威慑效力，因为威慑的要害就是威胁的能力。所以政治路线必须绝对是进攻性的。



　　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护我们的要害，或能威胁敌人的弱点，此外还应能使我们的行动比较易于成功。我们也应选择某些对于进一步行动可作基地使用的地区（例如古巴）。如果在一个地区敌人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而我们却被迫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最后，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但对于敌方能用来实现间接侵略的某些外围基地，必须首先加以铲除。



　　“反内部动作”



　　现在再说间接侵略已经在进行中的地区。那也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对策。如果敌人采取一种“蚕食”作战的侵略方式，并且使用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我们在那个地区也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战术部队，以保证我们不至于迅速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仅仅这种战术部队的存在，通常就能够构成适当的威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没有足够使用的必要兵力，那么我们就将被迫依赖“反外部动作”的效力。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例子表明，如果侵略者缺乏信心，则“外部动作”十分可能使任何局部性的成功都不可能获得。若再配合以迅速的干涉（例如美国人在朝鲜的情形），则往往能阻止敌人在冲突地点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从而使敌人的整个计划归于失败。这说明高度机动化战略预备队的威慑作用是颇有价值的。



　　当间接侵略使用“腐蚀”战术时，也可以有各种不同对抗的方案。最好的方案是，如果还来得及执行，应确保恢复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这是不必使用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然后应采取有效的“外部动作”以制止乱子发生。如果这种办法已经不生效（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们就只好被迫采取局部性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直接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因素仍为政治路线，其目的是动摇敌人的斗志。对此可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我们必须维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仅要显示我们现在握有适当的力量，而且要显示我们是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例如我们的文明进步，国际援助等）；第二，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使不满意的人民失去搞乱子的口实和环境。



　　在军事方面重要的是对抗敌人的游击战略。第一点就是必须严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万不可以被敌人引诱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只有对极有限的地区才用重兵驻守，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人和物资才能获得充分保护。对这些地区，应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慎重选定。在国家的其余部分，则应容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留在这些不安全地区内的据点不过用以维持一个情报网，以便我们能够发动一连串的作战，来阻止敌人建立有组织的基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应容许敌人去从容地建立他们的基地，以便将来更容易将他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对于边界却必须设置障碍，严加封锁，以断绝敌人的外援；当年法西斯意大利在利比亚就曾是这样做的，我们在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无论执行得怎样好，这种作战还是必然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而这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中，是最大的不利。战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最合算的解答，并建立一种能够作持久努力的制度。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中，使用大规模的兵力消灭游击队，如果能迅速见效，则这种办法也是值得一试的。但若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例如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则此种办法就可能降低了自己的持久能力，也可以说是自动陷入敌方腐蚀战术的圈套。



　　最后，在执行一切作战行动时，当然必须同时注意其对于敌人以及平民可能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有重兵驻守的地区，平民应得到完全的保护，使人们从比较中看出，我重兵驻守地区的平民比敌人控制地区平民生活得好。这样，保护区就形成了避难区。为了增强我方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地区是不可以缩小的 [ 作者注：这就是说对于保护区的兵力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政策，这些兵力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 ；如果有机会扩大了，则以后也不可以再缩小。如果不幸受到了任何的挫败，则必须加以掩饰 [ 作者注：对于失败不应在报纸头条作耸人听闻的报道。 ] ，或适当强调其他更显赫的成功来冲淡人们对其挫败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措施。读者读过了本书这一段以后，一定能够回想到我们过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犯了多少错误。不管这些措施是如何有效，但他们必须永远记住，在这一类战争中，防御能够成功的实为一种例外。如前文所指出，只有当游击队在境外未曾建立与战场邻近的基地以保障其供给时，防御取得成功的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若仅用直接的防御来对付间接战略的攻击，那就象斗牛场上的公牛一样愚蠢，只知道向红色的披风猛冲，而不知道去攻击斗牛士。这个斗牛士，换个说法即“外部动作”，才是我们的目标。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所以，间接战略也就是用小调来演奏的总体战争；事实上，它也象直接战略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今天，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来说，全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一事实导致了现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间接战略的出现，并决定了这种战略的被频繁使用。所以间接战略既补充了直接核战略的不足，又在许多方面是它的解毒药。核战略越发展，全面核威慑越趋于平衡，则间接战略也就越会被使用。和平就会变得越不和平，而越接近于我在1939年所说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冷战。



　　冷战与热战的关系很象医学上的内科与外科的关系。我们今天虽然可以避免热战这个流血的大手术，但我们患了“传染病”，它并不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就减低了其致死的威胁。对于传染病，外科手术通常都是无效的，一定要进行预防注射，制止传染，得了病要及早发现和治疗。冷战是病根潜伏着的战争；而心理的传染与生物战所产生的传染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一经发生，就很难控制。1918年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一年以前，德国人曾大力将这种思想向俄国传播，现在又回过来使自己受其害。自从1921年以来，苏联大力推行反殖民主义运动，但运动的进展太快，超出了它的计算，终于在非洲产生了一些问题，使苏联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种冷战战略已经应用了多少世纪，但我们却一向不惯于打这样的战争。



　　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



　　我们必须十分明了的一点是：安全要依赖“外部动作”。在利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要研究双方所具有的弱点。我方的任何弱点都可以使敌人获得一个攻击目标，同样，敌方的任何弱点也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对报复进行威胁的机会。安全问题也就必须在这个水平上加以考虑。此外，有某些弱点，尤其是一个革命运动制造出来的弱点，往往需要非常长久的发展时间（巴库会议是在1921年召开的，但是反殖民主义运动一直到1945年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因素；古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在1956年之后，等等），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而采取的间接对策，和设计用来对付敌方威胁的行动，都必须尽早实施。在间接战略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冲突的迹象刚刚出现的时候。等到以后再去做什么，就太迟了。



　　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



　　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素，只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F代表物质力量，φ代表心理因素，t代表时间。在直接战略中，主要因素为F，φ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而因素t的数值相当小。在间接战略中，一切都恰好相反，主要因素为φ。



　　事实上，心理因素在任何形式的战略中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不过在间接战略中，更跃居于支配者的地位。因为缺乏物质力量，所以必须用某些推理良好的思想的力量去代替，用明智而谨慎地拟定的计划的有效性去代替。用人的智力代替非理性力量，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不要忘记，在间接战略领域，也象在直接战略领域一样，使用兵力仍然是必要的。兵力使用的范围可能缩小很多，但并不因此而减小其重要性。核兵力也许是看不见的，但它总归存在着，并且要由它来确定战场的界线。也就是决定威慑的边线，在边线内间接战略将大显身手。第二点，即使在间接战略领域内，也还是必须有兵力来扩张心理动作所造成的态势。即使所用的兵力非常有限，不过是少数联合国部队，但使用兵力这一原则不能变。F因素也许非常小，但决不会等于零。若无F因素，则战略本身也就不再存在。



　　有人觉得，这种微妙的战略往往与传统的战争样式相距太远，为实现这种战略而使用武力，是对道义的冒犯。这种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武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是善是恶，要看为什么原因使用它而定，换句话说，要看政策本身是善还是恶而定。在人类的历史上，武力在斗争中一向都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个客观事实是回避不了的。



　　常有人以为，对于武力的这种微妙运用，是政治领域的事，所以他们说我所谓的间接战略，根本上不是“战略”而是“政策”。这种名词的争执本身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尤其是因为间接战略是由政府首脑来实施的。不过名词的选择却可以显示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究竟有多深。那些把间接战略当作一种政策来看待的人，把两件不同种类的事情混为一谈了。政策的任务是拟定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决定资源的分配，所以它也决定是否应用间接的方法以达到某一特殊目标。但是，间接战略的实施却并非政策，而是战略，换句话说，在任何政策之内，对于兵力的使用都必须要有慎重拟定的计划。



　　过去1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面对着一个全面精通战略原则的敌人，却尝试用拼凑和猜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错误是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应象敌人一样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战略原则，要以同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同样的机警去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看到我们的地位继续下降，或者避免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我们应学会如何在这个所谓和平的环境中过生活，并设法挽救剩下来的那一点真正的和平。



　　我们必须精通间接战略的艺术。














	

 






	















	







	







	









 





	


	







	








	




	


第五章 总结论




	







	

 



	


	


　　在战争中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犯了思想上的错误。战略既不是一种智力竞赛，也不是万应灵丹。我希望这一本小书能使读者认清这种事实。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使读者明了到底什么是战略。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虽然很复杂，但应能指明实际的途径，以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最近的历史中是不乏实例的。



　　在尝试说明什么是战略时，我之所以决定以总体战略为其起点，是因为所有一切的斗争，不管那是猛烈的还是阴险的，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哪一个领域之内进行，还是多方面同时并进的，都要受到这种战略的指导——因为事实上，斗争本身就是总体的。诚然，如果仅以军事的眼光来看战略，它几乎是很难被理解，因为有许多重要的因素看不到。即使处于最有利的环境中（例如拿破仑的战略的实施环境），纯军事的观点也是不完全的，从而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基于同一原因，我不认为象雷蒙德·艾仑等人那样把战略和外交区分开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人为地把同一个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而且事实上，这个问题又还不只具有这两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垂直的划分是不正确的。我主张水平划分：画一条横线，把政策放在线的上面，把总体战略放在线的下面。这样可以正确地区分不同层次的责任，同时每个层次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就都可以看成一个统一体。



　　不过在政策这个层次之下，当然还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战略，它们构成一座完整的金字塔：顶点是总体战略，其任务是协调每一个领域的全面战略；而这些全面战略又负责协调在其领域内的作战战略。在整个战略金字塔的下面才是战术和技术。军事战略仅仅是全面战略中的一种形式而已。根据环境的不同，它可以扮演主角，也可以扮演配角。



　　我们已经知道，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按两种不同的调式演奏。大调式就是直接战略，其中兵力是主要因素。小调式就是间接战略，其中兵力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心理与计划。自然，任何战略都可以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调式，而在音阶上加以变化，结果就形成了许多战略的“样式”，其中最重要的，我们都已经讨论过。



　　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些“调式”和“样式”，都不过是在同一总结构内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敌人的心理屈服而取得决定性成果，它们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其基础就是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不同的是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一套特殊的手段。选定这些手段或是因为它们最能适应我方所能动用的资源，或是因为它们最有利于我方打击敌人的弱点。选择最好的手段，也许就是战略的最重要任务。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质的毁灭止。战略使人能应付困难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转为胜利者。



　　在这种选择中，以及在尔后的作战指导中，其“试金石”都是行动自由。战略的实质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以战略的基础就是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通过奇袭或主动进攻）。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将遇到两种不同的理论：或者对于所能动用的力量，尝试拟出一种最合理的使用计划，所谓“计算机战略”；或者为了对抗的目的尽最大的可能，以欺骗敌人，即所谓”狡诈战略”，这两种不同的战略运用方法可以用到直接战略中，也可以用到间接战略中。至于这两种方法到底用哪一种以及如何结合使用，则又必须根据当时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奠边府是一个主要用间接战略方法为主实施的战役中所发生的一件“计算机”不幸事件。相反，“霸王”作战本身是完全遵循直接战略的原则，而法国的地下抵抗却是其中的一个“狡诈”的方面。



　　在分析战略推理的过程时，我们可以评价双方按辩证法来看的态势，他们的行动自由决定于下述四个限制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可以判断由于行动自由的争夺而发生的与时间或空间有关的态势变化。这种变化万千的辩证态势如同战争影片的画面，我曾称之为“动作因素”；正是它，把“计算机”和“狡诈”这两股线编织到一起，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对抗行动，以求能够实现决定。



　　在这个对抗行动中，问题并不仅是抵挡敌人的攻击，必须一方面阻止敌人获得主动，另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直到决定已经达成时为止。所以，在动作中，我们必须看得很远，并保证把守住所有的要害，保证所订的计划是一套通向最后胜利的完整预测。



　　不过，运用战略和下棋不同，战略的棋子并无永久的、固定的价值。战略倒是很象烹调之道，必须把各种不同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来，配料是根据菜的不同而经常改变的。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其能力由那个时代中可以利用的物质装备来决定；它同时又使用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是与统治当时文明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战略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创造性的思想过程，其基础是一些假定，而这些假定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则又必须等到实际行动时才能知道。在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中，任何判断的错误，必将收到失败的苦果。这就是战略运用的巨大困难所在，在我们这个迅速演进的时代尤其是如此。



　　战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事实直到近几年来才为人所认识，主要是因为有某些理论甚至认为战略的优点在于它只处理不变的因素，并且认为只有战术才是会演变的。今天，核武器的出现已经使我们必须认清，战略虽然可能具有少数的不变原则，但它必须在大量变化的、假想的行动方案之间去作选择。这样才能产生大量不同的战略“样式”，这同旧有理论所提出的有限的几条正统原则恰好形成对比。



　　为了减少犯错误以及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成立一个最好的组织来研究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我们的传统思想路线必须放弃，因为今天远为重要的是向前看，而不是拥有其有效性颇成问题的大量兵力。除非我们能有基础良好的研究组织，除非我们对于任何情况都有合理的分析方法，除非我们能精确地了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了解各种发明所提供的机会，那就不可能有现代战略。我们距这种理想境界，尚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战略的许多方面还只是获得部分的探讨，或者全然未被探讨。政治和外交战略大部分还是空白，尽管从远古的时代起，就已有人加以使用。经济战略在和平时期的应用现在已有很好的了解，但如何将它当作一种施加压力的方法，则还是欠思考的。这些都是必须抓紧研究的课题。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对于战略中的心理因素的研究。我们应当能够把那些支配群众心理、军队心理、指挥官心理、部长心理、民族心理、国际舆论心理等等的因素分别提出并加以精密的研究，我们在心理领域不能采取现挣现吃的方法进行研究，应当有长远的计划。最近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太多了。错误的产生却是由于对实施战略的不同层次判断失误。在一些基本的研究中，心理学近来已成了一个热门学科，不过，其成果只是一些最多能应用于战术这个层次的技术。这些战术除非在一个正确的心理战略的框架内实践了，那是没有价值的。可见，问题在于确定一条全面的政策路线。毫无疑问，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只有采用特殊的辩证推理方法，才能解决。



　　从如此复杂的分析中，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全面性的结论呢？



　　战略是一门古已有之的艺术。但直到最近为止，它还是一种秘密传授的艺术。那种古老而神秘的艺术本来已经送到博物馆里去了，而近若干年来，在各种事变的压力下，它又被挖掘出来，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新阶段。战略也许可以永存，但战略如果要驾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例如冷战、总体战争、革命战争和核战争，则它必须作相当巨大的改变。它必须放宽其眼界和作根本的修正。



　　这就是我所想要说明的，因为我深信在战略领域中，也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一样，理想应该是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



　　但这样也就会把我们带进了哲学的王国。














	

 






	















	







	







	









 





	


	







	








	




	


前言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70年代期间战略思想方面所出现的主要趋势，并就这些发展趋势在80年代可能导向何处提出看法。70年代，在战略相互作用的整个范围内，在诸如国际社会结构、超级大国理论、联盟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兵器技术、战术原则、军备控制以及军政关系等领域内，都出现了重大的发展。



　　随着苏联干涉阿富汗而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上述事态发展的重要意义变得更引人注目了。尽管肯定地说世界已进入第二次冷战时期尚为时过早，但军事-战略因素在80年的国际关系中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此时就过去十年中这个领域里的主要发展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并明确在今后多事的10年中将继续起作用的新趋向，是非常适时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倡多思考探索如何对付或克服这些麻烦问题，以便有可能在适当的和平与和谐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秩序。



　　根据这样的目的本书编写的方法是先研究国际战略关系的主要方面，然后对具体国家范围内的和在战争方面的以及政治与军事相互作用领域中的事态发展进行分析。西奥多·罗普在第一章里撰写了一篇内容全面的文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发展中出现的主要趋势进行了探讨。然后几位作者对指导超级大国的政策和国际体系的观点进行了探讨：如赫德利·布尔教授论述了国际社会中武力的地位的变化情况；沃纳·希林教授和杰弗里·朱克斯分别探讨了美苏战略方针的发展；约翰·霍尔斯特先生对北约和华约集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书接着又研究了在不发生核战的条件下使用武力的具体方式：如肯尼斯·亨特准将对常规战争的讨论，罗曼·科尔克维茨对有限战争的分析。



　　计划和编纂本书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在编书初期，我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战略与防御研究中心和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协助。撰稿人大多是一年前就请来撰写各自的论文的。1980年7月21日至24日，战略和防御研究中心在福特基金会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计划的财政支援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了会议，会上向约三百名与会者提出了本书各章的初稿。按照会上及会后的讨论意见形成了目前本书的各个篇章。我们遵循的一项指导方针是，开会的目的在于帮助本书的形成而不是使本书仅仅是一份会议进程的记录。



　　从事这类研究的其他人可能把重点选在不同的题目上。如果要撰写一本篇幅更长的书的话，本可以把更多的题目包括进来并可以对现有题目作更广泛的探讨。但考虑到要使各阶层的读者，无论是战略方面的学者或实践家都能用得上，还是编一本象现在这样篇幅的精练的单卷本文选为好。



罗伯特·奥尼尔



1980年10月于堪培拉














	

 






	















	





	







	









 





	


	







	








	




	


1、1945年以来的战略思想




	







	

 



	


	


西奥多·罗普 [美]



　　对现代战略创始人的回顾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于澳大利亚人竟然为他1780年6月1日生日举行200周年诞辰纪念会，可能只会稍稍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至于他的《战争论》居然会当作宝藏一样去检验那些“完整体系”和“包罗万象的学说”，他也可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他自己从不曾想到要根据仔细整理的“材料”去建立体系和学说。克劳塞维茨生于1770至1789年的年代里，在这个年代里，最杰出的将才的同事们往往把他的箴言编成“难题解答”，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箴言在1790至1809年的危机时期已经被打破了。在1810至1829年的年代里重新建立战略理论的工作上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818至1827年期间，他就融会贯通传统经验、现实惨痛教训和预测未来方面下大功夫进行思索和著书立说。而他的神圣的、受到严格训练并具有传统思想的同行们则进而将其汇集成和平时期的法则、均势论及军事科学。



　　在克劳塞维茨于1831年11月16日逝世以来的岁月里，还出现过两次军事理论上的危机。昆西·赖特所著《战争研究》（1964年）认为这两次危机与战争、和平每60年大循环一次有关。军事理论的危机阶段、修改范例或重创阶段和释疑阶段都与托马斯·S·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构想》（1964年）中所提出的各阶段相似。根据1792年、1854年和1914年开始的重大战事和危机发生的日期，不难构想出在一个文明世界之中，军事理论每20年变化一次的模式，这种文明自克劳塞维茨诞生以来一直在扩大和加强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同时在扩大和加强平时备战的规模和强度以及现代称之为战略研究的规模和强度，并使强化军事的过程实现工业化。假如西方战略思想方面的危机如期于1970-1989年来到的话，这反映了1950-1969年期间释疑专家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无法将他们在朝鲜战争之后制定的常规战程式同他们为了解决核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新难题而匆匆忙忙构思出来的程式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们仍在研究伟大的将才、伟大的战役、伟大的帝国，但是今天即令是他们，也要对他们集中论述的人物、制度及思想进行分析，以便为他们传统的研究课题增辉。



　　和平时期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们首先用“最新胜利者”的语言来研究“新近的惨痛经验”。但随之而来的，更好地赢得上次战争的任何一种体系，仍然反映了有关社会、国家和军事实力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思想，或按照罗伯特·E·奥斯古德和罗伯特·W·塔克的说法是反映了有关《力量、秩序和正义》（1964年）的思想。尽管成败得失对比常常可与战争赌博相比拟，但克劳塞维茨却把他们比作“贸易上的得失对比”或者说“更接近于政治，……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上的得失相比”。然而，从军事上计算得失和从政治上计算得失以及从商业上计算得失，它们之间是无法比拟的。它们的结果是不同的；对于一方来说是有所得，对于另一方甚至可能是有所失。同军事战略家必须在“原始的暴烈性……偶然性和概然性的作用……（以及）纯粹的理性的政策”这个战争的“奇异的三位一体”中保持内部平衡一样，每一项目都反映出各自的“深深扎根于主题之中然而在其相互关系中又千变万化的法规”。（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89页及149页 [ 注：指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英译本。中译文参照1978年军事科学院根据1957年柏林德文本的译本。但因版本差异和作者零星摘录，译文均按摘录的英译句翻译。下同——译注 ] ）许多由此而引起的理论问题在即将发表的对爱德华·米德·厄尔的《现代战略创始人》一书（1943年）的阐述和评论中作了讨论。所以，总结一下战略思想在过去大循环的情况将会有助于说明“创始人”、“现代”、“战略”等字眼的含意在1980年看起来大大不同于1943年的那些事态发展。查尔斯·詹姆斯的增编新军语词典（1802年）并没有“战略”（由希腊字“将领”演变而来）的词条。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所指的“战略”是把计谋，即法国人的更多地依靠技巧而不依靠胆量去赢得胜利的“特殊才能”，同军事计算学，即“摆开军队阵势的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给指挥艺术增添了格言，这些格言是从历史、传记、兵书以及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致君主的谏书中总结出来的。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军事危机，与同时期的中国战国时期的危机一样，产生了游士说客以及论述战争很多方面问题的兵书。象色诺芬和孙子，这样古老的作家的计谋仍然能在腓特烈大帝的著作中找得到，这反映了相类似的农业社会在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历来由于对固定的城堡里不断投入季节性的劳力而变得更加严重。



　　开明的暴君的战略谋算实际上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每个政府，”克劳塞维茨写道，“都拥有并管理着一座它总是力图扩大的巨大财产。他们进行战争的手段……是国库里的金钱和他们可以抓到的无业游民”。由于“每一方都能判断出对方在数量和时间方面的潜力”，因此象腓特烈这样“统率着有数量虽少但战斗力却高的部队”的伟大统帅，就能“把一个小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克劳塞维茨对此没有规定任何固定不变的公式。但是，“一系列的命题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证明：防御是达到消极目的的较强的作战形式，进攻是达到积极目的的较弱的作战形式…以及战略性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某些转折点”等等，这意味着他的格言是支持那些取得“数量优势”的大多数的参谋计划系统的。“数量优势”是始于1792年、1854年和1914年的几次伟大战争中的“致胜的最普遍的因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61年英文版，第71、194、589页）



　　由于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的成功，使得战后的战略计划工作几乎统统归那些训练和后勤专家们负责。鲁道夫·冯·凯默尔雷所著《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4年）公平地把功劳分给了腓特烈大帝、拿破仑、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和赫尔默特·冯·毛奇。但计划者的威望越高和越孤立，他们就越感到难以用“探索的……头脑”，采用“综合性的而不是特殊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会疏忽或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思索之后才会理解”的和平时期新因素。克劳塞维茨与他推崇仿效的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每个战略家的计谋“必然是受其自身地位的特性、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所支配”。这些将会使他称之为精神、体力、数学、地理以及统计等战略因素的内部素质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02、112、183、594页）



　　费迪南·福煦的《战争原理》（1903年）强凋在战斗中要用“充分的准备……和因受到激励而倍增的数量”去粉碎“敌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若米尼根据几何学原理提出的“连续地把部队投入战区的关键地点和敌人的交通线上”的理论，要求尽快地在关键地点上部署尽可能多的兵力。在福煦称之为“仍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越来越威力巨大……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中，“人的因素的优势”将使进攻得以进行下去。所以，法国人的报仇雪恨和德国人的英雄史诗都强调英勇的进攻。新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他们新帝国的解释给了所有西方的利己主义当头一棒。陆军的战略家们几乎没有探讨过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十八世纪海军战略的箴言所作的新达尔文主义式的汇编。而且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战术都不曾正式受到过有独立的科学专家或外交政策专家的怀疑。在新帝国的官僚机构中“按部就班”的欧洲的总参谋部同吉利奥·杜黑称之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和运转着的国家”安全脱了节。



　　凡军人在平时都需在思想上常备不懈。他只有用杜黑所说的“回顾过去”、注重现实、想象未来的办法，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但这样做可能会打乱已成为教条的、排斥一切怀疑及怀疑者的理论原则，所以和平时期的战略家能解决老的难题，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倒可能成为无人称颂的预言家。在1770-1789的20年间，吉贝伯爵曾于1772年问道，如果一个民族在欧洲兴起，它有一支全国动员的民兵，一项确定不移的扩张计划和……一个廉价的发动战争的系统（这个系统靠打胜仗而生存，它不会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而放下武器），精神抖擞，资源充足，管理井然有条——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局势将会怎样呢？（吉贝，1803年）吉贝遇见腓特烈之后自己宣称放弃这种猜测，但这个猜测是如此准确，以致1830-1849年间的怀疑分子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征召来的拿破仑式“国家民兵”的效忠、后勤保障以及指挥问题。



　　1890-1909年期间，怀疑产生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军人对于他们的速射武器的战术效果的怀疑已由波兰籍犹太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伊万·S·波劳克汇编成六册统计集，取名《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看战争前途》（1898年）。新武器的出现会造成战术和战略的僵局、经济的崩溃和政治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已成为不可能了。波劳克的观点遭到了压制，但这些观点对第一届海牙会议的召开，以及对尔后的用统计方法研究现代战争曾有过某些影响。1911年，第一个国际组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波恩建立。它打算“科学地，不带任何褒贬地”研究战争。当时的情况是，研究委员会的课题，……如论战争的经济和历史原因及后果、和平时期的军备、国际生活中的一元化影响等问题都没有被看作是与战略学有关的一部分。



　　1914年灾难过后有66年了，历史学家仍对科学的战略批评家和在实力均势、军备控制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危机迹象进行分类。F·W·兰彻斯特使用了一种数学公式来确定飞机在战争中的效能（1917年）。杜黑认为它们可以“分化瓦解各个国家”。J·F·C·富勒、B·H·利德尔·哈特等人想出了机械化地面部队实施闪击战的主意，另有一些人发明了新的潜艇作战和两栖作战战术。富勒认为，“进行工业化战争需要……（1）政治权威；（2）经济上的自给自足；（3）国家纪律……；（4）机械化武器及平时的准备工作。在“长期停战”期间，各大国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一旦战略重新成为军事和政治的共同事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为调整战略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调整，西方国家和苏联才在1945年取得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对“大战”有这样的认识，即战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业，不能交由将军们去处理。另一种思想则认为战争是太重要了，不能交由任何一群领袖人物或追随者去处理。而前一认识往往不能被后一认识所取代。



　　军事人才的兴起



　　自然科学家的成就和社会科学家所取得的一定成绩，使战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军事方面都受到了尊敬。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们同部长们和将军们一起进餐，而不是同马车夫和足球教练进餐。研究博奕论和行为特性的科学家们帮助伟大的将才们跟上了科学和技术的变革。1950-1969年的20年间产生了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团体（由肯尼斯·博尔丁、查尔斯·丁·希契、塞缪尔·P·亨廷顿、莫里斯·雅诺维茨、罗伯特·E·奥斯古德、托马斯·C·谢林等人创建），它协助制定了战后的美国战略。但这些创建人的个人影响不如几十年前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一辈人大。而研究战略问题的军事书中通常所讲授的社会科学，可能象福煦据以编写他的《战争原理》的战争历史一样，是教条式的。



　　他们的战略因素对比表内的“精神”一栏非常简单，常常同过分强调拿破仑的格言“精神与物质之比为三与一之比”一样。这些栏目对“指挥员的技能，土兵的经验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估价。克劳塞维茨知道，这些因素是部分独立的变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低估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项”。“这三个因素具有确实无误的效用”，其历史明证比比皆是。（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83、186页）但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因素对比表却把国家的宗旨和国家的意志看作象国民生产总值一样，由战略家们为保卫特定的国家利益进行分配，而不将其反馈到国家意志或宗旨中去。美国的战略家们在1930-1949年的20年里同西方非凡的领袖们的“惨痛经历”，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研究冲突的人员难于看到方兴未艾的民主、民族和工业革命可能进一步改变“精神”力量的对比。于是，对那些据说曾驱使工业“穷国”投入战争的绥靖政策与遏止政策相结合的做法所表示的“泰勒式”的内疚情绪以及帝国主义者对其“半人半鬼的”老是“愠怒的人民”的犯罪感，会同时油然而生。



　　关于最近的伟大将才的材料，在数量上很多，在倾向性上也很明显。人们很快都知道了一切有关阿道夫、蒙蒂和艾克 [ 注：指希特勒，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译注 ] 的情况，而对斯大林的情况还不及对查理曼大帝和孙子了解得多。鉴于战略是集体制定的，历史学家至今对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或诸如斯乌兹、劳伦斯、莫那希、托洛茨基等非专业的军事天才的个人作用，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因此把德国总参谋部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作为诺曼·F·迪克松的著作《论军事上无能的心理性质》（1973年）中所说的集体成果的例子来研究，还不是时候。对那些在60年代后期，在各种规模的冲突中，表现了在战略上无能的美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军人们，也不必用这种方式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关于冲突规模的观点是从广岛、早期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在克劳塞维茨和其他战略家对有限战争、人民战争和小规模战争的论述中曾隐约地谈到过。关于这类战争英国战略家C·E·卡尔韦尔于1869年写了一本陆军部手册。但1950-1969年的20年间，在军事科学中最早的重大变化是以多达六种的计谋替代拿破仑式战争的战略计谋。这六种计谋是：核战、常规战、有限战争、游击战、准国家级战争和外交恫吓。如果在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建议对1919年的军事战略家来说显得陌生的话，那末大自“超级大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小至“准国家级暴力行动”这样一些题目，对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科学家来说比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还要显得陌生。被西方的无知的战略家称之为“非常规的”中国的会计制度，最终给多国联盟提供了几种新的战略计谋。在按民族来说是分裂的，而在战略上是统一的国际斗争舞台上到处都是这种联盟。在这张得失对比表上是收益，而在另一张上甚至可能是损失。投资和现金流动问题越来越取决于会计师“对自己的地位……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的判断。军事专家们据以实施战争的各项规则，已经都变得需要重写了。每个实践家不得不按照自己所属社会和行业要求使用的光谱辨明方向。



　　通常是，最大的战胜国确定战后战略辩论的调子。所以1950-1969年期间，辩论的题目及使用的语言都是由英美决定的，如同以前曾经是由法国和德国决定的一样。上个十年中惨痛的经验已经体现在这样一些政治术语之中，如：“衰退”、“孤立”、“绥靖”、“马奇诺防线”、“闪击战”、“珍珠港”、“大屠杀”、“广岛”、“冷战”等。英美两国几乎同时作出的关于军队复员和实施威慑的决定，这些决定成了第一批难题，确定了第一批核战争的得失对比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传统利弊的关系。英美军事科学的思想库——以兰德公司为这类组织机构的代表和以战略研究所作为研究工作国际化的标志——早已解决了曼哈顿计划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中提出的难题。至于它们以后遇到的理论危机是由于它们必须解决的新难题的复杂性，还是由于过多地使用统计分析，抑或由于成就过大过快的专门化和教条主义所致，则无法回答。但至1970年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一些有专门知识的军事人才的“分析迷宫”与战略的“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显得十分清楚了。（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183页）



　　对于英美在“胜利的顶点”上转向战略防御的做法，没有立即引起争论。防御的火力威力使波劳克得出结论认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战争已成为不可能。如今，用技术手段“从空中进行摧毁”，已变得极为便宜和容易了。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中对其深远的含义作了探讨。但除了布莱克特外，自然科学家大多转向解决核技术上的难题，而社会科学家和军事科学家则转向解决政治和经济复兴的难题，以及和平时期的军事编制及军事行政方面的难题。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充实了近期战略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力量对比中加上了中国，但遏止、威慑以及朝鲜战争以后相当多的减少军队仍然是符合英美政治、经济和领土利益的。英美在轰炸机和核武器上垄断地位的结束已经成了现实。俄国人在技术上迎头赶上的速度以及西欧和日本复兴的速度，更加强了美国把武器看作安全与繁荣之关键的观点。在1950-1960年的10年中，它们给西方带来了可以期望得到的安全和繁荣。而且正象因《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而名闻遐迩的美国作家布罗迪在他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巨著《战争与政治》（1973年）中所说，武器的使用，“在可能涉及中国和苏联的任何事情上都是十分克制的……尽管为这种克制付出的代价是遭到耻辱与军事上的失败”。（我在国际关系方面使用的术语是“持续的混乱”）



　　英美的战略家由于专心于解决难题，因此很少写一般性的论著。利德尔·哈特在《威慑还是防御》（1960年）中曾希望最终能合乎情理地回到用间接的方法研究英国策略。对此，富勒的最后一本著作《战争指导》（1961年）未予支持，而其他的老将们则大发怀旧之情。由于出版者安排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使得约翰·哈克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1978年）成了写巴顿的书一样的畅销书。但亨利·埃尔克斯的《军事原理与哲学》（1965午）和《自由社会中的军事力量》（1979年）都因写得过于明智和合乎理性，而缺乏诱惑力。当年欧洲尚处于农业阶段，克劳塞维茨从来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一个可蓄意操纵的战略因素。更奇怪的是，在一个咒骂技术破坏了如此众多传统体系和理论原则的时代里，竟然没有任何战略家仿效安德列·M·斯科特在《非正式突破：国家机器的革命》（1960年）中的做法，对电子和空中交通如何使政治、军事和思想体系互相渗透、分裂、变得脆弱以及可能不起作用的看法提出疑问。



　　美国有许多论述空军战略和核战略的书不堪卒读。这些书充斥着种种名义上的区别，它们从大规模报复说起，再谈到灵活反应与有限威慑，最后又归结到互相确保摧毁战略，在学术上把19世纪法国和德国解决疑难问题的伙伴们都忘却了。赫尔曼·卡恩的《论热核战争》（1956年）为一种对社会来说有用的科幻小说事业提供了原料，这种事业使人们去《想不可想象的事情》（1962年）并忘掉了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年）一书中提出的用扩散较小的核武器的办法进行较小规模报复的建议。基辛格以及卡恩的著作《论逐步升级：比喻和假想情景》（1962年）对于克劳塞维茨担忧的事情：“一旦障碍物（只因人们忽视可能发生的事情才造成的……）被拆掉，再将它们树起来就不怎么容易了。至少当事关重大利益时，互相敌对将以与我们今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593页）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互相都关心活下去的人来说，“衰减因素”已经在一条写进官方条例的条目（AR310-25）中显示作用：“有限的遭到唾弃的战争的说法已不再使用，也别无可替代之词。”



　　美国空军正式提出以“达到我们的具体政治目标”来代替“胜利”这个词。直到1964年，军事实力“在不超出全面战争的范围内，仍能直接使用……只要文职领导人认为它在具体的冲突情况下是适当的、可用的”，而且相信它“能相当准确和克制地加以运用”就行。“数量优势”是拿破仑时代打胜仗的“最普通的因素”。在布罗迪把战略说成是“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可行性仍然是按费效比、预算和宣传的数量来计算的。“导弹差距”和古巴危机令人对闪击战和珍珠港事件的回忆愈发难忘，这就不断地给空军、核武器、导弹和空间等方面的竞赛火上加油。



　　第二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购买的武器比将军们要求的还要多，但它还是在这场“导弹差距”的总统选举中失败了。16年之后，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不声不响的军火商们，对就任的卡特政府发起了一场类似的“导弹差距”闪击战。退休的军事情报官对中央情报局的数字提出了异议。在持强硬路线的学术团体的支持下，他们提出的投掷重量、百万吨当量、导弹、弹头和战术与战略轰炸机的数量使他们获得了足够数量的高技术性能的武器，来弥补其每况愈下的兵力数量上的劣势。俄国人的行动帮助他们拯救了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武器系统、16艘航空母舰、15个师和全志愿兵制的部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未批准生效，征兵登记开始了，民防工作停止了，各盟国被告知要调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所以空中力量的威慑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资源仍然是按统计分析法进行分配的。根据这种方法曾制造了原子弹。统计分析法还证明战略轰炸和自1945年起杜黑分子一直主张的成立单独的、起主要作用的空军的论点是正确的。法国人关于核武器充足量的新数学统计方法，是与相对论、哥白尼体系或供水系统氟化物污染统计法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算术常识大相径庭的。



　　数字能说明战略的物质因素（“军队的规模、编成、武器”等等）和数学因素（“保障与维修”）。数字对于其他的数学因素（“作战线”和“需要用几何学来计算的运动”）和地理因素用处则比较小。军队的配置是拿破仑时代战略学的基础，地缘政治学则是大战后几十年间的一个重大发展。英美战略家解决了40年代军队配置的主要问题。但在1945年和1954年，英美的常规部队进行了复员，结果使部队的数量比那些占据着世界岛屿中心并在朝鲜战争期间有效地利用了其内线的国家的主力部队还少。在困难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派出了类似的驻盟国的起绊索作用的常规部队，这部分地是由于不愿意引起可能导致新孤立主义和士气下降的问题。由于运输部队和常规部队的增加会产生征兵问题，并且会把拨给本可以通过重新选定目标进行再部署的远程导弹的资金截走了，因此美国空军坚持认为，整个“冲突的多种规模”是一个“不稳定的、统一的整体”。



　　冲突的规模是不稳定的，但并非统一的，因为俄国人扩充了常规部队、加强了它的内线地位，并且日益威胁到西方盟国越来越脆弱和要求越来越高的外部联系。所以，英美关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的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是依靠精确制导导弹的防御能力的。可以从1954-1973年的有限战争和游击战中学习某些东西，但这些战争发生的场所都很特别，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按不同的规则进行的。所以英美的准核战战略，与处于冲突规模的最高端的其它大国的战略一样，都是派生出来的和具有反作用性的战略。



　　也许美国的解决疑难问题体系在理论上与法国和德国的第二帝国的体系同样呆板。虽然批评家们已看到了这体系的弱点，但是让拿破仑三世和威廉二世的谋臣们去改革一个保守的、有意分割的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对1950至1969年20年间的这种看法，也许美国腔、宿命论和受虐狂的味道太多了。这些国家的战略家遇到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这些问题看来当真如此。遏止和威慑带来了三十五年的普遍和平。1970年的美国不是一个孤零无依的侏儒，但却是个可怜的僵住症患者。它的每一次的大力动作都由于内部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而迅速停止。很少有军事历史学家考虑过，美国的内部矛盾与如此支离破碎致使政策常常互相矛盾的战略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发生在较早时候的例子是由军方引起的对入侵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大量英国地面部队在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未能发挥作用。认为西方的国土防御和民防部队是挑衅性的观点是与之相似的，而传统的西方封锁和抵制政策会使整个西方联盟遭到同样的毁灭。



　　一个普遍的军事理论危机？



　　70年代是否有类似的危机影响其他的战略学体系？战争消灭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略学派，使事情变得简单了。英法的独立的战略学派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是库恩关于危机、应变和解决难题的模式并不说明现存的美、苏战略学派和新近发现的中国战略学说，以及可能还有乘大国彼此摧毁之机而发展起来的中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的战略学都同时会出现危机。但是从1980年看这些其他的战略学派的可能发展，要比从1945年看可能容易一些。这可以说明对其他体系的简要评论是正确的，这些评论意见是由现代战略思想方面的专家们妥善地提出的。



　　英国的战略学派比较特殊，它仍然遵循着为一般的军界人士和市民写作的传统。没有人达到利德尔·哈特那样的国际地位。英国的问题现在变得更有局限性了。利德尔·哈特和富勒是由事实证明了的预言家，而许多英国的战略家如迈克尔·霍华德，却一直在回过头来研究历史了。英国的战略学派主要关心的是研究向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提出传统的、常识性的建议，尤其是通过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小册子和客观的力量的对比的方式。但只要以数字为主，那末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军界的一般人，都难以对这些力量对比表同最坏的军备贩子或者爱好和平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作的吓人的估计加以区别。但是，即使是英国的战略学派也写不出关于维持和平或皇家政府移交权力的野战手册。认为苏格兰兵士、戴假发的法官和经过桑霍斯特军事学院培养的军官已经足够的观点，在70年代曾遭到某些强有力的冲击。



　　法国人把独立的核战略融合进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战略之中。他们的长期服役部队由应征士兵中挑选政治上忠诚的人组成，这些部队同颇为相似的德国部队一样，强调要与居民有密切关系，要有高度的专业技术水平。法国为西欧提供了它自己的打核战争的部队，还提供了高技术武器和核动力工业、一条与莫斯科联系的特殊渠道和一支可以援助前法国殖民地政府的高度机动的突击部队。法国为新的战略战术思想提供了市场，并防止了英美对北约或欧洲共同市场的失望泄气。至于法国公众舆论对法国战略思想的这些发展情况是否感兴趣或者是否知道，则不清楚。正在复兴的德国和日本的战略学派，情况同样如此。意大利人则不在话下，他们有别的事情要做。



　　自50年代以来，俄国人和中国人关于常规和非常规战争的战略显然没有什么变化。俄国人的强大常规部队和西方的防御性的战略保护了俄国人重整核、空军和海军的军备。这两个马列主义大国觉得，西方没有打赢有限的革命战争，这预示着它将最终失败。征兵仍然是一个实现现代化和苏维埃化的重大因素。大量坚固的机器由重工业生产，这两个大国都把重工业放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优先地位上。现在俄国人及其新的不接壤的盟国都能获得大量先进的武器。俄国和中国都可能认为，包括核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依然是可以打赢的，但从在各个领域里正在加强的军备情况看，没有证据表明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核部队、常规部队和非常规部队已给予战略上的重视。



　　自30年代以来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的三个战略学体系，在新的美国战略提出的难题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比发展新的一般思想要多。可能是在1970年前后的某一时候，发展战略的主动权转到了诸如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大国，转到了象法国这样复苏中的国家，转到了在缓慢地发展的“充足核力量”俱乐部，转到了一些中小国家身上。



　　不管情况如何，本会议的组织者认为自越南春节攻势至赎罪日战争和石油禁运以来的岁月，是“大国均势、在没有战争情况下武力的作用，以及战争指导本身都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岁月”。所以，对衡量战略思想发展的基线作历史上的介绍时，必须把1945年至1970年之间的年份与以前的“现代战略创始人”联系起来。自18世纪末以来，在这样的发展中一直起作用的理论变革的模式，在70年代和80年代可能继续起作用。有相当多的迹象表明，对美国战略思想有一种危机感，以及公众对美国战略领导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至于这些事态发展是否已“引出一个作为示范的替补者”。（库恩，1962年）证据尚不充分。有些事态发展可能正好是来自那些中小国家的战略家，他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以来一直在设法维护瑞典和瑞士的中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是目前最受各方面困扰的区域性组织之一。美洲国家组织可能是近来在平息有组织的政治暴力方面和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进行合作方面，最成功的一个组织。



　　现代战略最适当的箴言是毕加索的一句话：“反对在先，赞成在后。”每个历史学家最爱干的事就是告诉社会科学家哪些错了。在纪念这位根本不相信战争的“完整体系”和“包罗万象的学说”的职业军人二百周年之际，这样做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基辛格在拿破仑的二百周年纪念日所说的：“老林登到圣海伦娜去了，但他并不是喜欢去那里的。”或者象劳合·乔治在此之前半个世纪在巴黎所作的演讲的开头部分所说的：“好罢，绅士们，我们胜利了。但老天哪，我们差一点打了败仗。”或者象修西狄底斯海军上将评论空军中尉色诺芬那样：“就这样，你的斯巴达式的热旋风在波斯上空真献身手。”不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海牙放映关于19世纪波劳克事迹幻灯片的预告。当我们从堪培拉、新加坡、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城、波茨坦和达勒姆聚集一起纪念发表人和公民不互相残杀宣言二百周年之际，有人将对克劳塞维茨的宝库重新进行整理。当“特洛伊城无望得到救援时，我承认失败，背上我的父亲上山去”。在那里，我们的“武器与人”的史诗将重新开始。














	

 






	















	







	







	









 





	


	







	








	




	


2、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70年代的经验和80年代的前景



赫德利·布尔 [英]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最初几年，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经减弱。我们被告知说，靠诉诸武力可以得到的好处正在缩小，特别是使用武力取得或维持对海外领地的控制并没有促进国家的繁荣。这是为了证明英国从苏伊土以东地区撤退是正确的而在当时重新时兴的一种自由派的老论调。另一方面，诉诸武力的代价据说提高了，这些代价有：政治上受到世界舆论的责骂、对外国统治敏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敌视、国内的政治动乱、经济失调，以及最后，如果有核战争危险的话，本国社会将遭到实际上的毁灭。西方在60年代取得伟大成功的例子，是西德和日本取得的经济增长。它们是在未使用武力，而且确实是在坚决反对军事化的思想指导下取得这一成就的。相比之下，西方近来的战争经历却是同某些惨痛失败相联系的：英国在苏伊土，法国在印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美国在越南都失败了。



　　武力的用途在减少的论调，不单单是一种关于核武器的影响的论调，即：如果武力会导致造成全面毁灭的核战争，它就不应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这一思想，适用于核力量也适用于非核力量，而且把在核时代武力作用的减弱看作是很早就开始出现的一种发展到了顶峰的倾向。这些思想可以追溯至150年前奥古斯特·孔德关于战争与工业文明，（按他的说法）“征服精神”与“勤奋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论述。工业化国家在本世纪前半叶确曾彼此为敌进行过大规模战争。这也许被认为可以否定孔德的论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工业文明会立刻消灭战争，而且捍卫他的立场的人如维布伦和舒彼特也能证明在工业化时代战争之所以继续存在，是由于在德国和日本保留着一种工业革命之前的、封建的或者说武土精神的缘故。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工业化大国战后在彼此的关系中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这一情况使得对孔德的思想又重新产生了兴趣。例如，雷蒙德·阿隆195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作的关于奥古斯特·孔德的报告中，对这些思想表示了有保留的赞同。克劳斯·诺尔在一本1966年出版的断言武力的用途在减少的名叫《论核时代军事实力的用途》的书中也采用了孔德的论点。确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之间还不曾发生过大规模战争。虽然在非工业化或部分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战事甚多，但可以认为这正好证明孔德所说是正确的。



　　也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一派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作家开始争辩说，国际实力关系中的战略因素正在让位给经济因素。斯坦利·霍夫曼告诉我们，争夺军事实力仅仅是进行国际政治对弈的“许多棋盘”中一个棋盘而已（1968年）。被称为“跨国关系”的情况报告强调了在世界政治中不拥有军事实力的多国公司及其它非国家机构的重要性（见1972年基奥汉和纳尔的著作）。国民生产总值高但军事实力弱的国家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日本了。1970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宣称，日本已经走上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非军事的大国的道路。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所谓世界各种社会愈益“相互依赖”的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按照这种理论早期的说法，“互相依赖性”的增长被认为会对国际政治产生良好效果：彼此之间更加密切的相互联系和更加敏感的社会，据信必定会培养出一种团结感、一种共同的目的感；在由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停止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使用武力了，随着“互相依赖性”的范围扩展至世界各地，把东方和南方的各社会也象西方的各社会一样包括进来时，可以预期也会对那里产生良好的影响。



　　相信武力的用途正在减少的一个地区性例子，恐怕要算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就任总理时所作的令人难忘的声明了，他在声明中说澳大利亚今后将执行一项“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迟至1973年，埃拉斯泰·布强才认为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的“里斯”讲座宜取名“无战争情况下的变化”。1973年9月，即中东十月战争（我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明显的转变）行将发生之前，劳伦斯·马丁教授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会上说：“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武力的用途减少了，现在还在减少，而且会进一步减少。”



　　今天不管正确与否，我所阐述的观点，大部分已经被否定了。西方世界如今普遍预计，武力的作用不会减弱而会增强。苏联集团、第三世界和西方本身的武器愈来愈多，它们的军备开支不断增加都足以证明。诉诸武力的代价和风险也许仍然是巨大的，但可望从中得到的好处据认为越来越使这些代价和风险变得可以接受。在技术上、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很富，但在军事上软弱的国家今天被认为极易遭受攻击。然而，我们对前景的估量是，从长远来看，孔德关于战争和工业文明互不相容的论述将证明是正确的。无人会指望这一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应验。有趣的是，雷蒙德·阿隆和克劳斯·诺尔如今都收回了他们早先对孔德理论或新孔德理论的赞同（阿隆于1978-1979年，诺尔于1977年）。“互相依赖性”的增长对国际冲突所起的作用，目前更多地被看作是恶性的而不是良性的，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被说成会使彼此都易受到损害，因而成了新冲突的根源并为各国借以相互施加压力提供了新的杠杆。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正在将战略上的利害关系逐出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这种学术观点，现在已销声匿迹，而十年前认为已经过时的以实力政治的观点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如今又大为流行了。没有人会认真地坚持说经济上的考虑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但是已经不再有人声称这种经济上的考虑将取代战略问题或军事问题。追逐财富和追求军事实力不是被看作国家政策的两个不同的、互相对立的目标，而是越来越被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人们又回到了重商主义观念，即认为追求财富需要使用武力。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观念的变化呢？上个十年开始时提出武力的作用在减退的那些人曾作过五种设想，对这些设想我们曾根据70年代的经验进行了修改，虽然还没有全盘否定。我认为应该通过检验这些设想来探讨上述问题。第一种设想是，美苏之间出现了持续的缓和过程，其结果是在这一重要的紧张点上武力能起的作用将受到限制。由于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60年代中期以后几年一系列进一步控制军备的协定的签订，为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在1969至1974年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根据基辛格博土的积极“联系”理论，苏美缓和发展到了包括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以及其它问题上的一大批协定。欧洲的缓和进程导致70年代初期西德与其东邻各国缔结了协定，并扩及到1971年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1973年北约-华约关于共同裁军的谈判以及包括中立国家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欧洲的安全与合作会议。美国和中国也开始了缓和的进程，这种缓和至少就美国方面来说不是针对苏联的，而被认为是朝向建造一座把所有大国联系在一起的大厦（相当于一个20世纪的欧洲和会）的一个步骤。在尼克松的“谈判时代”中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世界好象处在缓和热的支配下：签订了越南和平协定，一批其它国家仿效美国朝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方向前进，甚至在类似南北朝鲜这样似乎不可能接近的对手之间也建立了接触。



　　这一缓和时期使人们产生了武力作用已减弱的希望。这种希望决非全然的幻想。超级大国确实曾设法把它们在避免核战争中有着共同利益的初步体会变为某种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规定。整个70年代，就超级大国之间战争的危险而言，世界逐渐感到比起冷战期间，不安全因素少了。甚至连这10年中超级大国之间最严重的危机——发生于1973年10月美国战略部队处于全球范围戒备状态的那次危机——都没有象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令人感到十分恐惧。尽管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甚至1974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协定本身，在稳定战略核力量均势，控制所谓的军备竞赛或降低军备水平方面虽然没有起多大作用，但却指明了通向尔后可能签定的协定的道路，这些协定将促进上述目标的达成。超级大国确实提出过某些主张，要求把它们当作是监护自己核武器的可靠受托人，而且尽管1968年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遭到反对以及印度于1974年进行核爆炸从而带来了挫折，它们还是对控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缔结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协定为最高标志的欧洲缓和进程，确实使北约和华约国家之间在欧洲的紧张程度有了急剧的下降。



　　在70年代后五年，超级大国之间缓和的大厦始则动摇，继而就崩溃了。按照美国的看法，这是因为苏联扩充战略力量以寻求优势，进一步发展其在欧洲的占优势的军事实力，并且走上了扩张海军和在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涉的冒险主义道路，从而违反了缓和的法则。按照苏联的看法，缓和的法则从来不包括停止为争取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引起美国人反对的并不是苏联取得了优势，而是美国失去了它在整个战后时期认为理所当然地属于它的优势。此外，美国还同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等国开始推行包围苏联的政策。因此，苏联增强军力只是对于这种包围政策的防御性反应而已。



　　不管这些解释是非曲直如何，我们目前面临的前景是：不再有任何推动力去促进超级大国之间的谅解，目前的结构中有的部分，比如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已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不仅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被人忘却了，而且对控制军备的整个过程也开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情绪，甚至在那些以前对此信心十足的方面也是如此，这反映出对于即使在政治条件比现在稍好的情况下如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也已经智穷才尽。我认为战略核力量均势本身仍是稳定的，但是，不仅技术上的巨大发展正在破坏这种均势，而且有些战略学说目前在美国占据着上风。这些学说，与在苏联可能总是占上风的战略学说一样，把稳定所欲达到的目的从属于合理地实施一场战略性的核战争的目标：1973年公诸于世的施莱辛格的“灵活选择”学说，可能没有给麦克纳马拉十多年以前阐明的观点增添多少东西。但是，现在却有了可以使某些选择方案具有实际可行性的技术，加上有十分坚强的意志来运用这些选择方案。因此，可能进行所谓有限核打击的危险性增大了。在欧洲，东西方之间缓和的结构依然存在。但是，尽管西欧盟国显然仍在坚持缓和，美国自己却越来越离开了它。美中之间的缓和存在下来，而且实际上还有了进展，但是卡特时期与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相比，缓和已经变成针对苏联的了。人们设想的大国间的合作已荡然无存，除非这种合作指的是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结成反对苏联的大联盟，这种联盟目前似乎正在形成之中。



　　其次，认为武力的用途在减弱的想法也反映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世界上供发展用的资源是丰富的，而且通过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作用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这些资源。广义地说，整个历史上进行过的战争都是为了达到三个目标，每个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人都知道，这些目标却都是在苏塞戴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来的：有为了安全的缘故而进行的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为了推广某种思想而进行的战争，如十字军远征和宗教战争；还有为了取得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如重商主义时代欧洲的贸易战争和殖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内我们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安全的缘故，这也是我们迄今设法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动机。我们还打了许许多多矛头指向殖民管制、新殖民统治和白人优越论的以各种各样民族解放战争为其形式的意识形态战争。但在这个阶段似乎找不出很有说服力的任何一个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实例。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想得到东欧和乌克兰的粮食资源和生存空间，以及日本想取得东南亚的原料，但1945年以后发生的战争看来都不是为了这类缘故。



　　70年代期间，由于我们认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以及不再把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继续存在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又重新发现了使用武力的经济上或物质上的理由。标志着由认为资源丰富过渡到认为资源匮乏，由自由派的乐观主义过渡到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对国际关系问题由采取生产主义态度过渡到采取分配主义态度或认为得失分明的年份，当然是1973年了。确实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限度”的报告1972年就已经出版了，战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紧张状况早在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尼克松总统1971年的货币政策的改变中就已暴露出来。这时，西方越来越依赖中东的石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石油价格上涨，生产下降，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又推行了有选择的禁运，从而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脆弱性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讨价还价能力更加引人注目，这些都具体显示出从那时起使我们的全部思想都受到影响的资源匮乏意味着什么。



　　1973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罗马俱乐部报告中强调的那种资源确实有限造成的结果，而是因政治经济情况所引起的当地资源缺乏造成的；可是由此往后，不主张协力增加生产，相反地却一味强调为分配世界产品而斗争的资源匮乏论在国际政治中占了上风。1974年，第三世界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从前被看作是（甚至被南北双方大多数官方发言人看作是）双方为促进贫穷国家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例如彼尔森报告《发展中的伙伴关系》就是这样看的）却越来越被看作是南方和北方之间为了资源和权力的分配而进行的一场斗争。东西方斗争也部分地被看作各方都想控制世界资源不让对方得手的一场斗争：例如苏联在70年代后期在非洲以及其后在西南亚推行的扩张主义，按西方的说法，是旨在控制资源和阻挠西方取得资源。为了夺取海洋和海底的资源展开了一场争夺，只是由于自1974年起开了一连串冗长而无结果的会议，这场争夺才稍有缓和。关于自由使用海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论点，是格劳秀斯在《海洋自由》中提出来的，即海洋资源是丰富的论点，因此任何具体国家独占海洋是不适当的。但是一些国家却单方面地或一致地提出了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开发深部海底的要求，它们这样做的根据则是约翰·塞尔登在为回答格劳秀斯而写的著作《海洋闭锁》中提出的论点，即海洋资源是匮乏的论点。



　　对资源的匮乏的新认识起先并没有使关于武力用途的流行观点有任何变化。1973年危机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显示的实力毕竟不是军事实力，而西方国家穷于应付的情况被认为是军事力量无法使它们达到目的的又一标志而已。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进一步利用“石油实力”，对于探索生产国联合组织在其它领域内形成类似的实力的可能性产生了巨大兴趣，西方则兴致勃勃地大谈以“粮食实力”对付“石油实力”的可能性作为回敬。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澳大利亚造出了“资源外交”一词，这个词被用来表明因占有已知匮乏的资源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实力或势力的形式，并将替代军备和联盟而成为外交政策的基础。（据我回忆，这个词成了澳大利亚人的某种相当令人讨厌的骄傲的资本。）



　　但不久就有人指出，借拥有稀有资源而获得的实力只在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者不打算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军事强国终究可能下决心去夺取不让它们获得的资源。倘若情况是这样的话，那末拥有稀有资源就不会使一个国家变得无比强大，反而可能使它特别容易遭到攻击。由于对资源不足有了新的认识，结果事实上为使用武力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或者更严格地说，使老的理由更为充分。强国在得不到所需资源的威胁下曾试图用武力来取得资源，美国在1974年和1975年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福特总统、基辛格博土和施莱辛格博士曾设想过使用武力从中东取得石油补给的可能性。没有掌握所需资源而军事上又弱的国家则全神贯注于如何保障运输路线的安全，就象日本关心由海湾至西北太平洋的石油运输线路那样。确实掌握稀有资源的国家终于相信，它们必须拥有保卫这些资源的军队。于是，随着一些国家对捕鱼区和近海油田、气田提出了法律上的要求，一场海军军备的争夺战也就开始了。70年代的后半期，军事方针和军事准备是围绕资源问题来考虑的。有时注意力的中心是资源本身，最显著的就是中东石油，有时则是运输资源的线路，如希思政府认为出售武器给南非以帮助它保护经由好望角的线路是正当的。有时是胁迫生产国，如福特政府为对付石油禁运而进行的威胁，有时则是为了阻止外部力量的干涉，如提出卡特主义以回敬苏联打算对波斯湾的威胁。有时进行资源战的指导方针和准备工作，其意图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但有时则也许暗含着掠夺的目的。迄今为止，称得上资源问题是或可能是主要原因而发生的实际武装冲突，为数甚少：如英国与冰岛之间的鳕鱼战，争夺磷酸盐丰富的西属撒哈拉的斗争。但由于预期会发生这类冲突，因此气氛变得令人忧郁。



　　宣称军事力量已经衰落的人所作的第三种假设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军事干涉，或者在各种情况下进行的直接军事干涉，已经不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政策工具了，而且实际上已变得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了。西方观察家在60代末谈到军事实力的用途减弱时，他们头脑里想的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使用武力的方式，使用战略核武器以慑止苏联进攻的做法预期还将继续下去，同样北约部队在欧洲对抗华约部队方面预期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派遣西方远征军或保留西方驻军以维护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维持殖民时代后的势力地位或仆从政府，则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行将结束的旧时代的做法。除葡萄牙的领地外，殖民统治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第三世界的独立国家对西方带有军事威胁性质的政策是极其敏感的。据认为，美国在越南陷入了泥潭一事表明，西方再也不能企图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影响第三世界社会的政治方向了。



　　确实，西方放弃直接军事干涉之后曾寻找间接干涉的适当手段：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是“战争越南化”，尼克松主义，五大国之间作出安排，伊朗国王在波斯湾占据了当年英国的霸主地位的时代，采取了取代西方在当地驻军的各种试图通过军事支援和超地区性战略力量及海军力量使当地政府成为执行西方政策代理人的方式。这也是一个更加依赖暗中干涉的时代，如1973年9月阿连德的倒台，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秘密轰炸以及美国同南非和葡萄牙的秘密形式的合作。但到了1974年和1975年，由于受水门事件和中央情报局内幕暴露的影响，美国的舆论转而强烈反对对第三世界的间接干涉了。同对也反对政府对曾经允许发生这种干涉形式的外交政策进行过多控制。美国非干涉主义的高潮出现于1975年，当时国会不批准政府拨出所需的款项，支援它所支持的安哥拉的一派，同时在越南阮文绍政府面临来自河内的最后打击时拒绝增加答应给阮的援助。



　　在80年代的今日，由于美国人建立了快速部署部队并在印度洋取得了新的基地，由于英国人又一次转变态度，打算恢复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采取军事行动的部分能力，法国人加强了其干涉部队，甚至连西德军界也象东德长期以来就在做的那样，开始试着把视线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因此，显然西方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干涉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而是行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因素之一当然是苏联在70年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干涉有了增加，其中既有在非洲的间接干涉，也有在阿富汗的直接干涉。在70年代以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直接军事干涉都是西方列强干的。这些国家继承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地位以及用武力保护这种地位的传统。第三世界的造反正是针对着西欧和北美国家的这种继承下来的地位，针对着它们的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它们同殖民地政府的联系。苏联处于在历史上并没有这种牵连的有利地位，它可以自由地向民族解放运动和强烈反西方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顺应它所认为的、真正同情的主要的潮流。只有在亚洲苏联好象有弱点，因为在亚洲，中国正在谴责规定中苏边界的“不平等条约”，而且由于苏联本国有非欧洲居民，这就使它也容易被指控为最后一个殖民国家。



　　由于70年代苏联越来越效法西方增强它在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而且越来越显出想进行干涉的欲望，因此有人提出第三世界各国增强了抵御工业化国家干涉的能力。它们可以象过去挫败西方一样，挫败苏联，他们说，苏联越想在非洲和西南亚挥舞大棒，它就越会给自己制造困境。所以不必用西方的反干涉去制止苏联的干涉，靠亚、非，拉民族主义力量（它曾经使老的西方高压政策自食其果）就可以制止它。按照这种观点，苏联的战略空运能力和武装直升机，它的远洋海军及岸上设施体系，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从朱利叶·科贝特爵土和A·T·马汉著作中拣来的海军实力学说，从根本上说都是犯了不合乎时代的错误，只能进一步证明富布雷特参议员的“实力无用”论罢了。



　　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性，诸如苏联人被驱逐出埃及和索马里，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遭到联合国大会和伊斯兰国家会议的谴责以及它由于这次入侵而可能确实加深的困境等。但苏联领导人看来并没有明白他们选择的方法是不切时宜的。对于一个坚信自己的历史使命，控制着自己的新闻媒介，而且在执行时又毫不留情从而使它能象在东欧那样坚决地进行干涉的大国来说，那些对西方国家已证明起反作用的方法，会不会证明同样适得其反，也许是令人怀疑的。当然，某些较强的第三世界国家，例如70年代的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曾成功地对较弱的邻国的事务进行武力干涉。我认为，军事干涉对于战后时期促进西方在第三世界的目标是一种无效手段的理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这种理论是从若干例子中总结出来的。是有过象在苏伊士运河和越南那样的引人注目的失败，但就西方的目标——抵制第三世界改革的要求或者至少控制住改革的步伐——而论，常常由于成功地使用武力而取得了预期的结果。想一想英国在马来西亚打败共产党暴乱的战斗，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对抗的政策以及1964年东非几个国家的兵变这些例子吧。人们可以怀疑，该不该用武力追求上述事例中的目标，但使用武力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则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干涉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复苏，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日益感到对于苏联的干涉终究不得不用反干涉来制止。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批评西方官方政策的人士经常地，应该说也是正确地争辩说，第三世界对西方承袭的统治地位的挑战主要是由当地固有的因素引起的，而不是苏联策划的；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必须从其问题本身求得解决，而不应单单看成是西方与东方冲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这种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我还认为，那种以为西方在波斯湾或南部非洲的主要任务是用反武力对付苏联的武力或者当地谁最反苏就同谁联合，并照此行事，就可能在今后给西方导致以往曾发生的灾难。但必须承认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苏联的军事干涉如今已成为事实，而不是西方想象中的虚构，而且西方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包含的东西方问题的成份看来还可能增大。



　　然而，认为苏联的扩张应予以制止的观点，并不是军事干涉主义在西方复苏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倒是因为人们越来越相信西方国家能够而且也应该保护它们在第三世界各国的利益。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西方进行干涉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它产生于西欧国家的日益衰落的帝国主义思想意识和美国人所信奉的反共使命。现在还看不出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推动力有重新抬头的任何迹象，但它的地位已经被以武力干涉来保护处于威胁下的在第三世界的利益这样一种推动力所取代。这种推动力的产生有许多原因：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新的好战精神及西方由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关于在我们与他们的民族利益关系上得失分明的观点的传播；关于资源匮乏的观点（这个问题我已论述过了）；在第三世界许多地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伊斯兰国家里，西方的价值观念遭到摒弃，因而在西方产生了我们与他们不再同属一个精神社会的感觉；以及西方世界长期的衰退，从而产生了不惜用任何手段来维持正在下降的生活水准的贪婪而卑鄙的决心。



　　西方准备用武力干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作法，使人回想起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最初几十年欧洲和美国的干涉主义处于全盛时期的情景。其中有为了保护西方在国外侨民的生命而进行的干涉，例如1976年以色列对恩德培机场的袭击，西德在摩加迪沙的行动，法国和比利时对扎伊尔的干涉以及美国在伊朗所实施的中途夭折的营救使命。与保护西方人生命不同，还有为了保护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财产而进行的干涉。例如，法国对前法属非洲多次干涉的主要目标好象就是这样。有为了保护安全利益而进行的干涉，如以色列和南非侵入邻国攻击游击队庇护所。还有一类干涉就是维持顺从的政府执政以保护资源及运输资源的交通线。一旦这些政府被持敌对态度的政府所接替，也许就进行干涉把资源抢夺过来。不管人们对以上述理由进行的干涉是否认为正当，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干涉都遭到了第三世界舆论的谴责。有权实施干涉的说法是公然蔑视限制武力干涉权利的法律。这种法律限制，自从拉丁美洲国家早在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来，声势越来越大了。



　　我现在谈一谈第四种设想，即：使用武力由于越来越不合法而被禁止。在本世纪里禁止把武力作为政策工具使用的条文增加了。当然禁止把它作为合法手段使用的条文也随之增加。最终在联合国宪章里也作了规定，完全禁止各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除非是为了自卫或者得到安理会批准作为强制性行动的一个部分。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谁也不会看不到各国能对这条或其他任何一条限制诉诸武力的权利的法律置之不理，谁也不会低估自60年代末就已经存在的对宪章解释上的分歧。但至少对除非为了自卫，各国均不得诉诸武力这个原则有了某种共同的理解，而且一些国际律师仍然认为有可能对这个原则作出有高度约束性的解释。但在70年代，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更广泛地说正当性问题，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一方是西方强国提出来的，另一方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结果是对这个原则已有的那点共同理解进一步减少了。



　　西方国家在仍然坚持自卫权利的同时，有对该原则作更广义的解释的倾向，把自由派国际律师坚持的限制舍弃了，并试图从中取得被认为在1945年以前，实际上是1919年以前该原则所允许的广泛权利。比如，规定只有在一国领土遭到攻击时才能行使自卫权的原则已经被为保护海外侨民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利的观念所替代，从而为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提供了正当理由。尽管大家都认为以色列人、南非人和罗德西亚的前政府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他们却把自卫权扩大到可以进攻以邻国为基地的游击队，并在这些国家无法控制当地的游击队基地时，可对该国本身也加以攻击。有人企图恢复19世纪关于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观念，即进行军事干涉以便在他国维护人权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上个世纪曾为欧洲列强肢解奥托曼帝国提供正当理由。在70年代，印度有时被说成曾在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在乌干达都曾使用过这种权利。



　　我认为，西方关于武力合法性的思想中有一种把自卫权扩大成为强制实施多种法权的自救权的倾向。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倾向把自存权解释为包括在自救权以内，即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保证国家的生存权利。1974年基辛格关于设想用武力防止经济扼杀的声明等于又回到了自存权的理论上。的确，据说基辛格作这样一个声明意在威慑，而不是解释今后的方针是什么。他的声明表明，对付并不导致扼杀危险的石油的单纯涨价，使用武力不是妥当的办法。这也是确实的。在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整个社会和整个经济发生崩溃和采取行动仅仅是为了反对将要实行的某种财富再分配的行动以维持某种特定的（这里是指极富裕的）生活水准之间确实存在着道义上的重大差别。但基辛格含蓄地要求的权利使得对一个没有违犯任何现行法规的国家采取行动都成为正当的了，从而动摇了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整个基础。



　　70年代，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竭力强调为了民族解放的利益可以正当地使用武力的学说。这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伟大成功的十年：1975年越共和红色高棉取得了胜利；1974年卡埃塔诺政府倒台后葡萄牙的非洲领地的解放运动掌握了政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取得了胜利，1974年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上它被阿拉伯联盟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随后阿拉法特又于同年在联合国受到了接待，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成功地迫使白人至上主义政府让步并举行谈判。



　　关于进行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权利的学说，有时被说成是自卫权利的一种特殊情况——将这种权利由国家扩大至还没有成为国家的民族，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种独特的权利。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种学说都认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这是联合国宪章的作者们（虽然他们中大多是西方国家人）从未想象过的，而且它肯定与西方过去和现在对国际法的解释相冲突。当第三世界理解的民族解放的思想采取一种与西方民族自决的自由原则完全不同的形式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种思想不仅包含着政治独立，而且也包含着民族的革命改造，这是不能用合乎宪法的程序实现的，只能靠武力才行。自1965年以来，联合国大多数国家都赞成各民族有权使用武力把自己从殖民主义统治、种族主义统治和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它们也承认第三方为了进行正义的解放战争的民族有使用武力的权利——这就是古巴人声称他们在对非洲进行引人注目的干涉时行使的那种权利。1977年出现了又一次转机，当时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的新的日内瓦会议规定民族解放战争是国际武装冲突而不是国内武装冲突，其含义是民族解放运动有权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战的人有权取得战斗员的地位和得到战争法的保护。



　　我认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说写入国际法一事，是关于国际冲突的现行法规衰落的又一个迹象。在这里我不想对民族解放战争在道义上是否正当作出判断。但第三世界国家创立的立法原则却已变得对它们自己不利了。民族的含义该由谁来确定？如何确定哪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是该民族的真正代表？对新的民族国家从西方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如何予以保护，使其免得象埃塞俄比亚受到厄立特里亚解放主义者和来自索马里的分裂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运动的那种伤害？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实现它们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利，国际秩序能不能保持下去？如果把战斗员的尊严身分赐予那些缺乏公认的正规武装力量的正常特点的武装集团成员，那末作为战争法基础的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别还存在不存在？



　　70年代有许多因诉诸武力而导致似乎是永久性的疆界改变的例子。以色列于1967年，之后又于1973年强行扩大其领土的做法当然没有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但我们可以举出印度1971年使用武力反对巴基斯坦的例子，其结果是分裂了巴基斯坦，出现了新的孟加拉国；伊朗于同年吞并阿布摩沙和吐姆；土耳其于1974年入侵并瓜分了塞浦路斯；以及印度尼西亚于1975-1976年吞并了东帝汶。这不过是用传统的诉诸武力的办法作为改变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而已，如同其它国家乐于接受这种诉诸武力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是成功的话）常常为现代国际体系提供主要的基础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过精心推敲给侵略所下的最新定义对近来的所作所为的作用是多么微小。



　　最后让我提一下前十年初期预言军事力量会衰落的人们所作的第五个没想。这种设想认为，不管武力之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仍然有用，它已经不再为当代社会所认可。当代社会不愿意承受军备、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比如斯坦利·霍夫曼在我提到过的1973年的那次大会上认为，西方政策的严重问题是：虽然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西方社会却不愿意作出牺牲来使用这个工具。70年代初期当然是一个到处对军事、对防务开支、对征兵群起而攻之的时期。但有人认为，这种不承认武力作用的厌恶情绪不单单是短期的反应，而是反映了西方社会宁要福利不要武力，或者用孔德的话来说，宁要“勤奋精神”不要“征服精神”这样一种长期的世俗趋势（尽管孔德也许不承认当代福利国家体现了他的原则，因为当代福利国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勤奋精神）。



　　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这种设想是虚假的。因为今天没有一个工业化的西方社会象是要接受尚武的生活方式，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纳粹德国是个工业化社会，已经工业化的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各个共产党社会（它们在70年代已经进一步表明它们已经准备彼此交战）并不把繁荣或福利当作首要目标，在前十年里西方社会里的右派和左派极端分子充分显示了对暴力精神的迷恋，以及工业化社会本身并没有在法制上反对军事的或尚武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出现了所谓显示性使用武力的趋势有所上升，比如在显示军事实力的目的中，为达成任何外交政策的成份较少，而发泄沮丧情绪或表达民族自豪感的成份较多。这种趋势始于1975年因“马亚圭斯号”事件而进行的干涉，继而反映在伊朗扣留人质之后美国在伊朗的水域里集中海军力量，美国对关塔那摩的模拟入侵以及在伊朗采取营救行动等事件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对军界和对防务开支群起而攻之的状况在西方国家里已经明显地缓和了。



　　在这篇论文中，我的论点不是说9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论点现在已证明都是错误的。相反，为了达到某些目标动用武力是否有效（目前西方国家正被敦促凭借武力行事），仍然大可怀疑。这里我也不想谈论孔德关于战争和工业文明互不相容的学说在今天有什么好处这样又大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题目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才能说清楚。我在此只不过想冒昧地提请大家注意，西方对这问题的流行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展望80年代的前景时，很难不感到在未来的十年里，国际政治比之过去十年将变得更加动荡，更少地得到国际社会体制的制约。武力的作用可能上升，这看来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超级大国之间“不亲密的伙伴关系”正在消失，重商主义的复活为使用武力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军事干涉主义又明显抬头，对使用武力加以法律限制的舆论正在消失，世界上的各种社会更加愿意承受由军备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让国际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计划，在扩大联合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集中的世界秩序——这些都是离我们议事日程极其遥远的事。不难想象，在下一个十年中将会出现各国开始以比前几十年残酷得多的方式行事的情景：发生包括大国在内的战争，出现严重的能源危机，以及所谓“疯狂国家”获得核武器。在这个更加高度军事化的世界里，文明的价值将更难维护。我们在政治迟钝、沙文主义和贪婪等势力中已经预感到了这点，这些势力目前在绝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中正在上升。广为盛行的精神状态将是恐惧和防御准备的心理，而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工作的人肩负着不随波逐流的特殊责任。














	

 






	















	







	







	









 





	


	







	








	




	


3、70年代美国战略核理论




	







	

 



	


	


——寻求充分对等的互相抵销的均势



埃纳·希林 [美]



　　战略均势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办？



　　—— 哥伦比亚大学一无名氏教授



　　6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着影响苏美战略核均势的三项重大抉择：是否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这种系统有可能大大减少核攻击尤其是第二次打击所造成的破坏（除非对方增加其进攻性弹头，从而抵销了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防御作用）；是否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这种武器有可能使首先实施突击的一方将对方作为第二次打击的可靠手段的固定基地洲际弹道导弹消灭掉（除非对方大量增加固定发射场或对固定发射场加以防护，从而抵销了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的进攻效果）；是否部署更多的兵力以跟上苏联增加其进攻性兵力的步伐，苏联进攻性兵力的这种增加（除非予以抵销）有可能使战略力量的对比由美国占优势变为均势，甚至变为苏联占优势。



　　至70年代中期，美国在这三项抉择上全都作出了决定。它决定只要可能，就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1972年美苏签订了一项把反弹道导弹系统数量限制在微不足道的低水平上并禁止部署其它样式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的协定。与对待反弹道导弹的做法不同，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作出坚定的努力，就禁止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或将其数量限制在微不足道的低水平上的协定进行谈判。美国于1970年开始部署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于1971年开始部署多弹头分导式潜射弹道导弹。苏联开始部署的时间较晚：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75年，多弹头分导式潜射弹道导弹是在1978年。



　　至于对苏联进攻性导弹的增加，美国决定不以增加自身导弹的方式与苏联的部署抗衡，而是试图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一项限制苏联实力的协定。1972年，美苏同意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器限制在当时已经制造和正在制造的数量上（苏联为2358个，美国为1710个）。1974年，两国议定了一项将各自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和远程轰炸机的总数的最高限额都定在2400个上的协定草案，并且把这一2400个运载工具的限额写进了1979年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苏联在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数量上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水平，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事情。起先，在1964年，苏联有389件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美国有1880件；至1970年，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1974年在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1972年则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总数上超过了美国。1979年6月，这两个大国正式同意运载工具的最高限额都为2400个，当时苏联实际上已经部署了2504个，美国则部署了2058个。



　　当然，不能只凭苏美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绝对或相对数量就轻易推断出苏联实力的增长在军事上具有多大意义。除了什么才算是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问题外，这些数字并没有把投射工具所携弹头的数量、射程和精确度上的差别计算在内，没有把它们的部署情况、准备程度、可靠性、承受攻击的程度和作为预备力量使用的能力上的差别计算在内，没有把两国实际上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战略和战术上的差别计算在内，没有把两国使用这些武器时在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C3I）的性能上的差别计算在内，也没有把各自打击目标性质上的差别以及空防、海防和民防系统的有效性上的差别计算在内。



　　在这些可变因素面前，我们可以得出的最有把握的一般结论是，迄今为止苏联实力增长的主要军事意义在于它可以依靠第一次或第二次打击去大大增加对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而美国可能对苏联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贝不致受到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按经受苏联第一次打击后能存活的弹头计算，美国1980年时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或许比它在苏联1964年开始加强战略核力量时还要强。



　　除了根据公开材料作出如上的一般结论以外，再要作进一步探讨就困难了。而且由于上述可变因素的数量众多，性质复杂，显而易见，即使对核互击可能造成的具体后果（比如死亡数）进行分类估计，这种估计也不可避免会是武断的。但从现有的证据可以看出，苏联的实力已经由在第二次打击中能对美国造成大约2000万至3000万人的死亡数发展到了能够造成1亿至1.3亿人的死亡数，而美国在第二次打击中能对苏联造成的死亡数仍保持在约1亿至2亿的水平。换句话说，如果60年代初期发生核互击，即使苏联先动手，它自己死亡的人数也会是美国死亡的人数的三、四倍，而到了70年代后期，苏联至少在第一次打击中给美国造成的死亡数，要大于美国在第二次打击中给苏联造成的死亡数。



　　如果仅仅由于苏联的观点是严格保密的缘故，上述相对的杀伤力变化的政治意义也必然会成为一个难于作出肯定判断的问题。加之，核互击涉及的赌注太大，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但不会有人认为发生的情况无足轻重。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就实力对比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说，苏联已经由战略上的劣势地位转到了均势地位，而且这一情况使美国对付苏联的企图和实力的任务不是变得容易，而是变得复杂了。



　　本章的目的是回顾美国为什么不同苏联实力的增长进行竞争，叙述美国是如何在苏联实力增长这一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分析美国在争取达成这些目标时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并就苏美均势的目前状况及近期的前景提出一些概略的意见。



　　为什么美国没有同苏联扩充实力进行竞争？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设想一下，美国要是为了“跟上”苏联进攻武器的增加，应该做到哪些事。美国是否应该在投射工具或弹头方面对苏联仍保持1964年那样的优势比例呢？美国确实没有这样做。如要保持那样的比例，按1980年苏联有约2500件投射工具和6000枚弹头计算，美国现在就需要约12000件投射工具和50400枚弹头，而不是眼下的约2058件投射工具和9200枚弹头。假如美国在投射工具或弹头的数量上保持了1964年的优势差额，它就能敌得过苏联的实力扩充吗？实际上，在弹头方面美国是做到了的。1964年，美国拥有的弹头大约比苏联多3400枚，1980年大约多3200枚。或者说，既然投射工具是弹头打击的潜在目标，那么美国弹头与苏联投射工具之间的比例是否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衡量尺度了呢？1964年，这个比例是8.7：1，1980年是3.7：1。如此说来，难道苏联还没有取得均势吗？



　　举出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是重要的观点，即这些或那些用来衡量苏美战略力量对比态势的数字的差别，必须同一场核战争的各种实际战果或结局的差别联系起来看，才有军事意义。对一个国家投掷核武器是要受“报酬递减律”支配的。据此，在核力量的某些指数（投射工具、弹头、百万吨当量）上保持对敌手的不变常数的比例或优势差额，并不会产生不变常数的军事结果。比如，美国能向苏联的城市投射八倍于苏联能向美国城市投射的弹头，但其军事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能投射的弹头是100枚、1000枚还是10000枚。



　　美国如要做到敌得过或抵销掉苏联的实力扩充，那么，用战争的结果（即一场核战争对任何一组具体目标可能造成的实际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来表示，它应该是能防止由于苏联进攻性武器的增多而（1）使苏联增加能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2）使美国降低能对苏联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按这些条件来看，显然美国在第（2）点上确实赶上或抵销了苏联的实力扩充。从公开材料中可以充分看出，自1964年以来，美国在发生核大战的情况下能给苏联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变化。



　　因此，美国没有做到赶上或抵销苏联的实力扩充，表现在它没有能防止苏联因实力扩充而增加其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上。美国如何才能防止这种增加呢？要使苏联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保持不变（即保持在1964年水平上），美国就要增强其限制对方造成破坏的能力；通过（使用自己的进攻性武器）打击对方军事力量，以增强自己在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能够对美国发射之前就将其摧毁的能力；通过积极防御措施（对空防御系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反潜战系统）以增强自己摧毁苏联遭到美国打击军事力量的突击后可能生存下来的武器的能力；通过消极防御措施（能抵销核爆炸效应的掩体及其它手段）以增强自己保护美国居民、工业及其它有价值的目标免遭突破美国防御的苏联弹头破坏的能力。



　　60年代后期，美国在通过只增加进攻武器以大力增强其限制损伤的能力方面，是力不从心的。好象没有可靠的方法去摧毁苏联的潜射弹道导弹，至少当这种导弹已经部署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潜艇上时是如此。尽管美国部署了多弹头分导式导弹之后将会具有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的基地实施打击的潜力，可是这种潜力只有通过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即在苏联实际上发起进攻之前就打它个措手不及的那种打击，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但这是一种在美国得不到政治上的充分支持的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无论如何苏联都可能予以抵销的战略，其办法就是一接到预警（即从苏联发现美国已经发射导弹到导弹的弹头在目标上爆炸这一段时间内）就发射其陆基战略武器。



　　要防止苏联由于进攻武器的增强而增加它能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关键在于美国加强其防御计划，包括民防、对空防御和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但这恰恰是美国曾经决定不采用的计划，而且正是由于美国没有能够部署这些防御系统，而不是由于它未能在进攻力量上保持某种比例数或优势差额，它才失去了保持核优势的机会。



　　美国不部署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美国城市的决定，是一项重大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决定不以增强美国的限制损伤的能力的办法，去设法防止苏联因实力扩充而增加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既然美国已经决定不对苏联的导弹（苏联弹头约90%的由导弹投射的）进行防御以保护自己，那么保持对付苏联轰炸机的有效对空防御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在1972年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为此目的而花费的防务开支就大大地减少了。没有对导弹和轰炸机进行防御的重大计划，也就失去了激发美国对有效的民防计划产生兴趣的政治基础或军事基础。



　　为什么美国决定不部署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城市呢？作出这项决定是由于受到当时该系统功效的技术局限性的影响，也是由于受到了一些人的看法的影响，这种看法是，既然和平只能建立在苏美之间维持恐怖平衡的基础上，那么最好各自都赤裸裸地坦露在对方面前。反对为保卫城市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主要论点是，如果进行部署，就会导致苏美之间的军备竞赛，结果什么军事上的好处也得不到。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毫不含糊地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可能对它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么，苏联就会反过来尽量增强所需的进攻力量，以抵销这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效果。如果苏联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当然也会照此办理。因此，麦克纳马拉得出的结论是，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对双方都会有利。否则，这两个超级大国就会被迫卷入一场骇人而又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这场军备竞赛的结果，就各自能给对方造成的死亡和破坏而言，充其量也只能使双方回到同军备竞赛开始时完全一样的地位。



　　对这个论点有一种相反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指出，由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苏联高得多，因此在部署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方面，不管是经费开支还是具体组建，美国都能胜过苏联。因此，如果美国愿意坚持军备竞赛并不惜花费任何代价的话，它就会最终重新获得并保持对苏联造成比它能对美国造成的大得多的破坏的能力。



　　也是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1967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寻求与苏联达成一项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的协定。他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条件花费巨大经费去同苏联进行一场新的重大的战略武器竞赛。他要进行越南战争，要为“大社会” [ 注：约翰逊继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之后，提出了建设“大社会”的计划，联邦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增大。如，1964-1969年，为“清除贫困和不平等”，开支了2500多亿美元。（参见《尼克松回忆录》1978年英文版第352-353页）——译注 ] 解决财政问题，他试图不把美国的经济置于战时基础之上而办好这两件事。再说，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也不同，在财政预算方面得不到支持。约翰逊不能象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那样，把越南战争当作为其它重大军事计划提供资金的机会。相反，由于越南战争的缘故，舆论变得更加反对军事行动和反对防务了。



　　1969年尼克松基本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决定继续执行约翰逊的政策。尼克松也要应付越南战争，他一上台就打算减少而不是增加联邦预算。此外，两位总统面对的是，不管对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核防御计划都不想支持的美国公众。这种态度部分地反映了公众的看法，即认为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可以避免核战争带来的破坏，但其中还有另外一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购置进攻武器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尽管是无可奈何的支持，是因为人们认为这对于防止一场核战争是必要的。然而要为防御计划找到理由就必须有这样一种信念不可，即核战争可能真的会发生，而公众却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因而也是不得人心的设想。



　　总而言之，美国在苏联扩充实力的情况下就反弹道导弹问题作出的决定，使苏联得以在彼此能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方面取得对美国的均势。这个决定受到了有关技术的军事效果的局限性的影响，也受到了一些主张控制军备的人的观点的影响。这些人认为，在哪个超级大国都不怀疑自己有能力摧毁对方的世界里，美国的安全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但这些因素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面对着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各项工作，面对着对准备打一场核战争的观点持有强烈反感的公众舆论，不管是约翰逊还是尼克松在预算上或政治上确实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为什么美国同意让苏联取得另一种形式的均势，即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所计算的）战略核武器投射工具数量上的相等呢？美国在作出不增加其限制损伤能力以抵销因苏联实力扩充而造成的破坏效果这一决定时，并没有同时决定同意在投射工具的数量上与苏联保持相等。美国的情报机关低估了苏联实力扩充的速率和持续时间，美国官员至60年代中后期仍在谈论美国继续保持数量上的对苏优势的必要性及其前景。所以，约翰逊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来的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建议中，主张冻结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指望这样的冻结会使美国拥有数量较多的导弹。



　　美国从未作出在投射工具的总数上要与苏联保持相等的决定，它是被苏联实力扩充的趋势逼到那种地步的。当苏联的导弹总数即将与美国的总数相等的形势变得明朗时，尼克松政府提出了一个规定双方弹道导弹（但不包括轰炸机，当时美国的轰炸机数量较多）数量相等的建议。而当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总数即将与美国相等的形势变得明朗时，美国政府又进而提出要在导弹和轰炸机总数上保持相等的建议。后来，随着苏联实力的继续扩充，美国政府被迫提出了纯粹是为了制止这种扩充的各种建议。最后在1972年5月达成了一项协定，该协定规定把超级大国洲际导弹发射工具限制在双方各自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数量上。因此，其结果很难说双方在数量上是相等的：苏联有2358件，美国有1710件。即使把战略轰炸机（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总数之内还应该包括哪个国家的，哪些其它种类的武器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此轰炸机没有被包括在内）也计算在内，数量也仍然是不相等的：苏联约为2498件，美国为2237件。



　　显然，正是由于美国没有象苏联那样在不断地建造额外的发射工具（国防部情愿等到新的系统准备就绪可供部署时再说），因此美国在讨价还价中没有占到便宜。国会对1972年协定规定的数量提出了批评，结果出现了杰克逊修正案，修正案要求总统谋求在今后签订一个不会把美国洲际战略力量限制在低于苏联的水平上的条约。1974年，美国在下列数量上得到了苏联的同意：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发射工具的总数为2400件。这个限额写进了1979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中，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个限额比当时苏联实际拥有的总数（2504件）要低，而比美国可供作战用的武器数量（2058件）要高得多。



　　所以，到70年代初期时，苏联在造成死亡和破坏的能力上也好，在战略核武器投射工具的总数上也好，都已经处在与美国均等甚至更为有利的地位，而数量上的这一新关系则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规定了下来。在均势的这两种形式中，数量关系这一种形式，由于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各协定进行了宣传和辩论，因此其受到的关注要大得多。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关于数量的种种规定，不管是2400件总数，还是1979年条约规定的其它数量（例如关于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这类运载工具的发射器的数量限额，允许各种导弹载运的再入飞行器的最高数字，或关于发射重量和投掷重量的各项规定），在能够影响核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实际结果的种种可变因素方面考虑得太少，因此不能把这些数字当作判断苏联和美国的相对或绝对军事实力的可靠指标。



　　均势是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想的呢？由于美国决定不大力增强美国限制损伤的能力以抵销苏联进攻武器的增长，因此美国针对苏联的实力扩充应采取什么样行动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最全面和最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美国决定无所事事。它决心不改变维持战略力量的三大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这三个目的是：慑止对美国的核攻击；慑止对其盟国的核攻击；帮助慑止对其盟国的常规进攻。我们可以这样来衡量此项决定的重要意义，即不妨设想，如果美国决定这些目的中的一个或数个在核均势时代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行，那么美国及其敌、友各方又会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为了在均势时代达到这些重大目标，究竟应用什么样的战略思想去指导美国的政策，这个问题是尼克松政府1969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及随后的决议备忘录的形式正式提出来的。1970年1月，尼克松总统给这份研究结果取名为“充足核力量”战略，其具体内容后来由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他那一年一度的形势报告里作了披露。



　　此后十年，美国在核武器的购置方针（购买或不购买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部署方针（在何处及如何为这些武器设立基地，处于何种警戒状态）和运用方针（实际使用战略武器的计划）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国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说从购置、部署和运用核武器的方针而进行争论和辩解时所提出的条件和主张来看（虽说美国的方针并非始终受其影响或由其决定的），至少就美国公开宣称的方针中所阐明的那种战略思想而言，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实际上，人们可以在1970年就战略问题进行辩论时躺下睡觉，到1980年醒来时又重新参加辩论，而思想上却不会感到若有所失或迷惑不解。这一情况无论是说明美国战略问题辩论的复杂性，还是说明它的一事无成，都是不容忽视的。



　　以后几届国防部长（莱尔德、理查逊、施莱辛格、拉姆斯菲尔德和布朗）在年度报告中列举和描述战略均势世界中的美国战略方针的主要因素时说法不一，他们对于打算在多长时间内避免使用“均势”这个词，也是看法不同。但事实上，所有这些国防部长都是在莱尔德首先提出的要求上加以发挥。这些要求是，美国的战略力量应能做到：（1）有确保摧毁的能力；（2）进行灵活选择；（3）与苏联的战略力量相等；（4）被看作平等的；（5）有助于危机时保持稳定。这些内容中只省略了莱尔德对小规模的、偶然发生的进攻进行防御的要求（后来有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就不需要了），也省略了所有国防部长就控制军备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决心不取得全面的第一次打击能力问题所说的“套话”。



　　确保摧毁 苏联的实力扩充既没有影响到美国保持可靠的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以便给苏联的城市工业目标以大规模摧毁的决心，也没有（如前所说）影响到美国实施这种摧毁的持续能力。1965年，麦克纳马拉把确保摧毁解释为有能力消灭苏联33%的人口和66%的工业。这些数字的提出更多地是因为他认识到为造成较高程度的破坏而使用额外的武器，其破坏效果将会递减，而不是根据对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会如何权衡城市工业的损失与他们在设想的战争中可能得到的好处所作的分析。正因为如此，这些数字自那时以来一直相对地保持不变。所以，克利福德国防部长在1970财政年度的报告里提到美国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是消灭苏联40%以上的人口和75%的工业。布朗部长在1979财政年度的报告中提到的美国的能力是“至少”摧毁苏联200个主要城市（这包括了大约33%的人口和65%的工业）。



　　但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以为美国的方针纯粹是或主要是把消灭苏联的人口和工厂作为第二次打击的要求，那就错了。虽然有些评论家近来指责说，美国忽略了把苏联领导人真正珍惜的东西——国家的军事力量（常规的和核的）、党的干部、秘密警察、面对中国边界的各个师和大俄罗斯人口——作为目标，但这些评论大体上也只是反映了他们对哪些适合作为核武器的打击目标，或者对美国实际上选定了哪些目标，一无所知而已。



　　美国运用战略力量的方针，一直是旨在既摧毁苏联的非军事目标也摧毁军事目标，而且至少自1974年以来，美国甚至没有单独把人口和工业，而是把苏联“恢复国力的资源”定为目标，据称要求摧毁70%这样的资源。在作战上，“恢复国力的资源”的定义如何下，尚未公之于众。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既是经济性的，又是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另一点也是清楚的，如布朗国防部长在1981财政年度报告中宣称，美国计划以战略力量摧毁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也摧毁它的城市和居民。



　　不太清楚的是，美国为什么在公开宣布的方针中不把它摧毁苏联的计划和能力说得更明白一些。美国战略力量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威慑苏联，而不是以造成比苏联人预料的更严重或出于意料的破坏而使其感到吃惊。有人可能会说，模棱两可和秘而不宣的方针会使苏联人往最坏的方面设想；但军事史中却不乏生动的例子，说明政治家和将领们对于其敌手的计划和能力往往会作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设想。



　　总之，均势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实施确保摧毁的计划和能力。在公之于众的政策中，近来已把重点放到美国摧毁苏联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不是工业城镇目标）的能力上，这大概反映了美国购置和运用战略武器的方针的某些变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变化也只是渐变性质的事态发展（而不是在打击目标的先后顺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更多地是由于美国的判断即以哪种代价可以威慑苏联领导人有了变化，而不是由于苏联的实力水平发生了变化。



　　灵活选择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感兴趣的是采用一种能提供更多选择的战略，而不是要么无所事事，要么立刻对苏联的所有目标发起全面打击。自60年代初以来，“单一统一作战计划”就包括有一些这样的选择（例如只打击苏联的战略力量或只打击其它军事目标）。例如，麦克纳马拉部长1962年在安阿伯城的演说中宣称，即使遭到了苏联的进攻，美国也不准备打击苏联的城市，只要苏联也表现出类似的克制。



　　均势的出现使美国更倾向于增大这些选择的范围，这里指的是同苏联进行核互击的时机和规模方面的选择。美国一直在寻求不仅保持进行可靠的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以确保摧毁，而且保持一支不必匆忙投入使用的力量。因此，美国感兴趣的是，获得在不动用情况下还能持续保存下来的战略力量及有关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鉴于苏联造成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的能力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因此美国匆忙地投入一场全面战争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如果最终还是要使用核武器，那么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有选择地使用它们去打击非城镇目标，而保留大部分美国核力量作为预备队，置苏联的城市于威胁之下，从而可慑止苏联对美国城市的攻击。



　　美国想借助灵活选择方针努力达到的，尤其自1973年以来，是在只使用部份美国战略力量的“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增加预有计划的打击次数，并制定出用大大少于“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原先计划的弹头数进行打击的计划。制定这样的计划及为组织执行这些计划的力量（比如增强摧毁坚固目标的能力和判断攻击效果的能力）具有两个目的：加强美国对苏联的有限进攻（如针对美国战略力量或其它军事力量的有限进攻）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增强美国向苏联发起有限进攻（如作为美国对苏联进攻西欧作出的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能力。



　　制定主动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以对付苏联对西欧的可能得逞的常规进攻，这仍然是最引起人们争议的方针。美国所制定的既可使用战略核武器又可使用战区核武器的灵活选择方案，可能是为了三种不同的目的：让苏联人想一想他们所冒的风险；（但如果他们决定打下去又怎么办？）摧毁有价值的目标（如他们的政治统治机构）使苏联人懊恼；（但这又怎能拯救西欧呢？）摧毁苏联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失败。（但如果苏联人以牙还牙又怎能使西欧不变成一个放射性的[木兵]知 [ 注：槟知或译[木兵]椥，越南地名。在美军侵越战争中该地遭严重毁坏。——译注 ] 呢？）



　　专家们对这类政策的可取性和可行性已争论了二十多年，对其他一些政策（比如北约的常规部队强大得足以保卫欧洲而不依赖首先使用核武器，或发展强大的欧洲核力量使人相信欧洲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取性和可行性也是如此。均势问题使这些争论变得尖锐起来，但争论并非由均势引起，这是二十年来的争论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均势并没有使美国从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保卫西欧的计划和准备上后退。美国继续重视把它的安全与西欧的安全联在一起；欧洲人继续愿意把他们的安全与美国核力量的威慑效果结合起来，而不太顾虑威慑失灵会带来的后果；以及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依然不愿意花钱对他们现在的防御态势作重大改变——所有这些都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今后的军事政策非常可能是仍以现行政策为基础，而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改变。



　　按本作者的判断，美国将其核威胁力量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并没有因均势的出现而受到多大影响。因此，这种威胁力量的可靠性理应差不多象过去一样大（这是一句经过精心推敲的话）。从表面来看，如果全面核战争的代价已经由4000万美国人的死亡上升到1.4亿人的死亡，美国理应更不心甘情愿地为保卫西欧而冒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风险。但如此说来就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美国会在一与十之比的程度上就甘愿冒4000万人死亡的风险。更确切地说，根据这种论点，政治家们便应该有某种计算方法，可以合理地权衡他们的作战目标以及所冒风险和所付代价的种种变化之间的得失，当然他们是没有这种计算方法的。美国人可以用来对他们在欧洲的利益与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进行权衡的统一计算标准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人们在核子时代将同过去一样，仍会发现政治家会为某种目标甘冒战争的危险，而不想一想如果战争真的打了起来，以战争的代价去达到这样的目标是否值得。



　　结果，如果美国领导人断定，目前如不发射有限数量的核武器（以设法制止苏联席卷西欧），就会在以后面临一场大规模的核互击（苏联因征服和蔑视美国的意志而趾高气扬），那么，美国就会为保卫西欧而动用核武器。采取了这一步骤，大规模核互击的代价已经上升的事实充其量也将是无足轻重的了。至于美国核威胁的可信程度，有那么一些人不大相信美国会为了保存西欧而乐意首先动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却又轻易相信一旦使用了这种武器，苏联就会十分乐意为了得到西欧而进行一场持续的和不断升级的核互击。这些人的论点显然没有多少政治逻辑性。对苏联来说，均势毕竟没有降低全面战争的代价。



　　战略上的对等 美国决心不把苏联能对它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定在1964年水平上一事，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苏联的实力扩充所造成的军事影响，美国到底想不想定一个相对的或绝对的限度。



　　一种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维持某种可以使美苏相互造成同等死亡数和破坏程度的平衡，这就是尼克松政府1969年秋天在关于战略力量的决策备忘录中作出的决定，根据莱尔德部长后来所作的解释，美国将保持能防止苏联“获得比美国摧毁苏联人的城市和工业的能力大得多的能力”的一支力量。



　　“大得多”到底是指什么，从未公开讨论过，而且也不清楚这一标准曾否用于决定武器的购置方针或运用方针。不管如何，这个标准被后来的国防部长们抛弃了，大概是因为靠美国的战略武器已不再能达到这目标了，至少就人口而言是如此。因此，据称卡特政府1977年在检讨战略方针时得出的结论认为，大规模的核互击可能会造成至少1.4亿美国人的死亡，而苏联则将死亡大约1.13亿人。



　　预计死亡人数（相当于美国65%的人口和苏联44%的人口）之所以有此差别，更多地是由于两国的目标构成不同——美国城市人口占的比重较大，而不是因为两国战略武器有差别，虽然如果美国弹头的当量与苏联一样大的话，这种差别会小一点，在工业方面，破坏程度将仍然是大体相等的，因为在这方面目标的构成情况更接近于一致，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任何特定数量的10万吨当量武器所能摧毁的工业设施，在两国所占的比重几乎是相等的。



　　65%与44%的人口死亡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大得多”的差别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一种会使苏联以为在危机时刻它将处于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的差别：“我的极为巨大的灾难要比你的好一些”），当然是一个众说不一的问题。但这件事确实引出了美国认为什么样的不平衡才是严重的不平衡的问题：是70比35？是66比22？还是80比20？至少在公开的文件中还看不出美国对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战略上的对等下过定义，不管这一定义是以确定一个美国所不能容忍的比例来表示，还是规定一个不容许美国死亡人口超过的最高限额来表示。但正如在讨论“确保摧毁”时指出的，美国实际上规定了一个它决心不让苏联的死亡数低于该数字的最低限额。



　　最近几年来，美国还曾不以城市（即人口）和工业的破坏程度为标准而讨论过战略上的对等问题。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在1978财政年度的报告中，谈到有必要做到使苏联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致比美国更快地从核战争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因此，美国转而把摧毁“恢复国力的资源”作为达到确保摧毁的正式制定的目标标准，以及布朗国防部长在其年度报告中对可以防止苏联从核互击中得到任何好处的武器给予了更大的重视。



　　美国是否有明确的可使用的标准来预测战后的恢复速度或确定战后的军事利益，从公开的材料中还看不出来。看来至少战后的恢复速度是个非常难于具体化的概念，而军事利益的定义则很广泛，从简单的数字上的计算（比如保存下来的弹头或百万吨当量数），一直到把这些战后兵器对有价值的目标所造成的破坏种类作出更有意义（但很复杂）的比较。



　　由于涉及这些复杂情况，所以可以这样认为，美国过去十年中以战略上的对等为名所保持的实际军事能力，主要是武器购置政策中官僚主义和行政-议会政治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武器运用政策的正式指导方针的产物。武器运用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与以充足、对等和抵销实力为内容的战略思想相联系的。



　　观念上的对等 整个70年代，美国对战略力量对比的实质是关注的，对它的现象也是关注的，而且一直专心致力于与苏联保持一支不仅在实质上是对等的，而且在观念上也是对等的力量。这种对观念的关注，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苏联实力扩充的步伐使它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在导弹的总数、投射工具的总数以及总的百万吨当量数等方面都超过了美国。而且，尽管美国（由于它早于苏联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在弹头的总数上保持领先地位，但是苏联的导弹投掷重量较大，使苏联拥有在弹头总数上也有能超过美国的潜力（除非苏联对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的部署受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其它类似协定的约束）。



　　苏联在这些方面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许多美国人都担心苏联会想要用核战争的威胁对美国、它的盟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恫吓或讹诈。同样使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盟国或其他国家认为苏联拥有优势的核力量，从而可能会向苏联的利益屈服或妥协，苏联则甚至不必以核战争相威胁，更不用说打一场核战争，就可以得到核优势的政治好处。



　　当然，从理论上说，美国在为确保摧毁、灵活选择和战略上的对等而计划自己的力量时，已经建立一支力量，能够慑止苏联的进攻和威胁并且不使苏联在不管是有限的还是全面的、也不管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核互击中，取得任何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重大好处。但是，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忧心忡忡，担心苏联或其他国家在研究了由美国提供的，对比超级大国的各种静态和动态手段（如弹头数量、投射工具数、百万吨当量数、反军事潜力和核互击后的弹头或百万吨当量比例等）的图表时，会得出相反的判断。因此，美国的方针是，在所有这些手段方面都不让苏联占上风。苏联在某些手段上的领先地位必须用美国在其他手段上的领先地位予以抵销。



　　有些人对战略上的对等应如何理解表示关注，但他们对于战略上的对等的理解实际上是如何受到（如果确实受到的话）诸如投掷重量、百万吨当量、对坚固目标的瞬间杀伤能力等家喻户晓的字眼的影响，却很少了解。苏联人是不把他们的看法公开出来的，而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对苏联看法的理解必然会首先成为美国核力量意图的内容。尚无证据表明，美国曾对盟国和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如何就战略力量的对比状态作出判断甚至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但至少下列几点是可能的：即大多数外国有识之士对于华盛顿所全神贯注的各种体现在数量上的手段知道得甚少（如果他们不是漠不关心的话）；他们把发展趋势与力量对比（苏联正在得到好处与苏联已经领先）混为一谈，把武器发展情况与武器的部署情况（美国试验了巡航导弹与美国已拥有巡航导弹）混为一谈；他们关于苏美核力量对比状况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对常规武器力量对比的认识和对国家实力的其他方面（如美国经济状况）的判断的影响，当然也受到了他们对重大外交政策和军事事件（如越南、伊朗和阿富汗战争等）的态度的影响。



　　尽管如此，美国对于其朋友、敌人和盟国如何认识战略力量对比一事表示关注，并非不明智。只是把重点搞错了。成问题的是，美国的现行政策只关注各种静止的和能动的指数所表示的美苏战略武器数量上的差别。这种数量上的差别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只能看一旦进行核互击后这种差别对于有价值的目标造成的破坏程度有多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说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会产生军事上的影响，那么首先需要把这种差别转化成为战争的结局，才能对其影响进行判断。



　　苏联的“领先地位”如能导致不利的战争结局，这种情况当然应该予以纠正。但同不利的战争结局并不相干的数量差别，就不应该通过美国武器的购置政策来予以纠正，而应该在美国的公开政策里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合适的作法不应该是增加某种战略武器的组成部分，以便改变图表上曲线的走向，而应该是向其盟国和朋友（如果必要，也向苏联）说明，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不会对核互击的结果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不管是就美国企图破坏的目标种类和数量而言，还是就美国不使苏联达成其目标的能力而言，都将如此。



　　美国为什么不直接从战争的结局入手去说明对战略力量对比的认识问题，却把注意力集中在美苏战略力量的数量比较上呢？这倒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用后一种办法分析要容易得多。预测核互击（长期的或短期的，有限的或全面的）结果如何，必须作大量的假设，而且结论必然是武断的，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其次，如前所述，如果要美国对其选择打击目标的计划及能力说得更具体些（且不说它对核互击结果的估计），那就需要对美国宣传政策的形式和内容作重大的改变。此外，由于美国的有识之士内部在美国战略和力量应该造成什么样的战争结局上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一项更加透露内情的宣传政策不会不在国内付出政治代价。对战略问题的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也有助于说明美国为什么对战略力量对比的数字及认识关心备至，因为这种关心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于均势的概念感到多么不安心，以及在更深刻的程度上他们对于均势是什么，应该是什么，都感到何等地没有把握。



　　危机的稳定性 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维持一种能提供危机的稳定性的战略力量对比：这是一种任何一方都无意于在危机时刻抢先实施突击的力量对比。美国的战略目标希望达成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使任何一方都看不出先动手或后动手，不管是按可以给对方造成的破坏还是自己会遭到的破坏计算，会有什么不同。当然，仅就给对方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能力造成破坏而言，首先进行打击实际上总是会有些好处的。然而，在均势时代里，要保持对美国说来各方面都有利的一种力量对比的态势。这种态势会使苏联认识到，在危机时刻，不管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不会因等待而有所失，时间（进一步谈判，甚至冒让美国先动手的风险）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



　　整个70年代期间，美国对危机稳定性的关注集中在关于它的固定基地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之前的生存能力问题上。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始末（包括为什么美国不设法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去禁止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或把它的数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从而抢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美国要保留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它们比三位一体的其他组成部分易于指挥和控制，操作上花费较低，对坚固目标的破坏能力更高，而且保持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保证三位一体的其他成分今后不致易遭攻击）；也不准备对同目前MX导弹辩论有关的问题进行分析（拟议中的设置方式能否确定保证这种新型导弹发射前的生存能力，或美国为什么拒绝别的设置方式，拒绝把“民兵”式导弹处于接到警报即可发射的状态）。



　　作者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如何用分析的态度把MX导弹的部署同所要达成的危机的稳定性联系起来。简单说来，目前的问题如下：从理论上讲，苏联人不久将有能力摧毁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共1054枚，目前占了美国约24%的弹头）的90%左右，而苏联只需发射其1400枚洲际弹道导弹中的210枚就可以做到这点。这种能力据说会促使他们在危机时刻首先进行打击。所以美国决定部署一种机动形式的新导弹（MX导弹）以减少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易受攻击性。但MX导弹将具有（在能重新编制程序的条件下，与部分“民兵”式导弹结合或单独地）摧毁苏联90%的洲际弹道导弹（目前装载有约75%的苏联弹头）的能力。据说这种能办也会刺激苏联人在危机时刻首先进行打击。



　　美国拒绝了一种从这一明显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方法，即部署一种机动导弹，其打击发射井的能力不如MX导弹有效，但能在不危及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生存能力的情况下确保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前的生存能力。这个方法之所以遭到拒绝，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国防部长布朗所说，是由于战略力量对比（无论实质上和观念上）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与苏联同样有效的瞬间打击发射井的能力，要求两个大国都必须付出代价以抵销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对固定基地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



　　这个立场说明危机时刻的稳定性在美国战略目标中处于比较优先的地位。这个立场似乎也认为，苏联人会以增加其潜射导弹或消耗大量必要的资源使自己拥有某种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对部署MX导弹作出反应，而不会选择可能导致更不稳定的反应措施，如依然无所作为或使其洲际弹道导弹处于接到警报立刻发射的状态。



　　但是，公众讨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确切地了解到有关的打击发射井的能力实际上将会如何影响危机的稳定性。苏联人能摧毁美国90%洲际弹道导弹的说法仅仅表明苏联人能摧毁美国90%洲际弹道导弹罢了。它并不说明苏联人通过这样的打击，在减少自己遭到的破坏方面能得到什么好处。显然，如果美国拥有的全都是固定基地的洲际弹道导弹，苏联人可能会得到许多好处。相反，如果美国有10万枚由潜艇和轰炸机运载的可生存下来的弹头，那么苏联人就是摧毁了1900枚左右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它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目前战略力量的对比态势又是处于上述两个极端例子之间的什么位置呢？难道苏联的首次打击仅仅会起到把他们的死亡人数从占人口45%降到占人口的40%，或把他们的工业设施的破坏程度从75%降低到71%的作用吗？如果免遭摧毁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战争，那么这样一种差别又会给苏联政治家以什么动力使他们在危机时刻首先进行打击呢？



　　显然，不了解洲际弹道导弹在战争结局方面会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破坏程度百分比的含义，那就难于判断“民兵”式导弹的易受攻击性在多大程度上会促使苏联人在危机时刻作首次打击。当然，不难把那种易受攻击性看作有利于危机的稳定性。但是，即使在部署了MX导弹之后，美国仍将以固定发射方式保留其约80%的洲际弹道导弹、65%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百万吨当量和41%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数。那么，为什么部署MX导弹仍然不会促使苏联人在危机时刻作首次打击呢？



　　也正是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所以那些认为部署MX导弹是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因此会破坏危机的稳定性的人提出的论点就变得没多大意义了，倘若数量能说明问题，那么美国甚至不用部署MX导弹就能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威胁，比苏联对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更大。到1982年，根据公开材料，预计双方届时达到的作战能力（如果双方继续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条款的话），可以看出，苏联发射约210枚SS-18导弹（使用2100枚弹头）就可以摧毁美国约91%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摧毁约1950枚弹头，约占美国届时将拥有的弹头的18%。但美国发射550枚“民兵Ⅲ”式导弹（使用1650枚在当量和精度上按现在的计划经过改进的弹头），并集中火力突击苏联多弹头分导式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摧毁苏联约4280枚弹头，约占1982年苏联将拥有的总数的39%。



　　这种情况会使苏联可能对美国造成的破坏程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会促使苏联在危机时首先发起打击呢？为什么部署MX导弹就会给苏联人以更大的刺激呢？特别是因为到美国部署MX导弹之时，苏联就可能已经大大增加其海基弹头的数量的情况下还会刺激苏联呢？



　　总之，美国关于“民兵”式导弹的易受攻击性，MX导弹的部署以及危机的稳定性问题的公开讨论所存在的问题与讨论观念上的对等问题时是相同的。对战略问题的辩论集中在导弹和弹头的数量上，似乎它们是些有生命的东西，天然具有生存的价值，而几乎完全不去把这些军事手段与战争结果的可能差别联系起来。对于不同的战争结果，政治家们也许确实是有能力按照他们真正关心的价值标准加以区别的。



　　在结束讨论曾指导70年代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想之际，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在它打算如何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上，要比它在威慑一旦失灵，战争真的打起来时战略目标是什么要明确得多。现行的抵销战略，最近在1980年8月卡特的第59号总统指令中作了阐明，这是一种使苏联人永远不能在他们自己确定的政治或军事意义上取胜的战略，它具有《旧约》那样的口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必要时以城市还城市。但战争一旦打起来，怎样才能使它结束呢？难道超级大国注定会象夸丘特尔印第安人举行送礼仪式一样，把军队、导弹以及末了把城市也投入核武器的火焰之中，以表示他们如何珍惜西欧或任何其他在冲突中至关重大的利益吗？



　　显然，需要对终止战争的各种战略进行更多的思考，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考虑核战争可能怎样开始的。在存在着均势及这种均势目前可能造成相互摧毁的条件下，神志正常的政治家只会在迫不得已、走投无路或处于困境时才会动用核武器。他们只有在相信已无法避免核战争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核战争。以此推论，如果要阻止战争的爆发，那就必须说服政治家，使他们相信曾经导致他们从事战争的那种认识是错误的，或者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进行政治谈判的余地要比他们早些时候想象的为多。



　　军事方针通过提供至少可能对战争加以限制的部队和战略和提供可以赢得时间而不是耗费时间的部队和战略，是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因此，美国关心制定灵活选择方案的计划，关心购置可以保留不用而不致影响其以后的使用效能的武器，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因为在均势的时代，一旦核战争开始，美国和苏联都将发挥政治主动性而不是运用核武器去限制破坏的程度。



　　80年代战略均势的前景怎么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鉴于70年代的经验，许多美国人目前对均势的概念以及对与均势有关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持有重大的保留意见。这些美国批评家可以分为三个学派：一派认为美国不享有均势（因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规定的战略力量的对比实际上对苏联有利）；一派认为美国得不到均势（因为苏联人一心一意要取得战略优势，他们的这个目标将使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商谈均势的努力充其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还有一派认为美国不应该要求均势（因为优势更有利于美国自身的军事目的，尤其是更有利于它向盟国所作的核保证的可靠性）。



　　涉及这三种论点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里只能作一些概要的论述。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否有助于实现均势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对数量上的均势和军事上的均势加以区别。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规定一种在已部署的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数量上能体现均势的方法，这点已经做到了，其方法是计算发射井、潜艇发射管以及某几种轰炸机的数量。条约的条款还规定，在双方采用所有允许的选择方案的情况下，各方可以有同等数量的弹头。鉴于有必要把可以单方面核实的武器性能和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含混不清的属性也计算在内，该条约对已部署的战略武器投射工具数量上的对等大概也尽量作了可行的规定。



　　难道这就意味着条约对军事均势，对造成死亡和破坏的能力上的对等作了规定吗？回答是明确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保证军事上的均势。遗漏之处太多了。比如，对防御系统（对空防御、民防、反潜系统）没有规定限额，对投射工具的可靠性及其所携带的弹头的当量和精确度也没有作出规定，更不用说没有就各方运用其战略武器的战略战术制定任何条款了。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少数几个性能加以约束罢了。在这样的限制范围内，有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战争结局。因此，把保证军事对等的重担压在对进攻性武器作出规定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身上，这是把这个文件的潜力搞错了。



　　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或任何其它相似的条约可以提出的唯一适当的问题是，条约的规定会不会妨碍美国取得军事上的均势。在这方面，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出的最有力的批评，就是美国未能说服苏联部分或全部取消SS-18导弹以降低其战略武器的投掷重量。苏联在投掷重量上所处的优势，使他们拥有更大的100万吨潜力，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摧毁能力会比美国强。但在比较苏美战略武器时，极少有相同的情况。因此，即使苏联人打算以“较轻的”SS-19导弹取代SS-18导弹，甚至打算拆除其SS-18导弹以换取拆除同等数量的美国“民兵Ⅲ”式导弹，苏联仍将在投掷重量方面保持巨大优势。此外，如前所述，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人口分布上的不同，而不是它们的总百万吨当量上的差别。



　　那种认为苏联对均势（即可以造成同等破坏的力量对比）不感兴趣而专心致志于取得优势和胜利的论点又怎么样呢？研究军事史的人不用提醒就知道，对于同样一种兵器技术的军事意义或政治意义，不同的国家常常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苏联和美国对于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居然持有相同观点的话，那倒是令人惊讶的。美苏在这些观点上是有些重要的分歧，虽然这些分歧意见既不象研究19世纪俄国历史的人想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明显，也不是他们想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新奇。例如苏联公布的方针至少比美国现行的原则更重视先发制人的和接到警报立刻发射的战略。但这种战略宣布之后，苏联的部署方针并没有跟上去。苏联保持在海上的能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数量比较少，他们的轰炸机没有处于戒备状态，直至最近他们的大多数洲际弹道导弹也是如此。



　　依大多数美国人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在声明中强调需要有实战并且赢得战争的能力。相比在下，美国人则关心靠相互确保摧毁来保持稳固的威慑。在这一方面，苏联人公布的方针同他们显然旨在提高限制损伤能力的武器购置方针是一致的。苏联人靠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加强了打击发射井的能力，他们将大量资源用于防空，他们（同美国一样）正在努力改进反潜战的武器。苏联的民防计划与美国的民防计划相比，经费更多，组织得更好，而且可能也有效得多。



　　至今，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使苏联人具有很强的限制损伤能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还不够努力，也不能说明他们获得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决心还不够大。在这方面，苏联的方针主要不是以列宁或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根据，而是来源于职业军人对于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遭到失败的关切。诚然，如果说苏联军方目前对于在大规模核互击中怎样才算是“胜利”有清楚的定义的话，那也是秘而不宣的。至于苏联的文职领导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使美国的核力量不起作用而不是与之交锋。如果在欧洲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因害怕报复竟不敢出动美国战略空军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毁了美国的战略力量，正中苏联的下怀。



　　那么，苏联的战略是否就使均势也成为美国达不到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数量上的均势，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规定的那样，与军事上的均势之间的区别，又一次成了关键。苏联人很可能会认真信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达成的数额限制以及投射工具或弹头数量的对等原则，但他们无疑也会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看得象总的缓和那样，是继续进行竞争的一个过程。而且决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范围内，尽量取得军事上的好处。



　　所以，美国的方针必须认识到，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者任何与之类似的协定）而言，作为对双方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性能给予数量上的同等限制的一种手段，不应受苏联对同等军事结果所承担的义务范围的影响。问题在于美国认为到底在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约束范围之内还是之外，才更容易使苏联人不可能取得胜利或好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也必须认识到，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任何一项协议中，所有细节都是在政府内部及政府之间进行了多少次讨价还价后才确定的，因此协议中的规定必然会使任何观察家都感到不十分满意。这样说来，既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能阻止美国部署它目前认为是达成其抵销战略所必须的任何武器，既然该条约至少在某些重要领域内能限制苏联的威胁，美国大概会感到在协定的约束范围之内保证军事上的均势比在协定的约束范围之外做到这点代价要小些。



　　但是，均势究竟是理想的目标吗？均势，就其数量上和军事上的意义来说，也许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一致的，而且能够在协议的范围之内保持住，可是美国为什么满足于采取一种拒止战略，一种无休止地抵销苏联的主动性而结果却要冒往往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的风险的战略呢？为什么不采取美国重新取得优势的战略呢？



　　美国重新取得优势（达到使苏联遭受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比美国的大得多的力量对比）是保证苏联看不到能在核战争中取胜的最明显、最有决定意义的途径，将会使美国对其盟国所作的核保证恢复活力，并且将会有助于消除那些认为全球实力的长期趋势是朝着有利于苏联方向发展的人的担忧或者希望）。此外，即便威慑失灵，美国的优势也将会是限制损伤的一种可靠手段，这种手段比之使用狂热的政治积极性去谈判结束战争以免它发展成全面的核互击可靠得多。当然，优势不可能保证美国在核战争中免遭广泛的破坏，但如果美国能拥有将预期死亡人数降低到只占人口的20%的能力，这将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行动。



　　象本章的第二节指出的那样，美国如要重新取得优势，就必须作不只是提高其进攻性武器（MX导弹、三叉戟Ⅰ型”潜射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一种新式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和质量。如要大大减少苏联能对美国造成的破坏，那就需要在反弹道导弹防御、对空防御、对反潜战防御以及民防方面大量部署有效的防御系统。



　　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有与苏联进行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决心。不可能指望一心一意想取得优势的苏联，会甘心让自己重新回到战略劣势地位。美国要抵销苏联为抵销美国的抵销力量而作的抵销工作，并坚持这样做下去，这将是必要的。但美国有更强大、更有效的经济，有更先进的技术，到最后如果有意志（尤其是有防御弹道导弹的有效的新技术）的话，美国就能占据上风，直至苏联人最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被抛在后面。



　　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算起，一共有六届总统注视过这种前景，但都胆怯了，退缩了。他们想必所看到的是高得可怕的代价：无限期地保持战时水平的军事预算，以及这种预算对国内计划和公共事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控制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全部影响。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美国公众和议会（更不用说政府的成员及其他上层人物了）：没有一点准备打（与准备防止相比）一场核战争的真实意向，而且对那些争辩说核战争对美苏造成的破坏程度可能大不相同的人的论点毫无信心。



　　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内，主张优势的人会第七次走运吗？过一段时间和在别人的劝告下，里根也可能会从为美国重新取得优势的努力上退缩下来。除了决心减少联邦预算和解决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外，如果他认真对待他对弥补美国常规武器不足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需要在印度洋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同时恢复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海上优势，他也难以使已经对他的国内福利计划政策的后果感到担心的国会同意他的预算。因此，在他的发展战略武器的计划里，他可能满足于增加进攻性武器（包括一种新的战略轰炸机）和提出新口号（比如，“决不亚于别人的战略力量”），但避免在购置使美国真正拥有限制损伤能力的武器上承担义务。



　　但是，这位总统可能时运不济，也未广开言路。他把自己投入到重开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努力中，他上台时带了许多顾问，他们不仅对均势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可能性和可信性都表示怀疑。他上台时还正好是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问之时，纷纷责问特别是来自那些相信导弹的防御系统会有助手提高MX导弹发射前生存力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里根政府将会率领美国进入一个“军备小竞赛”。在这样的前景下，超级大国就重开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就会停止履行该会谈的协定及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而且到时候也许连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条款也不执行了。由此而引起的战略武器上的竞争，将会造成一种更不确定、更加变动的战略对比态势，造成一种超级大国都感到难以重新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限制竞争的关系。但是“军备小竞赛”仍然不会使美国拥有按彼此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计算比苏联占有决定性优势的能力。所谓决定性优势就是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伦敦和波恩，东京和北京一切有关的人所承认的一种明显的优势。



　　看来只有一件事可以改变这最后一种前景，下一次的美苏对抗将会是非常危险的。鉴于其战略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上的实力增长，苏联人认为自60年代初期以来，力量的对比已明显地变得对他们有利了。可以很有理由地认为他们会指望下一次对抗的结果能反映出实力的这一变化情况。这一次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不同，他们预料美国会首先气馁的。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则决不动摇，并且表明，尽管苏联的实力强大，美国所作的承诺依然不变。



　　如果这种对抗造成了在美国人看来可算是一种失败的局面（在中东这样的地区，就可能被认为是处于不利的局面），那么美国的反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是强烈而全面的。美国将对盟国和联盟进行严格的权衡和重新审查，看一看在它需要别人的时候，谁同它在一起，谁不同它在一起。但不管估量的结果如何，美国人非常可能会把他们的失败归之于战略力量对比的改变，并排除一切障碍，努力重新取得战略优势。在这样情况下，50年代后期及60、70年代被否定了的“军备大竞赛”就将在80年代积极地开始。














	

 






	















	







	







	









 





	


	







	








	




	


4、1965-1990年的苏联战略




	







	

 



	


	


杰弗里·朱克斯 [英]



　　1964年晚些时候，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推翻，从而结束了为期近十年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的战略核力量有了发展，但数量仍然比较少；常规部队的现代化以稳健而有节制的步伐前进，而部队的数量却大大减少了（由1955年的575万人减到1964年的350万人）；海军建设在几乎完全停止了四年（1957年-1961年）之后，又恢复了。但其速度比1957年以前的计划慢得多。在这以后的15年间，苏联武装力量稳步上升，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政府认为“合理”的水平，这就引起了西方防务经费的一连串增加，如果不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这将使防务上的支出达到在最近的过去几乎不可想象的程度。



　　对6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常规部队的长足改进可以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不承认它们有改进，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虽说改装的数量可能在西方进行判断的过程中被大大地夸大了，但有足够的论据说，由于采用新式武器，质量有了改进。在海军、空军和防空军里，在质量改进的同时减少了舰只、飞机和人员的数量，但地面部队的情况看来并不是这样，战略火箭军数量增加了，武器的性能也改善了。



　　对苏联常规部队的长足改进的另一种看法，是把它与系统的惯性等同起来，认为这是官僚政治和迷恋技术的结果。为了维护这种说法还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来，比如同样的现象有时在其它社会里也看得到，那里可以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但这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苏联热衷于把技术大量地集中在军备部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新近的历史经验中找到。历史经验表明，由于1941年许多苏联装备在技术上落后，致使它掌握的大量装备没有起什么作用 [ 注：1939年，苏联拥有坦克20000辆，约为德、法、英总数的三倍。1941年，苏联有飞机12000架至14000架，大大超过当时英国和德国的飞机数。但苏联的新式飞机不到其总数的10%。——原注 ] ，而在随后的战役中取胜不是单纯靠补充损失的武器，而是靠大有改进的装备代替原装备。重视常规部队的理论基础一直存在于这样的说法之中，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依靠诸军、兵种的协同努力。这种说法自1945年以来（尤其是当常规部队被削减或对它的用途表示怀疑时）常常被人反复提到。这种说法争辩说，全都必要，但并非同等重要。所以这种说法非常灵活，它允许在总的理论范围内改变实力的结构。因此有可能靠政治决定去确保给予国防以一定比例的资金，并把资金分配给各军兵种的权限交给国防部，自1967年以来国防部一直处于党的高级官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此人从30年代起就从事于供应国防器材的工作）和担任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监督之下。



　　对苏联常规部队的改进的第三种看法是，认为这是旨在取得“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观点是由好几个分析家提出来的，但是，尽管它好象解释了苏联之所以要购置武器的某些原因，但它本身也引起了许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定“均势”的含义（谋求“优势”的方针对它是持否定态度的）以及“均势”是何时达到或被摒弃的。比如，北约的方针并不指望靠地面部队进攻莫斯科来取得全面战争的胜利，可是对苏联人来说，即令是“平局”的先决条件也得把美国军队从欧洲赶走。所以，北约的方针不要求在坦克数量上势均力敌，但他们很可能发现在反坦克武器上保持均势是完全不够的。除非可以判断出什么是真正的均势，否则，对具有不同目的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编成的力量进行比较时，很难说构成优势的因素是什么。



　　还必须提出取得优势“到何时为止”和“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显而易见，苏联的扩军正在促使西方作出反应。所以，如果已经为优势规定了具体日期的话，这个日期非推迟不可。但如果没有给优势规定一个具体的日期，那末，寻求优势的过程看来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且费用也会是无限的。至于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回答的范围可以是从为了“让潜在的敌人明白，他们永远不可能强大得足以对我们成功地发起攻击”，直到为了“给我们自己必要的钱财以取得对世界的统治”。这个范围内比较低的要求，与更加雄心勃勃的较高要求相比，是更容易达到的，而且更加符合部队已经采取的稳定地但较慢地实现现代化的做法，也完全符合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削减某些部队数量的做法。



　　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苏军内部偶而出现的认为有可能打赢核战争的论调。从职业军人认为他们可以赢得一场假想的战争的论调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阴险的内容。毕竟这是他们应该干的事情。不论怎样，军界的可以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论调是不会促使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去打一场战争的。苏联的军政领导人用言行表明，他们对于“赢得”一场核战争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们一再声明他们的武装部队的主要作用是进行威慑。北约和华约的目标首先都是慑止战争，如果做不到，就打赢它。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彼此都是一模一样的。赫鲁晓夫坚持只有威慑才起作用的观点，军界自然认为它过于简单化了。



　　自1965年以来，苏联的战略一直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框，这个框框至少在观念上认为各种战争是依次排列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上的，一端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另一端是全面核战争。从政治方面看，这个框框好象缺少西方大多数思想家区别非核战争与核战争的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带有不负责任的因素。它的实际含义是，每一种战争应被看作包含有比它高一级的战争的因素，所以军队必须为各种战争进行训练，包括在核战争中进行常规作战。它也有这样的含义：由于没有“防火带” [ 注：原意是森林中防林火蔓延的防火地带。此处指防止从低强度战争转向高强度战争的概念。一译注 ] 的概念，因此不宜轻易地进行准核战争。自1945年以来，苏联只在三个国家大量使用过军队，这三个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而且在防御本国时都不可能导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干涉。苏联这样做是符合上述思想的。入侵阿富汗并不表明它严重地违背了这一思想。但在这一方面需要作些探讨。



　　在西方以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方，对于苏联干涉阿富汗群情激愤，提出了许多可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包围海湾的计划的一部分，下一步将是入侵巴基斯坦，特别是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其目的是夺取海军基地，可能在瓜达尔。这种做法不大象是苏联寻求影响的一种形式。一方面，它不大会或者根本不会威胁到石油运输，因为利用苏联外高加索的各机场或阿富汗西部的辛丹德机场采取空中行动不可能构成对石油运输的威胁；另一方面，这样做无疑会使许多印度洋沿岸国家敞开大门欢迎西方在这些国家建立强大的对抗力量（这些国家目前还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做对与巴基斯坦有特殊友情的中国也是个挑战，可能会促使中国与西方更加靠拢。至于仍然被苏联看作是它在亚洲的一个朋友，虽然还不是一个盟友的印度来说，肯定会顾虑重重地看待这种做法。而且这也不符合苏联想与伊朗重建在伊朗国王统治期间就存在的审慎的友好关系的努力。



　　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决定更可能是由于阿富汗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和那里的反马克思主义势力与邻国，尤其是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的复杂性。当愤懑平息下来时，如同对大国的错误行为的愤怒总是非平息下来不可一样，干涉就可能被认为是因为苏联对其邻国的骚动抱有反感而造成的。从内在的动机看，它与美国不久前对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国家的干涉，或者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以及差一点对波兰进行的干涉和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没有什么两样。单从苏联进行了军事干涉就断定阿富汗是“自由独立国家”，这是错用了字眼。阿富汗自1954年以来一直依赖苏联供应和训练它的武装力量，依赖的程度在非军事援助方面超过了60%，在贸易方面超过了40%；1978年4月发生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政变，随之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在苏联入侵之前是否有哪个西方国家把它看成“自由独立国家”，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它实际上已经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人插手支持一个政治派别反对另一政治派别，他们所做的只是他们和其他许多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从前所做过的事，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大国的作用之一就是用它们认为合适的措辞来解释何谓重大利益，它们将继续这样做，除非能找到某种制止它们这样做的国际手段。



　　苏联的内外政策对军事实力是十分强调的。服兵役被视为光荣的义务，武装部队作为苏维埃国家保卫者的地位经常被人提到。6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增长阶段开始时，又对兵役法作了修改，缩短了服役期限，以确保每年应征入伍的青年比例保持在高水平上。政府的声明经常宣称武装部队将继续得到一切必要的东西。此外，虽然在内卫部队和边防部队有应征士兵服役，但苏联尽可能少地用武装部队维持国内治安，以保持武装部队主体的神圣性。他们还有其它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军事化了的社会（过去从未有过作为这种社会标志的战争荣誉）。关于军事实力的声明和旨在建立这种力量的政策，都是从俄国和苏联由于过去缺少军事力量而遭到的苦难中找到理论根据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使用军事术语和战斗象征，以及自列宁以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佩戴军衔和勋章的做法，都表明军事因素在苏联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表示有了新的变化抑或仅仅是老的“欧洲”传统的继续，这是可以进行争论的，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苏联不存在显而易见的“军事-工业联合体”，这表明除了非常少的一些不同政见者公开表示反对外（不管专家治国论者可能在私下里争论到何等程度），公众对此是普遍同意的，而不全然是对其它见解缺乏辩论。在普遍征兵制基础上建立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这在一个有着漫长而薄弱的边界，并有征兵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成为争论的问题的。而那些能够依赖天然屏障又有高度技术水平的国家自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防御样式，它们依靠一支规模虽小但非常精干的武装部队，只有在十分危险的时刻才采用征兵制。



　　不管情况如何，在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削弱军事实力和明显偏重于提高消费工业的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把有计划地实现武装力量现代化放到了非常优先的地位。除了洲际弹道导弹从1964年非常低的水平上有了迅速增长以外，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说成是“应急计划”是不正确的，但有一点看来确实是清楚的，即在15年的时间里防务开支的增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是成比例的。有几年或许还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稍微快些，也就是说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防务计划人员能指望在国民生产总值内得到大体不变的份额。因此，装备现代化是稳步前进的，而不象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典型做法那样靠“分批购买”；防务计划人员（以及任何其他人）对接受财力物力的份额不多已习以为常；而且这种状况好象已成了苏联生活的一种现实，而不一定是扩充力量的实际需要。比如坦克更新周期，T-54、T-55和T-62为15至16年，由T-62到T-72则缩短到10年。新近制造的火炮数量如此之多，火炮生产是否还需要按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令人怀疑。因此，可能已经在对防务拨款重新进行审查，领导人和计划人员中的一些人将寻求使拨款趋于降低的办法，但这种改变将遭到那些负责防务计划及其实施的人的强烈的而且也许会是成功的抵制。



　　这种情况之所以是可能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通常的做法是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10%-12%划为国防开支，经济也按这种情况作了调整，使之即使在非共产党世界经历衰退期间，仍能保持虽不很高但是稳定的生产增长速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迹象可能使苏联计划人员中间产生减少防务开支的压力，但至关紧要的因素可能是，武装部队对人力的要求而不是上述的开支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可能是继续以机动和火力代替人力，而不是大力减少防务开支。



　　过去15年里所执行的政策的特点是，陆军和战略火箭军的武器装备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空军和海军在总的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其战斗效能继续增加。华约的其它国家的政策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虽然变化的范围比较有限。苏联在国外的驻军已经现代化，在东德的驻军数量有所增加，自1968年起在捷克斯洛伐克部署了更多的部队。在苏联的远东部分，中苏边界上和蒙古境内的驻军增加了，素质有了提高，而且统一由一个作战司令部指挥。



　　总的来说，结果是“堡垒俄国”防卫自己免遭常规进攻以及慑止任何可能的敌对联盟的常规进攻和核进攻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坚定地追求这些目标在1965年初就开始了。由此可见，对赫鲁晓夫贬低防御作用所表示的不满情绪是导致其下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之相反，现今领导上台以来的年份里，把提高武装力量的能力放到了十分优先的地位，尽管柯西金和其他一些人偶尔对涉及的开支问题有所抱怨。



　　80年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要根据现在比较老的一伙领导人退休或逝世以后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定。可以把武装力量的改造看作是更新换代性质的重新装备，陆军和战略火箭军已经基本完成，海军和空军也已部分完成。因此可以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放慢重新装备的步伐。也可以认为部队已提高到了基本上抵销掉西方质量优势的水平，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此继续前进，通过增加开支取得现已指日可待的技术上的目标，从而获得优势。在下一代的领导人中，这两种观点肯定都会有赞同的人，也会有掺合这两种观点的折衷主义者。



　　在目前西方对苏联的企图很担心的情况下，容易忘记东西方对抗的现实而预言苏联会争夺优势。实际情况是，华约国家的总人口约为4亿，只及北约国家的大约三分之二，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不到北约的一半。倘若真的必须在军备竞赛中大肆耗费的话，那么只要北约国家愿意，它们就能建立一支比华约规模大得多，装备更加精良的部队。关于对手占优势的模糊概念恰恰最可能使北约国家坚定其大力扩军的政治意志。要牢记北约决不是美国联盟体系的全部，还要看到苏联主张寻求优势的人将面临着一项极艰巨的任务，他们将同主张借助历史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蚀作用来保持大体上的全面均势的人相抗衡。



　　预言一场还没有开始的冲突的结果将会如何，这是不可能的，但苏联计划方面的一些实践可以预示最可能产生的结果。计划是按五年一个周期进行的，虽然发现这样做有弊端，但用别的办法（比如1958-1965年的七年计划）替代它的作法迄今都没有成功。在计划规定的期间，可以看到一种把拨款保持在固定水平上的明显趋向，这意味着除非放弃五年计划的程式（这好象不可能），否则在今后十年里只会对拨款进行两次重大检讨。第一次，或许已在进行之中，防务的计划人员将要求保持或者增加拨款以跟上已增加了的北约的拨款（而北约增加拨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以往增加拨款的反应）。第二次检讨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尚不清楚，但届时90年代后期的需求将开始提出来，即要求更新根据1965年开始的，现在仍在进行的武器更新换代计划所获得的武器。



　　能否依靠大规模现代化军队的实际价值或象征性价值来采取政治行动，这是一个无法正确估计的大问题。在60年代，“反暴乱”一词所表示的概念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陆军和空军里几乎成了一种口头禅，但这种概念对苏联军队却没有多少影响，因为苏联的做法是向友好国家的政府或暴乱分子提供武器和训练，但不介入随之而产生的冲突。战后时期苏联军队在国外采取大规模行动的仅有场合——1956年于匈牙利和1968年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在缺乏进行长期武装抵抗的前提条件的、人口密集的小国里，而且是以集中绝对优势力量的方针解决的。苏联军队最后一次真心反暴乱作战是在40年代后期的乌克兰，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这次作战情况的宣传不多，不可能据此建立一套理论。但在7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卷入反暴乱行动。首先是参加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作战，苏联在那里投入的地面部队数量少于古巴，但苏联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后勤支援却十分重要。继而又在越南干涉柬埔寨时提供了类似的援助。最后在1979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在阿富汗的反暴乱战。这次干涉显然是企图限于保障阿富汗军队的后方安全并将其人力解脱出来以便与叛乱分子作战，可是苏军后来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靠自己进行战斗。这种样式美国曾在越南采用过，说来并不陌生。



　　苏联的干涉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以及苏军在控制阿富汗局势上遇到的困难会不会使下一代苏联领导人不在第三世界的其它地方重复这种做法，现在来说，为时尚早。但必须指出，苏军正在取得他们原先缺乏的经验，因而使政治领袖们在今后危机中可以选择的范围扩大了。然而，他们也正在遭受伤亡，而且在同装备很差、组织水平很低的对手作战中尚未取得明显的成功。要得到“巨人”的美称是十分容易的，只要毫不吝惜地花钱改进装备和避开实际战斗就行。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暴乱行动的经验证明，获得这种美称的代价是昂贵的。



　　至于战略火箭军，它在80年代的轮廓已经可以从新的一代导弹，多弹头化，命中精度的提高以及D级潜水艇中看清楚。用机动导弹替换下固定导弹将使美苏双方都在寻求的命中精度的提高失去作用。这种逐步向机动导弹过渡的做法也好，或者在过渡成功以后，在欧洲部署美国的巡航导弹也好，都不会严重地打乱双方之间的平衡。苏联通过部署新的机动中远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将使它对欧洲和中国的超杀伤能力得到加强，但这不会严重影响总的平衡。



　　苏联在欧洲战区的地面部队将继续是数量庞大、机动性好，而且火力强大。苏联在复合装甲将要制造出来之前就大量生产T-72型坦克，这多少有点失算了。这种装甲几乎肯定会在西方大多数的坦克上使用，可是T-72型坦克已经无可挽回地服役了，而且在今后若干年内将基本上不会有变化。由于用新型的坦克、装甲人员输送车、火炮和导弹进行更新换代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苏联地面部队的装备在80年代结束之前不大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对炮兵的改进可能是在弹药方面而不是在火炮本身。



　　精确制导武器是苏联原先领先后来又被西方超过了的一个领域，这种武器将更大量地进行部署。坦克是苏联人投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的一种武器，但它越来越容易遭到西方精确制导武器的攻击。考虑到精确制导武器在保持坦克优势方面具有潜在作用，进行大量部署就尤其需要了。



　　空军的现代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北约飞机原先非常明显地占有的质量优势，但这种现代化的过程是波浪式的，阶段之间并不总是彼此衔接的，所以在这个十年终了时，北约很可能更加走到前头，但那时苏联新的一代飞机也将开始服役。苏联同意公开宣布限制“逆火”式轰炸机的生产，这可能是它在控制军备方针上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但这样做可能仅仅是由于它已经认识到这种飞机性能上有缺点，对这些缺点如同对一些早期的飞机如“熊”式、“野牛”式和“米格-25”的情况一样，我们未必了解。



　　空运能力，特别是向前线地区及在该地区范围内进行空运的能力将会提高。由于1959年以后出生率急剧下降而出现的人力短缺，有可能造成部队总兵员数的下降，因此增强远距离机动能力将是非常需要的。空运能力有了增长，尤其在离战斗部队最近地区有了重大增长，这可以被认为是以直升机部分地取代装甲人员输送车，用近距离支援的飞机部分地取代坦克。海上打击或者侦察可能进一步得到发展，这样做有两个特殊的目的：一是为了保护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的“庇护所”，使其不受北约攻击潜艇的侵犯；二是为了在“公海”上进行反潜战，尤其是用舰载飞机保护水面舰艇。这是航空兵的一项任务，在这方面苏联海军目前尚处于幼年时期。



　　海军战略在今后十年中的发展情况多少容易预料一些，这是因为造舰周期比较长，而且一个时期能建造的大型舰只数量很少。赫鲁晓夫认为，对苏联海军来说建造航空母舰太费钱，对这个问题经过了一番争论之后，“基辅”级航空母舰——第一批能装载固定翼飞机的舰只于7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据估计，它们将作为反潜特混舰队的核心舰只使用，看来至80年代中期将有三艘，也许是四艘这种航空母舰服役。可能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各得两艘。建造这些航空母舰和在70年代期间建造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大量装备反潜战武器表明，这些舰只在保护苏联弹道导弹潜艇部署地区以防北约攻击潜艇突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对付苏联北部海岸一带活动的美、英、法三国的战略导弹潜艇方面也可能发挥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究竟如何是难以明确的。在80年代，估计在多样化方面会取得某些进展，其方法很可能是扩大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导弹发射器的双重发射能力和改进航空母舰上的垂直起降飞机及直升机的性能。



　　现已服役的两艘“基辅”级航空母舰在船坞里花费的时间很长，这表明在设计上出现了重大差错，也表明这一级航空母舰将会停止建造。不管情况是否如此，“基辅”级本来就是个过渡性型号，预期今后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建造只能装载垂直起降飞机和直升机的较小的舰只，另一方面同时也建造“基辅”级或更大型的能装载一般飞机（“基辅”级设有这种能力）的航空母舰。前一种舰只正在付诸实施，这已经有确凿的证据，建造后一种舰只的证据则不够确凿。



　　更新一级的舰只现在刚开始出现，试图对它的作用和性能进行估价尚为时过早。但是，在美国海军里持续了十多年的大型化和水面舰艇核动力化的明显趋势，在苏联海军身上也已经可以感觉到了，这一点很明显。苏联新一级的一些舰艇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强调大口径火炮。过去苏联海军与美国海军不同，两栖作战能力不象在美国海军那样突出，如今这种能力也发展起来了。舰队的辎重有了改进，再加上有了核动力——这些将大大加强海军特混舰队的独立作战能力。但是，这些发展将使苏联在80年代末的公海作战能力提高多少，主要还取决于舰艇的建造速度和训练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新的设计。由于这些新的设计只是生产流程的第一步，目前还不能肯定地说它们多久才能参加服役，或者将建造多少艘。但显然在理论上，它们已经表明，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多年前提出的观点至少已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他主张增强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还特别提到这样做是与海军“作为和平时期国家利益保卫者的身份相符的”。总之，必须制定出新的造船计划，因为有必要更新1948-1959年之间建造的大量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而且1967年以后和1977年以后新建造的一代舰艇，总的来说，其特点是顺应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海军中显而易见的趋势，即以较少但更大型的舰艇替代将退役的舰艇。



　　西方对苏联军力水平所作的估计表明，与其它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人力与武器之比相比较，苏军人力水平对于它要部署的武器数量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估计认为苏军的“齿尾之比”（即作战部队的士兵与支援和补给部队的士兵之比）也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军队不一致，与劳动生产率不十分高的苏联经济的其他部分也不协调。同时还表明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在苏军战斗序列中保持着大量的按西方标准已经过时的武器，尤其是坦克、飞机、中型水面舰只和潜艇。因此很可能是，他们向公众解释时，高估了有效武器数量，而低估了使用武器中所需的人力。如果把西方情报机关对大型武器、车辆、飞机和舰艇的判断可能比对人力的判断更为准确当作一种可行的假设，那么苏联武装部队非常可能对人力提出更大的要求，而且可能比人们在公开场合的估计需要的人力大得多。假如情况是这样——我认为情况就是这样，那么80年代武装力量和工业部门之间对劳动力市场上日益减少的人力（这是1960年以后出生率急剧下降的结果）的争夺将会十分激烈。苏联当局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采用的一些办法如下：



　　1、更多地使用妇女。苏联武装部队使用的妇女数量比较少，它可能采取行动增加妇女数量。但苏联妇女在劳动大军中占的比重在世界上早已是最高的国家中之一了，因此用这种方法解决人力紧张问题的程度是有限的。



　　2、尽可能增强火力和“战场上的自动化程度”。这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趋势的继续而已。在西方的军队里，至少直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始终是同增加支援和补给部队相联系的；由于有了精确制导武器，武器小型化和操作方法的改进，现在部分地改变这种趋势已有可能。但归根结蒂，最终决定苏联军力水平的是对方增强火力以后可能造成的高消耗率，而不是苏联是否能达到其主观规定的火力水平。



　　3、增加现有部队的机动力。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苏军象它的对手北约的部队一样，已经拥有很高的地面机动能力。由于机动力强弱的计算是与两军对垒的兵力大小成比例的，所以用增加机动力来减少兵力数量的能力只适合于小规模战争或单一正面的作战——“救火”部队是有施展的余地的，但它们可能只是补充主力部队之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



　　4、增加部队中长期服役人员，减少或者废止招收应征士兵。许多国家（大多是海洋国家）根本不用应征士兵。这种政策虽然能使精干的部队在和平时期通过训练达到高的水平，但极难做到迅速造就出进行大战所需的广为扩大的部队来。在导弹、轰炸机和核武器时代，这种政策是否适用于海洋国家，也值得怀疑，在本世纪里对于陆地边界线长的国家来说则根本不适用。苏军也许早已深知，为了掌握新技术，长期服役人员的比例需要增大，但他们的领导人并无愿意放弃普遍兵役制的任何表示。由于目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教育水平提高了，对于苏联青年来说军士的军事生涯吸引力低，所以在80年代苏联当局的态度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5、延长应征士兵服役年限。60年代后期，由于战后立即出现的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膨胀”，普遍服兵役的原则仍然保留，但服役年限缩短了，这样服役人数增加了，而军队的规模并无多大变化。因此延长服役年限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样做会产生两种不良后果：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工农业中人力短缺的情况将会加剧；第二，同1967年以后的兵役制相比，后备役人员的总数会减少。



　　6、减少应征士兵的服役年限，并把目前相当宽的免服兵役的范围缩小或者缩短服役期限，从而使服役人数尽可能地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这种办法可以减轻同民用部门争夺人力的情况，其代价是士兵的质量可能下降。



　　7、劝说东欧国家更多地承担华约的职责，尤其是提供地面部队。东欧国家对华约的贡献比西欧国家对北约的贡献要少些，这反映出东欧国家人口比较少，资源也有限。无疑，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贡献，但对于苏联在这方面的压力它们至今尚未作出热情的反应。不论怎么说，80年代有些东欧国家自身就会碰到人力缺乏的问题。



　　8、争取按协定裁军。共同均衡裁军的谈判一直进展缓慢，但随着人力缺乏问题开始尖锐起来，共同均衡裁军问题对苏联人将会变得更为迫切。



　　可能性最大的是，采取各种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包括继续贯彻现行的做法，增强机动力和火力，增加长期服役的干部数量，有选择地（比如在步兵中）缩短服役期限，继续进行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对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承担更多的义务，加强入伍前的预训和退役后的在职训练，同时在中欧、苏联的西部和远东地区储存预储装备。从总的方面说，看来工农业需要进行改组以提高生产力，因为苏联经济的民用生产部门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给人的印象不深。在苏联工业中统管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体制占据主导地位，每个生产单位都想生产自己需要的零部件以达到自给自足，这种体制对国防生产是非常适合的，因为这里实质上只有一个“顾主”，但对于在民用生产部门取得高生产率来说就不很适合。因此，用改组工业的办法解决人力分配上的问题在今后几年中大概是做不到的。苏联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的行动说成是出于控制军备的考虑，而西方的分析家也完全可以把这些行动与计划实施突然袭击联系起来。



　　无论美国或者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由它们各自的盟国发动催化性战争 [ 注：指由第三国发动的旨在引起别国之间的战争，也可译为挑拨性战争。——译注 ] 的可能性也许更小。80年代苏联战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实力的“附带效果”问题，苏联人已经开始遇到美国人领教过的挫折了，具体地说，就是盟国拒绝把自身的利益同它们的超级大国保护人的利益完全联系在一起，一些不结盟国家能够利用一个超级大国对付另一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趋于变成战争的替代物，每一代武器都比老一代武器花钱多得多（这个问题已经使美国和苏联成了生产可能是品种最齐备的武器的仅有的两个国家，实力较小的国家要么联合起来生产多种更先进的武器，要么根本就停止生产），耗资最多、威力最大的武器系统由于使用时造成的后果太严重，反倒不能取得直接的效果。



　　最近30年中，每十年都发生一次苏军在国土之外进行干涉的事件：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相比，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的行动实际上算是少的。这表明苏联喜欢用武器装备“朋友”，指望他们朋友自己去打仗。但在70年代，随着苏联使用海空军在遥远地区进行作战的能力提高，它进行间接干预和使用“顾问”的能力也增强了。在阿富汗的作战虽然确切地说还不是苏联的越南战争，但它可能证明比预想的更为艰难，更加长久，而且已经给苏联与西方、与第三世界和东欧的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有意义的是，在阿富汗的作战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它完全由苏联自己干的，苏联并没有想把它说成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提供的“兄弟般的援助”。与美国的情况相同，苏联人的战略也分为两部分：对欧洲的多边区域性战略和单方面地在其他地区追求目标。他们是否会试图在其它地区建立区域性联盟尚待分晓。他们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计划，是1969年提出来的，由于人们感到它的矛头是指向中国的，因此在亚洲到处遭到冷遇。由于入侵阿富汗的缘故，这个计划肯定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总之，80年代里苏联关于战略核部队、陆军和空军部队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可能不会有多大发展，关于海军部队尤其是舰载飞机和两栖部队方面可能有某些发展。鉴于今后十多年内可能要建造的新的大型舰只数量比较少，海军的发展将是有限的，但是仿效美国海军样式的趋势可能（而不是必定）表明苏联将进行更加持久的努力，以利用海军在遥远的海域里显示它的实力的形象。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发展也是从属于海军在全面战争中的主要任务的，即保卫苏联核动力战略弹道导弹潜艇，进行同北约核动力战略弹道导弹潜艇和攻击潜艇的反潜战，以及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特别是在地中海的航母。



　　虽然军事思想上的变化将是微小的，但由于生产的增加和计划能力的增强，几乎可以肯定会使苏联在欧洲战区和中国边界战区以外的地方增强其军事活动的程度。鉴于美国可能在印度洋部署更多的力量，苏联也几乎肯定会建立一支规模更大的印度洋海军力量，特别是如果它同南也门的关系仍然十分稳定，使它能长期使用亚丁港的话。苏联太平洋舰队实现了现代化和增强力量之后，日本几乎肯定会增强它的海上自卫队，美国也肯定要增强它在太平洋的两支舰队。至于苏联海军将如何使用太平洋舰队的“明斯克”号航母和其他随同去太平洋的可以装载飞机的舰只，尚不清楚。因为这类舰艇的作战样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美国在印度洋上的舰队的作战样式而定，而美国的这种作战样式尚未最后定型。














	

 






	















	







	







	









 





	


	







	








	




	


5、论有限战争




	







	

 



	


	


——苏军观点



罗曼·科尔克维茨 [美]



　　有限战争需要有个界限，而要有界限则需要至少对界限的含义达成某种相互承认的和默许的协议。但在界限上却难以达成协议。



　　—— 托马斯·C·什林



　　列宁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一文中引证并特别赞许了《战争论》中的下面这句话：“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他在这句话的旁边加注了“哈哈！妙极了”。确实妙极了，而且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代征服者制定的战略也是贴切的。苏联的扩张政策是以有限“动乱”的战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以有限战争的理论为前提的。



　　有限战争的思想令人厌烦。据说，美国人认为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就是“不正常的”；苏联人曾称这种思想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狡猾的策略。而欧洲人对它则更反感，因为他们的国家很可能成为主要战场。一些未经认真考虑就对核时代有限战争思想发表过言论的知名学者和战略家（如布罗迪于1957年，基辛格于1960和1961年的言论），后来发现他们必须宣布放弃以前不慎重的言论。不同于战略威慑的华丽奇特的理论大厦，有限战争的理论基础是相当不牢固的。威慑理论在不战和全面核战争之间划有明确界限，而有限战争的理论则复杂了，原因在于它的定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局部战争、战区战争、战区核战争、常规战争、有限核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等。然而，虽然用经验去证实战略核威慑理论充其量也只是模棱两可的，但所谓的有限战争理论和学说却是具有真实性的，到处可见的，亚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或中东将要爆发的战争就是如此。



　　如果对战后东西方国家的有限战争学说的演变只进行表面性的研究，很可能会产生误解。对待有限战争，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看来都曾有过若干含混不清的和前后互相矛盾的倾向。



　　★美国在历史上就拒绝接受有限战争的思想。“束缚”自己手脚的主张被看作是与美国人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然而就在美国，不仅形成了有限战争的现代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已经被政府和战略研究团体欣然采纳——这样做是不顾因袭的疑惧，而且与一些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新的坚决对抗是针锋相对的。



　　★苏联在历史上接受过有限战争的做法（支持采用并发展常规的、战术的、有限射程的武器及相应的军队和作战原则，但没有大力发展战略力量、战略武器及相应的技术和作战原则），在战后却强烈地反对西方有限战争的观点。苏联人认为，特别不能接受的是西方关于有限战争的“逻辑”的前提，即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应采取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限制和控制等措施的观点。西方关于有限战争的内在逻辑的这种观点是与苏联势不两立的传统信念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传统信念强调，不论在有限战争中还是在全面战争中都应该以依靠自己、单独的和独立的方式行动。



　　★到60年代中期，美国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已对苏联取得了优势。这时，美国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这种战略原则上赞成在使用核武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有控制的有限战争的观点。



　　★苏联人进入60年代时，拥有庞大的常规力量和一支微不足道的战略核力量。但在1960年他们一边拒绝接受所有关于有限战争的可行性或可取性的观点，一边正式实行了具有有限威慑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一切特点的防务方针。



　　乍看起来，这些趋势和做法似乎是令人费解和相互矛盾的。但是，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些趋势和做法有着某些可以说得通的道理：苏联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它不能冒险对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发动挑衅或同美国进行一场可能迅速向战略核战争升级的局部战争、有限战争或战区战争。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能的情况，为了不让美国迫使苏联在导弹上摊牌，并争取时间使自己的战略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均势的水平，苏联人不得不拒绝接受西方关于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的观点。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太呆板迂腐，显然需要改变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泛的选择范围。因此，美国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



　　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的情况表明：苏联已经取得对美的战略核均势，同时它开始逐渐接受有控制的有限战争的观点了。但是，美国却丧失了对苏的战略核优势，而且实际上又回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联在大力扩充常规力量、战区核力量和“投射”能力，这些力量都可能在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中运用，这使美国日益感到不安。（卡特总统的第59号指令表明美国已放弃以“破坏城市”为目的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然而，这个指令只适用于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就是说如果发生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美国将集中力量打击“硬”目标——从“打击军事力量”到“打击社会财富”，而不只是打击城市目标。这与苏联人认为的和本章将讨论的有限战争无关。总统第59号指令所涉及的实质上是在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中附带损伤限制的问题。对这种观点，苏联军事刊物至今仍断然拒绝接受。）



　　人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事态发展呢？这些事态发展汇合在一起，会形成合理的格局、发展趋势、激励力量或者意图吗？或者它们只是些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的、随意的、与互不关联的事态发展呢？本章试图分析这些问题，并试图说明有限战争的理论在苏联军事行动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



　　苏联军事理论的演变



　　对于象苏联这样一个实行类似革命和扩张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有限战争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理论。这种政治制度在受核恐怖平衡“支配”的国际社会结构里，继续担负着全球性的普遍使命。有人已经提出，8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军事学说将会协调一致起来。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对外政策一直在努力实现如下三个主要目标：保持与西方的稳定关系，遏制和孤立中国，向第三世界，一般是向俄国以南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苏联的军事学说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庞大的战略核盾牌是对西方进行可靠威慑的基础，核条件下和常规条件下进行有限战争的理论和军队为其增添了向毗邻的主要翼侧（欧洲和亚洲）进行威慑和实战的能力，而常规力量和投送军队的能力又是有利于它在第三世界推行扩张和渗透政策的得力工具和劝诱手段。为了执行苏联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这种三位一体的方针，要求将苏联资源、人力以及管理和政治人才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这方面。但看来苏联已经认为同将得到的效益相比，要付出的代价和担当的风险是值得的。因此，苏联当代军事思想就是建立在攻防结合这样一个观念基础上的。它的庞大的核力量将充当对抗西方战略核力量的威慑盾牌，而它的一般任务部队则是对苏联以南的世界上薄弱地区试探和进攻的灵巧的剑。



　　过去，苏联人感到难以正式接受有限战争，尤其是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有限战争思想。他们认为：



　　用协议的办法定出战争的规则、策略和人为的限制的思想是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很难设想，核战争一旦打起来能够限制在规则的范围之内，而不会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实际上，这种建议是一种旨在安抚公众舆论的骗人花招。（阿尔巴托夫，1974年）



　　鉴于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总的说来战争的后果难以预料，苏联的政治领导人历来反对有限战争的观点，这是有案可稽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重申过这种观点，即“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发展而来的”，随着“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如果某一局部地区爆发了战争，要把这场战争控制在某一范围之内就更加困难了”。



　　有限战争的非正统性（即必须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以防战争蔓延，但要让它能从中解脱出来而名声和物质利益又不受到严重损失），使苏联的军政领导人深感苦恼，尤其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苏联权威性的专著《军事战略》（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作者们对西方战略研究刊物刊载的关于有限战争的逻辑和规律方面的某些固有的矛盾大作文章。他们断言：



　　有限战争，就其特点来说，有两个问题：一方面，这种战争必须坚决地并使用必需的兵力和手段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以达到既定的政治、军事目的；另一方面，在有限战争中，武装部队的使用方法必须能把有限的武装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苏联战略家们就西方关于有限战争实施问题的一些假想，提出了质疑，因为“对于核武器在战场的效能以及使用这种武器可能产生的政治、军事和心理上的后果如何，知之甚少”。苏联人还坚持认为，西方关于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效能以及后果等问题的观点，“主要是以各种假想为基础的”，这些假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成问题的：“对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即使是在有限规模内使用，敌人究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事情是极难预料的”。对方对此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克制自己，不进行有限的回击，一直到以核武器实施有限的报复性打击；甚至由于判断错误而“使用战略和战术作战手段”在大得多的规模上作出反应，“从而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



　　苏联对于把有限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所表示的关注，在西方也是广泛存在的。一些专门的刊物对控制战争升级以及不越过核门槛的问题作过广泛的探讨，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也没有消除人们的担忧。托马斯·什林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他认为朝鲜战争是“对有限战争的实施和计划产生过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的样板和先例”。但他告诫说，“这可能只是各种类似战争反应中的一种可能，一种样式和一种类别而已，只是真正的有限战争的一种模式而已，如同美国原始移民见到的第一只动物只是北美野生动物世界的一种动物一样”。



　　从有限战争特别是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有限战争在概念、定义和作战方面内在的复杂性看，英顿·霍尔珀林的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他认为，“人人都知道常规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哪一方都不知道核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对核战争能否加以限制。”既然在局部战争中或有限战争中都存在着由于采取先发制人的刺激性行动而引起“爆发”，从而变成一场打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的危险性，以及根据上述这一切难以解决的纠葛和警告看，有限战争的观点怎么得到人们的支持和信赖呢？



　　概念定义上的不同



　　通过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人们对使用或者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含义有了某种认识，对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也有了某种认识。从此以后，“有限战争”这一术语就被认为是指对敌对行动的实施，施加若干种约束和限制了。



　　这一战争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使一个国家的意志完全屈服于另一个国家的意志。战争中使用的手段所涉及的资源比交战双方的全部军事资源要少得多。它使老百姓的生活和武装部队基本上不受影响，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结束战争。（奥斯古德，1957年）



　　有限战争理论，不象战略威慑那样具有明确而令人满意的定义，要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的有限性随判断而有所不同，它是逐渐明确的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种普遍同意的观点，认为下列各项构成了有限战争的基本参数：



　　——地理范围有限的战争，以示与遍及全球的世界战争相区别。（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就属于这一类型。）当涉及到“联合战争”时，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联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有限制的，但它在地理范围上则是分散在各地的。



　　——目的有限的战争。它的目的可以是领土要求或者政治性的，但是相当具体，而且交战各方都认为如此。



　　——手段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使用武器和技术的数质量方面实际上都有意“束手束脚”。朝鲜战争可以作为例子，当时双方都可以使用核武器，但都进行了克制，从而束缚了各自的军事力量。



　　——交战双方只限于打击对方的某些目标而有意避免打击其他可打击目标的战争。



　　但是，对有限战争及其范围的各种论述，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规范的模式、一种理想的类型加以探讨的，是指这种战争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并不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最近几十年间，有些战争反映了这些参数中的某几项，另一些战争则没有反映出来，还有些战争看来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或进行不同的分析。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对战争的分类与西方的分类法不完全一致。



　　实际上，苏联人把战争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并分别对每一种战争提出了适当的定义：（1）两个超级大国及各同盟国之间的世界大战，大量使用核武器，以致彼此在以打击军事目标和打击社会财富目标的形式大规模使用战略武器之中使各国遭到毁灭；（2）有限战争，这种战争不涉及各超级大国，但将在它们直接与间接干预下进行，可能使用核武器，也可能不使用核武器；（3）局部战争或者第三世界内的民族解放战争，这类战争将是非核的常规战争，战争规模、打击的目标、使用的武器以及目的等都是有限的。



　　苏联的分析家们经常指责他们所谓的西方集团的罪恶企图，说西方想把它自己的政治谋略和战略规则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



　　新的国际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和平事业，这并不意味着按照苏联方针进行的紧张尖锐的斗争中断了。国际关系是不会停歇的，犹如伴随其发展而来的斗争不会停顿一样。（《共产党人》1972年6月号社论）



　　苏联元帅H·N·克雷洛夫 [ 注：苏战略火箭军司令，1972年病死。——译注 ] 声称：“帝国主义者乞求于宣传机器，说什么在未来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他们企图以此麻痹世界人民的警惕性。这种虚伪的说法是违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博奇卡廖夫上将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制造的令人害怕的危险面前是不会感到惊慌失措的，他们也不会把帝国主义的这种令人害怕的危险看成世界灭亡的预兆。”



　　苏联人没有按照美国的威慑理论、偏好甚至梦想行事，苏联人没有在北约和华约的欧洲战区内从正面与美国及北约直接对抗，而是在远离欧洲的地区，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向美国及其盟国挑战，而且苏联的挑战是通过代理人和盟国间接地发起的。人们可能要说，苏联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称之为“政委战略”，这实质是非对抗性的战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在苏联优势不大、支配能力较弱的条件下所采取的避免对抗的战略。这种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应变性强、欺骗性大、理论上粗糙、方法“简单”。从表面上看模棱两可。这是一种对抗与谈判相结合的战略，它排斥美国威慑战略要么对抗要么谈判的这种呆板选择，主张采取既不是对抗也不是谈判的审慎态度。苏联人好象把战略问题当作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根据手段确定目的的过程，而不同于美国人的根据目的确定手段这样一种避免大决战的 目的论 。



　　说到底，西方的威慑战略，无论是逻辑上还是政治上都适合于无领土要求但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保守性的、愿维持现状和力量均势的国家；适合于拥有战略优势，而其传统的社会准则主张尽量不卷入遥远地区事务的大国；适合于历史上主要依靠技术和经济手段实现其对外政策的大国。这是一种用来对付令人讨厌的、危险的、但又较弱的对手的方针，一种向逞强者发出惩戒恐吓以唤起其生存感的方针。



　　而苏联的军事战略则更适合于一个类似革命的、热衷于改变国际现状的扩张主义大国；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战略上处于劣势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和历史上向来以防御性的大陆战略为指针，一味依靠人数众多的强大陆军力量并以海军进行近海防御的国家；适合于缺乏向欧亚大陆以外地区大量投送兵力之经验的国家。这种战略为这样的国家所采取：它在全世界有普遍的思想和政治利益及要求但又不急于求成，认为历史和时间是对它们有利的。



　　可是，时代不同了。苏联已经成为一个至少与美国处于均势的军事强国，并已从过去那种大陆性的军事防御地位朝着具有向全球扩张能力的超级大国方向发展。总之，苏联的战略理论比西方的军事战略更灵活，适应性更强。尽管国际政治和地区政治已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基本上还是实行威慑战略及其某些变化形式，但是苏联却兴致勃勃地对各种战略规划进行了试验，以使战略适应政策和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及技术进展。目前，苏联的军事战略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战略核盾牌，其主要目的是对西方进行威慑，从而消除它的威胁；另一部分是用常规力量，即一般任务部队在第三世界的薄弱而又至关重要的地区进行交锋的灵活而又强硬的战略。



　　对80年代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展望



　　最近苏联人对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行性所表现出的兴趣以及他们为应付这类事变所做的系统的准备工作可以反映出，他们目前的战略理论已经“成熟”。看来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核时代，大国要可靠地实行有限战争的战略策略，必须先有可靠的核战略威慑力量来保障。理由就存在于威慑和有限战争的“必然性”之中：要使大国直接或间接介入的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必须有战略（确保摧毁）报复力量作可靠的后盾，这种力量将减小升级压力，并为战争规定范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一类可靠的威慑性报复潜力，就容易受人摆布和讹诈，如同一方缺乏可靠的能保存下来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时在战略上所处的境况一样。最近几年，苏联人已经达到了下列必要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一支强大而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和一支庞大而现代化的一般任务部队。



　　本作者在1970年向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首先要检查西方对苏联及苏美关系所持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误解。西方的观点是：（1）我们可以迫使苏联以同样的步伐与我们进行紧张的军备竞赛，从而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2）我们仍然可以取得有意义的战略优势；（3）我们可以指望苏联或共产党集团内部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厢情愿。如果作如下设想，倒是比较现实的，即（1）如果有必要确保均势，苏联将继续实现其军备计划；（2）苏联对向美国实施第一次打击或突然袭击并不真正感兴趣；（3）苏联的兴趣在于稳定耗资巨大的广泛的军备竞赛并尽量避免在有重大利益的地区与美国对抗；（4） 苏联为了寻找机会和向外扩张，也将不顾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局，准备在世界上薄弱部位有选择地采取试探性的行动。



　　在过去的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促使我改变我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所作的这些估量。实际上，苏联好象是惊人相似地按照这种估量行事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苏联在未来的十年里对这一政策路线会有重大偏离，因为上述的“与全世界政治力量结盟”的预测反映了当前苏联的观点和估计。



　　60年代中期，托马斯·沃尔夫评论道：“苏联刊物通常对进行有限战争的问题谈得很少，这与它对全面的核战争的重视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沃尔夫认为，这反映出一直到60年代中期苏联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发生他们最害怕的事变（大规模核打击）以及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固有的迅速或自动升级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注意到，当时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在苏联军事学说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苏联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仍有不少含糊不清和前后矛盾之处，而且对有限战争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但是对局部战争的升级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固执了。



　　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学术观点、作战能力和效用方面的立场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虽然苏联人仍正式坚持以前的反对有意地使用军事力量（除“正义战争”外）这种意识形态上正确的观点，但他们对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变化了的“实力的相互关系”的含义好象已作出了估价。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苏联的分析家开始公开考虑苏联在核力量方面取得与美国均势地位的含义。接着在苏联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上（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略问题辩论”时）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辩论中虽然听到了比较保守的观点，但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仍占了上风，并阐明了苏联的新立场：



　　在我们的时代，可能会出现在个别情况下使用常规武器来进行作战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传统军种的作用将会大大加强。必须对部队进行各种类型的作战训练。



　　上文的作者是位著名的军事分析家。他当时就驳斥了那些认为，重新强调常规力量和有限战争的作用就是“否定当代的军事革命”，也就是否定或者降低战术核武器甚至战略核武器作用的人。他把这些落后的观点搁置一边，因为“人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接着他又对他那些态度不太鲜明的同僚们说：



　　问题的要害是，进行武装斗争的新的可能性之出现， 不是由于不顾导弹核武器的存在，而是因为有了导弹核武器。 这种新的可能性不会降低导弹武器的战斗力，更主要的是，它们不排除可能使用这类武器。



　　要害抓得很好。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的理论和政策是紧紧遵循着这类推理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战区战争的责难有所缓和，以及为了适应“世界上政治力量结盟”的需要，常规力量将起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作用。



　　重视强调常规力量的重要作用以及以常规力量进行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这从苏联国防部长最近的讲话中也能看出来。他说：“部队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已大大加强了，从而可能在战场上赋予它们以无需使用核武器即可完成的高度决定性的任务。”



　　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人一直是根据上述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调整其对外政策和军事理论的。再说一遍，苏联庞大的核力量是用来遏制西方并稳定与西方的关系的；其战区力量（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是用来加强威慑的，但一旦威慑失灵，也可以作为用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实战能力；而其常规力量则是莫斯科在第三世界推行新的扩张政策的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工具。苏联对在第三世界里现实的临机目标的看法，反映在这样一种观点里，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战斗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如何和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



　　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展的新机会，赋予了其常规力量以多种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进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力量的核心作用已被最近五角大楼关于苏联战区核战争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所证明。这位作者道格拉斯 [ 注：美军事专家。著有《战区核力量》等书。——译注 ] 说：虽然“这份研究报告开始是分析苏联对北约的核威胁的，……但在研究过程中搞清楚了……苏联威胁的真正核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其地面部队，特别是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因此，即使苏联军事理论设想在欧洲进行的战区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是苏联观点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不是最初的核突击，而是那些可以称为扩张战果的军队。它们基本上都是常规部队，其训练和装备都是为了在核条件下作战，但都越来越关注“保持战斗能力而不过分依赖核武器”。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时，我们发现常规力量和常规武器及其在局部战争中的运用方式，“是苏联扩大影响和霸权的主要工具”。既然这些地区是苏联最可能进行扩张的地区，而且西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这些地区又起不了多大作用，苏联人就觉得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是正确的。



　　苏联用其常规力量来对第三世界施加压力的做法非常引人注目。苏联的扩张方针和策略都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不激怒西方或者避免激怒西方。在苏联人看来，其常规力量担当的各种作用中包括了充当反西方政权（阿富汗、叙利亚、南也门、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安哥拉和利比亚）的保护人的作用，这是苏联在这些地区“发挥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向它的仆从和代理人提供专业知识、装备和情报的一个途径。正如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所指出的：“苏联在现代条件下给正在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援助的能力和援助的数量又增加了”。（叶皮谢夫还指出：“现正极大地重视苏联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区的存在，并得到有充分战略机动力的苏联武装力量的加强……。万一需要给那些为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而战斗的民族提供援助，苏联可能需要机动力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扩大苏联军事存在的规模和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这已被看成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之，苏联关于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理论是以已达到的战略核均势为基础的，反映了苏联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这也表明，苏联将使它的战略作战、战区作战和局部作战的能力现代化并得到加强。关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新的全球性任务，格列奇科元帅是这样说的：



　　在现阶段，苏联武装力量的历史性使命不仅仅限于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且还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并坚决反对世界上任何遥远地区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1974年）



　　结论



　　80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是协调一致的。它向来试图向第三世界扩大政治和军事影响，现在又有了这样做的相应能力。目前它实行扩张的锋利工具就是其常规力量及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的政治指导方针规定使用非对抗性的、间接代理的、驻扎在盟国的军队，在苏联以南的薄弱地区作战。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十分注意区别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与包含巨大危险性的政府间战争。后者具有使苏美两国军队正式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因此应尽量避免。而前者可以通过向游击队、代理人部队或在其控制下的政府军提供援助和支援的方法进行，冒的风险比较小。



　　为了在第三世界探寻临机目标，苏联需要遏制美国的战略优势，并在它的两个最暴露、最危险的翼侧——北约国家所在的欧洲区和中国亚洲区——建立起可靠的威慑力量和实战力量。苏联以巨大的人力和装备为代价，已经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并由此引起了西方和中国的深切疑虑。然而，苏联扩张的目标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以南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中东和非洲。



　　苏联人认为，在政治上取得直接好处要靠在第三世界审慎而间接地使用常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上作用不大的战略核威慑。苏联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显然，核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为达到合乎情理的政治目的”，这种武器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小了”。当然，这丝毫不是贬低庞大的战略核力量所起的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威慑和遏止作用。贬低了战略核力量，常规力量和战区力量就会变为没有什么价值了。简而言之，苏联人建立了战略威慑力量以后，可以放开手脚地加紧从事冒险的但又是诱人的向南扩张的活动。苏联人毕竟是善于领会西方威慑战略的精神实质的，这种战略一直认为战略威慑力量越稳固，冒险使用低档部队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愿望和自由权就越大。



　　俄国人“又重新发现”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伏龙芝元帅这两位早已去世的革命战略家的明智和中肯的见解。这两位元帅宣传过“革命战争”的福音，其中包括如下的作战原则：不是沿宽大的帛亘战线正面（如斯大林防线），而是在敌人防御中选择若干点，实施高度机动的、进攻性的、大纵深突击的、空降的作战行动；利用突然性、隐蔽性、欺骗和先机制敌；发挥装甲兵、炮兵、机械化步兵的重要作用以达成高速机动性、突然性、部队的疏开配置和目标防护（这几点与核战场环境的关系尤其大）。对这些“革命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在进行修改以符合现在的情况，并用于指导当前的训练和学术研究。



　　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力是辩证的。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学来的驱使人“尽力进攻”的观点，由于有了关于避免“冒险主义”的起节制作用的列宁主义的警告而变得缓和了。然而，列宁主义关于不要犯冒险主义（以及不要因为铤而走险或玩弄愚笨的伎俩而遭致丧失一切）的告诫的强大的节制作用正在消失。苏联人现在感觉威胁是小一些了，他们感到比过去更安全了，也更强大了，而且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象过去那样团结得坚如磐石了。



　　毫无疑问，苏联正致力于把第三世界的薄弱地区作为有利可图的目标进行渐进的、非挑衅性的但又是持久的探索。为了在80年代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和投入部队，他们正在聚积所需的军队、武器及技术。他们的理论、战役战术原则以及军队训练计划是和这些目标相一致的。



　　过去，当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发生直接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时，苏联人一直采取避免对抗的方针。80年代，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苏联现在至少和美国一样强大，而且在最可能发生对抗的地区，苏联在后勤供应方面是有充分保障的。由于美国具有前面提到的传统，加之苏联的力量近来已经变得强大了，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波斯湾、中东或非洲等地区的对抗，是有非常不祥之兆的。














	

 






	















	







	







	









 





	


	







	








	




	


6、北约与华约关系中的威慑与稳定问题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 [挪威]



　　前言



　　70年代是在缓和气氛中到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取了东方政策，以事实上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现状为基础的妥协问题上的障碍因而消除了。政治格局似乎是要超脱和调节过去几十年来的对抗局面。人们曾怀有希望和信心，以为对抗会被合作、有节制的竞争和公认行为准则的具体化所取代。



　　然而，80年代伊始就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超级大国关系中出现严重危机，以及人们对缓和政策的基本概念和设想普遍表示怀疑等情况。欧洲的缓和虽没有破裂，但它在欧洲的进程和发展并未造成一种势头，能够迫使超级大国实行为确保欧洲长期缓和的条件所必须有的那种互相克制。



　　值得注意的是，军备控制在实现欧洲东西方关系正常化方面，所起作用甚微，甚至根本未起作用。欧洲的军事对抗依然如故，军事实力增强了，军事谋划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有人争辩说，缓和本身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使各国民主政府和开放性社会感到难以或不便接受苏联在过去十年里持续进行的军事实力扩充。而其他人则声称，正是由于军备控制谈判的失败，尤其是维也纳裁军谈判的失败，才未能制止和逆转70年代末缓和的衰落过程。军备扩张的严酷事实依然存在。但是，对它的解释则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总的均势的影响



　　西欧仍然依赖北美的保护。这种依赖性与其说是资源不足造成的，不如说具有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性质。欧洲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要这些民族国家甘心情愿地将主权合到一起，以便使它们在防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能从超级大国的对峙中获得好处，这样的前景即使有也是十分渺小的。实际上，共同体的建立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是因为防务合作一直跟上述过程不发生牵连。欧洲的政治信任感还未达到各欧洲国家愿将自身安全托付给另一个欧洲国家之核保护的地步。美国的核保护之所以可以接受，那是因为美国远离欧洲大陆。然而，矛盾的是，正是这种美、欧之间的距离，或者说与欧洲的隔绝状况，却成了时而发生的关于美国延伸威慑是否可靠的争论中的一个惯常话题。无论用什么样严格的笛卡尔概念，都难以解决这里所涉及的种种困境。难道会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牺牲纽约以保护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吗？假如以如此明白的方式提出问题，其答案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涉及到的挑战及反应而言，实际发生的意外事件可能要含混模糊得多。况且，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其数量可能更加众多。曾经左右60年代关于战略问题辩论的那种加卢瓦 [ 注：皮埃尔·马里·加卢瓦（1911- ），法国空军准将，1957年退役后，从事战略问题研究。著作有：《面临挑战的欧洲》、《核时代的战略》、《大西洋联盟》、《和平的反常现象》等。——译注 ] 式的质询在70年代已司空见惯了，看来不可能成为80年代的主要争论问题。其首要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就政治行动而言，加卢瓦式争论的必然后果，势将对欧洲的政治秩序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此外，在大多欧洲政体中显然缺乏普遍接受核抉择方案的现象已日趋明显。所以，将法国得出的结论普遍化，不但会破坏国家间关系的结构与聚合力，而且还会给西欧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造成巨大的压力。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倾向于使进行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的兵力水平制度化和法律化。总的说来，欧洲人普遍认为，这一发展倾向是导致欧洲局势稳定的一种途径，而不会对延伸威慑造成削弱。产生这一普遍的但决非无可非议的一致意见的原因，可能包含下列几个因素：首先，德国东方协定的缔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过程的起始，消除或减少了欧洲政治秩序中固有的军事冲突的直接根源。因此，为了避免从全面的均势水平向欧洲东、西方关系的水平产生不稳定的反馈，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增强全面均势内在稳定性的任务上来了。其次，事实表明，在冷战史上把核武器实力逐渐增长的优势转变为实际的政治作用，其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最后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人们感到在战略核武器实力方面，苏联终将赶上美国。竞相争夺领先地位，势必给东西方竞争造成更为剧烈的冲击，而且还会在欧洲政治议程和苏美关系的形式与内容之间造成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可能造成欧洲遥遥领先和欧洲降低到苏美紧张关系之人质的地位的双重危险性。苏联显然是专心于取得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跟一个在核武器实力方面已经取得同对手大体相当水平的苏联打交道，要比跟一个仍在为摆脱合围和劣势而战的不可靠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容易得多。



　　80年代，由于武器的精度及打击目标的范围同各种可靠的部署方式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在总的均势水平上如何在一场危机中抗住先发制人的压力以保持稳定性的问题，很可能会增多。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把军备控制作为有关态势的各种军备决心的组成部分，并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兵力规模问题建立广泛的监督，那么，爆炸性的竞争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均势演变的政治含意



　　总的均势演变和寻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使得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影响欧洲政治关系格局的其它力量的组成上。苏联军事态势无论从核武器上看还是从常规兵力上讲，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日益关注这些变化的含意。如果当前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我们面临的可以加以利用的抉择是什么呢？



　　整个70年代，苏联的整个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实际国防支出每年增长4%，国防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在同一时间里，北约组织的国防支出（按实际价格计算）实际上是在逐年减少。此外，苏联一直能够从国防预算中拿出比西方高的比例份额用于投资和采购，因为他们的操作与维修保养费用比西方低（这主要是由于其劳动力费用较低所致）。



　　鉴于双方打全面核战争的军事力量水平已经达到均势，苏联扩充常规力量和战区核力量的政治特色增强了。其次，这种扩充力量不妨说是在中欧共同裁军谈判的掩护下发生的。问题是利用谈判达到影响对军队现代化作相应限制的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的注意力已日益转到苏联在欧洲安全秩序结构的地位上来，集中到军事态势和潜在军备控制安排的格局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上来了。



　　苏联想在不必恪守根据欧洲军备控制安排而确定的一系列制约规定的情况下，获得对其控制权要求的承认，就此而言，它看来是在欧洲安全秩序上谋求支配地位。苏联参加谈判人员采取了能使苏联领土不受军备控制有关体制约束的特殊地位的办法，试图给欧洲军备控制的体制规定地理上的界限。从苏联给共同均衡裁军的裁减区下的定义和它拒绝将除了一条宽250公里的狭长地带外的任何苏联领土包括在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谈判范畴之内这几点看，莫斯科的态度是把军备控制看成是建立更广泛的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法国关于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提案，设想建立一条西起大西洋，东到乌拉尔的欧洲军备控制区，这是对苏联裁军概念的直接挑战。



　　莫斯科惯于从领土意义上而不是机制意义上来给其安全目标下定义。苏联部署射程可达整个欧洲的中远程导弹，加之，它坚持必须按照保持苏联领土在形式上平等地位的方式来确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限制的分类范畴，这就使欧洲对苏联霸权野心的恐惧感增加了，欧洲担心苏联的野心是想在法律认可的洲际导弹和潜射核武器的均势范围内来进行部署。



　　核力量角逐



　　欧洲军事对抗的核武器化始于50年代中期。结果带来了在70年代日益引起注视的若干重要的不均衡现象。北约扩充战区核力量，早在1967年基本上已达到顶峰。当时它的态势的特点是比较强调近程战术武器尤其是火炮，以及为奈基Ⅱ型高空防空导弹配备大量弹头。相比之下，苏联却强调远射能力，特别是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力量，尽管在1960年左右，“飞毛腿”导弹编入了方面军或集团军，“蛙”式火箭编入了师一级作战单位。



　　70年代，数量方面的相对优势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在近程（小于100公里的）武器系统方面，“蛙”式火箭的部署数量在70年代期间约增加50%。精度更高、射程更远、反应时间更短的新一代导弹（SS-21）目前正在部署中。北约方面，“长矛”导弹也已取代“诚实约翰”导弹。但是，在近程导弹方面，华约已取得五比一的优势；如果我们算上火炮，则优势就倒过来了。



　　在中程（小于1000公里的）导弹方面，苏联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二倍。替代“薄板”导弹和“飞毛腿”导弹的武器系统（SS-22型和SS-23型导弹）已经研制出来。北约拥有180枚“潘兴”Ⅰ型导弹，导弹射程为600公里。北约具有双重能力的飞机有F-104、F-4、“海盗”和“美洲虎”等几种型。苏联能载核武器的飞机数量翻了一番，两者合在一起使华约中程武器数量优势达到三比一左右。



　　然而，在政治上最为人注意的还是远程（大于1000公里的）战区核武器。在这一方面，苏联以SS-20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导弹加强了SS-4型和SS-5型导弹力量，以新一代的超音速“逆火”式轰炸机加强了中程轰炸机航空兵力量。“逆火”式轰炸机以每年25-30架的速度进入苏军的编制数。北约的陆基远程战区核力量只限于飞机，即F-111型飞机和日趋老化的“火神”式飞机，后者按计划要在1982年退出现役。过去十年里，苏联已有相当数量的第三代能载核弹的歼击轰炸机加入作战编制之内。



　　1979年12月，北约决定部署108个“潘兴”Ⅱ型导弹发射架（编108枚单弹头导弹）和116个地面发射巡航导弹发射架（每个发射架编4枚单弹头导弹），以使其战区核力量实现现代化。这些部署工作要到1983年年底方能开始。



　　这个决定是由两个专门小组，即“高级组”和“特别组”进行了长期的详细调查和审议之后作出的。然而，美国因特殊原因对远程武器以外的北约的核力量态势进行全面检查，这个过程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苏联SS-20型导弹问题在政治方面的挑战却使这个过程无法进行下去，此说不无道理。政治抉择的需要同分析方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由于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均势已成了法规，加上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规定范围以外的武器种类上没有实行克制（部署SS-20型导弹就是证明），这些引起了欧洲人对苏联图谋的恐惧，害怕苏联将军事优势的阴影影响欧洲的政治格局。有人认为，对苏联国土在战争中会成为庇护所的想法作出实质性的反应是必要的。当然，从军事上讲，这一信息本来是可以通过潜射武器系统去传递的。可是，从政治上讲，鉴于潜射武器系统受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强制性条款的约束，鉴于苏联挑战是在这些强制性条款的掩护下提出来的，在欧洲大陆部署远程战区核武器系统被认为是必要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武器现代化的结构及标准和整个战区核力量态势的重新确立。从稳定性的角度看，在考虑整个欧洲防御态势和单个武器系统时顾及生存能力、安全、灵活性和反应能力等问题是必要的。此外，必须从联合作战的角度来审查核力量态势，把技术变革，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和中欧苏军的改编和部署变更考虑进去。



　　进行上述分析的目的，还在于防止和克服在北约兵力运用理论的研究工作上出现僵化和官僚化。这种研究工作除了给人一些在战争初期示范性的使用兵力的相当模糊的概念以外，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指导方针。也许处置联盟内部复杂的战略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设立高级的专门的临时组织，而不是依靠永久性的官僚机构。“高级组”是从分析整个战区核态势的必然联系着手的。该组本应提出一个旨在改变态势的报告，这种态势改变应遵从早就适用于打全面核战争力量的选择性使用方案和周密控制的理论修改原则。



　　80年代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对前沿近程火箭重视的程度降低，原子爆破装置受重视的程度降低，以及用于对空防御的核武器数量大大缩减。奈基Ⅱ型的最终退役和常规“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的部署，将使上述工作进一步推进。就基本方针而言，宜减少对于需要早期获准和决定使用的核武器系统的依赖性。精确制导武器和突破地面防御武器很可能使常规武器来替代核武器，使北约能够提高核门槛并增强政治控制的规模。此外，特别弹药基地的安全和生存能力也可能改进。目前不到150个基地中，与奈基Ⅱ型防空导弹系统有关的约占三分之一。



　　北约1979年12月的决定是一个双重的决定，它也包括关于在第三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讨论远程战区核力量限制问题的提议。开始，苏联迟迟不作出反应，坚持北约必须撤销其部署远程战区核武器决定这一不现实的先决条件。但是，最先注意到因苏联部署SS-20型中程导弹而引起的战略和政治问题的施密特总理设法使苏联领导放弃了这一先决条件。莫斯科坚持，所谓前沿基地系统，即能达到苏联本土的核武器投射系统，必须包括进去。从装备上讲，这意味着F-111型飞机和航空母舰载的A-6型和A-7型战斗轰炸机都得包括进去。而苏联方面采取什么对应的措施，至今尚不清楚。



　　苏联部署的SS-20型导弹弹头数量已经超出了北约一旦全面执行1979年12月决定后可能部署的弹头数量。部署在东欧的SS-22型导弹射程为1000公里，其有效作用范围大体上跟部署在苏联本土的SS-20型导弹相当。因此，如果关于战区核力量会谈涉及面很广泛，可把发生大规模突击的各因素都包括进去，那末，看来对北约也是有利的。可是，苏联在谈判中很可能会坚持拥有能确保苏联边界核门槛质量和苏联领土庇护所地位的各类武器。这一观点与80年代初风行于西欧各国首都的强调欧洲安全秩序内的平等地位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军备谈判涉及的不仅仅是军备，或主要是军备问题，谈判内容还涉及政治关系的参数，军备与势力范围间的联系等。



　　常规力量的发展变化



　　70年代，欧洲常规力量方面的均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约在常规武器技术方面的质量优势被苏军全面现代化和数量上的普遍增多抵销了。通常，人力一直被认为是衡量均势的关键。但是，这种通常作法已不足以说明均势状况了。首先，必须将用于作战的人力与其它方面的人力区分开来。其次，在60年代后期，北约在地面部队的人员方面实际上略占优势。这一小小优势因华约军队增加了15万人而被抵销了。当前，中欧双方力量之间的差距大约是1.2：1。不过，如果将法国的兵力考虑进去，那末，双方已部署的兵力在数量上大体上是均衡的。史蒂文·坎比指出，“北约的致命的弱点历来是缺少战斗部队和作战预备队。这是一个组织问题，并不是总兵力不足的问题。北约欧洲拥有足够的人力，甚至有足够的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从未将这些预备役人员编入编成单位，也未购买必要的物资把他们装备起来。”这一论断可能是正确的。



　　华约在诸如主战坦克、身管炮和步兵战斗车等关键装备种类上对北约的数量优势比有生力量方面的优势表现得更为突出。70年代中欧苏军军事能力的膨胀，并不是以增加师的数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在师本身内部，表现在集团军和方面军级的支援单位上。例如，70年代苏军摩步师的兵力由11，000人增加到12，500人，坦克师的兵力由9000人增至10，000人。同样，摩步师和坦克师编成内的坦克数量也分别由188辆增加到255辆，由316辆增加到325辆。而装甲输送车数量则分别由180辆增加到325辆，由60辆增加到140辆。总之，在中欧，华约占有3：1的坦克优势，2：1的火炮优势。70年代，摩步师和坦克师拥有的身管炮数量也都大大增加了。苏军方面军航空兵方面也有类似的重大改进，有效载重量增加三倍，航程上增加了一倍半。60年代初期，为了能用驻东德苏军向西德的三分之一地区，派出作战支援飞机，苏军方面军航空兵必须靠前部署。目前，部署在纵深地区的方面军航空兵飞机可攻击北约的所有机场。“鞭击者”（米格23/27型）飞机和“剑术师”（苏19型）飞机即使采取低空飞行方式也能将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投到北约的所有机场。仅中欧的苏军方面军航空兵所拥有的飞机就相当于北约现有飞机的总和。苏军航空兵中的90%飞机是现代化飞机。



　　70年代，苏联在中欧的力量态势中的进攻能力增强了。苏联加强了它的第一线部队，即驻德苏军集群和中央集群以便发动突然袭击或警报时间短的袭击。第二线部队，即北方军队集群，和第三线部队（由苏联西部军区抽调）原则上只能在战争开始以后方能投入使用。中欧苏军进攻能力之所以增强，是由于对压制、机动、防御和战斗支援等主要作战能力方面实施现代化改革和改编的结果。



　　70年代，苏联增强驻欧军队进攻能力的意图是什么，很不清楚。从苏联的角度看，这样做可能是在既考虑到东欧的社会稳定又考虑到西欧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增加应付捉摸不定的前途的选择方案。苏在欧洲力量的增长是在它与美国在战略武器的水平上达到均势同时发生的，并成了它实现旨在加强苏联对欧洲安全秩序监督权力的政治战略的一种潜在手段。



　　北约在中欧地区部署了28个师，拥有主战坦克约6500辆。这些师的任务是采取迅速的防御行动，实施前沿防御战略，直至欧洲预备役人员动员集中起来和北美增援部队到达。



　　常常有人断言，西方在反坦克导弹方面的数量优势抵销了东方在坦克方面的数量优势。然而，那种数量优势到了70年代末看来似乎已变小了。再说，反坦克导弹不可能用于打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导弹数量必须同目标的数量进行比较，而且反坦克导弹要打击的目标不仅包括主战坦克，而且包括轻型坦克、装甲输送车和装甲侦察车。东方的装甲目标数量大约超过北约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炮总数的六倍。



　　从1950年到60年代中期，美国投入欧洲防御的陆军地面部队兵力基本上未变。由于越南战争的冲击，美国决定将其驻欧洲的第七集团军减少35，000人左右。与此同时，还采用了双重部署原则。据此原则，部队要在欧洲预储装备，并定期进行部署演习重返欧洲。美国陆军由于实行全志愿兵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80年代在战略方面所要作出的努力很可能主要是，广泛地采用精确制导武器和大力增强战略增援能力。中欧战线早期增援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储装备（或者叫“配置成套器材的预储”）状况的好坏。目前，美国部署在前沿的相当于五个师和两个装甲骑兵团的地面部队在十天里就可得到约相当于二又三分之一个已经在欧洲预储装备的师的加强。



　　作为北约长期防御规划的一部分，北约在70年代后期决定，到1982财年要对另外三个师进行成套配置器材的预储。北约的长远目标是，到80年代后期再增加六个师的成套预置器材。空运能力和战争储备的增加也将必须跟上预储成套器材扩充的速度。



　　长期防御规划确定有十个单独的方面务须改进。其中有些计划看上去象是购货单，而其它的计划则反映出了更为紧迫的优先项目。期望在80年代的前五年主要工作应放在快速增援（以对付增强了的华约进攻能力），放在通信、指挥与控制及远程战区核力量的现代化上，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本章重点讨论北约和华约在中欧的均势问题。不过，指出北欧地区与中欧地区之间的某些联系还是必要的。北欧无局部军事力量均势可谈。但是，在欧洲总的均势中，北欧的北约成员国则举足轻重。对北约来说，通过对当地部队的装备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为外来的增援部队预储器材的办法，不让可能的侵略者有对挪威实施局部袭击的机会，这样做可能是有道理的。需用于对北欧地区实施进攻的部分兵力将会使中欧地区兵力分散，从而影响中欧地区的逐步升级的力量对比。将威慑扩大至北欧地区，这要视北约控制中欧地区逐步升级的能力而定。然而，保持北欧地区的完整对于这种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战略角度看，70年代武器技术的变化，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的变化，使得该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互相依赖性也更大了。



　　在这方面，海上航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北约对付对方投入中欧地区突击的二、三梯队的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穿过大西洋将北美大量的增援部队、补给品和补充装备运送来的能力大小。控制挪威海岸线和设在挪威的空军基地对于保卫海上航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增援必须通过这些海上航道输送。这样说并不是假设要为另一场大西洋之战作准备，而仅仅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海上航道对于预测中欧逐步升级的力量对比的重要性以及北欧地区在这个方面的重要性。



　　本章无意描述欧洲双方兵力对比的得失情况，只不过想在复杂画面上勾划出某些重要的参数来。估计军事上的均势涉及到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和未知的事情。哪一方的后勤系统也没经过大规模战争的考验。对于核武器在战场上的效应，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对于现代电子战情况下，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也是一无所知。还有种种难以用数字表示的士气、意志、指挥艺术、职业作风和运气等因素。



　　至于技术发展对制定80年代谋略和兵力计划的影响问题，它们将使可能发起的战争和兵力集结的速度加快。此外，技术的发展使搜索目标的速度和杀伤率以及弹药的消耗率都提高了，从而使战争更加激烈。同样，技术的发展使战线的移动速度加快了。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迷惑措施（进行干扰、施放烟幕等等），更广泛地依靠远程发射武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微观范畴。关键的问题涉及政治关系的形式和性质，最重要的是涉及军备的阴影对80年代格局的影响。致力于军备控制看来很可能成为处理欧洲安全问题全局的好办法。



　　再谈军备控制



　　中欧的共同均衡裁军曾将注意力放在作为计算单位和限制项目的兵力问题上。这反映了最初的迫切心情，即北约需要遏制由于美国根据曼斯菲尔德决议单方面撤军而造成的威胁。从那时以来，本来觉得来自美国国会的威胁已被来自面目一新的苏军的威胁所取代了。目前在主要装备方面比之在兵力方面的不均衡程度比过去更大了，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核实兵力水平本来就是没有把握的事。目前在数据上碰到的僵局看来是不大可能根据现行的兵力水平测算法求得解决。由于支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项目，由于从北约的角度看，减少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威胁是首要的安全问题。因此，注意力或许应该集中在作战兵力和有关的装备上。由于地理上的原因，美国要依靠预储装备，以抵销苏联靠近战场的有利条件。这种依靠预储装备的办法在今后几年里可能还要扩大。因此，从减少先发制人的刺激因素的角度看，这种预储装备的全面含意有待审议。



　　单纯注重撤出装备可能会严重降低北约保持均衡的能力。在缜密考虑裁减兵力时，对已集结起来的突击部队进行防御的兵力与空间之比，也必须予以估计。根据撤出的作战兵力，取得一致意见，同时承担义务将没有撤出的装备储存在若干商定的并可核实的装备放置场内，这可能是达成协议的一种可行的模式。这将限制迅速把部队机动到作好战斗准备的阵地发起突然袭击的能力。通过划定界线，可提高对战争的预见性，也可将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引导到解决削弱华约在欧洲的进攻潜力问题上去。



　　北约认为，中欧裁军协议必须伴之以关于制定保证稳定、核实和不回避对方等有关措施的协定。这类协议应适用于裁军区域以外的范围，包括苏联的一些地区，目的是使裁军协议得以稳定，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共同均衡裁军割裂已经建立起来的欧洲安全秩序的连贯性和防止宣布拥有特许的庇护地位。



　　要给欧洲切实可行的军备控制确定恰当的标准是困难的。就主要的军事现实和政治格局而言，着重点很可能要放在控制危机和建立信任的措施上。至于建立信任措施一条，某些基本的概念很快要重新确定，目的是防止苏联的优势和独占地位合法化。建立信任措施的范围从地理上讲是指包括西自大西洋东到乌拉尔地区的全部欧洲，这一地域概念在法国的推动下正在形成。一种根据新概念而采取的方法是着重制定内容广泛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制定有关情报、通报、观测和稳定等方面的措施。其目的是获得更大的明确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目标则是制定关于报告、观测及最终限制军事活动规模和范围等一致同意的指导原则，使关于例行军事活动的一致同意的标准和形式得以加强。其出发点是要互相确保免遭突然袭击，而且禁止为了政治目的而显示或使用武力。从60年代初起就提出的某些概念和想法可能要再次进行新的尝试。因此，80年代为60年代的某些流产的设想和方案提供实现的机会，这是可能的。



　　欧洲自主的局限性



　　尽管北约对于军备控制可能制定出某种更为连贯的原则方针，但是西方盟国军事战略显示类似倾向的可能性似乎更小了。“灵活反应”战略足以缓和当前存在的矛盾。理论原则的首要职能是便利北约的内部管理，而不是构成对俄国人的威慑。70年代末发生以往几十年曾发生过的关于战略问题的大辩论。防务计划制定程序已经制度化了。对“武装力量目标”和“部长指导原则”的详细审核取代了对战略思想的纯理论性讨论。有关态势的重大决议，如长期防御规划决议和远程战区核力量现代化决议，是由专设的高级工作组准备好了的。但是，后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常设机构的责任（有些专设工作组实际上可能演变成常设机构）。



　　在探讨战略问题时，门户之见和渐进主义盛行。将海军战略与中欧地区防御联系起来，或者将欧洲以外地区发生的意外事件与欧洲安全联系起来，这种基本的构想显然不存在。重新提出防务负担的想法并没有把战略思想说清楚。



　　就战略而言，70年代的重大创新是修订有限核战方案的理论和确定选择运用核武器的计划。但是，在战区核力量理论方面，智力上和实践上停顿不前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历来把常规防御与核防御截然分开的思想基本上消失了。注重常规和核抉择两者密切协同的联合作战的思想为我们提出了基本的分析思路。然而，从政治上看核武器对保卫西欧有多大作用仍然是有争议的。越强调核武器的作用，社会就越反感。



　　整个70年代，各种各样经院式的战略理论对各项防务决定或有关讨论均无甚影响。但是，由于在搜集目标、摧毁目标、覆盖空域和突防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常规技术，这就要求我们在跨进80年代的时候，在分析问题的思想水平上作一些基本的建设性的工作。



　　70年代，苏联获得了支持大规模进攻的各种手段，而且在作战方法的选择上也大有余地。苏联在中欧的态势是建立在装甲机动力和火力的基础上的。70年代，第四代坦克（T64/72）、步兵战斗车（БМП），还有第四代反坦克导弹（AT-4“塞子”式和AT-5“拱肩”式）投入使用。第一代自行火炮（CAY-152）于70年代中期投入现役，在这个十年里还有三种低空野战防空导弹系统（即SA-6“根弗”式SA-8“壁虎”式和SA-9“灯笼裤”式）开始服役。苏联的军事理论对于在大战的核武器使用阶段和常规武器使用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一直是含糊其辞的，但对常规武器抉择的注意力有所加强。总的来说，70年代的苏联态势变得与60年代后期形成的理论更加一致了。



　　关于欧洲军事均势的演变，问题并不在于苏联为了指望能够赢得胜利或利用暂时的“机会之窗”而可能攻击西欧。捉摸不定的因素仍然数不胜数，而失算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但是，苏联的军事实力不但在外交斗争阶段而且在危机发生阶段都可能激起不妥协的举动和采取高压手段。苏联的数量优势日趋巨大，这种发展趋向的阴影可能使西欧产生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各国的方针和决策的不协调。这对于已建立起来的欧洲秩序尤其是对于核保险和奉行对东方的政策来说可能是十分不利的。



　　欧洲内部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欲望，想保护旧秩序中国家间关系的格局和密切程度，使之不成为欧洲以外政治风云变幻和争斗的抵押品。80年代，由于盟国的依赖性而出现的关系紧张，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它内部出现矛盾普遍化的趋势而造成的。认为缓和不可分割的言论掩盖了有关按照具体情况作出抉择确定参数和联系的真正问题。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观点和认识不一定总是一致的。当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欧洲人的狭隘性会鼓动苏联在欧洲以外地区采取干涉主义行径，而在欧洲的军事扩充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激励欧洲人的狭隘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使欧洲基本上保持均势还可对欧洲以外的干涉主义者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在这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到了70年代末，看来某些昔日的争论正偃旗息鼓，或又出现了新的论调。英、法两国在跨入80年代之际重申要维护其国家威慑方针的独特性。英国政府决定采用“三叉戟”C-4型潜射导弹，以实现其“北极星”导弹舰队的现代化。对此，华盛顿大加赞赏，宣称“要予联合王国的核威慑能力以极大的重视”。伦敦决定在今后十五年内购进四艘“三叉戟”潜艇，还要酌情购买第五艘。在今后15年里总计要花50亿英镑。



　　法国的现代化计划的内容更为广泛。配置在阿尔比恩高原上的18枚中程弹道导弹要从地下发射井里撤出，安装到机动式发射装置上去。法国的特意取名为“刚毅”号的第六艘核潜艇，将加入其威慑力量的舰队。到1985年，这艘新型潜艇将装备16枚导弹，每枚导弹携带七个分导式弹头。五艘老式潜艇中的四艘以后也将装备类似的导弹。人们估计，按现行价值计算，在80年代的十年里，法国为使其核力量现代化不得不花200亿美元。



　　英、法核力量凭其不确定性而增强了战略威慑作用，这已成为普通常识了。然而，鉴于中欧常规力量的挑战，80年代英法核力量的现代化计划与根据北约的需求而安排的优先顺序和生产力之间可能有严重的差距。由于波恩希望投入中欧的北约兵力不超过总兵力的50%，因此在资源分配上，内部可能出现紧张关系，在欧洲建立可靠的常规防御也可能失败。此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尤其是在远程战区核力量谈判问题上一旦莫斯科决定要求对非美核力量进行正式补偿，或者尤为严重的是，如果苏联提出要对这种力量进行限制，那末，就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紧张局面。



　　当然，国家的威慑力量也是英、法用来在西欧内部扩大影响的一部分资本。然而，夸夸其谈与怀旧之情结合在一起，可能造成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是处在超级大国关系紧张和美国领导地位下降这样的双重危机时刻，情况更是如此。1980年7月法国总统在对波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呼吁“在世界事务中要复兴欧洲势力，要重现独立而自信的欧洲”，这就包含了分化瓦解的种子。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独立自主……是说，不但在次要问题上，在战术问题上，而且在核心问题上，也就是确保西欧不落入苏联控制范围的问题上，都要有独立的和不同于美国的行动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显然是西欧各国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又回到万事启端的40年代去了。基本事实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在今后十年里，即便不是更长时间，很可能依然如此。














	

 






	















	







	







	









 





	


	







	








	




	


7、70年代与80年代常规作战理论的发展




	







	

 



	


	


肯尼斯·亨特 [英]



　　引言



　　常言道，将领们总是想打一场过去的战争。显然，这种说法多少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他们靠的是自己的经验、既定的军事原则和与旧武器相比没有多大改进的武器。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总是逐步进行的，因此变化是缓慢的。对既定方法往往宁肯进行一些修改，也不愿代之以旨在充分利用新式武器所提供的机遇的新方法。



　　现在，问题并不全在于有多少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于那些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将领们依然受到当时坦克部队和空军发挥重要作用的某些战役的影响，还在于追随他们的人都曾读过他们的历史。所以，1945年战争的实践经验在今天双方有关欧洲常规战争的理论中仍清楚可见。当然，其他战争也提供了许多教训，特别是中东战争。这场战争中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试验场所，它以精力充沛而有才智的以色列人作为示范，测试了武器系统的战术运用和比较性能。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往的情况看，年轻的以色列将军们也重蹈了历史的覆辙。他们在1973年10月战争初期的挫折，是他们单凭1967年6月战争经验行事的结果。



　　所以，可以说，70年代常规战争的理论大多是根据以往四分之一世纪内多次战争的经验是不无道理的。当然必须指出，在此期间核武器的问世起了重要影响。威慑政策而不是单纯的防御政策已成为某些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这些国家都不得不考虑到核武器，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预算和改编军队。的确，早在50年代期间，常规力量在北约的战略中处于从属地位，仅起到进行核报复的绊索作用，用于对付突防和小规模的入侵之敌，而用核打击力量来对付大规模进攻。法国在以后很久所制定的战略中，规定常规力量的任务仅仅是确认大规模入侵行动已经开始。随后如苏联不立即停止进攻，法国将用现有的核打击力量袭击苏联的城市。在6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北约组织内主张加强战场核实战能力者大有人在。当时由于“大卫·克罗克特”导弹的出现，步兵连都将可能配备核武器。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种主张广泛运用核武器的思想本应收敛，但后来却变本加厉了。



　　在北约组织中，主张战争初期就使用核武器的理论到1967年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灵活反应”战略要求使用所需的各种规模的部队击败敌人的进攻，包括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但该战略显然要尽量推迟使用核武器，而把常规部队作为首先的防御手段（除非进攻一方一开始就使用核武器）。在欧洲以外在军事理论上仍主张打常规战争，因为那里没有核武器（尽管以色列可能会有一枚核弹），也由于人们认为如象在朝鲜和东南亚那样使用核武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因为欧洲始终是主要的军事对抗区域，大部分军事资源用于这个方向，所以有必要先研究那里的常规战争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欧洲战区



　　北约战略



　　北约内部经过了连续数年的激烈争论，才对“灵活反应”战略取得了一致意见。当决定采取“灵活反应”战略时，法国拒绝合作，脱离了一体化的军事组织，它宁愿采取它自己的对苏联领土实施快速核报复的战略，而不愿采取更多分等级的办法。另一些欧洲盟国对实施“灵活反应”战略也有各自的问题，而保持一支较强的常规部队进行防御则是战略固有的需要。它们认为需要建立强大的常规力量，因为常规力量与核武器不同，可以保卫国家领土，对付小规模突发事件。它们还认为常规部队能用作战争初期的威慑力量，也可为避免使用核武器创造机会。由于苏联核力量的不断增长，使用核武器的抉择是令人不安的。然而，它们不希望使常规力量过于强大，也不想建立单一的常规防御体系，因为这样做就不如采取一项明确表示准备使用核武器的战略，那会对苏联构成更大的威胁。它们也不同意在欧洲进行长期常规战争的主张。因此，欧洲各国不准备使常规力量强大到明显地使核力量在整个战略中处于次要位置的程度。由于省钱，实施这种政策是可行的。因此，显而易见，鉴于常规力量不足，威慑仍主要依靠核力量。



　　翼侧 实际上争论主要是围绕中欧地区防御问题开展的，因为有关翼侧地区的战略尽管名义上看来相同，却要因地制宜。



　　北翼 挪威厌恶核武器，不允许在其国土上部署核武器。该国地形崎岖，气候严寒，构成了以全国动员为中心的单一的常规防御理论。该国的轻型步兵和海岸炮兵可以在峡湾交错、交通不便地区牵制或阻滞敌人的战斗行动。为了改变数量上的劣势（挪威武装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少于科拉地区的苏军师），就得依靠盟国的增援，并寄托于北约各国的海军能阻止苏海军进入挪威海。实际上，如果需要的话，也可实施核威慑，因为北约已部署有舰载、机载核武器。但是挪威的意向很清楚，要组织另一种防御体系。虽然由于苏海军力量的增强致使北约各盟国在挪威海的行动非常危险，对挪威北部的海上支援更为困难，但自1967年以来挪威一直没有改变其上述做法。



　　丹麦对核武器的态度与挪威相似，但带有含糊不清之处：它不允许在其国土上部署核武器，但又购置了一些可以发射核弹头的双重功能的发射器（核弹头由美国存放到别处）。丹麦防务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它与中欧地区毗邻，国内地势平坦（与挪威北部的地形截然不同），并且容易遭受来自波罗的海攻击的威胁。虽然丹麦已制订了全国总动员计划并可望得到盟国增援和北约海军的帮助，但是在丹麦的防御思想中几乎肯定是有“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常规防御阶段的。



　　东南翼 表面上看，东南翼的战略比较明确。希腊和土耳其都要求能得到从基地或飞机上发射的核武器发射装置，允许在当地储存美国控制的核弹头。但是，至少在土耳其，从其地形和拥有强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来看，仍可能是建立长期的常规防御体系。因此，在中欧地区未动用核武器以前，土耳其很可能不会动用核武器，而如果中欧用了核武器，那时候战争的整个态势也就不得而知了。因此，“灵活反应”战略的实施情况可以各有不同，然而土耳其的防御看起来已今不如昔了。70年代时，由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美国国会对土实施武器禁运，土耳其的武装部队大大削弱。其陆军，装备低劣，多数又是步兵师；其空军，数量既少，机型陈旧。所以，土耳其反击机械化部队入侵的能力势必成为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得花多年的时间，而土耳其当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使形势严重恶化。加之，盟国对其在军事上援助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在东地中海水域的美国第六舰队原是一支突击力量，它的飞机和两栖部队可以参加该地区的陆战。但该舰队目前受到强大的苏联海军的威胁，苏海军有来自陆上基地的“逆火式”反舰轰炸机的支援。美国第六舰队只有首先取得海战胜利才能给希腊和土耳其任何支援。这就受到至关重要的时间上的制约。由于苏联必然十分重视控制土耳其海峡，目前北约盟国防御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在该地部署海军就可以阻碍北约向陆上投送力量的计划。



　　中欧地区 按照实施“灵活反应”战略的逻辑，自从采用该战略以来常规力量应得到加强，并使其能进行较长期的作战。特别是空军不得不就打击常规武器目标（原先是核武器目标）制定计划，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实际上，北约的常规力量至今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加强，而苏联的力量却相当大地增强了，因此北约的相对实力水平还不如1967年时的情况。苏联在70年代采取了种种措施使苏联前沿师减少其原先对增援部队的依赖，从而减少了北约所预期的警报时间，因此北约本身要得到及时的增援就更加困难了。



　　北约的常规地面部队完全处于防御态势，除能进行局部反击或空中突袭外，是没有进攻能力的。这种部署基于建立前沿防御的理论，以便守住领土并且就在两个德国的交接边界上实施威慑。可以这么说，自西德加入大西洋联盟之时起，显然保卫该国必须从保卫边界做起。而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建立的德军部队使早年建立于莱茵河和威悉河的后方防御有可能向前推进。



　　前沿防御是出于政治和威慑作用的考虑，但人们经常注意到边界地区不是最好的据守和作战之地，而在纵深地区设置障碍或利用地形可能更易于防御。因此，一旦发生战争就撤出某些地方，这在军事上可能是可取的。如果把过多的军队部署在前沿阵地，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有可能被敌军穿插分割，削弱防御力量。显然，指挥官们可以有某些战术机动权，但他们必须固守前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讲舍此别无他途。



　　军事布局 由于必须能在边境就开始进行作战，所以平时要在整个边境部署轻型装甲屏护部队和阻击部队，以便战时能得到预警。它们能为获取情报而战斗，并以强大的力量迫使敌人展开兵力，阻滞敌人的行动。这样，就为北约主力部队从通常位于后方的平时驻地进入作战地域赢得时间，也为增援部队的到达赢得时间。这些增援的分队和部队是以欧洲大陆国家的后备部队中动员来的，或者同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空军中队一起投入战区。由于增援部（分）队可以用预先储存的装备武装，只带个人武器的参战人员得以快速空运。



　　在装甲屏护部队后面部署地面阻击部队，大部分是机械化部队，配有建制的装甲车辆，和具有不断增强的反坦克作战能力。这种以国家划分防区的防御体系，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而在军事上却有薄弱环节，因此这种看上去是线式的防御体系取决于各防区部队的多少和地形状况。紧接在地面阻击师后面的是装甲反冲击部队（尽管在一、二个较薄弱的防区内，装甲师或机械化步兵师也被作为阻击部队使用，因为除此别无其他部队）。它们的通常只配备轻型装甲的增援部队不得不用于反冲击。这种部队任务倒置的现象是由于兵力不足造成的。再往后，在反击部队后面，受各集团军司令或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作战控制作为战区预备队的，是战争初期就得以保存的或从后续增援部队中积聚起来的师或旅。



　　战术思想 各个地区的战术思想可根据现有装备、地形和民族风格的不同而互有差异。美陆军善于依赖防御和重装甲进行消耗战，把敌人拖垮。美军的习惯是主要依靠火力，包括使用陆军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飞机提供的火力支援。德国陆军则侧重进行高度机动的作战，利用机动分割、消灭敌军的进攻部队。为此，德军发展了步兵能乘车直接参战的装甲车（这不同于使用只把步兵运往战场的装甲车）。英国军队计划进行纵向射击作战，防止翼侧突破，并以装甲部队实施反击。英军的战术既受到地面作战的影响，又受到缺乏足够的战役预备队的制约。



　　各国有关如何控制战术空军的主张也有所不同。美国准备在中空大举使用战术空军，集中使用飞机对敌实施防御性的压制和遮断，用机载预警飞机引导防空战斗机拦截来袭之敌机。其他国家的空军则主张以少量飞机作超低空飞行，利用雷达盲区对敌实施突防。当然，理想的做法仍然是在尽可能的最高层实施控制，但是可以预计，战斗的混乱可能意味着飞机将由联队进行指挥。各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由于各国实力不同，但是各空军司令部可能都有足够的灵活性能使其作战行动适应实际情况。无论如何，日益加强的华约防空体系很可能迫使北约的大部分飞机都得超低空飞行。或许在今后，当巡航导弹能执行常规作战任务时，有可能用这种导弹来代替飞机执行部分任务。



　　华约的作战理论 简而言之，华约拥有大量坦克和装甲输送车的作战部队。看来它的作战理论是大部队同时突击正面，以钳制北约的全部防御体系，并在作战初期隐蔽其主攻突破点，而用重兵只扑向二至三个地点。同时很可能另一路突袭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以分割该地区和控制波罗的海的出口通道。装甲先头部队试图在比较狭窄的正面对北约防线实施突破，继之以日夜连续作战。必要时逐次替换其前锋师。战果将予扩大，突防得手的部队将成扇形展开把北约和其增援部队分割开。还可能使用火炮和火箭发射器来压制反坦克防御兵器。对其先头部队将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并对北约增援部队和司令部实施遮断袭击。其空运部队则可能打乱北约后方地域并占领要地。为干扰北约的地面、空中通讯和雷达，华约可能广泛采用电子战措施。也可能把使用化学武器作为一种重要的进攻手段，或者有选择地用来打击一些重要目标。



　　作战理论的发展



　　华沙条约组织



　　如上所述，华约作战理论似曾相识。它与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所欲采取的理论不无相似之处，但附加上苏军重视集团攻击和使用火力的观点。它主要依赖坦克和当年德军往往缺少的装甲机动能力，因为那时德军的装甲师很少。苏军师的火力很强，但后勤保障较差，要依赖后方的支援。对苏联来说，这种作战理论有点新意，但对这个战区来说并不陌生。苏联军人能否象当年各级德军军人那样在脱离统一指挥状况下迅速临机行事和苏联社会笃信统一指挥，是否允许军队如此行事，均难以肯定。或许，事情要比上述情况更需小心谨慎。



　　在苏军拥有更多的装甲车、自行火炮及其他类似武器的同时，其作战理论也随之修改。早些年，苏联的军事著作中很强调这样的观念，即所有战争都可能是核战争，认为核武器是任何重要进攻战所必用的另一种火力形式，从战斗初期起必然不能排除核武器的使用。而现在核武器的精度更高和当量较小。但是，苏联地面部队在欧洲也取得了常规力量的优势。因此，苏军颇感兴趣的是试图首先用常规武器发起攻击，从而使华约盟国和苏联领土免遭因发起核攻击所必然导致的核报复。



　　70年代，苏联在军事著作和训练中以及装备方面都非常强调常规战争，并且增加了研制化学武器的投资，可能在战争初期以化学武器取代核武器。同时也发展了精度更高的SS-20中程导弹。西方担心这些导弹在常规攻击中会被专门用来摧毁北约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以及核武器发射装置，瘫痪北约常规防御体系和战区核武器的报复能力。苏联是否已有这种计划，现在不得而知。但假如有，那就必须考虑是否会冒风险，会迅速遭到北约幸存下来的核系统或战区以外核武器的报复的问题。权衡利弊，华约采取首先使用常规武器的方案看来是很可能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的作战理论几乎从一开始起就以守住领土的重要性为其主要内容的。就常规地面部队而言，北约的作战理论始终是防御性的。北约部队从未当真想过要开进东欧，除了实施空袭外，也无此能力。



　　北约的作战理论主要是以坦克对坦克为依据的。到了70年代后期，才慢吞吞地利用新式反坦克制导武器以增强步兵和轻装部队的反装甲能力，从而使坦克解脱出来能真正发挥机动火力的作用。依靠近距离空中支援在早几年很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在这种依赖性减少了，因为显然北约战术空军的数量少于华约，不可能夺取空中优势，而且还必需对密集的防空火力实施突防，故而抽不出飞机进行地面支援。尽管武装直升机的使用缓和了这种形势，但由于数量不多，必须节省使用。另一方面，苏联战术空军的任务已由过去主要用于防空（现在防空任务基本上由地对空导弹承担）转向利用适于进攻的新机型实施进攻作战。这就意味着北约防御部队应对过去被忽视的己方防空体系给予重视。如果不对北约自己的防空能力有所加强——而这是北约可以说最薄弱的领域之一，那么，北约得以充分利用广泛的资源和进行反击所需的机动作战能力可能将会严重地受到敌空中行动的制约。为进攻中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和地域内提供掩护，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战斗师无论如何必须设法使其背腹免遭敌空袭的威胁，这就应重新强调使用机动的多管炮、地空导弹和多兵种防空武器。由于微电子技术的应用和机载预警控制雷达的发展，射击引导雷达系统已得到迅速的改进，从而可以侦察到低空入侵的飞机并引导截击机进行拦截。



　　根据中东战争的启示，对付敌机的另一种办法是瘫痪敌方机场，即使是短暂的也好。为此目的，已专门研制了空中投射的弹药，特别是穿透地面的武器和燃气爆炸物（它对付防空系统也是很有效的）。由于北约机场少而拥挤，要尽力快速维修跑道和飞机，以便能临时抢修好，使之迅速恢复使用。



　　由于华约正在迅速大规模地运用火箭发射器，目前对地面部队来说装备面积杀伤武器至关重要。然而北约也已装备了空中和火箭撒布雷装置，将地雷撒布在来犯的装甲车必经之路上，从而能困扰敌军运动，阻滞敌人的行动以至击溃敌人的进攻。燃气炸弹对摧毁敌军集结地也有很大作用。



　　随着射速、精度和机动力的提高，火炮性能已有很大改进。但是采用导弹系统，其摧毁目标的能力超过了发现目标的能力。为了解决洞察敌情的老问题，目前正利用各种手段捕捉目标，如使用配有摄影机的无人驾驶飞机，或用电视实时传递信息。由于所装备的便携式步兵雷达和传感器可用来发出预警，夜视器材可以延长可见时间，现在部队掌握当面的动态就方便多了。



　　指挥、控制和通信的方法，包括情报分发，已大大改进了，然而要处理现有的大量材料，并从中迅速作出适当的估量还是个难题。特别对前线部队来说，现在无线电联系比以前更加可靠、简便和容易掌握。但是电子干扰的阴影笼罩在上空，因为采用电子干扰就能压制整个通信网，或通过干扰武器系统的雷达打乱空中和地面武器的协同。因此，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设计者对变频一事都必须注意。



　　核武器的影响



　　假如说电子战武器正在跃跃欲试，那么核武器也是不甘落后的。后者会对战场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常规作战要尽可能集中兵力，从排到集团军任何一级均应如此，才能夺取局部优势。但集中的部队却可能会成为核攻击的大好目标。所以，在有遭核武器袭击的危险时，部队必须尽可能地疏开，使用远程火力来覆盖各部（分）队之间的间隙。如部队集中起来了，必须准备好能立即疏开，并要保持良好的战术队形。这当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然而如果部队始终处于疏开状态，那么就可能会在常规作战中失败。



　　但是，果真会在战争中失败吗？核武器在这里再次出现，因为北约的战略是，当常规防御不能奏效时就要使用核武器。因此，核武器已成为前沿部队的建制武器。有些飞机具备双重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将按照自己的作战思想和原则，在常规作战阶段节约使用，而留到随后可能来临的核作战阶段使用。用巡航导弹代替飞机发挥战区核力量作用的好处是，能抽出战术飞机用于迫切需要飞机的常规作战。



　　这里应特别再提一下法国。如前所述，60年代和70年代初，法国部队一直固执己见，只搞象征性的常规防御，对付大规模进攻的手段就靠用核武器袭击苏联领土。但是，1974年部署的“冥王星”近程战术导弹，其射程不超过75英里。无疑，这种导弹是与在德国的常规部队协同使用的，但在什么样式的交战中使用尚不清楚。这样，“冥王星”导弹的部署给原来的核报复原则造成了一些混乱。现在正在发展射程较远的导弹，但仅能达到在德国的目标（如果尽可能向前部署，就可达到在东欧的目标）。这种导弹可能携带强辐射（中子）弹头，以便减少一旦盟国领土遭受轰击时所可能造成的附带损伤。使用这种导弹的时机可能在常规战斗正推向法国之时，而不是在此以前。然而不管如何打算，1967年法国还不赞成的某种灵活性看来正在形成。在这问题上，可能提出冒昧的看法是，法国的核战略按照它自己的论点，完全是为了其本国的防御，而几乎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防御无关。当然，看起来法国军队似乎很有可能参加在德国进行的任何战争（如果只因为德国是一个战场的话），而且只要北约军队打常规战，法国军队很可能也打常规战。所以，有关法国的常规作战的理论，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有点含糊不清的。但今后其常规部队对于核武器的依赖程度将会比现在少些。



　　作战的激烈程度



　　双方有关常规作战的理论均受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毫不奇怪，这是因为欧洲处于二次大战的中心，而且当时所用的武器同今天的大致一样。可以这么说，现在部队的机动性更强了，尽管比较笨重。目前在中欧的步兵营装备有大量的装甲输送车和重型武器，因此也就面临着严重的保养和后勤问题。炮兵团都配备有装甲自行火炮和尖端的电子设备，还配有很多挖土机、起重机和其他机械设备。现在，地面部队的整个行动更为复杂，对保障的要求也更高了。



　　因此，作战双方的火力大大增强，其精确度也大为提高。如同十月战争（后面要加以阐述）中所见到的那样，这就可能会出现战斗更为激烈，伤亡人数更多，弹药消耗更大的状况。这使得西方更加惶惶不安地感觉到，一旦打起大战可能动用核武器的话，战争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战场上及后备的战争物资现在均按照数星期而不是数月内所需消耗量加以计划安排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为了世界大战而对工业和人力进行全面总动员的规划。实际上，常规战的“鸡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且是放在核武器“篮子”里的。



　　展望未来



　　上述常规作战的理论在整个80年代会保持不变吗？如果说欧洲联盟体系将保持不变的假设可以成立（这是本章阐述的目的），那就不得不说这种常规作战的理论将在整个80年代保持不变。但是必须进一步假设，核武器的发展会使这种常规作战理论持续下去（孤立地看待欧洲的常规作战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长期以来就有人声称，花费大量经济和社会代价的官兵齐全的大规模的陆军已不需要了，核武器不仅可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还可直接参战。减量装药当量的弹头（千吨当量以下）能立即对跨越国界的攻击部队实施报复，而无需进行复杂的常规战斗和退却。它们可以比坦克更有效地封锁边界。当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假如所有战争都是核战争，那么大西洋联盟就会感到有点难办。如敌方进行核还击情况会怎么样？强调提高核实战能力的言论可能令人向往，并将在科学技术的促进下付诸实施。但是，从美国的阿肯色看这种言论比从德国亚琛看这种言论更得人心，因此强调提高核实战能力的言论在欧洲似乎不可能占上风。守卫国土需要的是人员，看来不可能有别的令人满意替代办法。尽管欧洲战略大概是以核武器为核心，但常规力量看来仍将保持目前的地位和重要性。



　　但是，人们也提出了其他一些节省人力、加强防御的措施。有人还建议要改组前沿部队，使守备师减少机械化程度和重装甲，把省下来的军费和坦克建立较严密和较大纵深的反坦克导弹防御体系和更多的反击部队。为有助于实现上述目的，与其靠众多的人员不如靠加强火力来守住阵地。即给小分队配备能覆盖大面积的远程武器，与此同时各小分队也保持相对地疏开了。或许大有可为之举，是充分地利用预备役人员，尤其有关反坦克制导武器以及轻型防空火炮和导弹方面更是如此。所有征兵系统每年都可提供大量受过训练的兵员，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会被用于短期战争。可以把他们组成为数众多的反坦克部队、防空部队、轻步兵部队和工兵部队，以便形成纵深防御和替换出更多现役部队去担负一线任务。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做的，德国和英国都将预备役部队按战斗序列编组以便迅速行动，但还不完善。尽管要花钱购置装备，但预备役部队的耗费要比现役部队节省得多，因为预备役部队的薪金少和用的装备也少。后备兵员可以而且已经为加强现役部队提供兵源，但是对预备役兵员使用得还不很够。而苏联就是把它整个军事体制置于这种预备役兵员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在80年代欧洲常规作战理论似乎不会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使某些作战行动发生重大变化，但发展新式武器系统需要很长的周期。现在，哪些大部分将在十年后服役的新式武器如今都已知晓。由于广泛采用了防小型反坦克制导武器的前装甲，坦克仍将对战场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但其他装甲车仍将是易遭受攻击的，因为要制造新型号，那就耗资太多，重量也太大了。因此，反坦克导弹武器对坦克战的制约作用仍将持续下去。由于地雷和武器的改进，反坦克武器与坦克之间的抗衡将进一步不利于轻型装甲车。



　　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



　　北约以外的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它们各自的常规战争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中立的或不结盟的国家——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它们都以全民总动员作为国防的基础。



　　瑞典已建立了国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和广泛的防御体系，可以使用从民团到装甲旅等一切陆军力量以及装备有导弹的海军和配有先进截击机的空军实施有力的反击。因此，其常规作战理论的内容是广泛的。包括从利用地形和气候的单纯局部防卫到使用部署的部队正面交战。在70年代里，除了使用更为现代化的武器和预警系统外，上述理论没有多大变化。其防御是建立在不结盟的国策和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之上的。无疑，北约组织的存在使其得到好处。但瑞典的问题是，强调本国自给自足使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瑞典本国要发展另一种先进的战斗机，很可能力不胜任，而且沉重的国防负担将造成突出的经济困难。看来，这个总的理论在80年代似乎要持续下去，这理论是植根于瑞典的政治态度之中的。但是财政上的拮据会迫使瑞典放弃雄心勃勃的武器系统的制造计划。因此，瑞典的防御体系就不那么强大了。但是它仍然能达成瑞典的目的，明确表示对这个国家的任何攻击都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瑞士的情况与瑞典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也是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作为独立防御体系的基础。而建立这种独立防御体系的力量是广泛的，从步兵、山地部队、装甲部队到现代化防空部队。瑞士在经济上的负担不如瑞典那么沉重，部分的原因是国家用于发展武器的经费要少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国内有从事向国外出售的军火工业，而瑞典基本上是没有的。瑞士的作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山地特点制定的。由于瑞士周围有别的国家作为缓冲，预警问题也不如瑞典那么突出。因此，瑞士的作战理论很可能保持目前的样式。一方面利用瑞士有钱搞得起的现代技术，另一方面又象瑞典一样善于吸收现代技术。



　　南斯拉夫的情况则不同。政治上，它处于华约与北约之间的很敏感的地位。对西方来说，保持其领土完整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假如南斯拉夫追随华约或被强占，那么北约将面临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苏联海军将进入亚得里亚海域港口，意大利边界将直接面临敌方威胁。然而，南斯拉夫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自身的独立，并且一贯坚持准备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原来计划的举国上下的抵抗行动是以二次大战中的游击战为基础的，这种游击战充分利用了山地和勇敢顽强的人民，使侵略者在实施军事占领时付出很高的代价。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突然引起了南斯拉夫对外来威胁的警觉，意识到它容易受到重装备的华约部队的进攻。因此，它重新审议了整个常规作战理论，全国各地区建立了有一百万人的国土防卫军（TDF），并有26万现役陆军、海军和空军作为后盾。国土防卫军的战术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通常的步兵作战、山地战和装甲战中适时或必要时都可采用现役部队的战术，在空中和海岸防卫战中亦然。但南斯拉夫的问题是所有的装备都已陈旧，并且数量不足。现代化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少，其飞机也远不是苏联空军飞机的对手。南斯拉夫因致力于不结盟，其作战理论是稳健的，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它即使使用现代化兵器亦难阻止敌重装甲部队穿越该国北部直至海边的进攻，它的为数不多的空军无力长期抗击现代化飞机的进犯。毫无疑问，抵抗行动会在山区持续不断，这样，就有可能开展使入侵者望而却步的持久战。因此，入侵南斯拉夫的代价将是昂贵的，对南斯拉夫维护自身独立的决心是谁都不会怀疑的。



　　尽管南斯拉夫如能得到新的武器装备，打起来靠现役部队作抵抗和退入山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只要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各民族仍能保持住一个完整的国家，那么它的作战理论就不可能改变。而南斯拉夫的种种经济困难有碍于它获得新的武器。况且西方也一直不愿给予更多的援助（因政治情势变化，这种情况可能改变，那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由于南斯拉夫的情况相当特殊，故其整个防御样式是非常有意思的。



　　中东



　　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东是发展常规作战理论的最重要的地区。人们密切关注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的战术经验教训以及苏制和西方造武器系统的性能的较量。



　　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占了绝对优势，一举瘫痪埃及整个的空军，接着，在辽阔的西奈空域与地城内打乱埃及地面部队的行动，并逐个歼灭或驱散埃及部队。快速开进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在前沿指挥所的指挥下，利用空中优势，迅速地进行攻击，甩开移动缓慢的支援部队，依靠坦克的火力，打败了敌人，夺取了领土。但归还失地成了下一次战争的起因（我们至今深受其害）。



　　以色列的这些陆战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西部沙漠地的实践没有多大不同。以色列部队从将军到军士的各级指挥非常良好。空军高度专业化，指挥中心在快速往返的飞机支援下尽量发挥兵力兵器的作用。



　　由于以色列国土的纵深浅，居民易受攻击，它总的战略是尽可能地将战争推向远离它领土的地方去打。因此，为了拒敌于一定距离之外，进攻就成了防御的手段。以色列的作战理论决不是一成不变和消极的，侵略与运动是它的核心。



　　1973年10月战争表明埃及军队吸取了1967年的教训，尤其强调对付以色列空军的绝对必要性。埃及对萨姆导弹和火炮防御体系方面作了大量投资，其结果是使以色列空军在运河区的战斗中遭到惨重打击。埃及步兵在战争初期发挥了反坦克导弹的作用，使重复1967年突进战术的以色列装甲部严重受阻，得不到随伴的步兵或炮兵来压制反坦克导弹。从那时起，以色列陆军就吸取这个具体的教训，它目前已拥有在二次大战的沙漠战中曾表明是十分有效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同时重新强调了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必要性。



　　十月战争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突然袭击的价值，甚至在处于激烈和持续对抗的中东战场同样可以达成战争的突然性；第二，反坦克导弹目前所能发挥的作用；第三，防空保护伞是怎么有效地保护防御阵地的。



　　实际上，反坦克制导武器的作用被过分突出了，因为许多评论家以为坦克已丧失其作用，对坦克持一种极不成熟的否定态度。当然，坦克再不能象1967年那样所向披靡了，但只要运用得当，它仍大有用武之地。士兵们需要火力支援，他们需要在不利的地形上移动火力，他们也需要掩护火力支援和保护他们自己，而这些对坦克来说并非要求过高。



　　埃及军队的防空设施在半固守样式的渡河作战中和在巩固运河彼岸阵地的作战中作用很大，但防空设施不能向前移动，掩护后来的进攻作战（包括在坦克对坦克的近距离的激烈对抗中，反坦克制导武器和机动性几乎不起作用）。显然，空中掩护是可移动的，而且目前已有大量的机动武器系统。尽管这些武器系统容易遭到电子战和反雷达武器与面积杀伤武器的攻击，但是，机动的防空武器系统还是能把战术空军作战的代价提高到这样的程度，即用地对地导弹可能证明比用飞机更合算（至少在防空体系中形成战斗飞机能够通过的间隙之前）。但是，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同样会给己方飞机的行动造成困难，或许只有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空域中才能出动己方飞机。



　　尽管以色列1967年的胜利导致1973年的过分自信和促使埃及决心免蹈覆辙，不仅重振其精神而且改组了整个军队，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都表明了指挥和士气是至关重要的。



　　在未来这种类型的战争中，技术将越来越起作用。如果从以色列部队目前装备的具体情况看这一点还不明显的话，也要认识到这自然是弥补其军队数量少、地理条件差的必由之路。但是，技术的发展使以色列更难继续实行把战争推向远离其国土进行的设想，因为远程导弹能够以对方的人口作为人质，尽管双方互相的弱点可能减弱这一威胁。防空武器与压制防御手段一样，将受到极大的重视。电子战措施今后将广泛应用，它对地面通信和雷达系统的破坏作用可能相当大。的确，它能达成某种突然性，使所有的防御设施陷入暂时的混乱之中。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地区和人民的特性，地形复杂和地域的狭小，气候良好和领土争纷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已为人所知的作战理论将会继续下去。而以色列人的独创性则能使其作战理论的发展与武器发展并驾齐驱。



　　波斯湾



　　自从伊朗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对海湾地区的石油可能存在的军事威胁已引起了西方的极大关注。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倒台，使西方在这个地区的整个战略地位彻底瓦解。苏军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恶化了这里的形势，无形中开辟了一个西方再也无力抗衡的新战场。该地的油田距苏联比较近，而离美国却很远，显然西方在军事上面临难题。因此，苏联地面部队迅速进入海湾地区的能力比美国大得多。特别是苏联有八个空降师已部署妥当，能随时进行干预。除非美国在海湾地区部署一定数量的部队，否则这个不平衡状态不能逆转。但因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可能行不通，所以美军现正十分重视如何能快速地向那里运输和使用部队。当然，要快速地从7000英里以外的美国调动部队，只能携带轻型装备。而在印度洋的海军陆战队则可能从水上仓库提取较重型的武器装备。但陆战队和地面部队都面临如何将装备从取货处运往最终作战地域的难题。海运太慢，而空运装备则数量有限。此外，必须为整个供给线，从降落机场、临时库场、运输路线到作战地域，提供空中掩护并且还必须采取空中攻击行动来对付敌方可能用空降部队夺占滩头阵地的袭扰部队。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得到东道国家的默许（实际上是支持），而在苏联进行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或许可能期望得到东道国的默许和支持的。



　　捷足先占者就构成有效的威慑态势，而随后到那里的就是另一回事了；苏军呆在那里越长，就越难把他们赶走。从当地的机场或从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上的航母实施空中行动粉碎苏联干涉是十分重要的（据说如果有足够的航母编队，空中行动是可能的）。显然，只要美国战斗机能打进敌运输机群，那就可以严重打乱敌人的空降作战行动。



　　在波斯湾地区，例如在伊朗，发生地面战斗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沙漠地作战、输油管守卫战、山地作战等。就沙漠地作战等而言，其作战原则明显地取决于及时得到的部队和装备，也可能取决于能够作出支援的当地部队。苏联的空降师拥有西方空降师无法匹敌的轻型装甲车，后者在作战开初阶段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反坦克武器和地雷。美国虽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地面战斗中遇到的都是老问题，包括如何适应环境这个重要问题。而获得当地的经验是大有好处的。



　　山地作战情况不大相同。投入山地战的任何西方部队在装备上将是很差的。进行山地战需要有战术机动性良好的轻步兵和轻型武器，并以战术空军袭击敌军部队相配合。虽然不应低估苏军所面临的问题，但山地战充其量也只能实施阻滞行动。



　　一般认为上述山地战的某些要求难以做到，而不得不对这个需要采用以轻型部队远距离作战的战术原则的专题进行重新审议。在过去，美国已充分表明具有战略机动性，尽管基本上是用于象对以色列或欧洲那样实施增援行动，象对越南的缓慢的兵力集结，或者象具有大规模两栖作战能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显示的那样。80年代仍要我们再度重视战略机动问题，但是，战斗部队紧急投入战场、准备好立即作战的任务要求更加迫切了。这里应公正地提及法国，它的确为此建立了一支干涉部队。这支部队在70年代曾用于非洲，并取得一些战绩。这显示了建立一支小型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快速部署时是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性作用。英国过去也曾广泛用过这种战术，为此，它最近又组建了一支小型的伞兵部队。



　　结论



　　除了在论述地面战斗时附带说到的海军投送力量的任务外，本章没有试图叙述海战战术。本章只概述了空战战术的某些方面，也没有研究维护国内安全、反暴乱和丛林战等问题。



　　本章没有谈到越南战争，但越南战争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普遍意义：战略机动的作用，航母在陆战中的运用，包括使用武装直升机在内的战术机动以及确认尽可能用火力和装备而不用人力去解决问题的美国的民族风格。次要方面的战术如非致命性毒气与高爆炸弹结合使用，也有一定意义。通过越南战争加速发展起来的精确制导导弹——灵巧炸弹——目前已为各国的常规作战原则普遍采用。



　　呈现在面前的总的情况是，在西方地面部队的作战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而不是象坦克或飞机问世后所引起的和曾刺激平时军事思想的那样一场革命。苏联对常规作战的做法是着重专心考虑自身的安全和与西方保持均势，而不是如他们的军事学说所要求的优势。其结果是苏联已经建成一个具有与其特定攻防目的相适应的、在作战理论上连贯一致的强大的军事机器。



　　大多数军事机构中都存在着惰性和阻力。由于装备费用昂贵，装配新式武器的过程不仅速度缓慢，而且要几经周折，在盟国间情况尤其如此。在白手起家重建军队的时候，象一次大战后的德国、立国后的以色列、二次大战后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下的苏联，离经叛道之说和彻底的变革易被接受。当然，逐步的改变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其原因多半是由于官僚政治和军种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旧势力秋毫无犯，而新事物极难脱颖而出或得到好报。



　　在象欧洲这样的战区中（或许今后其他地区也一样）要撇开核武器来确定常规作战理论，那是不可能的。对欧洲的发达国家来说，完全依赖常规部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审慎的，所以防御政策和战略应作相应的调整。那时常规部队的作用，小则起绊索效应，大则形成坚固的壁垒，以便同时提高威慑水平和核门槛。这是两项完全不同的任务，但是实践中可能很难分清。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实际上倒没有多大关系：不论实施哪一种理论都是要求他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8、80年代的世界




	







	

 



	


	


——战略上的问题及回答



罗伯特·奥尼尔 [澳]



　　布尔教授和辛诺特海军上将在结论中已经谈了与自己专长的领域有关的重要题目。前一位提醒我们说，战略是为政策服务的，他要求我们对大国态度的现行趋势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后一位概要地论述了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和战略计划制订人为对付80年代预期的挑战而正在采用的若干方法。现在由我对各撰稿人探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上的重要趋向作一个概述。



　　全球性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看，有两个世界意义的特殊问题显得很突出，一是80年代国际关系的性质看来肯定会比70年代更加严峻；二是虽然有这样的趋势，超级大国避免彼此交战的劲头仍象过去一样足。80年代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不只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后果，而且更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根深蒂固的敌对而引起的。阿富汗问题加剧了它们的竞争，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缓解它们之间更基本的分歧不会起什么作用，这种分歧只有通过东西方谈判才能处理。尽管各方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认为必须与对方抗衡，但有迹象表明，双方都知道无节制的对抗只能导致它们之间的均势越来越不易控制。同样，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军事理论和力量结构不相称的情况应予承认，其原因要搞清楚，不相称的范围应缩小，以利世界和平。



　　地区性因素对超级大国的影响



　　尽管在武器技术和战略力量方面超级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其余成员之间的差距在增大，但双方将不得不对各自的盟友和不结盟国家的观点给予比70年代更多的注意。苏美之间的战略僵持常常为其他国家，如英国和印度提供机会，使它们能获得某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其他国家的主动行动虽然不总是为超级大国所欢迎，但能起到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正如T·B·米勒博士提醒我们的，随着军事上不很强大的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增长并且对其主要的盟国引导的方向更加感到不安，联盟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向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是显而易见的。对罗马尼亚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新近在波兰发生的事件，苏联认为还是不进行军事上干预比较明智，这些都突出地说明在华约内部也存在着实际的合作问题。两个联盟系统中的欧洲国家很可能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中比过去任何时候起到更大的作用。它们作出贡献的机会，如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样的机会，也将可能增大。欧洲仍然是对立的军事部队集中得最多的地区，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永远不应该让这些部队用来执行它们的主要使命。幸好，欧洲国家有最强烈的动机使这些部队彼此不应发生对抗，它们将根据这一动机积极行动。



　　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正在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方面。尽管它们看问题的角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利益相同的地方却越来越多了。三国都认为需要增加自己的战略力量和独立性。中国和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它们所关心的是苏联增强其军事实力的速度，尤其是它在远东地区部署常规部队。中国和日本对美国在紧急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和愿意部署对抗部队，也是有怀疑的。



　　自1976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日本最近宣布愿意长期增强其防务能力，这些都预示着80年代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会以实现新政策的形式，而不是以对政策给予极端扩大化的形式出现；两国都承认在发展战略力量的速度上受到严重的限制。尽管如此，全世界的战略问题思想家对这些新的势力中心将不得不给予更多的注意。虽然印度80年代在甘地夫人领导下的政策与其70年代的政策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拉奥教授指出，在同样的领导下，印度在印度洋使用海上力量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看来印度很可能会增强其实力以改善自身的战略环境。



　　其他不结盟国家，特别是掌握着重要资源或处于主要战略势力地位的国家，似乎非常可能在决定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政策时，既要求有发言权又能听到回音。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了其政治决心、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外国将比70年代时更难于轻视或支配第三世界国家了。同样，它们的支援和合作将更为重要。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尽管被内部的分歧，在许多情况下是被外部力量同国内危机四伏的政府的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但它们仍将在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它们可能为超级大国提供干涉的机会，这种机会尽管从短期看对超级大国来说是具有吸引力，但一旦利用上了，从长远看可能是不合算的甚至很有害的。



　　80年代的冲突样式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四种公认的冲突样式在80年代看来将仍然是适用的，虽然与70年代相比，重点有所不同。在未来的十年里，核对抗、广泛地展开常规部队、有限战争和暴乱战都将继续发生，这是由更富竞争性的国际政治气候和出现更加多的潜在行动者促成的，但会受到对避免一场超级大国直接冲突的日益增强的关注所制约。



　　在核战争方面，不能因为卡特总统1980年批准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得到传播就对避免冲突的前景持过于乐观的态度。目前，苏联人没有表示有选择这种有限核战争的意向，他们要依靠全面的核报复来阻遏美国人采取这样的步骤。然而，由于苏联人的核技术在继续发展，他们可能获得与美国人相似的可以实施准确的有限打击的手段。有了这种手段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相类似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得从超级大国的观点看来有限核战争显得是越来越可行了。这场只有一个大国搞的战争游戏要长久地打下去而不使另一个大国升级到全面攻击，那是极端困难的。这样的冲突会走向何方，对升级如何又加以防止，情况完全不清楚。然而，如果这样的冲突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实际的选择，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是一个大国的选择，那末它们就将是必须立即进行研究的问题了。正如莱博教授提醒的那样，西方如在阿富汗危机之后在战略领域内采取重大主动行动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一方增加军事力量和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可以造成另一方采取抵销性的改革措施，结果只会使维持稳定的世界秩序变复杂了。



　　在重大的常规战争领域内，我们面临着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性质却是相似的问题。亨特准将指出，技术改革将迅速地继续下去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一趋势将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带来影响，对某些现有的战略均势的稳定性有所改善，而对另一些战略均势的稳定性则有所削弱。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地区仍然是中东和非洲，那里快速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既促使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加剧了各该地区各国之间和内部的敌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军事能力在提高，这些国家的政府或许还要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不过这种变化对地区的稳定性来说，既可以有积极的又可以有消极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更使一些外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可以找到途径施加令人讨厌的影响。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维护基础牢固的政治独立，以防世界日益向两极分化。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由于保持了多样化的力量结构，对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来说世界是处于更加令人放心的状况之中。



　　有限战争战略，如科尔柯维茨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在80年代对所有的大国来说可能仍然是适宜的。它们被卷入第三世界局部性争端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以致它们必然会面临“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新的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在提高，这就使得对于外部的大国来说不过是场局部战争，而对于地区性的参与者来说却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样一种更严峻的前景了。在发生利害冲突时，不管谁当美国总统，苏联会不会按科尔柯维茨的预测首先不予理睬，尚待分晓。他的看法是苏联人会发展一种有限骚乱战略，借此可以达到与有限战争相似的目的，但风险和代价都比较小，他的这种看法也许对80年代的世界来说实用意义更大。



　　在80年代，暴乱与反暴乱技术对世界事务来说，不象在70年代那样重要。美国在80年代看来不可能卷入与越南战争相似的形势之中，虽然它可能给以间接的支持。美国不直接介入，其他西方国家就不可能自己直接参与了。与之相比，古巴人和东德人并没有表露他们不愿意代表他们心目中的第三世界“进步势力”去进行干预，而俄国人自己在阿富汗却遇到了困境。但难以相信俄国人会从这样的介入——不管是亲自参加还是通过盟友——中得到任何重大的长远的好处。如果他们没法使沙特政权发生动摇，或者在南部非洲制造混乱，那么，这样的判断就得修改，但至今这两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大。这两个地区肯定会有内部纷争，但俄国人能否长久地使它有利于自己，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分歧的解决与遏制



　　为了在80年代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显然需要进行更大的努力，在分歧爆发成武力冲突之前把它们解决了，对于那些无法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分歧，则要减少其影响范围。虽然80年代的国际政治气候看来不妙，因而在维护和平过程中的问题变得异常难以解决，但在各领导人之间至少对失败的后果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对于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军备控制协定和合情合理的军事政策可以起到建设性作用，认识的程度也有了提高。限制战略武器会议第二阶段条约可能证明是个不起作用的文件，但签字双方可能继续遵守它的条款，因为舍此而外无所依从。军备控制不仅为广泛的人道主义宗旨服务，它还可以减少浪费，并把军队中一些效能差的部分去掉。除非美国和苏联政府有一方严重地违背两国继续共处的心照不宣的条款，否则就很难说在未来五年内，在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中不会出现某种缓和，这种缓和将使讨论新的虽是有限的军备控制协定成为可能。这种协定如想真的获得成功，就必须既包括常规武器也包括核武器在内，这是因为超级大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均势中，都存在着差异。



　　各个国家必须对发展健全的政治-军事关系给予密切的注意，把它作为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对社会正义有利的改革。正如米勒教授指出，政界和军界领袖相互依赖才有效力，一方应该了解另一方的问题及其权力的局限性。政治家们及其文职顾问们应该进一步提高适应现代战略的能力。军事领导人除保持其职业上的胜任能力外，还应更缜密地研究其政治头头们的问题和目的，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最后，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高速进行的时代，维护和平的工作会得到更有经验的舆论界的支援，国内如此，国际上也如此。这些思想并不十分适用于限制公开讨论战略问题规模的苏联及其某些盟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但对于其他国家却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在80年代，职业上与战略思想有关的，特别是在大学和新闻界工作的有关人员，应该大力促进更加广泛地讨论这些问题。就象战争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处理一样，关于国际关系和维护和平的思想也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局限在分析人员、政府顾问和军界的圈子里。














	

 






	















	







	







	









 





	


	







	








	




	


前言




	







	

 



	


	


　　1952年《军事译粹》杂志创立，我出任总编辑。我就是这样偶然地走入战略研究园地的。在此以前我对战略虽非一无所知，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知半解。从此时开始，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园地。从1952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实行我的“三书主义”，也就是“读书”、“写书”、“教书”，而所读、所写、所教几乎完全是以战略为范围，或至少也是与战略有关。我常自我嘲笑着说，对于战略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无师自通”了。



　　虽然读书千卷，著作等身，而桃李满天下也并非过誉，但我却又时常自问：我究竟是否已经通晓战略？尤其是我教了这么多的学生，是否已经能使他们了解何谓战略，何谓战略研究？



　　战略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其内涵和意义随着时代而演进，战略研究是一个现代名词，并且已在大学中成为一种正式学科。在今天的世界上，以战略研究为专业的人和组织已经日益众多，而对于其内容和功能也有多种不同的认定。战略研究究竟是什么，也就变得日益难于解释。



　　我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常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好像瞎子摸象。往往只是摸到部分，而未能了解全体。又好像走进了“八阵图”，走进去固然并不难，但却会愈走愈模糊，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去。古人说“歧路亡羊”，所形容的即为此种现象。所以，书读得愈多愈会感到无所适从，书写得愈多愈会感到一无是处。



　　我尚且如此，我的读者和我的学生可能更会如此。于是也就使我联想到，我实在应该写一本专著来指导我的读者和学生如何研究战略，引导他们走入战略研究学域的窄门。因此，我才决定放下其他的工作，来写这一本书。



　　这本书以我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其中有若干资料过去曾经在其他著作（书或论文）中发表，不过现在都已整合。全书内容所包括的是三个问题及其答案：（1）何事（what），（2）如何（how），（3）为何（why）。简言之，即为要想解释：（1）什么是战略和战略研究，（2）怎样从事战略研究，（3）为什么要研究战略。



　　读了这本书，至少应能了解上述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也就可以无忧无惧地进入战略天地，学习做一位战略家。简言之，路还是要你自己去走，但这本书可以充任向导；带着你顺利地达到理想的目标。



　　全书共为十二章，在结构上又可分四段：



　　（1）第一和第二两章分别说明战略的定义以及现代战略研究的内容。



　　（2）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以研究方法为主题。



　　（3）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分别讨论战略研究的实际问题。



　　（4）第十一章阐述战略研究的四个境界，第十二章说明研究战略的理由。这两章也共同构成全书的总结。



　　就全书设计而言，重点是放在如何研究战略的问题上。诚如博弗尔的名言，战略就是思想方法。研究的意义即为深谋远虑。



　　早在1974年，我曾写过一本名为《国家战略概论》的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并曾获得1975年的“国军”军事著作金像奖，而那也是我在战略领域中所写的第一本专著。在那本书的“引言”中我曾这样写道：



　　我不是职业军人，但却曾花了二十年以上的时间来从事战略的研究。我的研究是无所师承，经过多次的尝试与错误之后，自问总算找到了一点门径。所以我现在愿以“识途老马”的心情来引导青年人走向战略研究的道路。



　　光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二十余年了。我的书读得比过去更多，我的著作也增加了不少。照理说，这匹老马似乎应该要比二十余年前更能认清前往战略天地的道路。



　　所以，请年轻一辈的学子相信我，这本书应该是能够帮助你们学会如何研究战略，至少也能引导你们入门。














	

 






	















	





	







	









 





	


	







	








	




	


第01章　战略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战略似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战略这个名词也都经常出现，有时甚至有滥用之嫌。反而言之，尽管这个名词是如此流行，但其真正的意义和内容又似乎并非一般人所能完全了解。或许此即所谓习焉而不察，但也显示出世人对战略无知的真相。



　　战略不仅是非常流行的名词，而且也是非常悠久的观念，甚至名词的本身也有其非常久远的来源。不仅在西方，在中国也一样可以发现战略的观念源远流长。



　　照理说，一定是先有观念而后有名词，等到名词出现时，观念应该早已相当成熟，并且也已开始形成一种共识，而不至于发生误解。一般的名词既已通用，也就很少有人去对它的意义作认真的考虑，所谓名词必须有明确的定义，那只是现代学术界的流行想法而已。



　　地球上究竟何时才有人类，固然还是一个谜，但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所谓战争，就广义而言，是在史前时代即早已存在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有人类就有战争。最初，战争只是单纯的斗力，但不久，斗力之外又加上了斗智。等到斗智的思考和行为逐渐形成时，最早的战略观念也随之而产生。简言之，最原始的战略观念即为斗智。



　　此种观念的起源是在何时，当然已不可考，而其逐渐成熟更是一种非常长久而复杂的过程。等到人类已有历史时，此种观念自然会留下其记录，于是为求表达的方便，专用名词也随之开始出现。



　　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战略一词发源于西方。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分别为：



　　英语　strategy



　　法语　stratégie



　　德语　strategie



　　意语　strategia



　　其词根则同出于希腊。



　　古代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词，其意义为军队，从这个词所衍生出来的“strategos”，其意义为将军或领袖。再进一词又有“strategeia”，其意义为将道（generalship）。此外还有“strategama”，其意义为战争中所用的诡计，译成英语即为“strategems”。在希腊文中还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义为将军的知识，后者的意义为将军的智慧，这又都已把现代战略的广义解释包含在内。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p．15。 ]



　　希腊和罗马都无正统的战略著作传世，但是在若干哲学和史学著作中含有很多战略观念。直到东罗马（拜占庭）时代，才有莫里斯（Maurice）皇帝曾著一书以教育其将领。书名为Strategikon，其意义即为“将军之学”。大致成书于580年，可以算是西方的第一部战略学著作。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57。 ]



　　西方自从进入中世纪之后，所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名词和观念都已为人所遗忘。直到18世纪，才有法国人梅齐乐（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1719–1780）把这些思想遗产又从古书中发掘出来。梅齐乐在其所著的《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e）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并将其界定为“作战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而其灵感的来源则出自莫里斯皇帝的书名Strategikon。 [ 注：同上书，pp．168–169。 ]



　　梅齐乐的《战争理论》出版于1777年，在战略思想史上应该算是值得纪念的大事。他的书很畅销，曾一再重印，并被译为德文和英文。从此，战略一词遂逐渐变成法国的军事术语。在日耳曼（德国），梅齐乐的书有很多读者，所以这个名词也很快地被接受。到19世纪初期，战略在欧陆诸国中已成通用名词，但在一水之隔的英国，却并不那样流行。1802年在英国出版的一部军事术语词典，查理？詹姆士（Charles James）的New and Enlarged Military Dictionary，尚不曾把“strategy”列入其中。 [ 注：Robert O‘neill and D．M．Homer ed．，New Directions in Strategic Thinking（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81），p．2． ]



　　拿破仑战争在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对于战略思想而言，可以算是古今之间的分水岭。自从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和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两大师的著作问世之后，战略才开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虽然这两位大师都不曾以“战略”为其书名，但在其书中还是曾经对战略作了相当详尽的分析。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中期，传统意识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已有充分的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战略这个名词在西方世界中的正式使用到今天不过两百余年，但并非意味着战略的观念在过去不存在。事实上，战略观念是古已有之，只是不曾使用现有的名词而已。古希腊人另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名词“taktike techne”，是现有名词战术（tactics）的根源。但古代并无战略与战术的区分，所以这个名词的含义也把所有一切有关战争的知识都包括在内。在罗马时代，译成拉丁文，就变成“ars bellica”，再译成英文，又变成“art of war”，也就是“战争艺术”。这个名词的出现不仅较早于战略，而且也已把战略的观念包括在内。16世纪的马基雅弗利（Nicoló Machiavelli），17世纪的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都曾以“战争艺术”为其书名，甚至于19世纪初叶的若米尼也是如此。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15。 ]



　　我国古代有西晋人司马彪（生年不详。死于晋惠帝末年，大约为306年），曾以战略二字为其书名，这可能是此一名词在我国文献中的最早出现。该书现已不存在，但从散见于其他书的佚文上看来，可以发现其内容似乎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战略思想并无太多关系。因此，无论就名词或观念而言，我们现在所用的战略并非以司马彪及其著作为源头，而是来自西方，其原文即为“strategy”，而战略只是一个译名而已。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pp．357–358。 ]



　　我国古代虽有作为书名的战略，但并无作为军事术语的战略，不过这并不表示我国古代没有战略观念的存在。不仅《孙子》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古老也最伟大的战略著作，而且古人所用的若干名词，例如兵、谋、计等，也都具有战略的含义。所以，此一名词虽发源于西方，但战略观念则并非西方所能独占，而应视之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最初把“strategy”译为“战略”的人可能是日本人，而我国从日本引进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正确的时间则很难考证。设在北京的陆军军官学堂成立于1906年，那也是当时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以后改名为陆军大学。有了这样的军校之后，战略也必然会列入教学内容之中。1908年有任衣洲所译的《战略学》出版。但其原文是怎样一本书，译本又是由谁出版，则都不可考。稍后，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曾编译《大战学理》一书，出版时间和出版者也不详。这本书即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On War）。《大战学理》是日本人译该书时所用的书名，很显然，此书是由日文转译而成，应该是《战争论》的第一种中译本。在译书时当然一定会用战略这个名词。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又仅此而已。我们还是不知道最初用战略二字来译“strategy”的人是谁，以及我国是在何时才开始使用此一译名。不过，根据上述的考证，还是可以认定作为“strategy”译名的战略一词，至少在我国军事学术圈中是已经使用了九十年之久，而且也早已成为我国通用的军事术语和名词。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546–547。 ]



　　战略是法定军事术语，也是通用名词，但还有两个其他的名词，也常被一般人使用，一个是谋略，另一个是策略，这两个名词都有一个“略”字，也就常与战略混淆，并引起误解。因此，有加以辨正之必要。



　　上文中已经说过希腊文中有“strategama”一词，译成英文即为“strategems”。其意义并非战略（将道），而是战争中所用的诡计（ruses de guerre），也就是孙子所谓的“诡道”，那只是战略的应用，而非战略的本体。近来常有人用谋略来译“strategems”，并创造了谋略战这样一个新名词。简言之，在战争中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造势或欺敌，那都可以总称之为谋略。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二者之间也不能混用。



　　目前工商界又常把“strategy”译为“策略”，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却似乎不知道“strategy”本来是军事术语，而把“strategy”译为“战略”也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strategy”本来的意义是纯军事性的，将其推广及于非军事领域，只是最近的发展。西方人将战略观念应用到非军事领域时，仍保持原有名词不变，并未另创一新名，只是扩大其解释而已。所以，我们若用“策略”来代替“战略”，则不仅会一名两译，徒增困扰，而且也显示出一般社会人士对于战略原义缺乏了解。



　　所以，诚如老夫子所云，必也正名乎？我们所说的“战略”，其原义即为英语中的“strategy”。我们只使用这一个名词，也只有一种解释。其他的名词则最好不用，以免导致误解。此外，还有一点也应附带说明，过去有人在翻译外文著作时，常用“策略”来作为“战术”的译名。例如他们所说的“两手策略”，实际上就是“两手战术”。




名词的定义




　　古人治学和著书时，其态度远不像现代学者那样严谨。我们必须知道，所谓科学方法是18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所以，万不可用今人的心态和眼光来评论古人的思想。事实上，在古人的思想遗产中，许多观念都相当模糊，尤其是所谓名词者，更是经常缺乏明确的定义。许多名词所含有的观念虽代表悠久的传统，但其定义则仅为近代的产品。



　　18世纪后期的梅齐乐不仅在其著作中首先推出战略这个名词，而且也给它下了一个概括而简单的定义，他的定义，战略即为作战指导，就基本意义而言，到今天仍然有效，尽管后人曾加以各种不同的扩张或补充。



　　19世纪初期，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曾在其著作中分别说明其对于战略观念是如何作的界定。若米尼在其《战争艺术》中对于战略下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定义：“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并且包括整个战区在内。” [ 注：若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72。 ]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对战略所作的解释和分析则远较复杂，而且也的确较难了解，因此，值得加以较深入的讨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争理论”的第一章“战争艺术的分类”中指出：



　　就根本而言，战争艺术就是在战斗中使用指定工具的艺术；



　　对于它没有比“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更好的名词。



　　接着他又说：



　　战争指导包括战斗的计划和指导……于是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活动：一种是个别战斗本身的计划和执行；另一种是协调个别战斗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前者称为战术，后者称为战略。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a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28． ]



　　根据上述的分类，克劳塞维茨遂提出他对于战略和战术所下的定义：



　　Die Taktik ist die Lehre von Gebrauche der Streitk？teim Gefecht，die Strategie die Lehre von Gebrauche der Gefechte zum Zwecke des Krieges．



　　此乃德语原文，在英语中又有各种不同的译法：



　　Tactics teaches the use of armed force in the engagement；strategy，the use of engagements for the object of the war．



　　这是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帕雷（Peter Paret）的译文。 [ 注：Car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a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28． ]



　　Tactics is 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s in combat．Strategy is 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combats for the object of the war．



　　这是格雷姆（Col．J．J．Graham）的译文，而为《战争论精华》（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所采用。 [ 注：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edited by Roger Ashley Leonard（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7），p．89． ]



　　Tactics is the concept of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in battle，strategy is the concept of the use of battles to forward the aim of war．



　　这是法国已故大师阿龙（Raymond Aron）的译文。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m Strategy（Praeger，1970），p．14． ]



　　若把上述三种英语译文作一比较，则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若干差异之存在。霍华德的译文最新，也最受推崇。但德文所用“die Lehre”本是名词，意为教训或学问，霍华德在英文中却用“teaches”，那是动词，于是使原文的结构也必须改变，所以，这种译法应该不算是太适当。



　　另外两种译文除用字上略有差异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区别。格雷姆用“theory”，阿龙用“concept”。前者中译为“理论”，其意义比较确定；后者中译为“观念”，其意义则比较空泛。理论固然也是一种观念，但观念却不一定是理论。此处用“theory”来译“die Lehre”似乎比较适当。



　　因此，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可以译为：



　　战术为在战斗中使用军事力量的理论。战略为使用战斗以达战争目的的理论。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精华》，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110。 ]



　　接着在《战争论》第三篇“战略通论”的第一章“战略”中，克劳塞维茨对其战略观念又作了较深入的解释。



　　战略为战争目的而使用会战（战斗）。所以战略家必须替战争的整个行动拟定目标，而那又是以战争目的为根据……战略理论处理计划事宜，又或企图解释战争的组成部分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精华》，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110。 ]



　　此处所谓“战争的组成部分”（the components of war）也就是会战。简言之，克劳塞维茨认为如何使用会战以达到战争目的的学问（理论）就是战略。



　　在先核时代的西方战略思想史中，克劳塞维茨不仅是一代大师，而且还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后，虽然战略论著已日益增多，但其后辈还是无人能与他比拟，连被誉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也不例外。



　　李德哈特可以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他对于战略所下的定义可谓言简意赅：



　　战略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The art of distributing and applying military means to fulfill the ends of policy．）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335． ]



　　几乎所有比他晚一辈的战略思想家都认为他的定义下得很好。霍华德则指出那至少是像任何其他定义一样好，而且要比其中大多数都较好。 [ 注：Michael Howard，“The Classical Strategists”，Studies in War and Peace（The Viking Press，1970），p．154． ]



　　事实上，李德哈特的定义还是脱胎于克劳塞维茨。“会战”只是“军事工具”中之一种，换言之，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推广而已。所谓“政策目标”在战争的情况中，亦即为“战争目的”。因此，他们两人对于战略的认知，就本质而言，并无差异，只是在范围的广狭上略有不同。



　　加尼特（John Garnett）在《当代战略》一书中曾指出李德哈特的定义有一优点，即不曾提到战争字样，那也就无异于暗示战略也一样可以用于平时，而不受传统观念的拘束。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犯了以后人眼光来观察前人著作的老毛病。只要把李德哈特的代表作《战略论》仔细读一遍，即可发现在其心目中，战略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并未超出战争的范围。 [ 注：加尼特的意见见Contemporary Strategy，ed．by John Baylis（Holmes and Meier，1987），p．4。《战略论》为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中译本之书名（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 ]



　　不过，李德哈特的定义，除简明扼要外，还另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但并未受到多数评论家的注意。在其定义中包括了“分配”（distributing）的观念在内，这是任何其他定义中所未有者。其他的学者几乎都只注意到“使用”（applying）的观念，到现代也还有人注意到“发展”（developing）的观念，但除李德哈特以外，似乎从未有第二个人曾把“分配”的观念纳入其战略定义之内。



　　李德哈特的定义中缺乏“发展”的观念，那也许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可谓美中不足；但他能注意到“分配”的观念，实乃独具慧眼，足以证明他确有过人的见识。战略本来就是一个选择问题（problem of choice）。任何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如何作最佳的分配也就自然成为一项优先的考虑。假使对于工具未作适当合理的分配，则即令能作最巧妙的使用，结果还是不一定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



　　从梅齐乐到李德哈特，相隔约两百年，虽然战略一词已有很多的定义，但概括言之，又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



　　1．战略的适用范围为战争。



　　2．战略所用者为军事工具（手段）。



　　3．战略所追求者为胜利。



　　简言之，就传统意识而言，战略的观念和解释都限制在战争领域之内。因此，用“战略”来翻译“strategy”非常合理。“战略”本来就是“战之略”，也就是“战争艺术”（art of war）。李德哈特称此种战略为纯战略或军事战略（pure，or military！ strategy）。换言之，直到李德哈特写他的《战略论》时，对于“战略”一词都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




大战略




　　李德哈特在其《战略论》中所讨论的主题大体还是这种传统战略观念，换言之，战略即为军事战略，与过去其他战略家（包括克劳塞维茨在内）所认知者并无区别。若从这种观点来看，则李德哈特的战略定义除增加了一个“分配”观念之外，似乎并无其他的特色。不过，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还另有一项非常伟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对于所谓大战略（grand strategy）观念的提倡和阐释。



　　大战略这个名词究竟是谁发明，或谁首先使用，似乎已不可考，但至少可以断言并非李德哈特。不仅在他之前已有人使用这个名词，而且更令人感到惊异的，这其中的一个人竟然就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在1830年曾经这样说：“有人说政治不应干涉战争指导，而那也是如此常见的说法，但这种人根本不知大战略为何物。” [ 注：Carl von Clausewitz，“Betrachtungen über einen küfti gen Ktiegsplan gege Frankreick”（written c．1830），reprinted in Carl von Clausewitz，K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ed．Werner Hahlweg（Osnbrück：Biblio Verlag，1979），p．547． ]



　　因此，可以确定这个名词绝非李德哈特所首创，至少在19世纪初叶即早已存在。李德哈特虽非这个名词的创始者，但在20世纪初期，他是知道重视大战略的观念，并对其作相当深入探讨的学者则毫无疑问。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他虽对于战略的意义曾作明确的界定，但对于大战略又并未同样地给予一个认真的定义。尽管如此，在其书中还是有一专章（第二十二章）讨论大战略，并且在全书中也一再提到这个名词。此外，对于大战略与战略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也曾作相当周详的分析。



　　李德哈特所谓的战略即为军事战略，而大战略则为较高级的战略（higher strategy）。他说：



　　正像战术是战略在较低层面的应用一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层面的应用。虽然实际上与指导战争的政策意义相同，但又与管制战争目的的基本政策有别。“大战略”这个名词含有“政策在执行中”（policy in execution）的意识。因为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国家资源（或若干国家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则由基本政策来决定。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p．335–336． ]



　　李德哈特指出他的书是以战略为主题，而非以大战略为主题。大战略是一个内容远较宽广的领域，欲作适当的讨论，则不仅需要远较巨大的篇幅，而且还必须另外写一本书——因为虽然大战略应控制战略，但其原则又时常会与战略领域中的原则相抵触。不过，又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研究战略时，对于大战略研究所导致的若干较深入的结论也必须有相当了解。这也就是其书中对大战略辟有专章的理由。 [ 注：同上书，p．336。 ]



　　李德哈特在此章中说：



　　战争中的目的即为获致较好的和平（a better peace）——即令那只是你自己的观点认为是如此。所以，在进行战争时，必须经常记着你所想要获致的和平……国家若把其实力用到耗竭之点，则将使其本身的政策和前途归于破产。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336． ]



　　他又说：



　　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几乎可以断言这样的和平是不好（bad）的和平，其中可能含有另一次战争的种子。此一教训有许多经验可供佐证。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 1967），p．335． ]



　　基于以上的分析，李德哈特又得出两项概括的结论，其一是对于“胜利”的意义必须予以拓宽。



　　胜利的真意暗示和平的状况和本国人民的状况，在战后要比战前较好。欲获致这样的胜利，只有两种可能的途径：其一是能够迅速获得结果，其次为虽作长期努力，但在经济上能与国家资源成比例。换言之，必须调节目的以适应手段（The end must be adjusted to the means）。 [ 注：同上书，p．370。 ]



　　由于相信国家决策者（national decision makers）的主要任务即为使目的与手段互相配合，于是又直接引至第二项结论，即大战略所包括的范围远比战略所包括者较为宽广，而非仅为会战的指导。于是李德哈特又说：



　　大战略应计算和发展国家经济资源和人力，以支持战斗兵力。同时还有精神资源，因为培养人民的战斗精神与保有其他具体力量同样重要。大战略也应管制不同军种之间，以及军事与工业之间的权力分配。此外，军事仅为大战略工具中之一种，大战略又必须考虑和使用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道义压力，以削弱对方的意志。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 1967），p．336． ]



　　最后，李德哈特总结指出：



　　战略的眼界是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与战略不一样，大战略的领域大部分还是未知境界（terra incognita），仍然有待于探索和了解。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Hutchinson and co．1932），pp．218–219． ]



　　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来引述李德哈特的言论，是因为目前为止，似乎还未有其他的学者曾经对大战略观念作如此详尽的解释。所以，尽管李德哈特虽未对“大战略”这一名词提供正式的定义，但其贡献仍应予以高度肯定。



　　不过，李德哈特毕竟是前辈，他的时代与我们已有相当距离（他逝世于1970年），所以，他的观念和认知到今天有若干部分已经不合时宜，至少有两点必须特别指明。



　　1．他始终认为战略就是军事战略，其范围以战争为限，其所使用仅为军事工具（手段），这就是他所谓的纯粹战略。至于大战略则为较高级的战略，但其范围仍限于战争，不过手段则非仅限于军事。二者之间有层面的差异，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彼此之间不能通用。



　　2．大战略也像战略一样是用来达到战争的政策目的，这也暗示先有战争，后有战略的传统观念。尽管李德哈特强调大战略的眼光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但他并不曾指明即令在“平时”也应有大战略的运作。因此，他所认知的大战略观念，其范围要比我们现有的认知较为狭窄。



　　与李德哈特齐名，同被尊为20世纪前期两大师之一的富勒将军（J．F．C．Fuller），不仅年长资深，而且与李德哈特的关系是介乎师友之间。富勒不曾写过一本以战略为书名的著作，但并不表示他对战略缺乏研究。事实上，他早在1923年就曾对于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责任作过下述的详尽分析：



　　大战略家的第一职责即为评估其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地位，并发现其优劣之所在。第二，他必须了解其国民的精神特性，其历史、其社会，以及其政府制度。凡此一切的数量和素质都构成军事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大战略家必须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敏锐的战略家。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素质与数量，人力与物力，都同样重要。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Hutchinson and co．，1932），pp．218–219． ]



　　把这一段话与上文中所引述的那一段李德哈特所说的话作一比较，即可以发现富勒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是多么类似。



　　富勒最后的传世之作出版于1961年，书名为《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这个书名似乎比较古老一点，但其内容则完全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战略分析。在其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最发人深省：



　　战争指导，像医道一样，是一种艺术。因为医师的目的是预防（prevent）、治疗（care）或缓和（alleviate）人体的疾病，而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亦为预防、治疗或缓和危害国际体（international body）的战争。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London：Rutgers，1961），p．11． ]



　　李德哈特以战略为书名，其内容以军事战略为主体，对于大战略则只用了一章的篇幅，虽然其分析相当深入，但并非其全书的重心。对比言之，富勒所谓“战争指导”实际上就是大战略，而且把层次提高，范围扩大。其范围不仅限于战争，而且延伸及于平时。其目的不仅为赢得战争而更企图预防战争的发生。因此，其思想的境界似乎要比李德哈特还略高一筹。



　　总而言之，大战略这一名词和观念都是早已存在，其起源则不可考。不过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李德哈特绝非其发明者，尤其是他也并未对“大战略”这个名词提供一个正式的定义。



　　在李德哈特逝世之后，美国预备役海军上校柯林士（John M．Collins），在1973年曾以《大战略：原理写实践》（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为名出版了一本书。严格说来，这一本书的内容实在是杂乱无章，虚有其表。虽以大战略为书名，但书中却混合使用多种不同的名词，尤其是对于大战略这个名词所用的一个定义更是令人难于了解：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mploying national power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to exert desired types and degrees of control over the opposition by applying force，the threat of force，indirect pressures，diplomacy，subterfuge，and other imaginative means to attain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 注：John M．Collins，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U．S．Naval Institute Press，1973），p．14． ]



　　勉强译成中文则为：



　　大战略是在所有一切不同的环境之下，使用国家权力的艺术和科学，其目的为应用武力、武力的威胁、间接压力、外交、诡计，及其他富有想象力足以达到国家安全目标的手段，以对对方施加我方所欲的各种不同种类和程度的控制。



　　此一定义不仅词句繁琐，语意晦涩，而且更有画蛇添足之嫌。一本以大战略为名的书，居然对大战略采取这样一个定义，其水准如何似乎也就不难想见。



　　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美国人一向比欧洲人落后，甚至于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除马汉以外，美国几无合格的战略思想家。不过，天下事总还是有例外。曾经来中国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似乎就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他在1940年代初期还是一位校官，但在当时他的思想即已令人感觉到有先知先觉的意味。他在1943年1月到北非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即已想到：



　　在我们现有的复杂世界中，军事、经济、政治、心理等因素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所以一种远较宽广的战略观念对于生存是有所必要的。 [ 注：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Henry Holt，1958），p．81，79 ]



　　若干年后，魏德迈已官至上将，当他前往美国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演说时，才把上述的观念具体地表达出来：



　　大战略是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到国家政策所界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p．81． ]



　　尽管魏德迈的回忆录是在1958年出版的，但他在书中所用的名词还是大战略，而非美国官方所早已采用的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不过，他对于大战略所用的定义又几乎和官方的国家战略完全一致，甚至他所用的词句更为简明。




国家战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思想几乎可以说大致都是接受英国的引导。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国际地位远在英国之上，于是自然就会产生“耻居人下”的心理，不仅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且更要创造一套自己的名词。因此，美国官方不想再用英国人所惯用的大战略，而另创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新产品，战前及战时都不存在。事实上，这个由美国官方所创出的新名词，一直都不太流行，而且在观念上也与大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CS）1953年再版的《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辞典》（Dictionary of U．S．Military Terms for Joint Usage）对于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有如下述：



　　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到1979年，美国国防部所出版的《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又作了比较简明的界定：



　　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等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后者不仅比前者较简明，而且也较为适当，因为前者所用“武装部队”（armed forces）只是“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的一部分而非其全体。



　　柯林士的书虽无可取，但其所附的战略名词表（Strategic Terminology）中对于国家战略却有一较简洁的定义值得引述：



　　在一切环境之下使用国家权力以达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John M．Collins，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U．S．Naval Institute Press，1973），p．273． ]



　　概括言之，美国官方虽创立了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其目的似乎以表示战略思想的独立性为主，就实质的意义而言，与过去所惯用的大战略并无太多的差异。尽管如此，在美国官方所颁布的名词与以李德哈特为代表的英国惯用名词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几点差异。



　　1．美国名词定义中明确指出包括平时和战时都在内，而李德哈特的观念则仅限于战争。



　　2．美国的定义都确认战略是艺术和科学，而英国人则仅认为战略是艺术。



　　3．美国官方定义中已把“发展”观念包括在内，而不仅限于“使用”，但还是不曾将“分配”的观念纳入，而“分配”仍为李德哈特所独有的观念。



　　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美国文人战略家对于战略的意义，往往都是继续采用狭义的解释，也就是传统的解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军事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应用。尽管美国早已有国家战略这样的名词，他们却很少使用，甚至于也不太重视此种较高层面的战略观念。此种现象到今天还是很普遍。



　　从另一角度来看，所谓国家战略这一套名词、定义，以及其观念架构、思想体系，都是由军方（其最高代表即为JCS）所建构。只有在美国军方所编著的教范和词典中才能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至于民间所出版的书刊，则很难发现国家战略这个名词的存在。甚至与美国国防部关系颇为密切的作者，在其书中也都未使用这个名词。例如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Maxwell D．Taylor）所著的《危险的安全》（Precarious Security），前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所著的《思考国家安全》（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西点军校教授乔丹（Amos A．Jordan）所著的《美国国家安全》（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都是如此。美国文人战略家在思想上如此“武化”，国家战略这个名词如此不受重视，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



　　此外，最近还有人使用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这样的名词。事实上，战略的主题本来就是国家安全，所以也自可不必如此叠床架屋，另创新词。



　　最后，还有人认为大战略是同盟战略，位在国家战略之上，那更是完全错误。首先必须了解所谓国家战略中的国家（national），是指此种战略超越军事范围并把非军事因素包括在内，所以，是在国家政府全面指导之下。换言之，也就是国家阶层的战略，包括所有不同权力的运作都在内。对于军事之外的其他国家权力也是一样，军事、政治、经济、心理、技术等战略都包括在国家战略之内并受其指导。国家有其主权，对于其国家战略保有完全的控制。国家基于其利益，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但国家并未放弃其主权而听命于同盟。所以，国家战略是永恒的，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同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所谓同盟战略只是一种简称，仅代表结盟国家在某种环境之下，对战略所作的合作安排。国家并不一定要与他国结盟，若无同盟，自然也就没有所谓同盟战略。但国家仍有其本身的国家战略，也就是英国人所惯称的大战略。总而言之，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即为欧洲人所早已惯用的大战略，这两个名词之间实际上可以画等号。大战略绝非同盟战略，而同盟只是一种临时安排，也不可能有永久性的战略观念。大战略又并非超越国家战略之上而位置于较高阶层。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名异实同，只不过在出现的时间上有先后之别。




总体战略




　　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是法国已故战略大师博弗尔（André Beaufre）将军所首创的名词。过去，德国的鲁登道夫（Eric Ludendolff，1865–1937）虽曾提倡总体战争（total war）的理论，但从未提到总体战略。 [ 注：关于鲁登道夫的理论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428． ] 很明显，博弗尔在思想上曾受鲁登道夫的影响。当他谈到总体战略时，曾一再提到总体战争。他在其第一本也是传世之作的《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中这样指出：



　　总体战略位于金字塔的顶上，而且也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其任务为决定应如何指导总体战争。



　　在同书同页的注释中，他又说：



　　当应用于总体战争时，我认为总体战略这个名词似乎要比英国人（尤其是李德哈特）所常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所用的国家战略都较为明确。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30． ]



　　博弗尔在战略思想方面一共写了三本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三书”。第一本书为《战略绪论》，已有中译本。第二本书为《吓阻与战略》（Deterrence and Strategy），以分析吓阻与战略之间关系为主旨。第三本书为《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讨论在核阴影之下的行动方针，并构成其思想的总结。很可惜，后两本书迄今尚无中译本，而其第三本对于现代战略的研究颇有价值。



　　博弗尔在作这样的解释时，其词句中有一小毛病，似乎是他本人所不曾注意的。即一再强调总体战略与总体战争的关系，很容易令人误解而以为此种战略仅只适用于战争。事实上，在博弗尔的思想中，所谓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明确界限早已不存在，早在1939年，他就曾经首创平时战争（war in peacetime）的观念。 [ 注：博弗尔在1939年曾发表一篇论文，其命题为《平时战争与希特勒的战略》（La Paix–Guerre on la Strattgie d’ Hitler，Revue des DeuxMondes，15th August，1939）。 ] 他还进一步指出：“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意识的和平可能要一同下葬了。”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04． ]



　　博弗尔在《战略绪论》中并未对总体战略提供明确的定义，但对于战略却曾先后提供两种定义，一种比较具体，而另一种则比较抽象。不过在其第三本书《行动战略》中，又指出那就是总体战略的定义。由此可知在博弗尔的心目中，战略即为总体战略，也可以说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简称，二者实乃义同词异。



　　博弗尔指出：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战略的意义应该是“使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策所指定目标的艺术”。这也是李德哈特在1929年即已形成的定义，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殊少差异。阿龙在其近著中也几乎是照抄旧文章，但他又指出这个定义未免太狭窄，因为它只注意到军事力量。所以，他建议应将其修改如下：



　　使用力量以求对政策所指定目标之达到能作最有效贡献的艺术。（The art of applying force so that it makes the most effective contribution towards achieving the ends set by political policy．）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22． ]



　　博弗尔在其原文中所用“force”一词的意义颇为模糊。固然可以解释为“力”或“力量”，但又常被人认为是专指“武力”而言。若换用“power”（权力）则可以避免此种误解。



　　博弗尔又反过来说，这个定义未免失之过宽，因为对所有一切的战争艺术都能适用。因此，他又提出第二种定义。他认为战略的本质是一种“抽象的互动”（abstract interplay），诚如福煦（Ferdinand Foch）所云，是出自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基于此种理念，战略的定义即为：



　　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间争执的辩论艺术。（The art of the dialectic of two opposing wills using force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30． ]



　　博弗尔认为此一定义具有高度抽象性，适用范围极广，可以作为任何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过，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会感到不易了解。尤其是“dialectic”一词我们译为“辩证”早已成惯例，用在此处实在是很难表达其用意。事实上，博弗尔的用意只是表示双方相互发生影响作用，好像所谓辩证法的程序一样，彼此正反对立而已。



　　博弗尔的总体战略，概括言之，实际上即为美国官方的国家战略。但在用语上反而令人感觉其内涵比较狭窄。博弗尔强调总体战略与总体战争之间的关系，在其思想中实乃重大缺失。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总体战略不一定要用于战争，尤其更不是只用于总体战争。反而言之，虽为总体战争，但也不一定就非用总体战略不可，至少在历史中不难找到例证。



　　此外，博弗尔的思想固然具有高度未来导向，但在其定义中并未提到“发展”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也像李德哈特一样，坚信战略是艺术而非科学，尽管他并非不重视科学方法。最后，他的思想虽与李德哈特有很深的渊源，但他在其战略定义中还是不曾引入“分配”观念，似乎更是美中不足：



　　李德哈特虽可算是20世纪中最先提倡大战略观念的人，但他在此领域中的思想还只能算是处于启蒙的阶段，不仅很空泛，而且也相当肤浅。他只是说明战略与大战略之间有层次之差，但对于大战略并未作有体系的深入研究。博弗尔可谓青出于蓝，其最大贡献即为其对于战略体系运作所作的分析。现在就将其原作节录如下：



　　1．就目标与方法而言，战略为一整体，但应用时必须将其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别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



　　2．战略好像金宇塔（pyramid），有其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但又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所有一切行动之间都有良好协调，并指向同一目标。



　　3．总体战略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它决定每一特殊领域中的目标，并整合其行动。



　　4．位置在总体战略之下，每一领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都各有其“全面战略”（overall strategy），其功能为在此领域中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



　　5．在每一领域之内，又有若干不同的活动，它们也都应有其特殊战略，这也就降到第三层面。在军事领域中早已有德国人所谓的“作战”（operation）。事实上，其他非军事领域中也同样需要此种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p．30–31． ]



　　此种战略金字塔的观念实为博弗尔在战略思想方面的创见，对于思想体系确能发挥澄清作用。不过，其所用名词还是有少许商榷之余地。



　　博弗尔对于每一特殊领域中的战略，称之为全面（overall）战略，这个形容词很易于和总体（total）发生混淆，所以似乎不如改称为分类（categorical）战略较为适当。事实上，博弗尔之所以用全面，其目的本来只是强调此种战略在某一分类领域中提供全面指导，而并非意味着此种指导应超越类别的分界。



　　在军事术语中，“operation”译为“作战”本已成惯例，而且用在军事战略领域中也无任何不妥。不过，若将此一名词推广到非军事领域，仍译为“作战”多少有些不太适当。最近有人将“operation”改译为“运作”，似乎不失为一种较佳的译法。不仅其所表达的意义较为抽象，而且用在非军事领域中也比较自然。所以，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中，都应有其运作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的存在。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换言之，除军事战略之外，其他非军事战略本来均为有名无实，至于各分类之中的实际运作则更是毫无战略之可言。



　　我们现行军事术语把运作战略称为野战战略，似乎是过分狭隘。“野战”二字，严格说来，只能用于陆战，连海战和空战都不适用，若再用在非军事领域中则更是文不对题。英国人过去把作战称为大战术（grand tactics），那更不适当，因为战略与战术各有其不同的性质，自不可混为一谈。




结语




　　讨论至此，似应作一总结。“战略”一词本是军事术语，照逻辑来说，其应用不应超出战争的范围，所以，李德哈特称之为纯（Pure）战略。在战略中所用的为军事手段（工具），故亦称军事战略。从梅齐乐到克劳塞维茨，再到李德哈特，对于战略意义所作的界定都是采取此种传统的解释。但是到今天，仍有人继续坚持此种观念，并包括所谓文人战略家在内。



　　大战略这个名词的出现，开始使传统观念发生改变，承认在战略之上还有较高级的战略。不过，所谓改变者又仅限于下述两点：（1）在战争中除军事手段之外还可以使用非军事手段；（2）视线应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至于大战略本身的应用还是只限于战时，平时并无所谓大战略的存在。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在定义中首先明确地打破了战时与平时之间的分界，确立了平时战略，这种观念值得称赞。此外，其内涵也最完备，可以分述如下：



　　范围：平时、战时。



　　运作：发展、应用。



　　工具：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



　　性质：艺术、科学。



　　惟一美中不足之点仅为在运作方面而未把“分配”列入而已。



　　博弗尔的最大贡献是他的金字塔模式，把战略分为三个层面而又能构成一个整体。此种模式可以图示如下：






　　总体战略居高临下，由点而线，由线而面，透过分类战略，而达到运作战略，构成完整的战略体（strategic body），对于任何环境均能适用，可谓真正的创见。



　　战略、大战略、国家战略、总体战略，四个名词之间，若依照其定义，多少有些差异的存在，不过由于使用日久，这些差异也就不太受到重视，于是在日常使用时，这些名词已几乎变成同义词。



　　目前大家使用战略这个名词时，大致都是作广义的解释，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中才会作狭义的解释，即专指军事战略而言。大战略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名词，今天仍继续为人所惯用，不仅是欧洲人，连美国人也一样，不过在意义上则采取较宽广的解释，即不仅以战时为限。国家战略虽是美国军方所首创，但并不太流行，甚至连美国军人在著作时也不一定使用。总体战略除与总体战争在观念上略有混淆外，应该是一个很适当的名词，但自从博弗尔逝世之后，他的名词，甚至他的思想，也很少有人重视了。学术界也有“人亡政息”的现象，实在很令人感慨。



　　总而言之，在当前战略环境中，这些名词所代表的实为同一观念。但由于使用者的时代、国别和个人好恶有所不同，遂造成同时并用、各说各话的现象。不过因为在观念上已有共识，此种现象最多只带来少许不便，尚不至于导致思想的分歧或混乱。














	

 






	















	







	







	









 





	


	







	








	




	


第02章　现代战略研究




	







	

 



	


	



引言




　　无论就名词或观念而言，战略都有其悠久的源流，但在20世纪中期始出现的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则不仅为新名词，而且也是新观念。在内容上，这两个名词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差异。战略研究虽只有五十年还不到的历史，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域（academic field），并且在大学校园中形成一种新的学科（discipline）。目前在国内虽常有人高谈战略，但对于战略研究不仅乏人问津，甚至学术界和教育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战略研究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工作，绝非一般纸上谈兵之士所想象的那样轻松简单。



　　1958年，“国际战略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伦敦成立，这是此一名词的首次正式使用。该学会首任会长巴肯（Alastair Buchan）对这个名词所作的解释为：



　　对于在冲突情况中如何使用武力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in conflict situation，） [ 注：Philippe Gariclue，“Strategic Studies as Theory”，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 1979），p．277。 ]



　　简言之，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还是仅以军事为范围。不过，以后范围又逐渐扩大，不再仅以军事和武力为限，而把许多有关国际事务的问题都包括在内。



　　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成立十年之后，其创始人之一布尔（Hedley Bull）对于战略研究的性质曾综述如下：



　　战略研究不再仅注意对战争的有效指导，不再只是军人的专利，它具有抽象和推测的性质，并显示出高度的技术化倾向。 [ 注：Hedley Bull，“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World Politics（July 1968）p．605． ]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战略研究终于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成为高级学府中的一门学科。从传统的战略观念，到现代的战略研究，其间的过程相当艰辛，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也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即使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尚不知有战略研究这样一种学域之存在，或不了解战略研究与传统意识的战略之间有何种关系及异同。



　　首先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域，战略研究的确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观念。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已有战略、战略家、战略思想之存在，但严格地说，却并无真正的战略研究。美国已故战略思想家布罗迪（Bernard Brodie）曾经这样慨乎言之：



　　当我们就战争问题向过去寻求智慧时，可以立即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以战略为主题的著作是何其稀少。过去不乏伟大将才，军事史中也充满辉煌战绩，但成为对比者则为战略理论著作有如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所以极少数理论家也就变得物以稀为贵了。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p．452． ]



　　古代战略家几乎都是名将，西方历史中被尊称为“四大名将”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撤、拿破仑，都可作为典型。他们的成就都只是立功而非立言，也都无任何著作传世。反而言之，有著作传世而被后世认定为战略思想家的人大致都并非名将。克劳塞维茨即为最明显的例证。他虽有《战争论》传世，但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却很平凡。



　　诚如布罗迪所云，真正的战略思想家是少之又少，而能够把个别的战略观念，综合成为有体系的理论者则更屈指可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若米尼的《战争艺术》出版于1839年。因此，可以证明比较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战略著作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西方出版的战略著作还是很少，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赶得上克劳塞维茨的水准。无怪乎博弗尔在其书中讨论传统军事战略时，曾经有下述的感想：



　　对于传统军事战略，应该是有最佳的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2． ]



　　所谓传统战略，也就是古典战略，其最大弱点即为理论零碎（theoretical fragmentation），观念空洞（conceptual vagueness），甚至到今天也仍然如此。简言之，过去所出版的战略著作大致都缺乏理论基础，也都未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 注：Philippe Garique，“Strategic Studies as Theory”，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 1979），p．258．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把人类送入核时代，而且对战略思想也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冲击，在战略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可以说真正的战略研究是从这时才开始萌芽。过去，战略是军人的专利品，非军人而从事战略思考或著作者，即所谓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只能算是特殊的例外。战略所包括的范围仅限于战争，所使用的工具仅限于武力。所以，这个名词是军事术语，在非军事领域中很少使用，最多也只能算是假借，到今天，这种传统的认知仍然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过去战略家者几乎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其中虽有极少数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但也都曾充任军职，或参加战争，例如若米尼。这些人又并非以研究战略为其专业。有些人是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著作，例如希里芬和福煦，有些人则因为仕途不得意才退而著书，例如克劳塞维茨和富勒。这些传统战略家大致都是独来独往，无所师承。其治学方式，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其最高学术成就即为能成一家之言。



　　那些研究战略的人几乎都是先有经验而后有思考，其著作都是以实用为主，很少深入到理论的深度。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战略根本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即令有少许著作能有足够的深度和完整的系统，还是不会受到正统学人的重视或认同。因此，战略也就永远被排斥在学术之宫的门外，这样的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新学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核时代来临，旧有情况发生巨变，战略研究始异军突起，形成新的独立学域，虽然还是以传统的战略为其源头，但却能发扬光大，超出过去的范围，开拓新的园地。为何核时代会有战略研究新学域出现？其理由和过程可以解释如下：



　　1．核时代的开启在战略领域中带来许多新问题，使其范围变得比过去远较宽广，性质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欲解决这些新问题，仅凭旧有的传统观念，显然是不够，必须另觅新的途径。自从战略观念把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之后，现代战略的思与行也就早已不是职业军人所能垄断。至少可以说，对于战略的研究，军人的学识和经验已经不再是惟一的必要基础。



　　2．要想解决新问题，则又必须有新人才。现代战略领域中真是人才辈出，尤其是他们的出身更是复杂。其中虽然也还有职业军人，但文人却有后来居上之势。现代战略研究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新的学域，文人战略家之功实不可没。大致说来，他们都非军事院校毕业，而且也几乎都无战争经验。反而言之，他们尚未从事战略研究工作之前，又多已学有专长，并获得高级学位。近数十年来，参加战略工作的学者真已多如过江之鲫。此种现象又并非仅限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整个世界对战略问题深感兴趣的学者也日益众多。事实上，若无文人战略家，则新的战略研究即可能无法推动，反而言之，战略研究的发展又足以鼓励更多的学者投入此一学域，并积极培养新人才。



　　3．新人才之所以能作出重大贡献并深受重视，其主因是他们不仅能把新的理念引入战略领域，而且还更能使用新的方法和工具进行研究，解决问题。新方法的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已开始，不过其范围只限于作战的层面，尚未能达到较高级的战略层面。例如所谓作业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简称OR）对于反潜战曾作出重大贡献。核时代的来临使战略领域突然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于是新的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文人战略家一同涌入此一领域。由于拥有新方法，并且还使用新工具（主要代表为电脑），文人战略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同时带来一种新的发展。职业军人也不甘落后，开始到高级学府去继续深造，这样也就会培养出真正的文武全才。此种文武整合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并将会对战略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4．在此种趋势之下，战略研究又必然会走向集体化的方向。在此种范围广大、内容复杂、问题繁多的新学域中，任何人无论天资多高，用力多勤，也还是不能包办所有一切的工作。现代战略研究必须有赖于群策群力，这样又带来新的组织问题。今天至少已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战略研究机构之存在：（1）政府本身所主办的研究机构，（2）替政府或企业承包研发业务的民间研究组织，（3）大学中的研究院所。组织上的分工合作，使研究范围扩大，层次提高，尤其是精深的程度实非古典战略家所能想象。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即可以解释古典战略与现代战略研究虽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同一主题，但在范围上、内容上、层次上、深度上，还是都有相当重要的差异。有人以为战略研究并无任何奥妙，只不过是把新酒瓶装旧酒而已。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现代战略研究不仅面对的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而且在人才、方法、工具、组织上更有其特殊的要求。其中又以组织最为重要，必须先有适当的组织，然后研究工作始能顺利展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开拓新境界和建立新学域。



　　战略研究组织的发展和演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政府中的组织，其次是民间的组织，最后才是学府中的组织。三者固然各有其不同的任务，但彼此间还是密切相关，分工合作。必须如此，始能对战略研究作出适当的贡献。



　　所有的政府，无分古今中外，就本质而言，都是一个大官僚体系，由不同层级的官吏所组成。他们都长于办公，短于思考，尤其是面对史无前例的新问题，自然会缺乏适当的解决能力。因此每当政府面对新的问题时，若希望其官僚体系能够很顺利地提供解答，一定会大感失望。尤其是战略领域中的新问题，更是完全超出那些官吏的学识和能力的限度。



　　最初，政府还是依照老办法，命令其公务员把战略问题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其结果自然是答非所问。于是进一步的考虑即为在官僚体系之内成立研究单位，来负责新问题的思考和求解。但是受到官僚体系的传统影响，这种研究单位往往有名无实，并不能发挥其理想的功效。简言之，做官是一件事，治学又是一件事。官僚不可能从事研究工作，而研究组织也不能官僚化。因此，除非有特殊的理由，例如保密，才不得已把研究单位纳入官僚架构之内。



　　由于在政府体系之内设立战略研究机构，所能发挥的功效颇为有限，所以必须另觅途径。于是政府开始寻求与民间学者的合作，成立民间机构，改用“包工”的方式，来替政府从事战略研究。其主要目的即为对官僚体系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提供适当的答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科学家都曾出力帮助政府解决战争中所面临的难题。不过其范围都是仅限于作战层面的技术问题，而尚未达到战略层面。战后进入核时代，作为超强的美国在面对新的环境时，也就自然会把战时的经验加以改进应用。也许最早通过此种方式来为美国政府从事有关核时代军事问题研究的机构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 注：“RAND”为“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发展）的缩写，“兰德”为我们所已惯用的音译。“Corporation”本应译为“财团法人”，但通常都译为“公司”。事实上，公司只是财团法人中之一种。 ] 。它在组织上采取民营事业的形式，但却接受美国空军的资助。



　　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此种民营战略研究机构在美国的发展有如雨后春笋，而其他的西方国家也群起效尤。最初，其工作仅限于接受政府委托，从事专案研究。但不久之后，又开始进行其本身的独立研究。



　　当民间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之际，文人战略家也随之红极一时。在1960年代中，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新方法来替美国当局分析有关核战略的难题，并提供传统战略家所难以想象的解答。文人战略家在此阶段中的成就，至少有一部分满足了美国国防部的迫切需要，而且也使不懂得这一套科学把戏的军人，不敢以战略家自居。等到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出任国防部长时，他又把那些出身“RAND”的青年才俊带入五角大楼。这可以算是科学战略家（scientific strategists）的全盛时期。



　　此种号称智囊团（think tank）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虽然能满足政府决策者的需要，替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但仅凭此种成就，还是不足以使战略研究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直到1970年代，战略研究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于是以纯粹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的的院、所、科、系纷纷成立。战略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才逐渐趋于稳固。尽管如此，甚至于到今天还有人继续表示出怀疑的态度。



　　有人指出战略研究不符合传统大学学科（conventional university discipline）的典型。实际上，这只是代表狭隘的眼光和落伍的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学问都不符合传统典型，但都已毫无疑问地取得学科的地位。然则如何始能被公认为一学科？著名的经济学家博尔丁（Krenneth Boulding）对于某一新学科的建立，曾经提出下述的简单测试标准：



　　也许一个学科必须通过三种测试：它是否已有一个书目（bibliography）？你能否在其中开设课程？你能否就其内容举行考试？也许还应加上第四项标准，它是否已有任何专门化的期刊？如果这四项条件都能符合，则其取得学科的地位即应属毫无疑问。 [ 注：Kenneth Boulding，“Future Directions in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22，1978），pp．342–344． ]



　　假使根据这四种标准来测试，我们也就可以列举下述各项事实，以证明战略研究的确已经具备构成一门新学科的资格。



　　1．诚如我们所早已指出，在先核（pre–nuclear）时代，理论性的战略著作非常稀少。但自从世界进入核时代之后，此种情况即已完全改变。战略理论著作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阿龙在其所著《现代战略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一文中曾经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敢于宣称，他对于1945年以来，在美国所出版的有关战略问题的文献都能完全吸收。至于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出版者更不在话下。”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Alastair Buchan（Praeger，1970），p．13． ] 阿龙所云是指1970年代初期而言，与今天已有一段距离。假使在2000年想替20世纪后期的战略文献编一完整书目，那可能将是一本厚达数百页的大书。



　　2．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大学中开设有关战略研究的课程早已非常普遍。这些课程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内容则大致相同，都是以战略研究为主题。而且这类课程的开设又非仅限于专设的研究所，甚至在大学本部的国际关系或政治等科系中也常设有这一类的课程。



　　3．研究生可以在战略研究范围之内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国际关系、外交、政治等科系的研究生，也可能从事有关战略问题的研究。所以对于战略理论或问题的课程，可以举行考试，自然是不成问题。



　　4．目前世界上专以战略研究为主题的期刊已经不少。以美国为例，即已有《战略评论》（Strategic Review）、《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等。英国也有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出版的《生存》（Survival）季刊，此外还有直接以战略研究为名的《战略研究》（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至于其他以军事、外交、国际关系为主题的期刊，也都经常刊载与战略研究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论文。所以，博尔丁所列举的四种测试标准是都已完全达到。战略研究在大学校园中有资格取得与任何其他学科完全平等的地位，照理说，是不应该再有争议。




理论体系




　　过去的古典战略家始终是以战争和军事为其思考和行动的范围，到今天，还有人谨守此种传统界限。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仍为未知领域，有待于探勘和了解。”虽然在传统战略领域中，也不乏伟大思想家之存在，但他们似乎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而且也很少能对治学之道提供普遍的经验。



　　简言之，过去的战略大师都是天才，其经典之作也高度艺术化，但都只能供后人欣赏，很难学习。它代表神来之笔，既无法教授，也没有研究方法，因此，战略也就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也不能在大学校园中占一席之地。这正是古典战略的最大弱点，而此种弱点又限制了其发展和应用。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早已显示传统战略思想有许多观念都已赶不上时代的进步。核武器的出现，冷战时期的来临，更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那超出了传统战略所能应付的限度，而必须采取新的途径，然后始有求得解决的可能。于是，战略研究遂脱颖而出，后来者居上。



　　传统战略家的思想和著作缺乏理论基础，其本身也多不能构成有系统的理论。所以，从现代观点来看，那自然是不能列入学术之林。对比言之，当前的战略研究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更进一步，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其基本目的。这又似乎有解释之必要。成立战略研究机构，本是为了对核时代的新问题寻求解答，为何又会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基本目的？



　　这的确是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理论，其次必须了解理论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有何重要性，然后始能解释战略研究为何要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其基本目的。



　　任何学术研究，其原始动机都是求知。我国“兵圣”孙子深明此理，从其十三篇中即可发现他是把“知”列为其在为学时所追求的第一目标。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 ] 现代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似乎也都像孙子一样地重视求知。理论是什么？理论即为一种求知的工具（intellectual tool）。它组织知识，决定其导向，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排列研究的优先顺序。理论使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得以有秩序地应用。当理论变得日益具有综合性时，也就能够使不同领域中的知识得以整合，并且增强学者了解和解释现实的能力。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rper and Row，1981），p．23． ]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具有非功利主义倾向的工作，学者若无对知识的热爱，则不可能有所成就。进一步说，若无必要的理论知识，也就很难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当学者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就会发现某些问题的解答似乎自然成为其工作的副产品。



　　古典战略家之中，克劳塞维茨实不愧为先知先觉。他曾指出：“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理想，否则它们就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他又说：“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上研究战略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能照亮其前途，加速其进步，磨练其判断，并帮助其避免陷阱。”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9），p．132，141． ]



　　不过，理论并非准则（doctrine），也非公式（formula）。理论的功用不是教人怎样做，而是教人怎样想。理论只是提供概括的假设，而并不提供固定的结论。博弗尔曾经明确指出：



　　战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为整理事象，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不同的情况应有不同的战略。此乃基本真理（basic truth）。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 ]



　　任何学术的研究都必须以理论为基础，都必须建立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否则便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并被排斥在学府门外。最初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都是各凭其专长，而投入此一行业。其工作仅限于向政府当局提供意见，以备咨询。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感觉到有增强理论基础、扩大研究范围之必要。于是其工作也就日益集体化、多元化，并同时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替政府包工，而且更从事自主的研究。最后，由于学术合作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又进一步向学术之宫进军，并企图在大学校园中建立新基地。到了这个阶段，战略研究的学术化已经完成，并被公认为独立学域或学科。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代战略研究已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之内，又可分五大类，虽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但彼此之间又互赖互动，并整合成为一体。



　　1．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其内容为研究者所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其来源是出自经验，并包括他人的经验在内，而后者又常已被整合为历史。



　　2．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其内容为根据某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知识。换言之，此种知识受到某种规范的限制。



　　3．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其内容为根据合于理性（逻辑）的分析而获致的结论。这也是科学化的理论，为学术研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4．推测理论（speculative theory）。其内容为对于现在尚不存在的事实所作的推测（speculation）。战略研究并非纯正科学，不具有预测（prediction）能力。不过，虽不能对于未来作出精确的预测，但对于未来的趋势还是可能作出大致合理的推测。比较精确的推测又可称之为预报（forecast）。



　　5．实用理论（useful theory）。被公认为真实（true）的理论不一定有用，而有用的理论也可能并不真实。人类往往会相信或盲从某种理论，但经过思考和研究之后，却会发现其错误的一面。人类对于其所不知的事物有寻求解释的迫切心理需要，但对于解释的真伪则又很难断定。因此，在提供理论时往往会重视其实用价值而忽视真伪之别。



　　上述五者又并非严格或硬性的分类，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常同时具有几种性质或功能，而且相互沟通，几乎不可分。因此，从理论的分类上来看，战略研究确为一种科际整合的学域。



　　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主要贡献又可分为三点：（1）理论能够简化（simplify）复杂的现实，不过又必须避免过分简化（over simplification）；（2）理论能够推广（generalize）所获得的结论，不过又必须避免过分推广（over generalization）；（3）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求新”的工具（heuristic device），使研究者保持敏锐的眼光，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看法。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理论的本身也许并不重要，甚或还有错误，但若能透过它而获得新的途径或新的解答，至少也可以算是功过相抵。 [ 注：Patrick M．Morgan，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Transaction Books，1981），p．1，5． ]




科学方法




　　为何现代战略家能建构理论体系，其主因即为他们有古典战略家所未有的研究方法。不要小看了方法学（methodology），现代各种学术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主要都应归于研究方法的改进。简言之，也就是能够使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要想了解什么是科学方法，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科学。事实上，科学与科学方法并无标准定义。采取最广义的解释，科学即为有系统的知识和发现新知识的途径。拉斯特鲁奇（Carlo Lastrucci）所提出的定义也许要算是相当适当：



　　科学可以界定为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法，其设计足以容许可信赖知识的累积。（Science may be defined as an objective，logical，and systematic method of analysis of phenomena，devised to permit the accumulation of reliable knowledge．）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s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6． ]



　　依照此一定义的前段，则只要研究方法合于客观、逻辑、有系统三种条件，即可以取得科学的资格。因此，要想确定某种学问是否为科学，其所依据的标准不是其内容，而是其研究方法。



　　不过，若再依照此一定义的后段，则又还要加上另一条件，即其设计应能累积可信赖的知识。何谓“可信赖”，其意义即为此种知识可以作为预测的依据。仅当其知识可信赖且又具有预测能力时，这种学问才可以算是正确的（exact）或纯粹的科学。



　　这当然是比较严格的标准。事实上，今天有许多号称科学的学问都并不具有预测能力。大致说来，所有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都不具有预测能力，甚至在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领域中，也并非每一种科学都有预测能力。举例言之，气象学就属于这一类。所以，气象学家对于未来天气的变化，所能提供的只是“预报”（forecast）而非“预测”。



　　基于上述的定义和解释，可以认定所谓科学者，实际上具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任何学问只要使用科学方法即可称为科学；就狭义而言，则必须具有预测能力，才能算是纯正的科学。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是一种广义的科学，还可以将其视为社会科学大分类中之一类。



　　不过，又必须指明所谓科学者仅以战略研究为其范围，而并非意味着战略本身也是科学。战略本身是艺术而非科学，但以战略为研究主题的战略研究却可以算是广义的科学。战略研究虽以战略为源头，但在内容上与传统战略有相当差异，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因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对国家战略的定义中说它是艺术也是科学，实颇有检讨之必要。



　　首先要提出两个问题：（1）战略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2）战略是否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两个问题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论，但实际上，那些争论都是由于误解而引起，答案很简单，而且也无争论之必要。



　　就其本质而言，战略是艺术，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艺术，又是常见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证。绘画是艺术，但画家必须了解投影几何学的原理，而那却是科学。作曲是艺术，但即令是贝多芬也不能全凭天才，必须学习必要的基本音乐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一首交响乐。依此同理，尽管战略的本质是艺术，但研究战略可以使用科学方法，又应该是毫无疑问。



　　尝试使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战略的人是古已有之，而此种尝试，又经常受到反对或驳斥。也许第一位作此种尝试的人是18世纪末叶的普鲁士战略思想家比洛（Heinrich Billow）。他企图在战略领域中利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解释和预测的工具。换言之，他是希望把战略变成科学，但他的理论实在很粗浅，所以受到了19世纪两位大师的驳斥。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80–184。 ]



　　若米尼说：“最戕贼天才和最容易误事的，莫过于那些书卷气过重的理论。其基础为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其中一切都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决定。” [ 注：若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p．16。 ] 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略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接受数学分析的力量，只要是我们的智慧所能发现的一切能为军人服务的资源，也都应一律纳入军事艺术的范围。”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148． ]



　　概括地说，克劳塞维茨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曾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他又说：“任何艺术的理论都可能包括若干个别科学在内。”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10． ] 因此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实在是非常现代化。他不但不反对科学方法，而且对于科学方法的使用也很内行。《战争论》的第二篇第五章专论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实际上那也正是一种科学方法。



　　自从克劳塞维茨之后，西方战略思想的进步即相当迟缓，战略著作固然已经很少，而其内容又是教条多于理论，直到20世纪前期似乎也仍然如此。不过，到1950年代后期，却开始出现转机，科学方法的引用，理论体系的建立，可谓相得益彰，遂使现代化的战略研究能够突破传统的境界，而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



　　最初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受到重视的科学方法即所谓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由麦克纳马拉引入美国国防部而大行其道，其结果是PPBS（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System）预算制度的推行。当时也有很多知名之士表示反对，认为此种科学方法并不适当，甚至有害无益。诚然，任何方法或制度都非毫无缺点，但又不应因此完全否定其价值。布罗迪的意见似乎是持平之论：



　　系统化的现代方法通常都能产生比较可以信赖的结果，而且在许多种类的问题上也不可缺少。在适当的应用之下，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此种战略算术（strategic arithmetic）。诚然，数学化推理的结论应能用非数学方式来表达或解释，但还是必须首先进行数量化的分析。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p．462． ]



　　很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孙子在2500年以前，早已有与布罗迪类似的看法。孙子在“计”篇中提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观念，“计”就是量度（measurement），也就是数量化的分析。“索其情”就是判断（judgment），也就是非数学方式的解释，用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孙子坚持先作量化的比较，然后再作非量化的判断，可以显示其重视科学方法的精神，的确是超越时代，值得后世敬佩。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p．43。 ]



　　有人批评现代战略研究过分重视逻辑和系统，于是也就会有忽视战略问题的非理性方面的毛病。此种批评实乃似是而非。诚然，战略研究者不应忽视非理性因素，但又不应因此就不用科学方法，或认为其分析可以不合理。事实上，非理性或不确定因素在现代战略研究中所受到的重视，其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其原因是在方法学中已经吸收了许多新观念，遂使战略研究在实质上变得更多彩多姿。最重要的是决策（decision–making）理论的引进，使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都受到新的重视。而所谓MSG（Models，Simulations and Games）技术的采用，也使研究工作更接近现实。再加上资讯科学的发展，电脑的进步，更使战略研究在方法上达到过去所难以想象的境界。



　　不过，尽管战略研究在方法上、工具上都已高度科学化，但战略本身仍然还是艺术。固然有人企图建构一种战略科学（a science of strategy），但那似乎是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实际上也更是徒劳无益。我们还是引述布罗迪的话来作为结束：



　　今天有人希望创立一种真正的战略科学，充满不变的原则。但此种愿望只表示他们对于主题的本身具有根本误解。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p．451． ]




结语




　　综而言之，经由学科间整合的路线，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战略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能使他们达成下述四种任务：



　　1．整合（integration）。对于已有的资讯能作有效的整合处理。对于性质加以分类（classification），对于观念加以澄清（clarification），然后建立完整适当的资料库（data base），以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



　　2．解释（explanation）。对于已经存在的事实和现象，包括历史经验在内，现代战略研究者应能提供合理而有意义的解释。换言之，对于现实不至于产生错误的认知。



　　3．推测（speculation）。战略研究并非纯正科学，自不具有预测能力。简言之，即不能预告未来的事情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但也像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是能够作出相当可靠的推测。资料库愈充实，对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解释愈精确，则对未来发展的推测也愈可信赖。



　　4．处方（prescription）。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与医道相同。一位医师医学高明，诊断正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开出有效的药方，必须如此始能药到病除。战略家也一样，尽管他对于世局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精确的推测，但若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计划、解答），则还是不会有人三顾茅庐来向他求教。



　　因此，现代战略研究在半个世纪之内，发展成为独立学域，并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各国政府的尊重，并非没有理由。从冷战开始（1947）到冷战结束（1991），战略研究在这一段时间内，蓬勃地发展：研究机构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研究人才的培养更令人感到后生可畏。此种现象的形成，似可归之于下述两种原因：



　　1．政策需要（policy need）。冷战期间，东西对抗，各大国均有其假想敌，其国家安全也经常受到威胁。所以，各国政府对于战略环境的评估、战略知识的积累，都无不深表重视。政策制定者又都知道除非聘请战略学者充当顾问，否则不能发现其本身的无知和错误。简言之，决策的需要，政府必须仰赖文人战略家的协助。



　　2．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的进步真是日行千里，尤其是在某些方面，已经对全球环境、人类生活产生了莫大的冲击。此种冲击在政策领域中形成若干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迫使官僚体系不得不向专家学者寻求援助，否则面对不断的技术创新，不但不能获致利益，反将坐受其害。



　　过去在所谓平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很少考虑到战略问题，而所谓战略，又几乎都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即仅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大家对于战略都已逐渐采取广义的解释，而且在平时，战略与政策也都已结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客官僚必须求教于战略学者。用商业术语来表示，战略研究这种行业似乎已成卖方市场（seller‘s market），战略专识（strategic expertise）的需求是远超过供应。战略研究遂成为非常热门的学域，战略学者也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1991年苏联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战略家可能即将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说法虽只能算是笑话，但也显示出一般美国人是如何无知。冷战虽已结束，但后冷战世界并未变得比过去较为安全或安定。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甚至要比两极化的国际环境还更复杂多变，并且将会带来更多新的难题。各国政府在决策时由于无成例可循，也许就更需要战略研究学者和机构提供建议，以帮助他们了解新的环境，采取适当行动。



　　因此，在后冷战情况中，战略家不但不必害怕失业，反而可能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当然，战略家也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在新的战略环境中，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引进新的工具。尤其是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之际，人脑更必须与电脑作不断的激烈竞赛。



　　西方古谚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在今天的世界上，知识不仅是有力（powerful），而且本身即为一种权力（Knowledge is the power）。战略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知识，换言之，亦即为创造权力，诚如曾在美国国防部中任职的安德鲁斯（D’uane Andrews）所指出，信息已经是一种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sts）。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将会比冷战时期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达到真正的大战略的境界。其目的有如李德哈特早已预言的，不是想要赢得战争，而是想要获致较好的和平。这又正符合孙子永恒的教训：全国为上，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第03章　战略研究的基本假定




	







	

 



	


	



引言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足以传世的战略理论著作还有如风毛麟角。具有现代意义的战略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尚未萌芽。但自从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战略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以战争和军事为其范围，也不再是可以容许职业军人垄断的领域。诚如李德哈特在1960年所说：



　　战略的旧观念和旧定义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变得不仅已经陈旧，而且也已毫无意义。若再以赢得战争、获致胜利为目的，实则无异于疯狂。 [ 注：B．H．Liddell–Hart，Deterrent or Defense（London：Stevens，1960），p．66． ]



　　大致说来，从1950年代开始，战略研究即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学域，目前在全世界以研究战略为专业的人，不仅在数量上相当众多，在素质上更已有空前的改变和提升。战略这一门行业居然如此发达，对于世界前途而言，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战略所关心的主题为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都在内。战略研究的专家愈多，战略教育愈普及，则整个世界也就应该会因此而愈趋于安全和安定。反而言之，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无知即为送命的错误。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战略研究的范围已经如此扩大，其内容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从事此种工作的人员和机构又已经如此众多，所以在此领域中可能产生若干困难，甚至导致不利的后果。最显而易见的危险即为同行之间在意见沟通上会发生困难，并因此引起误认或曲解，还可能造成其他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正当战略领域迅速扩张之际，战略家，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战略思想家，在他们之间实有建立一种共识（consensus）之必要。换言之，当他们在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前，在思想领域中必须先有若干共同观念，以作为基线（base line）。



　　此种共同观念，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一种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此种假定应该是先验性的，所以也就无须求证，但事实上，此种共识还是经由经验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在战略研究的学域中，早已走向集体化和多元化的途径。不同的人员和组织经常各有其不同的努力目标：或为理论的探求，或为问题的解决，或为计划的作为，或为人才的培养，但彼此之间又必须分工合作。因此，共同的基本假定也就成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也许最重要的即为所有的工作者在开始其工作之前，以及在其工作过程之中，都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心态，即对于一切外在事物或环境，都必须具有类似的认知（perception）。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此种要求尤其重要。若无此种基本假定之存在，则对战略研究也就根本不可能建构理论体系，自然不可能进入大学之门并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



　　概括地说，作为一个战略家，尤其是现代战略家，在思想领域中至少应保持若干共识，来作为其工作的基本假定。尽管结论可能会有差异，但其假定却应彼此一致。因此，战略家之间在思想上能用同样的波长（same wavelength）交换讯息，即令彼此意见不一致，但在沟通上还是不会发生误解。



　　基于经验的评估，逻辑的推断，可以发现在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确已有其作为基本假定的若干共识之存在。现在就逐项讨论如下。




国家意识




　　在人类的社会组织中，国家（state）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和实体。甚至在有正式历史记录之前，原始化的国家也许早已存在。既有国家之存在，则国与国之间也就一定会有关系出现。所谓关系，大致又可分为和战两途，因此，战争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事务。首先对于此种事实作理论化阐明的人可能即为我国的孙子，他在其十三篇的第一篇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孙子所说的“兵”具有多种意义，包括现代语言中的战争、国防、战略等。为什么“兵”是国之大事？孙子曾作非常简明扼要的解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为战争是决定人民生死的场所（地），决定国家存亡的途径（道），所以自然要算是国之大事。既然是如此重大的事务，孙子才会明确指出“不可不察也”，简言之，即为对于战争（包括战略）是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考虑（察）。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p．41–42。 ]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认同孙子的意见，所以，在战略领域中，“国家至上”的观念也就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基本假定。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人类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其最基本的解释即为这是“存亡之道”，任何现代国家在列举其基本价值（values）时，也都无不把生存（survival）列为首要项目之一。如果国之不存，则所有一切的价值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一切的利益也都将化为乌有。



　　尽管有史以来，国家观念即早已存在，但国家本身在形式和实质上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举例言之，在古代的希腊是以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s）为主流，而在近代世界中，几乎所有一切的国家都已经变成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于是民族与国家在一般的使用中也就几乎变成了同义词，因此也就很容易导致名词和观念的混淆。



　　首先必须指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民族与国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仅在近代的西方始有民族国家之形成。但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在当前的世界中扮演主角，所以民族与国家也就事实上不可分。于是只有在非常严格的学术分类中，才有辨别二者之间差异的必要。



　　在英语中许多本应为“state”的形容词，也往往与“national”通用。因为从西方现代人的眼中看来，他们的民族就是国家，所以自无区分之必要。譬如说，“national interest”本应译为民族利益，但实际上也正是国家利益。不过，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对于同样的“national”，却又必须注意其两种不同的意义。“national interest”必须译为国家利益，除非那是指国家之内某些个别民族的利益而言，始可译为民族利益。“nationalism”应译为民族主义而不应译为国家主义，因为那是代表民族要求独立建国的意愿，甚至是代表民族扩张其生存空间的野心。



　　我们现在所要分析的“国家共识”之中的国家，是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不同形式或性质的国家都包括在内，而非仅以民族国家为限。因此，我们对于“nation”是采取广义的解释，即为国家，而非采取狭义的解释，即以民族为限。这样的国家意识是古已有之，并且也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早已形成一种传统观念。



　　虽然如此，但在传统战略思想领域中还是缺乏其必要的理论基础。直到核时代的来临，战略研究新学域的出现，此种现象才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现代战略家都已认清必须首先建构理论体系，然后始能解决新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不过，要想迅速有效地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又绝非易事，但非常侥幸，恰好有另外一个新学域，那就是所谓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同样的工作。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时间上比较领先，所以当战略研究学者试图在其学域中建立理论基础时，自然会以国际关系的经验为借鉴，甚至可以说是范例。



　　当然，这又并非认为战略研究只是国际关系学域中的一个分支，而是认为这两个学域的发展在时间上虽有先后之差，但彼此之间还是有密切关系之存在。事实上，此种关系的存在非仅限于现代，还可以回溯到远古。因此，在尚未谈到本题之前，又应首先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作一概括的阐述。



　　西方学术思想的演进，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即大致采取两条平行的路线，其一为历史，其二为哲学，彼此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基本差异。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为人事的经常变动，即所谓“人事无常”；历史学家也企图解释个别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所采取的则为叙述的方式。在另一方面，哲学家所寻求的目标是人类经验中的不变因素。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致说来，都是以哲学为其根源，而逐渐演变形成的。



　　不过，有关国际关系的学问，就传统而言，却又是以历史的研究为其根源。到20世纪，才逐渐有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视为一种社会科学。所以，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有其比较特殊的思想根源。像社会学、政治学这一类的社会科学，其思想根源可以回溯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国际关系则应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为其思想根源。修昔底德不仅是哲学家，而更是史学家，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到今天仍为任何国际关系学者所必须熟读的经典。 [ 注：R．C．Kent and G．P．Nielsson ed．，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France Pinter，1980），pp．I–Ⅱ． ]



　　这样的演进路线对于战略思想的发展也完全适用。在整个先核时代，所有一切研究战略的人几乎都无一不视历史为其根本。修斯底德一直都被认为是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而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也被尊称为西方第一部战略经典。简言之，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两个学域不仅有其共同的根源，而且也有其类似的发展。



　　今天，国际关系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广大的学域，其中学派前后不下十余种之多，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更是不可胜数。但此种蓬勃发展的现象只是最近才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关系仍无有系统理论之可言。固然从远古开始即早有外交家（diplomats）的存在，但他们也像传统战略家一样，是行动多于思考，实践多于理想。即令已有若干理论，还是散布在许多不同的资料之内。诚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云：“国际关系理论分散、无系统，而且大部分是外行人所不能了解的。” [ 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ril，1980），p．17． ] 惟一值得称道的即为所谓权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的观念。但事实上，那又常仅为外交家的微妙运用，与学术研究殊少关系。严格地说，只能算是经验的累积，而并非真正的理论。



　　概括言之，从1643年到1914年，这一段时间在欧洲历史中可以算是外交、权力平衡、同盟和国际法的黄金时代。所有一切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几乎都是以外交史和国际法为焦点，似乎很少有人以国际体系的本身来作为研究对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科才开始萌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有少数国际关系教科书出版，尝试把有关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战略等因素的知识融为一体，并企图用此种方法来建立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现状、各国外交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国际关系这一门学问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取得正式学科的地位。



　　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在大学中仍为冷门学科，一直未能受到广泛的承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一学域才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原因可能有二：（1）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刺激，使人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关切日益增加。（2）在此学域中的研究方法有长足的进步，有利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成长。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 ]



　　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之中，所谓现实学派（realist school）遂脱颖而出，并且一枝独秀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到 1960年代中期为止，整整三十年间，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学域是受到现实学派的支配，而尤以1950年代为其全盛期。



　　在此阶段中，可谓名家辈出，而被尊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则为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他虽然早已逝世，但其传世之作《国际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到今天仍被公认为此一学域中的经典。摩根索对于现实主义（realism）的理论曾提出六大原则：



　　1．政治关系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此种规律的根源又深入在人性之中。



　　2．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则又被界定为权力，一切历史经验都可证明此种假定的正确。



　　3．国家利益即为国家生存，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为最高观念。



　　4．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应用于国家的行动，它必须适应具体的时空环境。



　　5．政治现实主义不认为个别国家的道德意愿与管制宇宙的道德律完全一致。



　　6．政治领域有其自主权，政治行动必须根据政治标准来判断。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9–100． ]



　　摩根索的这套原则迄今仍为现实学派所接受。其思想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观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而此二者又几乎已成同义词，因为照摩根索的想法：“利益可能被界定为权力。”（Interest may be defined as Power）所以，他总结说：“政策所追求者不外乎保持权力，增大权力，表现权力。”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9–100． ]



　　战略研究发展成为独立学域的过程与国际关系的经验颇为类似，而当战略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的途径时，又恰好是现实学派的全盛时期（1950年代）。因此，战略学者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把现实学派的基本观念予以完全吸收，也就似乎绝非偶然。



　　到1960年代中期，现实学派在国际关系学域中的势力开始盛极而衰，有许多新学派陆续出现，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但在战略研究学域中却似乎并未受到此种思想演变的影响。诚如格雷所云：



　　战略学家可以称之为“新现实学派”（new–realists），而他们也应坦白承认而无愧色。他们的一切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都是以一种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为其架构。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2），p．188． ]



　　何谓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虽然不同的学者可能有其不同的构想，但概括言之，似可分为下述七点：



　　1．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仍为国家，而且将来亦复如此。所谓超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最多只能扮演配角。



　　2．国家对于其外在环境企图保持合于成本效益考虑的控制，他们试图影响其他国家，那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



　　3．由于缺乏超国家的权威，所以每一国家对利害争执也就是最后的仲裁者。换言之，要凭实力来判断是非。



　　4．道德原则和正义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殊少价值。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无事不可为。



　　5．国际关系虽非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但危机和冲突却经常可能发生。



　　6．假使国家发现有能用合理成本以影响他国的机会，它也许不会放弃。



　　7．当世界分成许多务求自保的国家之后，人类也就必须永远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2），p．191． ]



　　简言之，尽管在国际关系学域中，新的学派不断出现，并使现实学派原有的正统和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但战略研究学域中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战略学家仍以新现实学派自居，并坚持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



　　所谓国家意识就是他们建构理论体系时所用作架构的基本假定之一。战略学家所认知的世界是一个国家至上的世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对于其本身的决定享有最高权威，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控制。当然，现代学者不可能相信国家为有机体、有其独立意志这一类的神话，他们也知道真正作决定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此外，在任何国家中，尤其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政府的一切决策又必然会受到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战略思想家在建构其国家战略理论体系时，还是假定确有所谓国家利益之存在。



　　这一整套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可以用简图表示如下 [ 注：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4），p．109． ] ：



　　国家系统（states system）



　　↓



　　无政府结构（structural anarchy）



　　↓



　　安全第一（primacy of security）



　　↓



　　自助（self–help）



　　↓



　　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个别国家是组成整个系统的单位，国际系统的结构是无政府的，换言之，国家之上更无较高权威之存在。在国家政策中，安全为首要的考虑。若欲维持安全，则必须自助。孙子有一段话对于所谓自助的观念可以提供极佳的印证。孙子在“九地”篇中曾经这样说：



　　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孙子所谓的“信己之私”就是相信自己的国力，换言之，不可妄想依赖他国的援助，而必须自力更生。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142。 ]



　　最后，现实主义者所想象的国际关系经常徘徊于和平与战争两个极端之间，所以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但可能有暂时的安定。国家若确保安全，则必须努力维护权力平衡，而权力平衡又是以国家为其运作的单位。



　　以上所阐述的国家至上观念，其根源是出自欧洲的历史，再由国际关系学域中的现实学派将其建构成为有系统的理论。当战略研究步国际关系的后尘，也发展成为独立学域之时，此种观念立即被采纳，而成为此一学域中的第一条基本假定。任何战略家都必然具有此种共识，否则即不成其为战略家。




功利意识




　　作为新现实主义者的战略学家都确认有真正国家利益的存在，那是超越所有一切其他利益之上。诚如摩根索所云：“国家利益即为外交政策的北斗星。”所以当政府决定其政策或战略时，其主要的考虑即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句话虽然立即引起孟子的反感，但若就字面上来解释，也正是任何政府在决策时所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



　　孙子的话则说得更明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在战略领域中，无论其层级的高低，都必须恪遵此种原则。因此，战略研究学域的第二项基本共识即为功利意识。所谓功利在此又分别代表两种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观念，所以必须分别加以检讨。现在就从“利”说起。



　　在人类的思想中有利害观念之存在，其原因可能是出于人性。但何谓利害，却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牵涉心理学的知识，而且更可能要深入到哲学的领域。但不管利害究竟应如何认定，人类都会根据其自己的判断以趋利避害，又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个人固然如此，国家也应该如此。



　　今天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都已接受国家利益的基本观念，此种观念经过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解释，其意义已至为明显，不可能再发生任何误解。诚如摩根索一再强调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生存不可分，任何国家若忽视其国家利益，即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任何政治家（大战略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必须以国家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简言之，即孙子所说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已有此种了解。他的名言曾为人一再引述，而且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真正的原文却如下述：



　　要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是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那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 注：Sir A．W．Ward and C．P．Good，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vol．II，p．1602． ]



　　斯派克曼（Nicholas J．Spykman）是被世人公认为与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齐名的地略学家，实际上，他也是国际关系学域中早期开山大师之一。斯派克曼对于“义利之辩”有其特殊的见解，他说：



　　政治家在指导外交政策时，固然应重视正义、公平和容忍的价值，但却仅以它们对权力目标有所贡献而不构成损害为限。它们可以用来作为权力追求的掩护或理由，但当其应用会带来不利时就应立即舍弃。政治家不是为获致道德价值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这些价值以便利权力的追求。 [ 注：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Harcourt，Brace，1942），p．18． ]



　　斯派克曼相信每一个国家对安全的寻求必然会导致其与他国之间的冲突，因为甲的“安全边际”（security margin）即为乙的“危险边际”（risk margin）。所以，有同盟就有反同盟，有军备就有反军备。权力斗争是一种永无休止的竞赛，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都是这样。 [ 注：同上书，p．24。 ]



　　摩根索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一般的道德原则不能够依照其抽象的理想应用在国家行动之中，而必须透过具体时空环境的过滤。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国家所需要遵守的道德原则，与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所应遵守者有所不同。若把个人的道德观念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谈，则结果将足以招致国家的灾难。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Knoff，1973）Fifth Edition，p．11． ]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体系固然是由国际关系学者首先建立起来的，但在战略领域中，诚如孙子所云，“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可以显示这也是一种传统的智慧。



　　概括言之，在所谓大战略的范畴中，一切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必须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在国际环境中，国家不止一个，利益自非一致，所以利害关系也自然非常复杂。因此，权力运作是一种非常微妙而困难的工作，必须有精密慎重的计划，不可轻举妄动。若从利害关系的观点来加以分析，则权力运作应可分为下述四种模式：



　　模式1　损人利已



　　模式2　利己利人



　　模式3　损已利人



　　模式4　损人不利已



　　第一种模式在战略领域中是正常的模式，也代表正常的权力斗争。用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的观念来表示，即“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双方的利害互相抵消，若不损人也就不能利己。甲方所获利益即相当于乙方的损失。



　　第二种模式是一种最合理想的模式，也就是所谓“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双方均有得无失，即“双赢”。这样的权力运作所代表的不是斗争而是合作。若能如此，自然皆大欢喜，天下太平。



　　第三种模式只能存在于宗教思想之中，甚至只能算是神话。在国际关系中，此种模式不可能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损己利人，不仅古今中外无此前例，而且也违反了人类的本性。诚如俗语所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第四种模式是第一种模式的变质或恶化。换言之，本来是想损人利己，但由于研究判断的错误，或运作的不当，结果变得事与愿违，损人而不利己。此种两败俱伤的情况在历史中不乏前例，所以战略家对于利害之虑也就十分慎重。



　　以上所分析的还只是一个“利”字，然则“功”字又应如何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即成本效益（cost–effect）的观念。简言之，国家固然应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又必须重视“功”的观念：成本应力求低，效益应力求高。必须从成本效益的观点作精密的计算，然后始能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否真正有利。



　　时常可以听到有人说，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应该排除万难，不惜付出任何成本。这种说法固然显示发言者的爱国热忱和豪情壮志，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评论，则大有商榷之余地。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大家所常说的话。要想达到任何目的，完成任何工作，都必须付出必要的成本，此乃自然之理，在政策或战略的领域中，也不可能有所例外。若说为了追求某种国家利益而不惜付出任何成本，则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有害无益。这样的例证在中外历史中真可以说不胜枚举。除必须考虑成本，而且应该力求降低以外，还必须尽量提高单位成本所能发挥的效益，尤其是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刀口上，绝不可假国家利益之名，作漫无限制的浪费。



　　综合言之，所谓功利意识，其意义为一切战略思考不仅应求有利，而同时还应力求有功。事实上，功乃利之先决条件，若劳而无功，则结果很可能为未见其利而实受其害。西汉大儒董仲舒曾经说过：



　　正其谊（与“义”通）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当然是代表儒家的正统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功利意识。若从战略观点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两句话改为：



　　正其义先谋其利，明其道必计其功。



　　在战略范畴中并非完全不讲道义，但在讲道义之前应该先考虑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尤其对于成本效益必须作精密的计算。



　　功与利密切相关，俱为一体，但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中，“必计其功”的观念又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今天的世界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可运用的权力（资源），就种类而言也比过去远较繁多。但任何国家的资源又总是有其限度，而国家权力愈大，则运作的范围也会随之而愈大，所以国家资源的有效分配已成为现代战略家的首要考虑。这也正是作业研究、系统分析这一类的方法技巧会受到普遍重视的主因。不过，必须指明，所谓功利又并非完全是物质性的，同时还有许多精神的或无形的因素也包括在内。因此仅凭计量的方法还不够，所以，孙子在2500年前已指出，不仅要“校之以计”，还要再加上“而索其情”，真乃超越时代的高见。



　　最后，战略家固然必须具有功利意识，但并不是急功好利。事实上，急功好利乃战略家之大忌，此种心理病态必须彻底革除。战略家应有远大的眼光，宏大的度量，所计者应为百年之功，所谋者应为万世之利，而万不可只计较一时的得失，所以必须深谋远虑。孔夫子所说的名言：“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对于常有急功好利倾向的西方战略家，实在是一服对症下药的清凉剂。




理性意识




　　战略家的思考既然是以明辨利害为起点，这也就暗示一项重要的推论：战略是讲理的。概括言之，所有的战略家都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他不仅认为自己是如此，而且相信或假定他的对手，在正常情况之下，也同样是如此。仅仅有此种基本假定之存在，战略才可以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



　　然则何谓理性（rationality）？以研究决策理论而负盛名的斯奈德（C．H．Snyder）教授曾将其意义界定如下：



　　首先对于可能的得失，以及敌方行动的几率作冷静的计算，然后再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一条对于自己可能最为有利的行动路线。 [ 注：G．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p．25． ]



　　因此，所谓理性也就表现在选择之上。假使某人能作合理的选择，则可以说他具有理性。



　　然则又何谓合理的选择（rational choice）？这样一个圈子又会回到原来的起点上。简言之，必须能够明辨利害，然后始能作成合理的选择。所以，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趋利避害。



　　不过，天下之事又都是有其利亦必有其害，不可能百分之百有利，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有害。因此，合理选择其意义又为如何能使利最大而害最小。用现代术语来表示，也就是一种包括两项基本因素在内的计算。这两项基本因素：（1）为效用（utility），（2）为几率（probability）。当战略家决定选择某种行动路线时，他一定是对于此种路线的效用作最高的期待（anticipation），同时又对于其失败的几率作最低的期待。



　　这样的思考方式可以代表所有战略家的正常心态。如果他不具有这样的心态，他也就不可能从事这一行业。从这一个观点来看，战略研究的确与经济学非常类似。在经济学的理论中，可以假定有所谓经济人（economic man）的存在，即假定他是一个完全（perfect）的理性主义者，其所作的选择应该是百分之一百的合理。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就理论而言，当然也可以假定有这样一个战略人（strategic man）之存在。



　　不过，经济人也好，战略人也好，都只是一种抽象的模型，他们都只能存在于纯粹学理范畴之内。在现实世界中，不讲理的事情多的是，战略家的思考有时也并不一定都能符合理性的要求。李德哈特曾指出：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以 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为例，指出贝克在一支香烟都还未抽完的时间内，即已作出断送其国家命运的决定。所以。李德哈特说：



　　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 1971），p．142． ]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布尔也曾指出：



　　政府对于有关和战大事所作的决定，经常没有经过精确评估和远程思考……政府所注意者常为眼前的事务，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则几乎是视而不见。 [ 注：Hedley Bull，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1），P．49． ]



　　这些根据历史经验而发出的警告固然值得重视，但又并不影响战略家以理性主义者自居的共识。战略家在思考、计划、决策时，仍然必须强调理性因素的重要。同时，战略家又必须假定敌我双方都同样有其利害的考虑，而且对于利害者，双方也大致有类似的认知。必须以此种认知为基础，始能进行合理的战略分析。



　　不过，在进行战略分析的同时，战略家又必须认清在现实世界中，随时随地都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对于这些因素不仅必须慎重处理，而且还应将其纳入合理计算之内。换言之，战略家应根据理性的原则发现和了解非理性因素。



　　因此，可以断言，在任何战略思考、分析或研究之中，必须以理性假定为基础。但又必须认清，此种假定的应用价值是在解释（explanation）方面，而不是在预测方面。它可以显示出战略逻辑（strategic logic）之所在，但并不保证所有的战略家，尤其是非战略家，都一定会遵守这种逻辑。在战略分析中，理性主义虽为必要的假定，但在制订战略计划时，若不承认非理性因素的可能冲击，实乃愚昧的妄想。



　　克劳塞维茨对于非理性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深有认识。他指出：“战争是机会的领域……战争是不确定的境界。”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01． ] 他又说：“在战争中事物的变化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出乎意料之外。”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rt，p．102． ] 因此他也就非常推崇天才，他甚至还这样说：



　　凡天才所为即为最佳规律，而理论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解释应该如此的如何（how）和为何（why）而已。 [ 注：同上书，p．136。 ]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重视理性和逻辑，并且对于理论的价值和功用曾作非常正确的说明：



　　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上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照亮他的前途，加速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帮助他避开陷阱。 [ 注：同上书，p．141。 ]



　　由此可知克劳塞维茨不愧为先知先觉，他的思想的确非常现代化。



　　总结言之，战略家必须分别在两个层面上来进行他的工作：首先是在纯理性层面上，换言之，那也是战略人的理想天堂；然后再降入现实层面，那也就是回到了人间世上。在现实层面上，必须同时注意到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相为用。战略家也是凡人，他在作决定时还是会受到许多外在环境和心理动机的影响。不过要想了解和控制非理性因素，并加以操纵和利用，还是必须以理性的共识为基础。




忧患意识




　　正因为战略家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也必然是悲观主义者（pessimist）。因为以理性为基础，他们也就要比一般人更能较深入地认清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甚至会如宗教所说，相信人类在出生时即已带有所谓原罪（original sin）。这大致是与我国先秦的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相似，简言之，即假定人类具有自私、自大、贪得无厌、易于冲动等劣根性。



　　基于此种观点，战略家也就很易于以悲观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惯于报忧不报喜，他们在作任何研究判断时，也经常是以最坏情况（the worst case）为基本假定。



　　早在16世纪，号称近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就曾经指出：



　　任何政府都不要以为它能选择完全安全的道路，它必须了解只能采取非常有疑问的道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当企图避免某一种困难时，往往就会遭遇到另一种困难。所谓谨慎只不过是知道如何辨别困难的性质，并选择祸害较少的途径而已。 [ 注：Ni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52），p．120． ]



　　英国学者奥克肖特（M．Oakeshott）曾经这样说：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和无底的海面上航行。既无港口，也无庇护；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在做这样的航行时，其要领即为能在海上安全地漂浮。海是友也是敌，航海之道即为善用机会，以求能化敌为友。 [ 注：M，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Methuen，1962），p．127． ]



　　而摩根索的话也许更较有力，这位现实学派开山大师说：



　　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完善，但那又是由人类天性中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要想改善世界，则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应与其对抗。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4． ]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凭其卓越的学问，艰辛的经验，终于在《后出师表》上作结论时，说了一句千古同慨的名言：“夫难平者事也。”若译为现代语，即事情的变化难于预测。战略家的一切思考都必须具有未来导向，简言之，他今日之所为都是为了替明天作准备，但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又是未来的事，有许多是谁都无法预知的。



　　我国有一句古话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虽然有一点言过其实，但这正是历史经验的教训和战略家的共识。不仅在天行和人事之中，随时都可能会有偶然的意外因素出现，而且人性又有其内在的弱点。因此，当战略家在进行其一切工作时，必然也必须经常抱着高度戒慎恐惧的心情，而绝不敢轻易地表示乐观。有如围堵主义的创始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形容的：“政治家是一场悲剧中的演员，而此种悲剧既非出于他们的创作，也不容许他们修改。” [ 注：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78． ]



　　不过，所谓悲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希腊悲剧（Greek tragedy），另一种是“基督悲剧”（Christian tragedy）。依照奥登（Wystan H．Auden）的解释，希腊悲剧是一种必然的悲剧（the tragedy of necess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不得不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而基督悲剧则为一种可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possibil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本可不如此，但却毕竟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 [ 注：Arthur Schlesinger，Jr．，“Orga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Fall 1967。本文转载于钮先钟译，《美国外交季刊五十周年选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p．192。 ]



　　每当某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历史学家也就惯于假定那是必然会发生的，这种解释虽然很简单，但并不一定正确。经过精密的分析，常可发现某些事情虽确有发生的可能，但却并非不可设法补救，而使其不至于发生。如果坐视不救，则可能的悲剧才会转变成为必然的悲剧，这才是历史中真正的悲剧。



　　所以，战略家虽必须具有忧患意识，但他的态度还是应该悲观而不消极。他们虽不敢相信“人定胜天”，但却如欧阳修所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 注：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



　　简言之，战略家不能仅以忧时为满足，而更必须以救世为己任。他必须努力从事深谋远虑的思考，以寻求长治久安的对策。若能如此，则能如范仲淹所期望，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注：范仲淹：《岳阳楼记》。 ] 的理想境界。




结语




　　任何学问的研究都必然有其起点，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都必须首先建立其基本架构。本章所列举的四种观念——国家、功利、理性、忧患四种意识——即为在战略学域中企图建立理论体系时所必须首先采取的基本架构。就逻辑而言，此四者实乃基本假定，必须以这一套假定为基础，然后始能逐步发展，而终于完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心理而言，此四者又正是任何战略家所必须保持的基本态度。若不具备此种共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战略家，甚至也不能从事这一行业。



　　此种基本假定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本身还是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所以万不可因为其简单而就予以轻视或忽视，尤其不可以视之为教条。














	

 






	















	







	







	









 





	


	







	








	




	


第04章　战略思想的取向




	







	

 



	


	



引言




　　战略研究是一门范围相当广大，层面相当众多的学域。若作概括的分类，可以分为三大部门：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在此三者之间又有连贯关系之存在。思想不仅是全部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而且也是全部过程的基础。若不思又焉能计，若不计又焉能行？博弗尔认为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方法（a method of thought），这句话不仅是空前的创见，而且的确是至理名言。



　　战略家必须知道他之所以被人尊称为战略家，其主因就是由于他有一套特殊的思想方法。有了这种思想方法，战略家才能完成其任务。依照卡恩（Herman Kahn）的说法，此种任务即为想入非非（thinking the unthinkable）。简言之，战略家凭借其有所独到的思想方法，才能思考那些一般人所认为无法思考的问题。这也正是战略值得深入研究的理由。



　　过去的传统战略家所思考的范围相当狭窄，即纯军事问题。现代的战略家早已扩大其研究范围，战略的内涵早已不仅限于军事，更不仅限于战争。从传统的战略观念变为现代化的战略观念，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上要算是一大跃进。此种跃进也就必然在许多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在过去的世界中，战略思想只能算是一种偶然的产品。战略思想的产生并非由专业性的研究人员来负责，而且也根本没有以制造战略思想为目的的研究机构。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战略思想的发展不仅断断续续，而且杂乱无章。前人的思想遗产中几乎大部分都只是实用性的行动准则，而真正具有理论体系的著作是少之又少。



　　现在的情形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不仅已有专业化的战略思想家，而且更有以战略思想为专职的研究机构。战略研究已经正式学术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多的创新和进步。现代战略思想家正面对着两大任务：（1）对于已有的思想遗产进行有系统的重整；（2）替未来的战略研究建立思考架构。此种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非常艰巨，不过其意义又是非常重大，值得有志之士去努力钻研。



　　今天已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场所中从事战略研究，他们的背景不一致，工作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沟通和协调上势必会有若干困难出现。要想增强合作和效率，在思想层面上也就有保持共同取向（orientation，亦译导向）之必要。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基本假定（共识）好像竞赛中的起跑线，其目的是要保证所有的选手在起点上的一致。不过仅有一致的起跑线，还是不足以保证他们在起跑之后，仍能维持方向上的一致。因此，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有的工作者在思想上还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取向。简言之，共识是消极的、静态的、保守的，取向是积极的、动态的、进取的。所以后者的重要性有过于前者，而且其内容也远较复杂。



　　现代战略家在其思想的范畴中，究竟又应采取哪些共同的取向？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无绝对正确的答案。不过，依据历史经验的教训，以及某些战略思想大师的著作，似乎还是可以提出一套比较适当的答案。为了分析和解释的方便，现在首先列举下述四项共同取向：（1）总体取向，（2）主动取向，（3）前瞻取向，（4）务实取向。



　　然后再来逐项加以讨论。不过，在此又必须声明，这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列举，而并非认为除此之外，即不应有或不可能有其他的模式。




总体取向




　　何谓总体取向（total orientation）？简言之，其意义即为当战略家研究其问题时，必须认清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总体性，同时又必须以总体性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学术领域中，决定研究方法的主要因素通常即为问题的本质。因为现代战略问题都具有其总体性，所以战略家的思想体系也就必须具有总体取向。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出生于两百年前的古人，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代。有一次普鲁士参谋本部曾向他请教一个战略问题，因为该部不曾附带说明政治（国家）目标，于是遂遭其拒绝。他在回信中这样说：



　　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治）所使用的不同手段的延续，所以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都是政治性的，而当计划应用到整个战役和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时，则其政治性也将随之而增大……基于此种观点，所以不可能对于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见1827年克劳塞维茨致罗德尔（von Rooder）的信函。转载于（战争论）英译本，p．7。 ]



　　诚然，克劳塞维茨在他那个时代所用的名词以及名词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用者多少有一点差异，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们对于其思想主旨的了解和赞佩。他所谓的“政治性”即为总体性，他所强调的不可能有纯军事的研究判断和计划（解答），其意义又非仅限于军事，而是可以推广到非军事方面，换言之，即同样地不可能有纯政治性，或纯经济性的研究判断和解答。



　　自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学术园地中，崇尚专精的风气日益流行。这固然也是一种自然趋势，但天下事又往往都有其一定的限度，若超过此种限度，则不仅可能害多于利，而且更会激起某种相反的趋势。所以，近年来，所谓“科际整合”的风气遂又盛行。简言之，许多分科之研究都出现由分而合的新趋势。专家（specialist）固然不会丧失其重要性，但通才（generalist）却可能已经变得更为重要。学域的范围都已日益扩大，所应重视的又不仅为深入的专精研究，而尤其应重视整合的发展，分工合作实代表了现代学术思想演进的主流。



　　现代战略家应以通才自命。因为战略研究所包括的范围实在是太广大，各种不同的专家在学域中都可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特殊的专长对于战略理论的建构、战略问题的解答，也都可能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尽管如此，但对于战略学域中的研究工作，又必须由在思想上具有总体取向的战略家来负其总责。只有在战略家的总体指导之下，各种分门别类的专家，始能分工合作，发挥协力作用（synergitical effect），并作出最佳的贡献。



　　因此，战略家本身并不一定要精通某一门学问，但他却必须对于多种不同的学问都有相当的了解，而尤其更重要者是他在思想上绝对不可钻牛角尖，这也正是专家们在思想上所易犯的通病。换言之，战略家的眼光必须是宏观的（macro）而不是微观的（micro）。



　　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本来就是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即为其所采取的步骤与一般人（包括专家在内）所采取者恰好相反。那是从合到分，从大到小，从远到近，从上到下。简言之，即为先考虑总体，而后考虑部分。所以，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以最后目标和最高路线为起点，此即总体取向。



　　一般人的通病是往往只见有树而不见有林，作为通才的战略家则必须先见有林而后见有树。甚至还可以说，只要能见林，则虽不能看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家的任务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过分严重的阻碍。



　　美国战略思想家勒特韦克（Edward N．Luttwak）曾指出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不利于战略思考。他说：



　　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实际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有系统或远见的思想家。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最好是把复杂的现象加以简化，把个别问题孤立起来，然后再来寻求解决方法。但战略所要求的方法恰好与此相反，战略要求把许多个别问题纳入一个系统之中，并拟定长期计划以解决整个问题。



　　勒特韦克又指出：



　　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算是战术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战略思想具有综合性（synthetic）、整合性（integrative）和全体性（holistic）。它是一种辩证法，使似乎是分离的和矛盾的因素能合而为一。因此，不要单独地只想解决某一问题，或对某一事件作孤立的思考。不要只寻求部分的解决，而不考虑其对于整体的影响。 [ 注：Edward N．Luttwak，“On the Need to Reform American Strategy”，Planning U．S．Security，ed．by Philip S．Kronenberg（Pergamon Press，1982），pp．13–29． ]



　　战略思考的总体性又会带来另一种要求，那就是当战略家在思考任何问题时，又都必须保持“朝大处想”（think big）的心态。诚如《前进战略》（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一书中所云：



　　大战略仍然还是一种“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最后目标并非一蹴可致，而必须一步一步地来达到。但所谓可能又不应仅以眼前所能见者为限，而拟定行动范围时又必须具有勇气、魄力和想象力，对于某一大目标的坚持和信心实为任何大战略的焦点。 [ 注：Robert Straus–Hupe，William R．Kintner and Stefan T．Possony，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Harper，1981），p．38． ]



　　我国宋代司马温公（光）在其《谏院题名记》一文中曾有一段名言更值得引述：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温公之言固然以谏官为告诫目标，但对于现代战略家，也完全适用。



　　战略家的思考必须是所见者大，宁可失之于大，而不可失之于细；其眼光宁可失之于远，而不可失之于近；宁可受到“大而无当”的批评，而绝不可以“小儿科”！战略家必须经常记着大战略这个名词中的“大”（grand）字，他必须心胸广大、眼光远大，然后始能识大体、顾大局、成大事。



　　学者吴如嵩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是一个“全”字。大致说来，他的意见相当正确。孙子的思想方法确有一种求全的趋势。“全”字在十三篇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仅十次，而其中七次都是在“谋攻”篇中。“谋”的意义即为战略，似可暗示孙子的战略思想是采取一种“求全”的途径（holistic approach）。



　　“全”字在孙子书中又有广狭二义。从狭义观点来解释，“全”即为“破”的相对词。从广义观点来解释，“全”就变成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于是又有三种可分而又不可分的意义：（1）为总体（total），（2）为综合（comprehensive），（3）为宏观（macro）。在思想方法领域中的“求全”途径即表示此种思想途径同时具有此三种趋势或方向。孙子本身即为模范，读其书自能体会其心胸的宏伟和视野的高远。



　　孙子在《谋攻》篇中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翻译成现代语，即“必须采取总体战略以争取天下”。“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相当于西方人所常用的大战略，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采用的国家战略。名词虽有所差异，但观念并无任何不同。孙子所说的“全”，其意义也是一样，即认为必须对于各种不同的权力因素加以综合运用。



　　若能如此，则孙子的结论即为“兵不顿而利可全”。“利”即利益，也就是胜利，“而利可全”即为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任何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这也正是现代战略家所追求的目标。总结言之，孙子“四求”中的“求全”即为认定战略思想必须具有总体取向。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新论”，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pp．275–278。 ]




主动取向




　　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战略家所研究的主题即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如何行动。一切战略理论，就概括的意义而言，也都是行动学（praxeology）。战略学的研究以思想为起点，以行动为终点。无思想即无计划，无计划也就自不能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反而言之，若不是想要采取某种行动，则自然不需要计划，甚至也无思考之必要。战略家未尝不可以作纯学理性的研究，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并非为思想而思想，而是想要透过思想的途径，解决所面临的战略问题。简言之，即为对战略行动提供综合指导（comprehensive direction）。



　　在较早的时代，人类的生活不像今天这样复杂，所以战略的含义也远较含混。所谓思想、计划、行动，时常都是由一个人负其总责，亚历山大或拿破仑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切分类也自然没有必要。概括地说，过去的战略家都是行动者（man of action），他们的思想发源于行动，甚至用行动来表达。因此，若说过去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战略思想家，并非言过其词。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逐渐向专精化的方向发展，于是专业性的分工日趋细密。以战略这一门学术而言，开始出现创立理论和专心著作的战略思想家。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即为最早的大师。不过，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若用现有的标准来衡量，似乎只是象征性的而已。



　　战略思想家的真正专业化是核时代来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之一。今天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已有许多以思考为专业的战略家。这些人在战略领域中几乎毫无经验可言，最多也只有非常有限的经验。于是就带来了另一种新现象：在战略领域中，思与行遂有分道扬镳的趋势。若干文人战略家几乎忘记了战略主旨即为行动，尤其是自从核武器的威力日益增大之后，吓阻理论一枝独秀，于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行动意志产生了瘫痪作用。



　　诚然，核武器的存在已是无可否定的事实，在核阴影之下，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确已饱受限制。但这并不会改变战略主旨在于行动的基本观念。这又可分两点来解释：（1）核吓阻绝非万能，也不能吓阻所有一切军事行动，即令军事行动自由确已缩小，但并非无行动之余地；（2）战略行动又非仅限于军事权力的运作，而除军事权力之外，还有许多非军事权力因素都可以使用。事实上，在非军事领域中仍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而那几乎不受核吓阻的影响。反而言之，由于军事行动自由的缩小，在非军事领域中的行动自由可能会相对地增大。



　　核吓阻不能取消行动，也不能代替行动。若干西方战略家沉醉在核吓阻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实乃大错。在总体战略的范围中，仍有相当巨大的行动自由，可供战略家去加以巧妙运用。战略行动并非仅限于军事，军事行动也非仅限于战争，而战争也不一定就要使用核武器，同时也不一定会受到核武器的吓阻。



　　进一步说，即令在某些情况中，行动自由确已受到限制，但那不足以构成可以或应该不行动的理由。反而言之，正因为自由受限，行动困难，于是更相对地提高了行动的价值，并更显示出行动的难能可贵。同时也说明更有努力争取行动自由和扩大行动自由的必要。换言之，战略家不应消极忍受某种行动限制，而应积极争取行动自由。



　　博弗尔深知行动的重要，为强调此种认知，所以特以《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为其书名。他指出战略家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历史潮流的趋势。所以，既不可坐以待变，也不可以应变为满足，而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以求控制世局的演变，诱导历史的走向。



　　“行动”在英文中，名词是“action”，形容词是“active”。后者不仅具有行动的意义，而且更含有主动的意义，与被动（passive）相对。所以，在此处所用的名词是“主动取向”（active orientation）。其目的是要特别强调，战略家的思考与行动应具有积极主动的精神，而非消极被动的反应（reaction）。



　　在思想、计划、行动三个层次之中，以思想的境界最高，最具有抽象性和总体性的意识。思想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甚至还会深入到哲学的境界。思想的目的在于创造（creation），而创造又可能需要历经三个步骤，那就是：整合（Integration）、想象（Imagination）、创新（Innovation）。此三者的英文都是以“I”为首，所以可简称之为“3I”。创造又必须超越常智（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所以，对于已有旧观念又必须经常加以修正（Revising）、重组（Recombination）和再排（Reordering）。由于此三者的英文都是“R”为首，故又可简称之为“3R”，简言之，必须首先经常采取3R的方法来不断地检讨已有的思想遗产，然后再经由3I的步骤，以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若能如此，战略思想才能算是真正具有创造性。 [ 注：Grna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1994），p．10． ]



　　战略思想必须具有主动取向，也正是古今中外战略大师的共同教训。孙子在“虚实”篇中明确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即为应该力求主动而切戒被动。在“势”篇又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所谓“动敌”，即采取主动作为而使敌方陷于被动，以至于一切行动均在我方控制之下。孙子在其全书中又非常重视求先，所谓先，也就是在时间方面的主动，亦即俗语“先下手为强”。



　　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教条趋势。他曾大声呼吁：“应研究理论而非教条。”这也足以证明他非常重视主动。因为教条只会教你怎样做，而不教你怎样想。理论的目的则是培养学者的主动精神和思考能力。从表面上看来，孙子重智，克劳塞维茨则重勇，事实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远较复杂。他曾指出：



　　在较低阶段所最需要者为勇，而需要用智力和判断来解决的问题却很少……但阶级愈高则问题愈多，而在统帅阶层也就达到最高点。在这样的阶层，几乎所有的解答都必须委之于有想象力的理智。 [ 注：克劳塞维茨原文的引述均见《战争论》第三篇。 ]



　　不过，他又指出：“单独的智并不是勇，我们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反而言之，“勇敢可以替理智和见识添翼。这种翅膀愈强，也就可以飞得愈高，看得愈远，结果也愈佳”。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理想中的天才是智勇兼备。前者为慧眼，后者为决心，二者配合始能发挥主动，因时制宜。



　　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有其特殊的商标，即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这是他毕生所提倡的观念，并且宣称：“必须对全部战争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艺术的真意。”事实上，诚如他所解释的：“此种间接性虽常是物质的，但却一定是心理的。”然后又作结论说：“敌人心理平衡的动摇，实乃胜利的主要条件。”事实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意义即为发挥主动精神。必须主动始能使敌方陷于被动，于是始能产生奇袭作用并使敌方心理丧失平衡。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70–172。 ]



　　博弗尔在思想上与李德哈特确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李德哈特提倡“间接路线”，博弗尔则首创“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这样的新名词，这两个名词在观念上很容易发生混淆，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于博弗尔本人也曾这样地说：“‘间接战略’这个名词似乎有一点模糊不清。”接着又说：“李德哈特曾发展一种间接路线的理论，并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9． ] 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说明：李德哈特所讨论的战略还是传统意识上的军事战略，他所提倡的间接路线也是用在此一领域中，其目的则为获致军事胜利。博弗尔所讨论的战略是现代意识的大战略，他称之为总体战略。在核时代的新战略环境中，博弗尔又把总体战略一分为二，即吓阻战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和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再进一步，他又把行动战略分为直接战略（direct strategy）和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两者均属于行动战略的范畴，但前者以使用军事权力为主，后者以使用非军事权力为主。因此，可以认定间接路线是用在直接战略之中，而与间接战略无关。博弗尔的全部战略观念系统可以图解如下：






　　吓阻战略虽已为核时代的战略主流，但并非所有一切行动都已受到吓阻。反而言之，吓阻的效力愈大，则行动自由也愈可贵。于是如何利用行动自由以达到国家目标也就成为战略家所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概括言之，吓阻是防御的、消极的、被动的，行动是攻击的、积极的、主动的。吓阻虽然重要，但最多只能维持现状，并不能开创新局面。战略家欲达到改变现状，以利吾国的积极目的，其思想必须以主动为取向。




前瞻取向




　　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战略的最终目的即为采取行动以改变历史的演进趋势。但任何行动都需要时间，从开始到完成，其间必然会有一段时差，用术语来表示，即先导时间（lead–time，或译前置时间）。行动愈艰巨，则所需时间自然也就愈长。简言之，在战略领域中，行动很难求速效。概括地说，我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几乎毫无影响的能力，但对未来的趋势，却可能发挥远较巨大的影响作用。正因为今天所采取的行动也许只能影响明天，所以博弗尔才会以《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为其最后一本书的书名。博弗尔在1974年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次年（1975）即逝世。以内容而言，这本书似乎远不如他其他的著作那样精彩，但值得重视的却是其书名，而尤其是书名中的“for”一词。战略不是为今天（for today）而设计，而其一切都是为明天（for tomorrow）着想。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ow（Crane，Russak and CO．，1974）。该书的内容仅以欧洲防卫为讨论范围，还不如博弗尔其他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宽宏。 ]



　　但是当前的事实真相却很令人深感失望。因为“火烧眉毛顾眼前”本是人类的通病，大家都希望能够首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至于未来的事情，自然会被认为可以暂时不必考虑。诚如阿龙所云：“我们已经给20世纪忙得头昏脑胀，哪还有时间来考虑21世纪？”阿龙说此话时是在 1966年，那时距离21世纪还很遥远，但今天引述其语时，我们已经步人21世纪了。 [ 注：Herman Ko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 Introduction，p．xxv． ]



　　重视现在，忽视未来，固然是一般人所常有的心态，所以也毫不足怪，这可以归罪于人性的弱点。但作为战略家，又自不应以常人自居，战略家之所以成为战略家，并且受到世人的尊重，其主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思想领域中有其异于常人的特点，而所谓前瞻取向（forward–looking orientation）或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即为其中之一点。



　　1806年普鲁士为法国所击败，遂使克劳塞维茨认清了一项重要的教训：战前数十年的国家政策即已决定战争的胜负。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具有启发性的教训。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47． ]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前局势的形成，过去一代应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未来局势的形成，现在这一代又焉能逃避他们所应负的责任？所以战略家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即应为如何创造历史，控制未来。



　　孙子强调“先知”，孔子强调“远虑”，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根本意义完全一样，简言之，即认为思想必须要有未来导向。先知与远虑又是交相为用。不能先知者也自不能远虑，反而言之，若无须远虑则也自无先知之必要。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曾有一句名言：“不再有任何所谓战略之存在，而只有危机处理。”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P．112． ] 这虽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显示出其战略无知，但又可以唤醒世人对于危机处理的重视。事实上，深谋远虑比危机处理远较重要。若能如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则危机应能在尚未形成时即予以化解，也就自然不需要那样紧急迫切的危机处理。这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去薪” [ 注：司马相如之言见《上书谏猎》；“扬汤止沸，不如去薪”见《昭明文选陈孔璋（琳）为袁绍檄豫州》。 ] 。



　　也许还是卡恩所说的话更为明确，而且最值得引述：



　　假使我们想对于危机和困难能够预防、避免，或有较好的准备，假使我们想设计较佳的安全体系，则需要一种较佳的安排以从事前瞻的思考（forward thinking）。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316． ]



　　任何国家或个人，都不能像天方夜谭中的阿拉丁（Aladdin）一样，可以凭借神灯来立即创造奇迹。古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培养高级人才，发展精密武器，大致需要三十年的先导时间。今年毕业的中学生大约为十五岁，要到四十五岁时，始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2025年的主要武器系统在1995年即应开始设计，否则就会赶不上预定的时间表。至于想建立一种新制度，开创一种新思想，则所需时间当然会更长，甚至一百年都不一定能完全成功。



　　曾为美国资深众议员的罗德（John J．Rhodes）指出：



　　当我们把当前的问题放在一种较长久的时间架构之内来加以思考时，今天被认为是极重要的问题也就可能会迅速地变得不再那样重要，尤其是若干现在似乎是正确的政策也会变得明显地不正确。反而言之，那些不曾认真考虑的答案也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 注：John J．Rhodes，“The Far Side of the Hill”，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1983），p．366． ]



　　试以波斯湾为例，今天美国决心不惜一战以保护此一石油来源。但五十年之后，中东石油将日趋于枯竭，到那时，美国对于波斯湾地区的战略价值也自然可能会作不同的评估。



　　前瞻的思考即为远程思考，其首要的心理条件即为养成完整的未来意识（a sense of the future），必须如此，始能把握正确的观念方向（conceptional direction）。远程思考不能仅以现有经验为基础，有时必须以假定为基础。简言之，传统的思考习惯必须彻底改变，所应重视者是明天而不是今天，是求新而不是守旧、所以，从事思考工作的人必须有广博的见识，敏锐的心灵。



　　未来本是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境界。任何情况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其形态和时机也常出乎意料之外。听以，从事远程思考者，不可把眼光只集中在某一定点上，而必须同时考虑多种不同的变局（alternative sceneries）。他必须尽量放大思考范围，不企图作任何精确预测，而只希望把一切可能发展的方向都列举出来。某些发展也许可能性较高，但冲击也许较小；某些发展也许可能性较低，但冲击却也许非常巨大。所以，无论哪一种趋势都应同样列入思考范围之内，而不可有所疏忽。一方面，固然不应故意危言耸听，只提出最坏的个案（the worst case）；另一方面，又必须运用智慧以寻求新的途径。不仅要发现新问题，而且还应对旧问题寻找新答案。



　　对未来问题寻求答案时又不应假定所能使用的工具仅以现有者为限。即令在当前的世界上，也还有若干潜力（potential）不曾受到应有的重视，或未能作合理的开发。而在明日世界中，可以发挥的潜力则更难预料。举例来说，三十年前又有谁能料到电子科学、信息科学、海洋科学、生物科学等，会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因此，在前瞻的思考中必须考虑如何发挥新的潜力。



　　总而言之，深谋远虑必须有方。既不能安于故常，又不能徒托空谈；既不能与现实脱节，又必须发挥高度想象力。所以，这实在是一种高难度的工作，主其事者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始能达到“先知”的目的。



　　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及早采取适当行动以改变未来的历史走向，换言之，即为企图控制历史的演进或发展。即令不能控制，也应努力适应历史的潮流，或至少也应设法缓和历史洪流的冲击，并使其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但如何能达到控制、适应、缓和的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必须能够认清历史的趋势（the trend of history）。



　　在此特别提出一条常为人所忽视的真理，那就是“欲知未来，先知过去”。霍华德说：



　　假使不首先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则对于今后应向哪里走的问题，也就会根本无从考虑。 [ 注：Michael Howard，“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1983），p．308． ]



　　所以，任何从事远程思考的学者必须有充分的历史知识，然后始能掌握历史的未来脉搏。



　　历史的趋势又非完全命中注定，至少有一部分是人力可以扭转的。欧阳修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马基雅弗利曾指出：“人类前途一半受机会支配，一半受人力支配。” [ 注：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Chapter 25． ] 卡恩则认为：“人固然不能预测未来，但有权选择未来。” [ 注：Herman Kahn，The Year 2000（Macmillan，1967），p．2． ] 博弗尔的话也许说得更为恳切：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Cassell，1967），Forward，p．xiv． ]



　　在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家之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在思想中所保持的前瞻（未来）取向在分量上能够与博弗尔相比拟，甚至于连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也不例外。博弗尔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人，他亲身经历法兰西悲剧，也亲眼看到西方的衰颓。过去的惨痛经验自然增强了其未来意识。他的书中充满了感想和教训，对于任何想要从事战略研究的青年学子，其著作应列为必读书。博弗尔指出：



　　现代战略也像整个人类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技抱着跑，所以我们的思想习惯必须彻底改变。应重视未来而非现在。准备比执行更重要。世界正在迅速演变，战略家不能依赖任何历史先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原则。战略家必须经常考虑改变中的现实，而且还不仅限于可以想见的未来，连多少年后的可能发展也应包括在内。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5． ]



　　他很风趣地打了一个比喻：



　　战略家好像是一位被请去替病人开刀的外科医师。那个病人身体内的病原体正在不断地高速成长，对其详细解判位置无法确定。他的手术台处在永久运动状况之中，而他必须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医疗工具。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除理论著作之外，博弗尔还有两本个人回忆录：其一为《1940：法国的沦陷》，另一为《1956：苏伊士远征作战》。书中有很多名言警句，但可惜并无中译本，而且知道有这两本书的人可能也不多。因此，现在就分别引述如下。在《1940：法国的沦陷》一书中，博弗尔指出：



　　1940年的最大教训即为疾病只有在初起时尚可治疗，只有在最初阶段，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过此之后就会太迟（too late）。



　　控制必须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人类和国家若不能察知正在发展中的威胁，并立即采取对抗行动，则也就会变成命运的玩偶。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215． ]



　　在《1956：苏伊士远征作战》一书中，博弗尔又说：



　　拜占庭曾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狂澜可以被控制达一千年之久，所以决定命运的是人的决心和智慧。不幸，这二者常感缺乏，于是帝国崩溃不是由于敌人的打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基本观念为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但过此之后，就会变成无可改变的命运。



　　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预防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扫描未来。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 1956（Praeger，1969），p．155． ]



　　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详地引述博弗尔的名言？其主因即为他的话足以强调说明未来意识和前瞻取向的重要。




务实取向




　　战略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学域，战略思想家也已堂堂地步入大学之门。因为过去所谓战略缺乏理论基础，其思想也缺乏有系统的架构，所以，现代战略家，尤其是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文人战略家，也就自然会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偏重理论的趋势。诚然，要使战略研究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学域，理论化的努力的确非常重要。不过，天下事又往往物极必反，理论化的努力也同时会带来若干流弊，尤其是过度的理论化，不但无益，而更可能有害。



　　克劳塞维茨在古典战略家中可能要算是最具有理论化倾向的一位。他的《战争论》有很多深入的思考，直到今天仍能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现在就摘要引述几段如



　　1．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思想，否则它们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



　　2．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中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将照亮其前途，加速其进步，训练其判断，并帮助他避免陷阱。



　　3．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框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其支持。



　　4．任何用来产生现成战略计划的方法，好像都是从某种机器中制造出来的一样，必须完全予以拒绝。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89，141，140，154． ]



　　克劳塞维茨的这四段话，前两段足以说明理论的目的和价值，后两段足以说明理论化应有其限度，而绝不可完全依赖理论。



　　在此必须郑重指出，所谓理论化者，主要是在方法学的范畴之内，而与战略的本质无关。战略始终还是一种“经世之学”，战略思想必须能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可流于空洞的玄想。尽管时代和环境可以改变，但此种基本观念却并无任何改变。布罗迪曾明白指出：



　　战略思想家的参考架构是纯粹实用的（pragmatic）。他不像科学家是以发现最后真理为目的，而是志在帮助军事和政治领袖来准备他们的心灵和装备，以便能有效和成功地应付其敌人。在危机发生时，此种敌人具有其特殊性格，而并非符合概括的模式。战略思想家的看法也许要比军人较深远，但并非完全不同。 [ 注：Bernard Brodic，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p．46． ]



　　布罗迪又说：



　　今天有人希望创建一种真正的战略科学或理论，其中充满了不变而具有深义的原则，但此种愿望只能表示他们对于主题本身具有基本误解。 [ 注：同上书，P．451。 ]



　　现代战略思想虽有高度理论化的趋势，但即令是在大学校园中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在他的思想上也还是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务实取向（pragmatic orientation）。尽管他的治学方法是着重理论途径，甚至还试图建立理论体系，但他还是不可因此忘记战略仍然是一种实用艺术。



　　战略思想必须具有务实取向，这又似乎是一种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虽然明知不可与现实脱节，但在探索理论时又往往很难避免愈陷愈深，而终于钻入牛角尖。然则如何才能确保思想的务实取向？概括言之，应该随时随地坚持下述五条原则：



　　1．战略思想固然必须是抽象的（abstract），但却又不可过分抽象。如何可以达到思想抽象化的目的？其途径不外两点：（1）简化（simplification），（2）推广（generalization）。简化就是要清除与思想主流无关的混杂因素，必须将那些因素清除，否则不易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推广就是要把个案发展成通案，这样才能获得综合的结论。简化和推广对于思想的抽象化都是必要的步骤，但又都不可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如果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则将使思想变得毫无实质；如果过分推广（over–generalization），则将使结论空泛，毫无意义。简言之，抽象化的思考固属必要，但绝不可过度，否则就会言过其实，甚至于有名无实。



　　2．必须认清时空背景，否则战略思想就会不切实际。阿龙曾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



　　战略思想在每个世纪，或在历史的每一时刻经验本身之中吸取其灵感。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Praeger，1978），p．25． ]



　　换言之，在不同时代应有不同战略，最严重的危险即为把旧时代的经验不假思索地用在新时代中，此即时代错乱（anachronism）。同样地，人类生活和思想莫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斯派克曼曾说：



　　地理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构成条件。它对人类提供可能性。人的惟一自由即为对此种可能性做好的或坏的利用，把它变得更好或更坏。 [ 注：N．J．Spykman，“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32，1938），p．20． ]



　　综合言之，战略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必须适应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会与现实脱节。



　　3．战略是长期的（long–range），战略不是“速溶咖啡”（instant coffee），可以现冲现喝。所有的战略计划都是长期设计，所有的战略行动都是长期斗争。战略不能求速效，所以战略思考必须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博弗尔曾经指出：



　　我相信战略思想是连续的，包括正常（normal）期和非常（exceptional）期都在内，只有这样的分析方法，才能先知可能来临的危险，并适时加以预防。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132． ]



　　博弗尔又特别强调，虽然国家并非天天都要采取战略行动，但却必须连续不断地作战略思考。所以，“战略行动是周期的，战略思想是永恒的”。（Strategy action，therefore，is periodic；Strategic thinking is permanent．）



　　4．战略必须具有弹性（flexible）。战略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仅未来的变化很难预测，而且对方的意图也不可控制。此外，所谓意外（accident）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战略（包括思想、计划、行动都在内）必须保持充分的弹性，能够随机应变。克劳塞维茨曾作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那是不管其个别的麦秆情形如何，都可用镰刀将其割刈……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所以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个别树干的特性以决定如何使用斧头。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53． ]



　　蒋百里先生有一句名言：“骨头要硬，头脑要软。”“骨头要硬”是表示为人处世必须要有坚强的性格，而“头脑要软”是要求思想必须具有适当的弹性。



　　5．战略有其目标，但要想达到某一目标，则所能采取的手段又并非经常只限于一种。所以，战略的意义又即为选择。假使同时有几种战略可供选择，则又应如何决定取舍？概括言之，有三种测试标准（test criterion）：



　　（1）适合性（suitability）：简言之，此种战略能够达到预定或理想的政策目标。（2）可行性（feasibility）：不可行的战略当然不能采取，否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更将招致大祸。（3）可受性（acceptability）：那就是其财政成本（financial cost）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国家的财力，任何政府的预算都自有其限度，战略家必须学会如何打算盘。



　　总而言之，战略研究虽已有高度理论化的趋势，但并不因此而就会使战略研究变成纸上谈兵，并与现实脱节。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复杂多变，因此，务实取向虽然排列最后，但绝非暗示其重要性最低。




结语




　　战略家之所以成为战略家，其主因即为他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此种思想方法不仅有其基本假定，构成一种共识，并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而且更重要者是战略家在从事其战略研究工作时，其思考方法又必须具有四种重要取向：（1）总体取向，（2）主动取向，（3）前瞻取向，（4）务实取向。



　　几乎无例外，假使在思想领域中不具备此四种取向，则根本不具备战略家的资格。














	

 






	















	







	







	









 





	


	







	








	




	


第05章　战略思想的背景因素




	







	

 



	


	



引言




　　战略是人类思想的产品，无论表现为计划还是行动，其基础还是思想。思想的来源是直接出于人的头脑，也就是所谓心灵。所以，当我们研讨有关战略思想的问题时，首先应注意的目标即为作为此种思想源头的人。所有的人都能思考，但却只有极少数的人具有特别的天才，始能作极深入的思考，而成为所谓思想家，在战略领域中，即为战略思想家（Strategic thinkers）。伟大的思想家不世出，所以他们的思想遗产也就弥足珍惜，并且还能对同时代或后世的人产生影响作用。



　　但即令是伟大的思想家，也还是像常人一样，并不能在真空中思考，他的思想仍然会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简言之，思想的形成，其过程非常复杂微妙，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在暗中操纵。专就战略思想而言，可以发现有多种因素都能发挥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并构成某种特定思想的背景。若欲在战略思想方面作较深入的研究，则对于此种背景因素必须先有充分的了解。这些因素的本身又都具有复杂的内涵，值得作较详尽的分析，而这也构成战略研究学域的重要共同基础。




地理




　　从古到今，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号称地球的太阳系行星之上。人类生活经常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此乃无可否认之事实。因此，我们虽不应像纳粹德国的地略学派那样迷信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但也不可忽视地理因素对于人类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施特劳斯–休普（Robert Strausz–Hupe）曾指出：“地理大致决定在何处制造历史，但制造历史的还是人。”换言之，人与环境是交相为用，从较长期的观点来看，人固然可能对地理环境作出若干改变；但就某一时代而言，人类的思想行为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地理因素的影响。 [ 注：Robert Strausz–Hupe and Stefan T．Possony，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Graw–Hill，1954），p．81． ]



　　美国地理学大师斯派克曼的话说得更为明确，他说：



　　地理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构成条件。它为人类提供可能性（possibilities），人的惟一自由就只是对此种可能性作好的或坏的利用，把它变得更好或更坏。



　　斯派克曼的思想虽与地略学派颇为接近，但他并非决定论者。他认为人应适应环境，虽有时也可企图改变环境，但又自有其限度。



　　所有的国家都位于同一个地球之上，但它们的位置（location）却不相同。此种位置上的特点对于战略思想和作为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构成重要的差异。有时显而易见，但有时却非常复杂微妙，所以值得深入分析。



　　试以以色列为例。该国在位置上是强邻环绕，而且国土也小得可怜，所以，全国上下自然都会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且一致主张必须采取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观念。反而言之，再以美国为例。它在位置上可谓得天独厚，不仅与欧亚大陆距离遥远，享有两大洋的保护，而且在西半球也无任何足以与其抗衡的国家。所以，自从建国以来，美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过程中，几乎都不曾感觉到有外来威胁的存在。同时，美国政治家对于权力平衡的国际政治也自然缺乏了解，这也正是孤立主义的根源。



　　不列颠群岛的位置是一种最方便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地理因素的许多微妙影响。不列颠，即“英伦三岛”，与欧陆在位置上相当接近，使英国人可以充分参加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北海与英吉利海峡所构成的天然屏障，又能使英国自从1066年以来，从未受到外敌的武力入侵。尽管如此，与欧陆在位置上的接近还是使英国政府对于入侵的威胁经常感到忧虑。此种忧虑不仅刺激其海军的发展，而且也支配其对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的传统政策，即英国不允许此一地区受到其他强国的控制。



　　地理不仅影响国家的威胁评估，而且更构成其战略思想的基础。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海权与陆权两种思想的发展。从古到今，有某些国家的战略思想采取海主陆从的路线，另有某些国家则采取陆主海从的路线。此外，也还有海陆并重者，以及专重海权或陆权者。此种差异，大致说来，几乎都是地理条件所致。试以英法两国为例，英国为一岛国，故可专重海权，法国位于欧陆沿海，遂必须陆海并重。内陆国家当然不可能采取海洋战略，而大陆国家即令拥有相当强大的海军，但其战略思想仍然还是会继续保持陆主海从的传统。



　　马汉（Alfred T．Mahan）在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中，曾经把“地理位置”列为海权六要素之首。他一方面盛赞英国人知道利用海权以增强国力，确保胜果；另一方面则严厉批评法国人背向海洋而重视大陆，遂终于一蹶不振。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96。 ] 事实上，马汉之言不无矛盾。既然认为地理位置是首要的海权要素，则法国之不能在海上与英国争霸，而必须在战略思想上给予欧陆优先，实乃理所当然，也自不应加以苛责。



　　大陆国家之不能重海轻陆，实恰如海洋国家之不能舍海趋陆。国家若不考虑地理因素而企图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则未有不失败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意志帝国即为殷鉴。德皇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因受马汉著作的影响，遂妄想建立大海军，以使德国变成殖民帝国。事实上，他并不曾真正了解马汉的思想，尽管他自己说他是正在吞食马汉的书，但很遗憾，实乃食而不化。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406。 ] 马汉在其书中早已强调有利的地理位置为发展海权的首要条件，德国缺乏此种有利条件，又焉能发展强大的海权？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廉二世所建造的大舰队在战争中几乎毫无作用。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资源分配不适当，反而使其陆军不能获得足够的兵力。假使威廉二世不做此徒劳无益之事，则德国也许已经赢得马恩河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帝国也可提供类似的例证。日本为一岛国，其对东亚大陆的地理关系恰如英国之于欧洲大陆，但战略思想的发展，彼此间却有很大的差异。英国人顺从地理趋势，采取以海权为主轴的战略；日本人则违反此种趋势，而采取陆主海从的战略。日本帝国的战略思想一直都受陆军的支配，而陆军所代表的即为日本的传统统治势力（贵族和军阀）。明治维新后，日本虽以英国为模范开始建立新海军，但并未能同时接受英国的海洋战略思想。在军事组织中，海军始终居于次要的地位，其所担负的任务也只是限于对陆军的行动提供支援而已。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心只想以亚洲大陆（其核心为中国）为其扩张目标，结果才会一败涂地，并给亚洲人带来一场浩劫。



　　海权思想的地理背景似乎并不难于解释和了解，但首创心脏地区（heartland）观念，并认为陆权可能胜过海权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也是英国人，他如此违背其民族传统而大唱反调，又应如何解释？



　　麦金德出生于1861年，其青年时代正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他眼看着在英国举国上下莫不沉醉在海权的迷思中，自以为他们的殖民帝国是子孙万世之业，太阳永远不会西下。此种景象刺激了麦金德敏锐的心灵，使他不禁产生居安思危的感想。因此，他才会独创“心脏地区”的观念，并发展陆可制海的理论。简言之，麦金德的言论是有所感而发，具有对当时英国政府提出警告的意义，实可谓用心良苦。由此也可知其思想是自有其特殊的地理背景，甚至可以说，如果他不是20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则也许不会产生那样的想法。



　　首创空权论的杜黑（Guilio Douhet）也有其特殊的地理背景。他是20世纪前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二等强国，陆不如法，海不如英，欲发愤图强，则必须别出心裁始能出奇制胜，杜黑的《制空论》（The Command of the Air）就是此种特殊地理背景之下的产品。意大利为一半岛，三面环海，而北面多山，易守难攻，所以，杜黑主张该国在地面上应采守势，而集中全力发展空军，并从空中发动对敌国后方的攻击。 [ 注：Alexander Kiralfy，“Japanese Naval Strategy”，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Edward M．Earle（Princeton，1943），pp．447–456． ]



　　除位置以外，国家领土的大小（size）在战略领域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是一个缺乏纵深的小国，所以必须采取制先（pre–eruptive）的战略。反而言之，俄罗斯由于拥有广大的领土，所以采取持久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也就成为其传统。八年对日抗战期中，我国也是基于同样的地理条件而采取同样的战略。欧洲是一个面积狭小、交通便利的地区，所以居于中欧的德国能享有内线之利，可以企图速战速决。德国参谋本部对于距离和后勤的问题似乎从未加以认真的考虑。等到他们面对俄国的广大地面时，才开始感到力不从心。相对而言，美国人一向生活在广大的空间中，而且东西两面都濒临大洋，所以也就易于发展越过巨大距离以投射国力的战略。 [ 注：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Cambridge，1977），pp．141–181． ]



　　直到20世纪末期，人类的生活大致还是以陆地为基础，但向未来展望，则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海洋可能将为今后人类新希望之所寄托。因此，濒临海洋的地区也就会变得特别重要。全世界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一百公里以内的地带中，全世界都市中有五分之四都位置在距离海岸线一百五十公里以内的地带中。此种事实暗示21世纪的战略思想和战略计划，必然会把人海关系列为最高优先的考虑。 [ 注：Carl E．Mundy，“Joint Littoral Warfare”，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 1994），p．47． ]



　　地理的影响又非仅限于空间和距离，同时也构成时间上和通信上的障碍。尤其在高科技尚未发展的时代，此种障碍也最为严重，足以使军队在战场上变得无法指挥和控制。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远征军之所以失败，此即为主要原因之一。 [ 注：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ssel，1975），p．73． ]



　　时至今日，由于技术的进步，使许多地理障碍都被克服，也使指挥、管制、通信都更便捷。所谓天险丧失了其固有价值。尽管如此，时间、空间、距离、天候等因素，对于战略思想家的思考，决策者的选择，指挥官的执行，还是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历史




　　历史经验在战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与地理环境同样强烈，甚或犹有过之。人都有记忆力，对于往事也必然有其怀念的心情。因此，历史被视为永恒的教训。各种不同的论著都一再地提醒战略家必须重视历史，这也自然更会增强过去经验对现有言行的影响力。



　　以色列的地理条件固然足以使其对外来威胁十分敏感，而犹太民族的悲惨历史经验更足以增强其忧患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辜的犹太人被处死者总数达六百万人之多。所以，当阿拉伯人宣称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赶下地中海时，虽然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但曾有亡国灭种惨痛经验的犹太人，听起来就会有谈虎色变的反应，而不得不采取认真的态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耀武扬威的日本帝国固然已不再存在，而战后的日本经过投降和被占领的过程，也总算是已经改过迁善。但即令在今天，受过日军蹂躏的其他亚太国家的人民，对日本人仍然没有好感，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更是经常感到忧惧。照理说，日本再回到帝国时代的旧路似乎已不可能，但历史经验所留下来的回忆仍令世人感到余悸犹存。



　　历史的回忆固然很难消失，历史的创痕则更难抚平。但更严重的问题却是历史的教训往往会受到错误的解释。当普鲁士三战三胜（普丹、普奥、普法），完成了日耳曼统一大业时，最大的功臣为俾斯麦。若非俾斯麦的政策决定正确，外交运用灵活，则老毛奇不可能获致全胜。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因为俾斯麦善于持盈保泰，遂使欧洲权力平衡得以继续维持，新兴的德国始能繁荣强盛，欣欣向荣。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威廉二世即位之后，就把俾斯麦的功劳和教训忘得一干二净。在威廉二世鼓励之下，德国走向穷兵黩武的道路，德国人开始迷信武力万能，而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于是到 1914年，德军依照希里芬计划，向比利时长驱直入，不惜侵犯该国的中立地位，因此使英国立即投入战争，并使战祸一发不可收拾。 [ 注：John E．Stoessinger，Why Nations Go to War（St．Martin’s，1978）pp．1–27． ]



　　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终于败亡，但其战败时的情况又使德国人对于历史作了另一次错误解释。在1917到 1918年之间，德军已经击败俄军，而在西线方面也似乎胜利在望。因此，德军战线的最后崩溃也就使很多德国人不敢信以为真。到了战后，以鲁登道夫为首的一群军人政客宣称，德国的失败是由于自由党派和犹太人在后方阴谋造反所致。此种解释足以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并使希特勒在迫害犹太人时更显得理直气壮。 [ 注：Alan Bullock，Hitler：A Study in Tyranny（Harper，1952），p．168．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所有欧洲大国都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所以，到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时，英法两国的战略选择也就深受这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英国人在西线堑壕中牺牲了许多子弟，遂使他们对于欧陆的战争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也自然助长了姑息主义的发展。在此种历史影响之下，英国人几乎不可能了解新威胁的性质。英国人对于德国人采取将心比心的态度，相信德国人会像英国人一样，经过上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痛教训之后，应该不会再有人把战争视为合理的国家政策工具。因此，当张伯伦对希特勒采取安抚政策时，自然会受到英国人的普遍支持。 [ 注：N．Thompson，The Anti–Appeasers（Oxford，1921），p．156． ]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大致相同。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一百三十五万军人，这样的创痕的确够深而不易平复。所以，到1930年代后期，法国政府对于外交和战略所作的一切决定无不深受上次世界大战回忆的影响。法国陆军固然曾经赢得上一次战争，但正因如此，才会在下一次战争中输得更惨。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176． ]



　　日本军阀之所以狂妄自大，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多少也是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因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日本人都能轻取胜利，于是形成“皇军无敌”的神话。尤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就一直以“东方德意志”自居，并且对德国养成一种盲目崇拜心理。这实在有一点不可思议，照理说，日本似乎应该以“东方不列颠”自居才对。 [ 注：钮先钟：“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顾与省思》（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p．317–318。 ]



　　阿龙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战略思想在每个世纪，又或在历史的每一时段中，从事件（events）本身中所出现的问题吸取其灵感。”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Praeger，1970），p．7． ] 简言之，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战略思想出现。假使对时代背景缺乏了解，则战略研究就会变得殊少意义。所谓时代（time or age）又是一个意义相当模糊的观念，不过大致说来，还是有其公认的划分标准。在同一时代中，人物、思想、制度虽常有差异，但还是有其共同的典型，此即时代精神（zeitgeist or the spirit of the age）。



　　举例言之，号称现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所代表的即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时代精神。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虽然国籍不同，身世和经历也不同，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有共同之点。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受到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的影响。



　　时代虽然过去，但思想却会累积，上一代的思想会遗传给下一代。因此，某一时代的思想不仅代表此一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还会受到以前各时代的遗留影响。此种思想累积为无可避免的趋势，而且思想有悠久传统也不一定就不好，即令是伟大的思想家也一样会发怀古的幽情。不过，思想家若过分尊重传统，则有时会形成一种沉重的思想包袱，足以妨碍创新和进步。



　　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所谓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现象，那就是把旧时代的思想和经验，不作任何选择或修改而直接用于新时代之中。法国军人就是最佳的例证。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构想发源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而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构想则又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说，将军们老是在准备打上次的战争（last war），而不是下次战争（next war）。虽然其言似谑，但有时确为事实，值得警惕。



　　历史不仅构成战略思想的背景，而且还时常被应用在决策过程之中。决策者为什么要引用历史，其目的安在，其功效又如何，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决策本来就难，而在危机状况之中则更是难上加难。历史至少可以帮助决策者解决若干困难，减轻其心理压力，增强其信心。概括言之，历史知识可以发挥下述五种功效：



　　1．以古例今，可以增进决策者对于情况的研究判断能力。



　　2．历史背景可以有助于对角色的定位。



　　3．历史能提供前车之鉴，使后人对于前途的凶吉知所趋避。



　　4．历史能增强决策者的决心，敢于坚持其所作的战略选择。



　　5．当所选择的战略面对反对的声音时，历史能提供必要的辩护理由。



　　历史对于战略思想、战略选择、战略计划、战略行动，都能作出重大的贡献。不过，历史也可能被误用，其结果足以导致错误和偏差，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以史为例时不可不慎重。概括言之，易犯的错误又可分为下述四项：



　　1．情况的错误（contextual errors）。不可把从过去事件中所获得的结论直接用于现有事件上，因为先后情况之间必然有差异之存在。



　　2．变质的错误（transformation errors）。历史教训可能变成迷思（myth），也就是近似神话的信仰。迷思形成后即能产生巨大影响，否定其他的观念，使人丧失理性。



　　3．方法的错误（methodological errors）。把过去向未来延伸是很方便的方法，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过去小规模行之有效的方法，扩大使用并不一定也同样有效。英国人在马来亚行之有效的战略村计划（strategic hamlet program），大规模用在越南时，其效果就很不理想。



　　4．下意识的错误（subconscious errors）。领袖人物若背负着重大的历史包袱，就很容易受下意识的支配而犯下不能自制的错误。历史中有一著名例证。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称帝后上尊号为“拿破仑三世”，其一切言行都仿效其伯父，在其下意识中感觉到他就是其伯父的化身。但这只是幻觉，而终于一败涂地。



　　似乎很具讽刺意味，但并不奇怪，愈是历史知识有限的人，愈是敢于引用史例，并且对所谓历史教训深具信心。殊不知历史只是一种广义的智慧来源，并不能无条件地应用在某一特殊个案之上。 [ 注：钮先钟：“决策与历史”，《国防杂志》（第十卷第五期），pp．9–20。 ]




经济




　　打仗就是打钱，此乃古今中外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早在两千余年以前，孙子曾在“作战”篇中作过“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的概算。西方也有一句名言：“钱，钱，钱，钱是战争的神经。”（Money，money，and again money is the very nerve of war．）大家常以为首先说这句话的人是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entecuceoli，1609–1680），事实上，他只是重述特里武尔齐奥（Gian–Jacopo Trivulzio）曾向法王路易十二（Louis Ⅻ）说过的话。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150。 ]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战略思想的形成，战略计划的执行，都无一不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系，或以经济考虑为基础，或受经济能力的限制。



　　古代战争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任何国家的财力都相当有限，要想对人力和物力作大量的动员几乎不可能。所以孙子才会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作战”篇）等到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之后，国家的经济基础随之增强，社会结构也随之而改变。当整个社会都投入战争时，国家的战争潜力也随之增大。民族战争取代王朝战争而变成战争的标准模式，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用于战争的资源也随之迅速增加，于是后动因素在战略领域中的重要性也随之而升高。等到战争终于发展成为长期消耗的形式之后，动员也就变得要比作战还更为重要。其累积的结果即为战争的成本必须要用天文数字来计算。这样巨大的成本终于使任何国家都感到吃不消，孙子的名言遂又受到世人的重视：“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篇）



　　有人把“3M”解释为人力（Man）、物力（Material）和财力（Money）。到现代，又有人把“3M”扩大为“5M”，即再加上机器（Machine）和管理（Management）。但无论如何计算，“3M”也好，“5M”也好，最后又还是可以归之于一个“M”，那就是钱（Money）。简言之，富国为强兵之本，实为不易之理。



　　从古到今，任何政府都会把财富的累积视为对战争最重要的准备。没有足够的财力，则自然不能建军备战。钱从哪里来？最简单的来源即为老百姓的口袋。要想开辟财源，政府（君主）必须加紧控制老百姓的钱袋。于是在整顿财政，增加税收的同时，政府的权威也必然随之而提高。不过，税收又自有其限度，如果不顾一切，横征暴敛，则实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除税收之外，还必须广辟财源。



　　在这一方面，英国要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较领先。该国首先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鼓励商人贷款给政府，同时拓展海外贸易，争取同盟国的援助，榨取殖民地的资源。由于经济政策运用适当，所以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长期战争中，终于击败劲敌法国，而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 [ 注：Colin S．Gray．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Free Press，1992），pp．136–173． ]



　　在过去的战争中，想要节省战争的成本，“以战养战”也就常为一种重要的考虑。孙子不仅说“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而且还说“故智将务食于敌”。孙子论将，以“智”为武德之首，而在十三篇中使用“智将”这样的名词，也就仅有这一次，可以暗示孙子对于“务食于敌”是何等的重视。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57。 ]



　　在欧洲历史中，直到拿破仑时代，“以战养战”还是常用的手段。不过，此种手段又非有利而无害。事实上，还是害多于利。其理由有下述四点：（1）“以战养战”的考虑会使作战计划受到不必要的限制；（2）“掠乡分众”会使部队不易保持控制；（3）同时对于士气和纪律也会产生不利影响；（4）最后，在占领敌方领土后，由于已经饱受蹂躏，民穷财尽，也会增加统治的困难。因此，在近代战争中，因粮于敌最多只能算是应急手段，而并非长久之策。尤其是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资源消耗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至少除粮食之外。还要加上弹药和燃料），也早已不是局部地区所能供应。



　　尽管战争形态已有重大改变，但经济对战争的影响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已经变得更加重要。战略的拟定常以经济考虑为基础，战略的执行常受经济因素的限制。较远的历史姑不必深论，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即可以举出很多的例证。



　　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经济因素实为重大诱因。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其所需要的资源必须仰赖输入，但其所准备采取的手段却不是公平的贸易，而是想要把资源丰富的邻近地区变成殖民地，这也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妄想之由来。此种殖民帝国的夺取在19世纪的权力政治中实不足怪，但在1930年代，仍坚持此种落伍观念，则未免不识时代精神。日本最需要的资源为石油，而其最易于达到的来源则为东南亚（印尼），日本政府遂终于决定南进以突破经济难关。 [ 注：David A．Decse，“Oil，War and Grand Strategy”，Orbis（Fall，1981），pp．540–542． ]



　　西方同盟国之所以终于能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主要原因为美国能够动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此乃人尽皆知的事实。尽管美国的潜力巨大无比，但还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始能将其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美国也不能够同时击败欧亚两个劲敌，而必须有先后的选择。最后，在1941年终于选择了“先欧后亚”的战略。作成此项决定的主要考虑之一即为后勤。因为美军必须越过两洋始能投入战场，以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来作一比较，则后者的交通线较短，而在英国又已有现成的前进基地，所以从后勤的观点来看，作“先欧后亚”的选择自然比较有利。 [ 注：Louis Morton，“Germany First：The Basic Concept of Allied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Command Decisions，ed．by Hanson W．Baldwin（Harcourt，1959），pp．3–8． ]



　　在战争中，作战计划应有相当弹性，但军需生产、运输、储积等项工作必须依照预定时间表推进，很难作机动的调整。换言之，经济因素的考虑先于战略，而战略的决定、设计和执行无一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思想




　　宗教、意识形态、文化，这三个名词可以总称之为思想。这些因素虽然都是无形的，但它们对于战略作为还是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可等闲视之。



　　早期的西方历史中，宗教信仰对于战争经常构成重要的诱因，国家的君主常以“替天行道”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把对方视为妖魔鬼怪，并自认有将其消灭的义务。所以，宗教战争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战争的行为和战略的选择也都会受到教义的限制。十字军战争即为显著的例证。



　　在西方历史中，牺牲最惨重的宗教战争莫过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经过这次惨痛教训之后，宗教在西方世界中对战争的影响才开始锐减，不过其残余势力仍能继续维持相当长久的时间。至于在西方以外的若干地区中，宗教仍常为战争的重要诱因，并对战略产生巨大影响。最显著的例证是在中东。尤其是一些基本教派的兴起，不仅已对该地区的和平安定构成严重威胁，而其未来的发展更令人感到忧虑。 [ 注：William J．Lewis，“The Growing Reach of Radical Islam”，Joint Force Quarterly（Autumn，1995），pp．46–50． ]



　　所谓意识形态（ideology）也可以说是无神的宗教。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其对于战略思想的影响也许要比有神的宗教更可怕。法国革命所带来的民族主义使欧洲陷入火海达二十五年之久，然后在20世纪上半期，又连续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几乎完全毁灭。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纳粹大帝国，要使从乌拉尔山到直布罗陀的整个欧洲都处于雅利安人（Aryan）的统治之下。于是他的战略思想就完全丧失理性，终于引火自焚。 [ 注：Gerhard L．Wejnberg，Germany，Hitler，and World War Ⅱ（Cambridge 1995），p．57． ]



　　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较有弹性而不过分僵化者，为另一种思想因素，即所谓文化（culture）。文化是一种范围广泛、含义模糊的观念，并以历史、地理、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因素为其根源。其最明显的表现即为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人虽同为一类，但又分成不同的民族，人的思想行为莫不深受民族性的影响。所以，每个民族在战略思想上会有其特殊的风格（style）。



　　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学者，曾创造“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样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的意义不仅很难作明确的界定，而且也不易于了解，所以，与其巧立名目，实不如说战略思想有其文化背景比较简单。



　　简言之，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战略思想，不同的战略行动。在当前的世界上，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美国。其文化背景（即所谓战略文化）可以分析如下：



　　1．自从建国以来，美国在地理上一直都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孤立主义的根源。



　　2．美国人在开疆辟土的过程中，所面对者都是迫切的现实生活问题，自然养成其急功近利的心态。



　　3．美国是一个没有悠久传统的国家，所以，其全国上下都普遍缺乏历史意识。



　　4．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概括地说，美国人几乎都是工程师，所以对于任何问题都是企图寻求技术性的解答。



　　总而言之，美国人重技术而不重思想，重管理而不重战略。因此，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实在是一种“非战略”（non–strategic）文化。 [ 注：Alastair I．Johnsten，“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95），pp．32–64． ]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但思想因素的战略重要性并未随之而降低，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中，更有日益升高的趋势。尤其是当世界正在迅速进入信息时代，在战略天平上，无形的软体可能变得比有形的硬体更为重要。因此，对于思想因素实有加强注意之必要。




组织




　　政府组织、军事体制，在国家战略作为过程中，不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决定战略计划对于实际情况的适应程度。决策者在分析和解释其所面对的威胁和环境时，经常受到其政府组织形式的影响。过去常有人认为雄才大略的独裁者，往往能作出明快的决定，而民主形式的政府则常有一国三公、无所适从的现象。揆之历史，即可发现此说实乃似是而非。



　　古今中外的大人物对于不利的警告往往不愿接受，甚至希望最好不要知道。此种自欺欺人的心态不仅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严重的错误。在任何体制之内，下级都知道如何讨好上级，经常会报喜不报忧，于是自然会影响决策的正确与否。反而言之，在民主制度之下，就一定有人报忧不报喜，同时也不容许任何领袖一意孤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找到太多的例证足以显示无论哪一种制度都非尽善尽美。不过，民主制度的政府也一样能决定战略、指导战争，并获致胜利，则又为不争之事实。 [ 注：万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国防杂志》，pp．3–16。 ]



　　古代国家的组织远较简单，军政大权自可集中控制在一人手中，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几乎都是如此。甚至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双方的元首也都御驾亲征，对于军事行动作象征性的指挥。但战争已经变得日益复杂，不仅政治家（主）无法控制，甚至军人（将）也都不能单独指挥，组织因素遂变得日益重要。首先受到重视者即为普鲁士所创建的参谋本部。它不仅成为各国所争相模仿的对象，而且也获得“陆军之脑”的美名。



　　20世纪前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使组织因素对于战略决定和作为的影响更为增大。最初是战争完全受到军人垄断，而军人则只知重视其专业要求，不但不考虑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甚至也不了解战略究竟是什么。老毛奇曾经说过：“假使战术能获胜利，则战略应该屈从。”这一句话也被其徒子徒孙们视为至理名言。 [ 注：Hajo Holborn，“Molke and Schlieffen”，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Edward M．Earle（Princeton，1943），p．185． ]



　　实际上，究竟是战略应受政策的支配，抑或政策应受战略的驱使，都无关紧要。但在任何一方面若犯错误，均足以造成灾难。所以，在政策和战略层面上所作的决定要比在作战和战术层面上所作者远为重要。作战和战术的错误也许还有矫正或补救的机会，政策和战略的错误将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军事组织之中又非仅有一种意见。现代军事组织日益庞大、日益复杂，早已形成一个巨型的官僚系统。不仅三军分立，而且军种之内还有许多不同的单位，各有其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也都希望国家的政策和战略能符合其理想、满足其要求。西方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已采取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CS）的制度，但军种的歧见仍然存在，所有一切决定几乎都是经由妥协折中的方式来作出，所谓联合只是虚有其表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即核时代，也是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和战略作为也随之进入一种新境界。旧有的观念和架构都已不能适应，遂有另觅途径之必要。美国在1947年成立国家安全会议（NSC），即为朝新方向踏出的第一步。最初被认定与国家安全有密切关系的政府机构仅为国防和外交，但不久即发现所谓国家安全的内涵并非那样简单，于是许多其他政府部门的首长也都被邀请参加国家安全会议，并对国家安全政策提供意见。此一事实可以显示，世界环境愈复杂，政府组织愈庞大，则官僚体系对于国家战略的影响也愈强大。 [ 注：James A．Nathan and James K．Oliver，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Johns Hopkins，1994），Third Edition，pp．29–48． ]




技术




　　目前大家几乎一开口就说“科技”，实际上，“科”与“技”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究竟什么是技术？技术与科学又有什么关系？技术不是科学也不是产品，技术为科学对产品制造和劳务的应用。简言之，技术为科学知识对实际目标的应用。技术的起点是从事基本研究的科学家，然后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的研究发展，而以对制造和服务的实际应用为终点。所谓技术循环（technological cycle）周而复始，不断地产生回馈作用，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构成新基础。 [ 注：J．Fred Bucy，“On Strategic Transfer to the Soviet Un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77），p．28． ]



　　技术对战略的影响似乎已成老生常谈，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对战争或军事问题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受到重视只是最近才成为普遍现象。至少到美国内战时为止，在战争中的确有一项因素大致可以视为不变的常数，那就是技术。尽管交战双方所使用的武器虽非完全相同，但以威力（效力）而论，彼此之间又始终是相差得非常有限。换言之，技术在战争中并非重要因素，或至少不会使某一方面享有决定性优势。诚然，也偶然会有新技术及其产品被引入战争，但战略家的思想和行动却很少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在悠久的战略思想史中，把技术因素列为主要思想背景之一，应该算是最新的观念。



　　对战略思想产生重大冲击的第一种技术因素即为蒸汽机。其在陆上的应用为铁路，而在水上的应用即为轮船。这两种运输工具分别导致新的战略思想，亦即近代陆权与海权观念之由来。若与陆海权作一比较，则空权观念几乎可以说是技术的产品。假使没有飞机的发明，空权论也自然不可能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四种新技术产品出现，即战车、飞机、潜艇和无线电，但它们对于战争还不曾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至少可以断言，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大兵力”（big battalions）和“大工业”（big factories），而不是“大实验室”（big laboratories）。



　　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于战略思想的发展还是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刺激，于是有若干理论家开始相信或预言，技术因素在下一次战争中将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他们又可分为两大派。第一派是装甲战的提倡者，相信战车能恢复战场机动性，并在陆战中重获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经验证明他们的想法没有错。第二派是空权论者，相信飞机的使用可以完全取消地面作战，而直接从空中打击敌国，动摇其社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否定了此种理论，因为技术的进步还没有那样迅速，赶不上他们的想象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因素的地位日益升高，任何战略思想莫不受其影响。此种趋势到1945年达到最高潮。两颗原子弹把人类带入核时代，世界秩序和战略思想也随之发生巨变。今天，人类不仅生活在核阴影之下，而且其心态和精神也都已核化。



　　核武器的确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因素，但又并非惟一的技术因素。在当前和未来的世界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技术因素也同样能在战略领域中产生影响作用。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更使人类的思想和生活都面临莫大的挑战。总而言之，今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对于技术因素必须给予极高度的重视。




结语




　　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变得比过去更复杂、更多元化。新国际环境中开始出现新问题，并构成新威胁。国家安全决策、国家战略作为，也变得更困难、更微妙。此种最高层面的一切运作都无成规、无公式、无准则可供遵循，必须有赖于高度弹性化的适应，决策者所应考虑的并非仅限于实质的和具体的因素，而且还有许多抽象的和无形的因素也都应列入考虑之中。本章所列举的六项因素，可以说更是应该列为首要因素。



　　就理论而言，国家的决策者，包括政治家和高级将领在内，对于这些因素应有充分了解。但事实上，又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因素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大，而所需要的知识也相当专精，主持全局的领袖人物不一定能够具有如此完美的学术背景，所以必须仰赖专家的协助。孙子要求“四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可以说无人能够达到此种境界。所以，政府必须设置智囊团，网罗天下英才，从事深入研究，并将其所知提供给决策者参考。



　　其次，政府往往是在紧急情况中，迅速作出决定。主其事者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自然难于作深远的思考。尽管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非常需要宏观的决策，但许多政府领袖的眼光仍然是见树而不见林。



　　冷战固已结束，但历史并未达到其终点。当前世界局势也许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既不比过去和平，也不比过去安全。不过，当国者若能利用此难得宁静的片刻，对有关国家战略的若干基本因素作较深入的思考，则对国家前途又未尝不是有意义的贡献。














	

 






	















	







	







	









 





	


	







	








	




	


第06章　战略研究的单元




	







	

 



	


	



引言




　　现代战略研究是一门范围宽广、内容复杂的学域，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的知识，若从传统观点来看，那几乎超越了所谓战略的限度。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谓战略家，对于现在已被纳入战略研究学域的某些知识，更是闻所未闻。过去的战略思想是以战争为范围，以作战为焦点，除此之外，其他的问题都不在考虑之列，或至少是不被重视。现在的情况早已变得与过去大不相同，战略家的思考不仅早已不限于战争，甚至可以说在战略家的头脑中，和平与战争几乎已经毫无区别。因此，有许多过去不为战略家所重视，甚至是他们所不了解的因素，现在都必须纳入战略研究的领域之内。



　　当然，这又并非意味着战略研究的内容已经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尤其是更非要求把每一位战略思想家都变成万能博士。战略家是通才而非专家，他们对于作为战略研究理论基础的若干必要知识都应有概括的了解，但又并不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只有在这种通才的综合指导之下，各种不同的专家始能分工合作，发挥整合协力之效。



　　然则作为战略家，尤其是战略思想家，又必须具备何种基本知识？这不仅是见仁见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而且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不过，从方法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又并非难于获致适当的答案。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将其分成若干研究单元（units of study），或若干分析层面（levels of analysis）。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把有关战略研究的一切基本知识，分成几个研究单元，并进行分层的分析。



　　战略是一种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就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来说，国际环境好像一座舞台，而许多国家则好像是国际舞台上的演员（actor）。这些演员在舞台上的活动都各有目的，要想达到其目的又必须采取行动（action）。研究演员在舞台上如何行动的学问即为战略。



　　演员在采取行动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可以概分为三类：（1）他所想要追求的目标（object）；（2）他准备用来追求目标的工具（手段），学术界称之为权力（power）；（3）他追求目标时所面对的环境（environment），也可称为情况（situation）。所以，战略是一种程序或过程（process）。在整个程序中包括四个要素（elements），即为演员、目标、权力、环境，可以图解如下：






　　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演员（国家）当然不只一个，如果没有对手，则任何目标都唾手可得，也就自无运用权力之必要。因此，在战略程序中必然有彼己双方，换言之，至少有两方相对，并各用其权力来影响（influence）对方。此种相对程序即为最单纯的战略运作（strategic operation）。现在再用图解表示如下：






　　事实上，国际关系远较复杂，演员可能多到n个，换言之，在现实环境中的战略运作是多边的，此种单纯的双边模式只是为解释的方便而设计。



　　基于此种模式，也还是可以显示战略不是教条也不是公式，因为即令是如此单纯的模式也都牵涉几种变数。所以研究战略在方法上必须采取较精密的分析。我们至少发现有三个要素之存在：（1）演员，（2）权力，（3）环境。演员至少有两个，各有其所追求的目标。权力分属于演员，环境则为大家所共同，但对于不同的方面又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至少可以对于三个要素，分别构成一个研究单元。不过，这样还不够，因为战略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权力必须有适当的运作，始能产生影响。所以，运作（operation）才是战略的精髓。假使不能作有效的运作，则战略就会变成死知识，而非活智慧。



　　综合言之，战略研究可以分为四大单元，也就是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分析层次：（1）演员分析（actor analysis），（2）权力分析（power analysis），（3）环境分析（environment analysis），（4）运作分析（operation analysis）。




演员分析




　　为什么从演员这个层次开始分析？其理由实在非常简单：假使没有演员，即令有道具也有舞台，但还是没有戏可看。在国际舞台上，依照现实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家虽然不是惟一的角色，但的确是主要的角色。今天的世界上虽然已有若干超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出现，但它们的地位不可与国家相提并论，在国际舞台上，最多也还是只能扮演次要的配角。



　　虽然国家被公认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但这又只是一种抽象的假定。事实上，今天在世界上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所谓国家有机体的观念。认为国家有其独立的意志，那只是神话。所谓国家的行动，实际上只是那些假借国家之名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rper and Row，1981），Second Ed．，p．470． ]



　　国际关系学域到1960年代中期，现实学派盛极而衰之后，遂有若干新学派应运而生。其中有一派即所谓决策理论（decision–making theory）。“decision–making”常简称“DM”，其正确的中译应为“决定作为”，但决策在国人中已成流行用语，而且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也就不妨采取“吾从众”的态度。



　　决策理论的研究焦点是决策者（decision–makers），那也就是负责作决定的个人和由少数人所组成的集团（group）。其研究目的是想要使其分析较具体、较精确和较系统化。此一理论在国际关系学域中已有高度的发展，而且并非徒托空谈，对于政府的实际决策也颇有贡献，尤其是在危机处理方面更是如此。



　　非常自然，决策理论已为战略研究学域所吸收。战略家不仅要学会怎样作决定，而且更要了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代表国家）的决策者是如何作决定。此种知识相当重要，不仅可以帮助改进战略决定的品质，而且也构成战略研究的重要基础。简言之，在了解某种战略之前，应先了解此种战略是如何作成的。所谓决策理论对于现代战略研究可以带来一种新境界，而这也是传统战略家所难以想象的。



　　战略本来就是一种思想，而思想的源头又即为人的头脑（心灵）。所以，人脑即为制造战略的机器。要想制成良好的产品，一方面需要精良的机器，另一方面需要对机器能作高效率的使用。对于战略而言，前者为天才，后者为学习。要想成为战略家，必须具有足够的天才，此乃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如何学习战略，则古今中外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几乎所有的传统战略家都无不重视历史，拿破仑也曾说过：



　　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屠云尼、尤金、菲特烈等人一样地发动攻势战争。把他们视为模范，那是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的惟一途径。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1），p．49． ]



　　此种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观念到今天仍为许多战略思想家所继续认同。但事实上又不无疑问。



　　第一，历史的记载是否足够翔实和正确？从研究历史的现代学者（即修正主义者）眼中看来，许多记录本身似乎都有缺点。这也就必然使历史作为战略研究基础的价值不免要打折扣。尤其是古今的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历史教训也不可能被直接应用。因此，克劳塞维茨才会认为：“历史不是一本模范书，也不能提供概括的教训和规律。”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Book Two，Chap．4 and 5． ]



　　其次，还有一点是所有一切历史记录中都没有，或至少是很难找到的，而那却又是最重要的一点。历史通常都只告诉我们，某一决策者在某种情况中曾作某种决定，但却很少告诉我们，那个决定在当时是如何作成，决策者所抱持的是何种心态，以及曾受何种影响。因此仅凭历史的研究，还是不能学会作决策的技巧，也无法了解他人是如何决策的。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都需要作决定。某些决定的作成几乎是不假思索，有时仅为一种敏锐的心灵反应，作出决策者也许只需极短时间的思考。不过当所面对的问题愈复杂时，则决定也就会愈难作成，所需时间也就会愈长。试以战争为例：拿破仑立马高岗上，用他的简单望远镜向眼前的战场作一展望，于是凭其慧眼，在短短不到几分钟时间之内，即已能作成其对会战指导的最后决定。



　　如此美好的古老回忆只能存在于历史之中。今天即以所谓野战战略为范围，指参战人员所面临的问题也都会比拿破仑时代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令是受过严格专业教育的人员，也都会感觉到决定作为是很不容易。何况现代战略观念又已经升高，早已从军事层面升到国家层面，并且把许多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传统军事战略的思想遗产虽然仍有其价值，但早已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现代战略研究必须另辟途径，而不可因陋就简，采取旧酒瓶装新酒的办法。



　　基于新的决策理论，在所谓演员分析的领域中，至少有下述五个问题是应该作较深入的探讨：



　　1．演员的界定。在国际舞台上究竟是由谁充当演员，这个问题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远较复杂。从理论观点来说，演员即为国家。但在现实世界中，所谓国家又并非一种单纯的抽象观念，而在种类上和性质上有非常复杂的区分。国家不仅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而且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也都会呈现出差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所以，不应假定所有的国家都会采取同样的决策模式。



　　2．人与组织。决策者说到底还是人，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可以说已经不再有独裁者的存在。国家大事不可能仅凭某一个人的智慧、意志，甚或天才来作决定。每个国家都有政府，而政府即为国家的代表。政府是由精英分子组成，过去只是一种体型很小的组织，而现在却已经变得愈来愈大。于是政府又转化成为大官僚体系。此种体系发展成为一种同心圆的形式。以国家元首为圆心，而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张。当然，圆心即为权力中心，而内圈的权责也会比外圈大。尽管如此，无论在哪一圈中的小人物，对于决策也还是有其影响作用，此即科员政治。



　　3．利益集团。政府结构和军事体制，在国家战略的拟定过程中，不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决定了战略计划对实际情况的适应程度。决策者在分析和解释其所面临的威胁和环境时，经常会受到组织形式的影响。不过政府组织又并非如诸葛亮所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实际上，在政府之内又有许多“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存在。它们各持本位主义，互相争权夺利。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最多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举例言之，军种各自为政的现象，今天在美国仍继续存在。毕尔德（Carl Builder）曾指出：



　　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是陆、海、空三军种，而不是国防部或国会，甚至也不是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任何战略构想必须为军种所接受，始有付诸实施的可能。 [ 注：Carl H．Builder，The Masks of War（RAND，1989），pp．3–18． ]



　　所谓利益集团又并非仅只存在于行政体系之内，在国会和一般社会中，也有很多利益集团，他们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4．民意与媒体。即令在古代的国家中，民意即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对于政府决策都能够发挥相当的影响作用。而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民意对于政府所能产生的制衡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大众传播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共意见的权威更产生了空前的助长效力，有如为虎添翼。简言之，民意与媒体的结合，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使任何决策者都不敢轻视。但民意与舆论对于决策又并非有利无害，有时甚至会导致错误或非理性的决定，并违反国家利益。



　　5．利益与目标。国家为何会执行某种政策，采取某种行动？其原因安在？这也是战略家所必须探讨的主题之一。根据公认的基本假定，国家有其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国家利益的具体表达即为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政府的决策不仅是基于利害的考虑，而且也是想要达到某种目标。所以，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分析，也就构成演员分析的基础。必须了解其利益和目标之所在，然后才能解释某国政府会作某种决定的理由。国家利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以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安全、经济、政治、思想等四类；以重要性而言，又可分为生存（survival）、主要（vital）、重要（important）、边缘（marginal）等四级。综合起来可用下述图解表示：






　　试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苏联把导弹部署在古巴，对于美国的安全构成主要威胁，但对于苏联的安全则只是边缘利益。就经济的观点而言，古巴对于美国有相当重要性，对于苏联则几乎毫无重要性。就政治而言，古巴的得失攸关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但对于苏联则并不那样重要。就思想而言，对于双方的利害程度大致平等。基于以上的分析，也就可以将其结论填入图解中，同样也可以解释苏联为什么终于让步撤出导弹的理由。



　　国家利益多少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意义，所以在实际应用时也就必须对其作较具体的分析。举例来说，英国不容许其位置在欧陆边缘上的三岛受到欧陆军队入侵的威胁，这是一种国家利益，要想确保此种利益，则保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即为具体手段。于是这也就成为英国的国家目标。国家目标是个别的，不仅可以同时有多种目标，而且也可以时常改变，所以如何拟定国家目标并随时加以适当的调整，也就构成战略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其内容可概分为五个步骤 [ 注：Michel N．Schmitt：“Identifying National Objectives and Developing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Winter，1997）．pp．38–47． ] ：



　　步骤一：鉴别目标。



　　步骤二：排列目标的顺序。



　　步骤三：发现机会与威胁。



　　步骤四：发展战略。



　　步骤五：得失评估。



　　在演员分析中，不仅要了解演员的性质及其决策的模式，更必须了解作为其决策理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



　　古代军政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界线，政策和战略时常都是由同一决策者来作决定。甚至到拿破仑战争时，大致都还是这样。军政分离是在19世纪后期受到崇尚专精风气的影响，才开始形成的趋势。其结果为政府决定国家利益和选择国家目标时，并不考虑军人的意见；而军人在拟定战略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时，也不愿接受政治家的指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可以充分显示此种现象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在战争结束时，法国总理克雷孟苏不深有所感，而说了一句名言：



　　战争是一种太严重的事务，不可完全委之于军人。（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 be left to soldiers．） [ 注：Donald Cameron Watt，To Serious A Busin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31． ]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交战国的政治领袖几乎都无一不亲自主持战略的决定，甚至还直接干涉军务。战后的检讨发现文人领袖所犯的错误着实不少。于是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战争真是一种太严重的事务，甚至也不能完全委之于政客（politician）？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时代，即核时代，也是冷战时代，国际事务与战略思想都随之而进入一种新境界。旧有观念和架构都已不能适应，而有另辟途径之必要。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使世界变得比过去更多元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开始出现新的问题，并产生新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决策、国家战略的作为，也就变得更复杂、更困难。此种最高层面的一切运作都无成规、无公式、无法则可供遵循，而必须有赖于高度弹性化的适应。决策者所应考虑的又非仅限于实质或具体因素，还有许多无形和抽象的因素也都应包括在内。这些因素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本身难于捉摸，但却能发挥微妙的影响。



　　过去，战略家所要考虑的国际事务相当简单，军事以外的因素几乎都与他无关，所以，也就自然不必要对于所谓演员和决策的问题作较深入的研究。今天，战略学域的范围早已扩大，战略家对于国际舞台上许多不同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决策模式，都必须有相当的了解。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识和实务可以总称之为“演员分析”，并构成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第一个主要部分。



　　本节的讨论到此结束，现在再引用两幅图画以供参考：






　　[ 注：本图以美国的现行制度为例，显示不同层面的演员（决策者）以总统为圆心，而构成同心圆形式的决策体系。 ]



　　[ 注：资料来源：Amos A．Jordan，William J．Taylor，Jr，and Lawrence J．Korb，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Potty and Process（Johns Hopkins，1989），Third Edition，p．210． ]




权力分析




　　权力（power）在国际关系著作中是一个最常见的名词，也是其理论架构的最重要支柱之一。战略研究理论基础，基本名词和观念，大致都是从国际关系学域假借而来。所以权力观念在战略研究的范畴中也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权力分析（power analysis）应构成战略研究的第二研究单元，在尚未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又必须了解国家权力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






　　[ 注：本图表示不同层次的公共意见以及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 ]



　　[ 注：资料来源：Patrick M．Morgan，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Transation Books，1981），Third Edition，p．96． ]



　　国家战略的内容即为在一切环境之中，使用国家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方法。它又有两个焦点：其一为权力，其二为目标，而所谓战略者，就是要研究如何使用权力以达到目标。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曾作一比喻。他认为战争与击剑（fencing）比赛很类似。一位参加击剑比赛的选手所应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其手中的剑以击败敌人，至于那把剑的本身却并非他所应关心的事情。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 ] 自今日视之，他这种说法不免似是而非。因为战争并不是竞赛，双方所用工具并非完全平等。剑法固然重要，但剑本身也同样重要。假使对方所用的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而你所用的是一把钝剑，即令你的剑法极为高超，你也还是不可能获得胜利。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把剑就是国家权力。战略家不仅研究如何使用国家权力，而且还研究国家权力本身。事实上，如果不了解国家权力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根本无法研究如何使用国家权力。



　　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的权力分析，其所研究的主题为权力的分类和评估，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必须先作分类的处理，否则也就无法进行评估的工作。但在尚未作分类和评估研究之前，又必须对于权力本身的意义先作若干解析。



　　从古到今，权力在政治领域中都是一个核心观念。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中，权力更是最常用的名词。几乎在任何一本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名词。有某些学者并不赞成使用这个名词，但他还是无法避免，因为实在很难找到像它这样方便而常用的名词。甚至有人说，假使不使用这个名词，则简直不可能思考政治问题。事实上，对于战略问题似乎也是如此。



　　尽管名词是如此通用，但其含义又相当复杂微妙，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有人虽时常使用这个名词，但对其意义却并无真正的了解。虽然每一本国际关系教科书中都一定有对权力所下的定义，但实际上，又均为大同小异。为便于比较起见，现在就把几位大师级学者所下的定义引述如下：



　　1．摩根索——权力是人对他人心灵和行动的控制。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Knopf，1973），Fifth Ed．，p．25． ]



　　2．斯派克曼——权力是用说服、贿赂、交换、压迫等手段，以使他人依照某些如我所欲的方式来行动的能力。 [ 注：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Harcourt，1942），p．11． ]



　　3．多伊奇（Karl W．Deutsch）——权力即为在斗争中获致胜利和克服障碍的能力。 [ 注：Karl W．Deutsch，“On the Concepts of Politics and Pow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ed．by James N．Rosenau（Free Press，1969），Revised Ed．，p．257． ]



　　4．沃尔弗斯（Arnold Woffers）——权力是使他们做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和不做我们不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能力。 [ 注：Arnold Wof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hn Hopkins，1962），p．46． ]



　　把这些定义综合起来加以观察，即可了解权力是一种产生影响作用的能力（capability）。但仅凭此种能力的存在，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影响作用。能力必须使用始能产生影响，然后才可称之为权力。这样遂又导致权力的二元观念：一方面是静态的，即为存在的能力，又可称之为资源（resource）；另一方面是动态的，也就是在运用中的能力，又可称之为影响（influence）。概括言之，权力是把这两种观念合而为一。



　　霍尔斯蒂（Kal J．Holsti）又将权力分为三要素：能力、行动、反应。其简释如下：



　　1．能力（capabilities）即为可以用来影响他人的资源。



　　2．行动（acts）即为可以用来影响对方的一切步骤和关系。



　　3．反应（responses）即为对方受影响之后所采取的行动。



　　所以，当我们称某一国家为大国或强权（great power）时，其意义应包括下述三点：



　　1．这个国家拥有大量和多种资源，可以用来影响他国。



　　2．该国正在企图采取各种不同行动以影响他国。



　　3．他国的反应符合该国之所欲（desires）。 [ 注：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 Hall．1953）．pp，166–168． ]



　　总而言之，在一般人心目中，权力、能力、资源，似乎、是同义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对于其意义应有较深入的了解，



　　任何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总一定能够对他国产生若干影响，换言之，也就是必然具有某些权力。所谓权力是一个综合观念，其中又包括若干不同的因素在内。所以对于权力的内容也就有作分类研究之必要。



　　摩根索在其传世之作《国际政治》中曾把他所谓的国家权力要素（elements of national power）加以列举如下：（1）地理，（2）天然资源（粮食、原料），（3）工业能力，（4）军事准备（技术、领导、武装部队的数量和素质），（5）人口（分布、趋势），（6）民族性，（7）民族精神（以社会和政府的素质为决定因素），（8）外交素质。他这本书的初版是在 1948年，到1954年再版时，又加上第九项：政府的素质。以后再无其他的改变。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p．112–143． ]



　　英国政治地理学家缪尔（Richard Muir）把国家权力分为六大类：



　　1．形态权力（morphological power），包括出自国家面积、形状、位置，以及其他地理特性的权力。



　　2．人口权力（demographical power），包括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以及其他素质因素，例如教育、健康民心士气、民族性等。



　　3．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包括一切农、工商资源和活动，再加上生产效率、技术水准、贸易关系、金融机构等综合因素。



　　4．组织权力（organizational power），包括各级政府单位的素质和行政效率，以及政府的安定性和国内外的评价。



　　5．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包括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的数量和素质，即硬件与软件两方面，而尤以人事、组织、部署、思想等方面最值得重视。



　　6．外交权力（power from external relationship），包括一切出自对外关系的权力，例如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同盟国的关系，以及国际威望等。 [ 注：Richard Muir，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MacMillan，1981），p．147． ]



　　美国战略学家福斯特（Gregory D．Foster）曾提出另一种分类方式，也是分为六项，与上述者似乎大同小异，但在内容上还是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简述如下：



　　1．军事权力，包括军事力量和武器的数量、成分、部署和实际使用在内。



　　2．经济权力，包括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因素的操纵和利用。



　　3．技术权力（technological power），包括对先进知识、技术和物资交流所作的管制。



　　4．心理权力（psychological power），包括使用各种不同传播媒体以影响目标群（target group）的态度、意见、感情和行为。



　　5．精神权力（moral power），这是一种最微妙而无形的权力因素，包括采取任何行动以求在国外创出有关民族团结和决心的印象。



　　6．外交权力（diplomatic power），即使用谈判为工具以获致国家利益。诚如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所云：“现在的谈判意味着用其他手段来进行战争，而并非双方想达成协议时所作的交易（bargaining）。” [ 注：Gregory D．Foster，“Missing and Wanted：A U．S．Grand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Fall．1985），p．15． ]



　　若把这些分类方式作一比较，即可发现不仅名词上有若干差异，而且内容上也各有其重点。当然，又各有其缺失。所以，最好是再加以综合，则也许可以形成一套更为完整的分类。在分类中称为“xx权力”似乎也不妥，因为国家权力本为整体，所以还是摩根索所用的“权力要素”较佳。经过综合之后，国家权力至少应包括下述八种要素：



　　（1）地理　　（5）经济



　　（2）人口　　（6）政治



　　（3）资源　　（7）军事



　　（4）技术　　（8）心理



　　前四者为体，而后四者为用。前者大致是静态的，后者大致是动态的。但都包括运作或使用在内，并且也都能在国际事务中产生影响作用。还有三点必须在此说明：（1）所谓政治，又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此，外交不必另成一类，而应纳入政治之中。（2）国人惯于使用科技这样的名词，实际上，科学与技术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在国家权力的范畴中，构成要素者仅为技术，而并非把科学也包括在内。（3）所谓心理，其范围非常广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包括在内，并非仅限于大众传播和心理作战。



　　权力分析的第一步为分类，接着第二步则为评估（assessment），而那也是问题的核心。西方最早考虑到权力评估的人可能就是马基雅弗利，他在1513年写《君主论》时，曾辟专章论“国家权力应如何衡量”（第十章）。他认为所应比较或衡量的项目有军队数量、资源、领导、战略、士气等。 [ 注：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52），p．67． ] 一向被西方人尊称为“近代战略之父”的马基雅弗利，若专就这一点而言，其思想似乎要比我国“兵圣”孙子晚了一千余年。



　　孙子在十三篇的第一篇（“计”篇）中曾这样说：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孙子所说的“经之以五事”，就是把国家权力分为五大类：“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就是今天所谓的“评估”。而尤其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孙子对于评估工作内容的界定几乎和现代观念完全一致。



　　照现代的解释，听谓“评估”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衡量（measurement），也可称为量度或计量，亦即为孙子所说的“校之以计”，换言之，即为数量的计算和比较。第二部分为判断（judgment），那也就是对于一切不能量化的因素所可能采取的研究判断手段，也正是孙子所说的“而索其情”。简言之，那不能依赖数字的计算（至少是不能完全依赖），而必须作更深入的探索。现在图解如下：



　　评估　　　　　衡量　　　　　判断



　　Assessment ﹦ Measuremem ＋ judgment



　　（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



　　衡量是客观的，而且一定要有作为衡量标准的共同单位。判断是主观的，而且也不能用某种单位来直接加以衡量。所谓评估，必须要把客观的衡量与主观的判断结合成为一体。



　　国家权力评估非常复杂而困难，有人曾经作过各种不同的尝试，往往是优劣互见，很难确定哪一种方式最为理想。概括言之，国家的强弱贫富都是相对的，很难用科学化的方式来作精确的评估。此种工作可说是困难重重，其理由也很难一一列举，现在只能把若干重要理由简述如下：



　　1．大致说来，凡能计量的因素似乎也最易于评估，通常也多被列为评估工作的第一步。例如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军队数量等。但这些数量还是会受到许多非计量因素的影响。譬如说，甲、乙两国虽然面积相等，但若甲国土壤肥沃、气候良好、交通便利，乙国土壤贫瘠、气候恶劣、地形险恶，则双方领土的权力价值（power value）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再以军队为例，假定两国军队数量相等，但在装备、训练、组织、领导等方面还是可能相差很远。简言之，仅凭单纯的数量比较，并不足以确定某种权力要素的相对价值。



　　2．诚然，有许多因素可以计算其数量，但由于种类不同，所用的衡量单位也不同，彼此之间遂无法换算，自然也就无法比较。举例来说，甲方有飞机若干架，乙方有战车若干辆，但两者单位不同，所以无法找到一种公式，可以算出每一架飞机相当于几辆战车。当然，用成本来作为共同单位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还是不能普遍适用，因为有许多因素都不能用金钱来表示其成本，而且金钱成本的高低也不一定能表示效率或价值的高低。



　　3．即令只选择某一单项来比较，还是不易作成明确的结论。譬如说，仅凭军用机的数量，并不能表示两国空军的相对实力。不仅在飞机的种类上有很多的区别，而且即令专以一种机型来比较，也还是有很多差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人员训练、机场设备等，也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即令只是单项的评估也都很不容易。



　　4．所有一切权力要素彼此之间几乎都有互动关系，所以很难对其作孤立的考虑。譬如说，某国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国内出现严重的政治裂痕或经济危机，则虽有坚甲利兵，在国际事务中也还是不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苏联即为明显的例证，虽然某一种权力要素可能在某一特殊环境中单独使用，但最佳的权力运用还是必须符合协力（synergism）原则。换言之，应尽量使各种要素互相补益，而不互相抵消。



　　5．最困难的问题还是每一种权力要素之内又都含有若干无形因素或不能计量的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科学方法和统计数字都无以施其技。换言之，这一类的评估几乎都有赖于主观的判断。判断虽然是主观的，但又并非任意的。一方面，它仍需要用某些客观事实来作为基础或起点；另一方面，则又必须运用深入而微妙的思考。总而言之，判断远比衡量要难，但即令有非常精确的衡量，若无合理的判断来与之配合，则整个评估仍然可能不适当，甚至于发生错误。衡量的部分是科学化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肯花费成本和时间，则这一部分工作比较易于完成，而且结果也大致都能正确可靠。反而言之，判断则可以说是一门艺术。负责此种工作的人，不仅需要足够的学识和经验，而且还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天才。这可以用“画龙点睛”的成语来比喻：画龙是衡量的部分，点睛则为判断，也是整个评估的终点或高潮。必须有神来之笔，然后这条点了睛的龙才会破壁飞去。



　　6．权力的价值又常随着环境而改变，在不利的环境中，应有的效力就可能无法发挥。举例来说，挪威是水力充沛的国家，本可用来生产大量电力。但该国小国寡民，工业化水准不高，根本无须大量电力，所以不免货弃于地，十分可惜。此外，若干国家经济落后，以至于优秀大学毕业生在出国留学之后，由于国内缺乏理想就业机会，遂一去不归。此种人才外流现象对于国力实乃巨大的无形损失。所以，权力评估必须同时考虑环境的影响。



　　7．认知权力（perceived power）与实际权力（actual power）并不相等。评估所能获得的结果仅为认知权力，换言之，即仅为评估者对于其所评估对象的认知。它有时会高估，有时会低估，所以，并不一定等于实际权力。弗兰克（J．Frankle）曾指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影响，并不一定与其所享有的权力地位相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代，若以各种权力要素平均计算，则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换言之，在权力评估排行榜上应名列第一。德国、英国、法国都应居其后。但事实上，当时的世界政治是以欧洲为中心，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远高于美国，尽管后者为明日之星，而前者则早已走向衰颓的道路 [ 注：J．Frankel，International Politics（Pengium，1973），p．128． ] 。



　　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明了权力评估是非常繁重而困难的工作。不过，若就一般性的研究或教育而言，则所需的信息又不一定要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准。假使想找到比较简单的方法，能把若干重要权力要素（包括有形和无形的都在内）纳入一个单一的评估系统之内，则采取指数（index）的计算似乎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途径。此种指数可对某国的权力地位提供概括的印象，也可用来作为国力比较的基础。因为能把无形因素间接予以量化，所以，此种方法能产生简化作用，并深为世人所欣赏，这当然又是由于量化已成时代风气之故 [ 注：Rechard I．Merritt and Dina A．Linnes，“Alternative Indexes of National Power”，Power in World Politics，ed．by Richard J．Stall and Michael D．Ward（Lynne Rienner，1989），pp．11—28． ] 。



　　用指数来表示和计算国家权力的方法又有多种不同的变化，而且繁简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国内比较为人所熟知者是克莱因（Ray S．Cline）的方法。他用下述的公式来计算认知权力：



　　Pp ﹦（ C ＋ E ＋ M ）×（ S ＋ W）



　　Pp（perceive power）认知权力



　　C（critical mass）临界质量



　　E（economic capability）经济能力



　　M（military capability）军事能力



　　S（strategic purpose）战略目标



　　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



　　公式内容又还有几点必须解释：



　　1．认知权力——此种计算只代表评估者的认知，而并非实际衡量的数字。



　　2．临界质量——所谓质量，即为人口加领土。



　　C ﹦ P ＋ T



　　P（population）人口



　　T（territory）领土（面积）



　　任何国家的质量必须达到某种一定标准，不能超越界限者，不予记分，这就是临界（critical）的解释。



　　3．经济能力的计算公式为：



　　E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e1：GNP



　　e2：能源



　　e3：矿产



　　e4：工业



　　e5：粮食



　　e6：贸易



　　后五项又可总称为资源。



　　4．军事能力的计算公式为：



　　M ﹦ m1 ＋ m2 ＋ m3



　　m1：战略平衡（strategic balance）



　　m2：传统能力（conventional capability）



　　m3：努力加权（effort bonus）



　　以上所云为公式中的硬件部分，以下则为其软件部分，又分为两个要素：战略目标（S），民族意志（W）。公式中每一项的指数如何计算，克莱因在其书中均有详细说明，但概括言之，有若干方面还是难免不受个人主观的影响。



　　依照1978年的情况来比较，克莱因所算出的指数显示苏联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第二，日本第三，而中国则届居第四。当然这种结论现在已经丧失其价值。 [ 注：Ray S．Cline，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Westview，1980），p．174． ]



　　指数计算虽属可行，但又还是不无缺点：



　　1．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任何公式中所包括的指数究竟有限，不能作周详考虑。



　　2．缺乏比较（noncomparability）：对个别要素无法比较。



　　3．缺乏可靠性（unreliability）：仅凭指数并不能对权力强弱作精密表示。



　　4．缺乏时间性（timelessness）：国力经常变化，指数却是固定的，不能适应环境的变迁。



　　权力分析为战略研究学域中的主要单元之一，而其最大困难又在于评估。此种工作不仅应有科学基础，而且更需要艺术天才。仅凭硬件的计算，即令有极高的精确度也还是不够，因为对于无形因素仍然有赖于微妙的判断。所以对于国家权力问题的研究必须更深入，而不可以表面化的计算为满足。



　　现在还要提出一种新观念，即潜力（potential），较严格地说，应称潜在权力（potential power）。因为是比较陌生的名词，所以必须作较深入的解释。潜力与权力并非两种不同的项目，其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种类上的差异。构成差异的因素即为时间，用较新的术语来表示，即所谓前置时间（lead–time），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P ﹦ PP ＋ LT



　　P（power）权力



　　PP（potential power）潜在权力



　　LT（lead–time）前置时间



　　依照所需前置时间的长短，潜力又可分成下列的五级分类：



　　1．可立即使用。



　　2．在动员后即可使用。



　　3．在转换后即可使用。



　　4．在发展后即可使用。



　　5．假定未来可能使用。



　　现在逐项解释如下：



　　1．可立即使用的潜力也就是权力，换言之，在上述公式中，当LT﹦O，则PP﹦P。通常也称为存在力量（force–in–being），其意义为此种力量是现成的，可立即使用。但这也只是理论而已，事实上，并非如此单纯，所谓“立即性”（immediacy）又必然受到两种限制：（1）位置的限制，位置愈远，立即性愈低；（2）机动的限制，机动性愈大，立即性也愈高。



　　2．动员（mobilization）在权力分析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目前有人认为在核时代，动员已丧失其原有价值，实乃似是而非。即令在核时代，战争仍有多种形态，而在任何国际事务中也还是需要动用权力。而所谓动员，其含义也随着时代而改变，其内容早已变得比过去远为复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潜力都保持在已动员（mobilized）的状况中，因此，必须将其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已动员的，即所谓常备（active）部分；另一部分是可动员的（mobilizable），也就是所谓预备（reserve）部分。动员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往往必须分阶段完成。 [ 注：Klans Knorr，Military Power and Potential（Princeton，1970），p．31． ]



　　3．转换（conversion）的层次要比动员高。将要动员的预备潜力与已动员的常备潜力，在形态上完全一样，只是在准备（preparedness）程度上有所差异。转换的目的是要改变潜力的现有形态。譬如说，把原来生产某种消费品的工厂改变为生产军用品。转换当然比动员较难，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时间。 [ 注：Klans Knorr，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Princeton，1956），p．124． ]



　　4。发展（development）的层次又较高一级。其目标为现在尚未利用，或至少尚未大规模开发的潜力，例如已知其存在而尚未开采的矿区，或已知可大规模生产而尚未实际生产的新产品。譬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已知可用合成方式制造橡胶（synthetic rubber），但仅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南亚为日军所占领，美国才开始加速发展这种方式。发展所需时间当然更长，而且也与国家已有的技术水准有密切关系。 [ 注：Victor Basiuk，Technology，World Politics，and American Poli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35． ]



　　5．最后，还有目前尚无利用可能，但可假定未来将有此可能的潜力，故称之为假想权力（hypothetical power）。此种潜力能否发展，需要多久时间，谁都难以预料，但又并非渺茫的幻想。原子弹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因为在 1945年之前，原子弹还只是一种假想，谁都不敢断言何时能好梦成真。 [ 注：Stephen B．Jones，“The Power Inventory and National Strategy”，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ed．by James N．Rosenau（Free Press，1969），Revised Edition，p．257． ]



　　以上的分析又可用下述公式来作综合表示：



　　X ﹦ P ＋ （m ＋ c ＋ d ＋ h）



　　P为立即可用的力量（force–in–being）。



　　m、c、d、h分别代表：动员、转换、发展、假想四阶段，均必须有时间始能由潜力变成实力。



　　X代表国家权力之总和。




环境分析




　　国际舞台上的演员，也就是国际事务中的决定作为者，但任何决定又不可能在真空中作成，而必然是某种环境中的产品。简言之，战略必须适应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也就会与现实脱节。因此，环境分析遂构成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第三个研究单元。战略家所应注意的环境，也可称之为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使用此一名词的目的，不过只是强调环境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已。



　　概括言之，环境即为时空架构，也可称为情况，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富有弹性的观念。其包括的因素有时代、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种类之多几乎是难以列举。过去所谓环境者仅限于二度空间，也就是地球表面，到20世纪初叶，环境已把三度空间包括在内，即陆、海、空都应列入考虑之中。现在又早已把四度空间（即时间）也纳入环境分析之中。



　　传统战略家早已知道环境对于决策的重要，足以作为代表者当然又非孙子莫属。他曾明确指出：



　　知彼知己，战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不全。



　　所谓“彼”、“己”、“天”、“地”等因素，总而言之，即为战略环境。



　　过去的战略家虽知环境的重要，但其思考往往又只是相当粗浅而并不深入。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过去的战略家毋需考虑那样多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深入分析的能力和工具。到今天，不仅所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已经变得远较众多而复杂，而且也已有许多新的方法和工具，使深入的分析变为可能。所以，在当前的世界中，环境分析也就变得日益重要，而且也日益困难。尤其是国际舞台上有许多演员互相竞争，假使甲方重视环境分析，而乙方却不重视，则乙方必然会居于相对的劣势，



　　环境分析早已成为一门具有高度专精性的学问，其内容非常广博而微妙。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大层次，即：（1）全球（global），（2）区域（regional），（3）局部（local）。就时间而言，也可分为三大层次，即：（1）过去，（2）现在，（3）未来。这两种区分互相组合，又可构成九种不同的层次区分。仅以这样的一个时空架构而言，就已令人感觉到其问题的复杂了。



　　从空间方面来看，全球、区域、局部三个层面不仅是重叠的，而且彼此之间又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因素。今天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不仅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而这个地球就时空意识而言，也的确日益缩小。任何某一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必然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层面，换言之，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已无孤立之可能。



　　再从时间方面来看，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不可分的连续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研究战略的学者不仅要了解现在，还要了解过去，而尤其必须试图预知未来。也许未来是最重要的，战略家是为明天（for tomorrow）而思考，一切战略计划都是为明天而设计。所以，战略家既不可沉醉在过去的历史中，也不可仅以了解现状为满足，战略家必须能够知道过去的背景、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



　　假使说温故即可以知新，则尚未探测未来之前应先检讨过去。过去的世界虽也复杂多变，但就其全体而言，还是可以归纳出下述五点特征：



　　1．世界体系是由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支配。



　　2．国家权力的最高表现为军事权力。



　　3．各国有认定的假想敌国之存在。



　　4．战争形态有不变的趋势。



　　5．技术的进步只是程度上的增加。



　　时至今日可以说一切都改变了。假使仍依照上述的顺序来分析，则对于当前的战略环境似乎可以分别简述如下：



　　1．世界体系。冷战时期的世界的确是两极化的，所有国际事务无不深受美、苏对抗的影响。今天世界权力结构已经变得远为复杂。那是一种四层的立体架构：最上层是军事层面，只有一个极（unipolar），即为美国，只有它能作全球性的军事权力投射。第二层是经济层面，目前是三极（tripolar），即美国、欧盟、日本，一共占了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二。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到世纪交替时可能变成四极（quadripolar）。第三层是政治层面，世界上已有大小国家一百八十三个，所以在政治上确已成多极（元）（multipolar）世界。最低的基层由各种超国家（transnational）活动所组成，不受主权国家之控制，包括国际经济交流、恐怖活动、毒品交易、环境破坏等在内，无极（nopole）可言。 [ 注：Thomas H．Eteold，“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the 21st Century”，Strategic Review（Spring，1990），pp．23–32． ]



　　2．国家权力。过去最重要的权力即为武力，现在不仅已有多种不同的权力，而且其间关系也变得非常复杂。美国《外交季刊》前主编海兰（William C．Hyland）在1990年曾预言：“今后十年间，思想和军事问题可能减少，经济将居于支配地位，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会有所改变。” [ 注：William G．Hyland，“America’s New Course”，Foreign Affairs（Spring，1990），pp．1–12． ] 若再向未来看，则技术也许会变成最重要的因素，军事、经济、政治、心理都将受其影响。



　　3．假想敌国。过去几乎任何国家都有其假想敌，此种认知的基础或为思想的歧异，或为实力的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之于德国，美国之于日本，冷战时期，美国之于苏联，都代表此同一典型。但今天此种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新的考验。某些国家在军事方面已无假想敌之存在，但其他方面的利益仍然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威胁。譬如说在经贸方面，日本已成美国的劲敌，尽管他们在军事方面还是同盟国。敌乎友乎？的确已成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严重矛盾。此外，眼前太平无事并不保证未来永久和平。纳粹党在十年之内使和平的德国发动战争，我们又如何敢于断言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位希特勒出现？



　　4．战争形态。从古到今，人类社会之间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的流血冲突，但严格说来，战争形态并无太多改变。就本质而言，战争不过是人类之间的集体械斗而已。所以，大家对于未来战争形态有其固定的想象。换言之，即认为下一次战争与上一次战争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种类上的差异。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种印象即开始有所改变。战略家正面对着一种双重矛盾：一方面核武器能对大战产生吓阻作用；另一方面在核阴影之下仍继续需要进行小战。今天冷战虽已结束，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也已成共同理想，但战火仍继续在地球上蔓延，而且愈是星星之火，愈不易扑灭，并随时都可能形成燎原之祸。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p．1–13． ]



　　5．技术冲击。战争经常受到技术的冲击，此为人尽皆知之事实。军事革命往往是随着技术革命而来。19世纪中叶，电信、电力、铁路等技术创新改造了西方社会，也改造了战争。所谓20世纪的战争足以1861年的美国内战为真正的起点。新技术的冲击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非常难于预测，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交流更能产生协力作用。卡恩早在1960年代曾指出，现代技术发展神速，遂使技术突破更难于控制。所以，一切的战争准备和计划必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316．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未来世界的变化将很难捉摸，所以对于未来不可存有过分乐观的想法，尤其不可假定所有的改变都是善良或有利的。至少应有下述五点基本认识：



　　1．改变还只是刚刚开始。苏联解体只是为世局巨变揭开序幕而已，后冷战时期的来临会带来许多过去意想不到的新变化。世界已由稳定的静态转变为不安的动态。比之冷战时期，后冷战世界也许既不安全，也不快乐。



　　2．谁都不能控制世局的变化。尽管战略家希望能引导历史潮流，并以此为最高理想，但世界太大也太复杂，不可能完全随着任何国家的政策走，所以，谁都不可能控制世局的变化。



　　3．任何思想制度都会受到挑战。历史并未走到终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也非尽善尽美，也不代表大同世界的最高典型。事实上，西方社会也是外强中干，要比崇洋之士所想象的远为脆弱，许多新兴势力都可能会以它为攻击对象。



　　4．新威胁可能无形。竞争形式会有不同的组合，各种权力要素都可能被使用。新的意识形态也许比旧有的纳粹主义更难应付，新威胁甚至于是无形的，远超出传统观念之外。



　　5．挑战者将无所顾忌。新的挑战者将不受传统的束缚，不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他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他们也是投机分子，不放弃任何机会。所以，采取守势的方面将会备感力量分散之苦。 [ 注：Michael Vlahos，“The Next Competition”，Strategic Review（Winter，1993），pp．81–84． ]



　　面对着如此复杂多变的未来，实在没有足够理由来对世界前途表示过分乐观，前途虽不一定更为坎坷，但还是有不少的障碍。要想思考明天的战略问题，必须重视未来战略环境的评估。




运作分析




　　现在好戏终于开锣了。以上所谈的只是演员、舞台和道具，而并非戏剧本身。演员必须在舞台上有所行动，然后观众才有戏看。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用的名词即为运作（operation），这本来也是军事术语，在传统战略中译为作战，而我国古代则称为用兵。运作分析构成战略研究的第四单元，而且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单元。严格地说，运作是战略的本体（strategy the proper），没有运作也就没有战略。



　　运作分析的内容即为研究如何运用权力。最原始的意义即为用兵，也就是如何使用军事权力，其具体代表又为武装部队。武力的使用又可概分为两种模式：（1）实际使用（physical use），（2）和平使用（peaceful use）。前者为对敌方直接使用武力，后者只把武力当作威胁。依照使用目的来分类，军事权力可以用来达成下述五种任务：



　　1．攻击（offense）



　　2．防御（defense）



　　3．吓阻（deterrence）



　　4．胁迫（compliance）



　　5．展示（demonstration）



　　现在再分别讨论如下：



　　1．攻击具有侵略动机并以征服为目的。但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明目张胆的侵略至少会受到道义的谴责，所以即令是侵略者，也都会寻找合理的借口。以攻击为目的又与以攻击为手段有所不同。以攻击为目的固然一定会以攻击为手段，但以防御为目的，也还是可以用攻击为手段。军人的古训“攻击为最好的防御”（the best defense is offense），即代表此种观念，攻击具有积极目的，而防御则只具有消极目的。所以，二者之区别在于目的而非在于手段。



　　2．防御在形式上又有两种选择：（1）坐以待敌，（2）制敌机先。弱小国家也许只能作第一种选择，那可称为纯粹或绝对防御。但强大国家则还可作第二种选择，那又可称为攻势防御。坐以待敌是让敌方先动手打击然后再还击，所以也称为“第二击”（second strike），又可分为两个步骤：抵抗（resistance）和反攻（counteroffense）。制敌机先即先动手打击，故可称“第一击”（first strike），又可分两种方式：（1）如果相信敌方即将发动攻击，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是谓制先（pre–emptive）打击；（2）如果相信敌方的攻击无可幸免（虽非立即来临，但终将来临），于是选择有利时机先行发动攻击，是谓预防（preventive）打击。所以，防御比攻击远为复杂，可以综合图示如下：






　　3．吓阻属于和平模式，仅凭威胁来达到目的。所产生的是心理效果，即对方并未采取我方所想要吓阻的行动。换言之，只要敌方并未行动，我方的吓阻就算是已经成功，但敌方究竟为何不行动，甚或根本无意行动，则不在考虑之列。在先核时代，吓阻是用防御来达成的，万里长城能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即为一例。核武器出现后，吓阻观念不仅获得新的重要性，而且完全以报复威胁为基础，并构成核战略的主流。



　　4．胁迫也是用威胁为手段，但目的却与吓阻不同。吓阻只具有消极目的，而胁迫则具有积极目的，即企图迫使对方放弃其所已采取的行动，或采取我方所欲的行动。吓阻的成功毋需证明，胁迫是否成功则必须有事实为证。所以，要想达到胁迫目的是远较困难。



　　5．在国际事务中对于军事权力还另有一种和平使用，即所谓“耀武扬威”，也就是采取各种不同手段以展示武力，例如军事演习、庆典阅兵、军舰访问，武器展览等等。当然又非为展示而展示，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是想要间接地达到吓阻、胁迫，或其他政治性目的。



　　综合言之，军事权力的使用可以有攻击、防御、吓阻、胁迫、展示五种模式。攻击为实际使用，吓阻、胁迫、展示均为和平使用，而防御则两种使用兼而有之。 [ 注：Robert J．Art，“To What Ends Military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p．3–35． ]



　　时至今日，战略早已提升其层次，扩大其范畴，而所谓国家权力也已包括非军事因素在内。因此，对于国家权力的使用又必须作更具有宏观性的分类。这也许可分为三大类：



　　1．强制（coercion）。其意义即为强迫对方遵从我方的意志，换言之，强制具有积极目的。强制虽然也可用威胁方式来达成，但有时还是必须实际使用权力，而最常用者即为武力，至少过去经常是如此。不过也非尽然，譬如说经济制裁就是一种常用的强制手段。



　　2．劝诱（persuasion）。这是一种较复杂的运作，可以是对抗也可以是合作，其对象可以是敌国，也可以是友邦。其所用手段可概分为威胁与利诱两种模式。而两者又最好配合使用，以收协力之效。劝诱的目的有时为积极的，即说服对方采取某种行动；有时为消极的，即说服对方不要采取某种行动。在当前的世界中，用劝诱为手段的机会要比用强制为手段的机会较大，而成功的几率也较大。



　　3，挥发（emanation）。所谓权力的挥发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影响，但在历史中却又是常见现象，尽管其运作很难解释。历史中的伟大文明常发挥此种奇妙影响，而那与其所能使用的实质权力几乎不成比例。在西方历史中最显著的例证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诚如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中所描述的，罗马人是“使用一切光荣的手段，以争取异族的友谊，并努力使人们认清罗马的权力超越了征服的诱惑，而以对秩序和正义的爱好为其动机” [ 注：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The Modern Library，n．d．），vol．Ⅰ，p．8． ] 。又诚如拿破仑所云：“权力是以意见为基础。”有利的国际意见可以扩大某一国家的权力，使强制手段变得几乎不需要。此种间接的和广泛的影响作用，也就是我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王道”，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实为权力运作的上乘工夫。 [ 注：Alan K．Henrikson，“The Emanation of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51），pp．152–164． ]



　　大战略领域中，国家权力的运作又非仅以使用为限，而还有两种运作是同样重要但往往为人所忽视。其一是分配（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其二为发展（development）。



　　对于战略的任务而言，权力分配本应列为首要项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的战略定义中几乎都未将其列入，也许只有李德哈特为惟一例外，不过他所分析的主题又仅限于军事战略。为何分配的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任何国家的权力基础（power base）都是有限的，但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对于权力的需求又几乎是无限的。以有限的供应来配合无限的需求，必然会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而必须有所取舍。所以对于国家权力（资源）如何作适当的分配，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



　　战略家对于权力问题进行思考时，首先要问的不是“我现在已有什么？”而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简言之，是“量出为入”而非“量入为出”。假使现有权力不足以适应需要，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发展的问题。此处所谓发展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设法把潜力转变成为能力，以增补现有能力之不足。



　　发展与分配之间又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发展也非漫无限制，而应有所选择，尤其是对于“优先”（priority）的排列更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没有给予原子弹的发展以高度优先，遂坐失创造历史的机会。此外，也还有成本问题。当然，成本是愈低愈好，但又不可因节省成本而影响发展的效果，尤其是应知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总结言之，权力的使用，尤其武力的使用，仅为运作分析中最原始的一个部分。而此种分析的全部范围则远较广大，也需要较深入的研究。




结语




　　现代战略研究的确是一门非常博大而又精深的学域，此种学域可以分为四个分析单元，即上述的演员、权力、环境、运作四大项目。当然，每一个单元本身又都已有足够巨大的范围，值得深入研究，甚至于穷毕生之力，也许都还不能达到精通的程度。由此可知现代战略研究已经不可能采取传统模式。



　　不过，尽管战略研究已经走向多元化、集体化的途径，但作为一个战略家对于整个学域还是必须具有若干共同思想基础。所以，对于每一分析单元都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否则也就很难分工合作，发挥协力之效。














	

 






	















	







	







	









 





	


	







	








	




	


第07章　战略与情报




	







	

 



	


	



引言




　　我国的历史小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三国演义》。当我们还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知道孔明的神机妙算，甚至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还以为孔明是姓孔。但很不幸，这部著名的小说却把历史中的一位大战略家描绘成为江湖术士。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诸葛亮之所以能预知未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会“夜观天文”和“袖占一课”。究竟诸葛亮是否真正具有如此的神通对于我们而言，并非重要的问题，而且也不值得加以考证。



　　不过，从中外历史的记载中却可以发现，有许多国家领袖（国王或将帅）每当要作重大决定时，往往会先找一位算命先生（英文称为“fortune tellers”）来预卜休咎。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我国古书，例如《左传》，就有很多的记载，而西方古代的希腊神签（oracle）更是非常著名，甚至连一代枭雄希特勒也都相信这一类的神话。



　　因此，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于我国“兵圣”孙子表示十分敬佩。孙子在神权尚具有相当支配势力的时代（春秋），就断然否定了此种求神问卜的观念。他在“用间”篇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表示：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虽强调“先知”，但他却又认为先知并无任何神秘，不过只是依赖知道敌情的人而已。孙子把这种提供敌情的人总称为“间”。我们读古书时，对于古人的用语必须作较有弹性的解释。所以，不应把这个“间”字视为狭义的间谍，而应解释为广义的情报组织。



　　孙子不仅非常重视情报，而且在他的书中更明确地把情报纳入战略思想的体系之中。《孙子》全书在逻辑上有其连贯性，在结构上构成完整的体系：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先说明战略的实质内容即为计划，而最后则指出计划又必须以情报为基础。简言之，若无“先知”则也无“庙算”，于是全部理论遂不免沦为空谈。由此观之，可以认清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未来导向。他深知战略家所要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亦即所谓先见之明。



　　《孙子》全书不过六千余字，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而第十三篇（“用间”）则一共只有四百七十一字。虽然是如此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对于情报的要点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甚至于到今天仍然不丧失其价值。



　　孙子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就这一点而言，诚可谓古今一人。不仅如此，其在“用间”篇中还有若干观念也非常值得重视，并且对于现代情报工作者也不失为最佳的忠告：



　　1．孙子明确指出“明君贤将”必须先知，足以显示孙子知道情报不仅限于军事层次，而更延伸到国家层次。所以，孙子可能是第一位了解所谓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观念的战略思想家。



　　2．如何能先知？孙子首先提出“三不可”的原则：



　　（1）不可取于鬼神——这样彻底破除迷信的人，在我国古代的确很少见，充分显示出孙子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2）不可象于事——即不可依赖历史的类比，因为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以史为例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3）不可验于度——“度”就是数量，不可仅凭计算方法来推测未来。即令今天已有电脑，但电脑仍不能代替人脑，也不能先知。



　　3．孙子明确指出先知必须靠情报，别无其他途径。他说：“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他用了一个“必”字，足以显示他对于这一点的坚持。



　　4．孙子敢于用伊尹、吕牙为例，以解释“以上智为间”的道理。他确认情报组织必须用第一流的人才，而且必须如此，始能成大功。换言之，情报必须有极佳的品质，不好的情报甚至于比没有情报更坏。



　　5．孙子又严厉地警告：做情报要舍得花钱，绝对不可以打小算盘。他说：“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由于舍不得花小钱而误大事，这种人可谓“麻木不仁”，所以应严厉谴责。



　　孙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早已受到全世界的景仰。李德哈特认为过去所有一切的其他战略思想家都不足以与其比拟，甚至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也都比他陈旧。 [ 注：B．H．Liddell–Hart，“Foreword”，of Sun Tzu，The Art of War（Oxford，1963），pp．ⅵ–ⅶ． ]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是否真比孙子陈旧呢？至少就情报的观念而言，似乎的确如是。与孙子成强烈对比，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的价值采取轻视和否定的态度。他在《战争论》中说：



　　在战争中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有更多的是虚假的，而大多数则是不确实的。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17． ] 指挥官所能充分知道的只有他自己的情况，至于敌方的情况则只能来自不可靠的情报。 [ 注：同上书，p．140。 ]



　　孙子要求知彼知己，克劳塞维茨则似乎仅以知己为满足，而认为知彼是一种奢望。尽管如此，他并非完全否定情报的需要，或武断地认为情报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克劳塞维茨的书中是找不到一个良好情报足以导致胜利的例证。因此，若认为他不曾给予情报问题以适当的重视和分析，则确为事实。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不重视情报，其主因是他确认情报不可信赖，这又与当时的技术情况有密切关系。概括地说，在他那个时代，侦察技术还非常原始，要想在战场上获致可以信赖的战术情报都很勉强，至于较远距离的战略情报，则更是无异于捕风捉影。此外，通信的迟缓，即令能获可靠的情报，也还是很难适时地加以利用。



　　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后期，整个世界在此一百五十年之内，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更为惊人。在当前所谓信息时代中，情报的收集、传送、处理、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古人所难以想象的高效率。因此，情报对于国家安全（生存）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尽管技术已有莫大的进步，但孙子的基本观念仍然继续有效。情报的价值还是在于替战略服务，也就是对于战略计划作为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要想使此种服务能尽善尽美，则不仅情报工作必须有高度效率，而更重要者则为在战略与情报之间必须有密切的思想沟通。双方都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工作，然后始能合作无间。



　　概括言之，情报工作是高度专业化的，而战略领域则比较宽广。所以，情报人员是专家，而战略家则为通才。专家不一定要完全了解通才的工作范围，而还是照样能替他服务。反而言之，通才对于专家的能力限度必须有较深入的了解，否则不但不能让他尽其所长，而且还不能够对他的工作提出合理的要求，或作必要的指导。因此，战略家（也就是决策者）必须明了情报工作的性质和限制，并且还应研究改进情报工作的途径。在此还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的主题为高级的战略情报，还可称之为国家情报。不过就原则而言，对于较低阶层的战术情报，大致也仍可适用。




何谓情报




　　情报是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所以对于其含义也就很难加以明确地界定。美国情报界的老前辈肯特教授（Prof．Sherman Kent）曾概括地指出：情报是一种知识（knowledge）、一种组织（organization）、一种活动（activity）。若把这三个观念连贯起来，也就可以说：情报是某种组织为追求特定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 [ 注：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1949），Preface，pp．xii–xi． ]



　　情报的惟一目的即为求知，然则其所追求的又是什么知识？肯特说那是对国家生存具有必要性的知识，换言之，无论在平时或战时，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对其国家政策（战略）作重大决定时，都必须以此种知识为基础。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鲍伊（Robert R．Bowie）曾建议把情报界定为“设计用来协助行动的知识和分析” [ 注：Emet R．Mag，Knowing One‘s Enemies（Princeton，1984），p．3． ] 。古今中外的政治或军事领袖经常会面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在不确实的条件之下勉强作出其决定。尽管还是有人求神问卜，但在战略的领域中，孙子的遗训大概已经获得全世界的认同。



　　战略家在作决定或计划时需要先知，而此种知识则由知敌之情者负责提供。在当前的环境中，此种知识非常广博而精深，即令是伊尹、太公再世，仅凭个人的才智还是不能一手包办。简言之，现代情报工作是多元化、集体化的工作，必须要有一种组织来负其总责，然后始能收分工合作之效。



　　如何始能获致有用的情报以供决策者作为思考的基础？情报组织又必须进行下述三种不同的活动：（1）信息的获致（acquisition），（2）信息的分析（analysis），（3）情报的采用（acceptance）。因为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都是以“A”为首，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情报的“3A”。在此又必须作少许澄清，严格地说，信息（information）与情报（intelligence）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原料，后者是原料经过处理之后所产生的成品。不过，一般使用时，又很少有人如此斤斤计较而常统称之为情报。获致是学术界最近流行的新名词，比较通用的名词为搜集（collection）。 [ 注：Michael I．Handel，“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Orbis（Winter，1983），p．817． ]



　　在三种活动中，信息的获致（也就是情报的搜集）一直都是最为人所注意的部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电影中的“007”即为情报活动的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版的许多有关情报的著作也几乎都是以此为主题。这些著作似乎都是假定某些高度机密的信息一经获致之后，马上就会为军政领袖所采纳和利用，于是即能在政策或战略层面上产生重大的后果。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信息的获致只是情报活动的起点，而所搜集到手的信息还要经过相当复杂的过程始能变成有用的情报，而且也还不一定会被采用。 [ 注：我国军事术语将“信息”（information）译为“情报资料”。 ]



　　就传统而言，情报（信息）的搜集都是凭借人力，也就是孙子所说的“用间”。不过，最近三十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许多新奇的情报搜集工具，例如高空侦察摄影、人造卫星，以及其他电子装置等。这些工具固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1．由于过分依赖技术，遂使大家相对地忽视人的重要性。实际上，有许多工作还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2．此种自动化的搜集方式足以产生信息泛滥的现象，增加情报分析的负荷，甚至于还会降低分析的品质。



　　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对于获致信息的方法和技术似乎没有给予太多注意之必要，甚至于可以假定，在一般的情况中，通常都是能够获致适当的信息。原始的信息又必须经严密的分析处理，始能转变为情报，那才是决策者及其幕僚所真正需要的知识。诚如肯特所云，情报是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不仅非常浩繁，而且也十分艰深。概括言之，又可以分为三大类：（1）基本叙述（basic description），（2）现况报道（current report），（3）推测研究判断（speculative evaluation）。



　　第一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静态（static）知识，其内容应该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详细。概括地说，大致都是过去已有的记录，足以代表目标国家的已有状况（status）。



　　第二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动态（dynamic）知识，因为国家的状况不是静止的，而经常处于改变之中。所以，对于目标国家的若干重要改变必须经常加以监视。必须如此始能知道目标国家的现有能力（capability）。



　　第三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可能潜在（potential）趋势的知识。换言之，也就是以推测未来为目的，而尤其是必须设法了解对方的意图（intention）。



　　现在再把上述的全部观念综合图解如下：






　　第一部分几乎全是已知的，第二部分之中有已知也有未知，而第三部分则全为未知的领域。就工作而言，第一部分是繁而不难，只要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时间，这一部分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第二部分的工作则远较困难，而第三部分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在此，又有两个名词必须加以辨别：其一是机密（secret），其二是神秘（mystery）。机密为某种具体的事物，可以用间谍去窃取，或用技术工具去探测。例如某一国家有多少核弹头，其弹道导弹有多远射程等。这一类的信息都是属于机密的范围。神秘则为某种抽象的疑问（abstract puzzle），无人能够提供确切的答案。任何国家对于机密都会采取保密措施，但即令在高度保密之下，机密还是有泄漏的可能。神秘则是抽象的观念，它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也就是任何技术或方法所都不能获致的。简言之，能力是一种机密，而意图则为一种神秘。 [ 注：Joseph S．Nye，Jr．，“Peering into the Future”，Foreign Affairs（July／ August，1994），p．88． ]



　　非常明显，即令只有一个目标国家，要想获致上述的一切必要知识，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今天世界上大小国家已有一百八十多个，而且还有许多非国家性组织之存在。由此可知现代情报工作是如何繁难，而需要庞大的组织也实乃理所当然。




情报分析




　　情报组织很庞大，人员也很众多，工作更是非常复杂。在未作进一步分析之前，又首先要说明两点：



　　1．并非所有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是情报专家。情报组织也像其他的组织一样，有许多办事人员，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负责一部分特殊工作，例如电子、通信、摄影、电脑等等。所以，真正的情报专家并不太多。



　　2．所谓情报工作，包括信息搜集在内，几乎90％都是公开的，并无任何神秘之可言。当然，情报工作中确有其高度机密或敏感的部分，但在全部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却非常有限。



　　概括言之，情报组织的主体，也就是负责情报分析的部分，由一群专家学者所组成，他们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对于工作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从某种意识上来看，情报组织与学术研究机构并无太多差异。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学者，也都像大学教授一样，享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情报组织官僚化，则必然会影响到其工作的质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情报组织又很像报社。情报人员的工作就是监视（watch）、报告（report）、综合（summarize）和分析（analyze）。所以，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确很相似。他们也是分为内勤和外勤两部分：前者负责分析（编辑），后者负责搜集（采访）。就工作态度而言，他们有时还是不能够像大学教授那样心平气和，而必须像新闻记者一样地赶时间。



　　最后，情报组织又必须具有良好的企业精神。做情报也像做生意一样，不仅要讲求效率，而且其产品必须货真价实，能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一点又与情报是否会被采用有其直接关系。情报像商品一样，招牌非常重要，所以，情报工作人员必须兢兢业业，然后才能确保“商誉”，使他们的意见得到消费者（决策当局）的信赖。 [ 注：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1949），p．76． ]



　　尽管情报工作者与纯粹学者、新闻记者、企业家，都有其类似之处，但他们的工作又有其特殊的性质。所以，他们另成一格，而与任何其他行业的专家都不相同。现在就分述如下：



　　1．在大学中或报社中工作的专业人员，就基本素质而言，并不会比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同行有所逊色。但后者在工作上却享有一种特殊的便利，是前者所不能分享的：他们能够接触和利用机密资料。那些资料可能要比公开资料精确可靠，因此，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情报组织中的专家要比其他的专家占优势。



　　2．情报分析的另一主要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为它是一种集体性（collective）和综合性（comprehensive）的努力。情报组织中有各种不同的专家，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互相交换而产生协力效果，这是一般研究机构所不及的。尤其是在研究判断某国政府的决策或行为时，所牵涉的范围必然非常广泛，也就更需要整合的研究。假使所采取的为个别的或分散的研究方式，则不仅进度将远较迟缓，而且也可能会遗漏重要的问题。



　　3．情报分析者有一种特殊而沉重的责任，那是一般专家学者或新闻记者所难以想象的。教授做研究工作，做错了可以再做一次，对于失败也没有太多责任。记者若报道错误虽需负责，但他可以透过一定的程序（更正）来补救，而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还不至于太严重。情报分析者对于他所作成的研究判断必须负起远较巨大的责任。假使他的推测和判断发生错误，则可能导致的后果也许将不堪设想。他既不能再做一次，也无法更正。因此，情报分析必须非常慎重，而不可掉以轻心。这也就会导致悲观心态，报忧不报喜，对于危险（威胁），宁可高估而不低估。 [ 注：Shlono Cazit，“Estimates and Fortune–Telling in Intelligence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38． ]



　　情报工作欲求有效，则情报组织本身必须具有高度的工作效率。如何提高效率，就原则而言，必须注意下述三点：



　　1．国家的政府组织中，虽然可以有若干单位分别负责不同性质（或范围）的情报工作，例如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甚至于每一军种，都有其个别的情报单位。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国家阶层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综合情报组织，这样始能对最高决策当局提出一份统一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NIE）。假使没有这样的高级综合组织，则结果就会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一部门都有其自己的看法，但对于总体性的问题则并不能作成综合的结论。



　　2．情报是一种高水准的工作，组织固然重要，人才也许还更重要。若无第一流的人才，则即令有极佳的组织，也仍然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情报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以工作者必须保有高度弹性化的心灵。他们必须能够敏锐地发现改变的征候，并且立即了解新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重要意义，头脑硬化、固执己见，应该是情报专家所必须戒掉的毛病。反而言之，由于责任重大，他们又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对于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轻易放过。同时对于所作成的报告必须一再核对，以防疏忽或错误。最后，情报工作者还必须有敢于表示异议的精神勇气。因为只要有组织，即难于绝对避免官僚化，于是也就会逐渐形成集团思想（group–thinking）。在集团思想影响之下，工作人员的特殊个性也就会难以发挥。其流弊即为人云亦云，毫无创见。所以，要想维持工作的品质，必须要求人员具有独立精神，不盲目附和权威意见。



　　3．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两个层面之间必须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搜集为分析的源头，假使没有适当的信息输入，则分析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技术的进步，遂使在搜集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太多。现代搜集体系虽能获致大量的信息，但却不能辨别何者有价值，何者不重要，甚至于也不能辨别何者是“信号”（signals），何者是“噪音”（noise）。所以对于大量流入的信息应如何过滤整理也就成为分析者的沉重负荷。因此，欲求提高效率和品质，则分析与搜集之间必须保持高度的协调，尤其前者应指导后者如何工作。这样始能使搜集部门不至于把努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信息之上。




情报的研究判断




　　情报的结晶就是研究判断，根据所已获致的信息，经过审慎分析之后，情报组织即应能作成综合的研究判断以供决策者的采用。概括地说，所谓研究判断者，就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四大类：



　　1．预报潜在的冲突。



　　2．比较能力并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3．监视当前的情况，并对发展中的危机保持警觉。



　　4．对即将发生的危险适时发出警告。



　　除第一类的研究判断构成远期战略计划的必要基础以外，其他三类都具有紧急性，尤其以第四类在时间上最为迫切。情报组织对于即将发生的危险未能适时发出警告，而使国家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实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过错 [ 注：Thomas G．Belden，“Indications，Warning，and Crisis Oper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March，1979），p．131． ] 。



　　任何研究判断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作成两种不同的分类：（1）概括性（general）与特定性（specific），（2）推测性（speculative）与实证性（substantiated）。若依照这两种分类来分析上述的四大类，则又可以综合分类如下：



　　（1）第一类：概括性 ＋ 推测性；（2）第二类：特定性 ＋ 推测性；（3）第三类：概括性 ＋ 实证性；（4）第四类：特定性 ＋ 实证性。



　　因此，也就可以明了第四类的可信度最高，并要求立即采取应变行动。第一类的可信度最低，只能作为计划作为的参考。其他两类的可信度则介乎二者之间，其价值也较有弹性。 [ 注：Shlono Gezint，“Estimates and Fortune–Telling in Intelligent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p．46–47． ]



　　从另一角度来看，情报的研究判断可能要同时应付三种不同的要求，而每一种要求又各有其特点。简言之，情报分析者随时都负有下述三种责任：



　　1．对于他国（对方）所已作成的决定，能迅速提供正确的研究判断（评估）。



　　2．对于某种情况，应能列举对方所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反应，并指出其中哪一种几率最高。



　　3．应能指出对方的某种步骤已经开始，并密切监视其发展，并尽可能及早发现其决定的时刻（the moment of decision）。 [ 注：Washington Platt，Strategic Intelligence Production（Praeger，1957），p．95． ]



　　概括言之，情报研究判断的主要任务即为认清威胁之所在，并即时向决策当局提出警告，提醒他应注意已有何种威胁出现或正在酝酿之中。此种警告固然是愈早愈好，但又不可过分紧张而造成虚惊。正像牧羊儿一样，“狼来了”的呼声若是太早，则有一天狼真来时，反而会无人理会。



　　情报研究判断领域中有两个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值得加以较深入的探讨：



　　1．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哪一方面比较重要？这两方面的分析孰难孰易？



　　2．对于威胁不是高估就是低估，二者之间的利害得失应如何评定？



　　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意图比能力较为重要。其理由至少可以分为两点：（1）有关能力的知识似乎是比较易于获致；（2）能力的改变需要相当的时间，而意图则可以迅速改变。这些理由大致都是正确的，不过又自有其适用的限度。



　　诚然，有关能力的知识比较具体化，也比较易于获致，但又并不意味着任何情报组织对于敌方的能力都一定能够作成精确的评估。要想评估某一国家的国力是一种高度复杂性的工作，而绝非仅限于列举若干数字而已。首先必须指出在能力的领域中，有太多的因素都无法加以定量的分析。其次，有人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这是外行话，实际上，数字早已经常被用来作为欺人的工具。



　　时常有人说，能力不易改变，而意图则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事实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意图也不是那样可以随便改变。尤其是任何国家的意图与其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关系。如果没有必要的能力，则空有某种意图也只能算是妄想。固然也可能先有意图，然后再去发展能力，不过，在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之前，意图还是不能发生任何实质效力。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以显示对于能力和意图的研究判断必须采取总体的观点，二者之间实无所谓轻重难易的差异。



　　就理论而言，对于威胁的评估是既不应失之过高，也不应失之过低。但事实上，则往往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因此，完全正确只能说是一种理想。



　　由于情报研究判断若发生错误则后果也许非常严重，所以情报组织必然非常慎重，遇事常作最坏的设想。此种心态于情于理都是可以谅解，因此，概括地说，高估比低估远较容易而且安全。尤其是当人们探索未来的问题时经常会向历史求教，但非常不幸，历史往往只会告诉你在低估威胁时所曾经导致的不利后果，而对于高估时所曾经导致的后果则常无记录。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只要情报组织已经提出警告，则无论后果成败如何，历史学家通常都会认为情报组织已经尽职，所以也就不再加以苛责。 [ 注：Klaus Knorr，“Strategic Intelligence：Problems and Remedies”，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uclear Age（John Hopkins，1979），p．84． ]



　　高估威胁固然比低估较为安全，但高估也自有其弊害，不可不注意：（1）对于威胁作过高的估计，将使国家为了预防莫须有的威胁而浪费不少的国力；（2）在国际环境中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紧张局势，甚至产生先动手打击的意念，在核时代这更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情报研究判断的确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出于人性，因为人本身有很多弱点，他的思考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1．人有感情，他的判断不可能完全理智化，必然会受到感情的影响。



　　2．强烈的意识形态会导致错误的认知。



　　3．官僚组织、官僚行为、官僚政治，都足以妨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4．人都有一种一厢情愿（wishfulness）的心态，对于未来的推测往往是以希望为基础。



　　5．人往往以为他人的想法是和他自己一样，此即所镜影（mirror–image）现象 [ 注：Klaus Knorr，“Failure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World Politics（spring，1964），p．45． ] 。



　　人性的弱点不仅影响情报研究判断的素质和正确程度，而且与某种研究判断是否会被接受也常有密切微妙的关系。从历史例证上来看，某些国家（政府）之所以受到奇袭，并非由于情报组织事先不曾发出警告，而是由于警告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



　　一般说来，每当决策者在内心里本已有某种观念存在时，假使情报研究判断的结论与其看法一致，则此种结论也就非常容易被接受，因为它恰好增强了决策者的信心。反而言之，如果情报研究判断与决策者已有的看法不一致，则必然会减低其被采纳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权威颇大的领袖而言，则更是如此。1941年的斯大林始终不相信德军会向苏联发动攻击，即为典型的史例。 [ 注：Ernest R．May，Knowing One’s Enemies（Princeton，1984），p．375． ]



　　从另一角度来看，情报单位的信誉若一向良好，则决策者基于过去的记录，对其意见也一定会比较尊重。在 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前夕，艾森豪威尔对于气象专家史塔格博士（Dr．Stagg）的天气预报深具信心，所以才毅然决定以6月6日为D日，因为他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史塔格的预报相当准确可靠。 [ 注：Chester Wilmot，The Struggle for Europe（Faber，1952），p．631． ]



　　不过，过去的信誉虽能增强情报单位的发言地位，但又不一定就能保证其研究判断万无一失。1973年中东战争之前，以色列情报单位曾向其政府保证，在任何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之前，一定都能事先提供警告，而以色列政府对此种保证也深信不疑，但非常不幸，这一次的保证却失败了。 [ 注：Trevor N．Dupuy，Elusive Victory（Harper，1978），p．439． ]



　　最后，情报分析人员无论其素质是如何优秀，但仍然只能推测未来，并不能预知未来。未来事件的发生，有时固然是由于事先的计划，但有时也可能完全是一种意外（accident）。对于意外的发生任何人都无法先知，所以良好的情报虽能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到最低限度，但仍然不能将其完全消除。




结语




　　情报是决策和计划的基础，情报在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实可不必再强调。尽管如此，任何国家的情报工作又都非尽善尽美，常有很多缺失。因此，如何改进情报的素质和效率，实为当务之急，而在战略研究领域中也应为一项重要课题。概括言之，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作结语如下：



　　1．情报工作必须有良好组织，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优秀的人才。情报组织很像学术研究机构。一所大学若无第一流的教授，则即令有极佳的组织和设备，还是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此种道理对于情报机构也完全适用。



　　2．当前世界上危机四伏，情报组织的最重要任务即为能适时发出警告，使国家免受奇袭。但警告发出之后，政府必然会采取戒备措施，如果事后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则情报单位将会深感羞愧。于是也就会使它不敢轻易发出警告，而这样又会增加国家遭受奇袭的可能性。这的确是两难问题。不过，为国家安全着想，仍应鼓励情报单位提高警觉，而不可由于其警告不灵验，即予以谴责。



　　3．情报的功能即为对决策和计划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但今天所谓国家战略的内涵已比过去的传统军事战略远较扩大，所以，其需要的知识基础也自然远较宽广。因此，情报所应包括的项目也已经变得非常繁多。不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孙子说“知彼知己”，但流行的趋势却是只重知彼而忽视了知己；（2）研究判断是以认知为基础，对方的认知不一定与我方相同，所以，必须学会从对方的观点来看问题。



　　4．情报虽为集体性的努力，但工作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情报组织之内固应尽量提供思想沟通、意见交换的机会，但不可官僚化和教条化，以免妨碍创造性思考的发展。



　　5．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于情报的研究判断带来了新的问题。诚然，新的信息处理技术是非常重要，但又不可过分依赖电脑。在高度复杂微妙的工作领域中，个人的经验、智慧和直觉仍然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于是又回到孙子的原始观念：“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史例），不可验于度（电脑），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简言之，要有第一流的情报，必须先有第一流的人才。














	

 






	















	







	







	









 





	


	







	








	




	


第08章　战略计划作为




	







	

 



	


	



引言




　　概括地说，战略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也代表三种不同的境界。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我们可以合称之为“战略三部曲”或“战略三重奏”。不过，思想、计划、行动，虽然是三种不同的功能，代表三种不同的层次，但事实上又是三位一体，综合起来构成完整的战略体。



　　战略的主旨在于行动，因为必须有行动始能达到目的，但行动又必须以思想为基础。思想是概括的、抽象的、理论的，而行动则为特定的、具体的、实际的，所以，二者之间显然有差距之存在。要想把思想变为行动，则必须克服此一差距。换言之，也就是必须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即为计划。



　　计划是如何作成的？那必然要有一套程序（process）和步骤（steps）。此种过程的总称即所谓计划作为（planning）。要想拟定一项计划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略领域中更是十分艰难。所以，此种工作必须由经过精密选择和严格教育的专家来负责。此种专家可以称之为计划者（planner）。简言之，计划是计划者的计划作为成果。此种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〇　———→　〇　———→　〇



　　（计划者）　（计划作为）　（计划）



　　计划作为的起点是计划者所保持的战略思想，经过计划作为的过程，所作成的产品即为战略计划。而此种计划又对尔后的战略行动提供全面指导。因此，思想、计划、行动遂构成一个总体系统，而以计划为其核心。



　　计划一方面是思想的实质表达，把脑海中的观念转变成为纸上文章；另一方面又是行动的综合指导，也就是行动的蓝图。从较广泛的意识来说，计划即为战略。所以，美国陆军部所颁发的野战教范（Field Manual 100–5）对于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有如下述：



　　国家战略是国家使用其实力以求达到其目标的长期计划。 [ 注：“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Strategy”，Survival（July／August，1962），p．174． ]



　　克罗嫩伯格（Philip S．Kronenberg）在《美国安全计划作为》（Planning U．S．Security）一书中也指出：



　　战略是一种广义的计划，其内容为界定和协调追求国家目标时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在任何有关国家安全计划作为的讨论中，战略所扮演的角色都必然居于中心的地位。 [ 注：Philip S．Kronenborg，“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Planning U．S．Security（Pergamon Press，1982），p．147． ]



　　战略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所以，战略计划作为就是战略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若缺乏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则对于计划作为也就不能提供必要的基础。



　　计划作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具有固定规格的模式或公式。计划者只要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也就自然能作成适当的计划。事实上，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在传统的军事战略领域中，计划作为多少是有一点制式化的趋势，所以，其作成的计划也就好像官样文章，有其一定的格式。但今天升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之后，此种格式也早已变成不重要的考虑。事实上，以目前的情况为例，此种高级的战略计划不仅没有固定的格式，甚至连名称也都不统一。但这都无关大局，而且也不影响计划在国家战略领域中的价值和地位。



　　事实上，计划作为的真意是要把较多的理性送入国家安全事务中，也就是想使目标与手段之间能有较佳的配合。但在现实世界中，计划作为者又并非万能的电脑，他不可能算无遗策，尤其是他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程式。所以，计划作为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尽管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很多的科学方法和工具，但就整个作业而言，又还是一种艺术作品。计划会深受计划者个性的影响，正好像艺术作品深受艺术家本人的影响一样。所以在传统军事领域中，用计划者的大名来作为其计划的命名，例如希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也未尝没有理由。



　　时至现代，计划已经不再只是某一位战略家的个人产品，而变成了非常复杂的集体创作。计划者在工作上也常受到工具、材料、工作环境等等组织因素的限制。于是计划作为又不仅为艺术，而还必须是一种管理（management），若缺乏良好的组织管理，则计划作为也就很难发挥其理想的功效。



　　概括地说，计划作为的要旨即为发展完整的观念意识和形成正确的观念方向。简言之，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文件（paper），而是思想，所以，必须把计划作为看成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公式或八股。计划绝对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观念性的指导（conceptual direction）。 [ 注：Philip S．Kronenberg，“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Planning U．S．Security（Pergamon Press，1982），p．170． ]




长期计划作为




　　计划作为通常都是根据时间架构来分类，简言之，即概括分为短期（short–range）、中期（medium–range）、长期（long–range）三大类。但精确的时间限度又并无一致的认定。大体言之，通常所采取的标准有如下述：



　　短期：一到五年



　　中期：五到十年



　　长期：十到十五年



　　因为国家（大）战略实际上即为长期计划，所以本章所讨论的计划作为是以长期为主，也就是以十年到十五年为其时间架构。为什么要选择此一主题。其理由有三：因为在所有一切的战略计划作为之中，以长期者最为重要，最为困难，但也最为人所忽视。



　　现在首先分析第一点：为什么长期计划作为最为重要？



　　举一粗浅的实例来作为初步的解释：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眼睛必须看得很远，因为行车的速度非常高，转眼之间远就会变成近。假使你没有准备，即可能发生车祸。这也正是老夫子所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不要以为未来的威胁还很遥远，事实上，时间过得极快，几十年的光阴是很容易消磨的。



　　做任何事都需要时间，诚如西方古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也就导致所谓“先导（前置）时间”（lead–time）的观念。任何工作从开始到完成，中间都必然有一段时差。工作愈艰巨，则先导时间亦必愈长。所以，古人才会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培养人才和发展武器大约都需要三十年的先导时间。而若欲建立一种制度或创造一种思想，则也许一百年都不一定能成功。



　　于是就会形成一种相当矛盾但又非常重要的现象。现在所作成的决定，或所采取的行动，对于眼前现状几乎毫无影响作用。因为那是过去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反而言之，现在的决定和行动虽不能立即改变现状，但却可以改变未来。但问题是那些改变又可能是无意的、不利的，或至少是不可预测的。 [ 注：Herman Ka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Macmillan Co．，1967），p．2． ]



　　博弗尔将军是作者所最佩服的现代战略思想家，他所说的话也许要比作者所说的更为精辟有力，而且也一定更能赢得读者的信服。所以，在此似乎无妨作较多的引述，即令有一点重复也不要紧。博弗尔说：



　　在一连串事态发展的某一阶段中，人也就会变成命运的俘虏。一列火车不可能在十米以内停下来，一辆汽车也不可能在两米之内停下来。你从窗口跳出，则一定会落在地面上。这些粗浅的比喻在战略领域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45． ]



　　要想改变演进的过程，则必须尽量趁早下手，所以必须向前看，而绝不可采取传统而错误的“观望”（wait and see）政策，人们必须发挥其智勇以争取其自由。 [ 注：同前注。 ]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且终于使其为人服务，这又是在人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Cassell，1967），Foreword，p．ⅹⅳ． ]



　　因此，概括言之，战略家必须具有前瞻（未来）取向。战略的目的是想要改变历史的趋势。计划作为并非一种机械化的程序或步骤，其主旨是一个选择的问题（a problem of choice）。无论是决定目标或分配资源，都是如此。简言之，人固然不能预测未来，但在某种限度之内，又还是能够选择未来。 [ 注：Herman Ka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Introduction，p．ⅹⅹⅳ． ]



　　卡恩在其最早的一本名著《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一书中，曾提出计划作为（战略研究）的三项目标。分别言之，即为能够化解（anticipating）、避免（avoiding）、缓和（alleviating）危机。事实上，这三个目标代表连续的三个阶段。这也正像我国古代谋士所常说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在危机尚未形成之前即已能预知，并采取适当对策将其化解于无形。这也正是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中策是虽不能阻止危机的形成，但尚能设法避免受到它的损害或不利影响。下策是既不能阻止危机的形成，又不能避免危机的影响，但仍能设法使所受损害减轻到最低程度。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ⅹ． ]



　　当然，上策最合理想，中策次之，下策又次之。但想要达到此种理想，又谈何容易？其惟一的关键就是“先知”和“远虑”。换言之，看得愈远，想得愈远，则前途也就可能愈安全。所以，总结言之，为国家的前途着想，长期计划作为非常重要，长期计划作为也就是深谋远虑，必须如此，始能引导历史的演变趋势，选择未来的途径。



　　第二，长期计划作为为什么最为困难？



　　就其全体而言，战略本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既然是国之大事，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而此种问题的解答当然也不易求得。所以长期计划作为绝非纸上谈兵，必须经过非常精密的思考，严密的步骤，而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在传统军事战略领域中，此种观念早已为人所共知。从19世纪后期开始，由普鲁士首开风气之先，所谓“参谋本部”的制度也就逐渐为所有的近代国家采用。战略计划作为已经变成一门专精化的学问，并且由曾受相当长期教育的专业人员负责。因此在20世纪初期，英国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曾经这样地指出：



　　过去的战争是一种以日为期和英雄主义的事情，会战和战役掌握在伟大指挥官的手中……未来的战争将是准备、长年的远见和合理的想象所共同构成的问题。 [ 注：原文见H．G．Wells，Anticipations，由 The Year 2000 引述，p．ⅹⅹⅡ。 ]



　　尽管职业军人的眼界不免狭隘，其工作方法也不免刻板，但其认真工作的态度不仅毫无错误，而且也值得欣赏。但很不幸，在现代的国家战略领域中，反而缺乏与此类似的制度和精神。



　　罗德斯（John J．Rhodes）是一位美国的资深众议员，曾在国会中服务三十年之久，他曾经撰文指出：



　　不像东方领袖们，有替其社会计划到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趋势。在我们这个国家之中，似乎一直都是一年又一年，一个危机又一个危机，往下混。我们对于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的路线，从无全面计划之可言。 [ 注：John J．Rhodes，“The Far Side of the Hill”，Foreign Affairs（Winter，1982／1983），p．366． ]



　　计划作为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更是吃力不讨好，愈是长期的，则愈是如此。因为计划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极多，所需要了解的信息极繁，对于所面对的新问题，很少有经验与其直接有关，而一切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都可能毫无用处。新的科学方法和新的技术工具固然有其价值，但也并非万能。



　　所以，计划作为是艺术性远多于科学性，愈长期者则艺术气质也就愈重。长期计划作为不可能依照固定的、客观的、演绎的方法来进行，而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且透过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考来寻求答案。因此，传统的思考习惯必须改变。应重视者是未来而不是现在，是总体而不是细节。计划者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高度的智慧，而更需要远大的眼光和敏锐的心灵。



　　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更给长期计划作为带来额外的困难。因为在科技领域中的突破（breakthrough）几乎是难以控制。卡恩曾指出平均每五年即可能有一次“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而长期计划作为必须要考虑到两次到四次技术革命之后的情况，所以，一切的准备和发展也就都必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必须同时保持几个系统，以便作必要的选择。简言之，长期计划必须具有充分的弹性，而且随时都可作适当的调整。



　　现在再谈到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长期计划作为经常最易为人所忽视？



　　试以美国为例，尽管其政府要员时常高谈长期计划，但事实上，在华盛顿的大衙门中，很少有认真的长期计划作为，即令有，通常也不受大官的重视。甚至有效的中期计划也都是很少见的。作为世界第一巨强的美国尚且如此，至于其他国家则更无论矣。 [ 注：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W．Robinson，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Froeman and Co．，1978），Chap．23，p．337． ]



　　此种现象的形成并不难解释。在当前的世界上，所有各国的政府都在忙于应付眼前的日常事务，这也正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包袱。因为眼前的事务已经把他们忙得头昏脑胀，自然也就更无余力来考虑未来的问题。于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而把那些本来应该要作的考虑留给其后人。这样一代又一代，遂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事实上，许多政府和当政者并非不知道长期计划作为的重要，但还是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困境，而无力振作。试再以美国的往事为例。当尼克松接任总统时，在其就职文告中曾强调需要一种新的计划作为方法和比较严格、有系统的步骤。他所聘请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于国家安全会议幕僚组织所拟定的改革方案，也反映此种重视长期计划的理想。结果是没过多久，尼克松的理想和基辛格的方案都无疾而终。白宫还是像过去一样，并无任何真正的长期战略计划。 [ 注：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W．Robinson，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Freeman and Co．，1978），Chap．23，p．343． ]



　　严格说来，要想改善这种情况并非那样困难。因为长期计划作为是一种重质不重量的工作，至少，所需要的金钱成本并不会太大。其所需要的设备是软件重于硬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百分比非常有限，任何国家都能负担而不会感到有困难。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不为而非不能，真正的障碍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简言之，即为无知与惰性（ignorance ＆ inertia）。




方法学简介




　　战略长期计划作为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公式，但又并非没有其特殊的方法学（methodology）。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必须首先对于方法学有适当的了解，否则也就自然不能够参加此种工作，甚至于也无法认清此种工作的性质。从事于此种工作的人，在心态上多具有内向的趋势，所以，对于传播（沟通）的事务都不会有兴趣，而且也可能无暇及此。从另一角度来看，长期计划作为又的确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在方法学的领域中也就自然有若干技巧或奥妙，虽然并非不传之秘，但多少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意味。所以，对于想要从事计划作为工作的人，仅凭一般社会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似乎还不够，但要想对于计划作为的方法获得较深入的了解，则又似乎很难找到门径。在此所能介绍的仅为几种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一、历史趋势的认定



　　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即为能够趁早采取有效的行动以改变历史的走向。换言之，即为企图控制历史的演变或发展。但若欲实现此种理想，则又谈何容易。尽管如此，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在内心里又必须有如太史公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注：司马迁：（史记？孔世家赞）。 ]



　　也许可作卑之无甚高论，即令不能控制，也应尽量设法适应历史的潮流，又或等而下之，至少，应设法缓和历史洪流的冲击，并使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但如何能达到控制或适应的目的，其先决条件即为必须首先认清历史演变的趋势。



　　因此，在长期计划作为的领域中，第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即为发现并认定历史主流的趋势。这是一种十分严肃而艰巨的任务，对于计划者的学识和心智均为极大的考验。



　　主持长期计划作为的战略家必须具有适当的历史知识，否则即无法胜任此种工作。过去，几乎没有一位战略家不精通历史，克劳塞维茨、李德哈特，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时至今日，此种优良传统的确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诚如勒特韦克所指出，要想了解战争，则历史实为惟一的信息基础（database）。但美国军官中虽然博士、硕土多如过江之鲫，却很少有人了解或重视历史，无怪乎他要大声疾呼地警告说：“美国的战略已经破产。” [ 注：Edward N．Luttwak，“On the Need to Reform American Strategy”，Planning U．S．Security，ed．by Philip S．Kronenberg（Pergamon，1982），p．23． ]



　　要想避免战略破产，要想做好长期计划，则首要的先决条件即为重视历史研究，如此始能发现历史的趋势并设法加以控制。博弗尔在其《行动战略》中曾举一实例，似乎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间接模式。



　　博弗尔所谓的政治诊断（political diagnosis），实际上即为长期计划作为的基础。他用举例的方式，提出四个基本问题，也代表四个阶段。他的目的是想要替西方（尤其是法国）设计未来的战略。这四个问题有如下述：



　　1．20世纪的欧洲为何（why）和如何（how）崩溃？



　　2．对于现在的情况应如何认定？



　　3．什么（what）是应该避免的未来危险？



　　4．我们应该努力促成的是何种未来（what sort of future）？



　　把这些问题加以抽象化的精简之后，又可以表列如下：






　　博弗尔说：“我们必须能够解释过去和现在，然后始能避免未来的危险，并能选择我们想要形成的那种未来。”



　　博弗尔又指出：“我知道一定有人认为这样的表解太天真（naive），但我相信如果认为可以不尝试了解这些问题而即能行动，则也许是更天真。”他最后又警告说，不可希望有“奇迹”出现。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38． ]



　　以上所作的简略讨论似乎已可说明历史研究对于长期计划作为的重要。简言之，必须先向历史中去寻找根源，然后始能认定历史的未来演变趋势。



　　二、正确问题的提出



　　战略计划作为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工作，所牵涉的因素极多，如果不能执简驭繁，则将会沉溺在数字之海中而永远达不到彼岸。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观念即为计划者必须有超人的见识（insight），能够提出正确问题（right question）。事实上，这种要求又非仅限于战略领域，所有一切学术研究莫不如此。



　　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经说过：



　　提出正确问题，甚至于比获致正确答案还更重要。对于正确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即令不够完善，但仍然不无价值。一个错误问题的正确答案却毫无意义。 [ 注：Peter Calvocoressi，“Arnold Toynbee–A Memorial Lecture”，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1976），p．2． ]



　　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意见也许更为切合实际，他指出：



　　所有一切的思想制度都一定只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逐渐落伍。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中所建立的权力平衡大致都只能维持四十年。维也纳会议（1815）是如此，俾斯麦在1870年代所作成的安排亦复如此。社会演进的动力和新一代的认知，必然会产生改变。所以我们不仅要考虑答案对于问题是否适当，而更要考虑问题本身有无改变。今天所建立的制度，所养成的心态，到半个世纪之后，是否仍能保持其原有价值不变，实大有疑问。 [ 注：Michael Howard，“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Foreign Affairs（Winter，1982／1983），p．308． ]



　　卡恩也同样强调问题重于答案。他说：“假使你不知道有某种问题的存在，当然也就自然不会对其感到有兴趣。尤其是居上位者对于其部下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根本上就不可能知道。”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411． ] 他又说：“一个人或少数人有一条妙计，而又能直达天听，则虽有90％的人反对，也还是照样可能被采用。”卡恩引用了曼施泰因（Von Manste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40）的往事作为例证。 [ 注：同上书，p．407。 ]



　　卡恩对于“问题”的问题，更提出他的精密分析。他一共提出四个问题，又分成四个阶段：



　　1．问题是什么？



　　2．我们如何获致答案？



　　3．我们是否相信答案？



　　4．我们是否需要注意？



　　卡恩认为最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还是第四点。（Do we care？）于是他又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我们不注意？”（Why don‘t we care？）的理由。这又可以归纳为四点：



　　1．答案与官方正统思想不合。



　　2．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



　　3．不同的观点。



　　4．无人愿意负责。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p．326–332． ]



　　卡恩的分析可以提醒我们应该认清计划作为并非一个孤立的园地，它与最高层的政策决定以及国内政治都有其微妙关系。这一方面的问题留待下文中再讨论，此处所要强调的观念还是正确问题的提出。



　　三、预报与警告



　　基于以上的讨论，即足以说明计划作为在时间上所经历的是一个全过程，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但最重要者还是最后一段里程，因为就本质而言，战略家所要考虑的对象永远都是未来的问题。计划者又如何能够知道未来，尤其是较远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微妙的问题。



　　首先要指出计划者并非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唱独脚戏。长期计划作为注定是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在“先知”的方面，计划者必须要有其他的专家予以协助。此种专家可以称之为预报者（forecaster）。打一个粗浅的比喻来说，计划者好像是外科医师，预报者好像是麻醉师，他们必须密切合作，然后始能顺利地完成一项成功的手术。



　　什么是预报？为什么需要预报？预报和预测又有何差异？这些问题通常都很少有人作详细的讨论，所以在此必须略作澄清的解释。



　　现实世界总是经常在改变，所以对于未来的研究必须保持动态的观点而不可保持静态的观点。未来的世界也就是未知的境界，预报（forecast）的工作就是要设法把未知（unknown）变成已知（known），换言之，也就是以“先知”（foresee）为最高理想。不过，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先知，所以，预报只是一种有范围和有规则的推测（bounded and disciplined speculation）。它是一种推理（reasoning）的步骤，其目的就是想要把不确定性（uncertainty）减到最低限度。 [ 注：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W．Robinson，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1，p．3． ]



　　在日常用语中，比较惯用的名词是预测（predication）而不是预报，似乎只有气象才用预报。同时，大家也都模模糊糊地把这两个名词视为同义词，而不求甚解。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这两个名词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不可混为一谈。预测通常毋需（或不用）几率性（probabilistic）的解释，而预报则经常是在某种几率范围（probability range）之内来设想。预测大致都是以个别事件为目标，预报则要考虑到多种不同的变化（alternatives）。预测是以一种结果（outcome）为焦点，所以有严格的正误之分；预报可能包括几种变局（contingencies），所以只有相对的几率差异。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预测是远较困难，甚至于不可能。 [ 注：同上书，Chap．20，p．290。 ]



　　但在长期计划作为的范畴中，所需要的是预报而不是预测，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概括的趋势，而不是个别的事件。预报可以说完全是科学，至少也有百分之九十是科学，必须由真正的专家来负责。其所使用的方法种类繁多，而且对于不同的问题又必须用不同的方法。简言之，那是一种高度复杂性的技术，一般人只需利用其结果，而不必要了解其实际工作过程。



　　预报虽然极为重要，但它又只是一种手段而并非目的。仅由于它能对计划作为提供最佳的服务，始有值得重视的价值。预报又是以计划者所提出的问题为起点，换言之，必须前者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后者始能供应正确的答案。预报者会同时提出几种对未来的想象，以供计划者加以选择。



　　预报构成国家战略计划作为的基础，必须首先了解世界战略环境的未来发展趋势，然后始能开始计划的作为。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至少有下述五项问题是应列为预报的对象：



　　1．国家权力的消长。每个国家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权力，它们的分量彼此不同，向未来看，其消长也会有不同的趋势。某些权力因素可能改变得很慢，例如地理，但多数因素都改变得很快，而此种改变之间又常有互动关系存在，所以也就会形成非常复杂的趋势。预报者应能指出何种趋势的几率有多大。此外，预报的范围又非仅限于当前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性的国家。某些国家今天也许不太重要，但却可能变成明日之星。



　　2．权力的相对重要性。权力本身的消长是一件事，权力的相对重要性是另一件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过去，军事权力的相对重要性最大，所谓强权（大国）也就是以军事权力为准。到今天，军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而经济权力的重要性则相对升高。若再向未来看，则科技也许会变成最重要的权力因素。各种权力的涨跌极不固定，也许比证券市场还更热闹。



　　3．国际权力结构的改变。国际权力结构从过去到现在已有许多改变，而向未来看，则也一定会有新的改变出现。在冷战时期陪伴着我们达五十年之久的两极架构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远较复杂的权力体系，而不是所谓多元（multipolar）就能够形容的。再向未来看，我们的确更难想象世界会变成何种模式。



　　4．各国的未来国际地位。今天大大小小一百八十多个国家都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们的国际地位实在是很难评定，而向未来看，其发展趋势则更难预料。譬如说，经济大国可能并非军事强国，有些国家尽管军事权力强大，但经济可能很脆弱。经济强国虽无足够的军事权力，但也仍能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此外，某国今天的决策也能改变其明天的国际地位。假使日本决定再武装，则不出十年即可能变成军事强国，并至少会使亚太区域权力平衡受到重大冲击。



　　5．超国家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家仍为一切国际关系的主体，但世界上已经有许多超国家（transnational）组织和问题出现。这些组织又并非仅限于政府之间（intergovernmental），而更广及各种民间活动。譬如说，所谓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势力之大真可说是富可敌国。今天世界上已有许多问题都不是任何国家所能独立解决。向未来看，这种问题将更会层出不穷。大而言之，有全球环保、海洋开发；小而言之，有恐怖活动、国际贩毒。所谓互赖（interdependence）已经不仅限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领域，因为更值得忧虑的是全体人类和地球本身（the globe itself）的前途。所以，战略研究的范围早已不再仅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应重视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 注：Joseph S．Nye，Jr．，“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American Defense Annual（1989），p．23． ]



　　预报又只能以可以预见的未来（foreseeable future）为限，为了配合计划作为又必须有较明确的时间架构。因此，也是分为三阶段：



　　1．长期预报（十～十五年）



　　2．中期预报（五～十年）



　　3．短期预报（一～五年）



　　长期预报也像长期战略计划一样，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年，若是太长则可能缺乏现实感。举例来说，卡恩在 1967年出版的《2000年》，其内容为推估三十三年后的趋势。但现在来看那本书，就会发现其结论有些未免差得太远。此种预报虽能刺激研究者的想象力，扩展思考的范围，但只可供参考，并无实用价值，尤其不能作为战略计划的基础。



　　短期预报的最大贡献为对于不久即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警告（warning）。预报者有责任提醒决策者对于突发的危机早作应变的准备。他应该勇于发言，切忌报喜不报忧的毛病。国犹人也，病急而讳医实乃天下之至愚。反而言之，若能提早获得警告，并立即采取预防或治疗的措施，则往往会有死里逃生、有惊无险的机会。这也正是确保健康、延年益寿的不二法门。



　　不过，人又常有其心理弱点，对于不利的警告往往不愿接受，甚至希望最好不要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常人尚不可如此，负国之重任者尤其不可如此。国家领袖应有宏大的气度，不仅要有“君子问祸不问福”的雅量，更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有人也许会认为此种警告可能对民心士气产生不利影响，那实乃过虑。因为此种机密信息只限于极少数人知道，只要有严密的保密措施，应无泄密之虞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p．94–95． ] 。



　　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即为中期，事实上，中期的后段与长期的前段几乎是重叠的。换言之，十年是一个最适当的标准。太短的战略计划几乎不可能生效，因为任何工作都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始能完成。反而言之，太长的战略计划也无太多的价值，因为世界环境的改变，尤其是武器技术的进步，都已相当迅速，严格说来，十五年以后的事情着实已经很难想象。



　　四、认知的重要



　　战略计划作为虽无固定的模式，但多少还是有合理的程序。大致说来，可以分两个阶段，而其中又包括七个因素，这七个因素之间又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可以用附图来表示。又因为这七个因素的英文名词第一字母都是“P”，所以，可以称之为长期计划作为的“七个P”（seven P’s of the long range planning）。这也是作者所首创的观念。






　　现在照附图上所标记的数字顺序，逐项解释如下：



　　1．一切计划作为都是以计划者（planner）为起点，为中心，记之以P1。没有计划者，当然也就没有计划作为。不过，这里所谓计划者应作广义的解释，即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都包括在内，例如上述的预报者。



　　2．计划者从事其工作时，又必须有适当的知识基础。其中包括战略思想、基本学识，以及个人背景、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价值意识等等都在内。总结言之，即凡足以影响计划者心智的一切因素在此都统称之为原则（principle），记之以P2。原则不仅决定计划者的思考方向，而且也影响其工作品质。如何能使人员都保持适当的共同原则，就人才的教育和选拔而言，实乃重大的挑战。



　　3．计划者的第一重要工作即为研究未来。在此用远景（perspective）这个名词来表示未来，记之以P3。事实上，未来也的确是一种远景，好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形容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未来的远景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且更是不具有实体，而只能付之于玄想（imagination）。



　　4．当计划者遥望远景时，他所见的只是一种影像（image），而当他研究未来时，所用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模型。换言之，人永远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真相，他所能获得的只是他对于未来的认知（Perception），记之以P4。人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又都受到其所持原则的影响和限制。所以，也可以说，原则与远景在计划者的心灵中汇合，即能形成认知。



　　5．当计划者对于未来（远景）已经获得其适当的认知时，计划作为的第一阶段也就可以宣告完成。换言之，他已经选择了未来。此后所要进一步考虑的即为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所以第五个因素就是（purpose），记之以P5。目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



　　6．目的与手段必须配合，这也是战略的主旨。所有一切被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总称之为权力（power），记之以P6。在较短的时间架构内，计划者所考虑的只能以现成的权力为限，即所谓“存在的力量”（force–in–being）。但对于长期计划作为而言，则所重视者应为潜力（potential）的发展。



　　7．计划者根据其对于未来的认知，来选择目的和手段，并使其间能有最佳的配合。其所获的结果，再用书面表达出来，即为计划（plan），记之以P7。这也是最后的成果，到此全部计划作为过程也就圆满完成。现在再综述如下：



　　第一阶段　　P1 ＋ P2 ＋ P3 ﹦ P4



　　第二阶段　　P4 ＋ P5 ＋ P6 ﹦ P7



　　计划作为全程　P1 → P4 → P7



　　从附图上可以看出来认知（P4）在整个系统中居于中央的地位。事实上，在决策（决定作为）理论之中，“认知”本来就一直是被认定为主要角色。就广义而言，计划作为实在是决定作为范畴中的一部分。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470． ]



　　认知为何如此重要？其理由是尽管人在前瞻未来远景时，无不倾全力去追求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但结果所能获致的又始终还是主观认知（subjective perception）。他所希望的最多仅为把主观减到最低限度，但绝对不可能把主观变为客观。再综合言之，一切的思考、研究、计划，都是以认知为起点。若能获得适当的认知，则计划作为也就可以说是已经成功了一半。




人才与组织




　　长期战略计划作为本身是一种高度的艺术，但同时又必须使用尖端科技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所以必须由第一流的人才来负责，其理由是至为明显，几乎可以毋庸解释。但仅有人才还不够，人才若无适当组织的支持，则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尤其是这样的集体性努力更需要适当的组织，所以，人才与组织同为计划作为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二者之间又必须有极佳的配合。因此，我们才会说，长期计划作为不仅是艺术，而且更是管理。



　　此种工作需要何种人才？概括地说，可分为三大类：



　　1．计划者必须是最高级的战略家。他不仅要精通战略、精通历史、精通有关计划作为的方法学，而且还要有非常渊博的知识，敏锐而富有弹性的心灵。简言之，他必须是一位真正的通才（generalist）。



　　2．预报者必须有极高度的专技水准，因为他们所负责的工作要求高度的精确性。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必须有足够的战略修养，否则他就无法与计划者合作无间，甚至于不能了解其需要。



　　3．计划者与预报者是计划作为的核心，但他们还需要其他专家的协助。今天的战略问题在内容上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仅凭某一个人，无论其学识是如何渊博，天资是如何优异，也还是不能唱独脚戏，所以必须有赖于集体努力。



　　总结言之，在战略领域中必须依赖分工合作，然后才能完成任务。我们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举一往事为例：当曼施泰因最初考虑到使用大量装甲兵力通过阿登地区时，他自己还是感到有一点不放心，于是他去向第一流的装甲专家古德里安（Hans Guderien）请教。等到后者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向他解释可行的理由之后，他才敢大胆提出所谓“曼施泰因计划” [ 注：钮先钟：“曼施泰因及其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回顾与省思》，1996，p．87。 ] 。



　　长期战略计划作为需要上述三种人才的共同努力，也就导出了组织问题。最重要的是有适当的制度，足够的经费，充分的设备，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概括言之，必须注意下述几项大原则：



　　1．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所以，其设计和管理都必须由真正的内行人来负责，不可拘于形式化，尤其不可受到官僚主义的污染。



　　2．计划作为并非孤立的，也不可为计划而计划。计划机构应在政府决策体系中处于适当的位置，不可与整个体系脱节，否则计划就会变成空文，计划机构也会变成收容冗员的养老院。



　　3．长期计划作为机构又不可纳入政府行政组织之内，否则它很快就会淹没在日常事务之中，根本不可能从事前瞻的思考。



　　4．长期、中期、短期计划作为之间有其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彼此互赖，另一方面又会互相冲突。尤其是对于资源的分配问题，则更是非常难于协调。卡恩曾经特别提出警告：假使忽视短期的问题，则一旦情况的变化比预料者快，就可能会使长期计划完全落空。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586． ]



　　5．组织可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矛盾。对于其中任何问题的解决，势必又会引起新的问题。结果自然会纠纷百出，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如何管理计划作为也许是像计划作为本身一样地困难和重要。 [ 注：Philip S．Kronenberg，“Planning Defense in the Eighties”，Planning U．S．Security，p．171． ]




结语




　　长期战略计划作为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若欲作详尽的讨论，则必须写一本专著，尤其是还有许多技巧细节更是有一点类似不传之秘。所以，本章的分析就到此结束，现在再综合提出五点结论如下：



　　1，在所有一切的战略研究中，第一个必须注意和强调的观念即为总体观念。战略是一个总体，计划作为也是一个总体。诚如勒特韦克所指出：绝对不可只考虑孤立的事件，绝对不可仅寻求部分的解答。 [ 注：Edward N．Luttwak，“On the Need to Reform American Strategy”，Planning U．S．Security，p．29． ] 战略家（长期计划者）必须养成总体化的心态，无论在何种环境中，考虑何种问题都一定会采取总体化的思想方式。最高的理想是应该达到浑然忘我，顺乎自然的境界。这当然不容易，而且也与个人天赋有关。但就根本而言，还是可以学而致。再重复一遍：在长期计划作为中，最重要的是能坚持总体观念，运用总体思考，以寻求总体解答。这比任何细节、任何技巧都更为重要。



　　2．世局多变，未来不仅无法预测，而且想选择从现在到未来的路线也十分不容易。所以卡恩说：



　　对于所有的问题，都不可依赖单一和简单的战略以获致满意的答案。面临的挑战可能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以也就要求具有极大弹性的思想和能力。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531． ]



　　李德哈特所打的比喻更有趣味，他说：



　　一项计划就像一棵树必须有分枝一样，否则就不会结果。只有一个单纯目标的计划很可能会变成一根光杆。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344． ]



　　计划要有弹性，计划者更要有弹性，计划作为更是一种充满弹性的挑战。那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性的艺术境界，任何八股、任何教条都在所不许。



　　3．有一项很容易发生的误解必须彻底予以澄清。长期计划作为虽然是以未来为主题，但绝对不是把计划拟好，然后封存起来，留给后人去使用。这种想法完全错误。所谓长期计划，其内容是概述未来的趋势，指出未来的危险，说明所应选择的路线，以及现在就应该采取的行动（措施）。而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战略主旨在于行动。若无行动也就毋需计划。计划者的责任就是根据其对未来的认知提出建议（计划），告诉政府现在就应采取何种行动。采取行动的目的是企图控制历史的演变，导引历史的趋势。必须现在采取行动，始能影响未来，而且愈早愈有效。战略与医理相通，预防重于治疗，尤其是有许多病只能预防而无法治疗。



　　4．未来至少像现在同样重要，姑不说是更重要。但人都有火烧眉毛顾眼前的毛病，由于一心忙于应付眼前的问题，于是来来的考虑也就自然被置之脑后，诚如阿龙所云：



　　我们已经被20世纪忙得头昏脑胀，哪还有时间去考虑21世纪。长期历史性的研究遂自然变得不合时宜。 [ 注：Herman Ka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p．3． ]



　　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无论怎样忙，还是必须研究和重视未来。



　　卡恩曾经说过：



　　假使我们想对于危机和困难能够预防、避免或有较好的准备，假使我们想设计较佳的安全体系，假使我们想操控我们自己的命运，则需要一种较好的机构以从事前瞻的思考（forward thinking）。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576． ]



　　5．也许今之为政者会诉苦说，并非不知长期计划作为的重要，但无暇及知，无力及此，实乃心有余而力不足。此种辩论实乃谎言。因为长期计划作为所需成本甚微，而且只需少数人才，不需要庞大组织和设施，任何政府都负担得起。同时也不会影响或妨碍政府日常事务。也许又有人说，如此因陋就简势必会影响工作品质，则不如无之。卡恩对此说有很好的答辩：



　　由于未来变化莫测，已经作成的计划也可能毫无用处，但不管是好是坏，计划作为仍属必要。坏的计划也还是聊胜于无。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586． ]



　　而且计划作为本身又还有教育意义，不仅能培养计划人才，提高应变能力，而且还能随时提醒政府和人民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 [ 注：《后汉书·霍光传》。 ] 这固然是千古同慨，但即令无恩泽，为国家利益着想，曲突徙薪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做。假使今天无人建议曲突徙薪，则明天即令有人焦头烂额，也不一定能够扑灭火灾。














	

 






	















	







	







	









 





	


	







	








	




	


第09章　核战略




	







	

 



	


	



引言




　　1945年在人类历史上是永远值得记忆的一年。人类在这一年中正式进入核时代（nuclear age）。从此，人类就一直生活在核武器威胁的阴影之下。究竟何时能够进人后核时代（postnuclear age）？那可能只有天知道。



　　今天谈到核战略（nuclear strategy），似乎早已没有什么陌生之感。事实上，人类进入核时代不过刚刚50年，究竟什么是核战略？其正确的内容和意义应如何界定？这一类的问题都很不容易作答，甚至于许多知名学者的意见也时常不免于模糊或矛盾。尽管有关核战略的文献非常多，但正因如此，也就更令人有无所适从之感。



　　当前的时代为核时代，几乎一切战略问题都莫不与核武器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核战略此一名词也就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就广义而言，核战略即为核时代的战略。因为在当前的时代中几乎所有一切的战略思想和问题，都必然含有核因素的考虑在内，所以，概括地说，核时代中的一切战略都可以称之为核战略。此种观念固然合理，但如此界定则又未免过于空泛，甚至于也缺乏实际应用的价值。



　　就狭义而言，核战略又可以界定为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这样界定也足以说明核战略与非核战略之间的基本差异。在核时代，虽然任何战略都可能会受核武器的影响，但又并非一切战略都必须使用核武器。实际上，在战略领域中使用核武器的范围非常有限。在本章中对于核战略的一切讨论都是以狭义的解释为基础。



　　大体言之，核武器的使用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也可以说是具有两种目的。第一是吓阻（deterrence），第二是战争（warfighting）。这又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或现象。吓阻本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旧观念，但在当前的时代，由于核武器的出现，遂又赋予旧观念以新的意义，并且也创出一个新名词，即所谓“核吓阻”（nuclear deterrence）。吓阻什么？简言之，即为吓阻核战争。



　　假使核战争终于不幸发生，也就是说核吓阻未能发挥其理想的功效，那又将如何？于是导致第二个问题：怎样使用核武器来进行战争。此一问题的研究也构成核战略的第二方面。总结言之，核战略所研究的主题一共有两个：（1）如何使用核武器来吓阻战争，（2）如何使用核武器来进行战争。



　　非常有趣味，但也并不难解释，当前许多西方战略家，尤其是文人战略家，所注意的焦点都是放在吓阻方面，以至于核战略在事实上也几乎已经变成吓阻战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的同义词。厌恶或畏惧战争本是人情之常，何况又是近似浩劫的核战争。如果核武器的吓阻作用真能使核战争永不发生，那该有多好。所以，战略家偏爱吓阻理论实乃理所当然，无可厚非。



　　不过，可惜谁都不能保证核吓阻不会失效，核战争不会发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其间还不到五十年。在此短短的阶段中，固然不曾发生核战争，甚至两大巨头也都能勉强和平共存，但又并不能因此而就断言今后也会永远共存。在人类历史中，和平与战争往往交替出现。几十年的和平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往往又都是正当人们沉醉在和平的美梦中时，激烈的战争却突然爆发。



　　因此，战略家绝不可作一厢情愿的想法，换言之，他不应迷信吓阻，而必须假定吓阻有一天会丧失其效力。然则吓阻失败又怎么办？要不要打核战争？假使要打又应如何打法？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而并非幻想，但很令人感到遗憾，西方战略家对于吓阻以外的核战略似乎始终不曾给与应有的和足够的注意。



　　诚然，核战略是人类历史中空前未有的问题，而且其内容也极为复杂，在过去数十年间更是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本章的叙述和分析自不够详尽和深入，实无可讳言。但从事战略研究之士对于此一主题又必须重视，尤其是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我们还是生活在核阴影之下。




早期的核战略




　　最早的核武器，即原子弹（atomic bomb），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试验成功，当时西方同盟国非常害怕德国会先成功，事实上也的确有此可能。所以美国不仅只是加工赶造，而且也保密到家。其结果为美国政府中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此项机密，当然也不会有人去考虑与其有关的战略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教训：没有战略来指导技术，则技术将如脱缰之马，可能会丧失控制而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 [ 注：Barton J．Bernstein，“The Atomic Bombings Reconsidered”，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1995），p．135． ]



　　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也就现炒现卖，糊里糊涂地投在日本，这两颗原子弹所曾产生的战略效果实在是很难断定，不过无论如何，总算是第一次经验。但严格说来，那只是在传统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并非真正的核战争。 [ 注：钮先钟：《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第二十四章。 ]



　　战后，从1946年到1953年，美、苏双方国防当局对于未来战争的想象和计划仍与过去并无太多差异，换言之，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模式，很少有人考虑到核武器的冲击。事实上，美国所拥有的核兵力也的确非常有限，甚至到1948年，美国还只有三十二架改装的B–29能够投掷原子弹，而所储积的原子弹一共只有五十颗。苏联在 1949年以前还没有核武器，其武力完全是传统性的。 [ 注：Aaron L．Friedberg，“A History of the U．S．Strategic Doctrine”，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80），p．40．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轰炸经验使西方战略家大致都认为，原子弹只能用来攻击大都市（工业和人口中心），而且必须用飞机投掷，于是原子弹也就自然成为空军的专利品。但除空军以外，并无任何人相信原子弹能够单独赢得战争。一般的共识可以综述如下：



　　1．战争形态仍像过去一样，即为大规模和长期的三军联合作战。



　　2．海外基地仍然需要，因为飞机的航程仍然有限。



　　3．战争不仅是可以进行，而且在战争中还是可以赢得胜利。 [ 注：David A．Rosenberg，“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and H–bomb Decision”，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June，1979），p．64． ]



　　朝鲜战争（1950–1953）不曾使用核武器，虽然美国曾作这样的威胁。1952年北约组织（NATO）在里斯本（Lisbon）召开会议讨论西欧防御战略时，仍然拟定了九十个师的建军计划，足以反证在核时代初期，核武器的战略含义并不曾受到西方同盟国领袖的重视。更值得一提的是，凯南（George Kenan）在1947年首先提出围堵战略观念时，在其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中也完全不曾考虑核因素。 [ 注：“苏联行为的根源”原名为“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原作者所用笔名为“X”，原文载于《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47年7月号。 ]



　　尽管美国空军努力游说，希望能使美国政府把较多资源用在空权方面，但陆、海两军则对于过分依赖原子弹而忽视传统战争的准备深表忧虑。他们不相信原子弹为绝对武器（absolute weapon），对战争具有决定性，所以也认为传统兵力不可轻言废弃。此时，文人研究战略尚未蔚为风气，少数早期大师，例如李德哈特和布罗迪，虽有较深入的见解，但曲高和寡，对于官方思想几乎不曾产生任何影响 [ 注：Gregg Herken，Counsels of War（Knopf，1985），p．100，105． ] 。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概括言之，可归纳为下述四项：



　　一、美国核专利权的丧失



　　当苏联在1949年第一次试爆成功时，美国的核专利权即已丧失。但美国对苏联的能力仍作过低的估计。其参谋首长（JCS）认为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1952年以前还不会出现，而大多数科学家也都认为最早要到1955年，苏联才会有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但不幸，技术的发展却远比那些自命为内行的专家们所预期的要更为迅速。



　　二、热核武器的出现



　　美国当局在苏联试爆原子弹之后，即开始发展威力更大的热核（thermonuclear）武器，也就是俗称的氢弹。到 1952年即已试爆成功，并对于战略思想立即产生重大冲击。原子弹威力虽大，但还只是以KT（千吨）为计算单位，与传统武器相差也仍然有限；氢弹的威力则以MT（百万吨）为计算单位，那足以代表空前未有的巨大毁灭能力。从此，核武器遂自成一格，并必须有其特殊的战略。



　　三、投掷工具的进步



　　最初的投掷工具仅限于轰炸机，1947年美国所发表的《康普登报告》（Compton Report）指出，越极或越洋的长程导弹可能要在二十五年之后才会出现。因此，美国仍然集中全力去发展飞机。1953年B–47中程喷射轰炸机开始服役，而B–52远程喷射轰炸机也已在试飞。但苏联人却走了捷径，倾全力发展弹道导弹。到1955年美国已获苏联在这一方面成就惊人的证据，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才决定应给与导弹发展以最高优先。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美国造成所谓导弹差距（missile gap）的虚惊。事实上，就整体而言，美国在技术和数量上仍然居于领先地位。有两项重要事实应特别提出：（1）初期的导弹都是用液体燃料，但不久即改用固体燃料，于是导弹的安全和效力都获得重大的改进。（2）1959年美国“北极星”（Polaris）导弹潜舰试验成功，使所谓“三合一”（Triad）的战略兵力组织终于完成（即陆上基地导弹、潜舰导弹、战略轰炸机的三结合）。 [ 注：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St．Martin，1983），p．35． ]



　　四、战术核武器的发展



　　在氢弹和洲际导弹出现之前，美国所准备的未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无太多差异。战略空军将替美国争取足够的时间，好让美国完成动员并赢得战争。等到美、苏双方都已有毁灭对方的可能时，旧的战略观念也就必须改变，于是核武器被分为两大类：准备用于全面战争者称为战略（strategic）武器，准备用于有限战争者称为战术（tactical）武器。就战略思想而言，前者的象征为杜勒斯（John F．Dulles）所提倡的大举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后者的象征为泰勒（Maxwell D．Taylor）所提倡的弹性反应（flexible response）。 [ 注：对于“战略”与“战术”两个名词应略作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航空兵力把攻击敌国后方的兵力称为战略空军，把支援地面作战的兵力称为战术空军。以后有了核武器，也就沿用此种分类，于是用于全面战争者称为战略武器，用于有限战争者称为战术武器。但此种分类与军事理论中的战略和战术毫无关系。 ]




吓阻理论




　　核武器的毁灭威力日益增大，核战争的恐怖也随之而大增，考虑如何进行核战争的人也随之而减少，于是吓阻开始变成一枝独秀的核战略观念。以吓阻战略为分析主题的文献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诚如阿龙所云，没有任何人敢说他能了解所有的文献，所以在此只能作一种非常简明扼要的叙述。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Studies”，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Praeger．1970），p．14． ]



　　首先必须指出吓阻本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既非核时代所独有，也不一定要与核武器发生关系。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遂使此种观念获得空前未有的重要性。古人的著作中常有论及吓阻观念的例证，虽然他们并未使用此一名词，甚至于当美国已经享有核专利之时，有系统的吓阻理论也尚未形成。美国官方的核吓阻思想出现于 1950年代，而民间的理论性研究则在此后二十年内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吓阻的基本模式非常简单：假定有甲、乙两方，甲方想阻止乙方采取某种行动（乙方此时尚未采取），于是明确告诉乙方，若采取此种行动则甲方必使其蒙受重大损失。基于此种模式，即可获两点认识：（1）吓阻的目的用威胁来达到，（2）吓阻所产生的是心理效果。



　　甲方吓阻乙方时，毋需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而只需以将采取某种行动为威胁。仅当乙方不听劝阻时，甲方才会有所行动。如果乙方在甲方吓阻之后，即未采取甲方所欲制止的行动，则甲方的吓阻就应算是已经成功，至于乙方究竟是基于何种理由而不采取行动，则可以不予考虑。也许乙方真是因为害怕甲方的威胁，而就打消其本来想采取某种行动的意图，但也可能他根本就无此意图，甚至于也许还可能有其他的理由。



　　反而言之．吓阻的目的是要使乙方在威胁之下不敢采取行动，如果他不怕威胁而悍然采取行动，则甲方的吓阻即完全失败。至于甲方在其吓阻失败后又应采取何种对策，那是另外的问题，不属于吓阻战略的范围。 [ 注：Sharon A．Watkins，“Deterrence Theory：Expectations and Illusion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December，1982），pp．429–435． ]



　　吓阻欲求生效，则必须具备下述三项基本要件：（1）能力（Capability），（2）可信性（Credibility），（3）沟通（Communication）。由于这三个名词的英文都是以“C”字为首，所以，也可简称为吓阻的“3C”。



　　一、能力



　　吓阻必须以实力为基础而不能以空言为恫吓。必须让乙方知道甲方的威胁的确能够兑现，然后始能产生吓阻作用。甲方的能力愈大，则其威胁也就愈受乙方重视，于是接受吓阻的机会也就愈大。若无足够的能力来使威胁兑现，则即令是最大的威胁也不会产生吓阻作用。



　　二、可信性



　　甲方虽有能力但还是不一定能保证乙方相信甲方的威胁是真的，而并非虚声恫吓（bluffing）。换言之，甲方的威胁在乙方心中必须具有可信性。某种威胁能否使对方感到可信，那又牵涉到很多的因素。譬如说，威胁的本身有的比较可信，而有的则不可信。又或某种威胁在某种环境中比较可信，而换一种环境就会变得不可信。一般言之，威胁愈大，则可信性愈低；反而言之，较小的威胁虽可信性较高，但对方却又可能不那样害怕，于是也同样不能产生吓阻作用。此种微妙的变化可以举例说明如下：



　　美国以“大举报复”为威胁来吓阻苏联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其可信性较高，但用同样威胁来吓阻苏联对西欧的攻击，其可信性就会降低。所以，为了增强此种威胁的可信性，美国遂必须驻军西欧以作为再保证（reassurance）。



　　假使双方能力悬殊则吓阻关系是单片面的，可信性当然不成问题，当美国尚享有核专利时就是这样。但若双方能力相当，则将形成相互吓阻的态势，可信性遂必然降低，而吓阻的范围也会随之而缩小。



　　三、沟通



　　欲求吓阻生效，还需要第三要件，即必须能使对方确知何种行动为我方所不允许，以及如果采取此种行动，则其后果又将如何，此即所谓沟通。我方必须能把正确的信息（message）传送给对方，并使对方对于信息的内容不会有任何遗漏和误解。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的传达变得迅速而正确，所以，沟通似乎并不困难。但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信息本身是一件事，对方对它的认知和了解又是一件事。



　　以上所云为吓阻观念的基本分析，对于任何时代都同样适用。基于此种分析，即可了解吓阻是一种充满内在不确定性（uncertainity）的观念。其效果是心理性的，所以也不能作量化的处理。换言之，不是一百就是零，而无程度上的差异。吓阻无赫赫之功，但却有显著的失败。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吓阻失败的例证很多，其原因很简单：过去任何国家对于他国所能作的威胁都相当有限，所以对方虽明知此种威胁会兑现，但有时仍敢冒险而不受吓阻。因为其结果固然可能会触发战争，但即令战败，其所受损失也并非不能忍受。过去战败国不久即常能复兴，历史中不乏成例。因此，除非双方实力悬殊，又或利害关系不大，否则吓阻就不易生效。



　　但自从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吓阻的意义、运作、效果都开始发生新的改变。其主因为核武器的出现的确已经使人类有了毁灭他国也同时毁灭自己的能力。用核战争来当作威胁，其意义与过去的任何威胁都不一样。假使核战争发生，其结果可能是不分胜负，同归于尽。



　　当美国最初享有核专利以及后来还享有压倒优势时，美国自然有把核武器看作万应灵丹的想法，即认为核武器可以吓阻一切战争和一切侵略行动，不仅能保护美国本身而且也能保护其同盟国。等到苏联也已有向美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之后，美国的吓阻战略思想遂开始发生改变。其分水岭即为麦克纳马拉在1960年代任国防部长时所主张的MAD观念。MAD可以解释为“互相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也可以解释为“互相保证吓阻”（Mutual Assured Deterrence）。换言之，当美苏双方都有保证能够毁灭对方的能力时，则也就能够彼此吓阻而都不敢向对方发动直接攻击。对于美国本身而言，此种改变并无太多影响，但对于其同盟国则有极大的影响。 [ 注：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olumbia，1974）．pp．11–15． ]



　　过去，核吓阻好像一把伞，当核伞撑开时，不仅可以保护美国本身，而且还可以保护其同盟国。现在却像一件雨衣，只能保护穿雨衣的人。学者把前者定名为积极吓阻，或延伸吓阻（active or extended deterrence）；把后者定名为消极或最低吓阻（passive or minimum deterrence）。换言之，前者可以达到保护同盟国的积极目的，后者则只能达到使其本身免受攻击的消极目的。 [ 注：Patrick Morgan，Deterrence：A Conceptual Analysis（Sage，1977），p．28． ]



　　自从核武器的威力、射程、精确度和数量都已大增，而美、苏双方的战略兵力又已达到真正均势（parity）水平之后，核吓阻的要件也随之而有少许改变。根据里根时代国防部长温柏格的意见，吓阻欲求有效，则必须符合下述四项条件： [ 注：Casper W．Weinberger，“U．S．Defense Strategy”，Foreign Affairs（Spring，1986），p．677． ]



　　一．生存能力（survivability）



　　我方核兵力不仅应有重创对方的能力（capability），而且还应能在对方发动制先攻击（preemptive attack）时确保自身的生存，或至少能保存足够的报复能力。换言之，能使对方有所畏忌而不敢发动制先攻击。



　　二．可信性（credibility）



　　我方所采取的威胁方式，必须是对方认为一定能够兑现的。换言之，吓阻的范围有其一定的限度。



　　三．明确性（clarity）



　　必须能够透过适当的沟通渠道使对方明确知道何种行动一定会受到我方的报复，而不至于发生任何误解。



　　四．安全性（safety）



　　一切由于意外事件或计算错误而引起的任何危险，包括未经授权的导弹发射在内，都应设法使其减到最低限度。



　　吓阻具有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即令在核时代，此种本质仍继续存在。上述这些基本条件都只有一个惟一的目的，即为希望能把吓阻的不确定性减到最低限度。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减到零。但只要不等于零，则吓阻失败（效）的机会就永远存在。




如何打核战争？




　　于是也就必须考虑核战略的第二个问题：如何打核战争？核武器应如何用于战争之中？首先必须对于“使用”（use）的意义作少许澄清。使用可分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使用（Peaceful use），另一种是实际使用（Physical use）。当使用核武器来吓阻战争时，此种使用为和平使用，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若使用核武器来进行（打）战争，则为实际使用，也自然可能造成严重的毁灭。 [ 注：Robert J．Art，“To What Ends Military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6． ]



　　核武器的实际使用又可作两种不同的分类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依照动手打击的先后来分类：先动手打击称为“第一击”（first strike），记之以“A”；后动手打击称为“第二击”（second strike），记之以“B”。第二种方式是依照所打击的目标（target）来分类：以对方战略兵力为打击目标，称为“对抗兵力”（counter force）的打击，记之以“I”；以对方城市为打击目标，称为“对抗城市”（counter city）的打击，记之以“II”。若再把这两种分类方式加以组合，即可构成四种模式：



　　AI——以兵力为目标的第一击。



　　AII——以城市为目标的第一击。



　　BI——以兵力为目标的第二击。



　　BII——以城市为目标的第二击。



　　AI即为一般人所谓的制先攻击（pre–emptive attack）：先动手击毁对方的战略兵力，使其不再具有报复能力。这样的第一击若真能成功，当然是非常有利，因为对方的战略兵力若已全毁，则除屈服以外，也就自然无其他的选择。



　　AI的实际可行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因为第一击若先攻击对方的城市，而不攻击对方的兵力，则也就无异于容许对方仍然保有完整的兵力。于是对方必然会随之而发动报复反击，其结果即可能为同归于尽。



　　BI模式的采取有一先决条件，即为对方的第一击（AI）并未将其兵力目标全部击毁。这也构成一种有限核战争的模式，即双方均仅以对方兵力的一部分为攻击目标，



　　BII也就是MAD观念的兑现。不管敌方所攻击的目标为何，发动第二击的方面都决心攻击对方的城市，而与对方同归于尽。



　　当甲方决定发动核战争时，其所选择的模式，应为 AI，除非他决心与对方同归于尽，否则不可能选择AI。选择AI又可能有两种结果：（1）把乙方兵力完全毁灭，（2）只毁灭了其中的一部分。而造成第二种结果的原因又有两种：（1）甲方的能力不足以造成完全毁灭，（2）甲方故意只作有限的攻击。



　　当乙方受到甲方制先攻击（AI）时，其反应可能有下述两种方式：（1）假使其战略兵力已全毁，当然只好投降；（2）假使尚未全毁而尚保存一部分实力，则又有两种选择：（a）全面报复（BII），（b）有限报复（BI）。假使是后者，则暗示双方都有意只打有限核战争，只攻击对方的兵力，而将城市保留为“人质”（hostage）。 [ 注：Henry S．Rowen，“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Nuclear Doctrine”，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uclear Age（John Hopkins，1979），p．133． ]



　　在此又有两个名词必须略加解释，“保证毁灭”（assured destruction）与“保证报复”（assured retaliation）的意义并不相同。保证报复只是保证对方若先动手则必然会受到报复，但此项报复是否一定能毁灭对方则又另当别论。其次，“第一击”（first strike）与“首先使用”（first use）意义也不相同。第一击是指甲方先动手打击乙方的战略兵力或城市而言；首先使用是指首先使用核武器而言，但所使用者又不一定即为战略核武器，而也可能仅为用于战场上的战术核武器。



　　假使甲方想发动第一击（AI），则他必须能够确知这一击一定可以把乙方的战略兵力全部毁灭，或至少可使其报复变得不足为害。若不能如此，则他就必须作较慎重的考虑。假使甲方自知其能力不足以毁灭乙方的全部战略兵力，而居然仍敢冒险一击，又或希望乙方同意只打有限核战争，则都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有理性的决策者，也许只有在下述三种条件都能满足时，才会考虑发动制先攻击：



　　1．本身拥有压倒优势。这不仅是指武器数量而言，更包括武器的命中率和摧毁硬目标（hard target）的能力。



　　2．敌方战略兵力居于易毁的地位，即缺乏确保生存的能力。



　　3．本身有适当的防御能力，足以减弱对方报复打击的效力，而达到可忍受的程度。



　　由于核技术领域中还有许多未知数，所以上述三条件也就很难完全满足。



　　反而言之，若欲吓阻对方，使其不敢冒险发动制先攻击，则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增强本身战略兵力的确保生存能力，换言之，也就是使其易毁性（vulnerability）降到最低限度。若能如此，则敌方的制先攻击虽能造成重大毁灭，但我方还是能保存足够的残余兵力以发动有效的报复。假使敌方已确知我方战略兵力具有这样的生存能力，也就自然不敢冒险一试。 [ 注：Roger D．Speed，Strategic Deterrence in the 1980s（Hoover Institution，1979），p．32． ]



　　从技术的观点来看，如何应付核武器的攻击，共有四种可能的对策：



　　1．对敌方的武器作预防性（preventive）的毁灭。



　　2．拦截在飞行途中的敌方核武器（弹头）。



　　3．采取防护措施以抵消核爆炸的效力。



　　4．以报复为威胁来吓阻对方。



　　从1945年到1985年整整四十年，这四种对策在美国的核战略中部曾先后出现。现在就依照时间的先后来略加分析如下。



　　1．从194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后期，美国享有核专利或压倒优势。此时美国想用核武器来吓阻一切侵略，如果吓阻失败，则美国所将发动的是第一击而非第二击，因为对方尚无第一击能力。所谓大举报复是采取AII模式。



　　2．当苏联发展核武器之时，虽有人主张应立即发动预防性攻击，但美国政府并未有任何行动，而只是坐视苏联走向核途径。等到苏联已有直接攻击美国的能力时，从195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MAD遂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想，即仅企图以报复威胁来吓阻攻击。



　　3．美国同时也已知易毁性问题的严重，遂开始采取措施以抵消对方攻击的毁灭效力。最主要者即为采取三合一的兵力结构。陆上导弹基地转入地下，战略空军保持经常空中戒备，而尤其是导弹潜舰的部署使一部分兵力经常保持高度的生存能力。



　　4．最后到里根入主白宫时，战略防御的观念才正式受到重视。为什么拦截导弹的观念一直都不曾列入战略计划之中，主要的原因是技术因素和成本过高。里根虽已在1984年正式宣布推动战略防御初步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简称SDI），但事实上受到很多阻力，可以说是成效不彰。 [ 注：Leon Sloss and Marc D．Millot，“U．S．Nuclear Strategy in Evolution”，Strategic Review（Winter，1984），p．22． ]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最感忧虑的问题，即为苏联会不会发动制先攻击，要分析此一问题，则又必须先了解苏联政权的基本战略思想。过去，美国人常以为苏联人的想法也一定和他们一样，而且在时间上还是比他们较落后一点。换言之，美国人自以为他们在核战略领域中，是永远居于思想领先的地位，而认为其他国家都只是步其后尘。这实在是非常荒谬无知。事实上，冷战期间的苏联军人自有其独特的战略思想。



　　苏联的战略思想有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基础，即马列主义。根据马列主义者的理论，世界革命必然成功，问题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他们具有类似教徒的信心，也有极大的耐性。他们谴责冒险主义，并相信时间对他们有利。因此，在正常情况之中，他们虽不断地扩充军备，但却无意发动战争。



　　苏联当局虽不求战，但又相信战争仍有发生的可能，而战争一旦发生，他们又一定能赢得（win）战争。这与美国人的想法有一根本差异，因为后者认为在核战争中无赢家（nowin）。由于想在未来战争中求胜，苏联的战略思想遂强调下述五种观念：



　　1．制敌机先。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奇袭之苦，所以痛定思痛之余，遂认为今后不能再受奇袭，而更应以奇袭求胜。在核战争中，奇袭的效果会比在传统战争中远为巨大，因此必须制先。



　　2．数量优势。在过去的战争中，苏军一向有量多而质不精的传统。即令到今天，苏联在素质上，尤其是在高科技方面，似乎还是不如美国。因此，他们也就仍然保持其以量胜质的传统观念。



　　3．打击兵力。以对方战略兵力为打击目标。在苏联官方思想中，几乎从来不曾强调MAD的观念。



　　4．联合作战。美国人把核战争和传统战争视为两种不同的战争。苏联人则不是如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并无此种分类的存在。他们仍强调三军联合作战的观念。



　　5．守势思想。在整个苏联军事思想中，防御所受重视的程度绝对不亚于攻击，甚或犹有过之。苏联在防空和民防两方面所作的努力可以算是天下第一，而且在弹道导弹防御（BMD）方面也一直都在埋头苦干，只是不像美国的SDI那样大肆宣传而已。 [ 注：Fritz Ermath，“Contrasts in American and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International Security（Fall，1978），p．22． ]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于美、苏双方战略思想作一比较，遂又可以获得下述三点认知：



　　1．从美国人的眼中看来，苏联的战略思想似乎是矛盾而不合理。但苏联人又自有他们的逻辑，因此，也就不能完全从西方的观点来衡量其是非得失。



　　2．苏联人并不认为核战争与一般战争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同时也不认为核武器与传统武器之间存在着种类上的差异。换言之，苏联似乎并无独树一帜的核战略。



　　3．依照西方战略家的传统想法，在研究判断敌情时，所应重视的是对方的能力而不是其意图。所以，不管莫斯科的意图为何，但从其能力的发展趋势上来观察，西方战略家也就不能不怀疑苏联是一直都有企图发动制先攻击的意念。



　　尼克松在1970年代初期入主白宫之后，美国的战略思想又开始改变。美国国防部希望能在毁灭与屈服之间找一条第三路线，于是所谓“有限核选择”（limited nuclear option）遂代替MAD而成为新的思想主流。从此时开始，直到冷战结束时为止，五角大楼中的核战略计划作为几乎一直都是以此种观念为其基本准则。 [ 注：Henry S．Rowen，“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Nuclear Doctrine”，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uclear Age（John Hopkins，1979），pp．131–156． ]



　　事实上，这也就是采取了前述的BI模式，此种准则由尼克松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所宣布（1975），故也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Schlesinger Doctrine）。其主要要求有下述四点：（1）有大量而不易毁的战略兵力，（2）能控制战争的升级，（3）能迅速结束战争，（4）有适当的战后恢复能力。此外又还有两点额外要求：（1）对方也只作有限攻击，（2）双方都有不求胜的意愿。很明显，后两点是美国所不能控制的，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也与苏联的思想冲突。 [ 注：Leon Sloss and Marc D．Milot，“U．S．Nuclear Strategy in Evolution”，Strategic Review（Winter．1984），p．27． ]



　　福特总统接掌政权时间很短，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对于施莱辛格主义大致都是“萧规曹随”，等到1977年民主党的卡特又进入白宫时，国防部也随之而易长。新部长为布朗（Harold Browm），以学识和经验而论，在美国历任国防部长中都要算是首屈一指。布朗在其任内对于战略思想又作了若干改变，其原则被称为“对等战略”（counter–veiling strategy）。其大致内容可简述如下：



　　1．并非新战略准则，对过去20年的基本政策并无改变。



　　2．不假定美国能赢得有限核战争，希望能使苏联也有同样的认知。



　　3．不假定核战争有持久的可能，并希望苏联认清长期核战争对他们也非有利。



　　4．不假定核打击可以有限化，也不认为核战争可仅以欧洲为战场。



　　5．不是“第一击”战略，也不挑拨苏联发动第一击。



　　6．并不要求用军事目标来代替非军事目标，但认为应有弹性选择。



　　7．不妨碍军备管制的未来进展。



　　从上述内容加以综合观察，即可发现所谓对等战略实际上只是把过去二十年来的思想作一总述，同时也是对于早已存在的核僵持（nuclear stalemate）作正式的承认。 [ 注：Walter Slocombe，“The Countervailing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1），p．21． ]



　　当里根在1981年初步入白宫时，他选择他的亲信（加州帮）温伯格为国防部长。若与施莱辛格或布朗比较，温伯格真可以说是无藉藉之名。但他官运亨通，而且表现也不错。里根是一位很有气度的政治家，他认为布朗所提倡的对等战略非常适当，所以无另起炉灶之必要。换言之，里根时代的战略思想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仅在1984年之后才开始提出SDI的新观念。 [ 注：Keith B．Payne and Colin S．Gray，“Nuclear Policy and the Defensive Transition”，Foreign Affairs（Spring，1984），p．521． ]



　　里根不仅是一位气度恢宏的总统，而且更是一位运气极好的总统。在他就职不久之后，苏联的领袖勃列日涅夫即病逝，苏联内部政权的转移使克里姆林宫无暇兼顾外务，于是美、苏关系趋于平静。等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管政权，其国事已不可为，于是局势急转直下，到 1990年，苏联解体。



　　总算是万幸，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终告结束，有关美、苏核对抗的战略文献也似乎可以束之高阁。然则为何还要如此不厌其详地回顾往事，尤其是苏联已经瓦解，而美、苏对抗的国际形势也早已不存在，其理由安在？简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结语




　　人类固然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也的确已有重大的改变，但世界并未变得比过去较和平或较安定，甚至于还比过去更复杂和更混乱，尤其是人类仍然还是生活在核阴影之下。有人把当前的时代称为“第二核时代”（the second nuclear age），在这个第二核时代中，核武器的威胁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会变得更复杂，甚至于还更难应付。 [ 注：Keith B．Payne，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6）． ]



　　又有人说，核时代好像是一场戏（drama），冷战刚刚结束，象征其第一幕（first act）已经下场，现在马上就要上演更精彩的第二幕（second act）。虽然还无人能预测这一幕将会在何时结束，也不知道它将会以和平还是毁灭来终场，但可以断言：第二幕一定会和第一幕不完全一样。 [ 注：Fred Charles Iklé，“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Nuclear A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1996），pp．119–128． ]



　　在第一幕中，世界能够有惊无险平安度过，只能归之于好运。现在苏联已经解体，是否能给人类带来一个新机会，使他们从此脱离核战争的威胁呢？1946年美国老一辈的政治家曾企图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在原子能领域中执行全球性的管制，结果失败了。于是核繁衍（proliferation）遂随之而开始。继苏联之后，英国、法国都陆续发展了他们的核武器，此外，还有若干国家已在秘密地或半公开地作这样的尝试。 [ 注：“proliferation”是在条约上的官方用语，“繁衍”是我们所用的译名，一般常用语为“扩散”（diffusion）。 ]



　　简言之，冷战虽已结束，但原有的核武器仍继续存在，而核繁衍（扩散）的声势更已变得比过去还要严重。今天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核武器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之上：（1）核武器以及其投掷工具仍在继续扩散，而且很难加以制止。（2）俄国以及前苏联领土中还存有大量的核武器，有被偷窃、盗卖或意外引爆的危险。



　　经过半个世纪，人类累积了五万多颗核武器。很明显，可以断言任何新的设计都不能阻止核武器的生产，也不能取消现有的核军备。惟一的目的仅为对于大量毁灭武器（WMD）的使用能建立足够的控制，使社会仍能继续繁荣。在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假使有一颗核武器在巴黎或纽约爆炸，则民主制度也就会很难维持。所以，作为民主世界和核国家领袖的美国也就责无旁贷，它必须领导所有的核国家共同遵守“不使用”（nonuse）的传统原则。即令是天下第一巨强的美国也还是必须认清，纵然握有最佳的武器系统，在新的核时代中，也还是不能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 [ 注：Fred Charles Iklé，“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Nuclear A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1996），p．128． ]



　　在冷战时代中，虽然美、苏双方一直都在研究和准备如何打核战争，但事实上，双方都在相互吓阻之下，平安地和勉强地度过了四十年的光阴。此项事实遂使人们对于核武器的吓阻效力产生了过度的信心。假使说面对着苏联那样的大敌，吓阻都能生效，则在后冷战时期，吓阻战略会继续有效，似乎应该是殊少疑问。



　　孙子告诉我们，“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此“四知”者对于思考后冷战时期战略问题时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在冷战时期，中心问题是美、苏对抗，而在后冷战时期，值得关切的是若干边缘小国，例如伊拉克和利比亚。所以，适用于冷战时期的观念，在后冷战时期都可能不适用。简言之，当敌人和国际环境都已改变之后，旧有的吓阻战略当然必须再检讨。 [ 注：Scott D．Sagan，“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1996／1997），pp．54–86． ]



　　反而言之，由于技术的进步，环境的改变，新的工具和问题也会受到新的重视。首先应提出的即为弹道导弹的防御（BMD）。自从里根提出SDI计划以来，在此领域中几乎可以说是很少有进展。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发生时，所谓战区导弹防御（Theater Missile Defense，简称TMD）总算是有一显身手的机会。由于未来的威胁来源可能都是小国，他们虽可能拥有弹道导弹，但数量不会太多，因此若有适当的反弹道导弹，则也许可以在中途将其击落，而使其不能构成严重威胁。



　　核时代的第一幕长达四十年之久，才刚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收场，第二幕还只是刚刚开幕，现在还很难预估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更难预知其将在何时闭幕。不过，可以预言的是第二幕之后一定还会有第三幕，而尽管第二幕还只是刚刚开场，我们就应该已有迎接第三幕的准备。诚如伊克尔（Fred C．Iklé）在1985年所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对核战略的思考必须向未来深入。假使我们的战略只能在此十年之内，或次一个十年之内，阻止核战争的发生，那还远远不够。核武器和防卫系统的设计、发展、建造都需时十年以上，而一经部署之后，又应能维持二十五年以上。我们的核政策今天在选择上所受的限制是三十年前即已开始影响现有武器系统的战略理论。所以要想为21世纪设计一种较安全的核战略，其开始工作的时间应该就是现在。 [ 注：Fred Charles Iklé，“Nuclear Strategy：Can There Be a Happy Ending？”： Foreign Affairs（Spring，1985），pp．810–826． ]














	

 






	















	







	







	









 





	


	







	








	




	


第10章　行动战略




	







	

 



	


	



引言




　　在西方战略大师之中，最值得敬佩的人应为法国的博弗尔将军。甚至于可认为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真正有资格与孙子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博弗尔一人而已。因此，可以说博弗尔即为西方的孙子，不过他却晚生了两千五百年。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十九章，“孙子与博弗尔”，pp．251–258。 ]



　　博弗尔传世的战略理论著作共有三本，即《战略绪论》、《战略与吓阻》、《行动战略》，可以合称为“战略三书”，凡是研究战略的人似乎都应将其列为必读之书。博弗尔有一句名言，即他认为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不过他同时也认为战略是一种“行动”（action），所以他以《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为其三书中最后一本书的书名。



　　博弗尔的思想似乎是受到与其同一时代但略早的阿龙的影响。他在《战略绪论》的“导言”（Introduction）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如何采取行动的科学，或者可用阿龙所创造的名词，那就是“行动学”（phraseology）。 [ 注：André Beaufre，Introduction to Strategy，1965，p．14． ]



　　事实上，“行动学”这个名词并非阿龙所首创，而且阿龙在其书中也只用它作为一篇的篇名，并未对其作任何分析或解释。 [ 注：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573． ]



　　博弗尔在《行动战略》一书中又曾指出：



　　总体战略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有必要……也许应给其一个新名称……也许有采用新名词之必要，既非“政策”也非“战略”（阿龙早已建议用“行动学”）。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16，23．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博弗尔虽然提倡“行动战略”，但对于“行动学”的本身又还是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若欲研究行动战略，则必须首先了解行动学。




行动学




　　与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不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欧洲，尤其是在东欧，有一批社会科学家曾经发展一种叫做“行动学”的科学。“行动学”的原名为“phraseology”。这个名词的语根出自希腊文的“praxis”一词，其意义即为“有指导的行动”（directed action）。



　　行动学的内容即为研究什么是“合理行动”（rational action），并指导人类如何采取合理行动。行动应有目标，所谓合理行动亦即为能达到目标的行动。此种行动又可称之为“有效行动”（effective action）。行动如何才算合理，如何始能有效，其关键在于对环境（environment）或“行动范围”（field of action）能否有正确的认知。换言之，错误的认知（misperception）即将产生不合理（irrational）的行动。所以，从行动学的观点来看，无知与不合理，其意义是完全相等的。



　　行动学的基础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基本假定，换言之，即认定人类行动具有一种先验的目标意识，而这也正是人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人类的活动（human activity）可以区分为两大类：（1）凡自动的和属于生理方面的活动称之为“行为”；（2）凡有目标的活动称之为“行动”。这种分类也构成行为科学与行动学之间的主要差异。



　　行动学所代表的是一种纯粹演绎逻辑，不需要经验的证明。这当然并非说行动学的逻辑会与经验不符合，如果是那样，则这种学问将会毫无实用价值。事实上，行动学和数学非常类似。其基础是“先验性公理”（priori axioms），不能证明也毋需证明，但其结论又并非武断的，而且也可以与经验相符合。



　　行动学的目的是想要建立某些人类必须（must）如何行动的法则。换言之，人类要想采取有效的行动以达到其目标，则必须遵守某些法则。而这些法则的基础又明确地包含在人类本性（human nature）之内。行动学的理论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普遍性，可以适应任何环境，而并非由环境所产生。



　　行动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行动而不是行为。它并不重视人类如何行为，而是要指出假使人类行动有效，则必须如何行动。所谓有效者就是能够有效地达到目标，所谓必须如何者，也就是必须合理。而所谓“理”者，也就是一种先验（天）性的逻辑。反而言之，人类的实际行为，往往至少有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而且也非经常完全合理，所以不属于行动学的研究领域。



　　根据考证，第一部明白具有行动学倾向的社会分析著作是1855年在巴黎出版的《行动自由论》，作者为迪努瓦耶（Charles Dunoyer）。“行动学”这个名词的首次出现是在布尔多（Louis Bourdeau）所著的《科学理论》一书中，本书 1882年在巴黎出版。1897年，法国历史学家埃斯皮纳斯（Alfred Espinas）首次说明行动学的重要性，并称其为“行动哲学”（philosphique l‘action）。这个名词首次出现于英文著作中是在1911年。虽然行动学的最初形成是在法国，但其有系统的发展则在波兰。1962年在该国曾召开第一次世界行动学会议，同时，世界上惟一的行动学杂志也在该国出版。 [ 注：Norman A．Bailey，“Toward A Praxeological Theory of Conflict”，Orbis（Winter，1062），pp．108–112． ]



　　行动学在波兰的发展，以及其在欧洲的流传，大体言之，均应归功于波兰逻辑学大师科塔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iski）。他出生于1886年，曾历任大学教授、校长和波兰科学院的院长。概括地说，他也是现代行动学的真正创始者。他在这一方面有十几种著作，其中最主要的即为在1965年曾译为英文的《行动学》，而这也是惟一的一本用英文发表的行动学专著。该书英译本已经绝版，我曾经花高价从美国出版商手中购得一本影印本，并视为珍品。 [ 注：Tadeusz Kotarbiński，Praxiolog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 of Efficient Action（Pergamon Press，1965）． ]



　　科塔尔宾斯基的书可以算是研究行动学入门之书。他首先解释单纯行动（simple action），把它分为变化的（permutative）和不变的（perseverative）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建设的（constructive）和破坏的（destructive）两类，后者又分为建设的、破坏的和保存的（preervative）、预防的（preventive）四类。此种分类的结果可以图解如下。 [ 注：同上书，p．29。 ]



　　科塔尔宾斯基又把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分为积极合作（positive corporation）与消极合作（negative corporation）两大类，而后者又再分为竞争（rivalry）和冲突（conflict）两类。单独行动的研究可称为“微观”（micro）行动学，集体行动的研究可称为“宏观”（macro）行动学，前者为后者之基础，而后者的内容则远较宽广复杂。 [ 注：同上书，pp．61–74。 ]






　　科塔尔宾斯基在其书中有一章（第十三章）专论“斗争的技术”（technique of struggle）。其中列出若干原则，而其第一条即为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他称之为“弹性公理”（axiom of flexibility）。其次则为对资源作经济化的利用，他称之为“经济公理”（axiom of economy）。此外，还有若干其他的原则，例如对己方力量的集中、协调和组合，对敌方力量的分散和瓦解等等。 [ 注：Tadeusz Kotarbiński，Praxiolog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 of Efficient Action（Pergamon Press，1965），pp．156–174． ]



　　以上所云仅为对科塔尔宾斯基的理论和著作的最简单介绍。当然，这样复杂微妙而又具有哲学意味的学问，其内容是无法用简单的说明来描述的，不过我们只需知道其基本观念是什么。特别必须强调指明的是行动学与行为科学完全是两件事。行动学并不重视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的实际形态，而是想要建立有效（合理）行动的准则。



　　虽然行动学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种冷门学问，不仅研究的人很少，而知道它的人也都不多，但行动学中所含有的观念，却又早已在其他的学域中相当普遍地被采用，只是不曾使用行动学中所用的名词而已。采取行动学观念最多的科学即为经济学。纯粹经济学理论完全是以心理观念为基础，其思想结构实与行动学大致相同。尤其是现代经济学所发展的各种新理论，所使用的各种新工具，更能对行动学产生回馈作用，而有相得益彰的互补功效。试举一例来说，所谓博弈理论（game theory）虽然已经变成应用数学的一部分，但其发源却是在经济学的领域中，而此种理论，无论就精神或原则而言，又都和行动学颇为接近，并且也为行动学带来一种新的研究工具。 [ 注：Stevan J．Brams，Superpower Games：Applying Game Theory to Super power Confli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



　　除经济学以外，还有一种学问也与行动学的关系至为密切，其程度也许比经济学犹有过之，那就是战略学。不过，战略学本身却又不能算是纯正的科学。尽管如此，许多传统战略家的著作都常暗中含有行动学的观念和原则。譬如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例，即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观念都是与行动学的思想不谋而合。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意志的表现，他采取抽象化的观点来研究人类行动的某一特殊方面，即为一种集体的斗争（collective struggle）。他像行动学家一样，相信有一种先验性公理之存在。此外，他又重视战争中的摩擦，这无异暗示必须对环境有正确认识并能与之适应，然后始能获致有效的行动，达到理想的目标。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固然在许多方面都与行动学的观念非常接近，但他是19世纪初期的人，《战争论》出版于 1832年，那是早在行动学这一个名词出现之前，所以，克劳塞维茨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应该算是一位先驱者。



　　但令人深感奇妙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克劳塞维茨之前，行动学还有一位更遥远的先驱者。其人即为二千余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当代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Krzysztof Gawlikowski）认为孙子思想中有一种“斗争哲学”（philosophy of struggle），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古代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同时又指出那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战争，而是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Krzysztof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s”，presented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un Tzu’s Art of War（Beijing，China，Oct．1990）．其中译文已译载于《孙子新论集粹》，p．306。 ]



　　西方的克劳塞维茨、我国的孙子，在思想上固然在许多方面已经和行动学的观念很接近，但逝世不久的法国当代战略家博弗尔将军则又比他们还要更近一步。严格说来，博弗尔不仅是一位战略家，而且也是一位行动学家。他的全部战略思想，几乎都是以行动和行动自由为基础。他更以“行动战略”为其战略三书中最后一本的书名，足以表示其对于行动的重视。事实上，行动战略也应该即为行动学在战略领域中的应用。



　　博弗尔认为行动是发源于意志，无意志即无行动。行动是相对的，所以也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即所谓辩证的关系。战略的目的是要使行动有效，而如何始能使其有效，则主要的关键即为扩大自己的行动自由，并同时限制对方的行动自由。综合言之，博弗尔的战略思想与行动学如出一辙，但他本人对于行动学却并无了解，甚至于也不知道行动学的来源。




行动自由




　　行动自由本是传统战略思想中所早已有的观念，也许我国的孙子是最早提出此种观念的人，因为他曾经说过：“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其意义即为应该尽量限制敌人的行动自由，而自己的行动自由则应尽量不受敌方限制。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 ]



　　20世纪初叶，首先把行动自由视为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的人是福煦（Ferdinand Foch，1852–1929）。他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任联军统帅，官至元帅，名垂青史。在其早年所著《战争原则》一书中最早将行动自由列为四大原则之一。博弗尔对于福煦可谓推崇备至，在其著作中曾一再引述福煦的观念。 [ 注：Ferdinand Foch，D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1905）．这是一本经典名著，已有英译本。 ]



　　由于任何人都只能在其行动自由的范围之内行动，因此，也就有人认为行动自由似乎是一种固定的限制因素，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事实并非如此。行动自由决定于三个基本因素：（1）目标，（2）权力，（3）环境。这三个因素并非固定不变，尤其是三者更可能交相为用，瞬息万变。所以，行动自由并非常数而是变数。



　　福煦在其书中曾指出：“由于对兵力已经作了合理的经济化分配，然后始能获得行动自由，而凭借行动自由又始能达到决定点。” [ 注：Ferdinand Foch，D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1905）．这是一本经典名著，已有英译本，p．312。 ] 他的话似乎有一点难于了解，但其真正的意义则为必须对权力（资源）作合理的分配，然后才能获得行动自由，换言之，如果权力分配不适当，即无异于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



　　李德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中曾经有一段话更值得引述：



　　调整你的目标以适应你的手段。在决定目标时必须有明确的眼光和冷静的计算，咬下的分量超过你能嚼烂的限度是一种愚行，对于何者为可能的认识实为军事智慧的起点。



　　李德哈特又说：



　　在内心里固然应经常保持你的目标，但必须使你的计划适应环境。应认清达到某一目标的路线绝对不只一条，但选择路线时又必须注意其应能达到目标。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348． ]



　　以上所云都是指出目标和手段（权力）均可调整以增大行动自由。最后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固然比较难于控制，但也并非完全不可改变。尤其是客观环境又常由于主观认知之不同而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所以，设法使环境的影响由不利变为有利，也未尝不是争取行动自由的一种方法。



　　行动不仅是想要达到我方的目标，而且还要阻止对方达到其目标，更进一步，又还要阻止对方妨碍我方达到目标。简言之，行动是用来扩大我方的行动自由，并同时限制对方的行动自由的。行动的原始动机为达到我方的目标，但因对方的目标与我方的目标相冲突，于是为达到我方的目标，又必须阻止对方达到其目标。如何能阻止对方达到其目标？有效手段又即为限制其行动自由。但对方亦必企图限制我方的行动自由，于是我方又必须设法扩大本身的行动自由。结果遂演变成行动自由的争夺战。



　　基于以上的分析，所获的结论似乎必须同时采取四种行动：



　　1．达到我方的目标。



　　2．阻止对方达到其目标。



　　3．限制对方的行动自由。



　　4．扩大我方的行动自由。



　　虽然照理论分析，是应该作这样的分类，但事实上却并不需要如此复杂。因为在行动领域中，所有的作用往往都是相对的，所以，同一行动常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此种现象固然增加了理论分析上的困难，但又足以减少实际行动上的困难。对于此种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所存在的似乎矛盾而实非矛盾的微妙关系，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应特别注意。



　　举两个浅近的比喻来作为说明：譬如打拳，每出一招必然同时具有攻势和守势的两种作用：譬如下棋，善弈者无论移动哪一颗棋子，都必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会考虑到对全盘棋局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尔后棋局的发展。虽然这只是一种浅近的比喻，但战略的原理的确也是一样，尽管那是远较复杂和高深。所以博弗尔把战略的意义界定为一种辩证艺术（art of the dialectic），实寓有深意在焉。 [ 注：可参看本书第一章及博弗尔所著《战略绪论》第一章。 ]




行动战略的典型




　　博弗尔虽首创“总体战略”和“行动战略”的名词，但其理论和分析还不能算是十分深入，并且经常受到传统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传统军事战略思想把国际关系严格地限制在战争领域之内，也就是老一辈的将军们所常说的话：没有战争自然也就没有战略。博弗尔虽然很早就已经认清在平时也应有战略之存在，但当他提出总体战略的观念时，还是念念不忘情于总体战争，很容易令人误解，以为他所提倡的总体战略是一种只能适用于总体战争的战略。



　　其次，传统战略思想又把战略所用的工具限制在军事领域之内，所以也就变成纯粹的军事战略，我国古人称之为用兵，而现代西方军事术语则为“operation”，中译为作战。博弗尔虽认为在总体战略中所使用的工具并非仅限于军事权力，但在他的书中所讨论的内容还是有以军事为主的趋势。不过，这也难怪博弗尔会有此种趋势，因为甚至于到今日，许多人对于战略也都还是作如此狭义的界定。而且除军事权力的运作以外，所谓大战略者在理论上也不过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根本缺乏有实质内容的深入分析。



　　概括言之，博弗尔虽知总体战略的重要，但在其书中所作的分析和所引用的例证还是以军事权力的运作为主体。他认为军事权力有各种不同的运用，换言之，也就是可以用不同的典型（pattern）来加以分类。此种理论为博弗尔在行动战略领域中的创见。他自己认为他所列举的五种典型只应算是一种举例，并不是完全的分类。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27． ]



　　博弗尔认为在决定采取何种战略（行动）典型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有三个：（1）目标，（2）资源，（3）行动自由。根据这三个因素的变化和配合，即可以决定所应采取的为何种典型。概括言之，可以分为下述五种。



　　1．假使想达到的目标就性质而言，不是很重要，而所可运用的军事权力又相当巨大，同时客观环境也很有利，换言之，即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以巨大的力量为威胁，即足以使对方屈服，而不必诉之于实际的行动。此种典型可以称之为“直接威胁”（direct threat）。



　　2．假使目标性质并不是很重要，但能运用的军事权力却不够巨大，不足以构成决定性的威胁，则应尽量配合使用非军事性手段，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因素在内。此种战略典型可称之为“间接压迫”（indirect pressure）。这也是冷战中所惯用的典型。当行动自由受限制时，这也是最安全和最适当的行动方式。



　　3．假使行动自由和军事权力都很有限，而想要达到的目标却有很大的重要性，则必须采取分段行动，每次对武力都只作有限度的使用，而且适可而止。这种战略典型可称之为“蚕食程序”（nibbling process）。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使用此种典型而获得一连串的成功。不过，在执行时必须缓进，而不求速效，而且最后也必然还是会受到收益递减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 returns）的支配。



　　4．假使目标很大，力量很小，但却能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则也许就应该采取所谓“长期斗争”（protracted conflict）的战略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蚕食程序与长期斗争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分段的，后者是连续的。前者是每次行动时间都很短，但都能生效，但每段之间又可能夹着相当长的休息期；后者则必须持续达相当长久时间，然后始能生效。长期斗争虽使用武力，但所打击的对象则为对方的精神，其制胜之道是心理影响重于物质资源。



　　5．假使所争取的目标很重要，而军事资源又很充足，则可直接使用武力以求胜。此种战略典型可称之为“军事胜利”（military victory），亦即为典型的传统军事战略。不过，资源必须十分强大，而行动自由又几乎毫无限制，则始有速战速决的可能。如果求速而不达，则非常可能就会变成长期消耗战，于是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矣。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欧洲各国的陆军无不以速战速决为其理想，结果却是陷于长达四年之久的苦战而不能自拔，实可为历史的殷鉴。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p．26–28． ]



　　上述五种典型都可以使用，也都可获成功，但必须依照现实情况来作适当的选择。此五种典型又可分为两大类；凡军事力量的使用不居于主要地位者，可称为直接战略；凡军事力量的使用不居于主要地位者，可称为间接战略。依此标准，第一和第五两种典型应属于第一类，第二和第四两种典型应属于第二类，第三种典型则介乎两类之间。第一和第二两种典型属于冷战层面，第四和第五两种典型属于热战层面，而第三种典型则又介乎冷热之间。此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在不同的情况中，又应如何选择所应使用的典型？概括言之，其决定因素有三：（1）目标，（2）军事力量，（3）行动自由。这三个因素可大可小，于是依据它们的变化，可以把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列表。






　　依照目标、军事力量、行动自由三个因素的大小变化，可以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中，所应作的合理选择均为间接战略，或介乎直接与间接之间的战略，只有两种情况是可以放心地采取直接战略。因此，依照博弗尔的分析，行动战略是以间接战略为主。




军事权力的效用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军事权力还是经常被使用，包括战争在内。若从过去的记录上来看，对于军事权力的效用又应作如何的评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但也很难作答，概括言之，也许可以归纳为下述十点。



　　1．在增强行为时比较易于成功。假使对方本来尚未采取某种行动，则在我方强大军力吓阻之下，也就不会再试图采取行动。反而言之，假使我方本拟采取某种行动，则在我方军力展示鼓励之下，也就更会比较勇于进取而不再犹豫。



　　2．在企图改变行为时，比较不易成功。换言之，当对方已经采取行动，而欲迫使其停止或改变方向，则颇为困难。



　　3．用军事权力来帮助稳定现有的友好政权比较易于成功，但想改变敌对政权的行为或态度，则远较困难（这也是前两条的推论）。



　　4．军事行动虽能立即成功，但其效果常仅为暂时性的，不一定能够持久。所以，军事行动的最大贡献可能即为争取缓冲时间，以便让其他非军事权力可以来得及发挥作用。



　　5．无论是有限度的干涉，还是大规模的战争，武装部队的表现对于国家的威望和地位都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6．作为政策工具，陆军最能产生有效的影响作用。海军和空军则因机动性较大，作为一种政治承诺（commitment）的象征，其价值远不如陆军。



　　7．全球战略平衡似乎与局部性的成败并无必然关系。远较重要者为区域军事平衡。因此，增强区域性军事合作实为增强军事权力影响的主要途径。



　　8．国家若拥有较强大的军事权力，则对其本身的命运也自然享有较大的控制权，其安全和生存也都可以有较多的保障。



　　9．今天国际事务中的大多数争执，都不至于要使用武力来解决，但当运用其他一切非军事权力时，军事权力又几乎经常是处于后盾的地位，能够发挥其间接影响作用。所以，军事权力似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10．不过，军事权力的效用或价值又并不一定与其大小成比率。有时军事权力的增大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反作用。最后必须强调，军事权力并非万能，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或现实的观点来看，军事权力仍将继续存在。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不会降低，国无分大小，都必须保有适当的军事权力，否则其国家政策必将蒙受不利影响。当国际间发生争执时，军事权力仍为最后的仲裁者。若无武力为后盾，则一切外交都不过是空谈而已。武力不一定要使用，威胁不一定要公开，仅凭其存在，往往即足以产生吓阻或劝诱的功效。军事权力的本身虽不一定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强盛，但毫无疑问，实为二者的必要基础。




结语




　　博弗尔在其《行动战略》一书中的总结论中指出：行动战略是总体战略的积极方面（positive side）。换言之，吓阻战略则为总体战略的消极方面（negative side）。两者合而为一，构成总体战略的全体。博弗尔著书立说时已为 1960年代后期，其思想当然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此时人类不仅早已进入核时代，而且东西冷战也已经达到其最高潮。因此，他的理论也就似乎有一点偏重核时代的趋势。



　　事实上，行动与吓阻两种观念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不过，在过去的时代中，行动所受重视的程度远过于吓阻，因为吓阻只能阻止对方达到其目的，而只有行动才能使我方达到所预定的目的。因此，在前人的思想中，战略的意义即为行动。战略实际上也正是一种行动学，尽管行动学此一名词和观念的出现还是晚于战略。



　　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略思想产生了空前所未有的突变。吓阻变成了核心观念，甚至可以说核战略即为吓阻战略。许多战略家都钻入牛角尖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正是博弗尔所亲眼目睹的事实。于是他深有所感，才提出其所独创的行动战略观念。



　　实际上，这又并非真正的创见，而只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即令是在核时代，战略还是不能仅以吓阻为满足，仍然还是有行动之必要。核武器固然可以对于某些行动产生吓阻作用，但并不能取消一切的行动。而在核时代要想达到某种目标，则仍然还是必须采取某些行动。核武器固然可以限制行动自由，但行动自由愈受限制，范围愈狭窄，则行动也就愈可贵，效力也愈值得肯定。



　　博弗尔逝世于1975年，他没有机会看到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但他在20世纪中期所写的战略著作到今天仍然值得研读，而自他逝世之后，这二十年来，西方战略思想家之中，似乎也不曾再出现一位像他这样的大师，实在令人不胜感慨。



　　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天下大势开始出现重大改变。向前途展望，人类将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在思想方面又应作如何的改变和适应？概括地说，对于未来的世界似乎很难保持过分的乐观，战略家仍然面对着艰巨的任务。在思想上，吓阻与行动应该是两者不可偏重。在20世纪冷战期中，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吓阻理论的确曾经受到过分的重视，所以，博弗尔的独倡行动战略是值得称许。今后人类还是会继续生活在核阴影之中，因此吓阻理论仍需研究，但在多元化的未来国际关系中，采取各种不同行动的机会必然会增加，所以，行动战略可能将成为战略研究的主流。














	

 






	















	







	







	









 





	


	







	








	




	


第11章　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




	







	

 



	


	



引言




　　战略研究是一门多彩多姿的学域，有其非常古老的根源，也有其非常现代化的发展。从事这一门学问的研究者很容易会感觉到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八卦阵”之中，走进去也许很容易，但想走出来却相当的难。结果可能愈深入则愈模糊，甚至于研究了一辈子，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研究什么。这绝对并非夸大其词，因为作者本人在四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即曾时常有这样的感觉。



　　因此，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可以不讲求研究方法。必须有一套完整合理的研究程序，然后始能循序渐进，步入坦途，否则就可能有歧路亡羊的危险。根据许多学者的著作，以及个人的治学经验，可以归纳成为一套理论，似乎足以有助于后进。



　　这一套理论体系可以称之为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为学者必须通过此四种境界，然后始能登堂入室，成为一位真正合格的战略思想家。此四种境界分别为：



　　（1）历史境界，（2）科学境界，（3）艺术境界，（4）哲学境界。



　　此四者之间又有微妙关系，并且合而为一，共同形成一个整体。不过，为了分析的方便，还是必须分段来解释。




历史境界




　　就思想的传统而言，战略与历史几乎是不可分。所有的古典战略家无一不是历史学家。被称为西方最早的战略思想家，古希腊时代的修昔底德所著的书根本上就是一部历史著作，即流传至今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但他的书中又的确蕴藏着许多战略观念，可惜的只是不曾整合成为有系统的理论，这也正是他不如我国孙子的地方。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7。 ]



　　19世纪初期的战略大师克劳塞维茨，若以其著作来作为比较依据，其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战略家。他的遗著共分十卷，《战争论》仅占其中的三卷，而其余各卷则均为历史著作。此外，克劳塞维茨还有很多的历史著作都已经逸散，而不曾收入其全集。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441–445。 ]



　　被世人称为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学家的李德哈特，到他晚年时，曾自称宁愿将其全部剩余精力都投入历史的研究。 [ 注：Brain Bond，Liddell–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Rutgers，1977），p．235． ] 事实上，其传世之作《战略论》中，历史几乎占了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三，而战略理论（第四篇）则仅占四分之一。也许可以这样说，从李德哈特的观点来看，战略理论不过只是历史研究的结论。



　　从表面上看来，核时代的惟一一位西方战略大师，法国的博弗尔将军，似乎有一点轻视历史的倾向。他的确在其《战略绪论》中曾经这样说：“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和大多数这一类的书不一样，我的书很少引用历史。”接着他又说：“我相信历史几乎可以用来证明任何结论。”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4． ]



　　以上的言论可能就是有人认为博弗尔不重视历史的证据。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不引用史例是一件事，不重视历史又是一件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弗尔所反对的只是两件事：（1）概括地提到某一将军或某一战争的大名；（2）牵强附会地滥用史例以证明某一结论。关于第二点，博弗尔的意见与克劳塞维茨非常接近。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



　　对于任何事件若仅轻微接触，而未作谨慎详述，则好像在远距离看东西一样，不可能分辨出细节，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似乎都是一样。这样的史例实际上已经被用来支持最矛盾的意见。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72． ]



　　简言之，博弗尔和克劳塞维茨完全一样，并非反对引用史例，而只是反对滥用史例。



　　克劳塞维茨认为一个单独而彻底详细的史例比十个仅只触及表面现象的史例远具有启发性。反而言之，对于历史的表面化和不负责任的处理，将导致无数的错误观念和伪造理论。于是他说：



　　在认清使用史例的困难之后，也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例证应从近代史中去抽取，因为那已有适当的了解和评估。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73． ]



　　博弗尔的历史意识几乎是与克劳塞维茨所见相同，甚至于还犹有过之。在他的著作中所曾引述和重视的例证都是仅限于现代，而且几乎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验。尤其是他所写的两本回忆录，更是可以提供非常宝贵的启示。据他自己说，那可以作为个案研究，因此，足以证明他仍然承认历史研究实为战略研究的基础。



　　核时代初期，美国有一批文人战略家，的确认为从历史的途径来研究战略是一种已经落伍的方法。他们相信现在已经有新的治学工具，即所谓作业研究和系统分析（OR／SA），可以提高研究效率，并获致更好的成就，所以，旧有的传统方法将自然会被淘汰。不过，没过多长时间，他们的这种过分简单、天真和自大的态度，即开始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而且事实也证明新的方法并非万能，甚至于有时尚不如旧的方法有效。



　　到1970年代，美国战略界（strategic community）中又出现若干后起之秀，例如勒特韦克和格雷等人，他们又再回头走向历史研究的途径，甚至于有人称其为“新克劳塞维茨学派”（Neo–Clausewitzian）。此种趋势并非复古，而是诚如陶渊明所云：“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注：陶渊明：《归去来辞》。 ]



　　为什么从古到今，有许多战略思想家都认为研究战略应从历史入门？其理由为何？李德哈特在他所写的《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一书中曾作简明的解释：



　　俾斯麦曾经说过，“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就这一点而言，研究历史能够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它是一种宇宙性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无限地较长、较广和较复杂多变。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2． ]



　　事实上，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几乎很少能以其个人的经验为基础。许多职业军人甚至于一生都不曾上过战场，战略家的工作与医师很相似，但他在学习或研究的过程中却远比学医较为困难。医师在尚未正式开业之前，可以有很多和很长的临床实习机会，换言之，他可以累积其个人经验。研究战略的人则不是如此，他的知识几乎完全是从书中得来，能获致丰富的个人经验者只可以算是例外。



　　概括言之，所有一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若与自然科学作一比较，也都有同样的弱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常可用试验方式来进行研究。简言之，即能控制情况，并能使同一现象重现。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此种方法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有限。通常都只能对已有的现象（经验）来加以观察，而这些现象既不受控制，也不能改变。尤其是过去已成过去，任何人都无法使其重演，因此，也更增加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的主题为过去，但战略家研究历史，其目的又非仅限于要想了解过去，然则他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博弗尔对此有其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



　　对于过去的变化作精密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学会如何操纵把我们包括在内的现在，以及支配我们前途的现象。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Praeger，1969），p．14． ]



　　这也正是战略学家与纯正历史学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史学家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战略家为战略而研究历史。老一辈的富勒将军说得更恳切：



　　除非历史能教导我们如何看过去，否则战史只不过是一种流血的浪漫故事（bloody romance）。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p．1． ]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功能和战略家的责任有一种非常伟大庄严的想象。他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current），改变历史的趋势（trend）。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然则如何始能控制历史的演变，其首要步骤即为研究历史，诚如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亚（Polybius）所云：“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对于实际生活在一切教育方式中是最佳的。”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3． ]



　　李德哈特的意见似乎要比博弗尔的较为消极。他认为作为指标（guiding signpost），历史的用途有其限制；但作为警告牌（warning sign）的价值则比较值得肯定。历史虽不一定能教导我们应做什么，但至少能指示我们不应做什么。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人类所最易犯的错误。 [ 注：同上书，p．1。 ]



　　历史的研究有其叙述的部分，又有其解释的部分。前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事（what），后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why）。历史是一种经常的流动（constant flow），也经常不断地在改变。历史学家从不承认“决定主义”（determinism），而相信天命与人事交相为用。所以，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历史中只有最抽象和最广义的观念始能维持不变。他又指出历史显示人类的行为从不遵从固定规律。他说：“同样的政治目标可使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反应，甚至于同一人在不同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历史必须当作个案来研究，且必须对其作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



　　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可以扩大学者的经验，当缺乏经验时可以代替经验。但他同时强调历史不是模范书，并无教训或规律可以贡献，而只能扩大学者的知识，并增强其判断力。 [ 注：《战争论》：第二篇，第五、六两章。 ]



　　历史研究是以利用前人经验为起点，但虽起于经验而又不囿于经验。换言之，历史研究并非仅以过去的记载、解释和分析为满足，而是有如英国已故史学大师汤因比所强调，历史的任务是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并赋予此一有机连续体（organic continuum）以意义。 [ 注：Peter Calvoeoressi，“Arnold Toynbee–A Memorial Lecture”，International Affairs（January，1976），p．2． ]



　　这也正是我国汉代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样也就达到了本章第一阶段的结论：



　　战略研究的第一种境界是历史境界。研究战略必须从研究历史入门。在历史境界中，研究是以经验为主题，而其理想目的则为“通古今之变”。




科学境界




　　从历史的途径来研究战略固然有其非常古老的传统，但尝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战略，甚至于认为战略本身即为一种科学，这一类的观念也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所谓科学化，其中心观念就是计量，战略家重视计量，我国的孙子也许是历史中的第一人。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这一点曾作非常精辟的评论，值得引述：



　　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于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第一本书。其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24。 ]



　　在我国历史中还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张良在向刘邦分析战略情况时，曾经“借箸代筹”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中国古人在尚无算盘之前惯于使用算筹，张良因为一时找不到算筹，所以只好使用吃饭的筷子（箸）来代替，于是也就留下这一段千秋佳话。虽然当时的计算也许还很简单，但就原则而言，与今天使用电脑在意义上并无二致。



　　第一位企图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解释和预测工具的西方战略思想家是18世纪末叶的比洛（Heinrich von Billow）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80–184。 ] 。但他的理论却受到19世纪两大师的驳斥。若米尼说：“其基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其一切行动都可用计算方式来决定。”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略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接受数学分析的力量。” [ 注：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之言均见本书第二章。 ]



　　但很讽刺，若米尼本人却又相信所有一切的战略都受到不变的科学原则的支配，而且他也宣称他已找到这些原则 [ 注：John Shy，“Jomini”，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146． ] 。克劳塞维茨虽认为不可能建立一种抽象化和合理化的行为准则，但也不反对科学方法。事实上，他对于科学方法的运用相当熟练，其所谓“精密分析”实际上即为科学方法。



　　到了20世纪，科学的地位如日中天，许多早已存在的旧学问都先后被加上一个新的“科学”头衔，例如政治、经济等等。于是战略科学化也自然成为一时风气，并且也引起很多争论。至少有下述两套问题是必须予以澄清：



　　1．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



　　2．战略是艺术还是科学？战略可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在本书第二章中，对于上述的问题都已曾作相当详尽的探讨，并且也已经获得公认的结论，所以在此已无再检讨之必要，而只需将结论（答案）简述如下：



　　1．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即为科学方法。



　　2．凡使用科学方法的学问都可称之为广义的科学。



　　3．但必须是其理论对于未来能有预测能力，始可算是正确或纯粹的科学。



　　4．战略是艺术。



　　5．战略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6．现代战略研究可算是广义的科学。



　　总结言之，战略研究有其科学境界，不过科学方法只是战略研究的一个层次。既不应认为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战略研究的全部范围，更不可认为除科学境界之外，即已无其他境界之存在。



　　战略研究的第一种境界是历史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主题是经验，而研究者的目的则为通古今之变。但战略研究又不仅以历史境界为限，假使是如此，则将只有历史而无战略。所以，遂必须进入第二种境界，即科学境界。事实上，这两种境界之间不仅具有连续的关系，甚至于有时也几乎不可分。



　　19世纪初期，日耳曼有一伟大史学家出现，那就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率先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旧史，开风气之先。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是他的再传弟子，他是第一位把科学方法用在战争史领域中的学者，而这也是他对战略研究的最大贡献。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67。 ]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为知识，而知识又是以经验为起源。反而言之，经验的累积，经过长期的精炼，也就会升华为知识。历史的流程是由经常在变的事件所组成，但事件虽经常在变，事理却往往不变。如何从多变的事件中发现不变的事理，则必须使用科学方法，所以战略研究的科学境界是以“识事理之常”为其理想。更进一步说，必须先通古今之变，然后始能识事理之常。而为什么要想通古今之变，也正是因为想要识事理之常。



　　在此，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并非直到有了近代科学之后，始有科学方法。事实上，在科学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之前，人类早就已经使用科学方法，甚至于当人类知道思考和推理时，科学方法即已存在。尽管古代不曾有科学这个名词，但中外学者，例如我国先秦诸子和希腊哲人，在其著作中都已多少表现出科学精神。




艺术境界




　　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若能同时采取历史与科学的途径，而终于达到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的目的，应该算是已有相当不错的成就。一般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能至少要花十年以上的辛苦工夫，始能有此成就。即令如此，他也还是尚未能够达到战略研究的较高境界。



　　为什么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不够呢？主要理由是战略本身为艺术，艺术有艺术的本质，战略家本身必须是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他必须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缺乏此种天赋的人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但反而言之，若仅有天才而不好学，也同样不可能有杰出的成就。现在就要进而讨论战略研究的第三种境界，即艺术境界，这也是一种比较微妙的境界。



　　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期的人，他是一位职业军人。他所写的《战争论》，严格说来，并非是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学术性著作，而其理想中的读者是准备充任高级将领的职业军官。尽管如此，其书中还是充满了智慧（wisdom），有许多见解真可谓前无古人，对于现代战略研究者仍然不乏参考价值。



　　他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这表示他深知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所谓创造能力即为智慧，也就是拿破仑所形容的“天才火花”（the spark of genius）。智慧固然必须以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但仅凭经验加知识而无天才，其结果还是不一定能够产生智慧；而且同样多的经验和知识，所可能产生的智慧也不一定相等。这也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大特点。



　　假定有两个人同时学画，其所受教育完全一样，所下的功夫也一样深，但两人的成就却可能会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其作品的风格更是必然会有相当差异。这也就是说，艺术的境界有其巨大的弹性，而想在艺术的境界中获致杰出的成就的确是很不容易。



　　艺术境界中没有任何一定的法则可供遵循，这也正是其与科学境界之间的最大差异。博弗尔曾经指出没有一位艺术家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律来作画，假使他那样做，则他的作品就会充满匠气而缺乏灵性。反而言之，尽管艺术家在创作时并不有意地考虑到任何规律，但名家之作大致还是与规律暗合，即令偶然有所不合，也一定是自有其理由。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克劳塞维茨也曾举一例以说明科学与艺术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不管麦田中麦秆的个别情形是怎样，都可以用镰刀将其割刈，其效率只是依照镰刀的质量而有高低之别。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所以在运用斧头时，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树的个别特性和发展来下手。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53． ]



　　这个比喻非常有趣，镰刀刈麦象征科学，那是没有个性的，斧头砍树象征艺术，必须考虑个性。克劳塞维茨认为知识必须转变成为智慧，然后始能发挥创造能力，若不能如此，则一切理论研究也都毫无意义。



　　博弗尔的想法几乎与克劳塞维茨若合符节。他认为战略不可以是单纯的教条，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不过，博弗尔至少有一点似乎比克劳塞维茨还更为深入，那就是他特别重视未来，而这一点又更增强了战略研究的艺术性。博弗尔认为战略家必须考虑未来，战略研究不再可能仅以客观的演绎为基础，而必须根据假定来作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思考。于是他说：“在企图对于想象中的未来情况使用新工具以寻求未来的解答时，根本无成规可循。”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科学与艺术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但它们都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观念，而且其间也无绝对的分界线。艺术中固然含有科学的成分，而科学也同样含有艺术的精神。假使不是这样，则科学也就不会有创新的能力。



　　不仅是西方的战略大师都特别重视战略的艺术境界，包括思想、研究、行动都在内，我国古代的“兵圣”孙子在二千余年之前，也早已有此同样的观念，甚至于还可以说他的思想似乎是更高明和更微妙。



　　孙子在其书中曾经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他又以水为喻，指出“兵形象水”和“水无常形”。



　　“无形”这两个字有其高度的艺术含义。有形的因素可以用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来处理，但无形的因素则必须凭借高度的智慧始能探索。尽管今天在科学领域中的进步是日新月异，但科学只能对艺术提供最佳的服务，而并不能代替艺术。



　　于是也就可以对这一节作一小结。战略研究除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以外，还有第三种境界，那就是艺术境界。在此境界中，以运用智慧、发挥创造能力为主题，而其理想目的则为“探无形之秘”。




哲学境界




　　战略研究能够达到艺术境界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此种成就虽可谓尽美矣，但尚未尽善也。因此，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还应有更上层楼的雄心，即企图进人另一层更高的境界。这个第四种境界即为哲学境界。在战略研究的领域中，这不仅是最高的境界，而且也是最后的境界。首先要说明此一境界非常难于分析或解释。因为那不仅是“无形”，甚至于还是“无言”。所以，只能用比喻或间接的方式来说明此一“无言的结局”。



　　在尚未作任何分析之前，首先要引述一段古书，即为《庄子》“养生主”篇中的一段妙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日：“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也，所见无非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在我国古代学者中是有高度天才的一个人，他这段文章真可以说是下笔有神，极富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对于战略研究可以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我们也许应该像文惠君一样地感叹着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战略焉！” [ 注：文惠君即为梁惠王。庖丁是姓丁的庖工。 ]



　　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即为哲学境界。我们也应像庖丁一样，所好者“道”（哲学）也，进乎“技”（艺术）矣。战略虽为一整体，但在治学程序上还是应分为四大阶段：由历史（经验）到科学（知识），再到艺术（智慧），而最后才到哲学（灵感）。必须达到此一境界，始可谓尽善尽美，



　　庄子假借庖丁的话来对所谓道的境界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什么是道？道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换言之，即趋向于天人合一的意境。必须如此，始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又必须如此，始能目无全牛和游刃有余。战略的最高境界亦复如此。



　　艺术虽然奥妙，但还是人的境界。哲学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家虽能探无形之秘，但还是有“我”的。哲学家则余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所以他是无我的。方东美先生曾指出：“每一种哲学之后都暗藏着一种更重要的哲学。”而“此种潜藏而更重要的哲学”即为“不言之教”。 [ 注：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1986），三版下册，p．259。 ]



　　所有的思想家，无分古今中外，不管其所研究的是何种学问，但其最后和最高的阶段必然是走入哲学的境界。



　　孙子的书虽然简短，但其中却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正是其深受后世景仰的重要理由。冯友兰先生对《孙子》曾作简评如下：“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那是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又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27。 ]



　　西方战略思想家已经达到哲学家水平者也自不乏人，而且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任何思想家等到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克劳塞维茨虽为后世称为战争哲学家（Philosopher of war），甚至于阿龙还以此为其书名。 [ 注：Raymond Aron，Clausewitz：Philosopher of War（Routeledge and Kegan Paul，1976）． ] 但很讽刺，克劳塞维茨本人却提出警告说：“任何理论家以及任何指挥官都不应钻进心理学和哲学的牛角尖。”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37． ] 不过，他说这句话的动机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写《战争论》具有实用性的目的，他只准备教导未来的将领，而无意对思想作更深入的研究。



　　李德哈特不仅著作极多，而且名满天下。但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又非仅限于军事思想，甚至于也非限于任何学术领域。李德哈特不仅为战略家和史学家，而更是一位通儒，一位哲学家。诚如霍华德所云：



　　李德哈特是古代圣贤（sage）中最后的一位，他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正像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英国的罗素（Russell）和爱尔兰的萧伯纳（Bernard Shaw）。李德哈特不仅是位战略家，正像罗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萧伯纳不仅是一位剧本作家。 [ 注：Michael Howard，“Liddell–Hart”，Encounter（June，1970），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Wars（Temple Smith，1983），p．199． ]



　　及其晚年，李德哈特所发表的言论有时看来似乎很粗浅，但实际上则为至理名言，值得回味。现在就引述一段以代表他对后世的永恒忠告：



　　研究战争并从历史中学习，尽可能保持坚强，且无论如何又都应保持冷静。要有无限的耐心，不要欺人太甚，经常帮助他人维持面子。万事都应替对方着想，必须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 [ 注：B．H．Liddell–Hart，Deterrent or Defence（Praeger，1961），p．24． ]



　　真正了解战略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对战略的重要性，在现代西方战略思想家之中，博弗尔实为第一人。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出深远的哲学思想，这又与他的时代背景有其微妙关系。



　　博弗尔是一位亲身经历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的人，此种经验足以促使他作深入的思考，并对于西方的衰颓作出独到的解释，这也正是将其思想引入哲学境界的关键。



　　博弗尔认为西方之所以衰颓是由于两个交相为用的原因：（1）缺乏一种指导原则，那就是哲学；（2）缺乏一种运作观念，那就是战略。缺乏哲学（也就是生活方式和价值意识的基础），西方人遂无法对抗思想攻击；缺乏战略，西方人遂又无法了解其敌人的行动，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用在错误的方向上。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1967），pp．47–53． ]



　　博弗尔又指出：



　　战略只是一种用来达到目的手段。决定目的者为政策，而政策又受到基本哲学的控制。人类命运的决定一方面要看所选择的是何种哲学，另一方面又要看他选择何种战略以使其哲学理想得以实现。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0． ]



　　于是在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博弗尔不禁深有所感地指出：



　　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而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8． ]



　　博弗尔之言完全正确，研究战略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想达到超凡入圣、学究天人的境界。那是哲学的境界，也是灵感（inspiration）的境界。最后还是引用太史公所云“究天人之际”为警语，并完成此一四阶段的思想系统。




结语




　　战略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想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应以浅尝为满足。不过，上述四种境界若欲融会贯通，则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尚可凭功力达到，至于艺术和哲学两种境界则必须有赖于天才。



　　为帮助学者的了解，现在再把全章的要点用图解方式综述如下：






　　最后，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的主题为研究战略的方法，其所提出的基本观念为在全部研究过程中应分为四种不同的境界，而并非认为战略本身同时是历史、科学、艺术和哲学。














	

 






	















	







	







	









 





	


	







	








	




	


第12章　为何研究战略




	







	

 



	


	



引言




　　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十一章，在这十一章中所讨论的，主题，大致说来只有两个：其一为战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其二为如何从事战略研究。简言之，所讨论的都是“what”与“how”的问题。现在写到了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于是“图穷匕见”，所要讨论的改变为另一种问题，那就是“why”的问题：为何研究战略？



　　事实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于也是一个应该首先提出的问题，假使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则又何必去考虑战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从事战略研究？不过，从分析和解释的观点来看，若不先了解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就很难说明为什么要研究战略，而且即令能够说明其理由，也似乎还是很难令人信服。因此，必须先讨论“what”和“how”，然后再来解释“why”。于是，这一章遂应在全书中居于殿后的地位。



　　自从1950年代开始，战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且成为一个正规的学域以来，也就有很多人对于为何应该研究战略、战略的研究为何值得重视等等问题提出其意见。当然，见仁见智，是各有所见，不过若综合言之，则可以归纳成为下述四点，而这也构成研究战略的基本目的和理由。



　　1．研究战略的第一基本目的即为求知。



　　2．研究战略的第二基本目的即为改进政策。



　　3．研究战略的第三基本目的即为创造权力。



　　4．研究战略的第四基本目的即为引导历史。



　　因为此四种基本目的都值得追求，都具有其重要性，所以也就共同构成研究战略的主要理由。




求知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之言则可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最佳（the best），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second best）。”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231，241． ]



　　为什么古今中外对于孙子都如此景仰，其主要原因就是孙子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所以，他的书才会那样合乎逻辑而又有系统。《孙子》十三篇不仅言简意赅，而其精义更是深藏不露。真正需要深入探索者不是六千字左右的文章，而是隐藏在字句后面的奥秘。因此，孙子之不可及是在于其无言之教。



　　孙子的书，从表面上来看，只是教你去怎样做，而并未教你去怎样想。但他的书也同时暗示他自己是怎样想，此即所谓思想方法。假使能了解他是怎样想，于是也就应该能够学会他的思想方法，此即所谓无言之教。



　　若能对《孙子》全书作反复的诵习，并同时作深入的思考，则又能获得何种无言之教呢？照我个人的体会，《孙子》全书内容能够反映出孙子在其写作全程中都在追求四个理想目标，可总称之为“孙子四求”，即为：（1）求知，（2）求先，（3）求全，（4）求善。这四个目标都具有抽象的意义，但也都在行动上有其实质的表达。它们不是个别的或独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其互赖互动的关系。简言之，孙子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并非在某一点上追求某一目标，而是经常同时追求四个目标。甚至于有时这四个目标也根本不可分，在追求某一目标时，也就必须同时追求其他三者，这也自然使孙子的思维途径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奇妙景象。尽管不可分，但在研究孙子的思想方法时，还是必须先作逐项的分析，然后再合而论之。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 ]



　　在研读孙子十三篇时，几乎可以立即发现有某些字眼特别触目，此即方法学中所谓的关键字（keywords）。“知”字在《孙子》全书中出现次数非常频繁，共七十九次。此外与“知”字有密切关系的字也很多，例如“智”（七次），“计”（十一次），“谋”（十一次）等。由此似可显示“知”在孙子的思想方法中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



　　孙子的战略思想同时具有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但若欲远虑则必须先知，若欲行动具有效率和理性，则又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总结言之，知实乃思与行的基础。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知识（knowledge），无知即为缺乏必要的知识。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即为如何获致知识的动作或步骤；其目的又非仅只是知道（know）而已，而更应深入到了解（understand）的层次。此种层次的最高表现即为“智”（wisdom）。智也就是知的结果，有智慧的人遂被称为“智者”（wise man）。



　　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不可能全知，换言之，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智者。孔子对此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即为求知的必要途径，但仅只好学仍不一定就能产生智慧，因为知识的累积并不等于智慧，所以好学仅能近乎智，换言之，智乃知的极限（limit）。孙子论将，把智列为五德之首，足以充分表示他对于智的重视和崇尚。但智只是一种抽象的境界，其具体的表达还是知。所以，若能经由好学的途径，获致必要的知识，于是也就可以近乎智了。



　　孙子所研究者是兵学，所著作者为兵法。“兵”字有很多的复义，包括战争、军事、国防，而尤其是战略都在内。所谓战略者又是三位一体，简言之，即同时为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但无论为思想、为计划、为行动，又都必须以必要的知识为基础。无知固然不能行，无知甚至于也不能思，而尤其是无知则更不能计。思是行的起点，行是思的终点，而计则介乎二者之间，并构成两者之间的桥梁，若无此一桥梁则三者也自不能形成一体，而此思、计、行三位一体的总基础又还是知。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无论其所专精的是思想、是计划、是行动，或三者兼而有之，其入门的途径都是相同的。即有如孙子所昭示的，那就是求知。如何求知？其总诀即为孔子所说的好学。所谓好学在此又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指对于知识具有一种追求不舍的热爱。必须如此，始能从事彻底认真的研究。这样的治学，不仅能获致充分的知识，而且还可能将知识转变为智慧。



　　孙子“四求”除以“求知”为第一项以外，还有“求先”、“求全”、“求善”三项。事实上，此三项又都与第一项密切相关，甚至于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以第一项为基础。孙子不仅重视求知，而更强调先知，而且还希望能够全知。知识固然重要，但知识的获致若赶不上时间的要求，则自然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求知固应同时求先，但若所获致的知识并不完全，则还是不能发挥其功效，所以全知和先知应受同等的重视。如果不仅能够求知，而且又还能先知和全知，则也就会达到孙子所欣赏的最高标准：“善之善者也！”



　　孙子与孔子都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其所言到今天仍然构成永恒的教训。现代战略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正式学域，其内容比之过去所谓兵学或战略也早已扩大，其所包括的知识更是种类繁多，难以枚举。但孙子的求知、孔子的好学，仍是不二的法门。



　　事实上，不仅是战略研究，所有一切的学术研究也莫不皆然。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所著《人间词话》中有一段名言，具有深意，值得引述：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 注：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台北：大夏出版社，1990），p．165。曾引述《人间词话》原文。 ]



　　研究学问必须有如此苦苦追求的精神，然后始能豁然领悟，获得其理想的成就。



　　战略研究自从进入大学校园，成为正规学域之后，其任务已经不仅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更必须建立理论体系。所以，求知应列为治学的首要目的。




改进政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核时代和冷战时期，战略研究才开始日益受到重视。首先倡导者为政府，随声附和者为民间，最后始进入大学校园。假使没有美国政府的重视和倡导，则战略研究似乎也就不可能如此发扬光大，形成新的学域。



　　为何美国政府会领先倡导战略研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新时代带来了新问题，仅凭旧的传统观念不能解决，而必须另觅新途径；（2）要想解决新问题，则必须有新人才，并使用新方法和新工具；（3）战略研究必然走向集体化的方向，必须有新的组织。



　　在政府之后，民间也起而效尤。于是战略研究在组织上遂逐渐形成三个层次：（1）政府本身所主办的研究机构；（2）民间研究机构，以替政府或企业包工为业；（3）大学中的研究院所，虽以纯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也替政府工作。 [ 注：可参看本书第二章。 ]



　　以上所云是以美国的情况为主，不过事实上，其他的国家也都只是步美国的后尘而已。简言之，战略研究之所以蔚为风气，主要是应归功于政府的倡导，政府之所以要倡导战略研究，和战略研究之所以会受到重视，又是因为战略家能替政府工作，使其政策获致改进。



　　简言之，仅由于有新战略家的支持，政府始能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使其政策的品质获得改进，而不至于变成时代的落伍者。因此，改进政策遂成为战略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事实上，战略研究组织又因此而与政府之间发展出互赖关系。政府需要战略家的协助以改进其政策，而战略家也需要政府的协助，否则其研究工作也就很难顺利地进行。所以，不仅有许多研究者以替政府工作为专业，甚至于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战略家也仍然还是会以替政府工作为副业。



　　战略家基于其研究专长，又能对政府组织和决策者作何种有益的贡献？概括言之，战略家所能作的贡献可以分为下述七项：



　　1．革新政策。所有的政府都是大官僚组织，具有天然的惰性，也就是所谓官僚作风。政府中的官吏都宁愿守旧而不愿创新，所以，政府在政策领域中要想求新求变，经常会遇到阻力，而难于成功。尤其是政府中人常常缺乏必要的知识，对于新环境缺乏认识，于是也就根本缺乏创新的观念。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国家面临新环境时，都会感觉到非变法无以图强，但变法的诱因又经常是出自学者的建议和鼓励，若缺乏此种诱因，则变法往往失败。商鞅变法成功是由于国内无人反对，王安石以学者身份提倡变法，其所以失败是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其他学者的反对。因此，可以断言战略学者对于政府决策的最大贡献，即为提供求新求变的观念，鼓励政府经常改进其政策，并增强政府内部改革派的势力和威望。



　　2．解决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环境，政府以及其各部门都会经常必须对于各种困难问题提供解答。以一般政客官僚而言，其所受的教育和累积的经验都不足以使他们具有此种能力。正好像一位普通的医师，要他包诊各种疑难杂症是一样地不合理。现在在医学领域早已有相当精密的分科，各种不同的病都会由不同的专家来处理。但是在政府组织中却并没有那样多的专家来分别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的环境中，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政府必须仰赖战略专家的协助，始能对各种新的战略问题提供适当的解决。



　　3．提高工作效率。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一切的官僚组织也都同样地只重形式而不重效率。官僚组织愈巨大，机构愈复杂，其工作效率也几乎必然愈低。反而言之，学术研究机构则只重效率而不重形式。如果研究机构官僚化，则其工作必然失败。换言之，战略学者对于政府组织的一种间接贡献，即为将他们讲求效率的精神注入政府组织之中，使其官僚气息减轻，工作效率也随之而改进。



　　4．为官吏辩护。从某种观点来看，做官实在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官吏只要小有差错，就会立即变成群起而攻之的目标。所以好官难做，臭骂难挨，讲一句公平话，官吏也应该有人替他辩护。假使能有文章道德都受到社会尊重的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讲几句公道话，则对于政府全体和官吏个人都应该是一种贡献。



　　5．深谋远虑。政府在决策时欲求速效，实为人之常情，但因此而作草率的决定，则又是害莫大焉。老夫子所提出的警告“毋欲速，毋见小利”真乃至理名言，政治家应深以为戒。所有的战略家都知道深谋远虑的重要，必须顾大局、识大体，不汲汲于眼前的得失，而从事于深远的考虑。此种思想方法对于执政者也是一种重要贡献。简言之，政治家应向战略家学习如何深谋远虑。



　　6．善意批评。学者治学以诚信为本，他只会讲老实话，既不逢迎，也不隐瞒。这对于经常不讲老实话的官场具有非常巨大的矫正作用。政府组织中经常是官官相护，瞒上欺下，几乎是一个骗子世界，所以，学者所作的善意批评，至少可以使主政者能够认清事实真相，并教导政府为政也应像治学一样，必须尊重诚信的原则。



　　7．学人风范。从事战略研究的工作者，尽管他们是在替政府打工，但其本身还是学者，他的本行是治学，他对于学有其天然的爱好，并希望以其所学贡献给社会。此种学人风范可以产生示范作用，也可以使与其接触的人受到感染，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贡献。 [ 注：Coil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2），pp．180–184．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认定研究战略的第二种基本目的即为改进政策，而这也构成研究战略的第二种理由。




创造权力




　　在英语中“power”一词同时具有“国家”和“权力”两种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意义。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权力，也就被称为大国或强权（great power）。究竟权力是什么，许多人又可能仅有模糊的认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富国强兵即构成大国的条件。事实上，在复杂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所谓权力者，其内容早已变得并非如此简单：不仅有军事权力，而且还有非军事权力；不仅有硬权力（hard power），而且还有软权力（soft power）。换言之，现代化的权力观念具有非常微妙的含义。 [ 注：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A．Owen，“American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6），p．21． ]



　　权力并不等于能力（capability）。依照霍尔斯蒂的解释，权力的观念又应分为三个要素（elements），即为能力（capabilities）、行动（acts）和反应（responses）。 [ 注：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Hall，1983），pp．164–168． ]



　　1．能力是某一国家可以用来影响另一国家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在内）。



　　2．行动是一个行动者（actor）在企图影响其对方时所采取的步骤和关系。



　　3．反应是对方受到影响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此三者又可用公式表达如下：



　　权力 ﹦ 能力 ＋ 行动 ＋ 反应



　　所以在国际社会中所谓大国，其意义即为该国享有巨大权力，而其要件也就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



　　1．该国拥有大量和各种不同的资源，可以用来影响他国。



　　2．该国正在采取多种不同的行动（action）来影响他国。



　　3．作为目标的国家将采取该国所欲的反应行动。 [ 注：Richard J．Stoll and Michael D．Ward，ed．，Power in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89），p．2． ] 任何国家的能力又都非固定的，必须有战略来加以运作，即采取必要的行动，于是能力始能活用，而变成国家权力。



　　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为20世纪中期的德国战略思想家，由于逃避纳粹迫害，才前往美国讲学，并对于美国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战略曾经下了一个独特的定义：“战略为权力的综合指导。”（Strategy is the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of power．）自今日视之，罗辛斯基的观念是既不新奇，而且也不够完全，但在当时却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 注：Mitchell M．Simpson，Ⅲ ed．，War，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Rutgers Press，1994），p．57． ]



　　罗辛斯基虽然对于权力的意义采取与霍尔斯蒂所见略同的解释，但他对于战略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却缺乏完全的认知。他似乎还是认为先有权力而后有战略，战略所综合指导者只是现成的权力。此种观念即令到今天也仍为许多人所认同。



　　不过，最近以《核战略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一书著名于世的英国战略家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对于战略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战略为创造权力的艺术。”（Strategy is the art of creating power．） [ 注：Lawrence Freedman，“Strategic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Power”，War St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larendon Press，Oxford，1992），pp．280–294． ]



　　弗里德曼对于权力虽未作详细解释，但他却认为战略的运作不仅限于使用权力，而更以创造权力为目的。所谓创造者，实际上，即为将潜力发展成为可立即使用的权力（严格说来应称为能力）。一个国家可以立即使用的权力可能有限，但能够发展的潜力则也许无法估计。尤其在未来的世纪中，信息将日益代替领土和物资，而变成重要的财富与权力的来源，如何创造新的权力，将成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 [ 注：Walter B．Wriston，“Bits．Bytes，and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77），pp．172–182． ] 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和机构，除追求知识和帮助政府改进政策以外，还有一个较广大的目的，即为研究如何创造新的权力，以适应新的世界环境。




引导历史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功能和战略家的责任有一种非常伟大庄严的构想。他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改变历史的趋势，换言之，不是被动地随着历史走，而应主动地引导（guide）历史随着我们的理想走。



　　历史的根本形态就是变，我们既不能假定历史演变的趋势一定是有利或一定有害，更不应断言人类必须追随历史的潮流而不可抗拒。事实上，此种巨大的改变力量并非完全有利，有时会带来重大的危险。对于有利的趋势固应设法加以利用，而对于有害的趋势，则应努力加以抗拒。



　　所以，战略行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其目的是想要影响全面的和连续的历史演变。战略家的思考不一定要追随历史的趋势，而是应该预知正在发展中的演变趋势，然后因势而利导之，使此种趋势变得有利无害，或至少是利多害少。



　　博弗尔的此种引导历史观念除分别见于其战略三书之中以外，在他所写的两本回忆录中更是有非常令人感动的表达，因为那都是出自其本人的经验，所以其言论也自然充满了感情，真是值得一读再读，令人赞叹不已。



　　在《1940：法国的沦陷》中，博弗尔非常沉痛地指出：



　　1940年的最大教训就是疾病在初起还可以治疗。只有最初阶段，还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过此之后就会太迟（too late），那些不幸的人，不管他们有何种能力或弱点，假使到这一点时才尝试采取行动，则终将为命运所压倒。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ⅹⅳ． ]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同前注。 ]



　　这要求有先见之明（foresight），诚然当时也有许多人不乏先见之明，但那又必须有精力（energy）来作后盾，而这却是当时政府所缺乏的。他们太受现在的牵制，以至于无心考虑未来。此一经验的教训即为古语所云：要控制就要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最坏的就是观望（wait and see），那经常是无为的借口。因为在现代世界中，一切经济和军事计划都要有时间始能完成，所以不再可能有短期的想法。必须经常再检讨情况，发现萌芽中的危险，并即时作出决定，以制止未来的危险。



　　一个最有价值的教训：人类若不能察知正在发展中的威胁，并立即采取对抗行动，则他们也就会成为命运的玩偶。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以上三段见pp．214–215。 ]



　　在另一本《1960：苏伊士远征作战》一书中，博弗尔又有下述的警语：



　　除1944年至1945年的卓越战役以外，我们这一代，无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所经历的几乎都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此种长期不利的趋势也就可能会产生宿命主义（fatalism）的心态：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不管一般趋势是有利或不利，但在舞台上的演员对于情况的发展还是能发挥相当影响作用的。



　　对于过去作精密的研究，即可以使我们能够操纵当前的现象，而那又能控制我们的未来。



　　拜占庭曾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狂澜可以控制达一千年之久，所以决定命运的是人的决心和智慧。不幸，常感这二者缺乏，于是帝国的崩溃往往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矛盾。



　　基本的观念是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过此之后，就会变成无可改变的命运。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危机尚未形成之前即能发现其征兆，这样也就可以来得及采取有效的对策。



　　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了防止再犯此种错误，必须扫描未来。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1956．以上引述分别见pp．13–14．pp．145–146，p．156。 ]



　　为什么要一再，甚至于重复地引述博弗尔之所言，因为他的话可以充分解释为何研究战略的最重要理由：研究战略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引导历史。



　　博弗尔像所有的伟大战略家一样，重视历史的教训，他认为历史的最大教训即为人必须寻求先知，必须能先知始能控制未来。他反对宿命主义，认为人必须向其自己的命运负责，人并非命运的俘虏，而应凭其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来争取行动自由。要想影响历史的潮流，导引历史的走向，关键就在今天，否则就会太迟。




结语




　　为什么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从事战略研究？为什么战略研究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什么战略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综合言之，研究战略的基本目的、理由和价值不超出上述分析的范围之外。



　　战略本身即为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就学术的观点而论，战略值得穷毕生之力来深入研究。一位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他本来就是为研究而研究，并无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研究就是求知，知识本身即为值得终身追求的目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若能容许他专心求知，则对于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最大的享受。进一步说，必须有人如此专心求知，学问才会有进步。



　　在现实世界中，战略研究又必然会有其实用的方面，也就是研究机构会被雇用去替政府工作。就短期而言，他们能够协助政府改进其政策；就长期而言，他们还应能创造新的权力。这对于纯粹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应该要算是不务正业。但它又还是有其必要性，否则战略也就不会受政府或社会的重视，甚至于研究机构也难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最后，战略研究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引导历史。战略家希望能凭其所学，控制历史的潮流，引导历史的趋势，使人类前途日益光明，这也正是宋儒张载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为万世开太平！



　　这当然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在此还是再度引述博弗尔的名言来作为全章的结束：



　　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引导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8． ]














	

 






	















	







	







	









 





	


	







	








	




	


后语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再予以强调。总体战略（即大战略或国家战略）就本质而言，也是一种长期计划。此种战略的运作是不能求速效的，而必须有足够长久的先导时间。换言之，凡今日之所为都是替明日着想，所以博弗尔也将其称为“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而在此一名词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for”字。以《热核战争》一书闻名的美国已故战略家卡恩也提倡同样的观念，他特别强调人类虽不能预测未来，但却能选择未来。战略本来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基辛格也曾以“选择的需要”为其书名。



　　卡恩以战略家出身，后来却成为未来学家中的开山大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说，下述公式，即为战略思潮的未来趋向：



　　未来学　 ＋ 　行动学　﹦　战略



　　Futurology ＋ Praxeology ﹦ Strategy



　　上述的这两段话并非专为本书而写的，而是我在 1985年由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的《现代战略思潮》书中所写的，也是十余年前的旧话。



　　所谓战略研究所研究的战略即为这样的战略。然则所谓“研究”，其意义又是什么？博弗尔在《行动战略》书中曾指出：“研究就是了解和解释。”（To study is to understand and to explain．）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并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即符合研究的条件。



　　决定国家前途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事，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和研究战略的理由，我在我写的第一本书《国家战略概论》中曾经发明一个公式：



　　3C ＋ 3V ＋ 4W ﹦ S



　　现在就将其原有的解释照抄如下，以作为本书的总结：



　　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表示，但却包含本书所有一切观念都在内。现在就逐项加以简单解释。



　　三个“C”所代表的为Change（变化），Chance（机会）和Challenge（挑战）。天下一切的事物都在变，这也是佛学中所谓的“无常”，没有任何东西会永恒不变，因为有变化，于是也就会带来机会。换言之，变化是无穷的，机会也是无穷的。但是每一个机会又都代表一种挑战，所以必须具有接受挑战的能力和决心，然后才能不丧失机会和善用机会。



　　三个“V”所代表的为Vision（眼光）、Vitality（活力）和Venture（冒险）。如何才能接受机会的挑战，所需要者即为这三个“V”字。必须要有眼光，有眼光才发现机会，仅有眼光还不够，又还要有活力，这样才能不仅坐而言，还能起而行。与眼光相反的是盲目（blindness），与活力相反的是惰性（inertia）。这两种毛病足以招致一切失败，必须慎之戒之。有了眼光和活力，才能冒险。冒险的观念非常重要，天下没有万全的事情，人只有睡在棺材里才最安全，所以要想成功则必须敢于冒险。不过冒险又还是谋而后动，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上述的三个“V”又必须以下述的四个“W”为基础，它们分别为Will（意志）、Wisdom（智慧）、Work（工作）和Wait（等待）。意志为一切行动的基础，无意志即无行动。仅有意志还不够，必须再加上智慧。智慧的作用即为先知，战略的一切运用都是以此为焦点。为什么要对战略作深入研究，其原因亦在此。有意志和智慧，其结合即为工作。工作也就是努力，也就是行动，也就是发展（也就是创造）。



　　不过还必须能够沉住气，不轻举妄动，知道如何隐忍以待时。不可急，急则颠；不可愤，愤则败；不可躁，躁则陷。所以必须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变化。这样周而复始，就完成了战略思想体系的循环。



　　把三个“C”加上三个“V”，再加上四个“W”，其结果即等于“S”。“S”是什么？它可以代表战略（Strategy），也可以代表成功（Success）。必须了解此一公式的深意，始足以言战略，必须接受此一公式的指导，乃可以获成功。



　　以上的引述都是取自《国家战略概论》。虽然那是代表我在二十余年前的思想，但自今日视之，我仍认为其观念是完全正确，可以战略研究学者的参考。



　　读者读本书时，一定很容易发现书中有若干重复之处。对于此一事实必须加以解释。重复并非由于疏忽，而是自有其用意。大致是基于两种理由：其一是某些观念或词句确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所以才会一再出现；其二是各章均有其独立的主题，在讨论时对于同一信息来源遂自然难免重复引用。此外，重复也具有强调的意义，可以提醒读者对某些特殊的观念和引述，给予着重的注意。



　　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也是一本很少见的书，其所分析者不仅是理论，而更是理论的理论。博弗尔认为战略就是思想方法，所以研究即为思考，但博弗尔对于如何思考并未作有系统的论述，这本书似乎可以补博弗尔之不足，至少对于战略研究的思考方法提供了入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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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有归属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边境地区，当时正赶上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恶战，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使我与战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战略是个很玄妙的字眼，因为它所研究的主题十分模糊，且有怂人争斗之嫌。但是，可以坦诚地讲，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对战略问题进行精确的阐述。这是因为指导战争离不开战略，维护和平同样也离不开战略。



　　我著此书的目的并非想制定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行动参考，或者为美国在战争中提供运用军队的依据，我的本意是为了揭示制约各种形式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关系的普遍逻辑。人类在进行战争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总是孜孜以求、竭尽全力，不管多么荒谬，多么正确，多么卑鄙，多么高尚，不达目的，决不放弃各种努力，这其中并无逻辑可言。但是，以上所有行为的后果，却都包含着明显的战略逻辑，如对这些后果进行研究，就能了解到这种逻辑的性质及作用形式。



　　读到这里，有心的读者可能不再愿继续读下去：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要探索战略问题实属有些好高鹜远了。或许有人会猜测，这本书最多也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罢了，甚至可能是些最糟糕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们通常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太不可捉摸了，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即理论预测的方法对其作出解释。对此，恳请读者们先读完这本书再下结论。不妨我在这里作些说明。



　　在我踏上战略研究这漫长征途之初，心目中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当我阅读了古代、近代军事史；研究了当代有关军事问题，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战场——我像前人一样，通过对五光十色现象的观察，认定了每次冲突都是独立的，是政治目的、心理状态、技术水平、战术行动、战役计划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聚合产物，而这种聚合又往往不会再重复出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持续不断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东西开始出现，逐渐形成了日趋明确的模式，其中有些已在有关战略研究著作中出现，特别是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人们对于研究这些模式颇感兴趣，其原因是它们违反常规，即不符合一般的因果规律。



　　通过读书、研讨和实践，我渐渐认清了战略的真实面目：它并不是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而是属于一种反常逻辑，其中充满着戏剧性的矛盾。另外，战略逻辑还沿着“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发展。横向是指战时、平时敌对各方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纵向是指冲突之中的技术、战术、战役、战略等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而这些层次之向并没有自然的协调关系。



　　下边开始依次进行阐述：首先，通过一系列冲突探讨横向的运动要素；其次，从最低层次开始探讨纵向中的各个层次；最后，将纵、横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进人最高层次——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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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语中有句反映古罗马人聪明才智的格言：“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至今这句话还被祟尚武力的人们经常引用。它告诉我们，软弱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才有可能使敌人却步，从而制止战争。反过来看，做好战争准备可以确保和平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弱者在强者面前会不战而降，故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如果说1914年以前有人会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今天则不会有人再这么做了。 [ 注：“用战争消灭战争”并没有把战争消灭；然而这一口号在1918年前很久就开始使人们在公开讲话中改变了调子，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如此：军事力量不再值得歌颂，除非能堂而皇之地被说成是用于防御目的。同往常一样，虚伪成了实施信念的先导：开始是使进攻性战争(旨在改变未受到威胁的现状的战争)不合法化，现在这种不合法化已扩大到包括精心准备的防御性战争(旨在阻止预计将使现状变生不利变化的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只有直接自卫才算是可能接受的动机。当然，对推定威胁的“直接性”怎样解释，仍存在着相当的灵活性(这一问题使人们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有着对立的解释)，“自卫”之中的“自”当然被推而广之，包括集体安全组织中的盟国；不过，人们心理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削弱了西方政府利用战争作为治国工具的可能性。与受此制约较小的国家相比所引起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此问题的简要讨论，见罗伯特·奥斯古德和罗伯特·塔克合著的《力量、秩序和正义》(1967年)。 ] 古罗马人的这句格言已成为老生常谈，使我们不再感到新奇。但这句话的平庸之处也正是其意义所在。显然矛盾的东西被表达成—个简单明确的逻辑命题，这当然是反常命题。纯粹的陈词滥调很少能包含这样隽永的道理来。



　　为什么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能自然地被人们接受而且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呢？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和平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活动，从事和平研究的人认为，应该把和平作为一种自在的现象去研究，而且应该在实际生活中积极促进和平。他们也许会说：“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为和平做准备。”但是，即使是公开反对古罗马人那句格言的人，也没有将其指责为自相矛盾的痴话。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世俗偏见，应该用他们自以为不落俗套的新思想去驳倒它。



　　为什么那种显然自相矛盾的观点很容易地被人接受，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如果不是在战略领域而是在生活领域中，类似那样的建议就变得荒唐可笑了：“如果你想减肥，就请多吃。”“如果你想致富，就请少挣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甲，就请努力去争取与甲相对立的乙。这样的建议我们肯定不会赞同。只有在战略领域中，即在实际的或可能的武装冲突的条件下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处理与后果时*我们才会把反常逻辑命题看成是正确的。



　　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核“威慑”理论，现在这种理论已深入人心，以至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为了防御，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攻击准备。为了从核武器中得到好处，我们决不能使用核武器，尽管我们还在继续大力制造核武器。做好攻击准备表明希望和平；而准备防御则是侵略性的，或者至少具有“挑衅性”。以上是对核威慑的一般看法。每隔一段时间，对核威慑的可靠性就会重复出现一场争论；对核武器政策的每个细节，当然也有颇多争论。但是，对于构成核威慑实质的明显反常的逻辑人们却司空见惯，安之若素。 [ 注：正如弗雷德·艾克尔在其《必须结束一切战争》(1971年)一书第123页所指出的，实际上，令人将信将疑的反常现象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正常品格会发生彻底转化。如果威慑要取得成功，处于绝望境地的潜在的被侵略者必须绝对果断，甚至不顾一切，而潜在的侵略者则必须对风险、代价和利益作出谨慎的估价。 ]



　　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战略不只是涉及启相矛盾却被认为正确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反常逻辑命题，而是整个战略领域无处不渗透看它自身的反常逻辑。这种逻辑同我们在所有其他生活领域(当然不包括军事演习)中奉行的普通的线性逻辑不同。如果在生产与消费、商业与文化、社会关系与民主治理等活动中，冲突仅仅是伴随着这些活动偶然发生的现象，矛盾与斗争或多或少受法律和习俗的制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循的是不存在自相矛盾的线性逻辑。我们凭常识就能抓住这种逻辑的实质。 [ 注：压迫制度下的政治则应作别论，这类政治即使不是血腥残忍的，也是好战的。因为这种制度的主要目标，就统治集团来说，是设法维持实施强行控制的机构，而就不愿意受统治的人民中间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是要推翻这种机构，所以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纯属礼仪方面的活动除外)都采取军事行动的形式，有自己的一套进攻和防御，伏击和突袭。象在战争中一样，隐蔽秘密和欺骗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如此，因为要靠隐蔽和欺骗来保护这种制度，同时隐蔽和欺骗也是采取以智取胜行动的前提：统治者的警察要设法渗透打入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内部，持不同政见者则要设法保护他们的秘密，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就苏联而言，显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通过好战的党内政治爬到最显赫位置上去的，这种政治也正是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训练场地。参见拙著《苏联的大战略》(1984)第一章。 ]



　　但是，在战略领域，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受实际的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所支配的情况下，则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这种逻辑往往违背常见的线性逻辑，导致对立面的交汇乃至转化。因而它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即使不是自我毁灭的——结果，明显符合正常逻辑的行动要失败，反常的行动却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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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反常逻辑在战争中的自觉运用




　　让我们来讨论这个战争中常遇到的普通战术问题。一支行进中的部队可由两条路线到达目的地，一条好走，一条不好走。前者经过铺设，宽广笔直；后者未经铺设，狭窄弯曲。只有从战略这个角度看，才有好坏路线选择问题。因为只有在可能发生战斗的情况下，不好走的路才会变为好走的路，正因为这条路不好走，所以敌人可能防守不严乃至未加防守。同样道理，好走的路很可能转变为不好走的路，因为这条路好走，走这条路更可能被敌人料到和遭到敌人阻击。



　　可见，上面这个例子与准备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这个例子还不一样。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战略的反常逻辑走向了极端，对立面双方彻底向相反方向转化。不是甲趋向于对立面乙，而是甲变成了乙，乙变成了甲。这个例子不是杜撰出来的。恰恰相反，故意选择不利的作战时间与方向，故意而明显地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故意走看上去太危险的道路，故意在夜间和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凡此种种反常的选择都是善战者常用的战术。此乃战争的性质使然。战争中的每一件事孤立起来看可能十分简单，例如，从一处运动到也许只有咫尺之遥的另一处，使用可能早已操练过上千次的武器，发出和理解十分简单的命令，等等。但是，如果面对活着的敌人，而这些敌人运用自己的行动和力量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对方的一切行动时，这些简单的事情合在一起会变成异常困难的任务。



　　当一方的军事行动被敌方的行动挫败时，首先是因为纯机械原因，例如，在帆船时代的海战中，各方都把对方没有防护能力的船首或船身作为舷炮的打击目标；今天的战斗机具有正面射击能力，在空战中飞行员都设法绕到敌机的后方进行攻击；在陆战中，总是只要正面强，翼侧就弱，后方则更弱。但是，更具有严重后果的是敌人使用自己的力量即杀伤武器造成的巨大困难。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除非各种错综复杂的无形因素(包括士气、凝聚力、领导)能够战胜求生的本能，否则，即使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也没有人去干，因为那样会增加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机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或不发生，上述各种无形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作用，我们就会发现，面对进行反抗的活着的敌人，哪怕采取最基本的战术行动，也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为了胜敌一筹，攻其不意，击其无备，使敌人无法抵抗，或至少使敌人不能及时全力抵抗，可以选择各种反常的战术。打破近路优于远路、白天优于夜晚、准备充分优于仓促应战等常规，而故意选择最坏的作战方案，可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削弱敌人的反应能力。现在，我们可以说理解了什么是突然性：突然性不只是战争中众多有利因素之一，而是战略属性之消失——那怕只是短暂的部分的消失——尽管斗争仍在继续着。在敌人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达成突然性的范围和程度内，战争指导变成了纯行政事务。 [ 注：虽然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描述战略现象，而绝不是为了给别人指点迷津，但是如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在战略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各次作战的结果是取决于计谋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取决于思想因素，那就完全混淆了问题的本质；是各方的思想因素决定了各方克服战争中无穷无尽困难和难以预料的危险的能力，决定了各方对战争中艰难困苦的忍受力。 ]



　　虽然有人据此提出了影响颇广的指导战争的论点， [ 注：这是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理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散见于一些传记、论著和文章。关于该理论的系统论述，参见布赖恩·邦德所著的《利德尔-哈特》(1977年)一书第37-61页。 ] 认为应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反常的选择，以便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作战，但这种主张往往得不到采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突然性的代价



　　为达成突然性作出的反常选择都必然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会损失一定的力量。因不这样做本来可以获得这些力量。例如，在战争中，选择距离较远或不好走的道路会使人疲惫，磨损车辆，消耗较多的补给物资。如果距离太远或太不好走，还会使更多的人掉队，不能及时参加战斗。再如，夜间比白昼更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配置运动，还会降低武器的命中精度。因此，在夜战中；部分、很大一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同样，为了采取比敌人意想的要快的行动，通常必须仓促准备，这样就无法动用全部人力物力作战。广而言之，在各种手段和性质的战斗中，任何机动都要付出代价。这里所说的机动是指设法避开敌人最大力量的反常军事行动。 [ 注：“机动”(maneuver)一词作为军事术语有时仅仅指运动。通常使用这一词时不一定涉及运动。但是所指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反常的，因为一般人常识之内的{简单筹划的)军事行动难以指望取得智胜的效果。可以说，敌人力量的部署安排一般都是针对明显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突然袭击不是机动作战的先决条件，它可以使机动作战成为可能，但实施速度胜过敌人也可使机动作战成为可能。 ]



　　隐蔽和欺骗是达成突然性的两大典型手段，通常是实施机动的先决条件。但是采用这些手段也会付出代价；秘密行事常被认为对兵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如果不放弃某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就很难使敌人对情况一无所知。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就不能提前动员和严密组织参战部队，还会影响演练的规模与逼真性，而演练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大大提高战斗力，尤其是参加复杂的战斗，如两栖登陆和突击作战之前，务必进行演练。如果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出动受到限制，其配置和部署就会受到影响。



　　由于很难做到绝对保密，一旦泄密就只能运用欺骗手段去补救。通过欺骗，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产生的“信号”就会被人为制造的“噪音”所掩盖。 [ 注：“信号”与“噪音”这两个术语是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在一本论述日本突然袭击的有创见性的著作《珍珠港》(1962年)中从通信工程学引入战略研究的。 ] 有时，利用精心制造的谎言就能达成欺骗目的，不必损失任何力量。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必须采取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才能把警觉的敌人引入歧途。这正因为牵制行动不能全面实现作战目标。例如，执行轰炸次要目标任务的佯攻机群虽不能与轰炸重要目标的重攻机群的作用相比拟，但其仍能给次要目标造成破坏。但是，执行诱敌任务的舰艇就该另当别论，只要它将敌人引诱出来就算大功告成，除了返航，它们在其它方向对战斗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故意作出反常选择会削弱己方的力量，但只要所造成的突然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削弱敌人的反抗力，就可以说己方力量的削弱是值得的。极而言之，从理论上讲，如果采取的反常行动接近自取失败的程度，那么最能达成突然性。例如，如果几乎动用全部力量去执行诱敌任务，只留下少量人执行真正的作战任务，那么，一定会达成突然性。但这样做即使敌人完全受骗和毫无准备也最可能非常容易地被击败。可见，“出其不意”决不能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但即使在极端的限度之内，也只能凭既不可靠又不精确的估算去作出决定。尽管损失可利用的力量是必定无疑的，但成功地达成突然性也仅仅是一种希望。代价通常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来，但好处却只有等到战斗结束才能知道。



　　战争中的阻力



　　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反常行动以实现突然性，除付出代价外，还存在各种风险。达成突然性无疑是为了减少暴露在敌人力量面前的死亡风险，即战斗风险。但还存在着另一种风险，它在当时对具体某个小部队也许并非生死攸关，但可能给大部队带来严重的危险。



　　第二种风险又叫组织风险，是指不能按原计划行事；其原因不是由于敌人的凶狠毒辣，而是由于部队的补给、行动、计划和指挥出了故障、差错，或耽误了时间。组织风险随着背离简单的直接路线和正面攻击的程度而增加。如果想采取保密、欺骗和机动等反常行动减少战斗风险，就会增加军事行动的难度，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从而相对扩大组织风险。



　　战斗的组织工作是负责指导战斗的人们在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战斗间隙中最为严峻突出的工作。这里又出现了与前面类似的情况：如果不考虑使战斗得以进行的各种难于捉摸的无形因素，部队补给、保养、管理和指挥等每项活动孤立地看都可能十分简单。但这些活动成为一个整体却变得十分复杂，所以，任何一支军队，不论规模大小，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一盘散沙，缺乏机动能力，只有在纪律约束和指挥官领导下才能从事有目的的活动。



　　我们设想几个朋友每家坐一辆车去海滨旅游。他们约好上午9点在最顺路的那一家碰头，然后趁交通尚不拥挤的时间立即出发，以期上午11点赶到目的地。其中有一家已上了车，正准备开车前往碰头地点，突然一个孩子要上厕所，于是只好把锁上的汽车前门重新打开，让孩子出去，等孩子回来再开车。这家人到达碰头地点稍晚了点，是9点15分。另一家离碰头地点较远，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忘了带必用的工具箱，几乎到了碰头地点才发现，等回去找到工具箱，赶到碰头地点，已过了9点半。



　　还有一家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车无法启动。他们修了一段时间车，又等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等来一辆拖曳车，但是这辆车的电瓶也不管用，最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把车借给他们用。他们很快换了车，一路风驰电掣，但等他们到达碰头地点，已过了10点。这时，大家还不能出发，因为早到的一些孩子已等了一个多小时，该轮到他们又有事要干，需要等他们一会儿了。最后大家驾车从碰头地点出发时，通往海滨的路上已车水马龙了。原计划花两个小时的行程最后花了3个多小时——途中有人要停车加油，有人要喝冷饮，还有些孩子吵着要吃午饭。最后终于到达了海滨。但是超过了原定的时间(11点)。



　　我们设想的这伙朋友不存在受敌人阻拦的问题，途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各种无意的耽搁和小小的事故引起的，这些耽搁和事故近似于阻碍各种活动机械运转的“阻力”。(“阻力”这个词出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什么是阻力。克劳塞维茨在书中写道：“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7章第119页，普林斯顿版。 ] )战略行动在阻力这种基本介质中展开，战争中无时无地没有阻力。



　　从上面所举的平凡小事中可以看出，在碰头地点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而在整个途中耽误的时间则更长。不难想象，如果参加旅游的人家更多，耽误的时间还会更长。当参加旅游的人家增加到一定数目，如果大家必须等所有的人到齐将会出现根本不能从碰头地点出发的局面。具体要有多少家人才能造成到天黑还不能从碰头地点动身的局面，谁也说不准，但只要几十家人恐怕就够了。即使这么多人在数量上也无法与有好几百人的一个陆军营相比，或与一艘中型军舰或一两个飞行中队的人数相比。



　　部队中不会有小孩耽误时间，由于受纪律约束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各行其是，但在其他方面遇到的困难却要比上面那几家去海滨游玩的人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例如，部队的补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如果事先准备不足，往往不可能在路边停一会就解决问题；一支舰队在海上航行，也许能得到充分的补给，但如果缺少什么，就只好等待下一次再进行补给；远离物资贮备基地的空军或地面部队，在给养不足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下去时，大可以把周围看作是一片茫茫沙漠。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只出现过一次机械故障。但在部队中却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机械故障，因为其武器、车辆、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子与机械设备通常没有现在的汽车那么可靠。作战坦克虽然有很强的防护能力，但其内部机械却极易出故障，一架作战飞机上有许多电子设备，每台设备都可能像家用汽车上的启动装置那样发生故障。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每辆车都开得很好，没有因操作错误而耽误时间。而一支部队，不管训练多么有素、考核多么严格，演习多么频繁，都不可能指望每个操作人员一点不出差错。公路上驾驶并不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而在战争中对操作各种武器装备则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年轻的汽车司机也都有多年的日常实践经验，而军队中的许多操作人员却只有几个月的经验，而且在这几个月中并不是经常操作，不是因为他们调到这个岗位上不久，就是因为他们操纵的是刚换过的新装备。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计划非常简单，出发地点只有一处，行进路线只有一条，目的地固定不变。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大缺点，因为它没有事先估计到，9点出发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避免交通高峰时间。正确的军事计划也应力求简单，但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部队都有若干个部分，必须互相协调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优秀的计划人员会尽力考虑到其他各种阻力源，但他们自己的错误往往又使阻力源增加。



　　最后，还有行动的指挥问题，或者讲得更充分一些，还有情报的估价、决策、内部通信和对整个指挥系统实施监控(“控制”)的问题。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有行动计划，但没有指挥、情报、内部通信或监控等工作；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么，其他人很快就能了解最后那家人遇到的情况，及时为他们提供一辆汽车。军事指挥机构及其情报与通信部门的任务不仅是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和应付突发情况，而且同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克服战争中的阻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阻力：利用错误和过时的情报或令人误解的情报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通信网可能很先进，很可靠，又很安全，但电报仍有可能出现差错，单位发错、甚至根本没有发出去；由于既要协调各路部队，又要给每路部队以一定的主动权，二者关系之微妙使监控错误在所难免。



　　如果综合考虑到上述各种阻力源，就能充分认识到组织风险的影响，其中有些阻力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它们简单相加，而是相乘。在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增加到一定的人数，就会产生足够的阻力，使去海滨游玩的计划落空。同样，即使不受敌人故意阻挠， [ 注：然而，聪明的敌人将设法使自己的打击能收到加大对方内在阻力的结果：如果对方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就打击他们的供应线；如果对方的通信联络已经不可靠，就打击他们的交通线，等等。这是最富于机智的军事行动——机动战，即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之弱点。对这种战争形式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不过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它也是极容易碰到重重阻力。 ] 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由于故障、错误、延误等内部阻力的总体作用而破产，虽然每个单项阻力本身都无关宏旨。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争取实现突然性的利弊：为达成突然性而背离最简单易行的行动方针，采取反常的选择；都必然进一步增加阻力，从而带来更大的组织风险。



　　战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会造成伤亡，以流血告终。而组织风险成为现实是军事行动的失败，但不一定流血；于是在决定为了追求突然性需要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时，似乎可以用组织风险抵消战斗风险。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战争的单个行动中，如平时采取的突击行动。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风险可能互相加剧。当然，一艘军舰因指挥阻力而驶错方向不能参加战斗，一个坦克营因补给阻力在途中耗尽燃料不能开赴前线，一架战斗机因保养阻力而不能起飞执行截击任务，它们本身都不会遇到危险。因此，主张采取反常行动而又专注于单个交战的人动辄反对选择直接路线和正面进攻，他们只是清楚地看到这样做可以减少战斗风险，而对增加的组织风险的认识却是模糊的。



　　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交战，而是战争全局，就会清楚地发现组织风险很可能加剧战斗风险。从当时看，参战的整个舰队的实力会由于那艘军舰迷失方向不能参战而受到削弱，因而其他军舰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同样，那个因没有燃料而不能前进的坦克营和那架因保养不良而不能起飞的战斗机也会分别使其他坦克营和战斗机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进而那些一开始不能投入战斗的部队会削弱其他部队的实力，使之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当它们后来加入其他部队—起作战时，它们自己也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



　　反常行动在战争中普遍采用



　　虽然采取反常行动的好处会因为由此带来的作战力量之削弱和组织风险之增加而被抵消，而完全按线性逻辑采取正常行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最充分利用手中的一切力量，但战争史上后一种做法实属罕见，采取这种做法不受到惩罚的现象就更少了。在大多数成功的军事行动中，其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至少有某些反常的成分。



　　当然，对于军事领导人来说，如果其实力大大超过敌人，完全有理由不去追求突然性，因为这样可以冒最少的组织风险，做最充分的准备，用最简单的方法，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在殖民战争初期普遍就是这种情形。当时，殖民地国家的军队面对装备速射兵器、受过专门训练的敌军，尚未学会疏开配置，分散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是这种情形；当时，美军、英军和苏军在火力上享有绝对优势，在向江河日下的德军发动进攻之前总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总爱采取正面攻击。同样地，在最后几个月轰炸德国和日本的战斗中；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空军不再讲究任何计谋，而一味实施大规模白昼突袭。虽然异常，但那也是战争，然而在这种战争中，战略之逻辑不再起重要作用，因为根本不再顾及敌人的反应——实际上，根本不再把敌人视为一种有意识，有生命的实体。如果敌人的力量非常弱，以至于最好把敌人的部队当作没有生命的被动目标去打，那么，工业生产中那种正常的线性逻辑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各种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则完全适用，而战略反常逻辑则失去了作用。(克劳塞维茨：“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第3章(“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第149页。 ] )



　　战略学的内容既包括冲突，又包括如何避免冲突，当然还包括如何在从战术到大战略的各个层次上进行战争，但它并不探讨所有这些问题的纯行政事务方面，而在这方面对方为进行有意识的反抗所做的一切都不起任何作用。故意挑选尺寸小三号的靴子或故意对武器使用不当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而纯属自找麻烦，因为这样做对这种反常行动不会有积极作用；同样地如果敌人力量太弱，其反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有必要巧施计谋和追求突然性。但是，很少有这种好情况。除非闭目塞听或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驱使，否则敌人决不会同享有巨大优势的对象作战。一支部队发现对方占有绝对优势，通常会退却或投降，而避免战斗。



　　但更常见的情形是，由于误以为自己享有巨大优势，因此过分按线性逻辑去使用手中的力量，而不采取适当的反常做法，努力做到出敌不意。实际上，战争中之所以普遍采取反常行动，应当是反映了双方认为势均力敌，实际上常常的确如此。力量较弱的一方由于害怕同敌人进行实力对实力的直接交锋，往往喜欢采取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反常行动，从而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受惠最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做法。



　　如果不仅仅是偶尔在一次战斗中在作战时间和地点上处于劣势，而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长期弱于其他国家，那么，采取反常行动，“出其不意”，便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用兵风格。以色列可以说是当代最好的例子，它避免与对手硬拼既是为了减少伤亡人数，同样也是为了弥补它在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各次战争之间的许多孤立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都选择了可能削弱自己实力和增加组织风险的战术，以便达成突然性。以色列军队为了摆脱仓促应战和战线过长的困境，采取了保密和欺骗行动，主动地自我设置了许多阻力，使实力受到了较大削弱，甚至使其陷入混乱状态。但它往往能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因敌人遭到袭击的部位兵力薄弱，或者在物资上和心理上缺乏准备。



　　以色列不断采取反常行动，但长此下去终会弄巧成拙。渐渐地敌人开始改变看法。他们从实践中得知，根据常识计算以色列的“最佳”行动路线，判断其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是靠不住的。终于在1982年6月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企图沿最不好走的山路绕到叙利亚军队的后方，但叙利亚军队早有准备，及时封锁了狭窄的山路。 [ 注：舒夫路连接贾兹和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该公路向东通往施塔拉，是以色列军队当时的进攻目标，也是驻黎巴嫩叙利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以色列军队在安扎尔特(距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几英里)受阻。参见齐夫·希夫与埃胡德·雅里合著的《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1984年)第160-161页。 ] 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完全出乎叙利亚意料：出动大批装甲部队对贝卡谷地发动正面攻击。 [ 注：指本-加尔的军于1982年6月10日清晨发动的进攻，有关情况参见上注书第117页，第171-173页。 ] 叙利亚束手无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乎没作任何抵抗。当时，以色列军队破天荒地占有很大优势，而且因停火在即不能再耽误时间，所以决定不采取突袭行动，而在大白天发动了正面进攻。令以色列喜出望外的是，叙利亚对此竟毫无准备。时至1982年，以色列的反常作战风格已经广为人知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手最意想不到的恰恰是最直接的正面攻击。














	

 






	















	







	







	









 





	


	







	








	




	


第一部分 导言




	







	

 



	


	



第02章 军事行动中的逻辑




　　很明显，采用一成不变的手段不会总能达成出敌不意的效果，尽管这本身无关紧要，但它却是战略逻辑在其完全处于动态形式下发生作用的一个例证。迄今为止，我们大多是从单方面着眼去考察这一逻辑的，并据此对战略逻辑有了某种理解，进而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另外，我所提到的主要是一些单一的情况和单一的决策，因此对战略逻辑的考察一直是在一系列相互孤立的静止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在战争或和平的任一战略冲突中，都必然地存在着至少两种自觉的、相互对立的意志，其中任一行动都很少能象一场手枪决斗那样，在瞬间完成，通常情况下，双方的行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互为条件而展开。



　　与此相反，一旦我们把战略的反常逻辑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不论参加者是否想尽力利用这种逻辑，甚至也不论参加者是否意识到它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都将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集中考察时，一旦把时间作为一个动态因素适时引入，我们就能从总体上认识到这一逻辑，看到它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汇甚至转化。这一过程不仅在企图运用反常选择达成突然性——它最终也会变得容易预测——结局里面十分明显，而且在所有的战略情况中，在所有以敌对意志之间的斗争为特征的情况中，都十分明显。换言之，假设时间是一个相关因素，战略的反常逻辑表现为动态形式，那么这种战略反常逻辑就变成了对立面的交汇甚至转化。由此可见，在战略领域里，任何一种行动过程都不会无止境地持续进行。除非参加者所处环境中发生的某些外在变化压倒战略的逻辑力量，这一行动过程势必会发展到自己的反面。除非发生了这种外在变化，战略逻辑将会引起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演进，这种演进有可能达到整个转化的极端，从而使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连同它们所包含的一切不复存在。



　　我们设想在一种典型的大陆作战背景下，一支乘胜前进的军队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经过一次或许多次战斗，一方压倒了另一方，迫使它退却。或许败军仓惶溃散，或许将被迫至一隅并遭到歼灭；战争可能因此而通过谈判或有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正象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可能，但不是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之中。然而，假如败军仍能继续战斗，即使在退却中战斗，那么一种转化的格局就会开始出现。



　　胜利之师打出本土，越过其前线基地，挥师远征。它刚刚取得的成功是靠本土的训练营地、工业、军械库和工厂的支撑才得以实现的。而现在，它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和兵力则必须靠日益延长的增援和供应线来维持。恰恰相反，败军却有可能退向自己的基地，因而使得增援和供应线相应缩短。胜利之师要巩固战果就必须做出越来越大的努力，也许不得不从作战前线调拔人力和装备来补充其后勤供应部队，或者至少要为此动用增援部队。相比之下，败军现在则能够减少其为运输所作的努力，并可以从供应部队中抽调有作战能力的兵员及装备，来加强前线兵力。



　　胜利之师进入了原来在敌人控制之下的地域，在这块土地上可能居住着包括敌后武装游击队员在内的不友好的居民，也许还有故意留下来进行游击战的正规部队。在最好的情况下，消耗的人力和资源通过刚成立的军政府在当地征用得以补充，但也可能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假如存在着对铁道线、公路车队、物资供应站、勤务部队和后方指挥部进行的袭击和破坏的武装抵抗，胜利之师就不得不从前线部队中抽调些作战兵力，在不安全的后方充当警卫部队，安全巡逻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否则，如果胜利之师解放的是友好百姓，他们既不进行抵抗，也不为滞留下来的部队提供庇护，那么，它的发展趋势仍然是一种相对劣势：正是这个败军将来定是该地域的占领者，现在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警卫部队、巡逻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调回前线去。



　　胜利之师气势盛，掌握着确定前进速度和方向的主动权，因此，假如能加快运动速度，便可能超过败军并切断其退路。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除非败军溃逃不止，退却中的军队在交战中都可能拥有防御方面战术上的强大优势。其后卫部队能在退却过程中为每一次停下来进行战斗选择有利地形，从隐蔽处射击暴露的敌人，甚至伏击急不可待向前挺进的敌人。



　　胜利和失败对士气和领导所产生的影响更是难以料定。所谓战斗士气不是指高兴快活，而是赴汤蹈火、冒险战斗的意志；胜利有可能促进前者而削弱后者，因为战而获胜之后，部队可能兴高彩烈，也可能感到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做得够多了(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懈怠”)。与此相反的是，失败往往使士气低落，常常会导致消极怠惰甚至众叛亲离。但它也可能激励战士在下一次战斗中更英勇地作战，特别是在他们感到在上一次交战中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情况更会如此。至于领导，既能由于胜利而大大加强，同样也可能因此而削弱。取得一次或者几次成功之后，那种鼓舞和驱使部队去甘冒生死之险的刺激力量可能已经枯竭。与之相比，退却败军的指挥官们可能已丧失了一切权威；但假如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失败的痛苦记忆可能会迫使他们对部队提出更多要求，并赋予他们为之奋斗的强大力量。



　　就指挥作战的技能和程序而言，双方的可能性就没有这样均衡了。胜方军队的特点、程序编制、战术以及战法都会被不加区别地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非常高明的——包括那些本来能够作些改进的，或实际上十分有害的方面：未加论证的成功经验会把它们的害处掩盖起来。众所周知，失败是成功之母。毫无疑问，失败有可能使人变得机敏；假如提出一些补救措施来摆脱现状，这些措施受到惰性的保守主义抵制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墨守陈规的努力会由于失败而受到严重削弱。假如工业和人口仍处于动员状态，胜利之师正从中得到强大的增援力量，即使继续向前推进，也可保证它的实力不断上升——换句话说，外在的变化能抵销逻辑的影响。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上述两种过程仍然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胜利和成功的推进可能削弱胜利之师，正如失败和退却会有助于增强刚刚遭受挫折的部队的战斗力一样。



　　顶点与转化



　　在动态背景下，胜利和失败的交汇可能会发展到超过二者的会合点，达到完全转化的极端。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假如胜利之师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彻底征服或者迫使对方投降，即使它的力量稍有减弱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顶多是败军有开始得到加强的趋势。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败军领土的纵深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足以延长冲突的进程，那么败军将能从动态的反常发展中得到好处甚至可能反败为胜，假如此时仍处于有利态势的胜利之师硬是坚持前进，将因其超过“胜利的顶点”(这又是克劳塞维茨的语言)继续远征而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胜利必然会导致失败。但是，胜利之师除非能从军事力量的最终源泉中(从超越逻辑的外在因素中)获得压倒对方的强大的增援力量，否则，要想克服一些正在发生作用的不利因素，就必须停止其成功的进军，进行休整。只有通过休息和补充来恢复士气和领导的活力，改进其整个供应体系，为受到威胁的后方地域提供安全保障，修改那些正被敌人想方设法加以破坏的程序、作战方法，胜利之师才能够重新获得更大的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实际上是把其成功的顶点提高一步，推向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陆作战显示出了胜利和失败二者交汇或转化的每一种变化形态；由于装甲和空中力量的使用再现了拿破仑式的纵深机动，从而打破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静止的堑壕战为主的防御方式，并使这种表现方式特别富有戏剧性。德国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入侵——1940年5月10日开始，在法国要求停战之后便于6月17日结束——一鼓作气获得了成功(虽然并不是彻底的成功)。 [ 注：该战役直到1940年6月25日意大利也接受了法国的停战要求时才正式结束。但是，除了法国第二集团军群在马奇诺防线一带仍顽强抵抗至6月22日外，双方对最后一周的战斗都是三心二意，敷衍了事的。 ] 此时，领先挺进的10个德国装甲师的坦克、半履带式运输车和卡车已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其作战实力不得不靠缴获来的装备和强征民间车辆来支撑。担任德国突击部队主力的步兵师，一开始就是靠徒步行军，多数已疲惫不堪。至于德军的供应系统，则不得不依靠马拉的货车从后方供应地点向前线的战斗部队不停地运输。它的供应线实在太长，只是由于刚被征服的富饶土地上丰富的食物和饲料，才避免了远征军陷入严重的供应短缺的困境。在快速机动和短促的进攻作战中，弹药的再补给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其中的交战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锐意进击的装甲师也只是因为有了沿途征用的汽油才得以维持其高速前进。 [ 注：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103个德国师中，仅有16个是完全机械化的(包括装甲师、摩托师和轻型师)。其余的87个步兵师当中，每个师均拥有942辆装甲侦察车、指挥车、火炮牵引车和卡车(可载运1/6的部队)，然而大部分的物资供应却是依靠1200辆马车进行的。1940年5月之前，因波兰道路条件差造成的损坏使卡车总数减少一半；为此又对马车作了补充。从铁路终端到各师管区的仓库之间的运输不得不由跨师的卡车团队来进行，但在各战线的整个德国陆军只有3个这样的卡车团，卡车总数仅有6600辆。见马丁·范·克里夫特著《战争中的后勤》(1977年)，第144-147页。 ]



　　希特勒的军队几乎刚好在一年之后即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候，原先一鼓作气所达到的范围，由于缴获和强迫征用的法国卡车以及机械化部队有一点小小的扩充才稍稍有所扩大。在入侵苏联前夕，有3个集团军群共142个德国师部署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其中只有23个师是装甲师、半装甲轻型师或摩托化师。在各条战线上的全部德国军队中，这时共有88个师装备的是法国车辆，即使如此，在东线还有75个步兵师不得不把卡车全部交出，用来装备集团军群的供应部队，尔后给每个师配备200辆农用马车。 [ 注：伯克哈特·米勒-希尔布兰德著《1933年-1945年的德国陆军》(1956年)，第2卷，表29，转引自范·克里夫特的《战争中的后勤》，注28，第151页。 ] 现代机械化在闪电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中发挥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它却是这个样子。



　　但是，苏联的国土远比比利时或法国纵深广阔；它的铁路因为道轨宽度不同及破坏严重，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它那为数不多的公路路面极差，致使摩托化车辆很快就得报废；况且，其顽强的抵抗也没有因连续不断的重大失败而减弱。因此在1941年的10月中旬，当德军达到了现在看来可以认为是其胜利的高潮之时，他们最前沿的突击部队距离莫斯科仍有60英里。 [ 注：1941年10月18日晨，德国第10装甲师和“帝国”党卫队师进入莫扎伊斯克，踏上开往莫斯科的大道。此时，德军在维亚兹马-布良斯克一带即将结束全歼8个苏联集团军的战斗。这将成为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取得的最后一场伟大的、完全的胜利(他们声称俘虏665000人)；见约翰·埃里克森著《通向斯大林格勒之路》(1975年)，第216-220页。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中打先锋的第二、第三装甲集群(即古德里安和霍特的部队)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已长驱直入，按直线距离算，此时已向前推进500多英里，而且古德里安所部在转向莫斯科之前，刚刚结束了南下机动实施基辅-卢姆内大合围的作战行动。 ] 然而，在希特勒的统率下，不可能有进行休整的间隙。处于前线中段的德国军队，以莫斯科为目标，在整个11月份继续向前挺进，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实现另一场大规模合围，从而一举歼灭苏军，结束战争。



　　在此情况下，德军就超过了其成功的顶点，被迫走了下坡路。前线弹药的短缺使大炮鸦雀无声，甚至连步兵也陷入了困境，原因是仅靠马车和少量卡车运送弹药，难以解决铁路终端至前线距离太远的矛盾。另外，由于缺少苏制铁路车辆，想依靠铁路输送解决供应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由于把食物、燃料和弹药这些急需的物资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冬季服装和冬用润滑油却丢在了遥远的后方编组站。在机械化部队里，由于损耗日增而且野战维修跟不上，致使作战坦克、半履带式运输车和大炮牵引车的数量在继续减少。此时，甚至对德军装甲师来说，强迫征用的苏联农用马车也已不可缺少。



　　在后方，由于敌后游击队和迂回的正规军进行的积极抵抗已经开始，从而除屠杀和强征之外，又为德军增加了警察任务。屠杀和强征本来就拖住了一部分德军投入前线作战，再加上这一任务就使德军兵员的补充不断减少，而伤亡日益增多。最突出的是，前线德军日益受到严重的折磨，体力衰竭，士气不振。从6月22日起，他们虽不停地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向前挺进，到11月份共俘获苏军约三百万，并在各次交战中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军，但未被征服的广阔土地仍然横在面前，众多的红军仍在顽强抵抗，何时终了，茫茫无期。



　　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在距莫斯科近在咫尺的时候停止前进。当时，德军先头部队距红场只有20英里了，他们决定再一次做出重大努力。 [ 注：实际上，在该地区的二个集团军当中只有2个军有能力发动进攻。见埃伯特·西顿著《莫斯科会战》(1983年)，第165页。 ] 12月1日，在零下的严寒中，德军发动了年内最后的一次进攻，也是其军队溃败的开始。4天以后，在12月5日星期五的凌晨，苏联红军开始了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大反攻。身着冬日白披风的红军打退了德军，德军后退的距离是其导致惨败的推进距离的2倍。苏军的这次反攻挫败了德军的凌利攻势；在此后两年多的拉锯战中，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与反进攻，德军强大的夏季攻势在苏军日益强大的反攻面前，只能以惨重的败退而告终。然而，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重大胜利之后，因反攻速度太快，战线拉得太长，又使德军有可能在1943年3月发动了反攻。 [ 注：苏联南方集团军群在1943年2月25日-3月18日向顿涅茨河和哈尔科夫方向所进行的反攻，使弗里泽·埃里奇·冯·曼斯坦因名垂军史。集团军级的“波波夫集群”中的6个坦克军由于冒然南下，孤军深入，被包围击溃，另有二个集团军在德军重新征服哈尔科夫地区时遭到猛烈攻击。见厄尔·津柯著《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1968年)，第90-105页。另见埃里奇·冯·曼斯坦因的《失去的胜利》(1958年)，第367-442页。 ] 此时，斯大林及其将领们从这一教训中认识到：为保证军队能够避开胜利顶点，致胜的进攻与适时的休整必须交替进行。



　　随着全面动员的深入，以及英美的大量援助(特别是得到了409，526辆吉普车和卡车 [ 注：津柯著《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501页。 ] )，苏联能将源源不断的优势军队投入战场，并在其经过战火考验的新一代指挥官的巧妙指挥下顽强作战。由于后备力量来源差距的扩大，德苏间在1942-1943年的交替进攻被苏联的节节胜利所取代，直到最后挺进柏林。但是，即使东线的德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剩下一些疲惫困顿的老兵、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胡乱分配来的未经再训练的海空军士兵、孩子、老人以及半残军人时，苏军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进攻行动，仍都是经过谨慎运筹的，确保做到稳妥适度。斯大林经常告戒他的元帅们：力避“冒险主义”，并非“魄力不足”。 [ 注：关于对该学说的阐述见雷蒙穗·加特霍夫著《苏联军事学说》(1953年)，第18-19页。 ]



　　历时11个月的西线战争——从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到德国投降——双方都不乏胜利过渡的插曲，尽管只有一方能真正从过份延伸造成的衰竭中恢复过来。当然，北非的“拉锯”战也是这样一系列的插曲：在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之间1200英里的狭长沙漠地带上，双方依托各自的基地，展开了往返进攻，直到蒙哥马利极端谨慎地凭借物资上的优势，在1942年10月23日发起了阿莱曼战役之后，才使英军缓慢地但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到那时，以英军特别是以隆美尔的德军所具有的那种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风格的这场战争，已充分证明了下述原则：进攻箭头遍布地图、一泻千里的胜利进军之师，到头来可能被先前败北、所剩无几、缺少车辆和油料、继而振作起来走向胜利之师所击败；后者取得的胜利同样也是脆弱的。 [ 注：由于没有铁路横贯利比亚，而且在干旱和没有饲料的沙漠无法使用马车，因此只有使用卡车队从的黎波里到前线往返运输才能维持隆美尔的部队。在1941年4月德军进入非洲时，一个载重量为6000吨的卡车队只能保证对“非洲军”最初2个师在300英里范围内的活动进行补给。因此隆美尔显然无法发起进攻。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并以机动制胜英军(他们在先前对意大利的胜利后也同样把战线拉得过长)，英军迅速溃败。这一壮观的、独一无二的千里跃进重新征服了整个利比亚，突入埃及，但却使其先头部队困于沙漠，只能依靠缴获的物资勉强维持生存，最后只好撤退。范·克里夫特：《战争中的后勤》，第186页。 ]



　　朝鲜战争也是这种格局：双方都在一味追求进攻，导致了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北朝鲜军队在1950年6月25日开始迅速南进，到8月已占领了除大邱-釜山狭长地带外的整个半岛，显然已超过了它的胜利顶点。麦克阿瑟在9月15日以仁川登陆开始了反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的进攻很轻率；很快便走向胜利的反面，转向失败，尽管美国和南朝鲜先头部队——到10月26日已穿越北朝鲜，打到了鸭绿江边和中国边界——撤了回来，但11月份麦克阿瑟的横贯北朝鲜东西海岸的“防线”，实际上只能在地图上才能找得到。那并不是一条有部队严密防守且在纵深配置机动部队的坚固防线，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分路挺进的实际上仅是几条山谷，山谷间的广大山地根本没有进行控制，甚至连巡逻兵也从未派遣过。部队认为仗已经打过了，并且打赢了，从而情绪懈怠，士气瓦解。



　　中国军队使用了广阔的通道，一弹未发就渗透到朝鲜的纵深地区。当中国军队在11月26日公开发动进攻时，撤退中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不得不从埋伏和路障的包围中奋力杀出。到1951年1月底，中国军队重创了麦克阿瑟的军队，并穿过北朝鲜深入南朝鲜，越过汉城40英里。这显然太远、太快了。因此，当李奇微在1951年2、3、4月发动反攻时，中国军队的退却已无法避免。随后汉城连同南朝鲜大半河山在6个月内第二次获得解放。



　　我们还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战争记录中引述许多这样的例子，朝鲜战争以后这一段更近的历史中也有一些事例同样引人注目。但是，过多的阐述只会使人们看不清我们将要加以说明的战略的反常逻辑这一现象的普遍性；这种逻辑的动态形式是对立面的交汇或转化——包括持久的、大规模的大陆作战中的成功与失败。过份伸展的纯机械方面，诸如距离对人力消耗和对装备损耗的明显作用，仍然只是一种更深刻现象的外在表现；它们只是在战区本身足够宽广、战争领导者不能审时夺势时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看到成功与失败之间同样的相互作用。即使过份伸展的机械方面根本不存在，只要行动的持续过程为这一动态矛盾的演化提供充分的时间，情况也是如此。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轰炸力量同德国防空力量之间长达6年的较量，虽然不存在突然延伸的空间距离超越有限的运输能力，不存在不能修理的卡车和难以歇息的马匹的疲乏劳顿，不存在使人精疲力竭的步兵远征，也没有其它诸如此类能起作用的物理过程，但最后几个月德国防空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却展示了双方命运带根本性的互相转化，直到造成对德空战中成功与失败之间转化的原因是在那一段长时间中双方行动的反作用(虽然这种反作用并不一定很及时)。



　　德国空军将领们从战争一开始就坚信，自己的战斗机部队尽管只是为战场使用而训练的， [ 注：指在白天进行的与其他战斗机的空战和地面攻击。见威廉森·默里著《失败战略》(1983年)，第1-25页。 ] 但也可以同各处的高射炮一起确保德国的空防安全，实际上可以避免敌方炸弹深入德国城市。到了1940年夏天，当英国轰炸机部队开始进行夜间轰炸，尽管当时成效不大但飞机却安然无恙时，他们才发现并非如此。 [ 注：首次对德国领土上的目标——鲁尔地区——进行的轰炸发生在1940年5月15日；首次对柏林的空袭发生在1940年8月25日夜间。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0年3月，英国轰炸机部队仅投下64吨炸弹，而且都不是针对德国城市，对德国城市只空投了传单。因此，戈林的大言不惭的吹嘘似乎得到了证实。但随着“虚假战争”的结束，法国被入侵、丘吉尔统率三军，1940年5月投在德国的炸弹达1668吨，6月增加到2300吨。7月降到1257吨(因失掉前进机场)，8月为1365吨，9月又达到2339吨。见查尔斯·韦伯斯特和诺布尔·弗兰克兰的《对德空中战略攻势》(1961年)，第一卷第144和152页，第四卷第455页。 ] 正当英国空军将领们深信，只要训练足够的飞行员、生产足够的轰炸机就能对德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即可保证毋需陆军或海军即可取得胜利之时，英国轰炸机部队却在1942年夏天碰到了自己早期的成功所孕育的、至今已全面展现出来的后果。由于德国装备了更多更好的预警和跟踪雷达、新的探照灯障碍物、第一批夜间战斗机中队、数量更多的高射炮而大大加强了防空力量，并开始给英国轰炸机部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 注：在1942年5月，英国轰炸机部队共出动了2702架次，损失114架，损坏256架；6月份，出动4801架次，损失199架，损坏442架；7月份，出动架次降为3914，但损失却没有成比例地减少——损失171架，损坏315架；8月份，只出动2454架次(1941年8月则为4242次)，损失142架，损坏233架。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0，第432页，另见艾尔弗雷德·普赖斯著《夜战工具》(1977)，第55-111页。 ]



　　满足于以雷达为基础的防空所带来的持续成功，并不愿意从前线抽调十分需要的人力、飞机和大炮，德国空军对于英国的反措施毫无准备，结果使得英军在1943年整个春天的夜间轰炸急剧增加。 [ 注：英国轰炸机部队月投弹总量在1942年6月达到6845吨的高峰后，到12月降至2714吨。与此相对照，1943年1月投弹4345吨，2月投弹10959吨，此后稳步增加，到8月达到20149吨。在同一个月里，美国第8航空队共投弹3999吨。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4，第456页。 ] 德军无法对付英军夜间战斗机施放的电子干扰，使他们极为震惊的是，英国轰炸机部队布撒的金属条干扰使德国的预警雷达完全失去作用。 [ 注：原文是“Window”(窗子)。它是英国用来表示敷金属条的代号，当这种金属条制成与波长相等时，便可反射雷达波束。在美国，目前广为使用的词是“Chaff”(箔片)。 ] 英军还利用这一突然获得的优势于1943年7月24日-8月3日之间对汉堡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空袭，使人类第一次遭受了风暴性大火效应灾难，使该城毁于一旦。 [ 注：对“风暴性大火效应”的描述首次见于汉堡警察局长有名的1943年12月1日的报告。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30，第310-315页中此报告摘要，马丁·米德尔布鲁克著《汉堡之战》(1981年)，第214-240页。 ] 此时，由于深信自己的力量日趋强大，在接连不断的空袭中，每次都比上一次派出更多更好的轰炸机出航，英国轰炸机部队遂于1943年11月开始以摧毁汉堡的方式轰炸柏林，结果却发现德军针对英国上次的胜利采取了措施：德国空军采用了有效的抗干扰措施，增加了日间和夜间战斗机出动数量，而且运用了新的战术，极大地改进了“现场报导”式地面控制方法。



　　德军的整个防空体系如此卓有成效，致使盟军轰炸力量为准备“D”日进攻转而对法国铁路实施瘫痪式轰炸，才掩盖了英军在“柏林之战”中无可置疑的失败，尽管此时已是1944年春天，德国已明确无疑地将输掉这场战争。英军轰炸机的损失超过了它的补充量， [ 注：英国轰炸机部队1944年1月损失飞机314架(损坏416架)，2月份损失199架(损坏264架)，3月份损失283架(损坏402架)，这种比率几乎是难以承受的，因为3月份飞机平均可用量只有974架。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0，第433页和附录39，第428页。 ] 但对柏林造成的损害却微不足道，而且飞行员的士气近于瓦解——只要可能，许多飞行员就把一半的载弹投入大海，以便获得一定的飞行高度和速度来对付大大增强的德国防空力量。



　　在这些插曲中，动态的战略反常逻辑是在两种极为不同的层次上显现出来的：一个是狭隘的技术层次，另一个则是最广义的大战略层次，后者又总是受到政治因素的支配。



　　措施与反措施



　　新式作战装备的研制会引起更新的对抗措施，它反过来又会引起反对抗措施以及更新式装备的出现，这一“作用-反作用”过程表面看来广为人知。对用于战争的任何技术装备，只要有可能就会设计出专门对付它的新装备，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新装备开始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这一关系(这当然又是反常的)并不那么明显：任何机敏的敌人都会采取紧急措施，研制对抗设备以抵消当时危害最大的敌方装备。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那些起初最为成功的装备已被压倒、或许达到以至毫无用处的程度时，那些成效并不显著的装备却可以保持其原有的一般效用。 [ 注：在“窗子”(金属干扰)的试验过程中发现，一种较老式的英国夜间战斗机雷达(马克-4型)能够对付反措施，而最新式的也是最优良的马克-7型却不能。普赖斯：《夜战工具》，第117页。 ] 当然，最终它们也会被抵毁，但在此期间，它们的效用可能保持一段时间。在突飞猛进的技术领域里，任何一种装备至多也不过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电子战的情况就是这样。戏剧般变化的科学突破，实验室和工厂中快节奏的工作，情报部门紧张地获取敌人的装备和技术秘密：这—切都推动着电子战的急速发展。在双方互为消长的交替发展之中，同一种装备可能开始非常有效，随后根本无用，再后就变得对自己十分危险：而这整个过程发生在短短几个月之中。例如安装在英国轰炸机上用来预警逼近的战斗机的后视雷达，起初是救生符，继而受到干扰，不久就成了使用者的一个致命危险，因为一种新的装备使德国战斗机通过探测它的波束即使在夜间也能发现它们。 [ 注：1944年7月，一架德国荣-88式飞机误降在英国机场。在该机中发现一种代号为“弗伦斯堡”的装置，它能探测、分辨英国(飞机)尾装预警雷达“莫妮卡”的信号并测出其位置。同上，第214-215页。 ]



　　因此，发明的有效寿命是决定其性能效用的制约因素。而这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讲，是最为令人不解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效用和性能是一码事。——当性能作用于无生命(或抱合作态度的)对象时，情况也确是如此。例如，发明了多种多样的电子手段用以制导轰炸机在夜间抵达目标，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也为利用这些手段具体研制设备提供了多种选择。在每一步发展中，英国和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空军都选择了最精确、最远程的方式，将其研制和生产资源用于获得最完美的有关装备，结果却发现对方的发展使之失效，而其它仅仅稍微欠佳的手段和其它较最理想水平稍差一点的装备却能继续有效地使用。最后，每一方都认识到，对新的手段和新发明装备的采用必须非常慎重周密，绝招要留待异常重要的战役再拿出来。没有这种精心运筹，每一种用于空战的新装备的寿命周期都往往如此：以试验阶段开始，在此阶段，数量少，使用者的技术很不熟练，继之以不断的成功直到顶点阶段(此时敌人正研究对抗措施)，再后，当对抗措施被广泛使用时，就是急剧的衰败。各方的领导者们通过惨痛的经历对战略逻辑的这种表现有了深刻认识，从而着手控制技术的进程，使其成功的那段时间同作战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虽然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下结论，作规定，而只是设法理解战略现象，但是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明确的：当我们不得不在互相竞争的科学方案和工程结构之间分配有限的发展资源时，仅依靠科学和工程上的判断是不明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也可能是“战略家”)的职业本身决定了他们不大可能看到在发展最理想的装备的同时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多样化的二流装备的可取之处。但这恰恰是深谋远虑所必需的。毫无疑问，人们会说，阻止对方采取对抗也是装备性能的一个方面，对此似乎应该给以最大的重视，但无法区分实战效用与一般性能——这种论点好像很有道理，但它忽视了冲突范畴的全部含义。它完全建立在以下设想的基础上，即：赖以研制任何给定类型装备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也能准确地预见到行将出现的对抗措施，一开始就应把对付这一对抗措施的性能作为总体性能的一部分在设计时考虑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点可能是很正确的，尤其是一般性的小发明。因为这些小发明对敌方惊动不太大，因而使敌方只是在技术发展的常规范围内采取同样一般性的反应。但是，如果新的装备非常成功地影响到总的军事力量，此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军备竞赛——可能在平时进行，当然更有可能在战时进行，一种技术发明所获得的成功越大，它所引起的反应就越强烈，越有可能探索各种科学原理从而研究出对抗措施。此外，一旦对方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对抗措施就可能采取新战术、新方法、新军事结构甚或新的战略等形式，要成功地预见到这些形式绝不是科学或工程技术知识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电子战的情况看，德国为了对付英国在1943年夏天之前致盲德国空防的重大发明，非常巧妙地把探照灯信号系统和“现场报道”式地面控制结合起来，这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空战方法，不再指挥战斗机截击单个轰炸机，而是追歼敌人数以百计的整个轰炸机群。这种方法不怕雷达干扰，效果很好，使德军的无雷达昼间战斗机同时也担负夜间截击任务，从而大大增强了战斗机的实力。同时，德国人还利用了各种新技术来对付英军的雷达干扰。其中包括红外探测，这远远超出了雷达技术领域。英国的雷达专家在设计雷达和以雷达原理为基础的各种对抗措施方面表现出了如此卓越的才能，而且在预测德国雷达的发展和对抗措施方面又是如此成功，却未能预见到德国对英国在1943年夏天的最大胜利可能采取的与雷达原理毫不相关的重大措施。



　　在此情况下，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实战效用和性能并不是一码事，因为后者仅仅包括对已知的和可预见的反措施的阻抗，无法预见到一种重大发明在一个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意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敌人那里所能引起的全部反应。战略领域的特征之一正是永远存在着这种现象，它限制着人们去追求最佳状态。要设计一座跨越河流的桥，需要做大量工作：必须检测土壤、确定其负荷值；必须计算出该桥所能承受的动态力量，必须运用一些可靠定理。然而，一旦这些工作结束，这座桥就能安全施工了。诚然，河流有时会冲决堤岸，甚至改道。但自然界的任一河流都不会故意侵蚀桥的结构，也不会因为故意回避这座桥而改道。然而，当重大的发明出现之后，军事技术的目标却正是要有意识地使这种发明失去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追求使敌人摸不清我们意图的差强人意但能较快地解决问题的方案(造一座低负载的预制桥，突然架在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上），寻找差强人意但本身具有较大弹性的解决办法(比如造价较高，甚至负载更低的舟桥，它没有河流可以侵蚀的固定结构，而且可以完全机动)。科学家对完善方案的本能追求和工程人员对理想化的不懈探索在战略的反常领域中经常招致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














	

 






	















	







	







	









 





	


	







	








	




	


第一部分 导言




	







	

 



	


	



第03章 效率与成功的顶点




　　任何技术创新都可能产生逆反效应，这一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创新获得成功后其作用可能会被抵消这一关系则不那么明显。在注意到这两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探讨一种很不明显但十分重要的关系问题，即新军事装备的技术效率和易受各种反措施攻击的弱点之间的关系。



　　技术效率通常指收效与投入的比率，这是既充分又唯一可靠的定义。技术效率是所有物质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评估那些可能根本没有可度量收效的整个机构的价值时不严格地使用技术效率这个术语，但技术效率的标准只能以数学的精确性应用于对机器(包括战争机器)价值的评估中。评估的方法是把最初购置费与经常性磨损费相加，然后与最后的收效进行比较。当然，在评估机器时技术效率并不是唯一的评估标准，这是因为经常性收效与经常性投入的比率不能指出机器性能(可靠性)可能有的耐久性和所需要的维修费用。尽管如此，但在对不同种类的货车、机床或步枪、坦克进行选择时，技术效率仍是可靠的选择标准。



　　技术效率的一般性提高可通过下列方法：使用较好的材料或对定型设计作局部改进，甚至在机器内部做些小的调整。现在的货车与20年前的货车相比虽然生产成本相同，但前者比后者的货运量大而后者却比前者的耗油量高。这是采用了上述方法而提高了技术效率的结果。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调整得很好的货车引擎比调整得差的引擎产生的马力大。然而，若想大大提高技术效率，通常需要推出具有新型构造的机器设备。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时需运用不同的基本原理。这就象从手工打字机演变到今天的文字处理机一样，文字处理机比电动打字机效率高，而电动打字机又比手工打字机效率高。有些机器设备一机多用，做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效率。大大提高效率的另一方法就是将这些一机多用的机器设备用专用机器或成套的机器系统来代替。这样的机器都具有一些新颖的设计特点，效率有明显提高，但只有一种用途。例如，开罐头时用开罐头刀要比用多用途的刀更省力。再如在码箱子时，移动式起重机就不如叉车的效果好，尽管移动式起重机具有一机多用的性能——当然其造价也高得多。



　　正是高度专业化带来的高效率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每一次阶跃，新的专门武器都显示出可以打败比它们更精致、造价更高的武器装备的动人前景。尽管后者是多用途的，但却易受专业化武器唯一“输出”的攻击。举例来说在19世纪70年代，新发明了一种以高压气体为发射动力的自动推进鱼雷发射系统。 [ 注：1867年1月，在阜姆(奥匈帝国时期的一城市，现名里耶卡，南斯拉夫一港市——译注)展出“白头鸟”自航鱼雷；皇家海军于1869年交付试验，1870年开始购置鱼雷，一年后拥用制造权。参看伯纳德·菲茨西蒙斯编的《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3卷，第2508页。 ] 这个鱼雷系统似乎有可能非常有效地打败造价比鱼雷高出不知多少倍的战列舰。那些用来与其他大型战舰进行海战的战列舰所装备的是大口径长管舰炮。这样的舰炮升降度有限，不能降得很低以打击利用夜幕掩护逼近战列舰的鱼雷快艇。加之鱼雷快艇目标较小且不稳定、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射击。就战列舰本身来讲，其坚固和造价昂贵的重铁甲都集中于甲板与上部以抗击敌舰炮发射的穿甲弹。因此用鱼雷攻击舰体两翼没有重铁甲的水下部分就能收到毁灭性的效果。这个结论似乎已很明显：随着鱼雷快艇的出现，造价高的战列舰已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只要克服保守主义的惰性；海上力量就可建立在一个更加经济的新基础之上。法国海军军官中的“新派”就持这个论点。这个论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影响了法国的海军政策。持此论点者不仅理所当然地在希望战列舰退出舞台的一些小国家海军中找到了支持者，甚至在英国皇家海军中也找到了支持者。 [ 注：参看最新出版的由菲利普·马松撰写的《海军史》(1983年)，第2卷。 ]



　　移动式起重机的设计并没有发展到要抹杀掉叉车优点的地步，正象多用刀没有在开罐头这一单项功能方面剥夺开罐头刀的优势一样。但是这两种情况却不见于战略范畴。在战略范畴中，每一个行动都易于随着时间的进展引起有意识的、富有创造性、更有机动优势的反应，从而形成成功与失败的反常汇合；如果最初的行动威力很强，这种汇合将会以一种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形式出现。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兴师动众的战争与和平的成败，而且同样适用于大的技术创新。



　　小而造价低的鱼雷快艇(投入)有可能摧毁大而造价高的战列舰(收效)，正是由于这种高度专业化所产生的极高效能，这种新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海军实力的平衡。但对其打破平衡的反应同样也是很强烈的。成功的曲线呈上升趋势时，人们不断改进鱼雷的机制以增加射程和提高航速，并且还专门建造了一种发射鱼雷的具有高速推力的体积很小但能远渡重洋的新型战舰。就在这条成功的上升曲线上，上述新概念迅速地变成了人们的大张旗鼓的行动。1877年至1903年间，法国建造了多达370艘鱼雷快艇，想以此来改变法国海军战列舰总不如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的状况。至1904年，甚至英国也建造了117艘I级鱼雷快艇。 [ 注：参看《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3卷，第2515页。 ] 新崛起的德国海军也没有忽视这种创新，日趋现代化的日本海军同样如此——1904年2月，日本海军用鱼雷快艇突袭了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并取得巨大成功。



　　19世纪70年代的海军改革者们曾不遗余力地反对“老派”海军将领的保守主义，鼓吹建立超效率的海军力量。从上面的情况看，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他们的理想就完全实现了。但是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鱼雷快艇只是被认为是一种需要防范的威胁，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鱼雷快艇非但远没有使造价高的大型战列舰过时，自己却濒临被淘汰的边缘，仅仅作为只有边际价值的小武器而被保留下来。这是因为此时创新早已超越了成功的顶点，正是因为这项创新的效率很高，所以它的作用就被更彻底地抵消了，因为它不仅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而且还排除了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可能；因高度专业化用途“窄”而产生高效率的武器不可能采取广泛的反对抗措施。



　　到了1914年，所有现代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实际上一切大型现代军舰都经过了改进，以对付鱼雷快艇。尽管作为战列舰主要火力的长管舰炮仍不能降得很低以打击近距离目标，但此时已普遍装备了探照灯。这样就使得鱼雷快艇很难接近它而不被发现，甚至在黑夜里也无济于事。此外，还装备了一些小口径速射舰炮以防鱼雷快艇靠近。虽然最厚的铁甲仍在甲板与战舰上部，但对舰体的水下部分也采取了具有高效的新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增加铁板和一层用于缓冲鱼雷爆炸冲击的防雷水密隔层；在战舰停泊时，沿战舰周围设置金属网使鱼雷在舰体安全区外触爆。过去在大型军舰与鱼雷快艇进行的海战中，前者巨大的舰体与实力仅仅证明了具有作为目标的价值，似乎无法与后者进行较量。但是这些大型军舰通过大量耗资而形成的各种功能最终被充分利用后，这种新的威胁便无能为力了。正是上述使其成为打击目标的那些特点使它有可能增加铁甲防护、提供探照灯所需要的大量用电、装备速射舰炮和携带笨重的铁丝网。于是“宽”最终战胜了“窄”，鱼雷的升威之日遂告结束。



　　日本海军用鱼雷快艇在旅顺口取得海战的胜利绝不表示日本取得新的优势，它只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反映了俄国海军毫无准备而已。到1914年时，这种新武器在与现代化海军的对抗中早已超越了成功的顶点，其迅速衰落趋势已非常明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鱼雷本身一直是一种有用的海战武器，这是不容置疑的。鱼雷作为装备水面军舰艇的一种专业化武器而占有一席之地，它特别用以装备一种新型的军舰——“鱼雷驱逐舰”或简称驱逐舰，这种军舰原来是用于打击鱼雷快艇的，现在这种新型的水面军舰却装了鱼雷。鱼雷的用途在不断发展，后来鱼雷还成了一种从空中发射的重要武器，更重要的是已成为潜水艇的主要武器。尽管作为潜水艇的主要武器时其效率不高(得到同样的收益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潜水艇以鱼雷为武器在上两次的世界大战中却非常有威力。当然，在海军实力的平衡方面最初的鱼雷快艇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迫使拥有大型战舰的海军为最终消除这种新威胁而不得不调拨资源加强防御措施。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在双方不均势的争斗中，双方这样发展实力对一方或另一方所起的作用大于专用性的武器——出现所增加的战斗力。



　　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醉心于改良主义的创新，把希望寄于最初曾显示出具有超效率的那些鱼雷快艇，那么它很快就会发现其力量的不足。高度专业化武器的最初效率与其易受反措施抵消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它是战略反常逻辑动态形式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样的现象在所有其他以“窄”克“宽”的企图中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或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周期开始时的企图越大，收效就越短暂。尽管这样，这种现象会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是因为垂手制胜，至少以造价低的武器去战胜造价高的武器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以举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为例。在突然袭击的头几天里，埃及步兵使用反坦克导弹攻击以色列的主战坦克收效很大，给陆战带来了巨大的革命性影响。不久就听到了很强烈的呼声，声称造价高的主战坦克过时了，坚决要求改革，克服“坦克将军们”的保守主义以节省大量资金。他们问道，既然价值只有几千美元的反坦克导弹很容易摧毁价值百万美元的坦克，那么保留这些坦克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时顺便说一句，苏陆军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坦克编队，因此为什么人们还如此担心苏联的军事力量呢？)很快又出现了一种“新派”，它的主张很吸引人：即建立一种高技术新型步兵，这种步兵装备着造价不高的反坦克导弹，其军事力量不仅具有高效率，而且是无害的，可称道的，因为它纯属防御性的。实际上，这种使反坦克导弹有可能成为有效武器的基础创新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使用了空心装药的化学弹头。以往是依靠动能实施强力穿甲，这就需要造价高、重量大的连射火炮。而用空心装药弹头替代以往的穿甲方式则不需上述的那种火炮了。空心装药弹头利用喷射一束高速金属汽流达到穿甲目的。它甚至能穿透最厚的钢板，而不需要长管火炮，后座缓冲装置及升降设备。这些设备只能用造价高的大型运输车才能运到战场上。只要能把空心装药命中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无论采用象原先的火箭筒和德国造的反坦克火箭筒火箭，还是采用造价低的低射速无后座力炮，甚至还是直接把炸药包投送到坦克上去，都可以达到摧毁坦克的目的。



　　当反坦克火箭筒及与其类似的武器崭露头角时，有人认为坦克的末日到了。因为任何一名步兵都可携带这种能摧毁坦克的武器。一般一个师有200多个班。如果每个班能阻止摧毁2-3辆坦克，一个步兵师就能对付敌方的十个坦克师，装备和训练坦克部队耗资很多，在野战中提供补给困难很多，长途运输就更为困难了。假若在和平时期，这种幻想也许能极盛一时。但是当战争到来时，任何谬误都会迅速受到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出的火箭筒和空心装药火箭立刻就露出了真面目：它们对提高步兵的士气很有作用，但当敌坦克稍一接近，他们就被吓跑了；在森林和丛林中——这些地方根本就不是适宜坦克作战的地方——颇为有效，在城市里也颇为有效，如果坦克不能做到牺牲锐势与掩护步兵——以步行速度前进的话；这种武器很适合巍然屹立的英雄，他站在为进攻坦克开道的纷飞炮火中坚守阵地、瞄准要打击的坦克目标，而在他的有效射程为百码的火箭能够发射之前，坦克上的机枪早就向他开火射击了。当然这样的决斗在战场上是罕见的，因为坦克都是集群作战，在前进中互相保护。此外，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遭遇战中，还会出现一些非战术层次的问题，而在战略的其它层次上对机动的装甲部队甚至更为有利。



　　便携式空心装药导弹的出现大大弥补了以前类似武器的最明显的缺陷。导弹可准确无误地长距离飞行，导向目标，因此可在机枪的射程之外发射。然而在其他方面，这种高度专用化武器在打击坦克方面并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火箭筒的效果更好。1973年10月在埃以战争开始头几天的战斗中，埃及步兵遇到的对手是小规模的以色列坦克群，而这些坦克既没有步兵掩护，也没有有效的炮火支援(这是因为当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以色列步兵和炮兵多属预备役部队，还没被动员起来)。 [ 注：参看阿乌拉罕·亚当撰写的《苏伊士运河岸上》(1980年)，第117页-164页。 ] 此外，以色列的坦克手们也未曾受过与坚守阵地的步兵进行战斗的特殊训练，而坦克也是按与其他坦克进行战斗的要求来武装的。结果是，不仅反坦克导弹击毁了以色列的坦克而且老式无制导的武器也发挥了作用。



　　由于打击无准备坦克的收效很大，反坦克导弹所引起的反应也很强烈。很快，动态的反常逻辑便起了作用，将成功变为失败。正是由于反坦克导弹的能力范围狭窄(这正是它有效的原因)。其反应几乎立即发生了效力，而且效力会越来越大。1973年10月9日，埃及反坦克导弹似乎要使以色列的坦克部队退出舞台或者说至少丧失进攻能力了。而一星期后，就是这些坦克部队却又突破埃及的防线，而且势如破竹，又过了一周，就包围了前线的全部埃及部队。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时间来发展任何一种技术对抗措施的，所以使成功转为失败的这种反应主要是战术性质的。



　　克服了最初的惊慌失措，动员起预备役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并上前线后，坦克部队再也不是按原定的作战方法孤军作战了。以色列坦克可在大炮火力滚进式的轰击掩护下向前推进。尽管这样的炮火轰击重创不了埃及的装甲部队及堑壕中的步兵，但却能有效地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攻击。这是因为，在纷飞的炮火中，反坦克导弹射手即使非常勇猛敢于冒险暴露自己也不容易瞄准目标。机械化步兵乘装甲运输车与坦克一起向前推进，用自己的迫击炮与机枪增强了压制火力，这种火力为向前推进扫清障碍，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抬不起头来。 [ 注：迫击炮可算是第一批火器，从14世纪开始投入使用，现仍能有效地对付陆战中所使用的最新武器。机枪的有效射程是1000码左右，并且一般只能直射。迫击炮则不然，其射程超过了埃及人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射程。迫击炮弹可沿高射角曲线弹道落入战壕和反坦克导弹、火箭发射手的掩体内。 ] 迫击炮发射的烟幕弹更为有效，它可在坦克前方罩上一层烟幕屏障，降低能见度，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瞄准打击运动中的坦克。另外，由于看清了新的威胁之所在，以色列坦克也采取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可从坦克上卸下一部分穿甲弹腾出地方装上能有效杀伤步兵的高爆榴弹。坦克本身也有机枪和烟幕弹发射器。



　　这样一来，甚至在没有足够的时间研制、生产和分发特殊对抗武器之前，体大、多用而造价很高的坦克就制胜了造价低廉但性能局限的反坦克导弹。1982年在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坦克就已经采取了一些特殊对抗措施。以军坦克带着“主动装甲”引爆板冲锋陷阵，在空心装药弹头爆炸前就摧毁它们。此外装备了更多的机枪和更好的烟幕弹发射器。尽管此时更完善的反坦克导弹已经出现，但战斗中却收效甚微；只有从特制的直升机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很好，然而反坦克导弹与直升机一起使用就不再是一种廉价武器了：虽然威力增强了，但是经济效率降低了。 [ 注：这里涉及的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的战役层次问题。参看第二部分，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森林茂密的地区作战以及在掩护条件很好的街区作战。在与此相同的条件下使用，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仍是比较有效的。 ]



　　战略与经济



　　这种永远存在的敌对反应导致了战略范畴现在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使通过高度专业化取得巨大效率的大部分希望化为乌有，而且可能使借助稳妥的(线性逻辑的)经济实践取得一般性成功的希望也落空。具体地说，尽管武装部队通常是最大的社会机构，但也不能在购置装备时随意追求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现代工业社会中令人诅咒的使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整齐划一，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成功的关键。传统手工艺人的许许多的手工制品设计形式千变万化，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里这些手工制品被取代了，而代之以标准化的产品，在省工的生产线连接起来的高效率的专用机器、工具、装配架上大批量地廉价生产。正是由于这些产品(及其部件)的一致性才使得工厂可以经济地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这种一致性越大，经济效率就越高。(只是最近由于出现了数控机器，这种模式才开始被打破。)此外，对于那些本身就是机器的产品(包括那些太特殊而不能大批量生产的机器)来说，一致性是在保养维修及操作使用方面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机器存货的一致性越大，必需储备的物资与备件的种类数目就越小，从而节省管理费用与资金。与使用的机器数量少而种类繁多的情况相比，使用的机器数量大而种类少则可更加准确地计算保证不间断运转所需的备件库存量。同样地，机器的一致性越大，其维修与操作员的培训费用就越经济，他们也越有可能多学到一些东西，把工作干好。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一致性是在机器的购置、维修及使用等方面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属性。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属于战略的范畴，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武装力量在敌对意志不起作用的纯行政事务中通过实现一致性以追求经济效益。 [ 注：因此，“行政事务”包括军事领域内不反映针对具体敌人的战争目标、不反映任何劝阻或恫吓目的的一切活动。这与克劳塞维茨的分类是不一致的。他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按照这句话的含义，我所称之为“线性逻辑”的东西(克氏的术语是“科学”)只适用于前者面不适用于后者。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31页。然而“战争准备的活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确确实实也取决于针对具体敌人的战术和战役目的，同时也取决于建立在对特定其它方的一些政策及军事结构认识基础之上的劝导目标；这样的战争准备活动不是完全取决于把敌人置于脑后的轻重缓急考虑，包括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优化决策的愿望。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基本区别的人，但很显然他划错了分界线把战略领域划得过窄。这样在区分“铸剑术”与“击剑术”时，克劳塞雄茨把剑的设计与造剑的冶金技术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而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针对敌方的剑和剑术，而后者应仅仅注意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相对效率。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二章(“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和第133页。 ] 如果各种需要(尺寸、容积、口径)都符合要求的话，大量地廉价地购置靴子、头盔、货车或者弹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必须在与活着的敌人的各种行为直接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的——换言之，在战略范畴中——军事装备来说，一致性就不再是纯粹的优点，而是一个潜在的弱点。



　　举例来说，如果为追求在生产、备件库存及人员训练方面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使防空导弹标准化，使这些导弹只有一种型号，与配置不同种类的防空导弹相比，所节约的资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战争中，一个有能力的敌手将能够识别出这些武器同样单一的性能界线，然后设法超越这个界线以达到免受打击的目的。任何一种导弹都有最大与最小的高度限制，因此敌机可以高于或低于这些高度限制飞行。但由于飞机飞得很低或很高就不会那么有效，所以这种导弹仍要对方付出代价。尽管如此，但是这种“虚拟消耗”也许并不足以达到空防的目的，因为飞机可进行超低空突防轰炸或者高空轰炸，即使比最佳中等高度轰炸的效果差。此外，单一类型的导弹也有易受单一类型的一套对抗措施攻击的弱点。基于单一类型的标准化的规模经济效益或许能提高许多，从而使一枚导弹及其发射设备能对付任何单独一种对抗措施——例如通过把可以自动互相替代的各种制导方式结合起来。然而，由于这样—来就使得敌方对抗措施要对付的目标单一化了，敌人就可把所有的对抗努力集中在一点上——甚至一套非常齐全的装备也可能包含着可被对方利用的某一弱点。



　　防空导弹如此，任何必须在与敌人的反应直接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使用的战争机器——即使大多数武器——也是如此。在每一种武器中，线性逻辑经济原理的运用都将导致为获得大量节约生产制造、维修保养及使用操作的资金而实行单一类型的标准化。与经营很好的商业车队的货车及合格的工程企业的机床一样，货车和机床都处在竞争的环境之中，车队与工程企业都面临着被竞争对手通过获得更有效益的货车和机床而削价抢生意的危险。但经济竞争中的行为是受法律制约的。竞争者不得破坏货车必须通过的桥梁，所以标准重量不得超过桥梁负荷极限；也不得与原料提供商相勾结把原材料限制在与标准化机床的具体公差限度不相容的等级上。然而，在武装冲突中就没有什么法律界线了。标准化的结果只能导致与敌人相互作用的武器或设备具有易受攻击的弱点。无论是战斗机、导弹潜艇还是预警雷达、野战无线电都是如此。



　　所以在冲突与战略领域中，经济原理与冲突效益的要求是直接对立的。虽然有明显的费用界限从而使无限制地追求多样化成为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的易受攻击的弱点也阻止了通过单一化无限制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不难看到，可用“等边际风险”标准确定购置设备时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高代价的多样性。但是要确定这个标准，首先必须认识到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经济思想在战略领域未必有效。 [ 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会受到抱怨——在美国国会中经常会听到反对“重复”的抱怨声。“重复”一词不甚精确地指同时购置几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机，反坦克武器等等武器装备。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之间的共性较大，装备的都是苏制武器，而西方国家的部队则不然，他们都各自装备自己国家制造的武器。同样地，对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也总是被叹为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二次重复——实际上有时是三次重复——可能是一种确有助益的优点，当然，由于这种概念对民用商业实践经验来说是陌生的，重复所造成的不经济就显得非常突出。 ] 由于各军兵种都迫切要求通过选择他们自己独特的武器以证实它们的独立性，所以军事机构即使缺乏战略眼光，也可能在购置装备时避免出现危险的极端单一性。不过，还没有办法防止在确定复杂武器的大小，特别是确定军舰的大小时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小型军舰相比，大型军舰在购置及操作方面可取得同样的经济效益。这造成了世界船运能力集中于大型油船、散装货船和集装箱货船。船的体积增大了，但船员不一定按船体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舱底污水泵到主发动机等部件中还可获得其他各种经济效益。还有，大型舰船在惊涛骇浪中比较平稳，有一种重要的流体动力速度优势。



　　然而，这种优势同大型空军基地或坦克修理工厂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样，经济是以物力集中的代价获得的；从而为敌方提供了集中打击的目标；如果世界要重演两次世界大战中攻击商船队的潜艇战，那么超级油船的出现给进攻者提供的优势可能甚至大于从柴油机动力潜艇转变为现在的核动力潜艇的优势。商船队要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求生存，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益是必要的(虽然有些国家耗资巨大为贸易安全而把海军力量保存下来，但他们完全可以挪出部分资金资助效益差的小型船队)。然而，现在的战舰和辅助性船只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的前身要大数倍；面对着这些大型船只，面对着距敌人领土很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和修理工厂， [ 注：具有大型甲板的航母可运载小航母不能运载的飞机，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一定要建造8000吨级的驱逐舰(驱逐舰被认为是一次使用性的舰只)，或一定要建造50000吨级的补给舰(只可以造几艘，如果没有补给舰提供喷气发动机燃料和武器，航母很快就无用了)，或一定要建造能携载24枚大型弹道导弹的导弹潜艇。 ] 我们经济利益代替了战略的反常逻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是这样。



　　曲线的下降：从成功到失败



　　上面只顺便提到了武器发展“相互”作用与“虚拟消耗”，对动态相互作用中作出反应一方的命运并未予以讨论。当然导致成功转为失败及失败转为成功这种对立因素的交汇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双方，无论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大规模的行动中，抑或在武器与对抗措施之间的技术对抗中这种对立的同时出现都是如此。对某种新威胁能成功地实施反应的一方，其本身就在向顶点发展，或许离顶点远些，或许离顶点近些，但不论怎样，顶点标志着自己下降的开始。



　　一方面，由于克服了最初的缺乏准备，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充分地利用了创造力和资源，对新威胁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有效；另一方面，一些资源和创造力从过去进行着的自导式的主动行动中解放出来，以支持由新威胁引起的防御反应。最后如果超过了成功的顶点，按照由此而放弃的主动行动的价值衡量，用以消除新威胁的支出将大于所取得结果的价值。当然，同时敌方也将针对对抗措施越来越有效的情况开始作出反应以保证最初威胁的效果。如果威胁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效，那成功的希望就不很大，同样支出也不大；如果不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效，那对双方来说都有了更多的机会。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将引起另一个动态战略反常过程的循环。



　　一些无知的人虔诚地相信某种武器有着不可逾越的优点，当敌方多种的反应将否定他们过去所认定的有把握的成功时，他们会对此感到吃惊；但是那些正成功地对这种终极武器产生反应的人很容易忽视超越了成功顶点的危险性，牺牲太多的进攻力量去保护那些本应放弃的东西。虽然在对反坦克导弹的反应中尚来出现这种情况，但成功的代价已经很高；在此之前，为对付无制导形式出现的空心装药反坦克武器的威胁已经付出了代价。那种武器现在已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手提式火箭和无后座力武器，性能都明显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坦克武器。最初对坦克构成威胁的只有对方的坦克和造价颇高但不常见的反坦克炮。到1943年时，坦克手们已知道，凡经过可能有敌方装备了空心装药武器的士兵正等着他们到来的地方都是有危险的，因而害怕经过这些地方。到战争结束时，随着这些武器的广泛应用，驾驶坦克穿过树林或狭窄街道已成为一种危险的事情。



　　在新武器首次出现不久，人们就发现可在坦克周围配置步兵伴随掩护坦克、这样就可消除新武器对坦克构成的威胁。因为步兵的许多双眼睛都可侦察周围的情况，他们的轻武器可起到有效地反击与压制作用。不过这种小心谨慎防范措施虽然有效，但代价太高了。由于需要步兵掩护，甚至是为了实施战术行动，坦克再也不能甩掉步兵而长驱直入。这样一来坦克就大半丧失了强大的突击力，而这正是进攻中的坦克部队真正力量之所在。



　　反坦克导弹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这种作用。曾用于打击敌方集中目标的炮兵火力现在不得转移至前沿地域以压制反坦克导弹射手。如果机械化步兵伴随掩护坦克，步兵则需要装备比轻便部队运输车更好、造价更高的战车。因为当步兵的任务主要是跟在坦克后面扫清残敌时，轻便部队运输车就足够了。最后，坦克本身也必须抽出一部分进攻力量用于自我掩护。这就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使用新材料，二是运用新战术。装甲部队存在的价值在于它的进攻力量，任何使其免受空心装药武器威胁的保护措施都降低了装甲部队的净正值，即使尚未到达顶点(所失大于所得之点)。然而今天拥有大型军舰的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可能正是这种状况。它们的航母群把很大力量用于防潜与防空，以至使原有的进攻力量仅剩下一小部分。



　　保护舰队：过分强调万无一失。



　　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飞机用法制导弹击沉了英国大型军舰，这件事在另一个国家——美国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像一百年前有关鱼雷快艇的争论一样。效用狭窄的低价武器又一次成了较之贵一千倍的军舰的致命武器。人们又一次听到要求急剧改变政策停止浪费公众资金去建造复杂的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的呼声，因为据认为这些军舰新的弱点已使它们成了过时的东西。然而此次却没有必要等待发展对抗措施了。1982年阿根廷导弹的奏效也与以往一样，是英国皇家海军毫无准备的结果。英国皇家海军所犯的错误与过去俄国沙皇海军在对付日本鱼雷快艇时犯的错误一样，没能迅速采取广泛的对抗措施，实际上，到1982年时，反舰导弹早已超过了成功的顶点。这是由于它们较早的出现(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 [ 注：1943年8月25日，德国Hs-293滑翔弹没有击中“拜德福特”号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但两天后这种滑翔弹却在比斯开湾击毁了“阿撒巴斯肯人”号反潜驱逐舰和“白鹭”号扫雷舰。1943年9月8日，意大利“罗马”号战舰在加入同盟国的途中被德国FX(即SD-100X）火箭助推的制导导弹击沉，参看欣斯利与人合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84年)，第三卷，第220页和第339页-340页以及《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16卷，第1754页。苏制舰上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冥河”)的首次出现是20世纪50年代，到1959年这种反舰艇导弹才全面投入使用。苏制空中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大袋鼠”)到1960年才首批投入现役；参看《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2卷，第2419页；第14卷，第1558页。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些警告，1967年10月21日，埃及“冥河”导弹在塞得港外击沉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从而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反舰艇导弹以及对导弹对抗措施之兴趣。参看爱德华·勒特韦克和丹·霍罗威茨合著的《以色列军队》(1975年)，第316页。 ] )及在苏军中普遍使用而引起强烈反应所造成的。



　　因而，美国海军将领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争论。他们解释说，每一艘航母只有在一批完全用于起保护作用的驱逐舰与巡洋舰的护航下才会出动。干扰雷达的锡箔片、用特殊火箭发射的红外照明弹及实施干扰可使飞向航母的导弹偏离目标。护卫舰上的导弹和舰炮可击毁未偏离目标的导弹，同时也能击落胆敢飞得离航母很近而发射导弹的飞机。他们指出，这仅仅是中层防御。每艘航母上的24架远程战斗截击机、4架雷达预警机、4架干扰机加上远征时需给它们加油的4架空中加油机都可帮助它们完成确保所担负的外层防御任务。最后，还有内层防御。它包括雷达对抗措施、导弹、舰炮及专门用于此目的的特制自动舰炮。这种回答对1982年导弹的热衷者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致他们的主张就很少引人注意了。计算一下用于(成功地)对付反舰导弹的所有力量，可以清楚地看到，航母需用造价很高的护卫舰和大约90架舰载飞机中的36架飞机来进行自我防护以防导弹攻击(而且这36架飞机造价又远远超出其他飞机）。 [ 注：关于美海军航空联队的典型结构，参看《美国防部长在国会作的1987财政年度预算报告》(1986年2月5日)，第197页。 ]



　　幸运的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潜艇没有击沉英国军舰。如果阿潜艇也成功了，就又会引起关于美军舰具有易受潜艇攻击弱点的争论，美国海军将领也一定又会大谈保护航母群的反潜措施之必要。这些措施包括一般水下护航潜艇、每艘航母运载的90架舰载飞机中的大约16架飞机以及驱逐舰和巡洋舰上未用于空防的武器和雷达。一旦加上这些具体的防护措施，那么计算的结果就会表明，拥有几艘驱逐舰、一艘巡洋舰、一艘护航潜艇、许多供给舰及大约10000名水兵的整个航母群中，用于代表国家利益而实施攻击行动的力量只剩于34架飞机、十几门中等口径的舰炮、各种导弹及辅助舰只上的登陆部队。水面舰艇正日益受到科学进步的威胁，它们孑然于海天之间，既不能象陆军一样借助地形隐藏，也不能象飞机一样快速飞行。而现代科学进步已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远距离观测和攻击。为了对付整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不利倾向，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发明和军舰本身的能力都用于自我防护。堪称最佳舰队的真正弱点也许增加得并不多，但其处境却越来越像一个试图在家靠洗衣服挣钱养家的穷苦寡妇。



　　从回顾历史的角度看，此例中的动态反常逻辑发展的第一步是美国建立了水面舰艇及航母优势，最初是为了对付日本海军，1945年后就转而对付仅在陆地上很强的苏联。随后苏联开始做出反应。苏联特别害怕来自航母舰载飞机的猛烈攻击，为了对付这种攻击，苏联以日益成功的趋势来发展其陆上、近海、空中与潜艇的力量。如果这种发展过程能继续下去而不受阻，呈上升趋势的曲线就会到达防御优势的顶点。然而，美海军也做出相应的反应。美海军建造了一些威力越来越大的护卫舰，实施了技术对抗措施，把越来越多的飞机转用于防御，并越来越多地避开危险海域(又是一种丧失进攻能力的形式)。由于这种反应很强烈，苏联对航母的反威胁曲线开始向失败方向滑降，所以时至福克兰群岛战争开始向世界宣布爆发了海战的时候，美国航母的防御天衣无缝，固若金汤，不过这一切是靠花国家巨额资金与大大降低进攻力量来作为代价的。



　　确定在保护水面舰队中防御成功的顶点需要更精确的计算，本文绝对做不到。超过这个顶点，保持海上力量的较好手段可能是水下与空中部队。 [ 注：陆基远程飞机能横跨海洋从空中控制海上交通线。人们现已提议建造这种空中“巡洋舰”。作为运输登陆部队的大型非核动力运输潜艇非常经济甚至已被认真地考虑作为商业货物运输工具。 ] 当然不可明确而轻易地下此结论，因为一直致力于水面活动的任何一个海军机构都不会轻易地服从只是朦胧领悟到的战略逻辑而摈弃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顶点，如果从一个国家而不是从一个机构这种较窄的角度看，超过这个顶点就意味着失败。甚至在明显的成功中也是如此。



　　成功的防御，失败的结局



　　在国土防御战的变迁中成功防御过了头的现象屡见不鲜。把前哨阵地、筑垒地区或有守备部队扼守的城市被故意留在主要防线之前，或者在撤退过程中成为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孤岛对防御也大有好处，因为它们可以起到预警、封锁道路迟滞钳制敌人的作用。当进攻者以较大代价争夺这些地方时，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在整个战区力量对比中被削弱了；如果从一开始就能正确地预计到其抵抗之顽强。这些地方本应是绕过去的。



　　然而，通常的情况是防御者要自食由于过于成功的抵抗而造成的苦果。如果被切断的部队在短期内被打败，他们或许仍能获得防御之利。但是如果他们抵抗得非常英勇，拖得时间很长，吸引了公众的注意，那么这个曾经也许鲜为人知或很普通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军事重地，而军界或政界的领导人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声押在这个宝上。如果被围困的一方得不到援助，只要他们坚持抵抗，就会使防御一方继续得到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好处。如果有办法增派援兵(通过受到攻击的危险道路，以更具危险性的渗透方式或者通过空运方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种继续坚守阵地进行的成功防御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这个世纪中最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就是个这样的例子。1916年2月，德军突然袭击的失败使法军赢得了一次当时非常需要的防御胜利，同时也把法军牢牢地钉死在这次胜利上。法军为保卫凡尔登要塞，激战10个月(可谓历史上最长的战斗)，伤亡惨重。法军为了继续抵抗，每天都要在敌方连续的炮火轰击下向前线运送大批援军。许多人在途中就丧了命。据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这激战的10个月中，法军共死亡和失踪162，308人，伤214，932人。法军成功地坚持抵抗却让德国人占了便宜，因为德军炮兵可以有效地轰击法军通往前线的道路，而法军炮兵却不能有效地回击。德军公布的死亡失踪数字(也是缩小了的)是约100，000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所有前线作战部队及各军兵种的死亡总人数为344，959人。)以后更准确的估计死亡总数为420，000人，法军占了三分之二。 [ 注：参看阿利斯泰尔·霍恩著的《光荣的代价》（1962年)，第327-328页。 ] 凡尔登战役中，在惨重伤亡的初期阶段，情况就已很清楚，放弃阵地比坚守阵地更有利，因为凡尔登要塞成了楔入德国占领区的易遭攻击的突出部。但那时任何这类考虑都为时已晚，要塞已成为超越任何战略部署的一种标志，牺牲的法国人越多(这样进一步证明了保卫凡尔登在军事上是无用的)，就越不能撤退，从而承认那些牺牲是无谓的。在这类例子中，坚持成功的防御是以未来的失败为代价的。的确，凡尔登战役后，法军变得极为虚弱，以至于发起攻击的企图导致了1917年的兵变。20年后，从相对希特勒军队数量之少的法军中仍能看到凡尔登战役的后遗症。



　　在斯大林格勒又一次重演了这种悲剧。德国徒劳地损失掉德国空军力量，企图使被围困的第6集团军坚持下去。第6集团军坚持了8周，到1943年2月2日全部被歼。如不对第6集团军进行空中支援，使其早一些失败，德国空军力量就可保存下来去执行其他更有用的任务，许多被围的德国部队也可在最初阶段寻找苏联围困部队的薄弱部位突破包围圈以保存实力，以利再战。虽然象这样的围困与突围在整个战役中几乎是常事，但希特勒决不放弃将斯大林格勒周围几平方公里变成废墟这个近乎取胜的希望，并一直持续到参加战斗的德国将军们向苏联投降。



　　甚至在战后我们仍可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战例，这就是印支战争中法军的奠边府保卫战。1953年11月法国向位于越南西北部的一个双方争夺的山谷空投了部队。法军极成功地顶住了越盟最初的攻击，奠边府这个带有异国情味的三个音节的名字迅即引起了回响。在一场混乱不堪的极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取得这样的战绩可谓建立了特殊功勋。当越盟集结了更多的力量发动进攻时，法国不断派出飞机空投最优秀的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飞机不得不直接闯入越盟防空炮火之中。在空投部队的支援下，法国守军坚持了112天直到1954年5月7日。法军最初的打算只是进行一次有实际价值的作战行动，目的仅限于阻止越盟向老挝的渗透。结果奠边府保卫战使法军伤筋动骨；战端一开就难以再收场，因为奠边府在法国国内舆论及其政治家们的心目中已成为法国军事能力的象征。当被围困的守军最终被击败后，法国舆论哗然，公众与政治家一致弃绝法国在越南的整个事业。如果1953年11月20日-21日首批着陆的法国空降部队在战斗最初的几天里没有很好地顶住越盟的攻击，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 注：参看皮埃尔·塞尔让著的《心地坦荡》(1972年)，149页-150页。 ]



　　以战略动态反常逻辑的观点看，防御与进攻一样，都可能使成功过头。而成功过头就会导致更大的失败，无论是守卫前哨免遭失陷的步兵，还是保护其安全受到科学进步威胁的舰队，以及保留任何其他军事武器以免让人们的情感与机构利益使之从奴仆变为主人的都是如此。














	

 






	















	







	







	









 





	


	







	








	




	


第一部分 导言




	







	

 



	


	



第04章 对立因素的交汇




　　我们已经知道了能动的反常逻辑在各种交战的技术和战术层次上的运行机制和事与愿违的向对立面的转化。我们还必须要在战略的中间层次上研究这些现象。现在让我们暂时登上大战略的层次，看一看在这一层次上，每个具体问题是怎样与整个冲突范畴发生相互作用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



　　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领导人处理问题与本国技术人员和作战人员处理问题可能大相径庭。毫无疑问，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中享有的权势，国家领导人还必须寻求可能与对外竞争相冲突的对内的政治目标。因此，政治领导人在获得应有的战略洞察力方面常常受到妨碍。譬如，他们常常不能主动采取灵活行动智胜外来敌人，因为打破常规则不免失去某些权力。 [ 注：当然，也有例外，如国家领导人在本世纪典型的野蛮现象中所起的个人作用，即未经宣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战争的作法。 ] 然而，在任何时候能够、自觉了解这一战略现象的人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声名狼藉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之中。许多普通军士只需凭经验便可以直觉地领悟战术层次上的这种战略反常逻辑，并学会了在战斗中对其加以利用。历史上许多著名军事领导人正是由于对这种现象的深刻了解才使他们名垂青史，并取得了在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看来只能靠运气才能取得的成就。



　　但不是某时某地要攻下一个机枪火力点，也不是在进行某个战役的时候，而是当必须面对整个冲突范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时，唯有最伟大的领导人才会对隐匿在复杂的各个低层次中，因冲突产生的强烈的情感、热烈的希望和极度的恐惧而变得面目难辨的战略反常逻辑有所领悟。能够真正做到这点足以令人惊异。然而，这种罕见之举是有据可查的。



　　前面讨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与德国防空部队的较量时，我们看到了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各方所处的冲突环境对各自技术与战术方面的影响。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取得的最初胜利促使英国对德国进行轰炸，最初只是轰炸精心选择的远离城市的德国军事和工业目标，这样，德国尚未达到成功顶点的胜利推进，最初带来的反常结果之一是它自已开始遭到空袭，虽然开始时是微弱的。德国国防军非常出人意料地在短期内彻底击败了法国，并且于1940年6月将英军赶出欧洲大陆，使得英国政府丧失了除空中作战外的所有作战手段。由于德国防空部队重创企图在白天对特定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轰炸的飞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只得实施夜间袭炸，而飞机夜间轰炸的目标只能是较大的城市目标。结果，德国陆军的胜利及其实施白天拦阻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兵的良好素质带来的反常报应是德国城市开始遭受毁灭。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中的连续胜利始自其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1940年8月间，皇家海军因畏惧德国的攻击而躲藏在遥远的斯卡帕湾；英国陆军只期望能够保卫其沿海滩涂；皇家空军则饱尝了德国空军对其机场的猛烈轰炸，它甚至为德国在1940年8月24日轰炸伦敦从而得以喘息而感到欣慰。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52页。 ] 第二天夜间，轰炸机司令部对柏林实施了第一次轰炸。尽管直到1941年7月以后夜间轰炸这一权宜之计——即轰炸城市——才成为确定的策略。随着英国稳步地动员起更多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机场跑道上有了更多的随时准备执行连续轰炸任务的轰炸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鉴于德国未能作出有效的反应，可承受的损失率没有上升，而不断上升的成功曲线没有出现到达顶点的迹象，皇家空军元帅、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提出完全依靠轰炸直接赢得战争的方案：对经过选择的，总人口达1500万，并且构成德国战争工业的最大组成部分的43座城镇连续实施6次猛烈的轰炸，使其“毫无恢复元气的希望。”



　　1941年9月25日，波特尔将这一计划提交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并建议说，轰炸机司令部使用4000架第一线的轰炸机便可在6个月内“制服”德国。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82页。 ] 这一计划的特点是其制订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如同工程师设计跨越一条平静河流的桥梁一样，但却根本没有计算敌人可能作出的反应。所以，对这43个城镇进行轰炸造成的损失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根据在收集德国轰炸英国工业城市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活力指数”精心计算出来的。轰炸过后，由于天燃气、用水和电力供应中断，工厂的生产将遭受损失；工人们会因为恐惧、疲劳、食品短缺、瘫痪的公共交通以及遭到全面破坏的城市生活不去上班。特定的人均承受投弹量可使活力指数下降到某一特定的百分数：以考文垂市为例，1940年11月14日德国大规模轰炸后的第一天，计算得出的指数下降到63%。这次轰炸投弹量为吨/800人。之后，指数会逐渐回升，但是，如果继续轰炸的话，上升指数的基数则越来越低，直至第四次、第五次轰炸之后，基数降至零，被炸城市战争物资的生产将完全停止。



　　另一处值得称赞的是这一计划的全部设想都是保守的：要对43个城镇中的每个城镇实施6次轰炸，每次投弹量为平均每800人一吨炸弹；1500万居民需要1，875万吨炸弹。同时，计划对导航失误、技术故障和遭到空中拦截等情况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它将最初计划的投弹量提高到7.5万吨，这样，只要有25%的飞机能够飞抵目标就可以了。每个由16架飞机组成的中队每月只需出动100架次(大大低于实际出动率)；单机载弹量仅为3吨。因此，在6个月之久的战役中需要250个中队，共计4000架轰炸机。



　　这一计划典型地以线性逻辑考虑问题，它无疑地假设德国人既不会把当时只给予一般重视的空防迅速摆到重要位置，也不会疏散其战争工业，即使这些工业在逐步地遭到毁灭。波特尔及其下属并不是傻子。毫无疑问，假若被单独召见研究此事，他们一定会摒弃任何进行一场忽视敌人整体创造力及其自卫意志的战争的想法。但考虑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紧迫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计划：在1941年9月这一计划递交给丘吉尔时，德国人横扫俄国如卷席，他们一周接一周地突破一道防线又一道防线，消灭了整集团军的部队，俘虏了几十万人。当时的严酷现实是苏联行将崩溃；只有想到拿破仑的命运才会感到苏联未必灭亡；在欧洲任何地方见不到对德国占领者进行有意义的武装抵抗的迹象。在美国，确实在进行着一定规模的重新武装，但是征兵遭到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坚决反对进行干涉——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日本政府做出了另外的决定。



　　对于英国来说，希望用英军在欧洲大陆登陆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英国军队的规模只不过能免遭迅速失败而已；而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清楚地表明，唯有难得的物质上的优势才能压倒德国军队的高昂士气、优越的技术和有天赋的指挥官。如果希特勒战胜了俄国，如同他战胜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那样，他就会利用战果以及削减陆军省下的资源大力加强空军，从而调头消灭被围困中的英国，而这时只有皇家空军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德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完全是准备对法国进行近距离作战的，而对与之完全不相同的对英作战毫无准备；因而在过去一年中，英国取得了优势甚微的防御战的胜利。



　　不能期望再有这种运气了：一旦德国空军真正按照对英作战任务进行组建，毫不夸大地讲，皇家空军将在拯救英国的城市使其免遭毁灭的徒劳挣扎中逐渐被消灭，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入侵，随后建立起盖世太保的新秩序、党卫军和集中营。即使苏联由于某种原因而得以生存——当时看来这似乎并不可能——随之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英国本土免遭入侵，也仍然只有皇家空军可以作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使战争有一个可接受的结局。因此，查尔斯·波特尔勋爵及其皇家空军的同僚们发现自己正处在意想不到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一个也许可说是令人鼓舞的位置，但责任重大到令人敬畏——即使不是令人战栗——的程度。直到前不久，皇家空军仍是一个力量较弱的军种。当置身于骄傲、希望和极度焦虑的感情旋涡之中，自然要在黑暗中摸索一条出路，制订一个系统的、看来能够最终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方案，并通过极为精确的算术计算，使此刻处在极度不安之中的人们得到慰藉。



　　丘吉尔所处的正是这种情形。他的感情强烈奔放，必定处于同样的感情旋涡之中，而且因为个人责任更重大，受到的感情冲击更为强烈。正是他拒绝了德国1940年提出的和平倡议，从而致使93，000名英国平民、妇女和儿童死于德国的闪击战。此时，又在德国似乎已必胜俄国之前使英国处于孤立的危险境地。议会反对他继续领导英国，选出一位更理智并且能更好地同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将其取而代之，英国谈判加入欧洲新秩序以及把他流亡国外，使他悄然死去——凡此种种可能在今天看来都是邪恶的想法，但是，在1941年9月，这些均不是没有可能的无稽之谈，只要看一下当时的证据材料就可说明这一点。 [ 注：马丁·吉尔伯特，《最佳时刻》(1983年)，第1103和1105页。 ]



　　同样，在丘吉尔看来，轰炸机司令部取得战役的成功是拯救民族、政治、乃至个人前途的唯一可能的办法。然而，在其战略洞察力克服了感情的波澜和考虑到技术的复杂性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对波特尔作了如下答复：一，他坚决地驳斥了仅仅依靠轰炸赢得战争的提法(“我们自战争开始以来得出的全部经验表明，轰炸在物质和士气两方面的作用被极大地夸大了。”)；二，估计到德国人对已开始实施的、规模不大的轰炸将作出的防御性反应，明确预言用于防御的、进行夜间作战的战斗机将发挥突出作用(这一点在当时是无其他人预见得到的)，并指出，随着德国人作出反应，目前进行中的战役正走向失败(“看来地面防空和夜战战斗机很可能压制空袭，”1942年中期后，这点得到了印证)；三，预料到德国对于成功的面积轰炸作出的反应将是疏散其战争工业，而不会消极地承受不断加剧的损失(“万物同在运动之中[这正是能动的反常逻辑的根源]。极有可能的是，1943年纳粹的战争力量将会遍及欧洲，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赖国内军力建设。”)四，指出了计算得出的精确数字是靠不住的未包含敌人的反应这一重要未知变量，(“我反对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对这一计划赋予的信心。”)丘吉尔的答复最后说：“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然而，他若认为势均力敌的双方有赢得这场战争或其它任何战争的具体明确的方案，他就是不明智的。唯一的方案就是坚持到底。”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82和184-185页。 ]



　　轰炸机部队是英国仅有的进攻力量，紧缺的优质兵员和工业生产方面都优先保证它的需要。然而，轰炸机的实际数量从未达到过4000架(1945年4月的最高峰也只有1609架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39，第428页。 ] )，这是因为波特尔含蓄提出的削减陆、海军加强轰炸机部队的建议遭到坚决的拒绝。有趣的是，在美国参战及其第八航空队到达后，确实于1943年实施了一项只看到己方有利方面的系统轰炸计划。更有甚者，此计划不仅低估了敌防御作出的反应从而违背了战略逻辑，而且只专注于追求轰炸高效率。忽视了敌方工业作出的反应。



　　第八航空队的指挥官坚信，将每架飞机装备11门机关炮，并让飞机以相互支援的编队飞行便无须护航就可免遭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因而，他们试图白天对特定的工业目标进行轰炸，而不是象英国轰炸机在夜间对城市胡乱投放炸弹。对如同瓶颈的德国重点工业环节的集中轰炸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英国经济战争部长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一方案，并且将据称其产量占德国滚珠轴承产量三分之二的施韦因富特的轴承厂确定为理想的目标。鉴于所有坦克、卡车、飞机引擎、舰船、潜艇，实际上任何有活动部分的机械都离不开轴承，经济战争部声称，摧毁位于施韦因富的轴承厂将极大地全面削弱德国的战争潜力。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347页。 ]



　　英国轰炸机部队司令、空军中将阿瑟·哈利斯尖刻地嘲讽道，这一方案寻求的是“万能”目标，他认为目标专家们“完全被轴承迷住了心窍”。 [ 注：阿瑟·哈利斯在重要时期担任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而且也许是盟国战争领导人中受到评价最低的人。他在回忆录《轰炸机攻势》(1947年)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见原书第220-234页。 ] (有人打趣地讲，也许应当摧毁鞋带厂，这样，可以使德国人因无法穿鞋而投降。)然而，对于坚决主张白天对工业区实施精确轰炸、而又无法尽快地增加兵力对所有工业区实施轰炸以取得明显效果的第八航空队来说，这种重点单一的“瓶颈”方式很有吸引力，而施韦因富特则是理想的目标。



　　于是，第八航空队于1943年8月17日首次轰炸了这个城市的轴承厂，10月14日再次进行轰炸。以自卫编队飞行、无护航地实施白天轰炸的理论彻底失败了。尽管每架飞机装备了11门机关炮，轰炸机在德国战斗机面前仍无能为力，遭受的损失大大超过可承受的程度：376架美国轰炸机竟然有60架在第一次轰炸袭击中被击落；进行第二次轰炸袭击的291架飞机中有77架被击落。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兵》(1949年)第二卷，第682-684页，第702-704页。 ] 轰炸造成的破坏并非是无关痛痒的——但是，对德国战争能力的影响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库存的轴承以及从瑞典和瑞士进口的部分轴承满足了急需，不久，工厂便又恢复了全面生产。滑动轴承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滚珠轴承，从而克服了潜在的瓶颈效果。 [ 注：当时德国战争物资生产的组织者艾伯特·斯皮尔说，如果攻击坚持下去的话就会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是，他错了，因为如果攻击坚持下去，就会进行分散式的生产。见斯皮尔《第三帝国内幕》(1970年)，第284-287页。 ] 对施韦因富特的专门轰炸促使对方作出广泛调整组织结构的反应，使轰炸意图落空，正象过去大型舰船经过改进挫败了鱼雷艇，现代装甲部队学会了对付反坦克导弹一样。



　　德国人对精确轰炸作出的反应是疏散和使用替代物资，对全面轰炸作出的全面反应则是将整个经济全面纳入战争轨道。这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估计到的，因为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已经完全进入战争体制了，而且在1939年之前就开始这样做了。鉴于英国从1940年起实行了全民强制劳动，对非必需的行业和服务行业加以取消和限制，因而绝想不到大多数德国妇女仍留在家中，家庭佣人有100多万，而象图书装订一类的行业仍然很兴旺。作为蓄意发动战争的领导人的希特勒，并没有强要人民做出牺牲，德国经济的状况则反映了这一根本的政治现实。迫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带来的不祥后果和征兆，自1943年起，德国经济才真正实行战争动员。由于充分地利用能源，军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生产急剧增加；轰炸德国本土的投弹量与德国战争物资生产量之间出现了完全预见不到、意料之外的反常关系。



　　其中，轰炸本身反而促进了德国军工生产。袭炸确实摧毁了厂房，炸死了工人，同时，它还破坏了安逸宁静的城市生活；由于餐馆绝迹，唯一起替代作用的食堂在各方面其效率都更高；由于房屋遭破坏，居民们被疏散到农村，家庭佣人被迫进工厂劳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轰炸袭击实际上帮助德国克服大规模轰炸造成的有限的破坏后果。



　　这一情况众所周知，而且多次被引述。 [ 注：若欲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回顾，见戴维·麦基萨克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一书(1976年)。 ] 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即看起来肯定无疑地向胜利方面发展、有计划地渐次积累战果的行动不仅遭受挫败，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战略范畴的性质所决定而自我导致失败。当然，丘吉尔对战略反常逻辑、对战略反常逻辑所造成的每一种逻辑行为的变异及对立面的转化有着非凡的直觉理解能力。(他所撰写的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题为《凯旋与悲剧》；本可以题为“胜利与失败”。)但是，没有必要让丘吉尔一类人来建立大战略。正如在物理学家研究宇宙万物之前，物理学定律就早已支配宇宙间万物一样，国际舞台上执掌权柄的人物总受着客观存在的战略逻辑的支配。不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英明还是愚蠢，是出自邪恶的野心还是由衷的善良，是受到赞扬还是遭到谴责，只要存在冲突的困境，这些决策的后果都要受到这一逻辑的支配，使人们对连续性的期望和不间断过程的希望破灭。



　　从战争到和平及从和平到战争



　　因而，战争是和平的起源，方式可以为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或者消耗殆尽，或是象历史上更常见的情形，即目的的冲突最初引起战争，而战争改变了最初的目的，从而使冲突得以调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在人力，财力方面付出的代价太高，战争造成的苦难太深重，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欲得到或欲保卫的东西的价值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于是，野心收敛或者放弃原来要保卫的东西。



　　希望以可接受的损失换取有价值之物而发动战争之后，进攻者在遇到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时也许会坚持下去，直到即使完全得到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无法弥补在人力、物力、安定的生活以及声誉方面的损失时为止。一旦被迫开战，防守一方亦会有自己进行抵抗的最初目的——在不知道要做出多大牺牲之前被认为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目的。当进攻或防御的最初希望破灭时(这也是常常发生的情形)，成功的希望似乎近在咫尺，也许，在遭受重大伤亡和耗费大量的财富之后，再做出一点努力或牺牲便可取得胜利(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的一方所处的不对等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成为加强抵抗的重要动因)。



　　人们很可能设想到情报机构并非最可靠信息源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协调者”将不但有权给美国情报机构内的个人分派任务，而且也有预算经费去签约聘用现有新闻机构、学术机构等内的信息源。后者的作用更多在于重新整编已经搜集到的信息以供发表，而不是去搜集任何专用或保密类信息。虽然各种不同的信息提供机构能够而且也许将整编自己的输出信息，但“协调者”仍将与许多提供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判断其产品。



　　得大于失的前景也许是战争之初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但是，若战争的损失大大超出意料，损失之大的本身将成为在中间阶段坚持打下去的动机：做出的牺牲越大就越需要最后达到已宣称欲达的目的，以说明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一阶段中，交战双方的对外行为容易受最初发动战争的派别或领袖人物的国内处境所制约，这些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对其过去所负的战争责任的看法——这又取决于当前对未来结局的看法；因而，他们非常需要维持胜利的希望。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战争的看法最终要发生变化，即不再以最初欲达到的目的同已做出的牺牲相比较，而是同若继续进行战争所需要做出的进一步牺牲相比较。最初的主战派或主战领袖人物可能继续掌权，但是，无论如何，此时一方或双方可以开始调整战争目的，当双方的目的最终一致时，使敌对状态最终结束。 [ 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极为特殊的争斗，侵略者的野心非常大，但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被侵略者最后要求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即使在这次大战中，只有在日本提出的保留天皇制的最低要求被接受之后，战争才告结束。朝鲜战争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场传统方式的战争，最后以传统方式结束——双方都降低了自己的战争目标。(人们之所以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称这次战争为“局部战争”，是因为本来不普遍的世界大战被暂时认为是普遍战争。) ] 古今大多数战争正是如此结束，它们有着战争的典型现象——相互交替地摧毁对方的过程，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向后续和平过渡的媒介。



　　如果胜利者的要求不是太高，不致激起失败者的强烈愤怒，如果胜利者的新的力量不会导致对其怀有恐惧感的新的敌对国的迅即抵抗，那么，一场已经打个水落石出、各种可能的手段都已用尽、损失惨重的战争将带来稳定的和平。相比之下，如果战争打到在其目标需要调整的程度之前被外力所制止，那么，带来的和平将是脆弱的。过去，当战争正在能作战的季节进行时，遇到早降的大雪被迫突然停止，到开春时节就又重新开战，就属这种情况；同样地，在互相争夺的超级大国进行干涉，将停火强加给交战的附庸国的今天，情况亦是如此。1948年以来的阿以战争正是这样——每次战争双方都没打到要真正讲和的程度，双方仍存在着目的的相互冲突，都伺机重新开战。战争造成的破坏虽令人哀叹，但是它导致了和平的到来；人道主义情绪希望战争半途结束，但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却是重新开战，而不是和平。相反地，若对战争破坏力任其发展，也许能够导致和平。



　　即使是使用长矛和棍棒的战争对交战各方通常也是毁灭性的，甚至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但是，在发明核武器之前，对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范围可以在破坏实际发生之前作乐观的估计，把破坏程度说得最小最小，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论。因此，战争可以带来的好处可能被强烈地突出出来，被理想化地与战争的潜在损失加以比较——这些损失很容易被视为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战略反常逻辑的正常规律在起作用，核武器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的第一代裂变装置(每个裂变装置的破坏力相当于1000架轰炸机的载弹量)发展到今天的破坏力大得多的热核武器(每件中等热核武器相当于二次大战中10万架轰炸机的载弹量)还从未使用过。象战略范畴中的其它因素一样，炸药的效用也不会保持连续的无限制地线性增加。1945年，美国的载弹量为10吨的轰炸机就要优于1940年德国轰炸伦敦时使用的载弹量为2吨的轰炸机，而载弹量为成百，甚至成千吨的轰炸机则效用更大。但是在这一方面情况也会最终发生逆转，而不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因为战略逻辑不允许出现那种情况；目前，热核武器的破坏力就远远超过了军事效用的最大极限。因此，用这种武器无需造成实际的破坏就可达到通过战争才能达到的和平目的。



　　确实，今天当人们把欲得利益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从而作出蓄意发动战争的决定时，可能遭受的损失仍然难以肯定：甚至拥有足够多核武器的大国仍然可能打“常规”战争，或者只象征性地使用几件极小型的核武器。但是，核攻击造成的破坏后果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估计骑兵袭击、围城战、甚至常规轰炸袭击的后果时，因为乐观情绪或把战果想得很诱人而对战争损失只是有些朦胧的担心，总是把破坏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不诉诸核战争是由核破坏程度可确定、确实可计量的性质所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发生但难定的破坏程度所决定。这种科学的可预测性改变了千年来战争所得与所失的比较方法。在核武器存在的今天，对于战争中所得与所失的平衡认识产生于战争开始之前，而过去却是在战争进程中切身体验到战争损失之后才认识到的。



　　和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成为战争的起源，尽管它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抽象概念，不具有导致自我毁灭这一典型现象，不象战争的破坏力最终毁灭战争，也不象仅仅预料到核破坏之巨大就几乎排除了核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和平环境(无战争状态)有时能够制造战争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和平环境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松懈警惕性，放松战争准备，同时；使渴望从战争获益的人得以不断加强力量。历史上，和平环境常常引起人口成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它们破坏了战争力量的平衡与和平赖以存在的集体自我形象的平衡，于是从和平走向了战争。和平状态本身虽无实质内容，不能引起任何动乱，但它却能够不偏不倚地促进人类各种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演化，而全然不顾对战争起抑制作用的对称和非对称状态。正因为如此，一直爱好和平的德国人到1870年将自己视为好战的民族，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人尚未摆脱尚武的自我形象。



　　如果心理状态的改变使一国现状(也许正是上次战争的不可磨灭的结果)与其自我形象之间出现导致战争的矛盾，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原先似乎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得令人难以容忍；曾被视为崇高荣耀的东西使人感到耻辱；曾被认为是无边际的梦想现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正是在拿破仑之后的大和平时期，制止战争的军力比率被钢铁、煤炭和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气机车所取代，它们反之又在各国之间形成了新的诱发战争的军力比率，爆发了1866年普鲁士与哈普斯堡王国之间的战争，1870年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876年沙俄帝国与奥托曼王朝之间的战争，1894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以及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在战争中，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削弱了进一步进行战争的能力，无论是象上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对工业区实施的计划轰炸，还是象最初时期各交战部落的争斗那样，过多的杀戮使作战年龄人口减少。而在和平时期任何形式的人类进步与人口增长往往增加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偶然出现的发展的平衡才制止了战争的发生。如果和平不能诱发战争，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战争自身不能持久，而且总是自我毁灭。



　　胜利中的失败



　　若胜利不会走向失败，若增长的力量中不含自我毁灭的因素，那么，迅速扩张的希特勒统治绝不会最终崩溃，整个欧洲在他出世之前早就被一个强国统一了。拿破仑的兴衰以及所有势不如他的先辈，甚至追溯很多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长期扩张及其衰亡也都是如此。



　　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军事力量的积累方面，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比小国的优势如此巨大，大国在边界长度与所包含的空间、人口和财富之比方面比小国占那么大的便宜，在欧洲繁多的战争中，大国理应每次都战胜小国，直到只剩下一个国家：它包含一切空间，从一个权力中心进行控制甚至在古罗马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国家就能横跨欧洲和小亚细亚、向南深入北非沙漠，远及美索不达米亚。然而，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力量的“平衡”，即大国实力的增长引起在此之前还是对它持漠然态度的另一大国的恐惧和敌意，或促使小国联合起来抵制它的进一步扩张。那些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或者由于进一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能更多地动员人力物力使作战力量增强的国家，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进行扩张，但却不能超过某种极限。



　　当规模经济的增长与新的敌对国家或者敌对联盟的抵抗力量相当时便达到了这一极限。扩张的国家要么接受这一顶点阶段形成的、令人沮丧的平衡，要么试图组成它自己的打破这一平衡的联合阵线，如果它能够找到对此有兴趣的同伴的话。或者，抵抗一方要在战争中经受考验，于是，同一战略逻辑又将起作用，不论最终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若扩张的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仍处于成功曲线的上升阶段，它的胜利将引起那些刚遭受失败的国家或联盟保护的国家的恐惧与敌意。于是，扩张再次受到抵制。若扩张的国家失败，其失败程度则会因扩张国家新找到的、坚决抵抗胜利对手的友好国家而减轻；胜方如果是联盟，那么，由于抵御扩张需要加强联合而受到压制的内部对抗此刻又会重演，因此，联盟的胜利削弱了联盟自身。(按照反常逻辑的必然规律，彻底的胜利将彻底摧毁联盟。)



　　除了直接参与对抗的各方，在每个阶段，受到影响的还有其他或大或小的国家。某一地区为抵御某一扩张国家组成的联盟本身就威胁其他国家，受威胁的国家就要设法与受联盟遏制的大国结盟，从而破坏争斗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失去了平衡。这些规则很简单，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的较多相邻国家参与时则结盟容易，顺理成章；当结盟者较少，且无密切交往时则联盟松散而突然；自罗马衰落以来的欧洲正是如此随着胜利与失败、扩张与退让间的相互转化而保持着分裂的状况。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更早的年代里，如有关材料所述的马其顿统治以前的希腊城堡国家的兴衰、以及后来由亚力山大王朝分裂出来的希腊语国家之间都有这种情形。我们所知的高卢人部落之间、莱茵河流域的日尔曼部族之间以及古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争斗都指示了这一反常逻辑在起作用。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结成了暂时的、局部的联盟以抵抗苏联的力量，同时，隐约之中亦有抵御美国势力的意味——如果欧洲比现在强大、苏联比现在虚弱，从而使美国的支持不再迫在眉睫，那么这种抵抗将更明显得多(即使仍没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当然，这并非欧洲独有的战略现象。凡是了解德川幕府统治之前和更早期的日本历史的人，那些研究过中国古代战国史、近代军阀混战和各朝代交替时期的人，那些熟知英国人与蒙古人统治印度以前的印度各小国历史或其他部落和统治者所作所为的人，那些注意到当代结盟迅速、转瞬反目的阿拉伯世界及其变化无常的联合阵线的人，实际上凡是研究过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冲突国家和争斗部落行径的人，都可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力量均衡的概念解释这一切，甚至可以使用原用词汇而无须担心不合时代或有所曲解。 [ 注：“力量平衡和影响”这种术语第一次出现似乎是在弗罗伦萨使节和学者圭恰尔迪尼(1483-1540)的著作《意大利史》中；也许这一术语早已被前一代的亲王们、外交家以及欧洲雇佣兵队长使用。 ]



　　鉴于战略范畴具有普遍性，需要对特殊情况加以解释。欧洲自许多世纪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而中国过去有着长久的统一时期，并且在今天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在日本，军阀起落的状况最终被一个政府所结束。曾出现过战国割据的地方今天出现了统一局面，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国也曾如此)，当然，欧洲自身的这种经历是从古罗马帝国开始的，若没有扩张与再扩张，就不会有古罗马帝国。



　　一旦中央政权受到削弱，即使是因为某个统治者个人的失误，战略反常逻辑便随即发生作用。注意到这点缩小了必须加以解释的范围，但并没有减少对此加以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答案就在战略之定义本身之中：在经双方同意进行治理的背景中，例如，在冲突和竞争受法律和习俗制约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中，线性逻辑完全适用，而战略反常逻辑则根本不适用。因此，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可能的，而且无需竭尽全力抵制现状的解体及被其对立面取而代之。



　　因此，按照自然法则根本无权声称自己合法的统治者和政权总是通过尚未受到挑战的世袭王朝的特权，通过一些超物质的手段或通过重新当选，永远不停地寻求自己的合法性。对于统治者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得到一系列既定法规的正式和长期认可，而不是因刚刚摆脱了毁灭性的动乱，或由于统治者个人的声誉，或是因五谷丰登而得到的暂时认可，因为只有前者才可以使他们的统治摆脱艰难坎坷和战略处境的逆转。



　　世界仍存在少数世袭的统治者，更多的是民主政权；但是，合法性差、或毫无合法性的压制人民的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仍然太多，在那里，政治不过是不流血的战争，战略反常逻辑完全适用，并且提醒统治者需要时时警惕，处处注意以防自己的权势丢失。因而，即使在单一国家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有各种大战略。



　　至此，我们主要在战争背景中对战略逻辑加以观察。然而，战略逻辑的范畴不仅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同时还包括在可能发生战争的环境中人类的行为。只要国家采取行动准备战争，或欲避免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迫使对方让步而非实际诉诸武力，那么，同在战争中一样，战略逻辑完全适用，而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手段。因此，外交、宣传、秘密行动和经济控制等手段除纯行政管理的方面外，作为同敌对国交往的要素均受到战略逻辑的支配。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导言




　　我们已经看到了反常逻辑变化程序的顶点、衰落和转化这一连续过程是如何渗透在战略领域中的。它既制约着整个国家间的竞赛和斗争，又同样地制约着武器和对付这些武器的手段之间的最具体的相互影响，因为这种逻辑既在各种战争中又在平时的敌对外交中表现自己，既在宏观上表现自己，也在微观上表现自己。这种逻辑的共同源泉是敌对意志的不断发展的抗争；这种源泉是永恒不变的，但它所限定的因素却因斗争的层次不同而不同。具体某些武器和对付这些武器的武器在技术上的互相作用通常依赖于使用那些武器的部队的战术作战行动，依赖于这些部队本身的强弱点，而这些强弱点来源于与武器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局限性全然不同的各种无形和有形的因素。发生完全独立的战斗行为是可能的(“突击队”袭击的含义也正是如此)，但是各方武装部队特定单位的战术级行动通常仅是有许多部队参加的更大规模行动一战役行动——的附属部分，战役层次的考虑决定着战术层次的各种行动。在战役层次，这种逻辑所限定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具体的地形和部队部署此时不见了，而交战双方的作战计划的整个相互作用关系则成为主要的东西。



　　战役层次上发生的事件在规模上可以很大，但绝不是不受其他事件制约；正像战斗仅仅是战役的组成部分一样，它们同样又爱整个战区各武装部队之间更加广泛的互相作用的制约。单个战投行动在攻防作战全局中的作用只有在更高的战区战略层次才感觉得出来——在战役层次很少能看出那些最高的军事目的，因为防御一方可能发动空中战役，入侵一方则可能忙于防空；发动进攻可能是为了更好地防守某条战线，而进攻战中常常要求在某些地段上采取牵制行动。



　　整个作战的实施和平时的战争准备，又从属于最高的层次的大战略上所表现的国家总体斗争，其中一切军事性质的活动都发生在更加广泛得多的国内治理、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及其附属因素的环境之中。由于最终目的和基本手段都只有在大战略层次上才表现出来，于是在这一层次上确定军事行动的资源限额，在这一层次上确定军事行动的真正意义：即使最成功的征服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成果，这一成果也可能因更强大国家的外交干预而被毁掉，甚或因国内的政治决策而被放弃；另一方面，甚至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有可能困为它引起的政治变革而得到补救，或者因为得到新的盟友而得到补救——弱者得助是势力均衡机制中常见的现象。



　　战略的这五个层次构成了固定的体系，但是不可把结局一厢情愿地看成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变化的结果，因为各个层次是以双向的形式互相作用的，技术效果只有对战术产生影响时才算得上重要，而战术一级的行动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技术效能。正像战术上的许多事件构成战役级行动一样，战役级行动决定着战术事件的意义。同样，所实施的战役行动对战区战略产生影响，而战区战略则规定着战役的目的。整个军事活动则对大战略一级的事态发生影响，虽然整个军事活动的范围是由最高的大战略层次决定的。



　　由此可见，战略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在纵向上，各个不同的层次互相作用，在横向上，动态逻辑同时在每个层次中展开。前面的分析研究是从横向开始的，在需要提到这个层次或那个层次时只简单地提了一下，未作系统的阐述，以免在初次谈到军事行动中的反常逻辑及其有时出现的惊人结果时涉及问题太多。



　　对战略的这五个层次搞出一套简洁的定义，每个层次的定义都用慎重严谨的言词表达并用适当的表格形式列出，现在看来似乎是适宜的。但是，我们的主题像人类生活那样是很复杂的，往往掺杂有强烈的情感，受制度、习惯和动机的制约；被每次冲突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的不确定的具体因素笼罩着，所以用抽像的词句来搞一套有关战略诸层次的定义，只能抓往战略的肤浅空洞的形式，而抓不住其变化多端的实质内容。战术和战略的其他层次的定义现在已有许多种，但是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定义稍加研究，便可立即发现一系列的例外。如果要想用繁琐的细分类法进一步下定义，来把这些例外包括在内，势必需要使用一整套词汇来提醒我们注意自己所使用的术语的含义，但却无论如何都无益于增进自己对战略的实质内容的理解。



　　因此，就让我们的研究直接抓住战略冲突的本质，把战略分解成几个层次。在我们最后返回来对战略的动态总体进行研究之前逐一对每个层次认真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将揭示冲突现象的自：然层次的分界线。这样，当我们确实要下定义时，我们就不会摘出一套自造的堆砌词汇的东西来，而只是表述我们观察到的现实。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又举一个大型的例子——西欧的防御，在以后的章节中，逐个层次地对它进行探讨。一开始，我们可以考虑现今时常听到的一种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联盟”)的军队能够依靠“高技术”非核防御力量成功地抗击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所以联盟不再需要现在已部署的昂贵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尤其是不再需要核武器，除非是为了劝阻苏联不使用自己的核力量。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05章 技术层次




　　目前流行的有关欧洲非核防御的各种建议，实际上强调的只是防御沿西德东部边境的大约400英里长的“中央战线”，这些建议都是以两种观念的某种混合体为依据提出的。一种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用装备足够反坦克导弹的大量步兵对抗入侵的坦克与机械化步兵师的观念。 [ 注：除精锐的特种部队和高级机关的警卫部队外，目前苏联陆军全部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参见附录Ⅱ。 ] 在某些建议中，这些步兵属于正规部队，完全取代目前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因为这些装甲师和机械化师费用大，同时由于既可用于防御，而无疑地又可用于进攻，而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挑衅性”。在另一些建议中，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可由预备役部队组成，也可由民兵部队组成，隶属于现有的正规部队，用来组织新的第一线防御。



　　另一种观念却不那么简单，主张充分利用一系列技术上的最新成就组成完整的“纵深攻击”系统，这个系统将包括有卫星或空中探测、通信系统、控制中心以及配有能分别瞄准目标的“分导式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够发现数百英里以外的机械化车辆和其他移动目标并确定其位置，向电子计算机化的控制中心输入信息，此中心能立即作出攻击的决定，最后对所有的目标一齐攻击。所以，这类系统能够攻击运动中的坦克与机械化纵队，阻滞、打乱和消灭它们，并且是在它们远没有抵达前线，没有加强进攻的势头和火力时进行。



　　在我们考虑这两种观念时，不妨可以设想自己心目中的敌人会怎样做出反应，进而设想越来越有效地使敌人失去作用或在策略上胜过敌人，从而迫使敌人从其成功的顶点上跌落下来。当然，也要设想这样做的时候要付出的越来越大的代价。但是，我的目的是揭示战略的一般作用机制，而不是考察这些具体建议的最终效益。因此，我们必须依次考察各个层次的静态状况，而不是考察单个层次内部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分析复杂的问题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我们可以先退回来讨论我们所熟悉的反坦克导弹问题，当然要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纵深攻击建议，最后讨论复杂的核均势问题。



　　武器战



　　让我们首先开始考察武器的对抗。我们设想每种武器都是由能干的人操作使用的，除此之外，在这一阶段我们不再需要了解其他情况。在对抗的一方，我们看到的是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它们构成了运动中的苏联军队的刀刃，企图突破盟军的防线。在对抗的另一方，我们看到的是携带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这些步兵可能配置在开阔地区，也可能配置在防护力较强的混凝土发射阵地内。但是在战略的这一层次我们不研究这一点，正像我们不研究苏军坦克的运动方法(不管是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运动，还是隐蔽而巧妙地前进)一样。在这一层次，我们所需要看到的仅仅是一枚反坦克导弹和苏军一辆坦克或步兵战斗车相对抗——而且是在一个一般的射击场上。



　　我们知道，同坦克甚至同步兵战斗车相比较，反坦克导弹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武器，其成本可能相当于坦克的1%，或充其量相当于步兵战斗车的10%。而且，组织一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但驾驶坦克却需要一个由3-4人组成的乘员组；步兵战斗车的乘员组也大体需要这么多的人，还不包括由它载入战场的步兵。不管我们对所需人力和寿命进行何种计算，这两种武器所存在的那种差别都进一步揭示了反坦克导弹的经济效益。



　　其次，我们看到，反坦克导弹的制导系统可以有把握地把导弹导向攻击目标；如进行一些试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命中机会可达90%。其空心装药弹头将能轻易地击穿步兵战斗车的薄装甲，爆炸后产生的高速金属射流将能毁伤车内的一切设备和人。坦克可以采用先进的陶质材料的复合装甲和加强性保护设备，但是在我们所研究的静态状况中反坦克导弹也同样先进，其远距离发射的精确制导弹头足以击穿坦克的装甲。坦克当然可以用机枪和主炮发射火力，而步兵战斗车除了用机枪发射火力外还可以用小口径迫击炮或自动榴弹发射器发射火力。但是，反坦克导弹的射程比这些武器远得多(火炮与迫击炮除外)，它很有可能在坦克炮手或战斗车上的迫击炮手确定射程实施准确射击之前，把目标摧毁。在夜间，情况同样如此，因为双方都使用夜视仪，而且实际上联盟一方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配备有更有效的夜视仪，能在周围光线较差的情况下较清楚地看清较远距离上的目标。肯定地说，坦克或步兵战斗车体积大，目标明显，因而更加容易被发现。



　　从数字上看(我们在战略的这个层次可能观察到的一切都可用数字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全部反坦克导弹90%不会出任何故障，不出故障的导弹中有90%击中目标，击中目标的导弹中80%将击穿坦克的装甲，其中又有90%将使坦克内部遭到损害而动弹不得 [ 注：仅指不能动弹，而不是不可能修复的彻底损坏。 ] ，从而使累计成功概率达到58%。然后，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在我们一般的射击场上由双方能干的，不为感情所动的操作人员所进行的直接交战中，每辆坦克可在被击毁前击毁1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每辆步兵战斗车可击毁2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即消灭1辆坦克需要使用1.58枚反坦克导弹(每辆坦克的成本约相当于100枚反坦克导弹)，消灭1辆步兵战斗车需要使用2.58枚反坦克导弹(每辆步兵战斗车的成本相当于15枚多反坦克导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的技术对抗中，其结果是对反坦克导弹绝对有利，并且有利的幅度很大。



　　我们或许象某些人那样，到此为止，把这一技术对比结果作为最终的、充分的真理——就像我们在考察巨大空间距离上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武器同苏联远程弹道导弹的对抗时可能所做的那样。的确，在对消耗比率与投资进行比较时，如果消耗比率比上面的优势大于投资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均衡，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足可以据此确定有关事情的可行性。然而，对我们来说，揭示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对抗中战略的技术层次仅仅是探讨工作的开始，因为它所揭示的真理只是部分的、非常临时性的。肯定地说，技术层次本身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而且现在比发展变化缓慢、技术能力的差别影响小得多的过去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像喷气战斗机，作战坦克和潜艇一类的现代武器，与不久前的同类武器相比，其差异之大是同一时代的任何两把好剑的差异无可比拟的——尽管在古代技术优势有时也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当匈奴人在4世纪末首次携带小型弩机出现时所发生的情况，弩机很短，适合在马背上使用，但是有空前的杀伤力。



　　把战略的技术层次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随意的。我们所揭示的(不是主观确定的)是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一层次内；战争的武器及其相互作用是能够从现实的某个特定方面观察到的。当然这是部分现实，因为所有其他物质的和无形的环境条件都是不确定的——但仍然是现实。这里所确定的技术层次肯定包括能引起军界许多人，特别是从事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兴趣的所有现实。在人们特别希望实现哪些方面的性能，以及在牺牲数量的情况下在总体上追求达到何种水平的性能等问题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肯定会收到从战略较高层次的考虑出发而作出的指示。然而，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完全在技术层次的界限内进行，追求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技术目的，尽管他们所发展的武器将在战略的所有较高层次中表现自己的作用。



　　尽管技术层次的发展所引起的后果在整个战略领域产生回响，实际上对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着影响，但限定其范围的却只有抽象的科学理论，空洞的语言和数字。近年来，范围在十分迅速地扩大；但是在具体任何一个时刻它们都是技术人员不可突破的障碍；科学理论或“法则”可能随时被人们否定，但在它们被否定前，其权威是绝对的。相比之下，确定技术发展目标和范围的其他指导原则——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却并非如此。



　　军人与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通常不怎么熟悉根据指示应满足的军事需要的具体方面。对于这类指示，技术人员往往只采取一种形式上服从的态度：他们很了解军事需要的短暂性，因为他们看到每隔几年就要出现新理论和新“战略”，而他们自己取得成果却要经历几十年。而且，技术人员很少全心全意地尊重上级所制定的那些军事需要，因为在他们眼里，上级对客观可能性缺乏全面的了解，自古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技术人员的军事化，以及自18世纪以来军事人员所受的越来越深入的技术教育，并没有消除这种隔阂；两种人员分别服从两种不同的权威：应用科学的权威和非技术性的军事等级制度的权威。



　　这样一来，不仅存在着一种因无知而产生的障碍，而且存在着一种因目的截然不同而产生的障碍。对于军事官僚机构来说，为了保持数量，它常常不得不牺牲一种武器所可能达到的最佳质量——部队数量减少意味着组织基础的动摇。另一方面，对技术人员来说，数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质量最佳、性能最好的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技术人员的雄心是建造最大型的和防护力最强的战列舰与射程最远的铁甲列车火炮；前者是按照预见到的海军需要建造的，而后者却完全不符合现代炮兵的要求，因为现代炮兵注重机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在多方面做出成绩，出现了一系列光采夺目的发明创新，其中有一部分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如雷达和裂变炸弹)，其他一部分在当时只有负作用(如德国的V-1、V-2和V-3型飞弹以及“鼠”式超级坦克)。今天，技术人员极力追求的是集中力量研制定向能武器、更大型的完全电子化的超音速战斗机、相当于巡洋舰吨位的核动力潜艇以及超级航空母舰。这一切所引起的效应，自然就是削减数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把数量削减到不符合战争实际需要的水平——以战斗机为例，其年产量只能弥补在大规模的空战中一个倒霉的上午可能损失的数量。



　　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倾向是，人们对那种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作法深表惋惜，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是战略的反常逻辑，不管表现在战略的哪个层次，都与这个问题无关，我们对那种逻辑可能提出的任何见解都不能用来指导人们做出选择。技术层次所采取的能引起某种反应的行动，有可能从许多比较简单的武器起步，也可能从数量少但比较先进的武器起步。相反地，正是线性常识逻辑对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做法施加制约，因为质量逐步提高的边际效用，最终必定会在科学运用的范围内的某个时候下降为零——例如，用最先进的材料和用最新的工艺制造的极其优良的步枪，同根据同样的科学原理制造的、成本很低的普通现代步枪相比，其性能仅仅稍好一点而已。同样，表现在轰炸机、导弹、潜艇或其他任何可比较的武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从整个战略领域的角度讨论问题，因为随着单位质量的提高，所获得的效能的逐步提高只能降到零，而不会降到零以下(只有在把可靠性一类的因素不适当地从质量因素中抽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降到零以下的现象)。相比之下，如果战略的动态反常逻辑决定着结局，某种武器质量上的提高就会在武器效能到达某一点之后使之实际开始回降。



　　军人和技术人员两个群体中的边际成员，即关心技术的军人和关心军事的技术人员，时常设法调和军事需要与技术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但是，当技术研制部门把成果最后交给武装部队时，这些成果的使用就要受主流观点和先前的体制利益(常常是先前技术发展工作方面的残余影响)的制约。当新产品与旧武器相比属于渐进式的改进时，随之就会直接发生军事上的革新；妨碍革新的只有偶而产生的阻力，而这种阻力经过一定时间便可能得到克服。但是，如果新武器是一种发明创造，如果以前没有类似的武器，则武装部队必须改变其结构，解散先前的某些部队，组建新部队来使用新武器。现有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机构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准备组建的部队则显然没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消除这种冲突的办法就是扩大编制，而扩大编制的工作，总是因这种资源或那种资源不足(典型情况是在和平时期缺钱，在战时缺人)而受到限制。这种简化了的人人熟悉的革新所遇到的制度上的障碍，可以用液压原理来说明，扩编就象是安全阀，它可以根据压力的大小改变水流的速度，也就是调节着旧式武器让位于新式武器的速度。



　　然而。革新可能不仅只有快慢之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容忍技术变革的社会阻力， [ 注：日本最早于1542年引进火器，并很快在当地进行生产。到1575年，织田信长的3000名精选火绳枪兵(他共有10000人)在(爱知县)三河地区的长蓧之战中歼灭了武田家族的力量支柱——武田胜赖(m1963注：原文如此)的骑兵，大获全胜。参看乔治·桑塞姆著《日本史》(1961年)，第263-264页，第287页。特思布尔著《上层武士》(1977年)第158-160页也对长蓧之战作了详尽的但无据可查的叙述。尽管普通士兵很快装备了这种新式武器，但上层武士们本身仍继续带佩刀，而拒绝佩带手枪，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这一整个社会阶层的消失这一特权标志被废除时为止。埃及的马木鲁克兵则更顽固地拒绝使用火器，他们甚至不愿让普通的毛瑟枪兵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当代也有类似的例子，比日本上层武士更甚，而颇似马木鲁克兵，这就是受飞行员左右的航空兵官僚们仍死硬地拒绝引进无人驾驶遥控飞行器。直到1982年以色列人使用这种飞行器获得了出色的战果(由于长期作战的紧迫需要，他们的飞行员反对使用这种飞行器的态度不太坚决)，这种飞行器才开始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这些飞行器都是几十年之前就有的样式。 ] 也可能是那种应用不当。能够说明革新失败——而且往往失败得很快——的著名例子是1869年法国陆军在预料将同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匆忙采用的一种机关枪，即后膛装填的多管机关枪。当时使用的都是单发步枪，这种机关枪却能每分钟发射300发子弹，至少在500码的距离上是相当准确的。这种机关枪十分可靠，如果用来射击无准备的步兵，是会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本来是由比利时人发明的，后来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旨意，由法国的兵工厂在严格保密情况下组织生产，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法国便准备好了相当多的这种武器。



　　但是，由于保密的缘故，法国军队没有通过野战演习来检验这种武器，也没有进行过战术论证。由于这种机关枪太重，人力无法携带，因而放在一辆轻型炮车上拖载，使其看起来像一门野战火炮；由于步兵不能保障这种武器所需的大量弹药(在当时，每名步兵携带100发子弹就足够保障数周作战之用，而每个营只能依靠不多的马车运输物资，这些马车早已装满了帐篷、给养和行李之类的东西)、同时由于拿破仑三世本人是一位(世界级的)炮兵专家，所以法军把这种机关枪装备了炮兵部队。当战争来临时，法军炮兵自然把这种新武器当成火炮使用，就是说，把它放在步兵线后面较远的地方，结果由于距离远而根本打不着敌人，但其本身却极易遭到敌方瞄准法军炮兵线的反炮兵火力的袭击。 [ 注：参看A·M·洛著《从毛瑟枪到机关枪》(1942年)，第66-67页；迈克尔·霍华德著《普法战争》（1968年)，第36页。 ]



　　如果期望法军炮兵射手会背离当时的观念，把他们的武器配置在步兵中间，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是向17世纪正常行事模式的一种愚不可及的大倒退。要把这些新武器交给步兵使用就必须向步兵移交炮兵弹药车，而这种弹药车十分宝贵，法国炮兵是不会干的。结果，在1870年8月18日的格雷夫洛蒂战役中，普鲁士步兵向前推进到未遭普军反炮兵火力摧毁的法军后膛装填多管机关枪的有效射程内时，这些新武器使用一次装25发子弹的弹带，以每分钟射出12个弹带的子弹对普军步兵开火，那一天普军的伤亡多达20163人，其中许多是被这种武器杀伤的。 [ 注：威廉·麦克尔威曾作过有趣的阐述，参看他所著的《战争艺术》(1974年)，第141-146页。 ] 可是，除此之外，这种机关枪对战争的结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假如这项革新不是遭致这样的结果，它很可能会使法军避免遭受灾难性的失败。



　　政治家与技术人员



　　在技术人员与军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而技术界与政治界之间所存在的不和谐则是永久性的，纯属于正常现象。对技术人员来说，国家的政治目的常常是那样遥远和模糊不清，以致很难进入他们的考虑之中。当权者在个别情况下突然从上面进行干预，下达要干什么或禁止干什么的命令。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执意停止一项从技术角度看十分有希望成功的技术发明项目，原因是该项目与他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抵触，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另一位美国总统则可能命令技术人员超越当代科学可能性去发展新武器，似乎政治决定和拨款能够左右和加速科学的发展。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人物可以把专政用到实验室和车间，宣布必须迅速造出弹道火箭或裂变炸弹。



　　翻开历史，也不乏同样令人注目的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干预的例子，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10月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由当时早已著名的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名的一封信和由另一位避难的科学家、当时还不出名的利奥·西拉德签名的一件备忘录。这件事完全是由西拉德出谋划策的。这两份文件都要求美国政府着手调查在某种军用装置内实现铀元素连锁反应的可能性。由于其他两位避难科学家尤金·威格纳和爱德华·特勒的帮助，西拉德的计划得以实现。威格纳和特勒后来都极负盛名，但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开车把西拉德送到爱因斯坦在长岛海滩的小屋：西拉德没有驾驶执照。据萨克斯留下的笔录记载，罗斯福在阅读那封信和备忘录时似乎是心不在焉，只是在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萨克斯才最后说服罗斯福认真对待那件事，说服中他举出了拿破仑拒绝资助富尔顿蒸气船计划的例子。 [ 注：见罗伯特·容克著《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64年)，第106-107页。 ]



　　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推论来看，纳粹德国没有研制出自己的裂变炸弹纯属偶然。制造纺锤形呼啸着发射出去的火箭的前景激发了希特勒的热情，他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支持是慷慨的，始终如一的。而核物理领域则臭名昭著地由非雅里安人(除爱因斯坦外，还有西拉德、特勒、威格纳等人)把持，并因为这一领域打乱了明确的定规而进一步受到了纳粹思想家们的谴责。而且，在德国纯粹的雅利安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象西拉德那样执著地主张进行核连锁反应的人。 [ 注：德国主要的核物理学家(海森伯格和其他人)战后宣称，他们是有意地不发展裂变炸弹。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 ]



　　只有技术与政治之间的这种根本的不协调，才会使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决定这样偶然地作出。当然，即使没有西拉德出来引起人们注意，美国也迟早会着手执行自己的裂变炸弹发展计划。但是，如果希特勒对发展这种武器采取不同的态度，并决定最优先地发展它，美国的拖延推迟就很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德国若在1939年着手执行此项计划，它肯定会拥有制造自己的裂变炸弹的物质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戏剧性的科学战插曲，出现了阿拉莫戈多、广岛与长崎事件，此后政治领导人不应忽视缜密的技术开发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思想便成为人们的一般知识的一部分了。在科学机构充斥于政府机关和武装部队的同时，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助手班子内也增设了正式的科学顾问。然而，这一切在消除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不一致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像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实际情况是，只存在着两类技术问题：一类是日常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根本不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另一类是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甚至科学家之间也持不同意见，其分歧之点门外汉一般是听不懂的。 [ 注：1983年3月里根总统宣布的“战略防御倡议”肯定是属于这种情况，这项倡议是在他作出了一项没有反映整个政府的、权威的、科学的意见之决定后宣布的。这似乎说明，只有科学能逃脱进行“科学”决策的种种企图。 ] 政治家仍然是国家这艘大船上的船长，军人们掌管着甲板上的武器，而技术人员则管理着机舱，驱动着这艘大船沿着不明的航线驶向未知的目的地。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06章 战术层次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联盟在德国的防御情况，考察战略的自下而上的第二个层次中的反坦克导弹与其直接对手的关系。我们面前的情景现在变得较为广阔和充实。所谓较为广阔，是因为我们不再能把双方的对抗简化为一场决斗，而是必须考虑双方互相敌对的整个部队，它们所拥有的反坦克导弹组和装甲车辆足以在一次战斗行动中互相直接发生作用。所谓比较充实，是因为我们不再是在毫无特色的试验场上，对互相对抗的反坦克导弹和装甲车辆进行比较，操作人员也不再是只会动作的机械人。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地形和植被。德国东部地区的地形起伏不平，没有崇山峻岭，但有小山丘和谷地，至少有地褶(而这些地褶对现在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那里有隐蔽的接近路可供苏军装甲车辆利用，使苏军装甲车辆可以突然出现于对方反坦克导弹的面前，离这些导弹很近，从而剥夺了反坦克导弹较之机枪射程远的巨大优势。在特殊场合，可见目标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以致反坦克导弹完全失去作用。反坦克导弹射程远，但与之对应的缺点是它有一个最小射程限制，在射程限制范围内，无法及时使刚发射的反坦克导弹击毁进入这个近距离内的目标(反坦克火箭筒则无此种限制)。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植被情况。有利的植被便于反坦克步兵隐蔽自己，而且当然还不止于此。甚至稍有掩蔽作用的地形都可能使反坦克分队得到保护，至少能使其免遭直接瞄准射击武器的伤害。而且，如果战斗前有充分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通常可能要取决于战略的最高层次)，就不仅有天然地形可以利用，而且还可以挖防坦克壕和构筑防御工事。使用铁锹和锯子一类的手工工具进行几小时的作业，就可能足以把暴露的山坡改造成为某种筑垒地带，包括隐蔽的发射阵地和有掩盖的工事，以防间瞄武器(榴炮和迫击炮)的杀伤。也有可能早已使用钢筋水泥器材(而不仅仅使用泥土)修筑好多道障碍物(用来阻断进攻之敌的前进道路)以及筑垒性质的发射阵地，从而大大增强防御的能力(这与马奇诺防线时代以后的所有偏见相反)。



　　但是，如果他们的设防十分笨拙，如果发射阵地不能与自然条件正确结合起来而变成十分明显的目标，则设防工事便有可能使防御者遭受厄运：在战略的这一层次，这种情况本身就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术交战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结束。因此，我们看到，在短暂时间内决定成败的诸因素中已出现了一个与之有关的全新的因素——技能。这个因素不仅仅指武器的机械效能(它仅仅表现于技术层次)，更重要的是指各方在每一次交战的具体环境中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地形和现有武器所需要的那种更加精巧的战术技能。



　　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因素还有在装甲车辆内的士兵和与之相对抗的反坦克导弹步兵的素质和战术训练水平。他们能根据对前方敌情的观察，象偷猎者那样，目光敏锐准确如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地形吗？他们能够迅速计算出如何使不同阵地和不同接近路上射界范围内的射击纵深与自己武器的有效射程相吻合吗？



　　领导、士气与机遇



　　技能是单个人员必备的一种素质，但是进行战斗的却是单车小组和反坦克导弹组。这就是说，进行战斗的是集体，不管它们多么小；因此，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个人的技能，而是整个集体能够有效发挥的技能，而集体技能的有效发挥主要依赖于集体领导者的才能。步兵反坦克导弹小组的组长是能做出最恰当战术决策的士兵呢，还是主张由部队所训练出来的听话的而不是有才干的士兵？指挥装甲车辆及装甲车辆乘员组的军官和军士是真正的领导者呢，还是仅是指挥系统中的上级的追随者？



　　然而，没有甘冒风险的部队，仅靠有才干的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一旦战斗打响，炮兵按程序实施炮火准备为冲击的坦克部队扫清障碍，机枪凶猛地吐着火舌，迫击炮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呼啸的子弹将树枝削落在地，横飞的弹片发出极大的震撼，大地也象内部爆炸似的将泥土高高地抛向空中；一旦装甲战斗车或坦克被击中，并开始燃烧起来或发生爆炸；一旦步兵反坦克导弹射手发现在一秒钟前还活着的同伴现在死去、受伤或被掩埋在废墟中——一旦战斗真的打响，我们便会发现，在决定战斗结局方面，甘愿冒险的军队远比有才能的领导者重要得多。



　　人类的本能会使进攻中的装甲坦克乘员不时地停下来，利用地形掩蔽自己，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不顾隐蔽的敌人和致命的反坦克导弹径直向情况不明的地段前进。同样，天生本能也会促使步兵在无情地向他们冲来的钢铁机器面前跑掉，而不坚守自己的阵地；反坦克导弹射手在这时会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他们手中武器的作用到底如何谁也说不准，而在几分钟之内他们被进攻的坦克履带碾碎却是肯定无疑的，除非在此之前能击中敌方的全部坦克，制止其前进。



　　能够克服这种本能、确保战斗得以进行的因素，恰恰是军队力求通过队列教练(养成自动服从精神)、讲演、军歌和军旗(激发荣誉感)、军服和日常作业、奖惩措施等来养成的那些无形的素质——官兵的士气、整体纪律性和部队的凝聚力。就这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又无法测定的素质来说，小部队的凝聚力通常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官兵们愿意互相为他人而战要比其他任何个人的士气能更加使他们经受得住战火的可怕考验。



　　因此，在战略的战术层次上，技能、领导、士气、纪律性和部队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通常决定着战斗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单单依据技术层次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判断总是令人失误的原因：仅就武器进行比较，虽然可以计算得极其精确，但它却排除了整个力量方程的大部分因素。



　　还有一种因素强有力地影响着每种战术行动的结局，那就是机遇，亦即偶然性和盖然性。所谓偶然性是指部队因睡眠不足而疲劳过度，因食物不洁净而生病，或因补给中断而给养不足，因先前的战斗或某种致命性事故(如在匆忙操作杀伤性装备时常发生的那种事故)而产生极度恐惧等；所谓盖然性是指气象可能发生变化，等等。在中欧地区，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常常有浓雾笼罩地面。这种情况会使坦克和步兵战斗车突然出现于防御者的面前，使他们几乎来不及发射一枚反坦克导弹——即使他们听到被浓雾遮住的装甲车辆令人心寒的吼叫声后没有被吓退的话。



　　攻防的不对称性



　　由此可见，上述一切在战术这一层次都是很重要的，并且在其他形式的作战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因素，无论是地上的作战，还是在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但是，地形地物、植被、技能、领导、士气、凝聚力和机遇真能对双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吗？把这些因素纳入我们的考虑后，它们能促使我们修改在技术层次明确得出的结论吗？前面初步的研究结果是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在保卫中欧的作战中能够十分有效地对付全部机械化的苏军，这些因素能够改变这一研究结果吗？在每个问题上，答案都是肯定的。



　　苏军装甲部队只需要向前推进，执行所受领的任务，大多数坦克乘员所要做的不过是操纵自己的机器，通过视野狭窄的瞄准具和武器射孔发射火力，他们在装甲的保护下和在机器吼叫声的影响下几乎看不到战斗的可怕景象、听不到可怕的爆炸声。为了沿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且能有效地利用地形，当然需要指挥官。但是，这种指挥可以由在纵队先头的初级军官实施，这些人要置身于炮塔之外，处于半暴露状态，势必冒更大的风险。



　　进行防御的反坦克导弹步兵不可能仅仅通过机械的操作和在战斗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有效地参加战斗。他们必须十分积极主动，十分警惕，透过偶然出现的或对方有计划施放的烟幕，透过浓雾，精确发现远距离上的目标；然后必须镇定地用瞄准具套住目标，最后决定开火时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虽然从最远距离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最佳，但发射距离越远，死角越大，进攻中的坦克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隐蔽，以躲过飞来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后，反坦克导弹射手必须在导弹击中目标前长达数秒的飞行期间，一直用瞄准具套住运动中的目标。从准确发现目标到击中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反坦克导弹部队人员必须在自己的观察受战斗严重影响情况下，准确执行自己所担负的要求很高的任务，稍一走神就会失去对飞行中的反坦克导弹的控制。



　　如果事先不修筑严密的战斗工事，在人体防护方面也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在我们的静态研究中，装甲部队仅怕反坦克导弹的攻击；相比之下，防御者则怕能杀伤他们的一切武器，如火炮、机枪、迫击炮、榴弹发射器，尤其是装甲部队的支援火炮。防御者一部分会被消灭，另一部分会遭到杀伤，还有许多人被迫隐蔽起来，而不是进行观察以发现目标和向目标开火，从而在战术上失去作用。



　　实际上，影响防御者的不利因素不仅是他们的观察，而且还有他们的心智。苏军进攻中的装甲部队是受在后面跟进的部队的驱使而前进的。除了前进有一定的方向外，其任务有一定的灵活性，指挥官与乘员的选择和命运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受整个防御部署的影响，而对于防御者的整个部署他们可能知之甚少，当然肯定无法进行测算。然而，防御者却有充分的机会进行测算：他们知道，即使在天候和地形条件有利，能见度最佳的情况下，他们的最大射击距离也不会超过4000码，如果苏军的装甲坦克仅以时速15英里的速度前进，则在其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冲入他们阵地之前，他们也不过只有9分钟稍多一点的战斗时间。如果薄雾使能见度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或有大雾使能见度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的射击距离和相应的战斗时间自然也就会相应地缩短。从理论上说，每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每隔大约30秒就能够转向另一个新的目标射击，平时在射击场上的训练中有时确实如此。但是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从发现目标到发射导弹，充其量每分钟只能发射1发，并且其命中率只有58%。



　　因此，要想知道防线能否完全守得住或是撤退，逃走是否是逃脱死亡或被俘的唯一选择，防御者必须估计出敌方实际有多少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在接近自己；如果确知己方每个在敌炮兵、迫击炮和直瞄武器火力之下生存下来的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将要面临的装甲目标达到5个以上，则肯定他们将在以后几分钟之内被消灭或丧失自由。由于所面临的敌人是苏军，由于他们的机遇使他们处于敌人的纵队企图通过的地区，防御者必须有最坏的准备：他们所实际遇到的坦克和步兵战斗车仅是敌人的一部分，更多的装甲坦克很快就会赶上来。正是因为苏军的装甲坦克数量多，所以才提出用反坦克导弹对付苏军装甲坦克的问题进行讨论。可是，对于在第一线前沿战斗的反坦克导弹步兵来说，战略决策所形成的战术局势是彻底令人沮丧的，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坚守阵地而有效地进行战斗，而是发射一两发导弹之后就主动迅速地后撤。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技术层次上的那些初步结论现在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我们分析战术层次上的对抗情况时，我们看到，防御者不再能够指望平均1.58枚导弹击毁1辆价值相当于100枚导弹的坦克，也不能再指望平均2.58枚导弹击毁1辆价值至少相当于15枚导弹的步兵战斗车，从而创造极佳的消耗比率——对步兵战斗车为1：5.8，对坦克的比率更好，为1：6.3。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在对敌人开火前被敌坦克出击前的炮兵和迫击炮以及直瞄武器的火力击毁；另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在几分钟的战斗期间由于受烟幕影响甚至捕捉不到任何一个目标；还有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因受周围爆炸声的震撼和气浪的冲击而丢失了被瞄准具捕捉到的目标。



　　因此，在实际的战术交战中，防御者到底需要多少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来消灭1辆坦克或1辆步兵战斗车呢？象中东战争经验所告诉我们需要10个或20个呢，还是由于在中欧地区能见度欠佳，而需要的更多呢？由于成本相差十分悬殊，消耗比率应当仍然有利于反坦克导弹，但是有利程度不再很大了。从战术层次上来看——当然仍属于临时性的——所提出的用反坦克导弹对付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的建议远没有初看起来那样令人鼓舞，尽管尚待放在战略的更高层次进一步评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的成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人员的素质。在战斗中、士气、纪律性和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几乎总是比物质因素更加重要，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例子中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攻防双方必须承受的压力如此严重的不对称。



　　由此我们发现，现时流行的那些建议的“好处”严重地依赖于先前看来只是行政管理细节一类的因素。反坦克导弹步兵将是哪些人呢：是从互相依存的朋友和邻居挑选出来的，经过认真业余训练的民兵，还是匆匆忙忙从全国各地召集起来的几年前曾应征在部队中服过役或者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由精选的年青人组成的精锐部队？还有，为什么富有的国家会指派它们的最优秀人员用便宜的武器同贫穷得多但装备精良得多的敌人作战呢？这样一来，在战略的战术层次上，我们就不仅遇到了偶然性与盖然性的问题，而且遇到了作战中的人的因素问题。我们还看到战斗是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天气和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用同样的人员和装备组织起来的、在同样的战场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的部队，也不可能重复完全一样地进行同样的战斗，获得同样的战果。假定偶然性可以互相抵消，那么根据对许多现象(武器的命中精度、天气类型等)的观察而作出的盖然性判断，我们能够在战术层次上得出一般正确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仅适用于配备特定装备和具有特定人员素质的特定部队。



　　因此，“战术”这一具体的战争艺术，明显而准确地体现在战术层次上，其应用范围不能太广，适用时间也不易过长，其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敌对双方的作战特点。采用某种方式攻击敌方的前哨阵地、截击敌空中飞机，还是打击敌海上舰船，就行动方式而言可能是英勇的，也可能是怯懦的，这都要根据双方作战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每当一件较重要的新武器出现时，就必须修改一次战术条令，使原先不可能做到的事变为现实，或使原来适用的变成陈旧的。人们现在阅读埃涅阿斯、韦格提乌斯或莫里秀斯的著作，仍会从中找到尚未过时的教导。可是，毋庸否认，这些著作中只不过是一些浅显易见的东西，并无多少深刻的内容；而且，如果我们阅读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枯燥无味的条令，我们会发现这些条令也是过时的。因此，战术纯粹是专业人员所关心的东西，正像主张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奉行这种或那种政策的任何规范的“战略”那样，只具有暂时的正确性(它与战略学本身不同，战略学不硬性规定任何事项，而是仅仅描述客观存在的永恒不变的现象，不论我们看到与否)。



　　战术层次的界限



　　在我们设想的静态交战格局中，双方都没有改变战术的余地，都没有经受会引起一方、然后又引起另一方作出反应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仅仅设想，双方的部队都是按照简单的正面交战战术行事，虽然也适当注意利用地形。在进攻的苏军装甲部队第一波和据守防御阵地的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最初交战中，这种设想当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防御者成功地顶住了敌方的进攻，这种情况终将引起敌方反应，敌方可能会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防御者，或者用某种方法对他们进行包抄。防御者也可以作出反应，如利用所赢得的时间修筑预备阵地，派出巡逻分队，或者让敌方的车辆通过，然后从后方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另一回合的对抗又会开始。



　　然而，我们所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不能完全自主地寻求实现自己的目标。部队在战术层次上所进行的整个战斗，以及当时部队的整个存在，仅仅是有关军队和国家当局的各指挥层次所谋划的更大规模作战活动的一部分，是各指挥层次制定使战术层次上的战斗发生的作战计划，以此实现更大目标。现在他们力图设法保持对作战的控制，根据战争进行情况制定针对对方的措施——有时设法支援已投入交战的部队，有时则干脆牺牲他们，更经常的是投入他们仍能控制的、尚未陷入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的新部队——以保证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



　　这样，行动和反应的相互作用现象就越出了战术层次范围。我们需要用一种与此十分不同的、更开阔的眼光来探讨我们的问题。这里，具体的细微末节的事情便失去了重要性，要考虑的是敌对双方军队的整个部署，而不是仅考虑双方直接对抗的部队。为此；我们必须上升到战略的下一个层次。在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尽管我们研究的只是地面作战中的一个事件，但以往和现在的其他每种作战形式，包括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甚至太空作战，以及不严格的所谓“战略”作战 [ 注：大约在最近50年期间出现了一种使用“战略性的”这一形容词的习惯，用以描述远程部队和远程武器，以区别于近程部队和武器。于是有所谓战略和战术轰炸机、战略和战术导弹之称。这个不幸的术语源于早期鼓吹空军制胜的人使用的词汇，经精心转换而来。人们首先把据说能依靠自己本身力量打赢战争的轰炸机升格为战略轰炸机，说明这些轰炸机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以区别于在此之前的作用：在此之前只起战术性作用，支援起决定性作用的部队)；然后又把这一形容词同远程属性联系了起来：因为某些轰炸机在某些地理环境中为了起到战略作用是需要作远程飞行的，这又反过采使“战术的”这一形容词被用来表示近程的意思。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比利时要想轰炸新西兰使它屈服，必然要使用远程轰炸机；但如果它想轰炸邻国卢森堡使它屈服，使用战术飞机就足以实现同样的战略目的。可是，要是比利时要想用飞机猎歼新西兰沿海的潜艇——这完全是一项战术任务——这种飞机便非具有“战略性的”飞行半径不可。 ] ，也必定有自己的战术层次。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07章 战役层次




　　尽管在战术与战略之间这个层次上的诸多作战方法争显其能、各种交战场面威武雄壮，但在英语军语中却有个奇怪现象——没有表述这个中间层次的作战思想和作战行动的专门术语。与此相反，在欧洲大陆现代军事学术领域中，却有一个通用的并可以直译为“战役的”形容词来表述这一层次，特别是德国和苏联在其专用军事文献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极为常见，其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战役学。 [ 注：德语中为Operativ Kreigskunst(战役的兵法)；俄语中的Operativnoye iskusstvo(战役法)显然是从德语转引过来的。在美国军事行政用语中，例如在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欧洲战区)中Operations一词仅指一般的作战活动，既指战术的，又指战略的，也指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自从1981年我发表了《战争的战役层次》一文以来，由于以后美国陆军在其基本理论性条令(FM100-5号《作战纲要》)中采用了这一术语，这一术语遂为美国军界广泛接受。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曾企图引进含义相同的“大战术”(grand tactics)一词，但终未获得官方的承认，也未在英美军事文献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它与战术学不同，战术学的应用范围仅限于指导特定类型和规模的作战行动(如步兵战术、空战战术、反潜战术等)。



　　像在战略的技术层次上武器本身相互作用那样，像在战术层次上交战部队相互抗争那样，在战役层次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双方指挥员在作战指导上的谋略竞赛和战法较量(闪击战、纵深防御战、“战略”空袭战、多层次海军防空战)。尽管抽象化地对战役进行表述比较困难，但从交战的指挥层次、作战方法、行动规模等方面看，其轮廓还是十分清楚的。这就再一次表明，没有必要非给战役下个什么定义不可，我们需要的是从所有的战例中，揭示出战略的分层结构，掌握战役层次的含义及其在各层次中的位置。当然，战术、战役、战略层次的明确划分，要求对作战范围、手段等要素做出具体规定。



　　从一个特定情况来看，对于一个原始部落来说，其整个军队是由拥有相同武装的武士组成的，他们始终采取单一队形作战，在实战中其战术行动、战役行动和战略行动自然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部落不可能只遭受战术失败而不遭受战略失败，也不可能发明一种超战术的作战方法。与此相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为例，甚至在同一战区内也同时并存着十分不同的战役形式，从太平洋的两栖登陆战役，到对德国工业的“战略”轰炸，从诺曼底登陆起长达11个月之久的欧洲大陆作战，到由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争夺太平洋海上霸权等作战活动中，美军采取的战役方法也是极为不同的。



　　规模和手段多样化是必要的条件，但仅有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如果战役层次本身具有实质意义，战役行动必须包含比战术部分的总和还要多的东西——这取决于既定环境中实行的战争方式，更具体地说，取决于它在消耗和机动的递变中所处的位置。



　　战争中的消耗战与机动战



　　消耗战是一种拼工业实力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仅仅把敌人当作一系列目标来处理，通过优势火力和物质力量的累积效果最终摧毁所有的敌方目标，取得胜利，除非敌人退却或投降终止了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这种情况)。作为一种作战方式来说，其消耗成份越多，越需要采用常规的目标搜索方法，调动和补给物资，同时反复使用战术手段，使战役方法运用的必要性也就越少。只要使火力能打到敌人的固定目标(堑壕、城市等)，或能打到能实现自己目的的集中起来的敌军部队(而不是游击队)，只要能够确保物质优势，只要能够正确运用火力并保持火力优势，胜利就会像数字计算那样准确和有把握。当然，己方也要承受敌方所施加的消耗。如果在消耗上不占优势，那么采用这种作战方式便不可能获得胜利。况且，无论就伤亡而言，还是就物质损失而言，即使能取得胜利，这种胜利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至于具体伤亡和损失程度则取决于敌人的实力。



　　诚然，在实际作战中不会出现完全缺乏计策或智谋、完全拼工业实力打纯消耗战的情况，但消耗战成分很高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在那种堑壕战中，许多战斗都表现为双方势均力敌的炮兵部队之间的野蛮轰击；1940年，德国空军为实现击败英国皇家空军的企图有意地寻求同对方进行空战(在这一行动中，德国自恃自己拥有物质优势是一个错误，因为德国空军的作战距离远，英空军“喷火”式战斗机质量高，英空军飞行员素质好)；在蒙哥马利在阿莱曼进行的战斗及其后来所实施的大部分战斗中，敌军在被坦克冲垮前首先遭到英军占绝对优势的炮兵猛烈袭击，继而遭到步兵由正面发起的冲击；1941年-1943年期间德国实施的潜艇战，其目的是通过把盟国全部远洋运输船舶的总吨位降低到无法支持战争活动的水平来赢得战争的胜利；盟军在意大利的战斗(在安齐奥机动作战失败后)，因最后演变成了一种正面“碾磨”行动而进展缓慢；盟军对德国和日本的空中轰炸，其公开目的是摧毁两国的工业，但其实际目标却是城市住房；诺曼底突破之后，巴顿曾极力反对艾森豪威尔实行广阔战线的进攻方案；1951年-1952年间李奇微在朝鲜战场上所发动的攻势中，地面部队在由东海岸至西海岸的绵亘战线上缓慢地向前推进，攻击被空军和炮兵有计划压制的中国和北朝鲜部队；美军在越南的作战行动中，敌军除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时刻外、拒不集中以免形成便于美军打击的目标，因此美军不断地通过扫荡把敌人向中心区驱赶，迫使敌人聚拢起来；最后是仍停留在纸面上的一种例子，即把城市人口和工业定为核袭击的目标，并以100%的摧毁这个国家相威胁，达到劝止敌人不要发动侵略的目的。



　　在递变过程的另一端，是与出奇制胜相关的机动战。它是与目标的具体特点密切相关的一种作战行动，其目的不是寻求摧毁敌方的实力，而是通过对整个系统的破坏使敌方失去作战能力一—无论这里所说的“系统”是指敌军的指挥结构、他们的作战方式和战斗部署(如线式防线被突破或作战舰队的纵深防御被突破时所发生的那种情况)，或甚至指某一实际存在的技术系统(如对雷达系统的欺骗，而不是强力干扰或实际摧毁)。



　　相关的机动战之出发点不是发现敌方集结的重兵所在(因为那是发现大量目标的地方)，而是避开敌方的强点，然后运用某种选定的优势打击手段打击敌军的弱点，无论是实力方面的还是心理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是组织方面的。消耗战是一种准物理过程，它保证所取得的成果与所付出的努力的质量和数量成正比。反过来说，如果物质上没有优势，便不能取得作战胜利。而相关的机动战的成果取决于以下条件：是否准确查明敌方的弱点，是否达成突然性，行动是否迅速准确。突然性和高速度的适当结合乃是机动战获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敌方有时间作出反应，他便能针对自己的弱点采取措施，免受对方正在实施的机动战所造成的危害。



　　这样便会出现两种后果。其一，相关的机动战有可能使所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地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而为物质上较弱的一方提供获胜的机会；其二，如果在狭窄地区用于所设想的敌方弱点上的力量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敌方力量，则相关的机动战便有可能完全遭到失败。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话来说，消耗战的失败是“故障弱化式的”(正象它的成功靠逐渐积累一样)，这是因为它的每一次失误只能造成部分危害。例如，如果发生目标选择不当或没有击中目标的情况，只需要下一次再选择和攻击那个目标就是了，而绝不会因此而危害更大范围的行动。相关的机动。战则不然，它一旦遭到失败，便是“灾难性的”(正像它靠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获得较大成功那样)，这是因为一旦判断失误或执行不当，整个行动便会遭到破坏。换句话说，消耗战是一种需要付出全部代价、风险较小的作战形式，而机动战则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作战形式。诚然，在机动战中，如果风险真的出现，所失去的只是相对较小的那部分力量，与希望获得的胜利相比是属于“低代价的”，但是按绝对数量来说，仍然可能是相当可观的。



　　还有另外一种后果：由于机动战要求准确发现敌方的弱点，行动中保持高速度和精确性，以充分利用敌方的弱点，这种作战形式通常不允许任意采取以数量代替质量的作法。机动战将对质量提出严格的要求，只有在超过那些要求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允许以数量来代替，在任何情况下突然性和速度方面的要求都限制着这种代替。此外，在最后运用选择力量的实际接触点上，战斗很可能演变成为战术层次上的极端消耗战，尽管在战役层次上成功地避免了与敌方主要力量陷入交战。



　　而且，任何作战活动都不会只采取机动战形式进行。与消耗战一样，整个作战行动中的机动战成分也会因不同情况而异，并且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规定着战役层次的实施方法的选择范围。实施机动战越多，战役层次的地位越重要。下面举出一些机动战成分很高的战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年遭到失败的加利波利两栖登陆战役——此战役的目的是通过对土耳其当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发动一次快速的进攻，而不是从波斯湾和埃及出发在战场上一点一点地消灭土耳其军队的方式，来迫使奥斯曼土耳其退出战争；(1942年以前)德军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苏联实施的历次闪击战——在这些闪击战中，德军首先以步兵和炮兵从狭窄的正面上突破对方沿国境线布防准备对付敌方宽大正面进攻而组织的线式防线，然后以摩托化部队迅速实施大纵深突破，使对方的补给线、指挥中心和计划全面瘫痪；英美对德国潜艇战的对抗行动——利用德国缺乏远程空中侦察工具无法发现目标的弱点，将船只编成运输队，沿大洋狭小海域航行；1940年英军在北非发动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英军使用摩托化部队突破意大利军靠沙漠区的翼侧，切断了其沿利比亚海岸的唯一的交通线，最后得以击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意大利军队；1941年-1942年日本在马来亚发动的战役——此次作战中，日军一再通过丛林战和发动两栖登陆作战迂回包抄英军的海岸公路交通线，每次都迫使英军向半岛南端退却，最后击败了数量上和物质上占优势的英军部队；诺曼底登陆后，1944年7-8月间巴顿的第3集团军实施的大纵深进攻——第3集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席卷了法国西北部；1944年9月盟军实施的那次不成功的作战(“市场-花园”作战)——这次行动的企图是采取同时伞降和滑翔机空降突击的方式，夺取一系列的桥梁，然后以英军装甲部队为先导实施快速的野战进攻，一直到达莱茵河旁的阿纳姆，再经荷兰从侧后入侵德国的北部地区(由于英军装甲部队行动迟缓等原因，这项作战任务未能完成)；1944年12月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南面对通过阿登地区向西推进的德军发起的翼侧反攻行动，盟军为破坏德国的战争经济而采取的不成功的行动——即集中力量轰炸德国的关键性工业设施，而不是一般性地轰炸德国的城市工业区；麦克阿瑟1950年发动的对朝鲜中部地区的反攻行动——通过仁川登陆切断南进的北朝鲜军队的后路，而不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稳步地把对方推回原地；美军在南越采取的某些作战行动，如美海军陆战队实施的非常成功的但后来中断的农村防卫计划，它只用一小批海军陆战队人员就充分发挥了当地广大民兵的作用；最后是书面上的一种例子，即以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为目标的核袭击，这种核袭击与以全体人民为目标的核袭击不同，其目的是通过威胁摧毁对方对社会的集中控制，来劝止对方的侵略行动。



　　战争准备中的消耗与机动



　　至此，事情变得很明显，像在实际作战中一样，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中也同样表现出消耗与机动的内容。例如，我们可以在军用装备的研究和发展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如果按消耗方式行事，人们的目的是不惜成本确保技术优势，则研究和发展工作没有具体的战术或战役要求；其目标只是在最高开支限额内获得“最佳”的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的各种性能都要达到最理想的水平。



　　因此，所发展的新装备必须是完全新颖的，以避免受旧设计的束缚。如此发展起来的新武器装备最后运到部队，取代了先前已有的装备之后，往往在维修保养上、辅助设备提供上以及对新武器的操作训练上引起很大的变化。只有在性能方面取得了真正重大的突破，所付出的这些开支才是值得的，当然这些开支要同研制工作本身所付出的开支加起来计算，所以必须在工程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才值得。这一切使得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花销很大，并要求拿出充分的时间进行计算，制造样机，进行试验，再次进行计算，制造样机和进行更多的试验。最后，由于发展周期太长，只是偶然的巧合才使新武器的具体性能符合打击敌方特定弱点的需要，或者符合装备这些武器的部队的特定战术要求；可能那正是原来的企图，或者可能仅仅是技术目标在指导着整个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进行。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在新装备拿到手之时，敌方原来的弱点很可能已变成了强点，与此同时，使用单位的作战方法也可能已发生了变化。 [ 注：当代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M-1型坦克。这种坦克的突出优点是使用一种创新的燃气涡轮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在最大行程内不需要加油的情况下有极佳的加速性能，但中途不加油的航程缩短了。到这种新坦克装备部队时，美国陆军的作战理论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战术机动性——在战场上冲击和爬坡能力——仍然是需要的，但战役机动性(独立运动的行程)已成为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使用普通柴油发动机最为合适。同样的，这种新坦克还使用一种新式的复合装甲，因而具有最佳的防护力；但是，装甲是根据旧的战术思想配置的：很大一部分用在坦克的前部，没有顾及全面防护的需要，而新作战理论强调全面防护。 ]



　　而按机动战的方式行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某些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充分利用敌人的具体弱点，并符合为实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战术和方法的要求。为了及时做到这一点，即为了在所认定的敌方弱点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一般无法全面更新研制的新装备，必须采取改进现有装备或利用现有组件重新组装的办法。这些做法显然会对装备的设计造成若干限制，不利于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而且，由于改进型的设计与原设计间隔时间短，还必须使新装备与部队已有的装备互相兼容，以避免在进行配套工作中花费巨大的开支，这又会给装备的设计进一步增加限制因素。最后应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不大可能搞出真正的重大技术成就(“技术突破”)。



　　研究与发展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上述情况，在军事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也同样存在。消耗方式意味着独立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最佳的东西，不管在武装部队的训练上，在基地与设施的修建上，还是在采购新装备上，都是如此。而采取机动方式则意味着为了及时获得可利用敌人特定弱点和不足的技术手段而牺牲“最佳”的解决方案。由于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它们在整个军事政策中的相对份量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国际格局中对本民族作用的看法。



　　政策和战争中的民族风格



　　那些认为同主要的威胁国相比，自己在物质上很强大或在资源方面很丰富(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当时的现实)的国家，一般地说会感到自己可以不受束缚地采取消耗战的方式行事。而那些认为自己在物质上比较弱(不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的国家，则往往把它们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搁置一旁，而首先着眼于如何利用其他国家的弱点。



　　于是在军事政策方面，同实施战争方面一样，各民族便有着本民族的明确风格，这表现在各民族在消耗战——机动战递变的图谱上所处的具体位置。但是，很明显，这些不同的民族风格并不是体现于每一个人，人为的或环境造成的例外可能占据着重要地位(如1944年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甚至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如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民族风格并不是来源于国家的永恒条件，肯定也不是来源于固定的民族特性。由于民族风格反映了有关民族在相对物质力量或弱点方面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民族风格取决于有关民族面对的具体敌人，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甚至发生猝变。例如，英国在到1914年为止的两个多世纪中一直采取相关的机动战方式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大国，避免同它们的步兵交锋，而采取海军封锁的方法削弱它们，通过外交手段和黄金争取盟国。在英国的殖民战争中，外交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战斗中消耗战便明显地是主要形式——对付反抗的君主和不屈服的部落，英军不是巧妙地以智取胜，而是用队形密集的使用毛瑟枪的步兵与它正面对抗。以色列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提供了一种迅速改变民族风格的范例。1967年后以色列自恃物质优势逐步放弃了相关的机动战思想，所以当1973年10月战争爆发时便主要采取正面进攻和线式防御——头几天交战中遭到的失败使以色列深为震惊，它又迅速彻底地改取机动战方式。 [ 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军冒着极大的风险但非常成功地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彼岸合围埃军“第3集团军”(实际上是由3个师组成的军)的行动，尽管埃军(“第2集团军”)对很大一部分近岸的控制权未受到严重挑战。与一切机动作战一样，最初阶段是要洞察敌方的有懈可击之处，在这次作战中情况颇为微妙：埃军司令部不能及时指挥控制整个战线上的部队。 ]



　　由此可见民族风格是值得人们搞清楚含意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概念，但并不是体现于每一个人，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当发生变革时，在过渡期间民族风格就会变得不那么整齐划一，例如就像在我写这本书期间美国武装部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陆军因为与苏联陆军相比力量较弱而在西德中央战线采取相关的机动战作战方法，洋洋自得的海军陆战队却继续主要采取消耗战作战方法；同样，相对力量的确较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也是如此。



　　谈到这里，事情应当说是很明显的了：消耗战和相关的机动战并不只见于战役层次，而是见诸于战略的各个层次。之所以在战役这个战略层次上对它们进行阐述，是因为战役层次的重要性取决于相关的机动战成分之多寡。如果所讨论的战争行动从本质上讲属于消耗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堑壕战，则站在战役层次对战斗进行观察，那只不过是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重复出现同类性质的战术交战活动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从战役层次观察问题我们所能了解的东西仅仅同从战术观点上考察任何一次单独的作战活动一样。



　　在所有其他作战形式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不列颠之战的头几个阶段中，德国对英国皇家空军所发动的消耗战包括昼间对英国机场和飞机工厂实施轰炸，这些轰炸导致德国空军护航战斗机同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派出去拦截德国轰炸机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反复进行空战。其结局就是这些交战结果的数学之和，双方都没有战役目的(与战略目的相对而言)，也没有战役层次的作战方法。 [ 注：战斗机司令部的军官们并不都对这一点表示满意，有的人主张在战役层次上作出反应。具体地说，空军少校道格拉斯·巴德和空军上校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主张在德国空军轰炸机编队投弹之后，用完整的大队(它们不可能及时集中起来在敌机投弹前截击敌机)一起攻击德国的轰炸机，而不采取以单个中队在投弹前进行截击的方式。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利用德空军的局限性，即德空军最优秀的战斗机——单引擎的Bf-109——的短暂的留空时间．据他们计算，按每架战斗机平均，可以取得更佳的战果，因为投弹之后即使仍有Bf-109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大多数这种飞机会因燃料不足而不再能进行空战。参看最近出版的约翰·特雷恩的著作《正确的阵式》(1985年)，第198-205页。 ]



　　相反，当相关机动战成分占很大比重时，战役层次的作用就相应地变得很重要，无论是当代的战争实施，还是对以住的战事分析，情况都是如此。就这一点来说，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进攻战形式——装甲闪击战。它值得我们详细地加以研究，这不但因为它继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因为没有其他作战方法像它那样如此明显地依赖相关机动战。



　　闪击战：机动战的优点与风险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战术层次内所进行的一次或一系列装甲大纵深突破行动，我们只能看到其总体中的毫无意义的并且的确令人误解的支离破碎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由坦克、步兵战斗车和汽车组成的一个长长的纵队成一路深入敌区，几乎未遇抵抗地向前推进。除了在纵队的先头前进的坦克冲过敌方宪兵检查站或与沿道路向前线开进的敌方车队遭遇时需要进行警戒的小战斗外，我们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战斗——如果说现在战争正在进行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必然会是长驱直入的胜利进军。看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入侵者很快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到达敌方的首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我们透过望远镜仔细向别处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进攻纵队是怎样设法穿过敌方的前沿防线的，是如何越过沿边境建立的由军队和武器构成的坚固防御体系的。我们看到了在炮兵和空中火力的支援下刚刚打开的一个缺口。但是，这个突破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它的两侧，敌方仍有守卫防线的强大部队，这些部队确实被攻方沿整个战线配置的数量不多的兵力所实施的佯攻和小规模攻击弄得晕头转向，可能还受到攻方不规律的空中袭击的袭扰，但它们基本保持完整。现在，这条狭窄的通道看起来的确很脆弱；似乎两侧的防御部队只要稍微靠拢一下，便可以再次会合，封闭这个突破口。因此，我们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实施纵深突破的长长的纵队径直往里闯，它简直是在自找毁灭。它已经远离己方牢固控制的前沿地区，它的补给仓库远在前沿地区之后。我们会看到大量汽车沿由“铅笔粗细”的进攻纵队开辟的那一条道路前进，向进攻纵队运来补充燃料和弹药。但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些强大的防御部队一旦会合和封闭了突破口，进攻纵队的后方交通肯定将被切断。此后，进攻纵队中的坦克、装甲战斗车和其余车辆将会开始缺乏燃料。一旦进攻纵队停止前进，其极端严重的弱点便会暴露无遗：长长的车队处处有翼侧，根本没有防御正面，它的每一部分都容易遭到攻击。似乎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莽撞的进攻者似乎在自己动手为防御者取得完全的胜利创造条件；合围这样一支大部队应当说通常是很困难的，但这次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种有意地自我投入合围圈的情况——进攻者开入防守一方的腹地似乎是执意自己出动运输工具把自己送到防御者的战俘营。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抛开狭隘的战术观点，用更广阔的战役眼光看问题，整个情景便会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我们发现，我们先前孤立地见到的大纵深突破纵队仅是多个这样的纵队之一。的确，每个纵队都来自十分狭窄的战线上刚刚打开的突破口，但是攻方各个纵队正在互相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说不清谁在包围谁，因为各路突破纵队就像把一张饼切成许多份那样把守方的领土切成许多孤立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防御者如何做出反应，看到了下面这种关健而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防御者在突破口两侧仍然十分强大的部队没有互相靠拢封闭突破口；相反，它们接到命令尽快地撤退，以便在原来战线的后方纵深内重建一条全新的防线。显然，其意图是使用现有兵力在只有补给仓库、训练设施、非武装的运输纵队、宪兵部队、野战医院以及所有高级司令部的后方地区顶住对方正在前进的各路突破纵队的攻击。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内部时，我们所看到的是极大的混乱和某种恐慌——当然这种恐慌是可以理解的：敌人的坦克正在迅速接近，可是准备在敌到达前重建起来的新战线仍然仅存留在作战计划图上。实际上，守方撤退的部队正在这场竞赛中遭到失败。无论如何，这些部队下定了决心执行所受领的任务，即确保对敌方的正面进攻进行坚决的抵抗。因此，步兵以连、营为单位配置在沿整个战线修筑的堑壕中；炮兵部队的加农炮和榴弹炮也是以连为单位分散配置于工事中。防御者的坦克(可能比敌方的坦克多，质量也更好)，并不是成数百辆地集中起来，编成由数个师组成的坦克集群使用，而是分成若干小群，全部用来支援前线各个地段上的步兵。



　　当这些依然强大的部队接到意外的撤退命令时，它们的指挥官和参谋机构会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怎么要在敌人还没有在他们防守的地段推进的情况下撤退，放弃他们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战线？他们尽一切努力来撤走部队，可是在几个月前动员期间用来前运(用接力运输的方法)步兵的汽车此时正散布在各地的运输站，分配给补给部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车辆一次把全部部队运走。炮兵部队所拥有的牵引车可把部分火炮拖走，而它们的火炮有很多原来是由铁路运到前线的。此外，除了坦克以外，指挥官们很难把正在射击和遭到敌人射击的部队撤走。诚然，他们面临的敌人颇弱，因为敌人的各路大纵深突破纵队显然正在别处实施主攻，但是，使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退出战斗仍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仍然看到，防御者的部队到处都在撤退。它们正在退向大后方的新阵地，他们要将各个孤立的地段联接起来，形成新的防线。但是，当它们向后方撤退时，它们受到了阻拦和钳制。后勤部队在前线战斗部队撤退前就开始向后方转移，此时它们的重型车辆堵塞了道路。在距原来战线更远一些的地方，交通拥挤现象甚至更加严重；平民百姓也在乘小汽车、畜力车、公共汽车和步行撤退。后撤部队打通交通线(如果它们能够做到的话)之后，还要十分出乎意料地认真同敌人战斗。原来敌人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已派出了若干战斗群沿侧方道路向前穿插，现在它们正在伏击阵地上等待守方撤退部队的到来。这些伏击部队实际上人数不多，但是与之遭遇的撤退部队却无法了解它们到底有多大兵力。在任何情况下，与之遭遇的撤退部队在头几分钟内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对方可以在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向坐在卡车内的部队、由牵引车拖曳的炮兵以及毫无准备的坦克开火。如果撤退中的防御部队表现顽强，它们可能会通过战斗打开前进的道路，但是要失去大量时间，遭受很大伤亡，战斗后的疲劳会使撤退的部队士气进一步低落。



　　还有一种使它们深感震惊的情况在等待着到达指定阵地的撤退部队。它们到达指定阵地后，发现那里一切都没有准备好——没有堑壕工事或火炮阵地，没有给养或野战炊事设备，没有供司令部使用的有线电通信设施，尤其是没有弹药堆积所，无法补充他们因缺乏运输工具而留在前线的那些弹药。造成这种无准备状况除了是因为时间不足外，还因为敌人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前进中分割了后方地带，搞垮了大量运输和勤务部队，击毁了许多车辆，使其余的车辆七零八落；仓库和后勤支援中心也遭到破坏；由于敌人的战斗部队已插入后勤部队和后勤部队撤退目的地之间，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到达指定的新战线位置。



　　尽管如此，新到达的撤退部队还是开始驻扎下来；他们在抓紧挖掘堑壕，修筑火炮阵地，收集所能收集的一切弹药。敌人的飞机偶尔前来进行空袭，迫使战斗准备工作中断；杀伤一些人员，使更多人士气低落。给养是一个严重问题，迫使部队指挥官采取一种很古老的应急措施，即派出粮秣征集队到附近村庄征集能吃的一切东西。然而，局势似乎正在好转。司令部作战地图上所划定的线随着部队越来越多地到达指定阵地而正在变成实际的战线。但是仍有一些很长的地段没有防守部队，另外一些地段仅配置了一些小部队和建制不完整的部队。但不管怎样，一条新的防线肯定正在形成。



　　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大纵深突破纵队的先头部队早巳越过了新战线正在攻击后方勤务部队、基地与仓库，以及司令部机构，司令部的书记员、炊事员、参谋军官和无线电员被迫同敌人的坦克和机械化步兵进行绝望的战斗。守方再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守方的高级司令部必须设法重新部署战斗部队，以恢复对局势的控制。守方的一部分部队仍留在原来的战线上，另一部分部队在向后方开进中，或因交通堵塞而滞留不前。只有组成新战线的部队才能迅速采取行动，因此它们现在又一次奉命退却。它们可能想尽一切办法并有决心来执行这项命令，但是即使处于最佳状态的那些部队也无力超过坚定地向前挺进的敌人。



　　这样，先前的整个痛苦过程可能要再次重现，直到散布在地图上各处，与支援部队联系中断、被切断物资补给、士气越来越低落的那些支离破碎的部队只剩下很少战斗力为止，只要他们与敌人部队实际交火，集体投降就会开始出现；摆在高级司令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降或大规模撤退(如果防御者原先控制了大片地区的话)。只有现在战术部分才再一次变得与整个战役行动一致起来，出现了一种令人十分感到意外的结局。在人们实际看到防御者的部队陷于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以前，仅从战术上观察问题一直使人产生错觉，因为进攻者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克服长长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战术上所存在的那个极端严重的弱点。它们协调一致的结构和心理效应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战役层次上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防御者所犯的决定性错误是下令进行第一次撤退，而没有下令从侧翼对进攻者打开的狭窄通道发动攻击。但是，防御部队司令部绝不会有这样清楚的战役眼光。在起初以及以后的某些时间里，防御者不知道敌人突破战线还有其他什么企图，而只知道敌人是想把他们的整个战线向前推进。



　　当然，守方司令部会接到这里或那里的战线被突破的报告。但是，在同时也会接到有关敌方沿整个战线实施的大、小规模攻击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在司令部作战地图上形成的作战态势实际上可以令人十分有把握地确信：敌人已经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势。敌人的进攻在大多数地区遭到了失败，获得成功的防御部队指挥官急切地报告他们在防御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通常是对他们所抗击的敌军规模加以夸大。敌人显然在少数地区获得了成功，但敌人只是在战线的一些很狭窄的地段达成突破。因此，可以预测，敌人将在战线的其他地段进一步发动进攻，以发展在若干孤立地段上所取得的胜利；或者，敌人可能因为翼侧十分暴露、非常危险、十分不情愿而又不得不把获得成功的部队撤回去。



　　这样一来，一种径直的线性思维方式便左右了防御部队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的看法。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是通过适当分配兵力来保护战线；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设想，敌人也是想以线性方式作战，通过一次宽正面进攻把守方的整个战线向后推移。敌人还采取了强化守方偏见的策略，这也使守方的战役观走向极端：尽管敌人把最精锐的进攻部队集中在少数地段实施窄正面突击，或者部署在它们的后方组成长列装甲纵队，等待时机发动大纵深攻击，但沿整个战线敌人都或多或少地部署了一些部队，按命令发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小规模进攻，或至少向防御者开火射击，作出他们就要发动进攻的样子。



　　无疑，这种线性的战役方法通过多年的计划、演习和参谋院校教学的熏陶已经渗入防御者的思想，并牢牢地扎下了根。所以，当接到第一批关于敌人的坦克正从敌方战线出发向前急速挺进的报告时，似乎最令人可信的解释是：敌人已决定发动某种小规模的袭击。于是防御者便坐等这样的报告出现：敌人的袭击部队正在向他们自己的安全地区——和再补给地区——撤退。随着更多的报告到来，——这些报告指出，敌人的突破不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袭击，在坦克的后面，还有敌人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大部队，疑虑便必然会在防御者的心目中开始产生。但是，这些报告也可能被搁置一旁，不予理会：这些报告毕竟不是来自战线上那些集中精力注视当面之敌动向的高级指挥官；相反，它们大都来自空军的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十分可能把己方的某个运输纵队同敌军混同起来)，或者来自宪兵检查站、受到袭击后残余的公路运输车队与勤务部队、警察、村长，等等。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人们的神经十分紧张，所以各种不实的报告都来了：敌人的伞兵在到处空降，敌人的坦克不仅深入到战线的后方，而且已经到达根本不可能到达的纵深地区。



　　此时，情报成了战争的最强大的武器。敌方的大纵深突破纵队正在尽快地向在他们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的打赢战争的目标推进，边前进边报告已取得的进展，而位于后方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则没有多大必要向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各纵队的指挥官们则在纵队先头乘车率队前进，在现场决定向挡住他们去路的抵抗部队发起进攻，或者绕过他们继续快速前进。位于后方的司令部一接到各纵队的进展报告。便进行整理，并随即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以显示突破的进展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防止己方空军部队误炸已方部队，并有助于集中力量攻击可能企图阻止突破纵队前进或从其暴露的翼侧发动反击的对方防御部队。实际上，进攻者的高级司令部不需要大量的情报，通信联络大都是单向的，即从前线传向后方的，从后方的司令部发往各纵队的命令极少。



　　守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防御者的指挥官们最后认识到敌方根本不是沿宽大正面发动攻势的时候，及时而准确地得到关于敌人大纵深突破纵队动向的情报便极其重要。如果守方司令部能够在战役层次上对展开的交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确的行动方案——即封闭战线上的突破口，或者至少在推进的敌方装甲部队的后方设置路障，以阻断其物资的再补充——便会立即一目了然。然而，现在防御部队司令部的通信线路饱和，尽是发来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一些原来是很准确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另外一些报告则言过其实，还有一些报告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无中生有。发来的情报要进行分类整理，以便据此搞清敌军的位置、运动速度、突破地段的宽度及敌军最重要的弱点。防御部队的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简直要被大量发来的电报淹没了，并且在他们努力摘清当时的真正情况时，情况又变化了，因为敌人在继续前进。甚至卫星观察、现代化空中照相和更加先进的通信系统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已在近年来发生的战争中得到证明。 [ 注：这正是1973年10月战争中以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始实施合围机动时埃军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情况。埃军及时获知以军在10月15日夜间的最初渡河情况，但错误地认为那只是一次小规模袭击行动，以军很快就会撤回去——的确，以军最初参加渡河的部队不到3000人，只有少数几辆坦克，而且这几辆坦克还是用轮渡运过河的。直到17日开罗才了解到以色列人在不断增援其桥头堡，但到那时以色列人已架起一座浮桥，一个齐装满员师已经过河。以色列人向各个方向派出了装甲部队，攻击埃军的防空导弹发射阵地(所以有报告说以军已展开成宽大的弧形战线发动攻击)，但以色列主要企图是向北面的伊斯梅利亚推进，扩大桥头堡，切断运河东岸西奈地区的埃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同西岸埃军后方部队的联系。尽管埃军最高司令部不断接到大量容易引起误解的报告(这些报告是因为以军的装甲战斗部队挺进埃军力量薄弱的后方攻击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而促成的)，但到10月18日它还是十分正确地搞清了以色列两天之前的意图，并调集部队加强了伊斯梅利亚地段的防御。但是，在17日，随着以军另一个装甲师渡过运河，以色列人决定停止北进，令部队掉头向相反的方向进攻，以切断苏伊士城周围南部地段第3集团军的后路。等到埃军最高司令部在10月19日弄清这一变化，原来的两次估计都被推翻了，于是心里没有了任何底数：它感到开罗本身已濒临危险，遂派出可供调动的预备队保卫开罗，而不是去攻击向苏伊士城会集的以军。参看哈诺奇·巴尔托夫著《护壁》(1981年)，第482页及其以后诸页，他在该书中根据有关文件对此作了叙述。 ] 随着部队运动的开始，战争的迷雾也开始出现了。



　　因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情报竞赛；它是将要进行的重新部署竞赛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向前推进的大纵深突破纵队上报了各种报告；另一方面，防御部队司令部力求迅速处理所收到的情报，以便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正确的——即使不是最及时的(“实时的”)——了解。如果防御者赢得了这场竞赛，即如果他们仍没有失去综合分析情报的能力，他们仍然有取得完全胜利的可能：如果位置适当，他们可以派出可调用的部队来攻击敌方突破纵队，并将发现这些纵队是有懈可击的——在战术层次上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防御者在情报战中遭到失败，如果在战役层次上所看到的局势仍然混乱不清，致使防御者无法及时选准实施反击的目标，那么只有全面撤退，重建一条十分强固的可以避免被大纵深突破纵队立即突破的战线，防御者才能有获救的希望。



　　这样做可能会使敌人占领大片地区，但是如果前线战斗部队能够退出战斗，以小分队形式重新集结，并以比敌人更快的速度，迅速同新锐部队一起重新进行部署，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如果真有大片地区可让与敌人，那么这样做至少可以继续有效地对敌人进行抵抗。只有进行大纵深撤退才有成功的可能——其距离要超过敌人一次跃进的突破深度，因为超过那个深度后，敌人的装甲纵队必须停下来等待补给机构赶上，补充物资和人员、维修车辆和进行休整。 [ 注：正如先前本书在另一场合所指出的，苏联拥有必要的纵深来对付德军的闪击战，而波兰和法国则没有这一有利条件，比利时或荷兰肯定更没有此种条件。实际上，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1941年的战局中，并不打算利用苏联在幅员方面的有利条件，而是随着德军向东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一线推进，在其沿途步步进行顽强的抵抗。到1942年夏，苏军便接受了教训。当德军再次发起进攻时(这次是在西南方向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进攻)，苏军的撤退速度便超过德军的前进速度，因而得以保存实力，建立起新的坚固防线。 ] 换句话说，其结局不再取决于战役层次上双方军队的相互作用，而是取决于战区的地理纵深。要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到战略的更高层次。



　　再回到典型事例上进行研究



　　在我们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相关机动战之后，现在我们准备返回到欧洲防御中的反坦克步兵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这次是从战役层次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讲极为理想、从战术上讲适当(不能说得比“适当”的程度更高)的反坦克导弹防御如果真地可行，那么它在战役层次上也必然可行。我们还知道，对装甲车辆与反装甲车辆手段之间的对抗不能再孤立地进行考察，而只能与双方在战场上实际互相作用的各种力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力量是：炮兵、防御者防守战线的步兵、进攻者的徒步步兵、能影响战场本身的空中力量、双方可供使用的直升机部队(可能采取突击队的方式使用)、可能修筑的各种障碍物与筑城工事。此外，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不太激进的方案——这类方案是要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正面增加一个反坦克导弹步兵层次，而不是用反坦克导弹步兵代替装甲与机械化部队——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装甲与机械化部队，而且实际上这些部队是整个防御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战役层次上，多种因素互相作用。当我们对其中的一种因素——反坦克导弹步兵——的影响进行估计时，可以看出，我们在战术层次上观察到的装甲部队与反坦克导弹部队之间的战斗本身根本不起决定终局的作用，正像任何一场空中交战在争夺空中优势的斗争中或在潜艇与某支海军特混舰队的飞机、驱逐舰和潜艇之间所进行的任何一场捉迷藏的斗争不能起决定终局的作用一样。这是因为当我们扩大视野来观察问题时，我们看到，在苏军的第一批坦克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之后还有更多的部队，它们组成一支长长的纵队，准备等待时机突破防线。我们在战术层次上看到的情况仍然未变，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发生了变化：正被反坦克导弹摧毁的苏军装甲车辆之所以在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让联盟的军队摧毁，因为这些苏军装甲车辆反过来也消灭了对方的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并消耗了其反坦克导弹贮备。坦克和步兵战斗车不仅发射弹药，它们本身就是弹药，大纵深突破纵队牺牲它们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当然，苏军希望突贯对方防线时被击毁的装甲车辆尽可能少一些，但是只要能打开穿过战线的通道，从战役层次上看战术结果——双方的“消耗比率”——是次要问题，当然这是在只有一条防御线的情况下。紧接着的大纵深突破进攻的成败，不是取决于整个进攻部队在进入对方脆弱的后方地区时是否损失了实力的5%或10%作为代价。



　　现在，双方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成为关键的因素。除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外，我没有对战役方法进行具体阐述，因为我的目的是分析。同战术方法用于战术层次一样，战役方法用于战略的战役层次，这些方法像医疗处方那样，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谁同谁进行交战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交战。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一种战役方法——闪击战，我应再一次指出，只要消耗战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就存在着空军的、海军的、甚至“战略性的”核战役方法，就像每一种战役方法又有各种战术一样。



　　现在，双方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成为关键的因素。除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外，我没有对战役方法进行具体阐述，因为我的目的是分析。同战术方法用于战术层次一样，战役方法用于战略的战役层次，这些方法像医疗处方那样，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谁同谁进行交战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交战。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一种战役方法——闪击战，我应再一次指出，只要消耗战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就存在着空军的、海军的、甚至“战略性的”核战役方法，就像每一种战役方法又有各种战术一样。



　　现在再接着研究我们所选择的典型例子和各方所采用的战役方法的关键作用。我们已经了解到，进攻者正在设法取得闪击战的效果：破坏防御者的补给生命线和整个支援组织，迫使其撤离前方空军基地和核贮存设施；尤其是打乱敌方指挥系统的决策，把敌方的反击诱至错误的方向，并迫使敌军进行无组织的退却。 [ 注：在1939至1942年进行闪击战的年月里，对德国国防军来说，这种效果更多地表现在心理方面，而不是实际力量方面，因为它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大都由摩托车、装甲车、轻型坦克、半履带式输送车、牵引火炮、大量汽车和为数不多的作战坦克(每个装甲师有1个拥有100-150辆坦克的坦克团)组成。相比之下，苏军部队则拥有大批装甲坦克，每个一线坦克师的坦克多达322辆。 ]



　　至于防御者及其选择的战役方法，我们也早已了解到，单单使用反坦克导弹部队进行单层防线的正面消耗战是不可能成功地抗击敌方大纵深突破纵队的进攻的，除非那条“线”是由数量极多的反坦克导弹组构成的非常宽阔的地带，而使导弹组达到如此之多又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消耗战是一种拙劣的作战方式，而是因为它的物资需求与任务的要求成正比，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支受到攻击的防御部队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因为沿整个战线分布兵力的防御部队和在战线上狭窄地段高度集中兵力的进攻部队之间在数量上很不对称。当然，消耗战属于数学计算问题，它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只有在防御部署比仅使用反坦克导弹步兵部队所付出的代价大得多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设置雷区、峭壁式反坦克壕和水泥拦障等类反坦克障碍物来阻止敌快速接近，使苏军开上来的车辆保持在反坦克导弹部队所能攻击的数量以内，使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数量与这些障碍物的效果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替代。其次，作为另一种反坦克手段，需要修筑筑垒发射阵地，以确保反坦克导弹小组对被击毁的车辆的很高的消耗比率。当然，这样一种筑垒式的正面防御体系取决于正面的宽度，它就根本不再是战役层次的问题，而是属于战区战略层次的问题。没有比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本身代价更大的障碍物和筑垒工事，要想真正实现以导弹发射器代替既昂贵又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北约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以及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使实施核反击成为不必要的事，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管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战术效果本身多么令人赞叹。因此，我们发现，从技术上看很有优势、从战术上讲适当的反坦克导弹步兵在战役层次上是无效的。



　　如果我们接着考虑不太激进的那项欧洲防御建议——在现有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正面增加一层反坦克部队，我们会看到，即使在打单层防线消耗战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价值。它的部分价值可以通过战术效果简单相加予以估量，即它能迟滞敌方的进攻，这种迟滞效果在敌方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对于争取动员时间具有很大价值(否则，价值就小些)；能够给敌方造成消耗，因为如果下面接着仍要进行机动战的话，则给敌人造成任何程度的削弱都将与作战结局不无关系。但是，如果制定一种防御战役方式，把机动部队的行动与新的反坦克导弹防御结合起来，则新增加的正面部署的那层反坦克导弹步兵的价值就会大于战术上的那些效果的总和。通过搞清敌方实施突贯地段上的大规模推进，通过继续防守敌方未实施突贯的那些地段，防御者可以创造一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防御者的机动部队恰恰可以在战役层次上发挥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从侧方对敌突破纵队的翼侧实施反击，而这些机动部队本身的翼侧可以得到战线上仍保持完整的地段上的部队的保护。



　　这一切当然是基于以下设想的：防御者要及时完成动员，或者通过正面防御充分地迟滞敌人，以保证联盟的机动部队离开营房进行集结，然后开赴前线实施反击。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使整个局面比现时有很大的改善。如果有充分的预警时间来保证联盟地面部队的动员和展开，这些部队将会全部投入战斗，防守整个战线，而不是用来实施反击。如果敌人突然发动进攻，无法及时向前线开进的联盟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便只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正在前进的苏军部队迎面相撞，从而失去从翼侧打击进攻之敌的有利条件。



　　因此，就不太激进的欧洲防御建议来说，由反坦克导弹步兵构成的从技术上讲享有优势、从战术上讲旗鼓相当的正面防御，从战役层次上看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同本可以用以增加机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力量相比较，这种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这一点反过来又取决于反坦克导弹步兵的人员是如何配备的——是用从机动部队抽调来的宝贵的正规兵员呢，还是用现在几乎没有使用的预备役人员和民兵。因此，同样是那些组织体制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随后发现在战术层次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战役层次上却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了，当然这种重要的变化是基于不同的原因。



　　由于反坦克导弹部队是固定配置的，从战役层次上看。在使用它们时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依靠本身组织实施正面防御和与担任反击任务的机动部队相配合。在正面防御中，反坦克导弹部队必须直接承受敌人的进攻锐势。显然还有其他一些使用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方法，即在比正面防御更为有利的情况下使用。一种可能使用的方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那就是弹性防御。只有在经过长距离的退却使敌严重疲惫而不得不在首次跃进后停下来的情况下，才可对敌人的推进进行认真的抵抗。另一种可能使用的方法是在战线的浅近纵深内组织防御，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建立多道抵抗线对敌实施逐次阻滞，也可以建立岛屿式抵抗阵地，不断地干扰敌人的运动，消耗敌人的兵力，掩护主要军事设施和城市。但是，这两种可用的方法都与战役层次无关，因为关键问题不再是双方交战部队的相互作用；不管是在深远后方的新战线上，还是在多道抵抗防线中或是在纵深防御中的岛屿式抵抗阵地，情况都是这样。相反，人们正在重新考虑的是联盟领土范围内的整个防御布局，提出了完全超出战役层次范围的一些问题。为了寻求一种适合联盟所有成员国需要的既便宜又不太迫切需要或完全不需要实施核反击的更好的防御方案，某个盟国的国土要准备遭受敌方入侵和战争的破坏。这样一来，北约联盟可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目标，不再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领土防御政策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位置，建立起一种不要求每时每刻都保护所有成员国的所有国土的集体安全观念。显然，这是一项需要经每个盟国内部磋商并经各盟国一致同意的政治决策，而非仅靠战略睿智所能左右的事情。



　　肯定地说，战略现象给予政治决策的战略后果以巨大影响，但是政治决策还会产生其他后果，国家领导人可能认为这些后果更加重要。如果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是在文化、历史、经济或大选诸方面的考虑推动之下进行的，谁能根据战略上的理由说事情不应当这么干？对战略的理解可能对政治决策所确定的目的有作用，也可能没有作用，但是它肯定不会左右那些目的的确定。当然，甚至战略后果本身也可以仅仅用政治标准来估价：如果发现X将导致胜利，Y将导致失败，这并不意味着X必须成为政治上的最好选择，因为其他考虑可能决定了宁可要失败而不要胜利，任何战略上的真知灼见都对此无能为力。随着我们进一步考察战略的更高层次，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来牢牢记住这种差别。



　　对整个战略的初步观察



　　为便于自下而上逐步对战略的各个层次进行阐述，我一直把每个层次的横的方面——各层次内部作用与反作用的起伏涨落——看作是处于静平衡状态的。这不仅是对现实的抹煞，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歪曲，因为各层次之间的垂直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着每个横的方面内部所显示的战略的反常逻辑，而且也受着这种反常逻辑的影响，从而引起成功、顶点和衰落这一系列过程。如果出现一种新武器，技术层次上所出现的反应——通常以敌方搞出一种对付这种新武器的武器的形式出现——就可能引起战术上的反应，而战术上的反应又会引起战役层次上的反应。或者这样：第一种反应本身可能是战术性的，它所引起的反应可能是技术性的，然后又可能进一步引起战役层次的反应。显然，多种纵横相互作用有多种结合方式，但是最普遍的顺序是技术上的变化引起战术上的演变，战术上的演变又引起战役上的反应。机枪的使用曾使防线固若金汤，任何进攻的步兵都无法突破，而现在使用大批装甲坦克则可以将其突破，这本身就是一个例证。



　　尽管我们对战略的各个层次进行的纵向考察还很不全面，但我们再也不能仅从横的方面对战略进行想象了，即不能仅把战略想象成波涛汹涌的大海；战略反常逻辑如顺逆流彼此对抗，为了寻求一种有可能的平衡而进行着永恒的搏斗。我们也不能把战略看作是一种多层的大厦，每一层都有着不同的逻辑。相反，我们必须在心目中把上述两种形象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大厦的各层不再是稳固的，而是在急剧变化之中，有时到达各层互相压在一起的地步，就像在冲突的动态变化的现实中纵向各层次的相互作用本身与战略的整个横的方面融合在一起而又互相发生冲撞那样。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08章 战区战略I：军事方案与政治选择




　　在战区层次上，军事实力与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受战略逻辑的制约。就像从高空鸟瞰——更确切地说如通过卫星侦察军队的部署与运动一样，可以通过视觉实际感受到这一点。当然，在较低的层次上，战略的空间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在战术层次上，起作用的只不过是地形地物的具体特征；在战役层次上，地理因素也只不过为战斗提供了一个发生的场地，战役既可以在这一具体场地上发生，也可以在另一个具体场地上发生。



　　然而，在战区层次上，某些特殊地域成了参战双方争夺的真正目标。战区的地理范围大可以囊括整个大陆，小可以只限于一个小岛。但如果不被政治界线所限定，该战区定被重要的地理障碍或距其它战区距离遥远本身易守难攻或易攻难守等隔离开来。无论构成战区的地域是个省份，是个国家还是几个国家组成的广阔地区，该战区必须自身构成一个独立军事整体，而不是更大的军事整体的一部分。 [ 注：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五篇第二章)所说，战区的特点是，在较大规模的战争中，其范围之外的军事行动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间接地起到削弱或加强对手的作用。 ]



　　战区层次的战略逻辑虽然从空间角度制约着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但这种逻辑完全不考虑有关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伦理属性，不管该地区是物产丰饶的宝地还是人迹罕见的沙漠，它考虑的只是具体的军事特征。正因为如此，毫不奇怪，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尽管完全知道战区的战略逻辑，却又常常将它忽略。



　　以朝鲜战争为例，鉴于北朝鲜在靠近分界线的地区集结了强大的部队和大批坦克和火炮、北朝鲜的步兵有很强的纵深穿插能力，北朝鲜以突然进攻的方式发动一场高强度战争是极为可能的。不过，由于北朝鲜的庞大炮兵部队缺乏机动能力而难以延伸火力、北朝鲜步兵会很快耗尽战斗力和补给，这场攻势不会支撑很久，也不可能向南朝鲜境内深入很远。在这种情况下，战区层次上的战略逻辑决定了如果南朝鲜采取全面防御的对策，它的防御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南朝鲜采取部分防御的对策，它的防御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在战争之初南朝鲜在距分界线50公里以内的地区只进行机动防御，利用有利条件迟滞和伏击敌人然后有意后撤，北朝鲜继续前进就将自取灭亡。一旦充分动员起来，南朝鲜军队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以优势的力量发动反攻，一路杀回并越过分界线。由于北朝鲜的绝大多数防空武器无法机动，一旦前进和后撤中的北朝鲜军队脱离防空火力的掩护，就会遭到南朝鲜空军的重创。



　　上述的“弹性防御”方案虽然绝对符合战区战略的逻辑，但却忽视了在此期间经两次争夺并被北朝鲜人一度占领的该地区的特点：这不是一片沙漠地区，而是一片人口稠密、一直延伸到汉城北郊的农业区。这个地区居住着800万朝鲜人，是大部分国家机关的所在地，并集中了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工业。鉴于朝鲜是个分裂的国家，两个政府都号称对整个国家拥有主权。丢失这片距分界线50公里的地区可能导致南朝鲜出现公众对政府信心的崩溃，军队士气瓦解，以至于南朝鲜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完全失去作用。因此，南朝鲜在制定战区防御政策时不顾战区层次上的战略逻辑，对整个领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政策，这是不足为怪的。战略的逻辑可以不顾，但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却是明显的。这种恶果的具体表现是：不仅安全上更无保障，而且防御上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具体对南朝鲜来说，不仅部队始终要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而且还需精心构筑障碍物和前沿工事，虽然花费很大，但结果仍不能在安全上确有保障。



　　正为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战区层次上的任何战略逻辑都无法帮助我们确定另外一种主次关系。实际上，任何主次关系它也确定不了。这就如同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人人皆知，但它左右不了政治抉择一样。在一些国家可以容忍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却不能容忍高失业率，而在另一些国家，情况则正好相反。确定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经济逻辑并不能确定经济政策。同样，在朝鲜战争中，战区战略的逻辑虽已表明了弹性防御与其代价和风险的关系，但战区政策却要求非弹性防御。



　　欧洲的中央战区



　　从战区战略的角度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西德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和丹麦向南一直延伸到奥地利和瑞士边界。它西临北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有625英里的共同边界线。顺着东部这条铃型边界线向东转向奥地利边境。一旦接到动员令，比利时、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和美国的军队将从军营和基地开到指定阵地，“中央战线”就会从原来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中央战线”不是一条由各国部队比肩接踵所组成的人墙，而是一个沿一定地带部署的、互相分离的人员、车辆和武器组群。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坦克、机械化和轻型装甲部队(即“掩护”部队)将开到距边境几英里的地方，而其余的部队则部署在距离这些掩护部队几英里后的地方。即使这条战线不沿边界的曲线设置，它的直线总长度也要有600英里左右。鉴于奥地利的防卫能力十分薄弱，苏联任何进攻行动均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通过，德国东部与奥地利接壤的地区也必须加以防护。



　　到目前为止，在战略的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对反坦克导弹步兵防御方案进行了讲座，现在我们可以对这种方案下结论了。只要考虑到北大西洋联盟所防卫的是一条漫长的地带，我们就能理解只有建立起最完善的防御工程，才有可能使沿一条战线设防的导弹部队守住防线。因为我们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发现，在这样的防线上，一旦两军在战场上实际相遇，那些便宜的、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在数量上实际上有可能少于昂贵的苏联坦克和步兵战车。如果我们想象苏联进攻刚刚开始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进攻的苏联第一批部队向西德边境开来，这批部队共有7个“集团军”、几乎有1万辆坦克，还有很多步兵战斗车，很多火炮及各种战斗支援部队。 [ 注：目前，苏军驻东德(19个师)、捷克斯洛伐克(5个师)、匈牙利(4个师)，波兰(2个师)的30个一线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共包括10，500辆坦克，步兵战斗车的数量则更大。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编《军事力量对比，1985-1986》，第26页。 ] 这些苏联部队向前冲击时绝不会稀疏地散布在一条与边界线平行的南北方向的漫长战线上，而是将组成4到5个纵队，以密集方阵而不是单列纵队的阵式由东至西向前推进。如果地形允许，这些密集方阵将宽达数英里。即使这样，我们仍可以看出遭受苏军进攻的地段只占整个600英里的战线的一小部分：这些纵队与狭窄的防御地段发生冲撞有的地段个别地方只有两条车道那样宽，其它地方也不会超过10英里。因此，即使一支庞大的导弹部队和成千上万的反坦克发射架部署在边境，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方，快速冲击的装甲战车仍能很容易地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因此，通过计算消耗，我们可以得知，如果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方案必定会导致失败。在导弹发射架不得不散布在600英里宽的正面上，而苏联却可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方集中装甲车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有其它的结果。 [ 注：人们普遍认为，东德和其它华约军队将与伪装成满员部队的苏军小部队一起，通过显示力量和佯攻的手段对苏联不想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中央战线的某些地段进行威胁；华约的诈术以后肯定会暴露无遗，但那时战斗可能已经结束了(顺便提一句，对忠诚性可疑的部队，那是一种比较保险的使用方法)。目前，在中央战线，可部署的反坦克制导武器发射架的数量为大约2100件，包括驻挪威和丹麦部队所拥有的发射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力对比》(1985-1986)，第186页)。如果将联盟现在的机动部队(装甲、机械化、装甲突击队)全部改编为携带导弹的步兵，这最多可能增加到30万前线部队和6万件发射架(因为仍需要炮兵、防空兵、工兵和勤务部队)——而这些数量的部队根据现实的战术消耗比率推算，不足以经受战斗消耗，除非这些部队构筑远比导弹发射架更费钱的障碍物和坚固工事。 ] 当然，如果具有充足的机动能力，导弹部队可以集中，而且集中的数量可以压倒苏军纵队的集中。但仅靠卡车拖着这些发射架沿战线来回移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由于德国的分裂，这些卡车所要经过的边境地区已变成了前沿地区。让大量部队等候在后方交叉路口上，以便在某段防线遭到进攻时赶去增援的方法也是行不通的，由于摩托化导弹部队无法在旷野中机动，必须走大路，因此在运动中，它极易受到来自空中的袭击，并无法抵御炮火的袭击，因为敌方的炮火可以打到离前线10英里以外的地方。也许以增援对付敌人集中兵力的问题可以通过更及时的方式解决，即以直升机运送导弹部队，或在直升机上直接装配导弹发射装置，但这样做当然是要耗废巨资的。此外，直升机的防护能力最差，容易遭受苏军装甲师的各种防空武器的袭击，还将受到苏军密集炮火的打击。



　　既然卡车既受道路限制又易被摧毁，既然直升机既价格昂贵又易受攻击，那么，要在敌人的炮火下保持机动能力，以对付敌人的集中兵力，仍只能选择配有良好的装甲、能在旷野上行进的地面战斗车。有了装甲和履带，这些地面战斗车当然能把导弹部队运送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战斗车还必然能够模仿现在的机械化步兵运载工具，而机械化步兵所配置的武器中包括了反坦克导弹。既然选择了装甲车、为什么不在部分装甲车上安装不必拆卸便可使用的武器？既然可以安装固定武器，既然火炮在近距离反坦克战斗中仍是最优越的武器，为什么要依靠那些既笨重又昂贵且射击间隔时间很长的导弹呢？于是恢复了坦克的地位。我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常规的解决方案上来。这不单单是因为体制上的惰性，更重要的是因为战场的实际需要。



　　如果有人仍坚持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激进方案，只要把地理范围看得再广一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当我们的目光扫过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片辽阔地区之后再向苏联西部地区看去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7个集团军所构成的第一攻击波之后，第二个更大规模的攻击波正随即涌来，而且苏联国内更多的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开赴前线(有关苏联军队的组成情况，见附录Ⅱ和附录Ⅲ)。尽管新增援的苏军不如第一梯队的苏军那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人员齐整，但由于数量庞大，它们足以击垮筋疲力竭、消耗殆尽的北约导弹部队，即使他们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话。



　　但是，当我们最终取消了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激进方案后，我们又会发现一个使人焦虑不安的事实：一旦动员起来，苏军不仅能够粉碎导弹步兵部队、而且可以粉碎现在守卫中央战线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正因为如此，联盟仍依靠核反击作为补充手段。可以设想，即使苏联一方在开始阶段享有集中兵力的主动权和利用特种部队大量发动突击、渗透和骚扰活动的有利条件，假如北约能够觉察出苏联即将发动进攻的信号，假如不被敌人的欺骗和自己的错觉所干扰而相信了苏联即将进攻的警报，假如5个有关国家的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平时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北约部队应当能够顶住苏军第一梯队的攻势。北约的部队不仅从平时的营地开向预定阵地时会受到道路堵塞、空中袭击、桥梁被破坏以及苏军敌后突击队的伏击与故意牵制的影响，而且在头几个小时的战斗中，北约部队还必须准确判断出苏军的主攻方向，并协调好北约内部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的反攻行动。联盟空军不可能帮很多忙，因为他们自己也马上会因保卫机场和进攻敌机而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靠最有成效的指挥和史诗般的英勇拚搏，联盟才能抵挡住苏联7个集团军的强大攻势。而恰恰在联盟部队急需休整的时候，它却马上要迎战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苏军梯队的进攻，自己却得不到多少补充。不过此时联盟的空军应能给予较大的支援，北约在战场上的损失也可以部分地从战场得来的经验加以补偿，但很难指望，北约取得防御战的胜利。



　　攻防力量的比率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谈及人们所持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任何进攻战斗中，从双方需要的部队数量上看，防御一方总是占便宜的。通常说法是，攻方要想取得胜利，它的部队数量应是守方部队数量的3倍。在战术层次上，这样说是对的，当一个连的防守兵力不需要前出完成任务时，可以挖战壕坚守防线，相比起来，他们杀伤暴露的进攻者比进攻者杀伤他们要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需要破坏对方的堑壕防御体系，3：1的比率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战役层次上，进攻一方完全没有必要非攻打某条防线不可，他可以采取简单的机动方式从防御一方的一侧或两翼绕过防线。如果防守部队仍守在堑壕里，那么防御则彻底失败；如果进攻部队停下来从侧翼或背后向他们发起进攻，甚至可能把防守部队消灭。另一方面，如果防守部队对敌人的侧翼包抄作出反应，就只能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或者走出堑壕去截击攻方部队，使自己同样处于运动和暴露的状态中。如果守方部队采取的是扩大防御正面的方法，虽然总数量上以少胜多的比率优势可以保持，但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段上，实力对比却可能使对方占据了优势。如果守方部队采取的是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段，双方的实力均势虽然可以保持，但守方部队以少胜多的比率优势却丧失了。无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攻方部队都不再需要用3个连或3个营去打败守方部队的仅1个连或1个营。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场，防御一方在战术上所占有的比率优势在战区战略层次上也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是因为，法国的战壕防线从比利时海岸一直绵延到瑞士边境，其中没有任何中断，德国无法从翼侧绕过；当德军集中大部队向这条防线中的一小段发起进攻时，由于野战电话、卡车和火车的使用，防守的法军反击的速度比冒着炮火、穿过铁丝网、面对机枪扫射的德军的推进速度要快。因此，在战役层次上，法军同样保持了防御者在兵力对比上所占有的1：3的优势。那些在一战后支配着法军总参谋部的知识分子 [ 注：二次大战爆发时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将军就是例子。见罗伯特·杨在《法国统帅》一书中的评论(1978年)，第48-51页。 ] 的确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由于沿前线运动的火车和卡车的速度远比在炮火中徒步行走的步兵的速度要快，防御一方在集中兵力方面比进攻者要占有优势。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对抗进攻者首先发动进攻可能造成的有利形势了，这种有利形势无论防御者如何神机妙算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然而，要消除进攻者首先发动进攻造成的有利势态肯定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因为一条不间断的防线能够使在战壕中的防御者不被敌人从翼侧包抄，从而保持住战术上的有利地位。因此，防御者至少暂时能够以一当五或以一当十，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正象可以无限期地以一当三一样。由此推论，只要德国人的母亲们不能比法国的母亲们多生两倍的儿子，法国人就会始终抵挡住德国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法国人自己发动徒劳的进攻削弱自己。看来胜利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但为减少代价，他们还加了一个保险系数，即在和平时期就建造好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和坚固的火力点，以代替在炮火下临时构筑的脏肮的泥土堑壕和地下掩蔽部，并精心建造好炮兵隐蔽工事，以实施炮火反准备压制敌方的炮火，使之无法打垮己方防线的步兵，同时利用这些大炮打击进攻中的敌方步兵。



　　正是上述这种令人深信不疑的线性逻辑使法国人建造了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的确太成功了，以至于1940为躲避可怕的路障，深沟坚垒中的步兵以及永备工事中的炮兵，德国人发动进攻时取道比利时绕过了这条防线。从战略反常逻辑的观点看，马奇诺防线之所以没有起到保护法国的作用是因为它过分坚固，防线坚固过分则使敌人甚至不敢试图对它发起进攻。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马奇诺防线不那么成功，不那么可怕，反可能对法国好些，因为那样至少有可能使德国人向这条防线发动进攻而陷于阵地战的泥潭之中。实际情况是，由于马奇诺防线在战术一级被认为是无法穿过的，结果德国人在战区战略上采取了机动的方法，穿过没有坚固工事的比利时阿登地区一路直奔诺曼底海岸。



　　一旦失去马奇诺防线作为改变力量对比的手段，建立在铁路和卡车对徒步步兵占有速度优势这一基础之上的防守一方比进攻一方在兵力集中方面占有优势的理论就被战役层次上的闪击战行动彻底推翻了。在闪击战中，纵深突破纵队以摩托化开进速度向前推进，超过了防御一方向翼侧集中防御力量的速度。由于参加闪击战的装甲部队大部分不怕炮火截击和路障阻挡，因此使普通步兵在战线防御中不但不再占有战术上兵力对比的优势，而且甚至在数量上也总是被对方所压倒。1940年的历史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教训：应当摒弃无懈可击的马奇诺防线；貌似普通真理的一比三的比率关系其实只有在战术层次上才是适用的。但在人们的感情深处，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倾向，我们只能感到惊异。



　　战场核武器



　　既然防御一方存在着固有的优势的想法不过是个幻想，丢掉这一幻想后，西方联盟防守中央战线的现行方案只能依靠“战场”核武器作为最后扭转颓势的法宝，以便在没有其它办法可制止防线的突破和崩溃时。把这一法宝祭起。通常，核武器只起劝导作用， [ 注：这个词包括各种形式的“劝行”和“劝止”，这一问题留待第三部分讨论。 ] 不会被实际使用，我们将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战略中讨论这一问题。不过现在，让我们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探讨核武器的作用问题。



　　按照洲际核武器的标准衡量，战场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和辐射效果是相当轻微的。 [ 注：众多的洲际核弹头或核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百万吨级)，而大多数战场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只相当于1000吨TNT炸药(千吨级)，或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能量的1/14，在长崎爆炸的原子弹能量的1/19。冲击波、热辐射效应和直接辐射效应都相应减小。除强辐射装置(中子弹)外，通常打击地面部队目标主要靠冲击波的效果。 ] 战场核武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如短程导弹、核炮弹、核爆破装药以及类型更广泛的机载核炸弹。战场核武器为我们提供了实施破坏性较严重的反攻行动的便利手段，它使我们能够在技术层次上对付蜂拥而至的苏联军队。联盟的现行政策是，在前沿战斗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地以非核防御对付非核进攻，但如果苏联的军队继续源源不断到来，北约的防御系统抵挡不住苏军的进攻，那就要使用战场核武器。



　　在1952年和1953年，当美国的战场核武器最初部署时， [ 注：由于种种矛盾的阻滞因素所造成的惰性，联盟仍保留着50年代的一种武器。这种射程为40公里的“诚实约翰”导弹首次部署于1953年，至今仍被希腊和土耳其军队所保留。见伦敦国标战略研究所：《军力对比：1985-1986》，第85-86页。 ] 它的效果迅速呈曲线上升。这些战场核武器很容易与当时的前沿防御计划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那时，盟国只在纵深很小的地域内零散地部署一些小部队就几乎构成了一条真正的战线。但这种在技术层次上对付苏联战区力量的措施很快就到了它成功的顶点，因为50年代后期，苏联军队也有了自己的战场核武器。这样，如果北约司令部试图用核武器打击苏军的入侵纵队以保卫被苏军突破冲垮的某些地段，苏军司令部也会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在盟军防线的其它地段打开缺口作为回报。我们暂且不考虑双方以后还会使用其他什么样的核武器攻击敌方地面参战部队以外的目标，只设想一旦联盟使用了战场核武器，对方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然而在这种场合下，行动和反应不是互相抵消的：一直使用了核武器，苏联军队再也不能得到这些欲占据的领土，因为这里已变成一片废墟。这样，如果联盟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在需要的时候将使用战场核武器，它就能够劝阻苏联不再发动旨在征服领土的进攻，因为如果发动进攻，除了非核性的失败或导致核战争外，不会再有其它的结果。在使用劝导政策的时候，掌握事态发展的总是对手那一方，必须使对方的领导人相信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是真的，并使他们认识到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与所要受到的惩罚相比得不偿失时，劝导政策才会生效。这种情况使得靠劝导政策得到的安全不如用实际防御能力得到的安全来得可靠。尽管如此，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仍比骑兵团甚至装甲师的威胁作用更显著，因为核武器的战术效果远比其它武器的战术效果确定，能够精确地作出预测。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劝导政策的效果要受到动机的制约：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是为了征服而是出于绝望向联盟发动进攻，他们也许根本不会顾忌在中欧地区出现一个核毁灭地带。非法的政权总是不稳固的；我们可以作这种设想：如果东欧的大暴动将波及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的边疆地区，而这场大暴动恰恰是由于西欧的自由和繁荣所引起的，这就有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选择入侵来窒息这场大暴动，通过向人们展示一种比继续受压迫更糟糕的前景以消除不安定的动因。



　　还有一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那就是当苏联领导人坚信联盟对华约的进攻迫在眉睫时，苏联可能出于防御的目的对联盟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由荷兰议会、西德总理、卢森堡大公、比利时内阁以及白宫和白厅联合密谋进攻苏联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克里姆林宫中的领导人和他们所把持的政府却惯以怀疑为能事，刑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以揭出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这件事就是例证。在苏联历史上，1942年6月22日是人们最难以忘却的日子：就在那一天，突然爆发的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果苏联的侵略是出于自卫的动机，不管它多么不可思议，联盟的战场核武器将只能用来在苏联的非核攻势即将成功时挫败这场攻势，而不能同时起到劝止苏联进攻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战场核战争的前景能否使苏联领导人畏而却步的问题。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不容许我们深入地研究最初的核劝阻努力将会引起的交替上升的一系列威胁问题。长期以来苏联一直不厌其烦地警告西欧盟国，一旦它受到北约战场核武器的攻击，它也会使用自己的核武器打击北约敏感的目标，如空军基地，甚至欧洲的城市(即用劝导的方法使北约的战场核武器失去瓦解苏联进攻的作用)、美国则继而威胁以核武器攻击苏联境内的同样目标，包括苏联城市，以回敬苏联的上述警告(即用劝导的方法防止核战争扩大到战场以外的地区)。有行动必有反行动，这是战略领域中的必然规律，劝导政策也不例外，即使双方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或反行动，而只有对威胁或潜在破坏能力的感知或错觉。这种交替发展继双方把核力量本身也当作相互打击目标，就超出了战区层次研究的范围，而要进入下一个层次，即大战略的层次了。现在让我们仍停留在战区层次，不过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联盟威胁使用战场核武器的目的原本是打消苏联取得非核战争胜利的奢望，但这一做法必然会对西方盟国，特别是西德政府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部分近程核武器将从德国领土上发射，如果苏联采取对等的反击行动，西德战场将受到核武器的攻击。同样，一旦战争爆发，波恩政府对东柏林统治下的德国领土的命运不会漠不关心，届时东德将成为敌方领土，成为北约战场核武器的重要打击目标，而对西德同胞来说，东德并不是外国领土。



　　正因为核武器对威胁一方和受威胁一方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联盟的核打击政策可能会受到自我抑制。不过到目前为止，由于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德依然坚持一旦苏联的非核进攻将要取得胜利，北约应使用战场核武器的立场，上述推论尚未变成现实。 [ 注：现行的政策从1967年开始实行，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取代更直接迅速地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在肯尼迪政府之初就废止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但在西德政府和其它成员国的坚持下，该战略却仍保留为联盟的战略，直到1967年北约军事委员会才最终同意采取新的“灵活反应”战略。(正式公布是在1968年的北约文件MC14/3中)，并承诺提供保障“坚强的”非核防御所需要的额外部队。详见雷蒙德·伯勒尔所著《战略核均势与北约防御理论》(1978年)，第13页。 ] 北约成员国宁愿冒受核打击的危险，也不愿花钱加强非核武装力量，以便在自己受到非核进攻时，不乞灵于核战争就能挫败敌人的进攻。



　　在欧洲能实现非核防御吗？



　　联盟目前对核武器的依赖所冒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看起来似乎荒谬；实际上却颇有道理，北约加强其非核力量恰恰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许总的来说，欧洲各盟国、特别是历届西德政府拒绝对他们的非核力量做任何程度的增加不过是出于节省军费的短见。但他们这种做法在战略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又是反常的战略逻辑)。



　　不言而喻，如果联盟有足够的非核力量抵御苏联向中央战线发动的非核进攻，也就没有必要部署战场核武器了。一旦战争爆发，从1945年保持至今的没有使用核武器这一最珍贵的记录也会继续保持下去，整个世界也将免除由战场核交火逐步升级为洲际核战争的灭顶之灾。然而，如果核武器在战争中真的绝迹，非核战争必定会不断发生。因此，说来奇怪，实际上确实是避免核灾难的结果反倒招来更大的灾难，因为核战争的灾难对全世界人民来说尽管触目惊心，但如果只动用现代的低当量的战场核武器，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还可能不算太大。而一旦打起常规战争，尽管它不是核战争，却能给欧洲的所有居民，特别是西德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可能更严重。



　　进一步说，如果苏联领导人发动战争，他们必定企图突破中央战线并侵入一定的纵深。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坚守防线并打退敌人的入侵，苏联领导人就可能动用他们的战场核武器。不管苏联领导人发动进攻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恐惧，一旦战争开始，苏联领导人这种侥幸或恐惧心理将会被耽心失败的更强烈的恐惧心理所代替，因为苏联的战败将给它的政权带来严重后果，实际上会危及苏联做为一个政治实体而继续存在。因此，以增强非核力量的方法避免使用核武器恰恰可能会导致苏联自己使用核武器的反常后果。



　　最后，正由于目前联盟非核力量的数量不足以防御苏联的进攻，一旦战争爆发，苏联会相当迅速地突破中央战线，使联盟惊慌失措，这样联盟各国领导人会不顾苏联人发动更灾难性的核进攻的威胁；不顾苏联的劝阻，在惊慌之中作出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决定。相反，假如联盟加强了非核力量，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战线可能会更稳定。据此，苏联一方面可能向前线调集攻击联盟防线的所需部队，另一方面将竭尽全力以使用毁灭性的核武器相威胁，劝导欧洲各国政府放弃在任何条件下使用核武器。这样看来，中央战线的非核防御允许政治家考虑、公众辨论、舆论界报导的时间越多，美国总统就越容易失去行动自由，难以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同意使用核武器，或重申美国一旦在苏联对欧洲城市实施核进攻时对其进行核报复的诺言。因此由于战略的反常逻辑在起作用，加强非核力量反而倒可能削弱了北约的力量。


















	

 






	















	







	







	









 





	


	







	








	




	












	


	







	








	




	












	


	







	








	




	












	


	







	








	




	












	


	







	








	




	












	


	







	








	




	












	


	







	








	




	












	


	







	








	




	












	


	







	








	




	


结束语




	







	

 



	


	


　　尽管存在着障碍、阻力和风险，但这里所表述的一般理论还是为实际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具体范围。对于军人和政治家来说，它不可能象地形图对探险家那样有用；但至少能够象向导可以引导丛林探险家辩认有毒植物那样起作用。反面的忠告也是有价值的。



　　第一，一旦人们理解了反常逻辑规定矛盾冲突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战略实践就可避免普通逻辑那种系统地、令人误解的影响。对于外交政策行为来说，这种理论最终便使其从“一贯性”与“具有凝聚力”的虚假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采取存有重大矛盾而实际上和谐一致的政策。军事领导人总是能够采取反常逻辑战术和战法(以至现在的非正规行动与仗应当怎么打的一般常理巧合一致)，但是，一旦开始认识到这种逻辑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军事领导人就会摆脱线性逻辑思雄对平时军事政策的影响、有害的衍生观点和令人误解的效率准则。



　　第二，一旦人们认识到反常逻辑的动态后果，那么，他们在战时或平时谋求成功之际，在攻势行动和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实施克制不再是出于模糊的节制本能，相反，靠的是当事物发展接近顶点时所特有的一种令人生威(畏？）的理性认识。只要认识到这种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人们就会警惕防止行动过头，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有力的慎之又慎的屏障；遏制追求无限成功的兽欲冲动。



　　第三，一旦人们理解了战略结构及其明显的层次和纵横向方面，总体性的错误就会被披露、抵制、甚至直接制止——造成这些经常出现的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在某些层次上武断地作决定而不顾其他层次的要求或单方面地追求成功而不与其他方面协调一致行动。



　　但是，一门学科未必具有实际价值才值得我们重视：战略研究本身就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只有通过战略研究才能够解释清楚贯穿于人类冲突经历中令人捉摸不定的连续现象和令人困惑的各种矛盾。














	

 






	















	







	







	









 





	


	







	








	




	


附录




	







	

 



	


	



附录I 战略的定义




　　我的目的旨在揭示战略的存在是作为人类冲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客观现象主体，而不是规定行动的过程。当前大多数定义过于规范化，好象以为不存在这些客观现象似的，或以为这些客观现象一目了然，不值得给它们下定义。当然这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般性规定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并不是要求就如何解决特定范围内的一个具体问题表示具体意见。



　　最伟大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对用一般的、抽象的字眼给任何事物下定义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认为这些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迂腐的。他独具特色地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在与战术作对比时用通俗的语言为战略下了定义。他写道：“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28页，普林斯顿版)



　　如同许多科学用语一样，“战略”这个词(法语strategie，意大利语strategia)间接来自希腊语的strategos。(将军)，但 stratcgoa并没有“战略”现代单词的含义。在希腊语中，与我们的“战略”一词相应的单词是atrategike episterme(将军的知识) 或strategon sophia(将军的智慧)。奥诺桑德的著作中使用的 “strategieos”或靠后些时候(莫里休斯使用的)“strategikon”之类的同源词具有说教性的含义。另一方面，strategemata(战略学)(strategematon是弗朗蒂努斯的拉丁文著作中所用的希腊文标题)描述了strategema(确切地说是谋略“stretegems”，或叫战争伎俩“rusex de guerre”)的制定。从公元前4世纪的埃涅阿斯到公元后7世纪的利奥或更长些时候，希腊人普遍使用 “taktike techne”。这个词代表了从补给到劝戒性的辞令(包括技术和战术的专有含意以及琐碎的外交活动)的全部有关战争的知识。Taktike techne翻译为拉丁文是ars bellica。1518年，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事实上李维用过这个词)一书以后又在《用兵之道》中使用了“arte della guenas”(战争艺术)这个词，从而赋予该词以新的意义，并且使之得到广泛采用 (Kriegs-kunst，art de la guerra的意思都是战争艺术)。请参见琼编辑的《战略思想》(1985年)第57-59页维尔吉利奥·伊拉里所著的《全球政治战略》一文。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略”是规范化的。当代美国人所下的定义也具有规范性、即战略是“指导征募、装备和使用一个国家 (或联盟)的军事力量而达到目的的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和一项计划(待修订)。它通过打击实际的，潜在的，抑或仅仅是假想的敌人而有效地促进或确保国家的利益需要。”(金氏编辑《军语辞典》，1960年版，第14页)



　　独具特色的是，美国军方所下的战略的现代定义含义非常广泛，即战略是“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发展和运用必要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力量，为国家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以便增加胜利的可能性、获得胜利的有利后果和减少失败可能性的艺术与科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编《美国军语综合用法辞典》1964 年版，第35页)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对战争所下的定义表达得既广泛，而又具有同样的规定性，即“在战时或平时，利用一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力量向已实施的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的科学和艺术。”



　　由集体编纂、绝对是官方的《苏联军事战略》也论述了战略的定义。该书由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又反映了官方机构的成见，也区别了叙述和规定性的不同含义。它写道：‘军事战略是关于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战争(即武装冲突)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战略学——在研究以往的战争经验、军事政治形势、国家的经济和精神力量、新式武器和预想敌人的观点与力量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战争的条件与性质、准备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各军种及其战略使用原则、物质技术保障原则、指挥战争原则和领导军队原则。同时，这也是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统帅部和高级司令部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与它们领导国家和军队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艺术有关。”(斯科特译编的《苏联军事战略》1975年版第11页)



　　安德烈·博弗尔将军所下的简洁的战略定义，既合乎规范，又是在叙述的基础得出的，与我在本书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战略是“人们决心运用武力来解决冲突问题的辩证法艺术。”(《战略介绍》1963年版、第16页)




附录Ⅱ 苏联陆军：一个注释




　　长期以来，以师的数量来衡量苏联陆军的战斗力已成为习惯。苏军的师一贯是数量众多的，部分原因是苏联青年普遍应征入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复员军人被分配到按照不同的战备程度组建和装备的预备役部队。事实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苏陆军看作是由预备役构成的强大力量，与以色列的陆军极相似。其结果引人注目：例如，在写本书时，估计苏军拥有51个坦克师、142个摩步师(实际上全部机械化)、7个空降师。其中四分之三的师只有现役干部、但是，所有的师都能够迅速投入战场。西方估计苏军动员迟缓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苏军并不幻想士兵完全合格、装备务必齐全、建制一定满员。只要苏军具备起码的能力和基本的装备，就很可能派出部队投入战斗。装甲战的模式就是这样：需要高质量的部队当先锋打头阵，而作为整体的装甲攻击力量则有赖于众多的低质量部队的有力支援。



　　然而，作战行动是以集团军、而不是以师为单位实施的。集团军由一个单一司令部机构领导下的四、五个师组成，另外其建制内还编有一些师规模的支援兵力。例如，目前，每个集团军应包括一支庞大的炮兵部队、一支地对地导弹部队、一支强大的防空部队、一个由64架直升机组成的团、一个精锐的空中突击营、一个拥有150辆坦克的坦克团(某些西方的师不过只配备 200辆坦克)。



　　集团军依次组成各“方面军”(计划进行大规模作战部队)，各方面军自身拥有建制的支援部队。例如，当前每个方面军据说包括一个完整的炮兵师，拥有许多火炮，榴弹炮和重型迫击炮，几乎如同西方某些较小的集团军一样，(共有240门炮)；与西方不相上下的防空部队、携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部队、两个直升机团、一个精锐的空中突击旅和配有多达200辆坦克的独立坦克旅。



　　因此，那种以计算师的数量来衡量苏陆军力量的方法会使人产生双倍误解。一方面苏军师比主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军的师的编制要小；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忽视目前估计为40多个集团军和16个方面军建制内的支援部队所包含的巨大力量。



　　按师(和装备)的数量计算法还忽略了苏军作战能力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向其他全机械化部队提供独特的准突袭能力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士兵的征召、训练和检验均由独立的空降兵组织负责执行，服役年限比一般士兵(5年)要长，并要接受跳伞训练(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由直升机机降或投送)。苏军还专门研制了供空降兵使用的一整套适合空运的、履带轻型装甲战车。目前，该部队的力量包括：7个空降师、每个师编制人员 7000人，拥有建制的空运机动轻型装甲战车和火炮；一线的空中突击旅，人员有2000至2500人，配备一些轻装甲战车；空中机动突击旅，有1700至1850人，备有轻装甲战车(他们是临时性的，或是为次要战线服务的)；和建制归属集团军的空中突击营，每营不满500人。此外，还有突击部队(特种部队)，其中一部分能够进行伪装作战。据称，苏联目前已有19个特种部队 “旅”和“团”，但这么些“旅”、“团”的称号过高地夸大了实际力量水平。最后，苏海军还拥有共18000人的精锐的海军陆战队。



　　资料来源：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85—1986，第22— --23页、第188——189页《军事力量对比》1986——1987，第 37页。



　　《两栖作战评论》(1985年)一书中戴维·艾斯比所著的《空中突击和苏联陆军的空中机动旅》一文。 上书中诺曼·帕尔马所著的《苏联海军陆战队》一文。



　　附录Ⅲ 北约、苏联陆军和其他华约国家陆军：比较研究



　　以合成部队和装备的数量来比较研究军事力量易于使人误入歧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一部分更重要的力量：即士气、纪律、凝聚力、指挥、战术、作战方法和战区战略等无形的因素。但若按此法来比较研究北约与华约的地面部队，将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更大误解，因为通常的计算单位——“师”对苏联陆军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大意义(见附录Ⅱ)；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陆军师都是数量上极不相等的合成部队的一部分。即使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师也是如此。



　　例如，据估计，目前苏军每个满员的一线坦克师有10500人和322辆坦克(其他的师编制明显地小)；相比之下，美军相应的装甲师有16500人，只比苏军坦克师多2辆坦克(即324 辆)。同样，苏军满员的“摩步师”(机械化)有12500人和271 辆坦克，而美军相应的机械化师有16000人和270辆坦克。西德陆军在北约陆军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坦克较少。它的装甲师有300辆坦克，装甲步兵师有250辆坦克，但人员较多，分别是17000人和17500人。拥有16300人的英军装甲师只配备了 280辆坦克，只比苏军一线的摩步师多一点，而法军师的人员甚至此苏军摩步师的人员还少得多。



　　事实上，苏陆军与北约地面部队在编制上还存在着一贯的区别：即苏军4个团组成的师比建制为3个旅的北约的师人员要少，但重武器多，尤其是用于进攻作战的坦克、战斗运输车以及火炮和防空武器。北约部队所装备的武器都是小规模生产的耗资巨大的武器，数量不多——尤其是那些适宜于防御战术的反坦克导弹之类的武器。因此，较贫穷的苏联，军队多资金少；较富裕的北约国家，军队少而资金多。



　　如果把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战斗力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与美国、西欧的师相比，苏联陆军师只应按其数目的60％来计算。但是，若以它们的装备条件来衡量，那就可以如数计算师的数量。假如是这样，那么双方在全面动员时估计的人员数量对北大西洋联盟来说颇令人不安：苏110个坦克师和摩步师对付北约 89个装甲师和机械化师。如果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非机械化师 (徒步／车载步兵、空降兵和山地部队)，那么师的对比数量则很有利于北约：目前北约可以把全面动员的54个师开赴战场，而苏陆军只有6个师。不过，前者多是普通步兵，而且是装备极差的预备役步兵，后者尽管每个师很小，只有7000人，但都是精锐的空降师。



　　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华约地面部队和北约地面部队另一个系统的区别是，在编制上，前者具有同一性，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据目前估计，双方能够动员进行战争的全部师的数量是：北约143个、华约180个。华约绝大多数师属于三种类型，即坦克。摩步和空降师，而北约的师则是花样繁多，包括意大利的山地步兵(阿尔卑斯)、美海军陆战队、德国装甲师、土耳其徒步步兵、基本上处于初创阶段的希腊预备役师和由长年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英国师。在一定程度上说，五花八门反应了对当地地形的适应性和发挥各民族的长处——土耳其的陆军能够依赖精良的步兵、西德在装甲部队上占有优势、意大利的山地部队属于领先地位——这些确实对北约有利。但是，令人怀疑的是联盟拥有庞大的非机械化师。它表明糟糕的陆军严重缺乏装甲战车，而不是出于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



　　地理环境还说明了另一种不对称现象。华约所有的师都可以通过陆路输送开赴前线，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增援部队则必须横越大西洋、几乎全部依赖缓慢而又危险的海运。目前，在北约能够全部动员投入战斗的89个装甲和机械化师中有13个师、54 个非机械化师中有15个师都要来自美国。



　　北约与华约地面部队最后一大区别是，可以认为盟军对前者忠诚，而一些华约国家部队对后者有潜在的不忠。这一点并不象有时表现的那么明显。首先，无论如何，苏军占华约军队的大部分(按现在全部动员情况来估计57个坦克师中的41个师，112 个摩步师中的74个师都是苏军)。其次，装甲战的样式甚至可以有效地利用并非忠心耿耿的部队。它们不能在前沿阵地可靠地实施突破。但可以用来据守次要战线。增强突破方向的兵力和势头，占领被成功打开的进攻轴线两侧地域，吸引西方打击苏军的反攻力量。没有道理指望目前很驯服的部队在战时会突然反叛。确切地说，按目前的估计，部署在附属国的苏军师的数量(以及大批额外的部队)将会急剧增加，从53个增至115个坦克和摩步师。最保险的假想是，如果苏军赢得了胜利，华约部队将会俯首听命；一旦苏军失败，它们就会不服从。换句话说，如果北约干得好的话，它将会获得华约众叛亲离的意外的好处；但若干得不好，那就不能指望捞到这样好处。














	

 






	















	







	







	









 





	


	







	








	




	


第01章 地理与战略战术




	







	

 



	


	


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



—— 《孙子·地形篇 第十》




引言




　　我们之所以要撰写本书，是因为战略战术问题实质上就是地缘政治问题。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将作战中的胜利归结于“运输、后方勤务和地理”，尤其是强调地理的重要性、本书无意详述武器力量的地理分布，也不想细谈如何运用地理指导军事问题。因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其它论著中已有精辟的论述。我们将主要探讨战争准备和战争进行中的地理问题。战，还是不战，这种决心务须在对地缘政治现实十分明了的基础上作出。虽然如何作战这一问题取决于技术和经济能力，但它实质上也反映出了各种可能的环境因素和局限性。一旦定下作战决心，而且如何作战的问题也已决定下来，那么剩下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更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了，而有待决定的主要问题是，军队应在何处投入交战。



　　我们不妨将战争进程中新涉及的活动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情报收集。有待夺取或守卫的目标在何处？敌人可能由何方而来？或者何处可能有敌人抵抗？何地有障碍物和机动路线？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必须弄清楚。第二类，后勤。军队能否顺利投入交战，决定于后勤是否切实可行。也就是说，可否进行作战，要受制于何地能进行兵员补充、物资补给和火力配置。第三类，作战。在情报部门提供了有关的地理情况和后勤部门提出了最佳的后勤保障区域后，有待作出的决定是：何地投入何部队？向何方机动？在何处展开？向何处发起进攻？何地应防御？应向何方推进？何处应撤退？何地应开辟通路，架设桥梁，开设登陆点，构筑防御工事？等等，等等。



　　我们可以从与地理有关的情报和后勤对于作战主动权的种种制约，来考察情报、后勤和作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类关系随着地理范围的变化而变化，在比较局部的范围内是可行的，但在较全球性的范围内则可能限制选择的主动权。我们不妨将有关种种决心和行动的地理范围分成下面四类：



　　1. 局部规模——涉及师以下规模的战役、战术决心。



　　2. 战役规模——主力野战部队的机动和支援。



　　3. 地区规模——涉及战区范围内的战略展开及考虑战局问题。



　　4. 全球规模——属大战略范畴，涉及地缘政治目的策略，以及全球战略体系的谋划等问题。




战争的范围与规模




　　实际上，有限地考虑军队在地面凭借所掌握的武器和利用地形能干些什么，和更广泛地预料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队和武器能干些什么，这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线。战略与战术问题总是紧密联系的，各自的定义也总是互为依据而成立的，正如舰、艇之区别一样。战略仅仅意味着在范围和普遍性上比战术更大。通常，赋予战略的意义是军略、韬略，即从相当广的地理概念上来表述指导战局、机动军队的艺术。其形象好比是一个个箭头，代表着一支支大规模部队在广阔的地域上的运动。在战略这一级之上，则是大战略，其涵义即使不是全球性的，也是比战略的涵义广得多，这就是说，为实现国家的目的，不仅要使用军事手段，而且要使用经济的、外交的和政治的手段。相比之下，战术则根据敌情而机动，是协调陆、海或空军部队火力的艺术，因此需要详细勘察当地地理状况和详细规定各个小部队应如何部署等。



　　显然，无论是大战略、战略，还是战役、战术、都与地理因素有关，全球战略必须要有详实的地理情报，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地缘政治，因此，对地理分析如有出入，就可能导致整个战略决策上的差错。如果要动用武力谋求地缘政治目的，那么，有利的战略态势显然要建立在战术上可行这一基础上。火力配系与通讯网设置的技术或机动性为各种战区遂行进攻或防御创造了有利条件。攻、防双方之间的均势，随着武器、机动力和通讯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可以说随着地形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攻、防两方的优势之间的均势发生变化，可能使整个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大战略和全球目标格局方面的变化。显然，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决策间是密切联系的。然而，不同地理规模有截然不同的问题，而相邻的不同级别之间的军事行动又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指导战局的战略受大战略决策所支配，而它则又左右着战役战术。全球范围内能作些什么，要受制于具体战区内能达成什么；而战区内能实现什么，又要决定于战术执行顺利与否。据此看来，我们关于军事地理学的讨论完全从局部的战役战术开始，以此为基础，再向有关的更大的范围拓展，这样做是恰当的，为弄清楚战术与地形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就必须研讨一下情报、后勤和各种战术。因此，本书的重点是，论述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常规战争中战术和地形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探讨战略决策和大规模战争的组织指挥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各种类型的战略问题，以及战争当中（而不是战斗当中）的情报需求和后勤保障问题。我们称涉及这样大地理规模的战略为战局战略。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也正是这种规模内的海战、空战和核战问题。



　　讨论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势必要涉及地缘政治学和大战略问题。为谋求全球目标，可供挑选的抉择和所能采取的行动往往受到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的限度所制约。因比，这又回过头来跟我们考虑全球规模后勤保障和武器系统谋略联系在一起了。要讨论全球后勤保障和武器系统问题，我们就必定要较为广泛地讨论游击战和城市作战这两种越来越重要的非正规作战样式问题。本书最后一章将回顾历史，意在弄清世界上潜在的战争爆发点和冲突地区，还要对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定的因素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一论述。



　　我们在着手研讨军事地理学前，务须首先以最广泛的历史背景作为探讨这一整个问题的基础，不仅考虑武器和军事组织的沿革，而且要考虑地理对于政治经济体系和势力范围的关系。




军事技术与强国的地理




　　人类文明虽然建立在和平协作之上，但也为政治暴力带来诱惑。苏美尔诸城邦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出现剩余品，于是带来了集权统治。随后不久，人们又将精力花在战争，花在制作金属头盔、矛和盾上，以准备城邦间互相厮杀和与外部野蛮入侵部落作战。到了公元前3000年，城邦间的战争已屡见不鲜，各城邦效仿闪米特游牧部落，建起了半宗教性质的“王国”，不断侵犯那些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基本安定平静的教区。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确实有助于改进局部防御，抵抗外来的凶猛进犯，有助于构筑巨大的城墙，但城邦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消耗于这方面。“强权能吞并弱小权力中心，同样也能刺激敌对权力中心增强自身”（迈克尼尔，1963），闪米特游牧部落阿卡德人以其军事化的游牧生活方式同化了苏美尔人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到了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用军队来组织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灌溉技术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公元前1700年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国王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将散居在王国内各保有地上的成千上万军人的姓名、地址和任务等登记造册，从而解决了既要维持一支来自广阔农业基础的人数庞大的职业军队，又能对这支军队实施中央集权控制的困难。



　　相比之下，埃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首先产物则由于大沙漠的阻隔而幸免于野蛮的入侵。尼罗河是埃及的一条大动脉，河水缓缓北去，因有盛行风而便于船只逆流航行。通过控制航运业，统治者就可有效地掌握整个农业耕作的剩余部分。这里不必进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尼罗河成为建立早期和持久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纽带。在埃及，贸易是由王室操纵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军事职能，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远征，从叙利亚运回木材，从西奈搞回铜，从努比亚弄到金，而从乡村则征收到税金。可见，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在政治、军事和贸易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上述城邦文明文化和欧亚西部草原亦武亦牧部落的技术和思想相结合，大大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进一步复杂化。这一结合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明了轻便双轮马拉战车，不久这战车就成为席卷欧亚的胜利之车。公元前3000年左右，草原牧民开始驯化马匹。将马匹套在轮式车辆上，是苏美尔后裔美索不达米亚人最先搞起来的，但是他们的四轮马车拐弯要靠拖转，因此，不适于作战。后来，一种双轮马车设计出来了，这种车采用轻便的辐轮，而且配有能将车体部分重量传递给马匹的挽具，从而满足了速度快、转弯灵活的作战要求。双轮马拉战车是这一时期的新型装备的主要组成部分。随后，出现了威力极大的复式弓弩，与此同时，在开阔地上构筑矩形土木筑城这种作法也盛行起来。这样，机动火力和快速追击，往往使得那些头戴铜盔、身着铜甲、队形密集的步兵溃不成军。为防止敌方突然袭击马拉战车军营，在其四周筑起方形土城，从而为城市设防提供了基本模式。



　　随着新战法的采用，草原地带的牧马人将这种新战法与其好战的气质和强有力的部落统率机构结合起来，从而变得不可一世，他们的扩张改变了欧亚大陆的社会面貌。两河流域的文明无力阻挡先进的战车技术。连绵不断的征掠极大地改变了权力的分布，造成了人们的迁徙和同化。马拉战车战术的一统天下在西欧和北欧的山林地带受创。这是因为箭术和战车只能在开阔地上发挥特长，而能使之发挥特长的开阔地位于东方。因此，到了公元前1300年，新技术、新战法迅速而间接地扩散到黄河流域，并在公元前1500年到1200年间由雅利安人传入印度北部。长期的征讨和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战争形式导致剩余产品集中，而这不仅维持了地方暴力、剥削和残忍，而且也哺育了文明艺工和一个有闲阶级。这种基于陆地的黩武主义使早先沿欧亚南部的海上联络慢慢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文化发达程度不等的民族之间发生不断的侵略性的竞争，从而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极大的推进了一系列同期性文化的发展，以适应增强建设和扩展势力的需要。



　　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明了炼铁术，草原部落和城邦文明之间因而再度出现了势均力敌的情形。炼铁技术的发明。为步兵提供了能够防御贵族战车兵攻击的盔甲，以铁器武装起来的凶悍的草原部落人彻底打垮了赫梯安纳杜利亚和迈锡尼希腊的精锐战车部队。到了公元前1165年，埃及由于矿的缺乏，失去了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权。取代它的是使用铁制武器的海湾人。亚述人凭借丰富的铁矿，大规模武装其定居的臣民，因而击退了使用铁制武器的部落人的进攻。亚述王国步兵高度组织，采用密集队形的作战方式，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所仿效。除开亚述王国外，铁器对战争和势力都同样产生了作用，削弱了凭借马拉战车兵的贵族统治，增强了像以色列这样的由自由农民和小地主组成的部落国家。但是，由于其侵略精神，加之权力又分散，这样的国家有其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央集权制的亚述王国又占了上风。并为波斯国家树立了榜样。



　　希腊装甲兵采用方阵的密集队形战术行动时严密一致，把步兵的作用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把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注入政治之中。而三层桨划战船的投入现役，则更加强了这一倾向而且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了。战船的使用使雅典人成为东地中海的主宰，而驱动战船的人只要有体力和统一协作就行。权力行使方面的事务扩展到城郊农民阶层以下，一直到城市平民，武器装备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改变，由游牧民族的专制向较为民主的权力分配方向发展。



　　公元前900年前后，也就是双轮马拉战车出现的一千年后，草原部落和开化民族之间的军事均衡再度打破，变得有利于野蛮部落方面。其原因是骑马作战这一新型作战方式的出现，骑兵能飞速前进占领地盘，运动快，行动范围广，这是任何其它兵种所比拟不了的。它能很容易地登山，通过山隘口，渡过河川，突进森林地等，这一切使草原牧骑明显占优势。到公元前600年，波斯人已经征服了亚述王国。塞西亚人向南扩张，凯尔特人向西挺进。秦国君王施行暴政，于公元前221年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公元200年至600年，蒙古人，日尔曼人，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等再度崛起，他们相互厮杀，你争我夺，战争风云席卷欧亚大陆，在战争的驱动下，掀起了一股泛基督教主义的浪潮。



　　随着文明世界盔甲骑兵的发展，形成了不利于轻骑兵革命的新均势。这种作战样式在里海南面的帕提亚最先出现，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人们培育出了一种体大、强壮的马种，这种马能负载相当多的装甲，足以防护坐骑和骑手被弓箭杀伤。身着盔甲的骑兵端坐马鞍上，沉着地与敌人对射。面对这种作战方式，草原部落的轻骑兵则只能冲撞。最后坐骑力竭，箭壶罄尽。在这个时候，身着全副盔甲的骑兵便发起冲击，轻易地将草原轻骑兵击溃。但游牧民族却不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贫瘠而无法饲养高大强壮的马匹。这类马匹的给养是相当大的负担，因此，中国人虽然知道这种马的饲养技术，但他们似乎避开了这样做，宁愿运用自己的轻骑兵作战方式，以较小的代价与部落民族作战。西方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200年前采用这种防御方式，并开始逐渐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相适应。在这种作战样式中可看到封建主义的启端。为了随时都能够进行局部防御，抵抗游牧部落的进攻，装甲骑兵广为分散地配置在乡下；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强大的部队，每个骑兵编队都分给一个农村，归其管辖，以解决自身的需求。拜占庭帝国就采用了这种社会政体模式，在这里人们称骑兵为铠甲兵。从此以后，这一社会政体模式逐步向西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的特有的社会体制。到九世纪，说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已采用重骑兵。到了十世纪，他们已阻止或击退了凶猛部落的进犯。在树林很多的西面，铠甲兵使用的弓箭已被长矛取代，人们开始强调对敌方进行决定性的打击。骑士道在法兰克人中逐步形成，而农村庄园制则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分散，造成了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



　　与此同时，迭接法制造船的发明为北欧海盗进行海上掳掠提供了工具。随着他们的袭击目标转向贸易，经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贸易路线也增加了。到了十六世纪，为争夺对公海的控制权，使欧洲强权的轴心移向大西洋沿岸，从而为欧洲争霸世界埋下了种子。



　　拜占庭帝国的铠甲兵战斗热情减退，使之很容易成为纪律严明、虔诚效忠的阿拉伯轻骑兵的战利品。公元632年后，阿拉伯轻骑兵大举出动，沿地中海和红海岸，穿过肥沃的土耳其帝国，将伊斯兰教带到了西南亚的高原地带。阿拉伯部落在其新征服的土地上派兵驻守，把其社会体制也带到了这种地方，但时间很短，很快又回到了伊朗式的拥有土地的军人贵族模式上去了。



　　草原部落不断地派出轻骑兵进行征战，到了公元1200年，土耳其人已统治了伊斯兰国家、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到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远征军由伏尔加一直打到阿穆尔河（即我国的黑龙江——译者）流域。到公元1279年，其继承人统一了全中国，而且将版图扩展到东欧、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并于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征讨至旁遮普、爪哇和缅甸。这时，早先的远征军形式开始消失，蒙古人采用轻骑弓箭手，外加身着盔甲的重骑兵突击队作为补充，他们把狩猎中使用的远距离联络和管理方法用于军事，对高度机动的纵队进行密切的协同，在关键的时机和地点实行兵力集中。尖兵警戒、侧方侦察及快速传令兵的应用，赋予蒙古兵将领无比的部队指挥能力。1300年后，土耳其部队愈战愈强，土耳其人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不断向外扩张至印度和拜占庭，到了1500年已扩张到达萨瓦河——多瑙河一线。



　　枪炮的出现使骑兵常胜的局势逆转了。大约在1000年，中国人把火药用于军事。随着蒙古人的西犯，有可能火药也传到了欧洲。在条顿骑士对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火药起了重要作用。而波希米亚人首领简·齐斯克则是首先在1419-1434的胡斯战争中有系统地使用了火炮。就基督教世界内部组合而言，火炮的产生敲响了骑士道的丧钟，宣告了躲在城垒石壁后面的大地主的自治权势末日的到来，早先那种权力广为分散的局面被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所取代了。这类武器威力大，能够摧毁像“最后决战之王”这样的堡垒，但是它的结构复杂，造价昂贵，只有皇家的金库才付得出这笔费用。在中国，枪炮和孔子学说增强了以往的中央集权倾向，使国家从1270年-1912年一直保持着政治统一。在日本，武士们则想方设法通过排斥枪炮来维持封建制度。手枪发展到相当有效的程度时，就为进一步粉碎凭借使用弓箭而建立起来的骑兵优势增添了力量。虽然枪炮问世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达到了弓箭那样的射速和准确度，但是使用枪炮不必象使用弓箭时那样花出偌大气力和需要偌高的技术。如果说枪炮的使用结束了欧洲重骑兵的一统天下，那么，就更可以说枪炮也给予了文明世界步兵以粉碎东方游牧骑兵进攻的手段。制造枪炮弹药，需要组织采矿、冶炼、铸造和化学处理等，而这既不是游牧部落力所能及，也不是其所好。1480年后，俄国的斯拉夫人占了上风。他们凭借人口稠密的本土基地所生产的火器和提供的兵力，驰骋亚洲，直捣游牧部落的心脏。1500年到1850年间的几个世纪里，封建主义战争几乎连绵不断，在毁旧创新的战争中培育出好战精神，促成了欧洲的截然优势，从而使世界成为欧洲人的天下。欧洲人拥有巨大的海军火力优势。十四世纪，威尼斯人首先使用舰载火炮。到十五世纪末，人们在舷边上凿炮眼，舷侧炮成为主要作战武器，在这方面葡萄牙人是打头阵的，他们在印度洋的海战中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欧亚草原的泛基督势力由于受到1507-1515年土耳其人的极大冲击而大大削弱了。欧亚大草原的重要性已被海上交通网超过了，从而世界活动的中心转到欧洲的大西洋一侧来了。欧洲本土，单一民族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其显著特点是拥有大规模的、进行过实施最佳火力展开机动训练的常备军。单一民族国家垄断了这一精锐的、耗费巨资的武装力量，从而诱使它与国外敌人进行不断的斗争。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斗争导致了技术上的螺旋式发展，在这一激烈不断的竞争中，各国都竭力谋求优势，上述这种军事组织形式为1640-1740年间形成普鲁士王国创造了条件。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沙皇一世开创了军人贵族，将其作为强国富民的工具，而彼得大帝则在1698年后将军队的运用引向了顶峰。



　　十九世纪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快速、广泛展开军队及在更大规模上指挥军队作战也就成为可能，因而，军队也就需要有更周密的管理和指挥系统。1853年，人们本着行政管理和军队指挥这一目的全盘考虑，设计印度的铁路系统。1886年普鲁士人显示出了其战略效能，随后，德国开始敷设自己的铁路系统，并以军事需要作为基本的设计准则予以控制。



　　普鲁士总参谋部建立，从事公开的作战计划活动，从此，社会秩序和工业基础与国家战争机器结为一体的纪元开始了。教育事业、工业生产以及国家的经济基础统统都是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设置和展开的，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而生产物资、训练、动员人员。



　　一个国家如果处在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区时，其工业基础对维持国家进行战争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国家工业基础限制着大多数国家对霸权的争夺。1850年时，英国称雄世界，与其工业优势相一致。但从1870年起，德国、美国开始在工业生产中处领先地位，工业的先进技术逐渐运用于科学领域之中。1917年，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而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政权，退出了欧战，这就标志着独霸世界的日子结束了。俄国、纳粹德国和日本都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模式应用于各自国家的整个管理之中。德国妄图夺回对世界的支配权，但由于美国、英国和俄国的结盟而告失败。美国和英国在为生存而战的危急关头，实行国家总动员，对经济和军事部门采取联合的有计划管理。之所以会效仿这种作法，是因为人们广泛认为政府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控制社会各部门，消除内部调整和外部冲击对国家机器的摩擦。



　　战后，由于大西洋沿岸欧洲沉默，加之精疲力竭，美国和苏联就乘机互相攻讦，竞相争夺对未来世界的控制权。如今，双方都拥有不可言喻的能力，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随心所欲地向世界任何地方输送巨大的、持久的毁灭性力量，因而，美苏对抗目前已形成僵持局面。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苏双方都拥有了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形成不稳定的均势，遏制了双方大动干戈，因此，战争一直是局部的，零星的，而且也是无规律的。虽然火箭核武器已将地球变成各向同性球体，使各种测地线变为长程圆，使地面的环境条件无关紧要，但是，唯一的真正的胜利在于对人民，对领土的控制，这依然没有变。而要取得对人民、对领土的控制，地球表面是必须予以置身其境的。由此可见，地面构成特征和军事地理学仍然是必须从政治上予以考虑的重大课题。














	

 






	















	





	







	









 





	


	







	








	




	


第02章 情报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 《孙子·形篇 第四》




地图




　　战争中搜集情报，制订作战决心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有效手段和图象显示途径，就是地图。从作战室到飞机坐舱，从舰只海图室到连部，地图都是用作记录和传送情报信息、筹划军队调动和指挥作战行动的工具。埃米尔·路德维格在论述拿破仑时写道：“战时，不管是长期驻扎还是短时间停留，不管是在战车上还是在军帐里，不论是在设营地还是在营火旁，地图总是紧随其身……。在他整个戎马生涯中，地图始终伴随他征战南北。图上布满彩钉，夜间则用二三十支蜡烛照明，图上还总放着一副圆规。地图是他做祷告的圣坛，是他这个无家者的真正之家。”



　　人们在头脑中将地表的基本特征，大致地勾画出来，运用抽象方法再现地理位置及其居民地，然后用平面图的方式转达给他人。这种技术，似乎是天生具备的。因此，儿童们十分自然地喜欢画图。在作战中，为使行动协调一致，必须对目力所及范围以外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以往人们惯用的方法是在沙子上用木棍画或者用较固定的标记将目力达不到的情况表示出来。侦察兵和间谍用这种方法来描绘不熟悉的地形和敌人的位置，而指挥员则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情况和指挥作战。



　　在海盗行为、贸易活动和政治交易相互交织的年代里航海图既为军事也为贸易服务。如果说英国海军部因为航海需要而绘制出各种海图，以便英国夺取制海权，那么大炮移动和射击所需要的更详细的地形情况则促使人们对大地进行精确的测绘。1533年，是麦卡托的老师弗里休向炮手和地理学者提供了两家通用的基本方法——三角测量法。所谓三角测量法就是根据两个已知点上的观测结果求出远处第三点的位置。1551年，迪奇发明了经纬仪，大大简化了测量和计算过程。从此，战场上的测绘成为一门科学。但根据十六世纪不十分准确的地形测量结果绘制出的地图，在战场间进行人员和枪炮的运动，这仍然是不严密的。英国亨利三世废除了寺院 [ 校对者注：指亨利三世将英国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收归国有一事。 ] ，土地买卖活动活跃，因而，更加促使军队需要较准确的地图，而经纬仪则正好为绘制这样的地图提供了条件。欧洲战争多发地佛兰德斯在苏里公爵的领导下，于十六世纪就成为最早从事绘制用于军事目的的详细地形图的地区。英国本来地理知识贫乏，由于1715年和1745年雅各拜特叛乱造成惊恐，才使人们对此问题引起注意。结果，英国陆军工兵开始对苏格兰高地进行勘测，但由于1755年对法国作战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了。1783年，英国工兵受领任务与法国人合作对英格兰东南部进行三角测量，测定格林威治与巴黎天文台之间的准确距离，以确定其子午线的位置。法国大革命使这工作中断，但也进一步推动了三角测量与绘制地图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英国惧怕法国入侵，这促使其在1791年成立陆地测量部，作为陆军工兵的一个部门，该测量部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脱离陆军工兵的管辖。陆地测量部这个名称标明了绘制地图的最初目的。要对实施超视距射击的大炮进行指挥，就必须掌握有关火炮和目标位置及高度的准确数据，而大多数测量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满足这一具体的需要。随着导弹射程的增大及其杀伤破坏力的提高，测量的范围和精度也相高了。大地测量从三角测量开始演变，经历了气球观察，航空摄影，雷达测量到卫星传感器的应用。与之相对应，武器则从黑色火药和滑膛枪起始，经历了无烟线状火药、来复枪、轰炸机，一直发展到目前的导弹。



　　除了炮兵，其它兵种也需要详尽的地图，并要具备识图的能力，以指导其战术。正如地形详图对战争结局的重要意义需要强调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致命失败归咎于他对地形的错误判断。他使用的地图和当地的向导都没能辨出横亘在一片开阔地当中的凹路来，拿破仑派出法国骑兵穿过该开阔地追击退却的英军，谁知一个一个地都掉进了这条人工壕沟里，骑兵马匹相互拥挤践踏，结果，法军惨败。阿登山区为人们提供了因地形判断错误和军事阅历浅而招致失败的又一个实例。本来是很容易通过的阿登山区，当时却被视为巨大的屏障，从而在防御中留下了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在同一场战争中两次为敌人提供了一道抵抗极弱的防线。看来，对这样的进攻，天然障碍物予以的阻力，不如人为的抵抗，这已成为一条规律。1940年，冯·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建议冯·龙德施泰特进攻经由阿登山区而不要重复1914年那次绕道比利时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中，这一切割台地的通行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协约国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后盾，凭借这一后盾，通过紧靠这一台地的东西侧推进，两翼部队就可围歼大部德军于此地。然而，德军却以牺牲小股后卫部队的代价，顺利地将其大部队从阿登山区撤走了。1944年，同盟国明摆着又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其正面的这个方向上只设置了很薄弱的警戒，结果，在德军最后的一次反攻中，冯·曼陀菲尔就是从这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这种对地理情况缺乏远见在诺曼底登陆中再次暴露出来。同盟国的情报部门未能对诺曼底的灌木丛林地的可通行性作出正确的判断，结果，这种山树篱灌木丛林地使同盟国的装甲部队进攻速度减慢，似同爬行，只是待到发明了一种将这种栽成行的树篱灌木向两边推开的方法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欧洲的地形图绘制业都是以军事为基础的。在美国，尽管陆军工兵在东部所进行的测绘活动是为了协助民用导航，但在西部地区所进行的活动则是作为征服和控制的一种手段。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地质测量才带上经济目的的色彩。



　　从更广义上讲，战争（而不是战斗）的计划制订和组织指挥需要可靠的、资料丰富的地图，而且宜用小比例图显示较大范围的地域。德国制图学表现突出，这是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组织不是没有关系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战争计划制订和组织实施中之所以生动地显示出来的优势，就是有赖于根据战术用的大比例尺地图和战略用的小比例尺地图汇集和运用了大量地理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老毛奇，就曾在地理学家里特门下学习过。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战所需的各式地图也发生了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将帅们通常站在制高点上就可以纵览整个战场。在这种情况下，战术行动就不需要详细的地形图了。指挥员指着他和部下都能看清的地形，命令他们往哪儿行动，但愚蠢和自负则可能曲解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诺兰上校就曾用讽刺的口吻，指责其为死荫的幽谷。他这种观点却被卡迪根全盘接受了，后者将其所率领的轻骑兵旅引向覆灭。然而，从原则上讲，目视检查、口头传达和打手势是十分够用了。在开阔地上，即使威灵顿之流和滑铁卢之战时的拿破仑也能直接看到大部分战场。当时，人们感到最需要的并非是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而是小比例尺的交通网络图，以便指挥军队的诸编队向战场运动。据那时认为，地图无太大战术意义，甚至连火炮也凭目测对目标进行瞄准射击。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火炮的杀伤力和射程都提高了，因此，要求配备准确的地图。为避免给敌造成集中的目标，部队需疏开配置。这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连以上的指挥员已不再能够直接看到其整个战场了，不得不根据地图指挥作战。如今，营规模的机动要靠地图坐标指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远程间接瞄准射击火炮的使用，需要有准确地图，以便前方观察员呼唤火力，射击后方炮手所看不到的目标。



　　二十世纪以来，武器的射程和杀伤破坏力日益提高，因而，造成军队越来越疏开配置，而有关的地图比例尺则越来越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营连级指挥员使用1：25，000比例尺的地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标准的地图比例尺是1：50，000。在越南战争中，空中机动连队的指挥官不得不用1：250，000比例尺的地图，因为根据1：50，000的导航图，待到其确定自己的具体位置时，他们的直升机早已飞过既定空域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迫使军队疏开配置。以及现代化的机械化战争速度快，这些也都促使连一级的单位使用小比例尺的地图。



　　所需要的地形情报种类与作战决心的空间和时间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师以上的指挥员，正如十九世纪的将领们一样，通常关心的是交通线、通路。他们通常不进行战术范畴内的那种作战，而只负责向战场调配和运动部队，或者将部队撤出战斗。军和集团军指挥员的决心通常有时间提前量，一般要在几小时甚至几天后方能影响到战役的进程。因为，调动大规模的部队，即使是机械化的部队也需要很长时间。



　　师及师以下的战术决心，需要有较详细的、及时的情报、必须确定直射武器的发射阵地；必须进行掩护和伪装，防止敌方火力杀伤和侦察；必须使履带式的车辆离开公路机动；必须为直升飞机航路准备地标，并为直升飞机准备着落区。战术作战决心几分钟内就可能产生影响。而连一级的作战决心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地形的军事特性由于敌我双方部队阵地的变更而随时发生变化。炮火突击可能使乡村道路交叉口变成到处是乱石的坦克陷阱，把本来极易通过的树林瞬间变成鹿砦。一个坦克连驶过后，将地面轧压得一塌糊涂，致使其它坦克无法跟随前进。



　　地形及据其绘制出来的地图对机械化军事行动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有误的或者过时的地图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局。像道路和建筑物区这样的文明特征在地图绘制时的情形，极可能是待到印制时已面目全非了。在战场上，桥梁消失，水坝决口，建筑物夷为平地，其速度极快，即使地图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反映出这些变化来。在越南战争中，因为战斗地带地貌在时刻变化，因此美军在地形判断时，往往使用最新的航空照片，而不用地图。



　　使用有错误的地图，可能带来极大的破坏性的后果。苏联的欧洲部分森林覆盖面积约为40%。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所拥有的不可靠的地图上却标着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森林。德军总参谋部关于东线的作战决心就是以连续不断的森林为依据的，这种结论是根据错误的地图得出的，而不是根据对战场本身的观测得出的。在越南战争的早期，南越军队使用法国地图，而美国空军则使用美国地图。结果是，应召的美空军袭击了错误的村庄，有时甚至打在己军头上，直到美制地图发到所有南越军队，双方使用同样的地图，局面才改观。




地形分析




　　关于地形，为了达到作战目的，凡可能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潜在或实际战场地表的一切情况，都应了解。概括地讲，必须了解某种地形可通行的难易程度；具体地讲，务须弄清什么地方易通行，什么地方难以通行。必须查明能进行装备、人员登陆的地段，查明可实施空降的地点。必须确定设营、设防地点及运动路线。当确定了原点和运动路线之后，与敌实际交战就集中到确定火炮阵地，设置警戒，以及根据总的地形特征，来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等问题。尤其是，防御或突击的具体方向，部队和火炮的配置位置等，必须予以确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工和自然的地形。至于两岸陡峭的河道、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挖的运河，对于一个坦克部队指挥员来说，无关紧要，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反正都是越野运动路上的一个障碍物。高地的反斜面，矿渣堆，或者石砌的农舍，都可为坦克规避直瞄火力提供掩护，这三种地形地物都在同样的军事地形之列。



　　如果说人类对地形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地形研究一直都与自然地理学有关，就不足为怪了。在回答军事问题中所涉及的比例，注意细节和测量成果，同样也有助于解决地貌学家所关心的有关形成各种地形的过程和结构的各种问题。自然地理学文献中，强调某些类型的地貌、地形和自然环境，在以往的和潜在的战斗场面中表现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情况下看来，现行的一些勘测范围因为与战争同时有关而受到重视。人们对沙漠地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另一些情况下，有的研究项目因可能有军事意义而受到重视，但事实证明在学术上有意义，而在军事上则毫无意义。本世纪五十年代，对斜坡的大力研究，因为其可能对坦克行动有影响而得到了美国陆军提供的资金，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并没获得惊人突破。军事上，对某些地形地貌表示关注，而促进了学术界重视，这是可能的。毫无疑问，自然地理学方面的大量研究是受委托而进行，为更有效的实施战争服务的。



　　自然地理学和作战之间相互作用方面有一个生动的实例，这就是曾为在非洲西部沙漠组建远程沙漠巡逻组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剑桥大学地理学家R·A·巴格诺尔德在一些同行的协助下，在利比亚沙漠里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他们考历了由风吹积成的沙丘，新月形沙丘、沙岩席等构成的各种沙漠地形。为了在沙漠中辩别方向，他们还发明了日晷。陪着北非战争的爆发，巴格诺尔德组织起远程沙漠巡逻组，充分利用对该区地理的了解，有效地破坏了隆美尔的内部供给线，摧毁了敌军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



　　1918年，法军就已绘制成标明何处坦克可通行的地图。参照这一先例，英国陆军工兵在北非绘制出注明各种沙漠地形对战场上轮式或履带式车辆会造成什么阻力的地图，这些地形情况图，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根据行车难易程度而得出的沙漠地表资料。人们也给安其奥登陆场绘制了这类地形图。从1945年来，英、美军的工程兵，分别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尤马周围地区为实地考察区，一直在进行沙漠地作战的研究工作。地貌学专家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人们对沙漠地作战的兴趣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二是因为这里有石油资源，而且这种关注在今后“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也不可能减弱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关心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在遇到对方抵抗的情况下，如何克服海岸障碍，顺利实施登陆。在制订诺曼底登陆和大平洋逐岛争夺战的计划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判明人员和车辆如何才能随时迅速登陆，弄清海滩斜坡露出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及其地质构成的承载特性是非常关键的。为得到必要的情报资料，特别战斗执行部的贝克街特种兵收集了法国西北沿海地区的明信片和节假日快照，甚至从潜艇派人登陆采集海滩沙样和卵石样品。在剑桥大学W·W·威廉斯的指导下，一些地理学者和勘测员发明了一种根据航空照片上的海浪浪头间隔来测定海滩水下部分有多大的方法。当时，美国陆军工兵和战略情报局都设有地形情报处，这两个地形情报处根据航空照片资料，制作出登陆场和其他攻击目标的缩尺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作出种种努力，不仅要描绘出被测地区地形情况，而且要归纳出一般的地表状况来，以便根据遥感图象（航空照片或卫星信息），推断出某一地形的特点。其目的是，要能够根据按地形类别归成的某种档案资料，在已知的地形基础上，绘制出地形图来；至于地形的类别，根据航空照片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各不同类型的地域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各个类型的地形特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有一套关于世界某一个军队将遣往地区的航空照片，最好是能够通过将照片上的特征跟档案中的有关地形类别进行比较，从中推断出贴切的地表状况来。其结果通常是一种地貌图。英国陆军工程兵，土壤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根据英国、北非、中东、东非和马来亚等地搜集到的各种勘测资料在温和、干旱、热带草原和热带等各种环境下，对上述设想进行试验，重点放在后勤保障方便的本土牛津周围，以及放在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因为这两地是战略上最为重要的沙漠地战场的典范。所有这些试验的结论是：建立一个能够极为准确地推断地形条件的有效军事部门是可行的。虽然至今还没有贯彻执行，但是这样的提供地理情报的方法是能够极容易而迅速地付诸实践的。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并不是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角度，按地区一个一个地绘制出精细的地图来，而是对有关的地理位置进行量的测定并查明地区的地面状况。美国陆军军需兵的研究人员勘测了高地至山谷的间距，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异，平均坡度以及单位面积内坡度的变化的多寡。据发现，美国地形复杂，各种类型都有，大体上可归纳为二十五个基本类型。这二十五个类型至少反映出了主要的地形特点。



　　美国陆军工程兵利用亚利桑那州的试验场所，集中研究了沙漠地形，努力找出为军事目的而进行测绘的地形的最典型特点，主要是查明“通行性”，即车辆越野行驶的难易程度。根据地面几何、地质、土壤植被等许多测量值，对地形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地形坡度，起伏、结构形式和横断面的勘测，归纳出了地形的类别、为了对这些地形用于军事的质量作出估价，不妨将有关的地形特征统统汇集到综合地图上。例如，通过重叠局部土壤承载力图和斜坡的平均坡度图，就会勾画出某地的通行程度来。加拿大军队在中纬度地形条件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根据航空照片资料，绘制地形地貌图，测算车辆所能达到的越野速度。



　　从表面上看，导弹的出现摆脱了火力攻击受制于地面和海面阻力的状况。由于火箭能飞越海洋和大洲，发射毁灭性武器的最佳路线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弹道，因此，地球可看作是一个无方向性的球体。然而即使某些导弹系统也还需要地形判断。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防部在召募制图学人才方面是首屈一指的，目的是要为沿地面飞行的巡航导弹研制制导系统，其中涉及如何克服地面地形起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除了地形判断，人们还密切注视研究各种地理环境对人员、武器、车辆和战术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估算热带道路构筑工程的经费时，仍然参照英国军队在印度时搜集到的工程速度资料。凡习惯于温和环境的低地人觉得是异常的环境条件，都已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无论历史著作还是学术著作，都对山地、森林地、沙漠地、雪地和热带丛林地等做了研讨，为未来战争作准备。车辆、装备、武器和作战程序的设计都显然应该十分注重地理环境的特点、弱点及其所能给予的种种机会。地理学家们一直积极参与美国陆军军需兵的研究工作，研究克服严寒与酷暑、潮湿与干燥、尘土与泥泞、狂风和植被稠密等不利条件的途径。其它方面，装备的颜色必须与环境相协调，以达到最佳的伪装效果。草绿色与沙漠地可能就不大协调，而我们知道有几个可能的战区就位于沙漠地中，论述战术时还将讨论有关适应自然环境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果对气候及其效应的了解，在作战准备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要具体的天气问题对作战时间的确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把气象学纯粹说成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不恰当的，但是为作战目的而进行必要的天气预测，则是与地理学有关的。因为，这种天气预测不但涉及预期某个时间内主要是什么天气，而且涉及具体的地点，例如：最后导致决定六月二十一日为登陆日 [ 校对者注：原文如此，似日期有误，诺曼底登陆日应为6月6日。 ] 的是气象判断，说预期此后几天里英吉利海峡天气平静，完全有时间建立登陆场。同样，强渡莱茵河的时间迟迟没定下，是因为在等待有雾的天气预报。在缅甸，机警无比的斯利姆于极可能出现暴雨时节，发起反攻，因为，在这种季节发起反攻行动最出乎人们预料，因此日军的防御也陷于十分懈怠状态。



　　那些在海上或空中作战的人们一直在不断努力，以提高对天气的预报能力，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或者提高舰艇、飞机对付大风大浪冲击的性能，以及研制能透过雾气和云层查明敌情的装备，减少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当然，遥感还有更广的用途，能发现地平线之外的情况。



　　如今已引起科学界兴趣地大多关于环境异常、观测和测量结果的研究工作，都是先从军事目的开始的。我们从一些著名的战例中可看出，战时的行动会揭示一些平常不被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启发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居住的世界。1944年轰炸日本的途中，飞行员们在夺占硫磺岛作为轰炸机提供补给的前进基地的飞行过程中，发现在纬度40度-50度之间、距海平面约3万英尺的上空有一股以每小时200英里速度移动的狭长气流。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是向西飞行，刚好是逆风，要消耗大量燃料，而返航时就借助这股气流。这种飞行经验使人们逐渐加深了解大气环流中有西风急流带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是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获得知识途径，而是说，通过战争，迫使人们采取非常措施，丰富了人们的经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军事教育




　　地理学家对战争准备的最直接贡献是教育和训练军队，使军人掌握判断地形和识图的方法是他们历来的任务。一位军人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判断力，如同一位球类运动员一样，是其基本技能，这种技能是自然具备的，而且是随着经验的增多而不断提高的。野战训练犹如体育比赛，可用以增强地形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高于或超出单个范围时，从班长到总司令的指挥任务，都需要通过地图抽象地思考自己所处的空间，并要能够根据这一简化了的地理位置表现形式，判断地形，采取相应行动。这就要求人们具备冯·克劳塞维茨所称的“地理位置判断力”。



　　所谓地理位置判断力就是具有对某一地理位置迅速地勾画出正确的几何概念来的能力，这样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判断出自己的确切位置。这里就是一种抽象思维行为。显然，这种对地理位置的理解力部分是通过肉眼直观得来的，部分是通过大脑思维得来的。思维活动运用知识和经验形成新的概念，弥补了直观的不足，将肉眼看到的零碎现象组成整体概念，但这一整体概念必须形象地呈现在思维面前，成为一幅图画、一幅由大脑勾画的地图……而这一切工作只能通过大脑机能，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抽象思维来完成。



　　自然，这种运用上述才能的范围应随着级别的提高而扩大，如果说担任巡逻的轻骑兵和步兵必须十分了解当地的所有公路、小路，那么，一个集团军司令员就必须全面了解一个省及至一个国家的总的地理特征：必须始终十分清楚各通路的起止，各河川的走向，以及诸高地的方位，同时，又要能够随时了解局部地区的地形特点。



　　地理学家在开发军人利用地形地物的卓越才能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的演变，可以从地理学这一学科在美国西点军校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中看出来。1803年，西点军校委派两名首任教官中的一名，负责教授野外测图、制图专业，因为要有地图学、测量学、地质学和工程学基本原理的帮助和补充，结果就慢慢地发展成一个地理系。由于军校对制图与工程专业大力重视，地理系又于1942年改名为军事地形测绘制图系。为适应更广泛地认识世界的需要，又增设了人文地理课和政治地理课。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美国竭尽全力试图赶上苏联，致使太空成为新的试金石。1962年，系的名称又改名为地球航天和制图科学系。其任务是教授学员如何使用计算尺，如何着手解决工程问题，以及怎样进行工程制图，这自然要发展到教授学员正确使用计算机。课程设置中最主要的发展变化是在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因此1981年，其教学机构被命名为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系。该系向全校二年级学员教授地形分析课，而地理学课则一直是其重点课程。该系的地理学和计算机学部门结成一体，在计算机制图实验室内，共同探讨情报信息系统管理和自动化制图问题。这种教育结构显然标志着人们已认识到未来的地理情报将通过计算机传递给各级指挥系统。



　　随着对自动化情报的日益重视，人们对运用地形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也愈加深了。武器系统的命中精度极大提高，出现了首发命中概率的提法，因此人们极度重视隐藏问题。1945年，一辆坦克要发射十三发炮弹才可能命中一英里射程内的固定目标；而到了1975年，首发命中概率已达50%。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充分证明武器命中概率极大提高了。从战略上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发觉自己面临的前景是，有可能与数量上占优势、武器装备不断改善的华沙条约组织打一场常规战争。据认为，要克服这些不利条件，其中有一个办法是，充分利用地形。



　　美军当前的作战原则体现在它的野战条令FM100-5上，该条令指出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有关地形判断任务的指示放在下面一系列的条令中：FM30-5、FM30-10供负责地理情报的情报官员使用；FM71-2供坦克和机械化特遣营指挥官使用；FM71-1供连级指挥官使用；FM7-7供坦克和机械化排使用。条令规定应查明的关于地形主要内容是：



　　观察点



　　射界



　　掩护和隐蔽



　　障碍物



　　重要地形



　　接近地、通路



　　由上可见，有关地形分析的任务是规定得相当清楚的。专家们已详细阐明了实现最佳部署的系统程序，阐明了在进攻或防御中充分利用地形的战术有利条件。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的是：在地图一样、敌军也一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确保不同的军队却能实现同样最佳的部署。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地形判断和识图能力。除了要使军队具有依据实际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找到相应位置的基本技能以外，还需要对他们进行训练，使他们能够根据对地图的观测结果，在头脑中形成连贯的地形图象。




假情报和宣传




　　地图和地形情报可以利用来支援作战任务，同样，它们也可以用来迷惑敌人，或者用来获取民众的支援，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当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学派就擅长把那些第三帝国想征服的国家反画成是对帝国的威胁，一个个进攻箭头表示德国处在受合围的威胁之中。边界线上充满了侵略的味道。1934年出版的地图显示出大部分德国领土都处在由布满捷克边境机场起飞的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画波希米亚要塞地区的地形时，故意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画成一个巨大障碍，其海拔与阿尔卑斯山一样，从而夸大了波希米亚要塞的威胁。发表在《地缘政治学杂志》上的这些地图主要是供记者、教师和外国舆论界头面人物看的，而且，这种杂志上的文章通俗易懂，以一般读者为对象，以尽量低的成本出版，并且放到报亭上出售，以便广泛发行。纳粹当权后，即任命《地缘政治学杂志》出版者库尔特·伏温克尔为德国出版家协会的头目，控制第三帝国的出版发行。正如地缘政治学理论家罗伯特·冯·舒玛赫所称，“每一幅政治地图都是一大武器”。早在1933年以前，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就已经渗透到学校的地理学之中了。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爱国地理学”、“防务地理学”等等成了口头禅。地图集中含有日耳曼精神的地图，波及俄国腹地，并用矛头来描绘这种政治上的扩张。当然，当今的《时代》周刊杂志在制图方面，为了强调某种政治观点，也未能摆脱有意识的偏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驻开罗的英国陆军工程兵测绘人员绘制了拥有潜在机动能力的地面状况图，创了运用制图学计谋的范例。他们伪造了这些地图的版本，并有意让德军的非洲军团获得。这种诱骗至少成功了一次，致使一支大规模的德军坦克兵团陷入绝境。1944年，英国人还玩了类似的花招，在公布德国火箭着陆点时，故意将弹着点的位置向东移，结果，德国人瞄准的平均弹着点每星期向东挪动二英里，离开伦敦市心，顺泰晤士河流而下，一直延伸到农村埃西克斯。可见，地理假情报是可以成为有效的防御工具的。














	

 






	















	







	







	









 





	


	







	








	




	


第03章 后勤




	







	

 



	


	


谨养而勿劳。



—— 《孙子·九地篇 第十一》




数学和军事决策




　　指挥官在知道了己方的行动方向和敌人的方位后，下一个问题便是能否有效地装备和补充其军队去同敌人交战并战胜之。一支军队行军时要有赖于粮秣和油料，而在作战时弹药的消耗速度是惊人的。往昔，一个指挥员自己亲自制订作战计划，并指定一名给养和军需军官负责供给必需品，这曾经是可能的。随着工业国的兴起和大量装备着复杂的武器、通信和运输工具的征募军队的出现，使大陆冲突成为可能，在对经济生产和军事需求之间进行协调中，计划制订问题突出出来了，其涉及面之广、复杂程度之大，远远超出个人能力范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鲁士军队创建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总参谋部，协助指挥官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和任务区分决心。其它大国也仿效并建立了这种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人员和物质方面消耗巨大，结果造成一些参谋机构在制定作战机构的工作方面须进行分工，而这又导致有关机构必须适应大量的一系列的计划与需求的需要，并使其与总动员情况下的民用经济相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大又极为复杂，使军民两方面的计划职能大大加强了。由于空军武器复杂多样，其所需补给的要求非常之高，而且在体制上少有先例，因此，造成空军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为数学规划应用于管理战争机器奠定了基础。1943年，美国空军参谋部建立了一个规划监控机构，负责计算向战场调度部队的恰当方案，计算飞行人员和技师的训练指标，以及计算为实现某项旨在达成某些战争目的的计划所需的补给与维修保养工作。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的相互作用好比是一个联立方程组，他们的研究工作与解这种联立方程组方面的数学成就和制造能够进行必要计算工作的机器融为一体，这种机器运算速度极快，完全能成为抉择与制定决心的有效辅助手段。




运输问题




　　在这数学与军事决策合成一体的事业中，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具有地理上特点的，也是带根本性的后勤问题。它必须比那些计划的通常问题要解决得早。这就是运输问题。运输问题是一个调度问题，就是通过大规模的车辆运输队，将物资由许多补给品堆集场所运往许许多多的需要点上去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讲，这一问题亦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运输工具是油轮，物资补给区是炼油厂，而补给品需求区则是战区。这是基本的后勤问题，在各种规模的军事行动情况下都应不断地予以解决。运输的目标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任务交给运输工具，要其以最小的代价完成运输任务。民用运输管理和计划人员也无不每日每刻面临着这一同样任务。必须根据各种意外的情况，随着供求地理位置的变化，而予以随时解决。



　　概括地说，运输问题波及凭补给区的既定物资量满足一系列补给品需求区的一定需要，而由补给区向补给品需求区运送物资的单位运输费用是已知的，不会随着运输量的大小而变化。其解答将是往返于补给区与需求区两点之间的最佳流量模式，这种模式使运输成本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运输成本是根据所运送物资的数量乘以由整个物资流量求出的单位成本而得出来的。这种日常的实际作法可以予以模式化，成为一个数学问题。从上面我们对运输问题进行的概括和数学形式的论述中可看出，我们有可能证明，对这一类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来说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最佳解决办法。基于这种认识，可以设计出一个通用的方法，确保通过一系列重复运算，求出任何特定情况下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目标与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限定条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组线性方程和不等式表示出来。然后，用计算例式（算法）求出未知变量（流量）的值，与此同时也解出了这组算式。用几何术语说，这个方程组可看成是一个多面半球体，一个凸面的多面体，其可能的解位于确定各面的线所通过的交点上。最早的算法利用从一个相交点到另一个相交点的移动来求出最佳的解。到了1950年，用这种方式通过一台计算机来解决大范围运输问题的方法，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次年，运输算法除了在民用交通运输部门广泛采用外，还推广到解决各种非空间的规划问题，并迅速应用于解决炼油、化学、钢铁和电力生产等方面的工业工程分配和设计问题。



　　这样，采用数学家的抽象方式进行后勤安排的实践中学到的见识积累和电子学的出现融为一体，导致一种不断寻求最佳答案的方法的产生，用以解答种类繁多的军事（以及民用的）后勤计划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与集中计划货运业务有关系的数学方面的独立发展成果，已在略为早些时候公之于众。但它没继续进行下去，没有搞出运算法。然而，明显的是，这已是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予以解决的问题了。运输问题广义数模除了用于民用方面，还可应用于空间的、军事问题，诸如军队部署和空中补给线，除此之外，还用于种种非空间问题，诸如合同投标和人事分配。



　　实际的运输问题基本上是个运送燃料和弹药的问题，油料和弹药要占一支现代化机械化军队所需后勤支援吨数的90%以上。粮秣、医药用品、零部件等等只占所运输物资总量的一小部分。后勤上主要的难题是如何前送柴油、汽油和炮弹。燃料和弹药间的比例在不断变化。阵地战、防御战使用的弹药较燃料多得多，而一次扩大战果的进攻，诸如巴顿在法国北部的进攻或沙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进攻，消耗的燃料吨数要远比弹药多。



　　燃料和弹药的运送日益采用“尽量不拆包”的方法进行，例如，在越南战争中，司机和卡车往往直接从停泊在西贡港的船上往自己的车上装105毫米榴弹炮弹。尔后驻西贡的第一后勤司令部命令该司机把这些炮弹直接送往越南某地的炮兵连。补给站和中转站全部撤消。这种作法的好处是，极大地减少了前送弹药所需的人员，因为省出了中途补给品堆集所的卸装工作。这就使军队提高了其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的比例。如这样做，须极度重视提高计算能力。后勤开始变得要极大地依靠计算机控制的分配、调度系统和可靠的交通通信联络，灵活性的取得，靠的是更多的运算和情报。美军作战条令目前要求，军和战区两级的后勤司令部要拥有年度备用计算机容量。




系统分析




　　自从后勤方面用上计算机以后，把燃料、弹药车、粮秣、人员等送到所需地方，这样的许多日常作战问题，不再是凭推测办事了。如今，调度员往昔那种凭手工操作和靠经验估计的方法已被精确的解算方法所取代了。同样的思想方式和种种方法应用于解决有关总参谋部各机构进行战争计划的各种业务问题，都是直接指向战略问题本身的。随着核弹、远程轰炸机和导弹时代的到来，评价各种全球战略和设计洲际武器系统的这种需要也到来了。假定技术问题已解决，那末余下的首要问题又是地理方面的问题了。涉及到一种武器系统的诸组成部分为了达成某一个地理上的特定任务而必须实现的总体布势和局部配置。有关这种分析方式用于军事决策的实例，不妨看一下五十年代美国空军选择和修建战略空军基地的情况。当时的问题是，将这一支针对苏联的远程轰炸机部队配置在什么地方，怎样配置，以及如何在所选定基地的协同下使用这部队。



　　造成上述设计问题的技术环境，部分是由于科学上的突破所引起，部分是为了适应地缘政治学概念发展的需要。美国空军寻求往大洋彼岸投射炸弹的手段，可追溯至1941年4月法国陷落和德国巩固了其对西欧的占领。据认为，英国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为了确保B-36型轰炸机有效，这种轰炸机被要求能续航10，000英里，可投送10，000磅高爆炸弹。轰炸航空兵基地的设置、可能的打击目标、巡航速度和最大速度要求，以及在有敌人设防情况下的最大飞行高度等，这一切问题在设计、计划时都要予以一一考虑。所有一切都是在不知道已经在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1945年4月原子弹投到广岛了人们才知道 [ 校对者注：原文如此，似日期有误，原子弹轰炸广岛应为1945年8月6日。 ] 。在制造B-36型轰炸机样机期间，战略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到1943年年中，局势已经明朗，英国能坚持住，不会陷落，但一场太平洋战争正在发展着。在对日战争中，由于当时并不清楚收复太平洋上诸岛的过渡性战役会取胜，人们以为洲际轰炸机可能要在该地区发挥作用。随着日本侵略者逐渐被驱回，欧洲战争也接近尾声，需要B-36轰炸机这种紧迫感也就开始慢慢消失了。然而，美国空军已在开始从以俄国为作战对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角度考虑问题了。由于获取海外基地前途莫测，意味着要向目标半径延伸基地，B-36型轰炸机因此像是一个好赌注。在那个时候，用高爆炸弹实施战略轰炸仅仅是战争的起码组成部分。随着原子弹杀伤破坏威力的展现，研制一种能够由大洋彼岸对俄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轰炸机及其辅助系统，便由战略的次要问题上升为战略的核心问题了。



　　时至1947年，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来考虑战略轰炸问题。轰炸航空兵的任务，首先是突入敌人防御体系；其次，抵近并发现自标，尔后摧毁之；最后，返回基地。飞抵目标区和由目标区返回，其伤亡大小取决于对敌破坏的效果如何。喷气式截击机和防空导弹的改进，使轰炸航空兵飞抵目标区并返回更加困难了。与此同时，核炸弹大大提高了破坏能力。当时认为，建设一支能摧毁俄国工业和行政中心的力量，乃是避免常规战争消耗代价的一个途径。B-36轰炸机航程远但速度慢，其替代方案是将速度较快的B-29型轰炸机与空中加油机结合起来，以提高突破喷气式战斗机防御的能力。



　　到1950年，战略空军司令部已拥有了一支由B-29、B-36和B-50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力量，据认为，在美国垄断核武器情况下，其作用是对苏联进攻西欧的威慑。一旦美国受到挑战，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任务是摧毁苏联发动战争的工业基础。当时认为，即使俄国人研制出了核武器，他们也不能大量生产，而且在投射核武器上也有困难，因为他们的远程飞行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1951年，美国空军委托兰德公司研究海外空军基地的筛选问题，以适应战略空军司令部任务的需要。兰德公司的专家们指出，空军基地的选择对于确定整个战略力量的组成、破坏力和费用是关键性的。在选择基地时，光凭基地的获得、修建、维护及操作使用的费用还是不足以成为基地选择的充分标准的，基地的地理位置也影响到延长那些不经途中加油不能飞抵目标的飞机的航程的费用。它还影响到轰炸机不得不飞经敌占区的航线，从而在途中可能遭受损失。易受攻击的程度以及使基地保持作战状态所必需的资源和破坏后修复的费用，均因基地设置位置而不同。问题不仅仅是把基地设置在何处，而且还是什么样的基地与作战系统方能最好地完成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任务。



　　兰德公司专家们从研究1956年空军行动和基地使用方面的补给系统的实际情况着手，探索既能以最小的代价摧毁一定数量的目标，又能凭固定的预算摧毁尽可能多的目标的基地配系。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才算是代价最小的系统或者最有效的系统呢？这显然要视未来目标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因素而定。鉴于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专家们试图研制出一种在敌人攻防能力和国际政治局势发生各种可能变化的情况下，都能运行自如的系统。



　　当时的系统是由美国平时各种军用飞机使用的基地组成的，这些飞机除一些重型轰炸机只使用海外基地作为中间停留基地外，在战时都要转往海外基地。那时，考虑的方案大致有这样四种：靠近敌人的战时海外基地；战时海外基地，但与俄国有段距离；美国本土基地，备有空中加油设施；基地设在美国，加油点设在海外中间停留基地。专家们对这四种方案进行了比较。



　　在比较这四种基地配置方案中，最关键的变量是距离。各个系统在其诸基地到四个关键点的距离上是不相同的。这四个关键点是：目标点，对敌防御进行攻击的最佳进入点，加油点，以及敌人能对我基地发起攻击点。各个系统由于至该四点的距离不一样，而造成配置费用也不一样。由于至各点的距离不同，诸基地系统的布局也不同，它的不同又决定了轰炸机活动半径和后勤费用的不一样。同样，它们也影响到了敌人的防御配系，从而也影响到飞行中损失的轰炸机数目。它们影响到基地易受攻击的程度，进而影响到轰炸机在地面的损失数量。



　　在这一分析研究中，除了研究上述因系统空间部署位置而引起的“配置”费用外，还有随在地理上因气候、地形不同而变化的“环境”费用、建设费用，以及现有的防空设施等都得到了研讨和一并考虑。



　　在研讨增加飞机活动半径、突入敌人防区要花多大代价、美国国外设置基地要花多大费用（包括环境费用），以及基地易受攻击可能造成多大损失的途径中，地面加油方案很早就显示出其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表现在后勤费用小和能对对方的攻击提供防护上。接着，诸方案比较转向从反面对系统性能进行论证，就是设法驳倒该方案的优越性，以证实其是否可行。结果证实，在未来各种可能的战争条件下，包括苏联拥有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地面加油方案都是适应性最强、最牢靠的解决方法。



　　这本来是作为一个后勤问题来研究的，但最后却变成了大战略的推演。1953年，兰德公司递交了其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在面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是有弱点的，确实影响了美空军的政策。结果，减少了海外基地的职能，加强了其基地对付攻击的能力，组建了一个空中警戒系统，还研制成一种续航时间长的飞机。由此所能得出的总的教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警句，即千里之堤常溃于一穴，一场战争失于缺少一颗马蹄钉。要想成功，大战略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后勤基础上，建立在对所含空间关系的透彻理解的基础上。



　　美国近年来对应否和怎样部署MX导弹的种种考虑，无不受到浑然一体的军事、后勤和当地政治动机，以及地缘政治观的影响。1979年6月，卡特总统批准部署这种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所允许的最大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多弹头导弹）。MX导弹的主要特点在于具备摧毁俄国加固导弹发射井的威力和命中精度。决定研制这种导弹是对那些死抱詹姆斯·施莱辛格“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鹰派们的一个让步。打击军事力量战略要求美国拥有的武器能全面赶上或超过苏联威慑的每一组成部分。早在1974年，施莱辛格就倡仪对一种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进行设计研究。卡特希望利用这一倡议，说服参议院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从单纯军事角度看，这种导弹能摧毁加固发射井，故可成为一种能用以实施首次打击的武器。这种导弹只有用来彻底摧毁苏联地面上的洲际弹道导弹才有意义，但美国官方将其说成是具有“第二次打击对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能力”，因为，施以先发制人的首次打击是与美国宣称的政策相悖的。然而，1977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当时MX导弹是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MX导弹是对苏联火箭的首要威胁。可是，1979年，MX导弹成为国内防务论争的一个焦点，它又被说成是一种第二次打击武器，布热津斯基将其说成是具有作出“同样反应能力”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4月，麦克乔治·邦迪、乔治·凯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杰勒德·史密斯四位美国政界元老不得不敦促美国当局宣布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于苏联的常规侵略，美国将继续用首先使用“战场直接支援”核武器作威胁。



　　无论用什么措辞，导弹击穿加固的混凝土防护板并摧毁发射井中导弹的能力，只有当首先使用时，才能见效。若对俄国的首次打击实施报复时使用，将只是摧毁空发射井。一旦发动了首次打击，有一些对方预定作为打击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可能会幸存下来，这些导弹势必要用来报复对方，这一疯狂的以牙还牙的角斗势必发展成倾其所有，见目标就打。对于任何的核武器袭击报复，实际上有15分钟的警报时间，也就是说15分钟内对方可作出核报复。具备报复时击毁发射井的能力，对潜在的侵略者构不成威胁。苏联无意实施首次打击，除非其确信能摧毁美国所有的导弹。如果他们打击美国所有的导弹，那么，是否是发射井就无关紧要了。假如美国一些武器幸存下来，使其对准空发射井，那正中苏联人的下怀，然而，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的另外两支力量（装备有导弹的潜艇和轰炸机）能确保摧毁所有的苏联大城市，从而将使苏联的首次打击自取灭亡。据此，如果苏联看到尽管整个威慑力量占优势，美国却还在部署价值1，000亿美元的摧毁导弹发射井的武器系统，除了认为美国是在准备对苏联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外，还能想什么？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占苏联核力量的四分之三，而只占美国核武器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极可能被诱使要其导弹部队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准备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将必然倾向于寻求一种能减少其易受打击的可能性的手段，推行机动式的多点配置方案，部署更多的摧毁发射井的武器，从而导致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导致人们已经意识到的不平衡的危险。



　　为满足施莱辛格提出的、往往被人错误理解的打击军事力量能力的需要，MX导弹系统必须按照在遭到苏联SS-18和SS-19多弹头导弹的攻击之后，还会有一部分打击力幸存下来的要求进行部署。MX导弹部署的设计标准起先是根据导弹的杀伤力和当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在谈判的苏联弹头的最大数量而定的。据估算，在遭到假设的苏联首次打击之后，要摧毁尚留在苏联导弹发射架上的导弹，需要1，000个弹头。这就使得MX导弹系统要保持在200枚导弹，携带2，000个弹头的规模上，因为只有半数弹头能幸免于苏联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允许拥有的导弹实施的攻击（无独有偶的是，在首次打击中，2，000个弹头能使苏联1，000枚洲际弹道导弹一败涂地），为使MX导弹系统在遭到对方的首次打击之后有一半幸存下来，必须给这一半大的陆基导弹提供防护手段。从地理的角度对各种防护掩蔽所进行研讨，让200枚导弹在4，600个发射掩蔽所间往复转移。美国空军最初确定，MX导弹系统的最好的部署位置应选在西部平原上。但这种意见遭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农业势力的反对。到1979年，卡特政府已将导弹的部署位置选在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东部。对这一系统的后勤支援由于需要占用6，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大量的水和水泥，要动的土方量极大，需动用大量的土建工人，并对该地区的社会和环境均衡造成破坏，因而引起了强烈反对。内华达州参议员拉克萨尔特是里根的至交。把该系统的一部分部署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的方案，遭到布什副总统和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托尔斯的反对。因此，当1981年10月里根宣布MX导弹将配置在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的经改造和“超级加固”的民兵导弹发射井里，这就不足为怪了。这一提案被国会否决，就是笔者在撰写本书时，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正拒绝给MX导弹拨款，坚持非要作出永久部署决定方予以拨款。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些其它方案有：一是在军事区内更密集地部署该系统（密集配置方案）；二是在山腰8，000英尺深处配置（坚固隧道方案）；三是机载发射器（大鸟方案）；四是轨道配置方案，即待苏联发射后将MX弹头送入轨道。不论国内可以采纳何种方案，从军事上看，这一MX导弹系统似乎是多余的。



　　似此战争计划是地缘政治观与后勤现实之间妥协的产物。如果说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必须进行的部署导弹在后勤上是难以实行的，那么，试图贸然行动则使荒谬的。1980年，美国试图营救被扣留在德黑兰的人质的“蓝色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作战系统是根据对全球政治的不准确判断制订出来的，那么即使该系统经过深思熟虑，极有效，而且最具灵活性，也是毫无用处的。而旦，由于其可能引起意外核轰炸，就更谈不上什么意义了。如果把苏联看作是一个以西欧为其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的帝国的观点不真实，那么，核威慑的精确的数学计算也好，光彩夺目的技术也好，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组成了一种自取灭亡的武器，其一种副作用是为特殊的选民和利益集团创造了短命的财富和声誉。




后勤与战略




　　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目前正在锻打中，它极好地说明，在地理上对部队的需要感，与克服空间和距离投送它而颇费代价。这些细枝末节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这一工具就是快速部署部队，目前正在组建中，准备在西南亚运用之。



　　组建这支部队的原因是认为围绕着波斯湾有一个弧形的危机区。这里有许多薄弱环节，俄国的侵略可能夺占这里的油田，而日本和西欧所需的大部分能源及美国需要量的15%都是这些油田提供的。更直接地说，快速部署部队是卡特政府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所作出的反应。两伊战争增加了对海湾局势不稳定和丧失对其控制的担心。快速部署部队是卡特强制推行海湾政策的一种辅助手段。1980年，卡特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坚决捍卫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切身利益，反对外来控制波斯湾的一切企图。倘若该地遭到攻击，美国必将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力量”予以反击。里根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外交辞令更少，他直截了当地警告俄国，夺取海湾将会“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要将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或霍尔木兹海峡等可能的战场上采取行动的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美国就必须花全力将其武力运往远离本土7，000英里的地方。而苏联人则只要离其国土几百英里就可作战了。



　　五角大楼的专家们显然预见到，为保卫他人的石油来源（且不管毛拉 [ 校对者注：指当时的统治伊朗的政教领袖霍梅尼 ] 统治下的伊朗），以实施战略的或战术的核攻击相恫吓是需要的。他们对苏联威胁说，如果它无视一切进入油田的话，我们就进攻古巴或南也门，这种水平升级策略看来不足以成为压克里姆林宫就范的筹码。据认为，唯一可能作为卡特政府宣言之有效后盾的是，以牙还牙，以兵对兵。就是说，要寻求一种使用足够的兵力迅速封闭突破口的途径，以制止俄国的突入或制止他们煽起的反叛夺权行为。快速部署部队就是出于这种目的而组建起来的。批评家们起先抨击这种快速部署部队，说它是卡特处理问题之法的一个例证，即“掷它一个司令部”。保罗·X·凯利将军获准在佛罗里达州组建一个有260人的司令部，他许诺说，如果海湾地区爆发战事，在兵力方面，他可以动用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中突击师。在开头的几个月里，快速部署部队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用詹姆斯·施莱辛格的话说，它“既不快速，又不能部署，也不是一支部队”。



　　支持和反对快速部队两种意见的争论，转向后勤问题。有一些人认为这支部队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说它是海军陆战队通常任务的翻版，即由舰载基地“踢开对方门户”。海军陆战队的支持者们提出，陆战队应继续担当这一任务，实施登陆突击，为从美国空运来的部队开辟登陆场。这种战略似乎不如采用辎重较多的先遣队做法，有可能将陆军部队配置在非常靠近潜在爆发点的地方。迄今，所涉及的分析研究结果尚未公之于众，争论中各军种间你争我斗则已开始了，但政府的种种迹象表明是支持朝前置基地方案的。



　　如果说卡特的种种行动是对伊朗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的一种反应的话，那么里根政府则好象是己经接受了针对该战区组建特种编队的理由。卡特政府拨出了100亿美元组建这支部队，匆匆忙忙地将一些现成部队拼凑在一起。印度洋上的两个航母群补充了7艘改装了的货船，它们能载运1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12个战斗机中队的补给品，包括水、燃料、50辆坦克、95艘登陆艇和600辆卡车。伊朗扣留人质危机期间，1，800名海军陆战队员配置在印度洋舰队上。8艘快速集装箱船和1艘海军修建营驳船母舰集中起来，在二至三周内把一个机械化师运往海湾。这一地区的基地、简易机场和船只停泊港都准备好了。英国租借了迪戈加西亚，并扩建了环礁铁路与船坞，以供B-52轰炸机和较大型运兵船使用。美国已获准将蒙巴萨和珀思作为自由港使用。在内罗毕、开罗、关岛和澳大利亚西北部均建有飞机场。更具体一点说，美国在埃及的拉斯·贝纳斯、索马里的伯贝拉和摩加迪沙以及阿曼的塞勒和马斯喀特都设有港口和简易机场。阿曼的萨马里特、萨拉拉、马西腊和奎斯均有简易机场可供使用，这些机场离霍尔木兹海峡都很近。当时，还发射了一颗卫星，以便更密切地监视印度洋的活动。那时，还制订了预先使10来艘舰只进入阵位的计划，以便用以支援一个海军陆战师（13，000人〕，按计划。到1987年这些舰只将始终配合印度洋舰队在海湾附近活动。据当时计划，其目标是将300，000兵力尽快地送到任何作战现场。未及快速部署部队构想出来，美国扩大和改善空运能力的计划都已一个接一个地准备就绪了。已定购了200架能在小型简易机场上降落的CX运输机，计划对现有装备进行整修，并且制订了使用民用飞机计划。



　　里根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认可了发展快速部署部队的一切作法，并转向支持海外基地战略。1981年4月，2个空降师、1个伞兵师和1个直升机机降师（这些都是美国陆军机动性最强的部队）归属于快速部署部队，计划今后还要加强。从编成上看，快速部署部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司令部组建起来的，负责波斯湾和印度洋方向的作战任务。起初，该快速部署部队隶属于陆军特种司令部，其地理目标早先是由欧洲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分担的。那时还在谋求在潜在战场附近建立一个司令部。



　　到1981年年中，美国已经能够在两天内将第82空降师的800名伞兵空运到任何战事爆发点，再加两天可增运3，000名。用两个星期可将1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由地中海和迪戈加西亚运来。一个月后，这些部队可得到一个15，000人的机械化师的增援，二个月后可得到一个装甲师的增援。到1987年，随着预先进入阵位的舰队编入现役，在一周内就可将13，000人空运至该地，去操纵船上卸下的300辆坦克和其它重武器。两周内机械化部队可到达，一个月内装甲部队到达。



　　在快速部署部队完全组建起来之前的过渡期间，五角大楼依靠地雷拉发线战略。希望哪怕是空投一个规模有限但拥有充分空中支援的分遣队去切断横贯南亚山脉和高原的崎岖通路，也能使苏军不敢冒然推进，从而赢得时间以开展政治活动。值得指出的是，1982年3月，曾赋予第82空降师的若干部队充任西奈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至少是在该地区开设了一个指挥所和一个沙漠训练场。



　　主张把部队和补给品配置在海湾附近的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挥舞旗帜的勾当，告诉对方自己在此地，形象地表达了美国的决心。快速部署部队的职能最初是旨在制止俄国在伊朗的冒险活动，但如今在地理范围上扩大了，在所需的灵活性方面提高了。它在目前的目标不仅是制止俄国穿越伊朗高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或俾路支河流域的一切试探性行动，而且是要制止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的空降突击，或还要保卫沙特阿拉伯的油井，防范叛乱破坏。



　　反对组建快速部署部队的人，首先是反对这种部队的意图，其次是不相信所建议的部署的可行性。有一些人认为，平常对付小规模战争和游击战，最好还是使用轻便的、机动性较强的海军陆战队。说俄国人野心勃勃，要把自己的战线拉得更长，面摊得更大，甘愿在其极少可能让步的资源地域冒与西欧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这是大可怀疑的。假如苏联人试图发起进攻，其兵力集结早期就极易被发觉，从而给对方很长的反击准备时间。海湾地区诸国的军队显然要反击任何入侵。如果这些陈述确有道理，那么，所计划的快速部署部队就显得过于机动灵活，并咄咄逼人。



　　即使上述意图的战略效果得到认可，依然还有一个可行性问题。把一个大规模的分遣队部署在海湾地区，使美国有限的兵力的战斗力更加削弱。通过空运和海运，能够迅速把他们从美国运到欧洲、海湾地区或任何需要去的地方。快速部署部队在海湾地区投入交战，所遇到的前绊后羁要更甚。



　　然而，在如何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待目前造成美国不能从容地对苏联在亚美尼亚或土库曼大量集结装甲师作出适当反应的态度问题上，有一种对立的观点。每当华约举行五月演习（即“战斗情谊”演习），北约就作出反应，动员后备部队并从美国空运来部队、这已成为惯例。北约这种做法的目的不予苏联人以假借一年一度的演习进行实际进攻准备的任何诱惑因素。如果某一年苏联表面上宣布在亚美尼亚举行演习，而其秘密企图则是为南下进行动员，那么，照目前情况，北约将会陷于困境。若把部队空运到一个表面的中立国。以回击苏联在其本土上实施演习，这显然是挑衅性行为，而且还可能给苏联人造成入侵中东的似乎有理的借口。快速部署部队在当地存在的影响范围大一些，有可能使美国避免在这一争夺地区处在过于挑衅性的地位。此外，就目前情况而言，在美国民航和挂方便旗的美国船只中，因政治方面的原因，已动员不出像在欧洲那样作出反应所必需的空运和海运能力。



　　但是，战区本身的范围大，加之对方可能发起突击的方向难以捉摸，这就意味着从任一可能的基地到战场的距离都会是遥远的。一种观点认为，最好是避免把补给品集中在一个基地，主张将其载在船上，以便随时进行直接运送。所遇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水准千差万别，与当地基地要训练部队适应当地情况的看法是相违背的。海湾地区的沙漠地与北部崎岖山地和人口稠密的两河流域就大为不同。



　　迄今，尚未获得供快速部署部队使用的基地。海湾地区统治者们不愿意让大量美国军人驻留在伊斯兰国家中。也许会和沙特人和阿曼人谈妥建立一种与当地人隔开的兵营，就像拉斯·塔努拉石油公司那样。政权变更带来反脸无情的政府；这种政府可能背弃以往的协议，撵走快速部署部队，从而使美国丢脸，更不用说部署这支部队耗费巨资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进一步妨碍上述快速部署部队方案的贯彻执行。这种争论在继续着，使世界观念的政治目标与地球表面为军事活动所能提供的冲突现实对立起来了。



　　正当我们撰写本书的时候，英国由于阿根廷1982年4月入侵而远征南乔治亚岛和福克兰群岛，事实说明，7，000英里长补给线的困难是如何之大，也说明，只要政治意志坚定，花一定的代价，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从更长远的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英国外交部一直在谋求同阿根廷达成某种类似中英处理香港租约那样的协议。显然，如此劳师远征的军事活动代价太高了。与阿根廷达成某种妥协是必要的，它既可挽回阿根廷的自尊，同时又可维护福克兰群岛上少量岛民的愿望，从而避免今后再度发生似此后勤上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














	

 






	















	







	







	









 





	


	







	








	




	


第04章 战术策略




	







	

 



	


	


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 《孙子·形篇 第四》




战术与战略




　　为了说明问题，可以对战术和战略作一个简单的区分。战略是指选择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作战，而战术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最合理地使用现有的力量去完成战略目标和规定的任务。战术与战场上正确部署人员和武器有关，战略则与选择战场的顺序有关。想要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战场选对而部署错了，战术对头而战场选错了，都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显然，这两个决心层次是相互作用的。在选择战场时，应考虑武器和人员的能力。为了达到某个战略目标，必须灵活运用战术。例如，当撤退即可能取得战术胜利时，为了更宏伟的作战计划，可以下令进行撤退。



　　由于过去的两世纪内，战争的范围和速度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因此战术和战略的区别被混淆了。线膛武器使轻兵器交火的距离由100码增大到300码，因而促使人们注重巧妙地使用掩蔽和伪装。炮兵的射程由以码计算发展到以英里计算，并随着弹道导弹的应用而扩大到了洲际。过去徒步步兵每小时走3英里，现在坦克、运兵车和卡车的运动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30英里或更多，而且因为有了空中支援和直升飞机，而更便于实施机动。拿破仑认识到由于采用了盖勃特的“大战术”一词来拟制自己的计划，他所属师团的运动速度大大加快，因而地理范围也相对地发生了变化。新的战场有了新的变化，使战术决心扩展到与敌军目视接触以远的地方，这就产生了采用主要战略手段——欺骗措施的更大可能性。战术和战略已不能用能否进行目视接触而区分了。战场上能实施的行动和战争实施中更大范围的行动与反行动之间的决心连续性变得更加紧密了。然而，一次战斗事件与一场战争的进程仍是显然不同的。这就是战术区分于战略之所在。前者涉及战斗的部署安排，后者涉及战争或战役中各次战斗的协调。这一章集中讨论战场上兵力和火力的部署及合理利用地形，把内容更广泛的问题留到战役谋略中去探讨。




进攻与防御




　　有两种基本的战术态势：攻势和守势，选择哪一种应从战略来考虑。是进攻还是防御应根据时间、空间及指挥员掌握和面对的兵力来决断。伟大的统帅，比如以用四轮战车组成胡斯式堡垒著称的简·齐斯克，把战略进攻与战术防守结合起来。他们根据情况，灵活机动地进攻或撤退，以牵制敌人。这样他们就能得地势之利，而地势往往会增强防御一方的力量。进攻一方在某个方向必须投入全部力量作战时，这种推进若失去控制，形成自顾自的势头，往往使自己处于不利位置。当战略上已把战争引向敌国时，采取防御并让敌方在战斗中首先采取行动往往是有利的。高超的指挥才能在于适时将防御转为进攻。只有在进攻者暴露出弱点时给予反击，防御者才能充分发挥它在战区上享有的有利条件。进攻者在突然性上有有利条件，但又存在着被人发现企图和力不胜任的潜在危险，二者难以权衡——这就是大多数较量的实质。在足球，击剑或柔道运动中，不管你是进攻还是防御，从逻辑上讲都是你与对手之间力量的对比问题。如果你认为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对手，你应先发制人，如果没有击中对手，就必须迅速及时回防以迎击对手的反攻，如果你认为能以迅速的反击打败对手，你就抵御。



　　从历史上讲，选择总是与气质和传统有关的。战术就是重复过去被证明是成功的做法。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普遍的看法以及奋起以白刃相见的精神，使一代又一代的士兵在新武器面前丧生。消极筑垒防御的传统打法虽然其出发点不同，也遇到了类似的结果。克劳塞维茨派热衷于使用冷兵器和集中兵力，忽视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筑有堑壕的步兵有强大防御力的教训，终于在佛兰德河流域惨败。当时主宰法国军队的马其诺防线思想，在飞机和坦克的时代也惨遭厄运。战术的成功往往来自与当代武器相一致的共同气质，而传统的产生是为了重复已经证明在过去是成功的东西。常常用已经建立的制度来培养一种气质，以维持某种战术传统。在英国，用猎犬狩猎是一种既提高必要的技能，又能培养骑士精神的方法。在一个特定的军事结构中盛行的气质可归因于地理和文化环境。英国皇家海军爱好开拓，而英国陆军则倾向于维持现状，这种不一致性可以说是由于英国的岛国性质造成的。在英国这样的生活环境里，皇家海军按照纳尔逊的传统积极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相比之下，陆军是被海洋所隔，远离国内基地，因而往往小心谨慎，采取守势。这种基调是威灵顿确定的，他主张选择并扼守阵地以待敌军在进攻中自我消耗。



　　在合理地选择进攻或防御时应充分考虑态势的发展，地理情况和指挥员现有的兵力及当面之敌的兵力，预先部署好进攻或者防御等于是把你的底牌告诉对方，除非敌方是愚蠢之辈，否则你只有打出最强的牌才能取胜。已暴露的预先部署不管有什么样的薄弱环节，都是会被对方所利用的。



　　决定采用进攻或防御之后，战术问题就是调动军队并占领有利地形，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作用。显然，防御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运动的。固定防御是要在保住后撤和补给线的同时，筑起一条敌人进攻时无法突破的环形防线。防守一方控筑工事，控制地形，从而建立起一道会给进攻者造成最大杀伤并阻止其突破或包围的屏障。运动防御是要将入侵者诱进来，尽可能的拉长他的战线，分散其进攻的兵力。这样就迫使敌人翼侧暴露为给其以打击创造条件。



　　进攻意味着机动力，目的是实施突破，粉碎防御一方的环形防御，并撕裂其纵深防线。实施机动的意图是迷惑防御者，使其分辨不清进攻者的主攻方向，从而暴露出薄弱环节。进攻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点或几个点上集中足够优势的兵力，对防御部署实施突击，一次吃掉一点。关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是有许多变化发展的，许多交战中双方都是交替采用进攻和防御。战术是在这种情况下部署和机动部队的艺术，它旨在根据现有的武器和地形条件达到确定的战略目标。




队形




　　战场上部队按照地理条件所作的配置可以用三种基本队形来描述、即横队、纵队和方队。战术主要涉及特定环境中采用何种队形，何时以及如何变换其方向，何时以及如何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随着武器的射程、威力和通讯器材的距离、功率的增大，以及有了空中支援和随着机动速度的加快，这几种队形的密度已经减小，从人们使用长矛和滑膛枪的时代起，这些队形的地理范围增大了，彼此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然而，它们的确仍然为人们提供着一套用以设想基本战术分队部署的普遍形式。横队队形以横宽的正面对敌军，是一种最难以包围的配置。它以防御的形式限制和牵制敌军，并且可以用工事和障碍予以加强。进攻部队在前进中尽量发扬火力的威力。为了避免重叠，防线的翼侧可以妨碍运动的障碍物作为依托。山地、河流、海岸线或城市都曾被用作防线的地理辅助手段。在山谷通道附近布置的横队常以冲积平原上突起的断崖和河堤作为贯穿山谷通路的防线的终点。横队队形也确有其不利之处。它深度不够，因此缺乏持久力，而且机动性也不够，人员和运输车辆队伍在野外拖得很长，要保持其整齐不出现空隙是困难的。在大多数不同的地形上难以离开道路行进，当防御战线把翼侧部队驻扎在具有地理特征的地点时，由于需要与终点保持联络，以某一地物作为翼侧的防线机动性就减弱了。随着步枪和线膛的采用，过去的密集队形被疏开的散兵线所取代。防线变成了利用掩蔽和伪装的云状物。进攻线开始以奔腾的洪水形式，从防御的薄弱处渗透进去，以便从后方实施进攻。



　　纵队队形为求得机动性而牺牲掩护，它是容易受到侧翼的进攻。这是军队的行军队形。实际上就是将分队转向行军路线方向，使之成为两列。这种并列队形正面窄，暴露的侧翼长。拿破仑根据卡诺的发明创造，把部队编成以大量散兵打头阵的疏开纵队，从而赢得了早期的胜利。散兵迅速向前涌进，集中兵力于敌人的弱点，用速度造成敌人的慌乱。正如拿破仑指出的：“一支军队的力量如同力学中的运动物体，是以质量乘速度来表示的。”用纵队形取得了速度。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证实了纵队队形机动性的重要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闪电战战术，运用了这条经验，让坦克在步兵主力前打头阵。方队队形就是将战线的各个翼侧连结起来，使之面向四方，这是机动性最差的一种队形。纵观历史上战术样式从分散到集中变来变去的情况，集中的形式以方队为最高限度。这种完全防御式的姿态能防范来自侧翼的进攻。在依托筑好的防御工事的地方，方队的机动性最终都降到最低点。事实证明，它是抗击数量上占优势或机动力更高的敌人的一种有效手段。方队减少了受侧翼或后方攻击造成的破坏和惊慌。用马车布起的车阵一直是移居部落人的传统防御方式。如果方队的运动能得到协调，以保持其防御的完整性，它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作战武器。实际上，把方队与纵队队形结合起来就使机动性和不易攻击性兼而有之。1191年，英王理查一世在埃克到杰弗的征战中就做到了这点。在粉碎萨拉丁进攻的陆地进军中，他利用海洋保护一翼，并且部署了一层由步兵和弓弩手组成的掩护部队。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吉斯克的战车堡垒采用机动方队队形，重创了条顿的骑兵。1950年，一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从斥森突围，与编成方队队形、每四个小时前进1英里的锐不可当的对手连续作战13天。时间和场合得当，固定形式的方队也取得过成功。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用多面防御阵地痛击瑞典军队的各路纵队，使查理七世遭到失败。威灵顿的英国步兵方阵在滑铁卢摧毁了内伊的骑兵。德军在俄国平原设立的环形筑垒阵地，使它在1941-42年冬天免遭灭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常规武器的射程范围和杀伤力的增大以及核武器的威胁，使现代防御战术趋向于用各种方式将小方队组合起来。连或营规模的分队占领“战斗”或“阻击”阵地，彼此相隔很远，使一枚核武器不能摧毁一个以上防御阵地。这些十分疏开的防御阵地组成“全面防御”（方队队形的目的），并要求用机枪、坦克炮和反坦克导弹火力来掩护阵地之间的宽大间隙地带。缺乏与敌方一样机动力的部队（例如轻装步兵），应占据像村庄或树林这样的防坦克的地形，从这里可以用远距离反坦克火力突击迂回的机械化进攻部队，防御线将由一连串疏散的连或营的阵地组成。运动防御将由“纵横交错”的阵地组成，由“阻击”部队逐次占据，以图逼使进攻军队进入预定实施核突击或反冲击的“杀伤地域”。




进攻的战术




　　对掌握战术主动权的一方来说，有三种可供使用的基本行动样式：正面突击，翼侧包围进攻和旨在割裂敌方队形的突破。将这些行动样式，佯动、利用地形和敌人的部署以及反应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各种战术。



　　正面突击是最原始的一种方法。如同相扑搏斗者那样，与对手进行面对面的冲撞，显不出有多大的军事才能和想象力。可是如果你在人员、武器、技术、纪律或士气上占有优势，那就会有利于你以最直接的方式彻底解决战斗。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军团蔑视躲躲闪闪的做法而直接运用了它们的灵活性和纪律。随着机会的到来，伊斯兰教大发展时的阿拉伯人以波浪式的进攻将对手一扫而光。十六世纪六十年代，马丁·特朗曾在海战的正面突击中，利用荷兰舰队优越的航海技术和火力，把船舷转向敌军对其实施炮火突击，发挥了火炮的作用。在洛迪，拿破仑用掷弹兵对奥地利炮兵实施周密的、血腥的正面突击，创造了法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



　　冯·克劳塞维茨没有详细论述正面突击，但他的著作却充满直率精神，即以战斗寻求决定性结果的精神。正如他所说；“战斗……用流血解决危机的方式，为消灭敌军而努力，这是战争的第一个产物”。他的著作与其说是战术性的，还不如说是哲理性的，但这些著作在普鲁士军队和仿效者中产生了精神上对冷兵器和流血战的嗜好，致使他们偏好于进行全面的正面对抗。当双方的人员和武器几近均势时，这种拙劣的执意进行直接全面交战的态度会成为一种相互施以无谓残杀的公式。从战术角度上讲，当前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部署看上去完全像是在准备一场正面冲突，不过这是以全球为战场，以各自的城市为前线。



　　翼侧攻击是试图从侧面或后方打击敌人。其最原始的形式是利用地形，最早是灌木林设伏，对敌人进行出奇不意的打击。公元前218年，在特拉斯米湖边，汉尼拔的军队从树林的隐蔽处杀出，粉碎了成纵队开进的弗罗米尼斯军团。伏击战是游击队抗击占优势的入侵者或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传统战术。它打击运动中部队暴露的翼侧和后方。拿破仑利用他的师团的速度优势，穿插到敌人后方，切断其退路和补给线。在海军战术中，在纵队前方派出一个舷侧朝向对方的横队，使队形成为交错的“T”形，以便更充分地发扬火力，这种机动样式完全是一种翼侧进攻的样式。这就是1905年东乡在对马海峡的战斗中打败俄国舰队的根由。闪击战和比它更近代的运动战战术总是试图从翼侧包围敌军，或从后方进攻。现在又增加了飞机这个因素，为实施垂直包围，从上空进行打击提供了条件。



　　翼侧进攻常常与正面进攻相结合。如果敌军不是在运动中遭到突袭，而是已经展开成战斗队形，或者并不处于十分劣势，那么翼侧或后方实施的进攻必须与正面的交战协调一致来吸引敌方的注意力。正面攻击好似一具铁砧，翼侧进攻这把铁锤可从敌人最薄弱的方向把它放在上面锤打。翼侧运动自然是从正面进攻发展而来，在这种正面进攻中，作战的一方凭借数量的优势从战线的一端或两端包围另一方，并由此卷击过去。历史上有记载的翼侧攻击的最早例子是公元前371年鲁克特拉战斗中底比安人战胜斯巴达人。埃潘米诺丹斯使用叫做“成九十度的翼侧攻击战术”，充分利用了一般都想使右翼更快推进的战法，因为古希腊的盔甲步兵人人都想得到右面一人的盾牌的掩护。他故意从左翼为前导向敌人进行斜方向进攻。实际上就是与斯巴达人的左后翼部队交战，而集中力量攻击对方的右前翼，进行卷击。



　　包围是用钳形运动突击敌军的两翼的战术。假如敌军受到了引诱，将其队形分散或削弱了其战斗力，并使之进入合围口，那么组成包围就更加容易。包围可通过多种途径来达成。密尔泰第斯在马拉松使用了各种方法，他让军队的中央部分后撤，诱使波斯人进入己方进攻的两翼之间，一举获得成功。在坎尼，汉尼拔对罗马人摆出一个中央外突的阵势，然后，通过有条不紊的后撤，中央向后缩，两翼向内合拢。罗马军团跟踪而来，陷入了迦太基包围部队的预设圈套之中。而在伊里巴，斯吉皮欧（西庇阿）对汉尼拔以牙还牙，采用了这种中央拖后的战术，诱敌深入。这次，罗马军队的两翼向迦大基人的固定战线迅速推进，速度超过了中央部队。这种前出包围是冯·摩尔特克的普鲁士战争的理想战法，是一种牵制敌军中央，从其翼侧包抄过去，以摧毁其后方的进攻样式。对这种牵制性正面进攻与两翼包围相结合的战术运用，佐卢（祖鲁）部族的部队形象地比作是“胸部”和“手臂”。手臂绕向敌军的侧后，对着中央即胸部将其粉碎。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作战的范围和速度增大了，而队形的密度减小了，因此战斗队形变得更易于渗透，更加灵活，也更为疏开。以前的那种拘泥于固定形式的做法正在让位给迅猛的、随机应变的包围和渗透行动，如隆美尔在北非西部大沙漠的包围战术。但目的是一样的，即超越敌人并威胁其后方。



　　第三种进攻战术是像楔子一样强行突入敌阵的作战行动。可以认为这是另一种特殊的翼侧进攻形式，即在对方的队形中打开缺口，造成两个新的翼侧，从侧后沿着其防线实施卷击。这一机动样式的范例是亚历山大所部骑兵在阿比勒突破了波斯人的防线，使数量占优势的波斯军队惊慌不已并遭到了覆灭。在特拉法加，纳尔逊以巧制胜，他用两支纵队突入威尔诺（维尔纳夫）的防线，把敌军分隔成孤立的三部分，然后由占优势的英国炮兵实施袭击。在鲍罗延诺（博罗季诺），拿破仑采用了楔入的战术，尽管这是以强制的严酷的方式实施的。在这个阶段，拿破仑在战术运用上已经由侧重速度退回到侧重队形密度，把法国军队编组成一支庞大的纵队，突入俄军防线的中央。过去数十年中，机械化纵队已经发展成各种伴随有钳形突击和翼侧运动的楔形突破队形，在运动战的漫长的、可渗透的战线上寻找敌方弱点。现代军队的规模和分散配置，使突破成为标准的进攻战术。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军队的规模和武器射程难得造成暴露的翼侧。在北约和华约或中苏之间的冲突中，也将很可能会出现在各自的战区内设置绵亘战线的情况。




防御战术




　　在论述线式和方队队形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讨论了防御作战的主要战术。当然，对固守和运动防御要加以区分。然而，不管我们考虑那一种防御形式，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防守的一方有更好的机会选择战场，利用有利地形。可以使地形变得对防御有利，提供掩护，并设置障碍破坏入侵者的机动、比如威灵顿，他总是精心选择陷敌军于不利的阵地，把他的军队配置在炮火不能伤及的山的陡坡处，等到需要时才出来作战。山坡，河流或沼泽可用来减缓敌军的前进速度，并使其更易受枪弹的打击。在作战中采用了来复枪、坦克和飞机之后，促使人们重视利用地形作为掩护、隐蔽和障碍的战术技巧。



　　固定防御能增强地形的优势，或通过构筑防御工事和妨碍运动的人工障碍来克服掩蔽和抵御力的不足。总的来说，这类工事可以是线式的或点式的，旨在要么在长的战线上挡住敌人的突击，要么控制地面上的关键地区，粉碎其进攻势头。十六世纪时，弗邦在争夺对低地国家的沿河和沿运河城市的控制权中，把构筑和摧毁防御工事提到了艺术的高度。1850年后，铁路网成了国家的后勤命脉，成了防御一方加以控制，进攻一方力图破坏的目标。比如，德军在俄国的环形筑垒阵地就建在铁路车站周围。铁路的诞生开创了庞大军队使用威力强大的远程兵器的纪元。这些变化的战术含意，可以从美国的南北战争中看出来。在这场战争中，百万人的指挥权首先落到了格兰特身上。步枪和炮火使防御占有优势，1864年在艾普马特克斯谷地里，全部防御工事都构筑在圣彼德堡外围一线。欧洲人忽视了应从中吸取的教训，致使在1914至1918年期间付出了巨大代价。1917年4月，坦克在康布雷的首次出现，打破了战术的停滞状态，使进攻变得比固定防御更为有利，在空中支援和空降部队的配合下，使用坦克和汽车在地面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实施进攻，这种立体的闪击战术，能轻易地击溃像马奇诺防线这样的“坚固、浅薄”的防御体系。齐格菲防线更容易穿透，但它纵深较大，碉堡和坦克陷井“星罗棋布”，设计这条防线不是把它作为最后一道壁垒，而是作为消耗对方的缓冲地带，借以迟滞和重创装甲部队的进攻。现在有了飞机，直升飞机和制导导弹，周密的防御工事看来已无什么作用，因为军队可以绕过或直接飞越它们。最新式的防御工事要算加固的导弹发射井了，但它们也可能会受到核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的渗透和破坏。



　　用进行深远突破，以攻为守的战法需要有机动性和灵活性。这方面，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费比阿斯（费边、法比乌斯）的迟滞战术在过去被当作典范来传授。拜占庭帝国5O0年中成功地诱敌深入，再以高明的欺骗手段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个事例不很著称，但它在伯利塞里斯传奇中有反映，也可通过莫利斯的《战略论》和贤哲利奥明的《战术论》加以研究。暴动和游击战屡屡使用，大获成功。在德军“巴巴罗萨”的潮水般攻势面前，俄国人对1812年战争记忆犹新。他们以灵活的纵深防御来对付，在敌后留下了抵抗地区，用消耗战来削弱敌人。他们把这些地区之间的东西烧光，使敌人无法生存。哥萨克人在敌人的猛攻下，以每天18英里的速度放弃土地，但始终用机动火力进攻德国正面。这样，以空间换取了时间，迫使德国军队拉长了战线，分散了兵力，被驱逐回去。




今日之战术




　　机械化作战的可渗透的流动性和速度，加上无线电通信联络和空中火力，使持续交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扩大了。事先精心布置好的战斗被零星的火力战组成的遍地冲突所取代。使用大兵团长驱直入，以机动制胜敌军，成了战略问题，而不再是战术问题。战斗的范围已远远超出某个人凭肉眼能看到的在一块土地上所发生情况的范围。过去，在编队上力求几何图形式的正规化，因为根据简单的信号进行操练动作的简明性是取得控制和协调一致的手段。而今天已不需要这种几何正规化了，战术这个由单个指挥员在其视野之内的战场上调动士兵的艺术，于是就变成了为一项特定任务而部署人员和武器的具体指令，以便利用战区内出现的有利时机和局部范围内的敌军行动。对军队的指挥成了战略问题。仍旧属于战术的多半是那些对士兵进行各种作战常识的教育，以及充分利用自己的武器和运输车辆，避免引起敌人危险的注意等内容。



　　如果作战任务是阻止敌军在一片土地上的推进或夺回敌军占领的地区，那末，作战机动可比做是在良好的军事表面流动着的水。沿着开阔的水道，部队汹涌而进，遇到阻碍就从旁边绕过，碰到适宜的有遮蔽的池塘就倘佯而入，以便寻找一条抵抗最弱的前进路线，或者越过田野，使敌军的进攻陷入困境。不论是进攻或是防守，想要取得效果，就必须对地形有全面的评价。首先必须查明地理目标要避开的地点。重要地形也即你想要得到的或不想让敌军得到的位置，可以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地形，谁控制它们就能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应尽可能避开那些暴露于敌人侦察和火力下的地区。是否合适，主要是看这些地点有无掩护，并能以此来控制整个战区。有利地区应能监视敌军的行动，用你的武器给其以杀伤，或者反过来说，应提供掩护，防止敌人的火力和观察。决定前进的目标或判明敌军可能向何处去之后，第二步就应确定如何能以最小的努力和最小的伤亡到达目标，或查明敌方如何到达预定位置。这就要正确地估计地面上通过的容易程度。必须勘测各条可用的道路和阻止或妨碍人员及装备运动的各种天然的和人工的障碍物。这不仅包括道路的质量，而且包括越野行进以及道路随天气变化的情况。应确定通向和远离目标的运动路线以及通行的速度。根据军事上是否引人注目对地形进行分析，将其分为需要占领和希望避开的地区，并且分析道路及地貌提供的可接近性，为人员及武器的机动和部署提供了基本的情报资料。除此之外，关于所选的道路和地点，在细节上应考虑使武器和车辆的运输能力与地形相适应，随之还要推测对手的动向。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行动步骤，最现成的可供利用的例子是美国的野战条令。作为这些文件的基础的政治前提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是在欧洲与苏联打一场防御战。战略上的设想是，北约组织将面对在人员和装甲部队上占优势的对手，北约应边打边进行有组织的逐步撤退，以赢得谈判解决争端的时间。所采用的战术将是积极防御的战术，实施有次序的撤退，迟滞华约军队，并尽可能地使其遭受损伤。美国军队对地理特点的战术分析可以归纳首字母缩略同OCOKA。它代表地形的五个方面：观察、掩蔽、障碍物、重要地形和接近路。所谓观察就是要求士兵应从他所在的作战位置来考虑给射击观察和射界所提供的机会地区。射界是指一种武器从具体位置上能进行掩护的地区。这种两重性就在于要隐蔽防护，免遭敌军的火力袭击和避开敌军的观察。对障碍物应仔细侦察，以便避开或用它们来阻止敌军的进攻。重要地形是指地形中的制高点。接近路是指通向制高点或作战目标的路线。



　　鼓励人们了解这些地形特点的规定和建议已写入更为具体的教范之中，供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战斗的三个战术指挥等级参照。最低一级是班排级，强调士兵个人的动作。第二个等级是连级，指挥员根据他所能看到情况来指挥战斗。基本的战术等级是营一级，战斗由营控制，利用识图用图的技巧将所属分队按地形进行配置。



　　排一级训练的主要目的，是使士兵学会利用掩蔽，指导他们要寻找正面掩护，避开方位物，防止行进时露出地平线和扬起尘土。要求士兵在开阔地迅速运动，如受攻击要立即奔向明显的掩蔽物，不必隐蔽其掩护火力。应特别注意地形给武器性能带来的限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陶”式（即用纯管式发射器发出、光学制导、有线控制的）重型反坦克导弹。假定导弹飞行1，000码需要5秒钟，而操作者需要一些时间抓住目标并进行发射，那么在相距1英里的战斗中，一辆坦克就会有大约100码的距离暴露在导弹的攻击下。如果坦克能急速转到山坡、建筑物或树丛后面，它就会避免受到攻击。在地形允许进行不断目力观察的情况下，反坦克导弹能发挥最大效能，丛林、山地、城镇和尘土可以降低其作用。在2，000到3，000码的距离上，从隐蔽阵地进行侧射，最为理想。相隔这样的距离正好使陶式反坦克导弹能打到坦克而又使坦克的射程达不到。这些细节提供了明确的战术准则。



　　连长主要关心的是敌军的接近道路和支援部队的位置。在战斗阵地配置人员和武器的方法是远距离的反坦克火力和短距离的交叉及侧射火力应设置在掩蔽地点和制高点上，使障碍物能阻止敌军通过射界。这里可以详细谈谈迟滞坦克的方法。坦克遇到超过30度的斜坡，5英尺以上的陡坡，超过15英尺宽的溪谷或沟渠，超过150码宽、5英尺深的河流或运河，超过3英尺深的沼泽，树木直径为8英寸的树林，长在10度的坡上的4英寸粗的树木，18英寸高的树桩，3英尺深的积雪或建筑物地区时，行动就困难。



　　营级特遣部队的指挥官须指挥目视范围之外的事务并严重依赖地图。美军有凡事必录的嗜好，但对于营一级如何进行地形分析，尚未规定标准的系统方法，尽管某些拟议的规程已在流行，其中包括识别对装甲部队的障碍物和敌军由以绕过障碍物向可能的目标前进的道路等的因时而变化的顺序。人们对预备道路，根据其使用的可能性分成等级，部队根据潜在的危险配置于这些道路之间。为了对付每一条接近路，应对重要地形、观察哨、射界、掩护和隐蔽等进行研究，以便部署火力，使之发挥最大效能。



　　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互相对立的战术理论通过战争实践供人们鉴别。埃及人采用了标准的苏式“剑与盾”防御，就是在敌军的进攻线上设置了一个由三层防线组成的盾牌，在盾的后面，握着一把由坦克组成的剑，以防敌军突破。抵挡敌军的盾的第一层是炮兵火力压制区，第二层是地雷区，最后是一层有纵深的装备着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的步兵部队。在这后面是炮火基地和快速的坦克预备队，准备一旦敌军装甲部队突破盾牌，就给以打击。以色列人则以其具有灵活进攻精神的“旅群”相抗衡。坦克纵队及其后跟进的机械化步兵掩护进攻路线的两翼。装甲部队之后沿路开进的是主要供给部队，它来回穿梭，为先头部队不断提供燃料和弹药。坦克纵队分进合击，楔入敌军的任何一道防线，并继续向纵深挺进。乘车步兵扩大突破口，跟随坦克实施追歼，步兵则肃清抵抗者，保证供给部队沿道路安全地前进。由于存在着先头部队只顾迅速推进，而使步兵和补给纵队处于从装甲部队打击中重新组织起来的敌军的威胁之下，这样做法受到了损失。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在进攻上占了上风，是因为它在6月5日出其不意地摧毁了埃及空军，从而在空中力量上取得绝对优势。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人使用了萨姆导弹（地对空导弹），牵制了以色列空军。只是当以色列把埃及的坦克诱到了萨姆导弹连射程以外的地方并运用了其优势的机动力和灵活性，它才占了上风。



　　经过对战术发展史和当代战术原则与实践的粗略探讨，我们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来理解下一章要谈的战术与地形的关系，并为以后研究战略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05章 战术和地形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 《孙子·地形篇 第十》



　　战术手册和军事历史在描述计划进行一场战斗或打过一仗的地形时，常常临时使用各种术语。在这些很少加以解释的术语中，突出的是“纵向狭隘地带”、“横向狭隘地带”、“遮蔽地”、“开阔地”以及“正常的”与“激烈的”战斗环境。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术语（尽管对其解释常常比较谨慎）是“重要地形”。



　　本章中，我们将根据历史实例来审查这些概念。我们将指明作战规模和战斗者使用这些概念的性质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个地区的军事战术地理学的性质何以能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而急剧变化。




纵向狭隘地带和横向狭隘地带




　　纵向狭隘地带这个术语，系指两边与不利地形连接，当中有利于军队运动的地形。横向狭隘地带这个术语系指与预想运动方向垂直的、不利于军队运动的长条形地貌。根据预期作战的方向，同一地貌可以是横向狭隘地带，也可以是纵向狭隘地带。



　　在美国国内战争中，连绵起伏的阿帕拉契亚山脉的南北走向的条状山脊和山谷，在弗吉尼亚西部的谷地战役期间形成了纵向狭隘地带，而在田纳西和佐治亚的战役中却成了横向狭隘地带。



　　战争初期“石壁”杰克逊指挥的和战争后期菲利普·谢里登指挥的进攻军队，都发现宽阔的石灰石山谷足以部署规模与性质和已投入战斗的部队相同的军队。这些山谷的南北走向，既便于杰克逊的军队向北进攻，也便于谢里登的军队向南进攻。防御军队发现没有横贯山谷的坚固防御屏障，而且可能轻而易举地被迫在宽阔的谷地实施机动战斗。再者，进攻者可以避让一步，越过某一山脊，进到邻近防御较弱的山谷，从翼侧包抄某一山谷的强大防御部队，这往往使得防御军队分散兵力，试图去封锁一系列平行的山谷或纵向狭隘地带。



　　然而，阿帕拉契亚山脉南部非常类似的地形却形成了横向狭隘地带。在这里，罗西克兰斯和谢尔曼指挥的联邦军队进击分别由布策格和J·E·约翰逊率领的南部邦联军队。联邦的军队由西向东推进，与南北走向的山脉和山谷成一直角。南军就占领了穿过一座山脊的铁路隘口，迫使北军或是对南部邦联军队设在山脊顶部的坚固防御发起正面突击，或是放弃其铁路的后勤命脉，向北或向南实施长途迂回运动，以穿过未设防的关隘。假如南部邦联军队及时发觉了北部联邦同盟军队的动向，他们就会转而去防守北军前往的关隘。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察觉北部联邦同盟军队的行动，叛军则会穿过山谷撤退到下一个穿越山脊的铁路隘口或隧道。联邦军队不愿意远离其铁路的后勤命脉长期作战，因而再次面临或强攻南军阵地，或长途跋涉，绕道而行的选择。



　　与谷地战役中的快速机动战斗相比，阿帕拉契亚山脉南部的战争则是一系列对坚固阵地的流血的、毫无结果的正面突击，或漫长的和同样毫无结果的迂回运动。军队和地形都相似，但在弗吉尼亚西部，军队是顺着宽阔山谷的纵向狭隘地带向北和向南行进，而在田纳西和佐治亚，他们却是穿过平行的山脊和山谷的构成的横向狭隘地带，由西向东行进。



　　弗吉尼亚北部向东流的各条河流和小溪是另一系列的地貌，它形成了穿过国内战争中激烈争夺之草地的纵向和横向狭隘地带。从华盛顿到里奇曼沿线，弗吉尼亚北部的军队与波托马克的军队争相南下，在联邦军队企图渡过河川或溪流的地方经常打仗。南部邦联军队拦阻联邦军队横渡布尔隆河的布尔隆之战和李将军坚守拉帕哈迪克悬崖阻止本西德所部渡河的腓德烈斯伯格血战，都是著名的战例。然而，当麦克莱兰将波托马克的军队在约克敦登陆，并在拉帕哈讷克河和詹姆士河之间西进，企图到达里奇曼时，这些水系的地貌则成了一个纵向狭隘地带。拉帕哈迪克河和詹姆士河在麦克莱兰的军队挺进里奇曼时保护了其翼侧。1862年的这次联邦战役，在费尔·奥克斯和麦查尼克斯维尔的殊死战斗中，于里奇曼不到10英里之处停止。



　　虽然纵向和横向狭隘地带通常是根据地貌和水系来考虑的，但植物带也可产生同样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作战中，穿过北欧平原向莫斯科的大规模进攻，遇到了森林造成的横向狭隘地带。在苏联这一部分，森林区大多沿着河流和排水很差的地区成南北走向的带形分布，位于这些森林地带之间的，地势较高、排水较好的起伏的平原，通常是开阔的农田，德军东进时常常采取快速突进的样式。以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冲过开阔地带，随后沿着森林地带中狭窄的林间道路激烈战斗、较慢地推进。在纳粹军队推进的北翼和南翼之间的普里佩特沼泽，为苏联骑兵部队形成了一个纵向的森林地带。在开阔的平原，被德国机械化部队扫荡后，骑兵这一草原上的古老武器，扮演了新角色，成了无路森林中的一支机动打击力量。苏联骑兵师能够从东到西穿过普里佩特森林，打击德军的翼侧和后方。




遮蔽地和开阔地




　　遮蔽地与开阔地相比较，通常是指将建筑群和森林（遮蔽地）与已开垦的或被草覆盖的平原（开阔地）上的战斗加以区别。现代化军队通常认为后一种情况是正常的，而城市战斗或森林战斗则是特殊情况。把地形划分为遮蔽地或开阔地似乎是根据敌对双方部队作战的可能距离而定的。战斗部队倾向于在遮蔽地而不是开阔地进行近距离战斗。与作战距离一样，地形的隐蔽性不同，伤亡率、推进速度和对所属部队的控制程度也会随之变化。现代直接瞄准射击兵器的有效射程往往远远超过城市和森林战斗的距离。近距离猛烈火力造成的伤亡率通常比类似的部队在开阔地进行远距离战斗的伤亡率更高。



　　在城市和森林中的推进速度往往比在开阔的平原上慢得多。对现代机械化部队来说更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迅猛冲过欧俄开阔地带，通过森林地带时行动就迟缓下来。在西线，诺曼底登陆作战后，巴顿在其第三集团军装甲师席卷法国北部时，随军游历了法国。虽然当时后勤保障允许他的部队继续推进，但部队通过起伏不平、满布森林的洛林地区时，行进却很慢。他的军长们要求派更多的步兵支援在森林中进行的近距离遭遇战。实施防御的德军将领们也要求得到更多的步兵支援洛林地区的丛林战。



　　由于通过城市而行进的速度极为缓慢，所以机械化部队只要有可能就往往绕城而过。1942年，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席卷乌克兰草原，到了斯大林格勒却只能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缓慢前进。1945年1月之内，朱可夫的红军就从华沙开进到尼斯-奥德河一线打击溃散的德军，可是柏林战役本身却从4月16日持续到5月8日，并使苏联人伤亡了至少30万人。



　　大多数军队都力图在开阔地进行决战，因为在这种地形上可以控制下属部队和实施机动战。在遮蔽地（例如森林）进行的战斗，由于上级司令部失去对战斗的控制，各分队在近距离中相互拼杀，因此往往会变成“肉搏战”。在美国国内战争中，由于再生林把部队分割开来，致使在许许多多战场上发生了近距离交战，许多战役结果变成了血腥的肉搏战。这种战斗最大的一次发生于1863年9月盎格鲁撒克逊人军队之间（参战人数达10万以上），当时罗泽克兰斯和布莱格各自指挥的联邦军队和叛军正沿着田纳西西部的西奇卡茅加河相互搜寻。在这次血流成河的混战中，双方损失了将近40%的步兵，联邦军队半数人被逐出战场。然而布莱格的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未能完全控制其部队去追歼田纳西州的罗泽克兰斯溃军。在森林和市区，不仅目视和传令通信联络会中断，而且现代化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也大大降低了效力。正是由于通信联络困难以及指挥员难以“看到”战场情况，才造成了在遮蔽地失去对部队得控制并因此发生肉搏战。




特殊环境下的战斗




　　欧洲和北美的军队通常认为正常的战斗环境是温和气候条件下的平原或丘陵。山地、沙漠及北极区通常被看作是特殊的战斗环境，需要专门的部队、训练和战术。虽然一些军队把丛林划为特殊环境，但丛林战的（与后勤相对的）战术方面实质上与森林战一样。



　　在山地，陡峭的斜坡常常甚至将履带式车辆也限制在很少几条曲折崎岖的山路上运行，并使步兵离开道路行进困难且缓慢。山地中开进路线狭窄，部队展开困难，使小部队得以抵御或阻滞兵力大得多的部队。公元前480年，列昂尼达斯和斯巴达人在特莫鲁拉耶对赫海斯和波斯人的封锁，便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古代战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阶段，南斯拉夫的小股游击队迟滞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通过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向后撤退。在狭隘山口的精心选择的阵地面前，大部队的优势兵力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山地历来是轻装部队对付重装的敌军的安全之处。瑞士的无装甲步兵能够在其本国山地打败奥地利的重型装甲机械化部队（重装骑兵部队）。目前，阿富汗游击队正迫使完全机械化的苏军走出其装甲战斗车，并重新训练不乘车的步兵战术。兴都库什山不是坦克驰骋的地区。对瑞士的中世纪武士和阿富汗的苏军来说，过去和现在一样，问题都在于机动力。除了道路和较平坦的谷地外，山地只有轻步兵才能进入。



　　直升机也许正在改变山地战的性质，但以往这方面的经验不多。1973年，叙利亚人曾使用直升机从以色列人手里夺取赫尔曼山；苏联人正在探索对付阿富汗游击队的直升机战术。过去，一支军队攻打坚守山口的敌人仅有两种选择方案：找到另一个山口或者发起正面突击。装备有直升机的现代化军队可以选择将部队空运越过对方的阻击阵地。美国海军陆战队所谓的垂直包围对山地战的影响如何，目前只是当作一个思考题目，尚缺乏历史的分析。



　　在沙漠地上，据说机械化部队作战可以像船在海上航行一样，四面八方到处机动而不受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役的历史和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在西奈和戈兰高地的战斗却展示了一幅迥然不同的情景。



　　在沙漠地车辆离开道路自由运动非常罕见。松散的沙粒加上斜坡的急剧变化限制了通行能力。沙漠地的侵蚀比在温润地区的侵蚀往往产生更陡峭、棱角更多的山坡和河岸。这些陡坡和干涸河道的岸堤造成了越野运动的障碍并规定了运动道路的走向。在四十年代，英国军队也好，德、意军队也好，都能在北非找到有利的防御阵地。北非作战的高度流动性，与其说是由于那里运动异常方便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小规模的军队争夺大片不动产的缘故。戈兰高地的尖角形玄武岩和西奈的山地地形，使大规模运动被限制在现有的道路上。尽管与交战部队的规模相比，西奈有广大的空间，但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战争中，战斗往往是为了争夺对道路枢纽或山口的控制权。除了因地表形状而限制运动外，草木贫乏也影响到观察和隐蔽。车辆运动扬起尘土，视界和射界不会被树木、灌丛或庄稼遮住。1973年的战争中，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坦克在2，500码以外的距离上交火，互相摧毁。坦克在这种距离上交战，在遍布林木的西欧“正常”地形上是难以想象的。



　　北极地区作战通常是根据由寒冷气候引起的严重后勤问题来讨论的，但北极区也有其独特的战术方面。在短暂的夏季，永久冻土层上的地表融化泛出的泥浆，使车辆在许多地方都不可能离开道路运动。冬季，陆路和水路都冻得很结实，从而提高了其机动性。1939年12月，苏联入侵芬兰，发动了冬季战争。然而，在北极的冬季，深雪可以限制离开道路的运动，芬兰的积雪把摩托化的苏联入侵者困在道路上。在积雪的森林中，实施防御的芬兰轻步兵滑雪部队实际上较苏联摩托化部队机动性更强，他们能够把苏军分割开来，并各个消灭。在居民稀少的北极区，道路稀疏，如果泥浆或积雪将机械化部队困在道路上时，则会严重限制其行动。正如在山地一样，非常先进的军事技术也许能以仅属猜测的方式提高在北极的机动性。直升机和雪车可以证明其优越于滑雪的轻步兵，但它们不是注重坦克的北约和华约的军队正规学说的一部分。




重要地形




　　重要地形通常是指战场上的一种地貌，控制它可使某一军队较对方军队占有很大优势。重要地形随着战场的性质、交战部队的规模和性质以及所包括的指挥官的水平和任务而明显不同。对对立的部队的每一方来说，一个战场上的重要地形甚至不一定是同一块地方。



　　在越南中部的丘陵高地，山顶通常长满了草丛而且地势开阔，陡峭的山坡被灌木丛覆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由于美国握有制空权。越共避开开阔的山顶，在可躲避空中观察的长满灌木丛的山地扎营设防。美国空中机动部队和越南陆军部队需要开阔的山顶作直升机降落区。战斗通常是由直升机在山顶降落而打响，美军或越南陆军向下突击，攻占越共设在长满灌木丛的山坡上的营地，而不是用防御者在山顶防守、进攻者企图夺取之而从下往上攻击的传统方法。对于越共来说，便于隐蔽的长满灌木丛的山坡是重要地形，而对空中机动部队来说，开阔的山顶空降地区则是至关紧要的。



　　对当代军队来说，师和师以下部队的重要地形通常是战斗地带内的高地。从制高点上观察和控制射界，常常使占领制高点的一方占有比敌方军队明显的战术优势。但是，什么才算高地，却随着所使用武器的射程而变化。汉尼拔在特拉西湖从比标枪能掷到和弓箭能准确射到的还要低的斜坡上伏击罗马人。在美国内战中，火炮和滑膛枪的最大有效射程均为400码（加农炮发射炮弹的距离远得多，但它只有在榴霰弹的有效距离即约400码之内，方能大量杀伤士兵）。葛底斯堡墓地的隆起部在现代士兵看来实际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高地，但在1863年，它却是一个略微高出于阿帕拉契亚大山谷的理想的火炮和步枪射击台。争夺奇卡马瓜重要地形的战斗是在斯诺德格拉斯山（一座大得多的山岭的小山脊）上进行的。在现代的1：62，500地图上，斯诺德格拉斯山在阿帕拉契亚山脉那部分区域几乎不为人所注意（连名字都没有），但在1863年，它稍高于东面的山谷，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炮台。这个较高的狭长隆起部高得简直无法用19世纪的兵器对它进行有效地射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炮兵的射程大大增加，山顶上的观测员能够召唤间瞄火力，射击他可观察到的大部分目标。有了远程炮兵后，高地的价值不是作为武器的发射台，而是作为观察台。今天，随着能击中并摧毁一英里以外目标的坦克炮和反坦克导弹的出现，制高点再次成了既是观察台又是直射台而具有重要价值。按照美国陆军作战纲要，即FM100-5野战条令的说法，现代武器的精确性高，射程远，破坏力大，凡战场上可以看见的它都能打击，凡能打击的均可摧毁。



　　对师以上指挥机构来说，重要地形通常是交通线，而不是高地。军和军以上指挥员在战术上首先关心的是大部队在其作战地区实施广泛的机动。道路和铁路网对这一活动至关重要，而重要地形通常是重要路线的交叉点。这些交通枢纽常常是城市。



　　在恶劣的环境中，重要地形可能是“避难”场所。沙漠中的绿洲对于古代军队和现代军队都是重要地形。在1941年-1942年严冬，苏联和德国的小部队为控制村庄而殊死战斗。在冬季暴风雪里，在开阔的平原上过夜，可能意味着整个部队都会冻死，因此，为争夺一片棚屋的战斗打得很艰苦。



　　今后的战场上，将配置密集的射程远、精度高、杀伤力大的武器，这可能会迫使指挥员把有掩蔽和隐蔽的地区看作是重要地形。美国陆军的军事原则主张，对机械化部队进行防御时，轻步兵应占领“防坦克”地形，如村庄、密林、断绝地，即严重限制装甲战斗车辆的视线、射击距离和机动性的任何地貌。北约的直升机作战理论要求战时直升机作超低空飞行。直升机飞行应紧贴地面、并低于山脊线、大桥、和邻近森林的树冠。这些措施对于直升机在有现代化雷达、高射炮和导弹的战场上的生存，是非常必要的。机械化部队可能也已经感到，要在今后的战场上求得生存，就必须优先考虑掩蔽和隐蔽问题。




洛林地区军事地理的变化




　　法国东北部的洛林盆地，在巴黎盆地和莱茵河流域之间形成了一个纵向狭隘地带。它南连孚日山脉，北靠岩石嶙峋的洪斯吕克高地，是一条位于法国北部和德国中部之间的很好的行军路线。凯撒的军团挥师东进去征服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的部落时，发现了古代凯尔特族人修筑的城堡。自那以后，许多军队为争夺洛林打过仗。从本章的目的考虑，我们将着重研究其中最后三次主要战役（1870年普法战争的最初阶段、1914年的边境战役和1944年的巴顿的洛林战役）期间这一地区的战术军事地理的变化。最后就这一地区八十年代的战争中战术问题提出一些设想。



　　从1870年到1944年的四分之三的世纪中，洛林的地理状况及其山脉、气候、植被和村庄等，变化很小。然而，这期间却是军事技术飞速变化的时期。此外，洛林的战略价值在各次战争中是大不相同的。从1870年到1944年，由于敌对双方军队及其战略目标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样的乡村在军事地理上的意义却迥然不同。



　　洛林的被谷地割裂的地形由起伏的平原和台地组成，台地种类颇多，从孤立的山岗到横跨入侵军队东西路线的广袤的南北山脉不等。当地高地和低地之间的地势起伏大约在300英尺到600英尺之间。台地的表面有的平坦，有的自下而上起伏，边缘常与相当陡峭的斜坡接连，特别是在其朝东的一侧。这些斜坡常被冲沟和沟壑割裂。该地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地方长满了森林。林区几乎是一半分布在高地，一半分布在低地；往往出现大小不等的小林地，但通常形不成茂密而绵亘的林带。这里，林业已经营很久了，经过这段时期，小林地一般不再是下层林丛，它已明显地把田野和森林区分开来。所有三次战役都是直到八月或九月才开始，因为那时候谷物已收获，饲料作物也已收割。除了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流域附近的葡萄园有较小的障碍作用外，森林地和开阔地之间能与之相比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地物只有植被了。洛林地区的村庄通常由石头建筑组成，在战役期间，村庄和森林成了备用的掩蔽和隐蔽场所。




1870年普法战争的最初阶段




　　在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洛林是决定性的战场。普鲁士人及其德意志盟军通过一系列的遭遇战，打乱了法军部署，他们包围了梅斯，在色当大败法军，把巴黎围困起来。战争爆发时，双方都将其军队集结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之间，沿着法国东北部边境摆开。法军的步枪比普军的好，而普军的炮兵又胜过法军，但关键之差在于普军在编成上占优势。法军的编制为师和军，没有编集团军，并且没有多少大规模机动的实际经验。普鲁士及其盟军具有直至野战集团军规模的固定编制，并在平时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在大多数交战中，普军的编制和指挥控制比较强，使其能集中优势兵力投入战斗。



　　法国最初打算采取防御部署，将其大部分正规部队集结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而在沙隆动员后备部队。拿破仑三世改变了法国的计划，决定一有可能就入侵德国南部，将其战败，并诱使奥地利与法国联合反对普鲁士。然而，最初的防御类型的动员计划在战争爆发时依然起作用。所以法军分别由巴赞元帅和麦克马洪元帅统辖，集中兵力于海斯和斯特拉斯堡。为了防止法国对德国南部发动计划中的入侵，德国不等法国完全动员起来就先发制人，抢先进犯了洛林地区。



　　在法国东北边境沿线的特里尔和莱茵河之间，普鲁士及其盟军动员了三个野战集团军。普鲁士总参谋长冯·莫特克想在战争早期快速向南推进以粉碎法军。德国人首先完成了动员。到8月2日已开始向法国进军。兵力较小的第1集团军沿摩泽尔河开进，第3集团军向斯特拉斯堡前进，要求他们攻击法军翼侧。强大的德国第2集团军位于中央，负责牵制法军。



　　8月4日，德国第3集团军将法国的一个师赶出了边境城镇维桑布尔，它先派遣一个军去警戒其南翼的海格诺森林，尔后沿着索尔贝克河向西推进。麦克马洪的部队被分散去搜寻粮秣（法军的供给系统处于瘫痪状态），他命令其分散的军在沃尔思城正西面的弗罗斯威勒高地集中，去封锁德国第3集团军的道路。8月6日，德军接近了沃尔思，虽然德军司令部不打算对坚固的法军阵地发起正面突击，但由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先头部队发起了攻击，于是第3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也开上阵地，并投入战斗。在高出沃尔思城的开阔的陡坡上，法军的步枪火力给德军造成了严重伤亡，但是，普鲁士步兵却渗透到法军右翼（或者说南翼）的一个小森林，并威胁要包抄麦克马洪的阵地。法国骑兵对森林中的普军实施反击，但是，树木和断绝地阻碍了他们的攻击，普鲁士步枪火力将其割裂成许多块。傍晚，麦克马洪后撤了。



　　同一天，第1和第2集团军沿陡坡同法军在弗巴斯附近的斯宾斯林高地上的一个军展开浴血奋战遭到失败。法军担心其翼侧被包抄，当晚即从弗巴斯后撤，向梅斯转移。麦克马洪的部队撤出沃尔思后，背向梅斯的巴赞所部穿过孚日山脉，向沙隆行进。尽管8月6日的战斗在战术上不是决定性的，但法军两支集中的部队却彼此朝着相反的方向后撤。冯·莫特克失去了在边境附近粉碎法军的机会，于是就抓住法军部署笨拙这一有利条件，挥戈西进。



　　第3集团军追击麦克马洪，以一个师包围斯特拉斯堡。该集团军未遇任何抵抗即通过吕内维尔和南锡。第1和第2集团军向梅斯挺进。8月14日，第1集团军在梅斯东面进行了一次非决定性的战斗。15日，第2集团军在梅斯南面渡过了摩泽尔河。16日，法军企图从梅斯后撤时，才发现西行道路已被第2集团军的一个军封锁。在一座俯视起伏地的低矮山脊上，普军占领了许多互不连接的树林。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普军拖住了巴赞，使其无法向凡尔登突围。在这场战斗中，德军和法军的步兵都从树林里发起冲击，而骑兵虽然集中在小林地，但却避免从树林里发起冲击。



　　18日，德国第2集团军及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攻击梅斯西面巴赞部队的阵地。法军将其阵地构筑在南面的格拉维罗特村（普军要到这里必须穿越一个陡峭的、长满树木的深谷）和北翼的圣·波利奥特村。在南面，德军打通了一条穿过长满树木的深谷的道路，但当其走出树林向开阔的高地行进时，被法军猛烈的步枪火力击退。在北面，德军利用小再生林地掩护其行动，并将其步兵编成散兵队形通过树林。他们如果无法从法军手里夺到一块再生林地，便用炮火猛轰，迫使守军撤离。圣·波利奥周围的战斗不利于法军，于是他们占领了焦茅特林地，以掩护其撤退。19日，巴赞撤到了梅斯要塞里面。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的部队都有效地隐藏在该要塞里。包围梅斯之后，第2集团军的一部分加入第3集团军行列，追击麦克马洪指挥的那一半法军，于是激烈的战役移向了洛林西部。



　　普法战争主要是一场步兵战，炮兵还没有主宰战场，90%以上的伤亡是由步枪火力造成的。经改进的步兵火力使骑兵冲击毫无结果，而这一地区的断绝地及分散的树林使骑兵冲击更是行不通。双方在战术和编制上都采用了经过改良的拿破仑式的方法，而没有跟上步兵火力改进的步伐。所以，作为这些战斗的特征的密集步兵突击一般都是伤亡惨重而又没有结果。集团军的编制还很小并且相当紧凑，形不成绵亘的正面。翼侧可能被包抄，障碍物或坚固支撑点可以绕过。晋军获胜是靠了在法军能就地部署足够兵力之前即威胁其翼侧或夺取要地（如梅斯-凡尔登道路）。尽管双方都利用树林来掩蔽行动或隐蔽部队，但面对火力的改进，各方似乎都未充分认识到掩护和隐蔽的价值。




1914年边境战斗




　　虽然洛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的一个重要战场，但它不是唯一的作战地区，德军挺进比利时和“马恩河奇迹”自然使其相形见绌。洛林的战略价值降低了，此外，自1870年起，军事学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火炮成了主要杀伤武器，并与机枪一起主宰了战场。集团军的规模很大，摆开来可以形成一个横贯整个法国北部的绵亘正面，象以往战争中实施的那种机动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一支部队的正面是沼泽地或敌人的一个坚固支撑点，由于其左右两侧的空间已被其友邻部队占据，所以他除了实施突破外别无他法。极少会有可以迂回的敌军暴露翼侧，因为其部队通常已形成了一个从英吉利海峡到瑞士的绵亘正面。



　　在开战之前，法军再一次变更计划，把防御改为进攻，结果发生了种种事件，又迫使其退回到原先的防御态势上。1870年的惨败之后，法国总参谋部计划，如果同德国再次发生战争，开始先在边境要塞实施防御，然后发起反攻。然而，在1914年前十年，法国军事学说却主张进攻。于是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要求通过洛林地区向萨尔河直接进攻。如果德国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进攻，法国在由洛林地区进发的同时，将越过阿登山脉发起攻击。



　　施利芬于1905年公布的德国的最初计划主张在右翼大量集结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军左翼佯作虚弱，以诱使法军朝莱茵河方向进攻，背离对比利时的决定性的扫荡。施利芬死后，德国的计划被修改了，变为加强左翼，即洛林地区那一翼。



　　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法军拥有一种德军无法相比的机动性强、射速快的野战炮，但德军在重型榴弹炮的装备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机关枪的研制上走在前头。



　　8月14日，法军第2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的左翼向萨尔河进攻，同时经由贝耳福隘道和孚日山的各垭口向阿尔萨斯发起助攻。德军从边境后退到摩泽尔河东岸的外围的坚固阵地上，以及该阵地东面的一块沼泽地，从而控制了梅斯-斯特拉斯堡铁路线。法军第1集团军的左翼沿孚日山脉和迪兹南部沼泽地之间推进，到达萨尔希尔和萨尔河深沟，但当其试图通过深沟时被击退，因此不得不后撤，法军第2集团军用一个后备师在摩泽尔河东面的山脊佯动，而一个军沿着开阔的山脊突向迪兹城。在第2集团军右翼，3个军在沼泽中奋力前进，期望从北边走出沼泽，并顺着萨尔河东岸突击，以迂回德军阵地。沼泽中的那个军被地形分隔成许多小分队，无法强行到达北边出口。开阔山谷中的其他二个军遭到德军炮火杀伤。8月20日，集结在山顶森林中的巴伐利亚部队对其实施反攻。法军被牵制在山谷中，坚守不住。法军第2集团军撤到摩泽尔河东面的山上。法军第1集团军的左翼在渡河时行动迟缓，最后在向东延伸至孚日山脉的摩迪根河一线停了下来。法军的进攻失败使他们在洛林的部队回到了原先的防御计划上。法国东部的防御是以洛林的默兹-摩泽尔防线和孚日山脉的厄比纳尔-贝耳福防线的筑垒工事为基础的。这些防线之间的查姆斯槽谷没有设防，以引诱德军沿着这条狭窄的路线进攻使其易于遭到来自孚日山脉或摩泽尔河东面高地的反击。



　　德军第6集团军打退法军第1和第2集团军之后，德军司令部将其任务由防御改为进攻。他们现在不再是穿过比利时从右翼实施一翼包围，而是在其左翼派遣第6集团军通过洛林，实施进攻，企图实施两翼包围。8月23日，德军第6集团军沿着查姆斯槽谷向南推进。德军中了法军原先的防御计划中所设置的圈套。查姆斯槽谷中的德军正面和右翼遭到了俯视的高地上密集炮兵连的轰击，同时法军第2集团军猛烈地反击其后方和西翼，德军第6集团军被迫后撤。德军认识到，必须先夺取摩泽尔河东面的高地才能沿着查姆斯槽谷前进，接着他便试图攻占南锡北面和南面的悬崖。这两个台地朝东一面是陡坡，它们被切割或一系列天然的棱堡和幕墙。在大部分地方，陡坡顶端周围的森林遮蔽了法军的炮兵和部队的行动，并隐蔽了其观察哨。德军在吕内维尔和南锡周围低地的大片森林中集结了大量兵力，猛攻西面的高地，但是，当德军步兵离开森林时，法军炮兵粉碎了冲击。法军炮手发现，顺低地道路均匀相隔的树木是极好的试射点。9月8日，德军最后一次夺取高地的企图受挫，退回到了边境附近，于是洛林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相对安静了。



　　1914年德军对洛林陡坡台地上的敌军阵地实施正面突击，像1870年的情况一样，毫无效果，唯一不同的是在1914年，机关枪和改进了的火炮使其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在1914年，用正面突击拖住敌人的同时没有迂回其翼侧。当时，集团军的规模、军事技术以及地形都对洛林地区的防御极为有利。然而，与1870年的情况相比，作战双方在利用森林作集结地域或掩护部队方面要自觉得多。




1944年洛林战役




　　1940年德国对法国的入侵多半是绕过洛林地区实施的，当然，法国之役的结果就由德军穿过低地国家和其装甲部队越过阿登山脉来决定了。洛林地区的激烈会战不像1870年和1914年那样发生在战争开始时，而是在接近战争尾声时。当时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从法国北部向莱茵河挺进。洛林是个次要战线，因为同盟国的主要方向是在阿登山脉北面，德军也是通过阿登山脉实施冬季反击。蒙哥马利的部队沿着比利时平原的莫伯日-列日轴线推进，直接威胁关键性的鲁尔地区。巴顿威胁重要性远不如鲁尔的工业区萨尔和1944年军事价值不大的曼海姆与法兰克福。



　　1944年秋季和初冬，美国第3集团军从摩泽尔河向萨尔河的推进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1870年和1914年在洛林的激烈战役分别持续了二周和三周半。这次作战既不同于1870年所特有的、数量比较少的按固定计划实施的战斗，也不同于组成1914年边境战斗的大规模的防御作战和攻势作战。尽管1944年参战部队的规模较1914年小（巴顿的师奋战想得到的是三十年前法国和德国的军所争夺的地盘），1944年洛林的“战斗”往往是在宽大正面上，由许多彼此分隔的连或团级规模的战斗同时进行的广泛交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武器射程和杀伤力的不断提高，使得形成战线的每一单位地域所需兵员，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少得多。虽然1944年部队的规模较小，但战术上对机动的限制却类似于1914年：没有可迂回的翼侧，前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地形和敌军阵地，部队都必须拼死通过。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巴顿的集团军比德军防御部队机械化程度高得多，但是洛林地区稀疏的道路网和很差的越野机动性，使美军没有机会发挥这一优势。



　　在林地，特别在有道路通过或有道路相交的林地，战斗大多数发生在森林中。凡有道路通过森林的地方，德军通常都在美军开进路线沿路埋设地雷并进行封锁。美军已经惯于在森林中找到敌军，所以对其攻击路线沿线的林区照例都进行轰击。作战双方都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利用森林隐蔽防御阵地，集结部队实施攻击或反击。接近战役尾声时，德军往往在可以避寒的石头建筑的村庄中设置其拦阻阵地。美军发现这些筑垒村庄比德军在森林中的阵地更易包围和切断其联系。多山并长满树木的地形不仅将作战分割成一系列分散的小部队战斗，而且使装甲部队难以运用。第3集团军所特长的快速机械化作战难以实施。美军和德军的野战指挥官都吵着要其上级派更多的步兵。德尔米山岭是一个有趣的例外。该山岭系南锡东西摩泽尔河岸的一个西北-西南走向的外围地形，美军装甲部队猛攻其东面的开阔山坡，击溃了德军的一个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坚固防御阵地的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天内便被攻占，原因就在于它是洛林少数几个便于坦克通行的地区之一。



　　在上述的时期内，洛林的战略价值在下降。普法战争中，它是决定性战场；1914年，它是重要战线之一，尽管是在次要方向；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这里却未发生激战。1944年，洛林地区成了一个次要战线，以牵制德军的力量，使其无法用于同盟国在阿登山脉北部的主要突击方向上。1870年的战役是这一地区内短小精干的部队足以实施传统的机动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该地区进行的以士兵个人携带的步枪为决定性武器的最后一系列战斗。1914年和1944年都形成了战线，主要杀伤兵器是数人操作的武器。1870年和1914年期间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优势转向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和机械化又使进攻重新处于优势。但是，洛林地区的崎岖地形以及稀疏的道路网和较差的越野通行性，使巴顿的装甲部队的进攻效力大大减弱。1870年，洛林地区不适于骑兵冲击，1944年同样不适于装甲部队行动，所有这三次战役都是步兵行动占主导地位。上述三次战争中的另一个明显趋向是，由于攻击部队被起伏的地形隔开并分散，所以这里的战斗分裂成一系列混乱的小分队行动。



　　这个时期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由于武器的改进，掩藏和隐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与1870年相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多地利用林地和起伏斜坡躲避敌人的观察和射击。但是在三次战争中，非常小的林地却成了寻找掩蔽的士兵的陷井，因为这些林地易遭炮火的饱和轰击。同样，当防御者将其火力集中在森林集结地域的出口时，进攻常常被瓦解。




北约与华约——八十年代的设想




　　已经公诸于世的关于华约入侵方案，大多设想他们不是企图以闪电战在四至六周内占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同时夺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低地国家。按照这类计划，红军推进的主要路线是穿越汉堡和汉诺威之间的北欧平原。这将是华约通向鲁尔地区及荷兰和比利时的海峡港口的最径直的路线。



　　如果华约将试图征服整个西欧的话，那么入侵可能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景：红军由富耳达山峡挺进，在法兰克福和曼海姆之间渡过莱茵河，穿过萨尔和洛林地区到达巴黎盆地。如此进攻将威胁巴黎和法国北部工业区，把西欧分割为两部分，并由南面威胁海峡港口。假如北约猜想苏联会在汉堡和汉诺威之间实施主要突击，在富耳达山峡红军只进行助攻，因而冒然将其大部兵力集中在北欧平原，那么这个计划对华约来说可能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计划。



　　假如苏联大规模主要突击指向富耳达山峡的美国第5军并直逼莱茵河，洛林地区预期将发生什么样的交战？从莱茵河向西发展的苏军可能是以坦克为主的部队，很可能还有第二梯队坦克集群在其后迅速跟进，以扩大突破后的战果。如果北约遵循其宣布的“前方部署”方针，那么其大部分机械化部队将已经在苏军突破地段的南北两翼投入交战。通过洛林地区可立即迎击红军的，很可能是北约战略预备队中法国地面部队（步兵）和大概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空中机动部队。把一个由上述部队仓促组成的军交给一名法国中将指挥，他怎么能在洛林地区对付得了苏联的坦克集团军呢？也许他的处境不至于太坏。



　　在以往的战争中，该地区不是骑兵或坦克可通行的理想地形。其长满树木的起伏地形可能迫使快速装甲部队完全依赖道路。步兵部队能够轻易地在有道路穿过树林的地方阻击或伏击沿道路行进的纵队，迫使苏联人停止前进，并运用机动部队和炮兵部队。缺少惯于徒步作战的步兵，将进一步妨碍苏联装甲部队克服对森林道路的封锁。在莱茵河西面扩张战果的一个苏联坦克集团军，可能会运动到其较先进的防空武器射程之外的地方，并易受到北约的空袭和发射导弹的直升机的攻击。长满树木的起伏地将为直升机提供理想的设伏地形，向沿道路行进的纵队发射反坦克导弹。空中机动部队可在通往苏联进攻纵队后方的补给线沿线伏击其补给纵队和设置阻击阵地。在莱茵河西面实施快速推进的红军可能会感到其后勤能力十分紧张，而在其后方进行的敌人空中机动作战则破坏性极大。假如苏联人集结机械化部队来对付他后方的敌空中机动步兵，这些直升机机降部队完全能够在苏联人接近他们之前更快地转移到新的阻击阵地。



　　机动性和主动性方面的优势在直升机机降轻步兵一边，而不属于沿道路行进的重装纵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徒步步兵在洛林地区能够使巴顿率领的人数上占优势的美军机械化部队停止前进。八十年代中，装备现代化反坦克武器的直升机机降轻步兵部队，也完全可能在此地将以坦克为主的部队隔裂开来，各个歼灭。














	

 






	















	







	







	









 





	


	







	








	




	


第06章 战役战略




	







	

 



	


	


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 《孙子·九地篇 第十一》




地理范围




　　在战争的进程中，作战的决心、军队的编成、投入战斗的规模及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都是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而发生作用的，当中决无间隙，以此区分为截然不同的战斗类型。战术往往融合于战略之中，而战略又不能与地缘政治截然分开。尽管如此，在作战职责上却存在某种范畴，它涉及的不是某次战斗中的作战部队的安排，而是一个战区的管理，其作用在于达到某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将领应起的作用。“战略”就是通过对军队人员、装备和火力的部署与机动以及用其同敌人进行作战以达到既定政治目标的一门艺术。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提到“战役”，着重指出战役就是为了追求具体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在下面的一章里，我们要以地缘政治为前提探索指导战争实施的方针在地理方面的构想，并对军事决断所需的大战略的前景作一番研究。



　　战略在地理上的决断所注重的不是战场的细微末节，而是战区的行动总则。它关心的是各个师的部署，而不是这个士兵、枪炮或坦克的配置。所选定的运动方式和配位置，往往产生于某个旨在打败敌军的中心计划，用利德尔·哈特的话讲，战略的目的“是利用运动和突然性来减少抵抗的可能性”。显然，这里要考虑到地理情况，要进行判断。运动与突然性之间有着双重的关系：运动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又导致运动。这一双重性的形成是受地形、运输能力和时间的制约的。作出行动抉择时，应对地点以及速度加以具体规定，犹如指示航向一样。地理状况不是决心的一个偶然因素，而是以地图为根据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变量。战略是应用地理学和心理学两者的结合。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地图上进行角逐，预示将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展开斗智斗力的较量。



　　1850年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组织范围的增大，战争的规模也急剧升级。工业化和运输革命展示的全面战争的景象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将加入到全球性的冲突中来。因此，决定战争结局的重要决心所涉及的中心问题范围越来越广大了。在大规模军队作战的时代以前，一旦定下战斗决心，战斗的转折点往往取决于战场上的指挥官。像战术机动那样的东西就能决定胜负，决定战争。随着铁路、电报、远程火炮和密集步兵的出现，作战需要有更周密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一般参谋职责以及随之而来的谋略。由于作战规模的升格和可能的协同行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的扩大，定下重要决策的职责提高到战略这一级。过去，在协调洲际规模的作战中，只有蒙古的可汗才能取得的成就，如今工业化国家的将军也都能办到。打胜仗要求人们具备战场上指挥军队所需要的更加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各种情况。陆军和海军的机械化以及无线电通讯和飞机的出现，使冲突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决定性的选择产生于若干国家的各军兵种协调一致地行动。在实施战争中，不管战略所宣称的是什么，它总是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判断的。战争结局如何，更成了宣战当局的基本责任。如果发生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大战，作战的决心和对战争结局的责任都掌握在最高政治当局手中。对军事和政治决断的最终责任将落在一个人身上。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根据他对当今世界和今后世界的看法而得出的判断。但是，倘若出现使用这些武器所预示的互相毁灭的前景，那么用武器来解决冲突这种做法将限于间接争夺和有限战争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战略上的计划显然起着仅次于压倒一切的全球议程的决定性作用。一旦作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决定，或者交战双方不拥有核武器，这时战略计谋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战略学说的演变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使军事学说充满生气的概念是机动性。战争中机动的意义及其合乎机宜的使用已由“机动的倡导者”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作了清楚的论述。这两位军事家把历史知识与对新技术的潜力及军事守旧主义的贫乏所作的敏锐观察结合起来，提出机动使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在空中支援下打破堑壕战的僵持局面。哈特根据对军事胜利的历史分析，鼓吹间接手段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的大部分观点早在二千四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就有所著述了，而且是借助了拳师、角力士和足球运动员的直觉。强调机动性和手段的间接性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煎熬造成的恐怖的反应。为了寻根究源，我们不得不追忆一下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当初情况。



　　最早有一种连贯的战略学说主张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战，它很少被军事著作家评论，但它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发端却提供了启示。马汉的作为美国寻求全球势力的指导方针来源于对英国海军战略的分析。其基本原则是集中力量。在实际应用中，就成了海军制胜论。认为控制重要水域靠密集的舰队，有了它可以摧毁或围困敌军，并封锁其海上交通线；而分散的袭扰战斗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补充而已。



　　拿破仑利用法国革命军的增强了的运动速度达成类似的兵力集中。在陆地战的更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力求突然地集中火力。他统率的师团越野运动，吃住都在其中，“佯作分散”，却又常常在敌人后方迅速集中投入战斗。作为一个炮兵，拿破仑力求集中其野战炮火，攻击敌军战线上的某一部分，使之发挥最大的效果。他所使用的封锁方法就是进行战略拦阻，即机动至敌军后方，切断其撤退和交通线路。拿破仑的失败在于他堂而皇之地把军事实力看作是集中加速度的结果，因此过于依赖集中而忽视了机动。随之而来的是，他用经过预练的战斗序列代替了突然性。这些错误使他在广阔的俄国平原上遭到惩罚，在那里，俄军只要避开他的锋芒，拉长他的战线，就能摧毁他的军队。



　　冯·克劳塞维茨在用康德的理论总结拿破仑的成功之道时，强调了部队的集中。由于他是根据现实的苍白映象这种极端的理想来表述他的观点的，因此他的著作常被严重地曲解。他所列举的有一定局限性的事例，到了他的一些信徒手中却变成了作战的模式。战略的目的被缩小到了只是在战斗中消灭敌军。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的理想被冯·莫尔特克（毛奇）曲解成了遍地都是战斗、流血和人海的总体战学说。对冯·克劳塞维茨观点解释的明显成功，以及精确的铁路时刻计算和1866年、1870年普鲁士人对后膛装填步枪的使用，这一切确立了直接进攻学说的正统地位。



　　在大西洋的彼岸，格兰特在对南部邦联的正面消耗战中的胜利，似乎进一步证明了直接行动的正确性。可是，在西部作战中，特别是在夺取维克斯堡时他就已经认识到机动与灵活的重要性。有人认为，由于谢尔曼发展这种西方样式的运动战，联邦政府才最终获胜。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依赖铁路进行运输和取得补给，降低了战争的流动性，从而使这些靠铁路供给的军队只能在离铁路线非常有限的距离内作战。这些铁路线也存在易受攻击的问题，成为破坏性袭击或拿破仑的战略封锁的明显目标。在南部邦联一方，福雷斯特和莫根展示了切断式袭击的功效。为占据威克斯堡，格兰特攻占了在杰克逊的铁路交叉点，以此进行拦击，切断邦联方面向东的交通线。谢尔曼认识到固定补给线容易遭到破坏，而机动却有它的优越性，于是他有意地减小自己军队对铁路运输的依赖，并且利用敌方对铁路的依赖实施打击。他的目的不在于同敌人正面对抗，而是要控制敌军从亚特兰大起始的运输系统中的重要路线和交叉点。由此他率领相当于5支快速纵队的部队向海边进发，对许多战略要点构成了威胁，从而在他预期的进攻线路上把邦联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他得心应手地改变方向的能力使他的部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不让里士满从佐治亚州获得供给来源的任务。到达海岸后，谢尔曼转向左面，开始卷击南军作为海上供给的重要纽带的港口。正是这场战役使利德尔·哈特深深感到机动的重要性，从而为未来的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由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付诸实施，奠定了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时，面对德国打算采用使人想起拿破仑早先胜利的流动与横扫战略，法国竟制订了一个以普鲁士的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根据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计划。法国的第18号计划要求对德军战线的中央进行统一的攻击。冯·施利芬的原计划是以右翼部队之大部经由比利时，绕过法军防线，迅速攻陷巴黎盆地，从后面突袭法军，在德军格林地区堡垒工事的配合下，使法军腹背受敌，俯首听命。由于对地理上状况缺乏准确判断，冯·莫尔特克（毛奇）修改了这一计划。他加强了面对法军主力的左翼部队，因此削弱了右翼部队，从而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协约国军队在弗兰德挡住了德军的西进导致了双方僵持和依托战壕打消耗战的局面。英军在强渡达达尼尔海峡后，穿过巴尔干半岛，企图在整个大陆上从侧翼包围德军。它想利用英国的制海权，但在实施时，因为犹豫不决而没有成功。正是美国（协约国）拥有制海权，使德军的补给基地得不到物资和食品，才拖垮了德国的军事抵抗能力。



　　非正统的方法在处理中东阿拉怕人反叛事件上的成功（劳伦斯对此大加宣扬）和阿伦比在巴勒斯坦锐不可挡地打败土耳其人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迂回曲折和机动灵活的重要意义。欧洲战争的最后阶段，显示了坦克和飞机突破堑壕战坚固防守的潜力。对不加思索一味坚持克劳塞维茨学说所表现的极度而又不明其因的厌恶，在法国北部的陡坡和山谷里到处可见。这一切利德尔·哈特在制定一种新的战略理论时是牢记在心的。




机动和间接手段




　　在19世纪20年代初，富勒和利德尔·哈特都推崇用坦克向敌方作深远突破的作战方式。不同的是，富勒认为步兵的唯一作用就是扼守战略要点，而利德尔·哈特却主张步兵应与装甲部队一同推进。1927年，英国军队组建了一支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来检验这两位倡导者的论点。在德国，冯·西克特已认识到需要增强军队机动性，但仅仅是用卡车搭载部队的办法。古德里安继承了英国当局重视坦克和飞机的做法，用坦克组建了装甲师。使用装甲部队进行闪电战的战略战术，是从利德尔·哈特的“汹涌澎湃”进攻方法的公式中得来的。他认为战略的目的在于瓦解对方。武力的使用应该是为了使敌军陷入混乱，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疑虑，破坏其交通，补给和后撤的线路，从体力和心理上摧毁敌人的抵御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战术上应使用飞机和坦克，进行意想不到的突破，在敌人的正面打开一个缺口。大量的坦克和步兵携带足够它们长距离自由行动所需的补给品，进入突破口，在敌人的纵深内展开成各自为战的快速部队，沿着抵抗最弱的路线推进，绕过抵抗的敌军，在前进通路狭窄的地方加速前进以保持进攻的势头，同时巧妙地选择互为呼应的一系列目标。



　　这种战法十分经济，表现在德国装甲部队1939年对波兰和1940年对法国的进攻上。德军的坦克潮水般的涌过了阿登山脉向深远纵深推进，把法军和英军分隔并包围起来。德军进攻俄国时，平原地上的俄军控制空间的能力较低，到处都是可能的进攻路线，致使德军很快就进到了伏尔加河一线。同盟国守军也牢记机动的优点。盟国的军队浩浩荡荡挥师北非，奥卡诺的机动的非直接的作战手段在西非沙漠大出风头。受过老式战略训练的蒙哥马利认识到利德尔·哈特学说的益处，并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学说。在巴顿将军被迫对梅斯实施正面进攻之前，他从诺曼底的突破和向马恩河的进攻是果敢行动和运用间接手段的典范。



　　图哈切夫斯基把蒙古人的机动灵活精神注入到红军中，在1937年至1939年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他与许多上层人物一起被处决，这种机动灵活精神也随之消失。然而，俄国有着广阔平原这个地理环境决定了图哈切夫斯基制定的那种密集机动战略势在必行。他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其中包括：进行快速合围作战的训练；强调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协调一致的快速进攻的1936年野战条令；组织突击集团突破敌军防线，为大量坦克打开缺口。使用这一切手段，结合优势的兵力和广大的空间打击德国军队。随着德军的撤退，它的部队分散在广阔战线上的不利情况减少了，但相比之下人力减少得更厉害。即使这样，德军用机动防御击退了兵力为其十倍的进攻，证明它的机动力是值得的。



　　美军的编制显然是克劳塞维茨式的，一心想寻求与敌军进行激烈的决定性正面对抗，在这点上与英国的战略是有争议的。太平洋战区实质上是海军交战的场所，美国采用了海军陆战队两栖登陆的战术进行逐岛进攻，不断增强对日本的空袭能力。美国海军对太平洋中部的进攻由于麦克阿瑟实行机动战略，取道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对日本实行了卓越的迂回进攻而增色不少。




空军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特兰查德是驻法皇家飞行团的指挥官，后又任空军参谋长。1917年，他相信飞机具有在远程“战略性”轰炸行动中实施攻击的价值。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他在中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显示了飞机的多用途性。他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在履行帝国的控制领土的职责方面，空军要比陆军有效得多。当时，民众惧怕英国城市遭受直接的空袭，在两次战争之间调拨资财发展皇家空军，是为了在政治上消除这种恐惧感。这方面的支出受到了一项规定的制约，即必须与任何处在打击距离之内国家的空军保持均衡。特兰查德保证，扩大空军主要是增加轰炸机以实施进攻。他视空中防御为进攻。在德国，戈林的德国空军的建立，对于通过闪电战以达到涣散敌军斗志，使其分崩离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略轰炸的理论基础是由杜黑和利德尔·哈特奠定的。1921年，意大利将军杜黑摒弃了地面运动战的可能性，主张把战争引向空中。他认为可以用飞机来恐吓平民，造成政治分裂，从而造成对方军事上垮台。1925年，利德尔·哈特撰写文章，建议在用装甲部队对敌军防线实施机动突击的同时，也应与空中攻击结合起来，对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空袭，轰炸居民中心。特兰查德以此作为发展一种新式消耗战的原则。这种消耗战将采取逐渐削弱对方的工业生产力，而不是靠堑壕战的大量消耗来达成。



　　特兰查德竭力主张的远程轰炸理论由米切尔传到了美国。他的这一主张启发了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基地空军战术学校的教官们，这些教官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职务。他们教导说，空军的目的是摧毁敌国的抵抗意志和力量，破坏其军事力量赖以支持的生产能力。从地理上看，注意的焦点已由军队的编成和防御工事转到居民、工业和运输设施的位置上。这些改革者们在地理方面想得比米切尔深远得多，因为他们预见到了不仅要在沿海建立针对潜在敌人的基地，而且要与可能的盟国协商在该国设立基地以增大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1943年10月，美国空军对施韦因富特的空袭十分糟糕，使美国的昼间精确轰炸战术遭到失败。英国的由丘吉尔在1940年5月制定的对居民区和工业区进行夜间饱和轰炸的方针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方针并没阻止军工生产的迅速发展。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它增强了德国平民的士气。1944年3月成功地采用了特德提出的用轰炸机摧毁法国和比利时铁路的建议，减弱了德军的机动性，为诺曼底登陆做好了准备。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想在全球范围内超过苏联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日本早在1945年5月就愿意按照与最终“无条件投降”基本相同的条件投降。毫无疑问，至6月天皇已认识到必须结束战争，并从此开始寻求苏联出面调停。回想起来，这些武器的使用与其说是军事上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次炫耀实力的试验。




核战略




　　战争的进程和同盟国采取的方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靠进攻中的别出心裁去寻求迅速和全面的胜利具有优越性。胜利好像是靠两栖攻击、航空母舰特遣队、坦克和战略轰炸取得的。甚至在德国和日本最终投降之前，下一次对抗的阵线就已形成，实施对抗的计划就已制定。核武器的发明颠倒了暴力手段的平衡，使进攻真有了压倒的优势。1948年，布莱德雷发表了“大规模报复”理论。防御将以实施进攻造成大规模破坏相威胁的形式出现。作为对苏联侵略行动的反措施，美国也派驻它的部队，使之能用B-36和B-50型轰炸机上携带的核弹打击苏联国土。为了能迅速作出反应，还部署了一支小规模的常规部队，作为“绊线”，只要把它绊倒，敌人的侵略就必定会自遭灭亡。



　　1949年，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55年又试爆了第一颗氢弹。随着苏联掌握了这类武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首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彼此都有能力向大洋彼岸直施核轰炸，大规模报复战略已不再是可靠的了。



　　苏联驻东欧部队在美国看来是一种旨在征服全球的进攻性的威胁部队。苏联的看法似乎是，斯大林把它当作一支针对西欧的威慑力量，借以抵销美国在核力量的垄断地位。1953年，赫鲁晓夫拒绝了在美国的威慑武器飞离地面前就将其摧毁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这样做太冒险。苏军地面部队的战略基本上与北约组织的战略相同，即前沿积极防御。运用强大的机动力和火力，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确保部队沿着相隔很远的进攻轴线迅速推进。中程导弹与其它武器相结合，攻击欧洲目标。由于在投掷核弹能力上落后于对方，因此，苏联在发展对空防御体系保卫城市的同时，开始组建野牛式和熊式远程轰炸机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害怕出现“轰炸机差距”，于是制定了B-47和B-52轰炸机的发展计划。与此同时，苏联决定放松对远程轰炸机的研制，而侧重搞火箭。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表明他们成功了。至1960年，SS-6式导弹已可供作战使用。1959年，赫鲁晓夫认为双方的摧毁力量已大体趋于平衡，这是因为苏联已研制了洲际火箭。他建立了战略火箭军作为威慑力量。



　　美国军方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事态，“导弹差距”会招致苏联的突然袭击。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认为苏联人有足够的力量消灭美国轰炸机群，但当时的压力很大，迫使美国不得不着手“宇宙神”，“大力神”、“民兵”和“北极星”式导弹的发展计划。1961年美国卫星发现苏联仅在莫斯科附近配置了为数不多的洲际导弹，因此消除了过去美苏间导弹差距的误断，但这已为时过晚。不久，美国的火箭技术便远远超过苏联。在装备上被北极星和民兵导弹超过的优势促使赫鲁晓夫在战略上作出努力，他在1962年，在古巴部署了导弹，想在地理上从翼侧包围美国早期预警系统。这一行动失败后，苏联又采用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在寻求缓和的同时又加紧兴建防空系统和反火箭系统来抵销其进攻上的劣势。



　　自从苏联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承受美国的打击并实行反击的理论能力之后，“灵活反应”取代了“大规模报复”，成为美国的战略学说。体现这种战略的观点是，应该发展在承受了最厉害的可能攻击之后，还可以将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当作民族社会予以催毁的能力，从而在互投核弹的交战中取胜。



　　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抵抗核进攻的实际希望是不存在的。进攻一方可以选择第一次打击的时间、地点和当量。以后的情况就是双方相互乱杀直至一方耗尽武器供应。这样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和美国都具有足够的火力摧毁对方，使其不能恢复。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都把核武器看成是最终的威慑力量。谁用核武器搞突然袭击，他肯定会受到同样手段的报复。之所以尚没有在德国用常规部队实施大规模进攻，这是因为惧怕冲突难免升级成为核战争。这种因惧怕而产生的克制态度应是相互的才行，这样双方就都不会轻易地首先发动攻击。由此产生了用“互相确保摧毁”的战略概念来制止全球性的争霸，使每一方所处的态势都能在经受第一次打击之后实施还击，把进攻一方打得乱七八糟，使取胜的希望彻底破灭。为了使这种均势得以保持，设想双方都有不易攻击的报复力量，这对各方都有好处。这样就消除了先发制人的诱因。如果双方都担心会受到出其不意打击的损害，那么就会有采取“收到警报即行发射”政策的危险性，从而导致偶发战争的升级。



　　苏联从一开始就在进攻力量上处于落后地位，因而它集中力量于防御手段上，如雷达、地对空导弹和截击机。五十年代末，他们发展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其中一部分在六十年代中期部署在莫斯科周围。1962年，苏联觉察到反弹道导弹系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对限制武器表示出兴趣。尽管苏联的反弹道导弹已证明效果很小，美国还是开始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来压倒它们。1971年，尼克松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宣称美国不准备发展第一次打击力量，也不想采取类似的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已开始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打破了威慑力量的均衡，因为如今每一枚这类导弹能够摧毁若干枚地面上的导弹。要是一枚导弹只携带一颗弹头，加上它有失败的可能性，那么用一枚导弹打击另一枚导弹就决不会有什么优势，互相投掷数之比，每一枚导弹的杀伤目标数将始终小于1。而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改变了进攻者的不利地位，只要导弹有足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使每个弹头都能有效地摧毁一个导弹的发射井就行。这样，互相投掷数之比变得对进攻者有利了。1968年，美国首先试验了这种武器系统，并在1970年使之处于准备战斗状态。这必定会引起对方的反应。1973年苏联也试验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并分别于1975年和1979年把它们部署于在陆地和潜艇上。到1980年，美国认为苏联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已对美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形成巨大威胁，于是就开始研制MX导弹来关闭这扇防御“窗户”。



　　1973年施莱辛格接替莱尔德后，美国的相互保持均势的立场发生了急剧变化，核战争可以取胜的概念开始形成。1974年9月，施莱辛格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故意贬低了美国的作战准备，夸大了苏联的潜在能力。他设想的一种情景是，苏联的“外科手术”式的第一次打击将摧毁美国的导弹发射井，但只有八十万平民死亡。总统害怕反击会招致对方对美国城镇的大规模破坏，于是就屈膝投降。核战争是可以设想的，其结果是可接受的，以发射井发射的MX导弹也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对这种第一次打击造成死亡人数的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二百万人，这种情况显然会使美国冒险作出痛苦的、令人敬畏的反应，特别是由于美国三位一体威慑力量中的另外两个支柱基本上没有受到损伤，冒这样的风险更是可能的了。把MX导弹部署在现有的导弹发射井中，而不是放置在细心设计的地面掩体中，使人感到美国更象是准备运用MX导弹对俄国实行第一次打击。




游击战




　　核武器使力量的微积分中增加了一个基本的断续函数。它使拥有核武器的人比没有核武器的人在潜在的毁灭力量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然而，倘若使用核武器，意味着将由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升级到把对方的社会彻底毁灭，那么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不现实的。由于使用核武器也会引起另一个垄断核武器国家用同样手段还击而造成战争升级的危险，因此进行威慑更是不现实的了。所以，单单拥有核武器对于垄断了核武器的竞争者之间争夺地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谁在那里使用核武器就是愚蠢的。把敌国变成不毛之地，使其国土沦丧，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单凭火力优势证明是不能战胜已经在核巨人的阴影下扩大起来的游击战的。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游击战双方的战术和战略及战争的地理情况。游击战在战略上显然占有适当的位置，这是由于大国一方面有核优势而用不上，一方面又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地面进行战争这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造成的。由此看来，约翰·博伊德所宣扬成功的战争并非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观点成了五角大楼思想骚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不足为怪的。据认为，今后的出路在于机智而巧妙地寻找敌方弱点，而不是用大规模战斗同其进行实力较量，看来孙子的思想是正确的。


















	

 






	















	







	







	









 





	


	







	








	




	


第07章 地缘政治学和大战略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 《孙子·九地篇 第十一》



　　要确定地缘政治学思想直接影响政策和行动有多大程度是困难的，同样要确定这类地缘政治学思想是否仅仅反映了时代的基调，也是困难的。决心之闪念是否来自理论，而理论是否只是使统治者的怪想合理化，这并非总是清楚的。但是，有充分理由怀疑，有关地理学一般概念的文字材料和有力的表述，确实滋长了政治选择方面的某些倾向，进而转化成暴力行动。




马汉和美国的战略




　　自都铎王朝时期起的英国各届政府都靠外交和军事手段谋求一贯的地理目标。他们力图保住莱茵河河口（该河口与他们隔着北海并遥望毗连欧洲的大西洋），摆脱陆地大国的控制，不管其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为达此目的而凭借的军事手段是海军，它可以对付它们中的任两个潜在对手。海军的部署以能控制进出欧洲的海路为前提。美国海外帝国主义的起始和明显的命运之神要向全球扩张，这些都受到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尉（上校）的极大影响，马汉对英国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890年，马汉指出：英国霸权依靠皇家海军控制欧亚力量的平衡。美国获得安全和强大的最佳机会，在于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中的必然竞争者是日本。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马汉的思想引起了统治阶级成员，如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的注意，他们随后成为他的学说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从更广一点说，新的市场和新的传教天地的前景吸引了商业界和宗教界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促使他们行动的导火线是1895年古巴发生的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扩张主义者把马汉的视界扩大到包括菲律宾（这得到马汉的赞许），要求派遣一支远征军把星条旗插在菲律宾的土地上。



　　1917年至1918年在欧洲战场远征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回到基本上立足于一个洋的旧概念上去了，海军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将其在大西洋的利益留给皇家海军照顾。二十年代初期，军事谋略者们制定了同日本进行海战的“橙色计划”。到三十年代中期，谋略者们制定，只有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最初放弃菲律宾，才能打败日本。各军种的目标上的分歧，导致1938年制定出了一个最终妥协的计划。这就是把陆军要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战略三角”建立集中防御的目标，与海军偏向进攻战，即以航母特混舰队和登陆行动实施跳岛作战通过太平洋的设想结合起来。



　　这一意图是简单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影响了，使美国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向大西洋，引出了一系列所谓“长虹”计划，涉及与敌人、与盟友缠在一起的战争，美国防御战略的地理范围的周边由北美大陆扩大到东半球，设想英国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不管麦克阿瑟怎样抗辩，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还是断然决定，美国在太平洋应取纯粹的防御势态，将主力放在大西洋。这一观点写进了1940年底制定的“大计划”，宣称要在英军的密切协同下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在随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条理简单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复杂的行动中变得混乱不清。




麦金德和地缘政治学




　　另一个简单的但对世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源自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确认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修正其论点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接受和运用这种思想的温床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有发展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是瑞典人鲁道夫·克杰伦新创的词语，用来描述利用地理概念为国家服务。地缘政治学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亚军事贵族政治论者卡尔·豪斯霍弗尔，他曾于二十世纪初作过驻日本和东南亚参谋部门的观察员。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战后，豪斯霍弗尔为使人们承认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四处游说，并于1924年创办了一家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弗尔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为纳粹党初期的避难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豪斯霍弗尔经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给赫斯口述《我的奋斗》，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为种族仇视所左右，在这种种族仇视中，无疑有地缘政治学的气味。豪斯霍弗尔和大多数地缘政治学作家都与种族主义不沾边，他站在其犹太妻子一边，而这经常被引证为是其在纳粹行列里晋升缓慢的原因。他本来是立志要当教育部长的。



　　麦金德的著作给了豪斯霍弗尔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本来是向英国发出警报，告诉其统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面临危险，却变成了寻求与俄国妥协，击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垄断势力（包括处于这个范围内的美国）的邀请。1913年，豪斯霍弗尔写道，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之间利害相通，那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纳粹统治全球的计划是一个谋求两大地缘政治学目标的灵活计划。首先，需要获得对中心地带的控制。然后，需要摧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我的奋斗》预示了这一点，重复了豪斯雷弗尔使用的麦金德概念。豪斯雷弗尔为求得同俄国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认为，1939年3月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证明了其基本主张是正确的，它提供了一条从莱茵河到阿穆尔河远至日本的轴线。对希特勒来说，该条约是一个稳住俄国的权宜之计，因其当时正攻占波兰。尽管1941年希特勒撕毁条约后豪斯霍弗尔撰写的多篇社论合乎爱国精神，但是，显然，豪斯霍弗尔将其看作是一个地缘政治学上的错误，指出拿破仑和法尔肯海因在反对广阔中心地带的作战中遇到了种种困难。麦金德曾担心的和豪斯霍弗尔所争取的互相兼并的前景，因“巴巴罗萨计划”而彻底破灭了。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学家预见到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同俄国的陆上力量联合起来的情形。希特勒显然是希望避免卷入同英国海上力量作战，他坚持认为，英帝国的继续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家们预见英帝国要逊位，并预言领导地位将转给美国。显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压倒了地缘政治学家的影响。如果地缘政治学派势力更大一点，德国也许不会如此易遭攻击。




破坏地带和“多米诺”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当中，新的政治组合和技术限制放松导致索尔·科恩用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词语来描述世界政治地理。1915年，多尔格雷夫用了“挤压地带”这种说法来描述位于中心地带和海上强国之间的小国的地位。1942年，惠特尔西在其论著中将位于德俄两国之间的小国缓冲地带（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用制图方式将这类国家划为一类），称为“破坏地带”。关于这类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区分及归类，显然只表现了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核心地区不时地出现和消失，破坏地带不时地合并和分裂，冲突力量的本身也在转化。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更形象化起见，人们想象出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形象化比喻，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这种政治地理学特性描写所表达的看法，看来粉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所定的许多外交和军事决心，而在支持这类行动的言论中，使用了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多米诺”说法生动，贴切。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说：“我们不要自欺。苏联是当今发生的一切动乱的祸根。假如他们不搞这种多米诺把戏，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热点了。”国务卿黑格一直认为，唆使古巴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卡扎菲上校试图将乍得与利比亚合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安哥拉打入纳米比亚，都起因于主要煽动者苏联人的邪恶影响。1982年春，恐慌笼罩中美洲，“多米诺”理论明显复活，一幅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形象曾作为《时代周刊》封面图片题材报道的主题。在这期间，亨利·基辛格的辩白书《动乱的年月》出版，他赞同下述看法：“北越人的胜利对东南亚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前景之影响无疑是严重的；极为有害的多米诺理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如此世界观起因于一种担心，这种担心萌生于四十年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接二连三地倒入苏联的怀抱。杜鲁门学说便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来的。1947年，前美国驻巴黎和莫斯科大使威廉·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对上述情况的担忧，并对世界所受危险的程度作了详细叙述。这表达了人们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担心；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俄国，通过中国和东南亚正向全世界蔓延。这是那种亚细亚游牧部落从草原地带涌出吞没文明世界之威胁的新的政治形式，这在许多著述中都有表述，例如富勒少将的著作中就有这方面的记叙。共产主义的这种蔓延同俄国之有计划的征服方针（可追溯至彼得大帝）的神话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荒诞说法，当时俄国侵略的首要目标是暖水出口。然而，1688年，在摄政王索菲亚统治下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同克里米亚可汗的第一次战争，其动机既不是要求出海口，也不是为解放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圣战，而是为了保留基辅，并不愿意履行对波兰的条约义务。无论是什么动机，这次战争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传播的相当远。这就是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和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对面出现不断对抗的根本原因。俄国向太平洋的推进，由于当时其军队用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而未能如愿。在被迫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多次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整个阿穆尔河盆地划给中国。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又将其收回，声称该条约无效，于是争端在继续。



　　俄国继承下来的罗曼诺夫王朝的野心，或者东正教的圣战精神，或者俄罗斯种族的专横，或者对拜占庭倒台的世袭恐惧，可能在1917年以后已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所取代了。这为给预计到的亚细亚游牧部落涌出赋予动力，提供了新的神话般的推动力。这种神话常常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



　　1953年，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第一个使用多米诺骨牌的类似说法，当时，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极力主张实施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核轰炸突击，以援救奠边府。艾森豪威尔立即捡起了这一投合时好的说法，提出失掉印度支那就将引起东南亚象一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过了一个月，当直接军事干涉看来不再有吸引力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双双否定这种形象比喻的真实性，声称即使印度支那失掉了，亚洲的其余部分也仍然可以保住。因此，多米诺理论一开始流传，人们对其正确性就表示怀疑。然而，这种理论的种子，还有印象当中一个友好的南越政府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已在美国官员当中扎下了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多米诺模型从直喻转换为理论了。



　　沃尔特·罗斯托和马克斯韦尔·泰勒是向肯尼迪政府兜售多米诺理论的首要分子，使麦克纳马拉转而相信多米诺理论。肯尼迪在职的数月内，对多米诺理论作了发挥，提出共产党控制老挝将会危及西方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



　　多米诺理论的反对者试图推翻这种理论，指出对当地居民来说，更现实更迫切的是缅甸人和泰人、高棉人和泰人、高棉人和越南人、马来人和爪哇人、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短暂的冲突。这个地区动乱的根源是较深的民族意识，由于外国的介入而有所加剧。因此，根据多米诺理论进行干涉，正好造成了地区民族主义所希望有的那种动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是一个地理事实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地缘战略问题。设想中国希望将其边界扩张到原帝国疆界之外的地区，这非常值得怀疑。



　　就这一连串的事件而言，真正使人们引起对多米诺理论怀疑的是，1965年苏加诺死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命运的大逆转，当时，大批共产党员被野蛮残杀。本被看作是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却在没有美国的直接干涉下自已立起来了。1967年5月，麦克纳马拉认识到了多米诺理论的错误，并试图撤销这种提法。在同约翰逊总统讨论实行较多政治较少军事方针的前景时，他就举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例子。然而，多米诺理论没有被这些攻击压倒，尼克松还将其继承了下来。1970年6月，在《当代》中发表的一篇访问记里，尼克松谈到：“我知道有人说，‘噢，多米诺理论已是过时的了。’他们不谈多米诺骨牌，他们该同泰国人、马来西亚人，该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人谈，还该同日本人及其他人谈……如果美国撤离越南……那是可怕地鼓励支持北越人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它将鼓励他们在其它地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多米诺理论不仅传下来直到里根政府，而且其影响范围还扩大到非洲、欧洲和中美洲。据认为，多米诺效应跃过海洋和大陆，又开始出现在利比亚、坦桑尼亚、尼加拉瓜和意大利。鼓吹这一理论的人预言泰国要失陷。1976年，包括基辛格、福特和约翰·康纳利在内的一些人，公开敦促意大利领导人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意大利政府，免得危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安全。



　　然而，东南亚仍然是多米诺理论真实性的最终的检验地。对近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调查表明，所牵涉的原因、动机要远比这一表面上看来强有力的理论所假定的原因和动机复杂得多，直接导致老挝和柬埔寨发生冲突的是美国的行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朗诺上台。1975年，朗诺不稳固的统治被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政权所取代。红色高棉推行驱散城市居民的政策，依附于中国人，与河内和越共发生冲突，而后者如今得到俄国人的支持。1977年，越南席卷柬埔寨，并占领金边。因波尔布特的行动而产生的柬埔寨北部和越过泰国边界的难民中，目前也渗进了红色高棉的残余。中国在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平衡其与俄国的对抗之后，向河内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攻击。1981年年中，占领柬埔寨的越南人面临着三个抵抗组织，即红色高棉、宋双领导的右派运动和西哈努克的忠实信徒（他正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谈判）。泰国和马来西亚担心越南的入侵，随着后者军事和经济状况不佳，这种担心正在逐渐消失。越南的地缘政治价值已开始为东盟国家所重视。1981年5月，泰国在一次暴动压力下，迅速恢复文官执政，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是个主因。将这些事件看作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倒坍，看来，即使不是彻头彻尾地患妄想狂，也是过于头脑简单了。




反多米诺理论




　　鉴于对多米诺理论没有正式的定义，为了分析其逻辑构成，我们只能研究类似的提法的构成。一排多米诺骨牌波浪一样地倒下去，在于这些骨牌在不稳定的平衡情况下巧妙地排列起来，因此一有扰动就顺着这一排传过去了。张张骨牌竖立给其赋与了潜能，因此当每一张牌倒落时，它将撞击下一张牌。如果两张多米诺骨牌的间隔大于一张牌的长度，连锁反应便会停止。多米诺骨牌有三种状态：立着的、倒落的和已倒坍的。将“倒落的”和“已倒坍的”骨牌与“共产党化”等同起来，也许能够满足应用这一理论那些人的精神透视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为倒台的是稳定的平衡、而站着的是不稳定的平衡这一事实所扰乱。用类推法对政治进行红白的特征记述，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幼稚的和侮辱性的，而且与独特的地理观念相对立。它完全不能反映地区或民族区别的重要性，而这我们通常认为是支配人类自我意识和地位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在讨论侵略时由一排多米诺骨牌的一头谈起，因为用手一敲，第一张牌的潜能就转化为动能。第一张牌的倒落撞倒了下一张牌，下一张又撞倒了下下一张，反映出了一种与侵略者侵略时的情形相同的变化。类似的大小和适当的间隔的必要性，在地理概念上应转化为什么，这是不明确的。显然，为了在圣地亚哥的海滩上登陆，必须将一些极大的多米诺骨牌安放在菲律宾、威克岛和夏威夷。有太平洋这样的间隔，应该说不必担心红色威胁远涉重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了。在多米诺理论使用的扩散中，大洋或干涉国显然没有被看作是遏制蔓延的间隔，而是被认为是能够很方便地抹去的。用类推的方法没有将该蔓延过程的性质说得非常清楚。“打倒”使人觉得有藏酒的气味，联想不到国家，而且也很难对劝行预防性行动的过程作出充分的描述。“撑住”已被用来表示某一类的解决办法，但也已证明很难转换为成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击倒”即一张或较多张牌的横向移位，以形成“防火线”防止大火蔓延，对一些有军事头脑的人确有吸引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行动。当然，在局部规模上，在越南，为了把城市和村庄从越共手里解救出来而将其毁掉了。



　　对大战略的启蒙来说，最好能想象出一种转化过程更为明确的而且比弹一下食指还要清楚地区别出变化中心的陈述方式。人类之间在进行领土争夺的后面有一种永恒的总推动力，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公理：“强力吸引较弱的势力中心或刺激敌对中心去加强自己”（麦克尼尔，1963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广阔无垠的平原，在这个平原上敌对的势力中心和派别可能出现。然于既定量的经济、军事和精神力量来说，一个帝国的中心只能根据其在空间的影响程度，同等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使同样多的力均匀地分布在较长的半径上，就可能构成一个较短粗的圆柱体，比将这个力限制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要广。力量强度的下降与地理范围半径的倒数平方成正比，形成了一个如同钟罩式帐篷的潜在影响范围。（这一表述可概括为，通过确定一个地理系数，将欧几里得空间均匀性变换为微分的地理空间，来解释距离摩擦和人口密度方面的变化。）这一抽象告诉我们，集中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和征服以前的独立中心将表明，使力越大，帝国的疆域也就越宽阔。在较广大的版图内，独立的中心需要较少的能量。两个相邻的、控制严密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往往比两个相距遥远、控制不严的帝国之间的斗争更残忍。进行扩张的帝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产生一条平衡的边界，在这条分界线上，他们的影响程度是相等的。历史上关于帝国过分扩张的例证多得很，它们都是因力量分得太散而垮台。象拜占庭和中国这样控制严密的国家就比亚历山大、罗马、成吉思汗、第三帝国和东亚共荣圈经历的时间久得多。



　　这里提出了一种取代多米诺理论的说法，它跟市场地区分析所用的提法有点类似。为了研究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可以运用类似国家内部经济竞争中的一些结构和比较静态结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愚蠢的多米诺骨牌的推测和驳斥谬误的根据要充足些。当然，所得出的结果也常有同样的不确切之处。这种不确切性在讨论市场垄断竞争时，往往紧紧缠住追求平衡的确实性。但是，这将比使全部倒落的简单对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



　　对上述论题进行详细说明的第一步，应是放宽对单个中心传播出来的固定量的力量的假定。可以假定，一个帝国通过取得领土而获得更大的资源基础。这样，其影响力和物力随着其疆域半径的增大而扩大，速度为欧几里得空间中的2π。这样一种认识必定刺激了征服者和帝国创业者的欲望，但从历史事实看似乎是过分乐观的，考虑到支配世界有限度时，就可更加肯定是如此。这一简单的关于领土兼并和支配势力扩张（仅受地球范围的限制）的几何图形，与过去文化特征传播的事实不相一致。过去的文化特色传播事实表明，随着界限扩大，大量能量损耗，因而接纳速度降低。据我看，这就构成了表示历来普及新事物特性的S形曲线的基础。上个世纪，若干种技术突破已广泛传开，但看来情况依然是，要扩大文化领域所需的努力要大幅度增加。



　　如果我们把所涉及的文化特色划归为政治流派和指挥体制，那么，输出量按比例地增加或减少的成分看得就比较清楚了。在经济方面，根据相对的成本好处而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障碍减少，经济一体化的规模就要增大，而效率则随着经济一体化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这几乎已是一条公理。（当然，没有中央集权的地区霸权，这些好处也是能享受得到的。）与这一极力主张经济联合相抵触的，似乎对之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成见。要求加入可理解的统一体和希望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这意味着政治效率随着政体的扩大而下降。根据经济在大的情况下有利，而政治和社会则是规模小好，取它们间的平衡，设想最佳的政体规模，纵使有点荒唐，却也是可能的。不论可否得出准确的结论，我们都可以十分肯定，独立于世界强国核心疆域或与其毗邻区域内的较小集团的小小的民族观显然还是最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力量。那些追求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独立的人往往求助其统治者的对手，要求支持。古巴是采取这种举动的典例。倘若能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北越和中国的关系，也许使人感到比多米诺理论更能领悟美国在本世纪后五十年的对外政策。



　　基辛格用“连锁”这种说法对三个世界的主要核心大国，它们各自较分散的附属国以及各种各样的附庸国、卫星国和各种独立的和难以控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统一体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潜力，勾划出了一幅巧妙的图画。这种口头上的抽象说法也未见在什么地方具体化过。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中这一最有特色的策略背后的模型，是一个将世界上所有麻烦点都与苏联和美国勾联起来的网。因此，具体冲突的解决不是光依赖事件的有利方面，还要依赖双方间力量的全面平衡。从最近的事态看得很清楚，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看作为这场比赛中的一张牌，而不是玩牌者。这显然是一种愚蠢的错误观点，对此，中国肯定要予以充分利用。



　　在基辛格似乎已运用的这一特殊的关系网布局中，存在着地理上的缺陷。他勾划的图有两个终端交点，其它所有点都用等值边与其连接。基辛格认为，美苏全球所有对抗点间的联系都是同等重要的。实际上，原先的连锁理论已被称为“只不过是未经改造的冷战主义”和是使全世界对抗永存的公式（兰多，1972年）。这种观点与“波浪”观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就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正如它们间的地理上的距离或概念上的差距不大一样。一种经过修正的地理模型。体现了距离摩擦，权衡国家间的交通方便与否和影响大小，将国家作为更全面连接的经济、政治联系网的交点，显示出了间接法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地效力。这将强调通过外交控制重要的或次要的影响方法，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直接反对军事姿态或军事行动。



　　较之多米诺理论，连锁理论可能要更为令人满意，但其结构有限，作为一个有用的地理现实表述方式，尚有好多工作要做。地理学逐渐坚持用公式表示。网状系统交点的特点无空间间隔，很可能贬低内部分化和国家活动中的政治的意义。阿利斯泰尔·库克在其一篇“美国通讯”中评论说，人们只需花费一点时间看一下东南亚地图，就可驳倒多米诺理论。虽然连锁理论把人们从多米诺理论的一个方面引到两个方面，它仍然需要有一个有关我们世界的详细的理性的形象加以补充。多米诺理论或二元理论都不能提供有关地理、文化实体的充分印象。只有我们摆脱了距离纷扰以后，我们的动机和行动方能受到自己和别人所处位置的影响，而国务活动家如牢记住这一点，就能一切顺利。




链条和弧




　　近来，用于描述美苏对抗地理学的两种比喻，反映了由简单化的脑子图象向理论发展并为行动制定方案的危险。《经济学家》在论及美国攻势时，说中国在里根所希望在俄国周围拉的“全球链条”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链环。1978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一系列布满北非和东南亚、从非洲之角一直到吉大港的热点和对西欧与美国石油补给的种种潜在威胁，一概称为“危机弧”。



　　遏制链条这样的想象对和平造成的最大损害也许是：直言指出俄国再度可怕地被强大而又互相协同的敌人包围的这样地现实。不要用太多的想象，就可以将苏联的对外政策解释成完全是俄国谋求安全边界地政策。俄国的历史无疑表明，它是随时都能够为其行为作出解释的。凡夸大克里姆林宫正被侵略性对手包围的观念的言行，只能加剧恐惧和增强其好战性。



　　将发生在一条绵长地带上的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暴力的冲突归纳为一条“危机弧”，这似乎是西方在培育自己的妄想症。这种归纳有助于基辛格见到每次冲突发生的背后都有莫斯科指使的现象后作出简单连锁解释和反应，并始终采取好斗的姿态，而不管局部情况如何。这样的反应，当然不大可能与较为现实的保证石油补给的目标始终一致。“一条弧”的提法有太多的战斗阵线的气味了。将战场看作是两个队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交活动，必然严重限制自己的灵活性，减少占上风的前景，同时增加陷入僵局和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一条弧”的战略非常容易成为一种最后的挣扎。




共产党的地缘政治学




　　如果说共产主义反对者错误理解地理现实，那么共产党阵营也是这样，就他们公认的理论、阐述方式及从以往继承下来的地理知识和偏见而言，地理现实在他们脑子中的形象往往是失真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他们的各式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深受神话和传说的影响，其历史可追溯至马克思新发现的很久以前。对俄国的最严重的危险始终被认为是来自德国。对中国汉族人来说，和谐的生活方式在南延伸，在西、北面建一道防御屏障防范草原地带的野蛮部落，乃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研究一下公认的共产党国家的学说的起源信条，发现很少有从地理上指导政策的东西。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一样，是《资本论》把事情误解了。马克思对巴黎的革命街垒和大英帝国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以他看来，十分显然，阶级斗争和革命将在西方城市中先爆发。马克思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实用性，以及怎样并在何地搞阶级斗争很少或是没有提及。恩格斯确实在1871年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而这一经历对其最后的思想起了作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实践，人们必然转向列宁，谋求指导。列宁的思想并没有与地理合成的巨大张力结合起来。他总是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机遇来看待事情。俄国内战的进程不能鼓励任何的空间概括法。这场内战是以阶级而不是以领土划线的，以布尔什维克和工业工人同以前的有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战斗，争夺对大多数动摇不定的农民的控制权。列宁对抽象的公式没有好感，将注意力放在实际战斗及其所具的政治、经济环境上。为取得成功，必须创立新的方法，以适应变化中的奋斗目标。



　　当苏联早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指导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成功的共产党革命时，这是异常的（马克思曾认为农民极少可能参加革命，因而不予考虑），他们中间在目标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曾出现一些混乱。托洛茨基认为西方的城市己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并宣称共产国际有义务促进那里的革命活动，以削弱资本家政府和阻止他们发动反苏战争。苏联将领导一场持久的革命，将无产阶级政权引入象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将给俄国运去机器以换回原料。1927夏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这样的口号，企图以此获得权力。斯大林作了关于列宁的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演讲，以此把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派组织起来。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全球革命的错误观念被清除，于是在1930年，斯大林宣布了防御资本主义包围的学说。三十年代，李特维诺夫争取国际合作以消除德国重新武装的威胁。1939年，他被莫洛托夫取代。莫洛托夫寻求同德国和日本和解的政策，以便将它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没有收到成效。到1944年，使密切注视苏联事态发展的人大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回到革命前关于俄国的世界利益的观点上去了，而其后来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与此相吻合的。斯大林有效地使革命热情民族化了。



　　然而，战后年代里，苏联领导在谋求“集体安全”、实用主义地构筑卫星国防御墙的背后，继续坚信历史的必然性和苏联在促进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必然崩溃中的先锋作用。随着赫鲁晓夫执政，这种精神也脱颖而出了。赫鲁晓夫当时认为，苏联已开始实现经济和军事优势。他驳斥了被包围论，指出究竟是谁包围谁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赫鲁晓夫把苏联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在欧洲正退却的回归线以下的殖民地中间推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首先越过革命学说，开始同中国闹分裂。不久，两国又回到传统的对峙局面。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对苏联物质上的必然成功的把握不如前任大。尽管目前的领导人继续在远离苏联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干预，影响事态的发展，以扰乱资本主义秩序，但还是限制对相对无关紧要的地方采取行动，并在象中东这样真正危险的环境中寻求稳定。



　　胜利的中国党（中国共产党）举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他们违背正统观念将农民动员而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怀疑游击战的，认为它缺乏必需的中央控制。而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游击队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林彪1965年宣布包围世界城市的目标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相关地理学。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包围城市理论的范围扩大了。他把北美和西欧称为世界的城市，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称为周围的农村。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暂时被压制，因而世界革命事业寄希望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的斗争，他们能够指挥并支援世界大多数人的斗争。支援这些一般以农民为基础的斗争，显然是各共产党政府的责任。这种学说的地理概念每一点都象多米诺理论一样荒谬，并且非常容易引导错误行动和引起恐惧。切·格瓦拉的不成功的“中心革命”是从地缘政治上试图实践之。苏联继续对游击战持有戒心，它对古巴施加很大压力，要其停止为拉丁美洲农民运动提供资金。














	

 






	















	







	







	









 





	


	







	








	




	


第08章 游击战




	







	

 



	


	


声东击西。



—— 毛泽东根据《孙子兵法》



　　由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一不稳定的均衡制约着世界上大规模军队，目前大多数的战斗都是游击战性质的。事实上，1945年以来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局部战争、殖民地战争或内战，一方或双方都采用非正规的游击战术。使用正规军大多是用来进行反游击战。从1945年到1975年间，共发生五十四起殖民战争和国内战争，死亡人数达八百万。相比之下，常规的、国际性战争只有十七起，死亡人数只有二百九十万。如果我们根据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来衡量战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1945年以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小规模战争更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导致大国常规军队大动干戈和引起核交战的可怕前景的全球对抗的潜在热点，一直要被限制于只涉及动用非正规军的小规模战斗上。这些参战者们不是职业的骄傲感、集体精神或责任感所唆使起来的，而是受诸如宗教、男子气概、民族或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同样甚至更有力的情绪所激发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们或作为正规战争的补充或序曲，或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利用对方政治上的弱点，以军事行动创造权力真空状态，并为战争培养领导骨干。劳伦斯、柯林斯、贝京、铁托、毛泽东、武元甲、格里瓦斯、卡斯特罗等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战术并传授与他们的政治继承人。正规军也采纳了游击战的某些机动战术。为担任这类特殊的任务组建了部队或授予新的番号，诸如突击队、袭击队、别动队。利德尔·哈特利用T·E·劳伦斯的成就，为自已倡导间接和机动战找到了启示。对奥得·温盖特及其欣迪特部队、远程沙漠工作组、突击队、绿色贝雷帽以及特别空中勤务分队等的使用，是长期以来运用机动游击部队搞破坏活动的传统作法，正如库图佐夫放纵达维多夫及其哥萨克部队对付拿破仑一样。




游击战争的时间和地点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破坏地带意识形态和帝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正以小规模战争的形式进行着。多少世纪以来，这类战火燃起，并在世界上蔓延着，其所受到的注意要视其对帝国意图的影响大小而定。因为象打了就跑、诱敌深入和伏击战等游击战术在战斗中是寻常的事，因此，它们的应用正如政治好战性一样，不是新鲜事。约书亚使用了这类战术，塞西亚人，帕提亚人、弗比乌斯（费边）、佛辛杰托利克斯人、哥特人、匈奴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等也都使用了。英、法殖民者们从美国土著人那儿重新学到这些战术并相互间使用。罗杰斯的童子军和马里恩的南卡罗来纳部队为盎格鲁撒克逊美国提供了早期的游击队范例。



　　游击战术为要破坏现状的人使用了，要保护政权、维护现状的人也应用了。但是，这种战术对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不相容，它为历史提供了这种战争的三个典例，即法国西部的森林保护了旺代保皇党；锯齿山脊为西班牙人作战提供了掩蔽；而俄军则在1812年利用游击队和哥萨克士兵骚扰法国大军团的行动。



　　十九世纪的殖民战争使帝国军队同部落型组织的耕种者、猎人或畜牧者的非正规部队发生冲突。俄国人在高加索受到夏米尔人的反抗，在西部遇到波兰人的抵抗；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与亚伯得·艾尔·卡得尔作战，在墨西哥与斯旺莱思对阵；美国军队在南方与莫根和莫斯比打得焦头烂额，在西部与西汀·布尔和杰罗尼莫打得不可开交。英国军队与祖鲁人、毛利人、阿散蒂人、义和团和布尔人作战。最先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留下了政治动荡的遗产，并为世人留下了游击战及其最初的几个领导人马迪、桑地诺、泽巴塔和维拉。



　　1916年，都伯林英国邮政总局附近的战斗开始了路障街垒的传统形式的游击战向二十世纪城市游击战时代的转变。第二年，俄国爆发革命，布尔什维克和其对手的游击战斗从此大为展开。白匪游击队的威胁性行径使列宁和托洛茨基停止了红军游击队行动，转而采用能尽快且较容易控制的正规军形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企图称霸世界，因而组织对付盟国战争机器经常扶植、训练和补给的游击队的行动。虽然游击队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带来的影响是微小的，但是游击队组织成为战后世界分裂地区的政治力量，并在中国、北越和南斯拉夫迅速取得了政权。形势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和迫使日本从中国退却去对付太平洋战争，使共产党人得以取得政权。这一胜利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毛泽东倡导的游击战争。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大多出自2，400年前的卓越军事家孙子的思想。且不管毛泽东的智慧来源和实际情况，农村游击战的军事潜力的神话使人相信了林彪1965年向世界各国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建议。



　　本世纪下半叶，俄国、中国和美国的影响继续扩大，西欧政治王国内部发生破裂。这样就为接连发生小规模战争创造了条件。1919年到1922年，辛·芬和爱尔兰共和军发动了一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破坏和恐怖活动的战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44年到1948年起而效尤。这又为以后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了客观经验。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刚果、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地，殖民政权都遭到攻击，进攻者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这类战争造成的代价、刺激和残暴看来加速了殖民势力本来也必然要作的退却的步伐。拉丁美洲动荡的政局和财富分配的不均，必然为那些大胆的权力欲者提供机会，他们是很愿意煽动杀戮的。卡斯特罗在古巴就采取了这样一个越轨行为，他没动用过多的军事力量就取胜了，原因是人们普遍厌恶腐败无能的巴底斯塔政权。



　　在印度支那，越盟的反殖民主义战争蓬勃发展，赶走了法国军队，给吴庭艳政权造成压力。美国由于多米诺理论所含的错误的地缘政治概念而卷入这场战争。奠边府失陷引起惊恐，使这一卷入达到高潮。可是这次失陷不是因游击战争引起的。在这一时期，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策略是使用正规兵团。美国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声称自已取得了与越共游击队热战的胜利。但是事实上身着杂七杂八服装的越南游击队取得心理战、舆论战和政治战的胜利，而美国军队则只好痛苦地撤退出越南。



　　全世界日益城市化，交通越来越发达，互相联系愈来愈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多少有点固定的序列的非正规军面对比较有能力的政府，其取胜的机会已经减少了。在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满足现状的乡村居民，而城市居民却苦于因迅速变更而东迁西移，游击队在有些地方已分裂成恐怖组织，与逐渐分裂的社会结构和新闻工具对世界农村的宣传潜力倒是比较一致，北爱尔兰处于乡村社会的忠实部落和城市支离破碎的奇特稳定性的过渡中。1969年，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愤怒对抗被煽动，成为狂热分子之间的一场热战。这样，占优势的爱尔兰共和军注入了新的血液，分裂成激进的官员派和拥有较多地方支持者的临时派。1965年，民族解放阵线几乎在库拉索取得胜利，在玻利维亚的查科大平原，格瓦拉建立乡村革命中心的举事失败。吉利和马利盖勒大力说教，这些宣告了拉丁美洲城市恐怖主义的时代到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全国解放联盟，蒙德维的亚的乌拉圭民族运动组织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山地游击组织等证明了这一点。凡军事和警察抵抗力强大，民众支持有限，以及行动目的主要是破坏性的地区，游击队行动都已退化成为恐怖主义。公元前三世纪，吴起指出，一个不惜牺牲自已生命的人足以胁迫上千人。电视、无线电和报刊又把这种胁迫能力增大了数千倍。与此同时，1978年的伊朗事例表明，在顺利的情况下，非正规军队仍然可夺取政权。1981年初萨尔瓦多游击队协调一致的行动失败，表明胜利是来之不易的。1982年初的事件说明，由于1982年4月的选举号召民众非难这类运动，游击战是很可能严重动摇正规军的。在阿富汗，有迹象表明向山地发展仍是可行的军事主张。在津巴布韦，肖那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恩加贝津巴布韦独立人民革命军之间的战斗说明，爱国女英雄在游击队战士心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981年8月南非对安哥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目标进行了成功的袭击，表明经过充分准备和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是有能力对付游击队的。




地理的重要性




　　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家和评论家都强调地理因素在决定战争结局中的重要性。它涉及认真利用地形特征。在实际情形中，地理上的运用技能一直被认为是取胜的关键。1759年，戴热内指出，游击队首领“应掌握能够为部队绘制正确的行进路线、设营地及有待侦察地区的计划”。1970年，马利盖勒告诫城市游击队，“要了解一些地形测量知识，要能使用仪器和掌握的其它手段确定自己的位置，计算距离，绘制地图和计划，根据比例尺……”。



　　显然，若要分析了解这种战争形式，必须具备高度的地理知识和对地形的熟识。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1698年写道：“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形之妙，亦莫如孙子”。冯·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游击战争时引用了五条取胜的条件：



　　1、须在国内进行游击战争；



　　2、最后结局不能以某一次战斗而定；



　　3、应把战区向大面积扩展；



　　4、整个国家支持游击战争；



　　5、国家地理情况不规则，非常复杂，例如：山地，森林地或沼泽地，或者因为是农业国而造成这种状况。



　　以上几点中、除了第二点外，其余都是地理条件。



　　游击战和反暴乱的战略战术



　　在我们描述暴力的政治运用时，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可用以区分从正规军到分裂组织再到单个恐怖主义者这样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然而，有一种一般已得到公认的中间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非正规军或游击队在其行动中把军事的和心理的目标结合起来。与常规战形成对照的是对游击战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游击战争的选择和机会与那些对付抵抗和反暴行动的选择和机会完全不同。



　　有关游击战的著作多得很，其中相当部分是早先游击战实践者的心得，这些人运用笔杆如同挥剑一样轻松自如。这类著作的大多内容是详细描述的常识和历史车轮的再创造。历史上充满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具有这类小册的便利，但他们凭借天才或在实践中很快学到的经验把战争打胜了。游击战战术的核心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敌方往往占有地盘上的优势，而它的士气和力量会因为千百个小“切口”而逐渐削弱。敌军被迫扩大其补给线和通讯线，分散其火力，从而其内部联系和翼侧可能被切断，而其决心也因为连续地遭袭击而削弱。打了就跑、声东击西、破坏活动、恐怖行为和伏击，是游击战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斗中为避免酣战，佯攻和逃跑是主要的手段，而且从战略上讲，游击战通常是防御性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在战术上必须采取进攻。显然，这落入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方法一类了，游击战为其倡导机动和突然性提供了一种启示。事实上，他把传统的游击战的攻-防颠倒过来了，成为纵深突破的防-攻形式，在这种样式的战斗中，战略的完善性在于无需经过战斗就可制定决心，利德尔·哈特所说的战略进攻避免兵力集中，最大限度地迷惑敌军，打乱其内线、组织和精神平衡。游击战和利德尔·哈特的游击战变种所需的机动战术和诱骗战术，在毛泽东根据孙子思想概括出来的口号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我们就是以此句名言作为本章之开头的。



　　游击战中交战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对民众的控制权。因此，为了取得胜利，任何采取反游击行动的军队都必须不仅要在军事上击败游击力量，而且要实现离间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和确保大众认可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存在这样一些政治目标，“搜索和摧毁”战役必须与恰当地希望赢得“人心”和“思想”相结合，必须与保障有可行的政治权威相结合。战术的运用应根据游击队所占据的地形和其社会结构而决定。对于小股力量在国外发动的冒险性侵略，象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采取的行动，实施快速的机动突击就行了。如果是属于当地游击运动，拥有一定的民众支持，象越共，那么空中突击必须与努力控制地域结合起来。“铁锤和铁砧”战术和积极巡逻务须与“警戒和扫荡”或“分区控制”措施相协同。通常，还需要地域控制和快速突击力进行一定的结合。



　　军人守旧是个通病，正规军在对付游击队中遇到的大多困难，起因于他们不能将其行动规模缩减下来，以去适应对手那“捉摸不定手法”。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迅速而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有助于防御性游击战的自然的和人工的地形的例子，这就是1169年后的诺曼底人对爱尔兰的征服。斯特朗勃的部队避免了用重骑兵实施全正面攻击的封建军队作战倾向。他们采用了迂回战术，灵活地穿过沼泽地和森林地击溃了盖尔族人的剑手队。他们在占领的土地上，构筑城堡，在控制点上修筑小据点。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迅速地入乡随俗，使用他们取代了的贵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胜利了，因为他们拥有一支快速而灵活的突击部队和长期据守所占领土的有效手段这样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所立即制定的谋略，后来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重新学习。



　　先研究战斗力。首要的是掌握足够的武器和火力，以将随时随地发现的游击队（不管其是在休整还是在行动）消灭。这样就需要小型的快速机动部队——空中突击队。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苏丹、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促成加利埃尼和利奥泰详细制订了反暴用的“油渍”战术。这种战术的军事成分先于民事行动，它有赖于尽可能地达成高速度和获取极可靠的情报。把最初的目标地区分成若干个作战区，这就是所说的“分区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索”，即派往分区的部队以快速运动分队，在己军的协助下和民众情报的支援下，清除叛乱者残余。他们这种迅速的迂回运动被描述为“旋风”——即“旋风战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更严重的对抗，萨兰采纳了奥德·温盖特的“据点”思想，掺进了自己的“空中堡垒基地”意见。这些就是空中补给的要塞，设在反叛力量曾占优势的边远地区。这种作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象征性的，同时还能引出游击队，以便发挥火力的优势。如果游击队自已能集中足够的火力，而基地设置位置又很差，象奠边府那样的浅宽盆地，那么这种战术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美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溪山重蹈了这一覆辙。声称在那里取得胜利是不现实的，因为武元甲只是合围了那个地区，吸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处于优势，于此同时他集结部队，准备发起“新年攻势”。



　　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正规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行动规模从地理上和人数上缩减下来。对于那些具有大规模常规冲突胜利历史的军队来说，尤其是应该如此。英国在马来亚的行动中占有指挥上的优势，它的指挥官曾跟随奥德·温盖特的欣迪特在缅甸作战过。学会了应付雨林和热带森林覆盖的山地环境，以小规模的独立编队进行作战。负责作战指挥的坦普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环境作为一种治安问题来考虑，强调维持乡村一级的治安，强调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国家是最终目标。在塞浦路斯，哈丁看来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对手格里瓦斯的话说，哈丁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已到饱和程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部队之间也相互干扰，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机器。格里瓦斯暗示说，如果采用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的小规模反暴部队，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马来亚，英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恢复了特种空中勤务部队。在马来亚取得的经验和制订的方法后来又传到肯尼亚、亚丁和婆罗洲。特种空中勤务部队是专门用于担任这种特殊任务的，近一点，在北爱尔兰用了，还用以对付英格兰的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最明显事例是对伊朗大使馆（伊朗驻英大使馆）的占领。1961年，当时人们普遍对游击战的政治兴趣和关心达到高潮，美国组建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适于赢得人心和思想，而且还为击败游击队提供了纵深的活动中心。



　　1965年，美国直接地、全面地卷入越南战争，战区司令者是威斯特摩兰，他是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领土的地面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简单地改变了其水陆两栖战术。改而使用垂直包围的直升机战术。空降部队战斗实质上跟它一样。这种作战强调的是根据测定的某个客观标尺去争取胜利。击毙对手的数量，说得好听一点“数人头”，成为战斗的目标。在封锁和包围越共的搜索与摧毁的杀掠行动中，重点是杀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军事目标是杀人，因而它取代了和平这一最终目标，而和平的特点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么有形了。美国一名高级军官曾这样概括了这种战术：“抓住人头，就可赢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确根据环境和政治形势区别对待，缩小了战斗行动规模，采用了“鯆鱼”战术。这就是运用小规模的分遣部队，更频繁更迅速地扫荡敌区。



　　控制与和平职责是利奥泰“油渍”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军事行动只是必要的前提，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一旦肃清了叛乱分子后，国民政权就要接管“分区”。政府以保护、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争取当地部族人。这种油滴掉在这些地上，缓慢地但有条理地扩散法国的影响。在南非作战的英国军队时常受到在战术上占优势的布尔人的骚扰，因此，他们对为布尔人突击队提供后勤支援的当地居民采用了更加残暴的控制手段。布尔人分散的农场被夷平，把没有介入战争的居民集中到集中营中。在爱尔兰用以在居民中搜出游击队的方法，在巴勒斯坦逐渐演变成警戒和扫荡行动，很难有助于使其军队受人爱戴，相反，却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



　　英国在马来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进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曾建立了中国土地占有者的权力）；在于推行“新材”计划，增强了治安，便于管辖农村居民；还在于当局任务明确，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会。1959年，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开始实行类似的“农业城市”计划，加强对战略村和乡村的控制，防范越盟的袭击。1962年，在罗伯特·汤普森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的建议下，南越开始实行一项发展“战略村”网的计划，把军事和政治目的结合为一件。实质上，这一作法是为吴庭艳政府花美国援助的钱，增强对民众进行政治上的监视提供一个借口。然而，事态发展不是象汤普森建议的那样，从湄公河三角洲象油渍一样稳定地扩展开来，而是整个国家都普遍建战略村网，过于扩大了。1963年年底前，11，000个村庄都成了战略村（整个村庄的三分之一）。然而，操纵这战略村网的地方的和军事的人员及机构却没有。援助的经费为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一个贮蜜囊，许多情况下，战略村实际上只不过是集中营而已。村中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越共则为与人民建立的这种密切关系而辛勤耕耘。



　　1954年一大群从印度支那回来的法国官员承认游击战争的威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动。“革命战争”理论需要人们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以用于灌输军人和老百姓，同马克思主义者作战。这种理论问世后，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证明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



　　历史上游击战的动机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说明了赋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简单的唯一的重要意义是虚假的。在煽动游击战或常规战争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唯一的最强的力量。




地理分析




　　游击队和反暴部队之间在政治和心理上有利条件的均衡，也许是随地理处理不同而有新变化，但是这涉及普遍接受，我们至今还未获得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在此种情形出现以前，地理学家能为人们提供两种类型的见识。首先，具体地对发生战事的地区的独特环境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做得到的。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研究的前辈拉克尔倾向于把这视为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受益于对地理上培养理解力的重视。相比之下，我这里提议的是，采用一种更为抽象的方法，归纳出游击战可能胜利或者可能失败的地理环境的特点。



　　关于游击战和反暴战斗效力辩论所依据的衡量尺度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在兵力上的对比。通常，军界或宣传部门提供的资料说正规军在人数上至少要七倍于叛军，这样才能有机会打败对手。这种理论最近在萨尔瓦多重现了。这种比率在关于游击战的论著中是有见的，但是未见其它什么地方有支持这一主张的分析根据。然而，从历史上看，十分明显，游击战就人数上而言，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即使仅仅钳制它们，通常也往往需要很大的兵力，在1809年至1812年西班牙战争中，3，000名游击队牵制住了18，000名拿破仑军队，使他们忙得团团转，游击队与正规军队的比率是一比六。而英军为了打败布尔人，则需要二十比一的优势。本世纪五十年代，法军在阿尔及尔尽管有类似的人数优势却被打败了。在1919年至1921年的动乱中，兵力仅3，000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功地牵制了43，000名警察和军人（以上的数字均是拉克尔在1976年提供的）。在麦克斯韦尔·泰勒和威斯特摩兰指挥的越南战争中，这种十比一的比率广泛流行。但是，1965年，泰勒却声称，需要有二十五比一的优势以击败越共。这种想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需要庞大的支援和作战部队与战斗保障部队的比率低，因此美国和南越当时在战斗中只能集中五比一的优势。



　　要研究这一兵力优势的地理方面，我们只能求助于历史记载。而这种历史记载错误颇多。上表中列出了经筛选的1945年以来的一些战争中游击队和其对手的兵力对比。这些数据出自各种来源，因此不免有误。出现这类错误的原因，一是缺少资料，二是由于施行政治欺骗的缘故。鉴于有些游击运动是自发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而且游击战士又很容易与平民化为一体，这样就很难计算出游击队的具体兵力，因而时时要考虑到数字上有很大波动，有时交战的任一方都可能出于宣传目的而故意夸大或缩小作战人数。在写本书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发难，搞了个激烈辩论，指责威斯特摩兰将军扣发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共的资料数据。这一指责的大意是，实际估计的是越共有600，000兵力，而当时说只有285，000，也许正因为低估而可能导致约翰逊总统于1968年决定撤出越南。



　　当游击组织扩张，超出政治边界时，要确定有多少战斗人员跨过边界行动就有困难了。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很难确定谁在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同样，对于这种双重力量，也不容易确定哪一部分是完全投入反游击战的，警察和民兵参战的程度有多大，战斗和保障人员的比例是多少，还有多大部分的勤务支援是专用于反游击战。由于存在对现实的辅助的或秘密的支援，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的美洲国家组织或北爱尔兰志愿军，兵力数字统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观测范围限到一个国家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对付叛乱的那些事例上。凡有关参与反叛行动的正规军、警察和民兵的数字只要确切就给与使用，而非官方宣布的参战人数则不包括进去。凡有关所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的数字，不管其基地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的，都算在内。不过，“有生力量”没有确切的定义。



　　显然，有些所谓的游击战争实际上只是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这种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胜的可能性极小。这种冲突必须排除在考虑之外，因为这种游击队很难具有任何真正的有效意义。确定有效的一种可能性是只使用以往战争中胜利者的人数。以设法区分参战者、战区、人口密度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这就排除了当前的斗争，将余下的观测结果减半，提出了给“胜利”下定义的问题。游击战往往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手段见分晓，而且在战争的很长时间以后，这种政治努力还能起影响。外部因素对许多结局起着重要影响。通常，游击活动仅仅是发生在从全球进行不可避免的大撤退的前面，或伴随着这种撤退进行，或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因此，将双方最活跃、战场打得最激烈时的冲突双方的数字制成一览表，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就军事而言，此时双方都可说是在最有效的状态，达到了暂时的力量均衡状态。



 



　　只是1945年以来的战争才用来确保通常情况下技术发展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使人口密度和地形的效应不受武器、车辆和交通通讯方面的重大不同的混淆。我们可以设想正规军至少拥有空中支援、直升飞机和机械化运输能力，而在这种情况下的武器的威力也是一样的大。



　　一旦进入将分析用的素质统一起来时，战区划分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了把正规军和游击队之比中的变化与地理变化相联系，显然，有必要围绕行动划一条界线。鉴于游击战在流动中发展强大，尽量避免建立根据地，要划这种界线是困难的。因此，公开发行的地图上对这种战区的勾划很少明确划界的。为了一致性起见，加之在缺少更好的情报资料的情况下，我们选了整个政治单位地区，选了曾经多少是战区的实例，舍去了明显不是战区的东西。这样作确实将近来发生的纯城市游击战的情况舍去了。在其它设想与实际分离的情况下，它都是有别于通常可看出的倾向的。



　　这些数据确实证实了游击战斗是节约用兵的，只有在柬埔寨是个例外，在那里游击队人数上超过了正规军。即使在这里，反叛一方也由于越南的支持而增大。在七次战役中，游击队以大于十比一的优势取得四次胜利。在希腊，也需要有十比一的比率，但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比率就可小一些。这种比率同对反叛事业的同情程度之间关系看来是复杂的。表中第三栏列的是作为代理人卷入游击战的情况下，游击队兵力与居民人数之比。在确定游击战中双方效能时可能起作用的明显地理变量是，目标存在的可能性，支援和能提供掩护和隐蔽的地形特点。从表面上看，可达性和地面运动的难易性似乎是考虑的重点。但是，略加思考，我们就得出，如果我们设想双方都具有认识的能力，而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永久性的技术差距，这一性质，双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轻骑快速部队取得速度上的优势后，平原游击队骑兵才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哥萨克人是在森林地的外围而不是在开阔的大平原战胜了拿破仑。直升机和攻击机削弱了游击队对正规军的机动力强的有利条件。劳伦斯的沙漠地战斗若在今天条件下就不可能持久。在城市条件下，如果交战双方都有汽车，可接近性的作用就被相互抵销了。在这种情况卜，能找到掩蔽物，就是游击队的头等必需了，而即使是有了掩蔽物，也往往被红外探测器所贯穿。



　　如果我们先考虑支援和目标密度的变量，那么支配既定地区所需的游击队数量应随着目标数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加强。同时居民为游击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战争的目标密度，须记住这是对合法当局的不断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况下，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后勤支援和情报供给，可能会导致支配空间所需的数量上出现下降趋势。同样，随着人口和目标密度的增加，正规军和反暴乱军所需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时正规军要进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击战术的有利条件。塞浦路斯的事例说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会发生饱和，而且军队人数的增多了战斗力却下降了，因为军队多了互相干扰，碍事。战争中，正规军或反叛军中任一方要取胜，其所需的兵力对比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及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程度。人们越是支持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力就越强，正规军对付不同密度游击队时，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现在来谈掩蔽物变量问题。显然，控制一定地区所需要的游击队兵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加而减少，所以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强。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结构越是复杂，就需要越多的正规军进行搜索和控制，因此，可见反暴的效果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过去十年中，反抗运动转向世界的各个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筑物稠密这一有利条件。1915年，詹姆斯·康纳利指出，城区的地形与自然起伏不平的乡下地形有相似之处，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峡谷和隘路。然而，康纳利并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正是进行运动战的地形。






兵力与空间之比随人口密度变化图



　　我们在上面讨论当中介绍了利德尔·哈特关于军事强度的衡量标准——“兵力与空间”之比。对每一场战争，我们都计算出了每一方的这种比例，并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栏中列出来了。第六栏是根据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标和支援的密度。很显然，地形结构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时，地区结构会随人口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一初步分析中，我们不妨用其作为我们的地理变化的代用量。为研究兵力与空间之比的效果如何随密度变化，我们在上图中将有关胜利者（不管它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的数值列出来了。



　　画出的点太少，太特殊，难以反映出适于概率处理的随机变量的观测结果。然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用勾划出的有关正规军和游击队胜利的倾向线予以表示出来。看来，很清楚，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目标、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潜力的增大而增大。为在高密度、高强度掩蔽的条件下取胜，政府军必须达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优势。在人员稀少的开阔地带，这种兵力优势少一些，他们也能取胜。这明显是对将游击战引进城市的一种诱惑力，正如图帕马格斯人做的那样。这种有效性分支的推论对于解释为什么暴乱活动的重点转到城市大有帮助。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发生变化的是指挥者、领导者的意志和残酷程度。在中国，日本轻易地以25万人的军队牵制了40万名红色游击队，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恐怖活动能引起巨大的灾难。共生者解放军只有十人，而英国狂暴旅只有八人。这些事例中的均势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英国军队也象苏联军队那样使用图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制定的与白匪作战的战术，采取残酷的行动，那他们就能消灭爱尔兰共和军。1916年，英国军队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即如果向某地派驻军队，民众对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随着增长，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增加行动的强度和暴力程度，只能直接助长反抗力量。苏联干涉东欧极可能会发觉自己在制造这种恶果。即使在阿富汗，苏联军队也必需留神，它的90，000士兵和大量武器装备全面出动，来消灭抵抗力量，而不管伤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居民中引起反感，那里人们对巴斯马赤的活动记忆犹新，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类活动在阿富汗境内的突厥人中仍存在着。



　　虽然，决定暴力冲突最后结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环境，局部情形和机遇等使制表或进行量的计算具有很大的推测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劳伦斯这样的游击战争实践者确实认为“代数因素存在于最终的决断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们上面给出的类似项目进行计算的。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以至少揭示优势均衡的边界条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09章 城市战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 《孙子·谋攻篇 第三》



　　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于防御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敌劫掠的地区，农民们不顾去地里干活距离遥远，将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寻求集体安全。伊朗的有围墙的村庄，阿特拉斯山脉中的柏柏尔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区，都属于这种居民地。然而，这些居民地并不是聚集着象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非农业活动，因而并不是城市居民地。这种城镇实质上是一种转运现象。用以住宿、放置机器、贮存摆放商品、提供服务和信息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生产、交换、管理和娱乐等活动中的时间消耗。各种活动需要空间，这样非常靠近的有利条件又可能得到发挥了。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因而，城镇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会里，未来的征服者为取得控制权，必须要夺占城镇。即使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城镇在物资供给和权力控制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假定这类城镇具有军事价值，城镇位置和布局的选定需要考虑到防御。为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控制地域和对经济实施监督，城镇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线的关键地方。城镇的位置如有较高的战术价值，它的确定往往考虑到阻止攻击和有助防御。塔古斯河上的托莱多，位于一个接近环形的弯曲部，威尔河上的达腊姆，也位于一个类似的弯曲部，这两个都是具有居高临下的环境和场所的极好实例。就托莱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谷口上，扼制着峡谷前的最后交叉点，并且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基地，由此出发挫败穿谷溯流而上的企图。达勒姆则位于鼓奈恩斯河东岸的主要通道上。



　　防止人、马和射弹攻击的建筑上的措施是建墙。为降低建墙费用，最好是尽量限制要包围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建筑物密集、布局紧凑。尽管城市街道布局的设计汲取古代马车驾驭者营帐的配置，具有四方格的特点，以便利通行，但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目标是防御，因此决定着街角有壁垒，用以作为一种障碍物，防范重型武器的入侵者，迫使其经常转弯并隐蔽其位于路上的辎重，从而阻制其行动。黑色火药结束了城墙围栅的效用。为经受住炮击或暗中破坏，需要有一定的防御纵深。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市周围构筑了壕沟和壁垒，配有棱堡，俯视前方，并互相掩护。例如，在位于扼制通往佛兰德通道的利尔周围的沃班，这种防御技巧在工事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一旦城墙或土木工事被突破，由于围攻的人数通常占优势，继续进行巷战必然招致一定的残杀，只有投降才能真正有希望生存。



　　在城市里，狭窄街道、密集的建筑物为基层单位抗拒中央政府的统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一旦这种有利的防御条件与影响军队各级的民族政治意识结合起来，它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1792年、1795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街垒，无疑对法国政体的去从产生了影响。然而，它们却抵挡不住残酷的和协同的军事行动，就象1795年拿破仑用炮兵所证明的那样。1916年，英国军队在都柏林重复了巴黎的教训。第二年，觉醒的士兵拒绝镇压圣彼得堡街上的暴动，从而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背后，战争和饥饿使之发狂的富有战斗性的城市工厂和运输工人，形成了革命和苏联结构的基础，由此扩大，最后于1917年底开始统治俄国。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几乎被困死——街上的战斗只是内乱，1914-1918年的战争中，城市中发生的是小规模战斗。在这个时候，房屋和建筑物已开始向野外扩展（大约在1750年大英帝国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比利时、诺尔河流域、鲁尔河流域、西里西亚及各国首都的边缘都在纷纷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对占据城市对国民经济与政权日益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导致利德尔·哈特和杜黑系统地提出了战略轰炸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战斗代价高昂和毁坏严重，而这又是任何征服者为获得胜利成果而不得不进行的，这就导致了相互可接受的限制战争规模和明确地或含糊其辞地宣布开放城市，如巴黎、罗马、马尼拉就是这样。为避免马尼拉遭到破坏并拖长防御，麦克阿瑟撤退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在其返回吕宋时，山下宣布该城市是开放的，尽管一些不属他指挥的日本军队在城市里有点放肆并打枪。1940年，德国国防军迅速地攻占荷兰密集的城市地区，并以伞兵部队和坦克相结合占领了这一冲突走廊的各个关键点。



　　1940年年中，德国空军无意中轰炸了伦敦市民区，导致丘吉尔对柏林发起空袭进行报复。希特勒又以闪电袭击作了回报，将杜黑的理论付诸实践。这一行动的动机是纯粹的报复面还是意在引起平民百姓的恐怖，至今尚不清楚。所清楚的是，只有戈林将其看作是入侵的序幕。对此，希特勒及他的元帅和将军们都听之任之。这一对城市的轰炸和盟国的反应证明是个战略上的失败，它反而起到了增强被轰炸者中的民族抵抗决心的作用。尽管如此。战略轰炸的效力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在技术上向前推进到广岛和长崎事件时达到了毁灭的高峰。它为大规模报复提供了有效手段，而且目前已达到毫无限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北美和欧洲的主要城市成为这种难以避开的摧毁的抵押品。



　　使所有大国军队对城市地面战斗的态度涂上迷彩的经历，是1942年秋季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希特勒下令保罗斯和第6集团军攻占该城市。这样做的战略意义不大，好象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以证明德国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优势，开且实现一个古老格言，即谁渡过伏尔加河，谁就将征服俄国。德国人最初从城市边缘穿过居民区向市中心推进，虽然说俄军的强击群遂屋抵抗赢得了时间，但还是比较容易。一周内，他们就向城市中心突破了，在两周多的时间内便占领了它。不可逾越的防御在内城工厂区。在这一地区防御，可充分利用大量建筑物的有利条件，而且近战和烟幕使德国的空中优势不能发挥。在这里，德军面临冬天将至和苏联7个集团军（总兵力一百万）正在向该城开进中，俄国人使此地成为消耗保罗斯的补给品和弹药的地方。苏军结果合围并歼灭了德第6集团军。



　　俄军向西进击，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夺取基辅、列宁格勒、华沙和柏林，使数量的作用牢牢地铭刻在苏联的军事理论中。这一集中兵力的理论认为，在农村夺取一个预有设防的阵地需要三比一的兵力优势，而在城市要保证胜利至少需要十比一的优势。苏军的下一个主要经历是1956年在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们为镇压反叛进行了四天巷战，杀害了25，000匈牙利人。



　　盟军在卡西诺、布列斯特、阿纳姆、亚琛和鲁尔区都经历了城市战斗。自那时以后，美国军队在汉城和1968年在越南的新年攻势期间的顺化进行了不大的城市战斗实践。后一个经历是否包含现代大城市作战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怀疑。它部分是古代中国城市设计的密集的阿纳麦泽城翻版，部分是十九世纪法国殖民地兵营模式。英国军队把警察的职责同在耶路撒冷、尼科西亚、亚丁、贝尔法斯特和德里防暴行动中的小规模战斗结合起来了。法国在阿尔及尔也是同样。德国军队不会忘记1945年的后卫防御，并比其它任何军队更清楚地意识到今后将不得不在其本国城市打一场防御战。



　　不论什么样的实际经历，分析家和军事部门已认定城市防御较农村防御更有利。他们预见的兵力对比也许与苏联预见的不尽相同，但他们所想象的幅度大小是一样的。由此断定，城市战斗的首要法则依然是孙子所说的：“吾将趋其后”。



　　这种看法好象是建立在对密集的高大建筑物群的印象的基础上的，这些建筑物提供防御性掩蔽物，被毁后成了坦克陷阱。这也许仍然适用于对以老式样建设或重建的城市中心的特征描述。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巴隆·奥斯曼希望使巴黎中心为工人阶级所较难以防御的城市时，他采用了类似二十世纪都市郊区所采用的设计标准。巴隆·奥斯曼将宽阔的大街设计到城市的中心，使城市采光好，空气新鲜，并使步兵能够开进去。为降低传统的街垒的防御潜力。他加宽了道路和加大了建筑物间的空间。尽管较古老城市地形和新都市郊区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北约军事部门看来是确使克劳塞维茨的第四条战略原则，即战区对防御的支持越来越大。他们充满自信，认为从1945年以来，欧洲建筑物稠密地区急剧扩大，势将减缓华约军队任何侵略性强攻的推进速度。北约的美国部队当前的军事原则反映在美国陆军学校的《城市战斗报告》中：“西欧城市地区的范围急剧扩大，给美国陆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提出了独特的形势。鲁尔谷地、汉堡地区城市蔓延，同陶鲁斯山脉的天然防御阵地连接起来，加上法兰克福区，为防御一方提供了大规模的建筑物稠密地区（障碍物），侵略者必须穿过它才能继续向前推进”。



　　自1945年以来居民区和商业用地的扩展，主要是在人口密度低的郊区，它是以使用需要密集优质道路网的汽车为中心而规划的。这种道路网被有限的通路和分散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住宅区是分散的或成小片分布，其周围空间很大。它们大部分是一、二层的建筑结构，墙体较厚。这里有大量的开阔地面，标志着这一人工地形是世界上的战略要地，特别是西北欧更是如此。有人会提出，在战术上讲，这种郊区地形易攻难守。假如情况如此，其战略含义便是，都市郊区的长而宽的地带将构成最佳的推进路线，譬如苏联对西欧的进攻。这将使北约的这种希望破灭，即城市化的地形会有效地阻止华约军队的行动，以便在苏方攻抵大西洋前能考虑通过谈判达成停火。为了试验那种设想，需要证明郊区的潜在被突防能力。




对城市地形的评价




　　我们必须从军事的目的出发，对城市的天然的和人工的地形作一分析，以帮助指挥员定下战术决心，利用地形，使之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人。对进攻者来说，归根到底，进攻路线的选择，有待于对各种供选择方案中的地形的可突破性作出估价。而可突防性则是根据权衡地形所能提供的机动性和掩蔽之后而得出的。突防速度则受制于地形为机动性所提供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是对入侵者而言的。其它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某一具体地形所能提供的掩蔽物或碎石堆的量。而这些则为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显然，掩蔽物能够使机动性化为乌有，反之亦然。隐蔽，即以防被观察到或被仪器探测到，防御和进攻均可采用。然而，不可见性给进攻带来的突然性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保守地说，我们可将其看作是一个中性因素，既可为进攻者服务，也可被防御者所利用。



　　让我们先探讨一下攻防相抵的机动性。显然，以武力夺取地方的难易，不仅仅是一个从攻击出发点到目标的路线是否畅通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这些路线的运输承受能力问题，它也取决于如果在某一进攻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时可否很容易地采取其它路线。对同一敌军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交通网密度的机能问题。道路网越密就越方便，因此就越容易绕过对方抵抗，或越容易进行翼侧包围。举最简单的方格网为例，假如在此网格中的某一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但能将其包围，那么，穿过这一既定区域所需多花的时间，等于某一环节的长度。道路的格子越细和网络越密，距离显然将越短。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假如速度是核心问题，哪儿通往市中心的道路越密，进攻者就可能将接近路选在哪儿。机动性与至市中心的距离间的关系是反比关系，见下图所示。






可突防性与道路和建筑密度的关系



　　可以设想，坦克在前引导的突击（苏军拥有偌多的坦克、装甲车，预期它会这样做的）将尽可能地沿道路前进，越野速度较之硬面公路上可达到的速度，还不到一半，在潮湿的气候下甚至更慢。在这种情况下，从防御的观点看，同样兵力在道路网稀疏的农村环境下较之在道路网密集的城市地形条件下，能防御更大的正面，这一点好象是很清楚的。



　　从防御者的角度看，城市地形显然可提供更多的掩蔽物和封锁前进路线的材料。市中心的大量材料可用以构筑巨大障碍物，而各种建筑物则可用设置高处观察点和火力点。十九世纪末，大半是环绕城市中心的一排排房子，为设置街垒和设伏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然而，分散的郊区住宅建筑极易被包围，而且也不能为防御一方提供足够的瓦砾或有利条件，以对进攻军队构成重大的障碍。德国标准住宅的地下室的确给防御者提供了掩蔽处和隐蔽处，但是，有炮尾焰的武器不能在这些地下室内进行射击。尽管美国军队坚持认为郊区具有防御价值，但他们显然赞同郊区所能提供的掩蔽物和障碍物是有限的。这一点从他们给其陆军战斗部队和参谋人员进行的战术训练中看得很清楚，如参谋学院1978年教范《（欧洲条件下）前沿部署作战课程和积极防御中的城市地形上的军事行动》就证实了这一点。该教范说分散的住宅建筑顺街道有250码的射击距离和125码的交叉火力射击距离。这显然是限制了防御者从推测到进攻的军队到对其作出反应的时间。通常，在这种地形上的道路宽度为15码，但由于大住宅建筑一般收进，住宅间的间隔通常为30码．这似乎有利于装甲部队行动。北约的许多武器是为在开阔地上使用而设计的，射程一英里左右，因而不适宜在射击距离只有一百码的城市战斗条件下使用。“陶”式反坦克导弹在封闭式的空间里发射，其弹尾焰必然会伤害或致死操作手，并且在通常的城市交战距离之内有线制导导弹打不中目标。在这些环境中，被淘汰的3.5火箭发射器，即火箭筒更有效。“陶”式导弹的近程替代物是可自由使用的“劳”式反坦克火箭筒，但它只有击中履带方能使坦克丧失战斗力，并且在使用这种武器时，它的反弹会伤害操作手，或者打不中要害，从而使装备有火箭的操作手发挥不了作用。



　　参谋学院对都市郊区的叙述认为，“街道上的障碍物因其能易于绕过，所以价值不大”，“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接近路在这类地区有的是”，而且“瓦砾对机动的影响也不大”。尽管有这些研究结果，但当进行综合评价时，美军认为郊区有利于下车步兵进行防御，但有点不利于装甲车辆的进攻或防御。就北约一贯的作战样式和武器而言，恰恰相反，郊区看来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日益有效的掩护。鉴于华约爱好使用轮式车辆，他们往往倾向于沿道路行进，而其主要的接合部是在市中。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在设计新式坦克时已经考虑到郊区的条件。住宅建筑密度小，而周围树木多，其所提供的隐蔽，进攻者所受益处至少同防御者一样大，在这种情况下射击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上，郊区可以隐蔽一支装甲部队的推进，就象南非草原的高草和起伏地遮蔽住了塞特维亚的祖鲁人的武装部队的推进，直到1879年他们在赫尔瓦那岛（伊散德尔瓦纳）碰上英国人。



　　假如我们只考虑城市地形提供的掩蔽物，那么很清楚，从农村转到城郊环境这种掩蔽物略微有些增加，并且只有达到较接近市中心时才达到军事上较为关键的时节，在此市中心可遇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建筑物或密度同样大的取代它们的现代建筑物。假定防御具备掩蔽的有利条件，那么防御者对进攻者前进速度的减缓，将与掩蔽物的多少成反比。大体说来，速度由农村到郊区的过程中逐渐下降，然后到了密集的城市中心时急剧减慢（参见前图）。



　　把距城市中心越远，建筑物提供的掩蔽物越少，同道路网越稀，机动性越下降结合起来，由于掩蔽的优势因道路网的密度降低而抵销，地形的可突防性也许完全可看成是提高了。那么入侵军队的速度就象是一个火山口的脊，在城市中心周围形成一个面向里的急斜面，以及在城市农村交界地区形成一个逐渐变小的倾向坡。通过这种地形，阻力最小的通路，除了城市中心的凹地周围外，还有郊区的高地。




战略意义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合理的，概括也是能代表德国都市郊区特点的，那么俄国军队的最佳进攻路线将是沿西德城市之间主要的东西走廊运动，对城市市内地区实施扫掠，但绕过开阔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郊区的有利条件。这就意味着径直沿赫尔维格推进。赫尔维格是历史上德国的中心线，穿过人口密集的肥沃的黄士带，该黄土带将欧洲平原南部的台地一分为二。沿这条路线推进将席卷不伦瑞克、汉诺威、哈默林、帕德博恩和多特蒙德，绕过鲁尔区外围，夺占欧洲经济的北莱茵河中心，尔后进入莱茵河三角洲的密集城市区。这种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使中子武器失去意义，因为进攻大多可得到郊区居民的掩护，而不是沿城镇之间的农村间隙推进，这种地方是打算使用中子弹的地区。对这种屠杀的最好的防御是在城市中心的后方展开，使各路进攻纵队又分成若干纵队，使进攻的先头突击部队疏开并分散，因而使整个入侵军队都易遭到火力杀伤。即使到那时，这种挫败敌人进攻的策略也许远远不足，都市郊区可能证明是对北约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美国军队目前所认为的是防御上的有利条件。



　　军事训练中一贯强调开阔地战斗，这是一个因可资利用的训练场地而造成的问题，也许也是一个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巴顿的影响所致的问题。在德国平原上的机动战的罗曼史很可能被看作是崇拜直到1914年英军中都还保留的骑兵的现代化名词。这种军事上的浪漫主义，加上选择最适于开阔地射击的武器，确实看来象一种与时代不合拍的纵情。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经验和先例无法教育我们。地理景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新的方式改变了。城市在军事地图上已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点了，而是地面的一大组成部分，可供战争当战场用。



　　过去的著名军事学术家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但是，后人可以学习他们对事物的普遍敏锐，以认识新的形势。要夺取对方城市的俄国人务须遵循孙子的名言：“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即使美军把都市郊区看作是利于防御的地方，西德军队和政府也肯定不会忘记美军野战条令中的这样一句话：“进攻或防御一个城市的决心，也许相当于摧毁它的决心”。以他们看来，德国的都市郊区是有待通过前沿部署来保卫的目标。西方有避开破坏性防御的倾向，这就等于为对方开辟了一条进攻路线，对此，苏军不可能不重视。苏联的军事原则包含使用“城市包围战术”的可能性，以对付战术核武器，并利用城市所提供的通行便利和隐蔽条件。苏军预期在进攻中在城市地区进行战斗，设想每30英里左右有一座城市；他们意识到城市的方位和距离对反坦克武器有效射击所需时间的限制。就目前所知，北约军队目前的观点是，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任务是阻止苏军的一切进攻，靠积极防御赢得时间，以求得政治解决。从他们透露出来对处置地形的理解来看，他们看来甚至对这一有限的战略任务都没有准备。




城市革命




　　1968年新年攻势中，越共的意图是由郊区包围西贡，而不是去占领城市商业区。这一作战意图既是军事性，也是象征性的。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把斗争扩展到城市地区的边沿。闹市区的一个目标是美国大使馆（美国卷入的象征）。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向城市进行了决定性的转移。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许多胜利确实可归功于城市的支援，尽管这由于学说上的缘故未加以渲染。城市的贫民区和确实复杂的郊区，提供了比山地更好的隐蔽条件。这里比较容易获得经费、枪炮和情报，地面上的目标也比较密集。纪康指出，在乌拉圭，游击队运动需要80%的人民的支持，目前政权的中心在庞大的集合城市。在这里，机动的打了就跑的战术将取代街垒而成为革命战争的样式。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人响应该号召，但因在蒙德维的亚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支援基地而失去了机动性，因为他们未能取得广泛的支持。他们成了军方易于攻击的目标，到1972年大部被消灭。在巴西，马丽赫拉鼓吹通过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这一三角地带中采取行动来动摇当局的统治。他于1969年被击毙，但推翻民主政府支持军人专政的革命目的达到了。在日益发展的城市世界中，任何包含或追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冲突必定要发生在城市里。南非的未来极可能是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郊区解决，而不是到纳米比亚的沙漠里去解决。



　　不仅竞争中的帝国主义的指挥者们，而且那些企图从内部颠覆或维护已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人，都将会发现他们的潜在战场是在街道和住宅中间。














	

 






	















	







	







	









 





	


	







	








	




	


第10章 冲突地带和战争谣传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 《孙子·虚实篇 第六》



　　当哈克特将军及其北约的将军和顾问们为其虚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设想一个爆发点时，他们选择了南非。他们对1985年世界形势的估价同1977年见到的一样，仍然是伊朗国王牢固地统治着伊朗。在该书出版的鸣谢和后来的译本中，哈克特重申了这一教训，即能够很有把握地作出的唯一预测是决不会发生完全如他们预料的那种事情，尽管有可能发生。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依靠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情报工作也未能在1979年预见到伊朗的事态发展，实际上他们手头掌握的关于当时形势的可靠情报理应足以使他们从军事观点讨论各事件中地理情况的前景时采取谦恭的正确态度。关系重大的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在凭机会就能改变竞赛中力量均势的领域里所作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得到了执行，这种竞赛诱惑力很大，可以让人冒险去孤注一掷。事件中所包含的内在不确定性、人作决定时的错综复杂的推理方法（由于它而不能彻底明白过去所作的选择，更不要说未来的选择了）、以及总是无法预见国防事务中出现的困难，这些都是防止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有效方法。我们所对的迥然不同的可能前景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测到将会出现哪一种。我们实在不知道最近发生的或久远以前发生的事件，更无法精确地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改进可用情报的数质量和提高搜集情报并将其变为作战情报的速度来减少的。可是，未来事件的进程显示出纷繁的前景，这些前景虽然受某种有约束力的可能性法则的限制，但在某些方面却是丝毫不受约束的，因此，其本质我们必然是看不清的。不管进行多少分析和推理都不会将这种前景的数量减少到可控制的水平。所以，为未来做准备应当是为进行一次汹涌翻腾的航行做准备。按预期将在已详细绘制了海图的平静海上堂而皇之地前进那样来安排事宜，将会招致灾难。特别是借某种过分简单的图示或地缘政治关系的概念把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态势搞得一成不变，那就会切断许多通往可接受的未来世界局势的途径。由于思想上对世界面貌的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僵化和大而化之的对策，很容易导致走上相互毁灭的危途。




战争的种类




　　人类激烈的冲突有多种多样。要懂得与冲突有关的地理学应首先确定某些表示战争爆发特征的战争种类，赋予战争类型的名称即使不是故意的话也充满了情感和联想上的道义上的含义。“圣战”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战争”被应用于最反动的运动所进行的战斗。“游击战”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民众的十字军远征，对另一些人则是可鄙的无政府状态和懦弱。“核战争”的锋芒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根据敌对的科学权威集团的专门知识来决定。表示在大英帝国和美国全面胜利的“世界大战”，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是人类反对邪恶的最高表示。对某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英雄，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敢闯入别人的领域，坐着飞机带上炸弹并把它投下去，这样做显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不然就是大脑不健全。核战略中使用的社会灭绝的威胁，大概会引起比个别暴行更大的恐怖。如果你要调查一件罪行，那么，一开始就把一些人的罪恶称为善行，那是令人迷惑的。



　　战争的叫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地理范围的说明与政治和社会方面相关的事情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地形和战术混合起来。游击战涉及各种战术，城市战涉及地形，世界大战涉及地理规模，国内战争涉及政治界限。这些名称常常是不加区别地和不准确地加以应用。从个别的政治暴力行动到精锐兵团的精确机动，什么都被说成是游击战。国内战争有些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间的斗争，而其它的则是地区利益间的战斗。按照南部邦联支持者的观点，美国国内战争并不是国内的，因为它不是想争取掌管中央政府。常常是若干原因相互交迭在一起。



　　为了用某种可能使我们对战争起因与本质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分清各种战争，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处在三维空间之中，其社会、政治和地理特征是可能变化的。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可以把有关的社会因素用刻度来表示。在标尺的最低一端，总是个人或小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搞的暴力行动，通常称为恐怖主义。然而，在人类历史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家族大概是基本的战斗单位。这不单单是指为了土地或荣誉而发生的争执。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无论普罗沃的正规组织或北爱尔兰防务联盟是什么样子，在直接寄予行动的少数派中有关的基本单位显然是家族。家族以外的各种社会类别未必成妥贴排列的等级。社会阶级和种族或宗教团体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有互相联系的，使一个社会阶层里包括了某个具体独立种族阶层的所有人，以经济或以感情为基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能涉及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混同，1917年以后的年代俄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种族团体之间的战争可能打破阶级的阵线，就象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样。另一方面，种族身分和宗教信仰可能同经济地位有密切联系，如同拉丁美洲印迪奥人和策迪诺人或黑白混血人之间的战斗，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庄园中的情况那样。签于这种潜在的复杂性，所以表示战斗员身分的社会等级应当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允许有联合阶级。等级的次序不一定意味着相互的次第关系是这样的：每个较广大的阶层包含着前面各阶层的一些有限的分阶层。在这种局面中，我们把实际的空间限制再加上去，情况就变得更明显了。假如我们使用“派系”利益团体这个术语划分小于国家的区域内某种社会统一感，那么很显然，这种认为是属于国家一部分的感觉就可能超出阶级、种族、宗教信徒，甚至家族的界限，就象美国国内战争中各州之间的情况一样。在派系的范围之外，我们感到了最主要的一种身分，这种身分在过去二百年期间曾经使人们相互斗争，这就是民族。在我们的社会尺度中比民族范围更为广大的可能是文化领域，它用一套共同的品格和传统习俗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不一定表明联合和联盟可能采用的形式。同类的国家经常被卷入争夺彼此的资源、领土和权力。联盟常常超出传统的文化界限。奥林奇派（奥兰治）的威廉在博伊恩打败了詹姆斯二世及其信奉天主教的追随者，这一胜利成了新教教徒战胜罗马天主教徒的象征，而威廉那时却同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结盟反对法国的主张，这是对历史的一个嘲弄。目前各伊斯兰国家采用的联合形式呈现出文化领域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种阶层划分图的政治轴心显然必定是从低于民族国家一级开始的，某个集团试图打倒执政当局，冲突由此而起。在这种州内一级的政治机构上面，我们应该加上一个跨国的阶级，表明还存在着某个追求权力的团体的组织系统超出国家范围的情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战争种类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一些国家是超民族的，例如联合王国和苏联。把民族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以赢得忠心，这还是比较新的一种方针，基本上是从法国革命才开始的。然而，民族国家很少单独进行战争。它们通常与盟国一起，企图从翼侧攻击或包围敌人。这种互相结盟的战争，是目前对我们生存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战争中，偏执狂达到狂热的程度，主权和责任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作战或介入战争的地理范围，即我们所说的第三维，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地区、地区之间、大陆、洲际、直至全球，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在地理范围上进行升级，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进去，从而增加大部分文明国家毁于核灾难的危险。目前，大国的策略是，试图设法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而把任何实际战斗控制在可能减少逐步升级前景的最狭窄的地理界限内。可是，战争升级的威胁，已成为事实，而且就在眼前。



　　用来描述战争的地理名称——城市的和农村的——并不说明地理范围，而是指遇到的各种地形。这种相遇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及大大小小的空间范围内。



　　分析战争的频度和分布情况完全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分类法，它至少能把社会构成、政治范畴和地理范围这些基本因素区别开来，并有效地避免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上的骂人或自吹的分类学。把战争的动机作为分类的一个依据是会引起争论的，但是，控制人口、领土和资源显然是一切战争的主要目标。从地理上来概括，战争的分布情况显然是由于三个主要问题的结果造成的：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平衡引起战争；为了消除国家内部的异议而挑起对外威胁以弥合国家团结上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裂缝；一国的国土和资源基础与经济和政治能力不相称，因而可能危害和平。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得到一个人口稀疏的空间来谋求他们那种形式的命定扩张论。另一方面，一个其边界与许许多多利益根本不同的国家接壤的、疆土过于辽阔的国家，可能招致共同的敌人试图压缩它的领土。象俄国这样遭受过征服和破坏的国家，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混乱而不得已扩大其边界的控制，以便寻求一个防御守得住的边境。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发生，因为处于转变中的人民对建立传统的或旧时的经济这一期望与抱住特权不放的毫不妥协的上层集团发生了冲突。凡这种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打乱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能源供应的地方，都有发生爆炸性事件的可能性。促使能源供应产生混乱使潜在的敌人感到不安的吸引力，几乎同对石油输入国用武力去保护石油补给的诱惑力一样大。



　　要想预知最大的战争危险在何处，显然靠从最近发生的事件得出的推断，是不可能提供简单明了的答案。谈论中的事件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偶然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客观现象，并研究与之相关的环境，这样做将有助于理解和判断潜在危险。显然，采用这种做法时必须把战争的频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衡量。从死亡人数看，战争对人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和苏联的武器潜在杀伤能力从未被利用过，而且它可能造成的结果也不能用先前的看法去推测。长崎和广岛投下的炸弹是现今武器的微小原型。除了互相投掷核武器的前景外，其它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作为最后的手段，其它战争的意义仅在于它们不是增加就是减少这种发狂的可能性。因此，有些战争对于整个人类实际上可能具有人性的真正价值。假如北约和华约的利益间的一场局部冲突使全面对抗得以避免，它就可能避免数以亿计人死亡的恐怖前景。其条件是一方或另一方不寻求报复或试图调整均势以利己方。这在开始时是无法判断的，因此从逐步升级的明显危险来看，最好还是将慎重的和解作为最安全的行为。



　　把每一场战争的爆发都作为大国竞争的机会并介入与已无关的小冲突使对方不安，这是政治性不强的军事竞争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策略。由于经济和技术上的进展，竞争实际上变成了两家垄断，使较量中出现了双方对立的极不稳定的局面。虽然从政治制度上看，根据美国和英国的样子，两党制被认为是稳定的，但是，当得失在此一举时，真正的双方对立就绝无妥协的余地。美国的政体实际上更象是有50个党派。在英国，第三党不管争取入阁选举的情况如何仍采取中间立场，这个实际的威胁使英国政界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中立趋势。在军事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使日本、欧洲、中国、印度以及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有了更强的实力。所以，随着实力更广泛的扩大，可能又要重新对战争施加曾经使欧洲文明从乌德勒支条约签订到1914年得以保持的限制。双方为寻求对世界最大范围统治权而进行的竞争，必然会促使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假若继续得到效忠的代价非常高，那么每个竞争者都会指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借助于其仆从国的可靠性。每个竞争者通过象他们的对手那样提供一个政治讲坛，扩大了其能够吸引追随者的可能的地理范围，但却减少了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可靠性。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会缩小号召力的范围，但能确保很大一部分领域里会有可靠的追随者。提倡用共同的努力集中的解决贫困问题，一般说来对那些陷于困境的国家有吸引力，而拥护自由放任主要对那些贸易状况目前看好的那些国家有号召力。这种可靠的追随国一旦承担义务，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用诱饵、让步或武力保持住。这种极端做法的趋势确实有一线希望，因为它为持温和观点的新参加国开辟了一个在敌对双方之间左右逢源、令其侧目相看、甚至可能高度重视的中间地区。




爆发点




　　无论我们在概括的抽象中可能斗胆作什么样的预言，世界上主要危险区仍是北欧平原、西南亚的油田及石油运输通道和欧亚大陆东翼的阿穆尔（黑龙江）低地和亚述。这些地区里大国彼此挨着易受攻击的领土或资源，因而感到威胁很大，它们对现实的或想象的危险都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显然还有其它许多摩擦地区，那里现实的或将发生的战斗都可能导致全球冲突。但是，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对主要核心国家的安宁或自尊形成十分直接的侵害，因此不会造成互相使用核火力交战的直接对峙局面。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对实行优势核武器战略的态度正处于危险的变动之中。美国认为俄国已取得优势，因此美国关于以军备大致均衡为基础相互确保摧毁这个心照不宣协定的概念陷入了混乱。掌握决定性看法的权威人士认为，俄国的大威力高精度导弹数量的增加，能够摧毁大部分民兵式导弹发射井，因而破坏美国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他们认为，向大决战升级的裂口正在扩大。对于苏联成功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用多弹头分导式导弹一举摧毁美国大部分核力量的忧惧增强了。



　　苏联人坚持说，均势是他们的目标。苏联的专家们对于来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以及有价值的东西能保存下来的论调，嗤之以鼻。这种认识以及在放射性烟云的包围中死亡的前景，在一些人看来是充分的威慑因素。美国国防人士中的一种极端反应是主张实行一接到警报就发射的方针，从很远的地方一经发现进攻的迹象就立即把一切统统发射出去，并且设想打一场能取胜的核战争。这是表面上模仿苏联战略的概念。一些人认为，苏联人从来不是相互确保摧毁的自杀性契约的一方，其学说始终是准备打一场核战争，并试图把部署数量更多、当量更大、精度更高的导弹和民防结合起来，在核战争中取胜。当然，苏联领导人可以用历史上的正当理由声称，他们一直是被威胁的一方，他们只是想保卫自己免遭美国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战略的威胁。他们将不排除在接到美国要攻击的警报时全力以赴的可能性，公开放弃对打赢战争的预料，并坚持以不让侵略者取胜为基础的威慑理论。这就要想方设法使进攻者不能指望从核战争中逃生。




欧洲




　　欧洲在地理上是各种概念多变和态势动荡的地区。苏联或美国直接攻击另一方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美国却使用威慑力量来掩护其欧洲的北约盟国。这样做的威胁在于，假如华约对德国实施闪击式进攻，美国将愿意使防御逐步升级，从使用常规部队到使用战术核武器，战区核武器（如潘兴式导弹），乃至最终使用以苏联导弹发射井为目标的洲际武器。这就是灵活反应的政策。假如设置在美国的导弹易受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威胁显然是空的。那时，美国将被迫用其以苏联城市为目标的轰炸机和潜艇保卫欧洲，从而招致苏联攻击美国城市。许多人认为，作为一种威胁，这不屑一顾。因为俄国人和西欧人都不相信美国总统会为了使德国和低地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去牺牲数百万美国平民。



　　1979年12月，美国作出了在德国部署潘兴II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以补填空白的决定，这两种导弹能打到整个东欧和俄国西部一些地方，从而使由于感到苏联占有优势而打开的裂口弥合了起来。这些导弹是打算用来抵销俄国人针对德国而部署的SS-20导弹的。北约的这一部署被看作是填补其战术核武器和洲际核武器之间的空档，以使北约盟国确信，美国不会利用这道防火线使自己从欧洲的任何冲突中脱身出来，并避免战争向洲际战争逐步升级。然而，美国总统却没有明确地说过为了将俄国人赶出鲁尔，他愿意用美国的城市进行冒险。实际上，1981年11月，里根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最初策略是提出解决欧洲问题的“零点方案”。其内容是，美国放弃潘兴II式导弹部署的计划，而俄国则以撤除其部署的全部中程导弹作为交换条件。较低的要求是让俄国将其SS-4、SS-6和SS-20导弹撤出西欧的范围。最后一着若是达成妥协，将俄国的中程武器撤至乌拉尔以东，从那里他们依然能打击西欧的一些目标。没有列入谈判项目的苏联SS-22近程导弹，射程将近600英里，可以从俄国的发射场打击西德、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北部。这些导弹可以用运输工具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移动，因而能在数小时内开进东德，将整个欧洲，包括大英帝国纳入其射程之内。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的反应是，宣布冻结在乌拉尔以西部署的SS-20导弹，暂停用SS-20导弹更换目前对准西欧的老式SS-4和SS-5导弹的计划。由于苏联人已经部署了300枚他们打算在欧洲部署的并能用来从乌拉尔山以东打击欧洲目标的SS-20导弹，这样做就是一种一毛不拔的宣传把戏。勃列日涅夫关于限制双方导弹潜艇巡逻的海洋范围和冻结今后部署巡航导弹的建议，也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对其潜艇支柱的依赖性更大，并且对其巡航导弹尚未进行实战部署，而苏联人已进行了实战部署。随同这些表面上慷慨行动产生的威胁是，假如北约在西欧部署了新型导弹，那将会诱使俄国把美国置于“相似的地位”。这可以理解为，苏联人将试图在古巴或尼加拉瓜设置导弹。



　　由于心里没有底，加之重新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危险性，所以欧洲许多人感到极为紧张不安，并总是想要摆脱核游戏。1981年4月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朋，二分之一的英国人、三分之二的比利时和荷兰人反对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全部西德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反对导弹，20岁以下的人中有70%也表示反对。1980至1981年期间，英国赞成单方面裁军的人数从不到四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法国大多数人表示愿意置身于美苏战争之外，40%的人宁愿中立，而不愿与美国联盟。看来，大多数欧洲人没有看到俄国人入侵的任何严重危险，而且无论如何不赞成对这种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侵略进行防御。



　　美国保持某种洲际均势的较长期计划包括MX导弹和能使足够数量的导弹免遭俄国打击以构成威胁的一些手段。从美国方面讲，整个担忧和恐惧的构想是建立在认为克里姆林宫秘密议事日程中有征服欧洲的内容这一基础上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起了作用，宣传了赞成变革而不应保持现状的思想倾向，但没有证据证明苏联有一个征服世界的野心勃勃的基本计划。确实，在苏联的政体和施政方法中存在着比美国行政机构更严重的各自为政的情况。近来，已有迹象表明，苏联议会对世界事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更加关心了。苏联对增强形势可靠性的愿望表现在它对卡特政府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变化多端怀有耐心上。



　　西欧和平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及西班牙等国尽管骚动不断，但社会日趋安定，似乎将给美国带来收缩其威慑范围的前景。如果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局势仍是平静的，那么，欧亚大陆西部半岛的稳定的前景是美好的，苏联进行干涉的借口是有限的。从大家都有生存机会的观点来看，美国合理的做法是挖掘一道防止出现星星之火招致核屠杀局面的防火线。



　　由于俄国人目前在控制其卫星国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所以如果不是由于理论上的花言巧语，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想要扩大其帝国版图。1981年夏天，由于预计要与波兰军队战斗，即使波军当时弹药补给极其有限，俄国好象也只好暂停旨在反对团结工会的军事干涉。波兰军队在12月采取的政治行动使苏联找不到任何借口。俄国人害怕而又侵略西欧，归根结蒂是主要由于他们曾受到来自西边的进攻。最近，俄国人两次受到了富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德国由西向它进犯的的垂青。西德的举止象是多少可以打消一点这种恐惧感。德国、荷兰、丹麦、法国和意大利以及英国的许多人表示愿意保持中立或“芬兰化”。特别是德国在其东方政策中是非常和解的。因此，主要的危险是在卫星国，俄国需要这些卫星国充当忠实的缓冲地带。这些国家中的象团结工会这样的民粹运动，和罗马尼亚国内日益加剧的骚动对党的专政提出了挑战，并且可能感染苏联本国人民，因此被认为会危害安宁，应加以镇压。在这种时刻，存在着一个感觉得到的危险，即尽管都在谈论和平共处和缓和，北约仍可能寻求机会，用破坏性打击实施干涉，以寻求推翻共产主义。波兰的处境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东德位于它与西方之间。如果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出现麻烦，苏联的担忧和反应也许会更大。沿着多瑙河的狭长地带，苏联在匈牙利以西有奥地利这个缓冲地带。




东亚




　　在广阔的太平洋区域的亚洲这一边，美国在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发现，印度支那是一个没有丰富资源基地的死气沉沉的地方，战略上与美国的利益不相干。关于中国扩张主义的神话失去了作用，这个地区里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北朝鲜和南朝鲜继续准备格斗，中国好象是一心一意想同台湾和解。自1972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在情报、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比以前更加密切了。1981年7月，国务卿黑格宣布解除不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同时，中国和俄国朝着可能的和解迈出了第一步，这将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格局，使每一方都能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寻求外交上最有利的条件。中国文化上的天赋在对付野蛮人上终于成功，因而它数千年来生存不息。期望中国会满足于让两个超级大国在对阵中把它作为一张牌来打，这种想法是愚笨的。中国有一种务实而不是务虚的传统。显然，如果中国为了其本身利益可以与资本主义堡垒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轻易地同象俄国这样从前的敌人，原先的保护人和当前的论战对手进行合作。



　　在该地区的其它地方，菲律宾社会的统一该是完全能在任何稳定的政局中保持下去的。印度尼西亚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显示了类似能力。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存在，可能使日本和美国恼怒，但这似乎不是不满的焦点。日本的政治家认为苏联不是真正的威胁，而且没有准备打仗的打算。三分之二的日本平民对于本国目前低水平的防务支出表示满意。日本首脑认为他们同俄国关于千岛群岛的分歧是个局部问题，假如美国不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话，他们倒宁愿这样。欧亚大陆东翼的危险爆发点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那里成千上万的俄国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其边界上对待。苏联将其四分之一的陆军和空军部署在同中国的边界沿线。新建的铁路，即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将为这一战区提供更方便的后勤支援。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对抗的历史起源，显然这其中息息相关的问题是民族自尊心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霸权。就美国在其包围俄国人的企图中开始打中国牌而言，它已经在军事上卷入这场争夺。一旦中国掌握了大量核武器，那么当苏联在这一地区部署SS-20导弹以对付中国的任何导弹时，这一地区可能成为导致巨大危险的热点。



　　中国与印度的冲突也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想建立侵略性意识形态统治的例子。情况好象是这样，即印度强烈要求得到承认是爆发战斗的主要起因。




南亚和北非




　　只要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掌握大量的核武器，谁也不管他们互相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根据杜鲁门主义关于势力范围的定义，如果苏联穿过兴都库什山进行侵犯，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拦阻地区。然而，阿富汗却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人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原因不清楚，尽管他们曾越过其边界追赶叛乱的部族人员。经由开伯尔和科贾克山口到达印度河的道路坚硬并干燥，而穿过俾路支的路线是漫长的，它通过缺水的沙漠而且要绕很大的弯子才进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阵地。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只不过招来了美国的咆哮。对这里普遍和平的主要危险是对苏联国内土耳其穆斯林的分歧意见的扩大以及随之发生的斯拉夫人的恐惧感。苏联的土耳其人居民的冒险精神及其与国外土耳其人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鼓励了苏联参与南亚和西亚的事务。由于官方伊斯兰教士对此表示默许，苏联赢得了能与伊斯兰教共存共处的美名。苏联占领阿富汗得到了苏联穆斯林的支持。然而，在官方的旗号下，高加索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粮食流到了以非法的伊斯兰苏菲派兄弟会为中心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手中，伊朗事件，阿富汗穆贾赫丁的抵抗运动等，已经引起俄国反伊斯兰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为暴力行动提供条件。



　　鉴于伊朗用本身的努力来实行管辖有困难，那么又有哪个思想正常的统治者想去经管这个即便有石油但却难以控制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美国的无能留下了一个真空且与苏联的战略目标相抵触，因此被压了下去。如果不可能遭到美国的反对，而且象在亚丁那样出现了机会，这种压力就会得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鉴于这一地区中大英帝国力量已退却而美国利益又很有限，苏联依靠提供慷慨援助和使用政治安抚手法，扩大了它在那里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需要武器和支持，这就为苏联进行渗透和得到有利于其战略目的的海空军基地提供了机会。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更清楚地说明了苏联是阿拉伯国家的恩人。



　　当苏联的态度变得更加唯我独尊时，对它的欢迎冷淡下来了。1972年，萨达特将苏联顾问驱赶出埃及，并废除了两国间的友好条约。叙利亚拒绝签订这类条约，时时大力依仗本国的共产党，并且在黎巴嫩问题上走自己的道路。伊拉克拒绝在海湾的顶端为苏联提供一个海军基地。叙利亚与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和苏丹，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与黎巴嫩之间的争执和反复无常的立场，使苏联难以对整个中东地区采取始终一致的立场。它不能同时支持争执的双方而又能长久得到各方的效忠。处于这样情势下，而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倒好象是适用的。你不能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保持忠诚。拥有石油财富的沙特阿拉伯作为仲裁人出现，使苏联的影响削弱了。由于阿亚图拉·霍梅尼上台执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手段。利比亚及其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的穆斯林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利益不是完全相容的。卡扎菲上校狂妄自大的活动显然是克里姆林宫无法控制的，他对暴乱的支持有时确实使人困窘。有人认为，俄国人用提供训练和武器的办法维持着一个破坏和恐怖主义系统，他们把枪支放在利比亚人的桌子上，供任何会激怒北约的团体取用。另一方面，有某种迹象表明，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员卷入了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活动。制造恐怖的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特别行动执行局和战略情报局使用过，后来中央情报局也使用过，目的是使国家的敌人为难。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可靠和控制不了的手段，有可能招致相反结果。卡扎菲上校冒险进兵乍得的动机看来完全是为了想要扩张领土和利用该国内乱提供的机会，而不是想要扩大利比亚的资源基地。将它说成是共产帝国利用卡扎菲作为代理人，通过撒哈拉指向西非的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扩展行动，似乎有点言过其实，特别是现在利比亚已被迫放弃这个通过1，000英里补给线进行的代价巨大的冒险行动。为乍得战争付出的代价和进行的征兵所招致的不满情绪，正在削弱这位上校的权力。卡扎菲的另一个冒险行为是与阿尔及利亚一起支持西撒哈拉的波利萨里奥游击队。阿尔及利亚人希望搞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让摩洛哥保留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北部及其磷酸盐矿，而波利萨里奥人则保留住南部并同毛里塔尼亚保持联盟。虽然摩洛哥人宣称波利萨里奥人有俄国武器装备，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苏联进行了干涉。阿尔及利亚的调和态度使其与利比亚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他们目前存在领土争执，阿尔及利亚谴责卡扎菲在阿尔及利亚陶雷格游牧人之间挑起纠纷。这一切等于是一场局部战争，两个大国谁都不能指望靠干涉从中得到很大利益。



　　苏联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进入了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现在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又进一步向东面和南面扩展。以限制美国潜艇在印度洋享有的行动自由的程度，非洲之角是一个对在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作战进行补给和指挥的要地。70年代初期，苏联取得了对索马里柏培拉港的使用权，因为索马里总统西西德·巴雷当时需要武器同美国支持的埃塞俄比亚战斗，争夺一个居住着索马里人的埃塞俄比亚省份——欧加登。1974年门格斯图夺取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权后，就断绝了受海尔·塞拉西影响的与美国的联系，并寻求俄国帮助把索马里人从欧加登赶出去和镇压埃塞俄比亚在红海前沿的厄立特里亚省穆斯林教徒中的叛乱。俄国人及其古巴盟友被夹在两个冲突的保护国之间，他们给门格斯图提供了武器和部队。索马里人转向美国和埃及寻求帮助，并将俄国人撤离了的柏培拉基地提供给美国快速部署部队使用。美国猜疑巴雷是在耍手腕，怀疑自己是否过分紧密地与索马里的侵略行动联系在一起。俄国人支持历来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反对穆斯林的厄立特里亚人，使其失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持。俄国人和古巴人策动反对门格斯图使他们的影响力大减，因为门格斯图已加强了其自主的实力和范围。1981年8月，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南也门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同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也非正式地结成了同盟，埃塞俄比亚克制对利比亚把矛头由乍得指向苏丹的领土野心的影响，作为回报，苏丹则提供帮助，打击盘踞在苏丹南部和埃塞俄比亚周围美国附庸国圈子中的一个友好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叛乱分子。这一切表明，由于苏联扩大了其卷入范围，所以在这个范围内造成了利益相同又抵触的复杂局面，使苏联存在的能力减弱了。



　　渴望得到石油是苏联在中东所作所为的推动力，这个猜疑是由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对广为传播的情况报告的意图应该始终打一个问号。已公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俄国今后对海湾石油需求的估算必定有夸大的嫌疑。首先，依赖遥远地方的资源是违背列宁关于自给自足的规定的。没有迹象表明苏联计划从海湾地区进口大量石油。苏联的欧洲盟国被鼓励从中东购买更多的石油，尤其是自从苏联要求用美元购买它的石油以来。然而东欧所需石油的大部分仍由苏联提供。任何勾引别人去破坏日本、西欧和美国石油供应的行动都会冒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



　　最能说明苏联对这一地区立场的是它在阿拉伯-以色列事件中的行为。尽管好象葛罗米柯挑起1967年的六天战争是为了用阿拉伯人来巩固苏联的地位，但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面临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前景，总的说来俄国人还是对战争加以约束的。1973年，由于美国和苏联有效地强制实行停火，赎罪日战争结束了。为减少这一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尽力促成它正式参与的阿以和解，从而进一步确认它在这一地区存在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却引起了其激进的附庸国，即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此的愤慨。然而，苏联继续同这些国家保持关系，使其在任何谈判中居于有力地位。



　　苏联政治上卷入的中心目的看来是实现其向南扩张的战略需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偏偏把这说成是领土野心而不是战略部署，并且描述了一幅苏联对波斯湾的油田和海路抱有企图的景象。现已查明苏联攻击海湾地区有三条直接路线。第一条路线是穿过俾路支斯坦，沿着伊朗海岸到达控制霍尔本兹海峡的位置。第二条路线是穿越波斯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脉到海湾前端的阿拉伯河，企图从德黑兰营救美国人质的“兰色行动”证实这一带地形荒凉。第三条路线是从亚美尼亚到底格里斯河源，并由此穿过伊拉克到达海湾的顶端。这三条路线没有一条是好走的，没有一条不会不遇到当地人民的反抗。美国猜想苏联的一条间接途径是在沙特阿拉伯、特鲁西尔国家或叙利亚制造叛乱。这一地区阿以持续冲突的前景是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长期根源。埃及穆巴拉克是否能经受住伊斯兰的复兴倾向和继续削弱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还有待观察。正是由于有这一连串的疑虑美国才试图用快速部署部队化为拌网以阻拦苏联推进的办法去解决这个远离本海岸的地区里的后勤供应问题。这一冲突地区的地理宽度从波斯湾的油田起向前延伸很远。非洲之角起着战略要点的作用，可以驻扎部队控制阿拉伯海和红海的水域与沿岸。因此外交和潜在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大了，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都包括了进来。肯尼亚有直接的牵连是因为它蒙巴萨的港口设施和内罗毕的简易机场供快速部署部队使用。



　　局部冲突离当前的历史中心点即波斯湾油田越远，它的世界意义就越小。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波斯湾附近的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交汇处是历史赖以转动的真正的和持久的地理枢轴。在目前情况下，危险的范围从俾路支斯坦起，绕过阿富汗，沿厄尔布尔士山脉扩展到高加索，还包括土耳其、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一直延伸至利比亚、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麦金德的支柱是这块草原的骑兵因为资源有限和互相残杀而堂堂正正撤出的土地。他们热切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刚才描述过的这片土地，它现在已经被由草原来的骑手们所创建的伊斯兰各派搞得四分五裂。如今不稳定的根源是伊斯兰国家的混乱状态。被因循守旧的伊斯兰法典同西方的变化相隔绝的人们，现在不得不立即对西方400年的技术、社会、和政治上的发展表示通融态度。一种可能的反应是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道德的，并倒退到往事中去，瓦海比斯就是这样做的，霍梅尼也将这样做。另一种极端态度是象阿塔土尔克（凯末尔）那样，彻底进行改革，巴列维国王试图这样做过，但没有成功。无论政府使用什么策略，人民都将陷入同时左右摇摆的窘境之中，并且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可能引起激烈的行动和反应。由于这种不平衡，加上石油和以色列的存在，这个地区成了世界上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区。美国和苏联至今都把这里的冲突控制在局部水平。美国面临着将其大战略目标与国内政治和亲以色列派别的需要相吻合的特别严峻的考验。以色列机会主义没有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容易些。




南部非洲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布尔人统治所而临的是受其奴役的黑人的渴望和“前线”国家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不知何时开始的愿望。由这种摩擦引起的火焰将继续郁积并会突然燃烧起来。但是，南非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可能不致于发生把白种人从利姆波波驱逐回去的任何尝试。苏联、古巴或中国出主意给武器不可能使均势向另一侧倾斜。对这种均势负有义务的工业国与技术上可比拟的遥远国家或任何当地的、以农村为基地的反对党相比，在后勤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国内新种族隔离的反对派遭到了严重镇压，而且已经分裂，其中祖鲁人在人数上居多数，他们主张继续推行民族主义至上论。



　　专家对苏联地缘战略学的一致看法认为，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从苏联政府的行动中看不出它有争夺世界霸权的基本企图，只是当出现似乎有利，而且风险不大，可以用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机会时，作出反应而已。殖民主义者撤出非洲后留下了许多空隙，使苏联的力量得以在这个美国利益偶而有关而且被捣乱了的大陆上进行渗透。不过，也有其它的竞争者想得到新兴非洲国家的效忠或至少是尊敬态度。同中国和古巴一样，法国和英国与南非一道仍在非洲发挥作用，而利比亚和埃及的活动扩展到了撒哈拉以远地区。



　　俄国和中国之间由1959年的分裂所造成的竞争，在许多方面是这里骚乱的主要根源。古巴在一些场合下独立行动，在另一些场合则是俄国的代理人。在安哥拉，有广泛拥护者的全部是黑人参加的运动，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各个时期得到了来自更遥远的扎伊尔、美国、南非和中国等国的支持。内图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依靠其城市中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组成的骨干队伍，获得了葡萄牙军队中的激进分子和苏联人的支持。大量古巴军队派到了安哥拉，使内图得以控制罗安达和大部分国土，尽管萨文比控制着南部。最近，南非在纳米比亚举行的由联合国主持的选举之前，从纳米比亚入侵安哥拉，旨在显示它对俄国人支持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游击队占有优势，这件事清楚表明领土完整是不存在的。在津巴布韦由此产生的纷争中，穆加贝指挥以省纳为基地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取得了胜利。民族解放军主要依靠中国的援助和武器。以恩德贝莱为基地的对手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得到了苏联的武器，并在赞比亚接受到古巴的训练。自从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来。这些成了新的津巴布韦军队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游击队继续互相倾轧，时常发生火并。1981年9月，穆加贝把朝鲜顾问和武器带进来，以加强军队驻省纳的各旅，结果引起了恩德贝莱领导人恩科莫的很大不安。由于继续进行部落战争，因此政府没有稳固的基础。穆加贝的政治司令部的被炸据指控是白种人干的。



　　尽管南非的无林草原曾经帮过布尔人古典式突击队的忙，但它并没有为面对高度机械化和有空中支援的正规军队的现代游击队提供多大安慰。南非白人士兵及其谍报网的数量和技能使农村或城市游击战难以得手。南非白人可动员的全部兵力为404，500人，是南非以北七个黑人国家能协调一致投入战场的军队的两倍，并且装备好得多。从南非的外部通过正规战或游击战获得政权的可能性目前不是很大。前线国家在交通运输、贸易和移民汇款等方面受南非经济上的束缚，使得这些国家成了它目前繁荣景象的附属品。有人指责说。南非正纵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游击队破坏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到本格拉和贝拉的铁路，借以加紧这种束缚。在南非生的既得利益黑人和有色人种当中，还发现有因经济上的依赖而产生的安分守己景象。那些在种族隔离的结构里富裕起来的人，即城市工人，正以工联主义和罢工这个经济武器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国家财富。如今，他们的利益已不同于家乡农村中那些仍处于贫穷中的人和部族头人。这些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猜疑进一步分裂了黑人力量的基础。布杰雷兹酋长的祖鲁因卡塔组织在种族隔离的结构内欣欣向荣，力量日益增长，对此其它部落尤为担心。



　　战略矿物资源、好望角航线和种族情绪等原因结合在一起，使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倾向于支持南非。与此相反的自由主义观点，试图摧毁白人的霸权，但是一种主张不打乱整个现状而实行逐渐调整的本质趋势抵销了这种努力。这就为苏联打着更激进的运动口号入侵南非开了缺口，造成了美国和苏联在南非进行直接冲突的明显可能性。




加勒比盆地




　　在美洲，目前对和平最大的威胁在萨尔瓦多。如果该国政府开始倒台，美国就会处于深深卷入而无法脱身的危险境地。对苏联人有诱惑力的事情是纵容古巴卷入进去，并把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拖入这场混战。多米诺理论家可能看到连锁反应会直接波及墨西哥和里奥格朗德。从爆发大战的角度看，如果说在波斯湾地区美国在后勤方面处于不利地位，那么苏联在美国的领海内，面对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海军，竟敢冒险深入加勒比海，那是愚笨的。假如这一地区的战争升级，显然美国可能迅速切断古巴的水路，并轻而易举地控制补给线。



　　唯一能够直接威胁美国在美洲的防务的力量是苏联。它的340艘潜艇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加勒比海的水域到达导弹打击距离之内，该水域里的岛屿可提供掩藏地，以躲避监视。显然，再用部队登陆实施常规的进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从古巴的基地出发，发起进攻也是如此。从全球角度看，加勒比海不再象上个世纪那样起着关键的作用。巴拿马运河也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军事意义。它在贸易上的潜在重要性巳经减少，因为世界贸易对它采取绕道而行的样式。美国与欧洲的大部分贸易通过大西洋或海湾地区的港口进行。亚洲和欧洲绕过好望角和穿过苏伊士运河进行贸易。美国与亚洲的往来大多经由太平洋沿岸。美国西海岸各州人口的增长已超过限度，足以维持其本身的制造业部门，从而降低了从美国东北部和人口稠密区的制造业地带到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巴拿马运河军事上的作用在于能够使美国海军以一支舰队控制两个大洋早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因为运河太小，除了驱逐舰外，较大的舰只都过不去。使美国继续对加勒比海及其边缘地区感兴趣的原因，是它与该地区的大量贸易，包括目前美国四分之一的石油补给和三分之二的矾土。



　　美国在其以南地区的弱点在于它的一些附庸国存在着特有的贫困、社会不平等和政局不稳定。1948年，美国对哥斯达黎加进行干涉，镇压了社会主义者接管政权的企图。1954年，对危地马拉也是如此。美国常常支持有点暴虐的执政者，力求维持安定状态。美国在默认了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之后，1961年又愚笨地试图恢复“放任自流”的做法，结果为苏联人同卡斯特罗建立密切关系并在古巴立足打通了道路。古巴在其向美洲大陆输出各种革命的努力受挫之后，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了非洲。尽管卡斯特罗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成功，但美国在那里的影响也减弱了。在尼加拉瓜，193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撤走后获得政权的占统治地位的索莫查家族，于1979年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这标志着中美洲的政治明显向左转。两年后，在萨尔瓦多，杜阿尔特领导的执政委员会受到左派游击队的公开攻击。反叛部队据说装备得到古巴经由尼加拉瓜运来的武器和援助，而执政委员会的部队有美国的武器、直升飞机和顾问。



　　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有一些较大的国家，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牙买加，它们显示出有能力在宪法基础上在政治对手之间转移权力，即使他们不时遭受政治暴力也是如此。这成了稳定的一个因素，它能遏制任何战争爆发，并使美国的干涉无法得逞，反过来又会减少古巴和苏联直接插手的可能性。至于对里奥格朗德以南地区采取什么态度最好，目前里根政府内意见分歧。温伯格和国防部反对卷入，国务卿黑格主张加强对受威胁政权的支持。遗憾的是，进行选择可能不单要靠对美国最大利益的合理计算，而且可能还会受到不仅是国内党派政治，还有白宫幕后政治的迫切需要的制约。



　　1982年4月阿根廷和英国关于福克兰群岛的争端，使事情复杂化了。美国政府对阿根廷的抚慰态度被看作是想要维持它培植的支持力量，以使它在中美洲进行反共运动。有谣传说，曾制定过一个计划，由阿根廷的分遣队同美国一起参加搞掉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墨西哥或委内瑞拉来说这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前景，更不用说尼加拉瓜了。



　　苏联人迅速表示支持阿根廷的反共产主义的军事专制政府，并且受到了热烈欢迎。阿根廷人曾借口说他们需要福克兰群岛来监视俄国人的潜艇，但是当卡特禁止美国粮食向苏联出口以抗议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径时，阿根廷人还是很乐意地补足了苏联的粮食缺额。显然，独特的民族主义激情和自身利益统治着国防事务，在南大西洋投下的石头可以波及加勒比海、直到波托马克河，甚至克里姆林宫的走廊。




结论




　　目前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而且对人类未来可能是个吉兆的前景是，西欧不会选择参加大国的权力游戏，而是要使自己保持中立。不管西欧那时是否受共产党人的蹂躏，都没有理由让它遭到核毁灭，或使美国和俄国为了它而相互烧死。在德国、丹麦、低地国家和英国，赞成这种选择的情绪正在增长。施密特总理知道，大量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这样想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就是因为施行这种政纲而以数票之差没有当上工党领导，而工党本身采取了单方面裁军的政策。



　　在铁幕的另一面，俄国不可能坚信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士兵愿意为征服西欧而战斗。苏联对其土耳其族和斯拉夫族部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献身的愿望，很可能有所怀疑。美国同中国的和解和日本的镇静态度，可能会削弱美国想在太平洋区域成为唯一的凌驾于他人的存在，冒冒失失地投入不逐步升级到世界末日就不能指望打赢的战争中去的疯狂努力。



　　至于西南亚的油田，由于传统的穆斯林人寻求同世界上不能抹煞的变化相适应，这些油田将在当地易手。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不管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都热衷于石油收入，而且强烈倾向只要可能就让油井出油。有人担心俄国人会直接干涉从挂图上看似乎比较短的陆上输油线，实际上这些线路经过的陆地是干旱、艰难而又令人生畏的，这一事实理应可以减少上述的担心。承认西方经济当前严重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



　　西方社会并不是从根本上要依赖石油，以致于愿意冒自己覆没的危险去保证某种可替代品的供应。七十年代石油供应的中断并没有引起混乱，而是产生了灵活性更大的经济战略。



　　对核战争的代价和收益不管怎样计算，结果必然是亏损极大。回想起来，1945年全面胜利得来好象一点也不便宜。如果英国是为了保持其帝国和它统治下的和平而战，它显然失败了。如果美国和英国是为了遏制德国对心脏地带的控制而战，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把它交给了俄国。如果美国是为了保待对太平洋的控制和打破大东亚共荣圈而战，那末现在则是远东经济的繁荣已不可分割地与日本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是由于它终于承认它打仗站错了队，并且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才取得的。如果那场战争是为了保持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的制海权，它就预示着皇家海军将让位和俄国竞争将崛起。人的生命、破坏的财物、作战物资与经济、以及社会混乱等方面的代价是巨大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显然是太可恶了，因此人们根据关于人类本性的任何乐观主义观点都会认为它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德国持久统治的前途是建立在准备征服世界而不是准备保持帝国的国防军的基础上。使英国坚定了决心并把美国拖入与德国的战争中的德国入侵英国的危险，根本就不是真实的。1939年至1945年之间布下的恐怖主义的威吓对现在互相敌对的战胜国的能源造成了不断的消耗。当然，事后对战争价值进行判断时确实需要详细说明与实际相反的选择方案。你评价做某件事的决心，只能以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情况会怎样为根据。然后把代价和收益作为区别两个系列事件的标准。历史学家可能会否决“假定”的合法性，但这一问题对于政治家来说却是可以寻求合理性的唯一线索。从这种回顾得出的总的回答似乎是，现代战争没有有价值的胜利。胜利显然是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赢得战争以及重整战败国的代价很大，战争胜利因之成了对国库的沉重负担。



　　也许关于战还是不战问题的提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奖赏才抵得上毁坏文明，这个很可能就是人类的最后统治手段的代价。根据什么样的战略问题一位主席或总统开始用核武器交火才算是有理性的行为呢？是为了防止德国重新统一？是为了阻挡红军进入波兰？是为了确保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还是为了防止俄国人越过阿穆尔河发动入侵？距离和地形仍有保护作用，可以分隔攻势行动，由于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对地面行动的许多可能令人发疯的担忧被大大夸张了。如果我们不让用这种地理知识去消除我们的担忧并承认从战争的可能结果来看是不值得冒毁灭的危险的，那么我们就会使非理性称王称霸，并以最邪恶的恐怖进行统治。



　　在这本书中，我们想对战争的研究介绍一种显然是从地理上进行分析的观点。这种分析可以是为了解释或阐明过去的事件，可以是为了构思战斗样式，也可以是试图预测未来的事情。作为地理学家，我们曾尽力去理解地理的规模及划分和人类对各种聚集处的占有对人群间激烈冲突的影响。如果这一种观点有助于证明战争归根结蒂是无用的，那么，我们就是为一个有用的目的做了好事。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




　　一 引言



　　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二 定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它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来看。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 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须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这样，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第二种相互作用）



　　五 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第三种相互作用）



　　六 在现实中的修正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



　　七 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



　　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



　　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势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关于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当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加强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然而，以后还有可能决战，所以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第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力量和使用力量。敌对双方的任务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九 战争的结局决不是绝对的



　　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 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



　　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十一 现在政治目的又显露出来了



　　我们在前面(第二节)搁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①，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敌人的反抗就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积累很强烈的敌对情绪，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说的。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代替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显著，情况就越是如此。这就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解答。



　　十二 以上论述还没有说明军事行动中为什么会有间歇



　　不管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低，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也不管政治要求为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多么小，军事行动会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每一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行动的持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快慢。



　　这里我们不想谈行动的快慢问题。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办事的，办事缓慢的人并不是有意要多用些时间，而是由于性格的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他就会把事情办的差些。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本来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中每一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问歇，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在这里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谈的不是敌对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进展问题，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



　　十三 只有一个原因能使军事行动停顿，而且看来它永远只能存在于一方



　　既然双方已经准备好作战，就必然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这样行动。只要双方没有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嬉和，敌对因素就仍然存在，只有当敌对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这个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但是初看起来，似乎只能一方有等待有利时机的企图，另一方的企图应该恰恰相反。如果等待对一方有利，那么对另一方有利的必然是行动。



　　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能产生间歇，因为，这时抱有积极目的的一方(进攻者)必然会继续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还必须指出：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如果预料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只能对一方有利，这必然会促使另一方行动。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说明产生间歇的原因，归根到底，问题仍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假定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抱有积极目的，比如想夺取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作为和谈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就没有继续的必要而可以停止下来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接受这种结果，就一定会同意媾和，反之，就必然会行动。如果它认为在四个星期以后才能准备得更好，那么它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的时间。



　　但从逻辑上讲，这时战胜者似乎应该立即行动，使战败者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十分了解。



　　十四 军事行动因此又会出现连续性，使一切又趋向极端



　　如果军事行动确实有这种连续性，那么这就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因为不间断的行动能使情绪更为激动，使一切更加激烈和狂暴，不仅如此，而且行动的这种连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使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密切，于是，这些行动就更为重要和更为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很少或者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连续性，在许多战争中，行动的时间只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时间都是间歇。这总不可能都是反常现象。军事行动中完全可能有间歇，也就是说，这里面并没有矛盾。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间歇以及产生间歇的原因。



　　十五 这里要用两极性原理



　　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害看成总是和另一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约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我们准备以后专门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原理，但在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销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



　　十六 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作战形式，它们的强弱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原理对它们不适用



　　如果只存在一种作战形式，也就是说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或者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动机不同，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动机，防御的一方则没有积极的动机，但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就恰好是对另一方不利的，这里就存在着两极性。



　　但是，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如我们以后将要仔细地论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如果一方的统帅愿意迟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就一定愿意早决战，这当然只是就同一作战形式而言。如果甲方不是现在而是四个星期以后进攻乙方有利，那么乙方就不是四个星期以后而是现在受到甲方的进攻才有利。这就是直接的对立。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这显然完全是另一回事。



　　十七 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强于进攻而消失，这说明为什么军事行动中会有间歇



　　如果防御这种作战形式，象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那样，比进攻强而有力，那么就要问，迟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象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如果没有那样大，那么，前者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销后者，所以也不能促进军事行动的发展。由些可见，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有强弱的差别而消失，因而不发生作用。



　　因此，如果目前这个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就只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问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八 第二个原因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



　　还比目前进攻或娟和有利些。既然根据我们的论断，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而且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得多，那么，用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战争中大多数间歇产生的原因而不致自相矛盾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抵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另一个能使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这就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任何一个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自己一方的情况，对敌人的情况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因此，他在判断上可能产生错误，从而可能把自己应该行动的时机误认为是敌人应该行动的时机。不过，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同样也能使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因此，它推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加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可以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往往容易过高估计、而不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同意：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一般说来，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使它趋向缓和。



　　产生间歇的可能性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因为间歇使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了，这就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推迟了危险的到来，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产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反之，间歇就越长，因为大的动机能增强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



　　十九 军事行动中常常发生的间歇使战争更脱离绝对性，更是概然性的计算



　　军事行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和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因此统帅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每个具体情况本来就要求人们根据己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为进行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二十 只要再加上偶然性，战争就变成赌博了，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



　　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象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一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军事活动总是离不开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贺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太胆、蛮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它们都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二十二 一般说来这一点最道合人的感情



　　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不知不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象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莎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官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二十三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进一步说明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上述那样，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也是上述那样。但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战争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象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象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喻。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二十四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飞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五 战争是多种多样的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周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但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起见，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很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政治所规定的道路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和激情，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的计划。如果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那么群众的情绪也就会很低，以致往往需要加以激发，而不是需要加以抑制。



　　二十六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象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



　　二十七 应该根据上述观点理解战史和建立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涉及面最广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将进一步加以研究。



　　关于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就研究到这里，这样，我们就确定了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



　　二十八 理论上的结论



　　因此，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管官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何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



　　这三种倾向象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在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忽视其中的一种倾向，或者想任意确定三者的关系，就会立即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毫无用处。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就象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保持平衡一样。



　　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我们打算在《论战争理论》一篇里研究。但无论如何，这里所确立的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总还是投到我们的理论的基础上的第-道曙光，它首先为我们区分开大量的现象，使我们能够辨别它们。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了战争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以后，现在再来研究战争的性质对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有什么影响。



　　如果首先问一下，整个战争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目标正如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淡起，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虽然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同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以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叫做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顺便说明一平，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即使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士，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持下仍有可能重新起来斗争。当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战争就算结束了。



　　上述三个对象中，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所以按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我们在当时所处的态势，才有可能迫使敌人媾和。通常，消灭敌人军队是逐步实现的，随此而来的占领敌人国土也同样是逐步实现的。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又会使军队受到削弱。但是上述顺序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敌人的军队可能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就已退到国士的另一边，甚至完全退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占领敌人国土的大部，甚至全部。



　　然而，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战争的目的，即实现政治目的的、包括其他一切手段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它的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事实上，在许多和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的破坏。不仅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出来的目的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那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假定战争真的象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不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了，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而在欧洲今天的社会状态下，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物质力量的差距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所以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是因为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可能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必须依靠概然性的计算，而且产生战争的条件越使战争适于概然性的计算，进行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情况就越是如此。既然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概然性的计算也能够使人们产生媾和的想法了。因此，战争并不一定要一方被打垮才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很弱、局势很不紧张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不利的一方让步。如果另一方事先已经看到这一点，那么他当然会去努力实现这种可能性，不会首先去寻找并走土彻底打垮敌人这条弯路了。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由此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是否希望媾和，这是随获胜可能性协大小和需要消耗力量的多少而变化的。如果双方同样希望媾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衷的解决。当一方希望媾和较迫切，另一方媾和的想法就可以少一些，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想法合在一起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就会媾和。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媾和想法较少的一方当然比较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质的消极性质在行动中必然引起的差别。纵然这种差别象以后要谈到的那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比较一般的论述，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最后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但是这两种方法用于增大获胜可能性时和用于打垮敌人时是不尽相同的。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人军队就够了。同样的，当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时，占领敌人地区作为另一种手段也是不同的。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而且我们确信敌人并不寻求流血决战，而是害怕流血决战，那么，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或完全没有防御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就能带来利益。如果利益很大，足以使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担忧，那么占领敌人地区也可以看作是达到媾和的捷径。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哪些方法才能增大敌人力量的消耗，也就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敌人力量的消耗包括军队的消耗和地区的丧失，即军队被我们消灭和地区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它们在目的是增大敌人消耗的场合的作用同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场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只要仔细研究←下就可以明白。这种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很小的，但我们不应该因而受到迷惑，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十分微弱时，即使最微小的差别也往往对使用力量的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其他方法达到目标也是可能的，这里既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不合情理，更不是什么错误。



　　除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有另外三种能够直接增大敌人力量消耗的特殊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入侵，也就是夺取敌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想占领它，而只想在这里索取军税，乃至加以破坏。这时，入侵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打垮敌人的军队，而只是一般地使敌人遭受损失。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增大敌人损失的对象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军队有两种用法，一种在目的是打垮敌人时比较有效，另一种在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或不能打垮敌人时比较有利。按习惯的说法，前一种更多地是军事的，后一种更多地是政治的。但如果从最高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同样是军事的，而且只要同当时的条件相适应，每一种都是合适的。第三种方法是疲惫敌人，就应用广泛这一点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我们选择“疲惫”这个字眼，不仅因为它可以简要地表达这种方法的特征，而且因为它可以确切地说明这种方法的实质，并不是象初看时那样仅仅是为了修辞。在作战中，疲惫这个概念的意思是：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



　　如果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小的目的，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当然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消耗更多的力量。但是，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最小的目的是单纯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对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结果也最有把握。可是这种消极性有没有限度呢？显然不能发展到绝对的被动，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是作战了。抵抗也是一种活动，通过它应该消耗敌人很多力量，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图。这就是在单纯抵抗的每一行动中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就表现在这里。



　　毫无疑问，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要比积极意图在同一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差一些(如果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话)，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差别恰巧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容易实现，也就是把握较大。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效果较差这一缺陷，必须用时间，也就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弥补。所以争以消极意图为基础的单纯抵抗，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即疲惫敌人)的自然手段。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到处都可看到的进攻和防御的差别，其根源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说明：这种消极意图本身就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较强的作战形式，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这种疲惫敌人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多会采用的方法。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本来是不能击败奥地利帝国的，而且，假使他企图象查理十二那样行事，就必然会一败涂地。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合理使用兵力的巧妙方式，使联合起来同他为敌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力量的消耗远远超过当初想象的程度，于是只好同他媾和。



　　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单纯占据敌人地区、单纯入侵敌人地区、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种都可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一种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达到目标的捷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在人类交往的哪一个领域中不迸发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在战争中，个人的特点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战场上都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更是不会没有这种火花的。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着这些方法，因为要想把它们分类，那是书呆子的作法。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我们说，可以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为了不致把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把它们仅仅看成是少咒的例外，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坐存的殊死的战争，同由于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着无数种类的战争。如果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那么就有权把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不管斗争的形式多么繁多，不管斗争同粗呆地发泄仇恨的搏斗多么不同主也不管在斗争中夹杂着多少本身不算是斗争的活动，但战争中产生的二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始终是战争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即使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战争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哪里使用军队，也就是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必然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



　　所以，同军队有关的一切，也就是同军队的建立、维持和使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显然，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战争中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区分这个巨大整体中的单位，一种按主体区分，一种按客体区分。在军队中通常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高一级组织。因此，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另外，按斗争的目的，即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我们把斗争中可以相互区别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叫做一个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是以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的，那么军队的使用就无非是若干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最后都落在战斗上，那么我们确定了战斗的部署，也就掌握了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军事活动的效果只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中产生，决不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以前存在的条件中直接产生。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这一点是战斗这个概念所固有的。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战斗的目的可能就是消灭敌人军队，但这并不是必然的，战斗的目的也可能完全是别的东西。正象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既然打垮敌人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既然还有其他对象可以作为战争中追求的目标，那么不言而喻，这些对象就可以成为某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从而也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



　　有些作为从属部分的战斗，即使它们最终是为了打垮敌人军队，也并不一定必须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当我们想到一支庞大的军队的组织极为复杂，对使用军队有影响的情况极为繁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复杂的，必然是由上下从属和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目的自然可以是而且必然是很多的，尽管这些目的本身可能不是消灭敌人军队，但它们对消灭敌人军队能起很大的作用，只不过是间接的而已。当一个步兵营奉命驱逐某一高地、桥梁或其他地方的敌人时，通常占领这些地方是这个营的真正目的，而在这些地方消灭敌人军队只是一种手段或次耍的事情。如果仅仅用佯动就驱逐了敌人，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不过，占领这个高地或桥梁，通常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军队。既然在战场上是这样，那么在整个战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在整个战区不仅是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在对抗，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在对抗。在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必然会增多，因而行动方式就必然会增加，战斗的部署就更多种多样，而且由于目的层层从属，最初的手段离开最后的目的就更远了。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消灭敌人军队，即消灭同我们对峙的那一部分敌军司可能不是某一次战斗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已不再是消灭敌人军队了，因为战斗在这里不过是衡量力量的一种尺度，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它的结果（即它的结局）才有价值。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但是，这种手段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用法，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好象就毫无结果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从这个唯一的手段中可以为研究找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贯穿在整个军事活动中，可以把整个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战争中可以追求的目的之一，但是还没有谈到这一目的同其他目的比较起来有多大的重要性。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重要性是具体情况决定的。而从总的方面来看它有多大价值，我们还没有确定。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探讨一下这个目的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活动。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战斗实际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已毫无疑问为前提的。因此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象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因此，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如果作为行动基础的战斗真正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对我方有利的。战斗同一切大小军事行动的关系，就象现金支付同期票交易的关系一样，不管兑现的期限多么远，不管兑现的机会多么少，但最后总还是要兑现的。



　　既然战斗是一切行动的基础，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敌人通过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使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失去作用，敌人不仅可以通过一次对我们这些行动有直接影响的战斗，而且可以通过任何一次有足够重要意义的战斗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一次重要的战斗，即消灭对方的军队，都会影响以前的其他一切战斗，因为这些战斗郎结果象液体一样，总是要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



　　当然，只有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具有更大的效果。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盲目的硬干总是比谨慎的巧谋为好，那是很大的误解。有勇无谋的硬干，也许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而且会使自己的军队反而被敌人消灭，因此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具有更大的效果，不是就方法说的，而是就目标说的，我们这里只是把达到这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同达到那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加以比较而已。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因为这两者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尤其在我们谈到一次大的歼灭性行动(一次大的胜利)对其他战斗必然会产生的影响时，应该看到精神因素最富有流动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某一部分精神力量的丧失最容易影响其他部分。同其他各种手段比较起来，消灭敌人军队具有较大的价值，但这一手段要求人们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它本身就有较大的危险性，人们是为了要避免这些，才采用其他手段。



　　采用这一手段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用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成功时代价较小，失败时危险也较小。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这些方法同时为双方所采用，也就是说敌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敌人选择了大规模战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这时，一切就都取决于这种歼灭性行动的结局。很明显，即使我方的其他一切条件仍然同敌方相同，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在各方面，也必然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和手段已经有一部分用在其他方面，而敌人却不是这样。两个不同的目的，如果其中一个不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就是互相排斥的，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来达到另一目的。所以，如果交战的一方决定进行战斗，他又确信对方并不打算战斗，而是在追求其他目的，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获得胜利。任何一方只有预计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不愿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时，决定追求其他目的才是明智的。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和力量已经用在其他方面，只是指已经用在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在战争中所能追求的其他积极目的上，决不是指用在为了消耗敌人力量而进行的单纯抵抗上。单纯抵抗是没有积极意图的，在单纯抵抗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只能用来粉碎敌人的意图，而不能用在其他方面。



　　现在我们有必要研究向消灭敌人军队相对的一面，即保存自己军队。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当其中某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击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率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



　　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助，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等待歼灭性行动。



　　至于应该等待和可以等待到什么程度，这又涉及到进攻和防御的根源，我们将在研究进攻和防御时进一步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固然，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但是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是否合适，这不是由我们的条件而是由敌人的条件决定的。因此，这种不流血的另一种方法，决不是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造合当时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许多统帅犯过这种错误，结果弄得身败名裂。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这样，结果往往是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而且，因为时间和空间是有联系的，所以只要情况允许，还能够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但是，一到继续推迟下去会非常不利的时候，就必须认为消极企图的优越性已经丧失，于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一原来被抑制、但并没有被排斥的企图就又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中达到目标，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敌人如果确实要求战斗，我们就无法拒绝。因此，必须肯定对方不会进行战斗，或者在战斗中对方一定会失败时，我们才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其他种种方法在战争中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以后才能弄清楚。当然，只能逐渐弄清楚。在这里我们只一般地承认，使用其他种种方法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概念之间是有距离的，具体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当政治目的小，动机弱，紧张程度不高时，慎重的统帅在战场上和政府中可以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娟和的目的。如果他的打算既有充分的根据，又有成功的把握，那我们就没有权利责难他。但是，我们还必须提醒他要经常记住，他走的是曲折的小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战神的突然袭击，他必须始终注视着敌人，以免敌人一旦操起和利剑，自己却只能用装饰的佩剑去应战。



　　关于什么是战争，目的和手段在战争中怎样发生作用，战争在现实中如何时远时近地离开它原来的严格概念摆来摆去，但又象服从最高法则一样永远服从它。所有这一切结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且在以后研究各个论题时必须一再联想到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题的真正关系和它们的特殊意义，不至于经常不断地跟现实发生极大的矛盾，更不至于自相矛盾。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三章 军事天才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才这个词的涵义非常广泛，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涵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既不自命为哲学家，也不自命为语言学家，所以，可以按语言上的习惯，把天才理解为擅长某种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的涵义，我们想略微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只谈具有高超的才能而被称为天才的人，即不能只谈一般所说的天才，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我们所以说综合的表现，因为军事天才并不仅仅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智力和感情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其他力量在战争中不起作用。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应起阻碍的作用。



　　如果要求每个军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正因为军事天才是指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在需要多方面发挥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就必然出现得越多。然而，这只能使军事天才出现得很广泛，但不能使出现的天才很高，因为军事天才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尚武精神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当兵打仗只是迫不得已，决不是内心情愿。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可以称之为军事天才的也极少，因为这需要智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好战的倾向，他们越是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在这样的民族中，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辉煌的战绩总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闻名的其他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得较高的时期出现的。



　　这一点就已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多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在这里所谈的只是第一种。



　　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这样，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习惯养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勇气都可看作是一种恒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种恒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激动，是一种感情。



　　显然，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比较稳定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围；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使理智昏迷。，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锻炼出来的)。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只要有健全的智力的引导，就是有力的作战工具，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所常见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象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估计的不可靠，以及偶然性的不断出现，指挥官在战争中会不断发现情况与原来预期的不同，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会因而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完全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是这时往往缺少必需的材料，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人们没有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常常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更为常见的是：我们对某些想法的修改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只是动摇了我们对计划的信心。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因为我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它们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不得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因此，迅速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千只表示准确的目测能力的名称。许多军事学家也是以这个局限的涵义给它宇定义的。但是不能否认，在行动瞬间所作出的一切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明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因此，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固然，这个词和官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但在战略上也时常需要迅速定下决心，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这个名称带来的过分形象的成分和狭隘的意义，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不能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性格上的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习性。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为有智之勇，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仍然是感情的表现。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所以，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旦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些。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疑虑的苦恼和迟疑的危险。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叫做果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那就没有理由再说他是否果断了，因为再那样说，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武断地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这里能谈的只是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致那样迂腐，因为语言习惯上有些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想消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消除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而且只有通过智力的干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我们认为，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的简单结合，往往还不能产生果断.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的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但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却不能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通过智力的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而决心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能够使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通过对动摇和迟疑的害怕心理来战胜任何其他害怕心理。因此，据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说明有无军事天才。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了解，有些果断的骠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指善于深思默想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有这样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是坚强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地位较低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而当地位较高时却不果断了。他们虽然想要定下决心，可是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心所包含的危险，而且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所以他们的智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他们越认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越习惯于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和它们相类似的机智。在象战争这样充满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必然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能够出色地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对意外的质问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能对突然的危险迅速想出救急的办法。这种回答和这种办法，只要求它们恰当，并不要求它们是不平常的，因为，同一个回答或亦法，当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看来可能是平常的，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平淡的，但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令人钦佩。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办法的能力。



　　人的这种可贵的素质，主要是来自他智力方面的特性，还是主要来自他感情上的镇静，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质问的恰当的回答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应付突然危险的恰当办法则首先以感情的镇静为前提。



　　现在，如果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导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多么近似，它们总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比较精确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使观念明确，必须指出，足以激发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的压力、负担或阻力(不管叫法如何)，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直接来自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最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显然，这种危险是随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



　　其次，敌人的抵抗直接对指挥官发生影响，是由于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使我方军队受到损失，而指挥官对这种损失负有责任。军队受到损失在指挥官心中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激发了他的意志力。不过我们认为，这还远不是他必须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时对他来说还只不过是要掌握住自己。可是，敌人的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都会对指挥官的部下发生作用，并且通过他们反过来对指挥官本人发生作用。



　　当部队勇气十足、精神焕发地战斗时，指挥官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很少有必要发挥巨大的意志力。但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取得卓越的成就，困难是决不会没有的），事情的进展自己就不会再象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了，相反，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要克服这种阻力，指挥官就必须有巨大的意志力。这种阻力并不就是指不服从和抗辩(虽然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指整个部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所造成的总的印象，是指看到流血牺牲时所引起的痛苦情绪。指挥官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作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他。如果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靠他们本身的意志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和支持下去，那么统帅意志上的压力就逐渐加重。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控制他们，继续统率他们。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勇气已经不足以重新鼓舞起全体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带到表现出动物本性的境地，以致临危而退和不知羞耻。这就是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时必须在斗争中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去克服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增大的，因此，为了要承受住这种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



　　干劲表示引起某种行为的动力的强度。这种动力可能来自理智上的认识，也可能来自感情的冲动。但要想发挥巨大的力量，感情的冲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时，人们内心充满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有什么比荣誉心更强烈和更稳定的了。在德语中用贪名图誉这样含有贬义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未免有失公道。当然，在战争中滥用这种高尚的感情，必然会对人类犯下令人愤慨的罪行。但是，就这种感情的来源来说，它确实可以算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它是在战争中使巨大的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不管其他的一切感情，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其他各种激情多么普遍，不管其中有一些看来多么崇高，但即使有了它们，荣誉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其他感情虽然一般地能鼓舞和提高广大士兵的士气，却不能使指挥官具有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自己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感情，都不能象荣誉心那样，使每一个指挥官象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一个军事行动，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努力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最能使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正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这种勤勉精神、竞争心和进取心。对于职位最高的统帅来说更是如此，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是可以想象的吗？



　　坚强是指意志对猛烈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虽然坚强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代用，但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显著差别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对猛烈的打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可以仅仅来自感情力量，但顽强却还要更多地依靠智力的支持，因为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就要加强行动的计划性，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计划性中获得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强。首先我们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刚强。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因为这样说就违反语言习惯。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表示怀疑。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不是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使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又不损伤热情，通过这种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这种感情无非是人的自尊心，.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内心最深处的要幕，要求随时随地象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因此，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如果从感情方面观察一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那么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大敏感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做感情迟钝或感情淡漠的人。第二种是很敏感的人，不过他们的感情从来超不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容易动感情而又平静的人。第三种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就象火药燃烧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最后，第四种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但是这种感情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强烈、深沉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大概同活动于人的机体中的各种肉体力量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那种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种组织看来一方面同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同精神有联系。在这个隐晦不明的领域内，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来的。但是，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种人在军事活动中会起怎样的作用和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刚强，却是很重要的。



　　感情淡漠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静，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做刚强，因为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力量。可是也不能否认，这种人正是因为能够经常保持镇静，所以在战争中才多少有他有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第二种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容易奋起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消沉。这种人在个别人遭遇不幸时会积极帮助，但在整个民族遭受灾难时却只是忧愁叹息，不能奋起行动。



　　这种人在战争中既能积极活动，也能保持镇静，可是他们却成不了什么大事，如果他们要成大事，那就要有卓越的智力使他们产生成大事的动机。不过这种人很少会有卓越的、独立的智力。



　　容易激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宜，因而对战争就更不适宜。虽然这种人有冲劲很大的优点，但是这种冲劲不能持久。如果这种人容易激动的感情有勇气和荣誉心来引导，那么，当他们在战争中担任较低的职务时.他们的感情往往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往往只要下一个大胆的决心，振奋一下精神就够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昂的杀声，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



　　这种人要在感情激烈冲动时保持镇静就加倍困难，因而常常会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一面。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好激动的人决不会是刚强的，也就是说他们决不能在最激动的时候保持镇静，那也不符合事实。既然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高尚的人，又怎么会没有自尊心呢！在他们身上并不缺乏这种感情，只是这种感情没有来得及发生作用而已，所以他们多半在事后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经过锻炼、自省和体验，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感情激动时及时意识到内心还有保持镇静的力量，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很刚强的人。



　　最后，是那种很少激动、但感情却很深沉的人。这种人和前一种人相比，就好象火心与火苗相比。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比作庞然大物，那么这种人最善于用他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他们感情的活动就好象巨大的物体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是不可抗拒的。



　　虽然这种人不象前一种人那样容易被感情所左右，也不会象他们那样在事后感到羞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镇静，不会受盲目激情的支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一旦失去产生自制力的高尚的自豪感，或者当自豪感不强时，也会失去镇静，为盲目的激情所支配。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野蛮民族中智力发展得较差，激情总是容易占上风。但是，就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为强烈的激情所左右，就好象中世纪的偷猎人拴在鹿身上被拖过丛林一样。



　　因此，我们要重复一遍：刚强的人不是指仅仅能够激动的人，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人。所以这种人尽管内心很激动，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象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



　　所谓坚定，或者通常所说的有性格，是指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根据别人的或自己的见解得出的，还是根据某些原则、观点、灵感或智力活动的结果得出的。但是，如果见解本身常常改变，当然这种坚定性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见解的常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智力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也就表明这种智力本身还有它的不稳定性。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自己的见解，即使改变的原因在于他自己，那也不能说他有性格。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十分明确，本来就不容易改变p或是因为象感情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智力活动-信念没有改变的基础；或是因为他在理智上有一个主导原则，因而意志活动很明确，使他拒绝对自己的看法作任何改变。



　　但是在战争中，人们在感情方面会得到许多强烈的印象，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可靠，因此，在这里比在人类的其他活动中，有更多的原因能使她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都产生怀疑。



　　危险和痛苦的悲惨景象使感情很容易压倒理智的认识，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很困难的，因此见解的改变就更是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的了。在战争中，常常只能推测和猜想行动所必须依据的情况，因此意见的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会不断涌现出同个人信念相抵触的印象。即使智力极端迟钝的人也几乎不能不受这些印象的影响，因为这些印象不仅十分强烈和生动，而且始终是同时对感情发生作用的。



　　只有那些从较高角度指导着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产物，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但是要坚持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这正是困难的所在。具体情况和一般原则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并不总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连接起来的。在这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而一定的怀疑也是有好处的。这时对我们有帮助的常常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不必思考这个原则本身如何，却可以让它支配我们的思想。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并且决不放弃，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我们放弃它。我们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的真实性是比较大的，并且在暂时现象的印象很强烈的情况下，不要忘记，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能相信并坚持当初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为性格的那种坚定性和一贯性。



　　镇静对坚定具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是很容易看清的，因此刚强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很强的人。



　　在谈到坚定时，我们会想到它的一种变态——顽固。



　　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很难划清坚定和顽固的界限，但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差别似乎并不困难。



　　顽固并不是智力上的毛病。我们所说的顽固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说它来自智力，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智力是一种认识能力。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如果顽固不是确实比虚荣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官叫做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而顽固则满足于事实。



　　因此我们说，如果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出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出于对较高的原则的信赖，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坚定就变成顽固了。正如我们以前承认的那样，这个定义虽然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但是却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顽固仅仅看作是坚定的一种强烈嚷现。顽固虽然同坚定很接近，也很近似，可是同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决不是坚定的强烈表现。甚至十分顽固的人，由于缺乏智力，也很少有性格。



　　在了解了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素质中那些既含感情成份又有智力作用的素质以后，现在再来谈谈军事活动中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虽然不是最重要的，恐怕也可以看作是最显著的，它只需要智力，同感情无关。这就是战争同地形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我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其次，这种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能完全改变一切力量的效果。最后，这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局部地区最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涉及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同地形的关系就使军事活动带有显著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人类活动中还有向地形有关系的其他一些活动，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工程、矿业、狞猎和林业等，这些活动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很快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探索清楚。但是在战争中指挥官的活动却必须在有关的空间进行，这个空间指挥官用眼睛是不能全面观察到的，甚至尽最大努力也不是常常可以探索清楚的，而且空间时常变更，所以就更难弄清了。虽然一般地说对方也是如此，但是，第一、双方共同有的困难仍然是困难，谁能凭才能和锻炼克服它，谁就可以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第二、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双方的困难才是相同的，决不是在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在具体情况下通常敌对双方的一方(防御者)总要比另一方对地形熟悉得多。



　　这种非常特殊的困难，必须用智力上的一种特殊的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非常狭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地形判断力。所谓地形判断力就是对任何地形都能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观念、因而每次都能容易地判明方位的能力。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作用。固然，这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智力，智力用它从科学和经验中得来的理解力来弥补肉眼的不足，并把看到的一些片断合成整体，但是，要使这个整体活生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形成一幅图画，即在内心中描绘成一幅地图，并使它长久地留在心中，使它的各个部分不再分散，只有依靠我们称为想象力的这种智力才能做到。如果一位天才的诗人或画家听到我们让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这种作用而感到受了污辱，如果他耸耸肩膀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个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了不起的想象力了，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在很狭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最低微的职能。但是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总还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就很难把各种物体形象化地清晰地想象成形式上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很大。但是记忆力究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呢，还是恰好包括在那种能更好地巩固对地形的记忆的想象力之中呢？我们不丽以肯定，因为就某些关系来看，这两种精神力量本来就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



　　不能否认，锻炼和理解力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名将卢森堡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发现，当他被派到远处去取口令时，每次都迷了路践自然，职位越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越广。如果说，骤骑兵或猎兵进行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为此通常只需具各少许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对全省和全国的地理概况都很了解，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虽然他在熟悉总的地形方面可以从各种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在了解细节方面可以得到参谋人员的帮助，但是毫无疑问，迅速而清楚地判断地形的卓越能力，能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不致心中无数，也可以使他更少依赖别人。



　　如果这种能力可以看作是想象力的作用，那么这也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放肆的女神所作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和感情力量的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很明显，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至于把迂回敌人阵地这类出现过千百次的、本身很简单的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行动都看成是高度运用智力的结果。



　　的确，人们习惯于把能干而简单的军人同那些善于深思的人、有发明天才的人或富于理想的人以及受过各种教养而才华出众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军人的才干只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能证明他们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智力和才能；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他们的才智与之不相称的较高职位，他们就会丧失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是指能使人们在他的职位上获得声誉的那些成就。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智力，享有相应的声誉。



　　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的司令官，和他下一级的司令官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受到更具体得多的领导和监督，所以智力独立活动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就使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才有非凡的智力活动，以下各级人员只要具有一般的智力就够了。人们的确看到，有些长期在军队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司令官，由于多年来只从事一方面的活动而显得智力贫乏了，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些迟钝了，因而在敬佩他们的勇气的时候，又讥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打算替这种勇敢的人争取较好的声誉，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勇气而没有智力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即使一个职位最低的指挥官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次一级司令官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了.虽然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司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因此就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的方面。的确，有时有些人把他们在职位较低时获得的声誉带到了较高的职位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并不配享有这种声誉。如果这种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国而不至于有暴露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十分确切地断定他们究竟配享哪种声誉。由于有了这样的人，我们就往往把那些在一定职位上还能大有作为的人也低估了。



　　所以无论职位高低，只有具备一定的天才，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历史和后代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在最高职位上，也就是在统帅职位上威名赫赫的人物的头上。这是因为这种职位要求具备极高的精神力量。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人们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军事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他的高尚感情和骑士精神不能象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的一切，可参阅第一章。我们说，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



　　这些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它们没有一定的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又很大，而且，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按概然性的规律来估计。所以，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到处都能辨明真理的洞察力来看透一切，那么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混乱，他就没有可能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里对较高的智力所要求的是综合力和判断力，二者发展成为惊人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抓住和澄清千百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智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但是，具有这种较高的智力的人，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天才的眼力的人，如果缺乏我们前面讲过的感情上和性格上的特性，还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仅仅认识真理，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动力，因此在认识和意愿之间，在知和能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合金就是我们面前讲过的果断、坚强、顽强和坚定。



　　此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活动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是人们相信他有这种力量，那么，他是很少会载入史册的。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通常都是很简单的，是大同小异的，只凭简单的叙述，人们决不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只是有时在一些统帅或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的一部分。在进行某一重大行动以前的大部分思考和内心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仅仅被看作是大楼盖好后就要拆掉的脚手架，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如果我们不冒昧地对较高的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义，而是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如果我们要问，具有哪种智力的大才最适于称作军事天才，那么我们说，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全方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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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争中的危险




　　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把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的吗？这并不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瞬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象脉搏一跳，而是象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就是这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让我们陪同没有主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当我们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的幻想。忽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平静和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我们再向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象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使人心神不定了。我们再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的旅长，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术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榴锻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此外，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时，没有不感到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不同的公质运动并产生不同的折射。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最初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然是气个非凡的人。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这种无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但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完全泰然自若。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一切活动要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中的一种阻力，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使认识符合真理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在这里提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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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争中的劳累




　　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术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判断者与被判断事物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特别是当他还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点了。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在战争中，有许多事物是无法严格规定出它们的使用限度的，其中尤其是体力。如果体力不被滥用，那么它是一切力量的系数，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指出人体究竟能经受多大的劳累。值得注意的是，正象只有弓箭手的强大的臂力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例如，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陷于危险之中，好象正在倒塌的墙一样濒于土崩瓦解，只有忍受极大的劳累才能脱险，这是一回事；一支胜利的军队在自豪感的鼓舞下，能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一回事。同样是忍受劳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多能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必然使我们钦佩，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更为困难。



　　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劳累是暗中束缚智力活动和消磨感情力量的许多因素之一。



　　虽然这里所谈的本来只是统帅要求军队和指挥官要求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是否敢于要求和善于要求军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但是关于他们本人的劳累的问题也不应忽视。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到这一点以后，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象危险一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它很象弹性物体，大家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避免滥用上述论点，避免过份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我们天生有一种指导判断的感觉。正如一个人受到诽谤和侮辱时，提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提到他的弱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任何一支军队用描绘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消除不了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地增加他们的光彩。由此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更高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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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




　　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了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的时候，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而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增大了。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是非难分，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对没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说，更糟糕的是情况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个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了的和错误的等等。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而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通常，人们容易相信坏的，不容易相信好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象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象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出现。指挥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象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判断力不强，那么他最好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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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战争中的阻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不能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假定有一个旅行者想在傍晚以前赶完一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这只不过是骑着驿马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四五小时的一件小事而已。可是，当他到达第一站时，找不到马或者找不到好马，前面又是山地，道路很坏，天也逐渐黑下来了。当他经历了许多艰苦到达了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感到很满意了。同样，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克服这些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当然机器也就受到很大的损伤。这一结论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将帅的坚强意志，就象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很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但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在各个面产生各自的阻力。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必然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起来，就应该象轴套围绕轴心转动一样，阻力很小。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在战争中会立刻暴露出来。营总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如果机会凑巧，他们中间甚至最不重要的人，也能造成障碍甚至混乱。战争带来的危险和它要求人们忍受的劳累会使阻力大大增多，因此必须把危险和劳累看作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可怕的阻力，不象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偶然性引起的。例如，天气就是这样的偶然性。有时，雾妨碍我们及时发现敌人，妨碍火炮适时射击，以及妨碍我们向指挥官呈送报告。有时，雨使这个营不能来，使那个营不能按时到达〈因为它的行军时间不得不由三小时延长到八小时〉，使马匹陷在泥里因而骑兵不能有效地出击等等。



　　举这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使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这些困难可以写几本书。为了避免这样做，而又能使读者对战争中必须克服的许多细小的困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本想尽力作一些生动的比喻，只怕这又会使大家感到厌倦。但是，再作一两个比喻，想必那些早已了解我们的读者还是会原谅的。



　　战争中的行动象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人在水中，甚至连走路这样最自然最简单的动作，也不能容易而准确地做到。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只用一般的力量就连中等的成绩也不能取得。因此，二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象一个游泳教练，他能教别人在陆地上练习水中所需要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没有想到水的人看来是荒诞的和夸大的。但是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或者不能从自己经验中抽出一般原则的理论家，必然是不实际的，甚至是愚昧的，因为他们只能教人人都会的动作——走路。



　　此外，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也就是再发生某种对他不利的重大的偶然事件，那么，就要求他有最高超的技巧和机智，作出极大的努力。而在站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好象进行得很顺利。熟悉这些阻力是一个优秀的司令官必须具备的、常常受到赞扬的作战经验的主要部分。当然，充分认识阻力、但又最怕阻力的司令官(在有经验的司令官中常见的畏首畏尾的人就是这样)不能算作是最好的司令官。司令官必须了解这种阻力，以便在可能时予以克服，在行动时不强求达到因为这种阻力而不能达到的准确性。此外，人们在理论上决不能完全认识这种阻力，即使能够，也还缺乏那种经过锻炼的判断能力(人们把这叫做随机应变)。在充满各种复杂细小问题的领域比在有决定性的重大问题的场合更需要这种能力。因为在后一场合，人们可以自己思考，也可以和别人商讨。善于社交的人所以能够常常使他的言行举止合乎时宜，只是因为他判断时的随机应变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同样，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才能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在战争脉搏的每一跳动中，都恰当地作出决定和进行处理。有了这种经验和锻炼，他可以不加思索地断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因此，他的弱点不容易暴露出来。如果在战争中常常暴露弱点，就会动摇别人对他信赖的基础，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样，阻力，或者在这里叫做阻力的那些东西，使看来容易的事变得困难起来。以后我们还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就会逐渐明白，一个卓越的统帅，除了经验和坚强的意志外，还需具有其他一些非凡的精神素质。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八章 结束语




　　我们所说的危险、劳累、情报和阻力，是构成战争气氛的因素，是妨碍一切活动的介质。这些因素按其所起的妨碍作用来看，又可以包括在阻力这个总的概念之内。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油呢？有，只有一种，而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军队的战争锻炼。



　　锻炼使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使剪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晶质---沉着，它是下至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需具备的，它能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



　　当人们进入黑暗的房间里，他们的瞌孔会扩大，眼睛会吸收仅有的微弱光线，逐渐辨认出各种东西，最后看得十分清楚，一个经过锻炼的士兵在战争中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而新兵，只会感到漆黑一团。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总要差一些。当然，所谓差一些，是同实战经验相比，而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如果在平时的演习中安排一部分上述的阻力，使每个指挥官的判断力、思考力甚至果断得到锻炼，那么这种演习的价值比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会惊慌失措的现象。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甚至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能使精神习惯于劳累。在战争中，新兵很容易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是整个指挥的严重缺点、错误和束手无策的结果，因而会倍加沮丧。如果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在平时获得战争锻炼的另一种办法是招聘有战争经验的外国军官，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很广泛地采用，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其他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应该经常设法从那些有战争的国家里招聘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优秀的军官），或者派自己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熟悉战争。



　　虽然同整个军队比较起来这些军官显得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却很显著。他们的经验、精神上的特征和性格上的修养对他们的部下和同僚都会发生影响。此外，即使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也仍然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许多具体场合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区分




　　战争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斗争，因为在广义上称为战争的复杂活动中，唯有斗争是产生效果的要素。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在这里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斗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作了一些专门的发明，以便在斗争中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斗争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管斗争怎样变化，它的概念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它仍然是构成战争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些发明首先是斗争者的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必须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制造好，并为斗争者熟悉和掌握。武器和装备必须适合斗争的性质，因而是由斗争决定的。但是很明显，制造、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的活动同斗争本身是两回事，只是斗争的准备，还不是斗争的实施。显然，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这个概念之内，因为赤手空拳的搏斗也是斗争。



　　斗争决定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又改变斗争的形式，因此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但是斗争本身仍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活动，而且因为它是在十分独特的条件中即危险中进行的，所以就更为独特。



　　因此，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区别开来。我们知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极有才干的人，在别的活动领域中却往往是最无用的书呆子，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把这两种活动区别开来的实际意义了。



　　如果把装备好了的军队看作是现成的手段，只要了解其主要效能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那么，在研究时把这两种活动区分开来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由此可见，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就理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难看出，如果军事艺术必须从军队的建立谈起，并根据它所规定的军队来制定战法，那么，这种军事艺术只有在现有的军队恰恰同这种军事艺术所规定的军队相一致的少数场合才适用。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大多数场合都能适用、在任何场合都不致完全无用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以一般的战斗手段为根据，而且只能以它们的最主要的效能为根据。



　　由此可见，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如果斗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可是，斗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象在第一篇第一章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把这些行动称为战斗，它们是斗争的单位。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即使不十分清楚这样区分的理由，也能相当清楚地知道某些现象应该列入战术还是应该列入战略。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我们探讨了这种道理，而且可以说，正是大多数人都采用这样的区分，才使我们找到了这个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



　　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单个的或单独的战斗的概念，以及根据什么条件来确定这一单位，在以后比较详细地研究战斗时，才能完全说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说明：就空间而言，也就是就同时进行的几个战斗而言，一个战斗的范围正是个人命令所达到的范围；就时间而言，也就是就连续进行的几次战斗而言，一次战斗的持续时间应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的危机完全过去为界限。这里可能出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时若干战斗也可看成是一个战斗，但决不能根据这一点否定我们这样区分的理由，因为一切现实事物的类别总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才形成的，我们这种区分也不例外。因此，即使观点不变，也一定会有一些活动既可以列入战略范畴，也可以列入战术范畴。把军队象警戒线那样疏开地配置和某些渡河的部署等就是这样。



　　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



　　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不过它们和斗争非常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而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谁会把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它们虽然和使用军队经常有相互作用，但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我们在第一篇第三章里说过，如果把斗争或战斗规定为唯一直接有效的活动，就可以掌握住其他一切活动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最后都要归结到战斗这里。我们想以此说明，有了战斗，其他一切活动才有目的，不过它们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去达到目的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战斗以外的其他活动在性质上都是很不相同的。有些活动一方面属于斗争本身，与斗争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另一些活动则仅仅属于维持军队，而且只是因为它们和斗争之间有相互作用，才以其结果对斗争发生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屑于斗争本身，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的活动是行军、野营和舍营，因为这三种活动是军队的三种不同的状态，而军队在哪里，哪里就一定有战斗的观念。



　　仅仅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是给养、伤病员的救护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行军和使用军队是完全一致的。战斗内的行军，即通常所说的展开，虽然还不是真正使用武器，但和真正作用武器必然有紧密的联系，是我们称之为战斗的那种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战斗外的行军则无非是为了要实现战略决定。这种决定指出应在何时何地以何等兵力进行战斗，而行军则是实现这种决定的唯一手段。



　　因此，战斗外的行军是一种战略手段，但它并不因而仅属于战略，军队在行军中随时都可能进行战斗，所以，行军既要服从战略法则，又要服从战术法则。当我们指示一个纵队在河或山的这一面行军，那就是战略决定，因为这里包含了一个意图：如果行军中有必要进行战斗，那么，宁愿同敌人在河或山的这一面作战，而不在那一面作战。



　　当要一个纵队不沿谷底的道路前进，而在谷旁高地上前进，或者为了便于行军而分成许多小的纵队，那就是战术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同发生战斗时如何使用军队有关。



　　行军的内部部署永远同战斗的准备有关系，它是可能发生的战斗的预先部署，因此具有战术的性质。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战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虽然行军河以完全看作是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行军中有一些活动并不属于斗争，因而既不属于战术，也不属于战略。架桥、筑路等等这些便于军队行动的措施就是这样的活动！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与使用军队很接近，几乎同它是相同的(如敌前架桥)，但是它们本身还不同于使用军队，因此关于它们的理论也不列入作战理论。



　　野营是军队比舍营时更为集中因而更有战斗准备的一种配置。野营是军队的一种静止状态，即休息状态，但它同时是可能在该地进行战斗的战略决定，而且通过布蕾的方式，它又包含了战斗的轮廓即进行防御战斗的条件。因此，野营是战略和战术的重要部分。



　　舍营是为了使军队能更好地休息而代替野营的一种活动。因此，它和野营一样，就营地的位置和范围来看，是战略问题，就为了准备战斗而进行的内部部署来看，则是战术问题。



　　除了使军队得到休息以外，野营和舍营通常同时还有另外的目的，如掩护某一地区或扼守某一阵地，但也很可能单纯以休息为目的。我们知道，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可能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因为，凡是有利于战略的都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而维持作战工具，往往也必然会成为某些战略行动的目的。



　　在这种场合，虽然战略仅仅是为了维持军队，但我们并没有离开本题，我们谈的仍然是使用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在战区的任何地方做任何配置都是使用军队的问题。



　　但是在野营和舍营时为维持军队而进行的不属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如修筑茅舍、架设帐篷、从事给养和清洁工作等，刷既不属于战略，也不属于战术。



　　至于防御工事，虽然位置的选定和工事的安排显然是战斗部署的一部分，因而是战术问题，但就工事的构筑而言，它们并不属于作战理论。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军队早就具备了的，战斗理论是以这些知识和技能为前提的。



　　在那些单纯属于维持军队而同战斗没有相同之处的活动中，只有军队的给养同战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给养几乎是每人每天都必需的。因此，给养在战略范围内对军事行动有较大的影响。我们所以说在战略范围内，是因为在单个战斗中，军队给养的影响大到足以改变计划的情况尽管是可能存在的，但却是极为少见的。军队给养大多只同战略发生相互作用，因为对军队给养的考虑影响到一次战局或战争的主要方面的情况是极为常见的。但是，不管这种影响如何经常和具有多大的决定意义，给养总还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它只是以自己的结果对使用军队发生影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其他管理活动同使用军队的关系就更远了。伤病员的救护虽然对军队的健康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它涉及的总还只是一小部分人，对其他人的使用只有很小的间接影响。武器装备的补充，除了军队本身经常进行的以外，只需要定期进行，在拟制战略计划时，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注意它。



　　但是，在这里我们决不能产生误解。这些活动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确实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医院和弹药库的远近，确实可能是在战略上作出极重要决定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我们既不想否认，也不想掩饰。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谈个别的具体情况，而是从理论上抽象地来谈。我们认为，上述那样大的影响是罕见的，因此，不能使伤病员救护和武器弹药补充的理论同作战理浴典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值得把这种理论所得出的各种方式方法连同它们的结果，象给养一样一并列入作战理论。



　　现在，战们再来明确一下我们研究的结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理论也必须作与此相应的分类。



　　属于战争准备的知识和技能是为了建立、训练和维持军队。我们不谈究竟应该给这些知识和技能起个什么样的总名称，但是我们知道，炮兵、筑城、所谓的基本战术、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这个范畴。战争理论则研究如何使用训练好了的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它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也就是说只需要了解它们的主要结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叫做狭义的军事艺术，或者叫做作战理论，或者叫做使用军队的理论，名称不同，指的都是一回事。



　　因此，战争理论把战斗作为真正的斗拿来研究，把行军、野营和舍营作为或多或少同斗争一致的军队的状态来研究。但战争理论不把军队的给养作为自己范围内的活动来研究，而象对待其他既存条件一样，只研究它的结果。



　　狭义的军事艺术本身又分为战术和战略。前者研究战斗的方式，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行军、野营和舍营这几种军队的状态，只是由于战斗才同战略和战术发生关系。它们究竟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这要看它们是同战斗的方式有关，还是同战斗的意义有关。



　　一定会有许多读者认为，把战术和战略这样十分接近的两个事物作如此细致的区分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作战本身并没有直接作用。当然，只有十足的书呆子才会去寻求理论区分对作战的直接作用。



　　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号走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如果有谁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他除非不进行理论研究，否则，他一定还没有被那些混淆不清、缺乏任何可靠根据、得不出任何结论的概念，即那些时而平淡无味、时而荒诞无稽、时而空洞无物的概念弄得头晕脑胀。在作战理论方面我们所以还常常听到和读到这样的概念，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精神的人还很少研究这些问题。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以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在这里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差别。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为标志的。智力活动在这里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接触到这个方面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剔的问题时谈到的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能依靠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种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必然是人们所厌恶的。



　　建立死板的理论的努力



　　因此，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还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替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只要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不能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了。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把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作用。



　　内线



　　后来，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加以批驳



　　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无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战争却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把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把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理论---研究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但是，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好比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但是，毫无疑问，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肯定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迫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必然的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中的困难，并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敌对感情---



　　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称为战争的现代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往往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没有敌对感情。尽管如此，决不是不存在敌对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也会燃起敌对感情。这是因为：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说这是人性也好，动物本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把斗争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感情成分的力量的较量，这是理论由于没有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有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斗争中所特有的上述感情以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等，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上述感情，但同上述感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很容易和它们结合在一起.



　　危险的影响



　　---勇气---



　　斗争总是有危险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在危险中进行，正象鸟必然在空中飞翔，鱼必然在水里游动一样。危险对人的感情或是直接地起作用，即通过人的本能起作用，或是通过智力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力图逃避危险，如果不能逃避，就会产生恐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是勇气使他们克制住了这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勇气决不是智力的表现，它和恐惧一样，是一种感情；不过，恐惧是怕肉体受到伤害，而勇气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勇气是一种高尚的本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勇气当作一种可以预先规定其作用的没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勇气不仅是抵销危险的作用的平衡物，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因素。



　　危险的影响范围



　　要想正确估计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危险在当时和对肉体的影响。危险对指挥官发生影响，不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威胁，而且是由于他所有的部下遭到威胁；危险不仅在它实际存在的时刻威胁着指挥官，而且在其他一切与危险有联系的时刻通过指挥官本人对它的想象威胁着指挥官；危险不仅直接影响指挥官，而且间接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增加了十倍。当建议或决定一次大会战时，考虑到这一巨大的决定性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谁能不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感到紧张和不安呢？可以断言，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存在，就永远不能完全离开危险。



　　其他感情力量



　　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是战争中所特有的，但并不是因此就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没有关系，它们在战争中也经常起着不小的作用。尽管可以说，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最严肃的活动中，某些细小的激情是被抑制了，但只有职位低的指挥官才是这样。他们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丢开了虚伪的习惯，因为在生死关头是不容虚伪的，于是他们就具有一种被看作是军人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但职位高的人就不同了，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就越多，关心的方面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越复杂，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宽厚或嫉妒、谦虚或傲慢了温和或暴躁，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能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起作用。



　　各人的智力的不同



　　除了感情以外，指挥官的智力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喜欢幻想、狂热而不成熟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强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是不一样的。



　　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因而达到目标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达到目标的方法所以多种多样(象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那样)，概然性和幸运所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可是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这种影响是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的。



　　第二个特点：活的反应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和由此而产生的相互作用。这里我们不谈活的反应在计算上的困难，因为前面谈过，把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就会有困难，而这种困难已经把这种计算上的困难包括在里面了。我们要谈的是，作战双方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不相容的。在军事行动的一切现象中，任何一个措施对敌人都会产生极不相同的作用。然而，任何理论所依据的都是一些类似的现象，决不能把纯粹特殊的情况都包括在内，这种特殊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只能靠判断和才能去处理。在军事行动中，根据一般情况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被意外的特殊情况所打乱，因此，同人类的其他活动比较起来，在军事活动中就必然更多地依靠才能，较少地运用理论上的规定。



　　第三个特点：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



　　最后，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象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



　　建立死板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上述特点，我们必须指出：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象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而且，不管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总会出现我们以前讲到的那个结果：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对立。



　　建立理论的出路



　　---困难的大小并不到处都一样---



　　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有两条。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探讨时所谈的一切，并不是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是相同的。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更为需要，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致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也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飞因此，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比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容易。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用物质手段进行战斗的，虽然其中也不可能不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总之，为战术建主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根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有些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凛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始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w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不进，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规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就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二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却常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目的和手段的性质



　　---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性质。



　　在战术中，手段是用以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目的是胜利。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的概念，以后在研究战斗时才能更详细地阐述，在这里，只要把敌人退出战场看作是胜利的标志就够了。通过这样的胜利，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使战斗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对胜利的性质会产生r定的影响。一个以削弱敌人军队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以占领某一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不同的。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能够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发生显著的影响，所以也应该是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在战术上使用孚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既然有些条件是战斗所离不开的，会或多或少地对战斗发生影响，那么在使用军队时当然就必须考虑它们。这些条件就是地形、时间和天候。



　　地形



　　地形最好分为地区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地说，如果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只是空想了。因此，文朗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形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



　　时间有昼夜之分，所以对战斗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当然会超过昼夜的界线，因为每次战斗都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规模大的战斗甚至要持续许多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确实有许多战斗不受时间的影响，一般说来，时间对战斗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天候



　　天候对战斗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通常，只有雾发定的影响。



　　战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在战略上，本来只有胜利，即战术成果是手段，能直接导致和的因素才是最后的目的。在战略上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同样也离不开或多或少对此发生影响的那些条件。



　　在战略上使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仍然是：地区和地貌(不过地区还应该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时间(不过应包括季节)以及天候(不过是指严寒等特殊现象)。



　　构成了新的手段



　　战略也上述条件和战斗成果结合在一起，就使战斗成果，当然也就使战斗本身，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使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但是，只要这个目的还不直接导致娟和，而只是从属性的，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是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都看作是战略上的手段。占领敌人阵地就是这样一种同地形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成果。不仅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应该看成是手段，而且在共同目的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任何一个更高的战斗单位，也应该看成是一种手段。冬季战局就是这种和季节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行动。



　　因此，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理论应该探讨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只能根据经验来确定战略上应该探讨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怎样才能把这些手段和目的详尽无遗地举出来。如果要用哲学上的方法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就会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使我们得不到作战和作战理论之间的逻辑的必然性。因此，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所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尽适用于和战史相同的情况。但是这种局限性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讲述的问题或者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或者至少是和战史比较过的。不过这种局限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存在于概念中。这种方法很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致使人陷入无谓的思考，钻进牛角尖和流于泛泛的空想。



　　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显然，只需要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够了。对战术来说，各种武器的射程和效能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它们的构造，虽然能决定效能，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作战并不是用炭粉、硫磺和硝石制造火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而是运用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对战略来说，只需要使用军用地图，并不需要研究三角测量；要取得最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如何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现状，并注意极为不同的情况能对战争发生显著的影响。



　　知识的范围大为缩小



　　这样一来，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就显著地减少了正作战所需的知识的范围也犬大缩小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支装备好了的军队在进入战场以前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军事活动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最后要用于战争以前，必须压缩成为数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就象一个地方的许多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只有那些直接注入战争这个大海的主要结论，才是指挥战争的人所必须熟悉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伟大的统帅可以迅速成长和为什么统帅不是学者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出其他的结论，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的结抡才能说明，为什么往往有些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却担任了较高的职务，甚至做了统帅，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不是来自知识渊博的军官，而大多数是那些环境不许可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因此，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一切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至少是有益的人，一向被讥讽为可笑的书呆子。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人成大材，关于细小和校节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使人成小材。



　　以往的矛盾



　　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简单的，总是把这些知识同那些为作战服务的活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因此，当它们和现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明显的矛盾时，只好把一切都推给天才，认为天才不需要理论，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



　　因此有人否认知识的用处，把一切都归之于天赋



　　有些靠天赋办事的人觉得非凡的天才同有学问的人似乎有天渊之别，他们根本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全凭个人的能力，而能力的大小则决定于个人天赋的高低，这样，他们就成了怀疑论者。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些，可是很容易看出，这种人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不积累一定数量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智力活动，这些观念至少大部分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那么，现在要问，我们需要的是哪类知识呢？可以肯定地说，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是人们在战争中需要直接处理的事情的知识。



　　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的领域内，指挥官职位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知识。如果职位较低，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窄而比较具体的知识。如果职位较高，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广而比较概括的知识。让某些统帅当骑兵团长，并不一定很出色，反过来也是一样。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虽然很简单，但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是很简单的，它只涉及很少的问题，而且只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后结论就行了，但是运用这些知识却不那么容易。在战争中经常会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能靠勇气克服的困难，至于智力活动，我们认为只是在较低的职位上才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也就增大，到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这些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虽然统帅不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必是政论家，但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统帅不必是细致的入物观察家，不必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须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考方式、习惯和主要优缺点。统帅不必通晓车辆的构造和火炮的挽曳法，但是他必须能正确地估计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只能在考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依靠理解事物的才能通过正确的判断来获得。因此，职位高的人在军事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在研究中，也就是在考察和思考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取得(这种才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象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生活现象中吸取精华)；除了考察和研究以外，这种知识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取得。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人们虽然永远不能成为象牛顿或欧拉这样的人物，但却能获得象孔代或腓特烈这类人那样的杰出的推断力。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强调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而陷入言过其实的学究气的泥坑中。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可是一到最高的职位就由于智力不足而表现得很平庸。甚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由于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现在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作战知识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知识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使它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几乎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中，人们学过的知识即使已经遗忘了，使用时也可以到落满灰尘的书本里去寻找，甚至他们每年在手头运用的知识，也可以完全是身外之物。当一个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来求出一个石曦的负荷力时，他得出的正确的结果并不是他自己智力的创造。首先他必须努力查找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计算时使用的定律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甚至在计算时他还往往没有完全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算。但是，在战争中决不是这样。在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不断起着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能随时随地定下必要的决心。因此，他的知识必须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杰出的指挥官的所作所为看来都那么容易，似乎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天赋的才能。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是为了把这种才能和通过考察和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的研究，已经明确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我们曾把作战方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较大的困难，因为战术几乎仅仅涉及有限的问题，而在战略上，可以直接导致媾和的那些目的是无穷无尽的。不过，需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因此在战略中主要是与统帅有关的部分有较大的困难。



　　因此，战略理论，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比起战术理论来更应该只是对各种事物的考察，更应该是帮助统帅认识事物。这种认识一旦和他的整个思想融为一体，就能使他更顺利和更有把握地行动，不至于勉强他自己服从客观真理。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三章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



　　---能力和知识。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是科学，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是技术---



　　人们似乎至今还没有决定，究竟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还是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本来是不易混淆的。能力本来不能写在书本上，因此技术也不应该作为书名。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掌握某种技术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可能是几门独立的科学)，叫做技术理论，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为技术，因此必然会采用这样的区分，把凡是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的都叫做技术，如建筑术，把凡是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都叫做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在任何技术理论中都可能包含某几门独立的科学，这是不言而喻和无可置疑的。但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科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技术，例如在数学中，算术和代数的应用就是技术，不过这还远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这是因为，虽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和能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它们就很难截然分开了。



　　把认识和判断分开是困难的



　　---军事艺术---



　　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当逻辑学者划一条横线，表示前提（即认识的结果）已经结束，判断从此开始时，能力即开始起作用。不仅如此，甚至通过智力的认识也是判断，因而也是一种能力，同样，通过感觉的认识也是如此。总之，一个人只有认识力而没有判断力，或者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能力和知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能力和知识越是具体地体现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们的区别就越明显。我们再说一遍，凡以创作和制造为目的的都属于技术的领域，凡以研究和求知为目的的都属于科学的领域。由此可见，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



　　对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谈了这么多，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认为，战争既不是真正的技术，也不是真正的科学，人们正由手看不到这一点，才走上错误的道路，不知不觉地把战争同其他各种技术或科学等同起来，并进行了许多不正确的类比推理。人们早已感到了这一点，字是把战争说成是一种手艺。但是，这种做法是害多利少的，因为手艺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技术，它只服从较固定和较狭隘的规律。事实上，军事艺术有一个时期是带有手艺的性质的，那就是在佣兵队长时期。但是军事艺术产生这种倾向并不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何况战史也已经证明，这在当时就是很不正常和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象某种技术，还不如说象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沪，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象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



　　区别



　　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加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伺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然而，过去人们确立军事艺术时，正是以技术作榜样的。以艺术作榜样也听于不通，因为艺术本身还非常缺乏法则和规则，而现有的几条法则和规则又往往是不完善的和片面的，它们不断地被各种意见、感觉和习惯的巨流所冲击而淹没。至于在战争中发生和消失的这种活的对象之间的冲突是否服从一般法则，这些法则能否作为行动的有用的准绳，我们在本篇里将作一些探讨。但有一点很清楚，象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任何对象一样，战争这个对象用研究精神也建能阐明的，它的内在联系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弄清楚的，而且只要做到这一点，理论就是名副其实的理论了。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四章 方法主义




　　为了要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和方法主义的概念，我们必须概略地观察一下支配一切行动的那套逻辑层次（这象一级级的政府机构一样)。



　　法则：这一始于认识和行动都同样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就词义来讲，显然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但是它却恰好表达了我们和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对认识来说，法则表明事物同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与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但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这时，运用原则就可以使判断有较多的自由。因为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所以，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因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如果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称为座右铭。



　　规则：常常被理解为法则，但是却和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可以有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意义上讲，规则还是根据外露的个别特征去认识深藏的真理并确定完全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的手段。所有赌博的秘诀和数学上的简便法等就是这一类的规则。



　　细则和守则：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一些更细小、更具体的情况，这些情况太多而且过于琐碎，不值得为它们建立一般性的法则。



　　最后，还有方法和方法主义。方法是从许多可能的办法中选择出来的一种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方法、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来决定行动。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如此。



　　因而，相同的部分至少应该尽可能多些，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因此，方法主义不是以个别的情况为前提，而是根据各种相似情况的概然性提出一种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如果以同样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就几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用。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如果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那就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造用的，因为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所以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想使作战理论成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国定的条文中真理只能以这种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战术理论最可能成为固定的条文，因此，上述概念在战术中也最为常见。非不得已，不得用骑兵攻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前，不得使用火器；战斗中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使用；这些都是战术原则。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绝对可用的，但是指挥官必须铭记在心，以便当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真理可以发挥作用时，不致失去机会。



　　如果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反常，就可以断定敌人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推断出敌人的意圈。



　　如果说，在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该立即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这个敌情就是：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开始撤退，而在这个时候，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只要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起作用。有关队形、训练、野战勤务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主要是方法。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都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因此，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括在作战理论中。



　　但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即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与此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一般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可以列入作战理论。



　　在作战中常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由于范围太广，过于复杂，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我们还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知道，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具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以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不得不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乱想，因为在经验特别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从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使机器便于运转。因此，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而，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战争不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收割庄稼时不需要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注意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方法。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职位较高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总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总是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常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1960年，普鲁士的一些将军们，例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都因为袭用了排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复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五章 批判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重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桦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



　　又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两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理论上所以作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仲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不能有条不紊地和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如果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象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容易的。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可以随意地这样做了。但是，象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了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臼的进行探讨，一置到目的的必要性没有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娟和的目的为止。很明显，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开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其他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不得不作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词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以前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前来看，那么手段是选得很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进行批判，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假如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复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遇到失败。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伦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至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就是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了。因为，如果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是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为止。如果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那么就必须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辽阔的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呢？很明显，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或打垮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较小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国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把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什么，它是否不致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懂得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可以结束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将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是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把那些归结起来只是少数实际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他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都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崇。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提出这种手段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作这种比较。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本来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但是，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看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并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这样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必然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会无休无止。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



　　(1)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同时因为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由于他敢作敢为，是更为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肯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办法。即使我们也象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常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和指责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声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真情。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在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排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惭。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术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干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叙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很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仅仅根据手段的性质，决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而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千叹，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但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而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精神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在中世纪，当火器刚刚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F它的物质作用自然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要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讨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人们单凭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乱的军队，如鞑靼人的、哥萨克人的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就是这样。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如果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极为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反复使用。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可能流行一时。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有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不加以论证。



　　但是，如果要引用经验来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很容易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



　　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根本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可能把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区别。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则是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以证明自己的论点。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实或列举若干史实可以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作第一种使用时，大多只要简单地提出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耍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未尝不可。不过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使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



　　作第二种使用时，必须比较详细地叙述事例，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作同前一场合相同的说明。



　　作第三种使用时，大多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论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个论点了。



　　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确切而详尽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许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不足的缺点，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以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来补救。



　　如果想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中还是在战区内，也就是说，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术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或同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一切情况和具体过程，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如何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一概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细叙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弥补证明力的不足，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经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似乎很有证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一打实例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别人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打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一打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举出一打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战例。由此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容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分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可以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深谋远虑，谨慎周到的范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例子；1797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可以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成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但是这些彼此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十分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埋没了的历史材料，而且他第一个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同实际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以看成是对论点的解释和进一步说明。尽管如此，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的面前，他很难达到他通常所追求的目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因为，尽管他对事件有时叙述得比较详细，可是还远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只简单地提示一下吏实还有另一个缺点：如果有些读者对这个史实不十分熟悉，或者不完全记得，那么就不能从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别的了。



　　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再现或者展示在读者眼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多半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一样。不过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病，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用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历史会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该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自然地产坐出来的，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认为，最近的战史，只要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不仅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特征和情节自然会逐渐湿没，它也象图画一样，原来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会逐渐消失，变得色彩暗淡，模糊不清，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块块颜色和一些线条，这些颜色和线条却因此受到了过分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近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近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完全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那么完善，骑兵还是主要兵种。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必然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当然，这些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须详细说明情况的场合，或者在必须详细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是不适用的。不管我们对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优越。只要我们概略地看一看佣兵队长时代，就可以知道，作战的各方面是如何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其他任何时代中，用于战争的军队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其他生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有被击败时，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很能提供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一般情况，大家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细节，越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作适当的评价，也不能用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遗憾的是，各个时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们不想谈虚荣心和欺骗成分在这里面占多大的比重，不过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帮助别人和说服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诚努力。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样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盖缺点和错误的装饰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个巨大的功绩。不过，如果考虑到，必须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这是需要花费毕生精力的事业。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象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权贵，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象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一章 战略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已经确定了。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极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始终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以往战略通常由内阁掌握而不由军队掌握，这就是证明。但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多少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备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干切。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但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该赞赏的是，在总的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太多地听到评论辛苦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觉得可笑。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迁回运动，在这里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



　　更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大小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因此，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者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同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要有更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非常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止住不断产生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很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异议和意见，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观察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依靠猜想和揣测，因而信心也就比较小。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看一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左翼忽而从右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把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如实地、毫不夸张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作力不胜任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而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玉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相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同样会被打碎脑袋。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乏冲劲，在十分急迫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后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够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促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使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使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行中的困难。从左翼或右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用迅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我们不会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如此。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是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责任感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然而，他所以能够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描绘和谈论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大胆、果断和意志坚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以使用的。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它曾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月初)。军队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妨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极其缺乏。在西里西亚，军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曾不得不连续夜间行军达八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劳累和困苦。



　　难道可以相信，这一切在军队中能不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统帅用他的智力这样地调遣军队，能象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轻而易举吗？这位元首和最高统帅看到可怜的、又饥又渴的弟兄们疲惫不堪，能不千百次感到痛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没有对统帅的伟大和正确有无比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劳累不是必然地要引起士气低落和纪律松弛，简单地说，不是要破坏军队的武德吗？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钦佩的正是实行中的这些奇迹。但是，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一切的。因此，但愿他们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那些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无法得到的东西吧。



　　上述例子很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在结束这一章时，我们再简单地说明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阐明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作结束。



　　仅仅把军队配置在某一地点，这只表明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战斗，并不一定真正会发生战斗。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看作是现实性，看作是一种实际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就可以看作是实际的东西，而战斗的可能性，总是有效果的，不管效果怎样。



　　注：在第二篇较早的修改稿中，作者对以下几段文字曾亲笔标明：“供第三篇第一章使用”，但作者修改这一章的计划未能实现，听以，我们将这几段文字全部附录于后。



　　可能的战斗由于有效果因而应该看作是实际的战斗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如果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即使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不过，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战斗不是直接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其他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是曲折地、但却以更大的力量去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可能是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道路、桥梁、仓库等等，但这些活动决不是最终目的。它们始终只能看作是取得更大优势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最后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同他作战。因此，它们只能看作是中间环节，看作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决不能看作是有效要素本身。



　　实例



　　1814年，拿破仑的首都被占，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从巴黎开始的政治的崩溃局面发生了作用，一条巨大的裂痕使这个皇帝的权势趋于崩溃。但是，这一切必须按下述观点来分析：政治上的崩溃急剧地削弱了拿破仑的兵力和抵抗力，因而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拿破仑再不能进行任何抵抗了，这样，联军才有可能同法国媾和。假如当时联军的兵力由于外在的情况遭到了同样的削弱，因而丧失了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的自然而唯一真实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经常考虑：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时刻发起的大小战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只有考虑这个问题，在制订战局计划或战争计划时才能确定一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会对其他活动作出错误的评价如果不习惯于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垂手可得的成果。如果这样来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带来更犬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真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断言：如同一个商人不能把某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存放不用一样，在战争中也不能把某次胜利放在全局的结果之外。如同商人必须经常把全部财富投入交易的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指挥官的智力始终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到的而言)上，那么他就始终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选，这样，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动力。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二章 战略要素




　　我们可以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字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属于第一类；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属于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为了使概念明确，并且一眼就能判定各类要素的价值大小，把这些要素分别加以考察是有好处的，因为分别加以考察时，某些要素虚假的重要性就自行消失了。例如，作战基地即使只是作战线的状况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形式中，作战基地的价值仍然与其说是由作战线构成的角这个几何要素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作战线所通过的道路和地区的状况决定的，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是错综复杂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一种最不幸的想法。他必然会在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道路，就象在梦中从抽象的桥墩向现实世界架桥一样，必然会徒劳无益。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作这样的开端。我们决不想离开整个现象世界，也决不想使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思想所能理解的程度。我们的思想并不是从抽象研究中得来的，而是从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们应该再来谈谈第二篇第三章谈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分成等级，只能看到或感觉到。



　　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其他精神素质，作战地区的民心，一次胜利或失败引起的精神作用，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也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在书本里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予以论述，但它们仍然象构成战争的其他对象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必须再说一遍：如果有人墨守成规，把一切精神要素都排除在规则和原则之外，一遇到精神要素，就把它作为例外，并把这种例外“科学地”规定下来，把它说成是规则，或者，有人求助于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人写的，而且它本身也必然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军事艺术的理论，即使只能让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只能说明对这些精神要素作充分估价和考虑的必要性，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的领域了。而且，只要人们明确了这些观点，也就给那些企图在理论的法庭上只用物质力量的关系为自己辩护的人预先作了判决。



　　而且，即使为了建立所谓的规则，理论也不应该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外，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理论为物质力量制订每条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比重，否则，规则就会变成绝对的条文，有时显得小心翼翼而局限性很大，有时又显得专断而过于宽泛。甚至完全不想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须会不知不觉地涉及精神要素，因为不考虑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都根本得不到说明，例如胜利的作用就是如此。因此，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结果，而且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和它们的惊人的作用，这正是统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宝贵、最纯真的精神养料。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同理论阐述、批判地探讨和学术研究相反，各种感受、总的印象和一时的灵感更能播下智慧的种子，结下精神的果实。



　　我们本来可以详尽地考察战争中的各种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象勤勉的讲师那样仔细地探讨每一种精神现象的利弊。但是，这样做就会很容易地陷入一般和平庸的境地，在分析过程中容易忽视实质，不知不觉地只注意那些人所共知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里宁愿采用不全面的和不完整的叙述方法，使大家一般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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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这几种主要的精神力量中哪一种价值较大，任何人都不能笼统地加以确定，因为要指出它们各自的价值就已经很困难了，要比较它们价值的大小，那就更加困难了。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不要轻视。但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是有些古怪地左右摇摆，时而轻视这一方面，时而又轻视那一方面。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三种精神力量的明显的作用。



　　的确，现代欧洲各国军队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差不多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作战方法也变成了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所通用的方法，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得到了这样自然的发展，以致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个人特有的手段(例如象腓特烈二世运用斜形战斗队形那样)。因此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有着更大的作用。这种情况经过较长的和平时期可能会有改变。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在山地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必须独立活动。因此，山地是民众武装最合适的战场。



　　军队的熟练的技能和经过锻炼的勇敢精神(它使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象一块熔合的金属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统帅的才能在复杂的地形上和丘陵地上最能发挥作用。在山地，统帅很少指挥单独的部队，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而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军队又过于简单，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应该考虑上述这些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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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军队的武德




　　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勇敢固然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军人的勇敢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敢，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也可以通过锻炼和训练培养出来。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对战争事业的热情，虽然能使武德增添生命力，使武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并不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管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同的。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



　　因此，不管人们多么煞费苦心地设想一个人可以培养成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不管人们如何把战争想象得具有全民的性质，不管人们认为战争的发展同以前佣兵队长时期多么不同，他们仍然不能抹煞战争这种事业的特殊性。既然如此，从事战争的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永远会把同自己一起从事战争的人看成是一个团体，而战争的精神要素，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固定起来的。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因此，在我们坚决主张从最高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时候，如果轻视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具有的这种团体精神，那是很不正确的。在我们所说的武德中，这种团体精神好象是把起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粘结在一起的粘合剂。组成武德的那些晶体，要依靠这种团体精神才能比较容易地凝结起来。



　　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能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象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致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但是，即使没有这种武德，也可以象万第人那样出色地战斗，象瑞士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那样完成伟大的事业，甚至可以象欧根和马尔波罗那样，率领没有武德的常备军取得胜利。因此不应该说，没有武德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我们这里提出的概念更为明确，不致成为一个泛泛的一般概念，也不致把武德看成似乎等于一切。事实上武德并不是一切。武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虑的特殊的精神力量，它的作用是可以估计的，如同一件工具一样，它的力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阐述了武德的特点以后，我们还想谈一谈武德有哪些作用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武德。



　　武德同军队各部分的关系就象统帅的天才同军队的整体的关系一样。统帅只能指挥军队整体，不能指挥军队的各个单独的部分。统帅指挥不到的部分，就必须依靠武德。选拔统帅应该以他在卓越的品质方面所享有的声誉作根据，而选拔大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则应该经过仔细的考察，指挥官的职位越低，这种考察可以越少，对个人才能的要求也可以相应地降低，但相对地要求具有武德。一个武装起来作战的民族的勇敢、机智、刻苦和热情等天赋品质，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这些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武德也可以代替这些品质。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点：



　　(1)只有常备军具有武德，而且也只有它最需要武德。民众武装天赋的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且这些品质在战争时期发展较快。



　　(2)常备军在对民众武装作战时，比对常备军作战时更需要武德，因为在这种场合兵力比较分散，各部队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反之，当军队能够集中使用时，统帅的天才就起较大的作用，可以弥补武德的不足。一般说来，战区和其他情况使战争变得越复杂，使得兵力越分散，军队就越需要武德。



　　从上述两点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如果军队缺乏武德，就应该尽可能简单地组织战争，或者加倍注意战争组织的其他方面，不要指望徒有虚名的常备军提供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才能提供的东西。



　　因此，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如果缺少这种力量，就应该有其他精神力量，如统帅的卓越才能、民族的热情等来代替，否则，所作的努力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看一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队，凯撒统率的罗马军团，亚历山大·法尔涅捷统率的西班牙步兵，古斯达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二统率的瑞典军队，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和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我们就会知道军队的这种精神力量，这种象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闪闪发光的金属似的优秀品质促成了多少伟大的事业。谁要是不愿承认，这些统帅只是依靠富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军队才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显示出他们的伟大，他就是故意无视一切历史事实。这种精神力量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而且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第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另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个统帅越习惯于向自己的士兵提出要求，他就越相信这些要求能够实现。士兵克服了劳累和困苦，会同战胜了种种危险一样感到骄傲。因此，只有在不断活动和劳累困苦的土地上，武德的幼芽才能成长，而且只有在胜利的阳光下才能成长。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制住和平时期的松懈，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如此。因此，虽然只有在战争中和在伟大的统帅的领导下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但是，这种精神力量产生了以后，即使这支军队是在平庸的统帅领导下和处于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也可以保持好几代。



　　一支满身创伤、久经锻炼的部队所发扬光大的和经过锻炼的团体精神，是那种单靠条令和操典粘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不能比拟的。相当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则可以使军队的武德保持得持久一些，但不能产生武德，因此，我们虽然承认这都是永远有价值的，但不应该作过高的估价。良好的秩序、技能、意志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色，这些都应该珍视，但是它们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整体只能依靠整体来维持，就象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样，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这样的军队即使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遭到挫折，也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极端恐惧，即法语所说的“大溃败”。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能有所作为，单靠它自己则将一事无成。这样的军队，当它没有在胜利和劳累中经过锻炼、逐渐适应艰苦的战斗以前，统率它就必须加倍谨慎。因此，我们不能把武德和情绪相互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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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胆量




　　为了指出理论不能为了制定法则而限制胆量的作用，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那一章中曾经谈过，胆量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中(在这里胆量同小心谨慎是对立的)占怎样的地位和起怎样的作用。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的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实际上，胆量如果不是在战争中，还会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里更有它的地位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应该承认，胆量在战争中甚至还占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在战争中，除了对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计算以外，胆量也起一定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因为对方怯懦而发挥了作用。因而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有胆量的人每当遇到怯懦的人，就必然有获胜的可能，因为怯懦能够使人失去镇静。只有遇到深思熟虑的谨慎的人，他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样的谨慎同样可以说是胆量，至少和胆量同样坚强有力。但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在所有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胆怯的。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胆量在这里，就象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其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因此，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必须受深思熟虑的约束。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就很容易造成错误。但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这好比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因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认识相同时，因小心，怕事而坏事比因大胆而坏事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提，读者就一定会同意。



　　按理说，有了合理的目的，就容易有胆量，因而胆量本身的价值就会降低，但事实上却正相反。



　　当有了明确的思想，或者智力占优势时，一切感情力量就会大大失去威力。因此，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就越小，因为，即使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仍然会从外部对他们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他们越是缺乏个人的见解，就越感到压力的沉重。法国有句成语：“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黯然失色，这句话揭示的生活经验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在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个个是以大胆和果断著称的。



　　有些大胆的行动是必要性引起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必要性。必要性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当事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会遇到同样大的其他危险，那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就只是他的果断，而果断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表现骑手的本领而跃过深沟，那是有胆量，假使是在一群土耳其士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那就只是果断了。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不迫切，必须考虑的情况越多，必要性就越不影响胆量的作用。1756年腓特烈大帝看到战争不能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所以他发动战争是由于有必要性，但同时也是很有胆量的，因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下这样的决心。



　　虽然战略只是统帅或最高指挥官的事情，但对战略说来，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同其他人的武德一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支来自勇敢的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大胆精神的军队，可以作出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情，因此我们谈到了军队的胆量的问题。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胆量，可是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一般地阐明了胆量的特性以后，关于统帅的胆量也就没有很多的话要说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被推到次要位置。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胆量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这种胆量的表现，不是敢于违反事物的性质和粗暴地违背概然性的规律，而是在决策时对天才（即准确的判断）迅速而不假思索地作出的较高的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智力和认识力受胆量的鼓舞越大，它们的作用就越大，眼界也就越广阔，结论也就越正确。当然，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也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普通人，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至多只有在远离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个方面袭来，他就会丧失全面观察的能力，即使由于别人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在这方面别人是无法帮忙的。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首要条件。当一个人的职位升高时，这种通过修养和生活锻炼而有所发展和改变的天赋的感情力量还能剩下多少，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才的翅膀就越硬，飞得就越高，因而冒险精神就越大，追求的目的也就随之提高。不管是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必要性进行的行动，还是荣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商进行的行动，不管是因卡特烈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为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就因为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现在我们还必须再考虑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但在后种情况下，这支军队最初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通过战争，而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只有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民族性格和战争锻炼在不断地相互促进，才能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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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坚忍




　　读者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关于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而是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可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所探讨的论题范围以外多加丝毫的数学成分，也不怕因而使读者感到意外。



　　在世界上的任何场合都没有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与人们的想象大不相同，从远处看和从近处看差别很大。建筑师可以多么平静地望着建筑物如何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步建造起来！医生虽然比建筑师要遇到多得多的意外结果和偶然现象，但他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的作用和用法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在战争中，一个统帅却经常受到种种情况的冲击，诸如真的和假的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所引起的错误，由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恶意、真的或假的责任感和怠情或疲劳所引起的违抗行为，以及一些谁也想象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总之，他处在成千上万的感受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长期的战争经验能使他具有对具体现象迅速作出估价的能力，高度的勇敢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象岩石抗拒波涛的冲击一样抵御住这些感受。谁在这些感受面前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所以，在实现自己的企图时，只要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企图，就十分需要有坚忍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何况在战争中，任何丰功伟绩，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取得的。如果说在这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常常容易使人屈服，那么只有那种表现为世世代代受赞赏的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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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因此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加以考察，为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它通过这些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获得了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当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很间接的，很少是直接的。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了解，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因此，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规定(也可以说是决定)战斗时，甚至那些对战斗的开始发生影响的事物，也不是那样简单的，并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和结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如果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不谈，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不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一赤裸裸的概念，即抽象的斗争了。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区别了。这样，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们不得不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而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十分少的。



　　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技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这方面要作到现有手段所允许作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是，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彼此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象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约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取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知道。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巧，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但是没有成功。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远不到一倍。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如果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只要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人们可能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因此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



　　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这昕起来很象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比较详尽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却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也十分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197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许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但对双方的兵力却什么也没有说。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反而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说明，人们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确实是重要的。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前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规定的。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而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握，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因为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允许他把兵力扩大到足够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似乎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从事这种计算的器官。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但却不是最困难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那么就会发现，这吨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至少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阳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用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种事物。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以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都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但是，甚至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确切地说来，也毕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



　　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清楚了。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军队的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至于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那只有根据总的情况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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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出敌不意




　　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到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这有许多大的和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里谈的不是狭义的出敌不意----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特别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特别在战术防御中更为重要。



　　我们说，一切行动都无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但是，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这种差别由于军队、统帅以至政府的特点不同就已经开始存在了。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政府和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虽然出敌不意是到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敢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



　　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准备一次战争通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是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的。



　　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者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少见的。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尽力争取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是，成功的例子仍是罕见的。



　　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敌占领某一阵地、某一地点或者某一条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难。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较大。谁要是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例如赢得一次会战，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谁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的东西，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渲染的词藻、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过以出敌不意闻名的一夭。那是7月22日。那天，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了一步，据说，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因而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看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7月22日的行军有这样大的意义，而只能看出对这次行军的流行看法是充满矛盾的，并且看出在那个以机动闻名的时代里，劳东的行动有许多是没有道理的。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能容忍那些流行的历史证明呢？



　　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定下决心和进行强行军。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师，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充分地作到了这一切，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月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在整个这段插曲中他不仅实际上一无所得，反而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明显地恶化。



　　拿破仑在1813年曾经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从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兵力，扑了个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顿几乎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是想指出巨大的效果同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提供了另外两个鲜明的例子。1814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它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要想以两天出敌不意的行军取得比这更大的战果是不容易的.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被各个击破了，遭受了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时那样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假使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完全不会这样组织行军了。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组织的错误是分不开的。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



　　1760年的累格尼察会战也是如此。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在当夜又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之外，因而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经常采取忽东忽西地运动的原则，但是14日夜间转移阵地，却正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就是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大选帝侯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1757年的战局；1800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次著名的行动。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军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在1757年的战局中，另一支军队几乎也同样地交出战区并投降。最后，还可以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1756年的萨克森和1812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反而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必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的积极行动，因此，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的那样，这也不是绝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候，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必然占上风。



　　按理应该如此，但实际生活并不这样严格地符合这一准则，而且原因很简单。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使部队涣散，因而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在这里，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对比。如果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来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十章 诡诈




　　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因而它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类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毕竟还有所不同。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此可以说：如果双关谐语是在思想上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初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



　　如果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的实施，而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象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的炽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象诡诈那样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上一章谈到到处要争取出敌不意时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



　　尽管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中很少记载这些情况，而且在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它们也很少是突出的。



　　产生上述情况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上一章所谈的大致相同。



　　战略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采取同部署战斗有关的措施。战略不象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可以单纯在口头和文字上进行活动，发表谈话，草拟声明等等。但使用诡诈进行欺骗时，所要利用的却主要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战争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例如，透露只是为了骗人的方案和命令，故意向敌人泄漏假情报等等。这些活动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在个别碰巧的场合才是合适的，因此不能看作是指挥官可以随意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通过部署战斗等这样的活动使敌人受骗，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活动的规模越大，花费就越多。人们通常都不愿为此付出这种代价。因此，所谓佯动在战略上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很少的。事实上，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不发生作用，而在决定性地点上这部分兵力却无法使用了。



　　指挥官能够经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平凡的道理。因此他不喜欢狡猾灵活的把戏。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使他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总之，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诡诈和狡猾所不可缺少的灵活性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诡诈在不妨害必要的感情力量(然而往往是有妨害的)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



　　但是，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越需要使用诡诈。因此，当兵力很弱，任何谨慎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一切办法似乎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诡诈就成为最后手段了。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诡诈也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胆量和诡诈可以相互促进，并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十一章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最好的战略是首先在总兵力方面，然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始终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但这往往不是统而所能决定的)以外，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至于什么是分割兵力的合理的理由，我们将会逐步认识清楚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述准则并非在每一次战争中都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目的和手段不同，它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些人只是糊里糊涂按照别人的习惯做法把兵力分割和分散了，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种现象听来好象难以置信，但却重复过几百次了。



　　如果我们承认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准则，而任何分散和分割兵力都只是例外，只是有了充分的根据才是可行的，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完全避免那种愚蠢的行动，而且还可以杜绝某些分割兵力的错误理由。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十二章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错觉，所以有必要把某些概念阐述和明确一下，为此，我们再来作一次简短的分析。



　　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的碰撞，从这里自然会得出结论：较强的一方不但可以抵销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的运动。因此，在战争中根本不容许陆续(逐次)发挥力量的作用，同时使用规定用于一次碰撞的全部力量必须看作是基本法则。



　　但是，只有战争确实象机械碰撞一样，才会产生上述现象。如果战争是双方力量持续不断地相互抵销的过程，那么力量的作用当然也就可以陆续发挥了。在战术上就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火器是一切战术的重要基础，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如果在火力战中以一千人对五百人，那么双方伤亡的多寡同双方参战人数的多少都有关系。一千人发射的子弹比五百人多一倍，而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也比五百人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一千人的队形一定比五百人的队形更为密集)。假定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比五百人大一倍，那么双方的伤亡就会相同。例如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伤亡二百人，那么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也同样有二百人伤亡。如果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还有五百人保留在火力范围以外，那么，双方都还有八百个可以战斗的人。但是，其中一方的八百人中有五百人是弹药充足、体力充沛的生力军，而另一方的八百人却都是队形松散、弹药不足和体力受到削弱的士兵。不过，仅仅由于一千人比五百人多一倍，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大一倍，这样的假定当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保留半数兵力的一方也可能在一开始就受到较大的损失，这是一种不利。同时还必须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一开始就拥有把敌人逐出据点和迫使敌人退却的有利条件。但是，他以后作战时只有八百名经过战斗而处于松散状态的士兵，对方却有五百名生力军，而且参战过的士兵的战斗力被削弱的程度也不会比他严重得很多，这是对他不利的。至于上述两种有利条件同这一种不利条件能否抵销，这已不是进一步分析所能明确的问题，必须依靠经验来判定。在这里，凡是稍有战争经验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优势在拥有生力军的一方。



　　由此可见，在战斗中使用过大的兵力将会导致多么大的不利。尽管使用优势兵力在最初可能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在以后却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不过，只有当军队秩序混乱、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时，换句话说，当出现每次战斗中都会有的(胜利的一方也会有的)危机时，才有上述危险。因此，当一方的军队处于削弱状态时，对方相当数量的生力军的到来就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当胜利一方的松散状态已经消失，只剩下胜利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优势时，对方再投入生力军就不能挽回败局了，相反，这支生力军也会被卷入失败的旋涡。一支被击败的军队，是不可能依靠强大的预备队在第二天转败为胜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术和战略之间的一个+分重要的区别的根源。



　　战术上的成果，即在战斗进行中和在战斗结束前取得的成果，绝大部分是在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战略上的成果，即整体战斗的成果或终局的胜利(不论是大是小)，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战略上的成果，是在部分战斗的成果结合成一个独立的整体时才产生的，这时，危机已不存在，军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损失的只不过是实际被消灭了的那一部分。



　　根据这种区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战术上兵力可以逐次使用，而在战略上兵力却只能同时使用。



　　在战术上，如果开始阶段取得的成果不能解决一切，而必须考虑到下一阶段，那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取得开始阶段的成果，只能使用必要的兵力，而必须把其余的兵力配置在火力战和白刃战的杀伤范围以外，以便用来对付敌方的生力军，或者用来战胜已经削弱了的敌人。但在战略上却不是这样。一方面，如同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在战略上一旦产生了成果，就无需担心敌人的反击，因为随着战略成果的出现，危机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在战略上使用了的兵力都一定会受到削弱。只有在战术上同敌人冲突的那部分兵力，即参加战斗的那部分兵力，才会被敌方削弱。也就是说，只要在战术上不无谓地滥用兵力，那么被削弱的就只是不得不被削弱的那一部分，而决不是在战略上参加冲突的全部兵力。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某些参加战斗不多甚至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就可以同参加战斗的部队一同起决定性作用。战斗结束后，这些部队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就象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一样，可以用于新的目的。这种用来造成优势的部队对总的成果会有多么大的贡献，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不难看出，有了这样的部队，在战术上参加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因此，如果说，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增多，损失不但不会增大，甚至往往会有所减少，从而我们的决战会更有保障，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越多越好，因此，必须同时使用现有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



　　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彻底地论证这个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只是斗争本身。固然，斗争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但是，斗争所离不开的人、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作用所能产生的结果也必须予以考虑。



　　战争中的疲乏、劳累和物资缺乏，是一种特殊的损害因素，这种因素就其实质而言并不属于斗争本身，但或多或少同斗争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同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在战术上，固然也有劳累和物资缺乏，而且可能非常严重，不过战术行动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因此它们的影响可以不必作很多的考虑。但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大，这种影响往往不仅十分明显，而且经常起决定性作用。在一支常胜的军队中，疾病减员比战斗减员大得多的现象是常见的。



　　如果象上面考察战术上的火力战和白刃战那样来考察战略上的这种损害范围，那么，当然可以设想：处于这种损害范围内的一切军队在某个战局或者其他战略阶段结束时都会陷于削弱状态，因而刚投入战场和生力军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战略上也象在战术上一样，应该用尽量少的兵力来争取开始阶段的成果，以便把生力军留在最后使用。



　　为了对这种在许多实际使用的场合好象很有道理的思想作出确切的评价，我们必须探讨它的各个具体概念。首先，我们决不能把纯粹是以后增加的兵员同原来就有的生力军混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战局临近结束时，不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迫切希望增加兵员，甚至认为这好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假如一开始就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就没有必要增加兵员了。至于认为新参战的部队就其精神价值来说比作战已久的部队更值得重视，就象战术预备队比在战斗中受过很大损失的部队更值得重视一样，那是同所有的经验矛盾的。失利的战局固然能使部队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受到某种程度的挫伤，但是胜利的战局也能使勇气和精神力量得到同样程度的增强，两者平均起来，得失互相抵销，战争锻炼却象纯利一样被盈余下来了。此外，在这里应该更多地以胜利的战局为着眼点，而不是以失利的战局为着眼点，因此，如果预料失利的可能性较大，本来就兵力不足，不可能设想还把一部分兵力留待以后使用。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劳累和物资缺乏使军队受到的损失，是否象在战斗中一样，会随着兵力的增加而增加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须是否定的。



　　劳累大多是由危险引起的，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瞬间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危险。军队要想处处避免这种危险，确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进行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就是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勤务。兵力越小，这种勤务就越繁重，兵力优势越大，这种勤务就越轻松，这一点谁能怀疑呢？因此在战局中对抗比我们兵力小得多的敌人，比对抗兵力相等或大于我们的敌人，劳累要小得多。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劳累的问题。至于谈到物资缺乏，那就有所不同。物资缺乏主要指两个方面：给养品的缺乏和宿营条件(不管是舍营还是舒服的野营)的缺乏。集结在同一地点的部队越多，这两方面的物资当然也就越缺乏。但是，对于向外扩展，取得更大的空间、取得更多的给养和宿营条件来说，兵力优势岂不也是一种最好的手段吗？



　　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国时，曾经史无前例地把军队大量集中在一条大路上，因而造成了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物资缺乏，这不能不归咎于他的那条原则：在决定性的地点上集中的兵力越多越好。他在这里是否过份强调了这条原则，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如果要避免遭到物资缺乏的困难，只需在较宽的正面上前进就行了。在俄国不会缺少空间，一般地说，缺少空间的情况也是极少的。因此，从这里找不出任何根据可以证明同时使用优势很大的兵力就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军队。可能有人认为：虽然把本来可以留待必要时使用的多余的兵力都用上去能减轻整个军队的负担，但大风大雨和作战时不可避免的劳累会使它减员。不过，我们认为必须把一切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考察，试问：这种减员的不利是否大到足以抵销其力优势在各方面所能取得的利益呢？



　　现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论述。为了在部分战斗中取得某个较大的成果，要大致确定哪些兵力是必要的，哪些兵力是多余的，这并没有多大困难。但在战略上要这样做就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战略上要获取的成果不是死板固定的，是没有明显的限度的。因此，在战术上可以看作是过剩的那部分兵力，在战略上却必须看作是可以用来伺机扩大战果的手段。利益的百分比是随战果的大小而增减的，因此，使用优势兵力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谨小慎微地使用兵力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1812年，拿破仑依靠自己巨大优势，成功地推进到莫斯科，而且占领了这个首都。如果他依靠这一优势能够完全粉碎俄国的军队，那么，他也许可以在莫斯科缔结一个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很难得到的和约。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上述观点，不是用来证明它，如果要证明它，就需要详尽地阐述，在这里这样做是不方便的。



　　以上只是针对逐次使用兵力的观点说的，而不是针对预备队这个概念本身说的。固然，这些论述已经不止一次地涉及到预备队这个概念，但是，正象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的那样，它还同其他一些概念有联系。



　　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在战术范围，单是实际使用军队的时间延长，就能使军队受到削弱，因而时间是削弱军队的一个因素，但在战略范围，时间基本上不是通过本身的延长对军队发生影响的。在战略范围，虽然时间对军队也起损害作用，但是这种损害作用干部分由于兵力众多而被抵销了，另一部分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因此，在战略上不能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就企图通过逐次使用兵力的方法使时间对自己有利。



　　我们所以说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是因为时间通过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条件对作战一方可能产生和必然产生的影响同时间本身直接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不是无所谓或无足轻重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研究。



　　我们要阐明的准则是：一切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就越好。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有持久地和陆续地发挥兵力的作用的问题，即逐次展开生力军的问题，特别是在生力军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主要手段时，更不能忽视这个问题。这是另一章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不要把上面谈到的问题误认为是我们还根本没有谈到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同上面的论述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即战略预备队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整个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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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战略预备队




　　预备队有两个不同的使命：第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第二是应付意外情况。第一个使命以逐次使用兵力能取得利益为前提，因而在战略范围内不可能出现。把一个部队调到即将失守的地点去，这显然属于第二个使命的范畴，因为在这里不得不进行抵抗，是没有充分预见到的。如果一个部队仅仅为了延妖战斗而被留下来，被配置在火力范围以外，但仍然受这次战斗的指挥官指挥，那么它当然是战术预备队，而不是战略预备队。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可能需要准备一定的兵力以防意外，因此，也可能需要有战略预备队，不过只是在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条件下才是这样。在战术范围，人们多半只能通过观察来了解敌人的措施，任何一个小树林和地榴都可以把敌人的措施隐蔽起来，因此人们必须经常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应付意外情况，以便在以后可以加强整个部署中过于薄弱的环节，总之，要能够针对敌人的情况调整我方的兵力部署。



　　在战略范围也必然会由现这种情况，因为战略行动同战术行动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战略上，有些部署也只有根据观察和每日每时获得的不很确实的情报以及战斗产生的实际效果才能予以确定。因此，根据情况不确实的程度保留一定兵力以备以后使用，也是战略指挥上的重要条件。大家知道，在防御中，特别是在江河、山地这一类地形的防御中，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战略活动离开战术活动越远，这种不确实性就越小，当战略活动接近政治领域时，这种不确实性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敌人把纵队派往什么地方去进行会战，这只能通过观察去了解，敌人将在什么地方渡河，这可以从他事前暴露的某些准备措施中来了解。至于敌人可能从哪个方向侵入我国，通常还在一枪未发以前，所有的报纸就已透露了。措施的规模越大，人们就越难做到出敌不意。时间是如此之长，空间是如此之大，产生行动的各种情况又是如此明显而很少变化，以致人们或者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它，或者可以确切地推断出来。



　　而另一方面，措施越涉及到全局，战略预备队(如果有的话)的作用也就越小。



　　我们已经知道，部分战斗的结局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整体战斗的结局中才能看到一切部分战斗的价值。



　　但是，即使是整体战斗的结局，也只有相对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被击败的敌军在其全部兵力中占多大的比重和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军的失利可以用一个军团的胜利来弥补，甚至一个军团在会战中的失利，不仅可以由一个更大的军团的胜利来抵销，而且还可以转败为胜(例如1813年在库耳姆的两天会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但是，被击败的那一部分敌军越重要，胜利(整体战斗的胜利)的重要性也就越有独立的意义，敌人通过以后的行动来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一点也同样是很清楚的。至于如何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在这里，只要读者知道这种关系无疑是存在的就够了。



　　现在，我们在上述两点以外再加上第三点：如果说在战术上兵力的逐次使用总是使决定性行动推延到整个行动的末尾，那么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的准则却几乎总是使主力决战(不一定是最后决战)在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就进行。这样，我们根据这三点结论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战略预备队的使命越广泛，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就越小，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



　　要指出从哪里开始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就变得不合理了，这并不困难。主力决战就是这个起点。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都使用进去，把现有军队组成的任何预备队留在主力决战以后使用都是荒谬的。因此，如果说在战术上预备队可以看作是应付意外的手段，而且是战斗失利时挽救无法预见的后果的手段，那么，在战略上，至少在太规模的决战中就不应该使用这种手段。在战略上，某一处的失利通常只能通过别处取得的胜利来挽救，在少数情况下可以把别处的兵力调来挽救败局，但是决不应该也不允许有为了挽回败局而预先保留兵力的思想。



　　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不参加主力决战的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一点本来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不是这种思想在别的概念的伪装下还显得很不错，而且经常出现的话，我们就根本不会在这两章作这样的分析了。有人认为这是战略上智谋和谨慎的精华，有人则把它连同任何预备队(因而也连同战术预备队)一概否定掉。这种混乱思想也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想看一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那么可以回忆一下1806年的事件。那时普鲁士曾经把符腾堡欧根亲王指挥的二万人的预备队留在马克，结果这支预备队未能及时赶到扎勒河，另外还把二万五千人留在东普鲁士和南普鲁士，作为预备队以备以后使用。



　　看到这些例子，人们就不会责备我们无的放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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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人的思路很少是仅仅沿着某些原则和观点发展的直线，它总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实际生活的一切艺术中就是如此。用横坐标和纵坐标是描不出美的线条的，用代数公式是作不出圆和椭圆的。因此，指挥官有时必须依靠高度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这是天赋的敏感和锻炼出来的深入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察明真相，有时必须把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作为行动的规则，有时还必须把惯用的方法作为行动的依据。



　　我们认为，经常注意使所有兵力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随时随地注意不把任何一部分兵力搁置不用，这就是一种概括出来的要点，就是智力活动的一种依据。谁在不必要的地方配置过多的兵力，谁在敌人攻击时还让一部分军队在行军，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发挥作用，谁就是不善于合理地使用兵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为不好。一旦需要行动，首先就要使所有的军队都行动起来，因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活动，也可以牵制或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军队，在那时却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同前三章阐述的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它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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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究竟几何要素(即兵力配置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在筑城术中，我们看到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大到小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狭义的战术中，即在关于军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在野战筑城中，以及在关于确定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学说中，几何学上的角和线象决定一切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些几何要素被滥用了，而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作用的游戏。但在每战必求包围敌人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具有了巨大的作用，它们被简单地，但却反复地应用着。尽管如此，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它的一切都不那么死板，精神力量、个人特性和偶然性都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儿何要素不象在要塞战中那样占统治地位。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在这里兵力配置的形式和国土的形状固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几何要素不象在筑城术中那样起决定性作用。也远不象在战术中那样重要了。至于这种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以后当几何要素再次出现并值得加以考虑时，我们才能逐步予以阐明。在这里我们只想使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是有差别的。



　　在战术范围，时间和空间容易变得很小。一个部队如果翼侧和背后都受到敌方的攻击，就会很快陷于完全无法退却的困境。这是一种接近于完全无法继续战斗的处境，必须设法摆脱它，或者预先防止陷入这种境地。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一开始就具有巨大的作用——主要是使敌人对后果产生顾虑。因此，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是产生上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战略范围，空间很大，时间很长，因而这一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人们不能从一个战区射击到另一个战区，实现一个预定的战略迂回往往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而且空间是如此广阔，即使采取最好的措施，要想分毫不差地达到目的也只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战略范围，这类行动的作用(即几何要素的作用)要小得多，正因为这样，在某一地点实际取得的胜利的作用就大得多。这一胜利在没有被可能的失败部分地或全部地抵销以前，是有时间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因此，我们敢于肯定地说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是战斗胜利的次数和规模，而不是联系这些战斗的几何形式，这是一条已定的真理。



　　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却成为现代理论中人们喜爱的论题，他们认为，有了这种观点就可以使战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又把战略看作是更高的智力活动，并且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更为高贵，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使战争更加科学化。我们认为，一个完善的理论的主要用处就在于揭穿这种谬论的迷惑作用。由于这种现代理论常常以几何要素这个主要概念为出发点，因此我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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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军事行动中的间歇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就必然认为，双方一般说来都是在前进的。但是也同样必然认为，就某一时刻来说，只有一方在前进，而另一方一定在等待。因为双方的情况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不可能是永远相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变化，因而当前这个时刻对这一方就会比对另一方有利。假定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方前进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另一方等待的根据。因此，在同一个时刻双方不会都感到前进有利，也不会都感到等待有利。在这里，双方不可能同时抱有同样目的的原因不是一般的两极性(因此同第二篇第五章的论点并不矛盾），而是双方统帅定下决心的根据实际上是同一个情况，也就是情况改善还是恶化的可能性。



　　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或者由于统帅对对方情况了解不够，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仍然不可能产生间歇，因为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不同的。从政治上看，双方必然有一方是进攻者，双方的企图如果都是防守，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的一方只有消极的目的；进攻的一方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因此，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积极的目的也会促使进攻的一方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两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止地消灭对方，就象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不到一方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决不会停止。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军事行动本来应该一刻不停地进行，就象上紧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样。但是，不管战争的性质多么暴烈，它总还受人的弱点的限制，人们一方面在追求危险和制造危险，同时却又害怕危险，战争中有这种矛盾，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战史，往往可以看到问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为了达到目标并不总是不停顿地前进，间歇和停顿是军队的基本状态，而前进却是例外。这几乎使我们怀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尽管战史上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却恰好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革命战争充分表明了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了它的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这样看来，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可能的，既然是可能的，也就是必然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前进，在战争中付出许多力量又如何解释呢？面包师只是为了要烤面包才烧热炉子；人们只是为了要用车才把马套在车上。如果除了使对方付出同样大的力量以外不想得到任何其他东西，那又为什么要作这样巨大的努力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谈这么多，现在再来谈谈它在现实中的变化，当然，这里只是指事物性质决定的变化，而不是指一些具体情况所引起的变化。



　　在这里必须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以阻止战争这个钟表走得太快或无休止地走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人本性上的怯懦和优柔寡断。它使行动具有经常趋于停顿的倾向，囱而是一种抑制因素，它是精神世界中的重力，但不是由引力引起的，而是由斥力引起的，也就是说是由害怕危险和害怕负责任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一般人会显得很笨重，因此要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仅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如果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中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作主宰，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责任的压力，那么停顿就会变成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这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至于敌人的情况，由于是隐蔽的，所以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因此，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方比较有利，但双方却都认为对自己有利。于是就象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明智的。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比较强而有力。它象钟表里的制动装置一棒与会使行动时时停顿下来。甲方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此作出结论说，乙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防御能够增强力量，因此，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仅会失去这种力量，反而会把它转给对方。形象地说，就是a+b和a一b的差等于2b。因此，双方不仅同时都会觉得无力进攻，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样，人们就为谨慎小心和对巨大危险的害怕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明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战争所固有的暴烈性。但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问歇，在这些战争中，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引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那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这一切可能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致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的姿态，或者只是使自己先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相机行事的一种缓和的行动，或者只是勉强履行并非出于自愿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行动，也都不十分害怕对方，简单地说，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政府下的赌注不会很大，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束缚。



　　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必然性就越少，偶然性就越多，建立理论就越缺乏必要的根据和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同在其他战争中比较起来，它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它的活动范围也许更为广泛，就象赌金币的赌博变成了小买卖一样。在这里，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以及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和行军上(所以被称颂为大有学间，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恰好就在这里，某些理论家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他们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剌、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重要。他们认为最近几次战争反而是野蛮的搏斗，是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而且只能看作是向野蛮时代的后退。这种观点象它论及的对象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在缺乏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当然就容易发挥作用。但是，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象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难道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就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吗？难道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不象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实际上，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只有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吗？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难道腓特烈大帝不是用类似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震撼了奥地利王朝吗？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如果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这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一个击剑运动员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是不那么容易的，往往只要被轻轻的一推，就会被摔倒在地上。



　　从上述所有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有间歇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而互相观望的时期；但一般说来，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它处于前进的状态，因此它的观望态度是稍有不同的。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十七章 现代战争的特点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一切作战计划，特别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幸运和大胆使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都变得一文不值，许多第一流的强国几乎被他一击即溃。西班牙人通过他们顽强的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俄国的1812年战局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其实这一点是人们早就应该知道的)，第二、会战的失利、首都的沦陷和某些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最后胜利的可能性(过去，所有外交官都把这种情况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看作是一条金科玉律，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准备暂时接受一个不利的和约)。这次战局又说明，当敌人进攻的力量已经枯竭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防御的一方往往就成为最强大的。这时，转守为攻具有十分巨大的力量。1813年的普鲁士进一步说明，紧急地建立民兵可以使军队增加到平时兵力的六倍，这些民兵在国外象在国内一样可以使用。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既然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就很难设想，它们在未来战争中会不使用这些手段，不管是危险威胁了它们的生存也好，还是强烈的荣誉心驱使它们这样作也好。



　　显而易见，双方用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和只依靠常备军进行的战争，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的。以往的常备军好象是舰队，陆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和海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一样，，因此陆军的军事艺术曾经采用过海军战术中的某些原则，而现在却完全不采用那些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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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紧张与平静—战争的力学定律




　　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中已经谈过二在大多数战局中，间歇和平静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我们在第十章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军事行动总还是被或长或短的问歇所中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军事行动中发生了间歇，也就是说，双方都不抱积极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而也就出现均势。当然，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均势，不是仅指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带力量的均势，而是还包括一切关系和利害在内的均势。但是只要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此进行了活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而对方对此采取了对策，那么双方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到决战结束时为止，也就是说，直到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或者另一方作了让步时为止。



　　在双方一系列战斗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决战结束以后？接着就会出现向这一方面或那一方向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遇到必须克服的困难(如内部阻力)或新出现的对抗力量的作用而衰竭下来，那么，不是再度出现平静，就是出现新的紧张和产生新的决战，然后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方向相反的运动。



　　把均势、紧张和运动作这样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活动来说比初看起来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可能有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这些活动也可能是很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但是它们的性质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是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向是因为在这时人们的意志能发挥更大的力量，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经有了各方面的准备。这样的决战犹如密封的火药在爆炸，而同样规模的事件如果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却仿佛是散放着的火药在燃烧。



　　此外，不言而喻，紧张的程度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最紧张的状态到最弱的紧张状态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而最弱的紧张状态同平静状态之间就只有很小的区别了。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下面的结论：同样的措施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在最紧张的状态中，其重要性就最大。



　　例如，瓦尔密炮击“比霍赫基尔希会战89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敌人无法防御而放弃的地区上驻防，同在敌人为了等待更有利的决战时机而退出的地区上驻防，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抗击敌人的战略进攻时，一个不合适的阵地，或者一次错误的行军，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均势状态中，这些缺点只有在特别突出的时候才会促使敌人行动。



　　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往大多教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均势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较轻、间歇较长和作用较小的紧张中度过的。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事件很少会产生很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庆祝女皇的诞辰(霍赫基尔希会战)，有时只是为了争取军人的荣誉(库涅斯多夫会战)，有时只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弗赖贝克会战)。



　　我们认为统帅必须清楚地辨别这两种状态，并且能针对这两种状态合理地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但1806年战局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人们往往离开这个要求还很远。当时的情况要求把一切都集中在主力决战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统帅本来应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然而，却只是提出了一些措施，即使有一些措施确已付诸实施(例如对弗兰肯进行侦察)，也不过是一些只能在均势状态中引起微弱振动的活动而已。人们只注意了这些引起混乱和浪费精力的措施和意见，却把唯一能够挽救大局的必要措施遗忘了。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实施进攻和防御所要谈的一切都同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在均势状态中进行的一切活动，我们只看作是派生的东西，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状态只不过是危机的反射而已。














	

 






	















	







	







	









 





	


	







	








	




	


第四篇 战斗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真正的军事活动一一战斗。这种活动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效果有时直接地有时间接地体现着整个战争的目的。因此，在这种活动及其效果中，上述战略要素必然又会出现。



　　战斗本身的部署属于战术范畴，为了了解战斗的概貌，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就够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战斗有各种不同的直接目的，因而每个战斗也就具有其特殊的形式(关于这些直接目的，我们以后才能谈到)。但是，同战斗的一般性质比较起来，战斗的特殊性质大多是不很重要的，因此大部分战斗彼此十分相似。为了避免到处重复叙述战斗的一般性质，我们认为在谈战斗的具体问题以前，有必要先考察卢下战斗的一般性质。



　　因此，我们在下一章中先从战术角度简单地阐述一下现代会战的特点，因为我们关于战斗的概念是以现代会战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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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关于战术和战略的概念，显而易见，战术有了变化，战略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和在那种情况下战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战略必然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是合乎逻辑和合乎情理的。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战略上如何运用主力会战之前，先说明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一次大会战一般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是从容地把大批军队前后左右配置好，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展开其中的一小部分，让它在火力战中进行几小时搏斗，不时地穿插进行一次次小规模的冲锋、白刃格斗和骑兵攻击，而且形成拉锯状态。当这一小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把战斗力消耗殆尽时，它就会被撤回，为另一部分所代替。



　　这样，会战就象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那样，有节制地进行着。当黑夜来临，什么都看不见了，谁也不想盲目地去碰运气，于是会战就会中止。这时，人们就要估计一下，敌我双方还剩下多少可以使用的兵力，也就是还剩下多少兵力没有完全象死火山那样一厥不振。再估计一下阵地的得失情况以及背后是否安全。最后，把这些估计的结果同敌我双方在勇敢和怯懦、聪明和愚蠢等方面的表现合起来构成一个总的印象，根据它就可以决定撤出战场还是明天早晨重新开始战斗。



　　上面的描绘并不是现代会战的全貌，只是勾划了现代会战这幅画的基本色调，它对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是适用的。我们在这幅画上添上预定的目的、地形等等特殊的色彩，并不会改变它的基本色调。可是，现代会战具有这种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它所以这样，是因为敌对双方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水平大体上是相同的，是因为现代战争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引起的，战争要素突破了种种束缚，已沿着它的自然方向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下，会战就始终保持着这种特点。



　　我们以后在说明兵力、地形等等各个条件的价值时，这个关于现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许多地方是有用的。不过，上述情况只是指一般的、规模大的、而且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以及类似的战斗，至于规模小的战斗，其特点固然也在向这个方面变化，但比起大规模的战斗来，变化的程度是较小的。如果要对这一点加以证明的话，那已经属于战术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以后还有机会作些补充，把它说得更清楚些。














	

 






	















	







	







	









 





	


	







	








	




	


第四篇 战斗




	







	

 



	


	



第三章 战斗概论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因此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战斗的性质。



　　战斗就是斗争，在斗争中目的是消灭或制服敌人，而敌人就是在具体战斗中和我们对峙的军队。



　　这就是战斗的简单的概念，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但在这以前，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一系列别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国家和它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自然也就会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在野蛮民族的简单关系中，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现代战争却是由大的和小的、同时发生的或相继发生的无数战斗构成的。军事活动分成这么多单个行动，是因为在现代产生战争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



　　就是现代战争的最后目的，即政治目的，也不总是十分简单的。即使这个目的十分简单，由于军事行动同许多条件和想法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不可能通过一次单个的大规模的行动来达到，只有通过结成一个整体的许多大的和小的活动才能达到。每一个这样的具体活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它们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并通过这些目的同整体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经说过，每个战略行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这个概念上，因为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始终是以战斗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因此，在战略范围内，我们可以把一切军事活动都归结到战斗上，而且只研究战斗的一般目的。至于战斗的特殊目的，我们在谈到同它们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将逐步地予以阐明。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战斗不论大小，都有从属于整体的特殊目的。既然如此，那么消灭敌人和制服敌人就只应该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个结论只是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只是为了使各个概念在逻辑上有联系才是重要的。我们指出这一点，正是为了防止这样看问题。什么是制服敌人呢？这永远只能是消灭他的军队，不论是用杀伤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不论是全部彻底地消灭它还是只消灭它的一部分，使它不愿意继续作战。因此，只要撇开各个战斗的一切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地或部分地消灭敌人看作是一切战斗的唯一目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那个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而且使它同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目的，不过是战斗的一般目的的较小的变形，或者只是同一般目的连结在一起的从属目的。在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方面，它是重要的，但同一般目的比较起来，它却始终只是不甚重要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从属目的达到了，也只是完成了战斗的次要任务。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不难看出，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只是手段而目的总是别的什么东西的看法，只有从形式上来看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忘记了战斗的特殊目的中也包含着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内容，忘记了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人军队的一种较小的变形，那么，上述见解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以前，正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出现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见解、倾向和不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理论越不要求使用真正的工具，即越不要求消灭敌人的军队，理论才越是摆脱了手艺的习气。



　　如果不提出一些错误的前提，不用一些误认为是有效的手段来代替消灭敌人军队，当然就不会产生上述那种理论体系了。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们还要同这种错误作斗争。如果我们不强调消灭敌人军队的重要性和它的真正价值，不提防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真理所能引起的谬论，我们就无法研究战斗。



　　但是，怎样才能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在最重要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是最主要的呢？对下面这种美妙的想法我们又将如何对待呢？这种想法就是：认为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直接消灭敌人的少数兵力，就可以间接消灭它更多的兵力，或者运用一些规模不大但却非常巧妙的攻击，就可以使敌人陷于瘫痪状态，就可以挫伤敌人的意志，并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最好的捷径。不错，在这里进行战斗和在那里进行战斗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在战略上，的确有巧妙地部署各次战斗的问题，战略无非是进行这种部署的艺术。我们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但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努力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同时必须记住，我们谈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也就是说，并不是谈那些在战术上可能存在的、不消耗很大力量就能消灭敌人很多军队的手段。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是战术成果，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只有重大的战术成果才能导致重大的战略成果，或者，象我们曾经比较明确地说过的那样，战术成果在作战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觉得要证明这个论点是相当简单的，这个证明就是：每种复杂的(巧妙的)行动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究竟是简单的攻击，还是比较复杂、比较巧妙的攻击有更大的效果呢？如果把敌人看成是被动的对象，就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后者的效果大。但是，任何复杂的攻击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只有在敌人对我们一部分军队进行攻击也不致破坏我们整个军队的准备工作的效果时，我们才能赢得这样的时间。如果在准备过程中敌人决定在短期内发动一次比较简单的攻击，那么敌人就会占有优势，因而使我方的宏大计划失去作用。因此，我们在衡量复杂的攻击有多大价值时，必须把准备期间内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考虑在内。只有在不怕敌人用比较简单的攻击来破坏我们的准备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复杂的攻击。当我们的准备遭到工敌人简单攻击的破坏时，我们自己也就不得不采用比较简单的行动，而且必须根据敌人的特点、状况以及其他情况采取尽可能简单的行动。如果抛开那些抽象概念所加给我们的模糊的印象而考虑实际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一个行动敏捷、勇敢而又果断的敌人，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去计划大规模的巧妙攻击的，而对付这样的敌人，才最需要本领。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简单的和直接的行动的效果要比复杂的行动的效果更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简单的攻击是最好的攻击，而只是说，攻击的准备时间不能超出环境许可的范围，而且敌人越有尚武精神，就越有必要采用直接的攻击。因此，与其要求在复杂的计划方面胜过敌人，不如设法在简单的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敌人的前面。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打法的最根本的基础，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打法的基础是智慧，一种打法的基础是勇气。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认为，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不是违反逻辑地考虑这两种因素，那么就没有权利认为，在勇气起主要作用的危险领域内智慧比勇气更重要。



　　经过了这些抽象的考察，我们还要指出，根据实际经验也只能得出上述这个结论，不会得出其他的结论，而且正是根据实际经验我们才进行了上述的考察。



　　凡是不抱偏见地阅读历史的人，都不能不确信，在一切武德中，作战的魄力总是最能使军队获得荣誉和成功的。



　　消灭敌人军队不仅在整个战争中，而且在各个战斗中，都应该看作是主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至于如何贯彻这一原则，以及如何使它同产生战争的各种情况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相适应，我们在以后再研究。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充分说明这个原则的一般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根据上述结论再来讨论战斗。














	

 






	















	







	







	









 





	


	







	








	




	


第四篇 战斗




	







	

 



	


	



第四章 战斗概论(续)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消灭敌人是战斗的目的，并且通过专门的考察试图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及在规模较大的战斗中都是这样的，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永远是最主要的。至于同消灭敌人军队这个目的混合在一起的、或多或少有一定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先作一般的论述，以后再逐步加以阐明。在这里，我们把战斗的其他目的完全撇开，只把消灭敌人看作是战斗的唯一的目的来探讨。



　　那么，对消灭敌人军队应该怎样理解呢？应该理解为使敌人军队损失的比例比我方大得多；如果我方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那么，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同时，我方的损失当然就比敌方小，从而可以认为，这是对我方有利的。既然我们在这里撇开战斗的其他目的来谈战斗，那么，我们就必须把那些用来间接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军队的目的也排除在外。因此，只能把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看作是目的，因为这种利益是绝对的利益，始终保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而且在最后的结算中总是一种纯利。至于其他各种胜利，有的是通过在这里根本不准备谈的其他目的取得的，有的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利益，这一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如果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敌人陷于不利的境地，以致他不冒危险就不能继续战斗，因而稍作抵抗就撤退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把他制服了。但是，如果在这个制服敌人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队的损失比例相同，那么这次胜利(如果这样一个结果可以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总结算中就没有留下什么利益。因此，象这样的制服敌人(使敌人陷入不得不放弃战斗的境地)，它本身不是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包括在消灭敌人这个目的的定义中。如前所述，这样一来，能包括在这个定义中的只是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利益的那种目的了。这种直接取得的利益不仅包括敌人在战斗过程中所受的损失，而且也包括敌人退却过程中直接遭受的损失。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在战斗过程中，胜利者和失败者在物质损失方面很少有明显的差别。往往根本没有差别，甚至有时胜利者的损失还可能大于失败者。失败者的决定性损失是在开始退却以后才出现的(而胜利者却不会有这种损失)。剩下的精神沮丧的部队被骑兵冲散，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火炮和弹药车被抛弃，剩下的火炮和弹药车也因道路不好不能迅速前进，因而被敌人的骑兵所追获。在夜间，零星的部队迷失了方向，毫无抵抗地落入敌人手中。胜利的这种结果，多半是在胜负决定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不作如下的解释，就会是难以理解的。



　　双方在战斗过程中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损失，而且精神也会受到震撼、挫伤，甚至一厥不振。要决定战斗是否还能继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而且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心、内部联系和计划等方面受到挫折的情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特别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只是这些力量。



　　在战斗过程中要对比双方的物质力量的损失无疑是困难的，但要对比精神力量的损失却是不难的。能说明这种对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作战地区的丧失，第二、敌人预备队的优势。我方预备队比敌人的预备队减少得越多，这就说明我方为了保持均势使用了更多的兵力。这是敌人在精神方面占优势的明显证明，这常常使统帅感到一定的苦恼，使他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但主要的是，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都多少会象燃烧殆尽的煤渣一样，子弹打完了，队形散乱了，体力和精力都耗尽了，也许连勇气也大受挫折。象这样的部队，且不谈人数上的减少，就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也和战斗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所以，根据预备队的消耗程度可以衡量精神力量的损失。



　　因此，地区的丧失和预备队的缺乏通常是决定退却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我们也决不想否认或者忽视其他原因，例如各部队的联系和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等等。



　　因此，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获得这种利益是战斗的真正目的。军队一旦队形混乱，行动不能协调，个别部队的抵抗往往就是徒劳无益的了。整个军队的勇气受到了挫折，原来那种不顾危险地力争得失的紧张情绪就会松弛下来，这时，危险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但不能激发勇气，反而象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此，军队一旦看到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力量就会受到削弱，他们的锐气就会受到挫折，他们就再也不能依靠危险激发自己的勇气来解除危险了。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个时机，以便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获得真正的利益。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失败者的精神力量能逐渐恢复起来，队形能重新建立起来，勇气也能再度高涨。而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有时甚至连极小一部分也不能保留下来。在极个别情况下，由于失败者抱有复仇心和更加强烈的敌何心，对胜利者来说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精神效果与此相反，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胜利者所获得的利益却永远不会从账本中勾销。



　　会战过程中的损失主要是人员的伤亡，而会战后的损失却主要是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前一种损失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而己，后一种损失却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这种损失，至少失败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真正的战利品，同时又被当作是衡量胜利的尺度，囱为根据这一切可以确实无误地看出胜利的大小。甚至胜利者精神优势的大小，从这方面看也比从其他方面看更为明显，特别是把它同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就更为明显。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过程中和在战斗后的退却中受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渐恢复的，有时甚至可以不留下丝毫痕迹。但这只是就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说的，至于整体中的大部分，却很少能这样。对军队的大部分来说还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甚至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在国家和政府里，人们判断问题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作出评价时个人的偏见较少，根据敌人夺得的战利品的数量，以及把这些战利品同伤亡人数作对比，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自己军队软弱无力的程度。



　　总之，虽然精神力量的削弱是没有绝对价值的，而且也不一定会在最后的战果中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对此有所忽视，精神力量受到削弱有时可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压倒一切。因此，削弱敌人的精神力量也常常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巨大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的地方论述。但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它的几个基本方面。



　　胜利的精神效果是随着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的，但精神效果不是以同等的比例，而是以更大的比例在增大，也就是说，不仅在范围上增大，而且还在强烈程度上增大。一个被击败的师是容易恢复秩序的，它只要跟更大的军队靠在一起，勇气就容易得到恢复，就象冻僵的手脚靠在身体上容易温暖过来一样。尽管失败的精神效果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对敌人来说，这种效果已经有一部分没有作用了。然而，如果整个军队在一次会战中失败，那就不同了，它会导致全军各个部分相继崩溃。一堆大火所发出的热度和几堆小火所发出的热度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胜利的精神效果还取决于双方的兵力对比。用少数兵力击败多数兵力，不仅得到了双倍的成果，而且还表明胜利者有一种更大的、全面的优势，使战败者永远不敢卷土重来。然而，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在采取行动的当时，通常对敌人的实际兵力了解得很不准确，对自己的兵力也估计得不很真实，而且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甚至可以根本不承认这种兵力上的悬殊，或者在长时间内不承认兵力占优势的全部真相。这样，他就可以避免由于这一点而产生不利的精神影响。在当时一直为不了解情况、虚荣心或谋略所掩盖着的这种以少胜多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到了后来才被人们在历史中发现的。这时，对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和它的指挥官来说，当然增加了光采，但对久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如果说俘获的人员和火炮是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也就要特别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用杀伤的办法消灭敌人只是一种手段。



　　这一点对战斗本身的都署有什么影响，不是战略上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同战略对战斗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何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个问题上。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许多情况下，当战略上极为缺乏相应的措施时，单靠战术往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同敌人两面作战，这是危险的；没有退路，这是更严重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瘫痪军队的运动和削弱其抵抗力，因而影响胜负。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增大军队的损失，甚至往往会使损失增大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使军队达到被消灭的程度。因此，背后受到威胁不仅能使失败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能使失败更加严重。



　　因此，在全部作战过程中，特别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人们就本能地要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的要求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跟单纯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争取保障自己背后和威胁敌人背后是战斗中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到处都应该努力争取实现的任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如果除了单纯的硬冲以外，不采取上述两种或者其中的一种措施，那是不可设想的。即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去攻击敌人，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试图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至于这种本能的要求在复杂的情况下多么经常地受到阻碍，因而不能顺利地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又往往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等等，要谈起来就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本能的要求是战斗中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就够了。



　　这种本能的要求到处都发生作用，到处都使人感到它的压力，因而成为几乎所有的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须围绕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那就可以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敌人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敌人的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开承认以上两点



　　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从来不会是准确的，也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假报的，甚至公布的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报导的战利品的数目不很大，那么是否真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把战利品作尺度以外，就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所以垂下军旗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就等于承认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强于我们的。失败一方的这种屈服和耻辱同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后果是有区别的，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对公众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影响的，恰好是这一部分。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甚至经过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以后退出战场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前哨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它放弃了自己的意图。甚至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的战斗中，也往往不能总认为退出战场就意味着放弃意图。例如，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是一边退却一边还在消灭敌人的。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将要谈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世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别的，退出战场在军内和军外引起的印象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一些没有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即使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退却，也常常会感到特别为难。因为夺一系列战斗中连续退却，尽管事实上并非失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却是节节败退，这种印象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不可能处处表白自己的特殊意图，借以避免这种精神影响，因为要想避免这种影响，势必公开他的全部计划，显而易见，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使大家注意这种胜利概念的特别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索尔会战就够了。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只有几千名俘虏和二十门火炮。当时腓特烈大帝考虑到整个局势，本来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仍然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并且以此宣告胜利。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确信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效果，能比较容易地缔结和约。尽管他在劳西次的卡托利希一亨内斯多夫战斗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中又赢得几次胜利后才缔结了和约，但我们仍然不能说索尔会战是没有精神效果的。



　　如果胜利震撼了敌人的精神，那么夺得的战利品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对对方来说，失利的战斗便成为不平常的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在精神上往往会瓦解，往往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以致全部行动只能是退却，只能是逃跑。



　　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这样的大败，而博罗迪诺会战却不是。大败和一般的失败的区别只是失败的程度不同，只有书呆子才去寻找为它们划分界限的标志。但是，明确概念是弄清理论观念的中心环节，是十分重要的。至于我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在敌人大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和在敌人一般失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这是术语上的缺陷。














	

 






	















	







	







	









 





	


	







	








	




	


第四篇 战斗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中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了考察。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战斗的直接意义。



　　既然战争无非是敌对双方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双方就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解决一切问题。在理论上，这似乎是极为自然的，在现实中，似乎也是这样的。这种看法也确实有许多正确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看法，把最初的一些小战斗只看作是象刨花一样不可避免的损耗，那么，总的看来这也是十分有益的。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显然，战斗数目所以增多，是把兵力区分开的缘故，因此各个战斗的直接目的和兵力的区分要一并讨论。但是，这些目的以及具有这些目的的战斗，一般是可以分类的，现在弄清它们的类别，将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消灭敌人军队当然是一切战斗的目的，但是，可能有其他一些目的同消灭敌人军队结合在一起，甚至还占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目的，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手段。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占领一个地方和占领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总的任务。这种总任务可能只是三者中的一项，也可能不止一项。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总有二项是主要的。在我们不久将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上述三项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却不相同。现列表如下：



　　进攻战斗 　　　　防御战斗



　　(1)消灭敌人军队 (1)消灭敌人军队



　　(2)占领一个地点 (2)防守一个地点



　　(3)占领一个目标 (3)防守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侦察和佯动，那么上面这个表并没有把所有的目的都包括在内，因为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显然不是这类战斗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第四种目的存在。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自己，骚扰是为了疲惫敌人，而佯动是为丁使敌人不离开某一地点或者把他从某一地点引到另一地点。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目的(通常是第二种)，才能间接地达到。因为要进行侦察就必须装出真正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对方的样子。这种假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攻者的那三种目的以外再加上第四种目的——诱使敌人采取错误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佯攻。这个目的只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根本不许放弃那个地点，另一种是相对的，也就是只需要防守一个时期。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



　　战斗任务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将有重大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比如，只想把敌人的哨兵从他们的所在地赶走时使用的方法，同要全部消灭他们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比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时使用的方法，同暂时阻击敌人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撤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撤退却是主要的事情。



　　但是，这些问题都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列举它们，不过是为了举例说明问题而已。至于在战略上如何看待战斗的各种不同的目的，将在谈到这些目的章节中再予以论述。这里只作几点一般的说明。



　　第一、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第二、在主力会战中占首要地位的总是第一种目的。第三、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是在有利于达到其他积极目的情况下，才间接地带来利益。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过于频繁，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时候。














	

 






	















	







	







	









 





	


	







	








	




	


第四篇 战斗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就战斗本身，而是就它同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来研究战斗，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成果。对胜利的一方来说，决定战斗胜负从来都是越快越好，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却不嫌战斗时间拖得很长。对胜利的一方来说，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失败来得越迟，损失也就越小。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全部成果往往只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理由就在这里。



　　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的几个主要条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这些条件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对比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性质。例如两万人不会象两千人那样很快地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大一两倍的敌人不能象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长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单用步兵作战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能象在平原上那样快；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想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某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和配置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中，重要的不是得出这条规则，而是把经验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主要结论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八千人至一万人的普通师，即使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十分有利的地形上，也可以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太大，或者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一个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的抵抗时间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能够多一倍，而一个八万至十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则大约可以延长两、三倍。这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可以单独作战。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调来了其他军队J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能够马上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合而为一，那么这仍然算是一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从而阐明结束战斗的时刻，同样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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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可以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决定是否可以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常常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机会。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纳附近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统率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企图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约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局势。如果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结果，而战斗的胜负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这个总结果不一定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因为有时可能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往往也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战斗的不利局面？



　　如果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



　　（1）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己定的时刻。



　　（2）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可以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3）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一切场合，特别是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次使用兵力（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也已经没有益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如果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同样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实际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对方使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善于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处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军队，特别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此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击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可以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整个骑兵团要恢复秩序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而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加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加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可以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对这两点我们还必须指出，夜暗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很少的，象1814年3月10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那样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同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因此，夜暗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说只是指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但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畴。我们只是因为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可以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也可能反而削弱攻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论讨它。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基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同它会合更为有利。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一般都会带来出敌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胜利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住这种攻击。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所以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好象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如果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如果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跟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抗衡，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相当强大，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补偿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决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所以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假使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可以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那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以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耗费的一切力量都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敌人在胜利的情况下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尚未结束以前就扭转不利的局势，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企图援助他。但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但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抵触的。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起军队的斗志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则，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特别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都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以后三天，在1814年2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但他当时希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种高尚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这种配置只要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很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不得不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分别进行战斗。因此，这种配置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分成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不断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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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战斗是不会发生的”，搏斗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历史著作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论，得出了许多模糊的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著作家在论述中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提法：一个统帅向另一个统帅挑了战，而后者却未应战。



　　但是，战斗是一种起了极大变化的搏斗，构成战斗的基础的不仅有双方对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而且还有同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这些目的永远从属于更大的整体，而且不仅如此，即使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个斗争时，它的政治目的和条件也是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的。因此，要求战胜对方的这一欲望本身是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的，或者更明确他说，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活动的神经。



　　“白白地向敌人挑了战”这句话，在古代民族中间，以及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来还有一些意义。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根据，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都表现在军队的部署和编组上，也就是表现在战斗队形上。



　　在那时，军队通常都驻扎在营寨里，因此营寨中的阵地被看作是难以侵犯的，只有当敌人离开营寨，象进入比武场一样，来到开阔的地方，才可能进行会战。



　　如果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战，那么，对非比阿斯来说，这句话无非是表明这一会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表明汉尼拔是真正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的大战斗和会战的情况和古代战争相似。也就是说，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编成战斗队形才能投入战斗，才能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总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战，在复杂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就既不适于进攻也不适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逐渐减少，但却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攻，而且逐渐普遍起来。到了现代，对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还可以增强其力量，但已经不可象魔法那样可以束缚战争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缚了，对于真正想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找到敌人和进攻敌人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想进行战斗的。因此，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在今天无非是表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不十分有利。这就等于承认这种说法不恰当，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掩饰事情的真相而已。



　　当然，即使在今天，虽然防御者已经不可能拒绝战斗了，但是，他只要放弃阵地从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仍然可以避免战斗。这样，进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个胜利，只能承认他暂时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挑战但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掩饰前进者（即进攻者）停滞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退却，那就说明他是希望会战的，在他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在挑战，实际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凡是希望和能够逃避战斗的人，是不会被迫进行战斗的。然而进攻者往往不满足于从敌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通过特别巧妙的办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但是可能的手段，迫使这样的敌人也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包围，使敌人不能退却或者退却十分困难，因而宁愿接受战斗；第二是奇袭。第二种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不起作用了。现代的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在敌人的眼前也敢于退却，只有在地形极其不利的场合，退却才会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里，内雷斯海姆会战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卡尔大公于１７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容易退却。但是我们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确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位著名的统帅和著作家当时采用这一行动的理由。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如果联军的统帅确实没有进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图，那么这次会战就是另一个例子。



　　关于索尔会战，腓特烈大帝自己说过，他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面前退却是危险的。同时腓特烈大帝也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的说来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上述情形总是少见的。而用包围的方法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只能是对单独的军，例如在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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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主力会战—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它不是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要把它放弃的那种纯粹是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全力以赴的斗争。



　　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可能有一些次要的目的同主要目的混杂在一起。主力会战由于产生它的各种情况不同，也可能具有某些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也是同更大的整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因此，总的说来，主力会战的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比任何其他战斗都大。



　　这一点对主力会战如何决定胜负以及对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都有影响，并且决定着理论应该给予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什么样的评价。



　　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而且，在谈到同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先对它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只要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主力会战，那些特殊目的是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的。



　　既然主力会战基本上是具有独立性的，那么它的胜负也就必然取决于它本身，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胜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之中寻求胜利，除非兵力十分不足，决不应该由于个别原因而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怎样才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决定胜负的时刻呢？



　　如果象现代军事艺术中的很长一个时期表明的那样，军队的某种巧妙的队形和编组是军队能够发挥勇敢精神和夺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队形被破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只要一翼被击溃，还在战斗的其他部分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如果象在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形以及地面的障碍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成为一体，那么，占领了这个阵地的一个主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因此人们常说：锁钥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就守不住了，会战就不能继续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击败的军队就象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已经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了。



　　不论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还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都必然使作战的军队象结晶体一样，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这两种原理现在都已经大大失去作用，至少不再起主导作用了。尽管现代的军队也以一定的队形进入战斗，但队形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了。尽管现在地形障碍还可以用来加强抵抗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靠山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的论述。根据我们的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便于使用军队的一种配置，而会战过程就是双方中的每一方逐渐消耗对方兵力的过程，最后看谁先使对方兵力耗尽。



　　因此，同任何其他战斗比较起来，在主力会战中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取决于双方剩下的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保留着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被战火燃烧得象煤渣一样的部队，是无法同它相比的。正如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它更多地被看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看作是损失本身。因此，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的人数始终是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



　　会战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虽然不怎么明显，但通常就已经确定了。甚至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会战，那就表明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这种趋势即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自然而然地也会缓慢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最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均势在会战过程中的变化，并不象有人根据对战斗的不真实的描写所想象的那样，是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变化不定的。



　　尽管均势可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很少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还能恢复均势，反而使对方失利，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在退却以前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如果有人说，个别情况出乎意外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发生了强大的影响，那么，这多半是战败者掩饰自己在会战中失利的借口。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的判断。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如果要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论证为什么会战过程必然是这样的，那就会过分地进入这个问题的战术领域。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



　　尽管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通常早就看到这种不利的结局，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相反的情况，否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如果由于会战已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认为这场会战的败局已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拿出兵力去扭转败局，因而也就不会在会战的失败趋向出现以后很久才开始退却了。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趋势已定，但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见的，而是很少的。可是，时运不佳的统帅总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很少的情况上，只要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不相矛盾，他总是希望通过忍受更大的劳累、发挥剩下的精神力量，以及通过创造奇迹或者借助幸运的偶然机会，使自己还能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在此以前先要说明什么是均势变化的征候。整体战斗的结果是由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组成的，而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则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体现在指挥官内心受到的精神影响上。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如何失败的，那么这就会对他的行动和报告发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又影响到统帅的措施。因此，有一些失利的，即使是看来可以补救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总是很容易地、甚至不可抗拒地涌进统帅的心里。



　　第二、体现在我方部队比对方更快的消耗上，这种消耗在缓慢而有秩序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容易估计出来的。



　　第三、体现在地区的丧失上。



　　所有这一切就好象一个罗盘，统帅根据它就可以辨别会战这只船的航向。如果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而敌方的步兵营却到处都是攻不破的，如果自己战斗队形的火力线不得不从一个地点退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占领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而且向前推进的步兵营每次都恰好被敌人雨点般的榴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的炮火开始减弱，如果大批没有受伤的士兵随着伤员的后撤而逃跑，因而火线上的步兵异常迅速地减少，如果会战计划被破坏，以致一部分部队被截断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然会从这一切情况中看出这次会战的趋势。会战的这种发展方向持续得越久，趋势就越肯定，要挽回败局就越困难，不得不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双方留下的预备队的对比，往往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统帅如果看到对方在预备队的对比上占有决定性优势，那么他就要下决心退却。现代会战的特点是，会战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损失都可以通过生力军来补救，因为，现代战斗队形的编组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预备队。一个看来将要遭到不利结局的统帅，只要还有优势的预备队，他是不会放弃会战的。但是，一旦他的预备队开始比敌方的预备队少了，那就可以认为胜负已定。至于他还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这一方面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向要看他勇气和毅力的大小，不过，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不明智的顽固。统帅怎样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对比，这是实践中的技能问题，决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谈他判断得出的结论。不过，得出结论的时候仍然不是定下退却决心的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结论还不足以促使统帅定下决心，它只是统帅定下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定下决心还要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这里主要有有两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即退却的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随着会战的进展，如果退却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预备队已经大大消耗，已经不足以打开新局面，那么，除了听天由命和有秩序地退却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地耽搁就会使他陷入溃败、甚至覆灭的危险。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间战斗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利的。出为黑夜比白昼更利于退却，所以，凡是必须退却或者很可能要退却的人，部愿意利用夜暗向后退却。



　　不言而喻，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许多比较特殊、比较小、但又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促使人们定下退却的决心，因为会战越是临近趋势发生决定性改变的时刻，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种改变的影响就越显著。因此，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两三个骑兵团顺利地突入阵地等等，都能促使人们实现正在成熟的退却决心。



　　在结束这个论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谈一下统帅身上的勇气同理智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一方面，屡战屡胜的骄傲情绪，天生倔强带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由高尚激情引起的顽强的抵抗精神，都要求统帅不退出战场，而要把光荣的英名留在那里；另一方面，清醒的理智却在劝阻他不要把力量用完，不要孤注一掷，而要保存必要的力量，以便有秩序地退却。在战争中，尽管勇气和顽强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尽管没有决心竭尽全力争取胜利的人很少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总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顽固地作下去，那么只能认为是绝望的挣扎，是愚蠢的行动，任何批判者都不会原谅他。拿破仑在最著名的滑铁卢会战中使用了最后的兵力，企图挽回一场已经不可挽回的会战，他拿出了最后一文饯，终于象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祖国。














	

 






	















	







	







	









 





	


	







	








	




	


第四篇 战斗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胜利的影响




　　由于立足点不同，人们可能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特大的效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什么效果而感到十分奇怪。现在我们谈谈一次大胜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种影响：



　　一、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



　　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



　　三、上述两种影响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场上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是不显著的。谁要是只看到这种差别的不显著的一个方面，谁就会常常感到这个差别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而实际上，这通常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们在第七章中曾经讲过，一方的胜利不仅随另一方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而且是以更大的比例增大的。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种影响会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助长的。因此，人们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对失败者来说，它能破坏各种力量，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加强他的力量和活动。但是，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发生作用，因为对失败者来说，它是造成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此外，这种影响同危险、劳累和艰难，总之同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因素有相同的性质，因而同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的影响下不断增大。对胜利者来说，这一切能够影响它勇气的进一步高涨。我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上升的程度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失败者所受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更要强烈得多。主力会战是具有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它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它应该取得的胜利。主力会战的意图是，就在要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敌人，它体现着全部战争计划和一切措施以及对未来的一切遥远的希望和朦胧的想象。对这个大胆的问题作出答案，是命运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必然会紧张起来，不仅统帅，而且他的整个军队直到最低一级的辎重兵都是如此。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越小，产生的影响也越小。不论在任何时代，从事物的性质来看，主力会战决不是一种不作准备地、突然地、盲目地进行的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不论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还是就指挥官的意图来说，都比一般的战斗活动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的影响也就越大。



　　胜利的精神影响在现代会战中比在现代战史初期的会战中要大得多。既然现代会战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个别的措施，更不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可以改正，如果遇到幸运和偶然的机会，也可能在下一次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却不是很快就可以改变的。因此，一次胜利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会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间，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与虑到这种变化，似是，会战的过程本身会使每个参加会战的人感觉到这种变化。尽管关于会战过程的公开报道可以用一些牵强附会的个别情况来掩饰真相，但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而不取决于个别情况。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活生生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概念。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概念永远也不能构成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



　　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左右人的思考（也可以说人的智力）的，首先是兵力的消耗，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丧失地区），再次是队形的破坏，各部分的混乱和退却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切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继续进行的）。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疲惫不堪的和跑散了的士兵，而他们往往正是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波及到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小兵，特别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而对上级指挥官产生不信任，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产生的想象，它是敌人占优势的证明，敌人占优势这一事实，最初可能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也许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幸运和天意，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威严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这些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武德的军队所以惊慌失措，决不是会战失败的缘故，而其他的军队的惊慌失措，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但是，上述那些情况，却是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产生的。如果说长期的战争锻炼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可以减少这些情况，但在失败的最初时刻却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这些情况也不是仅仅由于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通常是到后一阶段才会有的，而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道。因此，即使均势的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的，也不会不产生这些情况，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在任何场合都会产生的胜利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可以加强这种影响。



　　处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会遭到多么厉害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军队对作战中很普通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对付，因此，怎么还能够期待它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呢！在会战之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已经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须有外因的帮助。如果缺乏这样的外因，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会导致新的损失。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微小的胜利，也会使均势象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一边下降，直到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为止。如果没有这种新的外在条件，而胜利者又是一个有强烈的荣誉心、不断追求远大目的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高涨的优势不致象洪流一样泛滥成灾，要想通过许多小规模的抵抗使这股洪流缓慢下来，直到胜利的影响沿着一条渠道最后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个杰出的统帅，就必须有一支久经战争锻炼而具备高度武德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方的胜利对军队以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的迫切希望突然变成泡影，自尊心遭到彻底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恐惧情绪则可怕地到处传播，最后使他们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闪电般的真正打击。这种影响，尽管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决不可能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但不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惧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甚至束手侍毙，听凭命运摆布一切。



　　这种胜利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一部分是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能决定的，但更多的是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决定的。当然，统帅没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成果。但是，即使统帅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限制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枯竭。如果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不是道恩元帅而是腓特烈大帝，如果进行勒登会战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结果将会多么不同啊！



　　促使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成果的各种条件，我们在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再作研究。那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胜利同它的成果之间有大小不一致的现象，而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乏魄力的缘故。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题目，所以只想指出：胜利决不会不产生上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强的。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成，也就是说，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可以把胜利的影响看作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竭力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愿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们象大多数理论家那样走上既赞成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路吧。



　　实际上，上述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抵制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犹如一颗炮弹，即使它是从东向西发射的，因而它随地球自转而产生的运动速度会有所减小，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离不开人的弱点的，也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我们以后在另一个场合还要谈到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在绝望的处境中可能剩下的手段，尽管我们还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中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一次失败的影响就逐渐消失而等于零了。因为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本来可以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不仅指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会唤起一些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力量。固然，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而且在许多民族中实际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如何才能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这已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军事艺术只在假定会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对它进行考虑。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可能由于胜利的反作用，即唤起了失败者的其他力量而变得有害了。尽管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例外，但是既然有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认为，由于战败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不同，同样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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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会战的运用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个概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



　　(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



　　(4)若干战斗汇合成为一次大会战，才会产生最大的结果；



　　(5)只有在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相信自己，这也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根据上述五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因素。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种条件有利，在一次小战斗中也可能异乎寻常地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队（如马克森会战）；而另一方面，有时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主要目的却不过是占领或坚守一个阵地。但总的来说，进行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象迸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几乎在一切战争中，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军队集中成为一个大的整体。这个现象就表明，不管是主动的进攻者，还是被动的防御者，都有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战斗的想法。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虽然有敌对感情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还有其他缓和和抑制因素在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这种作用。但是，即使双方都不采取行动（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基调），在他们的思想中主力会战仍然是未来的目标，是构成他们的计划的远焦点。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发泄敌对感情和仇恨感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流血的战斗中，因而主力会战也就越加重要。



　　凡是抱有大的和积极的目的的人，也就是以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人，就必然采取主力会战这一最自然的手段。而主力会战，正象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是最好的手段。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用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性质。作为一个人，统帅对于这一点也是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但是，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胜负。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仿佛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实际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会受这种错党的影响，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满意和信任的心情再次推崇那种已经过时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愿这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可以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向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恐怕也不会获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因此，不仅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帅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统帅对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争或战局中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即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他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



　　(1)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



　　(2)地形的性质；



　　(3)各兵种的比例；



　　(4)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此，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不过，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会产生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偏见，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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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




　　尽可能地为赢得胜利作好准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是战略默默无闻地作出的功绩。战略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赞扬，只有利用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战略才显得光彩和荣耀。



　　会战可能有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它对整个军事行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取得胜利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讨论。但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不论胜利的发展是怎样地短促，它也总有个初步追击的时间，在一切情况下都确实是这样的。为了避免到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短而概括地谈一谈胜负决定后必然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对战败了的敌人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时刻开始的。至于在以前双方交替出现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不能算是追击，而只是会战进程本身。在对方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瞬间，胜利虽然已经肯定了，但它的规模通常还很小，而且它的效果还不大。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发展胜利，那么胜利就不会在许多方面提供更积极的利益。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获得的。我们首先就来谈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都是紧迫的，因此，交战双方军队的体力通常在进入大战以前就已经受到很大削弱。而在长时间的搏斗中体力消耗很大，军队可能会筋疲力竭。此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完子弹的人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如果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它们可能被主力所收容，或者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明显，胜利者就很容易有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立刻停止迫击，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限度，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很多增援，但在上述危机状态中，胜利者的追击的冲力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减少既得的利益。此外，人们生理上的需要和弱点也必然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统帅指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都要求暂时避免危险和停止活动。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作是例外，只有他们还能看到和想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只有他们还有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以后，还能想到其他成果，这些成果在别人看来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在统帅左右是会有人反映的，因为，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何况统帅本身精神也很紧张，身体也很劳累，他的内心活动或多或少也会有所削弱。于是，由于人的这种常情，人们所做到的往往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做到的也只是最高统帅的荣誉心、魄力和严酷所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许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以后，在扩大这个胜利时却迟疑不决。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最迟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间以后，由于自己需要休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中止追击。



　　初步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种，用骑兵进行的追击。这种追击主要是威胁和监视敌人，而不是真正紧逼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大的地形障碍就往往可以妨碍追击者前进。骑兵虽然能攻击精神受到震憾和力量受到削弱的部队中的零星队伍，但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追击时，它始终只是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就近不大的地形障碍就能够联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瓦解的军队在这里才是例外。



　　第二种，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的追击。当然大部分骑兵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可以迫使敌人一直退到他后卫的、或者整个军队的下一个阵地。通常，失败者不会立刻有利用这种阵地的机会，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多半不超过一小时的行程，至多不过二、三小时的行程，否则，前卫就有得不到充分支援的顾虑。



　　第三种，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整个军队的力量继续向前推进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所提供的阵地，但只要觉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迂回，又会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还没有结束，如果黑夜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在少数情况下彻夜继续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追击。



　　如果人们想到，夜间战斗时一切都或多或少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受到严重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出众的武德，能够确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最卤莽的统帅也不愿作的。因此，通常黑夜会使追击停止，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集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夜暗可以帮助他摆脱敌人。黑夜一过，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地好转，大部分溃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重新恢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同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并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者没有取得绝对良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收拾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显著地扩大胜利的效果。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其他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以后计划和情况的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可能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追击如同其他许多活动一样，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只不过是战争的许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入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尽，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如果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常常会遇到的），那么他当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即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就满足了，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如果在现代会战中还可以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往往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例如在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在郎城会战中，是由于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可以完事，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有些法国军事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塞居尔）严厉地责备拿破仑，怪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否则就可以使俄军失利的会战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详尽地说明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将会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统率的准备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军队共有三十万人，而到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却只剩下十二万人了。他可能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进军，而看来莫斯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焦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他确信可以占领这个首都，因为看来俄国人决不可能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假使能把俄军打垮，缔结和约的把握当然更大，但无论如何到达莫斯科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依靠这支军队控制首都，从而控制整个俄国及其政府。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如果在博罗迪诺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殆尽，那就更不能做到这一点了。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做得完全正确。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不能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子。这里涉及的不单纯是追击的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决定，可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战场，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攻击时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一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包岑会战一类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但包岑会战中的失败者愿意早一些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宁愿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胜局是否已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以获取全胜。



　　如果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从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为重要；战略为了同战术接近，以便利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成果，就要求战术获得全胜。



　　但是，初步追击只是发挥胜利的潜力的第一步，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仅仅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我们曾经说过，胜利的潜力的作用是其他条件决定的。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不妨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一再重复。



　　继续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又可分为二种：单纯的追踪、真正的紧逼和以截断敌人退路为目的的平行追击。



　　单纯的追踪可以使敌人继续退却，一直退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发动一次战斗的地点为止。因此，单纯的追踪能够允分发挥已得的优势的效果，此外，还可以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行李和各种车辆等。但是，这种单纯的追踪不能象下面两种追击那样使敌人军队进一步瓦解。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把敌人追到原来的营地和占领敌人放弃的地区，而是要索取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攻击准备的前卫向他发起攻击，那么这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运动，促使敌人瓦解。——敌人的瓦解主要是由于敌人在退却中毫无休止地逃窜所引起的。对士兵来说，在强行军后正想休息的时候又听到敌人的炮声，这是最苦恼的事情。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引起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往往就不能不承认，对方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无力抵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军队的精神力量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能迫使失败者在夜间行军，那么，紧逼追击就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因为，失败者在傍晚被胜利者逼迫离开选定的营地（不论这个营地是整个军队本身用的还是后卫用的），就只好进行夜行军，至少在夜间继续后撤另找宿营地，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一夜。



　　在紧逼追击的情况下，行军的部署和营地的选择还取决于许多其他条件，特别是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城市等条件，因此，只有可笑的书呆子才会利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说明：追击者总是可以摆布退却者，迫使他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在夜间却可以休息。尽管如此，在部署追击时，采用紧逼追击的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和合适的，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追击的效果。如果说在实际上人们很少采用这种追击方法，这是因为对于追击的军队来说，在确定宿营地和支配一天的时间方面这样的追击比正常情况下的行军要困难得多。早晨早一些出发，中午到达宿营地，剩下的时间筹划粮秣，夜间休息，这种正常的方法比根据敌人的运动来准确确定自己运动的方法要容易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于运动的各项决定，有时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许多小时同敌人接触，进行炮战，进行零星的战斗，部署迂回，简单他说，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措施。对追击的军队来说，这当然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本来就够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想摆脱看来并非绝对必要的负担。上述考察是正确的，它适用于整个军队，通常也适用于强大的前卫。因此，第二种追击，即紧逼退却者的追击，是相当少见的。甚至拿破仑在１８１２年对俄国作战的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次战局中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巨大的艰难困苦就已经使他的军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然而，在其他的战局中，法国人在紧逼追击方面却出色地发挥了他们的毅力。



　　最后，第三种方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方法，是向失败者退却的目的地进行平行追击。



　　当然，任何失败的军队退却时在自己前面或近或远的地方，总有一个他首先渴望达到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是：不预先占领它继续退却就会受到威胁的地方，如隘路；或者先敌到达那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如重镇、仓库等；或者到达那里就能够重新获得抵抗能力的地方，如坚固的阵地、同友军的会合点等。



　　如果胜利者沿着同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追击，那么，显而易见，失败者就不得不急剧地加速退却，因而最后可能变成逃窜。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三种对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截击敌人，通过出敌不意的攻击，获得成果。不过，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果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显然，只有具有果敢精神的敢作敢为的统帅和虽已战败但尚未彻底失败的优秀的军队，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失败者才会采用这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加速退却。但这恰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种退却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累，使大批人员掉队，使火炮和各种车辆丢失和损坏，因而造成莫大的损失。



　　第三种办法是避开敌人，绕过容易被对方截断的地点。离开敌人尽量远些，比较轻松地行军，从而避免一些匆忙退却时的不利情况，这是三种办法中的下策，它通常象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一样，只会导致更为狼狈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办法还是有效的，甚至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地说来，人们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相信这种办法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达到目的，更多的是由于其他个人难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的统帅真是可怜啊！不论军队的精神力量受到多大的挫折，不论对自己同敌人遭遇时在精神力量方面将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小怕事，回避同敌人战斗，只能对自己更加不利。假使拿破仑在１８１３年回避哈瑙会战而在曼海姆或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那么，他甚至不能象在哈瑙会战后那样把三、四万人带过莱茵河了，这说明，失败者可以利用防御的有利地形，周密地准备和谨慎地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通过这些战斗才能使军队的精神力量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里，即使是最微小的成果也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效果。但是，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作这种尝试必须克制自己的疑虑，而避开敌人，初看起来却似乎容易得多，因而人们往往愿意避开敌人。然而，失败者避开敌人恰好最能促使胜利者达到目的，而使自己彻底失败。但也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是指整个军队说的，至于一支被截断的部队企图通过一段弯路重新同其余部队会合，那是另一回事。因为，后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见。



　　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竞赛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紧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集一切被遗弃的东西，并且使退却者经常感到敌人就在后面。布留赫尔从滑铁卢到巴黎追击法军的一段行军中，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这样的追击当然也同时会使追击者本身受到削弱。如果失败的敌军可能被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所收容，或者率领它的是一位杰出的统帅，而追击者自己尚未充分作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是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追击的。但如果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却能象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失败的军队的损失会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多而增加，士兵会时刻担心被消灭而士气低落，以致几乎不能再进行真正的抵抗。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战而成追兵的俘虏。胜利者在这种十分幸运的时刻，用不着害怕分散兵力，可以尽量把他的军队都投入这个旋涡，截击敌人单个的部队，攻占敌人未及防守的要塞，占领大城市等等。在出现新的情况以前，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的情况就出现得越迟。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通过巨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是不少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耶纳会战，勒根斯堡会战、来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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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的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灭。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退却就其性质来说，应该进行到力量的均势重新恢复时为止，这种均势的恢复可能是由于得到了增援，可能是由于有坚固的要塞作掩护，可能是由于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也可能是由于敌方兵力过于分散。均势恢复的迟早取决于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但更多地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敌人。虽然战败的军队的处境在会战后没有丝毫改变，但这支军队却能在退却不远的地方重新整顿就绪，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这是因为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存在弱点，或者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以进行强有力的追击。



　　为了利用敌人的这些弱点或错误，为了不在形势所要求的范围以外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退却必须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一旦追击者在利用他的优势时超过了限度，就予以大胆而勇敢的反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象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毫无疑问，这是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实际上，人们在摆脱危险处境的时候，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而喜欢玩弄一些无用的形式，无谓地浪费时间，这样做是危险的。久经锻炼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同一般地摆脱危险是不同的。谁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可以摆脱敌人，就很容易站稳脚跟，谁就大错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必须尽可能缓慢地退却，一般地说，以不受敌人摆布为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同紧追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作出牺牲是值得的。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掉队的士兵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而且，连最后剩下的一点勇气也会丧失无遗。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时刻全军予以支援，小心谨慎地利用地形，在敌人前卫行动轻率和地形对我有利时设下强有力的埋伏，简单地说，准备和策划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这都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各次会战的有利条件和会战的持续时间是不同的，因此会战失败后退却时的困难自然也是不同的。从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敌人后进行退却时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时常有一种分兵退却的论调，主张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进行退却，甚至作离心方向的退却。如果军队分成几个部分只是为了便于退却，它们依然能够共同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那么，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了。至于任何其他分兵退却的作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因而也是非常错误的。军队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都处于削弱和瓦解的状态，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退却者把军队分开，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不能肯定敌人有这种弱点，那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如果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把军队分开，以便掩护自己的两翼，那也只能限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要过分地分开。而且，即使如此，也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同时，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腓特烈大帝在科林会战后，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分三路退却，并非他自己愿意这样，而是因为他的兵力部署和掩护萨克森的任务不容许他采用其他办法。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而自己却渡过塞纳河转向特鲁瓦，这次行动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不但没有向他追击，反而同样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留赫尔）转向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尔岑堡）则担心兵力不足，因而推进得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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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夜间战斗




　　夜间战斗是怎样进行的，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战术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夜间战斗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进行考察。



　　其实，任何夜间攻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奇袭。初看起来，夜间攻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遭到攻击是出乎意外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却必然早就有了准备。他们的处境多么不同啊！他们把夜间战斗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另一方面攻击者只要在对方极端混乱中收获果实就行了。那些不指挥任何军队、不负任何责任的人认为可以常常进行夜袭，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那种想象都是在下面的前提下产生的：攻击者了解防御者的措施，因为那些措施都是事前采取的而且是很明显的，是攻击者通过侦察和研究一定可以了解到的，与此相反，攻击者的措施是在进攻之前所采取的，对方一定无法了解。但是，攻击者的措施并不是完全无法知道的，防御者的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的。如果我们同敌人的距离，不是近到象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奥国军队同腓特烈大帝那样可以直接看到对方，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侦察和搜索的报告以及从俘虏和敌探的口供中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这样了解的情况总是很不完全的，从来就不是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总是或多或少有些过时了，敌人的配置也可能已经有了改变。不过，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野营方法时，要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比现在容易得多。幕营线比厂营或露营容易识别得多，部队有规则地展开成横队的野营也比目前常用的各师成纵队的野营易于识别。即使我们能够看到敌人某个师成纵队地野营的整个营地，也还不能充分了解他的配置情况。



　　而且，对攻击者来说，不仅需要了解防御者的配置情况，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措施并不仅仅涉及射击的问题。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给夜袭造成的困难，比在以往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比战斗前采取的措施多得多。在现代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配置多半是临时的，而不是固定的，因此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反击敌人。



　　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以外，攻击者在夜袭时很少能或者根本不能了解到防御者更多的情况。



　　但是，防御者却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自己阵地内的地形比攻击者熟悉，就好象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同攻击者比较起来，他能清楚地知道他军队的各个部分在什么地方，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那里。



　　由此可见，在夜间战斗中，攻击者象防御者一样需要了解情况，因此，只有由于特殊的原因，才能进行夜间攻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多半只同军队的某一部分有关系，很少关系到军队的整体。因此，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进行夜袭，在大会战中进行夜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如果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巨大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把它包围起来，予以全歼，或者使它在不利的战斗中蒙受重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出敌不意地行动，否则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次不利的战斗，而会回避这种战斗。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的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配置方面的缺点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暗，即使正式的战斗要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的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用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出敌不意地强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他不遭受极大损失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样的攻击就越困难，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拥有较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军队作为夜间攻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它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付多面攻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样普通的攻击都是一开始就有所戒备的。多面攻击能否收到效果，通常并不取决于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迂回就必须象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具备优势的兵力。



　　但是，包围或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使用的部队不管对敌人有多大的优势，毕竟是自己整个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巨大危险的赌博中，人们只会拿一部分兵力作赌注，不会拿整个军队作赌注。此外，军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从而减少这次行动的危险。



　　但是，夜袭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进行，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既然出敌不意是夜袭的基础，那么隐蔽活动就成为夜袭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容易隐蔽地活动，而整个军队的纵队却很少能做到这点。因此，通常只能对敌军的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进行夜袭。例如腓特烈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来，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在现代，战争比以前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始终处于胜负决定以前的紧张状态中，因此，虽然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不设强大的前哨配系，但在这个时刻，双方都有很充分的战斗准备。与此相反，在以前的战争中却往往有一种习惯，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双方军队还是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持很久的时间。腓特烈大帝就经常和奥军在近到可以进行炮战的距离上相持几个星期。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已经不用了。现代军队已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野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我们还想特别考察一下对整个敌人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原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



　　(1)敌人特别粗心或者卤莽，但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很大优势也将弥补这一缺点。



　　(2)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足以代替指挥。



　　(3)要突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这时一切都有赖于出敌不意，而且只有突破重围这个意图才能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十分绝望的处境，只有冒极大的危险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掩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是随着日出而告终的，接近敌人和发起攻击都必须在夜暗中进行，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如果只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间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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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我们将从下列四个方面来研究军队：



　　（1）军队的兵力和编成；



　　（2）军队在战斗以外的状态；



　　（3）军队的给养；



　　（4）军队同地形的一般关系。



　　因此，本篇所研究的军队的四个方面，只是战斗的必要条件，而非战斗本身。它们同战斗有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在谈到战斗的运用时还要经常提到它们。而在谈到它们的本质和特点时，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方面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第五篇 军队




	







	

 



	


	



第二章 战区、军团和战局




　　一、战区



　　战区，实际上是指因四面都有掩护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这种掩护，可以是周围要塞或大的地形障碍，也可以是这一部分同战争的其余部分之间有较大的距离。这样一个部分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小的整体，其他部分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部分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发生间接的影响。举例讲，在这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在前进，而在另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却可能在后退；在这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在防御，而在另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却可能在进攻。当然，并非随处可以严格区分，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是指出问题的实质而已。



　　二、军团



　　军团，就是指同一战区内所有的军队。这样讲还不能说明军团的全部涵义，1815年，布留赫尔和威灵顿虽然在同一个战区，但是他们统率的却是两个军团。因此，司令官是军团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标志。在安排恰当的情况下，一个战区内只应该有一个司令官，而且一个独立战区的司令官应当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军队的绝对数量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决定军团这个名称。有时，几个军团在同一个战区内和在同一个司令官指挥下行动，它们之所以还保持军团这个名称，也仅仅是保留名称而已。此外，一个战区内的大量军队，只应分为几个军，决不能再分为几个军团，否则，至少是不符合军团这个惯用术语的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在遥远地区单独活动的分遣部队都叫做军团，显然是书呆子式的作法。但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当人们把法国革命战争时期万第人的军队称为军团时，却没有任何人感到奇怪，虽然这部分军队的人数并不很多。



　　因此，军团和战区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



　　三、战局



　　人们常常把一年中所有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叫做战局，但是更普遍和更确切的说法是指一个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不能简单地以一年作为界限来确定这个概念，因为战争已经不再可能由固定的和长时间的冬营而自然地分成若干个以一年为限的战局了。当较重大的军事行动的直接影响已经消失而新的冲突正在酝酿时，一个战区内的军事活动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较大的阶段，必须考虑这些自然形成的阶段，以便把属于某一年（战局）的全部军事活动都划归这个年度，任何人都不会认为1812年战局是在默麦尔河畔结束的，因为俄、法两军在1813年1月1日还在那里，也不会把法军在这以后直到渡过易北河的退却划归1813年战局，因为这一退却显然是从莫斯科开始的整个退却的一部分。



　　即使这几个概念确定得还不十分精确，也不致带来什么危害，因为它们不象哲学定义那样，可以作为其他定义的某种依据。确定这些概念，只是为了使我们的用语更加清楚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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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兵力对比




　　在第三篇第八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数量上的优势在战斗中所具有的价值，从而也说明了一般的优势在战略上的价值，人们已经可以看出兵力对比的重要性了。在这里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必须再进行一些研究。



　　如果我们公正地研究现代战史，就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这个原则，在现在必须提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



　　在过去各个时期军队的勇气和士气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增强，今后仍会如此。但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期，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明显的优势，在另一个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明显的优势。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军事艺术又极力主张根据概括一切的大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有的统帅在这方面还常常能够从对方得到很大益处，但是这种作法现在已经过时，只得让位给自然而简单的作战方法了。如果我们毫无偏见地考察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那就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整个战局中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主力会战中，这些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前一篇的第二章。



　　如今，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强军队和最差军队在这方面己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当然，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较好的军事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甚至象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见解和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很难说它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只有军队的战争锻炼能造成显著的优势。因此，交战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会战的特点就是由上述均势造成的。让我们用公正的态度审视博罗迪诺会战史吧！这次会战，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法国军队同组织装备以及部队的训练等方面都远远落后的俄国军队进行较量，在整个会战中没有表现出任何高超的技巧和智谋。这是一次单纯的双方力量较量，由于双方力量几乎相等，结果，优势只能象天平一样渐渐倾向指挥官毅力较强和军队战争锻炼较多的一方。我们之所以举这次会战为例，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兵力处于均势状态，而在其他会战中很少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会战都是这样，但是，大多数会战基本如此。



　　如果双方在一次会战中，缓慢而有步骤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胜的把握一定要大得多，事实上在现代战史中不可能找到过去常见的那种战胜兵力多一倍的敌人的会战，拿破仑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统帅，除了1813年的德累斯顿会战以外，在历次胜利的主力会战中，总是巧妙地集中了优势兵力，或者至少集中的兵力不比敌人少很多。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如在来比锡、布里昂、郎城和滑铁卢会战中，他就失败了。



　　不过，兵力的数量在战略上大多是一个既定数，它是统帅无法改变的。我们研究的结果并非说明在兵力比敌人显著少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战争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作用不可低估，特别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时更是这样。因此，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的。在最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却不能起作用的战争理论，只能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战争理论。



　　因此，尽管理论十分希望双方兵力对比相当，但决不能说兵力对比很不相当时理论就用不上了，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定出界限来。



　　兵力越小，目的就应该越小。此外，兵力越小，战争的持续时间也应该越短。因此，兵力较小的一方在这两方面就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兵力的大小在作战时到底会引起哪些变比，我们只能在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时逐步说明，在这里只能说明总的观点。但是，为了使这个总的观点更为完整，我们还想作如下补充。



　　被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的一方，越是缺乏兵力，就越应该在危险的压力下振奋精神。如果丧失了勇气，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和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谨慎和节制又有勇猛进攻的行动，这就是腓特烈大帝在几次战争中令人钦佩的地方。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振奋精神就必然越重要。如果兵力的对比相差极为悬殊，以致无论怎样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失败，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搏斗中去。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勇往直前。于是他就把大无畏看作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计谋。最后，即使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在光荣的覆灭中，也还能获得将来复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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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兵种的比例




　　我们只谈三个主要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



　　我们在下面所作的分析基本上属于战术范围，这要请大家原谅，因为这种 析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明确。



　　战斗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火力战和白刃战（或单位战斗）。后者可能是进攻也可能是防御（进攻和防御在这里应该理解为完全绝对的两个要素）。炮兵显然只通过火力战发挥作用，骑兵只通过单个战斗发挥作用，步兵则通过上述两个途径发挥作用。



　　在进行单个战斗时，象扎了根一样固守原地是防御的实质，而进攻的实质是运动。骑兵全然没有前一种性能，但充分具备后一种性能，因而骑兵只适用于进攻。步兵主要具备固守原地的性能，但并非完全没有运动的能力。



　　从各兵种所具备的基本战斗性能上不难看出，步兵比其他两个兵种优越而又全面，因为步兵是唯一兼备三种基本战斗性能的兵种。其次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兵种的联合可以在战争中更充分地发挥力量，因为通过各兵种的联合，人们可以根据需要来加强步兵所固有的各种战斗性能。



　　在现代战争中，火力战显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样应该把个人对个人的单个战斗看作是构成战斗的真正的独立的基础。因此，在战争中整个军队不可能仅仅由炮兵组成，一支仅仅由骑兵组成的军队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其作战力量很小。仅仅由步兵组成一支军队，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战斗力也很强。因此，就单独作战的能力来说，三个兵种的次序应该是：步兵，骑兵、炮兵。



　　然而，当三个兵种联合的时候，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次序就不是这样了。火力比运动起的作用更大，所以炮兵比骑兵的作用大。



　　一支只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军队，同一支由三个兵种组成的军队作战，虽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如果有相当数量的步兵代替缺少的骑兵，并在作战方法上稍作改变，仍然可以完成自己的战术任务。当然，它在前哨勤务方面会有相当多的困难，在进攻时永远不能猛烈地追击溃败的敌人，退却时则更为艰苦。但是，仅仅这些困难还不致使这支军队完全退出战场。相反，这样的一支军队，在同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军队作战时，却能起很好的作用。然而，难以想象后者能抵抗住三个兵种组成的军队。



　　以上关于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考察，是从战争中所有相似的一般情况中抽象出来的，而且我们并不打算将其运用于各个战斗的每一具体情况，一个担任前哨或正在退却的步兵营，也许宁愿配属有一个骑兵连，而不愿意带几门火炮。在迅速追上或迂回溃逃的敌人时，骑兵和炮兵可以完全不需要步兵，等等。



　　我们把这些考察的结果概括为以下几点：



　　（1）在各兵种中步兵的单独作战能力最强；



　　（2）炮兵是完全没有单独作战能力的兵种；



　　（3）三个兵种联合作战时步兵是最重要的兵种；



　　（4）缺少骑兵影响最小；



　　（5）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既然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那么什么样的比例才是绝对恰当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能够比较一下建立和维持每个兵种需要消耗的各种力量，然后再比较一下每个兵种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那么，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各兵种最恰当比例的肯定的结论。然而，这样做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就很难确定：虽然不难算出其财力消耗，但谁也不愿意用数字来表示这一因素——人的生命的价值。



　　此外，三个兵种中的每一个兵种都要以国家的某一方面的力量为基础，例如步兵以人口为基础，骑兵以马匹为基础，炮兵以现有的财力为基础，这些都是外在的决定因素。人们只要浏览各个民族和各个时期的历史，便可看到这些因素能起主要的作用。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作比较用的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用财力消耗这一可计算因素，来代替这个比例的整个第一项。在这方面，根据一般经验可精算出，一个一百五十匹马的骑兵连，一个八百人的步兵营和一个八门六磅火炮的炮兵连，其装备费用大致相同。



　　至于这个比例的另一项，即各兵种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更难得出确定的数值了。如果这个数值仅仅是火力决定的，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把它求出来，但是，每个兵种都有自己专门的使命，因此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且它们的活动范围也不是固定的。何况，活动范围的大小只引起作战方法的某些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不利。



　　人们常常根据经验，认为从战史中可以找到足够的根据来确定各兵种的比例。但是，这只是一种空谈，它不是以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为依据的，因此在研究性的考察中可以不考虑它。



　　即使我们能够为各兵种最恰当的比例设想出一个肯定的数值，这个数值也是无法求证的，因而这样做只不过是概念游戏而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明，同一个兵种在数量上比对方占很大优势时或处于很大劣势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炮兵是各兵种中最可怕的兵种，它可以增强火力，军队缺乏它就会明显地削弱自己的威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是运动最困难的兵种，它能使军队变得不灵活。此外，因为炮兵不能进行单个战斗，经常需要部队掩护，如果炮兵过多，掩护部队不能处处抗击敌军的攻击，炮兵就往往会落到敌人手中，从而带来新的不利（三个兵种中唯有炮兵有这种不利）：炮兵的主要装备——火炮和弹药车可能会立刻被敌人用来对付我们。



　　骑兵可以使军队的运动能力增强，如果骑兵过少，一切行动速度就必然因徒步而变慢，各种行动就必须更为谨慎地组织，战争要素的作用速度就会减低。这样，胜利的丰富果实就少了许多。



　　不能认为骑兵过多军队的力量就会直接受到削弱，也不能因此认为军队的内部比例不恰当，但是，增加了给养方面的困难，军队的力量自然会受到间接的削弱。而且要知道，少用一万名骑兵，就可以多用五万名步兵。



　　上述由于某个兵种比例不当而产生的特点，对于狭义的军事艺术来说更为重要，因为狭义的军事艺术是研究运用现有军队的学问。而且，统帅指挥现有的军队时，通常各兵种的比例已定，统帅不能在这方面起多大的作用。



　　因此，如果某个兵种比例不当，会使作战的特点发生如下变化：



　　炮兵过多，作战必然带有更多的防御性和被动性。必须更多地利用坚固的阵地、大的地形障碍，甚至是山地阵地，以防卫和保护大量炮兵，打击敌军。整个战争就将以稳重而又缓慢的步伐进行。



　　相反，炮兵不足时，就要采取进攻的、积极的和运动的原则。行军，吃苦耐劳就成了我们的特殊的武器。于是，战争变得更复杂，更活跃，更曲折。大的军事行动将化为许多小的军事行动。



　　在骑兵特别多时，我们可在广阔的平原采取大规模的运动，可以同敌人保持较远的距离，使自己得到较长时间的休整，而不让敌人有这样的条件。由于我们控制着空间，因此敢于进行比较大胆的迂回和比较冒险的运动，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运用牵制性攻击和奔袭这些辅助手段。



　　骑兵严重缺乏会象炮兵过多那样抑制军队的运动能力，但不能象炮兵过多那样增强军队的火力。此时小心和慎重就成了战争的主要特点，始终接近并监视敌人，避免作快速的，尤其是仓卒的运动；将兵力集中缓慢前进；宁可进行防御和选择复杂的地形，进攻时就直捣敌军的重心，这些都是骑兵严重缺乏时的自然倾向。



　　由于某一兵种过多或过少所发生的作战方式变化，很少如上述的那样全面和彻底，以致仅这种变化就决定了整个行动的方向。其他更重要的条件决定了采取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这个战区还是在那个战区，进行主力会战还是采取其他作战手段。如果人们不认为如此，那么他们至少是把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了。但是，尽管其他原因决定了主要问题，某一兵种过多或过小总还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基本活动中，人们在进攻时也可能是小心谨慎的，而在防御时也可能是大胆进取的，等等。



　　另一方面，兵种的比例也受到战争特点的影响。



　　第一、依靠后备兵和民军进行的民众战争，只能建立大量的步兵。因为在这种战争中装备比人员缺乏，只能装备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可想而知建立一个炮兵连（八门火炮）的费用可以用来建立两三个步兵营。



　　第二、兵力小的一方同兵力大的一方作战时，如果不能依靠增加民众武装或后备军时，同敌人保持均势的最简捷的手段是增加炮兵，因为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加强自己军队的火力。此外，兵力小的一方的战区本来就小，因此炮兵更为适用。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曾采用过这种手段。



　　第三、骑兵是适于进行运动和大规模决战的兵种。因此，在战区辽阔、需要大范围运动和计划进行决定性打击时，增加骑兵的比例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拿破仑提供了一个范例。



　　实际上进攻和防御本身对兵种比例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将在以后讲到军事行动的这两种形式时说清楚。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进攻者和防御者通常都在一个空间内行动，而且他们都可能试图有同样的决战，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1812年战局。



　　人们通常认为，在中世纪骑兵要比步兵多得多，以后至今，骑兵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少了。这种看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人们通过仔细研究有关中世纪军队的比较精确的资料可以看到，平均来说，那时骑兵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十字军的步兵数量或德意志皇帝远征罗马时的步兵数量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时骑兵的重要性却大得多。骑兵是由民族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组成的兵种，以致它的数量虽然始终很少，但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兵种，而步兵却不受重视，几乎无人提及，因此，人们就误以为当时步兵很少。那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国内发生的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中，一支完全由骑兵编成的军队的确比较常见。由于骑兵在当时是主要兵种，所以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大军队的一般情况，那就会肯定上述情况不足以说明根本问题。直到在战争中废止了一切封建隶属关系，即在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的战争时期，战争开始由募兵和佣兵来进行，也就是说战争开始依靠金钱和征募进行以来，才停止过多使用步兵。而且，如果不是火器的显著改进提高了步兵的重要性，使步兵在比例上保持了一些优势，那么也许完全用骑兵作战的局面又会出现。步兵同骑兵在这个时期的比例是：步兵较少时为一比一，步兵较多时为三比一。



　　此后，随着火器的不断改进，骑兵日益丧失其原有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火器的改进不仅是指武器本身和使用武器的技能的改进，而且是指在使用部队方面的改进。在莫尔维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的射击技能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但是，在复杂的地形上使用步兵和在散兵战中使用火器，却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应该看作是火力战方面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骑兵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小，其重要性却有很大变化。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中世纪军队中步兵的数量占很多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由步兵同骑兵的内在关系决定的，而是因为不能编入费用很大的骑兵里的人全部编入了步兵。如果只根据骑兵本身的价值来决定骑兵的数量，那么多多宜善。这样就可以理解，尽管骑兵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但它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价值并在长时期中一直保持着这个比例数。



　　必须注意到，至少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骑兵同步兵的比例，始终保持在一比四、一比五和一比六之间。这种情况好象表明，这样的比例正是那个无法直接求得的数值，它满足了自然的要求。但这一点值得怀疑，我们认为，是其他原因造成在许多最著名的事件中骑兵的数量很多。



　　俄国和奥地利就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还残留着鞑靼制度。拿破仑利用征兵制征兵征到最大限度以后，又用增加辅助兵种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军队。此外，在拿破仑的一些大规模的战局中，骑兵起的作用比在一般情况下更大，这一点也是不容忽略的。



　　大家知道，腓特烈大帝曾经精打细算，尽量用外国的力量来维持庞大的军队，这是他主要的打算，以便为他的国家省下每个新兵。如果考虑到，当时他的国土本来很狭小，再除去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各省，那么我们就会了解，他这样做是有种种原因的。



　　骑兵需要的人数较少，而且用征募的办法也很容易补充，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方法是以运动见长，因此一直到七年战争末期，虽然他的步兵有所减少，而骑兵却仍然不断增加。即使如此，在七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战场上的骑兵数量也只占步兵的四分之一强。



　　可是，在我们讲的整个这时期里，也有不少战例是骑兵数量非常少而获得胜利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大格尔申会战。如果只计算参加战斗的师，那么拿破仑当时有十万人，其中骑兵五千人，步兵九万人，联军有七万人，其中骑兵二万五千人，步兵四万人。也就是说，拿破仑少两万名骑兵，只多五万名步兵，按理说他应该多十万名步兵。既然拿破仑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会战的胜利，那么我们不妨假设当时步兵的对比是十四万对四万，他就有可能失败吗？



　　当然，联军骑兵的优势在会战以后立即就显示出了巨大作用，拿破仑在会战以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战利品。由此可见，会战的胜利并不等于一切，不过获得胜利终究是主要的事情。



　　在进行了这些考察以后，我们发现，八十年来骑兵和步兵所形成和保持的比例完全是根据其绝对价值得出的，并不一定是恰当的。相反，我们认为这两个兵种的比例经过多次的变动之后，将来还要继续变化，而且骑兵的绝对数量最终将大大减少。



　　至于炮兵，自从火炮发明了以后，火炮自然是随着重量的减轻和构造的日益完善而增多。然而，从腓特烈大帝时代以来，战局开始时火炮的数量几乎经常保持着每千人两门或三门的比例。而在战局结束时，火炮的比例会显著增大，可能达到每千人三门、四门乃至五门，因为在战局过程中炮兵的损失不会象步兵那样大。至于这个比例是否恰当，火炮的数量能否继续增多而不影响作战，这些问题只有靠经验才能解决。



　　我们把考察的结论主要归纳如下：



　　（1）步兵是主要兵种，其他两个兵种是从属于它的。



　　（2）骑兵和炮兵不足时，可以通过更高的指挥艺术和更积极的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其前提是步兵必须比对方强大得多，而且步兵越是精良，就越可能达到这一点。



　　（3）与骑兵相比，炮兵更加不可缺少，因为炮兵是主要的火力，而且在战斗中炮兵同步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4）总之，就火力而言，炮兵是最强有力的兵种，而骑兵是最弱的兵种。因此，人们必须经常考虑：炮兵可以多到什么程度，骑兵可以少到什么程度并且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篇 军队




	







	

 



	


	



第五章 军队的战斗队形




　　所谓战斗队形，就是为了把各兵种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进行的区分、编组及其配置形式，这种区分、编组和配置形式是军队在整个战局和战争中必须遵循的标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斗队形是由一个算术要素和一个几何要素（即区分和配置）构成的。区分是以军队平时的固定编制进行的，它以步兵营、骑兵连、骑兵团和炮兵连这样的部分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它们编组成更大的单位，直至整体。同样，配置是根据平时用来教育和训练军队的基本战术（应该看作是战时也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军队的一种特性）进行的，它结合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军队的各种条件，规定出军队进行战斗部署时应该遵循的标准。



　　过去大部队开赴战场时都是这样，有些时期甚至还把这种战斗队形看作是战 斗的最主要的部分。



　　十七和十八世纪，步兵因火器的改进而数量大增，在作战时列成纵深很浅的长横队。当时，战斗队形虽然变得简单了，但编组这种队形却更困难更需要技巧了。骑兵只配置在受不到射击并有活动余地的两翼，还没有其他的配置方法，所以战斗队形经常使军队成为一个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的军队，只要在中间被截断，就会象一条被切断的蚯蚓一样，虽然两头还能活动，但已丧失了原有的机能。因此，军队受整体的束缚，若要使某些部分单独配置，每次都必须重新进行小规模的编组。整个军队行军时，就仿佛处于无规则状态，当敌人离得很近时，就必须用高超的技巧组织行军，以便某一线或某一翼能够始终同另一线或另一翼保持不太远的距离。这种行军经常是偷偷地进行的，而且只有在敌人也同样受这种约束的情况下，才能不受到打击。



　　因此，到了十八世纪下半期，人们想出了把骑兵配置在军队后面的办法，这样配置的骑兵象配置在两翼一样，同样能够很好地掩护两翼，而且除了能同敌人的骑兵单独进行战斗外，还可以完成其他任务。这样一来，在整个正面，也就是在阵地的整个宽度上的军队，就完全由相同的部队组成，因此可以把它任意分成几个部分，而且每个部分之间以及同整体都很相似。于是军队灵活了，它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了。各部分可毫无困难地从整体中分割出去并再回到整体中来，而战斗队形始终不变。这样，就产生了由各兵种组成的部分，这正是人们期望的。



　　很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会战的需要出发的。从前，会战就是整个战争，而且将来会战也永远是战争的主要部分。但是一般说来，战斗队形更多地属于战术而不属于战略。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些变化说明，把大的整体化为小的整体，战术是怎样为战略作准备的。



　　军队的兵力越大，分布的空间越广，其各个部分的作用越是错综复杂，战略的作用就越大。这样我们的所说的战斗队形就必然同战略发生某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同战略的衔接点上，也就是表现在军队从一般配置到战斗的特殊配置的转换时刻。



　　现在，我们从战略观点来研究区分、各兵种的联合和配置这三个问题。



　　一、区分。



　　从战略观点出发，应考虑军团应该有几个军或几个师，而不是一个师或一个军应该有多大的兵力，把一个军团分为三部分甚至只分为两部分是笨拙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就几乎完全失去作用了。



　　按基本战术或高级战术来确定一个大单位和小单位应该有多大兵力，这当然有很大自由度，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争论了。与此相反，一个独立的整体需要分为若干部分，这却是既明确又肯定的要求。由于有这个要求，在战略上就要确定大单位的数目并进而确定它们的兵力。至于小单位（如连、营等等）的数目及其兵力的确定，则是战术范围的事情。



　　即使一个最小的独立的整体，也需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可以在前，一个部分可以在后，否则难以想象。再恰当一点是将整体分为四个部分，这就需要使充当主力的那个中间部分比其他两个部分强大一些。如果把整体的一个部分作为前卫，三个部分作为主力，即作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两个部分作为预备队，一个部分作为右侧部队，一个部分作为左侧部队，那么就把整体分成了八个部分。我们认为一个军团分为这样的八个部分最为恰当。我们没有机械的重视这些数字和形式，但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和形式表现了最普遍的和经常反复出现的战略配置，因此应该是一种恰当的区分。



　　指挥一个军团（以及指挥任何一个整体），只向三四个人下达命令，好象很 容易。但是，一个统帅却要在两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一、传达命令的层次越多，命令的速度、效力和准确性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如在统帅和师长中间设有军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统帅的直属部下的活动范围越大，统帅本身的实际权限和作用就越小，一个指挥十万人的统帅，他自己的权限在十万人分为八个师的情况下要比只分为三个师的情况下大得多。此间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任何一个指挥官都认为对自己指挥的各个部分有某种所有权，因此，要从他那里抽调一部分部队，不管时间长短，他几乎每次都是要反对的。凡是有些战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但是，为了不致造成秩序混乱，也不能把一个整体分为过多的部分。一个军团的司令部要指挥八个部分已经不容易了，因此，区分的部分最多不能超过十个，在师里，由于传达命令的手段少得多，因此，区分的部分要少一些，最多五个部分，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一个军团分为十个师，一个师分为五个旅，而旅的人数太多，那么就必须增添军一级编制，但是，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一级新的权限，其他各级组织的权限因而大为减小了。



　　通常一个旅有二千到五千人，不得超过五千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认为旅是一个指挥官能够直接地、即用口令指挥的部队；第二、一个步兵部队兵力较大，就必须配有炮兵，而这种有各兵种初步联合的部队，就自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了。



　　我们不想陷在这些战术上的细节问题里，也不愿争论三个兵种应该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比例联合，是在八千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师里，还是在上万人到二万人的军里。我们的论断是：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使一个部队具有独立性；而且对那些在战争中常常不得不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至少是希望有这种联合的。



　　一个二十万人的军团分为十个师，每个师又分为五个旅，则每个旅为四千人，这样的区分是比较协调的。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军团分为五个军，每个军又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再分为四个旅，每个旅为二千五百人。但是，抽象地看来，我们认为还是第一种区分法较好，因为采取第二种区分法，除了增加军一级机构以外，一个军团分为五个军，一个军分为四个师，单位太少，不够灵活，而且一个旅只有二千五百人，兵力也大小。采取这种区分法，整个军团中将有八十个旅，而采取第一种区分法只有五十个旅，比较简单。第二种区分法的优点，只是使司令官直接指挥的将领减少一半。显然，兵力较小的军团分为军就更不恰当了。



　　以上是对区分的抽象的看法。遇到具体问题还可以作出不同的决定。首先必须承认，我们可以在平原上指挥八个师或十个师，但在广阔的山地阵地上，也许就无法指挥了。如果一个军团被一条大河分成两部分，那么一个司令官就不能指挥另一部分。总之，抽象的规则必须服从地形特点和具体情况。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抽象的规则仍然是经常有用的，由于情况特殊而不能应用的场合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现在我们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并列举研究的内容。



　　我们所说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只是指直接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因此我们说：



　　（1）一个整体区分的部分太少，整体就不灵活；



　　（2）整体的各个部分过大，整体的司令官的权力就会受到削弱；



　　（3）增加任何传达命令的新层次，都会从两方面削弱命令的效力，一方面是多经过一个命令的准确性会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是传达命令的时间拖长，会使命令的效力受到削弱。



　　这一切都要求尽量增多平行的单位，尽量减少上下的层次。一般而言：一个军团司令官能够顺利指挥的单位不超过八至十个，次一级的指挥官能够顺利指挥的单位不超过四至六个。



　　二、各兵种的联合。



　　在战略上，那些经常需要单独配置、因而可能被迫独立作战的部分，需要战斗队形中各兵种的联合。这种单独配置的部分是第一级的单位，而且主要只是这一级单位，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单独配置大多是由整体的概念和需要引起的。



　　因此，严格地说，战略只要求在军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军这一级，则在师的范围内；进行各兵种的固定的联合，而在下一级单位中，可根据需要进行临时的联合。



　　但是，如果一个军人数很多（三四万人），那么不分割配置的情况显然就极为少见。因此，在兵力这样大的军里，各师就需要有各兵种的联合，否则，从另外的地方（也许距离相当远的地方）匆忙调一部分骑兵来配属给步兵，必然会延误时间，还会造成混乱。认为这种延误是无所谓的，是毫无战争经验的人。



　　至于有关三个兵种联合的更具体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联合，联合到什么程度，按什么样的比例，以及每个兵种应该保留多少预备队等等，都是纯战术问题。



　　三、配置。



　　军队的各部分在战斗队形中应该按什么样的空间关系进行配置，也完全是战术问题，只同会战有关。虽然，也有战略上的配置，但战略上的配置几乎只是当时的任务和要求决定的，从不包括在战斗队形这个概念内，因此我们将在《军队的配置》一章中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军队的战斗队形就是对一支准备作战的军队的区分和配置。各部分的配置，应该使派出去的每个部分在运用时同时能满足战术和战略的要求，如果当时已经不需要，那么派出的各部分就应该归回原位，这样，战斗队形就成为有效的方法论的最初环节和主要基础，而这种方法在战争中就象钟摆一样，调节着全部机件，我们已经在第二篇第四章中讲过这一点了。














	

 






	















	







	







	









 





	


	







	








	




	


第五篇 军队




	







	

 



	


	



第六章 军队的一般配置




　　从军队开始集中到战斗成熟（即战略上已经把军队派到战斗地点，战术上已经给各个部分规定了位置和任务），这段时间通常是很长的。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到另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如此。



　　从前，这一段时间好象是根本不属于战争范围以内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卢森堡的野营和行军证实这一点。我们所以提到这位统帅，因为他是以野营和行军闻名的统帅，是当时的代表人物。而且我们从《弗郎德勒战争史》中，对这位统帅比对当时其他统帅也了解得更多些。



　　当时，野营的背面通常紧靠着河流、沼泽或者深谷，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在当时，野营背向敌方、面向本国的情况经常出现，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在选择野营的位置时，主要是（甚至仅仅是）考虑是否舒适。他们把野营看作是军事行动以外的状态，就象剧院的后台，人们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野营的背面紧靠天然障碍，被看作是唯一可取的安全措施。当然，如果在野营中可能被迫进行战斗，那么这种措施就完全不适用了。但当时的战斗差不多都是经双方同意后才开始的，就象决斗要在双方到达一个约定好的合适的地点以后才进行一样，因此不必担心这一点。在当时，一方面由于骑兵很多（处在全盛时代末期的骑兵仍然被认为是主要兵种，特别是在法国），另一方面由于军队的战斗队形很不灵活，军队可能在任何地形上都能够作战，因此军队配置在复杂的地形上，就好象在中立地区，可以得到保护。但是，设营的军队自己也很少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上进行战斗，所以它宁愿出去迎击前来进行会战的敌人。我们清楚地知道，卢森堡所指挥的弗勒律斯、斯滕克尔克和内尔文登等会战，是以另一种精神进行的。但是，这种精神在当时还只是使他摆脱旧的作战方法，还没有影响到野营的方法。军事艺术中的变革，总是先从某些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开始的，通过这些行动，再逐渐扩展到其他行动上去。从前，人们很少把野营状态看作是真正的作战状态。当有人离开营地去侦察敌人时，人们往往说“他作战去了”，这句话很能说明这种看法。



　　那时，人们对行军的看法同对野营的看法大体略同。行军时，炮兵会同整个军队分开，以便沿比较安全和良好的道路行进，两翼的骑兵为了轮流享受担任右翼的荣誉，经常互换位置。



　　现在，主要是从西里西亚战争以来，军队在战斗外的状态同战斗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之间有着最密切的相互作用，以致不考虑其中一种状态，就不能全面地考虑另一种状态了。如果说在过去战斗是战局中的真正的武器，战斗外的状态只是武器的握柄是刀把，整体是由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构成的，那么现在应该把战斗看作是刀刃，而战斗外的状态是刀背，是一块锻接在一起的金属，已经辨认不出从哪儿起是钢，到哪儿止是铁了。



　　今天，战争中的这种战斗外的状态，一方面决定于军队平时的组织和勤务规则，一方面决定于战时的战术和战略部署。军队可能有的三种战斗外的状态是：舍营、行军和野营。这三者都是既属于战术，又属于战略，而且战术和战略在这里很接近，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以致有许多部署，既可以看作是战术部署，又可以看作是战略部署。



　　在谈这三种状态以前，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军队的一般配置，因为它对野营、舍营和行军来说，是更高一级和更有概括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般地考察军队的配置（即不考虑特殊目的），那么我们就只能把军队作为一个进行共同战斗的整体来考虑，因为它的形式的任何改变，都要有一个特殊目的为前提。这样，不管军队是大是小，都只是一支军队的概念。



　　此外，在还没有任何特殊目的的时候，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安全。在免遭不测的同时，使军队能够存在和使军队能够集中起来进行战斗，这是两个必要的条件。如果把这两个条件同关于军队的存在和安全的问题进一步结合起来，那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1）便于取得给养；



　　（2）便于军队舍营：



　　（3）背后安全；



　　（4）前面有开阔地；



　　（5）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上配置；



　　（6）有战略依托点；



　　（7）可以合理地分割配置。



　　对上述各点我们分别说明如下：



　　前两点要求我们寻找耕作区、大城镇和大道。这两点在一般配置时比军队已有特殊目的时更为重要。



　　我们将在《交通线》那章中论述，背后安全的问题，在这里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是配置军队时应该使附近的主要退却路同配置地区垂直。



　　关于第四点，一个军团作一般配置时当然不能象作会战的战术配置时那样观察到面前的整个地区，但是，前卫、先遣部队和侦探队等都是战略上的眼睛，它们在开阔地上进行侦察当然要比在复杂地形上容易。第五点则恰好同第四点相反。



　　战略依托点同战术依托点有两点不同：一方面它不需要直接同军队联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范围必须极为广阔。原因就在于，就战略的性质来说，战略活动的范围比战术活动的范围较宽广，活动时间也较长。如果一个军团配置在距离海岸或大河河岸一普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军团在战略上就是以这个海岸或大河为依托的，因为敌人不可能利用这个空间进行战略迂回。敌人不会深入这个空间几天或几周，几普里或几日行程。相反，不能把一个周圆几普里的湖泊在战略上看作是 障碍，在战略活动中，向左或向右多走几普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有本身较大，通过出击所起的作用范围较大的要塞，才能成为战略依托点。



　　军队分割配置有时是根据特殊的目的和需要进行的，有时是根据一般目的和需要进行的。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后一种情况。



　　首先，需要配置前卫同其他侦察部队。



　　其次，一支大的军队要分割配置，通常要把预备队配置在后方几普里远的地方。



　　最后，要配置专门的部队掩护军队的翼侧，所谓掩护翼侧不能理解为抽调军队的某一部分去防御翼侧的空间，使敌人不能接近这个所谓的弱点。这种看法很普遍，但却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谁去防御翼侧的翼侧呢？因为敌人也有翼侧，敌人要威胁我军的翼侧，也会使自己的翼侧受到同样的威胁。因此，翼侧本身并不是军队的薄弱部分，只有当双方的处境不同，敌人处境比我们优越，他的交通线比我方有利时（参阅《交通线》一章），我军的翼侧才会变成比较薄弱的部分。这种特殊情况，己不属于一般配置的范围了。



　　然而，翼侧即使不是特别薄弱的部分，却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翼侧一旦被敌人迂回，与正面抵抗相比，我们就必须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有必要特别注意使翼侧不致遭到意外的攻击。要做到这一点，在侧方的兵力配置就必须比单纯侦察敌人时强大。配置在侧方的兵力越大，敌人用于击退它们（即使它们不进行顽强的抵抗）的时间就越长，展开的兵力就越多，其意图也就暴露得越明显。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计划来规定此后的任务。因此，配置在侧方的部队可以看作是侧卫，它们的任务是阻碍敌人向翼侧空间前进，为军队赢得采取对策的时间。



　　如果规定这些部队向主力退却，而主力却不同时退却，那么，这些部队必须比主力向前推进一点。因为即使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就退却，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对着主力的侧面撤退。



　　需要分割配置的这些内在原因，产生了自然的配置方式，这种配置方式由四个或五个单独配置的部分构成（究竟是四个部分还是五个部分，要看预备队是否同主力配置在一起）。



　　考虑军队的配置问题时，一般说必须考虑给养和舍营的条件，因此，给养和舍营也能促使军队分割配置。给养和舍营的问题同上述分割配置的内在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应顾此失彼。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军队分为五个单独配置的部分以后，舍营和给养方面的困难就已经解决了，就不需要为此再作重大的变更了。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这些单独配置的部分相距多远还能共同作战。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两章中讲过的内容，绝对兵力和相对兵力，武器和地形等在这方面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只能作一个最一般的规定，就象只得出一个平均数一样。



　　前卫的距离最容易确定。由于前卫退却时是向主力运动的，所以前卫的派出距离可以达到一个不致被迫独立作战的较大的行程。但是，前卫也不应配置得太远，因为退却的距离越远，所遭受的损失就越大。



　　至于侧方部队，由八千到一万人组成的普通师在决定胜负以前，通常可以持续战斗数小时，甚至半天，因此这样的师可以配置在数小时行程的距离上，即一二普里以外的地方。同样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可以配置在一日行程的距离上，即三四普里远的地方。



　　这样，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军队的一般配置，即把军队分为四至五个部分并按上述距离进行的配置，就成了一种方法论。只要特殊目的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总是机械地根据这种方法论分割配置军队的。



　　虽然我们已经肯定，分割配置的前提是彼此分离的各个部分都适于独立作战，而且每个部分都有被迫独立作战的可能，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认为：分割配置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独立作战。军队分割配置大多只是暂时的军队存在的条件。如果敌人已经向我军接近，企图通过战斗决以胜负，那么战略配置的阶段即告结束，一切都要集中到会战上来，从而分割配置的目的已经达到。会战开始后，就不能再考虑舍营和给养的问题了，在正面和两侧侦察敌人以及利用适当的阻击削弱敌人的运动速度等等任务也已经完成。这时，一切都转向主力会战这个大的整体。判定这种配置是否有价值的最好的标准，是看是否把分割配置只看作是条件，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而其目的只是为了共同战斗。














	

 






	















	







	







	









 





	


	







	








	




	


第五篇 军队




	







	

 



	


	



第七章 前卫和前哨




　　前卫和前哨既属于战术问题又属于战略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是使战斗具有一定的形态和保证实现战术计划的战术部署，另一方面，它们又往往能够进行独立的战斗，而且往往配置在距离主力较远的地方，因此应该看作是战略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对它们作进一步的考察，作为前一章的补充。



　　任何没有充分作好战斗准备的军队都需要有前方警戒，以便在自己发现敌人以前就能查明敌人接近的情况，因为视力所能达到的距离通常与火器的射程相差无几。前哨就是军队的眼睛，人们早就这样说过了。然而，对前卫和前哨的需要及需要程度并不总是相同的。它受到兵力、正面、时间、地点、环境、作战方式，甚至偶然事件的影响。因此，当我们看到战史中关于使用前卫和前哨的记载，只是杂乱地罗列了各种情况的时候，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看到，军队的警戒有时由固定的前卫部队担任，有时由拉得很长的前哨线担任，有时两者并用，有时两者都不用，有时几个行军纵队共同派出一个前卫，有时各纵队又各自派出自己的前卫。在对这个问题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后，我们再将它归纳成少数几条可以实际应用的原则。



　　如果军队在行军，则由较大的部队组成前方警戒前卫（军队退却时则为后卫）。如果军队在舍营或野营，则由兵力不大的哨所配置成一线作为前方警戒即前哨。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必须比运动时掩护更大的地区，同此，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自然是前哨线，军队运动时前方警戒就自然是集中的部队。



　　组成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可以从一个骠骑兵团到一个各兵种编成的强大的军，也可以是向野营地周围派出的小哨和大哨连成的一条有各兵种防守的坚固的防线。因此，前卫和前哨的作用不仅是单纯的侦察，也可以抵抗敌人，这种抵抗不仅能够使军队赢得完成战斗准备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够使敌人的措施和意图提前暴露，从而显著地提高侦察的作用。



　　因此，军队完成战斗准备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它就越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前卫和前哨，因为要根据敌人的特殊部署来加以计划和组织。



　　在所有的统帅中，腓特烈大帝可以称得上是最善于完成战斗准备的统帅了，他几乎只用口令就可以指挥他的军队投人会战，不需要强大的前哨。他一直是在敌人眼前野营，而不用大部队作警戒。有时用一个骠骑兵团担任警戒，有时用一个轻步兵营或者从野营地派出的小哨和大哨担任警戒，他也很少用固定的部队担任前卫。在行军时，用几千骑兵（大多是属于第一线两翼的骑兵）组成前卫，行军结束后再把它们撤回主力部队。



　　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要想发挥训练优良和指挥果断的特长，非常迅速地行动，就必须象腓特烈大帝同道恩作战时那样，几乎完全是在敌人的眼前行动。谨慎的配置和复杂的前哨配系，都会使这支军队的特长完全失去作用。至于腓特烈大帝霍赫荃尔希会战的失利，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做法本身不对，相反，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认识腓特烈大帝的卓越的才能，因为在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象霍赫基尔希这样的会战只有一次。



　　但是，我们也看到，拿破仑在前进时却几乎每次都要派出强大的前卫，而他并不缺乏精锐军队和果断精神，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战术的变化。这时，军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已经不能只用口令指挥它投入会战了，它必须更多地适应地形和情况的特点。战斗队形必须是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从而会战也必须是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而不能仅靠技巧和勇敢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就需要时间和情报。简单的决心就必须代之以复杂的计划，口令就必须代之以较长的命令。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军队的数量的变化。腓特烈大帝只率领三四万人进行会战，而拿破仑则率领一二十万人。



　　可以肯定，这样的统帅经常采取某种固定的方法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说，前卫和前哨的运用在现代已经大大地完善了。但是，就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中，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象腓特烈大帝那样行动的，例如奥地利人的前哨配系要强大得多，而且经常派出一个大部队作为前卫。从他们的处境和情况来看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同样，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不同作法。甚至法国的一些元帅，如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乌迪诺和奈伊在马克，他们率领六七万军队前进时，也没用大部队作前卫。



　　我们已经通过上述阐述明确了有关前卫和前哨的各种不同兵力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明确另一个观念，这就是，当一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或退却时，并列的各纵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或者各有自己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



　　如果有一个大部队被指定担任前卫，那么它的任务是确保在中央行进的主力的安全。如果主力是沿几条彼此接近的道路行进，这个前卫部队也可能在这几条道路上行进，因而就掩护了这些道路，翼侧的纵队则需要专门的掩护。



　　但是，在距主力较远的道路上行进的真正独立的部队，却必须有自己的前方警戒，组成中央主力的各个部队，由于道路方面的意外原因而不得不距离中央太远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前方警戒。因此，一支军队分为几个独立纵队并列前进，就有几个前卫。如果各纵队的前卫的兵力比可以作为共同的前卫的兵力小得多，那么它们更多地属于战术部署，在战略上就根本不算是前卫。但是，如果中央的主力有一个强大的部队作前方警戒，那么这个部队应该看作是整个军队的前卫，而且在许多场合也确实是如此。



　　在中央设置比两翼强大得多的前方警戒有三个理由：



　　（1）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通常在中央行进。



　　（2）因为中央部分通常比两翼更靠近战场，凡是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其正面的中央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切作战计划主要是同中央有关。



　　（3）因为在中央的先遣部队即使不能作为真正的前方警戒直接保护两翼，对两翼的安全也能起很大的间接的保护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敌人考虑到自己的翼侧和背后的安全，从而对某一翼采取重大的行动，不可能在这种部队侧旁的一定距离内通过，中央的先遣部队即使不能完全保障翼侧部队的安全，也能够消除翼侧部队所担心的许多不利情况。



　　因此，中央的前方警戒，如果比两翼的前方警戒强大得多，即派一个专门的大部队作前卫，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地完戒前方警成的任务——保护后面的部队不受袭击，而是在一般战略关系上起先遣部队的作用了。



　　先遣部队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也决定着如何使用先遣部队）：



　　（1）当需要很多时间部署兵力时，先遣部队可以先进行一次比较强有力的抵抗，迫使敌人放慢前进的速度。这样就提高了一般的前方警戒的作用。



　　（2）当军队的主力很庞大时，可以让一支运动灵活的先遣部队在敌人附近活动，把行动不便的主力控制在距敌人较远的后面。



　　（3）当我军主力不得不远离敌人时，仍然可以派先遣部队到敌人附近去侦察敌人。



　　虽然一个人数不多的侦察队，或者一支别动队，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侦察任务，但是他们很容易被敌人击退，而且同大部队比较起来，它们的侦察手段也很有限。



　　（4）用配属有绝大部分骑兵的前卫部队追击敌人，比起用整个军队来，可以较快地运动和早出晚归。



　　（5）最后，在撤退时作后卫，可以用来防守险要的地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的确，初看起来，这样的后卫经常有翼侧被迂回的危险。但是人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敌人在后卫的侧方前进了一定的距离，他要真正威胁我军的中央部分，还必须经过通向中央的那一段路程，而中央的后卫总是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的，并且在退却时可以殿后。与此相反，如果中央比两翼退却得快，就会立刻出现被突破情况。人们在退却时更迫切地需要集中和联合。所以，两翼的任务是在最后仍然回到中央，即使给养条件和道路状况迫使它在相当宽的正面上退却，当退却结束时，通常仍然要在中央形成集中的配置。此外，敌人通常是以主力向我军中央推进的，以对我军中央施加压力，中央的后卫是特别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都应该派出一个大部队专门担任前卫。但是，如果中央的兵力并不比两翼大时，就不应该派出这种前卫了。例如，1813年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迎击布留赫尔，以及布留赫尔向易北河进军，就没有这样的前卫。当时，他们的兵力都是三个军，分成三个纵队沿着不同的道路并列地向前行进。



　　但是，把兵力分为三个同样大的纵队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原因我们在第三篇第五章中已经讲过了，这种部署象把一支军队分为三个部分一样，会使整个军队很不灵活。



　　在把整体分为中央部分和独立的两翼时（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经说过，只要军队还没有特殊任务，这是最自然的配置方式），前卫部队应该配置在中央部分及两翼线的前面。但是，侧方部队对翼侧所担当的任务实际上同前卫对正面所担当的任务是相似的，因此，侧方部队时常同前卫位于一线，甚至可以比前卫配置得更前些。



　　前卫由一个或几个从整体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编成，并加强一部分骑兵。因此，习惯上将前卫的兵力规定为：如果一支军队区分为若干个军，那么前卫就是一个军，如果区分为若干师，那么前卫就是一个师或几个师。



　　因此如果整个军队区分的单位较多，对派遣的前卫来说也是有利的。



　　情况不同，前卫派出的距离也不同，它有时离开主力超过一日行程，有时就在主力的近前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卫同主力的距离通常为一至三普里。



　　现在我们必须谈谈前哨这个问题。



　　在一开头我们说过，前哨适用于驻止的军队，前卫适用于行军的军队，那是为了追溯产生这两个概念的起源而暂时把它们分开的；但是，我们不能死板地按这句话来区别它们。



　　前卫同行军的军队一样到了晚上要宿营，以便第二天早晨继续前进，而且每次都要派出哨兵担任自己的和整个军队的警戒，但它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前哨。只有与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的主力分散成单独的前哨，其集中的部分已经很小，或者已经完全不是集中的部队时，即一条前哨线的概念已经大于一支集中的部队的概念时，才能把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看作是前哨而不是前卫。



　　军队宿营的时间越短，就越不需要完善的掩护，因为，敌人在一天内根本不可能弄清我军哪里有掩护，哪里没有掩护。宿营的时间越长，掩护就必须越完善时，前卫将逐渐展开成前哨线。至于前卫应该完全展开成前哨，还是应该以集中的部队的形式为主，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军队接近的程度和地形的性质。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之间的距离比军队正面的宽度小得多时，不能置配大部队作前卫，而只能配置一些兵力不大的前哨来保障军队的安全。



　　一般说来，集中的部队很少直接掩护接近地，所以要它发挥作用就需要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在军队占领正面很宽的地区（如舍营）的情况下，要想用集中的固定的部队掩护接近地，就必须同敌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冬季舍营时多半用前哨线作掩护。



　　第二是地形的性质。人们要利用大的地形障碍，以便用少数兵力组成坚强的前哨线。



　　最后，冬季舍营时如果气候严寒，为了便于宿营，前卫部队也可以展开成前哨线。



　　在1794～1795年冬季战局中，英荷联军在尼德兰运用的加强的前哨线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当时的防线是由许多独立防哨组成的，这些独立防哨由各兵种组成的旅设置，并有一支预备队可作支援。曾在英荷联军中服务的香霍斯特把这种方法带回东普鲁士，并于1807年在帕萨尔格河畔的普鲁士军队中应用。除此以外，由于战争中运动的增多，近来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警戒方法了。有时，即使有运用这种方法的机会，也没有加以利用，例如莫拉在塔鲁提诺战斗中就是这样。当时，他如果把自己的防线拉长一些，恐怕就一至于在前哨战中就损失三十多门火炮了。



　　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要谈到用这种方法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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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先遣部队的行动方法




　　我们刚刚谈过，前卫部队和侧方部队对迫近的敌人所产生的威胁及对军队安全的作用。但他们同敌军主力发生冲突时，力量是很薄弱的。因此，需要专门探讨一下，它们怎样才能既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不必担心由于兵力悬殊而遭到严重的损失。



　　先遣部队的任务是侦察敌人和拖滞敌人。



　　如果用一支小部队，那么连侦察的任务也难以完成，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敌人击退，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工具——眼睛，是看不到那么远的。



　　可是，侦察的作用应该扩大到迫使敌人在面前展开全部兵力，而且暴露他的计划。



　　如果用一支大部队作先遣部队，就可以起这种作用，它只要等到敌人作好击退它的准备，然后退却就可以了。



　　但是，先遣部队还有拖滞敌人前进的任务，为此，就需要进行真正的抵抗。



　　先遣部队为什么既能够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能够进行抵抗，而且不致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这主要是因为敌人前进时也派有前卫，并不是整个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同时前进的。即使敌人的前卫一开始就比我方先遣部队占优势（敌人自然会这样安排的），即使行进中的敌军主力距其前卫的距离比我军主力距先遣部队的距离较近，很快就能赶来全力支援它的前卫战斗，我方先遣部队仍然能够在同敌人前卫（双方的兵力差不太多）接触的第一阶段赢得一些时间来侦察敌人前进的情况，而且使自己的退却不致有什么危险。



　　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即使进行一些抵抗，也不致出现在其他场合由于兵力悬殊而产生的各种不利结果。在抵抗优势敌人时，有可能被敌人迂回和遭到包围攻击，因而陷入危险处境。但是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时，这种危险往往是很小的，因为行进中的敌人常常摸不清我军主力与先遣部队间的距离，因而顾虑派出的纵队会遭到来自两面的火力夹击。因此，行进中的敌军总是使各个纵队大体上保持在同一条线上，只有在确实掌握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由于敌军到处这样摸索和小心谨慎地行动，我方先遣部队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退却。



　　至于先遣部队对进行正面攻击的或者开始迂回的敌人究竟可以抵抗多长时间，这主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和自己援兵的远近。当指挥不当，或者由于主力需要较多的时间，而使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超过了允许的限度，那么先遣部队必然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只有在极少数可以利用大的地形障碍的时候，进行真正的战斗来抵抗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先遣部队的这种小规模战斗的持续时间很短，很难赢得足够的时间。要赢得足够的时间，就必须通过下列三个步骤：



　　（1）使敌人的前进比较谨慎，因而比较缓慢；



　　（2）进行一定时间的真正抵抗；



　　（3）退却。



　　退却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慢些。必须利用一些有利的地形，以迫使敌人重新作攻击和迂回的准备，从而再一次赢得时间。在这个新的阵地上，甚至还可以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斗。



　　由此可见，战斗抵抗同退却是密不可分的，战斗本身的持续时间不够，就通过退却时的反复多次的战斗来赢得足够的时间。



　　这就是先遣部队的抵抗方式。其效果，首先取决于这支部队的兵力大小和地形的性质，其次取决于它退却的路程以及它可能得到的支援和接应的情况。



　　一支小部队即使同敌人的兵力相等，也不能象大部队那样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因为兵力越大，活动（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的时间就越长。在山地，行军本身就是很缓慢的，在每个阵地上进行的抵抗又能持续较长的时间而且比较安全，同时，在山地到处都有这样的阵地可以利用。



　　先遣部队向前推进得越远，退路就越长，通过抵抗所能赢得的绝对时间就但它的抵抗能力也就越小，所得到的支援就越少，退却速度也就越快（同离开主力较近、退路较短时相比）。



　　先遣部队可能得到的接应和支援，自然会对它的抵抗时间发生影响，因为小心谨慎的必然会占去并减少抵抗的时间。



　　如果敌人在下午才同先遣部队接触，那么先遣部队通过抵抗可能多赢得一个夜间的时间。因为敌人很少利用夜间继续前进。例如，1815年齐滕将军率领普鲁士第一军大约三万人同拿破仑的十二万人对抗，在从沙勒尔瓦到林尼这段还不到二普里的短短的路程上，普鲁士军就为自己的集中赢得了二十四个多小时。齐滕将军是在6月15日上午9时左右遭到攻击的，而林尼会战到16日下午2时左右才开始。当然，齐滕将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就达五六千人。



　　根据经验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一个加强有骑兵的一万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师，向前推进一日行程（三四普里），在一般地形上能够拖滞敌人的时间（包括退却时间在内），相当于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的一倍半。但是，如果这个师只向前推进一普里，它拖滞敌人的时间就可能为单纯退却时行军时间的二三倍。



　　因此，在前卫师离主力四普里的的场合（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大约为十个小时〕，从敌人开始出现到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大约为十五小时。而在前卫离主力仅为一普里的场合，敌人可能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的时间，要在三到四小时以后；实际上还可能在六至八小时以后，因为敌人为了攻击我军前卫而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在两种场合是相同的，我军前卫抵抗敌人的时间，在后一种场合却比在前一种场合长得多。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前一种场合，敌人很难在击退我军前卫的当天就进攻我军主力。甚至在后一种场合，敌人至少必须在上午击退我军前卫，才可能有时间在当天同我军会战。



　　在前一种场合，由于黑夜对我军有利，所以前卫推进得较远些可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关于一支军队的侧方部队的任务，其行动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最简单的是把它们看作是派在主力侧方的前卫，这时，它们应该向前推进得稍远一点，退却时向主力作斜方向运动。



　　侧方部队不象真正的前卫那样在主力的正前方，主力可以方便地从两侧接应它。因此，如果不是敌军两翼端的攻击力量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弱，而且我们的侧方部队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有退却的空间的话（它退却时不致象前卫遗退时那样会直接给主力带来危险），侧方部队就会遭到较大的危险。



　　利用骑兵是接应先遣部队时最常用的和最好的方法，因此当先遣部队离主力较远时，应该把骑兵预备队配置在主力和先遣部队之间。



　　因此，最后的结论是：先遣部队能够发挥作用，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通过它们真正进行的战斗，不如说是通过它们可能进行的战斗。先遣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阻止敌人的行动，只能缓和和节制敌人的行动，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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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野营




　　我们只从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军队战斗外的三种状态，也就是说，只把它们看作是战斗的预先形态，即地点、时间和兵力的决定来研究。至于战斗的内部部署和向战斗状态过渡等问题，则属于战术范畴。



　　我们所说的野营，是指舍营以外的各种宿营——幕营、厂营或露营。野营同它所预示的战斗，在战略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战术上却未必经常一致，因为人们选择的营地，可能并不是预定的战场，有关军队配置（即军队的各部分应占据的位置）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只是对野营作些历史的考察。



　　从前，即从军队的数量再一次大大增加、战争变得更持久、战争的各个部分联结得更紧密的那个时候起，直到法国革命时为止，军队始终是用帐篷宿营的。在暖和季节，军队离开营房，到了冬季，再回到营房里去。冬营在某种意义上应被看作是非战争状态，因为军队在冬营时就不再起作用了。军队在进入真正的冬营以前为了休息进行的舍营，以及其他各种在面积不大的地方进行的短时间的舍营，都是过渡状态和特殊状态。



　　至于双方军队为什么这样有规律地和自愿地停止活动，为什么能够同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协调一致，我们以后再谈。在这里我们只说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从法国革命战争以来，因为运送帐篷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许多军队就完全不用帐篷了。一方面人们认为，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中，最好能省下运送帐篷的六千匹马，从而增加五千名骑兵或者几百门火炮。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迅速运动中，这确实是一种累赘，不会有多大用处。



　　然而，这样必须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影响：兵力将受到更大的消耗；地方将遭到更大的破坏。



　　即使粗麻布造的帐篷的保护作用很小，军队长时间没有帐篷也会感到很不舒适。某一天使用帐篷或不使用帐篷，差别是很微小的，因为帐篷几乎不能蔽风和御寒，也不能完全防潮。但是，如果数月不使用帐篷，那么微小的差别就变成很大的差别。军队很自然会由于生病而大受损失。



　　至于军队没有帐篷会使地方受到破坏，那就无需加以说明了。



　　由于取消帐篷有上述两种不利的影响，有人可能会认为，战争的激烈程度一定会因此而削弱，即军队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和更经常地进行舍营，而且由于缺乏设营器材，有帐篷时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些配置也只好放弃了。



　　战争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抵销了这些微小的，次要的影响，战争威力并未被削弱。



　　但是，战争的原始暴烈性，和异乎寻常的威力，以致连上述的定期的休息时期也被取消了，双方都在不可抑制地尽其全部力量寻求决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篇中详细论述。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帐篷已不成其为问题。军队应该厂营还是露营，不是根据天候、季节和地形条件来决定，只能根据整个行动的目的和计划来决定。



　　至于战争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持这样的威力，我们在以后再讲。战争的威力如果没有这样大，不使用帐篷当然会对作战产生一些影响，但也不可能促使军队再使用帐篷宿营，这是因为，战争要素已经大为扩大，既然它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还不时地回到以前那种狭小的范围中去，但很快又会以其不可抑制的本性不断地冲出这个范围。因此，军队的固定制度和装备只能是根据战争的性质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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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行军




　　行军就是军队从一个配置地点向另一个配置地点的单纯的转移。它主要有两方面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军队要舒适，要避免无谓地消耗本来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第二个要求是运动要准确，军队要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一支十万人军队如果编成一个纵队，沿着一条道路不间断地行军，那么这个纵队的首尾绝不可能在同一天到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得不非常缓慢地前进，加上纵队很长，最后的部分会因过度劳累，使全军很快很快就陷入混乱状态。



　　与此相反，编入一个纵队的人数越少，行军就越容易和越准确。因此区分兵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区分不同于为了分割配置而进行的那种区分，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军队的配置的需要，区分为若干个行军纵队，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要把一支大的军队集中地配置在某一地点，在行军时就必须把它区分为若干个纵队。即使根据分割配置的需要进行分开行军，也可能有时以满足配置的要求为主，有时则以满足行军的要求为主。例如，如果一支军队配置的目的只是为了休息，并非在休息中等待战斗，那么，满足行军的要求就是主要的，就是要选择良好的、修筑好的道路，因此，人们有时根据舍营和野营的情况选择道路，有时则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舍营和野营的地点。如果一支军队要进行一次会战，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到达某一地点，那么，必要时就得走最难走的小道。相反，如果军队向战区作旅次行军，就应该为各个纵队选择最近的大道，并且尽可能地在大道附近寻找舍营和野营的地点。



　　不管行军属于上述两种行军中的哪一种，现代军事艺术的一般原则总是这样的：在可能发生战斗的任何地点，即在真正作战的整个地区内，编组行军纵队时必须使它们能够进行独立的战斗，就要使纵队内有三个兵种的联合，对整体进行有机的区分，而且任命合适的司令官，由此可见，行军产生了新的战斗队形并且从中得到最大的方便。



　　在十八世纪中叶，特别是在腓特烈二世的战争中，运动已被看作是战斗的一个特殊要素，人们开始利用出敌不意的运动来取得胜利。军队行军时不得不进行十分复杂而累赘的部署，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有机的战斗队形，军队要想在敌人附近进行运动，就必须经常作好战斗准备，整个军队必须集中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侧敌行军时，第二线与第一线保持不超过四分之一普里的距离，必须充分熟悉具体地形，不顾艰险地前进，因为在四分之一普里的距离内不可能找到两条平行的良好道路。军队向敌人垂直行军时，两翼的骑兵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如果在行军中有炮兵（它需要有步兵掩护的单独的道路），就会产生新的困难，因为炮兵会使本来已经拉得很长的步兵纵队拖得更长，并且打乱纵队内步兵的间隔。人们可以从滕佩霍夫著的七年战争史中的行军部署，了解这一点，并知道战争因此受到的种种束缚。



　　然而，现代军事艺术规定军队可以进行有机的区分，各个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小的整体，除了活动时间较短外，它们在战斗中能发挥大的整体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这时，为了共同进行一次战斗，各个纵队在行军中也不必相互靠近到在战斗开始以部集中，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能够集中起来就够了。



　　军队的人数越少，就越容易运动，也越不需要进行兵力区分（不是指为了分割配置而进行兵力区分）。一支兵力小的军队可以沿着一条道路行进。即使要沿几条道路前进，也很容易找到彼此接近的、能够满足需要的道路。但是，军队的人数越多，纵队的数目就越多，对修筑好的道路甚至大路的需要就越大，从而各纵队的间隔就越大，就越需要区分。区分兵力的危险同区分兵力的需要，适成反比。各部分越小，就越需要相互支援，各部分越大，能够独立行动的时间就越长。在耕作区内主要大道两旁几普里以内，总可以找到几条平行的修筑好的道路，因此，在组织行军时，军队的迅速前进和准确到达同军队的适当集中之间并不会出现什么矛盾。在山地，虽然平行的道路最少，各条道路之间的联系也最困难，但是每个纵队的抵抗能力却大得多。



　　我们想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根据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八千人的师同它所属的炮兵和一些别的车辆的行军长径相当于一小时的行程。因此，两个师先后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时，第二个师将比第个师迟一小时到达目的地。我们在第四篇第六章中已经讲过，一个兵力这样大的师，即使对优势的敌人也能抵抗几个小时。因此，即使第一个师被迫立即开始战斗，第二个师迟一小时到达也为时不晚。何况，在欧洲中部耕作地区，在一小时的行程内，行军大路左右多半能够找到可以行军的小道，而不必象七年战争时期那样常常需要越野行军。



　　此外，对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来说，即使在不好走的道路上行军，它的先头部队在八小时内通常也可以行军三普里。如果每个师的行军长径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骑兵预备队和炮兵预备队的行军长径也同样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那么整个行军时间将是十三小时。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有四万人沿着同一条道路行进。如果这支军队寻找和利用其他小道，就很容易缩短行军的时间，如果在一条道路上行进的部队比上述部队还多，那么整个军队就不一定都要在半天到达，因为在现代，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通常要在第二天才进行会战，绝不可能同敌人遭遇后立即进行会战。



　　我们谈到上述具体情况，只是想说明：组织行军在现在的战争中不再那么困难了。现在，组织最迅速和最准确的行军，已经不象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那样需要特殊的技巧和精确的地理知识，也不需要拟定庞大的计划。只要利用军队的有机区分，行军几乎就可以自动地进行。从前，单凭号令就可以指挥会战，而组织行军却需要很长的计划，现在，编组战斗队形需要很长的计划，而组织行军却几乎只凭号令就行了。



　　行军分为垂直行军和平行行军两种。平行行军又称侧敌行军，侧敌行军时要改变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并列配置的各部分在行军时要前后排列，或者相反。虽然直角范围内的任何角度都可能成为行军的方向，但仍然需要确定行军主要是属于哪一种的。



　　只有在战术上，才有可能彻底地改变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在战略上不可能这样做，而且也只有使用所谓列伍纵队行进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大部队是不可能成列伍纵队行进的。过去，战斗队形中几何关系的改变只是两翼和各线之间的改变，而在现代的战斗队形中通常却是第一级单位，即军、师或者是旅（根据整体的区分而定）之间的改变。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在战斗开始前就把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了，所以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使已经聚集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各自是否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两个前后配置的师（后面的为预备队）沿两条道路向敌人行进，那么，不可能让每一个师都分开在两条道路上行进，而会让两个师各沿一条道路并列前进，并且每个师长各自组织预备队以备发生战斗时使用。指挥的统一要比原来的几何关系重要得多。如果两个师在行军中没有经过战斗就到达了指定的阵地，那么它们仍然可以恢复原来的关系位置，如果两个并列配置的师沿两条道路进行平行行军，那么人们就给每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行军过程中把一个师看作是另一个师的预备队。如果一支军队由四个师编成，三个师配置在前面，一个师在后面作预备队，并以这样的队形向敌人行进，那么自然应该给前面的二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而让预备队在中间那个师的后面行进。如果三条道路之间的距离不合适，就可以沿着两条道路行进，这并不会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



　　在平行行军时情况也是这样。



　　另一个问题是各纵队从右边还是从左边开始行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平行行军时，是很明确的。向左侧运动时。就从左侧开始行军。在前进或退却时，在战术上开始行军的次序实际上应该根据道路同预定的开进线的关系位置来确定，因为战术上的空间较小，几何关系比较容易看清楚。但在战略上，就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把战术上的东西搬用到战略上去，是很愚蠢的。过去整个军队行军的次序纯粹是战术上的问题。在行军中仍然保持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行军的目的只是进行一次整体战斗，因而尽管如此，1757年5月5日施韦林从布兰斯地区出发时，还是因为不知道战场所在，最后不得不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反转正面的行军。



　　如果一支按照旧的战斗队形进行配置的军队要成四个纵队向敌人行进，那么，两翼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骑兵应编为外边的两个纵队，两翼的两线步兵则编为中间的两个纵队。这些纵队的行军可以完全从任何一边及任何方向的行军，叫做“中央开始”的行军。实际上这些形式同未来的展开没有关系。腓特烈大帝前往勒登进行会战时，曾经按原来各翼的次序组成四个纵队，从右边开始行军，由于他恰好正要攻击奥军的左翼，因而很容易地变换为线式战斗队形，从而受到所有的历史学家的赞扬。假如当时他要迂回奥军的右翼，那么，他就必须象在布拉格那样进行一次反转正面的行军了。



　　现在同过去一样，这些形式已经不符合行军的目的了，任何人都很难预测未来的战场同行军道路的关系位置，而且，即使由于行军开始的次序不正确而损失了一点时间，也远不象从前那样重要了。在这方面，新的战斗队形发挥了它的良好的作用，不管哪一师最先到达，不管哪一个旅最先投入战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所以还有时从右边开始行军，有时从左边开始行军，只是为调节军队各部分的疲劳程度。这是大的军队开始行军时还保持这两种次序的唯一的、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开始的行军只能偶尔采用，从战略上来看，当然是不合理的。



　　其实，确定行军次序的问题与其说属于战略范围，不如说属于战术范围，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整体区分为若干部分，行军结束后这些部分又重新恢复成一个整体。但是，现代军事艺术更重视，使各个部分行军时距离远些，甚至可以独立行动，这样，就很容易发生各个部分单独进行的战斗，而且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都应该看作是整体战斗，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作较详尽的说明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已经讲到，在一般情况下，三个部分并列配置最为合理，因此行军时采用三个纵队也是最合理的。



　　在此，我们还要指出，纵队的概念不仅是指沿一条道路前进的一个部队，而且人们在战略上也把在不同的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军的各个部队叫做各个纵队。区分为纵队的主要目的是为缩短行军时间和便于行军，因为兵力小的部队的行军总是比兵力大的部队的行军快一些和方便一些。部队不是沿不同的几条道路行军，在不同的日期里沿同一条道路行军，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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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行军（续）




　　一日的行程标准和走完这一行程所需要的时间，要根据一般的经验来确定。



　　对现在的军队来说，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这是早就肯定了的；长途行军时，平均一日行程为二普里，以便在中途有一些必要的休整。



　　一个八千人的师，在平原地上沿着中等的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八至十小时，在山地则需要十至十二小时。如果几个师编成一个行军纵队，即使除去后面的师晚出发的时间，行军时间也要多几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一日行程几乎要占用整天的时间。一个人沿着普通道路步行三普里只要五小时，士兵背着背囊一天行军十至十二小时，其劳累的程度是不能与此相比的。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五普里，最多达六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四普里，就属于强行军了。



　　走完五普里的行程，中间就需要有数小时的休息时间，因此一个八千人的师走完这样的行程，即使有良好的道路，至少要十六小时。如果行程为六普里，而且是几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行军的时间则需要二十小时。



　　这里所说的行军是指集中在一起的几个师从一个野营地到另一个宿营地的行军。如果几个师成一个纵队行军，那么前面的几个师就应该提前一些集合和出发，从而它们也会提前同样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野营地。然而，提前的这段时间决不能达到走完一个师的行军长径所需的时间，即不能达到法国人所常说的“流过”一个师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种行军方法很少能减轻士兵的劳累，而且部队数量的增多往往会使行军时间延长很多。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师也用类似的方式，让各个旅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和出发，因此我们把师作为行军单位。



　　军队以小部队为单位，从一个舍营地向另一个舍营地进行长途旅次行军时，却不在一定地点集合，其行程当然可能增加，事实上，仅仅由于必须绕弯路进行舍营，其行程就已经增加了。



　　如果军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行军，而且还要进行舍营，那么这种行军必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为了使部队消除长途行军的劳累，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军。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退却中为了取得给养曾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种错误的作法。其实，军队如果进行野营（露营），同样能够获得给养，同时又不致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用十四天时间行军大约五十普里。



　　在难走的道路上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计划都要有很大的改变，因此人们很难确切地计算出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更不用说作出一般的规定了。为了避免错误，必须特别仔细地进行计算，必须多留一些时间以便应付那些无法预料的情况，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天候和部队的状况。



　　自从军队取消帐篷和采取就地强征粮草的给养方法以来，军队的辎重显著地减少了，这首先表现为军队的运动加快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军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



　　战区内的行军却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加快，因为，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情况下，辎重或者殿后，或者先行，通常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总是同部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因此，它们不会影响军队的运动。而且，只要它不再直接影响军队，不管它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是不会去考虑它是否受到损失的。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超过。1760年拉西为了支援俄军对柏林的牵制性攻击而进行的行军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军队从希维德尼察出发，经过劳西次到达柏林，在十天内行军四十五普里，平均每天四普里半。一万五千人的军行军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行军迟缓的原因主要有：给养制度的改变使军队不得不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这是常有的事），比起领取现成的食物，这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此外，在长途行军时，大部队不能在一个地方设营，为了便于取得给养，各师必须分开设营。最后，我们也时常看到，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必须进行舍营的。因此，我们看到，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留赫尔追击法军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在十天之内都只走了约三十普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从萨克森向西里西亚往返行军时，虽然携带全部辎重，也曾达到这一速度。



　　虽然如此，辎重的减少，还是会显著增加部队在战区内的机动性和轻便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一方面，即使骑兵和炮兵的数量不减少，马匹也减少了，因此，不必象从前哪样对饲料的问题顾虑重重。另一方面，军队配置时所受限制少了，因为无需经常顾虑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辎重队。



　　1758年，腓特烈大帝放弃对阿里木次的围攻后率领军队行军时，曾带有四千辆辎重车，为了掩护这些辎重车，他曾经把一半军队分散成独立的营和排。在今天，这样的行军即使碰上最弱小的敌军，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长途旅次行军（例如从塔霍河畔到涅曼河畔的行军）中，军队减少了辎重就轻松了许多，即使军队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辎重且每日行程仍保持一般的标准，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使一日行程超过一般的标准而付出较小的代价。



　　总之，减少辎重与其说能够增加运动的速度，还不如说能够节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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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行军（续）




　　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很大，因此必须把它当作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一个特殊因素。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受到什么损害，但是连续几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它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几次困难的行军，那么军队受到的损害自然会更大。



　　在战区内，缺乏给养和宿营条件，道路很坏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分的消耗，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



　　人们常说，长时间的休息对军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长时间的休息会比适当的活动更容易使人生病。固然，士兵在营地会生病，但是在行军中也是会生病的。生病的原因决不是缺乏空气和运动，因为人们在操练中是很容易得到空气和运动的。



　　请想一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沉重的背囊行军时生病，身体受到的损害比在营房里生病大得多。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可以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不致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得不到任何护理，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然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试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炎炎烈日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而患病甚至死亡。



　　工具就是为了使用，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作这样的考察，决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只想说明，一切都应该恰如其分。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硬说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就象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他们对待这些矿藏的态度，就象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物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人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因为他们刚刚康复的身体，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地增多。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连续行军一百普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如果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众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就可能非常大。



　　现在列举几个实例来证明上述论点。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进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三十万一千人。8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出了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但实际上只剩有十八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十万五千五百人。我们知道，在这以前只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昂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一万人，而在五十二天内连续大约七十普里的行军过程中，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九万五千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二星期以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四万四千人（包括战斗伤亡）。又过了八天，到达莫斯科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九万八千人。法军在那个时期每天的损失大体如下：在第一阶段占当初总兵力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第二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第三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十九分之一。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到莫斯科的运动当然可以说是连续行军，但这次行军用了八十二天，只走了一百二十普里，而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约休息十四天，另一次在维帖布斯克，大约休息十一天，在休息期间许多掉队的士兵回到了部队。在这次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大多是沙土路。但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十分缺乏，敌人虽然是退却，但并不是逃窜，这是造成行军困难的原因。



　　我们不想谈法军退却的情况，或者说，是关于法军从莫斯科向涅曼河前进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追击法军的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很大，虽然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十二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三万人了。



　　现在我们再举1813年布留赫尔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战局中的例子。这次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行军著称的，布留赫尔属下的约克军以约四万人于8月16日开始这次战局，10月19日到达来比锡附近时就只剩下一万二千人了。根据历史家的记载，在果尔德贝克、吕文贝克一带的主要战斗中以及在卡次巴赫河畔、瓦尔登堡和默克恩（来比锡）会战的主要战斗中，这个军大约伤亡了一万二千人，可见，非战斗减员在八个星期内达一万六千人，占这个军的五分之二。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就必须作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就必须制定其他各项计划，首先就要考虑以后的兵员补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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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舍营




　　在现代军事艺术中，因为无论是帐篷还是完备的辎重，都不能使军队完全放弃舍营，因此舍营是必不可少的，而厂营和露营，无论如何改进，总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如果常用这种方法，军队迟早（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因而过早地消耗力量。在1812年远征俄国的战局中，法军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有六个月的时间几乎完全没有舍营，这是罕见的战局之一。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努力（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似乎更恰当些）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



　　离敌人很近和运动迅速，是妨碍军队舍营的有两种因素。因此，只要临近决战，军队就得放弃舍营，而且不到决战结束，不能再进行舍营。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也就是在最近二十五年我们所看到的战局中，战争要素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全部威力，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发挥的力量，在这些战局中多半都进行和发挥了。但是，这些战局的持续时间很少有达到半年的，大多只几个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媾和了，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时期，很少谈得上什么舍营，因为就是在胜利的追击中，由于运动的速度较快，军队也不可能进行舍营。



　　但是，如果战争不很激烈，出现了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那么，舍营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舍营对于作战本身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力图利用兵力较大的前哨或者配置得较远的更为强大的前卫，来赢得更多的时间和保障更大的安全；另一方面，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当地供给的情况，很少从战术上考虑地形的利弊，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一个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一条沿途有很多个村庄和繁华城镇的大道，都能给大量军队的集中配置提供便利条件。这种集中给军队提供的灵活性和活动余地很大，它足以抵得上其他地点的有利条件带来的利益。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属于战术范围，我们只作几点说明。



　　军队的舍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部队主要的任务的舍营，另一种是作为次要任务的舍营。如果在战局过程中部队仅仅是根据战术和战略上的要求进行配置，而且规定军队在配置地点附近进行舍营休息（特别是骑兵常有这种情况）。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任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因此，军队必须在能够保证及时到达配置地点的范围内进行舍营。如果部队舍营只是为了休息，那么舍营就是主要任务。其他措施（当然也包括配置地点的选择）都必须适合于这个主要任务。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整个舍营地区的形状。通常，它应该是一个狭长的矩形，是战术上的战斗队形的扩大。集中地点在舍营地区的前面，司令部在它的后面。但是，这些规定防碍整个军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集中。



　　舍营地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能迅速地在一个地点（中心点）集中。集中地点越往后移，敌人就越难于到达这个地点，我军集中用的时间就越多。集中地点设在营地的后面是决不会有危险的，司令部越向前移，就能越早地得到情报，司令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尽管如此，上面讲的三种规定，也还是多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地的宽度来掩护可能被敌人征发物资的地区，这个主张对整个军队的外翼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多在集中地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主张就不正确了，因为敌军是不敢侵入这个中间地带的。而且有更简单的方法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发物资。



　　把集中地点设置在舍营地前面，其目的是为了掩护舍营地。这同下述理由有密切关系：第一、如果把集中地点设置在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应战时，在舍营地区常常会留下掉队的士兵、病员、行李、储备品等，落入敌手。第二、如果敌人的骑兵绕过前卫，或者突破了前卫，那么我们分开舍营的各个团和营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但是，如果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配置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很弱，最后一定被敌人打垮，它毕竟还可以阻挡一阵，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司令部的位置，当然是越安全越好。



　　根据上述考察，我们认为，舍营地区的形状最好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或接近圆形的椭圆形，集中地点设在中央，兵力很大时，司令部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一般配置》一章中谈到的关于掩护翼侧的问题，在舍营时同样适用。因此，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即使目的在于和主力共同进行战斗，也应该在主力的同一线上各有自己的集中地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性质一方面是通过有利的地形决定着军队的配置地点，另一方面是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几何形态在决定舍营位置和配置地点方向，是很少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它对一般情况多少地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也应予以注意。



　　关于舍营地的有利位置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军队必须选择一个有掩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进行舍营，同时派出许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者在要塞后面进行舍营，敌人不可能摸清要塞守备部队的兵力，必然会更加小心谨慎。



　　关于筑垒的冬营，我们将作专门的论述。



　　行军部队的舍营与驻军部队的舍营不同，行军部队很少远离道路进行舍营，以避免多走路而是沿着行军道路进行舍营的。只要舍营地的距离不超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舍营对迅速集中是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的。



　　在敌前（用术语说），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很小的情况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该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或者，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那么。舍营地的大小就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赢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先遣部队的抵抗问题。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不能包括在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利用的时间。



　　应该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致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用于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传达命令，只用递骑传令（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十分可靠的）也是如此的。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约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这样大的面积上大约有一万户人家，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军队的人数如果多一倍，每户也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十分拥挤的。与此相反，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赢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同样的比例减少（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但是，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只有居民十分稠密的地区，五万人的军队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对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起着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距离敌人较远，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依然可以舍营。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但是，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相当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必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要想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而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可以完全进行舍营：



　　（1）敌人也在舍营；



　　（2）根据部队的状况绝对有必要舍营；



　　（3）部队当前的任务仅限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的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开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尽管如此，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经到达集中地点，如果不是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也是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不周的。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已经到达军中时，没有立刻改变原来的配置，是他们的失误。



　　我们应该注意到，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即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以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经开始集中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时已经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刚刚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提尔曼不得不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假如标洛将军能及时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他担心要同时对付威灵顿和布留赫尔，换句话说，兵力不足使他行动缓慢了。由此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要小心谨慎，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显然有一部分不属于战略范围，而属于战术范围，但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第五篇 军队




	







	

 



	


	



第十四章 给养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一直都是十分庞大的。第二，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这一点更为重要。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的事情，无须顾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战争，因各国政府的强烈欲望，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而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必要的制度满足它的需要。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定期地进行冬营，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是因为季节不好，并不是为了取得部队的给养。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良好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



　　这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是逐步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经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军事行动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这时，封建义务已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完全被募兵制取代，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因此，不管怎样，这时的军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因此，军队的给养必须由政府、国库负担，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该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仅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日趋完善的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



　　给养用的粮食，不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的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并且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由部队的运输队把面包运走。这种制度，可以说明战争的特点，也不会完全废止，其中某些部分将会一再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其威力却大大消弱了。军队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都要考虑节约给养。士兵往往因此而挨饿，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不到充足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大业，那么他就不是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坏境所迫，不能成为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上会不断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他有条件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他也许能做出更伟大的事业来。



　　马料的供应不能用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大约重十倍，现在，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重二倍，四倍或者五倍。因此，人们力图用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军队就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而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靠政府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被粉碎了，从而我们这里讨论的给养制度，也随之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给养组织（这种组织象钟表的内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他们把士兵送上战场，驱使将军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得到所需给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以及反拿破仑的战争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这个时代还是在以后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综合使用四种方法：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但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使象大城镇那样的居民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在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如果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在相当大的城镇中，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尽如人意，因为，在这里，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相当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所以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顾及其他条件了。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有很多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届收获期。因此，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量是没有困难的，这是令人满意的结果。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约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如果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时只要有六普里的正面就够了。



　　如果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致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需要品而感到困难。同此，即使驻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起，已经是一支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相当大的军队了。



　　至于马匹的饲料，因为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在这方面是没有困难的。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饲料，当然，饲料要由屋主供应，而不是由村镇供应。此外，在组织行军时要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和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士兵的军队在不妨碍共同战斗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因此，这支军队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依据的。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时，只采用了屋主供养，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由于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断取得必定的胜利为前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勇往直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不间断的行军。



　　如果环境不利，当地居民并不多或者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就会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从四平方普里增加到九平方普里。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宿营依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间断地运动中，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军队要停留几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提早作好准备，那就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即使在现在，一支庞大的军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措施早作准备，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属辎重队，携带数天（即三四天）面包或面粉。这样，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三四天口粮，可以得到八天用的最必需的给养。



　　第二项措施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随时放弃屋主供养的方法，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



　　屋主供养方法有很多优点，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作到。当然，这要以部队进行舍营作前提。



　　二、军队强征。一个单独的营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从这一点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在实质上同屋主给养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很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就必须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然后再来分配。



　　实际上，这种方法决不能为大量的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够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运输工具也有限，因此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粮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说，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一普里的圆圈内，也就是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是很少能够征到所需物品的，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要占有这个村庄的所有东西。因此，这种方法常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即对八千至一万人的师来说）才能用这种强征的方法解决给养问题，而且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运动时，通常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它们要到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与为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相距太远。此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时间紧迫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用这种方法。



　　在时间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军队采取正规征收的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会更好。但是，时间往往不允许采取这种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可以很快地直接取得给养。



　　三、正规征收。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现代一切战争的基础。



　　这种方法不同于前一种方法，它是在地方当局参与下进行的。这时，在有存粮的地方不是用暴力强取存粮，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要居民有秩序地交纳出来。这种工作只能由地方当局做才行。



　　在这里，时间决定一切。时间越多，分派就越普遍，负担就越轻，效果就越理想，甚至也可以以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在本国内集中军队或军队后撤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与此相反，在进入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较少。通常前卫只不过比主力先到一天。前卫只能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这时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即周围几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所以，对人数较多的军队来说，如果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只分发给那些毫无储备的部队，但是，困难是会逐日减少的，因为能够征收粮秣的范围在一天天扩大，征收的效果也会随之增大。如果可供征收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四平方普里，那么在第二天就会有十六平方普里，在第三大就会有三十六平方普里。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十二平方普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二十平方普里。



　　当然，征收粮秣的地区的扩大还受许多其他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刚刚住过军队的地方不可能象没有住过军队的地方那样提供很多的粮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征收粮秣的地区的半径也日益扩大二普里以上，即扩大三四普里，有些地方还可能更多一些。



　　为了征收到分派的粮秣，就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居民感到压力，使他们害怕负责任、受到惩处和虐待。



　　根据对一般情况的考察及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实践，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支军队，即使兵力很大，只要它带有几天的粮食，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给养问题。军队到达某地后立即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初只限于附近的地方，以后逐渐扩大征收地区的范围，而且越来越由更高的当局进行安排。



　　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遭到严重破坏，否则，这种方法是永远可以使用的。军队驻止的时间较长时就可向最高的地方当局提出要求，以便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些，还可以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而且，即使是外国军队，如果想较长时期驻在我们的国土上，通常也不会那样粗暴而无所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完全加在当地民众身上。因此，这种征收方法便逐渐地接近于仓库供给的方法，但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不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尽管可以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粮食补充当地的粮食，但是当地依然是军队取得给养的真正源泉，这同十八世纪战争中完全由军队独立管理与地方毫无关系的给养情况截然不同。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种给养方法利用地方的运输工具和当地的面包房；因此，经常妨碍作战的、庞大的运输队被废除了。



　　现在的军队的给养辎重已经少得多了，而且多半只是用来运载当日剩余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时，军队就不得不使用庞大的辎重队，而且必须携带野战面包房。但是，首先这是因为三十万人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国家，而且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几乎沿着一条大路前进一百三十普里，这是很少有的；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就地征收却始终应该看作是全部给养的基础。军队本身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



　　自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法国军队一直以这种征收方法做为解决给养的基本方法，甚至联军也不得不改用这种方法，而且将来这种给养制度也还会维持下去。不论从发挥战争的威力来看，还是从保证军队轻便和自由地作战来看，这种方法都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任何行军，在最初三四个星期内给养通常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而且到后来就可以依靠仓库供给，因而在战争中采取这种给养方法可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当然，在这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在那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大一些，但是，这种困难决不会大到根本不可能选用该方向的程度，因此方向对给养问题的考虑决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在敌国退却时是例外。这时，对给养来说会有许多不利的条件。军队连续运动时，通常不会专停留下来征粮，因而就没有时间征粮。在敌国退却时，环境大多是很不利的，部队不得不始终保持集中，通常根本不能分开舍营，或分为几个纵队在宽大的正面上退却。军队同当地的关系是敌对的，没有行政权力支持，就不可能征收到粮食。而且，在这种时刻特别能够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恶意。由于这一切，军队通常只能在建立好的交通线和退却线上退却。1812年，如果由于给养问题拿破仑始终只能沿着他进军时的道路退却，如果他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失败可能来得更早而且更为肯定，因此，在这一点上对他提出的一切责难，也都是极不合理的。



　　四、仓库供给。这种给养方法，只有当它同十七世纪后三十年和十八世纪实行过的给养制度一样时，才不同于前一种给养方法。



　　如果人们想到，在尼德兰、莱茵河畔、上意大利、西里西亚以及在萨克森等这些地方，大量的军队在同一地点进行了七年、十年和十二年之久的战争，用别的方法筹集给养是很难想象的。在这样长的时期中，哪一个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作为双方军队给养的主要来源，能够始终承担这一任务呢？



　　但是，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战争所依靠的其他条件允许，开始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但当这些条件不允许时，战争就反过来对给养制度发生影响，从而决定给养制度。



　　以就地征粮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战争，比单纯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有极大的优越性，因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与前一种战争对抗。即使在战争开始时仍用旧的给养方法维持军队，在现实中也会放弃这种方法，而采用征收的方法。如果人们可考虑到，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巨大的费用，必然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因为任何国家的财力都是有限的），那么，除非大战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这只能看作是概念游戏），这种给养制度是可能实现的。



　　因此，今后的战争在开始时多半都要采用征收的方法。当然，某些政府也可能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减轻地方的负担等等，但是战时首先考虑的总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并不属于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之列。



　　如果战争就其成果来说没有象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彻底，就其运动来说没有象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广泛，那么，采用征收的方法将使军队所在地区的力量枯竭，以致只得被迫缔结和约，或者，由军队本身建立独立的给养组织，减轻地方负担。拿破仑统率军队在西班牙时就曾经不得不由军队本身携带给养。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被迫缔结和约。在大多数的战争中，国家的力量急剧消耗，以致它们都不愿花费大量经费进行战争而愿媾和，因此，这也是促使现战争持续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仍有可能用旧式给养制度进行战争，如果各种情况迫使大战双方 采取旧式制度而且条件允许采取旧式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也许会再度出现。但是，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而不是合理的制度，我们更不能由于这种办法比较仁慈一些，就认为它能使战争趋向完善，因为战争身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



　　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自然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取得给养。我们在这里提出人口疏密的问题，是因为它同当地现有的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第一、消费多的地方，储存也一定多；第二、人口稠密的地方，通常生产也比较多，当然，在这方面，工业人口居多的地区是例外，特别是位于山谷之中、周围土地十分贫瘠的工人居多的地区（这种情况是不少的）更是如此。但是，在一般情下，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满足军队的需要。住有四十万人的四百平方普里土地非常肥沃的地区，一定不如住有二百万人的相同面积的地区容易供养十万人的军队。何况，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水陆交通也比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比较多，商业交易也比较容易和可靠，总之，在弗郎德勒供养一支军队要比在波兰容易得多。



　　这样，在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的城镇、富饶的河谷、或者水路通航的海岸上是最容易进行战争的地方。



　　由此可见军队给养问题普遍影响着作战的方向和形式，以及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



　　至于这种影响的范围的大小，筹备给养的难与易对作战影响的大小，当然取决于进行战争的方式。如果战争是按其固有的精神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要素发挥了威力，双方迫切要求和需要进行战斗和决定胜负，那么，军队的给养虽然重要，也是从属性的。但是，如果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军队长期以来只在同一地区或进或退，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了，统帅变成军需官，指挥作战就变成了管理辎重队。



　　这样，在许多战局中，没有任何建树，白白浪费了各种力量，却把一切都归咎于给养品的缺乏。但拿破仑却与此相反，他经常说：不要跟我谈给养问题！



　　这位统帅在俄国战局中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人们可能过分忽视了给养问题。虽然他不仅仅是由于给养缺乏而失败的（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他的军队在前进时所以遭到惊人的损耗，在退却时几乎遭到彻底毁灭，无疑是由于他忽略了给养的缘故。



　　尽管拿破仑是一个常常敢于走向疯狂的赌徒，但是，他以及在他以前的一些革命军的统帅，在给养问题上破除了顽固的偏见，是他们指出了给养问题只应该看作是一个条件，决不应该看作是目的。



　　在战争中，缺乏给养同劳累以及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对军队的要求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一个性格刚强的统帅比一个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不同的军队由于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它取决于战争锻炼、武德、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对祖国事业的热忱），承受这些要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应该提出一个原则：只应把给养缺乏和困苦看作是暂时的现象，以后给养必然会充足起来，甚至，总有一天会绰绰有余的。如果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衣衫褴褛，背着三四十磅重的行李，无论天气和道路好坏，成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而且为此得到的不过是不能果腹的一点干面包，我们一定会为此感动。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事实上却几乎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引起意志消沉和力量衰竭，为什么单凭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样不懈的努力。



　　一个统帅为了伟大的目的而要求士兵忍受给养上的极大缺乏，不论是出于感情或是出于理智，随时都应该想到，有机会时要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现在我们论述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差别的问题。



　　防御者在防御中可以不断地利用事先为军队准备的给养。因此，防御者不会缺乏给养，在敌人国土上是这样，在自己国土上更是如此，但是，进攻者却不是这样，他远离自己的给养基地，只要他继续前进，甚至在停止时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每天都必须筹备必要的给养，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能不感到缺乏或困难。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这种困难会变得特别严重。第一、在胜负未分的前进途中。这时候，防御者的给养都在自己身边，而进攻者的给养却只能放在自己的后方，进攻者必须集中大量军队，因而不能占领广大地区，而且只要会战行动一开始，甚至他的辎重队也不能跟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在决定性的会战的前几天，就会有一些部队缺乏给养，使得军队不能很好地进行会战。



　　第二、当交通线过长时，在前进路的最后一段路程上缺乏给养，特别是当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多半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更是如此。从维尔那到莫斯科，和从科隆经过列日、鲁文、布鲁塞尔、蒙斯、伐郎兴、康布雷到巴黎，这两条交通线的差别就很大！在前一条线上，每取得一车粮食都必须使用暴力，而在后一条线上只要一张商业合同或一张支票就可以得到可供几百万军队用一天的粮食。



　　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威力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尔后，逐渐战败。



　　至于饲料，在开始时很少会感到缺乏，但在当地的资源濒于耗尽时，感到缺乏的却首先是饲料，因为饲料的需要量很大，很难从远方调运，而且在缺乏粮秣的情况下马匹比人更容易死亡。因此，骑兵和炮兵过多，可能成为军队真正的负担和实际削弱力量的因素。














	

 






	















	







	







	









 





	


	







	








	




	


第五篇 军队




	







	

 



	


	



第十五章 作战基地




　　一支军队出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大。但是，军队只要同它所掩护的正后方的那一部分地区保持联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同整个国家保持直接的联系。在这一地区内，必要时建立专门的设施，提供储备品，并为了经常补充军队建立一些组织。因此，这一地区是军队及其一切行动的基地，应同军队看作是一个整体。如果为了确保更大安全而把储备品存放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地区，那么基地这个概念就会因此更加明确。但基地这个概念并不是有防御工事才形成的，在很多场合，基地是没有防御工事的。



　　敌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能成为军队的基地，或者基地的一部分，因为，军队进入敌国以后，有很多必需品要从占领的地区取得。这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这支军队必须确实占领了这个地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确实已经服从军队的命令。但是这种服从是有限度的，通常只有在守备部队和巡逻队对当地居民起镇慑作用的范围以内，居民才会服从。因此，军队在敌人国土上能够取得各种必需品的地区是很有限的，多半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所以，本国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必需品，本国的地区仍然是基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军队的需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任何耕作区都能供应的，主要是给养品，另一类是只能由建立军队的地区解决的，主要是各种补充。因此，第一类也可以在敌国解决，而第二类，如人员、武器，往往还有弹药，则通常只能由本国解决。虽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但是不能作为根据。因此上述区别总是非常重要的，这再一次证明，军队与本国的联系是不可缺少的。



　　不论在敌国还是在本国，给养品大多储备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因为，一方面没有这么多的要塞来储存需要量很大、消费得很快的大量储备品，另一方面，给养比较容易补充。与此相反，武器、弹药和装备之类的各类补充则不能轻易储存在战区附近没有防御工事的地点，宁可从较远的后方运来，在敌国境内，则只能存放在要塞里。这也说明基地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供应各类补充，而不是能供应给养品。



　　这两类必需品在使用前越是集中在大仓库里，汇集成大的储存地，这种储存地似乎可以代替整个国家，从而同基地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决不可以算作基地。



　　如果有些地区广阔而富庶，补充和给养的来源十分丰富，已在这些地区组织了几个较大的补给点，而且这些地区距离军队很近，又在军队某种程度的掩护之下，有良好的道路条件，同军队后面的广大地区连在一起，甚至有一部分就在军队的周围，那么，这些地区就可以给军队带来更大活力，给军队的运动带来更大的自由。有人曾经企图用作战基地的大小来概括军队的这些有利条件，用基地同作战目标的关系，即基地两端同这个目标（把目标想象为一个点）所形成的角度，来表示军队补充和给养的来源地的位置和状况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总和。显而易见，这种几何学游戏，只是以一系列的概念替换为基础的，而所有这些替换必然损害真理。军队的基地由军队赖以生存的三个部分组成：当地的补给物资、各个地点上建立的仓库和提供仓库储备品的地区。这三个部分在位置上不可分也不能合而为一，更不能用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者沿着国境线等随意想出来的代表基地宽度的一条线来表示。而且，在这三个部分之间不可能确定什么固定的关系，因为它们的性质总是或多或少地混在一起的。有时，需从遥远地方运来的各种补充品在当地就可以取得；有时，连粮食都不得不从远方运来。有时，附近的一些要塞本身就是大屯兵场、港口或商埠，可以容纳整个国家的军队；有时，要塞不过是一个物资缺乏、几乎不能自给的土城。



　　因此，人们从作战基地和作战角的大小引伸出来几何学性质的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建立的整个作战理论，在实际的战争中毫无用处，只能引起一些观念上的错误倾向。但是，错误的只是结论，这些观念的基础还是真实的，因此这种见解往往很容易反复出现。



　　因此，不管基地的作用如何，以及作用为什么有大有小，必须承认，一般说基地对作战是有影响的。然而我们还要指出，不能把基地简化成几个观念作为规则来使用，而是必须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同时考虑我们讲过的几个方面。



　　如果某一地区或某一方向已经准备好了军队的补充和给养，那么，必须把这个地区看作是这支军队的基地，即使在本国内也是如此。变更基地总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即使在本国内，也不可能天天变换基地，因而军队的作战方向多少受到基地的限制。在敌国境内作战时，如果想把毗连敌国的全部边疆都作为军队的基地，那么，就必须在到处都建立有各种设施，但是边疆并不是每一处都有这样的设施，因此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作为基地的。在1812年战局开始时期，俄军在法军的进攻面前退却时，由于俄国幅员辽阔，军队可以向任何方向退却，而且有宽阔的地区可以活动，所以可以把整个俄国看作是它的基地。这并不是幻想，以后俄国军队从几个方向反击法国军队时，这也的确成了事实。但是，就战局的每一具体时期来说，俄国军队的基地并不那么辽阔，主要还是在军队来往运输物资的大道上。由于受到这种限制，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会战三天之后俄国军队不得不继续退却时，只能向莫斯科退却，没有能象人们原先建议的那样突然转向卡卢加，以便把敌人从莫斯科方向引开。在这种场合，只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才可能改变退却方向。



　　军队的人数越多，军队依赖基地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这是很明显的。军队就象是一棵树，总是从它借以生长的土壤中取得生命力的。如果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那么就很容易移植它，但是，如果树长大了，要移植它就很困难，长得越大，就越难于移植。一支小部队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源泉，但它在任何地方都容易生根，而人数很多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因此，在谈到基地对作战的影响时，必须经常考虑到军队兵力大小这个尺度。



　　此外，就当前的需要来说，给养是比较重要的，但就较长时间维持军队来说，补充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事物的性质决定后者的来源是固定的，而前者却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取得。这又进一步说明了基地对作战发生的影响。



　　即使这种影响很大，也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始终是个问题。因此，作战基地的价值对确定作战行动很少能起决定性影响，只有在人们要作力不胜任的事情时，它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应该同其他各种有效手段联系起来全面地衡量基地方面可能产生的困难；当决定性胜利产生力量的时候，这些困难往往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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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交通线




　　从军队配置地点到军队给养和补充源泉的主要聚集地区的道路，在一般情况下也是退却用的道路。因此，这些道路有双重的使命：第一、它们是补给军队的交通线，第二、它们是退却路。



　　虽然按照目前的给养方式，军队主要是在当地取得给养，但是必须把军队和它的基地看成是一个整体。交通线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基地和军队之间的联系，是军队的生命线。沿线布满各种供给品、弹药车辆、来往的支队、邮局和信差、医院和仓库、弹药库、行政机关，它们对军队有决定性的意义。



　　交通线必须既不致长期中断，又不过长和难于通行，因为路途过长总会使力量受到一些损失而削弱军队。



　　就交通线作为退却路的使命来说，它们实际上形成了军队的战略后方。



　　从这两种使命来看，这些道路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长度、数量、位置（也就是它们的总方向和它们在军队附近的方向）和状况，以及地形上通行的难易、当地居民的情况和情绪，也取决于有无要塞或地形障碍作掩护。



　　不过，从军队配置地点通到生活源泉和力量源泉的道路并不都是军队的真正的交通线。必要时它们也可以作为交通线体系的补助线，只有那些有专门设施的道路才构成真正的交通线体系。只有设有仓库、医院、兵站和邮局，指定有警备长，派有宪兵队和守备部分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交通线。在本国内同在敌国内的交通线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但却容易被人忽视的差别。军队在本国内虽然也通过专门设置的交通线，但却根本不受它们的限制，必要时可以离开这些道路，选用任何其他现有的道路。因为军队在本国内到处都象在自己的家里，到处都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到处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帮助。即使对军队不太适用的道路，也可选用它们。因此，如果军队被敌人迂回，必须变换正面时，也是利用这些道路的。与此相反，在敌国境内，通常只有军队已经通过的道路才可以作为交通线。在敌国境内前进的军团，只能随着前进和在自己的掩护下设置一些构成交通线的设施，使居民由于存在害怕军队的心理而觉得这些设施是不可改变的和无法避免的，甚至使他们认为这些设施可以减轻战争灾难。沿路留下的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可以支援和维护整个交通线。但是，如果把军需官、兵站司令、宪兵、战地邮局以及其他机构派到军队没有到过的较远的道路上去，那么，居民就会把这些看作是完全可以摆脱的负担。如果敌国还没有彻底失败，那么，这些派出的官员就会受到敌视，而被赶走。因此，要想控制新的道路首先要有守备部队，而且守备部队的兵力必须比一般情况下更强大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遭到当地居民反抗的危险。总之，在敌国境内前进的军队若不能使当地居民服从，就必须依靠武力首先设置自己的行政机关，但是，要设置这种机关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是需要牺牲和可能遇到困难的。由此可见，军队在敌国境内不可能用变换交通线的方法来更换基地（在国内必要时还是可能的）。因此，一般说来，军队在敌国境内运动时要受到较大的限制，因而更害怕被敌人迂回。



　　交通线的选定和在交通线上建立设施，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多条件限制。作为交通线用的道路一般比较宽阔，而且道路越宽阔，沿线人口稠密、生活富裕的城市越多，可以用作掩护的要塞越多，就越合适。此外，作为水路的河流，作为渡河点的桥梁，也起很大的作用。因此，交通线的位置和军队的进攻路线，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



　　上述一切都是决定军队同军队基地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条件，如果再把对方军队同基地之间的联系和这些条件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交战双方中哪一方有可能首先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甚至退路，谁就更能迂回对方。除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以外，只有交通线的状况比较优越的一方，才能有效地迂回对方，否则对方就会很容易同样用迂回的方法地保障他自己的安全。



　　因为道路有双重的使命，所以这样的迂回也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可以破坏或切断交通线，使敌军陷入困境，从而迫使敌军退却，另一方面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应该指出，在实行现在的给养制度的情况下，交通线暂时中断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要使这种影响达到严重的程度，必须使敌人遭受一系列打击，为此就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在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的时代，成千上万辆面粉车往返奔驰，一次翼侧活动就可以使对方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但是现在，很成功的翼侧活动，至多也不过中断一次运输，使敌人受到一些削弱，决不能迫使敌人退却，所以，根本不会产生效果。



　　因此，在过去不太实用的翼侧活动，在现在同实际的距离就更远了。可以说，只有在交通线很长，情况很不利，特别是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民众武装的袭击的时候，遭到翼侧威胁才是危险的。



　　在切断退路的问题上，更不应该过分夸大由于退路受到限制和威胁而可能产生的危险，因为最近的作战经验表明，切断一支由大胆的指挥官指挥的优良的部队的退路比突破这支部队还要困难。



　　要使很长的交通线通畅和得到保障，方法是不多的。只能在军队配置地点附近以及军队退却路上占领一些要塞（如果没有要塞，就在适当地点构筑堡垒），善待当地居民，在军用路上建立严格的法纪，在这个地区内配备优良的警察，不断整修道路，这是仅有的一些方法。用这些方法虽然可以减少不利，但决不能完全避免不利。



　　此外，在谈给养问题时我们关于军队选定道路的论述，特别适用于交通线。最好的交通线是经过最富庶的城市和通过最富饶的耕作区的很宽阔的道路，即使利用这些道路时要走很多弯路，也值得优先利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道路对军队的配置的决定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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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地形




　　地区和地貌同军队的给养是有关系的，它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久的关系，它对战斗过程本身，以及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我们根据它同军事行动的关系，来研究这个问题。



　　地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范围，但其结果则表现在战略范围。山地战斗的结果同平原地战斗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把进攻和防御分开，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不可能从地形能起什么作用的角度来研究地形的每一个主要特点，而只能谈谈地形的一般特性。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



　　地形的这三种影响是军事行动中新增加的三种因素，无疑会使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和需要技巧。



　　在现实中，只有对很小的部队某一时刻的活动来说，才存在纯粹的、绝对开阔的平原的概念，也就是说才存在对军事行动毫无影响的地形的概念。对较大的部队的活动和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来说，地形就必然会发生影响。对整个军队来说，即使在某一时刻，例如在一次会战中，也不可能有地形不发生影响的情况。



　　由此可见，地形几乎始终是有影响的。当然，随着地区的性质不同，地形的影响力也不同。



　　通过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某一地区同完全没有障碍的开阔地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地貌，也就是地势有高低；其次是有森林、沼泽和湖泊等天然物；最后是耕作造成了地形的变化。地形在这三个方面同平坦地不同的程度越大，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越大。这三个方面可以归纳为三种地形：山地、很少耕作的森林沼泽地和复杂的耕作地。它们使作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需要技巧了。



　　就耕作地来说，当然并非各种耕作地对作战都有同样大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弗郎德勒、霍尔施坦因和其他地区所常见的那种耕作地，在这些地区，土地被许多沟渠、篱笆、栅栏和堤坝切断，到处是分散的人家和小灌木丛。



　　因此，在不考虑防御者利用地形障碍的情况下，平坦的、耕作均匀的地区最便于作战。



　　这三种地形中的每一种都在通行、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生影响。



　　森林地主要是妨碍观察，山地主要是妨碍通行，复杂的耕作地可妨碍观察也妨碍通行。



　　在森林中，大部分地区都不便于运动（因为除了通行困难以外，由于完全不能观察，不能利用所有的林间小道），这一方面使行动简单了，但另一方面也给行动造成了同样大的困难。因此，在这种地形上很难充分集中兵力进行战斗，但也不必象在山地和极其复杂的地形上那样分散兵力。换句话说，在这种地方，分散兵力是不可避免的，但分散的程度比较小。



　　山地主要是妨碍通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不是到处都能通行；即使在可以通行的地方，军队的运动也一定比较缓慢，比较费力。因此，在山地各种运动的速度大受限制，整个活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山地也具有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即某一地点可以瞰制另一地点。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专门谈制高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指出，山地的这种特点会导致兵力的极度分散，因为有些地点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本身，而且在于它们能够对其他地点产生影响。



　　当地形的这三种影响达到极点的时候，统帅对战斗成果所起的作用就会降低，下级军官乃至普通士兵的作用就会相应地提高。不言而喻，部队越分散，观察越困难，每个行动者就越要独立行动。固然，在行动比较分散、方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智力的作用也必然要增加，因而统帅的才能在这里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但是，在战争中各个成果的总和比这些成果相互联系的形式更有决定意义。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一支军队分散成一条很长的散兵线，每一个士兵都各自进行一个小型的战斗，那么，一切就更多地取决于各个胜利的总和，而不是这些胜利相互联系的形式。因为良好的计谋不能从消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只能从积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因此，个人的勇气、技巧和士气在这种情况下能决定一切。只有在双方军队的素质相同，或者特长不相上下时，统帅的天才和智谋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民族战争和民众武装等等（在这里即使每个士兵的胆量和技巧并不一定十分优越，但是，他们的士气至少是始终高昂的）只有在极其复杂的地形上和在兵力十分分散的情况下，才可以发挥其优越性。因为民众武装通常都缺乏大部队集中作战时的一切特性和武德。



　　再说，军队在保卫祖国的条件下，即使是常备军，也会带上一些民族武装的性质，因而也就比较适合于分散作战。



　　军队越是缺乏这些性质和条件，对方在这些方面越是优越，它就越害怕分散，越要回避复杂地形。但是，能否避开复杂地形，很少能够由它自己决定，人们不能象挑选货物那样随意选择战区。因此，有些在性质上适合集中作战的军队，总是不顾地形的性质，千方百计地按自己的作战方法作战。这时，它们在其他方面必然是不利的，例如给养的缺乏和困难，宿营条件不好，在战斗中往往会遭到多面攻击等。但是，完全不发挥自己的特长会遭到更大的不利。



　　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是两种相反的倾向，军队倾向于哪一方面的程度取决于军队的性质适应于某一方面的程度。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适于集中的军队不能始终集中在一起，适于分散的军队也不能单靠分散活动取得成果。法国军队在西班牙，就不得不分散兵力，而西班牙人用民众起义保卫国土时，也曾有必要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除地形同军队的一般性质，特别是同军队的政治性质的关系外，地形同兵种比例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



　　显然，所有通行极为困难的地方，不论是山地、森林或耕作区，都不适于使用大量骑兵，同样，密林区不适于使用炮兵，因为这里往往缺乏充分发挥其威力的空间，缺乏可以通行的道路和缺乏马匹的饲料。复杂的耕作区对炮兵来说有利些，而山地更有利。当然，这两种地区的地形都对火力有防护性能，因而对主要靠火力发挥作用的兵种是不利的，同时，行动自由的步兵能使笨重的火炮常常陷于进退不得的境地。但是，在这两种地区决不会缺乏可以使用大量炮兵的空间，而且炮兵在山区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敌军运动较慢，炮火的效力增加了。



　　在每一种困难的地形上，步兵肯定比其他兵种优越得多，因此在这种地形上，步兵的数量可以大大超过一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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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制高




　　制高这个词在军事艺术中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地形对使用军队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恐怕有一半以上事实上是这个因素带来的。军事学中的许多法宝，诸如瞰制阵地、锁钥阵地、战略机动等等都是以制高为基础的。



　　战斗同任何物质力量的发挥一样，自下而上总比自上而下困难。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任何高地都可以成为通行的障碍；第二、从上向下射击虽然不会显著地加大射程，但是，从各种几何关系来看，比从下向上射击容易命中；第三、有便于观察的有利条件。我们在此只是把战术由于制高而得来的几个有利条件合成一个总的有利方面，并把它看作是战略上的第一个有利方面。



　　上述三个有利条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战略上必然也会出现，因为在战略上也同在战术上一样，是要行军和观察的。如果说配置在高处的军队对低处的军队来说高地就构成了通行的障碍，那么，这就是战略可以从制高中获得的第二个有利方面，而便于观察就是第三个有利方面。



　　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制高、瞰制和控制的效力，一支在山顶的军队看到敌人在自己下面时会因此产生优越感和安全感，同时，在下面的军队因此感到处于劣势并担忧。这些印象可能比制高在实际上能起的作用更强，因为制高的优点比造成这些优点的实际条件给人的感觉要强烈得多，也许超过了实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人的想象力看作是增加制高的效果的一个新的因素。



　　当然，就便于运动这一点来说，高处军队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具有的，只有当敌人想接近它时才是有利的。如果一个大山谷把双方隔开，那么在高处的一方就没有什么利益了。如果双方想在平原进行会战，那么，在低处的军队反而有利。同样，观察也是有很大的局限的：下面繁茂的森林以及军队所占领的山脉本身，都很容易妨碍观察。人们按照地图选定的瞰制阵地，实际上不一定有利，甚至反而是不利的，但是这些局限并不能抵销高处军队在防御和进攻中所具有的优越性。我们只想简略地谈谈处于高处的军队在防御和进攻中是怎样具有这种优越性的。



　　制高在战略上有三个有利方面：战术上的利益、敌人通行困难和我方便于观察。其中前两个方面只有防御者才可以利用，因为只有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才能利用它们，而在运动中的进攻者是不能利用它们的。至于第三个有利方面，则是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可以利用的。



　　由此可见，制高对防御者非常重要，而且只有在山地阵地上，制高才能带来决定性利益，所以山地阵地能为防御者提供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我们将在《山地防御》一章中详细阐述。



　　我们这里所谈的不只是某一地点（例如一个阵地）的制高问题。如果这样，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几乎只表现为一次有利的战斗这样一个战术利益了。但是，如果人们把一个广大地区（如整个省）设想为一个倾斜的平面，人们可以在这上面行军几天而能始终瞰制前面的地区，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增加了，因为这时制高就不仅有利于战斗中兵力的运用，而且有利于几个战斗的运用。在防御中就是这样。



　　进攻时，也几乎可以得到防御中从制高得到的那些有利方面，因为战略进攻是通过几次行军实现的，它不象战术进攻那样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它的进程不是连续不断的，各次行军之间都有或长或短的间歇，而在每次间歇中，进攻者同他的敌人一样，也处于防御状态。



　　制高在防御和进攻中都能对观察产生一定的有利效果，它体现在便于各个单独的部队发挥作用这一点上，因为每个部分同整体一样从制高中可以获得有利条件，所以，每个大的或小的单独的部队有这种有利条件比没有总要好一些。而且，这些部队配置在瞰制阵地上也比没有这种阵地遭到的危险要少一些。至于这些分 开的部队能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在别的地方研究。



　　如果我方既在制高方面占有有利地位，又在地理条件方面比敌人有利，而敌人的运动却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在大河的近旁）受到限制，那么，这只会迫使敌人尽快离开这个不利的位置。一支军队如果不占领大河谷两侧的高地，它就不可能扼守那个河谷。



　　由此可见，制高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控制这个观念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果瞰制地区、掩护阵地、国土的锁钥等名称只是根据地势高低而确定的，那么，就不能保证它们不是具有健康内核的空壳。有些人为了装点军事行动平凡的外表，首先抓住这些理论上的因素不放，这些因素就成为那些博学多才的军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为战略法师手中的魔杖。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概念游戏，它们与实际经验之间产生许多矛盾，难以使作者和读者信服。有人把事物的条件当成了事物本身，把工具当成了使用工具的手；把对地区和阵地的占领看作是力量的表现，看作是击剑中的砍和刺；把这些地区和阵地本身看作真实的数量。其实，占领不过等于为了砍和刺而抬起胳臂，这样的地区和阵地无非是一种死的工具，是一种只有通过某种客体才能体现出来的特性，是同数值还没有联系在一起的正号或负号。而这种砍和刺，这个客体，这个数值就是胜利的战斗，只有它才能真正算数，才能用来计算。无论何时人们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



　　既然只有胜利的战斗的数量和重要性才起决定作用，那么显而易见，双方军队及其指挥官的素质又跃居首要地位，而地形所起的作用只能看作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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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一、防御的概念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是等待进攻。具有这一特征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御行动，在战争中防御只有根据这一特征才能同进攻区别开来。但是，战争中没有纯粹的防守（因为纯粹的防守就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在战争中防守只能是相对的。因此，防御的这个特征只是对全局而言，而不是对防御的各个部分说的。在一次战斗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攻击，等待敌人的冲锋，那就是防御战斗；在一次会战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那就是防御会战；在一次战局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战区，那就是防御战局。在上述各种情况下，防御中等待和抵御这个特征都是对全局而言，并不因此就同战争的概念发生矛盾，因为等待敌人向我们冲锋或向我们的阵地进攻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我方要真正进行战争，就必须对敌人进行还击，而防御战中的这种进攻行动是在总体进行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采取的进攻行动仍然是在阵地或战区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样，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在防御会战中可以用某些师进攻，因此，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二、防御的优点



　　防御的目的是据守。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行进攻容易。因为进攻者没有利用的时间防御者都可以利用。进攻者由于估计错误、恐惧或迟钝而没有利用的时机，都是对防御者有利的。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依靠防御的这个优点曾不止一次地使自己免遭覆灭。这种由抵御和据守带来的优点包含在一切防御的性质中。这一优点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同战争非常近似的诉讼中，已经由“占有者得利”这一拉丁谚语肯定下来了。另外，地形之利是防御者可以优先享用的利益。



　　明确了这些一般概念以后，我们来谈防御本身。



　　在战术范围内，凡是我们让敌人采取主动，等待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战斗（不论它是大是小），都是防御战斗。从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这个时刻起，我们可以采用一切进攻的手段而不失去防御的两个优点——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在战略范围内，不同的只是战斗变成了战局，阵地变成了战区，甚至战局变成了整个战争，战区变成了全国国土，在这两种情况下如同在战术范围一样，如果采用进攻手段，仍然不会失去防御的上述优点。



　　防御比进攻容易，这一点我们已经一般性地谈过了。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所以，为了表达得更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这就是我们所要得出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完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而且是被经验千百次证明了的，但流行的说法却完全同这个结论相反。这就证明，从表面看问题的人们在概念上造成了怎样的混乱。



　　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的目的的作战形式，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由于人们在防御中取得胜利就通常可以造成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兵力对比，所以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把防御作为最终目的，是同战争的概念矛盾的。换句话说，在战争中只把防御所取得的胜利用于抵御，而根本不想反攻，是十分荒谬的。



　　可能有人会举出许多说明防御者一直到最后仍然采取防御，并不考虑反攻的战例来否定上述看法的正确性。但是他们忘记了这里仅仅是就总的方面来说的，而那些用来否定这一看法的战例，都必须看作是反攻的可能性尚未到来而已。



　　例如在七年战争中，至少在这次战争的最后三年，腓特烈大帝并没想要进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在这次战争中只把进攻看作是一种比较好的防御手段。他的处境迫使他只能这样做，一个统帅只做最符合他当时处境的事，是十分自然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把有可能对奥地利进行反攻的想法看作是他整个行动的基础，也必须承认反攻的时机只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到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联系总的情况来考察这一防御战例。上述总的看法在这一战例中，也能找到实际根据，缔结和约的事实就是证明。奥地利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以自己的力量还不能同这位国王的才能相抗衡，认识到它无论如何必须比过去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只要它稍微放松努力，领土就可能再次丧失，这些足以促使它缔结和约。实际上，如果腓特烈大帝不是有一部分兵力被俄国、瑞典和帝国的军队牵制住了，他就会力图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再次击败奥军，对于这一点，无人怀疑。



　　在明确了防御的概念（在战争中这一概念只能象我们上面那样理解）和规定了防御概念的界限以后，我们再来谈谈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对进攻和防御作过仔细的考察和比较以后，这一论点就十分清楚了。如果说进攻是较强的作战形式，那么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防御这种作战形式了，因为防御终究只有消极的目的；如果双方都只想进攻，那么防御就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追求较高的目的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也十分自然。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过去的战争，从来没有用一支较弱的军队在一个战区进攻，而让一支较强的军队在另一个战区防御。如果说自古以来情形到处都恰恰与此相反，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即使是最喜欢进攻的统帅，也仍然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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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范围的比较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一下在战斗中可以导致胜利的因素。



　　这里所谈的军事艺术的范围，不包括军队的优势、勇敢、训练或其他素质，而且它们对进攻和防御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这里也考虑总的数量优势，因为军队的数量同样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是根据统帅的意愿决定的。况且它们同进攻的利害关系和同防御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除此以外，在我们看来，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攻击。出敌不意的效果是，使敌人在某一地点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与总的数量优势十分不同，它让人很容易理解地利怎样有助于取得胜利，但是这里所说的地利，不仅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如陡峭的谷地、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使我们隐蔽地配置军队的地形。甚至一个极为普通的地形，我们也可以说，谁熟悉它，谁就能从中得到利益。多面攻击包括战术上的各种大小迂回，它所以起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敌人遭到火力夹击，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害怕被切断退路。



　　那么，这些因素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如何呢？



　　通过探讨以上所说的导致胜利的三个因素，就可得出这一问题的答案：进攻者只能利用第一和第三两个因素的一小部分，而防御者则可以利用这两个因素的大部分和第二个因素的全部。



　　进攻者要想出敌不意，只能用全部军队对敌人的全部军队进行一次真正的奇袭，而防御者却能在战斗过程中通过各种猛烈程度的和各种样式的袭击不断地出敌不意。



　　进攻者比防御者容易包围对方的全部军队和切断它们的退路，因为防御者处于驻止状态，而进攻者是针对防御者的这种状态进行运动的。但是，进攻者的这种迂回只是对整个军队说的，至于在战斗过程中以及对军队的各个部分来说，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容易进行多面攻击，因为，防御者比进攻者更能通过各种猛烈程度和各种样式的袭击出敌不意。



　　防御者可以充分利用地利，这是很明显的。防御者所以能够通过各种猛烈程度和各种样式的袭击在出敌不意方面占有优势，是因为进攻者必须在道路上行进，因而很容易被侦察出来，而防御者却可以隐蔽地配置，进攻者几乎无法发现他。自从普遍采用了正确的防御方法以来，对防御的侦察已经完全过时，不再起作用了。虽然人们有时还进行这种侦察，但是收获很少。防御者可以在选好的地形上配置军队并在战斗前熟悉地形，这对他有很大好处，他隐蔽在这种地形中必然比进攻者更能出敌不意。尽管如此，人们现在仍然不能摆脱陈旧的观念，认为接受一次会战就等于输了一半。这种观念是由一种防御方法引起的，这种防御方法在七年战争中就已经被少数人采用过，在二十年前很流行。当时人们期望从地形方面获得的利益无非是占有一个难以接近的正面（陡峭的山坡等），而且当时军队的配置没有纵深，两翼运动不便，导致了军队的配置总是从一个山头延伸到另一个山头，以致情况越来越糟。这时，如果两翼找到某种依托，军队就象一块绷紧在刺绣架子上的布帛一样，它的任何一点都不能被敌人突破。军队占领的地区的任何一点都对整体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每一点都必须加以防守。这样一来，在会战中就既谈不上运动，也谈不上出敌不意了。



　　实际上，人们所以轻视防御，是由于时代变迁，某种防御方法过时了，正如我们上面所谈的防御方法，这种防御方法过去曾经在一个时期确实优于进攻。



　　仔细研究一下现代军事艺术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最初，也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军队的展开和配置是会战的最主要的事情之一，是会战计划的最重要的内容。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有利，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先敌配置和展开完毕。后来，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加后，这个有利条件立刻就不存在了，于是进攻者曾在一个时期取得了优势。以后，防御者设法以河流、深谷和山岭作掩护，又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直到进攻者变得十分机动，十分灵活，以致能够迂回对方，敢于冲入这些地形复杂的地区并分几个纵队进攻，防御者才又失去优势。由于进攻者敢于这样行动，防御者就把正面配置得越来越宽，这必然使进攻者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把兵力集中在几个点上，突破对方纵深不大的阵地。于是进攻者第三次取得优势，而防御者则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防御方法。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防御者把军队集结成几个大的集团，通常不预先展开，而是尽可能隐蔽地配置好，也就是只做好行动的准备，等到进攻者的措施进一步暴露后再采取行动。



　　这种防御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在部分地区进行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具有很大优点，因而在战局中多次利用它。但是我们要指出，这种防御目前一般已不再占主要地位了。



　　如果进攻者再发明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但在现在一切都趋向简单、一切都以事物的内在必然性为依据的情况下，恐怕很难出现什么新的方法），防御者也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法。但是地形有利于防御却永远是肯定无疑的，而且由于现在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所以一般地可以保证防御固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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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范围的比较




　　首先我们要问：在战略上有利于取得成果的因素是什么？



　　在战略范围是不存在胜利这个概念的。所谓战略的成果，一方面是指为战术胜利做好有效的准备（这种准备越充分，战斗中的胜利就越有把握），另一方面是指利用战术上已取得的胜利。会战胜利以后，战略成果表现在能够通过各种安排使会战的胜利产生更多的效果，它能够从敌军那里夺取更多的战利品，对于那些在会战中费尽力量也只能一点一点取得的东西，它能够大批大批地取得。能导致这种成果或使这种成果容易取得的主要条件，也就是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



　　（1）地利；



　　（2）出敌不意（或者是通过进行真正的奇袭造成出敌不意，或者通过在一定的地点出敌意外地配置大量的军队造成出敌不意）；



　　（3）多面攻击；



　　（上述三个因素与在战术上的三个因素是相同的。）



　　（4）战区通过要塞及其一切附属设施所产生的有利作用；



　　（5）民众的支持；



　　（6）利用精神力量。



　　那么，这些因素对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在战略范围和在战术范围都是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具有进行奇袭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指出，奇袭这个手段在战略范围比在战术范围更有效和更重要。在战术范围，奇袭很少能发展成为大的胜利，但在战略范围，通过奇袭一举结束整个战争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也得指出，采用这个手段是以敌人犯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少有的错误为前提的。因此，奇袭这个手段并不能在天平上为进攻的一端加上很大的砝码。



　　同战术上相似，在一定地点配置优势兵力造成出敌不意，如果防御者把兵力分割配置在自己战区的若干接近地上，显然进攻者就有以全部兵力打击敌人军队的一部分的有利条件。



　　但是，新的防御方法，确定了与此不同的防御原则。只要未被敌人利用未设防的道路奔向重要的仓库（或补给站）和未作准备的要塞或首都，防御者就不应分割自己的兵力，即使存在这种顾虑，他也应该到进攻者选定的道路上去迎击敌人，否则他就会失去退路。因为，如果进攻者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而不是防御者所在的道路，防御者也可以在几天以后用全部兵力在进攻者选择的道路上找到敌人。在大多数场合，防御者甚至可以确信他一定会与进攻者遭遇。而且，如果进攻者不得不分割兵力前进（因为给养关系，分割兵力往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防御者显然还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以自己的全部兵力打击敌人的部分兵力。



　　在战略范围，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涉及到战区的背后和侧面，因此，它们的性质就改变了。



　　（1）由于从战区的一端不可能射击到另一端，火力夹击不存在了；



　　（2）被迂回者不太顾虑失去退路了，因为在战略范围内，空间不象在战术范围那样容易被人封锁；



　　（3）在战略范围，由于空间较大，内线（即较短的路线）的效果增大，有利于抵抗多面攻击；



　　（4）交通线非常脆弱，一旦被切断影响就很大。



　　在战略范围内，由于空间较大，通常只有掌握主动的一方，即进攻的一方才能进行包围（即多面攻击）；防御者不能象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因为他的军队的配置既不可能有与此相应的纵深，也不可能那样隐蔽。但是，既然包围不能带来什么利益，那么，尽管进行包围是容易的，这对进攻者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包围攻击对交通线还有些影响，在战略范围才会把它作为一个能导致胜利的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在最初的时刻，即在进攻者和防御者开始接触，但还保持原来的部署的时候，很少能起很大的作用。在战局进程中，当进攻者在敌国国土上逐渐成了防御者，这个因素才起很大的作用。这时，新的防御者的交通线变得脆弱了，原来的防御者就能够作为进攻者来利用这个弱点了。但是，这种进攻的优越性是从防御本身的较高关系中产生的，因而不能算作是进攻本身的优越性。



　　第四个因素，即战区的有利作用，自然是在防御一方。当进攻的军队离开了自己的战区发起了一次战局，就受到削弱，因为，他们把要塞和各种仓库留在后方了。他们需要通过的作战地区越大，受到的削弱就越厉害（因为要行军和派出守备部队），而防御者的军队则仍然保持着同各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要塞，不会受到什么削弱，而且离自己的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较近。



　　第五个因素，即民众的支持，这一因素终究是从防御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防御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这并不是在每一次防御中都能得到的，因为有的防御战局可能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进行的。此外，这里所说的民众支持主要是（但并不完全是）指民军和民众武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指所遇到的各种阻力较小，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都比较近，补充和补给来源比较丰富等情况。



　　1812年的战局清楚地看出第三个和第四个因素中提出的那些手段的效果，渡过涅曼河的是五十万人，而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只有十二万人，到达莫斯科的就更少了。



　　可以说，这次巨大的战局的效果很大，俄国人即使不进行反攻，也可以在长时期内不致遭到新的侵犯。当然，在欧洲只有瑞典同俄国的情况相似，但是这个因素仍然是或多或少起作用的。



　　对第四个和第五个因素还需要作一点说明，有利于防御的这两个因素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中才能发挥作用，当在敌国国土上进行防御，而且防御同进攻行动交织在一起时，它们的作用就会有所减弱。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时，将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大致象上述第三个因素一样，又会对进攻产生一种新的不利。因为，正如防御不是单纯由抵御因素构成的一样，进攻也不是完全由积极因素构成的，甚至一切不能直接导致媾和的进攻，都必须以防御告终。



　　在进攻中出现的一切防御因素都因具有进攻的性质，也就是由于它们是属于进攻的而受到削弱，那就不能不认为这一点是进攻的普遍弱点。



　　这并不是无谓的诡辩，相反地，一切进攻的主要弱点正在这里，因此在制定一切战略进攻计划时必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也就是特别注意进攻后接踵而来的防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战局计划》一篇中详细研究。



　　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时渗透在战争的各个要素中，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统帅能够利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防御者同进攻者一样，拥有这些精神力量。尽管有些精神力量，在进攻中起的作用特别显著，但它们对决定性打击本身很少能起重大作用，通常只在决定性打击以后才出现。



　　至此，我们认为已充分论证了防御是比进攻强的一种作战形式这一论点。但是，这里还需要说一下勇气这个因素，它是军队由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感到自己占有优势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很快就会湮没在军队由于胜利或失败、由于指挥官的才干或无能而产生的更普遍更强烈的感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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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这两个概念，这两种在进攻和防御中使用军队的形式，因为经常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人们就认为它们分别是进攻和防御所固有的形式。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想尽早得出明确的概念，以免被假象蒙蔽。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看作是纯粹抽象的东西，加以研究。



　　无论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人们都可以想象防御者是处于等待状态的，即处于驻止状态的；而进攻者则是针对着防御者这种驻止状态进行运动的。从这一点就必然得出结论：只要进攻者一直在运动，防御者一直保持驻止状态，那就只有进攻者可以随意进行包围和合围。进攻者可以根据利弊得失决定是否采取向心进攻，这应该看作是进攻的普遍优点。然而，进攻者只是在战术范围才有这种选择自由，因为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几乎决不会是绝对有保障的，在战略范围并不总是有这种自由的。因为当防线从一个海岸直线地延伸到另一海岸，或由一个中立国延伸到另一中立国时，两翼的依托点则常常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向心地进攻，上述选择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而当进攻不得不向心地进行时，这种选择自由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如果俄国和法国要进攻德国，它们的军队不能事先集结在一起，只能形成合围态势。如果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心形式对发挥兵力的作用来说是较弱的形式，那么，进攻者在较自由选择这种形式方面获得的利益，就会被在没有选择自由的场合被迫采用这种较弱的形式而完全抵销掉。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形式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的作用。



　　军队从圆周向圆心作向心运动时，兵力在前进中越来越集中，这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利。兵力越来越集中固然是事实，但这并不算是什么优点，因为双方兵力都在集中，不能说只对一方有利。在分割兵力发挥离心效果时也是如此。



　　但是真正的优点，是军队在向心运动时都对一个共同点发挥作用，而在离心运动时则不然。我们必须分别从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来谈向心运动能产生的效果。



　　我们把下列几点看作是向心运动的有利的效果：



　　（1）当军队的各部分相互接近到一定程度时，火力的效果就可以增加一倍，至少会有所增强；



　　（2）可以多方面进攻敌人的同一个部分；



　　（3）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切断退路在战略范围也是可能的，不过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战略范围空间广大，不容易封锁。至于对敌人的某一个部分进行多面攻击，一般说来，被攻击的这一部分军队越小，越是接近最低限度，即越是接近单个士兵，这种攻击就越有效，就越能起决定性作用。一个军团完全可以同时多方面作战，一个师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而一个营只有集结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单个士兵，就根本不可能这样作战。与战术范围相反，在战略范围有大量的军队、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因此，多面攻击在战略范围不可能取得同战术范围一样的效果。



　　火力效果根本不是战略范围的问题，但是，在战略范围与此相应的却有基地受到威胁的问题，当敌人在背后取得胜利时，任何军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基地受到威胁的感觉。



　　可以肯定，军队在向心运动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甲产生效果时，同时也对乙产生效果，而且并不因此削弱对甲的效果；对乙产生效果时，又同时对甲产生效果，因此，总的效果不是对甲的效果加上对乙的效果，而是更大一些。这一优点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存在的。



　　可是军队在离心运动时，有两个优点：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至于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怎么能成倍地增加力量，以致对方没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就不敢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向它进攻，这一点已经没有必要加以论证了。



　　尽管防御者开始运动晚于进攻者，但他总可以及时地摆脱被动状态，只要他一开始运动，比较集中和处于内线这两个优点就比进攻的向心形式对于取得胜利更有决定性意义，也能起更大的作用。取得成果必然是以取得胜利为前提。在考虑切断敌人的退路以前，必须先战胜敌人。简而言之，向心形式和离心形式的关系大体上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相似。向心形式能带来辉煌的成果，离心形式能比较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前者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形式是各有长短，需要重申的是防御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向心地使用兵力的（因为防御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纯粹的防守），没有理由认为，单是向心运动的效果就足以使进攻对防御形成普遍的优势。这可以使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摆脱这一看法对人们产生的影响。



　　我们以上所说的，既适用于战术方面，也适用于战略方面。现在再指出一个只同战略有关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内线的利益是随着有关的空间的扩大而增大的。在几千步或者半普里的距离上人们当然不能赢得象在数日行程乃至二十到三十普里的距离上所能赢得的那样多的时间。前一种场合空间较小，属于战术范围，后一种场合空间较大，属于战略范围。虽然在战略范围要达到目的确实比在战术范围需要更多的时间，战胜一个军团不能象战胜一个营那样快，可是在战略范围需要增加的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只需要增加到一次会战的持续时间那么长，至多是拖延几天进行会战不致于遭受太大牺牲的那么几天。此外，在战略范围内与在战术范围内相比较，先敌行动带来的利益也有很大的差别。战术范围空间比较小，会战中一方的运动几乎是在另一方的视野内进行的，经常可以迅速发觉敌人的运动。在战略范围空间比较大，一方一昼夜的运动很容易瞒过敌人，如果只有一部分军队在运动，而且它们是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几个星期不被敌人发现也是经常的事。如果一方处于非常有利隐蔽的地位，那么，在这里隐蔽能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关于发挥兵力的向心运动的效果和离心运动的效果，以及它们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我们先研究到这里，以后在谈到进攻和防御时，我们仍然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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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略防御的特点




　　前面谈了防御究竟是什么。防御无非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人们想利用这种形式赢得胜利，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也就是转向战争的积极目的。



　　即使战争的目的只是保持现状，单纯的抵御也是同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肯定不是忍受。当防御者取得显著的优势时，防御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防御者不甘心灭亡，他就必须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反攻。俗话说趁热打铁，要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防止敌人的再次进攻。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开始反攻，必须根据许多其他的条件来决定，这些问题将在以后阐述。这里要说的是：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无论何时，如果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在军事上不加以利用，而听任它自然流失，无疑是重大的错误。



　　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精彩的部分。如果不考虑这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谁要是不把它看作是防御的一部分，他就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只会想通过进攻来摧毁敌人。此外，如果认为进攻总是出敌不意的攻击，而把防御想象成无非是处境困难和陷于混乱，那就完全歪曲了事实。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早于没有恶意的防御者，如果征服者能很好地保持措施的秘密，往往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这不是战争中必然的现象，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战争与其说是随征服者一起出现的，不如说是随防御者一起出现的，入侵引起了防御，有了防御就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总是愿意和平地进入战国，但是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争，因而就得准备战争。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应该时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遭到突然的进攻。军事艺术要求人们必须这样做。



　　至于谁先出现在战场上，多数情况下并不取决于他怀有进攻意图还是怀有防御意图，而完全取决于另外的一些东西；因而进攻意图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却往往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既然突然进攻很有利，那么谁先做好准备，他就能采取进攻的方式；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能利用防御的优点来弥补一下自己准备较迟所带来的不利。



　　然而，能够有效地利用较早作好准备这一点，应该看作是进攻的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肯定），但这个优点并不在任何场合都必然出现。



　　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说，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一个行动主动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任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的民众。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防御同进攻比较起来，大概就不会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怜了，而进攻也不会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那些人认为进攻意味着勇敢、意志力和运动，而防御却意味着软弱和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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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防御的手段




　　在防御中除了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以外，决定战术结果和战略结果的还有地利、出敌不意、多面攻击、战区的有利作用、民众的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等因素。关于防御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比进攻者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里已经谈过了。在这里我们再谈谈防御手段。



　　一、后备军。在现代，后备军也被用于出国进攻敌国了，而且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普鲁士，后备军已经不再只能用于防御了，这一组织几乎必须看作是常备军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人们在1813至1815年广泛利用后备军是在防御战争中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数地方是象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比用于防御更适于用于进攻。此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全体民众以他们的体力、财产和精神在战争中不同于一般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协助作战。后备军这一组织如果不具备这种性质，编成的队伍就会成为一种变相的常备军，具有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会缺乏真正的后备军的优点。后备军的实质永远表现在拥有广泛、生动、非常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大大增强的力量。后备军这一组织形式必须让全体民众有发挥这种协助作用的余地，否则，后备军就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成就。



　　显然，后备军的这种实质同防御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后备军用于防御总比用于进攻更为适宜。后备军可以挫败进攻，这种效果主要在防御中才能表现出来。



　　二、要塞。进攻者只能利用边境附近的要塞，因而要塞对他的帮助不大。防御者却能够利用全国的要塞，因而有很多要塞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也强大得多。一个能迫使敌人军队进行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守住的要塞，当然比一个不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人军队的要塞，在战争中能起更大的作用。



　　三、民众。虽然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根本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民众在服从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敌人要使居民尽任何义务，必须公开使用暴力，用强制手段，而使用暴力必须动用军队，这将使敌人消耗大量兵力和增加许多困难。防御者却无须顾虑这一切，即使民众不是真正出于自愿，长期养成的公民的服从性也会使他们贡献一切（这种服从性已成为居民的第二天性，它由一些根本不是来自军队的、同军队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维持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很多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提出其中一项对作战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说的主要不是指由于重大的需要而通过侦察取得的情报，而是指军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无数弄不清的细小的情况，由于有同居民的良好关系，防御者在这方面到处占有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每个哨兵和每个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需要向当地居民了解关于敌人、友军和当面之敌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种一般的情况以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居民开始直接参加斗争，以及居民参加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象在西班牙那样主要以民众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提出：



　　四、民众武装或民军是一种独特的防御手段。



　　五、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这里所指的是同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同盟国，而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同盟者，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都是极为复杂地和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谈一贯保持的力量和利益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掉了）。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都能起到稳定作用，因为在这个点上，一个趋向是另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这些点又联系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地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因此，政治均势应该作上述这样的理解，而且，凡是许多文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这种意义的政治均势。



　　至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这种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易于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而有的变化则是一种变态，只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使整体难以发挥维持现状的作用。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很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怪的，即使是生物的那种调节很好的有机的整体内，出会出现这种病态。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能够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不能制止这种改变，甚至个别国家能够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决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存在了；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



　　我们说：要求保持均势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当然，我们是以现状中存在均势为前提的；因为一旦平静状态遭到了破坏，一旦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也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因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它们自己的生存始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同时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同整体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时，支持它的国家比反对它的国家要多。



　　这些考察是哲学上的真理。它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谁要是只用轶事趣闻来演绎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枝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不深刻地探讨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系，那么他的见解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不可设想的了。



　　假如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许多文明国家就决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而会合并成一个国家。既然现在这样的欧洲存在了一千多年，我们就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如果整体永远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现象，但是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反而被整体消除了。



　　历史证明有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我们在这里只想谈谈波兰，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个思想的人经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遭到灭亡而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援助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而其他欧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援助它。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可以充分证明，政治均势一般地说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人消灭，成为几个强大的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说，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应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我们断定，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它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难以理解。波兰不能被看作是欧洲各国中一个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它是一个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鞑靼国，而不是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是应该被瓜分的，而只是为了真实地说明情况。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引起纷争的原因。波兰就其本身的状况和国家的结构来说，是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的；而要想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何况他们的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根深蒂固，很难产生这种想法。动乱的国家生活和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使他们坠入深渊。早在波兰被瓜分以前，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分。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瓜分它；同时那些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力维护波兰了。但是，完全依靠外国的力量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生存，这太荒唐了。



　　一百多年以前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只把这个国家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经常往来的公共大道。难道制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任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尊严吗？这就无异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物。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就象是一片空旷的草原；人们不能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各国之间的、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不能保障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对于波兰无声无息的灭亡，也象对于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该感到惊讶。无论如何，土耳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已经证明，防御者一般地比进攻者更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越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供防御者利用的手段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但是，就防御这个概念的总体上讲，它们全都是属于防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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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我们将对进攻和防御这两个概念，分别加以考察。根据下面的理由，我们从研究防御开始。防御的规则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但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之中找出一个起点。现在要谈的第一个防御问题就是这个起点。



　　如果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是占领，而防御则以斗争为直接目的，很明显抵御和斗争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抵御，而是为了要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防御者首先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这里谈的不是个别具体情况，而是理论家为了确定理论的发展而设想的一般的、抽象的情况。



　　如果上述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防御者对进攻者的行动还一无所知，他也一定有确定行动的根据，而且这些根据必然决定着战斗手段的部署。相反地，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根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只能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进攻者携带战斗手段是基于他可能要使用战斗手段，也就是他不是用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用军队来占领别国的土地，这在实际上也还不能说是积极的军事行动。但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而且还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



　　第二个问题是：在不存在进攻这个概念以前，目的在于占领的前进，是最先确定防御行动的根据，这种前进应该说是战争以外的东西，但是军事行动的最初规则却是以它为根据的。防御要阻止这种前进，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法。这些方法一经确定，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用的手段，于是又产生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现了相互作用。



　　为了使我们今后的一切考察更为透彻和更有根据，这一简短的分析是必要的。进行这种分析不是为了在战场上应用，也不是为了未来的统帅，而是为了一群至今还过分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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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抵抗的方式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有等待，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优点。



　　但是，战争中的防御不能是单纯的忍受，所以等待也只能是相对的。至于同等待有关系的对象，从空间上讲，是全部国土、战区或者阵地，从时间上讲是战争、战局或者会战。这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只是纵横交错的一定范畴的中心。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只满足于只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严格地加以区分，而且这些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确立其余的观念。



　　因此，国土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此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因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性质的活动，都不会改变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等待，已经实现了。



　　从时间范畴来区分的战争、战局和会战同国土、战区和阵地是相应的概念，因此我们上面就国土、战区和阵地论述的问题也适用于战争、战局和会战。



　　所以，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当我们使等待同一定的对象发生了关系，并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进行等待，我们就有可能把两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但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从时间上说，却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错构成的，因此，等待能够象一条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之中。



　　我们所以这样重视等待，是因为任何理论迄今还没有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已经不自觉地成为行动的根据了。等待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致没有等待军事行动几乎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在以后谈到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效果时，我们常常还要提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想谈谈，等待这个因素如何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之中，以及由此可以产生哪些程度不同的防御方式。



　　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影响也比较大。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篇去研究，而另一方面，阵地上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战术问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是战略活动的起点。因此最能说明防御的情况的是战区防御。



　　如前所述，等待和行动（行动常常是反攻，也就是还击）是组成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因此，防御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我们所以必须绝对坚持这一观念，一方面是因为归根到底只有它能使我们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观念越是生动，越是为人们所掌握，就越能使整个防御强而有力。



　　还击是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人只把狭义的抵御，即把守卫国土、战区和阵地看作是必要的部分（这一部分活动只进行到足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安全为止），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的进一步还击却看作是同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同我们上述观念相违背的。我们主张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不论防御者最初的还击在顺利时能使敌人受到多大损失，仍然不能造成进攻和防御在对比关系上所需要的均衡。



　　因此我们说：防御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的较强的作战形式，可是这个胜利是否能超过防御原来的目的，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防御是同等待这个概念分不开的，所以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因此，如果没有出现进攻，防御就只能满足于保持原有的东西，这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于这一较低的目的时，才能得到它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的那些优点。



　　假设一支军队奉命防守它的战区，那么防御可能以下列几种方式进行。



　　（1）敌人一进入战区，军队就立即向他进攻（如莫尔维次会战、霍亨甫利得堡会战）。



　　（2）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占领阵地，等待敌人的进攻，然后自己进攻敌人（如恰斯劳会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较被动，等待的时间较长。虽然在真正出现敌人进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防御方式比前一种方式所能赢得的时间多不了多少，或者一点也不多，但是在前一种场合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场合不一定会发生会战，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因此等待的利益也就更大了。



　　（3）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进行会战（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面），而且还等待敌人真正的进攻（为了引用同一个统帅的战例，我们可以把崩策耳维次筑垒阵地作为例子）。在这种场合，人们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然而，这种防御会战还是可以包括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军队的进攻行动的。象第二种场合一样，这里也根本不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要受到新的考验。有的进攻者在发起进攻以后，发现对方的阵地过于坚固，在最后时刻或者只进行第一次尝试以后就放弃了进攻的决心。



　　（4）军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这一退却的目的，是使进攻者的兵力受到削弱，并等待进攻者削弱到不得不自行停止前进，或者至少不能击破我们在他进攻路程的终点对他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者能够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几个要塞，迫使进攻者进行围攻或者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的兵力会受到削弱，防御就会有机会可以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在一个地点上攻击进攻者，这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即使没有要塞，向本国腹地退却也能使防御者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和优势（在战区边沿附近他是得不到这种均势或优势的），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前进都会使兵力遭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前进本身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分割兵力所造成的。我们将在研究进攻时详细阐述这一点。



　　在第四种场合，首先应该把赢得时间看作是一种重大的利益。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要塞被攻下以前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星期，甚至可能长达几个月。如果前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以及路程漫长造成了进攻者的削弱，那么，我们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更多，我们转入行动就有一定的自由了。



　　除了考虑在进攻者进攻路程的终点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防御者不断增长着的等待的利益。即使进攻者并没有由于前进而削弱到不能在我们的阵地面前发起进攻的地步，他也可能没有决心发起进攻，因为在这里采取进攻往往比在战区边沿附近采取进攻需要更大的决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队已经削弱，不再是新锐的军队了，同时危险也已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优柔寡断的统帅，到达并占领了所到达的地区以后，他们往往就完全放弃进行会战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固然防御者不能象在战区边沿附近那样充分取得消极结果，但他毕竟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很明显，在上述四种场合，防御者都可以得到地利；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主要是这些因素削弱敌人力量。等待的利益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因此，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依次变换应该看作是防御力量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就越强。我们并不害怕人们因而责难我们，说我们认为一切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是最强的。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它仅仅是被延迟和推后了而已。人们可以借助坚固而合适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当敌人的兵力由于遭到这一抵抗而损失了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更有效的还击。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能取得那次胜利。假如道恩在腓特烈大帝率领不超过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进行了更猛烈的追击，这次会战的胜利就可能更加辉煌。



　　因此，可以断言，防御者的优势，防御者所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而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但是，换取这些防御利益的代价也是相应地增加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不论在距边沿多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就肯定不给我们带来损失（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可以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采取进攻，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敌人所占领的空间就更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用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如果我们在防御中接受一次会战，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刻，敌人就会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使我们的损失增大，所以，我们由于敌人不下决心而赢得的时间，是以这种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将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影响到他的军队，以致人们不能感觉到这种影响。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



　　如果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是没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者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在我们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各种防御措施也就可以说是起了显著的作用，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当然，这种成果仅仅是消极的，只能够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作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任何损失总是一种不利，都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算是防御取得了成果。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因此，我们可以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



　　同样，如果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虽然我们有较充裕的时间，等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也许敌人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中，决战还在将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但是，当等待的利益将殆尽，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由于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



　　当然，这个时刻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冬季的来临通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决战呢？



　　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能够导致剧变，或者是因为真正进行了血战，或者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



　　根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在战场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筋疲力竭，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也只有我们的武力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不过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当然有很大区别。



　　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但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有时可以引起剧变，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式。



　　不言而喻，采取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通过第一种方式决定胜负，采取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此相反：威灵顿在扎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因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相互交错，但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战局中尽管发生了许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他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九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一万二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并没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至此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包括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不过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而已。我们把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观念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怎样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能够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毫无根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有可能发生流血战斗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就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因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一定还有另外一种产生效果的因素。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效果同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差别很大，因而人们必然会认为还有一种新的力量介乎这两者之间，就象天文学家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推论出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就认为自己无法攻下，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作掩护就认为自己不能渡过，甚至担心在继续前进中自己的给养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只有防御者的武力，才能引起这些效果。因为进攻者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武力击败才停止前进，只是他不愿承认罢了。



　　我们承认在未经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虽未真正进行但已作了部署的战斗，在这种场合，安排战斗的战略计谋，应该被看作有效因素而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且当人们谈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一切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自己在赢得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因此，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某种根据肯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象拿破仑这样的统帅能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寻求战斗，是因为他从不怀疑战斗的结局将对自己有利。由此可见，只要战略没有完全以优势兵力在这种战斗中压倒拿破仑，而去致力于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计谋，它就会象蜘蛛网似的被撕破。但是，象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战略计谋所阻止。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是愚蠢的。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取得战术成果，而道恩却不是如此。因此，应该指出：任何战略计谋部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无论是否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不必担心胜负决定时（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才有可能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中，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因以及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这些总的关系使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变成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决心，往往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这是到处都有的），并不是由于进攻者怕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瓦解敌人，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但不应该把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犹豫不决：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象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他的任务只是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了。好象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象他自己每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己取得的胜利，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情况，但是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象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队就会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它会摆出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却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毫无根据的原因所迷惑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攻击的牵制力量，大都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蔽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例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进一套虚假的理由以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只有象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以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种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弄清大量的事件。



　　现在我们研究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用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影响，统帅会因此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必须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某种防御方式。向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者要具有象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后盾，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则应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决定防御方式的选择。总之，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是单纯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主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大多只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有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是机智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说到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必须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象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1813年8～9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象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勇往直前地向其中某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但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象一个人在房间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探讨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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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防御会战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论述过，如果敌人一进入战地防御者就给予迎头打击，这样他在防御中在战术上进行了一次完全是进攻的会战。但是，也可以当敌人来到自己的阵地前面以后，再去打击敌人，这样所进行的会战在战术上仍然属于进攻性的会战，尽管它已附带有某种条件。另外，防御者还可以在自己的阵地上完全等待敌人的进攻，通过扼守战区的防御，同时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攻击来抵抗敌人的进攻。在这里我们显而易见，在防御中，随着积极进攻因素的减少和扼守战区的因素的增加，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等级的防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十分具体地区分防御的等级，也不可能说明积极进攻和防守战区这两个因素成什么样的比例最有利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坚决认为，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防御会战中决不可以一点没有攻击部分；而且我们确认，攻击部分要象战术上完全的进攻会战一样，这样才能够而且必然会带来决定性胜利的一切战果。



　　从战略的整体来看，战场仅仅是一个点，同样，每次会战的时间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对战略有作用的因素不是会战的过程，而是会战的结局和结果。



　　可见，如果任何防御会战中都含有的攻击因素可以导致战争的彻底的胜利，那么进攻会战和防御会战之间从战略运用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可就不是这样了。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消除表面上的假象，我们现在简略地描述一下我们所设想的防御会战的情景。



　　防御者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候进攻者，为此他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并做了各种准备，也就是说，他周密地观察了地形，在若干个最险要的地点建造了坚固的工事，疏通并修建了交通路线，设置了大炮，在一些村庄修建了防御工事，还为自己的部队选好了适于隐蔽伪装的场所等等。如果在阵地的正前方修设有一道或几道平行的壕沟，再设置障碍物，或者占有坚固的可以控制四周地区的制高点，这样敌人就难以攻占阵地，那么，在争夺核心阵地以前的各个抵御过程中，当双方在一些交战时相互消耗的兵力则不相同，防御者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坚固的阵地工事以少量兵力杀伤大量的敌人，防御者两翼的军事力量，可以保护他不致受到从各方面来的突然袭击。防御者因为利用地形进行了隐蔽埋伏，使进攻者蹑手蹑脚，甚至畏缩不前，而防御者却可以借此进行一次次成功的小规模攻击，让部队向核心阵地边战边退的后撤行动延长时间。于是，防御者以胜利者的心情注视着在他面前不断燃烧着的、但不十分激烈的战火。当然，防御者不能认为他正面的抵抗力是无穷无尽的，不能认为自己的侧翼是牢不可破的，同时，也不能指望几个步兵营或者几个骑兵连的成功的攻击就能使整个会战发生剧变。他的阵地应是纵深的，因为参战部队中的每一部分，从师一直到营，都有应付意外情况和恢复战斗用的预备队。他还把占总兵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支强大的部队远远地布置在会战区以外，布置在完全不会受到敌人火力攻击到的后方，如果可能时，远远地布置在进攻者可能的迂回线以外（他可能对我们配置阵地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进行包围）。防御者准备用这部分部队保护自己的侧翼免遭敌人深远的迂回攻击，以应付意外情况。到了会战的最后阶段，当进攻者的作战意图已全部暴露，而且他的绝大部分兵力已投入战斗时，防御者就可以用这部分兵力打击进攻者的某一部分，对它展开小规模的歼灭战，并在这种战斗中使用进攻、突袭、迂回等各种打击手段，在决定会战胜负的关键时刻，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就会迫使敌军全部撒退。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假设的建立在现代战术水平上的防御会战。在这种防御会战中，防御者用局部包围来粉碎进攻者的全面包围（这是进攻者用来增大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和使战果更辉煌的手段），也就是用自己的部队去包围敌人进行迂回的那部分部队。这种局部包围可以牵制敌人使他无力参加作战，它不可能形成像进攻者那样的全面包围。因此，进行这两种包围时，军队运动的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在进攻会战中，包围敌人的军队时是向敌人军队的中心点行动，而在防御会战中，则部分是从中心沿半径向圆周运动。



　　在战场上和在追击的开始阶段，包围经常被使用并被认为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是，包围对战争之所以有效，并不是由于它的形式，而主要因为进行最严密的包围，也就是说，在会战中能有力地阻止敌人军队的撒退时，包围才比较有效。不过，防御者积极地破坏包围正是为了瓦解这一严密的包围的。在很多时候，这种反包围就是不足以使防御者获得胜利，也可以使防御者不致遭到严密的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在防御会战中敌人的严密包围给退却造成极大的困难，这是主要的危险，如果防御者不能战胜这一危险，那么进攻者在会战和追击的开始阶段中取得的战果就会不断增加。



　　但是，一般只是在追击的开始阶段，也就是在天黑之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天包围就结束了，作战双方这时候又恢复了均势。



　　不错，防御者可能失去最好的退却机会，因而在战略上仍然处于被包围的不利的地位，但是除了极少数战例以外，包围最终总是要结束的，因为它原来计划就是在战区范围内进行的，所以不能超出战区很远。不过，如果防御者取得了胜利，那么敌方又将是什么情况呢？战败一方的兵力被分割成几部分，这就形成了非常有利于撒退的局面，但在第二天战败者却急切要把各部分兵力集中起来，如果防御者已取得具有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并且猛烈地追击敌人，那么战败者往往把兵力集中起来的意图不能实现，他兵力分成几部分的状况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可以逐渐发展成崩溃的结局。假如拿破仑在来比锡获胜了，那么分为几部分的联军就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他们的战略形势就会一落千丈。在德累斯顿，拿破仑虽然没有进行纯粹的防御会战，但是，他的进攻却具有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几何形式，即由中心向圆周扩散的形式。众所周知，当时联军由于兵力分散，所以处境困难。由于卡次巴赫河的胜利才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困境（因为拿破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率领近卫军转回德累斯顿去了）。



　　卡次巴赫河畔这次会战就是采取了这种类型的打法，防御者在最后阶段转入进攻，也就是采取了由中心向周围扩散的行动；由于这一行动，法国的各军被迫四处逃散了，庇托指挥的师在会战后几天就败在联军手中成为联军的战利品。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进攻者能够利用同进攻相适应的集中兵力指向中心的作战方式作为取胜的手段，防御者也同样可以利用同防御相适应的由中心指向圆周的方式作为获取胜利成果的手段（防御者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成果比防御者的军队向敌人军队成平行方式时向敌人正面进行垂直攻击所取得的成果要大得多），而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手段的价值至少是等同的。



　　如果我们在战史上时常看到防御会战取得的战果没有象进攻会战取得的那样巨大，那么这丝毫也不能证明我们对于防御会战同样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看法是不对的。防御会战所以没有取得进攻会战那样巨大的胜利，原因是由于防御者所处的情况与进攻者不同，防御者不论在兵力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就总的情况来看，多处在较弱地位。在大多数场合，他不能或者自己认为无力取得胜利和扩大战果，因而只满足于消除危险和挽救军队而进行消极防守。由于防御者力量比较弱和条件不好，所以必然会受到这样大的限制。但是，有人却常常把这种结果看成是由于采取防御这种形式造成的，而没有正视这是由于防御者本身较弱条件而造成的结果，于是对防御得出了一种不实际不聪明的看法，好象防御会战只是以防守为目的，而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我们认为这种错误认识极为有害。它把形式与事情实质完全混淆起来了。我们坚决认为：采取我们称为防御的这种作战形式，不但可取得可靠的胜利，而且胜利的规模和作战效果完全等同于进攻，只要具备足够的力量和决心，不仅在整体战争的所有战斗的总的成果中是这样，而且在单个战役中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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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要塞




　　以前，直至出现大规模的常备军的年代为止，要塞，也就是城堡和筑垒城市只是为了保护当地民众而建造的。贵族在受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威胁时，就利用自己的城堡躲避灾难，以便争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城市则是利用其坚固的城垣来保护本城市不受战争风暴的侵袭，这是要塞原始的和最自然的使命。但要塞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由于要塞所处的地点同整个国土及分布在各地的作战都有关系，因而要塞的重要性将是越来越大，具有了超出城垣范围的作用，对占领或保卫国土，对战争胜败和整个战局都有了影响。这样，它甚至成为使战争成为一个整体的一种紧密的联络手段。于是要塞就具有了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有一个时期受到十分重视，以致它对制定战争计划和战场布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战争意图主要是以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敌方部队为目的。后来，人们只注意到当初使要塞产生这种战略意义的要素，也就是说只注意构筑要塞的地点与整个国土和军队的关系，于是就认为，在选定建造要塞的地点时，把要塞的功能想象得十分全面细致和抽象，要塞有了这种抽象的功能以后，它原来的功能几乎完全被人们忘记了，于是就产生了在没有城市和居民的地方建造要塞的设想。



　　另一方面，不需要其他军事设施，只凭坚固的城墙就可以完全保障一个城市不被卷入大规划战争的洪流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以前坚固的城墙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从前各民族被分割为若干小国家，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进攻带有预定的性质，在那时，或是由于诸侯急于回家，或是由于对雇佣军队长付不出钱，进攻如同一年四季那样有一定的非常有限的持续时间。自从有了庞大的常备军用强大的炮兵有计划有步骤粉碎各个地点的抵抗以来，就没有任何城市和其他不大的团体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冒险了，因为为了使城市推迟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失守，将要用残酷的牺牲为代价。用分散兵力防守只能起到推迟敌人前进的作用而最终必然会陷落的要塞，这更不符合作战的利益。除非有同盟军的支援为我们要塞解围并援救我们的部队，否则，我们必须始终备足强大的的兵力，用在野战中同敌人抗衡。因此要塞的数量必然会大大减少，这一点势必使人们直接利用要塞保护城市的居民和财产的战术演变为另一种战术：把要塞看作是间接保卫领土的一种方法（要塞是通过其本身作为战略上的枢纽点这种战略意义而起这种间接的保护作用的）。



　　这就是有关要塞的设想的演变过程，不仅在书本上，而且在实际战争中也是如此；但是，正象常见的那样，书本上自然会论述得更抽象些。



　　尽管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上述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臆造的空虚的东西排挤了自然的实际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谈到要塞的功能和条件时，我们这里谈的只是这些自然的实际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将先谈简单的，再谈复杂的，并将在下一章中探讨由此而得出的关于决定要塞的位置和数目的问题。



　　很明显，要塞的功效有两种，一种是消极功效，一种是积极功效。要塞的消极功效是保护其所在地区及这一地区内的一切，要塞的积极功效是对要塞炮火射程以外的周围地区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防守部队能够向接近要塞到一定距离的任何敌人进行出击。防守部队的兵力越强大，可以抽出来用于出击的兵力就越多；这样的兵力越强大，通常能出击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可见，与小要塞相比，大要塞的积极作用不仅强而有力，而且作用的范围也宽广。但是，积极作用表现在于两种活动中：一是要塞本身的防守部队的活动，二是一些本身不是防守部队但同防守部队有联系的大大小小的部队的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部队力量较弱，不能独立对抗敌人，有了要塞的掩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退入要塞），他们就能够在活动的地区立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



　　要塞的防守部队所能进行的活动总是非常有限的，即使要塞很大和防守部队很强，能够派出去进行活动的部队和野战部队相比往往还是比较小的，它们活动范围的直径很少超过几日行程。如果要塞很小，那么出战的部队就会非常小，其活动范围大多仅限于附近的村落。然而，那些非防守部队因而没有必要返回要塞的军队所受的约束要小得多；当其他条件十分有利时，利用这些部队可以大大地扩大一个要塞的积极作用，因此，当我们一般地谈到要塞的积极作用时，必须特别注意上述这部分作用。



　　但是，即使是最弱的防守部队所起的最小的积极作用，对于要塞所应该完成的一切任务来看，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严格地说，甚至是要塞所有活动中的最消极的活动（即对进攻的抵御），没有上面所说的积极功效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时，非常明显，在要塞一般的或是在某一时刻所完成的各种不同的任务中，有的偏重于要进行消极作用，有的偏重于要进行积极作用。这些任务有的是用简单的方式完成的，有的是用复杂的方式完成的，在前一种情况，要塞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的，在后一种情况，要塞的作用则或多或少是间接的。我们现在先谈前者，再谈后者，但是先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一个要塞自然可以同时（至少在不同时刻）担负几个任务，甚至担负它所能完成的全部任务。



　　因此，我们说要塞是防守的重要的和最大的支柱，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要塞作为有安全保障的仓库。进攻者在进攻期间只需要准备当前数日的给养；而防御者一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从他驻扎的地方获取给养，因为这本来是应该加以保护的地方。因此，仓库对防御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当进攻者在进攻时，他的各种供给品都留在后方，因而不会受到战区内的种种威胁，可是防御者的物资给养经常会遭到危险，如果各种物资给养没有要塞存放，那么这对野战行动提供给养必然会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这些，往往不得不把部队布置在不是自由选定的极为广阔的阵地上。一支防守部队如果没有要塞的掩护，就象一个没有穿盔甲的战士一样，身上很多地方可能被人击伤。



　　二、用以保卫富饶的大城市的安全。这一使命同前一项作用非常近似，因为富饶的大城市，特别是商业中心，是军队自然的仓库。由于它们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它们的得失对战争有重大的影响。因此，用一定的力量来保护这部分国家财产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一方面，从这里可以间接地得到供给，另一方面，重要的城市本身在和平谈判时有非常显著的价值。



　　要塞的如此作用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它毕竟是最起作用的、最正确的、天经地义的战争中的武器之一，如果一个国家，不但在所有富饶的大城市中建筑了要塞，而且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地点也建筑了要塞，并且由当地的民众和附近的农民来守卫这些地方，那么就可以阻滞战争的迅速发展，遭受侵略的人民就能发挥各种力量，使对方指挥的才能和意志力不能发挥作用。我们提倡在全国这样建筑要塞的设想，只是为了使人们对上面所谈到的要塞的重要作用给以应有的重视，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要塞的直接保护作用这一重要意义。并且，这种设想与我们这里的考察并不矛盾，因为在大批城市中一定会有少数城市的要塞建筑得比其他城市更为坚固，可以说它们是军队的强大支柱。要塞在完成第一和第二两工具使命时，几乎只需要发挥消极效果。



　　三、作为真正的封锁堡。要塞可以用来封锁道路，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用来封锁流经它们附近的江河。



　　想找到一条迂回于要塞的小路，在战时并不象人们平常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这种迂回不但必须在要塞炮火射程以外进行，而且由于防守部队可能出击，还必须在离要塞相当远的地方绕道前进。



　　如果离开大路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行军，那是非常缓慢的，甚至可能耽误长时间的行程，如果这是一条唯一能通过的要道，这种耽误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至于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上的航行来阻滞进攻者的行动，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作为战术上的依托点。因为一个不小的要塞的火力控制范围一般可达几小时行程，而出击的活动范围往往比这还要大些，所以，完全可以把要塞看作是阵地侧翼的最好的依托点。几普里长的江河绝对可以算是很好的依托点，但是一个中等要塞所起的作用会更大。阵地侧翼没必要完全靠近要塞，因为进攻者不会在阵地侧翼和要塞之间突入，那样做他将没有一条退路。



　　五、作为兵站。如果要塞建于防守者的交通线上（实际上，情况大多是这样的），那么对一切来往于这条路上的军队来说，要塞就是方便的兵站。交通线受到的威胁一般都是敌人别动队所进行的短暂的袭击。一支重要的运输队在发现这种流星般的别动队接近时，只要能够快速前进或迅速后退而进入要塞，它就可以得到掩护，然后，等危险解除后再行动。此外，所有来来往往的部队都可以在这里休整一些时间，以便借此加快以后的行军速度，而休整期间恰恰是部队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时候。因此，一条三十普里长的交通线，如果中间建一个要塞，这条道路就好象缩短了许多。



　　六、作为弱小的部队或败退的部队的避难所。如果一支部队在一个中等要塞的炮火掩护下，就是没有专门建筑的堡垒，也可以躲避敌人的袭击。当然，一支部队如果准备停留在这里，就需要考虑到有不能继续退却的可能。不过，有的时候，不能继续退却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损失，因为继续退却也许只能以全军覆没而告终。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部队如果在要塞停留几天是不致失去退却的机会的，特别对那些比战败的军队早一些到达此地的轻伤人员和溃散的士兵等等来说，要塞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可以在这里等候自己的部队。



　　在1806年，如果马格德堡正好位于普鲁士军队的退却线上，并且这一退却线没有在奥尔施塔特附近被切断，那么，普军就可以在这个大要塞中驻留三四天，从而休整集结起来并重新组织。甚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马格德堡也成了霍亨洛黑的残余军队的集合地点，这支军队在那里才又重新组织起来。



　　人们只有通过亲自在战争中的直接的体验才能对要塞在危急时刻所起到的良好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些要塞是弹药、武器、饲料和粮食的储存所，让伤病人员可以休养，使健壮的人得到安全保护，使惊慌失措的人恢复镇静。所以要塞可以说是荒原上的旅店。



　　要塞在完成上述后四项使命时，确实发挥了它的积极效果，这是十分清楚的。



　　七、作为抵挡敌军进攻的坚固盾牌。防守者建筑在自己前方的要塞就象大冰块一样分化着敌人进攻的洪流。敌人不得不就设法包围消灭这些要塞，如果要塞防守部队英勇抵抗，敌人就必须使用比防守部队多一倍的兵力。此外，这种要塞的防守部队有一部分可以由那些没有要塞就根本不能作战的人员组成，如未经充分训练的后备军、半残废军人、武装的居民、民兵等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受到的损失大概为我军的四倍。



　　敌军遭到这种巨大的损失，是防守部队通过要塞抵抗敌人所获得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战果，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战果。从进攻者进入我们的要塞线的时刻起，进攻者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很大的束缚；他的退路受到制约，而且还必须考虑如何直接掩护他所进行的围攻。



　　因此，在这方面要塞对防守者的行动起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看作是要塞的一切作用中最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在战史上却是很少看到如此使用要塞的，特别是很少看到经常重复地如此使用要塞的，这是由于过去很多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对这些战争来说，使用这一手段好象太坚决、太强硬了。这一点以后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要塞的重要使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塞要发挥出击力量，至少要塞在这种情况下所发挥的作用是以这种出击力量为基础的。对进攻者来说，如果要塞只是一个不能占领的据点，那么，虽然这个要塞对进攻者有障碍，仅这种障碍决不会使进攻者感到有必要围攻要塞。但是，进攻者不能容许有六千、八千、以至一万名敌军在他背后随意活动，所以，他才用相当的兵力去包围要塞，为了使包围的时间不致拖得太长，就必须占领要塞，也就是必须围攻要塞。从要塞被围攻的时刻起，要塞的作用主要是发挥消极作用。



　　所有上述使命，要塞都是以相当直接和简单的方法完成的，但是，对于以下两项使命，要塞是用比较复杂的方法完成的。



　　八、用以掩护广大的营房驻地。一个中等的要塞掩护营房驻地的范围，正面可达三四普里，这是由于要塞的建筑所产生的一个十分直接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要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掩护长达十五至二十普里的驻地营房呢？这在战史上倒是经常看到的，如果确有其事，就需要加以分析，如果只是幻想，就需要明确指出。



　　在这里应该研究下列几种情况：



　　（1）要塞可以封锁一条重要道路，并确能掩护宽达三四普里的地区。



　　（2）要塞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侦察所，也就是说，它能使部队比较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设置在一个大城镇的要塞通过附近地区居民可以获得秘密情报等，这样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会更加全面）。处在一个有六千、八千到一万人口的城镇里，自然比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普通侦察所的配置地点）里能更多地了解到周围地区的情况。



　　（3）一些小型部队可以依靠要塞，得到掩护和保障；他们可以时常到敌人所在的地方去搜集情报，或者袭击从要塞附近路过的敌人的背后。因此，要塞虽然不能移动，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完成先遣部队的任务（见第五篇第八章）。



　　（4）防守者可以把军队集中起来直接布置在要塞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要想逼近要塞，他的背后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然，对营房驻地线的任何进攻都应该看成是带有袭击性质的进攻，或者更准确地说，这里所说的进攻就是袭击。袭击的时间比对战场的进攻的时间要短得多，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说，进攻者对战场进行进攻时，必须包围和封锁他要经过的要塞，那么他在对营房驻地进行袭击时，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此要塞也不会象打击进攻那样打击袭击。这当然是事实，而且位于要塞两侧六至八普里距离上的营房驻地是得不到要塞的直接掩护的，但是，这种袭击的目的并不是袭击几个部队驻地。至于这种袭击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所希望得到些什么，只有在《进攻》一篇中才能作较详细的说明，但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使袭击取得重要成果的方法，不是袭击几个部队驻地，而是迫使一些急于赶到某一地点集合又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进行战斗。但是，进攻者的这种进攻和追赶必然总是或多或少指向敌人的部队驻地中心的，这时位于这一中心前面的大要塞会给敌人的进攻造成很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如果对上述四方面的作用综合考虑，那么不难看出，一个大要塞能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部队驻地的安全当然比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全，就是指所有那些间接的作用并不能完全阻止敌人的前进，而只能造成敌人前进时困难和较多的顾虑，因而前进的可能性小些，对防御者的威胁少些。因而，对要塞所能要求的以及所能起到的掩护作用也只能是这一些。真正的直接的安全保障，则主要依靠哨所的布置和正确地组织舍营才能获得。



　　因此，认为大要塞有能力掩护它后面的宽大营房驻地，并不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关于这个问题，在实际的战争计划中，尤其是在战史著作中常常有一些空洞的言词，或者一些不切实际的构想。因为，既然只有各种条件一同起作用才能产生上述掩护作用，而且即使有了这种作用，也只是减少一些威胁，那么不难看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特别是敌人的疯狂，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使这种掩护作用成为泡影。因此，在战争中我们不能满足于笼统地确定要塞的这些作用，而必须深入细致地周密考虑各种具体条件。



　　九、用以保护没有军队防守的地区。如果在战争中有的地区根本没有军队驻守，或是没有大部队驻守，而且或多或少有遭到敌人侵袭的危险，那么人们就会把建于这个地区的一个不太小的要塞作为对该地区的保护，或者，做为对该地区的保障。当然人们可以把要塞作为对这个地区的保障，因为敌人在占领要塞之前是无法控制这个地区的，这样，我们就争取了时间，部队可以赶来防守这个地区。但是，这种保护只能认为是一种非常间接的掩护，不能从掩护这个词的全部内涵上来理解这种掩护，因为要塞只能通过它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敌人的侵袭。如果只靠要塞的守卫部队来完成这一作用，那么将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种要塞的守卫部队大多数都兵力薄弱，一般只是由步兵（而且还不是精锐的步兵）组成的。如果有一些小型部队同要塞密切联系，把要塞作为它们的依靠和后盾，那么要塞的掩护作用就有较大的实际意义了。



　　十、作为人民武装的中心。在人民战争中，充分地供应粮食、武器、弹药是不可能的，这就要靠人民设法解决，通过这样的帮助，可以挖掘出数以千计的、点点滴滴的、不进行人民战争就始终得不到的抵抗力的源泉，这正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性质。不过，尽管如此，有一个储存可供紧急使用的物资、弹药的大要塞会使整个抵抗更有力量、更有保障，更能加强联系和更有连续性，这是容易理解的。



　　此外，要塞是伤病人员的避难所，是指挥机关所在地，是金库，是进行各种大型的军事行动时军队集中地，最后，还是抵抗的中心，它能使敌人军队在围攻期间处于一种便于人民武装进行袭击的状态。



　　十一、用来防守江河和高地。设置在大江大河沿岸的要塞比位于其他地方的要塞能达到更多的目的能起更多的作用。要塞在这里可以保障我军随时顺利地渡河，阻止敌人在要塞周围几普里以内的地方渡河，控制江河上的运输，收容一切船只，封锁桥梁和道路，使防御者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即占领对岸阵地来防守江河。显然，由于这多种作用，要塞对江河防守非常有利，它应该作为是江河防守的一个重要环节。



　　同上述情况相同，山地上的要塞也非常重要。山地的要塞控制着整个道路网络，成为道路网络的枢纽，并由此控制着山地道路所通过的整个地区，因此，山地的要塞将成为这个地区的防御体系的强大支柱。














	

 






	















	







	







	









 





	


	







	








	




	


第六篇 防御




	







	

 



	


	



第十一章 要塞（续）




　　在前面我们已经谈了要塞的使命，本章要谈一谈要塞的位置问题，这个问题从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因为要塞的使命很多，而且每一个使命又随地形不同而又有所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住问题的实质，避免一些无意义的枝节问题的干扰，那么，就没有必要顾虑这些了。



　　显然，如果在作战区的地区之内，应把位于连接两国的大路上的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尤其是在靠近港口、海湾以及大江河沿岸和山地中的城市都构筑成要塞，那么，前一章所提出的所有的使命就都可以实现了。大城市总是和大路在一起的，两者还同大江河和海岸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四者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不致发生冲突。可是山地就不成了，因为大城市很少是在山地。因此，如果某一山地就其位置和方向来看很适合作为防线，就可以构筑一些小堡垒来专门封锁山地的通道和关口，但应该尽量少花费用。因为大的要塞设备应该留给平原上的大城市。



　　我们还未谈到在边境设置要塞的问题，也未谈到整个要塞线的几何线形以及设置要塞的位置的其他地理因素，因为我们把前一章所谈的使命看作是要塞的最主要的使命，并且认为，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一些国土小的国家，构筑要塞时只考虑这些使命也就足够了。当然对那些幅员比较辽阔的国家来说，又有多种情况，有的拥有很多大城市和大路，有的则相反，几乎完全没有大城市和大路；有的相当富裕，在已有的很多要塞之外还想要构筑新的要塞，有的却相反，非常贫穷，不得不以很少的要塞勉强对付。总之，如果要塞的数量与需要构筑要塞的大城市和大路的数量不相适应，大城市和大路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少，那么选择构筑要塞的位置时，就需要考虑另外一些依据。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现在需要讨论的还有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1）当连结两国的主要道路很多，但不能在每一条道路上都设置要塞时，应该在哪几条道路上设置要塞的问题；



　　（2）要塞是都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把它分布在全国；



　　（3）要塞应该平均分散地设置还是成群有结构地分布；



　　（4）设置要塞时一定要考虑的地理条件。



　　就要塞线的几何线形来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例如：这些要塞应成一线配置，还是成多线配置，也就是说，要塞重叠配置的作用大还是并列配置的作用大；是棋盘式的，还是直线式的，要塞的线形也象要塞本身的形状那样具有一些凹进去的和凸出来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这些问题不必加以考虑，当人们提到更重要的问题时，就决不会再去谈起它们了。我们在这里所以谈论这些问题，只是因为在有的书本上不仅谈到过这些内容贫乏的东西，而且还认为它们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把问题谈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只想谈一谈南德意志对法国，即对上莱茵地区的关系。假使我们只把南德意志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去考虑它的各个邦的情况，只从战略上来决定构筑要塞的位置，那么就会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从莱茵河通往弗兰肯、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腹地有许多宽敞漂亮的大路，虽然在这些大路上并不是没有比一般城市大得多的大城市，如纽伦堡、乌耳姆、符次堡，奥洛斯堡、慕尼黑等，如果我们不打算在所有这些城市中都构筑要塞，那就必须作出选择，此外，即使人们根据我们的观点，认为主要应该在最大最富饶的城市构筑要塞，但他们必须承认，由于纽伦堡和慕尼黑的地点不同，这两个城市具有明显不同的战略意义。因此，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可以不在纽伦堡而在慕尼黑地区的一个地点，即使是比较小的地点构筑要塞。



　　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作出决定，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论述一般防御计划和选择进攻点问题的有关章节。哪里是最自然的进攻点，哪里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构筑要塞的地方。



　　因此，在敌国通往我国的多条主要道路中，我们应首先选择在那些最直接通往我国心脏的通道上构筑要塞，或者选择在那些由于穿过富裕的地区或靠近通航的河流因而最便于敌人行动的道路上构筑要塞，这样就可以阻止敌人前进，或者当敌人企图从要塞侧旁通过时，我们自然就可以获得威胁他侧翼的有利的机会。



　　维也纳是南德意志的心脏，单从对法国作战的角度来看（假定瑞士和意大利都是中立的），慕尼黑或奥格斯堡作为主要要塞明显会比纽伦堡或符次堡起着更大的作用。如果同时再考虑到从瑞士经过提罗耳来的和从意大利来的道路，其作用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慕尼黑或奥格斯堡对这两条道路来说都起到一些作用，而符次堡和纽伦堡对它们却几乎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再谈谈第二个问题：要塞是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分布在全国。首先必须说明，对于小国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战略上可以称之为边境的地方，在小国几乎就是整个国土。国土越大，考虑这个问题就越有必要。



　　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是：要塞应设置在边境附近，因为要塞是用来保卫国家的，而守住了边境拒敌于国门之外，也就是保卫住了国家。这看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从以下的探讨中不难看出这个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



　　凡是主要指望外来援助的防御，都特别重视赢得时间。因而这种防御不采取强有力的还击，而是采取舒缓的抵抗行动，它主要目的是更多地在于赢得时间，而不在于削弱敌人。假定其他一切情况相同，敌人攻占分布在全国的、彼此相隔很远的要塞与攻占密集在边境附近一线上的要塞相比所费的时间要长，这也是很自然的。其次，凡是想通过使敌人拉长战线和使其生活遭到困难从而战胜敌人，也就是说在那些以主要依靠这种抵抗方式的国家中，仅仅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下述情况，就可以看出在腹地设置要塞就十分必要了。这些情况是：只要条件允许，首先要在首都构筑要塞；根据我们的原则，各个地区的首府和商业中心，也需要构筑要塞；纵贯全国的江河、山脉以及其他地形障碍都可设置新的防线；有些城市地势险要，需要构筑要塞；最后，某些军事设施，例如兵工厂、经济要地，设置在腹地就比设置在边境附近有利，由于它们很重要，必须用要塞来掩护。我们认为，在那些有很多要塞的国家中，即使把多数要塞设置在边境附近是必要的、正确的，如果不在腹地设置要塞，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很明显，法国就犯了这个错误。如果某个国家在边境地区根本没有大城市，只在深远的大后方才有（例如在南德意志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在施瓦本几乎根本没有大城市，而在巴伐利亚却有很多大城市）。那么是否只应当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就更值得怀疑了。我们认为，不可能根据一般的论据一下子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析多种具体情况才能作出结论，此外我们请求读者注意本章最后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要塞主要应该成群集中地设置，还是主要应该平均分散地设置：如果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分析，那么在这方面会很少有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枝节问题，因为由距离一个共同中心只有几天行程的两个、三个或四个要塞组成的要塞群，当然会使这一中心和在该地的军队增加力量，因此，只要其他条件允许，人们必然力图构筑这样的战略。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设置要塞地点的其他地理条件。要塞如设置在海滨、大江河的两岸和山地，就能加倍发挥它的作用，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地理条件应该加以考虑。



　　如果一个要塞不能直接设置在江河的岸上，那么最好不要把它设置在江河附近，而应设置在离江河十到十二普里的地方。不然的话，江河限制和影响要塞发挥作用的范围，这些我们在上面也已提到了。



　　在山地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山地不会象江河那样把大部队和小部队的行动限制在几个点上，但是，在山地的向敌一面设置要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样很难为要塞解围。如果把要塞设置在山地的背敌一面，那就会使敌人的围攻十分困难，因为山地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我们请读者注意1758年围攻阿里木次的例子。



　　难以通行的大的森林地和沼泽地的情况与江河类似，这是不难理解的。



　　位于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城市是否也应该设置要塞，人们也经常提起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城市用少量的费用就可以筑成要塞，换句话说，这种城市与通行不困难的地形上的城市相比，付出同样多的人力物力，前者比后者坚固得多而且往往还难以攻克。同时，因为要塞的使命更多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考虑认为这种城市很容易被封锁的意见。



　　最后，如果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我们所提出的如何在全国构筑要塞的非常简单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些直接关系到同家根基的重大而长远的事情与条件的基础之上，因而这种理论不可能是有关于战争的流行一时的时髦观点，不可能是空想的战略妙计和只适合于暂时的个别需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妙计对于为了使用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构筑的要塞来说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些观点实施，只能引起无可挽救的后果。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境内苏台德山的一个山脊上构筑的西耳贝尔堡要塞，在情况起了变化了以后，就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和作用；而布勒斯劳如果始终是一个坚固的要塞，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对抗法国的军队，俄国的军队，还是对抗波兰的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它都能继续保持它原来的意义和作用。



　　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从这些考察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完全从头构筑要塞的那种情况提出的，如果是这样，这些考察就没有用处了，因为从头构筑要塞的情况是极少的，甚至是根本没有的。我们进行的这些考察对设置任何一个要塞都是有用的。














	

 






	















	







	







	









 





	


	







	








	




	


第六篇 防御




	







	

 



	


	



第十二章 防御阵地




　　凡是我们以地形作为防护手段而在上面接受会战的阵地就是防御阵地，至于当时我们的行动是以防御为主还是以进攻为主，这是没有关系的。从我们关于防御的总的看法中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把一支向敌人前进的军队在敌人挑战而被迫应战时所占领的任何阵地，也叫做防御阵地。实际上，很多会战都是这样发生的，在整个中世纪，就没有其他的会战。在战争中很多阵地都是这一类阵地，对于这样的阵地，我们只要明确阵地的概念是同行军的野营地不同也就够了，但我们现在所谈的则不是这一类阵地，那些专门叫做防御阵地的阵地必然还有同这一类阵地不同的地方。



　　在一般阵地上决战时，时间概念非常重要；相向运动的双方军队进行决战时，时间是主要的，地点是次要的了，它只要不特别不合适就行了。但是，在真正的防御阵地上进行决战时，地点概念却是主要的，因为决战是在这一地点上进行，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利用这个特定地点进行的。这里所指的只是这一种阵地。



　　这时，地点的意义表现有二：一是，这个地点可以使配置在这里的军队对整个防御起一定的作用；二是，这个地点的地形可以作为掩护和加强这一部分军队的手段。简单地说，前者是战略意义，后者是战术意义。



　　如果我们说得再确切一些，防御阵地这个术语，是从上述战术意义的角度提出的，因为，如果从战略意义的角度看，军队即使不利用这一地点的地形进行防御，而是采取进攻方式，对整个防御也能发生作用。



　　上面谈到的第一种意义，即阵地在战略上的作用，以后在研究作战区域防御时方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只准备谈现在可以谈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两个近似因而往往被混淆的概念，即对阵地的迂回和从阵地的侧旁通过。



　　阵地的迂回是指绕过阵地的正面，这种迂回有时是为了从侧翼甚至从背后攻占这一阵地，有时是为了割断这一阵地的退却线或交通线。



　　前一种情况，即侧翼攻击和背后攻击，是战术范围之内的军事行动，在军队的机动性大，一切作战计划都多少以迂回和包围为目的的今天，每个阵地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固阵地不仅应该有坚固的正面，而且当侧翼和背后受到攻击时，应该至少还能在那里组织有利的战斗。这样的阵地可使由于受到意在从侧面或背后袭击它的迂回而失去作用，而且还能在此时发生的会战中能够发挥其原有的作用，同时通过会战仍能给防御者带来阵地在通常情况下所能提供的利益。



　　如果阵地遭到进攻者意在威胁退却线和交通线的迂回，那么，这就是战略问题了。这时的问题在于阵地能守住多久和能否在保障退却线和交通线方面优于敌人，而这两点都取决于阵地的位置，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双方各自的交通线同阵地构成的角度。每个良好的阵地都应当在这方面确保防御的军队占有优势。不管怎样阵地不能因遭到迂回而失去作用，或者说，至少应该使进行这种迂回的那部分敌军不起任何作用。



　　但是，如果进攻一方不去理睬在防御阵地上等待的敌人军队，而是以主力从另一条路线行进，去追求自己另外的目的，那么这就是从阵地侧旁通过。如果进攻一方能够不受阻碍地通过了，那么，当他通过以后，防御一方就应立即放弃这个阵地，因为这个阵地已失去了防御的作用。



　　如果单从“从阵地侧旁通过”的字面上来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能从侧旁通过的阵地；象腓彼科朴地峡那样的情况是极少的，几乎可以不必加以考虑。因此，不能从阵地侧旁通过，一定是由于进攻一方从阵地侧旁通过时会遭到不利的缘故，至于这种不利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第二十七章再具体阐述。这种不利可能是极大的不利，也可能是较小的不利，总之，它在这种场合代替了阵地遭到攻击时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术效果，它和这种战术效果共同构成防御阵地的目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防御阵地在战略上应该具备两种作用：



　　（1）使敌方不能从它的侧旁通过；



　　（2）在确保交通线的斗争中使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还需补充另外两种战略上的作用：



　　（3）交通线同阵地正面构成的角度对于防御者战斗的进程也应该产生有利的作用；



　　（4）地形一般说来应该对防御者起有利的作用。



　　交通线与阵地正面构成的角度不仅关系到进攻者能否从阵地侧旁通过，能否切断阵地上的物资供应，而且也关系到会战的整个进程，斜方向的退却线在会战中有利于进攻者进行战术迂回，但使防御者在战术上无法自由活动。然而，斜方向配置并不都是战术上的过失，它往往是在战略上选择地点失误的结果。比方说，如果道路在阵地附近改变了方向，那么斜方向配置就不可避免（例如1812年的博罗迪诺会战）。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不改变他原来的交通线垂直于自己正面的态势而使自己处于可以迂回防御者的方向上。



　　此外，如果对方进攻者有很多退路，而我方只有一条退路，那么对方就会处在战术上有很大活动自由的有利地位。在这些场合下，防御者即使用了一切巧妙的战术，也不能消除因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关于最后谈到第四点，地形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防御者十分不利，以致即使精心地选择了并且特别巧妙地运用了战术手段，也不能消除这一不利情况。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以下两种主要情况：



　　（1）防御者首先必须在观察敌人方面和在自己阵地范围内能够迅速攻击敌人方面取得有利条件。只有能够阻止敌人接近的地形障碍同这两个方面结合的地方，地形才特别有利于防御者。



　　一切在制高点俯视控制之下的地点对防御者来说都是不利的；所有山地的阵地或者大多数山地的阵地（这一问题在有关山地战的那几章中还要专门阐述），一切侧方依托山地的阵地（因为山地虽然给敌人从阵地的侧旁通过增加难度，但却便于他进行迂回），凡是前面不远有山的阵地，以及不符合上述对地形要求的一切地点对防御者都是不利的。



　　同上述不利情况相反，如果阵地背后有山，这种情况可以给防御者带来很多利益，一般说来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防御阵地最有利的地形之一。



　　（2）地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与军队的特点和编成相适应。一支骑兵占多数的部队，当然会去寻找开阔地带。而一支骑兵和炮兵都比较少，但拥有大量有战争锻炼而又熟悉地形的勇敢的步兵的部队，就最好选择非常困难的、更为复杂的地形。



　　在这里，我们没有详细论述防御阵地的地形对军队所具有的战术意义，只谈了谈防御阵地的地形的总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是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容置疑，军队单纯为了等待敌人进攻所占领的阵地，应该为这支军队提供特别有利的地形条件，这种条件可以看作是使军队力量成倍增长的因素。当大自然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仍未能满足我方愿望的地方，就要求助于筑城术了。



　　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使阵地的某一部分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使整个阵地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如果使整个阵地坚不可摧，其防御措施的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这时，我们的目的不再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不再是通过这种会战取得战局的胜利，而是不经过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我们可以让军队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固守，这就等于我们断然拒绝会战，迫使敌人采用其他方法来与我们决定胜负，使我方处于主动地位。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情况完全区分开来，我们在以坚固阵地为题的下一章中再探讨后一种情况。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防御阵地，无非是一个通过强化而变得十分有利于防御者的战场。但是，要把防御阵地成为战场，强化的程度也不宜过大。防御阵地到底应该坚固到什么程度呢？依据敌方情况而言，敌人进攻的决心越大，阵地的坚固程度也要越大，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对抗拿破仑这类人物与对抗道恩或者施瓦尔岑堡这类人物比较起来，可以而且必须守在更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



　　如果阵地的某一部分（例如正面）是坚不可摧的，那么指挥者在分布兵力时就应该注意到这一构成阵地的全部力量的一个因素，把在这些地点节省下来的兵力用在其他地点。但是，必须指出：敌人由于无法攻击这些坚不可摧的部分，就会改变他的攻击方式，这时就要弄清楚，迫使敌人改变攻击方式对我们是否有利。



　　例如，如果阵地前方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可以看作是对正面的加强（这是常有的情况）。那么敌人就不得不在右方或左方更远的地方渡河，变换正面向我们进攻，因此，实际上江河就成为我们在右翼或左翼的依托点。这时，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弊。



　　我们认为，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越隐蔽，我们在战斗中造成出其不意的机会就越多，防御阵地就越接近理想。正如应该设法对敌人隐瞒自己真实的兵力和军队真正的动向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力求对敌人隐瞒自己想从地形方面取得的利益。当然，这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而且也许需要一些独特的、别人还很少运用过的办法。



　　任何一个位于大要塞（不论它在哪个方向）附近的阵地都应该使军队在运动和作战方面比敌人占有很大的优势。适当地使用野战工事可以弥补某些地点地理条件的不足，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决定战斗的大体计划，这就是一些用人工加强阵地的办法。如果我们把这些办法与善于选择地形障碍（使敌军行动增大困难，但又不使敌不能行动）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尽量利用地形坏境带来的一切利益，比如：我们熟悉战场而敌人不熟悉，我们能够比敌人更好地隐蔽自己的各种措施以及在战斗过程中能够比敌人更好地运用出敌不意的手段，那么，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使阵地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使敌人由于这种作用而遭到失败，却又不知道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我们最理想的防御阵地，在我们看来，这是防御战的最大优点之一。



　　如果撇开特殊情况，我们就可以认为中等耕作程度的起伏地带多半可以提供这样的阵地。














	

 






	















	







	







	









 





	


	







	








	




	


第六篇 防御




	







	

 



	


	



第十三章 坚固阵地和营垒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如果一个阵地有天然条件和人工的强化，使其坚不可摧，那么阵地的意义就已经完全超过了作为有利的战场的程度，因此，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准备在本章中分析这种阵地的特点。并且由于它具有近似要塞的性质而把它称为坚固阵地。



　　这种阵地，单靠人工构筑的工事是不容易构成的，除非是要塞附近的营垒，至于单靠天然障碍，就更不容易遇到了，这种阵地多是天然条件和人工强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常常又被称为营垒或筑垒阵地。实际上任何一个或多或少筑有工事的阵地都可以称为筑垒阵地，不过，这样的阵地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阵地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构筑坚固阵地的目的是使分配在这一阵地上的军队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从而或者是直接地真正掩护一个地区，或者只是掩护分配在这一地区内的军队，以便用这部分军队以另外的方式间接地掩护国土。过去战争中防线的作用，特别是法国边境附近的防线的作用是属前一种，而四面都形成正面的营垒以及构筑在要塞附近的营垒的作用则是后一种。



　　如果阵地的正面由于筑有筑垒工事和设有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而达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敌人就只能通过迂回来攻击我们的侧翼或背后，为了使敌人不容易进行这种迂回，就要为这些防线寻找可以掩护其侧翼的依托点。孚日山和莱茵河就是阿尔萨斯防线上的这种依托点。这种防线的正面越宽，就越容易防止敌人的迂回，因为任何迂回对迂回者说来总是具有种种危险，而且军队迂回时越是偏离它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种危险就越大。因此，阵地如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宽大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就能更好地直接掩护广大地区而不受敌人的侵袭。以往这类防御设施至少是根据这种想法构筑的。左翼依托孚日山，右翼依托莱茵河的阿尔萨斯防线，以及右翼依托些耳德河和土尔内要塞，左翼依托大海的长达十五普里的弗郎德勒防线，都是为这个目的构筑的。



　　但是，在一个没有这样宽大而坚固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的地区，如果这支军队还想要借助良好的筑垒工事来防守这样的地区，那么，就必须使阵地的四面都成为正面，以此掩护自己免遭敌人的迂回。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得到掩护的不是这个地区，而是这支军队，因为阵地本身在战略上只不过是一个点，但受到掩护的军队却能够防守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地区固守。对这样的营垒敌人是无法迂回的，也就是说，这种营垒的侧翼和背后是不能当作比较薄弱的部分而加以攻击的，因为它的每一面都是正面，各面都一样坚固。但是，敌人有可能从这种营垒的侧旁通过。而且比从筑垒防线侧旁通过的难度要小得多，因为营垒的正面几乎没有宽度。



　　要塞附近的营垒主要是起着坚固阵地的第二种作用，因为它的使命是掩护集中在营垒内的军队；但它在战略上进一步起的作用，也就是它对这支被保护的军队的使用所起的作用，同其他营垒又有些不同。



　　在论述完产生这三种不同的防御手段的情况以后，我们想再探讨一下它们的价值，并且用筑垒防线、筑垒阵地和要塞附近的营垒这三个名称来区分它们。



　　一、筑垒防线。筑垒防线是极为有害的单线式作战方式，这种防线只有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才能对进攻者起到障碍的作用，而它本身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能使军队发挥这种火力效果的防线的宽度同国土的宽度比较起来总还是比较小的。这种防线一定是很短的，因而只能掩护很少的国土，或者说，增加军队数量也不能真正防守住所有的地点。于是人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不占领防线上所有的点，而只是加以监视，象防守一条中等江河时所做的那样，利用安排好的预备队来加以防御。但是，这种做法是违反防线这一手段的性质的。如果天然的地形障碍很大，以致可以采用这种防御方法，那么筑垒工事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危险的，因为这种防御方法不是为了扼守地区，而筑垒工事却是为了扼守地区而设置的，如果把筑垒工事本身看作是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那么，不加防守的筑垒工事在阻止敌人接近方面的作用是多么的小，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试问，成千上万的军队一起进行攻击时，如果没有火力杀伤它们，一条十二或十五普尺深的壕沟和一座十到十二普尺高的垒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防线如果很短，因而相对地来说有比较多的军队防守，它就容易遭到迂回；如果它延伸得很长，又没有相应的兵力来防守，它就很容易被敌人从正面攻破。



　　这种防线使军队局限于扼守于某一个地点而失去任何机动性，所以用它来对抗敢于进攻的敌人是极不适当的。如果说这种防线在现代战争中还存在，那只是因为战争要素受到了削弱，而表面上的困难往往起了真正的困难的作用，给人以假相，同时还因为，这种防线在多数战局中只是在次要的防御方向上用来对付敌人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它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但是要知道，假使把进行这种防御的这部分军队用在其他地点上，却能够做出很多更为有利的事情来。在现代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人采用这种防线，找不到这种防线的一点痕迹。至于说这种防线是否还会再度出现呢，那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筑垒阵地。奉命在一个地区进行防御的军队在该地固守多久，这个地区的防御就应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在第二十七章将详尽地论述），当这支军队离开或放弃这个地区时，此地的防御也就停止了。



　　如果一支军队奉命固守国土，遭到优势很大的敌人攻击，那么，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利用这坚不可摧的阵地抵御敌人的进攻，掩护自己的军队。



　　正象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这种阵地四面都是正面，如果采用通常宽度的战术配置，在兵力不很大（要是兵力很大，那就不符合这里所假定的情况了）的情况下军队就只能防守很小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会遭到许多挫折，即使尽可能利用筑垒工事来增强力量，恐怕也难以进行顺利的抵御。因此，这种四面都是正面的营垒的每一面都必须有相当大的宽度，而且每一面还应该是近乎坚不可摧的，在要求很大的宽度的情况下，每一面又要求具有这样的坚固程度，这是筑城术很难做到的。因此，构筑这样的营垒必须具备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利用地形障碍使敌人对营垒的某些部分根本无法接近，对另外一些部分也难以接近。所以，为了能够运用这一防御手段，必须利用具备有地形障碍的阵地，凡是没有这种阵地的地方，单纯只靠构筑工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上述这些分析只关系到战术上的结果，我们所以谈这些，是为了要说明筑垒阵地可以作为战略手段来使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用皮尔纳、科尔贝克、崩策耳维次，托卫希·佛德腊希和德里萨这些营垒作为例子来说明。现在我们来谈谈营垒在战略上的特点和效果。



　　这种阵地应具备的首要条件是：配置在这一营垒中的军队的给养在一定时间内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在需要营垒发挥作用的期间能保障军队的给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象科尔贝克和托里希－佛德腊希阵地那样背后通向某一港口，或者象崩策耳维次和皮尔纳那样同附近的要塞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象德里萨那样在营垒内部或离营垒很近的地方储备有大批物资，以保证按时供给。



　　我们再具体分析，在上述第一种场合，营垒的给养能得到相当充分的保障，而在第二、三两种场合，能得到有限的保障，因而存在着有缺乏给养的危险。由此可以知道，保障给养的条件如何会使许多本来适合作营垒的险要地点不能构筑营垒，因而使适合构筑这种阵地的地点变得稀少了。



　　为了弄清这种阵地的作用以及它能带来的利弊和危险，我们还必须研究一下进攻者对这种阵地会采取什么行动。



　　（一）进攻者可以从筑垒阵地的侧旁通过，继续前进，而以一定数量的军队监视这个阵地。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筑垒阵地的守军是主力部队，还是次要部队。



　　在第一种情况下，进攻者除了攻击防御者的主力以外，还有其他重要的进攻目标（如攻占要塞、首都使自己变为主动等）可以追求时，从筑垒阵地侧旁通过才是有益的。而且，即使进攻者有这样的进攻目标，也只有当他的基地的坚固程度和交通线的状况确保安全使他不用担心他的战略侧翼会受到威胁时，他才能从侧旁通过去追求这样的目标。



　　虽然根据上述这一点可以作出结论说，防御者可以以主力占领筑垒阵地，并且能使这个阵地发生作用，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是这个阵地对进攻者的战略侧翼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防御者有把握通过对战略翼侧的威胁把进攻者牵制在对自己无害的地点上；二是根本不存在防御者所担心的会被进攻者夺去的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担心，同时又不能使敌人的战略侧翼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防御者的主力就根本不能占领这样的阵地，有时可以佯作占领，对敌方进行试探，看他是否会认为这个阵地威胁他的战略侧翼。但是，这样做始终是有危险的，一旦这个试探失败，防御者想援救受威胁的地点就来不及了。



　　如果占领筑垒阵地的只是次要的部队，那么进攻者就不可能没有别的进攻目标了，防御者的主力就可以成为进攻者的目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阵地的意义就仅限于对敌人的战略侧翼可能有威胁作用，阵地的意义就取决于是否能起到这种作用。



　　（二）进攻者不敢从阵地侧旁通过，他就可能会包围这一阵地，迫使阵地上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但是，要进行这种包围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阵地没有自由的后方；第二，进攻者的兵力强大，强大得足以进行这种包围。如存在这两个条件的情况，这个筑垒阵地虽然使防御者在一段时间里能牵制住进攻的军队，但是，防御者为了取得这一利益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损失一定的兵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防御者要用主力占领筑垒阵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后方必须十分安全（如托里希－佛德腊希营垒）。



　　（2）敌人兵力的优势不足以包围自己的营垒。如果敌人在优势不足的情况下仍要进行包围，那么防御者就能利用阵地进行成功的出击，各个歼灭敌人。



　　（3）可以等待援军解围。1756年萨克森的军队在皮尔纳营垒就是这样。1757年布拉格会战以后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那时的布拉格只能被看成是个营垒，因为卡尔·亚历山大知道摩拉维亚军团定能前来解围，他才让敌人把自己包围在这个营垒中了。



　　因此，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之一时，用主力占领筑垒阵地才是可行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只具备后两个条件中的一个，防御者这样做还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可是，如果用来占领筑垒阵地的是一支为了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掉的次要部队，那么，这三个条件就无需考虑了，这时只需考虑用这种牺牲能不能免除一种事实上存在的更大的危机。这种情况可能很少见，但却可以设想。1756年皮尔纳营垒就曾经阻止了腓特烈大帝对波希米业的进攻，当时，奥地利军队毫无准备，波希米亚的失陷似乎是必定无疑的了，如果它失陷了，损失的兵力也许会超过在皮尔纳营垒投降的一万七千名盟军。



　　（三）如果进攻者不可能做到（一）和（二）两项中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防御者具备了我们上面所提出的条件，那么进攻者当然就象一条猎狗发觉一群野鸡时那样，会停下来，在阵地前面停下来，至多只派出一些部队尽量扩大所占领的地盘，满足于取得这种没有决定意义的微乎其微的利益，而把占领这一地区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时，阵地也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三、要塞附近的营垒。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要塞附近的营垒的任务不是掩护一个区域，而是掩护一支军队免遭敌人的攻击，因此一般地认为这种营垒也属于筑垒阵地，它同其他筑垒阵地所不同的是，它和要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它的力量自然强大得多。



　　因此，这种营垒还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这种营垒还具有其他使命，那就是使敌人根本不可能或者难以围攻要塞。如果要塞是一个不可封锁的港口，那么军队为了这一目的而付出重大牺牲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要塞可能不久就会由于饥饿而陷落，不值得牺牲大量的兵力来防御它。



　　（2）要塞附近的营垒可以为一支在开阔地上无法立足的小股部队使用。四五千人在要塞城垣的掩护下可能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在开阔地上，即使据守世界上最坚固的营垒，他们也仍然可能被灭掉。



　　（3）这种营垒可以用来集中和整顿那些还不够坚强，没有要塞城垣的掩护不能同敌人交战的军队，象新兵、后备军、民军等等。



　　要塞附近的营垒如果无兵驻守或多或少有损于要塞，这是个严重的缺陷。这种营垒如果没有这样的缺点，那真可以说是在诸多方面都有利的一定要被推荐的手段。但是，要塞能经常保持足够的守备部队，一直可以分出一定兵力驻守营垒，这是很困难的事。



　　因此，我们趋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在海岸要塞附近才适于建造这种营垒，在所有其他场合构筑这种营垒都是弊多利少的。



　　最后，把我们的意见归纳一下，那就是：



　　（1）国土越小，回旋的空间越窄，就越需要坚固阵地；



　　（2）越是有可能得到援救和解围（依靠其他军队、气候恶劣的季节、民众暴动，乃至进攻者缺乏供应等等都是一样的），坚固阵地可能遭到的危险就越小；



　　（3）敌人的进攻越是犹豫不决，坚固阵地的威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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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侧面阵地




　　我们象编纂词典一样把侧面阵地单独列章，只是为了方便读者在本书中找到这个常用的很突出的军事术语，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凡是当敌人从侧旁通过后仍然固守的阵地都是侧面阵地，因为从敌人在侧旁通过的那一时刻起，这一阵地除了对敌人的战略翼侧构成威胁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作用了。因此，所有的筑垒阵地必然同时又是侧面阵地，因为，它们是坚不可摧的，敌人只得从它们侧旁通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阵地的价值就在于能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至于筑垒阵地本来的正面的位置怎么样，是象科尔贝克那样，平行于敌人的战略侧翼，还是象崩策耳维次和德里萨那样，同敌人的战略翼侧成垂直状，那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筑垒阵地的四面必然都是正面。



　　但是，即便我们所占据的不是固不可攻的阵地，我们仍可在敌人从阵地侧旁通过后固守这一阵地，只要阵地的位置有利于保障退路和交通线安全，也就是不仅我们能有力攻击进攻者的战略翼侧，而且进攻者由于自己的退路可能被切断而没有力量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如果敌人没有这种后顾之忧而能够彻底阻断我们的退路，那么，我们就有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风险，因为我们的阵地不是筑垒阵地，因而，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



　　1806年的战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分布在扎勒河右岸的普鲁士军队面向扎勒河构筑正面，并且在这个阵地上静候事态的发展，那么，当拿破仑经过霍夫向北前进时，这个阵地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侧面阵地。



　　如果当时双方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力量不是相差得很悬殊，如果指挥法军的不过是道恩这类人物，那么，普军的阵地就可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要从这个阵地侧旁通过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拿破仑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下了进攻这个阵地的决心。至于阻断这一阵地的退路，则连拿破仑都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如果双方在物质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差距不大，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如从阵地侧旁通过一样，是不可实现的，因为普军左翼失败造成的危险比法军左翼失败时带来的危险要小得多。然而，即使双方在物质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差别很大，如果统帅果断又谨慎，普军仍有希望取得胜利，实际上没有什么妨碍，不论瑞克公爵是否在13日采取了适当的部署，以便在14日黎明能以八万人对付拿破仑在耶纳和多恩堡附近渡过扎勒河的六万人。即使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和法军背靠扎勒河陡峭的河谷的境地还不足以使普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不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夺取决战的胜利，那么一开始就根本就不应该决定在这一地区进行决战，而应该继续后退，以便在退却中加强自己削弱敌人。



　　可见，扎勒河畔的普军阵地虽然有可能被攻破，但对于经过霍夫而来的那条道路来说，还是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侧面阵地，只是这一阵地象任何可以攻破的阵地一样，并不完全具有侧面阵地的功能，因为只有敌人不敢进攻时，它才可以看作是侧面阵地。



　　有一些阵地当进攻者从其侧旁通过时不易固守，因此防御者就想在这种阵地上从侧面对进攻者发起还击，如果人们只是因为这一攻击是在侧面进行的，就想把这些阵地称为侧面阵地，那就搞错了侧面阵地的明确概念了。因为这样的侧翼攻击同阵地本身几乎没有联系，至少采用这种攻击主要不是以侧面阵地的特性（即可以威胁进攻者的战略翼侧）为依据的。



　　从以上所谈的可知，关于侧面阵地的特性已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谈了。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简单地谈谈侧面阵地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具有哪些特点。关于真正的筑垒阵地不必再讲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够清楚了。



　　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程度的侧面阵地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但是，正因为它还没有达到如此程度，自然也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手段。如果进攻者被侧面阵地牵制住了，那么防御者少量兵力的消耗就带来了巨大的效果，就如同骑手用小指拉动大勒上反应敏锐的衔铁可以产生很大的功效一样。但是，如果效果不大，进攻者没有被牵制住，那么，防御者一般说来有失去退路的危险，他如果不设法迅速地绕道退却，力求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寻得脱身之计，就会陷入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对于如果是大胆而精神上占优的、力求有效决战的敌人，采用这一手段是极有风险和不当的，就象上面所举的1806年的例子所证实的那样。但是对付那些谨小慎微的敌人或在双方只是武装监视的战争中，这一手段却是有才能的防御者可以利用的有效的手段之一。防御威悉河时对左岸阵地的利用（斐迪南公爵），对著名的施莫特赛芬阵地的利用，以及对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利用，都是把强度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程度的阵地作为侧面阵地的实例，不过，1760年富凯军在兰德斯胡特惨败，说明了错用这一手段所带来的危险。














	

 






	















	







	







	









 





	


	







	








	




	


第六篇 防御




	







	

 



	


	



第十五章 山地防御




　　山地对作战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这一问题在理论上非常重要。这种影响是能减缓军事行动进展的要素，所以它首先有利于防御。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研究这种影响，但研究的范围并不仅局限于山地防御。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在某些方面所得出的结论有别于一般人的意见，因此我们必须作深入的分析。



　　我们想先研究这一问题的战术方面，以便以后能从战略上进行考察。



　　一支庞大的纵队在山地行军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一支配置在防哨中的小部队，如果正面有陡峭的山坡作掩护，左右又有山谷为依托，却能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两种情况使人们一致认为山地防御具有很大的功效和力量，只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武器和战术特点所限，大部队才没有能够在山地进行防御。



　　一个纵队弯弯曲曲地吃力地攀登上山，然后，象蜗牛一般翻过山头继续前行，炮兵和辎重兵边骂边嚷，鞭打着筋疲力竭的骡马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道，每损坏一辆车，经过千辛万苦是清除不掉的，同时后面的一切都会因此被堵住，而且怨声载道，骂声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明白：在这里只要出现几百个敌人，一切就都完了。因此，一些历史著作家谈及隘路时，总是把它描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每个熟知战争的人都会知道，至少应该知道，这种山地行军同山地进攻难有共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从山地行军的困难推断出山地进攻有更大的困难，那是不正确的。



　　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很容易会得出这种错误的论断，甚至某一时期的军事艺术也几乎同样自然地陷入了这种误区。在当时，山地作战对于有战争经验的人同对于没有战争经验的人一样，几乎也是一种新事物。在三十年战争以前，由于战斗队形纵深大，骑兵多、火器不完备和其他种种原因，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还不很普遍，正式的山地防御，就是用正规军队进行正式的山地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战斗队形比较疏开和步兵及其火器占了主导地位时，人们才想起利用山岭和谷地。直到一百年以后，也就是到十八世纪中期，山地防御的思想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还有一种情况，一个不大的防哨，因为配置在难以接近的山地，因而获得巨大的抵抗能力，这更容易使人们做出山地防御具有强大威力的判断。有人甚至认为，似乎只要把这种防哨的兵力增加若干倍，就可以使一个营顶一个军团，一座山起一道山脉的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小型的防哨如果在山地选择了有利的地形，就可以获得异常强大的威力。一支小部队在平原碰上几个骑兵连就会被打败，这时，只要能够迅速逃脱，不被击溃和生俘，就算幸事了。但是这支小部队在山区却能以一种在战术上来看可以说是十分胆大妄为的姿态，公然出现在一支大军队面前，迫使它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进行正规的进攻或采取迂回等行动。至于这一支小部队应该如何利用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翼侧依托点和在后退途中所占领的新阵地来取得这种抵抗能力，这是属于战术来阐明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通过经验可以解决。



　　人们自然会相信，把诸多这种强有力的防哨并列地布置，必然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几乎不可战胜的正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只在于如何保障自己不致被敌人迂回，为此，正面必须向两旁延伸，直到获得了能满足整个防御需要的依托点，或者直到人们认为正面的宽度己足以保障自己不致被敌人迂回为止。多山的国家特别适合采用这样的配置，因为可以这样配置防哨的地点很多，这些地点似乎一处胜似一处，以致人们竟不知道应该延伸到哪里为止。于是人们只得在一定宽度的正面上用一些小部队占领和防守所有的山口，并且认为，采用这种配置办法使十个或者再多一些的单独的防哨占领正面为十普里左右的地区，最后就可以放心，不致被迂回了。这些单独的防哨之间的地形难于通行，（因为纵队不能离开道路行进），使这些防哨似乎是紧密地联成一体的，因此，人们就以为这是在敌人面前构筑了一道铁壁铜墙。此外，防御者还利用几个步兵营、几个骑炮兵连和十几个骑兵连作预备队，以应付阵地某一点可能被突破的意外情况。



　　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中世纪以来军队人数日益增多所引起的战术的变化也促使人们在军事行动中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利用山地。



　　山地防御的最大特点是完全处于被动，因此，在军队具有今天的机动性以前，倾向于山地防御是十分正常的。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军队的配置由于火力的加强而越来越形成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这种横队的编排和配置非常复杂，运动起来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转动。配置这样的横队象安装一套复杂的机器一样，常常花费半天功夫，这就会占去会战的一半时间；我们现在的会战计划内容很多，而当时的会战计划则几乎只包括这一件事。这种配置一旦形成，就很难随新情况而变动。进攻者比防御者展开成战斗队形要晚，因此他可以根据防御者阵地的情况分兵布置；而防御者却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于是，进攻方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而防御者除了寻求地形障碍的保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来应对这一优势了。当然在寻求掩护方面，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象在山地那样到处可以寻得有效的地形障碍。因此，人们力图使军队同险要的地形结合在一起。于是两者互相依赖，军队防守山地，山地掩护军队。这样一来，消极防御借助于山地就增强了许多力量，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只是防御者活动的自由更少了一些，其实，即使不采取这种做法防御者也是不大会利用这种自由的。



　　当双方在进行较量的时候，暴露的翼侧（即一方的弱点）总是最容易遭受对方打击的。如果防御者原封不动地象被钉住了似的坚守一些坚不可摧的地点，那么进攻者就会大胆进行迂回，因为他对自己的翼侧不再有什么顾虑。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迂回很快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军队的部署越来越向两翼延伸，于是正面相对削弱了。这时，进攻者突然采用了完全相反的办法：不是展开一翼进行迂回，而是集中兵力进攻敌人的一点，进而突破整个防线。现代战争中出现的山地防御大体上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于是进攻方又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这是在日益提高的机动性帮助下取得的。防御者也只能求助于这种机动性，但是从山本身性质来看，是与机动性相背的。因此，整个山地防御遭到了一次大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些迷信山地防御的军队在革命战争中就曾多次遭受这样的大败。



　　但是，为了不致把好坏一齐抛掉，为了不致人云亦云地得出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已千百次被现实否定了的论断，我们必须具体来分别研究山地防御的各种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有助于搞清其他一切问题的一个问题是，打算利用山地防御进行的抵抗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抵抗只是持续一段时间，还是要守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为止。对相对抵抗来说，山地是最为适宜的，它能极大地增强抵抗的能力；对绝对防御来说，情况就相反，山地防御通常是完全不适宜的，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



　　在山地，任何运动都比较缓慢，比较困难，因而消耗的时间也比较多。如果运动是在危险的形势下进行的，那么人员的损失也会增多。而时间消耗的多少和人员损失的大小是衡量抵抗强度的标准，因此，只需进攻的一方在运动，防御者才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一旦防御者也必须运动起来，他立刻就失掉了这种优势。相对抵抗可以比导致决定胜负性的抵抗有更多的被动性，而且它允许这种被动性达到最大程度，也就是说一直延续到战斗结束为止（而在绝对抵抗中这是决不能允许的），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从战术上看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山地这一使运动变得困难、象密度大的介质一样削弱着一切积极活动的因素，是完全适合于相对抵抗的要求的。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小型的防哨在山地凭借地形可以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虽然对于这一战术上的结论无需再进一步的证明，但是，我们还需要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必须区分在这个防哨中的小部队是相对的小还是绝对的小。一支一定数量的部队，如果使它的一部分脱离整体单独地配置在阵地上，这一部分就可能遭遇全部敌军，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就这种优势兵力而言，它的确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防御的目的通常就不能是绝对抵抗，而只能是相对抵抗。这支小部队同自己一方的全部兵力相比以及同敌方的全部兵力相比，兵力越小，它防御的目的就只能是相对抵抗。



　　但是，即使是一支绝对意义上说的小部队，也就是说是一支当面之敌并不大于自己，因而敢于进行绝对抵抗和夺取胜利的小部队，正如我们以后要说明的那样，在山地要比一支大部队有优越性，从险要的地形取得的利益也要大得多。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小部队在山地具有强大的力量。不言而喻，在相对抵抗起决定作用的一切场合，小部队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但是，一支大部队在山地进行绝对抵抗是不是一样能带来决定性的利益呢？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若干个这样的防哨组成的防线的力量是否会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这些防哨单独存在时的力量之和呢？肯定不是，因为只有持有下面两种错误认识之一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种错误认识是，人们经常把没有道路的地方与不能通行的地方混淆起来。在纵队、炮兵和骑兵不能行军的地方，步兵却多半可以过去，炮兵大概也能通过，因为战斗中的运动虽然异常紧张，但是因距离很短，是不必用行军的标准来衡量的。由此可见，认为防哨和防哨之间能有可靠联系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因而这些防哨的冀侧是不安全的。



　　第二种错误认识是，人们认为这些防哨的正面是坚固的，因而它们的翼侧也必然是坚固的，因为深谷、悬崖等险要地形对防哨来说是不错的依托点。但是，这些险要的地势为什么能发挥如此大的功效呢？这并不是因为它们阻止了敌人进行迂回，而是因为它们能使敌人在迂回中遭到与直接攻击防哨时差不多大小的时间消耗和兵力损伤。由于这种防哨的正面相当坚固，敌人就会而且只能不顾地形的困难对防哨进行迂回，而进行这样的迂回，大概要花费半天的时间，而且还极有可能会遭到人员的牺牲。如果这时的防哨可以指望获得援军，或者只准备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或者自己的力量足以与敌人的力量相抗衡，那么，防哨的翼侧依托就起了应有的效应。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防哨不仅正面是坚固的，而且翼侧也同样坚固。但是，如果谈的是由若干防哨组成的正面宽大的山地阵地，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就不复存在了。敌人可以以很大优势的兵力进攻一点，而我们的后方援军极为有限，而且我们在这时还必须进行绝对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防哨的翼侧依托就毫无作用了。



　　进攻者的打击直指这一弱点，他以集中的，也就是优势很大的兵力攻击正面的一点，这时他遭到的抵抗就这一点说来是非常强烈的，但就整个防线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进攻者征服了这一抵抗之后，整个防线就被突破了，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相对抵抗一般说在山地比在平原地能发挥的力量更大，如果这种抵抗是由小部队进行的，那么它所能发挥的力量可以达到相当巨大的程度，但是，这种力量并不随同兵力的增加而增长。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般的大规模战斗的真实目的，也就是谈论赢得积极之胜利这一问题，赢得这种胜利也应当是山地防御的目的。如果使用整个军队或者主力实施山地防御，那么山地防御就变成山地防御会战了。这时，进行一次会战，也就是用全部兵力去歼灭敌人军队，就成为战斗的形式，而赢得胜利才是战斗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山地防御是为赢得胜利而服务的，因为它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为手段。这时，山地对赢得胜利这个目的将有什么影响呢？



　　防御会战的特征是令前面的阵地上进行消极的还击，而令在后面的阵地进行强而有力的积极的还击，但山地却成为阻碍积极还击之致命因素，这是由下面两种情形造成的：第一、山地没有可供部队从后方各个方向迅速前进之道路，甚至战术上的突袭也将为起伏不平的地形所削弱；第二、视界受到限制，对敌人的军队的运动不易觉察。因此，在防御者实行积极还击时，山地为对方提供的利益与防御者在前面的阵地时对山地给他提供的利益是一样的，这便使整个抵抗中极为有效的部分难以发生作用。另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与后方的联系有被切断的危险。尽管山地非常有利于防御者在正面受到全面攻击时实施退却，尽管山地能给企图迂回防御者的敌人带来大量的时间损耗，但这一切利益只有在进行相对抵抗的情况下防御者才能获得，而在进行决定性会战，即在坚持抵抗到底的情况下，防御者就不可能得到这些利益了。在这里，当敌人翼侧的各纵队还没有占领那些可以威胁或阻断防御者退路的地点之前，防御者抵抗的时间还能够稍微长一些，但一旦敌人占领了这些要地，防御者就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从后面发起任何攻击，都不可能迫使敌人离开这些威胁防御者的地点，即使投入全部兵力拼命攻击，也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如果有人说这是矛盾的，认为进攻者在山地拥有的那些优势也必然对突围者有利，那就是他没有看到两种情况的区别。进攻者派出去封锁通路的部队没有进行绝对防御的任务，他们大概只要抵抗几小时就行了，因此他们的处境同防哨的小部队是一样的，而原来的防御者在这时却已经丧失了各种战斗手段，他己陷于混乱状态，而且缺乏弹药等等。总之，防御者胜利的希望渺茫，而且防御者对可能遭到的失败异常恐惧，这种恐惧超越了对其他各种危险的恐惧，而且在整个会战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它影响的是每一个战斗人员的士气。此外，防御者对翼侧的威胁有一种病态的敏感，进攻者派到防御者后方森林茂密的山坡上去的每一小队，都成为他取得胜利的新的有力手段。



　　如果在山地防御中整个军队集中配置在广阔的台地上，那么上述不利条件的一大部分就会不复存在，而有利条件却会保持下来。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正面很坚固，两翼又难于接近，而且不论是在阵地内部还是在后方都有最大限度的运动自由，这种阵地可以算作世界上最坚固的阵地。但是，这种阵地却是幻想之物，因为，虽然大多数山地的山脊比山坡容易通过，但是，大多数山地的台地不是对配置大部队来说太小，就是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台地，从地质学的意义说，它们是台地，但从几何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们不属于台地范畴。



　　此外，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小部队而言，山地防御阵地的那些不利因素会减少，其原因是小部队所需的空间较小，需要的退路较少，等等。单独的一座山不算山地，也不具有山地的那些不利条件。但是，部队越小，就越可以将其配置局限在一些单个的山脊和山头上，而没有必要把自己制约在密林覆盖的山谷的罗网里，这个罗网是上述一切不利条件的根源。














	

 






	















	







	







	









 





	


	







	








	




	


第六篇 防御




	







	

 



	


	



第十六章 山地防御（续）




　　现在，我们来研究前一章所谈的那些战术上的结论在战略上如何应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山地作为战场；



　　（2）占领山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3）山地作为战略屏障所带来的效果；



　　（4）给养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山地作为战场



　　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分别来谈：



　　（1）作为进行主力会战的战场；



　　（2）作为从属性战斗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描述了，山地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对防御者多么不利，因而对进攻者又是多么有利。这种看法是同一般人的见解背道而驰的。要知道一般人把很多事情都搞乱了，他们很少把极不相同的事情区分开来。他们看到次要的小部队在山地具有非常强大的抵抗力，便认为一切山地防御都是强大无比的。当有人认为防御中的主要行动，即防御会战在山地展开时不是这样强有力时，他们就感到诧异。而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把山地防御中每次会战的失败归结为单线式防御的缺点所引起的（其实他们并不真懂得单线式防御的缺点），而看不到事物的性质在其中所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作用。我们不怕提出与一般人有所不同的看法，而且还要指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有一位著作家持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这位著作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就是卡尔大公。他是在论述1796年和1797年战局的著作中提出这种见解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著作家、评论家，更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如果一个兵力较弱的防御者，千辛万苦集结了他所有的军队，企图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向进攻者显示自己的爱国之情，显示自己奔放的热情和沉着机智，并且又受到了人们焦急、殷切的瞩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竟把军队配置在一个迷障重重、昏暗得象黑夜一般的山地，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地形的制约，以致处于一种可能遭到敌人千百次优势兵力的袭击的险境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处境是十分可悲的。这时他只能在一个方面充分利用他的才智，那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各种地形屏障，这又会招致他采取有害的单线式防御，而这本应是他该竭力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进行决定性会战，山地不是防御者的避难所，我们诚恳地奉劝统帅尽量避开山地。



　　当然，有时的确不可能完全避得开。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必然同在平原上进行的会战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这时阵地的正面要宽阔得多，在大多数场合是在平原的一两倍，军队的抵抗要被动得多，还击也无力得多。这是山地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应该把这种会战中的防御变为单纯的山地防御，这种会战中防御的主要特点应该是使军队在山地集中配置，也就是说，所有的部队在一个统帅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一个战斗，并保持充裕的预备队，以便使会战成为一次决战而不是单纯的抵御，变成只是在敌人面前举起盾牌。这是山地防御会战必不可缺的条件，但是人们很难达到这一点。这种防御很容易转成单纯的山地防御，以致司空见惯而不以之为怪。但这是极为危险的，因此，理论应该竭力提示人们不要令防御会战中的防御转成单纯的山地防御。



　　关于主力部队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问题就谈这些。



　　同以上所谈的情况相反，山地对从属性的和次要的战斗却极为有利，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不会实行绝对抵抗，而且也不会造成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我们只需把进行这种抵抗的目的一一列举，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个问题了：



　　（1）单纯为了赢取时间。这一目的是极常见的，每当我们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情形而设置警戒时，就常会有这个目的；此外，凡是等待援军的情形，也都有这个目的。



　　（2）为了防御敌人的单纯的佯动或小规模的次要行动。如果一个地区有山地掩护，山地又有驻军防守，那么不论这种防御多么薄弱，总是足以阻抗敌人的袭扰及为掠夺而进行的其他小规模行动。如果没有山地，这样薄弱的防线便无济于事。



　　（3）为了自己进行佯动，要人们对山地的作用都有正确的认知还需一段较长的时间，在人们还不能正确认知山地的作用以前，总有些敌人惧怕山地，不敢在山地作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可利用主力进行山地防御。在战争的威力及运动不大的战争中，常常是可以这样的，但是，这样做永远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既不打算在这一山地阵地上接受主力会战，也不可能被迫进行这样的会战。



　　（4）一般说来，山地适于配置那些不准备行使主力会战的部队，因为各个小部队比较强而有力，只是整个军队作为整体来看是比较弱的，此外，军队处在山地不大容易受到奇袭，也不太容易被迫面对决定性的战斗。



　　（5）最后，山地是真正适于民众武装活动的区域。但民众武装必须常受到正规军小部队的支援，反而可能对民众武装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支援民众武装这个道理通常不能成为派大部队进入山地的原因。



　　关于山地作为从属性的战斗的战场问题就谈这些。



　　二、山地对其他地域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样，一些兵力不充分的部队，在便于通行的地区或许无法立足，会不断遭受危险，而在山地却十分容易确保广大地区的安全；此外，当山地处在敌人手里时，在山地的任何推进都将比在平原缓慢得多，也就是说不可能以平原上同样的速度前进。正由于这两个原因，山地为谁占有比同样大小的其他地区归属谁占有的问题要重要得多。在平原，地区被谁占有可能天天都在变化；我们只须用强大的部队向前推进，就可以迫使敌人出让我们所需要的地区。但在山地，情况就非如此。在山地敌人兵力即使不大，也能出色的进行抵抗，所以，如果我们要占领一片山区时，常须采取为此目的而专门计划的行动，常要消耗巨大的兵力及很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因此，既然山地是进行主要军事行动的场所，那么我们就不会象在比较便于通行的地区那般，而用主要的军事行动来占领这些地方，不必将取得和占领山地看作是我们前进的必然结果。



　　如此可知，山地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对山地的占有显然是比较稳定的，很少会出现变化。如果再看到山地就其自然条件来说，可以令人们从山地之边缘很好地俯视开阔地，而山地本身却始终似隐藏在漆黑的夜里一般，那么人们就可以理解，任何一处山地对没有占领它、但却处于它附近的一方来讲，永远是不断出现不利影响的源泉，可以看成是隐蔽敌人的场所。如果山地不仅为敌人所占有，而且处于敌国的领土上，那么这种情况就将更为明显。一股一股人数不大的勇敢的游击队在遭到追击时，可以躲入山地逃避，之后又平安无事地从另一地点出现。另外极大的纵队也能凭借山地隐蔽地推进。我方的部队，如果不想进入受山地瞰制地区，不想进行一切不利的战斗——遭受敌人的袭击和打击而无从还击，那么就始终必须同山地保持较长的距离。



　　每一山地对一定距离内的较低地区就是这样地发生一定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是立即在一次会战中产生作用（例如1796年莱茵河畔的马耳希会战），还是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才对交通线产生作用，这要视这个地区的地形状况，而这种影响能否被山谷或平原发生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所抵销，则取决于双方兵力对比情况。



　　拿破仑在1805年和1809年并未曾对提罗耳山区考虑周全就向维也纳进军了；但是，莫罗在1796年，所以不得不离开施瓦本，主要是由于他未能控制地势较高的地区，而要监视整个地区又不得不使用很多兵力。在双方势均力敌而形成拉锯的战局中，我们应该摆脱开敌人占据的山地不断使我们出现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占据并坚守为保障我们进攻的主要路线而必需占领且固守的一些山地。在此情况下，山地通常会成为敌我双方相互发动小规模战斗的主要战场。但人们也不应该过高估计山地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不应该在任意场合都把这种山地看成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以及把占领山地看成是主要的问题。当一切取决于胜利时，胜利则是主要事情。一旦胜利在握，胜者就能够根据自己主要的需要来安排其余的一切了。



　　三、山地作为战略之屏障



　　在这里，我们必须分别谈一谈下面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况又同决定性会战相关，人们可以将山脉看成象江河一般，是一种带有有限的通道的屏障。这种屏障将前进中的敌人军队分隔开，使它们只可能在某几条道路上行进，我们由此能够用集中配置在山后的部队分别袭击敌人军队的各个部分，这样，这种屏障就给我们构成了取得胜利的机会。进攻者处在山地前进时，即使没有其它任何顾虑，也不可能成一支纵队，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会处于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会战。因此，这种山地防御是以敌军分散前进这个十分重要的状态为前提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山地与山地通路，在采用这种山地的防御手段时全部取决于地形情况，由于这种手段也只能认可是可能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应记住，采用这种手段还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敌人在遭到打击时，可以很快在山地寻到掩护；第二，敌人占据较高的地势对防御者说来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不利，但毕竟总是个不利。



　　除了1796年对阿耳文齐的会战之外，我们还未曾见过采用这种手段来进行的会战。但是，拿破仑在1800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动清楚地说明了，对方是可以采取这种手段的，当时，梅拉斯本来是能够而且应该在拿破仑的每个纵队集中起来以前就用全力去对他实施袭击的。



　　第二种情形是，当山地切割敌人的交通线时，山地成为屏障能产生哪些作用。在山地，不单是设置处在通路上的堡垒与民众武装可能发挥作用，而且不良的山路处于气候恶劣的季节中能够将敌人的军队陷入绝望，敌人由于山路崎岖被弄得筋疲力竭以后，往往会不得不退却。如果这时又出现了游击队的频繁的袭扰，甚至开展了人民战争，那么敌人只能出动大量的部队来应付这种局面，最后还不得不在山地设置一些强有力的防哨，于是敌人便陷入进攻战中可能处于最不利的环境。



　　四、山地对军队给养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当进攻者被迫停留在山地，或者至少不得不把山地留在自己背后时，山地在给养方面给进攻者造成的困难对防御者来说会提供很大的好处。



　　关于山地防御的这一些考察，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山地进攻所作的必要的说明，所以这实际上是对整体山地战的考察。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变山地为平原，也无法变平原为山地，也不能由于战场的选定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对战场好象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便认为这些考察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进行的是较大范围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对战场选择的余地并不十分小。如果指的是主力的部署和活动，而且是处于决定性会战时主力的部署与活动，那么，军队向前或向后多走几日的行程，就可摆脱山地而进入平原，果断地将主力集中在平原上就能使附近的山地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还想将上面分别论述的各点归纳为一个明确的观念。



　　我们认为已经证明：山地无论在战术范围或是在战略范围一般说对作战防御都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对这里所指的防御是指具有决定意义的、其结果影响到国土的得失的防御。山地令防御者无法观测敌情，又妨碍向各个方向的运动；山地将迫使防御者陷入被动，而不得不将兵把守每一条通路，这样一来，这种防御总是或多或少地变成为单线式防御。所以，人们应该尽力使主力避开山地，把主力配置在山地的一侧，或配置在山前或山后。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对于完成次要目的和次要任务的部队来说，山地却成为一种增强力量的因素，当我们说，山地对于弱者，即对于不敢再寻找绝对的决战的部队来说，是真正的避难地，这与我们上面的论点并不十分矛盾，完成次要任务的部队可以利用山地得到利益就再一次说明了不应当把主力用于山地。



　　但所有这一切的考察都很难改变人们直接得到的印象。不仅是所有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而且连那些习惯于运用拙劣的作战方式的人，在具体场合都会强烈地感觉到，山地似一种密度大、粘性强的介质，会给进攻者的一切运动带来许多困难，由此很难令他们不认为我们的见解是最为奇怪的谬论。那些对上一世纪运用独特的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做过泛泛考察的人，象上述抱有直接印象的人一样，他们决不可能相信，比如说，奥地利在保卫它的各城邦时，在意大利方向上并不比在莱茵河方向上抵抗敌人更为容易些。可是，在勇猛而果敢的统帅的指挥下作战达二十年之久、对自己勇猛及果敢的行动所取得的胜利一直记忆犹新的法国军队，以后处于山地战斗中还会象在其他场合一样，长期地在运用熟练而准确的判断力方面出现差误。



　　这样一说，就好象开阔地比较容易掩护一个国家，西班牙如果没有比利牛斯山将会更有力量，伦巴第没有阿尔卑斯山将更难接近，而平原国家（例如北德意志）比山地国家（例如匈牙利）就更难征服了。这样的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针对这一点我们应作最后一点说明。



　　我们并不认为，西班牙由于没有比利牛斯山会比有比利牛斯山更加有力量，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西班牙军队感到自己很强大，能够实施决定性会战，那么它集中配置在埃布罗河后边，将比分兵去把守比利牛斯山的十五个隘口会更好，而比利牛斯山也决不会因此失去它对作产生战的影响。我们这种观点对意大利军队来说也同样是适用的。如果将意大利军队分割配置到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上，那么它就有可能被任何一支果敢的部队所击败，它甚至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机会，相反，如果它配置在都灵的平原上，那么它就会象任何其他军队一样具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但是，人们也决不会由此就认为，对进攻者来说，越过象阿尔卑斯山这样的大山脉并把它留在背后，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此外，在平原实施主力会战并不排斥使用次要部队实行暂时的山地防御的可能，在阿尔卑斯山及比利牛斯山这样的山地进行这种防御是很合适的。最后，我们决不认为，征服一个平原的国家将比征服一个多山的国家容易，除非经历一次胜利即可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征服者在这一胜利后就进入防御的态势，这时山地也正如过去对原来的防御者极易成为不利一样，对征服者也必然同样是不利的甚至会更为不利。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防御者外来的援军纷纷来到，民众也拿起了武器，那么，山地就将增强这一切抵抗的力量。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似在折光镜前观察物体一样，当物体向一定方向移动时，物体的影象会越来越清晰，但不能依旧地移动下去，只可到焦点为止，一超过焦点，就将适得其反了。



　　既然在山地的防御比较弱，那么这就可能使进攻者特别将山地作为他进攻的方向。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少发生，因为给养与交通的困难，以及无法确定敌人是否恰恰准备在山地接受主力会战及是否将主力配置于山地，这一切都抵销了上述那种可能得到的利益。














	

 






	















	







	







	









 





	


	







	








	




	


第六篇 防御




	







	

 



	


	



第十七章 山地防御（续）




　　我们在第十五章论述了山地战斗的性质，在第十六章论述了山地战斗在战略上的应用，在这些论述中我们曾屡次提到真正的山地防御这个概念，但没有详细论述这种防御的形态及部署。在这里，我们将比较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一问题。



　　山脉往往呈带状延伸于地球的表面，让水流在它左、右分道下流，因而成为整个水系的分水岭。山脉各部分的分布形式也是如此，各支脉或山脊从主脉分出后又将形成各支较小的水系分水岭。基于以上情况，山地防御的概念最初将十分自然地主要是构架一个狭长的、象一道大屏障似的障碍。虽然地质学家对于山脉的产生及其形成的规律至今还没有形成定论，但不论山脉是在水流的作用下（通过冲刷过程）形成的，或是水流是山脉的产物，而水流的流向总是最直接和最确切地说明了山脉的体系。因此，在考虑山地的防御时以水流的流向作根据也将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仅应当将水流看作是可以用来全面了解地面起伏的情况（也即地表断面情况）的天然水准仪，而且还应当把那些由水流形成的谷地看成是最容易攀达山顶的道路，因为水流的冲刷无论如何也能够使高低不平的山坡变得平坦且有规则一些。根据如此的理由，山地防御的概念大概应是这样的：当防御的正面大体同山脉平行时，山脉就可以看成是一种阻碍通行的巨大障碍，是一种仅有谷地可供出入的大垒墙，这时防御阵地应设置在这一垒墙的顶部，即沿山脊上台地的边缘，并且应横向地切断各主要谷地。假如防御的正面与山脉近于垂直，那么防御阵地就应当设置在主脉的一个主要支脉上，且阵地的正面必须与主要谷地平行而一直延伸至主脉的山脊（这里可以看作是防线的终点）。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谈及这一套按照地质结构而施行的山地防御的配置方式，是由于这一套配置方式在军事理论中也确实曾风靡一时，而且它将冲刷过程的规律在所谓地形学中同战法混在一起了。



　　这种见解中有很多错误的假定及不确切的概念的替换，以致在现实之中几乎无从于这种见解中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作为制定成套理论的依据。



　　实质上，山脉的主要山脊都将是不宜于歇宿及难于通行的，因而不可在上面配置大量部队；次要山脊往往不仅不宜于歇宿及难以通行，而且或是太短或是太不规则，同样不能配置大量部队。台地并非在所有山脊上都有，即使有，也大多是狭窄的，且不宜于歇宿。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甚至就连那种主要山脊较长、两侧基本上可以看作呈斜面或至少可以看作是阶梯状山坡的山脉也是极少的。主要山脊总是曲折蜿蜒而分支又很多，大支脉则成曲线伸向原野，而且经常在其终点又高耸入云，成为高出主要山脊的山峰；山麓与山峰连接，构成了与山脉体系不相称的巨大深谷。此外，处在几条山脉交叉的地方，或是几条山脉对外伸展的起点，就根本不存在狭长而呈带状的山脉了，而只有呈辐射状分布的水流及山脉。



　　由此可知，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象以上所说的那样来观察山地，他就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在山地按地质结构系统走向配置军队的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是坚持用这种想法作为配置军队的基本思路，那将不切实际。关于山地的具体应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再从战术方面认真考察一下山地战的情况，那么就会发现山地战主要表现为下面两种防御：陡坡防御或谷地防御。谷地防御，经常或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发挥较大的抵抗效果，但在进行这种防御时将无法同时又在主要山脊上设防，因为对于这种防御来说，占领谷地本身将更为必要，而且由于谷地接近于平原的部分比较低，由此占领谷地的这部分比占领谷地靠山的起点会更为必要。此外，就算在山脊上完全无法设防，这种谷地防御仍然将是防御山地的一种手段；因此，山脉越高，攀登会越难，谷地防御起的作用通常也就越显著。



　　从所有这些考察中可以看到，防御一条同某一地质线相一致并多少近乎规则的防线的理论应当完全抛弃，人们应当把山地只看作是高低不平及布满各种障碍的地面。而对于这种地面的各个部分，只要情况许可应当尽量加以利用，某一地区的地质线即使对了解山地的概貌是不可缺少的，但在防御措施中将没有多大的用处。



　　无论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或是在七年战争中，或在革命战争中，我们都还没有发现过军队遍布整个山系并按山脉的主要形状组织防御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军队配置在主要的山脊上。军队总是配置在山坡上：有时配置得高些，有时配置得低些，有时配置在主要山脊的这一面，有时则在另一面；有时与主要山脊平行，时同它垂直，有时则与它斜交；有时顺向水流，有时逆着水流。我们发现，在一些比较高的山地，如阿尔卑斯山，军队常常甚至是集中地沿着谷地配置：而在一些较低山地，如苏台德山，则会看到一种极为特别的情形，即军队常配置于自己一方山坡的半腰，也就是说面对着主要山脊去配置（如1702年，腓特烈大帝为了掩护对希维德尼察的围攻而去占领的阵地就是如此，他的阵地是面对着欧累峰设置的）。



　　七年战争中著名的施莫特赛芬阵地与兰德斯胡特阵地就是设置在一般说来是低深的谷地里，福腊耳贝克境内的费尔特基尔赫阵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799年和1800年战局中，法军和奥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哨始终都是配置于谷地里，这些防哨不仅在横向封锁着谷地，而且驻守着整个狭长的谷地，但是各山脊却根本无人占领，或者只配置少数几个小队岗哨。



　　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脊既不利于通行，又不宜于歇宿，因而不可能使用大部队加以防守。如果为了控制山地，一定要派军队驻守那里，那么只有将军队配置在谷地里。初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一般理论，人们一定会说谷地处于山脊瞰制之下。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那样可怕，因为在山脊上只有很少的道路和小径才可以通行。而且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唯有步兵可以通行，因为所有的车道部分均布在谷地中。因此，敌人也只可用步兵登上山脊的个别地点。但是在如此的山地里，双方军队相隔的距离太大，甚至超过了步枪的有效火力范围，所以实际上部队部署在谷地里并不象表面看来如此危险。当然，进行这种谷地防御也会有另一种巨大的危险，就是有可能被敌人切断退路。虽然敌人只能使用步兵，缓慢且非常费力地从几个地点下到谷地，也就是说他不能实行奇袭，但是，由于从山脊通往谷地的小径的出口并没有部队驻守，敌人就能够逐渐将优势兵力调集下来，之后在谷地展开，从而粉碎防御者纵深很小的从这时起变得非常脆弱的防线，而这时，在这条防线上除了一道不太深的山间溪流的石质河床之外，或许就找不到任何其它掩护了。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谷地防御的很多部队就无从撤出，因为防御者在没有找到撤出山区的出口之前，在谷地只能分批后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军队在瑞士几乎每次都有三分之一或一半被俘。



　　现在还要稍微谈一谈进行这种防御时，通常兵力可以分割到何种程度。



　　任何一个这样的防御配置，都是要以主力在最主要的山间通道上占据阵地为中心的，这个阵地大致位于整个防线的中央。其他部队由这一阵地向左右派遣出去，占据最重要的山口，如此整个防御配置就是由大致位于一条线上的三、四、五、六个甚至更多的防哨组成，这一防线能够延伸或必须延伸的长度，应视具体之情况而定。两三日行程，也就是六到八普里就非常适当，当然也有延长至二十普里，甚至三十普里的。



　　在相距一小时或两三小时行程的各哨所之间很可能还有一些人们后来才发现到的次要通道。这里将可能有一些可以配置两三个营而又非常适于用来联系各主要防哨的好地方，这些地方也须派兵占领。当然，不难设想，兵力还能进一步分割下去，一直分割至单个步兵连和骑兵连，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屡见不鲜，总之，兵力的分割是没有到处可用的限度的。另一方面，各个防哨的兵力大小应视整个军队兵力的大小而设定，因此，对各主要防哨可能或应该保持兵力多少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及了。我们只想提及几项根据经验和事物的性质所得出的原则作为考虑兵力部署的根据。



　　（1）山脉越高，越难通行，兵力分割的程度就可以越大，而且也必须大，因为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是不能依靠部队的机动来保障，就越必须依靠直接的掩护来作为保障。阿尔卑斯山与孚日山或里森山的防御相比，兵力分割的程度必须大得多，因而更接近于单线式防御。



　　（2）凡是进行山地防御的地方，至今兵力都是如此区分的：主要的防哨大都在第一线只有步兵，在第二线只有几连骑兵；只是配备在中央的主力在第二线才有步兵，而且至多也不过几个营。



　　（3）只在极少数的场合，才会留有战略预备队以增援遭受到进攻的地点，因为处在正面延伸很长的情况下，人们本来就已经感到处处兵力薄弱了。由此，增援遭到攻击的防哨的援军，大都是由防线上没有遭遇攻击的防哨中抽调的。



　　（4）即使兵力分割程度比较小，各防哨的兵力相当强大，这些防哨在进行的主要抵抗也总是扼守地区的防御，某一防哨一旦由敌人完全占领，就不要再指望使用增援部队夺回来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了解，究竟从山地防御中可以得到些什么，处在哪些场合可以使用这一手段，防线的延伸及兵力的分割可能和容许达至什么程度，理论只能将这一切留给统帅的才智去解决，理论只需要告诉统帅这个手段的特点是什么，它在两军交战时能发辉什么作用就足够了。



　　一个统帅，他如果使用了宽大正面的山地阵地却遭受失败，是应当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的。














	

 






	















	







	







	









 





	


	







	








	




	


第六篇 防御




	







	

 



	


	



第十八章 江河防御




　　从防御角度来看，大江河与中等江河象山地一样，也成为战略屏障之一。但江河与山地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表现在相对防御上，第二点表现在绝对防御上。



　　江河和山地一样都能增强相对抵抗的能力，但是江河象脆硬材料制成的工具，其特点是，要么能坚强地抵抗住任何攻击，要么完全失去功能，而使防御失败。如果江河很大，而且其他条件有利于防御者，那么进攻者要想渡河是绝对办不到的。不过，任何江河防御只要有一点被突破，整个防御就会随之瓦解。除非江河本身就处在山地，防御者就不能象在山地那样进行持久的抵抗。



　　从战斗的角度来看，江河的另一特点是，它可以使那些为进行决定性会战而采取的部署在某些情况下变得非常有利。通常情况下也比在山地有利。



　　但是，江河和山地又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危险的、诱人的东西，常常引人采取错误的决定，陷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在深人研究江河防御时将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



　　尽管战史上江河防御的成功例子非常少，证明江河并不象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形条件增强绝对防御体系那个时期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强有力的屏障，但是，江河对战斗和对国土防御的有利作用．一般说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事物，我们先把研究江河防御时作为依据的各个着眼点列举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把设防的江河所产生的战略效果与未设防的江河对国土防御所产生的影响区别开来。



　　其次，防御根据它本身的意义可以分为以下二种：



　　（1）用主力施行的绝对抵抗；



　　（2）纯粹的假抵抗；



　　（3）用次要的兵力，如前哨、掩护部队、及其他次要的部队等进行的相对抵抗。



　　最后，我们还必须就江河防御的形式把江河防御区分为以下三种：



　　（1）直接之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



　　（2）比较间接的防御，即只把江河与河谷作为进行更为有利的会战的手段；



　　（3）完全直接的进行防御，即于对岸固守坚不可摧的阵地。



　　我们就按这三种江河防御分别进行考察。我们准备先研究各种江河防御与第一种抵抗，也是最重要的抵抗的关系，然后再谈谈它们与其他两种抵抗的关系。现在我们首先研究直接防御，即阻止敌军渡河的防御。



　　只有很大的江河，也即水量充足的江河，才能用来进行这种防御。



　　空间、时间与兵力的配合是这种防御在理论上产生的基本问题，这种配合促使江河防御变得相当的复杂，以致很难得到一种固定的论点。不过，经过进一步的思索以后，任何人都会得出以下的结论。



　　根据敌人架桥所需要的时间可以确定出防御江河的各部队间隔的距离。用这个距离除防线的整个长度，就可以得出需要几支部队的数字。用这个数目去除全军的总数，就得到各支部队的兵力。如果将这些部队的兵力与敌人在架桥期间能够利用其他方法渡河的兵力相比较一下，就可判断出自己是否能够进行一次有效的抵抗。因为，只有当防御者于敌人的桥梁架成以前有可能以极大优势的兵力，也就是以一倍左右的兵力来进攻已渡河的敌军时，才可以认为敌军的强渡是不可能实现的。举例说明如下：



　　如果敌人架桥需要的时间是一昼夜二十四小时，而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利用其他方法渡河的军队不超过两万人，而防御者在十二小时左右能把两万人调到任何地点，那么强渡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进攻者的两万人刚渡过近半数时，防御者就能够及时赶到。在十二小时内，除了通报情况及传达命令所占的时间以外，人们可以行军四普里，所以每隔八普里需要有两万人，而防御长达二十四普里的河段就需要六万人。防御者以这样的兵力，他可以向任何地点调集两万人，即使敌人在两处渡河也同样如此，如果敌人只滞留在一处渡河，他甚至可以调去四万人。



　　在这里有三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1）江河的宽度；（2）渡河使用的器材；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了架桥需要的时间，而且也同样决定架桥期间能够渡河的部队数量；（3）防御方的兵力。至于对方军队总的兵力，这时可以暂不加以考虑，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使敌人的渡河成为不可能，甚至使任何优势的敌人的渡河成为不可能，是能够做到的。



　　这就是直接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即在一昼夜内阻止敌人完成架桥和渡河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我们这里没有将渡河一方对能采用的行动的效果考虑在内）。下面我们想考察一下这种防御的详细情况和必要的措施。



　　首先，如果抛开地理上的一些具体情况不谈，那么需要指出的只有，上述理论比所规定的各个部队应该紧靠江河而分别集中配置。所以一定要紧贴江河，是因为任何远离江河的配置部队都会加长路程，这既不是必须的，也是没有一点好处的。江河充足的水量可以保障部队不遭到敌军的重大威胁，因此没有必要象国土防御中的预备队那样将部队控制在后面。其次，沿河的道路通常比从后面到河川任何方式的斜行路更便于通行，最后，这样的配置将比纯粹的防哨线无疑能对江河施行更好的监视，主要的原因是这时指挥官都在附近。这样配置的部队必须实行分别集中，如果不是这样，整个计算就不一样了。凡是知道军队集中要消耗多少时间的人都会理解，防御的最大好处恰恰就是来自这种集中的配置。利用一些防哨使敌人不可能漕渡，乍一看起来当然非常吸引人，但是，除了在少数例外的、特别便于渡河的地点以外，采取这种措施是极为不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从对岸以优势兵力就可以个击退这种防哨中的部队，即使不考虑这一点，通常也是白白浪费力量，也就是说，这种防哨除了能促使敌人另择渡河点之外，什么目的也实现不了。可见，只要不是兵力强大到可以把河流当作要塞的外壕来防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任何规则了），这种真正的河岸防御就一定达不到目的。除了这些一般配置的原则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第一、江河的具体特点，第二，清除渡河器材，第三、沿岸要塞的作用。



　　作为防线的江河，上下两端都必须有所依托（例如海洋或中立区），或者有其他条件能使敌人无法从防线两端以外渡河。但是，只有江河防线很长的时候，才可能有这种依托点和这样的条件。由此可见，江河防线通常需要较长的防御，所以在现实中人们不可能把大量军队配置在相对短的河段上，而我们通常应该作为依据的，却正是现实情况。我们所说的相对短的河段，是指河段的长度比军队不在江河附近配置时的正面只稍大一些。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现实中不存在，而且任何江河的直接防御，永远是单线式防御，至少就其防御上面的宽度来说是这样。在这种防御中，集中配置时自然会采取的那些对付迂回的方法就根本不可用了。因此，江河的直接防御，不管它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大的优势，只要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就总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措施。



　　就整个江河而言，不言而喻，并不是所有地点都同样适于渡河的。至于什么样的地点不适于渡河，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一般说明，但不能作严格的规定，因为有些极为微小的地形特点也往往比书本上认为重要的东西更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作这种严格的规定根本就没有用处，因为只要观察一下江河，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些情况，就差不多可以明确地知道哪里适于渡河了，因而没有必要去考虑书本上的东西。



　　为了更详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指出，通往江河的道路、江河的支流、沿岸的大城镇，特别是江河中的洲岛等对渡河都很有用。反之，书本上往往认为作用很大的河岸上的制高点、渡河点附近的曲折河道等等，却极少发生作用。原因是它们的作用是以绝对河岸防御这个狭隘观念为基础的。而在大江河，却很少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绝对的河岸防御。



　　凡使江河上某些地点便于渡越的一切情况，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对军队的配置产生影响，并且会多少改变一般的几何法则。但是，过分轻视这种法则，过分依赖某些给渡河造成困难的地点也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敌人如果认为在那些从天然条件看来不利于渡河的地点同我们遭遇的可能性最小，他恰好就会在那里渡河。



　　以尽可能强的兵力防守江河中的洲岛，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推荐的办法，因为敌人如果对洲岛进行真正的攻击，就会完全暴露他的渡河点。



　　配置在江河附近的各个部队根据情况的需要必须向上游和下游行进，因此，如果没有同江河平行的大路，那么修整紧靠河岸的平行的小路或在短距离内铺修新路都是防御中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



　　我们要论述的第二点，是清除渡河器材的问题。在江河的主流上清除渡河器材本来已很不容易了，因为至少要用相当多的时间，而要在敌岸的支流上清除渡河器材，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些支流通常被敌人控制着。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要塞封锁这些支流的河口是十分重要的。



　　敌人携带的渡河器材，即架桥用的桥脚舟，在大江河上渡河时一般情况下是不够用的。因此，问题主要是能否从江河主流、各支流和他自己岸上的各大城镇中找到器材，以及江河附近是否有可以用来制造船只和木筏的树木等等。在这方面有时可给敌人带来困难，以致几乎不可能渡河。



　　位于江河两岸或者敌岸的要塞，不仅是防止敌人从要塞附近的各个地点渡河的盾牌，也是封锁各支流和迅速收集那里的渡河器材的手段。



　　关于水量充足的江河的直接防御我们就先谈这些。陡峭的深谷或者沼泽较多的河岸，虽然会增加渡河的困难而有益于防御，但是它们毕竟不能代替水量充足的江河，因为仅仅是它们还不能构成绝对断绝的地形，而绝对断绝的地形是直接防御的必要条件。



　　如果要问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在战局的战略计划中占据什么地位，那么人们只能说，这种防御决不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目的仅仅是阻止敌人渡河，消灭最先渡河的敌军，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河妨碍防御者通过有力的出击把已取得的利益扩大到决定性的胜利。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常常能够赢得不少时间，而这对防御者来说通常是非常重要的。进攻者为了筹集渡河器材往往花费很多时间，如果进攻者几次试渡都失败了，那么防御者就能赢得更多的时间。如果敌人因渡河不成而改变了他的前进方向，那么防御者也许还会得到其他一些利益。最后，在进攻者不是认真地进攻的一切场合，江河就会迫使他停止运动，这时，江河就成了保卫国土的永久性的屏障。



　　因此，当江河和条件有利时，江河的直接防御可以作为主力对主力的一种非常好的防御手段，但却产生现在人们很少重视的那种结果（这里的很少重视，是因为人们只注意了那些因为力量不足而失败的江河防御）。如果人们重视上述这些前提条件下（这在多瑙河和莱茵河这样一些江河上确实是容易找到的），就能够用六万人在二十四普里长的地段上对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一次成功的防御，那么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对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的防御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已经得出的理论，只要企图渡河的兵力不小于进行江河防御的兵力，一切就都取决于渡河器材，而不取决于企图渡河的兵力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令人很难相信，但事实却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江河防御，或者说，一切江河防御，都没有绝对的依托点，也就是说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而敌人的兵力优势越大，这种迂回就越容易进行。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即使被敌人突破了，也不会决定全局，因为这不同于一次失利的会战，它很少能导致彻底的失败，因为我们投入战斗的只是一部分军队，敌人只能通过一道桥梁慢慢渡河，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受桥的限制而不能立刻过桥扩大胜利。如果人们看到这点，就不会过分轻视这种防御手段了。



　　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情来说，问题全在于处理得是否恰当，在进行江河防御时也是一样，各种情况判断得正确与否，结果迥然不同。一个看来不很重要的情况很可能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在那里看来是极其合理而又有效的措施，在这里却也能变成有害的举动。正确地判断各种情况，不能把江河只简单地看作是一条江河，这在江河防御中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难做到。因此，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防错误地运用和理解江河防御这一措施的危险。但是，作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们不能不坦率地指出，有些人的叫嚷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他们根据模模糊糊的感觉和含混不定的概念，把一切都寄托在进攻和运动上，把骑兵挥舞马刀向前奔腾看作是战争的全部景象。



　　指挥官即使能够持久地保持这种观念和感觉，也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起1759年齐利晓会战中显赫一时的独裁官韦德耳就够了。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概念和感觉很少能够持久，当牵涉面很广的重大而复杂的情况纷纷向指挥官涌来时，这种概念和感觉就会在最后的一瞬间在指挥官身上完全消失。



　　因此我们认为，当防御者只满足于阻止敌人渡河这一目的时，如果部队强大和条件有利，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是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的，但对小的部队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如果说六万人在一定长度的河段上能够阻止十万乃至十万以上的敌军渡河，那么一万人在这样长的河段上也许不能挡着一万人，甚至五千人渡河（只要这五千人不怕与这样优势的敌人在一个河岸上相遇）。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渡河器材同样多。



　　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谈到佯渡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很少起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这种防御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军队集中在一点，而在于各部队各自防守一个河段，即使具备了上述渡河的前提条件，进行佯渡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进攻者的渡河器材本来就少，即现有的器材还不足以保障渡河的需要，那么进攻者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把大部分器材用在佯渡上。不管怎样，进攻者都会在真的渡河点上可以漕渡的兵力会因进行佯渡而减少，这样，防御者能够重新赢得本来因敌情不明而可能丧失的时间。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一般说仅仅适用于欧洲主要江河的中下游。



　　第二种江河防御适用于中等江河甚至深谷中的小江河，这种防御要求在离江河较远的地方占领阵地，阵地到汀河的距离应该保障安全：当敌军同时在几个地点渡河时，防御者要能够迎击分散在各处的敌军，当敌人在某一点渡过河时，防御者能够把它限制在江河附近或者一座桥梁和一条道路上进攻者被迫背靠江河或深谷，并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会战，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态势。防御者在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的意义就在于利用进攻者的这种不利因素。



　　我们认为，把整个军队分为几支大部队紧靠江河配置，是进行直接防御时的最有利的部署。不过，这种部署要以敌人不能突然大批渡河为前提，否则，就有被分割和被各个击破的可能。如果防御者进行江河防御的条件并非十分有利，或者敌人已拥有足够的渡河器材，如果江河中有很多洲岛，甚至浅滩，或者河面不宽，如果防御者兵力不大等等，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了。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各个部队为了保证相互之间的联系，必须离开江河一段距离，而且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在敌人渡河时我们能尽快地向这里集中兵力，趁敌人还没有扩大占领地区和利用几个渡口的时候就向他攻击。在这种场合，应该用前哨对江河或者河谷进行监视并稍作抵抗，而把整个军队则分为几支大部队部署在离江河一定距离（通常几小时的行程）的适当地点。



　　在这里，防御者主要是利用江河和河谷构成的谷地。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水量，而是河谷的整个情况，谷岸陡峭的谷地通常比宽大的江河起的作用更大。大部队通过陡峭的深谷要遇到很多困难，要比事先想到的大得多。通过深谷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进攻者通过深谷时，防御者随时可能占领周围的高地，这就会使敌人陷入困境。如果进攻者的先头部队前进得太远，就会过早地同对方遭遇，就有被优势敌人打败的危险，如果滞留在渡河点附近，就要在极不利的态势下作战。因此，只有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和在指挥上有绝对把握时，才能通过深谷到江河对岸去同敌人较量，否则就是冒险的行动。



　　当然，这种防御的防线不能象大江大河的直接防御那样长，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需要集中全部兵力作战，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者的渡河即使很困难，也毕竟不会象大江大河那样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要进行迂回就比较容易。不过进行迂回时必须避开原来的方向（我们假定河谷大体上垂直于这个方向），而且退却线受到限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会是立即消失，而是逐渐消失的。所以，进攻者即使没有恰好处于危机状态时受到防御者的攻击，而且还能通过迂回取得稍大的活动余地，仍然不如防御者有利。



　　我们在重视江河时不仅谈它的水量，而且更重视河谷的深度，因此，我们必须事先说明，不应该把河谷理解为真正的山谷，否则，在这里就要与运用有关山地所论述混同了。但是，大家知道，在很多平原地方，甚至极小的河流也会有陡峭的深谷。此外，河岸上有沼泽和其他妨碍接近的障碍物的情况也都属于这个范围。



　　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把防御的军队部署在中等江河或者较深的河谷的后面是一种十分有利的态势，这种江河防御应该算作最好的战略措施。



　　这种防御的弱点，容易使防御者犯错误的地方，是军队的防线容易过长。防线过长时，防御者就很自然地会把军队分散在可能的渡河点上，从而忽略了必须封锁的真正的渡河点。如果不能把整个军队集中在真正的渡河点作战，就不能收到这种防御的效果。在这里，即使整个军队没有被消灭，一次失败的战斗，一次不得已的退却和各种各样的混乱及损失都会使整个军队接近于彻底失败。



　　在上述条件下防御者不应该把防线拉得过长，并且必须能够在敌人渡河的当天傍晚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起来，这两点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因此无需再讨论那些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时间、兵力和空间的配合问题了。



　　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必然有其特点，即防御者的行动必须非常迅速，因为进攻者的佯渡使防御者一时弄不清情况，通常只有到了最紧急的时刻，防御者才能弄清真相。只有当敌人处于不利的情况下，防御者在态势方面才有利。如果敌军的其他部队从其他渡河点包围了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象在防御会战中那样，在后面对这部分敌军进行有力的攻击，因为这样做他会失去其有利的态势。因此，他必须在这部分敌军还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先解决正面上的问题，也就是必须尽可能迅速而有力地攻击当面的敌军，使其遭到失败，从而解决会战的全部问题。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的目的不是抵抗兵力优势过大的敌人（虽然在大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必要时是可以设想的）。在这种实际防御中，防御者通常需要对付绝大部分的敌军，即使情况对防御者有利，人们也很容易看出，兵力对比在这里已经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了。



　　大量军队在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就是这样。在河谷边缘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会造成阵地分散的不利情况。对大量军队来说，不能采用这种办法，因为大量军队所需要的是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仅仅是比较坚强地固守在次要的防线而进行暂时的抵抗，以等待援军，那么，当然就可以在河谷边缘，甚至在河岸进行直接防御。在这里虽然不能指望得到象山地阵地那样的有利条件，但是抵抗的时间总会比在一般地形上要长些。只有在河道蜿蜒曲折的地方（深谷中的河流常常是这样的），防御者进行这种防御才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要看一看德国境内的摩泽尔河的河道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在这里，防守河道突出部分的部队在退却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歼灭。



　　大量军队在中等江河上采用的防御手段，当然可以用在大江大河上，而且这里的条件更为有利，这是不说自明的。每当防御者要争取彻底的胜利时，总是要运用这个手段的（如阿斯波恩会战）。



　　至于军队为了把江河或深谷作为阻止敌人进攻的战术障碍，也就是作为战术上加强的正面而紧靠江河或深谷配置，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是战术范围的事情，不过我们要指出，从效果来看，实际上这完全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措施。如果陡谷很深，阵地正面当然会是很难攻破的，但是从这种阵地侧旁通过并不比从任何其他阵地侧旁通过困难，所以防御者这样配置军队实际上就几乎是给进攻者主动让路，这显然不是这样配置军队的目的，因此，只有当地形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非常不利，以致他一离开自己的道路就会遭到极严重的后果时，防御者这样配置军队才可能是有利的。



　　采用第二种防御时，进攻者的佯渡会给防御者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这时进攻者很容易进行佯渡，而防御者却是要把全部军队集中在真正的渡河点。但是，在这种场合防御者在时间方面并不非常紧迫，因为在进攻者没有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和没有占领几个渡河点之时，对防御者有利的条件一直是存在的。此外，进攻者在这种场合进行佯渡的效果也没有对单线式防御进行的佯攻那么大。因为在单线式防御中必须保持一切地点不被攻破，因而预备队的使用是非常复杂的，在单线式防御中需要判明哪个地点可能首先要被敌人攻占，而在这里却只要了解敌人主力在哪里就可以了。



　　关于在大江大河和中等江河上进行的上述的两种防御，我们还应当指出：如果这两种防御是在退却时仓卒和混乱中部署的，没有准备，没有清除渡河器材，没有准确地了解地形，那么这种防御就达不到上面所谈的一切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完全不能指望具备什么有利的条件，而且为了取得这些有利条件而把兵力分散在宽大的阵地上，这是极为愚笨的。



　　总之，正如在战争中，凡是在意识不明确和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都不免失败一样，如果因为没有勇气与敌人进行会战，而选择了江河防御，期望用宽阔的江河和低深的河谷阻挡敌军，那么，这种江河防御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在这种情况下，统帅和士兵谈不上对战胜敌人有真正的信心，他们往往忧虑重重，而且这种忧虑很快就会变成事实。会战决不象决斗那样以双方情况完全相同为前提。一个防御者，如果在防御中不善于利用防御的特点，不善于利用迅速的行军、熟悉的地形和自如的运动取得利益，那么，他就是不可挽救的了。江河和河谷是根本不能拯救这样的防御者的。



　　第三种防守是在敌岸占领稳固的阵地。这种防守所以能够产生作用，是因为敌人的交通线被大水切断，因此有被囚困在一座或两三座桥上的危险。显然，这里指的只能是水大流急的大江河，因为，只有大江河才能形成这种状况，与此相反，一条较小水少的江河一般都有很多渡口，所以根本不会造成上述危险。



　　这种阵地必须是非常坚固的，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否则就会有利于敌人，防守者就不具有优势条件。如果阵地坚固到敌人不敢轻易进攻的程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敌人甚至会被限制在防守者所在的河岸上。如果他要渡河，就会失掉自己的交通线。当然，他也可以威胁防守者的交通线。这时，就如同双方互相从对方阵地旁边通过的场合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谁的交通要道在数量、位置和其他方面具有优势地形；谁在这种情况下作其他考虑时失败的可能更大，也就是谁作其他考虑时可能轻易被对方战胜；最后，谁在自己的军队中拥有更大的取胜力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有所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江河的作用也就是使交通线带来的危险有所增加；因为双方的交通线都被限制在桥上。通常，防守者的渡口和各种仓库在要塞的掩护下会比进攻者的要安全些。如果这一点能够肯定，那么这种有效防守是可以采用的。甚至当其他条件不适合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守时，也可以用这方法来代替直接防守。这样，虽然江河没有军队的守卫，军队也没有得到江河的掩护，军队和江河紧密的结合却保卫了疆土，而这正是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必须承认，这种不进行决战的防守，就象正负电荷简单地接触时产生的电压一样，只适合阻止较小的力量的冲击。如果对方首领是一个小心谨慎、犹豫不决、任何方法都不会促使他勇猛前进的人，那么，即使他拥有很强大的兵力优势，防守者还是可以采用这种防守的，同样，当双方形成势均力敌之势，彼此力争的仅仅是微小的利益时，防守者也可以采取这种防守。但是，如果对立面是在冒险家指挥下的强大兵力，采取这种防守就有导致灭亡的危险。



　　另外，这种防守方式看起来是既符合科学又大胆勇猛，甚至可以称得上高雅的防守方法。但是，高雅的一般容易落入华而不实，在战争中不允许象社交中那样有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所以，采用这种高雅的方法的实例是不多见的。不过，这第三种防守可以作为前两种防守的辅助手段，也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控制桥梁和桥头堡使军队随时以渡河打击敌人。



　　这二种江河防守中的任何一种，不仅可以是主力部队进行的绝对抵抗，而且还可以是假抵抗。



　　防守者固然可以采取多种其他措施，建造与行军中的野营地有所不同的阵地，使其成为不抵抗而象抵抗的假象，但是，只有这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措施，其效果在敌人眼里是又大又持久的抵抗时，在大江河进行的假防守才能起到真正的欺骗作用。对进攻者来说，在敌人眼前渡河总是一个重大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往往要长久地慎重考虑，有时要推迟到更为有利的时刻才进行。



　　因此，进行这种假防守时，主力部队有必要大体上象真防守一样分布和配置在河边。但是，仅仅假防守这种意图本身就说明当时的情况是不利于真防守的，因此，各部队哪怕是进行稍微的抵抗，也会由于防线过长和部队分散而有遭到重大失败的危险。从实际意义来说，这是一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见，进行假防守时，一切行动的目的必须是使军队能在遥远后方（往往几日行程）的某一地点确实集中，因此假防守时进行的抵抗只能以不妨碍这一集中为准。



　　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并指出这种假防守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提一下1813年战局末期的情况。当时，拿破仑率领约四万到五万士兵退过了莱茵河。联军按照自己计划前进本来可以在曼海姆到奈梅根这个地区轻而易举地渡河，拿破仑想用上述兵力防守这段河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设法在法国的马斯河沿岸附近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因为他在那里能得到一定的增援，但是，如果他立刻退到马斯河，联军就会紧追不舍地追到那里，如果他率部渡过莱茵河去驻地休整，那么不久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因为联军即使胆小慎微到了极点，也会派遣一些哥萨克和其他轻装部队渡河，当他们看到渡河非常顺利的时候，一定还会命令他部队接着渡河。因此，法军完全有必要在莱茵河进行认真的防守。联军一旦果真渡河，这个防守不会发挥任何效果，这是可以设想到的。所以，这次防守实际上是纯粹的假防守。但在这种情况下，法军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们的集中地是在摩泽尔河上游。大家知道，只是麦克唐纳犯了错误，他率领两万人驻防在奈梅根附近，一直等到温岑格罗迭军在一月中旬（该军到达较迟）把他逐走时他才撒退，这就阻碍了他在布里昂会战之前同拿破仑会师。可见，莱茵河的假防守使联军的前进行动停止了下来，而且迫使他下决心把渡河时间推延到援军到来以后，也就是说耽误了六个星期之久。对于拿破仑来说这六个星期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莱茵河上的这次假防守，联军就会趁来比锡的胜利长驱直入巴黎，而法军要在首都这边进行一次战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采取第二种江河防守，即利用中等江河进行防守时，也可以造成这种假象，只是效果一般比较差。因为尝试性的渡河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所以这种欺骗很容易被揭穿。



　　采取第三种江河防守时，佯动的效果恐怕更为不妥，它不会超过任何临时占领阵地的效果。



　　最后，前两种防守非常适合为了某种不重要的目的而设置的前哨线或其他防线（单线式防守）上采用，它们对仅仅为了进行监视而部署的次要部队也是适用的，在有江河的情况下进行这两种防守，比在没有江河的情况下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大的把握。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进行相对的抵抗抵抗，而这种通行艰难的地形自然会使抗得到明显的增强。在这里人们不仅应该看到战斗中抵抗能争取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应该看到敌人在每一次行动以前都会顾虑重重，如果没有紧迫感，这些顾虑往往会使他百分之九十九的行动停止。














	

 






	















	







	







	









 





	


	







	








	




	


第六篇 防御




	







	

 



	


	



第十九章 江河防御（续）




　　我们现在还要谈谈不设防的江河对国土防守所起的作用。



　　任何一条江河，连同其主流的河谷和支流，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网络障碍，因而一般地有利于防守。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它特有的作用。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江河同国境，即同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斜交或直交的。如果是平行的，我们还应该明确江河是在防守者的背后，还是在进攻者的背后，再者还应明确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同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防守的军队背后不远的地方（但不少于普通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这条河上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口，那么防守者所处的地形无疑比没有江河时有利得多。这是因为，虽然防守者由于渡口的限制而在行动上丧失一些自由，但是在战略后方的安全方面（主要是交通线的安全）仍能获得很大好处。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所谈及的是在本国内进行的防守，因为在敌国，即使敌军在前面，防守者仍然不能不经常或多或少地警惕它出现在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这时，由于渡口有限，江河对防守者的处境的影响更多是害大而利微。江河在部队背后越远，对部队的益处就越少，到了一定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进攻的部队不得不渡过江河前进，那么江河对它的行动只能是有害而无利，因为它的交通路线被限制在江河的几个渡口上了。1760年亨利亲王在布勒斯劳附近的奥德河右岸迎击俄军时，显然是以他背后一日行程远的奥德河为依靠的。与此相反，切尔尼晓夫指挥下的俄军后来渡过奥德河以后，却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陷入完全丧失退路的危险境地，因为他只控制一座桥梁。



　　如果江河同战区的正面或多或少地成直角，那么江河又会给防守者带来好处，因为，第一、由于有江河作依靠和可以利用支流的河谷来加强正面，通常可以占领很多有利的地形（例如七年战争中易北河对普鲁士军队所起的作用）。第二、进攻者要么完全放弃河两岸的某一岸，要么兵分两岸，而这样分割兵力，是对防守者有利的，因为防守者比进攻者占有安全的更多的渡口。人们只要全面地考察一下七年战争的实况就会看到，尽管在整个七年战争中没有在奥德河和易北河进行过一次真正的防守，而且这两条河同敌人的正面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斜交的或直交的，很少是平行的但是这两条河对腓特烈大帝防守他的阵地，即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马克，起了很好的作用，从而大大阻碍了奥军和俄军占领这些地区。



　　一般地说，江河只有同战场正面成角并且可以作为运输线时，它才对进攻者有利。因为进攻者的交通线较长，在输送各种物资弹药方面困难较大，所以水运必然给他带来很大的方便和益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防守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可以在国境这边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但是，国境那边的一段江河给进攻者带来的益处却不会因此消失。不过，有些从军事角度看很宽的江河，却并不能通航；有些江河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的，有些江河逆流航行时非常缓慢，往往极为困难；有些大江河航程曲折，往往使路程增加一倍以上；而且现在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大多是公路；最后，大部分必需品现在通常都是在附近就地筹集，而不象经商那样从远处运来。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切，就会清楚地看出，水运对军队给养所起的作用根本不象书本上通常所描绘的那么大。因此，它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也不一定会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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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沼泽地防御 泛滥地防御




　　一、沼泽地防御



　　象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格沼泽地那样的大片沼泽地是很少见的，因此没有必要论述这样的沼泽地。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洼地和小河的泥泞的河岸却是常见的，这些地方往往会构成相当大的、可以用来进行防守的地段，事实上人们也是常常这样利用这些地段的。



　　虽然沼泽地防守的措施与江河防守的措施大致相同，但是沼泽地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第一个特点也是最主要的特点是，除了修筑堤道以外，步兵根本无路可走，通过它比渡过任何一条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修筑一条堤道不象架一座桥梁那样快，第二、没有临时运输工具可以把掩护修筑堤道的部队运到对岸去。在江河上，只须用一部分船只就可以把前卫渡过去，开始架桥，但在沼泽地却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辅助手段把前卫渡过去。即使只是步兵，也只有铺设木板才是通过沼泽地的最容易的方法。但是，如果沼泽地相当宽阔，那么利用木板通过沼泽地的时间要比渡河时第一批船只需要的时间多得多。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河流，又没有桥梁，那么运送先头部队的任务就更加困难，因为在沼泽地铺设木板，只有单个人可以通过，而架桥所需的笨重的器材却无法搬运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沼泽地上的通路并不象破坏渡河器材那样被彻底地破坏。桥梁可以被拆除，或者可以被破坏到根本不能利用的程度，但堤道却充其量只能被掘断，而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小河，虽然小河上的桥梁可能被拆掉，但整个通路的情况并不会因此象大河的桥梁被破坏那样受到莫大的影响。因此，防守者要想利用沼泽地的有利地形，就必须用相当大的兵力占领现有的一切堤道，并且认真地进行防守。



　　这样，在沼泽地的防守中，一方面，人们不得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守，而另一方面，由于堤道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使这种防守容易进行，这两个特点使沼泽地防守必然比江河防守更局限在一个地点和更为被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用在沼泽地防守中的兵力必须比用在江河的直接防守中的兵力相对地多一些。换句话说，不能象江河的直接防守那样占领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更是这样，因为欧洲的情况虽然对防守最有利，而通路的数目通常也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从这方面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扼守该地区的防守都有一些不可靠性和危险性，不过，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甚至比欧洲最大的江河还宽，因而扼守通路的防哨绝对没有被对岸火力压制的危险，而防哨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狭长的堤道而无限地提高了。通过这样一条四分之一普里或半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搁更多的时间。人们注意到这些特点，就不能不承认，在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就可以列入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坚固的防线之列。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守时曾谈到的那样，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行间接防守，以便进行一次有利的主力会战。这种方法在沼泽地上也同样适用。



　　但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守方法在这里就过于冒险。



　　有些沼泽地、草地、低湿地除堤道外并非绝对没有通路，在这些地区进行防守是极为危险的。敌人只要发现了一个可以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在这种情况下顽强地进行抵抗，常常会给防守者带来重大的损失。



　　二、泛滥地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泛滥地无论从自然现象还是作为防御手段来看，无疑都近似于大的沼泽地。



　　这种泛滥地的确是很少见的。也许荷兰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泛滥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曾有过1672年和1787年值得注意的战局，同时这个国家的位置同德、法两国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才有必要对这种泛滥地进行一些研究。



　　荷兰的泛滥地同普通沼泽地和通行困难的洼地相比有下列不同的特点：



　　（1）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或者是干燥的草地，或者是耕地；



　　（2）很多深浅和宽窄不同的、平行的排灌渠纵横交错在这片上地上；



　　（3）在这里到处都有用以灌溉、用作排水和航行的两岸筑有堤坝的大运河，这些运河没有桥梁是不可能通过的；



　　（4）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显著地低于海平面，因而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5）由此可见，掘断堤坝，关闭和开放水闸就可以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的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的，其他道路或者完全被淹没在水中，或者至少被水浸蚀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的水深只有三四英尺，那么在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以徒涉，但是当上述第二点所说的那些小渠道淹没在水中看不见时，它们也会妨碍徒涉。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可以在渠道之间行进而不必越过任何渠道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过，这种情况常常只能出现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就是只能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堤坝上行进，这些堤坝相当狭窄，左右两侧通常都有水渠，从而形成一条危险的很长的隘路。



　　（2）在这种堤坝上可以很容易建立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



　　（3）然而，防御者对各个地点只能采取最被动的防御，因而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限制在被动抵抗上。



　　（4）这里的防御并不象保卫国土时那样利用简单屏障的防线，在这里，防御者到处都可以利用障碍物掩护自己的翼侧，阻止敌人的接近，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一段失守后可以用新的一段来补充。可以说，象在棋盘上一样，在这里配置的方式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5）但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耕作发达、人口稠密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通路和封锁通路的阵地自然比在其他战略部署中要多得多；从这里又可以得出结论：这种防线不应该是宽大的。



　　荷兰最主要的防线从须德海滨的纳阿尔登起，中间绝大部分经过佛赫特河后面，最后到伐耳河畔的侯尔康止，实际上是到比斯博施地区，长约八普里。1672年和1787年，荷兰人曾用二万五千人到三万人防守这条防线。如果守军确实能够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那么肯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至少对防线后面的荷兰省来说是这样。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先后由孔代和卢森堡指挥的显著的优势兵力。他们本来可以率领四万到五万人进攻这条防线，但是，他们却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的到来，结果冬季并不十分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在这同一条防线上进行的抵抗却丝毫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同哈勒姆海之间的短得多的防线上进行的抵抗也在一天之内就被粉碎了。尽管这里的抵抗稍微强一些，尽管实际向这条防线进攻的普鲁士军队的兵力并不比防御者的兵力大多少，甚至根本不大，只不过由于不伦瑞克公爵采取的战术部署是巧妙的、适合当地情况的，但这条防线在一天内就被粉碎了。



　　两次防御的结果不同，其原因在于最高司令官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战备的情况下遭到路易十四的突然袭击，尽人皆知，在这种情况下，荷兰陆军的战斗精神是不强的。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守备部队很弱，而且都是雇佣兵，要塞司令官不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外国人，就是一些庸碌无能的本国人。因此，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上述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以外）大部未经真正抵抗就很快地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了。当时，十五万法军的主要活动就是占领这一批要塞。



　　但是，1672年８月，德·维特兄弟被杀，奥伦治公爵执政，在防御措施方面有了统一的指挥，经过一段时间，上述防线已成为一条完整的防线，各种措施配合得非常好，以致屠朗和路易十四率领两支军队离开后，指挥留驻荷兰的法军的孔代和卢森堡就都不敢对这条防线上的各个防哨采取什么行动了。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真正反对进攻者和进行主要抵抗的只是荷兰一省，已经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这次根本谈不上占领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却是主要的），防御从一开始就局限在上述防线上。也仅有二万五千人，而且担任指挥的不是毗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一个远方的国君派遣出来的在许多方面受到束缚的统帅。虽然包括荷兰省在内的全国国民都分裂成两派，但是共和派在荷兰省却占绝对优势。而且，当时人民的情绪确实是十分激昂的。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的抵抗至少应该取得和1672年的抵抗同样好的结果。但是，与1672年相比，1787年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没有统一的指挥。1672年指挥全权交给了英明而坚强的奥伦治公爵，而1787年却交给一个所谓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由四个坚强的人物组成，但他们互不信任，全部活动不能一致，因而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显得不完善和软弱无力。



　　我们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谈这个问题，为的是进一步确定这一防御措施的概念，同时指出，整个指挥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上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具有多大的差别。



　　虽然这种防线的组织和抵抗方法属于战术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就1787年战局来说明一下这种抵抗方法，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战略。我们认为，尽管各个防哨的防御的性质是很被动的，但是，当敌人象1787年那样不占显著优势时，从防线的某一点进行还击还是可能的，而且也会得到好成果。尽管这种还击只能在堤道上进行，没有很大的运动自由和特别大的攻击力量，但是，进攻者是不能占领他不用的所有的堤道和道路的，因此熟悉国土情况并占有坚固阵地的防御者还可以对前进中的各个进攻纵队进行真正的翼侧还击，或者切断它们同基地的联络。人们只要考虑到进攻者所受到的束缚，特别是比其他一切场合更要依赖于交通线的情况，就会完全理解，防御者的任何一次还击，即使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甚至仅仅是一种佯动，也必然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荷兰军队只要实施一次这样的佯动（例如从乌德勒支出发），我们非常怀疑，小心谨慎的不伦瑞克公爵是否还敢于接近阿姆斯特丹。














	

 






	















	







	







	









 





	


	







	








	




	


第六篇 防御




	







	

 



	


	



第二十一章 森林地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野生林同大面积的人造林加以区别，野生林非常茂密，难以通行，而人造林非常稀疏，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该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地避开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因为防御者通常兵力较弱，而且从防御地位所固有的有利条件来看，实现自己的计划要比进攻者晚一些。如果防御者在一片森林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使自己象瞎子一样同正常人作战。如果他在森林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成了瞎子，这种双方利害相等的条件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因此，防御者只能在这种森林的前面设防，借助森林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利用森林来掩护退却和便于退却。除此之外，森林地不能给防御者的战斗带来其他任何利益。



　　这里谈的只是平原上的森林地，因为如果具有明显山地特点的地方，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措施起很大影响作用的就是山地的特点了，而关于山地特点的影响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难以通行的森林，即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通过的森林，必然会象山地一样可以通过间接防御为进行的战斗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时防御者的军队可以在森林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配置，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立即向他袭击。从效果来看，这种森林地与其说近乎于江河，还不如说近乎于山地，因为森林中的道路虽然很长和难于通行，但从退却的角度来看，森林却是利大于弊。



　　即使森林再难通行，采取直接防御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如此。因为鹿砦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森林难以通行的程度都不会大到足以阻止小部队在成百个地点上通过，这些小部队就象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迅速地使整个堤坝决溃一样，可以使一条防线迅速崩溃。



　　任何大森林对民众武装的活动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大森林无疑是民众武装的真正的活动场所。因此，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使敌人的交通线通过一些大森林，那么就等于给防御工具增添了强有力的杠杆。














	

 






	















	







	







	









 





	


	







	








	




	


第六篇 防御




	







	

 



	


	



第二十二章 单线式防御




　　所谓单线式防御，是指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防哨来直接掩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我们所以说直接掩护，是因为一支大军队分几个部分并列配置时，也能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侵犯，只不过这种掩护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和运动的效果实现的，不构成单线式防御。



　　要想直接掩护广大地区，防线就必须很长，这样长的防线显然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即使在这条防线上配置最大的兵力，如果和对方的兵力相差不大，这条防线的抵抗力还是很小的。因此，单线式防御的目的只能是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不论造成进攻力量较弱的原因是战斗意志不强，还是兵力不大，都是如此）。



　　为抵御鞑靼人的侵袭而修筑的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修筑的一条防线。同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设施也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采取单线式防御，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目的的。当然，这种防御并不能防止每一次侵袭，但是，它毕竟能给侵袭增加困难，因而能减少侵袭的次数，在这些国家同亚洲各民族一样，几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设置防线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的防线，近似于这种单线式防御，如莱茵河畔和尼德兰境内法军的防线就是这样。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抵御敌人为了征收军税和掠夺物资而对国土进行的进攻。这些防线只能用来抵御敌人的小规模活动，也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但是，当敌军用主力进攻这种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得不用主力防守这种防线，这样，采取这种防线就不是最好的防御措施。由于在这种场合有种种不利，其目的只是防止敌人临时的侵袭，用这种防线去达到这个次要目的很容易过多地浪费兵力。因此，在今天看来，这种防线是有害的手段了。战争的威力越大，使用这一手段就越没有益处，就越有危险。



　　最后，掩护军队舍营用的、具有一定抵抗能力的、正面宽大的前哨线防御，也可以看作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



　　前哨线主要是抵抗威胁个别舍营地安全的袭扰和小规模的活动，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抵抗可以发挥足够的威力。如果前进的是敌军的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也就是说这种抵抗只能为了赢得时间。而且，在大多数场合这样赢得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此也就不能把赢得时间看作是前哨线防御的目的。敌军的集中和前进决不可能秘密到这种程度，以致防御者只有通过前哨的报告才能发觉它。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也就太可怜了。



　　可见，即使在这种场合，单线式防御也只是用来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而且象在其他两种场合一样，并不同它的使命发生矛盾。



　　但是，把负有抵抗敌军主力保卫国土使命的主力分散成一长列的防哨，也就是把它们分开配置成单线式防御，看来是如此不合情理，以致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这种部署将会出现的情况和造成这种配置的原因。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它是完全为了集中兵力进行会战而占领的，也都可以而且必须有个比原阵地更宽大一些的正面。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可以宽大一些，是因为这种地形使抵抗能力可以大大提高。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必须宽大一些，是因为防御者，象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退却用的地区。但是，如果没有很快进行会战的可能，如果不出现对敌人有利的时机他就不会采取行动而长时间同我们对峙（这是大多数战争中极为常见的状态），那么，防御者自然就可以不限于占领最必需的地区，还可以在保障军队安全的前提下向左右尽可能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取得种种利益，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在便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可以通过运动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开阔地区没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散兵力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得多，因为分散的每个部分只有较小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山地要想保住任何一个地区，主要要依靠扼守地区的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迅速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如果敌人抢先一步，那么，即使防御者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大一些，他也很难把敌人逐走。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在山地经常采用的部署，是近乎单线式防御的防哨线。当然，这种分散成许多防哨的配置并不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但是，统帅往往自觉不知觉地超过这种差距而陷入单线式防御。起初，他们分散兵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和保住某个地区，后来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安全。每个防哨的指挥官都希望占领自己防哨左右的各个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整个军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把兵力分散了。



　　因此，以主力进行的单线式防御，并不是防御者为了制止敌人军队的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与此相反，而是在敌人无意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为了保住和掩护自己的国土而陷入的一种状态。尽管如此，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派出一支支小部队去设立防哨的理由，同军队主力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样说只是想说明统帅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估计了敌我形势，而认为是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而当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有利的结果时，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他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在七年战争中亨利亲王在他指挥的几次战局里，虽然采取了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明显的正面宽大的防哨配置，而与其他战局相比，更值得称为单线式防御。但是，因为国王认为这几次战局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人们也就称赞它们了。人们可以极力为亲王这些配置进行辩解，他们可以说亲王是了解情况的，他知道敌人不会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配置军队的目的始终是尽可能占领正面宽大的地区，所以只要情况许可，他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扩大防御正面的。但是，假设由于这种配置而遭到一次失败，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恐怕人们会这样说了吧：这并不是亲王采用的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只是他选择手段不恰当，使用这种方法的场合不适宜。



　　以上我们尽可能地说明了主力在战区内是怎样形成所谓单线式防御的，并且说明了，这种防御怎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和有利的，而不再是荒谬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统帅或他们的司令部，有时确实可能由于忽略了单线式防御本来的意义，而把它的相对价值绝对化了，相信它真能阻止敌人的任何进攻，这样就不是采用手段不当，而是把手段完全理解错了，事实上似乎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我们愿意承认，1793年和1794年普、奥两军在孚日山的防御中就曾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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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锁钥




　　这里我们所要说明的这个概念，在军事艺术中，在阐述任何理论概念时，都受到非常的重视。这个概念是人们记述会战和战局时最爱加以炫耀的东西，是作出一切论断时常用的根据，是批判者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但是，这个概念却既没有确定，也从来没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概念阐述清楚，并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它同山地防御、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筑垒阵地等概念有直接关系，必须先阐述清楚。



　　这一个古老的带有比喻性质的军语所包含的概念是不明确的，是混乱的，有时是指最容易接近的地区，有时又指最难以接近的地区。



　　一个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当然可以称做国土的锁钥，但是，赋予这个概念以这样简单明了、并不丰富的涵义，理论家并不满足这种理解，于是他们把它的涵义扩大了，把它理解为能决定全部国土得失的地区。



　　当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时，他们首先必须控制彼烈科朴和在那里的防线，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比较安全地盘踞在克里米亚，并不是为了取得人口（因为拉西在1737年和1738年曾两度绕过这条防线）。人们用这件非常简单的事证明锁钥这个概念，当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然而，如果有人说，谁占有了朗格勒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整个法国直到巴黎，至于要不要占领直到巴黎的整个法国，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显然这完全是非常重要的另一回事了。按照前一种看法，如果不占领我们叫做锁钥的地点，就不能占领整个地区，这只是谁都可以理解的普通常识。但是，按照第二种看法，如果占领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结果就一定能够占领整个国土，这就好象不可理解了。当然用普通常识难以理解这种看法，这就需要哲学的神秘魔法了。大约在五十年前，在一些书本里确实出现过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到十八世纪末叶它发展到了顶点。虽然拿破仑的战争史以其极大的说服力明确而可靠地清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却仍然在一些书本中顽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锁钥地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里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就可以把它叫做国土的锁钥。我们认为用这个词表示这种地点是很明确的，也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想把朴素语言的这朵小花变成一颗种子，并使它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象一棵大树那样有繁茂枝干，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应该恢复这个名词真正的涵义了。



　　统帅们使用国土锁钥这一概念叙述他们的军事活动时是有实际涵义的，但其涵义是不明确的。如果人们想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必须把这些含混不清的涵义明确起来，这些涵义因此就更片面了。这样，人们就从所有同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选出了高地这一点。



　　在一条通过山脊的道路上，人们在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坡的时候，似乎一切困难都已经克服，这时确实是谢天谢地的时刻。在大多数情况下确是如此。对单身行人是如此，对一支军队更是如此。下坡是容易的事情，这时，人们会觉得自己比企图阻挡他们的任何人都占优势，他可以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把整个地区尽收眼底。因此，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确是如此，但决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所以，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历史时常常把这样的地点叫做锁钥地点，当然，他们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上把这些地点叫做锁钥地点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主要是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它把通向某个地区的几条道路的汇集点所在的高地看作是控制这个地区的地点，把它看作是锁钥地点。这显然是同一个与它非常相近的观念（即系统的山地防御）混为一体了，因而使问题越来越玄虚了。人们再把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战术要素同它联系起来，很快就离开了山地道路的最高点这个概念，而一般地把整个山脉的最高点，即分水点看作是地区的锁钥。



　　十八世纪的下半叶，流行着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由冲刷过程形成的，于是自然科学就在地质学范围内支持了军事理论，当时的各种论断都是按地质学进行推论而得出的，都非常不切实际，因此，人们在十八世纪末听到（或者更正确地说读到）的，除了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起源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诚然，这种荒谬多半只是出现在书本上，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与现实世界相符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况且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国曾经产生过对行动有害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有两件事可以证实这一点：第一、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的两次重要的战局，都受了格腊韦尔特和马森巴赫的书本理论影响，因而学究气很重。第二，1814年的战局，当时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曾盲目地遵循这种理论而通过瑞士开往朗格勒。



　　一个地区的高地，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地点而已。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人们关于这种高地对战争事件的影响的所有著述都是荒庭的，因为夸大和滥用了这个概念。一个山岭即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及德国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也只能在它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除此以外不可能有更大的军事价值，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山上设置烟火信号或者骑哨，更不可能配置一支军队。



　　因此，要在所谓锁钥地区（即各个支脉的共同发源地和水源的最高发源地）寻找一个地区的锁钥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甚至是同大自然的情况相违背的。在大自然中山脊和山谷并不象地形学所说的那样便于从上而下通行，实际上山脊和山谷都是纵横交错着的，而且周围山峰环绕中间低处积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的地质学上的重要地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人们构筑的防线往往在它旁边通过而没有利用它，因为具备其他地形条件和符合其他要求的地点比它重要得多。



　　我们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有一种十分妄自尊大的学说是以它为基础的，现在我们搁下这个问题，再谈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意义上找到一个与锁钥阵地这个概念相符合的词句，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但是，如果想用这个概念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便于接近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中心点，那么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涵义，也就是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它就只能代表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到处可以找到的地点了。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的词藻了。



　　我们所说的锁钥阵地，当然是很少的。在大多数场合，能够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钥匙是对方的军队；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才可能比军队更重要。我们认为，必然具备两有利条件：第一、配置在这个地点的军队借助地利能够在战术上进行强有力的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人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人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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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翼侧活动




　　无须特别说明：我们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即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即便是最后阶段的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二者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借以炫耀自己理论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防备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很少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经常能够使人们产生顾虑，所以有必要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同样也适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段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背后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这一行动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否有利。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威胁，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1758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时，本来他无意阻止国王向西里西亚退却，恰恰相反，他倒是乐于为国王让路，并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



　　在1812年的战局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支别动队，其意图只想切断交通线，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但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意图，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军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于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仅仅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说，袭击的目标是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它的目的在于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但是，只有当敌人真正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达到目的。当然，如果这种威胁使敌人感到危险时，也是能促使敌人退却的。因此，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象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不过，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威胁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活动分开来研究。我们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备其中一个条件）。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以后几乎对上面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快要达到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能力，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们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乍看起来好象第二个条件很少见，我们暂时把它搁下，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比较长，守备部队的力量不足以掩护它；第二，敌人的交通线从位置上看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于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暴露的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必须加以详细地分析。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交通线的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是斜交还是直交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仅仅是一个点。其实并不是完全这样，在交通线与进攻者的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的兵力即使占显著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可能有人又会认为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于是他们更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会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一切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在战争中只有象纸上谈兵那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是这样。掩护部队就象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可想而知战争中的所有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可想而知，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背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象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一定会遭到毁灭。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我军的迂回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这样，不仅损失很多兵力，而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闻风丧胆，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到不断逃窜的场面了。



　　因此，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根据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距离军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那怕敌人只施加很小的压力，或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立即击中他的要害。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好象敌军的正面同样也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我们必须探求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根由。



　　假定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它们之间的关系位置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如图），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配置军队，从b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ｂ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当进攻者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换作战线的位置（例如改在ad线上）时，他就只得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需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可以了。我们之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无法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当然就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相当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以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根据。



　　交通线的第二种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敌国的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就如同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虽然这些敌对力量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不强大，但是，我们必然考虑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外，即使敌国的人民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乃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是，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非常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由于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情报，并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所以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也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那么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仍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由此可见，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很可能被防御者用相当小的兵力切断：



　　（1）距离相当长；



　　（2）与军队配置正面斜交；



　　（3）通过敌国的领土。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具备第四个条件，即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许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有时往往比这四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在此，我们仅提出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几条：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地区的地形，用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例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就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谁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在这里论述这个问题好象极为烦琐，人们往往一看到具体情况就可以做出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可以说明问题。为了反驳经常出现的这种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顾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的兵力了。因为，即使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报复我们，我们也只须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种场合，可以加大翼侧活动的兵力，其他条件就不一定非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与其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倒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想利用一种危险较小、不如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时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是不难实现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来取得好结果。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局中，曾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非常频繁的出现，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考察归纳一下，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列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1）在防御中；



　　（2）在战局将近结束时；



　　（3）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



　　（4）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这些可以鼓舞军民，并协同军民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数量要多，而不在于每队有多大的兵力，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起来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又不致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认为本身力量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效果。但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包括翼侧活动，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必须牺牲安全。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散的兵力从几方面包围敌人。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为决定性会战创造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帅必须根据种种有利条件，才能决定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区别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统帅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面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部分采取包围的形式，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上述两种情况都能提高效果，如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类似于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同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非常有利。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而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使军队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



　　（1）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



　　（2）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绝对优势，可以采取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



　　（3）敌人已经没有进攻能力。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绝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所带来的一切利益。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而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分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莱茵河畔，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兹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以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大弱。



　　富耳将军最初制定的防御计划就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到法军主力的背后。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带来多么不同的结果啊！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大得多。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具有足以越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却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直到涅曼河畔不过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可见同样是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如此卓越的效果，而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难免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威胁（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对敌人背后进行正式的进攻，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这一篇里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认为，在这里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够了。



　　但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假如每一次有效的佯动都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等同于实际行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会看到，佯动的确是同其他一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














	

 






	















	







	







	









 





	


	







	








	




	


第六篇 防御




	







	

 



	


	



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退却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与其说是我们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用劳累拖垮自己。因此，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防御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以后再进行。



　　凡是前进中的进攻军队，其兵力都会由于前进而遭到削弱。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更详细地研究，这里我们只谈谈这一论断。我们之所以能够先谈这个论断，是因为战史上每一次前进路程很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未受挫折且仍有锐气，只是在进攻者前面主动地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以致使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不断的、艰苦的推进，而并不是单纯的追击，这时进攻者在前进中所遭到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遭受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时大得多。即使他能够对追击者进行逐步的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何况还要加上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失。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在会战失败后被迫向本国腹地退却时，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象在历次现代战争中几乎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变为溃逃，其结果是军队遭到彻底的毁灭。



　　所谓适当的、逐步的抵抗，是指退却者的抵抗只能进行到战斗的均势尚未完全失去时为止，要及时放弃所保卫的地方，以保证自己不致在战斗中失败。这样的抵抗可以使进攻者兵力的损失至少和防御者相同。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有些人不可避免地会被俘，但进攻者由于不得不经常处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进行战斗，也会有较多的人战亡，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他们通常需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由此可见，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损失大体上是相当的。



　　追击战败的军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兵力受到了损失，队形被打乱了，勇气被挫伤，对退却产生了忧虑，因而很难进行上述那样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上一种情况下行动十分谨慎，前进时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勇往直前，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扩大，是不受物质束缚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当进攻者的军队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其前进路程终点的地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有多么的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相互杀伤的结果。除此之外，进攻者还要加上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而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能够得到增援，这些增援的军队可能是外援，也可能是自己重建的。



　　最后，在给养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却少得难以维持。



　　退却者可以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积存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物资却必须从后方运来。只要追击者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追击者从一开始就会感到物资缺乏。



　　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且尽量把它们消耗掉，只留下一些空空荡荡的村庄和城市，一些没有庄稼的光秃秃的田野，以及干枯了的水井和肮脏的溪流。



　　前进的军队往往从一开始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给养而奔波。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属偶然，或者是敌人重大的过失。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退却的方法可以使兵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更有把握获得决战的胜利。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而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会战中遭到的失败绝对不同于在敌国腹地的会战中遭到失败！况且，进攻者到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取得了胜利但不得不退却，因为这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发展和利用胜利，也无法补充已损失的兵力。



　　因此，是在进攻路程的起点同进攻者进行决战，还是在终点进行决战，是有很大差别的。



　　除了上述几个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法也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国土随着敌人的入侵而受到损失，第二是退却给人们精神上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决不能把保持国土不受损失为整个防御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可以并且必须不吝惜眼前的任何牺牲。当然，并不是国土的损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必须权衡得失，因为国土的损失总要涉及防御者的利益。



　　这种损失对军队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当考虑到退却本身能直接增加军队力量时，再来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难免有一些困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如果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做好一半准备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就应该看作是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对精神方面的影响。统帅常常不得不藐视这种影响，而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还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妨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因此就可以不加重视。因为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一种快速侵入人心并削弱民众及军队一切活动的力量。向本国腹地退却虽然有时也能很快就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希望，但是，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情况下，民众和军队分不清退却是主动进行的还是被迫进行的；是聪明地预见到可靠的利益，还是害怕敌人的武力。看到被放弃的地区所遭到的命运，民众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会很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后卫战，都会使军队的这种忧虑一再增长。对退却的这些后果人们不应该置之不理，当然，如果一个民族敢于公开地应战，使进攻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不可能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似乎更合情合理，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下面再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和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条件。



　　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因为几天的行军显然不会使敌人的力量遭到显著的削弱。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在维帖布斯克附近是二十五万人，到斯摩棱斯克是十八万二千人，到了博罗迪诺附近减少到十二万人，也就是说这一时它同俄国主力军团的兵力相等。博罗迪诺距离边境九十普里，但是俄军直到在莫斯科附近时才开始占绝对优势。这个绝对优势引起的变化自然是非常稳定的，以致法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胜利都不能扭转这种形势。



　　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可能有一百普里长的退却线。当然，象1812年法军这样大的兵力也是不容易出现的。双方兵力对比象这次战局开始时那样悬殊的情况就更为少见，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占有决定性的精神优势。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是：



　　（1）农作物不多的地区；



　　（2）忠诚而尚武的民众；



　　（3）气候恶劣的季节。



　　对敌人来说，这一切都会增加维持军队方面的困难，迫使他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众多的部队，来执行繁重的勤务，各种疾病的影响也会加重敌人的困难，而对防御者来说，这一切却便于进行翼侧活动。



　　最后，我们还必须谈谈对这种防御产生影响的军队绝对数量的问题。



　　不论同对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般来说，一支小的军队的力量要比一支大的军队的力量先衰竭，所以小的军队的进攻路程不可能象一支大的军队那样长，战区的范围也不可能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军队的绝对数量和它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仿佛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虽然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受到其他情况的影响还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只须说明在这些事物的本质深处有这种比例关系就够了。率领五十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率领五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



　　现在，假定军队的绝对数量同它占领的地区的面积的比例在上述两种场合是一样的，那么敌军的数量越大，由于我们的退却使遭到的削弱无疑也越大。



　　一、军队的数量越大，给养和宿营就越困难，即使军队所占有的地区同军队的数量以同样的比例增大，军队也决不能在这个地区完全取得给养，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会遭到较大的损失。另外军队可以用来宿营的地区也决不是整个占有的地区，而只能是这个地区内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地区也不会随军队数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二、军队的数量越大，前进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前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三千人追击两千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绝对不会容许退却者以每日只行军一二普里至多三普里，也不会容许他们隔一定时间停下来休整几天。要想追上他们，攻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假定双方军队的数量各增加一百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要想取得与前一种情况相同的效果，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因为，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军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给养的困难比退却者还大，而且它还不得不在比退却者更宽的正面上前进，因此会常遭到退却者优势兵力的袭击，俄国人在维帖布斯克就曾企图进行这样的袭击。



　　三、军队的数量越大，每个人在日常勤务中消耗的体力就越大。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每天都要出发和行军，时而休息，时而行军，时而战斗，时而做饭或者领取食品，在各方面必要的情报汇齐以前它又不能宿营。这支军队在这些辅助活动上花费的时间，至少要比五万人的军队多一倍，但是对于双方来说一昼夜却都是二十四小时。军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定的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和付出的代价有大的差异。虽然不论是退却者还是进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累，但是后者要忍受的劳累要大得多，因为：



　　（1）根据我们前面的假定，进攻者人数较多兵力占优。



　　（2）防御者用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经常保持主动的权利，他可以预先作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场合计划不致被破坏。而进攻者却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来制定计划，这种配置情况往往只有通过事先的侦察才有可能知道。



　　为了不致使人们认为我们的论述同第四篇第十二章矛盾，我们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指的防御者，是没有遭到失败的。



　　但是，我们支配敌人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的场合，与在争取某些小利益的场合是有差别的，而且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



　　（3）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容易退却，如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又竭力使追击者难以前进，如派人破坏道路和桥梁，使那些本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还有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民众战争也是一个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在这里不作详细分析。



　　至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以及它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下面我们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问题。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的方向应该是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使敌军的两侧被我们的地区所包围。这时，敌人就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致被迫离开本国领土。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离国境太近，就有可能发生这种危险。假如1812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遭到这种危险。



　　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该符合哪一个意图，还是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的方向，以及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是完全有计划的，他们当然可以从斯摩棱斯克往卡卢加方向退却，如果这样，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不幸的是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时约有十三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这次会战，那么法军在那里不会有更多一些的兵力。此时法军是无法从这支军队中抽出很多兵力，派往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去的。



　　拿破仑在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十六万人，如果当时他认为，在主力进行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四万人的部队，而只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十二万人到会战时可能就只剩下九万人左右了，也就是说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少四万人。那么这时，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了。如果以博罗迪诺会战的情况作为衡量的标准，俄军当然可以凭这个优势成为胜利者。这个计算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比在博罗迪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自己兵力不足。他们的给养和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人都不可能考虑放弃这条道路。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抵偿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



　　遥想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占领阵地，而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的兵力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如果获悉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决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与此相反，假如联军和拿破仑交换所处的地位，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首都。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由于精神状态不同，结果也就会不同。



　　在向侧方退却时，无论如何也要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种退却而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持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被占领和遭到抢掠。



　　现在，我们再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以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又往梁赞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法军这时即使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住这条经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他们必须放弃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而不得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俄军这时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领土分隔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就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入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可能完全不同。



　　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会带来下列巨大的利益：



　　（1）一旦我们变换了退却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有的交通线，而要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常常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只能逐步地改变自己的方向，因为他必须逐步地寻找新的交通线。



　　（2）双方在接近了国境时，进攻者就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很可能要放弃它们。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这需要根据具体场合和具体情况来决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不会派他的主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果真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无法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防御者是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向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离心的退却。



　　我们的回答是，离心的退却不足取，理由如下：



　　（1）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只有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时，进攻者才最感棘手。



　　（2）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进攻者的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就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了，但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各个击破为前提，而在离心退却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此外，向本国腹地退却时还应该创造一个条件，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种优势不太容易形成。



　　（3）兵力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一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力不仅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还要附带地完成掩护一部分交通线的任务。



　　因此，仅从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为达到一个目的，防御者才可以采取离心的退却，这就是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方向，根据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关系位置，一般地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如果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部署兵力，那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兵力浪费。但也很难预测防御者在多半会被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能否阻止敌人占领这些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熟练的判断能力。



　　俄军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抵抗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较多，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胜过敌人的有利条件，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这样做会给以后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此外，当时也不可能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这一切就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原因。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八万人）向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四万人）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以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很显然，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固守在立陶宛南部，换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所消灭。



　　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理应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但是，这一点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目的。敌人由于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做要一开始就有成功的把握为基础，而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在这种场合防御者必然寻求最后的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这是迫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并且是使敌军退却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受到重大损失的首要原因。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让没有战败和没有分割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放慢进行速度，同时，要不断的进行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就应该尽可能占领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1812年的俄国战局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充分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虽然这次退却是一次被动的退却，但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如果俄军现在已经知道这种退却确实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他们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1812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一定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同样在幅员不如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也可能出现这样行动的实例。



　　在任何场合，采取这种抵抗方式不论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进攻者未经战略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退却（不管入侵者的损失如何），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目的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1744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法军1743年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在法国的战局，1810——1811年马森纳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要小得多。此外，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防御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是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在起作用。不过，我们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离题太远。



　　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个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未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突变。但是，即使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可以导致胜利，改变兵力的对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胜利能迫使敌人退却，这种退却通常象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一样，会不断增大敌人的损失。














	

 






	















	







	







	









 





	


	







	








	




	


第六篇 防御




	







	

 



	


	



第二十六章 民众武装




　　民众战争十九世纪出现在欧洲，对于这种战争，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有些反对的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民众战争看作一种革命的手段，是公认的合法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这种状态对国外的敌人固然危险，但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是危险的。另一些反对的人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认为进行民众战争是得不偿失的。第一种看法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民众战争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但是，对于第二种看法，我们需要指出，民众战争应该看作是战争要素，看作是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的扩大和加强，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的限制的结果。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制那里开始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到使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的征集制和普遍兵役制，以及后备军的利用，都是同一类事物的发展；而现在的民众武装也是这一类事物的发展，首先采用这些手段的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以致对方也被迫用这些手段，就民众战争来说，情况也会如此。一般说来，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问题只在于，这一增强战争要素的新手段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恐怕只有解答了战争本身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的问题，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的解答。也许有人认为，民众战争所耗费的各种力量，如果用在其他战斗手段上，可能更有成效。但是人们不用多加研究就会确信，这些力量的绝大部分是不能自由支配，不能随意使用的。如精神力量，只有在民众战争中才能发挥出效果来。



　　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通过全民武装所进行的抵抗要付出什么代价，而在于这种抵抗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它的用法怎样。



　　这种分散抵抗的性质决定了它不适于对敌人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的重大打击，这种抵抗的效果，取决于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大，民众武装同敌军的接触越广泛，民众武装所起的作用就越大。民众武装象不断燃烧着的火焰一样破坏着敌军的根基。民众武装要想能取得成果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所以，在敌对双方相互僵持期间，就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有时这种紧张状态会由于民众战争在一些地点遭到挫折或在另一些地点慢慢停歇下来，而渐渐消失；有时，由于这种遍地燃烧的烈火从四面八方包围敌军，迫使它为了避免全军覆没而退出这个国家，这时这种紧张状态可能导致一种危机。要想单靠民众战争就造成这种危机，就必须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或者被侵入的国家的幅员非常辽阔（除俄国以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存在这个条件），或者入侵军队的兵力同被侵入的国家的幅员极不相称（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必须考虑使民众武装的作战同正规军的作战结合起来，在一个总的计划下二者相互协调。民众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发生效果：



　　（1）战争在本国腹地进行；



　　（2）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由一次失败来决定；



　　（3）战区包括很大一部分国土；



　　（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措施；



　　（5）国土上有山脉、森林、沼泽，或耕地，地形极其复杂，通行困难。



　　人口的多少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在民众战争中很少会发生缺少人员的情况。居民的贫富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至少不应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人民往往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



　　象德国很多地区那样居民住得很分散的情况非常有利于发挥民众战争的效果。有这种特点的地区，可以分割成很多零散的小块，便于人们隐蔽。这里道路虽多，但很不理想，军队宿营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尤其是民众战争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特点在这里会小规模地反复出现。处处都有抵抗的因素，但是，处处又都捉摸不到。如果居民集中在一些村庄里居住，敌军就会占领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庄，为了惩罚居民甚至可以把这些村庄抢光，烧光，当然，这种作法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民是行不通的。



　　民军和武装的民众不能也不应该用来对抗敌军的主力，甚至也不能用来对付大部队，不能用来粉碎敌军的核心，而只能从外部和边缘去蚕食敌人的军队。它们应该在进攻者的大部队没有到达的战区两侧地区起来反抗，使这些地区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它们应该象密集在战区两侧的乌云，随着前进的敌人移动。在完全没有出现敌人的地方，民众不会缺少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勇气，邻近地区的大批居民会追随着这个榜样，会陆续燃起反抗之火，反抗的火焰就会以燎原之势蔓延，最后烧到进攻者的基地：烧到他的交通线，并破坏他的生命线。当然，民众战争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并不把民众战争看作象人们无法对付的风雨，是单靠军队无法对付的、用之不尽而不可战胜的东西。我们的论断不是以那些夸大民众战争的言论为基础的，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人们不能象驱逐一队士兵那样驱赶武装的农民。士兵象一群家畜那样集结在一起，笔直地向前奔跑，而武装的农民却用不着什么巧妙的计划就会向四面八方散开。这样一来，任何小部队在山地、森林地，或者地形极其复杂的地区行军就都非常危险，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即使一支行军中的纵队很久没有发现新的敌人，那些早被纵队先头逐走的农民还可能随时在纵队尾部附近出现。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路，正规军的前哨或别动队所使用的手段同发动起来的农民所使用的手段相比较，就好象自动化同手工操作比较一样。敌人除了派很多部队护送运输队，驻守在兵站、隘口、桥梁等地以外，没有其它对付办法。最初民众武装的活动规模总是有限的，敌人由于害怕过多地分割自己的兵力，只派小部队来对付他们。民众战争通常就是在同这些小部队的斗争中引发的，在某些地方，民众武装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战胜了敌军的这些小部队，鼓舞了他们的勇气，斗志更激昂了，斗争也更积极了，一直发展到能够决定整个结局为止。



　　我们认为，民众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不能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以避免敌人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并粉碎这个核心，俘虏大批人员。这时，群众的士气就会低落下来，认为大局已定，继续奋斗也是徒劳的，因而放下手中武器。但另一方面，这种云雾却仍有必要在某些地点凝结为较密的云层，形成一些将来能够放出强烈闪电的具有威力的乌云。这些地点，主要是在敌人战区的两侧。在这里，民众武装必须结合成更大的、更有组织的整体，并配以少数正规军，以使民众武装具有正规军的形式，敢于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袭击敌人留下的较大的完备部队。但是，从这些地点起，越往敌人的后方，民众武装应该越分散，因他们在那里会受到最强烈的打击。此外，还要使敌人产生恐惧和忧虑，使整个民众武装在精神上留下较深的印象。没有这些较集中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的全部活动就会软弱无力，整个形势也不足以使敌人产生极度不安。



　　统帅要想使民众武装具有上述力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规军组成的小部队去支援他们。因为居民多半会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动力，派少数正规军去支援可以鼓舞人心。派来支援的部队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强，民众斗争的声势就会越来越大。不过，支援民众武装的正规军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为了达到这个次要目的而把整个军队都分散去支援民众武装，因而形成一条宽正面的、处处薄弱的防线是有害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军和民众武装肯定会同归于尽。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正规军大多时，通常会削弱民众战争的力量和效果，其原因是：第一，正规军太多会吸引过多的敌军来到这个地区；第二，这时居民就会自己的正规军产生依赖；第三，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输、粮秣供应等会使居民的力量大大消耗。



　　防止敌人对民众战争进行强有力的还击的措施是，很少或根本不把这一巨大的战略防御手段用于战术防御，这也是运用民众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民众武装同素质较差的部队具有相同的战力，他们攻击非常勇猛而有力，但有失沉着，难以持久。此外，对民众武装来说，被战败和被击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准备。但是，伤亡惨重、被俘很多等致命的打击，却会使民众战争的火焰很快地熄灭。这两个特点同战术防御的性质完全不能相容。防御战斗要求部队进行持久的、缓慢而有计划的行动和果敢的冒险；如果防御仅是一种可以很快放弃的、单纯尝试性的活动，那么，它永远也不能带来成果。因此，绝不应该让民众武装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斗，否则，即使情况再有利，他们也会遭到毁灭。由此可见，民众武装可以而且应该用来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泽的堤道、江河的渡口等。但是，当这些地点一旦被敌人突破，民众武装就不能集结在狭小的即正规的防御阵地上，而被敌人封锁住，他们应该分散开，利用突然袭击继续进行防御。不论民众多么勇敢，多么尚武，不论他们对敌人的憎恨多么强烈，地形对他们多么有利，也决不能否认，民众战争在过分危险的氛围中也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如果人们想使民众战争这种燃料在某个地方燃起熊熊烈火，那就必须选择一个远离危险的、既通风而又不致遭到能扑灭火焰的重大打击的地方。



　　以上的分析是通过考察实际情况的一种感受，因为民众战争出现得不多，而那些长时间目睹过这种战争的人又对它论述得太少。经过这些考察以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把民众武装纳入战略防御计划，即：把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败后的最后补救手段，或者作为决定性会战前的自然辅助手段。采用后一种手段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必须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我们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谈过的那种间接还击方法，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简述会战失败后征集民军的问题。



　　一次会战（即使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会战）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命运，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了，通过征集自己的新兵和利用敌人在持续性的进攻中受到的削弱，依然可以等待形势的变化，此外，还可能得到外来的援助，一次会战的失败并不等于亡国。当民众看到自己身临绝境时，就会本能地，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自己，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



　　一个国家即使比敌人弱小得多，也不应该不作这种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会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这种努力并不排斥签订一个代价很大的和约使己免于彻底灭亡，这种媾和意图同样也不排斥这些新的防御措施所起的有利作用。这些新的防御措施既不会增加媾和的困难，也不会给媾和带来不利条件，而会使媾和更容易，媾和的条件更有利。当我们期待得到那些同我国的存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援助时，采取这些措施就更为必要。因此，如果在主力会战失败后，一个政府产生严重的失望情绪，只想使民众迅速地酣睡在和平中，失去了发动一切力量的勇气和愿望，那么，它一定会由于软弱而犯下不能坚持到底的错误，并且表明自己是不配获得胜利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就根本没有能力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所遭受的失败无论多么惨重，仍然必须利用军队向本国腹地的退却来发挥要塞和民众武装的作用。如果主要战区的两侧同山地或其他非常险要的地形相毗连，那么就非常有利于发挥这种作用，因为这些山地会象棱堡似的突出在前面，从这里出发进行的袭击可以打击入侵者的战略翼侧。



　　如果进攻者正在进行围攻，如果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到处留下了强大的守备部队，或者，为了使自己能够有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维持邻近地区的秩序，而派出了整军的兵力，如果种种有生的和无生的战斗手段的损失已经使他受到削弱，那么，防御者在这时就应该重新投入战斗，通过相应的打击来动摇处于困境的进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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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战区防御




　　我们已经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御手段，至于这些手段如何同整个防御计划结合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到最后一篇讨论战争计划时谈。因为，不仅每一个进攻和防御计划要以战争计划为基础，并根据战争计划来确定其主要轮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战争计划无非就是在最主要战区实施进攻和防御的方案。尽管同任何别的场所比较起来，在战争中部分更决定于整体，更渗透着整体的特点，更是随整体作重大改变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从战争的整体开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彼此分开的各个问题分别加以研究，以便比较清楚地认识它们。如果不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我们就会被一大堆不确切的观念所迷惑，特别是在战争中，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就会经常使我们的观念混乱。因此，我们还是再专门考察一下战区防御，找出贯穿着前面论述过的那些问题的线索来，这样再向整体接近一步。



　　我们认为，防御无非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一句话，胜利就是防御作战的目标，但不是最终的目的。保全本国和打垮敌国才是最终目的，换句话来说，缔结所期望的和约才是最终目的，因为双方的冲突只有通过和约才能消除，才能以共同的结果而告终。



　　所谓敌国是什么呢？从战争的角度未看，首先是它的军队，其次是它的国土。还有许多重要的其他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外的和内部的政治关系，它们有时比其他一切都更有决定意义。尽管军队和国土并不能构成国家，而且也不能包括这个国家同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军队和国土永远是主要的，它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其他一切方面。军队要保卫本国的国土或占领敌国的国土，而国土则不断地为军队补充给养，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但是，它们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军队一旦被消灭，国土自然也就丧失。但是，反过来，国土被占领，军队却不一定被消灭，军队为了以后更容易地夺回国土，有时可能主动地让出某些地方。军队彻底被打垮或遭到重创都可以导致国土的丧失，与此相反，每次国土的大量丧失并不必然会导致军队的显著削弱（当然，时间一长是会导致军队的削弱的，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这一段时间内是不会的）。



　　由此可见，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永远比占有国土重要，也就是说，前者是指挥者应该首先努力做到的。只有不能完全消灭敌国军队时，占有国土当然才可以作为目的而居于首要地位。



　　假如敌人全部兵力集中成为一支军队，整个战争成为一次战斗，那么，能否占有国土就取决于这一次战斗的结局；于是消灭敌人军队，夺取敌国领土和保全自己的国土就都将取决于这一战斗，也就是说消灭敌人军队、夺取敌国领土和保存自己的国土同这一次战斗是同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防御者没有采用这种最简单的作战方式而是分割了自己的兵力，回答是：他集中兵力取得的胜利所发生的作用有限。每个胜利所产生的影响都有一定的局限。如果胜利的影响范围能大到包括整个敌国，即全部敌人军队和整个敌国领土，也就是说，它们的各个部分都被卷入敌人核心力量被迫进行的运动中来，那么，这样的胜利是我们最需要的，这时，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分割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的胜利不能对敌人军队的某些部分和双方国土的某些部分发生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由于我们不能象集中军队那样把国土集中到一点上来，因而要保卫这部分国土就不得不分割兵力。



　　只有在领土的形状近似圆形的小国家里，才有可能把全部兵力集中成为一支军队，以致一切都取决于这支军队的胜利。但是，在敌国有大片领土同我们接壤的情况下，或者在几个国家结成同盟从几个方面包围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就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分割兵力，从而也就会出现几个战区。



　　胜利的影响范围自然取决于胜利的大小，而胜利的大小则取决于被战败的军队的多少。对敌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部分国土的打击成功时影响的范围最广；用于这一打击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成功。我们用力学上重心的特性和作用作比喻，可以更清楚地明确这些观念。



　　如果说，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指向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强烈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的，那么，在战争中情况也是如此，作战的任何一方（不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几个国家的联盟）的军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使军队相互联系起来；而有相互联系的地方，就存在着同重心相类似的东西。因此，军队中也有重心，这种重心的运动和方向对其他各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重心就是军队集中最多的地方。如果说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破坏这种由各部分相互联系所形成的重心所需的力，是有一定的尺度和界限的，那么，在战争中也是如此。无论在物质世界还是在战争中，打击力量往往很容易超过抵抗力量，因而可能会出现过多使用力量而浪费力量的现象。



　　在一面军旗之下，根据一个统帅的个人命令进入会战的军队，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同散布在五十或一百普里的地区上或者有着极其分散的基地的同盟军队之间的联系相比较，它们的差别有多么大！前一种情况联系最紧密，统一最容易达到。后一种情况却远远谈不上统一，即使有时在共同的政治意图中还存在统一，但这种统一，也是不充分的和不彻底的；至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则大多很松弛，甚至实际上往往是不存在的。



　　一方面，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能使自己的打击强而有力，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任何过分的集中兵力在实际上是不利的，应该加以防止。因为过分集中兵力会造成兵力的浪费，又会使其他地点上兵力不足。



　　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双方兵力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进退对于其他部分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决不认为，以上论述的方法是我们的新发明，我们只是根据各个时期和各个统帅所沿用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概念，用它们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方法同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



　　敌人军队的重心这一个概念在整个战争计划中如何起作用，属于战争计划的范畴，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里探讨。在这里先提出这个概念，只是为了不使我们列举的观念有所遗漏而已。从上述考察中我们看到，分割兵力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利益：一是占有国土，它要求分割兵力；一是打击敌军的重心，它又要求把兵力集中到一定程度。



　　这样，就出现了战区，或者说各支军队的行动区域，它们是配置有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配置在这里的主力的每一次胜负都会直接地影响到整体，并使整体随之而发生变化。我们所以说直接地，是因为在某一战区内的胜负对其邻近的战区自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间接的影响。



　　需要说明一点，在这里，也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在自己的定义中只谈到某些概念的中心，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详细阐述这些概念。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战区（不论其范围大小）连同其军队（不论其数量多少）是可以结成一个重心的单位。胜负就取决于这个重心单位。从防御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这就是战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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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战区防御（续）




　　然而，防御是由两个不同的要素，即决战和等待组成的。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虽然等待状态还不是全部防御，但它是防御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只要一支军队还没有撤离它负责防御的地区，进攻引起的双方军队的紧张状态就一直在持续着。只有决定了胜负才会出现平静，而只有当进攻者或防御者有一方退出战区时，才可以认为胜负已经决定（不管是怎样的一种胜负）。



　　只要一支军队还坚守着这一地区，这一地区的防御就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防御某一战区同在这一战区进行防御是一回事。至于敌人暂时夺去了这个战区内或多或少的土地，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只是借给他而已。



　　我们这样来认识等待状态，是想说明它同整个防御的正确关系，然而，只有在决战必然会真正进行和双方都认为决战不可避免时，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双方兵力的重心以及以这些重心为基础的战区只有通过决战才是起作用的东西。决战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整个军队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时，构成整个战区概念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国土的占有就成为目的而直接跃居首位。换句话说，双方在战争中只要不寻求决定性打击，战争就只能变成一种单纯的监视状态，占有国土就越显重要，防御者就越要掩护一切地区，进攻者就越要扩大占领的地区。



　　无可讳言，绝大部分的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还不如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十九世纪的战争颇具前一种特点，只有在这些战争中才可以运用根据这种特点建立起来的理论。但是，很难设想所有未来的战争都具有这种特点，与此相反，大多数战争仍将带有相互监视的特点，要想对实际生活有用，理论上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考察决战意图贯穿和指导着整个军事行动的情况，即发生真正的、绝对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情况，然后，再考察战争接近于监视状态而产生的变化情况。



　　是防御者等待进攻者发起决战，还是防御者自己寻求决战，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战区防御的实质就在于防御者坚守在战区，随时都可以进行有利的决战。这时，胜负可能决定于一次会战，可能决定于一系列大规模的战斗，也可能决定于双方兵力的部署，即可能的战斗所形成的态势。



　　即使会战不象我们以前指出的那样，是最主要、最常用、最有效的决定胜负的手段，它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手段之一，仅此就足以要求只要可能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战区的主力会战就是重心对重心的打击。我们在自己重心上越多地集中兵力，我们就可能取得越可靠越大的效果。因此，任何分割兵力的作法，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可能是通过一次胜利的会战所达不到的，也可能是会战取得胜利结局的一个条件），都应该反对。



　　然而，仅仅做到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并不等于具备了全部基本条件，还必需有一个使军队能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的兵力部署。



　　这两个基本条件同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所谈的各种不同的防御方式是完全可以适应的，因此，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这些基本条件同它们结合起来并不困难。但是，有必要阐明如何找到敌人重心的问题，因为它是防御的首要问题之一。



　　如果防御者能够及时得知敌人沿着哪些道路前进，自己在哪条道路上能够特别准确地遇上敌人的主力，那么，他就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迎击敌人。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御者往往在进攻者开始行动以前就要采取设置要塞和大的军械库、确定军队的平时员额等措施，这都是进攻者行动的依据，但是，在军事行动真正展开时，对进入战场的进攻者来说，防御者却好象纸牌游戏中的下家一样，享有特殊的有利条件。



　　要想大规模入侵敌国，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例如筹集粮秣、储备武器装备等等，这些准备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防御者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对策。同时，由于任何国家平时为防御所作的准备都要比为进攻所作的准备充分一些，防御者所需要的准备时间总比进攻者短。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在具体场合防御者仍有可能无法肯定敌人入侵的主要路线，如果防御需要采取一些费时很多的措施（例如构筑坚固阵地等等），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即使防御者确实是在进攻者的前进路线上，如果防御者不对进攻者发起进攻，进攻者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原来的方向，也可以绕过防御者所占领的阵地，而在耕作发达的欧洲，阵地左右可以有道路通过。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显然不能在阵地上等待敌人，至少不能指望在那里进行会战。



　　但是，在讨论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采取哪些手段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这种情况的性质及其出现的可能性。



　　在每个国家里，同样在每个战区（目前我们就是一直在谈战区）里，当然都有一些能使进攻取得特别大的效果的目标和地点。我们将在讨论进攻时再来比较明确而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说最有利于进攻的目标和地点是进攻者决定进攻方向的依据，那么反过来防御者也可以利用这个依据，当防御者还不知道敌人的意图时，这个依据就是他行动的指南。如果进攻者不选定这个最有利的方向，他只能放弃他本来可以得到的一部分利益，显然，如果防御者恰好在这个方向上防御，进攻者必须得付出代价和作出某种牺牲才能避开他和从他侧旁通过，由此可见，防御者摸不准进攻者的方向的危险和进攻者可以从防御者侧旁通过的可能性都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大，因为进攻者在选定或某一个方向时所遵循的某种依据是早已存在的，而且大多是充分有力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以及防御者在某一地点的设施都可能遇到敌人的主力。换句话说，只要防御者的阵地选择得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确信敌人是会找上门来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在某种情况下进攻者不向防御者阵地前进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应该怎么办？防御者原来所处的位置所带来的有利条件还剩下多少？



　　当进攻者从防御者侧旁通过时，防御者可以采取以下手段：



　　（1）一开始就把兵力分为两部分，用一部分准确地迎击敌人，然后用另一部分赶去增援。



　　（2）集中兵力占领一个阵地，在敌人从侧旁通过时，迅速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向侧方运动时为时已晚，而必须稍稍后退一些，占领新的阵地。



　　（3）集中兵力从侧面袭击敌人。



　　（4）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5）采取同敌人同样的方法，也从敌人侧旁通过，去进攻敌人的战区。



　　最后一种手段，实际上同防御的意图，也就是同选择防御的理由是矛盾的。因此，只能把它看作是敌人犯了重大错误或是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其他特点而引起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以我们的交通线要比敌人优越为前提。这也是有利的防御阵地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尽管这种成胁可能经常给防御者带来某些利益，但是单纯对战区进行防御时，这种威胁很少会导致决战，而我们已经说过，在这里决战是战局的目的。



　　一个战区的面积再大，也不可能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具有很大的脆弱性，而且，进攻者实施打击通常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威胁交通线这一手段发生效果却很缓慢，因此即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脆弱，威胁交通线也不能阻止进攻者前进。



　　由此可见，在对付力求决战的敌人时，或者我们自己也很希望进行决战时，不能使用这种手段。



　　防御者还可以利用的其余三种手段更适应防御的任务，因为它们的目的都在于进行直接的决战，也就是以重心打击重心。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认为第三种手段要比其他两种手段优越得多，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否定其他两种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三种手段才是真正的抵抗手段。



　　把兵力分为两部分的部署，有可能被卷入一次前哨战。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坚决的敌人，那么，这种前哨战不可能成为防御者所期望的决战，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次大规模的相对抵抗，即使防御者认识这一点，暂时把兵力分开进行抵抗，也总会大大削弱打击的力量，而且，先去迎击敌人的那些部队可能会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此外，这些部队进行抵抗时通常最后都要向赶来的主力部队退却，这往往给主力部队造成战斗失败和措施错误的印象，这样，就会显著地削弱精神力量。



　　第二种手段是用集中在阵地上的兵力到敌人企图迂回我方阵地的道路上去拦阻敌人，这种手段运用不当防御者就会误失时机而陷入两种措施都用不上的境地。其次，防御会战要求统帅沉着冷静、深思熟虑，了解（甚至熟悉）地形，而在仓卒地去拦阻敌人时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况且，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防御战场的阵地，并不是在任何道路上和道路上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的。



　　与此相反，第三种手段，即从侧面袭击进攻者，也就是迫使进攻者变换正面来进行战斗，却是极为有利的。



　　首先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往往会暴露自己的交通线（在这里是退却线），就其总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就我们要求他的配置所具备的战略特点来看，防御者却处于有利地位。



　　其次更主要的是，每一个进攻者想从防御者侧旁通过都会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图之间不知所措。为了到达进攻目标，前进中还要随时准备把兵力转向侧方，对付每时每刻都可能遭到的来自侧向的袭击，而且要集中兵力进行打击。这两种意图是相互矛盾的，内部关系因而会极度混乱，进攻者很难采取相应的措施，他在战略上很可能处于最不利的境地。假如进攻者确切知道将在何时何地遭到袭击，他当然能够巧妙而灵活地采取一切对策，但是，如果在他不了解情况而又必须前进的情况下发生了会战，他就不得不仓卒地集中兵力应战，也就是说在肯定是不利的条件下应战。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防御者就也有发起一次进攻会战的有利时机，况且，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了解地形和选择地形的有利条件，他的行动还可以先作好准备并在行动中保持主动等，因此，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在战略上比他的敌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我们认为，防御者集中兵力据守在选择得当的阵地上，可以沉着地等待敌人从自己侧旁通过。即使进攻者不攻击防御者的阵地，即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不适合的，防御者仍然握有从侧面进行袭击以求决战的优越手段。



　　在战史上这种情况很少见，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很少有勇气坚守这样的阵地，通常他们或者是把兵力分割开了，或者是仓卒地横向行军和斜向行军转移到进攻者的前面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敢从防御者侧旁通过，而是止步不前。



　　在这种场合，防御者被迫进行进攻会战。于是他就不得不放弃等待、坚固的阵地和良好的筑垒工事等有利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使进攻者陷入在前进中遭到截击的不利处境与防御者自己失去的这些有利条件并不是相互抵偿的，因为进攻者正是为了避开防御者的这些有利条件才使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不过进攻者的这种处境毕竟会给防御者带来某些补偿，因此理论在这里不能象某些历史评论家在提出片断的理论时常做的那样，遇到两种对立的条件就认为两者完全抵销而没有任何剩余。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玩弄逻辑，而是从实际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种概括、贯穿和支配整个防御行动的思想。



　　防御者只有在敌人从他侧旁通过时立即决定袭击敌人，才能避免分割兵力和仓卒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使自己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将被进攻者所左右，将不得不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和最危险的仓卒行动。如果这时，碰到一个力求胜利和决战的坚决果敢的敌人，防御就会被粉碎。但是，如果防御者为了进行共同战斗而在适当的地点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并决定在紧要时刻用这支军队从侧面去攻击敌人，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处于防御地位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利条件。这时，准备充分，沉着、稳妥、一致和简单就成为他行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要提一提同这些观念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提林格等待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时由于不了解法军从哪条道路进军，只能配置在法军可能用于进军的两条大道（一条经过埃尔富特、来比锡至柏林，一条经过霍夫、来比锡至柏林）之间。普军原来的意图是直接穿过提林格山，开到弗兰肯地区，但在放弃这一意图之后，这样的配置必然会导致仓卒向侧方推进的行动。



　　这时普军认为法军将经过埃尔富特，因为通向埃尔富特的道路是完全可以通行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法军会在通向霍夫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道路距离当时普军所在的位置有两三天的行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中间隔有很深的扎勒河河谷。当时，不伦瑞克公爵丝毫没有进行任何准备，但是，霍亨洛黑侯爵或者说马森巴赫上校（他曾力图使公爵接受这种想法）却始终是这样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说不上把扎勒河左岸的配置转变为对前进中的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会战，也就是转变为上面说过的侧面袭击它。因为，如果说扎勒河是一个还可以在最后时刻拦阻敌人的障碍，那么一旦敌人占领了扎勒河的对岸（至少是一部分），扎勒河对普军转入进攻来说必然也是一个更大的障碍。因此，不伦瑞克公爵决定（如果可以把首脑众多、处于混乱的大本营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种决定称为个人的决定的话）在河这边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等待的结果会使普军面临下列三种情况：



　　（1）如果敌人渡过扎勒河向普军进攻，普军可以对敌人发起反攻；



　　（2）如果敌人继续前进并不进攻普军阵地，普军可以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3）普军在认为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迅速的侧敌行军先敌赶到来比锡。



　　在第一种情况下，普军依靠巨大的扎勒河河谷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占很大优势。在第二种情况下，普军也在战略上占有巨大优势，因为敌人的基地只是普军和中立的波希米亚之间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区，而普军的基地却极为广阔。甚至在第三种情况下，普军由于有扎勒河的掩护，也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混乱不安和弄不清情况的大本营确实考虑过这三种情况，即使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有过这种正确的想法，在这个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旋涡里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在前两种情况下，扎勒河左岸的阵地可以看作是真正的具有很大优越性的侧面阵地，但是，用一支自信心不强的军队占领这种侧面阵地来对抗优势很大的敌人，来对抗拿破仑这样的人，却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措施。



　　不伦瑞克公爵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到10月13日才选定了上述最后一种措施。可是为时已晚了。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越扎勒河，耶纳和奥尔施塔特会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不伦瑞克公爵由于优柔寡断而使自己处于两头落空的境地：要离开自己所在的位置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已经为时太晚，而要发起有利的会战又为时太早。尽管如此，公爵能够在奥尔施塔特附近消灭敌人的右冀，以及霍亨洛黑侯爵能够通过一次牺牲较大的退却脱离险境，说明当时普军选择的阵地仍具有很大优越性。但是，他们却不敢在奥尔施塔特夺取本来有把握取得的胜利，而希望在耶纳获得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胜利。



　　无论如何，拿破仑是意识到扎勒河畔的阵地的战略意义的，因而他决定在敌前渡过扎勒河，不敢从它侧旁通过。



　　我们认为，上面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采取决定性行动时防御同进攻的关系，并且已经揭示了联结防御计划各个问题的线索的性质和关系。我们不想研究各个具体的部署，以避免陷入无穷无尽的具体情况中去。如果统帅为自己提出了一定的目标，那么他就应该看一看各种地理的、统计的和政治的情况，敌我双方军队的物质和人员的状况同这一目标是否相适应，以及在实际行动中，它们对双方将产生什么样的制约作用。



　　但是，为了在这里更明确地联系到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过的一个比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方式，为了对它们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此有关的一般情况。



　　一、可根据以下情况对敌人发起进攻会战：



　　（1）肯定进攻者以极分散的兵力前进，即使我们力量很弱，仍有希望获胜。



　　但是，实际上进攻者是不大可能分散前进的，因此，只有在确切知道敌人分散前进的情况下，防御者采取进攻会战才是有利的。没有充分的根据，只凭单纯的推测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寄希望于此，通常会陷入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如果后来的情况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进攻会战，而对防御会战又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只好被迫退却，一切几乎就都只得靠偶然性来支配了。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率领的军队对俄军进行的防御就与这种情况相似。这次防御以韦德耳将军指挥的齐利晓会战的失败而告终。



　　制定计划的人所以喜欢使用这种手段，只是因为它能很快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却不考虑作为这一手段的基础的前提条件。



　　（2）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进行会战。



　　（3）敌人迟钝而又犹豫不决，我们进攻特别有利。



　　在这种场合，出敌不意的效果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的价值更大。用这种方式发挥精神因素的威力，是优秀的作战指挥的真正实质。但是，这些前提必须有客观的根据。如果只是一味地空谈不平常的攻击的优越性，并以此作为拟制计划、进行考察和批判的依据，那完全是一种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作法。



　　（4）我军的素质特别适于进攻。



　　腓特烈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以此为荣的军队，这支军队还熟练地掌握了斜形攻击方式，在他坚强而大胆的指挥下，是一种更适于进攻的工具（与防御相比），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的这一切特点的确是他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他正是在这方面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说来，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有价值。但是，这种优势是极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机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使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军队特别善于进攻，我们也不应该对此给予过高的评价。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人多感到比在防御时轻快和更有勇气，这是一种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共同的感觉，任何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都是这样称赞他的军队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势所迷惑，而忽略了实际的有利条件。



　　兵种的比例，即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非常合理和极其重要的根据。



　　我们还可以列举以下几种根据：



　　（5）我军找不到良好的阵地。



　　（6）我们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全部原因共同发生作用。



　　二、在一个地区内等待敌人，以便尔后在这个地区向敌人发起进攻（如1759年的明登之战），最合理的根据是：



　　（1）在双方兵力的对比中防御者并不是处于很不利的状况，他可以不必寻找坚固的和加强的阵地。



　　（2）有便于我方通行而不便于敌方通行，特别适于等待敌人的地形。至于什么地形适合于等待敌人，这属于战术问题。



　　三、在下列情况下占领一个阵地，以便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



　　（1）防御者兵力很少，必须利用地形障碍和堡垒进行掩护；



　　（2）地形提供了这种良好的阵地。



　　如果防御者只满足于消极成果，不想寻求决战，而且确切知道敌人将迟滞不前和犹豫不决，最后会放弃其计划，那么，他就应该重视上述第二第三两种抵抗方式。



　　四、坚不可摧的营垒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



　　（1）营垒设在极为优越的战略地点。



　　这种营垒的特点是，在这种营垒里的守备部队具有坚不可摧的特点，因此敌人就只得采用其他手段，也就是说，敌人或者抛开这个营垒继续追求自己的目的，或者就必须包围这个营垒，使守备部队饿死。如果敌人不能做到这两点，这个营垒在战略上就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2）防御者可以期待得到外援。



　　占领皮尔纳肖垒的萨克森军队就曾经这样做过。尽管这种做法遭到了不幸的结局而使人们对此表示不同看法，但是可以肯定，一万七千萨克森军队用另外的方法决不可能抵抗四万普鲁士军队。如果奥地利军队在洛博西次没有更好地利用山地优势，那只能说明奥军的整个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很差。毫无疑问，如果萨克森军不进入皮尔纳营垒而向波希米亚退去，那么，腓特烈大帝在这次战局中就会把奥军和萨克森军一起赶过布拉格，并占领这个地方。如果不承认这个有利的方面而总是只想到最后全军被俘这一事实，就不会得到任何可靠的结果。



　　但是，因为（1）、（2）两种情况都是很少见的，所以利用营垒是一种需要三思而行的措施，而且只有在少数场合能够成功。如果有人企图利用这种营垒威慑敌人，以致使敌人的全部活动陷于瘫痪，他就会遭到不得不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如果说腓特烈大帝在崩策耳维次利用这种营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么人们应该佩服的是他非常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当然，如果在这种场合遇到危急情况，腓特烈大帝还可以率领剩下的部队夺路而出，同时要看到，腓特烈大帝身为国王，处在可以不需要负责任的地位。



　　五、如果国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那么，防御者应该决定在要塞前面，还是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有下面三个根据：



　　（1）敌人占有优势，我们必须先削弱他的力量，然后再同他战斗。



　　（2）要塞就在国境附近，当防御者必须放弃一部分国土时，这部分国土的面积不致过大。



　　（3）要塞有防御能力。



　　在敌人前进时使敌人的兵力受到损失，是要塞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可以削弱我们准备与之决战的那部分敌人兵力。如果我们不这样利用要塞，那是由于双方都很少寻求决战。而我们这里所谈的却正是寻求决战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时，他应该遵循把要塞留在自己的前面，自己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的原则，我们承认，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比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丧失的土地也要多一些，尽管战术上的结果相同。不过这个差别与其说是根据事实材料得出来的，还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我们可以设想，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可以选择良好的阵地，而在要塞后面进行的会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即敌人围攻要塞，要塞有被攻破的危险的情况下）却必然会变成进攻会战。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进行决战时，敌人的兵力已经削弱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如果他遇到几个要塞，甚至会削弱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利益比所失去的要多得多。



　　因此，我们认为，在决战不可避免（不管是敌人寻求决战，还是我们自己的统帅寻求决战），或者我们没有把握战胜敌人，或者从地形条件来看不急需在前面较远的地方进行会战等情况下，邻近的，抵抗力强大的要塞必然会直接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撤到要塞后面，在那里借助要塞进行决战。这时，如果我们在距离要塞很近的地方占领阵地，以致进攻者不把我们赶走就不能包围或封锁这一要塞，那么，进攻者就会被迫来攻击我们的阵地。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重要的要塞后面不远的地方选择一个良好的阵地，是在危险的处境下可能采取的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防御措施。



　　当然，假如要塞距离国境很远，采取上述措施就会让出很大一部分战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措施就接近于向本国腹地退却了。



　　另一个条件是要塞应有的抵抗能力。众所周知，有些地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即使构筑了工事，也是不能同敌军直接接触的，因为它们经不住大量军队的猛烈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是我们的阵地必须在这些地点后面很近的地方，以便守备部队能够得到支援。



　　六、在下列情况下应向本国腹地退却：



　　（1）双方在物质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对比悬殊，我们不能在国境上或国境附近进行有效抵抗；



　　（2）主要问题在于赢得时间；



　　（3）国土的情况有利于向腹地退却，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已经谈过。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这一方或那一方寻求决战，因而决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的战区防御。但是，必须注意，战争中的情况错综复杂，如果有人想把我们在理论上所确定的原则和所作的说明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去，那么他还必须注意第三十章。并且应该想到，统帅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进行决战和不决战这两种选择之间，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倾向于这一方，有时倾向于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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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续）逐次抵抗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已经指出，在战略上应该同时运用现有的一切力量，逐次抵抗同事物的性质是矛盾的。



　　对于一切活动的战斗力量我们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但是，如果把战区和战区内的要塞、地形障碍，甚至战区的面积也都看作是战斗力量，即把它们看作是固定的战斗力量，那么，它们只能逐次加以利用，或者，在开始时我们把其中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些部分完全放在我们的前面，而其它部分退得很远。如果这样，战区就能发挥它在削弱敌人军队方面的一切作用。敌人就只能封锁我们的要塞，派遣守备部队和设立防哨以保障他占领的地区，他只好进行长途行军，并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一切必需品等等。不管进攻者是在决战前还是在决战后前进，所有这些活动对他都有影响，只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影响更大一些而已。因此，如果防御者一开始就推迟决战，他就可以使全部固定的战斗力量同时发挥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防御者推迟决战显然不会扩大进攻者胜利的影响。关于胜利的影响，我们将在研究进攻时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在这里只是指出，胜利的影响可以延续到进攻者的优势（因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比而产生）消失时为止。这种优势迟早是要消失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占领战区要消耗兵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战斗中必然会有伤亡。不论这些战斗是在哪个阶段发生的，也不论这些战斗是在战区的哪部分进行的，兵力遭到的削弱大体相同。例如，我们认为，1812年拿破仑在维尔那对俄军的胜利，同在博罗迪诺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其影响的大小是没有差别的（假设这两次胜利的大小是相同的话）。即使是在莫斯科取得的胜利，其影响范围也不会更大，因为莫斯科在一切场合都是胜利影响的终点。当然，进攻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在边境附近进行的决定性会战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胜利成果，胜利的影响范围因此可能较大，综上所述，胜利影响范围的问题并不能影响防御者推迟决战。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到的那种推迟决战，可以看作是最大限度的推迟决战，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我们称它为向本国腹地的退却。利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意图是使进攻者自己消耗力量，而不是用会战消灭他。但是，只有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时，推迟决战才能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否则人们就可以设想推迟决战有许多阶段，并且使这些阶段同所有防御手段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把战区在削弱敌军方面所起的作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而只看作是固定的战斗力量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的需要同其他手段的混合使用。



　　如果防御者认为决战时不需要利用这些固定的战斗力量，或者认为利用它们时将在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牺牲，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些力量留待以后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力量可以看作是防御者的新的增援力量，凭借这种力量，防御者活动的战斗力量就可以在一次决战后再进行第二次决战，也许还能进行第三次决战，也就是说，能够逐次地使用力量。



　　如果防御者在边境附近进行的会战失败了，但并不是溃不成军，那么他还有能力在最近的要塞后面进行第二次会战。如果他遇到的敌人并不怎么坚决，那么他只要利用大的地形障碍就足以阻止敌人的前进。



　　由此可见，战略在利用战区时，也象利用其他手段一样，要合理地使用力量，尽可能少地使用力量，但是必须使用足够的力量。当然，这也同作生意一样，主要问题不在于单纯的精打细算，而在于别的方面。



　　我们不是研究人们在大战失败后可能采取或企图采取何种抵抗措施的问题，而是防御者可以从第二次抵抗中预期得到多少成果，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如何对它估价的问题。在这里，防御者必须注意他的敌人，即敌人的特点和敌人所处的情况。一个软弱无能、缺乏自信、荣誉心不强或者受到种种条件束缚的敌人一旦获胜，就会满足于一般的利益，当防御者毅然向他挑起新的决战时，就会畏缩不前，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可以利用战区的各种抵抗手段进行新的决战（虽然这种决战本身很弱），在这里一定会不断出现扭转局势的新的希望。



　　我们在下一章要论述的不求决战的战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逐次使用力量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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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能否产生和怎样才会产生作战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即双方部没有积极意图的战争，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对每个战区来说，我们只有从它同整体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解释这种矛盾的种种理由。



　　然而，不仅在不求决战的战局中没有必然的决战焦点，而且在战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战局，在这些战局中并不是没有进攻者，即并不是没有积极意图，只是积极意图很少，以致进攻者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并不一定进行决战，而只满足于当时情况可能提供的利益。在这种战局中，进攻者或者是不追求任何确定不移的目标，而只想得到时间给他提供的利益，或者虽然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者象一个流浪汉那样在战局中游荡，企图偶然地拣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同防御没有多人差别，因为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种战局作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而决战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都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战史，就会发现，这种战局占绝大多数，以致其他类型的战局倒好象是例外。即使将来这种情况会有变化，这种战局无疑仍然是很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这种战局。我们在这里就想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考察这种特点产生的阻力所引起的战争的绝对形态的变化，以搞清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里已经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优点之一，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作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作到了。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由于人们害怕不利的结局，由于影响行动发展的偶然事件很多，常常有许多应该发生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战争中同在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必然要多得多。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我们把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有的重要意义同这一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在和平时期的诉讼中也被看作是神圣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代替了决战（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是整个行动的焦点）。这个原则起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说它能引起行动，而是说它能给不行动，给为不行动服务的一切行动提供依据和理由。只要不能寻求和不能期待决战，就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为了换取某种利益，才可以放弃某些国土。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掩护住所有的国土，或者尽可能多地保住即掩护住国土，而进攻者则力求占领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所能占领的一切，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占领对方的国土，在这里我们只谈前者。



　　防御者没有派军队掩护的地方，都可能被进攻者占领，这样，进攻者就占有了等待的利益。因此，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掩护一切地方，并等待敌人来进攻掩护部队。



　　在进一步探讨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进攻》篇中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它们是：



　　（1）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占领对方大片的国土。



　　（2）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夺取大仓库。



　　（3）占领没有掩护的要塞。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比较艰巨的、常常要付出很大力量的行动，但是，人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致受到重大的实际损失。



　　（4）进行无需冒很大的危险、但也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战斗。这种战斗在整个战略上不占重要地位，它是为了战斗而进行的战斗，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以及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当然，只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发动战斗，而只会等待偶然出现的有利的机会，或者通过巧妙的行动来创造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防御者可采取下列手段：



　　（1）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掩护要塞；



　　（2）扩大防御正面以掩护国土；



　　（3）如果正面的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则通过向侧方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4）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显然，防御者采用前三种手段是为了让敌人采取主动，而自己充分利用等待的利益，这种意图是完全符合事物本质的，我们不应该一概地否定它。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活动往往还相当活跃，但是上述意图却永远是这种战局的最深的基础，不论是汉尼拔还是非比阿斯，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不寻求决战也不等待决战，就都遵循这一原则。至于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它们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来对这几种手段作较详细的研究。



　　防御者为了掩护要塞不受敌人攻击而把自己的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因为修筑要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独立地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在现实中这种措施却无数次地出现。在作战中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来也是最难理解的。可是，有谁敢于仅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认为这些情况是错误的呢？这种现象既然一再反复出现，就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精神上的软弱。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那么敌人不打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进攻要塞。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这样，我们就不通过会战也可以保住自己的要塞。因此，当我们估计敌人不一定寻求决战时，就要等待敌人发动决战，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不愿意决战的。如果事实并不象我们估计的那样，敌人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用退到要塞后面这个手段。由于我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因而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更没有什么危险了。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恰好给进攻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如果要塞较小，那么进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也是会围攻它的，为了不让敌人攻占要塞，我们就必须赶去增援，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就成为积极的和主动的，本来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围攻要塞的敌人却反而成了占有者，经验证明这种转变是事物本质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进行围攻并不一定会遭到灾祸。甚至连不敢发起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消极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即使他只有野炮，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围攻，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致受到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在某种程度上就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说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如此，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更为直接的理由。这就是军队常要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这种作法既方便又有许多好处，因而一般说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把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既然要塞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容易被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过分重视的这个直接的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所有情况，而且也不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都希望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求进行的，进攻者运用种种计谋力图出敌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阻止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起到萨克森元帅止，几乎在所有的尼德兰战局中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到这里。



　　扩大军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的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通常，阵地上很少有足够的天然障碍物，必须用人工筑城加以补充。不过，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不能看作是绝对的抵抗，只是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众多防哨中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同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因此，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独的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是没有根据的。防御者用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正面配置，只能相对地延长抵抗的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怕发生大规模决战和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不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也不会有什么危害。因为，进攻者除了夺得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也不会动摇防御者的基础。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挑起决战，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的全部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如果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非常可能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说，防御者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这种冒险防御。在这个考察中必须记住，我们假定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成果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坚强的防哨就可以使他停止前进了。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同当前这一胜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用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是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的。这种扩大正面的配置多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真正了解了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情况，而且进攻者原有的一点敢作敢为精神也已经消失。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国土、仓库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已记载得比较多。同时，也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用的办法来。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情况也各不相同，必须区别对待，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涉及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的战史。



　　尽管司令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整体不利的越职行为。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支配着其他人，特别是统帅，使人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使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不伦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很显然，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如果确实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很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由于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即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和不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及附近设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掩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有计划的从几个方向对某一个防哨进行攻击。因此，防御者必须妥善安排这些防哨的配置，使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即所谓钩形防御），或者可以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这样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通常只分为四个到五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受到一些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规定一些特殊的防御中心，它们仿佛是大战区内的小战区。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较小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与此类似的防御配置。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配系时，如果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要借助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可以把某些部队看作是预备队，而且，每个防哨都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他防哨。支援的办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翼侧，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不是真正攻上防哨的侧面，而只是企图占领一个阵地威胁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尽管具有非常消极的性质，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手段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人们通常认为较多地运用积极手段，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但是，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使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与厚望，而过分忽视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二种辅助手段，即迅速地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种手段是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顾及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另外，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否则这些防哨就很容易被攻破；最后，每个不愿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抵抗的统帅，都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好准备的迅速的运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越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要想采取这种手段，就要找占领后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也就是他的军队（哪怕只是一部分）占领了这种阵地以后可以使敌人打消攻打念头的阵地。由于这样的阵地经常反复出现，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这些阵地仿佛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把这种作战方法称为防哨战。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如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产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一样，向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仓卒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肯定会失败，因为，在仓卒和慌忙中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当然，如果敌人不是用全力进攻，如果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愿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可以取得效果的。



　　一般说来，这种抵抗手段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使用。



　　在这里，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彼此有联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因此双方都只好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从前，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很难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即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准备同敌人接触。但是，无论何时采用这种手段都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可能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在，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可以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感到很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要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就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利用上述各种手段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假如进攻者必须到处应付防御者用上述手段挑起的战斗，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太可能获胜，在不利时有遭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要付出的代价大于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使进攻者看到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目的，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单纯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能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仅仅是为了取得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在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实现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



　　如果只存在第一个条件，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使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处于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是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至于迫使普鲁士国王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手段。



　　尽管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没有太大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能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起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里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能够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往一样可以镇慑对方，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对劳东，对道恩都判断错了。



　　即使一个不很骄做、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而且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是合乎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就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以免使它们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如果这些手段使用得很成功和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下去；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的办法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就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接近于正规的仓库供给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给养并不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因素，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只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它虽然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相反，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斗中缺乏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有时间让这种手段发生效果。因此，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含在这些战区本身的一切掩护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殊手段。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如果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因此，滕佩霍夫在《七年战争史》一书中描述了，腓特烈大帝常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没有人为他们作这样细致的记载，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总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的四种手段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可以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



　　（1）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括袭击敌人的仓库；



　　（2）到敌占区进行牵制性攻击和游击活动；



　　（3）在有利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如果防御者的每个阵地都能使敌人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并使他们对此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我们已经谈过，在这样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从是否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角度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进行一般的威胁（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在暗中起作用）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而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不过，要想使这种行动成功，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备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到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活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所以游击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我们将在下一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而获得进攻的荣誉，１７５９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在进攻的精神影响下，这种性质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把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样，防御者也可以转向进攻，而且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在兵力上拥有显著优势（一般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腓特烈大帝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道恩几乎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允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与此相反，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某个单独的部队，但由于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异常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很少成功，至少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徒劳的。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就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销掉了，在１７６０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由于担心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止步不前的。到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我们主要是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过了。



　　如果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缺乏，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在一定程度上会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却可以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正如当年的腓特烈大帝。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少，也就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很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行动的目的都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但是，在理论上人们往往过高评价了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而且主要是在防御中的，所以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之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均势存在于所有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而凡是没有远大的目的在推动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这些小的行动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因此，两方都把整个行动分解为许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微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较量。而且在战争中必然会出现偶然性，从而也就存在幸运，所以这种斗争就是一种赌博。可是这里出现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场合比较起来，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较小？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越大，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销它全部的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敢，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就较为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稳的抗衡中，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优秀的素质却能够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几种力量的较量，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力量平稳的抗衡中起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在这种抗衡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正是这一方面促使人们给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首先，他们错误地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即使主要来自巨大的感受，来自几乎无意识的和只经短暂思索而产生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不单是智力活动的领域，智力活动也不在此占支配地位。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以前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战争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相互监视，而不是打垮敌人，因此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点。这些战局如果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会忽视它们，如果一方甚至双方是著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就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把整个机动艺术誉为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作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之为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表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依据了。



　　这种看法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普遍。法国革命战争突然打开一个不同以往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暴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及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而且，人们认为，旧的方法已经过时，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化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里，旧的观点也有它的卫护者，这些人把新的现象看作是粗暴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堕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只能把这种缺乏逻辑和不合哲理的见解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但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全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的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由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至。但是，不应该以处于动荡中的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作为标准，因此，过去的一部分战争现象无疑还会重现。在这里，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有限条件的产物，是明显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一方的统帅可能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就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兵力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这里不可能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这种战局常常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由于条件所限，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决战。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领域。



　　我们上面已谈了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军队以临时发生和瞬间即失的微小利益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往往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而，战争过程小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各不相同。在这几次战局中，虽然联军有很强的进攻意图，但是采取的措施却各不相同。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几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性，及其具体措施。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认为，如果从历史上来看，那么千变万化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性质的整体来说，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只能依靠经验。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更简单，更合乎自然，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却极为困难。根据我们的经验，甚至在当代才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在战区防御上，也是行不通的和毫无用处的。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优越于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但是，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显然，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具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如果说道恩元帅的特点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谨慎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迫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而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重申，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想在此一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关于它们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往往会出现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特殊现象，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是有益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存在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娴熟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却提供了判断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们想再重申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里提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超出这个领域之外，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统帅决不能忽视这一点，决不可自以为是地把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成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怀疑这些手段不适用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似乎不可能产生上述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时，就可能出现错误。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使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往往处于中间状态，所以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预先断定敌人能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可能这样做，我们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善自己的状态，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简而言之：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估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以明确我们的观点，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如1757年战局，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绝境必须率领军队投降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足以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了。



　　1758年，法国不仅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领土。至于腓特烈大帝1759年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完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1792年在估计敌情方面所犯的错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人们本以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法国人民的巨大抵抗，因为他们的政治热情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个错误严重，是因为它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归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局中，联军完全没有估计到敌人会有强烈的进攻性，因而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很微弱的方法，而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协调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荷兰等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低估了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并不太清楚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力量又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可以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同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普鲁士充分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处境，那么它就不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就不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攻击，就不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等问题。



　　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那些名声显赫的人物坚持要在边境附近进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在进入俄国领土前受到惩罚。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可能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当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他们一定知道敌人在兵力上拥有巨大优势。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也不过是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而已。其实，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次主要决战如果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的。甚至德里萨营垒的利用，也是个完全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俄军要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遭到攻击陷于孤立，而被迫放下武器。在构筑这个营垒时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大和意图这样坚决的敌人。



　　然而，即使是拿破仑，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1813年停战以后，他认为派几个军就可以对付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象在过去那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但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总是估计不足的，在来比锡，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在郎城，拿破仑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情况。在滑铁卢，拿破仑终于因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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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




　　假如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概念构成了逻辑上的相反观念，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既互相对立并相互补充，那么，就可以认为能够从一个概念推断出另一个概念来。虽然，我们每个人的阅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能够从两个相反观念中的一个观念而完整地推论出另外的一个完整的观念，但是，最起码的也可以做到从一个观念对另一个观念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和补充。就对一个观念的许多部分来说，也是充分的补充和说明。从以上的看法中，我们认为《防御》一篇文章的前几章中阐述的与进攻有关的各点，就是相应地对进攻观念的充分的补充和说明。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进攻的所有问题在防御的观念中决不能完全阐述完毕。所以，当观念的对立不是象在《防御》一篇前几章中那样直接涉及观念的基本部分时，我们自然就不能从《防御》一篇所论述的观念中直接推论出关于进攻所要论述的观念。经常变换对事物的看法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事物。因此，如果我们从较远的立足点概略地考察过的事物，再能够从较近的立足点加以考察，这样做就能对事物作出全面的了解。在这里，关于进攻所要论述的，有不少也是对于防御的进一步说明。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进攻时会遇到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曾经探讨过的问题，反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准备按照多数工兵教程的做法，在论述进攻时避而不谈或者完全否定在论述防御时所提出的防御的一切积极价值；我们也不准备证明，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总有某种绝对可靠的进攻手段，这样做是不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就防御来说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不足点，虽然它的长处不是不可制服的，但做到这一点要付出的代价是极不相当的，这一点从任何立足点来看都必然是正确的，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详尽地探讨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的进攻手段。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来分析，每一种防御手段都会产生一种进攻手段，相辅相成，一正一反，阴阳相差，正负相克，这些都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并不需要先从防御的立足点再转到进攻的立足点才可以认识的。进攻手段是随着防御手段的出现而出现的。我们计划在探讨进攻的每个问题时说明进攻所特有的、而不是直接由防御引起的情况，由于我们使用了这种论述方法，在本篇中就会包含一些在《防御》一篇中没有相应内容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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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略进攻的特点




　　前面已经论述过，战争中的防御（其中包括战略防御）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的忍受，而是一种相对的等待和抵御，因而多少带有一些进攻因素。防御的最好的手段是进攻，对这点来说古今中外实例甚多；相反，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进攻，而是在不断同防御交叉进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个聪明的指挥官、军事家都会审时度势，灵活地运用进攻和防御。从辨证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没有还击（即进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是被动，挨打，也防不住，还击是防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进攻却不是这样。攻击或进攻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本来并不需要防御，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才不得不把防御作为一种下策而加以采用。这是因为，第一、进攻行动不可能连续不断地一直进行到最低，中间要有平静的时间，要有间歇，在进攻行动停止了的这种平静时期，自然而然就处于防御状态；就拿我们平时常见的拳击运动来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你要打倒对方，就从必须通过臂膀将拳头击出去，拳头为了击出，必先弯屈臂膀，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处在防御状态了。第二、进攻的军队通过为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空间时，并不总是能够受到进攻本身的掩护，而有时必须专门加以防护才能完成。



　　所以，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进攻，是进攻和防御两种手段的不断交替和结合，而不能把进攻中的防御看作是进攻的准备和加强，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效因素，而只能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下策，是妨碍前进的阻力，是进攻的原罪和致命伤。我们所以说防御是一种阻力，是因为如果防御不能对进攻产生有利影响，那么由于它所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就必然会削弱进攻的效果。但是，任何进攻中所防御因素，是不是会对进攻没有实际的不利影响呢？既然我们承认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就应该从中得知：防御对进攻不会产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因为，当兵力还充足可以采用较弱的作战形式时，采用较强的作战形式必然就显得是多此一举了。一般说来，从主要的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如何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再作详细的探讨。但是我们要记住，构成战略防御优越性的原因之一就正在于，进攻本身不能不掺杂防御，进攻从防御中所得到的是防御中最有害的因素；就整个防御说的问题不能认为对这些因素也是适用的，因此，这些防御因素能在实际上削弱进攻。正是在进攻中产生了无力防御的时刻，防御中的进攻因素就积极地发挥作用。在一天战斗之后通常随之而来的十二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防御者是在自己选定的、非常熟悉的、准备好了的阵地上，而进攻者却象盲人一样摸索着进入军野营地，当为了重新筹备给养或等待增援等等而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时，防御者是在自己的要塞和仓库的附近，而进攻者却象是潜伏在草丛中的猛兽。任何进攻都是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防御的形式和规模，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假如敌军已经被歼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军没有被歼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虽然这种防御已不再是进攻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它的特点必然对进攻发生影响，并且对决定进攻的价值起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每次进攻时，都必须考虑到在进攻中可能会出现的防御，以便看清进攻中的缺点和不足，并对此有所准备。



　　而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进攻本身是始终如一的，而防御却依据等候这一因素减少的程度而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等级，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极不相同的防御方式，这一点我们在《抵抗方式》一章中已经论述过了。



　　因为进攻只有一个有效因素，进攻中的防御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所以进攻不象防御那样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当然，进攻在威力、速度和力量方面有着许多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却不是方式上的不同。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到，进攻者为了能够顺利地达到目标，也会选择不同防御形式，例如利用有利的地形，以反击敌人的进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一向是根据现实情况给概念和事物分类的，所以可以不必考虑这种平时很少见的情况。因此，进攻中不存在象防御的抵抗方式那样的不同的等级。但是无论如何，最终进攻中可以运用的手段只限于军队，如果有的阵地是处在敌人战区附近并对进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应该包括在这种作战力量之内。不过这种阵地的重要作用将随军队的推进而越来越小，并且越来越明显，自己的阵地在进攻中也决不可能起到防御中那样重大的作用（防御时阵地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在群众对进攻者抱有好感而不是对本国的军队抱有好感时，进攻者才可能得到它。进攻者也许有同盟者，但只是特殊的或偶然的情况下才能使他有同盟者，进攻行动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同盟者。所以，如果说在防御时，能够把阵地、民众武装和同盟者三种力量都列入在抵抗手段的范围之中，那么在进攻时，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在防御中能做到这些有效办法是防御的性质决定的，而在进攻中，却很少能得到这些办法，即使能得到它们，也大多是由于偶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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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略进攻的目标




　　战争中，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手段，打垮敌人是战争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手段，不论在正义战争中还是非正义战争中都是如此。要达到消灭敌人的军队这一目的，防御可以转入进攻，进攻可以占领国土。因此占领国土消灭敌人军队也是进攻的目标，而占领国土大可不必占领敌国的全部国土，可以仅仅是占领国土的一部分、一个省份、一个地区或一个要塞等等。所有这些在迫使敌国讲和时都有充分的价值，这是进攻者取得的政治资本，进攻者或者可以占有它们，或者可以用它们在谈判时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条件。



　　因此，作为战略进攻的目标，可以从占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一直到占领全部国土为止。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而且进攻停止了，就会转为防御。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战略进攻设想为一个有一定界限的单位。但是，如果实际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实际现象探讨一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往往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战争的现实生活中，进攻计划，也就是进攻的目的和手段，常常不知不觉地以达到防御为其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其终点一样。要占领一个地方，统帅很少能够、至少不是常常能够预先精确地予以规定的，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变化来决定。有时，他进攻的进展比他预定的要有一定的差距，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调整、策划之后，他的进攻又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我们不能把在进行调整、策划前后的行动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有时，统帅停止进攻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可能要早一些，但这意味着他没有放弃他的进攻计划，没有转入真正的防御。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战争中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相反达到目标的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以巩固进攻所取得的成果和目标。人们想要正确地运用我们关于进攻所作的一般论述，就必须注意上述大小不同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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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进攻力量的削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能否取得战略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具体场合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决定着指挥员能否正确地判断当时他应该做什么，采取什么措施，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绝对力量所以会削弱是由于：



　　（1）要达到进攻的目标，即占领敌人的国土（这种削弱大多在第一次决战以后就出现，但进攻并不随着第一次决战的结束而终止）；



　　（2）进攻的军队需要占领自己背后的地区，以便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和维持生存而分散兵力；



　　（3）战斗伤亡和疾病减员过大；



　　（4）距离补充来源地比较远；



　　（5）围攻或包围敌人要塞；



　　（6）努力程度逐渐下降；



　　（7）同盟军的瓦解；



　　（8）其它在战争中出现的可能因素。



　　但是，同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原因相对的，还有一些可以加强进攻力量的因素。很明显，只有把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分析对比一下，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和判断，例如，进攻一方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为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所抵销，甚至比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还要小得多。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在进行比较时，绝不应该只是考虑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应该考虑双方在前面或者在决定性的地点上相对峙的军队，例如法军在奥地利和普鲁土的情况；法军在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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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进攻的顶点




　　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经过主客观努力而达到的成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成果。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进攻力量有时会逐渐削弱，当然优势经过主观的努力是逐渐增长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优势常常是逐渐减弱的。进攻者可以象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在媾和谈判时对他有利的条件，但是指挥员对这些稍纵即失的机会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善于扑捉机会的能力，这当然常常是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如果进攻者能够把自己日益减弱的优势一直坚持到媾和为止，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有的战略进攻能直接导致媾和，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甚至全线崩溃，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由于进攻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占领敌人的国土，所以进攻就必然要进行到优势消失为止。这就促使进攻者向目标推进，而且使他要尽快地达到和超过预定的目标。如果我们想到，在比较双方力量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那么就不难理解，在很多场合要确定交战双方究竟谁占有优势是多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当然要尽量做到可靠性）想象力和推断。



　　因此，问题在于依靠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来发现进攻的顶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似乎有矛盾。既然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进攻决不可能超过顶点，因为，当力量还足以用于较弱的作战形式时，它用于较强的作战形式一定是绰绰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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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消灭敌人军队




　　战争是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目的的手段。这应该如何理解呢？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为达到进攻的目标所必需要消灭的那部分军队；



　　（2）尽量多地消灭敌人的军队；



　　（3）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前提下消灭敌人军队；



　　（4）从第三点还可以引伸出一点，那就是进攻者只在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军队。对进攻的目标来说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战斗是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当然，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目的：（1）直接的；（2〕间接的（即通过各种战斗的安排）。因此，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占领一个要塞，占领一部分国土，这本身已经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和削弱，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人作战力量的更大的破坏和削弱，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间接地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手段。



　　占领一个未设防的地区，除了我们可以较少的代价而直接达到某种预定的目的外，也可以看作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和削弱。诱使敌人离开它占领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同我们占领敌人未设防地区的作用很相近，因此只能把它同占领未设防的地区同样看待，不能把它看作是真正用战斗取得的成果。对采用这些手段所取得的成果在很多情况下被估价过高，而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那样的价值。同时，在采用这些手段时，往往还有一种危险，人们可能看不到这些手段会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由于采用这些手段付出的代价很小，所以它又有很大的诱惑人的力量。因此，在采用这种手段时，应该全面掌握尽可能有的资料，权衡利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之后再付诸实施。



　　这些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看作是较小的赌注，它们只能带来较小的利益，只能在条件有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不能轻易采取行动。在这种场合，它们显然比没有目的的盲目的会战好一些，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使获得胜利，它的成果也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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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攻会战




　　我们关于防御会战所谈的一切，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攻会战。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清楚地认识防御的本质，我们研究防御会战时只考察了防御特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会战。而这样的防御会战毕竟是很少的。在战争中，大多数的防御会战是半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防御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在进攻会战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进攻会战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而且当防御者越不是处于真正防御的状态时，进攻会战的特性就表现得越明显。所以，即使在特性不十分明显的防御会战中，或者是在真正的遭遇战中，敌对双方所进行的会战的特性总还是有一些不同。进攻会战的主要特点是一发起会战就进行包围或迂回。



　　十分明显，在战斗中利用包围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利益，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进攻者不能因为防御者具有对抗包围的手段就放弃这一利益，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只有在防御者的其他条件非常适于防御者采取对抗包围的手段时，进攻者才不能使用包围这一手段。但是防御者为了要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千方百计地要使自己能够顺利地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就必然要占领经过周密选择而且工事良好的阵地。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防御者往往并不能在实际上取得防御所提供的一切利益。何况大多数的防御在进攻、包围面前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手段，也就是说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非常窘困、被动和危险的境地，他是在估计到最不利的情况即将到来，而匆忙采取决定在半路上迎击进攻者的，企图延缓自己被歼灭的命运。因此，利用包围甚至变换正面进行会战，本来是交通线的位置有利时应该采取的手段，却住往成为精神和物质占优势时采取的手段了，例如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纳等会战。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也要引起注意，在第一次会战时，由于进攻者还在国境附近，他的基地即使不比防御者的基地优越，也大多数是很大的，所以他也敢于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至于侧翼攻击，即在会战中变换正面作战，也比包围更为有效。有人认为在进行战略包围时，一开始就应该象布拉格会战那样，同时进行侧翼攻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战略包围同侧翼攻击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在论述对战区进攻的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说明。如果说，在防御会战中，统帅要求尽量推迟胜负决定的时刻，以便赢得时间（因为防御会战如果在日落前胜负未定，通常就是一次胜利的会战），相反，在进攻会战中，统帅就要求胜负决定的时刻迅速到来。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进攻者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会造成兵力过大的消耗使进攻者从主动变为被动。进攻会战的一个特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敌情不明，进攻会战就象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寻找时机那样（例如奥斯特里茨、瓦格拉木、霍亨林登、耶纳、卡次巴赫等会战）。在进攻的会战中越是情况不明，就越需要集中兵力，就越需要多采用迂回，少采用包围以探明情况，采取对策。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因此，追击在进攻会战中显得更加重要，自然比在防御会战中更是整个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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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渡河




　　一、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防御者来说是天然屏障，而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在一个渡河点渡河，所以，进攻者不愿意留在大河附近，那么他的一切行动会有很大的困难，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进攻者在渡河后向敌人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或者敌人向他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时，那么他就会面临重大的危险。因此，一个统帅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优势和物质优势作基础和后盾的话，那他就不应该轻易采取行动，而冒很大的风险，不应该由于自己的轻率而使部队处于这种被动的地位和境地的。



　　二、只有进攻者存在这种背水作战的困难时，防御者才有可能有效地防守住江河；如果进攻者不存在这种困难时，防御者也许就不能凭借天然屏障而如此有效地防守江河了。假如聪明的防御者不把江河防御看作是唯一的救急手段，而是很好地组织这种防御，使自己在这种防御失利的情况下也还有可能在离江河不远的地方进行有效的抵抗，那么针对这种情况，进攻者就不仅要考虑到敌人利用江河防御对他进行的抵抗，而且还要考虑到上面第一条中所说的江河给防御者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统帅对于进攻设防的江河是顾虑重重而且特别慎重的。



　　三、我们在前一篇中已经谈到，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组织良好的江河防御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果。如果再看一看过去战争中的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可能性在实际要比理论上预言的要多得多。如果在理论上只考虑实际存在的困难，而在实施中，一切情况在进攻者看来又通常比实际情况更加困难的话，这些也就会成为进攻者行动上的最大障碍。假如我们论述的是一种不求大规模决战的进攻，也不是全力以赴的进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实施中，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就根本不予考虑的许多微小的障碍和偶然事件都会给进攻者带来不利因素，由于他就是行动者，他会首先考虑和接触到这些障碍和偶然事件。只要回顾一下伦巴第的那些并不十分大的河流也常常能够成功地被防守住的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一点了。如果说，战史上也有一些江河防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人们有时要求这种手段的充分发挥，而实际上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所造成的，他们完全不是根据这种手段的战术性能去考虑和实施，而是根据单纯的凭主观臆断或从经验中得知的而且被过分夸大了的效果来使用这种手段的。



　　四、只有当防御者错误地把整个希望完全寄托在江河防御上，而一旦这些江河防御被突破就会使自己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遭到不可收拾的惨败境地时，才可以认为江河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是对进攻者有利的，因为突破江河防御当然要比赢得一次普通的会战容易。



　　五、从上面所讲的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进攻者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情况下，江河防御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



　　六、不能迂回的江河防御是极少的，不论是在一般情况下对整个防线而言，还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个别地点而言，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进攻者兵力上占有优势并寻求大规模决战，那么，他总会想办法在一个地点佯渡，而在另一地点真渡河，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不顾一切地前进（由于兵力占优势，不顾一切地前进是可能的）来扭转战斗初期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因此，依靠优势的火力和超乎寻常的勇敢来驱逐敌人的主要防哨，借以对设防的江河进行真正的战术强渡，这是很少见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强渡这个概念永远只能从战略意义上去理解，因为，进攻者即使在防线上的一个完全没有设防或防御力量薄弱的地点渡河，仍要克服很多不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防御者估计进攻者在渡河时一定会碰到的）。进攻者可能采取的最不利的作法是，在相距并不很近而且不能进行共同战斗的几个地点真正渡河，这样，防御者是一定要分散兵力的，现在进攻者也分散自己的兵力了，他就失去了本来在兵力上占优势的利益。1814年，贝累加尔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明乔河畔的会战中遭到失败的。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军队凑巧都分开在几个地点渡河，而奥地利军队兵力的分散程度比法军还要大。



　　七、如果防御者在敌岸设防，那么不言而喻，进攻者想要在战略上战胜防御者的办法就有两个：第一是不顾己岸有敌人而选择另外某一地点渡河，并利用渡河这一手段战胜防御者；第二是向防御者发起会战。在使用第一种办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主要是基地和交通线状况的好坏。但是我们常常又看到。专门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比一般条件更能起决定性作用，如看谁的阵地位置选择得较好，谁的装备配置得较好，谁的部下能很好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不顾疲劳行军速度较快等等，谁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抵销一般不利的条件。至于在采用第二种办法时，先决条件是进攻者必须具有进行会战的手段、条件和决心。一旦进攻者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防御者就不敢轻易地只利用这种江河防御了。



　　八、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即使渡河本身在很困难的场合并不是很多的，但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场合，进攻者也不得不出由于对渡河的后果和未来情况的顾虑等等而停顿下来。他或者是让防御者留在已岸，或者勉强渡过河去，但还是靠近河岸停下来，双方长时间隔河对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即使在大规模决战的场合，江河也是重要的因素，它总是削弱和妨碍进攻的。在这种场合，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是防御者把江河防御作为自己抵抗的主要行动，错误地把江河作为战术屏障，而不去考虑其它方面的因素，这样，进攻者就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轻而易举地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利益。当然这种打击决不会立即导致敌人的彻底失败，但是这个打击是一些有利的战斗，它们会使防御者总的处境恶化，1796年奥军在下来茵地区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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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很仔细地分析了防御阵地如何能迫使进攻者向它进攻，或者迫使他停止前进，只有起这种作用的防御阵地才是有用的，才能全部地或部分地消耗敌人的进攻力量，或者使它不起作用。根据这种情况来看，进攻者对防御阵地是毫无任何办法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抵销防御者的这一利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防御阵地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假如进攻者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进攻防御阵地就是一个错误。相反，如果他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首先就应该考虑，能否利用威胁敌人侧翼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只有当这样做没有任何成效时，他才应该决定进攻这个良好的防御阵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攻击阵地的侧翼一般说困难程度总是要少一些。至于应该进攻阵地的那一个侧翼，这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位置和向，即取决于能否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两者可能无法同时办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考虑威胁敌人的退路，因为它本身是进攻性的行动，因而同进攻是相适应的，而保障自己的退路则是防御性的行动。但是，对占领良好阵地的强大的敌人进攻是相当危险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这里应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当然也有进行这种会战取得胜利的例子，如托尔高会战、瓦格拉木会战（我们不以德累斯顿会战作为例子，因为我们认为这一会战中的敌人还不能称为强大的敌人）。但是，总的说来这种防御阵地受到进攻的危胁是很小的，如果我们再看到，有许多的事例说明，即使最果断的统帅对良好的防御阵地也曾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应该把一般常见的会战同我们这里所谈的会战相提并论。要知道，大多数的会战实际上是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虽然一方是驻止的，但是他是驻止在没有准备好的阵地上。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十章 对营垒的进攻




　　一段时间，人们十分轻视修筑工事及其作用的风气曾经风行一时。这是由于法国边境的单线式防线多次被摧毁，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的营垒中会战失败，托尔高会战以及其他许多战争的实例所引起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腓特烈大帝通过迅速的运动和进攻手段所取得胜利的战争，更加促使人们轻视一切防御、一切防御战斗、特别是一切筑垒工事。当然，如果只有数千人奉命防御几普里宽的国土，或者筑垒工事只不过是一些前面没有障碍的堑壕，这些应付差事的防御工作在强大的进攻面前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也当然十分危险。然而，如果象庸俗的空谈家那样，由于这一点就说修筑工事本身不起作用（滕佩霍夫就是这种态度），那肯定是十分可笑，十分荒谬的。如果修筑工事不能用来加强防御，那么要它们有什么用处呢？不，不是这样的！不仅理智而且千百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构筑完善、有足够的兵力而且防守严密的筑垒工事通常可以看作是坚不可摧的，即使从进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如果承认单个的修筑工事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就可以相信，对进攻者说来，进攻一个营垒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能完成的任务。



　　营垒的守备部队兵力较少，这是营垒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利用有利的地形障碍和坚固的工事也可以抵抗兵力优势很大的敌人。腓特烈大帝虽然拥有比皮尔纳营垒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但是当时他认为进攻这个营垒是不可行的。后来，常常有人认为腓特烈当时是可以攻破皮尔纳营垒的。他们唯一的根据是当时萨克森军队的状况很坏，显然，这决不能作为论证来否定营垒的作用。同时，那些事后认为不仅可以攻破，而且可以很容易攻破这个营垒的人，在当时是否会下定进攻的决心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营垒的进攻是一种很不寻常的进攻手段。只有临时构筑的营垒尚未完工，用以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还很少的时候，或者象常见的那样，整个营垒只是有大概的轮廓，工程只完成一半的时候，进攻营垒才是可行的，甚至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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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山地进攻




　　在第六篇的第五章及以后的几章中，我们已详细地论述了防御和进攻时山地在战略上一般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也详细地阐明了山地作为战争中真正的防线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由此就可以得知，进攻一方应该如何对待作为真正防线的山地。因此，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论述的了。在那里，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进行次要的战斗时和进行主力会战时对山地防御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次要战斗中，只能把对山地的进攻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因为这时一切情况都对进攻者不利，相反在主力会战中，山地却对进攻者有利。



　　因此，具有进行会战的兵力和决心的进攻者应在山地同敌人作战，而且，他一定能从中得到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结论很难得到其他人的赞同，这个结论不仅同表面的现象有矛盾，而且初看起来还同一切战争经验相抵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看到，进攻的军队不管是否寻求主力会战，都把敌人没有占领而位于敌我双方之间的山地看作是异乎寻常的幸事，于是总是匆匆忙忙地先敌占领前面的山地；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行动同进攻者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在我们看来，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不同的情况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分别对待。



　　一支准备发动一次主力会战而向敌人挺进的军队，当它必须冲过未被敌人占领的山地时，自然会担心敌人可能在最后垂死争扎的时刻封锁那些他想利用的隘路。因为如果防御者真的封锁了这些隘路，进攻者就不再能够获得防御者占领一个普通的山地阵地时通常为他提供的那种利益。这时防御者已不会再过于分散兵力，已确切地知道进攻者要走那条道路，而进攻者也不再能针对敌人的兵力配置来选择自己的进攻道路了。因此，在这样的山地会战中，进攻者就不再具备我们在第六篇中所说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就有可能占领一个牢不可破的阵地。这样一来，防御者就有可能为了进行主力会战而有效地利用山地。当然，这一切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防御者在最后时刻坚守一个良好的山地阵地（特别是当他事先完全没有占领这个阵地时）会遇到的相当大困难，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防御手段是十分不可靠的，而进攻者所担心的那种情况也不一定会发生。尽管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却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战争中，常常有些担心虽然是十分多余的，但却是很自然的。



　　进攻者这时肯定担心的另一种情况是防御者也许会利用前卫或前哨线进行临时的山地防御。虽然这个手段也只有在十分少的场合才对防御者有利，但是进攻者很难确认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有利，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不利，所以他会担心可能遇到对自己最不利的情况。



　　此外，我们上面的论述，并不排除一个阵地借助于山地地形的特点成为完全牢不可破的阵地的可能性。在战争的历史上这样牢不可破的阵地是有的，但并不一定要在山地才有，如皮尔纳、施莫特赛芬、迈森和费耳特基尔赫等。这些阵地正因为不在山地，所以才更显得有价值和作用。尽管人们可以想象，在山地里（比如在很高的台地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牢不可破的阵地，在这种阵地上防御者可以防止山地阵地常见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阵地十分少见，而我们观察的却只能是大多数情况。



　　我们正是在战史中了解到山地是多么不适合于进行决定性的防御会战，伟大的统帅想要进行这种会战时总是宁愿在平原上选择阵地。在过去的整个战史上，除了革命战争时期以外，就再也没有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战例。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得不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所以也有很少的时机时利用山地阵地，显然是错误地使用了山地阵地和进行了不正确的推论的缘故。1793年和1794年在孚日山，以及1795、1796和1797年在意大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指责梅拉斯在1800年没有占领阿尔卑斯山的通路，这是一种欠思考的批评，是一种可以说是肤浅和幼稚的批评。拿破仑如果处于梅拉斯的地位，恐怕同样也不会占领这些通路的。



　　关于山地进攻的部署的问题，绝大部分属于战术性质，在这里我们以为只需要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和战略紧密联系以及同它又一致的部分作以下几点说明：



　　（1）军队在山地不能象在别的地方那样可以离开道路行进，如果急需分割兵力而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前进时，大多只能拥塞在很长的隘路上，实际起不到兵分多路的效果，所以军队一般说应该沿着几条道路前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在一个较宽的正面上前进。



　　（2）对正面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实施进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包围敌人整个军队是不可想象的，要取得战争的重大的胜利，主要应采用突破敌人的防线和击退敌人的侧方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用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包围的手段。因此，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顿地前进是进攻者必然采纳的办法。



　　（3）但是，如果在山地对兵力配置得比较集中的敌人进攻，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攻击会遇到防御者用最大兵力和集中火力进行的抵抗。而迂回必须主要以真正切断防御者的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进行战术上的侧翼攻击或背后攻击为主要目的。其理由是：如果防御者有很多的兵力，那么他在山地阵地的背面就也能够对进攻者进行激烈的抵抗；这时，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失去退路，进攻者才能期望最快地取得成果。在山地，防御者的这种担心产生得越早，它的影响和效果也就越大，因为在山地处境最危急时是不容易用手中的枪炮杀出一条血路的。而单纯的佯动在迂回时也决不是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最多只能把敌人诱出阵地，却不能带来对敌人真正的威胁和杀伤力，因此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为目的，才能使敌人在心里产生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从而击垮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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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对单线式防线的进攻




　　如果攻防双方在单线式防线上进行一次主力决战，那么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因为这种防线正面过宽，比直接的江河防御或直接的山地防御更不符合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各种要求。1712年欧根在德南所设的防线就可以算是这种防线，那一次他受到的损失完全同会战失败时所受的损失一样惨重。但是，如果当时欧根集中地配置了兵力，那么维拉尔恐怕就很难取得这种胜利了。如果进攻者不具备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所需要的手段，而坚守防线的又是对方的主力，那么进攻者就不敢冒然的攻击这种防线了，如1703年维拉尔就没有敢轻易地进攻路德维希·冯·巴登指挥的施托耳霍芬防线。然而，如果防线只由一支次要的军队坚守，那么，自然一切都取决于进攻者能用多少兵力进行进攻了。在这种场合，抵抗大多并不激烈，至于胜利的成果，当然也就不会具有很大的价值。



　　围攻者的围攻防卫圈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我们将在论述对战区的进攻时予以讨论。



　　一切单线式的配置，例如加强的前哨线等等，总有容易被突破的特点。但是，如果突破不是为了继续前进从而求得决战，那么进攻者只能得到微小的成果，为这样小的成果而采取较大的突破行动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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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机动




　　一、我们在前面第六篇第三十章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虽然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可以采用机动，但是，机动总是更多地具有进攻的性质，总是更多地体现在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程度上，而不是具有防御的性质，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机动同通过大规模战斗中使用强大兵力的进攻实施并不矛盾，它同使用进攻手段直接进行的进攻实施才是对立的，即使在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和退路、牵制性进攻以及其他等等场合下都是这样。



　　三、就机动这个词的一般涵义来说，它有一种诱使敌人犯错误而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似乎是从不行动，也就是从均势中产生出来的，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着棋，因此是一种双方力量比较平稳的赌博，其目的是造成取得成功的有利机会，进而利用这种机会造成对敌人的优势。



　　四、机动所产生的利益，可以看作是行动的目标，有时也应该看作是采取行动的根据。这些利益主要是：



　　（1）切断或限制敌人后勤给养的供应，造成后勤供应不足或瘫痪；



　　（2）同其他部队会合；



　　（3）威胁或阻止敌人同国内或同其他军团和军的联系；



　　（4）威胁敌人的退路；



　　（5）用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单个据点。



　　这五种利益可以表现在当时情况中的最小目标上，并使这些目标成为在一定时间内一切都围绕它进行战事的对象。这时，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一个工事就往往起着很重要作用，它们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它们同这五种利益或其中的一种发生关系的缘故，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难证明的。



　　（6）一次成功的机动给进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给积极行动的一方（当然也可能是防御者）带来的结果是得到一小块地方、一个仓库，一点点局部的利益等等。



　　（7）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同的机动，而且被用来推论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即四个概念，实际上它们是（而且必须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概念是包围和内线活动，第二组对立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



　　（8）对第一组对立概念我们决不能认为，其中的某一个概念会比另一个优越。因为，第一，如果一方追求这一种行动方式，必然会引起对方追求另一种相适应的行动方式，后者就象是前者自然的平衡力和真正的中和剂一样；第二、包围同进攻是同一性质的行动，内线活动则同防御是同一性质的行动，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攻者更适合于采用包围，防御者更适合于采用内线活动。哪种行动方式用得最恰当，哪种行动方式就较优越，就越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9）对另一组对立概念也同样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比另一个优越。兵力较强的一方可以把兵力分散在若干地点，这样做可以在许多方面在战略范围造成便于自己生存和行动的条件，同时还可以积蓄自己部队的力量以备万一。相反，兵力较弱的一方则必须更多地集中兵力，尽量不使自己的兵力分散，力求通过运动来弥补由此产生的不足。但是要获得较大的机动性必须有较高的行军技能。因此，兵力较弱的一方必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始终保持前后观点一致，我们就必然会处处都碰到这个结论，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检验我们论证的逻辑性的试金石，1759和1760年腓特烈大帝对道恩的战局，1761年他对劳东的战局以及1673年和1675年蒙特库科利对屠朗的战局，都始终被认为是兵力软弱的一方最巧妙地利用这种机动方式的典范。我们的论点主要是根据这些战局得出的。



　　（10）正如不应该滥用上述两组四个对立的概念而得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一样，我们不应该赋予其他的一般条件（如基地、地形等等）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影响。如果追求的利益越小，地点和时间方面的细节就越重要，一般的或重大的情况就越不重要，因为它们在这种算小利的计算中起的是微不足道的作用。1675年屠朗背靠莱茵河把兵力配置在宽达三普里的正面上，而退却用的桥却在最右翼，用一般的观点来看，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然而他采用的措施却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切合实际的措施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的技巧和智慧的结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更多地注意细节，并根据它们在具体场合必然具有的价值来评价它们，才会理解这种成果和技巧。



　　（11）因此我们深信，对机动来说，是不存在事先所固有的任何规则的，任何方法、任何一般原则都不能决定这一行动的价值；而巧妙的活动、准确性、有秩序、服从性和大无畏的精神却有利于在具体情况下取得显著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竞争中取得胜利，主要要依靠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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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沼泽地、泛滥地和森林地的进攻




　　沼泽地，也就是不可通行的只有少数堤道的草地，正如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会给战术进攻带来特殊的困难。沼泽地很宽，不能用炮火驱逐和消灭对岸的敌人。也不能为自己铺设通路。因此，在战略上人们尽力避免向沼泽地进攻，尽力绕过沼泽地。如果象有些低洼地区那样，耕作面积很大，并有无数条通路，那么防御者的抵抗虽然相对地说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进行决定性的决战来说，就比较薄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适合了。但是，如果象在荷兰那样，低洼地由于泛滥而得到加强，那么防御的抵抗可以增强到最大限度，使任何进攻都不能成功，荷兰1672年的战争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军在攻下并占领了泛滥线以外的所有要塞以后还有五万军队（先由孔代指挥，后由卢森堡指挥），而防守泛滥线的荷兰人却只有两万，但是法军却不能攻克这条防线。但是不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对荷兰军队的1787年战局的结果完全与此相反，当时普军是以几乎不占优势的兵力和微乎其微的损失却攻破了这条防线。两种不同的结局就提示人们必须从防御者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而造成的分裂状态以及指挥的不统一中去找原因。而更确实的事实却是，后者这次战局的胜利，也就是通过最后一道泛滥线一直到阿姆斯特丹城下的进攻，是由一个十分微小的原因引起的，因此不能根据这个特殊的战例得出一般的结论。这个十分微小的原因是哈勒姆海没有设防，公爵正是利用这一点绕过防线到达阿姆塞耳温防哨背后的。如果荷兰人在这个海面上有几艘军舰设防，公爵就决不可能到达阿姆斯特丹城下，因为他当时已经黔驴技穷了，至于这种情况对于媾和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问题，但是，最后一道泛滥线不可能攻破却是可以肯定的。



　　严冬季节当然是泛滥地防御的自然敌人，1794和1795年法军就曾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只有严寒的冬天才是这样。



　　我们把难以通行的森林地也算作能够加强防御的一种手段。如果森林地的纵深不大，那么进攻者就可以沿着彼此靠近的几条道路穿过森林，到达通行困难较少的地区，因为在森林里各个地点的战术防御力量不可能太大，而森林地完全不象江河或沼泽地那样，绝对不可通行。但是，如果象在俄国和波兰那样，广大的地区几乎到处都是森林，进攻者无法通过，那么他的处境当然就会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只要想一想，进攻者为了补充给养要克服许多困难，在阴暗的森林中对到处可能出现的敌人显示自己优势的兵力是特别不容易，就可以明白这点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进攻者可能处在的最不利的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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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这个题目的大部分问题在第六篇中已经谈到了，在那里的论述只要反过来看就是对战区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一个单独的战区的概念同防御的关系总是比同进攻的关系更为密切。关于进攻的一些主要问题，如进攻的目标、胜利的影响范围等，我们已在本篇中讲述过了，而关于进攻性质的最有决定性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到研究战争计划时才能给予说明。虽然如此，有几点还是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的，我们打算还是从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局谈起。



　　一、进攻的最终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最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这种优越感的作用通常评价过高，其实这种优越感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也经不起实际困难的考验。当然，我们在这里是假定防御者的行动同进攻者的行动一样，都是正确而适合的。我们所以作以上的说明，是想减少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和唯一手段，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关于真正的战略上的奇袭，我们在其他时间已经说过了。因此。如果进攻者不具备物质力量方面的优势，他就必然有一种精神方面的优势来弥补进攻这种作战形式的不利；如果精神方面的优势也不具备，那他就根本没有理由发起进攻，即使发起了进攻，也肯定是会失败的。



　　二、正如说谨慎应该是防御者的保护神一样，大胆和自信应该是进攻者的保护神。这并不是说，一方可以缺少另一方应该具备的特点，而是说谨慎同防御，大胆和自信同进攻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彼此决不可以分开。一般说来，这些特点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军事行动不是课堂里的数学演算，而是一种在实际战火中，是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是在黑暗的、起码是在朦朦胧胧的领域中进行的活动，在这里，我们必须相信那些最适合于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指挥官。防御者在精神力量方面表现得越软弱，进攻者就应该越大胆，越强硬。



　　三、要取得胜利，就要使敌人的主力同自己的主力作战。这一点，对进攻来说就不象对防御那样值得怀疑，因为进攻者必须去寻找通常已经占领阵地的防御者。我们在前面《防御》一篇中已经明确论述了，如果防御者存在配置错误，进攻者就不可能去寻找防御者，因为他可以确信，防御者会来找他，于是他就可以在敌人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和敌人作战。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正确判定哪条道路和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讨论防御时没有谈这个问题，只是让读者参阅本章，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四、什么可以作为进攻的直接目标，即可以作为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如果这些目标是在我们要进攻的战区内，也就是说是在我们可能取得胜利的范围之内，那么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就是进攻的主要方向。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进攻的目标常常是只有在可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所以在考虑进攻目标时永远必须同时考虑到胜利。因此对于进攻者说来，重要的不是只是为达到进攻的目标，而是要作为一个胜利者达到目标，所以他进攻的方向不是指向进攻的目标本身，而是指向敌人军队到达这一目标时必然经过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我们直接进攻的对象，进攻者在敌人军队到达进攻目标以前向它发起进攻，把它同这个目标分离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击垮敌人，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例如，假设敌国首都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防御者也没有驻扎在首都同进攻者之间，那么进攻者直取首都就是不正确的，较好的办法是把进攻的目标指向敌人军队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就唾手可得了。



　　如果在进攻的胜利范围以内没有大目标，那么敌人军队同最近的大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就是对取得战争胜利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进攻者都要思索一下，如果在会战中得胜，将如何利用这一胜利？回答是，利用胜利可以取得的目标就是进攻的主要方向。如果防御者是配置在这个方向上，也就是说他配置得完全正确，进攻者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去向他挑战。如果防御者的阵地太坚固，进攻者就不得不努力从阵地侧旁绕过，也就是说遇到困难不得不另想办法。如果防御者没有驻扎在正确的地点，进攻者就仍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一旦前进到同防御者取齐，而防御者仍不向他的侧方移动，进攻者就应转向敌人军队同这个目标之间的交通线，以便在那里向敌人进攻。假使敌人军队始终在原地不动，进攻者就应该转向敌人军队，从背后攻击他们。



　　在进攻者选择的通向目标的所有道路中，选择大的通商要道永远是最好和最自然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有过于弯曲的地段，自然就要在这些地段另选较直的道路（即使是较小的道路也好），因为退路过于弯曲总是十分危险的。



　　五、进攻者在寻求大规模决战时决不应该分割兵力，如果分散了兵力，大多只能看作是进攻者不明情况而产生的错误，因此，进攻者只能在可以保证各纵队能够同时参加作战的正面上前进。如果防御者自己分散了兵力，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进攻者才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佯动（这种佯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战略上的佯攻，其任务是确保这些利益）。只有为这个目的而分散兵力才是正确的。



　　如果军队不得不分成几个纵队前进，那只能是为了组织进攻中的战术包围，因为包围形式对进攻来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就不应该放弃这一形式。但是这种包围形式只能是战术性质的，因为在大规模战斗时进行战略包围完全是浪费兵力。只有当进攻者十分强大，胜利的结局毫无疑问时，才可以进行战略包围。



　　六、但是进攻也应该谨慎小心，因为进攻者自己也有背后和交通线需要掩护。对这些进攻者应该尽可能地依靠前进行动进行这种掩护，也就是说由进攻的军队本身来完成这种掩护。如果必须特别指派一部分军队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就要分散兵力，这当然只能削弱进攻的力量。既然一支兵力较大的军队往往总是在两端相距至少一日行程那样宽的正面上前进，那么，如果交通线（即退却线）偏离行军正面的垂直线不大，军队的正面大多就可以掩护交通线了。



　　进攻者在这方面要冒多大风险，主要要看敌人的情况和特点如何。如果一切都是在大规模决战的气氛的压力之下，防御者就很少有进行这种活动的余地！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但是，一旦前进已经终止，进攻者本身越来越进入防御状态，那么掩护背面就越来越有必要，越来越成为主要问题。因为进攻者的背面当然要比防御者的背面力量薄弱，所以防御者在转入真正的进攻以前，甚至当他还在不断放弃国土时，就可以开始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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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一、进攻者即使没有足以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意志和力量，他还是会有一定的战略进攻意图的，只是他进攻的目标比较小罢了。如果进攻成功，那么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整个局势就会出现平静和均势。如果在进攻中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总的攻击就会在达到其目标以前中止。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纯粹是临时的进攻甚至战略机动。这就是大多数战局的特征。



　　二、可以成为这种进攻目标的对象是：



　　（1）一个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可取得的利益是：补充给养，必要时也可以征收军税，减轻本国的负担，在媾和时拿它作为与敌人进行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有时，占领一个地区也是为了军队的荣誉，取得精神上的力量。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统帅进行的战争中就不断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地区占领后能否保住，其作用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情况下，只有这个地区同自己的战区相邻，是战区自然的补充给养部分时，它才有可能保住。也只有这样的地区才可以在与敌人谈判时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至于不是这样的地区，一般情况下常只是在战局的持续时间内占领，到冬天就要成为包袱一样被放弃。



　　（2）敌人的一个大仓库。如果仓库较小，就不可能会被看作是决定整个战局的进攻目标。虽然占领仓库本身会使防御者失去仓库而进攻者得到仓库，但是进攻者的主要利益却在于防御者因而被迫后退一段距离，放弃一部分他本来可以保有的国土。由此可见，夺取仓库实际上只是手段，这里所以把它当作行动的目的提出来，是因为它是进攻的直接而明确的目标。



　　（3）夺取一个要塞。我们将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夺取要塞的问题，到时读者可以参阅那一章。根据那一章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不能以完全歼灭敌人或者占领敌人大部分国土为目的的进攻战争和进攻战局中，要塞始终是最重要、最理想的进攻目标。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要塞很多的尼德兰，一切总是以占领这个或那个要塞为中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连逐步占领整个地区也似乎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把每个要塞看作是本身似乎具有某种价值而应予以考虑的单位。而对要塞本身，注意得更多的是对它围攻是否方便和容易，却不是它的价值。



　　然而围攻一个不太小的要塞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行动，因为它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一行动并不总是关系到全局的战争中，这一点是应该加以慎重考虑的。因此围攻要塞在这里就成了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不过要塞越小，或者围攻越是不认真，围攻的准备越不充分，一切越是附带进行的，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就越小，就越适合于以十分弱小的兵力和意图来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战局加添一些荣誉，整个行动常常只是装模作样，因为作为进攻者，总要采取一些行动才象样子。



　　（4）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遭遇战，甚至会战。为了夺取战利品，或者仅仅为了军队的荣誉，有时甚至只是出于统帅的荣誉心，这一类战斗是有可能进行的。只有那些对战史完全无知的人才会怀疑甚至认为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军进行的战争中，大多数的进攻会战却都属于这一类。但必须指出，这些会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进行的儿戏。它们对于媾和是有十分肯定的影响的，它们能使进攻者相当直接地达到目标。军队的荣誉、军队和统帅的精神优势也十分必要，而他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无形的，但对整个军事行动来说，都始终是有影响的。



　　进行这类战斗当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胜利的希望相当大；第二，即使战斗失利，受到的损失也是相当的小。当然，这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会战同那种由于精神上的软弱而没有利用胜利的会战是不能等同看待的。



　　三、上述目标除了第（4）项以外，其他目标都可以不必经过大的战斗就取得，而且进攻者为这些目标通常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战斗。进攻者不经过决定性战斗就得到目标的手段，都是针对防御者在其战区内需要保护的一切利益而采取的，这些手段就是：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不论是同给养来源地，如仓库、富庶的地区、水路等有联系的部分，或者是同别的部队及重要地点，如桥梁、隘路等有联系的部分）；占领敌人不能夺回并能给敌人造成创伤的坚固阵地；占领大城市、富饶的地区和可能发生反抗的、不安定的地区；威胁力量弱小的同盟国，等等。如果进攻者可能确实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而且防御者不付出重大牺牲就不能予以恢复，如果进攻者可能占领上述那些目标，而防御者就会被迫放弃一些重要性较小的目标，退到后方或侧方去占领另一个阵地来得护上述目标。这样一来，某个地区、仓库和要塞就没有保护了，于是进攻者就可以夺取该地区和仓库，围攻要塞。这时，可能发生不同规模的战斗，不过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人们也不把它们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因此，战斗的规模和重要性是不会超出一定的界限的。



　　四、防御者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防御的一种还击手段，在寻找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有当进攻者作战战线拉很长时才会出现，但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却是比较适用的。在后一种场合，虽然进攻者交通线很长的情况是不多的，但是，这时重要的已经不是使进攻者在交通线上受很大损失，只要给他造成给养供应方面的困难，或者使他的给养供应有所减少，就足够可以起到作用了。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不长，那么防御者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延长同敌人在这方面进行斗争的时间。因此，掩护战略侧翼是进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进攻者同防御者之间发生了保护自己侧翼和威胁对方侧翼的斗争，那么进攻者就必须用自己兵力的优势来弥补自己存在的不利条件。如果进攻者还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对敌人的大部队或主力进行一次猛烈火力的攻击，那么使敌人面临这种困境是掩护自己侧翼的最好办法。



　　五、最后，我们还要想到，在这样的战争中，进攻者和防御者相比较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进攻者要比防御者可以更好地根据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来判断对方。预见进攻者存在有多大的进取精神和胆量，要比预见防御者是否准备采取重大行动要困难得多。实际上，选择防御这种作战形式通常就是没有什么积极意图的证明。此外，采用大规模还击的准备同一般的防御准备之间的差别，比抱有大企图的进攻准备同抱有小企图的进攻准备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最后，防御者不得不较早地采取措施，因而进攻者就可以根据防御者的措施再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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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对要塞的进攻




　　对要塞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从筑城作业方面来加以研究，而是准备研究三个方面：第一、同这种进攻有联系的战略目的；第二、对进攻要塞的选择；第三、掩护围攻的方法。



　　防御者丢失要塞会削弱他的防御，特别是当要塞构成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更是如此。进攻者攻占了要塞后，就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利益，他可以把它用作为自己的仓库和补给站，可以用它来掩护地区和宿营地，等等。当进攻者最后转入防御时，要塞就又会成为这种防御的最有力的支柱。要塞在战争过程中对战区的所有这些作用，我们在《防御》一篇中论述要塞时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我们在那里的论述反过来看也是对要塞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攻占要塞的问题是和是否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与不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的。在前一种战争中，攻占要塞被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下下策。这时人们只围攻那些为了进行决战而不能不进行围攻的要塞。只有当决战已经完全结束，危机、力量的紧张状态已经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战场平静的状态已经出现的时候，攻占要塞才能起到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的作用，这时攻占要塞虽然还需要经过努力，需要消耗兵力，但大多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正在战争的危机时期围攻要塞却会极大地增大危机，这对进攻者是非常不利的。很明显，没有任何行动能象围攻要塞那样会严重地削弱进攻者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行动象它那样肯定地会使进攻者在一定时期内失去优势。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进攻，却又不得不采取坚决的措施去攻占这个或那个要塞。在这种场合下，围攻要塞应该看作是一种果断猛烈的进攻行动；围攻前越是胜负未定，危机就越大。关于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予以探讨。



　　在有限目标的战争中，通常攻占要塞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攻占要塞将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行动，与其他行动相比它具有下列优点：



　　（1）攻占要塞是一个范围十分有限的小行动，它不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因此也不必担心会遭到还击；



　　（2）要塞在敌我双方进行谈判时可以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很好的等价物；



　　（3）围攻要塞是一种迅速猛烈的进攻行动（至少看来是这样的〕，但它不象其他进攻行动那样会使兵力不断削弱；



　　（4）围攻是一种没有重大危险的行动。由于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所以攻占敌人一个或几个要塞通常就成为没有较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目的。



　　在确实难以决定应该围攻哪个要塞时，选择的根据是：



　　（1）这个要塞攻占后易于防守，因此在谈判时可以作为价值很高的等价物。



　　（2）围攻手段的多少。手段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占领一个小要塞总比围攻大要塞受到的损失要少一些。



　　（3）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和要塞的重要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彼此间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如果放着一个工事不很坚固但可以作为进攻目标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兵力浪费在一个工事非常坚固而且很不重要的要塞上，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情。



　　（4）要塞的装备和守备部队的强弱。如果要塞的守备部队不多，装备也比较薄弱，攻占这个要塞当然就比较容易。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守备部队的多少和装备的强弱也是作为判断这个要塞的重要性的因素之一，因为守备部队和装备本身就是敌人作战力量的一部分，是不能同筑城工事同等看待的。因此，攻占一个有强大守备部队的要塞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值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5）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大多数围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攻城辎重的不足，而攻城辎重的不足，又往往是由于运输困难所造成的。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要塞和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要塞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失败的最突出的例子。



　　（6）最后，掩护围攻的难易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掩护围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利用工事来加强围攻的军队，即利用围攻防卫圈；二是利用所谓监视线。第一种方法在现在的战争中已经完全过时了。人们乐于采用第一种方法显然有一个重要的根据，那就是从表面上看用这种方式掩护围攻，进攻者的力量就似乎不会由于分散兵力而受到削弱（这种削弱对围攻本来是很不利的），但是，实际上进攻者的力量却会由于下述原因受到十分显著的削弱：



　　（1）围绕要塞的阵地往往会使军队的正面拉得太宽。



　　（2）坚守要塞的部队（还应该加上前来解围的部队），本来只是同我军对峙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看作是处于我军营垒心脏中的敌人部队，它借助要塞城垣的掩护，使自己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至少是很难制服的，因而它的作用能得到很大的增长。



　　（3）围攻防卫圈的防御只能是单纯的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配置在所有防御配置形式中是力量最弱和最不利的一种，它尤其不利于进行有利的出击。围攻防卫圈上的防御者只能在自己的筑垒工事中进行绝对的抵抗，很显然，这种防御形式造成的防御力量上的削弱，也许会比使用监视部队受到的削弱要大得多（编组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军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如果我们再看到，自从腓特烈大帝以来，战争的指挥者们普遍喜欢使用所谓进攻（实际上并不总是进攻）行动，喜欢采取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修筑工事进行防御，那么我们就不会由于围攻防卫圈完全被废弃不用而感到奇怪了，不过，在围攻防卫圈的防御中，战术抵抗所带来的兵力削弱决不是围攻防卫圈的唯一缺点。我们在指出这个缺点的同时，还列举了对围攻防卫圈的一些看法，是因为这些看法同这个缺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围攻防卫圈基本上只能是掩护战区的一部分，即只能在它包围圈以内的地区。而所有其余的地区，如果不专门派兵掩护，就等于让给了敌人；如果派兵掩护又要分散兵力，而分散兵力却是人们不愿意采纳的。在这种情况下，攻城时不可缺少的运输和补充给养工作就已经是使围攻者担心和感到有极大压力的问题了，如果攻城部队的数量相当大，攻城辎重使用得相当多，而且敌人在战场上的兵力又很强，那么用围攻防卫圈来掩护运输就根本不可能办得到了。用围攻防卫圈掩护运输只有象在尼德兰那样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在尼德兰，要塞互相靠得很近，要塞和要塞之间的防线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掩护着整个战区的其他部分，使运输线在这里很大程度上已经缩短了，在路易十四以前，军队的配置还没有同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偶然地调来调去，到了正好周围没有敌人部队的某个孤立的要塞前面，就停下来进行围攻，而带来的围攻辎重够用多久，就围攻多久，一直到前来解围的敌人部队到来并接近时为止。这时，利用围攻防卫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变化，利用围攻防卫圈掩护围攻恐怕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也就是情况同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是可能的。只有在战场上的敌人兵力很少，或者战区的概念同围攻的概念相比已似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围攻时集中优势兵力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大大加强围攻的力量。



　　路易十四时期，在康布雷和伐郎兴设置的围攻防卫圈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前者由孔代防守，被屠朗突破；转而后者又由屠朗防守，而被孔代突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战例中围攻防卫圈实际上并没有遭到很大的攻击，甚至当迫切需要给要塞解围而且防御者的统帅又是一位特别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有敢攻击在里尔的围攻防卫圈内的联军。腓特烈大帝1758年在阿里木次，1760年在德累斯顿，虽然都没有设置真正的围攻防卫圈，但设置了一个同围攻防卫圈大体上一致的防御体系，他是用同一支军队进行围攻和掩护围攻的。腓特烈大帝在阿里木次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大军离这里不很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耳损失了运输队以后，对这种作法又后悔起来。1760年他在德累斯顿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轻视帝国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急于要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防卫圈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在失利的情况下很难保住攻城的火炮力量。如果掩护围攻的部队是在距离围攻地点一天或几天行程的地方作战，那么一旦遭到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敌人的兵力来到以前撤围，即使配备着庞大的运输队，也至少可以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转移。



　　在考虑配置监视部队时，首要的问题是考虑监视部队应配置在离围攻的要塞多远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况下，确定这个距离的因素是地形条件或者是攻城军队要与之保持联络的其他军团和军的阵地的位置。此外，监视部队距离较远，围攻可以得到更好的掩护；距离较近（不超过几普里），则围攻部队又和掩护部队可以更好地相互支援，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十八章 对运输队的攻击




　　对运输队的攻击和掩护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要证明只有根据战略上的需要和情况才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话，我们也就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谈的很少一点内容是对进攻和防御来说可以合二而一来谈，同时，它对进攻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我们就会在讨论防御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运输车的中等运输队（不管车上载的是什么）可以长达半普里，一个庞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可以这样分析，通常派去护送的比较少的部队要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是可想而智的，此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这是必然的，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进行单独的掩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一部分遭到敌人袭击（这种袭击非常容易），整个运输线立刻就会瘫痪在道路上并陷入非常的混乱。人们考虑到上述的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所有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到攻击？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如滕佩霍夫提出的很不切合实际的办法，让运输队采用不断地停止前进和继续前进来缩短距离，或者象香霍斯特提出的稍好一点的办法，即把整个庞大的运输队分成几个小纵队间断行进。对克服运输队的根本缺点来说，这些都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弥补办法。



　　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是，多数运输队由于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而得到了一定的安全保证，而且是比易于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安全的保证，这就使它们较少的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运输队总是多多少少地在自己军队的背后活动的，或者至少在离敌人军队很远的地方活动的。因此，敌人只能以小部队来攻击它们，而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掩护，使自己的侧翼和背后免遭以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如果再想到，恰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拙，攻击者很难把它们带走，多数只能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等（用这种方法只能使全部运输队受到阻拦和陷于混乱，但是不能真正消灭它），那么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运输队的安全更多地是依赖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来保证的，而不是依赖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证的。如果再想到护送部队的抵抗虽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却能扰乱敌人进攻运输队的程序，那么最后看来，对运输队的进攻不是很容易的丝毫无差的，而是十分困难的，它的结果是十分没有把握的。



　　另外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去攻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有可能遭到敌人军队或者敌人某一部队的报复，甚至遭到惨败的惩罚。人们在很多种场合正是因为有这种顾忌才没有敢攻击运输队，由于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而一直认为运输队是有了护送部队掩护才得到了安全，因而感到奇怪，怎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如此使人望而生畏。只要回忆一下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后通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知道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四千辆车的辎重队半数是由军队分成的许多小队护送的。道恩为什么没有攻击这支辎重队呢？理由是他害怕腓特烈大帝用另一半军队进攻他，把他卷到这次他所不希望的会战中。劳东为什么在齐施博维茨没有更早地、更大胆地进攻一直在他侧面的运输队呢？这主要是他害怕受到惩罚。劳东的军队距离主力十普里，并且同主力的联系彻底被普鲁士军队切断了，因此劳东认为，一旦腓特烈大帝（他一点也没有受到道恩的牵制）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垮台的危险。



　　只有当军队的战略态势迫使军队毫无办法的从侧面，甚至异常地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运输队才真将遇到巨大的危险，因此也就很快会成为敌人攻击的有利目标（假设敌人的情况允许他为此行动派遣部队的话）。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耳攻击普军运输队的事例，进一步阐明这种行动是能够取得完满的成果的。因通住尼斯的道路是在普鲁士军队阵地的左侧，因此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攻城和抗击道恩时活动受到了限制。所以奥军的别动队根本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进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时，就是从布香经德南，确切的说就是从战略配置的正前方输送攻城器材。为了能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完成十分困难的掩护任务，他使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他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这种状况直到战局过程起了剧变才结束），这已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进攻不论从战术上看是多么容易，可是从战略上看，却总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能在敌人的交通线完全暴露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战果。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十九章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之所以没有谈到军队的进攻这个问题，是因为不能把舍营只看作是一种防御手段，只能看作是军队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一种战斗准备很差的状态。有关这种战斗准备，我们就不必再说了，因为第五篇第十三章中有关对舍营所说的一切也就是对它的一个极好的阐述。



　　然而，在研究进攻时，我们应该把舍营的敌人军队当作是一个特别的进攻目标，因为一则此种进攻是一种很特别的进攻方式，二则此种进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特别效果的战略手段。因为在这里所要说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是分散驻在一些村落中的一支小分队的袭击（因为为此种进攻而进行的部署全都是战术问题），而是对比较大的舍营地中的一支大部队的进攻。因此，进攻目标不仅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要努力阻止敌人军队的集中。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其实就是对一支没有集中的军队所进行的袭击。这种袭击假如能使敌人的军队不到达预定的集中地点，能迫使它们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外选择一个集中地点，那么袭击就算成功了。集中地点后移的距离，在危急时极少在一日行程以内，一般可达数日行程，因此可以看出造成国土的丧失并不是很小的，这就是进攻者得到的第一个利益。



　　对敌人所有军队进行的这种袭击，在最初时可能是同时袭击少数几个单个的舍营地，而不是袭击所有的或者是很多的舍营地，因为这么做就一定要扩大进攻的正面和分割进攻军队的兵力，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此，进攻者只能袭击那些处在进攻纵队前进方向上的、敌人最前面的舍营地。即使这样，袭击很多这样的舍营地也极少能顺利进行或全部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一个大部队的行动是不能不被人发觉的。但是这种进攻方法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成果看作是进攻者得到的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是能迫使敌人进行部分战斗，并促使他们在这种战斗中遭到严重的损失。一个大部队的集中，不仅是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中地点集中的，一般是先集中成旅、师、甚至军，然而以旅、师、军为单位的部队就不可能极其快捷地奔向集中地点，在它们同敌人进攻的纵队遭遇时，就不得不接受战斗。如果进攻的纵队兵力不很大，它们也有取得胜利的机会，但是即使能取得胜利，它们也会丧失了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力图到达后方集中地点的部队是不会很好地利用胜利的，一般说这很容易理解。它们也可能会被打败，由于它们没有充分的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造成这种可能性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周密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他们就能够通过这些部分战斗得到很多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成为总成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利益（也是全部行动的结果）是使敌人军队在一定时间里发生混乱和士气沮丧，从而迫使敌人即便在最后的时间里也不能把军队集中起来立即使用它们，这样一遭到攻击就会不得不再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得不重新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的袭击时所能得到的特殊成果，这也是经过一次袭击使敌人不能毫无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中军队时所能获得的特殊的成果，不过，袭击成功的尺度自然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得到的成果有时会很大，有时却又会小得可怜，再说，这种袭击即使非常成功，能取得成果很大，也可能得不到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不会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取得许多的战利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袭击的精神影响不会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总的结论，避免对这种袭击作出过高的评价。有很多人认为袭击是进攻活动的最好形式，但是，正如上面的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事情决不会只是这样的。



　　1643年洛林公爵在提特林根袭击朗超将军指挥的法军的舍营地的实例，就是最辉煌的袭击之一。当时法军有一万六千人，结果损失了司令官和七千名士兵。这是一次惨败，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法军没能设任何前哨。



　　1644年，屠朗在梅尔根特海姆（法国人称为马里恩塔耳）遇到的袭击，就其结果而言，确实也可以算是是一次惨败，因为屠朗的八千人居然损失了三千人。其主要原因是屠朗受到诱惑，他脱离实际地用集中起来的部队去进行抵抗。所以，我们不能经常指望用这种袭击的方式取得相似的结果。这个结果如果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对遭遇战考虑不周所造成的，因为屠朗原本可以避开战斗，去同在其他地方舍营的较远的部队会合。



　　第三个著名的袭击是1674年屠朗在阿尔萨斯对大选帝侯、帝国将军布尔农维耳和洛林公爵指挥的联军的袭击。屠朗得到的是很少战利品，联军的损失不超过两三千人，这对五万人的军队来说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损失。可是联军却以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撤退到莱茵河右岸。屠朗所要得到的正是这个战略成果，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在袭击本身去寻找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如果说屠朗是为了袭击敌人的军队，还不如说他是打乱了敌人的计划。另外，联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军队靠近莱茵河等，也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总之，这次袭击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往往都把它理解错了。



　　1741年，奈佩尔克去袭击腓特烈大帝的舍营地，结果是全部成果只是使腓特烈不得不用他的没有全部集中起来的兵力变换正面同他进行莫尔维次会战。



　　1745年，腓特烈大帝在劳西次袭击洛林公爵的舍营地。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成果，主要原因是他对最重要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进行了真正的袭击，使奥军因此损失了两千人，但从总体结果来看，洛林公爵虽然已经过上劳西次退回了波希米亚，但是在他沿易北河左岸又回到萨克森时并没有因此受到妨碍，所以说，如果不进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腓特烈大帝就没有取得重大成果的机会。



　　1758年，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国军队的舍营地。这次袭击的直接收获是法军损失了几千人，并被迫退到阿勒尔河的另一岸。而这次袭击的精神影响意义就显得更深远一些，它对后来法军放弃整个威斯特伐利亚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假如我们能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有关这种攻击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以与胜利的会战等同看待，但是这两个例子中部队的数量都不是很大，敌人也没有设置前哨，在当时的作战中，这是比较有利于进行袭击的。其他四个例子虽然都已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是就其效果来说，明显地不能同胜利的会战并驾齐驱。在这些例子中，主要是由于敌人意志不强、性格软弱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1741年的那次袭击，由于敌人的情况不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所以没能取得任何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曾经计划用这种方式袭击弗兰肯的法国军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次袭击完全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因为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又是分散在广大的舍营地，在这种情况下，普军如能下很大的决心、用最快的速度进行袭击，那么完全可以使法军遭到一定损失，并能把它赶过莱茵河。当时普军也只能作到这一些。当时如果普军抱更大的希望，例如越过莱茵河追求更大的利益，或者想在精神上获得很大的优势，迫使法军在这一战役中不敢再到莱茵河右岸作战，那是万万没有充分根据的。



　　1812年3月初，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在维帖布斯克地区休息时，俄军曾经想从斯摩棱斯克袭击法军的舍营地。但是在执行中，俄军丧失了这样做的勇气。俄军没能进行袭击倒变成了一件幸事。因为法军统帅拿破仑所率的中央军团在兵力上比俄军多一倍以上，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个空前果断的统帅；因此从法军方面来说，损失几普里的地方根本算不了什么，而对俄军来说，附近根本没有一点能使他们扩大战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战果的地形；另外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不是拖延时间即行将结束的一次战局，而是进攻者考虑全部消灭全打垮敌人的第一个步骤；所以，袭击法军舍营地虽然可以得到一些微小的利益，但这同俄军的任务是很不相符的。这些利益不能够弥补俄军同法军在兵力和其他条件上如此巨大的差距。但是，俄军的这个妄想表明，这种设想的模糊观念是怎样诱使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



　　以上我们把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作为战略手段进行了阐述。就这种手段的性质来说，这种进攻的实施不但是个战术问题，而且部分地又属于战略范畴（因为这种进攻一般是在广大的正面战场上进行的，进行这种进攻的军队能够在集中以前投入战斗，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都是这样投入战斗的），因此在整个这种行动中都是由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大致地来谈谈怎样合理地组织这种进攻的问题。



　　对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是：要在一定范围内正面进攻敌人的宿营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隔断它们同其他舍营地的联系，使敌人陷入预想的混乱状态。有关进攻纵队的数目和间隔，则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第二个要求是：各纵队进攻的方向一定要向心地指向一个约定的会合地点，因为敌人的退却多多少少是以兵力集中而结束的，因此，进攻者也应该这样。这个会合地点必须尽可能的是敌人的联络点，或者是在敌人军队的退却线上，当然，能在敌人退却线通过某一地形障碍的地点上是最好的。



　　第三个要求是：各纵队在同敌人军队遭遇时，一定要坚决、勇敢，大胆地攻击敌人的军队，因为只有这时的情况对他们是极有利的，这里也正是冒险的用武之地。当然，各纵队的司令官这时必须有很大的自主权。



　　第四个要求是：在对付首先占领阵地进行抵抗的敌人军队的战术进攻计划时，始终应该用迂回的方法来达到，因为只有分割和阻断敌人军队才能够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



　　第五个要求是：各纵队应由各兵种编成，而且骑兵不可太少。假如能把整个骑兵预备队都分配给各个纵队，那就更为有利。如果觉得骑兵作为预备队在这种攻击中可以起到主力的作用，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无论是一个村庄，还是极小的一座桥梁，或是很小的一片丛林都可以阻止骑兵的行动。



　　第六个要求：虽然从袭击的性质来看，进攻者不能使自己的前卫前进得太远，但只有在向敌人靠近时才应该这样。如果战斗在敌人舍营线内已经开始，换句话说，期望从实际的袭击中获得的东西已经得到，那么，各纵队就必须让各兵种编成的前卫最大限度的向远处推进，因为前卫可以利用快速行动增大敌人的混乱。只有这样，进攻者才能在这里或那里截获敌人在仓卒退出舍营地之时通常拖在后边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员和掉队人员，另外这些前卫也应该作为迂回和切断敌人退路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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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牵制性进攻




　　就词的一般涵义来说，所谓牵制性进攻，就是指为了使敌人把军队调离某一重要地点而对敌人国土进行的进攻。只有在进攻者的主要设想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不是为了夺取进攻的那个地方时，这种进攻才是特殊的行动，否则，它仍然是一般的进攻。



　　当然，就此而论，牵制性进攻总还必须有一个进攻目标。只有当这个目标具有特殊的价值时，才能诱惑敌人把他的军队调到那里去；另外，一旦这个行动没能起到引诱敌人的作用时，那么，占领这个目标也是对这一行动所消耗的力量的一种补偿。



　　要塞、大仓库、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和可以征收各种军税的地区，以及可以得到对本国政府怀有不满情绪的敌国臣民的支持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这种进攻的目标。



　　牵制性进攻可能是有利的，这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牵制性进攻并不总是有利的，它甚至是有害的。对牵制性进攻的主要要求是，它必须使敌人从主要战区撤出的兵力高于我方用于牵制性进攻的兵力。假如牵制性进攻所吸引的敌人兵力同自己所使用的兵力相当，那么它就失去牵制性进攻真正的含义，而成了一种次要进攻。由于情况有利，由于有希望用少数兵力取得很大成果（例如举手可得地占领一个重要的要塞）而进行的一般的进攻，也不应该算是牵制性进攻。当然，人们常常把一个国家正在抵抗敌国时受到的第三国的进攻也叫做牵制性进攻，但是这种进攻与一般的进攻只是进攻的方向不同，而没有任何理由给它另起一个名称，在理论上，专门的名称只应该用来表示专门的事物。



　　显然，要想用少量的兵力吸引较多的敌人兵力，一定要有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特殊条件。因此，随便派遣一支部队到至今没有驻过军队的地点，是绝对不能到牵制性进攻的目的的。



　　假如进攻者派遣一支一千人的小部队侵入主要战区以外的敌方某一地区，以便征收军税，那么理所当然可以预见到。敌人向那里派出一千人是不可能阻止这一行动的，如果他要维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就一定要派去更多的兵力。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防御者可不可以不去保护这一地区，而同样派出一支一千人的部队侵入进攻者相应的地区，从而获取平衡呢？因此，如果进攻者要想从这种行动中获到利益，他就一定要事先肯定，他在敌人的地区比敌人在他的地区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能够造成更大的威胁。如果情况成立，那么就可以说兵力很小的牵制性进攻就一定能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用以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越大，所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小，这是因为五万人不但能够非常成功地保卫住一个中等地区不受五万人的侵犯，而且还能够抵抗更多的敌人。因此，在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较大时，这种利益是很不可靠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从中得到一点好处的话，那么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越大，就越要求有利于牵制性进攻的其他条件起决定性作用。



　　对牵制性进攻有利的条件可以是：



　　（1）进攻者在派出牵制性进攻的军队之后，主力部队仍然没有受到影响；



　　（2）进攻者用牵制性进攻能够威胁到防御者的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地点；



　　（3）在受到这种进攻的区域内敌国的老百姓对本国政府怀有不满情绪；



　　（4）受到这种进攻的区域是能够提供大量作战物资的富饶地区。



　　进攻者只有考虑了上述条件，认为有取得成功的把握时才可以采取牵制性进攻，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进行这种进攻的机遇是不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必须指出：那就是每一次牵制性进攻都会给原来没有战争的区域带来战争。因此，牵制性进攻就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激起敌方潜在的作战力量，假如敌人考虑用民兵和民众武装来参加战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显得更为明显。如果一个地区冷不防受到敌人军队的威胁，并且没有什么防御准备，那么这一区域内一切力量都会紧紧地围绕在强有力的指挥官的周围，支持和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各种方法和手段来防止这场灾祸，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且是被经验充分证明了的。这样一来，在这里就会出现新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接近民众战争并且十分容易诱引民众战争的抵抗力量。



　　总的说来，这是进行任何一次牵制性进攻时都要注意的问题，不然的话，就会是自取灭亡。



　　英国军队1799年对荷兰北部的军事进攻和1809年对伐耳赫伦岛的军事进攻，作为牵制性进攻来看，只是因为这些军队不能用在其他地方，因此还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英国人的这一军事行动迫使法国人的防御能力增加了，而且，在法国国土的任何地方登陆都会导致这种后果。威胁法国的海岸当然能给进攻者带来不小的利益，因为这样就可以牵制法军防守海岸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至于使用许多的兵力在法国登陆，那只有在人们能够期盼得到一个反对本国政府的地区的支援时，才是可行的。



　　在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决战的可能性越小，牵制性进攻就越是可行的，当然从中可取得的利益也就越小。牵制性进攻只是一种能够促使驻止的部队运动的手段。



　　牵制性进攻的实施



　　（1）牵制性进攻可以是一次真正的进攻，在这种场合，执行中除了大胆和迅速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牵制性进攻可以只造成将要进攻的假象而不去作真正的进攻，在这个时候，牵制性进攻就是佯动。在这个时候应该利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段，那只有了解情况和人员特点的机灵的人才能提出。这时，必然会引起兵力的极大分散，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3）如果兵力不是特别小，并且退路被限制在某一地点上，那么组织一支支援这一行动的预备队，是执行这种行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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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入侵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能谈到的几乎只限于解释词义。我们发现现代著作家通常使用这个词，甚至自以为是地用它表示某种特殊现象。“入侵战争”就常常出现在法国人的著作中，他们企图用入侵这个词来表示向敌国深处的进攻，并想把这种进攻同有准备的进攻，即蚕食敌人领地的进攻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用语混乱的现象。一次进攻只是在国境附近进行，还是深人敌国腹地，是最先夺取要塞，还是最先寻找和不断追击敌人的主力，这些都不取决于进攻的方式，而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起码在理论上不能有另外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比停留在边境要更有计划，甚至要更加小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不是别的，正是进行一次猛烈的进攻所取得成功的结果，因而和进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第七篇 进攻（草稿）




	







	

 



	


	



附录 关于胜利的顶点




　　胜利者不是在每次战争中都能彻底打垮敌人的。胜利常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这是大量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这个问题对于战争理论特别重要，并且是几乎所有战局计划的依据，同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就象一种颜色在阳光下反射出奇光异彩一样，似乎有很多的矛盾，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细致地加以研究，并且要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毫无疑问，胜利能增大这种优势，否则，人们就不会去追求胜利和以重大的代价去换取胜利了。胜利本身毫无疑问是能增大这种优势的，胜利的效果当然也能增大这种优势，不过它不能无止境地增大这种优势，它大多只能增大优势到某一点。这一点可能很近，有时甚至近到会战胜利的全部效果只不过增大精神力量的优势。现在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军队不断遇到增强自己作战力量的因素和削弱自己作战力量的因素。因此，问题在于哪种因素占优势。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力量的削弱，都应该看作是另一方力量的增强，因此，无论在前进时还是在退却时，双方无疑地都会遇到增强力量和削弱力量这两股洪流。



　　我们只要研究在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同时说明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前进时导致力量增强的最主要原因是：



　　（1）敌人军队遭到损失，这种损失通常比我们大；



　　（2）敌人在仓库、补给站、桥梁等无生命的作战力量方面遭到损失，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损失；



　　（3）从我们进入敌国领土的时刻起，敌人就开始丧失土地，因而也丧失补充新的作战力量的源泉；



　　（4）我们获得了这些源泉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得到了以敌养己之利；



　　（5）敌人的各个部分失掉内部联系，不能正常活动；



　　（6）敌人的同盟国同敌人脱离，而另一些国家则转向我们；



　　（7）最后，敌人丧失了勇气，甚至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前进时引起力量削弱的原因是：



　　（1）我们被迫围攻、封锁或监视敌人的要塞；或者敌人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前用来采取同样行动的部队，在他退却时撤回主力了；



　　（2）从我们进入敌国领土的时刻起，战区的性质就变了，它成了有敌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占领它，因为只有被我们占领的地区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即使在我们占领了的地区，我军的整个机器也会到处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必然会削弱整个机器的效能；



　　（3）我们日益远离自己的补充来源地，而敌人则日益接近他们的补充来源地，这使我们不能及时地补充已经消耗的力量；



　　（4）敌国受到的威胁，引起其他强国来保护它；



　　（5）最后，由于危险的增大，敌人的努力程度会上升，而胜利一方的努力程度则相反地会逐渐下降。



　　所有这些有利的因素和有害的因素都可以同时并存，犹如两个相对而行的人面对面碰在一起后可以按原来的方向各走各的路一样。它们中间只有最后一项是真正对立的，它们不能同时并存，而是互相排斥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胜利的影响可以如何地不同，它可以使敌人惊慌失措，也可以促使敌人发挥更大的力量。



　　我们想对上述各点逐点地做些简单的说明。



　　（1）敌人军队在失败后遭到的损失可能在初期最大，随后一天天减少，一直减少到同我方的损失差不多，但是敌人的损失也可能与日俱增。这取决于所处的态势和情况。我们只能说，在一般情况下，素质良好的军队常出现前一种情况，素质不好的军队常出现后一种情况；同时，除了军队的精神状态以外，政府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战争中区别这两种情况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在应该真正开始行动的时候停止不前，或者相反。



　　（2）同样，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的损失也可能是日益减少或日益增加的，这取决于敌人仓库的位置和状况。不过，这个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在今天已经不能同其他问题相提并论。



　　（3）第三个利益必然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但是，一般地来说，只有当进攻已经深入敌国，也就是说已占领了敌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国土时，这种利益才值得加以考虑。此外，这时还要考虑这些地区在军事上的特殊价值。



　　同样，第四个利益也必然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



　　但是，对第三和第四两个利益还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对正在作战的军队的影响很少能很快就感觉到，它们是比较缓慢地间接地发生作用的，因此不应该为追求这两种利益而把弓弦拉得过紧，也就是说，不应该使自己陷入太危险的境地。



　　至于第五个利益也只有当军队已前进得很远，同时敌国国土的形状允许我们使它的几个地区同主要部分隔开时，才值得加以考虑。这时，这些地区就象被切断的四肢一样，通常很快就会失去生机。



　　第六个和第七个利益至少有可能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长。关于这两种利益，我们以后还要加以说明。



　　现在我们来谈谈引起力量削弱的原因：



　　（1）围攻、封锁和包围敌人要塞的需要在大多数场合将随军队的前进而增加。仅仅这个原因造成的力量的削弱，对军队的当前状况就能发生极大的影响，以致很容易就低销了所有的利益。当然，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用很少的兵力封锁要塞，或者用更少的兵力监视它；而敌人也必须派出守备部队防守这些要塞、尽管如此，要塞仍然是敌人很重要的安全保障。要塞的守备部队通常有半数是由非正规部队的人员编成的。而进攻者要想封锁位于交通线附近的要塞，则必须留下比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要想正式围攻某一个大要塞，或者想使它断粮，就需要用一个小小的军团。



　　（2）第二个原因，在敌国境内建立战区的必要性必然随军队的前进而增大。由此而引起力量的削弱，即使当时对军队的状况不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下去对军队的状况会比第二个原因 [ 译者注：可能是第一个原因之误。 ] 发生更大的影响。



　　在敌国国土上，只有用部队占领的地区才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我们不是在野外留有小部队，就是在最重要的城市中或在兵站上留有守备部队。不管我们留下的守备部队多么小，总会大大削弱我们的军队，不过这种削弱还是最次要的。



　　每一支军队都有战略翼侧（指自己交通线两侧的地方），由于敌人的军队也有战略翼侧，所以翼侧并不是我们明显的弱点。但是只有当我们在本国时情况才是这样。一旦进入敌国，翼侧这个弱点就显著了。因为在交通线很长而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敌人对我翼侧进行的最小的行动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而在敌人的国土上，到处都可能遇到这样的行动。



　　前进得越远，战略翼侧就越长，由此而产生的危险也就越大，这是因为不仅这种翼侧很难掩护，而且我方交通线很长又没有安全保障，就更使敌人敢于采取进攻行动，同时，我方在退却时如果丧失交通线，可能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



　　所有这一切都会使前进中的军队每前进一步都增加一种新的负担，因此，如果它开始进攻时没有占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就会觉得自己的计划越来越受到阻碍，进攻力量越来越弱，最后，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全和忧虑。



　　（3）第三个原因是，军队同补充来源地（不断削弱的军队必须从这里不断得到补充）的距离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一支出征的军队就好象是灯上的火苗一样，灯油越少，离火苗越远，火苗就越小，一直小到完全熄灭。



　　当然，有了被占领地区的财富，这个祸害可以大大减轻，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兵员，必须由本国补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由敌国提供的供应总不如本国提供的迅速和可靠，再则，意外的需要也不能很快得到满足，各种误解和错误也不能及早地发现和得到纠正。



　　如果一国的君主不亲自指挥军队（这在最近的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而且也不在军队附近，那么请示、报告所造成的时问损失也是一个新的、很大的不利，因为统帅的权限再大，也不能独自处理他广阔活动范围内的一切问题。



　　（4）政治结合关系的变化。如果胜利在这方面引起的变化对胜利者不利，那么不利的程度同胜利者前进的程度大体上成正比；如果这种变化对胜利者有利，那么有利的程度同前进的程度同样地大体上成正比。在这方面，一切同现存的政治结合关系、利害关系、习惯、方针等有关，同君主、大臣、宠臣和情妇等有关。一般只能这样说，当大国战败时，它的小同盟国通常很快就会同它脱离关系，所以胜利者将随着每个战斗而越来越强大。可是，如果战败的国家是小国，那么当它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很快就会有许多国家自愿做它的保护者，有些曾经帮助胜利者打击这个小国的国家，如果认为这样做太过分时，也可能反过来帮助这个小国。



　　（5）引起敌人更强烈的抵抗。敌人有时会由于恐惧和惊慌而放下手中的武器，有时则会受到热情的激励而奋勇拿起武器，并在第一次失败后进行比以前更激烈的抵抗。人民和政府的特性，国土的情况，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都是推测敌人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的根据。仅仅第四、第五两个原因就使人们在战争中的这种场合和那种场合所制订的和应该制订的计划多么不同啊！有的人由于胆怯和所谓按步就班地行动而失去了最好的时机，而有的人则由于鲁莽而一步就坠入陷井，后来象刚从深水里拉上来的那样弄得狼狈不堪和惊慌万状。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胜利者在危险过去以后，在为了扩大胜利成果正需要作新的努力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松懈现象。如果全面地观察一下这些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因素，无疑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利用胜利和在进攻战中前进，都会使进攻开始的优势或通过胜利所取得的优势受到削弱。



　　这样我们必然会问：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胜利者继续追求胜利，继续在进攻中前进呢？难道这还能叫做利用胜利吗？在尚存的优势还根本没有削弱以前就停止行动不是更好吗？



　　对这样的问题当然应该这样回答：兵力的优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如果不是打垮敌人，至少是夺取敌人的部分国土，这样做虽然对于军队当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好处，但对战争和媾和却很有利。甚至当我们想要彻底打垮敌人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每前进一步，我们的优势都会受到削弱。但是却不能想当然地从这里推论说，我方的优势必然会在敌人失败以前完全丧失。敌人的失败可能来得早一些，如果利用最后极小的一点优势可以击溃敌人，那么不利用这点优势就是一个错误。



　　因此，在战争中原有的或后来获得的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这一手段必须用来达到目的。但是人们必须了解优势能够保持到哪一点，因为超过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就不是新的利益，而是耻辱了。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需举特殊的战例加以证明；但这方面的大量现象却要求我们探讨它的内在原因。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我们才看到了那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敌人被打垮时为止的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拿破仑以前，每次战争都是以胜利的军队力图达到同敌人保持均势这一点而告终的，一旦达到了这一点，胜利的活动就停止下来，有时甚至还不得不退却。胜利的这个顶点将来在所有不能以打垮敌人为军事目标的战争中也会出现，而且大多数战争永远会是这样的。因此，从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是各个战局计划的自然目标。



　　超过这个目标的努力不仅是力量的无效的发挥，不再能带来任何成果，而且是力量的有害的发挥，会引起敌人的还击，根据极为普通的经验来看，敌人的这种还击往往会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后一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很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因此我们不必详尽地论述它的原因了。但是必须指出，进攻者在刚刚占领的阵地上缺乏准备和他极为混乱的心情（他期待的是获得新的成果，但得到的却是重大的损失，因而心情极为混乱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通常起不寻常作用的是精神力量（一方面是情绪高涨，有时甚至发展到自负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意志沮丧人进攻者在退却时的损失会由于上述原因而增大，如果他只是归还了夺得的东西，而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土，那通常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



　　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进攻者还在继续前进，他的优势也就仍然存在，而且，既然在胜利的终点上出现的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进攻者突然变成弱者的危险似乎就更小了。但是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剧变的最大危险往往是正在进攻力量减弱并转入防御的时刻出现的。现在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们所以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是优越的，是因为在防御中可以：



　　（1）利用地形；



　　（2）占有已经准备好的战区；



　　（3）得到民众的支持；



　　（4）享有等待的利益。



　　显然，这些因素并不总是到处相同和发生同样的作用的，因而这一场合的防御同那一场合的防御并不总是相同的，防御也不总是比进攻具有同样的优越性。特别是随着进攻力量的衰竭而出现的防御，由于它的战区位于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进攻三角形 [ 译者注：指进攻的军队同它的基地的两端所构成的三角形。 ] 的顶点，更是这样。在这种防御中，只有上述四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即利用地形没有变化，第二个因素大多完全不存在了，第三个因素成了不利的因素，第四个因素也大大削弱了。现在我们只对第四个因素作些简略的说明。



　　有时，整个战局会在一种臆想的均势中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因为应该行动的一方缺乏必要的决心，而防御的一方可以从中得到等待的利益。一旦有一个进攻行动破坏了这种臆想的均势，伤害了敌人的利益，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么，敌人就不太可能仍然无所事事和犹豫不决了。在占领地区内进行的防御比在本国进行的防御具有大得多的挑战性质。这种防御包含有进攻的因素，这就削弱了它的防御的性质。道恩可以让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平静地进行防御，但如果是在波希米亚，他就绝不会这样做了。



　　很明显，对交织于进攻行动中的防御来说，防御所固有的主要因素都已受到削弱，因此这种防御已经不再具备它原有的对进攻的优越性了。



　　正如没有一个防御战局是纯粹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战局是纯粹由进攻因素组成的，因为除了短时期的间歇（这时双方军队都处于防御状态）以外，任何不能导致媾和的进攻都必然以防御告终。



　　由此可见，削弱进攻的就是防御本身。这样说并不是无益的诡辩。我们把进攻以后转入十分不利的防御，看作是进攻最主要的不利。



　　这样，也就说明了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原来在力量上的差别是怎样逐渐缩小的。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差别怎样能够完全消失，并且一种因素在短时期内可以变为相反的因素。



　　如果允许我们借用自然界的概念，那么就可以更简单地说明问题。



　　在物质界，任何一个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一个缓慢地、逐渐地发挥作用就足以阻止一个物体的运动的力，如果时间不足，就会被那个运动的物体所克服。物质界的这一法则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现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一旦我们的思想已被引向某一个方向，那么并不是每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原因都能改变或中止这种思想的。要改变或中止它，就需要时间、平静和对思想的持久不断的作用。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已经沿着一定的方向向目标前进，或者已回头奔向避难所，那么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容易充分领会那些迫使他们停止前进或者促使他们再行动的原因的力量，而且，由于行动在继续进行着，因此，他们会在运动的洪流中不知不觉地超出均势的界限，超过胜利的顶点。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进攻者在进攻所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支持下，虽然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他却象拉着沉重东西上山的马一样，会感到继续前进比停下来的困难还要少些。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圆满地说明了进攻者为什么会超过胜利的顶点（尽管在这一点停了下来和转入防御，他还是可以取得成果，即保持均势的）。因此，在拟定战局计划时，正确地确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论对进攻者来说（这可以使他不致于采取力所不及的行动，或者说不背债务），还是对防御者来说（这可以使他认识和利用进攻者超过顶点时发生的不利）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统帅在判断胜利的顶点时应该考虑的一切问题，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他必须通过对远的和近的，无数情况的观察来判定，甚至在某种程度是推测最重要的问题的发展方向及其价值，也就是说要推测敌人的军队经我第一次打击后，是表现为一个比较坚固的核心，一个越来越紧密团结的力量，还是象一个博洛尼亚瓶 [ 译者注：博洛尼亚瓶是一种物理试验器。它是用熔化的玻璃，经过急速冷却制成的，稍有裂纹就会破碎。 ] 一样只要伤及其表面，立刻就会粉碎；要推测敌人战区内一些补给来源地被封锁和一些交通线被切断会引起敌人多大的削弱和瘫痪；要推测敌人在遭到沉重打击后会一蹑不振，还是会象一只受了伤的公牛那样狂怒起来；要推测其他国家是恐惧还是愤怒，是否有些以及有哪些政治结合关系会解体或建立起来。如果说，统帅应该象射手击中目标一样，利用他迅速而正确的判断猜中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情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这种智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千百条引向各个方向的歧路会使人的判断发生错误。即使大量的、错综复杂的、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没有左右统帅，危险和责任也会使他举棋不定。



　　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所以只有那些能用少量的手段创建大事业的人才能顺利地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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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经大体上描绘了战争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使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当时，我们只大致地提了一下考虑这个问题时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体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后，就再也没有更加深入地进行探讨。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就可以指出，军事行动所利用的唯一手段就是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论观点。



　　以后，我们又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了战斗以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重的关系和形式，以便一方面依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依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准确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把它们从那些常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确切的、涵义不清的概念中分辨出来，并且使人们能了解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现在，当我们行将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战争这个全体上来，因而，不能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概念。



　　从总的方面阐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深入研究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错在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害怕。



　　实际上，这种害怕心情是能够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象特别的简单。我们听到和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语言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怎样操纵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零件组合的沉重的机器时，就好似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一样，以致战争的整体庞大的行动就简化成一个搏斗二字了。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目的有时是由于两三个简单的想法而引起的，有时是感情的激动而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非常容易的，完全有把握的，甚至能够说是不假思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需要理智予以考虑的情况很多，作战牵涉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的，另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挑选。如果这时我们再注意到理论的任务就是完整地也就是明确而透彻地说明这些事物，并且至始至终要使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必然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特别的不安，会担心可能被拉到呆板的书生气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接近不到具有敏锐而卓著的眼力的伟大统帅。如果理论研究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区别了，或者说，不进行如此的研究反而会更好一些。以如此的研究作为基础的理论就会看低了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容易就会被人们遗忘掉。与此相反，上面所提到的统帅的敏锐而卓著的眼力，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其把全部军事行动当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的确是每一次完美的军事行动的支柱，而且，只有经过这样完美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可以表现出来，假如人们想要指挥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指挥，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我们怀着有些害怕的心情继续向前进。我们只有始终按着在开始时确定的道路才能不断前进。理论必须清楚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容易理解它们，理论必须铲除错误的见解在每处种下的莠草，应该指出每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分别开来。当各种观念顺其自然地凝聚成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顺其自然地形成规矩时，理论就能够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可以说是让人们在摸索各种基础概念时能有所获取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给人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通过呆板的原则给人们指明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让人们知道很多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以此让人们再进入到较高的行动领域，让人们依据天赋的力量的程度发挥所有力量的作用，让他们具有清晰地判别真实的和正确的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与其说是它研究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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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全部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唯一最终目的（一切个别目的都汇总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如果人们不明白要使战争要达到什么及其在战争中要得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够进行战争，或者说就不应该进行战争。这个主要思想制定了作战的一系列方针，明确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需要使用力量的大小，并且一直关系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败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依概念作严密的推论，就不会得出其它的目标。



　　打败敌人的这种想法自然是作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能够出现间歇，而且在作战双方中的一方确实被打败以前，是不会显露出平静状态的。



　　在讲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曾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和组成战争的所有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怎样受到战争机体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发的变化，还远远不是战争从它的最初概念转变为处处可以看到的具体状态的原因。大部分战争就如双方只是在发怒一样，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果遇到机会，也会给对方以沉重的打击。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互相破坏的因素的正面接触，而彼此是隔开的。只在一些小的冲突中碰撞出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拦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照逻辑上规定的样式进行呢？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碰到的很多的事物，力量和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多次的作用下，根据三两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了不可实现的，逻辑的结论就会在它们的作用之中消亡。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一般习惯于依据某些起决定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依据严密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因此对知道的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完全是感觉不到的。



　　即使策划战争的人能够清晰地理解一切的情况，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不见得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出现阻力，就要求有一种力量来战胜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够的。这种不彻底性有时会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有时又会存在于另一方，有时会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成为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该有的形态，使它成为或真或假的、缺少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差不多到处都可以见到，假如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展现出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的怀疑，他们对战争所绝对具有的实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产生怀疑。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略的开场白以后，拿破仑毫无顾虑的快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同时，还击也几乎象进攻一样同样是毫不停顿地进行。根据这些现象所得出的所有逻辑结论，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不是只管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考虑战争距离原始概念有多么远，对所有战争都按照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需要按照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所有结论呢？



　　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战争只能是它原始概念所确定的那个样子，或者还可以有另外的什么样子，使我们对战争的计划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以为战争只能是前面的那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多个方面更加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之前所发动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只能把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假如我们真的把它们否定掉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麻烦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以后十年内也可能又会出现与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在实际情况的压力下却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我们应该懂得，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由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它还包含和混杂着在战争中所有的其他因素，即每个部分的所有的自然惰性和阻力，是由人的不彻底性、考虑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一定抱这种看法。假如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就如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假如我们一定要象上面那样来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态式并不是从它所接近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在当时起主要作用的一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方式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理在这种赌博中往往会彻底不起作用，甚至对智力活动会成为无用而累赘的工具；另外，还能够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很象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但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放到首要的地位，同时把它当作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一些期望从理论中学到某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今后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更加接近于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便是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来自完全不同的范畴，也会给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定的色调和特征，这好象是一个画家用他上底色的颜色以这种或那种色调赋予他自己的画一样。



　　现在看来，理论之所以能够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假如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实例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需要有相当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就是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人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如果1798年普鲁士预先想到它一旦失败就会遭受到非常猛烈的还击，使得欧洲原有的均势受到破坏，难道它还敢用七万军队去侵入法国吗？



　　假如1806年普鲁士能够考虑到第一颗枪弹会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招致自身灭亡的火星的话，难道它还会以十万大军向法国开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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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争的内在联系




——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一、战争的内在联系



　　因为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些人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些人则认为它多多少少具有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因此对战争的结果就引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而引出的，一切都是非常之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有没有联系的、中性的（假如能够使用这个词的话）空隙。在这种状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存在有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系统的相继进行的战斗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一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高峰（超过这个高峰，就等于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范围），总之由于战争本身具有的这些自然关系，战争就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终的结果。在取得最终结果之前，一切结论都没有，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一切胜负将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是一个不能够离分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每个结果）只有在同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有价值。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在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这对拿破仑说来才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占领只是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那就是粉碎俄国的军队，如果他在得到其他战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非常有把握了。由于拿破仑先前忽略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这个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不但对他无益，反而成了对他是有害的。



　　认为战争中的每个结果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组成的，这些结果就好象赌局中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结局就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能够将每个单个的结果象筹码一样堆积起来。



　　正象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能获得一些微小的一般利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但是，正象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正好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处处都适用的情况也非常少。



　　如果我们肯定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刚开始就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在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一定要明确一个目标，那就是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如果我们承认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去追求这种利益，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留在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应该加以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又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处处都要把它作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只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1744、1757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进行新的进攻时，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进攻不会象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形成长期的占领。他当时之所以进行新的进攻，并不是想利用这一行动消灭奥地利，而是企图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那就是赢得时间和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幸存。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6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是比较小的，只是想把法国人打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想到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需要冒险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获得胜利，研究这些事件都是非常必要的。



　　细致地研究历史就能够看出这两种情况有怎样的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当时战争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只不过是被利用的盲目的工具。而在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大都是一些按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细心慎重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却被认为是战神本身。



　　应该说这些不同的情况能够完全引起我们不同的考虑的。1805、1806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聚到极端的不幸上，以为极端的不幸可能会导致发生甚至十分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让人们决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全部不同于用来占领几个要塞和比较大的作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计划战争时已经完全觉察到政治空气中孕含着大雷雨，但是它们并没有采取与此相适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不太困难地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必须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了解战争的特点和主要形态。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多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需要在进行第一步行动之前首先要为走好最后一步作好打算。



　　二、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需要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决定于我方和敌方政治需求的大小。假如敌我双方都已清楚对方政治需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标准就会是相同的。然而，敌我双方政治需求的大小并不总是特别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利用的手段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每个国家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就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也是极不相同的，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准确地预测会碰到多大的抵抗力量，因而不能够准确地决定需要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和应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可能会因为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什么成果也得不到，反而可能会遭到极重的损失，因此敌我双方都企图在这方面战胜对方，这样就会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也许会使人们在利用力量方面走向二极（假如这个极端是能够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注意政治需求的大小，手段就丧失了同目的的一切关系。可是，在多数情况下，极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企图常常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互相制约而不可能实现。于是参与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多多少少按照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利用为得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力量和决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目标。为了遵照这个原则，他一定放弃一切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不可及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脱离了严密的科学领域，就等于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从而变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可以经过快速的判断从许多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快速的判断明摆着就是多多少少不自觉地对多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快速地扔开那些关系不特别密切和不太重要的东西，能够较快速地得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准确知道进行战争需要使用多少手段，一定要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一定要考虑敌方和我方的力量和多种关系；必须考虑敌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及其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应该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从这里不难看出，思考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相交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慧眼才能在其中快速地识别出正确的东西，只依靠死板的考虑是决不可以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好：这是一道象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住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特别复杂和特别广泛，并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此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能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可以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彩。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仅不会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使他们受到削弱，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却能够使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加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只有根据对不同种关系的总的视察（包括掌握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断定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能够追寻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另外，我们还应该承认，这种断定象在军事活动中的所有的判断一样，决不可以是纯客观的，它决定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每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备了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宜进行抽象化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应该大概地浏览一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各自都有不相同的战争方式，他们所利用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常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此人数之多是所有军队都不可比的。他们出征的目标是迫使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如果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能利用这种手段并能够快速地打败自己面前一切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例外）的版图都非常小，它们的军队就更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平民排挤在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相互之间特别接近，以致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按一般自然法则，被分出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会受到一些阻碍，使他们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只局限于劫掠平原和占据少数城市，目的就是在这些地方以后可以保持一定的势力。



　　只有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经长时间地使用少数的军队向邻国发动小规模的战争。它慢慢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进行确实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相邻近的各民族渐渐同它融为一体。只有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大到全部下意大利之后，它才开始真正发动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大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消耗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不小的军队，这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财富。这样一来，它同古代的共和国是不同了，同自己以前的情况也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亚历山大所发动的一些战争就其方法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利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建制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败落的建筑。



　　他马不停蹄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似他是他自己的佣兵队长），才能这样快捷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中世纪或大或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够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当作是不可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接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上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是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宜使用较大的军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时期一样，国家的组成是那样的不可靠，每个成员是那样的不受管束。所有的一切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快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多数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消灭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之后就返回家园。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则利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种军队费用开支很大，因而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从它们具有的战斗力来看，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说高度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它们在作战时很多人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和敌忾心不能推动交战的双方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不存在了，战争的性质也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决定的一切，对这样的战争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渐渐变成了对整块领土占据的形式，国家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紧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多数慢慢被金钱支付所替代，领军饷的士兵替代了封建的军队。雇佣兵是它们的过渡形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保持很久，短时间的雇佣兵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这样国家的军队就成了依靠国库奉养的正规军了。



　　军队逐渐向正规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军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共同存在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共同存在的。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然还有雇佣兵存在，甚至到十八世纪，还能见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象这些不同时代的军队是互不相同的一样，欧洲每个国家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代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解成很多很多的小国，在这许多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政局不稳的共和国，有一些是政府权力非常有限的、很不稳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当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集合体。因此，我们不可以把这样的国家当作是依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能够行动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中世纪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我们想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接连不断地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常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但是，比较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当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能够大致上深入地认识它们，但并不能象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那样对它们具有深刻的体会。只要从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中诞生出来的大国必须要有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精力就只能主要用在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较少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具有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怔。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当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物。英国在当时虽然比较接近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他也还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利用封建军队去进行战争的。



　　法国在路易十一的统治时期国内统一的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期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期，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期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快速地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强人使用金钱来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稳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成了一支最早能够与法国的常备军相对抗的军队。查理五世退位之后，这个强有力的西班牙巨人内部发生分裂，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在这个时候，奥地利由于分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它的力量，使其成为一个超强的大国，并把德意志邦联象拖船一样拖在了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见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创建起来的。在这个时期，每个国家都已形成国家的整体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本国臣民的人身服役改成了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全部精力就完全集中表现在国家的金库上。由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渐完善，国家力量和以前相比已经变得十分的强大。法国已能够派出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它各强国也都能够派遣出一定数量的军队。



　　各个国家的其他情形也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其中两个国家之间发动了巨大的战争，决不会象以前那样，需要牵连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的军队。政治关系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能够看的到的并且随时都能够根据概然性来加以确定的。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都已变成了非常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慢慢消失，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当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可以具有与它的概念相一致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妄图利用少量的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一个小国家建成强大的王国，并要打败一切的敌人。如果他们也和亚洲的国家进行过战争，那么就他们的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的作法就更接近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打敢拼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当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在这方面得到的威力和彻底性，又会因为另一方面的原故而失去。



　　军队是靠国库养活的，君主差不多是把国库看成是他个人的金库，至少当成是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人民的东西。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除了进行一些贸易往来之外，大部分关系只牵涉到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与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至少这是一种大众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为能不断增加财富而努力，但是它的臣民对这些却没有感到多大兴趣。在鞑靼人出征时，是所有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大多数人民——假如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是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形势下，人民从来没有直接过参加战争，只是通过他们一般素质的好坏对战争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忽略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完全是政府依赖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进行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要使用的手段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范围和维持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相互之间都能够猜测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最危险的方面就消失了，即走向极端的趋势和与这些有关联的一系列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致上能够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最初阶段大幅度的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掌握了敌人最大限度的力量，自己不会遭到彻底的毁灭就有了较大的把握；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大小，就会挑选合适的目标。既不会受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不需要再去追求极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性不再促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迫使人们去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是会碰到巨大的阻力的，甚至就连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看待战争工具。假如军队被打败了，他就没有能力再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之外，他什么也得不到了。这就要求在进行行动时特别要谨慎。只有在时机表现的最为有利时，才能够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制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好象是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所有的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好象都是静止的。进攻者开始的动机也就消失在谨慎和犹豫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成了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外交，也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非常主要的外交文本。那怕是荣誉心特别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为了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能在缔结和约时当作资本。



　　前面已经说过，战争之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不大的形态，是因为维持战争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些有声望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进行战斗也没有能够高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也只能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利害关系是直接的、完全自然的，靠的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朋关系和友谊，这一切都能够阻挡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之间的中心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每个国家外交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特别微妙的体系，以致到了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了。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要有一把利剑以外还需要拿起一支好笔，即使这样，他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还是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妄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六世纪末他已经没有必要担心大多数国家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发动战争，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别的王国的军队没有二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在已经是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侵略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受到报复，而且它所攻击的对象与其说是敌国政府，还不如说是敌国的百姓，因而起不到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逐渐地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以及他们的要塞和构筑较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渐渐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为这种趋势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而且以后还会再说的那样，智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也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的发生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变的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同人民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在这个时期，如果一个国家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大部分在于侵占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就在于如何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每个战局计划就在于占领敌人的这个或那个主要阵地，或阻止敌人占领自己的阵地；只是当为了实现目的会战是不能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因为求胜心切而寻找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一般，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战事即可结束了，而冬营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态势决不会成了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碰撞差不多完全切断，因此可以说，冬营成了这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假如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明显的是弱者，那么象会战和围攻这样的战局也不会发生，这样一次战局的整个活动就只局限于在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照战局计划一点一点的侵占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处处都是在这样进行，那么战争威力所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表现出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战争状况中就不能发现什么矛盾，就会感到这一切都处在很一般的状况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考虑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注意战争的起始和结尾，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有关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象道恩元帅也好象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全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一点也没有实现其目标。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假如占有优势的兵力，就必须获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不管摆弄什么样的战术都是不能把仗打好的。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形就类似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使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明显表现出不够用了。当时人们依照常规的方式看待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不太多的军队上，但是，在１７９３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够研究出现这种伟大现象的全面情况，只能在这里探索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因为人民加入了战争，因此，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国的人民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够利用的方法和所能够作出的努力使原有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碰不到什么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所讲的情况下还不能使人完全地认识到它的威力，还不能使人充分地了解它，就已经过去了，假如说革命的将领们没能坚持不懈地向最终的目标前进，没能摧垮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有能力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止对方胜利的浪潮，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性不完美而造成的。这种不完美开始出现在一般的士兵身上，以后则发生在将军们身上，最终，这种不完美竟在督政府时期在政府身上表现出来。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接近于完善之后，这支利用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会满怀信心地走遍欧洲，打退所有的抵抗，在任何旧式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得到了及时地复苏。在西班牙，战争顺其自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按原定计划接近了进攻的目标，在这时所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未感到可以做到的事情还要多的多。俄国在1812年模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做法，这个国家所只有的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晚的准备也可以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率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当作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得不到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它各邦也都先后模仿普鲁士的做法。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兵力。这样一来，假如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战斗力也比从前大有提高，虽然还不能全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一些方面，畏难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再是依照旧的方式，而是依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到塞纳河，傲慢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怜的拿破仑被捆绑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之后，战争开始是在作战的一方，以后又在被进攻的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的结果得出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或许更正确地说，战争已非常靠近其真正的性质，靠近其绝对完美的形态。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已经不再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作战方式的增多，也许获得的成果的范围得到伸展，由于人们的情绪激动表现极为强烈，作战的战斗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败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意志消退，战斗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应该停止行动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所有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迸发出整个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参予了这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人民之所以加入进来，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世界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感到遭受法国人威胁的紧迫性。



　　那么，上述情况是不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呢？将来欧洲的所有战争是不是都会倾国倾城的去参加战斗，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步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地作出结论。不过，对我们以下这样的看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才存有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将其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出现重大的利害关系时，交战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必须用现在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为了匆忙地给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战争，每场战争都有其特定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尽管处处和常常有人希望根据哲学原理来制定战争的理论，每个时期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推断每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研究每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枝节上纠缠，而是去观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情况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一些比较具有一般性的东西，甚至还带有一些完全具有一般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理论最先需要加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形态，战争中包含有一般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如战争有朝一日突破了限制就不会被重新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考虑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界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作为错误而加以斥责。这不会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必须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空想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分和调理每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发生战争的情况的多种形式，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概框架时，应该想到时代和当时情况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依据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普遍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需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打垮敌人




　　战争目标，就它的概念来说，打垮敌人是其永远的目标，这是我们对战争目标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念。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完全需要占领敌方全部的国土。如果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对革命党的战争十分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本来就不必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还不能把这些军队当作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在1814年如果拿破仑还统领着大批的军队，联军即便攻下了巴黎，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拿破仑的军队在那时绝大部分已经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攻占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假如1812年拿破仑能够在攻占领莫斯科或前或后，象他在1805年击败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击败普鲁士军队那样，完全击败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即使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被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有可能导致交战双方的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之前，虽然拿破仑攻占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三分之二的国土，但是这并不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国土还保持了完整，可是也没能够阻挡住和约的缔结。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必然的最终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其他的军队的支援，因此，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如果俄军在多瑙河畔已经同奥军会合，并与奥军一起遭到失败，那么，也许拿破仑根本没必要占领维也纳，在林次就能够签订和约了。



　　在战史上同样也有一些占领了敌方所有的国土还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获得的胜利让人感到怀疑，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得到的不可置疑的胜利却好象一年前在奥斯特里茨所获取的胜利一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结局也不是由于一般的原因而决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往往是一些当时不深入现场就很难看到的具体的原因和很多永远不被人所发现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历史中只被认为是轶事趣闻并加以记述的非常细小的情节和偶然事件。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能够形成一个被整体所信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一切力量的集中攻击都应该指向敌人阵地的这个重心。大的总是决定着小的，一切重要的总是决定着次要的，本质的总是决定着偶然的。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一点来对事物进行观察。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击败了，那么他们也就完蛋了。那些被国内的派性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靠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就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一致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攻击敌人时应该针对这些目标。假如敌人因为重心受到打击而丧失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能够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重新获得平衡，而应该继续沿这个方向一路攻打过去，换句话说，就是要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用全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以优势的兵力稳稳当当地占领敌人的每一个地区，力求比较可靠地占领每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夺巨大的成果，是不能够将敌人打垮的，只有继续寻找敌人的核心力量，向它投入所有的力量，以求取得全胜，才能真正把敌人打垮。



　　不论我们要攻击的敌人的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从始至终都是最明确的目标，战时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败敌人主要可以采用下列几种办法：



　　（1）假如敌人的军队在某种意义上看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那么，就要消灭这支军队。



　　（2）假如敌人的首都不只是国家政权的中心，而且也是所有政治团体和党派的所在地，那么就要攻占敌人的首都。



　　（3）假如敌人的最主要的同盟国比敌人还强大，那么，就要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国。



　　直到当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一般考虑问题时，是可以这样设想的。但是，当我们指出打败敌人在于消灭敌人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之后，我们就必须丢开这一设想，而来探讨另一种情况，即同我们作战的敌人不仅只有一个的情况。



　　假如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结成联盟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只是一个战争。不过，这种政治上联盟的统一体统一的尺度是不同的。这时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追求这一利益所需要的独立的力量，还是以其中的一个国家作为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只是依附于这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其他国家越是依附于一个国家，我们就越能够把不相同的敌人看作是一个敌人，也就越可以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攻击。只要这种做法能够实现，它就是获得成功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败这一个敌人就一定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是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只有在特别少数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不可以把几个重心归为一个重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把这样的战争当作是两个或更多的各怀有其自己的目标的战争了。既然在这里假设几个敌人是相互独立的，可见它们是占有强大的优势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败敌人的设想就根本实现不了。



　　现在，我们要更深一步的谈谈打败敌人这个目标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和适宜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兵力：



　　（1）可以使我们对敌人军队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2）使我们可以经受住必要的兵力损耗，能够把胜利延伸到敌人不再能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在政治上的处境一定能够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致引来新的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掉了原来的敌人。1806年，尽管由于法国完全打垮了普鲁士而使俄国的全部兵力同它为敌，但它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它有力量在普鲁士抵抗俄国。1808年，法国在西班牙也同样是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仅是对英国而言，并不是对奥地利而言。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能不大大削弱自己的力量，而且如果它不是对奥地利占有非常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的话，那么它恐怕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了。因此，人们对上述象三级审判的等级一样的条件都需要细致地加以思考，避免在最后一级审判中输掉前两级审判中已经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负担诉讼费。



　　在估计某种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往往会有一种想法，似乎觉得时间在这里也和在力学上一样，是力量的一个因素，因此他们认为，做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能够完成用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它却有时明显地，有时隐隐约约地成了制订战争计划的根据。



　　军事行动象世界上的任意一种事物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从维尔那步行到莫斯科。但是，象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在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就在于交战双方中的哪一方就其处境来看是能够指望首先从时间中获得特殊的利益。假如双方的特殊情况能够相互抵销，那么，显然是失败者首先能够得到这种利益。这当然不是依据力学的法则，而是根据心理学的法则。嫉妒、猜忌、忧虑，有时还有义愤都是不幸者的自然辩护士，它们一方面会给不幸者招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减弱和瓦解不幸者的敌人的同盟。因此，与其说时间对于征服者有利，不如说时间对于被征服者有利。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利用最初的胜利，正象我们在其它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是需要耗费巨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的耗费不是消耗一次就可以结束了的，而是象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是不断继续着的。国家的力量虽然完全可以使我们攻占敌人的地区，但并不是说这种力量永远经得起长期占领敌人的地区所需要的大量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继续提供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最后可能完全失去供给的力量。这样一来，仅是时间就能够使情况发生剧变。



　　难道1812年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夺到得的金钱和其他财富，完全可以让他建立一支为了可靠地占领莫斯科而一定派往那里去的数十万军队吗？



　　但是，如果所占领的地区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些占领地区中有一些地区对未被占领的地区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致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就会象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用进行其他任何行动，也会是所得多于所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援助和支持，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进行的行动，尚未被占领的地方也可能会自然陷落。可见，时间也有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发生，那就是失败者已丧失了战斗力不再能进行反攻，局势也不可能出现有利于失败者的剧变，也就是说在他的力量中的这个因素对占领者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因为占领者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也已过去，简而言之，就是敌人已经被打败了。



　　我们通过上面的比证就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假如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完成这一行动的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么不但不能使占领变得更加容易，反而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假如说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同样对的是：只要有充足的力量占领某一地区，就必须一鼓作气地完成这种占领，而不应该在半途歇息或有什么中间站。当然，这里所说的中间站，不是指集中兵力和使用这种或那种手段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进攻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速战速决，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止地连续不断地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以为缓慢的、所谓有秩序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慎重的见解。不过，甚至对至今一直同意我们观点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认识也可能看起来象是希奇的论调，同最初的看法是有矛盾的，而且，我们的认识同那种在书籍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旧的见解是对立的，因此，我们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对那些同我们观点对立的没有根据的道理作深入的探索。



　　当然，比较近的目标比比较远的目标容易达到，但是，假如较近的目标不适合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停一停，有一个歇息点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走完下一半的路程。



　　当然一次小的跳跃比一次大的跳跃要容易得多，但是，所有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都不会先跳一半而跳进沟里去。



　　假如我们对问题作更深入地调查，什么是有步骤的进攻战，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一般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1）夺取进攻中所碰到的敌人的要塞；



　　（2）储藏需要的储备品；



　　（3）在仓库、桥梁、阵地等重要地点建筑坚固工事；



　　（4）军队在冬营或舍营中休息；



　　（5）等待来年的补充。



　　人们为了获得这些目的就把全部进攻计划划分为几个阶段，在前进中确定一些歇息点，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得到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物资需要，就好象军队随着每一次新的进军都能够得到新的力量一样。



　　所有这一切能够带来赞扬的目的也可以更便于进行进攻战的，但是却不敢保险取得进攻战的胜利，而且，这种做法一般只不过是用来遮挡统帅心情矛盾或政府缺少坚决进攻精神的借口。我们想依照相反的顺序给予批驳。



　　（1）等待新的供给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一样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敌人期待给养的供给心情会更加迫切。此外，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同在二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相比较，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这是由事物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内所能增加的实际力量，和总数相比是不值得一提的。



　　（2）当我们在休息时，敌人也会在同一时间内得到了休息。



　　（3）在城市内和阵地上建筑坚固工事不是军队的事情，因此不能当作停止不前的理由。



　　（4）依据军队当前所采用的给养方法来看，军队在驻地时比在运动中更需要设立仓库。当运动很顺利时，往往能够把敌人的储备品占为我有，到了贫穷的地区，这些物资就可以解决给养不足的问题。



　　（5）争夺敌人的要塞不能看作是进攻的停顿，相反，这是更加猛烈的进攻。因此，夺得要塞所出现的表面上的停止实际上和我们这里所讲的情形不是一码事，这种停止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缓和。但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的围攻好，还是进行单纯的包围或单纯的监视好，这要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才可以确定。在这里我们只能大概地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在进行单纯的包围的同时继续进攻能否会遇到很大的危险造成损伤。假如不会遇到很大的危险，而且还有力量继续进攻，那么，最好是把正式围攻延迟到全部进攻行动的最后进行。因此，不应该忙于立即保住已得到的成果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东西。



　　在继续进攻时，已经获得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当然又有马上失掉的危险。



　　依据上面所述，我们以为：在进攻战中随便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和中间站的作法都是不恰当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是祸害，它们不会使获得成果更有把握，而会使取得成果更没有把握。假如我们不想背离普遍真理，那么就一定要承认从中间站出发（这在我们力量弱时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向目标作第二次前进的；假如第二次前进是可行的，那么中间站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的力量在最初就远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它最终是不会达到目标的。



　　我们认为，这就是所谓普遍真理，我们之所以要谈到它，只是想借此消除那种以为时间本身好象对进攻者有利的思想。但是，政治关系可能是在逐年发展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会经常产生与这种普遍真理相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说的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所谈论的一般观点，而只考虑进攻战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当然，那些可以决定以彻底打败敌人作为目标的人，不会轻而易举采取行动只以保持已经占有的东西作为防御的直接目标。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坚持的看法是：没有任何防御的积极因素，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还要一再反复地强调：每一次防御，一旦使完了防御的利益，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力量转入进攻。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败敌人作为是这种进攻可以按照的目标，也就是说，也应该把它当作是防御的本来目标（不管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同时我们还应该指出，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作战的一方虽然制定有打败敌人的远大目标，但在战争开始时却宁愿使用防御的形式。1812年的战局能够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亚历山大皇帝最初确实有可能没有想到，他所发动的战争能象以后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彻底打败敌人。但是，难道他不可能有打败敌人的想法吗？而且，俄国人在当时虽然对战争已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战争开始时依然使用了防御形式，难道不是也很合乎情理吗？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续）——有限目标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论述过，打败敌人假如能够实现的，就可以当作是军事行动原来的绝对目标。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完成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完成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实现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一定要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占有绝对优势，或者具有出色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得敌方的一小部分国土或不太大的一部分国土；或者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的到来。后一种目标一般是防御战进攻的目标。



　　在实际场合认定究竟是前一种目标适合还是认定后一种目标适合，我们在有关后一种目标所阐述的那句话使我们受到了启发。等待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设未来的确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因此只能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条件下，我们才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假如未来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时机条件，而是给敌人提供了更好的时机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采用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这可能是最常见的情况）是：交战国双方都不能期待将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从将来的前景中得到随便什么行动的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使用进攻战的明显地是从政治上来讲是处在进攻的一方，也就是具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没有任何意义地耗费一切时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在这里，我们认为确定应何时采取进攻战，什么时间应采取防御战所根据的理由与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不存在有任何关系的。有的人认为，在作这种决定时把兵力的对比当作主要依据好象是更合理些，然而我们感到，这样做，正好就是背离了正确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个简单的推理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是不会有人产生怀疑的，现在我们想看一看，这种推理在实际情况下是否会是不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个小国在与一个兵力具有很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预感到自己的处境是在逐年恶化。如果它不能避开这次战争，那么，它是不是只能利用它的处境还不算太糟糕的这一段时间呢？因此，它只能进攻。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进攻本身能给它带来怎样的利益（相反，进攻很可能会使在兵力上的差距拉得更大），而是因为它或者是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之前全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获得一些利益为今后所利用。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这个小国的确知道敌人会很快向它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必须利用防御的手段来对付敌人，以便得到最初的成果，它的这种做法也是不会遭到失去时间的危险的。



　　其次，我们假设一个小国同一个较大的国家进行交战，而且将来的情况对它们的决心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如果这个小国在政治上是进攻的，这样也只能要求它们向对方进攻。



　　既然这个小国敢于给自己提出积极的目的来和一个较强的国家进行对抗，那么，假如敌人不先来进攻，它就必须进行行动，即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待是不可取的，除非这个小国在采取行动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决心。在采取行动时改变政治决心也是常有的事，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会使战争产生不肯定的特点，对这样的特点哲学家也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在对有限目标的研究中碰到了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和有限目标的防御战。我们想利用专门的章节来研究这两种战争。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先探讨一下另一方面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战争的研究只是从战争目标本身内在的原因来考虑战争目标的变化的。至于政治意图的性质，我们只是对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一点进行了考察。在政治意图中的所有其他问题原本是与战争本身毫无关系的，但是，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确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要求的程度及我方的全部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发挥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六章 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象对待自己国家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在其他国家有事时，它也只能派出一支数量较小的援军；假如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自己已尽到了援助的责任，于是就会尽可能地寻找各种理由以利于脱身。



　　在欧洲政治中一贯地有一种惯例，那就是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必须要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一定同另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它们考虑的并不是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兵力的多少，只是相互事先约定派出一定的、一般为数非常有限的军队。在执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以为他们与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而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观念也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非常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同盟国能够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全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让它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让它能够把这支援军当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会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能够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然而，实际上事情并非象想想的那样。援军一般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遵照本国政府的意志行事，而本国政府给他制定的目标，总是和政府的不彻底的意图是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与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交战时，这两个国家也并不都是必然的会把第三个国家当作不可调和的敌人，它们往往会象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会依根据自己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而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会再承担任何责任。



　　不仅是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本国没有任何切身利益的事情去支援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支援也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一般也只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将来依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留作备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表现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到了现代，当特别的危险迫使一些国家（如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毫无限制的暴力战争迫使一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用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具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可划分阶段的概念。但是，这种态度并不单单出现在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方面，而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独立地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战争的进行也具有很强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希望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对通过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感到满足，而且我们会感到，经过不大的努力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敌人大致上也会作出相同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感觉到自己的考虑不是很正确，发现自己不象本来想象的那样比敌人强大，而是比敌人衰弱，他一般就会感觉到军费的不足和其他各种手段，在精神上就会缺少能够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尽力地应付，希望将来出现对他有益的事件（虽然他这种期望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战争就好象是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毫无生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希望战胜对方的竞争、暴烈性和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企图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不会冒着战争的危险在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假如我们承认（其实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能产生如此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还存在着目的只是作为威胁敌人的手段以便用来支持谈判的战争。



　　假设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一直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它显然就会处在无计可施的境地。它在这里找不到能够含概战争概念中的所有必然的东西，因此它就会丧失掉它所能成立的一切依据。尽管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在军事行动中缓和的因素越多，或者更准确地说，行动的动机就越弱，行动就变得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导原则。这样，所有的军事艺术就只能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动荡不定的均势不会突然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致成为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相互对立的状况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有时从这一方面，有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研究，以免忽略了这两个对立着的双方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本身，因此，进行哲学的考虑是不能解决的。现在，我们力图找出这些矛盾着的方面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销而结成的统一体。假如没有必要确切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每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最初就能够谈这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当然，人们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而引发的。但是，人们一般都作这样的想象：好象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就宣告中断，就会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根本不同的现象。



　　与此相反，我们却感到，战争就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我们之所以讲是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会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也不会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根本不相同的东西，无论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不间断地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守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全部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能够有什么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是它们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本身的语法，但是战争并没有它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可以让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观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形成关系的所有线索，而且只会得到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没有任何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彻底是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约束的发泄时，也应该这样看问题。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所有那些因素，正象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指出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都具有政治的性质吗？不是都和全部政治交往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象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自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会服从它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当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想到这些，那么就更需要象上面那样来认识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考虑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谨的结论的，它较少想到最终的可能性，而只是用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根据。假如全部行动因而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了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战胜敌人。



　　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毁灭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一的工具，把需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用这把剑能够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使本性胆小的人所存在的矛盾就自行解决了，假如这可以当作是一种解决的方法的话。



　　既然战争隶属于政治，那么，战争自然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以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需要常常地考虑到它。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会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一切的战争当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考虑问题时才能有一个准确而适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需要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一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把政治作为考虑的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全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在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急于提出这个观点。在考虑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对我们不但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通常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正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应该根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许多的现象具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一致，我们才不会围困在矛盾之中。



　　因此，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视察事物的观点，例如一会根据军人的观点，一会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一会又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就都是政治呢？



　　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自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所有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所有利益和哲学研究所能提出的所有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不过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至于政治有时会出现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能够作为政治的导师。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当作是全社会的所有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该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如这种观点是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消亡或隶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然起主导作用，而军事观点应该服从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一因为敌对感情引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够假设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就是政治本身的最高表现形式。使政治观点隶属于军事观点，那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隶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的有关战争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依据因为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而形成的战争的特点以及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了解每次战争，而且经常——在今天，我们甚至能够说在大多数情形下——都应该把战争当作是一个同各个部分不可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每个部分的活动都应该集中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真正确信和明白，并借此来认定战争的主要路线以及指挥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什么观点，它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好象是一个铸件一样的完整，对它的认识及其评价就比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也就显得更有说服力，它所根据的理由就显的更加充分，对历史的了解也就更加容易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相互间的对立就至少不再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假如发生了这种冲突，也只能承认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欠缺而引起的缘故。假如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不能够做到的要求，那么战争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并想把它当作工具而使用的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必须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前提。假如政治能够正确地判定战争事件的进展过程，那么，决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应该向着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这全都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总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范围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这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论是不能允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询问，象有些政府经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出发来进行判断，那的确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希望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依据手段来制订一个纯军事的作战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现在的军事是很复杂的，并且有了很大的进展，战争的主要框架始终依然是由政府来决定的，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决定，而不是由军事当局所能决定的。



　　这全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假如对政治关系没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的。在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不利影响时（人们是经常是这样说的），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心里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批评的实际上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假如政治是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与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它的本意来说就只能对战争产生有利的作用。当这种作用和目标不一致时，那么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其原因。



　　只有当政治期盼着从一些战争方式和措施中得到与它们的性质不相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特别熟练的语言有时是不能够确切地表达出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往往会作出和自己本来意图不相符的决定。



　　这种情况连续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认识到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应该对军事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阐述问题之前，一定要防止一种非常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以为，在君主本人没有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者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以为，了解军事是首相的主要条件。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条件。至于军事知识，那是能够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很好地给予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也没有象在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那样糟透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每一次战争全部与政治意图相一致，而政治又全部和战争方式相一致，假如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也就是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就能够确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可能的。



　　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1814和1815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说明这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权威外，任何其他军人的权威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权威极少能够引导出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方会执行可怕的政策。



　　现在我们想用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震惊天地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出色军队的战术技巧有一部分已失去了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过去很难想象的规模非常之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感到所有错误的计算好象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非常明显，军事艺术以前一直被常规地局限在这个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觉得意想不到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开阔的视界考察事物的人，把这种情形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完全的东西，时常降作一种完全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确实是这样，然而，只把这种情形当作是突然产生的和能够避免的，那的确是错误的。



　　另外一些人感到，这一切都能够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发挥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觉得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出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出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完全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的公国政府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妄图用惯用的手法和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抵抗，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对待战争是否能了解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假如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能只依据敌对条件的性质就推出所有的结果，并想依据这一结果对将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预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出现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肯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规模和选择使用方法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得到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各国政府反对这次革命而引起的政治错误。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在战争当中才显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与政治所抱有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所信任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隶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当作十分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们认为自然和政治有一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改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自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战争已经更靠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脱离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后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形下很难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产物，这些变革不但不能说明两者是能够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说明了两者是密切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应该用政治的标尺来进行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就是说不再遵照自行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用打败敌人作为目标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一个直接的活跃的目标，当然这个活跃目标只可能是占据敌人的一部分国土。



　　占据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能够减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减弱它的军队，另一方面则能够增强我们国家的力量与军队的力量；可以把我们进行战争的包袱部分地转让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能够把占据的领区作为是一种纯利，我们可以占据这些地区，也可以用它换取别的什么利益。



　　占据敌人领土的想法是非常合理的，假如不是进攻之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经常会使进攻者感到不安的话，这种想法本身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经非常详细地说明了这种进攻会怎么样地减弱军队，并且指出，在这种进攻之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而又令人担心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据敌人的领地而受到的减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决定于所占据的地域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域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与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在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减弱的程度就越轻。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是普鲁士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据这个地域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掩护着马克这个地区。



　　甚至1740和1741年腓特烈大帝曾一度占据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减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和边界的情况来看，在奥地利人没有占据萨克森之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域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战斗的方向上。



　　相反，如果占据的地域处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明显的减弱，因为敌人不但很容易得到会战的胜利，而且能够获得不战而胜的结果。



　　每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总是还没有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的。法国人在1744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亚，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幸运的。腓特烈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曾取得伟大的胜利，但1758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能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之，被占据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减，因而军队不能守卫住所占据的地区的例子是经常可以看见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



　　因此，是否需要把占据敌人的地区当作目标，这主要取决于占有守住这个地区的可能性，或者暂时的占据（入侵、牵制性进攻）是否可以抵偿以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遇到猛烈的还击而彻底失去平衡。至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研究顶点一文中已经说过了。



　　只有一点我们还需要做补充说明。



　　这种进攻并不总是可能补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到的损失的。当我们占据敌人的部分区域时，敌人很可能会在其他地区进行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此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在进行这种行动时一定要想到：我们在其他地方遭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个地区所得到的利益。



　　即使在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据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受到的损失总是比我们占据敌人一个地区所得到的利益大，因为占据敌人的区域会使很多力量变成冷火而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形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就不是重视保护自己区域和轻视占据敌人区域的理由。但在事实上却正是这个理由。保护自己的区域与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只有施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非常大的利益时，施行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销自己国家所遇到的沉重的损失。



　　综上所述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相比较，对不在进攻正面掩护下的其他地区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此决不可能象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即使只想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也应该在所有适合这样做的地区同时发起进攻，这样一来，在一些地区本来能够用少得多的兵力进行防御的利益就丢掉了。因此，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所有的一切就更没有轻重的区分；所有军事行动不再可能集中成为一个在主要的计划指导下的主要行动；全部军事行动就更加分散，阻力处处增大，偶然性也就处处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制约着统帅，使他越来越失去作用。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有办法，越是有力量，他就越会试图挣脱这种制约，力求使某一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这样做有很大的危险也是如此。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八章 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象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可以是绝对消极的。即便是力量很弱的防御者，也一定会拥有能够影响敌人和胁迫敌人的某种手段。



　　我们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脱垮敌人。既然敌人想往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任何后果，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后退。而被进攻的一方所受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坚守，而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这样一来，人们好象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坚守；如果人们可以肯定，进攻者在经历了一定次数白费无益的尝试之后一定会感到疲倦而舍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然而，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要看一下兵力损耗的具体情况就能够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处在不利的地位。所谓进攻遭到减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本来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形下，防御者受到的减弱当然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和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占领。



　　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假如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之外不会进行别的什么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阻止对方的进攻早晚会得到成功的危险。



　　因此，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准确地说强者的疲劳，常常导致了媾和，那也是因为战争在大部分场合具有的不彻底性而造成的，在理论上不可以把它当作是这种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这样一来，这种防御只能从等待的观念中寻找它的目标了（等待原本就是防御特有的特征）。等待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改变，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可以经过内部的方法即通过抵挡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盼望外力来帮助改善。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也就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也许是防御者有了新的同盟国，也许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瓦解了。



　　在防御者兵力少而不能够进行任何猛烈的攻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不过，依据我们给防御定下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防御都是这样的。依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方式，正因为这样，在有可能用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可以进行防御。



　　我们应该在最初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试图尽可能地长期地占领并完全地维护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能够获得的时间最多，而获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途径。防御者在多数情况下也能够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给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但他还是不能把积极目标作为战争计划。当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区可能得到的利益只是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即使他在这些地区获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别的地区去，因为在这种形势下各处的形势通常都是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不能得到，那么就只能去获得微小的利益，即获得暂时休整的机会了。



　　在防御者的兵力比较大时，防御的目标和本质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他也能够采用一些小型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主要地区等，但这时主要的目的是取得短时的利益，以用来弥补偿之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占据。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包含有积极的想法，防御已带有不小的积极的性质，而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换言之，是采用主动防御，以便在未来真正确有把握地发动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越大胆。最大胆的，成功时效益最大的圈套就是向本国的腹地撤退！这也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异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状况就能够知道这一点了。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因为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为他夺得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的确是他的战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补充部分，因为对萨克森的占据不仅没有减弱他的军队，反而还加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企图不断地发动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马克和萨克森战区之前，他发动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用防御的手段，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的手中抢回他自己的领地，当时，他用的是同一支军队首先向奥地利人发动了进攻才抢占回自己的领地的。然而这种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准备的。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经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比较已经开始对他十分不利时，他还企图在摩拉维亚发动一次小范围的进攻。他想在敌人还没有全部准备就绪之前抢占阿里木次，但他并不是想保留这个地方，更不是想把它当作继续进攻的基地，他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把它当作对付奥地利人的一个外堡，作为反接近壕。这样做能够使奥地利人不得不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全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能够使他不得不为收复失地发动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放掉了进行一切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认识到进行这样的进攻只能增加兵力对比的差距。把兵力集中分配在他自己的每一个区域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战线不长这个有利条件向遭到威胁的地区突然加强兵力，在会战不能够躲开时就进行会战，有时机时就发动小型的入侵，然后就悄悄地等待，为有利时机的到来贮备力量，这就是他进行战争所计划的基本内容。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目标越来越消极了。他知道即便是胜利了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也就力求付出不大的代价来对付局势的发展。对他说来，这个时候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赢得时间，如何维持他以前所占领的地方，他对土地越来越珍惜，甚至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兵力设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设置都可以说是单线式的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就能够了解到他企盼冬营的急切心情，以及当他没有遇到重大损失就顺利地进入了冬营时十分高兴的情形。



　　我们认为，哪个人要在这方面遣责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削弱，哪个人就会得出非常随便的判断。



　　现在在我们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能够寄托最终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是会非常快地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但我们不可以忘记，这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战争变得已经全都不同了，它是由一些和从前不相同前的力量进行的；在那个时候可以发挥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在这里需要注意的还有敌人的特点。而在哪个年代，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感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方式，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经能够把它们看作是最高的智慧了。



　　战争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利用悄悄的等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躲开了那些可能会使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比较要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比较不利得多。然而俄国人却能够在战局进程中极大地加强自己的兵力。对拿破仑说来，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西班牙的消耗战搞得他措手不及，幅员辽阔的俄国使俄军能够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最大限度地减弱他的军队。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能获得胜利（亚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百姓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如何会取得成功呢？），俄国就有可能发动强烈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会导致敌人的灭亡。可见，即使最高超的智慧，恐怕也不可能提出比俄国人在无意中执行的计划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虽然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会感到这样的计划是荒诞的，但是现在却不能作为我们不把这种计划当作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假如我们想要从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作是未来也许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之后所出现的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决不是一些偶然的事件，任何一个对这种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的。如果俄国人可以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力量的衰退和对俄国有利的剧变还是有可能出现的，但这种剧变绝对不会是那样坚强有力，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俄国获得的这个巨大利益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太大了，对大部分国家来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人们永远只有经过积极的措施，也就是用决战作为战斗的目标，而不是以纯粹的等待作为目标，才能获得巨大的积极战果。简单地说，即使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赌注才能得到大的利益。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当我们详细地阐述了战争可能存在的几种不相同的目标之后，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与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战争的全部计划。依照我们从前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的计划之中，并且是其它一切的准则。



　　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尽量少的几个重心，假如可能的话，归成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攻击归成为尽量少的几次主要动作，假如可能的话，归成为一次主要的动作；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量维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量集中地动作。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量快速地动作，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停止，不要走弯路。



　　是否能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一个重心，这主要决定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假如敌人是一支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成为一个重心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假如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执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国的利益，那么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太大。假如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就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假如敌人的军队是在同一个战区内集结成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他问题了。假如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几个不同国家的几支军队集结而成，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攻击还会影响到其他军队。假如各支军队分配在相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屏障把战区完全分隔开来，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战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各个战区距离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能否会产生影响，就值得怀疑了，也就是说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假如各个战区是在被进攻的国家的根本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相互影响了。



　　假定俄国和法国同时攻打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多在谈判时才能够表现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应该当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受到打击，另一支军队一定会同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1813年拿破仑虽然要同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基本上 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假如拿破仑可以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一地区打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前程。假如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通过布拉格紧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不管怎样也不能继续呆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命去援助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连继续呆在马克的想法也不会有的。



　　但是，假如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用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去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前途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这两个战区全都隔离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通向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前程却是比较容易的，这是因为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我们可以说，经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也决定着莱茵战区的命运，比经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简单的多，因为从意大利发动的攻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发动的攻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侧面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实际情况下才能够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然后依据这一点才能够认定，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成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也就是次要行动能够带来不平凡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依然需要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动作时主要地点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当1814年标洛将军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能够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但可以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带来机会，使他们那些原来根本不能起到作用的军队可以加入战斗。



　　总之，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应当遵照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且尽量把这些重心归成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攻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的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有人会得出一些与我们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当作分兵前进的依据，这些看法是：



　　（1）军队以前布置的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应该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进攻并没有多么大的危险，那么分兵进攻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丧失很多时间，因而会减弱第一次攻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背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少有希望趁敌不备地袭击敌人的所有场合，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不是在同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位置的排列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排地面向着被攻击的国家。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假如两个国家的军队想要集中起来从一个地方前进，那就造成时间和力量浪费，这种作法是非常不合理的。要直接摧毁法国的中心，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样的场合下，要集中兵力就不可能没有损失。所以在实际情况下必须要考虑，用这样的损失去换取兵力的集中是否值得。



　　（2）分兵前进能够得到较大的收获。



　　这里指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以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围，这样的行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不管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攻击都是容易获得较大的战果的，因为，假如向心攻击成功了，其后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断掉了敌人军队的后路。因此，向心攻击通常能取得到较大的收获，要用割离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这是比较危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象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收到较大的成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能否感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去实现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安排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区再进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可以在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个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有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败。奥地利人只要没能用优势兵力击败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就会出现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从而惨遭失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期望在这次攻击中得到的最大的战果。结果是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事实，但是他们在布拉格安置的军队却处在敌人的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彻底处于被动之中，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作用。奥地利人会战的失败，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之所以获得了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使用了向心进攻的大胆动作。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自己的动作非常准确，他的将领特别的卖力气，他的军队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而奥军却动作迟缓，这些优势完全成了腓特烈大帝的计划获得成功的保障，那么，他的这种行动谁又能指责他呢？可是，假如不考虑这里前面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这种胜利全部归功于攻击的简单的几何图形，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取得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能够清楚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发动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1796年所具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1757年的战争中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象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软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假如我们向心地分兵进攻就会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局面，因此我们不宜分兵向心进攻，在军队的安置位置使我们不能不分兵向心攻击的场合，也只能把这种攻击当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假如我们依据这种看法来观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来集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区上，正好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其中的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经过瑞士进入法国，使得这些军队被分离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非常弱，根本不能防守他们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假设是可以成功的，所有的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据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据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一点很小的利益就值得通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明白，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谈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长用防御来抵挡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远远多于他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也不能不承认他在精神上所占的优势是非常大的。虽然他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是很晚了，同时他对与自己交战的敌人也过分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把它们打败了。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究竟有多强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时机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战的那一时刻起就意识到再没有比重新集聚兵力更紧迫的事情了。



　　根据上面的观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可以获得较大成果的手段，大多数也只能在军队事先就是分开配置的状况下采取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离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非常少的场合下才是对的。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个地区行进而且顺利地进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掌握的并不只是在它通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能够向两边扩大一些，但是，究竟可以扩大多少，这决定于敌人国内的团结程度和内部的凝聚力（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比喻的话）。假如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软弱又没有参加战争的考验，那么，胜利的军队不需要花费特别大的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区域。但是，假如敌国的人民既勇敢善战而又团结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管制的区域将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情况，就必须把前进的正面扩展到一定的宽度。假如敌军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进攻者只能在没有和敌军交锋时才能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安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假如敌人自己也安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相同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战区或几个相邻的战区的问题。显然，这已经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能够同时决定次要地区的前途的情况。



　　我们能够永远只按照这个论点行动吗？在主要地区对次要地区的影响不非常大因而会发生危险时，我们能够去冒这种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引不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如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把一切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深信，除了少数个别的情形之外，主要地区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前途。因此，除了这样明显的例外情形之外，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依据这个原则进行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为俄军主力的被打败而败逃。因此他战争开始时只命令乌迪诺军去进攻这部分俄军，但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与此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在战争的初期就派出了一些军队，但是巴格拉齐昂因为中央主力的败退也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了回来。如果维特根施坦不是一定要掩护第二首都的话，那么，他可能也会随巴尔克来的败退而败退的。



　　拿破仑1805年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和在经过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前途。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挡起作用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主要地区上的决定性进攻可以推迟进行，因而不用急于把所有的力量都集聚到主要的地区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区因为有很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特别轻看这个地区，当他向华沙派兵时，虽然不能不把这个地区放在背后，但只派他弟弟日罗姆带领二万人向那里发起进攻。



　　假如对主要地区的攻击很可能震惊不了次要地区，或者没有真正震动次要地区，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区上真正安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能不把这些次要地区当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于是只能派适量的兵力去应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在战争刚开始就彻底丢掉自己的交通线。



　　小心慎重的人也许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感到主要地区的进攻应该与次要地区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假如敌人不肯从次要地区撤退，就需要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与我们前面讲的必须尽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集聚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这两者的精神支柱是完全对抗的。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动作，运动就会缓慢，攻击力就会削弱，突发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耗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与把打败敌人作为目标的攻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如果敌人在次要地区上的军队有向离心方向退却的可能，那么，攻击的困难就会增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统一的进攻会变成什么样呢？



　　因此，把主要攻击依赖于次要地区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以打垮敌人作为攻击的目标，假如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4）最后，易于补充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经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一支大部队经过一个贫穷的地区便利得多。但是，只要方法得当，军队习惯于吃大苦耐大劳，一支大部队经过贫穷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使小部队经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掉进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中。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认定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成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依据的。假如已经很明确地了解了目的，谨慎地衡量了利与害的得失程度，再依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不可非难的。



　　但是，假如象往常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非常浓的总参谋部只是依照习惯制定的，假如象下棋那样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各个战区位置也象下棋一样先摆好军队才能行动，假如行动是一些梦幻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路径是复杂的路线和相互交错的关系组成的，假如现在把军队分开，只是为了两星期以后再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聚起来，借此表现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了有意陷进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途径的作法，是我们所鄙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特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象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全部计划越是远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半瓶醋的人想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蠢笨行为就越容易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来考虑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必须尽可能地维持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全部战争行为归结成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尽可能经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的实现，交战国之间发生碰撞的其余地区就部分地丧失了独立性，那里的动作就变成了从属的行动。如果能够把所有行动全部算作是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碰撞的其余地区就会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因此，重要的是不能抽调过多的兵力用在次要地区而减弱主要的行动。



　　首先我们感到，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所有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象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差不多根本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需要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始终应该把其中的一个战争当作是主要的，首先应该依据主要战争来编排兵力和进行行动。



　　依照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采用进攻的行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用防御的行动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用进攻的行动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必须以最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区上的防御，而且要拼命利用防御这种抵挡形式所能给予的一切利益。



　　假如敌人的军队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仍然要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论点就更为适用。



　　假如次要战区的动作也是针对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依据我们这个论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开展防御了。这时，主要打击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依据其他原因采用的次要战区的进攻组成的，而主要打击不能直接掩护各个地区上的防御，都已经成了不必要的。这时一切都决定于主力的决战，所有的其他损伤都会在主力的决战中得到补偿。假如兵力充足，有足够的依据能够发动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为主力决战可能会遭到失败而拼命在其他地区上躲避损失，因为这样做正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动作中就会因此而发生矛盾。



　　甚至在所有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必须要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另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攻击共同的重心，这多数取决于一些其它原因，在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应该力求促使主要动作处于主导地位，越是促使主要动作处于主导地位，一切问题就越发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是快速使用军队。



　　没有意义地耗费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军事力量的浪费，因此是战略所不答应的。更重要的是必须记住，一般说，攻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出敌不意拉开战争序幕。突然性和继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特别在以打败敌人为目标的攻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不需要去无边无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假如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有关国家的重心所说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有关时间的影响所说的内容，那么，不用作进一步的阐述就可以清楚，快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的确是含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从来就是这样动作的，他最喜欢在最近的大道上一直冲向敌人的军队，冲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成为重心并且要求快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败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力地作了阐述，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无论打败敌人在实际情况下最后由什么来决定，在最初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换句话，对敌人的军队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且打败了敌人的军队。夺得这样的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得这样的胜利的地点离两国边界越近，这样的胜利就越容易获得；获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迟，也就是说获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深入敌国腹地，这种胜利的取得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和在所有的其他地方一样，获取胜利越容易，战果就越小，反之，战果就越大。



　　假如对敌人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必须依据可能尽早的去寻找敌人的部队（即敌军主力）。我们之所以说依据可能，是因为寻找敌人主力时，假如军队要走很多弯路，选方向错了，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难免会犯错误。假如敌人主力不在我们行进的路上，我们又因为要去找寻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找寻它，那么，我们能够确信今后会碰到它，因为它肯定会向我们杀将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正象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将要在不太利于我们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条件是我们无可躲避的。可是，假如我们在这次战役中还可以获取胜利，那么，这次战役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对敌人的优势还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假如敌人的主力在我们前进的路上，那么，故意从敌军主力旁边通过是错误的，以为这样做能够比较顺利地取得胜利的想法至少也是错误的。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结论：当我军具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以后进行更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我们可以故意从敌人的主力旁边通过。



　　以上我们所讲的是完全的胜利，也就是说让敌人遭受到彻底的失败，而不仅仅是取得战役的胜利。要获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包围进攻或更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常常可以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制定所必需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进攻的方向。有关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战斗并不见得不能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战史上象这样的战例也是存在的，但是，敌我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相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会越来越少。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一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歇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瞻前顾后和进行休整等等，而应该乘胜追击，假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攻击，占领敌国的首都，消灭敌人的援军，或者攻击敌国以此作为依赖的其他所有目标。



　　当胜利的巨浪把我们卷到敌人要塞的面前时，是否可以对这些要塞围攻，这需要依据自己兵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假如我方在兵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那么如不尽快占领这些要塞就会在时间上造成损失。假如我方在前面攻击的军队没有获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方就只能用尽量少的兵力来占领这些要塞，这样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占。假如为了围攻要塞我方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一般就是已达到了顶峰。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马不停蹄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区上的进攻应该取决于次要地区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通常状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不管这个地带叫作什么，它仍然是我们的战区，这种情形会怎样地减弱在前面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造成哪些危险，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这样的困难，这样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不可以大到足以抵挡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正象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在战争开始时就考虑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放慢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仍然觉的，只要统帅还没有打败敌人，只要他坚信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的危险也可能会继续增加，但战斗的成果也会在不断扩大。当统帅感到不能再继续前进的时候，觉得应该注意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边伸展的时候，也就是他已到了进攻的顶峰。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假如在这个时候敌人还没能被打败，那么很可能就再也不能把敌人打败了。



　　假如统帅稳步地前进是为了去占据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已不再逃跑，可能正在准备新的防御，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能获得一点成果。总之，还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种看法：在一次必要的停顿后，一般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行动了。



　　因此，理论需要的是：只要还希望打败敌人，就应该马不停蹄地向前进。假如统帅感到这样做危险非常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向前而且向两边伸展是正确的。假如他停止向前仅是为了更巧妙地打败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会那样的愚蠢，以致认为逐渐地打败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史无前例的绝对真理，它是把可能性和一般的结果当成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当作第一次战役的目标而被打败的，这二种情况应该区分开来。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后一种情形，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形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倒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倒的危险。假如第一年得到一点较少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太大的利益，就这样慢慢地、不断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出现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处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带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非常小的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甚至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敌人的力量会得到休整，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反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但是，假如所有的行动继续不断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可以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就会接连不断地燃烧起来。假如有人说某些国家的确是在逐步打击下而屈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保护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要说进攻者逐步攻击的试图全部落空的例子比前面所讲的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忆一下七年战争的最终结果就能够了解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企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全都失败了。



　　依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理解为，在向前移动的同时需要经常注意创建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以为向前推移所产生的不利条件是不能躲避开的，只有在我们预感到继续向前行进已经是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时，考虑到躲避这种不利条件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没能使我们对这个论断产生怀疑，反而使我们更坚定了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并不是象大多数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向前行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够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据）的国家，起码按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状况是征服不了它的，为了征服俄罗斯帝国拿破仑统领五十万人结果还是征服不了。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能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不团结才能使它屈服并战胜它。为了攻击这个政治上处在薄弱的地方，就应该使这个国家的心脏受到震动。拿破仑只能使用强有力的攻击打进莫斯科，才有可能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及其人民的忠诚和坚强。拿破仑想要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也是他在这次战役中能够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



　　拿破仑统领他的主力部队向俄军主力发起进攻，俄军主力仓卒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逼迫巴格拉齐昂跟主力部队一起退却，并击败了这两支军队，占据了莫斯科。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惯的做法是相一致的。他以前只是采取了这样的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取这样的打法他才可能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颂扬拿破仑在从前历次战役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役里也不可以责备他。



　　依据事件的最终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允许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见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粹依据结果所得出评论不可以当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是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批判。只有证实了统帅事先没有考虑到失败的这些原因，或者证实他忽略了这些原因是不对的，才能够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责备这位统帅。



　　我们以为，谁要是单单由于在1812年的战役中遇到非常大的还击就以为进行这次战役是荒谬的，假如这次战役获得胜利的结果，他又会感到这次战役是最卓绝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根本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仑果然象很多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保护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非常远的里加之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算不上是一个重要的要塞），那么，在冬天他就只能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样，这些人大概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以前的拿破仑了！曾经经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为何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迟疑不决，没有占据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进行设防的、准备放弃守卫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抗击力量可以向这个核心集中呢？前所未有的机遇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就好象腓特烈大帝袭击既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抓住有利条件，在胜利的中途停止下来，难道是被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大概就只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部分批判者的评论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役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的统治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强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役不可能成功，也许发动这次战役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证明他对战争的估计是错了。我们以为，假如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大概基本上就只能采用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非常大的防御战，而是采取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出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可能会遇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战争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理想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假如说他的军队受到损伤过大是他的错误，那么，这种错误不是因为向前行动的太远（因为这是与他的目的相符合的，是一定要这样作的），而是因为战役开始得太晚了，因为采用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因而在为对军队提供的给养和后退路线上考虑得不够周全，最后，还因为从莫斯科撤离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



　　俄军为了完全阻挡拿破仑撤退曾在敌之前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可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这一点恰好证明，要确实断掉敌人的后路是如此的困难，被切断后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闯出了一条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动作确实增加了拿破仑的失败，但这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可以用来增加敌人的失败的地理条件是不多的，既使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茂密的森林和通行的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越发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能让自己的军队在限定的宽度上行进，这种办法我们在以前就已经驳斥过了。假如人们采取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移，让左右两边的部队作掩护，那么，某一边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行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调转回头，在这样的情形下，进攻还能有什么好处可以带来呢？



　　我们决不可以说拿破仑没有考虑对两翼部队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拿破仑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动用了一个兵力合适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简直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统率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能够与契查哥夫的兵力相对抗，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区还有维克多统率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减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慎重的将军，大概也不会在行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护自己的翼侧部队了。



　　拿破仑在1812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假如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假如拿破仑没有犯我们以上所说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次战役仍然是失败的战役，理论也就不可以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假如这个损失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那也只是因为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原因。



　　有关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说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需要说的是：几个次要行动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可以有碍于每个部分的活动。假如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假设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之前都想尽力完整地保护自己的力量而不去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认为它就是有害的计划。按照这样的计划去行动，三支军队的行动一定会互相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出现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的表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给每支军队规定一定数量的任务，直到它们各自不同的行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作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似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如要兵分几路前进，就一定要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对这个为什么的解释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不能象跳四组舞那样只是为了今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发动攻击时，一定要给各支军队分配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必须把完成自己的任务作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是要从各方面发起这种打击，而不在于每个部分获得相应的利益。



　　假如敌人的防御与我们预想的不相符，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因为任务太重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可以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在战斗初期就会丢掉取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大部分军队已经失败，或者主要部分已经遭到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可以而且一定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态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于那些原来担任防御任务的在防御任务完成之后可以转入进攻状态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假如不可以把剩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攻击地点去（这主要决定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定也是适用的。



　　然而，所有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将会是什么样呢，与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旁翼和背后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恰是我们主要要进行驳斥的问题。把一个大范围的攻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掉进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说过，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如在战术上那么有用。在这里，我们只想重复一下前面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地区真正取得的胜利，而不是每个胜利逐步形成的几何图形，在攻击中特别是这样。



　　在战略的辽阔范围内，每个部分的几何位置肯定需要全部由最高统帅来安排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能依据统帅的指示无条件地去实现自己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假如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的不协调，那么，上级指挥官一般是能够及时的采用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运动所造成的主要弊病是能够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制约事件发展过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很多疑虑和假设，每个突发事件不只是影响到与它直接相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还会影响到全部，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非常宽阔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在人们还没有彻底地、仔细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分别开来，没有考虑到人的弱点的整个影响的时候，才会感到上述观点是不合情理的。



　　凡是具有战争经验的人都认为，要在分成若干个纵队进攻时只是依靠每个部分的统一指挥来取得胜利，这在战术范围内就会相当困难，如果要在各大军队中距离比较远的战略范围内，就会更加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目的了。假如各个部分始终保持步调一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采取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放弃。但是，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进行改变客观情况可能迫使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到经常保持步伐一致，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内，完全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是否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适合的任务。



　　在这里，对于对如何恰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的主力军队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挺进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行进途中曾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守住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话），但是，这些好处在当时并没占据主要的地位。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要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仅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存在有其它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险的境地，从而促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有千丝万屡连系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作出更大的牺牲。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肯定不会受骗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自始至终证实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对战争胜负会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不仅不存在要防守的，也不存在着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曾经在骑士精神的鼓舞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但是，当局势对这次进军出现不利的现象时，普鲁士继续参战的念头就已经减少了一半。如果普军是处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它们完全把荷兰当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经在1787年战胜过荷兰。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防守下莱茵地区，从而也就是保卫了普鲁士王国最临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普鲁士在这里也可以充分得到英国的援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十分巩固的，而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政府的诡计（象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埋伏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设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剩下一个普通的军的话，那完全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在1814年，假如是用巴尔克来将军替换果断有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西里西亚军团的话，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也许就完全处在失利地位了。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果断有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牢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区域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下面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分。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与我们并肩参战不仅是由于我们两国间是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两国间各自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同盟国的军队前来参战是为了支援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1813年和1814年那样，把同盟国各自的军队完全打乱编制后再混合起来，使各个新编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让同盟国各国的军队保持各自独立的编制，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很明显，第一种方法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以在同盟国间有一定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为前提，但是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却是很少的。当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的时候下，各同盟国政府的利益就很难体现和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各国指挥官自私的利益所引起的有害影响就只会充分地表现在下一级指挥官的身上，也就是说只表现在战术范围之内，而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同盟国军队完全独立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同盟国军队完全独立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会牵涉到战略范围，而不仅仅是在战术范围之内，这种有害影响能够起更加重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必须具有罕见的忘我牺牲精神。在1813年，紧急的情况迫使各同盟国政府采取了这种办法，当时，参战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军队不可能象上面那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同盟国军队完全独自分开当然要比半分半合好的多。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几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经常是这样。在同盟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独自分开，于是各同盟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可能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处于瘫痪状态。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同盟国军队要完全分开是不会有什么难处的，因为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通常就已经给本国军队限定了不同的目标。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前来协助的军队也许没有已经确定的目标，它在一般情况下就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如果前来支援的军队的兵力适于这样做的话），奥军在1815年战局末期和普军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至于指挥官的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因人而宜，不同情况要采取不同方法具体对待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总的建议，处于听从别人指挥地位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谨小慎微的人来担任（一般很容易这样做），而要派最勇敢果断的人来担任。对这点我们曾经指出过，在军队采取分头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发挥各自的力量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当某一地点因发生错误而造成损失时，才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弥补。只有指挥官是那种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大胆前进时，他指挥的各个部分部队才能充分活跃起来，而那种仅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而不敢大胆采取行动的指挥官，是很难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跃起来的。



　　最后还要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该使他们担负的任务和所处的地形情况与他们的性格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良好的部队、大量的骑兵、谨慎和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派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该派用在森林地、山地和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该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论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又专门论述了以击败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一切论述中我们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和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我们既强调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也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了活动余地，但是，不去考虑那些任意的、没有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谁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制高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和寻找国土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十分惊奇，他就是还没有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来理解战争。



　　在前几篇中我们已经大略地论述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指出，它们的作用常常比根据流行的看法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不能也不应该起重大的作用，也就是不应该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本篇没有这一章。——译者)。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成立于1815年，成员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共三十五个邦国和四个自由市。但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德意志邦联只是指德意志其他各邦，不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内。——编者)、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这种局面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常出现的），那么，它们是可以进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战的。因为不管法国多么强大，仍然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部分国土被对方占领，首都陷落，资源不足，而且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给予有力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它所处的位置也极不理想，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败，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不算它们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七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三千万人。这些国家为了对法国进行一次真正的战争，可以提供的军队如下（这里的数字是毫不夸大的）：



　　奥地利……………………………250，000人



　　普鲁士……………………………200，000人



　　德意志其他各邦…………………150，000人



　　尼德兰……………………………75，000人



　　英国………………………………50，000人



　　总计………………………………725，000人



　　如果它们确实能够动员这样多的军队，那么就很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因为即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也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军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作为要塞守备部队和建立补给站，用来监视海岸线等等，那么，毫无疑问，联军在重要战区内很可能占有巨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的主要的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核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队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这里，从国境到首都只有三十普里。联盟的一部分国家如英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各邦都有适于针对这里展开的配置地点，它们中间有的就在这个地区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区的背后。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则只有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作战。它们自然的进攻方向是指向特鲁瓦和巴黎或者奥尔良。从尼德兰和从上莱茵地区出发的这两个进攻都是直接、自然、简捷而有力的，都是指向敌军心脏的，全部敌军必然都可能分布在这两个地点。



　　只有两点考虑同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是有矛盾的。



　　奥地利可能不愿意让意大利毫无掩护，它总想自己在那里控制局势。因此它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攻击来间接保护意大利。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它的这个次要想法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假如要从意大利攻击法国南部，把这个经过多次尝试的老掉牙的想法和这个次要的想法联系起来，那么在意大利保留很多军队（只是为了防止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受到极端的不利是不需要用这么多的兵力的），那么，就会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想违背统一计划、集中兵力这个主要思想，在意大利就应该只保留在战役第一阶段防止极端不利所需要的兵力，就不可以从进行主要行动的军队中调出更多的兵力。假如想在罗讷河地区攻打法国，那就好象是抓住刺刀尖举起步枪。攻打法国南部的行动即便把它当作次要行动也必须反对，因为这种攻打只会引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凡是对非常远的地区的攻击，都会使原本不起作用的利害关系和活动产生对我们不利的作用。只有具体情况表明，保留在意大利保证安全的军队数量很大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做的时候，从意大利去攻打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需要再反复说几遍：保留在意大利的军队应该减少到实际情况可允许的最低限度，只要可以保证奥军不会在一次战役中失掉全部意大利，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在我们这里的例子中，这个兵力可以假定为五万人。



　　另一点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海滨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占有霸权，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非常容易遭到威胁，所以它多多多少要调兵来加强防守力量。不管这种防守力量是怎么样的薄弱，法国的边防线也因此而将增加两倍，因此就不得不从作战的军队中抽调大批兵力。假如英国调用两万或三万人的陆战部队威胁法国，也可能就会牵制比这个数量大一倍或两倍的法军。与此同时，法国不仅需要派出军队，而且舰队和海岸炮台也需要提供金钱和火炮等等。我们假定英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派出了二万五千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将变得非常简单，其内容如下：



　　第一、在尼德兰集中：



　　普鲁士军队………………………200，000人



　　尼德兰军队………………………75，000人



　　英国军队…………………………25，000人



　　北德意志各邦军队………………50，000人



　　总计………………………………350，000人



　　其中大概有五万人作为边疆要塞的守备部队，其余三十万人向巴黎进军，同法军进行主力交战。



　　第二、二十万奥地利军队和十万南德意志各邦军队集聚在上莱茵地区，以便和从尼德兰方面攻击的军队并肩前进，指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河运动，也同法军进行主力交战。两个方向的攻击也许能够在卢瓦尔河合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已经确定了；我们还要说的，主要是与消除错误想法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的找寻计划中的主力会战，争取在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兵力比较和在有利条件下发动主力会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统帅应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尽可能少的使用兵力。假如象施瓦尔岑堡在1814年所做的那样，一迈进敌国的领土就象一盘散沙一样四处飞撒，那样就一定会遇到彻底的失败。联军在1814年之所以没能在前两个星期内遭受到彻底的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进攻一定要象一支用巨大的力量射出去的箭，不应该象一个渐渐膨胀而后又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应该让瑞士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假如瑞士保持中立，那么我们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点。假如瑞士遇到法国的攻击，它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法国的进攻，瑞士在许多方面是十分适合进行这种抵挡的。最蠢笨的想法就是认为瑞士在欧洲占有地势最高的优势，因此它在地理位置上可以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只有在一些少有的条件下才可能会出现，但是瑞士原本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本国的中心遇到攻击的情形下，法军是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施瓦本发动猛烈的进攻的。所以，不能把瑞士地势很高当作是对战争起决定性意义的条件。在战略范畴，制高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在防御战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对攻击战来说，剩下的一点重大意义只能在某一次进攻中显露出来。谁不懂得这一点，就说明他对这一问题还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假如今后在当权者和统帅的会议上，有一位知识博厚的参谋小心谨慎地说出这番明白话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能够预先表明，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乱说，我们希望在这种会议上有经验丰富的军人，有通事达理的人出席，以便能够驳斥这个参谋的胡言。



　　第三、在两路进攻部队之间的地区，我们根本可以不去考虑它。六十万大军集聚在离巴黎三十到四十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中心地带发起攻击，在这样的场合，难道还需要去考虑保护中莱茵地区的问题，从而保护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背常规的。是不是需要保护交通线呢，这并不是不重要的。然而，人们大概从这里开始作逻辑上的推理，感到保护交通线一定要用发动攻击那样大的兵力并具有攻击那样的重要性，因为不是依据国家地理位置必然的要求兵分两路进行前进，而是没有必要地兵分三路前进，然后这三路又可能变成五路甚至七路，结果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又重新出现了。



　　我们说的分为两路进攻是指每路在进行攻击时都有自己的目标。用于两路进攻的兵力有可能明显地超出对方的兵力，假如每路进攻都非常得力，那么，它们互相之间只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假如敌人的兵力没有均衡分布，我们的攻击因此有一路失利了，那么，完全有理由能够等待另外一路兵力攻击的胜利来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这是兵分两路进攻之间的真正含义。这两路进攻之间相距非常远，平常的小事件之间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因此，直接的，或者说直线的联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同时，本国中心遇到进攻的敌人也不会使用更多的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特别值得担心的是受别动队支持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敌人可以不用耗费正规军的力量就实现了这个目的。为了应付这种情形，只须从特里尔向兰斯方向派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大约在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左右也就可以了。这支军队可以打败所有的别动队，并能与主力部队齐头并进。它不需要包围要塞地区，也不需要对要塞进行监视，而只需从要塞之间过往，不需要占据任何固定的基地，假如碰到力量强大的敌人，它可以向四面八方进行躲避。它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失，一旦被敌人打败，他们对整个战役来说也算不上是什么重大的失败。在这种情形下，这样的一个军可能就完全可以成为联络两路进攻的中间环节了。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也就是意大利的奥军行动和英国的登陆部队的行动能够用最好的方法达到它们的目的。假如它们不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就基本上实现了它们的目标。不管怎么样，两路大范围进攻中的任何一路都不可以在任何程度上依赖这两个次要行动。



　　我们深信，假如法国还想狂妄地采用傲慢的态度，象以前一百五十年那样欺压欧洲，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打垮法国，使它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有在巴黎那一边的卢瓦尔河上，我们才可以从法国那里得到保证欧洲安全所需要的条件。只有采取这样的方法，七千五百万人对三千万人的自然对比关系才能很快地显示出来，才不会象一百五十年以来那种情形，从敦刻尔克到热那亚的每个国家的军队好似一条带子一样围绕着这个国家，它们追逐着四五十个不很重要的不相同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没有一个完全可以用来克服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联军中不断出现并反复表现的怠情、阻力和外来的影响。



　　读者大概会想到，德意志邦联的军队当前的安排与这里所要求的安排是如何不相同。在当前这样的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力量却被这个核心所减弱，失掉了它们应有的价值。但是，一个邦联在战争中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核心，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假设有什么统一、毅力、将帅的合理挑选、威望、责任心等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是支撑点，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最强部分；它们是长期经受战争考验的君主国家，各自有一定的利益，各自有独立的军队，它们是其他各邦的盟主。一个机构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特征作为依据，而不应该以有关统一的欺骗性的主张作为依据。在当前的情形下，统一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有人只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忽略了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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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称后勤为“军队运动的实际艺术”，其中还包括“确保补给纵队陆续到达”，以及“建立和保持……补给线”。将这几点综合起来，便可得出后勤的定义，即：“使军队运动和确保军队补给的实际艺术”。本书就是按此定义来运用“后勤”一词的。本书的目的，在于弄懂军队运动和补给时发生的各种问题在历史上如何受到技术、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变化的影响，尤其要搞清楚最近几个世纪来后勤对战略的影响。



　　战略，如同政治一样，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但究竟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不仅决定于兵力、作战原则、情报、兵器和战术，而且首先决定于一切事实中最冷酷无情的事实，即物资器材的需要量、补给品的现有量和可望得到的数量、组织和管理、运输和交通线等等。是走，还是打？走这条路线，还是走那条路线？如何实行穿插、迂回和包抄？是打歼灭战，还是打消耗战？一个指挥官在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也就是将各种冗长的战略空谈付诸实践之前，首先必须落实的是：他能否保证士兵每天得到三千卡的热量(无此热量，士兵立即不能起到士兵的作用)？有无必要的道路，使给养能适时地送到需要的地点？在路上运送时，会不会因为运输工具短缺或过多而受到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伟大的战略天才，而只需要平淡无奇的艰苦工作和枯燥乏味的数字计算。这种计算虽然必不可少，但又无需发挥什么想象力。后勤常被军事史家忽略，这大概是原因之一。结果，在军事历史著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只要指挥官下了决心，军队就可以向任何方向，而且能以任何速度作任何距离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由于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导致失败的战役，可能比被敌人打败的战役要多得多。



　　据说行伍之外的军事史家特别容易忽视后勤的作用，但笔者却发现有这一过错的并不限于某一类的作者。拿破仑的战术和战略，吸引了大批的理论家、史学家和军事家，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得以证明二者都是以往军事遗产自然发展的结果，甚至是必然的结果。但拿破仑的战争活动中，有一个方面至今仍被人认为与以往一切战争根本不同，那就是后勤。这个看法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勤问题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样，一支20万人的大军，每天要前进15英里，究竟采取了哪些办法才解决了给养供应问题，至今也没有人作过深入的研究。再举一例。在论述隆美尔的大量著作中，每一种都说他在1941-1942年遇到的补给困难是导致他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没有一位作者肯下点功夫调查一下，当时隆美尔统率的非洲军团究竟有多少汽车，这些汽车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距离上能够运送多少补给品，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有的著作即使考虑到了后勤因素，其论述也常常是极为粗略的。二十世纪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对施里芬计划的批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着重批评该计划的后勤问题时，没有考虑德军的消耗量和需要量，只字未提补给系统的组织，甚至连一张详细的铁路图也没有看过。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段关于圆周大于半径之类的空话，使人不禁想起18世纪的军事著作家们十分癖好的那种“几何学”的战略思想。而利德尔-哈特这一段话却被人们辗转相传，作为一种“证据”，用以证明：德国总参谋部大批训练有素的军官花了十多年功夫才详细制订出来的施里芬计划，从后勤的角度看竟然是行不通的！



　　显然，这样做是不行的。本书与此不同，它要提出的基本问题：对军队作战行动起了限制作用的是哪些后勤因素？作出了哪些安排来组织军队的运动，并使军队在运动中得到补给？这些安排怎样影响战局的进程——是怎样计划的？执行时又怎么样？如果安排失当，战局的任务还能完成吗？对于这些问题，不作含糊不清的推测，而尽可能用具体的数字和计算来回答，如第五、六、七章就是如此。即使因资料限制(这是常有的事)不可能深入到细节中去，至少也要分析哪些主要的后勤因素在起作用，并判断其对战略的影响。而且，在进行这种分析判断时，可以不受那些陈规旧套的束缚，例如所谓18世纪“受仓库制约的”战争，或拿破仑的“掠夺性”战争等等。



　　要对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军队的后勤及其对战略的影响作一番研究，雄心可谓非常之大。为把这样一个大题目压缩成一本小书，并避免空谈泛论，本书除用开头一章介绍17-18世纪的情况外，只能从1805至1944年间的历史中选出若干战局集中加以阐述，以展示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例如拿破仑同奥军1805年的乌尔姆战局被公认为有史以来军队“就地取给”最成功的范例，而拿破仑1812年侵俄战局则标志着运用马拉运输工具解决补给问题的一次尝试(实际上，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就算能够解决，也只能是依靠现代工业纪元所能提供的手段，其他一切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当然，1870年的普法战争，可以说是将铁路运用于军事目的的一次革命的见证。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我们可以瞥见运用铁路所能取得的成果的限度。1941年的德国侵俄战局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它反映了军队向完全机械化过渡时的问题，而到了1944年，同盟国军队就已经完成这种过渡了。最后，1941和1942年隆美尔的利比亚战局，某些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也是值得研究的。在本书中，我们将自终至始重视那些最实际的因素——给养、弹药、运输等，而不搞任何抽象的理论说教。至于我们做得怎样，留待读者评说。














	

 






	















	





	







	









 





	


	







	








	




	


第01章 两个世纪的背景




	







	

 



	


	



残暴的抢劫




　　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革命”时期，其特点，首先在于欧洲各国军队人数的巨大增长。1567年，西班牙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的叛乱时，只带了3个旅团 [ 松鼠妖注：似从日文版转译 ] ，每个3000人，外加1600名骑兵，但已给人以声势浩大的印象；只过了几十年，西班牙“弗兰德军队”的人数，就动辄以数万计了。16世纪后半叶法国胡格诺战争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战，双方人数大体上各为10，000至15，000人，而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帝国 [ 译者注：帝国指“神圣罗马帝国” ] 和瑞典各以30，000人以上的军队进行的会战就屡见不鲜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在其武功达于顶峰的1631-1632年，各自统率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及至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各国已不能保持这样庞大的军队，但大约在1660年以后，军队人数又继续增长。1643年的罗克洛会战，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王国被仅有22，000人的法国军队打得大败，而30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已能动员12万人来对付荷兰了。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军人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低于15万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比法军略微少些，约14万人左右。这两支军队的战时编制更大得多，法军在其军事活动达到顶峰的1691-1693年，人数达到40万。1709年，在马尔普拉奎特战场上，就已经有8万名法军对11万名英荷联军这样大规模的会战了。还可以引用更多更确切的数字，但都只能证明一个公认的事实，即：1560年至1715年期间(仅1635至1660约25年的时期除外)，欧洲各国的军队逐渐扩大，人数增长了许多倍。



　　随着军队人数的增长，伴随军队的辎重也大大膨胀起来。与阿尔巴公爵进军荷兰时所率领的精干而组织良好的军队不同，17世纪初期的欧洲军队都是一些臃肿笨重的团体。一支部队，假定为3万人，后面跟着一大群妇女、儿童、仆役和随军商人，其人数相当于部队实力的50-150%。部队无论开往何处，都必须拖着这条巨大的尾巴。当时的军队成员，大都是一些没有根基、军外无家的人，因而他们的行李，特别是军官的行李，占着极大的比重。1610年荷兰拿骚的莫里斯出征时，随军的942辆大车有129辆被指定用来装载参谋人员及其行李，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可能同样多的“编外”车辆。总而言之，对于这个时期的军队来说，平均每15人摊到1辆大车(每辆大车2-4匹马)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当有必要尽可能使部队在一个格外长的时期内保持自给能力时，大车的比例可能还要增加一倍。例如在1602年莫里斯的布拉班特战局期间，为伴随其24，000人的部队，竟然集中了多达3000辆的大车。



　　鉴于这种由兵员、妇女、仆役和马匹组成的游牧部落日益增大，研究其给养补给方法是饶有兴趣的。一般说来，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由雇佣兵组成；军队发给士兵的，除军饷外，几乎再无他物，士兵不仅要用饷银购买每天的食物，而且还要购买被服、装具、武器，有时还有火药。当然，他们为此常可得到连长预支款项的帮助。如果国库按时支饷，军官又能老实发放，只要军队能够相对稳定地驻扎在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这种补给制度也能相当正常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组织正规的市场，由军需官管理。军需官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总司令负责，其职责是查明可以供应的物资，掌管做生意用的房舍，并实施价格管理和质量监督。军队同地方居民之间的贸易，一般按自愿的原则进行。如果预计某项物资将发生短缺，就可能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比较富裕的士兵抢购存货仅供其本身使用。如所周知，这种制度有着无穷无尽的弊病，几乎对任何有关的人都绝无好处。但是笼统地说，在这种制度下也没有什么显然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一旦军队必须离开其常驻地进行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建立市场需要时间，又不能指望地方农民来保障部队，除非部队行进缓慢，并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也是常有的事)。赚钱的希望可能引诱某些大商人(正确的说法是随军商人)跟随部队行动，但商人及其货车却使军队的“尾巴”更加增大，而且，其存货也不可能用之不竭。如果是在本国或盟国领土行动，有时可派粮秣官打前站，以组织城镇货源，并建立市场。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军队连续几年反复使用同一些行军路线，那么，可以组织常设性兵站，筹办并发售士兵所需的一切物品。另一个在行军中保障军队补给的方法，就是安置士兵到沿途城乡居民家中住宿。除空房、食盐和灯烛外，还可指望居民以收取现金的条件提供其他必需品。当然，这种办法并非经常都有良好效果，士兵们往往既要吃饭，又不付钱，甚至还要拿房东的东西。



　　另一方面，当时还没有一种后勤制度能够保障一支军队开入敌国领土作战。的确，在进入我们这个时代以前，还未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制度的必要。自古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就是让军队掠夺其所需的一切。有组织的抢劫是一种常规做法，而非例外情况。但是，到了17世纪初叶，这个由来已久的“制度”变得不中用了。这时，军队的规模过大，靠抢劫已保障不了。但是，当时又还没有后代那种统计制度和后勤机构，能够把抢劫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盘剥，以适应军队人数的增长。结果，这个时期的军队可能是历史上供应最糟的，好象成帮结伙的武装匪徒，将他们所经过的农村地区劫掠一空。



　　即便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情况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指挥官不能让部队吃饱饭，就无法对军队保持控制和防止士兵逃亡。为了克服这两种现象，同时也为了得到一种比较正规的补给来源，解决就连最彻底的洗劫也解决不了的经常供应问题，到了16世纪的最后20-30年间，指挥官们开始感到有必要由军队给士兵提供至少是最起码的必需品，包括给养、饲料、武器，还有被服。这一点又是靠了随军商人才实现的，办法是同他们签订供应合同，而所花的费用仍从士兵薪饷中扣除。这种新的制度几乎是同时在当时欧洲最大的两个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中开始实行的。这两支军队分别由亨利四世的陆军大臣苏利和西班牙的安布西阿若·斯皮洛拉统率。



　　一支有正规建制的军队，无论采用何种补给制度，其第一位的需要总是金钱。但是，16世纪后半叶，军队人数的增长大大超出的政府财政能力的增长。就连当时最富的强国——西班牙王国，在1557至1598年间，也曾三次因军费开支过大而破产。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的主要国家，除荷兰外，没有一个养得起自己的军队，结果只得求助于征收特别税的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最后被所有的交战国所采用，但一般认为它的创始人是帝国指挥官华伦斯坦。华伦斯坦不用那种从地方居民征收粮食，付给国库收据的办法，而代之以大量榨取现金。这些现金是交给军队的出纳官，而不是直接发给士兵个人或部队。这种建立在公开勒索基础之上的制度，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方面能保证士兵得到正规的薪饷，另一方面使他们不必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抢劫。这种制度的意图是要较其前身多一点秩序，因而也就多一点人道，尽管在实践上它是如此可怕，以至于饱受恐怖的欧洲人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还到处在设法防止这种制度复活。



　　以上是这一时期补给制度的概述。从它对战略的影响来看，最惊人的事实是：如果一支军队不能相对固定地以城镇为基地，那么，为了活命，它就不得不经常处于运动之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不管是华伦斯坦的“特别税”，还是直接的抢劫，总之，军队及其毫无纪律的随从人群所组成的庞大机体，很快就会把一个地区搞得民穷财尽。这一事态之所以特别不幸，还因为它在时间上与堡垒的推广及改进相重合，这种堡垒使防御迅速地加强起来而不利于进攻。如果说法王查理八世能够长驱直入地征服意大利，那么，到了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一个强国的力量主要地已不在于它的野战军，而在于坚固筑垒的城镇；一个到处都有坚固筑垒城镇的国家，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野战军也能够打仗。在这种条件下，战争主要就是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围城战，而深入敌国领土的战略进军，通常总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当需要决定围攻哪一个城镇，或解救哪一个城镇时，补给方面的考虑常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个时代的后勤的实际情况来看，一座城镇，若其周围地区已被洗劫一空，一般就不会遭到围攻，对已经被围的则很难前往解救。1586年荷兰人解救恩德霍芬之役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给养保障困难，但这种困难主要不是发生在这支10，000人的部队前往目的地的50英里行军途中，而是发生在他们已在城外设营之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将使其周围农村地区的给养资源，不管原来有多少，通通被吃个精光。因此，这样的持久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进行。例如，莫里斯围攻奥斯坦德时，他的军队可以从海上得到补给，但不幸的是，守军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得到补给，结果这场围城战持续了打破纪录的两年之久。



　　在野战条件下，吃光一个地方之后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而指挥官们认为野战比较容易些。由于军队不是从后方基地得到补给，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根本不指望从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得到薪饷，所以交通线对于决定军队的运动方向意义不大。征收特别税的制度，使得华伦斯坦的军队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其他大多数军队的情况也是如此，括包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在内。他从1631年初起，就以同别人并无显著区别的方法，在作战地区大量榨取他所需的补给品，因此，就17世纪的军队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在战略上不存在什么割断其后方补给的问题，唯一的例外是有时可以割断其同新兵补充地域的联系。以此为目的的战局偶尔有之。这个时期的军队，除受到上面所说的限制以外，可以——而且的确是——服从肚子的需要，自由地到处流动，开往能够提供给养的任何地区，根本不考虑同其并不存在的后方基地的交通联络。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但不强调作战的速度，而且也不提倡向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作持续而有目的的进军。



　　一方面17世纪的军队似乎具有脱离交通线行动的极大自由，另一方面它的战略机动性却受到河流走向的严重限制。通常这并非因为渡河困难，而是因为随军运行的补给品沿水路输送要比陆上拖运容易得多。尽管这一特殊考虑适用于所有军队，但是，说来矛盾的是，一个指挥官将其补给品筹集工作做得越好，他对水路的依赖性就越大。这既是由于船舶具有比马车大得多的载重能力，也是由于船舶本身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补给品。17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军事工程师曾经计算过，100拉斯特 [ 译者注：拉斯特，北欧船货重量单位，约2吨。 ] 面粉和300拉斯特饲料，水运只需9艘船舶；如果陆运，仅前一项就需要600辆大车。



　　在那个时代的所有指挥官当中，没有人能象莫里斯那样善于利用水路的优越性。但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离开了水路就难以作战。他利用马斯河、莱茵河、列克河、瓦尔河这几条大川，迅速地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运送炮兵辎重，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给西班牙人以突然袭击，时而出现在弗兰德，时而又出现在贵尔德兰，常常在西班牙人猝不及防之时就一举攻占他们的要塞。但是，一旦离开了河川，他就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从他1602年的战局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便提一句这次战局是当时企图以有目的的战略机动来夺取战争胜利的非常少见的战例之一。



　　渡过马斯河后，莫里斯打算绕过进军途中的各处要塞，插入布拉班特腹地，诱使西班牙人应战，然后向西转入弗兰德。最终目的是解放这两个省份。为此，他集中了一支庞大的野战军——5，422名骑兵和18，942名步兵，另有13门加农炮，17门臼炮和5门野战炮。但在这些火炮中，仅13门臼炮随军行动，其余均由水路输送，到战场与大军会合。部队预定前10天要自给自足，其伴随的700辆大车载有50拉斯特面粉。另外的50拉斯特由水路输送。虽然作了这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准备，但根本没有考虑在战局期间哪怕是尝试一下以正规方式组织部队补给的问题。所有上述措施都只是为了暂时维持一段军需，直到部队能够收割沿途的庄稼，并将谷物加工成面包为止。



　　实际上，发起这次战局的时间，从农作物季节上看是过早了。莫里斯的部队6月20日渡过马斯河后，立即就发现布拉班特的庄稼还未熟，不能收割。携带的给养也证明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这支大军的英国分遣队耗光了自己分得的给养，需要别人支援。这时，莫里斯写信给国会说，他不知如何继续进行这次战局，他仍将诱使西班牙人投入交战，如不成功，即返回马斯河。大军在刚刚走了一个星期之后，于6月27日停止前进。随后3天，由于“作出了巨大努力”，焙制新鲜面包的工作进展顺利，因而7月2日得以继续进军。但3天后又一次因需焙制面包而中止前进时，莫里斯就坚定地下了决心：如不能在圣特瑞金附近求得一战，他将返回马斯河。7月8日，部队果然抵达圣特瑞金，但又发现原定由水路随大军输送的50拉斯特面粉实际只有16拉斯特。面临饥饿的威胁，莫里斯决定撤退。在将剩余的面粉分配并焙制完毕后，于7月10日开始退兵，但次日就因“天气太热”而被迫停顿。7月12日，英国分遣队又耗光了面包，需要全军帮助摆脱困境。回到马斯河后，7月19日，一大批面包和干酪送抵莫里斯的部队。因此，他决定向弗兰德进军。但国会对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运动已经再也不能忍受，断然禁止这次进军。于是，莫里斯扎下营盘，以便围攻格拉伏。据信，西班牙之所以未能征服北尼德兰，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多；而从荷兰人方面来说，他们未能在比利时取得进展，则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少。



　　就连那些不大关心补给状况的指挥官，也对河川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这是因为那时的火炮重量太大。例如在莫里斯的炮兵中(莫里斯首先是一位炮兵行家)，其最大的火炮——所谓“卡托文”——重约5吨半，必须拆开才能运输。即便如此，每门炮所需的挽马仍不少于30匹，其中，预计每年要累死20-30%。一支由6门臼炮组成的最简陋的炮队，每门炮配备100发炮弹，共需50匹马牵引火炮本身和装载弹丸、火药、工具以及各种工程器材的大车。通常，炮兵行进一个特定距离的时间，较之整个部队要多一倍，无论在进军时或撤退时都造成复杂的行军序列问题。当时有些人不满于这种状态，许多人提出过减轻火炮重量的实际建议，莫里斯的堂兄弟约汉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作了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他对此简直有些着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废弃了超重型火炮——莫布拉克，缩短了炮管，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采用了一系列特别轻的火炮，其中最有名的(如果不是最有效的)就是蒙皮炮。虽然经过这些改革，能够将炮兵的马匹和大车几乎减少一半，但是，我们将看到，这并没有使他摆脱笨重不灵的炮兵对他的战略的限制。而且，这些改革未能持久，在他死后，瑞典又开始铸造较重的加农炮了。



　　综合起来，17世纪的后勤有三条基本的原则，那时的指挥官们的战略就建立在这三条原则基础之上。第一，为了解决给养，必须经常移动；第二，在确定运动方向时，不必过多地考虑同后方基地保持联系的问题；第三，沿河川行动，尽可能控制河川航线，具有重要意义。这三条原则，都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业绩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他的作战行动被公认为较其他大多数人更有目的性，并被用来证明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建立基地的重要性，到迂回接敌的优越性。事实上，从他于1630年7月在匹内蒙德登陆时起，就是后勤决定着他的行动方向。诚然，如果不是补给上的困难使得帝国将领康提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他，这次登陆可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尽管瑞典国王的军队只有1万人，但他发现在饱经蹂躏的波美拉尼亚仍然无法解决给养问题，因而必须首先扩大补给的基地。为此，他在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流动于各地，所到之处，夺取城镇，派兵驻守。这样就逐渐扩大了他可以从中得到补给品的地区。但是，事实证明，这里面也包含着对他不利的一面。因为围攻或以其他方式夺取的城镇愈多，把守这些城镇所需的兵力也就愈多。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他直到翌年春季才得以聚集一支初具规模的野战军以认真地开始作战行动，就并不感到意外了。






图1 1630-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国的作战行动



　　1630年冬至翌年初，在吃光了波美拉尼亚剩余的粮秣以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其补给基地。由于炮兵离开了河流无法行动，他能够选择的路线只有两条：或者向西和西南前往易北河，或者沿奥德河南进。他试图走第一条路线，但失败了，于是又出发夺取勃兰登堡，从而又多了一个补给地域。这时，这位瑞典国王本应前往支援马格德堡，因为该城居民在他的诺言鼓动下，掀起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但是，他拿不下科斯钦和斯潘道，就无法前往马格德堡，因为那两个城市分别扼守着瓦尔塔河与奥德河、斯普里河与哈韦尔河的会合处。要控制这几条极为重要的河流，必须同选帝侯乔治·威廉谈判。及至他通过谈判控制了上述河流，马格德堡却已陷落。



　　此时，距瑞典国王在匹夫蒙德登陆已近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所有其他军队一样，也是依靠就地取给生活。7月18日，他从维尔本营地写信给他的首相奥克森斯梯尔纳说：“我们曾一再将我军的处境通知您，我们全军，都生活在极端的贫穷、困苦和混乱之中，所有仆役均已离开我们，我们被迫靠着毁灭和破坏我们周围地域的一切来进行战争。此刻正是这样，因为除了士兵所能抢到的东西外，我们已别无一物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首相先生，虽然是您亲自建议每月给我们发送10万塔勒 [ 译者注：旧时欧州银币名 ] ……但近四个月来，军队连一文钱也没有收到……我们只能靠从城镇榨取的一点面包来养给士兵，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对骑兵已无法约束……他们完全靠野蛮的抢劫维持生活。因此，一切都被毁掉了，在城镇和乡村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供士兵食用。”的确，这正是需要再一次扩大军队“基地”地域的关键时刻。9月，布莱吞费尔德大捷为此开辟了道路。



　　打败梯里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又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他可以继续沿奥德河行进，从战略上看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敌人的权力中心维也纳就在其东南方向。但他也可以向莱茵河进军。这第二条路线更便于炮兵行动。更重要的是，走这条路线，瑞典人就不是进入波希米亚的荒凉山区，而是进入日耳曼最富裕的部分。结果，后勤方面的考虑又一次被置于战略之上。到11月，瑞典人已经到达美因兹附近，他们用3个月的时间占有了日耳曼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姑不论其他好处，单看军队的物质状况，直到它的军容，就可以知道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一群侵扰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乞丐，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支富裕的、配备齐全的部队。当然，这是靠了对沿途城镇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对各地的祭司 [ 松鼠妖注：疑似天主教会 ] 和犹太人强征高额特别税才实现的。



　　1631年的冬季是在维尔次堡-法兰克福-美因兹地区渡过的。此时，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已有10万余人。在准备下一个战局时，他希望将军队人数增加一倍。尽管他的军队现在已能利用半个日耳曼的资源，但是，很明显，如果不进行一些新的征服，要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地理条件又一次决定了行军方向。瑞典人沿多瑙河东进，渡过累赫河，开始在巴伐利亚境内进行敲榨勒索。但是，夏季还未过完已经认识到，就连在纽伦堡和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榨取的巨额款项也是不够用的。为了防止瓦解，军队不得不继续沿多瑙河“飞进”。向维也纳的进军刚刚开始，就传闻华伦斯坦大军开出波希米亚，侵扰下萨克森地区，威胁着瑞典人至波罗的海的交通线，这次进军即被打断。事实上古斯塔夫·阿道夫确已远离“后方基地”数百英里，他对此感到焦虑(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因而离开多瑙华斯，经过一番行军和反向行军，到达纽伦堡附近的富尔特，在此安营扎寨。随后的两个月，军队即停留此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互相对峙，双方都想尽力坚持，使对方饿垮。结果证明，华伦斯坦更能适应这种行动。9月初，瑞典国王被迫转入无明确目的的行军。但华伦斯坦的部队，虽然刚刚在阿尔特费斯特赢得了对瑞典人的第一次胜利，也已饥病交加，无法进行追击，这一事实很能说明17世纪补给工作的水平。



　　回到多瑙河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继续其东进巴伐利亚的艰苦行军。10月，他同瑞典的交通线再一次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带领两万人进军瑙姆堡，以夺取哈里渡口，用27天走了270英里。在这位瑞典国王的所有各次战略行军中，只有这一次他甚至接近了拿破仑的效能，但这是在撤退时完成的，而且经过的地区都是已经占领并已派兵把守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军事史上的地位，首先是由于他在战术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获得的。但是，除开那些以5路、甚至7路大军向维也纳实施向心进军的大得不着边际的梦想以外，他的战略，与其说超过了，不如说代表着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并非有意地利用其比较精干的野战军自由地流动，而是不能够长时间地停留在一地。他为补给制度所迫，或者说为缺乏补给制度所迫，只能看他的人马的肚子要求何时转移，就在何时转移；要求向哪里进军，就向哪里进军。如果碰到一位当代的君王，瑞典国王很可能对他说，统率大军的并非是他自己，而是给养和饲料。然而，到了下一代，人们就开始致力于使战略摆脱其对后勤的这种特殊依赖关系了。




仓库制度的兴起




　　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在其政治遗嘱中写道：“在历史上，由物资匮乏和秩序混乱而毁灭的军队，要比被敌人打败的军队多得多。我亲眼看到，所有在我当政时期着手创办的事业，是如何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归于消灭的。”这一段话是在三十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亦即最坏阶段时说的，那时中欧已遭到如此严重的蹂躏，以至于再也不能保障三十年代初期那种大型军队了。这一段话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自从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离开舞台以后，维持稍具规模的军队已逐渐成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托吞森、班内尔、乌兰格尔都从来没有能力在一地集中15，000人以上的兵力。由于战争逐步退化为一系列以敌人城镇为目标的比较远程的骑兵奔袭，而这些奔袭大都因得不到补给注定要溃败，看起来军事艺术似乎要退回到中世纪去了。其所以终于没有退回到中世纪去，主要亏了两位法国人的努力，即勒·梯里尔和卢弗阿。这父子二人共同致力于建立仓库制度，这种制度被认为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对战争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仓库从来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通观历史，常常需要在贫穷地区或遭过蹂躏的地区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战争计划因此而失败，17世纪初期的军事作家们建议他们的读者在位置适宜的城镇和要塞广设仓库。一个设备完善的营地应经常保有15天的应急给养储备。这一原则以及其他原则(例如“不要在一个篮子里装过多的鸡蛋”的原则)，都是和战争本身一样地古老。但是，由于军队规模有限，除极少数情况外，通常没有必要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行。



　　如同仓库一样，从后方基地向前输送补给品的正规车队，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此时，所用的送输车辆并非军队建制所有，而是临时凑集的，有时是按合同使用商车，更多的时候则是就地征用农民大车，付给某种收据，尔后农民凭此收据应能得到补偿。输送补给品，或输送任何别的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17世纪的战争是环绕坚固设防的城镇进行的，很少注意各城镇之间的空隙，通常没有明确的“前线”将敌我分开。因此，派出警卫部队护送补给车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有时甚至整支的军队被用来担负这一任务。正规的后方补给系统之所以出现得比较晚，除因为缺乏适宜的财务组织和行政组织外，正是这一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对于不能构成某种绵密的防御战线，甚至不能完全控制一个较大地区的军队来说，正规的后方补给系统是太容易受到骑兵袭击的危害了。



　　勒·梯里尔于1640年9月3日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军需总监后，出发前往土林，他在此渡过了随后的两次战局(1641和1642)，进行改善后勤工作的尝试。除要求更正规地给军队发饷外，他努力同贪污现象作斗争。虽然他还不能摆脱供售商，但他力求使他们改进自己的工作，办法是签订更加严格的合同，在整个冬季随时保留必要的运输工具，以及迫使他们至少经常掌握若干存有物资的仓库，这些措施只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贯彻原来的制度，而不是建立全新的制度。只是在1643年4月担任陆军大臣之后，勒·梯里尔才得以认真地开始其重建补给勤务的工作。



　　要建立任何正规的后勤制度，第一个前提条件当然是准确地确定需要量。尽管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最基本的东西，但勒·梯里尔的改革还是得从这一点着手，办法是在条例中规定军队的每一个成员所应领取的给养和其他补给品的数量。从总司令每天100份口粮，到普通步兵每天1份，数字的差别是非常悬殊的。对于供军官及其仆役乘坐和拖运行李的马匹，同样规定了饲料定额，数量多少也是依官阶而定。随后，他改变以前军队补给所依靠的同供售商大量签订单项协议的办法，而代之以签订标准合同。根据标准合同，由陆军部给随军商人支付货款，免除其车队的通过税和其他捐税，并派给警卫部队。到达营地后，保证随军商人有地方从事交易，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不法行为的侵扰，必要时补偿他们受到的损失，随军商人则负责按商定的数量将给养送至皇家兵站，在此，由给养总监对货物质量进行检查。从仓库向部队运送给养的责任，也由随军商人承担。他们被授权沿途征用大车，按常例支付车费。将面粉运至部队附近后，随军商人被授权聘用民间面包师(必要时采取强制手段)，并迫使他们“日以续夜”地工作。这样，勒·梯里尔并未背离既有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他使军队的任务仍然局限于控制和监督。为此目的，他于1643年8月成立了专门的军需部队。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创造，是建立给养辎重队。这是一种固定性的车队，由专门的军队人员掌握，其主要任务不是从后方前送给养，而是在野战条件下随军行动，作为备有数日储备的移动仓库。



　　有了这些安排，对仓库的使用就逐渐多起来了。早在1643年，勒·梯里尔即在梅斯、南锡和毛森桥屯积军粮，准备围攻蒂翁维尔，并支援提雷纳沿莱茵河进军。1644年，在参加围攻敦刻尔克时，他建立了给骑兵供应给养的仓库，因为每在一地长期停留时，总是骑兵首先耗光自己的给养。1648年，他又通知格拉摩元帅在阿拉斯和敦刻尔克建立仓库，准备围攻伊普雷。但勒·梯里尔最大的成就是在非常成功的1658年战局中取得的。这次战局进程主要是后勤因素所决定的，因而值得加以比较详细的介绍。提雷纳于5月中旬离开其设在马狄克的冬季营地前往敦刻尔克。关于他在途中如何保证给养供应尚无资料，只知其部队在10天的行军中是自给自足的。到达敦刻尔克后，他包围了该城，几天后，开始从海上得到来自加来仓库的补给。6月25日，敦刻尔克陷落。提雷纳又开往布雷格，于数日后攻破该城。然后，他向内地进军，夺取一座又一座城镇。而他的补给船始终尾随在后。9月初，他到达奥登纳德。同样，这座城池也只守了几天就被攻破。由于手边的给养已经不足，提雷纳不能续继向布鲁塞尔进军。于是，他改取伊普雷。该城于9月13日被围，两周后陷落。这一胜利使他能够进至埃斯科河，并安然在河岸扎下营来。在河上耽搁数周后，他于11月奋力向布鲁塞尔进军，但终于发现季节已经太晚了。于是，提雷纳督促其所夺取之各地筑垒设防，储粮过冬，然后出发前往巴黎。



　　按照只有依靠水运才能保障一次战局(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围城战)这一正统的原则，提雷纳是在敦刻尔克开始其一年的工作的，然后由此向内地进军。他的军队无论开往何处，均有装载粮弹的船只跟随；同时，他利用新征服的各地建立广泛的仓库网。军队几乎完全依靠就地取给的物资只有一种，象通常一样，这就是饲料。而每当围城战需要持续较长时间时，确实都曾出现饲料的短缺。事实上，并未发生过因为后勤方面的困难而使一次围城战中途停顿的情况。这说明提雷纳和勒·梯里尔的战局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当然，考虑后勤方面是否困难，对于决定应当围攻哪些城镇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勒·梯里尔的改革虽很重要，但无疑仍然属于“部落式军队”的时代，因而具有临时的，权宜的性质。建立仓库，积累储备，只是为了保障这一或那一战局；还不存在建立某种永久性储备的问题。的确，当时还远远谈不上建立永久性储备，以致于每当战局结束时，任何剩余的物资立即就被卖掉。这既是为了“解除国王臣民的负担”，也是为了填满他们主上的腰包。建立第一批永久性仓库的任务，留给了勒·梯里尔的儿子卢弗阿。随着这一改革，我们看到，历史从一个时代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即常备军的时代。



　　事实上，卢弗阿不是建立一种仓库，而是两种。一种用于保障国土的防御，即指定一系列边境城镇和堡垒作为“国王的要塞”，经常为守军储备6个月的给养和2个月的草料，使之有永久性的战备能够抗击敌人的围攻。另一种仓库，即“普通仓库”，更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些仓库预定用来保障野战军在法国边境以外发起战局的需要。两种仓库都置于地方长官管辖之下，地方长官的责任就是务使仓库经常有充足的储备。在卢弗阿所写的信件中，很大一部分包含着对地方长官们的告诫，要他们抵制把库存给养用于日常需要的企图。卢弗阿作为陆军大臣，同他的前任们一样，主要是实施监督，而不是作为合同的当事人。他不是直接为国家征购物资，而是同承包商们办交涉，这不仅因为当时没有适宜的行政办事机构，也因为缺少经费。从他的大量信件和备忘录透露的情况看，他的工作程序大体如下：首先，把军队人数乘以战局预计持续天数(一般为180天)，由此算出预期的消耗量，然后，记下他打算为每种物资支付的价款，再加上运输、储存和分配的费用，即得出总的开销数。然后，国家同承包商签订合同，通常是要求赊欠。这一点也许是整个制度中最大的弱点，因为只要卢弗阿不能按时给承包商付款，他就无力对付他们的侵吞掠夺。事实上，此中的弊病一直未能根除，同这项古老的制度共始终。



　　在从仓库向军营运送给养方面，卢弗阿没有什么创新。成立正规的运输部队，是此后很久才能办到的事情，当时通常仍然是就地征用车辆，有条件时也征用驳船。卢弗阿最重要的改革，可能是在分配制度方面。他第一次把士兵应免费得到每天的基本口粮当作一项原则规定下来。标准的伙食是每天两磅面包，有时以硬饼干代替，这些硬饼干在一个世纪以后成了拿破仑大军纵横驰聘于欧洲大陆的动力。根据情况，在基本口粮之外再加上肉类、豆类或其他含蛋白质的食物。这些食物不算在标准伙食之内，有时免费供应，有时按市价之一半或四分之一收费。“国王的这一恩典”，有时普及全军，有时则仅加之于步兵。卢弗阿虽然关心纪律，但看来并未对给养的消耗实行控制，结果士兵们常常浪费食物，或拿食物换酒喝。



　　卢弗阿的改革，据说使得军队能有更大的机动自由和更高的运动速度，并且延长了法军、特别是它的骑兵一年中能够在战场停留的时间。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完全由卢弗阿组织的第一次战局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战局，而且，从很多方面看，标志着战争的一次革命。为进行1672年路易十四反对荷兰人的战争，卢弗阿建立了一支也许是自薛西斯 [ 译者注：薛西斯，Xerxes，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波斯国王。 ] 以来最庞大的野战军，其兵员来自整个西欧，共12万人之众。由于从南边进入荷兰要受到层层河岸要塞的拦阻，因而决定从东边穿越盖尔德兰发起进攻。军队的补给依靠预先设置的一系列仓库。这些仓库设在法国的盟友科隆选帝侯的领土上，该选帝侯为此指定了他的4座城镇，即：诺伊斯、凯泽斯威斯、波恩和多斯顿。随后，派遣了办事人员进入科隆，他们表面上是为选帝侯服务，实则进行仓库物资的储备。在整个战争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是：只有在国外无法筹得的物资才从国内前送(在今天这个“不前送就是死亡”的时代，这样的原则听起来是很奇怪的)因此，那时只有火炮需从法国运往战场，其他一切物资都在国外筹措。火药和弹药甚至来自阿姆斯特丹，依靠的是那里的一个犹太银行家撒多克的各个可靠的办事处，同时，法国在国内北部边界开设的仓库也储足了物资。



　　战局于5月9日正式揭幕。提雷纳及其23000士兵和30门火炮离开设在沙特列(靠近沙勒罗瓦)的营地，沿桑布尔河向下游进军。他一路上夺取了通格列斯和比尔森，来到迈斯特里齐，并包围了该城。这时，他同孔代的阿登集团军会合，这支军队是沿墨兹河开来此处的。5月19日，联军离开列日前往莱茵河。孔代渡过莱茵河，而提雷纳留在左岸，两支军队沿两岸进军，直到6月11日在艾麦里奇重新会师。6月12日提雷纳渡过莱茵河，至此战争才真正开始。法军仅用一周时间，就到达阿麦斯福特，离艾麦里奇60英里，离阿姆斯特丹约20英里。此时，荷兰人掘开了水坝，由于洪水上涨，战局突然中止。



　　从沙特列到艾麦里奇，法军主要是在盟邦领土上行军，他们不是离仓库越来越远，事实上，随着每日的推进，他们离仓库越来越近。尽管有这些异常有利的条件，军队在33天内还是只走了约220英里，平均每天不到7英里，但这已是路易十四所有战局中机动性最高的一次了。直到抵达敌国领土之后，行军效能才有所提高。当然，这也由于进军距离短，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局，但它的成功也许主要在于组织的周密性，而不是有什么特别高的机动性。



　　现在，在谈到这种补给制度的局限性时，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它在当时还是极不完善的。在那个时期，进行战争的通常方法，甚至战争的目的本身，就是取之于敌。卢弗阿自己将这一点写成了几句套话，每当他把即将进行的战争通知军需官们时，总是使用这几句套话：“国王陛下已经聚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准备进入天主教国王的领土，并取用其资财保障军需，直到天主教国荷兰总督屈服于国王陛下的要求为止……(军需官)要负责促使西班牙各领地缴纳其所应负担之赋税。”即便在卢弗阿明确表示要“避免加重本国地方负担”的时候，饲料也还是要就地取给。但是通常总是没有地方存放这种“宝货”。即便只是进行一次比较短程的翼侧行军，法国的指挥官们也被告知要“依靠沿途所能找到的一切维持军需”。为此目的，可以象华伦斯坦那样，采取任何残暴手段，包括毁屋抓人，掠夺牲畜和财物。就连在一次战局的最初阶段，尽管军队的需要至少有一部分系由国内仓库保障，但“为(使军队)过得更好”，其必需的资财，仍须取之于敌。这样说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下面的几个数字便是证明。在卢弗阿的时代，一支标准的军队假定有6万人，其骑兵、炮兵和行李辎重共有4万匹马。每人每天消耗2磅面包，共12万磅。另有其他食品和饮料，至少重6万磅。马料日份在不同季节有很大差别，但其重量一般约为士兵口粮的10倍，即每匹马20磅，全军每天80万磅。这样，总消耗量达到每天98万磅之多。其中，仅12万磅，即12%，可以预先存于仓库，或由车队载运。其余的不言而喻只能就地取给。这是因为人的食物不能长久贮藏和保存，马的饲料体积过大简直无法输送。



　　显然，支配军队运动的，是对近90%无法从后方前送的补给品的需要，而不是那10%。但这一点却被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从吉伯特到许多现代作者都是如此。前者指责卢弗阿是仓库“迷”，后者响应这种批评，把当时的战争说成是受“补给脐带”“束缚”的。当然，后方补给制度限制了军队运动的事例是存在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大概要算1692年卢森堡的一次遭遇，当时，卢森堡竟然找不到运输工具来在蒙斯和英格亨之间仅16英里的间隙上实施输送。但是，就整体而言，是地方资财的有无，而不是仓库或车队，支配着卢弗阿军队的运动，就象地方资财曾经支配古斯塔夫·阿道夫军队的运动一样。这一点甚至对法王路易十四本身也是适用的。1684年，当路易十四及其军队——一支3000人的特遣队——准备前往参加围攻卢森堡之役时，由于对沿途能否找到给养没有把握，不得不把出发日期推迟了两周。通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编年史，正是这个问题发生得最为频繁。例如布尔贡不能前往波恩增援塔拉德，是因为塔拉德的存粮连供其本军食用也不很够，而周围乡村地区的粮草早已吃光。又如豪赛向路易十四指出，其所以不能围攻兰道，是因为其周围地区在前几个交战季节中曾两次被军队占据，因而其资财已既不能保障围攻部队，也不能保障掩护部队了。再如，当路易十四责备匹塞格不该分散军队使其易受敌人攻击时，匹塞格回答说，西属荷兰过于贫穷，如果军队集中在小片地域内，是它所供养不起的。卢弗阿军队的补给制度受到整个欧洲的忌羡，但他同样依赖于就地取给。这一点在他1684年6月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路易十四对于在蒙斯、阿特和沙勒罗瓦三城中选择下一个进攻目标正感到犹豫不决。夺取蒙斯被认为将构成对荷兰人的“沉重打击”，但因当地无粮草可用，因而将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既然如此，卢弗阿在其信的最后就向国王指出：“从其他两地中夺取其一，亦可聊胜于无”。



　　如果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在我们看来常常显得规模很小和进取不足，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军队对其仓库和补给车队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被主观地夸大了)。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当时就连组织得最好的军队，也必须依靠就地取给来解决其实际上是全部的饲料和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给养。从卢弗阿的信件来看，军队在法国统治地区以外(有时是以内)从一地向另一地行军时，或者靠携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或则被告知“依靠沿途所能找到的一切维持军需”。至于军队在行军中仅仅依靠正规往返于前后方之间的车队来进行补给，这样的例子我在资料中从未见过。有人甚至断言，这种补给行动所包含的复杂数学问题，是那个时代的军事指挥官们所无法解决的。卢弗阿及其同时代人和继承者们所碰到的最困难的后勤问题，自始至终并不是如何给行进中的军队供应给养，而是如何保障固定条件下的军队不致挨饿。正因为如此，马尔波罗公爵才怀着骄傲的心情把他在里尔前方作战时的补给工作记载在布仑汉宫纪胜之碑上。



　　既然卢弗阿后勤制度的目的是在军队并不运动时(即围城期间)保障军队的需要，那么，以为部队是行动于一条拉得较长的补给线的尽头，在这条补给线上有正规的(尽管是租用或征用的)车辆进行运输——这整套设想是与实际不符的。更确切地说，看来不是只有一条较长的交通线，而是有数条，通常是2-4条较短的交通线通向被围的城镇，每条交通线从一个给养或弹药仓库实施补给。有时也可能设置一个饲料仓库，以补充地方资源之不足，但从来不是完全代替饲料的就地取给。在这样的后勤制度下，军队行动的速度和距离是无关紧要的。成问题的倒是如何隐蔽和分散军队的备战工作(那时和现在一样，分散性是达成突然性的重要手段)；如何随时调整采用不同运输方式实施的军队的运动以及攻城辎重和补给品的输送；如何恰当地遂行指挥，使得每一件物品和每一个人(从沃邦元帅到国王)都能准时到达选定的城镇附近。卢弗阿显示出他能克服当时通信联络、行政管理和运输工具效率很低的困难，在不妨害正常贸易，不引起敌人怀疑的情况下完成全部战备工作，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敌国的而不是本国的资源。他对后勤艺术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不在于徒劳无功地试图从战略上大大扩展军队的运动自由。




线式战时代




　　有些人说，18世纪的军队要想吃饱肚子就不能大踏步前进，而只能缓慢地行动。他们描绘出一幅图画：仓库虽使军队有了选择运动方向的某种自由，但同时却又限制了军队的运动速度和距离，而且，使军队经常都得关心其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交通线的防护问题。所有的权威一致认为，这样就使当时的战争成为一种进展缓慢而艰难的战争；少数人甚至称之为谨小慎微和优柔寡断的战争。但是，这种相对缺乏机动性的情况是由后勤制度中的哪些因素造成的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真要对这些问题寻根究底，就会看到他们的看法是何等的混乱。一方面，他们认为18世纪的军队，是依靠后方仓库补充给养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强调这一点的人，也宣称战争的目的通常是“就食于敌”，甚至连“机动性的鼓吹者”吉伯特自己也把这句话视为天经地义而加以运用。据他们说，一个指挥官不可能离开后方基地50、60或80英里以上(“马车行程极限”)；但是，所有的军队看来又都拖带着一种“累赘”，即所谓“移动仓库”。这个名称如果有什么意义，那么它指的是载有给养的大车。这些大车能使军队在一定时间内自给自足，因此，只要储备尚未耗完，军队就能向任何方向作任何距离的运动。于是，这里说的又同前面说的发生了矛盾，需要加以澄清。



　　抛开其他一切因素不谈，18世纪战争的性质是直接由其政治目的决定的。当时的战争被视为君主之间的个人争斗。一位君主对其邻邦有某种要求或“宿怨”，就派出一支军队进入邻邦领土，取用其资财维持军队生活，直到邻邦屈服为止。如果这块暂时占据的土地在战后有可能永久占有，那么，就会注意保存自己未来的资源，否则剥削会是残酷无情的。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仓库都只是为了保障军队最初的进攻。然后，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敌国领土，选定一个易于防守，靠近良好道路或河川的方便位置，扎下营盘，掘壕设防。由此往后的进程，由一位研究18世纪战争的无与伦比的作者，萨克森的莫里斯，作了很好的描写：“军队日用的粮袜是不缺乏的，但要为未来的需要筹措补给品，就得采取某种特殊方法……为达此目的，必须设法从国土的边远部分筹粮筹款……最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地区发布通告，照知居民缴纳其摊派的份额，违者军法从事”。为收集特别税，通常派出由军官率领的20-30人的小队，如收不到税，则地方官员们的房屋或遭抢劫，或被烧光。



　　收集钱款后，即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军队军需官适当规定的份格，购买或征用补给品。如附近有敌人，征发工作就会加快，以防备敌人逼近；在通常情况下，则不慌不忙地进行整个工作，在一个地方长驻下去，直到周围地区的资源耗尽用光为止。首先发生短缺的物资总是饲料，一旦饲料短缺，军队就收集尚存的补给品，撤除营地，向另一地区进发。



　　这种“吃光”战略不需要有很大的后勤组织机构，的确，其所以采用这种战略，正是为了不要后勤也能打仗，但一当围城战的持续时间超过预计，就一定会发生问题。在周围地区资源耗尽之前拿下城镇，是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古怪的，但合乎逻辑的作法，即攻方给予守方的让步，与守方的抵抗时间成反比。但是，就连在18世纪，这样的权变之策也并非经常都能奏效。如其无效，就不得不采取那些被所有后世批评家传为笑柄的规模极大的补给行动。此处仅举一例，但也是最著名的一例。1757年，腓特烈二世被迫撤除了对阿尔木兹的围攻，原因是他那由3000辆大车组成的必不可少的补给车队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截击。因此，在同年晚些时候，他采取了大规模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第一次，他用了1万5千人护送一支从特罗泡到阿尔木兹的车队；第二次，他用了3万人护送另一车队至科尼格拉兹；最后，他用了8千人警卫通到格拉兹的交通线。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好象普鲁士的整个战争机器都冒险进入了敌国领土，以便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进行一场防御战。”就事论事，这一次的情形确实如此。但是，由此而认为腓特烈的军队笨重不灵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情形是围城战的需要造成的，也只有围城战的需要才能造成。



　　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在需要时能够非常快速地运动，这已为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所证明。1757年9月，他用13天走了150英里，从德累斯顿到达艾尔富特；两个月后，他用14天走了225英里，从莱比锡到达伯希维兹。1758年9月，他仅用一周走了140英里，从库斯春到达德累斯顿。一年以后，他从萨冈到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虽然在路上打了明登之战，还是用一周走了100英里。正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指出的，为实施这几次行军，腓特烈甩掉了他的行李辎重和补给车队，本来也不需要拖带这些东西，因为军队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时，沿途总是可以找到给养的。



　　由此我们联想到所谓“五日行程制度”，即补给车队正规往返输送的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对18世纪的战略起了瘫痪作用。按坦佩尔霍夫所述，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往来于野战面包房和后方仓库之间的面粉车的数量。由于车辆所载面粉每天要吃光九分之一，因而军队离开后方基地的最远距离只能是9÷2=4.5日行程，亦即大约60英里，但是，连坦佩尔霍夫自己也承认这个数字是估计偏低的。因为若把团的给养车也用来运送面粉，与后方基地的最大距离就可再增加40英里，实际上，所谓五日行程制度纯属欺人之谈，出自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的巧妙杜撰。据说腓特烈二世是试行过“五日行程制度”的唯一指挥官，但就连他也是抓住一切机会使用其他方法筹措给养。必须记住，这个制度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完备的，因为来自后方基地的补给从来只占军队需要量的很小一部分。特别是大量饲料的运输过于困难，因而从后方前送甚至不曾尝试过。



　　至于行军时军队补给的组织，则即便行军距离很长仍然比较简单，这一点已为1704年马尔波罗从莱茵河至多瑙河的著名行军所证实。按当时的标准而言，这次行军算不上多大一回事，因为公爵仅率领3万人，途中又有1万人加入。行军的具体细节是人所共知的。军队凌晨出发，每天走上12-14英里，中午到达宿营地，骑兵走在步兵前头，炮兵在公爵的兄弟率领下，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远远落后于原订的行军日程。但是，从5月20日至6月26日，全军走了直线距离250英里，实际行军距离接近350英里。经过这一番行军，仍然兵强马壮，受到了尤金亲王的高度赞赏。



　　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呢？据说“马尔波罗的运输和补给制度的实质，就在于他同某一位所罗门·麦丁那爵士订立了一纸合同，由此人给他提供粮食和粮车”。这样说是过于简单化了。最初公爵曾想建立仓库，并预先配置于战场，以便来一次暗中行军，偷袭敌人。但是荷兰国会没有提供这笔款项，因而计划落空。但这样的仓库充其量也只能保障他进行最初的攻击，因为运输和保管困难，要把仓库给养运出很远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马尔波罗便从麦丁那兄弟处筹得粮食，麦丁那兄弟则从周围地区采购，为此无疑利用了当地的代理人。其他一切，预定都由部队用饷银自行购买。为此目的，每个连和团各自同大大小小的随军商人签订合同。这样，我们便可想象出一副美妙的景象：部队每天约在中午到达营地，随军商人们已煮好汤锅迎接他们，当地农民也预先得到通知，并乐于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士兵；而士兵们这一次也有钱可付，于是，各人吃个大饱，结清帐款，分头午睡。



　　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马尔波罗的军队虽小，但要想单靠沿途购买来解决行军中的给养问题，这支军队仍然是太大了。他必须预先确知沿途已有足够的补给品可供购买。为此目的，公爵常先期发出礼貌周全的信件，例如给美因兹选帝侯的信中说：“烦劳殿下……费心，使我们能沿途找到给养，我们将立即付款。如能……让我预先派出军官安排一切，则既有利于军队，又能防止混乱而有利于地方……”同样，他通知法兰科尼亚议会，他已先期派出军需官筹措给养，并请求给予合作。如果不给予合作，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混乱，马尔波罗会表示“惊奇”，然后通知拒绝合作的城镇，估计他们现在应比以前更愿意接受他的“保护”了。因此他将派出一支分遣队携带命令前往搜索周围地区，筹集一切可供人马食用之物，他客气地请求地方官员对这一任务给予协助。于是，马尔波罗的进军把整个地区扫得精光。如果，就象以前的华伦斯坦和以后的拿破仑一样，他自己也不能再次经过同一地区。由于这一原因，当他在布仑汉获胜，然后回程向西尾追被击败的法兰西-巴伐利亚联军时，他把全军分成了若干分遣队。



　　至于给养以外的补给品，马尔波罗也是采用同样的筹措办法。他不做积累储备品这种麻烦事，只是碰到什么就买什么，一有可能就雇用运输工具将货物送往营地，必要时全军，或以一部分军队，开往商品制造地取得所需的物资。马尔波罗不设仓库以保障运动战，只有在军队停止运动时才建立仓库。当他从荷兰行军到达巴伐利亚的阿依恰时，他从阿依恰营地写信说：“我们于星期五到达这一营地，一直在筹集可能找到的谷物和粮秣，以便建立仓库，因为我们打算在此留下一支守军……。”以后，他又从设在弗里德贝尔格的另一营地写信说：“我们既然打算在此停留一段时间，请注意建立仓库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战略的一个部分。时值1704年7月底至8月初，当时的战略几乎完全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为出发点的。






图2 1704年战局



　　在这一时期，马尔波罗行动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让他的敌手——巴伐利亚选帝侯——在其本国得到哪怕是最少的粮食。马尔波罗从西北出击，打败了多瑙华斯选帝侯，并迫使他撤过多瑙河，沿累赫河右岸向南退至奥格斯堡。在此处，选帝侯利用该城的防御工事，使自己安全地站住脚跟。马尔波罗也渡过了多瑙河，然后沿累赫河对岸行军，到达前面提到的弗里德贝尔格营地。他在这样插进了选帝侯和他的国土之间以后，动手洗劫巴伐利亚，派出别动队拿走一切可拿之物，其余的放火焚烧。马尔波罗自己把这一行动有时称为高压性的，有时称为惩罚性的，企图以此或者迫使选帝侯背弃同法国的联盟，或者在他拒绝背盟时加以惩罚。然而，真正的目的是军事性的。面对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这时选帝侯已得到塔拉尔所率法军的增援)，马尔波罗希望把他们饿垮，而不是冒险一战。因此，他想向法巴联军补给品的来源地英戈尔施塔德和乌尔姆进军。但是，如果要留下一支部队守卫累赫河，他就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这一向敌人北部和西部的进军了。因此，必须找到某种别的方法，使敌人感到采取渡河行动是不值得的。马尔波罗通过洗劫巴伐利亚达到了这一目的。然后，他沿累赫河顺旧路返回多瑙河。但是，塔拉尔和选帝侯不愿继续呆在奥格斯堡眼睁睁看着饥饿的绞索紧紧地套上自己的脖子，他们抢在马尔波罗之前赶到多瑙河，在荷希斯塔德占领强固阵地，挡住了他的去路。现在，不是马尔波罗不让敌人得到补给品，而是他自己一俟取自巴伐利亚的给养耗尽就得挨饿。指望从本国得到援助是不可能的。尽管“向一支已占领有利阵地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发起攻击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除冒险外别无他法。这样，就打响了布仑汉会战，并且赢得了胜利。



　　由于预有周密规划，由于在索取补给品时常常伴以赤裸裸的威胁，马尔波罗终于能够不太困难地为其军队弄到给养。只有当他在一地停留时才发生问题。这时，总是饲料难以筹集。然而，在行军时并不需要有复杂的后勤机构，这就免除了军队的拖累，使之能够卓越地完成行军任务，在水平上几乎不亚于100年后拿破仑的行军。当时这样的行军之所以比较少见，并非因为它难以实现，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国的力量主要寓于要塞之中，因而这种行军作用不大。布仑汉会战终究并未结束对法战争，而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对托仑的进军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



　　在运动中保障军队给养比较容易，这也是不需要建立正规补给部队的原因。有时也有人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但得不到响应。那时的统治者们一致认为，利用承包商虽有种种弊病，但比较便宜合算，其主要优点是战争一结束即可予以遣散。但是，承包商从来都只能保障军队需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饲料，每次都必须采取复杂的，全面组织的行动来就地筹集。那时的兵员是“人类的渣滓，为喝酒而应征的”，出外征集粮秣时常发生大量逃亡。正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奥地利军队于1783年建立了第一支补给部队。这支部队并非用来从后方基地前送补给品，它的任务是就地筹措。



　　以下数字表明，按照欧洲当时的人口密度和农业发展程度，给运动中的军队供应给养是完全可能的。一支军队假定为6万人，每天需要9万日份面包。如焙制率为3：4，则生产1磅面包需要12盎司面粉 [ 投笔从戎注：1磅=16盎司 ] 。设每个日份的面包为2磅，则10天期间所需面粉总量为90，000×2×10×3/4=1，350，000磅或600吨。假定某一地区在农业上是自给自足的，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45人 [ 注：这个数字至少对西欧来说是太低了，当时西欧人口密度大约在每平方英里35人(普鲁士)到110人(隆巴第)之间。 ] ，4月份(战局通常均在4月开始)应有6个月的存粮，因而此时的面粉实有量每平方英里大约为180×2×45=16，200磅，约7吨。取一个长100英里宽10英里的地带(这就是说，粮秣征集队离开道路两侧无需超过5英里)，其实有面粉总量应为7000吨左右。其中，供军队在10天进军期间食用的不到10%。所以，只有军队须在一地长期停留时，换言之，只有在围城期间，才会发生短缺。



　　饲料的供应较为困难，但本质上并无两样，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每英亩青饲料也足供50匹马一日食用。这样，一支军队的4万匹马每天需要800英亩青饲料。如果用10天通过一片宽10英里长100英里的地带，军队的马匹将吃光长在8，000英亩土地上的饲料，亦即占该地带总面积的八十分之一 [ 注：一平方英里等于640英亩。 ] 。但是实际用来种植饲料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要证明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8，000英亩饲料仅能在一年中饲养4，000匹马 [ 注：设想居民利用饲料种植面积的有效程度比军队高一倍。 ] 。这一数字同居民数字比起来是太低了 [ 注：我未能找到这一时期马匹和人的比例数字，但是，根据1812年法尔将军的计算，在俄国西部的贫瘠地区，这一比例为1：3。 ] 。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无法说明一支军队究竟能在一个地域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只知道每当进军围城战或屯兵久驻时，饲料总是最先耗尽的物资。



　　由于供人马食用的粮秣只有一小部分是成品，所以，每当在一地长期停留时，军队实质上就变成一台食品加工机：磨粉、砍柴、烤面包、割饲草。上述工作每过几天就必须重复进行一次，显而易见，它与军队的正常任务是有很大矛盾的。实际上，为了执行后勤职能，完全可能使军队的军事职能在较长期间全部停顿下来。需要收割饲草时尤其如此。这时还必须格外加强警戒，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我们在从上述事实中引出结论之前，还要简单谈谈法国大革命以前两个世纪的战争中弹药消耗的问题。这方面的数据很难找到，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弹药消耗问题不是很重要的。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很久，弹药供应同给养供应相比仍然是无足轻重的。的确，弹药需要量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军队通常可以一次带足供整个战局使用的弹药。从后方基地实施再补给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如果需要，当然，大都是在攻城期间。17世纪上半叶，军队出征时，装填火药的炮弹基本携运量为每炮100发。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就连在攻城期间，预计每门炮每天最多也只发射5次。17世纪后期，根据沃邦的计算，平均每炮每天只用4发炮弹。所以，同粮秣相比，弹药消耗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 注：沃邦(1633-1707)，法国军事工程师。根据1828年出版的沃邦所著《论围城战与阵地进攻战》一书的计算，要在一个月内夺取一座“坚固”要塞，须消耗6万发枪弹和1万6千发炮弹，其中，炮弹是由13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发射的。如果枪弹每12发为1磅，炮弹平均每发为12磅，则弹药总重量(包括按所耗炮弹重量50%计算的火药)为132吨。沃邦没有解释他所说的那支军队实力多大。但是，1692年路易十四围攻蒙斯是用了6万人和151门火炮，另有6万人的部队配置在一定距离之外以阻挡援兵。假定拥有沃邦所说的130门火炮的部队为4万人(这是很普通的)，那么，一个月围城战中的给养消耗为1600吨，超过弹药重量的10倍。这样一支部队一般可能有2万匹马，如果再加上饲料需要量，则弹药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到2%以下。 ] 野战条件下的消耗数字更低。在1636-1638年的两次战斗中，巴伐利亚炮兵在8小时内每门炮仅发射7次。当然，这些数字是被作为最低纪录，因而才保存下来的。腓特烈二世非常重视炮兵，他出发作战时，通常每门炮也仅带炮弹180发。因弹药不足而迫使他改变计划的事例，仅在攻城期间发生过。此外，没有证据能说明弹药补给问题对作战行动的实施有什么影响，就连那些最强烈地坚持仓库是作战取胜之“必要条件”的18世纪战争研究者们，也从未提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一条“补给脐带”吗？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战略，常被说成在战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个时期的战略究竟有哪些特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文明”时期，启蒙运动的思潮和宗教的衰落，作为一种推动力，使得若干人道主义的因素被引进了战争的事业。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限战争”和“消耗战略”的时期，这两个概念意味着战争的目的被认为大都不是为了彻底打倒敌人，而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办法是让敌人感到继续作战的耗费要比作出让步更大。还有一派认为，这一时期战争的限度不是出自选择，而是出自必然，在决定战争限度的诸因素中，通常认为占首要地位的是后勤。



　　假定在这一时期内果真是所谓“补给镣铐”和“后勤专政”对战略起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就会奇怪，对这个时期军队补给方法和运动方法的研究，为什么现在同150-200年前已知的东西相比仍无很大进展。我们看到，是坦佩尔霍夫杜撰了所谓“五日行程制度” [ 译者注：所谓“五日行程制度”，是指“作战军队距离仓库不得超过五日行程，只有建好新的仓库以后，军队才能继续前进”。见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二卷741页注释。 ] ，它实际上成了后来研究这个题目的每一本书嘲笑的对象；是克劳塞维茨，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拿破仑的后勤与其前人的后勤之间的差别。直到今天仍被大家接受的关于18世纪军队运动和补给的观点，就是由这两位作者提出来的。



　　但是，只要对18世纪的后勤保障方法作一番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可看到，这两位作者描绘的一切，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对不起坦佩尔霍夫！甚至腓特烈二世也并没有采用“五日行程制度”，除非在七年战争之前三年也许用过，但就在那时，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从后方前送的补给品也不可能超过军队需要量的10%。不管克劳塞维茨怎么说，18世纪军队确系依靠就地取给维持军需，并以此作为当然之理，其中至少有一支军队——特别谨小慎微的哈布斯堡军队，还专门为此目的而组建了一支特别补给队。正因为如此，18世纪军队的行军状态之好，比公认的水平还要高得多 [ 注：尤金亲王、马尔波罗和腓特烈二世的行军上文均已述及。尽管他们全都不受仓库体系的束缚，但尤金和马尔波罗在向土伦开进时，却被法国将领提西所超越。其他法国指挥官在从斯特拉斯堡向巴伐利亚进军时，其速度也决不亚于马尔波罗。 ]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行军中有的就是克劳塞维茨本人曾经介绍过的。至于说军队运动通常每天不超过10英里，这是确实的；但是，在未铺路面的道路上用双脚行走，又有什么部队能走得更多呢？



　　许多现代的军事史著作的作者们，看来很乐于计算路易十四或腓特烈二世的军队需要多大的后勤“尾巴”来保障供应，但是，同这些著作给人的印象相反，在那个时代的材料中很少有这方面的叙述。携带行李的标准，特别是军官们的行李标准，公认是很宽的，但这同军队是否需要从后方供应毫无关系。指挥官当真把他不能实施某一作战行动归因于补给纵队过大，这样的事例我只发现过一次，即1705年豪赛对路易十四说，如果要围攻兰道，所需的辎重队可能长达54英里。但这也并非因为豪赛的心肠太软，或是不愿意就地取给，而是因为在前两年兰道已经两次遭到围攻(1703年被塔拉尔围攻，1704年被马尔波罗围攻)，因而其周围地区的资源已经彻底耗尽了。



　　至于在野战条件下随军行动的补给车队，当时的文献中很少有材料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必然对军队的运动起束缚作用，也很少有材料能说明这样的车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摆脱的。总之，主要是在进行围城战时才需要这样的车队，也只有在这时才可能有一个从后方实施定期补给的问题。在其他情况下，18世纪的军队都是依靠就地取给解决其大部分需要。18世纪以前的军队从来就是这样做的，18世纪以后的军队也注定要这样做，直到(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星期，都是如此。



　　要说18世纪的军队同以后的军队比起来对于就地取给的艺术不大在行，这是确实的。但这并非因为有什么过多的人道主义。问题在于当时没有专门的后勤机构来负责野战条件下军队的给养保障。结果，征集粮秣要靠部队自己进行。人们合理地认为，这样会造成大量逃亡，因而为此必须采取复杂的，有严密组织的行动。为了免除这种麻烦，指挥官们通常同意让承包商来进行就地筹措工作，而承包商们的强盗行为使得军队甚至在最富裕的地区也要挨饿。



　　为什么长途快速行军比较少见？为什么军事评论家们坚持认为实施任何战局都必须以经过长期准备的仓库为基地？这不是因为不能够——更不必说不愿意——就地取给，而是因为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战争主要是一些围城战。为什么主要是围城战？一则因为，从当时的军事制度(常备军制度)说，养兵费用太大，不能轻易把兵拿到战斗中去冒险；再则因为按照那时的观念，战争不过是达成特定具体目标的政治经济手段(不同于精神的或思想意识的手段)；三则因为敌人若不下决心实行决战，深入敌境的战略行军就会白费力气。再加上从守方来看，荷兰筑城专家柯霍恩式或法国筑城专家沃邦式筑垒设防的城镇具有非凡的防御力，从攻方来看，则要塞是无法逃跑的，这样，围城战之所以如此频繁，而快速行军之所以比较少见，其原因就一清二楚了。



　　假定一支军队有10万人，它在战局期间(通常按180天计算)所需的补给品全部须从后方前送，那么，由此而加给运输系统的负担就会大得使整个战争根本不可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量究竟有多大。有时也确曾有人作过计算，但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计算除作为一种理论演算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10万人的军队有6万匹马，其所需饲料若全部从后方前送，数量之大就连想一想也是近乎荒唐的。



　　说后勤对17、18世纪的战争有影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影响同有些人想象中的限制军队运动的所谓“补给脐带”毫无关系。确切地说，从三十年战争起，指挥官们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军队及其成群的随从已经膨胀得过大，因而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就象那个漂流的荷兰水手 [ 译者注：西欧传说中的人物，他永远要在海上漂流，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 ] 一样，他们注定了要从一个驻地到另一个驻地永远不断地浪游。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时代的某些最著名的行军，特别是1701年尤金亲王从泰罗尔经威尼斯到隆巴第的行军，确实是由一系列“快速推进”组成的。其所以要实施这些行军，无非是由于得不到经费设置仓库，因而不可能再呆在一地不动了。此外，这些情况使得当时的每一次围城战都成了同时间的竞赛。正是为了解决保障围城战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提高运动能力，勒·梯里尔和卢弗阿才首次建立了他们的补给仓库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但我们看到，仓库所储存的，以及它所能够储存的，充其量不过是军队需要的一小部分，所以法国军队在行军中自然而然地仍要依靠就地取给。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后方进行补给的概念完全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当时总是强调以尽可能少的耗费来进行战争。的确，在那个时代，仅仅为了让军队不靠本国而靠邻国的资材维持生活，就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以为吝啬如腓特烈二世的统治者们肯从自己的国家拿出一块钱来，尽管这一块钱也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那就不仅是不懂得18世纪的战争，而且是不懂得战争这一残忍而野蛮的事业本身。这个事实，对于纠正错误意见，包括关于“启蒙运动”的那一派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02章 拿破仑的后勤体制




	







	

 



	


	



围城战的结束




　　拿破仑1805年8月作出对奥战争的决定时，也许没有响亮的喇叭声为之祝贺，但在战争编年史上，他的这一次战局标志着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这位未来的皇帝早期的业绩可能是辉煌以至于新奇的，但从许多方面看，仍然属于前一个时代。1805年，他的战略改变了，后世评论家所谓的“歼灭战略”产生了，同时也成熟了。要说明形成拿破仑新的战争风格的要点何在，是不容易的，它包含的因素太多了，绝非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概括。关于那时法国军队的“崭新的”和“民主的”性质，关于它浸透着革命意识因而具有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推动力，关于拿破仑一心一意致力于打败敌人的军队而不是着眼于夺取一城一地，关于他把战争进行到底，打破敌人的头颅而不是砍掉敌人肢体的决心，关于这一切，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没有人会否认所有这些阐述都包含着许多真情实况，但是，看来他们忽略了一个中心点，具体说来就是：若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体系，首先必须找到能实现这种新体系的新手段，本章所要集中阐述的，首先就是这种新的手段。



　　由于拿破仑统率的军队规模庞大，他的新战略提出的后勤问题也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已在前面说过，即使在18世纪，长途的战略行军也决非如一般人设想的那样，是无法实现的。至于说当时的行军规模总是较小，问题决不在后勤因素，而在于攻防双方兵力的对比。一支野战军若同另一支大小相等的野战军交战，自然有相当的获胜希望，但要围攻一座强大的、坚固设防的要塞，则一般认为必须具有不少于7：1的数量优势。所以，围城战只有大部队才能进行，例如1708年马尔波罗曾集中12万人于里尔周围。如果没有这样大的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运动中求战，这无疑是以速度来弥补数量的不足。但即便如此，如果敌人的要塞未被触动，仍然没有多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1704至1712年间，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虽然在野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但法国的实力仍未被摧毁，最后还是缔结了有利于它的和约。



　　所以，马尔波罗率4万人进军多瑙河，尤金率3万人进军土伦，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试图“摆脱后勤的束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事实：这样小的兵力就连只打一座头等要塞也是没有获胜希望的。的确，这样小的军队，既要向前推进，就不可能分兵包围途中要塞。为什么这类战略行军在开始时通常总是沿敌人领土边缘前进，而不是深入敌境呢，原因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有些人设想的对仓库补给的依赖性。在马尔波罗从弗兰德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如果他被迫去封锁(更不必说去夺取)哪怕是仅仅一座坚固要塞，整个这次有名的战略机动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事实上，改变围城战与野战的相对关系，改变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这就是拿破仑对战争艺术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18世纪初，沃邦计算上两个世纪的围城战(不成功的)有200次，而野战仅60次。但拿破仑一生只打过两次围城战。他给包围意大利曼图亚的军队供应给养的经验表明，围城战的后勤问题就连对这个姓波拿巴的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1809年他给他的养子写信说：“大量军队集中一地，行军时的那种给养供应方法就行不通了”，所以，除就近直接征集粮秣外，还必须有补给车队从远外实施前送。拿破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指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对此，萨克森的莫里斯一定会欣然同意的。



　　由于拿破仑的决心是把他所有的部队集中于决定性的方向，所以他坚持地方守备部队不能由野战军派出，而应由地方居民或国民警卫队组成，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要塞看得全无价值。他的军队有足够的兵力，能在分兵包围一座要塞(必要时甚至包围一座以上的要塞)的同时，保证主力继续向前挺进。他有一次在评论提雷纳关于一支军队不应超过5万人的名言时指出，一支25万人的现代军队，在分出五分之一的兵力后，仍然强大得足以在短期内推翻一个国家。因此，拿破仑决不是要完全取消要塞，只是要改变要塞的布局。要塞不应设在边境地带(他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因为这将暴露一个国家的兵站和军工生产中心的位置所在)，而应设在后方腹地，最好是在首都四周。在这样的条件下打围城战，后勤必将产生困难，这是德国人在1870年吃了苦头之后得到的教训，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有了铁路。



　　总之，拿破仑认识到，正是因为18世纪偏好打围城战，才引起无穷无尽的后勤困难。而他自己正是由于能够摆脱围城战(这要归功于他所率领的军队的庞大数量)，才基本上没有必要搞18世纪那样的后勤机构。这就是下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原因所在：虽然拿破仑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并不优于他的前人(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保守，他拒绝采用新的发明创造，而宁肯继续使用某些旧的东西)，但他却能推动庞大的军队横越欧洲，建立起一个从汉堡到西西里的大帝国，不可挽回地动摇了整个(旧)世界。他是怎样做的？下面，我们试图以实例加以说明，这里着重阐述的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战局，即1805年战局。




从布洛涅到奥斯特里茨




　　如所周知，1789年后开始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其组织机构和后勤工作的具体细节不是十分重视的。拿破仑初接管时，发现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缺衣少食……困难重重”。从那时起，法军虽然又经过了很长一段历程，但它的后勤组织到1805年仍然远不是很完善的。所有后勤问题都归陆军组织部管辖，当时该部大臣是德冉，他主要负责军队的给养补给、服装补给以及运输工具的配备，但他的职权仅限于法国边界以内。在战场上，后勤事务——包括补给和运输——由军队的军需总监负责，但他的权力又只是限于作战地带以内。尽管后勤组织与物资补给在补给线的两端都有妥善的安排，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管理后勤地带和利用这一地带的资源，这对当时的战争来说是有普遍性的。在这里，皇帝常作出专门的安排，通常是让那些战绩不佳，以及他不满意的指挥官在此负责，而这些指挥官被调来执行这种任务，如果不算实质上的惩处，至少也是一种贬谪。



　　1805年，陆军军需总监是彼提埃。他手下有四个兵站监督以及各补给部门的首脑(粮食提调、肉类提调、饲料提调和运输辎重总管)。但拿破仑总是越过这些中央机构直接向他的军长们下达关于运输和补给的命令。军司令部设有副官，其职责是根据帝国总司令部军需总监的原则指示领导军的补给工作。每个师司令部均有兵站官，他既接受军副官的命令，也接受其直接上司——师长的命令，二者可能发生冲突，有时的确发生冲突。



　　这些官员所掌握的物资器材是很不充足的。这既不是因为保留共和国那支饥饿的、依靠到处抢劫为生的部落式军队的传统(自从1802年亚眠和约以来，如果拿破仑想干的话，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纠正军队的这种状况)，也不是因为不懂得设立正规辎重队的重要性。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这支军队近一年半来一直在准备入侵英国。鉴于英国有优势的海上力量，侵英行动是指望不了能有一条来自欧洲大陆的正规补给线的。法军一旦渡过海峡，就只能依靠就地取给生活(当地的富源也足以维持军需)，而法军返回法国的希望则完全寄托于战场上的速胜，然后同英国订立城下之盟。因此，在布洛涅港的军队几乎完全没有补给和运输手段。但是，即便我们把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设想为不过是一次佯动，他也不可能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在大陆上建立起他的战争机器。奥斯特里茨战局则不同，象通常一样，拿破仑进行这次战局的后勤准备时，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作战的突然性。



　　这样，当1805年战局来临时，陆军部和陆军军需部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即在数周内为17万法军匆忙凑集全部运输机构和补给机构。由于这些机构为之服务的部队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大都不处于驻止状态，而是处在从布洛涅营地前往莱茵河展开地域的行军途中，因而问题更加复杂。加之直到军队全面展开之际还要进行8万新兵的编组工作，就更增加了困难。的确，动员和展开通常是分成单独的阶段进行的，现在却被压缩成一次完整的综合行动。在拿破仑的战局计划中，这还不算是最不合乎常规的做法。



　　8月23日决定了对奥作战后，拿破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的部队开往指定的展开地域。他的8个军中，有两个军(由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指挥)分别来自荷兰和汉诺威，这两个军构成法军的左翼，首先应至哥廷根集中，然后到维尔茨堡。其余各军按最初的设想应展开于从哈格瑙往北经斯特拉斯堡(这里要集中3个军以上)至谢列斯塔特绵延约50英里的一线。为此目的，其中的5个军要自西向东横越整个法兰西。第六个军由新兵组成，他们一群一股地来自帝国各个角落。这样，在向展开地域行军时，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协调和补给工作。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8月25日开始发出命令，只过了24小时，他已能向皇帝汇报命令的执行情况，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工作效率。下达的命令很详细，不仅提出了各兵团的行军顺序，而且规定了每一个团在行军途中应从沿途各地领取给养的准确数量。



　　按照贝尔蒂埃的总计划，组成骑兵军的各师应首先离开海峡沿岸，其中有的师早在8月25日就开始出发。然后是达武、苏尔特、内伊、拉纳各步兵军，这4个军沿从北到南平行的3条路线行军，仅后两个军要共用一条道路。根据拿破仑的指示，贝尔蒂埃写道：“依皇上旨意……途中军队给养补给应与扎营时一样”。这就是说，要由陆军部的补给机关在沿途县长、副县长、市长等人的配合下组织实施，给养每隔2-3天分送一次。为此，贝尔蒂埃在给各军发布命令的同时，也写信给沿途地方当局，通知他们军队即将到达，请求给予合作。两个军离开荷兰在友好国家领土上行军时，马尔蒙军被告知沿途“就地取给维持军需”，而对贝尔纳多特军则要求携带7-8日份饼干，以“避免加重”黑森-卡塞尔中立国的“负担”。在这个总规定下，各军长仍有很大机动余地，他们都先期派出自己的副官和兵站官，以便预作具体安排。



　　拿破仑的命令在原则上是很高明的，但行军的组织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一则因为准备时间过短，再则因为各地的地方当局不愿提供合作(由于征兵制度不良，当时军队已经不得人心了)。但也有些地方对军队的支援过了头，以致造成酗酒和违纪现象。北边的达武军发现难以找到合适的营房，不止一夜地被迫在露天宿营。右翼各军在这方面遭遇较好，但到行军最后阶段补给中断，仍然吃了苦头。当士兵们经过或接近故乡时，他们往往溜回家去几天，然后又到莱茵河上归队——除开这种“临时性开小差”的现象以外，纪律是很好的，至少使一位县长因受到感动而给贝尔蒂埃写信说，对于经过他的县境的军队，他“只能给予赞扬”。其他人没有这样满意，直到12月11日(战局开始已近4个月，赢得奥斯特里茨大捷也已一个星期)，财政部长还在向德冉抱怨，说军队未同8-9月间经过的各县结清账目。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在行军途中过得不错。有材料说明他们极端疲劳，但不是挨饿。马匹则不然，它们因路坏、多雨和饲料短缺而大吃苦头。几乎每一个骑兵部队指挥官或依靠牲畜拖运装备的指挥官都有抱怨的理由，或因骑兵未受训练，给坐骑造成损伤，或因马龄太小，气力衰竭，或则单纯因为马匹不足。当在莱茵河上集中的行动完成时，骑兵军的马匹已在挨饿，因为没有经费购买饲料。苏尔特需要1，200匹牲口牵引辎重，但实际只有700匹，马尔蒙的骑兵则因在流产的侵英行动准备期间被圈在船上达5周之久而影响了体力。到1914年我们将看到这一故事的重演。给马匹提供饲料和保持其健康，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比对人的保障要困难得多。



　　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在这个阶段的作战计划究竟是怎样的，他在给外务大臣塔列朗和盟友巴伐利亚选帝侯的信件中，谈的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如行军中尽可能早日取得巴伐利亚的援助，派20万人前往维也纳，在奥地利人得到俄国人增援之前就打败他们等等，至于这位皇帝想怎样达成这些目的，他并没有说起。这可能是因为他决心保守机密，但更可能是因为当时连他自己也还胸中无数。现在也没有任何实际线索能够说明他下令在德意志境内进行侦察的意图所在。总之，贝特朗接到命令要对乌尔姆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彻底的勘察，然后沿多瑙河左(北)岸东进，此外要特别注意一旦俄国人开出波希米亚时可能利用的通道。大概是为了给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的作战行动作准备，缪拉接到指示沿美因河开往维尔茨堡，然后到达多瑙河，再向下游进至因河。沿因河向南到库夫施泰因，再折向西，穿过巴伐利亚，走从乌尔姆到拉施塔特的道路返回法国，途中对这条道路要进行特别细致的勘察。看一看拿破仑关于军队展开的命令，我们对他的意图就可能有较好的理解。根据这些命令，起初要将极大的兵力集中于斯特拉斯堡，彼提埃应在此地准备供不少于8万人宿营的帐篷，亦即足可容纳几乎是整个大军团的一半。再加上拿破仑要求他的巴伐利亚盟友在乌尔姆准备大量给养，由此即可相当清楚地看出，不管这位皇帝的最终目的如何，他的第一个意图就是比奥地利人先期进入巴伐利亚，办法是走一条最近的路线，亦即穿过黑森林的路线。至于说拿破仑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这个结论。因为黑森林毕竟是法军在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中常走的路线，对它的情况一定是早已熟悉的了。



　　当拿破仑构思其作战计划和监督其军队实施大规模的展开与集中行动时，德冉、彼提埃和缪拉(后者在皇帝缺席时代行军队总司令的职权)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以求在规定的短时期内完成全部物资准备。德冉的艰苦工作开始于8月23日，那天，皇帝下了一道语气生硬的命令，要他在斯特拉斯堡准备50万日份的饼干，在美因兹准备20万日份，全部工作必须在25天内完成。对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发了一份内容相似，但比较客气的照会，要他准备不少于100万日份的饼干，平均分配在维尔茨堡和乌尔姆两地。拿这些数字同参战部队的人数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拿破仑的准备决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简单草率的。集中于展开地域的70万份口粮可供大军团主体11万6千人(除去马尔蒙军、贝尔纳多特军和奥热罗军，后者不参加初期作战)食用6天，再加上携行的4天面包，可以毫无困难地保障军队吃到巴伐利亚。到巴伐利亚后，则另有4日份给养积存于乌尔姆等待军用。最北部各军的给养准备工作同样是大规模的，除通常的4日份面包外，要安排供55，000人(包括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应在维尔茨堡与之会合的2万名巴伐利亚部队)食用9天的粮食。总之，要为军队筹措整整两周的给养，这样，即便完全不搞就地征发，也能绰绰有余地保障军队到达巴伐利亚。






图3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



　　实际上，要完全满足皇帝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在展开地域内，至9月26日止只准备了38万日份饼干，刚刚超过预定数量的一半。在后方准备了另外的30万日份，但因行动已经开始，无法及时送到军队。巴伐利亚人无论在乌尔姆或是维尔茨堡都未准备任何粮食(在乌尔姆未建立储备是万幸的，因为奥军不久就以惊人的速度进占了该地)。9月15日，法国人请求巴伐利亚人“看在上天份上”至少在维尔茨堡准备30万日份饼干，回答是办不到，因为价钱太高，而且面包师不会做饼干。尽管如此，当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到达维尔茨堡时，他们发现那里还是准备了一些饼干，至于数量多少，则非我们所知了。



　　不仅筹措给养的实际工作落后于皇帝原来的期望，而且他关于给军队提供足够运输工具的指示也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按照最初的计划，军队的车辆应包括以下各项：(1)从布洛涅带出150辆大车；(2)由布累德公司提供近1000辆大车，同该公司在5月份即已签订合同；(3)在法国莱茵河沿岸各县征发3，500辆大车。所有这些车辆预定用来伴随那116，000人的军队(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已预先得到通知：“不必指望”从大军团得到帮助，而应自筹运输工具)。这一车辆数字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低的，但当时并非如此。事实上，马克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人车比例正好与此相同。再说，在4，500辆大车中，除炮兵占去2，500辆外，给养勤务还剩2，000辆，假定每人每天的给养消耗量为3磅，而每辆四套大车的平均载重量为1吨(这个估计可能太低)，那么，2，000辆大车足可为116，000人载运11天的给养。问题在于，原来的计划数字只实现了一小部分。来自布洛涅的大车，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被送错了地方；而布累德公司的大车只按时准备了约五分之一。最后，大量从莱茵河沿岸强迫征来的大车的驭手，利用一切机会大开小差，在可能时还带走了他们的马匹。



　　大军团因运输工具不足而受苦，是由于没有时间建立正规的辎重队，而不是由于皇帝预先作出了不要辎重队的任何决定。我们无从得知皇帝究竟何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要求并非全部都能实现，但从他8月28日给德冉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一点线索。在这封信里，他命令将原定在斯特拉斯堡积累的50万日份给养分配到3个城市，即：斯特拉斯堡、兰德和斯派累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原定在美因兹积累的20万日份给养在信中完全没有提及，也没有在以后的任何文件中重新出现，看来是从给养总量中减去了此数。就在这以后，萨瓦里奉命首次侦察内卡河上的一些渡口，其位置在缪拉原来受命穿越之地区以北很远。最后，8月30日，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改变军队展开地域，将其向北推移60公里。这样，现在的展开地域就是起自斯特拉斯堡经哈格瑙至斯派累斯，以重兵集结于左翼。按照这些新的部署，拿破仑大部分部队的行军路线将通过巴登和符腾堡的富饶地区，而不是经过黑森林。在这片林区的峡谷小道中，前代许多法军曾经饱受磨难。在讨论拿破仑为什么要作出这一改变时，阿隆贝特和柯林宣称，这不可能是由于后勤的原因，因为黑森林地区的贫困是拿破仑下达其最初之命令以前早就熟知的。但是，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最初根本没有打算让其部队在前往巴伐利亚途中依靠就地征发维持军需，而他直到8月末才开始觉察到所掌握的资财不足。如果同意这一结论，那么，上述的反对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展开地域改变后，迎接逐渐临近的大军团行军纵队的准备工作仍继续进行。至9月中旬，缪拉从德意志回国，开始检查已完成的工作，向皇帝发出一件件热情洋溢的报告。9月17日他在兰道，翌日他访问了斯特拉斯堡，三天后他同彼提埃进行了谈话。据缪拉说，彼提埃满腔热情坚信自己能够抓住每一件事情，直到最具体的细节。但是，陆续来到莱茵河的各军军长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9月22日，苏尔特通知缪拉说，“不管军需总监会说什么”，他的部队在兰道已面临断粮的危险，而周围地区也无粮可买。次日，达武向彼提埃呈递了一纸报单，其中表示了他对本军物资准备工作一切具体方面的不满。特别是运输工具短缺，现有车辆只勉强够运军队的弹药。结果，马尔蒙不得不将其40%的弹药沿莱茵河实施水运。但到达美因兹后，发现美因河水浅，驳船不能继续驶往维尔茨堡，致使该军进军时减去了许多弹药和重炮。



　　此时拿破仑亲临斯特拉斯堡，严厉斥责了负责后勤工作的军官们(他曾对德冉怒吼：“去执行我给你的命令吧！”)，并忙于具体安排一旦军队渡过莱茵河后的行军和给养供应问题。他给各军的命令是9月20日写下的，达武、苏尔特、内伊和拉纳各军按拿破仑的常规各走一条行军路线，应于9月25日和26日渡过莱茵河。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也接到了行军命令，为避免路上拥挤，贝尔纳多特奉命在安斯巴赫穿越中立的普鲁士领土。但他遇到了麻烦，因为普鲁士人原本同意让法军借路38天，中途忽然变卦，致使这位法国军长的重辎重未能跟上大队，而滞留在汉诺威。这些命令还规定各军都要携带4日份面包和4日份饼干，后者作为预备品，仅在紧急情况下方可动用。实际上，尽管这一数量较原来的计划大大减少，但几乎没有哪位军长能够办到。苏尔特曾责备达武靠损害他的利益建立了7-8天的储备，但就连达武也在埋怨储备不足。军长们之间的相互责难，他们向皇帝的诉苦，贯串于战局的始终。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年轻指挥官们的旺盛活力，看到他们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在除开一个不完备的补给机构以外别无所有的情况下，率领千军万马到远离法国数百英里的地方去作战。



　　各军渡过莱茵河后，拿破仑让它们相互保持较大的间隔，规定除最南边的一个军外，所有其他各军均在其左侧地区就地取给。这一安排一定给部队造成了某些困难，因为它们找宿营的房舍要比通常走得更远了，但这样安排可能是为了弥补地图的短缺，并使各军之间在筹措粮秣时不致发生摩擦。各军分别规定了解决给养的具体办法，而内伊发布的指示可算得这方面的一个样板。解决士兵给养的正常办法是让他们连同自己的马匹住在地方居民家中。士兵和军士的口粮规定为每天一磅半面包、半磅肉、一盎斯大米(或二盎斯干果)，作饭用的木柴也由不情愿的房东提供。军官的口粮标准没有严格规定，只是确定要让他们吃到“与其军阶相适应的象样的伙食”，但不得对居民提出“过份的要求”。如果军的部队过于密集，使得这一办法行不通，即由军副官负责从邻近地区征用给养。军副官和师兵站官应将需保障的人马数量通知当地政府，提出对每一地方政府的要求，并规定给养送达的地点。动用的物品均不付款，但在一切场合下都付给收据，写明动用的准确数量，以便有朝一日由法国国库同各地政府算帐。在发布这些命令时，内伊没有忘记告诫士兵们对待当地居民要象对待法国人一样。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大军团已远远不同于一帮纯粹的盗匪了。更确切地说，它的补给制度类似于马尔波罗公爵沿行军路线预先筹备给养的制度，唯一的区别在于公爵付的是现款，而不是一纸收条。至于具体的筹措方法，我们已经看到，马尔波罗同他100年后的这位后继者是同样残酷无情的，虽然他可能比较有礼貌些。



　　军队渡过莱茵河后，按照9月29日的命令，封闭了河上的桥梁。这项命令规定军队的所有前途后送运输均应经过斯派累斯。该城被置于一名军官(林瓦尔德将军)的管辖之下。这样，这名军官就对军队补给线的上半部分负起了责任。每隔5至6里格 [ 译者注：里格，长度单位，等于3英里。 ] 设置一个驿站，整个交通线由巴登陆军辅助部队和宪兵旅维持治安。后备兵员和补给车队经过这些驿站开往前方，伤病员和战俘则沿同一路线送回法国。最初的交通线就是从斯派累斯到内尔特林根的道路，但10月5日斯派累斯城防司令被指定负责整个莱茵河右岸地区，并奉命监督所有前送后送运输车辆经过海尔布隆。在这一阶段，交通线仍以内尔特林根为终点。该城成了一个前进基地，由此再向各军分送补给品。



　　拿破仑的命令是令人赞赏的，但这些命令的执行情况却不太理想，这特别是因为运输工具的普遍缺乏。各军就地筹集的一切，他们都自然而然地留作己用，结果，维持前后方交通的各勤务部门严重缺乏大车和马匹，骑兵和各军掌管大车的人员偷盗和藏匿所有他们能下手的马匹，以至于到10月11日就连维持同国内的正常信使联系也已不再可能。于是，拿破仑以他惯有的果断性进行了干预，命令各军交出他们多余的运输工具。



　　各军是从远远超过100英里宽度的正面上出发的，他们在进军中应当不至于发生什么磨擦，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也出现过一些小的事件。例如由于贝尔蒂埃的错误，达武军在9月30日差一点穿过了苏尔特军的行军路线。两天以后，当拉纳军从斯图加特向路德维希堡进发时，其行军路线同内伊军的行军路线发生了交叉。拉纳军特别倒霉，还要同两支部队共用一条道路：奥特普尔的骑兵师运动在前，而近卫军尾随于后。缪拉一再抱怨内伊侵犯了他的领地。贝尔纳多特的行军路线原本包括法兰克福市，但事到临头又叫他另走别路，他只得绕道前往维尔茨堡，致使部队过度疲劳，不得不答应让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休息3天。构成军队后尾的炮兵部队，其给养补给也遇到了困难，只好从斯派累斯向该部派出补给车队。但是从总体上说，全军的情况在最初十天是相当好的。苏尔特、拉纳、内伊都征发了大量给养，达武军靠就地取给不仅“过得很好”，而且，除跟随其2万5千部队的20万日份饼干外，他又建立了6-9天的储备。怨言仅来自最左翼的两个军，他们之所以遇到困难，可能是由于拿破仑关于在维尔茨堡制作饼干的命令未得完全执行。与此同时，普鲁士人拒绝给通过他们国土的贝尔纳多特部队出售任何给养。而贝尔蒂埃10月2日又给贝尔纳多特写信说：“关于给养，不可能靠仓库给你提供……整个法国军队，甚至奥地利军队，都是依靠就地取给”。



　　当各军的副官们逐渐掌握了征发工作的艺术时，他们得以从沿途城镇和乡村筹集大量的补给品。例如海尔布隆及其周围地区总共只有15，000到16，000人口，但苏尔特却迫使该地交出了多达85，000日份的面包，24，000磅盐，3，600蒲式耳干草，6，000袋燕麦，5，000品脱葡萄酒，800蒲式耳稻草，100辆四套大车。哈耳镇和哈耳区大概只有8，000居民，但却被迫交出60，000日份面包，35，000磅肉(70头牛)，4，000品脱葡萄酒，100，000捆干草和稻草，50辆四套大车和100辆其他大车，以及200匹带挽具的马。甚至更加小得多的地方也能提供数量惊人的物资。例如马尔蒙及其12，000人的部队曾在普夫赫尔村(40户，600居民)驻留5天，居然“一切需要均不短缺”。 [ 注：当时刚刚收割了庄稼，乡村中有了足供一年食用的存粮——平均每口人可能有3.5公担左右。考虑到这一点，对于这里引用的数字就不会感到那样惊奇了。设想普夫赫尔是个自给自足的村庄，村中应有存粮2100公担，马尔蒙部队在其5天驻留期间的消耗不会超过600公担。所以，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找到粮食，而在于将粮食磨成面粉。正因为如此，磨房才总是成为掳掠队的第一个目标，而且必须加以警卫。 ] 对于布乔元帅向他姐姐提出的著名问题：“你自己想一想，一万人来到一个村落，能够很容易找到够吃的东西吗？”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



　　但是，当军队接近多瑙河时，情况突然恶化，10月9日至12日达到最低点，以后又慢慢好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特别是由于敌人已近在眼前，因而不可能预先在前边准备给养。征发工作不再是集中组织，而下放给了师兵站官，有时甚至下放到团。这又导致各部队都自筹给养，特别是跑在前头的骑兵，他们占住原来指定步兵宿营的村落，使得后来的步兵几乎完全弄不到给养。严重管理不善的事情也偶有发生，例如马尔蒙曾控告瓦斯特屈鲁丁根区区长——某个林尼兹男爵的“无赖行为”，他扣留了通过其辖区的2万日份饼干。但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军团此时行动地域已经比较狭窄。9月30日，大军团的行动地域的正面起自弗罗伊登斯塔特，止于维尔茨堡，宽达100余英里，到10月6日已收缩到只有45英里了。



　　关于军队在这一时期遭受的困难已经谈了很多，但我们不应忽视它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在梅明根、弗里德贝格、奥格斯堡、多瑙华斯和萨尔德门真，缴获了奥地利的一大批物资储备，这批物资显然是等俄国军队到来时使用的。虽然没有哪一个军接到过携带饲料储备的命令，但10月7日却总共有98辆载有饲料的大车通过海登海姆，其中54辆是属于内伊一个军的。若每辆车装载1吨，54车饲料足供他的2，600匹马至少食用两天。在哈耳，达武征发了多达30天的饲料。10月10日，迪马报告皇帝说，他刚刚看到了第三军“蔚为壮观的辎重车队”载着6天的给养通过了诺伊堡。人们常说拿破仑的军队只有在快速运动中才能维持生活，其实并不尽然。当各军停止运动以包围乌尔姆或在慕尼黑与达豪构成战略拦障时，虽然出现过一些困难，但却使整个补给系统得以在更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结果，大约在10月20日以后，给养供应就更加丰富了。



　　在整个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大部分补给职责必然地落到军长们的肩上。拿破仑本人并不能直接作出什么贡献，他只是提出督责(“马尔蒙将军曾接到一道命令：筹措4天的面包和烤制4天的饼干，但他除了自己拥有的资财以外，却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帮助”)，或告诫军长们临机应变，以一种物资代替另一种物资，以及“不择手段地”为部队弄到给养。虽然他“迫于形势”，不得不让军队在得不到仓库供应的情况下行军，但他深深懂得这样作的危险性。因此，还在攻陷乌尔姆之前，他就开始致力于使后勤机构能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10月4日，皇帝下令从前方至德派累斯建立第二条交通线，以便“沿这条路线组织可靠的给养补给”。10月12日，所有各军均奉命交出征发的运输工具中的多余部分，由炮兵部队掌握使用。12天后，皇帝指示在奥格斯堡附近建立庞大基地，目标是在随后的两周内集中30万日份给养，足供全军食用18天。此外，各军此时正在从慕尼黑、英戈尔施塔特、兰次胡特、兰次贝格诸城拖运给养。经过这些努力，就连通常并不以组织良好著称的内伊军也筹得了12天的给养。关于这些补给品的运输，看来皇帝是指望依靠布累德公司应允提供的车辆，同时依靠正在奥格斯堡组织的一支驳船队。



　　在此期间，同法国国内的交通运输也大大扩展了。根据10月23日的命令，从斯特拉斯堡到奥格斯堡的路线被分成了17段，每段有60辆四套大车往返进行运输。如果每辆大车每天能走一个来回(鉴于距离短，这个要求并不过份 [ 注：补给线的总长度为200英里左右，所以每辆大车每天的行驶距离仅略多于20英里。 ] )，总运输量就是每天60吨到120吨，其载运的物资主要是被服和弹药。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很简陋的。但就当时而言，能够在前所未有的距离上维持一个正规的补给与运输系统，要算是组织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100年前当马尔波罗在同一地区行军时，他就并未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也无此必要)。参加运输的车辆数字，今天公认是很小的，但当时显然认为已很充裕，证据就是那同一道命令。该命令不仅没有担心车辆不足，反而明确规定当运输工具过多时应遣散一部分。



　　关于大军团的弹药补给，前面说过，在18世纪，由于这种补给品的数量很小，它对军队的战略运动没有或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拿破仑却从他打算用来装备其部队的4，500辆大车中，分出2，500辆供炮兵使用(这些车辆也装载步兵弹药的三分之二)，留给给养勤务的只有2，000辆。一个8，000人的标准师，每炮带炮弹147-300发，而步兵弹药除每人携行的60-80发外，总共只带97，000发。尽管这样的需要量，无论从相对意义或绝对意义来说，都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弹药通常不能在战区筹措，所以不致于成为制约战略的因素。拿破仑同他的前人一样，总是在出发时携带整个战局期间所需弹药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对于这种后勤需要，皇帝不仅不是漠不关心，而且，就在奥军统帅马克于乌尔姆投降之后，立即在海尔布隆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军械仓库。每天有75，000-100，000发弹药经由此处运往前方。就这一点而言，拿破仑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也许是历史上实施持续弹药补充的第一个先例，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驿站勤务，说明拿破仑不仅没有退回到比较原始的后勤保障方法上去，相反地，他的体制是整个发展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发展终于使现代军队真正受到了补给脐带的束缚。



　　当大军团重新开始向多瑙河下游进军时，它所进行的实际上已是一次全新的作战行动了。这一阶段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奥地利人，而是俄罗斯人，进军的目的不是去打击一个驻止不动的对手，而是试图赶上并抓住敌人，这个敌人虽然偶尔采取后卫作战行动，但始终在退却和逃跑，有可能把跟在后面的拿破仑拖到波希米亚、波兰以及别处的无穷无尽的空间中去 [ 注：关于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没有发现确切的具体材料。看来他的目标不过是在哪里找到俄国人就在哪里予以打击，而且，他希望能在11月初到达维也纳之前实施这一打击。 ] 。这一退却造成的客观问题越来越难以对付，因为地形的性质不允许拿破仑以他最擅长的方式采取大范围的翼侧包抄行动，相反地，发展趋势是使法军挤进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愈往前道路愈少。从伊扎尔河上的基地到因河有5条道路，从因河到恩斯河有3条道路，从恩斯河到维也纳只有1条道路。他们想另找道路穿山南进，但失败了。试图穿越的达武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结果，不得不让好几个军共用一条道路，行军纵队拉长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使全军逐渐失去内部联系和集中各军兵力的能力。在整个这次行军中，皇帝既想赶上俄国人，又怕前卫部队在脱离主力的情况下被迫同敌优势兵力交战，因而左右为难。这一窘境他始终未能摆脱，最后迫使他远远越过维也纳，来到了奥斯特里茨。



　　组成拿破仑大军团的各个军，奉命在巴伐利亚筹措8天的面包和饼干。10月26日，他们分3路纵队，以40英里的间隔，渡过了伊扎尔河。缪拉、达武、苏尔特为中路，构成50英里长的行军纵队，拉纳居左，贝尔纳多特居右。他们打算在最初的储备用完后再一次采取有秩序的征发行动来保障各军的给养。征发工作由军副官组织，尽管是在敌国领土，仍以收据支付。为此目的，曾经尝试给每一个军规定单独的粮秣筹措地域。例如达武奉命不触动其右侧地区，留给随后到来的苏尔特利用。马尔蒙从10月27日起就在贝尔纳多特之后行军，为了能在后者刚刚通过的地区弄到给养，他被告知向其右侧“需走多远就走多远”。有些军长，主要是达武、拉纳和苏尔特，还有来自慕尼黑的补给车队尾随在后。当然，由于军队推进速度较快，补给车队没有赶上的希望，因为道路不仅拥挤，而且被冰雪覆盖。



　　军队从慕尼黑到维也纳的行军，从后勤的角度如同从战略的角度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到达因河以前为第一阶段。由于这一地区森林密布，极端贫困，部队通过时只能耗用在巴伐利亚居民中征发的给养。这些居民，按照10月28日公报的动听的说法，为满足军队需要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和勤奋”。从因河到恩斯河，乡村开阔起来，有可能征发较多的物资。同时，由于因河流域曾经是马克的最初集结地域，在布劳瑙、阿尔特海姆和林茨设有奥军仓库，有些仓库的物资也被法军缴获。11月的最初几天，许多师的给养供应都是依靠军副官正规地组织就地征发。不仅没有发生严重的短缺，而且至少有些部队看来颇有富裕。他们不顾严令禁止，将多余的给养或是卖掉，或是扔掉了事。最后是从恩斯河到维也纳的一周行军。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严重的困难，再一次出现了在乌尔姆地区听到过的那种怨言。但这同拿破仑补给制度的好坏或有无毫无关系，因为4-5个军拥挤在一条道路上，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问题总是非常产生不可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一部分军队渡过多瑙河，沿两岸同时进军，但这是一种危险的作法，因为俄军撤退时焚烧了所有的桥梁，任何在北岸行动的部队都有可能孤立地遭到敌人的袭击。然而，由于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情况更加恶化，拿破仑终于决定冒险，其直接结果就是一个师在杜恩斯坦“事件”中大部被歼。



　　大军团蒙受这一挫折，部分的原因是皇帝让他自己同先头部队的距离达到了60英里之遥。其所以如此，又是由于他决定要亲自在林茨监督补给工作的组织。所以，不是他对补给线“漠不关心”，而是他对补给工作的过问影响了作战指挥。早在10月29日，就下达了在哈格建立中间仓库的命令。同一天，皇帝还指示在布劳瑙建立兵站，任务是每天烤制50，000-60，000日份口粮，准备对付预计俄国人要采取的抵抗行动。当预期的战斗没有发生时，就决定将布劳瑙改为前方补给中心。可供制作300万日份口粮的面粉应往这里集中，并以每天10万日份的速度烤制面包。前送沿水路和旱路同时进行，为此，苏尔特、内伊和贝尔纳多特都接到命令交出多余的运输工具。与此同时，以相当于奥俄联军三个师的兵力担任交通线的警卫。



　　这些措施虽然重要，但主要只能作为应付失败情况的保险措施，对当前的行动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正如缪拉所禀奏于皇上的，当时军队的行动已经开始具有“飞速前进”的性质。拿破仑幸运的是，此刻维也纳已近在眼前了。那里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据公报传称，“足可装备3-4个集团军”)，使得大军团在这方面的困难一举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仅在帝国仓库中就发现了1万担面粉和1万3千蒲式耳饲料。维也纳市接到命令，要给8万人提供3周的给养，一天即须交付7万5千磅面包，2万5千磅肉，20万磅燕麦，28万磅干草和375桶葡萄酒。在随后的时期内究竟征发了多少物资，我们不得而知，但也许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窥见一斑，即：仅葡萄酒一项，从11月26日起即增加到每天677桶。为了享受这种丰盛的补充，大军团奉旨休息3天，哪怕库图佐夫会因此而从荷拉布隆逃走也在所不惜。



　　关于军队在前往奥斯特里茨途中的生活情况，我们缺乏详细的资料。11月20日，缪拉禀奏拿破仑，在普雷斯堡找到了可供制作30万份口粮的原料。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命令：在斯派尔贝格建立每天可烤6万份口粮的炉灶。述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大军团此时的位置是背靠波希米亚，专家们指出，这一地区当时有足够的资源来保障一支军队，而从波希米亚到维也纳的距离，就连对马车来说也不算是太远的。



　　进军终于告一段落，拿破仑的军队虽然广泛进行就地征发，仍然很快就陷入了补给困难之中。幸而奥俄联军此时的补给情况更糟，终于迫使他们冒着崩溃的危险向法军发起攻击。结果打了一仗，从布洛涅到奥斯特里兹的闪击战至此宣告结束。




法军在莫斯科败北的原因




　　拿破仑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唯一总司令，没有详细写备忘录的习惯。所以，现在没有资料能说明，他如何评价他的军队补给机构的效能，以及他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但是，从他以后的行动来看，皇帝最初对其补给制度似乎是很满意的。当第二年大军团再次踏上战场时，一切作法完全照旧，的确，又取得了同样的战果：在一场仅持续6周的战争中打败了普鲁士人。这一次，军队携带了10天的给养，而在耶拿-奥尔施泰特会战之前主要是依靠就地取给。获胜后，在魏玛、艾尔福特、莱比锡和科斯钦等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征发，使军队在1806年10月至12月简直是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到新的一年军队进入波兰后，很难筹到地方物资，必须从萨克森建立正规的补给线。正是在这个阶段，拿破仑在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第一次碰到了相当严重的反抗和游击活动。运输勤务是由达鲁在日耳曼承包商的协助下组织的。也利用了水路(哈韦尔河、斯普里河，奥德河、瓦尔塔河，涅兹河、布隆贝格运河、维斯杜拉河)，由于当年冬天格外暖和，水路从2月中旬就可以通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充分满足需要，所以，3月26日下达了建立军事辎重部队的命令。军事辎重部队由7个运输营组成，每营600辆大车。



　　关于1809年战局的后勤保障，我们同样没有掌握多少材料。这一次是奥地利人偷偷向拿破仑进军，对他实施突然袭击，以致于拿破仑即便想建立正规的后勤基地也没有时间。然而，在乌尔姆和多瑙华斯显然有所储备。于是，皇帝按照他1805年的经验，组织了一支船队沿多瑙河前送这些储备品。但这一措施看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战局展开的速度极快，从4月17日法国开始进军，到占领维也纳，总共只用了3个星期。所以，法军一定是依靠携带储备品(这次估计为12日份)以及依靠就地取给维持军需的。



　　回顾这些战局，尽管后勤保障并不充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得已的)，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拿破仑的第一次大失败，恰恰是发生在他准备得最为周密的一次行动中，前后对比，颇有嘲弄意义。拿破仑入侵俄国，决非象人们常常描述的那样，是什么考虑不周的冒险行动。在拿破仑的全部战争活动中，只有这一次，他集结的人力物力是以往任何战争所无法比拟的。这不仅是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就拿破仑以前的各个时代而言也是如此。



　　在“乌克兰荒原”上不可能依靠就地取给，这一点是当时的军事家们全都清楚的，要说拿破仑竟然不知道，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他曾写信给他的养子说：“在波兰作战很难同在奥地利相比，如果没有充足的运输工具，一切都将是无用的。”他不仅早在1811年4月就命令陆军署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关于俄国的情报，而且他熟知查理十二征俄之役的历史，他一定知道瑞典人曾经面对的那片土地不但人烟稀少，同时还遭到撤退之敌的洗劫。他在1809年战局——他亲自指挥的最近一次战局中的教训，也使他不至于忽视后勤工作。当时，大军团在亚斯培恩受阻，随后陷到了罗包岛上，在严重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苦苦撑持。所以，在皇帝下决心进攻俄国之前，他早就开始了为防御俄国的进攻作准备。例如早在1811年4月，即曾下令在什切青和科斯钦筹备100万日份饼干。与此同时，拿破仑还扩大了其辎重勤务的规模。然而，这些准备纯粹是预防性的，证明拿破仑认真考虑到了俄国进攻的可能性，他不想被人打一个措手不及。



　　到1811年底，在波兰采取的改善军队后勤系统的措施开始带有较多的进攻性。1812年1月，下达了在但泽储备给养的命令。在3月1日以前，要在该地集中供40万人和5万匹马食用50天的粮秣。此外，在奥德河上还要建立更多的储备。为了携运这些给养，辎重部队大大扩充了，最后达到26个营之多(按其同军队的比例来说，比1870年伴随毛奇“现代化”军队的辎重部队还多)，其中8个营各装备600辆轻型和中型大车，其余各装备252辆载重1.5吨的四套大车，还准备了6，000匹备份马。着重使用重型大车的作法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理由是这种大车不能适应难行的俄罗斯小道。但是，同大多数现代作者比起来，拿破仑更懂得使用轻型大车需要有更多的马，从而增加饲养的困难。



　　同样，给军队配备弹药的工作也以巨大的规模展开。主要的弹药库在马格德堡，大量炮弹和火药由此沿易北河送往下游，进而送往东普鲁士。1812年5月1日的一份记录提供了但泽、格沃古夫、科斯钦、什切青和马格德堡的弹药储备总数如下：






　　所有这些都是攻城炮以外的火炮。从上表可知，大多数口径的火炮每门有炮弹670到1100发。这些数字，就是同100年后的工业化和高度军国主义化的德国的炮兵相比较，也是很可观的。



　　很难说拿破仑采取所有这些准备措施究竟打算怎么干，因为他的作战计划完全没有保留下来(如果曾经有过作战计划的话)。所以，我们只能猜测说拿破仑一定认识到依靠马车进行补给，不论组织得多么好，总是不可能保障全军从涅曼河走到莫斯科的。下面的数字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就算拿破仑的60万大军只有三分之一到达俄国首都，而所用的时间假定为60天(实际上是82天)那么，在此期间仅人的给养总消耗量就达到1万8千吨，差不多是其补给车队总载重能力的两倍，而补给车队还要输送其余军队所需物资。进一步说，在到达莫斯科后，每天的给养消耗量可达300吨，要在离基地600英里的距离上保障这样大的消耗量，即便补给车队运行很快，每天走20英里，也需要有1万8千吨载重量的运输车辆。所以，不管他是把车队作为移动仓库，还是用来在国境与军队之间实行往返运输(通过驿站)，总之，在向莫斯科进军时要靠这种方式保障军队给养是绝无可能的。



　　实际上，拿破仑进入俄国时，只带了24天给养，其中20天由辎重营运行，4天由人员携行。但是，有一位现代的军事史家曾说拿破仑期望战局会在12天内结束(假定军队回国也需要12天)，那是不合情理的。拿破仑很可能设想的是一场持续3周左右的战争(我们记得，他在多瑙河谷进行的前两次战局都是这样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可能已经深入俄国200英里以上，有极大的希望追上沙皇的军队，并求得决战。在此以后，胜利者所需的给养就要由被征服者来供应了。这是拿破仑的惯常做法。



　　不管拿破仑的确切打算究竟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他制订战局计划时，后勤方面的考虑一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从后方基地给随军的25万匹马供应饲料，是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战争的发起因此而推迟到了6月底。他之所以从科夫诺出发，并推进到维尔纳，也是基于后勤方面的理由。因为如果在更北边展开，由于波兰的道路极差(这一点拿破仑根据他在1806-1807年的经验是知道的)，会遇到更大的阻碍，如果在更南边展开，又难以利用涅曼河给军队输送补给。在战局开始前的最后几周中，皇帝究竟是打算对敌人实行中央突破，还是从北面或南面包抄敌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也无关紧要，总之是后勤以一种可能使卢弗阿感到高兴的方式对战略起了决定作用。



　　同样的，俄国人防御其国土的计划，也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作为依据的。只有距离、气候和补给这些因素才能打败法军——一支人数空前之多，由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指挥的军队，对这一点，沙皇的顾问们是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撤退，而在于从何处撤退和撤退多远。这里，政治方面的考虑看来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贵族们担心撤退过远会导致农奴暴动。俄国谋士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怎样诱使法军尾随撤退部队之后前进，而不至于置之不理。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沙皇的首席军事顾问法尔将军在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中间的德里萨建立了一个坚固设防的营地，设想拿破仑无论向哪座城市进军都不能避开这个营地。如果法军跟随俄军来到德里萨，他们将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贫穷的地区，其所需的补给只能就地解决很少一部分 [ 注：法尔认为，拿破仑可能携带9日份给养渡过涅曼河，他另外还需要9日份才能到达德里萨，但是，他只能在一个面积2500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征粮。要满足每天25万份口粮的消耗，该地域的每个居民得交付50份口粮，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数字。 ] 。与此同时，另一支俄国军队将在拿破仑的后方活动，使得法军的给养补给更加困难。这一受到很多人攻击的计划，其研究价值并不在于它有人们设想的种种弱点(克劳塞维茨曾经嘲笑过这些弱点)，而在于它同拿破仑的计划一样，主要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以战略方面的考虑为依据的。






图4 1812年战局



　　结果，双方的计划都落了空。拿破仑于6月23日渡过涅曼河。两天以后他就愤怒地责令贝尔蒂埃向梯尔西特送粮食，因为那里的军队“亟需给养”。这一类苦恼的呼声后来成了这次战局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处没有必要一一叙述。拿破仑后勤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就俄国的道路而言，法军的补给车辆太笨重了，道路变成了无底的泥坑，因而问题更加严重。第二，拿破仑赖以向维尔纳输送补给品的维尔尼亚河，后来发现太浅，驳船不能航行。第三，法军纪律松弛，致使部队不进行有秩序的征发，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抢劫，结果出现了一种似乎很荒唐的情况：当士兵们找到了足够的食物时，军官们(至少是那些拒绝参加胡作非为的军官)仍然要挨饿。不仅如此，部队违法乱纪还使地方居民逃跑，以至在军队的后方无法建立起正规的行政机构。第四，有些部队，特别是日耳曼部队，简直不知道怎样保障自己的生活。最后，俄国人在有意进行破坏，这种破坏有时达到灾难性的程度。例如早在7月缪拉就报告说，他的行动地区原本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区”，但已被沙皇的士兵们抢得一干二净。



　　虽然有无穷无尽的牢骚和埋怨伴随着大军团向莫斯科的进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部队都始终不变地和同等程度地处于匮乏状况。特别是前卫部队，因为首先进入新的区域，所以总是过得比其他部队好些。后卫系由皇帝的宠儿——帝国近卫军担任，他们的生活也比较好，一则由于皇帝的关怀，再则由于他们是在其他部队之后行进，相隔一定的距离，因而当他们来到时，村民们已在开始回家了。这后一点看来起了更大的作用 [ 注：莫蒂埃和勒费弗尔都报告拿破仑，说他们得到了地方居民“极好的合作”。 ] 。达武军在主力南面很远处行进，企图切断巴格拉齐昂的第二支俄罗斯军队。他多次找到“超出我之希望”的粮食和饲料，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尽管他的报告充满乐观，他不会让部队沉迷于享受之中。另一方面，有些远离大军团主力行动的部队，特别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和热罗姆亲王率领的部队，却过得比大多数部队更苦。缪拉的骑兵也是如此，他发现筹措饲料十分困难，以至当他到达德维纳河时，马匹已有一半死亡。



　　但是，此时军队已经通过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人烟稀少的区域，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拿破仑一定在出发作战之前就已知道，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周围地区是比较富庶的，居民密度在每平方英里70到120人之间。这一点很可能就是拿破仑在其击败俄国人于边界附近的希望落空后决定继续东进的主要原因。皇帝的算计并没有错。大约从7月中旬起，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部队报告说，尽管沿途的村落常常遭过抢劫，但乡村的状况“越往前越好”，“情况极佳，土地耕作良好”，“景色壮丽”，“长着出色的庄稼”，“有最丰富的收成”。这些报告有许多是来自近卫军，他们组成后卫，所到之处一般是遭过抢劫、资材比较缺少的，但仍然有此反映。这就有力地证明，大军团陷入困境与其说是因为当地缺乏粮秣，不如说是因为部队不守纪律，不仅造成居民的逃亡，而且发展到抢劫军队自己的补给车队。不过，就连尤金和施瓦岑贝格这些永远是牢骚满腹的人，也感觉条件有所好转。正如8月22日一封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回的私人信件所指出的：“我们所到的地区，情况甚好，收成丰盛，气候宜人，你可以想见地方资财是很多的……军队的健康状况极佳。我们既不缺粮，也不缺肉。至于葡萄酒，则不如布贡多，但我们也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本章并不想低估拿破仑入侵俄国所遇到的后勤困难，从这场入侵的悲惨结局来看更是如此。但是应当承认，最严重的匮乏是在进军的头两个星期(恰恰是拿破仑为之做了最细致、最广泛的准备的一个时期)，以后情况就逐渐好转。同时，无论在什么时候，包括从莫斯科撤退的时期，大军团遇到的问题主要起因于纪律太差。 [ 注：在此期间，大军团部队在斯摩棱斯克、维切布斯克和维尔纳等地一再碰到储备充足的仓库，饥饿的部队每次都冲向粮仓，进行抢夺，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无法进行有秩序的分配。 ] 当然，纪律差也部分地起因于供应不足。但事实仍然是，凡指挥官严格维护纪律的部队(如达武的部队)，情况始终比其他部队好些，而近卫军甚至能够保持很好的秩序，以至于地方居民不仅不逃走，反而热烈地欢迎他们。有些人常常强调说，整个地区穷得供养不起一支军队，这也是不真实的。法尔之所以选择德里萨建立他的设防营地，纯粹因为这个地区被认为是缺少资源的，但缪拉早在7月就从德里萨写信报告拿破仑说，周围地区的物资情况倒也差强人意，只要建立起适当的行政组织，停止部队的抢劫行为，就可以加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说明，越接近莫斯科，乡村就越富裕，加之法军合理地判断俄国人不会不战而放弃其首都和圣城，这大概就是拿破仑不在维切布斯克结束战局，而要进军莫斯科的原因。



　　近来有些人企图利用上述事实否定克劳塞维茨对法尔防御俄国的计划的批判，用以证明法尔的计划正确。我们认为法尔采用那个时代的后勤谋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他是正确的。法尔计划的主要错误在于德里萨营地离国境太近，不管沿途的经济情况怎样，大军团总是一定能到达的。要想制止法军的追踪，仅让他们挨几天饿还不够，这一点在法国的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的全过程中已经反复得到证明。事实上，尽管路途遥远，后勤困难重重，但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是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来到波罗金诺并攻击两支合并在一起的俄国军队的。如果巴克雷的部队果真在德里萨堑壕之后等待法国皇帝的到来，那么，他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看到，是纪律松弛对战局的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对法军补给工作的攻击，说他们业务不熟练，则大都没有根据。拿破仑把在离国境线至少也有200英里的距离上对军队实施补给的问题看成仅仅是个算术问题。而没有充分重视无所不在的战争“阻力”因素，这一点可能是确实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是不得不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其战局计划工作的。至于说法军辎重人员在业务上还有不足之处，这也确有材料可以证明，但这首先是由于环境的困难，而不是由于缺乏经验，因为法军的辎重机构到此时已有五年的历史了。特别是有的人宣称法国部队及其指挥官不懂得怎样就地取给，这种意见极端可笑，是与其作者的身份不相称的。法军对就地取给的擅长，享有当之无愧的名声，而且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使之能在1800-1809年这一空前短促的时期内横行全欧，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



　　大军团在向莫斯科进军期间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确实的 [ 注：拿破仑率领301，000人渡过了涅曼河，到斯摩棱斯克时(8月15日)，已减少了100，000人，到波罗金诺时他只剩下160，000人。大军进入莫斯科时，只有100，000人左右，当然，后来又有一些不同的分遣队加入到大军中来。 ] ；而饥饿及其后果——逃亡和疾病，是造成这种损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确实的。但若将这种情况完全归咎于补给不善就不明智了。需要保卫漫长的补给线，需要为此而留下警备部队，还有路途遥远这一事实本身的影响，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至于法军的物资损失，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进军莫斯科时沿途抛弃的装备，有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后来收回了。1812年拿破仑的主力跋涉600英里，沿途打了两次大仗(在斯摩棱斯克和波罗金诺)，但在进入莫斯科时仍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实力。而1870和1914年，德国人的行动距离较小，行动地区非常富饶，补给机构健全，后来成为所有征服者的楷模，但当他们到达巴黎和马恩时，也都只保留了大约一半的实力。他们的效能固然出色，但相比之下，1812年的法军，尽管其补给勤务可能微不足道，总的成绩仍然不算太坏吧！




结论




　　在阅读当代人对拿破仑后勤体制的评述时，可以碰到很多的误解，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这些误解的根子何在？毫无疑问，既然谬种留传，必然是出自大名家之手。事实上，调查的线索引向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评论家——克劳塞维茨。说克劳塞维茨是这些错误意见的总根子，这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普鲁士人对拿破仑的全部看法是这样一个假设为依据的，即：拿破仑的战争在性质上与其他战争不同，是战争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正是克劳塞维茨称这位法国皇帝为“战争之神”，并发明了“绝对战争”一词来描述他所认为的拿破仑体制的实质。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拿破仑对战争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革命，克劳塞维茨认为这样的革命必然伴随着同样深刻的后勤补给方式方法的变化。这就使他想象出这样一支军队：根本没有仓库，全靠就地取给，不重视正规补给，在行军中有时好象长了翅膀，从欧洲的一个首都飞向另一个首都。当时的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一种情景是言过其实的。受过很多诬蔑的德国外交官比悠罗夫在写到1805年战局时正确地指出，法军从来都不能在完全没有仓库的情况下行动，至于其运动的快速性，应当更多地归功于没有笨重的行李，而不是因为摆脱了后勤的束缚。如果说克劳塞维茨还情有可原，因为他隔拿破仑太近，缺乏远观的透彻性，那么，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特别因为他们已经阐明了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他的战略、战术、组织等——是前30-40年间战争艺术进步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后勤不仅是拿破仑战争活动中唯一完全与众不同的方面，而且这个方面比起前此以往的做法来实际是一种倒退，这种观点是引人注目的，它本身就引起人们的重新考虑。



　　在本章中，我们有意地集中介绍了两次战局，这两次战局代表着拿破仑战争活动的两个极端：一次是空前成功的1805年战局，另一次是灾难性的1812年战局。我们看到，在前一次战局中，拿破仑既没有仓库，也没有妥善组织的运输勤务，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它们。我们还看到，拿破仑最初打算用来保障其军队的车辆数量，按其同军队人数的比例而言，恰恰和那位饱受攻击的“倒霉将军马克”的随军车辆数量相同。但是，拿破仑未能控制住这批车辆，或者是未能加工出足够的给养来装满这些车辆，这就迫使他改变计划，将其进军方向由日耳曼的一个贫穷的、人口稀少的地区，转移到另一个比较富裕的、能提供更多资源的地区。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并没有摆脱后勤的“专政”，他的做法同170年前的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是一样的。



　　但是，到达乌尔姆后，皇帝认识到不能再靠同样的方法来维持行军了。因此，他组织了规模空前巨大的运输勤务，他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堪称同类工作的楷模。他设法在巴伐利亚的一些城市建立起巨大的仓库，准备好车队和船队向前进中的军队输送补给品。如果说这些安排对于保障军队的行动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那首先是由于大量兵力过度密集在很少的几条道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阶段，有5个军不得不共用一条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军队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在后勤方面备尝苦头的。就连现代的军队，尽管装备着数以万计的机械车辆，要在兵力如此密集的情况下解决补给问题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终究送上去了一些补给品，而军队也没有挨饿，大多数部队没有瓦解，那么，这当然不能说是因为抛开了后方补给(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而应当说是预见性、组织工作和领导艺术的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只有拿破仑这种天才才能取得。由此可见，拿破仑恰恰在这个时期位于先头部队之后数十英里之远，宁可让作战指挥受到严重影响而去抓后勤组织，这并不是偶然的。



　　拿破仑的军事机器，包括其行政勤务和后方勤务，保障了奥斯特里茨这样大规模的胜利，他对这部军事机器感到满意是自然而然的。但与此同时，他对其缺点也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命令在尔后的战局中要携带更多的储备品。不仅如此，1807年他还采取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措施：除随军车辆外，第一次给大军团配备了正规的辎重勤务机构。它不再是由征发的和雇用的车辆与驭手，而是由完全军事化的人员和装备组成。所以，在后勤领域，如同在大多数别的领域一样，拿破仑不仅没有退回到比较原始的作法去，而且是走在了他的对手们的前头。至于说辎重勤务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满足全部的期望，那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再看1812年战局。我们看到，入侵俄国并非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恰恰相反，拿破仑采取的措施超出了卢弗阿所能梦想的程度。虽然如此，由于那个时代技术水平的限制，想要完全从后方基地保障人员的给养是毫无希望的，保障马匹的饲料更不待言。拿破仑完全清楚这一事实，因此。他设计了这样一次战局，这次战局应在后勤机构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以前胜利结束，或至少是基本上胜利结束。但由于部署的失策，首先是他的兄弟热罗姆的失策，就连看来已落入他掌握之中的那一部分俄军也未能加以分割和歼灭。他就是这样在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来到了维切布斯克，这已是他的后勤体系尽最大努力所能保障的最远地点了。或是撤退，或是再作一次迫使敌人决战的尝试——面对这两种方案，皇帝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终于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促成皇帝定下决心的是这一事实：俄国最贫穷的部分已经过去，今后越往东进就越富裕，便于进行就地征发。如果部队能严守纪律，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结果的，试看近卫军，当他们到达俄国首都时，不是保持了完整无损吗？



　　在向莫斯科进军途中，大军团的辎重勤务中断了工作，这是拿破仑一直预料会发生的事。不管辎重勤务本身有多么严重的缺点，前送的中断无疑是客观条件过于恶劣所造成的，基本上不是由于什么人员缺乏经验、不负责任或贪污腐化。1870年和1914年，德国人有着优越得多的、组织精良的补给机构，其补给距离小得多，道路质量好得多，数量多得多，但是，从后方基地供应军队给养的作法仍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不得不求助于就地征发。



　　现在再看征发的具体方式。拿破仑拥有一套卓越的后勤机构，其代表就是军副官和师兵站官，拿破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拿破仑深知“直接”征发有害于军队的士气和纪律，因而尽可能避免这样作，他或者预先筹集补给品(1704年马尔波罗就是这样作的，尽管他支付现款)，或者征收特别税，然后再购买补给品 [ 注：1810年，拿破仑告诉在西班牙的勒阿弗尔，要他向絮歇“传达命令，从莱里达大量征收特别税，以便取得经费为军队就地解决吃饭、穿衣和薪饷问题，让他懂得，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所需兵力太大，无法给他供应经费，应当以战养战。” ] (这是18世纪指挥官们的标准作法)。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他都付给收据，并记下帐目，甚至在敌国也是如此，他的打算是战后再同可能已打败的敌人算帐。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1805年15万人聚集在乌尔姆地区期间，拿破仑才实行“直接”征发。当然，到了可能和适当的时候，又重新采取通常的作法。



　　由于依赖就地取给，拿破仑的部队同其18世纪的前辈们一样，每当在某一特定地区停留过长的时间，就自然而然地陷入后勤困难。1796年在曼图亚地区是这样，1805年奥斯特里茨会战前部队被迫停止前进时是这样，1809年军队陷在罗包岛上，以及1812年在莫斯科停留期间也是这样。但是拿破仑通常知道怎样防止这样的停顿发生，他总是能够直接从战略行军投入决战，然后转入追击，而避免进行围城战，这一点也许正是拿破仑战争体制的最具革命性的方面。他这样做的正确性，也从他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遭遇得到反面的证明，由于那里的地理条件，围城战非打不可，因而一支接一支的法国军队在那里陷入挨饿的困境。



　　法国军队之所以具有那种前所未有的锐气，能够完成以往的军队通常无法完成的事业，具体地说，能够所向披靡地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些原因包括：实行将大军团划分为军的体制，这样做使全军的部队分散，较易就地解决给养问题；部队不带行李辎重(这种行李辎重妨碍18世纪军队的运动，其不良影响较之设想中的对仓库供应的依赖性更大)；有负责就地征发的专门机构，当时欧洲的人口密度较之以往有所增长(格扎·佩杰斯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再者，按照拿破仑自己的解释，法军拥有庞大的兵力，因而能够绕过各种要塞，而不是停顿下来去进行围攻。但是，最后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物质的”因素都不能完全说明拿破仑成功的原因。这就是说，还要充分估计天才的作用。就连我这本非常平庸的书也是这样做的。














	

 






	















	







	







	









 





	


	







	








	




	


第03章 铁路的兴起




	







	

 



	


	



从拿破仑到毛奇的物资补给




　　滑铁卢的炮声刚刚消失，各国的军事家们就开始研究和分析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以求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未来的借鉴。由于在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军队的机动性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其致胜的决定因素，所以后勤问题受到人们特别缜密的考察。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当各国指挥官们着意仿效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这个考察过程即已开始了。例如奥地利军队早在1799-1800年就曾大幅度削减了大车、驮马和行李辎重的编制定额，1805年打了败仗后再次削减。结果，到1809年战局中，奥地利人在行军效能上第一次能与拿破仑匹敌了 [ 注：4月28日至5月16日之间，查理大公从查姆行军至亚斯培恩，行程200余英里，中途没有休息，到达时兵强马壮，使拿破仑第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 。同样，联军在1813年从萨克森向莱茵河的行军中，也显示出他们已经吸取了那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的某些经验。



　　在这股学习和仿效拿破仑后勤保障的潮流中，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学派。其中一个学派的最佳代表也许要算安德列·德·罗吉纳。他是一个法国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战争，并且早在1816年就发表了他对那些战争的观感。在题为“欧洲进攻战中的大规模行动”的一章中，罗吉纳给予拿破仑的后勤工作以猛烈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说，他的最终失败首先是由于对交通线重视不够。按照罗吉纳的观点，深入敌国的战略穿插须使用小部队才能顺利实施，而现代军队规模庞大，其所需的给养、弹药和补充兵员数量更大。罗吉纳进而着重指出，军队就地取给必然带来种种困难，包括士兵逃亡，纪律涣散，以及同居民打交道的麻烦等。他把奥斯特里茨战局称为拿破仑“疯狂的顶峰”，并责备拿破仑使30万人饿死在饿国，又使20万人饿死在萨克森。罗吉纳认为，要克服所有这些弊病，希望在于实行一种“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战争体制：军队携运最大限量为8天的给养，前进时离基地不超过30到40里格，然后停止前进，补充给养，等待预备队的到来。(罗吉纳认为，要成功地实施任何军事行动，预备队必须随后赶上)。此时，再次积累储备品，并建立新的基地。直到一切就序，军队才能重新前进。



　　另一位，也是更伟大的一位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与此大不相同。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当他谈到问题的核心之点时，对拿破仑战略行军的快速性并不象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那样看重。他指出，就地征粮之造成迟误，与后方供应制度同样严重，当部队自己不能直接征粮时尤其如此。他并且以1806年缪拉对普鲁士人的著名追击战为例，说明腓特烈二世虽然带着他的全部庞大辎重和行李，也能达到和缪拉同样的速度。但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当行军距离延长时，法国人的补给制度或缺乏正规补给制度就显得较为优越了。完全是靠了这样的制度，从塔古斯河到涅曼河的那些长途行军才得以实现。所以，不管克劳维塞茨有多大的保留，他已预料到将会出现就地取给的高潮。他得出了同他自己的具体考察相矛盾的结论：依靠就地征粮的战争，比依靠仓库供应的战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相形之下，“后一种战争看起来简直不象是战争了”。



　　这种意见可算是拿破仑之后的一代人中颇受重视的理论观点。但这种观点一旦付诸实践，人们很快就发现，单靠掠夺并不能满意地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例如，1812年的俄罗斯行政条例责成军需总监采用“征发、购买以及签订合同诸方法来开发被占领国家的资源供军队之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动用自己的库存”。但是，实际上俄国指挥官们却不太愿意用这种方法保障自己的部队，结果在1828-1829年战局(对土耳其)和1831年战局(在波兰)中吃了“很多苦头”。所以，1846年引进了“流动仓库”，以及野战面包房和屠宰场。然而，这些措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未收到什么成效，致使数不清的人尸马骸遍布在通往保加利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上。



　　俄国人是为地理环境所迫，不得不在贫困的和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战争；奥地利人则不同，1859年，他们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富庶地区作战，当地的资源足可供养军队，因此，自然而然采用了就地征粮的方法。但是，部队的建制运输工具未能按时到达，而利用地方车辆组织运输纵队的做法又旷费时日，加之严禁部队自己筹粮，以至于造成饿饭。此外，在军需总监和各军之间协作不够，时有磨擦。因此，整个补给组织后来被描述为一场“完全的失败”。



　　普鲁士的辎重机构在1814-1815年初建时是相当简陋的，包括：给养队(从理论上说能为军队载运4日给养)、野战面包房、军马补充站和卫生大车。根据1813年的一道敕令，这些机构被组成若干“辎重连”，每军配备1个。辎重连由7个(后减为5个)给养队，1个野战面包队和1个流动军马补充站组成。为对补给勤务进行管理，1816年成立了一个辎重军官组织(其人员来自骑兵)。同年，各军奉命指定辎重指挥官，但辎重指挥官却隶属于辎重监督，因而独立于他们所应保障的兵团之外。



　　除指定一批军官在战时掌管辎重外，并设有一个负责补给勤务的部门。只有一部分用于建立辎重部队的器材储存在兵站随时可用，打算到需要时再另外征集马匹和车辆补其不足。同样地，也没有建立一些资深军士基干队，以便对必要的人员进行训练。总之，整个组织机构必须在动员时从无到有地组建。



　　在1848和1849年的战争期间，这些安排第一次受到考验，果然证明是非常不足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员的质量和数量。辎重指挥官冯·弗留顿特尔少校年已69岁，他的主要同僚都是参加过1812和1813年战局的老兵，最年轻的也已55岁。找不到军官来领导野战医院和面包房，后来只好交给军士们掌管，其中有些人还是残废，甚至从来没有骑过马。装备，特别是服装，非常短缺，以至于有些人在兵站等了14天，最后才领到他们的军服。马匹饲养问题事先未作安排。当军官们开始将他们不认识的士兵编入新建的部队时，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辎重部队未能按时到达展开地域，使得那位带兵的威廉王子(后来的国王和第一个日耳曼皇帝)写到，补给和运输是整个普鲁士军队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



　　1853年，陆军大臣冯·波宁发起了一场彻底的改革。1月，规定了在平时就应培训辎重军官和军士。三个月后，由腓特烈·威廉本人签发了一分更详细的命令，规定每军选派一名参谋军官组建辎重人员“基干队”，这些人员每年应有14天参加补给演习。1856年，这些辎重人员“基干队”扩充为正规的辎重营，而且，这一次辎重营是直接隶属于相应的军司令部。辎重营设营部、5个给养队(总运载量为3000公担 [ 译者注：公担，重量单位，等于100公斤。 ] 面粉，约为8日消耗量)、1个野战面包房、1个军马补充站、1个中心医院和4个野战医院。但是，当1859年军队实行动员，准备同法国作战时，发现这些措施有许多仅仅存在于纸上。解除动员后，又采取了按编制配齐所有各军辎重部队的措施。最后，1860年6月，又进行了另一次改组，辎重部队转为陆军的独立兵种，设立了辎重总监。辎重总监不隶属于总参谋部，而隶属于陆军部，负责辎重部队指挥官的训练和任命。整个普鲁士陆军现在分为9个军，每军配一个辎重营，该营在平时由292名军官、军士和士兵组成。辎重人员均登记为战斗兵员，穿着正规军服。



　　这些安排从理论上说是完备的，但在1864年的丹麦战局中并未真正经受检验。因为当时普鲁士投入战场的兵力仅43，500人(略少于两个完整的军)、12，000匹马和100门炮，只占其总兵力的一小部分。在集结阶段，全军一般都用屋主供养的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但在基尔附近建立了一些面粉和饲料仓库，那里是一个预备的大车集中地，共有1000辆大车。当时正值冬季，气候造成了一些麻烦。具体说来，即道路冰冻，行军困难。尽管由于有些人员缺乏训练，引起了一些问题，但因距离小，乡村富裕，整个补给工作是平稳正常的。总之，这次小规模战争的经验，并未在补给勤务方面引起任何重要的改变。



　　1866年普奥战争的经验与此完全不同。虽然从理论上说辎重机构有能力保障部队的需要，但是，单就工作量而言，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28万人集中于一个战场，依靠后方补给，这样大规模的行动，除拿破仑的那次倒霉的俄罗斯冒险外，远远超过以往的一切军事行动。这一次同1864年一样，部队的给养保障在集结阶段是以屋主供养为主，而以自由采购为辅。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当部队向奥地利进军时，应从后方实施补给。特别是第一集团军为此作了全面安排，好象其预定战场萨克森是个沙漠似的。结果这些计划完全落空。大约在6月29日以前(当时，部队侵入奥地利领土的距离还不太远)，辎重单位一般还能跟上部队；以后就一直掉在后面，无法赶上部队。直到打赢了科尼格拉兹会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当辎重单位陷在严重的交通拥挤之中，在道路上争夺优先通过权的时候，部队的给养是用屋主供养和就地征粮的办法解决，有时甚至完全断炊。毛奇本人在7月8日写给军队指挥官们的信中指出，失败是由以下几种“弊病”造成的：



　　1.补给车队被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行军纵队挤出了道路，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能移动，因而脱离了由其负责保障的部队。



　　2.本应负责维护行军纪律的野战宪兵，常被调去担任其他工作；而野战宪兵指挥官们则利用这一事实作为他们不干本职工作的借口。



　　3.原定以编外车辆扩充补给车队，而这种车辆有很多不宜军用。



　　4.由于缺乏指挥，在隘路和其他狭窄地点常常拥挤不堪。车队和单车自行其是，时常停在路上，因而造成堵塞。



　　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军队仍然主要依靠就地征粮维持生活。这使毛奇不得不暂停执行惯常的规则，而允许军、师，甚至营，不通过军需勤务部门，自行筹措补给品，以便节省时间。但是，波希米亚的物产并不丰盛，所到的村庄常常是敌军放弃的，所有的运输工具均被奥地利人在撤退时带走。真正丰富的只有一种物品，即肉类，而面包非常短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供应。这有时影响到部队的行动。例如第2近卫步兵师曾于7月19日被迫停止前进。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如果战局的时间拖长，补给品的短缺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后来时间并未拖长，但由于数周行军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仍然造成了霍乱症的猛烈爆发。幸好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只过了20天，这场“七周战争”就结束了，这时，后勤机构的缺点甚至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虽然1866年的普军拥有组织良好的补给机构，但从野战部队给养补给所用的实际方法来看，此时的普军并不比60年前拿破仑的大军团先进多少。步兵弹药补给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弹药是随同针击枪一次发下，毛奇的士兵们还是能够在军的范围内将弹药全都带走，每支步枪合163发子弹，分别由团的车辆、营的大车载运以及由士兵背负，没有安排从后方源源不断地前送弹药。同时，由于消耗量极小，也不需要前送。在整个战局中，弹药的总消耗量不超过140万发，平均每个战斗兵7发 [ 注：在科尼格拉兹战斗进程中，平均每支步枪只发射了1发子弹。 ] 。因此，1866年以后，各种车辆载运的弹药数量有所减少，而步兵背负的弹药数量则不断增加，直到占了弹药总补给量的一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当时的后勤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



　　由后方基地保障军队给养的尝试，尽管很不成功，仍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即：沿一条道路行军的部队的最大人数受到了新的、严格的限制。在拿破仑时代，其所以有这种限制，是因为必须让每一部队都能得到面积足够的地区自筹粮秣；而在毛奇的体制下，这种限制是由他的马拉补给车队每天所能运行的距离决定的。假定这一距离为25英里，那么，部队行军纵队的长径就不得超过12.5英里。这样，后方的补给车队才能在一天内到达前卫部队，并返回原地进行补充。从理论上讲，这个数字是可以加大的，办法是使用大量马车，将其分成若干梯队，每个梯队载运一日补给量。但这样做必然要求各补给车队正规地往返穿梭，彼此相对运行。在18世纪60年代中欧的道路上，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实践证明，沿一条道路行军时，不能超过一个军，即31，000人。这就使毛奇说出了那句有名的格言：战略的决窍在于“分散行军，联合作战”。实际上，这一规则并非经常都能遵守。特别是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第一集团军的3个军挤在一条道路上，使补给车队无法通过，这是造成该集团军给养短缺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由于明确了上述原则，后来3个普鲁士集团军是分别沿5条道路向战场开进的，这些道路之间还有良好的横贯交通线；而整个奥地利军队的行军道路却只有两条。




铁路给战争带来的变化




　　19世纪后半叶，是伟大的铁路时代。毛奇将这种新奇的运输手段革命性地用于军事目的。在他的整个战争体制中，这一点受到人们最大的重视和赞扬。所以，在分析铁路在普法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谈一谈铁路作为战争和征服的一种手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如所周知，在首先提出军队可从铁路的使用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见到，如有周密设计的铁路网，将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先对付此一敌人，然后再对付另一敌人。但令人惊奇的是，首先对铁路的军事潜力加以充分利用的却是俄国人。1846年，他们依靠铁路，在两天之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克拉科夫，行程200英里。4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7年以后，又轮到法国人在铁路的战略运用方面给震惊的世界上了一堂课。从4月16日至7月15日，他们用铁路输送了604，381人和129，227匹马，为此利用了当时法国的全部铁路线。在这些人马中，有227，649人和36，357匹马直接送到了意大利战场。



　　在普鲁士，情况与此相反，铁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观念，起初受到了完全的反对。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重复着他的说教：良好的交通线只能使国家易于被敌人纵横驰骋。根据商业的利益修筑新铁路线的打算，常常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因为军方担心其各处要塞的安全。为处理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于1835年得出结论说，铁路决不能代替公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1年，由于缺乏兴趣，争论才停息下去。



　　普军真正开始重视铁路是在1848-1849年革命中，因为当时部队沿公路运动很不安全。这一情况，加上革命军反复利用铁路进行撤退，终于导致一个大转变。但起初进展缓慢，而且，乘火车开往阿尔木兹的普军在到达时秩序十分混乱，因而无力对付组织上优越得多的奥军。在1859年普鲁士再次动员时，尽管某些最严重的缺点已在这段时间内得到克服，但铁路军运同法国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原因之一在于，此时德国有几十个不同的公司管理铁路线，相互之间缺乏协作，而且管理不善。虽然从1847年开始，德意志铁路联盟曾努力实行某种程度的统一组织和集中指挥，但仍未能建成一个战时可以自由运用铁路于军事目的的体制，这个任务直到1872年才告完成。



　　60年代中期，联邦军队(实指普军和奥军)在有效实施(虽非大规模实施)铁路军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1864年1月19日至24日，普军依靠铁路将一个步兵师(15，500人、4，583匹马、377辆车)从明登运到哈堡，总共使用了42列火车，平均每天7列，行程175英里。随后，又利用铁路输送补给品。在2月下半月，平均每天有两列火车在阿尔托纳和弗仑斯堡之间进行补给运输。到这一时期终结时，火车已能继续向北开至石勒苏益格。由于这些行动规模甚小，所以并未从中总结出什么重要经验。总的来说，铁路工作正常，仅发生过一次事故。对后来比较有重要意义的是，当时发现列车的卸载易于造成阻塞，曾经试验过使用移动木质跳板，从列车后方，而不是从侧方进行卸载，如此等等。



　　在1866年战局期间，铁路网不仅决定了普军战略展开的速度，而且决定了其展开方式。在准备对奥作战时，毛奇和总参谋部的意图本来是将普军展开于郭利兹一带，以便既能掩护西利西亚，又能从翼侧阻击奥地利人经萨克森向柏林的进军。但是，普军由于动员迟于奥军，为抢回失去的时间，不得不同时使用通向边界的所有5条铁路，结果使其部队展开在一条长达200英里的弧线上，后世所谓毛奇的“外线战略”即由此得名。其实，这并非预先有什么周密的运筹，而是事出偶然，是那个时代的后勤因素，即普鲁士铁路网的距离和分布状况造成的。



　　实际上，1866年战争期间对铁路的使用，很难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不错，动员进展顺利，在21天之内，展开了197，000人、55，000匹马和5，300部各种车辆；而且，据说有个军官在此期间去谒见毛奇，竟发现他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看书。但是，尔后的铁路运输就远为逊色了。人们第一次懂得，把补给品送到铁路终点站，较之从铁路终点站将其送到部队要容易得多。在制定动员时间表时，毛奇本来就没有把补给列车的动员时间作好安排，后来又把他的铁路专家冯·瓦登斯列本带到战场上去了，从而使情况更加恶化。因为整个铁路系统失去了一个集中的指挥者，各军的军需官就得以漫无节制地把大量的补给品送往前方，而丝毫不考虑铁路终点站的接收能力，结果各终点站拥挤不堪，终于完全堵塞。这样，至6月底，据估计有多达17，920吨的补给品陷在铁路线上进退两难，而数以百计的铁路车厢则不断被用作临时库房，甚至到线路已经腾空，可以通车时，仍不能将这些车厢用于运输。当面包变陈，饲料腐烂，牲口因营养不良而死亡时，野战指挥官们却可以任意轻视后勤对战斗的影响了，因为这时部队已经远离自己的补给车队，它们同铁路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了。这样，从6月23日第一支部队越过奥地利边境，直到科尼格拉兹会战结束，铁路对会战的进展丝毫没有起到作用。



　　科尼格拉兹会战胜利后，普鲁士人发现，由于他们不能利用奥地利的铁路，难以继续深入奥地利境内。7月2日，毛奇要求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的铁路尽早通车，他指出：“鉴于我们的补给情况非常困难”，这段铁路“有重要意义”。但是，4天后他被迫承认，他的要求不起作用，特别是科尼格斯坦、瑟累森斯塔特、约瑟夫斯塔特和科尼格拉兹诸要塞封锁了通往巴杜维兹的线路。曾经对能否修筑应急线路以绕过这些要塞进行调查，但直到战局结束，调查也未获得任何结果。于是，普鲁士人决定不顾这些要塞，将它们抛在后面，而直接向维也纳进军。这样，在战局的第二阶段，铁路对作战进程仍然未起丝毫影响。此时，军队靠就地征发保证给养，强征各种能够找到的本地运输工具，其一切行动都好象铁路根本不存在一般，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在1866年8月6日致俾斯麦的信中，毛奇从上述情况引出了如下的一些结论。他写到，战局已经证明，当铁路受到小的损坏时，修复起来非常容易；“唯一时间较长的阻断”是那些要塞造成的。因此，这位总参谋长建议说，一俟可能，就要加修普鲁士自己的铁路，使之越出现在的周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构筑更多的要塞。因为尽管铁路被遮断，但普鲁士人毕竟没有中断其向维也纳的进军，而奥地利的要塞充其量只不过成为普军后方的一种麻烦而已。所以，有发展前途的是铁路，而不是要塞。不过，毛奇忘记指出，自普军完成展开以后，其铁路和列车运输都已经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它们对战争的结局没有任何的贡献。



　　不管毛奇的铁路在普奥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铁路给了毛奇以压倒的优势，这种优势在4年以后德国打败法国的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后勤(包括铁路补给)在普法战争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将在本章的后一部分详细论述，这里仅指出一个事实：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普鲁士的)铁路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劣于法国的铁路。迟至1868年，那位写了《在使用铁路条件下的作战行动》一文的无名军官还认为，尽管普鲁士在不久前的对奥作战中打了胜仗，但“整个法国(铁路)的效能远远胜过普鲁士……。”这是由于以下原因：



　　1.法国的各类列车，其运行速度均较德国为快，其所以如此，就军队运输而言，是因为预先安排士兵自带干粮，而不必在沿途车站下车进餐。



　　2.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德国铁路网的统一经营程度，以及设备的标准化程度，均次于法国。



　　3.德国的线路仅24%为双轨，法国则为60%(这是1863年的数字，1866年后，德国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



　　4.总的来说，法国车站的容量较德国为大，这一点无疑影响到卸载速度这一重要因素。



　　5.法国平均每英里铁路所拥有的车辆数量，超过德国几乎三分之一。



　　6.法国双轨铁路每天所能通过的列车数量大于德国，从理论上说，据称具体数字分别为17和12，但实际上，法国双轨铁路在1859年每天已能通车30列之多。



　　与民用相对而言，在军事方面，法国铁路的优越性被认为比上述事实所指出的更大，因为法国铁路的建设一开始就是在战略考虑的指导下进行的。德国则不然，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在铁路建设中着重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和各地的局部利益。法国把沿国境线的各条铁路联成一体，又以从一个中心枢纽向外延伸的蛛网式线路将各大要塞联结起来，这样做被认为非常符合战争的需要，同德国那种由南北和东西线路构成的“几何图形式”铁路体系比起来，显得极为有利。毛奇本人也同意法国铁路优于德国的估计，他之所以打算在对法战争中坚持防御作战，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



　　1870年战争后，法国和德国的作者们互相指责对方在修筑铁路时具有进行侵略战争的意图。在规划德国的铁路网时，毛奇确实是有发言权的。但是，他认为除细节问题外，商业线路足能满足他的需要。只有一次他曾纯粹出于军事目的建议修建新线，但得到的答复只不过是一封客气的感谢信。1856年，普鲁士皇太子本人因为收到一件类似的提议而写信给陆军大臣说：



　　格罗本将军……建议沿莱茵河右岸修筑铁路，为此他要求拨给九百万塔勒。



　　近来的事实已经表明有足够的私人资本修建铁路，因此，加重国库的负担看来是不妥当的。



　　这位身为军人的皇太子不是极力从军事方面着眼来修建新线，而是完全满足于将这一条极端重要的横贯线路的建设任务交给私人企业。当然，他期望以后军方能从中得到好处。时常听到一种断言，说德国人在规划铁路体系时较之法国人更多地考虑战略需要，这种说法看来至少是缺乏证据的。



　　最后，还有一个奇怪的，但很少为人所知的事实，即德国人有关铁路对战略的影响的理论著作是完全错误的。早期的代表人物(包括留道夫·冯·坎姆浮森，摩里兹·冯·普利维兹、亨里希·冯·鲁斯托，以及一位普鲁士总参谋长冯·李赫将军)都认为铁路交通将有利于在国内战线展开，李斯特本人也是如此，他曾希望铁路“将改变祖国中央部分的情况，使之从迄今是无穷无尽的各种弊病的来源变成极强大的力量的源泉”。但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表明，铁路并没有改善国内战线的作战行动，而是帮助了外线的作战行动，不过，1866年普军是被迫这样做的。与此相反，法国的铁路网在1870年给法军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来发挥内线的优越性，当然，这并未使他们免于彻底的失败。



　　另一个错误，而且是毛奇本人也有的错误，发生在他们如何看待铁路对攻防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这里，带头的又是李斯特，他写道：



　　在这一切当中，最美好的事情就在于所有这些优越性(指内线作战的优越性)几乎仅仅有利于防御一方。所以，现在和以前比起来，防御要十倍地容易，而进攻则十倍地困难。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较大的运动速度总是有助于防御者”，因为防御者“必须使自己的运动能与进攻的运动相匹敌”。所以，发达的铁路网将把一个大国的防御力提到“最高水平”，在李斯特等人看来，甚至可以提高到使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地球上将实现永久和平的程度。这是每当新的战争手段出现时常会产生的那种预言的又一例，但这类预言看来不知怎么总是注定要落空的。



　　李斯特不是军人，他的结论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见识”。但毛奇却同意他的意见。毛奇的理由是，防御者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铁路网，而进攻者在越过前线以后却没有任何铁路可以依靠。所以，铁路对防御的帮助大于对进攻的帮助。但毛奇的实际经历却不能证明这一结论，因为他毕竟实施了几次空前成功的进攻战局。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人们都试图用这些战局来表明，铁路已使进攻成为最好的、甚至是赢得战争的唯一方式。



　　这些事实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是一言难尽的。当然，它们有助于说明，那种把普鲁士战胜法国的原因主要归于其铁路组织优越的普遍看法是错误的。普鲁士人的铁路网有很多缺点，而且理论上也有错误，那么，他们的胜利究竟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临机应变的特殊天赋，因而能在战局中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是因为另一个事实，即：铁路对于他们的战争行动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正确，我们将在下面进行探讨。




对法战争中的铁路




　　1870年7月13日，俾斯麦公布了经他删改后的普王从艾姆斯发回的电报，两天以后，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一起开始对法作战。由于预期将有此类事件发生，普军早有准备。战争爆发时，只需掀一下按钮就可把整个庞大的机器发动起来。



　　从1866年8月对奥战争结束到1870年7月，在这一时期内毛奇常常考虑动员和展开军队对法作战的问题。由于法军与普军不同，是一支常备军，其发动工作可以预料会更加迅速。如果拿破仑 [ 投笔从戎注：指拿破仑三世 ] 利用这一优点先发制人地展开进攻。那么，毛奇面临的问题就不是准备向敌国境内进军，而是如何恰当地使用铁路，以便尽可能早地达成数量优势。军队的展开愈靠前，德国所必须放弃的土地就愈少。但是，客观上却有些不得不考虑的情况，要求军队的集中相当靠后。首先，必须估计到一种可能性，即法国的进攻会使德国边境地区的铁路网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每天每条线路所能通过的列车数量，与军队的运行距离成反比。这样，要尽量多保住德国领土的意图就与尽快集中军队的需要相冲突。于是，毛奇按其一贯作法，在最后的计划中(显然是1869年冬至1870年春制订的)准备让军队集中于远离莱茵河东岸的地方，一旦必要就在法军前进时几乎不作抵抗地放弃整个莱茵兰地区。



　　至于军队的实际部署，则主要不是决定于战略考虑和已知的敌方企图，而是决定于铁路体系的分布状况。同 1866年一样，为了抢时间，不得不利用尽可能多的铁路线，因此才下定决心，把当时普鲁士陆军的13个军沿德法边境展开在非常宽大的正面上。这样，供普军使用的是6条铁路，另外3条则分给其南部各德意志联邦，因而一般是不多于两个军的部队共用一条铁路。



　　在实际运输中，作战部队享有优先权。共用一条铁路的两个军，其作战部队接连运走，而运输部队和补给部队则应在稍晚的时候跟上去。这样安排是合乎逻辑的，但却意味着后勤部门(其脆弱性已表现于上次战局中)还在对法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同部队脱了节。更严重的是，铁路运兵的负担过重，很难再前送补给品；而当载运给养的列车终于在8月3日开始运行时，线路很快就被阻塞。结果，同1866年一样，补给勤务部门对部队在集中地域的吃饭问题甚至无法着手加以解决。总参谋部曾下令在科隆、科布伦次、宾根、美因兹和萨尔路易斯建立野战食堂，由平时仓库提供食物，并在荷兰、比利时采购补给品，沿莱茵河向下输送。但是，由于部队已经远离自己的运输单位，这些补给品无法前送。当人们向毛奇提出意见时，他回答说，军需官们“应约束自己只做最必需的事情，不要给铁路当局添麻烦”。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指挥官们不得不自行其是。他们征用运输工具(每军400辆大车)，并大量采购给养，因为他们担心重受1866年的遭遇，而总参谋部又已证明不能解决士兵们的吃饭问题，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尽管乡村富裕，人民也愿意作出牺牲，但部队在这种时候还靠户主供养，其食物短缺现象很快就发展起来是不足为奇的。



　　当德军于8月5日开始进入法国时，其第1集团军以F铁路作为交通线，第2集团军有A、C、B和D四条线路(后一条同第3集团军共用)，第3集团军则依靠D、E两条线路。但是，这些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起作用，因为源源不断来自后方的大量补给品已使铁路终点站，特别是位于帕拉丁纳特境内的第2集团军各终点站甚至还在军队展开完成之前就开始阻塞。特别是进军开始后，铁路很快被抛在后面，部队同铁路的联系完全断绝。例如第1集团军的铁路终点站直到8月6日斯皮切仑会战之后才推进到萨尔路易斯，仍在德国境内。第2集团军的铁路终点站于8月11日推进到萨尔节蒙德，4天以后进至蓬塔木松，直到战局的运动战阶段即将结束才离开该地。第3集团军的铁路终点站在曼海姆，它最终也只推进到马斯拉图。这样，1866年那种铁路离军队过远，以至对战局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局面又再次出现。唯一的区别是，普鲁士人从上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对修筑一条绕过梅斯要塞的应急线路预有准备，并得以一举建成，使原来的设想迅速实现。



　　类似1866年的那种铁路阻塞现象重新出现，这一事实说明德国的铁路组织仍然有待改进，但在快速推进铁路终点站方面碰到的困难，并不是因为缺乏先见之明才造成的。从1857年到1870年的无数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毛奇曾认真研究战时破坏铁路和重建铁路的可能性。1859年，他下令建立了第一批铁道兵部队，以承担军事艺术这些新的方面的任务。建立这种部队的意图，是让它们进行铁路小修和建造小型桥梁，大规模的工程仍由地方专家负责。铁道兵组成工兵的一部分，他们还要负责铁路的修复和警卫。后一项任务虽然到1862年形式上取消了，但实际上指挥官们常常拒绝为此派出别的部队。



　　在1866年战争中，普军有3个铁道兵分队，每个分队由一名指挥官和50至100名官兵组成，包括10至20名专业技术人员。这些铁道兵分队配属给3个野战集团军。它们工作得都还不错，但同任务的繁重性比起来显得力量非常不足，特别是缺乏劳动力来完成柏林-戈利兹线路，以及修筑绕过约瑟夫斯塔特和科尼格拉兹要塞的应急线路。所有的补给品只能从德累斯顿-戈利兹-赖兴贝格-图尔瑙这唯一的一条线路输送，其结果已在上节介绍。1870年，铁道兵分队已增加到5个(包括巴伐利亚的1个)，每个分队略多于200人，由一名高级技术人员指挥，他同时还充当兵站总监在铁路问题上的顾问。但是，在战局初期，情况表明这些准备工作与其说是不充分，不如说是不合实际需要。尽管铁道兵训练有素，装备良好，但对于阻挡去路的法国要塞，特别是土尔要塞，却完全无能为力。不错，正如有位历史家所说，要攻破土尔及其他要塞，“只是一个时间和集中兵力的问题”。但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是正因为如此，这一目的直到9月25日，当法国正规军实际上已不再存在，而毛奇的部队已逼近巴黎的大门时才告达成。普军没有把攻陷土尔摆在较优先的战略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认为不需要有多少铁路也满可以完成任务。



　　经过一个有些混乱的开端之后，普法之战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战局之一。在斯皮切仑会战之后，又打了弗罗希维勒会战和维昂维尔-马拉图尔会战，紧接着巴赞及16万法军就被围困在梅斯。德国第2集团军在取得这一胜利后即一分为二：4个军留在后面包围梅斯，其余3个军被指定组成默兹集团军，开往西北以协助同集中在色当一带的另一部分法军作战。随后在8月18日，又打了格拉维洛特战役和圣普莱瓦战役。9月1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被围，两天后投降。至此，通向巴黎的道路就打开了。






图5 1870-1871年普法战争



　　战局开始时，由于铁路网分布状况的限制，普军被迫在宽大正面上展开，没有任何十分明确的重点，至此才形成两大集团。其一由第1和第2集团军组成，这时正围攻梅斯。尽管由于毛奇有先见之明，使这两个集团军的铁路终点站得以在9月23日推进到雷米利，但保持这一支固定兵力的物资补给仍极为困难。在北面，第3集团军和默兹集团军，尽管其铁路仅通到南锡，已同补给基地完全失去联系，但仍准备扩张其在色当的战果，以便进军巴黎。德军这两大集团被阿尔贡山地阻断，彼此很难联络，相互支援更是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毛奇仍命令其部队继续深入敌境数百英里，这一事实说明，直到此时德军对后方正规补给的依赖性依然是非常小的。



　　当威廉国王的部队开始进军巴黎时，其后方铁路运输的混乱状态很快就达到极严重的程度。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后方补给部门不顾卸载站的接收能力，继续前送大量补给品；缺乏迅速卸车所需的劳力；军队的马车运输队无力将堆积在车站的物资运走；本地指挥官强征铁路车厢作为方便的临时库房等。结果，一些铁路被堵塞数百英里，停滞的列车向后一直延伸到法兰克福和科隆。为了摆脱这种混乱局面，只得从车上卸下所有的货物，而不问是否有存放的设施(当然，这意味着要糟塌很多物资)。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到9月5日，在5条线路上还停有2322个满载车厢，载有补给品16，830吨，而这仅只是发往第2集团军这一个军团的。造成运输混乱局面还因为铁路车辆的严重短缺，这使毛奇于9月11日写信给各集团军司令官，要求他们派出骑兵部队寻找法国的车厢和机车。还在战局开始后不久，就有游击队袭击列车，截断铁路，造成运输困谁。毛奇曾于10月12日写到，在那些铁路遭到破坏的地方，修理工作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这样，尽管运输量并不很大——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全军平均每天只有6列补给列车开往法国，但仍然形成交通拥挤，以至在10月1日至26日期间从维森堡发往南锡的202列火车中，仅173列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后方铁路上的混乱状态，并未能阻止普军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入法国内地。9月6日，向巴黎的进军开始了；同月末，对巴黎的合围圈接近完成。在南面，梅斯拖住了德军，直到10月24日巴赞投降，才使第1集团军能够西进，以参加对巴黎的合围，而第2集团军则奉命继续向南进入卢瓦尔河流域。铁路终点站自从8月底推进到南锡附近后，在整个这一时期一直停留在该地。



　　最后，直到1870年12月，当毛奇的军队已经南至迪戎，西南到奥尔良，西抵英吉利海峡时，其后方铁路的情况才开始好转。当时，有3条铁路从德国越过边界进入法国，但其中从米卢兹经维祖尔和肖蒙至巴黎的一条始终为法国的贝尔福要塞所阻，直至战争结束；另一条铁路经梅斯、梅济埃尔和兰斯至巴黎，但这条铁路被3个要塞阻断，直到1871年1月2日梅济埃尔陷落后德军才开始利用。这样，德军的全部铁路运输就只限于使用莫泽尔河流域(弗罗阿德)和马恩河流域(布莱斯默)之间的一条铁路。就连这条铁路也是到9月25日土尔陷落之后才通车的，这时，德军已经抵达巴黎。以后，由于马恩河流域的铁路桥梁和隧道遭到破坏，使铁路终点站的推进又推迟了两个月。卢瓦尔河流域第2集团军交通线的情况更加困难。因为铁路在塞纳河和荣纳河流域遭到破坏，向西无法通行，所以铁路终点站在12月9日之前一直停留在肖蒙。以后，终点站推进到特鲁瓦，但此时第2集团军又已继续前进，到达科多尔了。这一条特殊的铁路也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以至于到11月底不得不派出一个整军负责这条铁路的警戒。



　　战争结束时，德国人经管着2，200英里法国铁路，但铁路运输仍然混乱，有时甚至危险。曾发生列车互撞，出轨以及坠入默兹河等事故。有时这是破坏所致，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修理不善和草率，德国人员缺乏经验以及纪律松弛。然而，德军却把每一次事故都归咎于破坏者采取的行动。这就导致毛奇发出那道恶名昭著的命令：行车时机车上必须带有法国人质。



　　德军围攻和炮轰巴黎，要在较小的地区内集中非常大量的兵力，其炮弹消耗量也很大，如果没有铁路，无疑是完全办不到的。另外，认为德军在战局开始时利用铁路实施军队展开是军事艺术上的一个杰作，这种观点也有充足的理由，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取得这一胜利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即还在对法战争正式开始前铁路机构就陷入了混乱。然而，在战争的这两个阶段之间，看来铁路并未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则因为线路本身的困难，再则因为不能使铁路终点站同前进的部队保持合理的距离。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切对作战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也没有引起毛奇多大的焦虑。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看一看德军在1870-1871年是如何进行给养保障的。




武装部队的后勤保障




　　自从普法战争以后，历史学家们一直把补给组织视为普鲁士人的最大成就之一。这个看法是毛奇本人促成的，因为他曾说过，在整个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的给养保障能象德军这样好。德国部队在对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发生严重的补给困难，这是确实的，但是，要说这是由于补给组织有什么辉煌业绩，那就不符合事实了。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清，不仅使关于这次战争本身的历史记载受到曲解，而且也使大多数人要把这次战争作为军事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意图遭到了歪曲。



　　1870年战局中暴露出来的补给机构的缺点，一般都认为不是由于缺乏组织或预见才产生的。普鲁士军队的辎重勤务原本非常简陋，但到普法战争时已发展为一整套规模庞大的机构。每个军由一个辎重营保障，该营有40名军官、48名医生、1540名士兵、3074匹马和670辆大车。其各个部分的行军序列并非固定不变的，但一般紧随作战部队之后的是营的备用马匹、驮载马匹、医药大车和流动小卖部，这些部分即便在作战的日子里也应不脱离本营，并被称为“战斗辎重”。随后是所谓“小辎重”，包括师参谋人员大车、步兵弹药大车、野战锻工房、其余的小卖部大车、各部队给养车队，加上一个后备给养车队和每师一个野战医院。最后是“重辎重”，包括弹药车队、军官行李、野战面包房、不属各师的野战医院、其余的给养车队、浮桥车队、第二梯队弹药车队和军马补充站。当部队的车辆有一半已将物资发空时，即须进行补充。为此，它们应留在后面，等候辎重车队赶上来，或开往后方进行补充，但须在夜间赶路，以免妨碍其他开往前方的部队行军。为在紧急情况下支援各军，每一个集团军还可得到一个有数千辆征用大车的预备车库。在纸面上，这些安排确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实际上，从战局一开始就未能起到作用，而这主要要怪毛奇自己。



　　我们已经知道，毛奇将兵力快速展开于莱茵河上，是靠了将部队与其运输车辆分开才实现的，结果，到战局开始进行时，运输车队还未到达集中地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责。由于马车队的运行速度较之步行的部队快不了多少，特别是车辆还应往返于前线和铁路终点站之间，或至少停留在原地以待补充，后勤车队同作战部队之间的间隔是不易弥合的。因此，在开往国境线的期间，德军不得不依靠户主供养和就地采购来解决补给问题，这就引起同地方居民的摩擦，并造成他们的苦难。越过德法边界以后，辎重车队仍未能赶上作战部队。例如第3集团军的辎重车队直到8月中旬才抵达前线，这时已经打过了几次会战，并赢得了胜利，德军已经渡过默兹河了。



　　在深入法国境内的进军中，德国各部队面临的补给问题是很不相同的。在右翼，向梅斯开进的第1和第2集团军，其行程不是很远，因而同铁路终点站尚能维持合理的距离。但这些车站因过于拥挤，不能发挥多大作用，结果尽管每天应有3列为第2集团军输送补给品的列车开到，但两个集团军都不得不主要依靠就地征粮维持给养，并以缴获的法国补给品作为补充。当德军处于运动中时，这样做颇能解决问题。但是，一当作战行动停顿于梅斯周围时，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现在，离铁路终点站的距离已增加到约40英里，其中一部分路程是狭窄的山路。在这些山路上，交通极为拥挤。下雨后路况恶化，由于缺乏劳力，无法进行修理。当部队终于在梅斯周围驻扎下来时，又要求他们交出一部分车辆支援围攻巴黎的兵力。这样做至少对解决后者的补给问题有某种帮助，因为象通常一样，该处筹措饲料极为困难，马匹已大量死亡。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有周密的准备，得以将铁路迅速修至雷米利，但这一工作仍然归于无效，因为交通过于拥挤，往往还在相当靠后的车站上，只要有劳力和空间，就不得不把补给品卸下车来。卸载给养时，根本没有考虑有无储存设施，而是任其腐烂，加之没有劳力进行掩埋(地方居民不愿执行这一任务，也无必要工具)，以致很快就弄得臭气冲天。正当这些困难刚刚开始克服时，第1集团军和默兹集团军，在色当会战后，遵照毛奇的命令，着手把缴获的铁路车辆送往后方，结果却使雷米利车站更加拥挤。总之，第1和第2集团军在围攻梅斯期间的补给，比前一阶段和下面将要介绍的后一阶段都更加困难得多。



　　此时，在德国进军的右翼，第3集团军却没有碰到这些困难，因为它完全依靠就地征粮维持军需。当该集团军的补给辎重刚刚赶上部队时，就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战机：据报麦克马洪的军队正停留在德军后方兰斯和默兹河之间。或者不要正规组织的物资补给而迅速插入阿登高原以分割敌人，或者等待后勤形势的好转而冒放跑敌人的危险，面临这样的抉择，第3集团军决定立即行动。原已下令宣布8月27日为休息日，现在即刻取消。部队接到指示，依靠就地取给自行解决给养，必要时以应急备用口粮作为补充。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到月底确实出现了食物短缺，但这只是为取得色当大捷所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



　　参加色当战役的另一支部队——默兹集团军的经历与此大体相同。当决定把第二集团军的3个军(组成默兹集团军)派往西北时，在马拉图尔为它们建立了14天的储备品。但是，该集团军用了过多的大车运送部队，或协助修建铁路，因而无力将储备品带走。这样，该集团军在行军期间不得不采用户主供养与自由购买相结合这种通常的办法来保障给养。总的说来，这样做满足了需要，但在8月的最后几天发生了短缺，只得动用应急备用口粮。这两个德国集团军在行军时均未带储备品，如果战役发展不利，它们将面临灾难，但作战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决心的正确性。



　　在8月的最后几天，由于大量部队集中于色当周围，在补给上自然发生困难，但因侥幸缴获了卡里格南的法军储备，困难才有所减轻。直到战役结束后，这两个德国集团军的补给车队才赶上来。但在此期间，由于车队本身的消耗，所载给养已大大减少了。因此，无法为进军巴黎建立一个正规的补给基地。加之靠得最近的铁路终点站此时也还在梅斯，离部队约80英里之遥，建立补给基地一事更不可能。然而，此时能够抵抗德军的法军部队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以致德军敢于在宽大正面上全面铺开，每个军沿一条单独的道路行军，乡村非常富裕，筹粮无大困难，甚至还能在兰斯和夏龙积累若干剩余给养。但是，德军愈是接近巴黎，碰到的村庄就愈是空无一人，庄稼已被烧光，畜群已被赶走。同样，当第1集团军在攻陷梅斯后经由塞纳河流域前往巴黎时，也没有专门作任何的后勤准备，解决给养还是靠就地征粮。但这一次效果不佳，因而不得不大规模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



　　在4个德国集团军中，只有第2集团军在从梅斯出发向奥尔良行军之前作了相当的准备。虽然围攻梅斯持续约两个月之久，但围攻部队在给养保障方面的困难，最终都得以克服。尽管除德国部队外，还要供养15万名法国战俘，但到10月中旬，在该城周围已积累了丰富的给养。据此，第2集团军军需官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部队向洛因河进军时，其给养车队必须满载，并打算在进军期间从后方对其进行补充，求得在到达目的地时储备品仍能保持原封不动。为达此目的，该集团军总共携带了4750吨食物和饲料。按每人每天七磅计，这一数量足可满足10万人17天的需要。



　　后来的结果证明，上述计划仅前一部分是能够实现的。约在10月20日，第2集团军连同其满载的给养车队从梅斯出发。然而，原定从后方实施补充任务的运输车队，却完全跟不上部队前进的速度，致使部队仍然不得不就地征粮。鉴于所经过的乡村地区已由法军在为巴黎筹措给养时搜刮过一次，第2集团军认为，只有支付现金才能较好地达到筹粮的目的。至于现金的来源，则靠向沿途城镇征收特别税，这正是两个半世纪以前华伦斯坦的做法。由于采用了这种不尊重私有财产的办法，德军到达洛因河时其给养车队真的保持了满载。最后，由于法国人建立起他们的“国民”军，战争减少了那种假文明的骑士风味，增加了残酷性，因而给征收的物资付款这种虚伪的形式也被抛弃了。



　　第2集团军到达洛因河时，其给养车队仍原封未动，或已经补充，渡河后继续向卢瓦尔河进军时，所经地区又极为富裕，但因许多居民已被召集起来为甘姆贝塔的新军服务，缺乏劳力收割庄稼，因而造成某些困难。然而，马铃薯已经收集，数量充足。肉类和蔬菜也很丰富。而且，每当给养不足时，总是可以用有名的土制腊肠来补充人员的口粮。在整个这一时期，第2集团军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铁路，将铁路终点站从布雷斯默迅速推进到蒙塔尔纪的希望落了空。甚至到11月底，当铁路终点站终于推进到拉格尼时，公路运输的往返距离仍有130英里左右。所以，部队宁愿自筹给养。



　　当第2集团军优游自在地进行这次穿越法国心脏地区的旅行时，集中于巴黎周围狭小地区内的另外3个德国集团军在补给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在两军对峙的作战条件下，就地征粮很快就不能满足需要，而铁路终点站又离得太远，举例来说，第3集团军的大车完成一次往返要用10天。再者，这几个集团军都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运输车辆，其中第1集团军所剩车辆数已只有原编制数的百分之一，所以，就连运送每日消耗量的一半也没有足够的车辆。铁路情况和往常一样仍很困难，在这一时期内，一方面常常挨炸，另一方面还得按毛奇9月9日的命令完成为轰击巴黎输送重炮的艰巨任务。



　　给养问题远比战争开始以来所曾碰到的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加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巴黎周围的德军变成了一部自18世纪末以来欧洲战场前所未见的庞大的食品生产机器。成千上万的士兵被调离自己的岗位去收获农产品(谷物、马铃薯、蔬菜)，并利用当地的机器设备，诸如脱粒机、磨坊、面包房等进行加工。办起了正规的集市贸易，由法国农民提供商品。为解决部队用水问题，进行了一条河流的改道工程。这样，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但却因此而没有时间或力量去干自己的正业——战争。直到11月底，铁路终点站才推进了足够的距离，能把大车腾出来为炮轰巴黎集运弹药。



　　在对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军的给养主要依靠就地取给，并不怎样依赖于后方补给，而弹药消耗量更小，几乎完全不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筹划其补充。如同1866年一样，步兵弹药消耗量极低，连部队携运的储备品也只消耗了一部分。在5个月的战局过程中，平均每个普鲁士步兵仅发射了56发子弹，这甚至少于他身上背的数量，而仅相当于军建制运输车辆所载储备品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仍然发生过临时短缺现象(主要是在第1集团军马拉图尔会战期间)，但完全不是因为缺少弹药，而是因为部队的车辆在会战期间无力进行前送。



　　炮兵弹药消耗数字如下：






　　由于并非所有的火炮均参加所有的战役，所以总的消耗比上述数字低得多，在整个战争中平均每炮仅199发。每个军的携运量通常为157发。所以，需要补充的数量很低，部队有能力撇开整个兵站系统，直接从铁路补足车辆的运载量，尽管有时需要为此而走很长的路程。再者，消耗量是如此之小，以至部队并不担心让其车辆一走就是几个星期。例如色当会战后，第3集团军的大车被派往南锡进行补充，直到各军抵达巴黎后才重新返回部队。所以，在这一方面，毛奇的军队对后方补给也并没有很大的依赖性。如同在早先的各次战局中一样，需要的弹药很大一部分是由军队在出发时自行携带的。这就是说，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是自给自足的。




是车轮滚滚保障了胜利吗？




　　1870-1871年的作战行动，常被说成在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理由是，在这次作战时，有“一条从前方部队向其后方基地延伸的现代交通线”，而且还有一个“组织严密的”补给机构。据说这个机构同它所保障的部队“息息相关，一旦部队脱离自己特有的补给来源……其行动就必然陷入混乱，招致灾难”。此外，作为战争手段的铁路，其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还是第一次(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换言之，这是一个新过程的开端，也就是“战略的诀窍”逐渐从士兵的双腿转移到车轮上。



　　如前所述，这些看法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们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接受，这是毛奇能把他自己的解释强加于历史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在更大的程度上，这是证明历史学家们的轻信，证明他们随时准备毫不怀疑地接受一位有幸赢得胜利之冕的指挥官的意见，尽管自那时以来一切反面的证据早已公之于世，信手就能拈来。



　　详细分析普军后勤体制的缺点，不但要花我们很多的时间，而且只能是前面两节内容的重复，因而不必赘述。但下面几点看来是值得指出的：



　　(1)1870年，普军确有一个补给勤务机构，这个机构从理论上说能够满足其需要，但实际上已证明彻底无效。尽管行军效能并不太高——一般连续行军两周时平均每天的推进速度很少有超过10英里的，但其所用的展开方法使得辎重机构还在战局开始前就已经与部队脱节了。辎重部队武装不够，因而不能保卫自己。其行军纪律松弛，车辆修理设备不足，以至每10辆车中有9辆要留在后面。这样，很快就看得出来，原来寄托于辎重机构的希望是不能实现了。不仅给养车队如此，而且野战移动面包房和屠宰场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组织都未能开展工作，使得部队在大多数场合下必须自行解决给养问题。的确，由于辎重机构对军队补给不起作用，所以野战指挥官们对它们的行踪漠不关心，使得它们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命令，最后还得主动去寻找自己的部队。



　　(2)在弹药补给方面，同样，战局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有什么精心设计的后方补充制度，不如说是因为在整个战局中弹药的消耗量始终很小。起初对步兵弹药和炮兵弹药相对消耗量的估计是错误的，正是因为消耗量很小，才使原来的错误估计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虽然有些地方出现过弹药短缺现象，但总的来说，给部队供应弹药比供应给养容易得多。从这一点来说，如同从许多别的方面来说一样，不能把1870年战局视为一次“现代的”战局。



　　(3)由于多数历史学家轻信了毛奇及其麾下的“英雄好汉”们关于铁路重要性的夸大说法，铁路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大大地估计过高了。事实上，铁路仅在军队展开阶段起了关键作用，随后就不起多大作用，直到运动战阶段早已过去，战争即将赢得胜利的最后时刻，才重新发挥重要作用。其所以这样，一则因为铁路交通本身的困难，再则因为无力将补给品从铁路终点站送往前线。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铁路只有在作战行动多少带有固定性时才能发挥作用；就连在固定性作战条件下，例如围攻梅斯时，铁路运输仍然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铁路问题的一个颇有意义的方面，是毛奇及其总参谋部未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1870年碰到的每一种障碍，都是1866年曾经发生过的。这些障碍之所以能够重新出现，而且比过去更加严重，原因之一在于当时补给制度的固有限制，因为不幸的是，这种补给制度是建立在新时代技术手段(铁路)与旧时代技术手段的互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所以，最严重的困难发生在两种体系的转换点——铁路终点卸载站，是并非偶然的。但是，组织方面的错误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无疑要怪毛奇。没有足够的部队保卫铁路不受破坏。军队在从德国民用铁路调用车辆方面，看来也曾碰到困难。虽有1866年的经验教训，但全军没有建立中央的补给运输司令部和铁路运输司令部，结果，承包商们因为急于追求最大利润，不顾铁路的限度，尽量多向前方输送补给品。而卸载列车的劳力和大车又很短缺。加之德国部队常常拆卸他们夺取的铁路线上的信号和通信设备，虽然连续下过数次命令也无法根除这种恶劣行为。结果造成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份口粮变质腐烂。实际上，对铁路周转能力的要求是很低的。每个军的消耗量每天仅约100吨(包括饲料)，6-7列火车就可满足普军的全部需要。这比一条组织良好的单轨铁路的通过能力低得多。



　　比以上所述更重要的是，铁路完全跟不上部队前进的速度。我们已经看到，这并非由于对铁路修复工作缺乏准备，而是因为铁道兵面对封锁线路的法国要塞无能为力。要说毛奇对此缺乏预见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他毕竟就奥地利要塞对1866年战争的影响写过一个备忘录，而且，迅速建成绕过梅斯的铁路也是军事上的一个杰作。因此，其所以未能从1866年战争吸取教训，只能是因为以下的事实，即：与通常的看法相反，铁路在对奥战争中并未起到重要的作用。毛奇与当代的历史学家们不同，他是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所以他才合乎逻辑地认为，他对军事行动先后次序的安排是正确的。当然，187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时，普鲁士军队对法国要塞只是绕道而过，直到运动战阶段已经过去，那些要塞才成为严重的障碍。



　　对1870年战争的看法，还有一个方面也是许多作者都有错误的，即武断地认为德国的铁路系统优于法国。我弄不懂这种错误意见究竟何由产生，因为它缺乏最起码的根据。看来多数历史学家的想法是，既然德国的铁路被认为对于战争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那么，它们肯定会有某种优越性，但事实并非如此。1870年，法国的铁路系统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优于德国。如果不从民用角度而从军事角度来看，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政治因素使得法国比德国更容易考虑战略上的需要。一般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国享有最大的优越性。至少，正如很早就有人认识到的那样，把铁路网区分为“民用”的和“战略”的，那是很不实际的：



　　“对于承担(修建军用铁路的)费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所踌躇……但它必然愿意试一试在人口密度高、贸易量大的方向……加快人民的交通往来和货物的运输。然而，这些方向，这些交通和商业线路，通常是，甚至几乎永远都是和军队作战所用的线路相同的”。



　　还在1836年，当从军事上运用铁路的实验刚刚开始的时候，巴伐利亚的陆军部长竟能说出这一段聪明的话，这对许多随时准备抄袭别人的意见，而毫不考虑它有无实际根据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战局期间，德国人在运用铁路于军事目的方面确曾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从铁路终点站向部队运输补给品时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大。为克服这些困难，曾尝试在道路上使用蒸汽机车，但成效不大。这种机车只能在良好道路上行驶，因而常常不得不绕很远的路程。它们爬坡能力有限，速度缓慢，机动困难。道路机车曾被用来迂回土尔要塞，绕过南(锡)巴(黎)铁路上已拆毁的南特伊隧道，以及绕过遭到破坏的东切里桥(这一尝试完全失败，最后是用46匹马、11名驭手和25名工兵才把物资送到目的地)。此外，还进行过7次其他试验，也无不以失败告终，而且浪费了大量时间，因为所运的东西，通常是铁路机车，整件运送份量太重，只得拆开运输，到目的地再重新装配。人们对这些试验兴趣不大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列车运输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么1870-1871年德军的整个战局之所以能够进行，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法国毕竟是欧洲最富裕的农业国之一，而战争又是在一个有利的季节开始的。这样，在运动战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军才能够象70年前拿破仑的士兵那样靠就地取给保障给养(当然，这也是因为德军补给机构不起作用才被迫这样作的)。在这一方面，德军还得益于下述情况：1870年的欧洲已比1800年富裕得多了，其人口密度在1820年每平方英里80人即算很高，而1870年的平均数已接近120。当然，军队的人数也增加了，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另一情况所抵销，即：1870年毛奇的兵力从未全部集中于一点。后来，由于法军在战局初期的失败，德军才能将各军在宽大正面上展开。这样，在第2集团军从梅斯向洛因河进军期间，其所经过的地区据估计存有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饲料，而该集团军在通过这一地区时这两种物资的消耗量仅分别为1080吨和5500吨。正如第2集团军的军需官所说：“在敌国没有必要象在本国那样节约”。



　　但是，说军队的给养一般可以就地取给，仅在军队保持运动时才是合乎实际的。当军队停止运动时，如德军围攻梅斯和巴黎期间，补给上立刻就碰到很大的困难。围攻梅斯时，各辎重连尽了很大的努力，同时铁路终点站又比较靠近，但还是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补给上的困难才得以克服。围攻巴黎时，曾不得不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基本上停止部队的军事活动，由他们去自己解决给养问题。把一支大军当作一部生产食品的机器使用，据我所知，在1789年以后的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大概会叫拿破仑大吃一惊。当然，一个先进国家这样来使用一支大军，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毛奇的军队只有在保持运动时才能在生活上自给，每当他在一地停留几天以上，就会感到极大的困难。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所掌握的军事手段毕竟不是属于现时代的。














	

 






	















	







	







	









 





	


	







	








	




	


第04章 破碎了的车轮




	







	

 



	


	



概况




　　对整个欧洲来说，1871年至1914年是人口和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时期。仅仅44年间，人口几乎增长了70%，从29，300万人增至49，000万人。同时，工业、贸易和运输飞跃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的面貌已完全改观。1870年，三个居预先地位的工业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包括褐煤)总产量，不到16，000万吨；到1913年已增加2.8倍，达到61，200万吨。同样，1870年，上述三个国家的生铁产量约为750万吨，1913年达到2，900万吨，增加了将近300%。勿庸指出，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就业和居住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可以说在1870年普法战争前100年开始了，但普法战争仍然是真正进入煤钢时代的一个开端。



　　工厂的烟囱越升越高，欧洲大陆各主要强国保持的军事手段规模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内，特别是其后半部分，欧洲陆军和海军的扩张，甚至比人口和工业的发展还快。社会的进步，行政效率的提高，特别是这时差不多已经普遍采用的募兵制，造成了建立庞大兵力的可能性。这样的兵力，同维持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规模相对而言，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例如在欧洲第二大军事强国法国，受过训练的军事人力1870年在3，700万人口中还不到50万人(约为74：1)，1914年已增至400万人以上，而同一期间法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不到10%。同样，在德意志帝国，虽然这一时期内人口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二，但武装力量的扩张更快得多，因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每13个人中就有1个人可以立即执行军事勤务。而在1870-1871年，这个比例仅为34：1。就整个欧洲而言，武装力量的人数1914年达到2，000万左右(尽管各国的战备和动员程度不一)，这一数字也许今后在平时再也不可能达到了。



　　由于战争日益复杂，军队带到战场上去的辎重，以及每人每日的物资消耗量，甚至比军队人数增长得更快。这里仅就与本章有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德国举出几个数字。1870年，德国的一个军的野战面包房、医院、工程设备等辎重的大车数仅为30辆，40年后增加了一倍。北德意志联邦可用于同拿破仑三世作战的火炮，据说为1，584门；1914年，德国的火炮总数已接近8，000门，其中有许多炮要大得多和重得多。尽管每个军各种建制武器数量变化很小(如火炮数仅由64门增至88门)，但1914年的武器大都是快速发射的，有些是自动的，消耗的弹药数量较之1870年的武器要大得多。1870年，每个军每支步枪仅带200发子弹，分布于各个携运环节(士兵携行、营团大车运行、军储备品)，但在6个月战局期间平均每支步枪仅消耗56发。1914年，每个军每支步枪所带弹药增至280发，但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就全部耗净。1870-1871年战争中，德军每门火炮平均仅消耗炮弹199发，但1914年德国陆军部所储备的每门火炮1，000余发炮弹，在战争开始后一个半月内，就差不多全部打光。



　　随着弹药的消耗量的增长，又产生了武器本身的补充的问题，这在1914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1870-1871年战争中，同过去的各个时代一样，火炮总是预期要用到整个会战结束。通常也确是如此，炮火很难有足够的威力来彻底摧毁它。炮架可能被打碎，但炮筒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到1914年，这一情况完全变了，炮火很容易就能把整连的火炮迅速打成一堆堆破铜烂铁。



　　火炮以及其他各种武器装备的正规补充，成为运输勤务日益增长的沉重负担。



　　为满足诸如此类的需要，在野战军队中服役的马匹不断增加，德军中马和人的比例1870年约为1：4，40年后增至1：3。但是，马的食量约10倍于人。所以，尽管士兵的消耗量可能没有显著变化，但就一个具体单位而言，每天的粮秣总需要量，增加了约50%。



　　所以，除因军队扩大而造成的物资数量的增长外，军队按人平均所需携带的物资重量和每日消耗量，1914年比1870年也增加了许多倍。为应付这种额外的增长，自19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最重要战略运输手段的铁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铁路的局限性并未逃过军事专家们的注意。虽然到1914年欧洲铁路网的密度已相当高，以至毛奇关于在战略展开阶段所犯的错误在整个战局过程中都无法改正的名言已部分失效，但铁路就其特性来说终归是一种相当不灵活的手段。在1914年，一条双轨铁路的117个列车车次可在9天内将一个军输送600英里，然而，其装载和卸载时间过长，以至距离不到100英里的铁路运输被认为是不合算的，至少对输送拥有各个兵种的大部队来说是如此。由铁路输送的部队以及铁路本身都很容易受到敌人行动的伤害。由于这些原因，铁路很难在作战上加以利用，一般只能用于从后方向前线的运输以及后方运输(当然也有例外，如坦能贝格会战所示)。



　　铁路既有这些局限性，它的发展是否跟得上军队数量的增长呢？1870年，欧洲只有6.5万英里铁路，1914年有18万英里，增长了将近200%，而主要国家德国和俄国，增长率更高，质量上的进步甚至更大。在普法战争时，据认为一条单轨铁路每天可通过8列火车，双轨铁路12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分别增为40列和60列。1870年8月，利用9条双轨铁路在15天内展开了35万名德军，平均每天每条铁路输送2，580人。44年后，利用13条铁路在10天内将150万人送至德国西部边境，平均每天每条铁路输送11，530人。此外，车厢的容积和机车的功率都更大了，因而运载一个军两天的给养只需一列火车，1870年却需两列。而且，此时军的实力已增长50%，从3.1万人增至4.6万人。这些数字远非详尽，但已能说明，就动员、展开、补给而言，铁路运输的发展确实跟上了军队人数和规模的增长。



　　然而，就铁路干线以外的运输而言，情况并非如此。不错，1914年各国军队都有了野战轻便铁路，并对部队进行了使用这种铁路的训练，但野战轻便铁路的通过能力很小，一般只能视为临时性的替换运输线路。敷设这种铁路常常受到时间和地形的极大限制，所以，军队的运动以及物资和补给品的输送，主要还得用其他手段实施。就质量而言，运输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因为1914年军队的战术机动性仍然依赖于那种历史悠久的运动手段——人和牲畜的脚。从理论上讲，行军纵队没有理由不能稳定地保持那个自古以来未曾改变的标准速度——每天15英里。但是，由于辎重所占的庞大比例，这一点却越来越难于作到了。1870至1914年间，每个军的大车编制数增加了一倍多，由457辆增至1，168辆，这还不包括给部队补充已耗净的移动储备品所需的车辆，后者的数量常常更大。虽然在军队后方行动的马车运输队的行动速度大大高于人(据认为每天25英里是一个稳定的平均数)，但这些车辆总是要在前线与后方基地之间往返穿梭，因而随着部队日复一日地行军，它们必然离部队越来越远。这些因素，加上补给品消耗量的巨大增长，就使得所谓“临界距离”，即部队作战时可以离铁路终点站的最大距离，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实际上是减少了。19世纪60年代为100英里，至20世纪初，减少了大约一半。尽管所有这一类的数字都同一系列其他重要意义的可变因素有关，诸如天候、路况、敌人对运输的干扰等，但其下降的趋势是肯定的。加之在1914年一个军的作战部队要占据过长的路段(20英里以上)，使得运输连常常感到在一天的行程中难以从尾走到头。换言之，军队已经变得非常庞大，即便在完全停止前进时，维持其补给也有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代里，军队的机动性在其庞大编制的影响下竟降低到了这样的程度。




施里芬计划的后勤问题




　　关于德军为什么没能在1914年战局中征服法国的争论，在战局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从那时起，人们几乎以一直不减退的热情继续着这场争论。甚至就在当年年底，这场伟大戏剧中的某些主要角色就已对该年秋季发生的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中继续进行着争论，而当战争的当事人们终于退场时，历史学家们就接踵而来。在这些材料中，有许多提到了诸如比利时道路网和铁路网的状况、每英里正面上的军队密度、行军距离和补给方面的困难等等因素，然而，总的来看，施里芬计划的后勤方面，无论是其创造者所设想的，或其他继承者所曾付诸实施的，都完全被忽略了。该计划从后勤方面看是否行得通？后勤因素对计划的失败起了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话)？最后，假如在马恩河会战中取得了有利战果，德军面对距离和补给方面的严酷事实能否继续坚持下去？所有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可以想象得到，从施里芬计划1897年的初稿，到1905年12月经过充分修正补充的定稿，在它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后勤因素。这位德军总参谋长看到，他的国家四面受敌，迟早会卷进一场至少是两面作战的战争。施里芬继承克劳塞维茨建立的传统，他的目的不是要对德国的敌人取得一次不完全的胜利，而是要彻底歼灭敌人。根据一系列理由(包括军队数量与其活动地域面积之比，以及有无良好的道路网和铁路网等)，他认为这一目的最易在法国达成。因此.法国成了他所统率的庞大兵力的打击目标。而在东普鲁士，只留少许兵力对付俄国人的进攻，这一部分兵力应设法坚持到底，待对法作战胜利后即可调来增援部队。这样，施里芬整个计划的实现有赖于动员、展开和作战行动的速度，总时间规定为42天。



　　要在西线迅速取胜有一个困难，即法国沿法德边境构筑了坚固设防阵地。这使施里芬相信，如实施正面突破，成功的希望显然不大。曾经考虑经过瑞士进行翼侧迂回，但因地形不利而作罢。这样，经比利时实施迅速猛烈穿插就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当施里芬计划最后定型时，如果不说鲁莽灭裂，至少也是胆大妄为。按此计划，约85%的德军应展开于帝国的西部边界，其中八分之七的兵力构成右翼的一部分，包括5个集团军，共33个半军(另有两个军应在尔后由位于洛林省内的左翼调来)和8个骑兵师。这一庞大的方阵队形从右向左作梯次配置，西进比利时，向南作车轮状运动进入法国，从西面包抄巴黎，留下部分兵力包围该城。大军先向东，最后向东北前进，从后方攻击法军，将法军钉在其自己的筑垒阵地的背面。



　　施里芬大计划的政治方面和作战方面都曾受到人们的指责 [ 注：在政治方面，它有引起英国干涉的危险，在作战方面，它设想的是法军会在法德边境筑城工事之后坐守待毙。 ] 。但我们此处要研究的是其后勤方面。在这一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穿过比利时的车轮状运动，其“车轮”究竟有多大？从战略上考虑，为保证进军的快速和兵力的集中，要求迂回包抄的距离尽可能短，办法即应沿默兹河南(右)岸向梅济埃尔-拉费尔一线作迅猛突进。但是，又担心在这样狭窄的正面上运动，会感到地区太小，道路太少，给部队行军和展开造成困难。此外，这个“车轮”的大小，也决定着战局开始前右翼各集团军所需集中地域的宽窄。从计划的1901-1902年本来看，施里芬起初似曾打算在那慕尔附近从西向南变换进军方面。果真如此，则军队集中地域在北面不会超过圣维特。在圣维特与梅斯(右翼的中心)之间，只有6条来自东部的双轨铁路，而根据1866年经验，为快速展开军队，迫切要求利用尽可能多的铁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战略考虑和后勤考虑之间发生了冲突，而施里芬的解决办法是有利于后者的。为最广泛地利用通至德国西部边境的双轨铁路，他决定让部队在从梅斯到威塞尔的整个正面上分散下车 [ 注：一共有7，600次列车向右翼输送部队，如果每条(双行)线路每天走60对列车，那么铁路由6条增至13条，输送部队的时间就由21天减至10天。 ] 。为避免进军时产生不应有的拥挤，他提议夺取荷兰的林姆堡省(所谓马斯特里赫特突出部)，从而不仅践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而且践踏荷兰和北布拉邦特的中立地位。最后，为在比利时境内得到足够的道路，他把进军的正面大加扩展，用他自己的话说，直到“右翼的最后一个掷弹兵能用衣袖拂到多佛梅峡” [ 注：在1905年本中，施里芬谈到了一条“凡尔登到敦克尔克”的战线。 ] 。这样做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使德军在其包抄运动中不仅能围住比利时军队，而且能围住可能赶来援助比军的英国部队。



　　施里芬重新规定的车轮状运动的范围，帮助他解决了一个后勤问题，但立即又造成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由于用来完成整个作战行动的时间仍为42天，就要求部队有很高的行军效能，特别是组成最右翼的部队，要经过多佛海峡海岸附近地区来到巴黎下游很远的塞纳河边，行程近400英里。第二，行军的巨大规模提出了从本国经遥远距离对庞大兵力实施支援和补给的问题(仅最右翼冯·克鲁克的第1集团军的实力就大大超过25万人)。换言之，施里芬解决战略和后勤之间的矛盾，付出的代价是造成了两个新的、后来证明是非常严重的后勤难题。



　　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施里芬仅在其计划中写到右翼部队应作出“极大的努力”。通常，一个军可以连续3天每天行进15英里。施里芬无视于此，而规定克鲁克集团军应在25天内赶到塞纳河，而且作战的日子也包括在内。这样高的行军效能，也许拿破仑的大军团在其全盛时期可以达到；至于1914年的军队，我们已经知道，由于它们的臃肿庞大，根本完不成这样的业绩。因此，存在的危险是，当德军经长途跋涉终于面对法国时，可能已经精疲力尽而无法有效地战斗。所以，即便德军打赢了马恩河会战，也会由于疲劳过度以及其他原因而不能继续进军。



　　至于第二个问题，看来施里芬完全没有认真加以对付。他的祟拜者们断言，“象施里芬这样的大军阀(原文如此)，在交通线、兵站、铁路运输，以及弹药、给养和军事装备补给等方面，无疑会周密地考虑、准备和规定出种种措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材料能说明他曾预先认真研究右翼部队在其快速而遥远的进军中如何保障的问题。确曾有过一个复杂的三级补给体制，是以19世纪中期老毛奇首先采用的补给体制为基础的。在这个体制下，德国的步兵(关于骑兵，下文将专门论及)团和军都有自己的建制运输车队。它们分成两个梯队，或与战斗部队一起行军，或紧随其后。这些运输车队载运的物资，由在后勤地带内行动的重型运输连进行补充；重型运输连则从铁路得到补充。但是，这个体制从整体上说是僵硬而复杂的，比较适应于缓慢的井井有条的进军，而不适应于迅猛运动的战争。特别是组成该体制第二级的大车，只要每天的进军速度超过12英里左右，就肯定会被甩在后面。即便出现奇迹，车队未被甩掉，它能对军队实施保障的距离仍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施里芬肯定知道，就象那个时期的主要军事家全都知道一样，在长时期内，军队运动的速度不可能高于铁路终点站尾随其后跟进的速度。



　　通常认为，在每个集团军之后应有一条双轨铁路。迅速夺取和修复铁路并使之通车，是一项极关紧要的任务。为完成这项任务，最高指挥部直接辖有约90个训练有素的铁道兵连。这些部队装备着所谓“施工列车”，亦即携有修理损坏铁路和铺设新路所需的一切器材的列车，同先头部队一起行进，甚至超越先头部队。施里芬预见到法国人将彻底破坏凡尔登和色当之间默兹河流域一带的铁路(后来果然如此)，所以他写道：“交通线必须主要在比利时境内默兹河北岸寻找。”人们不禁要问：他打算怎样补给在默兹河南岸行动的3个集团军呢？如果比利时人把他们本国北部的铁路破坏掉又怎么办呢？(由于比利时的铁路具有作为“世界最优秀铁路网”标志的无数隧道、桥梁和跨线桥，破坏起来是很方便的。) [ 注：关于比利时的铁路网，有一个情况值得指出，即：单是从艾克斯拉沙彼尔经列日、卢万、布鲁塞尔到圣康坦的一条线路(这线路注定要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主要补给线)，就有约20条隧道。 ] 对于这些问题，施里芬看来没有回答，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含糊其词的论点，说“比利时的铁路是德国和法国铁路系统之间可能有的最好纽带”。



　　我们说施里芬的大计划在后勤方面未作周密的思考，还有一个证据，即施里芬曾布置总参谋部铁路处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试验从军队一翼向另一翼以及从西线向东线调运兵力的可能性，但看来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其极关紧要的右翼部队的补给和保障工作。很难找到他之所以这样漠不关心的原因。有位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施里芬预计进军法国是一次速胜的战局，因而补给问题可能不至于十分严重。但是，还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施里芬蔑视他那个时代军事界的普遍看法，希望依靠或至少部分地依靠就地取给来解决部队的给养。至于弹药和其它装备的补给，在那个落后的时代，同给养和饲料比较起来仍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按照从施里芬计划的不同草案中所能找到的证据来判断，这个计划的后勤保障问题是建立在极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给养，特别是最为重要的物资——饲料，德军依靠就地取给究竟能解决多少，这要视季节而定，所以是无法预料的。至于预计弹药消耗量的各种统计表格，又是根据40年前的经验制订的，完全脱离实际 [ 注：在战争前夕，德军预计枪弹消耗为1870年的12倍，炮弹为4倍。据此，他们设想，每个军所带的储备品在战局期间仅需要补充一次 ] ，因而对负责计划军队运输工作的人员并无多大用处。施里芬没有规定给管理交通线的部队配备武器，没有准备动员德国民用公司协助修复比利时的铁路，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他对未来战争情况的判断是如何地不准确。按照他的计划，人们所能想到的不过是，在比利时找到足够数量的食物和饲料，尽可能多地建立起铁道兵部队，并将其尽可能远地派往前方，然后就盼望着万事大吉了。




计划的修订




　　1906年1月1日，施里芬被列入退休名单，他的总参谋长一职由赫尔慕特·冯·小毛奇接任。从那时以来的几十年间，小毛奇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责难，先则说他修改了施里芬的计划，再则说他又无坚定的决心将其付诸实施。的确，就后勤方面而言，小毛奇远不象他的前任那样毫不犹豫地拿德国的命运去冒险，把虚无飘渺的希望寄托在就地抢劫和碰运气上。在他接任后不到一个月，对施里芬大计划的补给与运输问题就提出了第一份实事求是的研究报告。作者是参谋部铁路处处长格罗纳中校，他后来成为施里芬思想的主要阐释者，所以，不必怀疑他会过分地谨小慎微。但他却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按原来的内容，计划极少有成功的希望。格罗纳不赞同施里芬关于德军能依靠就地取给保障其大部分给养的乐观设想。按照他的看法，推进速度过快，无法在比利时和法国通盘组织为保障一支庞大军队所必需的给养补给机构。这样，一切都要靠铁路的正常运转，“如果铁路遭到彻底破坏”，就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格罗纳清楚地看到，马车跟不上军队的前进速度，因此，可以预料，到一定的时刻，“军队将不得不停止前进，等待补给车队赶上”。在这种情况下，汽车是非常有用的，但格罗纳预见到，德军还要过一个长时期才能得到足够数量的汽车(后来果然如此)。显然，这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报。这就是说，不是别人，正是在右翼军队之后负责对其源源不断地进行物资补给的最主要人物，本身就非常怀疑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



　　在着手对计划的后勤方面进行首次认真研究的同时，小毛奇感到整个补给和给养问题均被其前任所忽视，因而除总参谋部的一般参谋视察旅行外，他又组织了所谓“谷物视察旅行”，使部属可以受到进行复杂的运输和补给工作的训练。他排除强大的阻力，贯彻执行这一明智的方针。直到开战前不久，他在主持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演习时，仍然强调真打起仗来将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实际作战同他的前任所喜爱的军事导演究竟是截然不同的，对施里芬大计划的可行性，甚至对施里芬的关于整个战争的设想，他都曾一再表示怀疑。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他对计划作了那样多的修改，但最终仍然保留了计划的基本轮廓。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小毛奇对施里芬计划所作的修改，即便严格地从后勤的观点来说，也通通都是有利的。小毛奇不象施里芬那样似乎对事情抱有某种幻想，他不指望荷兰人会驯服地让德军通过其领土。他不愿因践踏荷兰的中立地位而树立另一个敌人，他认为只要进行周密的参谋运筹工作，终究是有可能在不侵犯荷兰领土的情况下实现计划的。施里芬规定，有两个集团军，包括16个军(含组成独立梯队的7个后备军)和5个骑兵师，“应在列日的下方分5路渡过默兹河(亦即通过马斯特里赫特突出部)……另一个集团军则应在列日上方渡河”；小毛奇不同意这一方案，却让作为右翼主要打击力量的第1和2集团军穿过荷兰边镜和阿登山脉之间的狭窄隘口。无论这个决心在政治上有何功过，两个集团军可用的道路却因此减少了一半。这就使得他们不能齐头并进，而只能鱼贯地跟进，从而耽误大约3天时间。与此同时，由于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铁路线，兵力集中的地域也不可能缩小，致使第1集团军的行军距离又得增加40英里。现在该集团军已不能通过马斯特里赫特突出部，而必须绕过该地，因而其行军方向须作两次急剧的改变。即然克鲁克的部队已不是从东北，而是从东南进入比利时，那么，要在其转向运动中圈住比利时军队就更加困难了。比军有可能逃进安特卫普大要塞，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最后，尊重荷兰中立地位的决心还意味着要背弃德国军事理论的另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第2和第1集团军要成纵队队形鱼贯地通过列日隘口，每个集团军所属的6个军就总共只能有3条道路，从而使行军纵队的长径加大到80英里左右。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拥挤，并使作战部队同其后勤保障部队之间失去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补给系统必然陷入混乱。第1集团军在其向默兹河进军途中，将只能靠沿铁路送到布雷贝格、莫斯内特和亨利沙彼尔来的给养。



　　在比利时境内默兹河以北地区应有(或可能有)多少部队行动？这个问题也受到小毛奇关于不侵犯马斯特里赫特突出部的决心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施里芬想在这一地区使用16个军和5个骑兵师(这些部队有的当时还不存在)，后面跟随若干后备部队，或第2预备队，其任务是接管交通线和围困可能留在后方的要塞。为保障这些部队，施里芬显然指望有3条独立的双轨铁路，其中两条在马斯特里赫特和鲁尔蒙特通过荷兰领土。现在这两条铁路再不能依靠了。第1和第2集团军将不得不共用从艾克斯拉沙彼尔(亚琛)至列日的一条铁路，这就意味着可在默兹河北岸地区行动的军的最大数量下降到12个，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这次削减最右翼的兵力，就是对施里芬计划所采取的著名的“稀释”措施 [ 译者注：意指降低施里芬计划的兵力密度 ] 。小毛奇因此而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实际上的改变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大。首先，由于定下了尊重荷兰中立地位的决心，就没有必要再派任何兵力来遏制荷兰了。德国人对总数约9万人的荷军比较看重，甚至比对比利时军队更为看重。因此，本来是至少要留两个军对付荷兰的。其次，施里芬原想用5个军的兵力包围安特卫普，但小毛奇最后设法只用了两个军。所以，小毛奇的右翼虽然不象施里芬原来计划的那样强大，但这一损失却因他在修订计划时所采取的兵力节约措施而得到超额的补偿。



　　小毛奇不让德军入侵荷兰，宁肯接受因此而造成的技术性的困难，关于这一决心的功过，人们一直在公开争论，但有一个方面小毛奇的计划修订本是显然优于施里芬的，那就是施里芬极为关心的碾过比利时的德国“车轮”的大小问题。从1897年到1905年，这个“车轮”一直在增大，直到它包括了首先是那慕尔，随后是布鲁塞尔，最后是敦刻尔克，这样就把行军距离拉得极长。小毛奇不同意他的前任这种有造成暴露翼侧危险的近乎偏执狂的先入之见。他决定，布鲁塞尔是德军在开始向东南作巨大的转向运动之前所应走到的最远地点。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对计划的这一改动又造成了额外的困难，以致第1和第2集团军不得不收缩其正面，安排其所属各军成纵队鱼贯通过布鲁塞尔和那幕尔之间的隘路，但因行军距离缩短近100英里，结果是利大于弊。1914年，德军执行小毛奇的“小”车轮计划，总算保持了行进，尽管确实疲劳得步履蹒跚，但终于到达了离出发点约300英里的马恩河。如果他们真按施里芬的指示走到海峡，那么，极度的疲劳无疑会使部队在离塞纳河下游还有很远距离之时就停止前进。




马恩河战局期间的后勤保障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1914年8月1日爆发的，在这一天，多数欧洲大国颁布了总动员令，10天后，德军按计划展开于帝国边境，占领列日和卢森堡等预备步骤也得以顺利完成。将要辗过比利时的大车轮现在可以开始滚动了。在这次车轮状运动中，预定位于右翼的冯·克鲁克的第1集团军要起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该集团军必须以极高的速度走过极大的距离，其后勤问题必然是最困难的，并可反映出全军后勤面貌之一斑。因此，我们将集中论述这支部队，必要时涉及其他部队。



　　第1集团军于8月12日从克列费尔德和朱利赫附近的集中地域出发后，感到好象走进了一个漏斗，愈往前进，就愈狭窄。在到达艾克斯拉沙彼尔时，该集团军的6个军不得不共用3条道路(其骑兵军已先期通过列日隘口，为此目的，它被转隶于第2集团军)，直到西进30英里渡过默兹河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还在这次进军的开始阶段，甚至尚未进入比利时境内，集团军的重型运输连就已掉在后面。这些运输连负责给作战部队的建制补给车辆补充物资。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同作战部队的联系已被漫长的无穷无尽的行军纵队所隔断。幸亏在通往默兹河的地区(包括默兹河在内)，敌人已基本上被比罗的第2集团军所肃清，因而除偶尔出现的散兵游勇或游击队外，克鲁克的部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其所需物资直接从艾克斯拉沙彼尔-列日铁路进行补给。



　　鱼贯通过列日后，第1集团军改变方向，从西南转向西北，并扩大其正面，迫使比利时军队向布鲁塞尔狂跑。虽然现在地域已很开阔，每军可有一条道路，但重型运输连已经落后太远，无法赶上作战部队，直到德军从马恩河撤退后才改变这种局面。不出所料，组成克鲁克最右翼的部队首先感到过度劳累，至8月19日，越过德比边界仅3天，其行进速度就开始落后于预定计划。德军原想在包抄运动中围住比军，后因小毛奇改变进军方向，又决定不破坏荷兰中立地位，成功本已无大希望，至此则必败无疑了。



　　由于第一集团军在战局的最初几天就同其重型运输连失去了联系，很快即可看出，原来对部队给养保障所作的安排是非常不够的。一个很典型例子是，第3后备军布罗姆上尉的连队，在整个进军过程中连运输连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幸亏德军所经过的地区物产丰富，当时的季节也很有利。同时，进军速度很高，使退却的比军常常来不及破坏或运走他们的物资储备。这样，上面提到的第3后备军，虽然除一些蔬菜和咖啡外未从其建制运输队得到任何其他补给品，但仍能设法对付过去。第9军在行军开始时同第3后备军共用一条道路，它非常走运，在列日找到了比利时人的大量面粉储备。第1集团军于8月20日进入布鲁塞尔后，迅速征集了大批食物，足以满足4个军一天的需要。此外，第4后备军在亚眠也找到了相当大量的给养。在列卡托会战之后，第3后备军靠英国战利品生活得很好。所以，30年来从伟大的老毛奇到每一个军事家关于现代百万大军不能在战场自筹给养的可怕警告，终于证明是错误的。与此相反，施里芬关于依靠就地取给可在一定程度上填饱士兵肚子的大胆看法，却证明是正确的。



　　这里面当然也发生过问题。每一个军都是一支小型的完整军队，每天要消耗约130吨食物和饲料。为找到这样大量的给养，就必须派出筹粮队在广大地域内活动，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每天的行军距离。尽管有很多物品很容易弄到，但士兵口粮中唯一最重要的成分——面包，却总是供应不足，或因途中变质，或因不许野战移动炊事房在一地停留足够的时间以焙制面包。同样，原来安排就地采购畜群，随军驱赶，以保证鲜肉供应，结果也完全失败。为此而配备的车辆很快就移作他用。最后，减去骑兵部队的建制给养连以增大其机动性的作法也是不成功的。骑兵指挥官们不但不能愉快地“轻装行进”，反而成天为给养瞎忙，同步兵争先恐后地奔向村落，以便弄到可能会有的粮食和住房(当然，在这方面骑兵总是胜过步兵)；同时由于他们强迫征用比利时农民的笨重大车，反而妨碍了自己的运动自由。



　　总之，就人员而言，一般可以依靠就地取给生活，有时还生活得不错。只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在马恩河会战临战阶段和实施过程中，才不得不动用士兵随身携带的应急备用口粮。部队愈往前进，所到的乡村愈富，因此，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即令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赢得了胜利而需要继续进军，部队除个别日子可能挨饿外，其给养保障也不会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但是，这一点不适用于马匹的饲料保障。德军在1914年的经验使人更加相信一个古老的常识：随军牲畜的饲料供应比人员的给养保障更加困难得多。战争开始前若干年就有人发出警告，大量骑兵所需的饲料绝不能依靠就地取给解决。但施里芬和小毛奇对此未于重视。事实上他们也别无良策。因为1914年德国的饲料需要量过于庞大(仅克鲁克就有84，000匹马，每天消耗近200万磅饲料，需924辆标准饲料大车载运)，任何想靠兵站系统从后方前送饲料的企图，都将使整个战局完全无法进行。因此，德军是在对战场饲料保障毫无准备或极少准备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的，但他们又一次走运，季节非常有利。部队常能在田地里找到业已收割好，码得整整齐齐的饲料，有时还能借助于当地的机械就地进行加工。但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用青苗喂马，以至造成马匹的虚弱和疾病，又因没有正规的野战兽医勤务，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由于马匹饲养供应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差，战局刚一开始，甚至还在超过比利时边界之前，就有炮马挽马的死亡。骑兵指挥官们再三向最高总指挥部抱怨饲料短缺，上面总是温和地劝告他们就地取给，即便因此而降低前进速度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对马匹饲料供应问题重视不够，早在战局初期就产生不良影响。还在8月11日就有一个骑兵师因马匹挨饿和过劳而被迫退出战斗行列。两天后，不得不下令让所有在第1和第2集团军前面行军的骑兵部队都停止前进，休息四日。虽有这次休息，到8月19日，第2骑兵师(第1集团军)又因补给困难而停止前进。到德军进入法国时，所有依靠马力的部队都已精疲力尽，困苦不堪。至马恩河会战前夕，德军拥有明显质量优势的一个兵种——重炮兵(也靠马拉)已不能再坚持行进。骑兵则因马力太弱，无法使骑者迅速躲避危险而招致不必要的伤亡。也是在这时，至少有一个德国集团军感到骑兵的不良状况严重妨碍着整个作战行动。小毛奇自己也说，全军已无一匹马能勉强地继续前进。



　　给养供应可在不同程度上就地解决，其代价不过是偶尔饿一天半日，饲料供应也可不予重视，直至马匹倒地死亡；弹药供应则不然，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精密制造的现代武器需要有它自己的专用弹药和备件。象拿破仑那样随随便便就能把奥地利的军械库以及枪栓、枪托或炮筒等通通并入大军团装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小武器、机枪、野战炮、榴弹炮、重炮等等，都必须专门保证其弹药供应，而且供应数量之大是战前所不能设想的。这里，又是马拉重型运输车队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它们不是履行自己的正常职责，而是被用作移动仓库，更确切地说，是没有真起到移动仓库的作用。这样，右翼的整个弹药补给任务就落到了数量很少的汽车运输连身上。 [ 注：1914年8月，第1和第2集团军各有18个汽车运输连，第3集团军9个，第4和第5集团军各5个。每个汽车运输连有9辆带拖车的载重汽车(总载重量54吨)和少量用于指挥、保养和修理的其他车辆。 ] 当1914年的严峻考验来临时，这些汽车运输连，加上五花八门的征用车辆和艾克斯拉沙彼尔一些企业家组织的民用汽车队，起到了同它们的数量完全不相称的重要作用。



　　汽车运输连在努力维持弹药供应时所碰到的问题是饶有兴味的，这些问题对当时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军队来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当时的军队已经站在新的机械化时代的门口，但其指挥工具或思想方法还未适应于这种新的技术手段。虽然右翼各集团军确有相当数量的汽车，但缺乏指挥和监督汽车运输纵队的手段，同运行中的车队取得联系的唯一办法就是派出参谋军官小组去寻找和拦截它们，再者，德军各级军需官所受的训练都是要把弹药摆在压倒其他一切补给品的绝对优先地位。这一规定得到十分严格的遵守，严格到连油料也送不上去，以至作为第1集团军唯一有效的弹药运载工具的汽车，常常无油可加。汽车运输连虽很重要，但没有充分发挥效用，而且未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作战情况。



　　此外，军队快速推进时在补给上通常都会遇到的那些困难问题，这次也时常发生。根据规定，汽车每周运行六天；每天的行驶距离不得超过60英里，但实际上用车过度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至到实施马恩河会战时，60%的汽车已经损坏。司机因昼夜工作，疲劳过度，常常造成事故。加之所用车辆型号繁杂，备件，特别是轮胎，几乎无法弄到；而强迫征用地方车辆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此外，由于弹药消耗变化无常，输送弹药的汽车纵队常常发现团的车辆仍然满载着弹药，因而无法卸载，在这种情况下，野战指挥官们就试图“劫夺”汽车，用作自己的移动仓库，或让车队原封不动地返回后方。这两种作法都只能使车队一连几天处在无效劳动之中。尽管对此发布了严厉的命令，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至8月24日，弹药的短缺，特别是炮弹的短缺，开始严重起来。幸亏第1集团军的弹药消耗量在8月26日列卡托会战后急剧下降，否则补给勤务部门十之八九将完全无法对付。



　　弹药补给方面的困难，大都是因距离远、数量大而产生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归咎于组织不完善，部队重视不够，或管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骑兵师因建制运输工具被取消(最高总指挥部担心其妨碍机动性)，长期感到弹药短缺，并成为不幸负责其供应的有关各军的一个经常性的包袱。当弹药运到并卸载时，其数量是常常大于需要量，因而不得不丢在露天地里。最后，虽然各集团军都控制自己的给养仓库，但弹药补给却是最高总指挥部的塞格将军集中掌握的。他总是要拖到最后关头才愿意动用迅速减少的储备，因而弹药前送总是匆匆忙忙，要求以最高速度实施。这种作法显然不妥。所以，格罗纳在其日记中写到，今后必须让各集团军指挥官对自己的弹药储备有完全的控制权。



　　在马恩河会战前夕，特别是在会战过程中，第1集团军的运动方向变化无常，因而使补给方面的困难更加严重。克鲁克于8月26日从北面来，至此折向西南，追击他在列卡托击溃的英国远征军，8月31日又改变方向朝东南进军。渡过马恩河后，第一集团军各军曾不得不急剧地转向西面，穿过自己的交通线，以便在乌尔克河上迎战法军。最后，在9月9日发布了向埃纳河撤退的命令后，有一个军又不得不回师东进，再次穿过集团军的交通线，以免同左侧的第2集团军失去联系。在这一混乱时期，弹药补给，甚至整个交通运输，都有可能中断，其终于并未中断，应视为参谋工作的一个胜利。当然，到会战临近结束时，由于部队有的前进，有的后退，在第1集团军的交通线上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乱和拥挤。当9月9日汉奇中校驱车前往谒见克鲁克时，就陷入了这一混乱之中，他不得不诉诸武力才冲开一条出路。造成这样的不利后果，要归咎于克鲁克将德军撤至埃纳河的决心，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尽管有各种困难，第1集团军的弹药补给在马恩河会战期间并未中断，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其他右翼集团军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只是在会战结束时弹药短缺现象才发展起来(节省弹药的第一道命令系于9月15日发出)，这并非由于集团军内部或其后方有什么运输上的困难，而是由于德国整个的弹药储备已经用完。




铁路的状况




　　1914年8月至9月，虽有数以百计的补给连和数以万计的车辆群集在比利时的道路上，但深入法国的进军能否维持，却要看能否以相同于部队前进的速度不断开设新的前方铁路终点站。尽管具体细节不得而知，看来德军指望依靠4条独立的铁路保障其右翼的5个集团军。一条铁路经列日、卢万、布鲁塞尔和康布雷，跟随克鲁克之后，对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右翼提供后勤保障。另外应有一条铁路通向西南，从列日到那慕尔，用以保障第2和第3集团军。靠近大车轮中心的第4和第5集团军，则由两条经过卢森堡，进而通至利布拉蒙和那慕尔的铁路进行补给。在后阶段，预计从梅斯到色当的铁路应能通车。究竟哪些铁路会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显然是难以确切预见的，所以只能有一个笼统的计划，其实现有赖于迅速修复受到破坏的铁路。



　　事实上，修复任务比预计的更为艰巨。德军愈深入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铁路上的破坏活动就愈广泛。至9月，2.6万人的铁路建筑连队已不能满足需要，只得加上德国民用公司的力量，这些公司具有独立的全面修理能力。在此期间，军队不得不尽量大努力自己支撑，处境显然是困难的。比利时境内被炸掉或遭到他种破坏的43座大型铁路建筑物中，到实施马恩河会战时，仅3座得以修复。在同一时期内，组成比利时铁路网的2，500英里铁路线路中，恢复通车的只有300-400英里。这些数字虽可说明一些问题，但仍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即便有些地方的铁轨大体保持完整，但一般总是缺少通信联络设备，因为已被比利时人，或被德国先头部队拆掉。铁轨的强度不够高，常常承受不了满载的德国军用列车；叉道和侧线的长度也不能满足需要。倒霉的铁道兵部队本已负担过重，还被迫担负铁路警卫任务，以对付敌国居民的劫掠和骑兵的袭击。战局初期缴获的比利时铁路车辆为数很少，当后来发现大量车辆时，又都是些用来遮断铁路的破车，必须加以后送或另行处置。



　　这些大体保持完整的铁路，有时只是马马虎虎修理一下，一般连最基本的设备也不齐全，因而交通运输起初很混乱。至于恢复通车的那一部分铁路，其效能本来就不高，而后勤地带的主管当局却急于满足部队的补给需要，将列车尽量发往前方，根本不顾其对铁路尔后工作的影响，致使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急燥的野战指挥官们常常干扰交通运输，或“拦路抢劫”发往其他部队的列车，或强占车厢，用作临时仓库。由于右翼各集团军的运动很不稳定，总是意外地改变进击方向，8月30日以后尤其如此，因而载有补给品的列车常常找不到其应送达的部队，以至莫知所措，直到司令部里有人想起要查询它们的下落才能摆脱困境。所谓“野车”，实际上是好心好意发往部队的载有补给品的列车，它们常因终点站无力接收而被迫返回，这时如无上级过问，就可能漫游于铁路网中。所有这些都是一时性的缺点，只要取得了经验，严格了纪律，就可以克服的。然而，当这些缺点得以克服时，马恩河会战已经打完，并遭到了失败。






图6 1914年9月5日德国和法国境内的德军铁路补给网



　　各集团军交通线的工作效率参差不齐。克鲁克的部队行军距离最长，但其交通线的工作状况反而最好。德军的前进方向显然出于比利时人意料之外，使他们来不及对铁路进行彻底的破坏。当然，拆毁铁轨，用列车堵塞隧道(有一次为此用了17辆机车)，以及设置诸如此类的小型障碍是相当普遍的，但其排除也比较容易。铁道兵日夜工作，使铁路于8月22日通到兰顿，两天后通到卢万，万日通到康布雷，9月4日通到圣康坦。尽管如此，第1集团军后方的铁路系统仍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详见下表：






　　由此可见，克鲁克的部队在很多时间里，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铁路终点站的有效保障距离之外作战。由于上述数字大多数是理论上的最小数值，因此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铁路运输通到某一点，并不意味着从此集团军运输连就一定能从该点得到运来的全部物资。由于铁路车站系陆续通车，所以储备品也是陆续积累于沿线的一系列临时仓库中。例如在马恩河会战前夕，圣康坦是第1集团军的铁路终点站，但克鲁克的大部分弹药还储存在瓦朗西安的仓库中，有的甚至远在蒙斯。最近的补给点离前线尚有85英里，困难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对第1集团军的铁路供应多少是按预定计划进行的，那么，其左侧第2集团军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比罗的部队沿桑布尔河向西南挺进时，他发现其自然交通线被那慕尔要塞所封锁。8月23日该城被攻陷，但桑布尔河上的桥梁损坏严重，以至通到沙勒罗瓦的路段9天后才通车。同时，第2集团军的补给品必须绕路从列日运到兰顿，再从兰顿经单轨铁路向南运到根布罗克斯(8月23日通车)、沙勒罗瓦(8月25日通车，时间正好合适，因比罗曾扬言，如铁路不能通到这一站，他就要停止进军)和富密(8月30日通车)。因此，从艾克斯拉沙彼尔经列日到卢万的铁路担负着为两个集团军输送补给品的沉重任务。从8月30日到9月2日，另一个集团军——豪森的第3集团军，也由这条铁路输送补给品。所以，每个集团军每天只能接到6列火车。



　　在此期间，第2集团军与其铁路终点站之间的距离逐渐增大。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见，第2集团军在战局初期本来得在铁路终点站的有效保障距离之内，正当马恩河之战开始，弹药消耗量急剧增大之际，它却脱离了自己的交通线。同样，第3集团军在9月4日也是从库文领取补给品，为此须沿从埃佩尔内到马恩河畔夏龙的公路走85英里。不过，从库文到勒特朗布罗瓦有一条据称是“效率不高”的窄轨铁路，可使公路运输距离减少约15英里。



　　但这条窄轨铁路的困难较一般铁路更大。困难发生在线路上端，安斯和列日之间，那里的轨道坡度很大，每列火车要用4辆机车牵引和推送。其次，列日是一个“瓶颈”，经常发生阻塞。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产生。8月18日，向那慕尔运送重攻城炮，使其他运输大部停顿。8月21日，在列日发生一起事故，使铁路堵塞。8月23日，在安斯发生另一起事故。次日，补给列车被运兵列车阻住，后者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运来了第9后备军。8月的最后几天，在极关紧要的第一军用铁路方向，列日和艾克斯拉沙彼尔之间的交通中断。可见，这条作为德军在比利时的主要补给动脉的铁路，几乎总是处于危机状态之中。



　　再往东去，情况略微好些。第4集团军有一条双轨铁路于8月16日从卢森堡修到了利布拉蒙，两周后有一条单轨铁路通到帕利苏尔。从帕利苏尔，有一条窄轨铁路于9月1日通到被破坏了的巴兰默兹大桥。补给品在此用渡船送过默兹河，然后由从色当到劳库尔的标准轨距单轨铁路继续前送。这条铁路系于9月4日开始通车。这样，从铁路终点站到前线的距离即如下表所示：






　　第4集团军的公路前送距离，虽然同右翼各集团军相比不算太大，但它所依靠的后勤系统比较错综复杂。因而每天所能得到的补给品局限在300吨左右，主要是弹药。与此相比，靠近施里芬设想的大车轮轴部的第5集团军，情况要算是最好的：






　　在蒙梅迪，有一条隧道被破坏，一直停用到10月底。



　　尽管铁路负担过重，有时临近崩溃的边缘，但没有直接证据足以说明，铁路交通效率低或跟不上部队前进速度对德军在马恩河上的失败起了多大的作用。然而，如果德军在战役中获胜，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铁路网的状况将使他们不能乘胜前进，继续深入法国。我们已经指出，随着战局时间的延长，破坏的规模和强度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就连运气特好的克鲁克，虽然碰到从肖尼到圣康坦的铁路完整无损，但早在9月就遇到严重阻碍。如果不向埃纳河撤退，他肯定要费很长时间来修理铁路。在德国其他部队中，第5集团军也许还能走上几天，直到走出蒙梅迪终点站所能保障的距离为止。至于第2、3、4集团军，继续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




右翼的兵力和援军




　　施里芬在担任总参谋长的年代里，曾多次怀疑现有的兵力是否足以实现他的大计划。德国对国家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对人力的利用，远不如法国那样全面。虽然德国人口超过法国约三分之二，但它发现就连同法国达成兵力上的均势也很困难。施里芬以他贯有的轻率“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是将一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军队列入他的进军计划。尽管到1914年他增加的兵力已经成为现实，但由于运力的限制，无法将其用在右翼，他们终于被派往洛林省。



　　施里芬认识到，“象所有以前的征服者一样”，德军在其穿过比利时和深入法国的进军中必将遭受很大损失，但他并未由此得出设置足够的预备力量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而且他的作战计划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德军的正面太宽，行军开始时为140英里，抵达布鲁塞尔时就增加到约190英里，更不用提施里芬关于德军从凡尔登到敦刻尔克在350英里正面上密集前进的空想了，真要那样做，他的兵力根本不够的。1914年德军的实际正面虽已比原来设想的窄得多，但兵力仍未达到足够的密度。各集团军之间经常有很大的空隙，以致居中的豪森第3集团军曾接二连三地改变进击方向，以满足左右部队保护其翼侧的要求。事实上，德军在马恩河上的失败，是第1和第2集团军之间有留有30英里空隙的直接结果。



　　更糟的是，1914年8月和9月的事件充分证明，施里芬关于一次穿过敌国领土的快速行军必将造成兵力浪费的担忧是正确的。虽然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但从各种团队战史和个人日记中搜集来的证据表明，当德军到达马恩河时，许多营的实力已经减少一半。战斗减员和卫生减员，以及抽调兵力保护漫长交通线不受敌对居民破坏的需要，都是造成兵力减少的原因。此外，士兵劳累过度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施里芬计划要求右翼部队作出极大的努力，其中有些部队一连许多天里每天要走20英里到25英里。9月4日，第1和第3集团军司令官均报告说，他们的部队已疲劳到临近崩溃的边缘。在最高总指挥部，小毛奇也很了解情况，似曾提出要右翼各集团军在5日休息一天。但客观情况不允许这样做，所以事实上只有豪森的部队享受过一次短暂的休息。战局结束后，小毛奇不再当总参谋长，到这时他似乎才承认，从国境线到马恩河的不停顿的迅猛进军是一个错误。



　　总的来说，施里芬很少考虑提供预备力量的问题(有一次他写道：“最好的预备队就是源源不断的子弹供应”)，但他曾计划从左翼洛林省境内抽调两个军增援右翼。1914年，有足够的铁路可供此用，也有相当数量的铁路车辆从动员后的第10天起就作好了执行这一任务的准备。8月23日傍晚，法军在洛林发起进攻，经过残酷战斗后被击退。至此，按原计划将两个军运往比利时已无任何阻碍。但小毛奇并未执行施里芬计划的这一部分，而是在左翼也转入了进攻。他下决心在洛林实施这一次所谓的“特别转换”的理由，在别处已有论述，这里不必涉及。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把增援兵力及时调到右翼参加马恩河会战，从运输和补给的观点来看是否可能。



　　部队乘火车运动的速度，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现有铁路线路的数量和质量，铁路车辆的状况和数量，以及能进行列车装卸的车站的数量和位置。这后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由于我们只知道有4条相当良好的铁路，但每一条铁路能力如何没有确切的资料，所以这里只能作几个最基本的计算。



　　1914年，输送德军的两个军需要240列火车，每列50个车厢。假定确有这样多的列车，而所有4条铁路都已停止其他一切运输，以保证每天输送60次军列，又有足够数量的车站可在离部队很近的地方同时装卸这些军列，在这样理想的条件下，用大约4天的时间(上车、下车时间包括在内)完成从梅斯-代顿霍芬地区到艾克斯拉沙彼尔的150英里运输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样，运输任务可在8月27日晚完成。



　　除上述理想条件显然不可能具备外，这一计算还要求全部运输任务都执行得象钟表一样准确。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事实未考虑进去，即9万部队及其补给品必然要占据相当大的地域，才能找到足够的装卸车站。尽管如此，假定他们能于8月28日离开艾克斯拉沙彼尔，要在9月9日会战结束时赶到马恩河，总共只有13天的时间，而行军距离长达300英里，即令他们能保持每天20英里的行军速度，其到达时间也已太晚。



　　当时，从艾克斯拉沙彼尔用列车向前方输送部队已不可能。第1和第2集团军总共只有一条双轨铁路，每天可跑车约24列。其中4列是铁路本身的运转所需要的。输送两个军的战斗部队，共需120列火车。即令铁路的正常运输停止三分之一，这两个军也要等到向埃纳河的撤退行动完成之后才能赶到，何况当时铁路运输非常紧张，格罗纳正在反复警告以该铁路线为依靠的各集团军，要他们把补给品需要量减至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有人提出，这两个军可不进行徒步行军，而改乘汽车，每天行进100公里赶往受威胁的右翼。但是，输送两个军的战斗部队，至少需要18，000辆汽车，而1914年德军总共只有4，000辆汽车。这样的想法显然是脱离实际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军能充分运用其国力建立更多的部队(据一位权威的意见，其数量可达10个军)，从后勤角度而言，有无可能将这些部队用于右翼？既然第1和第2集团军要通过两处隘路(首先在艾克斯拉沙彼尔和列日之间，然后在布鲁塞尔和那慕尔之间)。那么，肯定地说，道路容量是不允许在默兹河以北使用更多部队的。然而，又有人提出，另一个集团军(可能含4个军)可在克鲁克的右后方跟进，到马恩河保护其翼侧不受威胁，从而使德军赢得会战的胜利。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们承认，要靠已经负担过重的铁路来保障这些部队的供应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部队的弹药消耗量大概很小，给养则可靠就地取给。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该地区经克鲁克的部队通过后，所余粮食，特别是饲料，已经不多了。假定新增的这一集团军所需物资的一半要从后方前送，那就需要三吨卡车约500辆 [ 注：为了补充每天250吨的消耗，要有6个汽车运输梯队，每天运行100英里，在从德国边界到马恩河的300余英里距离上往返进行运输。要达到总共1，500吨的载重能力，要500辆3吨卡车，装卸和修理所要时间还未计。 ] 。这已超过1914年8月德军右翼5个集团军所用汽车的总数了。




结论




　　施里芬计划从后勤角度而言是可行的吗？任何人想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都会因缺乏资料而感到困难重重。尽管研究这个问题的作品连篇累牍，我们还是感到有许多要点缺乏确切的资料，例如战局期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给养和弹药消耗量，运行在比利时铁路上的列车数量及其运量，可用铁路车站的准确数目、状况和位置，运到野战部队的补给品数字，等等。



　　如果我们尽可能比较细致地领会一下施里芬的思想，就可看到，他在逐步制订其大计划时，对后勤问题是不重视的。他完全知道可能遇到的困难，但没有采取组织措施加以解决。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一定会得出这次作战行动不可能实现的结论。



　　虽然施里芬对运输和补给未予重视，但他能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预言比利时铁路将要遭到的破坏，有时甚至能具体指出哪些设施遭到的破坏将对尔后(1914年)的作战造成极大的困难。他关于军队有可能依靠就地取给保障给养的预言，后来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当时凡是有学识的军事作者都对此抱怀疑态度。如果施里芬在这一点上看错了，那么，整个战局开始不久就会陷入困境。



　　小毛奇在改进施里芬计划的后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后勤问题第一次得到认真的研究，军官们第一次受到战争“技艺”的训练，在威廉二世的军队中，这种“技艺”一般是遭到忽略或轻视的。军队设置汽车运输连要归功于他，如果没有汽车运输连，整个行动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施里芬计划确实作了很多修改，纯粹从后勤的观点来看，这些修改少数有利，多数有害。但从他任职的整个时期来看，他对施里芬计划的改进多于对计划前景的损害。



　　事实上，德军取得的成绩超越了计划的限制。1914年的行军距离远远超出了平时所能设想的限度。乡村富裕，季节非常有利。虽然铁路受到的破坏总的来说比预料的更为严重，但在预期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即第1和第2集团军后方，其程度反而轻得多。尽管不知道铁路网总共前送了多少补给品，但事实证明，1914年那些遭到严重破坏的铁路，总还是能够克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队的供应。就连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即3个集团军共用一条铁路的时候，每天到达每个集团军的6列火车也能输送足够的补给品来保障最紧急的需要 [ 注：此时每个军每天能接到1列火车，其负载按物资种类不同为250-300吨不等 ] 。至少没有根据作出与此相反的结论。



　　虽然铁路能够输送必要数量的补给品，但铁路终点站的推进速度太慢，不可能同军队保持有效保障距离。到实施马恩河会战时，所有德国集团军，除一个外，均已大大超出该距离。如果马恩河会战取得胜利，仅克鲁克部还有快速修复铁路的可能性，但也会遇到很大困难，维持其他各集团军的补给则完全是不可能的。



　　尽管1908年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改组，但德军补给系统的第二级，活动于后勤地带的重型运输连，完全不符合实战需要。由于小毛奇规定每条道路由多于一个军的部队使用，重型运输连的任务公认是更为加重了。小毛奇的这一措施甚至还在战局开始之前就打乱了整个补给组织，以后再也无法改正。但是，从行军纵队和马车的相对运动速度来看，部队无论如何总是会把他们的运输车辆远远抛在后面的。所以，在1914年，对于大部分德军来说，其兵站系统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事实上是根本不中用的。它的位置要由汽车运输部队所取代。正是由于汽车运输部队作出了巨大努力，才使德军得以走完那样远的距离。



　　虽然有时暂时的给养短缺和挨饿的日子，但德军在马恩河的失败并非由于补给困难。给养是就地筹措的，马匹没有饲料就任其饿死，弹药好歹是从后方来，而且数量大体够用。在1914年8月至9月，没有一支德国部队是因为物资短缺而打了败仗的。



　　但是，如果德军在马恩河会战中获胜，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以后的进军必将逐步停顿下来。主要原因在于：铁路终点站的推进跟不上进军速度，缺乏饲料，以及部队疲劳过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施里芬计划从后勤角度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际上，施里芬大计划的整个“技术”方面的特点，并不象公认的那样，在于德军总参谋部的计划工作过细过死，而在于施里芬象鸵鸟一样不肯正视那些经过40年和平时期之后本来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小毛奇为改进这方面的事态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德军终于能走完那样远的路程，靠的并非是事先的周密准备，而是大量的临机应变措施。第1集团军后勤地带的负责军官曾这样写道：



　　“最初几个月极为忙碌和紧张……以至于整个补给方针在某种程度上被快速进军所推翻。这样，补给勤务部门就不能坚持原先确定的原则。由于这一缘故，发给我们……那么多各式各样有关补给勤务等的规章，才没有造成特殊的危害。我们携带了这些规章，把它们装在一只包装箱里，但据我所知，直到部队撤至埃纳河后方，那只包装箱始终没有打开过。”



　　规章制度竟被说成只是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还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的确是耐人寻味的。批评这次进军的人们最好记住这一点。



　　从几个方面看，施里芬计划都是同类计划中的最难实现者。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说，象施里芬设计的这样大规模和大胆的机动，在拿破仑时代是可能实现的，到下一代，由于有了汽车，也有可能做到；唯独1914年的德军不行，因为其数量和重量同它所拥有的战术运输手段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尽管消耗量的真正巨大增长是在马恩河会战结束后才出现，情况也仍然如此。1914年，一个英国师每天仅需要27大车各类补给品。两年后，给养、饲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每日耗量仍为20车，而携运作战物资特别是弹药所需的大车增至约30辆。1914年以后，在野战军队所需补给品总量中，人粮马料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想依靠就地取给来解决军队相当大一部分的需要已不再可能。旧的运输方式已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的要求。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的固定不动的堑壕线即可证明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常常遭到误解，这次也是如此，德军的马恩河战局，特别是它的野战铁路勤务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到人们反复的研究。有人指出，当时只消在克鲁克的进军路线上炸掉几个隧道，整个战局就可能完全无法进行。到1940年，比利时人以为他们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给每一个大的铁路设施都埋上了炸药，作好了紧急爆破的准备。然而，战争的面貌到那时已经又一次改变了。














	

 






	















	







	







	









 





	


	







	








	




	


第05章 希特勒在俄国的赌博




	







	

 



	


	



半摩托化军队的问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时，他许下了一个坚定的，但含义不清的诺言：实现德国生活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从经济上和战略上看，这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就难以充分理解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一贯对汽车极感兴趣，在他们的集会、检阅和示威游行中大量使用汽车。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汽车驾驶员组织——纳粹汽车团。希特勒本人酷爱汽车，对汽车工艺和结构相当在行，对汽车发动机、开车的人、行车的路，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正常表现，因为汽车毕竟只是他的国家运输体系中的一种手段，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手段。白色的高速公路和甲虫状的国民牌汽车，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展览品，显得格外突出。汽车远远不只是第三帝国手中的一种工具，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第三帝国的象征。



　　从德国陆军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负责补给与运输的有关部门的观点来看，这种事态是既可喜，又可虑的。主要的问题是，希特勒在这个方面，如同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毫不重视行政上深入细致的安排，也没有耐性来实现长期的计划。而只有实行长期的计划他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支均衡发展的摩托化军队。他所追求的是外表上的富丽堂皇，而且急于求成。因此，他渴望能够两全齐美：既要装点门面，引人注目；又要在战术上得到好处。国社党执政几年后，这种政策的效果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无穷无尽的军事检阅和夜间军事操练中看得出来。在载着纳粹要人的车队驶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坦克和其他战车排成密集队形的装甲部队与摩托化部队。这些表演确实叫人眼花缭乱，但在迷人的魅力之后却隐藏着可虑的问题。有些问题是错误的政策所致，有些则来源于各种根深蒂固的困难，使得德国国防军此刻开始进行的这番事业，前景十分暗淡。



　　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把公路的地位提高到了与铁路并驾齐驱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充分发挥了内线铁路的作用，从而能够同几乎是整个世界的联合力量抗衡。正是因为后来肯定了这个成就，格罗纳才能从执行施里芬计划的铁道处长变成魏玛共和国的陆军部长。但是，1914年的经验，以及尔后整个战争中双方在西线发动的每一次进攻战的经验都证明，铁路过于死板不灵，难以保障战场上的机动作战。即便实现了战术突破，补给品也送不上去。所以，希特勒及其将领们既然把未来成功的赌注押在自行装甲战车的战术之上，他们就必然要寻求一种更灵活的后勤手段，而这种手段只能是汽车。



　　要在未来战场上取得成功，实现补给部队的摩托化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战略上看，其好处却大可怀疑。根据1939年的技术条件，1，600辆载重汽车的运载能力才抵得上一条双轨铁路，此外，从实际载重量加以比较，汽车在一切方面(燃料、人力、备件、维修)的消耗都大于铁路，因此，当运输距离超过200英里时，铁路仍有优越性。这就是说，从战役或战术的角度看，实现摩托化实有必要，但它对战略的影响并不大。而且，无论作多大的努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汽车也不可能改变火车作为德国主要运输手段的状况，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



　　事实上，希特勒实现军队摩托化的决心弄得他两头落空。从投资情况看，铁路被忽视了，结果机车和车厢的总数在1914 [ 译者注：疑为1931之误 ] 至1939年间有减少的趋势。同时，汽车工业的发展又不足以兼顾民用需要和新建立的摩托化军队的需要。1939年9月1日，在德国的公路上，各种类型的四轮汽车还不到100万辆，按人口平均计算，每70人才有一辆，而美国是每10人一辆。最后，摩托化需要的不是德国拥有的煤和钢，而是德国所没有的橡胶和石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还有人质问，这种依赖进口原料的政策究竟是否明智。虽然进行人工合成，并大胆地采用各种应急办法，但筹措橡胶和石油的困难贯穿于战争的始终。这样，尽管实现摩托化可能是从1914-1918年的战术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唯一途径，但从后勤角度看，其优越性仍然是可疑的。



　　从希特勒开始重建武装的1933年到1939年，事实证明德国的汽车工业根本保证不了陆军需要的装备。战争前夕，在实有的103个师中，只有16个装甲师、摩托化师和“轻型”师实现了完全的摩托化，因而无论战术行动或战略行动均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铁路的依赖性。其余部队均靠步行。虽然每个步兵师在编制上有942辆汽车(不包括摩托车)。但其补给品大部分仍由1，200辆马车载运。更糟的是，所有这些车辆在建制上均属于作战部队，主要只用于在作战地带内进行运输。至于在基地仓库和铁路终点站之间，全军只有3个汽车团(被称为重型运输队，以别于部队的轻型运输队)，共约9，000人，6，600辆车(其中在修的估计经常为20%)，总载重量19，500吨。将这一运载能力同消耗数字作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德军的所有部队不可能同时行动。然而，我们可以作另一种比较：1944年同盟国为保障在法国作战的47个师，虽拥有69，400吨的汽车运载能力，仍然感到运力严重不足。



　　由于筹措汽车极为困难，因而很大一部分车辆不得不直接取自民间经济部门。结果，车辆的型号多得不堪设想。所有型号的车辆又都要供应备件，而且，供应的速度因战争的需要必须大大加快。在战争的最初几年，由于备件需要量太大，因而连已经实现了的低水平的摩托化也无法维持。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以及从1940年冬至1941年春，德军先后两次撤消了一部分部队和补给单位的汽车，尽管到1940年冬已有88个师(占总数的40%)是靠缴获的法国物资器材装备起来的。



　　德军部分摩托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造成了部队机动能力的悬殊。德军的汽车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全军，而是集中于少数部队。结果形成了两支不同的部队：一支是机动的、能快速运动的；另一支是笨重的，行动迟缓的。要使机动性大相径庭的两支部队行动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因为前者总是远远超出于后者。而对落在后面的步兵兵团的运动，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控制，以防其挡住极端重要的先头装甲部队的补给纵队。这样，就产生了选择道路的问题，计算通过时间的问题、维持交通纪律的问题，也就是产生了复杂的后勤问题。



　　德军不仅后勤装备不够完善，其后勤组织也是如此。战时，所有铁路和水路运输，无论民用军用，均由盖耳克将军掌管，他是陆军总司令部运输部长，又是国防军总司令部运输总监。但是，战区后勤地带的汽车运输却不由他指挥，而由陆军总司令部军需部长瓦格纳将军指挥，当然，瓦格纳也负责提供待运的补给品。于是，陆军后勤保障被分给了两个主管部门：一个控制着补给线的两端，另一个掌握着它的中段。更糟的是，盖耳克的部门不管海军和空军。对于海军和空军的运输，他只负协调之责，他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要求海空军将其运输力量也交由他来掌管而已。



　　1939年和1940年的各次战局，虽然时间短，行动距离较小，但已经使所有上述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暴露无遗。在进攻波兰时，双方对铁路的破坏极其严重，只是因为波兰迅速投降，才使德军的后勤体系免于崩溃。公路交通状况简直骇人听闻，使得各汽车连的车辆损失了50%。要弥补这些损失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季度分给陆军的1，000辆新出厂的汽车，连补充因正常磨损而停用的车辆都不够。鉴于汽车总数迅速减少，陆军总司令部被迫于1940年1月削减摩托化补给车队的数量，每个步兵师削减一半，而以马车代替。但是，就连这一极端措施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新的战局开始时，各部队的车辆仍只能达到编制数的90%。这支即将震撼整个西方的军队是靠发横财过日子的。它把胜利的希望部分地寄托在缴获品和利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车辆上。



　　的确，德军在西欧战局期间，半摩托化状态不仅决定着它的推进速度，而且影响到进军的方式。由于军队系由两个机动性不同的部分组成，最初计划由步兵师实施攻击，打开缺口，然后把钢用在刀刃上，由快速部队突入纵深，扩张战果。实际上这是德军的标准打法，以后在巴尔干以及在入侵俄国时都是采用这种打法。但在法国作战时，由于阿登山区道路很少，担心以步兵师向默兹河实施运动进攻会造成道路堵塞，才决定一开始就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展开进攻。结果，先头装甲部队运动太快，古德里安只用3天就到达了默兹河，而不是按原计划用5天。这样，在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之间形成了很大的空隙。希特勒为此十分担心德军左翼的安全，终于决定让装甲部队在快要到达敦刻尔克时停止了前进。



　　战局的第一阶段以合围和歼灭比利时境内的英法联军而告终。此后，为继续向魏刚防线进军，德军面临着部队的再补给问题。为此，打算在布鲁塞尔-里尔-瓦朗西安-沙勒罗瓦-那慕尔地区建立前方补给基地。由于铁路桥梁、隧道和跨线桥遭到象1914年那样严重的破坏，建立前方补给基地这一艰巨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大约在5月20日，瓦格纳打电话给帝国运输部长，要求将“德国的所有汽车”都立即交他调遣。这些汽车应驶往艾克斯拉沙彼尔，那里有一名军官等候，将它们编成车队，并发给汽车司机以“德国国防军”袖章。向布鲁塞尔派出了一个专门的参谋机构，负责监督在比利时建立新的补给基地。据报告，该基地作好了于5月22日开始工作的准备。这一天，有总载重量达12，000吨的汽车(其中2，000吨来自荷兰)满载物资上了路。与此同时，瓦格纳还利用了能开到安特卫普的列车(从5月24日起每天15列)以及从杜伊斯堡到布鲁塞尔的水路运输工具。由于他的这些努力，德军得以于6月5日重新开始进攻。



　　虽然对法作战仅持续了6个星期，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之一，但希特勒并未忽视陆军后勤的根本性弱点。尽管许多物资(特别是弹药)的消耗量并不大，但先头装甲部队由于推进太快，补给上的困难仍然很大。如果不是实行了空运补给，并侥幸缴获了大量油料，其进攻本来是会中途停顿的。至于长途跋涉的步兵，机动性并不比25年前甚至70年前高多少。由于缺乏行军纪律，马车和汽车共用同一道路，常常拥挤不堪，有时甚至形成堵塞。虽然被破坏的铁路修复很快，但铁道兵数量太少，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民用铁路部门提供的人员业务又不熟练。因此，当战局还在进行之际，元首就下令对陆军补给系统进行彻底改组。但这次改组并未收到圆满的效果，因为德国的一些根本弱点，如汽车工业不发达、油料补给不可靠等等，是任何权宜之计所无法克服的。




“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




　　有关希特勒侵俄战争的著作数以千计，而每一本书都从某个角度出发把德军的失败至少部分地归咎于后勤因素，主要是归咎于因距离遥远和道路恶劣而产生的困难。但是，对这次空前大规模的陆上战争，至今没有人从后勤方面作过详细的研究。



　　关于希特勒定下侵俄“决心”的准确时间，学者们有过许多争论。但是，关于入侵俄国的第一批详细研究报告(亦可视为“作战”计划或“紧急行动”计划)，无疑是1940年8月写出的。那时，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同时开始了这方面的计划工作。在这两级指挥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后勤因素自然而然地都占有突出地位。但是，有趣的是，二者的着重点从一开始就大不相同。



　　在陆军总司令部，最初负责制订计划(后来发展成为“巴巴罗萨”计划)的是第18集团军参谋长马尔克斯将军。马尔克斯所重视的主要是俄国的道路网。他考虑的问题是，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地区，因道路较多，更宜于战略运动；沼泽地以南地区则被认为更有利于战斗行动。德军若在沼泽地以南进军，即将进入乌克兰。那里虽然是极好的“坦克战场”，但只有一条良好道路，由西向东，经过基辅。另一方面，沼泽地以北虽然道路较多，但若沿这一方向挺进，德军就会进入白俄罗斯的森林地带，从而使自己的运动局限于很少几条彼此相隔很远的轴线上，相互之间极难或根本不能保持接触。面对这种困难的抉择，马尔克斯踌躇犹豫，难以定下决心。最后，他认定在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都要最充分地利用有利条件，因而建议以相等的兵力在沼泽地的两侧同时发动进攻，力争在同一时间到达莫斯科和基辅。



　　国防军总司令部负责计划工作的人是冯·罗斯贝尔格上校。他与马尔克斯不同，重视的主要是铁路，而不是公路。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一旦作战行动离开德国统治下的波兰边境附近地区，进入广袤无边的俄罗斯大地，就只有依靠铁路才能维持补给。他完全正确地得出结论：应当在铁路最多最好的地方，亦即在从华沙到莫斯科的大型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他的结论也符合作战开始前部队展开的需要，因为部队展开这种大规模行动只有依靠铁路才能完成。罗斯贝尔格并非不知道“南面”方向的优点，但是，在国防军总司令部工作的人，看问题一般有较广阔的视野，因而他所看到的沿这一方向进攻的优点，先是离罗马尼亚油田较近，尔后是离东加利西亚油田较近。马尔克斯只看到乌克兰的开阔平原便于坦克作战，罗斯贝尔格与他不同，还预见到下雨可能使这一地区的土地变成泥淖，从而引起种种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次要因素。当时认为，德军在战术、战役上均优于对手，主要问题是在补给方面。既然只有依靠铁路才能维持补给，那就应当沿铁路进军。



　　事实上，在希特勒看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决定意义。对于将领们从战术、战略和后勤角度提出的意见，他再加上经济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首先断定，如果德军想要得到粮食，尔后再从高加索得到石油，就非进入乌克兰不可。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心目中的圣地，因此，夺取列宁格勒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必须沿两条相隔数千英里的路线同时展开进攻。加之陆军参谋长哈尔德要求进攻莫斯科，并在展开兵力时就作了相应的部署，从而使情况更加复杂，结果，作为希特勒基本作战命令的“第21号训令”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文件，要求3个集团军群各按各的方向分别向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军，都要到达德维那河-斯摩棱斯克-德涅泊河一线。



　　在后勤方面，行动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从某几点上说，从那时到现在也未曾再有过。进军的部队将近350万人，超过了1812年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兵力的5倍。这一庞大军队及其数十万马匹和车辆都要行军，行军中都要保障，行军的目的地从北到南分别离出发基地600、700和900英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道路数量少、质量差的国家，那里的铁路，每一码都要改成标准轨距后才能利用。此外，这个国家至今供应德国以相当数量的重要战略物资，从石油到橡胶，一旦战事发生，供应必然中断。



　　怎样才能获得充足的战略物资，这是侵俄战争计划者们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象通常一样。第一个困难在于查明需要量，而需要量取决于许多无法预见的因素，包括作战行动展开的速度(这影响油料需要量)，敌人抵抗的程度(这影响弹药需要量)，当然，还取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结果，有关的参谋人员作出了一系列高度乐观的假设，例如认为弹药消耗量会同西欧战局大体相同，俄国人会在德维纳河-斯摩棱斯克-德涅泊河一线以西被打败。但是，尽管如此，有些物资仍然难以弄到。例如轮胎极为短缺，甚至曾经考虑用包钢的轮子来代替某几种车辆的轮胎，同时，完全停止了橡胶鞋底的生产。尽管当时把油料消耗量降到了陆军的最低标准以下，但仍只能建立3个月的储备量(柴油为1个月)。作战行动定于6月发起，预计到7月就会出现油料短缺。当然，在那以后，因为可以从罗马尼亚油田直接向在俄国的德军输送油料，情况有希望改善。利用缴获的油料希望是不大的，因为俄国的汽油辛烷值太低，只有利用专门建设的装置加入苯添加剂后，德国汽车才能利用。由于在“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阶段要大大扩展军队的规模(装甲师从9个增至19个，各类师的总数从120个增至180个，以后又改成207个)，所以现有部队所需的修理配件很难弄到。加之德军在俄国使用了多达2，000种型号的车辆，问题就更加严重。仅中央集团军群地域内的车辆所需的配件就大大超过100万种。另一个问题是对弹药消耗量的估计。最后的估计数字与其说是真正需要的数量，不如说是现有运力所能运载的数量。结果，德军进入俄国时，远未能按后备集团军司令官的要求，建立起可供12个月作战之用的弹药储备，而是仅带了2-3个基本携运量，加上20个师的用途未定的储备品。物资如此短缺，照理说能使德国领导人重新考虑整个战局是否合理。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反，他们力图说服自己，原来估计要5个月才能达成的目标，实际上只需要4个月，甚至1个月即可达成。在这一点上，德军总参谋部好象失去了理智。他们不是缩小目标以适应有限的手段，而且要自己相信原来的计算过于保守，达成目标比预料的要更容易一些。



　　但是，同这些问题比起来，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取得足够的运输工具保障作战。在这一点上，德军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作战规模很大，只有靠铁路才能保障；另一方面，俄国铁路的轨距与德国不同，无法直接利用。等待将俄国铁路改成德国轨距是根本不行的，因为那样将使俄国人有时间撤退到他们辽阔国土的腹地，从而使德军失去唯一的获胜机会。因此，就象一年以前在西线一样，一切要靠数量充足的汽车，而汽车却仍然象过去一样短缺。陆军总司令部改组了陆军后勤部队以调用其车辆，从瑞士购进载重汽车，并以缴获的法国车辆替换取自民间经济部门的车辆。采取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陆军的最低需要，使3个集团军群的后面，各有1个平均运载能力为2万吨的重型运输队。但是，这样一来就再没有任何后备，而且，部队中严重缺乏车辆，以至不得不给75个步兵师各配备200辆农家大车。



　　由于油料和弹药消耗量极不稳定，很难说这些汽车能保障军队在俄国境内前进多远，然后才需要停下来建立新的补给基地。但是，一般认为，如果俄国人是可以打败的，那么，在最初500公里(300英里)的距离内应能将他们打败。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也的确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从边境线到斯摩棱斯克的距离可在一次强有力的挺进中走完，然后部队即须停止前进，以便搭乘火车。设想汽车纵队能在6天内走完往返600英里的距离，装卸时间包括在内 [ 注：此处系按汽车每天走10小时，每小时平均走12英里计算，但未顾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时候都有20-35%的汽车待修。 ]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设想)，那么，每天可给这支144个师的大军输送的物资数量为60，000÷6=10，000吨，平均每师每天70吨，其中给养占去的比重可能大大超过三分之一。我们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计算。可以估计33个“快速”师(加上其保障部队、领导机关等)的需要量为每师每天300吨，那就是说，在离出发点300英里的距离上，全军的重型运输队加在一起，也只能勉强用以保障这些快速兵团，其余的111个师则得不到任何供应。当然，关于这一点并无具体证据，这些数字只是以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初步计算为依据。但是，由此的确可以看出，陆军总司令部过于乐观，在各个师进入俄国还远未达到300英里之时，这支军队就会遇到补给困难。



　　事实上，陆军总司令部并不打算采用让汽车纵队往返于边境线和部队之间的办法来对先头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进行补给。即便有足够的汽车，这样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一战局中如同在以往各个战局中一样，德军是分成两个装备不同的部分先后行进的。道路上本来就拥挤不堪，当给前方快速部队运送补给的汽车返回时，要穿过跟在后面的各步兵师，必然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拥挤。因此，较好的办法是使先头装甲部队在作战初期不依赖基地补给。为此目的，在每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约430吨的正常油料携运能力以外，再增加400-500吨用小容器盛装的油料，从而使这些快速兵团总共可行500-600英里。根据计算，一支开进的军队每前进1英里，其车辆实际要走2英里，因此，各快速兵团的活动半径为250-300英里。曾打算将增设的储备品屯积在装甲兵团和跟随其后的步兵兵团之间的某些地点，由装甲兵团使用所辖“轻型运输队”进行本身的物资补充，由步兵师向前派出专门的分遣队对那些仓库(储备品)实施警戒。这样集中使用大部分运输汽车以保障先头突击部队，陆军总司令部希望能不作大的停顿就到达德维纳-斯摩棱斯克-德涅泊河一线。十分明显，这是当时所能企求的最高目标。



　　德军要想走出300英里的极限，就必须依靠铁路。也只有依靠铁路，才能将军队展开于俄国边境。因此，增大铁路通过能力的工作早在1940年初秋就开始了。到翌年4月，从西向东穿越波兰的铁路的总通过能力增加到了420列对开列车。这样大的通过能力超出了需要，因而从未充分利用过。但是，扩展铁路是付出了代价的。特别是铁道兵部队，本应在冬天进行将俄国铁路改成标准轨距的演练，但却被派去执行了其他任务，以致当其进入俄国时，并未经过充分的训练。这还不是铁道兵面临的唯一问题。由于铁道兵不是战斗部队，因而在配备汽车的顺序上排在后面，最后只分到1，000辆汽车，大都是法国和英国的次品。所以，铁道兵只有六分之一是完全摩托化的，而三分之二则没有任何摩托化装备。铁道兵部队的油料补给依赖于他们所配属的集团军群，常常保障不足。此外，信号器材、通信器材也不足，现有的器材预计只够最初的60英里线路使用。最后，铁道兵人数太少，还只到1941年7月，就不得不从国家铁道部门调人补充。



　　为领导和监督这一规模庞大的工作，成立了一种新的组织，即陆军总司令部军需部长的前进工作队。每个集团军群配属一个工作队，但它们不受野战司令官们领导，而仅隶属于瓦格纳本人。这个解决办法看来并不理想。其所以要这样做，大概是因为缺少受过训练的补给军官的缘故。每个工作队负责掌管一批仓库，这些仓库合在一起组成“补给区”。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补给区。最初，这些补给区都位于国境线上，准备待铁路通车后即向前转移。为利用在敌国领土上夺取到的工业和补给设施，德国国防军成立了一个新的兵种，即所谓技术兵。军需部长及其各下属部门虽然掌管着仓库及“重型运输队”，但如前所述，他们对铁路完全无权过问。铁路系统统归国防军运输部掌管。每天发出的列车数量及列车到达的终点，都要由两个主管部门磋商确定，当然，双方都会各自维护本系统的特殊利益 [ 注：这种双重结构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后果，即两个主管部门对物资需要量会有不同的估计，瓦格纳计算物资的吨数，盖耳克则计算列车数而不问其负载量是多少。所以，当必须查明需要量能否或是否已经满足时，他们就会得到，而且的确得到过相差很远的计算结果。 ] 。



　　所以，当德军进入俄国时，其补给机构远远不能令人满意。通过调走步兵很大一部分汽车，从而付出使他们丧失战略机动性的代价，才使“快速”部队在最初300英里左右距离内的补给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但到达这一点后，不管战场情况如何，后勤困难都将迫使部队停止前进。铁道兵的任务是使铁路尽可能早地接过补给工作的重担，但其装备在某些方面不适应这一目标，其数量也远远不敷需要。通常每个集团军之后需有一条铁路，但根据东线的条件，却是每个集团军群之后只可能敷设一条铁路。即便对消耗量作最乐观的估计，某几种物资的储备量也会低到危险的程度，而前送则是不可靠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就连打到莫斯科是否有把握也成了问题，更不必说再远的目标了。德军显然过于相信自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离国境线不太远的距离内打败红军。如果这一计划不能实现，补给方面的困难就一定会影响作战行动的持续进行。






图7 1941年6月至12月德军在俄国的作战行动




列宁格勒和德涅泊河




　　1941年6月22日3时，德国沿苏联边界展开的144个师的炮兵，在从波罗的海到匈牙利北部国境线的800英里正面上同时开火，宣告了一场有史以采最大的陆上战争的爆发。由于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保证了完全的突然性，德军最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除布列斯特-利多夫斯克之类的孤立据点外，苏联边防军的抵抗在几小时内就被粉碎了。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通路打开了，它们可以快速挺进，以执行第一批合围计划。大量的步兵及其马车努力向前开进，但越来越落在后面。中间出现了往往不太安全的空档，堵塞着从先头装甲部队返回的空车纵队，以及派往前方的铁道兵分队，这些分队要在周围地区尚未完全被德军控制之时就开始修理铁路，改换轨距。铁道兵作为后勤部队，不是在作战部队之后行动，而是超越于作战部队之前，这在现代战争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它说明德军为千方百计保障其部队而不得不采取不顾一切的极端措施。



　　在铁路通车以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全部补给重担都压在“重型运输队”身上，而且，一开始就碰到重重困难。虽然陆军总司令部早巳知道俄国的道路量少质差，但当原有的碎石路面在战争第3天就开始毁坏时，他们仍大感意外。未铺碎石的道路，在7月第一周的一场大雨后就变成了泥淖，从而证实了罗斯贝尔格一年以前就表示过的担忧。由于路况恶劣，加上未被先头装甲部队消灭的零星小股敌人的袭击，“重型运输队”的汽车损失在战争开始后的19天内就达到25%。一周后，中央集团军群的汽车损失达到三分之一。此时，大修设施并未向前推进，仍留在深远后方，有的在波兰，有的甚至还在德国，因而情况更加严重。



　　俄国的条件不仅使运输汽车的数量迅速减少，而且给剩下的汽车造成行动上的困难。由于道路太差，油料需要量增大，由预计的每月25万吨增至每月33万吨(每天9千吨)。通常能跑100公里(60英里)的油料，在俄国只能跑70公里。发动机负荷过大，造成其迅速损坏，并使滑油与汽油的消耗比由2%增加到5-7%。备件，特别是轮胎，供应困难，这是因为“帝国”的橡胶储备在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重型运输队”的实际能力远比预计的为低。每当前线与铁路的距离超过了60英里时，部队的补给就发生困难。



　　鉴于俄国铁路的轨距不同，陆军总司令部原指望利用缴获的车辆进行铁路运输。但是，部分地由于作战部队没有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原来的希望落空了。陆军总司令部每天都得通知各集团军群及担负支援任务的空军部队，在各自的战区内应注意保存哪些铁路。尽管如此，事实证明要按计划保存那样多的铁路是不可能的。改轨工程比预期的更为艰巨，特别因为作战行动是沿公路进行的，铁路沿线仍有敌人残留，负责改轨的部队先得清除敌人，然后才能施工。这就是作战和补给分别依靠不同时代的技术手段这种脱节现象所造成的恶果之一。



　　尽管俄国的轨枕是木头而非钢铁，有助于减低改轨的难度，但改轨工程仍然很费时间，而且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俄国的铁轨比德国的轻，单位长度的轨枕数量比德国的要少三分之一，因而改变轨距后不能跑重机车。这就是说，主要只能利用较老的设备。由于俄国机车大于德国，其供水站相距较远，而且许多供水站已经遭到破坏。德国机车不能烧俄国煤，除非添加一部分德国煤或燃油。信号器材和通信设备非常短缺，因为已被撤退的苏联人，或者常常是被前进的德国部队拆走。从铁路管理部门的观点来看，铁路建筑营修路的方式有时也是不正确的。铁道兵所关心的，首先是尽可能多地修复轨道和桥梁，因而常常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如车站、修理所、机车库是否有进出道，给机车供煤是否方便等，甚至连一条双行线的通过能力大于两条单行线这样的基本常识也被忽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尽管盖耳克将军规定了双行线和单行线每天跑车的数字分别为48列和24列，但他的这些数字只是一纸空谈，实际上根本达不到。 [ 注：俄国境内铁路通过能力低的另一个原因是管理人员的质量差。他们是由法国公路部门派出的，哈尔德认为他们不够灵活，过于迟钝。 ] 最后，俄国铁路改轨后，缴获的车辆也无法利用。虽然车厢很容易改成标准轨距，但改后的车厢在俄国以外便不能使用。机车完全不能改换轨距，因而被转交给了芬兰人。



　　在开始更细致地论述后勤与作战的关系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及，即缴获物资的利用问题。我们知道，苏联的燃料，无论液体燃料或固体燃料，都不同于德国的，至少要经过某种处理才可利用。当然，俄国的给养品完全可以利用，但红军撤退时是直接从列车上给部队的汽车分发给养，并不组建临时仓库，所以几乎没有给养仓库可夺。到德军更加深入俄国境内后，才有可能利用被征服地区的资源。瓦格纳还曾估计，全部给养只需从国内前送50%。但是，给养——即使包括饲料——只占整个补给需要量的一小部分。利用俄国资源无论怎样有利于德国经济，归根到底还是不能大大减轻铁路和“重型运输队”的负担。



　　在1941年6月22日进入俄国的3个集团军群中，冯·李勃的北方集团军群是最小的一个，因而从数量上说也是最容易补给的一个。这个集团军群作战的目标也最近，从其在东普鲁士的基地到列宁格勒只有500英里左右。同俄国其他部分比较而言，波罗的海诸国有良好的道路网和铁路网，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但是，由此再往东北，森林就稠密起来，道路越来越少。该集团军群的军需工作队长是托普少校。为执行本身的任务，他辖有50个载重汽车队和10个摩托化补给连，包括面包房、屠宰场等单位在内(这些车队和补给连不属于瓦格纳直接掌握的“重型运输队”。托普还管辖设在梯尔锡特和贡宾根的两个补给基地，其中存有27，803吨弹药、44，658吨给养和39，899吨油料，以及若干轻型工兵器材、工程和通信设备。李勃的部队分成3个集团军：第16集团军、第18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被称为第4坦克集群)，共26个师，其中快速师6个。一个装甲师预计每天消耗300吨物资，其他师200吨。此外，克勒的约有400架飞机的第1航空队亦待补给。



　　根据希特勒1940年12月的训令，李勃的部队首先应歼灭波罗的海诸国境内的苏军。他以第4坦克集群作为矛头，夹在两个步兵集团军之间，于3时5分越过边界，前进速度极快。冯·曼斯坦因的第56坦克军于6月26日抵达杜纳堡，夺取了德维纳河上的渡口，这就是说，5天走了近200英里。但是，坦克集群已经远离它本身的补给机构。载重车队被前进的步兵挤下了公路，一连数日不能行动。结果，还在6月24日，就不得不实施一次空运，以解救两个坦克军缺油缺弹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建立前方补给基地。为此，坦克被迫停止前进，直至7月4日才恢复行动。而且，是靠了将北方集团军群的“重型运输队”大部分集中于第4坦克集群之后。以至使第16集团军暂时停止行动，才得以发起新的进攻的。



　　渡过德维纳河后，第4坦克集群的两个军沿两条分隔的轴线继续北进。曼斯坦因部向伊尔明湖运动，目的是从东面封锁列宁格勒。莱因哈特的第41坦克军继续朝西向直通列宁格勒的卢加挺进。同样，前进速度也是极快的。7月10日，莱因哈特部抵达卢加，从杜纳堡又推进了200英里，离列宁格勒已仅80英里左右。但是，到此时两个军都已进入林木茂密，不宜坦克行动的地区，因而前进迟缓下来，深感没有步兵的困难。而步兵远远落在后面，此时还在波罗的海诸国逶迤前进，行军距离拉长至数百英里。



　　此时，北方集团军群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当前遇到的地形更适宜于步兵作战，另一方面，第4坦克集群已经宣称，补给上的困难使它无法到达列宁格勒，除非第16和第18集团军均停止前进，而将所有运输工具集中起来，专门保障坦克兵的开进。冯·李勃下不了这样绝对化的决心，于是，第4坦克集群虽然已经到达列宁格勒的门口，但却接二连三地在补给上遇到严重困难。



　　随着先头装甲部队深入俄国境内，跟随其后的铁道兵全力以赴地修复铁路，并将其改成德国轨距。至7月10日，完成了约300英里，但线路通过能力极低。尽管此时杜纳堡至前线的距离已达数百英里，但每天抵达该地的火车只有一列，而不是前方需要的10列。铁路终点站的前移要跟上部队的推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不得不用俄国轨道及缴获的铁路车厢，但很快就发现从德国列车向俄国列车实施转载的地点成了整个后勤体系中经常发生梗阻的部位。例如，早在6月30日，艾德考就发生了严重的拥挤。3天后，斯乔仑铁路转载站的状况据称是“灾难性的”。情况逐级向上反映，一直报到了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那里。尽管如此，到7月11日斯乔仑车站再次发生堵塞。列车卸载所用的时间不是规定的3小时，而是12、24甚至80小时，使车站的拥挤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线路的通过能力仅能利用很小一部分。混乱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整列整列的火车“失踪”，有些始终没有找到。结果，物资补给虽然实际上并未中断过，但总是处于危机状态。差不多每天都有部队告急。托普认为，要满足全部需要，他每天得有34列火车(每列载重450吨)，但他从运输部长那里得到的却从未超过18列，而且只有很少的日子才能达到这个数量。



　　尽管北路军需工作队反复宣称部队物资并未真正短缺，但实际情况却非常糟糕，以至引起了一场关于究竟责任何在的激烈争吵。所有前方部队都不信任后方勤务部门。陆军司令官们，特别是直言不讳的第4坦克集群司令官赫普纳，指责瓦格纳的部门因循怠惰，死板不灵，并声称有些本来是发往他的部队的列车，半路竟遭16和18集团军拦劫。瓦格纳又把责任推到盖耳克的头上，责怪盖耳克未提供足够的列车供输送补给品之用。盖耳克也推卸责任，说问题在于列车卸载太慢。这场争吵甚至越出了陆军的范围，造成军种之间的互相埋怨。瓦格纳的人声称，空军占用的铁路车辆超过了安排给他们的数字，他们甚至派军官带着冲锋枪押车，以防外来的干扰。



　　但是，补给上出问题，主观原因较少，客观原因较多。由于每天的列车数量只够勉强维持前线的补给，因而物资储备工作进展缓慢，新基地的建立跟不上部队的推进。这就极大地加重了重型运输队的负担，而这些汽车部队，因路况恶劣不能使用拖车，其运载能力本来就已降低了40%。此外，托普被迫要求后方对列车进行混合装载，而不是装载单一品种物资，这样也造成铁路运输能力的浪费。补给勤务部门承认他们无力在少于7-8天的时间内筹到部队请领的物资。从这一点看，说补给机构有些呆板不灵不是没有根据的。此外，托普的军需工作队除保障北方集团军群外，还要对中央集团军群的某些部队进行补给，这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正如瓦格纳所提醒赫普纳的，根本问题在于北方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在4周内推进了约400英里，因而是在一条漫长而复杂的交通线的终端作战，这条交通线不仅挤满了仍在向前赶路的步兵和后续梯队，而且已经成为“真正可恶的”游击队袭击的目标。不然的话，列车本来是可以在靠前得多的位置进行卸载的。尽管如此，陆军总司令部军需部长仍然认为北方集团军群的后勤状况是德国在俄国的部队中“最好的”。当然，冯·李勃并不接受这种说法。



　　德军未能拿下列宁格勒，后勤究竟负多大责任，那是很难下结论的。因为战役计划一开始就不完善，计划的执行又因希特勒的神经质和他未能明确规定优先顺序而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列宁格勒的门户地区同波罗的海诸国的其他地区相比，又不适于坦克运动，所以，到7月26日，三名坦克部队指挥官——赫普纳、曼斯坦因和莱因哈特一致建议撤退。本来，既然北方集团军群面对着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那么，它夺取列宁格勒的最好时机看来应在7月中旬。那时，莱因哈特军已经深入到离该市80英里以内的地区。但此时补给上的困难排除了任何立即发起进攻的可能性。赫普纳的部队在战争的头两周是自由行动，他们碰到了顽强的抵抗，因而弹药消耗很大。要额外补充弹药十分困难，所以其弹药储备量降到了规定标准的50%以下。7月下半月，补给部门忙于将补给基地从杜纳堡向前转移至卢加附近地区，因而就连最有限的进攻也无法保障。在此期间，发起攻击的日期至少推迟了7次。情况实在令人绝望，以至于赫普纳于8月2日提出一种拼命的主张：用单独一个装甲军去进攻有着250万人口的列宁格勒。但军需部长认为就连这样的进攻他也无法保障，因而这个主张也被否定了。直到8月8日才发起进攻，但此时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已经完备。一场大雨把所有的道路都变成了泥淖，使部队所需的弹药无法前送。9月11日，希特勒终于认识到地形不宜于坦克行动，因而命令第4坦克集群撤退，前往参加对莫斯科的最后冲击。元首同时决定列宁格勒由空军接手对付。这样，就连最后的机会也丧失了。



　　同北方集团军群相比，冯·伦斯德元帅所率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目标规定得更不明确，更加分散。除征服克里木外，还要夺取乌克兰的小麦、顿涅茨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南方集团军群含4个集团军(第6、第17、第11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群)，共41个师，并辖有若干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师。这些盟国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困难，因为他们汽车很少，又不熟悉德国的制度。南方集团军群从波兰出发后，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进军，它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地形适宜于坦克运动。但是，铁路比沼泽地以北少，而且，一场大雨很快就能使结实的黑土变成烂泥。



　　在入侵俄国的3个集团军群中，伦斯德的部队碰到的敌人具有最大的数量优势，而且是由铁木辛哥这位最能干的苏联司令官指挥的。因此德军在这条战线上进展缓慢，而且，很快就发现“重型运输队”的车辆按1：2装载弹药和油料是以错误的计算为依据的。南方集团军群受到天候的不利影响比其他两路部队更加严重。到7月19日，它的运输汽车连就有一半丧失了行动能力。第二天，成立了农民运输队来帮助这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克服补给困难。7月下半月，弹药始终不足，产生了激烈的争吵。陆军指挥官们指责温克涅希的南路军需工作队对部队不一视同仁，他们还互相攻击对方拦路抢劫列车。尽管如此，到7月底整个德涅泊河西岸已在德军手中。但是，物资补给的困难，加上德国步兵一贯跟不上装甲部队，使得第1坦克集群不能渡河继续前进，而把时间浪费在对乌曼附近已被包围的敌人进行零敲碎打上面。



　　德军的推进至此暂时停顿下来，立即开始了建立前方补给基地的工作，以保障德军渡过德涅泊河后继续前进。但困难很多，因为铁路的通过能力仍然很低，载重汽车队不得不远道返回俄波边境拖运物资。到8月1日，亦即预定发起新的进攻的4天之前，伦斯德所属各集团军的弹药储备还只达到基本携运量的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由于物资储备工作进行得太慢，因而决定不等新的基地建成就重新发起进攻。结果，8月份的作战行动是在后勤保障不充分的情况下实施的，物资短缺在各处时有发生，特别是冯·克莱斯特的第1坦克集群，因油料和弹药严重不足，以至于不得不直接根据作战情况来分配新到列车的货载。为此，要由参谋长泽兹勒将具体作战情况用电话通知军需处长。8月23日，弹药短缺达到危急的地步。此时，第17集团军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使坦克集群至少是暂时地摆脱了困境。



　　这时，陆军总司令部完全违心地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准备让第1坦克集群来一个90度的大转弯，向北开赴基辅。为准备这一运动，克莱斯特的“重型运输队”在8月的最后几天被抽出进行休整，但因零配件严重短缺，其能力不到编制数的60%。尽管如此，看来第1坦克集群在其同布琼尼的西南方面军作战的过程中并未遇到严重困难，良好的天气使轮式车辆便于运动，其至别尔莫瓦依斯克铁路终点站的距离也不算太远。但南方集团军群的各条铁路却情况不佳，南面的一条被洪水冲断，北面的一条因拥挤而发生阻塞。南路主要补给基地秩序混乱，原定每天开出24列火车，但整个9月份只有12天达到了这一指标。而且，开到的火车均未满载。德涅泊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断，任何大规模渡河东进的企图都遇到很大困难。9月底，南方集团军群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将铁路终点站推进到河东，要达成作战目标或占领克里木是不可能的。



　　歼灭被围困的基辅守军后，南方集团军群于10月1日重新开始东进。起初进展很快，但到10月3日，克莱斯特就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补给线，而且，这条补给线上照例充斥着从后方跋涉前进的步兵纵队。10月6日，天气变坏。两天后伦斯德的推进速度就减慢下来，在“可以想见的最坏”条件下，南方集团军群的所有汽车都停止了运行(此时仅48%的汽车尚处于堪用状态)，只有翼侧最南端的第1坦克集群还在维持行进，但到10月13日也停顿下来。从此以后，形势急转直下。10月17日，据说情况已恶化到了“灾难性的”地步。3天后，再没有任何补给品到达部队，部队只得完全靠就地取给维持生活。尽管在上冻前情况不可能真正好转，但10月24日天气的转晴使得至少有一个军恢复了其进攻罗斯托夫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部队自行组织农民运输队进行运输，其工作相当出色。此时德涅泊河两岸尚无铁路联系，第6集团军曾临时利用俄国轨道的一些区段，而第1坦克集群(其先头部队已达马留波尔——后改名为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则靠空运得到了少量的油料、弹药和修理配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铁路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混乱。整个10月，原定向部队发车724列，实际到达的仅195列，其中112列是上月留下的。而南方集团军群此时面临的困难何等严重，陆军总司令部并非一下子就真正理解的。当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于11月3日返职时(他因骑马摔断锁骨而离职)，他感到伦斯德表现出不应有的悲观，迫切需要“打气”。但到次日他就认识到，“各集团军都陷入了困境”，不是仅靠言词所能解脱的。“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之前，对司令官们施加压力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在等待上冻，但到11月18日真的开始上冻时，温度一下子就降到摄氏零下20度。路况确实改善了，但因发动机发动不起来，能用的汽车数量急剧减少。铁路情况进一步恶化，德涅泊河上的浮冰又使补给品的正常航渡受到威胁。面临补给完全中断的危险，南路军需工作队开始放弃自己的职责。各集团军被告知从各自不同的来路领取油料，驻乌克兰德军司令官则须直接找陆军总司令部军需部长解决补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克莱斯特居然坚持走到了罗斯托夫，这是很不平凡的。尔后在向米乌斯河撤退的过程中，补给状况据称“稳妥可靠”，这就更不平凡了。



　　从南方集团军群的情况看，关于作战行动超出了300英里界限就无法保障的警告，证明是正确的。只要能利用(哪怕是一部分)“重型运输队”的运力来代替铁路，那么，尽管有相当的困难，补给部门仍能设法保障军队的推进，就连第1坦克集群急转弯北进基辅也没有造成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当时其他各集团军实际上均处于静止状态。但是，在德涅泊河彼岸的进攻却是在后勤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发起的，当时还根本没有将铁路修过河去的任何实际可能性。而且，在起自波兰的那些铁路线上，情况一片混乱(顺便说一句，这种混乱同俄罗斯的冬天毫不相干)。南路军需工作队早已预见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达不成“作战目标”，所谓“作战目标”显然是指夺取顿河流域。然而，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这种观点得到了希特勒、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南方集团军群自己的重视。就连伦斯德这位被视为3个集团军群司令官中最谨慎的一位，也并未打算把作战行动推迟到夺取罗斯托夫以后。达成这样的目标超出了后勤机构的保障能力，这一点看来就连伦斯德也没有认识到。




向莫斯科大门的冲击




　　在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投入俄国的3个集团军群中，最强大的一个是包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共49个师，分属于4个集团军(另一个集团军，魏希的第2集团军留作陆军总司令部预备队，后来才调到前方)，其中，第9和第4为步兵集团军，第3和第2为装甲和摩托化集团军。两个坦克集群隶属于步兵集团军，采取这一措施可能是为了防止坦克集群推进过速，以至同后面的步兵部队失去接触。中央集团军群分成两翼，“快速”兵团分别部署在最左和最右两端。总的任务是以三个钳形攻势从正面打败敌人，最后一个钳形攻势的合围口在斯摩棱斯克。机动作战行动到此即应暂告停顿 [ 注：关于夺取斯摩棱斯克后再采取什么行动，当时尚无十分明确的观念。希特勒在第21号指令中表示的意图是，在这一地区转入防御，将坦克集群派往左翼和右翼以支援友邻集团军群。陆军总司令部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暗中希望破坏这一计划。 ] 。



　　打破苏联边防军的抵抗后，包克的部队在6月22日上午就迅猛推进，其两个坦克集群，特别是右翼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很快进入俄国的纵深地区。虽然这一地区适于坦克运动的程度比不上乌克兰，但比北路赫普纳所面对的地形要强得多。然而，道路稀少，行军纪律又很松弛，以致大量步兵堵塞了布格河上的桥梁。直到6月25日晚，负责保障古德里安的“重型运输队”还未能渡河，而古德里安早在6月23日就曾被迫申请空运油料。在第9集团军的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步兵同霍特的第3坦克集群补给纵队争夺使用道路的优先权。两个坦克集群的油料消耗都很大，但因弹药消耗较少，加之第2坦克集群在巴拉诺维奇附近及时发现了俄国一个大油库，所以油料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给养差不多完全没有前送，部队发现依靠就地取给足可维持军需。6月26日，古德里安和霍特在明斯克封闭了他们的第一个包围圈。与此同时，后面的步兵正在比亚韦斯托克完成另一个较小的包围圈。7月16日，两个坦克集群再次会合，这回是在斯摩棱斯克。虽然这些作战行动所走的距离很远，以至于战争开始仅10天就有些坦克因缺少备件而被抛弃，但总的来说，在补给上看来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且，这时的合围是仓促实现的，步兵可能还需要一两个星期才能赶上来。在此期间，装甲兵团被迫几乎完全停止运动，忙于对抗敌人的反冲击，因自己不能继续推进而焦急。由于此时的战斗带有防御性，因而油料消耗急剧减少，弹药消耗则异常增大，不只一次地形成危机。



　　在此期间，从部队离边境的距离看，本来单凭铁路即可长期保证补给，但铁路方面产生了某些问题，德军以道路为依托的作战方法，使得大量铁路未被触动，但铁路警戒部队太少，不足于应付形势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加之在从德国列车向俄国列车转载的车站常常形成堵塞，因而铁路效能大大低于预期的水平，以至于第9集团军抱怨说，他们每天仅能接到应到列车数的三分之一。情况不是逐渐好转，而是日益恶化。到了7月8日以后，铁路仅用来给第3坦克集群输送补给品，而第9集团军，尽管其至基地的距离现已超过250英里，道路状况又很恶劣，还是不得不使用“重型运输队”来进行前送。象往常一样，陆军总司令部总是要过一定时间才能理解事情的真象。7月13日，瓦格纳还乐观地报告说，他可以保障坦克集群前进到莫斯科。但第二天他就修正了自己的估计，说坦克集群最远只能进至斯摩棱斯克，而步兵能走的距离更小，到达德涅泊河就得停顿。



　　从7月中旬起。中央集团军群的补给形势，就象是日益严重的神经病的症状。瓦格纳和哈尔德一方面知道存在某种供应紧张情况，另一方面又确信能够在德涅泊河上建立起新的补给基地，依托这一基地，到月底即可发起新的作战行动。他们好象听不见各集团军请求支援的大声呼号。弹药消耗在此期间始终很高，要勉强满足其需要也只能依靠大大削减油料和给养的补给量。第9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作战，但靠得最近的铁路终点站还在波洛茨克。而且，这正是油料消耗量很大的时候：一个油料基数在正常情况下可跑65英里，此时只能跑25-30英里。至8月中旬，第9和第2集团军的物资供应都是随到随耗，虽然要准备新的进攻，但弹药储备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继续减少。此外，油料补给很不充足，而且，因发动机破旧而增加的油耗还未计算在内。陷在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中的俄军的持续抵抗，推迟了装甲兵团休整的时间。这次休整，原来古德里安以为只要三、四天，最后几乎用了一个月。尽管如此。休整补充还是不彻底的，因为希特勒拒绝削减汽车生产计划来提供新的坦克发动机。在此期间，虽然斯摩棱斯克被围苏军终于被消灭，但中央集团军群仍有很重的战斗任务。整个8月，它都在抗击来自东方的敌人的反冲击，因而弹药消耗量大，只有依靠削减给养前送量才能保障。为发起新的进攻进行物资储备是不可能的。



　　包克的部队停止前进后，陆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对下一步作战行动的看法有很大分歧。陆军总司令部主张进军莫斯科，估计红军到此不能再退，从而不得不接受决战。希特勒更感兴趣的却是乌克兰的小麦、顿涅茨的煤和钢、高加索的石油，以及夺取克里木“这艘面对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在反对陆军总司令部关于向莫斯科方向继续展开进攻的意见时，希特勒争辩说，俄国人对来自后方的威胁简直满不在乎，受到包抄仍能继续战斗。这种看法是有事实为证的：在前一阶段的每次会战中，红军被围后都坚持抵抗，常有大部队从薄弱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希特勒指出，由于苏军相对地不惧怕包围，前一阶段德军的作战行动就显得过于冒进了。消灭俄国有生力量的途径是稳扎稳打，将俄军赶进一个一个的小口袋，然后逐个歼灭。作为这种打法的开端，他建议先消灭基辅附近德国人坚持称之为苏联第5集团军的部队，但事实上该处的部队至少有4个集团军和另外两个集团军的一部。这一战役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能由南方集团军群在第2坦克集群的配合下实施。第2坦克集群此时已最终摆脱斯摩棱斯克包围圈周围的战斗，并至少部分地经过了休整。中央集团军群的其余部队均不参加作战，从它们的后勤状况来看也只能如此。



　　根据第2坦克集群的历史记录判断，古德里安的部队在南进基辅的过程中在补给上并未遇到多大困难。这主要应归功于8月底通到戈麦尔的那条德国铁路。另一方面，由于后勤部门要保障这一战役，就使第2集团军的休整补充受到不利影响，该集团军处在一条从戈麦尔到戈罗德尼亚的俄国铁路线的终端，当时物资供应正处在随到随耗，朝不保夕的状态。这条铁路线的通过能力一开始就很低。情况刚有好转的迹象，9月12日，洪水又阻断了从铁路终点站通往各军的道路，迫使其作战行动停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直到9月15日，第2集团军才又将其补给状况说成是“安全”的。积累储备品的工作重新缓慢地开展起来，看来到月底似可大体完成。但一直等到10月初，后勤状况才允许军队展开新的进攻。



　　在更北面，中央集团军群其他部队的情况与此类似。包克估计，为保障日常消耗和建立进攻莫斯科的储备品，他每天需要30列火车。但盖耳克仅答应24列，而8月上半月每日到达的列车数平均不超过18列。8月16日奥尔沙-斯摩棱斯克铁路改为德国轨距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每日30列火车的目标从未达到过。虽然这是侵俄战争的决定性的最后一役，但陆军总司令部并未集中全力进行保障。8月15日，神经质的希特勒命令霍特的第3坦克集群派出一个军前往支援北方集团军群。这一调动不仅使该军进入非常难行的地区(在这种地区“使用坦克是很愚蠢的”)，而且，由于要作一个几乎180度的大转弯，也造成了补给上的困难。但是，这一次勃劳希契看来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命令中央集团军群从“重型运输队”抽调5，000吨运力给物资储备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的南方集团军群。由于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分散力量，第9集团军于9月14日直截了当地宣称，它的运输力量“不足以保障即将来临的作战行动”。第4集团军司令官冯·克鲁格亲自关心补给情况，他写道：



　　“集团军的补给状况，从整体上说，可以认为是有保障的……但随着距离的增大，集团军几乎完全依赖于铁路，而铁路仅能保障日常消耗。根据运输情况，至今无法建立较大的仓库，使部队能根据作战情况领到其所需的物资。集团军的物资是随到随耗，油料尤其如此。”



　　中央集团军群的物资储备工作，因洪水中断8天后，于9月21日重新开始，至月底大体完成。但这是靠了削减给养前送量才完成的，因而部队被迫依靠就地征粮生活。其他短缺物资包括：汽车润滑油(这是整个运输系统的薄弱环节)、车辆、发动机、坦克备件(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完全停止生产)，以及轮胎(每月每16辆汽车仅能补充一只)。燃油严重短缺，使整个作战行动有在11月中途停顿的危险。产生这种情况，一则因为国内缺油，再则因为在离基地400英里的距离上，要供应包括约70个师的6个集团军简直是不可能的(6个集团军中有3个是装甲集团军——赫普纳的第4坦克集群此时已加入中央集团军群)。



　　德军迟至10月2日才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起初进展顺利，类似前一阶段的进攻战役。霍特和赫普纳按惯例行动，作为钳形攻势的两个尖端，于10月8日在维亚兹玛会合，包围了约65万苏军。与此同时，最南面的古德里安从右翼迂回莫斯科的防御阵地，进展相当顺利。从10月4日起，补给方面就开始发生问题。第4坦克集群抱怨说，战役开始时它的汽车仅50%处于堪用状态。4天后，第4集团军抗议从后方开来的油料列车数量太少。从10月9日至11日，天气变坏，大雨把原野变成了泥淖，能使用的少量道路在往来车辆的重压下很快就毁坏了。从这时起，在大约3周的时间内，所有各集团军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部队的生活则只能是当地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希特勒的士兵在秋天的泥淖中挣扎前进。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这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此刻只有分成小股的步兵才能行动，而且没有重武器的支援，伴随他们的只有农家的大车。



　　虽然中央集团军群在11月7日左右大地上冻之前一直滞留原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处的情况都同样地坏。实际上，局部地区的情况有过好转，至少使某些补给品得以送到部队。此外，仔细研究军需官们的日记，可以看出各师战史隐瞒了的问题，即：造成困难局面不仅由于遍地泥淖，同样也由于铁路效能的低下。既然铁路运输(特别是油料运输)的危机早在严寒到来以前很久就开始了，那么，这就有助于纠正人们的一个看法：似乎德军攻打莫斯科的失败纯粹是季节太迟所致。例如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固然10月11日以后的道路状况造成了严重的补给困难，但与此同时，到达奥列尔的油料列车锐减，以至于在严寒使道路变得坚硬，而且战斗情况也重新开始有利于德军时，仍然不可能再度发起进攻。斯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从10月23日至11月13日，20天内仅接到4列油料列车，而从气候来看，11月11日才开始上冻，并且只是零下5度的轻微寒冷，随后几天都停留在这个温度上。在从斯摩棱斯克至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以南，第4坦克集群迟至10月25日还在缓慢地前进，驱赶着“劣势的敌人”，并请求陆军总司令部“无情地使用”铁路以保障其油料供应。在第2集团军，情况于10月21日开始变得严重起来。一方面，它的补给干线，从罗斯拉夫尔到布良斯克的公路路况恶化，另一方面，它要求每天有3列火车到达奥列尔或布良斯克，而实际到达的只有一列。魏希因此发出警告说，如果火车不来，他的物资补给将陷入绝境。他日复一日地提出这一警告，直至月底。在所有各集团军司令官中，只有克鲁格一人反复声称他的物资储备充足，困难在于如何将物资送到部队。为此目的，到维亚兹玛的铁路从10月23日起通车。随后有过几天情况紧张，但到10月28日，补给状况又被说成是“稳妥可靠”的，而且有材料可以证明当时部队的物资储备相当充足。在这个地区，上冻比别处都早些，因而路况有所改善，使该集团军在11月6日至8日一再说：其补给状况“即便就发起新的战役而言，也是可靠的”。11月13日，克鲁格的乐观程度有所降低，指责艾克斯坦因的中路军需工作队损害他的利益而过多地照顾其他集团军。所以，看来可以肯定的是，泥泞仅仅是使德军陷入停顿的因素之一，铁路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在斯摩棱斯克建立基地时，铁路运输曾遇到极大的困难，它简直应付不了为展开新的进攻而提出的更高要求。



　　11月中旬以后，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此时各处都已上冻，道路已可通行，但把在泥泞中一直陷到车轴的汽车救出来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许多汽车因此而彻底损坏。虽然从文件规定上看，从10月11日起给各集团军群供应的完全是防冻油料，但实际上点火系统、车用机油和散热器都常发生问题。不过，严寒造成的最大恶果还是在铁路方面。德国机车的给水管不是造在锅炉之内，因而70-80%的给水管因结冰而破裂。随之而来的运输危机，其严重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从11月12日到12月2日，几乎没有什么列车到达第2集团军，造成各种物资的严重短缺，而这同道路状况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从11月9日至23日，只有一列油料列车到达第9集团军，但送来的油料无法分发，因为载重汽车的油箱也是空的。尽管如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内，“重型运输队”的效能一贯地高于铁路，前送了相当数量的补给品，才使第9集团军好歹得以坚持下来。至于第4坦克集群，在11月17日以后，简直没有从后方得到什么补给品，特别是油料。同上个月一样，看来只有第4集团军是个例外。它的“重型运输队”运力已经下降到原建制额的八分之一，但铁路送来的补给品大体充足。



　　此时，在遥远的东普鲁士，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正在考虑整个形势。11月11日晚举行了会议。会上，元首不仅进一步肯定了夺取莫斯科的意图，而且提出了一些远远超过这个城市以外的目标。两天后，哈尔德视察中央集团军群时，负责该集团军群后勤工作的艾克斯坦因对他提出了激烈的抗议，但该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包克却不支持他的意见，坚持认为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总比在俄国露天过冬要强些。哈尔德明明知道，这次作战的准备不足，但他还是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包克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央集团军群试图发起进攻，他不拦阻，因为战争中还存在运气这样一个因素。最后的进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其原因首先在于铁路的状况糟糕。



　　在我们停止介绍莫斯科前方处在悲惨境地之中的德军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谈人们议论得很多的冬季装备问题。据说希特勒甚至禁止他的指挥官们提到这个问题，这一点也许属实，但尽管如此，哈尔德早在7月25日就对此问题进行过一番预先的调查。凡是研究过历史文献的人，都会对陆军总司令部从8月初就开始发出的，有关冬季补给的不计其数的命令、训令和通报留下深刻印象。这些文件的内容，从适当住所的勘察到防冻油料的供应，从冬季服装到马匹的疫病处理，简直细到了无法再细的地步 [ 注：关于冬季准备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陆军总司令部南方集团军群军需工作队1941年10月26日发布的181941号文件(秘密)：《1941-42年冬季补给命令》，其中列举了多达73件的单项命令，涉及了这个问题的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面，最早的命令是8月4日发布的。 ] 。虽然很难说这些文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陆军总司令部只是平白无故地搞文字游戏。再者，我们有瓦格纳及其部属留下的证据，能够说明当时冬季装备的数量确实“充足”，但因铁路境况危急而无法前送。既然铁路连对进攻莫斯科的准备和进攻开始后战斗的持续进行都保障不了，那么当然更应付不了前送冬季装备这种额外的差事。所以，陆军当时是否确有冬季装备的问题，似乎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结论




　　德国侵苏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与伦比的一场作战行动，其后勤问题错综复杂，工作量大得令人难以想象，而德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却是极其简陋的。如果说德军曾经非常接近于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与其说是由于准备工作的卓越，不如说是由于部队及其指挥官们贡献一切力量，忍受极大艰苦，以及因陋就简，克眼困难的决心与毅力。



　　要征服俄国，德军的力量从来就是不足的，这主要不是指作战部队，而是指原料、物资储备和运输工具。据估计，如果单用汽车一种工具，为进至莫斯科(更不必说要到达更远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至伏尔加河一线)所需的车辆至少是德军实际使用的车辆数的10倍。与此同时，最终肩负着后勤主要重担的铁道兵，不仅从某种意义上说装备很差，缺乏训练，而且数量也非常不足。铁路决不是一种有足够灵活性，能支持一场闪击战的工具，这一点已从1914年的战争，甚至1870年的战争得到充分证明。但是，撇开整个铁路网不说，即使德国把它的全部资力都集中在汽车上，其军队的摩托化水平，大概也远远达不到单凭汽车就能进行侵俄战争的程度。



　　多亏将大部分汽车集中使用于4个坦克集群之后，加之步兵在战争初期没有太多的战斗任务，德军才得以使其先头部队在北边到达卢加，南边到达德涅泊河，中央到达斯摩棱斯克。至于作战行动在这些点上陷于停顿，这是在战前即已预料到的。在北方集团军群，建立新基地的工作拖得太久，致使夺取列宁格勒的希望化为泡影。在南方集团军群，因后方困难太多，不得不在完全没有正常基地的情况下发起新的进攻，结果德涅泊河东岸的作战行动总是处于勉强维持的境地，终于在没有达成作战目标的情况下停顿下来。在中央集团军群，建立前进基地用去了两个月的绝大部分时间，即使这样，还是有些非常重要的物资(首先是备件、轮胎和发动机油)供应不足。关于轮胎供应，其数量之小只能用“荒谬可笑”四个字加以形容。



　　毫无疑问，后勤状况使得中央集团军群不可能于8月底进军莫斯科，最多只能派一支由14至17个装甲师、摩托化师和步兵师组成的兵力去执行这一任务。而这样一支部队，即使在1941年9月，其力量是否足以突破莫斯科的防御阵地，也是大成问题的。此外，既然莫斯科门户地区不象乌克兰那样适于机动部队作战，那么，就连第2坦克集群会不会得到物资补给也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如果陆军总司令部不把古德里安派往基辅，将大大减少其坦克的磨损，并且有可能加快第2集团军的休整补充。不过，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并未受到这一行动的影响，因为它们的物资补给来自另一条铁路。但这条铁路的效能同样是很低的，因而迟至9月26日，中央集团军群的油料储备量实际上还在下降。所以说，人们通常估计，由于希特勒定下了把占领乌克兰摆在夺取莫斯科之前的决心，使其对莫斯科的进攻延迟了6个星期之久，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有所推迟，充其量不过一两个星期而已。



　　为进攻莫斯科筹建后勤基地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证明有些人提出的另一种设想也是不正确的，即：希特勒不应分散其兵力沿三条不同的轴线发起进攻，而应集中全力攻打莫斯科，这一方案从后勤角度看是行不通的，因为道路和铁路太少，无法保障这样庞大的一支兵力。事实上，10月初集中70个师展开进攻就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铁路运输和油料保障方面。如果兵力再增加一倍，要建立一个有足够保障能力的前进基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阻碍德军进占莫斯科的诸因素中，道路泥泞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不错，恶劣的天候确实使德军的进攻推迟了两三个星期，但必须记住，早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很久，铁路运输的危机就已经发展起来了。10月间，铁路效能低得无可救药；同时，由于国内缺油，几乎无油可以供应部队。如果没有这次铁路运输的中断，包克也许是可以早一个星期发起攻击的。后来，当严寒到来时，其对铁路运输的影响比对汽车运输的影响更加严重。11月间汽车运输虽然规模有限，但仍在起重要作用；而铁路运输由于机车短缺，已减少到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地步。



　　鉴于道路泥泞无疑是导致德军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人提出，德军不该把它的后勤放在轮式车辆的基础之上，而应以使用履带车辆为主。不错，只有履带车辆才能在10月间越过莫斯科的通路。但是，如果提出装甲师的3，000多台车辆通通都应是这种类型的履带车辆，那就是根本不了解这一时期德国战争机器的工作情况。毫无疑问，德国人无力生产这样多的履带车辆，即便他们有力量生产，也绝无希望供应充足的油料和备件，因为这两项物资都是非常短缺的。的确，履带车辆所需的油料和备件数量太大，所以一直到了今天，尽管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当年德军所能设想的最大限度，但世界上还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用履带车辆来运载补给物资的全部或大部。



　　由于1941年入侵俄国的德国国防军毕竟还是一支资源极为有限的穷军队，所以，从后勤的观点来看，其获胜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铁轨、车轮和履带三者的正确平衡上面。只要我们承认德军在1941年取得的胜利是一切时代中最重大的胜利之一，同时再对其后勤体制作一番细致的考察，就可看出，他们基本上是实现了这种平衡的，他们的实际作法可能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解决办法。假如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允许德国采取一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来征服俄国，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多地依靠铁路来进行保障。另一方面，如果德国有更强大的汽车工业，那么，汽车和履带车辆在战争中就可能起更大的作用。但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能力开始建设一支完全摩托化军队的交战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



　　以上所述不能理解为德军的后勤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已经作得尽善尽美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从下面的事例即可看出。运输系统一分为二，分别由运输部长和军需部长掌管，而仅由总参谋长对他们的职能进行协调，这样的安排是很不适当的，它造成无穷无尽的磨擦。军需系统的组织结构也不妥善，因为它使各集团军群司令官没有自己的补给机构，只能夹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军需官之间左右为难。这些军需官不接受司令官的命令，而只听从军需部长工作队的指挥。



　　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曾过多地指望缴获和利用俄国的铁路车辆。由于实际缴获的机车和车厢达不到所需的数量，就不得不将俄国铁路改成德国轨距。这一工作虽然从技术上说不算很难，但所需铁道兵的数量超过了德军的实有量，结果只得同时并用德国铁路与俄国铁路，二者之间的转载站成为经常发生堵塞的地点，这种转载站不断地向前推进，而堵塞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铁路修建部门和铁路运营部门之间缺乏密切协作，前者常常忽视了后者的要求。



　　进入俄国后的铁路运输，其计划和管理很不完善。波兰的统治者弗兰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直到1941年11月，军方才得以使他接受把军用列车摆在绝对优先地位的要求。没有足够的人员进行列车的卸载，为此不得不使用战俘。交通管制非常松懈，因而有些列车被拦路劫走，有些完全失踪。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同当地人员交往困难。一条铁路从完成改轨到正式通车，常常因不应有的缘故拖延了很长时间。制度缺乏灵活性，在变更发车计划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担任线路警戒任务的兵力严重不足。



　　由于野战宪兵数量太少，公路交通管制始终是个薄弱环节，有时造成相当严重的磨擦。特别在战争刚开始时，一些预定用来补充快速兵团的箱装物资常常一连几天停在原地不能运走。而在莫斯科会战期间，对很少几条道路的争夺达到了灾难性的地步。汽车运输连组织得很差，陆军总司令部没有集中掌握足够的运力。部队总是试图不经过正常的补给渠道来解决物资短缺问题，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彻底根除的弊病。另一方面，还是这些部队，明显地表现出不愿同补给勤务部门合作，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它们建制车辆的作用。尽管这些车辆容易受到敌人火力的损害，但其实际损失却少于负担过重的“重型运输队”。集团军军需官在战利品管理方面不能对师实施正常的控制，以至有些部队擅自占用大量缴获车辆，而另一些部队，特别是后勤单位，则深感车辆严重短缺。汽车运载的各类物资比例，原来是依据错误的计算确定的，弹药太多，油料太少。结果造成油料短缺，而弹药则不得不丢在战场上，因为载运弹药的汽车无油可加。正当包克即将开始对莫斯科进行决定性的进攻之时，上面竟然莫明其妙地从他的“重型运输队”调出5，000吨宝贵的运力给伦斯德。仅此一例，即可说明对载重汽车连的使用有时是很不恰当的。



　　在德国国内，对汽车损失率的预计太乐观了。他们原来打算在整个战争期间对原有运输部队的汽车不作任何新的补充。在安排生产的优先顺序时，把机动车辆(包括坦克)同其备件分割开来也很不妥当。这是因为希特勒热衷于追求数量，并坚持认为，建立新的运输单位较之补足原有单位的建制更为有利。因此，备件供应不足，而交旧领新的规定也经常造成部队与补给部门之间的磨擦。修理勤务的组织也不妥善，因为德军预计在车辆需要普遍进行一次大修之前战争就将结束，所以大部分修理机构留在了国内。



　　当我们列举所有这些缺点的时候，必须注意全面地看问题。后勤只是战争艺术的一部分，而战争本身也只是人类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能采取的众多形式之一。1941年，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打败俄国是大可怀疑的。然而，既然希特勒未能同英国达成政治解决，又不能用军事手段消除其危害性，那么，很难看出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同俄国打仗可能是一场冒险，但是，即使他们并不相信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们仍然不会怀疑进行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是第三帝国的生存所必需的。这场战争的失败，原因不在后勤，而在别的方面，包括战略犹疑不决，指挥机构松散，以及对本来就少的力量作了不应有的分散。我们一方面承认德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后勤领域的成就，因而它能打到几乎望得见克里姆林宫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正是上述的因素对它的失败起了重要的作用，其责任不在希特勒，而在陆军总司令部。对于后勤，以及对于战略和分队战术之间的其他一切事务，元首是完全不过问的。这些事务据说占了全部战务的十分之九，而在这些事务中所犯的错误，除个别一两点外，都要归咎于哈尔德及其总参谋部。至于希特勒，就连他在1941年战局中所作的最重要的决定，即不让古德里安进军莫斯科，而将其派往乌克兰的决定，在后勤方面也已证明是正确的，它同推迟进攻俄国首都一事显然并不相干。但是，在战争中，小事情常常有大关系。在许多这类事情上，德军受到了战争的考查和检验，结果证明是很不够格的。














	

 






	















	







	







	









 





	


	







	








	




	


第06章 从锡尔特到阿拉曼




	







	

 



	


	



问题的焦点




　　如果轴心国进军中东，能否使希特勒赢得战争，这至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早期的作者们声称，如果希特勒支持隆美尔从利比亚发起攻势，经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抵达波斯湾，他在对英战争中就可能是向胜利大大地靠近了。近期的学者们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断言希特勒坚持地中海不过是次要战区的看法终究没有错。不论这两派观点如何分歧，他们都同意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希特勒的决断问题。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他有无可能向地中海派出更多的兵力，而在于他是否应当这样做。但是，这样说还需要解释。隆美尔在回忆录中就其补给问题未得解决一事到处提出了责难，而当时负责协调补给工作的人——德国驻罗马的武官也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无法解决的。由于这两种材料都语焉不详，而其作者又都有个人利害关系牵扯在内，所以未足为凭。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上述各个目标是否处在轴心国兵力所能到达的范围之内。



　　首先，必须对问题本身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第一，虽然希特勒及其参谋部确有占领直布罗陀，甚至夺取法属西北非洲及其邻近岛屿的计划，但我们假定德国如能战胜英国，那只能是在东地中海。第二，我们假定，轴心国进军中东只能局限于南部，亦即利比亚和埃及，因为如果通过土耳其，将遇到苏联的抵抗，从而发展成德苏战争。有了这两点设想，我们就可撇开德国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土耳耳合作中间的大部分政治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焦点上：德意从利比亚向埃及和中东进军，从军事上讲是否行得通？






图8 北非战区




隆美尔的第一次进攻




　　在军事史上，埃及西部沙漠地区的战局常被说成占有独特的地位。就补给方面而言，这样评价是再正确不过了。一般来说，后勤发展史是同军队逐渐摆脱对就地取给的依赖性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从很多的实例中可以看到，这种发展又不是直线式的、很简单的。就连古德里安在俄国，以及率领一支摩托化军队的巴顿在法国，都至少可以直接利用某些地方资源。而且，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套庞大的后勤机构，其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当地的一切。但是，英军及其德国对手在沙漠中作战，除骆驼粪外，毫无希望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英军至少在埃及还有一个略具规模的基地，德军则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完全要靠海运供应。在两年多一点时间内，隆美尔的部队消耗的每一吨物资，都必须费力地在意大利进行包装，然后运过地中海。弹药、油料、给养，一切都是用这种方式前送。而且，由于沙漠的特殊条件，连水也常常需要输送数百英里。



　　除物资缺乏外，更严重的问题是进军距离过大，同德军在欧洲碰到的情况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从位于波兰境内德苏分界线上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到莫斯科，只有约600英里，这大约相当于从的黎波里到班加西的距离，但只有从的黎波里到亚力山大的距离的一半，其间除有一些零星的95厘米铁道外，辽阔的空间全靠公路通行，而公路只有一条，即沿海岸延伸的、漫无尽头的巴尔比亚公路。它有时容易被洪水冲断，而且总是容易受到空中巡逻飞机的袭击。除此以外就只有一些沙漠小道，对这些小道也不得不加以利用，它们使车辆的磨损大大加快。



　　德军完全不习惯于沙漠作战，他们随后碰到的一些问题证明他们缺乏经验。例如口粮的脂肪含量太高，不适于非洲的炎热气候。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当时认为，一个士兵驻在利比亚如果超过两年，他的健康不可能不受到有长久影响的危害。德国的发动机，特别是汽车发动机，容易因过热而停车。坦克发动机也受到影响，其寿命由1400-1600英里减少到300-900英里。如果实行严格的保养制度，气候酷热和路况不良的某些后果本来是可以防止的，但隆美尔对这方面并不十分注意。至少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装备没有实现标准化，维修保养是特别困难的。几年后隆美尔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说，一个将军应当亲自过问补给工作，以便“迫使补给部门加强他们的主动性”。但在实际上，每当权衡作战目标和后勤能力时，被忽视的常常是后勤。



　　对于派遣德军部队前往北非的问题，在1940年10月初就开始认真考虑了。当时，德军的一位参谋，李特·冯·托玛将军，被派往进军埃及的意大利军队，以便就地调查情况。10月23日他报告说，在沙漠中只有摩托化部队才有用处。“必须有四个装甲师，才足以”保证胜利，而四个师的兵力也是“在穿过沙漠向尼罗河流域挺进过程中能有效保樟其补给的最大限度”。他说，这一支兵力必须是最精锐的部队，意思就是暗示要以德国部队替换驻利比亚的意大利部队。希特勒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是墨索里尼决不能同意的。因此，没有作出决定，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1941年1月，问题重新提出，因为意军不但没有打进埃及，反而被韦维尔的尼罗河集团军赶出了昔兰尼加。尽管希特勒认为，即便完全丢掉北非，也是轴心国“在军事上可以忍受的”，但他很担心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将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因为墨索里尼的立场是要求派出一支拦截部队协助制止英军的推进。正如希特勒的参谋部所急忙指出的，这样一支部队最终必须从预定用来入侵俄国的兵力中抽出，所以，希特勒后来决定，这支部队的规模应尽可能小。



　　但是，就连维持这样一支小部队，也是一开始就大成问题的。一部分人员和少量补给品可以空运到非洲。1942年初，就有260架之多的飞机，包括一些巨大的十引擎水上飞机，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但是，大部分装备和物资必须海运。在海运方面，从意大利这一头来说，因为那不勒斯、巴里、布林迪西和塔兰托都可用作装载港，估计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是意大利的铁路布局不均，因而大部分运输舰船只能在那不勒斯一个港口装载。而非洲那一头则不然，由于意军撤出了昔兰尼加，1941年2月可用来卸载补给品的港口已经减少到一个，即利比亚的最大港口的黎波里。这个港口在理想的条件下可以同时卸载五艘货轮或四艘运兵船。只要不发生意外的爆炸，码头不遭到破坏，又无使劳工(大都是当地人)逃走的空袭，的黎波里港的吞吐能力每月平均可达45，000吨左右。



　　但是，在的黎波里，维持一支军队在北非作战的问题还刚刚开头。希特勒根据作战需要精明地提出，他同意在非洲帮助墨索里尼，但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即意军不能象他们起初打算的那样，仅仅控制的黎波里及其周围的邻近地区，而须控制相当大的一个区域，使德军去后有机动余地，并有利于对空防御。这一决定，加上丘吉尔将韦维尔的部分兵力撤往希腊，使得战线在的黎波里以东300英里的锡尔特稳定下来。由于从的黎波里往东没有适宜的铁路，这就意味着，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前线德军作战时，与其后方基地的距离也将超过通常公认的汽车有效保障距离极限的百分之五十。墨索里尼在其将领们的怂恿下，大胆提请林特仑 [ 译者注：林特仑，德国驻罗马武官。 ] 注意这一事实，但德国人决意置之不理，从而给自己造成了作战需要和后勤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德军在非洲始终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德军最初派往利比亚的是一个师的摩托化部队，这样一支兵力每天需要350吨补给品，其中包括水。据陆军总司令部计算，在沙漠地区，运送上述数量的物资300英里，除去部队建制车辆，不留任何后备运力，还需要39个汽车队，每队由30台两吨卡车组成。但是，这还仅是个开端。隆美尔一到的黎波里，就开始喊叫要求增援，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反对，决定将第15装甲师增派给他。这就使保障德意志非洲军团所需的运力增加到6，000吨。这一数字按比例而言是配备给准备入侵俄国的各集团军运力的10倍，因而宣布之后遭到陆军总司令部军需部长的强烈反对，他担心隆美尔贪得无厌的要求会严重危及巴巴罗萨行动。进一步说，如果隆美尔得到更多的增援部队，或其行动距离超过300英里，汽车肯定不够用。根据调查，沿海航运也不可能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减轻多少。所以，希特勒在同意给隆美尔提供汽车的同时，又下达了一道明确无误的命令，禁止他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以免使他的需求进一步增大。



　　但是，隆美尔即便不发起进攻，再给他派来另一个师，也会使他的补给陷入危机。德、意两军加在一起，轴心国驻利比亚的兵力现在已达七个师，再加上空军和海军部队，每月共需物资70，000吨，这就超过了的黎波里港的有效装卸能力。所以，除非法国人同意每月让20，000吨补给品通过他们控制的突尼斯比塞大港，否则必将发生危机。虽然隆美尔通常与其名义上的意大利上司不和，这回他们却意见一致，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在寻找机会渗入突尼斯。所以，隆美尔的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支持。



　　同维希的谈判随即开始。首先，向法国总理达兰海军上将 [ 松鼠妖注：原文如此，可能是达尔朗上将，但他不是维希政府总理是海军司令。 ] 提出，要他将法国屯在非洲的载重汽车卖给德国。对此，达兰立即表示了同意 [ 注：谈判是在1941年4月28日进行的，但直到6月才达成正式协议。此后，由于法国人设置重重障碍，德国人差不多完全没有得到什么装备。 ] 。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希特勒紧接着于5月11日召来达兰进行密谈，告诉他的黎波里港的卸载设施已“发挥最大效能”，仍不能满足需要，要求法国允许使用比塞大港。达兰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5月27-28日，在巴黎签订了德法议定书，赋予德国人从比塞大过境的权利。该议定书还规定轴心国可以租用法国的船只，并提到以土伦作为一个备用的装载港，以备那不勒斯发生堵塞时使用。正在这时，维希因英军入侵叙利亚而恐慌起来，德国人也因别的缘故后悔签了这一协定。所以，直到夏末没有任何轴心国的货物通过比塞大。



　　在此期间，隆美尔违背希特勒的明确命令，于4月初发起了进攻。他打乱英军的阵脚，将他们赶出了利比亚，包围了托布鲁克，但在首次突击中未能攻克，最后在埃及国境内的苏卢姆停止了前进。隆美尔的闪电式进军无论在战术上怎样辉煌，在战略上却是重大的失策。它既未带来决定性的胜利，又使本已过长的交通线新增了700英里距离。不出陆军总司令部所料，由此而产生的负担过于沉重，是隆美尔的后勤部门所承受不起的。5月中旬，隆美尔第一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埋怨他的补给工作。他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非象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未能消除马耳他的破坏作用。甚至在当年损失最大的5月，发往非洲的补给品在海运途中也只损失了百分之九。从2月到5月，隆美尔及其意大利盟友总共收到325，000吨补给品，超过正常消耗量45，000吨。但是，一当隆美尔发起了进攻，他掌握的后勤手段就根本不能保障他有效地克服的黎波里和前线之间的巨大间隔。结果，补给品堆在码头上，而前线却发生物资短缺。有时所需物资的数量很小，但很重要，例如5月6日紧急需要几吨反坦克弹药，却无从到手。与此同时，意军的困难更大，因为225，000人只有7，000辆汽车。



　　所以，6月是危机月。尽管卸载了创纪录的125，000吨补给品，但形势仍然“每天都处在巨大的危险中”，隆美尔所需的物资也只能是随到随耗。在此以前，轴心国曾于4月4日重新占领了班加西港，离埃及边界仅300英里。但这对局势并无多大补益，因为现有的沿海船只每月只能输送15，000吨物资，而不是预计的50，000吨。从理论上说，班加西港每天可处理2700吨物资，但它处在英国空军的有效活动范围以内，因而经常受到空袭，其实际日卸载能力仅在个别情况下能达到700-800吨。所以，补给品继续堆积在的黎波里，而隆美尔的处境则越来越困难。



　　通过这次急速的推进，隆美尔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班加西的卸载能力这样小，继续留在此地必然招致灾难。撤退又等于承认陆军总司令部的一贯正确(这时在陆军总司令部已称隆美尔为“发了疯的军人”)。唯一的出路是进攻和夺取托布鲁克港。但是，隆美尔不得不承认，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必须有4个德国装甲师，而这正好是冯·托玛最初设想的数目。然而，这是一个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不仅德军此刻正全力对付俄国，而且，答应隆美尔的要求就意味着德意志非洲军团每月的物资需要又将增加20，000吨，这是卸载能力所办不到的。后来，德国同意军协商，双方同意隆美尔应以现有兵力克服困难。作为一种抚慰，轴心国在利比亚的部队被改名为非洲坦克集团军，隆美尔此时已提升为四星上将，受命统率德、意两军部队。



　　从后来1942年发生的情况来看，即便隆美尔夺取了托布鲁克，对他也不见得就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港口从理论上说每天可卸载1，500吨物资，但实际上很少超过600吨。在研究其用途时，德国海军把它排除在大型舰船卸载港之外，并且直截了当地对陆军总司令部说，仅仅依靠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就满可以保证隆美尔的补给了。由于这一时期(1941年7-8月)沿海运输船舶太少，连对班加西港也不能保证充分利用，所以，隆美尔靠夺取托布鲁克解决补给困难的计划是很不现实的。



　　在此期间，在隆美尔的背后，地中海的形势正在恶化。6月初，原来一直负责保护船队从西西里基地开往非洲的德国第10航空军，大部分转移到希腊，因而以马耳他及其他地点为基地的英国海空力量逐渐恢复了很大的行动自由。在此之前微不足道的海上损失，开始惊人地上升。7月，送往利比亚的全部补给品中被击沉的为19%(按重量计算)；8月，为9%；9月，25%；10月仍然有23%。此外，9月份班加西不断遭到轰炸，开来的船舶只得改道驶往的黎波里，从而使交通线从250英里延长到1，000英里。这时，各有关司令部开始互相责怪。一贯强烈反意的隆美尔，责备意军最高统帅部办事效率太低，要求将全部补给组织由德军接管过来。德国海军对此表示同意，并怀疑意军之所以明显地偏重于使用的黎波里港，可能同人们传说的意大利人企图保存其商船队“供战后使用”有某种关系。陆军总司令部拟制了一份详细报告，说空军因要攻击东地中海地区的目标而忽略了保护运输船队。对从希腊直接向昔兰尼加输送补给品的可能性也进行了研究，但这样作必须依赖从贝尔格莱德到尼希的一条单轨铁路，而这条铁路经常拥挤不堪。意军则争辩说，持续使用的黎波里是为“分割敌人兵力”所必需的，并声称他们没有油料来保障其海军对付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军部队，要求德国空军承担这一任务。但当德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提出派德国海军人员协助管理利比亚港口时，却被意军婉言拒绝。10月初，曾经不太认真地尝试过给坦克集团军空运最急需的补给品，但因飞机不足而失败，引起更多的指责与反指责。有一个时候，隆美尔因精神状态不正常，竟至在幻觉中看到英国船队渡过了地中海，结果受到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的严厉训斥。



　　在这一片混乱中，有一个事实被完全忽略了，即：不管存在什么困难，意大利在从7月至10月的四个月内，平均每月将72，000吨物资送过了地中海，这略多于隆美尔的正常消耗量。所以，隆美尔的困难，与其说是因为从欧洲送来的补给品太少，不如说是因为他在非洲大陆上的交通线太长。例如，这位德军司令官发现，他极为宝贵的油料要消耗掉10%输送其余的90%。如果坦克集团军的油料运输量占其总运输量的三分之一(不包括水和人员的输送)，那么，我们据此就能合理地估算出，从海上运到北非的全部油料，有30-50%要浪费在的黎波里至前线的运输途中。由于每趟运输要在沙漠中走1，000英里之远，所以，经常都有35%的汽车处于失修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补给勤务不管怎样组织，都是非中断不可的。



　　11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9日夜间，一支由5艘船舶组成，共载有20，000吨物资的船队在邦角以外全部被英国水面舰艇击沉。在此以后，意大利人宣布的黎波里港“实际上已被封锁”。这一个月，卸载的补给减少到灾难性的30，000吨，而船舶的损失则增加到30% [ 注：这是加布里埃尔文集中的最新估计数字。从他统计的各种数字来看，送过地中海的补给品数量之所以很少，主要不是因为船舶的损失，而是因为燃油的缺乏迫使意大利人将其所用的船舶减少了三分之一。 ] 。但是，由于隆美尔的主力部队只有两个德国师，每月共消耗物资20，000吨左右，加之还存有一些储备品，所以，后方前送量的减少，同英军于11月18日开始进攻这一事实相比较，后者的直接影响更大，因为危及了非洲大陆上补给线的安全。英国的飞机和装甲车使德军补给车队受到严重的损失，同时，因运输只能在夜间进行，等于使运力减少了一半。11月22日以后的几天内，两个师实际上都中断了补给，只有一支运输车队凑巧得以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前线无法固守，12月4日隆美尔下令全面撤退。十分奇怪的是，德意志非洲军团军需官这一天的日记却说：“从任何观点来看，补给形势都是有利的”。



　　起初，撤退使局势更加困难。不仅滨海公路因人车西行而拥挤不堪，而且，撤送储备品的工作更加剧了车辆的短缺。由于没有坦克护送，坦克集团军的运输汽车有50%被英国的装甲车打成了碎片。但是，这次撤退大大缩短了补给距离，12月16日，当隆美尔到达班加西附近，并准备撤离这座城市时，据说“(德意志非洲军团的)军需官们无忧无虑，各师都得到了充分的补给”。



　　然而，就整个坦克集团军来说，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11月14日，在德国的压力下，意大利人被迫恢复了向的黎波里的航运，但起初这只是造成更大的损失。油料特别短缺，到12月中旬，德国驻非洲的空军每天已只能出击一次。当然，决不能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希特勒不顾海军将领们的反对，决定将德国潜艇派往地中海。12月5日，宣布了从俄国抽调部队紧急增援地中海德国空军。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法国人售给3，600吨油料，以此作为救急措施。



　　在此期间，意大利人全力以赴地拯救隆美尔。他们先是使用军舰和潜艇向德尔纳和班加西输送油料，有力地帮助了隆美尔的撤退。随后他们又作了一次最大的努力，于12月16-17日派出4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护送运输船队开往利比亚。虽然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仅战列舰利托里奥号受伤)，但它充分暴露了另一个使轴心国在非洲感到苦恼的问题。由于港口卸载能力极为有限，被护送的船只实际上只有4艘，其中有1艘还离开了船队，驶往班加西，而不是的黎波里。10万吨军舰被用来护送2万吨商船，油料的耗费高得无法承受。这种比例失当的行动，除第二年的1月初又采取过一次外，以后再未有过。



　　墨索里尼对法属突尼斯觊觎已久，他利用补给上的危机使其阴谋复活起来。12月2-3日，他提出了改善局势的各种措施(包括向意大利海军供应德国油料，以及“大规模”使用德国空运力量)，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利用比塞大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希特勒同意前两个措施，但他担心对法国施加过多的压力，会促使它投入英国阵营。所以，他拒绝了墨索里尼的突尼斯计划，并且指出，从比塞大到利比亚的路程，无论如何是太远了。12月8日，意大利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即认为此事“已作罢论”。但是，一当12月24日隆美尔撤离班加西时，墨索里尼又旧事重提，要求德国向法国作出“让步”，并说他准备使用武力，必要时甚至使用“整个意大利海军”。希特勒被吓住了，答应同维希重开谈判，但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



　　使用比塞大能否对隆美尔大有帮助是值得怀疑的。以比塞大作为卸载港，非洲的港口能力问题可以一举解决，但问题是又会使本已过长的交通线再增加500英里。其中，在300多英里的一段有两条独立的铁路可用，但从加贝斯到祖瓦赖这150英里距离，却要靠汽车通过，而当时汽车正感到短缺。比塞大本身以及从比塞大到的黎波里的整个线路都处在马耳他的有效打击范周之内，铁路则是英国空军极好的袭击目标。从这些事实来看，使用“整个意大利海军”来夺取马耳他可能更有利些，但即便作到这一点，也不能解决隆美尔为之头痛的两大根本问题，即港口能力问题和非洲大陆上的运输距离问题。



　　从德意志非洲军团军需官的日记来看，在此期间形势逐渐好转。既然运过地中海的物资只有39，000吨，可见形势的好转并非由于海运安全程度的提高，而是因为在的黎波里附近意外地发现了13，000吨意大利的油料储备品。更重要的是，隆美尔撤至阿盖拉使其交通线缩短到了460英里这样一个比较便于管理的长度。1942年1月6日，第二次的“战列舰护航队”护送6艘载运补给品的船只到达非洲，从而使局势进一步缓和。虽然1月份送到非洲的补给品不大可能超过50，000吨，但在新的一年中，坦克集团军，特别是德意志非洲军团的处境是好得多了。




1942：奇怪的一年




　　1941年初，希特勒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统治着整个西欧，并准备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巴尔干半岛。一年以后，虽然德国控制下的地盘大大扩展了，但形势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阴影已在第三帝国的周围聚集拢来。1941年12月10日，美国正式加入了反希特勒的战争。与此同时，侵俄德军已被阻住，随后，他们自开战以来第一次败退。有些学术权威认为，德国此时已完全丧失获胜的希望，这一意见是否符合实际，至今仍是未解决的问题。当然，它剩下的唯一机会，就是趁西线敌人还未把人力物力完全动员起来之际，集中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作一次最大的努力，以打败东线的敌人。其他的一切均应从属于这个独一无二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北非发动新的进攻可能是不适宜的。1942年1月，隆美尔还控制着足可进行防御的大片地区。交通线的缩短，使其补给情况得以改善，在数百英里的沙漠地带内维持一个后勤系统的负担现在落到了敌人身上。虽然凯塞林第2航空大队的来到大大有助于缓和中地中海的局势，但只有从的黎波里向前线构筑一条铁路，物资补给才能真正稳妥可靠。就连隆美尔也不会估计不到，一旦重新发起进攻，必将再次出现后勤困难。所以，他要求给他的补给车队再增加8，000辆汽车。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时在俄国作战的四个坦克集群总共才有14，000辆汽车。陆军总司令部，林特仑，甚至墨索里尼，在拒绝这一要求时都警告隆美尔说，任何新的进军都可能使补给再次中断。但隆美尔第二次无视这一警告，经过又一次闪电式突击之后，他的部队于1月29日重新进入班加西，并幸运地在这里夺回了一部分原来丢掉的储备品。后来的情况可从隆美尔的德意志非洲军团(它是军事效率的样板)的部队日记中读到。2月9日，部队所需的补给品有些已不能保证。到第二天，因前送距离过长和一贯性地缺乏车辆，作战进展已大大超过后勤能力，前方部队再也得不到弹药了。2月12日，德意志非洲军团军需官愤怒地要求同隆美尔紧急会见。2月13日宣布，进军将在离的黎波里900英里的贾扎拉告一段落。



　　从2月中旬至5月，非洲坦克集团军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大量通信都没有在后勤方面诉苦的内容 [ 注：但是，隆美尔向他的妻子诉苦说，他没有足够的汽车(见《隆美尔文件集》英文版第186页)。 ] 。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隆美尔的兵力已增至10个师(3个德国师、7个意大利师)，其物资需要量相应地增至10万吨，但他在这4个月中实际上平均每月只得到6万吨。这比1941年6月至10月这一困难时期中坦克集团军(当时它的规模小得多)所得到的物资更少。尽管如此，隆美尔却能实施一次闪电式的进攻，然后又能准备另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这些使人不可理解的事实，可用以下理由来加以说明。第一，每月10万吨的需要量是过分夸大了，这是10个满员德国师的需要，而隆美尔指挥的兵力实际上要小得多 [ 注：隆美尔后来承认，事实上只要有60，000吨物资就能满足他的需要(《隆美尔文件集》英文版第192页)。但是，这个数字显然没有包括空军的补给品。 ] 。第二，班加西港在以往的进攻中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现在则发挥了全部卸载能力，因而坦克集团军能在离的黎波里900英里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需要。具体地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补给品，其前送距离减少到了280英里。这个距离虽然仍很遥远，但已经比较地便于管理了。



　　但是，由于班加西以东再无任何港口，继续进军必将导致新的危机。墨索里尼及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巴耶罗将军认识到这一点，要求停止进军，但隆美尔的打算却是待增援部队到来后再向托布鲁克和利埃边界进攻，并越过边界向前挺进。当意军最高统帅部询问隆美尔打算怎样保证其部队的补给时，他承认自己不知道。他认为后勤部门总会以某种方式“适应”作战情况需要的 [ 注：隆美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在罗马占椐负责岗位的人拥有足够的权威，又有解决补给问题的主动精神，那么，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隆美尔文件集》英文版第191-192页) ] 。意大利未能劝住隆美尔，就试图利用希特勒夺取马耳他的愿望来阻止隆美尔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希特勒想在非洲发起新的进攻前拿下英军在中地中海的这个要地。而这样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准备工作复杂，不可能在7月底以前实施，意大利人希望以此为理由来迫使隆美尔将其进攻推迟到秋天。新任命的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看出了意大利人的打算，试图劝说他们以奇袭夺取马耳他。但意大利人很固执，于是，问题提到了轴心国领导人4月29-30日的会议上。希特勒认为埃及“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支持早日发起进攻，这样，就定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隆美尔应于5月底进攻和夺取托布鲁克，但他不得越过埃及边界，并奉命于6月20日结束作战行动，以保证德国空军转移，去夺取马耳他。



　　关于这一决定的功过，近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从纯作战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正确的。使昔兰尼加的机场不为英国人所用，马耳他就孤立了。但另一方面，后勤问题却复杂得多。我们知道，隆美尔的物资补给充分与否，主要不取决于马耳他，而取决于利比亚港口的卸载能力和非洲大陆上的前送距离。前一个问题或许是可以解决的，后一个问题则必将一直存在下去，因为没有足够的汽车来满足德意志非洲军团的需要。所以，向苏卢姆进军不可能取得任何战略性的胜利，只能给隆美尔的已经拉得很长的交通线再增加150英里。而且，当时意大利人正以缺乏燃油为借口，越来越多地不把运给隆美尔的油料送到班加西，而是改送到的黎波里。由于托布鲁克的卸载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即便夺取了马耳他，也解决不了隆美尔的补给问题。这一点在头年六月就已经看得清楚了，当时补给品基本上可以不受损失地送过地中海，但陆上交通线太长，仍使坦克集团军遇到没完没了的困难。



　　所以，轴心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是怎样保障从意大利出发的运输船队的安全，二是怎样获得一个离前线距离适中的合宜港口。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全是夺取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只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济于事。根据这些事实，轴心国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采纳意大利人的建议，也就是要隆美尔停在现在的位置上不动，意大利人则按他们自己选定的时间夺取马耳他。只要能找到油料供意大利海军使用，又能适当扩大班加西港，就可保障隆美尔长期坚持，并为尔后向埃及发起大规模进攻作好准备。另一个办法就是调集足够的增援部队——2至4个德国装甲师 [ 注：这是隆美尔自己的估计。(见《隆美尔文件集》英文版第191页，)但是，即便作到这一点，也还是没有取得战略性胜利的希望，而只能“在一个长时期内消除来自南方的威胁”。 ] ，积累充足的储备品，使隆美尔能一举攻克亚历山大。正如哈尔德早在1940年所指出的，这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港口能力问题，同时使马耳他变成战略上的死地，从而有可能断其粮道，使之屈服。



　　但是，无论马耳他是否在轴心国手中，向亚历山大进军都不见得是切实可行的。即便希特勒握有多余的部队，如将它们调到非洲，会使坦克集团军的物资需要量增大到超出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加在一起的通过能力。这反过来又会使为进攻而积累储备品的工作没有完成的希望。至于在非洲大陆上前送储备品所需的汽车数量，则远非德军非常有限的实际能力所能提供。也许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使坦克集团军摆脱其拉后腿的意大利盟友，这是托玛在1940年10月就曾提出的要求。但是，如果这样作，战争将是另一种情形，此处姑置不论。实际上，只要夺取了马耳他，而隆美尔又能同其基地保持适中的距离，他就可以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他最初受领的任务不过就是如此。正如卡巴耶罗和林特仑反复地指出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必将因后勤的严酷现实而成为画饼。



　　然而，隆美尔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采取的作法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5月26日，他发起进攻。6月22日攻下托布鲁克，发现这个港口完好无损。但轴心国无法利用这一战果。虽然6月同5月相比，船舶的损失基本上没有增加，但因海军缺油，致使往返于非洲航线上的船舶吨位下降了三分之二，而卸载的补给品从15万吨减少到灾难性的3万2千吨。不仅如此，由于油料短缺，连这样少的补给品还不得不在的黎波里，而不是在班加西卸载。这使隆美尔陷入了绝境。既然不能在原地停留，他就必须或者退却，或者“飞奔向前”，以便有可能靠取之于敌维持补给。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在德军南线总司令的支持下提出反对，但毫无用处。隆美尔宣称，在托布鲁克缴获的补给品，足可保障他打到尼罗河，因而决心继续前进。对马耳他行动从未特别热心过的希特勒，表示支持隆美尔。于是，轴心国的希望都寄托在攻陷托布鲁克后缴获的2，000辆汽车、5，000吨补给品，首先是1，400吨油料上。这当然是不够的。坦克集团军在推进了又一个400英里之后，终因“困难的补给形势”，以及部队的疲劳和敌人的顽强抵抗，而于7月4日停顿下来。正如隆美尔后来所承认的，他幸亏停在此处，否则就可能带着两个营和30辆坦克到达亚历山大，而其交通线将更加延长。



　　虽然隆美尔停在阿拉曼，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仍想休整几天后重新发起进攻。但他的漫长交通线的影响，这时终于充分表现出来。在每月所需的10万吨物资中，托布鲁克只能卸载2万吨，而托布鲁克离前线也有数百英里之远。载重汽车仍象往常一样短缺。曾经试图利用起自苏卢姆的英国铁路，结果每天只能运输300吨物资，而不是预计的1，500吨。更糟的是，苏卢姆港以及通向该港的海上航线都无可救药地暴露在以埃及为基地的英国空军袭击火力之下。补给船如直接驶往托布鲁克，或更小也更易受到损害的巴迪亚港和马特鲁港，也都是困难的，而在分别离前线800和1，300英里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进行卸载，又要造成不堪忍受的浪费和迟误。面对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意军最高统帅部犹豫不决。7月，意大利人不顾坦克集团军的强烈抗议，决定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卸载。结果，虽然在航运中船舶仅损失5%，有91，000吨物资送过了地中海，但将补给品送到前线却要花费几个星期。隆美尔自己对这一困境也看得十分清楚，但他不同意意大利的作法，坚持要求将船舶直接驶往托布鲁克。结果，8月份的船舶损失增加了3倍，而送过地中海的补给品则减少到51，000吨。



　　这些事实的教训是很清楚的。无论马耳他是否在轴心国手中，开往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船只通常都能通过，而继续向东行驶，只能使托布鲁克变为“意大利海军的墓地”而已。所以，8月中旬意大利决定不顾隆美尔的反对，仍将补给品集中送往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这就使坦克集团军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留在原地不动等于自杀。隆美尔宣称8月份需要3万吨油料，实际仅有8，000吨。虽然如此，但仍决定孤注一掷，作一次进军尼罗河的最后尝试。凯塞林支持隆美尔，答应向托布鲁克派出更多的油船。当油船被击沉时，他又说要每天空运500吨油料。凯塞林的飞机未能到达，“那个愚蠢的隆美尔”消耗了1万吨宝贵的油料，在阿拉姆-哈尔法激战四天后，又退回到了出发地。



　　经过了尝试和失败，隆美尔终于认识到，这场赌博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撤出非洲，但此时希特勒进行了干预，禁止隆美尔退却。意大利人不顾坦克集团军的抗议，9月份仍集中向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输送补给品，结果送过地中海的物资增加到77，000吨，仅10月份略有减少。但补给量再也无法满足隆美尔的全部需要，不过原因不是船舶在海上蒙受损失。9月份，船舶损失率降低到了7月的水平，10月份虽再次上升 [ 注：这显然是因为在隆美尔的要求下意大利停止了他们封闭托布鲁克港的“愚蠢”做法。 ] ，但仍大大低于8月的数字 [ 注：海上损失船舶的具体数字是：6月13，581吨，7月11，611吨，8月45，668吨，9月15，127吨，10月32，572吨。 ] 。确切地说，隆美尔的困难是由于往返于非洲航线上的船舶吨数显著地减少了 [ 注：往返于非洲航线上的船舶吨数是：6月135，847吨，7月274，337吨，8月253，005吨，9月205，559吨，10月197，201吨，而5月是393，539吨。 ] 。很难说这是因为真的缺船，还是因为意大利人不愿损失更多的船只。根据我们查到的确实数字，1940年6月意大利在地中海拥有1，748，941吨船舶，至1942年底损失了1，259，061吨。但是，在此期间，又增加了582，302吨德国的和德国缴获的船只，以及约300，000吨新造的和修复的船只等。所以，到1942年底仍然保有的总吨位应为约1，362，682吨，即意大利参战时船舶吨位的百分之七十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42年10月中旬，卡巴耶罗还把意大利在这一年的损失说成是“轻微的”。总之，隆美尔不相信船舶不足，而责备意大利人保存实力。随着局势的恶化，两个盟国之间的争吵日益加剧。但争吵也毫无作用，当阿拉曼会战开始时，隆美尔部队的油料储备量已降低到只有3个基数，而不是他宣称在非洲必须要有的30个基数，弹药储备量则降至8-10个基数。由于起自托布鲁克的铁路遭到水淹，运输情况又一次被说成“非常困难”。事实上，1万吨补给品仍留在托布鲁克，无法向前线输送。




结论：非洲的补给与作战




　　北非战争过去后，隆美尔痛心疾首地批评说，希特勒因妄想守住突尼斯而白白地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如果这些兵力和物资给他隆美尔一部分，他就能多次地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此后，许多作者都赞成隆美尔这个意见。但是，这些作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隆美尔的撤退和同盟国在西北非的登陆，使得轴心国在非洲的处境完全不同了。由于占领了比塞大和土伦，并夺得了法国商船队，轴心国拥有的手段已能用隆美尔的坦克集团军从未见过的速度向非洲增加援军。但即使如此，轴心国在突尼斯也仍然未能维持多久。



　　在利比亚作战期间的教训，看来很清楚。第一，北非港口的卸载能力低下，始终是造成隆美尔补给困难的原因之一。它不仅决定着可以维持的军队的最大数量，而且限制着运输船队的规模。从油料消耗数量以及所用舰船数量之多而言，护航这个办法代价高得不堪设想。第二，人们对“护航战斗”的重要意义往往过分夸大了。在北非战局过程中，中地中海的海空战斗从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1941年11-12月也许是个例外。但就连这一时期，隆美尔的困难也主要是因为其非洲大陆上的交通线过于漫长和易遭袭击，而不是因为海上的损失 [ 注：根据能够找到的最可靠的材料，从1940到1943年，在从意大利到利比亚的海上航运过程中损失的补给品仅为15%，人员8.5%，船舶8.4%。 ] 。第三，对于北非战局的结局，1942年夏天轴心国关于不占领马耳他的决定所起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下面这个事实，即：托布鲁克港口太小，而且无可救药地暴露在驻埃及英国空军的攻击火力之下。



　　然而，与上述各点相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非洲大陆上的前送距离太大。这里的前送距离，绝非德军在欧洲，包括在俄国碰到的情况所能比拟，而用来实施前送的汽车却又太少。不错，1942年曾搞过若干海上运输，但收效甚微，因为英国空军握有制空权，港口愈靠近前线，就愈易遭到空袭。从这些事实来看，林特仑关于只有修筑一条铁路才能解决补给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本来就是英国人打算采取的措施之一。但意大利从未动员其力量来实现这一目的，而隆美尔也没有耐心待其实现。



　　常常有人认为，1942年夏秋隆美尔的败北，是由于意大利没有送来油料，或因为被击沉的舰船中，碰巧极端重要的油船占了过大的比例。这种看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细看一下1942年9月2日至10月23日被击沉的舰船名单，就可发现，总共27艘舰船中，油船只有两艘。此外，隆美尔从7月至10月收到的油料平均数量，实际上比2月至6月那一平静时期略为多些 [ 注：具体数字是：2月至6月，每月22，264吨；7月至10月，每月22，442吨。 ] 。这就表明，他的困难与其说是因为来自欧洲的补给品不足，不如说是在非洲大陆上运送油料的能力太低。这个看法还可用下面的事实作为证据：在阿拉曼会战期间，坦克集团军非常有限的储备品竟有三分之一还留在离前线数百英里的班加西。



　　最后，说希特勒对隆美尔支持不够这种老生常谈，也是与实际不符的。隆美尔得到的兵力，是在北非能够保障得了的最大兵力，而且超出了这一限度。所以，迟至1942年8月底，他的情报官还估计坦克集团军的坦克和重炮数量实际上多于英军。为保障这支兵力而配备给隆美尔的汽车，较之同等规模、同等重要的任何其他德国军团都多得无可比拟。如果说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关于确保坦克集团军在非洲大陆上有一条可靠交通线的问题始终未得真正解决，那主要应归咎于隆美尔自己。后来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经太晚：



　　“充足的武器、油料和弹药储备，这是一支军队能够坚持紧张战斗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在战斗开始之前，双方的军需官们就已经在打仗，并在决定着战斗结局了。没有枪炮，最勇敢的士兵也无能为力；没有充足的弹药，则枪炮毫无用处；而在机动作战中，没有灌满了油料的车辆随行，无论枪炮或弹药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保养修理工作也必须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敌人相等”。



　　由于德军只实现了部分摩托化，又无真正强大的汽车工业作后盾，由于政治形势要求德军拖带着意大利部队这种无用的累赘，加之利比亚港口容量太小，而陆上前送距离太大，所以，不管隆美尔在战术上的成就如何出色，进军中东的轴心国部队的补给问题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最初定下的派一支部队到北非防守局部地区的决心是正确的，而隆美尔再三违令，远离基地，盲目进军，则是完全错误的，他将永远不能得到宽恕。














	

 






	















	







	







	









 





	


	







	








	




	


第07章 精于计算者的战争




	







	

 



	


	



计划工作的陷井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有意识地集中阐述了历史上若干最壮观的机动战局，虽然其中有的并未获胜，但从中并看不出战前后勤准备的充足与否同战局的胜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例如，马尔波罗向多瑙河的进军同卢弗阿的围城战相比，后者在后勤方面遇到的困难，显然比前者多得不能相提并论，这也许就是卢弗阿之所以要把后勤准备工作摆在首位的原因之一。拿破仑两次最成功的战局，即1805年和1809年战局，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起的，而他的侵俄之役，其准备工作的规模和彻底性，在他以前的全部作战史中是没有先例的，但结果却未能使他免于惨败。1870年的普法战争，虽然作战准备工作进行了好多年，但战争的爆发却是突然的，所以，战争的进程同毛奇预先制订的计划没有多少共同之处。1914年以前德国的一代参谋军官满不在乎地用了他们的全部时间，连圣诞节也不休息，来制订下次战争的计划，细致得无以复加，但当战争到来时，却完全出人意外，而那些精雕细刻制订出来的计划，只不过导致失败而已。二十五年后，德国对俄国的入侵，整个是机断行事的杰作，准备时间只有十二个月，这从战争的规模来看是不算多的。隆美尔远征非洲之役，准备时间不到六个星期，他又完全没有经验，但这次战局却被普遍视为军事艺术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彩的表演之一。



　　本书叙述的战局中，有许多准备时间非常短促，所以，实施战局时，后勤保障不充分是不足为奇的。1805年，拿破仑打算用来装备其军队的大车连一半也未筹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总参谋部还在实施军队大整编，包括彻底检查修订庞大的铁路展开计划 [ 注：其中包括将所有列车的运行速度提高一倍。 ] 。1940年，德军所向无敌的坦克师大部分是由马克I型和马克II型坦克组成的，这两种小型战车，原来只打算用于训练目的。虽然德军的装备在设计时并未顾及沙漠作战的要求，但大部分比英军的装备更适于北非战场。计划和实施这些战局的人们，可能会和当代的一位权威一样，说“后勤计划工作的主要难题在于前置时间不好掌握” [ 注：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后勤”条，R.M.莱顿撰。 ] 。设计和完善一件新装备，可能要用几年的时间，大量生产一件现有的装备，可能需要更多的岁月；而作战的需要，更不用说政治需要，却是可以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就发生变化的。鉴于这些事实，各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都知道，提前制订计划的时间是有限度的；凡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人，通常都不是最有成就的。 [ 注：拿破仑常说，他总是提前数月甚至数年计划他的战局，但这从来都不是事实，也许只有灾难性的侵俄战争是例外。毛奇宣称，作战计划不应当超出同敌人的第一次遭遇。施里芬忽视这一明智的格言吃了大亏，希特勒常说，他是“怀着梦游者的自信”采取行动的。 ]



　　政治人物的更替和作战形势的变化，大概使得以往的大多数指挥官在进行战争时不可能拥有在数量上和类型上都合乎理想的手段。这就是说，指挥官必须具备一定的个人品质，例如随遇而安，足智多谋，随机应变，而最重要的是：当机立断。没有这些品质，就连眼光最敏锐、头脑最善于分析的指挥官，也不比一具加法计算器强多少。但是，指挥官要发挥这些个人的品质，还得有一个机动灵活的参谋部和一个不因机构臃肿而变得僵硬不灵的指挥系统。



　　很难说一支军队的“头脑”和“身躯”相比究竟应该有多大，但是必须再一次指出，首脑机关的大小同战场上的胜负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例如拿破仑的帝国参谋本部无限地扩大，最后达到1万人，简直成了一支小军队，但是，其中大部分是无用的累赘，因为这位皇帝一贯事必躬亲。老毛奇建立的参谋机构，大概只有20多名军官。但他却能取得一些历史上最出色的胜利。施里芬的总参谋部也许是用“人”这种难免出纰漏的部件所能制成的最完善的机器，然而，它的战略是可疑的，而它的后勤也许比战略更糟。1941年德国人毫不犹豫地把70个师置于一个集团军群的统率之下，而其指挥机构总共只有800-900人，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德国人取得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隆美尔常常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参谋机构的情况下进行指挥，或是坐着他的“玛木特”无线电通信车在战场奔驰，或是乘坐鹳式侦察机在天空巡回。



　　同那种准备不足，仓促集结，往往装备着数量不够，质量低劣的兵器，一旦奉命就立即发起作战的军队相比，1944年6月攻入法国的盟国远征军代表着预见和组织的胜利。这支军队可以自由选择发起进攻的日期，对作战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在长达两年的准备期间里作了详细计划。这支军队能够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选择、设计、研制、试验和制造为完成即将来临的任务所需要的用人工装配的器材与设备。指挥这支军队的人们，也许因为他们具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实施一系列大规模海上登陆行动的经验，所以他们连对登陆的最后一桶油料如何装卸，也都坚持要作好周密的准备。总之，这支军队为了准备和实施作战行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依赖于周密的计划工作 [ 注：据估计，每有一项计划付诸实行，即有20项计划被废弃。 ] 。所以有必要略谈一下这支军队的指挥机构。



　　攻入法国的盟国远征军，按1944年9月的编成，共47个师，分为3个集团军群(两个美国的，一个英国的)，下辖6个集团军。这些部队统由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指挥。这是一个美、英混合机构，它本身又分成两个分部：庞大的前进分部和更加庞大的后方分部。两个分部之间以及它们同两国其他军种部队之间的协作，是靠一个由各种委员会、办事机构和联络官组成的巨大网络来实现的。1943年11月，单是美国部队的后勤保障这一个项目，就有多达562名的军官和士兵在制订计划。这些人员分布在后方司令部和先头司令部之中，前者称为后勤地带司令部，后者称为先头区段司令部，两者相距90英里。所以，有必要建立“快速的信使勤务”，以沟通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将后方指挥机构一分为二的体制，原来是为了解决后勤地带跨越于海峡两岸的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但在所有人员都转移到大陆之后，过了很久仍然保留着这种体制，以至造成二者之间的磨擦，而当先头区段司令部企图摆脱其母体的控制时，磨擦就尤其严重。此外，无论后勤地带或先头区段，都直接隶属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所以，在法国的美军地面部队最高司令官布莱德雷将军，只能申请给他的各个集团军分配补给品，而不能下命令这样作。总之，1944年的这支军队，令人想起了恐龙，不过恐龙是头小身大，而近代的这个怪物 [ 译者注：指1944年的盟军 ] 却是头脑大得同身躯不成比例。



　　除结构外，“一支军队的头脑”的思维过程也值得评述。研究这个问题，最好是根据由指挥文书构成的实际档案，而不是根据某些设想出来的“国民”特性。1944年，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是以这样一个人为首的：他认为军人最伟大的品质就是“冷静地衡量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从而达成岩石般坚定决心”的能力。这个最高统帅部看来接过了毛奇的口号：“先想后闯”，但却不了解怎样在“想”和“闯”之间实现平衡。从档案材料看，定下决心(常常是关于一些很小的事情)的程序如下：首先，就某一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是否把某个港口用于装卸给养或油料)发布一道命令，任务按指挥系统逐级下达，直到最后不可避免地落到某个无处再可推卸的人身上；于是，对审议中的港口进行勘察，并就问题的各个方面写一份报告；然后，报告逐级上呈，每级领导都批上自己的论据，从而反映出越来越广泛的意见，直到报告终于到达最高主管者手中。根据这样积累起来的全部情报，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决心了。这一过程看来是循序渐进的，有条不紊的，甚至是极为合理的。至于这种办事程序的效率怎样，下文进行探讨。



　　但是，在开始探讨之前还要指出一点：对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文件进行一次非常详细的搜检，其结果至少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是令人失望的，但正因为如此，又是特别有教益的。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材料极其繁多，各式图表和统计资料，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其他现代军队(例如1941年的德军)，更不必说以往的军队了。但是，当这些卷秩浩繁的材料经过查阅和摘抄时，在最后的分析中却很难找到真正有情报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要待我们的探讨完成之后才能解释清楚。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研究的所有各个战局中，只有1944-1945年同盟国进行的这次作战，会让人产生一个问题：从力量对比来看，这是不是一场太易取胜的对抗赛？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但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从诺曼底到赛纳河




　　据说，拿破仑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曾经喃喃自语道：“战争是一种残酷的事业，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一方。”依靠一个人的判断选准这样的地点，这或者是天才，或者纯粹是碰运气，但是，一当地点确定之后，投入人员和物资就要靠基地、交通线、运输和组织，一句话，要靠后勤。



　　制订“霸王”行动计划的人们清楚地知道，盟国对欧洲的最后攻势，其成败首先取决于有无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的能力。虽然这一点与历代的指挥官面对的问题没有原则的不同，但盟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独特的。大约从进攻前18个月开始，一个包含几千个组成部分的计划方案就被逐步制订出来。搞这样一个方案的目的，是要全面了解可能影响人员和资料投入速度的各种因素。制订总方案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弄清了最重要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1)进攻发起日使用的登陆艇、近海舰船、军队运输舰、货船、油船和驳船数量。这是一定时间内能登陆的兵力兵器的最大数量的决定因素。此外，由于所有上述舰船都必须返回基地(无论其位于何处)重新装载，所以，基地应尽可能靠近登陆地点，以减少往返时间。



　　(2)海滩的大小、数量及其坡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要使所有各种舰船都能尽量靠近海岸，以免设置复杂的转载设施，否则这种设施一定会成为容易发生梗阻的环节)，以及潮、风、浪的主要情况。从海滩到内陆地区的通路十分重要。考虑到海滩不管选择得多么好，管理如何完善，都不能长期满足所有的要求，因而决定建筑两个人工港口作为补充，并分段将其拖过海峡。为此，登陆地点的地貌和气象条件必须适宜。



　　(3)在离海滩适中的距离内有无较大容量的深水港口(港口容量又取决于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因素)。当时认为，只有具备深水港口，才能保证盟军在大陆长期站稳脚跟，而登陆艇和人工港只是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一到冬季就不可能使用。



　　(4)提供空中支援的可能性。这决定着盟军阻碍敌人行动，迟滞其增援部队到来的能力。



　　制订总方案之后，摩根将军手下的计划人员就开始在地图上寻找符合上述条件的登陆地点。这时他们发现，“理想的”登陆地点是找不到的，因为方案中假设的各种条件常常互相矛盾。有些海滩，如加来海峡沿岸的某些地点，坡度合乎理想，但被高大的沙丘所阻，没有通向内陆地区的适宜通路。比斯开湾地区有很多良港，但又处在战斗机支援航程之外。摩根的人试图仔细研究德国统治下的三千英里海岸线，以便找到能满足上述各种条件的最佳登陆地点。后来，他们有了以下两点基本考虑，才没有一直找下去。这两点考虑是：第一，发起进攻的位置必须离同盟国在英国的主要基地不太远，能使登陆艇和其他舰船迅速往返，单这一条就把地中海和挪威排除在外，剩下的只有法国西海岸；第二，登陆位置必须在从英国起飞的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的航程以内。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就把选择登陆点的范围缩小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法国西北部，不是加来海峡，就是诺曼底。



　　从战略上看，加来海峡提供了一条最短，也最直接的攻进德国的路线，通过向巴黎及其以东地区实施大胆的穿插，可以切断塞纳河以南全部德军的退路。但另一方面，这里也是德军设防最坚固，又有良好的公路网和发达的铁路网，能够迅速得到增援的地区，因此，盟军最后选定了诺曼底。诺曼底从地理形态上说，是一个向西伸入大西洋的半岛，因而比较容易将它同法国的其余部分割断。但是，当同盟军取得了最初的立足点，需要向大陆的内地前进时，这一点也会成为不利于盟军的一个因素。



　　登陆位置选定以后，制订了登陆作战头90天的无所不包的后勤保障计划，计划准确规定了部队登陆的数量、地点、时间和方式，排空和管理海滩的程序，物资堆积所的开设位置，变换卸载方式的时间(例如从登陆艇和海滩水陆两用车转到来自英国的“自由”型船只，以后又转到直接来自美国的吃水深的船只)，甚至还有变换包装方式的时间(例如在进攻发起日后15天将桶装油料改为散装油料)。为了确保几十万种补给品都能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卸载，严格规定了先后顺序，制定了各种物资(直到每一个零件)的储存、请领、包装、前送和分配的详细程序。由于盟军打算夺取一系列港口，用于军队的登陆和补给品的卸载，还制订了十几个港口(包括每天只能卸载几百吨物资的小港)的修复计划，并予先计算了进行港口修复工作何时何地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这种计划范围非常之广阔，编制时间整整用了两年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计划内容之广，规定之细无与伦比，人们原来可能会以为，只要计划顺利实施，就能夺取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最初几批部队登陆时，关于有秩序地进行卸载的全部计划就被拍岸的巨浪打得粉碎，在美军的登陆地段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还碰到了敌人的猛烈抵抗。由于导航上出了错，结果搞错了登陆地点和登陆顺序，使工兵部队比突击部队先到达海滩。他们的人员、物资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然后又不得不在没有突击部队保护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在进攻发起日后的几天之内，排空海滩的工作进展缓慢，无法开辟进入陆地的足够通路，结果整个登陆地域拥挤不堪。当时，如果德国空军能够进行袭击的话，这一定会成为他们攻击的有利目标。许多车辆的防水措施不完善，因而造成大量损失。超载的水陆两用车需要在波浪滔滔的海水中航行10至12英里，常常在油料耗完后沉没。由于载重汽车不足，水陆两用车不合常情地深入陆上纵深地区，结果延长了往返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周卸在海滩上的补给品，数量仅为计划数的一半。物资的短缺，特别是弹药的短缺，很快就变得严重起来，因而不得不规定消耗限额。



　　上述困难有许多是战斗的危害所引起的，但也有一些是计划不周所致。计划者原想让后勤各部门的工作都能完美无缺地互相配合，结果却把计划搞得过死、过细。例如每天留作机动以备紧急需要的船舶只有100吨，还不到预定在进攻发起日后第12天卸载的补给品重量的百分之一。虽有每天空运6，000磅紧急补给品的规定，但一般的物资补充无法在提出申请后48小时之内完成。在卸载补给品时，由于要遵守规定得很死板的物资卸载顺序，士兵们便要坐着小舟从一艘船飘至另一艘船，一一查明所载货物的种类，以至造成很大的混乱和长久的拖延，而这本来是可以预料到的。舰船和登陆艇返回英国重新装载的时间表排得太紧，没有顾及可能发生的迟误，结果造成港口的拥挤，以至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排空。在此过程中，许多单位被拆散，有的甚至就此失踪了。负责船舶装载的机构竟有三个之多(运输指挥部、交通指挥部和装船指挥部)，更加剧了港口的混乱。但是，计划的最大弱点还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战争中不可避免的阻力。计划的满打满算，原想杜绝浪费，实际却造成了浪费，因为补给线终端的困难是会立即在全线反映出来的。



　　进攻发起日后第一天，开始安装两座人工港。这些设施非常复杂，造价高昂，拖过海峡极为费工，后又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其中英国的一座到达诺曼底时，百分之四十的部件已经丢失在海中，结果其效能大大低于预计的水平。美国的人工港到达时基本保持了完整，但刚刚投入使用，就遇到台风的袭击，简直被打成了碎片。最后，还是沉船这种古老的办法，对保护登陆起了重大的作用。人工港的许多复杂而昂贵的设备(其中有些是为别的行动准备的，显然只是因为它们摆在那里，就通通带来了)，只不过起到了用它们的残骸把登陆海域弄得乱七八糟的作用，以至于增大了航行的危险。制订“霸王”行动计划的人们，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别的一些问题上，显然违背了兴登堡的一句名言：在战争中，只有简单的事物才能成功。



　　在登陆作战的最初阶段，不得不依靠海滩和人工港进行补给，但要确保最后胜利，就必须夺取深水港口，予以修复，并投入使用。但是，由于陆上作战行动的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的速度，这些希望起初未能实现。例如诺曼底最重要的港口瑟堡，其开始使用的时间比计划晚了6个星期。又过了几个星期，其通过能力才达到预定的每天6，000吨。原定进攻发起日后第9天攻陷圣洛，实际上到进攻发起日后第48天才拿下。格朗维尔和圣马洛，原来估计在进攻发起日后第27天即可使用，实际上直到第50天才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诺曼底各登陆地点靠近布列塔尼诸港，特别是靠近布勒斯特，这一点对选定这些地点来实施“霸王”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夺得这些港口比计划晚了好几个月，此时，它们离前线已经太远，因而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其他如大田园和伊西格尼等港口，虽然夺取比较及时，但容量太小，对盟军的补给起不了重大作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6月份美军卸载的全部补给品仅达到计划数的百分之七十一，使得一系列的作战行动——“斧头”、“红运”、“封臣”、“举手”、“剑柄”等，本已陆续发起，但在仔细斟酌之后，完全由于后勤缘故而一一放弃。



　　如果说上述事实并未使盟军在法国的作战行动归于失败，那是因为，尽管海滩未如原来设想那样得到人工港口提供的保护，但其卸载补给品的能力却远远超过了计划的估计。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抛开了一切计划。第一次突破是在进攻发起日后第2天，当时决定不顾预先规定的先后顺序，将所有物资通通卸下。战前，海军有几个月都不同意他们的船只在低潮时靠岸(顺便说一句，这一点对确定行动的日期和时辰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后来他们突然发现，低潮靠岸竟然是可行的，可以把船货直接卸到岸上，从而省掉许多舟船、浮码头、浮堤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这些设备的集结和装配都是很费功夫的。这样，卸载工作的进行突破了计划的框框，有时甚至是与计划对着干的。这就又一次证明，计划人员大大高估了人为的复杂安排的价值，而低估了决心、常识和临机应变的作用。



　　后勤机构的缺点之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计划人员原来过高地估计了物资消耗量，而实际上物资消耗不大，原因之一是作战的进展大大低于预期的速度。至进攻发起日后第19天，盟军占领的登陆场还只达到预定面积的百分之十。车辆向任何方向行驶都不超过三十几英里，所以油料消耗只占供应量的很小一部分。尽管整个6、7月份陆上卸载补给品的工作一直落后于预计数字，但从进攻发起日后第24天起，实际卸载的物资却足以保障先于规定日期登陆的增援师团。由此可见计划人员是何等不精确。



　　作战行动进展缓慢，使某些补给品消耗减少，但在别的方面也引起一些问题。例如在诺曼底丛林中，弹药(特别是小武器弹药)、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消耗，以及军械的损失，都比预计数更大。储存场地很小，无法分散和伪装。在狭窄的登陆场上，车辆交通量过大，不但造成拥挤，而且很快就使不多几条道路的路况恶化。虽然在诺曼底夺到的铁路出乎意料地保存得“几乎完整无损”，但因运输距离小，使用铁路很不合算。前线离海滩只有20英里左右，这使各集团军和后勤地带司令部之间产生磨擦，因为前者对自己的补给品自然不愿放弃控制而任凭后者支配。在后勤地带司令部和先头区段司令部之间也发生磨擦，致使前者先于计划规定的日期转移到了法国大陆。



　　所以，1944年6-7月间作战行动进展的缓慢，确实在后勤方面引起了一些问题，但其最终结果却是造成登陆地域内部队和补给品的密集。在“眼镜蛇”行动(在阿弗朗什实施突破)的前夕，在1，570平方英里的地区内，共集结了19个美国师和17个英国师，合计150万人。单是供应美国师的物资平均每天就有22，000吨。虽然几乎90%的物资仍然要在海滩上卸载，但此刻已经查明，一旦瑟堡港开放，它将很容易地超过战前对其通过能力所作的保守估计。由于行车距离小，油料储备达到了意料之外的高水平。在发起突破前的战斗间隙期间，弹药补给情况也显著改善。虽然物资丰富，但盟军的补给军官们仍然发愁，对前景作着阴暗的预测，认为到秋天将发生物资短缺(因那时的气候将不许可在海滩卸载补给品)，并思考着新的计划方案，其目的在于取得布列塔尼诸港。



　　后勤地带的李将军对诺曼底的物资补给情况感到不安，他对在法继续作战的前途越来越悲观。“霸王”行动的后勤计划最初是以下述设想为依据的：德军将沿各条河流的河岸逐次进行抵抗，打一场有条不紊的防御战。因此，预计这会使盟军的推进几乎象1918年那样缓慢和谨慎。虽然盟军前进时后勤保障将主要依靠汽车实施(当时认为，法国四分之三的铁路不是由于德军破坏，就是因盟军空袭而不能使用)，但进军的速度将很低，从而有可能从一条河流向另一条河流跃进式地修复铁路。这样，补给品就能有秩序地从海滩(或人工港、或天然港)运往铁路终点站，再运往汽车终点站和集团军野战仓库。按这种方式行动，盟军可望于进攻发起日后第90天到达塞纳河，第360天左右到达德国边境。



　　但后来作战行动的发展与原来的设想完全不同。7月25日，即进攻发起日后第49天，同盟军仍然停留在原望于进攻发起日后第15天到达的一线。如果想按计划规定的时间到达塞纳河，那么，从这一条线到塞纳河之间的距离，就得在41天内走完，而不是计划规定的75天。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后勤部长克劳福德将军命令参谋人员进行一项研究，目的在于查明这样加快速度是否办得到。结论是办不到，因为预计到进攻发起日后第90天，运力的短缺额将达到127个军需汽车连之多，而早在进攻发起日后第80天就会发生严重的后勤困难。这的确是对后勤能力的一个很悲观的估计。



　　同盟军幸运的是，一位果断的将领控制了局势。巴顿将军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不让后勤人员的那些表格捆住自己的手脚。的确，他对后勤人员是如此地漠不关心，以至于在1944-1945年战局中他仅见过他司令部的后勤部长两次，一次是他正式就职之前，另一次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周。巴顿的第3集团军于8月1日正式参战，两天以后，他们踢开一切计划，开始了自己暴风雨般的战斗生涯，并且在72小时之内，经由阿弗朗什-蓬托包尔特瓶颈地带对多达6个师的部队进行了补给。在蓬托包尔特，部队作扇形展开，不顾作为补给干线的唯一道路仍遭到敌人反冲击，开始向东和东南挺进。8月6日，巴顿的部队威胁拉瓦尔和勒芒。8月16日，他们到了奥尔良；三天以后，在特鲁瓦抵达塞纳河。此外，巴顿的进军还从翼侧包抄了德军的阵地，德军企图依托这些阵地，把盟军登陆后占领的地区限制在诺曼底，并加以分隔。巴顿的行动迫使德军在其于莫坦地区发动的反冲击失败后迅速退却，从而使盟军其他部队——霍奇斯的美国第1集团军和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得以实现自己的突破，并抵达塞纳河 [ 注：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战斗序列是：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左，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右。前者的序列，左为克里勒的加拿大第2集团军，右为登普西的英国第1集团军；后者的序列，左为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右为巴顿的第3集团军。 ] 。这样，终于在8月24日肃清了塞纳河西岸的敌人，比后勤人员认为实现不了的计划还足足提前了11天。在此期间，后勤人员就象谚语中那把挂在狗尾巴后面答答作响的铁壶一样，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巴顿和霍奇斯干的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失之保守通常比失之冒进要好些，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但我们这里说的情况是，预先的估计同实际的效能差距太大，因而有必要再加些说明。其实，只要看一看计划人员对他们掌握的人力物力所提的要求是如何之低，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了。例如他们认为，汽车连进行前送，一天只能跑50英里(亦即24小时内行驶的距离不超过100英里)，而汽车连的实际效能却至少要高出30% [ 注：有的材料说是高出50%。 ]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制订计划时竟然设想法国的公路状况使得汽车从铁路终点站向部队实施补给的距离不得超过75英里。这一过低的估计至少被超过了2-3倍。最后，一个盟军师一天的物资消耗量是按650吨计算的，而追击部队的实际需要量只及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可能不超过300-350吨。



　　然而，即便这些估计都是正确的，还是很难理解，盟军的计划人员在他们掌握的人力物力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那样悲观失望。1944年8月末，在法国有22个美国师。其中，16个师在塞纳河沿岸或其附近作战，离瑟堡约250英里；其余各师仍在诺曼底进行登陆，或面向东方，准备进军布列塔尼。假定其离港口的平均距离为200英里，又假定其每日物资消耗量真的达到了预计数字650吨，那么，每天需要的前送量为22×200×650=2，860，000吨·英里。此时究竟有多少运力尚无确切数字，但早在7月25日就有227个军需汽车连 [ 注：这些军需汽车连每连有40辆卡车，总载重量为200吨，它们隶属于军需部长，在后勤地带内行动。 ] ，再加上铁路运输能力相当于108个军需汽车连，即便按条例的规定计算，总的前送能力也达到了每天3，350，000吨·英里。这还不包括8月份新到的军需汽车连和各师自己的汽车分队。实际上，师的汽车运力非常雄厚，随后的事件将表明，他们能到集团军后方分界线之后数百英里的地方去拖回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补给品。



　　虽然证据远非完备，但上述事实已足以表明，盟国从诺曼底到塞纳河的进军，不管在战略上如何成功，甚至如何精彩，其后勤上的胆小畏缩在现代军事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这一战局的主要条件同我们研究过的其他战局的主要条件加以对比，就更令人感到惊异不置。不仅盟军拥有的汽车数量是任何其他军队所不敢梦想的，而且他们是在夏季的有利天候条件下行动，所经过的道路网属于世界上最优最密之列。敌人的空中活动极少 [ 注：因此，在整个8月，空袭只使第3集团军损失了几千加仑油料。 ] ，友好的地方居民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援，而不是进行破坏。尽管有这样多有利条件，盟军的进攻仍然不得不在违反后勤人员意见的情况下实施。这就正好套用一句有名的台词：在补给王国里，有些事情很糟糕。 [ 译者注：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有一句台词：“丹麦国里有些事情很糟糕”。 ]




是“齐头并进”，还是“尖刀突击”？




　　关于1944-1945年盟军在西北欧实施的战局，人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其中，关于如果从比利时向鲁尔实施一次快速突击有无可能更早结束战争的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连篇累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现在我们只将几种主要观点扼要概括如下：



　　(1)一种观点是切斯特·威尔莫特，特别是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本人提出的。他们两人认为，1944年9月确曾有过这样的战略机会。只要最高统帅定下明确无误的决心，并愿意按实际需要规定保障重点，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1集团军就有可能夺取鲁尔，也许还能攻克柏林。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集中后勤力量保障登普西和霍奇斯。特别是他不愿意让巴顿的第3集团军停止进攻。结果，丧失了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机会。



　　(2)针对蒙哥马利的责备，艾森豪威尔从战略上为自己的决定作辩护，声称以部分兵力对“德国心脏”实施突击是过于冒险的，“除了必取灭亡外，不会有其他结果”。后来的作者们提出了更多的理由为他的决心辩护，包括：要避免因停止巴顿的进攻而冒犯盟国(实指美国)的社会舆论；对法国境内指挥系统的结构有分歧意见；还有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一条理由，即后勤保障的困难。



　　(3)最后，利德尔-哈特提出，进军鲁尔的机会确曾存在，但未能加以利用的责任，与其说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不如说在蒙哥马利自己身上。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发现1，400辆英国造的载重汽车发动机有毛病，这一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确实无能为力，因为巴顿的第3集团军当时得到的补给量很小，即便让该集团军停止进攻，也抽不出足够的车辆来保障蒙哥马利占领鲁尔。






图9 齐头并进






图10 尖刀突击



　　关于1944年9月初盟军面临的形势，有着种种在结论上以至细节上互不相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在此以前实施的作战行动，可以归入历史上最精彩的战例之列。巴顿的第3集团军派出先头部队在8月20日渡过塞纳河后，十二天内走了将近200英里，最后停止在梅斯的前方。他左边的霍奇斯第1集团军走得更远，于9月6日到达了东比利时的阿尔伯特运河。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其前进速度在此以前本来大大低于美国部队，现在也如波涛奔腾向前，穿过法国北部，进入比利时，于9月5日攻下了安特卫普(该港基本保持完好)，直到4天后抵达默兹-埃斯科运河才停止前进。这样的进军速度，是闪击战的发明者们可以为之感到骄傲的，也是同盟军自己所未曾料到的。



　　从上一节所说的情况可以想见，这些作战行动，都是违背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后勤人员的意见的，因为他们曾宣称这一切根本办不到。他们曾被迫修正7月份的保守估计，于8月11日提出了一项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如果一切条件都具备，保障4个美国师发起试探性进攻，在9月7日渡过塞纳河是有可能的。但是，就连这个结论他们也有保留。他们提出，塞纳河南岸的作战行动应该停止，以便于保障对海峡各港口的进攻，至于解放巴黎，则应推迟到10月末，因为要到那时才有希望利用起自诺曼底地区的铁路运送救济物资。事实上，巴黎是8月25日解放的。到他们预定渡河的9月7日，巴顿和霍奇斯都已在塞纳河彼岸前进了200英里。一周后，16个美国师在阿登山脉两侧的德国边界或其附近得到来自后方的保障。当然，这种保障还不充分。还有几个师则在布列塔尼投入了积极的作战行动。所有这些成绩，是在8月11日文件提出的那些条件并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取得的。参谋军官的计算同实际情况如此大相径庭，这是非常罕见的。



　　在快速延伸的交通线上(美军地区的交通线由200或250英里增至400英里以上，英军地区由80英里增至近300英里)，如果不抛弃老一套的程序而采取紧急措施，补给任务当然是无法完成的。作战部队坦克有油，人有给养，又很少碰到敌人有组织的抵抗，所以差不多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快前进速度。后勤地带司令部则不然，它发现仓库的转移无法跟上前线的快速推进。仓库的一个配置点刚刚选定，立刻又被抛在后面。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每次都耗费了很大运力)，后勤地带司令部只得放弃向前转移的打算，集中力量从诺曼底的海岸基地前送最重要的物资，而海岸基地有时离前线远达300英里。在这样远的距离上前送补给品，所用的车辆，是从数以百计的被认为比较次要的部队(重炮兵、高射炮兵、工兵、化学兵等)中调来，而这些部队的车辆一经调走，自身就失去了机动性，有时连口粮标准也不得不降低。有三个新到法国的师就是这样，它们的建制车辆都被抽走，编成了临时性的军需汽车连。给养、油料、弹药大量送往前方，其他一切物资，特别是被服和工程器材，一概推迟供应。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运，但平均每天的空运量从未超过1，000吨，这是因为前线附近缺少机场，更糟的是，还因为飞机被抽去参加一系列可能实施，但从未真正实现过的空降行动。在所有这些为保障前方供应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中，最有名的是“红球特别快车”，这是由专供补给运输之用的公路单行线组成的环行运输体系。数以千计的汽车日夜奔驰在这些公路线上。



　　虽然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送到前线的补给品数量仍然日渐减少，直到9月2日第3集团军不得不停止前进。第1集团军勉强多走了几天，最后也停顿下来。8月的第二周，每天给这两个集团军各前送物资19，000吨；到8月底，后勤地带司令部就只能保证前送7，000吨，而且连这一数量是否真的送到了也值得怀疑 [ 注：第3集团军对收到的补给品未作任何登记，所以没有具体数字。 ] 。前线部队的物资储备是减少到了危险的水平，例如8月5日第1集团军存有10.5日的油料储备，9月2日减少到0.3日，一周后已完全没有储备 [ 注：不过，从8月23日至9月16日，霍奇斯还是收到了他所请领的油料的88%。 ] 。在此期间，诺曼底的物资储备，因无法送往前方，数量却在增加。虽然弹药消耗自7月以来降低了30%-90%，但前送量远远不敷需要，以至于一个军(第20军)的申请量就超过了分配给整个它所属的第3集团军的全部弹药数量。由于无论建立什么样的弹药堆积所都很快被抛在后面，所以第1和第3集团军采取了建立移动仓库的办法。这些做，至少经常还能保证一定的补给量，但运力的浪费甚大。



　　在前线部队和后勤保障部门之间，开始出现磨擦，甚至紧张局面，这是每当补给品短缺时难免都要发生的。在这方面，第3集团军因采取非法手段搜罗所需物资，搞得声名狼藉。流动筹粮队冒充其他部队的成员；列车和汽车纵队遭到拦路抢劫，或被迫改变运行终点；运输连前送物资到部队后，其回程的油料被劫夺；弹着观察机被派往数百英里的后方去寻找在运的油料，如此等等。在后勤地带各单位，人员和设备日夜不停地工作，引起过度疲劳、事故、装病、逃差、偶尔还有怠工事件。对车辆不进行保养，直到用坏为止，因而需大修的车辆数量迅速增加。补给品收发输送的统计工作，向来是盟军后勤的一个弱点，在8月份快速进军期间情况更加恶化，结果，本来就不充裕的运力，一部分却浪费在运送各集团军根本没有请领也根本不需要的物资上。有时还有更加严重的浪费事件。例如2，200万只油桶到8月底丢失了一半以上。结果，这样一种普通用品的不足，限制了整个油料补给系统的能力。各部队，特别是第3集团军，补给纪律松弛，以致大量装备物资，特别是被服，被抛在后面，给废弃品收集连加添了极大的工作负担。巴顿的部下不是努力缴获法国的机车和车厢，而是故意向它们胡乱开枪，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把它们看成了“从多种意义上讲都值得一打的目标。”



　　在比利时作战的英国部队，其后勤形势虽然也很紧张，但不象两个美国集团军那样困难。第21集团军群是沿海岸线在“内圈跑道”上行动，因而运输距离短些，道路也比洛林地区更多。8月30日，当霍奇斯和巴顿的油料告急时，登普西却报告盟军最高统帅部说，他的物资补给形势“大好”。虽然在随后的一周中英军的交通线已延长至近300英里，但他们却减少了港口卸载量(由每天17，000吨减少到6，000吨)，从而腾出了一部分汽车连，同时又调用了许多部队的汽车，包括一个整军(第8军)的汽车，以此渡过难关。由于进军神速，比利时的铁路网(世界上最好的铁路网)被完整无损地夺取过来，但其使用却推迟了，因美国人未按时提供车皮。最重要的是，蒙哥马利的进军速度较慢，不象布莱德雷的部队那样脱离了港口。正是由于推进不快，他反而能够对海峡沿岸的一系列港口进行整顿，包括：勒阿弗尔、迪埃普、布格涅、加来和敦刻尔克，所以，港口形势(主要指其卸载能力)甚至比一个月前预料的还好得多。



　　在此期间，德军这个敌人的情况如何？自盟军开始进攻以来，德军在西线的伤亡惊人，损失了40万人，1，800辆坦克和突击炮，1，500门其他大炮，以及20，000台各种车辆。剩下的部队，被盟军的空中和地面力量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从法莱斯、蒙斯等被包围地区撤退，简直溃不成军。例如逃过塞纳河的第1党卫师只剩下40辆坦克和1，000名士兵。第84步兵师还剩下3，000人，第2装甲师只剩下2，000人和5辆坦克。第2伞兵军虽然号称一个军，却总共只有约4，000人，几乎只等于一个大型旅，除轻武器外的其他一切武器均已丧失。根据德军自己的估计，在整个战线上盟军兵力超过德军的程度为：坦克10：1，炮兵3：1(这一差距本身“不太严重”，但德军弹药不足)，至于空军，则盟军“几乎无限地”超过德军。此外，为阻止巴顿前进，希特勒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摩泽尔河上。结果，据艾森豪威尔称，在阿登山脉以北只剩下相当于2个减员装甲师和9个步兵师的兵力，而且全部是“组织涣散，丢盔卸甲，无力进行任何有份量的抵抗”。的确，由于德军处境狼狈，所以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可能是参谋长贝德尔·史密斯本人)认为，“可将盟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减少3个师，而且，只会有利于进军，绝不会对进军产生不利影响”。总之，通向鲁尔(德国工业的心脏，其一半以上的煤和钢在此生产)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说，这是战争中千载难逢的良机。



　　为了弄清这个机会之所以错过的原因，有必要追溯到1944年春天，因为盟军即将进行的大陆战局，是在那时定下基本战略的。5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顺便说一句，是由英国军官签署的)提出，作为盟军最终目标的柏林距离太远，因此，进入德国后的第一个目标应是鲁尔。虽然肯定了通向鲁尔地区最方便、最直接的路线是走阿登山脉以北，经列日和艾克斯拉沙彼尔，但又决定经由萨尔实施第二突击，以迫使德军分散力量，并使其无法准确判断盟军的企图。5月27日，这一备忘录提出的原则，体现在由艾森豪威尔签发的一道命令中。



　　将兵力分成数股，齐头并进，使敌人得以进行内线作战，这算不算是利用盟军在数量上握有的压倒优势的最好办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此处不予论述。只需指出一点，即：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底之战，后来是以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的。虽然初期进展缓慢，但一当实现了突破，进军的速度就为一切人始料所不及。有鉴于此，蒙哥马利元帅才开始重新考虑盟国的战略是否明智，并且，看来是在8月14日将考虑的结果首次告诉了他的美国同僚。三天后，他的想法已相当具体，使他能向布莱德雷提出：“在渡过塞纳河后，第12和第21集团军群应紧密结合，形成一个由40个师组成的密集整体……然后向北进军……右翼紧靠阿登山脉”。但是，蒙哥马利在8月23日以前一直未见到艾森豪威尔，到8月23日他已经修改了自己的意见。那时他已认为，不必让美国第12集团军群全部展开，在比利时境内保护英军的右翼，这一任务只由霍奇斯第1集团军的9个师遂行即可。而第12集团军群的其余部分，即巴顿的第3集团军，应留在原地，因为盟军没有足够的后勤力量来保障所有部队同时进军，如果企图处处保持优势，就可能处处都弱到不能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地步。艾森豪威尔拒绝让巴顿停止前进，相反地，他授权巴顿继续东进，至少要抵达兰斯和马恩河畔的夏龙。虽然如此，蒙哥马利却得以让整个霍奇斯集团军奉命在阿登山脉以北行进，与第21集团军群保持紧密联系 [ 注：这是蒙哥马利的一个相当大的胜利，因为美国人本来打算只给他一个军。 ]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向北突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列日-艾克斯拉沙彼尔峡谷，而是安特卫普港。他认为，没有这座港口，是不可能保障继续进军，深入德国的。



　　至此，这场大辩论的第一轮告一段落。当辩论发生的时候，蒙哥马利还正在完成其奔向塞纳河的80英里进军，而巴顿(他要走的距离长得多)却已渡过塞纳河，正在快速挺进。撇开关于国威民意的种种考虑不谈，艾森豪威尔不愿让他最剽悍的将领巴顿停止前进，而把一个迄今为止并未表现出擅长追击行动的蒙哥马利突出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十天之后，第21集团军群已向前急进了200英里，正在向德国边境靠近。这大大加强了蒙哥马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



　　1.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向柏林实施一次真正强有力的突击，很可能达到目的，从而结束对德战争。



　　2.我们没有足够的后勤力量同时保障两个强有力的突击。



　　3.对选定的突击方向，要毫无保留地集中它所需要的一切保障力量，而其他任何行动只能在剩余力量的保障下尽力而为。



　　4.只有两个可能的突击方向：一个经由鲁尔，一个经由萨尔。



　　5.我的意见是，在北面经由鲁尔实施突击，可能会最好最快地取得战果。



　　这封信的措词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信中提到的目标——柏林远在400英里之外，而且，下文就将看到，此时此刻的柏林显然还是盟军鞭长莫及的。蒙哥马利在几天之后又发出了一封“补充说明”，但也无济于事。在“补充说明”中他提到了要“对德国的中心……实施一次尖刀式的突击”。这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后来使艾森豪威尔能够在申述若干理由之后宣称英国陆军元帅的建议是鲁莽的、考虑不周的。



　　9月8日，第一枚V2飞弹在伦敦爆炸，促使英国政府要求第21集团军群扫清荷兰境内的飞弹发射场。这样，关于建议中的北侧进攻的性质和方向，就更加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这使蒙哥马利又一次改变他的想法，他不再主张向东突击鲁尔，而决定北进须德海。从艾森豪威尔批准进行阿纳姆战役看来，他是支持蒙哥马利的。但是，艾森豪威尔始终坚持一点，除非首先解放安特卫普港，否则进军德国是不可能的。



　　所以，蒙哥马利关于他自己究竟应该怎样行动的想法是很不明确的，虽然他想使我们相信他有明确的观点。他最初的“密集整体”削减成了一次“尖刀式的突击”，他一直把柏林当作突击的目标，使整个讨论越搞越混乱。但是，不能让环绕这一争论的种种纷纭意见模糊了主要的问题，即：如果不首先解放安特卫普，要在1944年9月夺取鲁尔从后勤上讲是否办得到？至于有关德国此时是否正处在崩溃之中的争论，同我们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不论希特勒是否能在“德国的中心”动员必要的力量，也不论其动员的力量能有多大，通向鲁尔的大门在9月初毫无疑问总是敞开着的。因此，唯一的问题是：盟军掌握的后勤力量是否足以保障一次夺取鲁尔的攻势。



　　首先，要下几个定义。为便于研究，所谓“向鲁尔发起的攻势”是指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1集团军总共18个师向多特蒙德的进军，通过这一运动，实现对鲁尔的包围。英军的出发地点可能是默兹-埃斯科运河(假定未发起阿纳姆战役)，而美军则可能从马斯特里赫特-列日地区出发。从这两个出发地点到目标多特蒙德的距离几乎相等，约为130英里。设想德国的所有铁路运输设施均已不能使用，而向前方部队实施空运因缺少机场也不可能。全部计算都是按载重200吨的美国军需汽车连的能力进行的，这正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后勤人员的作法。预定发起进攻的日期为9月15日。



　　假定每师每日的消耗量为650吨(此数作为美英部队的平均消耗量可能偏高)，则战役中每天补给品的总需要量为18×650=11，700吨。其中，英军的9个师占5，850吨。这一补给量，一部分沿铁路前送至比利时境内的出发基地(2，800吨)，一部分用从阿纳姆战役转拨过来的飞机空运至布鲁塞尔(1，000吨)，一部分由从诺曼底的三个美国师调出的汽车沿公路输送(500吨)，总共4，300吨。剩下的1，550吨，蒙哥马利必须用自己的汽车从卡昂-贝叶地区前送至进攻出发地区。假定每个汽车连每天只能按规定行驶100英里，为此目的需要46个汽车连。从进攻出发地区到多特蒙德的往返距离为260英里，假定汽车往返时间为2天。 [ 注：盟军计划人员在筹划向柏林进军时，汽车运行速度用的是每天走130英里这一数字。 ] 则战役中共需(5，850×2)÷200=58个军需汽车连进行保障。英军此时共有140个汽车连，可能需要留下36个汽车连对加拿大第1集团军进行补给，并用于港口清运。所以，就汽车运力而言，尽管是满打满算，但保障进军多特蒙德是办得到的。与此相反，霍奇斯第1集团军的情况要困难得多。他的9个师每天消耗物资5，850吨，但这时分配给他的指标只有3，500吨，连这一数量后勤地带司令部也感到在运输上有困难。要把相差的数额从塞纳河以南200英里开外的铁路上运来，约需增加35个军需汽车连。进军多特蒙德又需58个军需汽车连，所以总的缺额为93个汽车连。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第3集团军不再向摩泽尔河前进，而停止在巴黎-奥尔良一线上，那么，究竟能够腾出多少汽车。关于保障巴顿的运力数量，没有具体数字，但可作一个粗略估计。至9月15日，第3集团军至少每天得到3，500吨物资(可能还要多些)，因为巴顿属下的汽车是在后勤地带的交通线上，而不是只在作战地带之内进行输送。从上述巴黎-奥尔良一线到巴顿的前线，距离为180英里。在此距离上输送3，500吨物资所必需的运力，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总之相当于52个军需汽车连 [ 注：走360英里所需的时间按3天计算。 ] 。



　　9月中旬，有一个美国军(第8军)在攻打布勒斯特。采取这一行动，原来是为了扩大盟军后方基地港口能力，现在就显得多此一举了。这一行动之所以仍然实施，那纯粹是为了维护威信而已。关于这一作战行动的物资消耗和运力情况，尽管照例没有具体数字，但可作一个大致的猜测。当时，盟军在诺曼底经管的铁路已从瑟堡抵达多尔-雷恩地区。从这一地区到布勒斯特有80英里。在这样的距离上给3个师前送补给品，起码需要军需汽车连15个左右。



　　此外，上述部队都有建制汽车。虽然缺乏具体数字，但可以认为，若将有关的9个师的车辆编成临时汽车连，可给在比利时境内的霍奇斯集团军增大补给量1，500吨 [ 注：这里依据的事实是：在阿纳姆战役中，艾森豪威尔通过调用3个美国师的汽车，每天给蒙哥马利提供500吨物资。 ] 。这样，霍奇斯进军多特蒙德的运力总需要量就可减少22个军需汽车连，还需71个连，其中，由第3集团军调用52个，从第8军调用15个，合计65个。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尽管属于满打满算，但保障霍奇斯进军多特蒙德是办得到的。当然，这只能是一个探讨性的结论。 [ 注：由于缺乏详尽资料，我们无法把物资品种、道路状况、交通管理、车辆损坏率等等因素都考虑进来。但是，我们的计算同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计划人员作为依据的那些计算是同样详尽的(如前文的注解所示)，而比我所见到过的关于这一题目的任何印刷材料都详尽得多。 ]




结论




　　我们根据能够找到的资料算出，1944年9月，可以筹到足够的运力保障登普西和霍奇斯进军鲁尔。但是，现有汽车连的数量不过是许多有关因素中的一个。为完成我们的研究，现在有必要概略地谈一谈这些因素。



　　如果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蒙哥马利的建议，集中全部后勤力量保障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1集团军实施突击，那么，在法国境内的43个盟军师中，可能有12个师的汽车分队要被调走，从而使这些师完全失去机动性。此外，来自地中海的参加“龙骑兵”行动的7个师同主要任务无关，因而只剩下24个师。其中，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6个师一直在进攻海峡诸港口。这样，真正可以用于进军鲁尔的，只有18个师，这公认是个相当小的数字，但很可能足以突破此时德军的脆弱防御。



　　由于在德国境内要走的距离较小，对暴露翼侧提供空中支援应该是不太困难的，如果是进军柏林，则提供空中支援必然非常困难。在阿纳姆行动中，盟军要渡过4条河流，而进军鲁尔则只有两条河流挡道。向东通向鲁尔的道路网极好，优于向北进入荷兰的道路。



　　由于除补充日常消耗外再无运力保障在比利时境内建立大型先头仓库，所以，盟军向鲁尔发起攻势，其主要补给基地还得留在远离数百英里的后方。这无疑会大大拖长从请领到补给品抵达前方之间的时间，一旦发生紧急需要，就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但是，每天650吨的供应指标简直慷慨得太过分了，而盟军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交通线，特别是铁路运输设施 [ 注：虽然最初曾发生迟误，但到9月份铁路运输就达到了计划人员起初预计的水平——每天2百万吨·英里。 ] ，又正在日复一日地迅速改善，加之德国空军无力袭击盟军交通线，在这种情况下，冒远离基地作战的危险还是可以容许的。



　　有些人的意见与此不同，他们争辩说，盟军在穿越法国的进军中已经两次把战略考虑置于后勤考虑之上 [ 注：一次是在7月底，当时夺取布列塔尼诸港的行动被推迟，另一次是在8月中旬，当时定下了渡过塞纳河的决心。 ] ，现在第三次这样做，不等铁路交通线延伸到进攻出发点就发起攻势，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贝叶到多特蒙德的距离，并不比巴顿从瑟堡走到梅斯的距离远。换句话说，盟军已经在超过450英里的距离上成功地保障了它的部队，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而已。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方面，即：与人们的通常看法相反，采纳进军鲁尔的计划，并不需要从美国部队向英国部队转拨运力，以至引起许多麻烦 [ 注：为支援阿纳姆行动已经转拨的美国汽车和飞机除外。 ] ，而只需要从一个美国集团军向另一个美国集团军调拨车辆。在比利时境内的三个指挥官——克里勒、登普西和霍奇斯当中，霍奇斯的补给困难对蒙哥马利的计划危害最大 [ 注：当时蒙哥马利正在抱怨霍奇斯得不到油料。 ] 。如果巴顿停止前进，则由此而腾出的运力自然应该拨给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艾森豪威尔不让巴顿停止前进，就使他关于没有安特卫普就不可能进军德国的预言成了现实，因为一直等到安特卫普港在11月底开放后，霍奇斯的补给距离才从400余英里减少到了70英里。而英军并不需要安特卫普，因为在那个阶段他们依靠从塞纳河和海峡诸港口进行前送也过得很舒服。



　　如此说来，对于未能认识最重大的问题之所在，从而未能相应地调整保障重点，要由艾森豪威尔负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要做到这一点，简直非有超人的先见之明不可。当改变盟军根本战略的想法初次提出时，巴顿正在全速前进，而蒙哥马利却在向着塞纳河缓慢地爬行，尽管他要走的距离小得多。当时谁能想到，在随后的两周中，蒙哥马利这位素来谨慎小心的指挥官却突然一反常态，向德国边境挺进了200英里呢？此外，我们记得，蒙哥马利起初也并未要求巴顿停止前进。恰恰相反，他是要求巴顿保护他(蒙哥马利)自己的进攻翼侧，为此才要求改变巴顿的进军方向，即由东进洛林改为向东北进入比利时。等他认识到40个师执行一个“倒转的施里芬计划”在后勤上无法保障时，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为时已经过晚了。



　　蒙哥马利提出的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首先是进军柏林，然后又是什么向德国心脏实施“尖刀式突击”，这就更加妨碍了他的计划被人接受。虽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用18个师进攻鲁尔是有可能成功的，但要以这样小的兵力占领德国更大部分的领土就根本不可能。至于尖刀式突击，若在仅仅130英里的距离上实施，那是可能成功的，如果跑到400英里以外去寻找突击目标，而离得最近的基地又在300英里之外的后方，那就显然是一种冒险，甚至是蛮干一气了。此外，这样一次突击，即便只有18个师，从后勤角度而言也是无法保障的。当然，蒙哥马利的参谋部考虑的是仅仅使用12个师。这些师的补给必须减少到每天400吨(有时300吨)。但就连这一数量也是蒙哥马利自己保障不了的。艾森豪威尔说得对，这样一次行动，除了必取灭亡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最后，关于蒙哥马利的计划是否能代替艾森豪威尔的战略的问题，回答必须是否定的。虽然我们的计算似能表示，筹集进军鲁尔所需的后勤保障手段从理论上讲是办得到的，但是，就算能够及时预见到战略情况的发展，补给机关也不大可能迅速地转过弯子来，或者说不太可能表现出必要的果断性。既然“霸王”行动的后勤计划工作从头至尾的特点是过分保守，甚至是优柔寡断，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盟军的后勤机关是决然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班小心翼翼在后方埋头于计算的人，当大军已在向塞纳河挺进时，他们仍在固执地断定这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现在却希望他们突然宣布他们自己愿意保障一次突破德国边界的“计划外”行动，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后勤人员算不得英雄好汉，这一点看来无可否认。但是，我们这些见过那样多的战局因缺乏后勤保障而归于失败的人，怎么能够谴责一次毕竟是以无可争辩的胜利(尽管可能是推迟了的胜利)而告终的战局呢！














	

 






	















	







	







	









 





	


	







	








	




	


第08章 对后勤的透视




	







	

 



	


	


　　回过头来翻阅本书，特别是后面几章，不时让人感到，战争中的后勤不过就是此起彼伏、无穷无尽的一连串困难。问题不断出现、扩大、并合，前传后移，有些得到解决，有些暂时隐没，然后再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面对着这些通过严肃认真的后勤研究工作揭示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困难，人们有时会大惑不解：军队是怎么能够运动的呢？战局是怎样进行的呢？怎么还能打胜仗呢？



　　说一切战争都是由一连串永无终结的困难和失误所组成，这是老生常谈。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战争的“阻力”时，所指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战争史著作对这一点只是空说一通，而不作严肃认真的研究。虽然论述战略战术的书籍在数量上比论述后勤的书籍多几百倍，但是，就连愿对战争这一公认为令人不感兴趣的方面进行研究的少数作者，也常常是从一些先人之见出发，而不是以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考察为依据。如此轻视后方勤务，是因为没有看到(但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后勤工作占据全部战争事务的十分之九，计算军队运动和补给时所要解决的数学问题，用拿破仑的话说，就是用上一个莱布尼兹或牛顿也是值得的。现代的一位伟大军事家 [ 译者注：指英国将领韦维尔 ] 说过：



　　“我经历的战争愈多，就愈加认识到战争是如何完全依赖于后勤和运输……你想在何时把你的军队移动到何地，并不需要多大的技艺或想象力；但你若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部署你的军队，以及能否在该地维持你的军队，那就要有丰富的知识，要进行艰苦的工作。为将者必须对补给和运动诸因素具有真知灼见，以之作为制定一切计划的依据。只有这样，他才知道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去冒有关这些因素的风险，而要打胜仗是非冒风险不可的。”



　　迄今为止，人们根据两种主要标准把后勤史划分为若干时期。有些作者继承克劳塞维茨和毛奇创立的传统，以军队采用的补给制度为依据，将近代后勤史分为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是常备军时期，当时的军队是由仓库供养；第二是拿破仑的“掠夺性”战争时期；第三个时期始于1870-1871年，以从基地实施连续补给的制度为标志。这种划分方法偶尔也产生出变种来，例如有一位权威认为，兵站制度“实际上是十八世纪移动仓库的一种改进”。依照他们的看法，后勤的发展，除十九世纪初有一个短暂的倒退时期外，始终是一个平稳的渐进过程。



　　另一些作者与此不同，他们研究后勤持续发展的原因时，注意力是集中在军队所用的运输技术手段上，从而把战争史划分为下述几个有明显区别的交替时期，即马车时期、铁路时期、汽车时期。这几种运输方式虽然各有其特点和局限性，但总的发展趋向是输送能力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高。他们认为，除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以外，可以把后勤的发展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从我们对近一个半世纪后勤体制的详细研究来看，上述两种划分方法似乎都不确切。把十八世纪战争描绘成由仓库供养，说军队的运动受其自身补给机构的束缚，这是很错误的。拿破仑决没有倒退到更原始的方法去，事实上是在更大的规模上沿用了前人的通常做法，最后建立起了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补给系统。对不起毛奇和那些天才将领们！铁路和兵站制度的出现并未在运动战的补给工作中引起革命性的变化，以至于迟至1914年德军还是预计要靠就地取给维持部队供应，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从华伦斯坦到施里芬的战争史，整个说来特点是很分明的，那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有组织的抢劫。其主要特点首先在于，军队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维持给养供应。一旦停止运动，如1692年的蒙斯包围战或1870年的梅斯攻城战，他们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人为”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直到1914年，情况仍然如此，这是包围安特卫普的德军在吃了苦头之后才得到的教训。



　　如果说这种掠夺终于在1914年中止，那并非因为战争突然有了什么人道主义的性质，而是因为随着弹药及其他战争必需品(包括初次出现的汽车燃料)消耗量的巨大增长，军队再也不能依靠就地取给来解决大部分物质需要了。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弹药在全部补给品中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中，弹药同其他补给品之间的比例就颠倒过来了，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给养已只占全部补给品的百分之八至十二。新的需要只能依靠源源不断的后方供应来满足。因此，这时的军队在驻止期间较易保障，而军队一旦快速运动时，要对它进行保障几乎就不可能了。理解这种同以往截然相反的情况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是不足为奇的。



　　在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争演变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补给品，甚至部队，有时不得不在一地停留数年之久。其原因纯粹在于铁路不能代替马车。大量的补给品(例如1916年仅仅为了英军在索姆河上发起进攻，炮弹就有150万发)被送到前方，屯积在铁路终点站，以后就再也不能向前后或左右运输。同十八世纪比较，战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后勤的附庸。机器产品——炮弹、子弹、油料、复杂的工程器材——终于接替农产品成为军队消耗的主要物资。战争这回真的被错综复杂的补给脐带组成的巨大网络束缚起来了，不能移动了，变成了一个规模大得难以想象的相互屠杀的过程。



　　后来的机器产品——汽车、履带、飞机——是否能使军队解决机械化战争带来的难题呢？这也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有些人曾以现代的运动战同过去的运动战互相对比，但由于找不到恰当的比较标准，所以结论没有说服力。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较有成效的办法是，不以当代军队的实际运动速度同先前的军队作比较，而看一看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不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最大理论速度，换句话说，就是测量一下“阻力”这个难以捉摸的因素的影响。这样一考察，就会遇到，十八世纪军队的最大持续速度为每小时3英里(士兵徒步行军速度)，而他们有时能一连两三个星期每天行走15英里之多。而现代的车辆，即便是履带车辆，每小时也能轻而易举地行驶15英里。但是，无论什么军队，就连在北非追击隆美尔的英国“刀刃部队”和在满洲追击日军的马利诺夫斯基的坦克部队，一次也只能在很少几天内保持每天75英里的速度。



　　考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研究所谓的“极限距离”，亦即运用某种运输手段从基地对军队实施“有效”保障的最大距离。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概念本身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支配它的偶然因素太多。然而，以它为依据作一番理论的研究，看来仍有意义。假定一辆载重一吨的大车由四匹马曳行，每匹马每天耗用饲料20磅，则这辆大车在其有效载重全部耗光之前能走的最大距离是：20×2，240÷80=550英里，但实际上能连续行驶的距离大约只有120英里，只有理论数字的22%左右。与此相比较，一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5吨卡车，假定装的全是油料，在其负载用光之前大概至少能跑5，000英里。但是，在欧洲战场上，卡车连续行驶的实际距离最多只有500英里，仅为最大行驶距离的10%。隆美尔比任何别的指挥官都更善于从他的运输车辆榨取最后一英里行程。但就连隆美尔，当他试图把上述数字 [ 译者注：即500英里 ] 增加一倍时，也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军队不仅没有受仓库束缚，其行军速度不仅不低，而且，就其利用运输工具行驶能力的理论极限来看，他们比现代军队还强得多。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无论什么机器——人力的或机械的，其部件越多，则阻力越大，这是报酬递减率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根据上述事实，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十年内，各种运输工具无论有多大的发展，运动战的速度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显著的上升。这一点在1967年的埃以战争中得到了证明。以军在理想的条件下作战，握有完全的制空权，对一个二流的对手发动了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它也未能使每天的进军距离超过40英里。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1944型的军队已经“危险地过时了”，那就是对本世纪后勤的发展情况缺乏正确的理解。事实上，本世纪后勤发展的特点是，新出现的一系列运输工具的速度和行程，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被“阻力”的巨大增长，特别是被补给品的庞大数量所抵销了。因此，即便明天出现一种崭新的、空前有效的运输工具，它的最大理论效能也只有一小部分能被实际利用，所以它对运动战的速度的影响也将是很有限的。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后勤部队同战斗部队的比例问题。这个比例常被看作是大致衡量军队效率的一个标志：比例愈低，效率愈高。然而，这是对后勤部队与战斗部队相互关系的一种误解。撇开那些有着浪漫主义英雄色彩的政治家和雄心勃勃的将军们所能产生的影响不谈，军事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以最少的后勤部队应付差事，而是要尽可能地造成最大的战斗力。假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个战局中，每个战士之后必须有100个人泵送油料、驾驶汽车和修建铁路，那么，100：1就是最佳比例。但是，这个比例从理论上说包含着无数组成因素，因而确定最佳比例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为此，值得设计一套非常复杂的模型，使用一整套计算机，并由一位数学天才来负责控制。不仅如此，当一切计算都已完成，并据此作好了种种准备时，又很可能因为新的战略需要或政治需要而前功尽弃。



　　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作战计划人员，试图解决过后勤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最佳比例问题，早先的计划人员更不待言。非但如此，大多数军队在进行作战准备时，看来都是按临时确定的标准尽力而为的。他们花很大的力气(尽管没有协调一致)尽可能多地筹集军用车辆、各种卡车，以及铁道兵等，很少考虑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之间应有怎样的“合乎理想的”比例，才能(从理论上讲)保证军队走出最远的距离。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所作的唯一一次无所不包的尝试， [ 译者注：指诺曼底登陆作战 ] 也并未给人以多大的鼓舞。尽管(也许正因为)“霸王行动”的计划连对最后一桶油料都作了详细规定，但执行这些计划却成了罕见的因循保守，甚至胆小怕事的大表演。不仅战局的实际发展同计划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后勤机构本身的行动也同原先的估计大不一样。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4年盟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执行了预定的后勤计划，不如说是因为违背了原来的计划。愿不愿意摆脱计划的束缚，能否临机应变和承受风险，这就是最后结局的决定因素。



　　本书一开头就表示要坚决避免“含糊不清的推测”，而集中注意力于“具体的数字和计算”，在结束的时候，也许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的智力，如无其他因素配合，终究不是进行战争，从而也不是认识战争的最好工具。仅仅因为我们除人的智力外没有更好的工具，所以智力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这两个方面才都要起主要作用。但是，谁如果相信单凭人的智力就可以透彻地了解战争，或了解人类行为的任何其他方面，那就证明他同通天塔 [ 译者注：《圣经》说古代巴比伦人企图建造通天塔，比喻无法实现的空想。 ] 建造者们一样地过度自信，因而理应受到同样的惩罚。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为三与一之比。承认拿破仑这一格言的真理性，这就是研究后勤对运动战之影响的本书归根结底所能提示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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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指导，就象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解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注意到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战争的指导却还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更糟糕的是，在本世纪中，战争又回到了野蛮的摧毁和残杀的形式。



　　有人对这一点也许会表示怀疑。那么，就请回顾一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果他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是满意的，这本书也就不适合他。假若他不满意，那么他就会看到，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不仅没有疗效，反而增加了毒害，因为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整个时代都被搞乱了。帝国在逐渐地消失，欧洲被撕成了碎片，德国被分裂，革命蔓延到世界各地。今天，毁灭的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的心；没有稳定的迹象，没有安全的感觉，更坏的是，没有荣誉的约束或甚至普通的礼仪能把国家联系在一起。



　　欧洲经历了许多的战争，一千年来，战争一直是狂暴民族的经常性消遣。不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象本世纪的战争那样成为大灾难。但是，不能在战争本身去寻找原因，而应从战争的指导上来寻找。战争指导与1789年以来的各种伟大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贵族统治的衰败和民主制度的兴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出现，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报刊的流行，宗教信仰的衰退和唯物主义的流行。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都重铸了人类的文明；如果这些对战争的影响能够得到正确的判断，并因此来决定战争的指导，当今的世界也就没有理由如此混乱了。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一百三十年以前就这样写了。如果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家和统帅们领会了这个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



　　不要想使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战争是一个历史问题。文明的变化对人类的战争是有影响的。检查这些变化并探索它们对战争指导的影响，则是本书的主题。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一题目从未深人探讨过。而且，它是如此浩瀚和复杂，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完全的，只是尝试性的。



　　这本书不是1789年以来的战争史，也不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指导，而是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太长，我不打算检查所有的发展，只是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例。在探讨每一具体战争的章节中，我也不准备详细地讨论这些战争，只会从中选出一些侧面，以便较好地说明他们的指导，而且更多的是错误指导。



　　介绍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他被称为近代战争之父。我不准备浓缩他的理论，只是从《战争论》中引用一些原文。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第一个把战争看成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人。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为数不多；其二，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引用或批评过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人，其中有军人，有政治家和其他人等，但是，在这些人中，真正研究过克劳塞维茨伟大著作的人，我只碰到过三、四个。其中之一，就是《战争论》第二版的编辑，已故的F.N.毛德上校。五十多年前，他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介绍给我。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研究。 不过，他们之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替西方同盟国指导战争的，否则他们不会搞得那么糟糕。



　　我也从其他一些作者的言论里自由地引用了一些片断。这主要是指福煦元帅、列宁和希特勒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显得有些乏味，但我相信，让这些人为他们自己说话，比试图解释他们的理论，可能更合适些。



　　至于说到工业革命，我始终把它看成为一个完整的事情，从它朦胧开始之日起直到今天为止，不是象某些作家那样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在核能的应用和自动化的发展之前为一阶段，在此之后为另一阶段。



　　作为对读者的一种指导，我想提出的其它观点是：



　　在我们所考查的整个时期中，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在战争中，你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象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



　　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人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



　　纵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最后，我想以一个建议来作为结束。现在已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教科书，虽然我对官方的教科书没有兴趣，但当我在写这本书时，却曾想到，谁要是再写一本《战争指导》，那将是大有可为的。但它应该是写给政治家和军人的，而且应该是必读之物。为了方便起见，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如何指导一场战争”和“不应该如何指导一场战争“，至于第二部分，正象本书将要指出的，有极其丰富的原始资料。



J. F. C. 富勒



一九六０年十二月














	

 






	















	





	







	









 





	


	







	







	




	


第01章 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国王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战争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是由招收的雇佣兵进行残酷斗争，而且往往还有饥民伴随在一起。 [ 作者注：金德里《三十年战争史》第二卷第324页提到，有一支三万八千人的军队，却有十二万七千名妇孺和随营者尾随着。 ] 10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时，中部欧洲已经成为废墟。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万，其中还不算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三十五万。在图林根的一个区里，十九个村庄的一千七百一十七栋房屋，只有六百二十七栋幸存下来；在波希米亚的三万五千个村庄中，战后还有人居住的不过六千个，其人口也从二百万减少到七十万。战争期间，人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足为奇。迷信之风盛行一时。据说，在1625年到1628年之间，维尔茨堡的主教就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九千人。1640年到1641年，在奈塞地区的西里西亚公国，烧死了一千人。



　　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震惊的残酷野蛮风气，与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流行的仁道战争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公爵的公国里，诸侯间的斗争是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雇佣兵来进行的。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他们都是为了金钱来打仗的。他们可以在今年出卖给这个王子，而在明年，又转向对方，为另一个王子服务。对他们来说，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所以，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可图。既然战争是他们的职业，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拖延一场战争就比结束一场战争显然更有利些。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 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 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 ），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意把战斗打成平局。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好几百。”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军人的“强权”与公民的“公理”的区别也开始出现。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07）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 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只有一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当然，这些规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所以，“节制”是一个关键。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签订和约。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一方承认他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同时谴责为支持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每一个行动。同时，要归还掠夺来的一切，赔偿战争的费用，并且补偿损失。于是就产生另外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损失，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于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伤亡，以及家庭的毁灭，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还不只是这些。遵守严格的正义规则，就要求使非正义战争的始作俑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保证曾经遭受他的进攻的人们在未来得到安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也会越出合理自卫的范围，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因不适当的过分行为而致罪，尽管这一方的战争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许有许多冤屈，不过严格的正义规则将要求补偿他们。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并且夺得了超过他所受损失的价值的战利品。但是，有谁能准确地计算和正确地估计这个呢？……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一方完全毁灭为止，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从事某种事业，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平的恢复，因此，应该指引我们所有的措施去达到有益的目的。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只能考虑双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满的折中方案，并且通过实际上平等、公正的会议，来结束所有的争议。这是容许的。在这样的会议上，对于战争的最初起因，对于那些会引起各种敌意举动的争吵，可以不作任何决议，也不要指责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没有人会屈从这一指责——只需要形成一个简明的协议，决定在所有权利废除之际，每一方将接受什么样的同等条件。”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和平条约的作用是要结束战争，消除战争中的争议”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7一8页。 ] 所以，“如果一个不公正的、贪婪的征服者征服了一个国家，并且迫使这个国家接受无情的、屈辱的、难以容忍的条件，那就需要迫使她屈从，但是，这种外表的平静不是和平。在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反抗力量，当被征服的国家忍受到一定程度时，她就会起来，以斗争的手段摆脱这种屈辱的和约”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8页。 ]



　　三、专制国王的军队



　　不管法理学家们提出过什么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严重削弱的话，这些建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之前，“神权国王”被当作是他那王国里为世俗崇奉的上帝的可信赖的代理人。在此之后，就新教的国家来说，为了宗教的目的还是如此，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已不认为大主教举行的加冕典礼与其他的圣职仪式有什么不同。1661年，路易十四世登基，并亲自接管了法国的统治权。他接收了一个专制帝王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他的理论是“王权神授”。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45页。 ] 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他具有一种神明，而且，他和他的宫庭都成了欧洲大陆诸王国的楷模。简单地说，法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意大利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形式。



　　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 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四、有限战争



　　十八世纪的著名将领之一萨克斯元帅，在他所著《战争艺术论》一书的开头写道：“组成军队的兵员，一些是志愿来的，一些是俘虏来的；有时，也有一些是强征来的。但最普通的手段，是进行欺骗。例如，先悄悄地把钱放进一个人的口袋里，然后要求他去当兵。”萨克斯不赞成这样做。招募来的人大都是社会的残渣，因此必须要有森严的纪律。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如果纪律稍有放松 ，就能产生野蛮的行为。” [ 作者注：转引自《近代战略的标志》（1943年版），第55页 ]



　　能否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则确信无疑，那就是残忍的纪律有可能限制战术的正常发挥。于是，部队只能采取密集队形活动，并且在军官的眼皮底下进行。士兵要想逃脱皮鞭的鞭笞，只有逃跑。所以，在十八世纪时，逃跑之风十分严重，以致于腓特烈不得不采取措施，拟定详细的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避免一切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去洗涤时，必须要有军官随行；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在混乱之中逃跑。此外，还有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常备军的费用高昂，资金不足，在这期间的战斗中，伤亡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排枪互射的距离很近，通常是在30步到50步之内进行的。当然，萨克斯也曾这样说过，“我见到近射程内的交火杀死的甚至不到四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双方有时私订了心照不宣的协定，只住对方的头顶上放枪。他们都知道，死亡是太可怕了。但总的说来，伤亡是大的。尼克森上校曾经指出，在马法奎特战斗中，据权威人士的估计，联军的损伤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一般的损失为15％到20％。在托尔高会战（1760）中，腓特烈损失了30％。在佐恩多夫会战（1758）中，俄军损失了50％。这可是一个“世界纪录”，不过，这支野战部队战斗了一天，也未能完全打垮战败的一方。 [ 作者注：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1940年版），第59页。 ]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回避战斗，为什么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另一个原因是补给制度的变化：由于抢劫已被禁止，部队不得不依靠供应纵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就要有许多仓库，而且要从国内基地提供补充，或者使用现金从当地购买。一般来说，仓库都设在要塞里，或设在设防的城市里。为了获得仓库，必须争夺要塞和城市，因此，围城战术也就风行一时。这种补给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范围。要保障部队得到充足的给养，从最近的要塞算起，它的行程的最大限度，只能限制在七天之内，而且离最近的野战面包房的距离，不能超过两天的行程。只有在供给系统出了差错时，部队才可以迫不得已而采取武力手段去征集给养。



　　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劳伦斯·斯特恩曾写了一部游记，叫做《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记》，他叙述说：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仓促地离开了伦敦，来到巴黎。他当时未曾考虑“英国正在同法国交战”，在到达多佛尔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没有护照。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旅行。到达凡尔赛后，法国的外交大臣乔叟公爵派人给他送去一个护照。他在巴黎受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是要耗尽敌人的精力，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他的要塞，不是敌人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尔瑞公爵就曾经说过：“我们作战时，不是象狮子，而是象狐狸；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 [ 作者注：《战争艺术》（1677年版），第15页。 ] 二十多年之后，丹尼尔·迪福又说：“现在，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或用时髦的叫法，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然后，冬季也就来临了。” [ 作者注：亨利·摩里：《迪福的早期生活和早期著作》（1939年版），第135页 ] 在1793年的皮齐同围攻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限性”围攻的完善例证。高多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双方议定休战以后，“在缺口处搭起了一座桥，使围攻者与被围攻者之间可以交往。随后，到处大开筵席，军官们轮流请客。里里外外，都在纵酒狂欢。附近地区的居民，也都步行、骑马或乘马车聚集到这里来。食物已从各地运来。此刻所见到的，真是一片富足的场面。不需要医生，也不需要杂技演员，这里成了迷人的市场，欢乐的场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英文版，第1卷207页 ]



　　在有限战争年代，所有一切拖延行动都是以消耗对方为基本原则。由于资金不足，而常备军又不带民兵，一年十二个月都得付给他们薪饷，所以很明显。对于当时有见识的军人来说，消耗敌人的财源是赢得一场战争的有效方法，而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要比在战斗中沉灭敌人所受的损失小得多。因此，当时的决定性因素是钱，而不是血。当然，迂回运动要求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的判断，但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敌人的府库开始枯竭。如果敌人不愿意破产，就得和他的对手进行和平谈判。关于这一情况，萨克斯元帅在论战斗时曾经说过：



　　“虽然我对会战问题已经讲了许多，但是在实际上我并不赞同，特别是在一场战争开始时候；我相信，一个有才干的将军会避免它们，并且根据他的愿望尽可能地延长战事。没有别的办法能比这种指导方法更多地减少敌人，或者带来更多的好处。”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3-164页 ]



　　近代的批评家福煦元帅曾据此认为，萨克斯是完全反对会战的，并且嘲笑他具有如此避战的观点。这是某些人的一种错误，他们不是没有读懂萨克斯的著作。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而断章取义。



　　萨克斯是在芳藤诺伊、罗可斯和劳弗德等战役中的胜利者，他象腓特烈和福煦一样，深刻理解会战的价值，看看他所作的结论：



　　“不过，我这样说也许不会被人所理解。如果你有机会进行会战，而且有预期取得胜利的种种理由，那么，你当然不应忽视这种机会。但是，这只是暗示着可能进行战争。一般进行战争，就不要相信任何的偶然性，而应该在将道的领域内发挥技能，达到完美的标推。如果环境对你很有利，引诱你去进行会战，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在下一步如何获取胜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些事情，根据当今流行的风气，不应当满足于自己成了战场的主人。宗教上有着这样一条格言：允许失败的军队进行撤退是很明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法，这是一条错误的原则。对于你来说，与此相反，应该是乘胜追击，全力以赴地追击。敌人的撤退，起初可能是整齐的，有秩序的，但到后来，也许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溃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4页。 ]



　　在这个时代，尽管是以迂回运动和围城运动著称，但是仍然进行了许多次大的会战，至少有八次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还产生出了许多名将。例如：沃邦、杜伦尼、欧根亲王、马尔波罗、查理七世、韦拉尔斯、萨克斯、腓特烈和苏沃洛夫等。



　　另外，约翰.弗特斯鸠爵士对于十八世纪战争的评论，也是值得引述的。他写道：



　　“在那个时代，一场战役的目的往往不是找到敌人，也不是打败敌人。根据大多数权威的意见，若要制胜，还有两种办法：或者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或者是舒适地生存下来。舒适地生存下来，就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取得补给品。一支部队要能在敌国生活下来，即使一枪不发，也算是对这场战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迫使敌人消耗他们的补给品，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能强迫敌人向对方提供补给品，则是进一步的成功。要是能在敌人的领域内宿营过冬，则是一种更大的成功。因此，只要进人敌境，并且在数周之内迫使敌人进进退退，不给他有打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定会激怒象奥朗目的威廉姆这样的低劣的将军，使他做到绝望和灾难。” [ 作者注：《英国军队史》，（1899版），第1卷第358页。 ]



　　这是一种纯理智的和不动感情的战争体系，费里罗曾经就此作过下述结论：



　　“有限战争是十八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它属于温室植物那一类，只有在贵族化和高贵化的文明中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性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东西。这也是其中之一”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62-44页。 ]


















	

 






	















	







	







	









 





	


	







	







	




	


第02章 无限战争的再生




	







	

 



	


	

　　一、 卢梭与法国革命



　　1782年，爱德华·吉本（1737—1794）正在从事他的历史著作第4卷的写作。当时，在他看来，政治气候非常宁静。为把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当时的欧洲作一对比，他写道：



　　“一个哲学家应该扩大他的视野，把欧洲作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来看待。在这个共和国内部，各个不同的民族几乎都达到了同等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权力的平衡将会继续波动，我们自己与邻国的兴旺发展，都会有升有降；但是这些局部的事件不能从根本上损伤我们的幸福、艺术、法律和风俗的总的标准。在这些方面，欧洲人和他们的侨民是在全人类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在和平时期，由于许多活跃的竞争者的竞赛，加速了知识与工业的更新和进步，在战争年代，欧洲的军队也只是作一种温和的、非决定性的斗争。” [ 作者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1926年版），第4卷第176、178页 ]



　　然而，在这种平静气候的背后，一场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恐怖的政治飓风正在形成，而且吉贝尔特（1737-1794）预计到了它的来临。八年前，吉贝尔特在他的《战术概论》一书中指出，谨小慎微的礼让行动，不流血的运动，以及光荣的投降等战争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价，因为它们并不能产生总的政治的解决方法。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代替它们。



　　他写道：“但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在欧洲兴盛起来了。这个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认识；它凝集了这些优秀的美德，组成了一个民族性的民兵组织，制定了扩张计划，并且永远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战争的成本，并坚持胜利。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计算而被迫限制自己进行战争的。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民族将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征服它的近邻，并且推翻我们脆弱的组织。” [ 作者注：《战术概论》（1803年版），第一卷第16页。 ]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压倒整个时代的飓风，到今天仍在摇拂着“脆弱的芦苇”。对此，我们可以在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找到它的胚胎。它被称之为“民主”，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人平等。这也是基督教教义的基础。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道德家和哲学家都一再强调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种思想才发展起来。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带着枷锁。”正是这一思想点燃了“理性时代”炸弹的导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卢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出版）一书中谈到，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种“高贵的野蛮”。而现在，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却把人类摆在一个抽象观念的地位上，不使他们同地点、时间和环境发生联系。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来都是自由的人，为什么现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根据自然的权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他写道：契约，就是“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权力都自献出来，接受全体意志的超级指导。……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某个人。”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一篇第6章。 ] 如果有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大多数人就要强迫他服从全体的意志。按卢梭的说法，就是“强迫自由”。卢梭创造了“人民的绝对意志总是对的”这样一个神话，于是，他就赋予民族国第一种“准神权”的法权，并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他虽然认为，国家的组织与基督教徒的组织是敌对的，因为后者要求政教分离，这样也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但是他感觉到，有组织的宗教也是社会的必需品。他主张创立一种纯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这种由人民决定的信仰，“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条，而是具有社会性的感情，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忠心的国民。”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四篇第8章。 ]



　　卢梭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辨别公共利益的，并且也愿意追求这种利益。这种假设尽管纯属虚无缥缈，但是却迎合了许多人的心理，因此，许多人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崇奉，把它变成为一种信仰。这样，民众的专制主义神灵便从君主的铜瓶中被释放出来了。它赶走了国王的专制主义，重新建起通天塔，并把战争的拍卖场改变成了屠宰场。



　　为了对卢梭表示公正，我们应该看到，他的理想是在古代城市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他还认为，由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制度，只有在国小人少的国家里才能行得通。他从来没有提过在法兰西这样的大国里实行这种制度的建议。



　　魏勒特先生曾对他的“革命的哲学”作过如下的结论，说：“革命就是企图把个人自由的原则付之于实行；这是一种消极的原则，其主要价值就是充当工具，用来推翻那些已经失去作用和意义、并已变成只有害处的种种限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极的原则充满着宗教信仰的狂热。哲学家所做的伟大工作，正好是刺激了这种狂热。”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1904年版），第8卷第34、35页。 ]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监狱，屠杀了监狱警卫部队的卫兵。这个消息传到路易十六世的耳朵时，他惊呼说：“这是造反。”莱柯特公爵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 作者注：转引自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第篇第7章。 ]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世在发楞被捕，从此结束了他想逃出法国的希望。路易被捕的消息传到奥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那里，他立即宣称，这一捕捉行为有损于各国统治者的尊严。因此，他鼓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 1797）去营救路易和王后玛丽·安东尼提，因为王后是利奥波德的妹妹。结果，法国于1792年4月20日对奥宣战。这场战争，除中间几度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到1815年才结束。



　　二、 回到野蛮主义的征兵制



　　可悲的是，法国对于战争竟是毫无准备。她的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歇斯底里。她的唯一资产就是拥有大量的士兵。他们如果按照“国王运动”的规则来打仗，技术当然是生疏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居然为自己发明了更加切合实际的办法。同时，在周围的邻国中，也有许多人是拥护革命的：在英国，查尔斯·詹姆斯·弗克斯不仅欢迎革命，而且还为其行为辩护；在德国，也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在荷兰，人民渴望摆脱奥国的统治，人类自由的教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现在，战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古老的有限战争形式，一种是正在萌芽的无限战争形式。1792年9月20日，这两种形式之间的第一次考验在瓦尔密发生了。当时，在不伦瑞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腓特烈的率领下，普鲁士军队迎战了由查尔斯·弗朗西斯·杜木里埃统帅的军队。不伦瑞克公爵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的名声主要是在1787年的荷兰战役中建立起来的。那次战役几乎是不流血的。于是，他在同辈人眼中，便成了欧洲最伟大的军人。杜木里埃是法国皇家军队中一个粮秣员的儿子，他很自信，具有狂热大胆的性格。他所坚持的唯一原则，是一种机会主义。那天两军相遇时，不伦瑞克已使杜木里埃完全退出了他在阿尔戈尼的阵地，因此，在战斗打响时，双方都面对着对方的阵地。实际上，两军没有进行碰硬的战斗，只是相互地实行炮轰，但炮火相当密集。炮轰接近尾声时，普军准备突击瓦尔密小山丘。然而就在这时，不伦瑞克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了一个决定，说什么“我们不在这里战斗。”这也是这次会战中他所作出的唯一的一个决定。在此之后，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宿营，随后一直安然不动，直到9月30日的夜晚，才巧妙地把部队撤出了战场。这可以算是最后一个不流血的会战。



　　9月20日晚，参加普军作战的歌特对他那些沮丧的朋友进行了一番劝说。在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时说，“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从今天算起，世界历史进人了新的时代，而且，你们都可以说是目睹了它的诞生。” [ 作者注：歌特，《1792年在法国的战役》，第81页 ] 一百年之后，福煦元帅对于这次炮轰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总结，说：“国王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人民的战争从此开始了。” [ 作者注：福煦《战争原则》，希莱尔·贝洛克翻译，1918英文版．第29页。 ]



　　1793年1月21日，正如卡莱尔所说，“斧头砍下来，又一个国王的生命就消灭了。”这就是路易十六世的生命。因此，丹东大声地宣称：“要是那些国王们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就把一个国王的人头扔到他们脚下，作为挑战。” [ 作者注：《法国革命》，第二篇第8章。 ] 但是随着挑战开始，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士兵来进增援呢？他们的人数当时是很少的。于是，在—个月后，国民议会下了一道命令，强迫征集5O万人当兵。紧接着，旺代省暴发了叛乱。法兰西共和国派出军队，踏着她的国民的尸体，走向了解放。这是实行征兵制的第一步，从而又恢复了部落式的战争。



　　原始的部落都是武装的群体，在这群体之中，每个人都是战士，因为整个部落都投人战争，所以战争也是总体性的。但是，自从人类告别了狩猎和游牧的生活以后，在取代了野蛮的农业文明中，战士与粮食生产者（即非战斗人员）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别。这是很少有例外的。在古代的城邦国家中，只有资格完全合格的公民才能报名加人城市民兵；在封建时代，只有骑士和他们的随从才有可能参加军队，而这些人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前面已经提到，在专制国王的年代里，平民是与战争完全脱节的。这种分化现在已经消失，因而又回到了全民皆兵的时代，但这一次却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



　　这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但是，也不能与旧的“国民兵”混为一谈。例如，它并不象盎格鲁撒克逊的“民兵”，那些民兵只是在战争时期才被召集到一起。法国征兵组成的军队是常备军。难以肯定的是，首先提出这一观念的是不是马齐雅维里。据说，他在弗罗伦萨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主要是以1506年公布的法令为基础。法令规定，年龄在18岁到80岁之间的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后来，弗朗西斯·培根指责这种观念。他在《论宗教的统一》一文中指出，“把武器交到普通人手中，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但在十八世纪，正如前面所说的，吉贝尔特就很拥护这一观念。对于这一观念，萨克斯元帅也是支持的。他在《战争艺术论》中谈到招募军队时，曾经这样问道：“确立一条法律，要求各阶层的人民都为国王和国家服役五年。这样不好吗？”接着，他详细地解释了这条法律的应用和利益。但是直到1793年8月23日，国民议会才通过了一个法令，使征兵制开始有了总体性的基础。它的第一条是：



　　“从现在起，直到我们的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始终地为军队服务。”



　　“青年人应该参加战斗，已婚的人应该铸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品；妇女参加制造帐幕和服装，并去医院服务；儿童应该把旧亚麻布作成绷带；老年人应该到公共场所去，激励战士们的勇气，宣讲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的憎恨。”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房，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军工厂，地下室的地面应该用碱液加以处理，以提取硝石。”



　　“一切口径合适的火器都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使用猎枪和利器。”



　　“所有带鞍的马都应征调给骑兵使用；凡是不用于耕地的挽马，都要征来挽拉炮车和补给车辆。” [ 作者注：引自阿诺德·J·托因比著《历史研究》，（1930年版），第四卷第151页。 ]



　　托因比写道：“这一条款深深地感动了议员们，因此，他们要求起草人将它重读了两遍：而且每一次都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这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从暴政中获得解放。” [ 作者注：引自阿诺德·J·托因比著《历史研究》，（1930年版），第四卷第151页。 ]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十一版中，F.N.毛德上校对法国的“征兵制”是这样评论的：在任何国家的现行的或未来的法典中，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够超过法国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



　　从那年8月起，不仅战争越来越无限化，而且终于变成总体性的了。直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以致于象以往战争中的会战那样，大规模地屠杀居民成了一种战略目的。在此150年之内，征兵制把世界引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



　　三、 征兵制带来的变化



　　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则使所有的人在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康多尔塞特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中，已把步兵的兴起与民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他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也许更加正确一些，因为是滑膛枪创造了步兵，而步兵建造了民主。这就是说，权力消失以后，在刺刀下实行平等便成了问题的实质。从此，一人一枪成为了一人一票，直到选票和枪都要以百万来作为计算单位。这样一来，就导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的转变。对此，福煦曾经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观点：



　　“法国革命凭着它原则的力量和能力，凭着它所鼓舞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已把整个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过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军队和国家的有限（正常）税收。”



　　“各国的政府官员，历来都很重视战争中的联盟关系，而法国人对于这种政治同盟却是不太重视的。这种联盟关系可能减弱国家的力量，使野蛮的战争因素服从于比较含蓄的外交因素。然而，法国的陆军却一往直前，势不可挡，战胜了许多国家。这一结果，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敌人都大为惊讶。可见，一个国家的自然力量是多么强大，与那些人为的外交组合加以比较，又是多么伟大而又动机单纯。因为在外交组合当中，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相拖累的。”



　　“法国革命的惊人成功，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新的作战方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彻底改革，以及其政府的性质，民族的情况等等……其他国家的政府，还不知道应该如何鉴别这些新的条件，因此，它们仍然试图使用一般的手段，来对付这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也就是他们所有政治错误的根源。”



　　对于这些看法，福煦作了如下的评论：



　　“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民族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具有令人疯狂的步调，因为它注定着要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人们在战争中将追求一个目标，这不是王朝的利益，也不是想征服或占领某一个省区，而是为了防卫或传播一种哲学思想，为了保护或宣传一种独立、统一原则，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最后，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从此燃起了怒火。这种暴力的因素，在过去是很少使用的。” [ 作者注：转引自福煦的《战争原则》，第29页。福煦的引文没有标出引用克劳塞维茨言论的出处，而我们在《战争论》中又没有找到这些话，因此，克劳塞维茨的言论一定是出自其他著作。 ]



　　要想激励成千成万的新兵，必须依靠我们今天所谓的“宣传”。1792年4月25日，鲁日·德·李尔创作的《马赛曲》开始在法国流传。在所有的战争歌曲中，这是最能振奋人心的一首。它鼓起了大批人员的情绪。政客们还采取了一切手段，来激发战士们的勇气培养他们憎恨敌人的感情。乔治·西尔威斯特·维里克写道：“没有恨，也就不可能有宣传。只要给我某种仇恨的东西，我保证于24小时之内，可以在任何地方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战役。” [ 作者注：《仇恨的种子》，1931年版，第16页。 ] 就这样，仇恨统治着法国，从此以后，战争变得毫无止境了。



　　宣传能煽起人类的兽性。法国保王党人马梅·杜·庞曾说：“这是一种恶魔似的战术，发明的人称得上是怪物。……五万名‘野兽’愤怒地口吐白沫，象食人者似地嚎叫着，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战士猛冲过来，而对方的战士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 作者注：引自《武装集团》，第91页。 ]



　　征兵制改变了战争的基础。以前，士兵的成本是高昂的，现在廉价了；人们曾是尽量避免战斗，而现在却是在寻找战斗，而且不管损失有多重，只要一征兵，就能很快补充好。没有征兵制，拿破仑的征服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1805年，在夏布仑，拿破仑曾对梅特涅夸口说，他可以担负得起一个月三万人的消耗——现在的人命象是泥士一样便宜。



　　这样的武装队伍，要求在军事管理和后勤方面有一种彻底的改变。过去，军队使用帐篷；他们的行进是排成漫长的纵队前进的；军队进人战斗之前，还要有秩序地集中起来。他们的给养和饲料，都要依赖补给纵队、野战面包房、面包护送队和仓库。现在，所有这些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彻底地更改了。帐篷是被取消的，因而数百辆运载帐篷的大车也随之不见了，士兵们开始野外露宿；行动迟缓的漫长的纵队，已按师的单位分成比较小型的纵队；这样，在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前都可以集中。运输纵队也被尽量地削减，实行了义务征用，来代替有条理的口粮配给。这通常都意味着对农村的抢劫。由于有所改变，减少了数以千计的运输车辆和骡马，使革命军的战略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有了很大的加强。行军路程的增长和野外宿营的采用，在人的消耗方面当然要比旧的、舒适的体制增加许多，但是，征兵制能够很快地补充这一消耗。



　　征兵制对于战争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因为士兵是从社会的各阶层招募来的，一般说来，他们比旧式皇家陆军的士兵更加机敏。当然，他们的纪律是要差些。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进行那个时期机械式的队形变换，但是，他们很快就发明了适合于自己好战心情和能力的战术。排枪发射取消了，大体上是瞄准射击取而代之；在密集的队形之外，又加上散开队形，而且还组成了一个“散兵”营，它的任务是走在突击纵队前面为其开路。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曾说过：“这些散兵，象雪貂一样敏锐，象松鼠一样活跃。” [ 作者注：H.伦道夫著：《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一生》（1862年版），第1卷第84页。 ] 约克公爵的副官也写道：“有时，在几乎被围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感到已被逼得非逃跑不可的地步，骚扰的狐狸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 作者注：《亨利·卡尔弗特爵士的日记和通信》（1853年版），第220页。 ]



　　关于征兵问题，一位普鲁士军官曾评论说：“在森林中，当士兵们不能进行队列运动时，只能解散队伍，在树木的掩护下进行射击。这时，他们不仅可以和我们相等，甚至还能比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人，习惯于肩并肩地在空旷的战场上作战，很难适应于这种看起来混乱而没有秩序的情况。然而，为了不成为敌人的目标，这种‘混乱’局面是很必要的。” [ 作者注：引自A.乔奎特著：《革命战争》，第2、第96页。 ]



　　这种征召来的革命军队，同旧的皇家陆军比较起来，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存在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以至有可能抵消一切的优点。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即是全民皆兵的国家，也是—个以歪曲宣传来维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很难维护持久和平的。它强迫失败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通常都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只可能是不稳定的休战，失败者只是出于被迫才签订这样的和约。一旦有了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把和约推翻。



　　费奥罗指出：“这是一种疯狂步调的战争。革命和帝国，把这种战争强加到欧洲身上。在这类战争的根源上，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错误，就是幻想着以巨大的和决定性的胜利来帮助保卫和平，而事实上，却使和平的保卫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于成为不可能。这一错误是使整个革命和帝国，使十九世纪，并延续到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形成混乱状态的关键。”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第127页 ]



　　四、 民主与宗族道德



　　在欧洲，除了相近似的宗教战争之外，所有的疯狂步调的战争都是民主性的斗争，其精神来源于“全体意志”。引用A.F.弗里曼教授的话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城市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带来了“浩劫与毁灭”，以及“各种野蛮的报复行为“。 [ 作者注：《历史论文集，第二集》，（1875年版），第175页 ] 查尔斯·奥曼指出，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战争中，民主化的瑞士人“令人吃惊地凶猛，他们完全不顾邻国的权利。……他们以具有一种蓄意的无情的残酷而出名。” [ 作者注：《中世纪的战争艺术》，（1921年版），第2卷第168页。 ] 民主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也是如此，没有丝毫的不同。因此，阿诺德·托因比教授才对下述一点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把其‘活力’投人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而问道：“民主怎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呢？因为民主‘呼吸着福音的精神’，而且它的动力就是爱。” [ 作者注：《历史研究》，第4卷第l56、57页。 ]



　　这就象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民主就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对于托因比的问题也就找不到合理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战争问题的理解也包含在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之中。只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才有节制战争的可能性，才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答案是不能在抽象的推测中发现的，而应该到人性中去寻找。关于这一点，赫伯特·斯宾塞尔曾经说过：“我相信，对于一个成年人，你只要观察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并合理地认识他，而且不管他的学历如何。如果你研究了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发展，那么，你也就能够推测到人性的问题。” [ 作者注：见D.邓肯的《斯宾塞尔传及其信笺》（1908年版），第62页。 ]



　　在1802一1893年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工作以后，斯宾塞尔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体系》，其中有两卷写的就是“伦理学原理”。他希望，能在关于演变的研究中找到一种准则，以便把人类的行为（即伦理）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他发现，在人类交往的进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准则，每一种都有它的独立性。他称之为“友好准则”和“敌意准则”。他就此写道：



　　“野蛮的部落和文明的社会，都同样地进行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所以，它们的成员也就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活动。”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2页。 ]



　　“经常地对外怀着敌意的生活。会引出一种准则，即主张侵略、征服和复仇，而使和平的合作遭到拒绝。相反地，内部和睦的生活，则会导致另一种准则，即产生一切都和谐合作的美德——正义、善良和诚实，尊重每个人的要求。”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471页。 ]



　　“在每一个社会中，敌意的伦理现念和友好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内外的条件而同时容纳的，因此也就会形成一个感情与观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16页。 ] 这样，就有“两种义务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责与赞扬，但是当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则）与伦理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另一个（即敌意准则）就不会与之发生联系了。”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4页。 ]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以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为基础的：一种是自然提供的，是天生的，因而也是本能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一个部落要想生存，它的成员必须要有在战斗中自愿牺牲的精神；一个部落要想维持自己的结合，它的成员必须服从部落的戒律。戴维指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猜疑和敌对的；但是，在部落之内，共同利益却能促使他们一致对外，内部团结起来进行自卫。这样，在自己的部落（内集团）和其它的部落（外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内集团”中，和平与合作是本质，而对待所有的外族人，他们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与仇视。这两种关系又是相互关联的。为加强他的论据，戴维又引用了萨默所著《民俗学》中说的一段话：



　　“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和平与战争就相互其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密切，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 [ 作者注：莫里斯·R·戴维著：《战争的演进》，（1929年版），第16页。W.G.萨默著：《民俗学》，（1905年版），第12页。 ]



　　因此，出现了两种道德标准，或称为两种道德态度：一种是对“内集团”来说的，另一种是对“外集团”来说的。这两者的出现都是为了同一利益：“在对外战争中，杀人、抢劫，实行血腥复仇和掠夺妇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内集团”中，则不能有这些行为。 [ 作者注：见戴维著《战争的演进》，第17页。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前前后后的关系中是理解了这一点的。例如，色诺芬曾使居鲁士反抗其父王的教诲。居鲁士的父王告诫儿子：一个将军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谋者，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于是，居鲁士反驳说，这和课堂里所学的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正好相反。这时，他父王回答说：“那些课程是为朋友和同胞而设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教导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你的敌人则有所不同。难道你不记得，对于他们，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篇中曾让波勒马库斯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什么是正义？”并回答说：“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 作者注：柏拉图著：《理想国篇》，卷一第334页。 ] 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声称：“在战争中，威力与欺骗是两大美德。” [ 作者注：《利维坦》第一部分第8章。 ] 这一说法暗示，在和平时期，它们就是两大罪恶。大卫·休漠在他的《随笔及论文集》中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感，并且让非正义和敌意来取代它们。” [ 作者注：《随笔及论文集》1772年编，第2卷第273页。 ] 只要浏览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任何报纸，就可以向带有疑问的读者证明，这种说法是确实的。



　　原始人类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同类。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同五十万年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样。战争和追逐是人类的要求；这就说明，每个小孩为什么天生喜爱玩枪，而每个成年人一谈到谋杀就津津乐道。



　　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每个成年男子的职业。今天仍是如此，而且还增加了大批妇女。野蛮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要杀死敌人所有的男子，掠夺妇女和儿童。武器的发明改变了这一情况，因为要让武器来区别受害者的不同是不可能，屠杀成了总的趋势。



　　人类的本性决不象和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它是千万代野蛮、残忍的前辈遗留下来的产物，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恐惧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因素，野蛮人与文明人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区别的，这在三个月的婴孩身上都能得到证明。在部落时代，人们最害怕的是灭种，今天，这仍是人们的思想中一个可怕的问题。



　　现在托因比的疑问得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这种“全体意志”就意味着总体性的战争，他正是刺激人们投身战争的有力因素。


















	

 






	















	







	







	









 





	


	







	







	




	


第03章 拿破仑战争




	







	

 



	


	

　　一、 拿破仑·波拿巴



　　一个政府，不管其性质如何，它的权威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 作者注：正如拿破仑所说：“如果没有军队，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参见《拿破仑书信集》，1858-1869年法文版，第3卷第1800号。 ] 所以，在一场革命中，主要的目标不是争取军事力量的支援，就是瓦解军事力量。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采取的是一种“政变”的形式，并只产生有限的混乱。在第二种情况下，可能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尽管人民热烈拥护革命的理想，但是无政府状态却是他们不能长期忍受的东西。当这种状态形成后，人们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解除这种痛苦。这个人一旦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能量以对外战争的形式引导它向外发展。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本国的人民，而且建立起了独裁性的政权，并使它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代替原来的政府。



　　在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的十年之前，吉贝尔特曾经预言：



　　“有一个人将会出现。到现在为止，他也许还是个无名之辈。他不曾以演讲或文章使自己出名，而是在沉默中沉思。他也许还不理解自己的才能，只有指派他施展这种才能时，他才会意识自己的本领。他也可能是不学无术的，但是，他会抓住舆论、机会和时机，对那些伟大的理论家讲出真正的缔造者在向雅典人讲话时对演说者们所说的话：‘我的对手告诉你的那些，我都会实现的。’” [ 作者注：《吉贝尔特论文集》，（1803年版），第四卷第74页。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1795年10月5日，凭着一阵葡萄弹的爆炸，他的名声传遍整个巴黎。“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这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自然地出来为王。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如此。” [ 作者注：T.卡莱尔：《英雄与英雄的崇拜》 ]



　　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设计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信赖自己，而且把一切东西都加以集中化。梅尼瓦尔说过：“他不仅在思想上采取主动，而且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细节都要亲自关注……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促使他不断前进；他感到他有办法和时间处理—切事情……事实上，他的确是自己做了一切事情。” [ 作者注：《梅尼瓦尔回忆录》，（1894年版），第3卷第50-51页。 ]



　　考兰柯特的回忆录是最有吸引力的。他所讲的也差不多，而且更加透彻。他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怕痛苦、烦恼和麻烦的，而且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所追求的目标。是的，他总是把自己所有的精力、能力和注意力都应用到当前的行动和讨论之中。他把热情灌注到每件事情里面。因此，同对手们比较起来，他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很少有人能在一段时间内对一种思想或一个行为完全地专心致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93页。 ]



　　他把自己完全裹在命运之中。18l2年，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他曾提到过这一点：“我觉得，我是被驱赶着走向一个连自已也不清楚的目标。我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变成不需要的了，一颗子弹就能把我击碎。但是在此以前，即使全人类的所有力量，也都不能对抗我。”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144页。 ]



　　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他的任务就是“征服”，但是，他们并未看到他确实是在“创造”。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在毁灭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又在创造—个新时代。或者正如斯彭格勒指出的那样：“拿破仑一生含辛茹苦，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法国，而是为了未来。”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363页。 ]



　　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多半都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自从查理时代以后，还没有这种大战的先例。拿破仑就是有意同查理大帝作比较。



　　他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796—1797）时，目标就是寻找敌人，并且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他的这一目标，以及对中立地区的侵犯，依靠乡村供应给养，以征用和抢劫的办法来维持战费，还有那种不懈的追击精神，从占领地榨取战利品等等，所有这一切行为，曾使他的同辈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些粗野的行为，不是战争的合法行为，而是野蛮人的侵犯。一种反感而并非恐惧的情绪，在当时的漫画中就已经反映出来了。1797年4月14日，克鲁克香克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法国的军队被画成是一条龙，正向外喷吐着烟雾，它的背上骑着一个奇异而令人可怕的怪物，头上还带着一顶刻有“波拿巴”字样的小亚细亚人的帽子，在他的前面，两位将军率领着一支军队快速地逃命。 [ 作者注：参见A.M.布罗德利著：《1795—1821 拿破仑在卡里卡冈雷》，（1911年版），第一卷第99-100页。 ] 这张漫画冷酷地描绘了无限战争时代的主角。



　　二、 拿破仑战争的要素



　　这里要思考的，是拿破仑战争的几个比较典型的要素：一是统一的指挥；二是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三是拿破仑的计划系统。



　　拿破仑认为，统一的指挥是“战争中的首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三十一卷第418页。 ] [ 译者注： 以下所引《拿破仑书信集》中的引文，均系1858-1860年的法文版本 ] 而且应当记住，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政权和军权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如同1800年1月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时那样，统一的指挥才有可能实现。在通常的战争中，政治决定与军事行动总是分离的，这就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统一。督政府统治下的状况就是如此。拿破仑对于这一点是有感触的。因此，他在接管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时，曾经给“统一指挥”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1797年1月19日，他写信给督政府说：“政府应该信任自己的将军；允许他有行动的自由，只须告诉他所应达到的目标。”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83号。 ] 如果说，这个目标是合理的，这个定义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了。在谈到军事指挥的单一性时，他说“在军事行动中，我只和自已商量；但在外交方面，我是征询一切人的意见。”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399号。 ] 对于1796年的战局，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战局中，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如果我被迫协调我个人同他人的行动，那肯定会一事无成。”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420号。 ]



　　只要环境许可，统一指挥要求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到主战场上，并由一位将军进行指挥。可是，一个无知或是软弱的政府的普遍倾向，总是想把兵力分散，用以掩护所有的重要据点。1806年，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做法。6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他，刻薄地说：“如果你想保住你那王国里的所有据点，整个法国也不能为你提供充足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6页。 ]



　　统一指挥是拿破仑多次获得会战胜利的基础。不过说来奇怪，这也是使他最终覆亡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他的那些格言，比如说：“在战争中，人不算什么，只有一个人是全体的代表，” [ 作者注：利昂·莱塞斯特：《拿破仑的书信》，（1897年法文版）第155号。 ] “在指挥当中，只用一个坏的将军，倒能顶上两个好的将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 ] 直到今天还象是它们第一次流行时那样正确有效。



　　从拿破仑关于“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将军和士兵的期望是什么。



　　关于第一条，他说过：“一个将军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刚毅。”“一个将军不应该对情况画图画；他的情报要象望远镜的镜头那样清晰。”“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六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2卷第18041号。 ] 相反地，“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7卷第4855号。 ]



　　关于士兵，他总是刺激他们的虚荣心，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减轻他们的恐惧。他要利用这种信心，把一个小心谨慎的动物变成一名勇士，并使这个人愿意为他通常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上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 作者注：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3年法文版，第6卷第85页） ] 他对士兵提出要求，但不是靠收买。他说：“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10329号。 ] 相反，他鼓励士兵们富有荣誉感，“在战火之中，我骑着马来到队 伍前，高声喊着：‘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要这样一呼喊，法国士兵们就会立即行动。”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288号。 ] 他还说：“32旅始终是对我效忠的，因为我在罗那托之后，就已写过：‘有32旅在那里，我就感到放了心。’语言对于人们的威力往往是令人吃惊的。”“在意大利，我们通常都是一对三，但是人们对我具有信心。所以，决定胜利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数量。”“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9卷第107页。 ] 他深信，官兵之间的私人接触，是成功地进行领导的一个秘密。在他的一个每日命令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营的指挥官，只有当他熟悉了一切细节之后才能休息；在指挥作战六个月以后，他应该了解营中所有官兵的姓名和能力。”拿破仑还深切关怀手下人的健康状况。他曾写道：“疾病是最危险敌人。”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832号。 ] “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0卷第176页。 ]



　　关于一般人员，他说：“如果勇敢是士兵的第一品德，那么，忍耐则是第二。”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卷第925号。 ]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时，蒙索朗夫人曾经问他，哪一种部队是最好的部队？“夫人”，他回答说：“能打胜仗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9卷第7527号。 ]



　　作为战役的设计者，拿破仑的成功是直接从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中产生的。独载统治使他有权对战争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指导。这种优势，再加上他专心致志和辛勤努力，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天才灌注到他的计划之中，有时，甚至超过了他的将领所能理解的范围。随着战争的延长，他的问题也日益变得复杂了，缺乏理解能力的部下越来越造成危险。特别是在莱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当中，这一情况尤为显著。他当时进行了卓越的调度，可是却被那些愚蠢的元帅笨手笨脚地搞坏了。因此，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说：“如果我在战争中有一个象杜伦尼那样的人做我的副手，我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



　　对于拿破仑来说，拟就—个战役计划，象是从事一项精确的艺术工作。正如他所说的：“一到宣布战争的时刻，总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提前预见到这一点是很聪明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075号。 ] “我已经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就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总是做最坏的估计。”“在战争中，要有估计，否则将一无所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810号。 ] “我习惯采取多种防急措施，从来不靠什么机会。”“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成功。”



　　有一次，他向罗德里尔泄露了这个成功的秘密。他说：“如果说，看来我经常对一切都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早就考虑很久了；我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预先作过考虑的。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突然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7页。 ]



　　拿破仑在开始他的每一个战役之前，都要预先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的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有一种假设情况。这是拿破仑设想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个计划就是他的意图，不同的方案包含着他对计划可能作出的修改。计划一旦付诸实行，剩下的问题也就是继续进行“探索”。当时，有一种搜索骑兵，是用来寻找敌人的兵力并报告敌人的位置。但是拿破仑更为关心他自己的计划，而不是敌人的位置，而且，当他收到骑兵的报告时，敌人通常己有变动。所以，他的探索体系，其中包括侦察、谍报、从邮局截获信件等等。只是以证实或打消他原来的假设为目的。他的骑兵或间谍等，都是派往预先指示的方位，以求弄清楚疑点。这也只是为了证实或消除原来假设而获取必要的情报。这样，原来的假设情况不断地被证实或消除，计划的不确实性也就减到了最低限度，于是，他的计划简化了，敌人的计划也被发现了。拿破仑进行探索的目的，与其说是查明敌军的位置，不如说是发现敌人的意图。



　　三、 拿破仑战争的原则



　　拿破仑虽然常常谈到关于战争的原则，但他从来没有将它们列举出来。有一次，他对圣西尔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空闲时间，我就要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这样战争就象一门科学那样容易学了。” [ 作者注：《圣西尔的回忆录》，（1831年法文版），第4卷第148页。 ] 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一诺言。不过，研究一下他的战役，可以发现如下要点：（一）他总是依靠进攻；（二）他相信加快速度可以节省时间；（三）实行有效的战略袭击；（四）他坚持要在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特别是在决定性的进攻点上；（五）他慎重地考虑他的保护系统。



　　进攻：



　　关于进攻，拿破仑曾说过：我的想法与腓特烈的一样，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的。他还说：“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7卷第21428号。 ] “要使战争变成为进攻的，象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杜伦尼、尤金和腓特烈等人所做的那样，你就要学习他们为典范，这是使你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唯一方法。”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8页。 ]



　　但是，与查理十二不同，他不是一个卤莽的将领。他说：“在一场战役开始时，一个人应该慎重考虑他是否应该前进。但是，当他决定实行进攻以后，就应该把它推进到最后极限为止。”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09页。 ] 他又说，一个人如果决定入侵某个国家，他就不能害怕发动攻击，而应该到处寻找敌人并与之战斗。



　　拿破仑虽然没有发明追击，但是可以说，他使追击系统化了，因为他把追击与战斗融合在一起，成了他战术中的一部分。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战役中，他曾派人给莫拉特送信：“我祝贺你已取得的胜利。但是不要休息，追击敌人，把你的剑刺在他的背上，并且要断绝一切交通。”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86号。 ] 然而，持续的追击是作战中最困难的一种，所以他也只有四次是完全成功的。这就是1797年在里沃利；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1806年在耶拿；1809年在埃克缪尔。



　　机动：



　　科林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他在《战争的变化》一书中引用了德富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



　　“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象决定性会战构成它的工具一样。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来乘他们自己……以急行军来弥补数量的不足。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格言。他说：‘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1912年英文版），第254页。 ]



　　拿破仑的另外两种说法加强了这一观点。他说：“在战争的艺术之中，也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和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8卷第14707号。 ] “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对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妥的，因为拖延只能使行动失败。”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997号。 ] 对于拿破仑来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幸得很。属下将领的两次延误，使他在第一次输掉了一个会战（在莱比锡），而在第二次（在利尼），则使胜利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却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我们的腿来代替刺刀。”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92号。 ]



　　奇袭：



　　除了在战场上出敌不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外，拿破仑实行的奇袭，很少是战术性的，几乎都是战略性的。其中著名的例证是：1800年的马伦戈交战，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滑铁卢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利尼之战，也是如此。1814年1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斯坦说：“战略是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对于后者不如对前者那样珍惜。空间是可以重新得到的，而时间则永远失去了。”



　　集中：



　　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减到了最低限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科林引用他的话说：“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第243页。 ]



　　这里，在“集结”与“集中”的字义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1806年8月8日，拿破仑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解释了前者。他在信中说：“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为，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2629号。 ] 所以，集结是军或师在战区中的分布，而集中则是指战场上的行动。1806年2月14日，拿破仑在写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又说：“你的军队太分散了，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使兵力能在一天之内集中在战场上。”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808号。 ] 军队的集结地区，包括行军和休息地区在内，它的面积会在敌人接近时逐渐缩小，最后小到所有的纵队能在几个小时内进行集中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等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 同时因为，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说，一支劣势的部队，如能正确地进行集结，那么，通常都能战胜一支数量虽然居于优势但却不能正确集结的部队。



　　保护：



　　1793年9月16日，拿破仑还是个一贫如洗的无职上尉，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在围攻士伦之战中当上了雅各宾派一支部队的炮兵指挥官；1815年6月18日，他以法国皇帝的身份，在近卫军的簇拥之下，退出了滑铁卢战场。在1793年到1815年的长时间里，拿破仑几乎没有进行过纯粹的防御性战斗。



　　诚然，在莱比锡（1813年），在拉罗西里（1814年），在阿尔西斯（1814年），他都被迫作过防御战。而且，由于他的兵少质差，在1814年的整个战局中，他不得不采取战略性的防御。但是，就在这个战局中，仍然有着一系列的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然而，拿破仑尽管是绝对避免有计划的防御战，但他所有的进攻行动却是以保护原则为基础的。他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558号。 ]



　　这种保护体系的基础，是在军队的后方建立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作为基地的，或者是一个要塞，或者是设防城镇，它不能受到敌人的袭击，因为部队的仓库、军火库、医院等等，都要集结在这里，而这些都是作战的基础。当部队从作战基地向前开进时，负责保护的骑兵的任务就是掩饰这一计划和部队的运动，就象他的探索骑兵的任务一样。前面已经提到，探索骑兵要探测敌人的计划，使他得以修改自己的计划。当保护的骑兵不能掩藏部队的前进运动时，如在耶拿和艾赫尔两次会战之前的行军那样，部队就要以快速运动来保证秘密。



　　总之，拿破仑对于防御和进攻的观点是完整统一的。他说：“防御战争不能排斥进攻，就象进攻战争中不能没有防御一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347页。 ] “如果你的部队很平庸，你就应该多换泥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2111号。 ] 这个意思是说，通过挖掘壕构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也同样适用于孤立的支队，因为“这是一条作战的原则，所有的分遣兵力都应该挖工事。每当占领一块阵地时，这应该是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5卷第4083号。 ] 但是，对于一个兵团来说，就不一样了。早在1793年8月，即拿破仑在土伦担任炮兵指挥官之前，他曾写道：“在战争艺术中，这是一条公理：躲在堑壕里的人一定会被击败。经验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拿破仑是谴责静态战争的。



　　四、 拿破仑战争的缺点



　　拿破仑未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未能建立一种既对法国有利，同时能让对方接受的和平，原因何在呢？追根究源，就在于他的战争指导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点是军事性的，是在指挥上过分集中；第二点是政治性的，是他的不现实的政策；第三点是大战略性的，就是他赖以完成其政策的方法不妥，最多也只能是导致休战。



　　指挥：



　　关于第一点，本章的前面已经提到，他所坚持的个人统一指挥的原则，尽管曾经使他战无不胜，但是，到头来还是这一原则成了使他失败的因素。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答案是双重的：第一，当战争延长以后，战争就变得十分广泛和复杂了，参加战争的兵力也相当可观，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总参谋部，要一个人有效地管理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是天才，同样无能为力。第二，他的敌人也逐渐地懂得了，他们之间过去缺乏合作，因而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拿破仑。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还会一个一个地被拿破仑打败。这样，在进行莱比锡战役的夏季休战期间，他们终于订立了赖兴巴赫条约，联合起来了。这个条约中有一款规定：同盟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同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的军队都不应冒险同拿破仑亲自指挥的部队单独交战。无论哪支部队遇到他，都要立即撤退，直到所有的兵力在战场上汇齐之后，再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样一来，也就拨去了拿破仑进攻战略的毒牙。



　　拿破仑的统帅部由两个互不相关的部门组成：一个是参谋长办公室，一个是总参谋部。前者是由贝尔蒂埃元帅，即纳沙泰尔亲王领导；它包括一个秘书处，皇帝的随从参谋和一批联络官。 [ 作者注：他们之中，有的是上将，另一些上校，还有一些是上尉，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在战役或会战中，向元帅们传达拿破仑的命令。 ] 后者通常包括三个助理参谋长，他们的职责与近代的军需局长差不多，另外，还加上一个测绘组。



　　维奇上校写道：“这些参谋人员丝毫不能参与皇帝的智能工作。拿破仑不相信他们，只要求他们认真地服从。‘严格地遵守我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这是他给贝尔蒂埃下的命令。”贝尔蒂埃把这种抹杀他个性的存在看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在军中的地位等于零。我以皇帝的名义接受元帅们的报告，也代他签署命令，但是我个人却是不存在的。”（贝尔蒂埃于1807年3月1日写给苏尔特的信）。1807年1月18日，贝尔蒂埃给奈伊写信时也说：“元帅先生，皇帝既不需要忠告，也不需要战役计划，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的心思，我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24页。 ] 维奇还补充说：“这位皇帝本人也说过，总参谋部在统帅部中是最不需要的一个部分。”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第14O—141页。 ] 更糟的是，这种傲慢的态度也传给了他的元帅们。



　　费则扎尔公爵对此也曾有过评论，他说：“不管用的什么指挥方法，他的命令一定要执行……这种不自量力的习惯，这种不承认有什么不可能的决心，这种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都是我们获胜的原因，而到最后却对我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位皇帝在其后期作战中所以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或者说是体力衰退了。这种说法是缺少证据的。真实的情况是，使他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都是他的活力，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参见《考兰河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135、141、245页。 ] 而不是他的懒散。正是由于这种活力，他相信自己能够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等到需要有技能的参谋军官时，却是无处可寻。考兰柯特告诉我们，在1812年，“参谋人员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却想自已做每一件事，发布每一项命令。因此，无论什么人，甚至连总参谋长在内，都不敢负责颁发一项极不重要的命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155页。 ] 戴阿迪里本说：在1813年，参谋工作比前一年更加没有效率了。而且，“就整体来说，在这次战役中，整个军队成了一架太复杂而又不完善的机器，不能确立协作关系……大量的运动……所产生的困难，就是拿破仑集中其全部权威也难以克服。”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1817年法文版），第1卷第224页。 ]



　　拿破仑的元帅们都没有指挥经历的磨炼，仅仅是服从命令而已。他们都是侍从者，不是领导者。有些人是诸侯王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以得到提升，都是因为宫庭、政治和个人的原因。拿破仑在失败后前往厄尔巴岛时，曾告诉考兰柯特说：他找到了自身的错误，就是在晚年时期过分重用了那些元帅。因为他们已经太富有了，养尊处优，开始滋长厌倦战争的心理。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当时他能提拔一些好的师长，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因为他们刚要接触到元帅的权杖。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第2卷第363页。 ]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主要还是他的指挥体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人才的缺乏只是次要的。



　　政策：



　　拿破仑的主要对手，自始至终都是英国。英国通过资助大陆盟国的办法，一再地缔结同盟，用以对抗拿破仑。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由早期工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两种生存价值的斗争。英国要想维持她的繁荣和权力，就得出口制成品；而法国要想繁荣，并以此来维护权力，也必须保护她的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说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上贸易问题），因为对她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0页。 ] 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拿破仑才发明了一个“大陆体系”，封闭了大陆的所有港口，禁止英国船只进入。这样一来，英国的贸易就会被压制，她的信用也会被损害。没有了贸易和信用，英国就不能组织敌人来反对拿破仑了。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31页。 ]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建筑在他们对其他民族实行专制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凭借这个，才能维持此种权力。为什么要让他们专获此利呢？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是也能得到这种利益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38页。 ] 他又说：“伦敦的商人对于欧洲的友好和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为了投机事业，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如果他们的债务不是那么巨大，也许他们会比较合理一些。为了偿还债务，维持信用，致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4页。 ]



　　在与英国的斗争中，他看出：“所有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煽动这个世界，甚至每—个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29页。 ] 所以，正如他对考兰柯特所说的，英国人是他唯一的敌人，他只对付英国人。但是，“由于英国人的贸易遍布各地，他也不得不到处追逐他们。”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他的大帝国思想就是从这种追逐中萌发出来的。“大陆体系”本来是用以毁灭英国的武器，现在却变成了实现新世界观念的一种工具。这也是对一个和谐统一的欧洲的憧憬。



　　在圣赫勒拿岛时，他通过拉斯卡斯告诉世界，他的目标是联合各大民族，形成一个“邦联”。在这以前，由于受革命和政策的影响，这些民族都是相互隔离的。这些民族要通过“统一的法律、原则、意见、感情和利益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帝国的庇护下，在这个邦联的顶点上，他梦想着建立一个中央议会，模仿美国国会或希腊的“近邻种族会议”的形式，来监督“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他的梦想虽然由于失败而破灭了，但是他却说过：“由于时势的推移，这一梦想迟早是会实现的，因为形势已经形成了。我不认为，在我退位和我的体系被毁以后，不把一些主要的民族集中和联合起来，就能在欧洲建立任何重大的平衡。在一切重大的斗争中，一个君主若能忠实地尊重民意，他就会发现，他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元首，并已可以为所欲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大战略：



　　英国人所诅咒的，正是这种联合的欧洲，因为面对着它，英国就不能以海上霸权而称雄了。所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拿破仑刚刚破坏她的一个同盟，另一个同盟又在灰烬中建立起来了。拿破仑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征服英国，而且不能对抗大陆上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如果得罪了它们，它们就很容易同英国联合起来。他的“大陆体系”，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当时，“大陆体系”不仅使欧洲大陆的国家不能获得只有英国才能提供的货物，而且也使他们卷进到他与英国的战争。所以，他的大战略是有错误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损失的舰队，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代替品。



　　耶拿会战以后，拿破仑通过他的“柏林法令”开始实行大陆封锁。英国也发布一条命令作为回报，禁止中立国与法国和她的同盟国进行贸易。这样便掀起了一场经济战争。1807年7月7日，俄国在弗里德兰战败后签约，于是，俄国和普鲁士同意随法国一起对英国采取共同行动。拿破仑获得这一成功以后，开始扩大他的封锁范围，把封锁圈延伸到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又扩大到荷兰。1808年3月，他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王，结果爆发了半岛战争。接着又同奥国发生了战争。不久之后，奥军在埃克缪尔和瓦格拉姆被击败，俄法的同盟关系开始减弱。1810年，沙皇亚历山大允许英国的商船进入俄国港口。于是，情况又迅速恶化起来。拿破仑曾对考兰柯特说过：“战争终将要爆发。尽管为了我，为了亚历山大皇帝，为了法俄两国的利益，都不应该有战争。凭着我以往的经历，我常常可以猜想未来的发展……它就象歌剧中的场景一样，但是，这个机关却是由英国人操纵的。”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还对拉斯卡斯说过：“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整个世界的和平是要取决于俄国的。不幸的是，英国的金子比我的计划更为有力。” [ 作者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4年英文版），第4卷第七部分第134—139页。 ]



　　随后，拿破仑那个损失惨重的征俄之战发生了；1813年，他又在莱比锡会战中被俄、奥、普、瑞典四国的联军彻底地击败。1814年4月14日，他退出了帝位。这样，他的政策和大战略就彻底失败了。只要英国还在战场上，他即使控制着欧洲，也还是不能把欧洲置于他的皇位之下，因为在征服她的同时，他已把他生来就有的权利出卖给她的人民了。



　　1792年，由革命所唤起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已成了法国军队的灵魂。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永远不会有拿破仑了。耶拿之战以后，拿破仑开始浪费他的遗产，而他的勒索种种，同时也唤起了其他民族的同样的精神，即那种推动拿破仑的军队去横贯大陆的精神。首先是在西班牙，然后就在奥地利，接着便是普鲁士，以致最后蔓延到整个欧洲。在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的游击队，加上惠灵顿的一支小型陆军，盯住了几十万的法国军队；1809年，奥地利采取了征兵制。1813年3月13日，普鲁士与俄国结盟，同时对拿破仑宣战，并立即宣布全国动员。它要求没有参加正规军或地方后备队的每一个人，都会破坏敌人的交通和后方以支持部队。要求人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用手中的一切工具去扰乱敌人，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杀死他们的落伍者。人民是不穿军服的。他们在敌人接近时，就销毁所有的存粮，捣毁磨坊、桥梁，烧掉船只，而后便离开村落，到森林和山地中去寻求避难。费恩曾这样写过：“所有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想出来对付拿破仑的新方法。” [ 作者注：费思是拿破仑内阁的秘书。 ] 实际上，这也是1792年事态的重演。



　　所以，拿破仑象是一个传教士，他也的确是用枪炮和刀剑来传教的，在整个欧洲宣扬着“全民皆兵”的福音。结果，使所有困扰中的欧洲人民乐于接受了这个军事信条。在精神上与此有关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吉纳丁在回忆录中所讲的一个情况。吉纳丁曾陪同拿破仑参观卢梭的墓，拿破仑在回答他的一个问题时说，“好吧！未来将会证明：在我和卢梭都不存在时，对于世界的宁静是否会更好一些。” [ 作者注：转引自约翰·霍兰·罗斯著《拿破仑一世传》，（1913年英文版），第1卷第21页。 ]


















	

 






	















	







	







	









 





	


	







	







	




	


第04章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于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城。1792年入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他参加了1793—1794年的莱茵战役，1801年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尔后就在著名的冯·香霍斯特上校手下任职。1806年充当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耶拿会战中负伤被俘。1809年，他帮助香霍斯特重新组织普鲁士陆军。1812年，俄国战役爆发时，他转入俄国军队中服役。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陶朗根公约的谈判。这一公约导致了解放战争。在1813年的战局中，他被任命为沃尔莫登伯爵的参谋长，1816年又当提尔曼将军的参谋长。他参加了利尼和华弗里的战斗。1831年在布雷斯劳死于霍乱。



　　从这个简短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过指挥职务，也许他不适于担任这种职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在他死后，收集出版了他的著作，共有十卷，其中头三卷就是他的杰作《战争论》。他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来研究、编写这部书，但是未能完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修订。



　　在他死后，人们找出了他的一些笔记材料。在一本注记着1827年7月10日的笔记中，以及在另一个没有日期，但很明显是在此后不久写的笔记中，他声明，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定稿，第二篇到第七篇还未修订，第八篇，也就是最后一篇，“仅仅是一个思路，粗略的线索。”他在第一本笔记中指出：在最后的修订中，他打算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两种战争的明显区别。一种是有总体性目标的战争，也就是在战争中要彻底打倒敌人；另一种是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例如重新调整国界。此外，他想更进一步地强调，“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至于这部未完成也未校正的书，大体说来，是一大堆论文、备忘录和笔记集中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它并不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如此。它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察。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哲学曾广泛流行，所以，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导。简单地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战争顶点的理想观念，相当于康德的“事物之本”。不管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他不断地运用它，以致使度量标准完全陷于混乱。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尺度而迁就常识。《战争论》的读者一定要特别记住这点，否则，他大概也会象克劳塞维茨本人那样感到迷惑，而且更糟的是，会被引入迷途。



　　在这章的结尾，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在今天，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比它第一次阐述时更加重要。说也奇怪，在无限战争的扩展中，对于这一点的缺乏了解，比对他的绝对战争概念缺乏了解，似乎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战争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较高的战争指导之间的距离相距遥远。而且，时至今日，它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本章的目的只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限于对克劳塞维茨时代以后的战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人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这一节的主题是在第八篇第二章中讨论的。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首先回顾了第八篇第一章，并且指出，虽然从哲学上来说，在战争中只有“打垮敌人”，而没有其他“现实”可言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第三篇第十六章“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中又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的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做如何解释呢？”（第1卷第351页） ] 。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却发现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重复克劳塞维茨的回答，因为根据常识，这回答是，当一方感到厌烦了，他就会放弃战斗。但是，这对于有哲学头脑的克劳塞维茨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他接着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现实中能找到战争的绝对概念吗？他的回答是“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他又说，“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 [ 作者注：这里可以明显地证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概念已经使他自己混乱。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六—九节中，他证明战争永远不会绝对化；现在他却说，“拿破仑的战争体系是—种绝对完全性”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拿破仑战争有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标准。 ] （第3卷第1163页）



　　接着，克劳塞维茨又问：我们对这点满意吗？战争应该属于这一类，还是应该属于其他的类呢？于是，在一个长时期的争辩之后，又得出了答案：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理论中，“应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地位，”而且，“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第三卷第1165-1166页）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强调。他写道：“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1卷第53页）



　　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二节中，克劳塞维茨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这节的提要。



　　克劳塞维茨在展开讨论时说，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战争一爆发就中断了这种交往，因而“就出现—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强调“用另一种手段”，是为了指出，虽然政治交往改变了，但却没有中断，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战争与政治分开了，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在此之后，他又稍微地论述了一下哲学理论，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上来了。



　　他说：“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至于陷入矛盾。”



　　他强调说，在头脑中时刻记住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从军人的观点，也不是从行政人员或政治家的角度来决定的，而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决定的，它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在内。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能被认为是它的导师，因为政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使政治的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同时，如果它没有正确地判断当前局势的性质，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大灾祸。为了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又以法国革命为证。



　　他写道：“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唤起了其他的手段与措施，这样法国既能够“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其他论述，其中有些重复了上面的意见，但下面的这几段话给这一主题增添了光彩。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第3卷第1161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第3卷第1172页）



　　“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3卷第1174页）



　　五、 大战略与重心



　　因为大战略的本质是使战略服从政治，不管政治是怎样的，它的实行必须是在战略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因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目的……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无论同意作什么样的修改，政治还是“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第1卷第50页）



　　在提到两者的相互作用时，克劳塞维茨说：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第1卷第53页）。



　　克劳塞维茨还说：“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1卷第54页）



　　他又更进一步地说：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第1卷第109、110页）



　　与克劳塞维茨的大战略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他的重心理论。在敌人的组织中——军事、政治和社会等等——有一个点是能使敌人失败的，或者说，如果敌人失去了这个点，整个的国家权力结构就会崩溃。这是克劳塞维茨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控制着一切战争的大战略的目标。



　　他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第2卷第927页）后来在第三卷中，他又扩充了这一理论。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第3卷第1196页）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第3卷第1282页）



　　对于一个反对同盟的战争，例如拿破仑与英国的冲突，克劳塞维茨也有他惊人的眼光。



　　他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第3卷第1198页）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海军，难以得到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能直接打击英格兰，因此他才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想使英国破产，使它无力再组织联盟来反对他。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家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并把拿破仑战争作为他的绝对战争理论的证明。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战争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分析防御呢？并且他还一再地强调说，防御是一种比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这很令人费解。



　　在分析他的理论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他对进攻的两段见解。第一段是第八篇第九章中的一段话，这章的题目是“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他写道：“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第3卷第1259页）在第三卷第十五章中，即“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这一章中，他却又这样写道：



　　“进攻的直接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我们所以作如上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第3卷第1097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他的理论是：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据守。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防御比进攻容易……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即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即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所以，为了表达得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



　　……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2卷第643一644页）



　　所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一种拖延的攻势，或有时被称为“防御攻势”。在这种攻势中，第一阶段是消耗，第二阶段是反攻，或又象克劳塞维茨本人所说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第2卷第642页）



　　他还说过：“……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第3卷第1056页）



　　然而，这又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一篇第二章中他曾这样写道：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第1卷第65页）



　　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是哲学性评论还是实际性建议，那是难以确定的，不过，从它的内容上来分析，似乎应该是后者。



　　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无论是防御或进攻，都不存在内在的强弱的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至于哪个更适应，主要是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有时进攻是比较适应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才加上敌人的守旧思想，使得他采取进攻的形式比较有利。有时，防御进攻是正确的，例如惠灵顿在西班牙的杰作。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础并非哲学而是常识，就象战争的七条原则所指示出的那样。



　　八、 决定性会战



　　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会战或是称作伟大的会战的概念中，没有关于作战形式较强或是较弱这类的废话。他的语言是相当肯定的。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第1卷第334页）



　　“……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第1卷第378页）



　　“……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第1卷第338页）



　　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致胜因素之一。（第1卷第270页）其他的因素有包围进攻、迂回行动和奇袭。这三种附加的手段只有对掌握了主动权的一方——即进攻者——才有可能应用。



　　克劳塞维茨还正确地指出：虽然“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但它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第1卷第400页）因为“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之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第1卷第344页）在此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第3卷第1262页）



　　九、 人民的战争



　　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本部落的成员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把最大的战争力量用来对付外敌。这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通常也同样适用。在专制帝王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一致性是绝对化的，因为他们全都被排斥在战争领域之外。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战争）的出现，因为拿破仑的目标是要完全地打倒对手。而且因为法国的军队是依赖于敌国而生存的。所以平民百姓最终也起来反对他们。这样，除了“对外战线”之外，他们又多了一条“对内战线”。他们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两条战线，而这后起来的战线，最后比“对外战线”——即传统的聚集军队的战场，更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注意到这条战线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人。他指出；虽然一个单独的人对战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全国居民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而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第2卷第675页）



　　反过来说，在敌国中，这种理论对入侵者也适用。为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西班牙问题。他说：在那里，“战争主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第2卷第676页）这确实是一种先见。



　　克劳塞维茨还说：“根据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看法，人民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为鼓舞群众的勇气，应该配给他们少数正规军来支援他们。但是派来支援的部队不宜太多，因为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来，而且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同时，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粮、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第2卷第916页）



　　他对俄国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他说，俄国是一个不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第3卷第1266页）换句话说，俄国只能通过其内部战线而被征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革命来获得胜利。克劳塞维茨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1806，1812，1813和1815年的各次战役。然而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如此不加注意，实在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且还写道：“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第1卷第404页）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他对重心问题的卓越讨论中，却没有提到过拿破仑对英国同盟的六次斗争，而拿破仑最终没能赢得他那长期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打击这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井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人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果敌人攻占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作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1941英文版），第38页。 ]


















	

 






	















	







	







	









 





	


	







	







	




	


第05章 工业革命的影响




	







	

 



	


	

　　一、 工业革命对文明的影响



　　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理想和艺术；人类的身体活动又形成了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除了古代狩猎和畜牧社会的残迹还保留在一些边远的地区以外，到十八世纪基督时代为止，世界文明以农业为基础已有一千年了。人类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农村。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其居民仍要依靠周围的农村而生存；因此，政治和社会权力，以及地位，都是依靠土地而产生的；封建领主和小地主统治着土地，农民和农奴则要在这土地上辛苦地劳动。他们和城市的居民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功能的有机社会。



　　然而，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象是突然来了一场没有事先预报的台风，出现了蒸汽机。据当时的估计，蒸汽机的每一马力能做十五个人的工。这样，工业革命诞生了。人们仿佛是从“蛹”中脱离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原始的生活基地，象是形成一条机械化巨龙，进人到从未梦想过的工业天地。这样的生活方式突然加到人类身上，不能不对和平与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场工业革命超过了以往的一切革命，其中包括那些伟大的宗教导师的革命。他们革命的影响虽然也很远大，但是其半径仍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纪还未结束之前，“工业革命”的“兵团”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并且要求所有的非工业化民族向它进贡。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学成了新宗教，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救世主：机器；”至少可以说，“一个新的摩西要领导野蛮的人类进入天堂。”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1934年版），第45、58页。 ]



　　在这个全球性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以前，所有的商品主要是在家庭中，或者在家庭式的小型作坊中制造出来的。当时，人们唯一的机械动力就是风和水。但是，当工厂开始向这种家庭系统挑战时，煤就象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新兴工业。于是，产生了英格兰的黑乡，苏格兰的克莱地赛德，德国的鲁尔，法国的里尔和其他等等一批大的工业区。城市文明也就代替了农业文明。城市变成商业中心以后，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就逐渐地下降了。早在1804年，威廉·布莱克曾在他的诗集前写着：“只要有金钱的存在，就谈不上艺术了。”而在后面，他又写道：“艺术退化了，幻想破灭了，战争统治了各国。” [ 作者注：《威廉·布莱克诗集》，（1906年埃精温·J·埃利斯编辑），第1卷第448页。 ]



　　机器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就取代了手工劳动者。为了机器而雇佣工人，把他们编组放到工厂里，刘易斯·芒福德对此作了一个比喻，说是象军营一样。 [ 作者注：他认为，军队实际上是纯粹的工业机械化体系所趋向的理想形式。（见《技术与文明》，第89页） ] 工厂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却剥夺了家庭劳动者的工作，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技术，因为在机械化的制造过程中，真正的工人是那些没有技巧的人，而有技巧的手艺人只是作些辅助的、准备的工作。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这个苏格兰工具制造者出世后不久，一些急剧的变化便在“西方文明”中生根了。1769年，瓦特取得了他改良蒸汽机的专利权。十二年以后，曾与瓦特合作、自己富有、而且具有远见的工程师马修·包尔顿写信给他说：“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人，都着魔似地迷上了蒸汽机。” [ 作者注：引目《欧洲的文明，它的起源与发展》，（1937年版），第5卷第305页。 ] 1818年，科克伦爵士（后来为第十代邓多纳德伯爵）在下议院的一个演说中说道：在上次战争中，“若不是及时地使用机器，英国就会被彻底毁灭。” [ 作者注：《一个水手的自传》，（1890年版），第450页。 ] 1824年，斯坦德哈尔写道：“从1785年到1824年，经历着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阿！在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历史中，风俗、思想和信仰，恐怕从来未有过这样巨大的革命。” [ 作者注：引自约翰·尼夫：《战争与人类进步》，（1950年版），第200页。 ] 而到1830年，正如拿破仑所担心的，大下列颠成了“世界的工厂”但是，尽管耗尽了他的全部天才，他还是在对付英国商业力量的斗争中失败了。正如邓多纳德所说，虽然机器还处在它的摇篮阶段，但是机器本身已证明，它比剑还有力。



　　二、 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出现了永久性的领取工资的阶层，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在家庭工业体系时代，也有长期取得工资的人，但是，那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他们不是群集在一起的，而可以随意地聊天、唱歌或吹口哨，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可以不受工头的烦扰。尽管他们所得的工资和工业工人的一样低，而且劳动时间也往往比较长，但是他们是自由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他们有自己虽然低下但却是应有的地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这样就难以形成阶级的意识。至于工业工人，他们都是集中在一个新的工业地区或工业城镇内，与任何形式的文化影响完全隔绝。他们被迫住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年四季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地劳动，工作重复而单调，同时还得受严格而苛刻的厂纪约束。



　　就在那个时代，工人的贫穷即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对“矛盾”。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大量的消费，也就是说，要求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流通的货币少，购买力也就小。而且，当工人的工资仅够他维持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时，他是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提高工资。



　　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出现的是国外市场。工厂主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利润的大部分投入再生产。提高工资意味着要减少利润，而减少利润又意味着要在竞争中落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辩护者安德鲁·尤里对于这场斗争作过生动的描述。



　　他在1835年宣称：“由于人们对技艺和工业产生了普遍的热情和事业心，现在同过去所有的时代相比，产生了差别。许多国家认识清楚了，战争是一个不合算的游戏，于是就把他们的刀枪改造成为工厂的工具。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现在仍然进行着一场不流血的斗争，这就是很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到遥远的战场去作战，而是以武力赶走他们面前的老对手，占有国外市场。他们采取向海外廉价出售货物的办法，以损害敌人的国内资源。这是一种新的交战方法。在这种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神经和体力都要受到严重的考验。” [ 作者注：《工业的哲学》，前言第5页。 ]



　　工厂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压倒敌人而更多地生产，与此同时，工人们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境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展开来以后，每—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出了一个不满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断地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因为这个从农业时代产生出来的制度，没有反映出一个工业国家的作用，没有反映出工业工人的地位。



　　三、 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



　　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18年5月5日，在特利尔，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六年之后，他们全家改信新教。1842年，他担任了激进的《莱茵日报》的主编，但是由于他过激的言论，这家报纸于1843年被查禁。不久之后，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恩格斯是一个富足的棉纺商人的儿子，他在曼彻斯特附近拥有一家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着一种莫逆的友谊。这给马克思以很大帮助，因为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同马克思合作，而且在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之后，还每年付给马克思350英镑。没有这笔钱，马克思就不得不过无产者的生活。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根本无法适应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成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词，至今仍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圣经。1849年，马克思被驱逐出了普鲁士。他来到伦敦定居，在伦敦度过了他的余生，并且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象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样，他也没有能最后完成和修订这部著作。其中第一卷是在1867年完成的。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此后，恩格斯从他的笔记中整理编辑了其他两卷。1883年到1885年和1890年到1894年，《资本论》的后两卷也相继出版了。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体系。黑格尔曾把这种体系应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这是一种问答式的批评程序，其目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探究主题的矛盾。但是，苏格拉底把矛盾看成是要克服的障碍，而黑格尔却认为矛盾是有必要的价值的。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抗，才能取得趋向真理的进步。所以，他的辨证程序：一是命题，即肯定一个题目；二是反命题，即否定这个题目；三是综合，即把上达二者之中所揭露的真理概括出来。但是，当综合取代了命题之后，它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命题”，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反命题”，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综合”。如此不断循环，逐步地发展，直到出现了绝对真理（上帝）。简单地说，这一体系就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应用的。他不是从下到上，直到“绝对”，而是从上到下。他认为先有一个公理，即物质世界，认为物质世界才是一个基础的、唯一现实的世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世界除了人类对它有感性认识外，它自身还具有客观存在。这样，通过辩证的过程，人们就可能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它却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核心，并且随着过程的发展，这个核心也随之扩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达到现实。



　　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中人类关系上的应用。 [ 作者注：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参见卡尔·费德因著《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个苛刻的分析》。（1939年英文版）。 ]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维持生活的生产工具是控制所有人类关系的原则； [ 作者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是，他显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先有呼吸，后有住食，但这就不能符合他的经济学了。（参见H.B.艾克登著1955年版，《一个时代的幻想》第149页） ] 其次是一切生产品的交换；所以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应该到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中去寻找。此外，生产还产生了两种关系：其一是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在第一种关系发生变化以后，第二种关系也随着变化。



　　诚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说，在历史的最初阶段，某些社会成员取得了控制生产力的权力，于是就导致出了私有制，并使得生产关系成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或者象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 [ 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0页。 ]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马克思又划分了五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每一种形态都比前一种形态进步，因为后一种在它日趋成熟的过程中，都能吸取前者的优点。第一种是原始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工具是归社会所有的；第二种是古代社会形态，奴隶主拥有生产工具；第三种是封建社会形态，封建主控制着大部分生产工具； [ 作者注：这一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封建秩序是军事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就历史来说，认为它采纳上一形态中最好的生产工具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火药。古时的对立面——如果确实有的话——是野蛮人的人侵，他们的“生产力”就是征服和抢劫。 ] 第四种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虽然资本家不能占有他的工人，但是饥寒交迫会迫使工人替他千活。最后，当资本主义达到一定阶段时，第五种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这种社会中，无产阶级将会获得生产工具， [ 作者注：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2页。 ] 而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的矛盾，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矛盾以后， [ 作者注：自1848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是与此相反的。 ] 生产就能达到全速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给他所指的“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认为，自从原始时代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一个是控制着生产工具的阶级，另一个就是没有控制生产工具的阶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力量的形成是阶级的冲突，它最终必然会引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只有当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时，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然而正如R．N.卡鲁·亨特所指出的：马克思不曾证明“劳动者在事实上是适应指派给他的工作的；他也不曾想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会产生出一个完全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严格说来，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 [ 作者注：《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39页。 ] 马克思坚持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就污染了他的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辩证法，并且使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质量最好也只限于他们自己。



　　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的这一矛盾，彼得·F·德鲁克曾给予深刻的分析：



　　他在著作中写道：“也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谬就是关于‘群众’的神话，它使得无定形的、没有社会团体的乌合之众变得光彩了。实际上，群众是社会分解和阶级毒素的产品。”群众，他们的威胁并不在于造反，因为造反“还是一种参加社会生活的形式，如果只是抗议的话……群众的威胁恰好在于他们不能参加社会生活这一特性……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对社会不起作用，社会对于他们，除了恶魔似的、无理的、不能理解的威胁外，没有别的什么……任何合法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都是残暴的和武断的。因此，他们总是愿意追随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说，只要一个武断的暴君答应改革，他们就会向这个暴君屈服……由于没有信仰，他们能够吞食任何的东西……换句话说，群众总是阴谋家和暴君的牺牲品。暴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在奴役和否定下，凭武力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任何不能阻止其群众发展的社会，终将遭到毁灭。” [ 作者注：《工业人的前途》，（1948年版），第26页。 ]



　　我们在讨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过程中，曾经讲过，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的话，也是最早一个认识到战争对平民人口影响的重要性的军事思想家，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创造了我们所称的“对内战线”。现在，只要略加思考，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差异：克劳塞维茨的“对内战线”只是在战争期间才存在，而马克思的“对内战线”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永久的战线，它的目标是以革命来推翻一个政权。所以，革命的目标和绝对战争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



　　这不是一种巧合。恩格斯，这位不仅具有第一流的军事头脑，而且还是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学者， [ 作者注：1857年9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它的哲学方法是很特别的，但是对主题的分析却很好。关于对战争是称之为一种艺术还是一种科学的问题，它的答案是，战争更象—种贸易。战争对于战争就是现金偿付贸易，因为不管现金结帐的机会如何少，但却有一个总目标，而到了最终，它还具有决定性。（《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8页） ] 曾对《战争论》进行过研究，并从而懂得了军队间的冲突只不过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方法而已。据西格蒙德·纽曼说：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充分地感觉到“近代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及其最后一招军事……他们深知，在第一颗子弹尚未发射之前，军事战役就可能注定要输掉，这是因为，军事战役开始以前，在经济的和心理的战场上，胜负可能已事先决定了。……照他们看来，战争是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用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里尔的话来说，一个全体性的罢工可能变为一个‘拿破仑式的会战’……在1857年的‘有指望’的危机期间，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一个连续不断的经济萧条时期可以被真正的革命化战略所利用，可以把长期的压榨作为一种有用的武器……”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6页。 ]



　　这些关于进行战争的艺术的新颖看法，是间接地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在两代人之后，这些看法注定地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指导。阶级斗争，的确是一个深奥的军事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健康是其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



　　四、 工业革命对军事力量的影响



　　由于陆军和海军的迟钝，他们无视工业可以作为权威的资源，由于人们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在斯坦德哈尔所提到的时期内，工业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824年的军队和1785年的军队，只不过有着稍微的差异而已。然而，发明的精神已经被唤起，到处都有一批热心的人，他们向往着把新的思想用于军事领域。



　　在法国，盖诺特于1759年把一个蒸汽炉放到了马车的底盘上，因而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辆蒸汽动力车。他想，这种车辆在战争中会大有用途的，可是在第一次公开试验时，他不幸撞坏了一垛墙，结果被送进监狱，随之试验也被停止。不过，如果曼彻斯特先生说得对的话，那么这次试验的价值并不是无人注意的。后来，拿破仑一定想到了盖诺特的机器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位伟大的将军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时，他的演说题目就是“战争中的汽车。” [ 作者注：H.H.孟奇斯特：《坦克的前驱》，见《美国机械师》杂志第49卷第50期。 ]



　　1783年，蒙特哥菲尔兄弟建造了第一个能够载人的汽球。他们在10月5日做了首次飞行。第二年的1月7日，又飞过了英吉利海峡。人们立刻发现了把它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因此，在法国革命开始不久，一所航空学校就在默东成立了，并且给北方军团制造了四个汽球。在1794年6月16日的弗勒吕斯会战之前，其中的一个汽球曾被用来侦察奥军的位置。



　　蒸汽推动力在船上的应用也是很早就有过试验的。最早的蒸汽船大概出现在1775年，是一位叫詹姆斯·拉姆齐的弗吉尼亚人制造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使用明轮，这种明轮在罗马时代就有了。他的蒸汽船是通过喷水的动力来推动的：一个蒸汽抽水机从船头把水抽进来，再从船尾排出去。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可能性虽然没有对陆军和海军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是早期的一些发明，却确实增添了枪炮的巨大毁灭能力。



　　在十八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发明了两种新式炮弹：一种是亨利·施雷普内尔中尉在1784年发明的“球形弹”，即人们所熟悉的“格雷弹”，另一种是1779—1783年围攻直布罗陀期间，默西埃发明的5.5英寸的迫击炮弹，它能从24磅的大炮中进行发射。第一种炮弹，直到1803年才被英国军事当局采用；第二种也直到1822年才被采用，它的采用就注定地要淘汰那种老式的木制战船。



　　另外两项发明，即雷管和圆锥形弹丸，曾使步兵的战术发生了彻底改变。在1800年发现雷酸汞之前，第一种发明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那是—种靠震动起爆的炸药。七年之后，福赛思取得了起爆药的专利权，这种起爆药是由氯酸钾、雷酸汞和玻璃粉合成的。1816年，在其他一些申请专利的人中，美国费城的托马斯·肖发明了一种铜质的雷管。这样便开始产生了雷管式猎枪，从而大大减少了枪的失效率，而且，它与燧发枪不同，在风雨天气里都可以使用。可是，英国的军事部门仍很保守，直到1839年才把燧发枪按雷管式的原理改装。尽管如此，其优势立即就显示出来了。1841年，“一连携带燧发式步枪的印度兵，被一千多名中国人紧紧地围困了，由于燧发枪在大雨中不能发射，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两个携带雷管式步枪的海军陆战队连奉命前来增援，并且很快就打败了敌人，使敌人损伤惨重。” [ 作者注：《高夫中将的作战报告》，《伦敦公报》，1841年10月8日。 ]



　　圆锥形弹丸是英国第34团的诺顿上尉于1823年发明的。它有一个空的底座，因此，在发射时，弹丸就会膨胀，并封住枪膛的口径。他这个思想的萌芽是很有趣的。那是在印度南部，他在检查土著人所用的一种吹管箭时发现，它们是用柔软而有弹性的木髓做成的，通过木髓的扩大而顶住吹管的内层面，防止空气跑掉，从而把箭发射出去。



　　1836年，伦敦的制枪师格林尔先生改进了诺顿上尉的弹丸，在它的底部又加进了一个锥形的木栓。尽管英国的军事部门拒绝采用这两项发明，而法国人却采取了另外的态度。1849年，米涅采用了格林尔的设计，生产出一种威力可怕的米涅式弹丸。于是，英国政府以两万英镑购买米涅的专利权，格林尔因提供了他的思想而分得了一千英镑。英国军队于1851年开始使用米涅式来复枪。在1862年的卡菲尔战争中，人们发现，“在1200——1300码的射程之内都可以击散小股的卡菲尔人。” [ 作者注：J.w.福蒂斯丘：《英国陆军军事史》，（1927年版），第12卷第561页。来复线的观念是很古老的，可以追溯到163l年。主要的困难是粗制的火药发射过几次之后，就把膛线弄得模糊了，其后果使装弹困难。 ] 这两项发明使来复枪成为这个世纪中最可怕的武器。



　　1841年，当其它国家还在争论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的优点与缺点时，普鲁士却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把“德雷斯”式后膛来复枪，即人们熟悉的“针发枪”发放到一些团里。这种依靠枪栓作用的武器，发射的是一种用纸卷包的子弹。但由于这种枪的尾部泄气，其射程也就不如米涅式来复枪远，不过，在一分钟之内，它可以打出七颗子弹，而米涅式来复枪只能射出两颗。尽管这样，它的主要优势还不是因为装弹迅速，而是这种后膛枪可以让士兵在卧倒时把子弹装上。1860年，这种枪曾使奥国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影响。 [ 作者注：参见B.斯托弗上校的《军事报告，1866-1870》，（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由于成本的关系，火炮的发展比步枪的发展缓慢，而且后膛装弹枪和来复线炮，分开说来都是很旧的概念，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第一次试验，是1745年在英格兰进行的。 [ 作者注：参见本杰明·罗宾斯的《论枪炮的操作》，第337页。 ] 尔后，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一位撒丁尼亚的军官卡瓦里少校，终于发明了一种有效的6.5英寸的后膛来复线加农炮，1846年，瓦伦多夫伯爵也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火炮。然而，没有国家愿意为此再付装备费。接着爆发了克里木战争（1853-1856）。在这场战争中，大量的铁铸前膛滑管、68磅平口炮和8英寸的大炮，都按照“兰彻斯特”的原理改造成来复线炮。这些炮的射程远，精确度高，因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便成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来复线的后膛兵器。



　　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还采用了一种与枪和炮都不同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火箭。它是一种古老的爆炸性推动弹，在亚洲从十三世纪起就有了。1799年在西林格巴丹的围困中，提普苏丹曾使用过这种火箭，这引起了英国火炮专家威廉·康格里夫爵士的注意，他以这种火箭为模型而加以改进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制作的火箭，小的只有二盎司，即“一种自动的枪弹”，大的可到三百磅。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39页。 ] 1806年，这些火箭在围攻布洛涅的战斗中被首次使用。康格里夫当时写道：“在第一枚火箭发射之后，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起火。”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18页。 ] 1807年，在沃尔齐仑和哥本哈根的战斗中，以后，在莱比锡和滑铁卢会战中，在新奥尔良战斗中，都使用过火箭。在最后一次，A.L.拉图尔少校曾经写过：“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火箭的烟雾一阵阵降落下来。”



　　关于这种武器，康格里夫曾断言说：“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要使整个军事战术体系发生变化。”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42页。 ] 而马蒙特元帅也认为，火箭“也许会成为第一种武器，……对军队的命运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作者注：转引自博克塞上尉的《康格里夫火箭》，（1860年版），第65-66页。 ]



　　除了火箭之外，从概念上来说，还有四种武器也算是古老的，并且也还有人在这个时代中设计和提到它们。它们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们在后来的年代中对海军和陆军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776年，一个美国人大卫·布什内尔建造了第一艘潜水艇。该艇只由一个人操纵，在独立战争期间，若不是他的判断错误，他大概就会击沉英国的一艘军舰“鹰”号。1801年，在布什内尔之后，美国的另一个天才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一艘取名“舡鱼”的“水下船”。该船在布雷斯特港的水下停留了半小时之久。1812年，邓多纳德建议用燃烧的硫磺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气体。1855年他又重申他的观点，并极力主张用它来对付塞瓦斯托波尔，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那样做被认为是太残忍了。



　　还有两种武器是利用蒸汽推动的。一种是帕金斯的蒸汽枪。1825年12月9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它的表演情况，惠灵顿公爵也前往观看了表演。据说，这种枪每分钟能发射近1000颗子弹，而且，它的弹丸能穿透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铁板。根据报社编辑的观点，这一人类天才的奇迹和破坏力，预示着一个普遍和平时代的来临，因为任何国家的人口都不能弥补这种破坏性武器所带来的损失。在克里木战争中，好象曾使用过这种枪。在这场战争中，还有人建议采用另一种新奇的武器。1855年，一位富有的慈善家詹姆斯·科恩申请了这种武器的专利权。这种新奇武器是一种靠蒸汽推动的“活动的陆地炮台，并且还配有长柄大镰刀，用来砍倒步兵。”实际上，这是一种四轮装甲车，上面装有大炮，看上去“象是一个巨型的碟盖扣在车轮上。”帕默斯顿勋爵拒绝采用这种武器，他认为对文明战争来说，用这种武器太野蛮了。 [ 作者注：参见B.H.利德尔-哈特著《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13页。 ]



　　1813年，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推动装甲船，取名“富尔顿”号。它有双层壳，两层壳之间有一个明轮，周围还有一块58英寸厚的木板作保护。很明显，这笨重的船需要有一套相适应的推动系统和轻便的保护工具。1836年，约翰·埃里克森成功地应用了螺旋桨，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用铁代替了木头。



　　说来奇怪，英国海军部曾反对采用蒸汽船。当时，殖民部要求海军大臣提供一艘蒸汽邮船，以便把邮件从马耳他运送到爱奥尼亚岛，可是，所得到的答复是：“海军部认为，尽最大可能地阻止使用蒸汽船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蒸汽船的使用很可能给帝国海军的优势以致命打击。”



　　这样，当英国卷入到克里木战争中时，除了几艘装有辅助性发动机的战舰和几艘蒸汽拖船外，她的整个舰队都是木帆船。更加使人吃惊的是，自从1822年使用了带壳的炮弹以后，木船很容易被毁坏，完全丧失了战斗价值。1853年11月的新诺比战斗就是一个例子。俄国船上发出的炮弹几乎使土耳其的一个中队的快速帆船全部覆灭。这一结果促使拿破仑三世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建造一支带有浮动炮台的舰队，并且还要有装甲的保护，能抵抗子弹和爆炸性的弹片。他们成功了。这就证明，对装甲船的需求是毫无疑义的。而且，由于装甲的使用也迫使人们采用威力强大的武器。这样，带来复线的火炮也就开始普遍采用了。战后不久，法、英两国分别造出了各自的第一只装甲军舰“光荣”号和“勇士”号。



　　第一辆火车头是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于1801年造出来的，是为煤矿的运煤车而设计的。它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812年，他设计的这种火车头在纽卡斯尔的威兰煤矿工作时，引起了当时担任机械师的乔治·斯蒂文森（1781—1848）的兴趣。这位机械师得到许可，要在煤矿与港口之间的通道上建造一个“运行牵引机”（火车头）。他取得了成功，而且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接着，他又去说服准备建造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的设计者，希望他们采用蒸汽牵引力以代替马匹。设计者们采纳了他的建议。1825年9月27日，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出现了。工业革命中的任何发展对和平与战争前途的影响，都没有比这一点更深远的。



　　火车头的发源地虽然是在英国，但是那个产生出克劳塞维茨的国家却首先认识到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还未在普鲁士铺设铁轨以前，已有人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军事意义了。1833年，F.W.哈科特就曾指出，如果在科隆到明登之间和美因茨到韦瑟尔之间建造铁路，将能大大加强莱茵地区的防御；C.E.庞尼茨也主张普遍地修建铁路，以便于普鲁士对来自法、奥、俄三方的威胁进行对抗。同时，一位具有特殊天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也说过，普鲁士的弱点是，她处在强大的潜在敌国之间，处在敌国包围的中央位置上，铁路的应用能使她从一个二等的军事国上升为强大而难以对付的国家。“日尔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中的一个防御堡垒。动员的速度，军队从国内的中心移向边界的速度，铁路的运输，以及处于‘内线’地位的其他显著利益，使得日尔曼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49页。 ] 李斯特还说；“如果邻国的铁路比我们早完成一英里，或是比我们的长一英里，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现在，该是我们来决定，看看是否应用工业进步给我们提供的新式防御武器，就象我们的前辈要决定他们是否应用枪以取代弓箭一样。”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0页。 ]



　　1846年，即李斯特逝世的这一年，普鲁士的一个军；共计12000人，连同它的骡马与火炮，被运到了克拉考。这是第一次通过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尝试性的运动，使普鲁土的总参谋部开始了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后，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的革命动乱期间，普鲁士在铁路运输方面又进一步获得了经验。1849年，当拿破仑三世介人意大利战争时，法国人尽可能地利用了铁路。从那以后，铁路也就变成了战略中的主导因素，甚至可以对战场上的几百万军队进行补给。所以，“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始祖，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乔治·斯蒂文森。



　　1836年，即在本章探讨的时代结束前二十年，约米尼伯爵（1779一1869）在他的《战争艺术概论》中写道：



　　“最近二十年来的新发明，似乎已经使军队的组织，装备和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



　　“毁灭的方法是以惊人的速度而趋向于完满标准的。……使用榴霰弹的榴弹炮，可以一连串地进行发射，其射程和子弹的一样远，其威力可以相当于一个营的火力。这就增加了毁灭的机会。……”



　　“如果各国政府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会议以限制这种毁灭方法的发明，那么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部陆军的一半都变成装甲骑兵，以便用快速的方法来夺取这些机器；而步兵也要应用中世纪的装甲，否则，一营步兵会在未与敌人接触之前就先为敌人所歼灭。”



　　“我们也许会看到再度装甲的战士，就连马也将要有装甲的保护。” [ 译者注：参阅《战争艺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翻印本，第30-31页。 ]


















	

 






	















	







	







	









 





	


	







	







	




	


第06章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一、 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内战是蒸汽时代以来所爆发的第一次大战。它的根源与工业革命对这个年轻国家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革命影响了美国的“生产力”，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便在两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之间引起了战争，即美国北方居民和南方居民之间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北方人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以农业和商业为生；而南方人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封建式的，种植园由奴隶耕作。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5一1783），以至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是斥责奴隶制度的，然而到1787年，当拟定宪法草案时，由于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坚持，奴隶制仍旧被保留下来了。 [ 作者注：在美国北方诸州，奴隶制的废除是在1777年到1804年间，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州是佛蒙特，最后一个州是新泽西州。实际上，这并没有给奴隶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大部分北方奴隶又被运到南方的奴隶市场。 ] 不过，按照现状来看，奴隶制正在衰落之中。如果“生产力”不发生变化，很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奴隶制也会消亡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1788年批准宪法后的第四年，突然出现了一个发明，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1792年，一个叫埃利·惠特尼的美国人，设计了他的“轧棉机”，把棉花与棉子分离出来，这使得棉花事业有利可图。在1815—1816年间，棉花成了“南方之王”。这样，就使得奴隶劳力成了大量需求的商品，奴隶不是市场上的滞销货，而是供不应求。在轧棉机问世之前，南方的主要作物产品是烟草，而不是棉花，但是到了1820年，棉花的产值达到了—亿六千万英镑。十年以后，增长了一倍。到1850年，超过了十亿英镑。1860年，更达到二十三亿英镑。在此期间，“优等黑奴”的价格也不断上涨。1830年，一个黑奴大约值五百美元；而到1860年，就升为一千八百美元。这些增长情况，显示了奴隶的需求量对于南方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北方诸州的经济也在迅速发生变化。曾有两次颁发了禁止贸易的命令，时间都是比较长的。第一次是1807年到1812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第二次是1812年到1815年间，美英两国爆发了战争。由于这两次禁令，迫使北方各州依赖和扩张了本土的工业。所以，当南方的资本仍是以奴隶为代表时，北方便逐渐地以工厂作为它的代表了。到1812年，工厂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这样，美国也就不再依靠从国外进口棉织品了。1840年，美国已有1200家棉纺织厂，大部分是在新英格兰，到1860年，它们的产品销售到了西部遥远的地方。



　　在宾夕法尼亚州，铁器工业发展得比较缓慢，而且，为了保护这一工业和其他一些新建工业，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对于北方的工厂主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却不能从这种政策中直接获利。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曾把这一政策宣布为不符合宪法的策略，认为它加重了南方的负担，只对北方有利。关于关税法问题争论得相当激烈，以致于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宜布1824年的“关税法案”无效。最后，总算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因而使得州权之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同时，一个更棘手的纠纷也开始生根了。18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娜的一大片土地；1819年，又从西班牙人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这两个地区使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可是，在1822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了，她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导致了1836年的得克萨斯战争和1846年的墨西哥战争。这些战争使美国又增添了象路易斯安娜州一样广阔的领土，即得克萨斯州，以及未来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



　　这些新获得的广阔土地，与南方诸州相连接。于是，又构成了另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些新的领土，最终是成为自由州呢，还是变成蓄奴州呢？如果成为自由州，那么北方就将在联邦中起主导作用；若是变成蓄奴州，则南方将变成国家的主宰。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不仅坚持扩大蓄奴的范围，而且还极力要求取消1807年禁止运销奴隶的联邦法律。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的要求；如果那样，也许会引起美英之间的战争。 [ 作者注：据1814年的根特和约，英美两国相互签订条约，彼此尽力削减奴隶贩运；1842年的艾希布恩条约，为加强这种承诺，双方同意在非洲西海岸保持巡逻舰队。 ] 而且可能使得北方人的民主思想在世界人民眼中变得分毫不值。



　　使北方人产生反感的，不仅在于南方诸州仍然存在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有这种奴隶制度在新地区中的蔓延。因此，只要新地区的未来地位没有确定，南北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停止。1858年，在詹姆斯·布坎南总统（1857—1861）任职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登场了，从此使这场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林肯在竞选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时，曾对这个争辩激烈的问题发表了充满了常识的谈话，赢得了他的同胞们的钦佩。他说：



　　“‘一幢分裂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也不能容忍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永远存在。我不希望这个联邦解体，我不希望这幢房子倒塌，我希望它不再分裂，它将成为一样完整的东西，非此即彼。” [ 作者注：引自《活着的林肯》（1955年版），第212页。 ]



　　1859年10月16日，一位狂热的反蓄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带领着他的22名追随者，夺取了弗吉尼亚的哈普渡军火库。他的目的是想引起奴隶起义。这样就加速了正在到来的危机，而使争吵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尽管布朗很快就被绞死，但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不管是否遭到屠杀，也不管联邦是否得以保持或是遭到破坏，反对奴隶制的人们是准备作殊死战斗的。



　　这就是1860年11月6日林肯当选为总统时的境况。它使得南方想要扩张奴隶制的梦想就此结束。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到1861年2月1日，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等州，也相继效仿南卡罗来纳而脱离了联邦。 [ 作者注：在4月17日到5月20日之间，弗吉尼亚（西半部除外，西半部于1863年成为西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先后加入南方联盟。 ] 它们召集民兵，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诸州中的要塞和兵工厂。1861年2月4日，在亚拉巴马的蒙格马利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南方联盟”，由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任总统。



　　最后，在4月12日，这种紧张的局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黎明时分，一个谁也弄不清楚的征兆给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揭开了序幕，没有人清楚是什么原因使那支驻扎在查尔斯顿的联盟军队擅自炮击萨姆特要塞。炮声宣布，一代人的争辩要用战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不是两个敌对政党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明，正如斯蒂芬·贝尼特简洁地描述的：这是“农村社会对机器和蒸汽时代的造反。”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英文版），第375页。 ]



　　二、 内战的性质



　　由于目的几乎无所不包。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绝对明确：要么解散这个联邦，要么维持这个联邦。要想维持这个联邦，那就必须使南方诸州无条件地向北方投降，就是要使北方无条件地征服南方。然而，南方却是拒绝投降的。这样，对于北方来说，进行战争也就势在必行了，而在战争中是没有折衷办法的。



　　正如二十世纪的总体战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总要有几年的激烈宣传。这样，到战争爆发时，所有温和节制的思想意识，就都一一消失了。同时，唤醒了敌对双方类似于原始部落的狂热精神。



　　这样一来，也象伏泰尔所说的：“如果为不断指控蛮横的暴行敞开了门，那么，只有到某一方完全被摧毁，刀才能入鞘。” [ 作者注：见本书第一章。 ]



　　从美国宪法的立场来看，林肯是一个独裁者。战争开始不久，他就立刻暴露了这种作风。例如，未经国会批准，他便宣布封锁南方的港口；同时，还下令招募七万五千名志愿兵，而且，他依仗权力，取消了“人身保护”法律在马里兰州的实施。凡是被怀疑不忠的人，不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忠诚的巴尔的摩市市长，由于受到同情南方的怀疑，结果被捕，并被禁闭在一个要塞之中达一年多”；马里兰州的一位法官，“由于开庭审理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而在休庭之后，竟被一群士兵包围，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监禁了六个月。’这些独裁的例证，都是由莫里森和康马杰引证的。 [ 作者注：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699-700页。1863年夏，在奥尔巴尼的公众集会上，为回答有关他的那些不公开的指责，林肯辩护说，“逮捕的原因并不是完全因为已经发生的行为。而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行为。”这是独裁统治的实质，因为它把政府的首领置于法律之上。（林肯的答复，见《活着的林肯》．第545-554页）。 ]



　　在南方联盟中，戴维斯总统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象林肯一样专横，但不如林肯那样还有一点人情味，也不如林肯那样能宽宏大量。戴维斯是古板的，也是利己的。他既不争辩也不听信，既不容忍忠告也不容忍反对。当然，可以丢开个性不谈，但事实却是一样：绝对化的战争要求有独裁式的领导来进行指导。



　　三、 战略问题



　　南方联盟的领土范围是从北里奥格兰河到切萨皮克湾，从密苏里河到墨西哥湾，大部分区域是处女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有五、六百万是白种人，还有三百五十万黑人奴隶，加在一起也比北方诸州人口的一半还要少。除了里士满的特里德加尔铁工厂能生产有限的兵器和重型铸造件以外，南方的工业资源几乎等于零。在切断了北方的工业来源之后，联盟政府把获得军用武器和工业产品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指望着拿棉花去同欧洲人进行交换。



　　从战略上来说，南方联盟被密西西比河分成为两个部分。密西西比河是纵贯南北的最大交通线。在这条河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是当时的主战场，阿巴拉契亚山脉又把它割裂为两个次战场。这条山脉北起波托马克河，向西南方向延伸，到田纳西河上的查塔努加城，然后进入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南北双方的首都都位于这两个次战场的东部，联邦的首都是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华盛顿，联盟的首都是在詹姆斯河畔的里士满，位于华盛顿南面的一百英里处。



　　当时，所有的道路主要是供马车行走的。所以，在整个战争中，大规模的运动都要利用铁路和水运来完成。在南部，最重要的是两条东西方向铁路，都从里士满到密西西比河。一条从查塔努加到孟菲斯，另一条从亚特兰大到维克斯堡。亚特兰大在查塔努加以南约一百英里，连接着这两个城市的，是从肯塔基北部的路易斯维尔到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的一条铁路。还有一条主线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可见，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对联盟政府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两个城市丢失了，两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就会被切断，两个次战场间的联系也就会因此而中断。



　　联盟政府是不可能征服北方诸州的，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要抵制征服。换句话说，他们要拖垮联邦，迫使他们放弃战争。至于办法，主要是看他们的资源能够维持多久。为了进行持久战争，保持和欧洲的联系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就要求开放南方的主要港口。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只能逐步征服南方，即需要有步骤地去进行征服。这样，不仅要在面积上，而且要在资源上，不断地缩小南方的实力，直到使它无力维持在战场上作战的军队。战争开始时，联邦军队的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1786—1866）中将就认识了这一点。他懂得经济压力与进攻之间的关系。他的计划是封锁南方的所有港口；同时，组成两个强大的军团；一个军团向密西西比河运动，切断南方联盟东西部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军团逼近里士满，钉住在弗吉尼亚的联盟政府的主力部队。



　　在南方的港口中，有九个港口是有铁路与内陆相联结的。到1862年4月，除了莫比尔、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三个港口之外，其他的都落入到了北方人手中。在这三个还未陷落而港口中，维尔明顿对联盟政府的重要性最大。实际上可以说，这个港口是它的咽喉。但是，它直到1865年1月15日才被北方军队占领。这不能不说是北方人所犯的一个头等大错。斯科特的其他一些建议，也是在战争后期才被采纳。相反，一切主要的会战，都是为夺取里士满，直到1865年，这些会战的企图都失败了。



　　下面谈谈戴维斯总统。我们可以发现，他完全不知道如何阻止北方人的征服。当时，要使南方不被征服，唯一的方法就是节约资源，以便长久地阻住北方人。这样作，需要采取一种防御战略，而他所采取的，恰恰是进攻战略。他企图既保住里士满，又通过一系列的战斗赶走北方人，并且还想占领华盛顿。然而，地理和交通状况都表明，在战争初期。保卫里士满的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查塔努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在田纳西进行防御性战役，而只用一支较弱的军队来保护首都。在田纳西州进行激烈的战役，肯定会诱使北方军队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应战。这样作，既直接保护了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也间接保护了密西西比河在维克斯堡的重要渡口。这样的方法虽然要在朦胧之中进行尝试，但是，南方要想保存下来，依靠的是节约资源，而不是赢得会战，所以，在弗吉尼亚州内寻求战斗，实际上是在消耗持久作战能力。



　　直到1863年初，斯科特的计划才被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1822-1885）全部采纳。 [ 作者注：1862年5月2日，北方军队占领新奥尔良，并且在6月和7月，从那里向维克斯堡进行了两次攻击，但失败了。 ] 1月30日，他发动了维克斯堡战役；7月4日，这个要塞向他投降。结果，南方联盟的东西部被割裂开了。尔后，联邦军队又在11月24一27日取得了查塔努加的胜利，格兰特终于打开了通往亚特兰大的道路。这样一来，南方终于被缩小了，只剩下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四个州。最后，到1864年夏季，格兰特牵制住了在里士满附近由罗伯特·E·李（1807-1870）所领导的南方主力军队，而威廉·T·谢尔曼（1820-1801）则从查塔努加前进，于9月1日占领了亚特兰大，并且又从那里前进，穿过佐治亚和卡罗来纳，进攻李的背后。这种双重的外线作战，迫使联盟政府于1865年4月9日在艾波托马克斯法院彻底垮台。



　　四、 战术的发展



　　这场战争的战术背景，不仅仅是特殊的，而且甚至还是唯一的。在冲突爆发之前，美国的正规军大约有16000到17000官兵。士兵大都来自北方诸州，而军官却是南方人占了较高的比例。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政府后，大部分士兵对联邦仍然保持忠诚，但是有许多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干的指挥人员，却投靠了联盟政府。这使得联邦的军队几乎没有首领，于是不得不立即召回一批有经验的退职军官来服现役，其中的著名人物有麦克里兰、格兰特和谢尔曼等。总之，联邦得到的是旧陆军的躯体，而南方联盟得到的是它的头脑。所以，在战争的前半段期间，南方在战略和战术能力上都超过了北方。



　　最初，双方的军队都是依靠招兵的方法来进行补充，但是随着战争的迁延，又都开始实行了征兵制。南方在1862年4月开始采取征兵制，北方比南方晚了一年。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招募入伍的人数，占应征人员的45%，而南方联盟政府则征召了90%。据托马斯·L·利弗莫尔上校的估计，在联邦军队中，征兵的总数为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三百零四人，而联盟政府的征兵总数则为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人到一百四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人。 [ 作者注：《美国内战中的数字和损失》，（1957年版），第63页。还有几种其它的估计，但差异是相当大的。 ] 这些数字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直到1914年才被突破。



　　战术的前景也是极为新颖的。但在那时，却几乎没有人加以注意。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武器的改进已经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战术理论主要还是拿破仑式的理论。尽管克劳塞维茨已经写出了《战争论》，但是并未被人注意，不过，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却已广泛流传，以至于在许多军官的背囊中都能找到这本书。在拿破仑时代，燧发式滑膛枪的有效射程，最远只有100码，而炮兵发射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都能超过它，以致火炮成为当时的优势武器。然而，在1861年，滑膛枪被米涅式来复枪所代替。这种来复枪的有效射程至少为500码。这就比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更远，所以，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火炮被退到步兵的后面，成为一种支援性的武器，而不再是攻击性的武器了。步兵在500码射程内就开始发射，不必等到100码的射程之内再开火。这种远射程的战斗，使得白刃格斗逐步被淘汰。个人的良好射击技术，比排枪射击更为有效。而且，为了充分发挥个人射击技术的作用，还要求个人发挥主动精神，并要求集体采取疏开队形。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正面攻击的徒劳，二是野战工事的需求。这两个特点都是使用来复枪带来的后果。



　　不管什么时候，凡是向没有发生动摇的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总是要遭受惨败的。然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862年12月13日，在弗里德里希堡，伯恩赛德指挥北方军向李领导的南方军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正面进攻，结果被无情地击退了。1863年7月3日，在葛底斯堡，李也向米德率领的北方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最后也惨败而归。1864年6月3日，格兰特在冷港重蹈旧辙，又是同样的下场。



　　在整个战争中，铁锹逐渐地变成了步枪的补充品。到1864年为止，格兰特与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荒野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壕沟防御式的战斗。 [ 作者注：西奥多·莱曼上校曾写道：“这场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其广泛地应用了土木工事。”参见《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99页。 ] 格兰特在接近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时，双方的战场工事都准备完好，这样就形成围困战，并且持续了近十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谢尔曼正向亚特兰大挺进，而他在作战方面显示的灵活性，不仅在于调遣部队的技巧，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使战场工事随之一起移动的能力。



　　莱曼上校对于这次战争中的战斗曾经做了形象的描述。他说：



　　“我曾参加过两次大会战，并且听到过整日不停的子弹呼啸声。但是，除了战死、受伤或被俘以外，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叛徒。我甚至还记得在钱塞勒斯维里会战中的一些军官。他们说：‘在我们所到之处，还从未见到过叛徒；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烟雾和丛林，只是我们的人在滚爬着前进，’此刻，我才真正地了解这一点。高超的艺术在于隐蔽人员，因为只要他们一露面，马上就会听到呼呼之声，招来十几发炮弹。炮兵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好目标。你们所想象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一个‘大的平原’上，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有一长列部队，由带着鸡冠帽的将军们率领着向前进。这样的情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我们这里，正象我说的：是‘向左转——预备——前进’。一连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整天，都是这样的。而那些可怜的伤兵，却象流水一样，流向后方。这就是在美洲的伟大战斗。”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101页。 ]



　　步枪的子弹与铁锹一起，使得防御成了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莱曼也曾记载过这一情况。他说：“把一个士兵安置在一个洞中，而在他后面的小山丘上，设有一个比较完好的炮兵阵地，这样，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士兵，他也能击退三倍数量的敌人。”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224页。 ] 弗兰克·威尔克森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1864年5月）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已经厌倦对工事实施进攻。普通的士兵都确信，一个隐蔽在工事中的优秀战士，可以相当于在工事外的三个优秀战士。” [ 作者注：《战斗中的士兵》，（1896英文版），第99页。 ] 而且，应当记住的是，这是发生在前膛枪时代的事情。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骑兵的冲锋消失了，膛线炮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并且完全废除了刺刀的使用。关于这种武器，有一位目击者约翰·B·戈登将军曾说：“当刺刀在冲锋队前替人们开路时，它闪耀的光亮着起来确实令人惧怕，但是实际上，它已很少被鲜血染红了。刺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作者注：《内战的回忆》，（1904年版），第5-6页。 ] 军医G.哈特也曾指出，除了偶然的几个之外，他几乎没有见过刺刀的创伤。他说。“我想，我所治疗的这种性质的创伤中，刺刀伤大概只有六例左右。”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1923年版），第13卷第266员。 ]



　　由格兰特，李，谢尔曼，约翰斯顿和其他许多将军们指挥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由步枪子弹和堑壕所组成的战争。战争中还利用了沼泽地和鹿砦，甚至还有铁丝网。铁丝网这种障碍物，南方军称之为“只有北方佬才能发明出来的鬼东西。”1864年5月16日，在杜拉威的布拉夫，他们曾被铁丝网所困，而且“象鹧鸪一样被屠杀。”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4卷第212页。 ] 这确是一场惊人的近代化战争。战争中，有木质的、由铁丝缠绕的迫击炮，有手榴弹，有翼的榴弹和火箭，还使用过许多种形式的陷阱。至于机关枪，里奎式的和加特林式的、都曾使用过，“斯潘塞”式后膛弹仓式步枪也被采用了。人们还试验了鱼雷，水雷，地雷，野战电报机，灯语和旗语等等。装甲车也被利用了。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气球，不过，南方军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对气球的应用。正象托利弗将军所说的：“战争是一场最卑鄙的诡计。”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2卷第513页。 ] 人们还提到了爆破弹 [ 作者注：乔格·怀斯：《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战役与战斗》，（1916年版），第190页。 ] 和喷火器。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第284页。 ] 1864年6月，W．N.彭德尔顿将军曾问里士满的军械总长，是否能给他提供一种能放射出“进攻性气体”，并且能产生“窒息效果”的臭气弹。他得到的回答是：“臭气弹，手头没有。没有保存这种东西。如果有命令，可以制造。”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69集第888-889页。 ] 但是，近代化战争并没有就此停顿，由于装甲舰“梅里迈克”号和“莫尼托”号的出现，使海上战争在一天之内（即1862年3月9日）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此后，全世界的所有木质战舰都成了废物。“在莫比尔，霍勒斯·L·亨特利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该艇长20英尺，高5英尺，宽3.5英尺，由七、八个人在艇内用手摇螺旋桨来推动前进。”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4卷第450-453页。 ] 1864年2月17日，她在查尔斯顿附近的海面上，击沉了北方军的“霍沙托尼克”号战舰，但她也随之沉没了。



　　五、 道德的退化



　　防御不断增强以后，战斗也就变得越来越顽强了，而且减小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战争的持续时间越长，双方的仇恨也就越来越深。直到最后，挫折终于唤起了北方人民反对整个南方人的复仇精神。在格兰特和谢尔曼于1864年开辟两条战线以前，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暴力只是局限在南方的“对外战线”上，也就是只对南方的武装部队作战。此后，北方军把战斗引向了南方的内部，骚扰着南方的居民，也就是说，把打击指向了南方联盟政府和军队的精神与经济基础。这种使用暴力的方向性变化，是受了北方物质文明的刺激。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变化是在不断加剧的。



　　关于李将军，罗兹曾说，在所有重要的特点上，他都很象华盛顿，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1893－1906》，第3卷第413页。 ] 因此，他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人物。而十八世纪，在历史上还是属于农业时代。至于谢尔曼，则是属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物，格兰特、谢里登和联邦其他一些将军也是属于这一类。不过，他们都处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上。他们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改变他们的机器的原则，即提高效率。由于效率是受单一法规支配的，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不管什么手段，都认为是合理的。凡是对于达到目的有所阻碍的，那就不管它是什么道德，或是什么精神，甚至传统行为，都将看作是不能容忍的。



　　对于这种回到野蛮主义的思想，谢尔曼是一个主要的倡导者。他打破了十九世纪的战争常规。他用钢铁进行的战争，象卡尔文曾以语言挑起的战争那样，残酷无情。1864年9月l日，他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攻下了亚特兰大这个“南方的门户”。他不想在他的后方留下任何敌人，所以，他把所有的人口都迁走了。后来，在给华盛顿的参谋长哈勒克将军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如果人民对我的野蛮和残酷表示不满，我只好回答说：战争就是战争……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必须要停止战争。” [ 作者注：《W.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1957年版）第2卷第111页。在这部回忆录中，谢尔曼说：“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措施将会受到强烈的批评，但我已下决心这样做，并确信这是绝对合理的，时间将会证明它的才智。” ]



　　对于十九世纪来说，和平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在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即求和的权力，已从政府转移到人民的手中，而且，和平的创造是革命的结果。这样就使民主的原则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同时，它还带来了心理攻击的理论，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关于谢尔曼，他的副官乔治·W·尼科尔斯曾说：“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丝毫没有欧洲人的特点，而是我们制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 作者注：《远征的故事》，（1865年版），第80页。 ]



　　后来，谢尔曼开始了他那穿越佐治亚的著名远征。这时，他更是用新的概念来指导他的战争。他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反对南方的人民，也就是象对付南方的武装部队一样对付人民。



　　自从蒂利和沃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中进行大劫掠以后，西方已看不见这样的行动了。南方的游击队，正象谢尔曼所记录的，已经显露而且还在不断显露更多的残暴行为。不过，他们的这些暴行，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政策导致的行动。所以，杰斐逊·戴维斯称谢尔曼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 [ 作者注：《联盟政府的兴衰》，（1881年版），第2卷第279页。 ] 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谢尔曼的政策中，恐惧是基本因素。他公开地这样说过。下面举三个例证，都是从他的讲话中引出来的。



　　“除非我们可以让人重新居住到佐治亚，否则，占领它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彻底地摧毁公路，房屋和人民，将会削弱他们的军事资源……我能进行这一远征，并且使佐治亚号哭。”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162页。 ]



　　“如果我被迫发动突击，……那么，我会感到，采取严厉措施是合理的。而且，我也不会过多约束我的部队。”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737页。 ]



　　“我们不只是与敌方的军队作战，而且也是与敌方的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老、少、贫、富都感到战争的恐惧……事实的真象是，全军都燃烧着一种不知足的欲望，想对南卡罗来纳报仇。我几乎要为她的命运担忧。”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799页。 ]



　　和尼科尔斯一样，谢尔曼相信他的军队是“上帝的正义工具。” [ 作者注：尼科尔斯：《远征的故事》，第101页。 ] 谢尔曼的另一位副官希契科克所作的评论，同尼科尔斯说的差不多。他说：“现在是战争，但不会总是战争。上帝赐给我们和平，但只有完全屈从于政府，否则就谈不上和平，而这又得通过战争的恐怖，要不然，好象是不大可能的。”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3页。 ] 他还写道：“谢尔曼是完全正确的，要想结束这场不幸的、可怕的战争，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战争的恐怖超过能忍耐的限度。”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35页。 ]



　　虽然发过禁令，不准士兵们进人民宅，不准发生任何侵犯的行为。但是士兵们又获得命令，要“自由地”搜集粮草，因此，他们也就不去理会什么禁令。这种“自由”立即导致了抢劫和掠夺。希契科克写道：“士兵们‘自由地’征收粮草，并把其中的一部分晒在房屋顶上。可是，当我们离开、并走过一定路程以后回头看时，只见那些陈旧而东倒西斜的谷仓全在火海之中……”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2页。 ] “昨天，我们路过斯塔布斯先生的种植园。房屋、轧棉机、压榨机、稻草垛和马厩等等，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都闪出了火焰……而且，我们的部队所到之处，一切犬科动物都被杀光了。”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1-52页。 ]



　　这样不受约束地征集粮草，使士兵们的的确确地成了强盗。结果，部队纪律松驰，真正成了乌合之众。希契科克记录说：“现在，我们很少在侧翼射击，士兵们时刻都在‘搜集粮草’，并且四处游动。对—个新手来说，同严明的纪律相比，似乎更加愿意维持这种状况。”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3页。 ]



　　后来，谢尔曼自己也无力制止由他放任造成的这种蛮横抢劫。下面有两个例子。



　　谢尔曼说：“就有这么一些人，尽管你派出许多卫兵守卫，他们也会悄悄溜来放火。法院已经失去效力，已经没有用，大概整个城镇都会燃烧起来……并没有人下命令要这样做，但是无能为力。嗨，是杰斐逊·戴维斯害得他们。”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3页。 ]



　　“将军以很和蔼的语气建议，要他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谷物、麦子等都运到他的房子里去，以免遭受士兵们的破坏”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3页。 ]



　　多么软弱无力的表白啊！



　　12月21日，萨凡纳被谢尔曼的部队抢光了，随后又来一伙黑人趁火打劫。第二天，他把这座城市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林肯总统。接着，南、北卡罗来纳都被洗劫一空。谢尔曼估计，在佐治亚州，所造成的毁坏，大约为一亿美元，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的毁坏“符合我们的利益”，其余的完全属于“浪费和破坏。”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13页。“在谢尔曼到达海边后，他几乎在所有的信件中都关注着这些毁坏的财产。”（贝罗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5卷第22页。） ]



　　谢尔曼手下的许多军官，象著名的J.C.戴维斯将军，H.W.斯洛克姆将军，J.R.霍利将军和J.基尔帕特里克将军等，都对这种野蛮行径表示过极大的不满。希契科克还认为，这是道德上的错误。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第86-87页，第92-93页。 ] 历史学家罗普斯明确地指出，“军事行动不是以惩罚政治上的冒犯为目的而进行的，”因此，“如果谢尔曼故意地毁灭，或者纵容毁灭敌我双方都不需求的财产，那么，他就违犯了近代战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是以一种陈腐野蛮的原则来指导战争。”他还正确地指出，谢尔曼部队的劫掠行为，对格兰特在弗吉尼亚境内的行动并无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0卷第148—151页。 ]



　　六、 战争的结果



　　关于谢尔曼，还有这样一桩奇事：他那塑造在华盛顿的雕像的底座上，刻有他曾经讲过的一句壮丽名言：“战争的合法目标是更加完善的和平。”然而很明显，他不知道烧杀掳掠正是获取和平的不合法的手段。遗憾的是。他所依赖的这种残忍的行为，后来并未停止，一直继续发展，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仍然在扩散。



　　1865年4月14日，李将军投降后的第五天，林肯总统遇刺。对被指控的嫌疑犯进行审讯，成了八十年来司法界中一个最大的歪曲案件。在审讯中，当助理军法官反复讲述这个主题时，主题又一次被利用了。这个主题是：“为了推动造反，就形成了阴谋，而且是许多公众的罪恶构成的。造反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活动，是进行巨大的暗杀。” [ 作者注：奥托·艾森希梅尔：《为什么林肯被杀？》，（1937年版），第246页。 ] 这样一来，南方的所有居民就都成了谴责的对象。



　　虽然内战使南方成了废墟，虽然重建南方时期的报复行为加重了罪恶，但是对北方来说，内战带来了胜利和前所未有的繁荣。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以前，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活力，而他们的一切活力，也从来没有伴随过这么多的鲁莽和不负责任。对于挽救了这个联邦的这—代人来说，除了不可征服的精神世界之外，任何事情都象是可能的。没有一个世界不可征服，人们冷酷、放肆地扑向这块大陆，就是要强夺她的财富。 [ 作者注：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卷第9页。 ]



　　新帝国的资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铁、煤、油、劳工和充沛的个人精力。从制图板上出现了发明，从工厂里运出了货物，从田土间长出了小麦；同时，成千上万的移民穿过了大平原，涌进了城市。



　　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利坚合众国就兴旺起来了。她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把它们称为“伟大的金属兽”，并且用诗句描绘了从内战的伟大斗争到它们的出现。



　　从约翰·布朗的强壮体魄里，



　　升起了高高的摩天大厦，



　　应受颂扬的建筑物，



　　矗起在他的胸怀之中。



　　铆钉和大梁，摩托车和发电机，



　　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通红，



　　一座座穿着钢铁外衣的城市耸入云端，



　　变成了一个个巨大而旋转的牢笼。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版），第376页。 ]


















	

 






	















	







	







	









 





	


	







	







	




	


第07章 毛奇、福煦和布洛克




	







	

 



	


	

　　一、 冯·毛奇元帅



　　需要一个有效的总参谋部，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由普鲁士人发现的。他们看到，拿破仑体制的最终毁灭，正是因为拿破仑缺少这么一个参谋部。参谋部的起源尽管可以追溯到耶拿会战之前，但是，直到1806年以后，当格哈特·冯·香霍斯特将军作为军政部长着手重建普鲁士军队时，参谋部的雏形才真正出现。香霍斯特将军为了找到帮手来开展工作，在军政部内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考虑战略和战术问题，并具体准备作战行动。他为了扩大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还向各个部队派遣了参谋部的军官。



　　1821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国王把军队的最高统治权接管了。于是，参谋部从军政部分离出来，参谋长也只充当国王的私人顾问。不过，军队的行政管理权，仍然留在军政部长手中。四十年后，当威廉一世（1861—1888）这个天生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成为普鲁士国王时，他立即开始改组军队，创建了一支拥有三十七万一千官兵的常备武装和一支十二万六千人的预备队。早在1857年，他在担任摄政时，就已任命赫尔穆斯·冯·毛奇伯爵（1800—1891）为普鲁士的总参谋长，接着，在1859年，他又挑选奥尔布雷克特·冯·罗恩伯爵（1803—1879）充当军政部长；最后，到1862年，他委任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作他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三个人的任命，使得普鲁士注定地从—个相当不重要的地位崛起，成为欧洲的霸主之一。



　　毛奇，这是一个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人，也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有高度的文化教养，而且从每一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军人。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艺术。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着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知识渊博，对战争极有研究，精通拿破仑的方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是他也绝不盲目地追随他们。他吸收了他们的优点，并在后来的战术发展之中加以运用。他从拿破仑的战例中懂得了运动是战争的灵魂，因而认识到，铁路将会在战略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他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得知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与指挥才干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是最早认识到后装式步枪的防御威力的人之一，而且还因此作出推论，认为除了要扼杀作战之外，不宜采用正面进攻，因为这种进攻的成本太高，而要寻求胜利，就要采取包围的方式。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不仅写了大量的军事史著作，写过一本有关铁路的技术性专著，而且一生都在纸上不断记下自己的难题，并经常分析这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重写，直到得出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



　　他通过研究而清楚地看到：由于军队日益扩大，由于军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由于运动的工具不断提高，运动加速，因此，也就要求指挥分散化。同时，由于任何作战计划只能计划到主力部队开始行动为止，一旦进攻开始，下级指挥官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积极性去进行指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需要符合总的意图。所以，战斗打响以后，概略的指令势将代替具体的命令。这样作，尽管会有引起某些混乱的危险，1870年就曾几次发生这样的危险，但是毛奇认为，这毕竟是两害之中取其小，如果浪费时间，那才是更大的危害。



　　1860年，毛奇写了一份专门的备忘录，提出了普鲁士同奥地利开战时的普军战略部署问题。备忘录很长，这里难以引用全文，但是只要从它的前一部分中摘出几段叙述，也就可以从中窥见毛奇考虑问题时的一些思想。



　　“奥普之间的战争将会影响欧洲所有的国家，因为无论哪一方获取相当的胜利，都将结束日尔曼地区目前的分裂现象……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日尔曼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势力，都能同她的任何一个邻国相等，甚至于还要超过她的邻国。”



　　“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上的各大强国之中寻求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统一的日尔曼国家是她理想的盟友，符合她的一切利益，而且，日尔曼绝不可能向她提出制海权的要求。……然而，英国也许要维护旧的秩序，支持受攻击的一方，以防止欧洲的政治变革。必须承认，如果发生了政治改变，那么，在所有各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法国最不希望出现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尔曼民族帝国，但是她却希望从战争本身获取极大的利益，即占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也许还想占领荷兰。如果普鲁士的主力部队被牢固地牵制在易北河和奥得河地区，那么，法国的上述利益大概会有可能得到……”



　　毛奇还说：俄国为了获得君士坦丁堡，也许会支持普鲁士。对于这一行动，只有奥地利能够加以阻止，而海权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对普鲁士来说，俄国的援助又总是带来双重的不利，它不是来得迟缓，就是来势凶猛……当俄军的势力到达我们的边境时，我们不是已经取胜因而不再需求援助，就是已经被打败了。然而，对俄国人的援助，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俄国来说，如果能在战争快结束时把自己的三十万有生力量送上战场，那么，他就可以控制局势，并且在决定性的范围内坐收渔人之利，或者是必须忍受我们的不幸。” [ 作者注：《 毛奇关于1866年对奥作战的许划》，英国陆军部参谋部翻译和摘编（1907年版，伦敦），第4-6页。 ]



　　这份备忘录是—篇逻辑推理的杰作。在尔后的六年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毛奇对这份备忘录作了周期性的修改，使它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



　　毛奇指挥的两次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两次战争，创立了一个日尔曼帝国，并且使她成了欧洲的战略中心。对于英国来说，这两次战争唤起了一个进行贸易竟争的挑战者。它们降低了法国的威信，从此以后，普鲁士成了欧洲大陆上起领导作用的强国。两次战争还削弱了奥匈帝国的势力。奥匈帝国，她象是一座堡垒，几个世纪以来保护着东欧不受土耳其和斯拉夫人的侵犯。这些变化的某些效果，是在后来才显示出来的。这里，我们的考察只限于两次战争的指导。



　　同以往的战争相比较，这两次战争在时间上是短暂的。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场战争，普鲁士只用七个星期就赢得了胜利；第二场战争，虽然持续五个月，但是，战争的结果早在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之战就已确定，当时法国宣战还不到七个星期。这些战争能够如此迅速结束，其原因是：战争只有有限目的，普鲁士参谋部占有优势，普军在运动上保有高速度，而且它的战术比对方优越。



　　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有限的。在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是非常固执的。使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而存在，对于普鲁士的安全很有必要，因此，不能使奥国感到羞辱，也不宜去兼并她的一部分领土，只要把奥地利人赶出日尔曼境内能可以了。1866年7月3进行的萨多瓦决战，达到了这一目的，同时，还使法国终于瘫痪。按照战后的和平条约条款，普鲁士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和纳索，以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自由城。至于萨克森，她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莱因河以北的各州，形成为在普鲁士统治卞的北日尔曼联盟，在莱因河以南，另组成一个南部联邦。



　　在普法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也是同样明确的。这就是要把所有的日尔曼人都统一到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对于这样的统一，法国人是要决心阻止的。这便是战争的真正起因。所以引起这场战争不是什么西班牙的王朝问题，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后来，牌斯麦受到舆论的压力，也只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日尔曼的洛林-梅斯。可见，这不是什么征服战争，更谈不上是歼灭性战争。这样，战争的有限目的一旦实现，战争也就能够通过温和的和平方法来结束。从性质上来说，这两次战争与美国内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纯粹属于政治冲突，并不受经济和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内战则经常刺激人类兽性的复发。



　　在1866年时，奥地利军队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它的士兵要在部队中服役七年，骑兵都经过高度的训练，膛线野战炮也比普鲁土人的优越。但是虽然如此，它还是在七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因为：第一，奥军的参谋部无能，这一点，毛奇曾经密切地观察过，并且在1864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战中就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奥军的步兵所装备的全是洛仑茨式前装式步枪，虽然这种步枪的火力射程要比普鲁士人的后膛撞针式枪远一倍， [ 作者注：前者的射程是一千米，后者是四百米。 ] 但实际上却不如后膛撞针式枪。要对付奥军的密集队形，它的火力是具有相当破坏性的。在纳霍德战斗中，六个半营的普军单凭这种步枪火力，就有效地阻止了奥军二十一个营达两个多小时之久，而且使奥军遭受了五倍于他们的损失。在7月3日的萨多瓦作战中，奥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防御普军，而且兵力的对比是五比三。最后，奥军还是死伤一万八千人，普军只损失九千人。可见，这种快速、简便的后膛撞针式枪在匍甸的位置上对奥军作战时，对敌人的步兵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当时，奥军的步兵必须站立起来才能给枪装上子弹。一位奥军上校说，在战斗中，他的士兵总觉得他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之下，而普鲁士人却总是准备着开火。 [ 作者注：斯托弗上校，《军事报告》，（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1869年，毛奇以他1866年的经验为基础，发布了他的《大部队指挥官的训练》。他写道：



　　“这是绝对无疑的。一个人如果原地不动地射击，当然要比在前进中进行射击的人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前者可以获得地形的保护，而后者却会受到地形的阻碍。如果以最猛烈的冲击去对付静止状态，那么，火力的效果，特别是今天威力强大的火力的效果，就有可能决定胜败。如果我们有可能占领这样一块阵地，而敌人为某种政治或军事原因所驱使，或者仅仅出于民族的自尊，决定对它实施进攻，那么，在我们采取进攻之前，首先利用它在防御上的优势，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 作者注：引自J.科林的《战争的变化》，（1912年版），第33页。 ]



　　萨多瓦战役证实了毛奇的观点：后膛枪使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决定性的进攻要通过包围来实现。他说：“单纯的正面进攻只能得到小小的成功，但却要付出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转到敌人的侧翼位置，从侧翼向敌人发起进攻。” [ 作者注：引目冯·凯马尔的《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5年英文版）。第214页 ]



　　1866年，毛奇充分利用了他有权支配的五条铁路干线，而在拟定计划时，还考虑到了奥国人将如何利用铁路。1870年，他也是这样制订计划的。他研究了法国的铁路，清楚地意识到，法国肯定会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样，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孚日山脉隔开。根据这种判断，毛奇制定了他的计划，用时间来征服空间。他依赖自己部队运动的速度，再加上充分利用通往莱茵地区的铁路。关于这个意图，他曾经说过：



　　“然而，战争计划的制订，首先要以随时准备进攻敌人的决心为基础，而且还要保持德国兵力的完整，以便在进行战斗时仍然拥有优势兵力。至于使用何种特殊手段来完成这些计划，需要临时才能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一项，可以预先作出具体计划。” [ 作者注：冯·毛奇元帅：《1870-1871年的法德战争》，（1891年英文版），第10-11页。 ]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1806年耶拿会战计划的翻版。不过，已是拿破仑三世代替了拿破仑一世的指挥。由于法国皇帝知道，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要大大地超过他的人数，所以，他决定在动员尚未完成之前就先来一次突然袭击。这样一个决定所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法国皇帝所想象的是：法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实施突然进玫，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联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大概还有意大利都来支持他。他迫使南日尔曼中立的设想一旦成功，他就可以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取道耶拿，向柏林进军。



　　当然，不能说这种狂想计划没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是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最快速地进行动员，最周密地进行准备，并且最精确地选择时间。然而，法国人没有丝毫的准备，也根本没有什么设想。所以如此，是由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效率极低，低到了简直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应征来的一些年轻的“血液”，与军队完全脱节，而年事已高的机关科员们，忙于应付琐碎的例行公事。巴曾元帅极不信任他的总参谋部，甚至禁止参谋部的官员出现在战场上。他只信赖自己的幕僚，就象六十年前拿破仑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低效率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早在1868年2月，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弗伯爵就曾经报告说：



　　“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她的参谋军官团组织，……我们的不能与之相比……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在有利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因素。” [ 作者注：《军事报告》，第48，56页。 ]



　　1870年，普鲁士军队所面临的是一种后膛枪，即法国的后膛快枪。这种枪的射程为1200米，它要比普鲁士当时用的撞针式枪优越得多。但是法国的铜质前膛野战炮却不如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战炮。普鲁士军队对于后膛野战炮的使用是有经验的，灵活使用野战炮补偿了他们步枪的不足。法国人还有一种较好的武器，即里费耶式机关枪。它以二十五支枪管为一组，射程达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125发子弹。为了绝对保密，这种机枪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才发给部队。据里费耶说，人们用“极愚蠢的方式”使用这种武器。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部队还不曾受过使用这种武器的训练。



　　法军的步枪战术基础，是进行远射程的群射，这是为了充分利用“查斯波特”枪在射程上的优势；然后，是挖掘工事，等待敌人的接近；最后，才是用火力压倒敌人。毛奇采取一种防御进攻的战术，以对付法军的这些战术。首先，他把敌人牵制在正面，尔后，从侧面向敌人实施进攻。每一个战术单位，从连级开始，都要时时保持进攻状态，其目的是不让法国人有一刻的喘息机会。这样做，就是以火力防守，以火力进攻，在火力的掩护下运动，并且，在火力下采取迂回行动。简单地说，只有战到最后赢得胜利，火力才能停止。



　　在普法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无论是哪一方，都未能通过正面进攻占领对方的阵地。即使采用密集队形，得以进到射击线内，也是不能成功。“双方在训练上与在和平时期进行演习时所用的战术，都彻底地改变了。在开阔的战场上，从来没有刺刀相遇的场景，只是在村落或森林中进行搏斗时，还有少数使用刺刀。” [ 作者注：A·冯·博格斯劳斯克：《1870-1871年战争的战术演绎》，（1872年英文版），第79-80页。 ]



　　炮兵的威力越来越显著。法国人没有集中使用他们的大炮而德国人却这样做了。在格村维罗特和色当进行的战斗都是很有名的，色当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兵战斗。在炮火的攻击之下，法国人的所有进攻都被迫终止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被阻在2000码距离以外，也就是说，远在有效射程以外。一位在色当被俘的法国军官曾描述普鲁士的进攻为“五公里长的炮兵。” [ 作者注：引自托马斯·W·诺克斯著《自从滑铁卢以来的决战，1815-1887》，（1887年版），第358页。 ]



　　骑兵的地位在日益下降。唯一成功的一次冲锋是在维昂维里，是由冯·布里多将军的骑兵旅完成的。但是，尽管法国人缺乏弹药，这个旅仍然损伤了它的一半人马。在色当，加利费特将军试图率领“非洲轻骑兵”进行一次最勇猛的冲锋，但却遭受到“大概是被称之为单一排射的彻底摧毁，也许现在仍然在世的最老军人，也都不曾见过。” [ 作者注：阿奇博尔德·福布斯，《我参加法德战争的经历》，（1871年版），第1卷第236页。 ] 然而，骑兵的突击尽管不再是战争中实际可行的行动，但从保卫和侦察任务上来看，骑兵仍保存着它的重要价值。不过，骑兵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



　　二、 费迪南德·福煦元帅



　　法国人开始检查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时，他们的军事分析家不是从缺乏全面准备的现实中去寻找，反而认为敌方为进行侵略而采取的战术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下一次战争中，即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采取了防守的形式，结果被打败了。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家们不去探讨造成失败的许多因素，反而得出结论说，他们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实际上，俄土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步兵借战壕进行防御的能力很强，想要消灭这种战壕工事，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进攻主义的代表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在《战斗的研究》一书发行以后，一切疑团都应该烟消云散了。《战斗的研究》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该书以新发现的杜皮克上校的备忘录和札记等文件编辑而成。杜皮克上校是法国的一位步兵军官，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他就负伤而死。简单地说，他的理论认为，在战斗中能否成功，是一个精神问题。如果进攻者的精神状态比防守者的精神状态要好，那么，进攻者就能取胜。通过下面的摘录，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他的理论。



　　“在战斗中，不仅是两支物质力量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两支精神力量相冲突。强者征服弱者。胜利者要比失败者损失更多的人员……只要他有决心前进，有精神上的优势，虽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威力相等，甚或比对方较差，他也能赢得胜利。精神作用产生恐惧，而要实现征服，就要使恐惧变为恐怖……精神的动力存在于刺激你消除敌人的观念之中。……实施机动性运动，是一种威胁，谁显得威胁性大，谁就能赢。” [ 作者注：《战斗的研究》，1914年第7版，第121-123页。 ]



　　在杜皮克的书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代战争的评论。但是，他这个人是完全受感情支配的。他既没能注意到秩序对于防御者所能产生的鼓舞作用，也没能看到秩序混乱会使进攻者士气低落的情况。他完全忽视了战壕工事对精神产生的效果。在工事后面，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来犯之敌进行射击。不过，法国的进攻学派却从他那里得到了鼓舞。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就是贾迪南德·福煦中校（1851—1929）。



　　1904年，福煦被任命为国防学院的教授，不久之后，又成为这所学院的院长。他给学生们授课的讲义被编成为两本书出版了：一本叫《战争指导》，另一本叫《战争原理》。这两本书成了法国陆军的《新约》全书。



　　福煦是一个有才干的军人，作为法国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可算是少数几个杰出的军队首脑之一。但是，他作茧自缚，陷落在自己提出的理论中难以自拔。他认为，只有“拼命的攻击”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而对理论的自身矛盾却视而不见。《战争原理》一书 [ 作者注：以下的引文，都是选自希莱尔·贝洛克的英译本（1918年版）。 ] 出版较晚，但比较重要。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福煦颂扬了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克劳塞维茨宣传的绝对战争理论（第24一25页）。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他对战争具有的其他形式，却抱着很深的偏见。这些情况，可以从他对于由法国皇帝所推翻的战争的“古代方法”的无理贬低中察觉出来。他显然轻视有限战争，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萨克斯元帅的下述论点。萨克斯说：“我不赞成进行会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我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使他的一生都从事战争，但不是出于被迫。”（第28页）福煦曾把这些法从原文中割裂出来，加以指责，不管是出于某种企图，还是由于疏忽，但却是误传了萨克斯原有的实际意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的第一章，萨克斯元帅关于这一点的陈述。 ]



　　他在嘲弄完全和他的理论不相符的战争方法时，曾经试图作出证明，指出任何火器的进步最终都能增强进攻的力量。他还补充说，“数学的证明是说明真象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要显示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何完全地被不合理的理论所缠绕，那么，这种方法还是值得引录的：



　　假设：你用2个营的兵力对付1个营



　　那么也就是用2000人去对付1000人



　　步枪一分钟发射一颗子弹



　　1000个防御者就将发射出1000颗



　　同样的步枪，2000名攻击者就将射出2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赢了1000颗



　　再假设：步枪每分钟发射10颗子弹



　　1000名防御者在一分钟内就发射10，000颗



　　2000名进攻者就能发射20，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多了10，000颗



　　“可见，由于火器改进的结果，使发射的物质优势很快地提高，这对进攻者有利。这种优势增长多快，进攻者战胜防御者的精神优势也随之增加”。（第32页）



　　这是数学的胡言乱语，从中举出一例便可证明。因为1000名防御者是保持伏卧状态的，他们所构成的目标，只是二千名实施进攻的攻击者的八分之一；这样；攻击者的命中率就应该减去八分之七；结果，攻击者将多受七千五百颗子弹，而并非他们多占一万颗子弹的利益。



　　如果说，杜皮克比克劳塞维茨还克劳塞维茨，那么，福煦也就比杜皮克更杜皮克。福煦曾引用约瑟夫·梅斯蒂 [ 作者注：约瑟夫·梅斯蒂（1754-1821年）是法国的外交家，引文选自他的《圣·彼得斯堡的晚会》。 ] 的话说：“一场失败的会战是一场一个人自以为已经失败的会战，”“因为一场会战是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失败的，”所以，它只是精神上的失败。换句话说，一场会战的胜利，也只能是在精神方面获胜。我们扩充这样一句名言：“一个胜利的会战；也就是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被打败的会战。”（第286页）如果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以木棍为武器，那么，上述思想也许多少还有一点真实意义。但是，在现在的战斗中，双方都装备着枪炮，再有这种思想，简直已是愚蠢之极，因为不管攻击者的精神多么坚强，这种精神并没有避弹的功效。



　　福煦让他的学生注意进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他应该记住，他正在教育的，是法国军队中未来的领导者和参谋军官。他要是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狂热，那就是最不幸的错误。



　　福煦对于进攻的强调有些夸张，但他对战争原因的分析（第35—39页），还是比较透澈，而且，这些看法还是在本世纪初期提出来的。



　　冯·戴尔·高尔兹认为，“近代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生意经。”福煦接受了这种思想，他力图证明，战争的起源是商业化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以下例证。



　　德国人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以后，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为他们的工商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同时，他们还从法国那里获得了关于关税和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也就充分证明：在今天，一个国家的附富，大体上都是从邻国抽吸出来的……德国在1870年的胜利，已经使每个德国人都发了财，每个德国人都分享了利润。在工商业中，在宪法中，以及在胜利中，每个德国人都直接受益。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民的战争”的意义。



　　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根据在下关所签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只获得有限的领土租借地，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却是非常巨大的。威海卫和鸭绿江口的大炮为商业船队铺好了道路，首先向东方，然后向西方，出口日本产的货物。那些货物是不太可能在欧洲生产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规模小，但却是“近代战争的一个真正的模型。”这是因为，今天的战争已成为整个国家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它与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的战争更为直接，所以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感情。



　　福煦指出：“更进一步的证明是：美西战争和我们自己与英国进行的有关法绍达之争。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产过剩的工业体系的商业出路。这是需要经常地发生竞争的。于是又怎么样呢？通过武力去打开新的市场。”



　　“证券交易所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力。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能力发动军队去进行战争。’（冯·毛奇语）谁来对布尔战争负责呢？当然不是英国女王，而是伦敦的商人。”



　　“这些就是近代战争的起源。它的精神，是要你从此以后到战争的极限中去寻找战争的目标。因为失败的一方在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抵抗工具之前，是不会认输的，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毁灭那些抵抗工具……也许可以说，战争的这种特点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具有了，但是直到世纪末时，这个特点才变得更加显著：那就是战争真正成了民族的战争，数量的战争，暴力和快速的战争。”



　　什么样的战争是数量战争和暴力战争？福煦的答案是：拿破仑式的战争。这样，就使“战争完全回到了必须用武力来寻求决定的理论，现在，没有人能提供其他什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要谴责拿破仑的会战比古人缺少文明，它们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理论还希望找到同样的行动的根源，以再现这样的会战。”（第42页）



　　这一理论还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种思想，一个原则（例如改变关税）而拿起武器：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应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政策。”而且，双方还将“以武力来支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敌人“只有丧失了防御能力，才会放弃他们的那些理论；只有当他没有能力再战时，才会承认被打败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他的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到毁坏以后，他才会认输。所以，近代战争要考虑毁灭对方军队的理由，进行会战，就是以武力打倒敌人。”



　　这样作又有什么要求呢？要“寻觅敌人的军队，即对方的权力中心，并击败和摧毁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选定方向和采取战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有最迅速和最安全的方法。这就是近代战争的整个精神状态。”（第42页）



　　基于以上所述，福煦认为：“在战争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战术的结果……没有会战，也就不会有胜利，而只能是一无所有……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战术的结果，就是要用战斗来夺得胜利。”（第43页）而且，“我们根据历史进行推断所得综合结论只有三点：即准备，集中和冲击。”（第44页）



　　福煦曾解释了他所说的“准备”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必须防备敌人，并大大地超过敌人。作了这种解释之后，他又谈到了战术的行动。



　　他自问道：“战术行动包括一些什么呢？”接着便答道：”只有一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那就是击败他，从而战胜他”。所以，“打击”的观念包含着两个词：“集中和冲击”。“在近代战争中，集中包括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这对于战术行动也是如此……我们的力量，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绝大部分保留为一种进行打击的集中兵力。”（第45页）



　　至于冲击，他认为，“在战场上的战术将是运动的战术。进攻战斗或者防御战斗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在运动中的部队就是进行攻击……它的目标是要达到最强大的打击，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战略，就是要把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都集中在打击点上……这是运动支配战略。我们是否要坐以等待这种打击呢？当然不能这样。如果我们不寻找它，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发生，这样，我们就不能摧毁对方的力量。然而，在战争中打击敌人，瓦解其力量，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唯一手段……这是支配这种理论法则的第一条。这一法则适用于任何军队。对于这一法则，可以用军事公式作如下表示：在一切过错中，只有一点是卑劣的，那就是无行动。”（第45页）



　　在《战争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第341—349页），福煦还探讨了“决定性进攻”问题。所谓“决定性进攻”，就是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去打击敌人。这中间有着取胜之由，因为“数量众多就暗示着精神优势对我们有利，”而且能“在敌人的阵营中引起惊慌，使他的自信心崩溃。”



　　猛烈的炮击一打响，战斗就开始了；事先的准备大概要大半天时间；同时，步兵已集合起来。行动的时刻到了。“为了迫使敌人撤退，我们必须向他进攻；为了占领阵地，步兵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直对着目标前进。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目标时，他们的步伐也成比例地加速。”当这一大批人来到和敌人还有六百到八百码远的距离时，火力射击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接着，福煦又写道：



　　“我们本身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火力攻击呢？考虑这一点现在已成为次要的问题；部队正在运动之中，而且一定能够达到其目的，此外，要减小敌人火力的效果，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他们本身要展开更猛烈的火力进攻……另一种方法，就是快速前进。在弹幕的掩护之下，前进，快速地前进。同时要尽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兵力，并使他们在作战中表现良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式。队形的采取和战术的应用，都是以此为根据的。”



　　尔后，援兵前进，“推动第一线继续向前”，最后，预备队赶上来，给进攻力量增加“最后的冲击力。”于是，冲锋号响了。在一片烟雾中，突然出现了骑兵队。“他们向负隅顽抗的敌人进攻，或者是冲击企图攻击我步兵的敌人骑兵，要不就是冲击敌人正在上来的预备队。”如果没有骑兵的出现，那将又是一次葛底斯堡战役。



　　我们在回顾福煦的“拼命攻势”时，可以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克劳塞维茨思想。他不是一个沉思的战争学者，而是一位沉醉于暴力的“克劳塞维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但拿破仑的会战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武器为基础的，武器决定了战术，可是福煦却忽视了这些。他是在渐渐地和完全地模仿着拿破仑，而又很少有自己的变化，也不考虑弹仓式步枪和速射炮的特性，好象它们就是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场上的滑膛枪和火炮。更糟糕的是，他的“拼命攻势”思想，以及他的会战至上论，后来竟成了法国陆军的宗旨。



　　三、 I.S.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是一位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华沙的一个银行家；同时，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不是消除或限制战争，而是相反，想要劝说国家认清，由于火器威力的日益增强，战争已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政治工具。在布洛克看来，对进攻的崇拜是一种幻想。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搜集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资料。1807年，他出版一本书，发表了对战争的精密分析，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书，名叫《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来来战争》，共分六卷，有统计、图表、计算和推理等。1899年，他赢得了英国新闻记者W.T.斯特德的支持。斯特德把该书的第6卷翻译成英文，改名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吗？》 [ 作者注：该书于1900年再版，改名为《近代武器与近代战争》。同时，德、法两国也将原版（俄文）六卷全部译出。 ] 。对于读者来说，有幸的是，斯特德把他和布洛克的谈话写成一篇长序，附在本书的前面，概括地总结了原书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使读者不必再去通读原书了。



　　布洛克的理论有一个特殊之点，那就是：他所依据的事实尽管经常都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他对未来战争的预见，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防御将逐渐发展成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一点，他那时的一代人中，是很少有人清楚的。所以，他对战争的看法与福煦的看法截然不同。



　　布洛克象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他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军事作家们不同，曾对经济作过系统的研究，所以他知道：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由于文明已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到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是彻底改变性质了。照他的观点来看，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



　　他对斯特德说；“你正在应付的是一种全新的设想，这时去谈论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此刻要考虑的是，在一百年前许多国家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每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协调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在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年都在加强，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剥夺与之交战的产品国的一切获利机会。……”他还说：“军人的地位在日益下降，而经济学家的地位在逐渐上升。那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已经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所以，在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相互自杀。他还认为，说战争是一种生意，是一种荒谬的旧观念；今天，战争已是人类的一种抢劫行为，是自己掠夺自己的住宅。



　　关于近代的武器，——即工业文明的军事表现，他说：“战争终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弹仓式步枪……通过自然的演进，军人把杀人武器改善得日趋完美，然而实际上也促成了他自己的灭亡。”



　　布洛克对未来战争的预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综合如下：



　　“首先，残杀会增加，残杀的规模会扩大到极为恐怖的程度，以致于根本不可能使部队的会战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尝试，因为他们仍然以为是在旧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他们终于会得到一条教训，并永远放弃这种尝试。于是，战争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消耗战，从而取代那种拼得你死我活的一系列的决定性会战。双方的战斗资源都会不断受到消耗增长的压力。战争也不再采取肉搏战，在肉搏战中，战士们较量的是他们的体力和精神优势。战争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相互对峙，彼此威胁，但是不能发起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战争的前途——不是战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到战壕中去。那将是一场伟大的战壕战争。对军人来说，铁锹就象他的步枪一样不可缺少……一切战争都必然地具有一些围困战的特点……军人们随意地作战，但最后的决定却是操纵在饥饿手中。……除非你的海军是一支优秀的海军，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它，因为一支笨拙的海军只能是强敌手中的抵押品。”



　　布洛克认为，在三国或两国同盟之间的战争中，“将会有一千万人”参战，而且作战的正面将无限地扩大，以致于无法指挥。战斗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而且成本也越来越大。如果是两个同盟的五个国家参战，都么，这场战争一天至少要耗费四百万英镑。他认为，骑兵将是无用的，刺刀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而火炮将成为武器的全体。对布洛克的观点想出过批评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一位著名的俄国军人，俄土战争中的老将。他指斥布洛克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对刺刀仍占优势作出证明。


















	

 






	















	







	







	









 





	


	







	







	




	


第08章 浩劫的根源




	







	

 



	


	

　　一、 西欧的海外扩张



　　拿破仑战争以后，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生根了，首先是在阿尔萨斯，在法国的东北部和比利时。但是，在德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工业革命。此后十年，德国的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其速度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快。普法战争以后，它从法国人手中得到了二亿英镑的战争赔款。这笔巨款又加速了德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使德国有能力踏上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所走的道路。那时，克莱夫在孟加拉发现了大量藏金，对助长不列颠的工业革命作了很大贡献。



　　就在德国全力以赴地发展其工业的同时，世界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现象。一些处在各种不同工业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以到异教徒中去传播文明为借口，去为他们的工厂寻找原料，为货物寻找市场。他们争夺和逐渐建立了殖民地，首先是在非洲，随后又在南亚，在太平洋和中国，并相继地使自己的殖民地不断发展。



　　1870年，除了北部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与南部的好望角、奥林奇自由邦和德兰士瓦，以及在非洲海岸旁边散居的一些欧洲居民以外，整个非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三十年以后，也就是1900年，除去摩洛哥，的黎波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利比亚总共一百二十万平方英里的面积以外，非洲大陆剩下的一千万平方英里地区，都被英、法、德、意、西、比和葡萄牙等国瓜分完毕，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未开垦的荒地。



　　就整体来说，我们的研究不涉及这种分割，但是，也有某些项目与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些关系，这就是那些导致殖民者之间冲突的问题。



　　1875年，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交通线，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向埃及总督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这项法国人设计的工程，是在1860年竣工的。英国的帕默斯顿勋爵，曾经反对建筑这条运河。后来，在1877年，英国并吞了德兰士瓦；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祖鲁。这样一来，就解除了祖鲁人对布尔人的威胁。正象1763年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一样，布尔人在国内获得安定，于是想要寻求自己的独立。1881年，他们发动了第一次英国布尔战争（即南非战争）打败了英国人，获得了独立。但是，这里面却播下了第二次英布战争的火种。



　　第一次英布战争结束后不久，阿拉伯人也在埃及境内爆发了叛乱。于是，法国政府首脑甘必大邀请英国人共同讨论了保护埃及总督安全的措施。1882年初，甘必大政府倒台，这个建议也就被放弃。到了六月，亚历山大港又发生了叛乱。这时，英国人要求法国人同他们合作，重新恢复秩序，然而，这时的法国当权者是弗里希尼特，他拒绝了这个要求。意大利也是同样地拒绝了英国。7月间，英国轰炸了亚历山大港，9月13日，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在特莱尔-克比尔击溃了阿拉伯帕夏。英国人从埃及退到苏丹。1885年，发生了戈登悲剧。由于英俄两国之间在土耳其斯坦发生了边界纠纷，爆发了彭杰危机，英国对非洲的征服被迫中止。直到1898年，英国才又开始了她对非洲的征服，9月2日，英国将军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在奥姆德曼战胜了苏丹人，随即吞并苏丹。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广阔的撒哈拉地区扩张势力。1831年，她占领了突尼斯。这一举动惹恼了意大利人。1883年，她宣布在马达加斯加设立保护国，而在两年以后又并吞了越南。此时，英国占据了上缅甸。1893年，英法两国在暹罗发生冲突，然而，由于英法双方相互嫉妒，才使暹罗免于灭亡。1898年，英法两国为法绍达而开始了冲突。法绍达位于白尼罗河中游，距离喀土穆约有600英里，它把法英两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使它们彼此仇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4年才结束。



　　同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获得了极其富饶的刚果盆地，其面积要比他的本国大七十九倍。这就引起了德国商人的嫉妒。他们早已对非洲产生了兴趣。由于这些商人的压力，也由于需要新的地区发展不断增长的德国贸易，俾斯麦终于相信，应该建立德国的殖民地。结果，德国便在1884年占领了西南非洲的安格拉皮奎拉海岸、多哥兰、喀麦隆和新几内亚的一部分，1885年又占领了桑给巴尔的内陆地区，整个一片就形成了德属东非洲。德国在非洲的扩张引起了她与英国关系的紧张，因为德属东非洲的西南端与好望角殖民地接壤，而且新几内亚也靠近澳大利亚。但是，由于英国最近插足埃及，和法国反目，所以她不敢再和德国闹翻。因此，当俾斯麦伸出他的友谊之手时，格莱斯顿先生也就迎上前去，欢迎德国作为盟友一起传播文明。



　　当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伙伴加入到这场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这个新伙伴就是日本。1894年，日本忙于对中国的战争，战胜之后，得到了“福摩萨”和辽东半岛。这样又立刻引来了欧洲列强之间的角逐。长期以来，俄国人就想寻找一个不冻港口，来作为西伯利亚的出口，而且，她的眼睛早已盯住了辽东半岛。于是，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俄国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作为报酬，俄国获得了把正在建设中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领土的权利。同时法国在湄公河流域的界线也获得了中国人的承认。



　　俄国和法国为所欲为地要求中国给予慷慨的酬劳，而在此时，德国却还没有从中国捞到任何好处。1897年，德国自动开进中国。占据了胶州湾。俄国随即提出要求，强迫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港。虽然英国强烈地表示反对，但中国无法拒绝这一要求。在木已成舟之后，英国只好强忍怒火。也强迫中国把威海卫租借给她。于是，法国也提出要求，并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造反，屠杀欧洲人，围困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但起义还是被八国联军镇压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国仿佛就是下一个要被瓜分的国家。



　　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末，八个西欧国家，即英、法、德、意、西、葡、比利时和荷兰，一共只有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就获得了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海外领土。他们的土地面积是美国的三倍半，比地球表面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还多一点。自从十三世纪蒙古人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征服行动能与这次广泛的征服行动相比。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后，也没有哪一次征服行动能够这样神速。而且还不曾流血。



　　二、 1870——1903年的军事发展



　　在殖民地扩张时期，武器方面也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这个发展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普遍采用了使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弹仓式步枪；二是改进了机关枪；三是使用速射炮。



　　到1871年，单发后膛枪的效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下一步骤就是要改装它，使它成为连发的，或者是弹仓式的步枪。这一想法虽然老早就有了，但是，只有到了采用全金属弹壳之后，它才有了完全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采用金属弹壳才减轻了后膛的堵塞。



　　欧洲第一个使用弹仓式步枪的国家是德国。1881年，德国把她的1871型毛瑟式步枪改装成弹仓式体系。所谓弹仓式，就是在枪管下从头到尾通着一根长管，其中可装八颗子弹。1885年，法国采用了与此类似的一种步枪，即李贝尔式步枪。这种步枪用的是无烟火药，从而占有很大的优势。次年，也就是1886年，奥国人使用一种曼里赫尔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在枪的扳手之前，后膛进口处之下。两年后，英国使用了口径为0.303英寸的李米特福德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能装八颗子弹，后又增加到十颗。到1900年，所有的军队都有了效率大致相等的弹仓式步枪，枪的口径从0.315英寸到0.256英寸，全是用枪栓操纵，发射无烟弹药，而且能射到二千码或二千米的远处。



　　在弹仓式步枪发展的同时，机关枪也在发展。这是又一个很古老的想法。曾经试验过许多种机关枪，并且也采用了其中的几种。例如，有改进的加特林式， [ 作者注：这是一种优良的机关枪，最早使用是在美国内战的末期。而且是间接瞄准，使敌人难以捕捉目标。 ] 诺德费尔特式（1873年），霍奇基斯式（1875年），加德纳式（1876年），布朗宁式（1889年），以及科尔特式等。1884年是机关枪发展中最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H.S.马克沁为他的单管机枪申请了专利权。这种单管枪是通过枪的后坐力来使子弹装膛和发射的。它的原型重40磅，是冷水式的，采用弹带送弹，三分钟内可以射出二千发子弹。1889年，英国陆军开始使用这种武器，并注定地使步兵战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891年，德国的威尔将军和法国的兰格罗斯上校都建议采用速射炮。他们认为，只有设法吸收和利用反坐力，否则就不可能增加发射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做了多次试验，最后才发明一种没有反坐力的炮架。这样，便容许在炮架上安置一块防弹板，用以保护炮手。我们知道，弹仓式步枪曾是主要的武器，但当这种改进后的火炮被采用之后，弹仓式步枪就面临着速射炮的挑战。速射炮不仅比弹仓式步枪射程远，射速也几乎相等，而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产生了补给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个目标，集中在牵引车上。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牵引车就被用来拖曳装甲列车，穿越那些马车不能通行的道路，把巴拉克拉瓦仓库中的物资送往前线。还有，在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中，牵引车也曾被这样使用，而且还用它拖运重炮。从1872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法、德、俄、意、瑞士等国，都对牵引车做了大量试验。1889年11月，英国政府首先派出24辆牵引车去参加南非的战争，后来又增加了数量，其中包括6辆装甲列车。每一辆装甲列车都配有一个装甲牵引机车和四节装甲车厢。装甲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可以抵挡20码外的步枪直射火力。牵引机车和货车的驾驶室内都有枪眼。曾经有人设想，要用这种装甲列车作为一种单独而可移动的碉堡，这样就可以横越战场，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但是还没有这样使用的记录。



　　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单靠蒸汽动力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利用石油。从1859年起，美国的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使石油越来越具有商业用途。 [ 作者注：1859年生产2，000桶，1869年达到4，215，090桶，到1879年为19，914，146桶。 ] 而到了1876年，又促使N.A.奥托博士发明了固定式汽体发动机。 [ 作者注：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第一次出现是在1680年，由克里斯琴·休奎斯制造的，是用火药和空气来推动的。 ] 紧接着，在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一种用石油精燃烧的内燃机，并把它安装在一辆自行车上， [ 作者注：同时，在1885年，英国的巴特勒又利用靠汽油蒸发的内燃机的方法推进了三轮车。 ] 这就是近代石油动力车的始祖。两年后，潘哈德和莱维斯尔从戴姆勒手中获得了这辆汽车发动机在法国的专利权。从那以后一直到1894年，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在这一年（1894年），法国的《小型报》组织了一场从巴黎到鲁昂的汽车比赛，给法国的汽车工业带来了生气。次年，又举行了一次从巴索到波尔多的汽车大赛，往返路程为744英里，获胜者的速度为每小时平均15英里。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第二年，即1896年，汽车首次参加法国军队的演习。三年以后，第一辆战术性汽年在英国展出。这是带有四个轮子的摩托车，装有一挺马克沁姆式机枪，运动时可以从装甲板后进行射击。到十九世纪末，内燃机已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阿瑟·鲍尔弗先生于1900年5月17日在英国下议院谈到，他有时梦想，除了铁路和有轨电车路线外，未来将建筑专供快速汽车通行的高速公路，而且只限于汽车往来。



　　但是，这种新的发动机的伟大成就并没有显示出来。1903年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基带霍克的“杀鬼山”上，奥维尔·赖特坐在一架由动力传动的飞机上，飞行了12秒钟。这样一来，又给战争增添了第三个发展方向。



　　自从古人第一次实现驯马以来，内燃机要算是此后的第一个大发明，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内燃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今天，如果有一位魔术师挥动他的魔棒，把全世界所有的机动车都一下消灭掉，那么，整个人类的生活就会完全停顿下来，接着产生一片混乱。当前，石油成了动力的基本原料，因此，获得石油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从后勤和战术上来说，内燃机彻底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束了骡马运输的历史，促成了装甲战斗车辆的使用。同时，它还在空中为空运补给，在地面为炮兵、为部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就它对和平与战争的影响来说，在这个时代，只有一项发明可以与内燃机相比，那就是无线电报。



　　1887年，鲁道夫·赫茨首先提出了无线电报的理论结构。他证明，在某种条件下，带电的火花可以产生出一种效果，好象一种电磁波，传播到空间，接着，其他的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在1894年到1896年，古利尔莫·马可尼拿出了他的全部精力，用来改进探测电磁波的仪器。他取得了很大成功。1899年，在英国海军演习期间，他在两艘巡洋舰之间传送了一条无线电信息。1901年12月12日，他又从康沃尔向纽芬兰发出电磁波信号。这一次，电磁波飞越了大西洋，传播距离是三千英里。电磁波传播成功，对市民的生活和海军的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陆上战争和空中战备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巨大。如果说。无线电的使用还没能创造出心理战，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使宣传具有了全世界范围的威力，它可以把语言变成为战争的武器，因为它具有光的速度和全球的半径，能使整个民族都发狂，除此之外，无线电还促使了电子科学的发展。



　　直到1903年，这些惊人变化的影响还隐藏在未来的铁幕之后，然而，这一铁幕决不是完全不能透过的。尽管如此，政治家和军人中却没有人能够透视这块铁幕，因此，他们对未来战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成了一场盲目的赌博，双方都是在黑暗中、在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棋盘上移动着自己的棋子。



　　三、 扩张战争的尾声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发生过两次小型战争和一次大的战争，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l902年的英布战争，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三场战争，从政治上来说，是重要的，从战术上来说，也有很大意义。因为，有许多新式武器都是以它们进行试验场地。



　　美国早就拟定了建筑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决心要在加勒比海地区取代西班牙的位置。这是美西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自杰斐逊总统执政以来每届行政当局的长远目标。因为美国人害怕古巴会落入其他欧洲人的手中。1895年，古巴发生了叛乱，遭到严厉的镇压，因而使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这样就使美国人得以找到借口对古巴进行干涉。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提高了美国的地位，使美国从一个洲强国地位上升为洲际强国的地位，而从军事上来说，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这场战争的两次海战，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没有什么争夺。西班牙的两支海军舰队，分别在菲律宾的卡费特湾和古巴的圣地亚哥湾被彻底摧毁了。美国所付的代价是极其轻微的。在第一次海战中，只有两名军官和六位水手受了轻伤；在圣地亚哥的海战中，也只死伤各一人，这就是近代化军舰与旧式战船的不同价值。在陆上进行的一次主要交战是埃尔卡尼-圣胡安山之战。美国人的许多步枪和全部火炮都是使用黑色火药。他们立刻发现，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西班牙人用的是无烟火药。这样，野战工事的防御威力又一次显露出来了。H.H.萨金特说：“一个在埃尔卡尼或是在圣胡安山堑壕里的士兵，可以抵挡住六到八个向他进攻的敌人，这样说并不夸张。” [ 作者注：《古巴圣地亚哥战役》，（1907年版），第2卷第185页。 ]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因为它表明骑士风度并没有完全消失。当海军工程师R.P.霍布森很有气概地把美国的运煤船“梅里马克”号沉没在圣地亚哥港的狭窄的入口处时，西班牙的海军上将赛尔弗拉竟派出他的汽艇去营救他们，以免人员淹死。第二天，在停战旗下，他又派人送信给封锁舰队的指挥官桑普森上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举止，对“梅里马克”号上全体船员的勇敢大加赞扬。” [ 作者注：参见《美利坚合众国和西班牙的关系》（1911年版），第2卷346页，桑普森电报第13号。 ]



　　对于第二次英布战争的起因，福煦元帅曾经作过精辟的分析（参见前面对福煦元帅的介绍）。诚如德国官方历史学家所作的描述，这不仅仅是子弹和刺刀之间的争夺，而且是“训练成机械运动的士兵和带着步枪主动战斗的士兵”之间的搏斗。战争表明，英国军人受过严格的操典训练，一切行动都象机器一样没有弹性，南非荷兰移民则是人手一枪，各自为战。所以，一方是刻板的公式，而另一方则不约束，具有合理的常识 [ 作者注：《在南非的战争——一位德国官员的叙述》，（1906年英文版），第2卷第336页。 ] 。1899年10月9日，也就是英布战争爆发的前两天，英国政府宣布，它决定把在南非的兵力增加到七万人。当时，伦敦《标准报》的编辑，相信准确地反映了公众的舆论。他报道说：“面对着这样一支拥有刺刀、骑兵与火炮的部队，朱伯特将军那些没有经过全面训练的非正规部队，能指望得到什么呢？”但是，他和他的同胞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四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的七万人，而且几乎全是步兵，怎么能够征服拥有九万人的骑兵，更何况骑兵在这广阔的地区里是可以连续几周任意活动的。



　　战争开始以后的头几个月，曾经发生过一些小型战斗。这些战斗清楚地表明，由于无烟火药的应用，过去那种看得见的敌人所带来的恐惧感，巳被隐蔽着的敌人所造成的麻痹感所代替。现在，进攻者产生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惧，而不是担心局部性的危险。至于防御者，总是能够利用地形或工事来掩护自己。他们靠步枪的速射火力，能够控制住很大的一个范围。这在以往的战争中是不曾有过的。这样，在英德尔河之战中，布尔人疏开配置，以三千人扼守着七千七百码的正面；在马格尔斯丰泰思，以五千人守卫一万一千码的正面；在科仑索，以四千五百人守卫一万三千码的正面。尽管防守力量这样薄弱，但是他们的正面防线仍然未被攻破。



　　1900年2月18日进行帕尔德堡会战以后，布尔人才开始转入游击战事。也许可以说，这场战争此时才算真正开始。尔后，战争持续下来，直到1902年5月31日才最后结束。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使用了45万人的兵力，其中有许多是乘马的步兵。英国人是采取了打击敌人机动队的大胆计划，才获得成功的。首先，他们在几千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建立了纵横交错的碉堡网，把战场分割成许多的小块；然后，用骑马的纵队去一个个地扫清敌人。这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但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日俄战争的起因是俄国向东扩张，想要吞并朝鲜，同时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日本人知道，如果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缺口一旦在贝加尔湖畔接轨通车，那么，它将不再是俄国人的对手。因此，日本人决定，要在战略态势还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发起进攻。只要缺口存在，俄国人对满洲的军事增援就断然无法加快，而且，由于海参威在冬季要封冻，旅顺港是不冻的，只要能在下一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则不仅可以切断海参威和旅顺港之间俄国军舰的联络，还能使东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失去旅顺港这个不封冻的作战基地。所以，日本的计划就是要从俄国人手中夺下旅顺港，接下来便是集中全部陆上兵力作一次大会战。打败了俄军，就有希望诱劝俄国人放弃这个战争。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正式宣战。整个作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旅顺港的围攻和陷落，包括摧毁港内的俄国军舰；二是日军在陆地上的一系列胜利，以1905年2月23日-3月10日的奉天之战而告终；三是1905年5月27日日海军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当时，尽管俄国军队连连失败，但它并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而其实力反而日益增强。相反，日本的战争潜力已快要用尽。所以，单从战略观点来看，日军固然取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总的形势对她赢得战争却是不利的。



　　日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俄国国内战线的崩溃。压制、腐化和在满洲的惨败，已使俄国民怨沸腾。早在1904年7月14日，俄国内政部长普莱费被刺。暴乱和罢工接踵而来。1905年2月4日，塞吉厄斯大公也遭暗杀。这些事件和随后的暴乱，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8）不得不安抚革命党人。6月6日，他同意并宣布召开国会。但是，人们随即发现，他许诺的国会只是纯粹的咨询机构。于是，人们大失所望，便又疯狂地进行骚动。骚动于9月达到了高峰，发展成为全面的总罢工。一连许多天都使俄国陷于停顿瘫痪的状态。10月，沙皇让步，采用了议会式宪法。



　　同时，因为俄国的内线比它的外线越来越危险，所以，当美国总统于6且10日向两个交战国出面调停时，双方都愿意接受他的提议，并于8月9日，在新汉普郡的朴茨茅斯举行了和平谈判。8月23日签订了和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洲，把辽东半岛、库叶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这些要是和战争结果相比，当然显得极不足道，但是却使日本成了亚洲的强国。同时，也削弱了俄国，解除了德国对她东侧的战争忧虑，使德国也一跃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因而就打破了过去的权力平衡。这次也使英国放弃了他传统的孤立政策。这政策自1815年以来就是“英国和平”的支柱。此外，这场战争也使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受到了挑战，它唤醒了亚洲和非洲的人民，并且对欧洲的每一个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



　　在这场战争中，火炮和堑壕是两个主要因素。日本的速射炮只要运用良好，通常就能确保胜利。火炮迫使敌人躲入堑壕，而躲入堑壕的步兵反而又强迫炮兵隐蔽在地平线后，采用间接瞄准的方法。进行遮蔽的火力射击要求有电话联络，壕沟也要求有铁丝网，然而，要能对敌人进行纵射，机关枪的价值巳显得越来越重要，至于骑兵，则是快要被淘汰了。



　　这次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



　　（1）正面进攻失败后围攻取得成功。



　　（2）野战工事和铁丝网显示巨大的防御威力。



　　（3）机关枪的杀伤威力不断增大。



　　（4）最重要的，还是速射炮发扬了威力。



　　英国的日军观察员，W.H.沃特斯上校在他的报告中说：“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和见解，我可以肯定，火炮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了。” [ 作者注：《日俄战争：来自英国官员的报告》，（1908年版），第3卷第117页。 ] J.M.霍姆少校也曾写道：“在我见到过的一切事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炮已经变成决定性武器，其他一切武器都是他的辅助品。对于火炮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其他条件都相等，那么，谁有最好的炮兵部队，谁就能够赢得胜利……我已深深地认识了火炮的巨大作用，所以，是否要削减其他兵种以扩大炮兵，已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由于炮兵的迅速发展，似乎使人感到，步兵射击的有效射程，好象不再超过600码了，因为超越了这个距离，敌方的炮火就能够阻止步兵使用他们的步枪。” [ 作者注：《日俄战争：来自英国官员的报告》，（1908年版），第3卷第209-210页。 ]



　　四、 不和谐与和谐



　　从普法战争结束之日起，直到1890年3月被免职为止，俾斯麦的政策始终是想稳定他们已经获得的和平。为了保护和平，他首先设法赢得了俄国人的友谊。为了达到孤立法国的目的，他于1879年同奥国签订了防御条约，即人们所熟知的“两国同盟”。两年之后，意大利因法国占领突尼斯而深感愤怒，于是也加入这个同盟。这样，“两国同盟”就变成了“三国同盟”。威廉二世于1888年继承了德国王位。两年后，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但是，法国对他那种变幻莫测和骄横态度，仍然大为震惊。因此，法国开始与俄国人谈判，谈判从1893年延续到1895年，最后达成了一个防御协定，即新的“两国同盟”。



　　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同盟。不过，只要英国不参加任何一方，欧洲的和平是能保持稳定的。遗憾的是，这种稳定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德国的海外贸易已在迅速扩张，她的商船队在迅速成长，从而不断地向英国商业提出了挑战 [ 作者注：1902年10月，陆军部外国情报部的领导人W.R.罗伯森上校，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贸易和殖民事业上的竞争……”（《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21页）1880年，德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90，500，000英镑；1890年，是384，100，000英镑；1900年，是539，800，000英镑，到1907年是804，900，000英镑，超过了法国（650，200，000英镑），也超过了美国（683，300，000英镑），接近英国（1，163，800，000英镑）。 ] 。而且，德国为了保护海外贸易，为了赶上法国的海上优势，经德皇批准，于1898年开始扩充海军。到1900年，当英国忙于南非事务时，她又采取扩军行动，这样做，引起了英国舆论界的骚动。



　　在这种挑战中，显示出一个战争的根本原因，即为生存而进行经济斗争。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错误，他们发生了冲突，不是由于各自的贪婪或是野心，而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他们成了竞争对手。由于人口的倍增，他们如果失掉了国外贸易市场，就会陷入失业的困境，而最终被饿死。1919年，凯恩斯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场战争和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英国，还是象以前每一个世纪一样，摧毁了一个贸易劲敌。” [ 作者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版），第30页。1919年9月11日，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时，威尔逊总统曾揭露了问题的实质。他说： “我的市民们都知道，近代战争的起因是工业和商业的竞争…… 这个战争，在它一开始就是一切商业和工业的战争，它不是政治性的战争。” ]



　　英国在南非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是孤立的。直到1903年，爱德华七世（1901—1910）才打破了这种孤立局面。那年春天，他访问了巴黎。他的个人魅力，他对他的外甥德皇威廉二世的反感态度，使他赢得了巴黎人的好感。接着便开始了英法谈判。1904年4月，签订了英法协约。最初，它是一个友好和约，后来才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记载，英法两国的军事代表于1905年在伦敦讨论了双方合作的计划。而且，自1906年以后，双方的会谈便越来越亲密和频繁了，并且大都是由双方的总参谋长直接控制的。……不仅内阁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就连给予他们许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也不知道会谈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曾于1911年给首相写信。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十分自由的，不过，指令一下达，军人们是知道要做什么的。” [ 作者注：引自休格雷的《二十五年，1892-1926》，（1925年版），第94页。 ]



　　威廉·罗伯森爵士曾评论说：“对于军人们来说，只知道要做什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要有适当的武器用来达到目的。如果内阁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点不知道，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49页。罗伯森也曾说过：早在1906年行动计划理事会向军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命令海外战争……这是第一次商讨与法国联盟对付德国的战争，因此被认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一建议需要把一支至少有四个骑兵旅和三个军团的武装部队送到法国。（同上，第2卷第28-29页。） ]



　　根据双方的协约，英法两国开始解决双方的殖民地纠纷。英国得到了在埃及的自由权，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自由行动，其条件都是尊重她的主权完整。尽管如此，法国与西班牙又于1904年10月草签了一份分割摩洛哥的协定，并且还给英国外交部送去一个副本。这项不正当的交易种下了名符其实的祸根。



　　纠纷没有延迟。1905年3月，德国皇帝虽然对这些秘密条约还是一无所知，但他猜疑到，摩洛哥可能成为第二个突尼斯，于是便出访了丹吉尔。这样就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新闻战。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罗斯福总统走上了国际舞台，建议实行会谈以解决矛盾。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了会谈，通过了各国都要维护摩洛哥独立的宣言。



　　这次会议以后不久，英俄两国之间又获得谅解。这样便解除了俄国在远东的危险，使她能专心于欧洲。因此，就形成了“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的对峙，而且意味着德国将在战争中面临两条战线。



　　正当摩洛哥使国际关系发生震荡时，在英国的海军中出现了一种恐慌现象，使得英国的政府、反对党人和人民都大为震惊。这一恐慌是由考文垂兵工公司的一位马利纳先生制造的。于是，舆论哗然，简直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因此，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上将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国王作出呈报。他在给国王的一封长信中写道：



　　“直到今年3月（1907年），德国还未能造出一艘‘无畏战舰’。十八个月来，他们没有开始建造什么战斗舰或大型巡洋舰，……在德国的战斗舰队中，有一半的舰船只能和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等。……” [ 作者注：费希尔的《回忆录》，（1919年版），第14-15页。 ]



　　后来，在1909年3月21日，费希尔又在给伊谢尔勋爵的一封信中谈到：



　　“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的水域中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她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任何一支舰队的力量，我们有着无比的优……这种优势在几年之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 [ 作者注：费希尔的《回忆录》，（1919年版），第189-190页。 ]



　　反对党的领袖阿瑟·鲍尔弗先生当然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他为了恐吓人民，让他们投保守党的票，还是对德国发起了一次旋风般的进攻。然而，他这种没有缘由就“挑起两大民族之间的恶感”的做法，曾遭到了邱吉尔的强烈反对。



　　1910年5月6日，爱德华七世逝世，他的儿子乔治五世继位（1910-1935）。但是，在他于1911年6月22日加冕之前，摩洛哥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法国政府想要完全控制摩洛哥，决心占领非斯。当时，德国皇帝仍然不知道有关摩洛哥的那些秘密条约，只是认为这样作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事实也确是如此。7月1日，德皇派出一艘名为“豹”号的炮艇，开往艾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和侨民。英国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对德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几乎跳起了全面的战争。所幸的是，在11月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国获得了在摩洛哥的行动自由权，而德国则获得了法属刚果的一小块土地。对此，意大利感到不满意，因为她害怕法国会在下一步夺取的黎波里。于是，意大利以保护贸易和侨居为借口，公然对土耳其宣战，并随即入侵的黎波里，同时，还占领了罗得岛以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这时，俄国已是“三国协约”中的成员之一，因此她对东南欧进行扩张的前景，比她在1877年时有利得多。俄国的目标是三个方面。第一，消灭在欧洲的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第二，破坏奥国在巴尔干的威望，以此在精神上打击奥国；第三，同时借此削弱德国的势力。俄国准备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1878年获得独立，而保加利亚当时仍是土耳其的一个属国。保加利亚早就不满这种屈辱的地位。1908年10月5日，费迪南王子宣布他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王国，自封为王。这时，奥国却乘机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俄国立刻抓住了这个能够让她统一巴尔干国家的机会。俄国人在巴尔干国家中制造恐惧，宣扬说，如果他们不丢掉他们彼此的仇恨而建立共同的防御，他们就会被奥国一块块地蚕食掉。结果，产生了一个巴尔干联盟。当时，土耳其正同意大利进行战争，于是，门的内哥罗乘机于1912年10月8日向土耳其宣战，紧接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宣布参加战争。土耳其被打败了，于12月8日签订停战协定。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伦敦签订了和约。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这些胜利者之间却由于战利品问题而吵翻了。保加利亚开始进攻塞尔维亚和希腊，罗马尼亚也卷进了这场冲突。这样，土耳其有机可乘，她又收复了阿德里安堡。最后，保加利亚在这场冲突中失败了。8月10日签订了布哈拉斯特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时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阿德里安堡、君士坦丁堡和其周围的一些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在内。



　　在此时刻，欧洲的局势则是达到了极度尖锐的程度。1914年春天，威尔逊总统的巡回大使E.H.豪斯上校访问柏林时，曾向总统提出如下报告：“整个德国象是充了电一样，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只要英国同意，法国和俄国都会立即向德国向奥国挑战的。” [ 作者注：《豪斯上校的内部报告》，（1926年版），第1卷第249页。 ]



　　俄国害怕英国会退守中立。她的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在写给外交部长萨佐罗夫的信中说：“英德之间的隔阂一旦消除，要想维持英俄的协约也就不可能了。” [ 作者注：引目《未发现的战争力量》，（1947年版），第8页。 ] 但是德国表现出来的企图终于驱散了俄国人的恐惧。这时，俄国唯一害怕的就是时间拖延下去。奥国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已经84岁，他的继承人费迪南大公爵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俄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使南斯拉夫人倾向圣彼得堡，而决不能让他们转向维也纳。这就是当时的情形。1914年6月28日，大公爵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



　　据塞尔维亚驻德国的代办博吉特希费齐说，“塞尔维亚已经得到俄国的保证，这次决不抛弃塞尔维亚。”此外，他还说：“然而更重要的是，已使塞尔维亚确信，反对德奥的战争巳经解除了，且由于英法两国愿意让他们自己与俄国卷入到冲突之中来，于是奥国皇太子被刺事件也就成了一个有力的战争借口（这场冲突本身是奥国和塞尔维亚的局部事件）……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简单地向俄国和法国表明（也不必让德国人知道）英国对这一冲突不感兴趣，并对随后所发生的事保持其行动的完全自由，那么，欧洲战争也就可以避免。当然，这些都是假定，英国要是不这样约束自己，那就不可能撤出战场。” [ 作者注：《战争的起因》，（1920年伦敦版），第65-68页。 ]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1904年的协约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秘密军事同盟，而英国议会却对此毫无所知。



　　7月23日，奥国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最后通牒，期限为48小时。萨佐罗夫声明，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挑衅行为。但要避免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她知道，德国所面对着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局部动员。德国则认为，这一问题应由奥国和塞尔维亚两国独自去解决。



　　7月25日，塞尔维亚答复了奥国的最后通源，但由于答复是不完全的，奥国便下令总动员。第二天，德国首相召见驻柏林的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告诉他说，如果英国能保持中立，那么在对法战争胜利后，德国将会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7月3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也奉命向俄国政府发出最后通谋，要求俄国在12小时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也将开始动员。由于俄国对这一要求没有回答，8月1日，德国开始同俄国交战。法国也下令总动员。



　　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 [ 作者注：奥地利于8月6日才对俄宣战。 ] 德国的骑兵巡逻队进入卢森堡。德国驻布鲁塞尔的公使也向比利时政府递交了照会，请求准许德国的军队从比利时境内自由通过。但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第二天，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了一个个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6时45分，德国对法国宣战，几个小时之后又对比利时宣战。最后，8月4日下午3点，爱德华·戈申爵士奉英国外交部之命要德国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因为比利时的中立是受条约保护的，应予尊重。然而，贝思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张废纸，英国却要去与有亲戚关系的民族交战。” [ 作者注：如果1839年的条约不是“一张废纸”，但也不是什么“神丹”。在这条的中，英国没有明确的义务，而且也没有条款表明，英国必须派兵到比利时去与侵入她的领土的任何国家交战。 ] 8月4日夜，英国对德宣战。


















	

 






	















	







	







	









 





	


	







	







	




	


第09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




	







	

 



	


	

　　一、 政治与战争



　　刚进入二十世纪时，不列颠帝国的边界已成了一切海洋的海岸。美利坚合众国也已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俄国尽管工业还很落后，但却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而德法两国已经是繁荣的帝国。他们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都是好斗的。他们之间的争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除了美国以外，这些国家就象庞大的建筑物一样彻底倒塌了。英国破了产，法国流尽了鲜血，俄国和德国则处于革命的痛苦之中，奥匈帝国消失了，奥斯曼帝国被肢解了，意大利也已发狂，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被烧焦——整个时代都在烈火中燃烧。



　　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能够预见到他们的争斗、诡计、阴谋和联盟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吗？他们能加速战争吗？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复杂，难以解决，即使他们出于环境所迫，不可避免地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难道他们就不能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采用一点别的手段来解决吗？七十代以前，波里比亚斯曾这样写过：“虽然它是历史，而且也仅仅是历史。但它没有把我们拖入到实际的危险之中，而是使我们的判断成熟，帮助我们采取正确的观点，无论遇到什么危机或情形都是这样。” [ 作者注：《波里比亚斯历史》，第4卷第35页。 ]



　　如果他们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们也就不会不理解战争从属于政治，战争的性质是从政治中生发出来的，“如果政治是崇高的和强大的，那么战争也会是崇高的和强大的。”



　　如果战争只是局限于两个国家之间，象1870年的战争那样，那么，他们被此之间的问题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1914年，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这是一场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两个同盟加在一起，把大部分欧洲都囊括在内了。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而且如果要使战争的后果，也就是战后的和平，对胜利者有利，那么每个联盟的成员国都有责任制定出一个共同的政策，指导他们走向既定的目标。如果不能这样做，战争就会是一团糟，战后的和平也只能是如此。



　　由于协约国比另一个同盟国——德、奥两个中欧国家 [ 作者注：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使三国同盟又回到了其原有的形式，即一个两个国家的同盟。10月28日，土耳其加入到中欧方面，与此同时，日本于8月15日加入协约国。 ] 更复杂，而且还要进行外线作战，所以要使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一种共同的政策是很难的，而只能接受一种公正的政策。但就两个主要力量，即英、法两国来说，绝不应该这样。因为，自1904年以来，英法两国有充裕的时间协商由积极的政治目标而支配的共同的政策。这也是和平的本性，对它们来说，建立和平是极有利可图的。克劳塞维茨曾说过：“让政治观点服从于军事观点是违犯常识的，”因为，“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在1914年8月，英法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点， [ 作者注：参见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论述，见前一章。 ] 所以，军事观点就等于服从于真空，并立刻填满了这个真空而成为唯一的观点；换句话说，是手段垄断了目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于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曾产生过间歇的争吵，那是无益的， [ 作者注：1918年3月26日，福煦将军被指派配合西线同盟军的行动；7月1日，又扩大到配合所有的盟军；但这不是矛盾的，因为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部下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贝泰恩将军、珀欧将军和迪亚斯将军，对他的指令只是有选择地执行。 ] 因为没有统一的政策也就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当时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非常欣赏这一点。他曾写道：“在试图建立‘统一指挥’之前，联盟政府之间应该达成协议，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循的总政策。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还要保证政策不被打乱。如果没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指挥便会是以一个同盟国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利益来指导作战行动。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击败自己的目标。”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1926年版），第2卷第296-297页。 ]



　　根据1914年8月的情形来看，基钦纳勋爵的想祛是绝对正确的。他写信给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说，“我希望你清楚地懂得，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盟国将军的命令。” [ 作者注：英国官方的《大战史》，第1卷附录8，第442页。 ] 但他所持的理由却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据罗伯森的看法，英国想要“在战争结束后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并且能保证适当的和平条款。”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96页。 ] 看来，他也没有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果研究过的话，他就不可能把大车放到马的前面。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强求的和约只不过是一个停战而已，实际上也是如此。



　　至于谈到这两个联盟的目标，应该说，了解双方的政策同各自所用的工具，以及战略和其他条件的相应关系，也许就能推断出两个联盟产生的原因。法国的目标是削弱德国，重获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在欧洲大陆上重建她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她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中丧失的。俄国的目标是想吞并巴尔干，同时获取君士坦丁堡和一个通向地中梅的出口。这也就是要削弱奥匈帝国。除了分裂法俄的企图之外，德国的目标是要阻止法俄目标的实现，维护她的霸权。英国的目标是要消灭德国这个贸易上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在法俄的援助下，英国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但是英国是多变的，就象在过去的联盟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如果中欧国家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结果就会是，法国夺得西欧的霸权，俄国在东南欧洲得以扩张。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欧洲大陆上的权力平衡。要维持这种平衡，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正因为如此，中欧国家才赢得了战争。过去，英国曾不止一次地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克服类似的困难，那时，她的对手已经是彻底地被削弱了。而且，她要这样做，必须在她最强大的同盟者插足之前。如果她还希望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她不仅要依赖本国政治家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看她的强大对手德国政治家的才能。



　　二、 战争计划的命运



　　1914年8月4日，假使有一个旁观者围绕着战争的赌桌转一圈，看一看每位参与者手里的牌，他会认为，德国十有八九能赢得这场赌博。然而，五个星期过后，所有的赌博者都在战略上破产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随后的战争指导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当这场致命的赌博开始时，德奥两国曾居于中央的地位。东面是俄国，西面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塞尔维亚在南面。德奥两国可以把一百五十八个步兵和骑兵师投入到战场上来，对抗俄国的一百五十个师，英、法、比的八十七个师和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因此，从数量上来看，战争的骰子沉重地压着它们，对它们极为不利。但是，它们的对手不得不被迫在外线作战，它们也就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大批部队来对付任何一方的敌人，而其他方面只要暂时地采取防守措施就行了。



　　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想要解决的问题。1891年到1906年间，他任德国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由于知道了俄国的动员要比法国的慢得多，并且准确地估计到法国的大部分部队会集中在梅济耶尔——埃皮纳勒线上，他决定：用10个师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组成1个集团军（第8集团军），部署在东普鲁士境内，用以对抗俄军；同时，以奥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而在克雷菲尔德——穆尔豪森线上，则部署7个军团的兵力，以抵抗法国，其中梅斯的北面有5个集团军（第1至第5集团军），南面有二个集团军（第6、第7集团军）。前者为右翼，由三十五个半军、七个骑兵师、十六个战时后备旅和六个补充师组成；后者为左翼，由五个军，3个骑兵师组成。他的想法是，当左翼的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埃皮纳勒和梅济耶尔接触时，首先守住阵地，接着便撤退；右翼以梅斯为中枢，通过卢森堡、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向前移动，然后向西南旋转，直奔巴黎的西部，从那里再向东转，从背后攻击正在与左翼部队交战的法军，驱赶他们仓惶地逃向德国和瑞士。这是腓特烈大帝的吕岑之战（1757）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罢了。



　　1906年，史里芬把他的计划移交给了小毛奇将军。他是老毛奇的侄子。由于老毛奇的名望，德皇选他作为史里芬的继承人。到1914年，小毛奇也已68岁，体弱多病，而且完全沉迷于其伯父的参谋观念，并盲目地照搬着老毛奇的信条。他在名义上是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是总司令。他以为，一旦部队展开，他自己只不过是充当竞赛中的发令员角色，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挥动旗子。发出指令，然后就让他的将军们自己去行动。他不相信要对执行情况加以控制。更糟糕的是，他害怕承担这项工作。当时，德皇经常宣称：如果发生战争，他（小毛奇）要亲临西线指挥。这使他深感不安。 [ 作者注：参见沃尔特·高尔里兹著《德国总参谋部》，（1953年版），第144页。 ]



　　毛奇虽然接受了史里芬的计划，但他进行了根本的修改。在对俄防线上，基本保持原样；但在对法防线上，却用“坎尼”思想（公元前216年）取代了“吕岑”思想。这就是说，他要用两面的大包围来代替一面的包围以取得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加强左翼的力量。



　　在史里芬的计划中，左翼的兵力是右翼的15%，而且，他还打算减少到9%。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左翼交战后，他准备从左翼集团军中抽出两个军去增强右翼。这不仅将加强右翼的力量，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将迫使左翼减弱力量，使其不得不后退。这样便能吸引法国军队向东进攻；法军越向东，对它后背地进攻也就越具有决定性。然而，毛奇取消了这种运动。他增强了左翼，使其兵力达到了右翼的42％。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一个肮脏的假公济私的阴谋。1911年，当时被内定为战时统帅的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军将会穿过比利时开进，因此，他把最强大的法军主力集中在左翼。但是，法国的钢铁业工会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就不能够保护铁矿地区的安全。总参谋部支持工会，他们使用阴谋诡计，说服了当时的军政部长，让霞飞将军取代了米契尔。



　　法国总参谋部的“质量加速度”理论，恰巧符合霞飞的牛脾气。进攻是他的目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目的，这跟他的政治主人法里斯总统的认识正好一样。他于1912年曾断然地说，“我们决心一往直前，进攻敌人。这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只有这样的进改才符合我们战士的性格。” [ 作者注：《霞飞元帅回忆录》，（1932年英译本），第1卷第30页。 ]



　　这样一来，他们所同意的战争计划就简单得可怜了。正如琼·皮埃尔福所说，“是完全受到了攻势神秘主义的驱使。”这个计划被称之为“17号计划”，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1）德国不会把它的预备队一开始就象常备军那样用到第一线上来——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国是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在向比利时和洛林两个方向前进时，兵力不可能同样强大；（2）认为法军在进攻中是不可抵挡的，因而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展开军队，向前运动，猛冲德军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设想的中心——于是，德军在洛林的交通线就会瘫痪。



　　其他交战国的计划可以简述如下。英国准备派出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远征军支援法国；但是，除了抓获根据伦敦颁布的海商法而禁运的货物外，它并没有对德国采取封锁措施。奥国组成六个集团军，其中三个实力较强用来配合德军的主力作战，负责切断俄属的波兰，另外三个实力较弱，用去进攻塞尔维亚。俄国调动八个集团军，由尼古拉大公爵任统帅，其中二个在西北战线进攻东普鲁士，四个在西南战线进攻奥军，其余二个首先用来保护侧翼的海岸，司令部分设在圣彼得堡和敖德萨。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计划，都是相当严密的防御性计划。



　　五个战役同时展开，其命运是：



　　法国的计划在第一次打击之下就被摧毁了。然而，说来也奇怪，从这个废墟上又出现了第二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给德国的西线计划造成了危机。在这同时，初期似乎面临重大危险的德军东线计划，现在却赢得了压倒性的战术胜利。奥国对付塞尔维亚的计划是一塌糊涂的，免不了要失败。俄国对奥国的进攻不是决定性的，不过，这场战斗也使奥国在以后的战斗中变得软弱无力，元气大伤。在这些成功与失败之中，被认为是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最有影响的，则是毛奇-史里芬计划的破产。



　　8月14日，德国的第1集团军在克鲁克将军的率领下，还在连续攻击列日要塞，而霞飞的大突破也发动起来了。法国人把它称之为“边境交战”。这次交战没有间歇地持续到8月25日。这时，法军到处失败，损失修重，被杀死和失踪的人数，达到30万。由于遭受失败，法军的中央和左翼被迫撤回到了凡尔登西面。这样，毛奇得意洋洋，从为他在法国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战斗。但是，当他得到从东普鲁士传来的第8集团军的消息后，却惶恐不安了。他决定，从法国战线上抽调两个军 [ 作者注：最初，他甚至想派去6个军，后来，虽然第8集团军报告说，不需要这么多的力量，但他仍然坚持派了2个军。即使派了援军，也来不及参加坦能堡会战，这一会战是8月25日开始的。 ] 和一个骑兵师去增援第8集团军。不过，他没有从左翼抽人，而是从右翼的第2、第3集团军中抽调的。右翼的兵力本已抽出了3个军去监视防守安特卫普的比利时军队，同时围攻莫伯日。



　　由于右翼的力量已经相当地减弱，而各集团军的指挥官又都独立行动，毛奇已经不能控制他们，于是引起了巨大车轮的内向收缩。这样就造成了第1集团军向巴黎东面的东南方向前进的态势，而没有向巴黎的西边挺进，因此，法国的首都和铁路中心就没有遭受包围。



　　在毛奇作出关系到他的命运的决定那一天，克鲁克集团军正向法军战线的左边接近，使得霞飞极为不安。为了保护他的战线，霞飞立即在亚眠附近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6集团军。并任命莫努里将军负责指挥。与此同时，克鲁克的部队在加速前进。8月29日，克鲁克虽然得知法军在亚眠下火车的消息，但他并未对此多加注意。9月1日，霞飞命令莫努里退回巴黎，4日，又命令他渡过奥尔奎河，去攻击克鲁克暴露的右侧，那是格罗劳将军的第4军防守的地带。第二天，奥尔奎河之战，即马恩河之战 的序幕展开了。7日，战斗变得极不稳定，因此，克鲁克没有和比罗将军商量，没有通知在他的左翼指挥第2集团军的比罗将军，自主地从接合部上抽出了第9军和第3军去支援格罗劳。这样，就在第1和第2集团军之间造成了二十英里宽的一个缺口，而英国的军队，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率领下乘机从这里插进来了。



　　在此同时，毛奇已经在卢森堡境内建立了他的总司令部。此刻，他所获得的充分的情报使他万分心急，他没有到他的第1、第2和第3集团军的前线去协调紧急情况，而是选派了一名级别较低的参谋亨施中校作为他的使者，并且口头上授权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命令右翼的军队撤到埃纳。对于一个低级的下属委托如此重要的使命，确实是罕见的。



　　亨施于9月8日出发。他走访了第5、第4和第3集团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来到了第2集团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比罗已经命令他的部队于第二天撤退。9日上午7时，亨施到达第1集团军司令部。克鲁克不在那里，而是忙于对付莫努里的战斗。这场战斗对莫努里是不利的，尽管加利尼将军 [ 作者注：加利尼将军是巴黎卫戍司令。 ] 曾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局面，把他在巴黎所能搜罗到的后备队用各种车辆急速地运往前线，去增援莫努里，但都无济于事。亨施没有再去找克鲁克，他指示克鲁克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让他给第1集团军各部队下令，全部撤退到苏瓦松。克鲁克返回司令部后，知道这一命令与他的判断相违背，而他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而是遵命撤退了。就在这一时刻，莫努里将军也正打算向巴黎撤退。这样一来，由德国总参谋部一手创造的毛奇——史里芬计划，正是被总参谋部自己给取消了，因为智能已经枯竭。



　　9月13日，德军在埃纳河岸立住脚跟，阻住了随后上来的追击者，但这几乎是一场静态的战斗。后来。便开始了向海峡奔走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双方都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东翼调集军队迂回包围对方，但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能比另一方占有优势。最后都到达了海边，但每一次运动都证明，防御者较强于进攻者。正如尼克森上校所说．“子弹、铁锹和有刺铁丝网的结合，彻底地粉碎了西线的一切攻势。此后，从1914年10月到1918年3月，没有一次进攻或一连串的攻击能使战线向前或者向后移动十英里。” [ 作者注：弗兰克·理查兹曾说：“敌人准备好开始进攻，但他们立即就被阻挡住了，因为我们有胸墙作为步枪的架子，要想免遭射击是不可能的。进攻在刚一开始也就结束了……十个人坚守一堑壕，很容易就抵挡住五十个企图要占领堑壕的敌人。”（《老练的士兵不会死》，（1933年版），第38页）。 ] 这样，正如布洛克曾断言的那样，结果是围城战争。然而，基钦纳勋爵却在惊呼，说什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根本不是战争！”



　　三、 回避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机动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根据如何克服子弹、铁锹和铁丝网这三位一体的防御来决定。军人们曾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求助于炮兵，想在敌人正面的堑壕上轰出一个缺口。如果他们在日俄战争之后就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成为问题了。在那次战争中，出现还不久的速射炮曾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从1914年秋天的情况来看，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大炮，也没有足够的炮弹，因而炸不成一个缺口。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过突破的战术。他们并不曾了解速射炮的威力，而且还忽略了弹药的供给要以工业生产为基础。



　　至于后面这个忽略，政治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举例来说，在1914年1月，劳合-乔治先生曾公开地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并且还认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二十年来最有利的裁减军备开支的时刻。” [ 作者注：参见《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38页。 ] 所以，当战争才进行一个月的时候，炮弹的供给就开始减少了。这是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过低地估计了战争的物资需求，结果，一切想突破西线防线的企图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由于对这些没有意义的进攻感到恼怒，而对战术的思考却无知，同盟国的政治家们指控军人缺乏想象力， [ 作者注：参见温斯顿·丘吉尔：《1915年的战争危机》（1923年版），第20页。《大卫·劳合-乔治的战争会议》（1933年版），第1卷第356、360页 。丘吉尔认为：“面临这一僵局，军事艺术要保持沉默。”劳合-乔治说：“同盟国的将军们是被德国人的决定所迷惑而干起来的。”他还说：“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导者在考虑计划，使我们摆脱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处境。” ] 并打算通过改变防线的方法采重获机动性，好象这种僵局的形成是地理位置本身应该负责一样。他们不曾了解，即使在另外一个地方，敌人在那里的抵抗力量不如西线敌人那么强硬，但是并不要多久，同样的战术条件就会形成的。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每一条战线上，子弹、铁锹和铁丝网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的地理位置纯粹是偶合而已。除此之外，还如拿破仑所指出的，变换一条作战线是最微妙的任务之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343号和第32卷第240页。 ]



　　如果克劳塞维茨的理抡将被接受，哪么在一个对付联盟的战争中，目标应是胜败主要的伙伴，因为“在那样的战争中，所应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在1914年，同盟国的目标就是击败德国，因为她的失败将会使她的联盟随之垮台。然而，在什么地点打击德国人才最有利呢？这一答案要根据最切合实际的同盟作战的战线来决定，而作战线又受同盟的主要基地的地点所支配。当时，它们就是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时期，除法国之外，没有其他地区能够展开大量的兵力，提供大量的补给。主要的基地和主要的战场是由地理和后勤所规定的，任何的战线调换都不能改变这一情况。



　　因为同盟各国的政府在战争的指导上并没有共同的政策，所以，尽管霞飞将军坚持，要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在法国，可是一旦僵局形成以后，他的同盟者，英国就乱七八糟地提出了许多取胜的计划。在法国的约翰·弗伦奇，主张采取陆海两军联合作战，为迂回到德国的侧翼而攻占奥斯坦和泽布吕赫。英国的海军首领之一费希尔勋爵，也主张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岸发起一次海陆联合性攻击。他的上司，海军大臣邱吉尔先生，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一次远征。同时，1915年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要在英格兰和布洛涅保留一支总预备队，而在法国境内的英国远征军，应从法国撤回，把他们运往巴尔干。 [ 作者注：参见他的《关于战争战略的备忘录》，他建议组建一支四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人的大军，其中假定四十万是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门的内哥罗人，用于进攻奥地利的要害地点。 ] 这时，在印度事务大臣的监督之下，印度政府在10月间派出一个旅到波斯湾去，以保护在阿巴丹岛上属于波斯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至于殖民地大臣，他正在忙于在非洲的一些小的战争。



　　邱吉尔先生的专横气势，在未来的逃避主义者中间，是比较突出的。在打破僵局的各种建议中，他的方案最有声色。他主张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后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了10月底，当土耳其加入中欧集团时，他的主张开始压倒了其他建议者的方案。接着，到1915年1月2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那天，俄军统帅尼古拉大公爵要求英国驻在其司令部的军事使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请英军对土耳其采取一次海上或陆上的示威行动，这样就将改善俄国人在高加索战线的局势。基钦纳没有向战时内阁或首相报告这一情况，但得到丘吉尔显示的首肯，他回电表示可以照办。 [ 作者注：同时，基钦纳要求弗伦奇对开辟新战场的问题发表意见。弗伦奇回答说：“要是攻击土耳其便中了德国人的圈套，达到了德国人想引诱土耳其人加入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吸引部队离开决定性的地点，那就是德国本土。” ] 这样，灾难性的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便开始了。



　　1月13日。丘吉尔先生以有力的雄辩说服战时内阁接受了一个进行局部攻击的方案，最后又发展成全面规模的联合作战方案，其兵力包括一支战斗舰队和汉密尔顿将军指挥的七万五千人的军队。3月18日，进行了一次流产的海上进攻。在这次作战中，损失了3艘战舰。直到4月25日，这支军队才在希里斯角登陆。



　　虽然抵抗入侵的土耳其兵力是很微弱的。但是，入侵者的进展也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之前，指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威廉·伯德伍德将军就建议全面撤退。对于这个绝望的计划，汉密尔顿回答说：“你已经度过了困难，现在你只有挖掘、挖掘、再挖掘，直到你觉得安全时为止。”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英国官方历史），G.F.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准将（1929），第1卷第270页。 ] 因此，在第一次登陆的十二小时之内，利用子弹、铁锹、铁丝网就控制了局势。于是一个小型的西线防线就这样建成了，一直持续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退为止。参加这个战役的，总共有英、法士兵四十一万人，其中死、伤、失踪、被俘和生病者约有二十五万一千人。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第2卷第484页。 ]



　　这个加利波利战役，似乎还未能产生足够的教训，无法阻止回避战略的更进一步尝试。在1915年秋季期间，法国政府决定，派出一支远征军去支援塞尔维亚。 [ 作者注：这是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实际上的原因是要为萨雷尔将军找一个职位。他对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左派在那时正威胁着要推翻政府。 ] 英国对此表示赞同，并且派出军队于10月3日开始在萨洛尼卡登陆。这样就导致了联军的马其顿战役，或如德国人所说的“形成了最大的联军‘集中营’，使整个敌军都变成了俘虏。”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124页。 ] 埃德蒙斯将军写道，在萨洛尼卡附近地区，“一支庞大的联军队伍被封锁达三年之久；1917年，英军的平均兵力为二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此外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总数为六十万人以上……然而，监视这大军队的，只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半和一小部分德国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124页 。 ] 防御的三位一体又一次被证明是无敌的。英国为这次越轨行为列出的清单指出，有四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因病被送往医院，而在战斗中死亡的总数只是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人。



　　同时，原在阿巴丹的一个独立旅，作为加利波利的失败和萨洛尼卡惨败的副产品，此刻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团军。它的目标是要占领巴格达。于是，就出现了代价高昂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5年12月7日，汤森将军和他的集团军在库特——艾拉马拉被土耳其人围困；1916年4月29日，他带领着一万零六十一人的英印军队和三千二百四十八名随从者在那里投降了。“从头到尾，这座城镇使英帝国死亡了四十万人．”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386页。 ] 1917年9月，英国的兵力增长到三十四万人。而在1918年战争结束时，兵力达到四十一万四千人以上，在这些人中间，有二十一万七千人是非战斗人员，死亡总数是九万三千五百人。



　　除了这三个分散进行的大型战役之外，出现了第4个保护苏伊士运河的战役。1916年1月，苏伊土运河受到大约一万五千到二万土耳其人和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混合部队的威胁。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他们运用防御作战的原则，坚持到1916年12月便结束了。接着，劳合-乔治担任了英国首相，从而开始采用攻势战略。劳合-乔治一直认为，摧毁其同盟者是击败德国的最好方法。这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恰好相反。同时，为了寻找获得惊人胜利的机会，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他还命令他不喜欢的总参谋部把苏伊士运河的作战计划扩展到巴勒斯坦地区，并以夺取耶路撒冷为主要目标。这样，另一个代价昂贵的战役又诞生了，而且一直拖到战争结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估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所使用部队的最大数量一度达到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人，而战斗死亡的大约为五万八千人。不过，这个数字对总的损耗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到1918年10月，所使用的兵力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189页。 ]



　　所有这些在边缘地区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突破防线，然而，结果却是浪费精力，在人力的消耗上更为严重。而人力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又是至关量要的因素。所以，对峙的局面是对双方的嘲笑。并使双方相互产生蔑视。



　　四、 消耗战略



　　1914年的秋天，德军和英军同时在新港附近到达了英吉利海峡。这样，西线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舌形地带，在海岸和孚日山脉之间向西突出，突出部分的顶点接近到贡比涅。1915年，霞飞想通过一种双重攻势来切断这个舌头：英军向东攻入阿尔托斯，法军向北攻击香槟。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计划始终保持着法国战略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在191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其中最有雄心的，首先是第三次阿尔托斯会战，在这场会战中，英军进行的部分又被称为罗斯会战（9月25日至10月15日）；其次就是第二次香槟会战（9月25日至10月6日）。



　　所有这些会战，都没能削弱这个“舌头”，只不过使它略为凹陷一点，而且，还出现了两件明显的事：



　　第一，损失和收获不成比例。例如，在第三次阿尔托斯——罗斯会战中，法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人，英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七人；而在第二次香槟会战中，法军的损失多达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七人。然而，在这两次会战中，攻占的仅仅是德军的堑场防线体系，一些地方只有三千码的深度。



　　第二，在这一年的所有最初攻击中，大规模的炮轰能使步兵占领敌人防线的一部分，或全部堑壕。这又可以反证，在战争的机动阶段，如果有充足的火炮，就有可能穿过那个时期的无堑壕防线，或仅有轻便防御工事的防线。这也是拿破仑对他那个时代提供的教训之一。他曾说，“只有有了炮兵才能进行战争。”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1896号。 ] 可是，现在机会已经过去，堑壕防线正在日益加深。而法国的总参谋部却仍在盲目地幻想，自以为在“炮兵征服，步兵攻占”的格言中发现了稳操胜券的秘密。战术被降低为把长矛向前推送的行动——实际上是推送炮弹，机械动作代替了灵活的运动和奇袭的方法，轰炸取代了领导，战术，实际上退回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时代的水平，不过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将军们已不身先士卒。



　　这些炮兵会战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微不足道的收获，给政治家们带来了恐惧，并且对他们的逃避政策火上加油，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曾有人认为，如果象将军们所认为的那样，消耗被作为战术规范而被接受，而且，如果中欧国家拒绝和谈，那么，战争就不可能有终点，永远都是相互残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两个联盟之中，没有哪个成员国会是自由的。自从1914年秋，俄国遭受一连串的灾难性失败以后，协约国的军队也就不能无所事事地袖手旁观了，不能再让他们的盟友处于危难之中。对俄国进行援助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英法两国还要使1915年4月才加入联盟的意大利相信，它们的联盟是坚定的。



　　正如布洛克所预见的那样，以弹仓式步枪和机关枪为基础的大规模战争，并不能当作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最多也只是一种无利可图的工具。无论在哪里，都不能躲避子弹的威胁，对于一个建设良好的堑壕体系，也不能进行决定性的突破。



　　在战争的东部战场，由于有着开阔的空间，防线可以常常变换；而在西部战场，防线则是屹立不动的。然而很奇怪，军人们对于堑壕战的巨大困难，认识极为迟钝。现在，经验已经教育他们，只要有足够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防线。因此，他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越来越多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直到完全突破敌人的防线为止。但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是他们对敌人的堑壕发射炮弹越多，地面被破坏的程度也就越大，正常的战场也就会变成为弹坑遍布的地区。这样，在扫除一种障碍时，又产生了另一种障碍，并使得他们的前进变得如此之难，以致于步兵通过这凸凹不平的地带后，却不能得到补给。因此，必须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修建道路，以便使拖运枪、炮和补给品的车辆得以前进。然而，等到修好道路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工事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因而另一场穿透战又要重新开始．



　　1915年的大屠杀并没有给联军带来恐惧。12月初，在主席霞飞将军主持下召开了联盟会议，决定于明年春天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攻势。可是，在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德国人就攻击了凡尔登。



　　继毛奇担任德国总参谋长职务的法尔根汉将军回忆说，凡尔登攻势的目的是要削弱“英国对其同盟国仍然拥有的巨大控制权，”而且，因为“法国的紧张程度几乎到了快要破裂的地步，”如果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凡尔登，“也就会促成这种破裂，这样，英国人手中的最好的宝剑也就没有了。”选择凡尔登，是要迫使法国总参谋部“动用它们所有的一切人力，”以保护它。法尔根汉还写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法国的军队就会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因为自愿撤退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达到目标。” [ 作者注：埃里奇·冯·法尔根汉，《总司令部和它的关键性决定》（1919年英译本），第209页。 ] 因此，凡尔登又是另一场消耗战。



　　1916年2月21日，二十英里长的正面防线上又展开了战斗。虽然法国人知道战斗在临近，但是由于它准备炮击只限于24小时之内，而没有照常规延长到一个星期以上，因此，这次进攻对法国人来说，也还具有奇袭的意思。战斗一直进行到7月11日。此时，德军已穿透了五英里，损失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则损失三十一万五千人。



　　为了解除凡尔登所承受的压力，延误已久的法英春季攻势，即松姆河之战，在7月1日沿着二十五英里长的防线开始了。一开始便是连续八天的炮轰，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倾泻了十七万八千颗炮弹。它的战术奇袭是采用滚动式弹幕射击。在这种射击的掩护之下。步兵缓慢地向前移动，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14日，占领了一条三十英里长的地带，最大的深度为七英里。为此所付的代价，英国死亡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四人，法国十九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人。德国的损失大概是50万人左右。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 [ 作者注：1915年12月15日，他接替了弗伦奇爵士的职务，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八天之后，弗伦奇的参谋长，威廉·罗伯森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而齐格尔中将接替了他的参谋长职务，这三个人都是消耗战略的强硬代表。 ] 虽然对这次作战的结果颇为满意，并且在他的报告上说，“毫无疑问，联军有能力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政府应该准备“更艰苦的和更长期的战斗，因为尔后会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感到资源的紧张。”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279页。 ] 然而，巳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对政治局势产生着激烈的震动。



　　松姆河会战以后，所有防线上的僵局便完全形成了。意大利人在依松佐河地区进行了八次会战，他们已经流够了鲜血。而在东线，布鲁西洛夫的攻势虽然获得成功，捕获了大量的奥军战俘，但是，它却使俄国付出了100万人的代价。要在战场上勉强地作出决定，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都有人开始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11月4日，在爱斯奎斯联合内阁中担任主管部大臣的兰斯多恩勋爵，提议研究一下和平的可能性。可是，爱斯奎斯内阁紧接着在12月7日就垮台了。主张继续作战的劳合-乔治接管了政府。五天以后，德国和它的盟国提出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的建议。



　　奥国对于和平的愿望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德国对此有无诚心，仍然值得怀疑。俄国现在已是摇摇欲坠。一旦俄国崩溃，德国就能抽回100万人到西线战场。不管情况如何，德皇却于1917年1月31日下达了一个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的命令。这个行为大大触怒了美国，两天之后，华盛顿宣布同柏林断绝外交关系。



　　早在1916年11月15日，联军召开了会议，讨论1917年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在所有的战线上展开一系列的进攻，但以西线战场为主。一个月后，于12月13日继霞飞任法军统帅的尼尔里将军，接受了联军共同所作的决定。他们一致同意，英军首先进攻阿拉斯，拖住和消耗敌人的预备队；在这以后，法军就向埃纳发起攻击。法军的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要突破敌军的阵地。如果突破口不够大，会战就得停止，但是要把攻势转移到弗郎德勒平原的防线上去。



　　在这次作战中，第一场战斗是在4月9日打响的。战斗一开始，就是二百七十万枚炮弹的轰击。整个战斗持续到5月21日，在二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只前进了五英里。到5月3日，英军已死亡十五万八千人，估计德军也有十五万人的死亡。在发动第一场战斗的八天之后，法军对埃纳的攻势也开始了，但最终却是失败。法军牺牲了十八万七千人 [ 作者注：根据尼尔里带回来的人数。法国官方历史提到在4月16日-30日，死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人，另一种估计是十一万八千人。 ] ，德军则是十六万三千人。尼尔里被免职，贝当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法军的士气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5月25日到6月10日之间，就有五十四个师叛变。



　　此时，发生了改变整个战争局势的两件大事。3月8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暴动；11日，帝国的禁卫队举行叛变；次日，革命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5日退位，由罗夫亲王领导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22日，这个临时政府正式被同盟国承认。第二件大事是，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



　　这两件事的效果是什么呢？估计会有两股巨大的血流输入到法国的战场上来。因为一个国家既已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它就不可能再向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德国人有一切理由期望，在年底之前把100万人送到西线战场上去进行增援。同时，英法两国也有理由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能从美国得到至少一百万人的增援。因此，在三月接替布赖恩德内阁的李波特政府，建议暂停一切进攻行动，等到美国的援助到来以后再采取行动。这是因为，此时的法军已经是疲惫得不堪一击了。



　　可是，黑格、罗伯森、贝当和尼尔里，却各有各自的想法。罗伯杰在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对有限目标采取不断的攻击行动，并且充分利用我们的炮兵，就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以最低限度的损失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35页。 ] 劳合-乔治先生采纳了这一策略，可是，他不久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复到他在一月份提出的那个计划，并企图同意大利进攻奥国的计划相互配合。



　　实际上，有限的攻势并不是黑格所希望的。他自1915年12月担任英军总司令以来，一心想要在弗郎德勒平原上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完全沉醉在他的设想之中，甚至于相信，在美国的援兵来到之前，他也可以单独地击败德军。



　　结果，经历夏秋两季的弗郎德勒战役成本极大。6月7日，目的有限而获得成功的米希尼斯之战，揭开了弗郎德勒战役的序幕。米希尼斯作战的头十七天，接连发射了三百五十万发炮弹，并且在一开始还爆发了19枚装有100英磅的高效炸药地雷。这在6月14日才结束，而这时英军的死亡数字已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德军为二万五千人，其中包括被俘的七千五百人。照克鲁特威尔教授的研究，“似乎在相当大规模的会战中，英军的损失要比德军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 作者注：《1914-1918年世界大战简史》，（1934年版），第438页。 ]



　　7月31日，接着便开始了第三次伊普尔会战。英军为一次会战集中这么大规模的炮兵，在英国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总之，序幕性的射击延续了十九天，发射的炮弹约为四百三十万发，总重约十万七千吨，而且都投掷在预期的低势战场上。整个战场的表面被炸得一团糟，所有的排水沟、堤岸、水道和道路等都被破坏，造成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沼泽地，步兵在这种泥泞之中滚打了三个半月。当会战于11月10日结束时，德军在十英里长的防线正面上被压后推，最深的距离是五英里，牺牲的人数是二十万略少一点。然而，他们的敌人的损失，最少的估计也有三十万人。 [ 作者注：这些是B．H．利德尔-哈待的估计。由于宣传的需要，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列举的数字是经过修改的。 ]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上结束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火炮消耗战。政治家们为什么总是避免这样的消耗战，今天回顾起来，人们已不难理解了。



　　五、 机动性的再生



　　机动性的再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步兵，那么堑壕仅仅是沟和篱笆所构成的障碍物而已。只有在堑壕中和铁丝网后的人和他的步枪或是机关枪，才能使堑壕和铁丝网具有战术价值。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消灭人，解除他的武装。如果不经数月的准备就能做到其中的一点，而且不破坏战场的表面，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长时期的准备会阻止奇袭的效果，而地面的破坏又会妨碍车辆的运动。



　　首先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德国人。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禁止使用有毒武器的。尽管如此，德国作为参加国却无视这一公约。德国人决定，采纳邓多纳德在1812年和1825年所提出的建议，用毒气窒息在敌方堑壕中的守卫部队。他们选定了氯气，这是一种普通的商业产品，很容易得到大量的供应。氯气的排出方法，是把装有氯气的金属气筒埋在防线的胸墙里，使气体排放出来。对于英法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还不清楚他们有了一种夺取战斗胜利的手段，并不知道积存大量的气筒来进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他们只把毒气攻击当作一个小型的试验来看待，而选择的地点是伊普尔突出部的东北一个地段。这是英法防线的结合部，由阿尔及利亚人和加拿大人负责防守。



　　进攻是在1915年4月22日下午5时发起的，一开始便是疯狂的炮击。炮击停止后，一股黄绿色的气体就从德军的防线上升起，随风飘向敌方。其效果是可怕的，一切接近正面防线的人都被窒息而死。靠近气体边缘的人，都在惊恐之中仓皇逃命。24日，德军又放了一次毒气，结果英法防线被迫后撤了三英里，退到了伊普尔附近。德国人当时未能认清的是，氯气进攻的反复使用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它是可以用面具或其他的简易工具来抵御的。协约国军队立即采用—些办法，他们在1916年便开始使用防毒面具了。 [ 作者注：在1854年，邓多纳德向潘默里勋爵提出了用硫磺气作窒息剂的建议，在此之前，J.斯坦豪斯博士就发明了第一个木炭滤毒罐。 ]



　　氯气云的进攻有许多弊端：它的效力完全要靠风向和风速来决定；气筒也很笨重，不便于运输和装置；气筒装置以后，住在附近的人总是惴喘不安，因为也许要等几个星期才会被使用，而在这期间，敌军的炮击或是意外的炮弹都能使它们破裂。同时，这也是一种纯粹的静态攻击方法。



　　如果使用毒气炮弹，这些缺点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 作者注：此外。对短射程来讲，也可使用迫击炮弹和李文式发射器。后者可以发射一个装有80磅气体的气筒，使气筒通过速射可以树立在浅的堑壕内，也能一次连射100到500筒。英军有一次曾对朗斯发射了2500筒。 ] 毒气炮弹大体上不受风的影响，它还可以突然集中气体对准选定的目标，而且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这可算是一种机动的进攻方法，唯一的不足便是用弹壳来作容器，因而容量太少。不过，有了光气和芥子气，这是比氯气更厉害的气体，这一不足也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后一种气体，也被称为黄十字或伊普里特，是一种相当持久的化学制品，是强有力的糜烂性毒剂。这种气体很少杀死人，但是，你只要接触到它，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会在皮肤上严重地产生水疱。水疱是在暴露4小时到12小时之内出现的，恢复起来极为缓慢。因为空气中只要有四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水疱就会产生，所以，这种毒剂非常适合于炮弹使用。因为它的持久力不易被大地破坏，所以，只要使用少量的气体，在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也足以导致许多人受伤。



　　1917年7月11日，德国人在伊普尔突出部第一次使用了芥子气。在随后的六个星期中，英军就有二万多人受伤。从那时起，英法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芥子气。



　　1917年9月1日，冯·胡提尔将军在攻击里加防线时，第一次巧妙地运用了毒气，以达到穿透的目的。他在俄国防线上选择了一段宽度不到四千六百码的地段，把强有力的炮兵部队集中于此，平均每八码的正面上即有火炮一门。他先使阵地上到处充满毒气，然后，再实行进攻。这样，整个作战活动只在几小时之内就结束了。这一成功是依靠他的战术，其目标不是毁坏铁丝网和堑壕，而是要使防御者丧失作战能力。



　　1918年3-6月，德国人在西线的一些大会战中，不断地使用了这种战术。在会战中，每次发动攻击之前，他们都大量地使用光气和芥子气，想借此摧毁敌人的士气。3月21日到4月5日期间，毒气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作者注：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2卷第597页中写道：“我们的炮兵依靠毒气来发挥它的作用。”在第579页他又说：“炮击是有力的，而且在短期内能使敌人的炮兵瘫痪，”并能“使敌人的步兵躲在掩蔽部里。” ] 这使得德国人把英军驱逐出了从阿拉斯到拉费里的五十英里的正面防线，而且还前进了大约四十英里。然而，在4月间，芥子气却弥漫着阿尔芒蒂耶尔的上空，以致于街道的小沟里都散发着气味。这样，德国人在没有进入之前，就已占领了这个城镇，没有付出任何血的代价。



　　1918年9月，美军在对圣米赫尔突出部的进攻中，以及在随后的作战中，都因受到德国毒气弹的作用而损伤严重。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死伤总数为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七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就是说有27.4%是因毒气而伤的。 [ 作者注：参见A.弗里斯准将和J.韦斯特著《化学战争》，（1921年版），第388页。 ] 同时。在死亡总数四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中，因中毒气而死亡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人。这就是说，死亡人数占死伤总数的24.85%，而中毒气死亡的人，只占2%。因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毒气在战争中是使用得最人道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即使防毒面具有100%的功效，但是戴上防毒面具就会减弱战士的一半战斗力，而且，对芥子气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



　　至于解决僵局办法的第二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要使对方的步枪和机关枪通通失效，以来解除防御者的武装。要这样做，就得有一个很大的防盾用以挡住身体，当进攻者移动时，可以由此得到保护。因为这个防盾太沉重了，不便携带，便被装在一个能自动移动的车上，而这车也必须是装甲的。又因为这种车要离开路面，穿越战场堑壕，所以也要用履带替换车轮。这三项要求便促成了坦克的发明。坦克是一种小型的具有灵活性的堡垒，它最初被称为“陆上军舰”。



　　这种想法也是极为古老的了。但在内燃机未发明之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僵局形成之后，英法两国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便提出了关于如何能使装甲恢复灵活性的各种建议。 [ 作者注： 参见B.H.利德尔-哈特：《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2章。 ]



　　1916年9月15日，在松姆河会战期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由于机械的故障和战场上恶劣的地形，投入战斗的坦克为数很少，但它还是显示出一种可能：只要有了改进的机器，增加它的数量，并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出去，那么僵局就能打破。德国人的记录证明，“人们面对坦克时，感到无能为力。”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75页。 ]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解除了武装。遗憾的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结果，直到康布雷之战为止，坦克仍然都被零星地消耗掉了。



　　在康布雷之战中。其目标是在12小时内不用任何种类的炮火准备，对敌军的四道堑壕防线进行一次奇袭式的突破。九个坦克营，共有三百七十八辆坦克，引导两个步兵军，穿过西线上最坚硬的堑壕体系，兴登堡防线。这一防线有很深的铁丝网保护，许多还建立在反斜面上。想要切断它们，就得要几个星期的炮击，需要几万吨的炮弹。



　　1917年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英军穿过了一片未被破坏的地面发起进攻。敌军在惊慌中撤退，到下午4时，从一万三千码的基础线上，已穿过了一万码。在第三次伊普尔会战中，这种同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却花了三个月的时向。英军俘虏了八千多人，缴获了一百多门火炮。仅就战俘数量来说，足有两个担任进攻的军所损失的人数的两倍。



　　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终于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毫无疑问，正如约米尼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装甲在战场上的出现能够打破僵局。1918年8月8日进行的亚眠会战，确定性地证明了这点。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四百六十二辆坦克配合飞机，引导英军第4集团军的三个军，在亨利·罗林森将军的指挥下进人战斗。 [ 作者注：法军的第1集团军在他的右侧协助作战，但他们没有坦克。 ] 这又是一次完全的袭击，德军纷纷逃跑，其防线迅速被突破。



　　在德军官方的战争日志上这样记载着；“8月8日，当太阳在战场上下落时，德军遭受到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事实已是确定无疑了。” [ 作者注：引自《英国官方历史》，（1918年版），第4卷第88页。 ] 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坦克所带来的恐怖心理，坦克本身的杀伤力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攻突然发起，德军不战而逃，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奇迹。没有坦克，就不会有人能达到这种奇袭的目的，而且是这种利用坦克的突然攻击引起惊慌。正由于增添了坦克，步兵便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当面前的对手不能用步枪或机关枪遏止住时，他们就本能地夸大危险，以减轻他们投降或逃跑行为的耻辱。诚然，坦克是一种物质性武器，但更应该说是一种心理性的武器。



　　鲁登道夫对坦克的作用所作的分析是不错的。他曾说：“我曾担心的事情，和我常提出警告的事情，在这儿都变成了现实。……8月8日我们的战斗力开始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深信，从此以后，我们总部的一切计划都已失去安全的基础。至于计划，今后还可以制定，只要是在战争中可行的。但对于领导来说，就象我曾讲过的，只是具有一种不负责的赌博性质，我认为这是非常致命的事情。对我来说，德国人民的命运，这个赌注太高了。战争必须结束了。”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1914-1918）》，第2卷地684页。 ]



　　六、 国内防线的崩溃



　　集中进行的毒气攻击和大规模的坦克攻击，虽然已经证明，敌军的堑壕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它们只是打破了对峙的局势。要完全恢复灵活性，还需要在迅速突破之后紧接着实行迅速的扩张，但这不是用骑兵（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而要用坦克的力量，此外，还要有越野的运输工具以提供补给，也就是说，需要履带式车辆。然而，在1918年，这些工具还不存在，所以也就不能重新获得完全的灵活性。结果，正如布洛克曾预言的那样，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战斗，而是由于饥饿和革命。



　　战争的延长使国力日益疲惫，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促使中欧国家崩溃的，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英国的封锁，另一个是英国政府的巧妙宣传；一个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另一个破坏了敌人精神上的耐力。到了1917年的春天，所有的交战国都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以致于俄国三月革命的爆发就象野火—样地向西蔓延。法军中的兵变大部分都是受到这种感染的结果； [ 作者注：4月16日，一个在1916年被派往法国的俄国旅在他们的兵营中发生兵变，不过在三天的炮击之后被迫投降了。 ] 在俄国的德国军队也受到影响。在意大利，也是因为这一影响而造成了卡波里多的惨败，当时有四十万士兵放弃了战斗。早在5月26日，威廉·罗伯森在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这一事实是不能忽视的，即国内已经出现不安定的现象。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近来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罢工事件，而且还有更多不满情绪在酝酿之中。”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313页。 ]



　　战争开始之后，由于受到伦敦宣言的限制，封锁难以奏效。于是，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以逐步取消限制，达到封锁的目的。1914年10月29日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严格地限制了进入德奥两国的物资。于是，1915年2月4日，德国命令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以此回敬英国。5月7日，就发生了“露西塔尼亚”号邮船被德国击沉的事件。船上有一百二十八名美国人丧生，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都是求战的呼声。英国政府利用美国舆论的主战情绪，于5月25日又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宣布禁止任何种类的货物进入或离开德国，对德实行全面封锁。然而，德皇由于害怕美国人的愤怒，命令停止对客船和所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进行攻击，此决定一直延续到1917年1月31日。此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德皇宣布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政策。于是，美国又于4月间向德国宣战。



　　封锁影响所及，使敌国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一家工厂和每一个农庄，都受到威胁。而且，到了1918年夏季，如果不是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救急，那么，中欧国家恐怕都会由于饥饿而投降。从1914年8月起，到1918年夏季，奥匈两国的牛，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少到三百五十一万八千头，猪从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少到二十一万四千头。 [ 作者注：《军事行动——意大利1915-1919》，（英国官方历史，1949年版），第379页。 ] 而且，据估计，在实行封锁的最后两年中，德国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疾病。这比英国船只上那些被潜艇击中而淹死的人还要多出五十倍。” [ 作者注：A.布赖胤特：《为完成的胜利》，（1940年版），第3页。 ]



　　封锁为撒播宣传的种子开辟了一片肥沃的士地，就连美国内战也不例外。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这样的恶毒和卑劣。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各交战国不仅不到敌国去策动叛变，反而防范这种事件发生。拿破仑如果在1812年鼓励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起革命，那么，情况对他会是很有利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 作者注：恩格尼·塔尔：《拿破仑》，（1986年版），第289、381页。 ] 惠灵顿公爵曾亲口说过，他害怕在任何国家中煽动起来的革命。1871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没有采取友好的态度。在过去的时代中，进行战争，其目的只是为了改变敌方的政策，而不是改变敌方的政府，即政策的制订者；只是要改变政府的思想。如果政府被推翻了，也就没有稳定的当局来进行和平谈判。那个时候，世界仍是有理智的，因而在敌国中造成无政府的社会状况的思想，被认为是违反常识的。



　　宣传战是杰出的、民主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即卢梭所谓的“全民意志”。它的目标可分三类：一是在本国防线上激励群众的心理；二是争取中立国家群众心理的支持和拥护；三是搅乱敌方本土防线上的群众的心理。



　　为了达到第一类目标，就必须唤起潜伏在人们心中的部落性本能，而且为了激化这些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魔鬼。



　　为了达到第二类目标，就要使中立国家承认并且相信这些宣传都是事实，就用英国在美国所进行的成功的宣传那样。例如，英国宣传说，德军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种宣传激发了美国人的仇恨，从而使他们疯狂地投人到战争中来了。只有在交战的条件下，在宣传的蛊惑下，并在一个国家内行成为普遍行动，这种疯狂才能被理解……有时，几乎是一种原始的狂喜控制着美国人民。这种狂喜曾被一种难以忘怀的方式作了如下的表述：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这是促使人们振奋的。人们记得，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曾有人提出，抓获德皇后，要把他下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正是这种疯狂的热情占据了我们的心。” [ 作者注：《1914—1917年英国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宣传》，（1935年版），第67-68页。 ]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其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2卷第479页。 ]



　　为了达到第三类目标，就要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忱——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这种攻击的形式是如此的阴险，以致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再三地提到它，认为精神上的破坏和封锁是使德军失败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写道：“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战争延续时，这种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封锁和宣传逐渐地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决心，动摇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它使德国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唯我至上……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主义鼓吹的革命思想，德国人很容易接受……致命的学说在群众中传播。在国内和前方的德国人民都受到了它的致命打击……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在中立国家中，我们也遭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封锁……我们丧失了一切信誉，而敌人的信誉却无限地增长……美英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1卷第360-368页。他还写道：德国政府不理解宣传的性质，他们反对宣传，因为他们认为，宣传是太炫耀、粗俗。（第1卷第380页）所以，在德国没有宣传部。（第2卷第701页。） ]



　　鲁登道夫提到，从1918年初开始，联军的宣传就是以社会革命为内容。很明显，他所指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这是威尔逊总统在1月8日宣布的。一个月以后，总统又进一步宣称：应该没有割地、赔款和惩罚的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切领土问题的解决都不应违反有关人民的利益。



　　“十四点”的提出，虽然不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是最厉害的宣传工具。它们抓住了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给德国一个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战争的机会。虽然在那时，德皇和他的顾问们拒绝考虑这些，但是它们却已渗透到德国人民心灵的深处，最终使战争得到一个极不光彩的结局。



　　8月8日的会战，以及随后的失败，使鲁登道夫极为震惊。9月28日，他来到兴登堡的房间，提议立即停战而不能再拖延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考虑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我们以为，协约国必须完全地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的威胁和对我们的威胁是同样巨大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721页。 ] 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估计错了。



　　10月3日，德国总理致书威尔逊总统，表明德国政府接受“十四点”和随后的各次宣告，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接着，双方便开始了外交接触，直到10月23日为止。这时，威尔逊总统进而意识到，由于革命条件的奏效，需要补充到他的计划中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维持欧洲现存的稳定性，而不是在试图增添敌人现存政府的活力，也就是说，应该不是考虑削弱他们，而是要摧毁他们。那一天，他告诉德国政府，如果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和贵族进行和平谈判，他要求的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全面的投降。这也就是说，要迫使现在的德国政府退位，而让—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集团来取代它。11月3日，一批德国水兵在基尔发生兵变，连柏林也很快卷入到了革命的激流之中。9日，德皇退位。11日，在康宾森林中的里松德斯火车站，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威尔逊总统曾坚持认为，使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休战的条件之一。结果，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莱巴赫、希拉杰弗、克拉科夫和仑堡等地都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中立政府以取代中央行政机构。11月12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宣布退位。随后，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古老的奥匈帝国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也就在欧洲种下了一个祸根。


















	

 






	















	







	







	









 





	


	







	







	




	


第10章 列宁和俄国革命




	







	

 



	


	

　　一、 列宁和三月革命 [ 注 ]



　　1917年3月的彼得格勒革命是一个群众性的起义，不是真正的革命性起义。这一革命是由于对战争的厌倦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所触发的。当时，在俄国有三个党派：立宪民主党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制；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就是社会革命党，他们所代表的是农民。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立宪民主党继承了政权。22日，在罗夫亲王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



　　临时联合政府不顾国内到处都在要求和平的呼声，为了忠于它的同盟国，决定继续进行战争。这个决定立即遭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 [ 作者注：苏维埃第一次成立是在1905年。最初起源是罢工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所产生的当地民众性议会。任何集团都有自由组成一个苏维埃。 ] 3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对世界各族人民发表了一份公告，呼吁立即停止战争。 [ 作者注：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也曾不想再进行战争了。芬兰、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都要求独立或自治。 ] 因为它代表了实际权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士兵和工厂工人、铁路工人、邮政和电信等公用事业中的工作者，因为它的呼声正是人民的愿望，所以临时政府当局的权威也就架空了。这种责任和权力分离的现象，为列宁打开了道路，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 [ 作者注：到1918年为止俄国使用的是“朱利安日历”。它比1582年开始采用的“格里历”晚13天。根据前—种日历，列宁夺取权力是在10月25日，若按后一种日历，就是在11月7日。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即人们熟知的列宁，他是一个热情的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把资本家本身以外的一切人民都变成无产阶级时，新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列宁反对这种学说，从而在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 作者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内发生，那是违反历史的法则的。马克思把在农民国家中的人写成“乡村生活的白痴”，认为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同时，他还痛恨斯拉夫主义，鄙视俄国人，不相信他们的任务要是征服西方。见R.N.亨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131页。 ]



　　当三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时，列宁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逃亡者，还在瑞士过着流亡的生活。他在祖利齐住在一间从一个皮匠那里租来的房子里。他的在俄国的一小伙追随者，许多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外部世界，他实际上也是没有名气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呆在瑞士。他把时间都用来咒骂他的敌人，鼓励自己的追随者。对他来说，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它变成无产阶级的内战，并用它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号召人们利用一切颠覆手段，组织罢工和街头示威，并且在堑壕中进行宣传，指出进行国内战争是正确的口号。



　　战争开始以后，除了在战场上对俄军作战以外，德国的政策还包括对俄国国内战线的攻击，这主要是鼓动俄国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且雇用俄国移民中的革命党人进行破坏，收买他们到俄国军队和工厂中去制造矛盾。



　　1915年3月，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过一个代理人与侨居祖利齐的列宁第一次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发现，列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去击败俄国，而是要推翻沙皇政府，以促使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与列宁之间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一直到三月革命爆发以后，德国人又在下面的情况下恢复了同列宁的联系。



　　1917年3月16日的午饭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正在洗餐具，一位波兰友人突然地闯进屋来，气喘嘘嘘地喊道：“你听到消息吗？——俄国已经发生了革命！”对于这一革命的价值，列宁虽然表示怀疑，因为那纯粹是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一次动乱，但是，列宁还是决定返回俄国。于是，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想弄到一张护照。这个请求转到了德国驻伯尔尼的大使罗门堡手中，他把这个请求向柏林作了请示。



　　与此同时，列宁正忙于为《真理报》写他的《远方来信》。他在信中把所有的交战国都看成是“一丘之貉”，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页。 ] 并且明确表示，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国发动内战，推翻临时政府。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已经感到，临时政府并不打算放弃战争。而德国人认为，结束东线战争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东线的兵力调来支援西线。因此，他们在接到罗门堡的信后，决定下一个赌注，让列宁返回俄国。于是，罗门堡奉命安排列宁和其他三十一名革命党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进入瑞典。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些人的出现会给俄国和整个欧洲带来决定它们命运的后果。” [ 作者注：M.霍夫曼少将：《战争日记及记录》，（1929年英文版），第2卷第177页。 ] 不过，德国总参谋部对列宁的目的是完全清楚的。



　　列宁和他的十九名追随者离开伯尔尼时，曾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图：不仅要推翻临时政府，而且还要对德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他在动身之前写信给瑞士的工人说，“我们将要为德国人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是俄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 [ 作者注：《列宁全集》，（1930年英文版），第20卷第85、87页。 ]



　　4月16日夜晚，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天便在全俄苏维埃会议上致词。他要求在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临时政府，以由苏维埃的代表所组成的共和国来取代它。从那时起，每天，几乎是每小时，列宁都在向彼得格勒的群众发表演说，煽动反抗，痛骂战争，并且许诺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



　　7月1日，临时政府为了实践自己的语言，恢复了对德军阵地的进攻。最初，进展还是顺利的，但是到了19日，德军开始反攻。这时，列宁在俄军中培植的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已经完全地破坏了土兵的忠诚，以致于一个团一个团地实行兵变，谋杀他们的军官，然后自动解散回家。这一事件，加上乌克兰同时宣布自治，导致了罗夫政府的垮台。7月22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组成新的内阁，开始执政。这一内阁是由所有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只是极右的保皇党和极左的布尔什维克除外。在一片混乱声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总部被查封，托洛斯基和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被逮捕，而列宁却化装成为一个火车司机逃往芬兰去了，并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月之久。



　　二、《国家与革命》



　　在芬兰，列宁始终同彼得格勒保持着联系，并且把他的时间用在写作上，完成了他那本最出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文件，因为它表明：列宁具有超人的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却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一再由于现实的要求，他不得不放下马克思的教条而服从于当时的条件，但是当事情过去之后，他又不能从〈共产党宣言》的梦幻世界中超脱出来。而且，很奇怪的是，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活动之后，他仍要对他的追随者下指示，而这种指示他却是重复地说过好多次了。不过，十月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上的。现在，不妨引用几段比较重要的话。



　　因为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于是产生出一种必然的结论：



　　“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随后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94页。 ]



　　因此，革命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196页。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12-213页。 ]



　　“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1-242页。 ]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7页。 ]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9页。 ]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



　　“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3页。 ]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的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的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8页。 ]



　　三、列宁和十月革命



　　夏季攻势的失败和临时政府的瘫痪，使得不断增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又返回到全俄苏维埃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日益显著地增强。9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布尔什维克决议，以二百七十九票对一百一十五票要求立即停止战争。由于受到了这一事情的鼓励，列宁从芬兰催促布尔什维克建立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对克伦斯基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以迫使他们从狱中释放托洛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政府的软弱，使局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地方苏维埃开始成立。不仅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决议，而且还要求召开新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



　　然而，列宁想要的是行动，而不是会议，是暴动而不是争论。但俄国人惯于作永无止境的争论，所以列宁极力主张武装暴动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然而，在彼得格勒这一观点却受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列宁对此很不安，为了防止党内的分裂，他决定返回彼得格勒。10月23日，他秘密地启程，乔装来到了首都附近的里斯罗，藏身于秘密住所。10月25日，为了准备起义，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托洛斯基得到了彼得格勒和圣保罗的两个要塞的守卫部队的拥护，获得了存有一万枝步枪的兵工厂。他立即把这些枪枝分发给了赤卫队。自从6月以来，各工厂就纷纷成立了赤卫队，但临时政府却未能采取强硬措施解散它们。



　　实际上，这对临时政府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1月5日，克伦斯基尽管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宣布军事委员会是非法的，并且再次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但是，他没有军权来推行他的命令，所以，他的命令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里斯罗，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但是他却未能说服他们定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因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预定在11月7日召开，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发起攻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是确信无疑的。11月6日晚，列宁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25日（旧历），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页。 ]



　　11月6日深夜，列宁经过化装从里斯罗来到斯莫尔尼，亲临现场指挥起义。第二天凌晨，他和托洛斯基派出赤卫队占领电话局、火车站、电报局、动力厂、国家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地点。到上午10点，整个政府彻底垮台了， [ 作者注：克伦斯基于11月7日逃出了彼得格勒。 ] 于是列宁很高兴地宣布：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2页。 ]



　　于是，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来统治俄国，直到制宪会议召开为止。



　　在此同时，全体公务员都已罢工，不过，新政府很快开始了工作。它任命了许多新的委员，整个政府都集中在斯莫尔尼宫。列宁担任主席，托洛斯基负责外交，他们各占一个办公室；斯大林领导的陆军部在第三间，内务部在第四间，等等。“在外交部中，那些雇员把档案收藏起来，而且拒绝把钥匙交给托洛斯基。”“在银行中，那些自作聪明的志愿人员，想要了解那些他们无法接受的复杂的帐册。” [ 作者注：A.穆尔黑德：《俄国革命》，（1958年版）。第284页。 ] 那些新被任命的部长们，接二连三地冲到走廊里向疯狂的群众致词，然后又急忙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进行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工作。



　　他们试图以一系列疯狂的命令来完成这一工作，从11月8日起，到年底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颁布的命令就不少于一百九十三个。私有财产被取消了，土地被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工厂由工人接管，银行国家化，证券交易所被取缔，一切公债都作废，工资固定为每月五百卢布，刑事法庭被工农法庭所取代，工人们武装起来，成了民兵，所有的秘密条约也都被废除了，等等，等等。这样，每一项旧制度都被连根除掉、无产阶级开始控制政府。



　　由于苏维埃会议不是一个立法机构，列宁无法使他的命令合法化；由于政府部门中不断出现罢工，列宁必须要加强他的权威，于是，他恢复了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通常叫作“契卡”。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是由一个狂热的波兰布尔什维克党员捷尔任斯基指挥的。他开始肃清反对分子，并强迫“统治”阶级工作。



　　接着，列宁便采取了他那著名的让步步骤。因为大多数人正处在反叛的边缘上。布尔什维克党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所以，他决定争取占人口80%的农民来扩大他们行动的基础。为达到此目的，他邀请了一贯被他咒骂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他结盟。他们接受了他的邀请，这又使他的地位在群众眼中更加提高了。有了左翼农民作为他的盟友，他也就便于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当资产阶级分子被他消灭以后，农民也只好听凭他的支配。为了消灭敌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与他的对手合作，或者如他自己所说，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这是他的革命技术中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曾一再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11月25日，通过制宪会议的选举，也就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最后斗争。对于列宁来说，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总共四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中，只有九百八十万张是投布尔什维克的，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有二千一百万张选票。选举揭晓后，列宁立即着手摧毁这个会议，曾竭力阻止它召开会议，但是会议还是召开了，而且还通过了一项决议：1918年1月18日在坦利德宫举行制宪会议。那天，当制宪会议召开时，列宁命令军队包围了会场，并且让他的卫队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堵塞走廊，阻止开会。第二夭，当宫殿的门被革命党人围住后，苏维埃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便宣布解散集会。这样，列宁终于建立起了他的统治。



　　从此时起，摧毁俄国政府已不再是列宁的目标，他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是德国人。不过，他不愿意俄国与其同盟者合作而取得胜利，因为这样会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对革命失去信心，而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希望却是寄托在德国身上的。更进一步地说，他深信外交战和心理战可以同时使用，以对付中欧国家和协约国。因此，11月9日，他指示托洛斯基邀请协约国和中欧双方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紧接着，他便发起了他的第一次心理攻击：他越过交战国政府，向交战国人民呼吁停止战争；他还公布了协约国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作为帝国主义者阴谋的证据。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他曾写道：“这样的和约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极大的同情，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性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我们提出的停战和开始和谈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接受。”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87-288页。 ]



　　结果是远远不如他的料想。德国虽然急于想中止她在东线上的战争，因而和俄国开始了谈判，并于12月5日与之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协约国抗议这种分立的和平，而且对布尔什维克日增反感。苏俄与德国之间继续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在此期间，列宁把停战协定变成公开宣言，在德国境内宣传革命。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德国军队。成千上万的革命传单和一百多万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抄本，秘密地散发到了德国军队中。德国的战俘也都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在他们被遣返回国时，都要在“政治隔离营”接受教育。霍夫曼将军写道：“我们在东线上的得胜军队都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腐蚀。我们甚至不敢把某些东线上的师调往西线。” [ 作者注：参见鲁登道夫的：《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683页。 ]



　　为了及时阻止这一现象的蔓延，德军最高司令部于1918年2月17日停止和谈，开始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列宁，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的支持，因而不顾许多追随者的反对，立即决定妥协。于是，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对于列宁来说，谈判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武装力量作后盾，那么，心理战争即使有短暂的威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由于接受这一教训，他于2月23日命令托洛斯基招募一支红军。



　　根据和约条款，德军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俄国人被迫撤出了芬兰和乌克兰，并把卡尔斯、阿斯特拉罕和巴统割让给土耳其。俄国总共丧失了26%的人口，27%的农田，26%的铁路和3/4的煤和铁。 [ 作者注：参见伦纳德·夏皮罗著《苏联共产党》，（1960年版），第186页。 ] 损失如此惨重，致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及离政府，接着便是农民起义，不过，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在这个条约签订不久，苏维埃的统治便面临着沙俄的同盟国的干涉， [ 作者注：到1918年底，干涉的兵力总数接近三十万：有法、英、美、意、日、波、希、芬、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部队，分别进人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以及黑海，西伯利亚铁路线和海参威等地区。 ] 而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威。还有内战爆发。4月，日军在海参威登陆；7月，联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白俄的将军们也开始发起进攻。高尔察克从鄂木斯克；科尔尼洛夫，后来是邓尼金从黑海地区；弗兰格尔从克里木；尤登尼奇从爱沙尼亚；一起向莫斯科开展进攻。苏维埃政府是3月15日迁往莫斯科的。象法国革命一样，外国军队的干涉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在这期间，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一家，于7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遇害。



　　从1919年秋季到1920年冬季，内战达到了高峰。白俄将军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一部分是由于红军的苦战。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要恢复旧的统治，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因为农民害怕他们，怕他们新近获得的土地又被索回去，还要回到以前所有者的手中。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外国军队的干涉力量也随着撤出了。但是，俄国国内的动乱并没有结束。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在约瑟夫·皮尔苏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攻基辅，但是被赶回到了华沙附近。8月16-25日期间，苏俄的将军图哈切夫斯基被打败，这样使中欧免遭一次苏维埃的人侵。1920年至1928年，英国驻德大使达贝隆勋爵把这次战役写成一本名为《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对于战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夸张。如果波兰被击溃，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进入德国。列宁自己的评论明显地表明了关于这次战役的最终目标。他说：



　　“进攻波兰，就是进攻同盟国，摧毁波兰军队，就是破坏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是当前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



　　“如果波兰被苏维埃化……凡尔赛和约也就终止了，建立在德国胜利基础上的体系也同样地被破坏了。” [ 作者注：转引自T.A.塔雷库齐阿著《苏维埃外交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101页。 ]



　　1920年10月12日，波兰和俄国之间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次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了和约，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就被冻结了。



　　四、空想主义的结束



　　“无”产的人想得到“有”产人的财富，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实际上，这也是动物生活的天然法则中的一部分，就象熊窃取蜂蜜、狼要吃羊一样。但把自然界中生态平衡的法则引用到人类的生活中，就不那么准确了。马克思理论认为，夺取了权力之后，一个社会阶级也就必然地吞没另一个社会阶级。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难道熊在偷取了蜂蜜之后，它就能代替蜜蜂酿蜜，狼在吃了羊后，便能象羊一样温和吗？



　　V.L.波林曾说：“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是马克思的信口开河，……这种幻想中没有一点现实性。” [ 作者注：《困境中的文明》，（1951年版），第74页。 ] 无产阶级不仅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少数的阶级，这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它要强迫大多数人贯彻执行它的意志，也包括少数资本家在内。而且它的每个成员。也象其它的阶级一样，都受到人生的支配。自从人之所以为人以来，人类的历史就一直受到这种本能的支配。



　　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仅仅是要耕种它，而应读利用它获利。然而他们耕种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为工业工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农民的产品。波林说：“在工厂中，工人们忙于选举他们的苏维埃和进行讨论现在他们是统治阶级，任何人不能向他们发号施令……尤其是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当他们的鞋子需要换底时，他们便从机器的传送带上切下一块皮子，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这样的工厂，生产不仅不会迅速发展，而且很快便会陷入停顿。” [ 作者注：同上，第78-79页。 ] 由于工业工人没有什么，或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拿去与农民交换食物，于是，饥荒开始席卷城市，工人开始离开工厂，涌向农村去寻找粮食。



　　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整整三个月后，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95-397页。 ]



　　4个月后，调子开始变了。在1918年4月28日，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声明说：“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迅速地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金”……假定我们要聘请几百个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国专家，试问每年花费五千万或一亿卢布来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能不能说这项费用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过多的或负担不起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能思考的、诚实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都会认识到：要立刻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我们是做不到的；……除了组织起来，……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盗窃国库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库’）以外，别无办法。”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501-504页。 ] 一个月后，当内战还处于最初阶段时，列宁在《论饥荒》的小册子中，对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区的悲惨情况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还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资产阶级和富农（有财富的农民）“以粮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机”，而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当内战结束和外部干涉停止时，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饿死，彼得格勒原有二百万居民，这时只剩下七十万人。



　　最后，到1921年的春天，列宁才看清了形势。为了获得面包，他于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所有影响农业的法令都被取消了。农民可以自由保有私有财产，雇佣劳工，自由处置和出卖他们的产品。这被称为他的“新经济政策”，——一种从社会主义的后退。



　　在1921年11月5日写的一本小册子中 [ 译者注：即《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 ，列宁解释说，革命的方法，即“立即进行彻底地摧毁旧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一种错误。然而自从那年春天以来，“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已用来代替原先的行动办法，其目标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但“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 ’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是“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和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一年之后，列宁的又一本小册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60页。 ] 问世。他把“新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之“非社会主义成分”。并且反问，是否应把这一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他的答案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且，“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也许会更好一些”他接着又问：“在允许农民贸易自由之后，情况是怎样的呢？答复是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毫无疑问的。” [ 译者注：同上，第4卷660-665页。 ] 但重工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它仍是处在国家垄断的状况中。



　　尽管已有这种进步，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又写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页。 ] 可见列宁是一个清醒的人。



　　他说：“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哆叨，过分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的前进步骤，这种步骤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没有被理解。……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空忙使我们徒具工作的外表，实际上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终于应该改变这种情形了。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材，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如果不准备忍受一切，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702页。 ]


















	

 






	















	







	







	









 





	


	







	







	




	


第11章 苏联的革命战争




	







	

 



	


	

　　一、 政治与战争



　　苏联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对内部的还是对外部的，都是与那些原始部落内部和原始部落之间的关系相似。关于原始部落的关系，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已经探讨过了。为了要生存，“内集团”（即共产党）就必须团结一致，服从权威，以便能全力以赴，共同对抗“外集团”（即资本主义）。对于部落集团和革命派说，“毁灭或是被毁灭”是他们的主要口号，而且象是处在动物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之间没有区别。由于这一原因，就如狄克斯特先生所说的：在苏联的战争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政治性武器和军事性武器的相互交替使用。在莫斯科的一个和平攻势，在华沙的一个文化会议，在法国的一次罢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武装叛乱，在希腊和朝鲜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统一的战争中的各种不同的工具。” [ 作者注：狄克斯特：《克劳塞维茨与苏俄战略》（1950年版），“外交事务”部分，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争与和平不过是一种经常不断的阶级斗争中的个别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有时是隐蔽，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这种“统一战争”的理论——多方面的战争——凝集了至高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战争不仅是军人所承担的行动，而且是代表整个社会与其他不同社会之间在思想、目标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 [ 作者注：同上，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克劳塞维茨在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时，曾写道：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即，一种与和平和战争都有关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 译者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学院1964年版，第一卷第53页。 ]



　　列宁的思想中有着这样的见解是不奇怪的。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说：



　　“无产阶级必须认真地分析每次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阶级意义，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慎重地估计所有参战国家中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24页。 ]



　　不过，在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克劳塞维茨从不怀疑，文明的民族所理解的道德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列宁却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动物斗争，这样，在斗争中，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他说：



　　“我们否定一切从非人和非阶级概念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我们说这是一种欺人的鬼话，完全是为了满足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的道德是完全受无产阶级（内集团）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支配的……我们认为，道德应有助于消灭旧的剥削社会（外集团），并且联合无产阶级周围的所有的劳动者，这样也就创立了一个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 [ 作者注：托洛斯基认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内战，它可使敌对阶级之间的所有道德联在一起被炸掉。（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81页。 ]



　　因此，如同在部落战争中一样，苏联的道德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伦理的考虑被排除在外，所以，狡诈优于刚勇，间接的心理攻击也优于直接的物质攻击，因为只要对方是信守道德规范的，那么，面对着这样不讲道德、野兽般的对手，他便会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地位。



　　战争，从各方面来看却是绝对的，而且只有当资本主义（外集团）被毁灭以后，战争才会停止。所以，列宁曾说：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正在对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还未灭绝，所以我们不能反对一切的战争，而只能反对反动的战争，并且在这同时要拥护革命的战争。”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8页。 ]



　　他还说：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作者注：转引自斯大林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439页。 ]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战争与革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如果能把一个国际性战争或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也就是说，让敌人自己消灭自己，那么，一定可以在这中间找到节约力量的最高原则。这些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它们成为革命的“助产士”，其方法是不断地利用政治和心理攻势：象系统的宣传，煽动罢工，暴动，叛乱等。有一点要记住：在纯粹的军事战争中，预备队要到交战国的武装人口中去寻找；在革命战争中，预备队却要到敌国对立的阶级中去寻找，也就是到不用意的无产阶级中间，到它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间，以及到非无产阶级的派系中间去寻找。



　　正是为了这种的目标，红军从一开始组建起，便被训练成为不仅是一种军事工具，而且还是革命的工具。据皮埃尔·费尔瓦克记载，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侵入波兰时，他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而随从人员却有八十万人，其中包括有政工人员、警察和抢劫者。这些人的任务是要把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布尔什维克化，消灭富人，枪毙所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 [ 作者注：皮埃尔·费尔瓦克《红军领袖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版），第124页。 ] 当然，八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数字很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图哈切夫斯基自己也曾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军队前面，有一支宣传队伍开路。对此，达贝隆勋爵也曾这样写过：



　　“莫斯科派出了大批的侦探、宣传家、秘密使者和秘密友人，他们进入波兰领土，瓦解波兰人民中一些人的抵抗意志……这些非武装人员的工作，和军事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同样有效的。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避免正面进攻，而以侧面进攻、渗透和宣传来包围敌人的阵地。” [ 作者注：《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第28页。 ]



　　最后，还是看看列宁的观点。



　　“评价战争，不能看它的死亡数字，而应看它的政治后果。除了在战争中死亡和受苦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战争还代表着阶级的利益。如果战争能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所贡献，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得到斗争和发展的自由，这样的战争是进步的，不管它带来的牺牲和痛苦有多大。”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3页。 ]



　　二、 列宁和克劳塞维茨



　　象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神往入迷的。他不仅深人地钻研过《战争论》，而且还广泛地作了许多注解。 [ 作者注：他在《战争论》作的眉批，于1923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以后又转载了几次。 ]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这一章都被他密密地划上了道道。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章”。他的理解确实不错。从下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他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个标题下，列宁写道：“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73页。 ] 在另外一个场合，列宁又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所接受。” [ 译者注：《列宁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



　　在列宁的许多小册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例如，他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就曾吩咐他的追随者记住：“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7页。 ] 他还指出：“战争本身不能改变方向，这是在战争之前就由政治决定了的；战争只能促进这种方向的发展。”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75页。 ]



　　为了准备十月革命，列宁在1917年10月21日写了一篇《局外人的意见》，概括地说明了起义的技巧。他说：“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马克思把这个真理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列宁又继续说：“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说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的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42-343页。 ]



　　应该说，这些规则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是极为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6节。 ]



　　斯大林曾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指示，并且还补充说：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显露自已，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的高涨起来。那时侯，革命就成熟了；那时侯，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的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 译者注：《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251-252页。 ] 。



　　按照列宁的观点，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尽管如此，列宁对于克劳塞维茨的防御理论和反攻理论，却是非常重视的。列宁曾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 译者注：同上，上卷第253页。 ]



　　换句话说，战略中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得战斗，而且还要争取时间积累赢得战斗的力量。他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就是采用这种战略，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 译者注：同上。 ]



　　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 [ 作者注：哈罗格教授在《克劳塞维茨、列宁和共产党今天的军事思想》一文中写道：‘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象托洛斯基、斯大林，拉狄克和伏龙芝等人，以及俄国的一些元帅，如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等等，也曾研究过《战争论》，1914年俄德战争爆发时，有五种俄译《战争论》。可见，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和俄国的军事实践融为一体的，不了解前者也就不了解后者。 ] 这三位自法国革命以来最著名的革命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军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克劳塞维茨，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性质的研究怀着崇高的敬意。



　　三、 第三（共产）国际



　　由于十月革命向世界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之战斗的祖国，列宁因而抱着一种期望，认为世界范围的革命会接踵而来。1918年1月20日，他正是抱着这种殷切的期望写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来，而且即将到来，这点是确信无疑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种必然的，科学的结论之上”3月7日，也就是在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4天后，列宁又说：“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酝酿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才能战胜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59-460页。 ]



　　然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尽管列宁曾作过这样的结论，但是任何革命都不曾成熟，而且就在第二年，内战便敲开了苏俄的大门。列宁明白了，如果没有广泛的世界性的革命工具，也就不可能完成世界革命，而在当时，这样的工具是加倍地需要的。这不仅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要阻止资本主义消灭革命的“麦加”。因此，在1919年3月4日，列宁便开始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这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名义上保持独立，而不受莫斯科支配，并且是用来取代1914年破产的第二国际的。 [ 作者注：第二国际接受了综合有马克思经济政策的自由国家的思想，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和平进化论。1914年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一分为二，一个集团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战争，另一个集团是“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战争，但双方都不曾提出世界革命的现念。 ]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发布的命令，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苏联的危险处境。他们督促全世界的劳动者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做到：停止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不参与俄国的内政；恢复和俄国的外交关系；邀请俄国参加和平会议；解除经济封锁，恢复对俄国的贸易。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空谈而已，因为各国的共产党都在忙于他们派系之间的争吵，谁也没功夫去煽动无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无能使列宁醒悟过来了。当内战一结束，列宁便开始把他的信心转变到党的身上。1920年4月到5月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一篇对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演说词，其目的就是要把它们转变成一种作战的革命工具。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要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接着，他问道：纪律是靠什么来加强的呢？他的回答是：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他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81-182页。 ]



　　他指责共产党的狭隘的宗派主义，它们的思想是，对所有非共产主义者都怀着不妥协的敌意态度。如果这样的话，不但不能瓦解资产阶级，反而足以增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列宁认为这点“不忠于革命”，并认为在原则上避开一切妥协是幼稚的。为加强他的论据，他特别提出了一位叫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同志（英国鼓吹妇女参政的一位著名人物。）的观点作为批评对象：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共产党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



　　列宁接着批评说：“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那么他们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一万名士兵跟五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十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238页。 ]



　　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政策，在1920年7一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了。大会同意，为夺取资产阶级政府的权力，共产党必须采取特洛伊木马计的战十，打入敌人的政治圈子中，以从内部分散、腐化、瓦解他们。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党工人参加贸易工会的政策。目的是要获得对工会的控制权。共产党基层组织应采取的战术则是：首先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激发他门的怨恨，煽动新的混乱。这些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奉命不必重视劳资双方间的集体协定，而是应象树木中的蛀虫一样在黑暗中工作，逐渐地吃掉工厂纪律的纤维。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利用非党分子组织亲共产党的外围集团，并利用他们渗入到各种的资产阶级组织中，同时，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辩论会等等，逐渐地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



　　今天，距离那次大会四十年之后，这种阴谋的、腐蚀性的有机体，已经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仅在英国，工党就已经禁止了四十多个这样的组织。他们所提倡的是自由，言论自由，和平，裁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天下一家，以及任何能激发群众的感情，破坏国家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东西。



　　随着第三国际的建立，列宁完成了他的革命的组织。



　　四、 和平成为革命的工具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做词义转换。当一个词或一种观念的公认意义被颠倒时，不仅共产党的意图被掩饰了，非共产党的思想也被引人了迷途。于是，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出一种语言学中的幻境，正的看成是反的，反的看成是正的。



　　在非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许多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上的曲解过程。比如裁军，对这个来说，意味着一种意思，而对另外一个来说，又意味着另外一种意思；和平也是一样。对非共产党来说，和平是一种国际和谐的状况，而对共产党来说，它则是一种国际混乱的状况。共产党认为，和平与战争这两个词是名异而实同的，其真意都是斗争。只有当马克思的天堂建立起来以后，这种斗争才能结束。所以他们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和平，而他们自己则是和平的爱好者。



　　如果对这种“两面说话”的基本内容能充分地了解，那么西方的总统，首相以及那些年迈的元帅们，也就不必为了发现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正在想什么而急急忙忙地奔向莫斯科，就象赶往麦加去发现回教徒在想什么一样。如果让克里姆林宫的当前执政者赫鲁晓夫先生放弃《共产党宣言》，就如同让坎特伯雷大主教放弃《新约》一样。



　　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虽然它是无神论的，但意义上却一样。它有一种“固定的思想”。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这一信念是不能批评的。此外，在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中，有一点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它几乎是普遍地被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向西方的许多基督社会主义者求助。大约在三十年以前，曾把尼采的文集译成英文的利维先生指出：虽然布尔什维主义是无神论的，但它是基督教的异端。 [ 作者注：奥斯韦·利维：《理想主义的愚昧》，（1940年版），第14页。 ] 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追求一种理想的“乐园”，在这乐园中不存在争吵，因为大家共同享有财产，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了。 [ 作者注：马克思忽视了人类的斗争对象不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思想这一特点。如果整个世界都变为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在共产党内部也将会出现许多宗派，彼此争战不休。这和基督教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列宁的时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正确解释的争论，一直是激烈而不断的。斯大林把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消灭掉了，其中几乎包括列宁所有的老部下。 ] 同时，它还向往着一种天堂，当资本主义的恶魔一旦被消灭，人类便返回到天真无邪的状态中。它是自命为永恒的、救世的，而无产阶级就是救世主。它支持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它的仇恨则发泄在富人、有文化和有学识的人身上。《共产党宣言》就是它的“登山训诫”。



　　奥斯卡·利维说过：“至少有一个俄国人没有忽视布尔什维克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那就是苏俄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鲁拉恰尔斯基先生。他在革命初期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耶稣基督，如果他还能回到地球上的话，他会立即加人共产党的。” [ 作者注：《理想主义的愚昧》，第64页。 ]



　　这种说法表明，两种宗教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它们都是要传播自己的信念，而且都认为，语言的战争要比刀剑的战争更加有利。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政客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技巧非常无知，所以我们要反复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一种颠覆工具，也就是说，是征服的工具，同肘，和平只是为了争取呼吸空间以便准备战争。如果在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和平关系，那并不是为了结束敌意，而只是调换了战场，从军事的战场转到了阶级的战场。所以，和平只不过是并未中断的斗争当中的一种策略。如果说，共产党要向非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那么，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瓦解他们。



　　列宁在夺取了政权之后，签发的第一道法令，或者说宣言，便是要求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并未能结束战争，反而使战争转变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内战，即以自相残杀取代国际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就可以有个喘息的机会。或者正如塔雷库齐河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一定是暂时的现状。在这种暂时的现状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仍要继续进行；而对苏联来说，它意味着维持一种国际平静的外表。” [ 作者注：《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8页。 ]



　　从1921年3月签订里加和约开始，一直到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苏联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战争，所以，和平成了它的正式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外交政策的保护下，苏联一方面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心理进攻的战争。1922年3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采纳了这种外交政策。会议指出：“通过打倒资本主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防止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方法。” [ 作者注：同上。 ] 以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中。克里姆林宫不断提出保证，重复它的和平意图。这对于赢得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羡慕，是具有强烈影响的。



　　这种伪装的战争政策，由于提倡“一个国内的社会主义”而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家认为，预定的世界革命的目标似乎是放弃了。列宁在1922年提出这样的号召，是为了发展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直到1925年，斯大林才终于采用这种政策。这是为了加强苏联实力的长远政策，是为了它最后能够指导世界革命，而不是依赖它。



　　与苏联的和平政策有密切联系的，还有全面裁军的号召。全面裁军的建议，是1927年11月30日由李维诺夫在裁军准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尔后，一直到1932年4月，他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求：解散所有的陆、海，空军；毁掉一切武器、战舰、要塞和兵工厂；废除义务兵役制，裁减一切国防预算，取消一切陆海军组织；只留下足够的国家警察力量以维护国内的法律和秩序。



　　当然，李维诺夫很清楚，这些乌托邦式的建议是会遭到反对的，因此，当这些建议一被拒绝，他又立即提出了另一个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他只提议部分地和逐渐地进行裁军。这样，就使得人们对空战、毒气问题，大炮和重坦克等攻势武器问题，小炮和轻坦克等防御武器问题，以及这些武器之间的差异等等，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最后，经历几周无意义的争论，裁军会议终于破裂了，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只有苏联的代表从这种概念的争论中带着和平的桂冠返回国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活动都只是一种骗局。这是因为，一旦李维诺夫的建议被接受了，那就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需要，除非所有的阶级差别都被消除了。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变成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是没有其他办法逃避这个社会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统治阶级。为此，列宁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 作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5页。 ]



　　更进一步说，阶级战争的整个理论是以武装暴力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在二十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23卷第93页。 ] 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组织和训练一支红军，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保护苏联的工具而且还是一支革命的宪兵——这是一种颠倒了的警察武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煽动造反，而不是为了镇压叛乱。



　　在1918年到1922年之间，苏联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单靠军备和武装人员的数量。列宁就曾说过：我们所以能够生存，能够击败支持白卫军的协约国强大联盟，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团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这不仅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更准确的说，还由于这些冲突不是偶然的国内不和，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性斗争。



　　从表面看来，“和平共处”似乎是和平的，但用苏联的术语来说，它意味着和蛀虫生活在一起，不论迟早蛀虫是会把房屋蛀倒的。 [ 作者注：按字典上的意思来看，“和平共处”与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如果从苏联的“两面说法”来看，意义又变得相同了。 ] 这些和平建议只是一些不和的种子，它们旨在挑起别的国家之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分裂，所以，在苏联的和平政策中，“分而治之”的原则就象是罗马时代的武器一样坚硬。


















	

 






	















	







	







	









 





	


	







	







	




	


第12章 二十年休战




	







	

 



	


	

　　一、 迦太基式的和平



　　经过十二年的混乱以后，到1930年，费雷罗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我们的文明可以很好地创造战争，但是它却忘了怎样制造和平。”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148页。 ] 实际上，它不能制造和平是因为它已经忘了如何制造战争。一旦停火的号角吹响，战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战争的手段开始垄断着战争的目的。结果战争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了；这样当然不可能有和平。



　　对于这个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仅有人把和平看成为颠覆的工具，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们，也把和平当作统治的工具。对这两者来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征服对方；两者的手段也是相似的，同样使用强迫。一个是用心理攻击以破坏敌人的抵抗，另一个则是采取经济封锁的形式来实行围攻。封锁一直延续到1919年7月，这就象用一支手枪顶住了敌人的后背，直到对方在强迫性的和约上签字 [ 作者注：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德奥两国中就有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1918年12月13日，德国人要求准许他们进口小麦、脂肪、炼乳和药品等物资，但遭到了拒绝。1919年2月在波希米亚，有2O%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死了，还有40％的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英军莱因集团军总司令普鲁默勋爵于1919年8月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明他的士兵已不能忍受饿死儿童的悲惨情景，这时封锁才开始放松。（《未完成的胜利》，阿瑟·布赖恩特著，1940年版）。 ] 。这是一个极为愚蠢的行为。法特尔早在一百六十年以前就曾指出：“一个不受拥护的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压迫；一个国家，只有当她无力反抗时，才不得不接受这种和平。然而，一旦有了适当的时机，有思想的人就会起来反抗。”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一章第9-1O页。 ]



　　1918年11月5日，威尔逊总统向德国政府转达了协约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停战条件。并且宣布，“他们愿意根据1918年1月8日总统在国会致词中所列举的和平条件，以及他在后来各次讲演中所提出的原则，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 作者注：引自约翰·凯恩斯著《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4页。凯恩斯后为凯恩斯勋爵，在巴黎和会中以英国财政部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 。



　　凯恩斯写道：“德国与协约国之间契约的性质是简单明确的。和平条件以威尔逊总统的各次讲演为依据，和会的目的只是讨论条件应用上的具体细节。”一“契约具有非常严肃的特性，其中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迫使德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德国人认为，这个契约虽使自己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协约国也得因此遵守他们的诺言，使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去进一步压迫对方。”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5页。 ]



　　德国所以接受这一契约，是因为她的人民正在挨饿。1918年11月11日上午5时，德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在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条约正要签订时，根据尼尔科森的记载，“威尔逊总统的二十三条‘和平条件’，竟有十九条被破坏了。”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1933年版），第13页。 ]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和约是最高理想与最低道德的混合产物。制造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即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克雷孟梭和大卫·劳合-乔治，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此外，民主制度下的群众情感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威尔逊总统有着一种神治的和单轨的思想。他对于民主有一种完全的信仰，并且相信人民的呼声与上帝的判断完全相同。他认为，他自已与神秘的民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深信这种民意也包括在和平条约之中，因此，“在这些和约中即便有矛盾，有不公正，或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关系。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53页。 ] 他还认为，只要时候来临，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就会发挥出神秘的力量，纠正一切错误。1918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会上宣布：“应该没有兼并，没有赔偿，没有惩罚性的破坏……。所谓自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它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原则，政治家今后如果忽视了这个原则，就会遭到风险。” [ 作者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的前任阿伯拉罕·林肯，就曾进行过一场可怕的战争，为的是从“这必要的原则”中挽救他的国家。 ] 然而，凯恩斯却评论说：“他这个人没有计划、没有办法、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因而不能使其理论转变成现实。”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39页。 ]



　　1918年，克雷孟梭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幻想早已泯灭了。但他听说德国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之后，却兴奋地高喊：“我总算是等到了这个报仇的日子了！”他是法兰西部落主义的神，但他不是伪君子。他的政策是要把时钟倒转，破坏自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C.h.艾里斯写道：“他在整个和平会谈中，都是主张仇恨和恐惧，并且坦白地表示，他的愿望就是让德国人从此再也站不起来。” [ 作者注：《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1928年版），第43页。 ] 在整个会议中，是他在起着主导作用，而不是威尔逊。在他看来，威尔逊提出的条款是感情用事，是空话。他提出的口号是：“一个战争结束，另一个战争又会继续下去。” [ 作者注：引自阿瑟·布赖思特著《未完成的胜利》，第45页。 ] 这正是1940年悲剧的预兆。



　　劳合-乔治首先是一位权力的艺术家，其次才是和平的巧匠。他知道和平要求什么，但是由于战争的结束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他把权力放到了首位，并且决定跟着国家走，在群众潮水一般的热情中去寻求颠扑不破的权力。



　　在签定停战协定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在向他的自由党拥护者致辞时说：“任何违反公正原则的解决方法都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绝对不能容许任何报复的思想、任何贪婪的精神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来压倒这一基本原则。” [ 作者注：尼尔科森．《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21页。 ] 十天之后，这些论调经过加工修改，在竞选宣言中提了出来。然而，由于群众对此反应冷淡，这位首相为了唤起群众更高的热情，在11月29日又宣布说：“德国必须在它所能担负的能力之内赔偿这次战争的损失。”当人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领悟过来时，战争内阁中的工党成员乔治·巴恩斯先生，由于对人民的情感还是比较熟悉，立即乘机高呼：“我赞成对德皇处以绞刑！”这里有一种血腥味，英国民主人士对此惊讶地伸出了舌头。12月后的宣言中，他向全体选民保证：“审判德皇，惩治所有的暴行的指挥者，要德国付出最大量的赔款。”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次伟大的政治胜利。12月28日，选举揭晓，联合政府以二百六十二票的多数战胜其他一切独立的政党，重新回到领导地位。



　　为什么劳合-乔治要在政治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霍华德·艾里斯的答案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一般来说，劳合-乔治能够看到一条较好的路线，……但通过绞死德皇和让德国付出赔款，使他战胜了大多数而赢得了大选。”而且，在和平会谈期间，他也偶而提出相反的意见，但一想到有失去权力的危险时，他也就欲言又止了。” [ 作者注：霍华德·艾里斯：《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第42、44页。 ]



　　这就是当时支配着和平谈判的最初准则，那些为战争变得疯狂的民主国家，在克雷孟梭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加图”。 [ 作者注：法国人在这次和谈中的主导地位，只要看一看所有以法国地名命名的和约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条约是：1919年6月28日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11月27日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内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和匈牙利签订的垂隆条约。1920年7月16日和奥地利签订的圣杰门条约；以及1920年8月10日和土耳其签订的希费里斯条约。 ]



　　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谈正式开始，它的任务是草拟和平条约，而其目的也就是消除造成战争的原因。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吸引它注意力的最严重的问题，既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所以未来的危险，将不是疆域或主权方面，而是在食物、煤炭和运输等方面。”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34页。 ] 然而，和谈所达成的大多数决定，不但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使它们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些决定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土方面：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给法国；波森（即波兰走廊）省的大部分以及它的六十万日尔曼居民要割让给波兰；日尔曼人占大多数的但泽城定为自由城，由国际联盟保护；梅梅尔割让给立陶宛；欧本-马尔半德割让给比利时。这些规定使德国丧失了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七百万日尔曼民族的人口。除此以外，德国的整个殖民地也被剥夺了。它的殖民地面积本来在世界上是居于第三位的。



　　（二）工业方面：萨尔盆地割让给法国，为期十五年 [ 作者注：萨尔盆地的居民全是德国人，它归属日尔曼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经规定，这里的煤要交给法国人开采，以赔偿法国人的损失。 ] 。上西里西亚的煤田划给了波兰。这些割让，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丢失，使德国的煤产量每年减少六千零八十万吨。此外，德国还要在连续十年内向法、意、比、卢等四国交纳四千万吨煤。



　　（三）商业方面：在德国的商船中，所有超过一千六百吨位的船只，一千六百到一千吨位之间的船只的一半，渔船的四分之一，以及内河航船吨位的百分之二十，都要交付给协约国。同时，五千辆机车和十五万辆火车车厢，也要完好无损地交给协约国。



　　（四）财政方面：德国所有的对外投资和财产，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一律被没收，并指定一个赔偿委员会来决定德国向协约国的赔款数额。直到1921年，这个赔款总额才定为一千三百亿金马克（合六十六亿英镑），这个数目比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掠走的赔款多三十三倍。



　　（五）军事方面：莱茵地区被定为非军事区，德军的部队不许有战舰和潜水艇，陆军人员限制为十万人，官兵都必须是长期服役的军人，不准采取征兵制。而且军队不准有坦克、重炮、军用飞机和高射炮。这样，德军实际上将只成为一支保安部队。



　　（六）精神方面：德国的领导人，包括大多数贵族和将军在内，都要作为“战犯”加以审讯。而且，最大的侮辱是条约要求德国承认它是整个战争的罪魁祸首。



　　凯恩斯曾对这些条款作过审察，并且说：“他最为关心的不在于条约是否合乎正义……而是它的智慧和后果。”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60页。 ] 他还说：“我写这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目的，是要证明迦太基式的和平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或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33页。 ]



　　许多年以后，即到1946年，他的预见受到了一本著作的挑战。这本书题为《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是一位优秀的法国青年写的。这个法国青年名叫曼陶克斯，他在1945年5月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前八天的一次战斗中丧生。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见解，他认为正义要求德国应该赔偿这场战争的全部损失。他还设法征明，凯恩斯的许多预见与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是不相符合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他的批评之所以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凯恩斯把他的预见建筑在这些条款之上，而是胜利者并没有彻底地执行和约中的条款。这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横蛮无理，而主要的还是因为胜利者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引起了无限的混乱。不久，人们便发现，这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国际贸易。对于胜利者来说，恢复德国的贸易比阻碍它更为有利。凯恩斯曾预言说，如果不能这样做，必然会导致另一次欧洲大爆炸。



　　凯恩斯还写道：“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有意使中欧贫困，那么，我敢断言，复仇的日子是不会远的。什么事情都不会拖延很长时间，最后反动与革命力量之间一定会爆发内战，胜利者也会被摧毁。假使与这种内战相比，那么过去德国战争所具有的恐怖性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而且他还预言，要偿还赔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五到十年间培植德国的贸易与工业，提供大量的贷款，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家。”胜利者就是这样瞎碰瞎撞，走上了这个方向。



　　1922年12月，德国开始不履行它的赔款义务。为了强制它执行赔偿条款，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于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地区。接着马克跌价，到11月，四万二千亿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为了稳定流通，又发行一种新马克，用一万亿纸马克换一新马克。1924年，戴维斯委员会提出建议，为帮助德国把流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德国提供八亿金马克的贷款。这个建议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同意，于是大量的外国资本很快涌入德国。到1929年为止，即在戴维斯计划期间，纯资本的输入达到了赔偿额的两倍以上。曼陶克斯所说：“用来赔款的钱，并不是德国人民的积蓄和税收。” [ 作者注：曼陶斯克：《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第147页。 ] 同时，他还说：“凯恩斯先生曾预言这种赔偿条款是不可能执行的。事实上也确实没有执行。这一结果使他获得了预言家的荣誉。”不仅如此，他还预言：



　　“只要假以时日，德国将会恢复它的实力和自负，不过，那要经过许多年。但到那时，德国又会把眼光盯住西方。德国的前途现在是在东方，当她恢复了元气之后，她的希望与野心也就会自然地转到东方来。”



　　E.H.卡尔教授简洁地说明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



　　“1918年的胜利者在中欧‘失去了和平’，因为他们在这样—个要求协作单位逐渐扩大的时代中，却继续追求一种政治与经济分割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为了消除战争的经济原因的活，条约应该对准欧洲的整体。



　　1919年6月28日，德国的全权代表在“封锁”的手枪逼迫下， 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所以，从道德上来讲，这个条约应该是无效的。其他的条约也是很恶劣的，特别是垂隆条约和圣杰们条约更是中欧混乱的根源。 [ 作者注：根据垂隆条约，匈牙利要丧失71％的领土，三百万匈牙利人要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根据圣杰门条约奥地利所剩下的土地仅是原日尔曼部分的三分之二，而且禁止它与德国合并。它的日尔曼人口中有三百五十万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三万人并入意大利。 ] 总之，所谓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和没有惩罚性的破坏，全都是些空话。而这三种战争的恶性毒素，反而蔓延的更为广泛了。至于所谓的“民族自决”，虽然和平的制造者把它当作“行动的必要原则”，但实际上却视之为“仅仅是一个短语。”



　　霍夫曼·尼科尔森上校曾经表示怀疑，他说：“即令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例如尼禄、希罗格巴卢斯、凯撒·波尔吉亚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处在1919年的欧洲局势中，也能运用足够的集体智慧和善意，从而变得有所作为。”不过，从事后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既不是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劳合-乔治。正如尼科尔森上校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顶峰的歇斯底里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责任者。尼科尔森上校还说：“如果没有民主，虽然某种程度的战争仍不可避免，但是其暴力的破坏程度，却能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它没有必要去煽动人民的激情，也不必害怕民众的压力。”



　　甚至未来的那些民主政治的摧毁者，自己也是迷糊不清的。从那时起，在战后局势中，开始形成了一种“不依赖选举”的暗流。人类又盲目的向一种新的政治观念走去，它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在指导那些不满的国家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然而是好是坏，那就难以说清了。



　　二、 阿道夫·希特勒



　　在战争期间，协约国曾认为，他们的战斗目的是要使世界的民主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却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不仅没有安全，民主政治的地位反而更加摇摇欲坠了。在这场混乱中，一个接一个的独裁者不断地出现了，在波兰、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德国等国家里都建立了不同的专制改体。这些独裁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不仅反对旧有的民主秩序，而且也反对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秩序已在俄国生根，并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的时代中逐渐地发展壮大，威胁着每一个非共产党国家。



　　在这些独裁者中间，获得了历史上最高评价的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他是历史上最特别的人物之一，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莱茵河岸的布劳瑙。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过下士军衔；战后，在慕尼黑参加一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的很不起眼的政治集团，成为它的第七个成员。1923年，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地区，法国人在莱茵河地区鼓动一个共产党的分立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又鼓动一个天主教的分立运动；就在这时，希特勒一举成名了。当年11月9日，他和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一次政变。这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他的审判却使他在政治上获胜。从此，他在德国成为大家谈论的对象；而在被监禁于南兹堡要塞时，他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的第一篇。



　　希特勒是杰克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化身，即一个善与恶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使德国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恢复了民族的尊严，繁荣了经济；另一方面他使为数众多的人民家败人亡，从而使全世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都不寒而栗。



　　他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阴谋家。他能深入到人性中去找出荒谬的根源，也能够从群众的情感中过滤出有毒的政治酒精。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对他自己的“无敌”有一种超理性的观念。这样也就使他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一种感觉和掌握行动的心理时机的能力，这差不多是一种杰出的天赋。有一次，他对劳希林说：



　　“不管你作何种打算，如果一个观念还未成熟，那你就决不能使它成为现实。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于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这样就只有一种途径可走：即忍耐、等待、尝试，再等待、再尝试。在下意识中，这个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它有时会成熟，有时也会死亡。除非我在内心有绝对的信心，认为这就是解决的方法。否则，我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令是整个党驱使我采取行动，我也不会动。我要继续等待，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动摇。但是如果我内心的灵感来了，那么我便会知道这是应该行动的时候到了。” [ 作者注：劳希林编：《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181页。 ]



　　戈林有一次曾对韩德逊爵士说，当时机一到“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一切全都由元首作出决定，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产生影响。” [ 作者注：韩德逊爵士：《辱命记》，（1940年版），第282页。 ]



　　劳希林还写道：



　　“我常有机会回顾我自己的经验，但我必须承认，和希特勒在一起时，我时常感到他有一种魔力统摄着我，象是一种催眠术，直到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摆脱掉。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对他随意地贬低或是漫骂都是不应该的。他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巫医，而我们则好象已经退回到野蛮国家的时代，巫医成了我们中间的皇帝。” [ 作者注：转引自劳希林编：《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254页。 ]



　　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他那个时代中野蛮精神的产物，他与这种精神的配合就象手与手套一样默契。这就是他的无上权力的来源，并使他成了德国人民的魔术师。



　　三、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的原理，曾杂乱地分散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本书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不象一般人所说的，是一个疯子的废话。它是一种默示录，一本启示录。希特勒的良知与潜意识中的灵感，就是从中流露出来的。他在后来的演讲词中，虽然常常修改他的原有意见，但是应该记住，这本书是二十年代中期完成的。那时，很少有人对前途提出深远的打算，何况希特勒当时还没有取得政权，但他却已有了整个的计划；而且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它并不只是一张蓝图，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在被执行了。



　　在马克思主义中，基本原理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则是种族斗争的生物决定论。希特勒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生活中永恒的法则是为了生存而进行不断的斗争。”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54页。 ] 他还说“要想生存就必须战斗。在这个世界上，永恒的斗争是生命的法则；谁不想斗争，谁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 作者注：同上，第242页。 ]



　　关于种族问题，他曾对劳希林这样说过：



　　“‘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了……‘民族’，只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手段。我们必须以种族的概念来代替它……根据历史传统性的民族观念，这种新秩序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只有根据超越民族界线的种族观念才能做到……我非常清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象种族这种东西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我需要这样一个概念，以取消历史传统的旧秩序，而建立一个完全新式的，反历史传统的秩序……由于这一目的，种族的概念对于我是非常有用的。……法国人用民族的概念，国家社会主义也将把革命推送国外去，并且要重新改造这个世界。



　　我要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所实行的选举程序在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生效。在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即战斗性的北欧分子 [ 作者注：“北欧分子”，是指具有北欧式人生观的人，而不是指有北欧血统的人。 ] ，又将升起，成为统治阶级，统治那些商店老板，那些和平主义者和清教徒等。” [ 作者注：《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229-230页。 ]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以他的生物斗争观念为基础的。强权就是公理，不仅在森林中是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强国征服弱国，也就是适者生存。希特勒认为，未来将被他的优秀种族，尼采哲学中的超人所控制，而不是由马克思想象的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来统治。由于他的种族思想超越于所有的阶级民族之上，所以共产党和民主人士都反对他，把他当作共同的敌人。



　　从这个概念中也就产生了希特勒的拿破仑式梦想，即他对未来的设想。它与拉斯卡斯所记录的这位法国皇帝的思想是很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三章。 ] 拿破仑想的是法国，希特勒想的是统一欧洲。他要消除战争的根本原因，根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使欧洲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把欧洲大陆置于德国的监护之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采取四个步骤：①废除凡尔赛条约，②使奥地利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切日尔曼少数民族都归德国统治，③从经济上控制欧洲，④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即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它成为殖民地。



　　头三个步骤以及它们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到；第四个步骤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在二十年代中期，希特勒准确地看到，虽然法国是“德国的死敌”，但英国却是他的问题的重心，他说，三百年来，英国的政策是要使欧洲各国彼此对立，形成一种权力平衡。这样它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追求不列颠世界政策的伟大目标。所以，对于英国来说，看到德国失去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好事。



　　他还说，英国总是想“阻止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获得世界性的重要地位……法国所期望的则是阻止德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强国，这样法国就能保住它自己在欧洲的霸权。”所以，“法国外交的最终目标与英国政策的最后趋势必然是背道而驰的。”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04页。 ] 那么，德国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如何才能从中渔利呢？



　　希特勒的回答是：“只有与英国结盟，才有可能保护新德国十字军后方的安全。”这里所指的是德国对东部的扩张。因此，他说：“为了获得英国的友谊，任何牺牲都算不得什么。” [ 作者注：同上，第128页。 ] “不列颠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同盟者，只要它的政府继续表现出它的坚强的韧性。……这种韧性使它能在任何斗争中取胜。”当时德国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与俄国联盟。我们应该记得，德俄之间不久以前（1922年4月16日）在拉巴罗签订了一个相互友好条约。



　　但是希特勒强烈地反对与俄国联盟。他说“如果不是为了战争而联盟，这个联盟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 [ 作者注：同上，第537页。 ] 不仅俄国人不可以信任，就是同他们结成一个军事同盟，也将”成为新的战争信号，其结果将使德国遭到灭亡。” [ 作者注：同上，第538页。 ] 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与俄国结成同盟，我们怎能教育我们的工人，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反人道的不名誉的罪恶呢？……反对犹太人想使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向苏俄表明我们的立场。”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9页。 ]



　　他这样做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他说：“一个人民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保护这个国家现有种族生存的责任。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与领土和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说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资源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 [ 作者注：同上，第523页。 ]



　　“我们的运动是要找出现存于我们的人口与领土面积之间的灾难性比例，并加以消除，因为国家的领土是我们生活的来源，政治权力的基础。” [ 作者注：同上，第526页。 ]



　　“1914年的德国疆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它不真正完整，没有把所有的日尔曼民族的成员都包括在内。从军事防御的地理概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 [ 作者注：同上，第550页。 ] ……“对于日尔曼民族的前途来说，1914年的边界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 作者注：同上，第530页。 ]



　　希特勒继续说：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目标，即为德国人民确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须的领土。 [ 作者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反复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由于人口压力的要求，它有占领他国领土的权利。 ] 仅仅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的人民应该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们的后代眼中，这一行动也是合法的。……因为在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为基础的。德国的疆界也是一种机会的结果，这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代表以往各次政治斗争的结果。”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1页。 ]



　　于是，他得出了以后在1941年震动了整个世界的结论：



　　“今天，我们都深信，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外交政策的全面目标就在这里停止的话，这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多太效用。当我们为了人民能在欧洲生存而进行必要的领土扩张斗争时，它能对我们的侧面起掩护作用，那才算是有意义的。” [ 作者注：同上，第532页。 ]



　　“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中的路线是与战前的德国不同的。我们结束了总是向南欧和西欧的进军，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最后我们还要停止战前时代的殖民地和贸易政策，而改取未来的领土政策。”



　　“但是，当我们谈到今天欧洲的新领土时，我们所想到的主要是俄国与它所征服的邻近的小国。” [ 作者注：同上，第533页。 ]



　　“许多世纪以来，俄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中有日尔曼人作为它的核心 [ 作者注：在列宁的时代，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 ，……犹太人是不可能使这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生存这么长久的。他们本身决不是什么组织因素，而是一种分解的酵母。这个在东方的庞大帝国，面临消灭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我们命中注定是一个大悲剧的见证人。这个悲剧将为我们国社党的种族理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0年版），第533页。 ]



　　四、 通向战争的道路



　　在1924年到1929年期间，希特勒被关在南兹堡。感谢大约七亿五千万英镑的贷款，它的流入使德国的情况开始迅速改善。然而，尽管德国的经济开始恢复繁荣，但当希特勒出狱时，他仍不断地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1929年，灾难果然到来了。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一次倒台，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不景气，而且一直延续到1932年。



　　这一事件对于德国当时人为的繁荣来说，的确是一种灾难。在1930年，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德国人要靠政府救济才能生活，到1931年，其中实际上就有一千五百万人在挨饿。共产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张上升到1930年的四百五十九万二千张，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选票，则从八十一万张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九千张。同时失业人数也在直线上升。1929年9月是一百三十二万人，到1932年，则增到了六百多万人。 [ 作者注：这只是登记的失业人数，此外，还有大批未登记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 ] 1932年7月31日，国会改造时，国家社会主义党获得了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张选票，成为当时的第一大党 [ 作者注：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原是八百万张，共产党是五百二十五万张，中央党是四百五十万张。 ] 。结果，兴登堡总统于1933年1月3日召见希特勒，让他出任总理并组织政府。 [ 作者注：1933年2月2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今天所遭受的困难，是应由他人负责的。 ]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逝世后，总统与总理的职位合并，希特勒因而成了德国人民的元首和三军的最高统帅，三军宣誓要对他个人效忠。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久，立即开始了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1933年5月17日，他在国会上提出，说是只有德国一个国家被解除了武装，而其他国家并没有根据条约的条款采取同样的步骤。五个月后，他再一次发起进攻，在10月14日另一次讲演中宣布，因为德国应有的同等权利被否定了，因为“没有什么战争可以成为人类的永久不变的状态，没有什么和平可以摆脱战争而永存”， [ 作者注：诺尔曼.M.贝恩斯编辑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1939》第2卷第1094页。 ] 所以，德国要求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 作者注：德国是1926年9月8日被批准成为联盟成员的。 ]



　　尔后，在1934年1月26曰，为了保卫德国的东方翼侧，希特勒与波兰订立了为期十年的和平条约。一年之后，萨尔地区的公民进行总投票，有95%的人支持归附德国的主张，希特勒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他在1935年3月16日宣布，他打算恢复征兵制，把平时的陆军部队增加到三十六个师。并重建德国空军。对于这种违反凡尔赛条约的举动，外界的反应是：法国和苏联于5月2日签仃一个在东欧的互助条约；十四天后，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又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6月18日，英国与德国也签订了一个片面性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允许德国海军增加到英国海军的35%；10月，墨索里尼侵入阿比西尼亚。11月18日，国际联盟在英国的率领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样就把本来并不愿意的意大利领袖驱赶到了希特勒的怀抱之中。



　　1936年2月27日，法苏条约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此时，德军虽然还处于创建阶段，但希特勒却公然宣布，1925年的罗卡洛条约 [ 作者注：这个互相保证条约是英、法、德、意、比五国签订的，条约要求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和平。 ] 已被破坏。3月7日，他就出兵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八天之后，他在慕尼黑讲演时说：“我是按天意的指示，象一个梦游者一样在前进。” [ 作者注：《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一1939》，第2卷第1307页。 ] 他本能地感到，他的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但英法之间的不和却能弥补它的这个不足。



　　5月，莱昂·布鲁门在法国建立了他的左翼“人民战线”政府。共产党虽然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他们具有很强的实力和影响。这样，加上法苏条约的作用，当西班牙在7月17日爆发内战以后，欧洲大陆便分裂成了两个思想对立的阵营。俄国援助西班牙的共和党，这个党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德国和意大利则援助由弗朗哥领导的民族党；同时，法国的布鲁门政府也用武器支援共和党人，英国的公众舆论也站在他们这一边。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个条约，奠定了以柏林-罗马为轴心的基础。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之间也签订了一个反共条约。



　　当欧洲事端迭起之时，英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和平主义的沼泽之中。到1936年春天，英国已经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于在“国际联合同盟协会”组织的和平投票运动中，有一千一百万英国人宣称，他们对于联盟作为和平的工具抱有坚定的信心。这样，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政府就丧失了行动的自由 [ 作者注：尽管有许多联盟的拥护者相信集体的安全也需要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但大部分选民却不这样想。 ] 。



　　希特勒除了一再违背凡尔赛条约之外，为了使德国摆脱国际贷款资本主义的控制，他还采取了一种与那些大贸易国相冲突的财政制度，这一制度尤其冲撞了美英两国。这两个大国在当时是代表着世界金融界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认清了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创造劳动的产品为基础，另一种是以高利剥削为基础。关于后一种形式，他说：



　　“……国际证券交换性资本，是造成战争的主要煽动因素，现在，当战争结束以后，它又把和平变成了地狱。在日尔曼民族为了经济上的自由和独立而作战的计划中，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和贷款资本的斗条，就成为了重点之一。”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184页。 ]



　　他认为，只要国际金融体系是以黄金为本位的，一个垄断黄金的国家就可以把它的意志强加给那些缺乏黄金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干外汇资源，然后，再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带利息的贷款，以便倾销他们的产品。



　　因此，希特勒决定：①拒绝接受外国的有息贷款，并把德国的货币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放在黄金上；②通过货物直接交换的方式，即物物交换获得进口品。而在必要时则补给出口；③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允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可以根据政治局势把私有财产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④当有了可资利用的人力和物力时，就可以制造货币，而不必向国外贷款。



　　因为贷款资本主义的生命是靠放债赚取利息来维持的，如果希特勒做法被准许，并且获得成功 [ 作者注：1940年10月11日和12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在希特勒的制度下，德国不再感到任何严重的财政困难．它已经不再有增税、强迫储蓄和发行大量公债的需要。 ]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纷纷仿效。如果所有没有黄金的国家都以物换物，那么黄金就会失去它的威力。因此，希特勒的财政制度，当时就成了贷款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



　　1937年9月，美国又一次进人新的萧条时期，形势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0月9日，交易所市场便完全崩溃了。第二个月内，失业登记调查表明，全部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一百万人，部分失业人数是五百五十万人。这种情况，再加上希特勒的物物交换方法，就加剧了经济上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1939年4月，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代理陆军武官报告说：“目前的情形已十分明显，德国正在积极准备战争。对德国来说，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经济战争。德国必须要有它的市场，否则它就要死亡，然而德国是不愿意死亡的。” [ 作者注：罗伯特·E·舍伍德：《H.L.霍普金斯白宫文件》，（英文版1946年版），第1卷，第114页。 ]



　　当经济萧条打击着美国时，希特勒已经完成了他反凡尔赛条约这场战役的前半部分。他在德国境内消灭了失业现象，恢复了它的经济繁荣，使莱茵地区军事化，赢得了意日两国的合作，并且正在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陆军和空军。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德国确立了他牢固的统治权，从而可以自由地进行他反凡尔赛条约的后半部的工作。



　　十三年前，他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日尔曼帝国必须把所有的日尔曼人包括在内”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334页。 ] 这也就是说，要兼并奥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要收回但泽，并且取消波兰走廊。只有这样，凡尔赛条约才算是完全取消了，德国不再是流浪者，而将成为欧洲大陆未来的主宰。



　　1918年，由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被解散，奥地利成了一个经济弃儿，许多贸易国相信，他们复兴的唯一希望在于与德国合并。因此在维也纳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他们提出了民族自决的要求。



　　1938年2月11日、希特勒邀请奥地利总理舒斯尼格到贝尔希特斯加登来会谈。但当他到达时，希特勒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于是，舒斯尼格在军事入侵的威胁下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意味着奥地利向德国投降。3月初，舒斯尼格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决定在3月13日进行公民总投票，以寻求奥国人民的意愿。3月9日，希特勒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不禁暴跳如雷，并命令部队于3月12日进入奥国境内。德军在途中受到了许多奥国人的欢迎，奥地利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即受到迂回包围。同时。德国还在边界上与意大利发生了直接接触。所有的西方国家虽然都表示了抗议，但是谁也不能阻止希特勒继续他那“解放”苏台德地区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不同，它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在各少数民族中，亨南领导下的三百五十万日尔曼人，要算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1919年，在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魔术般的口号下，以民主的名义创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现在，到了1938年，希特勒又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打算摧毁这个国家。他想使用特洛伊木马计的伎俩，让亨南作内应。3月28日，希特勒把亨南召到柏林面授机宜。



　　5月20日，捷克政府听到了德国军队集中在边界附近的传闻，惊恐万分，于是下令局部动员。然而使希特勒吃惊的是，法国在俄国的支持下，居然重申他要援助捷克的许诺。由于希特勒并没有准备进行全面的战争，所以他不得不延缓自己的计划。一直拖到9月12日。他才在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中重新猛烈攻击捷克政府，以此作为在苏台德区组织叛乱的信号。对于这个一触即发的叛乱，法国人如果进行干涉．就意味着要爆发全面战争。法国总理达拉第对此束手无策，只得向英国首相张伯伦求援。可是，张伯伦对战争也丝毫没有准备，而希特勒则对这一点早已了然于心。9月15日，张伯伦飞往贝尔希特斯加登，去与希特勒讨价还价。22日，张伯伦作了他的第二次旅行，28日又开始了第三次旅行。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决定在10月1日以后的十天之内，要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次会议是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出席的，苏联没有得到邀请，事先也没有和捷克商量。9月30日，由贝纳斯领导的捷克政府被迫投降。希特勒的威信从此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希特勒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并不打算就此却步。10月21日到12月17日期间，他又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命令他的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梅梅尔和但泽。正在这时，他又交上了好运气。



　　1939年3月6日到9日，为了镇压分裂主义在斯洛伐克和鲁森尼亚的叛乱阴谋，捷克总统艾米利·哈柴解散了它们的政府。这样，被解职的斯洛伐克总理狄索就向希特勒求援。3月13日，当他到达柏林时，希特勒立刻向他保证，让斯洛伐克独立。新任斯洛伐克总理席多尔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消息，在当时已成为常例的军事入侵的威胁下，他只得被迫接受最后通牒。



　　当狄索还在柏林时，哈柴总统也向希特勒求援。3月14日，哈柴总统也被召到柏林。他在那他接到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捷克立即投降，不得作任何抵抗，这样他可以在德国得到自治权，否则，就将被武力征服。希特勒还提出事先草拟好的一份公报，勒令哈柴总统签字。这份公报的内容是：哈柴完全同意把捷克人民的命运交到元首的手中。



　　两小时之后，德国军队就开始进人捷克。当英法两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时，得到的回答是：元首做的不过是根据捷克总统的要求罢了。



　　成功使希待勒陶醉，因此对自己的对手开始产生一种极端轻视的心理。于是，他采取了他的最后一个、也是后来致命的一个步骤。他本应该等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等到他所掀起的政治风暴平息下来以后，再采取新的步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1939年3月23日，他要求收复梅梅尔。并且要占领它，同时，他又向波兰提出穿过波兰走廊、修建铁路和公路、归还但泽的要求。然而，使他惊讶的是英国首相于3月31日在下院的宣布。他说：



　　“如果有任何行动明显地威胁到波兰的独立，并且波兰政府因此认为有必要使用他国兵力进行抵抗时，英国政府将感到他们自己必须立即带兵给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波兰的政权，他已经把这个保证告诉了波兰政府。”



　　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采取了一致的行动。4月13日。这种对波兰的无条件保证，又被扩展到罗马尼亚和希腊。



　　希特勒可能认为，这些保证只不过是恫吓而已，但是，他必须避免一件事，那就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所以，希特勒尽管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过，如果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将是一场新的战争的信号，而结果将会是德国的灭亡”，但是他仍决定向俄国求助。他确实这样做了。8月21日，用邱吉尔的话来说：“这个不幸的消息象一枚炸弹一样，震动了整个世界。”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版），第1卷，第307页。 ] 苏联塔斯社宣布，希特勒的一个代表团正在飞往莫斯科，准备同苏联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干8月23日签字。这样，斯大林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在西欧进行战争，在国内保持和平。



　　英国政府接到这个消息后宣布：他们决定履行自己对波兰的义务；于25日与波兰正式签订条约，并公开发表。这个无条件的援助法令，在六年后，导致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9月1日，德国军队进入波兰领土。这样，二十年的休战就宣告结束了。



　　五、 战术理论及其谬误



　　从战术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的区别，主要是它采用了三种新式武器：毒气、飞机和坦克。尽管毒气有无可置疑的威力，但它却不能阻止战斗，因此，毒气的发展在战后就停止了。 [ 作者注：战后放弃毒气的发展是与群众的感情所产生的影响有关的，因为使用毒气是不合情理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毒气也没有作为一种武器来加以使用。如果战争再延续一年。那么当时只有少数人才理解的道理就将会被普遍地认识：坦克和飞机的机动性已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有可能发展成—种新的战术，彻底地影响战争的艺术。因为它们能抵销子弹的作用，坦克使地面运动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飞机可以超越战场，使天空成为一条公用的大道。这样，就使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坦克和飞机都是对攻势作战很有利的。



　　利用飞机作战的主要倡导人是意大利的杜黑将军，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详细阐述的理论，对战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的威廉·米契尔将军和英国的休·特伦查德将军都大量地采纳了他的思想。



　　杜黑曾被认为是未来主义者，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战术上的反对派，因为他又回到了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大炮轰击理论之上。这可是一种纯粹的破坏行动，只不过他把它们从水平的位置改成为垂直的位置。杜黑把飞机比成“一种特殊的大炮”，认为它所发射的炮弹的距离与它所飞行的航程是相等的，所以，一支空军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大集团的炮兵” [ 作者注：《制空权》（英译本，1943年版），第162页。该书的意大利文版，第一版是1921年，第二版是1927年，英译本是根据第2版翻译的。本书引文均引自1943年的英文版。 ] 。他强调说：“飞机不受地面的限制，而且飞行速度很快……所以，飞机是最优越的进攻武器。” [ 作者注：《制空权》（英译本，1943年版），第18页。 ] 他还写道：“在空战中决定胜利的是火力，速度只能抓住敌人……一架速度较慢但装备较重的飞机，可以用它的武器扫清它前进的道路，通常都能击败最快速度的驱逐机。” [ 作者注：同上，第41页。在他这本书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第34页），他说：一个独立的空军在组织上应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要由战斗机来保护轰炸机。 ] 因此在空战中不需要考虑防御问题，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而且，空军应该独立行动，不受陆军和海军的支配。“一切可能的资源都应该用来加强独立的空军，以便它能以密集和猛烈的攻势在空中作战和自卫。”“这种说法是一种基本原因，不容许有例外。” [ 作者注：《制空权》，第95页。 ] 至于“辅助性的军用飞机，那是没有价值的，是多余而有害的。” [ 作者注：同上，笫85页。 ] “高射炮的应用，也只是浪费精力与资源。” [ 作者注：同上，第49页。 ]



　　在空中作战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有制空权，就有可能阻止敌人的飞行，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飞行能力。”“得到了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在空中被击败就意味着全面的失败……任何对这种主要目标的改变都是一种错误……这个主要目标只能用空中的工具来完成，而不是使用陆、海军的武器……除非空军能够获得制空权，否则，任何适当的国防都难以得到保证。” [ 作者注：同上，第29页。 ] 这种理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书中。杜黑将军还大胆地假定，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空中力量，那么，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内就可以得到制空权。



　　一旦获得了制空权，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其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打击的目标应该是“工业和商业设施、重要的建筑物……运输动脉中心以及平民人口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22页。 ] 或者说“将来进行战争，主要是以非武装的城市人口和大工业中心为目标。” [ 作者注：《制空权》，第233页。 ] “轰炸行动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第一次进攻中，就应该完全摧毁各种目标。”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说：“不能否认的是，只要把一千吨爆炸性、燃烧性和毒气性的炸弹投到巴黎或伦敦，就能毁灭这两座城市。”



　　他还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在空战中遭到这样无情的打击，那么，它的社会结构也就会完全地崩溃。这时，人民本身由于受到自我保护的本能的支配，会起来要求结束战争，结束这种恐怖和痛苦，甚至在陆、海军还未来得及动员之前，就会出现这种局面。”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一且它控制了空中就可以继续作战，且不说有一百架飞机，即使只有五十架、甚至二十架，它也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只要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能打破敌人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而不管敌人的陆军和海军会采取什么行动。” [ 作者注：同上，第118页。 ]



　　照他看来，“空战应该是短时间的。” [ 作者注：同上，第54页。 ] “决定将是很快的，……因为决定性的打击将是对准平民，而那是在战争中最能支撑国家的部分。” [ 作者注：同上，第51页。 ]



　　关于未来的陆地战争，他没有注意摩托化问题。他写道，“它会采取一种静止的态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很相似……在未来的战争中，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将建立起绵亘的防线。所有运动的理论和概念都不能对付这些绵亘的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42-143页。 ] 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只有空中的威力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理论。



　　提倡使用坦克的人，几乎全部出身于法英坦克部队的参谋部军官。但是，法国人所重视的是坦克与步兵的密切合作，象康布雷战役中的战术那样；而英国人从最初之日起，就已考虑到坦克的独立使用，以及包括各兵种在内的坦克部队的未来发展。这些思想是以传统的战斗观念为基础的。



　　从战术上来看，旧的观念并非不合理。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战术观念，这一观念是因为坦克才有实际的意义，才有产生的可能性。1917年夏季，本书作者首次当然是偶然想到了这个概念；次年3月，当德军突破英军第5集团军的防线时，他的这种思想也就趋向于成熟了。



　　在突破之后的混乱中，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是被他们那个惊慌失措的司令部拖着向后退的；他看到，首先是集团军的司令部，接着才是军，然后才是师，最后才是旅的撤退，或者是相反的次序。他看到了意志与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意志的行动就会丧失协调性；没有指导头脑，军队就会沦为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他完全清楚了：利用坦克的手段，可以发展一种新战术。这种战术能够使一支相当小型的坦克部队进行象古代伊苏斯和阿贝拉那样的会战。那两次会战的秘密是什么呢？它们的秘密在于：当亚历山大的步兵方阵牢牢吸引住波斯人的战斗人员时，他的精锐骑兵已经在打击敌人的意志，也就是集中全部力量打在大流士的身上。一旦这个“意志”瘫痪了，整个波斯部队也就垮下来了。



　　1918年5月，这一思想在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份备忘录题为《作为决定性进攻目标的战略性瘫痪》，以后又改名为《一九一九年计划》。 [ 作者注：关于这一计划的全部，参见富勒少将的《一个非正规士兵的回忆》，（1936年版），第321-336页。 ] 要点是：



　　一支军队的战斗威力存在于它的组织之中。想办法消耗它的精力或是设法使它失去作用，都可以摧毁它的战斗威力。第一种方法包括杀死、杀伤或俘虏敌人的士兵，即躯体的战争；第二种方法则是要使敌人的指挥权利失效，即头脑的战争。拿一个人来作例子，第一种方法就是使他遍体鳞伤，最终由于流血过多而死亡；第二种方法则是一枪就打准他的脑袋。



　　一个军队的头脑是它的参谋部——集团军、军、师的司令部。如果这些组织突然地从德国战线上的广大地区撤出来，那么要不了几个小时，这些组织所控制的部队就会一片混乱。



　　我们现有的理论是要摧毁人力，而这种新的理论将是摧毁体系、摧毁敌人的指挥能力，不仅在敌人被打乱之后，而是要在尚未进攻之前开始。这样，当我们发起攻击时，敌人就已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了。



　　所以提出以上办法，根据就是利用快速的坦克 [ 作者注：这种坦克的性能是：最高速度每小时二十英里，活动范围一百五十到二百英里；跨度能力是十四英尺。这种坦克就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Ⅱ式中型坦克。它的第一个模型是在1919年完成的，但是没有达到技术要求。 ] 中队，使之突然地出现在敌人的防御区内，直接攻击敌人的各级司令部 [ 作者注：当时，在西线共有九个德军集团军司令部，平均每隔十八英里就有一个。当然，军司令部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 ] ，包围它们，或者打散它们。在此同时，一切可以动用的轰炸机，都要加以集中使用，派到补给地点和道路中心去进行轰炸。只有在这些行动获得成功之后，才能用正常方式对敌军防线发动进攻，而在直接突破防线以后就要进行追击。



　　这个备忘录还谈到了各兵种的任务。关于皇家空军的任务，它作了如下的论述：



　　（1）充当坦克的前卫；（2）引导坦克对准它的目标；（3）保护坦克不受敌人炮火的攻击；（4）协助坦克破坏敌人的司令部；（5）为前进中的坦克提供汽油和弹药等等；（6）负责坦克中队和基地的联络；（7）将坦克旅的指挥官们送到他们的作战地区，以便他们掌握作战情况，并适当地调整预备队。



　　这种战术理论，后来在形式上略微作了一些修改，于1939年第一次得到应用，这就是所谓的“闪击战”。



　　杜黑的理论和本书作者的理论，都是以攻势为基础的，并且要求有一种进攻性的战略来完成它们。这样，也就要求有一种积极的政治目标。所以，对于这一理论的接受、拒绝或修改，关键是到来来交战国的和平欧策中去寻找。



　　法英两国的和平政策是要在国际联盟的监护之下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在另一次战争中将不会有什么收获，而且，他们的人民是和平民主派，他们的政府也是爱好和平的。另一方面，看过《我的奋斗》一书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极端的侵略性政策，他的政府是专制的，根本不考虑人民是否向往和平。这些不同的目标，使1939年的三个主要交战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战术理论。



　　作为战术理论家的希特勒，也象政治家一样的精明。他周密地考察了上一次大战的情况，并且吸收了战术的教训，一个下士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根据这些教训来设计未来的战争，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军事权威建筑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之上。1939年，德国的陆军已远胜于其他各国的陆军，其优势，不在数量上，也不在武器和装备上，而是表现在他们的战术上。德军的战术，虽然不是希特勒本人设计的，但是，是他强迫总参谋部勉强采用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曾经写道：“在下一次战争中，摩托化将以压倒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形式出现。”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7页。 ] 他对高速车辆，高速公路和飞机都很感兴趣，所以，以高度的机动性和打击力为基础的战争，深深地吸引着他。德国的空军和陆军，都是以发展速度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不过，空军的任务，并不象杜黑所主张的那样去单独赢得战争，而是要与陆军配合作战。空军的轰炸机则充当着飞行炮的角色，负责保护陆军的锋刃——装甲师。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作为独立的空中力量进行空战是次要的任务。



　　希特勒并不认为武力本身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他曾对劳希林说，“我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学习，……一个人往往能够从他的敌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还进一步说：



　　“在堑壕作战中，炮兵要为步兵师进行地面攻击作好准备，而在来来的战争中，革命宣传要起到炮兵的作用，部队开始进攻之前。要先从心理上打击敌人。……如何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敌人变得精神沮丧，那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凡是有过前线作战经验的人，都想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使敌人心灵混乱，感情矛盾，犹豫不决，惊慌失措，都是我们的武器……革命的教训就是新战略的秘密。……对我来说，一切手段都是正确合理的……我的格言是：使用所有的和任何的手段摧毁敌人。”



　　法国的战术理论是纯属防御性的，它的基础是建立一条极强大的要塞防线，即“马奇诺防线”，从巴斯里起到维森堡，然后再到南格威，也就是说，沿着法德共同的边界移动，以便保护阿尔萨斯和洛林。从这道防线算起，轰炸机是被当作长射程火炮使用的。



　　对于这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法国的人力仅为德国的一半，所以只有封锁阿尔萨斯和洛林防线，法国人才能把它的劣势兵力的大部分集中到比利时边界上去。常常有人批评说，为使法国坚不可摧，马奇诺防线还要再延长，从南格威一直延长到英吉利海峡。但是，如果这样做了，法国的全部战斗队实际上都要被这条防线拖住。那样的话，想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势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一样。躲在堑壕后面的人终究要被打败的；关于这一点，经验和理论都是一致的。



　　然而真正的错误是，法国人没有把他们的装甲部队集中在法比边界上；本来他们是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的。法军的坦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要比德国更优越一些。可是，他们没有把坦克集中起来，没有编组成装甲师，而是把坦克分散到各步兵部队，当作支援单位进行分散使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法军惨败的原因。



　　在英国，战术理论比在法国更象是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英国政府和它的总参谋部曾经躲在天然的马奇诺防线——英吉利海峡的后面，安稳地沉睡了二十年，直到希特勒开始威胁波兰，他们才从睡梦中醒来；接着，在1930年4月26日恢复了征兵制。他们的战术理论是，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将会重演，因此，将有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对德国的封锁产生效力，同时，空军将轰击德国的工业城市与平民居住区。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理由，他们把这种轰炸称之为“战略轰炸”。这正是以杜黑的理论为基础的。关于装甲师，英国只有一个，而到了1940年，这个师还仍然处于组建之中。



　　俄国人虽然仔细地研究过杜黑的战术理论，也认真地探讨过本书作者的战术理论，但是，他们既没有采纳前者的思想，而对后者的思想也不甚了解。1937年5月，也就是斯大林发起1937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的前一个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作了一个评论：



　　“我们的飞机、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引起了某种富勒式的理论歪曲。它被证明是一种新的‘运动’理论，以为坦克速度太快，不好与步兵部队联合作战。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要求坦克部队完全独立的愿望，……但是他们不了解，坦克也象步兵一样，如果没有强大炮兵的支持，在联合作战中，还是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 作者注：转引自雷蒙德.L.加托夫：《俄国如何制造战争》，第85页。 ]



　　此外，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西方的军事思想家象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等，都说俄国人在下次战争中也会害怕使用大量的兵力。他们那种企图限制军队规模，并用高度发展的技术装备来弥补人力不足的愿望，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掩饰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心理。” [ 作者注：转引自D.F.怀特著《苏俄战略哲学》，第349页。 ]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愚昧使俄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1年，他们的战术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大批没有思想的人，被驱赶在战场上迟缓地行动。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们很象是一群羊，恰好成了德国这只猛兽的最理想的食物。


















	

 






	















	







	







	









 





	


	







	







	




	


第13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导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有效工具，那么政治就必须以实际的军事条件为基础。这在1914年可以说是正常的。战争是沿着有长久历史的边界展开的，双方装备相当，都以一种惯用的方法进行战争，并保持传统的思想路线。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特别是战后的阶段中，就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条件。在军事方面，采用了新式武器；在政治方面，产生了悲剧性的革命后果。革命开始向十九世纪的文明挑战，并且使战争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是困扰着俄国和德国的革命。俄国革命是以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革命则是以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提出的教条为根据。二者都是极权主义，包括了战争的所有形式。它们在战争中的目标，不仅是以武力强迫自己的对手接受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政策，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改变对手的民族结构。这就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是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有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纳粹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当然也有战斗部队之间的斗争。然而，由于民主国家的思想所代表的是每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其人民的自由意志，所以它们的假想敌人并不是德、俄两国的广大人民；相反，它们的敌人，一方面是要求种族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包括那些在德国之外的有关人员在内；另一方面，是苏联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也是影响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简单地说，思想比人口和军队更重要了。要想有效地战胜对方，就必须彻底毁灭其思想。这也就是说，必须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



　　由这些对立的思想，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战争观念：民主思想是要解放被奴役的人民，或者是防止他们被奴役；纳粹主义思想是想从种族和地理两方面来扩张第三帝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想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促进世界革命。对民主国家来说，和平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即停止战争；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来说，和平则是孕育战争的时机；而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如果就俄、德两国的战争观念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观念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的思想是全球性的，它的战争是连续性的，所以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就更大。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是希特勒是否比斯大林更可恶，或是斯大林比希特勒更坏，而是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目标对民主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危险性。



　　在1914年，就所有的企图和目的来说，交战各国都是坚固地统一的国家，它们的人民都忠诚地支持各自的政府。但是到了1939年，特别是在已经建立了革命政府的那些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反动性的内在战线。而在其他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法西斯党、纳粹党都已生根，它们对民主是一种挑战。如果谁能对这些战线和运动加以利用，并取得它们的配合，那么，他就足以从内部攻击自己的对手。这对于思想斗争和武装斗争都是同样重要的。战争仍然是战争，只是它已经变得更复杂了。不过尽管它是复杂的，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格言，仍然还是适应的。



　　二、 1939——1940年同盟国的战争政策



　　1937年6月28日，当张伯伦先生担任首相时，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坚定地相信，欧洲的命运决之于英、德两国的合作。在1925年到1930年期间，兴登堡元帅的外交部长斯特斯曼先生曾努力谋求过英、德合作，但—切都付诸徒劳了。从此以后，英国的每一届内阁都不曾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在希特勒当权以后，鲍尔德温政府对国防的关心，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张伯伦开始执政以后，并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只好对希特勒实行安抚策略。那时邱吉尔先生只是国会中的一个议员，但他建议采取另一种方法，即与俄国人联盟 [ 作者注：邱吉尔曾四次呼吁组织法、英、俄三国同盟。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13， 229、285、293页。 ] 。张伯伦对此很不满意。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是极不信任的。我不相信它会有能力维持一个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也不相信它的动机。在我看来，俄国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唯命是从。这是与我们的自由思想相距甚远的。此外，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等小国，也是仇恨和怀疑俄国的。” [ 作者注：引自费林著：《张伯伦的一生》（1946年版），第403页。 ]



　　假如俄国可以信赖，那么邱吉尔的建议就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张伯伦对于斯大林的意图的推测，要比邱吉尔准确很多。尽管如此，要了解张伯伦为什么决定向波兰提出保证，仍然很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稍加伪装的欺骗。费林曾经解释说，他决定这样做，是因为有消息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对波兰发起突然袭击。



　　因为不能以权力的平衡来作为他们战争政策的基础，所以，在1939年9月3日，即希特勒入侵波兰的两天之后，英、法宣布，要对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发动一个“思想十字军”。在英国下议院中，邱吉尔用明确的语言对战争的目标作了说明。他说：这不是为但泽而战，或是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是为拯救全世界不受纳粹主义的蹂躏而战。是为了保护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战。”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1册，第295号。 ] 因此，这场战争也就是善与恶之间的决战。



　　除非德国境内的反希特勒势力强大起来，足以推翻纳粹的统治，否则，这种正义的十字军也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局。张伯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知道希特勒的一些将军是支持反对派的。1938年8、9月间， [ 作者注：参见里特著《德国的抵抗》，（1958年英文版），第95页和101页。 ] 反对派通过他们的代表与英国外交部取得了联系，所以，张伯伦于1939年9月4日对德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展开了思想攻势。他说：德国公民们，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并不是对你们作战，对于你们，我们是没有恶感的。我们是要打倒一个暴虐的政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42页。 ] 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刺激反对派。从此以后，分化德国内部便成了他的政策中的主要之点。



　　波兰被打败以后，为答复希特勒的和平建议（这一和平建议曾被英、法政府拒绝），张伯伦说：



　　“我们不打算剥夺德国在欧洲的合法地位，然而，那个德国必须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保持友谊和信任的国家。”“我们期待着，时机一旦来临，就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是抱着复仇的动机来参加这场战争的，而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寻求物质利益。我们也不愿意提出任何伤害德国人民自尊心的要求。” [ 作者注：《关于德波关系的文件》，（1939年版），第144号、第195页。 ]



　　1940年2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的两名代表在瑞士奥齐会见了德国反对派的成员，并把随身带来的一份英国政府的五点建议草案交给了这个德国人。这五点建议是：



　　（1）英国政府保证；当德国的反对势力由于采取行动而引起危机时，决不乘机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去造成德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地位。



　　（2）英国政府宣布，她准备和一个对持久和平有信心的新德国政府合作，并且愿意向它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3）在没有和法国政府协商以前，英国不能提出更进一步的保证。如果得到了法国的谅解，进一步的保证也就会有可能。



　　（4）如果法国也愿意参加和平谈判，最好也把德国反对势力准备在国内采取行动的大致日期，事先通知法国。



　　（5）如果德国反对势力希望西方国家采取一个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作战行动，以使他们的行动更容易成功，英国政府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他们的要求。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58页。 ]



　　里特还写道，如果认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理睬德国的反对势力，那么简直是一种神话，至少在‘空谈战争’阶段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在张伯伦的政府中也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163页。 ]



　　1939年9月3日，邱吉尔当上了英国的海军大臣，在战时内阁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于是，他又故技重演，设计了各种旨在旁敲侧击的、分散性的行动。9月7日，他命令海军参谋部准备一个“突入波罗的海”的计划，并将它命名为“凯赛琳”，凯赛琳是俄国一位女皇的名字。邱吉尔说“俄国在我思想的背景之中”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64页。 ] 十天后，俄国人侵入波兰，并吞并了波兰的一半领上。 [ 作者注：关于这一事件，邱吉尔说 我对于他们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我知道他们只顾自已的私利而不会遵守道德。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51页。 ] 10月1日，邱吉尔又在广播中说：“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那是一个藏在闷葫芦里的谜。”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353页。 ] 事实上，只要你对苏联有关外交政策的书籍稍加研究，你就会发现，二十多年来，苏联的行动是没有改变的：即在国内维持和平，而到国外去制造混乱。



　　邱吉尔的第二个分散行动，是1940年4月间的纳维克远征。他把这次战斗行动称之为“我的杰作”，并对它充满了信心。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493页。 ] 然而，结果却是惨败而归，并且断送了张伯伦内阁的生命。而邱吉尔本人，却是因祸得福，1940年5月10日，他继张伯伦担任了英国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有了这两顶桂冠之后，大英帝国的战争指导大权就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邱吉尔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敢于冒险犯难，情势越艰险，他的精神越是抖擞。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以及他那种决计要消灭敌人的信心，对于唤起一般人的直觉是有感召力的。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了杰出的战争领袖。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国家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然而，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



　　“一个统帅最首要的条件是有冷静的头脑，要能接受各种事物的正确印象，决不为好消息或坏消息所迷惑。……有一些人，由于其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往往只注意到某些细节就主观地拟构全图，使事物蒙上幻想的色彩。这种人……终究不适宜于统率军队，不能指挥大军作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182—183页。 ]



　　邱吉尔对于上述的要求，究竟能满足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根据他最亲密的下属说的话来进行判断。



　　伊斯梅将军说：“你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判断这位首相。他是你或我所不曾见过的怪人。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不是在高潮中，就是在低潮中；他有时象安琪儿一样的安详，有时又象是火山一样的猛烈。他总是走极端，从不知道中庸之道。他是一个自然的孩子，他的性格就象春天一样变化无常。” [ 作者注：从1940年5月到1945年7月，伊斯梅是邱吉尔任国防部长时的参谋长。 ]



　　阿兰布鲁克元帅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过邱吉尔：



　　“毫无疑问。邱吉尔自以为他继承了其祖先马尔波罗的所有军事天才。他的军事计划和思想是瑕瑜互见的，有时代表着一种最卓越的观念，有时又代表一种最荒唐和最危险的想法。……他在演讲中，常常把情况讲得很糟糕，有时更是声泪俱下，……他的最大弱点，也许是从来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战略问题看清楚。他目光总是盯在画布的某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余的部分……他常常不能纵观全局，特别是当许多的幻想妨碍着他，使他暂时地专心于应付行动时，他这个弱点就显得更加严重了。” [ 作者注：阿瑟·布赖恩特：《时机的转变》（1957）第415，502，723页。阿兰布鲁克从1941年12月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是英帝国参谋总长。 ]



　　约翰·肯尼迪少将也曾说过：“他是非常顽固的，象是小孩一样，决心要得到那些被禁止的玩具。你向他解释说，那些玩具会割破手指，或是会伤着他，结果毫无用处。你解释得越多，他想得到的欲望就越强烈。”“无论是什么思想，也不管是多么荒唐，一旦被提出，他都会立即下令去仔细研究，或是下令制定计划，要不就是二者同时进行，而且都要求是高速度……为了适当地应付这种情况，最好是有两个参谋部，一个专门应付这位首相，另一个则来对付战争。”……每一个人都承认和欣赏邱吉尔的伟大素质。可是，几乎没有人不怀疑他的素质对他控制战争机器的方法能起适当的补偿作用。 [ 作者注：约翰·肯尼迪爵士的《战争事务》，（1957年版），第275， 173和61页。从1940年10月到1944年底，肯尼迪负责陆军的作战指挥。 ]



　　邱吉尔在出任首相的两天之后，曾召集下议院对新内阁作了一个信任投票，并且发表了题为《血、汗和泪》的演说，宣布了他的政策。



　　他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进行战争。我们要用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们要用战争来打倒这个人类罪行史上空前的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不顾一切恐怖的胜利，不管道路还有多长，还有多么艰难，都要取得胜利……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切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朝着这条道路前进。”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24页。 ]



　　在战争中，胜利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直到十一点的钟声敲过以后，邱吉尔才明白了这一点。可是时间太晚了，已经无法补救业已造成的残局。从1940年5月13日起，对他来说，战争就是“击败、毁灭和杀死希特勒，而其他的一切目的，或者说目标，都被排除在外了。”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21页。 ] 因此，到1948年3月，他为编写自己的伟大历史而写前言时，极为忠实地写道：“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已经导致了一个颠狂的世界。”他还不胜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努力与牺牲，换来了正义的胜利，可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和平与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难，比我们已经克服的危难更加恶劣。人类的悲剧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



　　三、 1940年的闪击战



　　战略性瘫痪理论找到了它的实际代表，那就是古德里安将军。他出生于188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阅读了一些有关坦克以及坦克战术理论的英文书籍和论文，同时还阅读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些著作，他开始对装甲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瘫痪敌人指挥系统的观念，早在1918年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坦克和飞机的发展，以及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的采用，要求对这一观念加以修改。例如除非坦克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急速而准确地行进，否则，它在主力进攻之前就捣毁敌人的各级司令部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坦克做不到，而且现在仍做不到。古德里安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只要来一个突然迅速的打击，突破敌人的正面防线，那么敌人的指挥系统同样会完全瘫痪。简单地说，他的观念是以B. H.利德尔-哈特所称的“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即目标保持不变，而方法可以不同。这就是他对瘫痪理论的一种贡献。



　　1940年2月，希特勒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对法国的作战问题。在各个集团军和军的司令官发言之后，当时担任第10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在曼斯坦因将军的强力支持下，向希特勒解释了他将如何使自己的军在第四天到达马斯河，并且在第五天就渡过这条何。于是希特勒向他；“那么以后你又准备做什么呢？”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向我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应该是经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只有布西将军，他所统率的第16集团军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过马斯河！’这时，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神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1952年英文版），第92页。 ]



　　英吉利海峡是古德里安的第二个目标。从色当附近的马斯河算起，它在西面一百六十英里之外。所以，布西将军感到吃惊是毫不奇怪的。按传统的观念，只能把目标选在该河西岸十余英里左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这长距离的目标也就显示了古德里安闪击战的秘密。



　　这是把机动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使用的：不是用杀伤而是进行运动；运动不是为了杀伤，而是要在敌人的后方造成恐惧、困惑、疑虑和混乱，使之谣言四起，直到产生最严重的恐慌为止。总之，它的目标不仅是要瘫痪敌人的指挥系统，而且还要瘫痪敌人的政府，而这种瘫痪又是和速度成正比的。如果借用丹东的话来说：成功的秘诀就是“速度，更高的速度，永远有增无已的速度”。为此，又要求“大胆，更多的大胆，永无畏惧的大胆。”



　　1940年5月，德国部队组成了A、B、C三个集团军群，正式入侵法国。C集团军群用来牵制马奇诺防线，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则在它的北面。B集团军群的正面是从荷兰边界上的温特尔斯维克到亚琛，A集团军群的战线是从亚琛一直延续到C集团军群的右恻。A集团军群的编成内有三个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右翼，第12集团军在中央，第16集团军在左翼。德国当时总共有十个装甲师，第5和第7两个装甲师配属给了第4集团军。第6和第8装甲师组成为第41装甲军，由莱因哈德将军领导。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组成为第19装甲军，由古德里安指挥。这两个装甲军组成一个坦克集群，由克莱斯特将军统一指挥，集结在第12集团军的进攻地域之内。这个坦克集群加上它的右邻由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7装甲师，构成一支突击力量。它的任务是要通过阿登地区前进，渡过迪南特和色当之间的马斯河，并突破敌人的防线。要想弄清楚闪击战的实况，只要跟随古德里安的军一起行进就可以了。



　　5月10日发起了进攻；11日，法军在阿登地区的前卫部队向西渍退。12日，古德里安便拿下了破仑，在夜幕降临之前，他的两个师又在色当占领了马斯河的东岸。在此同时，莱因哈德将军指挥的军也到达了蒙特尔米；隆美尔的师则到达了霍克斯。13日，在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德军渡过了马斯河，在河上搭起了桥；到晚上，色当南面八英里外的切美里村，落人了德军手中，14日晚上，不顾古德里安的强烈反对，克莱斯特下令停止前进。16日清晨继续前进；17日又停止。从那以后，德军开始向英吉利海峡赛跑。18日，到达圣康坦。19日渡过杜埃与佩隆纳之间的北运河。20日占领了蒙特勒伊、道伦斯、亚眠和阿布维尔。至此，松卡培河与松姆河之间的全部地区，都落入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这样，英国的交通线路被切断了，通向海峡港口的道路也被德军打开了。德军在十一天当中前进二百二十英里，这就是闪击战。那么它对打击敌人的精神起了什么作用呢？”



　　对于“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可以在题为《一个参谋军官的日记》的一本小册子中找到说明。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41年。它的作者是英国空军总部驻法国空军总部的一个情报联络官。下面的几段话就是从这本小册子中摘录出来的：



　　5月14日，“德国已经通过纵深五英里的要塞线，它的损失大约为五百人……当俯冲轰炸机攻击他们（法军）时，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他们仅仅忍受了两个小时的精神威胁，接着便纷纷抱着脑袋逃跑了。”



　　5月15日，“由于空中轰炸，色当失陷了……这是关于奇袭观念的最好例证。”



　　5月16日，“在七天之内，整个南边战线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由一种非正统的原则指导的，现实的情形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5月17日，“这又是波兰悲剧的重演。”法国的总参谋部不相信在波兰境内所用的闪击战术，能在法国的破碎地形条件下同样适应。



　　5月18日，“法国人想让我们相信，似乎还能进行一次马恩河会战。但是他们自己相信吗？……速度太快了，运动已经复活了，俯冲轰炸机与装甲师的互相配合为德国赢得了战争。”



　　5月19日，“有消息说，装甲部队已到了亚眠（大概是一支侦察队）。这好象是某种荒谬的恶梦……德国人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这本是极为愚蠢的行动，但是他们却因此取得了成功。法国总参谋部面临这种非正统的运动战而瘫痪了。这种流动形式在教科书中还没有提到过。负责为联军制定计划的法国将军们，还保持1914年的头脑，面对这种新的、令人惊奇的形势，简直变得无能为力。” [ 作者注：值得一提的是：德军在进攻过程中，不断地用法语进行广播。这在法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混乱，从而造成了难民队伍阻塞道路的情况，使联军的调动更加困难。 ]



　　5月22日，“我们（英国人）唯一的装甲师昨天到了法国……德国的步兵在哪儿？他的主力在哪儿？我们估计，他们在五千辆坦克的后方，至少还有一百英里的距离。这个估计对吗？（实际数字连这个数宇的一半都不到）。”



　　谣言是一个神速的旅行者。惊恐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长，5月15日的早晨七时半，邱吉尔被他床头的电话铃声吵醒了，那是法国总理雷诺的声音。他说：“我们被打败了。色当附近的防线已被突破。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在大批地涌进来。”邱吉尔大吃一惊，回答说：“所有经验证明，攻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停止的。我记得1918年3月21日，五、六天之后，他们既不得不停下来等候补给。这时，反攻的机会也就来临了。”但是，在1918年3月，德国还没有坦克。这表明邱吉尔的记忆是有毛病的。然而，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辩护说：“因为许多年来我都没有看到官方的情报资料，所以，对于上次大战以后，因大量高速重装甲车辆的出现而在战术方面产生的激烈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38-39页。 ] 可是，事实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他曾写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标题为《攻势的变化》，其中就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而且要找资料又何必一定要依靠官方来源呢？”



　　5月16日，邱吉尔认为他自己有到巴黎去的必要。下午4时，他在莱布尔格特走下飞机，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告诉他。“最多还有几天，德国人就要进入巴黎。”于是邱吉尔立即驱车到外交部同雷诺、达拉第和甘梅林进行会谈。在甘梅林对局势作过简单介绍以后，邱吉尔就问他：“战略预备队在哪里？”甘梅林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没有。”在法国外交部的花园中，烟雾绕绕。人们在那里烧毁档案，作撤出巴黎的准备。” [ 作者注：同上，第2卷第41-42页。 ]



　　对于这个恐怖的末日，法国内阁的秘书长鲍多因在他的日记中，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丘吉尔的雪茄象火山一样地冒着浓烟。他向他的法国同僚雷诺说，假如法国受到侵入或是被击败了，英国将仍然继续打下去……有朝一日，英格兰可能被夷为平地，法国已经成为废墟，直到那时，他还会坐在加拿大进行指挥，指挥新世界与受德国支配的旧世界进行空中战争。” [ 作者注：《保罗·鲍多因的私人日记》（1948版），第33页。 ]



　　英国的大多数人民对于德军的前进还没有来得及感到严重不安。他们还安然地坐在海洋屏障的后面，可是他们的政府却已丧失了主意，并未经慎重考虑就采取了一些引起恐怖的措施，结果使全国陷入混乱。许多障碍物横在马路上，路标被拔掉了，火车站、旅馆和村镇的招牌也被取掉了。5月18日，邱吉尔指示他的参谋长，要对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结果，使为数不少的人受到拘禁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9页。 ] ；更有许多人被冤枉地送进了集中营。对于这些人，既没有经过起诉，也没有进行审判。而集中营的情况只能用“野蛮”两字加以形容。有一个德国籍的犹太难民，他曾在德国的塔巧集中营被关六个月，现在又被送进了艾斯柯特的英国集中营。据他说，英国的集中营比德国的更坏，他宁可在塔巧被关六个月，而不愿在艾斯柯特被关一个月。



　　6月13日，也就是贝当元帅宣布法国要求休战的前四天，邱吉尔又向法国政府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主张英法两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友好联邦。但是，三个星期后，他又命令萨默维尔里爵士击沉在奥兰和米尔斯的法国军舰 [ 作者注：萨默维尔里本人认为，这是一种“野兽的行为”，同时也是“近代史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 。邱吉尔本人也把它称之为“令人沮丧的插曲。”



　　四、 俄国和德国的国内战线



　　德国入侵法国是以一个战略性赌博为基础的。希特勒预期，一旦法国被击败，英国将会接受和平谈判。希特勒对于入侵英国是没有准备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急忙地挑起战争；另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他认为不必采取大规模入侵战争。所以，在他转身来对付俄国之前，并没有去肃清西线战场，而是使之处于暂时消极无为的状态。同时，他已完全意识到，罗斯福总统始终在支持英国，并且正加紧准备，要把美国也卷入到战争中来。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上述情况就更显得毫无疑问了。在世界历史上，这一事件如同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对德作战一样，对命运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大不列颠是不可能长期地继续作战的。



　　关于俄国，对希特勒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前，他能击败俄国并建立他的“生存空间”吗？如果不能够，那么总有一天，西边的消极战线自然也就会成为积极战线，而他就会被陷在两条战线之中。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能否对俄国的战略重心作出正确选择。不过，只要参考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应在哪里。克劳塞维茨不是明确指出来了吗？只有利用内部分裂的作用，才能征服俄国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9节。 ] 。后来，孟森把俄国比作一个垃圾箱，说它是靠沙皇政府这一条生了锈的铁箍才勉强维持着。后来，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这样，大多数人民都在受压迫，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全部人口中仅占43％，还不到一半；其余属于其他种族，是没有权利的。在俄国一亿七千万总人口中，约有一亿人口是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



　　1941年，斯大林的压迫比任何沙皇的压迫更为严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迪人、哥萨克人、高加索人，以及其许多的少数民族，都不会忘记他的十年集体化政策（1928—1938）所带来的恐怖。在这十年期间，大约有一千万人被屠杀、充军和饿死。在1941年，仅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这三个小国中，就有四千万人渴望着解放。所以为了瓦解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希特勒所要做的，只是以一个解放者的身份进入到俄国境内，终止其集体化的政策。这样他就不仅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拥护。而且还可以瓦解斯大林的军队，因为他们大部份是由集体化的农民组成的。这就是斯大林害怕德国人入侵的原因，而且斯大林也不相信德国人会愚蠢到“只用军队来进行战争。” [ 作者注：这是弗拉索夫将军告诉希姆莱的话。参见莱特林格所著的《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361页。 ]



　　莱特林格曾写道：“如果德国把—些类似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建议之类的东西带入俄国，那么俄国也会象当时的德国一样崩溃”。他还补充说：“希特勒实际上不必从进攻莫斯科的队伍中分兵去征服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会自动向他投降的。” [ 作者注：《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22页。 ] 可是希特勒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宣布俄国居民是“贱人”，并决定要进行一次灭种的战争。” [ 作者注：至于他的政策及执行的方式，参见布洛克著的《希特勒——暴君的研究》，第632页。 ]



　　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入侵俄国。到9月26日，基辅之战结束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成了战俘，而到圣诞节前，又有一百万人被俘。安德尔斯将军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批的人被俘时。说：许多军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国改变制度的机会，他们希望德军胜利，所以便大批地投降……许多苏维埃的高级官员也跑到敌人这边来了。并表示要对苏维埃作战。” [ 作者注：《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1953年版），第168页。安德尔斯是自由波兰军队的总司令。 ]



　　德军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乌克兰人把希特勒当作是“欧洲的救世主”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35页。 ] 而白俄罗斯人急于要与德军一起作战。古德里安告诉我们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第226页。 ] 克恩写道：在罗丝托夫“全城的人民都等待在街道两旁，欢迎我们的到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突然的转变。布尔什维主义已经不存在了，敌人也已经走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遇到的都是人民的挥手和笑脸……苏维埃帝国正处在崩溃之中。”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英文版1948年版），第102，94，86页。 ]



　　于是希姆莱和他的那些声名狼藉的报案人员便出现了。早在1942年，在波兰的官员贝尔霍德博士曾经告诉冯·哈塞尔说，对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野蛮虐待是“前所未有的”。克恩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那时侯，布尔什维主义在政治上本来已经破产，但它又被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挽救过来了。他写道：“只因为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式的精神，我们才使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梦幻中建立起了一种政治联盟，并提出‘爱国战争’的口号。” [ 作者注：参见《哈塞尔日记1938-1944》，（1948年版），第219页。 ] 高尔利兹也说：“事实上，德国人不是想摧毁布尔什维主义，而只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这是在整个战争中最致命的错误。”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第108页。 ]



　　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与民主相矛盾，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397页。 ] 这两者使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同俄国发生冲突。所以，在1939年，对法英两国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不要卷入战争，而让两个大独裁政权去相互厮杀。在此同时，它们应该加速武装自己。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总有一天，形势会变得对它们有利。假使俄国取胜，希特勒就会丧失名誉和国内人民的支持；要是希特勒取胜，西方国家可以乘机从西边进入德国领土。然而，在张伯伦向波兰提出保证之后，这种可能就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了。



　　既然德国已经侵入俄国，赢得一个有利于和平的机会也就出现了。这样英美的政策应该是象H.W.鲍德温所建议的：不应牺牲一个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以来帮助另一个极权国家。所以对于俄国的援助仅仅只能是让她能够继续维持战争；而对于德国的打击也不宜过重，以免她退出战争。 [ 作者注：《战争中的错误》，（1950年版）。第10页。 ]



　　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由于丘吉尔先生的好战而错过了。1941年6月21日晚上，在德军进攻俄国的前几个小时，丘吉尔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共进晚餐。丘吉尔对怀南特说，德国对俄国的攻击指日可待，不过，他将全力帮助俄国人。怀南特问他：“你不是以激烈反共自居吗？”丘吉尔回答说：“这没有什么。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希特勒。这样我的生活也简化了许多。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愿意在下议院中为魔鬼说句好话。”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331页。 ] 显然，他并不曾考虑到，战争的目的决不是要简化他的生活，而是要赢得一个有利的和平。



　　第二天，在对英国人民发表耸人听闻的广播时，丘吉尔说：



　　“我们只有一个单纯而且始终如一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残余，为了这一目标，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决不退让，决不与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谈判……任何反对纳粹的人或国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合作的人或国家，也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所以我们将向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我们所能够的一切援助。”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332页。 ]



　　7月7日，在给斯大林先生的一封信中，丘吉尔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五天以后，英苏两国便签了一个条约，保证双方要尽力相互帮助，并且不单方面和德国媾和。7月19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并要求他在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极地区开辟新的战场，斯大林还补充说：“开辟新战场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 作者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集》，1941-1945（1957年版），第1卷第12页。 ]



　　最后，到1942年5月20日，这一合作又促成英苏两国另一同盟条约的签定，其中还“避免提到一切有关国界的问题。”丘吉尔曾就此写道：“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一办法比我敢于希望的要好得多。”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0页。 ] 然而时间证明，这一条约的签订，比1939年3月31日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对于邱吉尔的评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邱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已经宣布，任何人或国家，只要反对希特勒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所以，他应该象他的前任一样，尽最大的努力去激发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可是从1940年起，德国反希特勒的人物曾多次努力想得到英国的帮助，而每一次都受到冷遇和拒绝。 [ 作者注：参见李特尔著《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邱吉尔对希特勒有一种盲目的仇恨，因此，他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一丘之貉。这样，他也就犯了和希特勒一样的错误。希特勒就是没有在苏联人民当中把拥护斯大林和反对斯大林的区别开来。邱吉尔不仅没有与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合作，反而想用杜黑主义的思想对德国采取战略轰炸，破坏德国的民族精神。 [ 作者注：参见下面第7节。 ]



　　第二，根据英波条约，英国政府应该对波兰尽保护的义务，因此，在波兰被瓜分，而斯大林的罪恶与希特勒的罪恶一样深重时，邱吉尔不应该那样冲动地投入到苏联的怀抱中去。他应该等待，等待斯大林向他求援。到那时，他就可以要求斯大林首先废除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条约，要求他释放所有的波兰战俘。只有同意了这些条件，他才向俄国提供援助。



　　第三，他应该懂得，以斯大林来取代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道义上的优势，也没有政治上的优势。而且，事情果真如此，那就不仅在政治上使战争失败了，而且使欧洲的权力平衡也终要操纵在俄国人手中。



　　凡此种种，都是对政治手腕的一种否定，而在这种否定中，邱吉尔有自己的伙伴，他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五、 罗斯福总统的反日亲俄政策



　　1939年10月18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的战时日记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就英国来说，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海军的事务！就法国来说，它也并不只是陆军的事务！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它是斯大林主义对欧洲主义的战争。西方同盟国中的战争指导者，如能早些认识这一点，那么对他们来讲，结果定会好些。现在，欧洲正形成一种比战争更坏的局势。” [ 作者注：弗朗西斯·尼尔森著《欧洲的悲剧》，（1940年版），第1卷第156页。 ]



　　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斗争，而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的斗争。一方是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另一方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可惜的是，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总统对这一点都不曾预见到。直到战争末期，当邱吉尔指导战争的路线已不可能再有改变时，他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罗斯福总统却始终执迷不悟。这就是欧洲的悲剧。然而，这位美国总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罗斯福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幕僚，R·P·E·舍伍德曾对罗斯福作过如下的描述：



　　“弗朗西斯·珀金斯谈到罗斯福时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物中间个性最复杂的一个’。亨利·摩根索也曾谈到，‘罗斯福是一个极不容易描述的人……有时消沉，有时轻快；有时轻浮，有时庄重；有时直率，有时阴险……是一个心情与动机都十分复杂的人’，珀金斯小姐和摩根索都是罗斯福内阁的成员，他们对罗斯福的了解当然比我要深要透。不过，我和罗斯福的接触也已经很长时间了，特别在他闲暇、松弛的时候。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曾不断地试图研究他，透过他那温和风雅的外表，进入他的内心深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到他的内心境界。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更是矛盾的，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程度。他可以是一个铁面无情的政治家，但却又喜欢信任朋友和伙伴。这些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政冶性的负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照忠诚的顾问看来，这就构成了政治上的自杀。他显得十分现实，愤世疾俗，老于世故，讲求实际，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却是他内心中最强大和最神秘的力量。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常常说：‘温斯顿（邱吉尔）和乔大叔（斯大林的绰号）同我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实际上，他的理想主义的趋势比之于伍德罗·威尔逊是不相上下的。” [ 作者注：罗伯特·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1948年英文版），第1卷第10页。美国版标题为《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



　　如果舍伍德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美国总统并不具备拿破仑所要求的指导重大战争的那种性格。



　　在新政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他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的工具，而罗斯福总统也愿意与他们合作。这是因为，总统可以通过对美国工党的控制来掌握纽约州的权力平衡，而且在工业化的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虽然给罗斯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在1940年，当他第三次当选时，在他的周围所聚集的，都是一些怪物。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其中的一个。霍普金斯是一个很自负的野心家。1940年5月10日，他被邀请到白宫居住，一年之后，又被总统委任管理租借法案事务的重任。这一事务使他获得了副总统的职权。 [ 作者注：参见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267页。 ] A.C.魏德迈将军写道，总统“受到了阴谋家和亲共分子的包围，这些人曾得到过他夫人的宠爱，而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其他亲信则给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另一位被愚弄者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他是一个诚实而简单的人。魏德迈将军说他很容易受到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欺骗。”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笫370页。 ] 这样，斯大林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共产党人就能得到关于美国的态度和意图的详细情报……一些政府机要部门都渗入了亲共分子和苏联间谍……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官方的态度，不仅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会很快地传给莫斯科。 [ 作者注：同上，第348页。 ]



　　对于这些情况，美国总统似乎都看成是无所谓的事情。正如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的信条是，一旦俄国进入战争，应该尽可能地在远离我们的边界作战。尽量争取同盟国，但不一定要考虑它们的思想。”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33页。 ] 这也可以用魏德迈将军的说法来说明。1945年3月，魏德迈对罗斯福说，他确信，一旦战争结束，共产党将会到中国去制造纠纷。然而，“他似乎不理解我对他讲的话。”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第341页。 ]



　　罗斯福也是把他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霍普金斯就曾讲过：“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在世界上没有比打败希特勒更重要的事情了。”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830页。 ]



　　但是，直到法国崩溃时，罗斯福总统才相信英国会面临灾难，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西半球。而且他最害怕发生的就是“谈判的和平”。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127页。 ] 一年以后，希特勒侵入俄国。这时，由于霍普金斯自己的请求，罗斯福派他以特使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同时，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资本，并且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和机械工具。这就等于宣告实行经济战争。



　　1941年7月31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他立即被斯大林吸引住了。同邱吉尔一样，盲目地而且毫无保留地支持苏俄的事业。这样一来，租借物资便开始大量地输入俄国。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J·R·狄恩将军曾说：霍普金斯“以一种近似于疯狂的热心” [ 作者注：《奇怪的联想》（1947年版），第90页。 ] 来实现对俄国的援助计划。霍普金斯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随即离开莫斯科，飞往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去参加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在8月8日至13日举行的”大西洋会谈”。



　　在这次会上提到日本问题时，邱吉尔曾这样陈述说：“我告诉罗斯福说，我宁愿美国在六个月内不提供补给物资，而在现在就宣战；相反，不愿意加倍提供补给而不宣战。我把这个问题反复地向罗斯福提出来时，他却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宣战；不过，我也可能制造战争。如果我请求国会宣战，他们为此至少要争论三个月’。”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28页。 ] 另外，罗斯福还告诉邱吉尔说：“美国即使本身并未受到攻击，也将会在远东投入战争，以此来确定最后胜利的局面。”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77册，第607号。 ] 同时，他还保证，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他将对日本驻美大使提出一个措词强硬的通牒。后来，这个通牒果然在8月17日提出来了。



　　除了这些秘密协定之外，在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下，还为美英两国的国家政策提出了某些“共同原则”。邱吉尔根据这些原则起草了一份联合宣言，宣言经过修改，尔后即以《大西洋宪章》 [ 作者注：1941年9月24日，同盟国在伦敦集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自由法国等国政府都承认这一宪章。《在胜利中的失败》，第61-62页。 ] 为标题公开发表了。它是一份高度理想化的文件。要真正遵守它所提出来的要求，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以前，即这一宪章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它一直是头等的宣传工具。



　　从那以后，东京和华盛顿便开始不断地进行着和平谈判。双方都想争取胜利。11月5日，邱吉尔写信给罗斯福说：“日本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日皇似乎还能实行管制。我们在普拉森提亚曾谈到这一问题，那时你说要争取时间，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我们的联合禁运政策，正迫使日本人对和平或是战争作出最后的选择。”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526-527页。 ]



　　两周之后，日本政府作出了最后决定。它于11月20日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总的解决方法的建议。其基本内容是：



　　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平等和平的条件之下，日本军队将撤出法属越南；恢复日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商业关系；美国同意向日本供应石油；美国不采取任何影响恢复日中和平的措施和行动。



　　11月25日，星期一，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战时内阁讨论了这些提议。当时的陆军部队亨利·L·史汀生曾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会议情况。他写道：



　　“十二点，我和马歇尔将军同住白宫……总统提出了和日本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我们大概下星期一可能会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使他们先放第一枪，而同时又不让我们自己冒太大的风险。”



　　虽然从缴获的日本秘密通信中得知 [ 作者注：日本的密码被美国的陆、海军情报机关所破译，在谈判期间，自始至终，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信息，都是很快地译出，送往白宫的。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如此。 ] ，日本11月20日的建议是它的最后的决定，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是拟定了一份内容有十条的备忘录，于11月26日交给了日本驻华盛顿的两位大使。备忘录的大意是：



　　为了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特提出以下的交换条件，日本必须与美、俄、荷、中、泰五国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要从中国和越南撤军，不支持中国境内的任何政权。



　　日本也把这份备忘录看成是哀的美敦书。于是，在12月7日，日本便对珍珠港、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等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来回答美国的最后通牒。这样，战争便从欧洲的冲突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冲突。邱吉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们已经赢定了……希特勒的命运被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被注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成粉末……在享受了感情的陶醉之后，我就去睡觉，充满了感谢和获救的心情。”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39-540页。 ]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所以，她一卷到战争中来，很可能，而实际上很快就成了起支配作用的交战国。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有一点不幸，那就是美国的领导者们缺乏历史意识，只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而不是把它看成为政治的工具。于是，战斗开始失去了它们的政治价值。这样一来，到战争后期，它们的结果就常常被政治性的决定所中和，以致会议中所产生的结果比会战中产生的结果更加具有决定性。



　　这些决定性的会议，第一次是于1941年12月末在华盛顿举行的；它的代号是“阿卡迪亚”。为参加这次会议，邱吉尔于12日便离开了英格兰。在海上航行中，他收到了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先生的报告。当时，艾登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第一次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斯大林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从来没有犯过把战争看成是其他什么东西的错误。



　　邱吉尔从艾登的报告中得知，斯大林已经考虑到战后的问顾了，他向艾登谈了战后欧洲将要形成的局势。斯大林主张把德国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小国；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都应恢复它们原来的地位，因为在希特勒侵入俄国之前，它们都是属于俄国的，今后也应归还俄国；至于俄波之间的国界，则应以“奎松线”为准。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58-559页。 ]



　　此外，会议再一次确定，对德国的攻击应该优先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则。 [ 作者注：1941年3月27日的英美参谋会议上第一次确定这一原则。 ] 同时决定，在1942年期间，对德国的空中轰炸应该逐渐增强，对俄国的援助也要尽可能地增加。



　　战争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目标，大战略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然而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个问题引入歧途。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确定一个现实的、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确定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政策，相反，他却宣布了一个所谓的“大计划”，即一种对新世界秩序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就思想来说，这个计划是威尔逊梦想的复活，是哈得斯（主宰阴间的冥王〕的另一种太平盛世。



　　罗斯福提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爱好和平的国家 [ 作者注：在1945年4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对爱好和平的国家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对德国宣战的国家。 ] 应该象兄弟一样为和平而联合起来。他认为，这种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应以美国的联邦为榜样，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为基础。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组织”。



　　这个新的神圣同盟的构想，被这次会议定为同盟国的共同战争目标。1942年1月1日，英国、美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二十六个国家，共同签订了一个包括这一契约在内的一份联合宣言。



　　根据这个公约，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就被定为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以取得胜利，便成了政治的目标。为此，就要求苏联进行充分的合作。这也就是说，要使斯大林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皈依美国共和主义，否则，在战后的欧洲，斯大林主义就将会取代希特勒主义的位置。



　　罗斯福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一魔术性的转变工作。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的W.C.布利特，在1948年8月30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如何赢得战争和失去和平》的文章，可以证实这一点。布利特宣称，罗斯福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对于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不折不扣地予以同意，并且不要任何回报。他希望以此来改造斯大林，使他接受“大西洋宪章”的目标。同时，还通过当面恳谈，劝说斯大林接受“基督方式和民主的原则。” [ 作者注：参见布利特著《大地球的本身》，（1947版），第17页。 ]



　　在罗斯福总统的请求之下，布利特曾准备过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布利特列举理由，说明罗斯福的这个政策必然要失败。罗斯根同布利特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三个小时，最后，他对布利特说：



　　“比尔，我不反驳你列举的事实，那是确实的，我也不对你的理由进行逻辑上的争辩。但是，我有一种‘灵感’，觉得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里也说他不是的。他只是想要保卫他的国家的安全，而没有其他的要求。我想，如果我对他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地给予满足，而又不要求任何回报，他不会企图吞并一切的，他将和我一起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这一个“灵感”，就是罗斯福总统亲俄政策的关键。他使得西方两大盟国所取得的胜利，后来都被丧失，而使斯拉夫人进入到了易北河，使斯大林取代了希特勒。



　　六、 战略重心的转折点



　　1942年的下半年，战争开始了重大的转折。6月4日到6日之间，爆发了决定性的中途岛海战。日本航空母舰的威力从此一蹶不振，太平洋中的主动权随即转入到了美国人手中。6月30日，隆美尔将军率领着他那支筋疲力竭的军队，在埃及进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六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然而在10月23日至11月4日期间，他在阿拉曼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英国的这次胜利，加上11月7日同盟军对西北非洲的入侵，招致了意大利的覆灭。后来，在6月28日，德国开始了对俄国的夏季攻势；9月中旬，由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郊外，接着便是连续两个月的失败突击。11月19日，俄军发起了双重的反攻，一方面，反击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靠顿河设防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等德国附庸部队；另一方面进攻在斯大林格勒南面防守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这次双重反攻的成功，使德军的第6集团军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不得不立即撤退。可是，希特勒禁止这样做，而保卢斯也没有勇气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他的军队被包围，延续到1943年2月2日，其残存者都投降了。这样一来，战争中的主动权就转到了俄国人手中，并且再也没有被夺走。



　　由于西方国家并设有把战争当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工具，所以，斯大林格勒这出悲剧的意义，也就被他们忽略了。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是弗朗哥将军。弗朗哥认为，有两个独立的战争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在东面，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另一个在西面，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赢得后者而失去前者，将是政治上的愚昧。为了使弗朗哥相信这两个战争实际上是一个战争，1943年2月19日，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开始以通信方式与西班牙的外交部长乔达纳伯爵进行辩论。霍尔向他指出，在1942年11月6日，斯大林曾宣布：“苏联未来的政策是决不干涉他国的内政，所以最后的胜利将是整个同盟的胜利。对这一点，乔达纳回答说：



　　“如果未来局势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样，那么，俄国一定会深入到德国境内。于是，我们就可以指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不仅会对欧洲大陆，而且会对英国本身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样的话，是留下一个没有被完全击溃的德国，使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共好呢？还是让德国苏维埃化，让它的技术人员被俄国利用，并使俄国得以扩张帝国的版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达到史无前例的标准好呢？”



　　“而且，我们还要问：在欧洲的中心，在那许多国家排成的大陆上，如果没有团结和统一，如果战争和外国的统治使它们耗尽鲜血，那么，又有谁能抑制住斯大林的野心呢？肯定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可以断言，继德国的统治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唯一能进行统治的是共产主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情况是极为严重的。英国人对这种局势应该冷静地考虑，这是因为，如果俄国成功地征服了德国，那么就没有第二个国家能牵制它了。……如果德国不存在了，欧洲人将不得不再创造一个德国这样的国家。有人想以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所组成的联盟来代替德国人的位置，这简直是荒谬，而且那些民族很快就变成了苏维埃同盟中的许多小国。” [ 作者注：塞缪尔·霍尔爵士：《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1946年版），第184-185页。 ]



　　1943年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所采取的政策与上述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当时，德军的第5集团军正处在遭受歼灭的危险之中。两位首脑一致同意，准备侵入西西里岛，并加强对侵入法国北部的准备工作——后者的代号是“大君主”。至于德国，他们决定，要“对德国进行尽他们最大努力的空中攻击”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20页。 ] ，即打击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人民的意志。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美英两国将继续作战，直到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邱吉尔曾补充说：“省略了意大利，是想鼓励它内部分裂。罗斯福总统也同意这一想法，这将刺激在每一个国家中的我们的朋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3页。在宣言的最后定稿中包括了意大利。 ] 如果这样，那么“无条件投降”也就足以阻碍德国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反对希特勒的势力感到沮丧，结果，当然也就会延长战争。



　　按照罗斯福的儿子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他的父亲是在一次与邱吉尔、霍普金斯以及他自己共进午餐时，第一次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词的。邱吉尔当时就叫道：“好极了，我可以想象戈培尔和其他德国人将会如何地惊叫！”另外，艾利特还记述了他父亲说的话：“当然，这也是为俄国人设计的。他们不可能希望任何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无条件投降，乔大叔自己想到的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 作者注：艾利特·罗斯福《见闻录》，（1946年版），第117页。 ]



　　但是，罗斯福本人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说，“无条件投降’这个词是他“灵机一动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693页。 ] ”想出来的。而邱吉尔的反应却是模糊的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4页。 ] 。实际上，这个名词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邱吉尔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的那个说法的翻版而已。如果罗斯福留意一下，记住1940年12月29日，他在“炉边闲话”中所说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也许会更明智一些。他曾说：“一个国家只有以全面投降为代价才能与纳粹谈和平……而这种支配性的和平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它只不过是另一次休战，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军备竞赛，以及历史上最激烈的贸易战争。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1卷笫225页。 ] 然而，他还是采用了这种假设的纳粹政策，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结果完全不出他的预料。



　　如果说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戈培尔不仅没有尖叫，反而是极为高兴的。1942年3月27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假如我是处在敌人的位置上，那这，从第一天起，我就会采用对纳粹主义作战的口号，而不是把目标对准德国人民。张伯伦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谢上帝，英国人后来没有遵循这条路线。”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02页。 ] 1943年4月12日，他又写道：“但是，英国人毕竟也在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是无疑问，那是邱吉尔怂恿的。他们避免对战争的目标作任何肯定的表示。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如果他们依照威尔逊的十四条提出一个和平方案，那肯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251页。 ] 至于“乔大叔”，虽然他打算摧毁德国，但是，他决不会傻到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敌人的地步。何况他是列宁的真正门徒呢？1943年2月23日，斯大林公开地声称：“把希特勒的党羽与德国人民混为一谈是荒唐的……历史证明，希特勒昙花一现就沉没了，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却是永存的。”



　　李特尔曾经写过：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激起了反希特勒势力的“疯狂的活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92页。 ] 。1月22日，两个主要的反对派系在柏林相会，统一他们的思想。然而，就在第二天，在他们还未作出是否要谋杀希特勒的决定之前，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从空中传来了。高尔利兹说：“这个方案，对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敌人并不肯和一个‘平等’的政府谈判。”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434页。 ] 李特尔还补充说，因为唯一的和平条件是无条件投降，所以“不仅是大多数将军，就连许多反对分子也拒绝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暴君，以解除他对这场灾难所应负的责任。”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这样，在一场很有希望的赌博中，即在俄国人来不及利用他们的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这个赌本以前，西方国家本来是有机会结束战争以赢得这场赌博的，然而，他们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七、 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在1917年10月2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邱吉尔先生曾准确地描绘了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写道：



　　“所有对交通线或基地的进攻都应与主要的战斗有关。以为空中进攻本身就能结束战争，那是毫无道理的设想。以为平民百姓受到空中袭击之后，就会因为恐惧而迫使政府投降，简直是无稽之谈。只要对空袭有了经验，只要有良好的掩蔽体系，再加上军警当局的坚强控制，就可以保护国家的战斗力量不受损害。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德国人对我国的空袭，不仅没有削弱我国人民的战斗精神，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意志。我们设想德国人民也会是这样的。因此，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迫使他们屈服，是不大可能的，或者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空中攻势应该是一致地对准敌人的军队和舰队的战斗力量所必须依靠的基地和交通干线。至于平民百姓将在攻击过程中遭受的任何伤害，那只是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已。” [ 作者注：H.A.琼斯：《空中战争》，（1937年版），附录4，第19页。 ]



　　1939年9月2日，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为答复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英、法、德三国政府都发表了宣言，声称他们的轰炸仅限于军事性的目标。1940年2月15日，虽然张伯伦先生告诉下议院说：“不管其他国家怎样做，我们政府是决不会为了达到恐怖的目的而攻击后方的人民的。”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7册第924号。 ] 但是，丘吉尔就任首相的当天，就采取了从前他所称的“从空中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卑鄙行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4页。 ] 他批准轰炸德国的弗莱堡城。这样，据J.M.斯佩待说：“我们（英国）在德国人还未轰炸英国的目标之前，就开始轰炸德国内地的目标，这是历史事实。” [ 作者注：《轰炸的辩护》，（1944年版），第68页。斯佩特先生是空军部的副部长。 ] 这是战略的，更确切地说是非战略轰炸的开始，因为轰炸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在战略上是毫无价值的。



　　1940年9月3日，邱吉尔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然而就内容来说，与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是截然不同的。他写道：



　　“虽然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只有轰炸机才为我们提供了胜利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发展轰炸能力，以便炸毁敌人的整个工业和科学组织。这正是敌人所依赖的战争成果和经济生活的基础。”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05-406页。 ]



　　从那以后，直属国防部的“轰炸机司令部”就成了邱吉尔的私人军队。



　　邱吉尔得到了特伦查德勋爵的大力支持。特伦查德勋爵是一个狂热的杜黑主义者。1942年8月29日，他写了一篇很有威力的文章，主张集中力量于轰炸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很坚定地使用它（空中力量），我们不仅可以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使战争缩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敌人用他们的‘坦克闪击’征服了波兰和法国，我们也可以用‘轰炸机闪击’粉碎德国的战争机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494-495页。 ]



　　虽然这是假定的，但是并没有不符合战略原则，相反却是邱吉尔、特伦查德和战略轰炸的许多拥护者犯了错误。这是因为即使杜黑的理论是可行的，而在原子弹尚未发明以前，要想使轰炸带来足够的破坏力破坏促成战争迅速结束，那就必须集中轰炸最致命的目标。这种目标主要有五大类。



　　（1）军事类：这一类我们不必关心，因为它们主要是属于战术轰炸的范围。



　　（2）工业类：这是遍布德国境内的各种各样的工厂，估计占地面积约为一百三十平方英里。要破坏这么广阔而分散的目标，而且还要让它们长期地破败不堪，当然不是闪击战能够做到的。也许需要许多年的努力，需要极大数量的飞机才能奏效。



　　（3）都市类：主要指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要使他们精神沮丧，引起叛乱。



　　（4）能源类；主要是煤和石油。煤是德国经济的动力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石油，则战斗力量就不能发挥作用。空中攻击虽然很难破坏煤矿，但如果使通向煤矿的铁路线遭到轰炸。煤矿也就瘫痪了。



　　在这五大类目标中，后两种（煤和石油）是最重要的；不过，直到战争的最后十二个月，它们才成为主要目标。1940年5月到1944年5月间，不仅没有集中攻击他们，相反是很少轰炸它们，而对都市的轰炸倒是不断地加剧，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德国的军事工业尽管遭到了无数次的攻击，但他们的产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地增长。1945年出版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中，有两幅图表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建筑物的毁坏并不意味着重要的机械工具也成比例地遭到毁坏。事实证明，敌人能够抢救机器工具，继续组织生产，而且速度之快是出人意外的”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18页。 ] 。



　　对都市目标的轰炸，则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在1939年10月到1945年5月这段时间内，同盟国的空军，曾对六十一座城市投下总计约一百五十万吨的烈性炸药，燃烧弹和杀伤炸弹，这些城市共有居民二千五百万人……估计约三百六十万间居民住宅遭到彻底的推毁或严重的破坏，共占德国住宅总数的20％，并且使得七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大约有三十万人被杀死，七十八万人受了伤。”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72页。 ] “在柏林，据估计全城被毁约6O-70%，……四分之三的毁灭是由火灾造成的” [ 作者注：同上，第93页。 ] 。虽然，对精神的打击很大，但是实际上，对军备生产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同上，第97页。 ] 。人民对于空中攻击的心理反应，在调查报告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在纳粹的无情控制之下，他们对于不断的空袭所产生的恐怖和痛苦，对于家庭和财产的损失，以及生活条件的困难，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抵抗力。他们的精神，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以及对他们的领导者的信心都已经降低了。但是，只要生产工具依然存在，他们就能继续有效地工作。一个警察国家对于人民的控制力是不能低估的。” [ 作者注：同上，第108页。 ]



　　1944年初，在准备侵入诺曼底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英美空军进攻的最有利的目标？最后终于决定，应该予以最先攻击的，应该是运输系统和综合的石油工厂。所以直到这时，战略轰炸才算是真正具有了战略性。邱吉尔在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要求也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空军主要的目标是捣毁德国和诺曼底之间所有的铁路交通。尔后，随着战线东移，空中攻击也就延伸到了德国境内的铁路和水路；到1944年10月，德国西部的交通几乎完全瘫痪，这对于煤的分配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调查报告书上写道：



　　“1944年1月，埃森地区，每天用煤量是二万一千四百车，而到9月，就减少到一万二千车……到11月，巴伐利亚的工业用煤减少了几乎50%……到1945年11月，鲁尔地区每天输出的煤减少到九千车。最后到第二年2月，鲁尔地区几乎完全被封锁了，所有装运的煤全都被铁路征用作为机车燃料……可是在此同时，煤矿的产量却仍继续上升，所以，鲁尔地区的储煤量也不断增多。在六个月内，储煤量由四十一万五千吨增长到二百二十一万七千吨，焦炭储量从六十三万吨增长到三百零六万九千吨。” [ 作者注：《战国轰炸调查报告》，第63-64页。 ]



　　1944年5月，开始对比较大型的综合石油工厂发动了预备性攻击，但是到6月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才开始把它们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到7月，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受到了攻击。在5月，这些工厂的月产量是三十一万六千吨；6月，下降到十万七千吨，而到9月，则只有一万七千吨。航空燃料的生产也从七万五千吨跌到了五千吨。这些攻击同时也使弹药工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综合橡皮工业的供应从每月最高产量的一万二千吨减少为二千吨。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只有对准能源资源和运输系统进行攻击，空袭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行动。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限制在这两类项目之内，那么便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果，并能节省大量资源和力量用来投资生产登陆艇、反潜潜水艇和运输飞机，这些东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常常是短缺物品。



　　调查报告书表明，在欧洲战争中，英美两国从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的总数为二百七十万吨。其中；投落在军事目标上的为3O.5%，投落在工业目标上的是13.5％，投落在都市目标上的是24%，投落在铁路、水路和综合石油工厂等目标上的是32％。可见，除开落在军事目标之上的以外，落在次要目标（工业和都市）上的炸弹数量要比主要目标（铁路和石油）上的多。其所以如此，一个不小的原因是由于邱吉尔想要杀死德国人的那个愚蠢的渴望。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要用一切手段来烧杀故人。” [ 作者注：《泰晤士报》（伦敦），1943年2月2日。 ]



　　据调查报告的说法，英国把军工生产能力的40-50%用于空军，而美国的比例，只是35%。所以，分配给英国陆、海军的生产力比例合起来也超不过50一60％。1944年3月2日，英国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在介绍陆军的预算方案时，向英国下议院说：“空军计划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已经超过了陆军，而且我敢说，实际上用于制造重轰炸机的人力、即已相当于整个陆军雇佣的全部人力。”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97册第1602号。 ] 而且，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浪费在邱吉尔所谓的“一个试验性恐怖”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68页。 ] 的作战行动上了。



　　八、 灾难的建筑师



　　1943年5月6日到12日，轴心国的军队在突尼斯战场上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这是德军继斯大林格勒悲剧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失利。它结束了北非的战争，使联军打开了通往西西里岛的道路。7月10日，英美联军入侵到了西西里岛。十五天后，罗马发生了一起宫庭政变，导致了墨索里尼的倒台。从此时起，一直到9月2日，在其继任者巴多格里奥元帅和西方同盟国之间，就“无条件投降”的含义问题，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这就使希特勒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把他的十三个师全部投入到意大利去，因而又把邱吉尔所称的轴心的“软下腹”变成了鳄鱼的背。



　　8月17日，当他们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时，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了。会议对代号为“大君主”的作战计划给予优先考虑，并且一致同意把1944年5月1日作为侵入法国北部的日期。当时，尽管英国人反对，美国人的一项提议还是暂时地被接受了。这项提议就是：在法国北部实施登陆的同时，要在法国的南北两面实施辅助性的登陆。其所需的兵力，应该从进攻意大利的军队中去抽调。这个作战计划行动的代号叫做“铁砧”。



　　有一件事，无论是邱吉尔还是阿兰布鲁克元帅都没有提到过，但是它在舍伍德对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份标有“俄国的地位’的文件，是从一份《美国高级军事战略估计》中摘录下来的。在这次会上，霍普金斯把它提了出来，且不管它的来源如何 [ 作者注：在这份文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J.H.伯恩斯将军在早期为霍普金斯所准备的备急录中的那些思想是极为相似的。舍伍德认为，那份备忘录“是霍普金斯关于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所持观点的极妙的宣言”。如果是这样的活，那么这个文件即使不是霍普金斯起草的，也是他授意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639-642页。） ] ，它的观念却已明白。正如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它表明了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两次会议上，指导制订决定的政策。”



　　下面这几段话，就是舍伍德在他编的《白宫文件》中所引用的。



　　“战后，俄国人在欧洲将处于主要地位。由于德国的崩溃，在欧洲不可能有其他的势力与俄国巨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诚然，英国正在地中海建立它的地位，想形成与俄国对峙的局面，以便在欧洲维持权力的平衡。然而，除非英国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援，否则它是抵抗不了俄国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结论是明显的。因为俄国在战争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应对它进行全力的支援，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获得它的友谊。同样，因为轴心国失败以后，毫无疑问它将主宰欧洲，所以发展和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更为必要。”



　　“最后，在对俄关系中，美国还须考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太平洋方向进行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如果有俄国作为同盟者来对抗日本，那么，战争就有指望早日结束，而且也可以少消耗一些人力与物力资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结果就将是适得其反了。假使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种不友好的或是消极的态度，那时战争中的困难将会无止境地增加，甚至还有可能使作战流产。”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44-745页。 ]



　　不管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与罗斯福的“灵感”却是一拍即合。它们暗示着一种超级的安抚政策。这与在慕尼黑时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是两个缺乏准备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有较好准备的国家。而现在，则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最高峰，而所面对的，正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伙伴，因为经过两年的艰苦战争以后，这位伙伴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几乎完全依靠盟国的援助才能维持它在战场上的军队。实际上，在1943年8月，俄国的地位与霍普金斯在文件中所指的情况恰好完全相反。



　　罗斯福总统盲目地接受这种顺从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邱吉尔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却很令人费解。1942年10月21日，邱吉尔曾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俄国的野蛮主义破坏了许多欧洲古国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无法估量的灾难。”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504页。 ] 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却从卡萨布兰卡飞往阿达纳，去劝说土耳其的首脑沙拉柯格鲁先生加入战争。他所持的理由，也是说俄国人的意图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如果他认为俄国人将要吞并德国，那他“也不会和俄国人交朋友。” [ 作者注：同上，第4卷第635-636页。 ]



　　在魁北克会议之后，巴尔干问题开始充塞着邱吉尔的头脑。他说，他从来没想到要派一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5卷第114、187、324页。 ] 进入到巴尔干地区，也从来没打算要阻止俄军的占领。就在9月间，他还派了下议院议员F.麦克莱恩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在南斯拉夫。当时邱吉尔告诉麦克莱恩说：“只要整个西方文明还受到纳粹的威胁，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考虑眼前的问题，不要去为考虑长远的政策而分散精力。我们对于我们的同盟国苏联是应该忠实的，正象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一样忠实……，政治上的考虑是次要的。” [ 作者注：转引自F.麦克莱恩著《东方路线》，（195O年版），第281页。 ] 然而，由于丘吉尔不断地提到巴尔干，这给美国的参谋首长们带来了惊慌。据舍伍德说：在1943年11月底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自己就在准备如何对付丘吉尔……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和俄国形成了统一的战线。”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70页。 ] 所以，出卖欧洲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来承担。 [ 作者注：虽然科德尔·赫尔是国务卿，但因为他被认为是反俄的。因此实际上是霍普金斯代替了他的职务而出席德黑兰会议的。 ]



　　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君主”和“铁砧”向题。斯大林说，在所有的军事问题中，“大君主”是最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铁砧”可以作为“大君主”作战的前奏，或是与之同时进行。至于邱吉尔的取道卢布尔雅那隘道而进入维也纳的建议，以及任何在巴尔干或土耳其的冒险，斯大林都表示坚决反对。



　　（2）波兰问题。邱吉尔说：“没有比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更加重要的问题了”。所以，波兰应该放弃它在“奎权线”以东的所有领土，而西移到德国去。“如果波兰触怒了某些德国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319页。 ] 同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的领土，虽然这意味着有九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要搬家，但是他并不感到伤心。这些建议取消了“大西洋宪章”和1939年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3）巴尔干问题。邱吉尔强调巴尔干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主张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米赫罗维奇地区则不给予援助。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并于12月初开始执行 [ 作者注：四个月之后，邱吉尔在给他的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自从我们在开罗讨论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看到了庄严的俄国使团进入了铁托的总部。毫无疑问，俄国人将会把共产党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赶向前走，并将斥责一切相反的做法为‘非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22页。 ] 。



　　（4）芬兰问题。丘吉尔主张：“俄国对于列宁格勒和它的出口应有安全保障。”而且，“必须永远确保苏联在波罗的海的海空权地位。”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52页。 ] 象对波兰一样，1939年俄国对芬兰的侵略行径根本就没有被提及，而斯大林还要求恢复1940年的条约，割让汉科和皮特沙罗，并且要以实物赔偿战争损失的50%。



　　（5）德国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斯大林想让德国分裂。罗斯福总统热烈地支持他的主张，并进一步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进行自治；但是，基尔，基尔运河、汉堡、鲁尔和萨尔等地区，则由联合国来管理。邱吉尔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普鲁士方面，都在于普鲁土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他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始至终，总参谋部都是在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的。他想把普鲁士孤立起来，使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地纳泰，萨克森与巴登都分离出来，但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组成一个互不侵犯的邦联。斯大林不赞成这种多瑙河邦联，罗斯福总统又完全同意斯大林的看法。



　　（6）日本问题。斯大林向罗斯福总统保证，美国不必为太平洋地区担忧，一旦希特勒被击败之后，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保证使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参谋官员们感到十分高兴，为了表示他们的谢意，罗斯福背着邱吉尔向斯大林表示，愿意美俄两国组成联合战线以对付英国。罗斯福还主张，他和斯大林在香港和上海的问题上应该支持蒋介石，反对邱吉尔。此外，他还向斯大林提到，“有可能让斯大林获得满洲的大连港。” [ 作者注：舍伍德《H.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786页。 ] 而他却忘记了那是中国的领土。



　　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达成多少正式的协议；但是，它却播下了使欧洲衰落的种子。



　　切斯特·威尔莫特曾经写道：“由美苏两国的一推一拉，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便从苏联所注意的地区转移出来了。早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由于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已使苏联得以成为在东欧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等于俄国人的影响将要延伸到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然而，在德黑兰会议以后，这—点就成为绝对的定局了。所以，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1944年的军事战略，而且预定了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使之变得更有利于苏俄了 [ 作者注：《欧洲争夺战》（1952年版），第141-142页。 ] 。



　　九、 向俄国的投降



　　1943年9月3曰，联军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登陆了。此后，联军在这个半岛上的进展是极为迟缓的，以致于直到1944年6月6日侵入诺曼底的前两天，才占领了罗马。由于缺乏登陆艇，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铁砧”行动），不得不拖延到8月15日才执行。此时，这一行动对于主要作战（即“大君主”作战）已经没有什么辅助作用了，因为那时的驻诺曼底德军，已在法莱斯会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种分散兵力的作法，虽然可以使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无法在意大利继续进行战役，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官员们，却坚持采取“铁砧”行动，并且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尽管邱吉尔和他在意大利的将领们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议，罗斯福却在1944年6月29日宣布：



　　“关于发动‘铁砧’作战的问题，自从德黑兰会议达成协议之后，在未同斯大林磋商以前，任何主张放弃这个作战的行动路线，都是我决不能接受的……最后，也是为了这里纯粹的政治考虑（指美国大选）。假使“大君主”作战受到一点挫败，大家都会知道，那是因为有相当大的兵力被派到巴尔干去了的缘故。那样的话，我的总统也做不成了。” [ 作者注：转引自《笫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7页，和附录D。 ]



　　实际上，邱吉尔的建议与巴尔干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只是说，把在意大利的兵力用来经过卢布尔雅那隘道向维也纳进攻，要比把大部分兵力转用于法国南部更为有利。而且，根据这个建议，有可能在俄国进入德国东界以前把德国打败。但这个建议被取消了，抢在俄军进入德国之前打败德国的机会也就终于丧失了。



　　布莱德雷将军写道：“到了9月1日，敌人在西线上的实力被彻底瓦解了。” [ 作者注：奥马尔·布莱德雷：《一个军人的故事》，（1951年英文版），第411页。 ] 尽管如此，追击却不可能。这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缺乏军队，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石油来供应他的大批机动车辆。他没有理睬蒙哥马利的催促，收缩了他的战线，并决定减慢前进速度，而准备在他的整个战线上进行另一场大会战。这一拖延又为德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卷土重来。



　　在9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个防止德国战后再武装的计划，更进一步地打击了联军的战略。这一计划主要是由摩根索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起草的。这个人在1951年8月被美国参议院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判明是苏联的间谍 [ 作者注：参见切斯利·曼利著《二十年的革命》，第102-103页。 ] 。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拆除或毁灭德国所有未被破坏的军事工厂，破坏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矿区，把德国由一个工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国家。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都接受了这一计划，并于9月24日把它公布于众 [ 作者注：这一计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不得不加以修改。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回忆说：他向总统读到关于把德国变成一个畜牧业的国家的句子时，总统听后，蹒跚着说他不知道要草签这样一个计划，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加思考就签了字。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1949年英文版），第336页。邱吉尔说，他自已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138页。 ] 。这个计划似乎详细说明了“无条件投降”的真正含义，所以，使得千百万原来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也感觉到与其接受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还不如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作战到底。



　　这种无偿的精神输血，加上艾森豪威尔所采取的宽正面防线战略，使从雷米根到科尔马之间的三百五十英里的正面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苦战。12月中旬，希特勒突然地在阿登地区进行反攻，清楚地暴露了艾森豪威尔指挥才能的贫乏。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使联军损失了七万七千人，而且威信也受到了打击。然而，斯大林却乘此抓住了一个机会。当美英两国正在陷入困境时，他同意召开另一次三巨头会议。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曾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但斯大林一直未予同意。当时，因为希特勒已把他的整个战略预备队，都用到阿登地区的攻势中去了。斯大林决定，在1月中旬发动俄国的冬季战役。他希望在三巨头会晤之前，俄国能占领波兰的全部领土。那样，他就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从而展现在他的盟友面前的则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局面。事实正是这样的。等到1945年2月4日三巨头在克里木的雅尔塔集会时，俄国的元帅已把他们的部队带到了奥得河旁。



　　总统离开美国前往克里木时，他是怀着高度希望的，可却没有什么准备 [ 作者注：詹姆斯·伯恩斯：《坦率直言》（英文版），第29页。 ] ，因为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现在，正是他需要设法获得与斯大林在联合国组织中诚意合作的时机了。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看不出在苏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认为，邱吉尔是一个纯血种的帝国主义者，而斯大林却不是那种人。同时，为了清算不列颠、法兰西与荷兰的亚洲帝国的势力，他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为了结束日本人的问题，也需要斯大林的援助。因为，他的参谋官员曾经警告说，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美国要想征服日本，就需要付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作代价。”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5页。 ] 所以，还在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就下定决心，允许斯大林在欧洲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以此作为他获得俄国支持的交换条件。



　　由于斯大林的现实主义与罗斯报的理想主义汇合在一起，雅尔塔会议终于成了一个超级的“慕尼黑”。当时，罗斯福受到了哈里·霍普金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在这些人中，就有国务院的阿尔格·希斯，他是一名苏联的间谍。



　　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把德国分成几个区，每个区都由一支同盟国的军队占领，强制执行无条件投降，强迫德国人为同盟国工作，而且，德国还要付出二百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予俄国。



　　当斯大林同意参加在四月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时，波兰则被投入了虎口。然而，英国之所以不惜一战，却恰恰是为了保证波兰的完整。它的东界确定在“奎松线”上，它的西界则暂时决定扩展到奥得河与尼斯河之线。由苏联操纵的卢布林委员会，则于1944年12月31日，自动宣布改组，变为“波兰解放临时民主政府”。为了敷衍西方舆论，在以后再进行选举的前提条件下，曾经允许流亡政府中的少数分子参加临时政府。所谓自由选举，不允许中立的观察员进行监视，因为在波兰人看来，那等于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接着，在一次邱吉尔没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斯大林同意援助美国对付日本。交换条件是罗斯福同意承认外蒙古的现状，恢复1904年到1905年苏联所丧失的土地，即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同时还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管理中东和南满铁路。而这些领土大部分是属于中国的。由此看来，罗斯福差不多是把帝国主义和“大西洋宪章”都完全忘记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统率下进攻到莱茵河地区，但是，直到3月23日，由乔治·S·巴顿将军领导的美军第3集团军，才在阿本汉渡过了莱茵河，第二天，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9集团军也在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摔下从威尔渡过了莱茵河。



　　4月3日，当莫德尔元帅和他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官兵在鲁尔投降后，通往柏林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虽然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仍停滞在奥得河与尼斯河上，但维也纳已经落入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手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破坏了、或者说已无视当时正经受考验的雅尔塔协定的每一个重要条款。如果柏林和布拉格都在英美军队手中，那么，美国和其国就能处在一种较有利的地位，从而迫使俄国人遵守这个协定。邱吉尔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加以纠正，世界很快就能看出，我和罗斯福先生在克里木协定上签字之后，协定便变成了一个欺诈的计划书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370页。 ] 。



　　艾森豪威尔完全不懂得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因此，他的想法也完全是相反的。他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当敌人处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时，军事因素在我眼中比政治上的考虑包括由哪一个同盟国占领首都更重要。我们部队的任务必须是粉碎德国的军队，而不是分散我们的兵力去占领被洗劫一空的城市。” [ 作者注：1944年6月6日到1945年5月8日，联合参谋部最高司令关于欧洲联盟远征军作战的报告，（1946年版），第131页。 ] 结果，4月14日，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两天之后，新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先生便命令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部队停留在易北河畔，把柏林和布拉格放弃给了俄国。5月2日，俄军占领了柏林；到5月8日的午夜全面停战之后，才占领了布拉格。



　　“对于美英两国来说，诺曼底会战的结果好象是索当手里的苹果一样，当它们被采摘到手之后，马上就变成了灰烬。希特勒和它的“军团”固然是被毁灭了，可是取而代之的却是斯大林和他的亚洲“乌合之众”。这是因为西方盟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并且坚持不顾一切地使德国失败和毁灭。斯大林则是一个超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战略始终与他的政策相配合，所以，他终于能够占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的一部分，波兰、德国的东部和中部，奥国的三分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欧洲的三大名城，即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都落到了他的手中。除了雅典之外，东欧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也都受到他的控制。俄国的西疆已经由普里皮亚特沼泽推进到了图林根山，前进了七百五十英里。世界又回到了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斯拉夫人站在易北河上，站在波希米亚森林之中，一千年来的欧洲历史又倒转过来了。” [ 译者注：引自本书作者的《西洋军事世界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96-597页。 ]



　　十、 战术的重大转折



　　1944年10月23日至26日，美国的第3和第7舰队在莱特湾进行了一次大海战，并且赢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这次海战决定了日本的命运。除了几艘老军舰以外，日本的海军已不存在了。水矾内阁的海军部长米内光政曾说：他认为这次失败相当于失去了菲律宾。至于这次会战更大的意义，他说：“我觉得那是战争的结束。” [ 作者注：引自C．范恩、伍德沃德著《莱特湾的会战》（1947年版），第231页。 ]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领会这“更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打败日本，而是要从日本的失败中如何榨取最高的政治利润。这比他们在欧洲遇到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在欧洲，他们必须考虑同盟国之间的关系，而与日本的战争，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美国一个国家的战争。因此，为了避免纠葛，美国有必要独立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懂得这一点，而且能够看清，只有俄国会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那么，美国最好是在德国崩溃以前，或是刚刚垮台之后就结束它与日本的战争。这就是说，要趁俄国还在忙于欧洲事务而无暇东顾之机结束战争。那么有这种可能吗？如果清楚问题的战略性和政治性的重心，回答是毫无疑问的“是”。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地位在战略上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的经济潜力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十，可耕面积是百分之三，然而它却不得不供养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多的人口。日本的大批原料和谷物都要依赖满洲和朝鲜，这就必须越过日本海和黄海，所以，它的商船舰队就是它的战略重心。对日本海运的攻击也就成了美国潜水艇的主要任务，而且它们对造成日本失败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被击沉的船只总数为八百九十万吨，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七是由潜水艇击沉的。”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11页。 ]



　　然而，美国人没有集中兵力去攻击日本的海运，没能通过经济的损害去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采用的战略，是以侵入日本本土为基础的。在侵入的准备过程中，在莱特湾会战之后不久，美国空军就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实行远程轰炸向日本进攻。最后统计，对六十六座城市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其中有二万二千九百吨落到工业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17页。 ] 这种轰炸虽然也降低了日本的生产能力。但是，海运上的损害才是日本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对日本经济的致命打击，不是毁坏工厂和都市中心，而是切断重要原料、煤、石油和谷物的交通运输。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指出：大量的轰炸是重复性的，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工厂，特别是炼油厂、钢厂和军工厂等，都是早就缺乏原料了。所以，大致说来，日本的经济被毁灭了两次。一次是原料输入的渠道被切断：一次是遭受空中的攻击。另外，日本的铁路网也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如果对铁路网进行攻击，那就会加快和加大海运攻击所产生的效力。调查报告认为，这样的进攻，如果事先有充分的计划，则在1944年就能发动。调查报告估计，只要出动六百五十架B-29飞机，让它们携带五千二百吨高效爆破性炸弹，就能有效地封锁日本所有的铁路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9页。 ]



　　可是，为了进攻这六十六座城市，美国却出动飞机一万五千架次，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一点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略错误。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同样也没有抓住政治重心。这个重心是日本天皇。他是军队的神圣领袖，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代表天意的。然而，他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那就是命令他的人民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名战犯，并将遭受审判或被枪决。 [ 作者注：根据摩根索的计划，所有重要战犯名单上的人都要枪决，而罗斯福更主张不必进行审讯就把这些人枪决。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38-339页。 ]



　　1944年初，日本海军参谋部的高木少将曾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结束战争，日本应该寻求一个有妥协的和平。1945年4月15日，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担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他是想实现这个计划的，但是，只要想到天皇的地位将受到“无条件投降”的危害，他就不愿意这样做了。自1月以来，天皇就不断地感到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到6月时，天皇决定派近卫文麿以特使身份去莫斯科，请苏联出面调解。与此同时，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佐滕也奉命通知苏联政府，日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不能无条件投降。他想劝说克里姆林宫为日本提出和平条件。



　　在此期间，华盛顿方面也在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法和手段。虽然美国陆军部主张入侵日本，空军则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对“无条件投降”作出“合理的解释”，日本是会投降的，“唯一使他们犹豫不决的，是关于天皇的未来地位问题。”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R·S·克莱茵（1951年版），第333-347页。 ] 后来审讯日本高级战犯时，得出了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已经处在快要投降的边缘上，但是对帝国主义制度的废除和天皇本人要受到战犯待遇的惊恐，却在支撑着他们。” [ 作者注：N·柯伦特：《史汀生部长：国家管理的的研究》，（1954年版），第224页。 ]



　　正当这些意见还在酝酿的时候，原子弹的发展已经进展到几乎即将成功的阶段， [ 作者注：邱吉尔第一次提到原子弹是在1941年8月3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730页）；而戈培尔则在1942年3月21日才提到它（《戈培尔日记》，第98页）。 ] 1946年4月，史汀生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为他提出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建议。6月2日，他在—份备忘录中向杜鲁门总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如果原子弹的最后试验和准备能够圆满完成的话，那么，原子弹的使用就可以作为侵入日本的一种选择方策。他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要先发出警告，指出：“我们将对这个岛国施加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使用将会使它承受不可避免的毁灭。”此外，他还私下设想：“如果加以补充，说明我们并不反对日本在现有王朝之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那么，实际上就会增加日本投降的可能性。”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8页。 ]



　　7月17日，召开了波茨坦会议。同一天，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前一天对原子弹进行的最后试验已经绝对地成功了。于是，杜鲁门和邱吉尔为了避免入侵所带来的伤亡而决定使用原子弹。邱吉尔写道：“现在，所有恶梦般的阴影都已经消除了，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一两声巨响就可以结束战争……此外，我们也不必再去要求俄国人的帮助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52-553页。丘吉尔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是不合理的。他说，在原子弹降落之前，日本已是必败无疑了。 ]



　　邱吉尔错了。因为斯退丁纽斯告诉我们说：“甚至到波茨坦会议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美国军界仍坚持要苏联加人远东战争，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美国的参谋首长们特别关注日本在满洲的军队。这支独立的军队被认为是日本军队的精华……而且人们还相信，即使日本岛投降了，如果俄国不卷入到战争中来，这支军队还能将战争拖延下去。” [ 作者注：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雅尔诺会议》（英文版1950年），第96页。实际上，在那时“精华”也变成了“糟粕”，受过训练的人员早已被抽调走了，而且也没有石油。 ]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东京与驻莫斯科大使佐滕之间的来往电信，都被华盛顿破译出来了。 [ 作者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的密码即已被破译，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 ] 7月13日，日本外交部电告佐滕说：“在莫洛托夫前往波茨坦之前，赶紧把帝国政府希望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告诉他……‘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的障碍。” [ 作者注：R．巴托：《日本的投降决定》（1954年版），第130页。 ] 这样，日本的险恶地位就已变得象晶体一样透明，而且，立即结束战争的道路似乎也已打通。但是，美国仍于7月26日对日本下了最后—道通牒：“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就要彻底被毁灭。” [ 作者注：《波茨坦宣言》，全文参见《日本的投降决定》一书的附录C，第243-234页。 ] 其中，没有一字提到天皇。



　　两天之后，铃木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他宣布说，那是“不值得大家注意的。”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9页。 ] 于是，为了掩护俄国按预定日期（8月8日）进入战争，美国决定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一颗于8月6日投在广岛，另一颗于8月9日投到长崎。8月6日是星期一，上午8时15分，一个火球在广岛中心西北方的上空出现了。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在它的中心，温度高达一亿五千万摄氏度，这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高出大约十倍。 [ 作者注：弗雷德·霍伊尔；《自然宇宙》，（1960年版），第36页。 ] 它所产生的压力，据估计每平方英寸上是十万吨以上。一股“风暴性的大火”使几百个火头同时点燃了，最远的离爆炸中心有四千六百码的距离。城市中有4.5平方英里的土地完全被烧坏，有七万到八万的人死亡，五万人受伤。尽管如此，在这座城市边缘上的工厂，却几乎完全没有被损坏。“据估计，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这些工厂能在三十天以内恢复正常的生产。”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24页。 ]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致同意，把“无条件投降”问题提交天皇去作最后决断。日皇决定求和，10日，东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所提出的条件，但是要求，宣言中不包括任何改变天皇统治大权的内容，只能在有此谅解上下接受宣言。



　　为了避免消灭许多分散日军的困难，避免使这些日军因失去天皇的控制而自由行动，同盟国与8月11日作出答复，回电指出：“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应臣属于联军的最高统帅。” [ 作者注：贝巴托著《日本的投降决定》，附录F第245页。 ] 14日，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立即停火。9月2曰，日本的代表签署了降约。



　　史汀生对此事的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若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会不会投降，而在于是否有一种不同的外交和军事路线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这里，情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战后的采访中发现，在日本内阁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愿意接受最后的条件。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一般的态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国人如能早日明确表示愿意保留天皇，那么，提早结束战争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间，格鲁以及有关的人员就曾热烈地提出过这个建议。”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71-372页。约瑟夫·O·格鲁是代理国务卿。 ]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缺乏远见，那么，战争在1945年5月就能结束了。能在5月结束战争，那是很关键的一步。那样，西方同盟国就可以在远东赢得一种有利可图的和平。如果战争在那时结束，俄国人就没有可能加入战争，由于它的加入而产生的一切灾难性后果也都可以避免。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投掷那两颗原子弹。诚如汉森·W·鲍德温所说：使用原子弹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保护一种稳定的和平，而是加速胜利。” [ 作者注：《战争中的大错误》，（1950年版），第101页。 ]



　　然而，原子弹的投放却已成了事实，它给全人类带来了恐怖和忧虑。人类的创造能力被转变成灾难的根源。工业革命在军事上的表现终于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应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为武器使人类战争中的战术经历着重大转折——它使物质战争不再是一种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从胜利到失败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后，邱吉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对欧洲是—个威胁。但是，到了那时，由于美国的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再加上英国的经济依赖着租借法案，邱吉尔不能不受到束缚。因此，到诺曼底登陆时，战争的指挥权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最后，德国投降了。邱吉尔为此写道：“照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的地位。……我已经感觉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国家压过来。” [ 作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5-406页。 ] 四天之后，即1945年5月12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说：



　　“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他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裸露的废墟。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样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总之，在我们的实力还没有消失以前，和俄国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而压倒一切的。” [ 作者注：邱吉尔把它叫做“铁幕电报”。并且说，“在我写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文件中，这一个最能代表我的判断。”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8-499页。 ]



　　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自己对于造成这场悲剧所起的作用。当他单独一人指导这场战争时，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为目标。他要这样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道：“政府和个人都按照这悲剧的韵律，摇摇晃晃地进入到无效的暴力之中，屠杀和破坏的规模日益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伤害，在一个世纪内都难以恢复。……胜利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几乎难和失败相区别。它甚至连胜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这个以武力获得的最圆满的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也不能消除再产生战争的危险。” [ 作者注：《191年的世界危机》，（1923年版），第17-18页。 ]



　　既然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而赢得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苏俄帝国主义的广泛影响”。但是，美国人却无意去阻止它。拼命进行战争和毁灭德国的意愿，本是罗斯福时代的特征，而到了杜鲁门执政时期，这个意愿又被带入和平之中。为了不得罪公众舆论，它却没有考虑未来。继续控制美国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军国主义的作风。



　　这与1870年的俾斯麦相比是多么不同。那一年9月，普鲁士的《民族日报》对于给予被俘的法国皇帝以周到的礼遇表示不满。于是，俾斯麦说道：



　　“群众的感情，公众的舆论，往往都是采取那样一种路线。人民总是坚持主张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征服者应该审判被征服者，并根据手中的道德法律，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治……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要求。惩罚与复仇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决不能把政策与公众的惩罚冲动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想着行使法官的职权……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有用的拿破仑和一个无用的拿破仑，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更有用呢？总有一天他会重新崛起，这决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莫里茨·布希：《我们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页。 ]



　　无条件投降是不够的，对德国的经济还要彻底地摧毁，而且摩根索计划的大部分还要执行到和平时期。但是，围绕着这个忍饥挨饿，疾病蔓延和无政府状况所统治的残破不堪的中心，将要如何建立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杜鲁门似乎是从来没有想过。



　　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两项措施：一是“工业计划的水准”，二是“占领训令”。这两项措施的文件都很冗长，难以引录，但是下面提到的项目足以把它们的意图解释清楚。



　　“工业计划的水准”：它的目标是要把德国的工业资本装备减低到最低限度，并且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用来抵作赔款。一切战争工具，所有类型的飞机，所有的航海船只都禁止保留，综合性的石油产品和橡胶产品，无线电器材，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禁止生产。钢铁的产量每年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所有的非金属，基本化学物质、机械工具、电力装备、摩托化车辆、铁路机车和货车等等的产量，也要大幅度地降低。“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要把德国工业的整个水准降低到战前1938年时的水准的50—55%。” [ 作者注：参见古斯塔夫·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1948年版），附录D第294-299页。 ]



　　这也就意味着有千百万德国人要忍受饥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慷慨的国家，本来应该预见到，文明世界对于这种情形是不能无限期地容忍下去的。



　　“占领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6）；它规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应遵守的政策，而作为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他也要督促其他占领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德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结构要使之分散，结社要予以禁止。所有的纳粹党员，以及纳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应被开除公职和私人企业。一切军事组织，包括德国军官团都应被解散。所有的纳粹党官员、政治警察、党卫军、参谋部官员、高级军官，城乡的地方行政长官和纳粹的同情者，都要加以逮捕。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所有的民事、刑事法庭和教育机构都应关闭。对军队的抚恤金和个人津贴都要取消，一切金、银、货币和证券都要充公。对于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规定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准高于任何邻国的水平 [ 作者注：同上，附录C第273-293页。 ] 。总而言之，要把德国变成一个超级集中营。



　　所有这些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这个会议是在7月17日举行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是稳坐江山了了，因此，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对他的祝捷大会。



　　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两个主要的项目是德国和波兰问题。关于德国，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和上面的计划都已确定。赔偿的分配主要是有利于俄国的。审判主要战犯的方法也取得了一致的协议。此外，还同意了把柯尼斯堡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割让给苏联。



　　关于波兰，对它的西部边界达成了一个协定，但最后的确定还要等到和约签订之后。尽管如此，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和前波兰走廊地区，目前即应由波兰接管。



　　此外，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德国人，以“适当的、仁慈的方式”都遣送到德国西部。大约在两年之后，苏联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欧洲却在混乱中挣扎。由于这种局势，杜鲁门才感觉到了危险，因此，他交给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一项经济使命，叫他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1947年3月18日，胡佛提交了他的报告书。



　　他在报告书中写道：“目前，美英两国的纳税人每年大约要付款六亿美元，才能使美英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不至于饿死……要想恢复欧洲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生产。整个欧洲与德国的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德国的生产力得不到恢复，那么欧洲的生产力也无法恢复。……认为新德国将变为农业国家，那是一种幻想。除非我们把这二千五百万人口加以毁灭或迁徒，否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关于‘战争潜力’也存在着一种幻想。地球上所有的工业在近代战争中几乎都可以成为‘战争潜力”……最大的幻想莫过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规定的‘工业水准计划’下，德国可以自给自足。认为没有德国经济的恢复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能够复兴。则是另一种幻想……我们可以使德国永远不能解除经济的锁链，但是，这也会使整个欧洲永远处于贫困之中。” [ 作者注：报告的全文，参见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一书，附录E，第300—311页。 ]



　　这是美国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但是在所有的幻想中，最伟大的幻想还是要算罗斯福总统的“灵感”。



　　我们回过头来对欧洲的悲剧进行检讨，如果不怕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欧洲历史中的“黑日”。就是1917年4月6日。美国就在那天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就导致了命令性的凡尔赛和约，同时，也埋下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美国第二次介入所造成的灾难更大，它根本就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形成了永久性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恐惧。



　　所以如此，与贪财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贪财是许多次欧洲战争的起因，而美国却从来没有垂涎于欧洲的每一英亩土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没能理解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结果也就不知道如何制造和平。他们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以为得到奖杯便是胜利。



　　第一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伟大计划”，实际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而它取代了理应制定的大战略政策。然而说来也奇怪，大约就在同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尼古拉斯·I·斯巴克曼，却就政策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实际性，那么它的基础就不能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家关系。”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导作用，另一个是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鉴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权力平衡都已经被破坏，美国战争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权力平衡。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不要要求把德国和日本完全毁掉，免得为俄国控制欧洲和远东开了方便之门。他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国，井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那里去。”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远东。他还写过：“必须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亚洲的危险，但是这并非必不可免地消灭日本的军事实力，而把太平洋交给中国或俄国去控制。” [ 作者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1942年版），第446、460页。 ]



　　英国也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错误：一是时机，二是目标。这一次，又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费尔德对这两个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他写道：“对于一种理论来说，如果历史上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先例，那么，这个理论可以算是古代外交传统的精华……如果有两个对立的大国对欧洲大陆的现存秩序都构成了威胁，而且你又不愿意他们之中有哪一个被击倒，那么，在他们进行搏斗时，你必须仔细地选择时机，再出面干涉，并且要明白，你的干涉仅仅是为了挽救两个国家中那个也许要被摧毁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大陆上同时保存两个这样的大国，整个世界才能获得安宁。但是，如果你出于为正义而战，决心要消灭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你就必须用你的血汗和财力，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怪物’，这样，在下一阶段，你也必然会自食恶果。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用总体战争的方法来扫清这个侵略性的世界（即为正义而战）。那么，这种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政治。” [ 作者注：《基督教与历史》，（ 1950年版），第141页。 ]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这些教授一样，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就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了。


















	

 






	















	







	







	









 





	


	







	







	




	


第14章 和平问题




	







	

 



	


	

　　一、 回顾



　　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前，我们如能首先回顾一下这个时代的某些突出特征，那么对于集中读者的思想，也许能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型文明的出现。这是卢梭的“全体意志”观念与瓦特蒸汽机所产生的能力交配而成的混血儿。它的制度还是因袭古老的农业化社会的秩序，而它的活力却摸索着向新兴的工业化社会秩序前进。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拉力，造成了猛烈的振荡。在国家内部，它们引起了社会动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则增加了敌意。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我们已可看到这种新型文明的萌芽。于是，也就出现了两种绝对性的理论，来对它的前途进行论断。一种是克劳塞维茨所提倡的战争理论，另一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经济理论。他们两个人都是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他们的前提都是正确的，但其结论却都是错误的。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原则，是所有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但是，他又坚决地认为：要彻底地把敌人打倒，以破坏大战略的目标。然而，大战略的目标是要求有利的和平，并不是要把对方完全歼灭。对它来说，倒是要消除或减少战争的起因。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所以他所制造的工具必然要影响社会的进化和社会所要采取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可是他却从这一观点中到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认为，社会的形式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改变。克劳塞维茨没有认为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标；而马克思则不懂得，在蒸汽时代中，最后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是通过进化来创造工业化社会，而不能用革命的程序，因为雇主（老板和经理等等）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力量，就象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样。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都太注重暴力了，而暴力只能起强制作用，并不能产生创造作用。



　　工业文明所引起的第一个战争是美国内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经济的。而它的发展过程，则显示了军事对于工业的依赖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时，道德开始衰退，因为不断前进的唯物主义是非道德的，它冲开了旧文化的纽带，拆散了旧文化的维系力。战争开始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工厂和种植园之间的竞争，而其结果表明，大企业是优胜者。



　　从美国内战的结束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和西欧都加速了工业化的发展。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变成了工业国。这些国家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用前所未有的规模争夺殖民地，因而导致了激烈的国际斗争。尽管如此，各国的内部却还十分宁静。但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要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尽管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但是军事理论思想仍然停留在前膛枪的时代。政治家与军人，都还是以刺刀和马刀为基础来考虑问题。他们没有想到，在工业时代中，工厂已经成了军事力量的泉源。这就象农业时代中农民是战斗力的主要泉源一样。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石油变成一种新的动力，加上电学的发展，使得工业革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不过，这些在军事技术中所引起的激烈变化，当时却还很少有人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虽然主要是工业性和商业性的。但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所有交战国的军队对于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战争，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有产生僵局以后，他们才开始求助于工业和科学，以便把自己从堑壕的泥沼中解救出来。由于遭受封锁，德国的工业能力和农业生产几乎消耗殆尽，因而战争终于结束。但是这时，那些胜利者在寻求和平的工作中，不仅没有设法根除战争的经济原因，反而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结果又回到了1913年的大企业路线。作为一种推论，他们的军事组织也基本上没有改变，仍是维持产生最初僵局的那种组织形式。



　　重新回到大企业路线以后，加速战争的震荡又重新开始出现了。当欧洲国家陷入革命旋涡之中时，美国工业化的集中发展竟是如此迅猛，以致于美国财富的一半都集中到了二百家大企业手中。财富的集中，一方面能大大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却没能建立起人民消耗生产力的购买力，结果便造成了1920年的金融崩溃。在这个灾难中，大企业开始转换为大政府。



　　在俄国，这种情况早就发生过了。那时，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试验，而这一试验破坏了生产，迫使他不得不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和他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努力想在他的“社团国家”中增进人民的购买力。于是到了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希特勒在德国，同时开始解决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所采用的手段是实行“新政”，希特勒则是实行“新秩序”。可是，这些未来的经济救世主，都没有找到使消费与生产平衡的手段。结果，他们被迫走向了战争。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军队纯粹是一个消费团体……在有益的生产和有益的消费之间，它及时地把差别降低到……大量生产的成功必须依赖大量的消费，而消费得最快的，莫过于有组织的毁灭。”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第93页-94页。 ]



　　后来，在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当然不免会有许多人死亡，但是没有人失业；消费使生产感到紧张。但要毁灭的主张更导致了加速致命武器的发明。最杰出的发明，是把原子能作为一种新威力的能量，其次是电子控制设备的发展，从电子控制设备中又产生了“自动化”技术。采用“自动化”技术的目的，是要用机器来代替人脑。这正如瓦特的蒸汽机和戴姆勒的内燃机一样，其目的是用机器来代替人畜的体力。有了自动化和核能，工业革命也就开始进入它的第三阶段。



　　想而，在1945年，由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战争也随之结束了。但是，和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战国”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今天的工业化战争社会是否会演变为明天的工业化和平社会呢？



　　二、 核能对于战争的影响



　　把核能转变成为爆炸物，这和火药的发明形成一种对比。于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火药在当时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就象今天人们反对核武器一样，但是人们并没有拒绝使用它。所以，核武器今天也会停留下来不再离开了。这种想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种新科学程序的“技能”是不能加以取消的，但是，当我们采用它的时候，却应该有重要的保留。这就是说，在所有的战争中，除了最原始的战争以外，为要达到一个有利的目标，则对使用的毁灭工具必须加以相当的限制。例如，在封建时代，一个国王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那些粗暴的诸侯对他表示臣服。那时，原始火炮的发明被认为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因为它能击毁诸侯的堡垒，使诸侯丧失抵抗力的基础。但是，如果火炮的破坏力太大，不仅能破坏堡垒，而且还会使方圆几里之内的一切田园、牛圈以及家仆、农奴等等都同归于尽，那么，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那样的话，诸侯们无法表示他们对国王的臣服，将没有可供朝贡的东西，这样，也就是手段把目标吞食了。



　　这一原理对于所有的文明战争都是适用的，因为在力量与目标之间总有一种关系存在。力量必须充足才能达到目标，但是力量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抵消目标。这一点，在核战争中是个关键。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其威力为二万吨梯恩梯当量。此后，人们所称的核武器，如氢弹，也试验成功了，它的威力已是二千万吨梯恩梯当量。而且，它们的威力还可以继续上升，没有止境。另外，所谓的“战术”核武器也发明出来了，它的威力可以小到一百吨梯恩梯当量。 [ 作者注：亨利·A·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版），第13页。 ] 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哪是划分大威力和小威力核武器的分界线呢？常识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即是说，手段应该与目标相称。但是非常遗憾，在战争中，常识却是一个稀少的东西。一种核武器，即使是威力很小，如果一旦被使用，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破坏力，而它却能很快达到“百万吨级”的标准。据估计，在一场氢弹攻击中，只要“持续大约30小时，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将会死亡或重伤。” [ 作者注：弗里茨·斯顿伯格：《我们时代的军事和工业革命》，（1959年版），第6页。 ] 所以，从政治目标是否合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全面的核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美国战略中的基本假定，还是认为，下一次战争将以一个珍珠港式的核进攻为开端。这样，美国必须赶在苏联消灭美国之前先消灭苏联。如果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采取一个核奇袭，这种想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美国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这样，因为美国政府早就公开宣布，它永远不首先使用全面性的核武器。这种战略观点的错误，就在于它把今天的战争假定为绝对性的战争了。这就是说，要想赢得一场战争，必须从政治上歼灭敌人，即要求对其他国家作有效的占领。这个概念是反动的。坚持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会战的年代，不惜任何代价去扫除一个障碍，结果又造成了另一个障碍。为了占领敌人的阵地，必须通过一片坑坑洼洼的不平地区，而且，还要在难以料想的混乱中去占领敌人的整个国家，并且负责去管理它。更为糟糕的是，因为这种颇有古风的战略，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道德的考虑都抛开在外，从而也就为苏联的乘虚而入敞开了方便的大门。然而，按照艾萨克·多伊彻先生的说法，“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比俄国更加害怕核战争。” [ 作者注：《伟大的竞争：俄国与西方》，（1960年版），第43页。 ] 如果不谈其他原因，单从它使战争丧失政治意义这一点来说，这一看法是相当准确的，因为政治意义正是苏联战略的灵魂。



　　这当然不是说，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害怕全面性的核战争，害怕共产主义会因此而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们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认为无论何种技术发现，不管它有多么强大，都不能消除历史的法则。他们所害怕的，倒是核战争会毁灭工业基础，使共产主义暂时不能出现，因为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概念，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不管是核战争还是非核战争，赫鲁晓夫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1955年，当“和平攻势”达到最高潮时，赫鲁晓夫曾说：“……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那么他就错了。除非龙虾学会吹口哨，否则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丹尼斯·希利：《国际事务》，（1956年1月版），第32卷第2页。 ] 1956年，在莫斯科波兰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当谈到民主国家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 作者注：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6页。 ] 这些言论可以算是由衷之言。赫鲁晓夫虽然常用导弹进行威胁，他欺骗不了明眼人，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炫耀而已。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只是一种恫吓和政治讹诈。多伊彻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害怕全面核战争的人。



　　所以，今天的世界就被分成了两大阵营，象以前的堑壕战争一样，中间隔出一个无人地带，谁也不敢越过。形成这样一个对峙局势，双方都害怕打破它。而且，又由于害怕另一方会打破这种局面，双方便都疯狂地扩充核军备，以求使世界末日的霹雳无限地延迟下去。



　　因为全面性的核战争已是高度地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回到常规战争呢？也就是说，在战争中是否可能不使用核武器呢？如果是这样，战争仍将会是无限制的，就象上次大战一样，只是没有巨大的交换打击而已。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武器的类型，而是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标。请记住本书一再强调的观点：一个有限战争是为一种明确的有限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在这种战争中，所花费的力量必须与目标成比例，因此，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为了美国同胞的利益，基辛格博士曾写道：



　　“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和放弃下面的想法：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便结束，或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的不相同的目的。” [ 译者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文版第133页。 ]



　　这是纯粹的克劳塞维茨主义。



　　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头，提到了在战术领域中采用核武器的危险性；事实上，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约翰·考利将军提到，为了对付苏联巨大优势的传统兵力，早就配备了战术核武器，“而且，其弹头的威力要比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更加强大。’ [ 作者注：《战争中的未来趋势》，第8页。 ] 所以，不管他们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俄国人坚持认为，没有什么有限核战争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要使用了战术性核武器，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全面性的核攻击。” [ 作者注：基辛格曾说：有些核武器是不能舍弃不用的，防空导弹的核弹头就是一例。 ] 因此可以说，当双方都配备核武器后，战术上也就有了威慑力量。这样便使得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思想变得荒谬了。于是，对峙局面得到了双重的保证，除开那些不直接把两大核阵营包括在内的战争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或是一些警察行动。这种武装斗争，不管它是作为政治的工具还是歼灭的工具，已在迅速地倒退，它将会象巫术、食人的风俗和其他各种古老的社会制度一样，逐渐地被淘汰。在本书的第七章中，我们已经谈到，在上个世纪的末叶，一位华沙的银行家布洛克就已预见到这种发展。他曾断言，由于近来弹仓式步枪的威力日益增长，使得战争无利可图，以致于今后不必考虑战争了。如果人类不是那样地无理智，布洛克的预言也许可能成为现实。现在，核武器的采用正迫使人类的心灵恢复理智 [ 作者注：最突出的一个例外就是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那种不合理的信仰，由于核武器的采用而变得合理了。他们应该欢迎这些威慑力量，可是相反，他们正是疯狂地反对核武器的。 ] 。如果有人想要继续战斗，那他就得在武装斗争之外的领域中去寻找新的战争。谈到这个问题，读者应该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峙僵局，并不是用武力手段解决的，最后，还是用经济手段，即对中欧国家进行封锁的办法解决的。



　　三、 政策与冷战



　　我们所讲的“冷战”是什么意思呢？早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即《巨灵》）一书的第十三章中，就给我们做出了答案。



　　他说，“战争所包括的，不仅仅是会战，或者是战斗的行动，而且，它还代表着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双方都显示出足够的作战意志。因此，在研究战争的特性时，时间的观念是必须要考虑的，这如同时间在天气的性质中一样。恶劣的天气不仅是指一两次阵雨，而且在几天之前就有变化的趋势。所以，战争的特性，不仅包括实际的战斗，而且也包括战前的一切准备。此外的时间才是和平。”



　　今天，与霍布斯时代的唯一区别，就是战斗的部署已经深入到了精神领域和经济领域。霍布斯一定已经意识到，它们正是武力冲突的基础。在冷战中，武力斗争只是受到限制，而不是完全被排除乾。但是，冷战的主要目标是要破坏敌人的权力基础。基础破坏得越严重，它上面的建筑物也就越容易倒塌。或者说，只须用不大的外力，就可以把这建筑物推倒。这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思想，只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讲清楚。一座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对它的进攻可以采取三种方法：一是摧毁它的城墙；二是设法饿死它的守卫部队，这就是经济性的进攻；三是用颠覆的手段，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攻。在火药尚未发明以前，城墙很难被攻破，因此，通常采用的是第二、第三两种方法。今夭，在核武器时代，因为突破进攻将会使双方同遭毁灭，所以，第二、第三种方法又会重新被人们重视。



　　列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中，曾是很重视这一点的。当时，他的人民在挨饿，他的追随者分散了，他的军队也软弱无力。自从那时以后，苏联虽然变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工业国和最大的军事国。但是，由于核武器而造成的军事对峙，冷战大概仍要继续下去，直到恶劣的政治气候结束为止。这个结论是说，东方和西方之间冲突的本质，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这与那些引起美国内战的原因极为相似。林肯给他的同胞留下的著名警告，对当前的世界仍然适用。今天，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改述如下：“一个自己分裂开来的世界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永远地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局面。我们并不期望这个世界崩溃，但我们期望它不再被分裂。它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么它又是什么样呢？这一答案要根据双方的政策来决定。



　　民主国家与苏联在政策上的基本差异，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看法各有不同。一种认为，战争的结束就是和平的开始；而另一种认为，和平是战争的一种继续，此时，除了实际的战斗之外，其他手段仍然继续使用。一种认为，在和平时期，国际争论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而另一种则认为，协商只能加剧争论。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是以集体主义、人民的投票和群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苏维埃政府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维持着一个人或小部分政治寡头的权威。所以。后者很容易采用一种永久性的战争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领导是至高无上的，政策几乎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纪律森严，严守秘密；而在民主国家中，除非是处在战争时期，否则，这些事情几乎是绝对做不到的。这样一来，民主国家倒是很象一群乌合之众，面对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所以，它们在苏维埃权力面前，总是退缩，害怕利用苏维埃的困难，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民主制的雅典面临马其顿专制君主腓力的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一样的。



　　狄莫西尼斯曾大声疾呼说，“所以，只要听到腓力在切尔松斯，你们就会投票同意到那里去远征；如果他在塞尔莫皮莱，你们又会投票向那里远征。要是他在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你们也会前前后后跟着他转的。你们是根据他的行踪而下达前进命令的，自己从来不拟定作战计划；在得知一些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之前，从来不对将会发生的事情作出预见。……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推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肯定地说，如果你不面对现实，不去尽到自己的职责，那就无疑地将会带来灾难。” [ 作者注：《第一次抨击》，第41，47和50页。 ]



　　基辛格说得很对，“……企图以‘普通’的外交方法来对待一个革命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是徒劳的。”民主国家应该懂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一个政治家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判断，“是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一种经常性的紧急情况。和平时期也是一样。克劳塞维茨接着说：“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5节。 ] 对于自由世界来说，遗憾的是，自1945年以来，它的政治家们都是如此。



　　他们应该看到，只要俄国人继续相信世界革命是由历史注定的，就不可能有妥协。所以，他们应该象避免瘟疫一样避免一切会议，这不仅因为会议将为共产党提供最好的宣传机会，而且正如马达莱加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同意与那些反对自由的人举行谈判，……也就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第一道防线，东欧人用来交换的，是一种根本不是和平的和平 [ 作者注：《神殿的崩溃》，（1960年版），第91、92页。 ] 。



　　这是内线，而不是第一防线。它是苏俄帝国的阿溪里斯脚跟。在苏联境内，不仅有一半居民不是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他们都反对莫斯科人的统治。据估计，在铁幕之后的人民当中，同情共产党政权的还不到百分之五。正如我们所见，在俄国帝国内，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一旦发生危机，少数民族就要起来造反；而且在铁幕后面的那些国家，只要压迫一减轻，动乱或起义就随之而至。我们不应忘记，在1956年的匈牙利叛乱中，支持叛乱者的还有那些从俄国军队中逃跑出来的非匈牙利人。



　　所以，在冷战中，苏俄帝国的心理重心，应该是到苏联境内和铁幕之后人民的心中去寻找。此外，还应该记住，这个心理“弹”，也象氢弹一样具有伟大的威慑力量，它使苏联不敢贸然采取实际的战争行动。俄国的弱点是我们的优点，而他们的优点是我们的无知。没有哪一个人会比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的冷战政策又是什么呢？



　　他已不再坚持列宁的旧观念，即不再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是要用经济攻势来取代军事攻势。1956年2月举行了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的发言人都强调了这种战术上的变化。他们一致认为，当苏联的经济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不能与它并驾齐驱的。所以，就不再需要依赖战争作为政治的主要工具。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武装干涉”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是以一种比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优势的社会主义生产程序为基础的。米高扬也说过：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因此，战争也就不能给苏联带来利益，而“共产党的建设成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奋斗”，都是与把人力和物力用于战争目的的政治有直接矛盾的。总之，共存政策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为苏联外交关系中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与国内的需要、目前的世界局势，以及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都是完全符合的。 [ 作者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雷切尔·F·沃尔：《1955-1956年国际事务调查报告》，（196O年版），第226页。 ]



　　所以，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资本主义会因为它本身的无能而必然地走向没落，这样，比较有利的方式就是困守对方，用经济竞争的手段来迫使对方投降，而不用军事力量去硬拼。用布洛克的话来讲，就是“军人的地位在下降，经济学家的地位在上升。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类已经进步到这样一个阶段，战争不再可能成为上诉法庭。”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7章第3节。 ]



　　四、 第三次世界大战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以这一政策为基础，为苏联的经济发展拟定了一个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他说，这是完成苏联任务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在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上，赶上和超过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 作者注：见《苏维埃的七年计划》。 ] 1959年1月召开的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计划；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也认可了这项计划。在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谈到，下一个七年将是具有决定性的，到1965年，苏联所有的工业产量，用人口平均的标准来比较，将要超过英国和西德，到1970年，或许还早一些，有可能超过美国 [ 作者注：这一说法是假定西方生产一直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之上。 ] 。



　　也是一个战争宣言。在这个战争中，经济攻势将成为苏联政策中一个积极的工具，而且，在全面核战争的威胁所造成的恐怖掩护下，军队的地位让给了工厂，武器的地位让给了货物，市场也将成为未来的战场。战争，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又回到了那种不流血的专制帝王时代。这种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对方的经济破产，而不是要毁灭它的军队。如果读者回过头来，重读一下本书的第五章，回味一下安德鲁·尤尔在1835年就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各国工业对于争夺海外市场所讲的一段话（他把这个称之为“新的交战法”），那么，你就能对苏联企图进行的战争，有一些新的概念。



　　自从1939年以来，苏联的工业一直在迅猛发展。近年来，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据估计，1950年的产量，已达到了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五。大体说来，这与工业革命的前期英国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原因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把利润再次投放到资本性的装备之中，而不是分配给劳动者。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工人的贫穷是工厂主之间相互竞争的偶然结果。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5章第2节。 ] 而今天的苏联，这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也许可以把它称为“有组织的贫穷”。所以，消费物资是受限制的，因为它们只有有限的市场。不过，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有组织的贫穷，本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争夺的灾难，但它并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苏联的生产力虽然是在快速增长，但是，除非中国加速工业化，否则，西方经济集团的地位是不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即使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它也许会独自形成一个亚洲经济集团，而与苏联分开。如果把中国问题撇在一边，那么可以看出，西方的主要危险并不是苏联的竞争，而是它本身缺乏经济上的结合。



　　西方的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就人口来说（这在工业生产中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它比对方多了相当的数量。通过下面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一些情况。西方集团：美国是一亿七千七百三十九万九千人；西欧是三亿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二千九百七十万八千人。苏维埃集团：苏联是二亿零八百八十二万六千人，其他卫星国是八千六百零七万九千人。西方集团的总数是五亿三千六百三十三万二千人，而苏维埃集团的总数却只有二亿九千四百九十万五千人。这样，前者就比后者拥有二亿三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人的优势。 [ 作者注：这是根据1960年世界年鉴的统计数字，土耳其包括在西方集团内，但南斯拉夫则排除在这两者之外。目前，情况已经大大发展了。 ]



　　从目前来看，苏维埃集团只是在组织方面比西方集团占点优势，因为苏联的组织是类似军事化的。主席团是它的参谋部，共产党是它的军官团，工业和其他劳动者是它的经济士兵。象是军队一样，第一者可以不考虑第三者的意见而制定计划，而且可以信赖第二者去彻底执行他的命令。这就是两种对立经济体系之间的关键性差别。



　　如同在实际战争中一样，经济攻势也要求集中进攻的工具。这也就是说，要把苏维埃集团的经济结合起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曾在议程中占了重要地位。赫鲁晓夫曾概括说：



　　“密切的经济合作使生产与原料资源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机会，并且使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今天，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需要发展重工业中的所有各个部门，就如苏联过去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强大集团……每个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可以根据它们自己有利的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发展专门的工业和生产。这样，也就为抽出相当的资源去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基础，还可进而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上的需求。” [ 作者注：引自《1955-1956年国际事务调查报告》，第243-244页。 ]



　　这也就是说，卫星国家的经济在组织上不要与苏联的经济相重复。于是，它们就将逐步地转变成为一个巨大工厂中的一些部门，因为实际上没有关税壁垒，这整个集团的最终目标就是组成一个共同的工厂和一个共同的市场。凡是苏联所不吸收的产品都将成为“弹药”轰击到西方去。如果中国大陆也包括到这个经济集团中去，据多伊彻的估计，这个经济实体所构成的共同市场，就会比北美洲大四、五倍，而且比北美与西欧的联合市场至少要大两倍。 [ 作者注：《伟大的竞争》，第51页。 ]



　　这种政策的改变，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早在最后的决定作出之前，这种进攻的前哨战即已在战场上开始了。1955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说：“你们的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必然会要崩溃。” [ 作者注：引自哈里韦尔顿著《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版），第6页。 ] 在这同一年，韦尔顿先生曾写道：“从俄国、波兰、匈牙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德和中国等国生产出来的货物，正纷纷涌入中东，其条件是西方无力与之相比的。”他还补充说：这些国家对于中东的产品，不管他们是否需要，也准备一律加以收购，而且，他们还实行信用贷款办法，这是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无法向它的纳税人交代的，也是任何自由贸易联盟无法与之竞争的。 [ 作者注：同上，第171页。1955-1958年苏维埃集团与集团以外国家的贸易几乎增加了70%。 ]



　　此外，他还引用了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迪芬贝克先生于1958年11月4日在伦敦进行英加两国会谈时说：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攻势中，贸易成了一项主要的武器。首先是苏联，现在在亚洲的贸易攻势中又加进了一个红色中国，他们想占领市场。然后通过贸易来争取自由人的人心。共产党的攻势，就是要破坏自由世界的经济实力。” [ 作者注：引自《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版），第313页。 ]



　　但在这个攻势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是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会以内部来毁灭这种制度。现在，共产党却是以一种“有组织的贫穷”当作经济攻势的基础，想用夺取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作为手段，从而从外部来毁灭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这种经济攻势能够逐渐取得胜利，那么，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将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一条有效的防线以阻止苏联的扩张。这样，列宁想要把德国和苏联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巨大农工联合体的目标，也就向现实走近了一步。



　　这个目标也正是赫鲁晓夫对德国政策的重心。如果他真能成功地创造出这么一个怪物，那么，自由欧洲的其余部分就将听任苏联的摆布，世界共产主义的梦想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正在写作本书时，西德的国防部发出声明，说西德已经是冷战的主要战场。这个国防部的报告说：



　　“在西德的一切宣传都是由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机构来指挥的。他们在联邦共和国共有一万六千名谍报人员，其中几百人是指挥者。每个月从东德运往西德的宣传小册子，在1957年为三十二万份，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份。东德现有四十五家无线电广播站，收看他们的电视节目的西德观众，比东德的人口还要多。共产党还在西德印刷了大量不合法的报纸杂志，包括有十一种地方报纸，一百多种工人报纸和二十五份杂志。” [ 作者注：见：《共产党在西德的宣传》。 ]



　　此外，西德国防部还说，东德每年用于对西德宣传的费用是八十四亿马克（大约是七亿英镑）。在西德和中立国家中有六十三个共产党派，每一个都是一支活跃的第五纵队。另外，还有几百个外围集团，由十五个亲共的世界组织来指导，而它们则是受设在布拉格的一个中央机构控制的。这个中央机构也许可以被认为是第三国际的继承者。 [ 作者注：伦敦：《泰晤士报》，1966年10月7日。 ] 这就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另一面。



　　想要应付苏联的挑战，民主国家必须认清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以往的国际贸易竞争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国际贸易竞争的目的纯粹是经济性的。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采取军事路线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具有革命性，而在这种斗争中，贸易就代表着武力。就目前情形来看，它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既不团结也不合作，到处都是关税和限额的障碍，每日都在相互争夺市场。在当前面临的这种经济状况下，他们这样地对立和分裂，实际上就等于是一场经济性的内战。



　　除非采用一种新的交换方法，那就是不受贸易繁荣和衰落的影响，不受硬软货币和偿付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否则，西方经济是不可能整合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消金本位，改以生产作为财富的基础。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希特勒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曾采用一种片面性的易货制度，以阻止德国货币的贬值。



　　列宁在他的时代中也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据凯恩斯勋爵的记载，列宁曾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它的货币贬值。”凯恩斯评论说：“列宁是极为正确的。要推翻现有社会的基础，没有比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更微妙、更确实的手段了。这种手段使经济规律中的一切潜伏力量都将用于毁灭方面，但是，在一百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了解这一方式。”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220-221页。 ]



　　列宁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受金融操纵所影响的，实际上也与外汇的涨落不发生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根本的矛盾，并不是它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这一制度本身有使自己崩溃的毒菌，它周期地使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从而毁坏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只有根除这些毒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地结合起来，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才能真正形成起来。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西方的自救机会也就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于中。如果他们不能自救，那么，到1970年时，也许正如赫鲁晓夫断言的那样，他们会自己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五、 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马克思对于社会史的唯一贡献，就是说明了“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由于技术有了变化，社会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发生这种变化时，并不象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将产生一种阶级斗争，而是新社会的新兴制度和旧社会的现存制度之间的斗争。



　　当工业革命第一次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时，所有西方民族的社会制度，大体上都是相似的。它们代表着一种成熟的农业文明。但是在今天，它们不再是这样的了。在西方，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在东方，却是一种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社会。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是遵循着一条演进的路线发展的，所以，生产力的增加也逐渐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苏联，尽管它有大量的生产力，但因为它的革命性经济政策是以“有组织的贫穷”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人为的限制。此外，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苏联产生之前的那个阶段。



　　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到了今天，在美国，工业的进展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是恰好相反，变成了富者越贫，贫者越富。在大不列颠和西欧，情况也基本如此，只不过是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劳动阶级的收入稳步地提高了，而富人的收入却在下降。在美国，有许多工人的收入都已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推。而且，这种财富分配趋势，并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期，贫穷将会彻底地被消除，首先是在美国，然后便是在西欧。随着贫穷的消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念也就消失了。而这一观念，正是马克思所假定的经济秩序的基础。



　　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演进相配合的，是国家企业的发展。这在美国新政时期已经是很明显了。现在，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西欧，这种发展都在加速前进。这是因为，许多工业的财政负担在不断增长，私人企业无力承担，因而必须由政府来负责。同时，西方各国政府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平时军备开支，以及许多与国防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以，今天的趋势是扩大国营企业，而缩小私人企业。这两种演进的变化，一方面是贫穷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国家控制的发展。同时，由于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种演进又逐渐地加快了速度。



　　然而，在苏联的范围内所看到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式发展，也不是革命式发展。它是一种逐渐消灭的趋势。



　　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职位以后就开始感觉到，恐怖有可能毁坏自己的目标。在暴君的统治下，他和他的同僚们曾经是经常地担惊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而且，恐怖也使人们的开创精神受到打击，这种开创精神正是维持工业的活力和健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技术的进步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放松现有的暴政，给俄国人民以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内在的要求，俄国的工业化使它形成了一个由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中产阶级。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人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这对发挥他们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为只有较高的待遇才能起刺激作用。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挣一百万卢布（大约两万英磅），还有相当的一批人收入为几千英镑。这些新贵组成了一个行政和技术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这些年轻人从小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与西方的年轻人不同，不可能通过民主制为他们的雄心找到出路。他们所受的训练，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现在，他们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口袋了，认为得到的卢布越多越好。这种倾向说明了什么呢？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因为在一个警察的国家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表现了对“有组织贫穷”的反感，而且，无产阶级能发展成为统治阶级这一观念，也随着消失了。不管俄国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人类自然的天性总是扼杀不掉的。群众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阶层，必将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温床，以致最终将要推翻马克思主义。



　　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证这一点。前者发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有许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教条”表示怀疑。在大学和较高级的技术学校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着一种广泛地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在外交事务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教条，很难与国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所以，当苏联的学生们对共产党国界外的生活越来越了解时，他们的怀疑也就会不断增加。” [ 作者注：《与苏俄和平相处吗？》，（1960年版），第130-131页。 ]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把现阶段的苏联，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了一个比较。那时正是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的特点是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然扩张，工人遭受牺牲，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



　　麦克莱恩当时写道：“但是，读者们也许要问，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他们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吗？当然，他们是的。他们是共产党员，就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参加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讲座。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参加礼拜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信仰最后审判的结论一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基督教教义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 作者注：《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页。 ]



　　如果这些看法是准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那么就很明显，技术正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落，而使资本主义思想复苏。当西方国家正在把私人企业转向国家企业时，苏联却在从国家控制转向到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秩序。这两种运动能殊途同归吗？或者说，它们彼此间要斗个你死我活吗？


















	

 






	















	







	







	









 





	


	







	








	




	


第一部 制空权 第一篇




	







	

 



	


	



第一章 战争的新形式




战争的技术手段



　　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因为只要两人相遇，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航空用于民用之前很久，就已经广泛用于战争 [ 英译者注：1911-1912年意土战争期间，意大利在利比亚第一次将飞机用于侦察和联络。 ] 。世界大战 [ 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 ] 爆发时，当时仍处于幼年时期的这种新技术就在用于军事方面获得了强大的推动。



　　人们对于航空兵 [ 译者注：Air arm，泛指空中兵力，空中武力，不完全是现代意义的兵种。 ] 的实际运用起初只有模糊的认识。这种新兵种突然进入战争领域，它的特性尚不明确，与当时一直运用的其他任何兵种根本不同。这种新的战争工具开始出现时，人们对它的能力很少认识。许多人抱极端态度，认为在空中是不可能战斗的。另一些人只承认它可能是现有战争手段的一个有用的辅助手段。



　　起初，飞机的速度和自由活动能力(航空兵初期的主要特性)使它被认为主要是巡逻和侦察的工具。后来逐渐想到用它来为火炮测距。以后，由于它具有超过地面兵器的明显优点，人们开始用它攻击位于战线上和战线后方的敌人。但当时对它的这种功能并不特别重视，认为飞机不可能运载多大重量的攻击兵器。再后，为了对付敌人的空中活动，出现了高射炮和所谓的驱逐机。



　　这样，为了满足空中作战的要求，就必须逐步增强空中力量。但由于这些要求是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出现的，空中力量的发展也是迅速而突然的，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把这种新的空中武器纯粹作为陆海军的辅助手段来使用这种不合理的观念几乎贯穿于整个世界大战期间。直到战争末期，在一些交战国中才开始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使空中力量担负起独立的进攻任务，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明智的。但是没有一个交战国充分研究了这种观点。可能是还没有找到可以实践这种观点的正确手段，战争就已结束。



　　现在 [ 英译者注：指1921年，即世界大战结束后三年。 ] ，这种观点再次出现。看来它强烈地影响着最关心这件事的一些国家当局。事实上，为防御这种新作战武器迫切需要找出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人类主要生活在地面，自然也在这里开始打仗。我们不知道，当他首次在海上航行时，是不是认为海战仅仅是陆战的补充。但我们确实知道，自史前年代以来，人们就在海上进行独立的作战，虽然是与陆战配合的。今天，对于住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来说，天空比海洋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他根据推理而得出结论：天空是一个同等重要的战场。



　　陆军虽然主要是一支地面军队，它也可以拥有在水上航行的作战手段以协助完成陆上作战任务。但这并不排除海军单独用自己的海上手段完成作战使命而完全不必要有陆军参加。同样，海军主要是一支海上军队。它可以拥有陆上作战手段，以协助它完成海上作战任务。这一事实并不排除陆军可以单独用自己的陆上手段完成作战使命而完全不依靠任何海上手段。依次类推，陆、海军都可以拥有空中手段以协助完成各自的陆、海作战任务。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现实性、甚至必要性，即有一支空军能够单独用它自己的手段完成战争使命，完全不必有陆、海军参预。



　　因此，空军合乎逻辑地应被赋予和陆、海军同等的重要性，它与陆、海军的关系就象陆，海军之间的关系一样。显然，陆军和海军都应当在各自的战场上为同一目的——即赢得战争而作战。它们应当协调行动，但相互独立。一方依附另一方将会限制各自的行动自由，从而降低总的效能。同样，空军应当始终与陆、海军合作，但必须对双方保持独立。



　　在此我必须列出我们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基本特点并强调它的极大重要性。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世界大战的压力以及它那种边错边改的方法 [ 译者注：作者用了一个数学术语trial-and-error method(渐近法)，即先试定一个答数，代入方程，根据误差，修改此答数，再次代入后，误差减小，如此反复进行，误差达到最小，即为正式答案。 ] 。它要求我们采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证我们以最小的努力取得最大的收获。



　　国家在安排它的防务时，必须使它在面临任何未来战争时能处于最好的地位。为了使这种防务安排有效，提供的作战手段必须适应未来战争可能具有的特性和样式。换句话说，未来战争具有的特性和形式就是一个国家真正有效的防务所要求的战争手段的基本依据。



　　现今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使战争带有一种全民特性，即国家全体居民和全部资源都被吸入战争熔炉中。而且，既然社会肯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人类现在就能够预见到，未来战争在特性和范围上都将是总体的。尽管人类的预见能力有限，我们还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认为、未来战争的特性将和以往战争根本不同。



　　任何战争的样式(这是从事战争的人们所最关心的)取决于现有的战争技术手段。例如：谁都知道，火器的应用对改变以往战争的样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火器只是一种渐进发展的成果，是利用物体弹性的古代战争工具，如弓箭、抛射器，弹射器等的一种改进。在我们一生中，我们已经看到小口径速射枪和带刺铁丝网的出现给陆战带来多大的影响，而潜水艇又如何改变了海战的性质 [ 原作者注：法国《晨报》1917年9月8日写道：“新成立的海军参谋部历史处最近发布了极重要的材料，其中昭然若揭地表明，假如德国人在他们的不受限制的潜艇战中表现出更多一点胆量，假如他们潜艇指挥官的非凡气质没有被德皇及其总理大臣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所抵消，我们本来会输掉这场战争。正是德国人自己在1917年春季以后一步步削减了他们潜艇的数量和活动。” ] 。我们也看到两种新武器的采用——空中武器和毒气。但它们仍处于幼年时代，它们的特性和所有其他武器截然不同，我们还不能准确估价它们对未来战争样式的潜在影响。无疑这种影响将是巨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确信，它将完全改变迄今已知的一切战争样式。



　　这两种武器互相补充。化学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最有威力的炸药，现在又将给我们提供甚至更有威力的毒气，而细菌学还可能给我们更可怕的武器。要想对未来战争的性质获得一个概念，只要设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细菌学家能发明在敌国传播疫病的手段同时又能保护本国人民，它将掌握何等巨大的破坏力。空中力量就不仅能对敌国领土任何部分用高爆炸弹实施轰炸，而且能用化学战和细菌战摧毁整个敌国。



　　如果我们仔细估计一下这些新武器的潜力(它们今后无疑还会改进和发展)，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只不过是个起点，而且已被远远抛在后面。它不能作为国防准备的基础，这种准备必须着眼于未来的需要。



　　我们还必须记住这一事实：我们今后拥有认真研究和广泛使用这些新武器的有利条件(这种武器的潜力我们还不清楚)，而这种条件正是德国要被迫利用的条件。协约国强迫德国解除武装，废除常备军。它会安份地接受这种劣势地位吗？它不会迫于需要去寻求新武器来代替现在禁止它使用的旧武器，用它来进行复仇吗？我们不能不看到德国在化学细菌学和机械学两个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事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它正在向这方面考虑，它将发挥德国民族一贯特有的苦干和不屈不挠精神来研制这些新的武器。它会在它的实验室里秘密工作，一切外国的裁军监督(即使这种监督过去是有效的)，也必将是枉费心机。



　　不管德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些新武器的价值，否认它们在任何国防准备中的关键作用。为了对这种武器的重要性作出准确的评价，我们必须确切了解它本身和它对陆海军的价值。这种评价就是本书的首要目的。



新的可能



　　只要人类还是被束缚在地球表面上，他的活动就必须适应地球表面所造成的条件。战争是需要军队广泛运动的活动，进行战斗所依托的地形就决定着战斗的主要特色。地面起伏不平，存在各种障碍，限制了固态物体在上面的运动。因此人们必须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运动，或是在艰难地区用费时费力的劳动去克服障碍。结果地球表面逐渐布满容易通行的并在不同地点交叉的交通线，另一些地方则被难以通行有时是无法通过的区域分隔。



　　海洋则相反，它的质地到处一样，各处表面都同样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线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实现，除非航线两端位于同一海岸线上，或是沿着外国控制下的规定航路航行，否则就不得不绕海岸进行长距离航行。



　　战争是两个基本相互对立的意志的冲突。一方企图占有地球的一部分，另一方与之对立，力图反对这种占领，必要时使用武力。结果就是战争。



　　攻方军队企图沿最少抵抗、或最容易通过的路线前进到他要想占领的区域。守方军队自然要沿敌军前进方向展开，力图阻止其前进。为了更好地阻敌前进，他将试图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地形或沿最难通过的障碍沿线部署自己的军队。由于这种天然障碍是固定不变的，地球上某些富饶肥沃的区域也是固定不变的，从而引人贪欲，这样，地球表面的有些部分似乎注定作为自古以来的战场。



　　既然战争只能在地球表面上进行，军队就只能沿地面划定的交通线运动和交锋。为了战胜，为了控制所觊觎的地区，一方必须突破对方的坚强防线攻占这一地区。由于进行战争越来越要求投入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自己不受敌人侵犯，随着战争的发展，交战国被迫将沿战线部署的部队不断延伸，直至象上次战争那样，战线实际已伸展到整个战场，这样就把各方军队的一切通路都给挡住了。



　　在战线后方，或在地面武器最大射程之外，交战国平民并不直接感受到战争。任何敌方进攻都不能威胁该距离之外的人们，平民生活仍能安全地，比较平静地进行。战场是有严格范围的，军队和平民之间有明显区分。为适应国家战时需要，平民只是多少加以组织而已。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甚至存在着法律上的区分。因此，尽管世界大战显著地影响了许多国家整体，实际上只有少数人真正卷入战斗和死亡。大多数人继续在安全和比较和平的条件下工作，为那少数人提供战争资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如果不首先突破敌人防线，就不可能侵入敌人领土。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有可能不用首先突破坚固防线就能进入它的远后方。这是空中力量使它成为可能。



　　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人们在地球表面上不能做任何事来干扰在三度空间中自由飞行的飞机。历来规定和影响战争特性的一切因素对空中的活动都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出现这种新武器，战争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而将在交战国数百英里的陆地、海洋范围内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区域不再存在，作战也不再局限于实际战斗人员。相反，战场已扩大到交战国整个国境，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将暴露在敌方空中进攻之下。士兵和平民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分。陆上和海上的防御不再能保护国家后方，陆上海上的胜利也不能保护本国人民免遭敌方空中攻击，除非这种胜利能占领敌国领土，摧毁它的航空兵部队赖以生存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必不可免地会给未来战争的样式带来深刻的变化，战争的主要特性必将与以往任何战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应当完全明白，从保卫一国免遭敌方攻击角度看，空中力量的不断发展，不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实用方面，将会如何导致地面武器效能的相对降低。



　　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严酷而又必然的结论，就是，鉴于今天的航空技术的发展，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沿阿尔卑斯山部署最强大的陆军，在海上部署最强大的海军，也不能有效地抵御敌方坚决轰炸我国城市的企图。



大变动



　　这场世界大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胜败双方都几乎消耗殆尽。这主要是由战争的技术特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造成的：这就是，火器的新发展对防御一方比对进攻一方要有利得多。其次是由于人们在心理上还不能立即掌握火器改进给防御带来的好处。主张进攻的人到处鼓吹进攻战争的好处，却同时忘记了必须有一定的兵器作后盾才能胜利地发起进攻。而另一方面，人们关于防御却谈得很少，只是偶尔提到，似乎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不能讨论的题目。这种态度助长了军人中普遍存在的信念，认为火器威力的改进更有利于进攻而不是防守。这种信念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真理正好相反。认真的思考应会看出这一点，而随后的战争经验更是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



　　真理是：火器的每一个发展和改进都有利于防御。防御不仅能使武器保存更长的时间，并且使它能处于增强效力的最佳地位。因此可以理解，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武器威力越大，有利于它的保全和提高效力的部署的价值就越大。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防御体系从来没有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得那样广泛，它在战争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到在战争的长时期内构成为战线主要依托的巨大防御体系。如果守卫这个体系的步兵和炮兵装备的仍然是古斯塔夫·阿道尔夫 [ 译者注：阿道尔夫·古斯塔夫二世，十七世纪初瑞典国王，著名统帅和军事改革家。 ] 时代的武器，那还会有什么价值呢？可以说一钱不值。



　　但是随着火器效力的增大，守方对攻方就具有了既相对又绝对的优势。我们设想一个士兵踞守在带刺铁丝网屏护的堑壕里；进攻他的敌人在开阔地上将暴露一分钟。假定双方装备的都是每分钟射击一发的前膛毛瑟枪，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肯定，进攻者为了能达到这个单兵防守的堑壕，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因为在这一分钟内，两个人中只有一个能被防守者击中而退出战斗。但如果双方装备的是每分钟射击30发的来复枪，同样可以确定无疑地肯定，必须用三十一个人冲击堑壕。这些人在进攻前射击的子弹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假定这一个防守者是被铁丝网堑壕有效地保护着。



　　在第一例中，攻方的一人被守方的一人有效地“吃掉了”；在第二例中，三十个人被一个人“吃掉了”，因为来复枪的效力大了三十倍。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攻方为了取胜，必须投入压倒的人力才能打破平衡。



　　事实上，世界大战中，由于小口径武器的威力极大增强，守方就有可能让一波波进攻的步兵接近自己预设阵地，然后将他们击毙在途中。或者，如果攻方一定要不顾一切地达到目的，守方就能迫使其放弃用步兵攻击预设阵地中的人，而改用耗费巨大的各种口径大炮进行轰击，将阵地炸翻，连同防守者一起埋葬。因此，进攻战斗从来没有象世界大战中那样困难而费钱。



　　但是，指出新武器威力的增大有利于防御，并不是要怀疑这一无可争辩的原则，即，战争只能依靠进攻行动取胜。而只是要说明，由于火力的增强，要求进攻作战比防御作战有大得多的力量。



　　不幸，这一事实直到战争后期以前并未被人认识。在那场持久的冲突中，发动进攻而没有适当的兵器。这些进攻浪赞了大量时间、金钱和人力，结果或是完全失败，或是只取得部分成功。由于集结大量人员物资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进行得十分缓慢，这种进攻行动准备得很差，其结果只能使交战军队疲惫不堪，拖长了战争时间。假定在那场战争中，军队装备的仍然是前膛炮，可以肯定既不会出现钢筋混凝土堑壕，也不会有带刺铁丝网障碍物；战争可能几个月便见分晓。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有威力的进攻武器与更有威力的防御堡垒的持久对抗。只是经过反复的突击，最后才粉碎了坚固的防御，暴露出敌人的心脏。持久战争挽救了协约国，他们有时间获得新盟国、新军队。但另一方面也完全拖垮了战败国和战胜国。



　　德国人在准备战争时，考虑到火器威力的增强会给守方带来的好处。他们考虑战争时特别重视进攻性，并准备了最适当的兵器(305和420毫米大炮)，用它发起战争，从永久筑垒中尽快打开通路。他们以坚决的进攻行动开始了战争。但当法国战线的形势迫使他们转入防御时，他们又能在阵地上构筑一套完善和充分的防御体系，使协约军大为惊讶：这不可能是临时想出来的，一定是在事前很久为应付这种局面早就充分计划好的。



　　德国在准备战争时，也曾考虑可能被迫在不止一条战线上作战，考虑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作用——在一条战线上以最小兵力扼守，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以最大兵力出击。无疑，他们曾详细制订出某些计划，一旦环境需要，就可以付诸实施。这清楚表明，德国人已完全认识到防御的价值，尽管他们坚定地相信战争只能依靠进攻取胜这条原则。



　　虽然，为了扭转局势必须投入数量巨大的军队用于进攻，这使进攻比防御更为困难，但是这种进攻也有有利的一面，它可以减少自己用于防御的兵力而在选定的进攻地段上可能集中最多的军队。德国人的全部战略机动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用自己一小部兵力沿着体系完善的防线牵制一部敌军，同时用由此而能使用的最大兵力攻击敌军另一部。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战略经常是成功的。



　　陷入意外的协约国军一看到长驱直入法国腹地的德国人停了下来，就幻想(同时又缺乏防御准备)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赢得战争。他们在冲突开始时既然没有能立即采取措施以保证胜利，在以后各阶段就不得不加以补救。从纯粹军事意义上说，战争之所以延长是由于人们没能理解现代战争的确切性质和要求。这种不理解导致一系列非决定性的进攻，把刚刚征集来的物资立即消耗掉。这样一来也把改变敌对军队之间平衡所必需的巨大兵力，本来靠它就可以较快地结束战争，却被零敲碎打地用掉了。



　　尽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各国仍能继续作战。原因就是战斗时断时续，拖了很长时间，使他们能不断补充人力物力的损耗，继续战斗，直到精疲力竭为止。在战争期间还没有过一次致命的打击，使对方受到重创，感到死亡将至。相反，双方都给予对方无数次打击，造成无数创伤，但都是轻伤，来得及愈合。这种创伤使身体逐渐衰弱，但仍不失生存希望，并能恢复足够体力去对付同样衰弱的敌人直到耗干其最后一滴血。事实上，最终决定结局的战斗的激烈程度比取得一定战果的早期战斗要差得多。毫无疑问，如果战争三个月而不是四年就结束了，造成的破坏至多只有现在的一半，如果八天就结束，破坏至多四分之一。



　　因此，世界大战的特殊性是由于以往几十年火器的发展而带来的。既然这种发展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如果不再发生什么新情况，未来战争将会具有上次战争相同的特性，只是更为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可以合乎逻辑地设想，未来战争将会更表现出防守对进攻不断增长的优势。这样就更难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这却是为赢得战争所必需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意大利有山脉作为国境的坚固防护，又不想征服别人，面对任何敌人都将会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只要有一支小规模军队和有限的兵器，即使面对巨大优势军队的进攻，也能容易地防守自己领土，并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应付冲突中的任何不测。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新武器(本文后面还要谈到)改变了局势，扩大了进攻的优势，同时缩小了(即使不是取消)防御的优势，并且剥夺了那些对突然爆发的战争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人准备时间。没有什么堡垒能够抗击这种新武器，它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对敌人心脏给以致命的打击。



　　我们面对着战争将时发生剧变的时刻，这种剧变正怂恿着一些渴望着征服别人而又不受良心谴责的国家。我们必须冷静地、彻底地探讨一下能提供有效的国防的正确道路。



进攻性武器



　　飞机由于不受地面障碍约束并具有极大的速度(比已知的任何运输手段速度都大)，是一种出色的进攻性武器。



　　进攻的最大优势是能主动计划作战行动，就是，能自由选择攻击点并能调动最大的打击力量。而处于防御地位的敌人不知道攻击方向，不得不把兵力散布在整个防线一切可能遭到攻击的地点上，指望一旦察明进攻意图后，能及时向实际遭到攻击的地段转移兵力。这就是战争全部战略战术的实质。



　　显然，一个国家掌握了迅速集结兵力的手段，能对自己选定的敌兵力集结处或供应线上任何点施加打击，就是具有最大进攻潜力的国家。以往，当战争以小规模，轻装备、运动迅速的军队进行的时候，战略战术运用具有广阔领域。随着军队集团越来越大，活动范围缩小了，受到的限制也更多了。世界大战中，参战军团庞大，非常笨重，运动特别迟缓，结果部队运动降到了最低限度。战争全局直接形成双方军队残酷的对垒。



　　飞机不同，它向任何方向飞行都是同样方便，速度超过任何别的运送工具。例如，驻扎在A点的一架飞机，对以A为圆心、以飞机活动范围(数百英里)为半径的圆内地面上一切点都构成潜在威胁。驻扎在同一圆内各地的任何飞机也全都能同时飞向A点集中。因此，空中力量对它活动半径内的所有地点都构成威胁。它的部队可以从各自基地出动作战，并能集中突击指定目标，而其速度快于已知的任何运送工具。由于这个理由，空中力量是最适于进攻作战的武器；它的打击来得突然，使敌人没有时间调集援军加以对付。



　　事实上，飞机的打击威力如此巨大，结果引起了矛盾，为了保护它自己，需要使用比用于进攻更大的兵力进行防御。例如，假定敌人有一支空中力量其进攻能力为X。即使它的基地是分散的，也很容易逐步或按其他合适方式集中起来打击它活动半径内任何数量的目标。假定这种目标有20个。这样，为了保护自己对付这X力量的袭击，在20个目标的每个附近必须驻有一支与X相当的兵力。结果其飞机总数就必须比敌人大20倍。也就是，防御一方为了保卫自己，它的空中力量至少需要比进攻一方大20倍。这样解决问题是荒谬的。可见飞机不适用于防御，它是一种出色的进攻武器。



　　在上次大战中这种武器的突然出现，使人们不可能彻底研究如何将它用作战斗武器。人们本能地从经验出发，用空中和地面的对空防御来对付空中进攻。于是出现了高射炮、侦察机和驱逐机。随后的经验表明，尽管这次战争中的空中进攻作用很小，计划和实施都带偶然性，但上述这些防御手段是不够的。每次当空中进攻坚决时，它总能达到目的。威尼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曾反复遭到轰炸；我们目睹特雷维佐 [ 译者注：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以北，战时曾是意军指挥部所在地，多次遭到轰炸。 ] 几乎被夷为平地。最高统帅部也不得不放弃帕多瓦。在其他国家，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其敌人，也都发生过同样事情。



　　尽管有发达的通信系统，当敌机到达目标时，如果我方驱逐机不是已在空中(它们显然不能老是在空中停留)，就很难及时起飞，阻止敌人向选定的目标投下所载炸弹。用炮射击很少命中目标，就象用步枪打麻雀一样，也许偶尔碰上一个。高射枪炮沿城镇街道和乡村努力追逐在各处随意俯冲的飞机。他们的行动正象骑着自行车追逐返巢的鸽子！高射炮火到了弹道的后半部成了从天而降的炮弹。所有这些防御火力劳而无功，徒然消耗国家大量物资，有时浪费在阻止预计的而不是真正的空袭上。有多少炮口指向天空，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等待着始终没有来到的空袭！有多少驱逐机动用了人力物力，始终没有机会保卫任何东西！多少人长时间徒劳地注视着天空，等待敌人出现，最后放下心去睡觉！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计算过遍布全国用于防空的武器和人力物力有多少，但无疑总量一定是很巨大的。所有这些被毫不吝惜地浪费了的资源，本来是可以有益地用于其他目的的。



　　这种违反基本军事原则和节约精神的人力物力分散，正如我已谈到的，来源于航空兵突然出现使人晕头转向，误认为可以对它加以防御。当一条疯狗闯进村庄时，村民们并不各自呆在自己家门口，手拿棍子，等待疯狗突然出现时把它击毙。这样做会耽误他们的工作，并不能阻止疯狗咬人。没有一个村民会这么办。他们定会聚集三四个或更多勇敢的人去追踪疯狗，找到它的窝，将它打死。



　　同样，除非在敌人的空中力量还没有机会袭击我们之前加以摧毁，我们没有什么实际办法可以阻止它的进攻。要想保卫海岸线不受海上攻击，并不是要沿全线分散部署舰船和大炮，而是要夺得制海权，即阻止敌人航行。这已成为公理，而且长久以来就是如此。地面是天空的“海岸线”，天空和海洋情况是类似的。因此，地球表面，不论陆地还是水面，要防御空中攻击，不是分散部署大炮和飞机，而要靠阻止敌人飞行。换句话说，就是要“夺得制空权”。



　　即使是单纯防御，也就是，阻止敌人飞行或进行任何空中活动，也应当承认上述概念是合乎逻辑的、合理的。



　　夺取制空权要求采取积极行动，也就是，进攻的行动而不是防守的行动，这是最适合于空中力量的行动。



空中进攻的规模



　　这次世界大战多少给我们澄清了制空权这一概念。为了估价制空权，了解未来空中进攻可能的规模是很重要的。



　　航空炸弹只要落在目标上就算达到了目的。因此，制造炸弹需要的金属并不象炮弹那么多。如果为了保证有效的爆炸，装高爆炸药的炸弹需要使用与装药成比例的大量金属，则装燃烧剂和毒气的炸弹，金属所占比重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设想这两种炸弹的金属大致占总重的百分之五十，大致差不多。制造炸弹不需要高级钢、特种金属，也不要求精加工。它所要求的是炸弹破坏成分：炸药、燃烧剂、毒气要有最大效力，要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空中轰炸自然永远也达不到炮火那种准确性，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准确性是不必要的。除特殊情况外，炮火的目标通常是准备要承受炮击的，而空中轰炸的目标却没有准备好挨炸。轰炸目标总应是大型的，小型目标不重要，不值得注意。



　　轰炸行动的指导原则应当是：目标必须一次突击即完全摧毁，不需要对同一目标再次突击。到达目标、总是一种带有一定风险的空中活动，只应一次完成。彻底摧毁一个目标具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效果。它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为了对这种影响有个概念，我们只要设想：一旦敌人宣布要对某些城市中心实施不分军民的毫不留情的轰炸，这些人口密集的城市的平民会有什么反应。



　　空中进攻通常指向这类目标：和平时期的工商业设施、重要的公私建筑、运输干线和交通枢纽，以及某些特定的居民区。摧毁这些目标需要用三种炸弹：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其比例视情况而定。爆炸弹炸毁目标，燃烧弹使目标起火，毒气弹阻止消防人员灭火。



　　计划毒气攻击时，要能使目标所在地毒雾弥漫，并采用持久性毒气或各种延时引信炸弹，使毒气能持续一段时间以至数天。显而易见，采用这种方法，即使爆炸弹和燃烧弹数量不多，也能彻底摧毁大片居民区和他们的通行线，在关键时刻，这种行动可能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为了说明空中力量的规模，我们假定100公斤的破坏物质能破坏25米半径的圆面积(这种假定符合当前实际)。那么为了使破坏范围能达到直径500米的面积，就需要100×100公斤，即10吨破坏物。10吨破坏物需要有10吨金属外壳。当前的飞机除乘员外，很容易携带2吨炸弹。因此，10架飞机就可以携带破坏500米直径范围内任何目标所需要的全部炸弹。为此目的，只要训练10架飞机的驾驶员能向该区域尽可能均匀地投下炸弹就行了。



　　这使我们对于进行有效轰炸所需要的基本兵力单位有一个概念。即是，轰炸单位应当有能力摧毁一定面积内的任何目标。我认为这个面积应当恰好等于一个直径500米的圆。因此，如果上述假定是正确的，这个兵力单位应是10架飞机，每架能携带2吨炸弹。当然，准确的比例应当根据经验决定。



　　我认为，应训练轰炸机飞行员能从中空(3000米)，向一定面积尽可能均匀地投下炸弹。可以用变换瞄准数据、延伸中队编队的自然瞄准线(玫瑰花形)来实现炸弹散布。如果一个特定面积包括很容易摧毁的目标，只要增加轰炸机数，即可将该区域扩大到500米以上直径。反之，可以用较少飞机缩小难摧毁目标的范围。



　　不过这些细节比较次要。主要是采用这种战术能使轰炸机成为一种肯定的、精确的进攻力量，而不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目标面积较小，但军事上重要，应当在地图上标明。攻击中，少量炸弹偏离目标关系不大。但如果预定攻击的目标面积直径大于500米，必须将整个区域标明。假如目的是破坏某一面积，例如直径为1000米面积中的所有东西，可以将目标分区，用4个独立的但又相互协同的飞机中队加以突击；如果直径为1500米，可用9个中队；2000米用16个中队，依此类推。但是这种轰炸活动如果不是针对很大的居民中心，很难获得成功。事实上，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象伦敦、巴黎、罗马这类大城市中心有500至2000米直径的区域遭到无情轰炸，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 英译者注：请看1940年11月15-16夜，可能不超过250架轰炸机在一次夜袭中对考文垂造成的惊人破坏。 ] 。1000架上述类型的轰炸机(是当前正在使用的，而不是蓝图上正在设计的)连同必需的维护设备和每天损失的补充，可以组成100个作战中队。这样一支空中力量在懂得使用它的人手中，每天出动50中队，就可以破坏50处城市中心。这是一种到目前为止优于任何其他进攻手段的进攻力量，其他手段与之相比已无足轻重。



　　事实上，这种进攻力量(它的出现在十五年前 [ 原作者注：1905-1906年。 ] 连作梦也想不到)正在日益强大。这是因为一直在建造大型、重型的飞机，也由于出现新的炸药、燃烧剂，尤其是毒气。面对这样一种进攻力量，交通线被切断，供应仓库被烧或被炸，兵工厂和其他辅助设施被破坏，一支陆军还能干什么呢？一支海军如果不再能在自己的海港中避难，它的基地被烧或被炸，它的兵工厂和辅助设施被破坏，它还能干什么呢？一个国家经常处于威胁之下，为即将到来的破坏和死亡的恶梦而烦恼，还怎么能继续生活和工作呢？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空中进攻不仅针对物质抵抗最小的目标，也针对精神抵抗最小的目标。例如，一个步兵团即使丧失三分之二战斗力还可能在被毁的堑壕里进行一些抵抗，可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在看到一个车间被毁后，即使人员死亡极小，也会迅速瓦解，停止生产。



　　当我们要想估价即使是当前水平的空中进攻的潜在威力时，必须记住上述这些。获得制空权能使用进攻力量大于人类所想象的威力；能够切断敌人陆、海军与其作战基地的联系；使敌人丧失赢得战争胜利的机会；能完全保护本国；保护本国的陆、海军顺利作战；能保卫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安全生产。简而言之，获得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反之，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最终失败，将听从敌人摆布，不能保卫自己，将被迫接受敌人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



　　这就是“制空权”的含义。



　　注一：特雷维佐市政府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特雷维佐的灾难》，可以作为我上面论述的一个说明。奥匈飞行员从1916年4月至1918年10月末进行的32次攻击中，对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投下近1500颗炸弹。按每颗炸弹平均重50公斤计算(很可能小于此数)，在两年半战争时间中向特雷维佐共投下75吨炸弹。



　　按我个人大致计算，特雷维佐最宽处约1公里；要造成上述破坏，大约需要4中队(每个中队10架)共40架飞机，每架飞机携带2吨炸弹共计80吨。



　　我们如果看看《特雷维佐的灾难》的附图(上面列有弹坑分布)以及造成的破坏的照片，就可以看到，这75或80吨炸弹如果由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三种按正确比例组成并在一天内投下，特雷维佐将会全部被毁，很少居民能生存下来。为什么特雷维佐尽管面临巨大危险，仍能避免全部被毁而保存在地面上，并能在最初几次轰炸后撤出它的居民，只死了30人，伤50人呢？原因就在于：每次攻击平均只投弹50颗。这样就使人们在轰炸间隙有时间扑灭轰炸引起的大火。



　　而在整个轰炸期间，防空部队除了标记被炸地点外，没有进行什么有效活动来阻止轰炸。结果尽管在战争接近终了时我方宣称已掌握了制空权，而敌方空中攻击仍能一直进行到1918年10月底，甚至到11月3日停战日。



　　注二：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舰队不算小舰艇共有30艘战列舰总计792，496吨。它的舷侧齐射量，按每炮发射一发炮弹计算，共重194，931公斤，即约195吨，每舰平均6.5吨。



　　与之相比，一中队10架飞机各带2吨炸弹，一次飞行就能投下20吨炸弹，即大于3艘英国战列舰的一次齐射。同样，一个1000架飞机各带2吨炸弹的航空队一次能投下2000吨炸弹，超过整个英国舰队30艘战列舰全部大炮各射击10次。一千架轰炸机如果每架造价为一百万里拉，共十亿里拉，只相当于一艘无畏型主力舰。



　　除造价外，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之间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英国舰队只能向另一个愿意交战的舰队或沿海岸的固定目标发射排炮。一支机群则不同，可以轰炸完全没有办法还手或采取任何自卫措施的、位于陆地或海面任何位置的目标。



　　此外，我们很快会看到将制造有效载重10吨以上、即载弹量相当甚至超过一艘战列舰舷侧齐射量的轰炸机。而且，一旦战舰和飞机交战，由于舰炮不能以直角射击，很可能将败下阵来。即使它能以直角射击，也几乎不可能击中向军舰近于垂直俯冲(飞机正能做到这点)的快速飞机。最近在美国和法国进行的试验看来已对这点提供了最终证明。



　　无论如何，本附注提供的数字至少可以使我们对空中力量的规模和实施手段的简便有一个更具体的概念。



制空权



　　掌握制空权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现在已经有了具有中等载弹量的飞机，为国防目的制造足够数量的这种飞机并不耗费过大的财力。炸弹或炮弹的破坏成分——炸药、燃烧剂、毒气都在生产。一支能够投下成百吨炸弹的机群能够很容易组织起来。因此，空中进攻的打击力和规模，无论从物质上或精神上来考虑．要比已知的其他任何一种进攻都更有效得多。一个掌握制空权的国家能保护自己领土不受敌人空中攻击，还能阻止敌人支援其陆海军作战的辅助空中活动无法进行。这种空中进攻不但能切断敌陆海军与其作战基地的联系，还能对敌国内地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使其人民物质和精神的抵抗趋于崩溃。



　　所有这些都是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遥远未来的事。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响亮地要求每个人懂得：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这就是我们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但是由于这一结论具有极大的实际重要性，由于它与现行观点截然不同，我们必须对此作比较充分的论述。



　　当结论是根据确证的事实、严格按照逻辑推理而得出的时候，尽管它似乎新奇而激进，又与同样以确证事实为依据的、但性质完全不同的常规思路和固有习惯认识直接矛盾，这种结论也应当被承认是正确的。其他结论等于是否定推理本身。正如一个农民坚持完全按照他祖祖辈辈的方法种地，而不考虑使用化肥和现代机械能使他的收成增加两三倍。这种守旧和固执除了在市场上失败以外，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十二年前 [ 原作者注：1909年。 ] ，当最早的飞机还在田野和天空之间蹦蹦跳跳，按今天的标准根本不能叫做是飞机的时候，我就开始宣传制空权的价值。自那天至今，我尽最大努力引起人们对这一新武器的注意。我争辩说：飞机应当成为陆军和海军的第三位兄弟。我断言：终有一天在一个独立的空军部领导下，会有成千架军用飞机在空中穿梭飞行，飞艇和其他轻于空气的飞行器面对飞机的优越性将会让位。正如我1909年预言的那样，我当时争辩的一切后来都成了现实。



　　我当时不是作预言，现在也不是。我当时所做的只不过是研究这一新兵器的出现带来的新问题，并根据可靠的资料进行论证。但我毫不犹豫地把我所获得的结论探究到底，不管当时和现在人们仍把这些结论认为是谬论。我完全确信事实将证明我是对的。



　　既然有人能运用经过周密思考的推理和精确计算发现某一未知行星的存在，向天文学家提供一切能发现事物所需要的数据；当有人能运用精确推理发现电磁波，从而使赫兹获得了继续进行实验的手段，那么我们就应当相信人类推理的确实性，至少应达到天文学家和赫兹所相信的那样程度。他们那时的推理不是要比我现在打算做的更加难以理解吗！



　　在此我要求读者与我一起思考我所说的一切(这是值得的)，以便每个人能对此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问题不允许部分解决。要么是对，要么是不对。



　　我所要说的就是，为国防作准备时我们必须遵循一条完全新的路线，因为未来战争的特性将和以往战争完全不同。



　　我认为这次世界大战只是表示战争特性演变曲线图上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曲线突然转折，表示有一些全新的因素在产生影响。因此，死抱着过去的陈旧东西不放对未来没有什么教益，因为未来跟过去发生的一切根本不同。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



　　我认为如果不认真考虑这些事实，国家在建设现代国防上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不会有多大用处，因为这种国防将不可能满足现代军事要求，要否认这点必须驳倒我的论断。



　　我要再问一句：我们建设的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不能对付顽强的、准备良好的敌人，不能切断敌人与作战基地的联系，阻止敌人向我国散布恐怖和混乱，是不是这样？



　　人们可以回答：“不是这样”，这只能表示他们不想在陆海军之外再掌握另一种适当的手段来应付上述局面。但我一直肯定回答；“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我深入考虑了新武器和战争新样式带来的问题，相信这种局面即将出现。



　　注：1909年我写道：“我们至今为止曾被无情地束缚于地面，我们曾经傲慢地、甚至几乎带着惋惜心情嘲笑那少数无畏的先驱者的努力，认为他们是自欺欺人，而结果却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先知。我们只有陆军和海军，因而感到奇怪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好习惯于这种思想，并为将要到来的新的战争做好准备。如果有的国家能够离开海洋而生存，那么肯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呼吸空气。因此，未来我们将有三个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有明确界限的战场，虽然在每个战场中各自将以不同的武器进行战争，但仍将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作，这个目标始终如一，就是：胜利。



　　今天我们充分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但不久制空权将变得同等重要，因为只有获得这种控制权(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利用空中观察的好处，能清楚地看到目标。这种好处只有当我们拥有空中力量而使敌人停留在地面时，才能充分享受。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将是艰苦的。文明国家将努力锻造最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这种斗争。如果其他条件相等，任何冲突最终结局将决定于数量。因此，争夺制空权的竞赛将持续不止，只是有时因经济原因而受到限制。为了争夺这种空中优势，航空兵队伍将越来越大，它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增长。



　　因此，陆军和海军不应把飞机看作仅是一种用途有限的辅助武器。他们更应把飞机看作是战争大家族中的第三位兄弟，当然是小弟弟。”(G·杜黑少校：《航空问题》，原载罗马《准备》报，1910。)



　　现在有了世界大战的经验后，我发现对我十一年前写的东西可以一个字也不改。时间已证明我的推论，尽管关于制空权的思想现在还没有付诸实现。对此我并不抱怨。但无论如何，今天(再早也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正迅速被人们所接受，尤其在意大利以外。



最终结果



　　夺得制空权就是胜利；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并接受敌人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对我来说已成为一条公理，对于不怕麻烦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也将越来越清楚；我希望能将这个问题完全阐述明白。



　　我们由这一公理立即可得出第一个推论：一旦发生战争，为了保证国防，必要和充足的条件是能夺得制空权。第二个推论：为了保证国防，一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应为着一个目标，即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掌握最有效的手段夺取制空权。



　　任何努力、行动、人力、物力如果脱离这一主要目标，都会使夺取制空权的可能性降低，使战败的可能性增加。任何脱离这一首要目标的作法都是错误的。为了征服天空，必须剥夺敌人的一切飞行器，在空中，在它的作战基地或生产中心，一句话，在能找到这些飞行器的任何地方打击它。这种破坏只能在空中或在敌国内地完成。因此它只能由航空武器而不能由陆军和海军武器来完成。因此，制空权除了依靠一支强大的空军外是无法夺取的。根据这一论断以及上述第一个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有实用价值的结论，即，除非拥有一支在战争中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充分的国防不可能得到保证。显然，这一论断和现行的国防观念是直接对立的。它把航空兵的重要性列在了第一位。然而要否定这一论断，就必须否定制空权的价值。摆脱过去会带来困惑，但是人类征服天空本身就带来了困惑。



　　我已指出，这一结论意味着传统价值观念被一种新的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观念所代替。至今为止，陆军和海军一直是占优势地位的军种，也没有人对这种地位产生过疑问。天空过去对人类是封闭的。但是并不存在先验的理由，为什么航空兵与地面(水面)军队相比不能成为优势力量。我们考察这种关系时，得出结论，空军必然将优于陆军和海军，这是因为陆军和海军的活动半径受限制，相比之下空军的活动半径要大得多。



　　我说过，我们现在处于战争演变曲线的一个特殊点上。过了这一点，曲线将向一个新方向急剧转折，打断了以前的连续性。因此，如果我们力求不偏离前人走过的路，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脱离实际，结果是远远离开当代的现实情况。为了能跟上实际情况，我们必须断然改变方向，追随现实本身。如果论证、常识和事实本身告诉我们陆海军和空中力量相比，重要性正在下降，而我们仍然坚持相信不符合实际的陆海军的虚构的价值，那我们就是在做损害国防准备的蠢事。



　　自然界的发展并不是突变的，人类的进化更非如此，我并不幻想陆海军明天就被取消而只有空军在发展。



　　目前我只要求给空军以应得的重视(在意大利我们还差得很远)，在过渡期间可以采取下述起码的方案：逐步削减陆海军部队，同时相应增强空军部队，直至空军增强到足以夺取制空权为止。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一方案，就会越来越接近实际。



　　胜利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动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取得新战争手段克服旧的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这种强调进攻优势的战争新特性，肯定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对于未来战争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发现自己已经来不及准备，甚至连战争的趋向也看不出来。先做好准备的国家不仅能迅速取胜，而且付出的牺牲最小，消耗的物资最少。因此，这一转变一旦完成，决定战场上的胜负是很快的，实际战争将由越来越令人生畏的空军来打。在过渡时期，保持一支能对抗敌人陆海军的有限部队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必须等待别人作出先例才相信这一点，我们将会落后。在这个时代落后，万一发生战争就是被打败 [ 英译者注：这正是波兰、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以及一定程度正在英国、美国发生的情况，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受到德国、日本战争机器的袭击而猝不及防。 ] 。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目前的情况。协约国正迫使德国坚定地沿着渴望复仇的道路前进。事实上，德国被迫解除陆上和海上的武装，被赶上空中武装之路。我们将看到，一支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空军，尤其在这个转折时期，只需要数量有限的飞机、少量的人员、不多的资源，而这些都可以在不引起潜在敌国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安排。德国在协约国加给它的最轻微枷锁的刺激下，争取自由的内动力将肯定推动它沿着新路前进。 [ 原作者注：我写这些话只过了五年，在化学方面居于第一位的德国，又已经无可争辩地在航空制造业以及民用航空方面领先，而这些是迅速和秘密地建设一支强大空军所需要的基本的、充分的要素。 ]



　　这条新路是一条经济的路；一旦正确估价出空、陆、海武器的作用，我们就能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提供一个可靠的国防。我们记得，英国有一些海军将领质问战列舰与飞机相比哪个价值大，我们也记得美国曾做过试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飞机可以炸沉铁甲军舰。



　　现在是我们不能再无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了国防的利益，我们应当正视它。



独立空军和配属航空兵



　　在概略探讨国防问题并特别注意航空方面的时候，我们强调了空军对陆军和海军的独立性及其运动的快速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拥有一支在战争中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充分的国防不可能得到保证。我们还看到，为了夺得制空权，必须破坏敌人一切航空兵器，或在空战中，在其基地或机场，或在它的生产中心，简而言之，在能找到它和生产它的一切地点。我们也指出，无论陆军或海军都无助于进行这种破坏工作。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按其本性在建制上是自立的，在作战上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为了简单起见，以下我在谈到各种航空兵器的总和——能夺取制空权的空中力量时将使用一个词：“独立空军”。因而前述结论可以表述为：只有具有足够力量的独立空军才能确保国防。



　　目前，飞机的唯一的军事用途是协助陆海军部队作战，为此，它们被置于陆海军指挥之下。至今为止，世界任何地方还没有一支能控制天空的空中力量。如果有这样一支力量，那么，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上面的天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支空中力量的存在和作战活动就不能依赖陆军和海军，因为这种依赖将是武断的。它强制分散独立空军的力量，使它不能满足形势的真正需要。现在也有飞机处于陆海军部队的直接指挥之下。例如观察机，它的用途是引导炮兵火力。这种功能其实并不完全属于空中性质，如果没有发明飞机，这个任务也可以用其它手段完成。另一例子是轰炸机和驱逐机，它们的活动即使不是处于陆海军直接指挥之下，也是依附于它们。陆军指挥下的飞机主要使命自然是遂行陆军的特定任务；海军指挥下的飞机遂行海军的特定任务。同样，陆军指挥下的驱逐机中队，其特定任务就是警戒陆上天空；而海军指挥下的将警戒海上天空。



　　这种情况使我们很难认为是恰当的。这样安排事物使我们能清楚看到，一个组织良好、决心夺取制空权的敌人将如何轻而易举，而我方分属陆海军的配属航空兵面对决心征服天空的敌独立空军，将会何等无能为力。在敌空军前进的道路上将遇不到有组织的抵抗。陆海军希望拥有配属航空手段协助自己作战，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能协助两个军种各自作战活动的航空兵器，只不过是陆海军的延伸。它们不可能构成一个真正的空军。正如引导炮火的观察机只不过是采取空中形式的有效观察员而已。



　　事情是如此明白无误，我们对空中战争的讨论必不可免地要导致结论：完全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独立空军是绝对重要的。



　　几年前，当首次出现“飞行队”这个词的时候，似乎这一新的战争工具已取得了真正的地位。但这只不过貌似如此。“飞行队”一词只表示一种结合，“队”仅仅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整体才能认为是真正独立的。只有当我们采用“独立空军”一词时，才真正看出能在新战场上作战的一个实体。这个战场是陆海军都不能参预的。陆海军指挥下的飞机只能被认为是辅助武器。为了简便，此后我将称它们为“陆军和海军的配属航空兵。”



　　至此为止，我只是一般地叙述空中作战兵器，因为我认为在书的开始最好一般性地介绍这个问题。事实上，航空区分为两大类：轻于空气的和重于空气的飞行器，或称飞艇和飞机。为了清楚起见，我要说明此后我只涉及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即飞机，这是唯一适用于战争的一类。














	

 






	















	





	







	









 





	


	







	








	




	


第一部 制空权 第一篇




	







	

 



	


	



第二章 独立空军




结构



　　我们已把独立空军的含义定为：组成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空中力量的所有航空兵器的总体。我们还提出，为了夺得制空权，必须摧毁敌人一切飞行器。因此，组织和使用独立空军必须以实现这种摧毁为目的。



　　我可以打个比喻，要想消灭鸟类，仅仅射下飞行中的全部鸟是不够的，还剩有鸟蛋和鸟巢。最有效的办法是有计划地摧毁鸟蛋和鸟巢，因为严格地讲，没有一种鸟能持续在空中飞行而不降落。同样，依靠空中搜索来摧毁敌人的飞机，即便不完全是无用的，也是效果最差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是摧毁它的机场、供应基地和生产中心。空中的飞机可以逃避，但是，正如蛋和巢被毁的鸟一样，外出的飞机返航时将找不到可以降落的基地。因此，摧毁这些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轰炸队”进行空中轰炸。



　　但是，轰炸机按其性质不是用来空战的。在轰炸机执行任务之前，驱逐机必须先从空中清除敌方的干扰。这种驱逐机中队我将称之为“空战队”。



　　一支独立空军在建制上应由轰炸队和空战队组成；轰炸队用以攻击地面(水面)目标，空战队用以保护轰炸机对付可能的敌方抗击。由此可见，独立空军的轰炸队越强，它的破坏能力也越大。而另一方面，空战队的全部实力只需按比例大于敌人的战斗实力，也就是说，只需强大得足以比敌空战队占优势就可以了。一旦独立空军夺得了制空权，就不再需要有空战队。轰炸队则相反，一旦独立空军夺得了制空权，不再遇到空中抵抗，它就能安全地发挥其全部进攻力量，切断敌陆海军与其作战基地的联系，在敌国内地散布恐怖和混乱，瓦解敌国人民精神和物质的抵抗。



　　一支独立空军的构成可以简述如下：



　　1．最大限度的轰炸力量；



　　2．与敌人可能实力成比例的空战力量。



轰炸队



　　轰炸队必须拥有充分的打击力量以保证能取得真正的重要成果。我已指出支配空中进攻活动的基本原则，即：一次轰炸突击必须能彻底摧毁它所指向的目标，从而免除对同一目标进行第二次突击的必要。



　　我认为，轰炸队要能够摧毁直径500米的指定面积上的一切目标。这个面积应作为计算和确定轰炸队必需实力的基础。一旦根据实践确定这一面积或其中的目标数量，下一步就可以确定为消灭这块面积上暴露的一切物体所必需的破坏物质——炸药、燃烧剂、毒气的总量。根据实际炸弹中破坏物质效力的不同，这一总量可以或多或少。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轰炸队飞机数的多少将取决于破坏物质的需用量，就很容易理解使用最有效的装药会带来多大的好处。



　　一旦确定了破坏物质的基本用量及其与弹壳重量之比，就很容易算出摧毁上述面积所需炸弹的总重量。算出这个重量后就可以知道一支轰炸队需要的飞机数。假定一英担 [ 译者注：英担(quintal)，英制重量单位，在美国等于100磅，称为短英担，在英国等于112磅，称为长英担。 ] 破坏物质足以摧毁25米半径面积上的一切，又假定一颗炸弹的破坏物质平均占其重量的一半，就可以得出结论：摧毁直径500米的面积需要20吨炸弹。又假设一架飞机的载重量为2吨炸弹，那么我就可确定一个轰炸部队应由10架飞机组成。这个结论并不完全是推想，它来自现存条件。即使它不完全准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距实际不太远的合理估计。自然，只有经验能够确定准确的数值；只有经验能准确地决定轰炸队编制的具体细节。但这点对我们并不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件事情的原则，以及了解一下为了能摧毁例如直径500米的一块面积，轰炸部队需要多大实力。



　　我们可能会由此认为，按照这个原则建立起来的轰炸队是一个不确定的进攻力量，只能对敌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事实并非如此。这样一个队是一支完全确定的进攻力量，具有摧毁某块面积的肯定的能力。当这个队打击一定面积内的敌方目标时，我们肯定能摧毁它。一支独立空军的整体进攻力量是按其建制内的轰炸队数目计算的；而轰炸队数目又是按需要摧毁的面积来计算的，这种进攻或叫摧毁力量可以最有效地施加于敌方最要害和最感痛苦的任何地点。例如，一支500架飞机组成的独立空军，每机载2吨炸弹，可以摧毁50处各为500米直径的面积。这样一支空军每天能摧毁50处敌人的航空据点，即：机场，供应站，生产工厂等等。按照这个速度，试想只需要多久就可以使欧洲任何大国的现有空军瘫痪在地上呢？他们又能对这样一种攻击进行什么空中和地面的抗击呢？



　　在探讨空战队时，让我们先看看空中抗击的可能性，因为正是空战队要去克服这种抗击。至于说来自地面军队的抗击，除了高射炮就没有别的了，而我将要说明战斗机如何能对付高射炮。但且不谈这点，事实上，高射炮的效力从来就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射击不准确，同时还因为在这类防御中，武器总是很分散的。高射炮火肯定会打掉轰炸队一些飞机，但损失有限。也没有人会指望进行战争而不冒一些风险，何况这种风险可以减小到最低限度。而且只要源源不断地补充飞机以保持轰炸队的实力，上述损失是容易补偿的。



　　说到飞机补充问题，空军应保持有能力立即出动的一定数量的预备飞机，它的定额绝不允许降到一定限度以下。例如，如果一支轰炸队的潜力是20吨炸弹，它可以由10架飞机组成，各带2吨；或由5架飞机各带4吨；也可以由一架飞机(如果能有这种飞机的话)携带全部20吨炸弹。从一方面看，尽可能少用飞机可以简化编制。但从另一方面看，一个机队飞机太少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即使损失一架就会大大削减机队的潜力。田此，我认为一个机队的飞机数绝不应少于4架；在本例子中，也就是说每架飞机应带5吨炸弹。



　　现在让我们来确定适用于轰炸队的飞机的一般特性。一架飞机必须有适航性和可用性。这是不论平时或战时对任何飞行器的要求。现在要确定的是飞机的功能特性——性能，包括：速度、活动半径、升限、武器、有效载重能力。



　　速度：我们已经指出，在敌人抗击下遂行任务的轰炸部队要由空战队支援。这就是说，它不需要有超过敌驱逐机的速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样轰炸机就可以不必卷入一场肯定没有结果的速度竞赛。一个国家如果把它的安全或力量完全寄托在飞行速度上，那是在打一张十分可疑的牌，特别是考虑到飞机速度不断增大的情况，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胜利永远不能靠跑得快赢得。飞机的大速度总是要以牺牲载重为代价才能获得。因此，对于大载重的飞机来说，我们应当满足于中等速度，这将证明最适合于实用目的。因此，轰炸机应当是一种中等速度的飞机，它由战斗机保护，不需要逃跑或避开敌人的攻击，为求速度而牺牲载重。



　　活动半径：作战飞机的活动半径是指它从自己机场飞出又能依靠自身动力返回的最大距离。因此，轰炸机的活动半径应当尽可能地大；活动半径越大，突入敌方领土也越深。活动半径完全取决于发动机的燃料消耗量和飞机的载重能力。载重能力越大，活动半径越大。



　　轰炸机的载重量除乘员外，应按比例分配于燃料载量和炸弹载量。当然，可以理解，一旦确定了飞机的最大总载重量(这是个事先确定的固定值)，只要增大载油量减少载弹量，就可以增大作战半径，反之则相反。这里我们关心的是确定轰炸机的正常活动半径或平均活动半径。它取决于两个因素：在正常作战时候打算要攻击敌人目标的分布情况；选择一种在正常活动半径内能携带足够摧毁该目标的炸弹量的飞机。



　　我认为，现代轰炸机的正常活动半径应是200至300公里。我说“正常活动半径”，因为在例外情况下它可以很容易加以改变。如果正常活动半径是300公里，而预计作战范围在100公里之内，那么不去减少载油量以便省下载重量去携带更多炸弹，却仍然携带足够300公里用的燃料就是一种浪费。反之，如果正常半径为300公里而计划要到距离400公里的地方去作战，那就要减少载弹量以满足增加载油量的需要。飞机活动半径的这种伸缩性还可以在构造上采取一些措施加以保证，能在燃料和炸弹的重量之间加以调节。



　　升限：飞行高度越高，飞机受高射炮打击的危险性越小。既然轰炸活动固有的特点要求投弹分散比集中更好，即使在很大高度上进行轰炸也能有效。因此，正常的升限应在3000至4000米之间。考虑到我国(意大利)边境大部是高山，要求作战飞机的升限应能够在任何地点不困难地飞越阿尔卑斯山脉。因此，升限应为6000至7000米之间。



　　武器水平：显然，轰炸机的首要条件和主要目的是携带炸弹和装备适当的投弹机构。但这不是全部，还需要其他一些东西。为了保持乘员士气，某种防卫武器也是不可少的。虽然轰炸机不可能是理想的空战武器，但让乘员在面临敌驱逐机攻击时感到完全束手无策，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因此，飞机装备小口径速射武器用于自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当然要认识到空战应当由空战部队去进行。



　　有效载重：任何飞机的最大有效载重是预先确定的固定值，等于乘员、燃料、武器三种因素重量的总和。乘员要考虑可能的损失，自然应保持在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燃料与武器重量之间的关系上面已经谈过。按照正常作战活动的需要，一架轰炸机的总的有效载重应保证能携带足够的炸弹，以避免一个轰炸队编入太多的飞机。我认为，一个轰炸队的飞机应介于4至12架之间。



　　这些就是轰炸机的功能特性，也就是对它提出的性能要求，是应当要求设计家和制造家们加以实现的。



　　我已经要求极大注意炸弹中破坏物质的效力。破坏物质效力增大一倍，独立空军的力量事实上也就自动增大一倍。在这方面过于节省或在研究这些物质的性能和使用上克扣经费是很愚蠢的。



　　破坏物质分为三大类：炸药、燃烧剂、毒气。除了研究其中各自的效力外，还应研究在轰炸作战中将它们综合使用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对它们还了解甚少，但至少能感到，并可由经验加以证实，在三种物质的结合中，高效炸药将起次要作用，而燃烧剂和毒气将用得更多。在摧毁民间目标如仓库、工厂、商店、食品供应站、居民中心时将更是如此，这些地方用燃烧弹引起大火更容易破坏它们，而毒气弹可以使人们的一切活动在一段时间内瘫痪。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破坏跑道，摧毁机场，高爆炸弹才更有用。我在此谈一下炸弹，只是想使读者对轰炸队的整个组成了解一个概貌。



空战队



　　空战队的最主要职能是在轰炸机执行任务时为其清除途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空中抗击。因此它的设计和装备应主要用于空战。



　　世界大战前，在军界流行的意见是认为在空中进行战斗是不可能的。因此除少数例外，最初参战的飞机都没有适于战斗的武器。但是空中战斗成了现实并继续发展。



　　敌人进行的任何空中活动必然于他有利，于我不利，我方必须与之斗争。在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的侦察飞机对于敌方观察我方战线的飞机实际上无能为力，而敌方侦察机对我方也如此。但是空中战斗在战争进程中自发地发展起来。飞机开始携带某种武器，飞行员开始学习进攻和防御，这就是空中机动动作的开始。从这些格斗中可以清楚看出，飞得快的飞机较飞得慢的占有优势。它能自由地打和跑。根据这种经验，随后不久就出现了驱逐机，这个名称就表示它的目的是干扰其他飞机，阻止它们遂行任务。在设计这种飞机时最强调的特性就是速度和军械。其结果是驱逐机很快成为空中的主人。在战斗中压倒了其它各种型式的飞机。由于要保护其他飞机免遭驱逐机的伤害，就需要有一种同样快甚至更快的飞机。也就是，要能驱逐驱逐者。



　　于是出现了飞机速度的竞赛。当时的呼声是：要比敌人有更大的速度和更高的机动性，要使飞机能进行空中“特技”。这样，一旦飞行员发现自己的速度处于劣势，就能够避开战斗，逃往安全地带。为获得速度和机动(这两者是为了在空中对敌即使取得暂时优势时也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其他一切都可牺牲。乘员减到最低限度，只有一名驾驶员，机枪也由他操作。活动半径减到最低程度——飞行时间不过一小时稍多一些而已。



　　因此，驱逐机的职能就是发现各型敌机，保护己方飞机不受敌驱逐机的伤害。由于它速度快并能作空中特技，它也最难操纵，它要由最勇敢的飞行员来驾驶。由于下述两点可以理解的原因，飞行员对这种飞机比对其他类型的飞机更喜欢。



　　首先，其他机种——侦察机、观察机、轰炸机是派出担负固定任务的，这使他们在遇到敌驱逐机时处于不利地位。而驱逐机的任务不太固定，因而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它在遭遇其他类型的敌机时具有明显优势，而在遇到敌驱逐机时，可以与之格斗或完全避开，一旦已进入交战，也可以中途退出战斗，返回基地。这种性能很有吸引力，限制较少，活动不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其他类型飞机的作战活动更少危险。



　　其次，驱逐机通常在高级司令部附近活动，还可以补充说，它直接负责保护这种司令部。战争中，双方都力图轰炸对方司令部，而人们很快就看出，驱逐机是对付这种企图的最好办法。它能迅速起飞和爬升，在敌机开始攻击前就能截击，还经常能打下速度较慢的敌轰炸机。在这些方面，驱逐机都可能成功。警戒天空成了驱逐机的特定职责，因而受到高级指挥部的偏爱，至少在昼间驱逐机能保障指挥部的安全。



　　这种偏爱造成了驱逐机这一机种的迅速发展，却冲淡了对国防问题的全面考虑，妨碍了对制空权含义的正确理解。当战争中一方的驱逐机中队打下的敌机比自己损失的要多时，就立即宣称是夺得了制空权。实际上它所获得的只是暂时的优势，使敌方的空中作战活动一时难以进行。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使敌方不再进行空中作战。事实上一直到大战结束时，各交战国仍在进行空战。



　　尽管宣称驱逐机具有进攻特性，但事实上几乎把驱逐机全当作防御手段使用，也不可能不如此。由于驱逐机的活动半径很有限，迫使它只起被动作用，不能到敌国去搜寻敌人。当时主要用它击落进行观察巡逻或指引炮火射击的敌机，保卫重要目标免遭轰炸。它的作战活动是分散的，它的作用也就很有限。空战仅仅是一系列二人交手战，个别能手的技巧和勇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驱逐中队更象是空中游侠式的松散集群，而不是组织得很好的空中骑兵队。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带有某种虚假性，某种不能反映真相的东西。因为不管个人如何勇敢和技艺高超，战争已不再是一系列零散的单兵交战了。今天的战争是由集群的人和机器进行的。因此空中游侠应由真正的空中队伍——独立空军取而代之。



　　我在前面曾指出，在空战中单纯依靠速度是把全部赌注押在一张靠不住的牌上。例如，一架驱逐机被另一架速度更快的飞机赶上，它就不再是驱逐机了。驱逐机按其性质应当是一架出众的飞机，体现出当时一切最新的技术成果，并由出色的飞行员操纵。然而战争是由只具有中等能力和水平的人和机器进行交锋的。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对空中作战的看法，否则就要失败。



　　在空战中决定胜利的是火力。速度只能用来捉住敌人或脱离敌人，仅此而已。一架较慢而带有重型武装的飞机，能用自己的武器打开通路，永远能战胜较快的驱逐机。一支由速度较慢而武器较强的飞机组成的空战队，能够顶住敌驱逐机的火力，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事实上，空战队的任务既不是去寻找空中敌人也不是避开它。我已说过，还要重复说，空战队的首要职能是从执行特定任务的轰炸队的道路上排除敌人的空中抗击。



　　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我的意思。一支轰炸队离开A点去轰炸B点。空战队在这次作战中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扫除敌人在轰炸队由A至B的道路上设置的任何空中障碍。敌人要尽力阻止对B点的轰炸。它是求战和发起攻击的一方。如果它不这样做当然更好，对B点的轰炸就会较安全地完成。它如果进攻，将由空战队予以击退。因此，战斗机并不需要有大速度去寻找敌人，迫其交战。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护送轰炸队，而当敌人企图干扰其活动时进行适当的战斗就可以了。



　　很明显，空战队的速度应比轰炸队大些。战斗机的活动半径和升限也应大于所护送和保卫的轰炸队。总之，战斗机的主要特性应是：速度、活动半径和升限都大于轰炸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总的来说，这两种类型的飞机之间应当很少区别。这就是说，战斗机应和轰炸机一样，除携带充足的燃料外，还应具有一定的运载能力。这个附加的运载能力对空战队来说应当用于加强火力，可能时也可用于安装防护装甲。这里有一个增强机上武器和能向任一方向集中火力的问题。飞机的重要部位采用轻金属合金制成的装甲板，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防护。想要全部用装甲来抵抗一切可能的射击自然是荒谬的，但是用很轻的装甲就可以挡开许多子弹，这种要求并不过高。



　　这样设计和制造出来的飞机看来在火力密度上将占优势，能够超过现有的任何驱逐机。既然能造出一架带弹两吨的轰炸机，自然就能造出速度快、活动半径和升限稍大、能载弹一吨的飞机。如果这一吨载重能力不是用来带炸弹，而是用来装枪炮，我们就将有一种火力大大超过现有驱逐机的用于空战的飞机。



　　空战队的组织应当使许多飞机能编队作战，它的作用是要能在任何方向上集中最大火力，击退敌人的空中进攻，或至少使敌人难以接近。与这样的空战队相比(我再说一遍，空战队的目的不是去攻击，而是要防卫自己免受攻击)，速度和机动全都占优势的驱逐机就没有什么长处了，而将暴露出它武器不足的短处。要攻击这样的空战队只有用数量更多、武器更好、装甲防护更强的飞机组成的类似机队才能成功。



　　只有实际经验才能向我们提供足够的资料来确定空战队适当组织的具体细节，即，飞机数、队形和战术。我在这里只不过提出一个概略的而又现实的设想，表明空战队应当是什么样的。



军备的稳定性



　　我们已经看到，一支独立空军应如何组成。为了充分有效，它应包括轰炸队和空战队。它还可以包括其它类型的飞机，例如：进行观察、传递目标方位、以及在各司令部之间担负联络的快速飞机。但它的主要成分应永远是轰炸机和战斗机。军备的稳定性即在于此。



　　空军而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军备的稳定性。人们常说，由于航空技术扎实地、迅速地发展，军用飞机的设计和构造每三个月就要改变。按照目前关于空军编制的通行观念，这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已看到目前对驱逐机的重视。由于这类飞机的能力来自速度，而速度记录每天都在创立和打破，驱逐机显然是不稳定的。今天代表技术发展最新成果的飞机，可能明天就会过时。



　　这不仅对驱逐机是如此。有一种称为“昼间轰炸机”的飞机，它力求使大速度和大载弹能力结合在一起。按照现在流行的看法，这种飞机叫做昼间轰炸机是因为它能进行有限的轰炸活动(只限白天)，同时能利用它的大速度逃离敌驱逐机。这种昼间轰炸机被当怍是中速的所谓“夜间轰炸机”的补充，因为后者是利用夜暗掩护进行活动的。两种飞机都受同一思想支配，就是，采用避开敌机攻击的办法去完成任务。这种思想亟需改正。这种思想是荒谬的。因为战争要求军队，不论在陆地、海洋和空中，尽管有敌人抗击，仍要能够进行作战。不仅如此，这种所谓昼间轰炸机显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它的效能完全依靠速度，而速度又永远在改变中。



　　我对构成独立空军主体的飞机确实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论轰炸机或战斗机，它们只需要有中等速度。不需要特别重视速度。技术的进步很快会制成一种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保持其他基本性能不变条件下，速度每小时能提高10至20英里。但这点并不特别重要。要能跟上武器技术的发展，要注意武器本身的不断改进。理论上的尽善尽美总是会走向极端。我们关心的是合乎实用的中间道路。



　　因此，独立空军的实际军备决定着一支真正有效的空军需要什么样的军备稳定性。不仅如此，如果仔细考察我为轰炸机和战斗机规定的功能特性，就可以看出，总的说来，它和民用飞机的功能特性几乎相同。前面说过，轰炸机基本是一种专门用于携带炸弹的中等速度并具有足够活动半径的运输飞机。事实上，只要改变一下它的设备，就足以将它改造为一架适于民用的飞机。同样，一架具有正常活动半径和中等速度(尽管速度稍大于常规轰炸机)和具有能进行轰炸活动的足够载弹能力(尽管略小于常规轰炸机的载弹能力)的战斗机，也能改造为民用飞机。这就是说(互易律是正反通用的)，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相互协商，一旦需要时，民用飞机可以改成军用飞机。这反过来又表明，随着民用航空的发展，独立空军的许多需要和装备除依赖军事方面的进展外，还可以依赖民用方面的进展加以解决。军用航空的飞机目前如果要求有极高的性能，就不能发挥上述优势。结果，今天的军用航空不仅不能获得稳定的设计和制造，而且几乎完全要依赖自身的力量来发展。在后面几章中论述军用航空与民用航空之间的关系时，我还要回到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来。














	

 






	















	







	







	









 





	


	







	








	




	


第一部 制空权 第一篇




	







	

 



	


	



第三章 空中作战




一般原则



　　在我们对一支独立空军的规模作出准确估价之前，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点：一支独立空军是一支进攻力量，它能以惊人速度向任何方向打击陆地或海面上的敌方目标，并能突破敌方任何空中抗击。据此，可以得出支配其作战活动的第一条原则，独立空军永远应集中使用。



　　这也是支配陆地和海上作战的原则。当空中进攻(任何其他进攻也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进行时，它的物质和精神效果最大。此外，在作战中还应集中兵力组成庞大的集团使空军能成功地突破空中抗击。



　　独立空军的活动半径显然取决于其机队编成中的飞机的活动半径。但由于各个机队不可能驻在同一基地上，各队相互间的配置和各队与作战区的位置对其活动半径有一定影响。只要确定了各队的配置，在军用地图上画一条所有机队都能到达的圆周线，就可以显示空军对敌方目标实施集中突击的范围。显然，只要敌方陆地或海上的任何目标位于圆周线内，整个空军都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到达，顶多花费由作战基地飞到圆周线上任何一点的最大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因此，攻击可以完全秘密准备，不至事先惊动敌人，保持着进攻主动性的有利条件。考虑到攻击的突然性，敌人很难有充分时间从空中或地面有效地对付这个打击。不管他能做什么，一般说来他至多只能用其空军力量的一部分来抗击这种攻击。



　　不论独立空军的总兵力如何，只要它能掌握足够数量的轰炸队，就可以不仅对单个目标，而是对同一区域内的许多目标成功地加以攻击。由于一个轰炸队有能力摧毁特定面积上的一切目标，那么一支充分行动起来的空军，有多少轰炸队，就可以摧毁多少个目标或面积。一支有50个轰炸队的空军，如果每队能摧毁直径500米的面积，出动一次就可以完全摧毁50处敌方目标，如供应站、工厂、仓库、铁路枢纽、居民点等等。



　　在考虑位于空军突击距离内的目标时，最好将整个地区划分为每50处目标一分区。如果在地图上标示出10个分区，这就表示空军有能力在十天作战中摧毁该区域全部陆上或海上的目标，然后就可以转移其突击力去摧毁其他区域。



　　这一切看来很简单。事实上，目标的选择，分区的划定，决定突击的先后是空中作战中最困难最细致的任务，这可称之为空军战略。战争中目标变化很大，而目标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寻求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制空权、为了瘫痪敌陆海军、还是为了动摇战线后方平民的斗志。根据当时情况这种选择取决于许多考虑：军事、政治、社会、心理。例如，我一直主张空军的根本目的是首先摧毁敌方空军以夺取制空权。这似乎永远是独立空军的首要目的。但也并非永远如此。假如敌方空中力量十分弱小，那么用大力去对付这样一个不重要的目标就是浪费时间。可以改用其他进攻行动，使敌人受到更大损害。让我们设想(自然是假想)，德国空军具有上述威力并决定进攻法国，而法国只有手边的航空力量。试问，德国要用多少时间不仅可以打掉法国飞行部队，而且可以摧毁法国要害部位？



　　将敌方目标编成分区以及各区的分布，也要根据决定空中作战总后果的多种因素而定。对于空中战争的这种特点，我认为不可能提出什么专门的规则。只需记住下述基本原则(它同样支配陆地和海上战争)：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造成最大的损害。



　　根据这条原则，突然袭击具有明显的价值。上述那样一支真正强大的独立空军可以对一个没有准备的敌人造成严重损害，使它的军队在几天内完全崩溃。为了证实这个论断，我建议读者自己回答下面的军事问题：



　　设想一个可能的敌国拥有一支有足够数目轰炸队的独立空军，每个轰炸队能摧毁一块直径500米的面积，并具有足够的活动半径，那么：



　　1．需要多少轰炸队就可以在一天中切断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及其与意大利其余部分的铁路交通？



　　2．需要多少轰炸队才可以在一天内切断罗马的铁路、电报、电话、无线电通信，并摧毁政府机构、银行和其他公用设施，使城市本身陷入恐怖和混乱？



　　如果读者仍记得上面指出的500米直径的面积，那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内将落下各种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极少的轰炸队，那么读者对于这种新战争武器的威力就有了更明确，更接近真实的认识。



防御



　　未来空中进攻的巨大规模要求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对它进行防御？”我的回答永远是：“用进攻来防御。”



　　我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空军具有突出的进攻特性。正如骑兵队(除在下马时)最好的防御永远是攻击一样，空军最好的防御也在于进攻，而且程度更甚。但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应当彻底弄清“进攻”一词的含义。



　　假定A国只拥有空战队，一旦发生战争，要靠它来打退B国独立空军的攻击。试想在冲突爆发时双方将是什么局面？很可能，A国空军将搜索B国独立空军，找到它，迫其交战并打败它。



　　找到它是事情的关键，但是到哪里去找？天空到处是一样的，没有路标指明B国独立空军攻击A国时所走的路线。“搜索”成为笼统的，“找到”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A国空军要迫使B国独立空军交战，必须具有比B国更大的速度，要想取胜，必须比B国更强，还要交好运。而当A国空军正在不成功地搜索B国独立空军时，B国却突击A国领土并造成了巨大损失，而A国则不能对B国造成任何损失。如果B国认为A国的空军具有危险性，它的独立空军无疑将集中打击，破坏能影响A国空军活动的一切重要方面。A国浪费时间寻找B国独立空军，结果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是一种真正的虽或是间接的失败，因为浪费了自己的空中力量，而又没有机会与B国独立空军进行交战。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A国空军为了形成最有利的作战态势而集中行动，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由分散机场起飞作战的部队应当在何时向何地集中？



　　这种活动尽管貌似进攻性的，实质上仍是防御性的，具有防御行动的一切不利条件。对陆地攻击就是不用搜索攻击敌方空军命脉所系的不能移动的地面固定目标。海上作战情况有所不同。海军基地通常设有坚固的防卫工事，敌方海上力量事实上难以摧毁，这就增加了海战的重要性，一方或另一方通过海战阻止或进行攻击陆上目标的战斗。如果海军基地不再受到保卫，几小时内就被海上力量摧毁，那么情况将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摧毁了基地就会使舰队的价值化为乌有，因为它可以为瘫痪舰队的作战能力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不必再耗费时间和物资到外海去寻找和击沉这支舰队了。



　　一个国家只拥有准备用于空战的空军不仅危害国防，并且被剥夺了对敌方目标发动进攻的一切可能性，将陷入严重的空中劣势。



　　真正有效的防空只能是间接的；这是因为摧毁了敌方基地的空中力量，从而削弱了敌方空中力量的进攻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摧毁敌方地面基地的空军。支配这种情况的原则：与打下空中飞行的鸟相比，用摧毁地面上的巢和蛋的方法摧毁敌方空中力量更容易奏效。任何时候违背这条原则都将犯错误。因此，一个国家即使除了自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也必须拥有一支能对陆地和海面发动强大攻击的独立空军。



　　还要考虑我称之为局部防空的问题，就是说对一国陆地和海上特别重要目标进行的防御。理论上，有效地进行这种防御的方法有两种：阻止敌人轰炸和立即修复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后者很难见效，因为不可能将整个城市包括铁路枢纽、港口设施、供应基地、工厂等等全部用防炸弹掩蔽物保护起来。可以用高射炮或防御性空中作战将空中的敌人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阻止其轰炸某些目标。由于高射炮射程有限，效力不足，事实上很难有多大价值，需要使用的数量又很大，由于任何国家都有大量的重要目标需要防卫，即使保护其中一部份也需要很大数量的高射炮。 [ 原作者注：最近，弗莱彻·普拉特在《美国与总体战争》一书中估计，仅仅为了保卫美国东北部各城市和重要中心，就需要大约12万门高射炮。 ]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担任护航的空战队会引诱高射炮火力，从而削弱了高射炮的作用。飞机低空作战比高空更安全，理由很简单，为了瞄准俯冲的飞机，火炮移动的角速度要大得多。命中一架100米高度飞行的飞机比命中一架2000米高度的飞机更难些，因为射角变化约大二十倍。因此，如果护航战斗机向高射炮阵地俯冲并用机枪射击，炮手很难坐在炮位上继续射击高空飞行的轰炸队。很可能，如果他们不是被迫放下炮而拿起步枪的话，也会自然而然地转移火力射击对其有直接威胁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很难瞄准。我始终认为(战争经验也已经证实了我的观点)使用高射炮纯粹是一种精力和资源的浪费。 [ 原作者注：自1921年写作本书以来，高射炮在射程和准确性方面都已经大大改进，其效力已经无可估量地提高了。但它仍然没有改变作者论断的基本正确性。 ]



　　至于说将航空兵部队用于纯防御目的，我们只要想到敌人的独立空军为了有效地活动将集中使用(它必将如此)，因而防御部队至少应和敌方独立空军的空战队实力相等。要想有效地防卫受敌空军威胁的所有区域，防御实力就应等于进攻空军战斗机实力乘以需要保卫的目标数目。要想达到这样一个消极成果，就需要耗费比敌人为获得积极成果而付出的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这就清楚地表明，更节省更聪明的作法是将这些人力物力用在最有效的地方，用于进攻。



　　结论是，面对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没有一种局部防空能十分有效。为这种目的支付人力物力违反明显的战争经济性原则。



　　因此，空中作战不能采取防御，只有进攻。因此，我们必须承受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同时努力使用一切人力物力对敌人发动更沉重的进攻。这是指导空中作战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



空中作战的发展



　　只要把空中力量仅仅看作是陆、海军的辅助手段，一旦战争发生就不会有真正的空中作战。自然，会有一些大小规模的空中战斗，但都从属于陆上或海上作战。在出现真正的空中作战之前，必须首先创建一些基本要素，如飞机、人员，组成自主的战斗实体，并锻炼成为一个有效的战斗组织。



　　在目前情况下，第一个拥有真正的独立空军的国家，至少在其他国家仿效它之前，处于优越的军事地位。因为它将拥有一支威力巨大的进攻手段，而其他国家依靠的仅仅是辅助航空手段。为了建立各国之间的军事平衡，其他国家无疑将会效法它的榜样。



　　为了研究空中战争的发展，让我们考虑两种情况：(1)拥有独立空军的A国与没有这种空军的B国之间的战争；(2)都拥有独立空军的两国之间的战争。



　　一支独立空军必须永远做好行动的准备，否则就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的效能。它的飞机的速度应该是：不论在和平时期它的作战基地分散得多么远，它必须能在几小时内沿战线集中并准备好出动。如果散布全国的民航机队也是空军组织的一部分，那么它们的位置也要使其能够尽快地与空军结合在一起。简而言之，独立空军的组织应是有建制的和有后勤保障的，使它在冲突一发生就能立即开始行动。



　　现在让我们观察第一种情况。A国独立空军开始行动，要在B国动员过程中即将其征服。假定B国立即动员了它全部军事航空，但是，只有它的驱逐机和轰炸机能参加战斗，因为其他飞机只适用于配合陆海军作战。显然，A国独立空军将有行动自由，因为B国的驱逐机部队肯定阻止不了它。相反，假定A方空军有足够数量的空战队，它将能使B方的驱逐机部队遭受损失。这样A国空军将破坏B国航空兵的动员、维修和生产中心，迅速夺得制空权。



　　一旦夺得了制空权，A国独立空军的空战队自然就不再执行单纯保护轰炸队的任务，而将在整个空军进行轰炸时用来压制高射炮火力，轰炸扫射敌部队集结点、供应列车、乘车或徒步行军纵队等等。此外，如果能制造出必要的改装设备，这些空战队可以迅速转化为第一流的轰炸队。因此，只要夺取制空权成为事实，A国独立空军就将享有对敌方整个领土任意攻击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完全行动自由，迅速使对方屈服。



　　A国空军轰炸铁路枢纽和机车站、道路交叉口的居民点，军需供应站和其他重要目标，就可以阻挠B国陆军的动员。它轰炸海军基地、兵工厂、油库，锚泊战舰和商用港口，可以阻止B国海军的有效活动。它轰炸最重要的居民中心，可以在全国散布恐慌，迅速摧毁B国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



　　认为这幅图景过于夸大的读者只要看看意大利的地图，并设想自己是意大利任何一个邻国的独立空军的司令。他的空军每天能够摧毁50处直径500米的面积，然后试问需要多少天作战就可以实现上述目的？还要认识到，在航空发展的现阶段，上述这支独立空军即使隔日出动半数，日作战实力也将达到一千架飞机左右，仅需要数千人加以掌握。这样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来。



　　这里我要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即，这样一种空中进攻的精神效果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可能比物质效果更大。设想一个大城市中心在一个轰炸队的一次攻击中，居民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认为，它对居民的冲击无疑将是可怕的。在一个250米半径的市中心可能出现这种情景：几分钟内，20吨高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将如雨点般落下。先是爆炸，其次是大火，然后毒气漂散在地面上，阻止人们接近被炸区域。随着时间过去，夜幕降临，火势将蔓延，毒气将瘫痪一切生物。第二天城市生活将中断。如果这事发生在某个重要交通干线的枢纽上，交通将中断。



　　在一个城市一天中能发生的也可以发生于十、二十、五十座城市。因为即使没有电报、电话、无线电，消息总是传播很快的，那么试问，对于尚未遭受攻击但同样面临轰炸威胁的其他城市居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在这种威胁下，还有什么民政或军事当局能够维持秩序，市政服务和生产还能照常进行吗？即使能够维持某种秩序，进行某些工作，只要出现一架敌机岂不就足以使居民陷入慌乱之中吗？简而言之，在经常面临死亡和破坏的恶梦时，正常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第二天又有十、二十、五十处城市被炸，谁还能够阻止这些茫然无措、惊恐万状的人们逃往乡村去躲避来自空中的恐怖呢？



　　面临这样一种无情的空中打击的国家，它的社会结构只能完全瓦解。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而这将发生在陆、海军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之前！认为我过分夸大的读者只要回想一下在布里西亚 [ 译者注：意大利北的一个城市。 ] 发生的慌乱情景；在为早先一次轰炸(其规模和我上面叙述的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的)的死难者举行的葬礼上，一个送葬人竟把飞鸟当成了飞机。



　　现在研究第二种情况：两国都拥有独立空军。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更甚，就是：先动手的国家将比敌人占优势；或者说，在敌人打击到来之前尽可能予以粉碎将十分重要。为了使问题简化，让我们假定两支独立空军将同时开始行动。我们已经看到，支配空中作战的基本观念就是：准备忍受敌人加于我方的损害，同时利用一切手段对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一支独立空军必须完全不要纠缠于敌军的活动。它唯一关注的应该是在最短时间内给敌人造成最大的地面损害，而这要取决于可用的空中力量和对敌方目标的选择。分散独立空军的实力和改变其主要目标，分散任何人力物力、经费和设备都将减慢战争进程，推迟其最终结局。



　　正如我已指出的，选择敌方目标是空中作战中最难处理的活动，尤其是当双方都拥有独立空军时更是如此。在这里，最终胜利取决于在一次打击中敌人遭受的损害与其恢复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发动这个打击要越快越好，以防止敌人首先对我打击。自然，一方仍然有可能用其独立空军夺得制空权，从而最终赢得战争。但如果能成功地先行突击并使敌国完全陷入混乱，那么该敌国就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来夺得制空权。



　　事实上对空中作战不能确定什么坚实可靠的规则，甚至也无法列出一般的标准，因为选择目标要取决于一系列环境、物质、精神和心理因素，目标虽然重要，但很难估价。正是在这方面，在掌握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选择敌方目标方面，独立空军的未来司令官们将要显示他们的才能。



　　一旦确定敌方目标和摧毁的顺序，空军的任务就变得很简单了——以最短时间加以摧毁，而不考虑其他。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双方空军至少在理论上，将从它们的集中地同时集群出动，飞向选定的目标，途中不用互相寻找。如果双方在飞行中相遇，一场空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再次重复，它们的目的不是互相寻找，进行空战。



　　我认为空中作战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愿意再进一步加以说明。设想一支空军确想寻找对方，而这时后者设法避开，直接飞向选定的目标。在空中搜索也可能找到，也可能空手而回。如果一支独立空军离开了主要目的，把时间和行动自由浪费在空中搜索敌人上，其结果不仅可能在空中找不到敌空军，而且后者正好这时对前者本国领土进行不受阻碍的攻击。一方将成功地完成任务，另一方则错过机会而失败。在这种战争中，时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失败将给战争结局带来严重的后果，必须尽力避免。



　　在谈到空中作战时，我曾提到可以使独立空军的一些部队隔日出动。但我的意思仅是表明，一支空军即使仅出动一半实力，或较少数量的飞机，也能获得重大的成果。但在实际作战中，零敲碎打地使用空军力量将是错误的。因为一支独立空军的目的就是要在最短时间内绐敌人以最大的损害。尤其当面对一支能造成同等重大损害的实力相同的空军时，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独立空军的潜力，而不必考虑节约。用新的后备队替换人员和装备是有利的，但是应当永远使空军，也就是用全部飞机连续打击敌方目标。轰炸作战的总效果将决定战争的结局，就看空军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投下最大数量炸弹。



　　在阐述空中作战的这些一般特性时，我只是想指明，如果空中作战一般看来象是一件简单事物，它却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很复杂。但即使在上述概要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空中作战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



　　当我们看到空中进攻的规模和威力时，就能认识到不存在什么实际有效的防御方法，因而分散空中力量进行防御将是无益的。“承受敌人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就成了空中战争带来的实际悲剧。



　　悲剧还在于这种战争的结局必须建立在摧毁一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上。人民时时处处陷于一种可怕的灾难之中，直至整个社会组织最终崩溃 [ 英译者注：1940-1941年的空中闪击战中，德国轰炸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希腊、南斯拉夫(稍次程度上还有挪威)，摧毁了他们的抵抗意志，看起来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 。幸而，这种战争的结局是来得快的，因为决定性的打击指向平民，这是交战各国中承受力最差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未来战争可能被证明比以往战争更人道，因为从长远看它流血较少。但是，没有准备承受它的国家无疑将失败。



未来



　　我所讨论的问题都是能用现有手段很容易实现的。我的意思是说，任何国家如果认识到当今空中武器的价值和好处，就可以沿着我所阐述的方向把空中武器实际应用到发动战争的科学中去。



　　接受这个前提后，我们现在可以展望一下未来，自然是不久的未来，但不是进行渺茫的幻想，而是考虑到当前航空技术发展趋势的未来。这些趋势指出一条道路，如果我们要想跟上明天的技术进步，就应当遵循这条道路前进。



　　航空面临的实际技术问题是要使空中航行更安全、更可靠、更经济，而且一般说来更适于社会需要。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能实现以下四个目的；



　　1．增大飞行和起飞、降落设施的安全性。



　　2．废弃那些目前在飞机制造中使用会变形和变质的材料。



　　3．增大飞机运载能力和活动半径。



　　4．以较少的燃料增大速度，改善性能。



　　这些方面的改进会使飞机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



　　下面简要分析一下这些趋势。



　　1．增大飞行和起飞，降落装置的安全性：飞机在空中有自身的安定性，能自动保持平衡。只要一架飞机下面有足够的空间，只要飞行员不违抗飞机的自然恢复趋势而有意破坏它的平衡，那么不论飞机处于什么位置，最终会恢复到正常的飞行状态。这种现象就是空中特技——俯冲、盘旋升降、螺旋、横滚等等的基础。在作任何一种特技时，飞行员只要以某种方式使飞机失去平衡，要改特技时，他只要停止干涉，飞机就会自动恢复平衡。飞机平衡也可能由于不正常的大气条件——气潭、风暴、侧风等等而受到破坏；但这里也一样，一旦空气的扰乱作用停止，飞机即自动恢复平衡。简而言之，一架飞机在空中可能由于不正常的大气条件或飞行员的动作等原因而失去其自然的平衡。



　　这种扰乱的大气条件通常发生在低空，靠近地球表面大气压力最大的地方。正如海浪在海岸处更不规则一样，气流尽管原因完全不同，在地球表面，也就是相当于天空的海岸处，影响更大。



　　我在前面说过，飞行员可以有意使飞机失去平衡。这时他可能仍能控制飞机，使其恢复平衡，或者他由于操纵错误失去对飞机的控制。失去控制自然可能在任何高度发生。如果飞行员头脑清醒，下面又有足够的空间，他就能很容易地使飞机及时改平飞。但如果他惊慌失措而飞机继续失去控制，那么不管高度如何都会坠毁。



　　总之可以看到，高度越高，飞行越安全。如果能在飞机上安装某种机械装置能够防止飞行员有意无意地使飞机失去平衡，那么大半飞行事故都可以防止。这就要求发明一种机构(在此不作深入讨论)，能使飞机在飞行中自动保持安定。操纵一架自动平衡的飞机应和驾驶一辆汽车一样简单。即是，用加速器，在爬高时加大发动机功率，下降时减小功率；用方向盘左右转弯。我们肯定不久就会实现这个目标。



　　早在1913年在维卓拉兵工厂制成了一架飞机，只用一个加速器和一个方向盘，就可以起飞、飞行、着陆 [ 原作者注：不仅实现了这一点，而且还制造了没有驾驶员的飞机，从地面用电磁波操纵飞行。 ] 。这架飞机能改正飞行员的操纵错误，并能对扰动气流自动反应，创造了自动飞行续航时间的世界记录(一小时以上)。很容易想象，一旦这项改进完全成功，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起飞和着陆是飞行中最困难的两个动作，正如航海中进港和离港是两个最困难的动作一样。原因在于飞机由流体介质进入固体介质时物理阻力有差别以及地面空气的扰动。两者之中，着陆更为困难。由于接地时的撞击与飞机速度成正比，着陆速度越大，危险也就越大。



　　因此，飞行安全要求一架飞机能以很低的速度着陆，而另一方面却要求越来越高的飞行速度。现在已经超过了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而每小时300公里相当于每秒钟约83米，稍大于四分之一音速 [ 原作者注：现在已超过400公里。 ] 。因此航空科学正试图制造一种飞机，飞行速度更大，而着陆和起飞速度更小更安全。地面上的改进，例如较好的机场，跑道和通讯系统无疑将有助于飞行安全。 [ 原作者注：利用无线电波束进行盲目和夜间飞行已经成为现实。 ]



　　2．废弃那些目前在飞机制造中使用会变形和变质的材料：飞机作为一种机器享有优良的声誉，但它距离一种能被认为是百分之百完善的机器还差得很远。除了最近几次少有的试验外，仍然使用一些脆弱的材料如木材和帆布来制造飞机。自然，木材和帆布具有弹性和质轻的特性，我们今天还不能仿制出类似的金属材料来。但另一方面，这些材料缺乏构造的均匀性，由于气象条件的一些原因很快就会损坏，因而使人怀疑它的长远价值。理想的飞机必须全部用金属制造，因为金属性质稳定，不容易变形。全金属飞机除了能提供更大的结构稳定性外，还可以减少(即使不是取消)将飞机放入机库的必要性。尤其在战时，这将大大节省时间和劳力。 [ 原作者注：事实上，帆布和木材在航空技术上已经过时。 ]



　　3．增大飞机运载能力和活动半径：增大飞机的运载能力符合明显的经济原则和增大飞机活动半径的要求。较大的运载能力可以成正比地降低制造和使用的总成本。一架双座旅客机载运两人并不需要因多载运一人而增加一倍人员。用一架飞机运载十名旅客或十英担货物比用十架飞机耗费要少。此外，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改变有用载重与燃料重量的比例，因而，增大飞机总运载能力也就能延长它的活动半径。如果没有比今天使用的具有更大运载能力的飞机，也就不能实现定期的越洋航班飞行。



　　飞机升空靠的是机翼，飞机全部重量分布在翼面上。由于每平方米翼面承受的重量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此，飞机的运载能力将取决于翼面。需要的运载能力越大，翼面也需越大。三翼机一度曾被认为是最好的最大翼面，但它的最大值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最近在意大利出现一种新型飞机，以三翼组为基础的无尾飞机，并有一套新的操纵系统。经过空中试飞，地面试验，证明是实用的。



　　这样重的飞机 [ 原作者注：现在已经有2000马力的飞机在使用，正在制造的还有6000马力的，安装6至12台发动机。 ] 只能在水面上起飞降落，也许需要建造人工湖面供它降落。这在军事上可能有利，因为战时敌人的轰炸不会象摧毁地面机场那样容易摧毁水面机场。



　　4．以较少的燃料增大速度改善性能：增大飞机速度主要靠增大发动机功率。发动机功率越大，克服空气阻力的能力自然也越大，最终速度也就越大。可以看出这个途径是不经济的。不用增大发动机功率，而用减少空气阻力的办法增大速度。但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空气阻力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事实上飞机飞得高时，空气阻力将变小，因此，如果保持发动机马力不变，飞得越高，速度就越大，性能越经济。



　　但事情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困难在于保持发动机功率。决定发动机功率的因素之一是气缸的进气量，即，每一进气冲程中气缸吸收的空气汽油混合气量。如果汽缸容积为一升，那么每次爆炸，气缸将消耗一升混合气。



　　空气密度随高度而变化。假定海平面的空气密度为1，在5000米约为1/2，而到18000米约为1/4 [ 译者注：此处可能有误，应为1/10。按海平面空气密度为0.125公斤秒×秒/米，5000米及18000米高度上分别为0.0751及0.0123。 ] 。这就是说，发动机气缸容积不变，在5000米高空所吸收的混合气量(重量)将只有海平面时的一半，而到18000米时将只有十分之一。因此，如果发动机功率在海平面时为1，升高至5000米时将降为1/2，18000米时将降为1/10。



　　实际情况更复杂。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足以表明由于空气变稀薄，发动机功率将如何随高度上升而降低。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每种飞机都有一个“升限”，即它能到达的高度极限。在这个高度上发动机功率几乎耗尽，不能再爬升。



　　理论上，为了在不同的高度都能发出同样功率，发动机必须在任何高度上都能吸入具有海平面同样密度的空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仍是从理论上说，只需把进入发动机的空气密度压缩到1，即海平面密度，因为随着升高空气逐渐变轻。各国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以设想会有一天能从实际上而不仅是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由于空气阻力与密度成正比，如果海平面上阻力为1，5000米处约为1/2，18000米处约为1/10。因此，如果我们能在任何高度都能保持相同的发动机功率，那么一架飞机海平面速度为150公里/小时，在5000米高空理论上就可以飞300公里/小时，18000米就可以飞1500公里/小时，而且飞得越高，爬升越容易，也就不再存在升限了。



　　自然，所有这些都是理论目标，实际上是永远达不到的。但航空进展正向这方面努力。实际上技术专家们满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10000米的高空以每小时500公里速度正常地经济地航行。当在这种高度上飞行成为常事时，旅客舱自然必须密封，以保持海平面密度的固定大气压，如象对待发动机一样 [ 译者注：密封舱早已实现，但是并不像杜黑想象的那样保持海平面的大气密度，而是稍低于海平面密度。 ] 。这种高速而又经挤的大规模空运将能扩大飞机的活动半径，并能提供较舒适的机上条件。 [ 英译者注：如我们今天的跨洋“飞剪”号和平流层飞机。 ]



　　从我们所能看到的技术发展的当前趋势，可以肯定空中航行，尤其远距离，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会有一天人们不再想乘坐轮船横渡大洋，正如今天不再想坐帆船横渡大洋一样。既然飞机作为战争机器，它的进攻能力不断增强，我们不能不想到不久的将来日本可能会从空中进攻美国 [ 译者注：杜黑这一预见，二十年后终于实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飞机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 ] ，反之亦如此。



　　我探讨未来只是为了强调当前的需要。现在我要立即回到当前问题上来。














	

 






	















	







	







	









 





	


	







	








	




	


第一部 制空权 第一篇




	







	

 



	


	



第四章 空中作战的组织




概述



　　我在1910年写道：“除了所用武器的技术问题以外，空中作战还要求解决空中力量的训练、组织和使用问题，就是，要求创立前所未有的第三种军事学术，空中作战学术。” [ 原作者注：见《航空问题》，罗马，1910。 ]



　　我相信这段声明今天会得到一致同意。在探讨这种空中作战学术时，我仅仅指出空中作战所能达到的规模和它的重要性，研究战争的人们可借此尝试创立军事学术的这第三分支——空中作战。



　　这里包括的问题很多很难，但必须解决，因为我们在组建一个兵种之前必须首先知道打算用它做什么和怎样使用它。我在本书研究中至今并不自诩能解决这许多问题，只是试图指出空中作战的一般特性和范围，提出创建独立空军所必需的手段，拟定几条我相信会被接受的基本原则。



　　但即使从我已经说过的那一点也可以明显看出，建立独立空军所要求的组织并不依靠经验，而应对使用空军所需要的一切后勤工作进行仔细地研究。独立空军的战略使用依靠几条基本原则，它的战术使用则要求对其武器和部队编成进行准确的理论和实际研究。对空军后勤或空军战术的研究不在本书范围内。我在此认为需要对组织问题作深入一步研究，因为我们必须从组织开始。在组织独立空军方面不允许有任何空想。我将尽力使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相结合。



协同



　　战争中使用陆、海、空军力量都应为着同一目的——胜利。为了获得最大效果，这些力量应当充分协同并相互协调。这三种力量应作为同一产品的配料(或要素)。只有适当选定配料比例才能获得最好效果。



　　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它能用于国防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使用一定量的资源，只要正确安排上述三种要素的比例，就能够获得有效的国防。这些要素的比例越正确，国家用于国防的开支也就越少。但即使三种要素比例很正确，如果它们相互间不能完善地协同，也不能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允许陆、海、空军各自的指挥官享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同时为了国防利益，要求三个军种在最高当局领导下实行协同。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正确分配用于国防的资源，使之能在战争或发生其它意外事件时用得最有效。



　　这种考虑完全不言而喻，进一步解释将是多余的。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合乎逻辑地就需要有：



　　1．一个权威机构来研究国防需要，并决定和按正确比例将国家资源分配给陆、海、空三军；



　　2．一个权威机构将成为三军最高指挥部并协调它们的活动。



　　现在不存在这样一个权威机构。相反，国家用于国防的资源现在是按不可靠的经验方式分配的，各军种分得的比例更多是靠幸运的机会而不是靠真正的计划。当每个军种各自为政，都想多争得点权利时，情况也不能不如此。一旦发生战争，它们相互间的协同，由于没有先例，也只能是偶然性的。 [ 原作者注：根据1927年墨索里尼的命令，在总参谋长下建立了最高指挥部，这就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 ] 各军种间缺乏协同从来都是造成严重失误的原因，而在未来造成的失误将更严重，因为战争越来越多地吸引交战国的全部活动，又出现了空中力量这一新因素，它的重要性正不断增大。



　　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严格遵守逻辑要求，创建一个既非陆军又非海军的国家机构，它能洞察战争的总体，能不带成见地衡量三个军种的价值，通过它们的协同取得最大成果。



　　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必须从现状开始，应当承认现实。航空兵今天既非陆军又非海军，当然它参加双方活动，也参加民用活动。承认现实，是为了说明为什么空中力量目前的组织形式远远落后于它的可能规模。我认为需要确立下列基本原则：



　　1．必须把陆军和海军用于配合各自范围的活动(不论什么活动)的航空兵看做是陆、海军的组成部分。



　　2．用于执行陆、海军不能参加并超出其活动半径的作战使命的航空兵应独立于两者，并构成我们所说的独立空军。它是一个与陆、海军平行并协同活动，但独立于它们的实体。



　　3．民用航空如同其他国家活动一样，在与国防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方面，不论与国防关系如何，应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我说直接是因为一切国家活动都与国防间接有关。



　　4．民用航空的一切与国防直接有关的活动，应得到国防机关的支持。



　　我们随后可以看到，运用这四条合情合理的原则，就可以建立合理而有效的组织。



配属航空兵



　　我用“陆海军配属航空兵”一词，指的是陆军和海军在各自活动范围内用于协助和配合其作战行动的一切航空兵器。如果这些配属的航空兵器构成陆、海军的组成部分，它们就应当：(1)分别列入陆、海军预算之内；(2)由编制到使用，完全置于陆，海军直接指挥之下。



　　并没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陆、海军配属航空兵要由单独的预算提供经费。相反，这两个军种的配属航空兵应当与各该军种的总实力和编制成比例。如果这些配属航空兵拥有另外的预算，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情况是，能够决定配属航空兵恰当编制的唯一机构就是陆军或海军，因为它们掌握了必要的情况，能决定最适于促进各自活动的空中武器。事实上，它既能决定一支炮兵部队的组成，如：火炮、炮车，弹药等等的种类和数量，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决定指引炮火所需要的飞机的数量和型别。



　　例如，如果认为将侦察或观察飞机置于一支大的地面部队的指挥下可行，那么为了获得最好效果，这支部队显然应能完全控制这些飞机，由平时的编制到战时的使用。部队在计划作战行动时就应计算在它管辖下航空兵的准确实力。这反过来又使航空兵部队本身能够熟悉地面部队的战术。这种制度不仅符合这些航空部队组织和使用的逻辑概念，而且可以防止由于配属航空兵近乎独立于陆军之外而容易发生的双重控制的危险。



　　因此，作为陆军组成部分的航空兵，在供应、纪律、使用和训练方面必须置于陆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在这一条组织原则被武装部队采纳之前，一条至今妨碍航空兵与陆军相互关系的先验概念必须排除，这就是，认为航空兵对陆军来说技术性太强，只能由技术专家来处理；认为航空是个新事物，只有少数专家了解它的精髓。



　　只要我们把问题的实质讲清楚，排除上述概念是容易的。军事航空和其它航空一样，确实技术性很强，需要依靠受过航空技术训练的专家。但航空既然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就必须满足对武器的基本要求。例如，引导炮火，需要飞机和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两者都要用于控制炮火。二者的飞行都必须满足这种需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炮火也就白费了。事实上，只有了解自己需要的炮兵才应当决定对飞机和操纵飞机的人员训练的要求。炮兵只要对问题研究透彻，就能说：“我们需要这样多的观察飞机，何种型式，装备何种仪表，能在何种有限的机场上降落，”等等。炮兵一旦作出选择，也就承担起责任。决定哪个军种使用哪种飞机，不是航空技术人员的职责。他们的责任是根据武装部队提出的要求生产出适合飞行的飞机，而不是飞机的军事用途。后者是他们不能胜任的。如果陆军或海军要求一种现在还不存在的新型飞机，自然要由技术人员研究这些要求，制造出所需要的飞机，同时向航空科学家建议在生产这种飞机时应遵循的正确方向。这些要求自然应是合理的，可行的。否则我们就会遇到这类荒谬要求，如要飞机能在空中停止不动。为了避免这种荒谬，只需要懂得作为我们文化共同遗产的基本知识。可以肯定，使用航空的人一旦感到他要承担选择的责任，航空知识很快也就会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



　　总之，航空技术人员应当关心的是按照要求生产出能够飞行的飞机，军方则应训练出飞行员去飞行和维护它。这样，军方和航空技术人员将各自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对自己的行动负全部责任，而避免干涉对方的活动。



　　我已说明，组织陆军配属航空兵的责任在于陆军。我不在这里讨论它的优点。为了预防反对意见，我只想说，给陆军提供一个配属航空兵并不会使军事组织产生重叠。这点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独立航空兵



　　为了避免使用一些一开始就显得极端的用词，我提出区分“配属航空兵”和“独立航空兵”，而不用独立空军——用于完成陆、海军都无法担负的战争使命的一切航空兵器，这些兵器今天在轰炸和驱逐方面已有了雏形。



　　空中进攻能向陆地和海上武器都无法达到的敌人战线后方进行，它证明对陆、海军都是有帮助的，这种空中合作对陆、海军有益。但并不是说这种空中武器必须置于陆军或海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否则至少会分散力量。而且在进行轰炸作战时，陆军也不仅使用陆基飞机，海军也不仅使用舰载飞机。上次战争经验告诉我们，敌人港口或内地城市可以由以陆地或以海上为作战基地的任何一种轰炸机进行轰炸。即使按照目前对制空权的有限理解，驱逐航空兵的职能，即便不完全是单独进行空中战争，至少也是在空中战斗。因此，不应把它置于陆、海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某一军种想用驱逐队警戒其战场的上空，那应是它的配属航空兵的事。



　　我曾详细阐述为什么独立航空兵在战争中应把夺取制空权作为不可缺少的使命，我也认为目前流行的指导轰炸航空兵和驱逐航空兵的思想不能实现这个目的。我也指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管现阶段对航空组织有什么异议，我相信至少必须承认：不对未来夺取制空权的斗争做好准备实在是十分愚蠢的。



　　第一步准备应是将轰炸航空兵和驱逐航空兵由陆、海军分出来，建立第一个独立的核心、种子。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在不太久的将来它将成为独立空军，它的强弱将根据拥有的兵器而定。但由于它是独立的，能在广阔范围内活动，它的兵器应由一个单独的预算予以提供。我深信，随着公众逐渐认识到制空权的重要，这个预算将会增加。同样，这支独立航空兵的组织和职能应摆脱外来的控制。尽管航空兵发源于陆、海军，它现在已经成熟了，应当得到解放，从而需要创立一个称职的机构来监督它的成长，这个机构应由熟悉一般军事学术并能接受新思想的人组成。这些人不必是技术专家，他们只需要懂得这一新的空中武器的巨大能力，作为起点这就够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决定最佳翼型的问题，而是要决定创建一支战斗部队所需要的最好的技术兵器以及在战争中使用它的最佳方法。



　　这个机构应当研究和解决各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很复杂而深远，但由于我们是从头开始，问题的解决可能容易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可以随时纠正。正是这个机构应当创立这一军事学术的第三分支——空中作战。我说“创立”因为它今天还不存在。让现有的轰炸和驱逐航空兵独立起来，可以在这方面取得经验。



　　总之，这个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与空军的关系将如最高军事委员会与陆军的关系一样，它也将相应地行使职权。



　　至此读者应当看到，尽管我画的是一幅巨幅油画，但我所建议的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却是可以实行的。



民用航空



　　空中航行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手段，关于它的未来，意见可能有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新的运输手段将发展下去。 [ 英译者注：这里表明杜黑正在尽可能地展望未来。 ] 人类依靠天才和勇敢，经过上千年的试验和失败而造出来的这种机器，是运输史上最快和最出色的发明。它的最终发展现在无法预言，但一切迹象表明它将有很长的寿命。



　　这种新的空中运输工具和其它交通工具相比有两个基本特点，即：



　　1．无论从它本身的实际速度，或从它能将起点和终点用一条直线连结来看，它都是现有最快的交通工具。



　　2．它不需要按通常意义理解的道路。



　　至今一切运输工具都由两种因素组成，其一就是道路。火车本身不能成为交通工具，汽车也不能在只由羊肠小道连接的两点间移动。在海洋交通上道路因素并不那么重要，但有时为了缩短水上距离需要耗费繁重劳动去建造类似苏伊士和巴拿马这样的运河。只有飞机能够不受限制地沿整个地球表面运动，只需要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



　　由于这两个重要特点，飞机已经加快了现有交通，并有可能在地球表面各点之间，不论它们多么分散和遥远，建立起更快速更经济的联系。建立更多更好的交通工具是我们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一事实鼓励了空中航行的发展。由于上述两个特点，它采取的形式将是能节省更多时间的远距离航空线。另一些将飞越没有正常道路和铁路的偏僻乡村，从而解决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不能设想人们会无视发展这种能将罗马与伦敦之间的距离缩短为几小时旅行的运输工具，而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埃及亚历山大与南非开普敦之间将比铁路更快地由航空加以连接。 [ 英译者注：1931年已由帝国航空公司连接。 ]



　　随着空中旅行逐渐变得更普及和实用，短途地方航空线和长途大型飞机航空线都将得到发展。即使现在也不难预见到，用于航空体育运动和私人旅行方面的飞机也将迅速发展。飞机已经承受了最大的考验，满足了最大胆的希望，而战争已经无可争辩地表明对飞机怀疑是何等短见。所有这些应当引起意大利关注，必须建立大量的空中航线，而且要快，其大部分应当扩及到地中海海域。欧洲三大国 [ 译者注：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 的轴线位于西北-东南方向，轴线穿过地中海将到达亚非交界的苏伊士。这些航空线的大部分将沿着这条轴线，构成一个巨大的航空网，汇集于英国，跨越法国、意大利。由此再伸向亚洲、非洲、巴尔干半岛。



　　由于战后意大利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占有有利地位，应当成为旧世界 [ 译者注：指欧，亚、非三大洲。 ] 航空交通的交叉点。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使意大利在空中交通方面处于一种特殊地位，但也使它承担责任，必须尽快做好迎接将要出现的变化的准备，以免丧失它能够掌握的巨大优势，变成外国航空开发的场所。



　　如果我们在海洋事业上利用了在地中海的地理和政治地位，那就更有理由要求在空中利用这种优势。它的范围更广，而我们是第一批进入的。在这个领域，一切事情等待去做，而我们又是在本国领土上。根据政治、道义、经济的理由，以及为了国家安全，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和地中海上空的空中航行应当飘扬意大利旗帜。这应成为我国航空政策的指导方针。意大利不应满足于仅仅作为连接外国航线的码头。为了充分利用它的有利地位，应准备满足在地中海空中航行的要求，并预见到需要自己去推动这种航行。



　　显然，建立都灵、罗马到亚历山大航空线将推动伦敦、巴黎、都灵线，再从亚历山大远至苏丹、巴勒斯坦线。因此，我们不仅应努力建立国内和殖民地的主要干线，还应准备建立连接我国海岸与非洲、亚洲，巴尔干半岛的所有航空线。也就是说，我们应成为旧世界各航线的交换中心。由于巴尔干半岛距我国比距其他大国近，那里的航空工业落后，就应当由我们来关心那里的国内航空。这件事容易做到，因为我国东海岸亚德里亚海各港口构成通向南俄和小亚细亚的天然基地，正好通过巴尔干区域。



　　根据这些考虑可以看出，意大利可能比任何别国更应重视空中航行的发展。除了上述一般的优点外，充分发展空中航行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应予以正确估价。



　　1．经济和工业上的好处。发展兴旺的空中航行反过来将刺激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这种工业最适合于我国的人才和资源。它只要求有限量的原料，而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而我们正缺少前者，富有后者。如果意大利认真对待，航空工业是它可以胜过别人的一种工业。



　　2．国家安全上的好处。人们希望这次世界大战将是最后一次战争，但是寄托于这种希望是愚蠢的。这次大战出现了空中力量，尽管时间来不及充分显示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民用航空工具的改善将提高空中力量的军事价值。在万一发生冲突时，掌握制空权的好处将比掌握制海权更大，掌握一支巨大的空中运输队伍，从军事意义上说，将相当于拥有一支随时准备保卫本国利益的巨大独立空军。



　　总之，大力发展地中海区的空中航行是意大利的一个机会，来利用命运赋予它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它的子弟鲜血换来的政治威望。它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在一个重大工业部门大显身手。它构成了政治力量、国家财富、军事安全的一种手段。



　　在计划建立国内、殖民地和地中海航空线时，我们必须由全局观念出发，考虑到上面列举的各种好处，而不要局限于计较当前的开支。最初的航空线肯定在头几年不会赚钱，这是因为成本高，而飞行又违背人们的传统习惯，将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敌视。但所有这些缺点短期内将被克服，竞争将会发展，航空线的成本将迅速下降。



　　飞行机器从字义各方面讲都是出色的，远远超过最大胆的想象。世界大战前如果有人说将有成千架飞机出现，会被认为是幻想。而空中航行正将以这种速度发展。几年内特快列车将成为不过是三等慢车，“高级列车公司”将要改名，国际邮件将全部由航空运送。



　　将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一发展潮流之中将是明智和有远见的。建立这些航空线的最初开支不会是白费，而是对未来的可靠的保证。



　　发展空中航行是一件国家大事，应由政府密切注意。建立航空线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不同领域内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应由一个具有内阁部长权力的国家机构来解决。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多少依附于陆军部或军械部的航空委员会被认为就可以了，因为它的活动限于采购某些武器。但在随后的和平时期，建议中的旨在发展空中航行的机构就应具有更大的权威和行动自由，同时要与运输、工业、邮政、陆军等部密切合作。



　　航空部应有权威和能力处理与航空有关的一切问题，不论其性质如何。这类问题数量会逐渐增多，重要性逐渐增大。考虑到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稀少，因此它的业务范围应逐渐而不要很快扩大。这有利于人们熟悉这个部的重要性，并培养更多的人去有效地处理未来航空发展中包含的越来越多的问题。



　　航空部有关航空线的职能可以是主办或协作，即，主要航空线可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下委托私人公司承办。但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将空中航行的控制权交给私人，因为后者主要关心的必然是个人收益，忽视国家更广泛的、不太直接的利益，这对于国家却更重要得多。既然当情况需要时，平时的民用航空能够并应迅速转为军用航空，航空部应当经常注视计划中的空运队的组织和装备，以便两者能迅速、不费力地转为战争手段。此外，航空部还应鼓励和促进次级航空活动，如地方航空线、体育和娱乐飞行，并关心巴尔干半岛和南美洲的空中航行以及整个航空工业，使意大利在未来航空世界中占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地位。



　　对这样一个具有近期发展可能和长远重要性的课题的阐述，(在处理这个课题时要求大胆和有想象力)，我们可以看到适时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构担负起这项工作是何等重要。在很短时期内，飞机本身及其应用已经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和完善。这方面的延误可能是致命的。为了不落后，我们必须赶快工作。泥腿不能与轻快的翅膀并存。在这一个相对尚未开发的领域，战争已经解放出大量的新能力和新资源，它们全都准备热心参加协约国胜利后应当到来的和平工作。在文明世界，到处有大量技术专家、熟练工人和工业部门已经转向这一新领域的生产。注意力大量集中到这种新工业上，大批的勇敢青年已学会了飞行术。



　　所有这些新能力将沿着一条新道路奔腾向前，这只能是空中的道路。各国将进行激烈的竞争以获取主要的空中航路，这些航路将以不同方式提供最好的报酬。由于意大利位于最重要的国际航线的中心，意大利和地中海必然将成为旧世界国际空中航行和平竞赛的场所。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好准备，满足这种新运输工具的要求。因此不仅有必要承担这项任务，而且要做得快和好。胆小和犹豫将会悔之莫及。



　　最后我还应补充，我认为，国家应迅速采取一种明智的航空政策，其基本点如下：



　　1．建立协调的国家监督，促进国内、殖民地，地中海的空中航行的发展，依据的原则是：通向非洲、亚洲，巴尔干半岛和南美洲的国内、殖民地、地中海空中航行应当飘扬意大利旗帜。



　　2．向航空工业提供保护，进行宣传，提供研究和试验经费以促进它的发展。



　　3．在促进空中航行和本国航空工业发展时，要创造条件使它们能迅速转为战争工具，国家应将一大笔国防经费用于进一步发展和平时期的民用航空。



　　具体研究这里概述的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只要求对航空问题引起注意。由于政府忙于国家事务，很容易完全忽视这些问题或者认为它们是次要的，而实际上它们对航空的未来具有头等重要性。



　　让我们拿一张罗马帝国的地图，看看它的威力如何由罗马向冲刷欧洲大陆的海域扩展。当年这种威力扩展表现为征服和同化。今天，意大利的新地位和使人们成为天空主人的新工具能够形成一种类似的扩展，但这次是和平的。曾是早期文明最大帝国的中心的罗马，在最后一次文明扩展中应成为最快的交通工具的中心，即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航空港。在这个文明中心上空应当飘扬沐浴着光荣战绩的三色旗。



　　以上是我在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1919年1月16日出版的《新文选》一篇文章《地中海空中政策》一文中所写的话。当时写的今天仍然正确。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否定了我在上文中表述的观点。不幸意大利没能在空中开辟道路，而在这两年中，国外已经完成许多工作。如果我们看看欧洲地图上现有的和计划中的航空线，就能看到它们如何包围着意大利，使它几乎变成旧世界空中交通的障碍。无论从我们本身的利益或从国家责任讲，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了。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能发展本国的航空事业，就不得不让外国人在意大利经营他们的航空线。 [ 原作者注：这段话写于1921年，今年，1926年，我满意地看到一个良好开端，我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正在付诸实施。 ]



　　我关于民用航空所说的一切在于表明，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国家应该促进民航的发展。有些民航活动与国防直接有关，有些则不是。国防机关不必关心后者，因为那些活动已经超出了它的管辖范围。一般来说那些是属于整个国家应当关心的事。与国防直接有关的活动应当由负责国防的机关来关心。



与国防直接有关的民航活动



　　这类活动就是储备能直接用于国防，即用于独立航空兵和配属航空兵的手段。这就是可以转变为独立空军核心的轰炸和空战专业人员。



　　民用航空使用飞机、训练飞行员并在实际活动中储备这些人员、利用各种航空设施。这就是国防机关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一切手段。例如飞机，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能很快很方便地转为作战飞机。由于这些手段也能满足国防需要，国防机关也就对民航的发展发生兴趣。关于人员训练，对民航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发生战争时能立即作好动员准备，在平时则应进行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以满足动员时战争勤务的需要。要满足这种条件，应由国防航空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还应当给民航部门补贴。这种补贴数目可能很大。如果实际计算出军事当局训练和保持一名飞行员的费用，这就是军事当局为训练和保持一名飞行员能向民用部门补贴的最大限额。这个最大限额很高，而补贴数额可以低得多，从而达到节约目的。



　　至于飞机本身，即使在军事航空界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用飞机不能用于军事目的，认为两种飞机应具有不同的特性。我称这种意见为误解。因为，即使不考虑其他，事实上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富裕到能保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充分的军事航空力量。一切国家不论贫富，都不得不需要将它的民用航空力量用于军事目的。



　　从绝对意义上说，一架能满足军民两方面要求的飞机对任何一方都不是完美的飞机。对这点没有人争论。但绝对的事不存在。在实践中我们永远必须努力在两个极端间求得妥协。这种妥协对军事航空是有利的。理由是：它依靠经常在活动的民用航空，就能始终掌握最新式的飞机，如果完全依靠自己，就会发现常常装备着老式飞机。



　　上述误解还来源于下述事实，即今天的军事航空使用的飞机几乎全部要求性能极高，而民航用的飞机只要求中等性能。而我要重复，进行空中战争的飞机，除个别空中作战活动外，并不要求性能极高。 [ 英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中堡垒”飞机的出色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杜黑的观点，这种飞机是民用运输机的改型。 ] 战争是由大批的人和机器进行的，只要是大批则不论是人或机器，就只能是中等性能的而不会是最高性能的。在讨论独立空军时，我曾指出它要求有中等性能的飞机，多少类似商用飞机性能。因此，军事航空能使用民用飞机，加装一些特殊的但不是超级的设备。而民用航空也不难满足这些条件，并能因为与军方建立这种关系而得利。如果考虑到每架军用飞机每天的活动费用，就能立刻明白军事当局对一架民用飞机活动一天所应支付的最大补贴额。这种考虑足以说明军事航空能给民用航空多大的补助。



　　这种财政补助理所当然应当包括在军事航空的经费份额内。随着民用航空的发展扩大和自给自足，这种财政补助将逐渐减少，从长远看，最终将减到最低限额，同时保持着一旦发生战争，能吸收民航成为一支有效打击力量的能力。这种为军事航空利益而开支的财政援助应完全由军事当局掌握，因为它是唯一适当的机构，能决定民航的物资和活动应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对军事直接有用。



　　不仅如此，军用航空还可以提供更多合作来帮助民航发展，可以委托后者担负一些非纯军事的活动，训练飞行员、机械员、维修人员。总之，各种非纯军事的专门技术训练，都可以交给民航去办。飞行员不论军民都应成为他们飞机的主人，机械员不论军民都应懂得发动机，并了解如何使其保持运转。因此，所有航空技术训练都可以委托私营企业，这样可以减轻军事机关的负担，降低开支，并刺激私营的事业心。



　　军事航空能为民用航空做许多事，同时又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干扰。前提是两家的不同权益能够明确区分，互相体谅，没有误解，消除对于航空(尽管它还年轻)已经形成的一些成见。



与国防无直接关系的民航活动



　　这类活动和其他活动一样，与国防只有间接关系，它不应当给军事当局增加其职责范围以外的负担。这类活动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应由国家支持，通过按其用途分配的单独预算来体现。这类活动包括涉及航空科学进步和工业进展的各方面，改善我国航空工业、商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的各方面。这个领域由于明显的军事原因，国防部门永远不能直接参预。



　　所有国防机构能从航空科学进步和工业进展中间接得益，但它无力促进这些进展。一切从事航空科研和试验的军事机构应由受过训练的文职人员掌握。我认为它应置于公共教育部监督之下，因为航空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并不具有特殊的军事性质。所有这类机构应对全体航空研究人员开放，不论他是不是军人。这样就可以避免垄断，因为一切垄断必将导致萧条。按这种安排，如果军事部门需要某种特殊类型或具有特殊设备的飞机，它只需向这些机构提出要求，请他们研究这个问题，生产这种飞机。我确信军事部门将比通过其他途径能得到更快更满意的答复。



　　军事领导部门不应负责监督民用飞机的适航性和飞行员训练，正象它不必操心汽车的制造和管理一样。如果国家认为应管理这些事，它应象监督公用事业和驾驶执照那样通过某种民政机构办理。军方介入这些事，不仅增加了额外负担，而且会在军航和民航之间产生不和。为了双方利益这是应当避免的。



　　为了增进人们对航空工业的兴趣，应当举办航空比赛、飞行表演、竞争、展览等等进行宣传。这些活动也应交给民政部门或私人企业去办。除非有军用飞机参加表演，否则军方不应介入这些活动。这类体育性和竞赛性航空活动很可能将会发展，完全具有新特点的新活动也会出现。但是我要重复，军事部门不要介入。要摆脱妨碍其本身活动的这类沉重的额外负担。他们要干的事已经够多了。



　　我说过，国家应建立专门预算用于对国防无直接关系的民航活动。军事当局没有能力将这笔预算分配到各种活动中去。需要建立一个民政协商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提出预算分配建议。



中央组织



　　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管理军航和民航的中央组织应遵循下列原则：



　　1．配属航空兵归属陆军和海军，由它们分别提供预算。



　　2．为独立航空兵提供单独预算，这即是未来独立空军的核心。



　　3．为民用航空提供单独预算。



　　接受这三条原则完全不是说发展航空需要更大开支。相反，它仅要求将现在武断处置的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



　　4．将一切非军事性航空职能由军方转交民航，以减轻军航的负担。



　　5．由各自的组织明确规定和控制分属陆、海军的配属航空兵和独立航空兵的航空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这些组织应对这些兵器的编制和使用进行完全控制。



　　这点符合分工负责的要求，是进步的标志。



　　根据上述主要原则，中央组织可以按下述方针建立：



　　1．(1)陆、海军配属航空兵对其所需的器材不承担航空技术职能，而由一个技术机构(我在后面将谈到)按要求的数量和质量向它们提供特种技术器材；(2)陆、海军配属航空兵不对其人员进行航空技术训练，这种训练将由后面谈到的一个航空技术机构负责。



　　2．我已指出，应当创建一个机构，负责在预算份额限度内监督所建议的独立航空兵的组织。这个机构起初将对现已在它管辖下的轰炸机和驱逐机进行考察，以决定独立航空兵的组织、指挥、训练和使用。同上述一样，这个机构不承担航空技术职能。



　　3．应当创建一个机构(制造局)负责按质按量向各个航空组织提供它们所需要的特种器材；这些器材应当完全来自私人工业。



　　4．应当创建一个机构(人事局)为陆、海军配属航空兵和独立航空兵的人员按质按量提供专门的训练，这种训练完全由非军事部门担负。



　　制造局和人事局行使其职能时不应包括执行机构或学校，它们应是精干的机构，只负责指导各种活动，输运人员和器材。它们应对输送的人员和器材的质量负责。为了消除这些机构分散工作造成的浪费，它们应置于一个最熟悉航空的负责监督独立航空兵的部门的直接监督之下。



　　5．应当创建一个协商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建议如何最好地使用民航拨款，研究将现处于军方管辖下面基本不是军事性的一切航空活动移交给民航部门。



　　这就够了。我们对2、3、4、5节中“创建”一词不应感到奇怪。我认为这个词比“改建”好。尽管上述主张很简要，事实上，所提出的组织原则要求撤销现存的许多机构，而创建一个新机构，这些现存机构的职能是混乱的，重叠的，或完全超出范围。



　　我说过“这就够了”。但再一想又觉得不够。应当有一个部门将所有这些航空机构和它们的职能协调为一个负责的、工作顺畅的整体，将它们在一个单一、全面的方针下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只能通过航空部来实现。要授权给一个人使其负起全部责任，他必须能为此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



　　如果今天我国的航空规模还很小，这不要紧。航空，不论军用和民用，正在迅速扩大，我们也不知道它明天将到达什么程度。如果我们目前的航空规模不大，那么一个不大的航空部也就够了，但它应头脑清醒并能够为未来作准备。只要我们有这种愿望，就能从小发展到大。既然我们对新事物没有准备，就不得不从小处开始。



　　因此，我坚持认为我们的航空机构需要有自己的头，要创建航空部。在这里，探讨中央航空组织的细节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中央组织成立后，细节就会随之解决。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计划和工作，其余将自然随之解决。



空中航路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需要再研究一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空中航路问题。飞机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的道路。对于飞机，整个天空都是不受限制的道路。海洋对于船只也是无限制的道路。然而海航行要取得最好结果，取决于在陆地上做好准备。空中航行也一样。理论上飞机只需要出发点和到达点，但在实践中，在飞机飞行前必须在地面做好充分准备。飞行的顺利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地面所做的准备，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多山的、分隔的、遍布耕地的国家更是如此。



　　除非我们准备好空中航路，否则很难指望发展空中航行。在前次战争中，我们没做多少准备就进行了一些空中航行。这是因为当时战争带来的风险要大得多，其他风险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而在和平时期，各种风险都应减至最小程度。



　　对空中航路要求很少：良好的起飞着陆场，某些应急着陆场，一个有效的通信系统，在主要基地具备有效的维护和修理服务设施。但这必不可少的“很少要求”却必须做到。航线网是由连结大的交通干线的线路构成的。为了对国家最有利，航线网应有助于民航的发展和军航的使用。开辟新的空中航路能促进国家利益。



　　建立航空线有利于整个国家，因此应是国家的责任。我国的形状清楚指明我国主要航空线应取的航路是两条，一条沿海岸；另一条经过波河流域，伸向地中海的各条航线将在此连结。这个三角形网络将在国防上迅速获得重要作用，将使我国从障碍变为枢纽。它能促进西班牙、法国南部和巴尔干各国之间，以及中欧、非洲和亚洲之间的空中交通。同时这个三角形网络还能用于未来的战略空中机动。例如，可以在波河谷地或沿海前线迅速集中航空部队。



　　这就是绝对必须的最低要求，没有它就不能指望我国的空中航行会有进展。因此，这是国家应该准备的第一批航路之一。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应当成为这件事的企业主，成为航空线的经办人。相反，国家只需鼓励、关心航空线的建立和有效的运行。由于至今国营事业效果不可靠，航空线的经营应当明确地委托给私人企业。随着合适的机场和其他地面设施的建立，随着经营得法的民间企业得到鼓励和充分资助，随着军事航空各种职能在一个胜任的权威下得到分工和协同，随着对一个肯定的未来产生新的冒险热情，航空最终一定能在天空获得自由。由于具有天才和勇敢的人们，有晴朗的天空和海洋环抱的陆地，有在这里诞生的文明，我国航空定将作出巨大贡献。














	

 






	















	







	







	









 





	


	







	








	




	


第一部 制空权 第一篇




	







	

 



	


	



结论




　　读者现在应当看到，我大胆地展望了未来。我的观点不是建立在任意的空想上，而是建立在今天的现实上，由此将产生明天的现实。不仅如此，读者还会看到，虽然我在明天的现实中看出了一些能吸引最冷静头脑的事物，但在谈到实际问题，强调今天应当做的事时，并没有提出什么革命性的建议。相反，我只限于提出协调和统一现存事物的简单建议。



　　我们面对着这种必要性：要提高当前的效益，为明天创造条件，不是安于现状无所作为，让光阴流逝。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坚定地认为，未来将证实我的论断，空中作战将是未来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不过面对现实，我并没有建议组建独立空军，我只是建议成立一个合适的机构研究这个问题并提供试验手段。这是目前对这个问题能提出的最起码的建议。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要把头埋在沙里，就不能无视这个建议。



　　不管我的建议如何，起码我已感到满足，因为我坚信无疑地认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按照我所作的推理，即或不是按其字面，也肯定是按其精神去解决它。如果我对这一问题的长篇论述和深切关心使我能吸引当权的人播下良好的种子，我将认为是对我的极大的奖赏。这颗幼树将成长，将成为参天大树。



1921年于罗马














	

 






	















	







	







	









 





	


	







	








	




	


第一部 制空权 第二篇




	







	

 



	


	


　　１ [ 注 ]



　　在《制空权》第一版出版时 [ 原作者注：第一版只有第一篇，第二篇首次出现于1927年出版的第二版。 ] ，因为我不愿过激地推翻对航空问题的流行见解没有把我对航空问题的全部见解表达出来，我认为还是比较明智的。我当时的目的仅是要为接受和执行一个最低计划开辟一块场地，以便为未来的进展提供一个起点。



　　1921年，我们只有一支配属航空兵——甚至还够不上，也就是说，只有一些旨在配合和促进陆上和海上作战的航空兵器。尽管航空兵在战争中提供了服务，但它实际上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尤其是军界。当时即使有人注意到陆海军的需要，可是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空军的需要。既然情况是这样，当时的问题就是要引起人们注意“制空权”这个概念，注意它的重要性，要求考虑更适于夺取制空权的手段，要求接受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空军这一观念。这些都是在一场大战之后不久出现的(在这场战争中，空中力量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它违背了所有那些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未来的人们所抱有的信念，而这种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很多的。



　　这是个危险的领域。尽管陆军部赞助出版了《制空权》，使它取得了半官方的地位，但没有一个高级的陆海军权威人士愿意屈尊关心一下这个问题。一直到向罗马进军 [ 译者注：指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党向罗马的进军。 ] 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随后发生了革命，才真正激发了思想解放。显然，我在第一篇中阐述的想法即使不被认为是愚蠢的，也会被认为是可疑的，有人则由于天生的精神惰性而不加注意。我当时为了照顾一些人的习惯，保留了配属航空兵。这不是作了很大牺牲吗？确实是这样。在第一篇，我力求说明独立航空兵的极端重要，同时承认，在目前应当保留配属航空兵，虽然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确信二者不能并存。我承认这是我的弱点。但按照常情不得不如此！不过，如果仔细阅读第一篇，就应当完全明白我认为辅助航空兵是无用、多余和有害无益的。



　　在“独立空军和配属航空兵”一节中，我作出结论：“除非拥有一支在战争中能夺得制空权的空中力量，充分的国防不可能得到保证”，随即补充道：“一个组织良好，决心夺取制空权的敌人将如何轻而易举，而我方分属陆、海军的配属航空兵面对决心征服天空的敌人独立空军又将是何等无能为力。”这就表示一支配属航空兵如果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一文不值的。因此，配属航空兵在战时是无用的，不仅如此，还是有害的，因为它的兵器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简而言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任何努力、行动、资源如果脱离这一主要目标(制空权)，都会使夺取制空权的可能性降低，使战败的可能性增加。”任何时候脱离这一首要目标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保持一支配属航空兵是一种“错误”，但我承队它有权存在。这样就不至过激反对那些认为取消配属航空兵是太大冒进的人。配属航空兵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空中力量，而要创建的独立空军却是战争中没有出现过的新事物。



　　虽然我承认了它，但我当时并不想讨论它。在配属航空兵一节(第四章)中我写道：“组织陆海军配属航空兵的责任在于陆海军。我不在这里讨论它的优点。”在同一节的前面我写道：配属航空兵应当：“(1)分别列入陆、海军预算；(2)由编制到使用，完全置于陆军或海军的直接指挥之下。”



　　只要我承认配属航空兵，上述立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在作出这种让步时，我心中有一个更远的目标。我想，当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配属航空兵组织起来，而陆、海军不得不从自己的预算中为它开支，又不得不认真研究它的组织和使用问题时，它们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认识到这种配属航空兵是无用的，因而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违反公众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不象现在这样表明唯一值得存在的空中组织是独立空军的主要原因。



　　２



　　对独立空军一词(我认为自1921年以来我已经说清楚了)，我指的并不是能进行任何军事行动的任何空中力量，而是指能够夺得制空权的一支空中力量。所谓“制空权”，我指的也不是高度空中优势或航空兵器的优势，而是这样一种态势，即我们自己能在敌人面前飞行而敌人则不能这样做。有了这个定义，下面的论断就成为不证自明了：制空权为掌握它的人提供优势，能保护自己整个领土和领海免遭敌人空中进攻，同时能使敌方领土受到我方进攻。



　　根据现代飞机的运载能力和航程以及现代破坏物质的效力，上述优势即表示一个拥有充分空中力量的国家能够摧毁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就是说，不论其他情况如何，这个国家能取胜。这是不容否认的。因为敌人物质和精神抵抗要靠进攻来摧毁，而进攻能用飞机来实施。问题将只是确定为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抵抗所必需的空中进攻的数量和质量。这一点我们目前还用不着考虑。以这个前提“拥有充分空中力量”，我只是想说明空中力量应当与目的相符，即，它应当有力量对敌人发动一定规模和程度的进攻，足以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现在，如果一支充分的空中力量夺得了制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胜利，那么自然就立即得出结论：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空中力量，即独立空军，是保证胜利的适当手段，只要它能以充分力量夺得制空权，则不问其他情况如何都能保证胜利。



　　既然不能否认飞机能飞，炸药能破坏，那么否认上述不证自明的真理，也就是否认能夺得制空权，或否认我所说的能控制天空。



　　为了夺得制空权，即，阻止敌人飞行同时保持自己能飞行，就必须剥夺敌人使用其全部飞机的能力。目前我们还不需要研究如何做到这一点，只需表明有做到这一点的实际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敌人的飞机可以被击毁，或用飞机在空中击毁它，或由空中攻击其维修、集结、生产场所将其击毁于地面上。这种击毁敌飞机的行动，反过来将引起敌方阻止这种行动的报复性反行动。行动与反行动，这就是交战。



　　当我说独立空军应当是一支能为夺取制空权而战的空中力量时，我的意思是它的构成必须能粉碎敌人的反行动，摧毁它的飞机。阻止敌人飞行，当然不是说甚至连它的一只苍蝇也不准飞。从绝对意义上说，肯定几乎不可能摧毁敌人全部飞行器。只要敌人的飞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数量，不能再对整个战争采取任何真正重要的空中行动，就算获得了制空权。即使敌人还有几条船，一支舰队也可以说已经夺得了制海权。即使敌人还有几架飞机，一支独立空军也可以说已经夺得了制空权。所谓掌握制空权是指可以在敌人面前飞行而阻止敌人这样做，即是有能力对着敌人飞行，伤害它，而敌人却被剥夺进行同样行动的能力。



　　我应请求原谅这样长时间阐述我的“制空权”定义。我这样做是因为这个词通常用得很含混。“制”空权常常与空中“优势”或“高度空中优势”混为一谈。但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谁具有空中优势或高度空中优势，就能够较容易夺得制空权，但在他夺得制空权之前，他并不掌握也不能运用制空权。 [ 译者注：作者在第三部第一章中，认为只要含义不变，也可以用“空中优势”或“空中霸权”这类词代替“制空权”一词。 ]



　　上次战争末期，人们常说我们已经拥有制空权，其实只不过有了空中优势，甚至没想到利用这种优势去夺得制空权。因而，尽管我们有了空中优势，却没有制空权，敌人仍继续进攻直到停战之日。最近有些人提出了相对制空权概念，局限于天空一定范围的制空权。这是又一次将优势与控制相混淆。航空兵的速度和活动范围很大，不允许将天空分成小块，上述概念实在是错误的。在空中较强并不意味控制它，因为控制天空意味着主宰天空，不容许有任何程度上的差别。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作为较强的一方，我们就等于不能避免让较弱的对手仍有可能伤害我们。



　　因此，当独立空军的组织适于赢得夺取制空权的斗争并能用充分力量利用这种制空权时，不论其他情况如何，它是保证胜利的最好方法。



　　因此，独立空军要成为取胜的最重要因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它必须能够赢得夺取制空权的斗争。



　　2．一旦夺得制空权，必须能够加以利用，有力量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



　　第一个条件是最重要的，第二条是必需的。一支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的空军，即是，能赢得夺取制空权的斗争而不能利用它，以充分力量粉碎敌人的抵抗，将处于这样一种地位：(1)能使自己领土免遭敌空中进攻；(2)能使敌领土领海受到空中进攻，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力量粉碎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换句话说，一支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的空军不能决定战争结局，还必须依靠空中作战以外的其他条件。而一支能够满足最重要的和必需的两个条件的独立空军，不论其他情况如何，将决定战争结局。



　　当独立空军只满足第一个条件时，战争结局将取决于陆上和海上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赢得制空权的一方将处于什么地位呢？显然，如果空军夺得制空权后仍然能保持较强力量，这一方将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1)它将使敌陆海军成为瞎子，而使自己的陆海军能看得远；(2)它将可能对敌实施空中进攻，这种进攻即使不能完全摧毁其物质和精神抵抗，也将严重损害和削弱这一抵抗。因此，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的独立空军也能为胜利采取有效的行动。



　　３



　　配属航空兵的定义是，为协助或促成陆海军行动的空中力量集团，或为陆军或海军提供特定服务并严格限于这一目的的空中力量集团。因此，它不是用于夺取制空权的。这就是说，配属航空兵完全不能影响夺取制空权斗争的结局。另一方面，既然夺得制空权就是使敌人陷入不再能飞行的地位，失败的一方也就被剥夺了使用配属航空兵的可能。换句话说，使用配属航空兵的可能性取决于夺取制空权的结局，而对这一结局，配属航空兵完全不能施加任何影响。



　　结果，分给配属航空兵的航空兵器是脱离了最重要目的的兵器，如果这个目的不能实现，也就毫无价值。既然从主要目的分散力量会导致这一目的的失败，将航空兵器分散给配属航空兵就会导致夺取制空权斗争的失败。其结果，配属航空兵也将成为无用。



　　考虑到夺得制空权以后，(如果有必要)，没有什么能阻止从独立空军派出部分飞机去执行配属任务，那么我们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即配属航空兵是无用、多余、有害的。无用是因为如果没有制空权它不能活动；多余是因为如果夺得了制空权，可以用独立空军的一部分执行配属任务；有害是因为分散了实现最重要目的的力量，使得这一目的更加难以达到。



　　当配属航空兵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时，上述论断看来是大胆的，而我在1909年写的这段话就更大胆了：



　　……制空权将变得和制海权同等重要……文明国家将武装起来，准备未来战争。正如以往陆军和海军一样，在经济力量限度内争夺优势的竞赛也将在空中力量领域中开始，……空中力量将自动地不可避免地急剧增长……争夺天空将是艰苦的……航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意义重大的空中作战，……我们必须习惯于空中作战思想……从现在起，指导航空兵器的观念应当和指导陆地和海上兵器的观念一样。要有空中战争观念……作战飞机首先应能在空中对其他空中武器作战，而不能仅仅只执行一些特定任务如观察、联络等等……除了解决航空兵器的技术问题外，空中战争还包括要解决空中力量的训练、编制、使用等等许多问题，这就要求创建前所未有的军事学术的第三分支，这一分支可以准确地被称为空中作战学术……陆军和海军不应把飞机看作仅是在一定环境中使用的辅助力量，而应看作是战争大家族中第三位兄弟，年轻但重要性并不差……我们应促进空中作战的开始并作出贡献……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点，确实是奇怪的！ [ 原作者注：见1909年《准备》报。 ]



　　这些大胆的论断来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铁一般的逻辑。尽管它的真正内涵现在还未被充分理解，但已成为一般常识。因此也可以希望我今天所说的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常识，因为它也是建立在相同基础之上的。



　　让我们举例来检验这个论证。AB两国具有相同的人力物力资源，它们各自的空中力量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准。A国用它的全部资源建设一支能够夺取制空权的独立空军，而B国却将它的资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创建独立空军，而另一部分用于建立配属航空兵。显然，A国的空军比B国要强。因此在战争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A国将赢得制空权，而B国将不能使用它的配属航空兵。换句话说，B国在空中战争中将被击败，因为它从独立空军分散了资源去建立配属航空兵。这成了它失败的原因，因此也是无用的。无论我们怎样看，结论都一样：配属航空兵是无用、多余、有害的。



　　世界大战中飞机全部作为配属使用，这是真的。但这表明什么？只是表明制空权的价值未被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去追求它，也没有准备用于夺取它的手段。大战爆发时，航空还处于幼年。少数人相信它，但他们并不掌权。事实上他们被看作是鼓动家、幻想家。交战各国军事当局并不相信航空。更坏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完全不了解它。只有德国对空中作战有一些认识，幸而德国被引进了齐柏林死胡同，他们相信飞艇而不相信飞机。



　　航空进入战争更多是出于被动而不是自觉，更多是顺从公众意见(他们比军事技术当局看得更清楚)而不是相信它的价值。它完全听其自然并被当作第二等勤务。在意大利有一个短时间它被置于后勤保障队 [ 英译者注：类似美国陆军的军需兵。 ] 之下。谁也没有注意它，直到炸弹象雨点般落到了总司令部头上。



　　在这种条件下，又能怎样来使用这一最新的兵种呢？显然，是经验主义的，只用于局部的、特定的目的，换言之，是辅助性的。



　　航空兵在战争中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那些表现勇敢和主动的人们。他们尽管没有军事当局的支持，有时还遭到反对，却完成了许多工作。但是航空人员不能掌握战争全局。他们只能局限于向他们展示的狭窄领域。当象我这样的人(我于1915年建议建立国家独立空军，1917年建议建立协约国空军)想要引起最高军事当局注意应将航空兵器作为实现战争总目的的单独兵种时，军事当局对这件事却不屑予以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一贯的、真正的空中作战不可能也没有得到发展。能够发展和实际发展的只能是局部空中活动，零乱而无组织，因为它是以本能而不是以理智作指导的。



　　由于从高空容易看清和投下物体，人们接受了侦察和轰炸，由于需要防御它所造成的损害，人们接受了驱逐机。战争中全部航空活动仅在于此，没有再进一步。在整个战争中，敌对双方的空中力量相互侦察、轰炸、驱逐。夺得空中优势的一方比劣势一方进行更多的侦察、轰炸、驱逐。航空兵死死地束缚于地面军队，离不开它，其活动也只限于在战场上为这些军队直接服务。人们不了解这种关系妨碍了航空兵，它的活动领域完全不同于地面军队的活动领域；也没有认识到一旦打破这种束缚，航空兵就能大显身手。尽管如此，环境迫使人们承认航空兵具有巨大价值。如果由真正懂得它的人来掌握，这个最新兵种还有什么不能完成的呢！



　　根据这些，上次战争的经验能教会我们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教会，事实上正是因为航空兵是依据错误判断来使用的。显而易见，使用一个不了解的、任凭其自由发展的兵种，是不可能得出正确判断的。由于上次战争中航空兵的使用是经验主义的，没有指导原则，未来战争中我们还应这样做吗？我认为，提出这一点比指出配属航空兵无用、多余、有害是更为大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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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独立空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最重要条件，即，具有足以夺得制空权的实力；(2)必需条件，即，在夺得制空权后仍保持实力，能利用它粉碎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



　　我还指出，如果制空权的定义是象我说的那样，是指一种能在敌人面前飞行而阻止敌人这样做的地位，那么，(1)一支能够夺得制空权但没有力量用它粉碎敌人抵抗的独立空军，仍然能进行对赢得胜利非常有效的行动，(2)一支夺得制空权又有实力粉碎敌人抵抗的独立空军，能不管地面情况如何而赢得胜利。



　　这两个论断是不证自明的，只要不改变上述含义，就不能被推翻。



　　为了夺得制空权，即，使敌人处于不能飞行的状态而保持自己的飞行能力，就必须使敌人丧失一切飞行器。这只有通过摧毁它的飞行器而自己至少仍能保持一部分完整无损的飞行器来实现。



　　利用制空权以求粉碎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就必须在夺取制空权以后仍能掌握足够数量的航空兵器，能对敌人进行足够强大的进攻以粉碎它。



　　这两条也是不证自明的，不容含糊的。



　　敌人的飞行器可以在空中或地面、在维修中心、集中地、生产中心等地找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空中进攻将其破坏。陆上或海上力量没有任何办法能对这种破坏予以合作或配合。在夺得制空权后能对敌陆地或海域发动的空中攻击，显然也只能由空中力量进行，无论陆军或海军对此都不能给以任何合作。因此，在考虑争夺制空权和发动空中进攻时，可以看到被派去完成这件事的空中力量，即独立空军，不应当也不可能在任何方面依靠陆海军。



　　这完全不是说，为了达到共同的最终目的，独立空军的行动不应与陆军和海军的行动协同。这只是说，这种协同应当由指导国家全部武装力量的使用的当局来计划。也不是说独立空军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也不应当与陆海军直接合作，在特定的作战行动中予以协助，正如陆海军相互合作一样。显然，有时会有这种情况，领导国家全部武装力量的当局在夺得制空权以后，认为有必要指定独立空军或它的一部分放弃它的独立性，暂时为陆军或海军指挥官服务。



　　为了能成功地摧毁敌航空兵器，必须克服敌人为阻止这种摧毁而设置的种种障碍。这时将发生真正的空中作战直至其最终结局。事实上，谁夺得了制空权，就将面对一个不能飞行的敌人。对于一个丧失了航空兵器的敌人，就不会有空中作战。一支独立空军在夺得制空权后，其一切行动必然将指向地面。这些行动在决定战争结局上将起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绝不能被归之为空中作战行动。因此，争夺和掌握制空权就是独立空军应当承担的空中作战的独特目标。



　　要剥夺敌人的飞行器，就应在能找到它的任何地方，空中或地面，加以摧毁。因此，如果一支独立空军要能承担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必须能在空中或对地面进行破坏行动。一支空中力量要能在空中摧毁对方，只能靠空战，即，使敌人遭受比它能发出的更有效的火力。换言之，空中的破坏行动只能用适于空战的方法来进行，为了简便，我称之为“战斗手段”。为了摧毁地面的空中力量，必须用破坏力攻击地面，这通常只能由轰炸来实现。也就是说，对地面发现的敌方部队只能用轰炸来摧毁。因此，独立空军应当拥有战斗机和轰炸机两者。这样，我就从另一途径达到了我在第一篇中同样的结论。



　　在独立空军中，这两种力量能够缺少一种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能，理由是：



　　1．单独由战斗机组成的独立空军，即，只能对空中敌机采取破坏行动的力量，当敌人避免接触时，可能陷入无法行动的地位；而敌人只要降落到地面上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这时它难以被对方空军观察到。一支单独由战斗机组成的独立空军，即使在飞机方面占有优势，也将由于在空虚的空间中无益地活动而精疲力尽。当它对抗一支虽然战斗机处于劣势但有轰炸机的空军时，即使想达到保卫自己领土免遭敌方空中攻击这样一个消极目的，也会遇到极大困难。因为敌人利用空中攻击的快速性，能够避开战斗，进行突然的攻击。因此，单独由战斗机组成的独立空军不是真正的独立空军，因为它不适于夺取制空权，也不适于仅仅要保卫自己领土免遭敌方攻击。



　　2．一支只有轰炸机的独立空军在空中作战时只能避开空中遭遇，进行突然袭击，它不能抵抗敌方的攻击。



　　一支兼有战斗机和轰炸机的独立空军能够在敌空畅行无阻并能对地面实施进攻。



　　因此，没有战斗机是两害中较轻的一种，虽然只有轰炸机的空军也根本不是一支独立空军，只不过是它的起点。



　　因此，一支独立空军应当既有战斗机又有轰炸机。按照什么比例呢？为了使一支独立空军能够自由机动并能将自己的意志加于敌人，它应当即使有敌人抗击，也能飞向敌方上空的预定点。即是，它应使自己处于能打退敌人抗击的地位，这种抗击是通过敌人战斗机的活动而来的。如果其他条件相等，要想处于胜利地位，在战场上就应当更强。因此，战斗机应当力求比敌方战斗机更强。至于轰炸机，显然最好有尽可能最大的数量，因为不管情况如何，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总是最有利的。因此，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可能有个固定的比例，两者都取决于不同的环境。



　　由于这些原因，对于独立空军的组成，只能说：(1)应当使战斗机部队比敌人同类力量更强一些；(2)应当使轰炸机有达到最大效果的最大实力。要永远记住独立空军不能缺少这两种飞机任何一种，必须尽一切力量防止缺少这种或那种飞机。



　　联系到所说的这些，让我们设想有一支独立空军，它具有：(1)优于敌人的空战能力；(2)一定限度的用于进攻的轰炸力量。有了这样一支空军，我们就能在敌空到处飞行，飞向选定的任何目标，沿最有利的航路快速航行。因为或是：(1)敌人的独立空军将不会企图对我抗击，我方将自由通行；或(2)敌人将试图抗击但未能接触，我方将自由通行；或(3)敌人将以劣势的战斗力量进行抗击，我方能克服它，我方也将自由通行。



　　结果，在第一、二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受阻碍地对地面作战，按照我方轰炸力量的大小对敌造成损害。第三种情况，我们将使敌人在空中遭受失败，然后就将按照我方轰炸力量的大小对地面造成损害。



　　如果我们选定敌人的飞行设施——维修中心、集中点、生产中心等作为目标，那么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我们都能造成损害，从而削弱敌人的空中潜力。因此，每当我方独立空军直接攻击敌人地面目标时，无论如何，都能削弱它的空中潜力。将敌人空中潜力削减为零，即夺得制空权，这只要我方空军能紧张地活动，能拥有较多的破坏地面目标的飞机，能慎重选定目标，就能迅速实现。



　　对于我方的这种行动，敌人独立空军又能采取什么行动呢？它会直接对抗吗？显然不能。因为它或是不能遇到我方而只能在空荡荡的空间游动，或是能遇到我方而被打败。它会不会避开战斗而反过来攻击我方领土呢？显然，这正是它应当做的，因为只有当它能避开战斗时，才能打击我方，从而削弱我方空中潜力。



　　两支战斗力不同的独立空军之间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将显示以下特点：



　　1．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没有受到敌人行动妨碍从而能执行自己意志的空军，将以充分的机动自由来活动，能选择最有用的目标。



　　2．战斗力较弱的空军将力求避免战斗，而去摧毁它认为最有用的目标。



　　这就是，两支空军的行动将是类似的。但斗争的特点是较弱的空军必须首先考虑能在行动中保存自己。让我们假定在这一斗争中较弱的空军能够在行动中保存自己，即避免了战斗，这时双方空军的每一行动都将是削弱对方的空中潜力，而首先能把造成的破坏积累到足以消灭对方空中潜力的那支空军将夺得制空权。因此，如果较强的空军必须尽可能紧张地活动，必须对地面施加最大的破坏力，必须选择最能有效地削弱敌人空中潜力的目标，那么较弱的空军就更有理由这样做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1．一旦冲突开始，就应立即以最大可能的强度进行空中作战。独立空军应常备不懈，一旦行动开始，就应准备毫不松懈地战斗下去直到夺得制空权。至于独立空军能展开的进攻规模和进行的强度，我们不能指望尚未准备好的新飞机在冲突开始时能在空中作战中，即在夺取制空权的斗争中起什么作用。换言之，战斗将由冲突开始时已作好行动准备的航空兵器来进行，后来准备的飞机至多只能在夺得制空权以后加以使用。



　　2．如果说，选择目标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么目标在国土上如何分布，如何面对敌人也很重要。这就是说，一国潜力的分布应使敌人难以破坏它。显而易见，如果独立空军的命脉——飞机，集中在前线的几个中心，敌人就很容易摧毁它们。



　　3．空中战争的结局自然将取决于敌对双方的力量，但更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力量，即，取决于指挥官的才干、他们及时的决心和迅速的行动、他们对敌人空中力量的准确了解。



　　在前面段落中，我们明确认定，在两支独立空军之间的空中战争中，唯一应关心的是使敌人遭受最大可能的损害，而不要去考虑敌人反过来可能对我方的损害。这个战争观念在第一篇内已作了解释，就是要求自己容忍敌人的攻击，以便用一切可能手段对敌发动最大的进攻。这种思想很难被人们接受，因为它背离了以往盛行的一般战争观念。我们习惯于看到每次战争中都有进攻和防御方面。我们不能理解一个战争全部是进攻而没有防御。可是空战正是这样，因为航空兵的特性就是长于进攻，而完全不适于防御。事实是，使用航空兵进行对地突击最容易，而不是抵抗突击。



　　让我们现在举一种最有利的情况。一个国家的独立空军在战斗机方面比敌方强得多，这支空军能够保卫本国对抗敌国空军吗？可以有两种保卫方法。一是去寻找敌人；另一是等待敌人出现后打击它。一支独立空军能够找到敌人的空军吗？当然可以，但也可能找不到，或是能找到而不能交战，没有机会攻击它，尤其当它有意避战时更是如此。因此，当一支空军去寻找敌人空军却找不到机会攻击它，这个空军即陷入茫茫空间，劳而无功，对敌人不能造成损害，而敌人空军既然成功地避开了攻击，就可能对我造成损害。因此这第一种保卫方法是虚假的，对敌人不起作用。



　　人们会说，并没有什么来阻止你用自己的轰炸机给敌人造成某种损害，从而就可以找到敌人的空军。这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支空军没有选择目标的自由，因为它只能选择次要目标而不是它的主要目标，只限于在寻找敌空军的区域偶然发现的目标。



　　一支空军能不能等待敌人到来再给以打击呢？当然可以。但是达到目的的机会如何？如果敌人空军集群地到来(它想有机会取得胜利必须如此)，那么我方空军必须首先集中成群。任何一支独立空军，特别是认为自己较强时，能不能消极等待敌人，让出主动权，而没有把握一定能与敌人接触，又很可能遭敌攻击而不能给以报复呢？当然不能。因此这第二种保卫方法也是虚假的，对敌人不起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断定，在空战中只能采取一种态度，即，猛烈进攻，即使冒着遭敌同样对待的危险也不顾，保卫自己领土免遭空中进攻的有效方法，就是以最大可能的速度摧毁敌方空中力量。



　　任何防御敌方空中行动的手段都将失败，而有利于敌人。这个论断不论一般地说还是对上述特定的空军活动说，都是适用的。人们想要用大批飞机组成空中防御，用地面武器组成对空防御来对抗空中进攻。为了能成功，一个中心的空中防御必须能粉碎敌人的行动，阻止对这个中心的进攻。这就是说，一个中心的空中防御必须至少以等于敌人战斗机部队的力量去对付它。现在，如果敌人按战争的明确规则行动，它将成群出动。一个中心的空中防御要想成功，所掌握的战斗机数量必须和敌人机群的战斗机数量相等。否则，空中防御将失败，中心将被破坏。



　　但是既然航空兵活动距离很远，一支独立空军从潜力上也能威胁其他中心。而既然空中进攻进展很快，为了成功地保卫所有受到潜在威胁的中心，必须在受到攻击的领土的各处都驻扎空军部队，每支部队在战斗能力上都必须与敌人集群的战斗能力相等。此外，还必须建立一个复杂的通信网，使所有空军部队保持常备不懈。



　　我要重复，航空兵最重要的特性是进攻，将它用于防御必然是荒谬的，即使它较进攻者强大，却不得不陷入完全被动，不能追求任何积极目的，从而把主动权让给了敌人。



　　即使认定防御的空军部队始终能及时到达而发挥某些作用，这样使用空军部队是明智的吗？显然不是，因为这意味着极端危险的分散力量。无疑，应当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极大地加强自己的独立空军，因为空军越强大，就越容易越迅速处于能夺得制空权的地位，这是保卫自己领土免遭敌人空中进攻的唯一有效途径。



　　一个中心的有效对空防御应能防止对这个中心进行空中进政，对空武器的作用距离很有限，为了保卫每个中心，必须有充足数量的高射炮。因此，为了发挥对空防御的作用，将要求有大量武器遍布整个地面。



　　另一方面，高射炮很容易被空中活动所压制，受低空攻击或烟幕遮蔽等等，不能进行有效的反击。如果用于对空防御的人力物力相应地加强独立空军，效果肯定要大得多，因为保卫自己领土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夺得制空权。因此，不应有对空防御和空中防御。地面是从空中保卫的，正如海岸要从海上保卫一样，方法就是夺得控制权。没有人会想到将舰船和大炮遍布海岸以保卫它免遭轰击。沿海城市并不设防，它的保卫间接依靠舰队。



　　因此，应将一切可能的资源用于加强独立空军，使它能作战，并完全依靠猛烈的进攻来保卫自己。我要求读者思考这一论断，它是带根本性的，不容许例外、含糊或保留，因为它必须成为我国空中力量组建和使用的基础。



　　要作出这个结论只需考虑空战的一般特性，或飞机本身最主要的特性就够了(大的活动半径，大速度，能在空中战斗，能对地面实施进攻)，不必研究技术细节。因此，这个结论本身带有概括性，不依赖于技术细节。技术细节能按人的要求改变飞机的主要特性，它的进一步完善将会加强这里所作的结论。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到证明，只要对比一下有关空中力量的其他见解和我所主张建立和使用的独立空军，就可以看得清楚。



　　让我们设想一支独立空军和一支按照通常见解组织的空中力量，组建两者的资源相同，当它们相遇时将会如何。



　　显然，独立空军利用它所掌握的全部资源发展战斗机和轰炸机，将能形成一支优于另一支空军的战斗力，因为后者将分散其资源发展用于专门目的的各种飞机，而通常不考虑战斗飞机。同样理由，独立空军在轰炸机上也将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空军将立即取得主动，紧张而不间断地追求它的目标，集中力量连续攻击地面目标，不考虑接触敌人，既不寻找它也不回避它。对于这种行动，另一支空军无法直接反击，只有使用它的驱逐机去对付独立空军，一交手就将被击败；而使用它的进攻能力劣于独立空军的轰炸机进行间接反击，又只能在避开空战的情况下行动。所有这些辅助性飞机既不适于空战又不适于轰炸，不能有效地影响夺取制空权斗争的结局。它们将几乎完全无所作为，只能力求免遭破坏，尤其在地面上。



　　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制空权肯定将被独立空军夺得。没有什么能对抗按照我的主张所建立起来的独立空军，除非使用另一支同样的独立空军。任何其他形式的空中力量，任何其他类型的行动，都将导致空中兵力的不正确使用。我敢说无人能证明不是这样。



　　５



　　我所作的一切结论都是为了说明：(1)战斗机部队必须适于空中战斗；(2)轰炸机必须适于进攻地面。现在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探讨一支独立空军的航空兵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轰炸和空战的特性。



　　空战飞机



　　空中战斗是作战飞机之间的交火。一架飞机是否适于空战取决于它的攻击和防卫能力。空战中一架作战飞机会从各个方向遭到敌人火力攻击，它必须能够还击。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武器和火力较敌人强大的飞机将占有优势。为了最好地顶住敌人火力，需要最大限度的自卫手段。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带有更强的装甲的飞机将占优势。



　　显然，在空战中比敌人具有更大速度和机动性是有利的，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或避开战斗，一旦交战，又能很快结束战斗。如果其他条件相等，较快较机动的飞机将占有优势。



　　最后，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具有较大活动半径的飞机将占有优势，因为它能深入敌人领土活动。



　　因此，根据技术最新发展，作战飞机应当最大限度地具备下列四方面特性：武器、防护装甲、速度、活动半径。



　　这些特性可以归纳为重量。飞机的空气动力结构决定按这四种特性协调分配的总重量。这一问题与战舰上表现的问题类似。由于它们目的相似，也不可能不如此。但是在这里也还有其他问题要考虑。



　　武器：独立空军的战斗机不是预定单机作战，而是编队作战。它们必须组成能够共同战斗的战斗单位，这是它们战术的基础。因此要求有最大的火力密度，不是指一架飞机，更主要是指一个战斗单位整体，它的队形可以根据敌人攻击方向或对敌攻击方向来改变。因此武器问题既涉及单个飞机，又涉及整个编队，根据以单机还是以编队为重点而定。



　　单架飞机的火力作用不大，重要的是战斗单位，即一个不能再分割的单位。在这里重点也应当放在编队上而不是单机上。应当把单机的火力最好地组织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会看到，虽然我们希望每架飞机具有不少于最低限度的火力，却不应夸大这种火力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两个战斗单位具有相等的火力，那么飞机数量较多的一方将更有条件采取围攻行动。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只能靠经验决定。



　　防护装甲：防护装甲的目的是降低易损性以保存武器威力。显然，两架具有同等武器的飞机之间，具有最好防护装甲的—架的进攻能力将比另一架大一倍，因为它在同一行动中能保持时间长一倍的进攻能力，或在同一行动时间内能使它的进攻能力加强一倍。这种防护特性不仅具有物质上，还具有精神上的价值，因此，尽管增加装甲总是要以牺牲一部分武器为代价，但如认为用于防护装甲的重量总是浪费功率和材料，则是错误的。防护装甲问题只涉及单架飞机，而不是整个编队。不过很明显，如果飞机数量减少，要使整个编队的总进攻能力保持不变，防护装甲的重量相对增加并不多。



　　速度：虽然速度优势无疑是战斗中的有利条件，事实上我已充分说明，一支独立空军既不希望在空中与敌遭遇，也不求战。因此，速度优势只对于较弱的独立空军在躲避空战时有相对的重要性。因此最好不要牺牲其他三种特性去追求速度。



　　活动半径：对敌人领土的可能进攻多少要取决于飞机的活动半径。活动半径要根据到达敌方目标所必需的作战距离来确定，如果小于这个距离，独立空军就丧失了价值。显然，活动半径应当尽可能大。



　　轰炸机



　　轰炸机的运用要与战斗机的活动结合，后者负责清除空中的敌方障碍。因此，轰炸机的特性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活动半径：与战斗机相等。



　　速度：与战斗机相等。



　　防护装甲：如果认为防护装甲对战斗机是必要的，就没有理由认为它对轰炸机不是同等必要，因此，它的防护装甲应与战斗机相等。



　　武器：轰炸最重要的武器是用于攻击地面的炸弹。但是为了乘员的士气，任何在空中可能受到攻击的作战飞机都不应当完全没有武装。除武器外的所有特性，战斗机和轰炸机都是相同的。两种飞机的区别在于战斗机用于武器的重量和轰炸机用于炸弹的重量不同。



　　战斗轰炸机 [ 注 ]



　　我由此产生一种想法，觉得应当有一种既适于空战、又能轰炸的飞机，为了简单起见，我称之为“战斗轰炸机”。这种飞机具有上述活动半径、速度和防护装甲，但是它的武器应当既足以进行空战，又能攻击地面。如果用W表示在满足其他三项特性后可以用于武器(包括枪炮、弹药、乘员)的剩余重量，如果一支独立空军包括C架战斗机和B架轰炸机，那么它的空战能力将为CW，轰炸能力将为B(W-w)，w代表轰炸机用于防御的武器重量。但如果独立空军全部由战斗轰炸机组成，则飞机数将为C+B，空战武器的重量将为W(C+B)或CW+BW。如果现在每架飞机上两种武器(用于空战和用于攻击地面)都是按比例分配的，那么可以用于对地攻击的武器总量将为BW。换言之，这支独立空军在空战能力上将和另一支相同，但由于没有自卫武器，在对地攻击能力上将略占优势。



　　在这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另一点。如果一支独立空军的飞机总数分为战斗机和轰炸机，在遭遇敌人时不可能同时行动，而要错开时间。首先进行空战克服敌方抗击，然后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这样，第一阶段只有战斗机能参加作战，第二阶段只有轰炸机能参加作战。同样，只有机枪手能在第一阶段活动，只有轰炸手能在第二阶段活动。



　　反之，如果独立空军全部由战斗轰炸机组成，这些人员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就可以用全部武器进行空战，然后在第二阶段再转为攻击地面目标。这就是说，同一乘员既可以当机枪手，也可以当轰炸手，利用节省下来的人员重量就可以增强独立空军整体的火力。



　　此外，一支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独立空军在遇到敌人时，不得不用它的一部分飞机去战斗而没有行动自由，因为战斗机在交战中必须全力保护轰炸机。如果空军全部由战斗轰炸机组成，全部飞机都能投入交战，就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因此，从各方面看，独立空军的主体最好全部由既能空战又能进攻地面的作战飞机组成。 [ 英译者注：如果对杜黑的想法理解正确的话，他所描述的这种飞机正类似我们当代的“空中堡垒”，但是威力更大。 ] [ 译者注：实际上“空中堡垒”B-17并不是一种既能轰炸又能空战的战斗轰炸机，而只是一种自卫能力较强的轰炸机。杜黑设想的这种飞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做不到的。真正的战斗轰炸机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产物，到六十年代才渐趋完善。 ]



　　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还可以再进一步。飞机的这些特性或至少其中一部分最好是可变的。例如，既然活动半径、防护装甲和武器能转化为运载能力，既然一架飞机的这些重量的总和是固定的，其中任何一项的重量就可以靠牺牲其他一项或所有各项的重量而得到增加。按照用途的不同，这样做可能有利。因此，在制造战斗轰炸机时需要考虑这些细节，它应当使这些特性容易改变。



　　如果独立空军的作战活动半径较短，那么显然，减少它的燃料载重，增加相应的武器重量将更有用。相反，如果活动远离基地，那么就需要减少装甲甚至武器。一旦夺得制空权，独立空军自然就不再需要进行空战，因而也不再需要大量的防护装甲和空中防卫武器。在制造战斗轰炸机时就应当考虑能立即调整或取消这两种装置的重量，用于增加飞机的活动半径或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能力。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最好能使战斗轰炸机的这些特性具有伸缩性。



　　我们已经确定了构成我国独立空军机群的战斗轰炸机的全部基本特性。留给技术专家和飞机制造家的问题就是要造成这种飞机，能在实际可能范围内最好地满足要求的条件。这种飞机如果要满足全部要求，肯定是重型、多发动机和中等速度的飞机。既然独立空军将成集群地在陆地和海洋上活动，战斗轰炸机就应当是水陆两用的。如果目前不可能造成这种飞机，独立空军就应部分由水上飞机、部分由陆上飞机组成，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能。目前的技术发展状况可以造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要求的飞机，今后的进展肯定会使这种战斗轰炸机的效能更强。



　　我们通过推论已经确定战斗轰炸机应当具有的特性，它是应当构成独立空军作战机群的唯一一种飞机。由于独立空军能自立，它是能进行空中作战的唯一机体。



　　但是独立空军为了不受敌人突然袭击，还应保持一个有效的情报组织，应当具有侦察机。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们应当先弄清“侦察”这个容易含混的词。侦察显然是一种战争行动，为了一方的利益反对敌方，因此和一切战争行动一样，会遭到敌方的对抗。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行动，首先必须能击败或阻止敌方的反抗。陆地，海上或空中侦察都是如此。例如，骑兵侦察敌人时，可以用大的骑兵队突破敌人防线，看看战线后面有什么，或是用小股精干的巡逻兵避开敌人潜入它的后方，再带着必要的情报返回。在空中情况也一样。如果需要克服敌人抵抗进行威力侦察，就要由独立空军或至少它的一部分来进行这一工作，如果计划一个小的搜索以查明敌人活动，目的是利用这个情报避免在随后作战中与敌人遭遇，那么就需要用与战斗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飞机。我们称这种飞机为侦察机。



　　要进入敌人空中防御后面而又能避免空战，需要更大的速度和比敌人更高的飞行技能。为了成功地进行侦察，完整的独立空军就需要有专门的观察飞机。它必须比空军机群具有更大的活动半径，才能使空军在空中活动的时间内发挥作用。简而言之，成功的侦察首先是看见、查明、报告。因此，侦察机需要有双眼、灵敏的头脑和与独立空军联络的适当手段。



　　侦察机



　　这种飞机应有以下特性：



　　速度：根据航空技术发展的实际状况尽可能最大。



　　活动半径：至少与独立空军的飞机相等。假如独立空军有六小时飞行的航程，侦察机的航程至少应当与它相等。



　　武器与防护装甲：对一架力求避战的飞机，武装是无用的，最好将省下的重量用于增大速度和活动半径。



　　通信手段：最完善。



　　乘员：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只能有一个乘员。



　　为了便于避开空战，应当由一架单机进行或由小队进行侦察，以防行动中可能发生的损失。一支大规模活动的独立空军，由这样的侦察机队在前方和周围按一定距离护卫，就能防止遭受任何突袭，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侦察机发现地面目标，以便进行随后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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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战斗轰炸机和侦察机的特性对任何独立空军都适用。但我们最关心的是我国自己的独立空军，因此必须考虑对我们特别有关的另外两个条件。我们可能的敌人将位于阿尔卑斯山或环绕我国的狭窄大海的另一边。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能打击它，我们的独立空军必须能飞越阿尔卑斯山和环绕我国的大海。前一个条件决定我国空军的飞机必须具有的最低升限，第二个条件决定整个空军的最低活动半径。如果不能满足这两条，整个独立空军的价值也就等于零。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混淆单架飞机与独立空军的活动半径。后者比前者可能小得多。一支预定要进行大规模活动的独立空军首先必须集合队伍，然后行动，最后解散，各队返回自己的基地。一支独立空军的活动半径等于它的飞机的活动半径减去从集合点到最远基地距离的两倍。



　　由此可以看出必须重视空军基地或组成独立空军的各个部队的驻扎基地的配置。这些基地距离集合点越近，空军的效能也就越高。但是集合点会随预定敌人的不同，有时则随对敌人预定采取的不同作战行动而改变。由此就需要将大量空军基地组成大小不等的基地群，以便最充分地利用各个飞机的活动半径，也使整个独立空军获得最大的活动半径。



　　这属于空军后勤问题，它为发挥空军最大作战效能创造最有利条件。但我现在不准备对它加以讨论。我只想指出必须要有作为降落场使用的大量空军基地。战时基地不能修建机库。由于实际不可能提供大量机库，而基地又非常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飞机必须用金属制造，能适应各种天气。一旦宣布战争，大的平时空军基地，至少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必须立即放弃，飞机要向备用机场疏散。



　　一支独立空军着陆后必须立即隐蔽起来，永远不能暴露在开阔地上遭受敌人攻击。一支能干和大胆的敌空军即使处于劣势，也会充分利用这一关键时刻。当空军停留在地面上时，必须广泛疏散并尽可能伪装。我们已看到，一支独立空军应当掌握不同的基地群，以便有机动自由，并便于疏散。空军部队应能自由活动，不受地面限制。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空军后勤单位，它应能提供生活、运输、战斗所需要的一切，由空军本身来组织供应。为了完成使命，独立空军必须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组织，能够在空中和地面独立地活动。这说明一支名副其实的独立空军并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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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独立空军的战斗轰炸机，是一种具有大的活动半径、有能飞越阿尔卑斯山的高升限、有足够速度、有大的运载能力足以装备充分的武器和防护装甲的飞机，这种飞机和用于民航的商用运输机相类似，只要用相同重量的武器和装甲代替旅客、货物、邮件就行了。这表明通过适当的技术措施可以把一架民用飞机改造成为作战飞机。我相信我们应当加快和尽力做到这一点：组建一支在国家需要时能改为强大的军用空中力量的民航 [ 原作者注：这是德国在极力追求的目标。 ] 。在和平时期，即正常条件下，军用飞机只有潜在的作用，表示战争爆发时它能做什么。在国家生活正常运行时，一切用于维持军用飞机的资源都是着眼于它的潜在作用。另一方面，冲突爆发时能立即改变为军用的民用飞机，它的潜在价值和军用飞机是一样的。而在和平时期，由于它能完成有用的民用勤务，还具有现实的价值。



　　因此可以理解，如果要在两个机群之间进行选择：一是由军用飞机组成的机群，一是用能立即改为军用的民用飞机组成的机群，则选择后者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利。从物质上说，不论民用航空收益如何有限，总是会有收益。因此，一群能够改为军用的民用飞机总比同一数量军用飞机开支少。我们以同样的开支，利用能改造的民用飞机可以获得更大的军事能力，同时还能保持一支十分有效的民用航空力量。这个好处极大，它使我毫不犹豫地断言：我们应当努力组织一支在需要时能够立即改造为强大的军用航空的强大的民用航空，而使前者在和平时期缩减为一个用于训练和指挥的架子部队。



　　我已经指明，按照这里所说的思想，就组成独立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来说，采用上述这种办法是可能的。航空界通常否认这种可能性。如果考虑到对空中力量的一般认识——必须有大量各种类型的专门飞机，有时还要求有极高的性能，这种看法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也许还不可能将民用飞机立即改造为战斗轰炸机，因为这除了用于空战和对地攻击的适当武器外，还要安装适当的防护装甲。但是即使现在，也肯定能将民用飞机立即改造为轰炸机，因为这只要用炸弹代替旅客、货物、邮件就可以了。



　　因此从现在起，就可能用民用航空作补充，来增强独立空军的轰炸力量。这可以根据情况用于夺取制空权的斗争，或在夺得以后用来增加独立空军的轰炸力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此努力。



　　我已说过并证明过，只有懂得如何夺取制空权的人才能将航空兵器用作陆海军的辅助力量，而一个国家应当创建的唯一空中力量就是独立空军。换句话说，一支夺得了制空权的独立空军才能够用它的一部分力量为陆海军提供辅助服务。



　　但是这一部分力量能够胜任这种服务吗？肯定能够。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当独立空军面对一个不能飞行的敌人时，采取的任何空中行动不论是否是辅助性的，都能很容易完成并取得重大成果，因为敌人已经无力反击。



　　独立空军一旦夺得制空权，就能派出作战队(或空战队和轰炸队)以及观察队对陆海军提供辅助支援。这些飞行部队由于完全安全，能够很容易地为陆海军担负它们可能要求的各种辅助勤务，如战斗巡逻、侦察、观察。有强大武装并能从各个方向提供最大密度火力的空战队能最有效地攻击敌行军部队、供应列车、铁路运输等等，而轰炸队则能用于摧毁与地面作战直接有关的目标。因此，一旦夺得了制空权，就不再需要驱逐机了。由此可知，按照我的想法建立的独立空军，在夺得制空权以后，就能担负一切想得到的辅助空中勤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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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要说明一支独立空军一旦夺得制空权，就能担负战争需要所提出的一切辅助勤务。我作了大量的说明，因为我认为即使在夺得制空权以后，独立空军也应独立行动，不应浪费时间分散力量用于次要行动。空军一旦夺得制空权，就应努力进行大规模进攻以摧毁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即使这个目的不能全部达到，也应当尽可能地削弱敌人的抵抗，因为这是更好地帮助陆海军作战的方法。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避免分散力量，要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它。



　　空中进攻的最大成果应当到战场以外去找。要找那些反抗力极小却是最重要最容易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尽管是间接的，但却和战场上的行动和结局更为有关。从军事效果来看，摧毁一个火车站、面包厂、军事工厂，或扫射一个供应纵队、列车，或战线后方的任何目标，比扫射或轰炸堑壤重要得多。它在破坏斗志、瓦解缺乏纪律的组织、散布恐怖混乱方面，比冲击有较强抵抗力的地方效果要大得多。一支掌握制空权的强大的独立空军对敌人能采取的行动是无限的！



　　未来战争的最终结局竟要由打击一般平民的斗志来决定，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矛盾。但这是上次战争所证明的，在未来战争中将更能得到证明。上次战争的结局只是看上去是由军事行动决定的。事实上，它是由被战败的人民丧失斗志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人民在战争中长期消耗造成了这种斗志的瓦解。航空兵能够触及战线后方的普通平民，能够直接打击它的精神抵抗。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会有一天这种直接打击将具有极大规模，以至在敌人的陆海军还未受到触动时，它的人民的精神抵抗就已经被摧毁。当德国放下武器时，它的陆军难道不是还能够继续战斗吗？当德国人民感到它的抵抗力已经衰退时，德国海军不是完整地交给了敌人吗？



　　我们应当记住的不是航空兵今天是什么样，而是它今天能够成为什么样。当然，如果我们说各国现有的空中力量能够决定战争结局，那就不仅自相矛盾，而简直是荒谬。我们不是说今天实际的空中力量已经达到了它应当具有的规模。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敌人的独立空军夺得了制空权，能在皮埃蒙特、伦巴第、利古里亚上空自由来去，向这北部三省最重要的中心投下大量爆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如果想一想，就会断定，由于空中力量直接造成三省日常生活的崩溃，我们地面军队的抵抗很快就会瓦解。



　　即使假定(我不是要退让)今天不可能发动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但是空中武器的不断改进和破坏物质效力的不断增大，空中进攻在不太久的将来就可以达到必要的规模。



　　无论如何，人们一致同意的现实是：空中进攻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效果，将迫使地面军队不得不采取费力费时的防御措施(例如人员和物资秘密地夜间运动等等)，也限制了地面防空手段和高射炮的活动，这些武器本来可以用于别处，结果造成物资的严重分散。只要我们相信航空的现状以及它可能的和必然的发展，那么情况就必定如此。



　　我们不应满足于这个事实，即其他国家组织和使用空中力量也和我们一样。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一个假设敌国将决定像我设想的那样组织和使用它的空中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要求任何人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根据我国现行的组织和使用空中力量的观点以及我国航空资源在地面的分布，这个假设敌国难道不能迅速夺得我国天空的控制权，而一旦夺得制空权，它难道不能对我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吗？如果任何人能负责地给我一个不含糊的回答“不能”，我将承认错误并举手投降。但除非我能听到这个不含糊的“不能”(对此应当完全负责)，我将不停地指出这个严重危险，并尽我所能进行斗争，以此履行我的神圣职责。



　　以下是我对我国空中力量构成的想法的扼要重述。



　　1．空中作战的目的是夺得制空权。空中力量夺得制空权以后，应当将其进攻指向地面目标，以粉碎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



　　2．如果要避免做有利于敌人的事，我们除上述两个目的外，就不应追求其他目的。



　　3．实现上述目的唯一有效的工具，是由大群作战部队和一部分侦察部队组成的独立空军。



　　4．独立空军应当拥有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范围内最大的力量，因此，一切空军资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分散用于次要目的，如配属航空兵、地区防空、对空防御。



　　5．破坏物质的效力应当尽可能加强，因为其他条件相同时，独立空军的进攻威力与所掌握的破坏物质的效力成正比。



　　6．组织民用航空应使它在战时能用作军用航空的补充。这个组织的方针应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运输机队，能立即转为强大的军事航空力量，而后者在和平时期应缩减为一个简单的训练和指挥机构。



　　7．空中作战不允许采取守势，只能采取攻势。两支独立空军相遇，空战队较强的一方既不应寻求也不应避开空战，而较弱一方应努力避战。但双方在冲突爆发前都应做好行动准备，一旦行动开始，双方应不间断地并以最大强度的活动，力求打击敌人最重要的目标，即：对其空中力量和精神抵抗最能产生影响的目标。



　　8．独立空军一旦夺得制空权，就应对地面目标采取猛烈而不间断的行动，目的在于粉碎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



　　9．独立空军的组织要能保证自己的飞机在本国上空尽可能快地运动，以便最大限度地用于对付任何潜在的敌人。



　　10．空中战争只能由冲突爆发时已作好行动准备的空中力量进行和取胜，由于战斗的强度极大，如果敌对双方实力相当，战斗将进展很快，迅速决胜。



　　11．一个国家应以其能用于空中力量的全部资源组建一支独立空军，它由大量战斗轰炸机和一部分侦察机组成，在进攻中坚决果敢，它将迅速由按另外方式构成、组织和行动的敌空军手中迅速夺得制空权。



　　尽管我通过精密推理作出了这些论断，我相信许多人仍将难以接受。这对我丝毫没有影响。由于我的想法常常与顽固坚持旧思想的许多人相抵触，我已习惯于这些想法被称为过分甚至更坏。但这并不能阻止我的想法即使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些想法将会逐步被人们接受。我这种顽强态度使我能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坚信，终有一天，世界各国的空中力量将完全按照上面所说的想法行事。



　　自然，我希望我国将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因为我确信第一个沿着合情合理的路线创建空军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但即使我的愿望不能实现，我已经尽力提出了建议，我的良心也没有什么可受责备的了。



　　拜扎尼将军在《时代》周刊上谈到：



　　意大利需要一支空中力量，能在冲突开始后的必要时间内保卫它的天空，使它的工业能生产出最新型的飞机来。



　　这个说法是将地面上矛与盾的观念用到天空。按照这个观念，空中的盾足以对抗空中的矛，能实现预期目的。这就是说，它认为有可能用空中力量保卫生产和人员训练中心不受空中进攻，从而能建立一支能用于进攻的空军，同时又有希望取得最新的科学工业成就用于决战。



　　矛与盾的观念在地面是正确的，因为要突破一个组织良好的防御，攻方需要有巨大优势的兵力。但应用到天空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了。空中使用的兵器在防御上没有价值，却具有最大程度的最出色的进攻特性。不幸，我们不能在天空挖掘战壕，布设带刺铁丝网，阻止渗透。同样不幸，我们最主要的航空工业处在我们最可能的敌人的空中进攻范围之内。在我们转入大量生产之前。有什么办法能用空中防御阻止敌人破坏我们最主要的航空工业呢？且不说有多少安全可靠性了，即使有这种可能，难道能设想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敌人将坐着不动，而不同样进行大量生产吗？



　　这是幻想。空中战争将用手中掌握的兵器进行和决胜。凡措手不及的必将无可挽回地在空中被击败。强方将力求速决，它不会照顾对手的愿望，不会容许它在自己鼻子底下继续进行生产。我们最好还是忘掉上次战争吧！当时有可能从头开始创建空中力量，建设工厂，生产各型飞机。那时，航空刚刚诞生，各国的情况都一样。而在未来战争中．航空兵已长大成人，了解自己的作用，情况将非常不同。



　　我们不应浪费时间去谈论。我们应着手工作并进行到底，永远跟上武器的最新发展。为此我们的工业应当永远能够生产最优产品，并能超出正常需要大量生产。我们的航空工业应大量发展出口贸易，这对于国防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就能大量生产优良产品，以满足非常时期的需要。对于国防来说，有一个有出口贸易的航空工业加上几个中队的新式飞机要比有时必须依靠进口物资的碰运气式的航空工业加上大量用凑合的装备武装起来的中队不知要好多少。因此，航空技术应当作出努力，使我们的工业能和外国竞争，这对国防也是有利的。



　　但仅有经济代价是不够的。为了推动我们的航空工业发展，需要明确的方向和保障措施。我们必须制定明确的航空政策，否则不能达到目的。



　　如果我们分析主要国家的空中力量，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按照上次战争的观念建立的。我们现在常常谈到空中战争。战争是用致命武器进行的斗争。可是尽管各国的空中力量有着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大量各型飞机，却没有一家有空战型飞机。好象他们准备在空中进行一切活动，就是不准备战斗。我知道有驱逐机。但是驱逐机不是空战飞机，它的目的是驱逐。虽然它带有进攻特性，但是主要目的是防御。这来源于它的最初职能和有限的活动半径，使它不能在敌人领空进行有效的活动。



　　能将自己的意志加于敌人的真正的空战飞机当时还没有发明，看来也不会很快发明，空中活动还处于幼年时期，而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人们还没有懂得战争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飞机要能空战。 [ 译者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空战飞机，并取得了大量的空战战果。 ] 相反，人们一般认为似乎空中战争没有空战也行，因此大量的作战飞机并不适于空战。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即认为进攻性作战没有空战也行，各国建立了轰炸航空兵。轰炸航空兵部队通常分成两类：昼间轰炸部队和夜间轰炸部队。前者利用大于敌人的速度避开空战，后者利用夜暗避开空战。采取这种逃避态度的人受敌人或环境支配，不能掌握自己的行动，他的主动权是有限的。而且，既然他没有战胜敌人阻力的手段(这是陆战和海战的基本要求)，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上次战争中，轰炸活动只不过是骚扰敌人，进行轰炸时避开敌人抗击是可能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现在要通过空中轰炸取得积极的巨大的效果。上次世界大战中进行过一些夜间轰炸，不过是由少量飞机对敌方目标投下少量炸弹。我们在伊索诺索战线最北段和越过皮亚韦河进行过一些轰炸。但要进行现代条件下的轰炸，不管我们的可能敌人是谁，我们都必须从低地区 [ 译者注：指战线后方接近内地的平原地区。 ] 集中大量飞机起飞，飞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敌方目标，再飞越阿尔卑斯山返回。所有这些能在夜间进行吗？即使可能，它必要吗？如果我们承认能够进行昼间轰炸，那又有什么必要保留夜间作战的航空兵呢？为什么要将我们的实力分成两半，而不是集中为统一的打击力量呢？何况集中统一还将方便训练人员和补充器材。



　　由于对独立空军缺乏明确认识，使它出现了奇怪的构成：通常包括昼间轰炸队、夜间轰炸队和驱逐队。独立空军这个词表示某种统一的东西。而事实上，通常却认为独立空军应当包括三种部队，各自有不同的特性，使它们不能在一起活动，甚至，两个也不能在一起。昼间轰炸要求高速度和大活动半径，夜间轰炸要求低速度大活动半径，而驱逐机要求高速度小活动半径。



　　现在空军部队大都包括侦察队。但是即使对这种飞机，我们也能看到过去思想的极大影响，即认为毋需战斗也可以完成作战行动。由于这种认识，侦察机被认为是理想的飞机，它的全部性能最适于进行侦察活动。它并非用于战斗，而是脱离整个作战自主进行活动。因此只要求它有理想的视界、中等速度、良好的照相设备、良好的无线电台、钩取文件的吊钩设备等等。事实上，这是对和平时期的侦察机的要求，而不想一想，在战争中为了观察敌人，就要遇到它，也不想一想，如果我们要观察它，它一定会抗拒这种观察。



　　让我们假设：两条敌对战线A和B彼此相对。A方有500架侦察机，B方有500架驱逐机。显然，A方的侦察机不能飞越B方战线而不被B方驱逐机击落，而B方尽管其驱逐机不适用于侦察，却因为它能飞到A方战线，因而多少能观察到敌方的情况。这表明战争中最重要的是空战。为了进行侦察，机枪比照相设备更有用。



　　侦察是一种作战活动，它和一切作战活动一样，要给敌人造成损害，因此敌人将尽力阻止它。为了空中侦察成功，必须或是能用武力打退敌方的抗击，或是用速度和计谋躲避。所以，侦察队应当是空战队或是能避开战斗的驱逐队。



　　由于人们认识不到战争中首要要求就是战斗能力，所谓作战飞机只注意基本是次要的辅助能力，而忽视了空战能力。结果形成了大量的专业飞机，分散了空中打击力量，偏离了最主要目的。



　　这一切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可能很好，这时组成了相同的双方，每一方都有相同的兵器。“红方”或“蓝方”都没有空战队，显然也就不会发生空战，各方都可以自由使用它的航空兵器。但在实际战争中情况就可能不同了。如果敌对双方中一方不考虑空战，而另一方则认为这是空中力量的最主要职责并采取了相应的武装，这时没有准备的一方既不能空战，就不能侦察和轰炸，也不能进行其他各种专门性的空中活动。



　　在准备战争时，我们首先必须永远认定，敌人不仅和我们一样勇敢而能干，而且将永远以最不利于我们的方式行动。就空中作战来说，如果敌人主要的装备是用于防御、观察、驱逐等等辅助性空中武器，那对于我们永远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它掌握的能用于阻止我方空中活动和对我方领土造成损害的空战和轰炸飞机就较少。



　　既然这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应当设想情况正好相反，即敌人将用其全部资源提供空战和轰炸飞机。于是我们就应当按照这种最坏的设想武装自己，因为如果我们准备好应付最坏的情况，那当然就能更好地应付其他情况。



　　不管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将在前线附近的高山中与它相遇。我方陆军将在高山中进行长期艰苦的战斗。因此，我方的配属航空兵应能在高山上空作战。当最高峰区被敌人占领时，我方航空兵仍应能在其上空活动。因此应当要求这种航空兵能在离地面3000米以上活动，或是，它的最低升限应为5000至6000米。我方的独立空军。如果要想对敌方重要目标实施进攻，就要能满载飞越可能被敌方防守的阿尔卑斯山。



　　这些是对我国航空兵提出的一些特殊要求，要求它的装备具有一定的性能。如果我们的航空兵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它的价值就将化为乌有。不仅如此，既然我们应当期望我方陆军能打退敌人，而在高山上又不容易找到适于作为机场的地点，在我方陆军占领山那边敌方的低地区之前，我方航空兵必须从我方低地区的机场出动。因此，我方的全部航空兵必须能由我后方基地出动，飞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敌方领土上空。



　　谁都同意，航空兵的特性使它成为首先、甚至在正式宣战前就开始行动的武器。因此，航空兵应当永远作好动员和展开的准备。动员就是移动，能够整装离开平时的驻地，使用现有的飞机，就能独立生存和活动。展开是指将自己的兵力按照对敌行动的要求进行最有利的配置。对独立空军来说，展开就是按照预定要进行的空中行动作出最有利的配置。对配属航空兵来说，展开就是进行最有利于配合陆军展开或舰队部署的配置。



　　展开自然要随预定的战争情况而改变，但任何时候都应有明确规定，以便每个部队或指挥部都知道按情况要求应向哪里行动。因此，航空兵的所有部队应当永远作好立即动员和立即转移的准备，能转移到展开所指定的地点，按照预定的战争计划开始行动。



　　为了做好立即动员的准备，一支航空部队在必要的整个期间，必须一直拥有为独立生存和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手段，一旦部署后，能在航空部队和后方供应部门之间建立起正常的不间断的供应。所有这些手段可以统称为“动员供应”。它应包括零备件、飞机和发动机、小型修理站、燃料站、物资和人员供应、武器和弹药、地图，以及其他各种必需装备。供应必须持续不断，数量必须大大超过平时需要。显然，由于航空部队必须处于能立即行动的最佳状态，要准备以最有效的装备出动，它在平时应当拥有比动员时更多的飞机发动机和其他装备，因为它必须始终保持最高的作战能力。



　　为了实现恰当的部署，并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展开队形，所有动员供应的装备凡不能由空中运送的，应当使用其他交通工具。通常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汽车运输。因此，一支航空部队不仅应当拥有超过平时需要的动员供应，还应当有汽车来运输那些不能由空中运送的东西。只有具备这些条件，一支航空部队在发生战争时才能迅速而有效地动员，展开和使用。



　　必要时，在战争中航空部队必须疏散到临时机场上去。为了避免遭到破坏，必须尽可能伪装，并在基地被敌人发现后能立即转移。这就是说，航空部队必须高度机动和自给。前线附近的大型永久机场应当后移，以防其中的物资受到破坏。



　　我们必须认识空中力量的问题非常复杂。它不仅限于生产一定数量的飞机和训练一定数量的操纵人员。要建立这支力量必须满足许多要求。如果使用恰当，它能发挥极大的效能。这些要求互相联系，如果其中有一个得不到满足，空中力量即使不完全无用，也必将丧失大部分能力。



　　我已经谈到要根据不同的战争情况进行展开。航空部队应当展开是战争的一种基本要求。但要满足这个要求，对于一支必须立即行动的强大空中力量来说，必须首先根据特定战争条件下空中行动的目的和陆海军部队的展开来研究所有航空部队的最优部署，就是说要决定每个航空部队应当转移的地点。并且，考虑到我国耕地密布的情况，要事先选定能立即用作起飞降落场的地面。



　　我已经谈到供应问题。为了使空中力量能有效地活动，必须能在战争中向它提供各种供应。为要说明这个工作量之大，只要回忆一下上次战争的情况，例如，为了保持100架一线飞机有效活动，必须有300架作后备，工厂每月要生产100架作补充。既然未来战争中空中力量的使用将比上次战争更紧张，规模更大，供应问题也将要求更高。



　　因此，一支空中力量的真正威力取决于大量因素，其中没有一个能降为零。如果我们要判断一支空中力量的真正价值，就必须考虑到构成它的一切因素。



　　航空兵能投入空中的飞机数量并不能说明这支航空兵的威力，因为从纯军事意义上看，飞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完成战争行动的手段。为了进行战争行动，航空兵器应当：组成建制部队，具有相应的武装，受过空战训练，容易使用，随时准备出动，等等，所有这些应当协调一致，以满足空中战争的现实要求。



　　结论



　　我确信今天没有任何人再真正坚持空中力量问题只有次等的重要性。航空兵一天天越来越得到加强，它的活动半径扩大，它的运载能力增加，破坏物质的效力也不断得到提高。按照我国的地理和政治地位，我们全部领土领海都暴露于假设敌人从陆上基地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之下。阿尔卑斯山脉环抱着我们最富饶最工业化的省份，全部都能被敌人从山那边发动的空中进攻所达到，而我们周围的狭窄海域对从敌方海岸发动的空中攻击也提供不了多少防护。



　　我国高度集中的工业，暴露的大型居民中心，易遭破坏的主要交通线、我们对水利资源的依赖，所有这些使我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怕空中进攻。一方面阿尔卑斯屏障使我们能够防守我们的大门，另一方面则由于地形复杂道路稀少，它又有利于具有有效空中军力的敌人，能切断我们山中作战地面部队与基地的联系。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所有这一切，就只能同意，控制自己天空是意大利安全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甚至今天，仍然把一个试图指出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重要性的人，叫做幻想家。人们承认，敌人空中进攻可以迫使我们整个城市撤退，但是不承认这对战争结局会有重大影响，似乎展开在阿尔卑斯山的陆军不会因米兰、都灵、热那亚的撤退而受影响，似乎撤出一座城市就和搬出一所公寓房子一样。尽管人们承认空中进攻能够阻止工业生产，可是仍认为只要把工厂迁往内地就可以避免这个小小的不便，似乎战争期间全部工厂可以不必加紧生产。人民斗志的崩溃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这种见解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尽管事实证明世界大战正是由战败一方人民精神抵抗的崩溃而定局的。



　　上次战争中的军队只是双方各国企图摧毁对方抵抗的一种手段，尽管战败方的陆军赢得了最多最大的战役，而全体平民的斗志开始减弱时，这些陆军也只能瓦解或投降，而整个舰队也完整地交给了对方。在上次战争中国家的崩溃是由陆军在战场上的行动间接造成的，在未来，它将由空中力量的行动直接造成。这就是过去和未来战争的区别。



　　空中轰炸能迫使城市数十万居民撤退，这对赢得胜利肯定比上次战争中经常进行的没有明确结果的作战有更大的影响。一个丧失了制空权的国家，发现自己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不断处于直接空中攻击之下而又不能进行有效的回击，这个国家不管它的地面军队还能做什么，必然会认识到一切都已无用，一切希望都已丧失。这种意识就表示战败。



　　如果不考虑其他条件，即使承认(我并非要作让步)以充分力量运用制空权并不能打败敌人，但无可争辩的是制空权能给敌方带来严重的物质和精神损害从而对战败它作出有效贡献。因此，即使不考虑制空权所能起的作用，也必须主宰我们的天空。陆军和海军首先关心的应当是看到自己的航空兵夺得了制空权，否则他们的一切活动将会受到掌握制空权的敌人的妨碍。



　　虽然陆军和海军部队还没有充分认识航空兵的价值，但他们确实感到必须保护自己免遭空中攻击。能够飞行，通过飞行去进行作战活动，仅仅这一点就应成为考虑改进陆上海上战斗的决定性内容。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认真注意到空中力量的威力和它对陆海军及国家整个资源的影响，今后就不能再设想建造室外露天油库了。如果我们能控制自己的天空，我们自然也就能控制地中海上空，也就是控制了地中海。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光辉的前途这个海就应属于我们。独立空军应当成为意大利的坚盾和利剑，用它来创造未来。



　　目前这些思想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是可以肯定，首先学会正确运用它的国家将会胜过所有其他国家。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所有国家的独立空军都将采取类似形式，正如它们的陆海军很久以来那样。今天，独创性可能还有用，明天就要考虑更高的质量了。意大利尽管比别的国家穷，但由于它的人民的天资，仍能为自己煅造一支独立空军，足以赢得其他国家的敬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阐述这个主题，我准备继续阐述，相信我作为一个公民和战士在尽自己的职责。同时，正当我国政府力求领导意大利走向光明前途的时期，我也是在尽力配合工作。我们拥有创建优等空中力量的一切必要条件：勇敢的飞行员，有才干的技术员，大批熟练的能工巧匠，独特的地理环境，了解自己目标和如何使之实现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团结起来埋头苦干，坚决攀登顶峰，决不后退。



　　航空已经脱离了它那初期的、应当说带冒险性的阶段，现在已进入一个认真的工业生产时期。最初，它的目标仅简单是飞行，现在它的目的是要通过飞行去完成某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在平时缩短远程距离，战时进行战斗。我们进入这第二个时期，应当决心努力在空中做点什么，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注：由于各种原因，本书手稿付印与它的出版日期之间相隔将近一年。在这期间，许多国家已在使用2000马力的飞机，6000马力的飞机正在制造。这正可以实现制造战斗轰炸机(类似突击力量中的战列舰)，也是按照我在本书中阐述的思想建设真正的独立空军的基础。面对这些巨型飞机，它具有强大的武器，坚固的装甲，足以飞越海洋的活动半径，每一架都能破坏一座城市的要害中心，那么还能死守世界大战中通行的飞机使用观念吗？一百架6000马力的飞机造价相当于一般无畏舰，但是一个国家一旦在夺得制空权后能够保持100架、50架即使20架这种飞机，将必定战胜，因为它将能在不到一星期内摧毁敌人整个社会组织，而不管它的陆军和海军能做什么。在这种形势下，还能否认已经发生一场革命吗？还能拒绝承认作为本书基础的论断的正确性吗？即：制空权是赢得胜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第二部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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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稿于1928年4月作为专题著作出版。)



　　研究战争，特别是未来战争，可以看出一些非常有趣的特点。



　　首先是全人类互相残杀现象的广泛性，一时忘记了他们都是人，属于为同一理想目标而奋斗的人类家庭。他们变成了残忍的人，好像着了魔似地投入使人痛苦血腥的破坏工作。其次是战争规模巨大，要求聚集全国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形成一个破坏力量对付敌人，把生产力变成了更大的破坏力，指向唯一的目标——胜利。这是一个巨大的，多样化的工作，在战前就必须有预见作准备，在战争中又以极大的狂热进行，但又讲求科学，以便能从投入的国家资源获得最大的成果。最后，战争还带有神秘性。不管人们如何想把它当作某种遥远而不可能的事，战争却来到每个人面前，而且带有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因为战争本身包含着未来必然发生的、难于预见的事件。



　　准备战争就是准备面对这个感觉模糊的未来事件。因此，准备战争要求运用想象力。我们不得不对未来进行智力的探索。一个人想要制造一种好的工具必须首先明确了解这件工具要用来干什么，而一个想要制造一件好的战争工具的人必须首先问问自己下次战争将是什么样的。他必须努力寻找最接近未来战争实际情况的答案，因为情况越接近，他的工具就越适于应付未来的实际。因此，探索未来战争不是白白地消磨时间，而更是一种长期的实际需要。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探索能发现人类将会面临的战争性质，只有严格按照逻辑运用想象力才能完成，那幺这种研究就很能吸引人。



　　要比较准确地确定未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并不象一些懒人所断言的那样由算命人或游手好闲的空谈家就能办到。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的结果必须通过从因到果的逻辑推理才能得出。



　　有一种预言未来的简单方法，就是只问问现在对未来有何设想，现有的原因会产出什么结果。认为明天只是今天的延伸，就象农夫知道他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就象天文学家能说出金星与火星相遇的准确时刻一样。



　　我要说明，在我们这个历史时期，战争特性和形式经历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未来战争将和过去的一切战争有很大的不同，将是一件不同于过去的新鲜事。这会令人更感兴趣。我将陪同读者探索未来。我们的旅行路线很简单，我们将从过去开始，考察现在，然后从现在奔向来来。我们将充分考察过去的战争，掌握它的最主要特点，我们将考察现在如何对未来作准备。最后我们将试图了解按照现在的作法战争特性会出现什么变化，会有什么必然结果。读者将发现道路是平坦易行的。我不想告诉你深奥难懂的事情，因为我也说不清楚。战争是简单的，如同一般常理，也许我告诉你的事和通常听说的很不相同，但就是这些也是常识的简单发展。














	

 






	















	







	







	









 





	


	







	








	




	


第二部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第一章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简要考察这次世界大战，探讨它的主要特征。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件，是我们获胜的战争，作为协约国获胜，作为意大利人三次获胜：第一次是脱离三国联盟，使法国在马恩之战 [ 译者注：指1914年8-9月德法在巴黎附近马恩河地区的会战，双方死伤达50万人，德军战败。 ] 中获胜；第二次是在协约国的关键时刻参战；第三次是和协约国一起走向胜利。这就是我们值得骄傲地回忆的事件，这个回忆使我们心情激动。但是，如果我们想为通向未来的旅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当暂时忘掉上次胜利精神上的优美和道义上的伟大，而应当冷静地考察它，正如一名外科医生冷静地解剖一具尸体，探索生命的奥秘，而并不使自己为这一度存在的生命而伤感。



　　世界大战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整个世界成为剧场，人类成为其中的角色。要想追溯它的过程，我们应当站得更高来观察，把望远镜反过来看，用钟表的短针计算时间，按月而不是按小时计算。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能立刻看到世界大战具有一种和以往任何战争不同的特性，我称它为社会性。以往的战争是程度不同的专门化军队之间或大或小的冲突。当时这是作为一种“最终方案”，各国按照惯例，使用为此目的而专门组织的特殊集团 [ 原作者注：过去叫职业军队，通常是雇佣兵。 ] ，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集团在陆上和海上交战，其结局由有关国家自愿接受。几千人之间的交战常常足以决定整个民族长时期的命运。



　　各国首脑通常从人民中为自己的军队收集物资，用它进行战争这场大赌博，赌注常常就是人民本身的命运。军事搏斗的输赢决定了事情的结局，除非引进新的军队重新开始搏斗。只有军队决定这类冲突的结局，它在整个人民中只占一小部分，有时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民置身事外，即使不是对整个事情漠不关心，也几乎是不加注意。简而言之，这些国家首脑是在用称为陆军和海军的特殊棋子在战争区这个棋盘上走动，为自己的命运和本国人民的命运在对奕。因此，冲突的结局取决于棋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棋手的能力。“军事学”，也就是最佳棋法的汇编，它包括一系列下棋规则和要求；棋子布局即编制；棋子走动即战略和后勤；出击是战术，能够比较出色地运用这些规则和要求的人即成了伟大的将领。



　　棋局的主要规则(基础的、直观的，所谓基本原则)保持不变，因为尽管棋子形式有变化，而棋手始终相同，棋局始终一样。但即使主要原则不变，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运用则取决于棋手。伟大的将领只不过是较聪明、幸运的棋手，即使自己的实力小于对方也能取胜。他们实质上是一些能摆脱传统、能使老旧的棋术获得新生的棋手。事实上，伟大的将领就是一些具有伟大博奕者心理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的运气，关键时刻大胆行事，对敌人的手法有本能的了解，有欺诈能力，能掌握计谋和突然性艺术，绝对相信自己的最后一张牌。



　　这就能解释历史上看似荒谬的事件。例如，它能解释为什么拿破仑仅以一小群人就横扫欧洲。但是，尤其在世界大战前夕，人民开始认识自己的力量，几乎不知不觉地感到，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只占自己全部力量一部分的人的战斗结局是荒唐的。当两个人或两个动物进行生死搏斗时，他们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斗争。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取得胜利。一旦各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各国之间的斗争也必然出现同样情况。他们必将用全部能力和资源投入斗争。对于一个将死的人，一切节省都是无用的。



　　普遍征兵扩大了武装部队的规模，但这还不够，人民还掌握着其他巨大资源，而所有这些也必须参加斗争。因此世界大战必然具有两个民族联盟之间以其全部能力、全部资源、全部信念进行的巨大生死斗争的特点。



　　因此，在世界大战中，棋局中的棋子是使用其全部精神和物质财富的人民本身。武装部队只是参加斗争的人民力量的一部分。以往战争中，武装部队是进行斗争的唯一力量，而世界大战中的力量则是人民自己，武装部队仅仅是供他们使用的手段，只要人民保持坚定，也就能坚定地掌握它。但是当人民开始屈服，一支仍然强大和有纪律的陆军也就会屈服，整个舰队也就会完整地投降敌人，如象德国的情况那样。



　　这样一种战争的结局不能依据某些聪明的将领在棋盘上走动棋子来决定，不能由单纯一件军事事件或一系列军事事件来决定。大群高度文明的人民，成百万有觉悟的人，是不会把他们的未来托付别人，也不会把他们的命运寄托于一个“佣兵首领”的某种突击或某个武装集团的英雄主义上。两个国家集群必然要直接进入冲突，不顾一切地投入交战旋涡。任何一方除非全面崩溃，就不会退却或承认失败。这种崩溃只有通过精神和物质上严重、持久、复杂的解体过程才能发生，这个过程几乎不受战争的纯军事活动的影响。



　　这就说明为什么赢得最多军事胜利的一方反倒成了战败的一方。这就说明了战争为什么持久，因为需要打败一群国家，而不仅是一群军队。这也就解释了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战后所处的状况。



　　当战争仅仅由武装部队，即只由国家人力物力的一小部分所决定时，没有参加斗争的人力物力，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能不受触动。战争的影响很难被人民感受到。只不过是战胜国从战败国索取赔偿，重新开始新的斗争。但是这次世界大战却耗尽了所有参战民族的资源，一方的全部力量在另一方全部力量压迫下完全瓦解。胜者精疲力竭，败者被剥夺了一切。战败国犹如遭受风暴袭击一样被破坏，而战胜国也由于付出极大的努力而衰竭，并且发现不能从被它战败的敌人身上补偿自己的损失。



　　我们用倒过来的望远镜观察，能够理解这次战争的社会性，认识到它的后果。能够首先认识到现存原因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有益的，其实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为了证明，让我引用1914年8月11日都灵《人民报》上一篇文章的几段话，标题是：“谁能胜利？”



　　今天要说这场巨大战争的结局如何似乎是大胆的，但并非如此。这场巨大斗争的各种因素在大的方面是清楚的，因为它是由参战国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今天各国不再把它们的命运托付给一支军队，军队一旦被打败，国家也就战败了。今天的斗争范围更大更复杂，这是国家之间而不是军队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战场上一次胜利或多次胜利并不足以决定结局，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抵抗能力。



　　如果我们根据军队的实力和部署、它们的可能行动、参谋部的各种准备来进行预测，我们将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真正的对抗力量——国家本身，军队只不过是斗争中的代表。不是法、俄军队对抗德、奥军队，而是法国、俄国、英国对抗奥地利和德国。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在这样一场巨大的斗争中，德奥军队想要通过内线作战取胜，是注定要失败的梦想。中欧强国 [ 译者注：指德、奥两国。 ] 迟早必然会发现它们面对着整个法国、整个俄国、整个英国。胜利将属于懂得在战斗中如何更有利地运用兵器、力量、信念进行抵抗的一方。德国和奥地利的海港被封锁，陆地边界被为生存而战的敌国所包围，正如被一个铁环锁住。它们像一对野猪被一群猎犬紧逼在洞穴里，左奔右突，这边冲开了，那边又收紧，而猎犬的威胁越来越凶猛，直到野猪力尽被咬死，森林中响彻负伤猎犬准备庆贺的胜利吠声。



　　这篇写于世界大战第一周的文章是一个战争预测。看来预见战争的主要特性并不难。但是不然，有关各国政府并未能看到即将发生的战争必然具有的特性。



　　今天，人们几乎不能相信，像德国参谋部中那些无疑是有教养有智慧的人仅仅由于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军事机动就坚信“德意志高于一切”，更不能相信军界以外的治理德国的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思想。可是事情正是这样。



　　这种怪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其他怪事早巳存在。事实上，尽管战争逐渐趋向总体化(即战争吸引前所未有的众多的平民参加)，可是政权和军权的分界却越来越明显。当政府首脑统治人民时，这两种权是重合的，而当政府转为民意代表时，政权与军权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按照自然演变，战争越是需要平民参加，平民就越是把有关战争的事务委托给一批专门人员，绝对信任地将军事问题托付给他们。在民事与军事之间建起了一堵墙，切断了它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隔绝了彼此的了解。墙内的人从事的工作在普通人眼里似乎是神秘的，觉得难以理解，甚至几乎带着崇敬的心情看待它。



　　在那个圈子里作出的任何决断都被人们无可争辩地加以接受。当危机爆发时，国家命运即完全交给这些名义上胜任的人去支配，而他们却一直脱离国家的生活、工作和活动。一旦宣战，政治当局停止活动，把进行战争的任务委托给军事当局，政治家们则袖手旁观。军事当局方面力图限制政治活动而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政府按其性质不胜任军事事务，却有权任命和免除最高指挥官。这种任命和免职表示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由对战争责任不胜任的人作出的。显然，国家必将为这种职责上的怪事付出代价。



　　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国家元首的智慧结束了这种状况。政府首脑也就是武装部队首脑，对战争准备有最高控制权，必要时，也将拥有进行战争的最高指导权。



　　这种对于战争特性的不了解，其最主要的后果在战争本身表现了出来。德国总参谋部由于只考虑军事方面，相信它的作战计划和它的部队准备都是出色的，从而断定将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代价较低。但是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之上的，而政治家们不加仔细考察也就接受了，认为它是由职责上胜任的机构——总参谋部作出的。如果治理德国的那些精明的人不被总参谋部享有的崇高声誉所迷惑，如果他们考察一下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他们就很可能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不可能取胜以及斗争要付出惊人代价。他们对这场赌博就可能会裹足不前。



　　陆上的战争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从战争开始到马恩之战，第二是从逐步建立绵亘的战线直到战争结束。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相比很短，是一个调整时期，从表面看，具有和以前的战争几乎相似的面貌。我说“几乎相似”，因为它是一场运动战；我说“从表面看”，因为它所进行的各次交战不是决定性的，只是导致形成绵亘的战线，成为整个这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形式。



　　从经典的观点看，德国的战争计划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它使人想起了拿破仑，是建立在著名的内线机动之上的。它把自己摆在中心位置，利用自己的优势，能够依次打击四周的一个或数个敌人。当然，它为了成功，必须在其他敌人围上来以前决定性地击败其中一个，否则将陷入重围。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必须在俄国人全力投入战争之前先击败法国陆军。因此，他们以其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军队，对法国人发动了一场快速的坚决的进攻。为了速决，他们避免正面攻击而转向法军左翼。这就必须通过比利时。他们也并不犹豫，因为战略要求必须如此。他们知道侵犯比利时会使英国参战，但他们指望英国陆军没有做好准备。通过法军左翼迅速进抵巴黎，由此获得的战略利益被认为超过比利时和英国的参战。一旦击败法国陆军，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时间去打击俄国人以及这时英国人可能动员的任何力量。因此，德军总参谋部并没有充分认清形势，把战争看作是传统战场上的棋局，执行了它的经典计划，不惜使英国以其全部力量投入了对德国的战争。德国政府追随总参谋部之后，宣布条约成为废纸。



　　建立在相同理论上的法军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也是简单和冒进的，没有考虑敌人的计划及其兵力规模。很难设想比法国更简单的战略，它可以归纳为几个字：“前进，相信胜利！”在实证主义的十九世纪，就没有人会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这样一种天真的理论之上了。但是法军总参谋部肯定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的，却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生活，受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的影响，一直到在事实的无情冲击下遭到失败为止，信奉和企图执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计划。



　　事实上，从比利时到瑞士的整个边界上都部署了法国军队。在中部后方有一支预备队，受命在敌人进行任何机动时突击它并压倒它。法军在部署就绪之后，打算以全部力量从两翼同时发动进攻。法军总参谋部无疑知道德国企图突击它的左翼，但它对这种可能的危险考虑不够。一旦德军通过比利时，法军就打算将自己的左翼向西北延伸。如此而已。



　　战争一开始，法军的进攻能力在最初几次无关大局的交战中就消耗掉了。德军右翼压倒了对抗的劣势法军。9月2日，法军总参谋部下令后撤100公里，米尔朗 [ 译者注：亚历山大·米尔朗，当时任法国陆军部长。 ] 甚至要求部长会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但上帝并不打算过于严厉惩罚法兰西。发生了马恩之战，随之双方向海峡港口前进，建立了一条绵亘的战线。



　　从这时开始，战争基本具有了相持的特性，直到终结。从这时起才真正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切与以往战争相似之外，一切过去的传统战争活动，都消失了。



　　在被不可逾越的天然的或政治的障碍所阻挡而形成的接触线上，挖了战壕，修起了胸墙，构筑了带刺铁丝网；人员、步枪、机枪、大炮沿线分布，开始了赶退敌人的比赛，忽而这边，忽而那边，忽此忽彼。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更象是绵延数百公里的没完没了的战斗。它沿漫长战线的各个地段进行，忽而激烈，忽而平息。持续了好几年，绵亘战线始终没有真正被突破，因为只要有一段被突破，很快在其前面或后面就会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相持的战争。它不是一场军队相互交锋的战争。而是国家相互围困的战争。它象两个摔跤手，没有抓住对手摔倒在地，而是肩对肩地相持着，各自等待着对方由于肌肉和神经的持续紧张而导致精神崩溃。这是一种没有先例的斗争，面貌全新，它使一切传统的经典战争规则全部失效。



　　机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能对着中国的长城机动。战略也投有用了，因为战略是在战场上展开人群的艺术，而在这场战争中各群人已经固定地展开，彼此面面相对。战术这种选择各自攻防地域的艺术也没有用了，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了地域选择；这里只有一个战场，没有人能改变它。军事学术已不再起作用，因为不能再投入潜在力量，全部物质力量都已经用上了。这是一场无休止地进行最野蛮的屠杀的战争；这纯粹是一场尽力杀伤和破坏的残酷战争。



　　出现一条绵亘的战线对每个人都是意外。它直接违反一切现行理论和所有参谋部的思想习惯。历史上有过一些防御作战的战例，守方试图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但是攻方总是能集中力量，很容易地突破它。如果攻方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而也要沿一条固定战线展开自己的兵力，这种思想被认为是荒唐的，世界所有军事学院的学究们可能都会这样说。可是现在，以往的事都过去了。两条战线彼此相对，只能相互敲打。



　　还出现了更奇怪的事。一些国家新加入战争，它们的军队也立即占据了同样的绵亘战线，而且常常是沿着最长的战线展开。我们自己在1915年5月25日也将我们的军队沿着斯太尔维奥到海边的不间断战线展开，我们发现面对着我们的奥地利人也据守着从海边到斯太尔维奥的不间断战线。没有一家总参谋部预见到这样一种战争形式。他们都感到意外并试图作出反应，但是无用，因为这种绵亘战线是无情的、有威力的、不可改变的现实。



　　这一奇特的、普遍出现的现象原因是什么？违背指导这场战争的人们的意志而出现的这种现象，肯定是由某种普遍性的、到处存在的，不能单由人的意志改变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原因纯粹、完全在于火器，尤其是小口径火器的巨大效力。理由是火器、尤其是小口径火器效力的任何增强，都增大了防御的作用。如果我处在一个堑壕中，有一支一分钟射击一发的枪，我至多只能阻止一个由一分钟距离外向我跑来的进攻者。如果两名敌人同时向我攻击，我能阻止一个面不能阻止另一个。但是如果我的抢每分钟射击一百发，我能阻止一百名由一分钟距离外向我跑来的进攻者。因此，我的进攻者应当有一百零一人，以便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到达我处。按第一种情况，我在防御时能对付一个进攻者，而按第二种情况我能对付一百个。这时除了我的枪的效力外，其他并没有改变。



　　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中，我都在战场上布设足够的铁丝网障碍，使进攻者速度减慢到需要五分钟才能通过战场，那么按第一种情况我能阻止五个进攻者，按第二种情况我能阻止五百个。除了枪的效力，其他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铁丝网障碍，间接改变了这个效力的大小。在第一种情况中，我能比没有铁丝网障碍时多对付四名进攻者，在第二种情况中多对付四百名。



　　这些，用于保护自己部队的手段——堑壕和用于在堑壕前面迟缓敌人前进的手段——带刺铁丝网和其他类似设施，对防御体系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较小的兵力有可能对付大得多的兵力。因此，火器的一切改进都有利于防御，使进攻付出更重的代价，使进攻必须以优势的兵力进行。



　　实际上，防御作用的增大是立即可见和十分清楚的。最强大的进攻也很容易被较小的挖有堑壕的部队(即使是临时设置的堑壕和障碍)所阻止。这就导致战线的凝固。因为双方一旦接触，谁也不能突破，只有停止，挖壕固守。在马恩之战和冲向海峡港口之后，双方战线逐段凝固直达北海。防御所起的作用使战线兵力减少，从瑞士连绵不断地一直延伸到海边，因为由于防御的优势，即使兵力减少，仍然难以突破。



　　如果使用的还是老式的前膛枪，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现在双方每个人都有速射火器，不可能使他们再回到过去使用前膛枪时那种进行战争的传统方法。



　　没有人预见到这种情况，也许德国人除外。相反，另一种信念到处流行，就是认为火器的改进将有利于进攻。这种见解公开发表在当时的官方文献和教范中。为什么犯下了这种技术错误、这种必然带来了严重后果的错误呢？很难说为什么，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一定不是某一个人的主张。人们曾经充分地研究了1870年的战争 [ 译者注：指1870年普鲁士和法国军队在亚眠地区的战争。 ] ，从中汲取教训——从以往战争中汲取教训已经成为传统的作法。1870年德国人一直处于进攻，他们总是胜利。由此就引伸出：他们总是胜利因为他们总是进攻，而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他们总能进攻是因为他们较强。人们甚至进一步宣称进攻是致胜的万应良药。因此，军方的思想完全转向了进攻，总是不惜代价地进攻。在法国当时有一种很流行的思想，主张指挥官应当集中一切力量用于进攻，甚至发展到可以不考虑搜集有关敌人情报的地步。



　　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进攻一方总是成功的，因为没有一个裁判敢于想使防御一方得分。至于防御虽然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却能帮助争取时间和集聚力量——这种思想完全被置之不理，甚至发展到有的军队在他们的战术教令中都不提防御这个词。也就难怪在这种思想习惯支配下，人们不可能认识火器效力的增强对防御要比对进攻更有价值。相反，人们把火器效力的增大看作是进攻能力的增强，这可能是认为每分钟射击一百发的枪要比只射击一发的枪能打更多的人。



　　绵亘战线自发地和意外地出现，防御显示出惊人的效力，通常的战争规则的失效，这些引起了严重的迷惑。最勇敢的、训练最好的、士气最旺的部队被步枪机枪的速射火力阻止在带刺铁丝网前面。反复攻击，结果总是一样。它以进攻者的精疲力竭而结束，防御者守住了阵地或后退，斗争停息，等待重新开始。来自孚日的代表阿贝尔·费里，参战时是步兵中尉，国务次官，陆军委员会成员，1918年9月25日死在战场上。在战争爆发之后二十二个月，他写道：



　　只有参加过这次战争的人能够认识到，法国总参谋部对于战争性质、机枪火力、带刺铁丝网的价值、重炮的必要性是多么无知。我们的总参谋部具有很高的道义感和伟大的个人品质，非常努力进行战争准备，但不幸是沿着错误的方向。我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使自己成为拿破仑战争的专家，但是忽视了经济、工业和政治力量；他们不是现代国家战争的专家。没有预见到和研究过主要由小部队进行的堑壕战。总参谋部对它完全不了解，他们没有经历过它，也没有领导过它。这种经验还没有由基层传到上层。



　　当一切战略计划都已经失败，当一堵墙对着另一堵墙建立起来时，斗争变得分散而不协调。由于即使付出沉重牺牲也不能取得战略成果，交战的军队不得不退而争取战术成果，但是这些战术成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它们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既然在任何地方付出代价就能取得战术成果，战术活动也就成了整个战场的特点。在有利的季节，在调进足够数量的人员和弹药以后，也会周期性地进行一些大规模活动，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而结果至多只能是部分地楔入敌人防线。在一系列这种行动之后，战线变得扭曲奇特，不是出于任何战略战术考虑，而是双方在各地进行无效的进攻遭到阻止的结果。偶尔在战线上造成一个较深的突破，又总能设法重新建立战线。实际上，尽管经常进行代价很高的行动(可能比以往任何战争的代价都要高)，每次也只能是插曲式的单个战役，从马恩之战延续到最终胜利，一直如此。



　　进攻永远比防御代价大，直到它能压倒防御。进攻一方在胜利后将大量收获自己劳动的成果。但是进攻一方在达到目的以前如果被阻止，那就纯粹是损失，因为进攻者的消耗要比防御者大。这个事实不是看不到的。但是为了替进攻辩护，产生了法国的啃食 [ 原作者注：象老鼠那样啃咬东西。 ] 理论。



　　这种理论建基于这样的前提，即协约国比中欧强国具有很大的人数优势，即使每次进攻确实使我们付出比敌人更大的代价，但是既然敌人的人力比我们少，即使在这期间我们会遭受比它更大的损失，最终我们将把它拼垮。这个理论违反了军事科学，严重妨害了取得最终胜利。因为在俄国崩溃以后，协约国已不再享有人数上的优势，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已经对西线协约国军队产生了瓦解士气的效果。



　　1916年7月阿贝尔·费里就沃厄弗战役情况送给了维维阿尼内阁成员一份备忘录，他写道：



　　消耗战不仅是公开承认战略上无能为力，还将导致未来法国的破坏，这是一种新闻界的方案，而不是军事方案；不管怎么说，这种战争是危害我们本身的战争。当我3月18日回到团里的时侯，它正因愚蠢的英雄事迹而兴奋。我的连有260人参加攻击，只有29人返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第8连。在得而复失的德国堑壕里，只找到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人。27日我们再次攻击，又一次被挡住了。4月5日、6日，12日，我们又发起了攻击。特里翁炮台的光荣守卫者X上尉甚至单独跑出了战壕被打死了。这个勇敢的团现在已经丧失了它的一切进攻能力，最多只能呆在堑壕里了。我可以说我所知道的其他二十个团也都如此。



　　他们说，由于准备不足，对敌人采用人海战术能提高我们的士气。但是躺在德国堑壕前面的成千死去的法国人，相反却提高了我们敌人的士气。如果继续这种人力的浪费，那么不要很久，我军已经严重削弱的进攻能力将会完全被破坏。



　　对于进行那些大的进攻，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而这些小的局部攻击只适用于发布每天的战报，却已经造成30万至40万人的无谓牺牲。去年12月仅仅对哈特曼·威勒堡的攻击就损失了我们15，000人而没有夺得一米堑壕。



　　1917年5月，在著名的尼维尔 [ 译者注：罗贝尔·尼维尔，当时任法军总司令。 ] 进攻中法国人流了许多鲜血，而毫无成就之后，作为陆军委员会报告人的费里这样结束了他的报告：



　　悲惨的时刻来到了。法国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些度假的士兵听到人们高喊：‘和平万岁！’这就是过去三年来我们的军事活动收获的结果。法国政府没能从统帅部没头脑的政策中保全法国土兵的生命。”



　　这个时刻确实是悲惨的，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协约国。接替尼维尔的贝当感到俄国不久将崩溃，采取了一个新方针，避免无益的进攻行动，以拯救生命，提高军队和全国的士气。但英国在1917年整个夏季和秋季，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付出了40万人以上的代价。他们无法补偿这个损失。因此，当1917年下半年俄国人签署停战协定后，协约国人力不足，士气低落。只有当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法国，才重新恢复了平衡。



　　战争最终阶段的特点是政策和方法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协约军认识到必须节省部队争取时间，等待美国援军到达和得到充分训练。德国人认识到战争必须要在美国以全部实力作后盾的援助起作用之前尽快解决。并且协约军放弃了过去的消耗战理论，认识到最好让敌人去发动进攻直到精疲力竭，然后自己再进行反攻。从那以后，战争的进行导致了胜利。



　　保持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任意发动进攻的自由，它也可以意味着能自由地让敌人进攻，如果这样更为有利的话。这是协约国在战争开始时就应当采取的合理的、经济的方法，而且如果他们的头脑没有被进攻的神话所迷惑，本来是会这样做的。协约国不仅对于战争没有作好准备，而且也没有充分了解战争的实际。他们本应争取时间来增强和投入他们潜在的实力，造成由于防御作战的作用增大而必需的人力物力优势。他们本应避免一切无用的攻击，因为时间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是对方最坏的敌人。一个人应当永远按照与敌人相反的方案去做，因此他们应当推迟决战，直到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使之有利于自己。这就是他们一开始本应当做的，而不是象一头公牛那样对着敌人挥舞的红布冲上去。



　　如果在这个等待阶段中欧强国采取攻势，那就更好，他们将会更快地耗尽自己。不要用到手的人员弹药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敌人发动一次没有积极效果的攻击。最好能使自己的防线成为攻不破的，然后在后面集结具有巨大能量的大量部队，以便有朝一日能有效地行动。



　　这种人力的巨大浪费并不总是值得的，它不仅本身是个错误，而且对协约国也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损失，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是美国的帮助使局势转得对他们有利。这导致美国在签订和约中和以后处于控制地位。



　　对世界大战陆上战争这一概略的回顾，使我们能看出它的最重要特性。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斗争，它们以全部实力投入战争，彼此试图用消耗战来拖垮对方。两军在阵地上交战，但由于小口径火器的威力所起的作用使防御的价值大大增加，因而双方都不能从阵地上运动。我们也看到，由于对小口径火器的改进这一技术因素作出了错误的估价，军队在进入战斗时对它所要进行的这种战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每件事都要起变化，很多东西都要改造。平民的动员进行得很慢。在英国，征兵法令激烈地辩论了很久，而法国总参谋部直到战争发生二十二个月以后的1916年5月30日，才通过了制造速射重炮的计划。由于战前没能回答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将是什么样的问题，危及了它的胜利结局，延长了战争，使胜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是制度而不是人的错误。按照当时人们所处的活动条件，他们被强烈的爱国心和炽热的信念所鼓舞，已经尽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我们应当衷心地向他们致敬。



　　战争有它不容忽视的经济方面。战争目的是胜利，但也应当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在这里，代价是人民的鲜血，目的是拯救国家。战争是无所不包的，没有一个人能摆脱它，离开它。罗马在它最光辉的时代曾从它的永久公民中挑选了最优秀的士兵，他们全都热情地关心军事学术。年青的罗马人在开始学习政治、法律、公共行政、哲学、演讲——一句话，在懂得并参加了罗马公共生活之后，即想要进行军事活动以赢得荣誉和声望，然后再回到他们的政治和行政事业中去。凯撒并没有终生从事军事而成了伟大的统帅。他运用了使他在政治上成功的先天能力。他的天才、智慧、明确的直觉、适应能力、坚定的意志，都助成他获得军事声誉。



　　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仍将正确。国家战时的领袖不能只关心军事，而应当关心本国和其他国家多方面的活动。换言之，他必须是位真正的领袖。



　　回顾过去，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所犯的错误，看到我们应当部份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对赢得的胜利就更能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不仅战胜了敌人，也必须战胜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被称作吹毛求疵的人，却要赞颂那些无名战士，把他们看作我们常胜的伟大民族的神圣象征。














	

 






	















	







	







	









 





	


	







	








	




	


第二部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第二章




　　前一章我们简要考察了世界大战的陆战情况，它的突出特点，以及由于错误估价一种技术因素带来的后果。本章将考察战争的海洋方面，我们将看到海洋所特有的另一个技术因素受到错误估价，这个错误带来了近乎完全相似的后果。



　　海军上将圣文森特勋爵一次在上院攻击首相皮特，因为皮特赞成对鱼雷和潜艇试验加以鼓励。他告诉首相：“我想你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你竟然支持一种我们控制海洋根本不需要的战争工具，而这种战争工具一旦成功，将会夺走我们的控制权。”



　　不过，伟大的英国首相肯定不是傻瓜，而圣文森特勋爵的预言也没有错。这种工具制成了，过了大约一世纪，它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制海权。自从富尔顿用他的瑙提拉斯号艇和鱼雷在历史上首次炸沉一艘船——双桅船多洛西亚号 [ 译者注：罗伯特·富尔顿，美国工程师，轮船发明者，曾在法国首次试验由潜水小艇用鱼雷击沉一艘试验船。 ] ，110年以来潜艇武器已经有很大改善，可是英国海军的技术人员并没有认识圣文森特勋爵话中的真理。因此，德国潜艇战使他们出乎意外，英国海军完全没有准备。



　　在很长时间中，善于想象的一些人曾预见潜艇武器可能用于战争，想引起人们注意，但没有效果。英国作家威尔斯充分预见到了潜艇战；但由于他是小说家，又是幻想小说作家，认真的人们并不严肃地对待他。战前不久，著名的海军炮战战术革新家和火炮装甲专家海军上将柏西·司各脱爵士写道：“由于潜艇具有的实际威力，战舰无论进攻或防御都已无用，因此继续建造它将是浪费国民贡献给帝国国防的钱。”



　　但就是柏西·司各脱爵士的意见也淹没在支持超级无畏战舰的人的一片批评声中了。1913年英国海军演习中，一艘潜艇连续六次攻击了海军上将的座舰，而这个冒失的潜艇艇长六次得到了海军上将的评语：“见鬼去吧！”



　　美国海军的西姆斯上将写道：“直到大战前，多数海军将领和舰长对潜艇的看法是认为它是奇妙的玩具，能作出壮观的表演，但只是在精心选定的地域、良好的天气和良好的海上条件下才行。”



　　权威的海军人土声称：潜艇只能在白天和良好的气象条件下活动，在雾中不能用；必须升到水面发射鱼雷；它的舱内不适于人员生活，因此艇员一星期左右必须换班；它在远洋不可能成功；它必须有母舰才能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这类反对意见。尽管潜艇已是一个明确存在的现实，居然还有这些看法！



　　甚至在海格号、克莱塞号和阿博科号被击沉以后，这些奇怪的偏见也没有消失，因为人们说，这三艘巡洋舰是在狭窄海道上航行、处于对潜艇特别有利的条件下被击沉的。只是当勇敢号在远离最近的德国基地几百英里的爱尔兰西北海岸被击沉以后，人们才开始认识这一新武器的威力。



　　海军上将柏西·司各脱爵士写道：“德国潜艇剥夺了英国船舰的活动自由。由于有了它，没有一条大船敢在没有鱼雷艇和驱逐舰护航的条件下驶离海军基地，潜艇阻止了英国舰队轰击德国港口；击沉了我们10万吨战舰，迫使我们尽量远离敌海岸；迫使我们的舰队不得不到百慕大去进行射击演习；我们派往达达尼尔的船除了被击沉的以外，不得不藏在慕德洛斯湾内。换句话说，潜艇极大地破坏了这支世界最大的舰队的战斗潜力，使它在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无力保卫英国。”



　　玩具终于成了可怕的武器。圣文森特勋爵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英国丧失了它无可争议的制海权。事实上，1917年春季当潜艇战处于高潮时，英国海军界和英国政府就开始感到战争有可能因为潜艇活动而失败。大约同年的4月初，美国海军西姆斯上将和英国海军部长杰利科上将举行会谈，最后交换了以下意见：



　　“在我看来德国人正在赢得战争，”海军上将西姆斯说。



　　“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制止这些损失，他们肯定会赢，”杰利科海军上将回答。



　　“难道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西姆斯问。



　　“据我知道，至少在目前没有。”杰利科回答。



　　这段对话对潜艇战的严重性提供了一个概念，尤其是正当美国将要参战的时候。强大的英国海军，无可争议的海洋主人，尽管有法国和意大利海军站在它一边，还可以依靠美国的帮助，却已经意识到将因潜艇活动而战败。这一时刻标志着英国丧失了海上霸权。不过它后来还是赢得了胜利。



　　德国潜艇战没有达到目的是由于以下原因：



　　1．协约国能够用世界其余各地和本国的造船生产对抗潜艇的破坏活动。



　　2．德国人自己并没有充分、及时地认识潜艇军力的价值。如果他们对潜艇的价值有个真正的认识，他们就会把建造事实证明近乎无用的庞大水面舰队的钱，用一部分来造潜艇，他们就会从战争一开始就发动潜艇战，并投入足够数量的潜艇使他们能成功地进行这一活动。当我们看到当1917年中期潜艇战达到高潮时，在英国水域的德国潜艇从来没有超过35艘，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支军力的威力了。



　　3．德国人直到1917年1月以前，对发动全面的潜艇战犹豫不决；在他们军界和政界当局之间、在陆军和海军参谋部之间进行着空泛的讨论，浪费了时间，而直到开始发动以后仍然犹豫不决。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件事半心半意，这点，尤其在战争中，永远是最糟的。



　　这些延误使协约国有时间发明或多或少适用的防卫手段，而不让德国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建造足够的新潜艇。当全面潜艇战的支持者最终在德国得势时，已经太晚了。建造新潜艇开始了，但必要的原料和熟练工人已经稀少了。1917年末(这也证明德国总参谋部和海军之间很少或没有合作)，总参谋部拒绝将当时在陆军工作的2000名技术工人调给海军。由于德国舰队长期被迫不能活动，造成军心涣散，甚至水兵也难找到。尽管如此，法国海军参谋部军史部写道：“如果德国人在发动全面潜艇战中不延误，如果他们的指挥官和水兵们的非凡勇敢没有被德皇及其总理大臣的多疑和犹豫所破坏，我们本来会输掉这场战争。”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协约国赢得战争部分归功于自己，部分是由于德国人。双方都没能认识海战的现实，这使德国人战败，而给协约国造成了危机。



　　1917年4月7日美国参战，可能就是由于当时看来德国将战胜。这个胜利不仅意味着协约国的毁灭，也是对美国的巨大危险。参战使美国甚至在海洋领域也取得了优势地位，他们可以相当正确地声称，他们的参战在海洋领域也使天平倒向了协约国一方。因此，美国不可能默认它在海上劣于英国。可以说，一当美国舰队与英国舰队并肩作战，马上就开始了两国海军之间的竞争。



　　希尔海军上将曾写道：“至今为止，很少几个国家能支付大量财力建造大舰，使它们能控制海洋。可是现在潜艇推翻了这种局面。今后不必再担心英国海军施加政治压力了。”



　　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建造大舰用于施加政治压力的最富有的国家坚决反对潜艇，同时又带着危机感自以为是地声称它是不人道的。



　　世界大战的海战方面带有一种特别的性质，有时被人错误理解。在一个表面的观察者看来，海军的使命似乎只限于攻击敌方交通线和保卫自己的交通线。的确也发生了几次海上冲突，但是规模不大，也没有决定意义。这导致一些人，也许很多人，主张海军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就仅仅是保卫自己的交通线，攻击敌人的交通线。报纸杂志在这方面发表了态度比较认真的文章。



　　可是这个印象完全是虚假的，会导致严重错误。世界大战的海上斗争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协约国舰队对敌人占有优势以及他们地理上和战略上的优良地位使他们处境十分有利。中欧强国在战斗开始前就觉得自己已经失败了。它们不想找死，就将自己封闭在由潜艇防守的攻不破的要塞基地内，等待盟国出现某种失误给他们造成机会时出来伏击。中欧强国自愿放弃自己的海上交通，将商船停在港内或让它们被中立国扣留。协约国海军事实上没有面对敌国海军，但必须经常保持警戒，严密监视着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敌人自愿困守的舰队。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得不这样做，一直希望在敌人出来的时候能捉住它。对他们来说不是攻击敌人交通线的问题，因为敌人交通线并不存在。敌人自愿放弃了它。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自己的交通线不受潜艇伏击。



　　因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战。英国舰队进行着潜在的活动，它的潜在活动能力迫使敌人甚至在这支潜在力量还未成为现实力量时就封闭了自己的海军力量，放弃了海上交通。如果不是德国人感到他们处于海上劣势，就绝不会发生这种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些表面看问题的人就轻易地认为大的水面舰队尤其大型军舰在世界大战中没起多大作用或根本就没起作用。这些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从错误前提出发，得出的推论也是错的。



　　事实上，自战争开始以后，巨大的水面舰队没有发射一炮，而是靠潜在力量赢得了战争；海上胜利的直接结果就是敌人停止了全部海上交通，敌人海军部队也消失了。敌人不得不依靠潜艇伏击。的确，潜艇活动也可能扭转局势，但这并不降低海面最初胜利的价值。这也证明，尽管海面胜利是阻止敌人交通的最可靠方法，但还不是保卫自己交通的可靠方法，因为即使在海面取胜后还必须防备潜艇。一方能迫使敌人海军部队躲藏起来或用其它方法阻止它航行，就能用水面舰艇去攻击敌交通线。他不需要为此目的求助于潜艇，这对他也不值得，因为用水面舰艇破坏交通线比潜艇要优越得多。



　　因此，如果说由于潜艇承担了水面舰队的某些职能而降低了后者的全面作用，那么，就海军的最重要任务——与敌海军战斗并打败它来说，潜艇完全没有降低水面舰队的作用。正常局势是交战双方实力差距很小，一方不致在战斗一开始就感到已被击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充分意义的海战就会发生。



　　“制海权”这一概念已失去它过去的含义，即：能够自由航行同时使敌人不能这样做，因为很难摧毁拥有海军基地的敌人的全部海军力量。当一支海上力量经过交战实力大大削弱后，它就会象德国舰队在上次大战中那样行动，而胜利的舰队必须监视战败方的残余力量。因此，它不能有充分的航行自由。但它能完全阻止敌方交通，同时保卫自己和自己的交通不受潜艇威胁。



　　今天的制海权只能理解为一种态势，享有它的一方较敌方有较大的航行自由，类似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海军所处的状态。虽然她们没有过去意义上的制海权，却达到能阻止敌方交通的程度，使敌人海军部队躲藏起来直至投降。一支海军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夺取这种制海权，在这个斗争未取胜之前，任何一方舰队都不应冒险分散兵力，去保卫己方交通线或攻击敌方交通线。这种事只有在夺得制海权以后才能进行。夺得制海权的一方将立即终止敌方一切交通，但还必须保卫自己免遭潜艇危害。



　　这就是上次战争中出现的海上斗争特性的改变；不过这种改变并不影响水面舰队的根本价值。



　　从上述对世界大战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它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它影响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幸福。



　　2．胜利属于那个国家集团，它能在自己精疲力竭之前粉碎敌对集团物质上精神上的抵抗。



　　3．军队的职能是作为交战国家的消耗代理人。各国将其资源变成战争手段不时送往前线消耗掉。消耗以后，再由另一些补充。这种消耗和补充过程持续进行，直到一方物质上和精神上完全衰竭，不再能补充它的消耗为止。



　　4．海军是加速或延缓消耗的机构，当用于阻止补充资源进入时是加速消耗，而当促进资源进入时是延缓消耗。



　　5．陆上战争违反了其指导者的意愿，采取了相持的形式，原因在于小口径火器的巨大效力，增加了进攻的困难，使它需要极大的兵力优势。



　　6．只有当各国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消耗过程，再不能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它的军队时，陆上战争才能决胜。



　　7．由于协约国军队的巨大优势，海上战争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结果使协约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疲惫的监视敌军时期，而中欧强国则进入漫长消沉的等待，希望出现机会打击敌人。



　　8．虽然协约国处于能阻止敌人海上交通的地位(这是敌人自动放弃的)，但自己却又被迫保卫本身的交通不受潜艇攻击，这种攻击一度很严重地威胁着盟国取胜的机会。



　　9．陆军和海军都由于错误估价了技术因素，在开始交战时都没能充分理解战争的实际，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不得不弥补由于物质上精神上缺乏充分准备而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探讨未来时可以依据的前提。我们可以马上说：



　　1．未来战争将再次无例外地涉及一切国家和它们的全部资源。



　　2．胜利将属于能首先粉碎对方物质和精神抵抗的一方。



　　3．武装力量如果能正确回答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并能按它的要求进行训练，就能对战争做出更好的准备。



　　我想我们都能同意这无可争议的三点。



　　4．就陆上战争本身来说，可以说它将具有非常近似上次世界大战那种相持的特性，因为形成这种特性的原因仍然存在，而且未来将比现在更明显。



　　从停战到今天，火器的效力一直在增强，而将来它甚至会增强得更快。一切都在经常改进，各国军队装备的高速小口径火器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结果，防御的价值也一直在增加。这意味着为了打破僵局，攻方必须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优势。新武器不会改变格局，因为双方会都同等拥有。新武器又总是有利于防御，即使对很弱的敌人进攻也将十分困难，尤其当敌方边境是山区，部队难以广泛展开、供应复杂时更是如此。既然各方都认为最好推迟决战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因此都要继续取守势，这样就甚至会违背军事领导人的意愿而出现绵亘的战线。为了打破敌人的绵亘战线，需要大量的作战手段，这是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开始前能够准备好的。因此，必须在战争过程中加紧工业生产，将国家资源转为战争手段。由于双方都这样做，僵局很难打破，直到一方的国家资源完全耗尽。未来战争无疑将是持久、缓慢、负担沉重的。



　　从整体看，可以认为未来战争将和上次世界大战一样，将建立起漫长绵亘的战线。它很难突破，一旦有小的突破又很容易恢复。它将缓慢地消耗交战国的资源直到一方力竭崩溃。一切运动战理论和概念在这种绵亘战线前都将失败。因为不管强方想怎样做，弱方由于准备不足，信心较差，将利用防御态势的长处阻止进攻者，赢得时间使自己变强，更有准备，更有信心。弱方利用防御的优点制服强方，而后者虽然较强，却不足以战胜前者。进攻精神和机动意愿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一支军队的确应当有进攻精神，因为退让精神对军队是荒唐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我用头去撞石墙来显示我的进攻精神，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不会使墙损坏。一个人做一件事必须具有进取精神，但是这个人在作决定下命令时必须有清楚的眼光，知道如何发扬这种精神。只有在相持战的僵局打破以后才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和机动战。



　　5．至于海上战争，它本身将具有和上次战争非常相似的特性。首先要在海战中一决胜负，除非一方一开始就对另一方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如果双方力量悬殊不大，各方都将试图损伤对方，获得优势。海上胜利的意义是它将大大剥夺失败一方的航行自由。胜者将能用自己的水面部队阻止败者的交通，而败者只能用潜艇战去对付胜者的交通。无论如何，胜者不得不保卫自己的交通线免遭敌方潜艇威胁。



　　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既然相同的原因导致相同的结果，既然造成上次战争特性的一切原因继续有效而没有实质性变化，那么未来的陆战和海战就其本身来说，应当具有和上次战争相似的特性。














	

 






	















	







	







	









 





	


	







	








	




	


第二部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第三章




　　但是情况将不会如此，因为，即使在陆上、海上或海下没有出现新的发展，在天空却有了新的发展，既然陆地和海洋上方都同样有天空，空中的发展将改变整个战争，也将改变陆战和海战的面貌。这个新发展就是出现了航空兵。由于它在世界大战开始时才诞生，对那次战争没有发生大的影响。



　　为了对航空兵给战争特性带来的根本变化能很快有个认识，我们要看到它突然改变了自有人类交战以来战争的基本特性。当人类停留在地面的时候，一切人类活动，包括战争，都在地球表面进行。战争一直是两种意愿相冲突的结果——一个要占领某一领土，另一个不让它被占领。因此每次战争都包括在地面展开的军队的运动和冲突，一方军队力图突破敌方防线，夺取它后方的土地，另一方则力图打退进攻者保卫自己领土。这样，布署在地面上的军队就有两种目的：一方努力突破敌军奔向目标，另一方努力保卫前者所要夺取的目标。



　　这就是自古至今战争的基本特性，这就是直到世界大战期间在地面展开的军队的最主要职能。这次大战最大规模地显示了敌对军队的基本特性和职能。现在人类具有了离开地面在空中飞行的能力，这就改变了战争特性，缩小了地面军队的职能，因为这种战争特性和军队职能来源于战争局限于地面这个事实。



　　换句话说，不再需要突破敌人防线到达目标。战线不再能保卫它后方的东西。只要考虑到航空兵的出现造成的新情况，就会认识到战争形式和特性必然会发生根本变化。



　　陆军和海军已经丧失它们曾具有的保卫国家后方的能力。尽管这个国家拥有陆军和海军，现在已暴露在敌人空中攻击之下。战场不再受限制，它扩展到整个陆地和海洋以及所有交战各国。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不再能划出明确界限：全体公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牺牲品。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较安全地、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办公室将和堑壕一样不安全，前者可能更不安全；面临的危险将危及每个人每件事。



　　许多人以为航空兵只是以一种新发明为基础加以改进的武器，如同基于火药的发明出现了火器，发明了蒸汽机以后轮船代替了帆船一样。这些人想错了。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种武力能和航空兵相比。原始人投掷的石块和著名的“伯莎”大炮发射的炮弹之间只是性能上的差别，而不是品种上。在原始人和克虏伯之间有过一系列提高弹丸推进力的改进。但是所有这些改进都沿着同一思路；只要我们沿着同一思路前进，就只能是革新，而决不是革命。在三层战船和近代大轮船之间，只是在推进一艘船的方法上有一系列改进。自从人类开始交战，战争都是以不同级别的具有相同特性的相同手段进行的。因此，总的说来战争情况都是相同的。但是航空器不是一种改进，它是一种新东西，具有自己的特性，它给人类提供了从来没有过的能力。



　　它是一种完全新的因素，给形成战争形式和特性的古老因素带来自己特有的性质和能力。由于这种新因素，战争演变曲线由这点开始中断了连续性，突然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它不再是革新，它是革命，在这转变时期继续走老路的人要倒霉了。他将发现自己脱离了现实实际。航空兵有力地打破了古老的战争形式，也就打断了战争特性演变的连续性。



　　几乎同时出现的毒气武器给这种演变带来了更大的转折。1915年4月25日的氯气攻击被称为上次战争中最可怕的事件。它还应被看作是战争中毒气纪元的开始。在1915年4月25日以前，似乎自古以来人的生命只能由人用劈、刺、打或其他具有冲击力量的工具加以伤害。从原始天然武器到现代武器，经历了无数的改进。从石斧和粗燧石发展到刺刀，从用手投石发展到步枪，大炮、机枪，不过是用火药的爆炸力代替了在它以前的人的肌肉力。但是从广义上讲，一个人要被弹丸击中，必须在一定时间处于弹道的一定点上。因此弹丸的攻击是瞬时的，线性的。而一个人只要在毒气有效的任何时间处在它的范围内，就会受到毒气攻击。因此毒气的攻击作用是立体的，持久的。弹丸在推进力消失后就无害了；而毒气则相反，它在一定空间的存在期间一直起作用。



　　一颗305炮弹爆炸后比一个儿童还要无害，而一颗芥子气炸弹从爆炸起至随后几天一直是致命的。炮弹声音很大，而毒气是无声的，常常是看不见的。弹丸的弹道可以被适当的平面遮断，人可以在后面隐蔽，而毒气却能渗透扩散，钻进每个缝隙，渗透到人类一刻不能缺少的物质中去，因而能在广阔地面同时杀死大量人群。因此，毒气的攻击力比炮弹要大得多。如果我们考虑到世界上一切都在改进，那么很明显，1915年4月25日残酷的毒气攻击对于明天的士兵和平民来说还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欺骗自己是无用的。和平时期制定的一切限制、一切国际协定都将象秋风扫落叶一样被抛在一边。一个为生死而战的人(当代一切战争都如此)，为了保存生命有权使用一切手段。战争手段不能区分为人道不人道。战争总是不人道的，而使用的手段也不能根据效力、潜力或对敌人的伤害程度区分为可取或不可取的。战争目的就是尽可能伤害敌人，而有助于这一目的的一切手段，不管是什么，都将被采用。谁如果不愿违反正式协定而情愿容忍国家战败，他不是叛逆就是傻瓜，何况这些协定只是限制杀人和破坏的方法，并不限制杀人和破坏的权利。对所谓不人道和残暴的战争手段加以限制不过是国际上蛊惑人心的伪善。事实上，到处都在试验和改进毒气——肯定不是为了纯科学目的。正是由于毒气的可怕效力，它在未来战争中将大量使用。这是残酷的现实，最好是正视它，而不要虚假的柔情和感伤主义。



　　“飞机提供了向军队和大片土地投放大量毒气的手段。飞机使进行化学战从而对大片土地造成可怕后果成为可能。”



　　这是不久前福煦元帅写的。事实上，航空兵能把毒气播放到敌国领土任何地方。这两种武器的结合比至今使用的任何武器具有大得多的进攻能力。每个人都知道世界大战中毒气的可怕效果，每个人也明白世界到处都在化学实验室中悄悄地进行研究以增大这些毒气的浓度和作用时间。每个国家都试图对此保密出敌不意。但是，尤其国外，却不断发表有关毒杀人们最好方法的报道。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在美国这个最讲人道、和平倡议的国家，已经进行了毒气试验，播放过毒气的土地将荒芜多年。人类能够防御这种毒气的唯一办法是用特制材料的防护服和进行人工呼吸的适当装备。已经知道有一些挥发很慢的毒气，它的作用能保持几星期。据说用80至100吨毒气就可以覆盖伦敦或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而按适当比例结合使用爆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就可以完全毁灭大的居民中心，因为毒气使人们不能去救火。



　　浪漫主义的德国人已经发明一种他们叫做“毒气外套”的系统。它的设想是：在一个城市上空布下一片看不见的重于空气的毒气云雾，慢慢向地面降落，毁灭地面的一切，不管是地下室或摩天大楼平台，没有一处安全，没有办法逃避。



　　飞机和毒气在上次战争中已经使用，但是这两种可怕的武器当时还处于幼年，还没有发明使用它们的恰当技巧。关于现在和将来使用毒气的问题目前能说的还不多，可是关于航空兵却已经有了许多实践。今天航空器的潜力比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了将近十倍。装有2000、3000甚至6000马力发动机的飞机今天已经使用或即将制造。在这方面要感谢尊敬的巴尔波 [ 译者注：意大洛·巴尔波，当时任意大利航空部长。 ] 阁下的才干和首创精神，使意大利走在了其他各国前面。他已经委托卡普洛尼 [ 译者注：卡普洛尼，意大利著名飞机设计家，制造家，意大利最初的重轰炸机即以他命名。 ] 制造2000、3000、6000马力的飞机。其中有些已经造成，有的正在制造。6000马力飞机的总重约40吨，其中一半是有效载重 [ 英译者注：这是杜黑早在1909年就设想的发明。 ] 。换句话说，它相当四节带翅膀的铁路货车。这种飞机是理想的高速、安全运送旅客的工具。它也能成为非常有力的战争武器，带有一前一后两门炮，十六至二十四挺比通常口径大的机枪，六吨炸弹，将成为真正的空中巡洋舰。这种飞机的关键部位最终可用轻装甲防护。它的巨大机身使它能在水面安全降落。由于它是多发动机，基本能避免强迫着陆的危险，因为可能做到在飞行中排除小的发动机故障，即使有一半发动机停车，也能继续飞行。



　　这就是现在和不久将来的航空器，它用金属制造，可以不需要机库。相比之下，上次战争中的航空器就象是玩具。我们可以忘掉那些用木料和帆布制造的可敬的但脆弱的旧飞机，要感谢在飞机制造方面按几何级数取得的进步。300马力的卡普洛尼飞机逐渐变成了600、1000、2000、现在是3000和6000马力的飞机。



　　一位英国军官已经算出，今天一支独立空军在一次飞行中能够投下的炸弹重量大于整个上次战争期间全部英国飞机投下的全部炸弹，据计算是800吨。事实上，人们算出今天一支通常规模的独立空军一次飞行能携带1500吨炸弹，相当于150节铁路货车的运载量。



　　英国舰队每门炮发射一发炮弹，能射出总重200吨的弹头。因此，一支独立空军能投下的炸弹重量相当整个英国舰队舷侧齐射的七倍。英国舰队只能向另一个能向它还击的舰队发出舷侧齐射，或是向海岸目标射击。后者也能以某种办法还手。而航空队则能向敌国领土领海任何地方包括最重要的目标猛投炸弹。英国舰队射出大量钢铁少量炸药，而独立空军能授下较多炸药，较多毒气，少量钢铁。即使英国舰队能飞起来，独立空军的进攻威力也要比它大得多。



　　世界大战时，特雷维佐市不得不撤退，这个撤退在它被投下80吨炸弹之前很早就完成了。如果这80吨在一次空袭中投下，由于大火不能扑灭以及对居民精神上的影响，特雷维佐的损失定将大得多。今天一支通常的独立空军能向二十个特雷维佐这样的城市各投下80吨炸弹。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行动除物质破坏外，将对精神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效果。



　　飞机每天从伦敦飞往巴黎再返回。一千架飞机从法国北部飞到伦敦上空，这在任何时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千架飞机也很容易由英国南部飞到巴黎上空。没人能否认今天一架飞机能带一吨炸弹由巴黎飞到伦敦，也没人能否认1000吨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投在巴黎或伦敦将毁灭这些城市——法国和英国的心脏。



　　我希望读者能持久深入地考虑我提到的这种可能性和数字。这是今天的现实，而不是明天或十年二十年后可能发生的远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管地面上陆军和海军的情况如何，今天飞机能够对敌国领土发动比想象中更强大有力的进攻。航空兵提供了到达敌国最重要中心的手段，而毒气使这种进攻达到最大可能的可怕程度。



　　这将是不人道的、残酷的行动，但这是事实。不管它可能被认为是多么不人道和残酷，明天如果需要，没有人会在采取这种可怕进攻面前退缩。至今为止，敌对双方能用盔甲保护自己，而力图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以击穿盔甲。但只要盔甲存在，盔甲下面的心脏是安全的。现在情况变了。盔甲失去了防护效力。它不再能保护心脏，心脏能由航空兵直接达到，用毒气加以杀伤。



　　罗瑟米尔勋爵写道：“从现在起没有一个国家再能夸耀海上霸权，这对我们英国是一丸苦药，但我们不得不吞下它。”



　　鲍德温首相1924年7月24日说道：“很多人认为英国应当与欧洲隔离。这说来容易。但必须记住，我们隔绝的历史结束了，因为随着飞机的出现，我们不再是一个岛。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现在不可分割地与欧洲拴在一起。”



　　这是英国必须吞下的第二丸非常苦的药。事实上，不管多么强大的海军，也不能阻止做好充分准备的敌人，不论是德国或法国，从空中攻击伦敦——这个至今为止一直庆幸自己不可侵犯的伟大都市。它不能阻止攻击它的商港——它的腹部，也不能阻止攻击它的海军基地——它的心脏。英国舰队已经失去了它的防护能力。英国的安全现在必须依靠一支能够对付空中威胁的空军。



　　这种情况立即提供一幅战争革命性变化的图画，足以使每个人明白未来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与以往所有战争完全不同。但它的意义还不止此。它意味着象潜艇和飞机这些纯技术因素的影响超出了军事领域而进入政治领域。潜艇和飞机无疑动摇了英国政治地位的基础，并肯定不是有利于这个日不落帝国。研究技术手段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只能满足于说明(我希望能做到)在肯定不同于上次战争的未来战争中，不能认识和正确估价航空兵，即重复上次战争前夕所犯的对技术的估价错误，将是极端危险的。因此，密切注意航空对战争形式和特性的影响是重要的和必需的。














	

 






	















	







	







	









 





	


	







	








	




	


第二部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第四章




　　现在我来谈一谈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未来问题。这可能使读者感到困难，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实质。我们已经建立了起点，我们看到了正在成熟的事物。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从中引出必然的结论。人类理智具有的预见能力近似上帝。马克斯韦尔以抽象的微积分为基础，发现并阐明了我们凭感觉不能发现的电磁波；赫兹按同样的基础制成了能显示电磁波的仪器；而马可尼则进一步将它提供人类使用。而我们研究的问题，面对的是感官能看见和感觉到的事物。因而只要我们的思想摆脱过去的固定传统，就应当容易确定从中必然产生的结果。



　　我在1921年写的书中提出了下列问题：面对具有充分空中军力的、决心侵犯我国领土、从空中破坏我国交通、生产和工业中心、在居民中心散布死亡、破坏和恐怖以摧毁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的敌人，我们沿阿尔卑斯山部署的最强大的陆军，在海上航行的最强大的海军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时唯一可能的回答是：“是这样。”今天的回答也一样，明天的回答也必将一样，除非人们荒谬地否认飞机能飞、毒气能杀人。正如我在谈到上次战争时所说，陆军是间接消耗国家的抵抗力的机构，海军是加速或延迟这种消耗的机构。



　　当陆军和海军力求间接粉碎敌方抵抗时，航空兵却能够打击敌方资源，以更大的速度和效率直接粉碎它。人们曾不得不满足于用炮弹击毁炮队，而今天却能够摧毁为炮队生产大炮的工厂。上次战争中，为了破坏带刺铁丝网掩护的地域，发射了成吨的炸药和整座矿山的钢铁，而航空兵却可以不考虑这种障碍，用它的炮弹、炸弹、毒气更好地达到目的。陆军只有面对敌军，经过一系列长期痛苦而艰巨的战斗击退敌人后才能到达其首都。航空兵则不同，甚至在宣战前就可以图谋破坏敌人的首都。



　　对一国的顽强抵抗给以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摧毁性打击，两种效果不能相比。当一个国家能够掩蔽在陆海军坚固盾牌后面的时候，它本身很少感到有时完全感受不到来自敌人的打击。这种打击是由陆、海军这样的组织承受的。它们有良好的结构和纪律，物质上和精神上能够抵抗，能够攻击和反击。航空兵则相反，它将打击组织和纪律较差、抵抗力较弱、不能攻击和反击的实体。因此，注定更快更容易地使精神和物质遭到崩溃。在密集轰炸下，一支部队即使丧失一半或三分之二人员也能坚持下去，而作坊、工厂或港口的工人在第一批伤亡后就会瓦解。



　　直接打击敌人的精神和物质抵抗将迅速决定冲突的结局，从而缩短战争。著名飞机制造家福克了解他所有外籍职工的心理，他说：“不要相信明天敌人会在军队和平民之间作出任何区分。敌人会用最有威力最可怕的手段如毒气等来对付平民百姓，尽管在和平时期他可以表示最良好的意愿，接受最严格的武器限制也无用。他会派出许多中队的飞机去摧毁主要城市。未来战争将是可怕的，对此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



　　福克是对的。我们不能等待敌人开始使用条约禁止的所谓非人道武器，然后我们才认识到以牙还牙是正当的。这种做法完全是无用的，代价太大，因为它将主动权让给敌人。交战各国只要绝对必需，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手段，不管是否被条约禁止。这些条约和即将发生的悲剧相比，最终不过是一堆废纸。



　　我为你们画了一幅阴暗血腥的图画，但它必然发生。将头埋在沙里是无用的。如果人们认识到通常设想的对空防御只是一种幻想，那么这幅画就更阴暗了。这也还是由航空兵的特性造成的。一架活动半径为500公里的飞机由科西嘉岛中部起飞，不仅能够攻击撒丁岛全部，还能攻击意大利半岛其它任何地方，东至塔兰托和威尼斯，南至特尔莫利和萨勒诺。要保卫受到这一架飞机威胁的所有城市中心，我们不得不向每个城市派出防空飞机和高射炮。



　　为了确能打退那一架飞机，需要多少防空飞机和多少高射炮啊。为了不受突袭，需要在地面组织什么样的观察勤务啊。为了发现敌机到来，观察哨、防空飞机、高射炮需要警戒多久啊。而当它到来时又没有任何把握一定能阻止它的攻击。总之，为了这种防御，要投入多少资源和精力啊！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由于一架飞机，甚至根本不必起飞和飞行，仅靠它的潜在威力，就可以牵制住所有这些资源和人力。



　　如果这一架飞机扩大为一百架或一千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战时必须与之斗争的空中力量的规模，我们马上就会认识到，防御行动将迫使我们为了纯粹消极目的投入比攻击我们的人要大得多的资源，可能大到我们无法承担的程度。放弃这种消极费钱的做法，派出我们自己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去对付恶梦似的威胁，去寻找敌人，在它的巢穴中击毁它，从而结束这场恶梦和威胁，这岂不更好吗？这不是最好的出路吗？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



　　航空兵是优良的进攻手段，完全不适于防御。实际上，将它用于防御会陷入狼狈处境，这需要一支比敌方进攻力量大得多的防御性空中力量。上次战争中虽然没有大规模空中进攻的明确原则，但凡是坚决进攻的都是成功的。我们在每次合适的时候都轰炸了波拉。尽管我们的航空兵在最后几个月处于优势，可是奥地利人直到停战日还一直在轰炸我国的特雷维佐。



　　几个月前，在英国伦敦进行了一次防空演习。除高射炮队和各种组织以外，用于防空的飞机和进攻一方一样多。此外，防空一方知道进攻的日期。进攻一方的实力和防御一方相等，而攻击目标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限制。一切条件都有利于防御。可是演习表明伦敦仍然遭受了轰炸。



　　因此防空应只限于组织那些能减小空中进攻效果的做法，如疏散重要机关，准备防空掩蔽部，采取防毒气措施，以及类似措施。只有特别重要的中心才应当由高射炮防卫。因为在物力上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高射炮来有效地防卫整个国土。我听说，为了比较有效地防卫米兰，需要有300个高炮连。为了保证意大利所有重要城市的安全，将需要多少呢？对空防御的情况和海岸防御一样。既然不可能防卫整个海岸线——甚至较重要的海岸点不受海上攻击，从军事观点看，只能防卫最重要的点——坚固的海军基地。其他各点即使是大的海岸城市也只能不加防卫，依靠舰队去保护它们。同样，保护国土不受空中攻击也应当依靠航空兵，它能击退、打败、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



　　只有一个可靠的防御空中进攻的办法，就是，夺得制空权，即，阻止敌人飞行，同时保证自己有飞行自由。要阻止敌人飞行，必须摧毁它的飞行器。可以在空中、或在地面机场上、机库中、工厂中找到这些飞行器。要摧毁敌人的飞行器，必须有一支能在发现它或在制造它的任何地方加以摧毁的空中力量。根据这种认识，多年来我一直在宣传建立独立空军的必要性。它是一个足以进行空中作战夺得制空权的飞行器集群。



　　上次战争中人们还没有这种认识。航空兵被作为配属手段用来协助和促进陆上和海上战斗。当时并没有真正的空中战争。进行的空中战斗和冲突只是局部的、有限的、孤立的，常常是单机活动。人们并不追求空中胜利，只求空中优势。在停战日之前，双方根据拥有兵力的多少进行着各种辅助性的空中活动。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空中力量的规模将导致大群飞机之间的真正空中战争。



　　我们不用谈论细节(那样会离题的)，很容易明白，能进行空战和对地面轰炸的独立空军能夺得制空权，因为它能在空中或在地面摧毁敌人的飞行器，不管它在哪里被发现或在哪里制造。因此，独立空军通过空中进攻能使敌人的飞行器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其在整个战争活动中无足轻重。它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就胜利了，因为它夺得了制空权。



　　制空权会带来以下优势：



　　1．它防护一国领土领海不受敌人空中进攻，因为敌人已经无力发动进攻。因此，它保护了国家物质和精神的抵抗力不受敌人直接可怕的攻击。



　　2．它使敌人领土暴露在我方空中进攻之下，这种进攻极易进行，因为敌人已不能在空中活动，它能对敌人的抵抗给以直接可怕的打击。



　　3．它能完全保护本国陆、海军基地和交通线，进而威胁敌人的这些方面。



　　4．它阻止敌人从空中支援其陆、海军，同时保证对我方的陆、海军给予空中支援。



　　除这些优势以外，还应加上：拥有制空权的一方能阻止敌人重建其空中力量，因为它能破坏物质资源和制造场所，这等于是最终控制了天空。



　　考虑到制空权带来的这些优势，就应当承认制空权对战争结局将有决定性影响。



　　我已经完全说明了制空权，因为掌握制空权的一方能阻止敌人重建其空中力量。不仅如此，拥有制空权的一方还可以根据愿望增强自己的空中力量。天空被控制的国家必须忍受敌人对己方领上进行的空中进攻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随着敌人进攻性空中力量的增强，这种进攻也将加强。己方的陆海军对这种进攻是无能为力的。且不说物质损失，对于处于持久恐怖中的国家及其感到无能为力的军队，在精神上又将产生多大的影响啊！



　　陆军和海军将看到它们的交通线被切断，基地被破坏；国家向军队输送的供应将被完全切断或变得不经常和冒风险。即使一国能够保护海上航道，控制天空的独立空军只要破坏其商港设施，就能切断其海上交通线。因此如果认为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劣势地位将开始丧失获得有利战争结局的信心，这不是很合乎逻辑吗？这不就是失败的开始吗？



　　你如果想一想，就会认识到达是多么合乎实际。英国天空被控制后就将失败，它威武的舰队、它的海上优势都将不起作用。即使它的商船能将供应品运到港口，也不能卸船运出。饥饿、荒芜、恐惧将遍布全国，这就是未来战争的概况。它还不能破除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陈旧观念吗？



　　夺得制空权本身即使还不能确保胜利，却是进行未来战争的必要条件。它永远是必要条件，如果独立空军还剩有足够的进攻实力能粉碎敌人物质和精神抵抗，那么它又是充足条件。如果空军剩下的实力不足，则战争将由陆海军部队决胜，它们有了制空权，完成任务将大为容易。



　　既然夺得制空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立即创造条件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能进行空中作战的独立空军，它应是在一国人力物力可能范围内最强大的。为此必须动用国家的全部现有的资源。这是我倡导的坚定原则，不容许例外，因为任何资源如果脱离这个最重要目的，或只用一部分，或根本不用，都将减少我们夺得制空权的机会。



　　我已经说明空中防御比空中进攻将如何需要投入多得多的兵器，因为航空兵的防御价值比进攻要小得多。独立空军有一百架飞机用于进攻，要比五百架或一千架用于防御作用更大。如果敌人夺得了制空权，我方陆海军的配属航空兵甚至没有一次活动机会就将被摧毁，但如果我方夺得制空权，我方胜利的独立空军就能向陆海军提供重大的援助．因此，配属航空兵在前一情况中是无用的，在后一情况中是多余的。



　　因此我说：不要空中防御，因为它实际是无用的。不要配属航空兵，因为它实际是无用或多余的。相反，只需要有一支无例外的包括国家全部可用的航空资源的独立空军。这就是我的论断。有人称它为极端，但它实际只是与一般论断不同的一种论断。一般论断始终是一种很差的答案，而在战时将是最槽的。我的论断使我与持不同意见的勇敢对手发生冲突，但我确信我将赢得这场战斗。 [ 英译者注：杜黑所说的“战斗”是指他为建立统一的指挥部——一个空军部，以及创建与配属航空兵不同的独立空军而进行的斗争。 ]



　　既然保卫自己免遭空中进攻的唯一办法是攻击并摧毁敌方空中力量，既然任何资源的使用如果偏离这一基本目标都将危害夺得制空权的机会，空中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准备承受敌人的空中进攻的同时对敌人进行最大可能的进攻。



　　初看起来这个原则似乎是残忍的，尤其当人们想到空中进攻可能造成的痛苦和恐怖时更是如此。但这是一切战争活动都要遵守的原则。一个陆军指挥官准备损失几十万人，只要能给敌人以更大损失——不管牺牲多少人，只要能带来胜利。一个舰队司令官情愿损失一些部队，为了能击沉敌人更多舰船。同样，一个国家必须准备忍受敌人的空中进攻以便给它以更大的打击，因为只有通过给敌人造成比自己更大的损害才能赢得胜利。



　　当战争的这条一般原则应用于空中战争时，由于必须改变一种传统，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不人道。因为人们认识到战争已不再是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之间，全体人民之间的冲突，上次战争采取的形式是军队之间长期消耗，这被认为是自然而合理的。现在由于航空兵的直接作用，使人民直接对抗人民，国家直接对抗国家，排除了以往战争中将它们隔开的中间护屏。现在实际是人民和国家相互打击和扼杀对方。



　　很显然，当人们听到一些妇女儿童在空袭中被炸死会痛哭，而听到成千名士兵在战斗中死去却无动于衷。一切人的生命都是同样有价值的，可是由于传统上认为士兵的命运就是在战斗中死去，他的死亡并不引起人们多大不安。而其实士兵这样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应当认为具有最大的个人价值。



　　德国人在使用潜艇时有个目标，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接近达到。我们谴责潜艇战，说它是残忍的，以激起世界舆论的感情。这对我们有利，我们有权这样做。但是我们对它担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人道，而只是它对我们有危险。如果和公认为人道和文明的兵器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残废的屠杀相比，潜艇造成的大约17000人的牺牲实在算不了什么。如果上次战争整个是潜艇战，它将会以较少的流血而解决。应当不动感情地把战争看作是一门科学，尽管是一种很可怕的科学。



　　人们曾狂热地谴责潜艇让沉船人员听天由命，不给任何救助。但是潜艇所做的只是和英国人一样。当一艘英国船在救起另一艘船的幸存者而被鱼雷击中时，指挥官下令让遇难船上的人听天由命，以免救援船再受鱼雷袭击，而这时遇难的人却是他的英国同胞，不是敌人。战争就是战争。要就不打，只要打起来，双方都必须是大刀阔斧毫不留情。法国青年学校对这个问题提倡的态度很象德国人。任何人如果错认为战争不是真的那么回事，将因这种想法而使自己陷于困境。



　　今天，无论从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再容许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任何区分了。从理论上，是因为当国家进行战争时，每个人都参加一份：士兵拿枪，妇女在工厂装炮弹，农民种小麦，科学家在研究室做实验。从事实上，是因为今天的攻击可以达到任何人。现在看来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堑壕。



　　粉碎敌人抵抗即能赢得战争胜利，而在其最弱点上直接攻击这种抵抗能更容易、更迅速、更经济、又流血较少地做到这一点。武器的作用越迅速，威力越大，就越能更快地实现主要目标，对精神抵抗的影响也越深，因而它也就成为更文明的战争，因为损失与涉及的人数相比较小。武器越能用于攻击一般平民，个人利益直接受害越大，战争的可能就越小，因为人们不再能说：“我们大家都准备战争，但去战斗的是你们。”



　　现在一般人都相信战争将从空中开始，由于各方都想获得突然性的优势，甚至在宣战之前，就将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行动。空中战争将十分紧张激烈，因为各方都认识到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给敌人造成更大损失，并从空中消灭敌人的航空兵器，使它不能进行任何还击。独立空军将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痛击敌人并尽快地反复攻击。因此，在冲突爆发时已做好准备的空中力量将决定空中战争的胜负。不能依赖战争过程中动员的力量。被击败的一方不可能再建立另一支空中力量。一切可用力量必须立即投入斗争，保留任何兵器移作他用都将减少结局天平上的份量。集中使用的原则必须绝对遵循。



　　在陆上战争中可以依靠防御改变兵力优劣，争取时间挖掘战壕，架设带刺铁丝网，占据坚固阵地。而在空中则不能停留，不能阻止敌人以赢得时间。空中作战部队像出鞘的剑那样裸露。



　　空中作战的紧张、激烈、暴露、紧迫，没有时间创建新部队，作战的高速度和高效能——所有这些的结论就是空中战争将是速决的。我已指出，上次战争之所以拖长是由于防御的巨大作用造成的。在空中，防御根本没有价值。没做好准备的将失败。空中战争将是短暂的；一方将迅速获得优势，即一旦夺得制空权将是永久性的。



　　空战的结局无疑将比陆战海战来得快。因此，陆军和海军必须准备在天空被控制的情况下作战。不论我们怎样想，这样一种局面，即使是短暂的，我们也应加以考虑。



　　如果天空被控制，陆军和海军将处于一种什么境地呢？至今为止，陆上和海上的战争一直主要依赖基地和交通线的安全。占领敌人基地或切断其交通线是战略上和战术上辉煌的成功，因为它将敌人置于困难危险之中。如果陆海军的天空被控制，这将使它们的基地和交通线不仅暴露于敌人进攻之下，而且这种进攻又是它们所不能有效反击的。这就是说，如果陆海军天空被控制，也就是它们被彻底隔断。因此(请注意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陆海军在天空被控制后仍想保持作战能力，就必须改变它的作战形式和方法，使它尽可能不依赖基地和交通线。



　　航空兵的出现向陆军和海军提出的是一个重大问题，但必须加以解决，甚至必须作出根本的深远的改变。如果不能解决，陆海军的效能将由于敌人掌握制空权而近乎自动消失。庞大的现代陆军由于重装备和巨大消耗，必须依赖铁路公路提供大量的正常供应。如果这种供应被阻扰，不能保持正常，或被切断，这就将使依赖于它的陆军受阻扰，它的打击力被削弱。它也将削弱陆军的实力，甚至使它瘫痪无力。一支陆军越是需要紧张、正常、连续的供应，当它的天空被控制后，就越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领会这种局面，只需设想我们的陆军部署在阿尔卑斯山西部，我们仅有的四处铁路中心——切瓦、尼扎·马利提马、阿斯蒂、奇瓦索被破坏。结果，再没有供应品能由伦巴第省和利左里亚省，即是从本国内地送往军队。这四个铁路中心距国境现在只有约半个小时的飞行距离。没有人会怀疑具有目前空中进攻能力的敌人在掌握制空权后，定将能够破坏它们并阻挠其修复。因此我认为，现代陆军不要那样笨重，尽可能自立而不依赖基地，这是很重要的。



　　同样，海军要想在天空被控制情况下仍能继续作战，必须摆脱现在海军与基地之间的那种联系。大型军港及其兵工厂、仓库、供应站、各种设备，不管是否驻有舰队，都是空中进攻的好目标。它们可以由高射炮防卫，但它们的安全将始终是成问题的。它们将肯定不再具有以往那种坚固性。海军需要考虑这种变化的局势并采取措施，这是很重要的。



　　此外，夺得了制空权的敌人不管我方海军实力如何，只要破坏我方商港，就很容易切断我方海上交通。瑞士独立空军如能夺得制空权，就能切断我方海上交通。这似乎荒唐，但终归是现代战争的一种可能。



　　以上简要叙述了航空兵对陆战和海战样式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求陆梅军在新的基础上改组。它足以使人们认识这一革命的广度和陆海军面临的问题的严重。必要的改革不仅涉及形式，它深刻影响这两个军种的实质；而新问题也不能仅靠增加某种配属航空兵来解决。



　　我们应当说，航空兵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使进行战争容易了。组建一支独立空军比陆军或海军要容易得多。一千架6000马力的飞机，费用大致相当十艘战舰，只需2万吨物资(大约一艘中等战列舰的重量)，2万至3万人，其中驾驶员4000至5000人。而具有一千架飞机的独立空军除携带16000至24000挺机枪和2000门小口径炮用于空战外，在一次飞行中能向敌国任何地方投下4000至6000吨炸弹。换句话说，这是一支以前从未有过的进攻力量，只有另一支类似的独立空军能抗击它，和它战斗。



　　一个具有充分工业组织的国家能很快造出这样一千架飞机，而一个组织良好的化工部门能很容易地提供弹药。在航空运输发达的国家，训练飞行员也不是难事。此外，旅客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改装为军用飞机，它的乘员不用花时间，只要换上制服就可以变为军人。



　　这样，复仇的希望将更容易滋长，因为它不再需要摧毁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禁止战败国重建陆海军可能是个错误，因为这将迫使它转向天空。



　　为了更好地理解独立空军作战活动的重要作用，可以将飞机和一门特种大炮相比，它的炮弹射程和飞机航程相同并有专门的观测员能将炮弹引向目标。独立空军可以和一个大的炮队相比，它虽驻防在广大地区，却能集中火力射击在它飞行距离内的任何目标。



　　我们假定在帕多瓦谷地有一支航程1000公里的独立空军。这支“炮队”的火力将能任意集中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南斯拉夫甚至伦敦的任何目标。让我们设想不是独立空军，而是与它相当的大炮队这时的情况。我们的可能敌人不管是谁，也将有一个类似的大炮队，能够打击我国领土的任何地方。什么是避开敌人这些炮弹的最好方法呢？当然我们不可能有一把能覆盖全国的装甲保护伞。最容易、最实际的方法显然是摧毁炮队使它沉默。这就是争夺制空权。



　　在我们摧毁敌人炮队后，就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目标，因为我国已不受敌人攻击。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呢？这应是当时条件下对我们最方便的目标。可以是直接影响敌方抵抗的目标，如大城市、工业和居民中心等等，这就是直接打击国家本身使它屈服。也可以选择敌陆军基地和交通线以削弱它对我陆军的抵抗。如果敌人海军给我们带来太大麻烦，也可以攻击它的海军基地。如果敌国依赖海上供应，则可以破坏敌人商港。为我方强大炮队选定目标应属于战争最高统帅的职权，因为他是掌握全部情报、能选择资料的唯一的人。但在任何情况下炮队应在集中的时间和空间密集使用以获得最大效果。



　　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炮队去对付被剥夺了类似炮队的敌人，这个优越性也就是制空权的价值。既然夺取制空权要求摧毁敌人的同样“炮队”，那么显然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一门“炮”也不应从“炮队”中抽走。因此，空中防御和配属航空兵应当放弃；因为如果我方“炮队”被摧毁，这些终归是无用的，而如果我方“炮队”摧毁了敌人，这些又将是多余的。



　　此外，独立空军对地面的进攻威力取决于它能携带并投向敌人的破坏物质(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的数量。可是这些物质效力可能不同。因此很明显，独立空军的破坏威力和它使用的破坏物质的效力成正比。如果其他不变，破坏物质的效力提高一倍就足以使独立空军的攻击威力增大一倍。这使我们懂得改进破坏物质质量十分重要。换句话说，化学工业必须与战争的措施合作。航空兵的建立和加强不仅依靠航空训练部门，还在于制造优良飞机的工厂，和研究所中的化学家们埋头于试管寻求威力更大的化学物质。



　　我想我已说清楚未来战争中航空兵和空中胜利的重要性，以及航空兵在总的方面给战争样式和特性，包括陆战和海战各种样式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合情合理地认清未来战争。



　　决定进行战争的一方不论其目的如何，在作出决定的时刻即要对敌国集中投入全部空中力量，而不必等待正式宣战，通过直接攻击和使用化学武器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性因素。为了发挥突然性和先发制人这一优点，由来已久的外交细节将被抛弃。在某一天的黎明，大城市、大中心、重要机场将被袭击，像遭地震一样震动。例如，德国可能决定摧毁巴黎而不是法国五十处航空中心，宁愿摧毁法国心脏而不是它的航空兵。当然，对方的空中力量将很快反击。随后，当空中斗争达到激烈的顶峰时，陆军将出动，海军将开始作战，二者都将或多或少受到空中进攻的干扰。随着空中斗争接近结局，一方对敌方国土及其陆海军的空中进攻将减弱，另一方的进攻将更强更多。随后赢得制空权的一方将确保自己领土不受空中攻击，而失败一方将无力对付它。



　　这时战争的最悲惨阶段将开始，天空被控制的一方不得不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任凭自己承受无情的进攻。它的陆海军将不得不在基地和交通线不安全，处于经常威胁的情况下作战，而对方陆海军却有安全的基地和交通线。一方的海上交通将在港口处被切断。它领土上所有最重要最要害的地点将遭受残酷而可怕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天空被控制的一方进行持久而缓慢的陆上战争(它需要大量的供应、物资，人力和原料)能够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吗？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怀疑的问题。从一切前景看，除非在兵器和资源上有极大优势，天空被控制的国家等不到陆上和海上决定胜负，斗志必将崩溃。



　　因此我说，无论如何，让我们控制自己的天空吧。














	

 






	















	







	







	









 





	


	







	








	




	


第二部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结论




　　我所画的图自然是个想象图。由于它是在观察未来，也只能如此。但是由于我是用当前现实的油彩并且按照逻辑推理画出的，我想未来将和我的图画非常相似。无论如何，我想在沿着总方向回答“不久将来的战争将是什么样”这个问题时，可以提出以下肯定的论断：



　　1．它将是国家之间相互拼搏的斗争，并将直接影响全体公民的生命财产。



　　2．在这场斗争中赢得制空权的一方将享有决定的优势。



　　3．它将是一场非常激烈、可怕的斗争，目的是要打击敌人的精神抵抗；这场斗争将是速决的，因此经济上将不是很耗费的。



　　4．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做好准备的一方将没有时间准备，因此将由冲突开始时已做好准备的部队来决定胜负。



　　根据上述，当前为了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要求：



　　1．组建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独立空军，并且使之在我国航空资源范围内尽可能强大。



　　2．独立空军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准备，因为即使不宣战，它也要能立即出动，而不能指望临到要决定空中斗争胜负时再得到加强。



　　3．改变陆海军组织和作战方式，使它们尽可能不依赖基地和交通线，以便在即使敌人掌握了制空权时，它们仍能继续活动。



　　4．研究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要以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为出发点，明确每种武装力量能完成的不同职能。



　　5．研究各种准备措施，使国家能够经得住空中进攻而损失最小。由于这种进攻将主要指向平民，在民众中应尽可能增强民族自尊心和纪律观念。



　　未来战争这些一般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要求表明我们今天面临的有关国防的问题是多么艰巨。我并不想使我这些指出航空兵在未来战争中重要性的话被理解为降低陆军和海军的价值。我比别人都更一贯坚持，这三种武装力量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是一件三刃的战争兵器，用于保卫我们国家的一切人员和兵器都有同样价值——无论是在陆上、海上、海下或空中活动，它们都是必需的。在所有这些领域，需要完成同等重要的职责，需要执行同等重要的任务，赢得同等的荣誉。但这并不是说，为了祖国的利益(它对自己的儿子一视同仁)，我们不应当制造一个更适用于国防的工具，在必要时改变这三面刀刃任何一面的大小、形状、作用，以便能够更深地刺穿可能敌人的抵抗力量。



　　我想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并非无益，如果它能够使人们相信下述两个简单真理就更好了。



　　1．全体国民都必须关心未来战争的面貌，因为他们都将在其中战斗。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战争主要依据是常识，尤其在广泛的意义上。但由于它要求国家提供全部物质和精神资源，它就不能局限于国家的一部分，也不能局限于国民某一阶级和人群。一切有形无形的人力物力都必须用于进行战争；全体国民必须深刻关心它，探讨它，了解它，以便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考验。请原谅我信口开河，我常奇怪，在各大学和学院传授世间一切课题甚至梵文，而为什么至今没有军事科学的一席之地。



　　2．我们必须用渴望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未来，坚强地迎接可能到来的事，使现实不致使我们出乎意外。这在我们生活的革命时期是最必要的。否则凡没有做好准备的将没有时间再准备，也没有时间改正以往的错误。因此我们绝不能被以往的幻影引入歧途。在前进中向后看总是危险的，当道路充满急转弯时更是如此。



　　研究战争的人总是依靠过去的经验去准备未来，这将与现实发生冲突。战争理论只能在真实的战争中检验。这就是为什么1914年进入战争的国家与他们1870年战争的观念发生了冲突。但他们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不得不使自己适应1914年形势的紧急要求。尽管在这过程中它们遇到了严重困难，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还是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那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隔只是个演变时期。但是企图用1914年的理论和体系进行未来战争的人将要倒霉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以往战争的经验应当作为废物抛弃；我只是说应当对它加工(事实上要经过很大的加工)，因为未来更接近现在而不是接近过去。经验这个生活的教师对知道如何理解它的人能教给他许多；但是许多人错误理解了它。拿破仑是个伟大统帅，但是我们不应当问拿破仑他做过什么，而更应问如果他处在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时期，将会做什么。拿破仑可能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但我们不应忘记当这位科西嘉人撒手归天时，世界还没有被钢带环绕，大炮还不是从后膛装填，人们还不知道机枪，还不能用电线和电波传送语言；人们也不知道汽车和飞机。我想他不能从他高贵的坟墓中爬出来是件好事。谁知道为了嘲笑那些常常误用他的名字和威望的人，从他高傲的嘴里会说出些什么来呢？



　　这是我的分析的结尾，但在结束之前我要指出航空兵一个内在的特性。今天的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尽管它不能脱离一切机器的灵魂——人，但是耗费巨大；只有最富有的国家能够装备它们，享受它们的好处。和它们相比，按照进攻能力相对来说，航空兵的耗费要小得多。此外，它还很年轻，处于迅速而经常的变化中。它的一切，从编制到使用，都处在创建过程中。空中战术不象陆战术和海战术，还没有标准化，还有创新的余地。空中作战是真正的运动战，需要迅速发现，迅速决策，更迅速地执行。这种战争的结局大大取决于指挥官的才智。简而言之，航空兵是物质上和精神上、体力上和智力上要求有高度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兵种。



　　航空兵不是富裕民族的兵种，而是热情、大胆、有创造性、热爱空间和高空的年轻民族的兵种。因此它特别适合于我们意大利人。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对战争一般特性的影响对我们有利；它最适于我们民族的才智。将意大利人民结为一体的坚固组织和坚强纪律肯定是一种最充分的力量，使我们有勇气承受即使是空中战争取得胜利也会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成为地中海上的桥梁，这使航空兵对我们更为重要。设想以罗马为中心，以今天飞机的正常航程1000公里为半径，你将看到古罗马帝国的全貌在展现。



　　控制我国天空意味着控制地中海天空。因此让我们怀着希望和信心展望未来，并感谢那些以其勇气和创见使这一武装力量强大的人。














	

 






	















	







	







	









 





	


	







	








	




	


第三部 扼要的重述




	







	

 



	


	



导言




　　这篇反驳文章是为了对在意大利出现的有关军用航空的许多言论阐明自己的观点。本文原载于1929年11月号的《航空技术杂志》。



　　《航空技术杂志》的主编及时地介入，以平息双方的争论。和陆上战争一样，争论已相持不下。攻击的一方重复同样的攻击，而防御的一方被迫报之以反复申述过的同一辩护词。结果是单调乏味的老生常谈，使旁观者厌烦不堪。但是现在把这场旷日持久的舌战的观点加以简要的重述，可能有所裨益，以便总结这场重要的争论，并作为在适当时候重新开展争论的基础。因此，我应编辑之请提出一篇对争论的分析文章。请恕我有时免不了要重复自己的论点，因此文章总是难以做到我希望的那样简短。



　　我第一次肯定航空兵的重要性要追溯到20年以前的1909年。就在那时，我已很肯定地、毫无保留地说，只有重于空气的飞行机才能解决人类的飞行问题，尤其是军事领域的飞行问题；航空兵不是注定充当促进和加强陆军和海军行动的辅助角色，它将成为一个与陆军和海军平起平坐的，同样重要的军种——第三军种，军用飞机终将具有在空中战斗的能力；制空权很快就会具有至少与制梅权同等的价值。



　　从1909年以来，我只是重复和强调达些基本的主张，事态的发展毫无疑义地支持我原先的那些推断，总是使我受到鼓舞。跟据同样的思路，我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的第一版中，试图说明建立一支独立的空中力量而不是一支辅助的空中力量(一个附属于它所隶属的军种的力量)的重要性，我称之为独立空军，它能用它独有的手段来从事战争行为。我还试图说明给予这一组织以陆军和海军同等地位，并将此组织隶属于空军部的必要性。



　　当时意大利正处在困境，前途未卜中，所以我的书并未得到适当的考虑。但无论如何它注定要得到最高的荣誉，即付诸实行。王国政府事实上先成立了航空部，然后成立独立空军。这里我无功可言，要感谢的是政府首脑的开明思想，空军获得了与它的姐妹军种陆军和海军同等的地位。独立空军已处在与陆军海军并列的地位。陆海空军三个部在政府首脑下联合起来，设立了总参谋长之职，这一事实确立并完善了我国武装力量的中央组织。这对于空军是迈开最重要的一步，独立空军最终将清楚地显示它的价值。



　　虽然独立空军的基本概念是明确的，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模糊混淆的认识。一支独立空军么？干什么的？它打算完成什么任务和怎样完成呢？它有什么价值？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把我已在《制空权》一书中所述的思想加以发挥，更为详细地加以叙述。当时我曾毫不含糊地指出，夺取制空权对胜利是绝对必要的。这一思想的逻辑推断是：制空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大部分的空中力量都必须集中到独立空军这一用于制空的组织中去。



　　集中是分散的对立面。所以我在加进1927年版《制空权》的第二篇中，作了进一步的叙述，我肯定了把现有的航空部队集中到独立空军中去的必要性，这支空军将持续战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制空权。为达到此目的，我认为，最好是放弃地面军队的配属航空兵和防空部队，因为这两者都是无益的分散力量，是无用、多余、有害的。



　　这样就开始了论战。大多数的反对章见，特别是在本杂志内的意见，都是针对上述论断的。我试图回避这些攻击。但更好的办法是以这些反对意见作为出发点来对论战的主题进行一般性辩论。我不仅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补充说明，无论是谁，如果清醒地考虑战争的未来，都会看出有一种根本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这种变化是由于在未来战争中空中将成为决定性战场的许多情况和事实带来的。为此，我坚决主张，根据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单单是放弃配属的和防空的航空部队来把所有空中兵力集中于独立空军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另外的更大胆和更革命的步骤，即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集中于决定性战场——空中战场。于是我提出一个新的军事学说，其基本原则是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一国的力量于空中。当然，我的论点引起了争论，我的反对者人数增加很快。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要鉴定一种理论的价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它付诸实战检验。我是第一个认识到我所表述的思想的创新和大胆的人，显然，我并不期望这一思想能被人们如逢故知那样乐于接受。我的思想如此之新，与街谈巷议全然不同，当然会引起惊讶和侧目而视。我在研究它所激起的反应真是感到非常有兴趣，正因为如此，我深深感谢那些使我有幸听到批评的反对者们。即便我的思想尚未被完全接受，我看到，那些思想所引起的长时间的争论中还没有一个论点能使我对我的关于当代战争的严重问题的言论的价值和正确性产生任何怀疑，因而使我感到十分满意。我看到有这么多来自陆军、海军、航空兵、甚至非军界的知名人士作为我的反对者，却未能形成一个反对我的理论的新论点，这是我深感满意的一个原因；我常常自赞自夸：“好啊！老家伙，你总算干得不坏”。



　　有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是由于愚蠢的设想或缺乏理智所产生的偏执。不错，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同样正确的是每种意见都应得到尊重。因此，我尊重那些读者的意见，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我按我的思路去推理，我请他们好好地对待我的推理。



　　有几篇十分重要的关于讨论主题的文章现已发表，说它们重要是因为它们出自著名的陆军、海军和非军界权威之手。现在提出少数几篇：巴斯蒂科将军的《关于空中作战以及全体与其组成部分的比例》，载于《航空技术杂志》第6卷；博拉蒂将军的《航空、战术暗语和武装力量》，载于《意大利军事杂志》；A·菲奥拉万佐上校 [ 原作者注：意大利海军军官。 ] 的《从陆上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载于《航空技术杂志》第7卷；以及萨尔瓦托雷·阿塔尔工程师的《航空兵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载于《航空技术杂志》第7卷。



　　总的说来，这些文章可说是包括了对我的理论的全部批评，代表了我的反对者们的观点。它们在以下几个综合课题中还常常要涉及，我将共分为以下几章：(1)配属航空兵，(2)防空，(3)空战，(4)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














	

 






	















	







	







	









 





	


	







	








	




	


第三部 扼要的重述




	







	

 



	


	



第一章 配属航空兵




　　我曾断言配属航空兵是无用、多余、有害的，我的反对者们在反对我的上述论断时，曾满足于强调陆上和海上作战时这些配属航空兵的重要性，因而保持甚至扩大这种航空兵乃是十分重要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论海军航空兵》中，贝塔(一位海军高级官员的笔名)分析了舰载航空兵的重要性，概述了在地中海作战的海军部队从离开其基地起，需要配属航空兵帮助的主要需求。据作者讲，这些需求是：(1)反潜搜索，(2)防空，(3)侦察，(4)战术协同作战。在申述他的论点时，作者宣称一定数量的航空母舰是必不可少的。



　　任何人只要读到这样一篇简明的文章必定会得出结论：作者是对的。同样，所有尊敬的军界和非军界作者都说，没有配属航空兵的陆军或海军面对有配属航空兵的陆军或海军必将严重地处于劣势，他们也是对的。1913年当我还是航空营营长时，我颁发了第一本《战争中飞机使用规则》，那也是很对的，我为此感到骄傲。当时，飞机还很少被人了解，陆军部命令我在《规则》中谈到飞机时出现的“兵种”一词全部删去。



　　当两支陆军或海军相遇，一支有配属航空兵，另一支没有；没有的那支军队将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肯定是对的。这一论点毋需讨论，就是顽石也会点头的。但是这一论点的问题在于不可能设想有两支陆军或海军完全孤立地行动，完全只靠它们自己来行动。



　　这里，我们不是判断航空兵在陆上或海上的价值，我们是判断它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战争中的价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当航空兵被认为仅仅是适用于陆上及海上作战的辅助兵种，换言之，当认为航空兵器所适用的唯一行动是辅助行动时，那末我的反对者们是对了。但现在已有了独立空军，它已合法地组成，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独立空军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空中力量，它在陆军和海军的上空飞行和活动，它飞行和活动的场所与配属航空兵一样。现在谈论航空兵时，没有一种论点能不考虑独立空军；陆军和海军的上空不再只供配属航空兵使用了。相反地(这也是最重要的)，现在只能谈论在同一战场上独立空军和配属航空兵并存。



　　配属航空兵只有在与地面作战协同一致的行动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用，但如配属航空兵不能与独立空军并存，它那最大的效用就将一笔勾销。我仍然坚持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因而配属航空兵是无用、多余、有害的。



　　在两支独立空军间发生战斗时，不管战斗如何进行，一支必然会胜过另一支。我们假定，能否设想一支具有支配地位的独立空军会允许敌方配属航空兵任意活动呢？特别是这种活动造成很大的危害时，它会允许吗？一眼就看出，它不会允许。实际上，配属航空兵或者不能影响战争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可让它自由自在地活动，让它去消耗汽油；或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战争结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能阻止具有支配地位的独立空军去攻击和摧毁配属航空兵，尤其在后者没有战斗机时更是容易。为了要使一方的配属航空兵有用，它的独立空军必须要具有支配地位，因为配属航空兵只能和一支有支配地位的或胜利的独立空军并存。



　　为了享有使用配属航空兵所取得的明显的好处，战争一方必须首先在空中获得胜利。因此，首先要做的事，是将其独立空军处于能尽可能轻易地击败敌独立空军的地位。换句话说，独立空军必须尽可能的强大，避免任何兵力分散，因而必须放弃配属航空兵。废弃配属航空兵是获得保持配属航空兵时无法获得的好处的最好方法。



　　听起来这好象是玩弄词藻，但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放弃了配属航空兵就可增加独立空军的兵力，使其能制服敌之独立空军，我们也能摧毁敌之配属航空兵，并能在我方陆军和海军部署中加上航空兵器，它在使用时将不怕敌人的抵抗。但是，如果保持配属航空兵，我们将被迫减少我方独立空军的兵力，结果就会被敌人打败，就会看到我们的配属航空兵被摧毁，或者不能给我方陆军和海军任何帮助。



　　因此，尽管从陆上及海上作战本身来讲，配属航空兵似乎是有价值的，但从战争全局(陆军，海军和独立空军同时行动)来考虑，配属航空兵看来却是无用、多余和有害的。



　　让我们设想，有两支陆军在濒海战区内打仗。很明显这两支陆军会得到海上辅助武器很大的帮助，后者能与沿海进行的陆上战斗结合，并促进其进程。但若设想存在这样的海上辅助武器，就必须假定海军不存在。可是事实上，海军确实存在，而海上辅助武器却不存在。对于一支在海岸或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作战的陆军，受到海上武器的支援是完全可行的，只要海军本身比对方海军占优势。就陆上、海面与空中的关系而言，情况也是一样，一旦独立空军建成，配属航空兵的用处就结束了。陆军和海军依靠的唯一空中支援应来自胜利的独立空军。为了陆军和海军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放弃它们自己的配属航空兵部队。



　　现在任何人考虑任何重要的陆上和海上作战时必须记住，在陆地和海面的上方是天空。当空中只有燕子和信天翁在飞翔的时代，把陆上和海上作战看成是孤立的事情是说得通的，因为，除掉极少数的例外，这两个战区的作战是互不相干的。但是现在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把陆上作战看成独立于空中作战之外。再说，由于空中作战可能针对陆上和海上目标，而相反的情况却不可能，因而合乎逻辑地必须同意：空中作战是唯一可以独立于其它两种作战之外的。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通常总是不被考虑，也许是因为缺乏历史先例的验证，陆上和海上作战仍旧被看成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孤立的，就好象它们是在封闭的战区内活动。至多只考虑在这类封闭战区内作战的航空兵。



　　这样就等于拒不面对现实。在《论海军航空兵》一文中，作者说他企图描绘“一幅在地中海作战的海军部队从它离开基地的时刻开始对空中支援主要需求的图景”。作者开始就明确要求保证海军部队出动的那个基地的安全，因为一个不安全的基地当然就等于没有基地。现在在敌方独立空军还没有削弱到不能进行重要的活动之前，这种安全是无法保证的。只要敌方独立空军具有威胁能力，就必须要有一支至少与敌空军旗鼓相当的空军部队来保证海军基地的安全。由于海军基地不止一个，不可能为每个基地指派一支与敌方独立空军力量相等的空军部队来保卫它，除非是敌人非常缺乏航空兵器。更不能把贝塔所认为十分重要的全部别的航空兵器配属给舰队。



　　另一方面，只要敌空军未曾受损，在地中海作战的舰队总会遭到敌空军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这支舰队应需要一支相当于或超过敌独立空军的舰载航空兵，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贝塔描述的对活动在地中海上的海军部队必不可少的空中支援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实现，即除了舰载的或非舰载的海军航空兵之外，其它飞机都不能在地中海上空飞行。但是这种情况在地中海是不会出现的。一支独立空军可以从任何方向飞进这个大海的上空，袭击海军基地、巡航中的舰队、商港及交通线。地中海的海军要想解除这种威胁，它的空军必须是胜利的空军。只有在空中取得胜利，海军才能指望有空中支援，这种支援将因为敌人没有空中支援而有很大价值。



　　贝塔的论点只有当海军部队在独立空军不能飞行的区域内活动时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区域现在只有在大洋上才有。贝塔的思想只适用于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上活动的英、美或日本海军；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应用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舰船远离敌海岸时才行。一旦它们进入敌独立空军的作战范围，它们不仅将不得不与舰载航空兵作战，也将和空军本身作战。这就说明，即使在大洋上，独立空军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由于我总是注视着我国跨越地中海的特殊位置，我肯定我们的海军会非常有兴趣拥有一支能击败敌空军的独立空军，因而愿意放弃配属航空兵，以便加强独立空军，使其在战时能迅速夺取制空权。



　　我几次向我在陆军和海军中的反对者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陆军和海军被迫与已获得制空权的敌人作战，那将会怎样？”我从未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我知道这是个难题，尤其对于不愿给独立空军以适当考虑的批评者来说，更是难题。但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因为现在正在削弱独立空军以加强配属航空兵，上述问题所包含的情况很容易被忽视。有的批评者所持的观点是在空中没有胜败可言。还有一些批评者则咬文嚼字地拼命怀疑“制空权”一词的含意。



　　我不得不反复解释，最后还得解释制空权这一名词指的是什么。我不得不信誓旦旦地说，我所指的制空权绝不是扩大到这样的范围，甚至不让敌人的苍蝇飞行，而只是说使敌人处于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空中活动的境地。我也声明，我不是对这个词有特殊的偏爱，我不反对用一个更动听的名词，例如“空中优势” [ 译者注：作者在这里用了两个同义词：predominance in the air及preponderance in the air，都可译作空中优势。50年代起西方国家用air superiority一词虽现也译作空中优势，但含意已与制空权有区别。制空权(Comand of the air或Control of the air)是指国家控制空间的能力，即在空中力量和航空工业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因而可利用这种控制能力在平时和战时对另一国施加影响，带有威慑的含意，因而制空权并不意味着双方一定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个词也不限定在纯军事方面，在和平时期也可有制空权。空中优势是指空中作战时一方军队对另一方的控制程度，具有空中优势的一方其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活动不会遭受对方航空兵的严重干扰。这种空中优势实际是航空兵优势。现在我国军语中制空权的含意与西方的空中优势基本一致。 ] 或“空中霸权” [ 译者注：这里作者用的原词是aerial supremacy，它和现在所说的空中霸权air supremacy虽然词面相同但含意不同。杜黑把它看成是制空权的另一种说法，现在则指高强度的空中优势。 ] 之类，只要其含义不变。但是我拒绝接受空中斗争无所谓胜负的观念。那样说是违反常识的。空中斗争和陆上或海上斗争，或和其它别的斗争一样。任何斗争按其本质来说，结局终将一胜一负，否则那就不是斗争。空军部队和其它部队一样，敌对双方部队斗争的结果总会带来胜负。我把这件事归之于人类天生的常识。



　　还有很多人的观点是制空权(空中霸权、空中优势)只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但如果说有一种战场，在那里战斗很难限止于局部，那么空中肯定就是这种战场。制空权又为什么只应是暂时的呢？如果我方的独立空军能使敌人处于无法在空中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作战活动的境地，那么这种制空权就是全面的，并且只要敌人继续处于那种境地，制空权也是持久的。



　　我的反对者们是了解这一点的。他们在捍卫“暂时”一词时宣称一个国家在空中被人征服之后仍能建设另一支空军，并扭转局势。当然，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上述情况，那就意味着制空权已经易手。那是可能的，正好像一支陆军在陆上被打败后，有可能建立一支新的陆军去打败原来的战胜者，也好像一支海军在海上被打败后还有可能去建立一支新的舰队等等。但是不论在陆上、海上和空中要做到这一点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例外的情况而是正常情况。



　　在空中战场，被击败的一方重建一支能实施报复的独立空军的可能性是基于下述假设：获胜的空军具有骑土风度，它允许敌方重新组织力量，或者竟如此天真无知，不去加强自己的力量，使自己的力量和敌人重建的力量一样多。在战争中作这样的假设真是愚蠢极了。



　　菲奥拉万佐上校写道：



　　在这样一种假设下(敌人由于装备低劣，缺乏政治勇气，或者怯于冒险，会试图回避一场决定性战役)，较强的一方手中的制空权将是不稳定的，至少有潜在的不稳定，因为敌人的兵力依然存在；如果较弱的一方不肯冒险进入一场决定性战役，也很难强迫他进入。例如，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弱的敌人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积极或消极的地方防空，有地下机场，故而不冒重大风险就不可能将其空军部队吸引出来，或者袭击其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



　　时间长了，战争开始时曾是强大的空军部队就可能被战争折磨得一天天弱下去，直至变成劣势。如果敌人聪明机警并有意拖延时间，敌我态势就会主客易位。然后进行战斗，就像在海上作战的情况一样。



　　在他的假设中，“好像”太多了。他在作结论时不得不假定海上作战和空中作战的情况是相同的。但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假设。在海上，不仅可能而且很容易使一支舰队收缩起来，使敌人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难于将其吸引出来或者给它任何伤害。在海上，要想使敌舰队得不到任何东西供应是绝对做不到的。除非甘愿冒巨大风险，在海上也很难攻击有防护的工业中心或人口中心，而且。这些中心只能是位于海岸上或离海岸不远的才行。



　　但是在空中作战的情况下，要把部队收进地下掩蔽所中去从绝对意义上说是可能的，而在实践上必须承认是很难做到的，尤其当这些空军部队兵力很大时。但是单单收起部队还不够，还必须把部队赖以生存的一切东西(仓库、制造厂、修理厂以及其它必需的设备)统统收起来，这当然是更难了。用航空兵器将敌之进攻阻止在远离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的地方，与在海上将敌阻于远离海岸的地方相比，则更受限制和较少有效。更有甚者，这些防空兵器必须非常分散，因为所有的中心都可能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而不像在海上作战那样，仅仅是沿海几个中心可能受攻击。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对最强大的舰队来说是安全的海军基地却是当时还非常原始的航空兵器的口中之食，而且，攻击它们也只要冒很小的风险。因此这两种斗争中发生的情况很少有相似之处。



　　要是承认一支较强的独立空军不能随意对较弱一方的基地、供应中心、生产中心采取行动；进一步说，如果承认较强的独立空军单纯因为敌方有积极和消极防空而受阻，那么我们应得出结论：一支比敌方强的独立空军是无用、多余、有害的，因为它除了“被战争折磨得一天天弱下去”，然后变成较弱的一方之外，将一事无成。



　　“然后进行战斗”作者写道，为什么？为什么较强的空军现在已变为较弱的一方，却会参加这场原来较弱的空军拒绝参加从而使其变得较强的战斗呢？



　　作者继续往下写道：



　　看来通常的结局是在敌对双方之间不停息地进行积极的竞争，在竞争中，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将产生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那就是说，战斗(一次或多次)在空中战争中发生的可能性比海上战争大，因为必须考虑空中的特征是不能静止不动的。



　　我承认，我根本看不懂。要是通常的结局是一场“不停息的”竞争，那又怎么会导致在较短一段时间内产生结果呢？要是较弱的空军始终处于拒绝参战的地位，而且只要拒不参加，就可指望变为较强的—方，那么战斗又如何能是一件极可能的事情呢？



　　作者又继续写道：



　　紧接着决定性战斗之后，胜利者将享有不受抗击的飞行自由，换句话说，获得制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享有无限制的通行无阻的飞行自由，因为没有理由认为摧毁敌方主要空军部队也会使敌方的地方防空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



　　很明显，这样想问题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却有充分理由去相信，一支能摧毁敌主要空军部队的独立空军必然也能对付次要的防空部队，尤其是因为这些防空部队是分为若干个地方防空部队的，他们只能分散地抵抗空军的进攻行动。



　　作者又写道：



　　如像德国那样，感谢它的工业组织，使它能够在协约国击沉多少艘潜艇就补充多少，获得制空权的一方却没有足够的剩余兵力利用它的暂时优势在对方重建成一支有相当价值的空军之前，取得能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效果，那么战争就会像世界大战那样拖延下去。



　　说得很对。如果胜利者处在不能利用他的胜利的状况下，胜利就不是决定性的，而只是一种暂时的优势。但是这也不是空中战场所特有的，而是陆、海、空都会发生的。然而作者的类比是不公正的。德国能够尽快补充它所损失的潜艇的工业组织是住在协约国海军部队的进攻行动范围之外的，协约国海军只能坐等德国潜艇建成、装备部队、出海，因为只有等潜艇到了海上才能对付他们。



　　但是一个能重建一支独立空军的工业组织却位于获得制空权一方的空军甚易到达的地方，获得制空权的一方能在敌方制造飞机、加装武器设备和送往空中的过程中攻击并摧毁它们。同时，它本身能够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制造飞机、加装武器设备和送往空中，能生产多少，就投入多少。毫无疑义，制空权也可能变为暂时的，这除非是获得的制空权只是一个皮洛士 [ 译者注：皮洛士为希腊庇鲁斯国王，公元279-280年与罗马交战，曾在赫拉克里亚和奥斯库伦得胜，但损失大批有生力量。他说：“再来这么一次胜利，我就完蛋了。”故皮洛士胜利喻为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 ] 式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征服天空的一方满足于精神上统治或者躺在胜利上睡大觉，不去为自己建设新的航空兵，而让敌人去重建他的空军部队。但若取得制空权的一方知道如何去利用制空权，就不会犯让敌人为所欲为的错误。因为一旦获得制空权，制空权是否会变成“暂时的”，不取决于航空兵的某种特殊的性能，而完全取决于获胜的独立空军司令官的智能。让我们祈求上帝来一个好的司令官吧！



　　我特别向巴斯蒂科将军提出我的问题：“要是陆军被迫在敌方控制了天空，亦即在陆军上空敌空军部队可以自由地活动的情况下去作战，那它将会怎么样呢？”他的回答局限于对“自由地”一词作诙谐的评论，而对其余的话却一言不发。但是，“自由地”一词又有什么可笑的呢？正好象陆军在粉碎敌人的抵抗之后可以自由地入侵敌国领土，占领其重要城市，掠夺其财富一样，又好像海军在击沉敌舰之后可以在海上自由地游弋，阻断敌之交通一样。独立空军也是如此，它在摧毁敌航空兵之后可在空中向任何方向自由地飞翔，自由地要投掷什么就投什么，要在何地投掷就在何地。和过去一样，这些都留待用常识去判断吧！



　　奇怪的是有些人宣称陆军及海军绝对需要一支配属航空兵，煞费苦心地指出在没有配属航空兵时对作战如何不利，但却丝毫不关心陆军或海军尽管有了配属航空兵仍有可能被迫在敌方控制天空的情况下作战这样一种不测事件。但是这种不测事件是会来的，必须加以考虑，尤其对那些主张一国的航空兵部队应分散到上千个不同方向这种理论的人更是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降低空军的潜力，而空军的主要用途是为夺取制空权而战斗。



　　没有人否认控制着天空的独立空军可以对陆军和海军基地、交通线和供应线进行作战活动，造成某种破坏和障碍，没有人否认控制着天空的独立空军至少能妨碍配属航空兵执行任务。没有人否认陆军和海军在敌人占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作战是非常不利的。没有人否认由于占有空中优势的敌人实施空中进攻而使整个国家民心士气低落，将会对它的武装力量产生破坏作用。



　　但是每个人对这个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好像与他们无关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旦静下来认真地想一想，就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来。那就是说，当面临空中斗争时，必须首先使自己处于便于取胜的地位，那就意味着必须迅速地把所有现存的空中力量集中成一个集团去战胜敌人。但是他们不要这种结论，故而像驼鸟那样把头埋在沙里。



　　“毫无意义！”他们中有些人说：“毫无意义！我们只要记住世界大战的经验就行了。那时难道不就是敌对双方的航空兵进行拉锯战，根本没有得出个结果来吗？那时……”



　　是的，是这样的，世界大战中确是如此。当时只出现配属航空兵。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甚至情况还要更糟些，那时连配属航空兵也没有。在世界大战时，真正的空中作战概念还未产生，因而也缺乏合适的打一场空中战争的手段。正好像在拿破仑战争时没有配属航空兵，其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飞机还没有诞生。



　　我愿意承认：要是未来战争中有两个敌手，他们正像我的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都相信在空中战争中无所谓胜负，那么空中斗争将没完没了地拉锯，就像世界大战中那样。当有了不可能取胜的先入之见时，就很难有打胜仗的计划，并去实行此计划，获得胜利。但我确信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现在已有了独立空军，到处有许多人在研究如何获得空中优势。



　　发动空中战争——真正的空中战争，意味着为夺取制空权而斗争，要是斗争的一方决意采用下述想法(那怕对军事学术尚未入门的人也能自发地产生的想法)，那就行了：“使敌人在空中丧失力量是对我很有利的，因此，不要把我的航空兵部队分散，用它们去进行毫无结果的拉锯，我要使用它们去击败敌人的空军部队。”



　　过去的经验与这件事并无关系。相反地，过去的经验将会歪曲正确的推论，因而起了消极的作用。在世界大战时，航空兵还是一个小孩，我们知道，小孩能玩战争游戏，却不能进行战争。现在航空兵已经成年了。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和目的，他已可接受并完成在空中作战的任务，正像他陆上和海上的姊妹军种在陆上和海上作战一样。独立空军像陆军和海军一样，它的成立是为了进行战争；上帝慈悲，我们可别忘了这一点！



　　在《舰队杂志》上，艾莫内·卡特上校写道：



　　如果陆军和海军的配属航空兵要发展到许多人主张的那种程度，全部航空预算将不够用了。



　　这是对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配属的航空兵器要能承担陆军及海军要求它做的全部支援，那么把全部国防经费给了它也不够。事实上由于航空兵的特性，对战争有用的任何事情它都可以做。它快速，能在高空飞翔，把地上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它可用于各种侦察勤务，战略的或战术的，远的和近的，地形侦察和照相侦察；炮火引导和控制；观察和联络，传递命令和情报；以及其它种种凡是看得清和走得快的工具能做到的一切可以想象的勤务。



　　它是有武装的，运动迅速的，有威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被认为能完成直接和间接与战斗有关的各种任务：轰炸炮火射程以外的目标，在长度和广度上延伸了炮火；在攻击或退却的关键时刻在低空用机枪扫射地面部队；给军心动摇的部队增加勇气；阻止敌军在夜间集中；轰炸敌司令部和偏僻道路上的运输队；以及其它需要一种有武装的运动迅速的能引起恐惧的工具的协同作战任务。它是唯一的能在空中作战的兵种，因而它可用于警戒天空，阻止敌方配属航空兵部队而支援自己的地面军队行动。



　　航空兵能为陆军做的每一件事都同样适用于海军，只要略有想象力就可想象出更多新的各式各样的辅助勤务，所有这些当然会使没有航空兵的一方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不仅如此，例如，一支具有Q数量的航空兵器的陆军或海军部队面对有2Q数量的航空兵器的敌人显然将处于不利地位。结果配属航空兵部队就将不断增加。配属航空兵的支持者们明知道这样做会减少独立空军的力量，但又不敢忽略已取得合法地位的独立空军，于是他们说：“至于谈到配属航空兵，我们会满足于最少的必需数量。给我们这个最少的数量吧！其它随你们的便吧！博拉蒂将军写道：



　　……独立空军是重要的……，主要的考虑是它的实力与它未来的任务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给Z(独立空军的航空兵器数)以最大可能数，而给予X及Y(陆军及海军配属航空兵部队的航空兵器数)以最小的必需量。



　　“最大”一词与Z的数值相联系是重复的，博拉蒂将军建立了如下的方程，其中T为现有的航空兵器及资源的总数，T=X+Y+Z。只要陆军和海军的最低需要量确定之后，Z的数值甚易求出：Z=T-(X+Y)或Z=T-X-Y。



　　现在Z不能是最小值或最大值；它就是它，是减法的结果，即余数，或者更愿意用平衡数这个词。这个平衡数可能很小，小到接近于零，视X与Y的给定值而定。因为T是常数。主要的因素是独立空军的实力，但这个实力只不过是把一切供给品都给了配属航空兵之后的平衡数的实力。博拉蒂将军继续说：



　　两个较老的军种——陆军和海军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小妹妹——独立空军已经能在他们无法活动的地方独立地(从战争全局看)进行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或者积极地与他们协同作战。他们不让空军拥有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是荒唐的。但空军的地位已经能给陆海军以珍贵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不能没有的。……因此，尽管它得到的报偿不多或没有报偿，它却有责任在它的能力范围内慷慨行事。



　　博拉蒂将军的意思是这个小妹妹应该是家庭中的一个“灰姑娘” [ 译者注：灰姑娘(Cinderella)原是西方民间故事中一个聪明美丽的小女孩的名字，她在家中受继母和两个妹妹的欺负，后参加舞会，结识王子，终成眷属。灰姑娘的故事首先收入法国著名文学家夏尔·佩罗1697年出版的童话集中。 ] 。他的两个姐姐不能不承认她的存在和能在她们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独立活动的能力(当然是有利于两位姐姐的)，在某些情况下代替她们，当她们需要的时候拉她们一把；但“灰姑娘”还有责任乐于牺牲自己，慷慨地帮助自己的妹妹。她不必担心，无论如何总会有点东西剩给她的。



　　没有人去考虑独立空军对战争全局的价值。它不得不依靠剩下的东西去尽力而为。无论如何，它能做的也就有限了。陆军和海军的实力必须保持某个标准，现在又来了空军，它可以帮助其它军种，它的首要任务是毫不吝惜地给他们以帮助，其它都是次要的。这就是所谓的武装力量的协同作战，但实际上，这就是一支武装部队的精神，不仅不能上升为一国武装力量的精神，还堕落为纯粹的利己主义。



　　如果独立空军在战争全局中负有特殊使命，它就必须像陆军和海军那样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执行使命。只要空军部为配属航空兵提供经费，他们之间就会一直存在严重的利害冲突。每个航空兵都想多捞一把，并且谁也不知餍足。



　　是不是陆军和海军都相信没有配属的航空兵器他们就活不下去呢？好吧，那么为什么他们不从自己的经费中拨款给它，就像他们需要其它东西时那样做呢？同样情况，独立空军也应有它自己的预算，以便让它不受干扰地自己生活下去。否则下述说法(巴斯蒂科将军就那样说过)就不对了：一个国家在它的武装力量上耗资50亿元，其中7亿给了航空兵部队；而实际上7亿之中大部分都给了配属航空兵，以便增加地面军队的实力。我从1921年起就一直讲这个问题。



　　只有陆军(或海军)才有权去估算它需要一支什么样的配属航空兵，这种估算不应是陆军和空军部之间讨价还价所产生的折衷物。最好是公正地面对这种情况，一劳永逸地明智地定下来以免干扰和反复。按实际经验看，经过折衷的协议定下配属航空兵的规模之后，陆军总是埋怨不够大，而空军部则觉得太慷慨了。



　　陆军和海军不应让他们的实力依赖于空军部的慷慨或牺牲独立空军。要是认为配属航空兵是陆上和海上军队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那末航空兵就像这些军队的所有其它兵器和装备一样，在这些军队的编制中就应有它的地位。航空兵器的固定的适当比例份额应包括在庞大的陆军和海军部队编制中，正像大炮和其它战争工具一样，而确定这些份额应是陆上和海上军队当局责无旁贷的事务。独立空军本身也应有其固定的预算，而不是目前那样不明确和变动不定。这样它就可以研究用最好的方法去使用这笔经费，而不要老是伤脑筋去保住它的拨款不要被别的机构要走。



　　这种安排与航空兵统一性的原则并不冲突。统一性原则当然是要坚持的，因为只有一种最好的方法飞行，不管这飞行是为了谁，为陆军、海军、独立空军或为民航。空军部将根据申请将航空兵器和人员供给陆军和海军，并收回生产成本，这样就摆脱掉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和责任。这种制度对陆军和海军来说也应该受欢迎，因为他们可获得他们想要的配属给他们的航空兵器而不受外界干扰，并可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训练和使用这些航空兵器。



　　为什么配属航空兵的支持者不肯提出和赞成这种制度呢？艾莫内·卡特上校在他那篇《皇家陆军配属航空兵的使用、组织、动员、训练……和使命》文章中写道：



　　毫无疑问，配属航空兵的问题远没有解决。要是问题解决意味着配属航空兵全部建制都适合未来战争的情况，那就比圣达利想的还要复杂得多。完全正确，每样事情都得重新做起。



　　这不是很鼓舞人的说法！作者继续写道：



　　皇家陆军和空军部之间的协议对配属航空兵不会有好处。协议的道路是值得怀疑的，既不是军事途径，也不是合理途径，因为这条道路是用小人意见和影响铺筑成的，它不是，永远不是客观的。



　　真是太妙了。卡特上校继续说：



　　答案不是说：“让我们坐下来，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而是更可能是如下的对话：



　　皇家陆军：“我对航空兵的要求，战略的、战术的和后勤的要求如下……”



　　空军部：“我能满足你要求的资源如下……”



　　皇家陆军：“根据我的需要及适合你的资源情况，我的配属航空兵的编制如下……”。



　　照我看，所有这些可能只是前进的一步，而不是决定性的一步。人的本性就是倘若你能免费得到某种东西，你就会尽量多要；倘若你必须无偿地放弃某种东西，你就会尽量少给。卡特上校提出的这种制度实行起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尽量多要，陆军就夸大它的需要。为了尽量少给，空军部将试图尽量缩小它的资源。结果将是配属航空兵的编制再一次经过妥协，讨价还价而达成，这就是所谓协议。



　　我们需要的是决定性的一步。陆军和海军应当说：“我需要这么多，钱在这里，拿给我！”于是空军部就会满足这个要求，收下钱。如果这样，就不需要妥协的协议，各方都满意，都将克尽其责。



　　卡特上校进一步说：



　　现今要想一个部门能具备有关陆上和空中战场(我加上一句，当然也包括海上战场)的全部知识是做不到的；必须在组织上进行最重要的协作，并应该是密切和连续的。发展这种协作的最重要形式的方法之一可以是组建皇家陆军配属航空兵指挥部。这样的机构应该在战时出现。



　　这将是前进的另一步，但仍然不是决定性的一步。当然，在战时应该有陆军和海军的配属航空兵指挥部，也毫无疑问这些指挥部最好现在在和平时期就组建起来，至少能搭起架子。但是它们的使命可不该是密切的和连续的协作，因为协作在性质上是含糊不清和非决定性的，取决于个人影响，只能通过让步和妥协才能发挥作用。相反地，它们的主要使命应该是制订它们自己的行动计划。



　　陆军和海军所需的航空兵器的数量与质量的决定权只能属于这两个部门的负责编制的当局。谁负责陆军编制，谁就有权说话，例如陆军需要一支供战略侦察的航空部队等等。这种事并不需要专门的航空技术知识，只需要航空兵器一般性能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在目前已属于一般文化水平。然后陆军和海军的配属航空兵指挥部应该运用他们特有的权限去决定所需的航空兵器的编制和它们的费用。于是陆军和海军负责编制的当局就能掌握作出最后决定所需的全部数据。一旦作出决定，配属航空兵指挥部把兵员兵器的申请呈报空军部，后者即按生产成本费提供这些兵器。



　　这就是这一问题唯一明确合理的解答。它不需要妥协的协议，而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明确无误的解答。这样的解答会带来如下的好处：



　　1．配属航空兵器将和陆军、海军所掌握的其它战争手段处于平等地位，同属于陆军和海军的组成部分。负责编制的当局对航空兵器的兴趣和对其它兵器一样，对航空兵器的使用与其它兵器协调一致；由于所有兵器都由一个人领导，能达到最大的效率，故而使用的结果非常圆满。



　　2．陆军和海军负责编制的当局有义务编组他们的配属航空兵，并从他们的预算中拿出钱来支付航空兵，他们将协调航空兵和其它各兵种的关系，使他们花的钱获得最大的好处。只在这时我们才会确切了解这些当局真的把航空兵的帮助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一味地申请要航空兵，从不担心要化多少钱，因为那些钱是从别的预算中出的；他们觉得他们申请的是万分需要的。要是说只要谁发誓说他万分需要一辆汽车，那就免费送给他一辆，岂不每人都要来它一辆呢？



　　独立空军会有它自己的预算，它可根据自身的职责来自由地组建部队。



　　我确信，如果这种制度被采纳的话，不仅配属航空兵会真正发挥作用，陆军和海军也会节约使用它们。万分需要配属航空兵的支持者们也不会再来问：“我们可以从空军部的慷慨解囊中申请什么？”问题将完全不同。由于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的预算中拿出钱来付款，不管预算多大，即使它增加到能包括新的开支在内，他们也会问问自己：“要增加陆军(或海军)的潜力，哪种办法更好些呢？是把一部分预算用在航空兵器上呢？还是把它全花到陆军(或海军)兵器上呢？”这个问题是比较现实的，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打消了；答案可能会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独立空军没有夺取制空权以前，航空兵器究竟有什么用呢？如果制空权已经夺取，我们难道不能要求独立空军合作去对付一个被剥夺掉空中力量的敌人吗？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的全部拨款来增加我们的陆上(或海上)兵器。”于是配属航空兵将被它自己的捍卫者扼杀。














	

 






	















	







	







	









 





	


	







	








	




	


第三部 扼要的重述




	







	

 



	


	



第二章 防空




　　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在用他们“实际的”和“现实的”观点和我对阵时，常常喜欢称我为“理论家”，意思是幻想家。阿塔尔工程师在前面说过的那篇文章中写道：



　　我不是杜黑将军的反对者。我研究他的思想，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是为了弄清楚它。由于职业的原因，我习惯于从我所要考虑的问题中寻找现实性。这里我愿试图把这种理论转换成实际。我想从一般到达特殊。



　　阿塔尔工程师(我的谦恭的反对者，他会宽容我的)使我想起有一种女人，当他们谈论到她们的朋友时，会说：“哦，是某人吗？啊，是的，她真可爱，真迷人，真善良，但是……”。接着就把这位朋友描写得比魔鬼还坏。



　　他开始恭维我一大堆使我脸红的话。他一再重申他不属于我的反对者之一，但是……。在他的文章中，他总是在结尾时指出，至少在实际上和现实上，我是错到不能再错了。事实上他支持绝对需要配属航空兵，强调防空的巨大重要性，只承认空中战场的相对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凡我所主张的他全反对。我不禁自问，如果一开始不宣称他是我的“热情的追随者”之一，关于我的理论他会写些什么呢？



　　但是，不是开玩笑，我必须承认他那批评的体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特别是在缺乏正确的论点的时候。实际上他说：“哦，是的，从理论上不能说你错，但在实践上你是大错而特错。”这真是方便之至，因为在这个专门问题上还没有一个人有实践经验。如果我是理论家(阿塔尔工程师会允许我这样说的)，那他就是诗人和梦想家。关于防空(暂时我只限于谈这个问题)他这样说：



　　我们必须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成就的安全和发展！



　　这是理想的言论。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我们能否在实践上使我们处于这种地位。



　　……我们的航空预算必须适应下述的实用思想：“为要保证在我们领空上的制空权，需要航空兵部队的最低数量是多少？”等到这最低数量达到之后，应再增加三分之一。



　　这不是预算的实际基础，这是个富有想象的基础。至少这是任何财政部长都应注意的一种方法。



　　……我们的防御不应受预算的约束；预算却应符合防御的需要。



　　这类事情在美国可能是实际的，但肯定不适用于我国。只有诗人才不受他们预算的限制。



　　杜黑将军老是担心预算的限制。他考虑得很周到，就像一位军事首脑经常为实现他的计划而争取一个足够大的定额，但是我却像一个商人那样考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有机会做过几笔买卖，我发现，我应考虑的只是这买卖是否是笔好生意，即值得不值得。只要买卖值得，总是会赚钱的。



　　我虽不是一个商业专家，我却愿指出，做买卖追求的目的是从投资的钱和设备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就是所谓实际的打算。从投资的钱和设备中取得最大的收益实际上是必要的。商人在将他最好的想法付诸实施时，若不适当考虑手头有多少现金，通常接着就会弄得倾家荡产。战争是一笔买卖，像别的买卖一样，它是一笔分配的买卖。就是在战争中，也必须不致弄得破产。这总是一个预算的问题。意大利能提供一家菲亚特公司，美国能提供一家福特公司 [ 英译者注：杜黑的意图是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汽车数量，而不是这两种汽车的相对价格。 ] 。这件事就像神话中的涅索斯衬衣 [ 译者注：涅索斯(Nessus)是希腊神话中的马人(半人半马怪)，被英雄赫拉克勒斯用毒箭射死。马人临死前劝赫之妻收集他的毒血，以便用来恢复丈夫对她的爱。她就将抹上毒血的衬衣送给丈夫，赫拉克勒斯穿衣后，痛苦难忍而投火自焚。 ] 那样叫人不舒服，但是又不能摆脱它。



　　决定一个国家能为防御调拨什么，这不是军事家们的职权范围，正好像决定一家工业公司的资本不是电气工程师的职权一样。两者都只能把已经到手的东西充分利用而已。



　　军事家必须了解国家的经济潜力有多大，不能多也不能少，而国家必须先生活，而后再武装。否则那就等于把死人塞进一套重盔甲里一样。即使盔甲是用最坚硬的钢做成的，对那个人也无济于事。要是意大利像美国那样富有，我就不必要用我的理论来自寻烦恼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今，当国家能提供的东西越少，在利用现有物资时更得格外小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则，即使从商业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防御所需的经费只能从军事预算中来；民用预算也可以抽调。



　　阿塔尔工程师对国家预算肯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不了解所有预算，军用的和民用的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是不是认为从农业和教育经费中抽调资金，比如说，用于防空，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好生意”？



　　但是让我们搁起这种问题吧，这种问题已越出技术探讨范围之外了，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确定利用现有资源的最好方法的问题。



　　要是我们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的成就的安全发展”，那当然是最理想了，正好像我们能确保自己掌握制空权一样的理想。但是恰恰缺乏达到我所说的理想的可能性。我非常希望阿塔尔工程师会暂时忘记他那理想的主张，多少实际地指出如何、何时、用何方法实现这些理想。他却不是这样，他提出了更为一般化的主张：



　　在自己领空上空飞行要比在别人领土上空飞行容易得多和耗费小得多……当未来的飞机场便利地分布在适当的地区，当各种供应和必需品都准备妥当时，只要有一支适当的航空兵就可确保自己天空的制空权……我们总是可以在实际限度内安排好我们的防空，使被敌人轰炸的损失减至最小程度，即使敌人对我们使用化学武器也是一样。



　　全是漂亮话，但没有一个词、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来概略地阐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需要的兵器数量。他接着谈了许多关于“精神因素”的话，这些我们都同意，但当他不得不谈到物质手段时，阿塔尔工程师却轻描淡写说出这种话来：



　　要考虑的不是数量而是编制，在战时这个编制的范围内数量会成倍地增加到最大程度。



　　请问：什么样的编制？数量有多少？准备防空，除了与讨论不相干的精神因素外，需要航空兵部队、高炮部队以及装备这些部队所需的物资。当然，这些部队是必须组建的。但这还不够，必要的是这些部队必须是已经组建好的和准备好的，战争一开始就能立即行动。我们不能在没有“成倍地增加”这些部队之前，坐等战争到来；我们不能指望，如果发生战争国家预算会转变为单一的战时预算；我们不能在为建立防空而花费掉应花费的钱之前，坐等敌人来轰炸我们。防空(不管这个词指的是什么)起作用的不是去组建它，而是要有一支能供支配的防空部队。



　　我曾写过：“要是有谁能向我证明，我们能用一支已确定组建的，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防空部队，就能确实地、完全地保护我们国家免遭可能发生的空中化学进攻，我马上就放弃我的全部理论。”



　　阿塔尔工程师在反驳中用了很大的热情在“确实地”和“完全地”两个词上大做文章，他忘了我用这两个词正是由于他的过错，因为他以前曾断言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成就的安全发展，以及可以确保制空权。但我愿放过这些话，纠正自己，改成：“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利用一支已确定组建的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防空部队，我们就可以把可能发生的对我国的空中化学进攻减少到这种程度，使这种进攻对我国的安全不起重要作用和不产生危险。”我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由于有防空部队而只需担心只造成不重要不危险的破坏的敌之空中进攻，那么我会首先拥护有这样的防空，哪怕它需要我国的全部航空资源。”



　　我真的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在空中斗争方面所处的不幸的地理位置；因此我知道，比之我国攻击别人，我国更易受别人攻击。由于这个原因，压制空中进攻对我有利，而对敌不利。因为没有了来自空中战场的威胁，我们就将和过去那样只要在陆上和海上战斗。



　　如果我反对防空是由于防空从独立空军中抽走了航空兵器，那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标新立异。我反对它是因为我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正确信念，我认为防空实行起来是颇令人失望的。我确信它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在空中防御比进攻需要大得多的兵力。我曾几百次证明这一点，而包括阿塔尔工程师在内的我的反对者之中，没有一个人曾讨论或批评我的证明。然而这却是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



　　为了证明控制自己的天空要比取得制空权花费少得多(或就是花费少)，除了肯定这一点之外，阿塔尔工程师还应当证明少量的航空兵部队可以将众多的敌航空兵部队逐出我们的天空。但这很难做到，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同样，乌戈·马罗萨尔迪上校登在《海军杂志》上的文章是毫无价值的。他断言协约国进行的轰炸，其有效的百分比已从1915年的73%逐步下降到1918年的27%。这纯系一个来历不明的统计，因为他没有提出来源。它是含糊不清的，因为没有对什么是“有效百分比”作出解释。不管怎样，当涉及阿塔尔工程师的观点时，在一段话中出现的头几个字就把它的正确性破坏了：



　　甚至在世界大战的末期，使用空中轰炸的基础比起作战物资本身来说，更多的是突然性因素和某些飞行员的特殊技巧。



　　但是在未来战争中，空中轰炸作战将建立在更积极和更具体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信赖还没有真正的空中作战时期的统计，虽然那时已经进行过若干次试验性的零星的轰炸，有的还是荒唐的行动。我至今还记得英雄的萨洛莫内上尉，一位获得金质奖章的飞行员，死于1918年。他和他的卡普罗尼飞机 [ 译者注：卡普罗尼飞机(Caproni)是意大利飞机设计家詹尼·卡普罗尼伯爵(Count Gianni Caproni，1886-1957)设计的轰炸机。他一生设计过180个型号的飞机，其中Ca-3系列中的Ca-32轰炸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广泛使用。 ] 中队去轰炸架空索道的终点站，而人人都知道这个站不过是一个临时设施。他直到夜里才返回他起飞的机场。我相信在将来再不会派飞行中队去轰炸一个临时设施，一个被慷慨地用于降低轰炸有效百分比的东西。相反地，将派它们去轰炸大型的、要害的、易于攻击的目标，甚至在1500米以上的高度进行轰炸。不要去管什么统计数字，只要回忆一下我国的特雷维佐市就够了。它被百分之百地炸毁了，尽管有防空，而不得不撤离；而在当时，在战争末期，我们的航空兵比奥地利强大。



　　阿塔尔工程师看到了控制自己天空和我们称之为一般天空之间有显著的差别。这是我所不明白的区别。在空中没有天然的界线，也没有人工障碍物。为了控制我们的天空，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对付可能企图穿越区分敌我天空假想分界线的敌航空兵。因此，我们会需要到处经常准备抗击大群的敌航空兵部队，因为如果敌人愿意大规模入侵的话，我们无法阻止它。但如果我们能抗击敌人，又有什么人和什么事能阻止我航空兵部队穿越两种天空的假想界限，并在敌人的空中飞行呢？只有缺乏汽油才能阻止我们。



　　天空不能因为要方便防空部队或配属航空兵而分割成块块。谁若不能控制敌方天空，也就不能控制自己的天空。阿塔尔工程师应该明白这一点：要想阻止敌人飞机入侵和对我轰炸，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将它们摧毁，正好像要想阻止敌人对我国的陆上和海上进攻，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摧毁敌之陆上和海上部队。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其它别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或多此一举，就像把芥末药膏抹在假腿上一样。从进攻力量中抽出来的航空兵部队无论如何无力去摧毁敌人或与敌人相应的进攻部队去抗衡。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有A和B两个国家，双方空中资源相等，A用全力进攻，B用全力防御，B自动地、无缘无故地保证A免遭空中进攻，但却不能保证自己不受A的进攻。因此B被A任意摆布，不能保卫自己。这不是理论，而是简单的常识。



　　无论如何，在战争中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去从事战争。我们赞成这一点，我本人就说过好几次了。但人们在训练自身去从事战争时决不能超过某种限度。那怕最强的拳击家有时也会让人打翻在地的。人们不能过分强调训练的好处，否则就会像训练一匹马去节食那样，自己和马一起倒霉。



　　要训练自己去从事战争，需要有献身精神。因为我曾说过，人们必须“忍受敌人的进攻，以便给敌以更大的破坏”，这是个原则。长久以来对需要在居民中进行精神上的准备这一点，我是一个最热情的支持者。这种需要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感到，特别是比那些希望通过防空来降低空中进攻的作用的人或相信魔鬼到底不会像人们描绘得那么可怕的人更清楚些。为要让居民准备坚定地面对空中进攻，基本的要求是让他们充分地意识到空袭的严重性，而不是用防空的效率之类的话去欺骗他们，首先要使他们了解，到处分散防空兵器对他们没有好处，转移了主要任务的兵器最终结局将是十分有害的。



　　即便我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进行的一种宣传，因为那是有用的。当居民习惯于忍受空中进攻，并且相信他们不可能受到适当的保护免遭空中进攻时，他们肯定会高兴地看到实际上防空是真正能消除空中进攻的，而不是他们过去听到的相反的说法。一个人准备面临最坏的情况时，也会准备出现最好的情况。其它方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居民受到深信防空如何有效的教育，而他们发现实际上防空并不能保护他们，他们就会惊惶失措，情绪低落。那时他们无法理解防空的弱点，他们会吵吵嚷嚷要求更多的防空兵器。由于他们不会去责备这些他们一向认为是优良和充足的兵器，他们会责备使用这些兵器的人，谴责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兵器。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精神准备，但这种准备必须是能符合目的的准备。除了精神准备外，物质准备也是需要的，它可有助于降低空中进攻的效果。这两种准备一起组成完整的消极防空，这种防空并不使用进攻性航空兵器，所以并不违反忍受敌之进攻以便给敌以更大打击的原则。我认为这种消极防空的组织不仅是有用的，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为令阿塔尔工程师失望而感到遗憾，但我坚持我的意见：“任何能降低敌对我空袭效果的方法我都承认其价值，只要是它不致减少我可能对敌进攻的力量。”



　　我常常被人责备是极端分子，但这是不对的。对我来说，二加二总是等于四，不会是三或五。把航空兵器用于进攻要比用于防御更为有利。一百件、一千件、一万件航空兵器用于进攻，总比五十件、五百件、五千件用于防御，而另外一半用于进攻要更有利。二加二等于四，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极端分子，它是个简单的纯数学问题。














	

 






	















	







	







	









 





	


	







	








	




	


第三部 扼要的重述




	







	

 



	


	



第三章 空战




　　巴斯蒂科将军与阿塔尔工程师不一样，阿塔尔至少还承认我的文章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巴斯蒂科却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用好几页篇幅力图证明我的罪过是在评价空战时有明显的矛盾。在这里，我肯定不来证明我在这个题目上是前后一贯的，我只是澄清误解，并指出我的反对者论点的真实面目，我将谈谈空战，这对我所支持的论点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较强的一方的行动准则的最简单的想法是，寻找敌人，在哪里遭遇，就在哪里把他们击败。在陆上战争中这是易于做到的。在地球崎岖不平的表面上只有少数通行路线，它们有很固定的位置，为要迫使敌人战斗，你要做的只是向敌人开进，侵入敌方领土。这就是与敌在陆上迎战的办法。在海上战争中，这样做就不太容易。较弱的一方可轻易地避免战斗，尽管它不得不躲进自己的要塞基地里去。在上次战争中，较弱的一方总是被敌人追逐，敌人总是找不到它。



　　在空中战争中，如果敌人不想被人发现，它可留在地面。正好像对较强的一方有利的是能寻找敌人，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将其击败一样，较弱的一方最好是不要被敌发现，避免战斗。因此，一支求战(即寻找较弱的空军)的独立空军将会冒这样的风险，到处飞来飞去，一无所获，精疲力尽也找不到他的目的物。换句话说，它将受制于较弱的敌人。



　　同样，要是较弱的独立空军寻求战斗，它将受强方摆布，弱方很可能是自杀。在战争中总是尽量设法不让敌人摆布，因此我始终坚持，我再说一遍，不论是强方还是弱方，独立空军永远不要去寻求战斗。这种说法我说得清楚而确切，不应产生误解。



　　但如果较强的独立空军万一意外地与弱方空军相遇，战斗就将大获全胜，因为它毕竟是强者，而另一方则将大败特败，因为它力量较弱。因此，我始终坚持，我再说一遍，较强的独立空军不应避免战斗，而较弱的一方必须避免战斗。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清楚而毫不含糊的。



　　由于较强的独立空军不应寻求战斗，而较弱的一方必须避免战斗，并且甚易做到，所以如果空中战争由一次战斗决定胜负，这个战斗将持续几个世纪而毫无结果，双方空军都会在自己的机场上渐渐衰老。因此，我确信，现在，和过去一样，一支独立空军光能在空中战斗是不够的，它必须具有对敌方地面进攻的能力。



　　当我说到较强的独立空军时，意思是指它在空中战斗的能力较强，而与其轰炸能力无关。较强的独立空军不应求战也不应避战。如果遵守这一规则，空军就可以最大的自由来对地面作战，即在每次飞行中，它都可打击最合宜的目标，毋需考虑敌空军，毫不犹疑地一直飞向目标。敌空军或者是无力进行任何抵抗，于是空中进攻不战而胜，或者是决定要抵抗，于是被击败。较强的空军就这样在一次次飞行中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歼灭敌人。



　　较弱的独立空军必须避免与强方遭遇。因此，它能够做的事就是去突击敌地面目标，但永远要避免与较强的空军遭遇。



　　既然较强的空军既不寻求也不避免与较弱的空军遭遇，故它不需要较高的速度；但是对较弱的空军来说，当它力图避开较强的空军时，应具有较大的速度。于是空中斗争本身将分解为一系列对地面目标的进攻行动，较强的独立空军享有较大程度的机动自由。



　　如果对地面进攻的目的是摧毁地面的航空兵部队、航空工业中心及类似的目标，则这种进攻将严重地影响交战双方空军的潜力。这些影响敌空军潜力的间接进攻将会导致获得制空权。只有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由空战导致夺得制空权，理由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较弱的独立空军采取的行动如比较强的一方更机智、更猛烈、更紧张，则有时也可获得初期的优势。



　　也有可能出现了特殊情况和环境因素使得空军置重要的纯航空目标而不顾，去打击敌之居民点。空中斗争的结局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眼光、飞行员的勇气和人民的精神状态。



　　这就是我的观点的明确的陈述。它们可能会受批判，但是它们不会随便被排除。现在我们来看看巴斯蒂科将军的思想吧！他会记得他曾这样写过：



　　空中战场的特殊条件将总会或几乎总会使较弱的一方能随心所欲地避开一场对他不利的战斗。



　　到此为止，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他在同篇文章中又写道：



　　是的，如果后者(较强的独立空军)喜欢取得行动自由，它必须给敌人以同等的自由，它必须让敌人实施进攻行动，这就很难说较强的一方会不受这种进攻。这种进攻行动会是弱进攻，不是矛刺而是针刺，但即便是针刺也是挺难受的。于是较强的一方就很可能不耐烦起来，试图参加他原来想避免的那种战斗。



　　准确一点，巴期蒂科将军应该这样写：“他原来不想寻找的那种战斗”，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较强的空军必须避免战斗。



　　我再补充一点(正是巴斯蒂科将军的话)，在这样做时，他不会犯错误；相反，直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错了，因为他在使用必要的和最灵验的方法使敌独立空军不能行动之前，已经等得太久了。



　　我真为我的同僚的奇特论据而感到奇怪。为什么较强的空军单单要为了避免针刺而放弃自己的矛刺，而且开始寻找一个总会或几乎总会避开战斗的敌人呢？为什么寻求与敌一战是使敌空军不能行动的必要的和最灵验的方法，而敌人却又总会或几乎总会随心所欲地避免战斗呢？照我看来，如果较强的独立空军的指挥官在只是针刺的情况下会失去耐心，说明他是如此的神经不健全，那他最好是回家去种菜。



　　在这篇文章中，巴斯蒂科将军再写下去觉得无中生有终不是事儿，就写道：



　　我曾说过，必须要寻求战斗，但我曾说过需要寻求战斗的空军必须在广漠无垠的很可能什么都找不到的天空中去寻找战斗吗？难道我可能讲出这种幼稚无知的话来吗？



　　真的，没有人愿把巴斯蒂科将军看成幼稚无知。但令我略感困惑的是设想一场必须寻求的但又没有任何确定的目的去寻求的战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必须去寻求一场寻找不到的战斗吧？在这篇文章中还有更令人困惑的是：



　　我重申必须认为这种战斗是空中斗争概念的顶峰：我斗胆断言，独立空军如不这样认为，必将降低它的战斗能力，更会降低它的进取精神。



　　这样说来，空战概念的顶峰应是这样的战斗，它是冲突造成的行动，而这种冲突是较弱的独立空军能随心所欲地避免的，较强的空军若不是十分幼稚无知是不会故意去寻求的。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巴斯蒂科将军赞美地引用一位作者的话，这位作者认为优势的独立空军必须寻求空战，以便尽快消除摧毁敌人基地的主要障碍。



　　巴斯蒂科将军在该文结尾时，再一次重申他的观点：



　　在每种情况下，就具体进行空中战争而言，这种战斗必须认为是斗争的卓越行动。



　　然后，也许他想起来他前面曾讲过蓄意去采取这种卓越的行动表明十分幼稚无知，故他又说：



　　寻求战斗的方法将取决于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对敌国重要中心轰炸和施放毒物被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我正好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能采用的方法，所以我只得满足于他称为最有效的那种方法。根据巴斯蒂科将军的说法，为了迫使敌人参加我方所需要的战斗，较强的空军应采取对敌重要中心轰炸及施放毒物来激怒对方，较弱的空军就这样被激怒，做了有利于较强一方的事，它将出现在受威胁的重要中心及较强的空军之间，冲突于是开始，战斗将会进行，而较弱的一方将会被击败。以后较强的一方就可毫无顾虑地去对敌重要中心轰炸和施放毒物。



　　当然这一切也许可能发生，但除非较弱的独立空军司令官是一个像那不勒斯人所说的XXX [ 译者注：估计是那不勒斯人惯用的一句粗话，作者不便把它写成文字。 ] 。我宁肯把敌人描绘得十分坏，而从不将他们看成十分好，所以我不能同意巴斯蒂科将军。我说，要是一支较强的独立空军正在对我重要中心轰炸和施放毒物，我们不能命令我们较弱的空军去自取失败和毁灭。相反地，我们要用它去对敌人的重要中心轰炸和施放毒物，我们越弱，越要更猛烈地、更紧张地进行。首要的是我们始终应避免那些有被击败及被摧毁的风险而对我无益的战斗。



　　顺便说一句，这也说明了，不论是较强的，还是较弱的空军都不应采取守势，前者将因其为使本身免遭针刺而放弃投掷矛刺因而处于不利，后者则是避免走向美妙的但却是愚蠢的自杀。



　　不管你怎样绕来绕去，也不管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这些都是徒劳的，二加二总不会等于三或五，只能是四。不管怎样，我觉得巴斯蒂科将军自己几乎已经相信我的论点了，因为他在说到海上战争时这样写道：



　　在海上斗争中，防御需要有兵器的优势。均势是不够的，因为现代海军部队的高速度及随之带来的突然攻击的可能性使得要有一支较大的兵力才能抵御它们。劣势的，甚至均势的兵力都是不行的。海上防御实质上并不意味着节约兵力，毋宁是兵力的更大消耗。



　　以后我还要分析这种海上作战的概念，现在我愿意指出，若把上述引文中的“在海上”、“海军”及“海上防御”换成“在空中”、“空军”、“空中防御”，就可以证明我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样的名词替换是公平合理的，因为甚至巴斯蒂科将军也不会否认现代空军部队运动要比海军部队快得多，他们也会发动突然攻击。要是防御不允许在兵器上居劣势，而更需要更大的兵器消耗，我倒要问一句，谁会这么幼稚无知去设想在空中取守势呢？因此，最好是始终和到处都实施进攻行动。二加二总是等于四，别的说法都没有用。



　　巴斯蒂科将军在他的文章的别处，无疑是出于疏忽，说我讲了一段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话，说是一支较弱的空军总是听凭敌人摆布的。这决非如此！相反，我始终坚持，并将继续坚持认为一支较弱的空军可能打败一支较强的空军，条件是在它的进攻行动中表现更加机智、更加紧张和更加猛烈，就可弥补力量上的差距。但是由于在战争中不管有什么别的情况，各方都企图尽可能的强大，我始终表示：“做做好事吧，不要让任何空中力量放弃进攻行动。”



　　在我认为，一如既往，二加二不可抗拒地等于四。














	

 






	















	







	







	









 





	


	







	








	




	


第三部 扼要的重述




	







	

 



	


	



第四章 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决定性战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还是热火朝天的。我曾坚持，并将继续坚持，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和指导战争放在下述原则的基础上：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兵力于空中。



　　在这一点上，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我对自己主张的力量很有把握而深有信心。争论还在继续，结局仍未明朗。不过，我对正在进行的争论深感满意，因为我注意到，别人一定也都注意到，所有我的反对者们，不管怎样尽一切努力，全都被迫承认空中战场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战场。巴斯蒂科将军已经同意了，虽然是小心翼翼的。他写道：



　　……可是，就像出现在别的兵种身上一样，它[航空化学兵]在某种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博拉蒂将军也表示同意，他写道：



　　所以空中战场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只要它能发动如此强烈的进攻，结果不仅使敌之地面及海上军队瘫痪，而且使受攻击的国家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瓦解了，无力再实施报复。



　　同样，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承认空军是决定性因素，但只是相对的。



　　菲奥拉万佐上校也同意，他写道：



　　结果可说是：集中使用空中力量将形成战争的决定性行动；但是只有在攻击者取得制空权之后，剩下的空中力量还足够强大，能使敌人完全屈服，使其不能在陆上入侵攻击者的领土。



　　从上述几段引自陆军，海军和非军方专家们写的文章中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承认空中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我愿再多讲几句。博拉蒂将军和菲奥拉万佐上校两位实际上都说明他们同意的论点是：只有当空军能击败敌人时，空中战场才成为决定性战场。



　　承认了这些，我的反对者们已经明明白白地投降了。当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说是只要空中行动能击败敌人，空中战场就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们就完全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则他们的论点就会是荒谬的，就好像是说：“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的时，它就是决定性的。”



　　比我更谦虚的人对这些说法会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在两年前，甚至一年前，谁能想到陆军和海军那些不屈不挠的作者们会终于同意空中力量能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呢？(直至昨天为止，他们还一直认为空中力量仅仅是一个配属的兵种)，但当涉及空中力量和战略问题时，我是完全不谦虚的。我已经迫使他们承认的观点鼓励我要求他们承认更多的东西。



　　我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人含含糊糊。当我申述我的思想时，他们认为我是打算为胜利开一张处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的观点是，“为要取得胜利，意大利应在地面抗击敌人，而集中全部力量于空中。”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我国的处境，以及意大利与某个可能的敌人发生冲突的不测事件。我承认我所详细叙述的理论有上述背景，因而不应把它看成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要是我专门考虑日本与美国之间发生冲突，十之八九我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要想为所有国家提供一个胜利的万应良方，对我来说真是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我的意图仅仅是为我国准备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指出一条最好和最有效的道路。当我说“空中战场将是决定性的”之时，并不意味着“为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空中战场变成决定性战场。我只是讲实际情况。在那个前提下，我再继续往下说。



　　按照巴斯蒂科将军的说法，尽管承认空中因素的价值，颠扑不破的军事学说却是：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是协调使用现有各种武器的结果，它等于每种武器所获结果的总和。要想协调使用所有的武器，各组成部分应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取得各组成部分正确的比例。



　　显然，胜利的秘密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因此不会完全包括在武器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之中。如果美国要和圣马力诺共和国打仗，很大的可能是后者不能取胜，不管它如何协调地使用它的武器的各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把“胜利的秘密”这句话换成“从武装部队获取最大效果的方法”，那么巴斯蒂科将军的公式就是不言而喻的永恒真理，可以在任何时候适用于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大白话。但是正像一切大白话都具有一般化的特点那样，它对我们正在考虑的特殊问题，什么具体帮助也没有。所以必须从永恒转到现在，以便寻找出武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



　　巴斯蒂科将军的确转向现在了，他说他看到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公正的比例”，三者能成为一支充分的“进攻力量”。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切的定义。“进攻力量”是什么意思？从抽象意义上考虑，每种武器，不管是左轮手枪还是无畏战舰、一把刀还是一枚航空炸弹，都有进攻力量。



　　至于陆军、海军及空军，“进攻力量”按我的意见应该是指“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行动的能力”。一支武装力量如果他进攻时十有八九要吃败仗，那它就无“充分的进攻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能是不成熟的和不胜任的。此外，在同篇文章里巴斯蒂科将军正确地警告说，要始终考虑到所有敌人中最强的敌人。于是“充分的”一词应该用于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巴斯蒂科将军所说的正确比例是指能对最强的敌人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正确比例。好极了！但是为了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它必须比敌人更强大。因此，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必须想出一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之间的正确比例，它们都要比最强的敌人的相应的武装力量强大。



　　没有人会否认，我最不否认，这种比例不仅是一个正确的比例，而且显然是最协调的和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和美国一样的富有才能去实现。在美国是可行的，在我国则成为空想，因为我们没有必需的手段。巴斯蒂科承认这一点，而且还用数字来证明它。他设想有一个假想的A国，它在军备上耗费80亿里拉，其中有20亿用于空军；另一个B国，耗费50亿，其中7亿用于空军；根据这个例子，他得出结论，B国会发现自己无论在陆上或空中都处于劣势。我倒要问一向，B国怎样才能使它的武装部队达到具有“充分的进攻力量”(即具有武装力量中所有三个军种的胜利所需的“优势”)所需的“正确比例”呢？



　　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编组我国武装力量时不能用我的同僚的“正确比例”理论来指导。



　　要寻找各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这种比例将使整体的价值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遵循另一条途径。请允许我用数学方法来解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能交给武装部队支配的资源是一个常数，我们以字母C来代表。资源总数由陆军资源A、海军资源N及空军资源AF相加。于是我们可写成C=A+N+AF。如果我们用V来代在这三个军种的军事价值，我们可以说：V=A+N+AF。现在问题变成，我们给A、N及AF什么值才能使V达到最大值，而A、N及AF的总值不能超过常量C。为了使V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把A、N、AF三个因子中的一个给以最高值，其余两个给以最低值。假定，像我所说的，空军这个因子在未来战争中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给AF以最高值，给A和N以最低值。这个最低值就是它们起防御作用所需的力量。因此我才说：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假定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那种情况下，结论才正确，并给我们以军备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如果假设是错误的，问题的结论也会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提出某种其他的假设，因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不会像蘑菇那样一下子冒出来，而必须来自一个深思熟虑的前提。否则那将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比例。



　　博拉蒂将军说，只有当空军部队进行一次进攻，其猛烈程度不仅能瘫痪敌之武装部队，而且还能瓦解“敌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空中战场才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不相信只要瓦解敌之精神力量就够了吗？如果一个国家在精神上瓦解了，武装部队和物质力量还有什么用呢？



　　菲奥拉万佐上校承认空中战场的决定性，条件是主宰空中战场的一方掌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以彻底歼灭敌人。这是十分正确的，一种行动若不能带来那样的情况——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结局，那它就不能认为是决定性的了。这一点对各种战场都是正确的。皮洛士在陆上的胜利并未能决定胜负；谁如仅仅是海上战场的主宰，也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在阿塔尔工程师写的第一批论文中有一篇写道：



　　主宰自己的天空有不可回避的必要性，失败将带来死亡。



　　很难再超出这么强烈的赞成空中战场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来。为夺取己方或对方的制空权的战斗是在空中进行的。如果说失去制空权就带来死亡，也就无所谓还剩下什么东西了。另一方面，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



　　空中战场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这是否是对他早先那篇文章的更正呢？他指责我：



　　……成为经典式错误的牺牲品，这种错误是对一种新出现的因素给予高度的结论性评介并寄予全部希望。历史教导我们，在海上，对任何新的炮弹都有新的装甲来对付它们；在陆上，有刺铁丝网先遇到甘油炸弹，以后又有迫击炮来对付它。



　　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阿塔尔在上述引文中所涉及的化学及生物因素。我很清楚，几乎对每一种毒物都有一种解毒药，几乎对每一种细菌都有一种血清。我谈的不是因素，而是新兵器。历史教导我们，潜水艇曾经从巨型战舰手中夺取了制海权。



　　我谈的是航空化学兵，对于它，同一个阿塔尔工程师曾经承认它有足够的革命力量去推翻迄今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中一切基本原则。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军事学术中迄今还在使用的基本观念的历史就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教导了。的确，“很难建立一种陆海空军之间决定性作用的等级区分”；但是必须做到在需要它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的确，“使用时它们的比例取决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地理状况”；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我才试图对我们意大利寻找出这种比例。的确，一般说来，“三军都是磐石般的战争有机体中必要的肢体”。但是难道我没有说过“必须在地面抗击敌人，以便将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吗？难道这不就意味着武装部队的三个军种都是需要的吗？确定了使用三个军种的必要性之后，试图确定每个军种的职能，以便全军能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样做难道是错误的吗？是巴斯蒂科将军说的，如果空中是决定性战场，我们应把现有的资源全部倾注给它。相反地，我只是说让我们在组织地面军队防御之后，剩下的力量全都集中使用于空中战场。我遵循集中力量于决定性战场的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排除而只能加强另外两个战场上的抗击。



　　阿塔尔工程师为了捍卫他的论点，引证了1925-1926年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 [ 译者注：1925年4月摩洛哥北部沿海的里夫人在克里姆率领下南进，与法军交战，法军碉堡被毁，人员大部死亡。7月法国与西班牙协议共同组织讨伐。法军兵力15万人，西军5万人。9月初法西联军在摩洛哥登陆，克里姆被迫北撒。1926年5月克里姆战败投降，战争结束。 ] 来作为例证，他写道：



　　在那场战争中，航空兵是重要的助手；它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但并不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在密切配合地面军队作战中，一开始航空兵大规模协同地面军队，解救被里夫人包围的法国分遣队，重建被切断的战线。然后航空兵向攻击纵深的前方和侧翼采取有效行动，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只是在战争末期，地面军队的压力使得敌人动摇了，航空兵这才成为决定性因素，它有力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摧毁任何继续抵抗的行动，迫使阿布德·埃尔·克里姆的人马投降。



　　我想，阿塔尔工程师，这里有一点误解。当我说空军是决定性的时，我并不意味着说空军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如果那是我的观点，我会合乎逻辑地提倡取消陆军和海军；因为如果胜利可仅靠一个因素，即空军的因素来取得，其余两个军种就完全没有用处了。所以我完全同意阿塔尔工程师。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我将进一步说明，在未来战争中它也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



　　但是在“胜利的唯一因素”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间有重大差别，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因素，却很好地充当了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我没有详尽地研究过那决战争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正像阿塔尔工程师确信的那样，航空兵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这就使我相信航空兵无疑是那次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且别咬文嚼字了。如果像我所想的，在未来战争中由于在地面抗击，空军将决定战争胜负，是否就不再是三军都对战争胜利作出贡献了呢？是否三军不再都是胜利的因素了呢？要是有一个军种未能完成任务，胜利可能会失去吗？我们只能这样讲：“空军对胜利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那么如果说空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也同样正确吗？难道协约国的海军不是因为他们确保其海军的供应和协约国的生活，对胜利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而完全应该感到骄傲吗？



　　阿塔尔工程师指出，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能做到的事，在欧洲战争中未必能做到。十分正确。但这不是因为双方都使用航空兵，也不是双方都有防空，而是因为欧洲的生活环境的条件不同。这是阿塔尔工程师自己证明的：



　　1925年6月21日对摩洛哥索克 [ 译者注：Souk的译音，是穆斯林国家集市的场所。 ] 的一次轰炸中，据说在一分钟之内炸死800人。一个摩洛哥索克人口为数千，而一个欧洲的城市人口通常有数十万人。如果对其中的一个城市用爆破弹、燃烧弹和毒气弹进行空袭，就会产生可怕的结果。所有的波河谷 [ 译者注：波河是意大利的一条大河。 ] 、所有海岸线和海岛都会处于空袭的立即威胁之中。”



　　这是显而易见的。要是一个国家人口密集和文明发达，则旨在瓦解其斗志的空袭行动必定要更加有效得多。对一个生活在沙漠里的游牧民族，空袭是无效的或接近无效的；但对一个居住在大的人口中心的高度文明的人民来讲，它会是非常有效的，即十分可怕的。



　　阿塔尔工程师在描绘了这样一幅可怖的图画之后，问他自己：“这样的空袭能对我们产生决定性效果吗？”他自己回答说：“我断然肯定那是不会的。”但在这个断然否定之后，他却加上一个“如果”：



　　……如果我们的地面对空防御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如果我们的航空兵保持住战斗力，如果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仍然坚固而有力。



　　显然这是对的。要是我们的航空兵部队能击退敌人的空中进攻，那么敌人的空袭行动对我们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但是如果不是把“意大利的防空”置于良好状态，以防止任何意外的有决定性作用的空袭行动，我的一切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所谓“意大利的防空”，我的意思不同于阿塔尔工程师所说的“防空”，而是组成国家空中力量的全部兵力。



　　即使假定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能够固守，还是应避免在空中被人击败，因为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空中失败意味着我们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使我国处于一种状态，以便能在空中付出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人们会了解我，我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的处境。当我说到空中战场将会是决定性的时候，我指的是意大利。我宣称它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我们在空中被击败(在空中被击败意味着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那末不管地面和海上情况如何，我们将决定性地战败了。在航空化学兵实际发展的条件下，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呢？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向我们保证斗争将不在空中决定胜负，或者在地面和海上将先于空中决定胜负呢？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断定，如果一旦我们在空中被击败，我们还有机会在地面和海上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我相信没有人会把国家的前途来弧注一掷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在预测将来时对无可否认的真理紧闭双眼的我的反对者们。



　　巴斯蒂科将军说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纯系危言耸听。并非如此。它说明了一个巨大的真理，为了它，我们有责任一定要做好适当的准备，以便不致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博拉蒂将军宣称地面和海上战场无疑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得不在后面加上“如果”：



　　……如果地面和海上军队能够击败敌人，并占领极端重要的中心，敌人一旦丢失这些中心，将被迫乞求和平。



　　但是，关于空军，他写道，只有当空军进行足够强大的进攻，使敌人的军队和他的物质和精神抵抗力都土崩瓦解了，这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两个词“无疑”和“可能”，说明了将军的偏见，用下文再进一步证实：



　　……在空中的胜利是假想的[任何胜利在实现以前都是假想的]，因为两支机群在空中遭遇可能是不现实的[在世界大战中海上遭遇是现实的吗？]，因为不良的气象条件或其它困难可能会影响到遭遇[到了1929年还在讲气象条件！难道气象不影响海上战斗吗？我们没有在数百份关于陆上战斗的公报中读到气象问题吗？]。航空兵部队比其它部队更是耗费巨大[陆军部队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听说过上次大战中数百个师不能再用了，必须重新组建吗？难道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死亡还不够给我们某种关于地面军队中浪费人类生命的观念吗？]。甚至在空中的胜利或获得制空权都不能阻止在别的地方发生与我方空中进攻并行的反攻[陆上的胜利会阻止敌人在别的地方取得陆上的胜利吗？]；由于飞机的破坏能力，甚至少数飞机就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真是奇怪，甚至在我们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少数敌机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群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空中进攻的效果将会被积极和消极的防空，以及现在正在煞费苦心研究的别的方法所抵销[难道对陆上军队就没有积极和消极防御，以及已经苦心研究出来的别的方法吗？]。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它是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会造成料想不到的障碍[是的，现在出来精神方面了，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不少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尤其是我们若依靠料想不到的障碍，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结论是，空中战场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空中战场所需要的那种行动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有所帮助并甚为有效，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有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是的，但这是否因为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陆上和海上的行动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也不需要去克服严重的障碍呢？]！



　　阿塔尔工程师从巴多利奥元帅的文章中找到对他的观点(当然是与我的观点相反的)某种安慰和支持，他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了几段，下面是结尾的一段：



　　正是空军，将对那种尽可能缩短持续时间的战争样式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战争样式。



　　他选择的这一段文字更适合于对我的观点而不是对他的观点给予安慰和支持。巴多利奥的说法包含了一个明确的论断：“恰好就是空军能缩短战争时间。”这正是我宣传多年的主张！如果一个军种可以比别的军种使我们更快地解决战争，那就意味着它能先于其它军种使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如果它能在其它军种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它就在其它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因此，空军是决定性的军种。如果是这样，那末不是我而是我的反对者们不同意巴多利奥的说法，是他们费尽心机企图证明正好是相反的东西，是他们拒不承认空军正在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持异端的不是我！什么是我的反对者们思想的实质呢？巴斯蒂科将军说：“不偏不倚为是”，博拉蒂将军紧跟着他。我希望他们两人都满意！



　　虽然阿塔尔工程师表示反对这种不偏不倚的美德，并且承认不能搞什么不偏不倚，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然而实际上他也步前两位作者的后尘。



　　最善者必须是单数，从来不是复数。“加强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使得每个军种都成为决定性的军种”，这种说法，如果你们允许我说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搞平均化，一般化，并满足于不偏不倚。它从不意味着最善者。巴斯蒂科将军和博拉蒂将军的平均化理论阻碍了价值的区分等级，事实上，它是根据所有战场都可能是决定性的这一前提来的，这种前提只有可能性，但从逻辑推理来说并不能实现。



　　“平均化”理论给“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的问题一个一般化的答案，它没有分别考虑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这种答案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也可能纯系优柔寡断的产物。这就好像他们问自己：“我们该选择哪个好呢？”然后一致回答：“好吧！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这是一种在所有情况下迟早都可用上的万应良方，就像某种获得专利的秘方一样，但它治不了什么病，只有指望上帝保佑了。它就好像把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人人都知道，那是打败仗的绝妙好计。它除了表示犹豫不定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



　　“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的确确，这是我的信条。让我们集中我们的力量于空中吧！因为我认为胜负决定于空中。我愿我的反对者们会喊叫起来：“你错了！决定胜负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空中！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在别的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陆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海上！”但他们不是这样说，我听到唯一的答复只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到各处去。”不！我不能信服这一点。



　　当阿塔尔工程师企图从当代名人著作中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来封我的口时，巴斯蒂科将军却竭尽全力来证明我的思想是违背某些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的，这些基本原理凡是略知军事的人都是很熟悉的。



　　用你的头去碰基本原理就像用头去撞石墙那样的愚蠢。头会碰破的！但让我们瞧瞧吧，巴斯蒂科将军用来攻击我的“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是否有根有据和可靠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原理，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看看精通军事的人有时如何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基本原理之一



　　每一种军事学说，尽管它属于它所涉及的特殊性质，必须考虑到应用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对最可能的敌人进行战争；在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对待其中最危险的敌人。



　　这条基本原理在我用黑体字的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一种军事学说必须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现实，符合它所涉及的国家特点。我的学说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但一定不能根据最可能或最危险的敌人的模式来制定我们的军事学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敌人将把他的军事学说强加于我，其它的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想法，只能人云亦云。而且，由于每个国家有它自己可能的和危险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发展一种军事学说了。他们只能全都等着去照敌人的军事学说的模式办事。



　　如果空中战场事实上成为决定性战场，即使我们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还没有意识到有新的战场的可能性，我们应承认它是存在的，并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一旦发生战争，那就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吃苦头。要是我们的敌人犯了错误，那就对他更不利，没有理由非要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引证的史例是不恰当的。法国的军事学说到德格朗梅松 [ 译者注：路易·德格朗梅松(Louis De Grandmaison)(1861-1915)，法国军事理论家，将军。他主张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防御，而应不顾一切地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他的进攻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遭到完全的失败。 ] 的奇谈怪论达到了顶峰，他说：“在进攻时，不顾一切是最安全的”。这种学说使法国处于灭亡的边缘，完全是因为它违反现实和常识。它的根据是从一种来自奇怪的蠢话的进攻神秘主义，这种想法曾在当时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占统治地位，不幸它又被许多人所摹仿。凡是违反现实和常识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神秘主义的法国军事学说失败一样。



　　如果这个例子中有任何东西，那么它证明了巴斯蒂科将军的论点的反面，那就是当他说到法国军事学说与以火力和攻击方法优势为基础的德国学说相比，法国不行时，他自己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德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没有照搬照套，使自己的军事学说与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的学说相符合。



　　所以，第一条基本原理就像一颗动摇的牙齿那样摇摇欲坠。



　　基本原理之二



　　在准备武装力量时，不仅要注意未来战争区的地理和地形特点，而且要注意敌方部队的编制与组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准备武装力量看成是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喜欢不喜欢，因为它必须与当面敌方(一个或数个)部队的规模和种类成比例。



　　这条原理甚至比第一条还要靠不住。准备武装力量无疑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喜欢或不喜欢。它必须根据使整个武装力量有最大力量的准则办事。不管敌人的数目有多少，再没有更多或更好的办法了。把武装力量准备的基础置于我们可能的敌人做什么之上，不仅失去一切首创精神，而且会去做有利于敌的事，因为如果敌人犯错误，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如果到时候没有出现最坏的情况，对我们要好得多。



　　当我说“让我把全部航空兵部队用于进攻”时，我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也这样做。如果我看到敌人将航空兵仅用于防御，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方将占优势。我肯定不会去模仿它的防御组织。



　　更糟糕的是断言我们武装部队的准备要与敌军的规模成比例。任何国家都只能做到与自己资源的规模成比例地准备其武装部队。



　　巴斯蒂科将军打算用这头两条原理来证明我错了，因为我的理论会使我国武装部队的编制与大多数其它国家武装力量不同，简单说来，即因为我不赶时髦。坦率地说，我是寻求意大利的样式。我记得，当我到要学历史的时候，就常有人告诉我，最好是赶在敌人的前面，不要跟在敌人后面，因为胜利经常属于那些善于改变传统战法的人，而不属于那些死抱住传统方法不放的人。



　　基本原理之三



　　至于陆上和海上作战，防御比进攻所需兵力小，这是对的，但两者比例相差无几，而且条件是要有充分时间和机会足够组织防御的基础。



　　第一句话是根据下列事实：攻者可自行确定攻击的时间和地点，而防者不得不沿整个前线保持有效的防御。至于第二句限令条件，我们必定记得，在和平时期边界上的防御编制有很多理由目前只能是一个架子，比战时应有的人员装备差得远，必须有相当多的时间去补充满员，使其处于真正有助于机动防御的情况，尤其当数量有限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想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证明将陆上军队的任务局限于抗击是得不偿失的，因而我所主张的这种限制是毫无价值的。问题是这一条在世界大战以前作为军事学院的论文题目还多少有点用处的基本原理，已经被战争的血的经验所推翻了。经验证明，打破进攻与防御的对峙局面需要不是少量而是很大量的人员和兵器，这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人也能看到。它几乎每天都可证明，少数坚强的人，有少量弹药加上几道有刺铁丝网，就可迫使敌人甚至成年累月被阻于原地。有时并不十分险要的地形障碍在一步步被攻克之前能换取大量鲜血和无数吨钢铁。而现在阿尔卑斯山却忽然被认为只是一个不能防御的平坦交叉路！



　　甚至在教范中也承认在某些特定的很容易出现的情况下战线会立刻稳定下来，这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的现象。



　　我的尊敬的同僚，你最好冷静下来想一想，因为这一基本原理已是过时的东西了。它已陈旧不堪，现在是把它束之高阁的时候了。



　　基本原理之四



　　在海上作战，虽然这一点还不普遍地为人所知，防御所需的兵器及消耗的力量要超过进攻所需。在海上，那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以防止敌人的威胁，即使是潜在的威胁，由于敌之攻击可来自任何方向，防御者必须展开一支巨大的实际作战的兵力和预备队来对付敌人。在海上，防御的地位意味着十分巨大的消耗，而不是节约。



　　巴斯蒂科将军打算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说明我所建议的限定海军部队的任务是无用的，是一种缺陷，因为那样会耗费更多。但是这并不是基本原理。这仅仅是巴斯蒂科将军的意见，一种有相当地位的言论，然而都是奇谈怪论。实际上他断言，在海上防御的一方必须较强大，这等于说，较弱的一方应当是攻者。由于我坚持认为，空中防御比之进攻更多耗费，合乎逻辑的结论应是：继续空中进攻吧！你的力量愈弱，你就应该更猛烈地进攻。但在海上，对我来说是完全另一回事。至少在历史上(巴斯蒂科将军经常引证的)最弱的海军部队总是采取守势。难道他们总是错的吗？



　　巴斯蒂科将军写道：“那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必须？这不是一个必须做什么事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做什么事的问题。要是它能做就必须做。德国海军立即放弃继续进攻，但肯定不是出于幻想，或者由于缺乏欲望，或缺乏责任感。它放弃进攻是因为他做不到，一支要保护自己交通线的较弱的海军不可能长久坚持，除非它的敌人是一个大傻瓜。较弱的海军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是肯定在几分钟之内遭没顶之灾，或者找一个庇护所，以便一旦敌人犯错误就可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去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斗可能算是勇敢的业绩，但是这种业绩会导致不能保证海上交通线的自杀。这就是一支较弱的海军被迫采取的态度——被迫是因为较弱。这不是为节约使用兵力和能量而故意选择的态度。



　　的确，我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自己的思想：“在海上我们的目标应是阻止任何人未经我们同意就在地中海航行”。这就需要较少的兵力，这种兵力与巴斯蒂科将军支持的采取守势的类型不同。事实上，正如菲拉奥万佐上校写的：



　　攻击敌人交通线所需的兵力要较保卫交通线的兵力少。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动员了许多艘舰只去捕捉入侵者，而少量的潜艇(在任何时刻都不超过50艘)，使全世界的海军组织许多天夜不能寐，使数千支部队从别的重要任务中抽出来。



　　这就足以说明，即使第四条基本原理对海上作战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原理(自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去确定这个问题)，但它依然与我的论点毫无关系。让我们把它像别的基本原理那样放到一边去吧！



　　基本原理之五



　　每一种战争准备都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潜力相称。提倡一国的军事努力不应照顾到国家的总预算，而总预算应符合各种军事需要，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是百分之九十九它完全行不通。事实证明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才处于这种纵情奢侈的地位。别的国家全都应满足于差得多的地位。



　　这里终于有了一条真正能站住脚的基本原理。巴斯蒂科将军在引这一段话来对付我的时候，必定把我当作阿塔尔工程师了。正是阿塔尔工程师才坚持预算应符合防御准备，他反复指责我过多强调了我国财政匮乏的重要性。我只是说：“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应在我国资源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尽可能的强大”。



　　我越想越深信巴斯蒂科将军是错把我当成阿塔尔工程师了。是他主张我们的国家生活的安全发展无论如何都要根据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而得到保证。我则比他有节制得多，我提倡一种使我们能做到最好地应付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战争准备。巴斯蒂科将军不应浪费时间来向我证明：给我国独立空军比敌人大半倍、一倍或任何倍的力量去迅速摧毁我国可能敌人之一的航空兵部队，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我所要求的只是使我国处在不太容易被敌人摧毁的地位。



　　我要忠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违背这条基本原则，他在描述“全都具有充分进攻力量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组成比例时就违背了上述原则。正像我乐于指出的那样，那种比例对美国也许行得通，但对我国则是空中楼阁。



　　基本原理之六



　　在准备战争时必须时时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从可能的盟国处得到的援助应先打个折扣达到最少；相反，可能的敌人的力量却应估计达到其最大值。



　　这又是一条能牢牢地站住脚的基本原理。我无保留地同意这一原理。我不仅想到可能的敌人的力量，还想到他们狡猾的本性。正因为这些理由，我才害怕敌人的空中行动。我设身于可能的敌人的地位，我就有如下想法：



　　这里我站在欧洲美丽的花园之前。我应通过它的高耸的山脉壁垒来攻击它吗？那里每块为它的子孙的英雄鲜血所激发的山石都成为一个堡垒，要对付它们，即使我用最好的钢来做成装甲保护自己，也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应该通过海洋去攻击它吗？每一个波浪都隐藏着一个罗网，在每个海岸、岛屿、岩石的后面都隐藏着危险，由于它的人民的勇敢决心使这种危险更增大了许多倍。只有一个战场对我有利，不是我会在那里遇到懦弱的心，而是因为那广阔的天地便于达到目标，而我又足够强大能阻止对我的领土实施报复。因此，我必须在这个战场上对这个可爱的花园里所有重要的中心发动一次十分猛烈的攻击。在那里他们是无力阻止我的。



　　正因为我首先害怕某个敌人可能意识到我处在敌人地位时将要做的事，所以我才呼吁：“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这里我再一次劝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再像他提出他那“平均化”理论时那样违反这一基本原理。



　　正像那些对军事并非一无所知的读者已经有机会体会到的那样，反对我的学说的巴斯蒂科将军的基本原理对我并无影响。他投向我的一些次要论点也是同样没有影响。当然他发现我们的教范会合乎逻辑地指定独立空军去执行对敌国心脏进攻的任务，但他也发现，既然魔鬼看来毕竟还不是那么可怕，那么对敌人或对我国的心脏实施进攻至多只会使心跳加速而已。



　　他说我打算根据“决定性的战场是空中战场”这一原则建立一个新的学说，但是他忘了，这种现象可能变成事实，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他不理解，军事学说从来不是根据原则而总是根据事实来的。



　　他说如果把我的学说付诸实现，则我们进行战争的形式和本质都不符合原有的军事学说。他忘了衡量一种学说的价值不是看它是否与原有的学说相类似，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要是因为害怕影响学说的相似性，而没有人敢于改变学说，军事学术就会像死水一潭，停滞不前。



　　他说在没有事先弄清能产生良好结果之前，没有人会试图把我的理论付诸实现；但是他忘了去证明，怎样才能不首先付诸实践就可得到良好的结果。



　　他说，即便不考虑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可断言，直至现在斗争总是在相同编成的双方陆海军之间进行的。我相信是这样，我还相信未来的历史会表明未来的冲突将在编成相同的双方陆海空军之间进行。当前我国正生活在革新时期，明天就会见分晓。



　　他说，他必须合乎逻辑地认为：



　　……根据我的判断，只要两个星期就能使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发生混乱，迫使他们呼吁停战。



　　但是他忘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任何东西能使人想到我会有这样轻率的言论。我仅仅说，一个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如此巨大的精神折磨，以致不待陆战取得决定性战果就会被迫呼吁停战。他又继续说：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进行两个星期，而是两个月，陆军的编制并没有发生变化，陆军将不再守卫在边界上，至少能试图越过边界前进，因为守卫大门最好是站在门前而不是站在门后守卫。



　　我也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设想现今的陆上战争可在两个月之内定胜负。但也必须承认，要是敌人在烧你的房顶，拆你的墙，向屋里的家人施放毒气，那么你站在屋门前还是屋门后比就无所谓好坏了。



　　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先验地建议到处进攻者必定有可能到处打败仗是违反所有战争基本原则的。”他说他的老师们教导他，尽管打仗时目的应一致，但同时在陆上和海上进攻(当时还没有空军)总不是一个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们如果仅仅说：“到处进攻不算错误”而没有证明这一论断，那他们就错了。他们这样做就坏了，因为进攻本身不是目的。人们在战争中不是单纯为了进攻而进攻。要是那样做的话，就有陷入巴斯蒂科将军自己批评过的德格朗梅松理论的危险。一支军队进攻或防御总是为了取得胜利，自然要选择一种最适合于当时特殊情况的方式。在普法战争 [ 译者注：普法战争(1870-1871)法兰西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借口西班牙王位问题发生的一次战争。1870年3月法先向普宣战，结果法国战败，法帝拿破仑三世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灭亡，法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 中，法军在开头的进攻使法国到达灭亡的边缘，进行一场结局如此悲惨的进攻是荒唐的。一支军队当它能进攻时应进攻，当不能进攻时就采取防御。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选择进攻，因为进攻更为有利。但是如果其它条件一样，进攻一方必须较强大，以便通过陆上和海上同时进攻来赢得胜利。非常可能的是，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们教他，如果一方在陆上和海上都较强大，那么最好采取两个战场同时进攻。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



　　在世界大战之初，德国在陆上取攻势，在海上取守势。如果他们到处取攻势，定会犯严重的错误。



　　教给巴斯蒂科将军如果一方确实相信自己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都较敌人强，则应在两处战场上都取攻势，这并不错。这种教导并不违背基本的军事原则。但如果教他的是战争准备应打算到处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肯定错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须到处都比敌人强，这并不总是行得通的。



　　甚至在空军尚未产生之时，我们就常讲目的一致，这意味着在使用陆上和海上部队时都为了取胜这唯一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似乎在陆上比海上更易受打击，那么按照目的一致的原则，就要求陆上部队应比海上部队更加强。它要求一个国家集中兵力于陆上，那怕这意味着迫使海军采取守势也罢。反之亦然。英国总是集中兵力于海上，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犯十分惊人的错误。不幸的是目的一致在过去就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长生鸟，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个东西，但就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它。



　　有了空中力量之后，各个军种终于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因为空军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上空活动。目的一致这一含糊不清的准则就被行动一致所代替。三大军种(特别在我国，其必要的组织已经完成)必须行动一致地奔向一个目的——取得胜利。想要到处取得胜利倒是很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一百次里有九十九次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一支军队必须处处都比人强。要想只在一种战场上取胜是比较可行的，既然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取胜就够了，那末就在那个战场上准备取胜也就够了。人力能达到的只是试图使自己这一方获得取胜的更大的可能性；唯一的方法是集中自己的力量于决定性战场，而不计较哪个战场是决定性的。因此，提议(先验地)到处进攻是违反最基本的军事原则的。



　　的确，空中战场是否是决定性战场这无关紧要。像巴斯蒂科将军说的：“新的学说断言，但没有证明战争可在空中取胜，而陆上及海上应满足于抗击”也无关紧要。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宣称：“但新学说究竟有多少追随者呢？”，以此来对我作“致命的一击”。



　　的确，只有少数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否我的同僚还相信真理总在多数一边呢？他最好当心一点，因为这是民主思想与现实不一致。多数是有习惯势力的。要改变多数的意见是很费劲的，但是一旦改变，就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发生变革。新学说的追随者少吗？不必担心。他们会多起来，会成倍增加的，将来会成排山倒海之势的。



　　巴斯蒂科将军把他的思想归纳如下：



　　……我们被迫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



　　他又加上评论：“这是可怕的，但却是简单的”。事实上，这不能再简单了！还有比零更简单的东西吗？面对很快就要我们接受的现实，按他的意思是，我们还可以听其自然，安静地等待新的经验过迟地来告诉我们本应做些什么。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教我们了。那肯定是一种对任何人邢不难证明的事实。



　　我们真的应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吗？这种想法真是可怕。是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特别是我们碰巧成为新经验的牺牲品的时候。听命于不可知？什么样的不可知？难道我们没有眼可看，没有脑可想吗？我们没有可供使用的飞机和致命的化学品吗？我们不能具体地估计它们的作战能力吗？我们不能事先通过实验了解它们能产生的效果吗？难道不可能全部或部分地揭示这一未知(我们对这一未知比对庞奇和朱迪 [ 译者注：庞奇(Punch)和朱迪(Judy)是英国人所共知的讽刺木偶剧中两个角色。庞奇是一个鹰爪鼻的驼背矮子，朱迪是他的妻子，两人常常打架。 ] 更熟悉)吗？我们能像驼鸟那样老是把头埋在沙里吗？我们在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伞是否结实，是否能耐受风吹雨打之前，能耐心地等待暴风雨来临吗？



　　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就像是古代的佛教僧侣那样垂目而坐，但现在这个时代那怕佛教僧侣也不能沉溺于冥思苦想，浪费光阴了。我嫌恶这种消极的、听天由命的、无所作为的态度。进取精神必须是灵魂里、心里和头脑里固有的，不是单靠言词就能获得的。我们需要进取精神，以便应付未来出现的事件。我们不应站在一边等待，空想在发生事件之后能够忍受和幸存下来。



　　虽然我的反对者们被迫勉强承认独立空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决定性的，他们的结论却是：



　　……但既然还没有证明它将是决定性的，让我们保持现状吧！



　　现在这种推理是从根本上错了。既然承认有可能(尽管还不是肯定)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那就有足够的理由把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在陆上，决定胜负很容易推迟，因为阻滞敌人以赢得时间并不难。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被阻滞时，我们建立起庞大的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后来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在海上，小股的力量就可阻止住世界上最强的舰队。现在已没有谁会相信陆上作战会由战争开始时现有的军队迅速决定其胜负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准备动员其工业，以便在战时立即可将国家资源转变为军火生产。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当宣战时，各种手段都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每一种必须的费用都应付出。



　　这样说是对的，但还不够。把国家资源变为武器及其它战时装备是需要时间的，在有空袭的情况下，做起来也不容易。它需要平静的环境和一定程度的安全，因此无论如何不要在空中被敌人击败。在陆上，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可以用推迟决战的办法来赢得时间，但在空中这样做就不行，因为空中没有地方可供停留。双方空军很可能在宣战之前就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在关键的动员时期采取猛烈行动的好处。有最良好的准备和最快速的行动的空军将会决定空中战斗的胜负。较强的空军决不会给另一方以取得增援的时间，较弱的空军也不可能迫使强方等待。



　　我的反对者们承认这种空中行动是有可能获得决定性结果的。那就是说，战争能够或不能在空中决定胜负。前一种情况，集中力量于空中将是符合现实的，第二种情况就不是，但它总不会不利于战争的结局。不把力量集中在空中是符合第二种情况的现实的，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强烈地影响结局，尤其我们如果考虑到我国的地形特点。



　　巴斯蒂科将军和其它人提出的“平均化”办法将会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危险境地，如果他们承认的那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话，我的办法(且称之为极端办法吧)，即便是空中战场不能证实是决定性战场时，也不会带来危险。由于他们承认有那种可能性，那末，听命于未知，就可能意味到处充满危险。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在本书的第一部中我断言，如果夺得制空权者成功地使用空中进攻破坏了对方的士气，那么制空权就将导致决定胜负。如果空中进攻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则战争胜负将由陆上和海上决定。但即使在制空权不能证明是决定性的情况下，它仍然对决定战争胜负有重要帮助。有制空权的一方将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其陆上和水上的部队将不受严重的空中进攻，而另外一方，失去制空权的一方，将面临敌之空中进攻，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空中进攻将会扰乱国家的活动，并妨碍地面和水上武装部队的行动自由。因此，即便是战争并不由空中决定胜负，集中力量于空中也是有利的。



　　我必须把我最初在1921年提出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如果我国可能的敌人之一，取得了制空权，将其航空兵部队派往我国，破坏我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末部署在阿尔卑斯山的强大的意大利陆军及获得周围海域制海权的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呢？”答案是，他们将一事无成。1921年时一事无成，现在也一样，日子一天天地证明航空化学武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会英勇善战，但同时他们会意识到，他们身后的国家正蒙受苦难，他们的基地和交通线都不能确保安全。最后他们也可能赢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重大的伤亡。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去保持制空权，使我们的国家、陆军和海军处境更好一些呢？首先应面对最迫切的危险，其它的可在适当时候再处理。



　　言归正传吧！居民们能够也必须忍受战争的恐怖，但各种耐力都有限度，那怕是人类的耐力。没有一种居民坚强到能长久地承受空中进攻。英雄的人民只要还存在空中进攻将有尽头的希望，就可以忍受最可怕的进攻，但当空中战争失败后，就没有希望结束战争，除非在地面和海上的作战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那样就需要很长时间。当人民今天和昨天一样遭受轰炸，并且知道明天还会挨炸，苦难看不到尽头时，最终就一定会要求和平。这可能要两个星期、两个月或六个月，视空中进攻的强度和人民意志的坚定程度而定。当人民知道他们的陆军已经越过边界攻入别国时，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而已。要真正松一口气除非是他们知道陆军已经向敌国首都跑步前进才行。



　　我们是否应该等候一种能对付这样一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新经验呢？我们能做傻瓜似的等贼出才关门吗？这种情况下经验还有什么用？上次战争中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在没有及时认识到潜艇的重要性上犯了错误。这个前车之鉴应能使我们在把新的空中武器的重要性估计很小之前，能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可是同样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了。我们这些指出这一新现实的少数人被认为是头脑发热、空想家、极端分子、离经叛道者，正好与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力图使人们了解潜艇重要性的少数人遭遇一样。



　　当过去的经验已清清楚楚地说明这种过去的经验并无用处，历史是同样错误的反复出现时，为什么还要等待新经验呢？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物力论” [ 译者注：流行在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力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宇宙。 ] 。我承认，人是真正具有动力的，人们不会等待，人们会行动，会立即行动。



　　消极地面对紧迫的和危险的现实是最坏不过的错误。相反，我们应试图去问它。它会回答的；因为明天并不是完全不清楚的——除非是那些没有看到或拒绝去探索其形成原因的人。



　　有一些陈旧的概念，不顾世界大战的万分痛苦的经验已经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至今还有人在相信它们。例如，巴斯蒂科将军写道：



　　要是我们必须承认空军已经改变了战争，使得斗争的目标不再是武装力量，而是敌国的抵抗意志等等……



　　这段话表明他相信，至少到现在为止，战争的目标仍然是敌人的武装力量。这种概念不是巴斯蒂科将军所独有的。相反地，很多战争的专家们都有份，我甚至应说他们中大多数有份。



　　现在这种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空军作为一个军种，一种工具，那就不会改变什么。敌人的武装力量仍然是目标，唯一的变化只能是到达目标的方法不同。但事实却是战争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是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标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总是赢得胜利，亦即强迫敌人听从我们的意志。正像古代罗马人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人类的意志会超越物质之上的。一个国家只要它的精神足够坚强，能支持它的反击的意志，它就可以顶住敌人强加的压力。但是面临无法忍受的情况，精神抵抗力会瓦解，结果将迫使一国去接受危害较小的结局。因此重要的是把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加诸于敌人身上，这就是战争的目标，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在陆上作战时，实质上是直接把武装力量用来保卫一国的领土，试图击败敌人，以便进而入侵敌之领土。胜利的陆上武装力量，也就是成功地剥夺掉敌之抵抗力的一方，就可入侵敌之领土，占领其重要中心，掠夺其财富，把法律强加给他们，蹂躏、焚烧、杀戮和奴役其居民。换句话说，它成功地把那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强加于敌，瓦解了敌国人民的意志，迫使其接受胜利者所提出的任何和平条款。目标就是这样达到的，不是因为敌方军队已经瓦解，而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后果。皮洛士的胜利就是这种证明。



　　但是这种事件在不同情况下还有某些区别。当战争是某些人的私事，例如说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以及别的当权者之间发生的，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祸，政府首脑召集他们的军队，玩弄战争游戏。通常赢得一个战役就足够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战胜者击败敌军之后，他就可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无力进行进一步抵抗。当决定性战役失败后，政府首脑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谋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被表面理解的战争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之间带来了混淆。换句话说，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就是敌人的武装力量。



　　尽管社会结构已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认为他们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公民们则担任了一个付费的观众的角色，对战争作壁上观。更有甚者，他们合法地被排除在战争之外，宣称他们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不是他们的事。战争现象独立于他们作为国民的生活之外。只是公民之中的特殊阶层和组织(他们与其他公民不同，并分离出来)被委以准备和进行战争之责。当战争到来时，政府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职责，就委托某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坐到后面等候战争结局。归根到底，这不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吗？给司令官以全部权限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不就是摧毁敌方的武装力量吗？平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干预这种事务呢？面对这样一种目的，不管怎么说，别的又怎么谈得上呢？



　　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谬误即便在拿破仑时代也是很明显的，对它进行热诚的但又常常是表面的研究会使人走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以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方军队的溃败，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东西的话，就不是决定性的。对于他的规模宏大的军队和他的天才所取得的胜利，俄国用它的天气及广漠的领土对付它，对于他那英勇的将军们，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的抵抗对付了他；而这位皇帝既不能使俄国也不能使西班牙屈从于他的意志。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战场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是赢得了战争。拿破仑最后失败是因为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什么东西支持它。



　　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并未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就失败了。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斗并要取胜的意志现在已是人民本身所固有的了。武装力量不是别的，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后面，已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和所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的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他们都为战争效劳，战争现在是每个人的事情了。政府本身感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



　　军事领袖们也认识到是人民的高昂的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



　　在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在至今还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的，但战斗却不是按照拿破仑时代的经典方式发展。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耗费，并直接影响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这些国家出于抗战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都投入这些战线，一次投入一点，慢慢地耗尽。有时整个军队都混乱不堪，并大批伤亡，但在他们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制止这些和改组它们。



　　很清楚，为了取胜，一方必须在自己的资源耗尽之前，打垮敌人的抵抗。伟大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变成“蚕食”战略。双方都焦急地计算剩下来能够手执武器的人数，十分关心工业生产，把海上战线的态势看得十分重要。我们离开拿破仑时代多远呢？仅仅一个世纪！通常只在战争双方都达到他们的忍受的极限，对胜利已经绝望之时，典型的战场胜利才会是决定性的。这时，在战场上取胜就成为胜利的鲜明印记。



　　这种现象在海上战争看得更清楚。斗争双方的堂堂海军避免决战，保持各自的潜力，直到最后。双方的海上行动仅局限于企图阻挠敌人的交通。这是战争工具对付民用工具的行动，是一种目标直接针对国家抵抗力的行动，而不是对敌方武装力量的行动。但人所共知，这种行动几乎决定了上次大战的胜负。协约国海军承认了间接决定战争结局的特点，毫无疑问，如果他们不能对付潜艇的威胁，协约国就会战败。实际上对付潜艇威胁的功绩部分归海军，部分归协约国造船厂日益增长的产量。如果造船厂不能首先补偿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然后加紧生产超过被击沉的吨位，则尽管海军有防御行动，战争照样会打败。所以海上作战一方面是用战争工具摧毁敌国的抵抗因素，另一方面是用民用工具的生产来支持国家的抵抗。



　　我们从巴斯蒂科、博拉蒂以及我的其他反对者所主张的战争目标的概念已经扯得很远了。这全是根据上次战争经验，不是根据未来的幻想。



　　空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的目的。战争目的始终是一样的。空军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使得更容易采取行动以对付敌国抵抗力。陆上和海上部队只能间接地对付敌国抵抗力，而空军可以直接地对付它，因而也就更有效。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管博拉蒂将军是怎样想的，恩德雷斯先生却正确地说出，“在未来，战争主要是对城市的非武装居民和巨大的工业中心进行的。”他是对的，因为合乎逻辑地注定要那样做。说它合乎逻辑是因为如果有任何可能在发现敌人的地方给予直接打击，任何一个进行战争的人都会抓住这种机会，因为他企图要达到使敌人屈服的目的，而且知道在敌人抵抗没有瓦解之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说它是注定的是因为空军有这种特点，虽然能到达敌国领土的任何地点，却没有采取任何守势的能力。



　　如果较强的空军处于发动战斗的地位，而较弱的空军又希望采取防御的方法来击败较强的一方，则空中行动在转向敌国之前，先要对付敌空军，换句话说，一支空军首先要击败另一支空军。只有获得这一胜利后，胜方的空军才能攻击敌国的领土。



　　但既然两支敌对空军中较强的一支在对方不愿意交战的情况下，很难强迫较弱的一方进行战斗(这一点已经说明过，并被普遍承认)，又因为较弱的一方没有兴趣自杀，他最感兴趣的是保存实力，故空战不大可能发生。



　　由于难以避免的必要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喜好如何，空中斗争中较强的一方必然对敌人领土采取行动，这时它享有充分的主动性，而较弱的一方也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只是为了避免与较强的一方冲突而受到限制。由于需要，这两种平行行动的特点都是骇人听闻的暴行，因为这两支空军部队的近期目标必须是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受最大可能的破坏。为使敌人屈服，必须将其置于不能忍受的处境，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攻击敌城市的无防御的居民和大工业中心。可以十分肯定，只要有这一种直接攻击的办法存在，那就会使用。



　　的确，博拉蒂将军用不着害怕像恩德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敌人的公墓上签订和约”。公墓毫无疑义会越来越大，但总不会像凡尔赛和约签字之前那么大。



　　我们是否宁可认为这种灾难可能只是一种不测事件？如此可怕的战争样式的想法是否使我们感到震惊？好吧，就算这样吧，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可能的敌人会和我们的感觉一样，他们也不会和恩德雷斯先生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这种不测事件真的出现，我们看到敌人攻击我们城市的无防御的居民和工业中心时，我们能向敌人说：“住手，你们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取消比赛”吗？我所预言的灾难也可能仅仅是一桩不测事件，但肯定是最坏的不测事件，是我们应该准备面对的事件。



　　它会演变成现实吗？如果不会，那是再好没有了。那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比赛规则强加给敌人。难道我们不喜欢这样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要是我们处在地面和海上抗击的地位，我们总是有时间去改进作战准备，一支强大的空军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我已把我的思想简化成下述的话：“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但是如果“抗击”一词用于地面军队时没有疑问的话，用于海上部队时就必须加以说明。我是这样说明的：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限于不经我们同意，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的这个关于海军任务的想法没有被人接受。然而尽管我还不够一个海军专家，我觉得我只要根据普通常识是能够捍卫我的思想的，尤其它是就一般情况来探讨。



　　从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专家们已一致认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如有可能，要阻碍或者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很清楚，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十分重要，有些情况下还是决定性的。至于意大利，我们的海上交通线是头等重要的，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缺乏原料。如果不让我们进口，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全都同意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达到这一目的都是很理想的，尤其在有了世界大战的经验之后。实际上，许多海军大国借口人道主义天真地用众所周知的海军协议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光有一个理想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和环境。谁如不是处于这样的环境，谁如没有必要的手段，只有放弃理想目标，试图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何等的有限。当我们想到一次可能的海上战争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和另一个地中海强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或者两个国家联盟(其中有一些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在这个闭海里)之间的战争。我们很难设想有一场战争，其中意大利是唯一的地中海强国。因此，在这样一场意外事变中，我们应考虑的强国是两个最大的，一个是本来就在地中海的，另一个是狡猾地窜进来的。让我们来考虑第一个可能性，我们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我们海军规定什么样的实际可行的目标呢？



　　把敌人阻止在地中海之外吗？显然，这是对的。保护我们地中海的商业交通吗？显然，这是对的。保护我们在地中海外的商业交通和阻止敌人的交通吗？显然，这不对。借助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即使我们只用有限的兵力也可以执行头两个在地中海的任务；但要在地中海外，我们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大洋中没有合适的海军基地，已经由于缺乏基地而变得很不利的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足够强大到能通过地中海的门户出去，即使这个大门并不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大洋交通是被迫保持固定航线的，它将遭受敌人的攻击，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没有大洋交通的情况下作战。我想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



　　显然，“不准敌人在地中海航行对我们可能的敌人来说，并不解决定胜负”。正像菲奥拉万佐上校所说的，不准在地中海航行最多只能阻滞和扰乱我们可能的敌人，那样决不能打败敌人，因为敌人很容易另建交通线。但我们会得到可以较自由地在地中海航行的好处，这会是一种积极的结果，虽然效果是有限的。但它也可能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因为地中海还有别的强国，我们希望他们不全是我们的敌国，尤其在局部战争情况下；他们可能帮助我们补充给养。如果我们能不依靠大洋路线得到必需的给养，那对我们来说，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企图保护我们大洋交通线，同时又攻击敌人的交通线，我们就必须减少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将面临很容易在地中海被人打败的可能，结果使得我们在地中海航行的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现在，如果大洋交通受粗，我们就只有从其它地中海强国接受供应的唯一希望，而地中海交通受阻就把这唯一的希望也断送掉，我们会发现自己完全孤立，这就十分可能会决定我们的胜负。



　　在局限于我们与另一个地中海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提出的最低目的是一种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不致被剥夺赖以生存的供应的纲领。我曾一般地考虑过这种情况，即不把它区分为两种固有的可能：我们和本来就在地中海的一个强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和一个狡猾地窜入地中海的强国之间的冲突。但如果读者自己考虑这两种情况，他就会更好地体会我建议的这一最低目的的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第二种可能——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一些国家和我们一样，是地中海强国。这些国家中有一个或几个站在我们这一边或反对我们，或部分地支持我们和部分地反对我们。不管哪种情况，反正我们不是孤立的。总有一支或几支海军在我们这一边。因为除了巴尔干小国之外，所有别的强国全都有地中海以外的出口，我们掌握了地中海海域之后，就有可能让我们盟国的海军全部用于大洋中。要是敌国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地中海航行，这个海在冲突过程中成为一个和平的内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将潜艇及其它小股海军部队派出地中海外，从大洋友好口岸出发进行活动。在地中海有敌人时控制地中海，在地中海没有敌人时，提供相当数量的海军部队进行大洋作战，这就是意大利能给盟国的恰如其分的贡献。 [ 英译者注：看来意大利在现在这次战争中就完全是这么做的，它的一部分潜艇从德国或德占基地出发，对在大西洋或可能在别处航行的盟国航运队作战。 ]



　　这就是我的推理，我认为它是很简单的。作为比较，我想如果我们按照到处(特别在各国海军中)流行的标准化方式办事，我们将按照大洋强国的模式去组成我国的海军，那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是闭锁在地中海内的国家，我们的地位是特殊的，结果是不管最高目的还是最低目的都达不到。



　　我们在作诗时称地中海为“专属的海”，如果我们愿意现实一些的话，让我们真的使它成为专属的海吧！至于哪些想把大洋归属于我们的抱负，那就算了吧。那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至少按目前情况来说是如此。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不经我们同意就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们就真的把地中海专属于我了。甚至这种想法在潜艇未出现之前也曾经被看成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不再是梦想了。那怕我们只有有限的财力，我们可以利用我国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我们的岛屿和殖民地，我们海上作战的新式舰艇的性能，以及我们无畏的海军士兵的技术和勇敢的优势来实现这一目的。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一支小型舰队不需要像现代大型海军舰队所需的那种巨大而复杂的海军基地，它们较易躲藏。在进攻可能来自空中这样的时代(我国全部大型海军基地都暴露给空中之敌)，巨大而显著的目标是无法躲开敌人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像整个武装力量一样，以其潜力来影响国际政治。只要我们的海军是按别国海军的模式作为标准来建设的，它就只能从数量上考虑。按照我的想法建立的海军就不同，它要能控制地中海，而不管数量如何，这是大为不同的。菲奥拉万佐上校写道，阻止敌人进入地中海仅仅是对我们可能敌人的一种障碍而已。那是对的，不过地中海与三个大陆邻接，占有地中海必有很大价值，我们看到多少世纪以来在这里打过多少仗，一个大国虽然离地中海很远，却长期在它的门户处保持庞大的海军部队。因此能够统治地中海必定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砝码。我不想讨论这一点，因为这已不属我的专业范围，但我认为如果意大利能指着地中海说：“不准进入这里！”，这就会大大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中倡议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较密切的协约，这是类似我的想法。作者试图说明这种欧洲的紧密协约的政治价值，他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由意大利控制地中海，而由法国到大洋活动。作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英国重新建立绕好望角去远东的海上航线也不行，因为这条新航线决不是安全的。这种考虑(也是根据法国作者的想法)将使英国牢固地靠拢法意协约，从而形成以西班牙和比利时为墙脚的欧洲联邦，为了使旧世界与新世界平衡，人们已开始感到有这种必要了。



　　菲奥拉万佐上校在说了禁止其它国家进入地中海并不是决定性的目的之后，又断言基本目的应是“保卫我们的交通线”，这要“通过控制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来达到。他说：“别国不能在地中海航行应是它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实在不明白控制地中海的入口怎么能可靠地保卫我们的交诵线，因为人所共知。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船必须首先到达这些入口处。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可靠地保卫只有控制入口处以外的大洋水域才能做到。我也不明白控制了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怎么会带来使别的国家不能进行交通运输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国家都有通往大洋的出口。



　　菲奥拉万佐上校说过这一论断之后，又假定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敌人驱赶到大洋中去，故而我们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他说：



　　海军感到欣慰，但是因为它很小(“小如尘埃” [ 原作者注：这是几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对意大利海军所用的词。 ] )，现在他就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保卫我们在大洋的交通线，或至少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域的交通线，并阻扰敌人在大洋的交通线。



　　我们不能占领直布罗陀……所以我们必须从地中海基地出发在大洋作战。让我们设想，我们已经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这是较征服敌在大陆上的港口更易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这些岛屿上具有某种优势，但是我们的“尘埃”不能很好地统治大洋，它只有很小的自主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大型的快速巡洋舰和大型潜艇，再辅之以舰载飞机。但是我们不能临时凑齐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在地中海里来回巡航，甚至我们的商船也将无货可运，因为敌人不准它们出入。



　　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结论是，他要说明下述主题：



　　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意大利的航空兵愈强，愈能成功地迫使别国的海军部队撤离地中海的外缘，我们的海军就必须更强大和更适合于大洋航行。因此，谈到意大利，“集中力量于空中”也需要“集中力量于海上”；要是有了这双重的集中，我们就能够保卫我们的海上交通线，能够使我们国内的工人工作不受干扰，能够打击敌人的抵抗中心，我们就为我国英雄的步兵 [ 英译者注：作者用了意大利文fante一词，指的是意大利步兵，相当于美国人用doughboy称美国步兵一样。 ] 进军敌国领土，实现其美梦，建立了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要是我们能做到这些，那当然是太妙了。但这仅是梦想，正做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应梦想而应睁大眼睛看现实。迫使敌人海军部队退出地中海外缘的任务不属于航空兵，它属于海军，海军如能完成，则光荣应属于海军。如果它完成这一任务后，面临的是保卫我们大洋的交通线和阻扰敌人大洋交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会因为它们太小而失败，而是因为我国的特珠情况 [ 英译者注：主要是指地理、经济和财政条件。 ] ，靠自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我们把大部分国家预算都用来建造大型舰船，我们也不能改变我国这种特殊情况，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冒不能制止别国在我们海域中航行的风险。



　　德国战败是因为它不满足于一个最小的造船计划，也因为它没有集中资源制造潜艇。它那适合于大洋航行的强大的舰队有远大的航程和便于停泊的基地，归根到底除了使敌舰队保持警戒外一无用处，最后遭到悲惨的失败。如果当初目标不要定这么高，不是试图控制整个海面，而是满足于阻止对方航行，多使用小股部队，少使用大股部队，它是会胜利的。这是昨天的经验。



　　菲奥拉万佐上校那样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说：“在意大利的特殊地位，海军和空军如此互相依存，因此两者都必须非常强大。”意大利的特殊地位并不建立海军和空军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它只是指出两者某些当前的实际目标，它们听起来是几乎一致的。对于海军，目标是专属的海，即控制地中海；对于空军，目标是专属的天空，即控制自己的天空。真的，如果我们能建设一支能控制海洋的海军和一支能控制天空的空军，我们英雄的步兵就可以几乎无往而不克。但是我们不能实现这种双重理想，因为尽管我们不缺人，我们却缺乏兵器(我们不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保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大力帮助我们英雄的步兵遂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试图在未来战争中能告诉他们：



　　“坚守组成我们神圣边界的山脉的每一块岩石，叫喊如雷：‘不准在此入侵’。保持高昂的斗志吧，因为你们在空中的弟兄们将阻止敌人残杀你的同胞，保卫他们，使他们能工作，以供应你们食物和军火。他们也将蹂躏敌人的领土，而你们的海上的弟兄们则把敌人扫荡出地中海，并保护供应你们物资的运输。牢牢地站住吧，我们的步兵兄弟，即使敌人的人数超过你们，也要牢牢地站住，让他们在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由于你们的坚忍不拔，使祖国不受玷污。不管他们头角多硬，也会磨破的，等到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在空中力量的打击下消耗殆尽时，他们就会焦头烂额。然后起来进攻他们，你们的前进将会势如破竹，我们的旗帜在敌人领土上招展的喜悦将属于你们。”



　　但如果我们换成下面的语言，我们英雄的步兵就不会太高兴了：



　　“前进！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野前进吧！一尺一尺地将其占领，用你们的鲜血浸透大地。前进吧，不要去想敌人在你们家里纵火和放毒。前进吧，要是我们不能送上武器和弹药，请忍耐一下，因为敌人正在从空中破坏我们的工厂、仓库和交通线。前进吧，要是饥饿折磨你们，请忍耐一下。我们曾试图控制大洋遭到了失败，相反，敌人却甚至把我们关在地中海之外。前进吧！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前进吧，胜利吧！”














	

 






	















	







	







	









 





	


	







	








	




	


第三部 扼要的重述




	







	

 



	


	



结论




　　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虽然它像所有的讨论一样，并没有使参加者的信念有所动摇，但却至少表明对“未来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巨大兴趣。这是目前到处都在谈沦的问题。到处都有一种错觉，有某种新事物正在酝酿之中。



　　现在，我相信(我希望在这里最终将发现我与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意见一致)，这个问题对整个国家有如此重要的关系，故需要一个组织去促进该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我只能引用我在1928年2月写过的话：



　　至于谈到这样一种战争组织，可以看到我们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把各军种溶合在一个单一的指挥部之下了。不幸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同意这种溶合的好处，但军事思想家和著作家们似乎认为人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特殊利益之外的东西。



　　陆军的学员主要谈论陆军，海军学员主要谈论海军，空军学员则谈空军，当他们谈到总的战争时，每个人都强调他所属的那个军种有兴趣的部分。有陆军专家、海军专家和空军专家，但没有战争专家。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的目的也是不可分割的。



　　我的意见是，这种情况使得难以得出一个可靠的战争学说的任何理智的结论来。因此我相信有必要(尤其在我们正处于过渡阶段中)培养一批总体战 [ 译者注：作者用general war一词作为总体战；但此词现代的含义是指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常译作全面战争。总体战一词，现常用total war，系指动员国家全部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等力量进行的战争。“总体战”的概念是德意法西斯国家军事学说的基础。 ] 的专家，因为它们才是建立新的战争学说的人物，也只有他们才能找出战备的基本问题的答案来。



　　当然，新的战争学说应以诸军种合成使用为基础。在战时，领导这种合成使用的人应把各军种都看作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面临训练能掌握这三种工具的人的必要性，也就是能组织一个由胜任指挥全面战争的军官们组成的最高指挥部。



　　陆军包括三个主要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但由于这三个兵种一起使用于同一目的，就有必要在步兵、骑兵和炮兵之外物色军官，即能够使用全部三个兵种的人。因此军事学院(这是一个不准确的名称)的建立就是为了扩展三个兵种的军官的专业才能。



　　我的意见是，现在关于总的作战也应这样办，在使用三个军种时应把它们看作是为同一目的而结合的一个整体。当然现在不可能马上成立一所我可以称之为总体战争学院，因为我们缺乏教员和要讲授的军事概则。首先要有这些，我想，这可先成立一个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机构我称之为军事科学院，在这里从三军挑选出最有才能的，好学上进的和思想开放的军官一起研究这些艰难的新问题。在这所科学院里可交流思想，肯定它或否定它，通过筛选思想，经过犹疑、不确定和否定，就能产生最后的一致意见。根据这些一致意见形成新的学说，这种学说由于它有此来源，将易于被承认和接受。



　　此外，这个机构还可以达到使不同军种选拔出来的军官密切地和真诚地接触的目的，每一方都了解和认识到其它军种的真正价值，它反过来又带来了一个整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应当经常存在的热忱和紧密的和谐。



　　总之，这样一个机构正就是鼓励和组织许多纯出于个人爱好而研究这些新问题的人的场所。目前这一工作由于缺乏手段，缺乏指导，还很不协调，因而不能带来满意的结果。但是通过这么一个机构，人们能够在一所真正的军事学院里讲授新的军事学说，可为总参谋部训练军官，他们在平时是总参谋长的天然助手，在战时则是三军最高统帅的天然助手。














	

 






	















	







	







	









 





	


	







	








	




	


第四部 19XX年的战争




	







	

 



	


	



序




　　《19XX年的战争》一书在1930年3月杜黑将军逝世后几天，发表于《航空技术杂志》上。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在这篇著作中，他以下面的话作为序言：



　　我必须承认，《航空技术杂志》编辑给我的邀请令我十分愉快，我立刻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当我开始考虑我所要做的这一工作时，我认识到也许我在接受这一任务时是缺少思考的。



　　这个题目描述在不久的将来，大国之间假想的冲突。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当我考虑到这不是一个胡思乱想或异想天开的问题，尤感到如此。确切地说，我必须严格遵守逻辑和合乎情理，因为我是为一家著名的军事杂志撰写一篇严肃的著作，我必须利用想象未来发生的事件达到为现在提供某些教益的实际目的。要是我没有正式接受编辑的邀请，而更糟的是要是杂志上没有刊登新作预告，我会乐于放弃这项工作的。但现在无路可走，我只得勉为其难了。



　　这里我献出劳动成果，希望读者会宽宏大量地评价它，并且记住，所有涉及假想的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思想、理论、行动、组织和事件并无现实的基础。在这些问题上，我并没有内部情报；我只是运用想象力来描述两种不同的战争观和两个形成对照的航空组织。














	

 






	















	







	







	









 





	


	







	








	




	


第四部 19XX年的战争




	







	

 



	


	



导言




　　在19XX年夏季爆发的大战中，令人生畏的空军部队第一次参加作战，正是它，使这场武装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本书的目的是从交战双方统帅部出版的有关19XX年战争的官方报告中，从后面适当地方要提到的别的文件中汇集材料，来描述这场冲突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其中的航空兵部分。



　　但是，历史学家终究是人，而每个人的性格很可能会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来，所以尽管我决意要做到客观地观察问题，而我的性格很可能促使我误入歧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祈求读者的谅解。



　　在第一卷中，我在简单地叙述战争的起因之后，将描述各参战国家的精神准备、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在第二卷中，我将描述战争开始时的一般情况，以及双方的作战计划，然后进一步叙述战争中的事件，对陆上和海上的事件将简短地叙述，而对空中的事件则较为详细。














	

 






	















	







	







	









 





	


	







	








	




	


第四部 19XX年的战争




	







	

 



	


	



第一章 战争的起因




　　凯洛格条约 [ 译者注：凯洛格条约，又称非战公约。起源于法国外长白里安建议与美国订立的双边条约，“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提出反建议，订立普遍的非战公约，故又名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条约在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由十五国签订(澳、加、捷、法、比、德、英、印、爱尔兰、波、意、日、美、南非、新西兰)。后扩大到62国。美、法、意在订约时即宣称保留“合法的自卫权”，故公约实际是一纸空文。 ] ：这一事件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正像我们简短的叙述所表明的，事件在混乱中迅速发展到令人目眩的顶点。在不多几天中，乌云遮蔽了地平线，一切和平解决的希望都被迫放弃。悲剧如此突然地达到高潮，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甚至参与此事的强国也不例外。它们好像被无情的命运所驱使而深深陷入战争。



　　国际联盟理事会 [ 译者注：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性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简称国联。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国联盟约》，1920年1月正式成立。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提出自决、委任统治、仲裁及裁军诸原则。参加者先后有63国。美国原为倡议国，后因与英法争夺领导权而拒绝参加。理事会(旧译行政院)由英、法、意、日等十五国组成，旨在加强集体安全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联成立后，从未对制止大国侵略发生作用。1931年日本侵华，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国联均未采取制裁，从此名存实亡，到1946年4月正式解散。 ] ：由于这些原因，别的欧洲强国宣布中立，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它们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地位。美国重申它完全无意介入欧洲事务，满足于向现场派遣几名观察员。



　　鉴于我们已经决定完全从军事角度来考虑这次战争，以便从经验中取得尽可能多的教训，其中最令我们发生兴趣的是战争是突然爆发的，没有明显的酝酿期。已经发表的官方文件证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政府直到6月15-16日夜间之前，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所力求避免的战争是难以避免了。因此，直到那天之前，这些政府曾力戒采取任何惊人的措施，以避免看起来像是侵略者。他们只限于进行秘密的局部动员。














	

 






	















	







	







	









 





	


	







	








	




	


第四部 19XX年的战争




	







	

 



	


	



第二章 精神准备




　　虽然战争开始得很突然，但参战各国的居民却英勇地准备面对战争。尽管在过去十年中许多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理论到处散布，人民根据根深蒂固的常识，并不因为这些空想的影响而变得软弱。



　　在战争中参加战斗的人民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说明双方不分种族都存在高度的精神准备。实际上，接踵而来的事例，证明双方人民的精神抵抗力几乎达到同样高的水平，双方的军队的精神抵抗力也一样。我们目睹这一英勇斗争，对参与战斗的人民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必须为之折服。














	

 






	















	







	







	









 





	


	







	








	




	












	


	







	








	




	












	


	







	








	




	












	


	







	








	




	












	


	







	








	




	












	


	







	








	




	












	


	







	








	




	












	


	







	








	




	


译者的话




	







	

 



	


	


——代出版说明



　　肯奈斯·麦卡西先生在其所著的《致命的失误》一书中，从失误而战败的角度重新审研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技术性”细节及其影响，不仅比较系统地评述了战败者失利的前因后果，而且敏锐地分析了胜利者在成功光环下掩盖的比比皆是的失误，以及因此而付出的不必要的惨重代价。此外还具体分析了双方各级决策者和执行人员的个人素质、性格特征及其对战局的影响。从而，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很有创意的二战史画。他的许多观点发人深思，为我们研究这一阶段的战事、探讨身为将帅者应具备的才能以及指出成功之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本书引用的史实是否正确，只有二战史专家才有资格和能力评说。其史论是否客观公正，相信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自能明鉴。



　　战争浓缩了人类智慧，也暴露了人类的弱点。战争绝非仅是军事问题。二战中，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和无以计数的珍贵资源毁于战火。我们从人类这场血腥的殊死搏斗中所能汲取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且还远远不够。这就是我们译完《致命的失误》一书后的最大感触。



　　作者是英国皇家坦克部队退役军官，写过二十多本军事专著，对军史研究有较深造诣。同时，他对现代战争的研究也颇有建树，著有《首战》和《技术大战》等书，详细研究了未来战争中的作战特点以及科学技术对武器研制和现代战争产生影响的历史。



　　作者文笔犀利潇洒，思路敏捷开阔。译文的确很难完全再现原作的语言风采。对此，译者深表歉意。如有不当或误译之处，恳请专家读者赐教。



　　本书翻译由王争牵头。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杨军、王争、杨义清、周彩青、张洪涛、覃海克和马洪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李广起研究员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1991年12月18日于北京














	

 






	















	





	







	









 





	


	







	








	




	


第一章：罪恶的满足




	







	

 



	


	


（1940年之前）



　　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在1940年夏季发回的报告，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感到德国随时会进攻英国，这几个星期前还是维护世界稳定的最强大的力量——大不列颠帝国即将崩溃，在支持衰落的帝国，还是与阿道夫·希特勒勃勃野心妥协的重大抉择之时，美国政府已无暇调查这一灾难的起因。罗斯福最终驳回了肯尼迪大使的估计——英国幸存下来的可能性低于50%（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评论家、记者、学者一轰而起，纷纷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猜测和抽象分析。



　　他们在9月的疑问是，为什么德国人没有利用恶劣天气和漫漫长夜对英国发起突然袭击？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出师不利。但回想一下夏季的战况，哪场战斗不是在晴朗的天气下进行的？德国人为什么不早点下手呢，正如许多明眼人察觉到的那样，皇家海、陆、空三军在遭受挪威、敦刻尔克、法国等地的一系列惨败后，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而且，德国人肯定会发现皇家海军舰只损失严重（许多是公开承认的），数以千计的英国大炮、坦克、武器和车辆被摧毁，或丢弃在战场上，并能够估算出，他们大部分的兵力已被消灭。也许有人会说，既然33万没有武器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官兵能在5月撤出敦刻尔克，这就不算什么失败。但问题是，当德国陆军和空军能用岸上炮火封锁海上通道，能用轰炸迫使这些被围而又失去战斗力的军队投降之时（还不算德国海军能起的作用），他们到底是怎样脱身的呢？



　　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而当时则不可能。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令人瞠目。出版商和历史学家经常冒出种种错误的观点，或许因为他们急于弄清楚为什么一个明显备战不足的德国能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击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联军并横扫列强。而仅仅22年以前，德国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中曾被这些国家打得落花流水。到底为什么区区十来个装甲师和几百架轰炸机便可以击败数倍于已的对手，而且是装备着同样数量的现代坦克、大炮和飞机的对手？



　　有人说，法国的政治体制和一战时期遭受的巨大损失摧残了军队的士气和斗志；然而，德国同样因为内讧和经济困难饱受疾苦。假如柏林传出的消息属实，德国远远没有团结到元首周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不可一世的法军像1870年那样向德军屈膝呢：为什么率先进行装甲战和坦克研制的英国陆军，在已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无力更多地支援其盟国？



　　人们仍然记得，当年报纸上象征德军的箭头横穿法国版图，直指阿布维尔和敦刻尔克。但它们到了港口边缘就莫名其妙地停住了。一种解释是，英军在布伦和加莱的顽强阻击迫使德军停了下来，可是从这些港口仓皇逃出的士兵们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些港口守兵的抵抗固然顽强，但在军事上却没有任何作用。人们普遍注意到了东部战线的不祥之兆，德军在发起进攻后一周内，便在色当附近突破了所谓不可逾越的马其诺防线，并在全线发起了猛烈攻势。4月的挪威之败和5月4日的荷军之降（仅交战4天），使当时的批评家和现实主义者得出了最糟然而是正确的结论：战况不对劲，德军具有内在的优势，或许他们拥有英法没有的秘密武器。法国第55师的一位士兵的所见所闻也许能帮助我们从侧面分析一下谜底。5月13日傍晚，这个士兵正好蜷缩在色当的一个山腰工事里眺望缪斯河，忽然，他们遭到了猛烈轰炸，官兵顿时混作一团，后来，友军的大炮也哑了，还听说德军已渡过缪斯河，正向北合围过来。



　　假如简单地质问法军步兵和炮兵为什么稍有风吹草动，就溃不成军，这似乎是不近人情。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德军的踪迹，他们听到的（不是看到）坦克引擎声来自友军的反击部队。我觉得还有个更基本的问题没有回答：三个装甲师并一个机械化步兵团，怎么可能带着几千辆车和几百门火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绕过稠密的阿登森林并且通过同样稠密的法军防线？战前，法、德两军的参谋部和权威人士都认为，机械化部队不可能执行类似的穿插任务。如果再问一句的话，为什么上层社会杰出的军事首脑们会作出如此愚蠢的判断，从而使自己一下子陷入极度危险的困境？



　　海、陆、空官兵都是，或理应是政治家的仆从，因而他们不必为部队的现状和装备负全责，除非他们直接掌管国家机器（这绝不偶然）。由于本书主要研究指挥失误，政治失误只得一笔带过。本书对失误原因有清楚的划分——个人无能、技术落后或时运不济，当然也考虑失误的主动性和被动性。



　　在此需要提一下的是，往日的军事将领经常不知不觉地钻研历史上著名的战例，以便帮助决定装备、训练和指挥等现实问题。例如，德军总参谋长冯·施利芬在酝酿1914年对法、俄作战计划时，极力效仿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的用兵之道，并认真研究了毛奇在19世纪60、70年代的成功战例。



　　1939年参战的高级指挥官肯定清楚地记得一战时期自己作为初级军官的诸多憾事。很自然，军事领域的确要强调成功的经验。可它的危险性在于最终胜利的光芒往往遮盖了交战双方的种种失误。在庆功的时刻，一切疏忽、失算和挫折都被人谅解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思想对于5月作战的影响可以追溯到30年代陆、空军建设。当时军事运筹学几乎没有问世（只有简单的作战模拟），决策者能做什么呢？在政界和军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是水面舰艇在以往战争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潜艇和水雷构成的威胁已基本得到控制；不可靠的坦克和机械化的发展，并未动摇坚固阵地防御一方对抗进攻者的优势；空中力量对海、陆行动的影响增大，但仍很有限。



　　同时，绝大部分预言家认为，针对居民区、工业和交通设施的空中打击，可以重创该国的战争能力和国民士气。因此，由于环境所迫，吝啬的财政大员和政治家，尽管一致反对军队建设，还是筹集了相当的经费，可购置的均是极一般的武器。他们很少在科研和理论研究上花费金钱。



　　海军继续建造改进型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但对潜艇，特别是刚问世的反潜武器漠不关心；在大方发展航空母舰的时候，往往只注意舰载轰炸机和鱼雷对敌水面舰只的威胁，而忽略了如何突破敌舰防空火力网的问题；地面部队，尤其是勇往直前的法兰西陆军，固执地认为步兵和炮兵仍是战争之神：当时技术不过硬的坦克只能辅助步兵作战，坚固的阵地防御比任何机动部队都保险得多，包括为许多军官所厚爱的骑兵部队；唯独空军，通过蛊感人心的宣传，使人普遍相信它具有独立作战并取得胜利的神功。他们声称不仅可以通过攻击工业目标和居民区来动摇其抵抗的决心，而且能击沉敌舰，摧毁大炮、坦克、车辆、马队，控制任何没有空中优势的地面部队。



　　因此，怀着对其防御性政策的赤胆忠心，法国大兵们在30年代沿法、德边界修筑了一条钢筋水泥工事——马其诺防线，为了支付其庞大的开支，不得不牺牲其余部队的建设。



　　一直拥护意大利朱利奥·杜黑将军关于万能而独立的空军之说的英国军队，接受了其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洛德的结论，即对付轰炸机的有效威慑是拥有一支能打击任何侵略者的强大的轰炸机队伍。因为轰炸机当时大都能突破战斗机和防空炮火的拦截抵达目标空域，因此，在30年代中叶，当英国真正开始重整军备的时候，皇家海军继续拥有高额军费，空军的经费直线上升，惟独陆军的经费无人问津，总是排在老末。这反映了某些决策人士的思想，他们认为英国应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任何是非。从此开始，皇家陆军被贬在英伦三岛扮演警察角色，若投身一场高技术的欧洲大战，其装备和编制自然是低人一等。



　　由于缺乏统一领导的国防部，各军种必然通过各自在政府的代表竞相索要经费，建立在讨价还价基础上的经费分配极其有害，而且，通常是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政治家凭一时之念就决定了一切。当时，就陆、空军的权利之争，错综复杂，闻所未闻，几乎不可能得出客观而准确的分析，所以，冲动的念头和科学的观点都有可能被采纳。简单的理由是，具有科技修养的主儿在政界几乎没有，在军界亦少得可怜。



　　自从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问世以来，它们一直是最先进的兵种，两者不仅为经费和地位争执不下，而且也有协同作战的岁月。热衷装甲战的人理由是清楚的，在空中支援下，他们可以克服重重障碍、保持机动能力并通过长途奔袭直插敌人后方，击垮敌人斗志，取得战役的全胜。英国早在1914年就开始研究装甲战法，并在1916年首先使用了坦克。他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实验表明，随着车速的提高（每小时20英里）、作战半径的增大（100英里）、炮火更趋灵活和车辆稳定性的改善，组建独立的装甲部队是可行的。唯一要当心的是，同时展开的反坦克武器研制不能大大超过坦克研制的步伐。不管是飞机，还是装甲战车，首要的是解决相对脆弱性问题。30年代初期，时速达200英里的轰炸机问世以后，它们被认为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其速度超过了战斗机）。而地面车辆速度再快，也难逃新型反坦克炮的打击。种种靠加厚装甲使坦克承受炮击的努力均告失败（或费用惊人）。



　　重整军备困难最多的国家莫过于1940年的竞争对手英、法、德（装备和战术均已过时）。三国的军备竞赛是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引起的，它们几乎都是从零开始，1918年留下的武器装备的确老掉了牙。三国均面临严重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危机，害怕开支过度带来物价上涨。很自然，个性坚强的人总能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官僚弊端和政治动荡获取可观的经费，有时，还能采用偏激的措施。到30年代中叶，各国重整军备的方针，编制和装备均已定型：法、德注重发展空军，以支援各自庞大的陆军作战，尽管两国的装甲部队大相径庭；英国优先建立了一支由四引擎轰炸机组成的战略力量和一个由新型雷达、战斗机构成的防空网。皇家陆军得到的经费非常有限，装甲车辆极少——不到50辆重型坦克（自重20吨以上，担负支援步兵作战任务），100辆左右中型坦克（自重10一20吨，担负穿插任务）和数百辆自重仅6吨、担负侦察等任务的轻型坦克。



　　先进的技术（或干脆没有）解决了空军兵力运用和装备的分歧。戈林作为一战的优秀飞行员，希特勒最为信赖的高级助手和德国内定的空军司令，秘密组建了违反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德国空军。他从海、陆军和早期的皇家空军 [ 注：扫校者注：注意这里指的是一战时的德国空军，比较确切的翻译应为“帝国空军”。 ] 中召集了一批出色的军事思想家和组织者，最杰出的是瓦尔特·韦弗和艾伯特·凯塞林。倡导装甲战和战略轰炸的韦弗在出任空军参谋长以后提出了一个使德国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相匹敌的计划，即保卫国家、配合海、陆军作战并依靠小引擎轰炸机遂行战略轰炸任务。可是，1936年夏季，在德军卷入西班牙内战的前夜，韦弗在飞行中因操作失误，机毁人亡。接任他的凯塞林顿时感到应取消这支战略力量：一来，他感觉到希特勒的勃勃野心会迫使德国在完成战备之前（预计1943年）投入一场全面战争，这样，有限的经费肯定用来照顾陆军；二来，大型轰炸机白天行动极易遭到装备了火炮的新型单翼战斗机的拦截，这种单翼机时速高达300英里并即将全部取代老式的时速仅200英里的双翼战斗机；第三，轰炸机夜间导航、寻的技术和轰炸精度当时似乎无法解决。也许有人会给凯塞林戴上“决策失误”的帽子，但时间证明他们和凯塞林都有错误和正确之处。错就错在英国人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白天，武装再好的轰炸机若没有护航决难逃脱敌战斗机的拦截；晚上，星象导航和瞄准装置只是样子货，只能乱炸一气。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最终还是找到了，只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生命、财产和经费。



　　那时，各国军队都动荡不定。公开和私下的争论使英、法无法用新型步兵战车替换老式装备或组建类似德国的秘密装甲师。作为凡尔登等地防御战的英雄，贝当元帅不时为一战时期在上阵冲锋中倒下的无数法国男儿悲叹，他固执地坚守立场并得到了纳西斯将军的积极响应。根据纳西斯的文章，密集布署的反坦克炮必能全歼坦克集群。但是，到1936年底，法国人开始制造一系列能承受当时20－50毫米口径大炮轰击的坦克，并认识到，攻势行动不仅可行，而且是避免士气陷入被动状态的必要措施。英国人立即有所响应，赞成法国人关于坦克主要支援步兵作战并进行侦察的说法，而他们原本是坚信坦克主要遂行大纵深战略穿插任务。德国人则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德国陆军改革创新的一个象征就是鼓励其最有天赋的干将之一——古德里安，钻研机械化的各项技术。他这位通讯专家是德军少数几个能将军人素质、将领素质和二十世纪技术头脑完美结合起来的天才之一。他和他的诬蔑者、竞争对手和未来敌手的差别是，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由于他的执着，德国顶住了类似法、英、美等国的种种保守阻力，创建了独特的装甲师：以坦克为主体的适合战争全过程的诸兵种联合体。这一快速机动部队能长途奔袭或包围敌人阵地，



　　靠前的指挥官可通过加密电台或随队跟进的电话进行指挥。因此，装甲师急需多用途的坦克，但经费又不允许。起初，古德里安希望购置速度较慢的重型坦克支援步兵作战，但那样的话，装甲师的坦克数量就得大大减少。最后，他不得不放弃给步兵、骑兵配备坦克，而集中经费购置充足的中、轻型坦克来装备装甲师团。这些中、轻型坦克大多是英国20年代研制的模式，只装备有机关枪和一门反坦克炮或榴弹炮，其装甲厚度通常在500码距离上根本经不起反坦克炮的打击。



　　西班牙内战从各方面讲都是检验二战技术的极好机会。而且也暴露了许多技术漏洞，例如：过时的双翼战斗机、单翼机和高速轰炸机；轻型坦克（尤其是分散配置时）经不起任何反坦克炮的打击；飞机轰炸的作用显然夸大了，实际上它只能吓吓没有经验的新兵。（狗吠比狗咬厉害时，狗还能吓谁呢？）即使是最先进的德国俯冲轰炸机，在白昼同样打不准目标。驻西班牙的德军装甲部队司令冯·托马上校认为，坦克里的无线电形同虚设，这固然迎合了那些想从古德里安手里挖钱的人，但暴跳如雷的古德里安为装甲师主战坦克用的苦心还是没有白费。然而他失误的地方是，未给步兵师配备一定数量的坦克。



　　德国1939年9月进攻波兰是希特勒最致命的失误之一，它引发了本可避免的又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仗是对1939年以前德军指挥体系的首次真正考验，它和西班牙内战一样，暴露了德军诸多的长处和短处。虽然在数量上处于1：3的劣势，在技术上低了一个档次，波兰空军仍然支撑了两个星期，一直战斗到预警系统和几个机场全部被毁为止。即使在白天，德国空军（凯塞林的第一航空队）也难以识别、攻击地面的波兰飞机，更不用说对波兰陆军和居民实施有效的轰炸或在前沿阵地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德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经常误中友军目标。当希特勒询问敌人的大炮有些是否被轰炸机摧毁时，古德里安答道，“不，是被我们的坦克干掉的。”这绝不是吹牛，它表明地面部队在攻占地面目标时比空军更有效。



　　假如希特勒像陆军巨头们一样埋怨士兵不如前辈们那样英勇，并要求增派坦克直接支援步兵作战的话，他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就算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别的启示，它起码已经证明：单靠轻武器和炮火支援，士兵就是躲进战壕也难以保存生命，更不用说冲锋陷阵了。但一旦得到坦克支援，他们很少失利。相反，步兵在敌人坦克面前最容易失去理智或退却。因此，波兰之战后期，德军步兵师增加了装甲成份——在轻型坦克上安装了一门射界很窄的前主炮，这就形成了现在的自行火炮。



　　德国和法国力排众议，从波兰战役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德军大力改善了空、地协同并驳回了骑兵部队军官企图重建骑兵师的倡议。由此可见，不是所有德军将领都认识到了装甲师的威力，但法军总司令甘未林将军肯定认识到了。早在1936年，他就试图组建能与德军匹敌的装甲部队，但均告失败。曾经当过兵的国防部长说，“让士兵冒着天大的风险出击是愚蠢之至的行动。”官僚体制通过出尔反尔、部门扯皮来压制各种新的思想，为此，甘未林深恶痛绝。波兰沦陷后，他总算组建了4个所谓的装甲师，可配备的重型坦克速度太慢，无法遂行穿插任务，即便有可能把有关事项讲解清楚，但官兵训练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第二章：不可思议的战役




	







	

 



	


	


——德军征服西欧



　　德国人把1940年1月10日当做吉祥的日子。这天，两名德国空军少校赖因贝格和赫思曼在飞行中由于天气不好，稀里糊涂地迫降到了比利时，随即暴露了德国经荷、比入侵法国的计划。其实，盟国通过其它三个情报渠道，包括打入德军情报机关的“A-54”，对入侵计划已有所了解。两位少校没有销毁的文件（他们绝对不该带着文件坐飞机）最后证实了德军的企图，荷、比两国军队立刻进行了全面动员。这样，德国的入侵被迫中止，已经上路的军队重新回到了军营，一些带有折衷色彩的作战计划亦被推翻重来。从表面上看，命运女神帮了德国一把，因为他们泄露出去的计划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是在1914年德国进攻“低洼之国”的作战计划的基础上略加修补、放大。整个计划缺乏新意，而且完全在盟军的意料之中。面对层层设防，训练有素的对手，想从正面突破是不大可能的。



　　德国的根本缺陷并不是它在草率挑起战争时具备的相对弱小的军力（区区3，000架一线飞机和300辆坦克 [ 注：扫校者注：此数字令人不解，如果不是印刷错误的话，或许原作者的数字仅是指中型坦克？ ] 在1939年并不足以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是没有协调的战略方针。作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希特勒通过最高统帅部（只是秘书处性质）随心所欲地调遣德军东征西讨。在1938年3月占领奥地利以前，德国没有任何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而进攻波兰亦是吞并捷克以前未曾考虑的方案。由于估计到法、英会站在波兰一边反对战争，直至1939年10月，德国仍无任何对付其西部邻国的计划。1940年4月，进攻法国的计划被另一次临时行动取代了——进攻丹麦和挪威，这次行动尽管很顺利，但严重分散了人力和物力，尤其是海、空力量。接着，战略计划的根本要素和德军总参谋部的特征——深谋远虑普遍受到重视，无形中也造成了一些内部紧张气氛。从阿登地区对法国发起主要攻击的建议是A集团军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中将1939年10月向陆军总司令部提交的，但没有什么结果，很可能由于它加剧了紧张局势，或被人当做对总司令及其幕僚的指责而夭折。也可能他的计划贬低了B集团军（该集团军是右翼突击的主要力量，其指挥官费多尔·冯·包克将军极其自负），也有可能古德里安抢了头彩，因为最高统帅部曾就希特勒类似的感觉咨询过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古德里安劝说曼施泰因将原来用于突击的3个机械化师增加到6个。但话又说回来，假如空军少校没有犯“罪”，假如冯·曼施泰因没有直接与希特勒对话，他的建议肯定会被束之高阁。



　　当时最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曼施泰因前脚调走（为了堵住他的嘴），他的建议后脚就被采纳了。曾支持过这个计划的冯·龙德施泰特（曼施泰因的集团军司令）感觉到自己要受命执行这一计划时，心里别提是什么滋味了。虽然新任集团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少将已欣赏到了计划的奥妙之处，但上层普遍认为，阿登地区虽可突破，但三个装甲军如果没有强大的炮火支援如何能突破缪斯河一线的密集防御。他们的错误判断完全基于自己对波兰战役中轰炸效果的估计，当时德军大炮对英勇奋战的波兰官兵威胁甚小；他们根本没有理会希特勒关于法军缺乏斗志的观点，而且低估了德军情报的价值和古德里安率第19装甲军对色当进行快速突击的效果。



　　冯·龙德施泰特自始至终对阿登计划（现已成为黄色方案的一部分）耿耿于怀。在1月21日训练间隙的一次酒会上，古德里安被这位集团军司令逼急了，双方就装甲兵团大纵深穿插问题争执不下。当晚，气急败坏的古德里安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想不到会有这样缺乏理解的辩论，波兰战役后，甚至增加了仇恨的成分……想从这群著名的人物中间寻求任何东西都是痴心妄想。”后来，当准备请希特勒最后审定这一计划时，古德里安再次被“同僚们”嘲笑，甚至怀疑他能否渡过缪斯河，更不用说直捣英吉利海峡或巴黎了。



　　古德里安只得忍气吞声，当然，冯·龙德施泰特也该罢休了，但这位64岁的集团军司令及部分下属对整个计划的暧昧态度实际上播下了灾难的种子。他们提起“头脑发热的海因兹”就气得够呛。冯·龙德施泰特远远没有像他的崇拜者说的那样思路敏捷。



　　5月13日清晨，德国轰炸机对色当阵地开始了高空轰炸，中午时分，轰炸达到了高潮，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和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令人胆寒。法国第55师的士兵们首先意识到了冯·龙德施泰特的失策和古德里安的正确。他们已经因为前一天晚上德军突然出现在对岸魂飞魄散，加上逃过来的士兵纷纷述说德军坦克如何厉害，可实际上他们只看到几个坦克影子。早已深深侵入法军体制的惰性开始发作，充分暴露了其战前酿成的种种失误。担负色当地区防御任务的第10军第55师、第71师和第3北非师均装备不足、素质较差。军长格兰萨德将军自己也承认：“干活、训练、打仗都没有热情……人都散了……炮兵年龄偏大，训练很一般……”既然如此，人很精明的第2集团军司令夏尔·安齐热曾经抱怨，为何把他们配置在没有坚固工事的地区，而把精良的部队布署在较为牢固的马其诺防线上呢？为什么在紧要关头不派兵增援色当并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呢？说到底，他和冯·龙德施泰特一样，对已在波兰战役初露锋芒的德军装甲师估计不足。也许是因为他只看法国陆军坦克总监凯勒将军的报告，凯勒认为德国无力像闪击波兰那样闪击法国，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主要作用仍和过去一样，即支援步兵作战。



　　这一错误的论点使55师的士兵深受其害，阵地上的大炮渐渐哑了，炮手在敌机轰炸时纷纷逃命。沿河修筑的碉堡被对岸德军的高射武器一一摧毁；在没有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德军士兵划着橡皮舟开始渡河。而且他们竟然在大白天抢滩上岸、向高地上渗透，此时，举目看不到一辆坦克（的确还未赶到）。夜幕在激战中降临了，自己的大炮也全哑了，听说德军的坦克已过河，上司已同意撤退。倾刻之间，第10军崩溃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它反映了低劣的训练水平、涣散的斗志和指挥、控制上的无能，有些军官还假装接到撤退命令，尔后率部溃逃。当时确实来了坦克，可它们是法军准备反击的坦克，本可将草草训练出来的德国步兵一举击退，但为了避免在友邻部队造成更大的混乱，反击只好告吹。



　　伴随着大溃退的是坦克恐慌症。早在1917和1918年，德军就得过这种病，但对法国人来说，这还是第一次体验。由于不了解装甲师，他们平时训练中毫无思想准备，再加上另一个吓人怪物——俯冲轰炸机，他们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所以，当德军坦克第二天真正出现之时，已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了（坦克是连夜从浮桥上过河的）。根据自己亲眼目睹的战场情况，古德里安分析已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尽管未收到下一步的命令，他认为这是向英吉利海峡挺进的时候了。在下游的蒙丹梅和迪囊，莱因哈特中将和霍特中将分别率第41装甲军和第15装甲军突破了敌人防线，正向西追击溃退之敌。



　　法国第1集团军经历了几乎同样意义深远的战斗。该集团军刚调至比利时设防，右翼为第9集团军。5月14日，在阿尼爆发了历史上首次坦克会战，由普兰乌的骑兵军迎战霍普纳中将的第16装甲军，两军都是各辖两个装甲师，法军装甲师有174辆坦克，包括“索姆阿(Suoma)”；德军每师300辆中、轻型坦克，其火力和装甲均不及“索姆阿”。此战役立即显示了德军集中各种兵器的崭新理论相对法军把坦克与马匹同样对待的陈旧做法所具有的优势。由于法国坦克分散配置在集团军的整个战线，又没有和炮兵、机械化步兵协同作战，它们简直成了神出鬼没的德军坦克集群的活靶子。法军装甲师的指挥系统和保障体系均遭破坏，而且在坦克战中也吃了败仗，主要因为法军在设计过程中错误地选用了单人炮塔（含“索姆阿”），使这唯一的车长兼车手无法高效率地完成开车、装填、瞄准等动作；而德军马克III-IV坦克均为三人炮塔，车长、炮手和装填手三人分工明确，动作迅速，相对射击精度较高。德军坦克占优势的另一因素是，每辆坦克都有性能可靠的无线电设备，构成了良好的通讯网络；而法军只有25%的坦克装备了性能尚不过硬的电台。法军骑兵军的失败还可归咎于执意把坦克分给步兵的第9集团军司令。这次来自敌我双方的摧残使这两个装甲师，以及配属第7集团军的第3师，从此一蹶不振。



　　接着就是法国装甲师的末日。由于缺乏古德里安式的领袖，这些所谓的装甲部队从未整军整军地集结起来，相反，经常是七零八落地打游击。第二师于14日被第9集团军派去阻击霍特的第15装甲军，15日遭到刚刚加上油的第5、第7装甲师的密集攻击，当日晚上，第1师的150辆坦克仅剩下50辆，在向西溃退途中几乎全军覆没。第2师（DCR [ 注：扫校者注：法文Division Cuirassée de Réserve的缩写，是作为总预备队的装甲师。 ] ）在15日与其保障分队失去了联系（后者误与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遭遇），战斗分队，包括坦克，只好分散到步兵连队，结果，被欣喜若狂的德军全部歼灭了。第3师奉命于14日在色当地区对德19装甲军实施反击，可部队备战不足，懒散，没有战斗力。师指挥所没有立即下达紧急命令，而是按步就班地拟制方案，抵达冲击出发线时才想起加油。进攻一拖再拖，最后被迫取消，而且又来了个分散配置。第2天他们在上司督促下再次组织反击，行动仍然迟缓，反击再次告吹。在古德里安及其上司——装甲集团军司令冯·克莱施特将军的眼里，这根本不算什么事。除了归属戴高乐将军的第4师（DCR）和骑兵军的残余力量，法军突击力量在不到48小时就被全歼了。所以，在法国人眼里，战役已经失败，指挥已陷入混乱。安德烈·博弗尔上尉记下了法军东北前线司令乔治将军惊闻战败报告时的反映：他脸色苍白，喃喃自语，“色当丢了，部队完了……”他跌坐在椅子里，热泪滚滚。他和法国军队都未能从这次打击中缓过劲来。与此同时，德军进攻速度之快，超过了老式电话和电台反应的速度（法军密码均已被破译）。



　　自满是过去靠过时技术取胜的副产品；惰性必然导致缺乏理解、指挥无能；许多人年事已高，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速度、压力和紧张。正是自满和惰性使法兰西军队和整个法兰西一败涂地。失误太多了，无法一一陈述，德军装甲兵团的进攻势不可挡。5月14日荷兰陷落了，冯·包克的B集团军（以步兵和炮兵为主）突进了比利时。现在是分析德军进展的时候了。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大本营为何没有风平浪静。



　　14日德军装甲集团刚刚突破法军防线，两位很有影响力的军官就开始嘀咕法军以不断扩大的南部侧翼向德军拦腰一击的危险。在分析战争形势时，就有人表示了这一担忧，但希特勒没有。16日，随着法军第3DCR师不断发起零星攻势，希特勒向冯·龙德施泰特提出了警告。17日，两人交换了各自的担忧，并把想法告诉了集团军参谋长哈尔德，当时，这位参谋长正为战事的发展暗自高兴。就在这一天，冯·克莱施特受冯·龙德施泰特之命（而不是陆总），命令古德里安停止前进并训斥他擅自行动。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了一顿，“头脑发热的海因兹”提出辞职，克莱施特接受了。冯·龙德施泰特接到报告后，即派席格蒙·冯·李斯特将军接任古德里安。攻击重新开始了，停下来的借口是“考察情况”，因为古德里安只用电传机和联络官保持与总部及友邻的联系，他下达的命令是无法用电台监听的。由于这场失误的喜剧，时间和进攻势头均失去了；用哈尔德的话说，希特勒是害怕自己的胜利。



　　依靠破译敌人密码及空、地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使德军几乎一帆风顺地抵达了各自的目的地。20日，15军赶到了阿拉斯外围；41和19军数小时后也到了海峡附近。德军后勤供应通畅，从未发生燃料、弹药短缺的现象，至少50%的坦克完好无损，还有相当一部分只需一线、二线维修，真正在战斗中被摧毁的极少。四处都是混乱的敌军，他们也搞不清楚德军坦克会向南攻占巴黎，还是向北合围背靠大海和数个不设防港口的法、英、比官兵。



　　如果德国的敌人想庆祝德国战败的纪念日，那就应该是公元1940年5月21日。这一天，由于希特勒和冯·龙德施泰特对南部侧翼的担心（事实上未受任何重大威胁），最高统帅部和陆总在争吵中浪费了极其重要的时间。最后，他们决定向北进攻敦刻尔克，同时派步兵师加强南部侧翼，将第16军加强到冯·克莱施特的装甲集团军，并命令B集团军将溃退盟军赶到阿拉斯北部二线。同一天，英国少量步兵在70辆重型坦克和法国骑兵军残余部队的配合下，南出阿拉斯，向下午才开始推进的第15军第7装甲师侧翼猛击一下，在德军中制造了不小的混乱。也是在同一天，盟军决定守备布伦、加莱、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最初是为了在与南部基地中断联系之时用来补充给养；后来则是为了撤出残兵败将，如果届时他们尚未被合围、迫降的话。



　　英国人清楚地发现这些盟军部队只有投降这条出路，因为他们不仅侦听战场情报，而且刚刚破译了德国空军绝密级的密码——红色方案。几年来，英国一直在研究德军使用的加密机，发现其击键速度相当缓慢。在挪威战役期间，英国人通过自已改进的、高速度的同类机器不断破译了德国陆军和空军在战役中使用的密码——黄色方案。但是5月20日，德军突然改用高速度的红色方案并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从5月22日起，英国每天截获多达1，000份情报。



　　尽管德军在21日耽误了大半天，尽管他们的进攻力量在22日被暂时、实际上是不必要地分散了（主要为了对付来自阿拉斯的所谓盟军反攻），冯·克莱施特的装甲集团军又向前快速推进了。英国截获的情报中无一能改变盟军的灭顶之灾。他们的部队在比利时前线就被打乱了，无人能调回来阻挡冯·克莱施特，沿途只有少量从英国轮渡过来的步兵。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英国人再次交了一点好运，他们在25日活捉了一名德军联络官，从他的文件包里发现了德军向伊普莱斯附近缺口进攻的计划（该缺口是比利时军队撤退留下的）。当时正好有一点时间用来调整部署，堵住缺口，英军又得救了。从长远看，这次缴获的德军命令对了解德军各个战区的详细部署具有很重要的情报价值。



　　德国在21日的最大失误或许是希特勒与其海军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上将一起犯的。眼看从北角至比亚里茨的整个海岸即将落入德国之手，而希特勒又可能进攻英国，这位海军上将提醒他的元首，最近大家都认为进攻英国不太适宜。“现在如何呢？”他小心地问了一句，内心真希望他害怕的这个计划能被否决。希特勒不加思索地说，“不行。”他认为英国到了目前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乞求和平；雷德尔终于如释重负。希特勒的仓促决定我们在下文还要研究，在此只想说一句：这位最高统帅再次贻误了战机，眼睁睁看着合乎逻辑的军事计划转变成了失败。



　　不过，有理由相信，如果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1集团军在敦刻尔克全军覆没的话，英国抵抗的意志将会同时消失。布伦并未设防，24日清晨被第2装甲师占领；第1装甲师将加莱留给了第10师，自己直扑敦刻尔克（第10师经与英军一个旅激烈交战于26日攻占了加莱）。24日凌晨，冯·克莱施特的三个装甲师，还有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已一字排开，直扑16英里以外的敦刻尔克，在24小时内即可合围全部敌人（盟军阻击力量只有法国一个劣等步兵师和部分英军步兵）。尽管洪水使部队离开公路难以行动，但公路本身防不胜防。从英国本土起飞的飞机也未取得任何攻击效果。在敦刻尔克即将沦陷的时刻，却从天上掉下一个停止前进的命令。



　　德国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多方猜测，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现在看一下发布命令的过程就可以判断历史学家公认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命令是由冯·龙德施泰特起草的，他深受希特勒恐惧心理的影响，但命令未经陆军总司令审查。24日下午，冯·龙德施泰特就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跟往常一样急于让部队靠拢，既没有看到机械化部队正秩序井然地向海岸挺进，又没有经陆军总司令批准，而陆军总司令的企图一直是由A集团军担任主攻，由B集团军辅助，直捣敦刻尔克。直到24日傍晚，在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与元首进行了极不愉快的谈话以后，停止前进才以希特勒的名义确认下来，同时宣布的命令是消灭敦刻尔克敌人的任务交由空军完成。冯·龙德施泰特退缩的理由充分反映了他对机械化的怀疑和无知：担心来自南方的威胁；担心坦克部队50%的损失（依然完好的还有1，500余辆，很多马上可以修好）；希望保存实力，以便有一天挥军南下，征服整个法国。把任务交给德国空军也反映了空军司令戈林元帅的机会主义本性，他把陆军的缺点当作自己争光的极好机会，完全不顾空军在战备和作战方面的实际能力。其轰炸机群，由于战损和保养不良，根本无法在夜间保证轰炸效果（而盟军的撤退行动大部在夜间进行）。其战斗机航程很短，在缺乏野战机场的情况下，作用是很有限的。正如一位德国权威指出的那样，戈林的军事能力从未超过普通营长的水准，而且，德国空军的脆弱和局限性在当时还没有大曝光。



　　迟至26日，冯·龙德施泰特，据哈尔德回忆，“实在无法容忍战场的情况，要求改用装甲师攻击”。与冯·龙德施泰特保持密切联系的希特勒随即同意A集团军再次向敦刻尔克挺进，“理由是阻止进一步的撤退行动”。但此时此刻，港口周围地区已布满了从东线调来的盟军主力部队；德国空军也发现击沉船只来越难。一方面，他们缺少这一训练；另一方面，恶劣的天气以及皇家战斗机的护航使他们难以接近轮渡区域。



　　在德军恶狠狠的眼皮底下，撤至敦刻尔克的盟军纷纷登船远去，地面炮火和飞机轰炸已无能为力。同时，德军机动力量均被抽出来准备征服法国——在对手大部兵力已经覆没的时候，这明摆着是个形式。依照凯塞林的观点（他已得到雄心勃勃的戈林司令的支持），现在正是采取紧急措施，趁敌立足未稳，夺取英伦三岛的时机。但5月21日作出的不进攻英国的致命决定和希特勒对英国投降日益增加的信心使凯塞林的建议成了泡影。全部力量都用来对付法国了。直到6月和7月初法国沦陷、德军欢庆胜利时，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措词强硬的声明才使德国醒悟过来。可事到如今，正如敦刻尔克一样，缺乏连贯性和全面的战略方针只能播下失败的种子。














	

 






	















	







	







	









 





	


	







	








	




	


第三章 致命的延误




	







	

 



	


	


——对英作战



　　德国未能在1940年入侵英国的主要原因极可能是缺乏思想准备，因为这事是战争爆发以后才碰到的。德国退缩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情报贫乏，尽管当时法国已经快要崩溃，英国远征军也已注定要覆没。由于没有战略上的考虑，针对英国的情报工作一直是低水平的。1940年夏季，德国人对英国的实力和部署都没弄清楚，更不用说士气和作战计划了，而且他们从未设法填补这一情报真空。



　　英国方面对德国的现状也是所知甚少，虽然在6月份他们就相信入侵已无法避免。1939年11月由于粗心大意，英国的一些重要间谍被德国人抓获了，出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灾难，加上后来德军征服了欧洲，英国失去了最优秀的情报来源，只要看看有关的史记，人们就可以发现，不列颠战役之前和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对德经济和工业产量的估计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情况，简直是在暗示自己的末日，至于军力的估计，尤其是德国空军，他们也明显夸大了。当然，德国一征服西欧，人们就意识到其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可是估计有5，000架飞机的德国空军（事实上在1940年8月1日只有2，800架）不可避免地会对战斗航空兵司令道丁的防御措施产生制约作用。



　　起初，双方都觉得空军是入侵行动的关键。6月，英国人的确害怕德军会像凯塞林设想的那样用空降兵突袭。德国没有立即（最晚应在7月初）采取行动真是大错特错，因为皇家海军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长期处于低潮，既要保卫海岸线、击沉法国舰队（不让德军染指），又要为运送食品、原料和武器的船队护航，本土舰队及其官兵均已极度疲劳；陆军只能集中200余辆重、中型坦克和300辆轻型坦克，外加786门野炮和167门反坦克炮，而且使用这些武器的单位尚未从法国战乱中清醒过来；皇家空军的雷达预警系统还未完工；单引擎战斗机在法国损失惨重（6月4日，预备机库仅剩36架），眼下只有1，000架左右，受到训练的飞行员不足1，200人。当时每天可生产15架战斗机，可只能每天培养5名飞行员。



　　自然，德国人是不可能完全掌握英国的上述弱点的，但他们已经意识到德国单引擎战斗机较之英国飞机占绝大优势，并且德国人大肆吹嘘他们飞行员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战术。根据在法国缴获的一切，他们不难判断出英军的损失。而且，根据轰炸效果的研究，德国人理应看到空军没有自吹的那么有效。然而，戈林仍然吹嘘，他的部下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让英国屈服，德国海军和陆军只需象征性渡海打扫战场。在此以前，德国空军在波兰战役中再三失误；在西线作战中，空中优势也是等地面部队攻占了敌人预警系统和全部机场后才取得的。海、陆军均表示把戈林的许诺作为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海军司令部更希望他失手，免得自己跟着玩命，陆军则兴致勃勃地把这件事当做自己擅长的渡河演习。



　　由于取消了7月初进攻英国的计划，德国从未察觉英国部署上的种种混乱（如果5月21日雷德尔征求希特勒的意见时，答复是肯定的，德国还来得及在7月初攻占英国）。英国情报机关由于对德军部署不甚明了，对德军计划一无所知，迟至10月还判断侵英部队将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港口集结，在东盎格鲁实施主要登陆。无人知道这一猜测的由来，因为在没有空拍照片的日子里不得不靠猜测（直到10月逆火式高空远程侦察机才问世），也许是为敦刻尔克前的部署找借口，也许是从《沙筛》小说中获取了某些灵感，该书虚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类似的方案。纵使德国人像天真的情报预测的那样在多佛海峡最短、最易保障又最易暴露的地段实施登陆，英国的防御，除了唯一的战斗机力量，均极其薄弱。



　　这些防御，究竟毛病出在哪里，当时皇家海军和陆军的动向可使我们略知一二。本土舰队司令查尔斯·福比斯上将，经海军司令部同意，打算把主力舰队留在斯卡帕弗罗（除非德国舰队倾巢出动）。北海的防御，全靠散布在泰恩至希尔内斯四个港口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多佛仅有5艘驱逐舰．朴次茅斯也是5艘。福比斯决意不顾一切理由充分地避免将大型舰只投入水深偏浅、气候恶劣、布满水雷的英吉利海峡。德军对多佛的猛烈轰炸一开始，一艘驱逐舰就被击沉了，其它几艘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他立即将军舰调回朴次茅斯，使肯特和萨塞克斯门户洞开。至于肯特的防御（德军企图用空、海运在第一天登陆四个师），只有一个装备不足、缺乏经验的师，而且获准在敌人占领滩头阵地后撤至伦敦外围的CHQ防线，因为别无他法。这就是7月份英国东南前线卫士的心理状态。到了9月份，尽管航空照片不断显示安特卫普至瑟堡一线的大批船队，尽管多佛崖顶的观察哨可以数出顺流而下的敌船数目，英国人的心理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基于原先的错误判断，海军把这些船队解释为正常的贸易活动，“可能是解决什么运河堵塞问题”，迟至9月12日，他们仍认为“有些船可能开往西班牙或葡萄牙”。



　　英国在9月份抵抗德国的能力比7月份是增强了许多。然而仍有很多将领怀疑德国可以渡过海峡，南部沿海再次征兵备战。漫漫长夜和逐渐恶劣的气候使德国海军的任务日趋艰难，关键是，德国空军已无力摧毁英国的防空体系，6、7两个月使英国有了足够的喘息时间来提高雷达的功率，制造1000余架战斗机和更多的高射炮来保护重点目标。此时，德国空军又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不再把消灭皇家空军作为主要目标，这与院校教育和作战条令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不列颠空战的周期远没有英国官方历史和其它记载描述得那么长。9月6日，当德军舰队还在集结的时候，戈林根据其飞行员击落敌机的夸张统计得出了几乎没有反对意见的错误结论——皇家空军已全军覆没。他就是差了一点点。英国有的机场是不能用了，其它的也被炸得七零八落。处处可见起重机在抢修跑道。通讯网络和预警系统均已告急。事实上，如果德国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意识到不可能单靠轰炸全部摧毁雷达设施，英国防空体系就可能永远失去作用。即使在有雷达的情况下，英国战斗机的战损也超过了他们的对手（主要因为地面机场被炸后保养设施很不健全）。更令人担心的是，英国急需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他们只有少数飞行员掌握了击落敌机的技术；多数人只能成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占优势的德军飞行员的活靶子。如果德军继续攻击英军机场并迫使皇家战斗机在从法国起飞的德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内较量的话，道丁上将的战斗航空兵肯定会被赶出南英格兰地区。无论如何德军是可以成功登陆的。



　　当戈林突然将轰炸目标从机场转移到伦敦港和市区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轰炸不仅没有吓倒民众，机场不仅得以恢复，整个空战的优劣势完全逆转了，为了护送轰炸机抵达伦敦，德国战斗机不得不在燃料不足、被动的条件下作战，而英国战斗机则可以从容地占领有利高度，主动出击。从9月7日伦敦遭到首次轰炸开始，皇家空军仅用了一周时间就恢复了战斗机力量。再过一周以后，德国空军已不是对手，只能采取偷袭和夜间轰炸的手段。入侵计划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被推迟、取消了。



　　毫不夸张地说，德国致命的失误就是未能入侵英国并使之退出战争。假设德国在1940年实现了这一目标，希特勒就可以放手收拾其它国家。皇家海军也难脱厄运。也许在她建立德国垄断的欧洲合众国时，大不列颠帝国的主要利益均己落入德国的魔掌。不管怎样，美国总统肯定会支持肯尼迪大使的意见，从英撤出全部援助，以求得与一个洲际大国的某种协议。该国如果想解决苏俄的话（希特勒决心已定），那恐怕就势不可挡了。














	

 






	















	







	







	









 





	


	







	








	




	


第四章：迂回作战




	







	

 



	


	


——入侵苏联的前奏



　　对希特勒准备或已经开始入侵俄国的无数有记载的文字中，有一种看法极为普遍：不可思议！就连希特勒圈内的人，当然还包括他手下的司令官们，都感到震惊。他居然冒失去新近取得的战果之险，入侵一个地域如此辽阔的国家，一个双边友好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的国家。英国尚未击败，希特勒居然就考虑实施如此庞大的计划，因而一手造成兵家力求避免的局面：两线作战。同样，令希特勒的对手感到有趣的是，英国之战开始以后的几个月中，便逐步有迹象表明俄国很可能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但是，只有那些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的人们才有必要去研读一下，希特勒从1918年开始向俄国共产主义在德国的代理人展开斗争以来的有关俄国共产主义威胁的谈话和文章。对持中间和偏右政治观点的德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极端令人厌恶，它使国家陷入血腥内战，破坏了社会秩序，摧毁了经济。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以及绝大部分军官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必须解除的威胁。



　　尽管在此特定时节，使用武力实现上述目标是否英明则的确值得怀疑。姑且不论1940年4月中旬对他最亲近同事所发表的声明中希特勒有何政治和心理意图，值得研究的是，希特勒和他的司令官们是如何得出他们可以击败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也是所谓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们深信自己的战争机器是不可战胜的，有充分理由毫不动摇地信赖德国官兵的勇武和忠诚，以及在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证明占绝对优势，只因英吉利海峡的存在才没能粉碎英国的军事组织。尽管俄国看上去非常庞大，尽管过去十年中俄国的军备投资十分可观，但是在波兰战役后期两军相会时，德国人并没看到俄国人应有的表现。就德国人而言，1940年初俄国对芬兰的进攻也没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俄国军官看上去是由一帮素质低下的人组成的，士兵根本谈不上训练有素，而装备则是十分陈旧。从日本人那里他们又搜罗到一些关于满洲里边境冲突中俄国军队表现平平的消息。但德国人却忽视了日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一事实，以及对芬作战后期俄国人的表现令人相当信服。



　　德国人明显地缺乏有关俄国作战序列、部署、新装备、通讯和经济形势等关键情报。如同对英国注意不够一样，德国人对收集俄国情报也没有投入多少力量，而俄国内在的神秘性和严厉的安全管制又使得情报收集不可思议地艰难。更有甚者，在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苏军情报的步兵出身的总部参谋还同时担负了其它许多任务。他既不是苏联问题专家，也不是红军问题专家，而且不懂俄语，这种任命实在不太聪明。因此，毫不奇怪德国只有通过地面巡逻队和飞机经常跨过边界进行偷偷摸摸、完全非法的侦察，得到一些关于边境地区的详细情报，而情报评估往往平庸无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有人还相信情况通报，而且，不管预测是否正确，反应常常是敷衍了事地应付一下。这些都是过于自信的结果。德国陆军一头冲进俄国，以为对方只有200个师，两个月之后却发现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00，而到1941年12月，俄国兵力已超过400个师。尽管知道俄国的铁道轨距与德国不同，道路状况也差，但根本没有在行政和后勤计划方面采取足够的补救措施。面对这些关键问题，几乎所有部门的表现都不尽人意。



　　英国和俄国通过众多的渠道，对德国的意图和实力都有详尽的了解，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稍微差一些，但由于受制于多疑的本性，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反复呈现的证据。尽管怀疑德国准备进攻俄国，早在法国沦陷之前就已开始怀疑，但直到9月才第一次出现确切的迹象。这时德国开始增强东线兵力，并减少对苏出口。随后这方面的迹象越来越多，但也一次次地被相反的情报所推翻，其中许多情报是德国有意编造的，暗示入侵英国仍然是其首要目标。英国一贯坚持不懈地在苏德之间播种相互不满的种子，以使俄国脱离与德国的结盟。为此，英国把许多情报从伦敦转到莫斯科，但斯大林并不相信，认为这不过是英国玩的一个把戏。当然英国不敢把其所知的全部告诉斯大林（且有时还有意引诱其产生错误的判断），因为从“超级”破译“埃尼格玛”通讯中获得了十分有价值的情报，而这一情报来源的存在，本身便是国家的无价之宝，绝对不能让一个公开与德国结盟的国家知道。



　　把这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归纳一下便是，到1941年4月，俄国人已有大量确切的证据表明，德国正在计划入侵苏联。但是，最高统帅斯大林拒绝相信，只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防范措施。对此，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斯大林不愿相信，也许是因为他自己认为德国人计谋多端，绝不会愚蠢到把虚张声势当真变成入侵。但有趣的是维克多·苏沃洛夫有根有据地指出，斯大林本人当时正在计划入侵德国，时间是7月10日。而且6月俄国西线兵团在进攻面前毫无防备就是因为苏军的兵力部署呈进攻态势，而不是守势（参见BUSI杂志1985年6月以来的文章）。如果苏沃洛夫的观点正确，那么斯大林直到6月21日深夜之前都顽固地拒绝了所有专家请求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的意见，便是犯了双重错误。而且更糟的是在最后时刻，一个叛逃过来的德国上士的供词才终于使斯大林相信第二天即将发生的入侵。



　　6月22日星期天凌晨，当德国飞机开始预热马达，陆军纵队开始向边境推进时，莫斯科红军总部的参谋正手忙脚乱地试图向受到威胁的机场和边境部队发出警告。但俄国的通讯系统主要依赖电话电报并辅助以落后的无线电台，其通讯能力之低劣早已是名声在外了。总而言之，这是个凌晨，许多人，包括一些很有责任心的军官，在周六晚上的欢纵之后，刚美美地睡了一个或几个小时。当炸弹开始落在排满飞机的俄国机场上的时候，当炮弹震撼着前沿阵地，德国坦克和士兵铺天盖地地扫向刚被枪炮惊醒、睡眼惺松的俄国步兵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警告转到了预定目的地。



　　如果德国在进攻俄国时没有在保持对英压力之外更多地分散兵力，那最初称作的“奥托计划”（最后被定名为“巴巴罗萨计划”），也许完全有可能成功——尽管这点也值得商榷。因为它完全可能惨败。然而，正如当时的情况，德国多向出兵，分散了可资使用的时间和兵力，而其中不少正是由于没有征服英伦三岛而造成的。



　　来自英国的威胁，把德国别无选择地拖进了自己无力承受的战斗中，而所需甚巨的大规模分散兵力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又迫在眉睫。在该计划还未制定出来之前，德国南部防线需要比希特勒原来所预计的多得多的兵力。他原来计划在西班牙的默许下，控制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从而把英国挡在该地区之外。但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将军拒绝合作，他已经不愿再打仗了，战争使他的国家满目疮痍。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得应付自己的“战友”——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在战争行情看好的明媚6月加入德国行列，这对德国看上去并没什么坏处。但是到秋风凛冽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仅仅维持意大利参战，将会进一步减少德国本来就不是十分充足的武器和原材料储备，更不用说在意大利未经宣战（也未经批准）就入侵希腊并遇到顽强抵抗，结果不光彩地撤退到阿尔巴尼亚之后，给其打气鼓劲的开销。这种颓势在12月发展成英军在北非大败意大利（以后还会进一步讨论此事），接着意军从埃及边境一路溃退到班加西，而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槽的事情。意大利的战争热情随着其北非领地的失陷而荡然无存，这一点德国也不敢忽视。



　　尽管不情愿，希特勒还是不得不进一步采取措施以确保“巴巴罗萨计划”的南线。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迫于强权外交，一开始就被拉入了轴心国集团，成为德国人入侵俄国和保卫罗马尼亚境内至关重要的油田的基地。现在这些国家又成了德国通过外交手段接管南斯拉夫和入侵希腊的跳板。与此同时德国的两个机械化师，即隆美尔中将统率的非洲兵团，被派往的黎波里去拯救北非惊恐失措的意大利军队。结果这些意军还是在2月5日被英军在贝达富姆战役中歼灭，德国每次在南线的扩展不仅减少了用于“巴巴罗萨计划”的兵力，而且也推后了该计划的实施。英国通过外交手腕成功地在南斯拉夫煽动起了一次武装政变，并推翻了当地政府，从而使轴心国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控制该国的各种努力化为泡影。这时德国不断削减“巴巴罗萨计划”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当种种迹象表明，英国的轰炸机及其部队不久便可抵达罗马尼亚和“巴巴罗萨计划”的供给线，德国不得不在匆忙之中发动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大规模入侵。



　　这是令那位刚愎自用的元首感到欢欣鼓舞的日子。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野蛮入侵，在几周内便征服了这两个国家。这进一步刺激了那位不可一世的元首对自己军队勇武精神的奇想。当隆美尔将军出人意料地——因为显然他没有按命令在北非组织防御，向英军发起攻击时，给对手造成惨重损失并迫使其退回到埃及边界。这真可谓是越战越勇。此时的希特勒已被德军看上去不可战胜的气势冲昏了头脑，陆军的战略计划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批准了进攻克里特岛的计划，并且投入了两个空降师。



　　克里特岛之战是使戈林又一次名声大振的战斗，是德国雄心勃勃的第11空降军军长施图登特中将为了所谓荣誉而构想出来的。施图登特向戈林建议进攻克里特岛。尽管此前因为其并不构成多少威胁已决定不进攻该岛，但戈林还是在4月中旬设法得到了希特勒的准许，准备在5月发起进攻，条件是速战速决。德国空军以极快的速度在希腊准备好了出发机场并集结了1，200架飞机和滑翔机。但这种神速却被没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情报所抵消。德国在不到一个月内所收集到的少得可怜的情报基本上全是航空侦察所能发现的情况，而这些侦察活动基本上完全没有搞清楚实际上不容轻视的守岛部队之实力和部署情况。守岛兵力与进攻部队的比例被错误地估计为3：5。英军则完全知道德国的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因而形势对德军变得更加不利。



　　“超级”提供了关于德军空降地域的准确细节，但英军过高地估计了敌军的参战兵力。由于1940年缴获了德军的训练纲要，英国对德军空降部队的着陆战术也非常熟悉，英国守军不仅可以非常有把握地集中兵力攻击已知的敌人选定的目标，而且他们还拥有一些坦克，可以对着陆后尚未站稳脚跟的敌人立即组织反击。尽管英军与德国投入的部队相比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英军几乎没有飞机，火炮极端缺乏，无线电台也很少，旅以下的单位往往全靠仅有的一部工作不稳定的无线电台保持联络。虽然有如上的不利因素，但许多有见地的权威人士仍然认为德军的进攻应该被击败，特别是因为英军拥有高质量的情报。这些情报应该使守军有可能有效地集中兵力打击已知的三个敌军岛内空阵地域。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岛上英军指挥官伯纳德·弗赖伯格少将断定主要威胁将来自德国海军对海岸的攻击，而怀疑德国飞机是否会在滩头着陆？正如罗纳德·卢因所评论的，弗赖伯格只是一名“战将”。中东战区总司令韦弗尔将军出人意料地把所有克里特岛的防御问题都交给弗赖伯格处理，对弗赖伯格来说是有点力不从心。这意味着韦弗尔在选拔指挥官时已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弗赖伯格根本就没搞懂空降部队的特点和局限性。他绝对无法使自己相信德国把此次作战的成败全押在空降部队的表现上。由于低估了机场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德国空军的主要目标马莱迈机场的重要性，弗赖伯格也就没有对部下强调加强这些机场的防御工作。由第五新西兰旅的22营，外加两辆重型“马蒂尔达”坦克防守的马莱迈机场，并没有被当作防御要地来守卫。当德国空降兵和滑翔机运载的部队发动猛烈进攻时，英国守军没有得到增援。安德鲁营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与各连失去了联络，与旅部的通讯全靠仅有的一部信号微弱的电台维持。一次失败的反击损失掉了两台仅有的坦克，并且也得不到任何控制机场的连队的报告。安德鲁营长得出结论，机场阵地必失无疑。



　　实际上当时敌人的进攻受到了遏制，阵地还可以坚守，尽管最终能否守得住值得怀疑。英国守军既没有得到第五旅的增援，也没有接到“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命令。安德鲁于是命令控制着机场的连队放弃阵地。曾与第23新西兰营一起参加马莱迈战斗的新西兰旅的官方历史学家认为，他（安德鲁）下令撤离107高地和机场，给敌人提供了巩固扩大其初期占领区的唯一机会。在当时充满惊险的情况下，这种处置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个错误，一个被德军充分利用了的错误。德国人在其它方向的地面进攻都面临着失败，而其船载部队当天晚上就被拦截并且几乎全部被歼。



　　马莱迈的空降阵地成为施图登特增兵的基地和胜利占领克里特岛的跳板。但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胜利。德国损失了大约52艘运兵船和4，000名精锐部队的士兵（死亡或失踪）。这些装备和兵力如果一个月后能投入俄国战场，那么将会像后面讨论的那样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克里特之战对德国战略将产生更加长远的影响。惨重的损失使希特勒坚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缺乏可行性，因而不再敢使用空降部队实施主要进攻。














	

 






	















	







	







	









 





	


	







	








	




	


第五章：过于自信的恶果




	







	

 



	


	


——在苏联的战斗，1941年



　　许多军事理论的学究们在其著作中都指出，作战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选择并保持作战目标，不言而喻，自然是一个目标，而且只能有一个目标。在入侵俄国之前，德国人选择了相互间一个比一个更重要的三个目标。结果三个目标中没有一个是重要目标。这给“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牵制。要尽可能地多占领俄国领土，以保证柏林和德国东部不受空袭之扰；必须消灭俄国陆军；必须占领俄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比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乌克兰和顿涅茨盆地。这实际上等于说从正面进军夺取这些地区便可以实现上述三个目标。但德国兵力在数量上的不足使这种设想不可能实施。在1，000英里宽的的正面，德国只有2，700架飞机（比1940年进攻西欧的数量少）和2，000辆马克III型和IV型坦克，另外还有一些轻型装备和火炮（比1940年的兵力强）。可见多路进攻必须是谨慎有效地指向精心选择的最能产生效果的目标。在从几条可能的进攻路线中选定最佳路线时，容不得有一点失误。



　　首先，俄国的情况和法国一样，大部分错误是防御者造成的。与德国相比，俄国在空中和地面的技术战术均处于劣势，在人力、机动性、通讯、训练、战术以及作战经验方面俄国都不如德国。不仅如此，俄国人还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对6月22日凌晨德国的突然袭击毫无防范。从数量上来讲，俄国也许占有一定优势，双方力量为3：5。但苏军的装备落后，质量低劣，连部队在作战中的生存都一次次地受到了影响，当然不能指望受到德国优良武器压制的苏军装备的突击能力了。



　　在空军方面，俄国处于劣势。就连乐观的戈林都对战争初期俄国空军的损失之大感到震惊。地面上有近1，500架苏军飞机的残骸，而在空战开始的24小时内，苏军300多架飞机就被击落，而德军仅仅损失了2架飞机。开战第一周里近5，000架苏军飞机被击落，而德军只损失179架飞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只好任由德国空军在整个夏季战役中为所欲为。俄国空军再也没有从这次打击中恢复元气。差不多到1944年底以前，德国一直可以在俄国前线使用在西部战场不占上风的落后飞机。这不能不说是德国人的幸运，1941年夏天虽然令德国人兴奋，但希特勒、戈林和技术部主任恩斯特·乌德特将军早些时候的疏忽和失误已经开始使德国空军在作战性能方面落后于对手。



　　在战争头5个月内，俄国损失的装甲车也像飞机损失一样巨大，总共损失大约17，000辆，而德军损失为2，700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表明交战双方此时都已损失了6月22日开战前各自装甲车总数的近65%。如此巨大的差距是由装甲车的战术运用造成的。训练有素的无线电控制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机动和作战方面，大大胜过了处于劣势的对手。地面作战中的技术优势当然重要，但并不像空战中那样生死攸关。然而令德军头痛的是，苏军的重型KV-1型坦克和新服役的T34／76坦克比自己的坦克稍占优势，并且很难击毁。如同在法国一样，真正关键的是指挥、控制和战术。事实表明苏军坦克人员训练极差，在战斗中频频被击中。战术不熟练不仅使坦克与步兵、炮兵和工程部队无法协同，而且也使坦克之间无法配合。但这看上去并不是坦克车长的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不知所措，又不听专家意见的指挥机构。是听任指战员训练荒疏的苏联体制。



　　斯大林在30年代为了防止红军威胁其权威，对最训练有素、最有才智的军官进行了残酷清洗。由于装甲部队有最优秀的军官，因而所受的打击也比别的兵种更大。恐惧使幸存者不得不格外谨慎，而决策者又是优柔寡断。当西班牙的内战和与日本的冲突事件的教训表明坦克独立作战不可行时，斯大林便在1939年11月下令解散了独立的坦克军，并照法军模式将坦克单纯用于支援步兵作战。1940年春季德国大获全胜之后，斯大林又匆忙下令重建原先包括所有兵种在内的机械化军，而且是大规模的组建。但是当该给这些众多部队装备坦克，特别是给各级机构配备精干指挥官，尤其是高级指挥官的时候，才发现就连了解如此庞大专业化兵团的军官都廖若晨星，更不用说有能力指挥这种部队的人选了。许多就任高级职务的是一些在战斗中已被证明是败将、但对党的路线亦步亦趋、并习惯把难题上交而熬倒了自己竞争对手的军官们。随着人才缺乏日益严重，只有少数素质极高的军官，比如K·K·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才幸免被清洗掉，并且重新担任了指挥职务。在一个主动性、创造性虽然很受重视但却往往被政委手下的行刑队带来的恐惧而窒息的环境中，怎么能指望毫无经验的、在无知和压抑下萎靡不振的指挥官们能富有想象力地训练部队，并在战场上果敢地实施行动呢？



　　与极富想象力和进取精神的德国指挥官作战——冯·包克和古德里安是出色装甲指挥官中最杰出的两位——红军只有打败仗了。德国的装甲部队运用快速大纵深穿插和双层包围战术，疾速挺进到步行和马拖的步兵部队几英里的前方，杀出巨大的通向敌后方的通道，包围成群的吓傻了的俄军，摧毁其装备，并且全歼了挡在通往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路上的红军。德国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又一次发现，被大量就地歼灭的敌军不是其机动作战的对手，敌军幸存的装甲车和火炮溃不成军，失去协调，成小股拼命逃向森林和沼泽地。



　　如果以向莫斯科进军的德国军队为例来分析德国的战略，那么冯·包克的中路集团军群在作战中，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他们在实际指挥中是如何充分利用了俄国人在行动和判断上的失误，以及在选择目标时的优柔寡断是怎样导致了那些致命的失误的。中路集团军的两个军（古德里安领导的第2军和霍特领导的第3军），就像在法国时一样，从一开始就把步行的步兵队伍远远甩在了后面。只是此次作战战线比1940年那次拉得还长，而且受命完成对大批敌军的包围。一周内，这两个军便深入波兰和东普鲁士，在明斯克合围，一下子围住了苏军大约27个师，然后就等待后续部队的步兵赶来“消化”这些敌军。与此同时，德军的先头部队开始继续向东，朝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刺探。17天以后，德军第2装甲军已行进了250英里，抵达斯摩棱斯克。斯摩棱斯克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和工业目标，而且也被看作是一个展开心理战的重要目标。占领该城将在大约12～14个师的30万红军的退路上形成一个阻击阵地。从表面上看，这对冯·包克和古德里安来说都是个巨大胜利。可惜在苏军通过反击（当时他们的确正在考虑此事）恢复阵地之前，还有，苏军在通往莫斯科的叶利尼亚和亚尔采沃之间重新建立可靠的防御之前，德军没能把口袋完全扎紧，没能把苏军全部消灭，没有继续挺进。



　　从英国截获并破译的德军指挥官用“恩尼格玛”密码发出的电报中看，此时德军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俄国人从南面向古德里安和从北面向霍特的反击比预计的要猛烈得多。德军不得不从装甲部队中分出一部分兵力来应付，而不能集中兵力完全封闭包围圈上的缺口，防止苏军从斯摩棱斯克突围。另外，由于霍特的先头装甲军的失误，使原计划与古德里安会师的结合部成了一个缺口，结果苏军从这里潮水般地突围。统帅第2飞行联队的凯塞林元帅在亲自驾机飞过此处时，实际上看到了苏军的突围。他立即呼叫两个装甲军采取封锁行动。但是霍特已派遣了一个军去应付来自大卢基的敌人的威胁，而且根本不知道那个缺口的存在。古德里安则称他派不出任何部队，他一面命令炮兵用炮火阻止敌军突围，一面请求凯塞林实施密集的空中打击。而空军也只能部分满足他的请求，因为凯塞林完全清楚白天空中攻击的效果还勉强可以，夜间则基本无效。人们普遍怀疑古德里安有意不管那个缺口，因为他自己的真正意图是攻占叶利尼亚，以此作为进攻莫斯科的下一步，而这一行动当时尚未获准。



　　冯·包克要求封闭缺口的呼声从一开始就是徒劳的。凯塞林本人请求戈林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让他下死命令一定封闭缺口，结果也不了了之。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除兵力不足之外，还有供应不济。路面太差又遭大雨，交通干线上车辆太多堵塞不通。而这些车辆又没有一种可以越野。正如凯塞林无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样，第11空降师也可以封闭这个缺口，不幸的是它当时不能参战，正在忙着舔自己克里特岛之战的伤口。



　　据凯塞林估计，大约10万苏军从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中逃脱，给德国不断加长的失策清单上又添了一笔，尽管这并不是德国在中部前线和其它地区失去进攻锐气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7月以后德军进展迟缓的原因，有必要深入探究德国政府和高级指挥层在过去的错误估算和当时的错误行动。此刻德军已处在为尚未完成准备就仓促发动了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付出惨重代价的边缘。尽管德国陆军在1939年和1940年对付过时的抗击中表现出绝对优势，但其工业和后勤保障缺乏纵深和物资基础，只不过是装门面而已。希特勒、戈林和其党内的其他所有成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有德国陆军的军官们，他们是如此轻易地就接受了那种走过头了的欺骗和假象。



　　德国陆军的组织结构在接近月底时，开始出现了裂痕，即战役开始后的大约第11个星期，比其自1918年以后发动的最长时间的战役还要长一些。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波兰坚持了4个星期，挪威9个星期，荷兰、比利时和法国7个星期，巴尔干国家3个星期，上述每次出征之后，陆军的装备都运回国内基地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整修，刚好避免出现野战修理厂的大量抢修。无论如何野战修理厂的设施也只能进行简单的维修。更糟的是工厂的生产跟不上战场上的损失。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只要回想一下在整个重整军备的过程中，德国为避免通货膨胀一直对供给和生产实施控制。此时装备和物质的库存正在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而且，重要装备在俄国的环境下运转不正常。这并不能说成是设计者的失误，他们并没有得到指示去准备对地域如此辽阔、交通条件如此原始、气候如此恶劣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机过早地被磨损，因为空气净化器对付不了空旷草原上的尘土。骤雨把低级公路变成了烂泥潭，两轮驱动的卡车陷在烂泥中动弹不得。坦克履带不是陷在酥软的地里，就是当冬天冻实以后给死死卡住。润滑剂在严寒中也出现问题，燃料储存在不断减少，对一个其突击能力乃至生存比以前任何部队都更加依赖机械装备的军队而言，这些都是足以使其瘫痪的致命弱点。许多这类困难事先就预计到了，但却往往不是绕过去了就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不予理睬，或者由于希特勒和他的许多指挥官们自欺欺人地相信，在冬天向他们征收过冬费之前战争就早已打赢了。



　　冯·勒布领导的北路集团军群逼进到了列宁格勒城下，冯·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路集团军群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包围了大量苏军，并快速挺进乌克兰。这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混乱，但并没有迫使大俄罗斯人民放弃斗争，或迫使斯大林求和。也许有人认为集中力量发动一次夺取莫斯科的攻势也许可能造成对方的崩溃，但是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朝莫斯科方向的推进在8月初就停止了。已占领地区的人民很有可能与德国人合作加入进军的行列。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所人、乌克兰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把德国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这些人完全会帮助德国人，如果希特勒和纳粹党没有顽固地执行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作寄生虫的种族主义政策，如果德国人没有粗暴地对待他们，以及后来进一步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从而迫使其产生反抗。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把他们又重新推到了斯大林的怀抱。就连大俄罗斯人也可能分崩离析，如果希特勒在国防军司令部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没有颁布他那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规定政委和共产党情报分子一经抓获就地处决。这个命令只会使苏联领导层更加强硬。他们已没有什么可担心会失去，只有继续抵抗并采取和德国人一样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坚守阵地。把敌人逼到绝境的同时，又不给其一线生存的希望，这是战争指挥上的绝大错误。但这些却正是所有参战各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时坚持的政策。俄国人、德国入和日本人对大部分最残酷的过激措施负有罪责，从短期看，这毫无疑问是坚定了自己的抵抗决心，但从长远看却瓦解了自己的人民。



　　在俄国持续抵抗的阴影之下，考虑到后勤上的缺陷以及暂停行动以便物资前运和装备维修的需要，德国高层指挥对如何最有效地夺取几乎到手的胜利犹豫不决。国防军统帅部这时选定夺取莫斯科为下一目标，认为这一威胁将迫使红军坚守并战斗（而不是越来越倾向于避免正面交锋）。莫斯科失守将会搅乱苏联政府，使其失去重要的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有效地使苏联一分为二，并大大动摇其士气。但这时希特勒的目标却莫名其妙地转向通过局部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在此过程中附带占领一些有价值的地盘。然而这一计划由于俄国人7月底被迫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但却失败了的反攻而中止。



　　当8月15日希特勒严令不许进一步进攻莫斯科时，冲突终于发生。相反，他在8月21日的一份指示中坚持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军兵团与南路集团军群配合向南进攻，实施对部署在那里保卫乌克兰的俄国的4个军彻底包围。对此国防军统帅部和中路集团军大为不快，与此同时，元首还拒绝给东线足够的装甲战车增援，并且认为以前的合围作战中多达25%的敌人逃脱，战果令人失望。这使人不禁要问元首欺侮并否决他的将军们的怪癖有时是否被置于击败俄国人的努力之上。一个失败的奥地利艺术家，战时军衔从未超过下士的士兵，完全有可能以支使贵族式的普鲁士陆军元帅为乐，时刻铬记着普鲁士人与南部德国人之间的传统的敌视。此时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一个巴伐利亚人）开始认真考虑辞职。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留任，期望着希特勒改变主意。纯粹出于自我为中心，和有争议的攻占莫斯科的决心，中路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以及他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装甲军司令古德里安，也积极支持国防军统帅部为改变元首主意所作的努力。



　　5月23日在拉斯滕贝格召开的一个会议，标志着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更不用说苏德之战了。显然哈尔德觉得如果还有人能说服希特勒进攻莫斯科，那么这个人便只能是古德里安。希特勒多年来一直倾听古德里安的意见，而且当时私下里正在传说古德里安很有希望接替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冯·勃劳希契被认为是一个缺乏道德勇气的、无力承受元首暴戾的职业军人。在这个会上，勃劳希契不许古德里安与希特勒讨论莫斯科问题。但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高级将领的单独讨论中，古德里安提出了莫斯科问题，但被希特勒用一系列无关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理由而拒绝了，并且还傲慢地说：“我的将军们根本不懂战争中的经济因素……”而古德里安则依古老的普鲁士传统在训斥面前低了头，因为他不能“在他的同事面前与国家首脑争论一个已经决定了的问题”。毫无疑问古德里安的自律是由于害怕争论可能使他失去当总司令的机会，失去作为总司令把德国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机会。但是古德里安看上去接受了分兵乌克兰的决定却引起了哈尔德持久的敌视，就因为古德里安没有在一次会议上创造出哈尔德本人和总司令几周也都没实现的奇迹。而且，哈尔德也没告诉古德里安，指示中路集团军群向南运动的命令已经发出，而且要求使用一支“最好由古德里安统帅”的精锐部队。然而，不管造成这种误解和嫉妒的黑色幽默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即将来临的灾难。



　　进攻莫斯科的计划仍然被搁置着，因为征服乌克兰和准备占领列宁格勒的计划这时已成为头等大事。又有一大批战俘和装备被兜在德军的网内。而数量可观的俄军又一次从中脱逃。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防御者尽管装备简陋，但由于永不枯竭的人力资源使苏军又一次顽强起来。然而9月16日封闭乌克兰包围圈却成了希特勒最终同意进军莫斯科的催化剂，莫斯科离斯摩棱斯克只有200多英里，因此，根据装甲部队正常的推进速度，完全可以在冬季最暴戾天气到来之前就拿下莫斯科，但是俄国的冬天根据西欧标准是极其变化莫测的。



　　尽管如此，进攻开始很顺利。俄国人完全没有防备，也许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竟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苏军从9月10日以后就得到了伦敦方面根据其破译的关于希特勒消灭中部俄军的“伟大计划”的情报，并且发出了大量警告。然而，随之而来的苏军溃败也是由于他们一连串的调兵不力，加上大量装备的损失。向防御部队发布的停止所有地区性进攻，转入就地防守的命令，等于是面对像德国三个装甲军将领们这样的运动战大师，给这些部队开了一个自杀性的药方。德军的14个装甲师和8个摩步师向俄军的侧翼运动实施包围。红军把坦克部队重新改编成步兵支援旅，基本上取消了装甲军或装甲师的建制，这也帮了德军的大忙。然而，在仓促应战中，红军也不能有更多的作为。许多工厂被占领，剩下正在东迂的工厂又受到威胁，从而严重地减少了所有装备的生产，使苏军只能维持屈指可数的机械化部队。这些苦果都是源于斯大林开始所犯的清洗军官这一根本性错误。所有这些都表明过份集权内在的必然危险性。一个人由于害怕与他人分享权力或没能力与他人分享权力而独揽一切所造成的过份集权，是发挥主动性的大敌。



　　寒冬和缺乏行政预见性终于使德国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进攻败北。假设开始就错误地设想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以彻底击败俄国（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但这也不能成为不给部队准备冬季服装、装备没有采取防寒措施的借口。这恰恰是因为无能。无论输赢，德国陆军和空军肯定得在俄国度过整个1941年和42年间的冬季，在零下30度的气温中，总得要些比夏季服装更暖和点的东西，哪怕他们只是在营区执行任务。在10月5日至7日的第一场雪，全面显现了严冬的威力，所有的道路都陷入一片混乱，机械和人员的工作效率锐减，但德国人还是在乌亚兹马完成了对不少于6个军大约60万苏军的包围，另外还在布尔扬斯克又包围了两个军。此刻，苏军西线已处崩溃状态，当时的司令官朱可夫将军后来回忆道：“……所有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从本质上讲，都是敞开的。”人们开始惊慌地从首都大量外逃。而德国人此时却没有能力抓住自己士兵创造的这个良机。



　　肃清被围之敌这个曾经影响了夏季攻势的问题，加上大雪，现在又使秋季攻势陷入维谷，刚好给红军司令部足够的时间兴建靠近首都的防线。从某种意义来说，俄国人是在用空间和生命来换取时间，用人工构筑防御工事的人们的汗水和前线大量阵亡被俘人员的牺牲来消耗德国的战争机器，当双方随心所欲地用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时候，这个富有启发性的等式甚至使那些铁石心肠的双方指挥官们都感到良心不安。这时形成了一种模式，部分地受制于气候的变化。当严寒冻实了泥泞的道路和田野时，德国人便又开始向前射击，但德国坦克55毫米口径火炮的火力根本不能击败的俄国最新式的KV-1型和T-34型坦克的突然攻击。这又该引起古德里安的责难了。他曾建议在德国坦克上装备威力更大的火炮，但却出于物资紧张和对敌已占优势等短视的考虑而被否决。然而当冰消雪化时，一切行动又陷入停顿。火力受到压制，对方的防御坚如盘石。



　　德国中路集团军群的先遣部队在12月5日已经看到了莫斯科。接下来的一周将是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周，在发展进程和影响力方面完全可以和最初决定入侵波兰、取消入侵英国的计划以及错综复杂的进攻俄国的决定相比较。德国人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人员和装备的工作效率只能维持原有的20%。古德里安彻夜难眠，苦思冥想“……我到底能做点什么来帮助我那些在如此恶劣气候中毫无遮挡的可怜的士兵。真可怕，真是不可想象。”进攻被迫停止。12月6日，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之后，德国中路集团军群下令从莫斯科西翼的暴露地域向可防御的阵地实施战术撤退。俄国人的反击马上便开始了。第二天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军舰队，从而开始了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全面敌对。12月11日，正如他在8月向日本暗示的那样，希特勒拉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先后向美国宣战。



　　1941年8月在德国的日历上是一个疯狂的月份。犹豫不决和相互指责使仅存的在东线夺取最后胜利的机会溜掉了。浸泡在他自己发动的流血战争中的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如果他当时相信了装甲部队将军们在1937年关于苏军有17，000辆现役坦克的估算，他就不会发动对苏侵略。希特勒向日本人保证，如果他们与美国发生冲突，他将完全支持他们。他鼓励日本人把战争扩大到世界范围，从而使地球上最大的工业国不仅发泄其愤怒，也得以投入其无限的资源。如果8月就开始集中力量攻打莫斯科，几乎没有任何疑问，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至于这是否将会结束战争，则是另外一件值得讨论的事。但结局将会与由于四面出兵而最终不能攻下莫斯科完全不同。同样，如果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没有继续留任，而是让古德里安或其他有可能敢于抗拒希特勒的人来接任，也许能改善指挥决策的质量，尽管这绝对不是说可以保证狂妄自大的希特勒会放弃他那种刚愎自用的方式。但是至少古德里安没能保持表面的冷静。正如他在1941年12月5日之前常常表现的那样，古德里安总是有机会发泄。12月24日他有意再次毫无畏惧地违反了那些错误的命令，结果被解职。也许好多人认为这样做以及由此树立的榜样，总比永远受制于希特勒强多了。



　　如果1942年以前的战争岁月使人相信如下理论，即当失利时，一个军人的军事失误将受到公开的指责并被扩大；而赢得胜利时，他的失误往往被忽视或者原谅了，那么常常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交战者命运发生转机的1942年，在双方处于相持阶段的时候，则出现了各自掩盖自己失误的情况，为了保持自己在追随者心目中的形象，希特勒对一些高级将领进行了诋毁并将其解职。其中包括陆军总司令、三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以及另外几个在过去两年中，特别是过去两个月中表现欠佳的军官。除了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之外，希特勒又接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他的军事理论体现在他下达的“坚守”命令。这个命令甚至不允许任何未经许可的局部撤退。这样希特勒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在战术退却的旗号下可怕的全军大溃退。这是一个英明的从心理学上来讲完全合理的决定。德国曾经研究过1812年冬天拿破仑的大撤退，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们已经预计到可能发生的类似灾难，但部队还是在逐步失去控制。希特勒的坚守令适时地重振了士气。此刻动摇者将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厉的指挥官的惩罚。这些指挥官是那些还没有得到过群众的欢呼来满足其雄心的军官。他们很想一试身手来赢得那位已经明确退却将是不可原谅的元首的宠信。这样终于诱迫军官们在控制着的战略要点和驻地组织防御，尽管这些地方也只能提供抵御自然以及敌人炮火的有限庇护，并以此作为屈指可数的剩余装甲战车对敌人突破实施装甲反击的基地。这实际上也是过去和之后几十年许多防御体系的基本形式。



　　当双方在物质资源方面都已达到了极限，当俄国非常需要一个停顿时期来重建其统治体系，重新组织其虽受重创但却在打胜仗的部队，斯大林却提出在1月实施全线大反击。这是与代表新一代指挥官的朱可夫的建议相悖的，但却得到了老派的指挥官和政委们的支持。而正是他们这些人的无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他们对斯大林的谄媚，加重了1941年俄军的败北。斯人林设想立即对已经动摇的德军实施打击，有效地阻止其恢复元气，从而制止德军在春季重新发动攻势。朱可夫冒险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火炮和坦克太少，不足以打败尽管遭受挫折但仍有相当战斗力的敌人。



　　斯大林还是自行其事了。他把训练、装备和支援都严重不足的大批步兵鲁莽地投入进攻，而敌人则顽强地予以反击，并给苏军造成惨重损失。被抛到了气温在零度以下的野外，除了最坚强和最具献身精神的军人之外，所有人的耐力和士气都丧失殆尽，炮火终于给吃掉了。在3月初攻势之前，在无疑收复了大片失地之后，斯大林得到的战果正好和自己预计的相反。恣意投入大量人力，作为武器装备不足的补充，结果使初级军官和士兵不可避免地犯战术性错误。大量的失误助长了各级的无能。除了德军的有力抵抗之外，苏军还因自己众所周知的火力不足、后勤保障不济而蒙受损失，使其没有足够的力量攻克敌人的防御，没有足够的耐力去扩大已经取得的战果。由于没有攻占控制供给干线的要点，插入德军防线实际上等于把部队置于严寒折磨和敌军炮火打击之下，实际上成了在毫无隐蔽的地形上遭受德军准确反击的序幕。德军使用最少的力量成功地利用了俄国人的慷慨，同时又保存自己的实力。红军实际上已经被削弱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抵挡气候转好时经过休整后的德军的分割进攻。



　　这样，希特勒那有争议但却是正确的坚守方针，终于从斯大林错误的反击中获益。物质资源的不足，从根本上注定了失败，并不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正如在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方士兵的士气低落又一次转变成了对手的过份自信。当俄国人攻势衰减时，德国人便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重新转入进攻，再一次而且更深地插入俄国的废墟之中，攻击高加索油田和伏尔加河畔有一个极诱人的名字的重镇——斯大林格勒。



　　在此并不想过于详细讨论1942年俄国战线上的失误。尽管红军在德国进攻初期用兵不当，后来稀里糊涂地一直打到被围在所大林格勒，但主要的失误还是德国根本没必要去攻占没有一定战略价值的城市。德国人居然为了名誉展开了阵地战，并且打输了。堡垒阵地扼杀了他们的机动性。这些极其愚蠢的行动完全是某一个人的政治直觉和种族优越感的产物。



　　看一下1942年整个战争进程便会发现，德军攻入高加索、向中东和印度方向的推进开辟了一个新战场，或者说将会开辟一个新战场，如果轴心国集团共同制定了各自的战略的话。因为在6月28日德军开始向东进军时，德、意、日之间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一个关于协调行动的一致意见，以及要在印度次大陆会师的计划。就少数人所知，记入一些文件草案中的只有一个在1941年6月根据希特勒指示起草的协调计划。这个计划是将来穿过高加索山向南进攻，和由埃及向北推进，名为“东方计划”。但他们并没提及在此阶段与日本的协同行动，或者在一年以后，当日本已把其帝国扩展到了澳大利亚，并进入了攻击范围，推进到了缅印边界。作为结盟国家，东京和柏林在相互纯粹的军事支援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希特勒跳到日本一边，在珍珠港事件4天之后对美宣战，其后日本向苏宣战，只不过是礼尚往来。日本只是谨慎地选择了通过威慑力量对斯大林施加压力。好像已经达成谅解，相互的实际支援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以及双方在陆上相当接近的时候。影子般的“东方计划”给予轴心国的唯一实际帮助是让盟国提心吊胆地认为的确有这么一个计划，而且为了阻止德国越过高加索山脉的入侵，盟国将不得不在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采取艰难且分散兵力的防范措施。但是当1942年6月28日预料中的跨越高加索的进攻开始之后，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这一行动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因为在此刻的南线，令轴心国和盟国都感到吃惊，由于太多的偶然事件、失误和轻率，开罗和大英帝国的颈动脉——苏伊大运河都已陷入德军的战术攻击范围。














	

 






	















	







	







	









 





	


	







	








	




	


第六章：庸人自困




	







	

 



	


	


——西部沙漠战役（1940年12月-1942年2月）



　　当谈到与意大利结盟德国有何收益时，就笔者所知，一个德国将军曾说：“是这样，下次该你们和他们结盟了。”很显然，他是在有意贬低意大利，而且并不是完全的不公正。1940年6月墨索里尼所犯的错误是把意大利引入了战争，一个意大利没有准备投入的战争，一个意大利人民没有热情的事业。但是，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看上去是个很可靠的赌注。法国已被打垮，而英国则被认为很快就得投降。因此，尽管意大利没有足够的钢铁、石油和煤炭（而且还依赖于德国的额外供给）来从事一场全面战争，尽管其海军舰船没有燃料，空军和陆军的装备几乎全部过时，但所有这些基本上并没有影响其参战。意大利空军飞机的作战性能远远不及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机。意大利的坦克同机关枪装甲车差不多。而有些型号的大炮还是上个世纪的产品，最合适不过的去处可能是放在博物馆里供展出。



　　毫不奇怪，当英国继续战斗并开始不断地给其在地中海、北非和东非的部队提供现代装备时，意大利部队便开始败北了，当意大利进攻埃及、苏丹和希腊，一开始就被挫败随后遭受到一连串打击时，意大利领导人便陷入对英国下一步会怎么样对付他们的恐惧，以及德国人因此又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恐惧。英国1940年12月仅用3万训练有素的，装备几十辆现代化装甲战车和飞机的部队，就把埃及的意大利军队击败，并一直赶到了昔兰尼加，此时上述担心便开始产生了。意军应用的是在东非和北非对付当地部落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术，结果完全陷入了被动。在英军向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推进面前意军几乎是毫无防守能力。意大利完全有可能失去其全部的北非帝国，使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落人英国人之手，进而战争打到意大利本土。



　　但是在伦敦，在1940年末时，关于夺取西西里岛外围的潘泰莱里亚岛或派遣5，000名突击队员偷袭罗马以捉获墨索里尼和他的政府要员的庞大计划，由于充斥着实施方面的困难，被认为太不切合实际。而在开罗，英军中东总司令韦弗尔爵士将军，正在苦心积虑地想占领他后方的意大利，以此作为将来相机对欧洲本土发动短促突击的准备。就意大利入侵埃及而言，韦弗尔命令西部沙漠兵团司令官理查德·奥康瑙尔爵士中将，在马特鲁港之前阻止敌人的进军。英军在保存实力的同时，非常巧妙地实现了上述企图，并对停滞的敌军进行了5天攻击，以求彻底摧垮其进攻锐气。但韦弗尔本人却把该地区当作纯粹防御性的一翼。



　　夺取整个北非海岸和重新为英国开通地中海航运，可以使来往中东的货物不必绕道好望角，从而大大节省至关重要的运输能力。如果说韦弗尔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的话，他至少口头上从来没有表示过。事实上，他甚至都没有劳神亲自去视察西部沙漠兵团。而且，就在奥康瑙尔于12月9日赢得巨大胜利之后，他却发现不仅没有足够的行政安排，使他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得以扩大战果，而且，不知为什么那个步兵师将被调遣到东非，而当时这个师在前线差不多还有两个星期才该换防。



　　尽管韦弗尔最后在来自伦敦邱吉尔的压力下，为奥康瑙尔提供了追击意军的条件，并于2月初在贝达富姆终于歼灭了敌人，但他从来没有试着一鼓作气把进攻扩展到的黎波里。相反，他坚持认为当德国入侵希腊的威胁明朗化之后，希腊应该得到支持。直到最近人们都把1941年3月英国在自己力不从心时还向希腊派遣部队飞机的责任归咎于邱吉尔，但是正如罗讷德·卢因在他写的韦弗尔的传记《领导》中所叙述的那样，出兵希腊完全是该总司令自己的决定。他被准许撇开希腊，以便集中全力对付昔兰尼加。早在1月，通讯侦察和“超级”提供的情报，已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空军在该地区日益增加，2月又增加了一些陆军部队。当然不能肯定地说，从贝达富姆到的黎波里的扩大战果行动，在分兵希腊的这部分力量的增援下就会彻底成功。成功的希望的确很大，当考虑到已跌入低谷的意军士气和战斗力，德国即将在巴尔干和俄国战役中投入力量的程度，以及因此而来的德国在非洲眼下只能派出很少部队——一个轻机械化师和一个多月以后才派出的一个装甲师，而且还该考虑到皇家海军和空军以班加西和马尔他为基地对北非实行的封锁可能对德军物质和部队运输造成的威胁。



　　韦弗尔决定支持进军巴尔干，并把北非降到了次要地位，这也许会被认为是犯了一个对未来战争进程极其严重的战略失误。而他本人是否具有政治头脑，也同样值得怀疑。因为这样做既没有在巴尔干争取到几个朋友，而且还使德国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北非牢牢地站住了脚，从而使其能够对苏伊士运河构成巨大的威胁，韦弗尔的决定还使全世界注意到了一个司令官的名字，一个其影响与其才智不相称的司令官——埃尔温·隆美尔中将，尽管他是一位拥有勋章的极其勇敢的陆军军官，但隆美尔还是被列入不适合进入德军总参谋部的精英行列。虽然他从来没有加入纳粹党，但由于被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捧为英雄，并受了希特勒的庇护，隆美尔还是官运亨通，直至装甲师师长。他的军事才能和狂妄劲（这使他与元首在精神上更加贴近）为他1940年在法国的辉煌战绩赢得了赫赫名声。现在任命隆美尔统帅德国非洲兵团实际上是对他的奖赏，不仅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而且使他在一个小舞台上扮演了主角，而不是在俄国战场上担任配角。



　　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给隆美尔的指示是确保利比亚的安全，但在其部队和后勤保障部署完毕之前不要实施进攻行动。对一个没有任何沙漠战经验的，部署在一个次要战区的部队来说，这个指示是相当明智的。这也正是驻扎在开罗的英军司令部所期望的战略，他们在班加西固定了一支步兵部队守护，在阿盖拉沿昔兰尼加前线部署了新近到达的没多少作战经验的装甲师。英国情报机构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兵力，并且没有把当时正在意大利的巢中像布谷鸟一样休闲的数量甚小但却在不断增加的德国分遣部队，当作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更没有把对手隆美尔当回事。韦弗尔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希腊。也许因为他本人一厢情愿的推断，韦弗尔简单地低估了德军的威胁。他认为“这很可能是被扩大了”。



　　隆美尔打破了常规，尽管一直处于后勤瘫痪和士气体力不支的边缘，他还是一步步地违反上级命令和军事常规，把英国人赶了回去。当隆美尔对英军一个坚固防守的山口发起进攻时，被步兵牵制住之后出现了组织装甲反击的战机，英军师长在已经没有足够日光的阵地上犹豫徘徊，然后下令撤退。这个退却等于打开瓶塞放出了神气十足的隆美尔，使他毫无羁绊就进入了开阔的沙漠，然后毫无顾忌地竭力施展其机动战术。隆美尔不会知道英国装甲部队的败北不仅是由于战术不济，并且也是由于机械故障。他也不会知道，由于那么多师被派到了希腊，他的对手已经没有很强大的预备队了。



　　仅仅凭看一种英军要完蛋的直觉，以及通过收听英军仅有的几部电台中惊慌失措的通话，隆美尔就知道了他想要了解的一切。然而，当他向班加西和托卜鲁克港口以及埃及之外推进时，隆美尔显露出了其在今后战役中的真面目，一种多次令英军措手不及、乱中出错的赌博嗜好。



　　要想真正弄清英军在以后几年与隆美尔作战中为何频频出错，一定不要忽视，在沙漠中的英军司令官们只是初步掌握并简单演练了在战斗中指挥庞大机械化部队的技巧。另外，隆美尔在进攻托卜鲁克时俘获了奥康瑙尔将军。奥康瑙尔将军曾在与意军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没有一个发展了战前装甲战理论的将领当时在中东担任指挥职务。而从英国派来指挥这些全新部队的人，又很少能有机会演练这门新艺术。



　　当装备由于生产延误和战场损失变得如此短缺的时候，问题更严重了。很难说英军高级军官中称职者能有多少。许多资历较深的军官——骑兵、坦克团、炮兵和步兵的高级军官，对适应机械化作战不是有抵触情绪就是反应迟钝，而他们尚未被发现作为指挥官不称职，并被撤职以便为更具有适应能力的正在学习指挥部队和分队的年轻军官腾出位置。在失败的阴影下创建一个全新的战术和传统绝非一日之功。咄咄逼人的德国指挥官们都有不止一次打胜仗的经验，而且还有许多人才等着补缺，所以他们对付英国人当然是绰绰有余了。



　　就连英国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因低劣的参谋工作以及使其不能快速、可靠地发出命令的通信系统而屡遭挫折。他们还极端缺乏及时传递的信息以及有效作战行动所依赖的有关敌人的情报。更有甚者，这些信息的不安全传递往往使敌人窥探到了价值无限的情报并据此采取行动。但是，就是在通讯系统运行相当不错的时候，武器上的差错又迫使英军在技术劣势的情况下与敌作战。这绝对是战前各种失误的恶果，而战术上判断错误又雪上加霜。



　　如同1940年在法国时一样，技术故障使装甲战车无法发挥全部潜力。最新式的十字军型巡逻坦克，很快就以其绝顶不可靠而著称，而其主要原因是水泵里的水在运往中东前就给放掉了，而抵达后又没灌满这么一个简单的失误。就是因为一些小纰漏使机器无法运转，从而锐减了其实战性能——姑且不谈这对操作者的自信心和士气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双方的坦克乘员对他们的坦克容易着火，或是没有保护的弹药部分，存在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对不耗费大量弹药便很难确定射击距离和击中目标也感到头痛。在这方面德国人干得比英国人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倾向在静止状态下射击，而英国人则坚持在行进中射击这么一种显然难以保证准确度的方法。可是英国人却正在一个劲地抱怨他们的火炮打不穿德国坦克的装甲。而这一点早就应该引起人们的疑问了，因为当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开始怀疑他们马克3型和马克4型坦克上的44毫米火炮在600码之外就能击穿的30毫米装甲的功效。令技术界脸上无光的是，他们没有很快地意识到德国所占有的双重优势。德国使用的是先进的装有雷管的穿甲弹，而他们的装甲经过表面强度处理之后使英国没有装雷管的炮弹在着弹后便四分五裂。



　　英国陆军之所以反应呆滞，不能毫不耽搁就处理掉技术故障，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前那么多军官，包括许多坦克部队军官，持有处理技术问题有损其身份这么一种极其有害的态度。他们中很少有人受过技术教育。许多人认为技术人员无足轻重，往往蔑视他们。而自己又搞不懂那些技术条令，因此毫不奇怪，那些受过技术教育或有技术意识的人，就是在战时若要采取一些改革也是困难重重。比如，战争问题办公室在1940年6月之前成功地阻止了装甲战车署的成立，此后又在其权力范围之内竭尽全力维持一个明显地允许设计和生产落后坦克的系统。同样，直到1941年11月英军中东司令部才成立了装甲战车（技术）部，以在战斗中就地处理明显的坦克故障，并采取行动使之恢复正常。要想说明成立这类技术部门有多么紧迫，只要举有关一辆德国马克4型坦克的例子就够了。从1941年4月起，这辆坦克就在英国人手里。但一直等到1942年3月才有人劳神去研究这辆坦克，结果才发现其装甲是经过强度处理的。



　　许多技术信息往往来源于猜测，而不是科学的调研，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导向，进而影响了战术。尽管从1940军5月就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把他们威力巨大的88毫米防空炮也用于反坦克作战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试验不够，存在一种错觉，就是这种炮在440码之外不能击穿马蒂尔达重型坦克。而实际情况是在2，000码处它却能够击穿这种坦克！结果，1941年6月沿埃及边境在“战斧行动”中发起反击时，英军充满信心地派出了马蒂尔达坦克对付那种88毫米火炮，但却被打得粉碎。与此同时，轻型快速的装甲车则力图推进至距敌500码处，因为他们被告知在这个距离上，他们的40毫米火炮就能击穿敌军的装甲。结果等于去送死。因为，其一，在行进中他们不太可能击中目标；其二，就是击中也不可能击穿。然而，英军为击败敌军装甲部队、解救托卜鲁克并消灭昔兰尼加敌军所应用的战术仍然是像1941年11月“十字军行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中使用的方法差不多。



　　隆美尔在其职权范围内并不是没有失误被英国人所利用。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把隆美尔的部队摆在了较低的位置上，而英国人又经常击沉他的舰船，因此他总是缺人，缺装备，缺给养。英国人不仅可以译读“埃尼格玛”上的通讯，而且还可以译读意大利人使用的瑞典设计的更低档的C38m密码机上的通讯，这使英国人受益匪浅。把截获的情报汇集在一起，便可获得关于舰船航线的大量预警、现在人们所说的非洲装甲兵团的实力以及隆美尔的作战意图。因此，当德军两个战斗小组进攻埃及境内被认为是（实际不存在的）英军的供给库时，英国人已充分准备好避开这次隆美尔在9月中旬组织的所谓武装侦察，而且还在不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骚扰德军纵队。但英国人几乎没有想到隆美尔下一步会如何行动，没有谨慎地收缩，隆美尔反而猛然向东进击，想拍死像黄蜂似的英国轻型部队，结果燃料用完了，遭到了空中和炮兵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然后在狼狈逃窜中又丢弃了一路装备，侥幸的是没被俘虏。后来德军缴获了一些敌军文件，好像显示英军有进一步向埃及收缩的意图，从而使隆美尔有机会集中全力实施对托卜鲁克蓄谋已久的必不可少的攻击。尽管他还以为这次可以庆贺一番，但还是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且由于损失或损坏了第21装甲师110辆坦克中的67辆，情况变得更加悲惨。结果在11月下半月以前，隆美尔的部队再也没有能力实施进攻作战了。而英国人早就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察，掌握了这一情况。



　　当18日英国的“十字军行动”攻势开始进入昔兰尼加时，隆美尔反应异常迟钝。自欺欺人是部分原因，另外也是由于他对敌军实力、意图和作战范围一无所知。因为直到英军解除无线电静默之前，英国人成功地封锁住了自己的机密。与此同时，英军对隆美尔情况的了解则一直超过了隆美尔对英军情况的了解。因此，英军怎么可能不把德军一举击溃？更何况他们比对手拥有更多的坦克和大炮。



　　从一开始英军的计划就不严密。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包括大约730辆坦克，在预备队的支援下，能够在坦克对坦克的战斗中搜索到、并击毁已知的没有多少预备力量的大约385辆可参战的敌军坦克。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作为坦克杀手，英军的坦克在技术上并不能胜任击毁坦克的工作，也没有考虑到敌人的战术是倾向于避免坦克大战，而往往把消灭坦克的任务主要留给部署在掩体内的最新式的、火力强劲的55毫米长管反坦克炮（以及88毫米火炮）。这样隆美尔的炮手几乎总是占优势，在自己选定的要地上的隐蔽阵地内的已知距离上射击，设伏突袭。而敌军，由其“搜寻／击毁”战术的本质所决定，很容易四处乱撞，分散兵力，陷入敌人设计好的屠宰场。而且就是在英国坦克碰上一辆德国对手时，英军也不得不一边在行进中射击，一边努力推进到距敌坦克400一500码、这个条令规定的装甲穿射距离。但主要责任还要归罪于没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由于种种原因和事件，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懂实施诸兵种机械化战争的基本原则。



　　除了一个例外，英军所有高级指挥官，从新上任的中东总司令（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到师一级军官，都没有装甲战的实际经验，奥金莱克对装甲战车几乎一无所知。刚被任命为西部沙漠部队（现改名为第8军团）司令的艾伦·坎宁安爵士将军的素质要好一些，他刚从东非来，在那里曾大胜士气低落的意军，并实施了漂亮的纵深追击。但是作为一个炮兵出身的军官，他对步兵作战比对装甲战要更为了解。因此他的装甲战思想也跳不出这个框框。第13军的军长是步兵出身，30军的军长曾在皇家坦克团任职，是个极有前途的军官，可惜他和他的作战经验丰富的参谋长在战斗开始前不久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继他之后担任30军这个坦克攻击部队领导人的是新近抵达的第1装甲师师长C·W·诺里少将。可诺里关于装甲战的唯一经历是1940年在法国指挥一个团作过战。其他人都是步兵出身的新手。尽管这些人对后来的一系列失误负有责任，但他们居然会出现在高层指挥位置上，这完全是英国战前体制造成的结果，是英国式的战争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这种思维使自己的陆军没能适应现代作战方法。



　　英军的散开推进接敌，隆美尔的掉以轻心，不愿认真对待英军行动，放弃了对他原定进攻托卜鲁克的计划，以及其后集中兵力与英军开战，所有这些都错误百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混战。英国30军从沙漠一翼一阵风似地冲向托卜鲁克，结果并没有和预计的德国非洲兵团遭遇。因为隆美尔不让后者的司令官路德维希·克吕韦尔将军集中他的兵力。结果双方便在俯视西迪拉杰格机场的倾斜地形上陷入了单兵较量。英军并没有特别注意控制机动的要点，而是一次次地冲向德军预先设置的反坦克火炮阵地，结果被击毁；或者向静止不动的德军坦克发起冲击，结果遭到和前面类似的命运。为了寻敌作战，诺里把他的装甲旅分散使用，结果让隆美尔和克吕韦尔有机会一个一个把它们吃掉。实际上隆美尔完全有可能被诱杀，如果30军是被配置在要点上，而不是在坎宁安所选择的地形上。诺里要求30军向纵深攻击，而统帅沿海岸行进、居支配地位的步兵13军军长戈德温-奥斯汀将军，则要求装甲部队主力配置在附近，以防受到攻击。诺里选择的配置地域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要求的妥协。



　　诺里分散使用他的装甲部队是不明智的，但错误的起因是坎宁安让13军的担心影响了30军的行动自由，并采取了错误的兵力部署。他这样做同时也为此次战斗，以及未来的许许多多战斗，定下了基调，即允许步兵指挥官在出现一丝一毫可能遭到敌坦克攻击的迹象时，便嗷嗷地叫个不停要求坦克增援。然而步兵的哀求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配备的44毫米反坦克炮太过时了，根本抵挡不住装备有最新式装甲的德国精良坦克的进攻，尽管别忘了步兵哭喊着要得到的坦克也是装备着和他们一模一样的44毫米火炮。步兵真正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充分发挥现有其它火炮的优势。



　　隆美尔和克吕韦尔也犯了许多不必要的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在11月23日非洲兵团大规模地冲进了西迪拉杰格南边的英国30军44毫米反坦炮大炮的射程内，结果双方伤亡惨重。但这也表明了预先设置的英国步兵，在没有坦克的增援下，用一定代价也能抵抗得住德国装甲部队，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当英军实力一时减少到只有44辆没坏的坦克的时候，隆美尔一如既往，决定实施一个宏伟的计划，尽管此时他的坦克也减至100辆，而后勤供应又岌岌可危。令克吕韦尔和参谋们绝望的是隆美尔带领部队穿过沙漠向南冲去，试图在边境从后面切进英军主力，然后轻松地把敌人消灭。他这样做是出于本能直觉，因为以前类似的行动曾动摇了英军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这样干扰敌军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他也没有考虑，离开西迪拉杰格地区，他就丢弃了已占领场上的几十辆坦克，其中有许多是可以经过快速修理后重新使用的。如果在守卫或摧毁英军遗弃的坦克的同时，隆美尔令部队搞得满身油污来恢复他坦克的车况，那么他也许就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相反，他却给英国人机会在要点上重新组织力量，销毁没有可用配件的德军坦克。而此时德国的非洲兵团却正在边境地区胡冲乱撞，由于故障和英军炮火的迎头痛击而遭受进一步损失。



　　然而，隆美尔通过“短促行动”几乎实现了他的心理战目标。当德军坦克纵队与逃窜的英军行政梯队搅在一起，甚至迫使30军军部逃亡的时候，坎宁安开始顶不住了。来自西迪拉杰格关于坦克损失巨大的令人泄气的报告，使他像冯·龙德施泰特在敦刻尔克之前那样采取了缺乏技术素质的反应，在德军炮火下坎宁安被带到了第7装甲师师部，然后被迫乘坐汽车和飞机开始毛骨悚然的大逃亡。他亲眼看到了30军的突然溃败，而这所有一切又进一步促成了他的失态。在参谋长和到前线亲自了解情况的奥金莱克看来，坎宁安显然已是惊慌失措了。奥金莱克决定把精疲力竭的坎宁安从指挥岗位上撤换下来这件事，一直被描述为是一个伟大指挥官的果断但充满风险的行动，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但奥金莱克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伟大指挥官是有条件的，即无线电侦察部门已把德军后勤的脆弱性完全通报给他，指出如果隆美尔坚持把非洲兵团滞留在边境地区，那么在可预计的时间内消灭轴心国部队是必然无疑的了。而且，奥金莱克完全可能更加充满信心，如果他知道在如此关键时刻，隆美尔由于其鲁莽的本性，在沙漠中走失了，然后坦克又抛锚，结果与他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德军一个勇气十足的总参谋部军官命令德军坦克逐步撤到了西迪拉杰格以对付英军在该地扩充实力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命令解救了德军，但那个军官却有可能因拒不执行上级命令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所有这些与奥金莱克面临的困难处境相比都是次要的。他一方面要找个军官接替坎宁安，同时又要打赢这场势均力敌悬而未决的战斗。而在这两难中，如何选拔下一位指挥官，则对当时和以后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如果在稍微不那么严峻的情况下，奥金莱克也许会提拔这个或那个军长来接管第8集团军。但在战斗正处在白热化状态时，这样做不切合实际。在整个战区内，没有其他军官同时具备了必需的经验和资历。于是奥金莱克就任命了一个临时替代的人物——他本人的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尼尔·里奇少将。这样，在以后有时间任命一个更合适的军官之前，奥金莱克可以通过里奇来转达他自己的意志和企图。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安排也是迫不得已的。当隆美尔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其因无能而丧失的西迪拉杰格阵地时，里奇根据奥金莱克一系列的长信和指示毫不放松地给德军施加压力使隆美尔渐渐不支。奥金莱克本人有效地保持了对第8集团军也许是遥控的控制。但这很难说是一个健全的指挥体系，因为，里奇下属的军长们，哪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怎么也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老板。结果在坎宁安时期就滋生了的怀疑上级指示命令的歪风邪气，此刻已变成恶习——尽管隆美尔最终被迫正视他自己的危险境地并从昔兰尼加撤退这一局部胜利，部分地掩盖了这种不良情况。



　　里奇指挥下的英军在战斗后期仍然损失了许多坦克，而且和以前一样还是由于技术缺陷和战术无能。正如一个坦克牢驶员在日记里悲伤地写到的那样，“很显然，我的坦克还没有结实到能用来向敌军发起冲锋。”对要求坦克逼近阵地内的敌军坦克和火炮的作法，他的许多战友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好像他们的车是巴拉克拉瓦的马 [ 注：扫校者注：这里指的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该次攻击遭到惨败。 ] 似的。然而，命令要求只要还有一辆坦克就得冲锋。效果自然是灾难性的。隆美尔最后完成了撤退，并充分利用新近在班加西运来的一批坦克（英国情报机关没有任何报告）两次伏击了追击的英军坦克，给英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英军还在冲锋。



　　没有报道德国这些坦克的存在，不能责怪里奇，是总司令部的情报官忽视了一份关于德国一批货运中包括有坦克的无线电侦察报告，是把以前的“超级”信息安全地传递到用户手中的完全有必要的复杂系统，导致了混乱和疏忽。但此后英国在与隆美尔及其部队作战中的失败，则全怪奥金莱克和里奇，因为毕竟他们是指挥官。“归于国王——一切都归于国王。”



　　首先，奥金莱克在“十字军行动”之后确认了里奇的指挥职务，而不是用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替换他，哪怕是从联合王国空运来一个。奥金莱克为此应该受到批评。这样的将军是有的。其次，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情报来在作战程序方面采取行动，改进训练水平和反击作战中的缺陷，尽管隆美尔只给了他们完成上述事项可能所需的最短时间。公平地讲，应该承认隆美尔在1942年1月24日发动迅猛反击的保密工作做得异常严实，就连他的作战企图也没告诉意大利盟军和南方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因为害怕他们会否决这个极其危险但却是精心计算好的计划。德军的这个计划与英军的对策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双方对情报的相应处理。



　　隆美尔的情报军官通过低级的无线电侦察得到了一系列的情报，并且最富有成果的是，能够译读美国驻开罗的联络官向华盛顿报告当地英军的实力和弱点的高级外交密码。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出，在1月底前这段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英军前线实力将不及经过加强后的德军实力。这种力量不平衡，一方面是由英军后勤保障困难造成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错误的情报综合导致了英军过于自信的结果。



　　英军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正如欣斯利在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史》第二卷中指出的那样，英军指挥官和参谋们还没有丢弃掉他们只有在感到需要了解敌情时，才咨询情报官的习惯，而不是紧紧抓住决策中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放。事实上，英军有足够的无线电侦察情报表明轴心国部队的后勤状况由于最近多次运来物资而有所改善，并据此推断出敌军实力有了很大改善的结论，相反，英军总参谋部和第8集团军的情报官们则情愿只相信符合自己愿望的证据，符合上级的方针路线的情报。因为奥金莱克说了“敌人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并且，正如他的军情副主任写的那样，“我们已把隆美尔装在了罐头里。”



　　结果英军在班加西前面的部署很弱——新近抵达的第1装甲师第2旅，以及没有装甲部队支援的大约3个步兵旅。尽管如此，第13军（此时仍由戈德温-奥斯汀统帅〕仍然可能打得比他们实际表现得更好。这次大惨败的许多责任应该由参与此事的四位将军中的三位来承担——里奇，他的思维已被每次前线的失利和来自情报官的一线乐观，搞得僵化枯竭了；梅瑟维，他在前线指挥着第1装甲师；以及奥金莱克，他则与里奇在无线电和信函中进行了一场几乎从未停息的争论。英国军营内的不和常常被德国的无线电截收部门偷听到，从而得出了正确的印象，即英军正在遭受惨重损失，并处在分裂的状态。



　　然后，里奇使英军的处境变得更为险恶。情报部门报告说，隆美尔燃料已不多（他打仗的方式往往使他这样），他准备转入防御（这是他为了平息意大利人对他已开始进攻的反对而有意扯的谎话）。但里奇却把这些当成敌人即将撤退的信号，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当他（隆美尔）一伸出脖子就可受到真正狠狠打击的天赐良机……”而这一切看上去很有可能，因为手头得到的唯一的皇家空军的侦察报告（由于天气恶劣）只提到一个（实际是实施佯动的）德军车队正向梅基利开进。于是里奇把第13军完全展开，置于被朝班加西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的德军包围的危险之中。在日益严重的混乱中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向防守托卜鲁克的贾扎拉防线的大溃退。在这里隆美尔才真正没有了燃料。那么正确地判断出隆美尔反击规模和前兆的的戈德温-奥斯汀将军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停职！他，一个在整个“十字军行动”中指挥第13军一直显示出真正才干的将军，一个在战绩和资历方面比资历浅于他的里奇更有资格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将军，却发现奥金莱克非常愿意接受他提出的辞呈。里奇错误地否掉了戈德温-奥斯汀关于一旦第1装甲师被击败就撤离班加西这一明智决定。这对奥金莱克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显然他很重视对朋友和部下的忠诚，而且他更看重的也许是保留里奇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便可以使自己继续对该部队通过遥控实施指挥——而他这样做则给自己埋下了将来的祸根。



　　在战斗中赢得声誉的机会往往一瞬即逝且不会再有。当一个指挥官由于自己的无能，或由于敌人不可夺的优势，甚至只因为运气不好——所有人都经常遭到这种情况——而眼睁睁地看看闪光的奖杯从手中失去，那么他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他可能会抱怨，像隆美尔手下的一切指挥官那样，由于他们领导的无能或做了替罪羊而不合理地被降级或战败被俘。或者是像奥金莱克手下的将军们那样，成为根本就算不上出色的里奇之任人唯亲路线的牺牲品。得不到应得的奖赏，指挥官便开始在整个体系内酝酿出不满的情绪，使相互关系产生裂痕，进而牺牲了军界最无价的财富——同僚间的相互信任。应该指出的是，奥金莱克事实上从敌人的潜在虚弱（上报的有关德国将军间表示不满的谈话）中得到安慰。但如果他也考虑到了充斥于自己营垒中的不满情绪，他也许可以干好。



　　英国最高指挥层摇摆不定，伦敦、开罗和沙漠中的第8集团军之间在漫无休止地辩论何时才可以重新发起攻势，或者德军是否会设法首先发起进攻，或者德国人在俄国受挫之后会不会穿过高加索或土耳其向南进攻。而与此俱来的是下层指挥官中失望情绪的蔓延。相互指责也日益表面化。步兵在抱怨得不到装甲部队的支援；坦克兵则觉得上级指挥令人失望，自己的作战行动受到步兵的影响，有时也得不到炮兵的支援，认为是自己在单独进行一场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规定了兵种间协同原则的并加以实施的共同条令。由于每个兵种都倾向于自行其事，相互不信任严重。嫉妒成了家常便饭，而上级往往又不能实施领导，放任自流。战斗中的致命失误将会仍然持续更长的时间，而且有几次完全是由于对敌军司令官的才干不正常的敬畏造成的。德国的宣传机器在国内不遗余力地给隆美尔涂脂抹粉，这在英国人中也提高了隆美尔的股票价值。



　　战场上的成功给德国非洲装甲兵团司令带来了奖赏，许多礼品来自那位欢欣鼓舞的阿道夫·希特勒。当1942年1月俄国除了失败和撤退之外没有任河其它消息传来时，坐卧不安的希特勒根本没想到会听到一连串的胜利消息。随着重新开始在俄国的攻势和夺取高加索油田的计划逐渐成熟，把这一攻势和对埃及的威胁——如果不是占领的话，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优势已经一目了然。为此，凯塞林在1941年12月被派往地中海，以便尽其所能最佳地使用新近配属给该战区的部队。



　　作为一个卓越的战略家，凯塞林显然意识到了隆美尔的主要问题是后勤保障，在马尔他岛被占领从而使来自该岛的对运输线的攻击被一次性地制止之前，不能对埃及实施入侵。他同意隆美尔的观点，夺取托卜鲁克是入侵埃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但凯塞林与希特勒、国防军统帅部、陆军总司令部，意大利最高统帅墨索里尼以及隆美尔争辩道，必须首先夺取马尔他。



　　没有人像凯塞林对后来所称的“大力神行动”那样热情。隆美尔把托卜鲁克放在首位，而其他人则给吓坏了，希特勒尤其如此，当他回想到为克里特岛所付出的代价时更是如此。这场辩论拖到4月还没有确切的结果。在此期间，凯塞林不停地对马尔他实施了空中打击，仅在4月份一个月内就损失了250—300架飞机，并造成炸弹短缺，直到4月11日他可以向多疑的墨索里尼吹牛“马尔他作为海军基地再也不需要考虑了”时，才停止空袭。这样隆美尔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因为英军进攻运输线的能力已被压制，大量供给可以在几乎不受阻拦的情况下流入北非。但凯塞林对墨索里尼不明智的吹牛实际上破坏了“大力神行动”的实施，因为这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找到了借口，把入侵马尔他推迟到7月，使隆美尔在5月底发动了他极感兴趣的对托卜鲁克的进攻（“提修斯行动”）。而对马尔他岛的压制则留给由于分兵俄国夏季战役而兵力薄弱的德国空军去对付，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致命失误，它引发了一连串不可逆转的事件。














	

 






	















	







	







	









 





	


	







	








	




	


第七章：名将失蹄




	







	

 



	


	


——从贾扎拉到阿拉曼，1942



　　1942年5月26日贾扎拉一仗，隆美尔装甲部队的大部分远远地绕过了英军的一些工事，向托卜鲁克的西南部进发，为的是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关键性地域。



　　不料，隆美尔大大失算了。首先，他对英军的调动情况一无所知。他想当然地以为他可以在托卜鲁克以外与对方交战，即在有防御工事的后方，有炮火支援且距海岸线45英里的地段进行。他万万没有想到英军的武器装备有了重大的改进。英军此时已配备了900门新式57毫米反坦克炮，外加至少150辆美制“格兰特”坦克，这些坦克都装备有75毫米火炮。英军的装备已是今非昔比了。



　　隆美尔凭以往的经验，断定英军会像以往几次战斗中表现的那样，愚蠢之至，便大意地采取一种十字军式的行动计划。他自己却认为这个计划会万无一失。



　　让我们来看看何为隆美尔的十字军式行动。他用己方装甲部队的主力反向穿插到英军后方，击败英军的装甲部队，与以往一样，立即击溃他们。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参谋长贝尔雷指出，在攻击开始的时候，英军装甲部队可能避而不战，然后攻击暴露的德军右翼。隆美尔却狂妄得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训斥贝尔雷道：“你真是疯啦！他们绝对没有这么聪明！”



　　隆美尔自信会很快得手，结果是他自己十分冒险地延长了后勤补给线。这对自己的部队十分不利。而英军的奥金莱克和里奇通过部队的无线电侦察，得到了十分可靠的情报，甚至掌握了德军的兵力布署和行动时间。



　　他们很清楚，德军的攻击会提前3周实施，并且几乎完全了解了德军装甲战斗车和飞机的数量，包括当时火力较强防护较好的“马克3型”坦克和“马克4型”坦克。他们也为德军的登陆部队和空降兵在待命而不安，先前他们怀疑这些登陆部队和空降兵会去占领马耳他，而当时这些怀疑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所不清楚的只是德军主要穿插的路线，最终，他们从一个可疑且健谈的德军俘虏口中和截获的无线电波中获得了准确的情报。



　　正如奥金莱克先前所判断的那样，第8集团军总部要向北部穿插，方向直指托卜鲁克，其穿插的方法与过去隆美尔的特点截然不同，而与英军行动方法非常相似。实际上，奥金莱克和他的参谋们是被敌军的欺骗计划所蒙蔽，该计划正是要给他们这样的印象。并且，他的一些属下军官很少有人敢跳出来与总司令唱反调，特别是考虑到总司令以前所持有的大量而且往往十分准确的情报来源。



　　只有里奇提出重新布署兵力。奥金莱克大为恼火。但他有一个特点：信任部下。在他的部下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也不放弃对他们的信任。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奥金莱克最终同意了里奇的最后部署。



　　指挥第7装甲师的梅塞维将军得到报告，德军将在26日至27日夜间进攻他们的防区，但当时梅塞维将军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疑虑未消，犹豫不决。他们在开阔地带的任务是拖住敌人，但自己的新式“格兰特”坦克损失惨重。这种坦克，高大的车型易暴露，结实的装甲板并不能完全挡住远距离上50毫米口径的炮弹攻击，而那些历来倾向在隐蔽处使用75毫米火炮的指挥员们却又自动放弃了常规的战术优势。他们本可以在隐蔽处用顶部的37毫米火炮进行射击，这种火炮甚至比75毫米的穿甲能力更强，第22装甲旅很快也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在遭攻击之前未及占领有利的地形。“远征者”坦克和“格兰特”坦克先后被摧毁，性能不够优良的“远征者”坦克更是不堪一击。



　　一天之后，隆美尔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目的地。那里横尸遍野，尽是装甲和车辆的残骸。面对这一切，隆美尔得意洋洋，认为自己已胜券在握。他相信英军装甲部队大部分已被歼灭的报告，而且从截获的电波中推断英军的指挥、控制和士气即将崩溃。他甚至确信英军第7装甲师已被击溃，其师长也被俘获了。而事实并非如此。



　　英军的指挥和控制仍旧很严密，部队的车辆和指挥员的状况正常，他们顽强地执行命令，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包抄德军的先头部队。



　　现在轮到德军承受75毫米火炮的轰击了。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强，射程很远。德军的反坦克武器损失惨重。而在此之前，它只是零星地遭到英军坦克机关枪的袭击。但在此时，德军的坦克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到傍晚结束战斗时已损失约总数的30％。



　　次日，即28日，隆美尔仍不甘心。他指责属下组织指挥不利。他只有孤注一掷，分散了兵力，结果中途乱了套，相互失去联系，有些部队被消灭了，指挥官还不知道。29日，德军的后勤补给已极端短缺，剩下的坦克部队只有原来的一半。至此，他已无可选择，只好下令撤退。然而，英军的第150旅死死地守住了隆美尔西撤的道路，从而切断了他的退路。



　　时机不错，里奇完全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强攻困境中的敌人。但他没能跟上去。正如情报机构所看到的那样，里奇的部队还算整齐，其战斗力已从战前的最低点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可是里奇的仗打得真是被动。



　　里奇接到150旅的求援，便派兵去加强他们的力量，以阻止隆美尔在那里打开一个缺口溃逃。然而，德军也派了空军增援，其组织有序，来势凶猛，使得英国皇家空军的日子很不好过。加之英国“空地一体战所必需的理论、技术和通讯系统”还很不成熟，所以处于劣势。



　　此时此刻，头脑不冷静的奥金莱克想出一招，命令第8集团军把它的空军分散到旅里，由师一级在松散的指挥框架里进行协调，并由军一级和集团军总部来监督，这样就破坏了传统的指挥职能，丧失了迅速集中空中力量的机会。炮兵的兵力也被分散，命运就更糟，炮兵被平均地分散在战场周围，绝大部分由连队指挥，每连8门炮；有些由团里指挥，每一团24门；很少一部分由师里指挥，一师72门炮。而没有像1918年那样由军一级用电话指挥几百门大炮，或采取现在更简单的方法即用大范围的无线电系统指挥。



　　里奇完全清楚敌人的困境，当时，由于缺乏水和其它必需品，在24小时内隆美尔满脑子想着投降，而里奇却前思后想耽搁了时机。毫无疑问，隆美尔的困境与英国人千方百计利用他们的有利位置有关。他们在坦克数量上有看500：250的优势，炮兵则有更大的优势，但在高层指挥员的脑海中注入了一种概念，封锁必会使敌军失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采取哪条路线才是最佳作战方案的问题上展开了漫无休止的争论，总觉得时机对自己有利，但事实上是从隆美尔撤退到对之进行非常协同的军团一级的打击整整花了一星期。这近乎不可相信，除非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第8集团军的高层指挥与其麾下英勇的战士不相配。



　　例如，5月30日由鲁姆斯德尔率领的第一装甲师以两个装甲旅的兵力试图发起攻击，用另一个旅作为预备队——这是一支相当于兵团规模的部队，超过英军坦克力量的一半。如果在29日第30军的诺里少将发起攻击，那就可能使隆美尔的防线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但是诺里惯于推诿责任，繁琐的英国式的作战程序严重阻碍了快速侦察，集结和发动各兵种协同作战，这一再推迟了攻击时间，当最终开始攻击时，便彻底失败了。一个旅遭德军反击被打散；另一个旅在沙漠风暴中陷于一片混乱；作为预备队的另一个旅，一直被阻击到下午，当它冲进德军用壕沟围成的阵地时，在隆美尔防线的屏障之前损失了大量的坦克，进攻不得不停止。一支企图给15O旅补充燃料的纵队在6月1日遭伏击被歼灭。梅塞维（此人后从战俘营逃脱，继续担任第7装甲师的师长）指挥的夜间增援作战被取消了。因为有关的步兵旅没及时做好作战准备。第150旅被吃掉后，隆美尔就知道危机已过，可是里奇在给奥金莱克的信中还认为“形势对我有利．而且日趋见好”，这便又一次诱发了两位领导人之间冗长的信函往来，就下一步行动方案展开了激烈辩论。



　　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隆美尔寄希望于英军重复正面进攻，里奇继续迁就根据梅塞维的建议所拟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正是准备发动正面进攻。8军司令官H·E·戈特中将是一个最富沙漠作战经验的指挥宫，他拒绝为此承担责任。所以诺里就让30军着手执行这个计划，命令梅塞维和第5印度师师长布里格斯少将组织实施——而实际上诺里自己放手不管了。在主持一个会议时，里奇同意了以上安排，然后坐下来给奥金莱克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作解释以获得他的同意。



　　这就像在参谋学院搞演习一样，在演习中学员向演习导演组交上论文，等待他们用红笔写的评语，从没有紧迫感。这个由步兵和装甲编队分三阶段的作战行动方案和1918年固定格式的步兵进攻如出一辙。参加这次行动的所有高级军官除诺里外，都是步兵出身，由于他们所担负的任务和训练性质决定了从战役开始到结束都以正面攻击为作战手段。6月2日构思，3日讨论，4日得到了奥金莱克的同意，5日开始实施。当开始实施时，因缺乏足够的侦察，他们把首次炮火突击倾泻到了荒无人烟的沙漠上，接着装甲兵和步兵向未受到炮火杀伤的敌人推进。在推进过程中，扫除了阻击他们推进的意大利人，但当进入了德军的反坦克火炮的射程之内，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协同作战的彻底失败，导致了一片混乱。第22装甲旅和第9印度步兵旅投入战斗时，由于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各自的衔接，而没有任何进展。在其它地方，装备有重型坦克的第32装甲旅向第21装甲师发起攻击，该师在阵地上只有12门火炮的支援，第32旅有70辆坦克投入战斗，损失了50辆。在当天晚些时候，英国坦克部队损失过半，由于更换新的密码，第2装甲旅把“西”读成“东”，向梅塞维命令相反的方向推进。由于缺乏灵活性，加之指挥人员的无能，指挥和控制全部中断，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只好自行其事，在混乱中自找出路时，有的被歼，有的被俘。隆美尔从5月26日起就开始调集部队，给溃散的第8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凯塞林并不十分仰慕隆美尔，但他高度赞赏了隆美尔的惊人的沙漠指挥作战艺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英军装甲部队支离破碎，有的被赶回埃及，有的逃到了托卜鲁克。通过电讯侦察，奥金莱克对隆美尔的企图和计划了如指掌，他本来不认为德军会再次围困托卜鲁克，因为他希望避免部队被围，而这些部队任何时候都得面临德军从土耳其发动的进攻。不管怎样，情报表明，似乎敌人后勤补给不足，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轴心国最高司令部也赞成这点，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伦敦方面邱吉尔明确表示他期望必须坚守住托卜鲁克。6月14日，从里奇传来一种无疑是错误的信号，给人的印象是沙漠之敌已被完全牵制住。奥金莱克改变了想法，允许“临时”防守海港，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原先用于防守的大部分兵力已被调走，去加强贾扎拉防线。



　　在开罗的奥金莱克从某种程度上对敌人的了解比他对在沙漠里的第8集团军了解得更多。



　　隆美尔大出风头占领了托卜鲁克，给第8军插上一刀。而英军参战的士兵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失败。得到邱吉尔同意后，奥金莱克接替了里奇的职务，合并中东的军队和第8军所剩部队，进行统一指挥，在里奇之前，梅塞维也被解职。



　　空军元帅凯塞林刚刚祝贺隆美尔占领托卜鲁克，告诉自己下一步的行动目标必须是马耳他，却注意到隆美尔一意孤行要打开罗。隆美尔是陆军元帅，又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改变了行动方案——进一步推迟进攻马耳他，而向苏伊士运河挺进。凯塞林却急于调空军攻打马耳他，因为他们对轴心国补给线的进攻明显增强了，很显然，后勤补给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反驳凯塞林时隆美尔声称在托卜鲁克所缴获的物品能够让他渡过难关，但他也承认这是一次赌博。对提出抗议的意大利将军们来说，隆美尔只需说墨索里尼已同意他的计划，因为墨索里尼幻想有一天能骑上一匹白马穿越开罗，可是他做出让步说，如果情况出差错，他可以很容易地退到前线的安全地带，因而使将军们平息下来。似乎德军装甲部队这时已不再是强大不可摧的主人，它已经是无足轻重的配角，其一个师的兵力减少到不足一千人，坦克不到一百辆。但是隆美尔用不顾一切的冒险和自信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用自身的形象把自信传递给他的部队，他们所面对的对手由于指挥和领导拙劣而使士气渐遭损害。



　　对于英军的不满情绪，奥金莱克应负很大责任，他处理情况带有个人色彩，他和他的指挥官们的冲突也公开化。即使我们承认他没有选派最好的人，我们明显地感到无论谁指挥沙漠部队，都会接到一大堆冗长的建议和善意的鼓励。由于通讯障碍和距离引起的误解，使得这些建议大部分毫无把握。



　　由于在松软的沙地行进而过多耗油，使得隆美尔的补给状况过度紧张，而且伤亡惨重。但是奥金莱克认为他的整个部队不管是兵力还是混乱状况都表明与处在顶峰状态的敌人进行一场冒险的战斗是不明智的。戈特的行为更强调了这个估计的聪明之处。他继续构筑阿拉曼防御工事，准备让第8集团军来占领。



　　隆美尔的失利逐渐明显，他的部队已经衰弱，而英军在奥金莱克强有力的领导和指挥下正充满生机。只要奥金莱克和他的部队不头脑发昏就能打赢。隆美尔把自己推到了忍耐的极限，并劝其诸多部下同样忍耐。带着这样为数不多的部队并处在如此漫长的补给线的尽头，这样来对付已得到增援而执意一战的敌人，隆美尔不会指望能到达开罗和英吉利海峡。



　　这次战斗后来被称为阿拉曼第一战，激战了几乎整个7月份，它代表了北非战争的焦点。在这个平衡点上，当英军开始反击，与德军展开退一步的消耗战时，不可避免地双方会犯许多技术性的错误。可以看到隆美尔坚持尽力突破新建英军防线的前沿；同样可以看到，英军给绝望的对手的打击带有奥金莱克时代所有战斗中几乎相同的弱点。累垮了的指挥官已用尽心思，他们带领的疲乏的部队已在错误的边缘。



　　英军方面7月4日曾有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丧失了。无线电侦察得知德军已转入防御，奥金莱克命令急速反击，不管是诺里的第30军还是戈特的8军都没有按照总司令的命令有力地向前推进，因而导致反击失败。很清楚这两位军团司令都竭尽全力，诺里在7月6日被解职无可非议，而一个月以后，首相和奥金莱克签署命令，任命戈特为第8集团军司令却令人非常震惊。后来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戈特不是在得到任命几小时后被一位德军战斗机飞行员击毙的话，隆美尔可能已赢得了下一次的战斗。



　　多少年以来各派历史学家们就奥金莱克在阿拉曼首战胜利中所显示的作为将军的功绩进行了冗长的辩论，加上此仗打胜后对奥金莱克的不公。他的总司令职务由亚历山大将军代替，他的第8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被蒙哥马利代替，而这一切发生在奥金莱克很可能赢得第二仗以及最后第三仗胜利的前夕。这些辩论经常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奥金莱克犯了不少错误，如选用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不当，对远距离控制的优柔寡断，指挥方法笨拙，联系不畅，加上读错情报。如果不是这些错误，阿拉曼首战就不可能发生。因为轴心国几乎会在好几种情况下被牵制住直到最后被打败。



　　另一方面，轴心国指挥部不会轻易原谅在胜利之时，从无线电侦察获取足够关于英军状况的情报时，冒险地暴露了自己而导致被歼灭的事实。但是后来无线电情报系统遭到沉重打击，7月中旬，英国驻开罗武官方面的优质情报因为被无线电侦察系统发觉而失灵。



　　因为无需多少情报就可看到，暴露的轴心国阵地是伸出来供人砍割的脖子。从战术上讲，现在该是隆美尔撤退的时候了。然而隆美尔不是不诚恳就是不可思议的天真，他还在和他的同僚们讨论可能性。因为众所周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想要攻占开罗。从心理角度、政治角度和战略角度来看，期望他们同意撤退简直不可思议。同样，如果期望隆美尔停滞苟安，等待英军秋末再次进攻，而不是做进一步的努力组织突破，那就更加难以想象。8月底隆美尔在托卜鲁克失陷后黔驴技穷最后一搏。这是隆美尔的特点，在他麻烦成堆时，他总是为做错事责备其他所有的人而不是自己。但是战争局势有利于盟国的主要的基本原因还不止这些。两年前，凯塞林就同不少开明之士指出，如果不立即把英国从战争中消灭掉，与对手相比，德国的形势会从现实的最高峰渐渐衰弱，而希特勒没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也许出色的“管家”凯塞林应该弥补这些漏洞，但8月份，在紧要关头，他正倾力促成重新空中进攻马耳他，并努力振作隆美尔的进攻精神。因为凯塞林此时已意识到这位兵团司令官精神上已是个病人，他的勇武精神，如同戈特的一样，已经被大大挫伤。在这时凯塞林又一次表现出现实精神。他不仅意识到不采取进攻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而且把隆美尔从指挥岗位上撤换下来考虑政治原因也无法办到，不管他本人多么希望把隆美尔撤职。因为这位非洲兵团司令已经在公众心目中被树为伟大的英雄，在如此关键时刻将其撤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于是，第二次阿拉曼之战便在隆美尔的指挥下进行并且输在他的手上。正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次阿拉曼之战取胜一样。不过，从此希特勒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坚持使用年初在俄国作战中曾发挥作用的战法，不允许未经他本人同意向后撤退一步。这种不利因素又伴之以德国不断恶化的资源不足的困扰。而且这种资源不足绝不仅仅是局限在地中海战区，尽管其运输体制不说万无一失，还算相当有效。当10月隆美尔不得不面对第8集团军的进攻并且发现蒙哥马利将军是一位经过严格训练和精心挑选的英军司令官时，终于明白自己陷入了困境。蒙哥马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铲除了产生错误的主要根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错误完全是由其前任们自己造成的。现在是该隆美尔承受一个往往过于谨慎的（也因此受到批评的）对手的猛烈打击的时候了。但是，蒙哥马利与隆美尔不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非常热衷于努力“把战场搞得井然有序”以减少战术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失误率。他决心不受隆美尔的诱迫以致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他还要诱迫隆美尔犯许许多多的错误。他要迫使隆美尔不得不通过反击来重新夺取要地。而对于这些反击，英军总是迎头予以猛烈痛击，进而无情地消耗德军的兵力以达到最终消灭德军北非装甲兵团的目的。



　　让我们用11月2日至4日的第三次阿拉曼之战中的闹剧来说明混乱的通讯会怎样使指挥陷入瘫痪。到2日傍晚，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开始支持不住了，反坦克炮兵也已竭尽了全力，而大量意大利步兵在英军猛烈攻击下已开始在英军可怕的炮火屏障后面缴械投降，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隆美尔向柏林和罗马发电，通告了他撤退的意图，然后开始根据一个繁杂的计划从前线向后疏散他的兵力。到3日中午为止，撤退计划正在顺利进行，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训斥他的电报，要求他坚守。在隆美尔看来，这是一道命令，是对他电告撤退的拒绝。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由于加密解密过程中的耽误，这两份电文实际上是相互错过了（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文时并未真正见到隆美尔的电报）。但是，隆美尔在电告继续坚守的危险性的同时，下令停止撤退。而且当预料中的英军致命一击没有发生时，隆美尔才终于感到如释重负。英军之所以没有进一步猛攻是由于蒙哥马利为了集结力量在夜间发起不可阻挡的攻击，并在4日实施突破而耽误了时间。



　　当第二天早晨凯塞林来到隆美尔的司令部时，英军排山倒海般攻击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是一目了然。隆美尔这时突然出入意料地开始指责这位空军总司令，说是他才使他们遭受如此厄运。隆美尔这时感情用事，错误地认为希特勒之所以驳回他的主张就是因为凯塞林在幕后做了于脚。这时，凯塞林本可以让激动不已的隆美尔冷静下来，然后毫不迟疑地撤消希特勒的命令并为此承担个人责任，进而从危机中挽回许多损失。如果不纠正对电文的错误理解，损失肯定会更大。



　　凯塞林如果真地这样做了，他就可以成为拯救德军出苦海的天使！














	

 






	















	







	







	









 





	


	







	








	




	


第八章：骗人的直觉




	







	

 



	


	


——大西洋海战，第一阶段



　　1942年秋，战争处于微妙阶段。这一时期，一方面德国的潜艇在大西洋海战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盟军则设法不受截击地把从美国和英国调来的大部队送至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之间的3个地点登陆。于是1943年3月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潜艇单独与护航队对抗的海战。经历了一段不顺利时期后，护航战似乎戏剧性地扭转了战局。随着盟军商船损失的下降，以及德国潜艇损失的急剧上升，到1943年的4月和5月，德国的潜艇攻势便被瓦解了。仅5月份一个月，德国损失的潜艇就达46艘之多。结果，三月份英国海军部的报告所描述的“很可能我们不应再继续把护航行动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形式”的理论，到5月3日便演变成德国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元帅不得不承认护航行动带给他们的灾难性失败。他说，“损失，即使沉重的损失，只要他们（盟军）也遭受同样的损失，我们就必须承受住。在5月份的大西洋海战中，每击沉一万吨位就得牺牲一艘潜艇。而在以前不久，盟军所付的代价是现在的10倍。至此，（德国）5月份的损失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接着他就承认了失败，从主要战场撤回了潜艇群，以便喘息休整。而问题出在哪，他的科学家、参谋人员和他本人都不清楚。



　　潜艇攻势的失败原因，如同一度呈现的胜利希望一样，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军事理论、及其后的和平年代到1939年战争爆发初期之间的争论，以及技术和战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各方舆论大都对潜艇战胜现代防御的可能性半信半疑。尽管开始有人反对，并不愿做科学的定量研究，然而事实还是表明有护航的船队的损失大大减少，而且设立护航体制并不像它的反对者臆断的那样（“臆断”是一个恰当的词），会破坏贸易或者浪费护卫舰。这场笔墨官司甚至打到了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那里。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还有把声纳（当时叫作ASDIC）探测潜艇和深水炸弹攻击结合起来，会给潜水艇造成强大的威胁，以致于潜水艇在海战中将起不到主导作用。



　　于是在整个30年代的重建军备时期，海军建设的重点都放在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而对小型便宜的护卫舰的建造数量则减到最低点。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也是把财力集中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财力建设潜水艇，并在1947年或1949年以前准备就绪，根据希特勒的设想，届时法国已被击败，德国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处于孤立之中的英国。但从地理位置上讲，1939年德国出海通道仍然极为不畅，以致通过水面或水下袭击封锁英国，以求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希望渺茫。然而，德国海军的宗旨和战略仍然强烈地倾向于以商业战打败英国。正如1939年9月1日邓尼茨对雷德尔所称：“……在潜艇对商船的作战中，主要武器是携带鱼雷的潜水艇。”



　　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潜水艇，可德国早在1935年开始认真重整军备之前，就通过了与日本、西班牙、芬兰、荷兰、阿根廷及其它国家的合作项目，设法秘密地接触到了与潜水艇有关的技术与战术的发展情况。当《英德1935年海军条约》允许德国拥有一支潜水艇舰队时，德国已经有了发展一系列先进潜艇的现成计划。条约签定后的两天，第一艘潜艇就下水了，到战争爆发时，德国已经有57艘潜艇编入现役。其中48艘用于作战，但只有27艘具有远洋能力。



　　1935年11月，邓尼茨开始指挥第一个潜艇舰队，并且几乎是立即开始发展“狼群”战术，即岸基无线电台根据来自侦察船、飞机、无线电技术侦察和所有其它情报渠道提供的信息，指挥几组潜水艇行动。根据邓尼茨以往的战争经验，他极其崇尚潜水艇尽可能在夜间浮出水面进行攻击，这正是他在实战中常用的伎俩。在1939年5月的一次护航演习中，他演示了一个潜艇群在总指挥官的现场指挥下是怎样通过昼伏夜出、协调一致的水面攻击而取得胜利。



　　然而邓尼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对他的潜艇将要装备的鱼雷的试验，说轻点是不可靠的。简单地说，直接引爆的触发引信并不完善，很容易造成大量的过早引爆或者哑弹。这一情况直到1940年4月份才被人知晓。与此同时，人们才知道这种引信只在两次试射之后就被验收了。此外，尽管知道测定水深的设备不可靠，但还是被有关当局验收了。理由是触发引信可靠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当鱼雷经过目标下面时，磁性近发引信也会引爆。可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邓尼茨4月份曾气愤地抱怨说：“我们的鱼雷没有一处不出差错。我不相信在战争史上曾有士兵被派去用这种毫无用处的武器与敌作战。”为此应受谴责的不光是那些制造商，一大部分责任也应由没有坚持高标准的海军承担。然而事到如今，鱼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好在浅表面发射，而且只能使用触发引信——一个巨大的战术局限。



　　如果拥有一支更强大的潜艇舰队，再加上性能优良的鱼雷，那么德国就能在战争初期给英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当时英国迟迟没有正视潜艇的威胁。当然，英国在重整军备时，不仅需要考虑德国，而且还有意大利和日本。意日两国单由美国海军来牵制，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此外，直到1938年3月英国海军部才纠正了一个奇怪的“没有预计到使用护航系统”的说法。毫无疑问，早期放弃使用护航队与对声纳（从未在作战模拟实验中检验过）的信任有关。但是1938年3月份同时作出的有关推迟建造两个驱逐舰支队、两艘护卫舰、两艘巡逻舰和四艘扫雷舰的决定，又很难说是与上述修改了的政策保持连贯一致，因为所有这些舰船都是价值连城的反潜船只。海军参谋部气愤地指出，这次失误给海军的后续作战设下的严重障碍，远远超过了其它因素。到1939年7-8月份间，英国海军部意识到这种威胁，并开始订货制造56艘以救生艇为原型（叫作小型护卫舰）的护卫舰时，已为时大晚。这样英国海军作战仅有180艘配备声纳的舰艇，其中24艘还是远洋性能较差，无力抵御大西洋风暴的小型护航舰。



　　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德国的潜艇舰队存在技术缺陷，而且其战略原则是置护航舰于不顾，优先攻击主要的战舰和商船。假如德国潜艇已经装备了性能可靠、速度更快的鱼雷，并把攻击目标选在护航舰队上，那么局面将会是盟国的水面舰艇丧失护航能力。因为在这一阶段，使雷雪达搜寻浮在水面潜艇的重要性几乎还没有被认识到，而自1918年以来使用飞机攻击潜艇的战术也没多少发展。



　　战争第一年水下战的均势状态可以被认为是表明了战前双方失误相当，尽管正像已经讲过的，由于盟国失误导致的其在西欧大陆上的失败，已促使局面出现了日益有利于德国的不平衡。德国海军比预想的要早得多就获得了进入大西洋海域的广阔海上通道。在此之前，盟国运输船队被鱼雷击沉的数量已经与水雷炸沉的数量一样多。如果潜艇被有效地压制住，就决不会出现令人绝望的情形。尽管1940年6至10月间沉船数量稳定增加，但这与其说是技术战术运用方面总体进步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归功于进入公海渠道的改善。凭借一帮“王牌”舰长的指挥艺术，邓尼茨曾试图集中力量攻击护航船队，但由于集中的数量不足，没能取得显著效果。直到1940年9月每群多达5艘“王牌”潜艇的数个攻击群在预定水域巡逻中发现敌护航船队之后，才击沉数艘敌船。10月第一次大规模潜艇群攻击便为击沉盟国35万吨舰船做出了贡献。但到1941年2月，加上水面舰艇和空军击沉的船只，德国每月击沉盟国舰船的数量已降至不足20万吨，尚未达到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水平，德国的月沉船数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更高，特别是如果德国空军竭尽全力了。



　　海上作战中的表现同陆上作战一样，只要有可能，戈林更喜欢单独地以本位主义的方式使用“他的”部队。当1940年8月雷德尔要求指派飞机协助潜艇搜寻目标时，他勉强派了15架大型水上飞机和8架最初打算用作远程轰炸机和民用航班的巨型四引擎FW200秃鹰飞机。戈林争辩道，德国空军的主要力量应放到英伦战役。英伦战役结束后，雷德尔亲自和希特勒交涉后（在戈林不在时），才在新年到来之际得到了空军更多的帮助。而且，直到1941年3月德国空军才最后被迫完全投入封锁英国的行动之中，并被迫增加到83架飞机。然而，只有21架参战的秃鹰式飞机作战效果真正不错。此外，空勤人员未进行过专门训练，领航员缺乏海上经验，经常迷失方向，并且不能准确报告敌护航舰队的位置。飞行员在沽名钓誉的欲望驱使下，对敌船实施鲁莽的低空攻击，而盟国舰船上的防空武器已经改进，弹射式战斗机的配备已使其整体防护能力大大增强。此时，远距离投放的打击吃水线以下船体的航空鱼雷，完全可以发挥价值无限的作用（正如德国空军后来证实的那样）。但是老资格的飞行员对这种昂贵的空想嗤之以鼻，而宁可抵近投放便宜的炸弹。戈林不仅支持各种反对意见，而且还于1940年11月设法终止了海军航空鱼雷发展计划的各项工作，大大延迟了航空鱼雷的发展。直到1942年初，这种武器最后才不顾戈林的反对装备了德国空军。像其它事情一样，这种顽固态度的结果导致了德国失去许多宝贵机会，而这种态度的基本依据是1940年的空想：赢得战争，重振经济（对此戈林负有政治责任）。



　　在大西洋之战的前8个月里，只是偶尔会出现6架以上航空性能良好的秃鹰战机参战，在此期间，德国空军的确也击沉盟国船只50万吨。不过，沉船数量将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果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将切断英国人的“颈静脉”战斗作为最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并坚持要求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希特勒允许海战以零星的辅助的形式进行，等于纵容海军积习成癖的分散使用兵力。对俄国的战争使他的战略思想变得朦胧不清。对亲密同伴戈林的忠诚阻止了希特勒对德国空军的任何干预。德国被迫卷入地中海后，潜艇就被撤离去支援倍受宠爱的隆美尔，结果使其被迫穿梭于日益危险的直布罗陀海峡。



　　由于新技术的运用是潜艇战发展和不断成功之关键，因而必须对潜艇建设给予全力支持，特别是发展能在水下续航时间更长的速度更快的潜艇，引进速度更快的自导鱼雷，建立全方位的通信网络，并辅之以包括无线电技术侦察在内的全面情报。



　　1933年，赫尔穆特·瓦尔特教授提出了一个建造300吨级潜艇的计划，该潜艇水面航速26节，水下航速30节，续航能力2，500海里。采用流线型艇壳的这一计划的核心是闭合循环式燃气轮机，并以最后决定的过氧化氢为燃料。这一计划的研究和发展一直得到海军的鼓励和支持，但也并未得到特别优先照顾。所以，到1939年初，海军只订购了一艘80吨的潜艇。1940年初，这种具有革命性创新的潜艇得到证实，其水下航速28节，比现役的常规柴油发电机潜艇速度快3倍多。1940年2月，瓦尔特建议，如果在目前的产量上减少72艘潜艇的生产，他便可以在3年内生产出更快的潜艇。对潜艇部队主管之一的弗瑞德里奇·苏瑞尔博士来说，这一建议太过份了。他与维尔纳·富克斯海军上将都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要求在陆上和一艘常规船上对该发动机进行大量试验，直到完全满意以前，不考虑采纳瓦尔特建议的系统，以免打乱目前的生产。当时他们俩人都清楚这一计划，但直到在1941年12月，在他们视察了那种80吨型号的潜艇之后，两人仍没有做出坚决的努力，去迫使有关当局加速开发。这样直到1942年2月才说服了富克斯批准建造一艘试验艇。



　　总的来说，邓尼茨为何不愿涉足先进技术仍然是个不解之谜。邓尼茨这个工程师的儿子被1940年的鱼雷丑闻搞得猝不及防，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把发展寻声鱼雷这一关键工作当作一件紧急事项。然而这种鱼雷本身便有着攻击船队护卫舰的巨大潜力。1934年就构想了这种鱼雷，但直到1940年才进行试验，而且直到1941年才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来加快研究，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到1942年，这种鱼雷才最后投入生产，而且仍然存在各种缺陷。邓尼茨对雷达重要意义的认识，也相当迟缓。英国从一开始就预想到了雷达探测浮出水面的潜水艇之可行性，以及今后因此甚至可以防御夜间攻击的可能性。然而德国在1942年初才要求通信和技术部门去从潜水艇的航海日志中查找敌方使用雷达的证据。直到同年的6月，海军少将施图梅尔才在拜访海军通信部部长时向他讲明了情况并提出了反雷达措施。由于经济原因，1940年希特勒就不赞成对雷达深入研究，因为那时战争看上去已稳操胜券。但海军在雷达测距研究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海军只是偶然听说了德国空军发展雷达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尼茨在敌人把有关问题推到他鼻子底下之前，往往放任自流。因而，对探测和早期预警装置的关注极其不够，结果潜艇司令部，就是在其“鼎盛”时期，也是苦于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而且甚至常常是认识不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



　　或许因为邓尼茨完全陷入了创建潜水艇指挥体系以及制定颇有争议的战术规则这类眼前事务，他对未来的预见似乎仍停留在30年代中期的技术水平上。古德里安立足于现状，着眼于未来，并且构想着各种巨变的情形，邓尼茨则很少有古德里安的那种想象才能。他生活在现实之中，死盯着已被证明了可行的系统，并把这些系统硬套进他头脑中的固定概念，从不劳神多想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因此在坚持使用亨克尔177型四引挚飞机实施远距离海上侦察方面，他劲头十足。可惜不幸的是，空军技术办公室主任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却认为，根据1938年流行的做法，该飞机应具有俯冲轰炸能力，并且根据1940年末关于战争已经打赢的观点，后来又决定所有长远发展计划都应锁进文件柜里。结果亨-177型飞机注定成了德国飞机设计的最大失败之一，致使1943年以前邓尼茨失去了该种飞机的支援。但邓尼茨在获得通信系统方面却是相当成功。该系统是他对潜艇作战实施集中指挥的关键——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又一次遇到了不幸，因为这一系统后来反而成了他的祸根。



　　邓尼茨安装了一套从威廉港总部辐射出去的，《英国情报这》曾认为“……其复杂性、灵活性及有效性可能是军事通前史上绝无仅有的”通讯网络。借助于这个由陆基和海基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组成的网络，可以发布命令、收集有关护航队动向和气候等方面的大量情报，还能够监听到敌方的无线电通讯，并且可以破译其中的相当部分。由于英国没有找到办法来对付“埃尼格玛”原机上增设一个密钥轮后所出现的巨大改进，致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网络的通信密码一直是安全的。于是，在不可动摇的自信心驱使下，德军开始在无线电通讯中喋喋不休起来，总部如此积极地增大它的指挥范周以致于到1943年，它开始给每一艘舰艇发布有关任务、目的地、航线、敌情及天气预报的详细指令。同样，潜水艇上的指挥官们为了报告敌军动向、天气情况以及日益频繁的对他们战绩的大吹大擂（或许是为了提高士气和自我表现），越来越频繁地打破无线电静默。



　　当然，无线电通信对邓尼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其它方法可以使他最大限度地调遣他的海上力量。在没有办法破译“埃尼格玛”密码之前，英国从测向装备截获的信号以及由谍报人员提供的舰船出入港的报告中，所能获得的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敌舰的位置。德国很清楚这一点，只是低估了测向的威力。德国推测那只是岸基站所为，把结果发送给海上作战的舰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数据也不会太精确。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法国和英国已制成了舰载无线电测向设备。这种设备不仅能高灵敏、高速度地接收到短波无线电信号，而且能够相当精确地标定其发射位置。到1942年1月，英国就有了一台实用测向仪投入使用，这样护航舰队和搜索舰队就能很快地探知并评估附近海域内的潜水艇，只要操作人员听到了信号并且技术熟练的话。



　　德国自然意识到了“埃尼格玛”被破译的可能性，但却迟迟没有对“埃尼格玛”己被破译引起警觉。他们系统的漏洞之一，就是允许单独活动的船只携带可供一个月联络用的“埃尼格玛”的密钥和其它水面舰船与水下潜艇都通用的密码出海。实际上只有水面攻击舰才有专用密钥，因为它们易于被捕获。其它船只，即像“克雷布斯”号拖网渔船这样的小船，在海上一旦受到威胁时，有责任销毁“埃尼格玛”密码机和密码。但“克雷布斯”号是在突击队对罗佛敦群岛攻击时，于1941年3月4日在近岸这样的不寻常情况下被捕获的，并使德国相信该船的内部装置并没有被全部缴获。“埃尼格玛”密码机的确是被应急处理过了，但一个事先专门给介绍了情况的登船检查小组在船的小舱中发现了一套备用密钥轮和不仅前一个月，而且包括下两个月通讯所需的足够材料。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材料提供了有关德国通信系统运行的关键线索，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提示。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游弋在大西洋上的各种德国气象船的确切位置的珍贵情报，而且捕获这些船便可得到每艘船上的密码机及密码。



　　这些被俘的船只之一是“慕尼黑”号。它是5月7日在冰岛海域被抓获的，船上有4月份和6月份的全套密码（但没有“埃尼格玛”密码机）。两天后，护航船队”猛犬”号驱逐舰迫使由经验丰富的尤利乌斯·伦普上尉领导的110号潜艇开到水面，得到了对英国来说是最幸运、最有价值的战利品。110号潜艇是根据最严格的作业程序，在伦普发布弃船命令之前，装填了毁船的炸药。并且他最后一个跳入水中。令他沮丧的是，炸药没有爆炸。更糟的是，当敌舰已经逼近，他明白他已不可能再返回潜艇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违反了必须把“埃尼格玛”密码机和密码本装入填重口袋沉入海中的命令。有证据表明他有意让自己葬身于冰冷海水之中，而不愿被活捉。因害怕偶然引爆潜艇，登船检查小组在搜索这艘潜艇时，几乎是大气都不敢出。结果发现了完好无损的密码机和密码本，还有两种从前不知道的特种密码。这些材料连同航图和几件供研究用的机械部件，由一艘捕鲸船一并被精心地转送到“猛犬”号驱逐舰上。这一行动没有被敌人或附近的护航队所注意。这种最简单的人为失误，给德国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很多大海战的损失。加上从6月28日捕获的另一艘气象船“劳恩贝格”号获得的更多材料，英国便一举可以重编未来版木的新密码，并窥探到海军密码机的奥秘，以备缴获的7月份密钥到期之后，“炸弹”破泽系统和密码破译专家将不得不接着破译德国密码。英国人此时也可以深入了解邓尼茨的指挥组织和内部运行情况，以致于即使当“超级”破译不成功，有时借助零星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推断出德国的意图。他们还能够检验德国情报的质量，查明德国已渗透了的英国密码，并适时采取变更措施，从而使德国人再次坠入迷惑不解之中——这是德国人所没有的一种奢侈品，因为英国人比他们更加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



　　然而，到1941年底出现了如下情况，即从表面上看邓尼茨能够使自己确信，战争正按他的意图进行。沉船吨位数的统计毕竟是显而易见的。像所有好领导应该的那样，邓尼茨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他有点沉溺其中而最终陷入了自欺欺人。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和开始向东南亚大举进攻的四天之后，希特勒在11月11日对美国正式宣战，这样，那个假借中立之名公开支持英国长达一年以上的自称不好战的国家，现在便有可能遭到攻击。而这正是邓尼茨求之不得的。














	

 






	















	







	







	









 





	


	







	








	




	


第九章：对缺乏想象力的惩罚




	







	

 



	


	


——大西洋海战最后阶段



　　正如约翰·杰里考爵士在1917年对实施护航编制的结果夸大其词一样，他的对手，德国海军参谋长海宁·冯·霍尔赞道夫上将过高估计其采用不加限制的战法攻击商船队所获得的实际效果，然而他却低估了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尽管德国想通过每月击沉60万吨运输船舶并劝阻40%的中立国船队使用英国港口来逼迫英国退出战争，对这个问题当时就颇有争议，德国对达成这一目标的难度以及因此激怒美国并促使其参战的危险性却估计不足。正因为如此，潜艇之战才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美军的参战为盟国的事业带来了急需的决定性的力量和鼓舞，因此，德国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的设想在1941年会奏效，实际上是公然无视历史现实。事实上，希特勒对毫不限制地实施潜艇战之后果忧心忡忡。他一系列禁止攻击“友好的中立国”船队和在特定水域尤其是大西洋西岸禁止攻击美国舰只的指示实际上束缚了他的军官们。在这种情况下，每月击沉70万吨船只的神奇指标以及不让中立国船只进入英国港口，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在1941年7月美国开始护送从冰岛和格陵兰开出的船队并攻击挡路的潜艇时，上述目标的实现便显得更加遥不可及了。



　　于是，邓尼茨实际上是在玩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他终于盼到了把他的手下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饥会，并迫不急待地命令他们集中力量攻击美国东海岸。而且，盟国在护航中使用了航母和更多的护卫舰，其1．5米新式雷达系统可以昼夜发现浮出水面的潜艇，从而改善了空中防护。盟国通过大力加强了这些防护措施使其威慑力日益增强。面对这种情况，邓尼茨开始有些躲躲闪闪避实就虚了。他把主力从激战中的大西洋东部和中部转向了大西洋西部比较容易对付的目标。邓尼茨的这种作法，只不过是通过击沉那些容易攻击的舰船以在其潜艇积分记录上充数。因此，尽管盟国在所有战区（包括日军达到疯狂顶峰时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区）的损失的总数虽然颇为可观，但却带有欺骗性。



　　由于2月至7月间潜艇战的巨大成功，最小限度地使雷达的威胁以及暂缓沃尔特快速潜艇的开发变得可以接受。因为所服役的潜艇数量大大超过了损失的数量，而且，随着可投入兵力的稳步增长，单凭潜艇吨位就可保证取得巨大的胜利。但邓尼茨1941年12月忽视了一条世人皆知的原则，一条德国人已经证明了的原则，即先进的技术可挫败数量的优势。墨守陈规终将一事无成。



　　从后勤学角度看，潜艇司令部对在美国沿海进行持久作战的准备不充分。紧接着1941年5月击沉了“俾斯麦”战列舰之后，德国所有支援水面攻击舰和潜艇的补给船，除一艘幸免外全部被截获。尽管并未从“超级”那里得到多少帮助，但英国当局却顾虑重重，唯恐如此迅猛的清剿会引起德军怀疑“埃尼格玛”系统已被破译。然而，德国人却找到了其它理由来解释其惨重损失，坚信“埃尼格玛”不可能被渗透。由于满足于现状，邓尼茨并未努力督促战前就规划的补给潜艇的建造。潜459号于1940年11月才开始建造，1941年9月下水后又发现操纵不灵，结果直到1942年3月才可投入作战，这是为增大VII型和IX型远程潜艇的航程而建造的几艘补给潜艇中的第一艘。但是，德国人开始给这次战果也许非常可观的海战配备战斗舰船时行动迟缓，数量甚少，除了派遣潜艇去地中海支援凯塞林和隆美尔外，希特勒还坚持保留20多艘潜艇以便与入侵挪威的盟军部队作战。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场战斗迫在眉睫——一个由于英国人对该地区表现出持久的关注而更加坚信不移的直觉。英国在德国通过北极水域的入海通道上，对德国水面攻击舰船突然偷袭、拦截，并组织通过摩曼斯克抵达俄国的护航战。起初，雷德尔以总数256艘可参战的舰艇中只分派出6艘去参加代号为“珀金斯”的行动，而且这6艘舰艇一直拖延到1942年1月2日才出发。舰数如此之少，不存在编组作战的问题，或者正如后来结果表明的那样，没有必要按小组建制作战。他们拖到13号才开始行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德国指挥官们却发现自己遇上了所谓的“第二次快乐时光”。成百艘船只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航行，好像并没有战争正在进行。结果德国人便可以将这些船只一艘艘地捕获。



　　美海军总司令恩内斯特·金上将是否如谣传中所说，不乐意充当皇家海军的副手，觉得从“一伙英国佬”那儿没什么可学的，这些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在当时，许多人都乐意证明的确是这样，甚至在名声显赫的美国《海军评论》杂志上作证。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德军潜艇为何能从1月至7月在北美沿海几乎完全是自由航行，尽管不可忽视的是，无论什么人或什么事狂妄傲世的金几乎都一概反对，包括美国陆军或任何形式的计划联合作战的组织机构。金讨厌任何妨碍他行动的东西。然而事实是，刚辞去负责这一带水域的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职务的金，以护航力量缺乏为理由一直对护航计划不屑一顾。他的理论是，力量不足的护航比不护航更糟。由于美国海军如皇家海军一样没有高度重视护航舰队的建设，英国提供的用于海岸警卫的屈指可数的几艘海岸警卫快艇、经改装的游艇及武装拖网渔船只能冒着风险挺身而出。而且美国人还建造了许多劣等的猎潜艇。这些不全是他的责任，而应归咎于在对历史错误认识和科学论证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全错误的现代海战理论。



　　但是，金为何荒唐到在这场战争尚未变得捉摸不定之前没有拟定出包括护航计划在内的总体防御应急计划？为何美国舰船在其海岸上没有熄灭的灯光的映衬下一次次地被德国潜艇击沉而德军又从来没有受到惩罚时，金和东海边疆司令阿道尔福斯·安德鲁斯中将仍荒唐地固执己见？268架可参战的美陆军飞机的飞行员怎么竟没有进行执行海上任务的训练？而他们的巡逻又为何没有与173架各类水上飞机协同？罗斯福为何没有在这件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的事情上施加更多压力？当安德鲁斯从美国实力可观的驱逐舰队中申请得到15艘时，为什么金却只给了7艘？欲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罗斯福通常总是庇护金将军而不使用铁腕，这样安德鲁斯便不可避免地受到金的以大欺小并被迫从命。但这也不能是安德鲁斯开脱责任的理由。安德鲁斯不是率领7艘驱逐舰有计划地搜寻敌潜艇，而是在各个沉船海域穿梭奔命，结果反而没能击沉一艘德国潜艇。对于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战况，以及各军种间的争斗不和，金应承担主要责任。不仅仅是海军和陆军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而且，海军当时也毫无准备。正如美国官方历史学家莎米尔·莫里森教授所指出的，“当时尚未找到科学的猎寻方法。美国驱逐舰猎寻装备不良，又缺乏良好的攻击训练，因此，与其用它们进行流动巡逻，还不如不用的好。”



　　之所以不用更好，是因为这种战法在最容易发现敌潜艇的船队附近水域对敌发起进攻的力量中分散了兵力。相反，美军驱逐舰在运输航道上固定巡逻，而德军则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时间表，这样他们便能避开美军的巡逻。但是，在这件事中反映出的美国人急于采取进攻行动的传统也正是他们为何不愿意采取在金和安德鲁斯看来纯属防御措施的理由。这一理由反过来也暴露了其思路上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无视他们自己的西姆斯海军上将的真知卓见。他曾在一战期间令人信服地理论道，“如果我们把运输船都集中编成船队进行护航，然后再用海军保护，那么，敌军为了攻击商船便不得不与我海军交战……”换言之，这实际上是把商船护航当作一种进攻性战略。



　　英国情报部门从“信号情报”站向美国海军提供了德军行将发动攻击的情报。然而当进攻开始的一个月内德军采用了新型的、四齿轮的“埃尼格玛”密码机时，只能对付3齿轮密码机的“炸弹”破译系统便彻底地一筹莫展了。关键性情报的来源开始中断。1942年头4个月里在美国水域没有击沉一艘德军潜艇。冷静地看这件事，可以说金在支持他自己强加于安德鲁斯头上的僵硬观点上的确是表现出了对安德鲁斯的耿耿忠心。而且他对来自大西洋威胁之所以反应迟钝是由于他优先考虑了太平洋战区。在那里，随着日军攻占了广阔的重要战略地区，战局已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但是，金头脑呆板，对政治也不敏感，他仍继续反对彻底改变战略，实施护航计划。而与此同时，美军在岸上民众的众目睽睽之下，正在输掉一场夜间海战。美国人民的恐慌此时已发展到了公开的呼吁抗议。2月间在美国水域就被击沉65艘商船（整个大西洋海域总共被击沉71艘），3月份损失86艘，4月份69艘（至此，才第一次击沉一艘德国潜艇），这样惨重的代价可不是能一笑了之的。然而，直到4月中旬禁止夜间出航后（贸易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损失数目才有所下降。但邓尼茨马上将他的潜艇转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在5月到6月期间其潜艇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进行他们的疯狂劫掠。



　　金终于在5月中旬开始对所有运输船只实施编队护航。一个月之后，他在给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信中竟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完全可以说……护航不只是对付潜艇暴行的一种方法，它也是可能取胜的唯一方法，所谓的巡逻和捕猎行动再三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金这样写那封信时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就知道这一答案。实际情况也许是，在5月珊瑚海不分胜负的航母之战和6月3日－5日日本精锐的航母舰队在中途岛溃败之后，太平洋战区的紧张空气开始缓和下来了。金这样做也很可能是因公愤和马歇尔曾暗示要追究责任的结果。马歇尔曾充满担忧地说道，这些损失“……将使我们的运输瘫痪……进而对这场战争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护航计划这一对应措施很快便把损失减少了。尽管德国潜艇在5月和6月间在美国水域击沉了75.2万吨舰只，但到7月，德军潜艇指挥官们便开始报告不是水域无敌船舰，就是护航船队戒备森严。邓尼茨很少因坚持要求部下执行毫无成果的计划而影响其士气，因此他即刻命令潜艇撤至中大西洋，重新展开在此海域的战斗。金上将是位受教于像马汉·菲斯克西姆斯等这样教官言传身教的美国海军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他曾更多地注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那么敌人的失败本会来得更早一些；如果开始时他脑子灵活些，思路开阔些，并试着派出一两支护航队，看看效果如何（如英国1917年惯常的那样），情况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正如打赢不列颠之战的英雄，具有技术头脑的空军元帅休·道丁爵士当时恰巧正在写的一本书中“高级将领为何如此愚蠢”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总使我感到诧异的一件事，便是高级军官们明显地本能地反对通过试验来解决那些试验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或许正如戴克斯准将——驻华盛顿的联军参谋长会议的英国秘书写到金时所称的那样，他“意志坚如磐石，但头脑却愚顽不化”。



　　大西洋其它海域重新拉开战幕后，德军开始溃退。不像下棋那样，在这种殊死的竞赛中，棋盘上的棋子在不断增多，而且双方的力量对比由于技术的加强而发生变化。但对方往往对此一无所知。对奕者往往不能真正弄清力量对比的优劣。犯了错误常常意识不到，而且也不报告。尽管德军很快意识到了盟军的舰载远程四引擎飞机和新式改进型深水炸弹使其空军力量渐渐扩大，并且不久即能控制整个大西洋海域，但德军在开始改进潜艇的防空装备以便使其能在水面进行对空还击时，已为时太晚。1941年德军便迅速意识到美军辅之以探照灯的1.5米雷达，在夜间对其潜艇构成了巨大威胁。直到1942年8月才装备了一种较先进的探测装置，但这时已经太晚了。浮出水面的德军潜艇艇长们凭借经验丰富坚持认为，他们自己往往是先于敌机发现对方，或者自己之所以受到敌机的突然袭击是由于了望哨的怠慢失职。若不是这样，德军本可以更早一些采取上述对应措施。但是，当涉及德国海军能否彻底赢得大西洋之战的胜利这一根本问题时，邓尼茨断然认为罗斯福总统宣称的每年建造1，100万吨舰船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德国每月必须击沉130万吨舰船才能根据这一计划超出新增舰船数量和英国的运量，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是个故意的错误，因为承认这种危险便意味着彻底否定了海军，特别是潜艇司令部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军事力量。



　　尽管邓尼茨一意孤行地维持着一场总是处于失败边缘的战役，但作为一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潜艇军官，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兵们还是尽可能地以诚相待。他虽要求他们作出最大的牺牲，但同时也决不会让他们去执行没有获胜把握的毫无战果的任务而白白送掉性命。他与艇长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尽可能经常地接见他们，并在他们出航前保证他们得到各种保障支援，并使其相信自己执行的任务价值和可行性。当潜艇返回码头时，邓尼茨总以欢迎英雄凯旋的方式迎接他们，并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度假。这期间，他们好吃好喝好住，并受到与德国的“通信小组和医院护士”，还有那些被占领国家愿意合作的迷人女郎们的精心照料。然而，尽管德国潜艇群战术在“第二个快乐时光”之后对护航船队的攻击中仍然取得了赫赫战功，但邓尼茨却不知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是瞬间的，仅仅是因为盟军一时尚未破译四齿轮加密的“埃尼格玛”密码。同时他也没意识到盟军一些新式致命的武器即将投入使用，其中有些武器是德军意想不到的。



　　让我们看看拥有能挫败德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后，盟军1942年11月7日突然发动“火炬行动计划”，一举入侵法属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之前，德军是在多么有利的条件下坐失良机陷入被动的。因为盟军这次作战根本就不可能达成突然性，如果德军正确地运用了手中关于“火炬计划”的大量情报。相反，源源不断、五花八门的情报反而成了德军情报判断失误，或在盟军抵近直布罗陀时无法确定其真正目的地的原因。关于盟军将在西西里、的黎波里塔尼亚或爱琴实施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谣言和预测盛行。凯塞林特别相信关于这是又一支驰向马耳他的船队的预测，而意大利方面关于其目的地可能是西北非的猜测则被德国断然否定，认为盟军那样做也未免太狂妄自负了。盟军通过“信号捷报”对德军的种种猜测几乎了如指掌，这简直是一种奢侈。而且盟军还得悉他们的猜测无一正确，因而更加信心十足。如果盟军能破译出德国海军的“埃尼格玛”密码，并知道德国海军和潜艇司令部因“从军事上考虑完全不可行”而排除了盟军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的话，那么盟军还会更加高兴。犹豫不决仍然是轴心国大部分司令部的通病。没有一位指挥宫或参谋准备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而德国海军根据两份海上护航观察报告和一份来自直布罗陀的报告（该报告称：那儿的舰船只有两艘运兵船和九艘登陆艇），于11月4日便武断地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支正在集结的驰向马耳他的船队。于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邓尼茨便命令大西洋的潜艇在该海域沿通常的北南航线开始大海捞针般地追寻盟军舰从。在希特勒的唆使下邓尼茨还布署了地中海小舰队（其中得到了5艘是从大西洋抽调来的潜艇的加强）以实施对沙丁尼亚和通向马耳他的航道的防御。结果，从英国和美国驶往直布罗陀的盟军舰队无一受到严重阻拦，甚至在驶往奥兰、阿尔及尔的舰队进入地中海后仍然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邓尼茨之所以犯了这么一个致命错误，其原因有许多。他的情报部门无法有效地利用“信号情报”。因为盟军在实施“火炬”行动之前启用了新密码，而德国的破译专家尚未将它破译。再有护航船队在利用“信号情报”、“测向”和大量相互矛盾的传闻的同时，盟军舰队巧妙地选择了各种航行来迷惑敌人，使德军司令官和参谋如坠云海。但是，如果他们在3月份没有放弃考虑所谓“第2条战线”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或许更容易接受这一事实。英军对圣纳泽尔的令人难忘的突袭行动使德军永久丧失了大西洋沿岸一个可停泊战列舰的船坞，使他们几乎不能启用新的潜艇掩蔽洞。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在战后总结中写道：“大规模成功登陆的可能性仍可以不予考虑。”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证实。8月迪埃普突袭行动的失败即暴露了盟军在欧洲实施登陆的弱点，这样，在不可能有一场大规模登陆行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限制下，德军指挥出现失误，反应迟缓，其防御部署力量失衡。盟军实施登陆整整两天后，第一艘潜艇才“格外小心”地抵达卡萨布兰卡沿岸。而对德军来说更加不幸的是，这位艇长恰巧正是在这场大战中唯一因畏敌不前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德军潜水艇艇长。24小时后，地中海的舰艇才开始对付阿尔及尔和奥兰沿海的大批舰船，但潜艇遇到了顽强抵抗，只有两艘船只在锚地被德军潜痪击沉。绝大部分战果还是靠德国空军的鱼雷攻击机取得的。例如，他们在布日伊击沉了附近70%的盟军攻击舰，而己方只损失6架飞机。这充分表明了戈林在1940年否掉这种攻击方法是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尽管在以后的5个月里，潜艇屡建战功，努力不懈，但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了盟军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行动的实施。德军的这一失败其影响深远。1943年5月，通过地中海的直达航线，盟国商船将省出一大笔经费，也将极大地提高盟国海军的战略和战术机动性。但从至关重要的心理意义看，德军潜艇——“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作为反入侵的武器遭到了严重挫伤。即使他们最终潜入了盟军舰艇的换乘区，他们也未能逃脱盟军的潜心捕猎，结果，其损失远远超过了击沉对方舰船的数量。正是这次截击的彻底失败使德军情报参谋、希特勒和陷入诈骗术的邓尼茨恼羞成怒，类似的诈骗术曾于1940年用以诱获了法国，为隆美尔在1941年3月发动进攻创造了良机，欺骗了斯大林，使其对德军1941年6月入侵俄国不可捉摸；也使隆美尔对美国在贾扎拉部署装甲部队表示惊愕。甚至当邓尼茨听说他将接替雷德尔（他在1943年1月30日与希特勒闹翻后辞职）时，他的脑海中还索绕着又一场“诈骗”的较量。



　　在较低级的军官这一层，无论是在陆地、空中和海上执行任务和命令都难免要犯数以百计的错误。不管美国人在这场海战中可能犯过什么错误——包括人所皆知的过失，如1942年6月由于情报处理不当和英国海军部的最高层指挥不力（在此不加赘述），驶往俄国的PQ17护航船队力量分散，随后遭到截击——或者说是美国人的心中对与大西洋之战有关的“埃尼格玛”密码破译机的极端重要性丝毫不怀疑。



　　1942年11月2日，英军海军部以过于保留的态度强调对破译四密齿轮的“埃尼格玛”要“稍加关注”，指出，这是美国密码破译专家们没有发挥明显作用的一场战役，也是唯一可能导致战争失败，除非他们的确有所作为。这必须与1941年第一次延误设计“高速四齿轮的炸弹”破译系统的事联系起来看。由于工作压力和人手不够，盟军自然而然地将工作重点放在“炸弹”系统上，因为“炸弹”正在破译其它不同的而又十分重要的大量密码。但是，由于各种组织编制原因，英国和美国延误了另外几项研制工作。将冗长而有时十分可悲的故事长话短说，1942年12月海军研制四轮“埃尼格玛”破译机的工作尽管历尽艰辛，但毕竟首次有了突破，天边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从此，破译量缓慢增长。但开始时，破译工作时好时坏，海军方面出现过几日的延误，幸好德军无能，如当时德军操作员只得到三密齿轮的密码，因此不得不把第四个齿轮置于不工作状态，结果自然减少了破译难度。直到1943年8月盟军才可以解开其所截获的德国陆军和空军的密码。但无论取得了什么成绩，也不过如此而已——与当时共同开发研制新武器和新技术领域已取得的进展相比。



　　如已经提及的，护航航母的飞机和远程轰炸机开始填补中大西洋上的远在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够及之外的“空隙”。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了一种厘米波雷达，这种雷达是由于J·T兰道尔博士和H·A布特先生在美国卓越地发明了强效用的空腔磁控电子管于1940年才研制成功的。1941年夏首次装配在几艘小型护卫舰上后，带有磁控电子管的ASV271型雷达便能发现10英里处浮出水面的潜艇（1，300码处能发现潜望镜）。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发现并攻击敌潜艇的次数。当1943年初威林顿轰炸机配备有这种雷达和已经试验的利式探照灯之后，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系统于3月1日在德军潜艇最疯狂之时投入了作战。德军潜艇数量增至240艘，邓尼茨得以一次在海上保持50多艘，其后勤供应由14艘运输快艇组成的小型舰队保障。仅仅依靠数量优势，凭借协同良好的狼群战术，沉船数疯狂上升：1942年12月，击沉船只26艘，其中包括护航船队中的19艘；1月，由于天气恶劣，只击沉15艘；但2月，沉船数一下升到48艘，而3月沉船总数为103艘，仅护航船队就有72艘，在这年的3月份开始了一场迄今最大的抗航与反护航之战（见下述）。在那4个月里，德军和意军损失的潜艇分别是8、9、22和16。



　　当潜艇编队、护航舰和装备有最新雷达、声纳及深水炸弹的特殊队形的捕猎小组，围绕重型商船队展开推磨式的相互追捕时，护航与反护航之战达到了最为复杂的程度。潜艇攻击船队的方法是向船队中胡乱齐射鱼雷（称为“白郎宁射击法”），指望能够击中1艘或2艘。12月8日（当时有两艘潜艇在攻击时相撞，折损1艘）之后，潜艇的小编队数量限制在13或15艘。为对付潜艇的这种攻击方法，舰船之间的间隔、距离不得不扩大，尽管如此，空间上的集中及战斗的激烈程度仍是有增无减。护航舰之间增加使用高频话报无线电后，捕猎舰之间的反应加快了，协调简化了。但是，护航舰在对付狼群式攻击时毫无组织的情况不乏其例。另一方面，潜艇艇长们需与其它潜艇协同，潜伏并攻击一艘船只，每次的时间是3或4个晚上，这样，其紧张劳顿之程度也是极大的，往往也降低了威胁对方舰船的效率。而且，正当盟国空军介入这场战斗其作用发挥得尽善尽美之时，德国空军的作用却小得可怜，尤其因为从护航航母上起飞的战斗机对德军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尤其考虑到邓尼茨在中大西洋集中了不足50艘潜艇这一情况，对3月份这次激烈的护航与反护航大战的叙述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描述这场大战的书很多，其中，罗赫尔在1977年撰写的一本书材料翔实，可能当推最佳。尽管他不可避免地省略了有关“信号情报”的情况，但“英国官方情报史”在1984年出版时其第3卷第一部分有详尽叙述。书中136页上的地图表明了这条护航线路——连接美、英北、南航线和直布罗陀至英国和美国的航线。该地图表明了护航船队如何每隔一定时间沿着这些线路航行，这些舰船航速不一，有快有慢，在中洋区进行超越航行，经常因敌方行动、天气或流动冰块的危险而改变航道。图上还显示了进、出港的或是在搜寻护航线而扩大的巡逻线上的潜艇编队，德军是通过侦听和破译盟军护航密码而得知盟军护航线路的。最后，潜艇司令部根据“保持接触”的潜艇发来的报告引导潜艇向猎物扑将而去，美餐一顿。



　　犹如平时，天气和大海为共同所有，只是下潜的潜艇可以暂时逃避恶劣天气，每当这时，海面上波涛汹涌，深海槽、凹陷区到处可见，决无安宁。但是，由于大雾弥漫，雨雪交加，能见度极差，双方对此均无法躲避。亦犹如平时，战斗接连不断。当一艘护航船驶出潜艇或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外，另一艘便将补缺，而此时，潜艇轮流换班，不断调整力量。例如，3月5日，当“HX229”号和“229A”号护航船集结于纽约之时，航速较慢的“SCl32”号已驶向大海，“UGF”号更是早在前往直布罗陀的航道上。驶离纽芬兰的“HX228”号一头扎进了灭顶之灾，“SCl21”号在格陵兰以南与两支狼群编队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另有更多的潜艇在其预定的航道上建立了巡逻线。正当相对分散的战斗在比斯开湾和葡萄牙海区持续展开的同时，“ONSl69”号正绕过预定的巡逻线驶往目的地。



　　照此看来，“棋盘”看似整齐划一，方方正正，但事实上，“棋盘”上的许多边模棱两可。在每一支护航船队中总有几艘因蒙受种种情况如恶劣天气、敌方攻击或机械故障造成的损伤而掉队。如有可能，舰队派出几艘护航舰将其收容归队，但这些舰只依靠“测向”、雷达或声纳信号偶尔遇上某一艘因搜寻对方掉队的船只而落伍的单只潜艇，或是因受到攻击干扰而没能追赶上前头船队的单只潜艇。战斗区四周，控制极为松散。通观全部过程，相互干扰的事件屡有发生，若要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多少意外失败源于真正的错误，有多少源于纯粹的不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例想必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例如，当时决定护航航母“USS Bogue”号及其两艘护航驱逐舰与“HX228”号护送船队保持在一起，以防该船队遭灭顶之祸，由于时间太久，舰载飞机毫无动作，无所作为。护送船队失去了极需的空中武器，这正是她存在的先决条件，正因如此，航母受令独立行动，但须在船队的附近进行活动。导航错误也司空见惯。一次，“U600”和“U468”潜艇受到护航船的袭扰后又因对方的骗局错报了170号航道的正确位置，与实际的位置正好相差40英里，结果，这支船队免遭劫难，而潜艇却在错误的方向四处搜寻。文件誊抄、译电和破译密码的错误也同样带来了严重不利的后果。当HMS“志愿者”“测向”信号人员由于任务繁重，不谙设备而向飞机报错180°之差的方位时，“HX229”号便失去了“解放者”远程轰炸机的掩护达数小时之久。其结果是，两艘潜艇白天浮在水面不但未遭发现，反而还向两艘舰船发射了鱼雷。



　　3月的激烈的护航与反护航之战使盟军蒙受重大损失，英国海军部为此忧心忡忡，怀疑护航不再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形式，而德军却视这次战斗为胜利之举，不过，对其战绩颇有言过其实之嫌。尽管44艘潜艇在5天里竭尽全力，但“SCl22”号、“HX229”号和“HX229A”号船队中的150艘商船中只有21艘（无护航）被击沉。的确，潜艇只被击沉1艘。另一方面，只有15艘共同参加了7次战斗。该月的同一时间里，当船队中的72艘舰只被击沉，战斗频频发生之时，双方便需要有一种兵力分配的平衡感。由几百艘舰只组成的众多船队几乎是完全不受袭扰地顺利通过了封锁，这一情况部分是由于德军集中过多的潜艇去对付“SCl22”号和“HX229”号船队而置其它船队于不顾而造成的。即使损失与潜艇建造的比例仍令人满意，但德军集中兵力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不可能再有所加强。所以，胜利何时会来临？



　　当然，一个月之后，在盟军看来，三月的倒霉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到那时，该由邓尼茨来提问一些基本问题。为何在天气转好的四月里只击沉中大西洋船队中的25艘船而报告失踪了16艘潜艇呢？这当然得理解为，当敌舰和敌机准确无误地发现浮出水面的潜艇时，由15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只能击沉两艘船只，而己方在之后的战斗中却损失1艘而重创3艘，这其中一定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但是，邓尼茨曾经在取得三月份反护航之战的伟大胜利后夸奖官兵们训练有素，现在却与那些将四月的挫败归咎于“毫无经验的指挥官们”和天气的人相苟同了。



　　由于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受到邓尼茨的态度以及他对能校对和分析报告的研究部门缺乏组织而膨胀起来，五月的大惨败更令人感到震惊。几乎每天至少有1艘潜艇失去信号联络，5天里，每天有3艘（有一天是4艘）下落不明。至月底，冷酷无情的损失数已上升到46。邓尼茨不知所措，意识到了艇员们士气瓦解，无心再战，他只好在已拟出反击措施和新式武器（1942年加速研制而成，但也为时已晚）匆匆上阵之时暂时撤回潜艇。邓尼茨及其编队越来越感受到以往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因为，这不能单单解释为敌军的数量优势和造成所有损失的怀疑中的新式雷达——尽管这些因素是起过作用的。



　　正如邓尼茨当上总司令后所发现的，雷德尔并没有竭尽全力支持为潜艇进行的武器装备和电子设备的生产。因为雷德尔当然渴望建立一支力量均衡的海军，的确，由于他希望能将水面雷达投入使用而与希特勒翻了脸，为此，他只好辞呈而去。身为总司令，邓尼茨理所当然青睐潜艇兵种，并敦促科研部门和工厂将工作重点放在潜艇上，最后，他还出面协调各方工作。在他任总司令之前他没有为此作出更多努力，这恰恰是他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又一象征，其编制过小的参谋班子正如盟国的一名调查员在战后所评论的“带有他的（邓尼茨）个性特征”那样，也染上了他的这一弊病。



　　邓尼茨之所以不愿组织一个编制庞大的参谋班子，或许的确是因为几乎所有德军将领生来就不能更广泛地分担他们的责任。他们受到过对独裁统治依顺和对上帝崇拜的训练，但他们还是失去了足够的支持，因为早在1940年前，指挥上个人意志至高无上的美德和优点受到进步思潮发展之速度和程度的侵蚀，这一进步思潮要求更多的专业人员通过扩大的和专业性强的机构和方法来解决新技术所带来的复杂问题。德国科技人员正确地认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盟军的数量优势和空中威胁（对此他们一筹莫展））这就为其军事主子们的错误开脱了。他们对已知的或怀疑的盟军武器的调查工作能否顺利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到解决困难的措施以及在研究和开发的相类似领域能否取得成功，这样说并不偏颇。



　　例如，他们在生产所谓的反护航舰的武器即寻的鱼雷方面因大量的问题而焦头烂额，他们没有专心致志于研究对付这种武器的措施。因此，美军从空中发射的寻的鱼雷轻而易举地击沉3艘潜艇，为五月的惨案增添了新的内容——从此开辟了击沉潜艇的新阶段，德军对此毫无意识。



　　德国科学家由于缺乏对厘米波雷达的深入调查而中止对雷达发现目标能力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可能”。经过对这一显然最为理想的项目的研究，他们得出了结论，一部完整的雷达需要足够的动力，而这办不到。因此，他们竟以为盟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然，英国科学家在1940年考虑德军的无线电波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幸好一次简单的试验使英国科学家解决了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自1943年3月底以来就一直掌握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即磁控电子管。然而，正如英军在1941年在埃及的情况一样，当时英军几个月里一直掌握着德军的具有坚硬外壳的装甲车车样，可他们并没有去悉心研究他们所掌握的东西，尽管他们相信其海上的不幸根源在于敌方雷达。顽固不化，高傲自大，不是政治家、政客和军队领导人的特性。科学家们染有这些性格上的缺陷，而且还掉以轻心，德国科学家在红外技术方面，无论是学识或研究都遥遥领先。因此，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敌方只能步其后尘，但又指望敌方在调查研究上稍稍落后。获悉这一情况后，英方别有用心地、貌似彬彬地怂恿着他们这种傲慢之举。



　　从单个人的工作看，德国科学家杰出无比，但他们集体工作时仿佛是在水密箱里，互不合作，整体工作便只得蒙受其害。如果在参加海战的飞机上取到磁控管样品，它的价值就可以早估算出来。但是，从被击落于荷兰境内的皇家空军兰开斯特轰炸机上的H2S装置取回的一个样品是轰炸指挥机上的，它用于识别陆地目标。德军在这一阶段根本就不重视电子管，尽管他们也怀疑过其用途。相反，夏秋两季他们捕风捉影，研制出了一种毫无用途的较低频率的雷达探测器，而一种高频扫描的N探测器却被冷落一旁。



　　同时，他们根据一名机智灵活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的供词在8月份放弃使用M探测器，这就使得水手们更加束手无策了。当问及盟军如何发现潜艇时，他的供词是（回答时神志不清），他们几乎从不使用主动寻的雷达，而是利用M探测器释放出的射线寻找目标。他称，航行高度在825英尺到3，300英尺之间的飞机能接收到90英里处的这类射线。尽管当时的调查表明M探测器的射线并没带来多大危险，德军对这一陈述却深信不疑，极为重视，因为他们相信，从俘虏口中得知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唯一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得出的结论悲悲切切：“即便这是故意将我们引人歧途，而且他所称的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射线也只能由一个非常敏感的接收机来接收。但是，这种说法也必须视为真实……”



　　结果，M探测器被弃之不用，潜艇失去了唯一能对付雷达的得力助手。邓尼茨天真无邪，坚信不疑地向希特勒报告说，“M探测器射线的可悲和可耻解释了所有捉摸不透、令人百思不解的现象，如敌人对潜艇的围攻以及潜艇在公海的损失等。”如果说曾经有人从技术上企求过什么灵丹妙药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邓尼茨。



　　德军排除了通过“埃尼格玛”造成安全突破口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在1943年6月，耽误了3天以后，连续成功地破译了盟军的护航密码。尽管英军由于担心德军会由此发觉“埃尼格玛”已被破译，反对在加油地攻击补给船，金上将和美国人却自行其事。1943年5月13日至10月4日之间12艘船只中的10艘补给船遭到突袭的事件是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包括无线电侦听、测向系统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因此，德军没有再进一步地复查“埃尼格玛”。



　　6月份损失了17艘潜艇，7月份则损失了46艘（仅30日1天损失就不少于7艘），从而在这个月里作战潜艇数削减到207艘，与此同时，盟国造船数得以首次超过沉船数。这种情况引起了德军潜艇指挥官们的恐慌，他们铤而走险，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其中有些错误简直是荒唐可笑。例如，当用于昼间水面追捕或超越船队的潜艇基本战术不断遭受M探测器无法发现的空袭危害时，德军采用了在水面靠轻型高射炮来一决雌雄的策略。但是，除引起潜艇的不稳定性和操纵困难外，这种战术使得它们更易于被发现，更易于受到水面和空中的攻击，而飞机则由于5月份率先使用了能使之避开高射炮射程的火箭弹而获益。尽管德军击落过几架飞机，但不久他们意识到这种高炮决斗游戏代价太大，于是悄然地放弃了这种战术。



　　德国海军技术界特有的作用使改进型鱼雷的研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尤其是音响鱼雷的研制因过多的不相关项目的干扰而受到了影响，直至1943年2月，德军的第一种音响鱼雷——缓慢的20节鱼雷，才准备投入试制。德军在3月16日成功地用它对付了一艘护航舰后，便不顾其不足之处从7月1日起将其完全交付使用。而更有前途的（盟军称为蚊子）的鱼雷预计速度为24.5节，足以胜任反护航的任务，但因其无线电引信（像大多数德国接触引信装置）的不可靠性——在龙骨冲洗时发生了过早爆炸——其投入使用拖延了很久。



　　1944年初，当科学家和“Naxos”探测器最终在证实所有这些错误时，邓尼茨对失利的后悔之意也许在他给希特勒的著名而伤感的承认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看来我们以前对英军定位的所有判断都错了，真是10厘米波雷达导致了德军的全部伤亡。”这恰恰表明尽管他已有所认识，但距整个事实还相差甚远。



　　盟军能在海上截获对狩猎者来说是现场情报主要来源的潜艇HF信号，德军对这一能力带来的意义从未认识到。因此，每当潜艇与护航舰队相遇，每当潜艇屡被发现、袭扰、追赶或击沉——这些遭遇常常发生在潜艇发起攻击之前，潜艇总是“战战兢兢”。但从1943年4月起，德军无线电监听部队发现并上报了这一情况，可潜艇和其它司令部里鼠目寸光的长官们对这些报告漠然视之，他们只担扰雷达的威胁。德军不认真考虑问题，不充分认识危险的程度和采取反击措施的必要性，使邓尼茨感到痛不欲生。集中控制潜艇编队的基本思想本可瞬间瓦解，他本不该再玩弄海棋，但当时他却无能为力。在装有改进性鱼雷的快速潜艇投入使用前，这场战役也本可告一段落。而事实上，潜艇厄运交叠不断，直至战争结束。














	

 






	















	







	







	









 





	


	







	








	




	


第十章：主动的代价




	







	

 



	


	


——日本的介入，1941年



　　1943年春天形势发生了逆转。轴心国集团注定要失败，除非他们得到了具有大规模毁灭能力的武器来创造奇迹，比如用成群的不可拦截的火箭，把成千上万吨的高爆炸药倾泻到盟国的城市和设施上，或者拥有科学家们不止一次暗示过的具有不可想象的破坏力的原子弹。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来说，摆在面前的出路不是谨慎地退出战争，就是战死。对盟国来说，只是如何用生命和财产的最小损失来尽可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由于失去了主动，轴心国将在各类事件和本身弱点的压力下被迫犯更多的错误。而盟国在竭力寻找一个经济上合理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则不得不努力根绝其失误。但是到了1944年春天，随着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逐渐演变清晰，以及早先估算中的错误被暴露出来，交战双方所要付出的代价便更加明朗化了。



　　欧洲的争斗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仍在继续。德国人民支持他是由于宣传导向所产生的错误观念，即不管怎么样希特勒的天才总会找到一条跳出火坑的通途，尽管正是他在开始时犯的错误才把他们赶进了火海。每一次失利之后，德国人的失望悲观都因被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灌了一剂充满谎言的迷魂汤而有所缓解。日益猛烈的英美空袭正以不可想象的凶残蹂躏着德国城市。德国人民则带着不断增加的冷漠来四处躲藏，好象在绝望中瞪眼看着自己的困境却又无法预知自己的全部厄运。俄国人日益逼近德国战前的东部边界，盟国部队7月在西西里岛登陆，然后是意大利这个不幸的国家在1943年9月退出了轴心国集团，但是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比以往更残酷的毁灭和仇恨的纷争之中。随着盟国强大部队在法国登陆的时刻日益临近，西欧上空的空战也更加激烈。



　　日本人经过另外一条道路，出于心理上不同的原因，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这种情况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将在第14章更详细地讨论。现在只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民，由于传统的和历史的原因，坚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必胜）——一种从本质上说是由其独特的表达和交流方式以及政治制度造就的心态。日本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式武士道精神向现代工业化和作战方法转变的过程中。其政治军事领导层由于更多地是受过去的理论和战绩而不是现实形势的影响，他们明知后果但还是发动了战争。正如1941年9月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对日本首相文磨所说的那样，“如果您坚持要我继续（战争），我可以保证痛打他们（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一年半，但却不能对此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任何保证。”——这种表示怀疑的观点在海军总参谋长永野修身海军上将那里得到了充分补充。他对天皇说：“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没有战争，国家便在劫难逃。即便是有战争，国家也可能毁灭。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目前困境中还不进行战争，那么这个国家便失去了其精神，已经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国家。”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决定扩大1937年他们发动的与中国的战争是正确的，如同在其军国主义政府看来，挑起与中国的敌对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是日本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必然结果。日本所犯的不能原谅的错误是其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使日本以一种好战的姿态实现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因而又必然要引起美英的抵抗。1940年法国沦陷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无视美国的一再警告，无视表明两个拥有巨大工业潜力优势的强国随着事态的发展可能会被激怒来管教好战的日本的种种迹象，是极其愚蠢鲁莽的。这使日本不能不失体面地退缩。



　　山本关于可以痛打盟国18个月的推断是基于日本的石油储备水平以及在没有得到自己控制的石油来源补充的情况下石油储备在战时减少的速度。美国在1940年9月采取的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积极措施，以及美国与英国一起在1941年7月对日本财产的冻结，事实上使日本采取行动夺取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的生产资源变得更为必要。山本的军事失误在于其坚信仅一次海战大胜便有可能决定一场战争。这种观点是在1894年鸭绿江之战日本海军大胜中国舰队和1905年在旅顺口歼灭俄国舰队这两个日本海军辉煌战绩之后才引入日本理论中的。要想彻底重演上述辉煌战绩并使美英瘫痪，山本知道对敌人的打击必须是完全出其不意，而对手的兵力恰巧完全集中并全都部署在最多两个地点上。这是一个极难实现的企图，实际上是拿自己国家的未来命运作赌博。因为嗜赌成性的山本（据说拉门、围棋，麻将、纸牌和轮盘赌这类凭运气的游戏对他来说比吃喝更重要）在筹划他对美国进攻的决定性战斗时，没能控击住他本人性格中的这一怪癖。由于日本航母联队接近珍珠港必须保持高度隐蔽性，而又极容易被发现，由于几乎全靠空军来实施决定性打击，以及必须在极短时间摧毁所有的各类目标，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本身便是一场赌博。即使仅仅考虑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如此。



　　如同日本的大部分重要作战计划，对珍珠港的袭击计划也是非常复杂而且极其依赖完美的执行。此外它还依赖于出色的保密和对敌情报——敌人得极其合作地按日本人的假设作出反应！这种要求也太离奇了，特别是当美国人已经译读了日本外交密码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并不知晓），并且知道一场尽管时间地点还不清楚的冲突已经临近的时候。在进攻之前，在夏威夷的日本间谍已经通报了日本人，敌人的两艘航母在周未都离开了港口。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对计划是否已泄漏的怀疑——而事实上这不过是美国方面的一个预防性措施。而且，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发起攻击时，日本人并不知道当时只有一半的美国航母兵力部署在太平洋。



　　日本人既没有对美国潜艇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也没有强调海军船坞机械修理厂和石油灌储存场的重要性，而把这些设施降为在战列舰、航母和巡洋舰被击沉之后的第三次攻击的目标。由于害怕据知仍然很强大的敌军陆基和舰载飞机的空袭造成太大的损失，南云海军大将取消了第三次攻击。结果这些设施便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南云比别人都更积极推崇战列舰是比航空母舰更有威力的决定海上胜负的武器，因此只要已经摧毁了敌人的战列舰部队，他便很满意了。他已经赚了一大笔奖金，不愿再赌了，尽管还没有把庄家赢光。这样，对美国海军舰队快速恢复元气至关重要的武器、设施和给养被留在那里，从而加速了日本的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总的来讲，无论德国还是日本都没能意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全球性，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敌人不仅理解这一点，而且还成功地调整了各战略点上的力量对比。柏林和东京之间没有真正的联合筹划，也没有像伦敦和华盛顿之间那样努力为双边利益而协调行动。结果，在大西洋击败德国潜艇，既是对德国的胜利，也是对日本的胜利。因为把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德国作为首要目标也是相对而言，只不过把最终粉碎日本的部署推迟了几个月而已。而且，在中途岛和所罗门群岛失败之后，日本已无力影响盟国军队在1944年轰炸德国和实施有史以来最大两栖作战。总而言之，此时是该由盟国来决定如何以可能最少的失误来结束这场战争了。














	

 






	















	







	







	









 





	


	







	








	




	


第十一章：对德国的错误判断




	







	

 



	


	


——欧洲轰炸，1940-1943年



　　英国皇家空军导航部队指挥官、空军副元帅唐纳德·贝内特在1944年11月3日在写给轰炸航空兵司令部的一封半官方的信中，提到了一些机组人员在一次次地要求他们攻击其不感兴趣的目标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甚至“畏缩不前”。



　　唐纳德·贝内特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在提到1943年对埃森和1943年底和1944年初对柏林的持续轰炸时，他特别指出了许多飞行员并不是竭尽全力轰炸柏林，而是将总重达4，000磅的炸弹和燃烧弹中的大部分扔到了北海和丹麦。他本应加上这一点：显然由于迷失航向或飞机被击中，盟国的飞行员降落在瑞士的机场并被拘禁；这类飞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致使这些机场拥挤不堪。因此，飞行员缺乏勇气就被作为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而加以长期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盟国空军，尤其是轰炸航空兵，竭尽全力试图通过直接炸毁德国的心脏地区并建立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空中优势来赢得这场战争。



　　盟国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实施轰炸进攻，并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对柏林轰炸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在那次会议上，除了其他事项外，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和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特别为结束战争制定了一个方案，决定首先赢得大西洋之战的胜利，此外，还要对俄国提供物质援助，加强在太平洋和远东对日本的进攻。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未预先充分考虑的声明：同盟国将坚持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这一轻率的讲话等于提出了一个延长这场战争的政策，因为它给敌人提供了宣传机会，使其人民由于害怕灭绝而坚定其血战到底的决心。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实施的著名的联合轰炸进攻计划，加剧并充分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该计划命令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对德国境内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目标实施全面轰炸。其中特别提到了柏林，“……当形势适于达成对敌士气不利或对俄国士气有利的特别有价值的战果时，必须轰炸柏林。”



　　战前，英国人比美国人或德国人，正如前文所提——更加坚信仅靠轰炸进攻就能赢得战争。在30年代，英国把一支强大的轰炸部队当作防止他国轰炸其本上的威慑力量；与此同时，德国人由于缺乏资源，并且完全正确地认识到仅凭现有的技术，在寻找目标、命中目标方面难于达到足够的准确性，因而他们抛弃那种观念；至于美国，一直犹豫不决。到1938年，罗斯福才在专用于支援陆军作战的编队之外又大力扩充陆军航空兵并开始组建四引擎轰炸机大队。首先，鉴于昼间最易保证攻击的准确性，以及大力强劲的快速轰炸机能够在速度和作战性能上略胜歼击机一筹，主张实施单独轰炸进攻的人们坚持认为轰炸机无所不能。但是，正如本书已经阐述的那样，在昼间，除非轰炸机有己方歼击机的掩护，否则，极易遭到敌方歼击机的攻击。而且，这两种飞机在速度和性能方面的差异，在30年代中期由于单翼机取代双翼机而极大地扩大了。轰炸机密集编队的防御能力，甚至象英国装备有机动多管炮塔的轰炸机的防御能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40年代初期没有装备炮塔的“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便令人失望地处于一种劣势，根本名不符实。从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英国独自坚持作战，而且直到1943年7月进攻西西里之前，只能运用空中力量对欧洲大陆的轴心国实施直接打击。然而英国发现，由于轰炸机极易遭到攻击，自己的这一努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英国轰炸机试图在歼击机的有效掩护范围之外对德国境内目标实施昼间低空精确轰炸，但结果证明代价昂贵——正如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的类似轰炸所遇到的问题。夜间远距离轰炸的确曾鼓噪一时，并被轰炸航空兵司令部和英国的吹鼓手们充分发挥。



　　但除此之外并无其它实质性收效。作为坚不可摧的信念的一种表现，这一努力的确宏伟壮观。但是，作为摧毁精确目标的手段，轰炸进攻则就显得收效甚微了。因为在1939年以前并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过这种作战方法，对于这一失误，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应负有责任。内在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经济和工业资源，原因之二是各军种间的争斗引起了内部不和。



　　世界和英国正在从衰退中复苏。皇家海军当然需要空军为其几乎所有的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援。陆军也是如此。皇家空军中的一批军官们自以为是，竭力游说以使他们这一新组成的军种保存下来，并且理所当然地想把空军上升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一个兵种。其中他们唇枪舌剑的战果之一就是大大地夸大轰炸机的破坏威力。



　　空军上校亚瑟·哈里斯于1934年在空军任计划处副处长，负责协助制定政策以及实施上述政策所需要的具体飞机类型，特别是发展关于大携弹量四引擎远程轰炸机的作战思想。他对海军和陆军的要求不怀好意地加以反对（某些皇家空军的司令部的要求除外）。但是，当空军上校贝内特于1937年接任计划处副处长时，他发现“……我们似乎正在忽视有关炸弹类型和战术的实际研究和试验，以便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各种目标。”4年后，道丁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排除了对受控试验的种种限制。这也正是R·V·琼斯博士的本意。他曾写到轰炸航空兵存在着抵制科学的现象，并指出这与道丁指挥的歼击航空兵形成鲜明对比。1940年，琼斯不顾一些科学家和飞行员的怀疑态度，设法用一项实际的调查来证明德国正在使用无线电信号作为辅助手段，在夜间发现并攻击英国的目标。当道丁得到这个报告后，便立即下令实施干扰。结果，德国在以后的无线电战中便连续遭到挫折。



　　以最小的代价摧毁目标并不是这次轰炸进攻中唯一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对摧毁每个目标需要多少炸药必须作出评估的作战研究也没有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进行。而一些人为的因素，如1937年德国轰炸机摧毁西班牙的格尔尼卡，再加上在计算中倾向于把爆炸造成的最严重破坏统计在内而又不排除掉种种失效的概率，终于使皇家空军很快积累了大量“证据”，夸大了在各种情况下轰炸可能造成的破坏。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各取所需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轰炸产生恐惧，进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它吓坏了那些在与轴心国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家们，使他们犹豫不决并产生错误印象，从而不能正确地估价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而且，它也增强了那些真诚倡导裁军运动队伍的力量，因而削弱了对轴心国威胁应采取的防范措施，并怂恿了独裁者。但是，皇家空军自信有能力对德国实施夜间轰炸攻势，是由于他们相信天文导航和推测领航是发现目标的有效工具。同时，美国陆军航空兵则相信，最新式的、火力更加强劲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能够突破拦截，并使用诺尔登轰炸瞄准具对目标实施极为精确的轰炸。他们曾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过这种演练。他们或许会说：“谁还会要求有比这更好的装备呢？”R·V·琼斯博士引用空军副参谋长哈里斯的1941年2月的记录：”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任何无线电波束，但是，我们的轰炸与德国的轰炸一样成功，而且深入到德国的纵深。”这种观点如果不能说是带有偏见，至少也是令人惊愕。



　　不仅是因为已有许多情报资料使人怀疑皇家空军也许并没有击中其目标，而且作为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对夜间飞行作战具有丰富经验的战斗机驾驶员，哈里斯本人完全清楚夜间在敌国领空飞行导航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他本人肯定知道、就是1939年和平年代的白天云上飞行演习中，如果飞机依靠推测导航器抵近目标误差不超过50英里也是万幸了；而且，不管是否使用了波束导航，德国空军的夜间轰炸的精确性也毫无任何值得吹嘘的东西。



　　情报报告证明，皇家空军关于命中并摧毁目标的热情洋溢的反复宣称是虚假的。尽管有点为时已晚，但D·M·B·巴特（国防部长温斯顿·邱吉尔的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的秘书，一位公正的文职官员）还是不顾轰炸航空兵的反对，从航空照片中找到充分的证据，表明轰炸机只是偶尔击中目标，——因为此时已不顾飞行员的反对仍然在轰作机上装上了照像机。飞行员们非常憎恶别人指出他们谎报战果，认为是对他们的诬蔑。1941年8月，巴特的报告——并非完全以照片为依据——指出只有1／3的炸弹落在目标附近5英里的范围内，在防御相当严密的鲁尔上空，只有1%的轰炸机飞抵目标附近5英里的范围。邱吉尔此时已成为神气不起来的“空军参谋”。他与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确实产生了一些结果，而且这位“空军参谋”还被迫承认战前对轰炸效果过分夸张的估计，的确是有些一厢情愿。能认识到这一点固然不错。但正如邱吉尔在给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元帅的一封尖酸刻薄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对空中打击的这种描述已经导致为防止空袭造成的伤亡而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给制定战前政策的政治家们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直接促成了在1938年8月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它许多恶果。



　　不要以为德国在1939年就做好了抵抗夜间空袭的准备。直到1940年5月炸弹落在了鲁尔之后，德国才在6月成立第一个夜间歼击机中队，到9月前，才开始启用第一个用于追踪轰炸机的雷达装置。1939年8月，空袭德国的想法被称为幻想而被放弃。戈林则宣称，敌国的任何轰炸机都休想突破鲁尔防御线——由声波定位器导控的探照灯和为每击落一架飞机就发射几千发炮弹的高射炮群组成。这些火炮的最大射程高达30，000英尺。由约瑟夫·卡姆胡伯将军首创、最初主要用于鲁尔防空的区域防空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运用于许多其它重要目标的防御。这些防空体系最后综合形成了著名的“卡姆胡伯防线”。它有一个完整的雷达和无线电系统来控制探照灯、高射炮以及在对空防御中关系重要的歼击机群。然而，在1940——1941年间，这令德国人欢欣鼓舞的冬季，他们却发生了许多偏差。最终胜利看上去指日可待，而皇家空军的轰炸也只不过是添些小乱而已。但在这时，在希特勒的同意下，戈林和空军装备总监乌德特却开始延缓了研究发展雷达的速度。卡姆胡伯个人请求希特勒允许继续发展机载雷达，认为这是歼击机在夜间拦截轰炸机的关键，否则，到1942年初皇家空军即将实施更精确的夜间轰炸之前，德国的第一批机载雷达还不能准备就绪（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又在准备下半年开始对德国进行昼间轰炸。



　　英国在发展无线电电波、雷达导航和炸弹瞄准装置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其推动力来自科学家们，而轰炸航空兵军官们很少提出这方面的请求。事实上，他们抵制应用这些技术。GEE是一种依靠各主控台发出的同步脉冲进行导航的无线电装置。1938年提出该建议，但在未进行充分的检验的情况下便遭到否决。原因是它不但有效距离太近，而且，在轰炸航空兵看来，也无此必要。巴特的报告着重指出了导航方面存在的问题，终于改变了官方的看法，尽管那些死硬的反对者们仍然认为这种辅助设备是“多余的”。轰炸航空兵确实有这样一些军官，以哈里斯为首并受其纵容，总是用异乎寻常的语言诽谤不是由他们发明的事物。但是，当哈里斯于1942年2月接任轰炸航空兵司令，并指挥大约300架轰炸机时，由于有可供使用的300架轰炸机，最大有效距离已达到400英里的GEE装置，在德国识别并干扰它以前一直是哈里斯所取得的任何胜利的关键。自从1941年8月起英军就对GEE装置进行了小规模的实战试验并获得成功。3月8日对埃森的轰炸是由哈里斯指挥的（但不是由他筹划的），引进GEE装置这种新技术成为引导这支庞大的轰炸机主力部队的关键。



　　装备有GEE的飞机用曳光弹指示目标，尔后，装备有GEE的飞机向目标投放燃烧弹，最后，主力部队向燃烧中的目标地区投下高能作弹。实际上首先使用这种轰炸方法的是凯塞林。他在1940年11月轰炸考文垂时便使用无线电波束来引导曳光定位弹。这种作战方法逐渐成为战争期间皇家空军几乎所有夜间集群轰炸的基本模式和成为被称作“面积轰炸”的基础。



　　然而，GEE作为一种瞄准器械则几乎毫无用处。电信研究局提供了H2S型雷达（在海军中与对潜艇构成巨大威胁的机载水面舰船搜索III型磁性炸弹配合使用）和Oboe型无线电接收器。H2S雷达是一种厘米波雷达装置，它从飞机上向下扫描，在其高速电子显像管（CRT）上相当清晰地显示不断变化的地形地貌，这种装备主要用于导航，并不会受到敌方干扰。它是围绕着巴特的报告所展开的争论和改进导航技术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于1941年11月问世。尽管有一些挫折，包括装有样机的试验飞机坠毁，5名科学家遇难，但是，H2S为1943年1月31日对汉堡的首次轰炸做好了准备，并创下了辉煌战绩。正如有关试验报告所阐述的那样，H2S使得全凭仪表操作的透过云层的轰炸可以与在能见度极好的情况下进行轰炸的最好效果相比。



　　Oboe与H2S有明显的区别。它作为一种无线电装置，在两种电波相交时，能够接收到信号，告诉瞄准手何时投放炸弹可以命中目标。其最大作用距离为300英里，可保证轰炸的准确性。1941年6月，空军首次慎重地、而非完全消极地接受了电信研究所的一种产品，结果是很快得到了发展，到1942年12月，一个可操作的模型投入使用。然而，这种用于引导炸弹的装置并不多，在轰炸航空兵的请求下，只好用另一种方法替代：投下彩色指示器指示目标比普通伞降照明弹更精确。Oboe像GEE一样易受干扰，但不像GEE（它的一种模型很快落在德国人手中、在6个月之内就有了对它进行干扰的措施），Oboe将近一年不受干扰。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德国人没有将它的信号与轰炸袭击联系起来，也因为德国的技术人员为生产一个称心如意的干扰发射机花了5个月的时间——代价极其昂贵的延误。



　　空军参谋部发给哈里斯的第22号命令任命他为轰作航空兵的司令，将重点放在以GEE为基础、以德国的重要工业城市为目标、以集中打击敌国居民的精神、特别是其产业工人的精神为目的的面积轰炸。但是，在那时，而且实际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德国人的精神和经济的情报是不完全的和矛盾的，没有提供它们受到削弱的细微证据。无论如何，这种面积轰炸将会削弱对方的精神和经济，如苏联所遭受的挫折。这个命令规定，在对柏林进行骚扰性袭击的同时，对战争极为重要的海上目标和其它国家的目标也将必须予以攻击。虽然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强调面积轰炸，但并不拒绝对特殊目标进行精确轰炸的努力。该命令没有提到轰炸航空兵可以自己作出决定的观点，就战争的整体努力而言，空军的作用是互补性的，有待于它与其它军种进行合作。



　　然而，从一开始，当哈里斯利用不断增强的部队扩大其攻势时，就含有这种意图：依靠轰炸取胜是他的基本目的。要是其它军种或任何人、任何机构试图使其改变这个目的，或从他的司令部扣除资源的话，他就反复沉溺于他那独特的反对意见，有时成为偏执狂。1942年是轰炸航空兵聚集人员和技术力量的一年，由于有GEE的协助，有改进了的组织和训练，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协调一致地集中大量的轰炸机发现和命中目标的技术得到了发展。由于卡姆胡伯的防御不断获得成功，哈里斯被迫使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卡姆胡伯的防御由雷达引导的歼击机、防空高炮群和欺骗性大火组成，它不但使飞行员偏离他们的目标，而且使损失百分比不断上升。极力吹嘘的1942年5-6月对科隆、埃森的轰炸表明，这种防御技术是可行的。由于轰炸的分散，对后两个城市没有造成大的破坏。由于无法集中如此多的飞机，在轰炸航空兵中造成了混乱，许多飞机被废弃。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防御不陷入困境，轰炸机的损失率就不会下降。



　　确实，在1942年的剩余时间里，轰炸航空兵不断增加的轰炸活动与德国空军的不断改进的夜间防御展开了较量。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卡姆胡伯每向前迈进一步，哈里斯就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反应。哈里斯比邓尼茨更为灵活，他现在支持发展有预警性能的电子设备，倾向于依靠作战研究。作战研究倡导改进方法而又无损于他的目标。1942年6月，在波特尔的支持之下，哈里斯反对组建引导机群，但这主要是程度问题，并不长久地阻止尖子飞行员编队。引导机群由飞行尖子组成，其任务是在缺乏经验的轰炸机飞行员之前发现和标记目标。



　　美国“空中堡垒”编队于1942年8月对里昂的首次轰炸给盟国的轰炸增加了多样性，它是德国遭受全方位轰炸的前奏。然而，直到1943年1月27日，当美国第8航空队的作战力量勉强达到100多架重型轰炸机——“空中堡垒”和“坚强解放者”时，他们才轰炸德国境内的一个目标——威廉港。而这时，为了避免重大伤亡，德国在法国的防空已经发明了躲避“空中堡垒”轰炸机上的重机枪火力的方法。在出动的64架轰炸机中，有3架没有返回，7架德国歼击机被击落——然而，轰炸未能集中在指定的目标。而且，随后对德国的轰炸所遭受的损失加重了，而轰炸的精确性却没有提高。当进攻者逐步地集结力量时，气候恶化，德国空军的防御措施加强了，使得美国战前提出的预言无法实现。严酷的战争事实表明无护航的轰炸机在昼间难于生存，否定了投弹的准确性（曾经宣称可将一枚炸弹投进一个圆桶）。无论如何，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最大载弹量大约为8，000磅，无法与英国的“兰开斯特”的最大载弹量12，000磅相比，而“解放者”轰炸机只能携炸弹5，000磅。



　　尽管如此，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对德国发动重大轰炸攻势的正式命令下达给一支其有效性受到怀疑的美国空军部队和一支处于接受H2S和Oboe前夕的英国空军部队，它们的GEE系统已经受到干扰（虽然反对干扰并非完全无效）。



　　但是，哈里斯或者艾拉·埃克将军（指挥美国第8航空队）应选择哪种方法来执行这个命令，事实是这个命令仅要求“……逐步摧毁和打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削弱德国居民的精神，直至其武装抵抗的能力完全被削弱”。命令进一步指出，按优先次序，首要目标是德国的潜艇工厂、运输、飞机制造业、炼油厂和“敌国的其它战争工业”——如果需要，也可申请对其它目标予以攻击，“在条件适宜时”将柏林包括在内。像第22号命令，该命令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一个单独的命令。然而，哈里斯比埃克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该命令当作指令，他只是口头上同意这个规定的优先次序，并通过对人口和生产中心实施面积轰炸的方法，集中他的力量对德国的工业进行大范围的轰炸。



　　对哈里斯错误地称为“万能目标”的强烈抵制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自然副产品。这些“万能目标”有水坝、发电站、运输系统和油田，该命令特别将其中的大部分包括在内。他将会抱怨，因为过去摧毁这些目标的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尝试，而忘记了过去由于基础技术的缺陷，目前正处于改进过程而造成的失利。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波特尔同意他的方法，哈里斯坚持自己的观点，部分地是因为波特尔可能在实施指挥中不想严重依赖哈里斯——哈里斯到目前一直与邱吉尔保持着正常通信，并且是首相官邸的常客。这些时常记在波特尔的脑中。首相不但完全支持迫使德国为其罪行遭受磨难，而且对像哈里斯这样富有个性的人具有好感。哈里斯理解邱吉尔的想象力，同时，他似乎对即将到来的两栖作战中的激烈的流血战斗及随后的地面战斗提供了替代物。



　　从1941年夏天起，英国的注意力首先是通过在西线投入战斗而将德国空军从苏联调出。在法国和比利时上空，德国空军常常拒绝挑战，而宁愿保存实力。盟国对德国的轰炸无情地迫使德国将歼击机和特殊技术用于正在遭到极其猛烈轰炸的城市防御，从而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柏林只是偶尔受到轰炸，它与盟国在英国的基地相距580英里，几乎是最难到达和发现的目标，而且相当缺乏像在鲁尔、不莱梅和汉堡那样容易发现的集中的重要工业目标。这个首都城市是引人注目的，不只简单地因为它是通讯中心，德国的官僚权力中心（德国人对它那令人厌恶的影响遭到破坏将表示欢迎）和具有情感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出于政治原因。1942年8月，约瑟夫·斯大林曾经向邱吉尔提出了轰炸它的要求——这超出了苏联的能力。邱吉尔在当时曾作出承诺，因为他和斯大林在那时正为在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而发生矛盾。当皇家空军于1943年3月轰炸柏林时，斯大林发出了少有的祝贺。



　　1943年春、夏季作战行动主要围绕着对鲁尔和德国西部城市的集中轰炸上。第8航空队仍然只发挥较小的作用，由于在四引擎轰炸机中，只有“兰开斯特”证明有能力满足在德国上空激烈战斗的要求，皇家空军的作用比预期的要少。短程“斯特林”式轰炸机的有效负载、飞行高度和速度都低于设计要求，而且性能极不可靠——哈里斯合乎情理地就这些不足指责生产者。“哈利法克斯”只是略微好些，尽管其攻击较易对付的目标的能力有了改进。6月，发出了一个补充的轰炸指令和一个称为“直射”的命令，要求埃克在昼间集中力量轰炸德国的飞机制造工厂和滚珠轴承工业（后者被哈里斯称作“万应药”），而且，哈里斯对第8航空队更像以前那样继续采取“尽可能可行的”补充。美国继续昼间轰炸行动最突出的是有必要轰炸德国的战斗机生产，这可能对轰炸航空兵的夜间轰炸产生影响。然而，对第8航空队和轰炸航空兵的真正威胁是卡姆胡伯的雷达和其战斗机的无线电指挥的有效结合，通过信号情报侦察综合使盟国深受其害。4月17日，117架“空中堡垒”轰炸机被派往轰炸在不莱梅的福克武尔夫飞机工厂，结果损失16架，受伤46架。皇家空军在鲁尔上空的损失率达到4．7%，它的总损失率为16．2%——一个不能承受的数字。



　　然而，在7月24日至8月3日期间，两支空军部队对汉堡进行了相互联系的空前的轰炸，实现了诸多目的。不但打击了潜艇生产和许多工业、运输设施，摧毁了德国的第二大城市，而且在德国开创了防空战术的新篇章。盟国首次投下了“金属干扰带”，反射德国雷达的金属碎箔，成功地扰乱了德国的防空，从而降低了皇家空军轰炸机的损失。称为“鲁尔之战”（3-7月）的损失率从4．7%降为4．1%，总损失率首次降至10．7%。德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面临毁灭的威胁，这种毁灭将瓦解德国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意志。在当时的文字评论中充满着震惊和消沉（与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战后评论并不混淆，这种评论往往带有偏见），当约瑟夫·戈培尔谈到“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他对此加以概括，而且，情报报告和送到伦敦的信号情报侦察综合对此也加以证实。德国害怕类似的毁灭，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遭到毁灭。受到这种证据的极大鼓舞，哈里斯竭尽全力。波特尔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目前的战争形势下，像轰炸汉堡的规模那样对柏林的任何目标实施轰炸，必将从总体上对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情并未按那种方式发展。一方面，德国空军立即用一个称作“野猪”的全新的歼击机拦截系统对“金属干扰带”实施反干扰。该系统旨在引导歼击机（甚至无机载截击雷达的单发动机歼击机）进入轰炸机群，并使这些歼击机在没有进一步的地面指挥的情况下成为自由勇士。这样的事发生了。在8月23日至9月3日期间，当按汉堡程式三次轰炸柏林时，“野猪”正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在派出的1，447架飞机中，损失了126架。在8月23日的一次轰炸中，出动了719架飞机，只有625架自称抵达柏林，57架没有返回。这是严重的浪费，这种努力也许在其它地方能有更好的发挥。由于H2S不能在CRT上清楚地显示目标形状（这肯定已经为人所知），炸弹落点分散，只有一些炸弹落在目标点3英里之内。不管怎样，在夜间对确定的小目标实施精确轰炸也有成功的表现，8月17日，利用一架盘旋在目标上空的指引目标轰炸机的无线电话的指挥下，596架“兰开斯特”式和“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重创了在佩内明德的火箭实验和试验中心。受此打击，德国的火箭计划推迟了9个月。这一计划原想以火箭来弥补远程轰炸机之不足。由于德国在保密方面的诸多失误，导致正在试验的工作被发现，从而使盟国有可能发动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此外，皇家空军在这一天的损失高达6．37%（尽管聪明的欺诈措施暂时欺骗了德国的歼击机飞行员）。



　　损失率当然比为防止炸弹命中目标而设置的措施或被击毁的敌机重要得多，它是继续进行持续不断的轰炸的基础。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加上飞机坠毁、受伤或生病导致飞行员正常伤亡，损失率若超过5%，那么，轰炸机部队将会由于得不到及时补充和训练水平下降而受到削弱。在轰炸佩内明德的同一天，美国损失了60架轰炸机，占派往轰炸飞机工厂和滚珠轴承工厂飞机数的16%。这样，美国空军和皇家空军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10月14日美国空军再次冒险深入德国境内轰炸位于施魏因富特的重要的滚珠轴承工厂。在此之前，德国调集了约800架单引擎歼击机和725架双引擎歼击机。这样，关于昼间无护航的轰炸机的整个观念正像英国人一开始曾经被告知的那样，是不切实际的。直到美国的短程歼击机返航时，德国空军才费心对付轰炸机，击落了290架轰炸机中的60架，击伤138架。重创目标和击落30～40架歼击机（不是宣称的186架）并不足以抵销损失。昼间轰炸理论已经解体，直到拥有大量可靠的远程轰作机时，才会再进行远程轰炸尝试。














	

 






	















	







	







	









 





	


	







	








	




	


第十二章：关于柏林的决策




	







	

 



	


	


——1944年轰炸机进攻



　　施魏因富大屠杀促使哈里斯采取了他所认为对战争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军事行动。早在1943年11月13日，在呈送给邱吉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多处提到趁冬季夜晚较长的有利条件以轰炸机部队和第八航空队全部兵力，向柏林发起全面的进攻。他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精神，并且他已决定“近距离轰炸”柏林地区的许多为德国制造战斗机的工厂。然而，他让美国人参与这次行动的建议从技术上讲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人既没有适合于夜间行动的设备，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如果他以为阿诺德可能会同意让他来指挥第八航空队的话，那他就太天真了。况且第八航空队参战的成败还难以确定，然而美国空军部队的飞行员们一直在盼望着美国总统和国会批准空军成为一个独立军种的那一天。即使阿诺德在哈里斯不断地向邱吉尔强调“如果美军能参战我们就能彻底摧毁柏林的攻势，这将只损失我们400～500架飞机，而德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时，曾暗地里同意他的建议的话，那么任何其他一切作战方法除白天作战外，都会使美军航空队的愿望化为泡影。然而，阿诺德还是愿意采取“近距离轰炸”的作战方案与英国皇家空军采取联合行动，但他更愿意由美国人自己来实现这一胜利。



　　就士气上讲，哈里斯相信这次行动是决定性的，这一点不容质疑，至于为什么，这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忘记德国对不列颠的闪电战，他亲眼目睹了伤员被困在防空洞里和居民学会在闪电战中怎样生活的情景。1940年只有一个城市受到轻微的破坏，这归功于对市民的正确领导。他还记得情报局报告汉堡和其它许多大城市遭到破坏的情况。在他给邱吉尔写信后的那天，一位战时经济大臣和空军情报部门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保持士气是前线德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伤亡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使人们想到军事上的失败，并倾向于用无条件投降来保证德国城市免遭更大的破坏。”三天之后，空军情报局的报告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同时还提出了警告：



　　“尽管由于力量所限、与一方或另一方妥协的可能性和过去三种天气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士气的全面崩溃，而由此可以推测这样的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原文如此），况且我们并不排除大规模军事行动受挫和冬季来临时共同作战的可能性，但空袭可以对德国内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纯粹是一种没有充分材料证实的假设。它是由不列颠历史情报所欣斯利提出来的。即便有损失，但希特勒仍不会得到支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就降低德国人的士气——人民在无端地受难这一点来说，许多报告看法一致。



　　在空军部里，由于情报的原因，助理部长没有说支持哈里斯，但是国防合同行政勤务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如果像1940年9月，戈林冒险攻击伦敦那样，那么对柏林的牵制行动会使纳粹空军获得喘息的机会。即使柏林会遭到像汉堡那样的破坏，德国也不会放弃它的统治；如果行动失败，那么盟军轰炸机部队将会被严重削弱。



　　由于邱吉尔和波特尔的支持，哈里斯一意孤行，于11月18日和19日夜间，以444架轰炸机对柏林进行了轰炸，结果只损失9架（占2%）飞机。第5天夜里，一支由764架飞机组成的更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再次轰炸柏林，这次行动损失的飞机只占出动架数的3．3%。第6天夜间出动了382架飞机，盟军这次损失了5．5%的飞机。每天夜晚天气都很糟，轰炸机盲目地穿过厚厚的云层，直到12月20日白天才透过云层的缝隙看见破坏的程度，空中照片才能显示出轰炸的结果；然而没有确切的迹向表明，在选择未来的目标方向，各种战术和指挥是成功的。哈里斯对最终结果一直持乐观态度，他于12月7日写信给空军参谋部时声称，只要他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攻击速度“……只需兰开斯特的空军力量就够用了，但这种够用仅仅是指1944年4月1日在德国造成的一种破坏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德国必定投降无疑”。但是，在这同一封信中，他又公然警告说，敌人“日益增长”的防御能力可能会对己方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而且他没有提到那些美国人，他只将他们作为帮手看待。



　　在不列颠地区，尤其是在电子学领域所犯的错误帮了德国人的大忙，其防御能力的确将变得难以对付。进行袭击的早期警报总是由空勤人员提供。白天他们在飞到不列颠上空实施攻击和发射之前，就将其无线电设备加热，发射由美国勤务站监视。然而，造成电子方面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飞机上的传感器，德国战斗机靠这种传感器很容易进行领航。两年前，R·V·金斯博士，情报（科学）局助理局长，已对这种危险提出过警告，该危险与敌我识别系统有关，这种敌我识别系统是英国飞机为了让英国雷达操作者识别其国籍而携带的。投弹手非常错误地认为，敌我识别系统混淆了敌人雷达操作者的闪光信号灯，因而使其一直开着。此外，轰炸机指挥科学家对金斯的主张持不科学的怀疑态度并进而声称，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试图阻止使用敌我识别器系统可能会对“投弹手造成心理上的影响”。直至1944年1月5日，无可辩驳的证据才通过不可思议的奇迹显示出来，敌我识别系统是导航的一种来源，它可使哈里斯和“那些相信敌我识别系统具有神奇的警戒效力的白痴”之间的联系中断。但是有些投弹手继续使用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敌我识别系统就足够显示一架轰炸机所散布的全部反射体。把邓尼茨的困难和电子学上的错误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



　　从H2S厘米波雷达和蒙尼卡（一种发出警报的仪器，以免战斗机接近机尾）发出的发射波，德国游猎式战斗机已在加以利用，因为那两种设备即使没有工作时也通常是开着的。为对抗H2S厘米波雷达，他们使用同样的“Naxos”，犹如他们用来帮助潜艇对抗厘米波ASV一样。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德国人可以用“Zahme Sau”（驯服的猪）来改进“Wild Sau”（野猪），并开始在遥远的北海截击轰作机。在几种新电子设备和SN2——一种得到大大改进的AI雷达设备——的帮助下，他们以猛烈而又连续的攻击，击落了许多轰炸机。除了少数例外，从11月23／24夜晚起，损失率超过5%，而在12月2／3日则高达8．7%。城市中严格而且迅速的民防措施是由轰炸机指挥部着手实施的，该指挥部曾保证在道德和纪律方面不会有明显的缺点。所有来自军队和党卫队的5万人全部应征到柏林去提供帮助和对掠夺者与失败主义者强行执行极为严厉的惩罚，大量的失败主义者被正式逮捕并被带到附近的萨克森集中营即刻处死或服苦役。1944年3月“战役”结束期间，柏林的伤亡人员控制在1万死者以内，由于使用厚混凝土掩体和预先疏散人口和工业的措施，这一数字是相当低的。然而，尽管柏林和其它许多地方遭受轰炸，德国的工业产量在施佩尔富有灵感的指导下持续上升。施佩尔与施密特（卡姆胡伯的继任者）和希姆莱的党卫队以无情的判决挫败了哈里斯，哈里斯甚至无力进行较量。



　　战争中，简明的计划最富有成效。就其性质而言，轰炸司令部的计划要想保持力量以对付天气和敌人多样化的防御力量——包括其投弹手和机器的差错——根本不可能是简单的。一支航空部队的集合、下达指令和起飞、牵制措施的准备以及分散的出动架次，都包括复杂的计划和参谋工作，这决不可能是十分简单明了的。起飞之后，事故、机械故障或判断错误，都会使行动陷入危险和凶兆之中，通常要冒来自入侵到轰炸机基地上空的敌机袭击的危险，对于海上的截击行动来说，仅仅只有一丁点儿时间是投弹手感到安全的，正如一位名叫威廉·安得森的幸存者所描述的那样：



　　“这次柏林冬季战役没有丝毫的魅力……航程长、单调而危险。沿着航线，我们可看到一串串闪闪发光的战斗机，通常三架一组，射手不时地报告有飞机在火焰中坠毁。你就在那儿等着轮到你。”



　　德国人已经发现自己的战斗机在兰开斯特或哈利法克斯飞机之下能够安全飞行，而不被对方轰炸机机组成员观察到，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英军官员当时却对此一无所知。德军将口径20毫米的两挺机关炮安装在“梅塞施密特110式”飞机座舱顶上进行试验，可以进行几乎垂直向上和稍向前方的射击，这一发明被称为“爵士乐”。



　　虽然德军占有这一优势，但其战斗机飞行员们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得在危险的天空昼夜进行战斗，这种过度紧张将会由于远程歼击机在他们中间出现而加剧。假如其对手在战前就优先考虑使用这种武器，而不像德国人自己那样，那么德军飞行员将更早地陷入这种困境。但英美两国在1938年以前都未曾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远程轰炸机能够自保。但后来英军认为有必要改进卓越的“蚊”式轻型轰炸机和奥波依导航设备的用途，即用作夜间战斗机来对付对方夜间战斗机的进攻，以保护易受进攻的轰炸机群。但在战前，空军司令部反对采纳轰炸机飞越敌人战斗机群的私下冒险行动。作为赌注，在1940年生产出“蚊”式远程战斗机，这是一个极好的值得回味的笑柄。同样，美国也竭力将P-38和P-47战斗机挂装汽油箱，使其具有远程作战能力来为“空中保垒”护航。同时，他们还拥有P-51战斗机，这种飞机由美国生产并获英国皇家空军的说明书，经英国莫林公司改装发动机后，各项性能指标（不仅是航程方面）都优于敌对和友好国家的各种飞机。



　　尽管飞机上有导航设备和瞄准装置，要想击中目标仍然很困难，特别是在奥波依雷达导航距离以外的柏林上空更是如此。如果1943年10月经过改进的“奥波依载波增变器”，被视为并非无利可图而采用的话，那么这种障碍便会得到克服。既然只有少数最新型的3厘米波段H2S雷达可以利用，所以要想明显地确定市内的瞄准点是不可能的，这样，导航飞机只得根据如具有市郊或湖泊等显著特征的邻近地物进行定时定向地飞行，并在其航程终点投下目标信号来尽可能准确地指示目标。然后，指引目标轰炸机则依导航飞机窗下的不同颜色的闪光，或通过观察目标信号的辉光，如同后续主力轰炸机群针对目标点一样，进行轰炸，误差相当大。即使是经验丰富的H2S雷达手也常常难以找到正确的目标点，而把轰炸机引向全然不同的方向，并且经常在目标信号消失以后不能及时补上，使得轰炸机瞄准手盲目投弹。在远距离航行中，由于风力和风向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关键因素，要想准确地计算时间则成为至关重要和极为困难的事情。有时盲目飞行的指引目标轰炸机被击落，而由另一架飞机接替后，就难以保持飞行队形。这完全是一场命中率极低的投机行动，甚至一个微小的误差就会酿成彻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难于把炸弹投向北海、丹麦或德国的其它任何地方。这样浪费很大，即使对德军所采取的欺骗措施成功，或轰炸机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飞行，也是如此。



　　直到3月底，轰炸机司令部在对柏林的轰炸中损失了495架飞机，占出动飞机数的4．5%，与此同时，对其它几个城市也进行了重点轰炸。其中包括对施魏因富特的球状支撑建筑物的准确轰炸。尽管哈里斯反对这次行动，但还是在清醒后的空军司令部的明确命令下，由英军于2月25日夜在第八航空队24日攻击后引起的大火的引导下飞抵目标实施地。



　　轰炸机部队从11月到次年3月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共出动28，903架次，失踪1，128架，毁坏2，034架。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出现了一些巨大损失，如2月19、20日对莱比锡的轰炸损失78架，而在3月30、31日对纽伦堡的轰炸中出动飞机795架，结果损失88架。这对哈里斯不可一世的野心敲响了丧钟，因他在这次作战中错误地使用了牵制战术，关于天气无云的预报也不准确，而且低估了德军战斗机部队的效率和士气，他也未想到利用H2S雷达发射信号和“爵士乐”所造成的威胁，关于这方面的情报直到1944年7月初才初露端倪。在轰炸柏林的战斗中，还损失了第八航空队的大约140架飞机，3月他们使用了600至800架轰炸机，由800架远程战斗机护航，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个白天的战斗，而其中只有一天在云层中找到了雷达盲区时，才获得了对目标集中轰炸的好效果。



　　4月1日到了，柏林尚未被摧毁，德国的生产仍在上升。640架联盟轰炸机损失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哈里斯战前许诺的400～500架和战后承认的300架飞机的数目）尚未能换取德国人的失败，敌人仍然在各战场奋力作战，被打败的却是轰炸机部队。这里的失败正好由美国人的作战行动所弥补，他们白天进行的准确攻击是赢得进攻纳粹德国空军的战斗胜利的关键。英国参谋长最后确信夜间轰炸已不再适用，便决定让哈里斯改正原来的错误，像邓尼茨一样。哈里斯一心要坚持习惯上以技术对等来使敌人遭受挫折的一种边缘战术和原则；同时，他也象邓尼茨一样，在不清楚对方技术差异、特征和性质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固执行事。他还按自己的理解坚持认为轰炸机进攻优于战斗机防御——这一失策在1938年差点导致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的地位屈居于轰炸机部队之下，若是这样，紧接着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也几乎肯定要失败。1943年，他不去努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机及其工厂和机场，而非常傲慢，无视这样的训戒——他抛弃了空中作战应夺取制空权的主导原则。现在是美国人向他展示了他观念上的错误。同时，也是美国人使得纳粹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犯下了新的错误。



　　“幸运儿”阿诺德将军镇定地正视10月施魏因富特灾难所带来的教训，是他的这种勇气为美国人坚定信心以处置3月间的柏林损失铺平了道路。1943年10月17日，他非常诚恳地写信给波特尔，要求“立即铲除一些过时的战术观念，以便使所下命令更加协调一致，使联合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阿诺德的目的是要通过摧毁纳粹德国空军以夺取制空权，以此作为1944年在法国进行大规模“霸王”两栖登陆作战的必要前提。波特尔在没有得到空军参谋部同行们支持的情况下立即作了答复，给予哈里斯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自由权，这样就因降低为夺取制空权战斗的地位而违反了空中力量原则，从而提高了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的作用，看来这可视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以地区性军事野心来取代联盟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既然如此（双方争论的阴云不时地出现），因旺盛的活力而受到赞扬的美国人则继续为夺取制空权而集中力量战斗，他们无视常规为其战斗机装备大量的悬挂式汽油箱发动攻击。同时，他们更新了战斗机护航战术，以使其轰炸机编队白天进行战斗时充满信心，以对抗波特尔企图使他们采取夜间轰作战术。对法国境内局部目标和德国外围的进攻行动，随着作战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敌人战斗机部队的受阻而逐渐向纵深发展。



　　德国战斗机针对敌人有护航保护的轰炸机战术已引起了注意。就像潜艇司令部那样，阿道夫·加兰德中将领导下的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只喜欢在敌人精疲力尽时进行攻击。他们设法在攻击时表现出高超的技艺，通常在远离敌轰炸机编队时就用机关炮对敌进行远距离射击，尽管他们使用的飞机是陈旧过时的，但还是取得了成功。当敌人先进的远程战斗机从高空压制过时的德国对手时，这种“幸运的时刻”便结束了。就像1940年英国面临的情况一样，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轰炸机，戈林要其战斗机避免与美国战斗机交战——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道丁在1940年就曾小心地避免，——当他坚持对战斗机和轰炸机都进行攻击时，他仅选择后者加以击落。结果使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得以腾出手来追捕德国战斗机。就像有人后来评论的那样，德国人的士气低落了。“有可能的最安全的飞行是美国战斗机在德国上空的飞行，”而且，轰炸机还常常在未被拦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有规律的突破，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有效地恢复对飞机制造厂，2月对施魏因富特，1944年3月对柏林实施白天精确轰炸的原因。



　　除此之外，戈林和乌德特的无能，再加上由于在数量和技术上的劣势指导错误，是纳粹空军灾难的根源。暂且不说德国在地理上的极大不利——这是他们所有困难的核心。1940年他们暂停发展电子设备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自1942年起，巨大的努力只部分地弥补了这种暂停），而且高级战斗机的生产也以失败告终，这本来是在纳粹空军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喷气式飞机于1939年出现，到1943年已经能作为战斗侦察机使用，而且有效地实施了重点部署。关于这一点，如果戈林能坚定地打动希特勒和其他人的心的话，这种飞机将被发展成一种高速轰炸机。但这并不是那么回事，作为轰炸机，它的功能并不重要，或者说这两类飞机在作战时难于合为一体。多用途双引擎飞机，诸如“蚊”式飞机，已完成实验。戈林的错误在于只热衷于进行讨论而未作出极力想得到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决定，这导致了多次推迟喷气式飞机的发展计划。这样直到1944年，最好的喷气式飞机生产计划仍然没有开始实施。



　　矛盾心里的罪过是使德国航空工业（一些可靠资料承认，仅在2月20日至4月1日之间就损失生产1，000架飞机）受到的破坏不断增加。在空战中已被确认的损失（正好与美国公布的数字相对照）为每月300至400架战斗机。通过这些数字提供的情报，使美国人在3月份停止了对航空工厂的集中轰炸，转而在柏林上空对纳粹空军进行战斗机格斗的挑战。这个战略的实施进行得非常漂亮，因为德国人不得不接受挑战。事实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战斗机损失上升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已达10-15%，包括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别人又无法代替的夜战机机组人员。对于这些机组人员，戈林坚持要他们驾驶已经超负荷的飞机在白天进行战斗。当加兰德加速发展高空战斗机，企图在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与美国战斗机进行交战时，正是这个属于保守派的戈林挫败了他。但是作为一个对戈林的批评家，他曾经评论：“他的思想从未超过一个空军中校。”



　　轰炸机司令部所得益处自然来自美国人那极好的指挥和胜利的进攻，这使哈里斯笨拙的努力相形见绌。4月，当德国纳粹空军开始回避战斗时（即便在德国中心上空也是如此），夜间轰炸机开始在接近外围目标的空域有了安全保障。在“霸王”计划的准备过程中，他们轰炸了在法国正在建造中的制导武器发射基地，以支持地面的破坏性作战和增加具有重要意义的白天作战的精确性，和集中体现他们努力的成果。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他代价高昂的计划，这导致他在“霸王”行动的指挥上和在真诚联合轰炸进攻行动执行中受控于最高盟军司令部。这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因为这结束了他的单干行动，也避免了不必要的生命牺牲。平均每一架轰炸机的损失，要付出8-9名高水平人员的生命代价，在被忽略的死亡数字中这仅仅是一个小数目。在许多受损返回的飞机里也有部分伤亡人员，这些情况有时已被忘记。用哈里斯具有讽刺意义的话说，也许最重要的是“万能药商人”已经赢了，而且正在被证明是正确的。从今以后，轰炸机转向关键目标，这些目标通常是由专家根据敌人具有决定性的工业和经济系统的情报进行指定的。对这些目标的关注是为了使轰炸尽力直接指向敏感目标，以协调作战计划，而不是在众多目标中动摇不定，这也满足了波特尔和哈里斯为了争取空军独立而进行圣战的作战要求。紧接着，敌人作为战争支柱的运输系统和石油生产成了持续不断的毁灭计划的牺牲品。进攻敌人神经中枢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有利于战略的实现。



　　最后，贝内特1937年的最初愿望，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摧毁每一类目标得以实现。作为一个能够完成的例子，它是值得引述的，即轰炸机在海上和水道布雷的效果是有价值的，在官方的资料中，这种效果与一般的轰炸行动相比远未受到注意。但是它击沉和摧毁的船只，以及阻碍敌人的运输系统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对德国的轰炸。在战争封锁之前的那几个月情况一直是这样。这时盟国飞机终于几乎能在无敌人的情况下接近敌人的空域。作为一个特例，1944年4月至9月，由于进行了布雷，封锁了多瑙河。尽管这个例子在英国官方的轰炸机进攻历史中被完全省略了。



　　以意大利的福贾为基地的解放者和惠灵顿轰炸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开始在多瑙河最狭窄的水道布设地雷。仅4月、5月就出动飞机152架次，布雷531颗，立刻导致多瑙河关闭，这一情况迅速被通信情报通告。在苏军占领罗马尼亚油田之前，多瑙河口承担了全部罗马尼亚油田石油产品的运输，多瑙河被封锁以后，这些石油产品的运输不得不转移到已经超负荷运行的铁路上去，其实德国的进口已减少了一半。所有供应方式被切断之后，依靠传统船运的德国经济，其大部分受到损失。仅在5月中旬以前，10，000吨弹药已注定要被南线苏军拦截。由于非常缺乏扫雷器材去完成那无法预见的重要任务，使德国人重开多瑙河的拼命努力归于失败。美国轰炸机对港口设施的攻击阻止了德国人恢复元气的努力。据通信情报和系统评论提供的关于德国人的对策和偶然重新打通一段水路的消息，去填补这种裂缝，对英国皇家空军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他们的创立最终就是为了进行封锁。



　　这次拖长了的作战行动中最有趣的方面是它那惊人的轻微代价，尽管后勤损失较大（更不用说在7月底之前沉没或毁坏的170艘船）。德国人使用难以支付的人力和设备使运河改道，并沿改道的河段建立了防空系统，敌人作出了费劲的努力，而盟军公布只损失了11架飞机。正如邱吉尔引用波特尔的话说“好事让你碰上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早些时候没有试图沿着德国所有的内陆水道进行布雷，努力节约可能已产生了与此相称的效果，这些比主要是使用极昂贵的轰炸机编队去进攻有大量设防的集中目标的效果要好。对哈里斯来说，尤其是布雷成为一种节省成本的行动以来，经验还不丰富的空勤人员已适应了这种军事行动，这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邱吉尔“好事”的惊人发现，直截了当地指出英美空军最主要的错误，即不愿对敌人的通信系统进行集中轰炸。正如楚克曼勋爵在日记中所指出的，“通信系统的一般特点是，影响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这种证据当盟军于1944年从诺曼底登陆向德军防线推进便可发现，空军在“霸王”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摧毁了敌人的通讯系统，从而导致敌人的军工企业出现了混乱，这从缴获的文件可以得到证实，这是一场灾难，几乎到了最后时刻哈里斯和埃克都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继续攻击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不断地制造一片片废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行动使地面部队的错误得以缓解，因为他们力争在1944年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第十三章：在阿纳姆的赌博




	







	

 



	


	


——1944年的空降作战



　　这是一个未必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在阿纳姆战败的伞兵步履沉重地向后溃逃，遇到了第4和第7龙骑兵警卫部队的一辆坦克，他们也是前来增援被围困的第1空降师。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心情忧郁、疲惫不堪的伞兵问道。



　　“听着，伙计。”同样情绪沮丧的坦克车长答道，“我们从总攻起就一直在这儿，而不光是在该死的礼拜天。”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两支精锐之师之间的相互抱怨。然而，它实际上对一项偏激但看上去又值得一试的战斗任务的失败而表现出的深深沮丧之情。1944年6月6日龙骑兵首先在诺曼底登陆而达到高潮的这一系列战斗，旨在将战争进程缩短好几个月。



　　由于英法联军在1940年战役中的一系列失误，使得德军征服了西欧，从而使盟军必须在1944年进军法国。同样可以说，4年后德国之所以濒于战败边缘，正是由于希特勒在法国陷落后出现了有利战机时，不愿入侵英国。其实，大多数指挥失误使对手所得的益处，与一个参战者迅速准确地从自己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后所获的益处一样多。比如，诺曼底登陆(以及几乎所有的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的联合登陆)初期之势不可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从1942年第厄普大规模联合突击部队，被德军港口防御部队疯狂射杀的大灾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盟军几乎再也不会像在第厄普那样的情况下实施两栖作战。当时敌岸防力量强大，而盟军没有充分对海岸进行侦察，没有密切协同舰炮和空军的火力突击，也没有器械把坦克装甲车随先头部队运抵海岸，以便在登陆艇抵岸抢摊时提供密切的火力支援。



　　尽管德军没有因对付盟军而造成内部混乱，最高决策层对防御部署的意见分歧却帮了盟军的大忙。西线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认为，在岸边击退盟军入侵没有希望，因而主张在盟军登陆后，集中大量坦克对敌军突入实行反突击。而他下属的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已被击败了的德国空军，无力抗击占有制空权的盟国空军，因而德军装甲部队在完成集结前就会被盟国空军打垮。希特勒在作了一番仲裁调解后最终采取了一种折衷方案：命令隆美尔掌握就近的装甲部队，力争击退抢摊登陆的盟军；命令龙德施泰特掌握一支受到削弱的中央预备队，以阻止盟军在突破海岸防线后向纵深推进。实际情况是，盟军突破了岸防并向纵深推进，但面对德军快速、有力的反击，盟军也无法推进到较远的纵深。结果，德军的增援部队被源源不断地吸引到诺曼底，增强因抗击盟军的进攻而受到很大消耗的部队，从而使这场战斗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而盟军的飞机则对铁路、公路沿线的德军人员、装备、补给等狂轰滥炸，使德军的机动和补给受到很大影响，很快便感到难以支撑。而盟军从海上向滩头运送部队只受到运力的限制和不良气候对在开阔海滩移送物品的影响。



　　英美军在诺曼底的密切协同，证明了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具有使战争取得胜利的良好意识。他坚持各国军队应协调一致，共同对付一切问题的原则，打破了“独来独往”的民族倾向，并完全支持负责统一指挥整个诺曼底战役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将军。尽管也受到了挫折，但7月底盟军从滩头阵地开始向外突击，挺进法国，并于8月向德国本土推进，穷追猛打德国溃军，则是盟军统一目标统一指挥的结果。唯一严重干扰盟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主要是由一些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们引起的。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空军元帅阿瑟·特德，是私下反对蒙哥马利的人之一。他指责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过于谨小慎微，迟迟不扩张桥头堡，以致于空军没地方开辟机场，失去了更早一些达成突破的战机。空军元帅哈里斯也对用他的重型轰炸机轰炸交通目标以配合地面进攻，而置敌地面抵抗重兵和严重威胁英国本土的V-1导弹发射架于不顾的命令感到气愤。他认为这些空中突击对于夺取这场战斗胜利的意义不大，纯粹是一种无效的空中牵制。



　　但这些英国军种内部的争吵基本上没有干扰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地面击败敌人的总体目标。这种带有民族色彩的喧嚣仅仅是在突破开始后才有所增加，而主要原因又在于德军的迅速溃败。在一定意义上，希特勒坚持固守每一寸土地的方针，制约了德军的防御行动，加速了德军的崩溃。



　　盟军的机动部队突然之间便占领了大片地盘，突入德军入的后方，结果使后勤和通讯保障系统很快就跟不上部队的推进了。前线汽油告罄，并不是由于盟军运送到岸的物资不足，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和通讯保障手段(原来运送这些物资到欧洲大陆的计划是按较慢的推进速度制定的)，以及盟军空军轰炸和德军破坏给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公路系统造成的巨大破坏。这又一次表明交通和通讯是多么的重要。越往前走，先头部队得到的供给越少。通讯在这种战略态势急骤变化的形势下显得更加尖锐。



　　在与其上级、参谋人员和下属保持联系方面，艾森豪威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当战斗在诺曼底地区激烈进行，作战行动完全由蒙哥马利指挥时，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司令官，坐镇伦敦这个外交和军事通讯网的中心是正确的。他只是在有必要时，才偶尔与诺曼底前敌指挥部联系。可是，当美军第12集团军群和英军第21集团军群开始扇形出击，其前线已推进到距诺曼底400英里之处时，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开始与部队失去联系，对部队失去了控制。这种情况在8月17日达到了顶点。这一天蒙哥马利向布莱德雷建议，他们不应实施扇形突击，而应仍保持两个集团军群的齐头前进，40个师应成密集配置，后勤物资应统一掌握。他们应向北推进，左翼指向帕斯·德·加莱(通向安特卫普港口)，右翼指向阿登高原，突击轴线应指向德国要害——鲁尔工业区和德国北部平原。这个建议被一致接受。由于布莱德雷已接受了后来人所共知的“狭窄进攻正面战略”——尽管这里所说的进攻正面并不窄，所以蒙哥马利的建议可以说是被一致接受。但这并非艾森豪威尔的本意。



　　毫无疑问，正是这次其手下军官们并无恶意的私下共谋，使艾森豪威尔于9月1日决定自己亲自指挥作战，并开始从座落在康坦丁半岛西南角格拉威尔海边的一座半永久性驻地内的新的前敌指挥部指挥整个部队行动。格拉威尔，正如艾森豪威尔的通信主任L·M·哈里斯准将所言，“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胜地，和瑞卢维尔一样，战争几乎没有光顾过这里……尽管从通信联络的角度而言，这儿不理想。但我们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因为从其它方面考虑，这还是个较好的处所。”——也许是指从安逸的角度考虑。格拉威尔不仅远离前线，而且此地与法国和比利时其它地区的长途通信联络仍处于瘫痪状态。前敌指挥部与伦敦本部，以及与战场上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通讯量极大，使前敌指挥部少得可怜的通讯设备严重超载。就是在9月1日以前的一段很长时间里，当比利时前线只在400英里之外时，即使是最紧急的通信也需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很显然，个人之间通过飞机进行联络也靠不住，因为最高统帅的飞机也同其它飞机一样，很容易由于机械故障或不良气候等影响而被耽搁。如果前线情况保持不变，这种通信障碍尚能容忍。但是，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进攻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这种障碍就会非常危险，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当应该实施有关各方都已知道的既定计划以保证作战行动的统一性和有效性时，这种通讯障碍则造成了对一个极其重要的结合部任务归属的误解，从而导致犹豫不决和判断失误。艾森豪威尔原已制定了一个沿宽广正面推进的计划(即宽广进攻正面战略)，但它并没能立刻传达结各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直到19日才听说了这个计划，但此时他已实施了蒙哥马利的狭窄进攻正面战略。艾森豪威尔原计划命令第21集团军群向北推进，而把第12集团军群分散使用(考时尼·霍奇斯中将指挥下的第l集团军原计划向北朝阿登高原方向运动，以便同南面突击的美军第7集团军相会合)。这个计划的确有许多可取之处。正是由于这个决定作出得太晚，又在给部属传达时出现故障，才导致了以后出现的混乱。艾森豪威尔直到8月23日才同蒙哥马利讨论此事。此时，布莱德雷经劝说已不再支持狭窄正面战略。在一次会议上，当人们一致认为后勤危机将要出现时，蒙哥马利也就无法劝说艾森豪威尔支持其狭窄正面战略。



　　在此后不到一周内，后勤危机便成为主要问题。8月25日，两个集团军群从各自的桥头堡出发，渡过塞纳河，以惊人的速度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截至9月4日，美军第3集团军已到达梅茨附近，第1集团军接近列日，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军第2集团军正准备占领安特卫普，克里勒将军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正在包抄海峡的港口，向斯海尔德河河口逼近，作为开辟通往安特卫普港口通道的前奏。这时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占领安特卫普并保持码头的完好无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尽早改善盟军日益受到削弱的后勤保障系统。但没有一个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对下级讲明这个必要性。而艾森豪威尔9月4日的命令虽要求“保护”安特卫普，但并未强调将来使用它。尽管此时的后勤供给已经很糟，但蒙哥马利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而是双眼紧盯着莱茵河对岸很远的目标。结果，无论是英军第2集团军，还是加拿大的第1军指挥部，都没有对所属部队特别强调，要优先考虑开辟通道，尽管9月3日海军上将拉姆齐向艾森豪威尔指出了开辟80英里水路的迫切性及其困难，并请求采取行动。后来蒙哥马利也没有立即向安特卫普码头以外扩大战果。结果，盟军没有占领阿尔伯特运河上通向北岸的桥梁，而德军援兵的不断到来，使原本一天便可结束的通道争夺战大大延长了。这样，在经过了一系列代价极高的苦战之后，码头才于11月28日开放使用。在此期间，加拿大第l军集中全力攻占那些都遭到严重破坏的海峡港口。而英军第2集团军则开始把进攻方向转向右边，准备强渡莱茵河。



　　后勤保障的另一个途径，自然是使用运输机。而布莱德雷等人也认为，运输机早就应该专门用于后勤保障。但此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否决了，因为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运输机的主要任务应用于运送第1空降集团军。该集团军于8月2日成立，由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指挥，下辖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马休·李奇微少将)和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F·A·M·布朗宁中将)，其中美空降军由战斗经验丰富的第82、101空降师组成，英军第1空降军由富有经验的第1空降师和第52“绿色”机降师组成。正如美国官方史学家查尔斯·麦克唐纳的评论，“该集团军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手中的一张王牌。”从6月6日到9月5日，英军第1空降师曾多次受领任务，但在最后一刻任务又被取消了，这种情况竟多达14次。其中第12次的“朱雀”行动原计划使用第1空降军一部，以及盟军的所有其它空降师，外加波兰第1伞兵旅。第13次的(“朱雀II”)行动，原计划封闭亚琛至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缺口，但此计划被布莱德雷否决了。第14次的(“迷恋者”)行动，曾计划夺取斯海尔德河口，以加速扫清通往安特卫普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此行动也于9月5日被取消了，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盟军于9月4日拿下了安特卫普之后使这次行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必要了；但主要还是由于着陆区不适于空降(确实如此)，而且空军飞行员们对德军密集的防空火力也有些顾虑，怕给航速慢、飞行低的运输机带来灭顶之灾。



　　虽然使用空降部队的大量努力都化为泡影，并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然而支持者们仍是热情不减，一心想显示一下空降部队在陆战中所能起的决定性作用。制定“慧星行动”计划，正是为使用空降部队而做出的最后一搏。按照该作战计划，9月10日黎明，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将在马斯河边的格雷沃、瓦尔河边的奈梅根和下莱茵河边的阿纳姆守卫这些地区河上的桥梁，以作为与第2集团军坦克部队衔接和在莱茵河建立进攻鲁尔区的出发阵地的前奏。由于有关情报已准确地表明，德军防御薄弱，对这次突然袭击毫无防备，所以这次作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要是在几天以前，取消这次行动并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在10日凌晨2点当部队正在登机时，“慧星行动”突然被取消了，在这种关键时刻，部队士气所受的巨大打击是可以想象的。



　　取代“慧星行动”的是“市场行动”计划，一个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制定的盟军各种作战计划缓慢笨拙地演变而成的产物。而艾氏本人居然又雪上加霜，从9月2日起因座机在格兰威尔海滩迫降，扭伤了膝关节而卧床不起长达48小时，结果给商讨军机添置了更大的障碍。由于和战场失去联系，加上又死抱着宽广正面战略不放，所以艾森豪威尔在当时那种精神状态下根本就不可能与蒙哥马利来电陈述的奇妙构想合拍。攻陷安特卫普之后，蒙哥马利立即在9月4日晚上致电艾森豪威尔。在胜利的鼓舞下，加上9月1日又被升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电文中请求“实施一次强大残酷的血战直取柏林”。这一攻势将需要现有的所有交通工具，因而将意味着中止巴顿在南线的攻势，以便在北线集中力量。蒙哥马利同意，立即在北线发起攻击可能达成决定性战果的观点，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任何折衷方案只会延长战争。4日的两份重要电文使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产生了分歧。为避免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而往来的电文居然在传递过程中走了四天，而结果是双方比以前更感到对方不可思议。因为艾森豪威尔电文的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还早到了一天。



　　如果换了别人而不是蒙哥马利提出这些主张，美军指挥官们便会很情愿地接受。然而，正因为是蒙哥马利提出这些建议，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和巴顿等人便回绝了这位锋芒毕露的陆军元帅。蒙氏曾经几次令他们大为不快，他的傲慢专横使他们感到厌恶，而他对荣誉的贪求也对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构成了竞争。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布莱德雷于9月5日通知巴顿，继续向莱茵河进军。而巴顿每前进一步都耗费大量极其宝贵的给养供应。围绕宽广还是狭窄正面的争议不但没有快速解决，相反，双方展开了一轮谈判。而此时蒙哥马利则指示登普西继续坚持执行“慧星行动”计划，尽管根据所获情报表明，在通向德国鲁尔的道路上，德军几乎没有设防。



　　在阿尔贝特运河沿线，从安特卫普到哈瑟尔特50英里宽的正面上，德军只有一个战斗力相对较弱的要塞守备师。一些缺乏组织的残余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一地区，以加强德国北大门薄弱的防御。在这些增援部队中，有德军党卫队第9和第10装甲师残部，部署在“慧星行动”地域，以便攻击向亚琛推进的盟军部队侧翼。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第1伞兵军施图登特将军的指挥下的这些部队不断地随着各种伞兵部队的抵达而得到加强。而这些新到的部队马上又被用来对贝尔林根地区阿尔贝特运河的英军出发阵地实施一次次失败了的反击。结果到9月10日，德军的力量已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不管怎样，德军这次成功的防御作战还是对盟军的“慧星行动”产生了影响，因为此时盟军已无法确保，在贝尔林根的现有英军部队有能力在9日与空投在荷兰的第1空降师会合。



　　实际上，登普西在9月9日根据德军在贝尔林根集结和抵抗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取消原计划在北部实施的“慧星行动”是明智的。相反，他想与美军第1集团军配合，在空降部队的支援下，向罗尔蒙德和韦瑟尔方向挺进。在这一地区，战前齐格菲防线的北段在这一地区最容易突破，而且防御也很薄弱。但此时已决定改变第2集团军的进攻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决策出自蒙哥马利之手。此前，伦敦方面来电告之，9月8日德军发射的V-2大型火箭弹落入了伦敦市区，并说明此火箭的发射地可能在荷兰西部的海牙附近，并暗示蒙哥马利最好能向北行动，以切断德军发射基地的供给线。邱吉尔也支持此事。英国情报机关一直过高地估计了V-2火箭的破坏力，受此影响，当7月18日R·V·琼斯告诉邱吉尔德军将有数千枚，甚至更多的火箭将可投入使用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他担心随着8月盟军在法国的胜利并压制住德军的V-1型火箭，V-2型火箭有可能会铺天盖地地落在英伦三岛上，那样将对英国公众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空军方面也警告蒙哥马利，荷兰的桥梁受到防空火力极其完好的防护，而那些莱茵河(包括韦瑟尔河)上的桥梁则受到双重保护，因为它们也正处在防护德国重要工业区的炮火的射程之内。这样就使得蒙哥马利的地面部队必须向北突击，只可惜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这一方案，也没有给配备足够的后勤支援。



　　艾森豪威尔，膝盖上打着石膏，于9月10日飞抵布鲁塞尔面见蒙哥马利，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据可以信赖的记者兼历史学家切斯特·威尔莫特的评论，蒙哥马利当时很不外交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指出了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失误。结果遭到了艾森豪威尔明确、有力的回击。尽管当时没有会谈记录，但通过特德(当时在场)给波特尔的信及当时与会者提供的各种丰富的信息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艾森豪威尔允许整个第1空降集团军作为“市场行动”的先头突击部队，执行“市场行动”，并给蒙哥马利增加后勤援助时，蒙哥马利确信他已为北部突击争来了优先实施权，而巴顿在南部的进攻将被停止。然而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放弃其宽广正面战略。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奎思千特少将看到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给蒙哥马利的支持仅仅是暂时性的，目的还是要利用蒙哥马利来实现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在北部战场的范周内)，即使它根本不可能具有蒙哥马利所宣称的可以结束战争的效果。



　　围绕宽广正面和狭窄正面战略而展开的争吵并不是导致盟军在那年9月失利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场争论以更多人倾向支持宽广正面战略而告终。采取“慧星行动”和“市场行动”所犯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失误在于，酝酿并定下这些行动的决心耽搁了太多的时间。而这些延误完全应由艾森豪威尔承担责任，因为他竟试图在遥远的地方以不完善的通信系统对部队进行遥控指挥。时间的拖延不仅给敌人提供了增强防御的机会，也使得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战场情况，完善其突击计划，也使得进攻力量必须成倍地增加，才能克服敌人的抵抗。有一定指挥经验的指挥官都知道，它使得德军能够利用这段时间积聚力量，守护桥梁及齐格菲防线暴露的翼侧。盟军原以为第2集团军实施会合行动道路上的德军抵抗很弱，3座桥梁中的每个桥梁有一个旅的兵力便绰绰有余了。但最后，“市场行动”中每座桥梁不得不用一个师的兵力来夺取，外加空运来的一个师的兵力在阿纳姆以北扩大战果，以配合专门发动的叫做“花园行动”的作战来确保与第30军的会合。而且，尽管曾有大量运输机一次便可载运“慧星行动”人员抵达空降地域，然而经过三天的展开之后，就是天气允许，三次空运才能将增援部队运抵目的地，从而使运力感到紧张。



　　险恶的天气总使空降作战比地面作战要冒更大的风险。与此相比，敌军的防御能力则可以被相当准确地推算出来。在“市场行动”中，空军指挥官们主要担心的是那些桥梁周围的防空火力。陆军和空军双方都认为，如果要避免夜间空降行动中部队过于分散、行动混乱的弊端，并避开敌夜间战斗机的话，就必须在白天实施空降行动。但实际上，对“慧星行动”，空军主张在黎明时分用滑翔机将部队降在大桥附近，突袭德军特遣部队，阻止其破坏桥梁。而对于“市场行动”，他们则坚持，如果能得到战斗机的有效保护，就在白天把部队空降在离桥几英里的地方。同时，他们也坚决反对为确保在一天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提供补给，而要求每架飞机在总攻日(9月17日)从英国本土连续向前线飞行两次。



　　因为他们不仅担心天气的干扰，而且还顾虑能否对敌占居绝对优势。降落在远离桥梁地区的决定，来自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司令官布里尔顿将军。作为空军的一员，他对空军的难处考虑得过多。在白天行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正确的。但他默许其属下放弃夜间滑翔突击的主要目标——大桥的两端，则实在无法恭维。因为空降部队在黎明时突然出现在德军防区，完全可能打乱当地敌军的防空系统，并进而阻止敌人炸毁桥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主要桥梁一旦遭到破坏，盟军的整个行动就处于危险之中，“花园行动”中奈梅根和阿纳姆的盟军部队就将被切断。不幸的是，布里尔顿不是个能容忍部队的不同意见的人。布里尔顿的副手，英军空降军司令官布朗宁将军曾对“朱雀II行动”提出一些异议，结果却受到了被即刻解职的威胁。



　　再来看看德军方面的情况。几个德国军官凭借一种预感推测出他们将面临一种威胁，而这个预测多少有些像“市场——花园行动”。尽管他们将这一极富想象力的预测呈给了德军高级指挥官，尽管战后有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断言，盟军的作战计划曾被一个荷兰叛徒泄露给了德国人，但德军当时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德军正集中精力对付美军向萨尔河和亚琛的挺进。也许德国人此时也和对手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蒙哥马利是个过于保守的指挥官，他在进攻作战中总是缺乏气势和魄力。但“市场——花园行动”却一反常态，令美军和蒙哥马利的同事们瞠目结舌，因为这纯粹是一场赌博。



　　就各空降师所面临的风险而言，美军第101空降师看来最小。因为该师的空降地域离英军增援作战“花园行动”的出发阵地最近。其空降地域虽与其它两个空降师一样平坦宽阔，但植被茂盛，且贯穿着排水系统和多条水路。其翼侧有唯一的一条可连接默兹·埃斯科运河上的英军桥头堡和艾恩德霍芬河的主要公路，该路向北穿过赫拉弗、奈梅根的大桥(美第82空降师的攻击目标)和阿纳姆。由于这条通往荷兰的道路易受来自翼侧的攻击，所以很难防守。战前荷兰的一份参谋研究报告就认为，防守此路纯属妄想。盟军的决策者们也深知这一点。第101空降师的任务就是保护主要道路，包括沿路的一些较小的桥梁，并在英军第1警卫装甲师作为“花园行动“的先头突击部队行动时，保障这条道路的畅通。



　　9月17日，像空降集团军其它部队一样，第101空降师被准确地空投到空降区，并较好地于预定地域完成了集结。尽管与其它两个空降师相比，其飞机损耗最大，主要是被敌地面火力击毁，但该师却迅速地占领了道路。该师甚至有可能完好无损地占领所有桥梁，只是由于2个伞兵营在前往佐恩大桥的路上耽搁了2小时，结果眼看着大桥在自己面前被炸掉了。这个失误与盟军其它错误有些相似，都是由于初期胜利后，部队变得过于自信而有所松懈。9月17日一天，空降部队使用的4，676架飞机中仅损失了75架(损失率仅为2．8%，较战前悲观估计的30%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两座桥被炸仅仅是小小的挫折，并且很快就能得到补救。盟军此次空投唯一真正严重的损失是一架美军滑翔机被击落，而该机上有一份完整的作战命令。两小时后，这份作战命令便出现在德军施图登特将军面前，使他知道了他在部署桥梁防御时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有些文字材料是不得不在战斗中随身携带的，但把这份文件带到战场则显然缺乏必要的保密意识。



　　同时，美军第82空降师也出色地完成了空降。其中一支小分队降在离赫拉弗大桥不到700码的地方，并阻止了德军点火炸桥。由于德军军长汉斯·莱因哈特将军在出现上述完全出其意料之外的情况时，既不在现场，也没能与前线保持联系，所以炸桥的命令迟迟没有下达。盟军行动的突然性使德军的指挥系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中断，结果另外几座小桥也被完好地保住了。然而，奈梅亨瓦尔河上的大桥却依然完好无损，并控制在德军手中。82空降师之所以没能立即夺占它，是由于空军运输能力不足。9月17日一天只空运了82空降师3个团中的2个团。这样，不仅突袭行动无法实现，而且集中力量夺占桥梁的行动也被立即停止了，因为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盖文少将(与布朗宁中将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攻占并守住奈梅亨东南高地更为重要。他们俩人都认为，这个高地一旦被来自东面赖希斯瓦尔德方向的德军控制，就会使盟军无法控制赫拉弗和奈梅亨的桥梁。至于当发起攻击时那座大桥很可能在他们眼前被炸掉，则不得不当作战争中的风险来面对。河对岸的立足点建立之后在河面上重新架桥便可以处理掉这一紧急情况，尽管这会导致更多的耽搁。



　　第82空降师师长盖文给第508伞兵团(团长罗伊·林奎斯特上校)的希尔兹·沃伦中校的营下达了一个孤注一掷的突袭任务，着陆后立即攻占大桥(此计划是可行的)。当时，德军仅有一支18人且装备较差的小分队在桥上警戒，所以抵抗力很弱。最后，德军将1至2座小桥炸毁，但大桥仍完好无损，因为德军自己也指望控制并利用它。到傍晚，德军13集团军群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知道了盟军的突击目标，于是急令党卫队第9装甲师前注保护奈梅亨大桥。稍后，又令党卫队第10装甲师也前往配合。但这股德军被盟军阿纳姆空降部队所阻，只有党卫队第9装甲师的部分部队在桥北端被英军空降部队占领前抵达到大桥北岸。



　　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第508空降团在战斗结束后马上呈报的战斗报告在美军档案中消失了。但战后，由资深的官方史学家查尔斯·麦克唐纳重写的这部分内容，却显示出在盖文和林奎斯特之间，就沃伦营突击的首要目标问题有些误解。盖文说该营“着陆后不得耽搁”就立即行动。而林奎斯特则认为“在空降团夺取其它数个重要目标之前，任何营不得先去突击那座大桥”。实际上，林奎斯特指示沃伦，先夺取一些靠近着陆点的目标，然后再做好突击奈梅亨大桥的准备。因此，直到下午6时半，即空降着陆后5个小时，沃伦才命令一支巡逻队向大桥挺进。但巡逻队的步话机出了故障，与沃伦失去了联系，直到第2天才再次与沃伦通话。



　　几分钟后，盖文牢牢掌握了局势，通过林奎斯特给沃伦营下达了向前挺进的命令。沃伦迅速采取了措施，命令A、B两个连在一名荷兰向导的引导下，作为先头部队向大桥前进。但只有乔纳森·亚当斯上尉的A连赶到了桥南的指定集合点，而B连却在途中迷了路。应当承认，当夜幕降临时，在一个完全陌生、充满敌情的环境里前进，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A连进到了距桥南端很近的距离上，遇到了敌机枪的猛烈扫射，部队被迫展开。A连的这些伞兵们正打算利用夜暗发起攻击，突然前方响起一片喧嚣声，德军党卫队第9装甲师的先头部队赶到了，随后立即向A连开火射击。



　　面对绝对优势的德军力量，A连被迫停止攻击，急呼援兵。但援兵来得太晚，而且没有坦克的支援，所以无法突破眼前坚固的德军防线。该师高级指挥层意图不明确的命令，加上盖文和林奎斯特对保护自己空降场的完全正当的关注——因为这些空降场是其以后行动的基本保障，结果导致了各级指挥官间的意图传递不畅，徒然地拖延了突击分队去完成一项大胆的关键性任务，而这一目标对美国人来说本来是垂手可得的。但从根本上说，导致这次失败的指挥上的混乱源于上层布里尔顿十分消极的态度。他顾虑重重，拒绝把手中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一场当时被认为是赌博的作战行动中。然而，当亚当斯取得了他自己认为意义深远的伟大胜利时，盟军又开始期望这座桥梁也许可以完全无损(可以保存下来)。根据一个荷兰人提供的情报，亚当斯率其连队向一个没有敌人炸桥控制系统的邮局前进。经过一路战斗，他们冲进了邮局，摧毁了一些看上去很像爆破控制系统的装备。但随后，面对德军从四面对他们发起的越来越强的反击，他们不得不撤离。林奎斯特也感到压力太大，最后迫不得已命令沃伦营撤了回去。



　　由于类似的原因，英军第1空降师马上发现自己与南面的美军相比，处于更糟的境地。由于存在着一些困难，第一次指挥空降作战的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放弃了对阿纳姆地区莱茵河上的大铁路桥和公路桥的滑翔突击。直到9月18日，他才命令第4空降旅在河的北岸空降，波兰第l伞兵旅于19日在河的南岸空降。而且，为了遵从布里尔顿的指示，避免把部队降在大桥附近，着陆区也被选在远离公路桥至少6英里以外的地方。这给配备有装甲吉普的第1侦察中队和第1伞兵旅组成的突袭部队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必须经过敌防御密集的地区，才能到达目标。而这却是条漫长的、充满危险的荆棘之路。部队能否幸存下来尚难说，更不用说取得“市场行动”的最后胜利了。他们实际上是被引入了据知拥有坦克部队的德军防御系统的核心。以步兵部队对抗该敌必定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只能用随身携带的轻型火炮和反坦克炮来进行防卫。



　　布朗宁和厄克特两将军认为，他们也许能在阿纳姆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坚持4天。但他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布雷恩·霍罗克斯中将统帅的第30军的坦克和火炮不能在两天内赶到的话，那么“市场——花园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布里尔顿对敌防空火力所造成的危险是如此地过于悲观，以至于在阿纳姆上空，没有一架运输机是被敌炮火击落的。到底盟军的突击分队可以多么轻松地占领那座大桥——如果他们降在了南端，只要列举下面的情况就足够了。当盟军在6英里外空降时，仅有25人组成的要塞守备队仓皇逃亡，而且直到晚上7时45分左右，大桥的主要守护人还是一个孤独的荷兰男子，康斯特布尔·冯·库基克。可是突袭部队中的第1巡逻中队在前进途中遭到了伏击，不能在当天下午抵达大桥。而布里格迪尔·杰拉尔德·拉斯伯里少将的第1伞兵旅的先头部队，由富有经验的J·D·弗罗斯特中校指挥的第2营在晚上8时半左右才到达大桥。而德军此时已占据桥北端，并当着2营突袭连的面炸毁了铁路桥。



　　在这件事上认真考虑一些“如果……那么……”之类的问题并不是不合适的。如果在阿纳姆的空降能靠近桥一些，节省一些时间，那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弗罗斯特的一个连能提前一小时到达桥北端，再派出一个排去夺取桥南端，他们就很可能达成自己的目标。控制阿纳姆大桥的党卫队第9装甲师的一个连，两小时前才挫败美军亚当斯连为夺占奈梅亨大桥而发起的攻击，当时很难再渡过阿纳姆河，完成其战斗任务。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沿默兹·埃斯科运河的狭长地带将被连在一起，82空降师和警卫装甲师之间将仅有一些不大的漏洞和一条6英里宽的缝隙。



　　但警卫装甲师和其翼侧支援部队——步兵师，已完全陷入了战前荷兰人所设想的重重困难之中。尽管少数德军部队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所发射的一波波火箭及密集炮火的袭击，但他们控制着隘路，阻止盟军进攻还是不难办到的。天黑前，霍罗克斯的警卫装甲师仅推进了6英里(事实证明，精良的德国伞兵和党卫队装甲部队的抵抗很难克服)，距第一天的攻击目标艾恩德霍芬尚差5英里远。这时他们停止了进攻，就地宿营过夜。这在通常情况下属于正常处置，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则另当别论。



　　阿纳姆之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如果使用了第11装甲师而不是警卫装甲师，那么进攻将不会因夜幕降临而暂停下来，艾恩德霍芬也可能在当夜就被攻下，对奈梅亨和阿纳姆的进攻也将更加迅猛，也许甚至实现会师和最后胜利。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第11装甲师在亚眠战斗中出色表现的影响，该师在9月30日至31日之夜，在夜色中推进了40英里。但艾恩德霍芬南部的情况与第11坦克师在比利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艾恩德霍芬南部地区，敌人的战斗力较强，地形不开阔，且只有一条良好的道路可供使用，所以夜间行动容易引起较大的混乱。即使德军不设伏，由于位置不清，他们和美军之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遭遇。尽管警卫装甲师直到黎明才开始行动，但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其步兵巡逻分队却没有步行前进，因为距攻击的目标已经很近，而且无迹象表明前方有强大的敌军。但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以采取各种手段保持攻击势头而闻名的霍罗克斯将军，采取行动以保持对敌的强大压力。警卫装甲师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休整。结果使德军在他们前方的树林里重新部署了防御，也许步兵会受到德军阻击，但也许他们将使德军受到震慑，为第二天(18日)装甲部队的突破创造条件。事实上，一个英国皇家机械化部队的装甲车连在开始曾独自突破了德军防线，与美军会师，因为守敌已丢弃了他们的火炮，向后逃跑了。



　　由于第30军耽搁了24小时，加上恶劣的天气，导致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因而也注定了第1空降师的厄运，使蒙哥马利试图使战争缩短几个月的值得赞赏的冒险归于失败。直到9月19日上午8时20分警卫装甲部队才与82空降师在赫拉弗接上头，而36小时之后伞兵部队和警卫部队才通过勇猛机智的进攻最终夺取了瓦尔河上的渡口桥梁。由于德军指挥官莫德尔坚持保护好大桥以备德军使用，所以那座公路大桥才得以完好无损地落入盟军之手。这座大桥之所以能被保存，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由于盟军破坏了大桥的引爆装置，而是因为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下达的命令不明确，从而使守桥部队的司令官可以随意行事。根据这些命令，只有在大桥面临马上落入盟军之手时，才允许炸桥。盟军发起冲击，夺占了大桥，并使桥上炸药无法引爆。4小时之后，莫德尔才下达了炸桥命令，可在此2小时之前，他便已与守桥德军失去了一切联系。



　　天公也不作美。18日黎明前，英格兰大雾弥漫，使得第二波次载有空降援兵和第1空降集团军的补给物资的飞机不得不延迟起飞。5小时后，当他们飞抵了空降地区，但在途中就已受到较大的损耗。而此时盟军的攻势已如强弩之末。



　　德军对这一狭窄走廊地区的两翼发起了越来越猛的攻势，对在阿纳姆已被包围的第1空降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指挥和通讯问题日益尖锐，战场主动权也在逐渐丧失。原计划101空降师与第30军的会师，由于英军一个通讯分队搭乘的滑翔机没有如期抵达而功亏一篑，从而也失去了与第1空降师建立起接力通讯的可能性。这样，第1空降师就完全与外界隔绝了。18日，盖文向布朗宁建议立即攻击奈梅亨大桥，布朗宁有些踌躇不定。因为在30军不见踪影的情况下，他认为集中力量加强该师的环形防御更加稳妥。如果他当时采纳了警卫装甲师坦克车上萨金特·帕迪·麦考利上士的一句名言“当不能肯定时，先干了再说”的话，他原可能干得更好些。



　　但由于他的胆怯，并死抱着战前对地形和敌情的判断，使他痛失了一个个的作战良机。敌军压力，通讯中断，指挥系统失调，所有这些使第1空降师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之中，并开始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形势对德军越来越有利，他们此时只需要坚守住自己的防御阵地就足矣。当第1伞兵旅残部不可能突破德军阻击，与桥上的弗罗斯特营相会合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最后不得已勉强在远离空降地域的郊区奥斯特比克一线实施环形防御。这又使得飞机对其实施后续保障异常困难，而且十分危险，因为飞机不得不飞越地面密集炮火的区域。师长厄克特被困在德军阵中，而他的电台又被摧毁了，从而与自己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在师长不在的情况下，第1机降旅旅长P·H·W·希克斯准将接替了师长的指挥，并打算向大桥推进。但18日下午，随着姗姗来迟的第4空降旅旅长J·W·哈克特准将及其部队的到达，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因为年龄资历之类的问题而出现紧张。官瘾十足的指挥官们当然十分在乎这类事情！希克斯年纪稍长，但哈克特资历更深。曾参加过当时会议的刘易斯·戈尔德后来回忆起了这一当时令他难堪的局面。在会上，这两位高级军官对如何使用新抵达的旅才是最为有效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但这并没有最终妨碍他们理智地消除分歧，使该师在当时情况下处于尽可能好的作战状态，直到师长厄克特在第二天上午从敌阵中逃回自己的部队。



　　第1空降师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线电台通信中断而引起的。很早以前就已发现，当时部队使用的电台没有一台具有足够的可靠稳定性，没有一台能经得住空投引起的震动。更有甚者，当时只有配备给坦克、步兵分队的第19号电台，在白天通话距离能超过5英里，而夜间静电干扰使得通话距离往往被缩短。这些技术上的缺陷，加上拙劣的通信计划、作战时损失的电台以及附近敌人和友军在过于拥挤的频率上工作所经常造成的干扰，迫使通信兵绞尽脑汁来采取各种应急措施进行联络，但往往很少奏效。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便是指挥与控制系统功效下降，部队协同受损，并导致进一步浪费本来就已锐减了的作战和行政资源。



　　空降部队电台不可靠一直是经常受到抨击，但这仅仅反映了所有英军步兵电台一直存在的不足。不像坦克和炮兵部队，他们在战前就力争为自己的部队配备合适的电台，步兵则对这一问题反应迟钝，不感兴趣，结果使自己处在相当不利的境地。在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太复杂”的前提下，步兵将领通过低估自己的通讯需求，允许别人胡乱给自己配备一堆毫无用处的装备，并且对下属指挥官在使用电台中坚持高标准，从而觉得心满意足。他们本能地死抱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蹩脚的方法不放，而无法理解性能良好的便携式电台会对战术控制带来多么大的益处。



　　阿纳姆之战，盟军如果具有良好的通信手段，那么这场战斗的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比如，厄克特和其参谋发出的附有准确的战术情报和特别强调紧急支援的迫切性的一连串请求，原可以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之前使布朗宁和霍罗克斯因此感到不安，进而采取更加积极的进攻行动，使布里尔顿进一步加强空中支援。然而，由于连续数日的恶劣天气，波兰伞兵旅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天，于9月21日才在敌猛烈炮火攻击下空降到大桥南端。这事实上已经为时太晚了。而且仅仅由于晚了24小时，他们又失去了与哈维多浦北岸英军会合的机会。尽管第30军的坦克和步兵终于从奈梅亨出发了，但他们在艰难地形上的行进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并且由于后勤保障不时受到德军威胁，仅有的一条主要供给线常被德军切断，而使整个部队的行动受到牵制。



　　到22日，一切保持第1空降师的攻势以使“市场——花园行动”成功的机会都丧失了。现在只能期望这次战役尽可能多地把那些陷入困境的盟军官兵解放出来。他们的各类补给，特别是弹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无线电通讯不畅，疲惫不堪的盟军伞兵一次次地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飞机勇敢地飞过敌军密集的防空火网，把货物空投到敌军手中，因为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给飞行员指示正确的空投区域。同样，引导航空兵和炮兵对从各个方向逼近之敌实施火力突击的许多机会也丧失了，因为他们无法与飞行员和炮兵通话。“市场——花园行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次远距离的敌后空降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远距离通信设备来保障。



　　本章开头提到了伞兵和坦克车长之间的斗嘴。毫无疑问，他们是该抱怨，因为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初级指挥官已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押在了蒙哥马利的值得一试的赌博冒险上。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坐在这张赌桌上的高级赌徒们都相信这场赌博的可行性，或者在心理上接受了这次风险如此之大的冒险行动。差不多所有高级指挥官都有失误，其中失败的种子就是那位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最高统帅亲手播种的。然而我认为，两个军的最高指挥官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否决其下属师长在奈梅亨对自身安全的理所当然的关切；相反，他们应命令他全力出击夺占大桥。他们允许在艾恩德霍芬南部地区的盟军以按部就班例行公事的态度组织战斗。曾参加那场战斗的霍罗克斯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所做的评论可以证实这一点。



　　他说，在战斗中，军队指挥官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责任，就是不顾一切地确保作战目标的实现。然而，无论他还是布朗宁，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时刻都没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第十四章：不可战胜的神话




	







	

 



	


	


——太平洋战争，1942年



　　偷袭珍珠港有得有失。在此后的5个月里，山本五十六大将一直在谋求通过海战的彻底胜利来确保日本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以为日本挽回声誉。1941年12月，两艘驶离马来西亚的英军战列舰被日军飞机炸沉(这是由于没有飞机护航的结果)。此后，日军横扫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在爪哇海和东印度洋上重创盟国海军力量，建立起一道覆盖新日本帝国的完整的外环防御带(正如日军战前计划所设想的那样)。但在帝国海军最高统帅山本眼里，所有这些并不能确保日本的安全。到1942年春天，在西欧和苏联并没有出现有利于德国的战局，而美国海军航母力量仍然是强大如初。因此，日本海军仍然需要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而与此同时，日本陆军认为必须通过扩大外环防御带来增强防御能力。



　　日本当时正筹划在很短的间隔内实施两个大规模作战行动。这显示了日本人由于过于自信而激发出的高昂士气，正如当年德国人的过于自信促使其在攻陷西欧后便大举入侵苏联。然而，与1941年西欧的态势大不一样，东方的形势并不有利于战争狂人。日军虽然攻占了大量油田，但并未能使其生产出大量石油。而要控制如此广阔的帝国疆域，日本则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油料来对付尚未击败的对手，一个在4月18日竟斗胆用航母舰载机轰炸了东京的对手。尽管轰炸本身的效果不大，但却导致了日军采取了致命的“莫尔兹比计划”来扩大其南部环形防御地带。日本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策划并由繁杂的97型密码机(相当于德军所用的”埃格尼玛”密码机，但并不完全一样)加密后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每一份作战计划几乎全被美军“魔术”及“超级”机构(在“炸弹”计算机的辅助下)译读。这主要是由于日军在保密措施上的一个严重失误造成的。他们坚持在使用97型密码机的同时，仍不放弃与前者类似但又被美军破译的91A型密码机。



　　战争初期，日军战舰、飞机和性能优良的“长矛”鱼雷使其训练极为有素的军官士兵在与美军英军的作战初期占有明显的出人意料的优势(美国人和英国人出于蔑视东方人的传统都对日本人存有很大偏见，因此战前往往忽视或低估了日本人的技术和才能)。尽管如此，日本人缺少现代战争中的一种关键武器——雷达。只有一些零散信息渗透过了欧洲和美国的保密网传到了日本，而德国对此没有提供帮助。日本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曾尝试过类似的研究，但几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目标探测和测距这些基本领域上。从现代标准看，日本人是处于半盲状态，仍然依靠老式的光学仪器，而在夜间，则是依靠照明弹和探照灯。



　　“莫尔兹比计划”旨在攻占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这一计划的实施必然导致从攻击阿留申群岛的“阿留申计划”，和通过中途岛进入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计划”中分散许多航母兵力。由于“中途岛计划”是山本五十六精心策划的，试图引出美军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的最主要的行动，因而“莫尔兹比计划”是不能干扰它的。山本在策划“莫尔兹比计划“时的主要失误是他过于自信，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情报。由于他坚信美军航母在完成空袭东京返航时，必定在太平洋北部的某个地方，而且当时也无任何迹象表明，这个美军航母编队的部分兵力会在西南太平洋，所以山本仅派遣了两艘大型航母和一艘小型航母组成进攻莫尔兹比港的分舰队，后又把他的兵力分成7个分遣群。然而远在夏威夷的盟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已在4月24日就掌握了“莫尔兹比计划”的情况，并预计到日军将在5月10日登陆。如果山本知道这些情况，他肯定不会这么干了。由于充分掌握了日军的动向，所以尼米兹能够从容地作出安排，恭候日本人的到来。他把第17特混舰队(司令为弗兰克·弗莱彻将军)集中在珊瑚海东面，准备对日军的三艘航母发动突然袭击。如果弗莱彻当时要是不暴露目标，那么这次行动完全可能是一次战果辉煌的战斗。但是，情报所能带来的战果取决于情报使用者对情报可靠性的确认程度。而在珊瑚海(以及本书提及的其它一些地方)，美军情报的使用者们往往受到辅助性或牵制性作战报告的干扰而分散了精力和兵力。



　　这次海战的总结可以说是一个战术失误的大清单。首先是威廉·哈尔西将军的两艘航空母舰未参加战斗。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在完成突击东京的任务后返航夏威夷，经过补给后再及时赶到珊瑚海参加战斗。此外，美军使用了“约克敦”号航母上的舰载机攻击日军在图拉基岛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作战。这样，美军航母就过早地暴露在拉包尔的井上将军所属的日军面前。随后双方又忙着四处搜寻对方以便发动攻击。出于不可理解的原因，大西泷治郎将军宁愿使用其战列舰和巡洋舰上为数不多的水上飞机，却不愿动用其两艘大型航母上大量的舰载攻击机。而尼米兹也被清规戒律束缚了手脚，没有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作战地区派出侦察机(麦克阿瑟缺乏足够的飞机防护其作战空域)。这些只是双方未能真正交火的两个原因。即便如此，战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惊慌失措、草率行事、判断失误也令人难忘。另外，一些远离指挥官监视(目视和雷达)范围的官兵所犯的失误也产生了严重后果。5月7日，一名日军飞行员把一艘盟军的油轮及为其护航的一艘驱逐舰误报为一艘航母和一艘巡洋舰。旋即，日军发起了一系列攻击行动。这些攻击虽然给遭到攻击的目标带来了灭顶之灾，却也把井上和大西泷治郎两将军完全引入了歧途。因为他们俩人立即认定自己已找到了敌军主力，因此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莫尔兹比计划”。同样，一名美军飞行员报告发现了日军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但这份报告却被误译为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大型驱逐舰。这使日军小型航母“祥凤”号在晴朗天气里把弗莱彻将军的航母混合攻击舰队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而大西泷治郎在以其攻击编队对美军两艘(终于找到确切位置的)航母发动攻击的问题上犹豫再三、踌躇不定，使其疲惫不堪的飞行员不得不在傍晚时分的浓雾天气里起飞行动，但最终又没能找到攻击目标。结果在与敌战斗机的交战中损失惨重，一些飞机后来又因燃料耗尽而葬身海底。运气不佳是导致这场混乱的一个原因，但大西泷治郎的无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5月8日，当美日两国的航母编队真正开始交战时，最后战果充分显示了日本飞行员在训练、指挥和控制程序上对美军占有明显优势。尽管美国飞行员设法使用炸弹重创了日军“瑞鹤”号航母，但他们浪费了许多时间来协调攻击(从而使日军能让自己的战斗机起飞)，并且由于从有效距离外发起攻击，美军的鱼雷也没能击中目标。但日军却以一个训练有素的整体进行战斗，鱼雷炸弹频频击中美舰，终于击沉了美军“列克辛顿”号航母，并重创了“约克敦”号。因而就击沉航母而言，日军稍占优势。而且日军原可以取得全面的胜利，如果当时在拉包尔的井上将军没有推迟“莫尔兹比计划”实施，哪怕他仍然错误地认为美军的这两艘航母都已被击沉；如果大西泷治郎在飞机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仍然命令所剩的飞机从“瑞鹤”号航母上再次升空去彻底击沉美“约克敦”号航母，就会大获全胜。而山本要求继续进攻以彻底摧毁所有敌军力量的命令传到井上和大西泷治郎手里时已太晚了，无法付诸实施。结果山本执行“中途岛计划”时便失去了“翔鹤”号和‘瑞鹤”号两艘航母。前者由于受重创需要大修；后者由于损失了大量飞机和舰上人员，而急需补充，因而5个星期内也无法投入战斗。



　　日本人在执行“莫尔兹比计划”过程中的许多失误是由于对一种非常独特的作战方法在战术和技巧上经验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战斗中，主要的作战力量相距至少近百英里。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教会日本海军将领和航空兵司令们怎么更好地使用手中现有的装备，尽管由于日军飞行员错误地报告两艘美军航母已在珊瑚海被击沉，从而使他们已不可能充分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用4艘(而不是6艘)航母引导舰队的7艘战列舰发动对中途岛的攻击看上去是想以量取胜，因为根据“确切”的情报，美军没有战列舰，只有两艘航母，而且(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被认为当时都在南太平洋海域。日军既没想到哈尔西的两艘航母已返回夏威夷，也没想到受重创的“约克敦”号航母也从珊瑚海死里逃生，返回了珍珠港，并在1，400舰上官兵的日夜抢修下，将在三天后又投入战斗。因为日军在夏威夷附近的侦察潜艇和谍报人员都没能发现或者没有向日军司令部报告这些情况。



　　在5月底分成四个分舰队去实施“莫尔兹比计划”和“中途岛计划”的日军联合舰队此时已经失去了1941年12月所拥有的那种锐势。经过了6个月的几乎从未停息的征战，日军官兵需要休整轮训，舰只及机械设备也需要大修。而与此同时，在日本指挥体系的最上层的过于自信逐渐演变成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且还出现了不正常的意见分歧和亲疏关系。就连自己最亲近的同僚，山本都根本没能使其相信“莫尔兹比计划”和“中途岛计划”的合理性或可能性。有些人认为，即使美国海军航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军占领中途岛必将为守住该岛而使防御力量过于分散，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而认为美军士气低落的南云将军，据说曾拒绝当着山本总司令的面批评该计划的缺陷，因为他知道山本曾指责他在偷袭珍珠港的战斗中制止了第三波次的攻击。他说：“如果这次我反对攻击‘中途岛计划’，那我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懦夫。所以我宁愿战死在中途岛给他(山本)看看。”



　　海军空中攻击部队中的几个主要战将因病卧床，无法升空作战。而每每在关键时刻，山本的肠胃就犯病，最后被诊断为肠虫病。巨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体质虚弱，使山本的思维和判断力都大受影响。在无法得到准确情报的情况下，日本人就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日军的潜艇也完全有可能发现美军航母的确切位置，可惜它们比规定时间晚了24小时才进入预定海域，结果便失去了窥探到尼米兹手中最后一张王牌(他的三艘航母)的机会。美军通过无线电信号侦察已完全掌握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尼米兹的航母已从夏威夷启航驶向可迎战敌军的准确海域。实际上，山本是正在进行一场根本缺乏安全系数的赌博，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如果它能给1941年12月从珍珠港逃脱的美军航母力量以毁灭性打击，就能取得海战的全面胜利，进而补救由于战争初期过于贪婪而使日本遭受的灾难。因为如果美军航母在此战被彻底击败，那么这一扭转乾坤的一战，将给日本带来不可估量的红利。澳大利亚、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的盟军所有海军设施都将暴露在日军的攻击部队之下。



　　草率的计划、低劣的参谋工作及下级指挥官异乎寻常的频频失误使日军的整个作战行动受到干扰。而美军高级指挥官由于有及时、准确的情报作保障，所以在关键问题上很少出错。由于南云并不知道已经取消了远程水上飞机对珍珠港实施侦察的计划，所以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一直愚蠢地以为自己是稳操胜券。而且山本制订的作战计划本身的错误又给他的作战行动雪上加霜，因为海军总司令山本的作战部署和兵力配置实际上已把南云和他的攻击舰队推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当时，联合舰队远在350英里之外，所以南云舰队的航母、两艘战列舰及为其护航的三艘巡洋舰都无法得到任何紧急支援。此外，6月4日，在指派南云为攻击中途岛的前卫时，山本拒绝了他提出的给予最大限度空中支援的请求。而是把两艘小型航母用于执行“阿留申计划”，并将第三艘航母用作“中途岛计划”的预备力量。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军航母舰队将不会出现这一完全不能成立的基本假设之上的。首先，整个作战意图便有莫名其妙的相互矛盾之处。如果美军航母真是在相当遥远的其它什么地方，那么，何时而又如何才能实施山本所企盼的“决战”呢？即便情况如此，由于不能成立的假设，南云也只是例行公事。从他的三艘巡洋舰上派出了数量不能再少的水上飞机在舰队前方实施侦察搜索，而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途岛发起的攻击上。当时，他仅知道中途岛美军基地的飞机和潜艇已发现了他的舰队。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他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将势如破竹地摧毁中途岛的防御力量，而他的航母上防御力量足以挫败中途岛上美军轰炸机的进攻。然而，清晨7时，轰炸机群指挥官朝永城一少校过高地估价了美军的防空火力，电告南云有必要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波次攻击。



　　但此后的30分钟里，日军的背运和无能加在一起，注定了南云航母舰队，太平洋战争以及日本帝国的命运。正当南云与他的发着高烧的经验丰富的空军参谋官反复研究是否发起第二波空袭时，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将军已侦察到了南云航母编队的确切位置，并正在指挥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组成的一支空中突击力量对南云的航母发动攻击。如果渊田美津雄的身体没有病得那么厉害，能够亲自指挥对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而不是由缺乏经验的朝永城一率队出征，那么南云也许会对第一波攻击的战果就很满意了。7时10分，尽管来自中途岛美军的空袭仍在进行之中，但由于摆脱不了袭击珍珠港时因犹豫不决而错失战机一事的影响，源田实和南云都感到不能不实施第二波次的攻击。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冒着敌机的袭扰，把航母甲板上飞机携带的鱼雷换成普通炸弹。这个费时、费力的工作最终在7时15分全面展开了。但在仍然没有得到侦察机关于美军水面舰只的任何报告的情况，这一决策还可以说是并不会带来多大危险。如果他的这一行动延缓上15分钟，那么历史将很可能重写。正如一句名言所示：朝令夕改，混乱难免。此时等待日军的是更加严重的后果。



　　由于气候恶劣及一架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由水上飞机实施的原本就非常有限的侦察，现在变得就更少了。“利根”号巡洋舰上的侦察机因弹射起飞系统出了故障，延迟了30分钟才起飞，而恰好搜索范围正是美军航空母舰的活动地区。这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许多事情完全是歪打正着一样，如果“利根”号巡洋舰上的4号机飞行员不是在计算航向时出了差错，他肯定不会发现美军航队，那么南云就会根本不知道美军的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从而可能避免犯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当下午5点45分4号机飞行员通过无线电报告“发现10艘舰只，可能是敌舰，距离240海里……”，随后在5时45分确认了他的第一次报告，但他没有提到敌航空母舰。然而，南云还是准确地估计到，如此大的舰队必有敌航母，并再次改变了决心。“卸掉炸弹，重新装上鱼雷”的命令，使此时已疲惫不堪的飞机和弹药装卸人员陷入一片忙乱。悬挂着炸弹的吊架在甲板上胡乱摆放着，根本没时间把它们放置到甲板下较为安全的弹仓内。下午6时20分，4号机终于报告说，一艘敌舰看上去很像是航空母舰。这样，刚才的那阵忙乱看来也算值得。但他为何竟花了几乎1个小时才证实了这一点，至今仍是个谜。



　　第一次攻击中途岛的编队，按计划20分钟后就该返回航母了。这些飞机已经燃料不足，许多被击伤，需要尽快降落。这时，南云的面前又突然摆上了一个新的难题，即是否置返航的飞机于不顾，而首先发起对美军航母的空中打击。最后南云还是决定先让飞机着陆，以便尽快重新补给这些飞机，然后对中途岛发起第二波攻击。这个决定意味着把鱼雷攻击机对敌航母的打击推迟大约1个小时，但南云认为值得冒这个风险，哪怕这意味着放弃了首先攻击敌军航母的作战原则。在鱼雷攻击机升到甲板上面之前，第二波攻击的飞机被降到甲板下面。此时甲板上下已乱作一团。再有10分钟飞机就又能升空了，可怜在这时美军的鱼雷轰炸机飞临上空了。然而美军最理想的攻击战术——以战斗机作护卫，用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同时发起攻击，此时却出现了灾难性的差错。美军战斗机和俯冲式轰炸机没能在预定集合空域汇合。而且由于通信联络陷入中断，以及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又缺乏主动配合精神，出现了一方面战斗机在2万英尺高空盘旋，而另一方面鱼雷轰炸机则在勇敢地孤军发起攻击，结果不但没有一枚鱼雷命中目标，飞机反而在空中被打得如天女散花。美军所真正取得的战果可能就是由于日军航母不得不采取规避动作，从而进一步迟滞了日军航母攻击机的升空作战。美军的攻击至少使日军的防空体系受到了干扰，并且分散了日军防空指挥官的注意力。这样，海面的激战使日军的战斗机及航母上的防空舰炮都忽视了高空搜索。



　　仅仅9颗炸弹，9颗准确命中目标的炸弹，就彻底改变了太平洋战争中双方海军的力量对比，使日本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这9颗炸弹恰到好处地落入四艘航母甲板上杂乱的飞机、散乱的炸弹和鱼雷以及暴露的供油装置中，引起阵阵爆炸燃烧，产生了一片令人恐怖的景象。唯一使山本感到一丝慰藉的是6月4日的一份战报。从日军“飞龙”号航母上起飞的飞机重创了美军航母“约克敦”号。但6月5日，“飞龙”号便在美机的轮番攻击下葬身大海。6月7日，日军I168号潜艇发现了已遭重伤的“约克敦”号并击沉了它。除此之外，山本也只能勉强镇住他于下的将领。这些人急于挽回声誉，仍坚持以战列舰继续攻击中途岛。但山本却用一句“用舰炮攻击一个岛屿可以说是最愚蠢的海军战术“回绝了他们的主张。山本已意识到，在失去空中掩护后，他的舰队必将被美军飞机打垮。错误常常显得非常荒谬，山本在中途岛之战中所犯的错误也不例外。许多战斗已一次次证明，作为登陆作战中的一种持续火力支援，战列舰和小型战舰的炮击比飞机的轰炸更加准确，也更有威力，但日本人却没有这么做。日军在中途岛之战惨败的关键原因在于山本大将在一开始就犯了分散兵力这一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他当初保持联合舰队为一个作战整体，那么南云就根本不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被进攻中途岛、攻击敌航母并保护自己这些相互矛盾的企图搞得焦头烂额六神无主。那么，在航母飞机掩护下的战舰，将会集中力量支援登陆作战，而轰炸机则会用来全力对付美军航母。并不完全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山本手下的赌徒们开始背运了。事实上，山本在制定基本作战原则时就犯了根本性错误，而且他还进一步在这种错误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出了错误的作战计划。



　　如果山本和南云在中途岛获胜，那么日军将至少迫使盟军再苦战一年。中途岛之战日军航母的覆没，加之珊瑚海之战日军的损失，使日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其国土安全也立刻受到了威胁。由于失去了强大的航母力量及其素质无可比拟、事实上根本无法替补的空勤人员，日军动用其战无不胜的中央预备队，所构成日本帝国新的外围防御也受到了影响。更糟的是，这使对手重新获得了信心。这样，深受鼓舞的盟军开始在广阔战线上实施进攻，并在8月发动了一次试探性攻势，一次风险如此之大以至被一些盟军将领称为“鞋带行动” [ 注：扫校者注：这里更贴切的翻译似乎是“绞索行动”，是流传在太平洋高层军官间的一个玩笑。 ] 的试探性攻势。这次反击作战旨在夺占瓜达尔卡纳尔岛，作为反攻菲律宾并打通进军东京之路的第一步。



　　不管机会运气在中途岛之战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但使日军在此战中败北的无疑还是南云和源田实这两个人。他们为一些似是而非的目的一再更改命令，从而使日军航母攻击机群没能升空作战。而在任何情况下，对航母的攻击都必须优先处置。固执的南云死抱着最初的计划不放，不适当地把太多的注意力、兵力放在了一个永远不会被击沉的岛屿上，而没有集中力量进攻更容易击败但也更具威胁的敌军航母。南云对航母的本能偏见好像彻底左右了他自己的思想，因为作为一个战列舰航队的司令，南云不可能同样也反对战列舰在海战中使用它们的主要兵器。即使情况如此，日军本可以暂缓对中途岛的进攻，而中途岛仍然是其囊中之物；而且日军仍然不得不消灭美军的航母舰队，哪怕在这过程中南云的一两艘航母被击沉或重创。只有延误了发动进攻才能使南云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南云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唯一可能败北的道路。














	

 






	















	







	







	









 





	


	







	








	




	


第十五章：自杀性冲动




	







	

 



	


	


——莱特湾战役



　　日军犯了一个错误，即几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都一直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就连想象力丰富，有着与西方人直接交往经验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不例外。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像德军1942年11月第一次与美军交战，根本没把眼前的对手放在眼里一样，日军也从未把美军放在眼里。无论是1941年日军攻占菲律宾，还是眼下在菲律宾进行的防御战都是如此。即使美军把日本海军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也自认为他们比美军更勇敢、更顽强，因而对美军的轻视仍是丝毫未减。8月7日，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登陆时，日军司令部不仅对美军精锐的两栖登陆部队(该部队为进行登陆作战已精心准备了20多年，现在终于被派上了用场)知之甚少，而且也根本没把这支部队放在眼里。因而在美军登陆后的数月里，只是一批又一批地派出些战斗力较差的部队去驱逐入侵的美军，结果使战斗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毫无取胜希望的消耗战。于是他们又转而把矛头指向其兵力有限的海军、空军及陆战队，指责他们在后续补给几乎断绝的美军面前竟陷入了激烈的厮杀而不能取胜。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对瓜岛的多次增援使美军的战舰和飞机遭受惨重的损失。但双方兵力、装备对比悬殊，日军最后还是被击败。当时，双方都没有载有战斗机的航空母舰助阵，参战的只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陆基飞机。起初，经验丰富的日军使美军屡战屡败，尤其是在夜间战斗中。然而，两个日军未曾料到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了日军最后战败。第一、美舰在所有可利用的空间都配制了自动火炮，织起一道日机几乎无法突破的防空火网。这不仅构成了一道坚固的火力防御屏障，阻止了日军惯用的低空突击，而且还能迅速击落突入火网的日本陆军、海军航空兵飞机。也就是说，即使日军飞机突破火网进行攻击，也几乎不可能逃脱。这促使日本人采取了自杀战术。日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机直接撞向目标，就是想确保自己无法逃避的死亡不至于毫无价值。第二、雷达在对目标的搜索和测距方面显示出了巨大成功。“华盛顿号”战列舰在黑暗的夜色中，在8，400码之外就发现了日军战列舰“山城”号，并在8分钟内连射75发炮弹，其中有9发命中目标，击毁了该舰。这对雷达发展水平还落后数年的日军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日军由于后续力量匮乏、补给不继，迫不得已撤出了瓜岛。由于一开始双方力量就有差别，所以最后战败，撤出瓜岛也在情理之中。随着战略主动权的易手，美军在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在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被美军所左右的训练有素的日军指挥官，由于犯了比美军更大的错误，因而使美军的优势更加明显。当然，双方都犯了一些错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全球第一大洋这个浩翰的海疆作战，通信受阻、误会迭出、意见不一等等自然难以避免。此外，日军各级指挥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手下的士兵部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没经过多少军事训练，素质较差，因而各级指挥失当、作战不力时有发生。但日军高级指挥官由于两个根本性失误，导致了比美军更大的损失。一是长期以来一直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二是由于忽视了一些技术上的关键因素而导致的失误。



　　从根本上说，优越感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日军精英集团之中。这曾使他们有勇气使用在技术上占有优势的兵力通过卑鄙的偷袭来进行战争，而且也使他们不谋而合地从不考虑(有时甚至视而不见)敌人也许有能力战败自己这类概念和迹象。雷达的使用，使夜间击沉敌舰成为现实。这其实早已显示出双方力量不平衡的端倪。更令日军不安的是，由美军具有独立生存作战和实施远距离攻击能力的两栖部队，在推进过程中绕过或压制日军坚固设防的区域，集中兵力夺取要点，通过一系列的协同作战一举突破日军的岛基线式防御体系，矛头直逼日本帝国的心脏。尽管这种迂回战术在陆战中非常普遍，但作为—种海军战术，日军却没有预见到其发展潜力和巨大威力。由于日本的工业无力保障日军实施这样的战术，因而日军便把它排斥在对敌未来企图的种种预测之外。日本根本不可能制造出如此众多的精良登陆舰船，或者像美国造船厂和修船厂那样大量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勤保障装备。而且，即使预见到美军会采取两栖大纵深突破和“蛙跳”战法，日军也很难对付美军的这种战术，一旦其生死攸关的航母舰队被胡乱消耗殆尽。事实上，即使没有中途岛的失利，日军也会最终把自己的航母力量挥霍一空。日本人在谋略中的失误，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咎于某些个人的头上。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的社会和军事体制教育并迫使举国上下都把诉诸武力当作实现日本扩张野心的更能激发荣誉感的最佳途径。然而，由于自己选择的道路异常艰辛，日本人为了追求荣誉，往往令人作呕地习惯于对陷入困境的人弃而不顾，哪怕是最勇敢的日本军人。



　　日军荣誉观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还导致了许多反常行为和相互矛盾。例如，飞行员应携带降落伞去执行飞行任务，以便在飞机被击落时，能保护具有专业技能、极为宝贵的飞行员(他们的生命)。但当时在日军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一条船的船长应与该船共存亡。这其实是英国一个古老传统的翻版：这个传统要求船只遇难时，船长应最后离开将要沉没的船只。英国这个传统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完全是出于救生原则的考虑。船长最后离开船，是为了尽可能指挥船员保护船只，营救人员。但这个传统被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扭曲了。日本的大部分海军高级指挥官，据说有90%，因而毫无意义地战死在海疆。他们都是曾在海军服役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才。这使日军丧失了海军的精华。当时，投降的确被日军鄙视。这种观念可追溯到早期的武士道精神，但在现代社会里，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肯浪费其最优秀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材。所以这种观念实在不值得称道。无疑，日本正是由于受其过时体制的影响而加速了自身的死亡。另外，在日军严令禁止投降的情况下，盟军发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这又加剧了日军拒不投降的信念，从而使成千上万的日军注定将毫无意义地战死在疆场。而这些人原本可以不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并为日本的未来做出贡献。



　　美军及其盟友却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为实现一个意义重大的目标，都作好了付出一定伤亡代价的准备。但西方的政治、经济及人性观念紧紧约束着其指挥官，不允许他拿士兵的生命进行冒险。一旦出现问题，不管是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还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行动，那种不顾手段是否正确而盲目坚持的倾向都会受到扼制。1943年11月，海军少将凯利·特纳率其两栖部队在马金岛和塔拉瓦的登陆就是一例。由于登陆受阻，部队伤亡惨重，特纳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人员伤亡。在马金岛，由于事先无法对登陆地域进行实地探测，结果登陆时因航道危险，登陆艇不得不停在离岸过远的地方。特纳对这次登陆是这样描述的，“这是战争期间，我对海岸地带的情况估计最糟的一次……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积极地使用水下爆破队的原因。”幸运的是敌人并没有象后来在塔拉瓦那样进行顽强的抵抗，塔拉瓦登陆战中，5千名登陆官兵中有980人阵亡。当然，美军在塔拉瓦遭受惨重损失，除由于侦察机对海岸实施的侦察太少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原因，如对已知的海洋逆流估计不足，对登陆艇统得过死，以及由于对推进速度的计算错误，导致了总攻时间的差错等等。这些失误引起了混乱，给部队带来了重大伤亡。所有这些混乱，加上登陆部队过份依赖舰炮来压制敌防御火力，计划不周，对登陆作战的空中支援不够，都加剧了部队的伤亡。然而，即使有了这么多失误，如果对14个月以前情形类似的盟军在第厄普作战的教训加以研究，并在太平洋海域中避免，那么形势还是可以扭转的。因为当时关于第厄普之战的失误早已在全军通报，并在许多方面采取了对策。就当时处在发展初期的水下爆破队而言，要是特纳知道他们仍与被美军称为“抢滩者”或被英军称为“联合作战导航特遣队”共同作战的话，那么他的失误将少得多。但空间和时间往往使通信联络受挫，而参谋人员对庞杂情报的筛选也并不是总能抓住问题的核心。而且，即使是最优秀的指挥官，由于负担过重，也不可能真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特纳的确是一份非常优秀的、深谋远虑的指挥官。



　　在夺占马金岛和塔拉瓦岛后的10个月里，盟军实施钳形攻击，经由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从这里盟军的远程重型轰炸机能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及从所罗门群岛经新几内亚，矛头直逼菲律宾。与此同时，美军潜艇也加紧了对日本本岛的封锁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日本统治者本想通过战争来避免的石油危机，此时反而出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他们没有积极采取现代反潜措施，他们更醉心于主力舰队的大规模海战。直到1943年年中，日本人才开始拆除掉驱逐舰上的布雷扫雷装置，代之以足够数量的深水炸弹投放装置。但日军的探测设备和技术却远远落后于盟军在大西洋和其它海域广泛使用的设备和技术。而且日军开始也并没认识到，美军潜艇有意浮在水面活动，喜欢不断地发动夜间攻击，完全是得益于雷达的帮助。日本人对战术和技术如此的不经意，必然导致漏洞百出，而这又使日本的经济陷入瘫痪。战争期间日本所损失的850万吨商船中，约有57%是被盟军潜艇击沉的，而损失的686艘战舰中也有201艘是毁于潜艇之手。结果，日军战略物资的后勤供给便失去平衡。例如，1944年9月，驻新加坡的日军虽有大量油料，但武器弹药却严重不足；而日本本土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因而，尽管从全局战略的角度考虑，日军联合舰队应该部署在本土，但舰队却不得不把新加坡作为基地。



　　日军当时最严重的失误也许仍然是他们没能意识到敌人已破译了他们的通信密码，泄漏了自己的所有计划和部署，其中包括山本座机的飞行计划。结果美军战斗机在预计精确的空域内将其击落，使这次飞行成了山本的最后—次空中旅行。面对即将崩溃的局势，日本原本应该谋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但日本军人出于荣誉感断然拒绝了这一考虑。当1944年6月美军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呼啸于菲律宾海域上空，美军开始在马里亚纳群岛登陆时，日军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大将开始准备动用联合舰队进行一次最后的、所谓决定性的防御战役——“捷号行动”。然而，由于情报部门根本不知盟军将可能在何处实施突击，因此，日军在“捷号行动”计划中不得不准备应付三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这实际上等于给日军开了一个仓促应战然后漏洞百出的虎狼药方。“捷号行动”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空中力量的强弱。自1942年以来，日军已渐渐失去了空中优势，不仅是因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也是由于日本没能将新一代飞机投入现役，取代那些越来越落后于盟军最新式飞机的旧飞机。日本的飞机工业当时问题成堆，1941年以后的物资短缺使这一情形进一步恶化，从而一再推迟了大批量生产最新研制的飞机。仅以战斗机的研制生产为例，日本人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且所碰到的问题与其轰炸机的相似。他们采取的政策和采购体制允许研究并发展种类繁多的机种，但却不能改善飞机的动力系统和火力系统，以适应先进的机体设计。因而处于劣势的许多装备仍在日军服役。1943年的日军飞行员，与1941年相比，几乎可以说全是初出茅庐的新手，而日军的战斗机则实际上成了炮灰，尽管其有时仍然表现得比想象的要出色。日本空军的劣势和败北，并不仅仅是由于飞行员作战经验不足，而且还因为日本人竭力夸大其战绩。如果是为了宣传目的以提高士气(事实上也的确提高了士气)，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参谋人员想当然地接受了夸大了的战绩，指挥官据此来制定计划，则就十分有害了。如1944年10月10日至16日在台湾附近海域所进行的海战中，日方宣称威廉·哈尔西将军率领的美军第3舰队损失了11艘航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并且至少8艘航母、2艘战列舰被击伤(事实上，当时只有1艘航母受伤，2艘巡洋舰失去战斗力)。这一战报使日军对即将开始的“捷号行动”产生了不应有的乐观。



　　10月29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登陆。在这次登陆中，海军中将托马斯·金凯德的第七舰队以6艘老式战列舰、18艘小型航母和8艘巡洋舰支援登陆行动。哈尔西将军的第三舰队以12艘战列舰、9艘大型航母、8艘小型航母向东实施警戒。这次登陆实际上成了日军实施“捷号”作战计划的契机。18日丰田大将下达了警戒令之后，除了先前制定的一些应变计划外，他几乎已没什么办法来挽救正在集结中的5组日军舰队。这5组分舰队有的来自日本，但大部分是来自新加坡和文莱。增援的陆基飞机被航渡到南边。这实际上是日军在菲律宾上空仅有的一支空中掩护力量。松散的部署需要尽快调整就位。而正是这一过程，加上先前通过无线电发布的命令，为尼米兹提供了大量日军动向的情报。几乎在日军将领收到命令的同时，尼米兹通过无线电侦察系统也得知了该命令的内容，了解到栗田中将的A、B舰队(从新加坡而来的增援部队)将于10月22日从文莱起航，驶往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北面攻击美军登陆部队；西村章二中将的C舰队，在志摩清英中将统帅的从日本(居然是从日本！)起航的舰队的增援下，穿过A舰队的航线，经过苏里高海峡，向金凯德实施钳形攻击。同时，为转移美军对这次大规模机动的注意力，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的机动舰队将从日本起航，该舰队拥有1艘大型航母和3艘小型航母。这是日本海军所拥有的全部航空母舰，而且这次战斗只配备了108架飞机。日军企图以该舰队为诱饵，利用哈尔西急于消灭敌人主要攻击舰队的勃勃野心，把哈尔西的主力舰队调离栗田和西村的作战地区。同时指示福留繁中将所指挥的部署在菲律宾的联合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全力保障栗田和西村的抢滩作战，并尽量避免与美军哈尔西舰队纠缠在一起。



　　日军对这次战役的态度只能说是听天由命。所谓“决战”也仅仅是名义而已。战斗实际上是在丰田大将所鼓吹的“圣战”气氛中进行的。所规定的目标也还是老一套，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除了通过支援陆军固守地盘来挽回海军的声誉外，并没真心指望还有其它什么更大的成就。他们不能未经防守就放弃自己的地盘，那样将在军事和士气方面造成无法接受的后果。丰田给栗田和西村章二下达的命令核心是：“打击美军的运输舰队，粉碎敌人的入侵，尽可能地击沉敌舰。”此命令丝毫没考虑，如果，或者当哈尔西决定封锁两个关键海峡时，在北面的小泽舰队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根据日军的计划，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北面的小泽舰队与南面舰队不可能相会。而且，企图使哈尔西落入日军圈套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事实上根本不可能，通过无线电侦察截取的情报，哈尔西对日军以小泽舰队为诱饵的企图已了如指掌)。因此，除了繁杂冗长外，这份计划是日军所制定的所有计划中最糟的一个。即使在当时，(双方)所有头脑清醒者好像都已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军信心十足士气高昂地迎战日军，但对日本人竟然出动海军主力进行交战感到惊奇。日军无视美军企图彻底击败他们的现实，像是要仿效古代武士的自杀祭神一样，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栗田在舰队起航前的训话振奋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军人。他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强烈反对这个任务，但战况的危急远非你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的舰队部完好无损，这岂不是一种耻辱？！我宁愿接受这次任务攻击莱特湾，哪怕这将是最后一场战斗。”



　　除了圣战狂热之外，日军还需要好运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好运很快便降临到他们头上。10月18日傍晚，即志摩的舰队驶离日本3天后，而小泽舰队也计划在2天后启航，在此的10月8日傍晚，警戒濑户内海的美军潜艇集群指挥官T·L·沃根向(太平洋)潜艇司令C·A·洛克伍德中将报告，鉴于只有快艇在驶入濑户内海，没有发生战斗的可能性；能否撤出潜艇，去执行意义更大的攻击敌商船队的任务。洛克伍德竟然准许了。这是美军所犯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局部错误。因为无线电侦察已警告尼米兹说，小泽舰队即将出动，此时怎能允许潜艇过早撤离而对濑户内海不加控制呢？再者，鉴于只有尼米兹和少数军官(他们都必须呆在绝不可能被日军俘获的安全的地带)知道“魔术”和超级的内幕，而那些向精心挑选出的指挥官提供关键情报的特勤部的军官们又怎么没有通报小泽舰队即将出动这一关键情报？或者，如果他们通报了上述情况，洛克伍德又怎么会在完成尼米兹所命令的对濑户内海这一关键海域的搜索前即跑去捕猎日本商船队呢？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小泽在20日出海没有被发现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因为他的根本任务是起一个诱饵的作用；自然，他希望美军能发现他的舰队出航并向上级报告。但这绝对不是随后几天中处理和利用已破译的敌方密码时唯一的一次混乱。这些混乱对莱特湾之战的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在隐蔽行动企图方面，栗田的确不那么幸运。10月23日1时16分，他的舰队从文莱启航前往巴拉旺岛。行进仅17小时，舰队便被美军“飞鱼”号潜艇(与它同行的还有“鲦鱼”号潜艇)上的雷达发现。这使得尼米兹、金凯德和哈尔西准确掌握了敌军开进的第一手情报，同时也准确地证实了情报部门先前充满信心的预测。但最令“飞鱼”、“鲦鱼”号潜艇艇长兴奋的是，日军舰队采取了一种最易受到攻击的阵式。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其反潜措施十分薄弱，因为从一开始，日舰队就显露出对潜艇的威胁十分恐惧。美军发现，在9千码的宽大正面上，日舰队成两路并行纵队进行，其右路纵队中有包括6．4万吨级巨大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在内的战列舰。日军舰队以巡洋舰为先锋，两翼为驱逐舰，但却不见搜寻潜艇的护航舰只在前边开道。结果，黎明时分，“飞鱼”号潜艇在980码的距离上，首先向左路舰队中的两艘驱逐舰发射了鱼雷，其中之一便是栗田的旗舰“爱宕”号。



　　18分钟后，该舰沉没，栗田和他的幕僚们落入了大海中。几分钟后，“鲦鱼”号潜艇也将右路舰队中的一艘驱逐舰击沉。当时，栗田已过中年，而且正患热带病。在其旗舰被击中后，他不得不从烈焰熊熊的舰上跳入海中，向前游去，最后被一艘驱逐舰救起，并很快被送到大型战列舰“大和”号上。身上还没弄干，一大堆新问题就又将他包围，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严重破坏了他内心的平衡。无疑，他以后的表现也肯定跟这一可悲的开局有关。一开始，他就损失了25%的驱逐舰。而24日上午，锡布延海战又使他的内心受到了更大的震撼。在激烈的空战中，美军投下的两颗炸弹击中了栗田所在的“大和”号战列舰，2，000吨海水涌入船舱，船体一度倾斜。那一上午使栗田感到最为失望的是福留繁的战斗机没能前来抗击美军的攻击。当时如果不能有效地对敌机加以阻止的话，那么从哈尔西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轰炸机就会一波接一波飞临栗田舰队的上空，对他进行攻击。



　　出类拔萃的海军航空兵指挥官福留繁，1941年作为山本大将的参谋长，在偷袭珍珠港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他就一直认为，海战中最有效的防空手段就是攻击敌航空母舰。以后的每一次主要战斗都令他满意地证实了这种观点。他手下的飞行员夸大其词地宣称，在近期台湾海域的战斗中击沉了比哈尔西所真正拥有的数量还多的敌舰。尽管对此他可能打一半的折扣，但还是坚信陆基飞机比航母的舰载机更有战斗力。因而，在丰田命令他应首先保证给主力舰队——栗田的A、B舰队提供空中掩护，尔后再对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发起攻击时，他的经验和直觉都使他觉得难以从命。他寄希望于用手中可投入战斗的200架飞机猛攻敌舰队以从根本上消灭敌人，而不愿把他的弱小兵力在空战中一批批地消耗殆尽。所以，他最后对丰田的命令和栗田请求的空中掩护置之不理，而是极不明智地去攻击敌航空母舰。很显然，如果对拥有雷达预警的敌人发动进攻时敌机又居高临下，而下面又有敌炮火的猛烈射击，那么损失的飞机一定要比由陆基控制的得到预警的战斗机与舰炮组成的火网协同一致进行防御作战所损失的飞机要多得多。但是，愚顽又一次与神圣自杀的冲动联姻，再一次影响了日本人的抉择。而福留繁最后仅击沉敌一艘小型航母，但令他痛心的是全部飞机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几乎丧失殆尽。



　　没有了日本战斗机的拦截，也就基本上扫除了攻击中的障碍，数百架美军强击机只需对付目标上空密集的防空火力，美军在战斗中仅损失18架飞机。但他们却击沉了巨大的“武藏”号战列舰(当初设计者称该舰为永不沉没的战舰)，击伤两艘战列舰(包括“大和”号)、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并迫使栗田转变了航向。夜幕降临1小时15分钟后，美军放弃了对栗田舰队的继续攻击。栗田趁着夜色，重新向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去。栗田之所以能够调整到原来的航向也和使他遭受重创的美国飞行员有关。同他们的日本对手一样，美军飞行员也是很容易夸大自己的战功。哈尔西在15时45分接到报告，小泽舰队正从北面直驶过来。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空军的报告，并在他第二天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栗田舰队在锡布延海遭到重创，不会再对负责控制登陆场和苏里高海峡的第七舰队构成严重威胁了。他还得知，南面西村章二的C舰队，已于24日被发现并受到攻击，但战果不明。因而，他有一定理由确信，这支日军舰队虽然仍是一种威胁，但第七舰队足以与之抗衡。但哈尔西并不知道，当西村章二决心不变，继续向苏里高海峡前进时，已电告栗田，他对日益增强的抵抗深表忧虑；而栗田完全服从命令，而且并不像哈尔西错误估计的那样已经瘫痪，而是正准备再次向东驶住圣贝纳迪诺海峡。



　　哈尔西掌握的情报比日军要多得多。而日本人则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24日晚8时，他制定了一个重要计划准备以其第3舰队在北面全力迎战小泽舰队。此时，他通过处理“超级”情报的特勤部已准确地了解到，小泽舰队不过是一个诱饵，其目的是把他的第3舰队调离圣贝纳迪诺海峡，使该海峡成为美军设防的真空。此外，随后有份报告说，圣贝纳迪诺海峡沿岸的航灯都已打开。这显然是为了有助于栗田的行动。但哈尔西仍决定北上攻击小泽的舰队。他当然不敢轻视小泽的实力，但也用不着害怕把兵力分散使用。因为他手头有强大的兵力，而且还十分清楚日军的“捷号行动计划”。哈尔西留下一支强大的舰队警戒那些海峡，而他却率另一部分舰只去追击小泽的1艘大型航母、3艘小型航母及随行的航母战列舰混合编队。实际上，哈尔西的第3舰队队列指挥官威利斯·李中将曾提出在那些海峡中巡航，如果必要，甚至可以不提供空中掩护，如果哈尔西真决定将李指挥的4个航母群中的6艘战列舰分派出去的话(哈尔西在15时12分曾暗示他有可能这么做)。李是个极其精明而冷静的指挥官。尽管他不了解无线电侦察获得的情报，但此时李已经意识到福留繁已无力再战，并实际上推断出小泽的舰队不过是个诱饵，并把他的判断结论通报给了哈尔西。哈尔西的参谋人员只讲接到了李的通报，但未加评论，此后也没有修改作战计划。



　　不管战后哈尔西如何替自己辩解，有一点他是无法掩盖的，即不管其它地方发生什么事，他都决意要北上消灭小泽的舰队以显示其舰队有多么强大。哈尔西参谋机构的行动也证明了达一点，尽管象李一样，他们并不真正知道无线电侦察的情报内容。当指挥“38·2”特混舰队的杰拉尔德·博根少将通过无线电话报询问是否已收到关于海峡沿岸导航灯的情报时，哈尔西很不耐烦地应付道：“知道、知道，我们已知道这些情况了。”这使博根无法再提出批评建议。其实，哈尔西早已打定主意，别人再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心。而李通过无线电话报反复强调他先前的建议，栗田舰队仍有战斗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且正在东进途中，但也是毫无结果。很显然，哈尔西先前的胜利已为他在他的舰队中赢得了声誉，并成为公众舆论的目标，眼下他更醉心于彻底击垮已知道其位置并可以消灭的敌军舰队，而不愿继续等待时机，去攻击一个已受到重创的目标。来自他手下飞行员的报告，使他误以为该敌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由此看来，他的参谋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责任。但哈尔西是个性极强的人，一旦他打定主意就不容置疑，当然，这也是大部分优秀指挥官的性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当时抽出1／4的航空母舰，再加上李统帅的舰只，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警戒巡航，而他率其余的大部分舰只组成的主力舰队北上攻击小泽的舰队，那他完全有可能同时达成两个目标，而又不危及美军进攻菲律宾的整个行动。但哈尔西不是那种宽宏大度能与他人共享荣誉的人。结果，他的鲁莽和自私，不但使他个人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还使得战列舰以及航空母舰的一场大战成为泡影。而这场大战完全可能成为其军旅生涯的辉煌顶峰。



　　如果哈尔西的自私仅仅危及了他自己的指挥作战，那么事后对他的谴责可能会轻一些。然而，他不仅心灵丑恶，而且还给盟军进攻莱特湾的整个作战行动带来了巨大风险，从而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甚至有可能把即将取得的最后胜利推迟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没有注意向尼米兹或金凯德准确地报告他的行动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和惩罚。哈尔西在其命令他的特混舰队北上的电报文中标有“通报尼米兹”，但没有提到金凯德。只是在监听第3舰队的无线电通信时，金凯德才知道哈尔西已北上。他一直很自然地认为，哈尔西会兼顾到他的北面的圣贝纳迪诺海峡。但为保险起见，他还是按常规预防措施派出了自己的侦察机去查实。所以，当金凯德在午后3时12分监听到哈尔西的电文，并阅读了哈尔西的作战计划之后(该计划提到，由李中将统帅，从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抽调大型战列舰和其它舰只组成第34特混舰队)，他便以为第34舰队已经成立了(事实上哈尔西当时也确实打算成立)，并将用来对付驶入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栗田舰队。在这种情况下，金凯德有理由认为(没有立即核查)哈尔西晚上8时12分电示他的所谓除第34特混舰队外，其航母编队已先头北上，自然意味着李的第34特混舰队已留在后面警戒海峡。而实际上，第34特混舰队根本就没有成立。那些原准备用于编组第34特混舰队的战列舰等舰只仍夹杂在哈尔西的航母编队中向北挺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尼米兹从这些信息中推断出的结论和金凯德的完全一样。请注意，尼米兹也像金凯德那样，没有为哈尔西的行动分心。这俩人都在集中精力详细计划着迎击朝苏里高海峡方向驶来的西村C舰队。



　　金凯德也许是过于天真，还不如他手下的一些参谋遇事多疑，他的个别参谋当时就感到情况不对，或者可能有误解。但不管怎样，金凯德原应该立刻电询哈尔西，以了解是否成立了第34特混舰队及该舰队是否被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实施警戒。如能这样，情况也许不致于变得像后来那样糟糕，因为当时距25日4时12分尚有一段时间。但他认为哈尔西如果撤出关键性的圣贝纳迪诺海峡，无论是从礼节上还是责任感上都应该给第7舰队打个招呼，所以他当时没能立刻电询哈尔西也情有可原。金凯德和尼米兹对哈尔西甚至连一艘巡逻艇都没留下来巡视报告海峡的情况，十分愤慨厌恶。也许哈尔西并不是有意欺骗舰队最高司令部及其友邻舰队，但这使人们对他的人品和能力表示怀疑。此外，参谋工作不力也是产生错误判断和含糊命令的原因之一。这使美军处在了灾难的边缘，其中大部分或者主要的失误，来自第3舰队。对此，哈尔西的第3舰队参谋长R·B·卡尼少将必须承担责任。此刻也许可以引用亚瑟·马德说的—句话。尽管他讲的是1916年日德兰半岛战役中海军将领的失误，但也同样适应于许多其他指挥失误。“……在大战中的各种压力下，命运的神力往往强于人的努力，即使他干得再好也不例外。一次行动的失败，即便是灾难性的失败，具体负责的指挥官也不一定就应该受到责难。”



　　这样，在第3和第7舰队行动失调分道扬镳之时，栗田和西村的两支舰队却在莱特湾会合。此时，莱特湾南部在金凯德的第7舰队严密防守下，而北部却完全被哈尔西放弃了，使毫无防护的援军登陆输送舰队暴露在敌舰的巨大威胁之下。然而，几乎从一开始，西村舰队就很难有所做为。24日清晨西村舰队就被金凯德的侦察部队发现。这样金凯德有充裕的时间指挥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设下了一个圈套，等候着西村的到来。当时，杰西·奥尔登多夫的舰队有6艘战列舰、4艘大型巡洋舰(包括澳大利亚的一艘)、4艘小型巡洋舰，外加28艘驱逐舰和许多小型巡逻艇。他们计划把西村引入狭窄的航道内，使其无法通过机动对奥尔登多夫构成威胁。而栗田一旦被金凯德的防御所牵制而无法脱身，则必然落在后面，那么西村自然也就难逃厄运。24日晚7时，司令官丰田大将孤注一掷的命令也就决定了西村最后的命运。命令要求，所有舰只立即实施攻击。他不待志摩的舰队到来，便轻率地发起了攻击，相信自己会有好运，相信自以为是的日军夜战能力会使他突破重围。这里就不再详细描述庞大的美军巡逻艇、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所组成的舰队是如何沉重打击了西村舰队了。日舰一艘艘被击沉，7艘主要舰只中只有1艘小型巡洋舰幸免于难。再说志摩的弱小的巡洋舰队，一直跟在西村舰队后40哩，因此损失不大，在得知西村舰队已基本被消灭的消息后，忙调头向回逃窜。西村陷入成群的鱼雷和装置有雷达、能够远距离实施攻击的美战列舰上，雷达控制的舰炮的远距离攻击之中而遭受灭顶之灾，也可以说是他命中注定的报应。那种为日本精忠报国的精神使他头脑发热，因而导致战术上的判断错误。如当发现敌驱逐舰对其进行攻击时，他没有采取规避动作改变航向，而是保持原有航向，而稍后他变动航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驱逐舰摆在了即将到来的鱼雷航道上。这一切都显示出日军的尚武精神与由于数量和质量的劣势而日益衰落的军队士气之间的矛盾。然而，西村的自我牺牲却使栗田在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的情况下悄然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24日晚至25日黎明这一夜，金凯德派出了水上飞机沿栗田舰队的航道搜寻栗田舰队的行踪。结果以一线之差便与敌舰队失去接触，而在返航时也再没发现敌舰。25日凌晨3时19分，当西村伴随着烈焰熊熊的战列舰“山城”号沉入苏里高海峡的海底时，栗田却在“大和”号战列舰上巧妙地指挥其舰队在开阔的水域上向东驶去，气势汹汹地向300哩外几乎没有设防的盟军输送船队扑来。6时19分左右，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在栗田舰队前进的航道上，发现了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率领的18艘小型航母群及其护航编队。他们的任务只是一般性护航，不适于拦截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在内的这样一支舰队。因为他们甚至连俯冲式轰炸机都没有。



　　哈尔西直到6时18分才收到金凯德于4时12分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口发出的询问当时第3舰队位置的电文，但直至萨马岛海域一系列战斗结束后，金凯德才得到回电。所以这份回电实际上是多余的。6时46分，克里夫顿·斯普拉格少将的“太妃”第3分舰队的一艘护卫航空母舰，已在西北面意外地与日舰遭遇。1分钟后，一架反潜巡逻机驾驶员恩辛·汉斯·詹森也证实附近存在敌舰。对此，斯普拉格根本就不相信。他认为所谓的敌舰可能是哈尔西舰队的舰只。几乎与此同时，一个日军侦察哨也报告，在2.8万码处发现敌舰。很快，栗田意识到一支美军舰队就在他的手里了。但这会是一支怎样的舰队，这支舰队又归属谁领导呢？开始，栗田的参谋长小柳富次少将认为，这是一支战列舰队。但很快，栗田得知这支舰队拥有5至7艘航空母舰及一些驱逐舰(实际上，该舰队拥有6艘航空母舰和3艘驱逐舰)。栗田兴奋不已，他简真不相信自己竟有如此好运，遂急令其舰队追击美军舰队。



　　斯普拉格很快地得到了关于敌舰队的准确情报。但“太妃”分舰队是用5英寸的舰炮对抗敌4艘战列舰上众多的14英寸、16英寸和18英寸口径的舰炮，不但很难取胜，而且一旦全面交战，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所能做的是赶紧让飞机升空，舰队撤离。同时急呼金凯德请求支援，嘴里还在大声咒骂着哈尔西。在以后的1小时里，从美军18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全部500架飞机(其中没有一架是俯冲式轰炸机)投入战斗，以鱼雷及手中的一切弹药——从轻炸弹到高爆炸弹，勇敢地向日舰队发起了攻击，尽最大力量打击敌舰。但他们向哈尔西发出的救援电毫无结果。当时，哈尔西正在北面追击相距只有300哩的小泽舰队。而请求金凯德以奥尔登多夫的战列舰支援斯普拉格舰队时，恰巧是在金凯德击败西村舰队后不久。但斯普拉格当时的态度倾向于保存力量、暂不支援，他的参谋长R·W·贝茨上校也主张暂时按兵不动，在金凯德作出决定后再出兵增援。不管怎样，他们当时尚在60哩之外，而且认为手中大口径舰炮弹药不够充足(有些夸大事实)，难以再进行一次大的战役。而金凯德，由于顾虑志摩的舰队可能还在苏里高海峡，所以直到8时50分才命令奥尔登多夫北上莱特湾，支援快速回撤的“太妃”分舰队。



　　栗田对哈尔西舰队没有出现以及即将到手的油水十足的猎物惊讶不已，他惊叹自己竟能交上如此好运。但战舰被击沉、入水逃命，后又挨美机轰炸以及热带病等等仍使他惊魂未定、余悸未消。他根本无法确定哈尔西是否真的不在这片海域。此时，他发现在所有日本军官中只有他仍存有防备心理。他被疑虑、悲观所困扰，因此有些犹豫不决。昨天，美军飞机随心所欲地攻击了他的舰队。难道今天就不出现这种情形？正在栗田下令调整其舰队队形和航向，以对付可能受到的空中威胁时他收到了侦察报告。6时52分，在其调整尚未完成时，栗田下达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攻击令；7时零3分，他终于下达了总攻命令。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一个人因惊讶、疑虑而局促不安时所作出的反应。正如小柳富次所言，“当时，各舰指挥官对命令和协调都未给予充分重视。”各舰长开始各行其事，作战指挥序列开始混乱，火力也变得散乱而缺乏控制。日军对敌舰队的追击逐渐变成了一场混战。但美军的空中打击却越来越猛烈，而且，在整个撤退过程中，美军阵脚不乱指挥得当。战场上的硝烟和令日本人深感不便的暴风雨使日军舰队陷入了更加混乱无序的境地，而栗田当时的精神状态好像也无力控制局势。这样，日军舰长们几乎根本不可能集中力量击沉敌航母。相反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采取规避动作。而其舰炮，由于没有雷达来导控，因而在雨雾交集的海上威力骤减。最后，在这场混战中日军只击沉美军1艘小型航空母舰、3艘驱逐舰(另击伤若干)，而日军则损失3艘大型巡洋舰，并有1艘大型巡洋舰和1艘受重创 [ 注：扫校者注：该次海战日军共损失4艘巡洋舰，其中3艘是因伤势过重而自行击沉。 ] 。经过2小时效果不甚理想的攻击后，栗田见仍未能最后打垮“太妃”舰队，便在9时11分下达了暂缓攻击的命令，意欲使散乱的舰只重新恢复队形。他率舰队转向北面，清查战果，重新装备，以便向主要目标——莱特湾前进，在那儿他又发现了更好的攻击目标。当时，奥尔登多夫的战列舰队距莱特湾尚有2小时的航程，所以整个海湾仍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这对栗田太有利了。但西村舰队全军覆灭和志摩舰队撤离的阴影笼罩着他，影响了他的抉择，因而在2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犹豫、徘徊。此外，他的巡洋舰队有一个重要的情报没有及时报告给他，即“太妃”舰队舰只的最高航速只有18节，而他却一直错误地认为敌舰队正以30节的航速撤退，因而他对其巡洋舰队正逐渐逼近“太妃”舰队这一情况一无所知。有关敌舰队的不准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报使他如坠入云雾。一份报告甚至说哈尔西的舰队离他们不到113哩，而实际上，当时哈尔西的舰队正在300哩外与小泽的舰队混战在一起。当然，也有些情报是有一定价值的，但这些情报之中也难免讹误充斥。此外，日军虽截获金凯德命令其舰队向莱特湾机动的电报，但却无法破译。此刻，栗田的武士精神、为天皇尽忠的观念与司令官丰田的命令及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感之间发生了冲突。在日本社会，传统上牺牲个人生命以维护军人的荣誉，即使战败，精神上却不能败的观念备受推崇。但在现代社会，牺牲最后一支舰队(日本仅存的)，却没给天皇带来任何益处，这种盲动实在划不来。



　　到11时，在一切情况都已明了后，栗田打定主意驶离萨马岛海域向莱特湾前进时，攻击莱特湾抵抗力较弱的美军输送船队的一切良机都已逝去，美军已用战列舰筑起一道从苏里高海峡至莱特湾的防线。12时36分，眼见战机已逝，栗田放弃了攻击莱特湾的企图，转而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开始向安全水域航行，但其根据错误的报告而企图寻找并攻击在北面的美舰队的设想化为泡影。



　　再来看看哈尔西。他在24日下午通过侦察机的侦察发现了小泽舰队。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当晚便再次派出侦察机搜寻敌舰队并伺机发起攻击。起初，双方的交火时断时续。到25日4时30分，哈尔西觉得自己已掌握了小泽舰队的准确位置。随后，他组成了以威利斯·李为司令的第34战列舰特混舰队，并以此舰队为先锋，引导航空母舰编队投入攻击。他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海战方式，即以航母对航母，随后战列舰投入交战，最后解决战斗。这场遭遇战对日军十分不利，因为小泽的多数飞行员都是新手，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派往菲律宾福留繁的飞行部队中。25日8时，美军开始了第一次的猛攻。在以后10小时里，美舰队竭尽全力投入了攻击。最后，日军的全部4艘航空母舰均被击沉。这里就不再对这场残杀做进一步的描述了。在这场攻击开始时，哈尔西得知栗田舰队出现在萨马岛海域(此情报在传送过程中共花了90分钟)，并收到金凯德请求立即支援的电报，这多少使他那种猎物终于捕获到手的兴致受到些破坏。哈尔西足足考虑了28分钟，才决定派出一支特混分舰队回援金凯德，攻击栗田舰队。尽管他清楚这支舰队目前正在栗田舰队以东几百哩处加油，起码要到12时才能赶到作战海域。而他则继续掌握李的战列舰队，知道用不了几小时就能赶上小泽舰队，从而满足所有优秀舰炮军官都有的把主要火力倾泻到敌主力舰队上的欲望。



　　10时，哈尔西收到舰队最高司令官尼米兹的来电。这份电报看上去不仅仅是质问第34特混舰队到底在什么位置。有趣的是，哈尔西把它当作是对自己能力和表现的一种污染式的关切。实际上，尼米兹并未命令派遣李的第34特混舰队救援，但如果将该电与第7舰队频频发来的所有其它告急电联系起来考虑，他的这次干涉多少也有些命令的味道。当时哈尔西确有把握消灭小泽的舰队，因为李的6艘战列舰迎战日军的2艘主力舰，优势十分明显。但这时，如果仍不派出援兵，甚至连一点儿表示也没有，一旦第7舰队及岸上的陆队受到严重损失，那他就难以交待了。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弥补措施。但直到一个小时之后他才终于压住了自己的一腔怨气，于10时55分，命令李的第34特混舰队回返，增援第7舰队作战。但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表示，因为李的舰队仅以20节的航速前进(其最大航速是28节)，并在途中以12节的航速花了2小时为其护卫驱逐舰重新补充燃料。战后，哈尔西告诉莫里森，在整个莱特湾战役中，唯一使他最感遗憾的是派遣李的舰队回援。为此，两艘日舰从他手中溜掉了，这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但他似乎忘了(或许是有意掩盖)他当时也清楚的一件事——小泽舰队不过是个诱饵。此外，他当时如果把第34特混分舰队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他自己亲率第3舰队的其它舰只，同样可以实现他一直企求的梦想。况且，正如莫里森指出的，如果哈尔西在收到栗田舰队出现的电报后，立即派李的特混分舰队回援，而34特混分舰队又能全速猛进，并暂停对驱逐舰的油料补给，那么美军6艘一流的现代化战列舰将在25至26日夜间截住回撤的栗田舰队，并完全有可能消灭这支已受到削弱的日本舰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求功利的哈尔西，最后却因他坚持一个错误的目标而名声大降。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尼米兹也始终没有原谅他的固执己见。



　　美军在莱特湾的损失出乎意料的小，由于充分发挥了人员及武器装备的优势，因而战果辉煌。当时栗田即便坚持既定目标，在莱特湾横行无忌，但用不了几小时，他也必定会被第3和第7舰队察觉。但哈尔西贪求功利的作法，却无端使许多美军官兵献出了生命，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的悲哀。而丰田由于其舰队的战败，也必须谢罪于日本。此外，在他的部下中，福留繁由于坚持错误的计划，追求一些枝节末利，使日军损失惨重，因而也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对丰田来说，除了易冲动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外，其最初的设想和计划也不够完善，因而其失败早已是命中注定。但从根本上说，他的失败在于他低估了美军的实力，在作战部署上也出现了判断失误。而福留繁的失误却与丰田有些不同，可以说是集战斗信念、效忠和对技术的无知于一身的一种日本式混合物。他不象邓尼茨，在面对技术上使其传统观念产生动摇的不利形势时，不能顺应形势的变化，及时使用新式武器、采用新的战法。



　　24日，福留繁命令其飞行员攻击哈尔西的航空母舰编队，这等于把他们送上死亡之途。这么做也违背了他向栗田所做的保证：空军力量只用于进行区域防守。当时，他原应该意识到他这是在迫使其飞行员在无法给敌军以重创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毁灭。本来，他手中还有另一张王牌——自杀性攻击。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自杀性攻击完全有能力击沉敌舰，起码也可使敌航空母舰在相当长时间内失去战斗力，但他却弃之不用。



　　早在1931年，英国皇家空军就已预见到日军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采取自杀攻击战术。1941年，这种战术便零星出现在战场上。驾驶飞机直接撞向日标，比传统的用炸弹和鱼雷攻击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能避免瞄准误差。1944年6月，日本飞机在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海战中遭美军重创后，大三次郎上校就提议成立特种攻击部队，对敌航空母舰实施俯冲撞击的自杀性攻击。而大西泷治郎中将在执行福留繁的命令去支援锡布延海战中的栗田舰队作战时，尽管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采纳了这个方案(日军飞行员倒是狂热地支持这一战术)。当时，日军飞行员认为，如果一个人真正准备牺牲自己，那么他一定能使敌人付出死亡的代价，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在“捷号”行动中，为进行这种攻击而进行的训练和准备，只需几小时就能完成。但大西泷治郎中将，尽管同福留繁观点一致，认为攻击敌航母编队比原地实施空中防护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防御方式，但他却不能摆脱福留繁最初观点的影响和实际行动上的束缚，因而没有成立和使用“神风”的特种攻击部队。结果，由于福留繁坚持采用传统战术，“神风”失去了首次亮相、对哈尔西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攻击的机会，最后使日军招致了前文所描述的那种灾难性的失败。



　　直至10月21日，只有少量的“神风”特攻队投入战斗。由于飞机自身的损坏、敌舰炮突击、气候恶劣及有时难以发现攻击目标等种种因素的干扰，“神风”突击队在初期的使用极为有限。25日清晨，他们发现了“太妃”航空母舰编队，随后发起了攻击。这次攻击由于晚了24小时，因而没能与栗田舰队的攻击配合起来。仅仅4个小时，“神风”突击队的一些飞机就使美军第7舰队蒙受重大损失，其战果比栗田舰队的整个行动所取得的战果还要大。除击沉一艘航母外，至少还有4艘航空母舰受到重创。面对这一事实，栗田第二天就改变了主意，把大量的“神风”突击队飞机投入战场。“神风”突击队一跃成为日军武器装备中最有效的一种反舰武器。12月12日，日军以较少的飞机和人员损失，击沉了7艘美军航空母舰，击伤7艘航空母舰和23艘其它舰只。此后，“神风”突击队所取得的战果也越来越大。这里，让我们做一个令人吃惊的猜测。如果10月24日福留繁装备1百架“神风”攻击机，留下一半来保护栗田舰队，那结果会怎样呢？哈尔西大部分的非装甲制甲板的航空母舰被消灭并非不可能，其中几艘的命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不正是如此嘛！在那场战斗中，栗田原可以在更有利的时机及时出现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西村在苏里高海峡也可以有一个带有冒险性的机会向混乱的金凯德舰队发起攻击；而哈尔西则可能丢下作为诱饵的小泽舰队，在面对敌主要战列舰的情况下于萨马岛海域进行战斗；如果日军“武藏”和“大和”号战列舰也能投人战斗的话，那后果则难以预料。



　　福留繁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导致了日军的一个舰队及几千名官兵葬身大海。他不仅对请求“日本武士”去做在他们将来自然合理的事情这种想法不屑一顾，而且在缺乏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拒不接受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性的观念——自杀性攻击。一直争论不休的是，一个新的、代价昂贵的武器系统(指“神风”突击队)在被接受前是否应进行全面的论证，以避免日本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再浪费人力和物力。然而，日军在菲律宾的形势已非常严峻，没有理由再保守地节省那些过时的飞机。而驾驶这些飞机的日军飞行员自身的作战经验和统计数字也已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面临的将是怎样的结局。福留繁阻止采取自杀攻击战术，正是传统思想和现代观念相矛盾的又一例证，一种失望与困惑的产物。他痛苦地重新彻底反思那些仅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及其不可战胜之信念基础上的，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观念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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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以为自己对历史上军事失误的评估和对指挥官的批驳，在改进军事体制和工作程序方面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的确，对历史的研究一直被认为对军事艺术具有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高级将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仅仅20年以前的事件)以及其后的全部著述都十分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的革命性演变有充分的了解。事实上，他们反对变革往往是源于其对批评家们的横加指责既信服又反对的态度。1914年至1918年间的将领们被暗示成不仅仅是简单的无能，甚至是玩忽职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939年参战的将领们深受此前事态的困扰，而且多半生怕会重蹈覆辙。尽管那些所谓的博学之士指责抱怨，海陆军对1918年的教训完全置若罔闻(他们所要求的只是重新回到“真正的军人时代”之类的东西)，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关当局的确是曾认真地尝试过做出某些改进，以避免无谓的杀戳。与此同时，各级指挥官也被淹没在一片责难声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被比喻成是一群把雄师送到屠夫刀下的蠢驴。这的确在公众心目中给军人造成了如此形象，即他们是一帮教育水准低下、想象力贫乏、麻木不仁、不可救药的傻瓜——当然，除非充满灵感的平民来出面解救。这样的平民是不可能比所谓的军事专家表现得更糟的。因此，战士们在1939年投入战斗时不可避免地顾虑重重，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耍弄。而这对他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表现，既有坏处，同时也有好处。



　　1939年以前关于军事上的无能表现的种种奇谈，既要归咎于为掩盖自身缺陷而寻找替罪羊的政治家或那些想通过煽动所谓改革而在新闻界挣口饭吃的军事评论家们(例如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也要归咎于那些发泄对战争之恐怖和劫掠深恶痛绝的愤怒的诗人和作家，那些试图永远取缔战争的和平主义者。通常情况下，评论员因各自利益、喜好不同而产生偏见。很少有例外，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官方档案，自然也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全貌。另一方面，军事失误极易被人在传播过程中扭曲、夸张。例如，指挥官若和前线通不上话，就会处于茫然的困境，人们往往会蔑视这些指挥官。而评论员此时也不会说明，是前线分队破坏了指挥程序，而且除电话这种不灵活的工具，当时并无任何其它通讯设施。一些指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满怀深情但缺乏理智地依赖军马，把它作为不可缺少的机动工具，因而被指责为“是在停尸房观赏无用而受伤的宠物”。这是情理之中的事：缺乏技术头脑的评论家(例如利德尔·哈特)不仅低估了机械化带来的政治、技术和经济问题，而且和那些早该因拖延现代化进程而受罚的罪人同流合污。在20年代，许多人为促进现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现代历史记载得不公正，他们有些被贬低了。



　　当代关于20和30年代的军事评述不断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一群有影响的高级军官和政客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事件及其灾难是可以避免的，纯属军事无能的结果。他们似乎缺乏均衡感，而且漠视这样的客观事实——自古以来，指挥官失误的比例与其处理当前局势的能力是成反比的；而且，他们往往只不过是在收拾自己无力左右的前任留下的各种印象和决策的烂摊子。有时人们很自然地忽视了：单单用嘴皮子谈论新技术战术的评论家不可避免地曲解了这些技术战术的含义。在1914年，几乎没有人成功地预见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战争逐渐产生的影响，尽管在许多战争中都有明显的佐证，尤其是1904年日俄交战的深刻教训。对技术发展没有系统研究，与其说是军队院校教育的不足，还不如说是政府和社会的失职。少数主要靠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取得的成就，是执政的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我们已经看到，1939年以前不久上任的年纪较大的那些指挥宫，都是受教于学科范围狭窄的教育体系，因而不能准确判断出由机械化和无线通讯加快了的战争节奏，以及装甲防护车——坦克的作用。就甘末林、龙德施泰特两人而言，他们尽管没有充分把握住各自的机会，但决不是什么新手或缺乏将军素质。他俩依靠勤奋、天赋，通过漫长而激烈的竞争，都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而且是一对出色的将领。可是他俩都是造就了自己的制度的奴仆，在古德里安这样难得的技术型指挥官所表现出的超人才华面前，他俩就黯然失色了。用网球术语来说，古德里安总是主动出击，迫使对手失误。素质低劣肯定导致自己失误；素质过硬则会加速对手的灭亡。这种胜负的发展趋势往往又与时运的好坏密不可分。



　　正如李维所指出的，时运对军人来说很重要。尽管赫尔穆特·冯·毛奇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幸运之神只会降到高效者的身旁。然而，举例来说，效率再高，目前也不过就仅仅能预测几小时之后的天气变化。而天气变化，正如我们所见，一次次地决定了战役战斗的命运，特别是海战和空战。不可否认，战争中蕴藏着机遇运气，而且只有认识到这一客观事实，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控制利用机遇运气，给下属最大的自主权来机智地抓住战机，才可能减轻机遇对战争的影响。本书例举的数次失误均归咎于指挥官权力过于集中——邓尼茨，奥金莱克，当然还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他们本人往往酿成最大的失误。而他们的部属因此也常采取缺乏理智的行动，尤其是身在前线，无限思考之时。



　　激战过程中，一船初级军官根木没有时间冷静思考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在生与死的搏斗中，他们只能靠本能作出反应，尽管战前准备一些应急方案是可以的。通常，只有远离战场的指挥官能详细、周密地进行决策。但是，正如各位已看到的，即使是最冷静、最精明的指挥官也难免失误——甘末林、龙德施泰特、韦弗尔、蒙哥马利、哈里斯、金和山本等，有时他们会碰到情报不准或判断有误的情况。时间紧迫可能造成失误，但时间充裕并不是决策完美的保证。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指挥官满脑子都是些杂乱的情况，这并不说明他本人无能，尽管他有责任组建称职的工作班子。人和机器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本书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情报工作不全是失误的原因，部属不得力，体制关系不顺，亦是失误的祸根。许多胜利是靠制造一些既矛盾又不可不信的假情况，迫使敌人无所作为而取得的。最好的例子是盟国在“火炬行动”以前迫使轴心国指挥体系陷入瘫痪。



　　毛奇曾经提出，从长远看，提高效率与改善管理是防止失误、避免碰运气的良药秘方。尤为必要的是通过一支长期建立的默默无闻的为首长服务的参谋队伍，对所有各级军人实施统一组织的优良培训。但战争的所有活动都受制于当事人的性格的反常或冲突，恐惧感，突发性或未察觉的心理及生理衰竭，以及无法控制的侵入和机械无法运作的环境变化等等因素。失误是人类活动的特性，在战争的紧张与不安之中更是如此，即使是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日本人中也发现如此情形。实际上每个人都很难保持身心平衡，都有可能崩溃，尤其是在突然面对缺乏人性的高技术武器的威胁，而看上去又没有现成的或能持久发挥作用的反击手段的时候。通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们不难发现先进技术对指挥官的思维和反应产生了多大的压力，不营他是否属于精通技术的少数派。例如，邓尼茨和哈里斯，两位都是熟悉技术的将领，但都反对技术革新或在采购军火时被人蒙骗。他俩年事已高，精力衰退，大脑已无法接受滚滚而来的新思想，而且还必须应付极其紧张的作战指挥、外交和政治事务。可见，像邓尼茨、哈里斯这样的统帅人物在处理技术问题时并不比甘末林、龙德施泰特、奥金莱克和蒙哥马利等人高明，尽管后者均把技术当做次要问题交由专家处理。我们不应漠视1940年盟军指挥官以及隆美尔等肩负的责任和心理上承受的巨大压力。我们也不可忽视某些人的野心贪欲，例如，哈尔西在莱特湾的冒险。



　　如果本书例举的失误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高级将领在平时日常工作中和与政治领导人的磋商中没有认清科技革新产生的影响。看看邱吉尔最初造成的致命失误吧！他先是起用了奥金莱克，并在危急时刻对他言听计从，结果，里奇这样的庸才爬上了集团军司令的宝座，使军、师、旅各级乃至列兵的信心荡然无存。后来，邱吉尔又施加影响，劝蒙哥马利在阿纳姆与德军拼命(旨在消除德军火箭威胁)，蒙哥马利却未能使布里尔顿、布朗宁、加文和霍罗克斯相信绝对有必要为“市场——花园行动”冒一定风险。当然，这些指挥官在许多技术战术交织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写到这里，我再次毫无悔意地引用休·道丁的观点。他在历史危急关头，在我方情报混乱、兵力兵器薄弱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不列颠之战的胜利。那是一场真正的技术战争，又是一场精神战，是战略意识、战术手段和技术判断力的完美结合，用他个人的话来说，是“上帝的杰作”。他曾经试问，为什么在陆海空三军中一些英国最出色的人物都好像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力(虽然是针对军队而言，但同样也适应于任何其它领域)。他认为这一现象起源于压制个性、培养好好先生的军校。“如果一个初级军官提出建议，往往得不到高级军官的重视，或根本不予理睬。这样经过若干次，初级军官便不再发表不受欢迎的建议了……”在很令人受刺激的章节“长官为何总犯傻？”之中，他引用了许多例子，包括本人犯傻的例子，来描述高级军官是如何抵制、误导、曲解甚至拒绝科学实验并进而恳求知名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与军方的官僚机构合作。书中还介绍了轰炸机司令部、海军和陆军是如何反对技术革新、倾向于主观推断而不是科学运筹的情况。假如在英国的其它盟国或敌国出现类似情况，他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而且他见怪不怪肯定错不了。



　　但是，如果他的年轻飞行员在他认为不是夺取胜利的适当时机，便升空作战的话，道丁肯定会气得大发雷霆，正如他不止一次地断然拒绝了邱吉尔及其手下的草率建议一样。他和奥金莱克、古德里安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即使冒着罢官的危险也会坚持己见。



　　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军事指挥员都承受着那些把自己的政治使命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合二为一的国家元首的影响。军人总是爱发牢骚。三军将士中只有极少数通情达理的人才否认，军事失误的责任最终应归咎于政府的政治。如果那些对战争艺术一窍不通的政客，或者其军事决策深受政治偏见影响而又有意无视军方严更警告的政客，否决了军方富有职业洞察力的见解，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军人的牢骚将会变得合情合理。尽管如此，政治首领有义务倾听其忠诚不容怀疑的指挥官之无畏直言。即使他们的建议被否决，这样的军人也同样会执行其不愿接受的命令。这实际上完全是个协调问题，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双方的共识和开诚布公的磋商。



　　盟国方面相对比较幸运。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罗斯福总统，由于得到了金上将的良好协助，以及后来马歇尔上将更为出色的辅佐，拥有较好的战略协调意识和能力。而且，英军参谋总长布鲁克上将的战略才智通过邱吉尔的调动亦使盟国受益非浅。同样，虽然斯大林在战前解除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职务，但俄国陆军拥有朱可夫这样的杰出将领真是他和俄国人民的巨大幸运。



　　相反，轴心国就不太走运。统治他们的独裁者们，由于受其体制本身的制约，没有对战略的协调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战略的协调则必须是建立在理智的辩论和决策之上的。虽然人们不太会同情30年代合谋扶持希特勒上台的德国将领，但应看到，希特勒迫使这些军官所犯的军事失误实际上是他本人高压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作法最终也使他失去了听取劝谏的机会，因为他手下的将领不是被迫卑恭屈膝，就是丢官去职，有时甚至命归黄泉。同样，日本封建军事独裁王朝，发动了一场可惜在军事上则完全失算的战争。结果使日本民众饱受疾苦。



　　批评家们认为，我们并不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困为即使是处在事业顶峰的指挥官，即使他曾刻苦钻研过历史，一旦置身于难以想象的战火硝烟之中，他往往会忘记历史教训，或发觉自己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道丁所痛恨的并在本书中讨论过的制约合理的指挥控制的种种因素，在一些民主国家更加开明的环境中可能已经消失了。显然现在可以获得的信息有点泛滥成灾。然而，在另一方面，当今世界靠严格的保密措施生存的随心所欲的独裁者如此之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之快，因而不可能确保未来的军事决策中没有失误。而且，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箝制而失去思想能力，进而允许自己军政领导者不了解最新的发展、组织体制和实施方面，那么灾难必将降临到这个国家。这是一条通向错误判断、成堆失误和不敢想象的恐怖后果的道路，其影响将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严重的失误。














	

 






	















	







	







	









 





	


	







	








	




	


前言




	







	

 



	


	


　　约三年以前，我第一次写信给富勒将军，提出当前形势要求出版一本新的《野战条令(三)》以便根据最近这次战争的情况，阐明条令的作战理论。这次战争初期，他就对战争的发展作了明确的估计。1932年，他准备发表的有关战术与战略的理论(在瑞士滑雪旅行期间，他给速记员口述了这些理论)已部分经受了战斗和战役的检验。他论述的主要内容已被证明几乎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判断，尽管某些次要的观点(特别是认为步兵的发展方向和城市的重要性在于能有效抗击装甲部队的这种观点)应随着此次战争情况的发展重新予以探讨和研究。



　　我刚出提出的要求是，他应修正对现代装甲部队的性质和作战特点所作的判断。现在大规模的坦克战发生在非洲，而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机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却在萨里过着退休生活。这似乎是一种反常的奇怪现象。他给我的复信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写庞蒂埃克首领进攻底特律城的情况时，你可以想见我的思想与现实情况相距多远”。



　　然而，该书终于写成，书的出版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一生中对战争所作的精辟判断重新得到肯定。有人会想，假如他专心研究过去的情况，而不去探讨现实问题，那么他的研究会容易得多。在此战争开始时，他是个“无名小卒”。他的政治观点使他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他的政治生涯中断了。他的著作虽有精辟的判断，但无人问律，因为此书是以军事体裁写给军人看的，不象普通文体那样能吸引非军人的兴趣，何况军人不读书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的《步兵杂志》只是在《野战条令(三)》讲义刚出版时转载了一下而且没有进行评论。在此次战争爆发之前，从步兵学校图书馆借阅此书的军官只有六人。虽然此书是当地的宝贵财富，但被束之高阁，无人翻阅。当时没有其他任何著作对未来军事发展情况的论述象这本书那样明确，也没有其他任何著作象这本书那样能根据战争的持久作战原则精辟地探讨现代作战的战术。即使十年前，人们象当时十位最佳销售员那样给予该书极大的重视，但不去思索书中的内容，也不能从这本字数不多的著作中取得珍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富勒的思想比过去流传更广了，本书1932年出版时还被人轻视，现在终于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许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但我们认识到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未免太晚，我们应尽力加强对军事书籍的阅读。书读得多，思考得少，并不利于深入探索问题，但不读又不行。假如我们更理智、更坚决地不再采取现成的老一套方法来赢得此次战争的胜利，那么就必须对我们过去的历史直至当今技术时代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比其他的许多做法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消耗更多的时间。有人回忆说，拿破仑曾抱怨军事书籍太多，为了发现几本有价值的书，就要博览群书，难免要看许多无用的书。过去三年中，确实涌现了许多再版的书籍，其中大部分对现实情况没有什么分析判断，因为其内容早已过时。这些书中没有几本是与我们现实情况有关的，基本上是一些陈旧的书籍。从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看，这些书实质上只是军事书库中的一些“古董”，不爱学习的人把它们当古玩收藏。勤奋好学的人则研究其内容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一个国家来说，禁锢思想比封闭兵工厂和火炮掩体更加危险。



　　在这些再版的军事著作中，《野战条令(三)》讲义是一部杰作。虽然现在还没有把它列为经典的军事著作，但将来总有一天会取得这一荣誉称号。当前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脱离实际的书籍，而是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以使勤于思考的军人能将书中的内容运用于实际。如果不使用火力，不能有效地使用兵力兵器取得作战胜利，那么抽象的理论对我们是无济于事的。在军事著作中，富勒将军的著作有很大的贡献。下面我们摘引他最近一封来信的内容：



　　我的看法是，虽然我们已进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但我们在这里无法编写一本装甲作战条令。不仅是我们，你们也应该编写一本，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没有这样一本条令，就没有研究、修改的蓝本。《野战条令(三)》讲义虽然已过时，但仍可作为一种供研究评论用的基础材料。



　　1918年的英国坦克兵在装甲部队数量上大大超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坦克兵。当时英国坦克兵的作战部队全部是装甲部队。1919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英国坦克兵所属战斗保障部队的装备(诸如架桥车、布雷车、自行火炮和步兵输送车)也会装甲化，而且会履带化，其中包括补给车辆——当时我们正在制造一万部装甲履带补给车。无论如何，当时坦克兵的轮式车辆是会撤消的。上述坦克部队的编成情况在现时陆军中已不复存在。士兵和设计师一直把精力集中在战斗装备上，除此以外，一切装备都置于次要地位。



　　1932年，当这本《讲义》首次出版时，几乎普遍认为，不经过几年的试验，就不能确定坦克部队的编制和战术。因此一年之后，美国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16年以来的战斗坦克》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今天我们对战斗坦克的潜在能力或其主要的弱点还不能作出绝对的结论。有鉴于此，坦克的使用原则应适应不断发生的重大变化的需要。”



　　富勒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其主要理由是，虽然对坦克的主要弱点不能作出定论，但对其潜在能力是可以知道或作出论断的，富勒的观点是，情况的变化是会不断发生的，但不会经常发生重大的变化。



　　为了探讨有关战术的机动、防护和进攻行动等要素，他继续研究他一贯研究的理论，精心地写成了这本《讲义》。虽然他的《讲义》仅仅是根据这些战术要素和他在此次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写成的，但可以肯定，如果今天要求他根据过去十年所取得的经验全面修改这本《讲义》，那么不会有大量的或重大的修改。因此，对《讲义》只需作一些文字修改和增加一些注释，以适应现时需要，也可以说明《讲义》所论述的原则在目前战争中在何时何地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讲义》的其余部分可不作改动，保持原样。



　　有人认为上述这种做法是一种适当的处理原则。虽然在数学中很少使用这一原则。对正确论述战争原则的著作，应尽量避免修改其内容，并设法使它适应现时的需要。这样做有利于学生重视战争原则的长远意义，而不会去钻研那些含糊不清的所谓经验总结。近些年来，在美国熟悉《野战条令(三)》讲义的人为数甚少，他们把它作为准则使用，视为一种具有明显实用价值的论述战争的文件。掌握该条令思想的人确实会认为，对苏联的作战情况是可以预见的，关于北非战争的特点也是可以正确判断的。富勒对装甲战或对坦克防御的每一个发展几乎都没有忽视。就这一重要的方面来说，该条令是独一无二的。仍然还有其他一些论述装甲战的著名书籍，但没有一本象该条令那样能全面、详细、透彻地论述这个专题。



　　值得指出的是，富勒对战争的远见卓识必然会使他享有盛名。作为评论家，他的才华体现在他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善于抓住战争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问题，没有后一种能力，只凭了解几条原则是很不够的。正如富勒所说：“没有一本书能教会你骑自行车，你必须自己亲自去骑自行车，而且在你开始想当一名选手之前，你一定经历了多次失败。”因此，不应把《野战条令(三)》讲义看作是一部理论家写的著作，而是一位血战疆场的军人的智慧结晶。他汲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所见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反映了他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并继续大胆地探索未来的发展。



　　虽然这本《讲义》原先是为英国陆军写的，而且是以英国陆军的军事法典——野战条令为其主要内容，但对《讲义》的学习，在欧洲地区比说英语的民主国家更为广泛。本《讲义》还有供苏联红军和西班牙陆军阅读的版本。捷克人非常重视《野战条令(三)》讲义，甚至把它作为捷克参谋学院讲授机械化战争的基本教材。一位捷克高级军官谈到这本讲义对德国陆军的影响时写道：“德国人把它视为他们的‘圣经’，他们对法国和比利时佛兰德的整个进攻都是按富勒的教导进行的。”英国1939年驻柏林的武官丁·丹尼斯·戴利准将在1942年8月出版的《陆军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写道：“另一位……是古德林将军，他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富勒少将著作的内容”。海因茨·古德林当时是德国最著名的坦克专家。



　　一位职务高的苏联军官告诉我，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三个月，铁木辛哥元帅曾命令把这本《野战条令(三)》讲义作为红军的“日常读物”，即每个军官随身携带并经常参考的书本。铁木辛哥元帅说过，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杜黑的《制空权》才能与此书相提并论。



　　当富勒着手写这本《讲义》时，就如他自己所谈的情况那样，在他的思想中已具有下述总的观念：所有陆军部队势必从徒步步兵向摩托化步兵过渡，如同十九世纪的海军从扬帆航行转向依靠发动机航行一样。由此进一步得出的推断是：徒步步兵部队也许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留，而摩托化机动部队可能有装甲的与非装甲的两种基本类型。从战术上说，第一种可能是“正规部队”，第二种可能是“非正规部队”，富勒称第二种为“摩托化游击部队”。“摩托化游击部队”不是象“法朗支票签发人”那样呆板地活动，而是由一定构成的部队(或兵团)的士兵以非正规方式战斗，即比装甲部队能更独立地战斗，类似德国入侵法国时使用摩托车战斗的那种情况。当时富勒将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冯·泽克特将军思想的影响，即用民兵(包括大量的国家劳动力)来扩充小规模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德国国防军。但与冯·泽克特将军的这种思想不同的是，富勒将军所探求的职业部队必须是机械化的，也就是装甲部队，而民兵必须摩托化，并部分地进行游击战训练。



　　尽管当时人们认为遂行突击任务的坦克应配备重装甲，富勒将军却过高估计速度的防护作用，结果低估了加强坦克装甲厚度的可能性，并增大了坦克主炮和反坦克火炮的口径。虽然他对轻型坦克(当时正被采用)从未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仍然认为，《讲义》中主张采用的坦克类型是那些作战所需要的坦克，尤其是那些能快速实施远距离机动、遂行侦察任务的坦克。



　　虽然自《讲义》写成以来，坦克装甲厚度已有增加，坦克主炮口径也已增大，但坦克运动速度和距离基本上仍同十一年前一样。因此，基本战术没有新的变化。鉴于这种情况，即使是了解十一年来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编制方面变化的读者，仍将发现这本过去写的《讲义》在战术上的价值。无论如何，这本《讲义》确实说明了根据理论材料有可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战术，也说明了1939年那些民主国家毫无准备地投入一场机械化战争，在军事上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所需要的是一本新的坦克“圣经”，它可能摒弃《讲义》所论述的某些过时的作战方法。阅读《讲义》的人最有资格判断《讲义》是否是富勒的手笔。我想，读者得知《讲义》的图解设计均出自富勒之手的情况后，会对富勒写此《讲义》更加确信无疑。



　　这本书对渴望丰富思想的军人来说，具有促进作用。即使他现在从事的是某种平凡的文字工作，但这本书能使他更深远地观察战争。我们除负有军人的责任外，还负有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本书的非凡经历告诉我们，或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一个民主国家，军事问题不能靠一个将军的灵感来解决。高明的思想开始往往是由个别人掌握，但只有这种思想由个别人掌握发展到为多数人掌握时，我们才能发现它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意味着，就今后军事的发展而言，千百万民众对国家安全和现代世界军事力量问题的考虑，要比过去更加深刻。



　　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赞同已故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这段话：“在怀疑和丧失信念时，有一点我却坚信不疑，即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同一世界的人们，都认为，信念是真诚而崇高的。它会使士兵为了履行他盲目接受的任务，达到他很少了解的目标，实现对他毫无印象的作战计划，实行他不懂的战术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士兵清楚地了解其任务，精心理解国家的目标，懂得所采用的战术，那么他的信念会更真诚。信念的确立或丧失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为它而献身。但信念的崇高之处，在于人们不仅为信念充分作好献身的准备，而且能为信念满腔热忱地思索。



　　美国陆军中校S·L·A·马歇尔 1943年7月














	

 






	















	





	







	









 





	


	







	








	




	


第一版序言




	







	

 



	


	


　　我认为本书是同类书籍中最早的一本，也就是说，是第一本完整地写机械化部队作战的书。确实在我们军队中已有一本关于装甲部队的保密的教科书，但它不是一本完整的教范。由于保密，它失去了这种著作广泛传播的目的。今天所需要的是公开的而不是保密的书，一种可以到处买到、读到和存放的书，而不是一种锁在保险柜内的书，因为除好奇心的人外，很少有人读这种保密的书。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一般战术训练方面应有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现时作战的书，另一本是关于未来作战的书。我所以一再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军事转折的时代，一旦明天爆发战争，除非我们已预见到未来战争的可能情况，否则我们即使充分了解现时作战情况，也会对未来作战处于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状态。



　　上述第一本书的代表作品是《野战条令(二)》，第二本正是这本关于《野战条令(三)》的“讲义”。目前，《野战条令(三)》尚未颁布，但总有一天要颁布。



　　由于没有可供遵循的官方方针，我采用了我撰写的《野战条令(二)讲义》一书的体例，并尽可能使每一讲都围绕“摩托化”、“机械化”这一内容。坐下来写一本完全新的教范，从许多方面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但它不一定能使学生很容易地把现在的作战与将来的作战联系起来。一本新的教范在理论上应有更高的逻辑性，而目前出版的这本《讲义》虽然只是一些解释，但可使读者以合理的程序来了解整个战争问题，也就是首先学习官方的教科书《野战条令(二)》，然后学习我写的《野战条令(二)讲义》(该讲义对《野战条令(二)》作了解释和评论)，最后学习目前出版的这本解释和评论未来作战的书。



　　这种学习程序将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我最初忽视的未来作战问题。我不是那样傲慢，以至认为我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相反，如同其他的人一样，我清楚地认识到，在一种观点未被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之前，应根据自己的经验力求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我坚信，人们对我们现在许多肯定的东西将持怀疑态度，并会探索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悬而不决，而必须采取一种方法予以解决，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必须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可能被发现有不足之处，需进一步改进。



　　我写的这本书是以《野战条令(二)》作为基本材料。这种做法也许会使书的内容有许多重复之处。虽然评论一个过去已肯定的问题也许是一种不妥的做法，但我不这样看。重复是教学的基础，而且通过重复可以强调某种观点的重要性。



　　一种较为正确的批评是：许多人认为飞机是未来的兵种，而我对飞机的威力却没有充分的论述。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但我可以辩解的是，我的工作一直限于评论《野战条令(二)》这一范围。我认为飞机作为一种完全摩托化兵种，会有很大的发展。我希望将来在另一本书——一本论述摩托化和机械化作战的正式教范中论述这个问题。



　　另一种批评认为，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性方案太费钱，是不能实现的。对此批评，我的回答是，我写这本书的意图不是要重建军队，而是使善于思考的军人在思想上受到启发。我在书中力图论述的是将来可能发生，而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纯属科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可不涉及经费开支问题，当然应用科学也许必须考虑经费开支问题。今天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改变我们过时的观念，而不是改建我们的军队。通常人们是根据布料裁衣的，同样的道理，人们在买布料之前，总是已想好要做什么样的衣服。本书不是一本作结论的书，而是一本启迪思想的书，如果通过学习这本书，军队中一些年青人的思想更加活跃，那么就达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因为正在成长的这一代军人是极关重要的。



　　在今后二十五年内，一旦我们应召入伍，再次参加欧洲战争，这一代年青人将参加作战。不论他们指挥哪个兵种部队，不论他们要训练士兵学会使用哪种武器，除非他们的思想具有高级钢那样的柔韧性和象腊一样的可塑性，不然他们肯定会象1914年那些将军们一样，在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天内就遭到失败。



　　除了个别天才人物外，人们思想的适应能力不能在战争期间去培养。如果他们信守教条，那么他们多数人的思想是不会改变的。要防止思想僵化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战争情况更是变化频繁，因此组织编制、行政管理、战略战术也必须随之变化。如果和平时期我们不能在这些方面进行实际的改变，那么可以从理论上宣传这种改变，一旦情况需要，就可进行必要的改变。



　　在战争中，拘泥于教条使军队蒙受的损失、伤亡和战斗失利情况比其它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固执己见者不能成为优秀将领；因此这本《讲义》虽然许多内容是探索性的，但只要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就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J·F·C·富勒 1932年2月














	

 






	















	







	







	









 





	


	







	








	




	


第01章 武装部队、部队指挥与军事原则




	







	

 



	


	


　　1. 引言



　　今天各国军队正面临陆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此次革命相当于或可能超过用于海战的蒸气动力的革命。确实，蒸气动力的采用明显地扩大了军队的规模，增大了武器射程和破坏力，增强了军队后勤补给和战略机动能力。尽管武器有了改进，但军队的组织编制没有大的改变，战术基本上也没有变化。



　　直到出现了内燃机，战术才开始出现意外的新样式。首先，飞机的发明产生了一个完全新的兵种，其次摩托化车辆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并直接导致重新使用装甲。再则，已把致死性毒气、糜烂性毒气、催泪性毒气和化学战剂列为一定的兵器编制。十五、十六世纪火药的出现，十九世纪蒸气动力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均引起当时军队编制装备的改变；同样，在当今年代，油料、电力、高爆炸药、蒸气动力和化学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战争的全面改变，以致建立新的军事体制。



　　因此，毫无疑问今天在后勤、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指挥和纪律等方面，我们面临一次急剧的发展或变化，这次发展形成了一次革命，从而使我们现用的战争艺术变成陈旧的东西。除非我们认识到这种陈旧的战争艺术会带来不良后果，不然我们在下次战争中使用它，可能比全面否定它的军事价值会遭到更大的危险。这是因为一种公开宣传的思想在各种情况都会被采用，因此内容陈旧的思想必须及时予以废除，以免广泛流传。



　　在这本讲义中，我试图论述内燃机引起的新的军事理论——一种基于新的运动方式的军事理论。



　　过去，约一百年以前，所有部队运动都是徒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除了用铁路运送兵员和补给物资外，其余都是徒步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摩托车辆的使用立即开始引起战略和战术的改变。首先把铁路铺设到战场，后勤运输的范围就显著增大，从而不仅扩大了当时炮战的规模，而且使野战工事比过去更加坚固。其次，加强了互相联系和个人观察的手段。虽然将军及其参谋可骑马参战，但把骑马换乘汽车，他们就能及时与敌保持接触。如果没有汽车，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汽车基础上逐步发展了装甲车，进而又发展了履带装甲车或坦克。装甲车增大了侦察距离，因而影响到战略；履带装甲车或坦克能挡住射来的子弹(子弹是当时较老式战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因而对当时战术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至今子弹用于防御仍比用于进攻更为有效，但用子弹打装甲则毫无作用，因此，当时只有火炮和威力不大的反坦克武器可对付坦克。没有装甲防护的火炮用炮弹为步兵提供薄弱的防护，以对付坦克的攻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最大变化大概是飞机的威力。从战略上讲，飞机开辟了一个侦察的新领域；从战术上讲，飞机不仅根本上改变了炮兵的战术，而且由于它能超越敌方地面部队，攻击敌人后方的民用目标和军用目标。飞机为战争艺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有人认为，随着飞机威力的增大，很可能最终会使陆军和海军失去作用，即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肯定会改变陆军和海军的作用。



　　2. 战争的性质



　　正象作战武器发生变化一样，战争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在战术上不可忽视的是，武器是因为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武器的变化不是孤立形成的。今天促使战争发生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因为我们现时的文明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其核心是机器。当今的时代是机器时代，现代的战争也会相应地出现复杂情况，因为军事组织形式直接受社会状况的影响。当欧洲缺少道路时，马是民用和军用的运输工具，因此骑兵应运而生。当道路改善，田地增多，摩托化步兵就成为主要兵种。同样道理，今天由于文明国家的主要产业已不是农业，而是机器工业，因此可以断定，军事组织形式也会随之改变，军队将逐渐以机器——目前出现的民用发动机——改变军队的编制装备。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军队将改变长期以来从农业人口中征召强壮可靠士兵的做法；今后平时直接接触机器的人——特别是直接接触汽车、卡车、公共汽车、拖拉机和民用飞机等可直接用于战争的机动工具的人——将成为军队征募兵员的主要对象。



　　从战术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驾驶过摩托车辆的人能很快学会新的步兵课程或很快通过机枪训练，因此这意味着，将来我们可能面临两种作战形式：一种是由严密组织的部队实施的作战，另一种是由临时组织的游击部队实施的作战。



　　[注：读者应把文中的摩托化游击部队从头到尾理解为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摩托化步兵。]



　　在1899至1902年的南非战争中，由于每个荷兰系白人都会骑马，因此他们随时都可充当骑兵。同样，今天每个驾驶员都可在战时成为一名摩托化游击部队的士兵。有鉴于此，在下一次战争中，这种非正规的游击部队将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它们很可能会象十八世纪的情况那样，逐步发展起来，斯拉夫步兵、潘都尔步兵和蒂罗尔步兵会被卡车、汽车和摩托车的驾驶员所替换。在攻、防作战中如何充分利用这种部队，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由于工业是机械化的基础，因此，将来只有工业国家才能成功地进行有组织的战争。当战争采取骑马和徒步方式进行时(如在中世纪的战争那样)，马匹少的国家难以战胜马匹多的国家。同样，在过去，拥有装甲装备多的国家比装甲装备少的国家会具有更强的实力。今天也是如此，缺乏工业、制造能力和机动车辆的国家将无力抗击外国的入侵。



　　3. 武装部队



　　如果我假设的工业是现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武装部队的所有观念必须予以改变和修正。在我命之为“农业战争时期”期间，力量强弱求之于数量，规模大小是受限于补给手段。在出现火车和铁路以前，军队的规模仍是较小的，因为军队的补给和撤退依靠道路。一旦蒸气机用于加强军队，军队的规模就扩大，以至为了控制其运动，受补给条件制约的战略与战术变得非常规则化，组织编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在十八世纪，营地练兵往往是决定性的战斗因素。十九世纪后期，为了便于控制部队，强调的不是个人发挥主动性，而是遵守条令和原则。和指挥官和领导者要求思想统一，通常不考虑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情况。其结果是，意外事件或失误往往导致混乱，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十二天内发生的情况一样。



　　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改变了组织战斗的程序和思想方法。首先，如上文所说，游击战这种初级的作战形式可能再次广泛采用，进行这种作战要有高度的积极主动性，这就要求组织严密的部队指挥官必须具有这种重要的素质。其次，组建机械化部队费用大，其规模将受到限制。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可以动员几百万步兵，而在下一次战争中，一个国家在战场上很可能至多投入几千辆坦克。



　　[注：1939年的情况证明，当时除俄国外，德国约有五千辆坦克，波兰有几百辆，意大利约有一千二百辆，法国和英国约有四千辆，其中大部分是陈旧的坦克。在战争爆发时，上述几个国家的坦克总数中约有四分之三是轻型坦克。]



　　由于坦克能比步兵以更快的速度运动，为了在战争爆发时能夺取主动权，就必须在平时保持足够的机械化部队，以备战时迅速动员。这就导致第三个结论，即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应组建受严格训练的职业部队，取代目前由短期服役的应征士兵组成的部队。这并不是说，要取消征兵制，而是说，这类短期服役的应征士兵，作为所谓“二等”士兵，即二等战斗人员，他们将用于占领、巩固和控制机械化部队所攻破的地域。因此，可以设想，这些士兵将包括工兵和警卫兵。



　　[参见第二讲第10节]



　　4. 武装部队的使用



　　综上所述，我们已提出了三种基本士兵，这三种士兵不是骑兵、炮兵和步兵，而是摩托化游击部队，第一线机械化部队和第二线非装甲部队(一部分人员乘摩托车运动，另一部分徒步运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奇妙的军队组织结构，类似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队的组织形式：摩托化游击部队可比作他的轻骑兵，机械化部队可比作他的重装甲骑兵和方阵队形中的装甲步兵；第二线非装甲部队可比作他的轻步兵和营地警卫部队。



　　这里我想离题说几句：如果学员希望研究未来战争的可能性，我可向他推荐古代的，中古时代的和十八世纪的最好的战例。其中最后一次战争广泛采用了流动部队或游击部队。另一方面，我认为通常人们研究的最坏的战例发生于1870年的什布赫尔恩战役至1917年11月20的康布雷战役这段时期。



　　在康布雷战役中，坦克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呢？坦克的作用表现在对敌人士气的影响。在此次战役中，坦克的作用表明，武装部队的真正企图和目的在于使敌方产生恐惧心理而不是摧毁敌人，也就是说，攻击敌人的神经系统，进而瓦解敌指挥官的意志，这比粉碎敌士兵的肉体更为有利。飞机的作用也表现在这方面，甚至更明显，因为飞机不仅可以不摧毁敌方军队来瓦解其士气，而且能瓦解作为军队后盾的政治意志和国家意志。因此，航空兵部队形成了第四种部队，它必须与其它三种部队密切配合。



　　鉴于下述三种瓦解敌士气的手段，即用飞机的威力瓦解敌方民众士气，用机械化部队的威力瓦解敌军队的士气，以及用摩托化游击部队的威力给敌方造成恐怖和混乱，我们可以预断，用军事力量摧毁敌人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方式被广泛采用)将被瓦解敌士气的某些方式所取代，这样，不仅可以瓦解军队，而且可使民众丧失斗志。



　　[注：现在我们已认识到心理战是德国战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德国运用这种心理战在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都取得了异常的成功，随后又使法国陷落，但在俄国却失去了作用。因此，上述这种预断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5. 部队的指挥



　　不难判断，上述许多变化必然会对军队的指挥产生深远的影响。离现在时间不很长的年代发生的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叛变 [ 译者注：孟加拉之乱(1857-1858年)。 ] 和美国内战表明，危险之处就是最光荣之处，也正是将军显示其才能之处。自1870年以来，由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其组织编制日趋复杂，将军们不得不放弃其指挥官的崇高职责而成为行政管理者。军队组织的复杂性很快加强了参谋机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发现，曾被废除的战争委员会那样的陈旧指挥系统又以新的公开的名称(如专家会议或专家委员会)重新复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指挥系统没有产生出一位最有权威的将领，不仅没有出现过这种人物，而且将军们指挥军队作战所处的条件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在机械化的战争时代，飞机每小时航行两百英里，摩托车辆每小时行驶四十英里，坦克每小行驶二十英里，因此，设立这种指挥系统是荒唐可笑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指挥系统使军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机械化战争中，它简直无法承担指挥任务。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再次采取过去历史上将军们亲临前线指挥部队，鼓励土气、与部队共患难的做法。现在采取这种做法不会象过去那样困难，因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部队编制将缩小，不会扩大，而且会产生一种更加完整的师。这种师既有我所说的第一等遂行战斗任务的士兵，又有第二等遂行占领任务的士兵。后者基本上仍需由一名行政领导者和一个组织严密的行政参谋机构进行控制；前者则需由一名具有机断行事的将军和一个小型作战参谋机构进行指挥。将军将与其作战部队生活在一起，亲临战场指挥作战，而不是置身于战场之外。



　　[注：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对装甲部队，尤其是对德军来说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德军有许多将级军官在战场阵亡。]



　　6. 指挥官的计划



　　除攻城战外，各种作战的成功秘诀不仅是作战方法，更重要的是机断行事。因此，指挥官的作战计划必须简明扼要，并具有灵活性。计划应留有充分余地，使下属指挥官能机断行事。为此，必须把作战总的企图传达给所有人员，而且必须考虑部队作战预备方案。例如，总的企图是向敌人右翼，即已知的甲地迂回，但如果驻甲地的敌部队是摩托化或机械化部队，能在一或两个小时内运动至乙地，那么除非甲地敌部队驻守原地不出动，不然迂回敌右翼的计划就会被破坏。为了防止计划被破坏，应考虑到三种情况：1.如果敌人驻守甲地不出动，它就不会向乙地运动；2.如果敌准备出动，则必须不间断地观察敌人的行动，以便及时掌握敌人出动的征侯；3.作战计划必须包括预备方案，以便敌人一出动，能及时改变己方部队运动方向，不然会丧失许多时间，而浪费五分钟就会使己方部队少行进一或两英里。



　　上述情况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指挥官制订地面作战计划与制订海战计划非常相似。最初计划主要是简明扼要地说明总的作战企图，并据此制订兵力部署方案。然后将总的作战企图与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进行比较。我们假设敌人可能采取1号、2号、3号和4号这四种作战行动，并根据其中每一种作战行动制订己方的兵力部署，我把它们称为甲、乙、丙、丁四种兵力部署方案。每个下属部队指挥官均要熟悉己方总的作战企图和各种兵力部署方案。这样，当敌人运动时，就可将己方确定采取的兵力部署方案通知所有部队，按此方案行动。在开进、进攻、追击或后退时必须不停顿地运动，避免丧失时间。总之，在作战中充分利用时间将成为作战计划的核心。



　　[注：每次利比亚战役的报告表明，虽然隆美尔将军的目标始终是一个，即占领埃及，但他的作战计划却包括有许多备用的方案，最后采用哪一个方案，则根据当时清况确定。]



　　现代作战要靠快速运动才能取胜，或才能节省兵力。我们现在的文书工作和制订详细作战命令的做法必须废除，应采用我前面所概述的制订作战计划的方法。通常的情况是，对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估计到，如果敌人采取的某一种作战行动可能破坏己方的作战企图，那么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采取我称为“重整旗鼓的方案”，也就是说，一旦敌人采取的运动方向可能使己方所有预定的方案都失效，此时不应再利用失效的方案，这样做会导致摩托化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混乱和失控，而应停止作战，进行战斗的部队应立即转入防御。



　　[注：我认为，如果在1941年11月18日坎宁安将军的部队在进攻隆美尔将军的部队之前能预先确定了上述的这种作战方案，那么在作战头几天，也许不会发生那样严重的混乱状态。在更早的年代，这种作战方案也适用于骑兵作战，例如，克伦威尔在马斯顿、穆尔和内兹比等地进行的骑兵作战。]



　　总之，作战计划的核心是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并以各种作战方案为基础实施指挥，这些作战方案应以代字或代码传达给下级部队指挥官。作战计划的执行必须遵循机断行事和履行职责相结合的原则，而不是以单纯按命令行事为准则——单纯按命令行事适用于运动速度慢的步兵和炮兵部队。



　　7. 军事原则



　　上面我论述的关于军事组织形式与指挥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表明，这些变化将是大的变革，这些变体同我们目前的训练内容是不一致的。这可能要求整个训练内容必须进行修改。那么是否没有可继续保持不变的东西呢？幸运的是，我们的军事原则可保持不变。可以明确指出，这些原则不仅是徒步步兵作战的基础，也将是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基础，因为改革实际上要有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种与现时战争样式截然不同的新式战争，而是一种由于采用内燃机而引起的一种新式战争，这种内燃机明显地加快了运动速度，提高了运输能力。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我曾说过，学员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就可看出，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只需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就会认识到，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订的，由此可以推断，本届政府也将继续这样做。无论军队是由徒步步兵、骑兵，还是由机械化步兵组成，节约兵力、集中、突然性、安全、进攻、机动和协调等原则总是适用的。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我的听众承认现有的军事原则，而不予以修正，并在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战争时，把这些原则作为他们必须学习的主要内容。



　　8. 军事原则的运用



　　目前的改革就是要针对变化的各种情况，运用这些军事原则。其中主要的变化是机动和防护力的加强，即速度的提高和装甲防护的加强。速度的提高表现在，从马每小时跑二十英里到飞机每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从人每小时走四英里到摩托车每小时行驶四十英里，或坦克行驶二十英里。装甲已能顶住一般的枪弹或穿甲弹。虽然还有许多战争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但就上述这两个条件的变化，足以说明这场变革是多么深刻广泛。



　　关于运用军事原则，主要取决于敌军的编制装备。



　　我们面临三种情况：(1)一方部队没有机械化；(2)双方只有部分机械化部队；(3)双方部队全部机械化。



　　如果面临的是非机械化的敌部队，而地形适用机械化部队运动，那么显然所有各条军事原则都能被己方机械化部队迅速利用。由于机动和防护安全能保障集中使用兵力，达成突然性和实施进攻作战，从而能以更快的速度夺取目标。由于敌人进攻力量弱，己方部队就更易节约兵力和协调一致。对付这种敌人，己方部队能不费力气地完成战斗任务。己方部队应如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进攻意大利那样顺利完成作战任务。马基雅弗利 [ 译者注：意大利政治家与著述家。 ] 告诉我们，查理八世征服法国只用了一枝笔。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由于查理有强大的火炮，无论是城堡、城市工事、还是野战部队，都不能阻挡他的进攻，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地图上用笔标上他要进攻的地点，然后他就在那里实施进攻。机械化部队如与非机械化部队作战；将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好比用现代战舰去攻击十九世纪的舰船。



　　[注：例如1940年法国的陷落]



　　当双方只有部分机械化部队时，起主要作用的原则是节约兵力，因此军事原则的运用取决于根据地形正确部署兵力。非机械化部队应占领已被突破和包围的敌地区，以避免受敌机械化部队的攻击，而机械化部队应在障碍少的地区实施远距离机动，但仍应与非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非机械化部队应被看作是机械化部队向前推进所依托的基地。机械化部队应集中兵力兵器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力求达成突然性。



　　当双方都是机械化部队时，突然性、机动和集中兵力兵器攻击目标等原则将起主要作用，进而运用安全、协调进攻力量等原则，以取得节约兵力的效果。由于双方部队可能具有相等的机动能力，达成突然性就极其重要，因此，夺取制空权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02章 战斗部队及其特点和武器装备




	







	

 



	


	


　　9. 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困难在于我们处于一个时代的末尾，今天的困难在于我们处于另一个时代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防御力量非常强大，步兵的进攻除非有坦克引导，或强大火炮的支援，否则难以奏效。此次战争表明，较老的兵种有强大的固守阵地的力量，这就导致堑壕战。正如我所指出的，较新的兵种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机动力和防护力，据此，可以推断，只要目前的过渡时期持续下去，就会出现新老兵种混合的状态。把坦克与步兵结合在一起好比把拖拉机与马连在一起。要求它们在炮火下协同作战是荒唐可笑的。



　　[注：当我写这一段时，我把步兵看作是通常所理解的徒步步兵。保留步兵的理由是可用它与敌徒步步兵作战。装备反坦克武器的摩托化步兵不是一般步兵而是反坦克步兵。]



　　为了充分发挥步兵和坦克的作用，我们应根据什么原则将这两者分开使用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考虑机动和防护这两个因素。当地形不利于坦克运动，或运动有困难时，显然使用步兵较合适，但步兵应力避与坦克作战。如果己方防护力量可保障步兵不受坦克攻击，例如在筑垒地区、反坦克地区或远离敌坦克、靠近自己的坦克部队，那么仍可继续使用步兵。但在一切易受敌坦克攻击的地方，步兵几乎不起作用，反而是一种累赘，使己方经常为之担忧。



　　在坦克能自由运动的地区作战时，我们必须完全摆脱目前使用的战术，因为作战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枪弹将不起作用，尽管它是一种主要武器，其次炮弹和枪弹密切协同使用的情况将不再出现，因为进攻部队使用的主要是炮弹和穿甲弹，而不是枪弹。坦克之间的作战，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海战的特点，但主要的不同点是：舰只的基地在岸上，而作战在海上，坦克的基地和作战都在陆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设防的海港和海岸堡垒是不能随舰只在海上作战的，而与之相当的陆上防御工事却能在战场上配合坦克作战。如果设防的海港能随舰队活动，那么海战就会与未来陆战情况相似。



　　我在上一讲中已谈到这个问题。我提到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组织编制，他的重骑兵是以步兵方阵(一种慢速行进的“长矛堡垒”)为基础的。即使今天我们仍可看到与此类似的东西：步兵以炮兵为基础；但在坦克作战中没有步兵，而是坦克炮互相直接交战。那么这些武器应以什么为基础呢，应以我所起名的反坦克部队(中世纪的车阵和古代的方阵在现代的代表)为基础。



　　[注：反坦克部队分两大类。一类是装备有反坦克火炮的炮兵——反坦克步兵或装备自行反坦克火炮的反坦克炮兵。另一类是工程兵，遂行敷设地雷，设置反坦克陷阱和障碍物等任务。二十五磅的野战榴炮是非常有效的反坦克武器。]



　　我认为，将来会告诉我们机械化部队一定由两种坦克部队组成：一部分是具有进攻能力的坦克部队，另一部分是具有防御能力的反坦克部队。第一部分装备机动战斗车辆，第二部分装备车载的反坦克武器，这些武器能随伴坦克部队，并在其后方或附近建立一个现代的“车阵”。要记住这个概念，因为在下文的适当场合我还会论述它。今天步枪和机枪的地位已被坦克和反坦克武器所代替，因为装甲已能顶住子弹。



　　[注：应说明的是，坦克本身是一种进攻性的反坦克武器。有防护或没有防护的自行火炮则是防御性的反坦克武器；不能自行的火炮以及地雷等是固定的防御性反坦克武器。用于攻击坦克的俯冲轰炸机则是一种进攻和机动防御相结合的空中反坦克武器。]



　　10. 步兵



　　在装甲车战斗中，步兵不起作用，反会遭到危险，但前面我已指出，坦克在山地或丛林地是不能运动的，也不可能用很大数量的坦克去占领和控制一个地区。由于不可忽视山地和丛林地战斗，因此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步兵或轻步兵进行这种战斗。鉴于在战争中占领敌方地区通常是必要的行动，而且一直是取胜的明显标志，我曾把担负此种任务的士兵称为“二等”士兵。这样，我们把步兵分成两类，即一线士兵和二线士兵。



　　[注：今天更正确的做法是把步兵分成三类：



　　(1)轻步兵——主要在不适于坦克运动的地区作战。



　　(2)通常的步兵——其训练和装备主要适用于占领被攻破的地区。



　　(3)摩托化步兵——其训练适用于游击战斗，但其训练和组织水平应高于我1932年所提出的要求。]



　　第一类步兵的装备适于进行“枪弹战斗”——使用机枪和步枪进行的战斗。第二类步兵的装备，如我所提出的，适用于遂行轻工兵和宪兵的任务。第二类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已攻破的地区维持秩序，保护交通线，防止被敌袭击部队破坏；构筑筑垒区和有防护设备的仓库。



　　11. 骑兵和乘车步兵



　　今天骑兵已类似乘车步兵，因为骑兵的武器已不是剑和矛，并去掉了传统的装具。当步兵部队行军时，可能使用骑兵。当步兵部队乘车行军或考虑到后勤问题时，也可能不使用骑兵。理由很简单，给人员配车辆是可行的，但给马配车辆不是不易做到，而是没有任何价值。一个骑兵师如尾随几百辆运马车和大量运马料的车辆，就不可能组成战斗队形，而只能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骑兵将会逐步消亡，自然淘汰，但骑兵的概念肯定不会消失。它将体现在摩托化步兵和机械化步兵中。



　　关于摩托化步兵部队，必须区分摩托化游击部队和摩托化骑兵(侦察)部队之间的差别。摩托化游击部队是一种组织简单的非正规部队，战争爆发时将被动员参战，在其本国作战时，遂行特种任务。



　　[注：我曾指出，摩托化游击部队的训练的编成应适于在世界各国有效地遂行作战任务]



　　摩托化骑兵(侦察)部队是受严格训练的侦察部队，是第一线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对摩托化游击部队，如果不是象我原先那样只考虑其必要性，而是从更高的作战角度来考虑，那么它与摩托化骑兵(侦察)部队之间的差别会逐渐消失。“骑兵”这个名词。如同“武装士兵”，“掷弹兵”一样，现在已成为古词。也许除遂行“警戒”任务外，骑兵已成为一种过时的兵种。]



　　侦察部队搭乘轻型摩托车虽然不如骑马那样能到处运动，但能以更快的速度在更远的距离上运动，也就是说，它能在一定时间内比现在的骑兵部队完成更多的侦察任务。这就完全弥补了其微小的缺点。



　　关于机械化骑兵部队，军内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具有的装甲车最终将被轻型坦克所代替，因为轻型坦克具有更强的越野机动能力。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不能忽视的是，为了配合对孤立据点、桥梁、火车站、机场和司令部实施攻击，机械化骑兵部队通常要遂行远距离侦察任务，因此车辆的损耗相当大，在坦克的耐耗性能没有进一步改进的情况下，用轻型坦克替代装甲车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何况机械化骑兵(侦察)部队要实施侦察或进攻都取决于道路，而且通常要求有非常快的运动速度。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机械化骑兵(侦察)部队的另一个可能执行的任务是，组成摩托化游击部队的坚强核心。摩托化游击部队如得到机械化骑兵(侦察)中队的支援，就会增强作战的信心，而且那些仓促组建的摩托化游击部队通常存在的纪律不严、行为不端、组织松散等缺点可以更好地得到纠正。



　　12. 炮兵



　　在装甲兵战斗中，步枪、机枪只能起很小的作用，炮兵战术和装备也将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们有四种主要火炮，即重型攻城炮、中型攻城炮、山地高射炮和野战炮。头三种火炮即重型攻城炮、中型攻城炮和山地高射炮将仍需使用，可以预料，这些火炮今后不会有大的变化。第四种野战炮将有明显的变化，因为，目前的发射十八磅炮弹的火炮和四点五英寸榴弹炮是用于配合步兵，而不是配合坦克作战的。



　　[注：用于支援坦克的野战炮应是自行火炮。]



　　必须记住，坦克就是一种野战炮的运载工具。它装备小口径火炮(如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因为这种火炮的威力足以摧毁较薄的装甲。随着装甲厚度的增加，火炮的口径也可能会增加。



　　[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六磅重的炮弹已代替了两磅重的炮弹。]



　　我们是否需要装备一种威力更大的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战术的需要。在现在的战斗中，发射十八磅重的炮弹和四点五英寸口径的榴弹炮能以直瞄射击掩护步兵远距离进攻。在坦克战斗中，即使不使用烟幕，这种火力支援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种火力支援必然会导致坦克混战——有些坦克每小时可行驶二十至四十英里。



　　[注：这方面的战例是，1941年11月利比亚托布鲁克南部的战斗。]



　　烟幕作为一种遮蔽视线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坦克能产生大量烟雾，但发射烟幕弹掩护进攻车辆最为有效。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装备榴弹炮的坦克仍将是需要的。



　　[注：此种装备可称为“近距离支援坦克”，它是在此次战争爆发前不久设计的。今天我主张使用一种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的火炮代替这种榴弹炮。]



　　坦克还可用于攻击坚固据点，包括地面工事、房屋、村庄等。对此类目标，用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进行攻击是不起作用的，而要用装备有榴弹炮的坦克攻击，并掩护坦克攻击这些目标。



　　在坦克对坦克的作战中，需要炮兵的支援和配合。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需要反坦克部队(支援坦克的机动堡垒)火炮的掩护。



　　由于反坦克部队的大部分火炮既能拖曳又能运输，因此采用轻型火炮就能充分发挥作用，由于小型炮弹能击毁一辆坦克，因此使用小口径火炮显然是恰当的。



　　[注：这一点已不适应目前的情况，因为坦克装甲厚度已有明显增大，1932年为十五毫米，至1942年发展为九十毫米。]



　　因此，我们可选用装在越野机动车(具有装甲防护或装有炮塔)上的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这种火炮将发射穿甲弹，其效果取决于射击的命中精度。



　　除射击精度外，我们还要求这种火炮能发射猛烈的火力，特别是在远距离战斗时更是如此。虽然可能设计一种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但由于弹药补给困难，更切实可行的是使用能发射一英寸或四分之三英寸穿甲弹的反坦克机枪。



　　[注：这种武器现在即使没有废除，也已陈旧。]



　　由此我们可以给坦克师编配以下几种火炮：



　　(1)坦克团：配备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和野战榴弹炮



　　(2)反坦克团：配备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和反坦克机枪



　　使用的炮弹为三磅重穿甲弹、榴弹炮发射的烟幕弹、高爆弹和机枪发射的穿甲弹。



　　13. 装甲部队



　　关于装甲车辆，我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中型、轻型和近距离支援坦克这些正式名称是含糊不清的，因为一种武器的名称应尽可能反映其用途。



　　[注：这种武器名称现在实际上已取消。今天我们有两种坦克，即步兵坦克和巡逻坦克。第一种坦克配给步兵师，第二种坦克配给装甲师。]



　　谈论中型坦克和轻型坦克的贵贱是合情合理的。而重要的是坦克的功能，首先由这种功能引出一个观念，围绕这个观念研制出坦克，并予以名称。那么什么是设计坦克所遵循的战术思想呢？



　　那就是：发现目标、防护和击中目标。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发现目标、能防护和击中目标的坦克，也就是需要侦察坦克、火炮坦克和战斗坦克。



　　关于侦察坦克，应该是什么样的坦克呢？解答这个问题取决于侦察距离的远近。如果是远距离侦察，我们就需要远距离侦察坦克，因为对这种坦克来说，速度是重要因素，它克服地面障碍的能力比近距离坦克强。一般来说，这种坦克用于近距离侦察过于浪费。由于遂行这种侦察任务的坦克体积越小越不易遭受攻击，因此需要一种与目前我们的轻坦克相似的侦察坦克。



　　[注：我们原来的轻坦克侧重用于遂行战斗任务，而不强调遂行侦察任务，现已被淘汰。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种设计正确的远距离侦察坦克。]



　　至于火炮坦克，可能分成两种，一种是远距离作战的，另一种是近距离作战的，如我前面所讲到的包括能发射烟幕弹和高爆弹的大口径自行装甲榴弹炮车。我认为后者应作为我称之为搜索攻击车的一种，该攻击车火力略强于侦察坦克，装有反坦克机枪或半自动小口径炮。



　　[注：由于装甲的增厚，此种攻击车现已淘汰。每一种战斗坦克应有近距离和远距离战斗武器，例如，具有发射六磅和二十五磅重炮弹的火炮或其它与此威力相类似的火炮。]



　　这样一种坦克，由于火力强、特别适用于近距离战斗。



　　第三种坦克即实用的战斗坦克，我认为应包括两种，一种战斗坦克类似我们目前的中型坦克，另一种是追击坦克，类似侦察坦克。战斗坦克比轻型坦克更重要，因为战斗坦克装甲厚、超越障碍能力强，更有利于提高士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已充分认识到坦克能使敌方部队产生恐慌心理，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完全认识到，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现在装备一挺机枪的轻型坦克对士气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一辆重十六吨、时速二十英里、装备一门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火炮和四挺机枪的坦克具有压服敌人的作用。这一点往往被重视轻型坦克的人所忽视。



　　我们很难想象特种用途坦克会被淘汰，因为随着军队日益机械化，肯定需要一些特种用途的坦克。下面七种坦克将来一定会投入生产：渡河坦克、突击坦克、补给坦克、架桥坦克、施放毒气坦克、敷雷坦克和扫雷坦克。至于渡河坦克，我认为所有侦察和追击坦克应能按其动力自行渡河。我认为突击坦克将类似目前试验的重型坦克，其主要特点不是武器威力或速度，而是装甲。其装甲应能顶住所有炮弹，包括非穿甲野战炮弹的攻击。



　　[注：今天步兵坦克就是这种坦克的典型，但我认为其装甲应加大厚度，可能增加到一百毫米。]



　　在我谈下一节以前，我把前面所谈的观点归结一下，使听众对坦克兵团或坦克军团的一般组织有个明确的概念。



　　它将包括两个联队，一个反坦克联队和一个坦克联队。在行军队形中，反坦克联队将尾随坦克联队，并掩护坦克联队。在驻守时，反坦克联队立即展开，建立防御地区，配置火炮、反坦克机枪，设置雷场和构筑各种工事，以便为勤务部队、坦克军团附属部队和坦克本身提供防护地区。



　　坦克联队可从此地区出发向敌坦克部队攻击，当坦克联队遭敌强攻或被击败时，可撤到该地区。坦克联队将包括侦察坦克、搜索坦克、火炮坦克、攻击坦克和战斗坦克，其战斗队形有点类似海上作战舰队。



　　14. 工程兵



　　现在谈谈皇家工程兵，我们可以预料它也会有很大改变。目前皇家工程兵主要是野战工程兵，其任务包括构筑堡垒、架设桥梁、开辟通路、保障供水和补充弹药，这一切对目前的部队和机械化部队都是相当重要的。我认为皇家工程兵将来对机械化部队的支援应比现在对部队的支援更为直接。工程兵应能支援坦克机动，也能限制坦克机动，此外，还应担负所有野外维修保养任务(这也是坦克手的职责)。因此，工程兵应分两部分，即野战工程兵和机械工程兵。



　　[注：1942年曾设立一个电子与机械工程兵总队。]



　　机械工程兵编成工程兵旅和师属工程兵连，如按这样编组，两者均配一个野战仓库和必要的机动野战维修站，重装备维修则由军械兵负责。



　　15. 飞机



　　虽然飞机全部摩托化，但没有机械化。要使飞机装甲化，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样做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飞机的主要特点是速度和作战半径。



　　[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大部分飞机的部分部位是配有装甲的。]



　　飞机具有立体运动的能力，因此自成体统。它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因为一旦无线电控制更加完善，我们肯定会看到出现一种无人驾驶飞行器——真正的空中鱼雷。一旦发明了这种武器，整个陆战、海战样式就必然又要发生变化。



　　今天，空中攻击的不足之处是难以击中小型目标。现在轰炸机力求做到的是，在轰炸城市、大型仓库、长的行军纵队或运输舰队等目标时不会出现大的偏差。目标越大，对目标攻击就越有利。



　　有人会说，击中一个步兵纵队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把击中纵队看作是击中纵队中的所有人员，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人是有知觉的，对每次飞机的“攻击”都会发出预报，因此，仅仅是一种威胁性的攻击，就会立即引起行军纵队疏散，进行防护，从而发出停止行进的命令。这种阻击敌人机动的做法是一种比击毙几个人员更为有效的攻击手段。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攻击，必然会瓦解敌人的士气，打乱其作战计划。



　　机械化纵队比步兵纵队更不易遭到空中攻击。不仅因为它比步兵纵队目标小、更分散，而且对它进行威胁性的攻击通常(或一定)不会使它停止行进。要摧毁它，就必须切实进行攻击，而摧毁其一挺机枪，其它机枪不一定也会被摧毁。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付空中力量是装甲部队。陆上的装甲部队对空中战术比对空中火力有不利的影响。一颗子弹或炮弹可击落一架飞机，但装甲部队“攻击”空中力量就会瓦解敌士气，会使敌机的轰炸失效。



　　就飞机的活动与配置来说，其战术弱点不在空中而在地面。飞机的“后方”会遭到敌空袭或地面攻击。在这两种攻击中，第二种攻击可能是致命性的，尽可能把机场和机库等向后配置，必须给向前配置的飞机构筑坚固的抗击敌坦克和摩托车攻击的工事设施，这样，飞机不能经常出航。飞机越是不出航，就越可能遭到空中攻击。



　　从上述简短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地面机械化与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坦克和飞机是相辅相成的，在今后一个长时间内，在作战中一方如得不到另一方配合，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用飞机发现敌坦克，就可给己方坦克指示目标，攻击或压制敌坦克，从而保护机场。没有坦克，飞机的后方基本上不能得到保护，而没有飞机，坦克在战场上基本就会失去打击的目标。由此可以推断：在未来战场上，坦克与飞机的协同将比步坦协同更为重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预料，坦克与飞机将合编成一种部队，而步兵则完全是一种独立的部队。



　　[注：俯冲轰炸机的出现，使这种坦克与飞机的密切协同更加重要。]



　　现在我仅就防护的角度谈防空问题。



　　我认为，由于防空装备和火炮的效能将日益提高，飞机攻击严密设防的地区是十分危险的。但究竟有多少地区能有严密防护呢？能有严密防护的地区是为数很少的，而且在工业中心，政治中心与军事要地都处于与敌长期作战的情况下，在防护先后顺序方面，可能把军事要地置于第二位。因此，应尽力限制有利于敌机攻击的军事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削减部队规模，即采取以质代量的方法。



　　下面谈谈处于运动状态部队的防护问题。现在陆军部队装备的大量慢速运输车辆不仅将为敌机提供有利的攻击目标，而且会遭到敌游击部队的袭击，还往往面临敌机械化部队攻击的威胁，因此，有效防御敌空袭的问题尚难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处于运动状态的防空火炮的组织、控制和防护比固定配置在阵地上的防空火炮要困难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军事思想多么保守，由于空中力量的影响，那些较陈旧的武器必然会被防护能力较强、重量较轻、运动速度较快的武器所代替。这些武器不是完全依赖飞机，而是在飞机协助下掩护其运动。需要掩护的是作战中运动速度慢的武器装备。



　　16. 烟幕



　　烟幕对直瞄武器的防护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对密集火力的防护效果很差。在步兵部队实施进攻时，防者的炮兵观察哨被烟幕迷盲，有利于攻者防护防者的炮火射击。但在进攻部队正面施放烟幕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所有敌机枪可齐射穿透烟幕。用坦克代替步兵，防护能力就会提高，因为通常不可能提供非常多的反坦克机枪；而且只有直瞄火炮才能击毁坦克。总之，烟幕和坦克是相辅相成的防护手段，而烟幕和羊毛外套就没有这种相辅相成的作用。



　　至于施放烟云问题，可以肯定，在某些情况，从快速运动的车辆施放烟云比发射烟幕弹更为经济有效。一辆坦克能施放一英里长的稠密烟云，只需费用几先令，而发射一发烟幕弹则需费用一千镑。这并不是说，烟幕弹应被淘汰，我曾指出：在坦克战斗中，烟幕弹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



　　17. 毒剂



　　致命性和糜烂性毒剂以及催泪化学毒剂和毒烟，对较老式武器装备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赘述。戴上防毒面具的士兵，只是一半象士兵。穿上防毒衣的士兵情况更糟，他基本上成了个潜水员，完全不象士兵。坦克是装有履带的金属箱，它能防毒，如同它能防水一样，因此具有防毒能力的坦克并不害怕毒剂攻击，相反，它能装载大量用于进攻的毒剂。坦克进行毒剂攻击的方法是：在坦克后面拴上若干个装有液体毒剂的大桶，坦克手从坦克仓内操纵并快速投放这些大桶，桶里的定时引信起爆，毒剂就施放出来。现在中型坦克可装十个总重二百吨的大桶能在几分钟内施放一吨的毒剂。在施放毒剂时，坦克可以逆风运动(如果发射毒气弹，就不能逆风发射)，因此这种毒剂攻击方式对敌人具有致命性的杀伤效果，而且特别适用于包围战斗。














	

 






	















	







	







	









 





	


	







	








	




	


第03章 参战的战略准备




	







	

 



	


	


　　18. 概述



　　在第一讲中，我谈到“战争的性质”时，曾指出工业对军事组织、军事组织对战略与战术的重要性。由于机器控制着社会生活，它最终也将控制军事思想。在近代史上军事思想比社会技术发展至少要落后一代。蒸气动力船是在1812年出现的，但直到约1840年才被海军采用。雷管是在1814年发明的，但直到1842年英国步兵才装备带击发装置的步枪。如果不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能现在才开始设计坦克，我们完全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坦克的产生不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由于社会文明的发展。



　　机器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有两个方面，即增加了产量，减少了劳动量。虽然一百多年以前，麦收用镰刀，打谷用连枷，收割一亩田约需四十小时，今天一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收割一亩田不到一小时。在机器制造业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比，这种因用机器代替人力劳动而提高工作效率的情况，肯定也会在军事领域发生，其结果必然是，随着武器威力的增长，战斗人员将减少，直到机械化部队的人数逐渐恢复到中世纪部队的人数。那时，五百名穿盔甲的骑土可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因此将来五百辆坦克也可组成一支强有力部队。



　　[注：这个观点需作修正，因为现在坦克是以千辆为单位计算的。但五百辆坦克仍能组成一支强大的部队。鉴于指挥控制的困难，在一定时间和地点要组建拥有五百辆以上坦克的部队往往是不可能的。]



　　部队规模，尤其是战斗部队规模的缩小，将会增强部队作战计划和行动的灵活性，随着部队越野机动能力的提高，这种灵活性还将进一步加强。



　　[注：战斗部队数量减少了，其后方勤务部队人数却增加了。1914-1915年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一般为60：40，现在可能是50：50，将来军队的一个战斗人员或非战斗人员，需要有五个非军人提供后勤保障，也就是说，一支四百万的军队需要两千万非军人(男人或女人)为它提供后勤保障，而军队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为1：1。]



　　过去战略的制订曾以交通情况为基础，今天的交通情况如何呢？今天的交通不仅是道路和铁路，而且有广阔的空地。在平坦的地区例如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除江河、森林外，没有影响履带车辆运动的障碍物。因此在这些地区，未来的作战很可能类似海上作战。



　　[注：例如利比亚战役。]



　　如果国家的交通形成广泛的战略道路网，(其宽度可能达几十英里)，那么显然对它进攻就较困难。但进攻部队由于编成规模较小，机动力较强，就易于迂回敌部队翼侧，攻击其后方。



　　[注：应经常记住的是，在本《讲义》中，我所提到的规模较小的部队是指机械化部队而不是步兵部队或驻守的部队。]



　　我认为上述这两个论点都是正确的，但必须记住，当部队进攻敌后方时，要切断其后勤补给，当攻击其交通线时也应达到这个目的。攻者攻击防者的道路、铁路或地区，其目的在于切断防者与其基地的联系。如果作战趋势表明，切断敌后勤补给非常困难，会遭危险，或不起作用，那么应选择攻击敌基地，而不是攻击其交通线。基地(包括主要基地和前进基地)可能日益重要。



　　必须记住：机械化部队拥有基地越多，其机动力就越大，就如在海上作战一样，蒸气机舰只的巡航和活动半径是与加煤站、油库和设防港的数量成正比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野战工事的作用增大了，它不仅能用于防护补给基地，而且能用于封锁窄道，如同中世纪的城堡和坚固据点的作用那样。可以肯定地说机动力越强，野战工事的作用越大。



　　[注：如果机动力的增强提高了野战工事的作用，那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机器时代的野战工事应重复手工时代的野战工事。]



　　野战通常会导致攻城作战，在上次战争中是如此，在未来的装甲部队战争中，也将如此；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前沿构筑绵亘的工事，而在未来战争中，将在机械化部队作战地区构筑工事。这就是说，在作战地区四周都构筑防御工事，防御工事的设置方式将迫使进攻部队沿道路进入危险地区。上述两种防御工事体系的不同之处，一种是中国万里长城式的，另一种则是中世纪城堡式的。



　　[注：马其诺防线的错误在于把防御力量用在逐渐消耗敌进攻力量上。该防线如果不作绵亘配置，而是纵深分散配置，我认为就可达到防御的目的。]



　　防者力图防止攻者进攻，攻者就不需这样做，而是建立一系列基地(实际上是补给基地)，以便攻者能依托这些基地安全地实施机动。



　　把上述这些一般的考虑用于研究部队机械化对我们大英帝国战略(当前的战略思想)的影响，会使我仍看到部队机械化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首先，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之一，我们有雄厚的机器设备，可生产我们所需的各种武器。其次，除了维持大英帝国本身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外，我们的军队还担负两项任务：(1)在欧洲大陆发生战争时，支援盟国；(2)保卫大英帝国的国境。就遂行第一个任务来说，我们军队的组织从未适应此种战争的需要。虽然我们的教范谈到了军队训练应适应此种规模战争的需要，但是我们并没有为此种可能爆发的战争召募兵员和编组部队。1914年我们在几周内向海外调运了六个正规师，今天(1932年)我们却缺乏准备，不能在几个月内向海外调运两个师。今天要考虑的不是调运师规模的部队而是调运一个小型的高度机械化军，它编有三万兵力，配备装甲和非装甲车辆，并保持战备状态。这样，我们不仅能立即给予盟国增援，而且能以对盟国最有效的方式给予增援。这种规模的军虽然在兵力数量上仅为1914年我们远征军的五分之一，但其实力却超过其兵力规模，尤其是在敌人依靠征召大量兵员而不是依靠改进武器装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注：下面列举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如果1940年5月戈特勋爵率领四万五千人的机械化部队(即三个装甲师)，那么他就不会比当时他率领三十万人的非机械化部队处境更好吗？如果他当时率领九万名机械化部队，我认为就有可能击败德军。六个装甲师需要约两千辆坦克，约需耗资四千万磅，或相当于三天战争的费用。]



　　现在谈谈上述两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我们也许需要这样一支军队，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不会在平时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我们需要这样一支军队，那么只有在战争爆发后才能组建。鉴于平时我们必项保持一支小型军队，我们应尽一切力量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这支军队要具备什么力量呢？首先它要有快速机动能力，象救火机那样在火灾未发生之前就能迅速予以扑灭。部队摩托化和机械化的优点就在于，以节省时间来缩短空间，换言之，我们运动的速度越快，我们所要防御的地区范围就越小。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正如战争历史一再表明的，只在短时间内停留在一个地点的部队，要比长时间(二十四小时以上)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兵力比之大九倍的部队对战争的作用更大。如果你能比敌人的机动速度快四倍，那么，敌部队须用六十分钟才能行完的路程，己方部队需用十二分钟，也就是说，敌部队行一英里等于己方部队行不到四分之一英里。



　　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们也会面临大部分大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机械化战争的需要与征兵的制度发生矛盾。这一点在我的第一讲中已谈到。其结果可能是，组建职业军队的国家在改革方面要比推行征兵制的国家快。最终必然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大部分步兵部队完全过时，而且与机械化部队作战，它们将不起作用。



　　[注：这里的步兵部队不是指反坦克步兵部队而是一般的步兵部队。]



　　当步兵部队变成机械化部队时，这对国家战略会产生深远影响，因为部队实现机械化经费开支大，不仅陆军部队规模要缩小，而且政府用于空军和海军部队的经费也会减少。这样，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注：这就要有一定条件，因为1939年德国采用的财经体制是以劳动力而不是以通常的财务开支为基础的。所以直接有关的因素是劳动者，而不是经费开支。它主要考虑的是人力而不是资金。]



　　19. 战略侦察



　　搜索的机动手段和攻击的机动手段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在下一次战争中，将互相影响。例如，除非用飞机能立即发现目标，不然冒险用飞机去搜索目标是没有价值的，尤其是在战略作战行动中，更是如此。飞机的航行和地面部队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因为两者的运动速度是不相同的。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加快地面部队运动速度的理由，地面部队运动速度加快了，战争初期的作战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注：把明显的变化改成“革命性变化”更为正确。有关的战例是：德国进攻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



　　在非机械化战争时期，通常的作战计划是，战争一爆发就立即出动大量独立行动的侦察部队，主要目的是保障尔后开进的步兵部队能自由实施机动。由于独立行动的侦察部队须得到后勤保障，因此，除非有充足的补给线(过去是道路，现在是铁路)，不然侦察部队向前方运动是没有作用的。因此必须从补给的条件来考虑战略。当战区只有一条铁路时，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那样，战略就不那么复杂。



　　战略上的这种简单情况将逐渐消失，因为战略虽仍以补给为基础，但受补给的制约已不那么直接。虽然步兵的补给半径非常有限，它行走几英里后就必须得到补给和休息，但飞机一次能连续航行几百英里，坦克一次能连续行驶几十英里。这就增强了实施远距离机动的能力。此外机械化车辆能装载备用补给品，如配有履带，就可不依赖道路，使战略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应强调的是，掌握情报，而不是补给条件，因为不能确切掌握敌情，战术机动会相应受到阻碍。



　　用飞机侦察敌情肯定会导致空战，但我认为，除非双方空中力量相当，或具有某种不为对方知道的技术优势，不然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直接进行这种空战。更可能的是，在某些方向上造成对对方严重威胁，以掩护其他方向上的战略侦察。这种行动需要的是高速度的飞机而不是飞机的数量。我认为，除情况特别有利外，航空兵本身不会冒战斗(不是指小规模和一般性战斗)的危险，只有在地面发生决定性作战后才投入战斗。



　　[注：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发生过。1940年5月，英国皇家空军曾避免战斗，并不是因为它不能实施进攻，而是考虑到地面作战情况。德国空军只是在法军崩溃后，才开始攻击英国诸岛。战争指向俄国时，此种攻击再次被放弃。]



　　瓦解敌人的斗志，这是压倒一切的决定性打击。将来为了达此目的，肯定会同时在地面和空中进行这种打击。



　　[注：这意味着，空中和地面部队要协同作战，直至取得地面作战的胜利。]



　　如果我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战争一开始，空军力量的优势不在于采取决定性的战斗行动，而是实施侦察，因为取得掌握情报的优势，就能获取主动权，而只有掌握了这种主动权，才能确定作战行动的计划。



　　[注：正如战争所表明的，这种作战行动是轰炸敌人的机场。]



　　在空中侦察进行过程中，地面机械化部队很可能分散部署在广阔的地区，而不是集中部署，因为具有摩托化、机械化车辆的小型分散的部队，比密集配置的战斗车辆更便于机动、也易于集中。为了保障分散部署的战斗车辆的安全，有必要在前沿整个正面部署摩托车辆分队、反坦克分队和飞机编队，以形成屏障。这种兵力部署的目的是：(1)配合航空兵与战略侦察，发现敌人的开进运动；(2)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战术意义的阵地；(3)迟滞敌人的前进。



　　在此屏障(应与前方取得密切协同)后方纵深，地面部队将在宽大正面上向前推进，直至形成一定的战斗队形，以便根据命令能在规定方向上迅速集中。兵力部署就绪后，取胜的关键就在于机动能力。



　　[注：这方面的一个战例是，1939年的德波战役。]



　　20. 关于海外作战的几个问题



　　近些年来，向海外远征已日益困难。今天远征军基本上已不能对付装备良好的敌部队，因为敌人可在几小时内通知其舰队用摩托化工具集中大量部队，保卫其受威胁的岸上地区。由于现代部队不能向敌漫长广阔的海岸登陆，所以受威胁的岸上地区是很少的。事实上，现在的部队机构庞杂，补给纵队、医院和服务机构，确实是象一个流动城市。带着这么多包袱，部队能在没有良好港口的海岸登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此情况下，要有效地实施突然登陆，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能达成突然性，登陆大抵就成为一种自杀的行动。



　　[注：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至少由1942年8月迪耶普登陆突击战所证实。圣纳泽尔突击战虽规模较小，但达成了突然性。日本的登陆进攻，除新加坡岛登陆战外，属于不同范畴，它是对不设防海岸和道路条件差的国家实施登陆的。]



　　部队机械化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和简便易行的手段。第一辆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在两道堑壕之间建立一个坦克机枪射击地带，坦克作为机动的堑壕，它在高于固定堑壕的地面上机动。登陆作战的问题与此相同。实施登陆时，需扩大舰只对水域至海岛(或敌阵地)这片空间的掩护范围。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相同的，至少是类似的。自行两栖登陆坦克不是从任何一种舰船上下水，而是从坦克运输舰上驶入水中，就如同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那样。1917年12月提出了研制两栖坦克的设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艘实验性的水陆两用坦克，直到去年(1931年)才制造了真正的自行两栖坦克。虽然其装甲较轻，但制造水上坦克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不再是一种设想，而是事实。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将来大部分陆军坦克不能依靠自身动力渡越江河和宽大的海上堑壕。



　　有了可从坦克运输舰下水的两栖坦克，就有可能达成登陆突然性，可以克服对舰到岸的间隙区掩护的困难，就可在任何一般的海岸有效地登陆，并可同时在几个地点登陆。登陆时也就不需要航空兵的掩护，补给困难也会减少。除非敌人也用两栖坦克对付登陆部队的两栖坦克，不然，可采取合围战术攻击敌港口的后方，迫使敌投降，从而为主力部队夺取登陆场并攻占敌后勤基地。



　　除了上述的登陆作战外，两栖坦克还可有效地用于海岸登陆袭击和强渡江河。今天英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处于欧洲大陆飞机的航程以内。在下一次欧洲战争中，用于轰炸英国的大部分飞机将以其海岸机场或海岸附近机场为基地，而海岸也将是敌潜艇基地的所在地。如果这些机场和基地遭到坦克部队的袭击，那么敌方显然要实行对坦克防御，这样就会从其主力地面部队中抽调兵力。



　　两栖坦克不需要架桥就能渡河，这是非常明显的优点，无需强调说明。这种坦克不只是一种重要的障碍物，而且可用于组成巡逻线，因为一辆两栖坦克能往返行驶，不仅能破坏敌架桥，而且能在水上攻击敌方两栖坦克，如同在美国内战中，炮艇在密西西比河互相攻击那样。



　　总之，两栖坦克的用途非常大，尤其对我们岛国来说，更是如此。毫无疑问，这种坦克不久就会被人们充分认识，它将成为我军战时武器装备的组成部分。














	

 






	















	







	







	









 





	


	







	








	




	


第04章 作战




	







	

 



	


	


　　21. 概述



　　战略的目的是以武力而不是以文字来维护一种政治主张。这通常以作战来实现，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摧毁物质力量，而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必须消灭敌人的这一观点，只是在它能导致有益的和平状态时才是合理的。这样如果敌人是不文明的野蛮人，它遭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人类是有益的，如果它是有文化的民族，对世界有作用，那么它遭屠杀，即使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应看成是不幸之事，如果它遭屠杀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就是一种罪恶。



　　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战的最终目标是歼灭敌人这一点已成为当今一个普通原则。在上次战争中，这种作战目标不仅使德国及其盟国遭到失败，而且也毁坏了战争目的本身，因为歼灭敌人的行动会严重扰乱民众的精神和思想，以致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和平也受到了破坏。



　　作战的最终目标是歼灭敌人这种有害的信条，在理论上否定了战争的真正目的，即建立更加美好的和平生活。这种理论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人们不深入思考问题。当然，象动物那样简单反应，比象哲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要轻松得多。这种理论认为步兵的进攻力量弱，强调使用大量的步兵，因为在军事史上兵力多的军队，是战争中最有破坏力的手段。



　　要实现战争的真正目的，就必须终止使用破坏性手段，这就是说，战争必须逐步地由武力争斗发展到智谋与士气斗争的阶段，换言之，指挥艺术必须基本上代替暴力，用瓦解士气或精神上的打击，代替武力争斗或肉体的攻击。



　　[注：阿道夫·希特勒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见赫曼·劳舍宁著《希特勒的演说》第15-21页。]



　　由于步兵部队运动速度慢，需不断休息和取得给养，因此要求改革作战方法，发挥指挥才能。事实上，步兵部队不能适应激烈紧张的运动(这是指挥艺术的核心)，于是只好以一种消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强调后勤补给，忽视了发挥指挥才能。



　　为了重新强调发挥指挥才能，就需改变部队的编制装备，并基本上以打击士气(即实施出敌意外的突击)代替破坏性攻击，部队必须高度机动化，并须尽可能小型化。因为部队小型化，其后勤补给组织就可缩减；一般来说，后勤补给组织缩减了，其机动性就会加强，就易于防护，其安全保障的困难和弱点也可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具有一支编配均衡、机动灵活的小型军队，一支能适应激烈紧张运动且不经常在固定的交通线上活动的军队，指挥官的指挥才能就可得到高度发挥，就能运用智谋指挥作战，而不只是把作战当成一种流血的行动。在这一方面，部队摩托化和机械化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可使我们通过改变组织编制，重新发挥指挥才能。较重要的改变有以下几个方面：



　　(1)装甲：我曾指出，子弹已成为我们目前面临许多困难的基本原因。子弹阻挡步兵逼近敌人，迫使炮兵远离步兵阵地前沿，并使骑兵丧失突击力。装甲则可顶住子弹，进攻中，坦克能代替步兵，因为它能顶住步兵的防御火力。步兵难以攻击坦克，但如步兵没有充足的武器，缺乏坦克难以对付的防御工事，那么坦克能在任何适于机械化部队机动的地点攻击步兵。这就是说，当与坦克遭遇时，步兵就失去了机动性，就不再是野战部队，而应作为固守堡垒的部队。



　　虽然装甲能抵抗子弹，但可被炮弹击毁。这不是说装甲失去作用，而是说，装甲的价值与射弹威力有关，它能抗住威力小的射弹，但不能抗住威力大的射弹，这就是说，炮兵将日益压倒步兵，但炮兵要防子弹攻击，就要配备装甲。因此对付坦克的手段是坦克，目前的步兵作战将被机动的装甲炮兵作战所代替。虽然在作战中，所使用的装甲也许不能顶住炮火攻击，但仍须使用装甲，以防子弹的攻击。



　　[注：在所有开阔地形上，这是完全正确的。]



　　(2)机动力：在野战条件下，防护如不与机动力相结合就会明显削弱其作用，而机动力的任何改变，尤其是有防护机动力的改变将会引起战术的改变。当把有防护的机动力在没有道路的地区进行越野运动时，战术将会引起剧烈的变化，因此现在的线式战术将被地区战术所代替——这一点我已提到过。在地区战术中，部队正面不再能如现在那样有效地保卫其后方勤务部队和交通线。进攻不只是在前沿而是在地区纵深进行，而且会从各个方向实施进攻。因此突击的威力明显加强。瓦解士气将日益重要，其目的是通过瓦解斗志而不是破坏杀伤，引起敌方部队的混乱。



　　[注：1940年法国陷落，就是一个典型战例。《参谋军官的日记》的作者(无真实的姓名)写道：“盟国总参谋部被异乎寻常的运动战所瘫痪……1914年负责制定盟军作战计划的法国将军们的头脑的已不能应付这种新的突如其来的情况”。]



　　由于攻击后方的行动将日益盛行，威胁日趋增大，其必然的结果是，不仅在驻地，而且在运动时均须组织环形防护。



　　[注：俄国似乎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1942年德军多次进攻俄军后方均遭失败。]



　　后方仓库必须构筑防御工事，在后勤系统中机动的后方部队或警戒线，机降场以及防空设施，必须有对付敌人袭击的防护力量。部队在驻守时将越来越变成一个固定的堡垒，运动时将成为一个机动的堡垒。



　　(3)地形：我曾指出，装甲车辆的机动受地形的影响。地区作战日益重要。这就更有必要联系地形来考虑装甲车辆的使用。由于武器使用只有与地形条件结合起来才能在作战中减少损耗，由于将来在很长时间内，坦克和步兵将成为两个主要的战斗兵种，因此战场可能会分成两个地区，即坦克地区和步兵(反坦克)地区或分为坦克易于运动的地区和地形有利于步兵防护的地区。前一种地区一般为开阔、平坦或起伏地，后一种地区一般为丛林、沼泽或山地。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总体上确定未来作战的特点：逐步用坦克——机动装甲炮代替步兵。



　　[注：虽然远在1925年，我们已拥有设计良好的发射十八磅重炮弹的自行火炮，但在1941年利比亚的秋季战役中，我们受到德军七十五毫米火炮(装在PzKw3型车底盘上)的攻击而大为吃惊。]



　　其结果是：子弹降到次要地位，炮弹升到主要地位。为了保障越野机动力的安全，强调达成突然性，提高了组织环形防护和设置地面和坦克障碍物的重要性，这些因素是将来发挥指挥才能的基础。



　　22. 从集结地区的开进



　　宣布战争之前，或与此同时，根据制定的作战计划，部队将从战略部署地区(将用以代替目前的集结地区)开进。如果交战国双方都有坚固的反坦克防御配系，那么双方也许不会突破这些防御配系，也就是说，在主力部队未开进之前，双方会坚守其边境。如果其边境防御较弱，则须立即出动大量配有反坦克武器的摩托化部队去占领和防守敌坦克接近路和对完成作战计划有重要作用的地区。这种摩托化部队应及时得到由坦克和装甲车辆组成的强大特遣队的加强，坦克担负掩护任务，装甲车辆协同飞机担负侦察任务。



　　由于翼侧和后方受攻击的危险增大，纵队应采取梯次配置，(见图一)。应根据地形和道路的数量来确定开进队形，因为必须记住，坦克和装甲车辆虽具有强大的越野能力，但它们只有在避开江河、丛林、围墙和铁栏时，才能在道路上运动。如果在进攻部队的右翼存在不可通越的障碍物，那么可采取图1所示的队形，如果没有这种障碍物而道路很少，那么可采取图2所示的队形；如果道路多，则可采取图3所示的队形。不论采取哪种队形，后方勤务部队可在作战部队与障碍物之间行进，或位于作战部队之中行进。一般来说，部队开进时应避免使用过多的机动车辆，因为运动速度与部队规模是成反比的，各个小规模部队以互相能支援的距离在宽正面上行进，如不发生阻塞现象，就能加快运动速度，因为机动的兵力十之八九不如集聚在一起的兵力好集中。






图一 纵队队形



　　23. 接敌运动



　　与普通行军不同，接敌运动是在先头摩托化部队的掩护下实施的。部队分别编成许多小的纵队，利用多条路线越野运动，行进中保持环形防护，而不采取由特种警戒和特遣队掩护的大的纵队队形。当部队到达国境并进入敌国领土时，可以不改变部队前进的正面宽度，但为了加强部队攻防作战能力，多半使各纵队向内靠近，在主要接敌路上形成强大的战斗群，每个战斗群由大群的摩托化游击分队掩护。



　　我认为战斗群的正常队形应是箭头式(见图一3)，或四角队形(见图一2，拿破仑采用的菱形队形)，最接近敌人的战斗群应作为前卫。如果采取菱形队形(见图二)，a首先与敌接触，它应力图牵制敌人，而b和c则机动到敌翼侧攻击敌人。






图二 接敌运动



　　重要的是部队部署的序列(区域式部署)就是战斗队形，也就是说，部队根据战斗需要来部署，而不局限于行军的序列



　　24. 与敌首次接触



　　航空兵或先遣摩托化部队将与敌首次接触。我认为在冲突开始后的某个时候，任何一方通常不会立即取得决定性胜利。我认为，此时双方将力图使对方惊慌失措，而不是击败对方。



　　[注：现在我考虑这一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只要有可能，前卫的战斗行动应力争取得迅速的压倒一切的决定性胜利。这好比是装甲骑士开始冲锋那样。]



　　因此，这种进攻也许是为了影响敌方士气，而不是歼灭敌人。



　　在施放的烟幕掩护下，前卫部队(图二中的a战斗群)，将尽快向前运动，与敌交战，不是消灭敌人而是牵制它，不是攻击它，而是迫使它陷入困难地域或面临障碍物。通常用火力阻止敌步兵前进，但火力往往不能阻止敌机械化部队，而是靠己方部队机动来阻止敌机械化部队。



　　[注：这就是在俄国的1941年战役中德军装甲部队往往不能完成任务的原因。详见我所著《机械化战争》第171-173页。]



　　值得注意的是，战斗群的队形必须尽可能灵活。由于通常须靠部队机动来阻止敌前进，因此a战斗群必须在任何方向能迅速实施机动，b、c和d战斗群将随a战斗群机动的方向运动。这时，问题不在于跟随先遣梯队行进，而在于在一个地区保持正确的运动方向，因为地区的一边即a战斗群的运动方向是迅速变化的。如果地形象一个台球台，就如同在海洋上航行那样，保持一致是易于做到的，但实际上往往受丛林、高山和谷地的影响，开进的部队不能保持一致的运动方向。



　　[注：换言之，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形条件的影响。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俄国战场采用的战术与在利比亚战场采用的战术有明显的不同。]



　　25. 作战计划



　　兵力部署是计划的萌芽阶段，作战行动则是计划的充分发挥阶段。将来作战的速度会比现在的作战快四至九倍，因此将来我们制订计划、修改计划、下达命令和指令的时间将由现在的一小时下降到十二分钟至六分钟。不能以一成不变的思想来制订计划，而必须用灵活机动的思想来制定计划，也就是说，计划必须包括若干个预备方案。计划中也许没有正式的进攻或防御作战方案(虽然一般来说，能从各个方向威胁敌人的进攻作战方案，或能粉碎敌人一系列的防御作战方案是理想的作战方案)。其原因是，未来的作战可能更多的是地区防御而不只是阵地防御。



　　除敌人的行动外，影响作战计划的主要因素是地形条件——即给机械化部队运动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其它影响的因素是风和阳光，风影响毒气和烟幕的散布，阳光影响视力和射击。



　　[注：据报道，隆美尔将军主张在傍晚发动进攻，使军队背向太阳。同时须在战场上增加尘埃和尘暴。]



　　将来，作战计划必须主要以机动而不是以进攻行动为基础，这不是说，进攻的重要性降低了，而是说，其作用将更加取决于正确和快速的机动，一旦出现实施攻击的机会，必须用信号而不是用作战命令迅速通知部队实施机动。



　　[注：很明显，在利比亚，德军很重视这种做法。]






图三 进攻样式



　　对敌人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应将敌人包围在一个地区内，除了这个一般通用的进攻样式外，选用其他进攻样式是比较困难的。



　　[注：英国和法国在敦刻尔克三面被围。在俄国和北非的战役表明，要实施这种包围的机动样式是多么困难。此种战术见我所著的《机械化战争》第103-104页。]



　　但下列的进攻样式值得重视：



　　(1)突破：如果对敌人扼守的防御阵地己方部队不能迂回，那么须对其正面实施突破。实施突破时宜采取菱形队形。a战斗群打开突破口，b、c战斗群扩大突破口，d战斗群向前急速推进，进攻敌后方(见图三1)。



　　[注：在1940年5月，德军曾用这种战斗队形突破法军在色当的防线。]



　　(2)一翼包围：如果把敌人调动到斜向难以通过的障碍地带，则可向其实施一翼包围。这样，如图三2所示。如果z是一片沼泽地，那么a战斗群可从正面进攻敌人，而b战斗群可机动至y处，这样，就可切断敌人的退路。



　　[注：直至1942年夏季，由于有盖塔拉洼地，南部翼侧没有广阔平坦的地形，这就为在利比亚战役中采用一翼包围机动样式创造了条件。]



　　不难看出在这种进攻中，取胜的基础主要是机动，而不是进攻。



　　实施这种进攻时，还可通过主动退却，诱敌进入障碍地区，或两面受围的地区，然后攻击之。



　　(3)两翼包围：如果没有障碍物，机械化部队则必须在其所在地区实施机动，如图三3所示，当a战斗群向敌正面推进时，c战斗群向x处机动，当b战斗群向y运动时，a战斗群就猛冲敌人。



　　[注：这种机动样式在我所著的《机械化战争》一书(第98-104页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还可采取主动退却来实施这种进攻样式。a战斗群后撤，诱敌人跟进，在敌人向前运动时，b战斗群和c战斗群分别向敌人运动，实施分进合击(见图三4)。这种进攻是向心夹击而不是翼侧攻击，因为使用的是不同方向的两支部队而不是一支部队。实施这种进攻，值得注意的是，要隐蔽己方进攻部队，以便给敌突然袭击。



　　[注：在埃及西部沙漠地的开阔地上，隐蔽大量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12月7日夜，韦维尔将军即将向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实施进攻之前，将部队进行了这种隐蔽部署。]



　　进行这种隐蔽部署需要做三件事：(1)必须取得制空权；(2)以当地丛林、山谷和洼地作为隐蔽地；(3)使用摩托化游击部队去寻找这种隐蔽地。



　　26. 战斗展开



　　在接敌运动中，所采取的多路纵队队形将变为疏开的或密集战斗队形。部队以纵队队形行进，其主要困难是，部队疏开时由纵队展开投入战斗，或远距离行军时，部队不能快速行进。机械化部队基本上能克服此种困难。虽然机械化部队在前进或后退时，如有可能将利用道路，但部队不能只依靠道路运动。



　　27. 后方补给组织



　　从战术上来说，目前战场的补给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军队的前方部队通常会保卫其后方。在地区作战中，由于侧翼和后方较易受敌人进攻，因此难以保障后方的安全。其结果很可能是，重新采取十七和十八世纪行之有效的补给系统，即用护卫队来保卫野战仓库。



　　[注：虽然对德军进攻俄国时的补给系统情况了解很少，但可以看出，由于苏联采用游击战，在某些地方德军采取了野战仓库和护卫队的补给体制。]



　　部队的机动主要依赖油料，显然，护卫队对后勤补给的护卫将日益重要。因此，保卫后勤运输交通线的部队，必将成为野战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保卫系统的组成情况可能是：基地仓库配有强大的防空力量，通过设防的各个前方仓库，保持与野战集团军之间的联系。每个战斗群或军将从前方仓库得到后勤补给，并负责保卫补给纵队。如同过去的独立骑兵部队那样，军的补给纵队可能配有两套重复的组织：载有补给品的运输部队随军运动，不载补给品的运输部队则返回基地仓库装载补给品，以便轮换。设在补给运输线上的仓库应由其建制部队保卫。



　　虽然补给物资通常通过道路或铁路输送到前方仓库，但往往需要越野运输，因此后勒补给线的组织可能需包括一个或更多个越野运输工具——能在通常坡度向上拖运上百吨物资的马力大的拖拉机。



　　[注：我认为，如果德军补给纵队的运输车(配属给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是履带式而不是轮式，那么1941年冬季来临之前苏军很可能遭到惨败。]



　　这些后勤运输工具好比是现已废除的运输马队，但在采用运输货车后的几年内，仍保留马队作为后备运输工具，以便在货车的补给被破坏或失效时，遂行补给任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可能重新采取掠夺敌国物资的手段。这种做法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是相当普遍的，但现时已废弃，因军队规模增大了，靠掠夺物资不能解决问题。鉴于未来摩托化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规模将缩小，而且油料已成为这种部队日常活动必不可少的物资，因此将想方设法掠夺敌国领土上的储备物资。



　　[注：某些统计表明，1940年5月至6月，德军的坦克和车辆使用的完全是未摧毁的法国油料。]



　　实际上，西欧每个城市和村庄现在都有一个或几个加油站，毫无疑问，这些加油站战时可用于补充油料而且不需运输。



　　28. 指挥官的位置



　　指挥官应位于最重要的地点，但这种重要地点不是一成不变的。



　　[注：隆美尔将军多次获得成功也与此因素有关，坐在办公室的将军(除非其办公室就是坦克)在坦克战斗中是没有其位置的，他只能指挥固定的阵地战。]



　　因此，当部队进行作战准备时，指挥官应处于最有利监察作战准备的地点，当部队向前开进时，他应尽量靠近先头部队，当部队发起进攻时，他应处于最适于组织陆、空部队协同作战的地点，当部队遭到突击时，他应在遭突击的部队的先头或后尾指挥部队。



　　由于机械化部队规模较小，一般来说，在进攻中，其指挥官应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事实上，对他来说，不远离部队而与部队在一起是最安全的。对舰队司令官来说，他在战舰上比在远离舰队的小艇上更为安全。同样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也必须坐在坦克里，而不是坐在远离其部队的办公室里。














	

 






	















	







	







	









 





	


	







	








	




	


第05章 情报




	







	

 



	


	


　　29. 情报的一般原则



　　情报是战斗的基础，而战斗则是交战部队采取的战术行动。因此情报随着参战部队的特点、武器装备、机动和防护的手段，实际上是参战部队的编成与一般组织等因素而变化的。例如，步兵部队受道路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影响，而机械化部队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此种条件的限制。因此，机械化部队能越野运动，并能用越野车辆输送补给物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或其作战企图不易暴露，因为其运动速度快、不十分依赖交通条件，它能在较宽的正面和更大的纵深实施机动。它掩护一个地区而不是绵亘的战线，能以更快速度交互掩护行进，能在夜暗掩护下迅速改变其位置。



　　在飞机发明以前，步兵作战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发现敌人。飞机发明后，发现敌人就不难做到。步兵部队规模大、运动速度慢，因而一旦被发现，不易疏散。机械化部队虽然规模小，运动速度快，但不难发现其坦克和其它部队，真正的困难在于与它们保持接触。除非能握有制空权，不然将展开一场隐蔽与侦察之间的斗争，而且在夜间变换阵地，往往不易被敌空中侦察所发现。



　　[注：这方面的战例是，韦维尔将军指挥的第一次利比亚战役，当时他的部队利用夜暗实施机动，终于彻底战胜了格拉齐亚尼元帅率领的部队。]



　　特别是在战役开始时，由于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广泛疏开，运动方向难以掌握，此外，还存在另一个困难：虽然在步兵作战中其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一般是有明确规定的，并以交通条件为依据，但在我们现有的地图没有作大的修改以前，对机械化部队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往往不作明确的规定。



　　目前的地图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道路、铁路，在战术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江河，山脉等，但机械化部队需要掌握更多的情况。它要了解哪些地区可实施机动，哪些地区不能实施机动。山坡、地面、河岸、丛林地等地形条件均影响其机动。一般来说，它要了解哪些地区坦克能顺利运动，哪些地区有困难，哪些地区坦克完全不能运动。



　　机械化部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及时报告敌部队运动情况。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充分利用这种情报；因为随着机动力的增强，情报的有效时间将会缩短。还可设想，飞机和无线电通信的发明将消散“战云”。确实可消散某些地方的“战云”，但我认为，大部分“战云”仍然是稠密的，因为增强的机动力会使情况发生迅速变化，会使一个指挥官在不断从空中和地面获取的自相矛盾的情报当作完整一致的作战情报使他不知所措。最后，我认为，否定性的情报日益重要，因为了解到敌人不在某个地区，往往比矛盾重重的肯定性的情报更为重要。



　　30. 侦察的一般原则



　　虽然几年以前，侦察的方法限于骑兵和步兵巡逻，现在则必须增加：(1)飞机，(2)固定侦察气球，(3)汽车和摩托车，(4)装甲车，(5)坦克。由于侦察手段明显增多，就必须更精确地分工，以便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力量。过去侦察只包括两种范围，即外层战略侦察和内层战术侦察。第一种侦察由骑兵部队实施，第二种侦察由骑兵和步兵部队协同实施。今天侦察包括三种范围：一是纵深战略范围，二是前沿防护范围，三是这两者之间的广泛的战术范围。第一个范围的侦察由飞机实施，第二个范围的侦察由坦克、骑兵(在适用骑兵活动的地区)和步兵(徒步步兵、步兵乘汽车或摩托车)实施，第三个范围的侦察利用汽车和装甲车实施。第三个范围的侦察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鉴于摩托游击部队将在下次战争中起重要作用，战术侦察地区将由这种快速运动的战斗部队占领，它不仅搜索前进地区，设防的桥梁、战术据点和阻塞的道路，而且将击退敌部队，清除前进地区的障碍。



　　[注：这种情况发生在1940年5至6月，当时德国摩托化部队和侦察部队相当于上述那种摩托游击部队，但法军却没有与之对抗的部队。]



　　如果敌人用坦克加强其摩托游击部队，那么其对方也会这样做。但一般来说，把坦克用于游击战未免代价太高。



　　在各游击部队之间设有许多流动航空通信站，用以接收空中发回的情报，必要时，可通过这些通信站向前方派出装甲车巡逻队，进行侦察并击退敌摩托化游击部队。



　　正规部队将在游击部队的掩护下进行运动和休息，当离敌人较近时，游击部队的正面兵力应逐步减少，其翼侧兵力应逐步增多，当与敌接触时，除少数巡逻队外，其正面兵力应全部撤完。



　　虽然，如我所指出的，侦察手段增多了，但并不能认为实际的侦察工作就非常容易了。主力部队规模小以及游击部队广泛分散活动会使侦察产生困难，敌情判断不准。



　　[注：德军摩托化部队在法国作战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它们运动速度很快，以至对方报道他们在某一地点行动时，它们却又占领了另一个地点，对方还得再行报道。]



　　运动速度快将有利于改变运动方向——在丛林地、雾天或夜间运动可能会使判断不正确。



　　31. 作战前的空中侦察



　　在机械化战争中，空中侦察的第一个原则是，侦察应不间断地进行。从开战之时起，就必须掌握敌人的空中情况，在与敌接触情况下，须昼夜保持侦察。因此对飞机的侦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在没有夺取制空权之前，除非在战争开始时己方力量明显超过敌方，不然飞机将不可能对敌城市和工业中心进行持续的攻击。



　　[注：可以参考下述情况，德国在与法国没有媾和之前，对英国不断空袭；德国在向俄国发动进攻之前，立即停止了对英国的轰炸。]



　　在与敌保持接触时，摩托化游击部队与装甲车辆应作为先头部队。它们应控制飞机所发现的目标。一旦飞机侦察到敌部队位于某个地点，摩托化游击部队和装甲车辆就须转向该地并占领所有道路和出口，封锁敌人，不管它向哪个方向运动，必须发现或控制它。



　　[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40年5至6月，德国摩托化部队在法国的行动。]



　　如果敌人的飞机占优势，为了取得空中行动的自由，就有必要使用机械化程度更高的侦察部队，这种部队能独立地在主力部队先头行进，控制和占领一定的地域，并以高射炮和探照灯进行掩护，以建立保护空战用的基地。这样一种侦察部队实际上是一种流动堡垒。它包括由坦克和在外层的摩托化游击部队和装甲车辆快速反坦克防御保护的强大的高射炮部队系统。



　　现在通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飞机从己方部队后方越过前线向目标攻击。虽然这无疑将是一种正常方式，但在进攻敌人城市时，应将航空兵基地转向部队正面，更可能是转向部队的侧方，以便与部队分开，采取这种方式时，必须有独立补给和防护能力。



　　32. 战前的地面侦察



　　根据上述的飞机侦察情况，地面侦察和空中侦察一样，也必须不间断地实施，这两种侦察是相互依赖的。



　　上面我论述了摩托化游击部队，对装甲车和坦克谈得很少，下面我扼要地谈谈地面侦察的任务。






图四 地面侦察的方法



　　如果摩托化游击部队的运动被敌摩托化部队阻滞，这就必然导致处于摩托化游击部队中央位置的主力部队也将被阻滞。由于双方摩托化部队通常正面交战，为了减轻敌游击部队对中央主力部队的压力，最可靠的方法是用侦察坦克或装甲车(更可能是用装甲车)向敌游击部队后方或翼侧实施攻击。图四说明了此种方法：a表示主力部队，周围配有摩托化游击部队b，c和d表示两支装甲车部队，当a和b向前运动时，d和c也向前运动，但是向外层作两个大圈运动。d清扫了a和b将进入的地区，c围绕b的外层运动，向冲入或突破b的任何敌车辆的后方或翼侧实施攻击。当d到达e地时(此时a和b已到达f地区)又一次在外围进行包围，而c(现已处于d的位置)将再次遂行其绕圈任务，实际上，这种绕圈运动不会象图四所示那样正规，而会在b圈外层直接沿道路实施绕圈运动。



　　另一种方法是对地形进行侦察。为了正确部署机械化部队，指挥官必须详细了解战斗车辆将通越的地区的地形状况。因此地面侦察不应一般说明地形情况就简单结束，而应分析有关地区的地形条件是否适合各兵种部队运动。应用侦察坦克来遂行此种任务。当d(装甲车)绕圈运动时，侦察坦克向前运动至f地区。装甲车能向侦察坦克提供情况，而侦察坦克在装甲车遭敌坦克攻击时可支援装甲车抗击敌坦克。



　　由于侦察必须持续进行，夜间也应保持侦察。我不是说应保持不停顿地运动，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人和机器必须要休息，但务必与白天发现的敌人保持接触。我已说过，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对敌监视。



　　33. 作战过程中的侦察



　　一旦与敌开战，主力部队投入战斗，摩托化游击部队应集中在主力部队翼侧，向敌翼侧和后方攻击。由于在接近敌人机械化部队的情况下，采取这种行动可能是危险的，因此，应由侦察和搜索坦克来遂行主要的侦察任务。摩托车辆和装甲车逐步向外运动，在翼侧监视所有的敌接近路，并及时报告向己方进攻的车辆。



　　虽然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大量汇集有关敌人的情况，但只有能预见到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并作好对付其行动的准备，这种情报汇集才有价值。这并不是说，如果敌人可能采取六种作战行动，己方也必须制定六种作战方案；己方可以制定一个包括六种有效对策的作战计划。



　　[注：1941年11月，英国在利比亚的进攻计划的主要缺点是缺乏灵活性。当时有人曾设想，如果隆美尔将军受到突然袭击，他会后退的。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隆美尔并没有这样做，其结果是坎宁安将军的计划破产了，他的一系列行动就乱了套。正如《泰晤士报》驻开罗特约记者1941年11月25日所报道的，“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没有明确的计划，而是大量遭攻击的坦克实施机动、进攻和反攻，总之一片混乱。]



　　如果不采取上述做法，那么就应选择下述一种做法：或者将部队分编成各个支队，或者保持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便对敌人实施决定性的打击。必须有计划地实施侦察，以便对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采取对策，排除敌人不会采取的作战行动，从而使预计的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基本上与敌人实际的作战行动相一致。如果不能从地面上侦察敌人的预备队，那么必须对它进行不间断的空中观察。侦察飞机不仅要与指挥部经常保持联系，而且要与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保持联系，以使它们根据飞机报告的情报进行战斗。



　　除了上述各种侦察手段外，不能忽视的是，每个部队都负有侦察、战斗和保卫自己的任务。在机械化战争中，更需要这样做，因为部队通常疏开配置和快速运动。今天，部队的侦察速度较慢，侦察工序繁琐。首先根据任务进行侦察，然后将全部情报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对情报进行摘要，再下达新的或修改的命令。现在我们必须记住，机械化部队每小时可以前进二十英里，每隔半小时作战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作战部队等待命令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但它们必须根据计划作战。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这种控制呢？我认为解决的方法是：将所有地图划分成许多方格，每个方格标有号码，如果是坦克用的地图，应标明哪些地方适于坦克运动，哪些地方坦克运动有困难，或不能运动等情况。



　　[注：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要保守秘密，而是要加快运动和作战行动的速度。]



　　制定的计划应有几个选择方案，每个指挥官均应知道这些方案。作战一开始，飞机应立即飞入蓝天。此时，指挥官为了指挥作战要了解哪些主要情况呢？他要了解：其所属各部队的位置、敌部队的位置和实力，己方各部队的作战行动、敌人的作战行动以及己方各部队的状况。还有其它各种情况，但作为举例，上述这些情况也就足够了。然后，给这些情况编代号：地图上每个方格标上号码，每个部队标一个代号，如Ex、Zw等。作战行动的代号是，A表示进攻，B表示扼守，L表示后退，D表示运动等。实力则用文字表达。态势的代号是：E表示良好，F表示一般，G表示不佳。接着将电文从前线传到后方或指挥中心。电文是：“Ex100AEnl01fiftyD98F”或“在100地点的第1营进攻101地点的敌人，其兵力估计为50辆战斗车，正向98地点运动，其态势一般。”



　　在指挥部，在野外，或在坦克内，指挥官将如摆棋盘那样，设置一个标有方格的地图。图上每个方格有几个小孔。在地图附近放一个盒子，盒内装有涂色的标有号码和字盘的塞子或小钉(如玩王牌游戏所用的那种塞子)。作战一开始，就设立地图板，当电文通过无线电陆续传来时，记录员将根据情报在方格之间来回移动塞子，并改变它们的号码或字母。随作战情况的发展，指挥官以同样的代码修改其计划，并将其代码命令发送到所属部队，或由战地指挥官机断行事。这样，他可通过无线电发出如下命令：“ExEyAEzFxBFyFzD213GxD209”，其内容是：“第一营和第二营进攻敌人，第3营和第4营牵制敌人，第5营和第6营向213地点推进，第7营向209地点开进。”



　　采用此种方法要掌握两个重要环节：(1)指挥官必须不断掌握情况；(2)其下属部队指挥官须参照总的指导思想机断行事，而不能按解释性命令行事。



　　34. 从战俘和缴获的文件获取情报



　　由于当前的情报具有军事价值，以及在机械化作战时代，情报往往可能分成五或六级，因此，从战俘和缴获文件所获取的情报将失去价值。同样，由于密码命令和口头命令优于书面和解释性命令，因此士兵可能对他参加的作战行动或整个作战意图了解甚少。参加战斗的士兵将日益成为机器的一个部分，而军官则成为上级指挥官头脑的一部分。



　　[注：这就是隆美尔将军指挥系统的基础。]



　　35. 关于情报的保密问题



　　情报的价值受战术机动速度的影响。在作战开始之前，显然须绝对保守秘密，如我所说，通过作战初期宽正面、大纵深的兵力配置可部分保守秘密。在徒步步兵作战中，由于运动速度较慢，作战部队可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保守秘密；而在机械化部队作战中，一旦双方接近而发生战斗，除了预备队、翼侧部队和司令部的调动及补给物资的运输以外，在其它方面，明智、大胆和有信心的指挥官会解除保密，而使用公开的代码通信，代替密码通信。



　　[注：在1941年利比亚战役中，英军司令部坚持用密码下达命令，但德、意军司令部却不这样做，结果丧失了时间，造成了混乱。]



　　另一个可利用的有利因素是用内容不真实的代码通信迷惑敌人，使敌惊慌失措。应记住，在未来战争中，计谋和策略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部队运动速度越快，将军的头脑须更加灵敏。如同实力强大一样，足智多谋也会赢得战争的胜利。














	

 






	















	







	







	









 





	


	







	








	




	


第06章 防护




	







	

 



	


	


　　36. 一般性防护



　　重新采用装甲和广泛使用摩托车辆日益改变整个战术。装甲可直接防子弹，摩托车辆可使装甲防护机动化，因此进攻行动就有了新的防护手段，这是一种新的更强的防护手段，为使用更有效的战术创造条件。在使用子弹作战时，地形是防护因素。为了免遭子弹射击，步兵之间加大了间隔距离。在机械化战争中，机动装甲的防护作用超过了静止的地形，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运动速度提高了疏开配置的作用。过去攻者必须由运动状态转入停止状态才能战斗，现在如同在海上的舰只那样，行进间就能战斗。



　　摩托车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它可以配装甲，也可不配装甲；如我所说，它可把步兵分成两种，即机械化步兵和摩托化步兵。前者是防护后者的箭，后者是防护前者的盾。



　　由于机械化给突袭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在地区战争中就没有明确受威胁的前线，因此全面防护和局部防护将日益重要。今天部队不论在何处都是不安全的，它可能遭到远距离以外的飞机的攻击，也可能遭到相当距离以外的摩托车辆和装甲车辆的攻击。在离敌人二、三十英里以内，它还可能遭到敌坦克的攻击，因此，局部防护日益重要，在未来战争中，设置一些警戒哨和步哨是很不够的。



　　兵营应设在离前线一百英里或更远的后方地区，弹药库、铁路、运输终点站须有对空防护和对装甲车辆、摩托化车辆攻击的防护能力。



　　[注：在各次利比亚战役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战例。]



　　保障司令部、运输线和炮兵阵地的对空和对地面防护日益重要。同时，在反坦克地区也需有这种防护能力，并需进行隐蔽，不被敌观察。



　　在进攻作战中，第一个防护问题是，正确选择适合配置武器的地形；第二个问题是，适当配置火炮，使它能支援具有重要作用的任何一个兵种部队；第三个问题是，反坦克武器应配置在有利于击退敌人攻击的地点；第四个问题是，坦克应集中在利于发展进攻的地点。整个进攻作战的组织应包括制定防护计划和设置防护基地(由此基地发起进攻)。



　　防御中的防护与进攻中的防护基本相同，由于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中，因此，尽力保持一支强大的预备队是极其重要的。阻挡或迟滞敌人的防御配系应包括反坦克武器，并配有作为预备队的坦克部队，以能及时从敌翼侧或后方反击敌人。



　　[注：1942年5至6月的利比亚战役中，隆美尔将军巧妙地利用了反坦克武器。在作战中，他率领的坦克常有反坦克火炮的掩护，一旦这些坦克遭敌攻击，就在火炮的掩护下后撤；如果火炮遭到敌攻击，这些坦克就可冲向敌翼侧，袭击敌坦克，以支援己方火炮。因此，两者协同颇为密切。1942年10月，当蒙哥马利将军的部队实施进攻时，情况完全不同，因为隆美尔将军的反坦克武器不是实施机动，而是作固定配置，支援反坦克武器的坦克的机动受地雷场(设有反坦克据点)的限制。在此次战役中，隆美尔的错误在于把固定防护和机动防护混同起来。如果他保持反坦克武器的机动，那么这些反坦克武器会迂回地雷场，从而可保持与坦克的密切协同支援。由于没有这样做，结果其坦克和反坦克武器被各个击破。]



　　如果防护配系能阻挡敌坦克，应记住，敌人几乎肯定会转向己方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因此，在这些方向也须作好对付敌进攻的准备。



　　运动中的防护



　　37. 机动部队



　　由于在机械化部队作战中，部队翼侧与后方是通常受敌攻击的部位，因此采取一路长径纵队行进会招致麻烦，因为部队翼侧会更加拉长，并会给敌空袭提供有利目标。显然，采用象旅群这样的小型纵队更为合适，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旅群应以梯次队形或成箭头队形，或成方角队形行进，使其战略翼侧后退，一旦旅群受大批敌人攻击，应组织防御，等待其他的旅群前来增援。



　　当我们讲到防护性警戒时采用摩托化游击部队会明显地改变其原来的任务。它们不是独立活动的单位，而是警戒主力部队的核心。有时要突破敌防御地区和其它障碍物，以便保卫车辆防护圈的机动性和完整无损。



　　前卫



　　38. 前卫的兵力和编成



　　机械化部队的前卫将包括各种车辆，即侦察担克、搜索坦克、进攻坦克、战斗坦克、火炮坦克、架桥车和装甲车。机械化部队还会配属有侦察飞机、摩托化步兵(占领和扼守阵地)。在机械化部队先头行进的是飞机和装甲车，在翼侧行进的是与侧卫和后卫保持联系形成防护圈的摩托化游击部队。



　　与现时的前卫不同，将来前卫的运动将不是从一个战术性重要目标向另一个战术性重要目标运动，而是在主力部队先头从一个作战地区向另一个作战地区运动。在作战地区中，战术性重要目标如同在一个海域或湖泊中的突出滩头和小岛一样。



　　39. 前卫指挥官



　　由于前卫不过是防护圈内的一个强大环节，虽然前卫必须有一名指挥官，但整个防护圈应由一个总指挥官指挥其所属的前卫部队，因为不这样做，分散的独立活动会导致混乱。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设一名防护圈总指挥官指挥四个前卫指挥官以及摩托化游击部队指挥官。总指挥官的位置，根据情况而定，但一般来说，他将跟随直接受敌威胁的警戒部队行进，有时跟前卫部队行进，有时跟其它一个警戒部队行进。



　　40. 前卫的行动



　　一旦前卫部队的计划下达，防护圈指挥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按地区制订一系列实施机动的计划，并给各兵种部队下达有关任务的规定性指令。指令明确各兵种部队的具体任务。指令内容应包括：一般兵力部署，飞机和装甲车的侦察任务，摩托化游击部队的行动以及前卫的行动。



　　至于前卫，主要问题将是保持防护圈按所要求的方向运动。可采取下述兵力部署方式：装甲车在先头，其后是侦察和搜索坦克部队的前卫以及战斗和侦察坦克的本队，其后是反坦克联队。如与敌人遭遇，敌人会立即被击退，如果不能击退敌人时，侦察和搜索坦克的前卫牵制敌人，本队的坦克向外运动，派出反坦克联队巩固前卫地区，并建立作战据点。依托此据点，可实行一翼或两翼包围，并由摩托化游击部队在其翼侧进行支援。



　　如果在前卫翼侧的摩托化游击部队被敌阻挡，前卫应放慢运动速度，并派出部队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实施攻击时，应遵循的原则是，快速包围，避免正面攻击，更要避免实施突击。



　　41. 后退运动中的前卫



　　在实施后退时，己方机械化部队的后面会有敌方的机械化部队追击，真正的危险在于被迫转向。因此，当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时，前卫(配有反坦克联队，并得到坦克支援，应采取一种我起名的“漏斗状队形”。



　　[注：1942年5至6月的利比亚战役中，在卡耳特隆地区作战期间，隆美尔将军就是这样做的。他指挥部队摧毁了敌地雷场后，其坦克部队向前推进，坦克部队后面跟随的反坦克火炮部队分别在两翼对坦克进行掩护。]






图五 后退运动中的前卫



　　这就是说，前卫部队应组成两个掩护部队(a和b)，分别部署在机械化部队(c)的两侧，处于中央的机械化部队随时能迅速从漏斗队形的顶端跃出，向对其翼侧攻击的敌人，从敌翼侧和后方实施反击。(见图五)



　　42. 变换队形时的防护



　　一般来说，实施防护时，变换队形对机械化部队是不适用的。如我所说，机械化部队基本上不需要对其原来队形作扩大或收缩性的变动。扩大或收缩队形适用于防护圈，其目的是减轻主力部队在驻守或运动时的防护任务。离敌人远，防护圈的范围可扩大，接近敌人，防护圈的范围可缩小。警戒部队在主力部队外围的先头行进更有利于防护。



　　侧卫



　　43. 侧卫的编成与行动



　　在地区作战中，侧卫的组成应与前卫相似，因为没有明确的前线界限，随时可指定它担负前卫任务，而且如前卫一样，它是防护圈中一个强大的核心。因此，它的行动与前卫相同，即抗击敌人坚决的进攻，或进攻敌人的翼侧，阻止敌人突入己方部队。



　　如果在战斗中，机械化部队采取特种队形，并以梯次配置行进，那么其翼侧就会减少受敌攻击的可能性。例如，图六所示，b的正面由a掩护，b又掩护了a的后方，c掩护a和b的右翼，而c的左翼又由a和b掩护，c的正面和后方则可由那些能对敌实施侧击的部队来掩护。



　　当部队停止前进时，如果可能使其侧翼依托在天然障碍物上——反坦克地区。






图六 对敌侧翼进攻的掩护



　　后卫



　　44. 后卫掩护撤退部队的行动



　　部队撤退时，其后卫的掩护行动与部队前进时前卫的行动相同，它应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动。但不能把后卫看做一种特遣部队，因为不论在运动或停止前进时，在前进或后退时，它是整个掩护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当敌人被迫以线形队形通过隘路时，后卫可作为特遣队使用。在此种情况下，不再存在防护圈，而应派出后卫特遣队。



　　后卫也应采取“漏斗状队形”，其外层配置摩托化游击部队，并尽可能保持与敌接触，以便滞迟其行进。



　　[注：我们可以看出，1942年5至6月，正是因为隆美尔将军在加扎拉-比尔-哈坎姆地雷场东部的坦克部队后方配置了采取“漏斗形”队形的坦克部队；其坦克部队被迫后退时才免遭大的损失。采用“漏斗状队形”的反坦克部队象两个坚固的障碍物在坦克部队左右两侧掩护了坦克部队的后退。事实上，“漏斗状队形”只是一种特殊的车阵队形。]






图七 在撤退中后卫的行动



　　图七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后卫掩护行动。图1表示掩护行动的第一阶段；图2表示第二阶段。在图1中摩托化游击部队仍在外围活动，但逐渐被敌逼向后退；图2中，摩托化游击部队则以字母a1和a2来表示；b1和b2是后卫的反坦克联队，c1、c2和c3是机动部队。一旦敌人d突入b1和b2之间的地区，c2就能向前推进，抗击敌人，同时c1和c3从敌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如敌人攻击b1，c1就能攻击敌右翼，而c2或其部分兵力就能攻击其左翼。此种特殊队形的奥秘就在于：(1)它能建立一种防御基地，机动部队可依托这种基地对敌攻击；(2)它能诱使敌人暴露其翼侧，有利于己方部队实施反击。



　　45. 在与敌接触情况下后卫的行动



　　在机械化部队作战中，主要的一个危险是，由于出现与原计划完全相反的情况而导致溃败，因为对快速运动的战斗车比对慢速运动的徒步步兵更难控制。



　　[注：这方面的明显战例是，1942年5至6月的第六次利比亚战役中英国部队的运动情况和同年10月至11月第七次利比亚战役中德、意部队的运动情况。]



　　在中古时代，骑兵的攻击结果通常是，双方必有一方被击毁；然而可利用的通畅的道路是很少的，因为每个骑兵部队一般在其后方直接跟随步兵控制的马车车队。



　　[注：骑兵比现代人更为聪明。现代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适当组织反坦克联队或机械化车队是完全必要的，在战术上是很有意义的。]



　　这些车队实际上是机动堡垒，骑兵可依托它进行防御。我认为，它本身不是一种能用于摆脱敌追击的简易方法，而是作为一种机械化部队可借以发起攻击的反坦克基地——是一种利于对坦克防御的地区，或利于反坦克联队占领的地区。采用这种方法，战斗部队就能顺利摆脱战斗，在反坦克防御阵地的掩护下后退，重新补充装备和弹药。



　　保持一支预备队也很重要，因为没有一支充足的预备队，就很难摆脱战斗。在此种情况下，预备队不应在后退部队(通常是步兵部队)的后方而应在其翼侧，掩护撤退，以便敌人进攻时，能从其翼侧威胁敌人。



　　46. 迟滞敌人运动的爆破计划和方法



　　如果对爆破没有预作准备，那么战时通常就没有或很少有时间进行准备。



　　[注：1940年5至6月，在法国已基本作好了简易爆破的准备，而在1941年6至11月，据报道，俄国人准备炸毁他们撤退时所经过的地区。]



　　炸毁桥梁无疑会迟滞敌人，但敌人装备有两栖坦克，因此这只能暂时迟滞敌人的运动。滞迟敌人更有效的办法是，设置反坦克警戒哨和在退却的部队后方组织对敌防御。其作用将在下一讲内论述。



　　[注：1940年6月魏刚将军的计划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此计划的制订为时已晚，因为法国军队已处于解体状态。]



　　47. 部队前进时的后卫



　　部队通过己方领土时，后卫部队可能不起作用，它将编在摩托化游击部队中，并得到其掩护。但进入敌占区时，后卫部队可能须实施攻击，因此，须随时作好立即投入战斗的准备。



　　当部队推进时，后卫部队规模可扩大，因为须建立有防护的交通区。后卫部队可配有用于保卫野战仓库和护送运输队的部队。此问题将在下一讲中论述。



　　部队驻守时的防护



　　48. 警戒的一般情况



　　显然对增强部队的机动力驻守时防护好坏是有影响的。目前警戒部队主要由步兵担任，其配置应有利于保卫驻守部队，免受敌骑兵和步兵的攻击。把警戒部队配置在足够远的距离上，以使驻守部队有时间准备对付来袭的敌人。在摩托化部队、机械化部队的作战中，情况就不同了，警戒部队必须准备对付装甲部队的攻击，装甲部队进攻后，随时会由搭乘装甲车的步兵部队突入。由于这两种形式的进攻都是使用快速机动车辆，所以警戒线必须设在更远距离上，并准备击退敌坦克的攻击。



　　在此次战争中，警戒线的设置是为了在选定的地区清除敌人。实际上用“警戒线”一词，是不恰当的，应改为“警戒圈”或“警戒外围”。很显然，适于担负警戒圈任务的部队应是摩托化游击部队，它由四种警戒部队掩护，即前卫、后卫和两个侧卫。警戒部队的一般部署见图八。图八中a表示驻守部队，b表示摩托化游击部队，c、d、e、和f分别表示前卫、后卫、左卫和右卫。在警卫部队向外约二十英里处应派出装甲车巡逻队，进行游动警戒(图八中g所示)，再向外层，则由飞机进行不间断的观察(图八中h所示)。这样我们就有三个防护圈——飞机、装甲车和摩托化游击队防护圈，整个防护地区的纵深取决于距敌人的距离远近。如果离敌人近，掩护区则缩小，如果离敌人远，则掩护区可扩大。






图八 警戒部队的一般部署



　　空中巡逻机应立即报告敌人的位置。应派出装甲车或摩托车辆巡逻队保持与敌人接触，以侦察敌阵地与警戒地区之间的通路。当敌人推进时，这些巡逻队应向后撤退，当敌人进入b圈时，它们不再后退，而是向敌翼侧运动。同时，如我在上一讲所说，警卫部队将准备向企图突入b圈的敌翼侧进攻。



　　由此可看出，部队驻守时的防护，原则上与部队运动时的防护几乎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驻守部队更易防飞机攻击，因为其防空系统——防空火炮和探照灯——是处于静止状态的。



　　49. 影响防护措施的因素



　　影响防护措施的主要因素是：(1)敌人的机动；(2)地形条件；(3)制空权；(4)有效侦察敌人的能力。如果拥有空中优势，那么装甲车巡逻队将掌握其活动的主动权。当敌人运动能力低于己方时，装甲车巡逻队的活动范围就能相应扩大。



　　就地形条件来说，驻守地区四周最好由江河、山地作屏障，因为处于这种地形条件，敌人的摩托化游击部队只能利用少数道路。敌游击部队将给驻守部队造成很大的麻烦，尤其在敌领土上活动时更是如此。



　　[注：我不知道俄国游击队是否已全部摩托化，但它们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曾给德军很大的麻烦。]



　　机械化部队通常不宜在夜暗条件下攻击警戒部队，因为在夜暗条件下，对机械化部队的控制较困难，但不能忽视的是，敌坦克可能在夜间接近己方，停留在丛林中，到拂晓发起进攻。如果在警戒区附近有这种隐蔽地，则应派出警戒特遣队予以占领。



　　50. 当敌主力部队处于攻击距离以外时部队的防护措施



　　如果敌人处于攻击距离以外时，即它与己方的距离在一百英里以上，那么正如我所指出的，己方部队在驻守或运动时的防护圈范围应扩大。在此情况下，侦察应向前扩展，直至发现敌占区，并侦察到所有通路。此时，飞机将是唯一可用于攻击的手段。因此，驻守或运动部队的部署范围越大，它就越易隐蔽。



　　除非敌人拥有制空权(这种情况不经常出现)通常敌人将会处于攻击距离以内，因为现在的轰炸机航程可达一千二百英里。



　　[注：当然，今天轰炸机的航程已明显增加。]



　　由于部队实际上不会处于飞机攻击距离以外，往往也不会处于摩托车辆攻击距离以外，因此，防护的重要性更加明显。人们通常认为，徒步步兵作战的中心思想是加强进攻力量，但机械化战争却相反。防护的作用，不论在装甲部队作战中，还是在筑垒地区和防御部署中都将日益明显。



　　[注：这一点在俄国表现得十分明显。所谓“刺猬”筑垒地区具有并正在起着重要作用。]



　　51. 当敌主力部队处于攻击距离以内时部队的防护措施



　　这个问题我已部分作了论述。它与上述问题的主要区别在于敌人占领区的范围以及该地区是否是敌国领土。这一点我已谈过，下面我将作进一步的阐述，因为它提出了防护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摩托化游击部队在未来作战重将起重要作用，(我相信会如此)，其最有利的活动范围是在其本国国土上，因为它们不仅处于己方民众支持的环境中，而且其补给问题也很容易得到解决。



　　当突入敌国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很快会使入侵军的安全和机动受到威胁，入侵军除非对其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力量，不然将会在边境附近地区进行决定性的作战。因此我们可以预科，在未来的边境地区，将要建立对付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进攻的防护系统，在没有取得明显优势以前，就需进行非决定性的持久作战。



　　[注：不仅要构筑象马其诺那样的工事，而且要设置大纵深的防御配系。]



　　这也就是说，当一方取得优势并突入另一方的领土(在反坦克区域以外)时，入侵者必须在密集的步兵防护圈掩护下运动，驻防时还需构筑工事，就如朱利叶斯·恺撤在二千年前所做的那样，其理由是相同的。那么这将是什么性质的防御呢？



　　这种防御不象我们在上次战争中所见的堑壕式防御，堑壕是用于掩护防御部队。堑壕这种掩护方式正在被装甲防护所代替。装甲不仅可用于掩护防者，也可掩护攻者，这种防御是使用铁丝网防御思想的一种发展。设置这些障碍物是为了阻碍攻者的机动；同样，在反坦克防御中，也是要阻碍攻者的机动——必须阻止战斗车辆开进。



　　这些战斗车辆将向哪里开进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供战斗车辆使用的大比例尺地图清楚地标示了敌人可能利用的接近路和地区。



　　为了阻止和击毁这些战斗车辆，将采取下述防御措施：用地雷场代替铁丝网，用坚固据点网代替堑壕。



　　[注：据报道(是否真实，我不能肯定)，1942年6月，托布鲁克陷落主要是因为缺乏地雷掩护。]



　　这些坚固据点可能采取两种形式：(1)小型方形堡或坚固碉堡；(2)小型可移动的防弹(也可防炮弹)圆形炮塔和盾形装甲碉堡(用履带车载运或用马力大的拖拉机牵引)。我将在下一讲中论述这种防御工具的特点。



　　52. 战斗中的掩护



　　战斗期间的掩护要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地形特点也许适用于进攻，也许适用于防御。如果双方企图进行决战，那么将利用适于作为进攻地区的开阔地，但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力量较弱的一方将退入有天然障碍的地区或预设的反坦克区域。



　　战斗中的掩护可按下列三个项目进行检查：



　　(1)机械化部队(突击部队)的掩护；



　　(2)非机械化部队和后方勤务部队的掩护；



　　(3)对摩托化游击部队进攻的防护。



　　根据这种防护范围，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概念：组成一种坚固据点或碉堡，在其外部设有一层防护圈，装甲突击队可由此迅速出动，与敌在开阔地战斗。与此相似的情况是，中古时代的作战，即一种坚固的车阵，其外围配置粮草运输队和穿盔甲的骑兵，他们互相挑战，在其堡垒以外的地区交战。



　　中古时代的作战基地是车阵；在机械化系统中，作战基地则是经过改变的车阵；不是马车堡垒，而是反坦克堡垒，即根据地形条件选定的，由一系列反坦克炮塔和有防护的火炮掩护的地区。



　　[注：1942年5至6月使用的“骑士桥哨所”实际上是一种仓促改进的固定车阵。]



　　这种可移动的堡垒的外围设有游击部队，这不是一种固定防护性的外围工事，而是一种可机动的外围工事，在不与敌接触和在强敌进攻时，向外移动，这种工事必要时撤入机动堡垒。至于机械化部队本身的防护，由于有装甲防护，因此其主要防护力量在于其进攻行动。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应考虑地形、日光、风向及机械化部队的有利部署(受敌进攻时能抗击敌向其翼侧进攻，并能攻击敌侧翼)均是防护手段，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注：据报道，隆美尔将军往往在太阳处于西方位置时命令其坦克发起进攻，以迫使敌人受阳光照射而刺眼。]



　　如果机械化部队处于不利条件，它不应冒失败危险而应撤入机动堡垒，在其掩护下重新整顿或隐蔽地补充武器弹药。也许有人认为，越出包围圈是会遭杀伤破坏的。但我认为通常不会有这种危险，因为敌人可能在其堡垒以外活动了几个小时或一两天之后，它就须返回加油和补充武器弹药。更可能的是，它将用飞机对密集的护卫部队进行多次轰炸，同时使它自己处于堡垒与最近的前进仓库之间。



　　[注：1942年6月在比尔哈凯姆之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53. 警戒部队的指挥官



　　我谈过这个问题并指出，由于机械化部队作战中，防护部队必须以防护圈队形代替线式队形，因此，要求指挥官控制防护圈，而不是防护部队的人数。从理论上讲，总指挥官应负责整个部队及其勤务部队的安全。在现在作战中，派出一名指挥官对部队进行指挥，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现在战斗行动之间的区别不象将来机械化部队作战那样明显。在机械化部队作战中，防护圈指挥官、机动堡垒指挥官的任务与突击部队指挥官的任务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总指挥官需下辖三名指挥官(防护圈指挥官负责指挥警戒部队)，如我所提出的，这三名指挥官又各下辖五名指挥官，即一名摩托化游击部队指挥官和四名警卫部队指挥官。



　　54. 其它的防护方式



　　其它的防护方式包括夜间运动，利用烟幕和佯攻的掩护等。



　　夜间提供两种掩护。第一种是避免被敌直接观察，第二种是夜暗运动，不被敌发现。坦克部队在夜暗掩护下能在一两个小时内运动数英里，因此使敌人不能掌握其情况。



　　众所周知，使用烟幕可制造一种伪装雾，当坦克交战时，它有极重要的作用；烟云不仅可以迷盲敌人，而且可以形成烟幕，掩护部队运动。



　　由于机动力增强，运输佯攻的能力和完成佯动的能力也随之增强。通过假集中、假撤退等手段可达到掩护的目的。这些手段可迷惑敌人，使它犯各种错误。正因如此，防御性的进攻在机械化部队作战中可能起重要作用。敌人先是判断不清，接着会失策，然后陷入错误境地而遭到致命攻击。伪装的纵队运动有时在战斗中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它防护任务



　　55. 炮兵掩护部队



　　今天炮兵是进攻和防御的骨干力量，它通常与进攻和防御部队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出现摩托车辆以前，部队的正面——展开的步兵部队——是由炮兵掩护，以防敌突袭。由于摩托车辆和坦克的出现，这种防护就逐渐发生变化。当使用摩托化游击部队时，这种防护可以说是机动的，在此防护圈内，火炮也是机动的，随时可投入战斗，因此，没有必要配备其它防护部队。如果没有使用摩托化游击部队，则须配备防护部队，包括在炮兵阵地的四周配置反坦克武器。



　　56. 护运队的防护



　　在运动和驻防中，后方勤务部队应位于防护圈内，以便在防护圈和补给基地之间建立一条或多条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须有掩护，防敌游击队袭击。因此，部队距其补给基地越远，其防护任务就越繁重。



　　[注：德军在俄国的交通线就曾发生过此种情况。]



　　交通线可能采取下述组织形式：基地仓库应设在某个主要交通中心或港口。这将是个非常坚固的筑垒地区，可防敌坦克或摩托车辆的攻击，并可防飞机袭击。当部队行进时，部队与基地仓库联系的范围将是地区性的，而不是交通线。当接近敌人时，这个地区可能是圆锥形的。在文明国家，这个地区根据部队补给需要，可包括一条或数条铁路以及多条道路。可选择其中一条或几条作为主要交通线，并每隔六十英里左右设一个前进仓库。如果选用道路(我认为对机械化部队的作战，道路比铁路的作用更大)，交通线的一般布局如图九所示：a是基地仓库，f是野战部队，b、c、d和e是前进仓库。



　　[注：德军在进攻法军时，采用的就是这种补给线的形式。由于俄国的道路数量少、质量差，德军在俄国没有使用此种形式的补给线。]






图九 交通线的一般布局



　　为了保障后勤补给的安全，可采取下述防护措施：每个仓库将是一个简易的防坦克和防空用的堡垒。每隔六十英里设置一个，每个堡垒负责其四周三十英里范围内的巡逻任务。此种巡逻将由飞机和摩托车辆实施。地面巡逻队可编有坦克(主要是侦察坦克和攻击坦克)，负责在其责任地区范围内护送运输队。此种运输队从基地仓库出发后，从a至g，由g至b，再由b至h，依次逐段交替护送，直至最后护送到野战部队。这种护送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随伴运输队护送；另一种是在运输队翼侧护送，负责侦察交通线周围地区的敌情。



　　如果不设置有防护的交通区，那么运输队和护送队的车辆在夜间的停车场应选在有利于反坦克的地点，如缺乏通路的江河和丛林的环形地区。在该地区必须设有对付敌人从后方或空中攻击的防御配系。



　　57. 对铁路的防护



　　我认为，铁路的防护仍将采取南非战争期间我们所采用的防护系统，但有下述不同之点；不是在靠近铁路的一边设置地堡，而是在离铁路一定距离的两边设置地堡。两边设置地堡的目的是，防止铁路四周地区遭摩托车辆的攻击和步兵射击。其防护地区的范围将根据地形条件而定，但两边地堡应与铁路相隔一定的距离，以使敌人在通常机枪射程的距离内不能进行观察。



　　58. 飞机的防护



　　由于机械化部队规模较小，其人员有装甲防护，其部署比今天步兵部队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其对空防护所需的武器将大大减少。但其基地仓库和前进仓库将如现在一样易遭攻击，因此，防空部队应主要用于防护这些地区，其优点是，此种防空部队将以防护圈方式随运输队行进，防护圈的部队能以机枪射击低空飞行的飞机。



　　至于空中防护，最重要的显然是争取制空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局部地区的制空权)，然后发现敌人的位置，最后对敌实施攻击，以迫使它对自身进行防御。



　　59. 对空隐蔽



　　在没有夺取制空权以前，对空隐蔽是难以做到的，但在使用机械化部队的情况下，较易做到，机械化部队在丛林地能隐蔽运动，在开阔地能在夜间运动。














	

 






	















	







	







	









 





	


	







	








	




	


第07章 进攻




	







	

 



	


	


　　60. 一般原则



　　作战原则并不随着武器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发生变化的是与武器威力有关的战争的条件。因此，不论使用什么武器，都应当发现敌人，抓住敌人并击中敌人，同时又要不被敌人发现，不被敌人抓住，并且不被敌人击中。可是，凡是武器不仅无不受到地形、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而且还无不受到其它武器——包括敌我双方的武器——的影响。新式武器的投入使用不能不引起条件的变化，而条件的每次变化又都会要求军事原则应用的变更。



　　一旦发现敌人，就应当把整个进攻理论放在精心研究有关攻势行动和警戒力量的地形，以及双方越过该地形所需的时间上。结果，正确地把握运动的时机就成了决定性因素。所以我已指出命令和运动必须简单，一旦机械化部队开动起来，要加以控制是困难的。



　　[注：1941年11月18-20日英军坦克在利比亚的各次进攻就是一例。]



　　假如地形不利，或者没有充足的时间占领有利的地形，敌对的任何一方就有可能放弃战斗。我认为，这种情况将是经常发生的，除非一方在机动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或者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使它敢冒较大的风险。有人认为，在战争爆发以后将即刻发生重大战斗，这并非我所持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会即刻发生许多小的冲突和机动，当一方犯了大错以后，如果对方又及时地认识到这一大错的话，才会发生大的战斗。



　　[注：这种观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法国是因为机械化程度不高，而在苏联则至少部分是因为突然性。]



　　当出现这样一种机会时，就应在安全的基地上发动攻势。在今日的战争中，炮兵为步兵提供一个基地，因为火炮压制敌步兵，这样就便于我方步兵向前运动。在坦克之间的战斗中，主要基地是反坦克堡垒，当坦克部队距离甚远时，它是战略基地，而当坦克部队受其掩护时，或者在其邻近地区作战时，它又是战术基地。



　　[注：1941年，德军坦克在苏联的进攻，许多只是突袭，向基辅的第一次进攻尤为明显。假如这些进攻有坚强的基地，它们就完全可能发展为决战。]



　　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几乎栩栩如生的图画，它显示了与城堡在战略和战术上的用途，唯一的区别是与城堡不能由一地向另一地移动。因为在战斗期间很少有可能移动这种基地，所以建立前进战术基地的任务就落在自行火炮的身上，用自行火炮掩护进攻的坦克。



　　[注：我们虽然在1925年就拥有大威力的发射十八磅炮弹的自行火炮，但当我们在1941年遇到德军的有装甲防护的七十五毫米自行火炮时，仍感到吃惊。]



　　虽然主要基地能够自卫，但它却不能保证掩护通向敌人的接近路。这些接近路应由进攻坦克加以掩护，如果进攻坦克不可能担任掩护，那就应由为此目的而派遣的特种部队加以掩护。这就是说，凡有可能，进攻部队应在这样一个地区寻求战机，如不成功，它可由该地区退回其反坦克堡垒，或退入隘路——即翼侧设置有反坦克障碍物的地区。



　　[注：在1942年5-6月间，隆美尔在袭击“骑士桥哨所”失败以后退却时，他就退守到由其反坦克炮轰成的人工隘路和他开辟的通过盖扎拉-比尔哈凯姆地雷场的通道上。10月，他虽然占领了一条隘路——即地中海与盖塔拉洼地之间的阿莱曼位置——但其后方最近的隘路却是西边二百英里处的苏卢姆隘路。假如他仅使用实际数量一半的地雷来掩护正面，同时把另一半埋设在其后方四五十英里处，他的阵地是会得到相当大的加强的。那么，假如其前沿被突破，他就能够沿着后防线实施迟滞行动，然后再向苏卢姆撤退。]



　　由于不容易找到既便于作战、又便于退却的地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陆战同海战一样，与其说是规则的，倒不如说是不规则的。



　　[注：一位特约记者在1942年9月28日的《泰晤士报》上撰文时指出：“(在利比亚)利用地形使坦克呈半遮蔽状态隐蔽起来并非易事，而坦克在机动时必须互相看得见，就象一百年前的军队机动时那样。当加入战斗时，通常就极少有机会运动，敌对双方面对面地相互射击，直到任何一方打够了为止……当坦克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开始作战以后，双方都企图利用野战炮和反坦克炮加强防线，常常正是这一点最后迫使任何一方的坦克部队脱离接触。”]



　　当能够发现这种综合的战术价值时，假如敌人愿意应战(这是大好事，除非敌人很走运)，下一个作战行动就是要把敌人逼入困境，敌人要摆脱此困境就必须应战。这可称之为牵制性机动，因为这种机动虽然不一定把敌人牵制于一地，但它却要把敌人困在一个地区内，敌人必须脱离这个地区才能避免灭顶之灾。这种机动的目的与其说是要进攻敌人并歼灭之，不如说是要断其补给，迫其投降。因此，进攻是针对敌人的战斗力还是针对其机动力，这大致上要取决于被困之敌所在地区的性质。



　　这些不同的作战行动都将取决于兵力的节约，同样也都将取决于兵力，这就是说，都将取决于使用的兵力刚好满足各个作战行动的需要，因此手中就可以掌握一支强大的预备队，直到敌人落入陷阱或者实施一定的作战方案时为止。



　　[注：就机动作战而言，但不是就在阿莱曼的固定作战而言，隆美尔表现出对兵力节约的原则极为了解。]



　　在机械化战争中，不能夸大预备队的作用，因为机动力提高以后，达成突然性的力量也随之增强，意外的情况越有可能发生，预备队就必须越强大。将来的难题之一将是对敌之企图的估计，要把敌人固定在某一确定的位置也常常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手中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那就不可能应付意外的情况。



　　[注：在战争期间，这一点已经一再地得到证实。可以通过不断地集结兵力以及通过快速的野战修理来补充和节省预备队。]



　　而且，军队的机动性越高，就越难以控制，如果手中没有掌握预备队，那就容易失去控制，并随之失去指挥，一支军队就会变成一群没有领导的乌合之众。



　　61. 目标和正面



　　在步兵战中，选择目标的意图一般是要加强一方的战斗力，并要对另一方不利。在机械化战争中，目标的选择将更经常地受到增强和减弱机动力的观点的左右，因为在获得机动力的优势以前，进攻力量具有次要价值。



　　不应把目标与决定性进攻点相混淆，因为目标象梯子的横挡一样，它仅是最后下决心的手段。能够下决心的地方被称为决定点，就一支军队而论，该点总是后方的一个地点，其交通线由此通向其补给基地。以前，要打击敌之后方而又不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因为机械化部队现在能够快速越野机动，他们要改变自己的交通线和突然攻击敌之交通线都比较容易。



　　[注：今日战争的特点之一是坦克和空军直接攻击交通线的频繁性，如在法国、在非洲和在苏联。]



　　今天的军队实施机动以保护其交通线，而在机械化战争中，将经常需要利用交通线，以便向军队提供补给并使其在野战中保持行动的自由。由于移动公路和铁路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有可能要采用越野辎重队。



　　[注：我认为，德军1941年在苏联的战役因缺乏越野辎重队而失败。早在8月份，因为气候条件，辎重队不能离开苏联的泥泞道路，最后，先遣装甲师常常不得不退却或连续停留数日。]



　　当使用机械化部队实施决定性进攻时，必须首先抓住敌人，或者减弱其机动力，从而限制其行动自由；如果不这样做，从后方攻击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注：法国自动地把较大部分法军固定在马其诺防线上。德军在苏联未能把苏军固定住，这是德军1941年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假如把修筑马其诺防线的资金用于制造中型坦克，那就能够生产六千辆中型坦克，用这些坦克可以装备二十个装甲师。]



　　换一句话来说，应当首先把敌人抓住，从这个牵制行动发展为从后方进攻。由此将会看到，一支由活动在交通地区内的越野辎重队提供补给的军队要比一支依靠铁路和公路交通提供补给的军队更难以固定；因为决定性攻击点将是灵活的，可以说其目的将不是占领一个位置，而是要在一个地区内机动。



　　有一些目标，夺取后会增强警戒或加强攻击行动，还有一些目标，会增强或限制机动力，其中应包括地区和地点，占领后会分散敌注意力的，使敌人不得单独顾及一个方向。分散敌注意力的攻击并不是佯攻，而是迫使敌人改变计划或消耗预备队的作战行动。



　　[注：宣传就是分散敌注意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1940年夏季空袭英国以前的宣传就是一例。在出现真正的恐慌以前，德军电台不停地叫嚣“入侵”。]



　　选择目标一般是一个地区，必须首先考虑其翼侧的接近路。由这些接近路向目标前进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就必须安排翼侧警戒。再者，各个目标通常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一项确定的计划的一个步骤。目标不加以限制，即使在追击时也可能总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只能导致混乱，事实上，目标之间不应相距太远，以利于部队经常集中和重新编组。



　　[注：在德军进攻苏联时，坦克的最初目标距离太远，而当德军装甲师缺乏反坦克部队的支援和越野辎重队的补给时尤其如此。进攻的纵深应与补给能力成正比。]



　　下面从目标转到谈正面。正面并非直线或距离，而是具有相当的纵深和宽度的作战地区；因为如果没有纵深，翼侧警戒就极少有存在的可能，而如果没有翼侧警戒，实际的进攻正面就可能受到削弱。在机械化战争中，正面并不是一条连续不断的直线，而是呈箭头或弯月状，它围成一块半圆形地区，其底线可在必要时由一支独立部队加以封锁。






图十 最初的进攻或防御正面



　　若在接敌前进中采取的队形是以反坦克部队居中的开放式正方队形，那么假如四个机动群中的任何一个发动攻击或受到攻击，进攻正面将包括受到攻击的机动群及其右翼和左翼的机动群。因此在图十中，假如a群进攻或受到攻击，b群和c群就立刻成为其进攻的两翼。因此，正面分为两类：(1)最初正面——即a群按战斗队形配置——和由自b群到a群再到c群以及它们之间地区组成的潜在正面，这个地区将随着战斗的发展扩大或缩小。与步兵战斗相比，确定的进攻正面是不存在的，这与海战没有什么两样。假如战斗发展很快，那就必须保持最初具有保护性的进攻队形，直到反坦克部队(e)展开并建立其行动基地时为止。在这样做之前，应派d群去实施保护，之后将d群归入总预备队。



　　与敌接触



　　62. 应予考虑的特别问题



　　关于与敌接触的问题，我已经谈了一些，与敌接触的成功将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运动的快速和战术的判断。凡有可能，就应避免正面进攻，并应尽一切努力占领一些地区和地点，而占据这些地区和地点将迫使敌人改变计划。这样会争得主动权。建立在可靠情报基础上的大胆和对敌高级指挥官心理的了解是成功的最大保证。



　　[注：1940年，德军正确地估计了法国的心理状态。而在1941年，他们似乎对苏联的心理状态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进攻



　　63. 应予考虑的特别问题



　　与敌接触能获取最确实的情报，遇到的敌人是被盯住的敌人，并且正象一场摔跤比赛那样，在接触之后很可能会用脚使绊子。时间仍然是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个时间内要根据接触所获取的情报修改计划。为了节约时间——即要充分利用时间，不仅要有战术眼光，而且要胸有成竹。了解敌人的特点、敌之高级指挥官的个性、敌军部队的士气，同样又了解敌军部队的武器装备的威力和惯常采用的战术将加速对情报的评定，正如统一的思想、精确的计划和总指挥官个人的知识将加速作战行动一样。



　　[注：德军在进攻苏联时，看来完全低估了苏军士兵的士气。]



　　我还要重复一句，在每项作战计划中，使用的武器必须与地形相适应，并按一种想法配置，因为战斗是在一定的地形上而不是凭想象进行的。现在同过去一样，地形是一种因素，它可检验想法是否合理，从而把此想法变为现实。进攻的方法在理论上总是简单的——即建立一个保护性支点，在这个支点上来移动攻击性杠杆。也就是说，建立一个自我保护的行动基地，从这个基地投入攻击力量。



　　在机械化战争中，遭遇战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特别是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遭遇战会由规模小得多的部队实施，并很有可能采取一系列前进行动的形式，其目的是要为预有准备的进攻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必须有下面这个前提，即敌人或因被逐入其不愿进入的地区，或因退却到他认为有利于打败对方的地区，而被迫转入防御。随着机动性的提高，预有准备的进攻可能会变得不甚频繁，但是在进行预有准备的进攻时，却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目的就是为了击溃敌人，因为如果能使敌因饥饿而投降，那么结果将是更加肯定的，代价也要小得多。



　　[注：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见第76页注。]



　　饥饿与其说是指缺少粮食，倒不如说是缺少汽油。要迫使敌人继续运动，切断其与补给部队的联系，然后再把其赶入无法脱逃的地区可能证明是比正面进攻要更加有效的作战方法。敌人之所以不能从该地脱逃，并不一定是因为该地被障碍物包围着，而是因为其汽油供应不足而使其脱逃。



　　为了有助于这种与其说是对人力，不如说是对机动力的战争，由摩托游击部队对敌之交通地区实施象蚊子那样快速进攻，可能证明是很有效的。



　　现在从预有准备的战斗转到谈三种战术行动——对村落、丛林地和河川线的进攻。这三种战术行动是一支机械化军队常常不得不要面临或避免的。



　　对坦克而言，村落不是一个适当的目标，因为装甲车辆大致上受道路的限制，从建筑物上层丢下来的炸弹能使装甲车辆失去战斗力。



　　[注：这一点一直证明是正确的，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之类大城市中，情况更是这样。凡是反坦克障碍物，都没有象大城镇那样难以克服。夺取城市的最有效的兵器是毒气。]



　　在这些行动中，应当使用坦克包围村落的侧翼并切断其交通。如果坦克用于正面进攻村落本身，坦克就应当在炮兵和坦克歼击车的保护下运动。后者应准备即刻向敌方的反坦克武器开火。与此同时，还应向所有可能配置有反坦克武器的阵地实施反坦克机枪拦阻射击。



　　对较大型的坦克来说，丛林地不是适当的目标，可是，如果丛林地没有低矮的丛林，侦察坦克一般是能够通过的。然而，当侦察坦克除了经过公路、土路和马道别无它途通过丛林地时，如果道路两旁有丛林，步兵应在坦克前面掩护前进，随时准备对任何可能封锁道路的反坦克武器射击。这里所说的作战行动与丛林战中前进的作战行动相类似。



　　[注：见《野战条令(二)》讲义第154页和《附录一》。]



　　再者，可能时，坦克应向丛林地翼侧和后方行动。



　　除了水陆坦克，不能徒涉的江河是明显的反坦克障碍物。当必须渡河时，第一个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小型反坦克桥头阵地，其次是要用浮桥使一批侦察坦克渡过河去；这些侦察坦克一旦登岸，就应当立刻向外出击，进攻扼守河岸的敌人，以扩大桥头阵地的规模。然后，应在这些侦察坦克的掩护下，为重型坦克架桥。江河虽然是明显的反坦克障碍物，但是因为坦克机动力强，能比步兵威胁更多的渡河点，这一点却不应忽视。因此，在未来的江河突击中，佯攻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64. 进攻的一般实施



　　进攻的实施将首先取决于兵器根据地区的目标以及根据与坚强的保护性反坦克基地紧密相关的向前运动的正确部署；其次取决于通过阻挡敌人进入一定地区并把其逼入其它地区来限制其机动力的能力；第三取决于直到获胜之前一直保持的对各部队的控制。



　　关于第二点，自行火炮将起重要作用，因为它们通过使用烟幕弹能够致盲敌之观察所，通过对地区和接近路的轰击，又将对在该地区之内和通过接近路的机动造成危险。除非正面进攻不可避免或者必须封闭隘口，将极少象在世界大战期间那样使用炮兵拦阻射击，但有可能会经常利用机枪对反坦克阵地实施拦阻射击，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通常，进攻的发展可能要经过以下阶段：



　　(1)从反坦克基地向前机动。



　　(2)占领阵地的机动以及为迫使敌人改变计划和动用预备队而实施的分散敌注意力的进攻。



　　(3)把敌赶入一个角落，使其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或使其缺乏燃料而投降。



　　(4)向前移动反坦克基地并把已攻克之地区移交给占领军。



　　在战斗中将会出现许多问题，其中，保持控制很可能会是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注：在利比亚，这已经一再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苏联，情况肯定也是这样。]



　　无线电话技术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可能经常会有干扰，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这种通信形式。我再重复一句：要控制进攻中的坦克，作战计划就应当尽可能简单，并应当使所有参战的指挥官都详细了解。应按地图精确地实施跃进，部队要经常集中并报告其位置。友邻单位之间应保持接触，空军情报应不间断。



　　为了扰乱和削弱敌之控制，敌之指挥所——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一经发现后，就应当予以轰击，凡有机可乘，游击部队就应渗透到敌之交通地区，分散敌注意力并攻击其指挥机构。



　　65. 进攻中的步兵



　　在第二讲，我曾谈到了在机械化战争中可资利用的步兵的种类。我指出，如今天所知的那样，步兵已不适应于机械化战斗，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



　　(1)野战工兵，装备有反坦克武器并用越野车辆输送，任务是为占领军构筑防御阵地。



　　(2)野战警察，装备有机枪、步枪，并可能还装备有非杀伤性毒气施放设备，任务是占领已攻克地区和领土并加以组织。



　　(3)轻步兵，装备有轻机枪和步枪，任务是在诸如森林和山区等不适于坦克机动的地区作战。



　　关于第一种，我已经用一些篇幅谈过了，因此，在这一节，我将谈谈第三种。



　　今天的步兵依然是为冲击而训练的。换句话来说，步兵的射击战术、机枪和步枪，一切都由刺刀来决定。



　　[注：夸大地说，白刃战是永存的。在这次战争期间，记者们屡次为其唱赞歌。早在1865年，少校军医G·哈特在描写美国内战时写道，他看到过不少的“非战斗创伤……我认为，我所包扎的六例就全部是这种性质的创伤。”]



　　在开阔地的野战中，冲击在七十年前就消失了，把冲击作为一种主要的战术思想，显然不适用于森林战和山地战，因为冲击要求有密集队形，而森林战和山地战却要求有疏开队形、一系列单兵群，而不要求集体组成的人墙。



　　山地战和森林战的秘密与机械化战争的秘密相同——即机动力的维持和保护。坦克部队应有安全的侧翼和后方，所以轻步兵部队也应当这样，一般地来说，轻步兵只能采取箭头状和开式正方队形。就坦克部队而论，侦察坦克要为战斗坦克实施侦察，而就轻步兵部队而言，步枪手就要为机枪手实施侦察。他们向前运动，搜索地形，选择阵地，然后当机枪手跟上后，他们就向侧翼运动，机枪手同时用火力压制敌人。步枪手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应再次向前运动，机枪手在其后跟进，直到用火网把敌围起来并压住敌人为止。完成包围后，最后的行动不是向敌冲击，而是派遣一支部队断敌退路，迫其投降。



　　由此可以看出，在轻步兵战术和坦克战术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两者的中心思想都是要通过保护自己的机动力和打击敌之机动力来维持自己的机动能力。只要冲击有利，正面进攻并不总是无用的，但从全部战争史来看，突击总是证明要花大代价的，鉴于弹药的威力日益增强，今天，冲击付出的代价将是空前的。



　　正面威胁和正面牵制进攻是差别甚大的作战行动，前者的目的是要迫敌采取防御，而后者的目的则是要迫敌困守，也就是说要把敌困于一地。完成正面牵制进攻以后，即按翼侧或后方机动的形式，发起真正的进攻。



　　66. 进攻中的炮兵



　　将来进攻中的炮兵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兵种之间，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为机械化战争中的炮兵与今日战争中的炮兵之间的差别，是机动作战与固定作战的差别。这并不是说将来不会发生固定作战，固定作战肯定是会发生的，正如我在讨论坦克进攻的反坦克基地时所说过的那样；但是，通常，固定作战将与机动作战相分离，将来一般也不能靠炮兵火力来支援固定作战。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与海战中所见到的状态非常相似，因为如果把坦克可比作舰船，那么就可把反坦克基地比作设防的港口；但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区别，即反坦克基地是机动的，所以能把反坦克基地集装起来，由一地运动到另一地，而港口则不能。



　　现在，所有炮兵战术的基本思想是要支援步兵接敌、进攻以及最后的冲击。事实上，它在战术上犹如钓杆的粗端上连接的刺刀。现在，刺刀早被子弹淘汰了，而子弹又越来越受到装甲的制约；因此，现在把炮弹当作主要武器，这是能够击穿装甲、使坦克丧失战斗力的炮弹。当坦克丧失战斗力后，不论从那一点上来说，士兵都失去了武装和装甲防护力。



　　因为这毫无疑问是在军事发展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所以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战斗正在变成炮战而不是子弹的互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专用炮兵坦克的说法的确是一种误解，因为所有坦克都是火炮——机动的、有装甲的火炮装置，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它们安装的火炮的种类不同。如前所述，火炮在战术上将分为两类，即用于近战的火炮和用于远距离战斗的火炮。



　　[注：在北非，在1942年夏季以前，英军坦克的远距离战斗能力一直劣于德军。到美国的“格兰特”、“李”和“谢尔曼”等型坦克抵达时，情况才有了好转。]



　　当我们由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转而谈到进攻中的炮兵时，就立刻会看到，我们的真正意思是进攻中的坦克，因为象海岸炮通常不参加海战那样，反坦克基地的火炮通常将不再参加战斗；因为反坦克基地的这些火炮虽然最有可能实现摩托化(若不实现机械化的话)，但其目的却是要保护而不是攻克一个地区。在围攻战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时的反坦克基地要抵近待攻位置，并会象在今日的作战中那样，掩护冲击。



　　从上述可以看出，要把现在的炮兵战术的概念套在机械化战争上，犹如削足适履，是荒唐的。今天，炮兵进攻的指挥是集中的，而在机械化战争中，炮兵进攻的指挥则是分散的，就象在今日的战斗中步枪射击那样分散。在不久以前，一个营的滑膛枪火力曾经象现在的炮兵火力那样集中。采用来复枪将火力分散了，因此，采用机动的装甲车辆也会使炮兵火力乃至炮兵指挥分散。



　　67. 进攻中的坦克



　　要讨论进攻中坦克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尚无实践经验作为讨论的基础。在上次战争中，坦克受到了步兵的严重束缚，因此，能够从那个时期的战斗中学到的经验寥寥无几。自从上次战争以来，坦克的作战思想已掺杂进了许多其它作战思想，例如炮兵掩护射击、反坦克防护、与步兵乃至骑兵协同，使之陷入毫无解决希望的境地。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唯一要做的事情似乎首先是要尽可能简单地计划交战之前可能发生的各种行动，然后要制定特别简单的战斗计划，并根据此计划处理可能发生的情况。



　　首先由飞机发出关于敌军接近的通知，在敌对双方的装甲车辆和游击分队之间几乎肯定会发生实际接触。假设敌为X，我为Y，以后会发生什么行动呢？



　　X一方当然不会盲目地向前运动，它将决心在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报以前不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



　　[注：这看来是隆美尔在北非使用的方法。]



　　同时，装甲车和游击分队将开进，也有可能实施佯攻和分散敌注意力的行动。



　　如果双方决心打到底(这种情况将是很少的)，双方将不得不制定进攻计划，其中制约因素将包括：敌之兵力、地形性质以及敌之反坦克基地的位置。敌之反坦克基地的位置或近或远。假如双方兵力大致相同，那么X一方之目的将是：



　　(1)歼灭Y一方之坦克部队并攻占其反坦克基地；



　　(2)或者切断Y一方之坦克部队与基地的联系，迫使其因缺乏燃料而投降。



　　(3)或者迫使Y一方撤出其作战地区，退到其它某个地区。






图十一 坦克战斗示例



　　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见图十一)。X一方和Y一方所在地区如图所示。X一方决定将其反坦克基地由a运动到b，并向c佯攻，以便把Y一方吸引到该方向。然后，在夜暗的掩护下向d运动，并由此插到Y一方之坦克部队和其位于c的反坦克基地之间，因此，X一方的目的就是上述的第二个目的，也就是说，要迫使敌方因缺乏燃料而投降。



　　Y一方通过游击分队获得关于X一方移动反坦克基地的情报，根据当地的地形来衡量敌之基地的移动，怀疑X一方向c之运动是佯攻；因此，它仅在f地区留下一支缩额部队，而将主力后撤到e。



　　X一方因对这一机动毫无所知，故于次日晨由d进到g；但是，Y一方在猜出其意图后已离开其在e附近的阵地，向h前进，转到X一方之右翼，尔后将其赶向位于i的沼泽地和丘陵地。为此，它配备兵力如下：一支侦察坦克部队在其右翼和后方有侦察车的掩护下，向h前进，留在f的一支部队在此前卫的左翼侧配合行动，这支留在f的部队，目的是要与敌交战，并把敌吸引到自己方向上来。主力部队在有侦察车保护右前翼侧的前卫的掩护下机动，其后方是预备队。主力部队的目的是要在X一方调过方向与前卫交战时打击其左翼侧和后方。



　　然而，X一方并没落入这个陷阱。当与Y一方之前卫遭遇时，它尚未肯定Y一方之前卫是否从f来，并有本队在后面跟进，也就是说，Y是否在j-k-l-m地区行动，或者从e进入k-n-o-m地区。当通过空中侦察获悉其敌方部队位于这两个地区中的后一个地区时，由于不希望与其正面交战，它即缓缓后退，最后退到其位于b的反坦克支撑点。虽然会发生一定数量的小冲突，但没有发生战斗，因为双方都没有做出有失面子的事情，我认为，在机械化战争中，这种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



　　[注：在北非的坦克战斗，有许多都证明了这一点。]



　　上面是关于战斗的一般概述，下面将讨论分队战术并详细考察两种作战行动，即对运动之敌和对驻止之敌所采取的行动。



　　(1)坦克打坦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实际战争经验，所以我所说的纯粹是假设。通常，似乎会发生难以分辨敌友的混战。



　　[注：在1941年11月18-25日间，坎宁安将军在托布鲁克以南进攻隆美尔将军之战是最明显的例子。]



　　全部问题的确是一个保持控制的问题。如果侦察坦克在战斗坦克之前机动，显然会保持较大的队形，因为战斗坦克的队形不大可能分散。然而，侦察坦克与侦察坦克交战的时刻是会到来的，这就是说，这支屏护部队将迅速地发展为机动射击线上的部队。那么，这支部队以及战斗部队或主力部队应当据之行动的一般战术理论又应当是什么呢？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一般地貌中去找。地面是不可能绝对水平的，地面很可能到处起伏不平，并从而提供隐蔽的接近路。应当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接近路，以掩护运动，尤其是占领能够实施短停射击的阵地。换一句话来说，进攻术大致上将在于建立能够把精心指挥的火力导向敌坦克的机动支撑点，而其他部队的运动中的坦克则把敌赶向这些支撑点。



　　[注：德军在北非和苏联都曾经常这样使用坦克。实际上决不应当忘记，坦克仅仅是一种自行的、有装甲防护的野战炮。]






图十二 “锤与砧”的机动



　　假设有一支装备有侦察坦克、战斗坦克和自行火炮的部队，图十二以简单的形式示出了这些战术，而这些战术又使人们回想起与骑兵协同的马挽炮兵的老战术。敌之前进路线在图中以字母a表示，我军的配置如下：b1、b2和b3为侦察坦克，c为战斗坦克，d为自行火炮。随敌之前进，b2与之交战，而c则在b1火力的掩护下进入战斗，并因而发生了遭遇战斗。与此同时，d在b3的保护下，利用地形的掩护，迅速向e机动，c则试图将敌赶向e。若c达成意图，那么敌就直接进入e的有效射程以内，d就向敌开火。



　　虽然就我看来，这些战术将导致令人吃惊的或迅速的决心，这与其说是规则倒不如说是例外，但是，越经常地重复这种简单的“锤与砧”的机动，敌之损失就越大，并且随着敌之攻击力的减弱，他将被迫节节后退，直到被赶入一个角落，因缺乏燃料而投降为止。



　　虽然关于坦克战术的这个例子本身是简单的，但为了说明它可能会变得多么复杂，只要把上述双方的兵力扩大五倍就够了。这时将会看出，为了集中兵力并防止分散，控制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因为根据计划，双方各自使用的六个群或装甲连之间将存在一种总的关系，以及不是因为计划而是因为敌之行动的影响，任何一个群及其友邻群之间也存在一种个别关系。为了指挥一个群抗击敌之一个群，制空权将有很大帮助；但要指挥一个群抗击数个群，或要指挥若干群抗击若干群，制空权成为主要的了，因为没有制空权，即使战场格外开阔，要发现敌之各种阵地和运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这些战术而论，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加以考察，那就是坦克将怎样与坦克交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可能是：通常，不是一辆坦克对一辆坦克交战，而是坦克部队与坦克部队交战。当然，假如一辆坦克与敌之一辆坦克遭遇，它们之间将要发生战斗；可是，如果实施有效的控制，这种交战可能证明与其说是规则倒不如说是例外，因为这种交战的多样性将表明已经失去了控制。



　　再者，当坦克部队与坦克部队交战时，不应毫无目的地开火，而应集中火力，首先打敌之指挥坦克(若能识别敌之指挥坦克)，或者打敌之先头坦克；假如敌之先头坦克被打得丧失了战斗力，尔后就打其下一辆坦克。



　　(2)坦克打反坦克武器的问题。除了地雷之外，还有两种真正的反坦克武器：火炮和反坦克机枪，它们都能从坦克内发射，也都能在坦克外发射。当在坦克外发射时，虽然失去了机动力，但却获得了极大的射击精度，因为从固定平台上发射的火炮，与从快速运动中的平台上发射的火炮其精度是不能相比的。



　　[注：正是这个特点才使反坦克火力有别于坦克火力。虽然反坦克火炮本身必须靠越野车辆运输，但其最有效的发射阵地是在地面上。它的体积相比来说较小，故不易暴露，一般也能隐蔽。]



　　当一辆运动中的坦克被迫在开阔地进攻一门非装甲火炮时，对其最危险的射距介于八百和一千码之间。



　　[注：这指的是1932年的条件。自那以后，条件是否有了变化，我尚不能肯定。从固定阵地上发射的一发二十五磅炮弹，其有效射程应达一千五百码，也可能更大。]



　　虽然坦克在较近的距离上暴露的目标较大，可是，坦克越靠近目标，其本身火力的死界也就越大。另外，若坦克按之字形的路线跃进——即与火炮的射向呈角度地前进，越接近火炮，火炮就得越快地调动方向，而火炮越快地调动方向，其射击精度也就越低。假如这个情况发生在距火炮五百码以内，火炮十有八九被摧毁。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有装甲防护的火炮时，无论火炮是安装在坦克上还是安装在防弹转塔内，进攻的问题就还要困难得多，虽然依旧存在着要调动方向来对付运动目标这个固有的不利条件，但是，火炮的装甲能防坦克机枪的火力这个事实将使局面发生逆转。坦克越接近，不论是否与火炮射向呈角度地接近，坦克被击中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问题与一艘战舰进攻海岸要塞的问题非常类似。



　　在有装甲防护的反坦克机枪的情况下，关于进攻的这个问题就越加复杂，因为这种武器体积比较小，能够隐蔽，并能够在近距离——即在其对一辆接近的坦克不至于有脱靶可能的距离上突然地实施密集射击。



　　[注：这种武器实际上已过时了。]



　　由此可以看出，应当避免正面进攻，除非经过充分准备对正面进攻进行掩护。因为准备需要时间，并因为野战进攻发展快，所以能够用于准备的时间将是很少的。



　　总的结论是，有装甲防护的、静止的反坦克武器是不利于运动中的坦克进攻的目标。



　　[注：在北非，这已一再地得到证实。]



　　当然，如果是正面进攻，甚至在翼侧或后方发动进攻的条件上，也必须记住，坦克或装甲转塔上的火炮或机枪能够在数秒钟内转动一周来抗击这种进攻。防御越机动——即越能在防御地点调动武器，其威力就越大；因此，威力最大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坦克本身——坦克是一种能够机动、带有装甲、在行进间和静止间都能射击的武器。



　　68. 进攻中的骑兵



　　虽然在装甲车辆之间的战斗中骑兵毫无用武之地，但绝不应忘记，骑兵的思想是机械化战争所必不可少的。装甲能使骑兵原来具有的机动力再次支配战场，这正是机械化战争优于步兵战的原因。



　　骑兵处于极盛时期，经常能够作为独立兵种作战，可是，当骑兵与徒步士兵相结合时，骑兵战术作为一种学术就发展到了顶点，因为徒步士兵能够建立保护性的战术基地，有助于骑兵发挥其机动力和实施攻击性作战行动。从古代战争，如阿贝拉之战(公元前331年)，中世纪战争，如杜普林-穆伊尔之战(1332年)和近代的腓特烈国王战役中可以找到这类例子，经过那个骑士年代以后，骑兵的作用开始下降，而在采用来复枪之后，骑兵就很快地脱离了其步兵基地，因为他们的乘马攻击力日益被子弹所减弱。



　　上次世界大战的静止性质是由下面这个事实所造成：即，从步兵基地不可能发挥持续的机动力，这是一场保护性战术基地的战争，因此，堑壕战或围攻战占主导地位，因为不再可能从步兵基地发挥骑兵的机动力，故要竭尽全力从炮兵基地发挥步兵的机动力。然而，战术方法的这一变化却没有成功，因为步兵不再可能象七十五年以前的骑兵冒着滑膛枪和发射霰弹的火炮的火力前进那样，冒着现代步枪和机枪的火力前进。解决这个问题要有防弹的马匹和骑兵，而坦克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纵贯历史，当骑兵的机动力与步兵的保护力相结合时，骑兵战术就处在全盛时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要把坦克部队与反坦克部队相结合，坦克行动与反坦克行动相结合，要把一个视如锤，把另一个视作砧，也就是说，要使两者互为补充。假如这种坦克作战思想始终有一个支持者，那它就是骑兵，因为今天的坦克作战思想正是昨天的骑兵作战思想。



　　69. 进攻中的工兵



　　在机械化战争中，工兵，无论从这个词的那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战斗员，是反坦克组织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这是这次战争最突出的教训之一。]



　　工兵要设计反坦克防御——挖什么工事，布设什么地雷场，架设或炸毁什么桥梁，使用什么毒气以及建立什么反毒气防御。为了帮助工兵完成这些不同的任务，在将来的战争中，工兵多半要装备有反坦克壕挖掘机、布雷装置、机械式或诱爆式扫雷器材、架桥车以及坦克，并且坦克要配备施放毒气和有毒烟云以及用化学泡沫剂洗消地面的装备。



　　[注：扫雷器材已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使用，可是成效显然不大。假如在1942年10月23日蒙哥马利将军有足够数量的良好的扫雷器材，他就有可能在十二个小时内(而不是十二天)，突破隆美尔将军的阿莱曼地雷场，他也没有必要向前派出步兵去挖地雷。在1918年，架桥坦克和毒气施放坦克以及其他特种坦克，或已制造出来，或正在制造，可是据我所知，在这次战争中，没有一个交战国曾经使用过这些坦克。创造精神似乎完全集中在攻击型坦克上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特种坦克和一般非战斗坦克是达成突然性所必不可少的。]



　　70. 进攻中的飞机



　　飞机在进攻中与机械化部队协同时，有以下三个目的：



　　(1)通过直接击败敌空军，或者通过攻击距离遥远的、敌不得不加以防御的某个指挥中心，把敌空军调离战场，从而取得局部制空权。



　　(2)发现敌人，保持与敌接触，观察敌之运动并迅速报告，以获取情报。



　　(3)详细地对地区以及有可能发现敌设置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的所有位置进行侦察，以保护进攻部队。如果不用飞机对敌军和地形仔细地进行侦察，在进攻中，坦克就会失去其大部分威力。空战的战术基地不是遥远的飞机场，而是反坦克基地，因为为了节省时间和获取最多的情报，在空中的机械化兵种和地面上的诸机械化兵种之间的协同必须尽可能密切。



　　[注：克里特岛的失守大部分是因为缺乏这种协同所造成的。]



　　因而，反坦克基地应当包括飞机着陆场，并应编有防空部队，因为它有可能遭到敌机的空袭，如果没有防空部队，它就不能构成对飞机的保护性基地。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整个部队都要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不仅空军必须与防空部队紧密协同，而且他们和野战部队也一定必须接受统一的指挥——形成“三位一体”的指挥。



　　进攻有组织的堑壕防御体系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71. 特殊条件



　　昨天的特殊条件，到明天，往往就变成了一般条件。火器在首次得到使用时，是特殊武器，经过一、二个世纪以后，就变成了一般武器，因而战争形式完全变了。在使用火器之前，战争大体上一直采取从据点突然袭击的形式。骑士开出城堡，在开阔的野外作战，然后又退回城堡，当时，减少这些作战基地唯一肯定的方法是对城堡实施围攻并断其补给，因为那个时期的抛掷式武器一股是不能打破城墙的。后来出现了能够破坏筑城壁垒的加农炮，这样，加农炮就使进攻成为更有力的战争形式。最后又出现了来复枪，由于来复枪在射程和射击精度上的优势，显著地拉大了战斗双方部队之间的距离，致使冲击乃至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于任何一方在不宣布失败的情况下都不会撤离战场的，因此，为了保持其阵地，它就挖掘掩体，也就是说，为自己构筑防弹城堡并开进防弹营房。



　　上次世界大战明确地表明，虽然使用1914年的旧式武器有可能从这些城堡——堑壕战——实施突然攻击，即使集中最猛烈的炮火，这些城堡也是很难摧毁的。结果，战争就表现为坚决围攻的形式，双方的目的都是要使对方饿死；事实上是恢复了十二、十三世纪的战争形式。防御又一次明确地变成了更有力的战争形式。



　　从这次战争的最后几个阶段得到的教训是，当集群的军队相互对峙时，没有汽油就没有真正的机动力。一支比较小的摩托化部队即使没有装甲防护，也应能够使集群敌人吓得要死，正如一群麻雀能吓死一只老鹰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在这几讲的开头如此着重地强调了摩托化游击部队，摩托化游击部队虽然主要受到公路运动的限制，但其机动力优于徒步士兵，一般能使徒步士兵退居守势。



　　摩托化士兵的主要强点在于能达成突然性，而其主要弱点则在于不能逼近敌人——他们能使对手惊恐不已，但不能致敌于死地。若装备有装甲车辆，这个弱点就不存在了；若其装甲车辆具有越野机动力，其“自动推进能力”就显著加强。因此，汽车和坦克又使进攻成为更有力的战争形式。尽管如此，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们关于机动战将永远持续下去的假设是正确的，但它却证明下面这个假设是合理的，这个假设就是迟滞坦克进攻的方式或迟或早会得到利用，新形式的城堡还会再一次出现。



　　[注：在苏联，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随着战争的进展，防御工事越来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其结果是对步兵——即静态部队——的需要日益增大。]



　　军队将再一次面临围攻战，但又是什么形式的围攻战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有两个，即线式防御和地区防御，只要集群部队观点持续下去，就会使用线式防御，而随着坦克观点的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随着反坦克观点的发展，地区防御就会逐步取代线式防御。线式防御由堑壕——如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大战中的堑壕——组成，并得到反坦克武器和器材的加强；而地区防御将包括由相互支援的反坦克工事组成的地带，它不仅将构成抗击坦克进攻的屏障，而且还通过保护其后方的所有部队，将建立安全的空军基地，由此能对敌军及敌方人民进行空袭。



　　72. 对有组织的堑壕防御体系进攻前的命令、会议及预先安排问题



　　本节所讲的安排将取决于反坦克防御阵地究竟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构筑的，还将取决于双方是否处于僵持状态。



　　假如反坦克地带是在平时构筑的(考虑到成本，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打破”反坦克地带的任务将多半交给有关的空军去执行。



　　但是，假如这种防御阵地是在战时构筑的。首先构筑的无疑将是那些封闭主要接近路的防御阵地。



　　[注：从德军1941-1942年在苏联冬季防线的总准备中也许能够看出这一点。铁路枢纽，如勒热夫、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奥廖尔、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被牢牢地控制着。在中间的屏蔽墙则仅由侦察部队驻防。]



　　由于这种对机动力的扼制将对攻击行动有不利的影响，可以预计，进行的战斗将以防止防御地域的构筑为目的。这样，我们就面临两种形式的围攻战，第一种形式的围攻战，目的是突破平时构筑的防御地域，而第二种形式的围攻战，目的则是破坏在战时构筑不大强固的防御地带。换句话来说，就是攻击永久性筑城和攻击临时性筑城。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进攻前的准备工作显然要在平时进行，故要按照有利于进攻的防御地段的数量，详细地制定出若干计划。在第二种情况下，必须立刻临时制定出进攻计划，就我看来，进攻计划将以威胁一个方向之敌同时打击另一方向之敌为主要基础。虽然这些进攻的准备时间比野战中的进攻准备时间要长，但这个时间决不足以允许象上次大战中那样使用固定的方法发动堑壕战。



　　73. 对有组织的堑壕防御体系进攻中的特别准备措施



　　在上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中，一直到康布雷战役(1917年11月20日)，方法和暴力排斥了突然性和诡计。就进攻反坦克地带和筑城地带而言，方法必须与突然性相结合，而诡计则必须是暴力的补充。可是，在所有这些突破作战行动中，因为主要目的是突破一系列防御工事，不论是首尾相连的还是相互支援的，机动都必须服从于攻击力——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压制或摧毁防御工事，然后才能有机动的希望。为达此目的，将需要两种武器：榴弹和毒气炸弹、毒气炮弹或弥漫性毒气。这样就必须使用攻城车队。



　　[注：攻城车队应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扫雷车和施放毒气的坦克，芥子气是攻城夺隘的理想武器。]



　　这种攻城车队的机动力越强，达成突然性就越迅速，因此，攻城车队必须能够越野机动。



　　74. 对有组织的堑壕防御体系进攻的一般指挥



　　我已经指出过，在围攻战中，坦克进攻的样式将取决于敌之防御体系是否包括反坦克地带或反坦克地域。下面，我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1)进攻反坦克地带。就进攻反坦克地带——即若干道堑壕防线——而言，进攻坦克将遇到的主要障碍是限制机动的障碍，如堑壕和反坦克武器。



　　[注：马其诺防线就属于这一类。]



　　若不能越过堑壕，进攻显然会失败，若不能压制反坦克武器，攻方肯定会损失惨重。



　　在康布雷战役，坦克利用束柴来克服越过堑壕的困难。坦克把车顶上载运的大捆普通束柴放落在堑壕内，以便在坦克越过堑壕时用支撑坦克的尾部。后来，这些束柴因为很重，故用六角形框架以代之。这两种器材都能使一辆二十六英尺长的坦克越过十五英尺宽的壕沟。第二个难题是利用烟幕弹来解决的。



　　在这类性质的战斗中，困难并不是要越过一道堑壕防线，而是要越过若干道堑壕防线，因为每辆坦克只能带一捆束柴或一副框架，因此必须采取的机动样式就相当复杂，在康布雷战役中，机动样式如下：



　　进攻的整个正面分为若干个坦克地区，每个地区的四周都是堑壕——即，该地区的前后各有一道堑壕，左右两侧还有交通壕。因为要越过三道堑壕防线，故每个地区都配置了一个分排(三辆坦克)。分排的每辆坦克都带有一捆束柴。在每个分排的后面都有三个独立的步兵组跟进：(1)堑壕填塞组，该组停留在先头坦克过壕点，并在该处填平堑壕。(2)堑壕肃清组，该组在一辆坦克的掩护下，把堑壕内之敌赶向左侧下一个过境点。(3)守备组，该组在肃清堑壕内之残敌的同时负责守备，并担任预备队。






图十三 康布雷战役坦克进攻示意图



　　坦克进攻的样式如图十三所示。先头坦克没有步兵在后面跟进，它向前运动，压出一条穿过铁丝网的通路，抛下束柴，越过堑壕，驶入坦克地区的中心，并在此转为前卫，两辆跟进的坦克，即2号和3号坦克，利用1号坦克放落的束柴越过堑壕，3号坦克以及其后跟进的步兵一直前进，与此同时，2号坦克及其后跟进的步兵(欠堑壕填塞组)向左运动。3号坦克开到第二道堑壕时，象1号坦克开到第一道堑壕时那样放落束柴，并按照2号坦克的方式行动，尔后，1号和2号坦克就在3号坦克后面跟进。到第三道堑壕时，2号坦克放落束柴，依此类推。



　　可以看出，这种进攻战术过于机械，可是，这种进攻却能达成突然性。



　　在我准备对这些战术实施现代化改造以前，我想，先对战争期间考虑的另外两个进攻计划作概述将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一个计划的目的是，利用坦克向前载运机枪手，并把他们留在堑壕的后方，以切断堑壕地区守备部队与其后方预备队的联系。实际上已为此目的制造了大型坦克，每辆坦克除坦克乘员外，还可载运四个机枪组(每组五人)。这些坦克未获成功，这不是因为这种想法不合理，而是因为这些坦克的发动机功率不足，行驶速度太慢。



　　第二个计划是派遣一支装备有车体长、发动机功率大的坦克的部队直接通过堑壕地带，攻击堑壕地带后方的敌军指挥部，同时又象康布雷战役中那样，使用坦克和步兵进攻敌之正面。这种进攻样式的真实目的是要使敌之指挥陷于瘫痪，并因而使敌军陷于混乱。这是新颖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试验出一个结果，战争就结束了。



　　[注：详见我写的《一个特殊士兵的回忆录》 [ 投笔从戎注：可能是指1936年出版的《一个非传统战士的回忆录》。 ] 第十三章。]



　　请记住这三种方法，即康布雷战役的坦克和步兵进攻、机枪手的前送和对敌军指挥的攻击。下面，我将说明使用这几讲中所研究的坦克如何把这三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如何改善整个进攻。



　　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使用机动力提高了的坦克，应能在大范围内加快进攻的速度，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点。第二件事情不是那样明显，那就是，如果能把坦克与步兵分开，整个进攻正面就能增加一倍，也可能增加两倍。其原因是，如果没有步兵，坦克就不需要象在康布雷战役中那样按密集队形前进，而应按疏开队形前进。即在各坦克群之间以及在各群的目标之间应拉开相当的距离。这一点可能需要稍加解释。



　　[注：见《附录一》。]



　　翻到《野战条令(二)》讲义中的第十讲，可以看到对突破进攻中使用步兵或坦克的区别的全面阐述，主要区别是，步兵进攻时，进攻的两侧是内缩的，而坦克进攻时，进攻的两侧则可外张，如上述第十讲中图八所示。在康布雷战役，进攻正面是连续不断的，因此运动中的坦克所构成的“铁壁”就保护了在各辆坦克后面跟进的步兵。假如进攻正面是断续的，如图十四所示，未遭攻击地段的敌军——即b、d、f和h地段——就可能对步兵实施纵向射击，结果会使计划遭到失败。



　　[注：1941年6月，德军在苏联的坦克进攻正面是断续的，尽管原野十分开阔，德军坦克进攻也是分开进行的。一般来说，这些进攻是由两个相互独立的坦克群实施的，这样，当坦克群前进时，他们之间的苏军部队就被留在突出部上。关于这些战术的说明，且我写的《机器战》 [ 投笔从戎注：可能是指1942年出版的《机械化战争：机械化对战争艺术影响的思考》。 ] 第二部分第十章。]






图十四 对断续正面的进攻



　　如果假定进攻正面是断续的，并且假设要越过的主要堑壕防线有三道，这些堑壕的宽度和深度又象在康布雷战役中那样，我认为，坦克一般应当按下述方法配置：



　　第一波。第一波的目的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突破整个堑壕地带，并为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前进做好准备。



　　[注：如在1940年5月，德军最初在色当附近发起的坦克进攻。]



　　第一波应由突击坦克(a)、歼击坦克(b)、架桥坦克(c)和烟幕施放坦克(d)编成，如图十五所示。



　　[注：若必须通过地雷场，还应编配扫雷坦克。]






图十五 突击队形



　　突击坦克一直向前开进，越过堑壕。越壕时是否使用越壕框架，应观堑壕宽度而定。架桥坦克随后跟进，并在堑壕上架桥，以便使较小的坦克能够越过堑壕。



　　[注：在1932年，我发明了一种自动坦克桥，它是坦克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能使坦克连续通过宽达二十五英尺的任何数量的堑壕。不用说，这种桥没有得到采用。假如德军的轻型坦克安装上这种桥，它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越过敦刻尔克的沟渠。令人奇怪的是，有关坦克架桥的整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歼击坦克由这些桥上越过堑壕，其任务是在突击坦克两侧行动，保护突击坦克免遭反坦克火力的杀伤。至于烟幕施放坦克，它必须根据风向施放烟幕，最有利的风向是顺风，逆风次之，最不利的是横风——即与进攻方向呈直角的风向。在顺风和逆风的条件下，烟幕施放坦克应在突击坦克两侧驶出，在突击坦克两侧各形成一道烟幕。而在横风条件下，烟幕施放坦克应位于突击坦克前方，以便在突击坦克前方形成一道烟幕。到达桥的位置时，所有坦克都应收拢队形，但在过桥后，歼击坦克和烟幕施放坦克则应疏开队形运动。



　　第二波。第二波的目的是清除堑壕中之残敌，保护第一波免遭反攻的杀伤，并建立前进反坦克基地。它应包括战斗坦克、侦察坦克、反坦克部队，并且还可能包括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步兵。显然，战斗坦克应按大集群行动，整个进攻正面配置二至三个坦克群，不必一个坦克群负责一个进攻地段。



　　[注：德军在法国和苏联使用的方法。]



　　如果是三个坦克群，那么，很可能在进攻正面的中央配置一个坦克群，两侧各配置一个坦克群。在这些坦克群以及第一波的掩护下，反坦克部队应随后在突破地区的前方建立前进反坦克基地。假如敌军把占优势的坦克部队调到该战场，该反坦克基地将形成集合点、作战基地以及避难所。



　　[注：如前所述，因为缺乏这种基地，德军在苏联的坦克进攻多被瓦解。]



　　与此同时，步兵和侦察坦克就肃清该地区之残敌。



　　第三波。第三波的目的是使战斗继续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可能，孤立敌之反坦克基地，切断其与机动部队之间的联系，防止这些部队集结，并攻击敌之指挥机关。它应包括侦察坦克和歼击坦克。总预备队在其后跟进。假如敌狼狈溃散，就应毫不留情地实施追击，不给敌建立反坦克基地(或防坦克地区)、卷土重来的喘息之机。



　　[注：明显的例子有德军在1940年6月对法军的追击，还有蒙哥马利在1942年11月对隆美尔将军的追击。]



　　(2)进攻反坦克地域。关于反坦克地域的性质和防御，我将在第十二讲进行更加全面的阐述。反坦克地域可以比喻为一张张开的网，每个网结都是一个反坦克工事，各网结之间都是射向。



　　[注：F·O·米克舍在其《闪击战》(美国版《进攻》)一书中把此称之为“网状防御”。]



　　如果这些工事理应是防坦克工事——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不能被坦克撞垮，或者不能被坦克武器严重破坏，那就应当想出除坦克以外的一些措施来打掉这些工事。






图十六 两面进攻



　　在所有的突破进攻中，时间都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这种进攻中，如果破坏防御工事的速度不比构筑防御工事的速度更快，突破就不可能成功。因此，破坏防御工事应与迫敌撤离相结合，而迫敌撤离的最好方法是对突出部实施两面进攻，也就是要剪除突出部。例如图十六所示，从a地发起的单面进攻极难对c地的交通构成威胁，可是，假如同时又从b地发起进攻，那么，c地后方地区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假如a、b两地发起的进攻推进到足够远的地方，那么，敌军就不得不从c地撤走。



　　[注：关于对突出部的进攻，见我写的《机器战》一书的第二部分第十章和我写的《论未来战争》一书的第三章。在苏联，有几个突出部很大，足以构成大的战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进攻方法就不适用了。]



　　至于说到削弱反坦克防御工事，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或者不得不用炮火摧毁，或者必须实施毒气攻击，使敌不能坚守。在这两种方法中，第二种大致证明是见效比较快的方法，特别是在使用糜烂性毒剂的条件下。



　　假如发现不能突破反坦克地域，那么，攻击行动须转交空军实施，竭尽全力袭击敌之城市、工业中心和居民地，使敌丧失斗志。机动战意味着对武装力量的攻击，而固定战则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攻击民心。



　　[注：无疑，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就我们自己来说，当德军占领了法国以后，英吉利海峡就直接诱发了固定战。其直接后果是英国遭到了飞机轰炸。当英、美联军在北非牢牢地站稳脚跟以后，意大利可能也会遭到飞机轰炸。]



　　最后几个阶段



　　75. 应予考虑的一般问题



　　假如事实证明攻方在宽大正面上的突破获得成功，那么守方肯定会发现自己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它不仅要顶住对方的机动部队，或将其击退，而且同时还要撤出其驻守反坦克地域的部队，或者在难以达到目的时，把反坦克地域及其驻守部队部弃之不顾。



　　[注：这正是德军在色当突破防线以后法军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因为他们不能撤出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部队。]



　　假如形势许可，守方的最佳作战方案是占领与敌军前进方向呈直角的侧方阵地，从而迫敌向左、右迂回，而不能直接向前机动。守方如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能赢得充裕的时间，使被突破的防线两侧恢复原态势——即封闭突破口——同时，在突破口两侧或稍远的地方构筑防御工事地带。



　　追击



　　76. 应予考虑的一般问题



　　在机械化战争中，追击将取决于尔后发生的是野战还是围攻战。若尔后发生的是野战，那么，追击部队的目标将是遮断退却之敌，并借此阻敌建立反坦克基地，使其不能休整和补充油料。



　　[注：韦维尔将军在1941年1月正是这样干的。他采取侧翼追击，遮断了格拉齐安尼元帅坦克部队残部，从而在贝德富姆战斗中予以歼灭。(见《机器战》第157-158页。)]



　　在如现在理解的追击中，退却的部队，其第一个目的是要撤退其运输工具，为此就必须迟滞敌之前进。而就明天的追击而言，将会出现同样的困难，因为主要问题是要在撤退部队之后方建立反坦克基地，一般来说，要这样做就意味着必须迟滞敌人的前进。因此，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追击部队应组成两翼，一翼紧紧咬住敌之机动后卫，另一翼则实施翼侧包围，插入退却之敌与其反坦克基地之间，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试图进攻敌之反坦克基地。



　　[注：韦维尔将军于1941年1月对格拉齐安尼的追击就属于这一类的绝妙例子。其追击部队之一部紧紧咬住沿海岸公路退却的意军，而另一部则越过默格利沙漠小道，插入退却之敌的先头部队和其基地之间。格兰特将军在1865年4月实施的追击，也是这类相同的例子，这次追击导致罗伯特·伊·李率领的美国南部同盟军在郡府阿波马托克斯全军覆没。]



　　我再重复一遍，机动部队的目的是攻击敌之机动部队，避免对反坦克部队和防御阵地实施攻击。



　　如果追击是在达成突破以后实施，那么最好的作战方案看来不在于试图切断退却之敌机动部队的退路，而在于将敌拖住，并在此行动的掩护下，使部队向被突破地域的左右两侧迂回，切断反坦克地域内工事之交通线，迫敌弃之不顾。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倘若能够缴获这一地域内装备之大部，敌方也许就不可能再用这些装备构筑反坦克地域。



　　[注：1942年6月托布鲁克的丢失以及里奇将军第8集团军整个后方地域丢失都是灾难性的，与其说是因为失地倒不如说是因为损失了装备。假如托布鲁克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距离小一点，奥金莱克将军就很可能因为缺少装备而丢掉埃及。空间救了他，就象空间一而再地救了苏联那样；因为空间是补给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



　　倘若如此，那么敌方就丧失了重新实施围攻战的力量，结果就不得不依靠野战来达到目的——即没有牢固基地的战斗。














	

 






	















	







	







	









 





	


	







	








	




	


第08章 防御




	







	

 



	


	


　　77. 一般原则



　　在战争史上常有人说消极防御必然导致灭亡，而我还没有听人断言：无休止的进攻——即法国人说的“进攻到底”——十之八九也会导致覆没。正确的理解是：作战艺术有赖于进攻和防御之紧密结合，犹如建筑大厦少不了砖和水泥一样。由于防御是不甚壮观的作战样式，往往被人忽视，和平时期尤其如此。但是，防御对于正确的进攻行动正如弓对于箭一样是不可缺的。有鉴于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一切机动攻势行动都必须具备一个坚实的战术基础。如果我对其重要性有些言过其实的话，那也是对正确内容的夸张。



　　正确的作战艺术取决于攻防行动的紧密结合，换言之作战的胜负取决于两者结合的有效程度。几乎也可以说，搞好攻防结合就胜利，搞不好攻防结合就失败。因此，一般来说，作战的目标在于使敌方的进攻行动脱离其防御基地，也就是使敌方的进攻行动失去基础。



　　可以称之为防御队形的首推古代战争和中世纪战争中的战术队形。亚历山大的骑兵以重步兵为基础，罗马的步兵以有经验的后备队为基础。在中世纪也是如此，骑士以他们的城堡或马拉战车形成的临时防御阵地为基地，后来齐斯卡的车阵堡垒成了他的骑士们安全的避难所。在机械化战争中也是这样，因此，我以为重新研究齐斯卡的车阵堡垒是极为有益的。机动战的秘诀在于牢记：打算进攻时必首先考虑到防御的因素。这对于行军、宿营、野战、围攻、护送、撤退和追击等一切作战行动都是大有好处的。简言之，人们终归既要有盾又要有剑。在机械化战争中这个盾即是我所说的野战中的反坦克基地，围攻中的反坦克地带。



　　[注：至今，在现代战争中，所有交战国都忽视了这一问题，这是极其有害的。]



　　确实，有时打算用防御行动来避战。但是，这并不是彻底避战，只是暂时或局部的避战。避战是为了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再次作战；在一地避战是为了在另一地更有力地作战。这样的避战行动可稳定战斗，即为尔后战斗(如不是当前战斗)奠定基础。因此，让我们永远牢记：防御是进攻的基础，也让我们永远不忘记：适时的防御是胜利的基本保证。



　　78. 防御阵地的选择



　　我们选择防御阵地时必须经常自问：要达到什么目的？其目的不外是以下三者之一：



　　(1)为进攻行动提供基地；



　　(2)彻底阻止敌方进攻行动；



　　(3)暂时阻止敌方进攻行动。



　　在前面几讲中，我已概略论述过第一个目的，因此，在这里我只谈第二，三个目的。



　　要实现第二个目的，所选定的防御阵地或地区应只受敌正面攻击。要实现第三个目的，防者应使攻者的后方和翼侧暴露，易受攻击。敌方的后方和翼侧应再次成为我们拟定防御计划的确定决心和指导思想的要素。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观察敌情是最重要的“加强”，因为阵地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作战区特点的限制，很少有某个地区会是理想的防御地区，我们越了解敌人的行动，并通过敌人的行动了解其意图，我们就越能充分地保卫自己。



　　在现代战争中，炮兵是步兵行动的防御基础，炮兵瞄准是间接瞄准，因而防御阵地应拥有良好的炮兵观测哨。但是，在机械化战争中，地面观察并不象空中观察那么重要，因为机动部队——坦克——的基础不是炮兵而是反坦克部队。反坦克部队很少采用间接瞄准的方式实施战斗，因为他们必须看到目标才能击中目标。尽管绝不应忽视地面观察的作用，但是它已不如发现敌人运动方向那么重要。一旦了解到敌人运动的方向，必要时就可以重新组织防御，因为对于机动防御来说，重新组织防御并不是难以实施的。



　　[注：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军队明白以下事实：只要可能，防御就应该是机动的。现在是机动的时代，机动是防御的关键。]



　　这样，空中力量对防者极其重要。其次就是用装甲车辆和摩托化野战部队同敌方保持接触。因此，如果在防御地区内有一个良好的着陆场，就会具有很大的优势。实际上，一个着陆场比一系列良好的炮兵观测哨更为重要。






图十七 突出部的防御



　　如果防御地区是用于彻底阻止敌方进攻行动，则要避免有一个或数个突出部；如果防御地区是用于暂时阻止敌人进攻行动，我们认为有突出部就有优势，尤其是防御地带横贯防御基地时，有突出部则优势更大。图十七表示：如abc构成突出部，敌人d只能攻击a-b或c-b或b；如果敌人攻击a-b，可从b-c突击其左侧；如果敌人攻击c-b，可从a-b突击其右侧；如果敌人攻击b，则可从a-b和b-c予以突击。



　　显然在选择防御地区时，必须将地形与防御的目的联系起来加以认真考虑。如果防御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的行动，防御地区的反坦克条件就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防御的目的是暂时阻止敌人的行动，那么为坦克可能的机动提供条件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前一种情况下，应寻求良好的射界。这不仅是为了能从远距离向敌人的装甲车辆开火，而且也是为了反坦克工事能相互支援。如有可能，在防御地区前沿正面和翼侧应有河流或低堑道路之类的防坦克障碍物。



　　[注：在这里应加上地雷场。]



　　如果敌人忽视这些障碍物，那么敌人就会受意外的挫折。由于这样构成的障碍物群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找到，我认为谷地和隘路在未来防御战中很可能起重要作用。防者如能将其翼侧依托天然障碍物，他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正面设置人工防御工事。这种类型的防御在希腊古代战争中是十分出色的。



　　[注：1940年5月，英国人在敦刻尔克的阵地大体属于是这种类型，尽管那时其翼侧的障碍物只是两条泛滥的河流——阿河和叶塞河。但是，由于英国人翼侧安全，他们所要考虑的只是正面，而正面又因有无数沟渠而得到防护，因为这些沟渠未架桥之前，德国坦克是无法通过的。]



　　79. 防御的准备



　　全部防御准备的基础在于发现敌人。如果已经发现敌人，就在空中和地面与其保持接触。防御障碍物分天然的和人工的两类。天然的，有山脉、河流、沼泽、森林和村庄。人工的，可设置水障、地雷场，反坦克壕和反坦克障碍。



　　我在上一讲已谈到，地雷场对坦克的作用犹如铁丝网对步兵的作用——前者阻止坦克运动，后者阻止步兵运动。



　　[注：例如盖托拉-比尔凯姆和阿莱曼地雷场。]



　　地雷场应由一排排成对角线斜置的地雷组成，其目的在于阻止敌坦克运动或迫使敌坦克偏离运动路线。一般来说，地雷场应有火力掩护——也就是说，地雷场应与反坦克武器结合使用。为了防止人和动物踩踏地雷，地雷场可用铁丝网围护或掩盖。这些预防措施可能暴露地雷场的位置。然而，可设置许多伪装地雷场迷惑敌人从而可部分地弥补上述不足。



　　反坦克壕可采取三种形式，即坦克爬不上的堤岸；坦克不能通越的宽壕；陷住坦克履带的窄壕。第一种形式即有洼路的斜坡，铁路路基的斜坡和河流堤岸之类的陡坡处是很合适的障碍物。它们很容易构筑，只要把陡坡改造成六、七英尺高的垂直面就行了。第二种形式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但是这类壕沟最后要达到二十五英尺宽、十英尺深的要求，需花很长的时间构筑，如不作为永备工事，通常是不被采用的。作为野战防御工事，第三种形式最容易构筑。它们由一排排十英尺长、两英尺宽、三四英尺深、间隔适当的裂沟构成。坦克一旦开过，其一条或两条履带陷进去，就会被架空或跌落沟内。



　　最后，我谈谈由土、水泥或钢条构筑成的反坦克工事。我已经提到过这些问题，现在更详细地谈谈。这些反坦克工事可分为固定的和可移动的两类。固定的将采用古老的马特罗塔式碉堡的形式，再护以一道外壕或一个环形反坦克壕或一个地雷场，也可同时护以上述三种形式的工事。这些塔式碉堡一般比古时著名的塔式碉堡低得多，如果围上一道外壕，正好能从外壕窥视出去。



　　[注：如果克里特岛的三个机场有这样的工事防御，那么德国空军能否占领它们，这就值得怀疑了。]



　　这些工事可以用泥土构筑，并用树枝等编成的篱笆和盛满土、石的蔑筐加以防护，或用水泥构筑。只要有可能，就要配置一门装有旋转式炮塔的高速反坦克炮以及两门反坦克机枪，这些武器也可用于防空。在这样一个据点内人员，可编配约与南非战争中圆形碉堡的守备分队大致相当——不必超过一名指挥官和九名士兵。



　　可移动的反坦克工事，可采取两种形式构筑。第一种是拆散携带式的防弹钢板炮塔，这是一种略重的装备；第二种是反坦克小碉堡，由几块半圆形的普通波状铁板构成，放在一起能构成两道弧形圈，就象南非碉堡的墙一样，铁板之间的缝隙用沙或泥充填。这些反坦克小碉堡不仅移动方便，而且构筑费用低廉。由于没有顶盖，小碉堡中的反坦克武器应该装备有斜面的半圆形防护板。



　　80. 防御的组织



　　防御的组织显然取决于土质特性和可发现的天然障碍。重要的通道(不是要点)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防者在定下防御决心前，应仔细观察其翼侧和后方。



　　在各种情况下，防御的组织均应包括一个反坦克工事体系和一支位于后方、能对敌明显暴露的翼侧实施机动反击的部队，以便在敌人企图迂回反坦克工事时打击其侧后方。



　　至于天然障碍物，最重要的是树林、河流和村庄。



　　树林应有反坦克机枪掩护，并得到炮火支援。尽管茂密的丛林能对坦克进攻构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它们也常常是极好的荫蔽接近路和潜伏地。如果派坦克去支援丛林地守备分队，应把坦克配置在一旦敌人被反坦克火力牵制住，能攻击敌翼侧的地方。



　　除两栖坦克外，河流对其它坦克均构成一定的障碍。因此，在防御战斗中，河流的重要性可能增大。



　　[注：在俄国肯定是这样的。]



　　河流主要应有反坦克机枪防守，并得到炮火支援。派坦克支援防御时，应配置在适当的地点，以便当敌人渡河时能对敌实施反击。



　　[注：1940法国人未能沿埃纳河和索姆河组织好防御，结果，德国人长驱直入巴黎。]



　　不应将坦克分散成若干小组去监视桥梁、渡场等处。守备桥梁、渡场应使用反坦克武器。



　　一般来说，坦克不宜在村庄内作战，因为坦克运动受街道和公路的限制。



　　派坦克去支援防守村庄时，如果该村子较大，应将坦克集结在村庄的中心位置，如果村子小，则将坦克集结在村子的后方或翼侧，隐蔽起来，不被敌观察到，并要选择适当的位置，以便敌人被反坦克分队火力牵制或脱离反坦克分队火力时，能对敌人实施攻击和反击。



　　81. 占领防御阵地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防御中通常需要的两种力量——防守者和进攻者。也正如我在各讲中所论述的，在机械部队中，这种划分办法自然而然地把部队分为坦克和反坦克两种力量。



　　每个防御地区都由这两种力量防守，因而应该把这一地区再分为机动作战地区和固守作战地区。固守作战地区是限制攻者的地段，这样将敌人诱进能遭到坦克迅速反击的地方。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点新的防御概念——即反击并不一定必须是对突入防御体系之敌的攻击，而可以是防御的一方把对方诱到有利于歼敌之地加以攻击。我将在下一讲更充分地论述这种诱敌防御。



　　关于固守的防御地区，正如我在上一讲所指出的，应由能相互支援的工事所组成的防御带或防御阵地群组成。防御地区内部各防御分队之间的翼侧应与可能遭到攻击的前沿成斜角而不是垂直配置，这样，每个防御分队与其右邻或友邻的工事就会成交叉配置，从而必然加强防御。



　　如果防御地区四周为开阔地，那么其防御阵地显然必须是环形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机动力量应高度集中，并且在敌人企图切断该地区与其供应基地联系时，立即对敌人实施突击。



　　至于武器的配置，不论在工事里或露天，通常应遵循以下原则，即反坦克机枪应配置在迫使敌人进行侧向运动而又处于我炮兵防御火力之下的位置上，使炮火迫使敌人的坦克遭遇我实施反击的坦克。



　　82. 防御中的反击与反攻



　　我已谈到反击，并指出防御和武器的配置应有助于把敌人诱到一个预定的地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仅要有利于反击部队，而且能突然实施反击，能使反击的部队得到反坦克防御阵地的保护。反坦克机枪的配置应使其火力把进攻的坦克赶到防御一方的炮口方向；防御一方炮火的位置应把敌人赶进反击地区；反击部队的配置应在敌人实施进攻时，能把敌坦克赶入隐蔽的地雷场。在这里，我们描绘了一幅各种攻防武器之间密切协同的画面，在指挥官决定防御部署时，脑中必须有这一画面。



　　现在来谈谈反攻，如果平时已将反坦克地带构筑好，那么，关键在于诱敌突破防御。



　　[注：应该注意到，与此相反的例子是马其诺防线，其基本思想是要筑成一道穿不透的墙。]



　　在野战中也一样，机械化部队将由坦克和反坦克两种力量组成。只要可能，反坦克部队就要占领敌人实现其计划必攻的阵地。这样，在一般情况下，让敌人进攻是有利的。一旦敌人的进攻出现失败或成功的迹象，马上就组织反攻。



　　[注：例如，如果隆美尔将军在阿莱曼战役中，在蒙哥马利元帅进攻的战区后方或侧翼建立三四个反坦克要塞，一旦美国第十集团军 [ 投笔从戎注：此处翻译有误，疑为英军第十军，隶属第八集团军。 ] 通过地雷场，就会遭到这些反坦克要塞和以此为运动轴线的隆美尔三个装甲师的抗击。而1942年5-6月间，那个简陋的“骑士桥哨所”就足以把刚刚进入盖扎拉-比尔哈凯姆雷场的隆美尔部队赶回去。]



　　整个反攻问题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在机械化战争中日益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能使对手的剑变钝，你自己的剑就会相应锋利。与实施进攻的步兵相比，双方因机动力强都能任意前进和后退。由于双方都拥有坦克和反坦克力量，任何一方显然都有条件迫使对方在使用坦克发起进攻前估量一下另一方的反坦克力量——这些反坦克力量是专门用于抗击机动进攻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谈谈进攻和反攻结合的问题——即先向敌人发起进攻，再后撤以诱敌攻击己方反坦克防御阵地，然后再进攻，以便在敌人休整之前就击败他。这就是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中的计划。



　　83. 防御中的步兵



　　除配合反坦克防御的摩托化步兵外，步兵在防御中的作用将依地形特征而定。如果地形不适合坦克机动，在一般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步兵要进行丛林地和山地战斗，并应采用轻步兵战术。如果他们装备有反坦克武器，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应留作预备队，以便随时向受威胁的地点机动。



　　84. 防御中的炮兵



　　防御中的炮兵将包括反坦克防御阵地内的固定的火炮和留作机动的坦克炮。前者的使命我已谈到，后者的使命是增援受到威胁的地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能限制敌兵力机动的阵地进行战斗，保护反击部队。



　　[注：隆美尔将军在有些情况下本应这样使用七十五毫米自行火炮。]



　　再者，在这里要看到，这种防护是间接的，这就是说，留作机动的坦克火炮，其使命不在于削减敌人的进攻力量，而在于限制敌人兵力的机动。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通常情况下这些机动炮火将在固定的阵地进行射击，以获得较高命中精度，而那些执行侦察、作战及其它任务的坦克将在运动射击，如有可能还要将敌人赶向坦克的炮口。



　　85. 防御中的骑兵



　　在未来防御作战中，骑兵将不起作用。他们既不适应机械化战争，又不适应山地或丛林地作战。他们现在担负的任务将由装甲车和装甲摩托车取代。将来，骑兵的第一项任务是与敌人接触，并一直监视敌人的行动；第二项任务是当敌人投入战斗时，不断地袭扰其侧后方。



　　86. 防御中的工程兵



　　野战工程兵应该用于构筑反坦克部队不能构筑的反坦克工事。他们的主要职责，同现在的一样，可能还是架桥、供水和实施破坏作业等。作为专业人员，他们应用于遂行专门的任务。机械化工程兵将履行其常规职责——战场维修。



　　[注：这一兵种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就初露锋芒，并于1942年在美国正式建立。]



　　持久防御中应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87. 特殊情况



　　在机械化战争中出现持久防御，初想似乎是一件荒谬绝论的事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几讲中谈到的，机动作战势必导致阵地战，甚至可能导致1914年-1917年那样的阵地战，所不同的是：那时是以堑壕控制堑壕，在机械化战争中则是以筑垒地带控制筑垒地带。机动的余地可能较大，但只是在各筑垒地带之内实施，筑垒地带以外的地区均应象上次世界大战那样，基本上要全面防守，以免遭敌人的地面攻击。



　　[注：这类似1914年在俄国发生的情况，德国人根本的错误或者说他们的不幸就是没有用一次战役就把俄国人击垮。现在要做到这二点，就要有新战术，而新战术又要求有强有力的新武器或人们意想不到的运用武器的新方法。]



　　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全面防御耗费太大，而耗费过大确实可能使一个国家不敢在平时进行这样全面设防。但是，目前的设防并不会有象上次世界大战设防那样大的耗费，因为那时实行的是绵亘不断的防御体系，需要成千门火炮，成万挺机枪和几十万步兵设防。



　　但是，如果目前也这样处处设防，可以肯定，其巨额耗费使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具有实战能力的机械化部队。



　　[注：毫无疑问，马其诺防线的耗费，是法国军队忽视部队机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现象，即坦克本质上是进攻性武器，而它首先使人们想到的是防御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人们精心构筑防御地域，并且由于经费问题，进攻武器的数量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进攻的思想。



　　在未来战争中，持久防御可能性增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汽油发动机再次对战术产生影响，这不是指坦克而是指摩托车辆而言。正如我已谈到的，在未来战争中，很可能会大规模地使用摩托化游击分队，因为他们调集方便。我也曾指出过，这些摩托化游击分队基本上属于防御性质的部队，尽管他们在本土作战时，根本不用担心当地的居民条件，但是，一旦他们进入敌国，这种安全感就会消失，它们越是深入敌国领土，对机械化部队的保护能力就越弱，相反，还需要机械化部队保护它们。这样，它们就可能成为包袱而不是辅助力量。



　　一旦发生上述情况或摩托化游击分队必须撤出战斗，机械化部队就只能自卫——也就是说要设法自己保护自己。如果这些部队只有几千辆机动车辆，自卫问题尚不难解决。但是它们不可能只有几千辆，为了避开敌人游击队的破坏，更重要的是防止通信联络地区遭到攻击后可能引起的联络中断，就不得不减少活动，甚至可能被迫停止任何行动，停止行动就是处于静止状态，在战争中静止的时间长，势必导致持久防御。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为摩托化游击分队提供保护性基地，这样，当它们随同机械化部队一起前进时，就能在后方找到即使不是友好的，但也是安全而不是敌对的基地。事实上，要打赢一场机械化战争，摩托化和机械化战斗部队都必须在后方拥有补给基地，它也是战略基地，因为没有相应的维修和后送勤务就没有战略，这又向我们提出了占领部队的问题。



　　我常提到的战术基地，是为了一场战斗而临时设置的基地，而战略基地则是为了胜利——一系列战斗的最终结局而设置的永备基地。这种战略基地的一侧与双方边界相接，另一侧则部署作战部队，它们在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的保护下前进，并在占领地维持治安。这样，就能逐步缩小敌人的战略区，直至彻底歼灭敌人。



　　由此可见，在机械化战争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战术问题。第一，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要不停顿地运动，直至占领敌国的领土；第二，要使机械化部队确保持久防御，以免敌方攻占己方占领的地区。简言之，整个问题是一个运动和驻守、占领或反占领的问题。充分认识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反坦克防御对于所有大陆国家总参谋部来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问题。此外，当这些国家的参谋部对其国境地区得到坦克的有效防护感到满意时，他们会发现，这样的国境地区也为对敌空中攻击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这个问题是机械化战争的根本问题，即如何从有防护的固定基地不断实施进攻性机动。



　　88. 持久防御的组织



　　纵观历史，毫无疑问，进攻作战(指依靠野战的机动作战)比防御作战的消耗和破坏要小得多，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正是由于守方的武器比攻方强，战争给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带来几乎同样巨大的损失。如果攻方的武器比守方强，那么战争在几周内就会结束，其消耗和破坏程度也会相应减少。



　　只要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保持机动力，战争就可能是短期的，当然，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短；因为我们决不能忽视：虽然地面机动作战已停止，但空中机动作战却不会随之而立即停止。



　　[注：历史上曾发生过此种情况，德国人迅速征服了欧洲大部领土，并没有导致空战的结束，相反，却加剧了空战。看来，正象那时空中包围英国是德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一样，包围西欧是美国和英国当今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包围”换个说法，即恐怖性的封锁之意。]



　　我认为，持久防御战意味着将在反坦克区域内战斗，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持久防御战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突入敌区倒不如说是为了牵制敌人。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空军基地，以便由此发起组织严密的空中攻势，向敌人的工业中心实施攻击。



　　[注：正如我在1943年春写的，与此类似的情况将按以下两个可能的趋势发展：(1)德国在俄国和占领国加强防御，并据此向英国和美国的船队发起猛烈攻击；(2)盟军在海上加强防御，并据此将从北非的空军基地对西欧南部发起空中攻击，同时从英国对西欧北部发起空中攻击，陆地、海上和空中武器中的两种重要武器——潜艇和飞机将协同实施攻击。]



　　我在前几讲中已谈到，任何时侯都可实施空中攻击，但是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在战争初期，显然任何国家都不会让敌人的摩托化游击分队和摩托化部队攻占本国领土。为此，它们或是在平时就构筑反坦克区域以便在战时能阻止敌人的行动，或是与敌军在野外开阔地作战。前一种情况会立即导致持久防御；在后一种情况下，首先会设法在野战中击溃敌人的地面部队，只有在这一企图失败后才会实施持久防御。尽管在第一种情况下，可能会立即通过空中机动采取进攻行动；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显然会通过地面部队的机动采取进攻行动。空军很少单独行动，它将配合地面部队的行动，除非一方的空军力量大大地超过另一方。



　　[注：这一点已证明是正确的：持久防御导致空中攻击，地面机动进攻要求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密切配合。]



　　人们普遍忽视的问题是：尽管飞机是机动性能最强的武器，但是它们在地面却很难实施机动——实际上不是一种武器。再者，飞机的整个地面系统——机库、维修间、着陆场等都是几乎不能机动的，除非这些地面设施能得到保护，免遭地面和空中的攻击，否则它们的效用将会大大减低。组织和保障良好的空中攻击，所需要的是在上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时间内起作用的条件——即设有两翼不暴露的堑壕前线和不受攻击的后方。有了这些安全保障，飞机才能充分发挥其攻击能力。如果没有这些安全保障，即飞机的基地或远离敌方的工业中心，其攻击能力就会大大减弱。



　　[注：鉴于飞机航程日趋增大，这一观点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在单独实施空中攻击(对居民实施的攻击)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组织持久防御。



　　现在，我再来谈谈反坦克地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已具体地谈了一些，但是还有几点需要详细论述。反坦克区域要由这样一些要点组成，即丧失这些要点就会导致投降。它的纵深可达二百英里。显然，在此区域构筑反坦克阵地网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主要将其主要地区分为两分区。分别称为A分区和B分区。A分区由前沿工事组成，B分区由主要地区的其他部分组成。A分区可以比作沿海碉堡，B分区可以比作中世纪封锁内陆通道的堡垒，因为大的铁路枢纽、工业区、机场和首都等战略中心都在分区防御之中。如果A分区被突破，尽管入侵者不会再碰到一道道工事的抵挡，其行动还会受到反坦克和防空堡垒的阻击。



　　[注：不难看出，这种防御体系在指导思想上与马其诺防线有很大的区别，而与中国的长城相似。]



　　这些堡垒不仅会成为防者的庇护所。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会迫使攻者在前进之前必须先攻克这些堡垒。如果不攻克这些堡垒，攻者后勤补给会遭到不断的攻击。



　　简言之，机械化战争中的持久防御在于使对方部队陷入一个组织严密的战术网，如果对方突破了战术网，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广阔的战略网。如果对方既不进战术网也不进战略网，防者就要给予沉重的打击：即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要采取空中攻击行动，其目标是对方作战部队依赖的非军事基地。



　　89. 持久防御中的反击



　　持久防御中的反击与野战防御中的反击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因为持久防御中反击部队的作战可依托更坚固的防御阵地。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要的反攻行动与空军有关，而且首先在于取得空中优势，其次在于选择一个或更多的重要目标，如对方的首都或工业中心等，使之处于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之下，迫使对方撤退(而不是投降)，然后，再转向另一个目标。



　　90. 持久防御中的步兵



　　在持久防御中步兵的主体将是占领部队。他们与现今的步兵不同，他们的任务不是机动而是固守，他们主要的防御武器将不是机枪和步枪，而是反坦克机枪和地雷。如果有反坦克区域，战争一爆发，他们就去占领，如果没有他们就得构筑。在预定的构筑反坦克阵地的区域，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制止敌人野战部队的前进；如果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被击退，他们的后续任务是将反坦克阵地向前推进，这样，逐步缩小敌人的阵地，以便保障己方进攻部队的后方安全可靠。



　　[注：这似乎是当前德国人在俄国的企图。]



　　91. 持久防御中的炮兵



　　除了机械化部队的火炮外，持久防御的火炮将由占领部队提供。这些火炮可能有攻城、野战、反坦克和防空等四种主要类型，还有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大伯莎”等特种加农炮。



　　92. 持久防御中的骑兵



　　我认为，骑兵在持久防御中除了担负骑兵警察和交通管制哨等任务外，不能担负其他任务。使用摩托车手和驾驶轻型车辆的野战警察担负骑兵的任务更经济效果更好。



　　93. 持久防御中的工程兵



　　显然，工程兵的主力将随占领部队行动，它可能由两部分组成——机械化工程兵和野战工程兵。前者将负责野战部队和占领部队所有的装备维修工作，后者将负责反坦克区域内各种防御工事的测量、计划和设计。



　　94. 持久防御中的情报工作



　　持久防御中的情报工作与野战防御中的情报工作同等重要。但是，由于摩托化部队难以在反坦克区域前活动，只得依靠飞机实施各种侦察。工事和分区指挥所之间将由有线电和无线电进行联络，分区指挥所和司令部之间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联络。实际上，整个反坦克区域的内部通信联络，将组织得象要塞内部的通信一样严密。



　　95. 持久防御中的换防



　　在现在论述的这种战争中，将不可能再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常采用的那种接防方式。那时，实际上是在没有翼侧的堑壕中部署密集的兵力，他们在战术上的主要任务是决不让堑壕被突破。这给堑壕内部队的压力是很大的。为了维持他们的士气和体力，换防很频繁，并按建制单位实施。在未来，这种人墙将被分割为许多小规模的反坦克分队，因此，可以说反坦克地带将出现许多侧翼，但加大了纵深。



　　[注：就目前收集到的情报来看，德国人在俄国前线建立的大部分防御体系就是这样的，防线不联成一线，这与1914年-1918年的防线相比更易遭突破。]



　　尽管这些守备部队的目标是为了阻止敌人渗入地带，但是由于地带有纵深，在其中机动持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敌人进攻哨所时，守备部队一般不死守哨所，而是离开哨所。当然，如果这个哨所极为重要，那就必须坚守；如果不重要，在敌人展开兵力后，守备部队就应撤退，占领A防御区域距敌较远一边的另一个哨所。这样防御极为灵活，敌人的每次突破，都会增加己方后方防御的纵深。因此，换防要视敌方的行动行事，当敌人进攻时忽多忽少地自然而然地换防，当敌人停止进攻时，就暂不换防，这如同一个要塞中守备部队的情况一样。



　　96. 撤出战斗



　　在野战中撤出战斗将视有多大机动余地而定，而机动余地本身将视预备队的兵力而定。如果部队还保持了战斗序列，就是说，部队还没有被打散，而且还拥有强大的预备队，撤出战斗一般来说是不困难的。通常的做法是将预备队前进到要撤出战斗的部队的一侧或两侧，并进攻敌方的翼侧以示威胁，迫使敌方减慢前进速度。在图十八中，如果a是敌方，b是要撤出战斗的部队，预备队的行动如c和d。一旦撤出战斗的行动开始，b将向反坦克基地后移，而c和d保卫b的翼侧。b一旦抵达反坦克基地就得重新装备，基地中一半的人员和装备将整理行装，向后方阵地转移，然后留下的另一半人员的设施将在c和d的掩护下撤出战斗，这样，b才能真正解除了c和d的后方警卫任务。






图十八 撤出战斗



　　从防御阵地或其中一个地段撤出战斗是较为复杂的行动，因为守备部队不具备高度的机动能力，但原则上是一样的，即由机动部队掩护撤离。完全撤出一个阵地最好的时机显然是在夜间。














	

 






	















	







	







	









 





	


	







	








	




	


第09章 夜间战斗




	







	

 



	


	


　　97. 一般原则



　　无疑未来的机械化部队也会象当今的机械化部队一样，碰到夜战中固有的一些难题。除了飞机和摩托化游击分队外，这些难题将不会比过去更多。



　　[注：除了在北非的战斗外，这点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北非广阔的空间为夜间行动提供了条件。]



　　至于摩托化游击分队，如有可能，应进行夜间训练，因为夜间将是其行动最可靠的防护，由于摩托化游击分队一次能行进很远距离，夜暗能使其从一翼侧到另一翼侧，从翼侧到后方，在较远距离上变换位置。如果他们对一个国家不甚熟悉，他们主要的情报来源是靠判读地图，而不是靠背记地图。



　　至于步兵，他们经常采取夜间运动，避免敌人的杀伤。但是，除非敌人进攻反坦克阵地，通常装甲部队实施夜间运动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避开敌人的杀伤。他们夜间运动一般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隐蔽企图。夜间转移阵地，往往能全面地迷惑敌人，使敌人在第二天头几个小时内由于敌情不明行动非常谨慎。



　　[注：据我了解，在北非这种防护形式已成为常规。当夜幕降临时，装甲部队进入隐蔽的临时阵地，日出之前，他们不是转移阵地，就是进入公开的阵地。换句话说，他们忽而收缩兵力忽而疏开兵力。]



　　由于部队能实施远距离机动而不被发现，因此可能产生所谓的“捉迷藏战术”，从而也会导致佯攻、伪装和伏击等战术，这种能力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减缓野战行动，否则，机械化部队随时都可能发现自己处于和弗拉米尼在特拉西梅诺湖所陷入的同样境地。



　　根据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我个人并不认为夜间运动象许多士兵认为的那样困难，尤其在坦克装备有可靠的指北针，坦克手的训练已精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注：在北非，这点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会比过去更频繁地采取夜袭行动，而且，我认为，夜袭将很少被用于突贯敌防御全纵深，但这并不排除为了瓦解敌方士气而不是为了实战效果而采取夜袭行动，因为尽管坦克在夜间行动的实际效果往往不佳，但是对士气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为此目的而使用坦克进行夜袭，几乎肯定会使对方处于忧虑不安的状态。如果己方掌握了主动权，对方就会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只有在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取胜的时候，才采用谋求直接战果的夜袭行动。而谋求士气效果的夜袭在未来战争中将成为相当普遍的作战方式，其目的在于不让敌人休息，使敌人始终坐立不安，从而把敌人搞得精疲力竭。



　　[注：我认为，这对空袭更适用，因为空袭在士气上的效果比直接与敌交战的效果更大。]



　　在防御部队后方实施的夜间行动



　　98. 应予考虑的一般问题



　　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在机械化战争中，防护部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游击分队担任全面防护任务，二是反坦克区域中的防御部队。在反坦克区域实施防御的情况下，夜间行动更近似平时的条件。但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主要的困难在于车辆关闭前灯行驶，并应估计到主要的危险来自空中。



　　99. 夜行军的实施



　　夜行军主要可分为两类：(1)公路行军；(2)越野行军。在公路行军中，主要危险来自路上的障碍物——地雷、路障和敌方的反坦克武器。在野战行军中，困难在于寻找道路。夜间行军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认真的侦察。灌木丛、铁轨、丛林和孤立的农场东一处西一处，空中照相将有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标绘出一条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弯弯曲曲的路线，计算出各地之间的距离。先行坦克所需完成的就是按指北针的方位前进，到达一处不同的地貌，就改变路线，其他车辆沿着先行坦克的路线行进。在某些场合，可以让坦克按彩色信号或其附近左右不同角度的多个彩色信号前进，这些彩色信号是由飞机投放或火炮发射的。如果敌人的前沿从a延伸到b，其后方位于c，在a上空发射红色信号弹，在b上空发射绿色信号弹，在c上空发射桔黄色信号弹，就将给进攻一方以巨大的帮助。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彩色信号能直接指示前进方向。而是因为这些彩色信号将为他们指明敌方的位置。用这些方法，再加上空中摄影，无线电指示方向等，就会大大减少夜间行军的困难。



　　在夜间行军时，不应忽视声响问题。一般情况下，夜间的响声最富有欺骗性，难以捉摸，因为最微小的空气流通，都会改变声响的方位。



　　夜行军部队一般成纵队行进，每一列纵队很少多于一个连的车辆。每纵队与队之间采用左右弦的微光灯保持侧向联系。一般情况下禁止使用前灯，但是可以使用尾灯。



　　负有自卫任务的部队的夜间运动



　　100. 夜行军



　　一般来说，在所有的野战行动中，机械化部队将负有自卫的任务，而且我已多次说过，这种自卫必须具有全向防御的性质。夜间和昼间一样，主要危险来自侧翼攻击。夜行军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比作灌木丛林中的作战行动，因为在这两种作战行动中，主要的问题是能见度不良，易遭袭击。为了避免夜行军受阻，先头部队占领的地区须缩小，本队应成纵队或若干纵队前进，前卫、后卫和本队均应派出少量的侧方尖兵。在一定距离之外，而且如有可能，在行军本队侧翼的路上应派有两个侧卫队和巡逻队。



　　101. 夜间开进



　　夜间开进的目的是在暗夜或黎明时刻攻击对方，因此应按战术编队而不是按非战斗行军序列进行。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常常实施夜间开进，其中最著名的是康布雷战役前实施的夜间开进。在这一行动中，坦克沿铺在地上的标志带，从隐蔽集结地开进到展开位置。在未来战争中通常不会使用这种引导方法，因为开进的距离将要远得多。在这类行动中将有两个主要困难：一是展开时要保持队形，二是秘密开进时要防止坦克的声响引起敌方的注意。为了克服前一个困难，须采用小纵队的行进方式，由侦察坦克引导，其他坦克紧跟在后面。要采取直接手段克服后一个困难，即控制一切声响，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康布雷战役内，控制声响的办法是，坦克一小时前进不超过半英里，但是必须记住，那时只有少量坦克须每小时行进两英里以上。较好的办法是，只要能保持编队，就应尽快机动，同时要大量实施佯攻，这样，坦克通过幅员大的地区时，其声响就可以迷惑敌人，使他不能发现预定的攻击地点。



　　总的来说，声响的方位取决于地形特征、空气流通、温度和气压等情况，这是一个很少为人们所理解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平时应很好进行实验的问题。



　　102. 夜间撤退



　　在机械化战争中，撤退将有两种主要类型——即撤到反坦克基地或从反坦克基地撤出。前一种撤退一般在白天实施，方法是：快速后撤，或梯次交替后撤。第二种撤退最好在夜暗时刻实施，先把一半的坦克部队撤到后方，然后在机动部队掩护下再撤出另一半的坦克部队。由于在未来战争中撤退可能会象进攻一样经常发生，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反坦克装备必须装在越野车辆上以便转运，二是必须不间断地实施侦察，保障向后方或侧翼撤退，这样，一旦下达转移阵地的命令，一分钟也不会浪费。



　　夜间进攻



　　103. 一般原则



　　在机械化战争中，夜间进攻可能在下述情况下实施：(1)昼间无法攻克敌方阵地；(2)敌人已进入某一地区，只有在夜暗时刻才能逃离该地区。



　　[注：这一点已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夜间进攻战例迄今还没有什么重要报道，但是，阿莱曼战役是一个例证，因为英国人扫雷主要是在夜间进行的。]



　　夜间进攻首先要求有充分的准备，其次一般要求快速机动，以便在敌人企图逃窜时给以强有力的打击。



　　一旦定下夜间进攻的决心，计划应尽量简明，选择的目标要易于发现，并有适当的间隔距离，以免进攻的纵队在夜暗中互相交火。由于夜间往往难以区别敌友，进攻的坦克应有明显而易于辨认的标志。



　　我再重复一遍，夜间作战的主要危险在于迷失方向，而不是对方的火力。在夜间命中目标几乎都带有侥幸性，弄错方向是常有的危险。一个十分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在这类战斗行动中探照灯的使用问题。在海上探照灯往往用于迷盲对方。我认为不把它们同样地用于陆地战斗是没有理由的。有一件事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即由于探照灯今天已用于防空，它们今后将用于反坦克防御，因此，机动部队可能也会装备探照灯，而探照灯本身又将引起有关夜战的许多新问题。



　　104. 夜间进攻命令



　　任何一种夜间进攻命令都应尽量简明。进攻应下达正式命令，佯攻的时间应周密计划，以使整个进攻出发地区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直至真正发起进攻。每个指挥官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担负的任务，以及不能完成任务时应采取何种措施。



　　机动车辆的夜间行动



　　105. 一般原则



　　可能预料，夜间车队行动的主要危险来自敌人的游击队，因为通常敌人在夜间不会为攻击一个可疑的车队而动用坦克围攻其对手，这只能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行动。如果附近没有游击队，夜暗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实施机动时机，因为即使敌人的飞机来攻击车队，它攻击目标的准确程度也不会象白天那样高，可是，由于车队很少使用前灯，所以行动是缓慢的。






图十九 车队的防护



　　但是已知敌人的游击队就在附近，那么，一且进入对方的占领地，一般应坚持采取环形防御，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两股部队来实施。见图十九，如a是车队，两股部队由b和c两个圆圈表示。当车队出发，b围绕d地区实施警戒、巡逻；c则前进，并在e地区的周围实施警戒、巡逻；当车队进入e地区时，b则前进到f地区实施警戒、巡逻，以此类推下去。在公路上，任何规模的车队其最大时速都不可超过七、八英里。因此，d、e和f圈直径多长的问题应取决于路旁为b和c提供的条件。如果警戒地区的半径有七英里，那么，这样的条件就完全足以使b在一小时内从b地区运动到f地区。



　　在使用越野车队时，这种防御体系可能就不适用了。在那种情况下，掩护部队须由侦察坦克编成。














	

 






	















	







	







	









 





	


	







	








	




	


第10章 不发达国家和半开化国家中的战争




	







	

 



	


	


　　106. 概述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是不发达的，实际上大部分地方迄今仍处于不发达状态，而且可能在一个长时期内还会维持这种状态。但是，半开化的地区也在受文明的影响。道路通了，经商贸易随之开展，奢侈与堕落象鬼似地随着贸易的开展应运而生。



　　在不发达和半开化的这类地区，军事行动可区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维持治安；(2)镇压叛乱。在这两种军事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空间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在任何没有统一领导制度的地方，类似战争的冲突总是此起彼伏地不断发生。经济不稳、宗教狂热和氏族习俗都是迅速引起争斗的因素，如果距离遥远或通过这段距离所需的时间很长，可能连制止事端发生的准备还没有做好，整个地区或国家就已暴发了叛乱或暴乱。这种事情很象森林火灾。第一颗火星如果得到及时处理，一个人就可将其扑灭。如果没有风，火势将会缓慢地发展或熄灭。但是，如果正在刮大风，事先没有做好对付这类事件的充分准备，那么，就不能预料火会蔓延到什么地方才能熄灭。



　　许多士兵对于这类小规模战斗中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们认为，当地的环境是原始状态的，他们镇压暴乱的手段也应同样是原始的。我曾不止一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即尽管坦克在欧洲可以作为精良的武器，但是在亚洲很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这种看法是不合逻辑的。在亚洲军事体制确实必须调整，但是，总不能说在亚洲步兵和骑兵能比在欧洲走得更远或更快。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问题在于时间和赢得时间，因此，最突出的也就是机械问题，而现有的也就是飞机、摩托车辆和侦察坦克。



　　关于第二个问题，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每天的活动半径可能为徒步步兵的七至八倍。如果侦察坦克装载在六轮卡车上，我看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具备同样的机动能力。1857年5-6月，在印度兵变期间，卫士兵团在二十二天内完成了近六百英里的强行军。若用周密组织的摩托化部队，我想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行军在现在的条件下，不能在三、四天内完成。



　　至于用卡车运坦克，多数士兵将不会同意我的这个意见。



　　[注：如今，十八吨以上的中型坦克，为了减少消耗和磨损，往往用运输工具实施远距离输送。]



　　1926年当我为研究坦克问题到印度去视查西北前线时，士兵们就不同意我的意见，其原因我看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坦克的主要问题不在战术方面而在后勤方面，即实际上取决于保养和维修的条件。



　　[注：对于所有的交战国和战区来说，这个问题确是十分重要的，坦克与人或马不同，坦克可以被“击毙”，也可以“复活”。在1942年以前，德国的维修组织比我们有效得多。其后果是：在1941年北非的战役中，尽管隆美尔将军的坦克经常被“击毙”，但是，他在战场上一般还是能集中数量上占优势的坦克。]



　　距离远就意味着坦克消耗大和磨损多，特别是气候炎热和处在沙土地或尘土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每一辆侦察坦克都应该装裁在一辆卡车上，而且应配有三个由三名士兵组成的坦克车组，他们搭乘另一辆类似的卡车，携带帐篷、口粮、水、食油、汽油、弹药等全套物资装备。这样每辆侦察坦克，配两辆卡车，编九名士兵和一名指挥官，组成最小的战术单位。



　　现在从这些细节问题转到两个主要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即国内安全问题。首先是组织当地力量，使动乱或叛乱就地解决，即由当地的警察及时处理。如果警察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予以镇压，就得由军队出面处置。对于摩托化部队来说，如果通信联络良好，他们必须处于一百五十英里之内；如果通信联络一般化，他们就得处于七十五至一百英里之内，






图二十 国内安全组织



　　第一个纯属公式化的例子，如果某有关国家与美国中西部很相似，城乡按方格系统布局，这就成了一个纯属几何图型的问题(见图二十)。假如这一地区长八百英里，宽四百英里，包括四十五个城镇，每个城镇的角上有一个，那么，则需要八个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如图二十中的a点所示。如每一个a点代表二百五十人，每一个b点代表二百名飞行人员和八百名后备役士兵，那么二十二万平方英里的地区总共将需四千人。这当然只是一个示意性的例子，但我认为在这样大小的地区，上述数字与实际数字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只要这么少的人员，完全是因为人员输送工具机动性能的问题。武装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通常不需要很多人。少量人员迅速赶到动乱地点，并按指令行动，往往就能控制住最难平息的骚乱人群。在城市的动乱中，坦克对克服路障最有效。如果坦克装备有催泪弹，在清除暴乱者的房屋和据点时几乎总是成功的，电动装甲车也已不止一次证明了它在驱赶暴徒方面的作用。



　　在平息骚乱和类似的动乱中一般不使用武力，因为其目的不在于杀人，而在于恢复警察的控制。一般应使用非致命性的毒气和烟雾，只有在无法取得必要效果的时侯，才使用致命杀伤武器。如果印度十五年前就采取了这一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有很少的人丧生，至今骚乱也就可能完全平息了。如今，为了镇压骚乱就枪杀民众，如同不用麻药就动手术切断人的一支胳臂或一条腿一样惨无人道。



　　让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平息暴乱或边境战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不是治安问题。不发达国家可分为适于使用摩托化部队和不适于使用摩托化部队两类。前者属于沙漠战和平原战，后者属于山地战和森林战。在沙漠和平原作战中，显然摩托化部队十有八九比非摩托化部队有利，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中，摩托化部队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其原因是大多数士兵在考虑山地战的问题时往往被忽略了水源的山顶所烦恼。



　　山顶确实具有战术价值，但是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后勤价值。你可以从山顶向外观察和进行射击，但是你难以在山顶找到可供饮用的水，你也不能在山顶种庄稼。山顶的后勤基地在山谷，如果能切断山谷与山顶的联系，山顶上的那些人就会下到山谷来投降。到目前为止，呆在山谷并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任务，因为山顶上的敌人可以有效地对他进行射击，能防护山顶上敌人的射击，山顶就会成为一个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可用防弹装甲来完成。山地战实际上是一个误称，它的正确名称是山谷战。



　　107. 山地战



　　总的来说，山地战本身——即沿山坡向上攀登，与敌人在山坡上和山顶作战——显然是一种不适于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样式。但是，在山谷作战却居于另一种情况。就我所知，在印度的西北边境，坦克能通过其大多数的山谷和峡谷，其中还有许多山谷和峡谷能通过摩托车。因此，坦克能对许多座落在山谷和峡谷中的村庄实施攻击。



　　在我的《野战条令讲义(二)》第十四讲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坦克在峡谷和村庄作战中的战术，对此无需赘述。然而，我将对空军战术谈一点意见。



　　[注：见附录二。]



　　到目前为止，飞机已证明它是山地战中最重要的侦察工具，但是也存在着一种绝然否定的意见，认为在山地战中飞机并没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认为飞机使用高爆弹这种杀伤力大的武器是十分离奇的。要从子弹打不着的高空命中方圆一、二英亩的小村庄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这个村庄被击中了，也未必会有三四个或更多的男人，八九个妇女和孩子以及一些山羊被杀伤，因为，如果战争正在进行，大多数作战人员肯定不会呆在村里；相反，应该设法做到的是每一颗投下的炸弹都落到村庄附近，“命中”村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和山羊，而不对他们中的任何人、畜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毒烟，它将引起牙齿持续几个小时的巨痛，如果使用了这种化学弹，而不是高爆弹，就会发生如下情况：



　　宣战了，战士告别了妻子和孩子。他们爬上山坡，潜伏在那里，等待着敌军队伍的通过，但是，敌军没有出现，只有孤零零的一架轰炸机装着半吨牙痛混合气飞过村庄的上空。飞机顶着风，在上风处投下药剂。战士们饿了，回去吃晚饭，但是等待他们的不是咖喱羊肉和果酱饼，而是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和孩子对他的咒骂。这些话对他们士气的影响比子弹或炸药的作用更有效。经过六次这种“口头轰炸”，战争结束了。三吨毒气和一点汽油，可能只值一百英镑，在几天内就完成了入侵者要花二百万英镑，用三个月往往也不能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这种人人都懂的方法呢？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也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正视公众舆论和敢于这样做。



　　灌木丛林战



　　108. 在灌木丛林和森林国家中影响作战的条件



　　与矮小树林地作战不同，在灌木丛林地作战，不宜使用摩托化部队，原因是树与树间隔小，树丛密，影响其行动。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侦察坦克能在许多丛林中开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要它们迅速穿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类作战行动中，它们要在轻步兵的密切协同下才能不减速地执行任务。



　　森林地作战可分两种类型：(1)在整个战区都由树林复覆的地区作战，如在俄国的北部地区；(2)在被一个森林带隔开的地区作战，如1864年格兰特指挥的弗吉尼亚战役；原野地区战斗或在被许多彼此不相连的林地割裂开的土地上作战，如1866年格尼希格雷茨战役，1914年的阿登战役等。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避不开森林，轻步兵应该走在坦克前面，坦克跟在后面起支援作用。如果轻步兵受阻，坦克就应该运动到前面。一旦清除了障碍，它们又应该跟在后面执行支援任务。可参考《野战条令讲义(二)》第154-155页上的一些战斗队形图。



　　[注：见附录三。]



　　在第二种情况下，森林地是可以避开的，这就是说，可以找到一条绕过森林地的路。如果确能找到这样一条路，通常是避开森林前进，用饥饿、轰炸或施放毒气来削弱森林中的游击队，比清扫他们更为有利，清扫他们，往往是一个缓慢的作战行动。绝不要浪费时间，在战争中，时间比人的生命更宝贵。



　　109. 护卫队营地



　　补给问题一直是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部队通常担负守备任务而不是战斗任务。因此在行军路上和休息时保卫后勤部队、补给纵队等，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行军休息时，通常的办法是设立有防卫的营地，非战斗人员在中间，战斗人员在四周或组成预备队，随时作好准备出击突入警戒线之敌，使用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时，防御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是使用他们的方法更加简易。首先，补给车辆应围成一个圆圈或摆成一个方块形，车头朝里，以免遭弹丸射击，非战斗人员就在这临时围成的防御阵地中间宿营。防御的外围应由装甲车分队组成，其间有侦察坦克巡逻，坦克预备队聚集在临时防御阵地内。






图二十一 摩托化部队的临时防御阵地



　　图二十一是这种临时防御阵地的非常简单的示例。补给车围成的阵地见a，它们由四个翼侧的棱堡b直接防卫。外围是圈d，是侦察坦克巡逻的地区，配有四个装甲车棱堡c。



　　一般来说，在洼地构筑临时防御阵地是有利的，便于隐蔽，不至于被直接观察到。如果敌方有坦克，就应该寻找天然的障碍物；如果敌人有飞机，防空部队应该配置于c的位置上。



　　沙漠地战斗



　　119. 一般原则



　　在沙漠地作战，由于水和敌人的运动速度是两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摩托化部队显然具有较重要的作用。因为水可以用水罐装运，摩托车辆、装甲车和侦察坦克的运动速度，一般能超过骑兵。



　　[注：这已经证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鉴于这两个有利条件，再配以飞机实施侦察，未来的沙漠地作战就会是十分简单的战斗行动。



　　我建议采取以下战术：在战术上需要簸箕和扫帚两类不同的部队。



　　[注：隆美尔将军在1942年5-6月的进攻行动就属这种类型，他的计划如下：



　　(1)用他的左翼(簸箕)在盖扎拉攻击敌方的右翼，并逐渐迫敌后退。



　　(2)用他的右翼(扫帚)在比尔哈凯姆横扫对方的左翼，即切断英军与东部的联系，英军没法北逃，就由东向西把英军扫进了簸箕。]






图二十二 沙漠地战斗战术



　　战术上的簸箕由摩托化轻步兵组成，两翼各配一组装甲车辆作为支援力量，扫帚包括两个由装甲车，侦察坦克和摩托化轻装步兵组成的纵队，分别配置在簸箕两侧便于前进和出击之处。请看图二十二。根据飞机侦察报告，敌人在a处，簸箕b立即行动，慢慢地向敌方前进。同时两把扫帚(c1和c2)在敌人翼侧视界以外向敌后方行进，并展开成半圆形队形；然后转为向心突击，将敌方扫向簸箕，如果敌人企图在b的翼侧实施突破，两个装甲车队d1和d2则封锁翼侧，或把敌人赶回包围圈。这些战术只是对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与塞西亚人作战时所采用的战术的改进；我在《野战条令(二)》中已有论述。



　　[注：见附录四。]














	

 






	















	







	







	









 





	


	







	








	




	


第11章 海运、陆运和空运




	







	

 



	


	


　　由于《野战条令(二)》最后三章讲的都是常规程序，我也就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它们本身就完全可以形成专卷。在这一章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最近三十年来，部队运动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三十年来出现了人们过去还不知道的空中力量，而且体现在这一代人的整个文明由于摩托车辆的发展而改变了。这一变化很大，以至我们的认识跟不上其发展，对它还不甚理解。而正是由于知识不足，在如日内瓦裁军谈判那样的会议上，围绕新式武器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主张废除坦克和作战飞机，就是意味着用农业拖拉机、汽车和民用飞机来替代它们。福特森拖拉机能够在几天之内改装成一般的坦克，卡车能够改装成一般装甲车，民用飞机能够改装成一般轰炸机。而这种不求实效的状况只是相对的。只要坦克、装甲车和作战飞机存在，这种不求实效的状况就存在。但是，废除了这些新式武器，这种不求实效的状况也就随之消失，就会立即转为讲求实效。事实上，所有这些毫无希望的建议，不是那些无诚意的人，就是那些不懂得有史以来和平工具总是转化为战争武器的人提出来的。正象钩刀是中世纪的钩具之父、猎用弓是大弓之父、猎枪是军用枪之父一样，民用飞机是轰炸机之父，游览车是装甲车之父，农业拖拉机是坦克之父。如果不给我们“儿子”，那就用“父亲”作战，其唯一的区别在于战争也将是老式的而不是新式的。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拥有海上、陆上和空中的机械化运输工具。只要能用，不仅战士能用，而且平民也能用，我们就要继续保持这种运输能力。



　　海运，在过去五十年中基本上变化不大。宣战之后，并不需要有专门船只去运送军队。在机械化战争中，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但有一个例外，如果用两栖坦克实施快速登陆，坦克应装载在专门建造的坦克运输舰上。这种坦克运输舰是在与大型蒸汽捕鲸船多少有些相似的生产线上建造的。



　　[注：现在已建造专用登陆舰运载非两栖坦克，并使坦克能在滩头登陆。它们与这里所讲的坦克运输舰毫无相似之处。登陆的核心问题在于使它们能够浮渡。]



　　坦克将依靠自己的动力驶进和驶出船舱，不必象鲸鱼似的要拽进和拽出。坦克运输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机动的坦克库。



　　对于大型坦克，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开上和开出船的甲板。一旦上了甲板，这些大型坦克就是最容易处理的货物，因为它们可以自己进舱，卸载时又可以自己出舱。



　　陆运现在可分为三大类——即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越野运输。公路一般分配给摩托化行军纵队，必要时机械化部队同它们平行机动。因此，摩托化行军纵队的编制单位应该同卡车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我的意思是：一个小单位，例如排，不应该人数不定，也不能依据战术定人数，而应该根据后勤条件定人数——即其人数应该反映一辆卡车的装载量。如果一辆卡车载二十人，那么该排的兵力就应该是二十人。这样编组的单位比较易于运送，进一步说，这样运送能保持完整的建制。



　　坦克实施铁路运送同实施船运一样方便。比较重的坦克需要用专门建造的货车来输送。它们可以装在货车上输送，也可以装在两个轮式车架上输送。为了把它们装上火车，需要由钢衍或枕木构造的坚固的火车搭载跳板。一个训练有素的坦克连队应该能够在五至十分钟内把十六辆坦克装上火车。



　　用履带车实施越野输送的问题，我已经简单谈过。我认为它们日益重要。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未来的履带车应该能够牵引一百吨以上，平均时速八英里或大约十二小时行驶一百英里。在这里，不需要我再谈仓库和护运队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充分谈过了。



　　最后，谈谈空运。我们认为空运日益重要。几年以前，几百人由飞机撤离喀布尔的情景确实令人谅讶，并且预示了大规模军事空运的可能性。



　　[注：这种可能性已被充分证实，例如空中入侵挪威、克里特等等。]



　　在未来，大量的士兵、成箱的补给品、甚至侦察坦克将从一地空运到另一地；在不发达国家，飞机将作为后送伤员的常用工具，这样的设想并不过分。最固执的人道主义者也不会反对拥有一百张床位的空中医院。但是，如果不能使用战斗机，那么飞行医院却没有多大困难就能改装成三十吨的轰炸机。战争是一件奇妙的事，而解决和平的问题似乎是一件更加奇妙的事。














	

 






	















	







	







	









 





	


	







	








	




	


第12章 命令、指示、报告和电函




	







	

 



	


	


　　我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命令、指示、报告和电函应该抛弃官腔，反映战争的实际情况要直截了当。作战命令的目的在于传递不能用声音直接传递的情况。它可以就是一个“走”或“停”字，也可以是长篇大论。两种情况，都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一种绝对不可能改变的格式，不能认为作战命令不以“情况”……、“意图”……等等作开头就几乎是亵渎神明的。



　　所有的命令都应该尽可能简明，而不是尽可能格式化。命令应该以对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深刻分析为基础。我说过，这种分析一般会导致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因此，一份命令不应该只适用于一个作战行动，而应该适用于这一作战行动的几个可能发生的阶段。其内容应包括达到最终目的(你的胜利和对方的失败)的作战主导思想和手段。



　　如果我们准备打机械化战争，那么现在正是破除陈规戒律的时候，应以常识代替旧的程式。一个讲究方法的军人，就象一个办事有序的人一样，是有能力发现问题的。这当然很好。但是更好的是有能力及时利用地形、坦克、步兵以至扫帚把等东西。一个参战的士兵最需要的不是一个照章办事的脑袋，而是一个依据实际情况立即处理问题的头脑。



　　这种独立处置问题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命令和指示。与过去相比，将来给予个人发挥主动性的余地将会大大增加。



　　[注：北非的各种战役一再显示了这种作法是明智的。]



　　作战主导思想必须坚持，但采取的措施应尽可能灵活机动。报告必须尽可能简明，并提出关于行动的建议。报告中叙述敌人正在擤鼻涕固然有趣，但是指明敌人正朝东望时，从西方背后踢他一脚则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电函应加密。战斗单位之间送发的电函一般用明码。



　　[注：在北非的快速机动作战中，这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时间，时间，节省时间，应该是每一份命令、每一份指示、每一份报告和每一份电函的灵魂。














	

 






	















	







	







	









 





	


	







	








	




	


第13章 内部通信联络




	







	

 



	


	


　　《野战条令(二)》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内部通信联络问题。



　　这也是《野战条令(三)》写出来之前必须首先彻底研究解决的问题。没有十分有效的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就没有确当的指挥控制，而没有指挥控制，行动速度越快，越会增加混乱。



　　在这里，我提不出任何正确的建议。因为尽管设计出内部通信联络系统是相当容易的事，但是，没有长期的检验和试验，不可能断定哪个系统最佳，某个系统什么时候能用。



　　整个内部通信联络问题可按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



　　(1)坦克乘员之间的联络；



　　(2)坦克之间的联络；



　　(3)坦克建制单位之间的联络；



　　(4)野战司令部与后方司令部之间的联络。



　　关于坦克乘员之间的联络问题，已由喉头送话器解决。关于坦克之间的联络，彩旗和旗语通信信号已经试验，并获得相当的成功。在战争期间，还使用过彩色灯光进行夜间通信。但是到目前为止，不论旗语通信或彩灯，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



　　至于坦克建制单位之间的联络和野战司令部与后方司令部之间的联络，无线电似乎是唯一令人满意的手段。这就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每个坦克大队必须由一辆装有收发报机的指挥坦克控制；二、每个坦克大队必须成建制单位作战，每个坦克绝对不准长时期处于建制单位指挥官的视界之外。



　　[注：现在，在英国，不仅是指挥坦克，而且所有的坦克都装有无线电设备。]



　　当前内部通信联络的困难主要是由体制，而不是由通信器材造成的。在精心制定了明确的坦克战术、并完全摆脱了现时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的理论之后；在冲击不再是坦克进攻的目的之后；在主动性被认为与服从具有同样重要意义之后；在指挥官学会更敏捷地思维、更简练地表达之后；在坦克行动图下发之后；那时，也只有那时，才能对我们拥有的通信器材进行真正的检验，这种检验将证明这些通信器材对机械化作战将有重要作用，而对行动缓慢的步兵作战用处不大。在这里，也象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首要的问题是树立考虑问题的新角度，使我们的思想脱离马车作战的时代，这样，我们就能头脑清醒、不抱成见地展望未来。我就以这一最高的军事需要作为我的结束语。我将把上述各讲内容编成一本书，并希望大家很快能看到这本书。














	

 






	















	







	







	









 





	


	







	








	




	


附录




	







	

 



	


	


　　
 
附录一 突破的理论




　　突破的主要困难在于要不间断地前进。突破时通过敌翼侧威胁地带比遭敌正面抗击困难要小些。有趣的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突破所形成的突破口的侧角一般都是四十五度，没有大于四十五度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突破必须以对突破深度和敌防御性质等因素的严密计算为基础。这些计算(记住按四十五度角突入侧翼)使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承担负定正面的进攻。如图二十三，假如敌防御纵深A-B为五英里，那么我们就知道要进攻的正面C-D为十英里。但是，只派少数兵力自A突破是不够的，因为突破的缺口必须有适当的宽度，足以使担负扩张战果任务的部队能迅速向前机动，也就是说能够不遭敌机枪火力的杀伤。这样的缺口至少得五英里宽，如E-F。这也会使一个两英里宽的前沿G-H完全免遭火力攻击，同时也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GIJH能够配备部队。因此，我们必须给原来十英里宽的进攻正面每侧加两英里半，从CD扩大到KL，这样KL就有十五英里。






图二十三 一点突破的理论



　　我们弄清这个问题以后，就必须查看敌防御阵地，把它们分成具体目标，给每个目标指派一个攻击部队，并且确定扩张战果所需要的部队。最后，我们必须把这些数字综合起来，权衡一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如果没有，那么进攻就是招惹祸秧。在上次大战中，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其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突破要从侧翼按四十五度角突进去这一道理。



　　部队数量不够怎么办？有两个办法——即两面突破和坦克突破。我将逐个谈谈这两种办法。



　　假如在敌方翼侧某处可以找到一个突破部——如图二十四中的ABC。如果从DE和FG两面发起正面进攻，其目的并不是要从这两个正面突破敌防御，而是要使这个地区的敌人不得安宁而只好从这个地区撤退，敌人一撤退，我们即沿着JK线实施突破。






图二十四 两面突破的理论



　　这种进攻办法的困难在于需要大量的兵力，因为两个正面进攻需要大量的兵力，以便吸引大部敌人，使敌人无力抵抗沿JK线发动的攻势。



　　这种进攻办法实际上仍是权宜之计，因为并没有克服突破翼侧向内倾斜的主要困难，如果我们不使翼侧向内倾斜，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正好就是坦克能够使我们做到的事情，因为坦克可以防子弹。



　　……坦克分三路机动，见图二十五。中路照直前进。……翼侧的两路冲进敌的凹部，再向外迂回，涌向各侧的敌后方。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随着突破的深入，最初的进攻正面就会扩大，而不会缩小。






图二十五 坦克突破的理论



　　在两面突破中，从翼侧扩大突破口的能力可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因为它可以使两路进攻之间的间隔距离较大，那么两路进攻之间对敌的威胁地区也扩大了，从而给敌防御造成较大的破坏，直至重创敌人而将其置于死地。



　　
 
附录二 坦克在峡谷地的进攻战术




　　现在谈谈对隘路的进攻。主要困难是什么？隘路是避不开的，因为贯串隘路的峡谷地是后勤补给线。敌人占领了两侧高地。正面攻敌意味着要遭受严重损失；从翼侧包围敌人往往是不可能的；如果敌人翼侧被包围，即敌人后方遭到威胁，十之八九它将放弃阵地。1926年我在印度西北前线视察了许多这类隘路，几乎全部隘路对轻型坦克的机动都不能或很少构成困难。轻型坦克在几分钟内就可通过谷道，凭借迫击炮和机枪火力就能夺占敌后方地区(见图二十六)。这种进攻的作用就在于把敌人堵在两侧火力之间，敌人的退路不是被切断就是遭受威胁。我可以肯定地说，一旦山地居民遭到这样的攻击，他们一看到坦克开来，就会一轰而逃。






图二十六 坦克在峡谷地的进攻战术



　　
 
附录三 丛林地和森林地战斗




　　在这类战斗中，所有纵队均应相距不远。前卫应不远离主力的先头分队，后卫应配有强的兵力，因为敌人常常潜伏并从后面袭击纵队。前卫和后卫应由三部分组成(见图二十七)：即先头分队和两个侧卫。






图二十七 丛林地的前卫战术



　　先头分队或前哨遭到射击，就应立即停止前进，并用火力牵制敌人，同时侧卫应前出，并设法在先头分队火力掩护下绕过敌人翼侧，攻击敌后方。这是一种我们熟知的作战行动，即牵制、机动、攻击。



　　在森林地作战中，最好的编队形式是菱形或弹性方队：一个先头分队、两个侧卫和一个后卫，每个队都准备担负下述三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如图二十八所示，战斗纵队以B为先头分队。如果A遭到攻击，A即牵制敌人，B和C向敌之翼侧机动，D留作预备队。如果B遭到攻击，那么B立即牵制敌人，A和D则机动，依此类推。






图二十八 森林地战斗队形



　　1780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金斯芒廷发生了一次这种战术的有趣的实例。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领导的几名英国军人和当地民兵，同摩根领导的人数相当的美国森林地带的居民遭遇了。摩根把他的部队分编成三个队——A、B和C。见图二十九。当A与弗格森的纵队D接火时，A撤退。当D紧追着A前进时，突然D翼侧遭到B威胁。于是，D改变方向，转而对付B的威胁。这时A又转回来攻击D的左侧，而C攻击D的后方，很难设计出比这更漂亮的森林地战术的战例。再者，这种战法不仅在过去是适用的，在今天也同样是适用的。






图二十九 1780年金斯芒廷战斗



　　
 
附录四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对付塞西亚人的战术




　　沙漠地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水。因此，那些几乎总是骑马的沙漠部落，往往不是设法突击进攻者或把进攻者赶回去，而是把敌人一圈圈地围住，目的是将敌人的行动局限于两个有水地点之间，使敌人不是渴死，就是屈服，迫使敌人投降。



　　这种战法是有战争就有的古老战法。塞西亚人、帕提亚人和阿拉伯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这种战法消灭了强大的敌军，就象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卡雷被消灭那样。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不论面对有组织的军队、游击队、山地部落，还是自身已被包围，在战术上总是有相应的策略。他采取了迄今都难以与之相比的狡诈战术，挫败了塞西亚人的围攻。他首先把一支强有力的轻骑兵和骑射手队伍派出去，远离他的主力——见图三十中的A。塞西亚人一看见这些人，立即就散开，并开始把亚历山大的轻骑兵和骑射手围起来。然后亚历山大使步兵以半月形队形推进(B)，并派重骑兵(C)跟在B后面。突然，一声信号，他的重骑兵飞奔向前，穿过或绕过步兵，填补了D和E的缺口，把塞西亚人堵在轻骑兵和步兵之间。这样，敌人很快就被消灭。






图三十 亚历山大对付塞西亚人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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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言




　　在制定日俄战争初战的强渡鸭绿江计划时，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祯上将召集部下参谋进行训话。他说：“第一军作战特别是初战，如不能做到使后世史学家无可挑剔。就丢了武士的面子。……计划搞到如此周密合理的程度，即或万一有失也无可遗憾，那是天命。……愿诸位做得尽善尽美，听凭后世公断”。



　　法国名将福煦元帅也曾说过：“战争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其规律，否则，战争即不称其为艺术。战争是可学会，而且是必须学会的，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战史，理解战争的本质，是研究用兵之术的基础。”关于战争的原则，他说。“知与行之间有个距离，全然不知是无法一举而成功的。知而后才能行。知乃是必要条件。知之才能坚信，坚信才能做出明确判断。”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这些论述都是至理名言。它启示我们应该掌握作战理论，将其化为我们自己的实际能力；凡是学习战术的人，弄懂并谙作战的原理和原则（即所谓的作战理论），将其化为自己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是初学者，对作战理论要首先从基础学起，将其作为一种“知识”逐步加深理解，并以此为线索用“战史”资料反复进行“印证”，以养成初步的判断能力，进而通过应用战术（图上与现地作业，兵棋和实兵指挥演习）加以锻炼和提高。这是提高战术能力的根本途径。



　　本书的宗旨，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使初学战术的人加深理解地面作战的理论（原理和原则），为其尔后提高战术能力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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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争的本质和陆战的特点




　　一、战争的本质



　　1. 什么是战争



　　战争是敌我意志的冲突和信念的斗争。胜利归于挫败敌人意志，破坏敌人信念的一方。



　　此处所论述的战争，是指用武力使对方屈服，将己方意志强加给对方，夺取胜利的行动。



　　因此，作战的本质是力量，是力量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目的是粉碎对方的抵抗能力，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其手段是用武力消灭对方有形和无形的战斗力。一言以蔽之，战争的本质无非是要获得胜利。



　　2．战争的要素及其特性



　　战争的要素，第一是“战争要有对手”，其特性是敌我双方均有自己的企图。



　　第二是敌我双方均有要打倒对方（敌人）的决心。所谓战争即敌我双方企图的抗争。胜败取决于哪一方信念坚定。也可以说，战争是信念的斗争。



　　第三是使用武力使对方屈服。战争的直接手段是武力，这种武力作用于对方时。起到使对方屈服的暴力效果。



　　第四是战场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研究战术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战场实际情况是由上述战场诸要素所决定的，而又因时代、战争地点以及战争种类和规模而异。



　　其中主要的是，战争经常是在情况不确实、不稳定、不明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断地产生分歧和发生错误，生命随时都有危险，恐怖和疲劳折磨着精神和肉体，战况发展常常不遂人愿等。



　　在理论原则和战术研究中，倘不经常认真思考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则必陷于空泛的议论。



　　二、陆战的特点



　　1． 战争中陆战（地面作战）的根本任务是控制人，而控制陆地又是控制人的手段



　　地面部队行动的环境是陆地，陆地的特性是决定陆战特点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陆战从陆地的各种制约中解放出来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还没有达到改变陆战基本特点的程度。



　　陆战的作战环境，是指给部队的运用和指挥官的决心带来影响的各种条件，构成它的主要因素有国家政策（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心理等）、作战地域、对抗的部队（敌人）以及武器体系等。本书主要论述与陆战理论有关的事项。



　　2． 陆地的自然特性及其影响



　　构成陆地自然特性的主要因素是地形、天候和气象。地形、天候和气象与陆战有密切关系，决定着陆战的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仅论述其一般的特性，地形等的特殊性及其影响在第七编特殊地形等条件下的作战中论述。



　　（l） 地形特别是地表面的复杂多样性



　　陆地高低起伏，地表土质、水系、植被，建筑物等各种要素综合在一起，形成多样而有特色的地形（地域），它给陆战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最终是作用于火力与机动上．但是它绝非仅仅局限于物理影响，在精神上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这种影响表现为：由于视界和射界、弹道、隐蔽和遮蔽以及抗弹力等条件，会有助于或限制火力的发扬，增强或减弱火力效果；地面的负荷力和障碍程度等，会促进或限制机动力的发挥。



　　（2） 天候、气象的影响



　　明暗、雨雪、风、寒暑等与地表面状况相关联，除对火力和机动力有影响外，也给人员的战斗能力、装备的性能等带来直接的影响。



　　3． 陆战的特点



　　（1） 地面部队运用的特点



　　① 作战行动迟缓、固定性强



　　由于前线必须经常与后方基地保持畅通。以及部队运动不便。因此战斗力的机动、集中、作战方向的改变等都十分迟缓。在陆战中，特别需要根据部队的规模确定“部队的重量”。



　　② 地域对战斗力的消耗



　　战线延伸时，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维持后勤，确保地域等，从而导致战斗力的逐渐削弱，成为造成攻防分界的有力条件。



　　③ 地形的战斗力化



　　地形本身和筑城的价值使防御成为可能，同时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④ 战斗力的持久性



　　地面部队的战斗力，除惊慌失错或者集中地遭到威力巨大的破坏以外不会一举崩溃。



　　⑤ 精神力量作用巨大



　　个人在战场上瞬间的心理作用会左右全体的行动．特别是指挥统帅的作用更为巨大。



　　⑥ 作战（战斗）的局部独立性



　　大部队的作战，同样是由每个独立的局部战斗总合起来构成的。



　　（2） 地面部队构成的特点



　　① 战斗力各要素要进行周密详尽的组织，并需要必要的数量



　　要控制地域，必须控制局部地域。为有组织地控制局部地域，就需要有各个兵种的装备各种武器的若干小部队，而少量精兵自然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一定的数量。



　　② 机动工具种类繁多、并需有必要的数量



　　为了能在不同的距离和各种地形上实施机动。需要装备各种机动工具，并需有一定的数量。



　　③ 后勤机构复杂庞大



　　陆战中的后勤从国家的后方基地到每一个战斗员是一个连贯的整体。随着作战形式的复杂多样化、战场纵深的扩大和装备的现代化等，其机构将越发复杂庞大。



　　总之，陆战的特点是陆战理论的渊源。要理解作战理论就必须掌握陆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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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战理论的意义及性质




　　一、什么是作战理论



　　作战理论就是“为取得作战胜利所运用的基本原理和将原理稍加具体化的原则”。这种理论是从战争史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作战理论是理论和实践经过无数次反复辩正地构成的理论，它将同时代一起不断地向前发展。”本书所论述的作战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验的总结，不能视之为包括未来的永恒不变的教条。



　　然而，本书所论述的作战理论，也不妨看成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赢得战争胜利的原则。另一方面，在间接侵略的危险日益加剧的今天，当然也不能不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作战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变革时期。



　　作战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观察战史的尺度。并不能直接地用于未来战争。只有懂得作战理论。作为尺度用以深入分析研究战史，进而通过应用战术提高能力（判断力），才能对战争中的各种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到了这时才算真正地掌握了作战理论。



　　二、作战理论与条令的关系



　　一个国家要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即在特定的地理、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根据本国军队的编制、装备、国民性、传统和地形等制定国防方针。所谓条令就是为具体贯彻国防方针 [ 作者注：国防方针是根据国家特定的地理、政治、社会条件，以及该国军队的编制装备、国民性、传统和地形等制定的。 ] 而应采取的行动指针，是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



　　因此，对于条令虽不能墨守成规．但至少应该遵照执行。而作战理论则只能作为尺度，平素用来培养自己的判断力。而不能在实际行动中拿它直接运用。也就是说，条令是直接的行动准则，而作战理论则是更抽象的原理。只有经常用它来锤炼自己，提高判断能力，才能在行动中运用自如。



　　作战理论和条令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插图1














	

 






	















	







	







	









 





	


	







	








	




	


第二编 战斗力的含义及特点




	







	

 



	


	



第一章 战斗力的含义及原理




　　一、战斗的三要素



　　战斗受以下三个要素支配：



　　能力（ENERGY）……消灭敌人的基本要素



　　时间（TIME）……明暗寒暑晴雨等自然现象和时机



　　空间（SPACE）……地形的特点等自然现象、地幅和态势



　　这三个因素相互联系，对战斗的本质——能力起着增强和削弱的作用。在发挥能力的时候，三者密不可分，互相影响。



　　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这三个要素间的关系也依然存在着。这三个要素中最容易人为地改变的是能力，它是战斗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要素。



　　二、什么是战斗力



　　战斗是具有各自企图的两者之间的抗争。这种抗争是为使对方屈服，实现自己的企图而采取的暴力行为。就是说：在战斗三要素中进行战斗的直接手段是能力，这种战斗能力——在战斗中与敌人交战的能力——即为战斗力。随着时代的变迁，战斗力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加，与时间和空间要素相比，在其程度上的差别也在愈益增大。



　　战斗力分为无形要素和有形要素。



　　1． 无形要素



　　无形要素是指组成部队（军队）的个人和集体的身心两方面的能力，主要的是部队（军队）的精神力量。例如：



　　指挥控制的优劣；



　　纪律（军纪）和士气状况；



　　训练水平的高低；



　　团结与协同一致的精神等。



　　这些无形要素的特点是：



　　（1） 其威力（作用）不表现为一定的数量，除实战外无法通过试验证明。



　　（2） 根据人员和情况的不同，变化很大，发挥得好威力成倍增加，发挥得不好威力大大降低。



　　（3） 与有形要素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决定胜负的根本要素。



　　（4） 指挥官的能力对其部队精神因素的消长有极大的影响。



　　2． 有形要素



　　有形要素是指人员数量（兵力）的多寡和物质的数量与质量。例如编制装备、各种武器的性能、威力和数量等，都会作为杀伤力、破坏力和机动力等客观存在的力发挥作用。



　　有形要素，可以某种程度的数值为基准来认识。它是构成战斗力的基础。



　　三、战斗力的原理



　　1． 战斗力的本质



　　战斗力是战斗三要素中的基础。它在时间和空间中迅速不断地变化着。



　　从本质上讲，战斗力具有四个特点，即集、散，动、静四性。



　　集——战斗力集中起来则强；



　　散——战斗力分散则弱；



　　动——战斗力运动起来则增强；



　　静——战斗力静止不动则减弱；



　　战斗力即通过对这四性的活用和编组发挥其特点。不管拥有多强的战斗力，如果分散使用或静止不动，战斗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将战斗力集中并运动起来才能发挥出它的全部力量。



　　由此产生出了打击敌人应采用“集”×“动”的理论。这就是只有进攻才是确保主动、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最好方法的原因。



　　战斗力的强大固然永远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了解战斗力的特点，巧妙地加以运用，则更是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应该铭记：在历史上，虽有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上述理论运用不当而招致惨败的战例是不胜枚举的。



　　2． 战斗力在使用上的特性



　　从战斗三要素和战斗力的本质方面考虑，为了发挥和进一步增强战斗力，应注意如下特性：



　　（1）相乘性



　　战斗力的发挥是以各种要素相乘作用于敌。即只有适当地选择和结合运用四性，进而与天时（天候、气象的利用和战机的捕捉等）和地利（地形的利用和有利的态势等）相乘，才能成为打击敌人的力量发挥出来。战术就是为了取得这种相乘效果的“艺术”。战术可以使战斗力得到显著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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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相对性



　　战斗总是有对手的。战斗力的使用是与敌人相对比的，因此既没有一个基准也没有一个限度表明使用多大的力量是充分的。我方认为使用了足够的力量，而敌人却有可能使用更大的力量，因此必须详尽地收集各个战斗要素的情报。



　　（3） 绝对性



　　与发挥战斗力有关的各项要素对两军的影响大致相同时，胜负与有形战斗力的绝对值是成正比的。



　　如上所述，战斗力虽是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的乘积，但是，以无形要素——主要是部队（军队）的精神力量，来弥补有形要素——主要是物质战斗力之不足显然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当物质战斗力的差距超过了一定限度时，用精神力量和战术也是无法弥补的。



　　这就是使用战斗力时有形战斗力的绝对性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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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假定以D 年为战争开始之年，以横座标为年数，纵座标为战斗力，开始后物质战斗力曲线急速上升，而精神战斗力曲线却上升极为缓慢。如果把战斗力作为两者的乘积，那么面对一个物质战斗力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你无论怎样努力提高精神战斗力，其结果也是无济于事的。



　　（4） 立体性



　　战斗力从陆、海、空三个方向立体使用时，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发挥。



　　战斗力的立体性，使实施全纵深同时压制或防御成为可能。



　　陆、海、空三种力量，根据不同情况均衡使用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而空中优势则有利于地面作战和取得制海权。



　　【战例】在缅甸阿恰布战役中辛泽瓦英军的战斗行动（有组织地进行空中补给的最早的战例）



　　第二次阿恰布（实兑）战役中英印联军的战斗行动（1943年11月末－1944年12月末）



　　英印联军在第一次阿恰布战役失败之后，于1945年11月末以3 个师（5 师、7 师，26师）和1 个坦克团再次南进，企图夺回阿恰布。1944年1 月末第5 师和第7 师分别开进到孟都和布帝河附近。在此之前，英印联年鉴于过去的经验，为了对付日军的迂回包围战术，创造了在占领地域四周组织防御和实施空中补给的立体战术，并组织了师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进行实际探讨。在开进时对各部队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求无论被日军分割到什么程度，也要坚守阵地。



　　日本第15军为了配合英帕尔方向作战，计划将英印联军牵制在阿恰布方向，但由于受到英印联军的进攻，即于2 月1 日命令第55师进行反击。第55师师长企图首先歼灭马尤山脉以东英印联军的第7师，然后挺进马尤山脉以西击溃英印联军第6 师，遂配属给第55步兵旅旅长以最大的兵力，命其于2 月 5日开始行动。第55步兵旅于2 月3 日夜从卡拉巴钦河东岸敌人阵地间隙穿插前进，经通由巴扎于2 月上旬将英印联军第7 师包围于辛泽瓦盆地。日军集中兵力先后发起两次总攻，并勇敢地突入盆地内，但都由于损失过重而告失败。旅长企图组织第三次进攻，但由于伤亡惨重几乎弹尽粮绝，加之敌人增援部队开来，部队又受到来自马尤山脉西麓的炮击，从盆地内反攻的敌坦克也已开到旅司令部背后等，终于不得不停止进攻。



　　辛泽瓦各地的第7 师，在盆地四周山脚占领阵地，在绝对优势的航空火力支援下，以航空和地面火力压制住日军，夜间，在阵地外围配置坦克，里面部署炮兵，并用铁线网封锁阵地间隙，用炮兵火力粉碎了日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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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衰减性



　　运动的力由于摩擦而逐渐衰减，最后静止下来。与这个原理相同，战斗力也由于运动而逐渐衰减。表现在：



　　① 战斗力在突进的同时受到削弱，达到转折点即静止下来。



　　② 初次打击造成的混乱，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平息，震骇效果也渐渐降低。



　　③ 进攻者的士气，因力量强大而高涨，初期为最高，遭敌抵抗后则渐渐低落下来。



　　因此，战斗力应象具有加速度那样，不断得到推进。为此，战斗力必按纵深配置。



　　【战例】



　　○日军在英帕尔战役中的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在西线进攻失败的原因之一（在重要方向上缺乏纵深战斗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在西线的攻势（1914年8月－9月）



　　德军在西线企图用强大的右翼包抄法军，以求迅速决战。然而，因为两线作战需要抽调兵力去东线，在西线还要考虑到阿尔萨斯－洛林方向，故没能把向右翼集中兵力贯彻始终。



　　1914年8月5日，德军入侵比利时。8月18日占领列日要塞，使右翼部队行动获得了自由。8月13日法军开始向边境地区进攻，但会战以德军胜利而告终。接着，德军右翼转入全线追击。在这期间，德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法军主攻方向是洛林，过早地将总预备队投入第8军方向，同时把右翼取得的仅仅是战术上的胜利夸大了，从而改变了最初的作战计划，停止了从左翼抽拥兵力加强右翼，企图实施大规模的两翼包围。但是，由于德军在前进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兵力，而且，攻占那慕尔要塞之后立即调来两个军到东线，又分兵围攻安特卫普和莫伯日等要塞，加上前送补给品困难增大，在敌境内作战还需要兵力保护运输线等，所以右翼用于决战的兵力迅速减少了。而法军则以少量的兵力将优势的德军牵制在南锡和皮纳尔方向，自己从这里抽调大量兵力集中到决战战场的巴黎方向。



　　9月6日，英法联军对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薄弱的德军右翼实施反攻。德第2军军长把突入德军第1军和第2军接合部的英军威胁看得过重，总参谋部派到该军的翰丘中校也作出悲观的判断，同意撤退，德军右翼遂于9月9日开始后撤。这样，德军从右翼进行包围的企图，因战斗力的削弱和使用不当而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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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方向性



　　① 战斗力的打击方向



　　在物理上，力成直角作用于物体时为最大，成斜方向时因产生分力而减弱。



　　因此，战斗力的使用方向应与敌人成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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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战斗力的打击点



　　战斗力的打击点选在敌人力量雄厚或者均衡之处难以获得成功，应选在敌人力量的弱点、妨碍敌人（集中×运动）发挥作用的点上或（集中×运动）需要时间的点上。



　　因此，攻击部位应首先选在敌人背后，其次是侧面，再次是翼侧，迫不得已时才选在正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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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创造性



　　战斗力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战斗力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和培养出来，并使用于与敌人决定胜负的战场上的。指挥它创造战斗力是一门艺术。指挥官应是伟大的艺术家。



　　【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空军和坦克部队的联合闪击战



　　进攻波兰战役（1939年9月1日－10月6日）



　　德军把坦克部队主力部署在南北两翼，计划通过两翼包围，在波兰西部歼灭波军。在这次战役中，德军 成功进行了所谓闪击战的主体是坦克部队，但使迅速突破、机动和大包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则是有一支活跃的空军。



　　德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就袭击了波兰的空军基地，将大量的飞机击毁于地面，获得了制空权，为地面部队快速前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尔后，又侦察和轰炸波军战线后方，掌握波军的动向，阻碍其行动，为地面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前线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进行得并不那么理想，但进行得好的时候却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俯冲轰炸机发出尖利的啸声（在起落架部位特意安装上了汽笛），向前进的坦克集群的前方和侧面轰炸扫射，以准确的命中精度从物质和精神上粉碎了波军的防线。



　　德军用这种陆空联合的闪击战，在开战的两周之内就攻占了波兰的西部和中部，决定了战局。继之，又用两周时间全歼了被包围的波军。这种卓越的战果主要取决于德军创造的“空军与坦克部队的联合闪击战”的战法。这种闪击战后来成了德军惯用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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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间性



　　作战时，一般敌我双方都要进行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是由静到动，由集中到分散，也可能相反。发生这种变动的时机是弱点。这个弱点，通常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强点。














	

 






	















	







	







	









 





	


	







	








	




	


第二编 战斗力的含义及特点




	







	

 



	


	



第二章 战斗力的组织与协调




　　一、编组战斗力的意义



　　编组战斗力。就是组织协调战斗力，极而言之，就是为发挥效率而进行编组，这是为发挥战斗力必须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战斗力通过有效地组织和协调，才能充分地发挥整体威力。



　　在现代战争中，随着战斗力构成因素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编组战斗力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战中的指挥可以说就是决定战斗力使用的时机和方向，就是组织和协调战斗力，以及提高和维持战斗力等。其中战斗力的组织与协调，在指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二、编组战斗力应注意的事项



　　1． 应为发挥合成军队威力创造充分条件



　　为此，首先要把集中统一性作为先决条件。编组部队是为了提高效率，如果失去中心或者多中心，就无法进行编组。



　　在公认的出色地发挥了协同作战威力的“霸王”作战 [ 译者注：即诺曼底登陆作战 ] 中，首先就是着眼于这一点。



　　其次是要统一方针或统一思想。为了适应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最初编组战斗力时预见到战况的发展，根据某种想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方针不统一，思想不一致，随战况的进展，战斗组织很快就会发生混乱，失去协调。



　　所以，为发挥综合战斗力，达到共同目的，统一指挥，统一方针或统一思想至关重要。



　　【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霸王”作战



　　2． 应充分掌握各部队战斗力的特点



　　编组部队时，要正确地掌握各个部队的情况，把各个部队的特点最有效地集中使用于一个目标。所谓指挥也可以说就是掌握各个部队的各项条件并加以综合运用。组织和协调战斗力存在的根本弱点是，某一条件一旦失去作用或者减弱，会使整个战斗力的发挥陷入危机之中。因此，根据不确实的条件编组的部队毫无力量。



　　3． 应富于创造性，出敌不意



　　编组部队固然有一定原则，但其样式却是千差万别的。编制这种“样式”正是战斗的艺术。做出具有进步意义的独创才有可能战胜敌人。



　　【战例】



　　○德军的楔子战术



　　○美军的踏脚石战术



　　○日本长窱作战中信长对炮兵的运用



　　日本长窱之战（1575年5月）



　　1575年5月8日，武田胜赖带领士兵15，000人围攻德川家康的领地长窱城。家康要求织田信长发兵援救，信长应允，派兵30，OO0人开进到设乐原西侧，会同德川军约8，000人一起摆开阵势。（详见要图）



　　信长深知武田军擅长使用骑兵，为了阻止其突进，在连子川西岸设置了栅栏，把部队部署在栅栏的后面。与此同时，从全军大约选出3，000 名炮手，配置成三个梯队，以便于连续射击。



　　武田军久围长窱城而无法攻下，得知织田、德川的援军开到，5月19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长窱城，派主力与设乐原之敌决战。



　　信长获悉武田军主力西进，5月20日派一部兵力袭击了鸢巢山的监视队，同时在栅栏外部署部分兵力，以将敌诱至主力两翼，主力则在栅栏内待机。



　　5月21日拂晓，武田军展开发起攻击。武田军左路急袭敌军没有栅栏的侧翼，两军发生混战。中路为栅栏所阻，并遭炮火射击，不断出现伤亡。武或田胜赖见此情况投入了预备队，但进攻又遭到了失败。信长发现武田军发生动摇，认为是发起进攻的好时机，便命令全军开始总攻。德川军从南翼，织田军从中央一齐出击，自恃精锐的武田骑兵在信长指挥的炮队的打击下，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最后终于不得不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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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应富有弹性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应该摒弃死板的编组计划，以富有弹性的设想，不断进行灵活的编组和协通，这是指挥的妙诀，是成功的基础。为此，必须经常有预备计划，或“采取辅助手段，做好应付情况变化的准备。



　　协调必须周密严谨，而且是一个连续过程，切不可认为一旦制定出计划就万事大吉了。



　　【战例】诺门罕战斗中苏军的战术（最初苏军以坦克为先导进行攻击，遭到日军反击；尔后苏军以坦克为诱饵，用炮兵压制日军的暴露的阵地，然后通过步坦联合进攻取得成功。）



　　5． 应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无隙可乘，不仅意味着合理、有效，而且意味着有对付敌人反击的强大力量。



　　例如：美国海军的“轮形阵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装甲拳头”（活动要塞）、第二次阿恰在战役中辛泽瓦的英式环形阵地、缅甸北部边境富昆山谷中美（国）中（国）联军的三角阵地等都是典型的战例。



　　【战例】塔隆河畔富昆山谷的美中联军的三角阵地



　　美中联军在富民（塔隆河畔）的三角阵地



　　1943年雨季刚过美中联军就从雷多发起进攻，首先在塔奈河畔建立了桥头堡，为掩护主力进入辛布仰隘路口而组织了防御。



　　这个阵地设置在丛林中，成三角形。阵地直前保留着一条很窄的丛林带，用来隐蔽阵地和作为封锁日军进攻的障碍。在其前方开出一个纵深根浅的扫清射界地带，各地段至少有四支以上步枪组成猛烈的侧射火力指向那里。树上也配置了狙击手和观察哨，以增大狙击和炮火效果。阵前要点上配置了潜伏哨引导炮兵实施集中射击，同时还使用了地雷和报警装置。



　　在进攻部队接近阵地时，首先被潜伏哨、树上观察哨或报警装置发现，遭到炮兵的集中射击；接着又遭到树上狙击手的狙击，伤亡很多指挥官；继续前进又遭到迫击炮的弹幕射击，刚进入扫清射界地带，立即遭到猛烈的侧射火力杀伤和树上的狙击。



　　即便这时，进攻者仍未搞清被窄丛林带遮蔽的阵地的具体位置。进攻未取得成功。当生存者后撤时，反过来又遭到同样的火力追击，损失更加严重。



　　这样，日军的数次进攻均告失败，始终未获得可乘之机。






地图5



　　6． 应根据情况掌握好时间



　　战斗力组织的完善程度和弹性与时间成正比，时间越长组织得越好。而战机与协调是相对立的。



　　为组织战斗力而浪费了时间，不仅不能增强战斗力，反而会丧失宝贵的战机。



　　是着重选择时（机）还是力（量），取决于敌人的力量、我组织战斗力所要达到的程度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必须正确的判断定下决心。



　　比如有这样的问题：进攻时是协调好了之后力夺呢，还是抓住战机使用战术巧取呢？过于强调战机，以不太强的力量实施进攻，有时会很快受挫。



　　因此，掌握界限十分重要。精确估计所需要的力量并考虑到时间上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好组织战斗力的工作。



　　【战例】



　　组织战斗力成功的战例：



　　○辛瓦泽的环形防御；



　　○诺曼底登陆作战；



　　组织战斗力失败的战例：



　　○的黎波里、瓜岛、塞班岛的反击。



　　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年6月6日）



　　在1942年4 月的伦敦会议上，决定了最初的进攻西欧的作战计划（预定1943年春实施）。但是，由于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到地中海方向，以及企图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之后再进攻西欧，所以“不久即将实施”的作战一直延期到1944年。盟军企图在延期的这段时间进一步完善进攻准备和编组战斗力的工作，尔后通过强袭一举突破德军所依仗的大西洋天堑。



　　盟军作战准备概况：



　　1． 建立见盟军的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上将为首的完善、统一的盟军指挥机构。



　　2. 地面部队的集结和训练；届时使用兵力39个师（在英国本土），增援兵力40个师（在美国本土）。



　　3． 登陆用的舰艇5，000 艘，其他舰艇5，000 艘。



　　4． 海军支援舰艇：战列舰6 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93艘等。



　　5. 作战物资250 万吨（40个师×100 天）



　　6． 战役开始前空军的活动：集中飞机25，000驾，1944年1-5月投炸弹总量为433，000 吨，到4 月即完全掌握制空权，在登陆以前登陆地区几乎完全陷于孤立（参见附图中的第一阻击线和第二阻击线）。



　　7． 选定登陆地点，实施战役伪装迷惑敌人；空军的轰炸以及其他各项活动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造成了德军完全错误的判断）。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D日实施了登陆作战。海上进攻第一波次5个师和空降突击5个师，在绝对优势的空军掩护和强大海军的支援下，各军兵种密切协同，突击登陆和空降取得了成功。尔后，盟军虽一度陷于苦战，但及时加强了兵力，确保了战役的主动权，开辟了向德国本上挺进的道路。






地图6



　　塞班作战（1944年6月）



　　塞班岛是日军“绝对国防圈”中的防御核心，由以第43师为基干的陆海军守备部队负责防守。他们企图通过部署部队于水际滩头，乘敌登陆部队半渡之机，歼敌于水际。



　　1944年6月15日，美军两个师平行登陆上岸。日军决定：命令部署在水际滩头的部队全力进行阻击，同时，用主力于6月15日夜实施反击。由于部队在敌人的炮击和轰炸下机动和集结不及时，未能将兵力集中起来，所以15日夜间只有部分部队进行了局部反冲击，主力反击推迟到16日夜。



　　16日夜，日军以守备部队的主力和坦克团向奥莱阿伊正面实施有限目标的总反击。但是，在没有制海、制空权的情况下，又未能集中起足以战胜美军的地面兵力，反击被美军有组织的防御火网所阻遭到失败。这次总反击，使日军守备部队的兵力在一夜之间损失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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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战斗力的含义及特点




	







	

 



	


	



第三章 战机与奇袭




　　一、战斗力对比



　　如上所述，战斗力是各种要素相乘所发挥出来的能力。不言而喻，在战场上实际发挥出来的能力千差万别，并不受原有战斗力的局限。



　　战斗是双方的行动，敌我双方均以各自实际发挥出来的能力进行战斗。这种各自实际发挥出来的能力的相互关系即称为战斗力对比。



　　战斗的胜败取决于战斗力对比，即受优胜劣败的制约。从优胜劣败的基本原理派生出许多具体的战斗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寻求如何创造和培养在战斗力对比上优于敌人的方法。



　　战术研究中的敌我力量的比较，不仅限于火力对比和兵力数量对比，还应考虑这种战斗力对比的优劣。



　　战斗中，为使我方取得战斗力对比的优势，应利用地形和气象条件，建立有利的态势，及时地获得准确的情报，进行后勤支援等，从各个方面做出努力。然而，利用战机和奇袭则是最重要的方法。



　　二、战机



　　1． 什么是战机



　　所谓战机就是取胜的机会。即在战斗中，我可望取得战斗力对比优势（发挥我足以击溃或歼灭敌人的战斗力）的必然的或者偶然的机会。



　　战机经常是变化的，通常稍纵即逝。战机因部队的规模而异，有时瞬息消逝，有时可持续一定时间。而且，战机不止一度出现，有时多次反复出现。



　　2． 战机的产生



　　（l） 主动制造



　　例如：



　　① 将敌诱至我可以发挥战斗力，而敌人难以发挥战斗力的地形上；



　　② 使敌人陷入兵力分散状态；



　　③ 在态势上采取有利于我的行动，即迫使敌人暴露出弱点。



　　（2） 战斗过程中偶然出现，或者等待而来



　　例如：



　　① 敌人因过失造成兵力分散、混乱和疏忽等；



　　② 由于地形和气象的影响，敌人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



　　③ 掌握敌人进攻的顶点（战斗力的转折点）等。



　　3． 战机的利用



　　战机必须进行捕捉和利用。



　　为此，指挥官应及时准确地收集情报，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具的慧眼预测战机；如一旦获得战机，则应以果断的决心和行动魄力加以利用。



　　这时，数量的劣势也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利用战机使战斗力对比变成优势。所以要做好可以随时利用战机的准备，必须特别注意不要轻率地利用战机发动无准备的进攻，免遭失败。



　　更重要的是，各级指挥官应注意敏捷迅速地指挥，积极地捕捉战机和积极果敢地行动。



　　【战例】



　　捕捉战机成功的战例：



　　○日本贱岳作战（羽柴秀吉军）；



　　○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



　　捕捉战机失败的战例：



　　○日本山崎作战（明智光秀军）。



　　三、量（MASS）的战术



　　1． 什么是量的战术



　　所谓量的战术是指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和器材，在数量上对敌人形成绝对优势的战斗力。



　　苏联军队以形成这种量的战术作为战斗不可缺少的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以这种战术打败了德军。



　　2． 战机与量的关系



　　自古以来，通过利用战机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很多。但如果数量上相差太大，则劣势一方无论怎样努力利用战机，也难以取得战斗力对比的优势。



　　通过利用战机可能弥补的数量上的差距，虽然用数字难以表示，但是对在数量上超过一定限度的绝对优势的敌人，可以说劣势一方几乎没有取胜的希望。



　　必须注意，重视战机的部队一旦失去战机，甚至反而被敌人抓住战机时，它将受到巨大冲击，重视量的战术的部队，失去量的时候也将受到巨大冲击。



　　四、奇袭



　　1． 什么是奇袭



　　奇袭就是出敌不意地发起进攻，使敌措手不及，以取得战斗力对比优势的行动。



　　在此应注意的是，即或开始做到出敌不意，但如果敌人采取了应急措施，在战斗力对比上变成优势，那就不能称谓奇袭，只不过是出乎敌人的预料而已。相反，如果迅速果敢地给敌以急袭的打击，使敌人没有采取应急措施的时间，继续保持战斗力对比的优势，那才算是奇袭。总之，奇袭首要的是不给敌以应变的时间，因而就需要力量和速度。奇袭的原理即在于此。



　　【参考】 运用战术增进力量：



　　重视战术者——奇袭



　　重视力量者——强袭



　　运用战术×力量者——急袭



　　（各种现行条令中的奇袭可以说就是这三者的总称）



　　2． 奇袭的种类



　　达成奇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按形态可分为以下几种：



　　（1） 时间上的奇袭；



　　（2） 地点上的奇袭；



　　（3） 数量上的奇袭；



　　（4） 质量上的奇袭；



　　（5） 战术上的奇袭。



　　这几种奇袭都是通过利用地形和气象条件，发挥速度，进行隐蔽、欺骗以及变更手段和方法等达成的。



　　3． 奇袭的效果



　　奇袭的效果首先是给敌以精神冲击，削弱其无形战力，即造成敌指挥混乱，士气低落等；其次是通过我方迅速打击．使敌人难以发挥有形战斗力（人员和武器等）。



　　两者结合起来，即可达到有效地限制敌人发挥战力，使我取得战斗力对比的优势的目的。



　　【战例】



　　时间上的奇袭：



　　○日本桶狭谷之战；



　　○美军在塞班、瓜岛的登陆作战。



　　地点上的奇袭：



　　○日本一之谷、严岛作战；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战术上的奇袭：



　　○日本长窱之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闪击战。



　　技术上的奇袭：



　　○松姆战役中出现坦克；



　　○原子弹。



　　日本桶狭谷之战（1560年5月）



　　永禄3年（1560年）5月，今川义元企图攻占京都，率兵25，000人于18日到达沓挂。19日以一部攻占了织田信长的领鹫津和丸根的要塞，并以主力向大高推进。



　　清川城主织田信长得知今川进军消息后，认为与其固守莫若派兵迎击，即定下决心，命部队18日下半夜二时开拔。在开进过程中陆续集结兵力，到达丹下时已达3，00O人。命其中一部约30O人向鸣海进发，自已亲率主力前出至普照寺东侧，在这里侦悉，今川义元在向大高前进的途中正宿营于田乐谷地，遂决心发起进攻。



　　信长将一部兵力留在该地欺骗敌人，派主力2，000余人沿北部山地迂回，利用丘陵隐蔽接敌，今川义元在向大高开进途中在田乐谷地做小休整，不断地接到丸根、鹫津方向获胜的战报。附近的神官、僧侣带上酒肴，前来营中慰问，在军官中大摆劳军宴席。义元自恃优势，对大本营未做充分的警戒。十二时许，信长本队即将到达田乐谷地时，骤然由西向东狂风暴雨大作，信长认为是进攻的好机会，遂命炮兵从山上向下齐射，主力从太子根山上向田乐谷地义元的大本营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成攻，出色地取得了奇袭的胜利。从此以后，它成了奇袭的典型战例。






地图8



　　对艾伯特运河与埃本埃马尔自塞的空降作战（1940年5月10日）



　　1940年德国在西线攻势中，为使比利时北部正面的进攻进展顺利，必须迅速突破边境附近的最大障碍艾伯特运河防线。为此，完整无损地占领横跨运河的三个主要桥梁，以及摧毁妨碍攻占这些桥梁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取得作战成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德国和比利时之间有一块宽约30公里名叫林贝尔克的荷兰领土，德军如突破荷兰边境前进，莫说地面部队，即便是空降部队，飞机的隆隆声也将很快被荷兰军队发现并通报比利时，这样，比利时军队就有充分的时间来炸毁桥梁和加强防御。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根据希特勒的主意，德军决定用部队搭乘滑翔机实施奇袭。他们先在德国境内用拖曳机把滑翔机带到必要的高度后放开，使滑翔机利用黎明前的黑暗无声无息地接近并降落到目标处，以保障奇袭成功。与此同时，地面部队开始攻击前进，以期与空降部队早期会合。



　　德军对企图进行了严格的保密，从头一年的11月份开始便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进行了周密的训练。空降队于1940年5月10日4时30分从各基地出发，5时25分分别在各目标点着陆，突然发起攻击，5时30分地面部队从边境线发起了进攻。由于若干失误，三座桥中的一座在占领前被炸毁，而其余的均按计划奇袭占领成功。使用兵力很少，仅用41架滑翔机运送了360名士兵（尔后加强了一部分伞兵），尤其是被宣传为固若金汤的最新式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有1，200名士兵防守，却很快地被仅有85人的滑翔机空降部队压制住，守备部队于第二天12时许投降。



　　比利时军队过于相信了艾伯特运河与埃本埃马尔要塞防御体系的坚固性。对德军战术上的奇袭即用滑翔机无声无息地进攻连做梦都没想到，被打得措手不及，多年的准备一朝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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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战斗力的含义及特点




	







	

 



	


	



第四章 正面战斗力与纵深战斗力




　　一、什么是正面战斗力



　　正面战斗力是指为了完成战斗任务，各部队用于指向自己当面之敌的战斗力。也就是各部队把第一梯队的兵力部署在自己的战斗正面内，在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的同时，以炮兵和航空火力进行支援，必要时加强以空降部队和直升机机降部队；为对付敌人航空兵力，亦可使用防空战斗力，构成立体战斗力。



　　第一梯队使用多大兵力，根据任务、地形、敌情和支援火力的强弱等而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兵力密度越大战斗力越强。但是当密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反而会削弱战斗力。因此，适于发挥战斗力的兵力密度，一般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



　　二、纵深战斗力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为了取得胜利，不仅在战斗之初，直到达成目的（夺取目标）之前都应在广度和深度上持续不断地发挥战斗力的优势，由始至终压倒敌人。第一梯队的兵力，将随着战斗的发展急剧消耗，要维持它就必须经常不断地补充战斗力。纵深战斗力就是这种保持在纵深内的战斗力，它使正面战斗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得以维持和补充。



　　有人可能认为，保持纵深战斗力会犯逐次使用战斗力的错误，但实际上未必如此。



　　因为，第一梯队取得的战果后续部队可以直接利用和扩大，从而使当初进攻的冲力依然得以保持。在这种情况下，如失去利用第一梯队成果的机会，就会陷入逐次使用战斗力。因此，选择投入纵深战斗力的时机和适当的地点，以及发挥机动力是重要的条件。



　　【战例】日本三方原会战



　　日本三方原会战（1572年12月）



　　武田信玄为了达到西上的目的，率领甲斐、信浓兵约25，000余人首先进攻远江。1572年12月19日攻克二俁城后，向祝田、刑部出发，企图前出至三河东部。



　　滨松城主德川家康以据城固守为耻，决心在三方原迎击武田军，即与织田信长的2，000名援军一起，共率兵8，000余人开到三方原，将部队展开成横队。



　　武田信玄侦察到这种情况，选出精兵作为先锋队成二线配置，同时把主力接制在后方，成鱼鳞队形 [ 作者注：鱼鳞队形（阵）别名车轮阵。是古兵法中阵列法的一种，在决定胜历时经常使用。这是一种发挥纵深战斗力制胜的战术，以前锋各队进攻敌人的各队，以直辖本队进政敌人中军，强行决战。 ] （纵深梯次配置），以求一举击败德川军。12月22日开始双方展开激战。战斗力颇强的武田军，把主力从正面和侧后投入到先锋队的战斗中，击败了德川军。同日黄昏德川军转入退却，撤回滨松城。



　　武田军追至城下，信玄考虑到强行攻城会造成重大损失，于是在犀崖附近集结部队之后．率军转向三河方向。






地图12



　　三、纵深战斗力的保持



　　1． 保持纵深战斗力的方法有两种，即把战斗力区分成梯队和控制预备队 [ 作者注：此处所说的预备队不仅是兵力，也包括火力和后勤等一切方面的战斗力。 ] 。



　　2． 所谓战斗力区分成梯队，是指在进攻中区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进攻部队；在防御中区分为第一线、第二线抵抗部队。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发挥纵深的战斗力。



　　3． 预备队的使命是为了保特纵深战斗力和应付意外的情况。然而应尽量使用于发挥纵深战斗力上。届时，将之集中使用于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十分重要。



　　四、战斗正面和梯队纵深 [ 注 ]



　　战斗正面和梯队纵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与面积相同的四边形的长与宽的关系相似。一定的战斗力，增大战斗正面则减少纵深长度，增加纵深长度则缩小战斗正面。做到比例适当是十分重要的。






　　确定战斗力正面和梯队纵深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应与通往必须夺取的目标的行动地带宽度和深度相适应；



　　（2） 先头的力量胜过敌人；



　　（3） 侧方的依托关系；



　　（4） 敌情特别是敌人的正面和纵深；



　　（5） 地形和气象情况。


















	

 






	















	







	







	









 





	


	







	








	




	


第二编 战斗力的含义及特点




	







	

 



	


	



第五章 牵制与打击




　　一、战斗中的4F原理



　　战斗具有以下四种职能。即：



　　1． Find（情报职能）



　　2． Fix（牵制作用）



　　3． Fight（打击作用）



　　4． Finish（取得战果）



　　其中，最大的着眼点是打击作用，这一项取得成果即为歼灭战。



　　二、牵制与打击的关系



　　1． 要用我方战斗力粉碎（打击）敌人的战斗力，先决条件是敌人的战斗力必须在我打击的地点上。因此，把敌人的战斗力牵制在我所希望的时间和地点这种作用显然是很必要的。这样，牵制和打击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实施牵制与打击的顺序有以下两种情况：



　　（1） 首先牵制敌人，然后实施打击；



　　（2） 牵制和打击两者同时实施。



　　无论哪种情况，在牵制作用的本质即“阻止（限制）敌人的自由行动”这点上，都是相同的。



　　3． 打击所需要的牵制作用包括：



　　（1） 阻止战斗力移动；



　　（2） 阻止战斗力的编成（重新编成）；



　　（3） 阻止战斗力改变速度；



　　（4） 阻止或强制战斗力改变方向等。



　　三、可运用牵制和打击的示例



　　1． 进攻



　　（1） 包围和迂回



　　① 在正面牵制敌人



　　② 机动到有利的位置实施攻击






插图7



　　（2）突破



　　① 以助攻牵制敌人（阻止移动）



　　② 以主攻实施打击






插图8



　　2． 防御



　　（1） 依托阵地抗击敌人，用火力切断增援（牵制）



　　（2） 用预备队实施反冲击（打击）






插图9



　　3． 追击



　　（1） 担任直接压迫的部队……持续不断地向敌施加压力，牵制敌人的后退。



　　（2） 担任迂回任务的部队……切断敌人退路，包围歼灭敌人（打击）



　　4． 抗登陆



　　可区分为海岸配置（坚守）兵团（牵制）和机动打击兵团（打击）














	

 






	















	







	







	









 





	


	







	








	




	


第三编 战斗力的集中




	







	

 



	


	



第一章 要则




　　一、集中战斗力的意义



　　1． 什么是集中战斗力



　　集中战斗力就是将我所拥有的战斗力尽量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



　　这是使有限的力量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的“力量的利用法”之一，是从优胜劣败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的一项最重要的作战原则。



　　2． 集中战斗力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作战原则



　　集中战斗力可以使敌我双方战斗力对比发生变化：即使我在全局上处于劣势，也可以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造成相对的优势。



　　战斗是敌我双方以有限的力量，在所谓战场这个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和地点，可以称之为决战点。只要在这点上取胜，即或在其他不重要方面一时陷于不利，也能够获得全局的胜利。



　　3． 如何在决战点取胜



　　集中足以破敌的优势兵力是制胜的方法，这是人人皆知的优胜劣败的基本原理。



　　要使我方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在战斗力对比上占优势，就必须在努力集中战斗力的同时，极力分散和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抽出部分战斗力用于次要作战方向和助攻，看上去似乎违反战斗力集中使用的原则，而实际上恰好符合这原则的要旨。当然，用于此项的兵力应控制在最小的限度。



　　4． 逐次使用战斗力的错误



　　与集中使用战斗力相悖的现象是分散使用和逐次使用战斗力。譬如在敌我兵力对比为三比二的反炮兵战中，其关系如下图所示。






插图10



　　上例表明，分散使用和逐次使用战斗力，从优胜劣败的基本原理来看显然有严重的错误，然而在实际战斗中却极易犯此错误。



　　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l） 对情况特别是敌情了解不够；



　　（2） 追求战机和随之产生的战斗力不足；



　　（3） 已陷于被动时。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逐次使用战斗力的错误是指将不敷使用的兵力逐次使用，与在遭遇战中逐次加入战斗等有根本的区别。



　　遭遇战中的逐次加入战斗，是为了迅速攻击敌之弱点或企图在左右战局的要点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优势地位。应当铭记，这种战法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必须在战斗全过程中确保战斗力对比的优势。



　　二、集中战斗力应注意的事项



　　1． 确立目的和定下决心



　　指挥官如无坚定的意志，确立作战目的和据此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则无法有效地集中使用战斗力。



　　2． 积极主动性



　　消极被动只能被敌人牵着走，难以集中使用战斗力。进攻是主动行动，易于集中使用战斗力，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防御是被动行动，战斗力容易分散。为此，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应主动争取集中使用战斗力。



　　3． 选择关键时间和地点



　　决定胜负的时间和地点即是决战点。集中战斗力最重要的一条是首先选定合适的决战点。决战点不是瞬间的一点。而应有宽度和深度。如果该点选错不仅无法取胜，反而会使我煞费苦心集中起来的战斗力扑空，甚至为敌所用。选定决战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我主动地创造的，一种是由敌我相互关系造成的。我们应该极力主动地创造决战点。后一种情况要求必须具有捕捉战机的能力。



　　换句话说，决战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出现“战机”的地点。



　　4. 战斗力的合成使用



　　仅仅集中超过敌人的战斗力不啻乌合之众。战斗力如不加以编组并联合集中使用于敌之致命部位（决战点），是毫无意义的。



　　特别是现代战争要求立体地集中战斗力，不仅要陆海空联合作战，还必须有机地协调与组织各兵种的协同、主攻和助攻、火力和机动、正面和纵深、作战和情报、通信以及后勤等各种职能，以期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而且，还必须在既定的决心之下，坚持到预定的时间。



　　5． 节约战斗力



　　集中战斗力，必须在其他方面节约战斗力。就是说，要想在决战点集中最大的战斗力，就应极力压缩用于其他方面的战斗力。同时，力争不造成所谓的散兵游勇，以避免浪费任何一点战斗力。



　　另一方面则必须竭力分散和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前面所说的次要方向的作战和助攻等就是基于此项原则，是与节约战斗力相一致的。孙子的“知众寡之用者胜也“也是这个道理。



　　6． 发挥机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斗可以说就是敌我双方向决战点集中战斗力的竞赛。要在所希望的时间和地点集中超过敌人的必要的战斗力，发挥快速的机动力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科学技水的进步特别是火力和机动力的发达，极其重视兵力的分散。从保持弹性、增强防护力尤其是减少损失、隐蔽企图等观点来看，分散是非常重要的，应极力避免在不必要的时间过分集中。



　　换句话说，把分散状态的战斗力集中起来已越来越重要。为此，不只是要发挥机动力，而且必须努力进行火力机动（火力集中）和切实发挥指挥通信能力等等。



　　三、集中战斗力的方法



　　集中战斗力的方法有如下两种 [ 注：图中数字表示战斗力的量 ] ：



　　1． 到达战场之前集中战斗力的方法（拿破仑式集中法）



　　利用河流，山脉等自然地形隐蔽集中以集结的战斗力逐次消灭分散之敌（ 内线作战）






插图11



　　2. 在战场上集中战斗力的方法（毛奇式集中法）外线作战






插图12



　　【战例】



　　集中战斗力失败的战例：



　　○苏德战争初期的苏军；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对北朝鲜进攻时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



　　○日俄战争中的俄军；



　　○瓜岛、莱特和新几内亚作战；



　　○朝鲜战争中中共军队挺进北朝鲜。



　　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进攻作战（1950年10月9日——10月23日）



　　麦克阿瑟元帅判断北朝鲜军约60，000人，将以一部部署在38度线阵地企图节节抵抗，以主力固守平壤，希冀再次出现斯大林格勒式作战，从而制定了如下进攻北朝鲜的作战方案。即：以第8军沿西南岸正面向北推进，推向平壤，同时令占领京仁地区的第10军再次在元山登陆，尔后两军在平壤附近寻歼北朝鲜军。



　　进攻平壤战役，第10军的主攻部队海军第1陆战师在元山海面为北朝鲜军敷设的水雷所阻，拖延了登陆时间，错过了战机，造成了第8军单独进攻。第8军于10月9日突破38度线，10月19日南朝鲜第1师和第1骑兵师的先头部队进入平壤。与此相呼应，10月20日第187空降团空降于肃川和顺川。然而，出乎意料，此时北朝鲜军主力已撤至北方。



　　本战役尽管攻下平壤，但未达成寻歼敌主力的目的，留下了后患。






地图13



　　莱特作战（1944年10月－12月）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由于“绝对国防圈”崩溃，制定了“捷号”作战计划，加强了菲律宾、联络圈区域（台湾和西南诸岛）以及本土的防御；对于盟军的进攻，则集中陆海空部队强行决战，企图挽回战局的颓势。



　　1944年10月20日，当美军在莱特一开始登陆。大本营便给第14方面军加强了必要的兵力，决定在莱特实施当初未计划进行的地面决战。



　　第16师直接部署在莱特岛，首先命该部队阻击美军登陆部队的进攻，并从10月下旬开始到12月上旬逐次投入第1师、第26师、102师、30师的一部、8师的一部以及第68旅等部队，企图粉碎盟军的进攻。但是，日军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从海上投入部队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第16师的阻击也遭失败，加强部队加入战斗时在各地与敌遭遇，陷入仓促防御作战，粉碎盟军进攻的计划全告失败。



　　莱特作战是日军逐次使用兵力的典型的失败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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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战斗力的集中




	







	

 



	


	



第二章 战斗力的向心使用




第一节 向心原理



　　一、向心的意义



　　所谓向心是指圆周上各点向圆心运动而言。所谓向心原理是指这种情况下力的作用的原理。



　　二、 向心作用的特点和效果



　　1． 向心作用是使向中心运动的各个力指向中心的一个共同点。



　　2. 四周的力有着相互联系、相互策应的长处。即作用到圆心一点的力的效果比四周各个力的和要大。



　　如下图所示，作用到中心的力＞a+b+c。






插图13



　　3. 力对中心的效果



　　（1） 这些力越接近中心越大，到达中心时最大。



　　（2） 这些力同时作用时最大，最有效。



　　（3） 这些力作用速度越快，效果越大。



　　三、向心原理的适用范围



　　向心原理是在态势上集中战斗力的方法的理论，在军事上适用于外线作战、分进合击、包围和迂回等。



　　攻势作战的特点是集中性，可以说进攻具有向心作用。



第二节 外线作战



　　一、外线作战的意义



　　1. 所谓外线作战是指在外面保持后方交通线，从数个方向对向外作战之敌实施的向心作战。



　　从态势上看，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对敌包围或夹击地位的作战，从作战线的角度看，是作战线（作战轴线）保持在敌人外侧进行的作战。



　　2． 外线作战是使彼此分离的战斗力实施向心策应的作战，是战斗力的效果集中作用于共同的一点的行动，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向心原理的作战。



　　从集中战斗力的观点来看，把彼此分离的战斗力适时地统一使用于战场进行作战，这种方式就是“毛奇式集中法”。



　　3. 外线作战中的战斗力配置（战略展开）及其运用，有如下两种方法（见下图）：



　　（1） 配置在外围的A、B、C各部队同时进攻当面之敌，集中使用战斗力。






插图14



　　（2） A军阻击非牵制优势的甲军，在此期间B军和C军击破当面之敌，迅速进至甲军侧后，集中全部战斗力歼灭敌人。






插图15



　　二、外线作战的特点和效果



　　1. 能够包围并歼灭敌人



　　外线作战形成的基本部署适于包围敌人，而且向心运动本身也可在战略和战术上包围敌人。



　　2． 在战略上是极其有利的作战



　　外线作战是攻击单一战线之敌，而且本身就具有不为敌人所制的特点，极其安全。内线部队如企图对外线部队的某一部分实施各个击破，则其侧后就会受到其他外线部队的威胁，从而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换句话说，外线部队不仅可以切断敌人退路，而且可以威胁其后方基地。而自已背后则几乎受不到任何威胁。



　　3． 外线作战是主动作战



　　外线部队可自由地选择作战时间和空间，实施主动作战。作战时间不充裕时，外线部队不得不寻求迅速决战，而内线部队则随时会丧失作战时间和地域。对外线的这种微妙的压力应予重视。



　　4. 是优势部队的战略，强者的战略



　　如部队不占优势，则无法采取外线战略。因此，只要充分地发挥出实力，在多数情况下将是成功的。



　　5. 协同不好的外线作战。则使战斗力分散，孕育着敌各个击破的危险性。



　　因此，正确地选定作战方向，密切协调各部队之间的行动，综合发挥有形无形的战斗力，不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是极其重要的。



　　总之，外线作战是主动的攻势作战，在态势上占优势，从各个方向实施向心攻击，威力很大。内线部队对外线部队进行各个击破的企图一旦失败，外线进玫部队就自然形成战略上的包围态势，并可最后形成战术上的四面包围。



　　三、进行外线作战的条件



　　1． 国家（边境）的地理关系



　　如同奥普战争中的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军一样，在地理关系上必然形成外线态势，用兵上自然没有选择内外线的余地。



　　但是，在世界性的战争中常常是内外线不分，情况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后方交通线的原理，在大的范围内划分内外线。



　　2． 作战地域的地理关系



　　在局部战斗中，可根据作战地域的特点、特别是河流和山脉的走向、公路、铁路交通网和要塞等情况，有选择地部署内、外线战斗力。



　　如下图所示，名古屋和沼津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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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确定作战地域时，应选择那些导致敌人内线作战，便于我发挥外线之利的地域。



　　3. 战术（战略）条件



　　（1） 在战斗力的基本部署分散，特意把战斗力集中于一地反而不利时。



　　例如，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毛奇为了先于奥军集中，即命令本来分散配置的兵力向战场开进，进行分进合击。



　　（2） 在能够从内线态势转为外线时



　　例如，在进攻时扩张战果后的追击战斗，以及各个击破敌人之后肃清残敌，均可实施外线作战。



　　四、指挥外线作战应注意的事项



　　指挥外线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是扩大当初态势上的优势和主动的有利条件，使敌陷于被动，指挥部队进行向心作战，从四周寻歼敌人。



　　因此，指挥上应特别注意如下事项：



　　1. 要迅速收缩外线态势，形成战术包围



　　外线是战略，并不象包围那样是战术行动。



　　不是具有独立战斗能力的师以上部队，不具备实施外线分割和策应的压力。因此，以师的一部实施外线作战是错误的。



　　2． 要实施警戒，以免被各个击破



　　必须确实保障彼此分离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与协同，加快作战进程，粉碎内线部队各个击破的企图。



　　3． 处于外线的部队不要忘记集结战斗力



　　要避免因受地形限制使战斗力分散于外线，错过会合的时机。相反，应在宽大正面上牵制与分散敌人，巧妙地将我方战斗力集中运用于一个方向。



　　4． 要努力隐蔽企图，急袭敌人



　　要正确地选择作战方向，隐蔽企图，急袭敌人，使敌人措手不及，得不到进行各个击破的机会。



　　【战例】



　　外线作战的战例：



　　○日中战争中的武汉、南京、湘桂、徐州战役。



　　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的战例：



　　○英帕尔战役中的日军。



　　由内线转为外线的战例：



　　○英帕尔战役中的英军；



　　○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解围。



　　攻占武汉战役（1938年8月－10月）



　　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中被日军打败后，把第5战区的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地区，并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两岸地区新设立第9战区，集中约60个师的兵力，加强武汉的防御。



　　日军企图用华中派遣军攻占武汉，决定第2军从北面，第11军从长江两岸地区以外线态势实施进攻作战，在武汉地区歼灭中国军队。为此，从1938年8月下旬起分别开始行动（详情参见下图）。



　　进攻到处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有的地区甚至打得很激烈。但是日军始终在广大地区保持外线态势进攻，将中国军队击溃，压缩到武汉地区。于是，中国军队向武汉西部地区撤退，10月26日日军占领了汉口。



　　日军为了防止分散兵力和扩大作战地区，决定对溃退的中国军队的追击到信阳、德安和岳州一线为止，因此没有寻歼敌后退的主力，在肃清该线以东残存部队后便结束了战斗。但是，在广大地域实施分进合击，通过积极的外线作战攻占武汉的战役，则充分地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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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帕尔作战（1944年3月－7月）



　　日军第15军军长企图用急袭包围战术，攻占英印军队的后方基地英帕尔，于1944年3月用3个师开始进攻。4月上旬，15师和33师分别推进到英帕尔北部和托尔崩附近，同时31师占领了科希马，大体形成了包围英帕尔的态势。15军军长督促反复实施强攻，并多次改变重点，但因从一开始兵力就不足，进攻迟迟无进展，未能缩小包围圈。



　　另一方面，英印联军则企图把日军诱入英帕尔，乘其战线拉长之机实施反击。联军得到阿恰布方面的增援后，4月10日将一部投入日军33师正面。以2个师转入反击，把日军15师压到乌克鲁尔方向。接着，5月中旬在日军33师正面转入反攻，南北两面夹攻33师。



　　日15军各部队在长期缺乏补给的战斗中兵力急剧减少，以寡敌众的宫琦支队也是如此。6月22日科希马去英帕尔的公路终于被联军打通，日军不得不停止英帕尔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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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分进合击



　　一、什么是分进合击



　　分进合击是从数个方向前进围歼敌人的运动，是指一边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集结战斗力，一边部署分进而言。



　　分进合击在态势上是外线作战。



　　二、分进合击的样式



　　分进合击的样式因分进的方向、时机、地点和距离等的不同而有很多种。下面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



　　1． 根据方向



　　（1）相对的两个方向 ；（2）从相对的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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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四周；（4）从同一侧的数个方向






插图18



　　2. 根据分进前的部署状态



　　（1）从原集结状态；（2）从原分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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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梯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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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从到达目标距离上区分：



　　（1）距离大体相等；（2）距离相差很大



　　5． 从分进与合击的时机上区分：



　　（1）同时进行；（2）先后进行。



　　【战例】



　　分进合击的战例：



　　○1866年普奥战争中毛奇在凯尼格列茨的分进合击



　　○日军在英帕尔的失败



　　○日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分进合击



　　徐州会战（1938年5月）



　　进入1938年，日中战争战场已扩大到华北和华中。日军获悉获悉：中国第5战区部队（司令李宗仁）在徐州附近集中约50个师，完成了阻击日军的态势，并进行战争鼓动，士气极大提高。



　　因此大本营决心消灭这支部队，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遂命令华北派遣军（5师、10师、114师）和华中派遣军（3师、9师、13师）从两个方向分进合击，企图在徐州周围歼灭中国军队。



　　两支部队从5月5日开始行动。作战在各个方向进展顺利，5月19日占领了徐州。蒋介石鉴于日军分进合击的进攻作战取得进展，5月15日决定让部队向西撤退。从5月26日开始中国部队退往西南方向。退却时，中国军队分散成小股部队，切断了华中派遣军兵力薄弱的后方交通线，因此，日军未能抓住其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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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施分进合击时的注意事项



　　1．合击目标的选定



　　通常，首先选在战略要地即战略目标上，尔后随着战斗的进展，根据作战目的是以歼灭敌人为主，还是以占领地域为主再决定具体的目标。



　　分进合击的本来目的，不单是集结战斗力，而是把战场上的战斗力合而为一，即包围歼灭敌人。



　　2． 如何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1） 要正确地区分分进的部队



　　即正确地选定作战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并恰当地区分战斗力。



　　为此：



　　① 要对分进过程中可能抵抗之敌，保持战斗力对比的优势；



　　② 要考虑到分进的机动距离、分进地域的地形条件；



　　③ 要考虑到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目的等，在会合地域恰当地区分战斗力。



　　（2） 要密切组织分进部队之间的协同



　　为此，必须正确地进行作战指挥，在时机和地域上进行适当的控制。



　　（3） 要规定分进地域和路线，以便于分进部队相互支援。



　　（4） 要使分进部队保持适当的机动力，发挥机动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5） 要注意隐蔽企图，发挥奇袭效果。



　　3． 保持最后阶段战斗力（打击力）对比的优势



　　如前所述，分进合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因此，保持最后阶段围歼敌人的打击力是特别重要的。



　　为此．不仅要使用从地面分进的部队，还应注意采用以海空军断敌退路的立体包围，尤其重要的是要实施妥善的后勤支援，以保障在最后阶段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



　　【战例】



　　○日俄战争中的辽阳战役（日军分进合击的目标是作为战略目标的辽阳，根据俄军决战企图，战术目标也是辽阳。）



　　○凯尼格列茨会战（最初的目标只是为了集结兵力而选在基钦，作战过程中，为了歼灭敌人而改在凯尼格列茨。）



　　凯尼格列茨会战（1866年7月3日）



　　1866年6月爆发普奥战争，普鲁士军队命令第1军、第2军和易北军分别开进，进攻奥地利。奥地利军企图在边境地带以防御作战阻止普军进攻，此间集中主力打败敌人。然而，一开始在几次边境作战中却都打了败仗，不得不进行后退。



　　于是，奥地利军在凯尼格列茨设置了北方军团司令部，把主力（约21万人）集结在易北河北岸地区，企图待普军前出到比斯特里斯河时将其歼灭。



　　普军第1军司令官侦察到这种情况，向总参谋部提出建议，认为先于奥军发起进攻，强迫敌人决战有利。普军待全军（约22万人）集中后实施进攻。参谋长毛奇将军则采纳了第1军的建议，在命令第1军渡过比斯特里斯现进攻当面之敌的同时，命令第2军反过来在第1军的东侧（左翼）投入战斗。为配合第1军的进攻，又命令易北军主力（约4万人）从第1军的西南方向向英军的侧后进攻，以期与第2军形成分进合击。普军能否取胜就在于当处于劣势的第1军战斗时第2军能否有效地投入战斗。



　　7月3日，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整天。此间，毛奇一直与第2军保持着联系，3日14时许终于将其投入战斗。奥军在克尔姆附近被普第2军突破，虽然投入总预备队实施了反击，但未取得成功，同时左翼和侧后也遭到进攻，到该日黄昏损失惨重，遂撤退到凯尼格列茨以南。毛奇指挥的分进合击的会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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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包围



　　一、什么是包围



　　敌人配备上的弱点是在背后和侧面。因此，进攻敌人时，攻其弱点即打击其背后和侧面最为有效（参见第二编第一章中战斗力的方向性）。



　　包围，是把敌人牵制在正面从其外翼的一个或两个方向，如有可能从空中占领敌人后方目标，切断敌人退路，在战场将其消灭的一种进攻机动方式。



　　包围和迂回一样，可以直捣敌人弱点——背后和翼侧，因此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喜用。



　　二、包围的长处



　　1． 可以打击作为敌人弱点的背后和翼侧。



　　2． 这种态势本身就具有威胁敌人，使其感到处境不利，从而减少或丧失继续战斗的意志的效果。



　　3． 可切断敌人后方交通线，使敌人继续战斗的物质保障能力枯竭。



　　三、敌人对抗我包围的手段



　　1． 反包围（包围者被包围）



　　（1）通过投入后方部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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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抽调其他方向上的兵力转用于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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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线或者部分兵力后退，机动到包围部队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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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钩形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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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翼侧延伸或者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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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进攻包围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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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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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进行空中补给和增援



　　四、包围成功的条件



　　包围成功的条件在于在战场上迅速歼灭敌人，不给其对我包围采取相应行动的时间。



　　为此，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 奇袭



　　为了隐蔽企图，特别是隐蔽担任包围任务的部队行动（利用夜间等），欺骗敌人，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正面上，应实施欺骗性展开和佯攻等。机动需要两夜时，隐蔽企图尤为重要。



　　2． 保持机动力的相对优势



　　特别要注意灵活运用空中机动能力，保持装备效能和克服障碍的能力。



　　3． 牵制敌人于现正面上



　　特别是实施有果敢助攻的进攻和确保我包围轴线。



　　4． 保持优势的战斗力



　　特别应保持力量和速度，以粉碎敌人反包围等行动。



　　5． 各部队互相配合行动



　　特别是主攻与助攻应在能相互支援的距离内行动。



　　6． 有恰当的基本部署



　　这点从选定集结地域阶段就应考虑。当然，机动力极其优越时，基本部署的不当之处能够得到弥补。



　　五、实力与包围圈的关系



　　超过实力的包围，即使勉强形成了包围圈，有时也会出现某种弱点，使被包围部队突围或解围，或者因被包围部队与包围圈外的部队内外呼应实施夹击，而使包围作战失败。



　　指挥包围作战时，应认真考虑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尤其是敌人后方机动作战能力的实际情况决定包围的规模，迅速地达成目的。必须注意，企图以有限的兵力实施力所不及的包围，即使暂时形成了包围圈，尔后也难以维持，或者遭敌包围反而陷入不利态势。



　　六、立体包围



　　要想以包围歼灭敌人，在现代战争中仅从地面实施是不够的。就是说，必须在实施地面包围的同时，积极运用空中机动力实施立体包围，还必须切断敌人的空中补给和空中增援。



　　【战例】



　　○在缅甸辛泽瓦的包围



　　（日军虽完全包围了英军，英军却通过空中补给而得救。）



　　○中共军队在朝鲜云山的包围作战



　　中共军队在朝鲜云山的包围战（1950年10月24日－11月6日）



　　中共第39军（基干力量3个师）受领“迅速挺进云山、熙川地区，与北朝鲜部队换班，阻击向鸭绿江推进的联合国军”的任务后，向云山，熙川地区集结。从10月24日开始，39军的先遣部队与担负“经云山向鸭绿江突进”任务的南朝鲜第1师进行战斗，出现拉锯状态。美8军军长沃克中将看到，10月28日位于南朝鲜第1师东面的南朝鲜第2军正面受压开始后退，因而南朝鲜第1师突出孤立，难以继续前进。便决定起用第1骑兵师作为第一梯队。29日第8骑兵团与正在同中共军队激战的南朝鲜第1师（第11团、12团）换班，占领了云山周围的半圆形阵地。中共第39军发现第8骑兵团和南朝鲜第15步兵团脱离主力，企图以2个师的兵力将其包围歼灭。他们首先派出大约5个营的兵力在云山以南约9公里处构筑了阻击阵地，用来阻击第1骑兵师的增援和切断第8骑兵团的退路。同时，在云山周围的森林里放起大火，以防止主力的行动被美军空中侦察发现。这样，中共第39军到31日为止就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第8骑兵团，从北部正面包围了南朝鲜第15步兵团。11月1日下午，中共军队首先向最脆弱的第15步兵团发起进攻，23时将其消灭，接着切断了云山南部的三叉路。而第8骑兵团23时才收到师的撤退命令，午夜开始行动。1营和2营遗弃了大量的装备好容易突围出去，而3营却突围失败，其主力被歼。



　　对中共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了解，而且这支部队也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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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突破



　　一、突破的实质



　　突破是从敌人预有准备的正面用力量分割敌人，导致各个击破或包围的一种进攻机动方式。就是说，突破的实质在于发挥强大的力量，因而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二、实施突破时



　　1. 突破是实力战术。因此，大前提是在突破正面要拥有或可以形成绝对优势的战斗力。



　　2． 突破要在无法或不利于包围迂回的情况下实施。



　　就是说，突破是对敌人周密准备的正面实施强攻的战术，因而攻者也将遭受重大损失，并不是理想的作战方式。



　　【战例】



　　○满州事变时日军第2师昂昂溪附近的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1940年5月）



　　德军在考虑西线攻势时，曾设想在战术上实施两翼或一翼包围。由于荷兰和比利时方向构筑有坚固的要塞防线，而且英法军处于随时可前往支援的态势；从瑞士方向突入实施包围，在地形上也近乎不可能，因此，德军采取了中策，首先从中央正面实施战略突破，尔后实施包围。



　　德军计划：为使中央突破取得成功，在把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10个集团军中的6个集团军组成A集团军群的同时，命B集团军群挺进荷兰和比利时，把英法军诱至比利时境内，以保障A集团军群的突破和尔后的包围。此间，用C集团军群牵制兵力上占极大优势，沿马其诺防线配置的法军。



　　1840年5月10日，德军同时发起进攻，由于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加之极大地发挥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因而取得了预期的巨大成功。5月21日A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在加来以南到达多佛尔海峡，在法国本土分割包围了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1军，希特勒没有坚决歼灭这支被包围的部队留下了后患（被包围的英法军主力34万余人从海上撤退到英国本土）。然而，不管怎样此战役却决定了西欧的战局。德军挥师南下进行第二阶段作战。一蹶不振的法国于6月22日与德国缔约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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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突破中的注意事项



　　1． 突破中力量的作用



　　为了突破和分割全纵深有组织的抵杭之敌，力量将逐次发挥如下作用：



　　（1）首先起打开分割敌人防御的缺口的作用（形成突破口）



　　对突破点要集中优势的兵力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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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挥排除抵抗的重锤作用（扩大突破口）



　　突破口要扩大到足以使部队展开突贯目标的程度






插图29



　　（3）接着发挥直指敌人末端的重锤作用（夺取最终目标）



　　必须使用纵深战斗力，不失时机地发挥重锤效能，直至夺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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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突破时对力量的要求：



　　① 要占绝对优势；



　　② 要能维持到夺取规定的目标；



　　③ 要迅速发挥作用。



　　（2）对付突破的办法：



　　① 从其他方向抽调兵力，加强被突破正面的抵抗力或者封闭突破口；



　　② 包围突破部队；



　　③ 下决心停止抵抗，全面后退，重整态势。



　　2． 突破正面的宽度与纵深的关系



　　突破口一般呈如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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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突破正面的宽度越大纵深也越大。因此，必须根据要求的突破纵深决定必要的突破正面。



　　一般认为突破正面的宽度与纵深大致相等，但是加强以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就可以使突破的纵深大于正面的宽度。



　　突破的纵深最低限度应达到粉碎敌人有组织抵抗的深度。



　　3． 突破点和突破方向的选定



　　突破口的部位和方向，首要的条件是能够使我方力量占优势，并便于发挥出来。因此，应选择敌人部署上的弱点和适于发挥我合成军队威力的地形等。



　　在理论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直角突破优于斜角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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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当质与量约占优整时，也可实施斜角突破。



　　（2） 顺我后方交通线的方向突破有利。






插图33



　　（3） 突入凹陷部之弊






插图34



　　敌人的抵抗有向心作用，对我不利。



　　当然，明显地具有优势的火力和机动力，特别是坦克作战能力时，亦可实施。



　　【战例】



　　○沙皇亚历山大的“阿尔拜拉”会战（对付以强大兵力实施中央突破与敌之两翼包围的有效措施）



　　○拿破仑的“塞诺巴”中央突破



　　四、数个正面突破



　　1． 数个正面突破的必要性



　　（1）一点（一个正面）突破，即使是有强大的后续梯队取得战术突破的成功，也往往会使敌人有时间重整战略态势，采取应变措施，最后导致我突破作战的失败。



　　从战史上考察突破的发展过程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单纯的阵地突破，由于防御者采取应变措施而无法成功；1914年以后实施有限目标的逐次突破（强袭），以及用个别命令实施火力急袭。由于防御者也用实力对抗，所以连战术突破也无法取得成功；1918年以后实施全纵深一举突破（急袭），战术突破取得了成功，但敌使用战略预备队封闭突破口，又使突破遭到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有很多运用坦克和飞机在数个正面突破成功的战例，如波兰作战、突破马其诺防线等。



　　（2）数个正面突破容易形成战略包围



　　① 各个突破本身就有两个目的：突破后将敌人压到本来的后方交通线以外加以消灭；突破后分割围歼敌人。



　　② 数个正面突破结合在一起，容易从数个方向实施向心包围，可以扩大战略成果。



　　③ 容易分割敌人，予以各个击破。



　　分割歼灭是各个击破的战术。



　　④ 无论哪种情况，均着眼于在敌人背后实施阵地外决战，所以最有把握最容易打败敌人。



　　例如：战略预备队也参加围歼敌人的作战；以运动战为主体的作战。



　　2． 数个正面突破在形式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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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钳形包围



　　（2） 多重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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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割歼灭



　　（4） 向扩张战果发展（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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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数个正面突破在用兵上的特点



　　从根本上讲，它和突破的实质一样，是一种优势军队的战术。



　　（1） 需要有最强的力量、最大的持续性（后续梯队）和最快的速度。



　　需要力量与速度（即冲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从战略观点来看，后续梯队则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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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有突破和包围的双重意义。突破是作战初期的行动，是战略包围的手段。即仅仅突破不能达到作战目的，必须把战术突破扩大成战略突破。



　　（3） 呈现以装甲部队突破为主体的运动战形式。



　　即作战由静到动，特别重视运用装甲和航空部队，而且要求正确地选择与掌握突破点和突破方向（作战轴线）。



　　（4） 决战在突破后实施，而且着眼于敌人背后的阵地外决战。



　　（5） 重视奇袭、急袭。



　　【战例】



　　数个正面突破取得成功的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对波兰作战中的突破（钳形包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分割歼灭）。



　　一点突破遭到失败的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军对阿登地区的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军对阿登地区的进攻（1944年12月16日——1945年1月31日）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法国，但由于后勤补给困难，9月中旬以后在德国边境上停止了进攻，战线呈现胶着状态。希特勒认为至少应该在一条战线上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如果获得成功则可得到与西方结束战争的机会。为此，他企图发动对德国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大规模进攻。计划是宏大的，和1940年5月取得巨大成功的西线攻势一样，是从阿登正面突破，挺进安特卫普，分割盟军，消灭其北半部的军队。



　　德军在严密隐蔽企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兵力，甚至抽调了预定投到东线的坦克部队，还准备了扰乱盟军后方和阻击盟军反击的敌后渗透部队和空降部队。德军把赌注押在这最后的机会上，6月份以来，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对正面80公里长的战线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尔后发起进攻。盟军遭到突然袭击，加之天气不好使盟军空军难以行动，因此，德军最初的进攻发展很顺利。但是，12月23日以后天气好转，盟军空军开始正式行动，随着盟军对策的实现，德军的进攻逐渐停滞，12月26日完全停止下来。



　　德军集中25个师的兵力是绝对不够的，空军和后方兵力特别是燃料又不足，原来那种突破250公里纵深的计划显然欠妥。德军便不得不集中兵力实施一点突破。因此，盟军从南北两翼抽调兵力集中到中央，并投入全部预备队阻止德军突进，进而转入了反攻。德军发起进攻一个月后的1月16日，盟军基本上完全封闭了德军的突出部。这样，德军最后一次生死攸关的进攻也终于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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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战斗力的集中




	







	

 



	


	



第三章 战斗力的离心使用




第一节 离心原理



　　一、离心的含义



　　离心是指中心从圆心向圆周移动。从圆心向圆周各点反复运动时，这种力的作用原理就叫作离心原理。



　　二、离心作用的特点和效果



　　1． 离心作用可集中中心的力作用于圆周上的某一点。



　　2． 离心作用在反复运动时，中心的力量逐次衰减。



　　3． 中心力量在作离心运动时，离圆周越近对圆周的力量越大，而对反方向的力量就越小。



　　4． 随着圆的空间增大，离心运动越发容易。



　　5． 如图所示，离心运动是内线行动，可集中全力(a+b+c)对付各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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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离心原理的应用



　　离心原理是在态势上处于被动和守势时的作战原理，在军事上适用于内线作战和各个击破案。



第二节 内线作战



　　一、什么是内线作战



　　1． 内线作战是指对从外围数个方向对我实施向心作战之敌，我在内侧保持后方交通线所进行的作战。



　　内线作战的实质是集中全力对付各个分散的目标，也就是各个击破横广纵深分散之敌。在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与时间因素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的闪击战就是内线作战的最新的典型战例。



　　2． 内外线的关系。



　　内线和外线两者处于相对的关系之中，外线作战是进攻的主动的，而内线作战是防守的被动的。两者关系，在战略上受国家所处地理条件的客观制约；在战役战斗上，内外线的选择可根据作战部队的任务、战斗力、地形和气象等条件而定。



　　因此，形成外线作战的条件，从对方来看可以说就是形成内线作战的条件（参见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三项）。



　　二、内线作战的特点



　　1． 内线作战是战略守势作战。



　　内线作战，是战斗力较弱的兵团为了制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寻求决战，积小胜为大胜而采取的作战样式。因此，如果有无须讲究计策而单凭实力取胜的把握，则通常是不处于内线的。



　　2． 内线作战尤其需要重视战机。



　　内线部队的后方交通线在内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常常是根据敌人的行动决定自己的行动。内线部队在态势上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弱点，所以计策对内线部队来说尤其重要。



　　3． 作战频繁，变化激剧，发展迅速。



　　内线作战实质上是离心运动，尽管根据外线部队的态势与空间的增大而有不同的变化，但其运动速度和变化程度则通常要比外线部队大得多。



　　4． 内线作战的利弊



　　（1） 利



　　① 可以将属下部队集结起来控制在手里。



　　② 可以逐次各个击破敌人。



　　（2） 弊



　　① 难以捕捉战机，稍有不慎则陷入被动，最终被紧紧包围起来。



　　② 各个击破如不能全胜则留下后患。



　　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前面已做了论述。实施内线作战时，未必需要在态势上使部队经常处于集结伏态，能保障在必要时集结起来即可。要注意：把部队集结起来，有时反而会遭受空袭造成不利局面。



　　【战例】



　　○拿破仑在“洛迪战役”中的内线作战（1796年，意大利军队在拿破仑指挥下对奥地利军作战）



　　○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以色列对阿拉伯作战）



　　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6日－10日）



　　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长期冲突1967年再次表面化了。



　　5月底前后，以色列侦察到阿联、叙利亚、约旦的强大空军和地面部队向边境附近集结展开的征候，深感有真正爆发战争的危机，终于定下了行使武力的决心。



　　6月5日，空军几乎出动全部兵力对阿拉伯方面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突然袭击，将阿方的飞机摧毁了大半，获得制空权，尔后即集中精力配合地面部队作战。



　　地面部队以主力（3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为骨干）对西奈半岛的阿联军队发起进攻，到8月击败阿军，前出到运河一线，尔后用少数兵力转入防御。



　　在主力决战期间，以色列军队的一部（1个旅）在北部地区与叙利亚军队（约2个师）对峙，9日以后用西奈方向抽调过来的兵力予以加强，转入进攻，在打败当面敌人的同时，占领了戈兰高地一带。



　　另外，在此期间还用1个多师的兵力击败耶路撒冷方向的约旦军队（约2个师），推进到约旦河一线。



　　这样，以色列军队就运用典型的内线作战的原理，击败了优势的阿拉伯军队。在短期间内达到了战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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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线作战成功的重要条件



　　1． 要有出色的指挥才能，特别是捕捉战机的能力和果断的决心。



　　如上所述，内线作战从一开始态势上就存在弱点，因此，捕捉战机和指挥的好坏对胜败有重大影响。



　　即或名将，也只有在确保机动自由，巧妙地捕捉与利用战机，善于节约使用兵力时才能取胜。



　　2． 部队要精干，能充分发挥机动力。



　　处于防势和被动地位，部队如不精干必然使士气沮丧。另一方面，部队要有较强的机动力，以便转用于其他方向。






插图40



　　3． 要有各个击破敌人的地域。



　　即有与敌周旋的余地。



　　下图中，yh＜xkm/V（V是B的机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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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是得以保持的各个击破所需地域的距离，要在战术支援范围以外。yh是决战所需时间。



　　（2） 也就是说，在我与A敌决战时，B敌不至于接近包围我军，而且要在B敌的炮兵射程之外。



　　（3） x与y相互关联，根据情况而变化。x近的时候，必须以一部兵力对付敌人。



　　4． 如果敌部队间的上下联络、协同动作上存在缺陷，则更为有利。



　　现在，通信联络手段发达，外线部队协同密切，内线部队的进攻变得愈益困难。但有时战场上的错误和敌人的过失也会造成对我有利的条件，因而必须做好寻求和利用这些条件的准备。






插图42



　　5． 我交通机关要完备。



　　转用兵力，需要有果断的决心和积极的措施。要做到这些，就要有各种完备的交通机构和工具确保机动能力。届时确保交通道路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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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要有分散（分离）敌人的地形。



　　要想乘敌兵力分散将其各个击破，其前提是迫使敌人分散兵力。



　　即如同下图所示。敌人如果不前进到A点，甲与乙就不能会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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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当以主力各个击破敌人，而同时又以一部兵力牵制另一方向的敌人时，要有可利用的合适的地形（主要作战方向与次要作战方向的关系）。



　　总之，指挥内线作战的主要着眼点，可以说就是确保机动自由，乘敌兵力分散之机将之各个击破。因此，确定作战方向，选定目标，掌握向其他目标转移的时机以及迅速实施机动等，是决定内线作战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指挥作战时，切实保持主要作战方向（决战方向）和次要作战方向（持久作战方间）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节 各个击破



　　一、各个击破的意义



　　1． 各个击破，是指乘敌人在时间或地域上、横向或纵向分离，其兵力未全部集中之机，各个击败其一部。



　　各个击破的目的是对一个方向之敌取得局部的优势，逐次地各个击败敌人，以期获得全局的胜利。



　　2． 各个击破本质上是劣势军队的战法，是根据敌人的行动寻找作战机会的战法。



　　因此稍有不慎即陷入被动，容易为敌先机所制。所以，要得此战法之利，特别要有善抓良机的能力。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学问也在于此。



　　二、各个击破成功的条件



　　1． 敌人要处于兵力分散状态。



　　乘敌人兵力分散之机，是各个击破的首要前提。



　　（1） 何谓兵力分散



　　在时间或距离上敌人处于分离状态，即当我对一个方向之敌（一股敌人）作战（战斗）结束之前，其他方向之敌（其他敌人）无法施加直接影响。



　　【注】 各个击破的可能分散状态的理论研究：



　　求分散距离：



　　X＝D×H-M



　　D——1天可能机动的距离；H——结束某一方向战斗所需天数；M——系数距离（把增援部队展开所需的时间换算成距离）；



　　但是，策划各个击破的一方不会允许对方自由地集中兵力，他们必然会用飞机和破坏道路等方式阻碍敌人机动。因为这样做，即使分散距离近，各个击破也可能成功，否则，即使距离远也可能不成功。也就是说，其他因素实际上比单纯的距离远近给兵力分散带来的影响更大。必须认识到，兵力分散的状态受时间因素的影响甚于距离。



　　参照上节第三项中“3”的要图进一步说明，即为：



　　t =xkm/V＋K＞Y



　　t： 分散的时间；K：阻碍的时间（包括使用飞机，障碍物和我部队阻击以及敌人的过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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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战术上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兵力分散状态。



　　① 横向分散状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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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纵向分散状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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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出现兵力分散状态的条件



　　关于出现兵力分散状态的情况，看来有两种：“被迫分散”和“主动分散”。



　　① 被迫分散时的原因：



　　a. 作战地域的地形条件（地障、战场广阔及后勤供应的难易等）；



　　b. 气象条件（积雪等）；



　　c. 对方的阻碍（遭到阻击等）；



　　d． 其他（指挥控制的拙劣等）。



　　② 主动分散的情况



　　即分散兵力更有利时。如：



　　a. 兵力的基本部署处于分散状态时（尤其是集结于一地反而不利时）；



　　b． 分进可得到更大的好处时；



　　c. 辅助性的作战可取得巨大战果时。



　　以上区分未必严格。兵力分散属于作战原则上的过失，应力戒发生，这是常识。在距离上处于不可增援的状态可以说是例外，更多的情况是人为地造成，促进了其生成的条件。



　　2． 各个击破要利用敌人过失取得成功



　　兵力处于分散状态当然应该说是过失，违背自己的意志使兵力被迫处于分散状态，也不能不说是指挥和战术能力上有缺点。



　　（1） 在战场上造成兵力分散错误的主要原因：



　　① 通信联络不畅通，情况沟通不够（坦南贝尔会战中俄军第1军与第2军的关系）；



　　② 战斗指挥拙劣（日俄战争中俄军的南山防御）；



　　③ 被迫分散（奉天会战前，俄军强行分割日本第1军的失败）



　　（2） 分散状态会造成下列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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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敌人的过失应有效地加以利用，但是不允许以对方的过失为前提计划和实施作战。必须注意以下各项。



　　3． 各个击破能否成功受作战态势制约



　　外线部队在态势上要各个击破内线部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内线部队却容易取得成功。即便是内线部队，随着敌人战术包围圈的缩小，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



　　被包围态势和内线态势的区别固然有微妙之处，不可能用数字加以区别。但是，如果从四面进攻的敌人相互间能够进行战术协同，而且其后形成包围，那么各个击破就会变得困难和不可能。



　　4． 至少必须在战场上能保持优势



　　连局部优势都无法保持的劣势部队，可以说是没有资格谈各个击破的。所谓优势并不仅限于兵力的多寡，它是包括有形和无形（士气、训练程度、指挥能力和态势等）因素的一个综合概念。当然，在战场上多数情况下是难以事前预测的。



　　5. 敌我双方的进攻精神是重要的条件



　　各个击破本质上是劣势部队的战法，当它没有如期取得成功或者失败时，将会陷入最危险的状态之中，因此，打歼灭战为上策。各个击破，只有利用或助长敌人的进攻精神才容易取得成功。因为歼灭战是通过利用敌人的冲击力才容易成功（参照第四编对冲击力的利用）。



　　6． 关于第二仗以后的各个击破，受兵力的二次、三次使用的可能性和作战环境的制约。



　　第二仗以后的各个击破能否成功，取决于第一仗的成果和敌我双方的作战环境。第一仗的成果如何是重复使用兵力的条件，当时的作战环境至少应缓和到允许我重复使用兵力的程度。根据战史记载，多数情况都是打第二仗以后结束。



　　7． 要有良好的情报机构保障查明敌人的整个态势



　　不仅对当前各个击破的方向，对其他方向敌人的动向也应经常掌握。



　　【注】以下各项与内线作战成功的必要条件中的论述重复，请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8. 取决于敌兵力分散的程度即我是否有各个击破敌人所需要的地域



　　如前所述，造成兵力分散除纯粹距离上的限度之外，其他因素（物质的、精神的）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需要有适于造成对方兵力分散，或者使其长期持续分散下去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这些地域还要有适于我迅速决战的地理条件。难以进行决战、便于敌人进行顽强抵抗、对我机动不利的地形均不适当。



　　9． 要有优势的航空部队和良好的机动（移动）能力



　　在现代战争中空中优势是绝对的条件，即便是地面部队处于劣势，各个击破也能取得成功。



　　10．要有卓越的指挥控制能力



　　指挥官特别是将帅必须具备判断能力，洞察力和敢于冒险的胆略。例如：在1914年的东普鲁士会战中，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普利德维茨将军企图实施各个击破，因中途决心动摇退却了；而兴登堡将军在坦南贝尔会战中却立下了赫赫战功。各个击破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的作战，指挥官对此必须具有精神准备。



　　以上论述的是作为实施各个击破的前提条件的主要事项。这些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时候极少。因此，必须在努力创造条件的同时，勇猛、果敢、大胆地进行作战。



　　【战例】



　　○拿破仑在“洛迪战役”中的内线作战



　　○坦南贝尔会战和马兹尔会战



　　○羽柴秀吉的贱岳之战



　　○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



　　三、实施各个击破的注意事项



　　1． 击破目标的选定



　　实施各个击破的，选择首先击破的目标应具有以下特点：



　　（1） 容易击破之敌；



　　（2） 最危险最重要之敌。



　　最初的击破目标如果是敌人的核心（要害），即敌人的主力最为有利。各个击破的方法，根据敌兵力分散状态同我的关系位置而有所不同，对于处于纵向分散状态之敌，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做如上考虑。



　　2. 在击破一个方向上的敌人时，要阻止其他敌人前来会合（迫使敌人处在分散状态）



　　（1） 要选择合适的战场



　　选定的战场要有必要的间隙，有障碍敌人兵力会合的地形，便于我实施机动和战斗，以保障在阻敌会合期间迅速地实施决战。



　　（2） 要正确地选择作战（进攻）方向



　　要选择敌人难以会合的方向（反过来说即增大其间隔的方向）及作战（进攻）成果能立即作用到第二部分敌人的方向。



　　这时，取得最大战果的方向由于自己或后方交通线的关系也常常是最危险的方向，因此必须采取充分的措施。正如“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的譬喻一样，要取得大的成果是带有危险的。把“冒险与成果”的关系的原理用于各个击破之中也是很重要的。



　　（3） 要直接阻止其他敌人的会合和增援



　　对于非决战方向上的敌人。要尽可能以最少的兵力在必要的时间内牵制住优势的敌人。



　　3. 行动要迅速、彻底



　　（1） 时间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决战速度慢，外线部队就有可能会合，使我无法实施各个击破。



　　迅速定下决心，迅速部署以及发挥机动力尤为重要。



　　发挥机动力时，除了充实部队本身的机动力以外，还必须拥有确保机动自由的手段，以便阻碍敌人的运动，打乱其协同动作，夺取并巩固确保我机动自由的要点，保障我作战部队集结地域的绝对安全等。



　　（2）大胆、果断地进行歼灭战的部署



　　前面巳经讲到歼敌不彻底将遗留后患的问题。这不仅是各个击破，在战史上也是有很多教训的。特别是在各个击破中，因为它会反过来直接影响到作战全局，所以在战场上应该坚决对敌人实施彻底的包围或迂回等部署。



　　4． 要向决战点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时，各次作战都是决战，在各次决战中总要保持兵力对比的优势，可以说这是此种作战的特点。因此，从第一次作战起就应不断地取得胜利。每次战斗都有决胜点，不允许出现僵局和撤退。所以，要坚决地向各个决胜点（决战方向）集中兵力。持久方向的兵力要尽量少用，不要有任何散兵游勇。



　　5. 要寻找并利用战机和转机



　　从利用时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个特点出发，要求指挥官具有善于发现歼敌的有利战机和掌握转换作战点时机的卓越才能。



　　特别是取胜（歼敌）的程度和兵力的转用以及从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等极其重要。



　　6．搜集情报的重要性



　　无论是局部的情报还是可以把握全局的情报，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都是特别重要的。会战中因截获明码电报而取得胜利的坦南贝尔会战，拿破仑在鲍逊附近击败不知先头部队被歼而赶来的敌人等，均与收集瞬间的情报有密切的关系，充分说明了搜集情报的重要性。



　　各个击破可以说是劣势军队的战法，是根据敌人的行动寻找作战机会的战法。因此，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指挥管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能力。孙子在势篇所说的“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要见瞬间强大的冲击力实施急风暴雨式的，短促的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就是各个击破的要诀。而且，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不能允许敌人陆空联合作战。不要忘记，应首先各个击破敌人航空部队，获得空中优势。



　　【参考】



　　敌处纵向分散状态对我选择攻击点的影响：



　　1． 选择攻击点主要着眼于各个击破。



　　2． 选择攻击点，不能只根据击破当面之敌的条件决定，要与增援（后续）部队的情况一并考虑，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是切断敌人退路，还是打击敌人后方。



　　3． 选择攻击点时必须注意的事项：



　　（1） 当面之敌的兵力（大小）、阵地的强度（强弱）和阵地的形状（是正面阵地还是侧面阵地等）；



　　（2） 增援部队的兵力（大小）、时间（是早还是晚，对与当面之敌战斗的影响，即分散状态）和方向（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和开进方向）；



　　（3） 我军态势是包围还是突破，以及后方交通线的方向；



　　（4） 适于各个击破的重要地形。



　　选择攻击点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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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战斗力的集中




	







	

 



	


	



第四章 抗登陆与反空降作战




　　一、登陆与空降作战的弱点



　　登陆与空降作战的最大弱点是登陆部队在海上、空降部队在空中的时候。其次是在开辟登陆场和空降场阶段，此时难以发挥有组织的战斗力，尤其是登陆作战在水际附近时，一只脚在海里，战斗力处于纵向分散状态。



　　但是，通常登陆、空降部队作战时也都是想办法克服这个弱点。



　　二、抗登陆、反空降作战的特点



　　1． 我是被动的（不知敌人从何处来），敌人是绝对主动的。



　　2． 往往成为初战（重视初战——它决定尔后战斗的胜负）。



　　3． 通常抗登陆和反空降战斗同时实施。



　　4. 战斗发生突然，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就胜负分明）。



　　5． 登陆部队、空降部队的弱点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6． 初期的战斗对尔后作战全局有重大影响。



　　7． 初期阶段敌我双方兵力均处于分散状态。



　　8． 通常我空中和海上的力量处于劣势。



　　9． 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缺乏弹性，即首次失败后，再次突击也难以奏效。



　　三、抗登陆和反空降作战的实质



　　1． 抗登陆和反空降作战的实质是要在敌人开辟登陆场和空降场之前，集中有形和无形的战斗力，以进攻行动早期歼灭登陆和空降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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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敌人开辟登陆场、空降场阶段，作战的实质是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彻底地集中兵力予以打击。这时，固守战场要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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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综上所述，抗登陆和反空降作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在登陆和空降地区集中兵力的竞赛，在此取得胜利即可稳操抗登陆、反空降作战的胜券。



　　【战例】



　　登陆作战成功的战例：



　　○盟军诺曼底登陆作战



　　○美军太平洋岛屿作战（塞班、关岛、硫黄岛、冲绳岛等）



　　○日军马来登陆作战



　　登陆作战失败的战例：



　　○加利波利登陆作战



　　○安齐奥登陆作战



　　安齐奥登陆作战（1944年1月22日——）



　　盟军从意大利南部压迫德军，一步步北上，当推进到罗马东南约120公里的卡西诺附近一线时，德军凭借险峻的山地进行了阻击，双方形成对峙状态。盟军为使卡西诺方向的进攻取得进展，于是组织了对德军后方造成威胁的安齐奥登陆作战。



　　1944年1月22日拂晓，盟军奇袭登陆取得了完全成功。但是，由于准备临近在同年8月采取的“霸王行动”，登陆舰船有限，所以同时登陆的兵力只有两个师，而德军却在发现登陆后，立即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兵力，决心消灭登陆之敌，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向登陆场集中兵力的竞赛。登陆部队的行动是消极的，相反，德军的反应则很迅速，他们在盟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艰难地集中兵力，对登陆场实施了三次进攻。这样，盟军虽然初期奇袭取得了完全成功，但却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只是没有被击退而已，对卡西诺方向也未产生特别的影响。德军起初遭到奇袭，通过迅速反应夺回了主动权。尽管没能把登陆部队赶下海去，但却在5月中旬之前的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将敌人封锁在狭窄的登陆场里。



　　双方集中的兵力，盟军约5个师，德军约10个师，但人数却为10：9，加上装备、补给和海空军在内，盟军的实力占了很大的优势。从这一观点出发，此次作战尽管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可以说，德军方面由于迅速集中和勇敢战斗，达到了一半目的。






地图23














	

 






	















	







	







	









 





	


	







	








	




	


第四编 对敌人战斗力的利用




	







	

 



	


	



第一章 对冲击力的利用和控制




　　一、利用冲击力的意义



　　1． 什么是冲击力



　　此处所说的冲击力是指敌人向我攻击的前进力，也就是进攻的意志、力量和行动。



　　2． 什么是利用冲击力



　　利用冲击力，是一种反过来利用敌人的冲击力，以发挥战斗力对比的优势的原理，是与柔道中“我利用对方的力量，出技巧动作摔倒对方”的道理一脉相承的。



　　3． 利用冲击力的特点



　　（1） 巧妙地运用这一原理，即可主动寻敌决战，又可抓住战机打歼灭战。



　　敌人的冲击力越大，我取得的战果也越大，而且可以以寡敌众，给敌以歼灭性打击。



　　（2） 即：起初让敌人充分发挥其冲击力，我边抵抗边消耗敌人的冲击力，随着战斗的发展逐渐取得态势上的优势，最后达到取得战斗力对比的优势击败（消灭）敌人的目的。



　　（3） 当我部队或地形对敌人有吸引力时，敌人的冲击力将会增大。



　　这种吸引力，是在态势与战斗力对比上敌人占优势，认为可以消灭或击败我的时候；在有可以控制战场的重要地形或者有在作战行动上必须扼守的地形要点等情况下产生的。



　　二、诱敌深入



　　1. 什么是诱敌深入



　　诱敌深入是指为取得战斗力对比的优势而驾御敌人的冲击力。也就是为了造成可能歼敌的状态（譬如在态势上、地形上便于我而不便于敌人发挥战斗力的状态），把敌人引诱到我所希望的或者预有准备的地域或方向的行动。



　　为了诱敌深入，必须给敌人以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包括重要的地形、诱饵部队和资源等。



　　2. 诱敌深入的原理可适用于各种作战（战斗）场面。其代表性的适用示例有如下几种：



　　（1） 歼灭战；



　　（2） 诱使敌人转为进攻；



　　（3） 机动防御；



　　（4） 口袋战术；



　　（5） 反坦克地域；



　　（6） 反空降地域；



　　（7） 火制地域。



　　应该注意，反“八”字阵地无法诱敌深入，因为进攻者要避开突入凹陷部之弊，必然从一翼发起进攻。



　　3． 诱敌深入时的注意事项：



　　（1） 诱敌深入的方向最好与敌主要接近路相一致；






插图53



　　（2） 诱敌深入地域的大小；要以能容纳与我打击能力相应的敌人兵力为原则；



　　（3） 要考虑诱敌深入地域的大小（诱敌深入的兵力）与正面宽度的关系；






插图54



　　（4） 做诱敌深入计划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 要充分考虑敌军的素质和惯用战法等；



　　② 要避免过分不自然地诱敌深入（容易被敌人识破企图）；



　　③ 要准备好在不能按计划诱敌深入时的对策。



　　必须注意，敌人也有自己的主观意志，未必按着我之希望去行动。



　　【战例】



　　○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年拿破仑对俄奥联军）（诱敌深入战例）



　　○苏芬战争中索木斯萨耳米战斗（对优势敌人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例）



　　另，参见歼灭战战例



　　苏芬战争中南木斯萨耳米战斗（1939年12月11日——1940年1月8日）



　　1939年秋，芬兰政府拒绝了苏联方面要求割让领土等苛刻的要求。同年12月突然遭到苏军的正式武装入侵。



　　当时，芬兰的第9步兵师担任中部地区的防御。



　　在12月11日至28日这一期间，该师使用装备轻型武器、火力远不及苏联的滑雪部队，对从北部侵入索木斯萨耳米村附近的苏军第63步兵师进行了奇袭，并消灭了他们。



　　接着，该师又从翌年的1月5日至8日，以同样的方法，对企图挽救这次危机从东部来犯的第44步兵师实施攻击，再次取得了胜利。



　　这样，芬军就以一个劣势装备的师战胜了苏军2个拥有坦克的现代化装备的师。



　　芬军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是把苏军引诱到难以发挥战斗力的积雪的森林、沼泽地区，使其乘车部队长长地摆在路上，形成首尾难顾的状态，与此同时，芬军用预先准备好的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分割成数段，进行了各个击破。






地图24














	

 






	















	







	







	









 





	


	







	








	




	


第四编 对敌人战斗力的利用




	







	

 



	


	



第二章 牵制和反牵制




第一节 牵制和反牵制的意义与特点



　　一、什么是牵制



　　所谓牵制，是指为了分散、削弱敌人使用于我主力方向的战斗力，使主力方向的兵力对比有利于我，而在我所希望的主力方向以外，尽量多地吸引敌人，或妨碍敌人行动自由的战术行动。



　　二、什么是威胁



　　1． 所谓威胁，是指为使敌人感到痛苦，在精神上产生不利的感觉，而用武力进行胁迫和威吓的行动。



　　威胁是种精神性的东西。精神作用所产生的感觉，会随着对方对我恐惧程度的加大而增强，因此，当对方神经过敏时或者由于想起痛苦的经验，就会变得越发严重。所以说，战败者常常容易受敌人威胁。



　　在对方感到“安全”“可靠”时，威胁的效力就会降低。



　　2. 对威胁的感受性



　　威胁着眼于精神作用（使敌人在精神上产生不利的感觉）。因此，敌人对威胁的感受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敌人的特点，我施加威胁的地点和时机、敌人的准备程度、威胁的威力等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敌人的特点



　　神经过敏的敌人、对我抱有恐惧心理的敌人＞实战经验丰富、充满自信心的敌人。



　　（2）地点（方向）



　　正面＜侧面＜背面。



　　（3）时机



　　可预料的时机＜突然出现意料不到的、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时机。



　　（4）准备程度



　　有准备＜无准备。



　　有应变部队和措施＜无应变部队和措施。



　　（5）威胁的威力



　　牵制部队战斗力小＜战斗力大。



　　三、牵制与威胁的关系



　　牵制表现为威胁的结果。就是说，威胁有效果。才能使敌人采取某种相应的措施。威胁与牵制相互关联，威胁成功其结果就是牵制。



　　此外，威胁是行动，而牵制是指挥官企图或目的的表现。






插图55



　　【注】



　　1. 所谓抑留是拘束敌人，使其无法自由行动，也就是持续发挥牵制效果的状态。



　　2． 所谓拘束是指抓住敌人，限制或停止敌人的行动自由。



　　四、牵制的手段和方法



　　如前所述，为了牵制敌人，必须给以重大威胁。因此，牵制有以下手段和方法。



　　1. 进攻的方法



　　（1） 果敢的进玫使敌人感受到的威胁最大，是最好的牵制方法。



　　（2） 从敌人预有准备的方向进攻，威胁效果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拥有能打破敌人防线的威力。



　　（3） 以进攻进行牵制时，必须充分往意以下事项：



　　① 进攻时机；



　　② 攻击部位；



　　③ 进攻的威力（凌厉）；



　　④ 进攻的方法。



　　即必须在敌人最痛苦的时间和地点，尽量离开我主力，以急袭的方式实施有威力（凌厉）的进攻。



　　【战例】



　　○英帕尔作战前夕温盖特兵团的作战



　　○奉天会战中，从鸭绿江军东翼实施的进攻



　　奉天会战中，从鸭绿江军东翼实施的攻击（1905年2月下旬——3月上旬）



　　沙河会战结束后，满洲军总司令官企图与奉天附近的俄军强行决战，在化冰期前结束战斗，并与鸭绿江军商定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鸭绿江军为了从满洲军东翼向抚顺方向前进，威胁俄军侧后，策应满洲军的进攻作战，从2月21日开始北进。



　　俄军总司令官库罗帕特金计划在2月下旬以重兵包围日军左翼，实施反攻，但是，由于鸭绿江军的果敢挺进。估计通往哈尔滨方向的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把总预备队中强有力的部队投入到该方向。因此，当初的反攻计划，由于兵力分散而中途夭折了。



　　鸭绿江军在其正面上受到巨大优势兵力的压迫，战斗极其艰苦，但他们打得很顽强，减轻了满洲军主要决战方向的压力，出色地发挥了预期的牵制效果。






地图25



　　2． “显示存在”的方法（位于某一地点，给敌人以监视性威胁的方法）



　　我出现于使敌人难办的地方，敌人如果置之不理，一旦出现不良后果，尽管不是直接进攻，也可起到牵制、拘束敌人的作用。但是，敌人有充裕的时间采取对策，所以这种方法一般效果不大。



　　（1） 以敌我关系位置限制作战目标（方向）






插图56



　　① 在上图中，A本来把B作为作战目标，然而因为C在影响它行动的位置上，所以必须首先对C采取某种措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俄军（A）、德军（B）和奥军（C）所处的关系位置就是典型的例子。






插图57



　　② 在上图中，我在敌军作战方向的侧面占领阵地，使敌人不得不改变作战企图和作战方向。



　　（2） 拘束部队行动的情况



　　① 空中机动部队（空降部队，直升机机降部队等）的存在，经常威胁着对方的后方地域，使其部队的行动受到限制，被束缚在后方地域内。



　　② 游击部队的存在，会把对方部队束缚在该地域内。例如，在朝鲜战争中，不得不使用1／3的兵力充当后方警备部队，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部队。



　　3． 防御的方法



　　以防御进行牵制，只有伴随敌人进攻才能成立，所以无法在我所希望的时机实施。以防御进行牵制，还取决于对防御的自信（防御的强度、火力配系的强度等）。



　　如果敌人进攻，我可乘机加以利用，将兵力抽出，以劣势的兵力防御优势的敌人，以达牵制、抑留的目的。因此，企图以防御进行牵制时，对敌人要有诱惑力，吸引敌人进攻。



　　五、 牵制的效果与效果的持续



　　1． 牵制效果



　　（1） 牵制奏效的例子



　　（2） 牵制不成功的例子






插图58



　　2. 牵制效果的持续



　　牵制，在实施方法得当时，起初可以取得相当的效果，然而时间长了被敌人发现，反而会被敌人牵制，或者敌人采取应变措施等，使牵制失去效果。



　　牵制效果，与敌人的机敏程度、敌将领性格等因素有关，一般地说完全是未知数，成功的概率也难以推测。因此必须看到，其效果是有限的。



　　六、反牵制



　　所谓反牵制是指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被一部劣势之敌所阻，此间敌人向其他方向集中兵力的状态。



　　牵制者经常可能反被他人牵制。



　　例1： 我被一部劣势之敌所阻，敌主力保持行动自由的情况；






插图59



　　例2， 以防御转为反牵制。



　　（1） 敌人的牵制进攻企图牵制我总预备队






插图60



　　（2） 我以防御进行反牵制






插图61



　　七、牵制作战的特点



　　1. 从属于主要方向的作战。



　　2. 当面之敌处于绝对优势。



　　3. 在时间和空间上受主要方向作战的制约。



　　4． 一般带有欺骗性。



　　5． 本来应避免决战，但在有的情况下，进行决战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第二节 主要作战和次要作战的关系



　　一、什么是主要作战和次要作战



　　主要作战是指作战部队用主要力量实施的作战，也就是企图达成作战的主要目的的作战；次要作战是指在离开主要作战的地域，为给主要作战提供有利条件，达成作战的辅助目的实施的作战。实施主要作战的方向叫作主要作战方向，实施次要作战的方向叫做次要作战方向。



　　二、主要作战和次要作战的关系



　　1． 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可同时在两个方向发动攻势的情况也有，但一般则是首先在主要作战方向寻求决战，尔后把兵力转用到次要作战方向实施决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初期的次要作战均实施“持久战”。



　　2． 两个方向作战（在战略上互相分离的两个方向同时实施作战）的胜负，取决于最初在主要作战方向上决战的结果。但是，也有时次要方向的作战对主要方向的作战有重大的影响。决发全局胜负。



　　3． 在主要作战方向的决战结束之前，次要作战方向常常只能保持必要的最少量的兵力，其作战指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



　　4． 次要作战失败时自不待言，即便作战本身进展顺利，只要对主要作战有坏的影响，从作战全局来看也是失败的。



　　5． 次要作战，有时为给主要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达到“击退某地之敌”、“威胁”或“占领某地”等主要作战的辅助目的，也单独发动攻势。（日俄战争中鸭绿江军的进攻作战就属于此例。）



　　三、次要作战的特点



　　1． 从属于主要作战。



　　2． 在时间和空间上受主要作战的制约。



　　3． 在兵力及其他所有条件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作战。



　　4. 当面之敌处于绝对优势。



第三节 持久战



　　一、持久战的意义和目的



　　持久战是从属于决战的作战，是为给全局作战提供有利与方便条件而进行的作战。其目的是避免决战，节约兵力，迫使敌人作出牺牲，以争取时间或者牵制抑留敌人等。



　　因此，这种作战，从横的关系上讲应作为从属于主要作战的次要作战方向的作战实施；从纵的关系上讲应在主要作战战场转入决战之前的这段时间实施。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的东方作战”属于前者，“朝鲜战争中建立釜山桥头堡以前的作战”属于后者。



　　二、持久战的特点



　　1． 这种作战是从属性的，所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决战部队（主力部队）企图和行动的制约，而且必须按某种要求指挥作战。



　　2. 这种作战一般是劣势部队对优势部队的作战。



　　3． 这种作战或早或晚总要转为其他目的的作战，也有时从甲的持久目的转换成乙的持久目的，最后变成决战。



　　4． 这种作战，部队的兵力变动频繁，有时抽出兵力加强其他部队，有时又反过来受其他部队支援，等等。



　　5． 这种作战。本来应积极避免决战，保存实力，然而在有的情况下也作为一种手段大胆地实施决战。



　　总之，持久战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的作战，作战的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的规律，必须运用虚实阴阳之妙，灵活地指挥战斗。



　　指挥这种作战，必须妥善地解决严密部署以求万无一失的考虑和随机应变果断采取冒险行动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这种作战的困难之所在。因此必须牢记，持久战如不选拔最精干的部队并配备最出色的指挥官和参谋，是难以达成作战目的的。



　　三、持久战的手段和方法



　　持久战，从本质上讲，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能用固定的法则统一它的手段和方法。然而。通常要根据任务和敌我情况（特别是敌情和决战的关系），研究应持续的时间和应利用的地域，确定最后的决战阵地，并以此为基准制定在其前方地域的作战指挥方法。



　　持久战的手段有玫势、守势和两者兼用等，然而，采取守势的场合居多。



　　1. 攻势



　　（1） 在持久战中，作战部队特别需要保持作战的自由，采取攻势是达成此项目的的最好手段。当然，也不能轻举妄动，过早地消耗战斗力，丧失作战的自由。特别是以大部队进行持久战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应力求以攻势达成此项目的。



　　（2）进攻（战术决战）



　　在确有取胜把握时，或者不实施进攻无法完成最起码的任务时，必须坚决实施进攻。本来，进攻比较容易指挥，成功后可取得重大战果，但是战斗力消耗也快，万一失败就会失去作战的自由。因此，在实施进攻时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虑。



　　进攻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① 进攻即便失败，也应考虑完成最起码的任务；



　　② 注意选择进攻地点；



　　③ 实施有限目标的进攻比较有利；



　　④ 采取迎击的战术常常比较有利；



　　⑤ 有时按组织计划好的顺序，在战线的各部分逐次地实施进攻比较有利；



　　⑥ 有时同时采取迟滞行动和其他牵制性进攻比较有利；



　　⑦ 还有其他、限制性进攻和引诱性进攻。



　　2． 守势



　　从持久战的实质来看，拿本部队的命运做赌注的进攻，除特殊情况外不能说是合适的。所以一般多采取守势的方法。



　　守势有以下等方法：



　　① 防御（确保一定地域）；



　　② 迟滞行动；



　　③ 两者并用。



　　当然，守势作战也有缺点，容易使部队产生消极情绪，这点应特别注意。



　　（1） 防御



　　防御是守势行动中最强有力的手段，也是确保地域的最佳方法。然而，我也要消耗战斗力，所以从持久战的实质和目的来看它与进攻差别不大，也是有危险的。在防御中，如果敌人力量衰弱与我对峙，就会成对阵状态。在对阵中必须切断或封锁敌背后的交通线。



　　（2） 迟滞行动



　　迟滞行动，是一种抵抗和退却同时进行的连续作战，在部队运用上极易陷入被动，所以特别需要确保各第一线部队间行动的统一和相互的联系，以保持作战的秩序和自由。



　　这种作战行动的特点是打乱了建制，各部队易动摇混乱，士气消沉以及耗损实力等。



　　【战例】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部队在建立釜山桥头堡之前的作战



　　○日本第33军在缅甸北部实施的断字笫一、二期作战 [ 译者注：1941年9月和12月两次截断滇缅公路的作战。 ]



　　○日军第18师在富昆的持久战



　　日军第18师在富昆的持久战（1943年10月末——1944年7月上旬）



　　1942年底美军史迪威中将从缅甸败退之后，又重新组建了中国第22师、38师，编成新1军，于1943年10月中旬从雷多开始向前推进，企图夺回北部缅甸。



　　企图攻占英帕尔的日军第15军、在英帕尔作战期间把防守缅甸北部的任务交给了第18师。18师预定在隘路口附近消灭进攻之敌，但在接到第18军军长关于停止进攻的命令之后，他们只好决定在大纳河畔以决战防御坚持大约3个月。当时第18师分散在数百公里的广大地域，集结在富昆南部地区的兵力只不过3个营，而且还为新编第31师柚去了一些兵力，其战斗力已不足三分之二。



　　1944年1月下旬，中美联军两个师从河谷两侧并列而来。18师师长以第56团进行反击，没有奏效，第56团的防御阵地也被突破，于是决定2月中旬撒至加迈附近组织防御。日军在加迈附近又遭到敌军优势坦克的突击和侧后的渗透。一直坚持到3月上旬，尔后转移到江布金丹的新阵地，一直坚守到3月下旬江布金丹阵地也难以保持了。



　　从10月末以来，经过的5个月的战斗日军兵力消耗甚大，连的兵力减少到50名左右。加之敌人使用了空降部队，师的补给已完全被切断。



　　第18师师长了解方面军的进攻企图，决定“将瓦拉东西一线作为将来的进攻出发阵地，一直坚守到5月”，因此在孟拱河两岸部署了两个团，敌人新增加了兵力，在优势空军的支援下从阵地两侧进行迂回渗透，配合坦克部队的正面进攻包围了18师，4月上旬形成了混战状态，4月下旬，师长试图用增援部队进行反击，但未获成功。5月下旬，敌人控制了加迈南面的塞顿，日军从南北两面实施反击，但已没有力量把敌人赶走。6月中旬，加迈的最后阵地也被完全包围，日军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战斗。师长根据命令，从7月2日开始突围，于7月中旬集结到沙帽。这时正是15军从英帕尔开始退却之前不久。



　　日军第18师由于师长的卓越指挥和全体官兵的顽强战斗，在190公里长的瘟疫瘴疠地区迟滞绝对优势的中美联军达10个月之久，圆满地完成了持久作战的任务。






地图26



　　3．其他



　　以下方法多用于战略持久作战，当然也适用于战术持久战：



　　（1） 利用要塞长期坚持。这样可以形成宽正面大纵深的防御地域，有时也利用岛屿（例如：马奇诺防线、齐格弗里德防线）；



　　（2） 用游击战长期坚持；



　　（3） 谋略宣传；



　　（4） 空袭。



第四节 在主力翼侧行动的部队



　　一、要则



　　本节主要论述以牵制、抑留为主要任务在主力翼侧行动的部队的作战。这种部队在与主力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上，必预充分考虑如何有助于主力的作战。



　　也就是“近近”“远远”的原则



　　二、威胁的形式



　　关于威胁的形式，考虑有下图所示几种。由此可以看出应该如何选择牵制时机和敌我的关系位置。



　　1.敌人首先各个击破我威胁部队。






插图62



　　2.敌人忍受一时的压力，集中精力进行决战。






插图63



　　3.敌人以一部对付我威胁部队。






插图64



　　4.敌人感受到极大压力。






插图65



　　三、时间关系（牵制时机）



　　1．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对敌进行威胁应选择其成果直接有利于主力部队的行动或者可被主力部队利用的时机。



　　2．牵制时机如果选择不当，就没有牵制效果，成为散兵，或被各个击破。



　　例如下图所示，在主力方面的决战尚未开始之前，如果担任牵制的部队C前出到B区附近，B会首先各个击破c，尔后再对付A。



　　A尚无法利用这个效果。因此，C应该在不致被敌人各个击破的位置活动，策应A，在A决战时发挥作用。






插图66



　　【战例】日俄战争中俄军的“米西钦科骑兵集团在海城附近的作战”（牵制时机失误的战例）



　　米西钦科骑兵集团在海城附近的作战（1905年1月9日——13日）



　　1905年年初，俄军总司令官库罗帕特金上将在旅顺陷落的同时，决定在日军包围部队第3军北进之前在奉天南部地区实施反攻。



　　为此，计划事先派米西钦科骑兵集团（72个连、火炮22门，总兵力约1万人）挺进到日军的深远后方，切断其后方交通线并阻止第3军北上，同时，如有可能即迫使日军从北部的决战方向抽调兵力，对作战全局造成有利态势。



　　根据这项计划，该骑兵集团1月9日从四方台出发，沿大辽河东岸地区南下，12日至13日袭击了海城、营口附近日军的铁路、仓库等。



　　但由于遭到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不断出现伤亡，因此又转为退却，19日返回四方台。



　　在决战方向上。俄国第2军从24日开始在黑沟台附近发起了进攻，也没有取得成功。



　　俄军失败的原因，除决战方向本身的作战指挥不当之外，还因骑兵集团挺进时间过早而未能收到牵制效果。






地图27



　　四、空间关系（敌我位置关系）



　　例1：敌我主力相距远的时候



　　（1）在下图所示的情况下，B或首先歼灭C，或采取措施使C无法动手，尔后再对付A。C可能要做出很大努力，但达不到牵制效果。






插图67



　　（2）在下图所示的情况下，B如果想对c采取行动，则为A行动造成方便条件；如果对A采取行动，c则成为棘手的问题而发挥牵制效果。






插图68



　　例2：敌我主力相距近的时候



　　（1）在下图所示的情况下，B受到A和C的前后两面威胁，对付起来极其困难。如对一个方向采取行动，则给另一个方向以可乘之隙，对两个方向同时采取行动，则造成兵力分散。牵制效果很大。






插图69



　　（2）在下图所示的情况下，B可暂时不理睬C的威胁，首先歼灭A．尔后仍能对付C。当然，在这种情况下，c如果前出到敌人退路上的重要地形等处，有时也有牵制效果。






插图70



　　五、主力决战与在翼侧行动的部队之间的关系



　　部队在主力翼侧行动时，合乎作战原理的方法是必须根据与主力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位置）的相互关系决定。就是说要特别注意：不要被敌各个击破；要有助于主力的决战，不要成为散兵游勇。

















	

 






	















	







	







	









 





	


	







	








	




	


第四编 对敌人战斗力的利用




	







	

 



	


	



第三章 战场上的歼灭战




　　一、歼灭战的含义及其特点



　　1． 最理想的歼灭战是彻底消灭敌人，不留一兵一卒。但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歼灭战战例。因此，消灭或者俘虏敌军半数以上即称之为歼灭战。



　　2． 歼灭战的特性



　　（1） 歼灭战的偶发性



　　歼灭战，除我竭尽全力积极达成之外，还取决于敌人如何行动。敌人如果没有顽强的抵抗意志，我很难达成歼灭战。即，歼灭战只有在其条件具备时才能实现，包含着很多侥幸的因素，这是无可争辩的。



　　（2） 歼灭战的危险性



　　歼灭战的标准形式是，以压倒优势的部队歼灭战斗意志很强的劣势部队，然而通常很难得到这种机会。



　　在兵力相等或者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企图自始至终以周密的部署，按部就班地而且是不费力地战斗，歼灭敌人是不现实的。歼灭战成功的主要前提对我来说均是不利或者危险的。实施歼灭战，当然需要进行彻底的包围、迂回、背后进攻和切断退路等，但必须预想到非常可能迂到意外的危险情况。



　　二、歼灭战形成的条件



　　1． 要敌我双方都有决战意见图，而且敌人以猛烈的冲力向我前进。歼灭战，固然战斗力越占优势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但劣势部队歼灭优势部队也不乏其例，其原因即在于此。



　　对实施持久战之敌，歼灭战通常是困难的。



　　2． 一方部队士气低落，攻势进入最后阶段或随着战线的延伸战斗力减弱，另一方部队要处于强迫其进行决战的状态。



　　3． 在决胜点上要有优势的火力，并可切断敌人的退路。



　　4． 要有卓越的统帅指挥，特别是两军指挥官的统帅能力应有显著的差别。



　　5． 部队要精干，素质要优于敌人数倍。



　　6． 要富有奇袭的机会，特别要有利于隐蔽企图，发挥机动力。



　　三、冒险与成果的关系



　　1． 要取得大的成果必须进行大的冒险。



　　要取得歼灭战那样大的成果，需要敌人有很大的冲力，在该方向我必须决心陷入十分危险的状态，即必须冒极大的危险。



　　2． 战胜危险，大获全胜的战例多于因采取冒险行动而失败的战例。当然，必须采取充分的对付危险的措施。



　　老毛奇说：重大的战果在勇敢果断的冒险之中，但要三思而后行”。



　　3． 决心冒险时，冒多大危险首先要根据敌人的特点，我部队的实力以及统帅的自信心等因素而定。即必须知彼知已，恰当地判断冒险的程度。因此，需要在判断况和分析我行动方针方面研究冒险和成果的关系。



　　【战例】



　　○坎尼包围歼灭战（216年罗马军队对汉尼拔军队）



　　○泰仑堡歼灭战（1914年德军对俄军）



　　○马祖尔会战（1915年德军对俄军）



　　○卡波里多会战（1917年德奥军对意军）



　　○除上述战例之外，严格来说，拉猛、腾越、塞班和阿图岛等“玉碎”战斗也均属歼灭战。



　　○仁川登陆作战（冒险与成果的关系）



　　泰仑堡会战（1914年8月）



　　泰仑堡会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东欧战场上德俄两军之间进行的会战。



　　开战伊始，德军即企图以主力在西线发动攻势，而用第8军团以守势作战对付东方的俄军。



　　第8军团在冈比舍地区与俄国第1军团交战，当获悉俄国第2军团也从南面向自己发起进攻后，司令官普里特维茨认为总的态势对德军不利，便决心把笫8军团主力撤退到维斯瓦河队这一行动触怒了德军统帅部，遂委派兴登堡上将接过了巴里特维茨的司令官之职。



　　俄国第2军团攻势迅猛，而且与第1军团相分离，兴登堡决心首先把第2军团各个击破，他调整了从贡比仑方向撤退下来的第8军团的态势，以一部牵制俄国第1集团军，把主力转用于俄国第2集团军的正面上，此间并以第20军团在泰仑堡附近迟滞俄第2军团前进。军团主力转移完毕重整态势后，兴登堡中遂命令各军团实施反攻，在东普鲁士的西部沼泽地区歼灭了俄国第2军团（洋见下图）。



　　俄军参战兵力有20余万，仅有几万人突围成功，全军遭到了决定性、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战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歼灭战的典型战例。






地图28



　　仁川登陆作战（1950年9月16日－9月30日）



　　麦克阿瑟元帅接受了“必须把入侵南朝鲜的北朝鲜军赶回38度线以北”的任各后，6月3O日夜明确提出了作战方针，即：“首先阻止北朝鲜军南进，尔后在仁川附近登陆，切断其补给线，南北呼应将其一举歼灭。”北朝鲜军的攻势凌厉，美8军难以阻其南下。见此情形，麦克阿瑟元帅把预定作为登陆部队使用的第1骑兵师、第5海军陆战团和第2师逐次投入战斗，注视战况的发展。麦克阿瑟元帅在北朝鲜的10个师向釜山桥头堡展开的八月攻势高潮中，看到攻势大体已达顶点，遂于8月12日下达了准备进行仁川登陆作战的命令。但是，这项作战行动危险性大，遭到华盛顿中央统帅部和实施登陆的海军、海军陆战队的反对。他们反对仁川登陆的主要理由是：（1）仁川与釜山防区相距240余公里，而且用两个师的兵力登陆，很有可能被各个击破；（2）如果抽出第8军的支柱第5海军陆战团，则保卫釜山将会出现危险；（3）仁川的地理位置、地形和气象等自然条件完全不适合登陆作战。如果北朝鲜军在此做了防御准备，则难以成功；（4）如果动用美军第7师，日本则失去了地面防卫力量，等等。



　　麦克阿瑟元帅列举了如下理由：北朝鲜军全力以赴地实施周边攻势，无法将大部队调往仁川，实施起来危险性大，众人反对，反过来说奇袭成功的可能性也大；要充分相信海军能够克服仁川的障碍；占领京仁地区切断南北大动脉，可以全歼北朝鲜军取得胜利等等。他抱着坚定的信心说服了反对者。



　　登陆作战完全按麦帅所预言的那样，奇袭北朝鲜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完成了“把侵入南朝鲜的北朝鲜军赶回38度线以北”的任务，而且向世界显示了联合国军的威力，同时使麦克阿瑟元帅名震遐迩，为其增添了新的荣光。






地图29














	

 






	















	







	







	









 





	


	







	








	




	


第五编 主动




	







	

 



	


	



第一章 要则




　　一、什么是主动



　　主动就是以饱满的战斗精神积极主动地行动，按自己的意志强行取得支配战局的地 位的行动。



　　因此，主动对于达成作战目的（取得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确保主动地位的重要条件



　　1． 掌握先机制敌权



　　先于敌人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意志，迅速确定方针，是掌握先机制敌之权，积极主动 地指挥作战的首要条件。



　　因此，摸透敌将的心理，以远见卓识和周密的准备出其不意地先发制人是特别重要 的。



　　同时，主动是与机动相关联的，因而要迅速实施机动，以饱满的战斗精神和主观能 动性，经常保持主动的地位。



　　2. 取得支配战局的地位



　　要取得支配战局的地位，必须首先夺取支配战局的要点。因此，必须先敌获取准确 的情报，进行周密的准备，对支配战局的要点集中优势的兵力。



　　三、各种战术行动中的主动权



　　1． 进攻（阵地进攻）——主动权在我方。



　　2． 防御——初期主动权在敌方，而不在我方。



　　3． 遭遇战——主动权有时在敌方，有时在我方，各种情况均有。


















	

 






	















	







	







	









 





	


	







	








	




	


第五编 主动




	







	

 



	


	



第二章 遭遇战




　　一、发生遭遇战的情况



　　发生遭遇战有以下几种情况：






插图71



　　上图表明有四种情况，最理想的是以我之预期击敌之不预期的遭遇战（保持主动性）。



　　二、遭遇战中确保主动权



　　遭遇战的实质是通过使敌陷入被动来确立自己的主动权。






插图72



　　因此，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首先夺取（确保）要点



　　先敌占领支配战局的要点，确保战场的主动权。



　　2．迅速展开成有利态势



　　通过快速机动，先敌迅速展开成有利态势。届时。要竭尽全力围攻敌人。



　　3．战斗力的编组



　　在遭遇战中，为在决胜点集中优势兵力压倒敌人，必须迅速地调整和组织兵力兵器特别是炮兵火力。应牢记，没有火力伴随的机动是没有效果的。



　　三、逐次加入战斗还是协调进攻



　　是逐次加入战斗还是协调进攻，主要取决于敌我双方谁控制着支配战局的要点。



　　就是说，当敌人控制着要点时，通常实施协调进攻；当我方控制着要点时，通常为迅速扩大战果而采取逐次加入战斗力的方法。



　　四、斜突遭遇战的展开方法



　　1．种类和利弊



　　（l）内侧展开



　　展开迅速，可确保并增大前卫的利益，顺利时可以进攻敌人侧面。当敌我展开速度相同时，有时也不得不采取正面进攻。






插图73



　　（2）外侧展开



　　展开后可以包围敌人，但展开需要时间，展开受到妨碍，前卫容易陷入孤立，当战斗失利时，则完全陷入被动。






插图74



　　2． 是采取内侧展开还是外侧展开



　　一般情况下应该采取内厕展开。因为这样可以迅速完成展开，以有利的态势投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障炮兵展开，并让坦克迅速前出到第一线。



　　当然，根据地形、友邻部队的位置等，有时采取外侧展开也颇有利。



　　【战例】



　　○日本的山崎会战（先机制敌，先敌夺取天王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边境会战中，在李-卡陶、凡尔登（隆维）附近的战斗（先敌包围）



　　○日俄辽阳会战时第12师在大窑附近的战斗（先头部队首先夺取要点）



　　辽阳会战中第12师在大窑附近的战斗（1904年9月）



　　据判断在辽阳会战中俄军的兵力有13个师20万人以上。而日军企图用9个师的13万人同它决战，从8月下旬开始3个军并列行动。右翼的第1军（2师、12师、G师）从8月 23日开始行动，8月29日前出到太子河南岸地区。俄军以主力固守辽阳地区，在太子河北岸地区除防守东翼的第17军团外，还配置了预备队2个军团，计划当日军到达北岸时，集中兵力实施反击。日军第1军司令官黑木大将决心前出到太子河北岸，从俄军的东翼围歼敌人，于是命令第12师和第2师主力从8月30日夜开始至8月31从镰刀湾渡河，集结于石厂和官屯附近。



　　9月1日第12师以右翼（以第14、47步兵团为基干）向五顶山方向进攻，以左翼（以第24、46步兵团为基干）向馒头山北侧至沙浒屯方向进攻。当时，俄军侦察到日军到达北岸，除投入直接担任防守任务的第17军团的大部以外，又从俄军主力方面调来强有力的部队投入战斗，企图歼灭第12师。第12师师长查明上述敌情后，企图迅速夺取大窑南侧的要点，粉碎俄军的进攻。便命令第47团占领并确保五顶山，与此相结合配置了全师的兵力（详见要图），将炮兵推进到五顶山南侧，同时派骑兵团监视黄堡方向警戒右翼，完成了迎击的态势。



　　俄军于9月1日上午至2日下午实施了反击，但事前占领要点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激战的结果俄军全被击退，日军右翼乘胜追击撤退的敌人，进而把占领地域扩大到大窑方向，第47团推进到张家山附近，第14团主力占领了在次山南侧，其一部占领了贵子山附近地域，为尔后扩张战果奠定了基础。9月3日、4日，日俄两军虽又进行了激烈的混战，但由于日军第1军的推进，俄军侧后受到了威胁遂于9月3日夜开始从辽阳撤退，9月4日日军占领了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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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阵地外决战




　　一、什么是阵地外决战



　　1． 阵地外决战是指对占领阵地等待我军之敌，迫使其放弃阵地，在阵地以外的地域与我进行的决战。



　　2． 阵地外决战的目的在于迫使敌人放弃地形之利和时间（准备）之利，以求削弱其战斗力，取得战斗力对比的优势。



　　因此，需要造成对敌人来说离开阵地比在既设阵地中防御有利，或无法继续占领阵地的状态。



　　二、企图进行阵地外决战的地域



　　1． 敌人阵地后方



　　【战例】



　　○德军的色当作战、波兰作战






插图75



　　2． 敌人阵地前方



　　【战例】



　　○徐州会战






插图76



　　三、阵地外决战的条件（在敌人阵地后方决战）



　　1． 确定迫使敌人进行阵地外决战的态势



　　我迂回到离敌人既设阵地较远、对其后方交通线有重大威胁而敌人无法利用阵地作战的地点。



　　2． 要能堵截敌人，即防止敌人为回避与我决战而后退。为此，必须注意以下各项：



　　（1） 向企图进行决战的地域迅速机动；



　　（2） 隐蔽我方企图（行动）；



　　（3） 把敌人拘束（欺骗、佯攻、假展开等）在原阵地上。



　　3． 向企图进行阵地外决战的地域机动要安全可靠和隐蔽。



　　4． 要能在决战期间充分发挥己方的战斗能力



　　即在方向的选定、掩护措施等方面，要保障我后方交通线的安全。



　　四、与阵地占领部队和增援部队之间的关系



　　企图进行阵地外决战时，除当面的阵地占领部队以外，还应考虑与敌主力的关系。就是说，要从与敌人增援或后续的主力部队的关系方面研究在战略上是否安当。有时要注意敌人设下的圈套。






插图77



　　五、迂回



　　1． 迂回的主要目的在于阵地外决战



　　即避开敌人的主要抵抗，到敌人深远侧后寻找弱点，在保持我主动权的有利地域堵截歼灭敌人。



　　2． 迂回具有为歼灭敌人而做准备的性质



　　迂回是移动，而不是深远的包围。因此，迂回部队通常在其他进攻部队的支援距离以外行动，它要保持足以歼灭敌人主力的强大战斗力，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3． 迂回后的行动



　　迂回后的行动，有时是直接加入战斗，有时是占领集结地域为尔后的行动做准备。



　　（1）直接加入战斗



　　（2）一度占领集结地域，为尔后行动做准备






插图78



　　4． 与包围者反遭包围一样迂回者会反被迂回，这点需要充分注意并采取对策



　　【战例】



　　○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



　　○乌尔姆的迂回行动



　　○隆梅尔在北非格查拉至比尔海强的战斗



　　乌尔姆会战（1805年10月）



　　1805年7月英、俄，奥第三次组成反法的神圣同盟之后，拿破仑放弃了一向准备进攻英国本土的作战企图，为在奥、俄两军会合之前各个击破敌人，遂于同年8月对奥国宣战。



　　当时，法军约有5万人部署在意大利，拿破仑直接指挥的部队约有20万人，总共有7 个军团、7个骑兵师和1个近卫师，有大炮350门。这是一支精锐的部队，为了对英作战在布伦附近进行了训练，指挥官也都是身经百战血气方刚的少壮派。



　　而奥军在意大利部署了9万人，在德国南部有费尔吉南德大公率领的6万人，在蒂罗尔部署了约3万人。而且，俄国根据协定也命令库图佐夫率领的第1军6万人西进，第2 军的约4万人在集结之中。



　　拿破仑在8月下旬从布伦附近向美因茨以南的莱茵河左岸地区集中了法军主力。9月 13日，得知奥国军正向乌尔姆西进的情况后，便决定把骑兵集团的一部部署在黑森林的森林地带进行警戒，防止遭受奥军的战略袭击，而法军主力则实施大迂回作战。



　　奥军企图在联军开到之前，利用莱茵河（位于乌尔姆以西约220公里），蒂罗尔山地等进行防御。但费尔吉南德大公的参谋长麦克主张西进，遂于9月下旬带领约6万人攻占了乌尔姆城及其周围地区，企图在博登湖至乌尔姆一线阻止法军前进。



　　拿破仑通过谍报了解到这些情况，遂命令各军团于9月25日渡过莱茵河，从北面实施大迂回，前出到乌尔姆以东地区，占领了多瑙河的渡口，完全切断了奥军的退路，尔后包围了乌尔姆。奥军在10月5日前后侦察到法军情况，但为时已晚、错过了突围的时机。10月13日费尔吉南德竭尽全力向北方突围，最后得以逃脱。但麦克将军以下约有3万人的部队终于投降了。拿破仑的迂回作战，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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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后方遮断




　　一、后方遮断的价值



　　1. 如果遮断了后方，通常该部队就断绝了退路，无法进行补给而自行崩溃。同时也容易孤立被歼。



　　2. 后方遮断是造成敌军退却的原因，换句话说是造成敌人自认战败的心理的行动。






　　也就是说，造成大部队退却的原因，与其说是物质损失，莫若说是态势的不利即战略上不利的状况。



　　但是，被四面包围，有时反而会产生勇气。



　　这种作用，只对背后（退路）造成威胁即可产生，可以说它具有独特的战略效果。



　　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总而留之，背后（退路）通常是敌人部署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当然正是用兵者所寻求的地方。



　　二、什么是后方（退路）



　　必须搞清与此相关的用语的含义。



　　1. 后方交通线



　　是指连接作战部队和后方基地（位于作战部队后方，作战部队赖以活动和生存的根据地）以及后勤支援地域的交通网（包括公路、铁路、水路和空路等）。



　　也就是说，作战部队主要是靠后方交通线得以维持和补充。



　　2． 退路一般也可以认为与后方交通线是一致的。



　　然而，根据战史记载，实际的退路，为敌所迫时自不消说，自由选择时也多取本来的后方交通线以外的方向。






插图79



　　3． 关于后方交通线、有以下原则：



　　（1） 部队决不许使后方交通线发生危险；



　　（2） 改变后方交通线，部队越大越困难，但是事关部队安危，必要时应尽力进行。



　　〔注〕遮断后方可分为遮断退路、遮断补给线、分割孤立后方地域等，下面主要论述遮断退路的方法。



　　三、遮断退路的方法



　　1. 遮断退路有各种方法，如以一部（或主力）直接进攻退路（包围、迂回和空中机动等）、进行游击战、或用飞机实施突击等。在此主要论述决定进攻方向时应注意的事项。



　　2．决定进攻方向的战略、战术分析



　　（1）为决定进攻方向必须从战略、战术两方面进行分析。






　　就是说，要从战略、战术方面进行分析，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在最有利的方向实施主攻。



　　（2） 突破



　　分割敌人，在本来的后方交通线以外的地域予以歼灭。






插图80



　　（3） 包围（迂回）



　　包围面要选在敌人的致命部位，即后交通线通过的方向。






插图81



　　（4） 追击



　　除包围、迂回外，应大胆实施突破，迅速遮断敌人退路。



　　3． 选择进攻方向应注意的事项



　　（1） 要选在敌人的前线与退路成锐角的一侧。






插图82



　　B将随着战线的后退，使我作战轴线与敌人退路平行，难于堵截敌人。



　　A则与此相反，离敌人退路越来越近易于遮断。



　　（2） 向有天然障碍的方向压迫敌人的方法






插图83



　　向海或大河方向压迫敌人比向山地方向好。



　　（3） 需要进行空中遮断



　　在现代战争中，航空运输发达，有时遮断地面兵站效果并不大。



　　空中优势，对遮断后方交通线具有绝对的威力。同时，对空火力可以限制甚至阻止敌机低空活动或着陆（如岘港、奠边府等战例）。






插图84



　　（4） 需要掌握制海权



　　背靠大海进行地面作战，如果不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就只能不战而撤离守地（遮断退路）。



　　在大平洋战争中，日军的大陆作战以及南方作战就是典型的例证。日俄战争中，如果在日本海海战中失败，也必将招致同样的结果。



　　（5） 其他



　　大兵团只要拥有后方地域，只要退路没有完全被遮断，即便被包围仍然可以实施撤退。



　　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战斗力对比发生转化，则原来的攻者必须重整态势，或者适时地转入防御；而防者必须制造或者捕捉战机，适时地转入进攻，以求歼灭敌人。














	

 






	















	







	







	









 





	


	







	








	




	


第六编 战斗力的界限




	







	

 



	


	



第一章 战局转折点的估计




第一节 要则



　　一、什么是战局的转折点



　　1. 战局转折点是指给敌我双方态势和战斗力带来变化、使兵力对比发生逆转状态的点，或者是有利于转换作战行动的点。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把使战斗力对比发生逆转状态的点称作“战斗力转折点”。



　　2． 战局转折点表现的结果一般是攻守易手，因此，适时准确地判断战局转折点并采取对策是极其重要的，一旦搞错将招致惨败。



　　3. 战线的分散和扩大



　　攻者为了拘束防者，必然造成战线分散、扩大，从而导致单位正面上的进攻力低于防者的战斗力。



　　二、战局转折点的成因



　　1．远离后方基地



　　攻者由于后方交通线的延伸，战斗力的维持和增进越发困难，从而造成战斗力下降。相反，防者则后方交通线缩短。战斗力增进容易，从而提高了战斗力。



　　【战例】



　　○拿破仑远征莫斯科



　　○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东南太平洋方向的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苏作战（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等）



　　○朝鲜战争中北朝鲜军队在建立釜山桥头堡前的作战



　　【注】这种情况多发生于战争指导或者大部队作战（战略方面）之中。在战术上，有时在扩张战果和追击等阶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战斗力优劣的变化



　　（1） 战斗力的增强



　　防者增强战斗力，比攻者占优势。



　　① 增援；



　　② 调整后方态势，提高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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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于摩擦而使战斗力下降



　　攻者的战斗力下降速度比防者快，将变得与防者相等或者低于防者。



　　① 起初在双方兵力对比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进攻力递减的可能性较大。



　　② 攻者战斗力的消耗比防者大。



　　③ 攻者战斗力的下降，包含有部队疲劳、态势不利以及地形和气象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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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苏作战——对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进攻（1942年6月28日—11月18日）



　　希特勒在制定战争第二年的夏季作战计划时，便把主攻方向选在南部战线，他企图通过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进攻，控制苏联的石油和小麦，疲惫苏联，加强自己的力量。担任进攻的南方集团军群（进攻期间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连同其盟国军队在内共有88个师，估计到秋天会进一步得到若干加强。



　　1942年6月28日，德军开始进攻，苏军因同年5月在自己先行发动的哈尔科夫会战中失败而受到重大损失，无力抵挡，立即开始后撤。希特勒把比较有秩序后撤的苏军误认为是已被打败．便企图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



　　德军经过重新编组，又继续分别向东和南两个方向推进。掩护扩大了的北部侧面需要大量的兵力，向斯大林格的推进的B集团军群最初只有第6集团军，而且的过顿河之后能够迅速突进的兵力已减少到仅8个师。尽管如此，经德军各部队努力奋战，9月初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占领了城市的外围地区，在另一个方向上已前出到高加索山脉的主要山口附近。但是，进攻开始前800公里的战线而今变成了2，600公里，兵站线又延长了50O—800公里，距德国本土（柏林）长达3，000公里。而且铁路几乎全是单线，数量也很少，所依赖的汽车运输，由于油料有限也不能如期实施，只好在被破坏的油田地带用牲畜运送石油。这样，在战线呈现胶着状态、双方寸土必争，展开激烈巷战的斯大林格勒方向，德军战斗力到9月20日前后，第一梯队连人数超过60名以上的都很少，装甲师的坦克数量已减少到60—80辆以下。



　　另一方面，靠近莫斯科和乌拉尔后方基地的苏军，刚隐蔽地完成了大规模反攻的准备，11月19日同时袭击了德军突出的翼侧，11月23日全面地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希特勒禁止突围的德军第6集团军于1944年2月2日全军溃灭。德军自此永远失去了德苏战争以来的优势。斯大林格勒会战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战局转折点的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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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攻



　　一、什么是反攻



　　反攻是指为主动给敌人决定性打击，处于防御的部队转入进攻的行动。转入进攻的部队其行动纯属攻击，目的是压倒并歼灭敌人。



　　战斗从本质上讲，只有通过攻势（进攻）才能达成目的。因此，防者相机转入反攻，努力寻求歼灭敌人的战机是常事，这点从许多战例中都可得到证实。



　　【战例】



　　○日俄战争中沙河会战时日军的反攻



　　○长窱会战中织田、德川联军的反攻



　　二、反攻的条件



　　要反攻，就必须使战斗力对比发生转化和在态势上占优势。



　　1．战斗力对比的转化（参见本章第一节）



　　2．态势上的优势



　　（1）诱使敌人陷入不利的态势（引诱性进攻）。



　　把敌人引入我们的圈套（例如我阵地的凹角之中）造成其不利的态势。诚然是最理想的方法，但敌人能否这样去做，则取决于敌人的意志。



　　因此，要引诱敌人必须做到：



　　① 使敌人在该情况下可采取最得心应手的行动；



　　② 给敌人以诱惑（诱饵）；



　　③ 以总的态势强制敌人。



　　要求以欺骗性部署或不自然的小权术引诱敌人是不适合的，以此为前提反攻有时会招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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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用敌人的过失



　　战斗中经常会发生过失，并由于过失而造成不利的态势。但是，过失是偶然性的，不能从一开始就寄予希望，需要指挥官具有迅速发现并利用这种战机的眼力。



　　【战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第2军在“姆尔特”河畔的战斗



　　（注）关于“退却中的进攻”：这是退却中的部队利用追击部队的行动转入反击的一种行动，只有在追击部队出现大的过失时才能取得成功。



　　【战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第8军在“洛林”的战斗



　　三、反攻的时机



　　1．反攻的可能性



　　反攻的可能性会由于敌人重整态势（转入防御、整顿态势等）而随时失去。而且反攻若不是在这种可能性最大的时机实施，不仅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还常常会由于不成功而导致战局的不利。所出，捕捉反攻的时机是极其重要而又困难的事情。



　　【战例】



　　（1）贻误战机而失败的战例：



　　○法军第2军在“姆尔特”河畔“柳渥尔姆”附近的战斗



　　○法军第3军和“洛雷恩”军在“奥登”河畔的战斗



　　（2）捕捉到合适的战机，取得成功的战例：



　　○“贡比涅”会战中德国第8军的攻势



　　○日军在沙河的攻势



　　○马恩河会战中的霞飞攻势



　　马恩河会战中的霞飞攻势（1914年9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德军即以主力在西线展开攻势。企图在塞纳河以东歼灭法军，9月初前出到马恩河一线。



　　法军在边境会战中失败后，退到凡尔登至巴黎一线重整态势，企图阻止德军的进攻。同时，为了应付巴黎周围的危险形势，新组建了第6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地区。



　　德军总司令部最初计划让担任主攻的第1军团（最右翼军团）追击到巴黎西面的塞纳河，但是。由于战线的扩大及为了与兵力相适应，不得不把追击目标改为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方向。这样，就把主攻任务交给了第3军团和第4军团（中央部），而命令第1军团以一部监视巴黎方向，掩护右翼。



　　法军总司令官霞飞，此时则以法军主力在马恩河南岸地区阻止德军进攻，同时，命法军第6军团对暴露的德军第1军团翼侧后方实施了反攻。德军第1军团主力已经推进到马恩河南岸，但得知掩护翼侧的后备第4军遭到法军的进攻，便又折回北岸，企图救出此部队并击退法军。



　　由于第1军团返回北岸。德军第l军团和第2军团之间出现了间隙，英军便向该处发动了进攻。双方正在混战之际，德军总司令部派到第一线的参谋亨茨中校违背总司令部的意图，命令第2军团和第1军团相继退却。使德军撤退到埃纳河一线。霞飞攻势便因此取得了成功，解除了法军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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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攻的理想时机



　　（1）将进攻之敌牵制在有依托的正面上，态势对我有利时；



　　（2）敌人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攻防双方实力发生逆转时；



　　（3）进攻力量充足，而且进攻准备已经就绪时。



　　3．发动反攻的时机



　　（1）反攻，如在部队集结或增援部队到达时实施，时机容易掌握；如果是利用敌人进攻受挫或过失，就需要指挥官有卓越的判断能力。



　　（2）反攻从定下决心到实施需要相当的时间（部队越大需要的时间越多）。因此，必须准确地预见战况的发展，例如在此期间战机将如何变化，有依托的正面会不会瓦解等，从而确定发动反攻的时机。



　　（3）准备发动反攻的起码的条件是炮兵完成展开。



　　例如，当纵向部署的炮兵完成横向展开后，便是反攻的时机。同样，这也是判断敌人发动反攻时机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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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忘记，反攻时直接航空火力支援是强有力的条件。



　　四、反攻的方向



　　确定攻击方向与选择攻击时机是相辅相成的，对反攻能否成功有重大影响。最好对从定下决心到实施之前这段时间战况的发展做出预测，力求做到：



　　1. 可同时包围敌人的翼侧和后方的部队；



　　2. 在关系位置上最便于有依托的正面部队随后发起攻击。



　　【战史】



　　○贡比纳会战（A）（适当）



　　○阿格斯会战（B）（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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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依托正面和主要决战方向的关系



　　向敌人无依托的翼侧进攻时，有依托正面的阵地与主要决战战场关系的示例：



　　1．主要决战战场与有依托正面并列或在其侧后时：



　　这种情况，对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不大，战略利益较小，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仅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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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例】



　　德军第8军团在“利瓦”附近的攻势



　　2．在有依托正面的侧前方寻求决战时：



　　这种情况，如果成功，围歼敌人部队的可能性很大，可大获全胜，但在实施中有以下问题：



　　（1）在敌人势力范围内展开，进入攻击出发位置很危险；



　　（2）攻击部队的侧后暴露，反而易遭敌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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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例】



　　法军第3军团在“奥登”河畔的攻势



　　从上述两个示例可以看出，前者容易实施，但成果小；后者极其危险，但一旦成功，成果显著（冒险与成果的关系）。



　　究竟采取哪种方法，一般要根据情况决定，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指挥官的自信心。



　　六、从战线的突出部向敌人实施反攻



　　这是企图利用彼伏战线突出部实施反攻，切断进入凹陷部的敌人退路予以歼灭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突破，其条件主要是周密准备和集中决一胜负的优势兵力。然而，实际上即使出现波伏战线形成的凹陷部，敌人仍处于主动地位。因此，战线的波形变化不定，战机常常是稍纵即逝。所以，在战史上，缺乏充分准备，从现态势转入反攻而失败的战例甚多。






插图92



　　【战例】



　　○法军第3军团在“奥登”河畔的战斗



　　○奥地利第4军团在“利马诺瓦”——“拉巴诺”附近的战斗



　　七、攻势防御（决战防御）



　　所谓攻势防御是为了伺机反攻以进行决战，而从一开始就计划着进攻的防御。



　　譬如，我担负进攻任务．当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或态势不利于我立即采取攻势时，我即这时采取守势，给敌人以杀伤，使敌我战斗力对比有利于我或者建立有利的态势之后，再转入进攻。



　　这时，必须以进攻为主要着眼点，进行防御部署和指挥防御战斗。这种防御是准备“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斗，敌人又有自己的企图，因此，必须注意严格控制战斗的发展，以遂我愿。



　　【战例】



　　○真田昌幸在上田的会战



　　○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会战



　　奥斯特里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



　　面对拿破仑席卷欧洲的形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为反法同盟军的统帅亲临第一线，准备与拿破仑决一雌雄，迅速取胜。



　　另一方面，拿破仑也感到有必要尽早进行决战，但战线拉得过长，兵力也过于分散。于是，拿破仑决定暂时采取守势，一俟将分散的兵力集中，建立起有利的态势后再转入进攻，而不急于以少量兵力主动地去与敌人决战。



　　为此，拿破仑故意放弃了最初占领的战场要点普拉钦高地，在格尔德巴哈河右岸占领了阵地，并有意地在防御阵地左翼方向加强了部署，而使普拉钦西侧的右翼阵地变得薄弱，以引诱敌人进攻。



　　俄奥联军一到战场区占领了普拉钦高地，并向法军阵地发起进攻。在法军左翼正面被坚固的防御所阻止，而在法军右翼正面则迅速推进，主力被吸引到西面。战斗态势按拿破仑的意愿发展着。拿破仑不失时机地从左翼方向向敌人的右翼同时发起反攻，终于取得大胜。这个战例是拿破仑的攻势防御战术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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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进攻的顶点



　　一、什么是进攻的顶点



　　所谓进攻的顶点是指攻者因战线扩大，补给线延长、物资缺乏等原因，进攻能力达到最大限度的那一点。



　　二、对进攻顶点的判断



　　回顾过去的战史、战例，因错误地判断进攻顶点而遭惨败的例子很多，由此可见这种判断异常重要。



　　1． 与战局（力量）转折点的关系



　　进攻顶点一般应选在战斗力转折点出现以前。而且要在战斗力对比上能确保优势的情况下指挥尔后的作战。



　　就是说，进攻顶点应是有利于转换作战行动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说是战局的转折点。



　　2． 战术上的进入顶点示例



　　○A＞B、A＜C；



　　○A在进攻B，B逐次后退；



　　○C在前进中，假定它在A已几乎把B歼灭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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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种条件下，从理论上推导可能出现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A可歼灭B，但在这时C到达战场。A的战斗力消耗甚多，态势已乱，与C对阵极其不利。



　　第二种情况



　　A不能全歼B，残留了若干兵力，但A可保存力量对付C。



　　第三种情况



　　A有充分的时间对付c，但届时A必须同时与C和B的残部（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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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是：第二种情况作为A的进攻顶点最合适。



　　在实际战斗中，则必须根据C的开进时机、战场附近的地形，我方战斗力的限度和B的败退对C的影响程度等做出判断。



　　【战例】



　　○拿破仑在意大利“加尔达”湖附近的战斗



　　（在追击中，掌握进攻的限度，采取防势，将奥军各个击破的战例）



　　三、引向进攻顶点的方法



　　防者诱使攻者超过进攻顶点达到战斗力的转折点有如下方法：



　　1． 利用地域使敌人的战斗力纵向或横向延伸。



　　2． 分割敌人的态势，封锁、切断其补给等。



　　3． 积极破坏敌人的后方基地。



　　【战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尔塔”会战中的延翼竞争



　　○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的反攻



　　○“哈尔兹”反击、苏军对德反攻等



第四节 延翼包围竞争



　　一、延翼包围竞争的意义



　　1． 所谓延翼包围竞争，是两军在交战期间相互延伸相对的翼侧，为包围对方取得决战胜利而进行的运动。



　　延翼包围竞争发生在战线的暴露翼侧或者间隙之间，发生在间隙时必须与友邻部队组织协同动作。



　　2． 延翼包围竞争容易造成逐次使用兵力，扩大战线和增加部队的疲劳等；出现这种情况时，更加难以取得决战胜利。



　　【战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佛兰德”会战时，德法两军之间进行的暴露翼侧的延伸竞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利玛诺瓦”——“拉巴诺”会战中，奥俄两军之间所进行的间隙翼的延伸



　　这两个战例情况并不理想，延翼包围均未达到取得决战胜利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延翼包围竞争（1914年9月～11月）



　　德军对法国的西线攻势在马恩河会战中受挫，尔后则变成从苏瓦松附近至阿尔贡森林——凡尔登的阵地战。德法两军战线呈胶着状态



　　法军为了打开这种局面，从各地抽调兵力编成新的部队，从9月中旬开始向圣康坦发起了进攻。对此．德军也调集兵力实施反包围。结果双方都未取得决定性战果，两军的侧翼均延伸至阿腊斯附近。进入10月后，苏瓦松附近的英国为了尔后与本土联络方便，把部队转用到圣奥梅尔附近。这样，战线就延伸到了比利时边境。



　　德军在把第6军团转用到莫伯日附近的同时，又从胶着的战线抽调兵力对付法军的调动。并且在佛兰德地区新编了第4军团，在依塞尔河口附近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企图突入加来方向包围法军翼侧。但是，法、 英、比联军顽强地坚守在特克斯缪兹和伊普雷地区，双方展开了激战，这次会战双方均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战争转入僵持的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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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延翼包围竞争中战局转折点的选择



　　1． 在估计可能发生我包围敌人、敌人实施反包围这种延翼竞争的情况下，必须正确地预见战局的转折点，合理地判断出应该进行决战的时机和地点。



　　2． 选择战局转折点应该考虑到以下事项：部队的消耗情况、疲劳程度、补给状况、机动能力、情报收集情况和空中优势的程度等。



　　3． 在包围敌人而受到应包围时，寻求决战的方法。



　　【示例】



　　下面研究一下在我包围敌人而受到反包围时，如何避免发生延翼竞争，取得决战胜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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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进攻敌人的包围轴线



　　把受到敌包围的战线弯曲或者后退，暂时阻止敌人，集结决战用的兵力进攻敌人的包围轴线或一翼。



　　此时，必须使敌在外线延翼，我在内线，以保持平衡。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段时间里战局对我不利，也必须坚持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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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包围



　　我集结决战兵力实施反包围，此时，必须有信心和魄力将敌人的总预备队一并包围起来，以粉碎敌人尔后的包围企图。






插图97



　　究竟应是采用进攻敌人包围轴线的方法还是反包围轴线的方法，取决于对战局转折点的预见，和对应寻求四战的时机和地点的精确判断。














	

 






	















	







	







	









 





	


	







	








	




	


第六编 战斗力的界限




	







	

 



	


	



第二章 追击和退却




第一节 追击



　　一、什么是追击



　　追击是为歼灭脱离战场（退却）的敌部队而进行的一种进攻形式，其实质是战斗而不是运动。



　　二、追击的必要性



　　1． 在需要追击而我未进行追击时，敌人可能采取下列行动：



　　（1） 敌人安全退却，因此我无法补偿在进攻时遭受的损失；



　　（2） 敌人整顿态势，恢复秩序，就是说敌人可能恢复到能够进行抵抗的态势；



　　（3） 敌人可在目己所希望的地方停下来，从容不迫地做再次抵抗的准备；



　　（4） 进行休整和向后方基地靠拢，以提高战斗力。



　　2. 此外，我不实施追击的不利之处还有如下两点：



　　（1） 将失去追击中可能取得的利益；



　　（2） 必然为再次发动进攻而做出新的牺牲。



　　3． 敌我双方的损失情况：



　　（1）阵地进攻



　　我损失大，而防御之敌损失小。



　　（2）追击



　　我损失小，而退却之敌损失大。



　　从以上两点可见，胜者必须排除万难，不失时机地大胆进行追击。



　　在日俄战争中，辽阳会战后日军没有实施追击，因此俄军在奉天附近站稳脚跟，而且掉过头来转入反攻，出现了尔后的沙河会战。这个战例充分地说明了追击的必要性。



　　毛奇说过：“追击中，只要追击部队的人马还有继续追击的力量，只要敌人还没有彻底屈服，就不容许停止追击，我们没有理由使敌人苟延残喘，逃之夭夭”。这是说明追击重要性的至理名言，我们应该铭记在心。



　　三、实施追击的困难性



　　1． 过去成功的追击战例非常少。这充分说明实施追击的困难性。



　　2． 造成追击困难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 因敌人退却而产生的胜利满足感；



　　（2） 身心的疲劳；



　　（3） 由于对全局清况不明，第一线指挥官对追击做出错误的判断；



　　（4） 因伤亡与整顿态势而受到牵制；



　　（5） 夜间；



　　（6） 天候和气象影响、天然障碍、编制装备欠缺；



　　（7） 敌人的抵抗以及敌情不明；



　　（8） 补给和后方情况不佳。



　　四、实施追击的条件



　　（1） 要在我态势有利时转入追击。



　　（2） 要向部队讲明追击的企图及早进行准备，发起追击要适应并有利于全局情况。



　　（3） 要迅速查明敌人退却开始的行动，立即加以利用。



　　（4） 要从正面压迫和牵制退却之敌。（不要与敌人脱离接触）。



　　五、追击指挥



　　要想以追击堵截歼灭敌人，最需要注意的是：



　　——在何处抓住追击目标；



　　——如何进行追击部署（选定方向）。



　　1． 追击目标



　　要选在能够堵截敌人的主要方向上。远近要因敌人的退却情况而异。如能在近处截住敌人最为理想，但如果在近处确实不可能截住敌人，就必须尽量把目标选在远处。



　　2．追击部署（方向）



　　要堵截歼灭敌人，只从正面尾随追击退却之敌难以取得成功，必须迂回敌人的翼侧，向敌人的后方实施追击。



　　就是说，要做宽正面追击的部署。



　　3． 由以上两点可见，要堵截歼灭敌人必须实施宽正面大纵深的追击。



　　4． 要正确掌握追击角度



　　所谓追击角度是指平行追击部队（即担任迂回的部队）的追击方向线与敌人退却轴线之间的夹角。



　　（1）在战史中有很多纵敌逃脱的战例，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平行追击部队被眼前的战况（敌人的败退情况）所迷惑，急于切断敌人退路过早地改变原来的前进方向，匆忙地插向敌人侧背。



　　如图所示，不该向A一方向追击，应向B方向追击。因为我到达A点时，敌人已退到c线，因而敌人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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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追击角度大小的选择；



　　象泰仑堡会战那样，敌人自己对胜利充满信心，主动向我进攻，双方陷入激烈的交战状态，由于战略态势的急剧变化敌人处于不利的被包围态势。当敌人决心退却而又受到我较大的牵制时，我可以实施大角度的追击，在比较近的地点切断敌人退路。



　　与此相反，一般处于守势的敌人，与我交战不久。发现我造成的有利的战略态势而及时退却，脱离与我接触时，我如果企图在近处切断敌人退路（实施大角度追击），往往会使敌人逃脱。这一点必须注意。



　　（3）要正确掌握追击角度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 要正确判断敌人的退却方向；



　　② 要准确掌握敌人开始退却的时机；



　　③ 要考虑与我进攻顶点的关系。



　　5．在追击中，有时会被退却的敌人消灭，对此要有适当的对策。



　　【战例】



　　1．追击成功的战例：



　　○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后的远距离迂回追击



　　○日军马来作战



　　○日军湘桂作战的独山追击



　　2．追击失败的战例：



　　○日俄战争中日军的辽阳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对敦刻尔克的追击



　　3．追击中被敌消灭的战例：



　　○朝鲜战争中北朝鲜军的覆灭



　　日军独山追击作战（1944年12月）



　　独山追击作战发生在湘桂作战的最后阶段。日第11军以所属的第13师实施的作战。同时命令第3师向八塞方向实施追击，予以配合。



　　1944年5月下旬，第11军从洞庭湖东西两侧发起进攻。沿湘江向南推进，击败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沙和衡阳等地，进而长驱桂林和柳州，破坏了这两地的空军基地。但是，国民党军主力11月下旬退却到柳州以西地区。日军为了追歼这股敌人，11月21日命令13师和3师向独山和八塞进行追击。当时，第l3师为寻歼敌人正在向金城江进军途中，在白土受领军的命令后，立即转入追击作战。如要图所示，他们以各步兵团为基干编成的支队都积极地展开了追击。国民党军队在广西贵州两省交界地区的既设阵地上部署了从华北调来的精锐师团，阻止第13师的突进。但13师突破敌人的阻击继续前进，11月28日11时10分突入南丹。隶属于13师的104团得知敌人放弃南丹，成大纵队向独山溃退时，即根据师的命令，继续向独山追击。尽管敌人在各处破坏公路迟滞日军前进，给追击造成了困难，但由于支队采取了积极果敢的行动，30日晨即进入六塞墟，12月8日黎明又攻占了独山。独山地处铁路终点，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后方兵站。第104团接到师关于“即日立刻退回”的命令，他们待师工兵团炸毁了军事设施和大量的军需物资，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之后撤回。



　　后来，参谋本部把这次作战作为“作战中快速机动的战例”通报全军。重庆国民党方面也在其《抗战简史》中承认日军的机动作战指导有方，特别是承认当时广泛采取的支队作战方式的成功（注：笫13师每天的前进速度为1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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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退却



　　一、什么是退却（后退行动）



　　所谓退却（后退行动）是停止当面的战斗向后方撤退，以实现新的企图的行动。



　　进攻、防御、追击和迟滞行动都是战斗，而退却（后退行动）实质上则是运动。



　　迟滞行动和退却（后退行动）的目的都是让给敌人地域以赢得时间。不同之处在于是否使用战斗力。



　　二、退却的主要着眼点



　　退却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迅速摆脱敌人。因此，除实在迫不得已时，应避免与敌人交战，迅速整顿态势向指定地区后退。



　　三、退却终点的选定



　　一旦决定退却，就必须根据尔后的企图在适当的距离上选定退却终点，以保障至少取得整顿态势的时间。



　　影响选定退却终点的因素有：



　　1． 追击部队的后勤跟进能力；



　　2． 对追击部队利用的交通线可能破坏的程度；



　　3． 后卫部队有组识的抵抗对追击部队累计迟滞的程度；



　　4． 退却的准备程度（如准备充分，即使退却终点选得比较近，也能达成摆脱敌人的目的）。



　　四、脱离和隔离



　　为了退却，就必领首先与敌人脱离接触（脱离），然后与敌人保持一定的间隔（隔离）。脱离与隔离有时是主动进行，有时是被敌人强迫进行的。



　　1． 脱离



　　（1） 对脱离的难易产生影响的因素是：



　　① 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敌人压力的大小；我有无预备队或精锐部队；前线与后方交通线的关系（敌人切断我退路的角度）。



　　② 地形。



　　③ 脱离的时间（特别是昼夜的差别）



　　④ 天候、气象。



　　（2） 我方退路可能被敌以锐角切断时的脱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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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容易脱离的方法：



　　① 击退敌人或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② 反冲击



　　挫败敌人进攻企图，使其暂时处于守势，乘此时机脱离。但是，以部分兵力进行反冲击，常常难以使全部敌人都转入守势。为退却而进行反冲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最后手段。



　　③ 利用夜间



　　昼间脱离，除在情况不得已时应尽量避免。



　　④ 利用地形



　　地形有妨碍和便于敌人施加压力之分。因此可利用地形以妨碍敌人施加压力的那部分部队，掩护其他部分的脱离。



　　⑤ 因一部受压而使其他部分的脱离可能陷入困境时，应命令该部死守。



　　⑥ 利用天候



　　天候大多是偶然性因素，但有利用它取得成功的先例。



　　（4） 第一梯队的脱离顺序



　　通常是从受敌压力较小的地方开始脱离，但由于地形和退路的关系，有时也让受敌压力大的部队先行脱离。



　　譬如，下面这种情况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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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即使被突破，在C收容阵地存在期间敌人无法迅速推进。



　　但是，假如先让B脱离，敌人将立即迫近退路，使A的脱离变得越发困难，C也有可能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先从A开始脱离。



　　2． 隔离



　　（1） 增大相对运动力



　　要设法增大我方运动力，削弱敌人运动力。以增大相对运动力。



　　① 充分利用一切机动能力（运输力）。



　　② 阻滞敌人的追击。例如：利用地形特别是障碍物，以航空突击迟滞敌人前进。



　　（2） 退却方向



　　退却方向通常是以自己的后方交通线为基准选定，也有时根据情况选在其他方向上。下面就退却方向问题做若干分析。



　　① 在已经定下退却决心而敌人即将形成迂回包围态势的情况下，不能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退却，要暂时向远离后方交通线得方向退却（退却路线成弧形），首先避免被敌人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回旋轴线附近地域，机动能力要超过敌人。



　　② 根据情况和地形，有时无法向自己的后方基地方向退却，而必须改变退却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保障补给是成败的关键。



　　③ 离心退却



　　离心退却可在以下情况下实施：中央被敌突破后的退却；由于地形，特别是同战场与掩护物所处的位置关系；用以引诱敌人的退却。



　　这种退却方法可以分散敌人，使其处于内线；我处于外线便于进行战略性奇袭，但缺点是难以隐蔽企图，造成我兵力分散。



　　【战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从华沙附近的退却



　　④ 向心退却



　　对掌握部队，再次发动进攻有利，但不便于相互间协调，当追击部队占优势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战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军从国境线向马恩河一线的退却



　　五、敌平行追击时的处置



　　按通常的退却顺序（先后方，后战斗部队），有被敌人拦截、切断我退路的危险。因此，有时必须以机动能力强的部队作为前卫或者侧卫派往退却路线的前方，或者使其占领侧背的要点，或在侧背部署游动警戒分队之后，再按后方、战斗部队的顺序转入退却。



　　根据情况，可在必要的方向实施反击。



　　六、退却时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退却中应注意的事项有：利用地形和气象、发挥运动能力、有效地进行协调和指挥、实施全周警戒、利用障碍物以及实施航空支援等。从退却行动的特点来看尤其重要的是：隐蔽企图和实施欺骗；振作士气。这时，特别要努力防止产生失败情绪。



　　【战例】



　　○樱井兵团从缅甸突围



　　○日军第33师在缅甸的退却



　　第33师在英帕尔作战中的后退行动（1944年7月－11月）



　　英帕尔作战，由于1944年6月22日科希马至英帕尔的道路被英印军打通，而终于不得不停止。日军第15军军长7月13日命令各部队向钦敦江方向撤退。各部队每个营都伤亡数十人，而且弹尽粮绝，必须在滂沱的大雨中一边阻击优势的敌人一边撤退。



　　是一举后退还是逐次后退，第33师师长反复考虑后决定逐次后退，以保持主动性，并为尔后作战后后送必要的兵力和装备。师长收到第15军命令后在原地停留了一周之久，在此期间进行后送伤病员、准备粮秣、维修桥梁等后勤工作，尔后，在第151团和第14坦克团的掩护下，命令第215团前出到楚拉昌德普尔，在隘路附近占领阵地，命令第214团撤到第特姆，占领该地附近要点，担任后方警戒。



　　英印联军第5师7月19日发起进攻，从大路和西侧山地方向迂回渗透过来。日军第33师师长在完成后方部署后，命令第215团后退。第215团的l营和3营交替占领阵地，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后退。但在其个附近的山腹路（炮弹坡）和通赞北面的曼尼普尔河渡场遭到炮击，在后送伤员和火炮通过完了之前，该团必须阻击追击的敌人，因而后退进展迟缓。英印联军出乎意外地提前渡过了曼尼普尔河，推进到日军侧背，笫215团在通赞完全陷入包围之中。但该团穿过敌人的间隙，在肯尼迪峰占领了阵地。提迪姆附近的阵地也由于连日遭受炮击，人员、器材损失严重，保持收容阵地一天比一天困难，10月16日被迫后退。这样，在第33师阻击英印联军第5师的追击期间，在东面卡巴谷地东亚第11师继续南进。卡巴谷地处于无设防状态下，10月4日亚扎交被敌人占领。师长迫不得已匆忙将214团主力和215团派往卡巴谷地，进行反击，但敌人一部很快从东面迂回过来推进到加里瓦，形成了切断第33师退路的态势，所以11月8日该师便整顿战线向加里瓦以西撤退。



　　师长在退却期间很重视振作士气和保持主动性，曾组织数次反击，最后在内英扎亚河畔从东西两面夹击了沿卡巴谷地南下的东亚第11师。使敌人的追击延迟了1个月，在此期间主力得以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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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特殊地形等条件下的作战




	







	

 



	


	



第一章 要则




　　一、什么是特殊地形等条件下的作战



　　特殊地形等条件下的作战是指由于作战所处的特殊条件——作战地域和作战时机的特殊性等，在实施时必须加以特殊考虑的作战（战斗）。本编论述的主要内容有：需要考虑作战地域特点的作战——山地、江河、隘路、森林和居民地以及积雪严寒地作战；需要考虑作战时机特点的作战——利用夜暗等条件的作战。



　　二、关于本项作战原则的使用



　　本编中所论述的内容，是对第二至第六编中记述的各项作战原则在特定条件下必须补充和修正的事项。



　　大凡实际的作战，在标准的地形或条件下实施的极为少有，通常都是在有山、有河、有森林、有城镇村落的地形上，不分昼夜、不顾寒暑、顶风冒雪地进行。



　　因此，面对包括各种条件在内的复杂繁纷的现实情况，根据特殊条件下的作战原则对一般作战原理进行修正和补充，使之适应山地和江河等作战，这种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创造出最符合当面情况的作战方法就是实际的作战。



　　就是说，应把前述各编的各项作战原理同本编的各项作战原理紧密结合起来。经纬相交，全面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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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战斗）




　　一、特殊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



　　地形和军事行动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此，特殊地形对在该地形上作战〔战斗）的方式起决定的作用。



　　特殊地形影响军事行动的根本要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 妨碍行动；



　　2． 妨碍视界和射界；



　　3． 妨碍火力效果。



　　就是说，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战斗），从该地形的特殊性上搞清上述三项因素哪项影响最大，进而研究其作战样式，就可以找出正确的作战方法。



　　二、山地作战



　　1． 山地的特点



　　山地的地形特点是起伏，斜面倾斜，地质、高度和气象情况复杂，有相当大的面积（宽度和深度）。



　　这些特点对军事行动带来如下的影响：



　　（1） 部队行动受交通道路的制约，在道路以外的地面行动，不是不可能而是费时间，但是，容易隐蔽企图；



　　（2） 部队展开受限制，容易形成纵长队形；



　　（3） 部队相互间联系、协同困难；



　　（4） 在制高点有一定的视界和射界，但死角多。在低地则视界、射界完全受到限制；



　　（5） 在发扬火力上，如不是曲射火器，效果很小；



　　（6） 部队行动受限制，所以向交通通路、集结地域等处进行集火射击极其有效。



　　从这些项目可以看出，山地特点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均包括在上述三项要素之中，特别是“妨碍行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合成军队威力的发挥受到限制，作战速度受到严重影响。



　　2． 山地作战的特点



　　在山地作战中，必须着眼于如何克服山地特点特别是部队行动的障碍。



　　但是，必须看到“山地并非是绝对障碍”，相反“山可藏兵”。由此可见，要歼灭敌人，“与其把敌人赶到山上，莫如赶到海里”。



　　山地作战有如下特点：



　　（1） 交通道路的作用极大，因此，在山地作战中争夺交通道路（包括不让敌人使用）是焦点；



　　（2） 相互联系协同困难，在每条交通道路上都容易形成独立的战斗；



　　（3） 通过地面行动进行奇袭较费时间，但效果大；



　　（4） 容易受季节和气象的影响，而且一般都有森林，亦应加以考虑。



　　3． 山地攻防作战的注意事项



　　（1）进攻



　　① 目标应选在确保交通道路特别是能控制后方交通线的重要地形上。



　　② 统一制定详尽的计划，由具有独立性的战斗群分散实施。



　　③ 重视包围、迂回和奇袭。



　　（2）防御



　　① 应利用山地整个纵深的障碍，并确保控制交通道路的高地和鞍部。



　　② 各地域进行独立战斗，各个击破敌人。



　　③ 采取对付敌人包围、迂回、渗透、空降以及直升机机降的措施。



　　（3）无论攻防，都要使编成和装备适应地形，同时要特别注意确保后勤支援。



　　三、江河战斗



　　1．江河的特点



　　江河是“行动的障碍”。



　　【注】障碍程度因装备的优劣、水流的宽度、深度、流速、河底的土质、两岸的地形以及交通与气象等情况而有所不同。近年来，对装备有优良渡河器材的部队来说江河的障碍程度已显著降低、下面主要论述渡河器材不足时的情况。



　　山地障碍是全纵深（长隘路）的，而江河障碍则只是一条线（短隘路）。



　　就是说，正面比较坚固，纵深教短，缺乏弹性。



　　2．江河障碍对军事行动的影响



　　3．江河战斗的特点



　　根据江河障碍特点和江河障碍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攻防两者都有如下弱点：



　　（1） 攻者






插图101



　　① 开始时态势混乱，战斗力发挥受到限制。



　　② 机动和支援受到限制。



　　③ 部队与装备被分割在两岸。



　　④ 需要特殊的渡河装备和器材。



　　（2） 防者



　　① 缺少寻找进攻者弱点的战机。



　　② 缺少纵、横方向的弹性。



　　因此，江河战斗是向渡场集中兵力的竞赛，而且攻防双方都要抓住对方的弱点，尤其要“捕捉战机和奇袭”。



　　4． 江河攻防中的注意事项



　　（1） 进攻



　　① 尽量远离敌人渡河。（要远离敌人克服江河障碍！）



　　② 隐蔽企图，采取奇袭方式。



　　③ 准备周密，以期一举成功。



　　（2） 防御



　　① 力求直接利用江河障碍。



　　② 乘进攻者半渡时歼灭之。



　　③ 力求保持弹性



　　【注】



　　（1） 通过地雷场，与渡河基本相似。



　　（2） 在江河战斗中可运用“准备阵式（中央阵式）”。所谓“准备阵式”（中央阵式），就是当担任的正面宽度大大超过部队实力时，最初阶段不确定主力的行动方向，而是首先将主力配置成准备态势，待某种程度上看后了清了敌人的动向之后，再寻求决战。



　　四、隘路战斗



　　1． 隘路的特点



　　隘路是“行动的障碍”。隘路障碍的特点是限制横向运动和展开，因而纵向运动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



　　2． 部队通过隘路时的战斗样式






插图102



　　3． 隘路战斗的特点



　　从隘路的特点及其战斗样式看，隘路战斗有如下特点：



　　（1） 隘路战斗对防者极其有利，对攻者则极其不利（但是，这种不利可以通过空中机动得到缓和）。



　　（2） 通过隘路时，必须有掩护措施。



　　（3） 通过隘路时，要尽可能多利用几条通路迅速通过。



　　（4） 隘路战斗因隘路入囗、隘路内和隘路出口的情况不同而异。



　　4． 隘路战斗的注意事项



　　（1） 隘路入囗附近的战斗



　　防者将确保入口附近的要点，妨碍攻者通过隘路以及为此进行的准备工作。



　　攻者则力求尽快夺取该要点，为防止混乱、做好通过的准备和顺利通过创造条件。



　　也就是说，在隘路入口附近的战斗中，入口附近的要点（门柱）是攻防的焦点。



　　（2） 隘路内的战斗



　　防者利用攻者横向展开与行动受限制的弱点，全纵深地阻止敌人前进（采取防御或迟滞行动）。



　　攻者则力求在入口附近做好充分准备，发挥后续梯队的威力一举通过。



　　也就是说，在隘路内的战斗中，焦点是攻者的突贯能力。



　　（3） 隘路出口附近的战斗



　　防者力求乘攻者从隘路内出来兵力尚未完全集中之机，以火力和反冲击逐次击破敌人。这时，一般是极力迟滞队形处于纵长状态的攻者的行动，以阻止其集中兵力。



　　攻者则采取占领出口附近要点等掩护兵力集中的措施，防止被逐次击破，以求尽快地集中兵力。



　　也就是说，在隘路出口附近的战斗中，焦点在于防者积极果敢的行动和捕捉战机。



　　【注】 复合隘路：由数条隘路构成的一种状态，多在山区。复合隘路的战斗可用山地作战原则。



　　五、森林与居民地战斗



　　1． 森林与居民地的特点



　　森林与居民地，从地形特点看包含着三项要素（妨碍行动，妨碍视界、射界，妨碍火力效果）的全部，而特别明显的是“妨碍视界、射界”。因此，一般具有以下战术特点：



　　（1） 隐蔽、掩蔽的效果大；



　　（2） 妨碍射击和运动；



　　（3） 指挥联络困难。



　　2．森林与居民地战斗的特点



　　森林与居民地战斗，因地形特点造成了收集情报和警戒的困难，容易实施奇袭。同时，部队分散易于陷入混乱，难以集中使用兵力。



　　因此，森林和居民地内的战斗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容易形成逐次使用。这就是“森林、居民地可以吞兵”的道理之所在。



　　由此可见，在森林与居民地战斗中，作战的实质是“歼敌于外”（在森林、居民地以外寻求决战）。



　　3． 森林与居民地战斗的注意事项



　　（1） 进攻



　　在森林与居民地进攻敌人，要尽可能避免从正面直接实施，而应采取包围，迂回等战术，使四周总的态势发生变化，待敌人软弱无力后加以解决。



　　必须直接实施进攻时以及在向其内部进攻的战斗中，应加强情报、警戒和指挥措施，重视近战和奇袭。



　　（2） 防御



　　在防御中，可将森林和居民地当作据点使用，但最合适的是当作障碍使用。



　　直接利用它进行防御或者在其内部组织防御，应极力扰乱攻者，使其陷入混乱，并重视短促火力战斗和实施反冲击。



　　六、积雪严寒地作战



　　1．积雪严寒地的特点



　　（1）积雪严寒地与所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我国温度低、积雪量大的地域比较多。



　　（2）积雪严寒地的主要特点是深雪、降雪、严寒、气象变化急剧和长夜等，然而只要在国内，这些并不能阻止部队的行动。



　　（3）一般说来，交通网受到明显的影响



　　（4）积雪严寒地是“行动的障碍”。同时，解冻融雪期的泥泞同样给作战行动带来重大影响。



　　2、对发挥战斗力的影响



　　（1） 人员的活动力



　　人员的活动力一般因寒冷和雪而比较笨拙。



　　为此，需要在采暖、保温、装备和训练等方面采取措施。必须注意，如果缺少适当的措施，在同敌人战斗之前就会遭受气象带来的惨重损失。



　　（2） 火力的发挥



　　火炮的推进受到限制，行动不便。而且特别需要确保弹药的补给。但是，目标清晰，可进行直瞄射击。



　　关于火炮性能，如有防寒器材便没有大的问题。



　　（3） 机动力的发挥



　　在非积雪严寒时期，障碍程度小的地形，将由于积雪而增大障碍程度；相反，平时障碍程度大的江河、山地等，将由于结冰和积雪而减少障碍程度。



　　拥有雪地机动装备、训练优良的部队，可比较自由地实施机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部队即使是平地机动也受到很大限制。



　　重装备部队和轻装备部队所受的影响不同，重型车辆部队就需要连续不断地扫除道路上的积雪。



　　（4） 后勤



　　耐寒食品、器材和燃料等需求量增大，一旦这些物资供应中断，战斗力立即受到削弱，而且其程度要大于一般战斗。



　　交通道路的疏通和维持一般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而且由于气象等因素使用受到限制。因此，确保后方交通线是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



　　3． 积雪严寒地的作战特点



　　（1） 准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战的成败。特别是确保特殊装备和耐寒器材以及进行良好的训练是极其重要的。



　　（2） 确保后方交通线，对积雪严寒地作战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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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利用夜暗等条件的战斗




　　一、战斗中利用夜暗的目的



　　夜暗即黑暗，其特点是能够进行奇袭，而且限制敌我双方战斗力的发挥。因此，利用夜暗进行战斗的目的，是以奇袭和减少伤亡的办法取得战斗力对比的有利地位。



　　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夜暗变得象昼间一样，于是出现了把夜间当昼间使用的倾向。但是，使整个战场，在整个作战期间完全白昼化尚有困难，因此利用夜暗的战斗，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注】夜暗与浓雾等的差异



　　夜暗可以实施照明，而且时间上也有明显界限。烟雾等则无法进行照明，而旦时间和地点上都无法限制，大多处于游移状态。



　　在战斗中，根据利用夜暗的阶段，可分为黄昏进攻、黎明进攻、拂晓进攻和夜间进攻。



　　二、黄昏进攻



　　黄昏进攻是发挥炮兵、坦克等诸兵种合成军队威力的一种“强袭（实力）”，大多是在进攻有限地域时采用。



　　黄昏进攻的优点是从战斗一开始就充分发扬火力，近战部队可在夜幕掩护下接近并突入敌人阵地，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入夜后进攻结束。



　　黄昏进攻，应注意背向太阳实施。



　　三、黎明进攻



　　黎明进攻最初是夜间进攻（战术），尔后转入昼间进攻（实力）。



　　实施这种进攻的目的在于利用“奇袭”（战术）和“尽可能长时间地利用昼间”。其优点是利用夜间和微明接近敌人，避开敌人优势的炮兵火力、重火器的观测射击，随着亮度的增大而逐次疏开，避免伤亡。然而，必须注意在天明后的战斗中不要受敌炮兵火力的压制。



　　四、拂晓进攻



　　这种进攻方法是利用夜暗做进攻准备，进攻战斗则是企图在天明后以力量压倒敌人。实施这种进攻的目的，是要利用夜暗秘密地做进攻准备和尽可能长时间地利用白昼。



　　拂晓进攻，进攻方向应极力避免面向太阳。



　　五、夜间进攻



　　1. 夜间进攻的目的，是利用夜暗特性，以隐蔽的行动进行“奇袭”。



　　因此，必须以“奇袭”为主体，考虑计划和实施过程。



　　也就是说，隐蔽企图自不待言，进攻的时机、方向、实施方法等都要以能奇袭（战术）为前提进行考虑。



　　2． 夜间进攻也有若干不利之处，应力求将之减少到最小程度。通过训练和装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些不利之处。但实施时必须做到：



　　（1） 准备周密；



　　（2） 计划简明；



　　（3） 有必要的控制措施。



　　3． 必须认识到，夜间进攻的战果一般有限。在通常情况下，只对浅近纵深的有限目标实施夜间进攻。



　　【战例】



　　○日军第2师在瓜岛的夜间进攻



　　○日军第2师在弓长岭的夜间进攻



　　第2师在弓长岭附近的夜间进攻（1904年8月）



　　8月5日，第1军（第2师、第12师、近卫师）接受了满洲军总司令官关于攻占辽阳时应从辽阳东面实施攻击的秘密指示。8月22日，在第二军和第4军向鞍山站附近进攻的同时，第1军又接到8月28日向石咀子、四方台敌人阵地进攻的命令。



　　军司令官决定从25日夜至26日，攻占寒坡岭、弓长岭和大甸子附近的敌人阵地。于是，命令第2师在26日晨以前对弓长岭至639高地之敌、第12师和近卫师从26日晨开始对当面之敌阵地实施进攻。



　　第2师为了以夜间进攻消灭敌人，便以一部担任两翼掩护，主力在周密准备的基础上，以第15步兵旅（第16团、第30团的一部）和第3步兵旅（第4团、第29团）从北面并列行动，以第80团的主力作为预备队，命令师炮兵准备进行火力支援，发起了夜间进攻。



　　这次夜间进攻是以师主力实施的大规模的行动，由于各部队士气高昂，使用了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加之准备周到，取得了成功，是一个出色的夜间进攻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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